






传说西元前753年，从特洛伊流亡的伊尼亚斯后代－－罗慕路斯於罗马建国，直至西元前6世纪，历任七代国王的经营，建构出国王－元老院－公民大会三股支撑罗马国政运作的力量，罗马在北义的伊特鲁里亚人和南义希腊殖民都市的夹缝中国力日强。

西元前509年，布鲁图斯废除王政，建立共和政权。期间，罗马人从立法与习惯著手，确立平民、贵族阶级就任国家公职权利的平等；对外与邻近部族不断争战。 西元前338年，罗马开始进攻义大利中南部，解散「拉丁同盟」，成立「罗马联盟」，征服南部萨谟奈族，称霸南义大利各希腊城市，於西元前270年统一卢比孔河以南的义大利半岛。 从台伯河畔的七座山丘起家到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爆发前，罗马在这五百年间奋斗的故事，足可印证「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作者统合各方史料，以生动的文学笔触，借由重现一千年罗马帝国兴亡的过程，让你、我一起反思为什么罗马人能够构筑一个足迹遍及北非、中东与欧洲的庞大帝国？并且形成独立的文化圈长期屹立？而为什么罗马帝国最后也难逃衰亡的命运？是因为「胜者必骄」，「骄者必败」的定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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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读者的话



据说古罗马时候，罗马有三十多万个神祇，这对一神信仰的人而言，恐怕很难以置信；但来自多神信仰国家的我却觉得相当有趣。

当你坐在罗马市中心——古罗马广场遗蹟崩塌的石柱上，翻阅导览手册或说明书时，也许你会觉得背后怪怪的，这时很可能就是某个徘徊未去的淘气神祇，正躲在你背后偷看你手中的简介；因为祂也会好奇，不知二千年后的人到底会把自己写成什么样子。

「喂！你们可得把我写得好一点呀！」

祂可能会这么说。

爱德华•吉朋在寻访罗马广场后，完成大作《罗马帝国衰亡史》；阿诺德•汤恩比年轻时，则为了追思古罗马而以自行车环游义大利。

古罗马人的足迹遍及北非、中东与欧洲，虽然我们也有心前去一探究竟，但渺小得无法与前述两位大历史家相提并论的我们，显然必须事先好好地去厘清几个问题。

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成就这样的大业，并且形成独立的文化圈长期屹立呢？

古代的罗马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





论智力，他们比不上希腊人；

论体力，比不上克尔特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

论技术，也比不上伊特鲁里亚人；

再论经济能力，更比不上迦太基人。

在众多史料的佐证之下，连罗马人本身也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那么罗马人成功的原因到底为何？难道只要有广大的领土，就可以构筑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长期支撑？或者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是他们称霸的主因？

另外，为何像罗马这般强大的帝国最后也一样难逃衰亡的命运？是因为胜者必骄，骄者必败的道理吗？

我并不急着为这样的问题下注解，如果这么快就为人类孜孜不倦努力累积而来的历史解套，这就显得太轻率了！而且我的看法也不见得是最周全的，因此我希望借由史实的详述，让你、我一起来动脑想一想——「为什么只有罗马人可以？」





从现在起，我写你读，让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古罗马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992年於罗马

塩野七生




序言



西元前167年，希腊正在衰退中，当时有一千名希腊人被带到罗马当人质。他们全都是希腊社会的高阶层份子，而时年三十六岁的波力比维斯(Polibius)也在人质之中。

当时的罗马人十分景仰希腊文化，所以当希腊人质一被带回，就马上将他们安置在罗马共和国的权贵家中，并没有关进大牢里。人质的行动也十分自由，除了不能回希腊外，要上哪儿都可以。

而波力比维斯比其他人更幸运。他原是誓守希腊独立的亚该亚同盟的骑兵队队长，在希腊的地位仅次于最高司令官，他在希腊时就已经认识罗马的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将军。可能就是因为两人之间有交情，所以波力比维斯在充当人质的期间，就被安置在西比奥的家中。

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是在扎马战役中大破汉尼拔，并且为罗马赢得第二次迦太基之役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的侄子，同时也是他的养子。艾米里亚努斯比波力比维斯小十八岁，当时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但他却充分遗传了西比奥家族的血统，年纪轻轻就展露过人的军事才华，建立了许多彪炳的功勋和战绩。

艾米里亚努斯与他父亲一样醉心於希腊文化，他们时常召集文人雅士在家中聚会，时人称之为「西比奥圈」，闻名於当时的罗马。而波力比维斯刚好也出生名门，受过高等教育，还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与相当程度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西比奥圈」中十分受欢迎。不过，如果要波力比维斯就此在感时忧国的喟叹中断送后半生，可能稍嫌早了点。

十七年间，波力比维斯因为与艾米里亚努斯交好，而得以接触到罗马共和国的核心，使得他对罗马的兴趣逐渐加深。他前往与迦太基隔海相对的南义大利旅行，还随着艾米里亚努斯的军队到西班牙去。最后，当他随着艾米里亚努斯远征非洲的军队穿过南法、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归国时，他已经完成一趟汉尼拔出征路线之旅了。

西元前150年，希腊人质被解放回国，十七年前离国时有一千人，如今只剩三百人。

波力比维斯与同胞一起回到祖国后，仍继续与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保持联系。西元前149年，爆发了为时三年的第三次布尼克战役，波力比维斯跟随担任总司令官的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一起到前线，因而亲眼目睹迦太基城火烧七天七夜，化为灰烬的画面，当年他五十七岁。

从那一年起，一直到他八十二岁去世为止的二十多年间，他完成一本共四十章的《历史》，与过去着眼於希腊、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相比，波力比维斯的《历史》重心放在罗马，而且特重实证，算是最早的罗马史。於是，第一部可靠的罗马正史，就这样成就於希腊人之手。

其实波力比维斯很能感受到衰亡中的祖国——希腊内部局势的混乱，加上他与西比奥家族的亲近，更让他深刻地体会到新兴罗马那股强力窜升的气势。於是，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希腊会逐渐走向灭亡？罗马又为什么会强大起来？

就是基於这样的疑问，才促使他写出《历史》。波力比维斯在自序中说道：



「只要不是愚痴驽钝的人，看到罗马人能在短短的五十三年内完成大业，一定会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政体促使他们成功的……」




他所说的五十三年，指的可能是西元前202年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失败后，到西元前146年迦太基在第三次布尼克战役中灭亡的这段期间。在这五十多年间，罗马变成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往后的罗马历史更涵盖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

然而，罗马并不是在这短短的五十三年间才突然崛起的，只不过是连希腊人都忽视了它的存在，因此自然没有人想到要记录下它的历史。严格说来，罗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扎马战役前五百年，那段时间对罗马人来说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蛰伏岁月，并不如一般想像的五十几年，而是整整五百多年，因此才会有句话说：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本书是此系列的第一本作品，取材时间为罗马建国到第一次迦太基之役爆发前的五百年。这期间罗马的进步相当缓慢，尤其遭遇阻碍与破坏时，罗马的元气更是严重受损，有时往往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罗马五百年艰苦卓绝的历史就是这样架构出来的。后来的罗马之所以能够壮大，绝大部分要归功於这五百年，这就好像青春期所累积的实力，一直到了三十而立的壮年阶段才有机会证实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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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罗马的诞生







流亡者传说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世代相传的传说，追本溯源对人们来说，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即使目前还无法用科学来证明传说的真实性，但人们并不在乎；人们要的只是能够博得他们认同的理论、或是能够提振士气的故事。而罗马人的传说就发生在特洛伊城陷落的时候。

荷马的叙事诗《伊里亚徳》，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仍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故事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是一座丰饶的城市，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特洛伊人在亚格曼侬和阿奇里斯带领希腊军队攻击期间，曾经奋勇抗战十年。后来，希腊有个将军发明一匹巨大的木马，特洛伊人误以为是希腊军撤退后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就将它拉进苦守十年的特洛伊城内。

到了深夜，特洛伊人个个抱着胜利在即的心情鼾然入梦，谁知道此时藏匿在木马里面的希腊兵，竟一个个从木马内钻出来。当夜特洛伊城便在一片叫喊声中陷落，特洛伊人不分贵贱全部遇害，即使侥幸逃过一死，也难逃沦为奴隸的命运。在这场悲剧中，只有特洛伊王的女婿伊尼亚斯与他的父亲、儿子以及少数几人成功地逃脱。

伊尼亚斯是爱与美之神维纳斯与凡间男子所生，因为维纳斯不希望看见自己的儿子惨死在希腊军手下，所以才引导他们逃离特洛伊。

伊尼亚斯等一行人，分別搭乘数艘船只离开燃烧中的特洛伊城。这批流亡者在遍历希腊各群岛及迦太基之后，仍未停息，继续由诸神带领北上来到义大利西岸，罗马附近的海岸。后来当地的国王看上伊尼亚斯，将女儿许配给他为妻，难民们此时才算有了安定的落脚处。








伊尼亚斯的漂流路程








伊尼亚斯死后，他的父亲与当初随行的流亡者一致拥护伊尼亚斯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继承王位。阿斯卡尼俄斯即位三十年后，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另外兴建一座名为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的新城市，这就是日后罗马的发源地。

从当时起一直到罗慕路斯(Romulus)在罗马建国的期间，曾有许多传说中的国王陆续出现，但我不打算逐一撰述，我并不是担心那一堆陌生的人名会让读者感到无聊；而是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恐怕连罗马人自己也无法证实。

罗马人一直深信，西元前753年在罗马建国的是罗慕路斯，他是从特洛伊出亡的伊尼亚斯后代。但与希腊人开始接触之后，他们又告诉罗马人，特洛伊是在西元前十三世纪左右陷落的；照此说来，这中间就出现了大约四百年的历史空白期，不过罗马人并不想追根究底，因为在传说世界中，荒诞无稽之谈总是较合理的解释更受人喜爱。因此我们也姑且跳过这四百年，让传说中的一位公主为历史拉开序幕吧！

传说中的这位公主原是阿尔巴隆加国王的女儿，国王死后，篡位的叔父就强迫仍是处女之身的公主担任奉神的女祭司。后来当女祭司的公主竟然生了小孩，这件事使她与叔父之间的关系降到冰点。

事情起因於战神马尔斯对公主一见锺情，有一天公主利用神事空档在河边打盹，马尔斯便趁机下凡与公主发生关系，并在公主醒来之前完事。后来公主就产下一对双胞胎，取名为罗慕路斯和雷慕斯。

公主的叔父知道这件事之后大为震怒，将公主关进牢里，并把双胞胎装进笼子内丟入台伯河。装载双胞胎兄弟的笼子，漂流到河口附近后搁浅在河岸茂密的草丛中，当时正好有一只母狼经过，听见笼内传来的婴儿啼哭声而发现了他们。母狼为他们哺乳，救活了这一对兄弟。

事实上，他们似乎不可能一直为狼所养，因此继母狼之后，接着由牧羊人发现他们并将他们带回家抚育成人。今日从罗马市街到李奥纳多•逹文西机场一带的马路上仍经常可见成群的羊只，因为二千八百年前，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就是这儿的主人。

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兄弟长大后成为牧羊人的首领。尽管牧羊人之间纷争不断，他们还是扩张了势力，并且随着势力范围的扩大，接触到许多新的见闻，后来他们终于知道自己的身世。

於是兄弟俩便带着牧羊人部属去攻打阿尔巴隆加，他们打赢了，还杀死国王，但母亲好像早已死在牢中。

之后，孪生兄弟并没有留在阿尔巴隆加，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地处山区的阿尔巴隆加，地势太狭窄，虽然利于防卫却不适合发展吧！於是他们回到自己的生长地台伯河下游建设新都市，这座都市就是后来的罗马。而他们从前的男部众及附近的牧羊人与农人也都纷纷过来依附他们。

他们虽然一起打败了共同的敌人，但后来彼此之间的关系却恶化了，因为他们俩是孪生兄弟，实在很难决定该由谁当王。於是，他们采取分割统治，由雷慕斯治理帕拉提诺丘，罗慕路斯则统治阿凡提诺丘，依此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然而不久之后，双方之争就因为雷慕斯严重侵越罗慕路斯为划清势力范围所挖掘的壕沟，而再度爆发。这种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是罗马人最唾弃的，因此罗慕路斯便杀了雷慕斯。

西元前753年4月，罗马终于诞生了，并且以开国者罗慕路斯之名定名。另外，每四年定期举办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希腊，也在办了六次之后，正式脱离神话传说的世界，进入历史时代。





西元前八世纪的义大利




出生于罗慕路斯罗马建国八百年后帝政初期的建筑学家——维特鲁维乌斯，以都市计画专家的观点说：



「义大利半岛地处北国与南国的中间地带，因此兼具南北两处的优点，在种种优势的配合下非常有利于发展；而罗马又位于义大利半岛的中央，更是占有得天独厚的地势之利……因此人们以他们的高度智慧，决定在这个地势绝佳、气候温暖之地建设罗马人的都市。」




根据他的说法显示，罗马的地理条件真的十分优越，义大利境内确实已经找不到第二个比罗马更适合做为首都的地方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罗慕路斯不仅是个优秀的将才，而且还是个都市计画的高手呢！

但我有个疑问：既然罗马这么适合建设都市，为什么罗慕路斯之前没有人这么做呢？虽然近年来考古发现，当地有西元前十一世纪左右的粗糙墓穴及住屋遗蹟，可以证明很早就有人居住了，但它的种种条件却还不足以称作都市，所以最早注意到罗马这块地方的人应该算是罗慕路斯。而如果罗慕路斯只是传说中的人物，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话，那么这个建设罗马城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西元前八世纪中叶的任何一人了。

西元前八世纪中叶，在义大利半岛上的民族中，经济能力与技术强到足以如此轻松地建设出宏伟都市的民族至少有两个。

分別是住在义大利中部，势力正在扩张中的伊特鲁里亚民族与殖民在南义大利一带的希腊人。当时的罗马，除了七座山丘以外全都是湿地，而伊特鲁里亚人很早就有排水筑田的技术，但他们却对罗马不感兴趣。

我想，不只是西元前八世纪中叶的罗马欠缺魅力，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罗马还是吸引不了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人。

伊特鲁里亚人是以经济与通商为生的民族，他们与希腊人有截然不同的都市建设观。伊特鲁里亚人将有城墙包围的坚固城市建在小丘陵地上，对于滨海或是不靠山的土地，他们完全没有兴趣。他们这种不喜欢居住在平地上的性格，单从佛罗伦斯城的地理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最早的佛罗伦斯城就是建于伊特鲁里亚人居住的翡亚柔列山丘上，而现在位于亚诺河附近的佛罗伦斯街肆则是罗马人遗留下来的。

而希腊人是个通商与靠海洋为生的民族，因此对他们来说，面海的港口是很重要的，像必须溯台伯河而上才能到逹的罗马，就不是建设都市的理想地。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建设於南义大利的殖民都市，如叙拉古、塔兰托、拿坡里等全都是滨海的城市。

从伊特鲁里亚人的眼光来看，罗马七丘大概都嫌太小、太低，而且靠得太近了，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在山丘与山丘间相差一段距离，山顶宽阔、丘陵散布的义大利中部扎根；像现在仍旧存在的某些中型都市西亚那、比奥罗得拉、帕鲁西亚、丘吉、奥鲁比亚特等，都是当时伊特鲁里亚人所建的都市。如果搭乘巴士沿着山脊往山顶上走，最后一定会到逹这些市街的，虽然昔日的旧市街并不多，不过即使抄短路沿铁路而行，恐怕也没那么快逛得完。

这些市街不断地让人有惊奇之感。我想都市建设的要件，除了水、气候等自然条件外，民族与时代也是必须考量的因素之一吧！

同时我也觉得，上述三个民族各自不同的都市建设观与他们往后的命运或许也会有不小的牵连。

伊特鲁里亚人喜欢在防御容易发展困难的山丘上建设都市。

罗马人因为在防御不易的土地上建筑市街而向外发展。

南义希腊人选择在利于通商却容易忘敌的海滨筑城。

如果你现在正要进入理工学院就读都市工程，建议你最好多充实一些哲学与史学的知识，因为都市的建设地点，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居民未来的发展。





伊特鲁里亚人




由于伊特鲁里亚人的文字目前还是个谜，因此伊特鲁里亚民族就被称为「谜样的民族」。伊特鲁里亚人又叫做「伊特拉斯坎」，这个名词是否代表另外一个民族则无法确定。古时候的「伊特拉斯坎」，似乎是住在现今的托斯卡那、温布里亚和雷其欧等地北方的人民总称，就好像我们称住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美国人」一样。

目前我们还无法得知这群伊特鲁里亚人到底来自何处。有历史学家说他们是从小亚细亚渡海过来的；也有另一派学者坚称他们是从内陆南下义大利半岛的。虽然学者们对伊特鲁里亚民族的出处意见纷歧，但他们一致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早在西元前九世纪时就已经知道铁器的制造方法了。

义大利中部有许多矿山。居住在义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不仅善用当地的矿藏资源，尔后更成为优秀的技术开发者。随着技术的提昇，经济也跟著繁荣起来。令人惊讶的是，在伊特鲁里亚人的遗物中，竟然发现许多希腊制的壺，这些壺并不是南义大利的殖民所制，而是从希腊本土传来的，这些壺证明了伊特鲁里亚与当时经济同样高度发展的希腊有密切的交流。伊特鲁里亚人虽然将城市盖在山顶上，但在离城不远的地方还是有港口，他们除了发展经济，也将触角扩展到海上通商。他们在海上的势力范围从矿产丰富的爱尔巴岛，一直延伸到科西嘉岛与萨丁尼亚岛，那一带的海域现在叫做「第勒尼安海」，字面意思就是「伊特鲁里亚人之海」。

西元前八世纪，他们的势力向北扩张到以流经佛罗伦斯的亚诺河为界，向南则以通过罗马的台伯河为界。这个区域内现今所留存的市街，全都是伊特鲁里亚人所建的，因此几乎都建在山顶上。

古代的伊特鲁里亚是由十二个都市国家所组成的联合城邦，在这十二个都市国家中，目前知道名字的有阿里廷、伯鲁特拉、丘吉、比特鲁伯、奥鲁比亚特、塔奎尼亚、伽鲁维特利、威伊、帕鲁西亚等九个都市，其中有七个现在仍然存在。虽然伊特鲁里亚是一个联邦组合，但各个都市国家却都有强烈的独立倾向，唯独在宗教上保有共识，其余政治、经济与军事各方面则鲜少有一致的步调。在这些都市国家中，并没有那个国家是特別强大的；也就是说，联邦内缺少领导都市，无形中这也变成了它们日后的致命伤。








希腊殖民势力扩张图








伊特鲁里亚人是土葬的民族，因此很擅於造墓，他们的坟墓看起来就好像是地上建筑的缩小版；而且，在权贵者的坟墓中，还可以发现色彩丰富的壁画与极尽奢豪的陪葬品。看到这样的景象，我们可能会觉得伊特鲁里亚是个靠技术与通商而繁荣、爱好和平、讨厌战争的民族，尤其是看了会让人心生和平、面容祥和的雕像后。但事实上，与其他民族相较之后，会发现他们既不是温和的厌战派，也没有特別和平的性格。他们曾为了要争夺第勒尼安海的海上霸权，而与迦太基人和希腊人交锋，而且还有用人当祭典牺牲的习俗。曾经在古罗马风靡一时的「人兽之斗」，也是从伊特鲁里亚人最喜爱的格斗竞技演变而来的。

而墓壁上所描绘的享乐生活图，也很容易让人以为他们是一群好逸恶劳的人。这又错了。从他们所拥有的高超技术上就可以证明他们是勤劳的一群，这方面的进取心倒是值得加以讚许。由上可知，伊特鲁里亚人为罗马人带来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

西元前八世纪到前六世纪时，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是罗马等族群所无法比拟的；最强盛的时候，势力甚至远及南义大利。总之，这时期在波河以南的义大利半岛上的势力，大致可分为北方的伊特鲁里亚与南方的希腊两部分，而罗马则在这两大势力间的夹缝中求生。





殖民义大利的希腊人




西元前八世纪，希腊变成由贵族统治的都市国家（城邦)。由于这个时期希腊社会的发展领域已经扩及到工商业和海运业，所以经济上的表现比起以农牧为主的王政时代显得更引人瞩目，人口也因此急速增加。除了人口之外，在贵族政权斗争中败下阵来的人，以及随着经济发展所衍生出来的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争，都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

希腊缺少耕地，人民为了生活往往必须到外地寻求出路。西元前八世纪左右，是希腊殖民运动最盛的时期；而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与冒险犯难的个性，更加速了他们殖民的速度。

希腊人的殖民建设，涵盖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东起黑海沿岸，西达法国与西班牙。西班牙的马拉加和法国的马赛，当时都是希腊的殖民都市。

由于地缘的关系，义大利的殖民建设也属希腊裔的殖民势力最为强大。位于现在南义大利的都市中，除了少数是迦太基人所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希腊裔的殖民都市；这些希腊殖民都市包括拿坡里、塔兰托遗蹟、库马、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墨西拿与亚格里珍特等，统称为「大希腊」。

这些都市之所以合称为大希腊，主要是因为它们发展快速，都在短时间内就兴盛窜起的关系。这些都市既然是由高度文明的希腊人所入殖，建设自然不同凡响；而且当地没有原住民，自然也不会有种族对立的问题；再加上这批弃国移民的希腊人早就抱定破釜沈舟的决心前来开垦，因此大希腊当然会繁荣了。








罗马共和政权演变时期，义大利半岛各民族势力分布图












右上栏内——白色部分为伊特鲁里亚人全盛时期的居住地及文明被及地域








这些殖民都市与祖国之间的关系，也充分反映出希腊人独立坚强的性格。对塔兰托人而言，斯巴达就如同陌生的异乡；而叙拉古人眼中的科林斯也犹如他国。尽管如此，殖民都市与祖国之间还是有频繁的往来，因为与陆路希腊人相比，他们还是比较适合优游於海上舟船之间；再说，移民南义大利的希腊人总归还是「希腊人」。不过，这群希腊裔人并不怎么团结，「大希腊」的各个都市从来不曾共同团结抗战过。





而新兴的罗马这时为何能在伊特鲁里亚与南义希腊民族两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这并不是因为这两大强势民族尊重罗马的独立，而是当时的罗马一点也吸引不了他们。

带着商品四处兜售的商人，从来不曾与既不买也不生产工艺品的罗马人接触过；只知农耕与畜牧的罗马人，也没钱购买雅典工匠精美的手工壺与伊特鲁里亚制的精致金属器具；再加上不靠海的罗马又不适於防御。因此对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人来说，罗马真的是连一点吸引他们扎根的魅力都没有。

当时伊特鲁里亚人由北南下，只有海路与陆路两种选择。走陆路的话，就必须通过罗马，顺着河中小岛渡过台伯河，才能到达南方的希腊殖民地。而罗马不过是个通过点，只要默默地让他们通过，还不至於会有什么问题；再者，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人当时还是习惯以海路做为彼此的通商干线，所以罗马在新兴初期，并没有强敌压境的困扰。





建国之王——罗慕路斯




罗马的七座山丘大多集中在台伯河的东岸。台伯河在距出海口约三十公里处先流经奥斯提亚然后才注入地中海。这条发源自亚平宁山脉，全长超过三百公里的河流，虽然称不上是大河，但在靠近罗马的地方流水量却大增。水量丰沛的台伯河，在罗马附近向西边大回转，然后逆转向东，最后再向西回转远离罗马，如果当初洪水氾滥，这些弯道很可能就会被冲直为笔直的河道，改而直流地中海。

虽然这七座山丘都位于台伯河附近，但它们却不曾为水患所苦，因为它们都位在河流东弯的背水面。等到容易有水患的地方人口增加时，罗马的国基已经稳定，已有能力从事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洪水对他们而言更是不足为惧。

这七座山丘由北到南的拉丁语及义大利语名称分別是：奇里纳雷斯丘（奇里纳雷丘)、维密纳雷斯丘（维密纳雷丘)、艾斯奎里努斯丘（艾斯奎里诺丘)、卡匹杜里姆丘（卡匹杜里诺丘)、帕拉提姆丘（帕拉提诺丘)、却里欧维斯丘（却里欧丘）及阿凡提努斯（阿凡提诺丘)，当时这些山丘之间的平地全是湿地。

而湿地上的这些山丘又都是低矮的小丘，其中最高的卡匹杜里诺丘的高度，也不过海拔五十公尺而已，不像伊特鲁里亚人选择用来建设都市的山丘，每座都在海拔三百到五百公尺之间。

附带一提的是，由于现在的义大利总理官邸位于奇里纳雷丘，负责国政选举的内政部位于维密纳雷丘上；因此，电视报导时通常不说总统府报导，有选举缺报时，也不用内政部等字眼，而是说奇里纳雷丘报导或维密纳雷丘转播。

话说二千八百年前，都市建设首重防卫功能，所以七座山丘中以卡匹杜里诺丘最适於建设都市；原因倒不只是因为它有靠近台伯河的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它三面都是陡峭的断崖。然而，这个山丘顶上的平地却嫌太小，像现在才只盖了罗马市政府官厅、两间美术馆及教堂而已，就已经没有多余的空地了。因此，罗慕路斯才会选择高度不及卡匹杜里诺丘，但山顶面积却广逹十公顷，而且同样临近台伯河的帕拉提诺丘为筑城之地。卡匹杜里诺丘则用来盖神殿，保留给诸神居住。而在争战中被罗慕路斯所杀的雷慕斯，则在另一座宽广、接近台伯河、并且尚无人居的阿凡提诺丘建城，这座山丘是七丘中位置在最南边，而且最偏离中心的一座。

雷慕斯死后，自立为王的罗慕路斯，首先便在帕拉提诺丘的周围修筑城墙，表示要在此建设都市，并且隆重地举行敬神仪式。据说这一天是西元前753年4月21日，也就是罗马的建国纪念日。在往后一千多年的漫漫长日中，这一天也变成罗马人每年定期要庆祝的重要日子。

那一年，罗慕路斯十八岁。就是这个年轻人，带领著三千名跟随他的拉丁子民在罗马建国的。





罗慕路斯在罗马建国，成为第一位国王后，并不喜欢独裁，於是便将国政体系分为国王、元老院与公民大会三个部分，同时它们也是支撑罗马国政运作的三股力量。

国王是全国的最高权力者，负责宗教祭典、军事与政治，必须由公民大会投票产生。由于罗慕路斯原本是牧羊人与农民的首领，因此他觉得自己会成为国王是因为人民所选，而不是自己所封；所以罗马后来有公民大会选举国王这种非王政作风的制度，应该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演变吧！

元老院是由罗慕路斯召集的一百名长老所组成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刚好一百位，可能是在召集了各部族的长老之后刚好凑足这个数目吧！元老院议员并不属于官职，他们的工作是给国王出建言，因此不须经过公民大会的选举。不过，元老院议员们所属的元老院却是政府单位。虽然创设的目的只是要听取有力人士的建言，但是若考虑到确立政体的立场，赋予元老院正式地位似乎是比较有利。私人单位不但职责不明，而且也容易受到听取建言的一方——在这里指的是国王本身——的左右。

当时元老院的议员被尊称为「父老」，有「建国之父」的意味，后来才又出现了「贵族」这个用来代表权贵的名词。

公民大会是由所有罗马公民组成，职责是选举国王及政府官员，但没有决策及立法的权力；他们还拥有否决权，可以审查国王接受元老院的建言后所拟定的政策。另外，战争与媾和也须经由他们的通过才能生效。

罗马的国家基本组织，就是由上述三者所构成，同时它也是一个依罗马当时的国情、未来的适用性及简单清楚的原则所创组的理想政体。





我们再来看看，当初与罗慕路斯一起建国的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罗慕路斯建国之前所率领的牧羊人及农民属于拉丁语系的拉丁民族，他们虽然是拉丁语系中的一支，但并没有随其他族人一起移居到台伯河沿岸建设新国家，是后来才跟随罗慕路斯在罗马建国。但不久罗慕路斯就发现，罗马大部分的公民都是单身男子，所以继政体确立之后，罗慕路斯的第二项志业，就是开始向外掠夺其他民族的妇女。

这个以武力夺取外族妇女的男性族群，如果真是罗慕路斯与他的部下，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只是脱离各部族自立门户的一群乌合之众；因为，通常部族移居都会带着妻小一起行动。但这样的出身猜测太平淡无奇，不似日后流传的建国传说伟大，更不足以提振后代子孙的气势。或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想出伊尼亚斯（爱与美之神——维纳斯之子，同时也是特洛伊勇士）周游列国的传说，还将它与罗慕路斯的身世结合。

神话传说的价值并无关乎真实性，而是在于相信的人有多少，流传的时间有多久。罗马人对于自己是特洛伊勇士后代的说法一直深信不疑，连希腊人也不疑有他。





「强夺萨宾族妇女」这个议题，为后世的画家普桑、鲁宾斯等人提供了很好的作画题材，整个事件的始末，根据古代历史学家的描述是这样的：



【某天，罗慕路斯邀请萨宾族参加当地的祭典，由于敬神的祝祭日当天禁止战门，所以萨宾族全体便放心地接受了罗慕路斯的邀请。




但是当祝祭进行到高潮部分时，罗慕路斯竟出其不意地下令，要罗马的年轻人突袭在场的萨宾族年轻女子，萨宾族的男子一时措手不及，只有就近带着自己的妻小及老人逃回部落。

萨宾族当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要求罗慕路斯释放被扣押的年轻女孩，但罗慕路斯仍然没有放人，反而还表示他的族人将会与这些女孩结婚，当时似乎尚未结婚的他还率先以身作则。然而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得到萨宾族的认同，於是萨宾人便向罗马宣战。】

罗马与萨宾族之战总共发生四次，虽然罗马一直较佔优势，但有一次在帕拉提诺丘与卡匹杜里诺丘之间战斗时，却反居下风。当时被强夺到罗马的萨宾女子，她们的身份已是罗马人的妻子而非奴隸，因此与罗马人之间也有了感情，所以她们便趁第四次战争爆发时混入萨宾人阵营，异口同声地向萨宾人表示不想再看见自己的父兄与丈夫互相残杀了，希望双方能够停战。

罗马王罗慕路斯与萨宾王提乌斯在听了萨宾女子的倾诉之后，从中得到感悟，因此决定逹成和议。

在今日的欧洲，新人结婚时，新郎必须抱起新娘跨越新居的门栏，就是从罗慕路斯时开始流传下来的习俗。然而，罗慕路斯留给罗马后世的惯例，还不止于此。

罗慕路斯向萨宾族所提的和平协议模式，并不是双方划清势力范围，而是部族合并，并且要萨宾族全部移居到罗马七丘之一的奇里纳雷丘上。

萨宾族可能是基於利益的考量，所以接受了罗慕路斯的提议。两族以对等地位合并，而非罗马吞并萨宾族；并且由萨宾王提乌斯与原罗马王罗慕路斯共同治理国家，所以当时的罗马有两位国王。

所有的萨宾族人都与罗马人一样拥有公民权——如私人财产所有权、公民大会投票权等，萨宾族长老也可以出任元老院的议员。

当时罗慕路斯采用这种策略，或许只是希望借此增加人口及兵力，但却也产生了出乎罗马人意料的结果，普鲁塔克在《列传》一书中说：



「同化战败者是罗马强大的最主要因素。」








而罗慕路斯的另一项成就，就是利用战争保卫完整疆土，这对建国者而言是绝对必要的手段。萨宾国王在合并后不久就战死了，

因此就由罗慕路斯全权指挥作战，他在位的大半时间（三十七年)，可以说都在与邻近部族作战，这同时也算是新兴国象的宿命吧！当时他发明了一种将军队依百人为单位分小组的制度，称之为「百人队制度」，它是罗马军队中最小、也是最核心的单位，这个制度后来一直沿用到罗马灭亡。

虽然罗马屡次战争死伤都不少，但人口及战力却依然持续增加，这可能要归功於与萨宾族的合并。

西元前715年，进入罗慕路斯统治时期的第三十九年，罗慕路斯一如往常地进行阅兵，但这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哗地下起隆隆的大雷雨，倾盆而下的大雨遮挡住人们的视线，连耳朵也笼罩在一片轰隆轰隆的雷声中。

好不容易等到雨停了，雷声也止了，人们擡眼望去，却发现罗慕路斯不见了，只剩下空空的宝座，於是大家纷传国王罗慕路斯被召唤到天上去了。这场突来的不幸虽然让人们感到失措，但罗慕路斯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大家一致决定奉他为罗马的建国之父，并以祀神之礼祭拜他。

然而，在继承者的推选方面就没那么容易决定了。原因有二：第一，罗马坊间盛传罗慕路斯是被忌讳他扩充权限的元老院议员所杀；第二，拉丁人及萨宾人都希望能由自己的族人继任王位，而当时被要求调整职务的元老院，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就元老院内部分裂为亲罗慕路斯派和反罗慕路斯派两部分的情形来看，罗慕路斯很有可能真的是被元老院某些议员所杀。

在这种纷乱的情况下，被推举出来的第三人选有很多，而人们则注意到一位以人格高尚闻名的人物。





第二代罗马王——努马•庞皮利乌斯




在民族兴盛时期，经常可见适时、适所、适才、适用的现象。在罗马长时间的传承中并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而努马•庞皮利乌斯当选为罗马王大概就是其中一例。

努马并不是罗慕路斯招聘来的移民，他是一直住在祖居地的萨宾人，平时一面耕作一面苦读，是个晴耕雨读型的人物。他的品德高洁、教养良好，在罗马相当出名。

当时的元老院在拉丁派与萨宾派的僵持之下，一致决定推选努马为王。於是长老们到萨宾旧地探访努马，并将决定告诉他，希望他能接受讬付就任王位。一开始努马以他已经四十岁为由拒绝长老们的请求，因为四十岁在当时已经不属于人生开始起步的年纪了。

努马在长老们的再三请讬之下，终于答应了，於是他与长老们一起回到罗马。努马进入罗马城后，穿的并不是军服，而是像神官似的盖头长衣，身边也没有跟著手执斧柄权杖，用以宣示王威的安全护卫。

但经公民大会同意即位的努马，并不是想要借此实行神权政治。

罗马国王与人神合一的埃及法老王不同，与介于人神之间具有浓厚神官色彩的美索不逹米亚国王也不一样，更不像类似豪族首领的希腊国王。

罗马的国王并不是为了宣示神意而存在，他是为体现民意、领导全民而诞生的。因此罗马王位虽是终身职，却不能世袭，必须经由选举产生，也因此罗马人并没有想过要由罗慕路斯的后代（罗慕路斯确实有后代）继任第二代王。所以，与其称罗马统治者为「国王」，倒不如称做「终身职的总统」来得恰当。





历史学家李维斯在《罗马史》一书的开场中叙述努马的功绩如下：



「罗马一直以暴力与战争奠立基础，但努马即位后，却想从立法与习惯方面著手为罗马扎根。」




这里所说的「立法」，与其解释为制订法律，倒不如说是确立秩序。当时的罗马人有很严重的武力倾向，所以努马想要教他们做人应有的礼节以及如何跨越对未知的恐惧。

努马还为门神雅努斯（祂也是战神）建造神殿。雅努斯的字义是出入口的意思，祂的造型是两个朝反方向背对的头。努马在雅努斯神殿的大门上标示著：此门战时打开，和平时关闭。据说在努马治理罗马的四十三年间，这扇门一直没有打开过。

但自从努马死后，它就没有再阖上，直到西元前240年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结束后，才关闭了一小段时间，不过随即又打开了。后来一直到屋大维在朱利斯•凯撒死后所发生的内乱中，击败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联军的西元前31年才又第三度关闭。

努马在位期间，除了必要的防卫性战争外，一律反战。没有战争自然就没有战后的掠夺，那么就得为生计另谋出路，於是努马致力於农业与畜牧业的振兴。

此外，努马也依照工作性质的不同，将罗马公民划分归类到各个属性相同且有保障的团体，如木匠工会、铁工工会、染色员工会、陶艺工会等。成立工会，除了要让罗马人对自己的职业产生荣誉感外，更重要的是想借此防止拉丁与萨宾部族的对立。当时的罗马，除了上述两部族外，其实还有其他各人种存在，像伊特鲁里亚人也组有联盟团体。而罗马在建国之初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类型的国家如果发生种族摩擦，将会严重影响到国政的正常运作。





努马为了重整人民的生活秩序，也进行历法改革。

罗慕路斯时期的罗马历法，并没有订出每一年的天数。到了努马的时候，他以月亮的圆缺为準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并将一年定为三百五十五天，多出来的天数，则每二十年计算一次。在凯撒将一年改为三百六十五天以前，罗马人的生活都一直深受努马历法的支配。

而在月份顺序的安排上，他也将原本是第一个月的「三月」称到第三个月的位置上，而把以前是十一、十二月的「一月」、「二月」换到前面去。不过月份的名称完全没有改变，可能是因为人们已经用惯了，所以保留原称呼以避免混乱，所幸月份与名称不吻合的情况只有从九月到十二月才有。

以下列举出各月份的通称，并附上中文、日文、拉丁文与英文的月份名称。而检附英文是为了可以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因为英文也是受罗马文明的影响演变而来的。







	
中文

	
日文

	
拉丁文

	
英文

	



	一月
	睦月
	Ianuarius
	January
	此语源自雅努斯神。



	二月
	如月
	Februarius
	February
	此语有「洁净」的意思，可能是从“Purificatio”这个单字而来，人们通常会在这个季节杀家畜。



	三月
	弥生
	Martius
	March
	此语源自战神马尔斯。



	四月
	卯月
	Aprilis
	April
	花开的意思，从“Aperio”而来。



	五月
	皋月
	Maius
	May
	从商、旅之神“Mercurius”的名字而来。



	六月
	水无月
	Iunius
	June
	此语从“Iuno”女神（朱比特神之妻）的名字或“Iuniores”这个字而来。



	七月
	文月
	Iulius
	July
	朱利斯·凯撒诞生于此月，为了纪念他而用此名。西元前44年凯撒遭暗杀前，并不是用这个单字，而是用“Quintilius”,是笫五个月的意思，也就是从三月算起的第五个月份。



	八月
	叶月
	Augustus
	August
	此语是为了纪念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在共和时代，是用“Sextilis”这个字，就是从三月算起第六个月份的意思。



	九月
	长月
	September
	September
	此字表示从三月依序算起的第七个月份。



	十月
	神无月
	October
	October
	同上，代表第八个月。



	十一月
	霜月
	November
	November
	同上，代表第九个月。



	十二月
	师走
	December
	December
	同上，代表第九个月。








然后，努马也订出一套完备的节日与休假制度。

罗马在每个月的九日与十五日都有集市。当天是罗马人的假日，大家都会放下手边的农事，各自带着收成的农作物集中贩卖。再加上其他各个不同神祇的祝祭日，一年共有四十五个假日，所有的机关遇到这种国定假日一律停止办公。





但是在第二代王努马的所有功绩中，最突出的应该要算是宗教改革。

罗马在努马统治以前，就已经有很多神祇存在了，努马将这些神祇加以整理归类，甚至将性质相近的罗马与希腊神祇合并。罗马神祇中较有名的有：万神之王朱比特（希腊的宙斯)、他的妻子朱诺（希腊的希拉)、爱与美之神维纳斯（希腊的艾芙洛迪特)、狩猎女神戴安娜（希腊的阿蒂蜜斯)、艺术之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战神马尔斯等，还有像雅努斯等古老的拉丁神祇，连先王罗慕路斯死后也被昇格为神呢！

努马在归类的时候，也为诸神制订位阶，不过为了让人们了解敬神的重要，他并没有特別订出罗马的神。

以希腊、罗马宗教为代表的多神教，与以犹太教及基督教为典型的一神教之间有很大的差別。多神教并不要求神来端正人们的行为操守或伦理道德；但反观一神教，那却是作为神的职责。多神教中的神祇，正如我们在希腊神话中所见的，和人一样有缺点，由于祂们不必负责匡正道德伦理，所以即使有缺点也无伤大雅；但如果是要成为一神教中的神祇，那可就必须要有完美无缺的性格了，因为祂们的职责就是要能「人」所不能。

以下是摩西的「十戒」：



一、除了我之外，不得承认他者为神。






二、不得崇拜偶像。






三、不得随意直呼主与神的名号。






四、要记得安息日，并以尊敬的心情面对这一天。






五、要尊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姦淫。






八、不可偷盗。






九、不可为人作伪证。






十、不可擅自闯入別人的家门。




罗马人认为无论何地何物都有神的存在，就连国王在死后也可以变成神，这样的信仰已经违反十戒中的第一条戒律。另外，罗马人不只崇拜神像，还喜欢雕刻祖先的遗像，这也与第二条戒律背道而驰。至於第三条戒律，如果考虑到罗马人经常以叫唤朱比特神或赫拉克斯神的名字来代替「糟了！」的习惯，当然也不用说了。接着看与安息日有关的第四条，罗马人在假日当天，除了敬神以外，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是不用做例常性的工作罢了。

至於第五到第十条戒律，罗马人当然会遵守，这六条属于道德伦理方面的规范，已经不是信不信仰宗教的问题了，而是区別人与兽的道德依归；即使摩西没有将它们纳入戒律中，一般人也会遵守的。

附带一提，从犹太教分出来的基督教对于摩西十戒，除了第一项还忠于犹太教，仍属于一神教之外，其他戒律似乎全采取了多神教的做法。例如，雕刻神像、「随意」叫唤神和上帝的名字、用「我的主啊！」「上帝啊！」代替「糟了！」就连安息日，也要找些运动等事情来做做。也许就是这样，才成为了世界宗教吧！

从第五至第六条戒律我们可以知道，犹太教将匡正道德与思想的任务纳入宗教的范畴内，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立场倒是完全相同。基督教之所以会在戒律上妥协，正是因为它洞悉人们的心理，因此基督教还是算一神教。





那么自己都无法严守道德规范的诸神，又该如何去制约罗马人呢？

守护神的任务就是负责守护的工作。如朱比特是守护首都的最高神祇、战神马尔斯与雅努斯是守护战场之神、凯莉斯是农业女神、巴卡斯是葡萄酒酿造之神、墨尔克里乌斯（马丘里）是经济活跃之神、伊斯克雷比奥斯是医病之神、朱诺是幸福与结婚的守护神等，除此之外尚有诸多神祇无法一一列举，罗马人相信他们一直深受这些神祇的保护。罗马的神祇之所以会比擅长抽象思考的希腊来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具体实际的性格所致，而且罗马人也不排斥外来的神祇，还积极地引进，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有愈多的守护神保护愈好。

然而，古罗马所指的守护神，并不是指连无所事事者都予以守护的好心之神，他们认为唯有对努力贡献的人给予协助的才是真正的守护神。像比莉普拉卡女神専门守护吵架的夫妻，就是个很有趣的例子。

不晓得哪个国家有句俚语：夫妻之间的事，连狗都懒得理。夫妻之间争执时，双方各自据理力争，音量会不知不觉地愈提愈高，彼此都认为如果没有出声的话就表示输了，於是都会卯起劲来猛烈砲轰，好让对方没机会开口。然而愈是这样，对方心里就愈不爽快，也跟著一来一往没完没了。罗马的夫妻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就会相偕前往供奉比莉普拉卡女神的庙祠去。

在那里，除了神像之外没有半个人，也没有祭司。因为罗马域内大大小小的神殿与庙祠如果都要配置祭司，那么即使出动全国人民也不够分配，所以安奉女神的小庙当然就没有祭司了。当时这座小庙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就是如果要向女神告解一次只能一人；而罗马人非常虔诚，即使没有人员看管，也会自动遵守规定。

因此，碍于此规，当一方在诉苦的时候，另一方也就不得不安静地倾听，听完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对方说的也不完全没有道理。当双方轮流告解完毕之后，彼此原本激动的情绪也会因此而稍微缓和，最后感情恢复，事情也没了。

像希腊、罗马这种寻求守护神庇佑的观念，其实是人类的本能需求。比犹太教更具柔软性的基督教，特別是泛基督教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因为它是一神教，所以便由称为守护圣人的圣贤来替代守护神的角色，而且不像罗马连姦淫者都有守护神。近代的义大利也有所谓的守护圣人，指的就是圣方济。然而，一向擅於随世俗所需而修正教义的基督教，显然没有想到要为吵架的夫妇安排一位守护圣人。





在罗马，守护罗马人的众神是由祭司来侍奉的，所以在祭司组织方面，努马也做了一番重整。祭司阶级中地位最高者为最高神祇官，其下有五到十名的祭司；另外，还有一群负责看守圣火的女巫，她们必须保持处女之身服务三十年；再来，还有一个十人左右的祭司团，他们借由观察鸟儿飞行及啄饵的样子，来占卜国事的吉凶。

或许有人怀疑，如果在出征前卜到凶卦，是不是就不打仗了呢？其实罗马人根本不会碰到这种情况。

首先，他们认为即使不小心卜到凶卦，只要不看见卦象就不会受影响；因此卜到凶卦时，祭司只要闭上眼睛就没事了。

再者，判断卦象的吉凶是祭司的工作，吉凶全凭祭司之说。所以为了让士兵们相信吉兆，祭司依据军官的期望去解释鸟卦也是常有的事。由此可知，不管任何时代，只有在上位者才是最清醒的人。





在探讨罗马宗教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特色，那就是罗马人没有一个脱离世俗，专门司职人神沟通的祭司团。

罗马的祭司及神职人员，既不是神的代言人，也不是神的宣扬者，他们更无须具备特殊的能力或接受养成训练。以女巫为例，她们过的生活与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位阶再高一点的大祭司及普通祭司则是透过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他们与执政官等政府职一样，都是公务人员，薪俸也许少了点，但好处却不少。

由于罗马的神职人员并不属于特定阶级，因此没有招嫉之虞，他们也没有必要为了保护自己的阶级而过度执著於宗教之事，因此罗马没有宗教与政治互相勾结或斗争的情形。而这种自然演进的政教分离型态，也许正是努马最伟大的功绩。

出生于西元前后的希腊史学家戴奥尼索斯，在他的著作《古罗马史》一书中说道：



「罗马强大的主因，在于他们的宗教思考模式。」




罗马人并不用宗教作为行事的指导準则，因此不会有利用宗教信仰来支配人心的情形。虽然拿宗教作为最高的指导準则会有许多的好处，但无法获得异教徒的认同仍是一个大问题。

诚如戴奥尼索斯所说，因为罗马人对宗教并不狂热，因此没有排他与封闭的问题，更不会将异教徒视为异端，即使发生战争也不会是宗教之战。

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差別并不在于神祇的数量多寡，而在于它是否承认其他宗教的神祇，一旦承认其他宗教的神祇，就表示承认其他宗教的存在。虽然今日距努马时代已经有二千七百多年，但我们却仍旧处於一神教的思考模式中无法跳脱出来。

而在缺乏道德规范型的宗教的情况下，如果想要抑制兽性，维持个人及国家的正常运作，一定要有一个自我规范的组织。对罗马人来说，绝对父权制的家庭与任何人都必须服从的法律就是这样的规范组织。

宗教无法规范不具共同信仰的信徒，但是，法律却可以约束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因此对不具任何共通条件的人而言，法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罗马人之所以会视法律为最高指导，相信也是在衡量本身的宗教属性后，必然的演进。

希腊人与罗马人一样不冀求神祇作为道德规范，然而他们将规范寄讬於哲学之中。哲学诞生于希腊，特別是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可以说都是希腊人的思考结晶。

犹太人借由宗教匡正人类的行为；希腊人选择以哲学来做规范；罗马人则用法律约束人民，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三个民族不同的特质。





话又说回来，努马又是如何成功地推动这些基础性的复雑改革呢？

努马在即位之初并不是罗马公民，也没有获得罗慕路斯时代移民罗马、与拉丁人同为罗马支柱的萨宾人全面支援，他是在没有支援势力及血缘关连的情况下，以异乡人的姿态即位称王的。而他的即位虽是受元老院之讬，并且经过公民大会正式通过，但气势仍不够强；只要他与元老院不合，元老院有可能会像暗杀罗慕路斯一样地杀掉他，而且来自民众的支持也不稳定。世界上仍有许多人无法单凭抽象解说意会实况，努马也无法像罗慕路斯一样，利用具体的军事功绩来让民众了解他的实力。

努马就任王位后，立刻解散先王罗慕路斯护卫队的三百名士兵。

之后，他经常身著神官的白色袍服，一个人跑进森林里，对众人佯称他到林中与仙女对话，不久之后大家便都相信，努马是诸神透过仙女所指定的真命天子。确实，每当努马从森林里出来向公民大会提出改革案时，都会顺利获得公民大会及元老院认同，这就是以非武力扩张的形式获得权力的一个例证。

努马在治国四十三年后，也许就是在众仙女的接引之下，平静地溘然长逝。





第三代罗马王——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




继努马之后被推选为罗马国王的是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他与罗慕路斯一样是拉丁裔的罗马人，也都是侵略型的人物。罗马经过了努马的内部充实时期之后，在图卢斯的领导下开始对外发展。

图卢斯国王以拉丁人的起源地，同时也是罗马人祖居地的阿尔巴隆加为第一个攻击目标。开战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住在两国边境的农民发生冲突，阿尔巴隆加拒绝为农民的掠夺做赔偿，所以罗马决定开战。

然而，阿尔巴隆加是个已有四百年历史的独立国家，并不是建国短短八十年的罗马可以容易扳得倒的。於是图卢斯以强大的伊特鲁里亚环伺在近，没有必要做无谓的流血战为由，提议由代表者决斗以定胜负。

两军各派出三兄弟，分別是霍拉提乌斯及克利亚提乌斯家族的年轻三兄弟，由他们代表各自的祖国而战，获胜的国家可以和平统治战败国。

六名年轻人走到待命的军队前方，信号一发，在两军摒息凝视下，持剑开始决斗。

在一阵激烈的缠斗后，罗马这一方有一人被击倒。不久，又有一人被制伏在阿尔巴隆加骑士的剑下。唯一残存下来的罗马骑士见状，惊慌地落荒而逃。他一边逃一边回头看，发现紧追在后的三名阿尔巴隆加骑士，彼此还相隔一段距离，於是他趁机击倒第一个追来的阿尔巴隆加骑士；然后，又打倒第二个。这时对方也只剩一人，又回到势均力敌的状态，现在要比的就是个人的武力及体力了。最后，由罗马骑士霍拉提乌斯获胜。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阿尔巴隆加国王因为无法忍受只凭一次决斗就决定国家命运的事实，不仅不遵守约定，还煽动邻近的部族反罗马。罗马碍于这种情势，也顾不得要逼阿尔巴隆加国王履行约定了，只得立刻迎战邻近的诸部族。而在这次事件中，阿尔巴隆加不表明立场地袖手旁观，其实正犯了天大的错误。

罗马在战争中势如破竹，率军亲征的图卢斯很清楚，他真正的目标不是眼前的诸部族而是阿尔巴隆加。因此罗马军在制服诸部族后，随即猛攻阿尔巴隆加，没有多久就攻陷阿尔巴隆加城，并逮捕阿尔巴隆加国王。

图卢斯将阿尔巴隆加违背约定的所有责任归咎於阿尔巴隆加国王，将他处以极刑，他们将阿尔巴隆加国王的两腿分別绑在两匹马上，然后鞭笞马匹让牠们朝相反方向跑去。这就是罗马最早的极刑。

罗马还彻底地破坏阿尔巴隆加城，强迫当地居民迁往罗马，不过不是要他们当奴隸，而是将他们归化为罗马公民。这群与罗马人一样拥有公民权的阿尔巴隆加人，被安置在罗马的却里欧丘上，奎提利乌斯、塞尔维斯、朱利斯等阿尔巴隆加豪族，也被编入罗马贵族之列，他们的代表一样可以进驻元老院。如果当时罗马将阿尔巴隆加人赶尽杀绝或贬抑为奴隸，那么就没有日后出身自朱利斯家族的朱利斯•凯撒了。





然而，阿尔巴隆加之战的意义，不只是对邻近部族作战这么简单的意思，它无疑也是一种宣示，暗示著罗马从今以后就是拉丁民族的母国了，罗马不再以移民聚合的分家形式存在，而变成了拉丁民族的本家。此外，罗马人也继承了罗慕路斯以来的败者同化路线；同时，对不遵守约定的背叛者也确立了仲裁的方向。

罗马的人口在同化萨宾人后已经倍增，再加上阿尔巴隆加人，人数就更多了。罗马赋予他们同等权利的同时，也期望他们尽相同的义务。罗马公民当时首要的义务就是服役，所以罗马的兵力在阿尔巴隆加人归化之后便大增。

图卢斯率军历经重重的征战后，建立了超越罗慕路斯的军事功绩，而他的治世在三十二年后也宣告结束，据史学家李维斯说，他是遭雷击毙的。





第四代罗马王——安库斯•马基乌斯




图卢斯死后，接任第四代罗马王的是萨宾裔的安库斯•马基乌斯。他生长在罗马，母亲是努马的女儿，外祖父努马去世时，年仅五岁，三十七岁就任王位。人们或许以为他会和努马一样是个温和派的统治者，但在时代的驱使下却没能让他成为这样的国王。

前一任国王在位的三十二年中，一直都与拉丁人母国阿尔巴隆加及萨宾族战争；到了安库斯的时候，还是一样无法避免与拉丁部族之间的冲突。

因为罗马的实力逐渐雄厚，已经壮大到引起周围部族的注意了，正是所谓的树大招风。

而且，移居罗马境内的拉丁人与萨宾人，再怎么说还是「拉丁人」与「萨宾人」，他们的「母国」仍旧存续在罗马周围，但势力都不大。其中号称拉丁母国的阿尔巴隆加，也不过是个都市国家，因此他们对移民者建立罗马国一事始终无法释怀，后来导致新兴罗马与邻近部族不断发生战争，雅努斯神殿的大门也因此一直开启著。

第三位国王图卢斯虽然是拉丁人，但是他并没有全力讨伐萨宾族；萨宾人出身的第四代王安库斯也没有出兵侵略拉丁族，倒是图卢斯反而去攻伐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阿尔巴隆加。

因此，真的可以称他们为「罗马人」；如果硬要区分，也只能用拉丁裔与萨宾裔来稍做区別。「罗马人」始终秉持「罗马化」的作风，并没有视战败的拉丁人、萨宾人或其他民族为战俘与奴隸。

他们像以往一样将战败者迁到罗马居住，给予战败国的移民与早期移民同等的公民权并提供元老院议席。然而，他们却开始破坏战败国的都市，爱国的李维斯为这样的行为辩解，他认为这只是为了让移居者可以永久居留罗马的一种手段。而罗马人的破坏计画似乎忽略掉村落，以致日后仍有一些独立的拉丁及萨宾部族散存，但罗马并不以为意；不，应该说想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时候，罗马七丘上的移民正逐渐增加。在帕拉提诺丘上盘据著自罗慕路斯以来就有的拉丁裔罗马人；奇里纳雷丘是萨宾裔罗马人的大本营；却里欧丘被分给阿尔巴隆加人；最新的移民则住在阿凡提诺丘；再加上做为神居地的卡匹杜里诺丘，七座山丘中已有五座住人。而这五座可能是七座中面积及高度较适於居住的，其余两座维密纳雷丘及艾斯奎里诺丘，平地面积都太小、而且海拔太低，排水问题仍未解决。

第四代罗马王安库斯在位二十五年，除了战争外，也完成了几项事业。



【第一，首次在台伯河上筑桥。基於防卫上的需要，他要将西岸的强尼克罗丘要塞化，与集中在东岸的七丘做链接，於是在台伯河上修筑了一条木桥。




第二，征服台伯河口的奥斯提亚。罗马因此得以首次将触角伸向地中海，也由于奥斯提亚沿海沙岸产盐，因而获得盐田，成为一项有利的资源。】

盐，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物资，因此拥有盐就掌握了出口的优势，这对当时以物易物的罗马而言，相当重要，他们因此可以开始做生意。

在罗马早期的街道中，有一条最古老的街叫做比亚•萨拉里亚街，字面的意思是「盐街」。罗马就是为了运送台伯河口附近生产的盐到内陆各都市，才会建造这条街。

罗马的势力扩展一直都与常见的农耕民族一样，缓慢而踏实地进行著。不过，这样平稳的脚步，偶尔也会因为组织里有异己份子出现而产生冲击；这种化学效应似的变动，就发生在罗马建国后的第一百三十九年。





第五代罗马王——塔奎尼乌斯•普里司库斯




有一户人家在安库斯时代，带着好几辆牛车从外国来到罗马，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们华丽的装扮及一头的长发辨识出他们是伊特鲁里亚人。

然而，身为一家之主的塔奎尼乌斯并不是纯种的伊特拉斯坎人（也就是伊特鲁里亚人)，他的父亲是从希腊的科林斯流亡至伊特鲁里亚的希腊人，母亲才是伊特鲁里亚人，他的母亲出身伊特鲁里亚的权贵之家。但封闭的伊特鲁里亚社会虽然不排斥与异族有经济上的往来，却很反对与其他民族融合血统。

塔奎尼乌斯很清楚，如果自己继续待在伊特鲁里亚，终究还是別人眼中的外国人，根本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对前途绝望之余，他毅然决定出外发展。

塔奎尼乌斯有科林斯的血统，照理说，应该往南义大利科林斯移民建设的叙拉古发展；而且西元前七世纪末的叙拉古，繁华程度更甚罗马。但是塔奎尼乌斯并没有去叙拉古，因为希腊人与伊特鲁里亚人一样都是纯种主义者。

混血儿的塔奎尼乌斯为了替自己辟出一条生路，便选择移民罗马。当时各国都知道，只要愿意定居罗马，就可以拥有公民权；而且努马与安库斯的例子又证明了，即使不是身为与开国者一样的拉丁人也可以当国王，在这些因素使然下，塔奎尼乌斯毅然决定举家迁移罗马。

当时的罗马，早就有像他这样脱离伊特鲁里亚出来寻求发展的人，因此他更积极想融入种族意识淡薄的罗马社会。塔奎尼乌斯继承了父母亲不少的财产，这样的财力加上他本身的才能，要融入罗马社会想必并不困难。果然，不出十年他就从一个外国人，进身成国王安库斯钦定的遗言执行者。

可是，公证人的身份并不能满足塔奎尼乌斯的野心。安库斯死后，他竟出马参选国王，而且成为最早参加选举运动的罗马人。李维斯说：



「据说塔奎尼乌斯为了当选国王，不断地在罗马发表演说，向公民拉票。」




他所发表的选举演说内容如下：



「虽然我是外来的移民，不过在罗马，由外国人当政的情况早有先例。这里将是我终老的地方，我的妻儿及所有财产更是早已全部移置罗马，我根本没有理由离开这块土地。再论年龄，我绝对适合担当负有重任的公职；而且先王对我也很信赖；在敬重罗马诸神及尊重罗马法律方面，我更有不落人后的自信……」




最后，塔奎尼乌斯终于在公民大会中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当选为罗马国王，元老院也无异议通过。一直以来都是由拉丁、萨宾两族人交替就任的罗马王位，至此开始有伊特鲁里亚裔的国王出现。





第五代国王塔奎尼乌斯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领导者。在位三十七年间，不仅扩张了罗马的领土，还开始重整罗马让它像个真正的都市，并且大大地提昇了罗马人的生活水準。

塔奎尼乌斯一即位，就立刻以罗马人口增加为由，将罗慕路斯以来一直维持一百个席次的元老院议席增加到二百个，但实际上他想借此确立权力的意图却非常明显。因为当时只有元老院的势力可以与新任国王抗衡，而国王可以指派元老院议员，塔奎尼乌斯这时当然指派自己的人当议员啰！同时，靠群众起家的塔奎尼乌斯内心也很清楚，单靠群众的支持是很危险的。新任国王在基础稳固后，就为了与周边部族作战率军离开罗马。

当时的罗马军队在各任国王适度地指挥及士兵们的英勇奋战下，名气逐渐提高，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敌人总是意志高昂，战争对他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可说是象征著激战后的胜利。然而，塔奎尼乌斯并没有像前几任国王一样采取败者同化的策略，将战败国的人民迁移到罗马，并且赋予公民权；而是开始夺取战利品，每次凯旋归国时，总是满载而归，东西多得让罗马人民看傻了眼。

不过，后来的罗马还是很欢迎其他民族移民。由此可见，塔奎尼乌斯作风上的丕变，可能只是为了博得民众的好感。后来，邻近部族的骚动渐趋平息，塔奎尼乌斯便利用这段时间，在罗马开始著手大规模的开发。

他认为罗马人只住在七丘上，根本没有善加利用罗马的土地，因此他想开发山丘与山丘之间的湿地。





帕拉提诺丘北边的低地，从前是一片沟渠密布的湿地，如果在此疏通地下水道，就能汇集低地的所有水源，然后再将地下水道引至台伯河；这么一来，水道中的积水就可以排除。於是，大地下水道在他的主持下完工。现在，在台伯河沿岸，我们还可以看见昔日巨大排水口的遗蹟。

排水新生的平地，刚开始被用来作为市场，与各族分別盘据的七丘相比，这里算是中立地带。全罗马只有这里的地面为了掩盖地下水道，有舖设石子；因此，原先的市场便逐渐为公共建设所取代，同时也促成相当於罗马心脏地带的罗马广场等地的诞生。

帕拉提诺丘与阿凡提诺丘之间的湿地，也利用一样的方法变成低地，当地一样被用来作为公共场所，名闻遐迩的大竞技场就盖在这里。

七丘之间的往来，也因为周边排水工程的实施而变得容易，於是罗马人便选择在七丘中最高的卡匹杜里诺丘上建筑神殿，供奉罗马最高神祇朱比特，诸神也因此开始有了専门的居所。

原先在伊特鲁里亚人及南义希腊人的眼中，罗马是一块不适合做为都市的地方；然而，在排水工程实施与台伯河口筑港后，它却变成义大利前所未见的新都市类型。而在民族众多的罗马境内，原先大家认为地势太低、数量太多的七丘，后来却成为保留各民族特色并加以集成的有利空间。

塔奎尼乌斯所倡导的排水工程，不仅增加可以利用的土地，在打破种族意识、统一罗马上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另外，由七丘及台伯河所构成的罗马景观，也从这个时期起开始散发出一种更胜于单调平原的变化之美。

罗马士兵是当时负责出力执行开发事业的一群，李维斯说：「即使是平常时候，也要让士兵们保持战时的活动力。」在往后的罗马，藉助士兵的力量来协助此类建设工作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可能就是发端於这个时期。





然而，即使有想开发工程的人、有实现工程的土地、也有实际执行的人员，如果没有技术，还是不行的。当时的罗马人，并没有足以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的技术，所有的技术都是塔奎尼乌斯从他的出身地伊特鲁里亚引进的。

诸如排水填筑、地下水道工程必备技术、道路铺设及神殿般大规模的石造建筑等技术，全都来自伊特鲁里亚。技术指导方面，当然也要由伊特鲁里亚人来担任，因此罗马一时之间大概增加了不少长发飘飘的伊特鲁里亚人吧！

这期间，罗马不只引进伊特鲁里亚的技术，罗马人一面听从伊特鲁里亚技师的指挥进行工程，一面模仿学习，这成了他们日后培育世界级技师的基础。而属于农耕民族的罗马人，在看到塔奎尼乌斯引进技术后成功改变都市形貌时，也开始对技术能力产生觉醒。

其实伊特鲁里亚人对罗马的影响，并不仅止于技术层面。

当时的罗马，非常缺乏可以从事大规模土木工程的材料，只有伊特鲁里亚人有能力提供罗马所需物资。由伊特鲁里亚人所带起的商业、手工业等超越家庭规模的产业，在昔日的罗马街上格外显眼。当然，它们也带动了罗马的经济，提昇罗马人的生活水準，使罗马在各方面，开始具备都市国家该有的平衡结构。





有一天，塔奎尼乌斯王遇见了一位像是奴隸、出身不明的伊特鲁里亚少年，不晓得为什么，他与少年一见如故，於是就决定收养这名少年。

少年长大成年后，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竟没有一个罗马贵族子弟能与他匹敌，於是塔奎尼乌斯就招选这名叫做塞尔维斯的青年为婿。然而，塔奎尼乌斯的这项厚遇，关系着他去世后的王位继承，因此引起先王安库斯两个儿子的不安。塔奎尼乌斯在位三十七年间，深得人民拥戴，元老院对他也有不错的评价，只要有他的推荐，差不多就代表当选了；万一塔奎尼乌斯提议将王位交给女婿，那么他们的希望就泡汤了。於是安库斯的两个儿子就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们成功地暗杀了国王塔奎尼乌斯，但却没有一个坐上王位。

因为看着塞尔维斯长大的塔奎尼乌斯遗孀，在得知国王被暗杀后，就立刻劝塞尔维斯尽快登上王位。王妃自己本身也有两个亲生儿子，但她却要女婿接任王位。

於是，塞尔维斯没有经过公民大会的投票，仅靠著元老院的决议就登上宝座。而这位新国王也的确许诺了罗马人民一大跃进，证实先王塔奎尼乌斯果然有识人之明。








王政后期到共和前期的罗马












第六代罗马王——塞尔维斯•图利乌斯




塞尔维斯•图利乌斯继广受好评的先王之后，就任为第六任的罗马王。他即位后，首先考虑完成塔奎尼乌斯先前所留下来的事业；由于湿地填筑与朱比特神殿皆已完工，於是他就接手尚未完工的城墙修筑工事。

这座城墙在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叫做「塞尔维斯城墙」。城墙的遗蹟分布在罗马各处，将罗马七丘全部包围在里面，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建筑工事。

当时的罗马，有了「塞尔维斯城墙」的保护，再加上军事上的优异表现，在周边部族中可说是一枝独秀。

塞尔维斯又在阿凡提诺丘上建筑一座供奉狩猎女神戴安娜的华丽神殿。戴安娜是周边畜牧民族的守护神，凡是信仰女神的人，不管是不是罗马人，都可以到罗马境内的神殿参拜。由于是前往参拜，所以大家都不会携带武器。

既修筑「排斥」外人的城墙，又建设「欢迎」他人的神殿，国王塞尔维斯的做法令人玩味。不过，真正要说是塞尔维斯最大的成就，应该要算是军制改革，或说是稅制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了。

国民的义务是纳稅，然后是保护国家。在古代，不只是罗马，就连希腊也是如此，通常以服兵役代替缴纳直接稅。因为服义务，所以有公民的身分；因为是公民，所以有公民权。公民的权利也就是投票权。换句话说，军制等于稅制，同时也等于选举制。

塞尔维斯将台伯河岸边一片广大的湿地填平，命名为「马尔斯广场」，意思是战神马尔斯的广场。正如在名称上冠上战神的名字一样，这地平地是作为军队的集合地点的；不过，同时也兼作公民大会时的投票场地。对于军制=稅制=选举制的罗马人来说，这样的组合一点也不奇怪。

塞尔维斯在改革之初，曾进行罗马最早的人口普查，他主要想了解罗马的战力；但这样的调查并无助於我们了解当时罗马的总人口数，只知道塞尔维斯以公民人数及经济能力的调査结果为根据，来完成新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罗马公民并不以贵族或平民做区分，而是根据经济能力分为六个阶级，如下表所示。

【表2】

【财产单位=亚西（三百二十七克的铜）军制百人队（坎特里亚）票数

第一阶级十万以上骑兵十八步兵八十九十八

第二阶级七万五千～十万步兵二十二十

第三阶级五万～七万五千步兵二十二十

第四阶级二万五千～五万步兵二十二十

第五阶级一万二千五～二万五千步兵三十三十

阶级外无产者步兵五（预备役）仅限於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平常时间免除军务五

合计骑兵十八（一千八百）步兵一百七十五（一万七千五百）一百九十三】

单看图表，或许你会马上产生几个疑问：

第一，大家一定会认为，有钱人虽然不多，但要对他们征召这个数量的兵员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可以出钱雇请无产阶级的佣兵。

针对这个问题，有两个解释。其一，因为罗马人非常厌恶用钱请人来保卫自己的国家这等事，因此一直到罗马末期都没出现过佣兵制。其二，许多罗马权贵都拥有如后所述的后援会员，因此要提供稅制所定的兵员人数并不困难。

第二个问题是，罗马投票制的票数未免也太少了。

其实罗马并不是一人一个投票权，而是以军队中最小的组织百人队为单位，一百人共同拥有一票。在投票前，百人队内部先要共同讨论，一起作出决定后再投出这一票，这样的投票就好像是小型的区域选举制。虽然在希腊的雅典早已施行一人一票制了，可是罗马这时候仍然是百人一票。

也许有人初见这张图表时就已经发现到，光是第一阶级的票数就已经过半。

没错，当时在罗马义务尽得多的人，权利也多。在义务方面，可以免缴直接稅并免除军务者，只有未满十六岁的未成年男子、六十岁以上已除役的老人、女人、奴隸以及有小孩没财产者等无产阶级。而没有小孩的未亡人，由于不必教养小孩，又不用服侍丈夫，所以也须对国家尽义务，每年要缴纳二百亚西，作为国家饲养骑兵坐骑之用。

让人惊讶的是，罗马在西元前六世纪时，就已经拥有近二万名的兵力；不过，这是包含预备役在内的数字。所以国王塞尔维斯就取半数，推算出当时二十五岁至四十岁间的主要作战兵力。当然，指挥官们不在年龄限制之列，像国王自己就是终身的指挥官。

而一样是步兵，依照阶级的不同，装备也有轻重之別。所谓的重装步兵，是指第一阶级与第二阶级的士兵。阶级愈低，装备就愈轻。到了第五阶级时，已经没有特定的军服，携带的武器也仅止于棒棍、石器之类；换句话说，只是尽尽象征性的义务罢了。由于军役等于另一种形式的直接稅，所以从军服到武器，全部要由自己负担。在本书所取材的五百年中，罗马仅对无产阶级召集过一次，但召集预备役的次数就多得不可数了。





最后，塞尔维斯还确立了战法。

他将罗马军队三分为前卫、本队与后卫。这个战法是先出动前卫，扰乱敌军阵营；继而由军队主力——重装步兵，伺机而起一决胜负；万一情况危急，最后再出动后卫相助；而骑兵则属机动部队。

当时大部分的军队，都是乱无章法地急冲直撞；然而塞尔维斯的战法，却能够让军队有计画的依序战斗，使罗马军队的威力所向披靡，在对周边部族的战斗中连连告捷。因此，我们可以说出身不明的塞尔维斯治世，是在安定的状态下结束的。

治绩甚多的塞尔维斯，在位期间共逹四十四年之久。当然啰！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不满份子的存在。





末代帝王——「骄傲的塔奎尼乌斯•叙佩巴斯」




塔奎尼乌斯•普里司库斯被暗杀后，虽然由他的女婿塞尔维斯继任王位，但其实他还有子嗣。不过，由于罗马王位并非世袭，再加上塞尔维斯也很有技巧地提昇了治绩，所以即使有不满份子，也无法离间公民对他的支持，因此他执政的四十四年才能安然无事地度过。然而，塞尔维斯的下一代，却视他安定的作风为胆怯的表现，而且塞尔维斯再也掩藏不了他长期理政后的疲惫与老态了。

塞尔维斯有两个女儿，分別有著极端不同的个性，一个刚强好胜；另一个则内向老实。而先王塔奎尼乌斯也有两个孙子，性格一样差异极大，一个是气势勃勃的野心家；另一个则稳健实在。

塞尔维斯将他们四人性格相对者互相配对，让他们结婚。他将好胜的公主许配给性格沈稳的表兄弟，内向的公主则嫁给较有野心的那一个。塞尔维斯大概是希望以这样的婚姻配对来调和他们彼此的个性吧！

然而，这样的冀望终究失败了。刚强的公主总是看不起她那沈著稳健的丈夫，她经常掛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嫁给像你这样懦弱的人，我根本无法幸福得笑出来。」於是她就引诱与自己性格相似的小叔。没多久之后，个性内向的其他两人就无缘无故突然暴毙。因此，个性刚强的特莉亚和塔奎尼乌斯两人又恢复了单身，进而结婚。

国王对这桩婚事，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可能是因为善良的女儿死去，他的心情大受打击的关系吧！

罗马国王是终身制，只要活着就可以一直稳坐王位，但并不世袭。虽然塞尔维斯是当时的国王，但公主却不一定是下一任王妃。於是她便开始煽动她的丈夫，李维斯引述她所说的话如下：



「如果你是我想像中的男人，我一定会认你这个丈夫，而且当你是男子汉一样地敬重你；如果你不是的话，那我的命运可就悲惨了。为什么不豁出去算了哫？又不是要你在科林斯或塔奎尼亚这样的外国地方行动，有什么好怕的？如果你拿不定主意的话，那我们干脆到科林斯或塔奎尼亚去，继续过以前的生活算了。」




塔奎尼乌斯心中最原始的那把火终于被点燃了，他首先开始拉拢住在罗马的伊特鲁里亚人。这一群人是他的祖父，也就是第五任国王塔奎尼乌斯•普里司库斯招徕到罗马来的，一直在罗马住到现在。而他更进一步成功地拉拢新兴阶级的元老院议员，他们是因为罗马的开发事业及工商业而富有起来的一群。

塔奎尼乌斯带着一批武装的男子到元老院发表演说，他表示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当国王是罗马的耻辱，议员们虽然不赞同他的看法，却也没将他赶出去。

当塞尔维斯听到这件事时，立刻赶到元老院。但塔奎尼乌斯丝毫不给他讲话的余地，一把就将他的身子横举而起，带到外面，然后从元老院门口的台阶上狠狠地将他摔掼到地上。他带着满腹的屈辱回到王宫，谁知塔奎尼乌斯的人早已持剑埋伏等着他，但是他仍没死；接着他的女儿特莉亚竟又驾著马车，朝奄奄一息的父亲辗去。最后，塔奎尼乌斯当了国王，特莉亚也变成王妃。

就任为第七任罗马王的塔奎尼乌斯，下令禁止为前任国王塞尔维斯举行葬礼，并且格杀所有先王派的元老院议员。由于他每次出门，身边一定有武装护卫随身护航，而且他的即位也没有经过公民大会投票及元老院的认同，往后更一直没有听取元老院的建言及尊重公民大会的否决权；因此，罗马公民私底下都叫他「骄傲的塔奎尼乌斯」。

不过，这位在国内专制独裁的霸君「骄傲的塔奎尼乌斯」，倒是颇有军事长才，经常在部族战争中，为罗马赢得胜利；不过他所使用打胜仗的和战两用战术，虽然堪称高明，却是十分阴险。

由于他对国内情势一直心怀不安，於是极力想要确定对外关系、找寻同志。他的第一人选是邻近的拉丁部族，其次则是伊特鲁里亚的各个城市。





在一百年前，第四任罗马王安库斯时代，罗马人就已经与邻近的拉丁人互结同盟；由于他们拥有相同的语言与信仰，因此要建立深厚的关系并不困难。

当时罗马人与拉丁人是因为一起庆祝祝祭日，才互相结为「拉丁同盟」；不久之后，他们就经常一起结盟发起战争。刚开始时，这样的结盟关系是完全对等的，等到罗马渐渐强大后，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也跟著起了变化。战争时，同盟各国出的兵力虽然一样多，但是指挥官却必须由罗马人担任；至於战利品方面，倒仍维持公平分配。塔奎尼乌斯一心想改革「拉丁同盟」，他想拉拢当时势力远胜过拉丁人的伊特鲁里亚人加入同盟，不过却有不少罗马人认为，这根本不是拉拢而是「被拉拢」。

事实上，西元前六世纪后半，罗马境内的伊特鲁里亚人势力已经比以前强大多了；从第五任国王起，到第六任、第七任，连续三人都是伊特鲁里亚裔的罗马国王。甚至有后世的研究学者认为，这个时期的罗马是由伊特鲁里亚人所统治的。

尽管罗马境内的伊特鲁里亚势力如此强盛，但罗马境外的伊特鲁里亚却在此时开始衰退。「骄傲的塔奎尼乌斯」更是不幸，竟然无视於这样的变化，还硬要与这个衰退中的国家结盟。

发展快速的民族，衰退得也快。伊特鲁里亚人曾经盛极一时，甚至远将势力扩张到拿坡里一带，结果不到一百年就已面临衰退的命运。

而要毁掉一个人，不必与他正面冲突，只要抓住他的把柄就够了。也许整个事件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但这绝对是最有效的办法。

塔奎尼乌斯有个年轻的儿子，名叫塞克斯都。他爱上了亲族柯拉迪努斯的妻子卢克蕾蒂亚。某天夜里，慾火焚身的塞克斯都趁着柯拉迪努斯不在的时候单独到他家去。由于彼此有亲族关系，因此柯拉迪努斯一家人与卢克蕾蒂亚全都对他盛情款待，并在用毕晚餐后带他到客房休息。

到了夜深人静大家都入睡时，塞克斯都便在怀里藏了一杷短剑，偷偷地潜入卢克蕾蒂亚的房间，亮出短剑顺利地占有了卢克蕾蒂亚。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却犯了一项天大的错误，就是把卢克蕾蒂亚丟在床上，自顾自地溜走。

当晚，卢克蕾蒂亚写了一封信，要部下送去给在罗马的父亲与出征到阿尔卡迪亚的丈夫，信中说道：发生事情了，赶快带着亲信回来。她的父亲卢克雷提乌斯知道后，带着班雷利乌斯匆匆赶到，而她的丈去柯拉迪努斯也带着朱利斯•布鲁图斯赶回来。

这时卢克蕾蒂亚依旧坐在床上悲叹著，等她对四人说明事情经过后，突然取出预藏的短剑，朝自己胸口刺去，并在痛苦气绝之际，要在场的男人发誓为她报仇，然后才死去。

卢克蕾蒂亚的遗体被运到罗马，放置在罗马广场的演说台上。面对这样的悲剧，人们纷纷交相谴责国王与皇室一家的野蛮与傲慢。布鲁图斯在众人面前发表演说，表示绝不容许贞洁的女性再度牺牲在如此野蛮的行为下了；他的演说同时也让人回忆起，国王塔奎尼乌斯就是杀死先王塞尔维斯的篡位者。布鲁图斯还提议，将国王与他的家人赶出罗马。

至此，罗马人对塔奎尼乌斯长期压抑的不满终于爆发。他们不仅欢声雷动地对布鲁图斯的提议表示赞成，而且也支持布鲁图斯集结号召公民兵。

事发当时，塔奎尼乌斯身处阿尔卡迪亚战场；在得知事变后，马上率领手下的士兵返回罗马；但罗马城门紧闭，他被放逐了。於是，他只好带着随从兵去投靠伊特鲁里亚的凯雷市；而王妃特莉亚也安然地逃离罗马；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则一起跟随塔奎尼乌斯逃亡；至於肇事者塞克斯都，在逃亡到別的城市之后，被以前的仇家杀了。

「骄傲的塔奎尼乌斯」治世总共维持了二十五年。随着他这个第七代罗马王政权的结束，罗马的王政时代也随即进入尾声。王政时代是从西元前753年罗慕路斯建国开始，经过二百四十四年，到西元前509年结束；从此以后，罗马开始进入共和时代。也就是从昔日由公民大会推选出来任期终身的国王统治，变成由两位任期缩短为一年的执政官共同执政的时代，不过这两位执政官仍须由公民大会推选。





如果我们只因王政罗马是由国王一人独裁统治，就为王政时代断下否定的评价，是无法正确掌握历史的。国家建立之初，实行中央集权本来就会比较有效率；因为组织尚未成熟时，随便耗费活力会造成致命伤，因此如果由一人带头决定或实行，事情就容易多了。

回顾罗马七王的历史，我们可以用适时、适才、适所来形容，罗马就是因为有这几位国王的努力，才能够日益茁壮。

值得庆幸的是，每一任国王的壽命都相当长，从事业计画、实行、到展现成果的过程中，他们都一直稳坐王位。因此，到了王位交替时，新王便能以先王的成就为基础安心地开拓新事业，同时也可以避免中断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罗马的王政在西元前六世纪末宣告结束，卢克蕾蒂亚事件无疑是王政倒台致命的一击。




第二章  罗马的共和政权







进入罗马共和时代




史学家李维斯在《罗马史》Ⅱ，讲述罗马进入共和时代的历史时，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我接下来要谈的，应该是得到自由的罗马人在太平时期与战时是如何生活。因为，罗马即将成为由每年选出来的人所治理的，受法律而非受个人统治的国家。」




卢奇乌斯•朱利斯•布鲁图斯可以说是巧妙地利用私人丑闻，打倒王政的最大功劳者。他也是日后持续五百年之久的罗马共和政权创始者。

布鲁图斯在放逐国王之后，紧接着在罗马广场集合所有公民，要大家宣誓：「今后不管是谁都不能自立为王，而且不能侵犯罗马公民的自由。」随后，又创设双执政官制度，每年由公民大会改选，取代国王成为全国最高权位者。第一届选出的执政官就是布鲁图斯，以及自杀身亡的卢克蕾蒂亚丈夫柯拉迪努斯。

卢奇乌斯•朱利斯•布鲁图斯偶尔会出现在历史中，是一个知见与行动力兼备的人物。他的母亲是被放逐的塔奎尼乌斯王的妹妹，所以他与塔奎尼乌斯有甥舅关系。而布鲁图斯是他的一个绰号，意思是傻瓜，并不是他原先的真实姓名。据说是他在塔奎尼乌斯专权的时代，刻意装疯卖傻，被人们称做「傻瓜」，当时得来的绰号，没想到最后竟然变成他的姓。

不过，傻瓜归傻瓜，毕竟还是国王的外甥。所以想当然尔地，一定不乏各种就近冷静观察的机会，情报想必也非常丰富。以他的资质，必定早已觉察此时的罗马，已经到了可以舍弃有效率，但是无法避免国王个人意志专擅的制度的时候了。改革的主导者，往往不是来自於新势力，而是旧势力。





其实罗马设置两位执政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国王一人独裁专断，任期虽然缩短为一年，但是可以连选连任。而为了要让这种制度能有效地运作，罗马必须有一个深具权威及权力的机关存在，於是布鲁图斯便开始强化王政时代所传下来的元老院。

罗慕路斯时代的元老院议员是一百人，到了第五任国王塔奎尼乌斯•普里司库斯的时候，倍增为二百人，之后又增加到三百人。这些新任议员的背景，大多是新兴势力中的家族长老。

元老院议员的任期终身，也只有权贵长老聚集的元老院，才有办法提供每年陆续更换的执政官人选，由此可见元老院的威权及权力之大。

最后，共和政权还有一个机关，就是举凡具有罗马公民权者皆可参加的公民大会。

王政时代以来，罗马一直是由国王、元老院与公民大会三者共同运作；如今只是将国王改由执政官取代，昔日的三权制衡仍旧维持不变。

由于共和时代布鲁图斯的改革增加许多新议员，所以演说者在元老院演说时就有了新的称呼惯例，演说者不说「元老院议员诸君」，而改称「各位父老及新任议员诸君」，这种称呼法从西元前509年共和政权开始时就已经出现。

不过，这种将旧议员及新任议员分开来的称呼用法，一看就知道有无可补救的弊端，实在不是一个好方法。

首先，「父老」这个名词就已经区分出旧势力了；而新势力方面，只要继续沿用「新任议员诸君」这个词，就表示永远都会有「新议员」的存在。

事实上，不要被「元老院」三个字的字面意思给诱导了。当时罗马的元老院里并不全都是一群顽固的老头，因此演说者在面对各年龄层的议员时，就出现了「各位父老及新任议员诸君」这样的称呼法；如此一来，元老院之门虽广为新科议员而开，但事实上，新议员的力量却因此被削弱了。当然，这样的想法只是未经历史证实的一种推断罢了，但也由此可知，言词影响之大实不容小觑。

不管怎么说，从运作了二百五十年的王政转变为共和政治也算是一个大变革。在变革时，所有的事情都会相继发生变动，变革也就是因为如此才叫做变革。诞生于西元前509年的罗马共和国，同样也有许多的变动。





共和后，罗马的权贵子弟开始对长老所拥有的好处感到不满。当时非元老院议员的长老可以有机会被任命，而且也有可能出任执政官；但权贵子弟如果想入主元老院，则须等家族长老去世才行，这与王政时代的规定相差太多了。从前的任命全凭国王个人主意，谁都可能被拔擢；但变成共和政体后，年轻人的活跃机会相对地大为减少。

於是这群年轻人秘密地在一个伙伴家中集合，决定要把被放逐的前国王塔奎尼乌斯找回来，共谋王政复辟，并各自以鲜血簽署誓约书。但这件事却不巧被屋里的一个奴隸听见了，於是他跑去向执政官告密。

参加阴谋者立刻全部被逮捕，誓约书也被当作证物扣押。然而，当时负责审问的两位执政官却也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因为这群年轻人全都是他们认识的人，被拿来作为秘密会场的地方，还是执政官柯拉迪努斯的亲戚家；更严重的是，执政官布鲁图斯的两个儿子，也赫然出现在这群共谋王政复辟的年轻人之中。

这群年轻人所署名的誓约书，在随后召开的公民大会上被公开宣读，因此他们完全无法反驳这项叛国举发。民众默默地看着一切进行，当中有几个人或许是基於替布鲁图斯著想的立场，提议将这批年轻人驱逐出境。而另一位执政官柯拉迪努斯脸上的泪水，也让众人以为，或许他们真的不会被处死，因为只要有一位执政官反对，判决就无法生效。

然而此时，布鲁图斯毅然决然地放下执政官的身份，改以罗马家族长老的立场行动，这个身份一样有权决定他儿子的生死。

布鲁图斯对着被告席上的两个儿子说：



「提特乌斯、提班利乌斯，你们做这样的事，是不是不想活了？」




两个年轻人默不作声，他们的父亲反覆问了三次，他们还是没有回答。布鲁图斯转身向警士说：



「之后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於是立刻当场执行刑法。布鲁图斯的两个儿子被以首谋之罪定名，他们被剥掉衣裳，双手反绑在后接受鞭笞，景象的残酷，令所有在场者皆不忍卒睹，只有布鲁图斯一人直视不讳。警士将两个年轻人打到不支倒地后，才分別将他们抱出去，以斧头斩首示众，而全程在场观看的父亲，这才退席离去。

在众人对布鲁图斯的果决表示高度赞赏之余，相对的，却也对另一位执政官柯拉迪努斯的行为感到怀疑，公民们对他在审判席上所掉的泪感到相当质疑。柯拉迪努斯本人也注意到了大家不一样的眼神，因守贞自杀的妻子卢克蕾蒂亚而获选为执政官的他，无法忍受众人这样的改变，於是便辞去执政官一职，带着他的家人流亡到邻国。在罗马有条不成文法，主动流亡无罪。至於他所留下来的执政官空缺，就另外推选出与先王塔奎尼乌斯没有血缘关系的有力者华雷利乌斯接任。





布鲁图斯非人所能的行为，其实并不是为了要彰显为人父老的权限，而是他一直担心著一件事。终于，他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前任国王塔奎尼乌斯对王位复辟之事仍不死心，他积极在流亡地伊特鲁里亚地方巡访，试图说服伊特鲁里亚的各都市出借兵员。在伊特鲁里亚的各都市中，地理位置最靠近罗马的就是塔奎尼亚与威伊二城，它们强烈不满罗马肃清伊特鲁里亚势力，因此答应出兵援助被放逐的罗马国王复辟。至於塔奎尼乌斯的军事才能，早在他还在位时就已经证明了。

塔奎尼乌斯在得知权贵子弟的王政复辟运动失败后，深深觉得如果要夺回王位，只有靠力气之争了，於是他便率军南下。而迎战的罗马军，则由两名执政官指挥，骑兵队的将领是布鲁图斯，步兵团的指挥则是新任的执政官华雷利乌斯。

两军交会的地方距罗马城有一日之远，由于地处林间，平地又小，因此能见度不佳。由布鲁图斯率领的骑兵队在前开路，而华雷利乌斯的行军步兵则稍微落后。

当指挥伊特鲁里亚骑兵队的塔奎尼乌斯长子亚伦特斯看到罗马骑兵队后，立刻驱马向前，提议由指挥官乘骑一对一单挑，布鲁图斯接受了这个提议，於是驱马向前。

这场战争同时也是一场表兄弟之战。两人的内心之中没有作战这回事，只有愤怒与绝望。亚伦特斯对放逐自己一家的罪魁祸首感到愤怒；而布鲁图斯则是对公私不分的家伙失望透顶。

这场将领之间的激战，在观战的两军士兵面前持续了许久，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轩轾。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两人的长枪同时深入地穿透对方的胸部，双方维持被刺的姿势，一动也不动地从马背上摔落。

这突来的局势，催化了两军之间的战意，引燃战火。士兵们已顾不得将领的遗体，与敌军对上。这场激战不只在骑兵队中杀开，还扩及到随后赶至的步兵团，由华雷利乌斯所指挥的罗马步兵与前任国王塔奎尼乌斯带领的伊特鲁里亚步兵势力相当。

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双方暂时休兵回到各自的阵营。当晚，两军营地传出一项奇怪的风声，说罗马最后会获胜，而伊特鲁里亚军则会比罗马军多战死一人。所有士兵都相信这就是神的预警。

第二天一早，当罗马军队回到战场，却不见伊特鲁里亚军的踪影。於是，华雷利乌斯便带着布鲁图斯的遗体凯旋归国。

罗马为布鲁图斯举行国葬，全国的女子都要如同为自己的父亲服丧一般为他服丧一年。





身为一个领导者，往往很难避免別人的妒忌、猜疑和中伤，华雷利乌斯当然也不例外。

罗马人在为共和创始者布鲁图斯难过哀悼之际，眼泪都还没干呢，就已经开始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另一个还活着的执政官华雷利乌斯。

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很不欣赏华雷利乌斯乘驾四匹白马的凯旋式。虽然胜战归来的凯旋式是从罗慕路斯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但华雷利乌斯是第一个把拉曳将军座车的四匹马全改成白马的人。他是因为够富有才做这样豪华的凯旋式；但公民们可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个人王者权威的表现。

第二个原因是，公民们觉得他那间座落於山丘上，可以鸟瞰罗马广场的豪华別墅，看起来像国王的城堡。

最后是，布鲁图斯死后所空缺下来的执政官一职，华雷利乌斯并没有立刻找人递补。因为这几件事，人们开始谣传华雷利乌斯不满於执政官的职位，想要伺机称王。

华雷利乌斯知道这样的传言之后，立刻雇请大批工人，连夜摧毁自己的別墅。随后，他在罗马城墙附近找了一块便宜的土地，重新盖一间朴素的住家，而且大门随时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想要借此让人们直接了解他的生活状况。

不仅如此，他还陆续制订了几条颇获好评的法律。

其中一条是，王政时期归国王管理的国库，以后改由财务官管理。虽然执政官贵为政治与军事的最高权力者，但仍不得干预国家财政，而这条法律也深获公民一致的喝采。

另一条是，针对司法官所下的判决，凡拥有罗马公民权者，皆有权向公民大会提出控诉。这条以人权为重的法律，后来成为罗马非常重要的法律概念。

然而，华雷利乌斯所制订的法律，却稍嫌有投合世人之虞。

举条法律为例：「若有图谋王位者，其生命财产便归神所有。」也就是说，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你所杀的是图谋王位者，就可以无罪。华雷利乌斯的这条法律，实在是太草率了，在这种情况下，到哪儿去找所谓的客观证据呢？因此不能说它没有利用「怀疑」来当证据的危险性。而这条法律，在日后也仍旧一直束缚著罗马人。

在这些法律一一制订之后，华雷利乌斯召开公民大会，选出另一名执政官，当选者是当初为守贞而自杀的卢克蕾蒂亚父亲，然而他年事已高，当选后没多久就去世了；职缺立刻由霍拉提乌斯递补，但已没有时间让他做事了，因为执政官的选举，通常是两人一起选，中间如果有补选，任期仍以原当选人的时间为準。

总之，这一年中所制订的几条法律，让立法者华雷利乌斯的人气大大地攀升。罗马人因此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普布立克拉」，意思是重视公共利益的人。次年，也就是西元前508年，普布立克拉再度获选为执政官，而他的另一名伙伴霍拉提乌斯则没有当选，改由提图斯•路克雷提乌斯接任。

事实证明，普布立克拉的民心怀柔政策，在当时似乎是必要的。因为共和之后，罗马内部衍生出许多王政时期所没有的危机，罗马人如果无法团结一致，新生的共和体制势必会被摧毁。







【当初最先面临的危机是，一路向前的国力转为低落。】




连续三位伊特鲁里亚裔国王，个个都在罗马进行大规权的开发事业，并且发展工商业，因此为国王提供技术及经济力的伊特鲁里亚人，在罗马的地位也大为提昇。甚至有学者认为，罗马王政会转向共和，其实是以农牧为生的罗马原住民对独佔工商业的伊裔罗马人的反抗。

伊裔国王塔奎尼乌斯的放逐事件，当然也会使伊裔罗马人的立场产生微妙的变化。而布鲁图斯在元老院中迎请百名出身新兴阶级的人出任议员，不知是否是一个留人的计策；也许他想借此昭示，国王之所以会被放逐，完全是由于他们一家蛮横专断的关系，绝不是有意要排挤罗马的伊特鲁里亚人。然而，这个策略只能说是功败参半。

对无法像元老院议员般有权有势的伊特鲁里亚人而言，成天只知道与伊特鲁里亚各都市打仗的罗马居心叵测，因此一向是人民从他国流入的罗马，此时便开始面临人民外流他地的情况；尤其是拥有技术与经济力的伊特鲁里亚人，他们的外流更是大大地影响到罗马的国力，所以这个时期罗马的大规模建设事业可说是完全停摆。



【第二个危机是，随着罗马国力的低下，连带地对邻近部族的威信也跟著下降。】




连与罗马有「拉丁同盟」军事关系而且同语言、同信仰的邻近诸部族，都不想要与国力下降、政体丕变的罗马继续同盟。以往盟军出动时，都是由罗马国王担任军队的指挥官，后来盟军虽然同意改由执政官接替，但心里多少还是有疙瘩，因为国王竟然必须受任期只有短短一年的执政官指挥，再且罗马也已非昔日的一枝独秀了。

由于「拉丁同盟」只是弱肉强食时代下的产物，所以后来新生的共和罗马反而被同盟诸国等敌军包夹。再加上罗马国力的萎缩，对打仗已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罗马几乎每年都得与邻近诸国不断地作战。



【政体移转所产生的第三个危机是，伊特鲁里亚已经完全变成敌对的阵营。】




当时伊特鲁里亚诸都市的国力，都不是衰退中的罗马所能相提并论的，光从两军上战场时所穿的军装就可以看得出来。伊特鲁里亚的战士们竞相穿着华美的军装；相对的，罗马士兵的军装材料就只有铜和皮革。

除了国力以外，还有一个不利于与伊特鲁里亚对决的因素，就是塔奎尼乌斯在伊特鲁里亚方面获得了重返王位的名义。只有罗马人觉得塔奎尼乌斯是暴君，在伊特鲁里亚诸国的眼里，他却是个受信赖的同盟者，於是这更加助长了被流放的塔奎尼乌斯夺回王位的意志。

西元前509年到前503年的六年间，华雷利乌斯•普布立克拉共当选了四次执政官，而提图斯•路克雷提乌斯则做了两任，其余都只做一任。因此这期间所决定的政策，几乎全出自普布立克拉之手。





当时的罗马还没有流通货币，都是以盐做为他国产物进口时的交换物资，普布立克拉为了恢复伊特鲁里亚人外流所造成的经济衰退，於是想将奥斯提亚的贩盐业从个人转移到国家手中。不过，普布立克拉又考虑到，与其将盐这项首要生活必需品国有化，那倒不如通货国有化；无论如何，确保国库收入才是先决要件。

然而，就这么做的话，作为进口代币的盐就会涨价，而一直赖盐为生的商人们通商意愿将会大大地受到影响，那还谈什么恢复经济力呢？於是，普布立克拉便减轻对商人所课的间接稅。如此一来，连非商人者也纷纷加入从商的阵营了，这不仅补足了减课间接稅的损失，而且也让流失伊特鲁里亚人的罗马摆脱了退化回农牧国家的危险，罗马更因此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技术。当然，最后这群备受礼遇的新兴中产阶级也会大力地支持共和政府。

同时，普布立克拉还积极地招徕他国移民。在罗马的邻近部族中也有许多人主张，同属拉丁民族的各部族应该和平共处，不要做没有意义的争斗。这群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相当有权势的，於是普布立克拉就力邀他们移民罗马。而对移民的召唤给予回应的人当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整个部族五千多人全都移民罗马的克劳狄斯家族，普布立克拉给予他们全体罗马公民权及居住的地方，并提供元老院议席给他们的家族长老阿庇尤斯。这个例子充分显示：即使昨日还是移民，今日一样可以加入领导阶级的行列，这对于促进邻近部族的移入相当有帮助。普布立克拉的移民招徕策略，不仅弥补了伊特鲁里亚人外流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也削弱了邻近拉丁民族的力量。

但是「骄傲的塔奎尼乌斯」为了夺回王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连下跪都肯，因此伊特鲁里亚仍是一个劲敌。

塔奎尼乌斯在率领伊特鲁里亚的塔奎尼亚与威伊两城的援军出征失利后，就逃到伊特鲁里亚邻邦丘吉的国王身边。丘吉的国王波森那为了让塔奎尼乌斯复位，就向罗马宣战，这次不只是提供援军而已，而是国王亲自领军出战。

在罗马大家都知道波森那，他不只是有名的君主，同时也是才能兼备的武将。陷入惊恐的罗马人中，甚至有人愿意为此回归王政。波森那的军队一举南下，很快就占领了台伯河西岸的强尼克罗要塞，并以此做为大本营。

起先战场围绕着台伯河上的桥梁，伊特鲁里亚希望保住这座桥，罗马则想要毁掉它。最后罗马获胜，桥梁也付之一炬。

波森那改变作战方式，放弃攻击阵式，改采包围战，并征收所有船只。伊特鲁里亚士兵便搭乘这些船只渡过台伯河，沿着环绕七丘的罗马城墙布阵。此时台伯河的通行自由也已落入伊特鲁里亚军手中，从南部溯河运来的小麦，一粒也到不了罗马。

执政官普布立克拉考虑要分散敌军的战力。於是找了一个牧羊人假扮自罗马突围而出的人，带着牛、羊群从距台伯河最远的艾斯奎里诺门跑出去。这项消息很快地就在伊特鲁里亚士兵间传开了，他们纷纷弃阵去追赶牛、羊群，连在台伯河西岸严阵以待的士兵，也坐船渡河加入这场掠夺。

普布立克拉得知敌军的动作之后，下令各部队的将军，依照预先的作战计画行事——一个人在东边的艾斯奎里诺门出击，另一人从北边的克里那门进击；执政官路克雷提乌斯带士兵从南边的耐维埃门进攻，而普布立克拉自己则从东南边的卡培那门出击。

伊特鲁里亚士兵在奋不顾身地追逐家畜之后，突然发现后面有人，於是立刻逃跑，反而从主动的追逐者变成被追的人了。当天的混乱，使波森那蒙受莫大的损失。

但罗马被包围的情况仍未解除，小麦还是进不来。这时罗马有一名叫做姆提乌斯的青年，为了救罗马一心想杀波森那，但他害怕断然行动会被误为逃兵，所以先行到元老院向两位执政官及元老院议员报备。姆提乌斯随身只带了一把短剑，便游水渡过台伯河西岸。

他成功地入侵敌军阵营，也很顺利地潜至国王身边，当时波森那正在发士兵的薪饷。但姆提乌斯并没有看过波森那本人，在场者除了普通士兵以外，全都穿着会让罗马人错认为是国王的高贵服饰，所以他根本搞不清楚发薪饷的人群中，哪个才是他要杀的人。后来他觉得有个正在发饷的人应该就是波森那，便拔出短剑向他刺去。很遗憾地，暗杀没有成功，那个人并不是国王波森那，而是他的秘书。

姆提乌斯被当时在场的人抓到国王面前，他毫无惧色地挺著胸膛说：



「我是罗马的公民，叫做姆提乌斯。虽然杀敌不成，但我早有赴死的心理準备了，接受命运也是罗马人的特质呀！




罗马的年轻人将会不断地向你宣战，但不是上战场。我死了之后，还会有人来完成任务，那个人如果不幸失败了，还会再有人；总之，这场决斗会在我们与你之间一直继续下去的。国王你最好也先有个心理準备吧！」

愤怒的波森那一直想拷问出他的来历，但年轻人却大声地说：



「大概只有懦弱的人才会疼惜皮肉吧！」




说完，年轻人用左手抓起燃烧中的火把，用力将它压在自己的右手上，人肉烧焦的臭味顿时弥漫全屋子。波森那见状，就对年轻人说：



「够了，你对你自己的伤害，已经超过你对我所做的了，我很欣赏你的胆量，真希望我的子民中也能有像你这样的汉子。我决定无条件放你回去，你快走吧！」




葛尤斯•姆提乌斯从这件事之后，便被冠上「左撇子姆提乌斯」这个绰号，因为他烧烂的右手再也不能使用了。

相信这则小故事，一定会让罗马时代的孩子们听得眼睛发亮，当时他们该读的历史还不多，所以有许多时间可以沈浸在英雄传说之中。然而二千年后的我们，该唸的历史资料大量增加，终究我们也只能索然无味地死背历史。

言归正传，这个事件之后，波森那向罗马提出和议的要求。

对于伊特鲁里亚方面所提出的两个条件，普布立克拉一个接受一个拒绝。他拒绝让塔奎尼乌斯复位；但是他允诺将前几年在战争中获得的威伊领土归还伊特鲁里亚。波森那同意以这样的协议逹成和平，於是伊特鲁里亚军便从台伯河西岸撤离，返回丘吉。塔奎尼乌斯也知道，重返王位的美梦又再度离他远去了。

然而，这并不代表罗马与伊特鲁里亚已逹成完全和平，与波森那之间的和平协议只不过是让罗马能稍微喘口气的暂时休战罢了。

西元前503年，罗马实行共和政治后的第六年，普布立克拉逝世。华雷利乌斯家当时已没有财产了，罗马人为了不再增加他们经济上的负担，於是由大家凑集丧葬费用，为普布立克拉举行葬礼；而全国的女子也与布鲁图斯去世的时候一样，必须为他服丧一年。

罗马的共和政体是布鲁图斯播的种，普布立克拉扎的根，继这两人之后，仍旧没有一个罗马人希望恢复王政。





派遣至希腊的视察团




到此所叙述的罗马历史，地点一直环绕在罗马周边，即使将范围放宽一点，也只到伊特鲁里亚，而且不出与罗马国境交接的南伊特鲁里亚。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很早就在南义大利繁荣的希腊殖民都市群，恐怕是偶尔才会从到访的商人口中听到的名词。因为当时的罗马与南义大利之间，还隔有一片广大的土地及许多的民族。

共和初期的时间从西元前六世纪末跨越到前五世纪前半，当时罗马所涵盖的范围，不超过台伯河周围到河口之间的狭长地带。

虽然当时的国境划分线不像今日这般明显，无法做确切的比较，但粗略可知南义的希腊殖民都市塔兰托及叙拉古的势力圈，起码比当时的罗马大上三到五倍；雅典是十倍；迦太基则可能更甚於上面所说的各个城市。西元前五世纪中叶，距罗慕路斯开国已有三百年了，然而罗马的势力却还只是这样而已。

虽说罗马当时还只是一个必须放大地图才能看得清领域的小小都市国家，但它已準备与地中海先进国希腊城邦接触，这并不是一次透过南义希腊殖民国家的接触，而是直接到希腊本土与它的城邦，尤其是雅典和斯巴达接触。





西元前五世纪中叶，王政转变为共和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已暂时获得解决，一刻不得停歇的周边民族保卫战也暂时告一段落，於是罗马人便开始制订成文法。

从前的罗马法都是不成文法，通晓者仅限於领导阶级，於是不满的民众便要求法律成文化，法律一旦文字化后，任何人都能读得懂。而民众权利的获得，往往就是从要求法律成文化开始。

以元老院为大本营的罗马领导阶级，最初坚决反对，因为从相当於贵族政治的共和成立以后，到这时还不到半世纪，贵族的气焰仍然高张，而且以他们为第一线守护的罗马共和国尚且安泰无事。

而罗马民众也握有一项利器，就是拒绝应征入伍。罗马每年的春秋之际正值战争的时期，这段期间，雅努斯神殿的大门相本无暇关闭，如果在这个「战忙」时期遇到「罢兵」的话可就伤脑筋了。因此，元老院只好答应为罗马制订成文法，并派遣视察团到先进的法治国家希腊考察，这三名由元老院议员担任的视察团团员，均曾担任政府要职并且出身罗马权贵家族。

这三个罗马人共在希腊视察了一年。义大利和希腊之间的距离，以当时的船速来看，航期不会超过一个月，但史料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他们出发和归国的日期，不过据推测他们应该在希腊整整待了一年。虽然历史学家李维斯对视察团的目的地只记载了雅典一处，但他们会在狭小的希腊境内待这么久，一定是又从雅典翻山越岭去造访相距好几天路程的斯巴达。雅典国内虽有闻名的梭伦改革，但斯巴达也有立柯革斯改革。

关于根据视察团的报告所作成的「十二铜表法」，将于后面再详叙。在此暂停编年式的记述，我想以雅典与斯巴达为主，介绍罗马一直到西元前五世纪中叶才开始接触的希腊。而与希腊无关的罗马历史部分，我将暂时略过不提。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比罗马更早发迹的希腊人，到罗马派遣视察团前去的西元前五世纪中叶为止是如何一路走来的。





希腊文明




西元前2000年前后的希腊文明，起源自非希腊本土的克里特岛，原因可能是因为克里特岛比希腊本土更接近当时文明先进的埃及吧！新的文明为什么会衍生自周围呢？历史学家杰奇迪德斯就克里特文明的起源说明如下：



「米诺斯国王创设的船队维持了克里特岛周边海域的安全，怎么说呢？因为米诺斯国王利用船队征服了克里特岛周边的岛屿，连带着也成功地扫除了以这些岛屿为根据地的海盗，克里特人因此不再受到海盗的掠夺之苦，财富不断累积，甚至富有到可以买石屋了。」




西元前1700年到前1500年之间是克里特文明最兴盛的时期，到了西元前1350年左右，称霸爱琴海的克里特文明突然急速衰退。首都克挪苏斯遭到破坏，到底是大地震或希腊本土的侵袭所致，并不清楚，只知道这变成了优雅繁华的克里特文明的晚钟；而往后的克里特史，也只是跟著希腊本土的历史在走。不过，借由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阿萨•亚邦兹的发掘，我们仍然可以在现在的克里特岛上看出昔日繁华的遗蹟。

周边的文明一旦被卷入中心，新的周边文明就会继之而起。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一带，就成为后来的希腊文明新主，历史上称为迈锡尼文明。

迈锡尼似乎是一个军人统治的国体，统治者如：亚各斯国王亚格曼侬、斯巴达国王麦尼劳斯、特萨里亚国王阿奇里斯、伊达卡国王奥徳修斯等，都曾在荷马的叙事诗《伊里亚德》与《奥德赛》中出现，对后世的我们而言并不陌生。而住在这里的人通称为亚该亚人，西元前1250年前后，他们还引发了历经十年才结束的特洛伊战争。根据诗人荷马的史诗记载，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完全是为了要夺回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而去的斯巴达王妃海伦。整个事件以第一美女海伦为主角，又有希腊诸神分別出来替特洛伊及希腊声援，因此荷马的作品能够被喻为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名著之一，的确是当之无愧。如果要寻求接近史实真相的原因，则应该说是尚武的希腊人为了抢夺特洛伊人的财当才会发动战争。

然而，攻陷特洛伊后大奏凯歌的迈锡尼文明，却在半世纪后，也就是西元前1200年灭亡，有位喜爱研究历史的人这么说道：



「因为他们有整整十年的时间，远离家园投入远方的特洛伊战场，期间国内秩序大乱，国力也大为衰退，因此很快就被外来民族征服。」




这个说法，虽不中也不远了。十年的特洛伊之战结束后，带着一堆如山的战利品凯旋归国的希腊军总司令亚格曼侬，竟被王妃以及她的爱人杀死在浴室中。诗人荷马认为胜方会遭遇到这种惨事，是因为他们激怒了声援特洛伊的诸神，所以受到惩罚。不管怎么说，消灭迈锡尼文明的是由北方南下希腊的多利安民族。

经由修利曼的考古挖掘，证明迈锡尼文明与小亚细亚西部的特洛伊一样确实存在，而非荷马叙事诗中所虚构出来的。迈锡尼文明在西元前1200年消失，文明的主人翁不是被杀就是沦为奴隸，被彻彻底底地消灭。多利安人威力猛烈的破坏，使得希腊在往后的四百年间，完全趋於沈寂。西元前1200年到前800年的这段沈寂黑暗期，希腊史上称为「希腊中世时期」，是指介于全然沈静与活动力旺盛的两个时代之间的中间时期。

而所谓的「中世」，一般将它分为两期。前半段可以说是疗伤止痛的安静期，而后半段则是恢复期。以种子为喻，进入恢复期后，虽然还没开始萌芽，但其实已经向土里扎根了。在希腊史上，英勇的荷马英雄手中所持的都是青铜武器，而野蛮的多利安人拿的却已经是铁器。

一直到西元前800年左右，希腊人才脱离中世时代。而多利安人建设的斯巴达与躲过多利安侵袭的亚该亚人所建的雅典，则成为城邦的代表。在城邦诞生的同时，希腊的海外殖民活动也是随着希腊再生而产生的另一个现象。





殖民活动的出现，是因为人口增加，国内无法负荷过多的人口所致。希腊除了特萨里亚外没有丰富的耕地可言，照理说在农耕与畜牧之外，如果不发展生产性高的工商业，恐怕无法养活国内众多的人口，但是后来的希腊人却没有成为工商业民族。

这个时期，希腊的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等都市国家，好不容易才刚刚形成，他们都是各自分立的城邦式小国，由于土地狭小，导致纷争不断。直到西元前776年，第一次奥林匹亚运动会开办，他们才四年一度休战，换上愉快的心情齐集在奥林匹亚参加体育竞赛，其他时间他们可以说都在打仗。而这些刚诞生的城邦，国力都差不多，即使打胜仗也无法扩大领土；於是在自己国内无法获得生活资源的人群起发动政争，但政争最后以失败收尾，他们不得已只好「雄飞海外」。这个时期的希腊殖民活动与城邦的形成有互为表里的关系，因此并不限於希腊的某个特定地方，而是一次全希腊的大规模移民。

希腊人的移民活动，分两期进行。

第一次殖民活动发生在西元前九世纪末到前八世纪初，殖民地全部集中在小亚细亚西岸。爱琴海本意为「多岛之海」，海面上散布著许多小岛，当时的希腊人，很自然地顺着这些岛屿渡过爱琴海，到对岸的小亚细亚建城。小亚细亚西岸一带指的就是爱奥尼亚。继克里特、迈锡尼等希腊文明之后，爱奥尼亚比雅典更早结出文明的果实，据传哲学之祖泰利斯、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及荷马等人都是出身於爱奥尼亚。而成为第一次希腊殖民舞台的爱奥尼亚，由于地缘上靠近近东，因此比希腊本土更早致富。当时想要致富只有通商一途，通商会与异文明接触并且带来观念上的刺激，如果运用财富将这些刺激转化成其他的建设，将对发展十分有利。

希腊人的第二次殖民活动则发生在西元前八世纪中叶左右，与第一次相隔约半世纪。这次的殖民范围，并不限於爱琴海海域，已经扩及到整个地中海。而且不只希腊本土的都市向外殖民，连第一次殖民的舞台爱奥尼亚诸城市也都在殖民之列。因此殖民活动不再只是争取生活资源未果后不得已的外移，更可以说是希腊人原始积极进取性格的展现。事实上，第二次殖民活动的地点，大多是原本就没有住人或原住民势力较弱的地方，因此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现代的冒险活动。

本土希腊人入殖最盛的区域是义大利南部，不过他们也在以马赛为中心的法国南部及西班牙东岸一带建设都市；至於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则选择距离较近的塞浦路斯岛到黑海一带做为殖民地。第一次殖民活动时，爱琴海可以说已经变成希腊人之海了；到了第二次殖民活动之后，希腊人的世界更扩及到整个地中海海域。当时能够在海上与他们互相抗衡的，只有腓尼基移民所建设的迦太基了。








希腊人第二次移民活动












希腊人的第一次与第二次殖民活动，似乎都在短期间内以波浪式节节进击，这不由得让我们注意到两件事：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次殖民时的广大活动舞台。虽然当时腓尼基人也有海外殖民，影响力甚至远达西班牙，并且建设了迦太基城，但终究无法如希腊般将殖民活动扩及到整个地中海区域。

荷马在叙事诗《奥德赛》中，以发明木马之计战胜特洛伊的功劳者奥德修斯为主角，描述他往后十年间的漂流故事。他的漂流路程，从地中海东边的特洛伊一直延续到西边的直布罗陀，涵盖了整个地中海区域；他的登陆地点，有许多都在西元前八世纪中叶第二次移民地的附近。

荷马在另一部叙事诗《伊里亚德》中所提及的地方，也因为修利曼的发掘，证实非诗人幻想下的产物；至於奥徳修斯在荷马《奥德赛》中登陆的地点，也有许多人正在研究它们现今的位置。由此可知《奥德赛》并不是单纯的荒唐无稽之说，书中的地方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说也并非全然未知；所以希腊人的视界，很可能在西元前八世纪时就已经拓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域了。

如此强烈的海外雄心，不仅是希腊人的特征，同时也是好奇、冒险、独立三种性格的综合表现。这样的性格，使他们在面对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时，和罗马人的做法完全不同，这也是希腊殖民活动中第二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





举例来说，拿坡里与附近号称义大利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库马，都是雅典移民所建设的都市，「拿坡里」就是希腊语的「新城邦」，但在拿坡里却一点也看不出有古雅典或爱奥尼亚的影子，它的发展几乎完全脱离母国的影响。








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所画的奥德修斯漂流路程












①特洛伊②芝哥尼③吃荷花的人居住地④独眼巨人的居住地⑤风神居住之岛⑥食人族的居住地⑦美女琪儿凯的居住地⑧美声海妖的居住地⑨会变成海怪的仙女岩⑩太阳之岛⑪美女加莉普索的居住地⑫派伊克斯人之岛⑬伊达卡之岛（奥德修斯的祖国）












塔兰托位于长靴形的义大利半岛南端，位置正好在鞋跟与鞋底的交接处，现在以地中海军港及义大利最大的鍊铁场所在地而闻名。此地其实也是从西元前八世纪中叶斯巴达人所建的殖民都市发展而来，它一样无法让人联想到古代的斯巴达。

位于西西里岛东部的叙拉古，今日是一座以古蹟及每年所上演的古典剧而闻名的城市。古时候，它是地中海地区名气响亮并且极为重要的少数都市之一，柏拉图经常造访此地，阿基米得也在这里出生。叙拉古也是希腊的殖民都市，是势力仅次于雅典与斯巴达的科林斯移民所建，但它与科林斯之间的关系依然十分薄弱。

上述三个希腊殖民都市的共通点，就是与母国之间的关系都很淡薄。拿坡里的发展一点也没受到雅典的影响；塔兰托的政体及生活模式也与斯巴达截然不同；至於繁荣远胜母国的叙拉古，它与雅典之间的关系比科林斯还密切，密切到最后的结果还发生战争。

希腊人以殖民形式在海外扩张，他们从母国带出来的只有希腊语言、希腊宗教及一份对独立进取的执著，这种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也显现出希腊与罗马极端不同的特质。罗马如后所述正好与希腊相反，反而积极地去营造密切及有利的实质关系。





西元前八世纪，不仅是希腊人雄飞海外的世纪，同时也是希腊充实内部的时代。而最能有效发挥希腊人活力的城邦，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以雅典与斯巴达为典型代表。





雅典




以雅典为首都的阿提卡，面积逹二千六百平方公里，耕地虽然不多，但是在岩地遍布的希腊，还算是不错，雅典附近还有一座面海的天然良港叫做皮留斯。传说这里的建国者是击败克里特岛暴君米诺斯的泰休斯，多利安人入侵希腊时，当地人躲过了他们的控制，所以似乎还保存了相当纯正的亚该亚血统。雅典建国初期也与各国一样实行王政体制。

西元前八世纪左右，雅典政权转移到贵族身上。国家由贵族出身的九个人共同指挥，任期一年，负责行政、军事以及祭典等事务；另外还有一个由贵族所组成的长老会议，负责辅佐当政的九人。除此之外，他们也有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但这个组织几乎没有发言权。

到了西元前七世纪，贵族政权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雅典。因为除了以土地为后盾的贵族阶级以外，另有一批在工商业上投注心力的新兴阶级开始擡头；这群属于自由公民层次的新兴阶级，对自己拥有经济能力却被排除在国政之外的情形感到相当不满。另外，自耕农所持有的耕地根本无法与贵族大片的土地相比，甚至经常债台高筑，因此他们也联合起来反抗贵族。

这群号为「抗争者」的人民，在西元前620年左右，获得初次的胜利，并将法律成文化。然而，法律虽然成文化了，但却不具司法效力，贵族阶级仍旧像不成文法时代一样为所欲为，无视於它的存在。这样的法律修正自然无法消解「抗争者」心中的不平，於是，梭伦便出现了。他在西元前594年，开始进行所谓的「梭伦改革」，迫使构成既成统治阶层的贵族认同实行改革的公权力。





梭伦本身并不是正在擡头的工商阶层出身，也不是债台高筑的小地主，他来自於握有大片土地、同时操纵著雅典的名门贵族，是个颇有先见之明的人。

梭伦首先拟定可以帮助自耕农摆脱钜额欠债之苦的政策，并将政策法治化，农民的负债因而大幅减轻。他还废除了「无法清偿债务者必须成为债主奴隸」这条旧规；在古代社会，用身体来抵偿无法还清的债务是很正常的事，而梭伦竟然废了这个传统，这种尊重人权的实例，在古代社会中还是首次出现。

梭伦本身也是一个稳健且讲求自由的人。「平民派」的激进份子，曾经要求他先将所有的私有土地没收充公，然后再重新平均分配，但他断然拒绝这样的提议。他写下了如下的心声：



「我给公民们适当的名誉。我不会让人剥夺他们的权利，也不会任意增添新的条款。」




梭伦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改革。他先进行人口调查，再以调查的结果为根据，依照调查显示的不动产多寡来决定权利的比例。因此，参与国政的权利不再受出身阶级的限制。

「王政」是指一人专政的政治制度；「贵族政治」则是指由少数被推选出来的人共同掌权的政治；而梭伦所创、依据财产多寡决定权利比例的政治制度则被称做「金权政治」。有很多研究学者都使用「金权政治」这个译法，但难免使人与用金钱买票的金权政治产生混淆，因此我译作「财产政治」。

我想一定有许多人无法认同这种以收入决定权利的制度，但比起只有贵族才有参政权的「贵族政治」而言，这种「财产政治」在当时已算是相当进步的政体。先天的血统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然而财产却操之在才能与运气上，转变空间很大；而且古时候，不，应该说是法国革命以前，平等的理念还只存在少数人之间，能有这种以农业收益的多少决定权利比例的想法已不简单，至今仍有许多以工商业致富的人，继续以投资土地等不动产来保值。

梭伦的财产政治，依财产多寡将雅典全体公民分为四个阶级。按照收入多寡依序为第一阶级、第二阶级与第三阶级，无产的公民则属于第四阶级。

首先在义务方面，第一、第二阶级的公民，必须自备军用品及军装服骑兵役；第三阶级的公民须服重装步兵役，虽然他们也要自备军装及军用品，但经济负担比自备马匹的第一、第二阶级轻；而重装步兵是古代的军队主力，因此第三阶级的兵役人数恐怕也是最多的；至於第四阶级的公民则有当轻装步兵或舰队队员的义务。

其次，在权利方面，第一与第二阶级可以担任政府要职；第三阶级则可担任行政官僚；第四阶级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

「梭伦改革」带领雅典领先地中海世界各国，摆脱贵族政治朝向城邦制的民主都市国家迈进，雅典也因此跨出发展的第一步。

然而，从改革中获得势力的人，终究会掀起另一波改革，这是任何改革都躲不过的宿命，「梭伦改革」也一样。

雅典虽然拥有天然良港皮留斯，但雅典人第一次殖民活动的移居地爱奥尼亚，却因通商而比雅典更早繁荣，雅典因此受到很大的刺激。再者，「梭伦改革」让有钱的非贵族百姓也有机会担任政府要职，但他所谓的财力只限定在农业收入上，而雅典人这时早已改变对财力的看法，并随着通商的兴盛将从前投资在土地上的资产，转投到商业与海运事业上，从中获得的报酬比投资贫瘠的希腊土地好得多了。

开始经营动产业的公民会不满以不动产为基础的政体，其实是早晚会发生的问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没人敢反抗梭伦的个人权威，因此都尽量避免将问题台面化；但就在梭伦引退公职生活后没多久，群众的不满情绪便爆发了。

由于当时雅典没有人能够整顿这种混乱的局面，因此整个权力阶层架空，呈现一片无政府状态。

雅典的政治变迁虽然让我们得以在政治教科书中见识所有政体，但这回雅典也与希腊其他城邦一样，在无政府状态的最后，出现了独裁政治。

雅典人对于当时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与没有结果的政争已经感到疲惫至极，极度希望回复秩序，但他们本身并没有能力重整，因此只好将这样的冀望全部讬付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无政府终结者就是皮西斯特拉妥。





皮西斯特拉妥与梭伦一样出身名门贵族，但他的势力基盘却不是与自己身份相同的贵族，而是号称民主派的新兴阶级。由于新兴阶级的组成是一群工商业者，他们非常了解政治安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对经济脉动的敏感度比拥有土地的既成势力更髙。

西元前561年，皮西斯特拉妥开始最初的独裁政治，但没多久之后，他就被反对势力所组的统一战线放逐。然而十五年后，也就是西元前546年，他记取前次失败的教训，以武力成功回到雅典，从那一年一直到他去世的二十年间，皮西斯特拉妥继续以独裁领导雅典。

我们可以借着教科书来了解政体的演变，但却不可以用它来评断各政体的好坏；就如皮西斯特拉妥独裁的二十年间，不仅为雅典带来了和平与秩序，同时也为雅典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经济。

经由考古学调查证明，这个时期阿提卡的精美陶器，已经取代从前在地中海陶器市场上独占鳌头的科林斯、萨摩斯、密列特斯以及罗德斯的陶器，以红绘和黑绘壺闻名的阿提卡陶器，可以说独佔了整个地中海高级陶器市场。

而独裁者皮西斯特拉妥所采取的对外政策，也配合着雅典的「经济时代」而行。

他将雅典的军事主力放在海军，一心想获得能够确保爱琴海制海权的几个地区及岛屿。於是，萨拉米斯岛与迪拉斯岛再度被雅典收服，希腊的势力圈扩展到爱琴海诸岛及爱奥尼亚地方；至於其他无法征服的希腊都市国家、利底亚王国及波斯帝国，雅典则努力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而且，为了弥补第二次殖民时代时不够积极所造成的疏漏，皮西斯特拉妥还在海列斯庞特建造中继站，以借此振兴与黑海周边国家的通商关系。国内方面，他也致力於工矿业的振兴。

但独裁政治深受主事者的才能与性格的影响。雅典公民虽然认可皮西斯特拉妥的才能并且听从他的独裁，但皮西斯特拉妥去世后，他的儿子们接任独裁，却无法为雅典人民所接受。西元前510年，以斯巴达为后援的贵族终于起来推翻雅典的独裁政治。

无论是打倒独裁政权的贵族，或是做他们后盾的斯巴达，他们都一心想让独裁倒台后的雅典恢复贵族政治，然而，雅典的现状其实并不适合贵族政治。

皮西斯特拉妥独裁二十年所带来的和平与秩序，让从事工商业的雅典公民经济力大为提昇，也使得雅典的经济中心很明显地从土地移转到工商业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让握有土地的贵族再度上台，可说是完全无视於现实。因此克利斯提尼这次的改革并不只是要恢复梭伦改革，套句亚里斯多德的名言，他还要「让政体朝更民主的方向改革」。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首先从行政改革著手。

阿提卡是都市国家雅典的领土，当地大致划分为三个区域，第一区包括首都雅典与皮留斯海港，第二区是整个海岸地带，第三区是内陆。每个大范围中分为十个小区域，小区域内依人口密度再划分为「区」，阿提卡全境共有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个「区」，而这个「区」就是雅典城邦公共生活的基础。

有了这个行政改革以后，雅典公民的正式姓名就变成自己的名字、父亲的名字与所属「区」名三者的结合，例如：苏格拉底就会变成阿罗培凯区苏普洛尼可斯的儿子苏格拉底，而从前用来显示家系及宗族的姓至此完全消失，这也就是克利斯提尼的改革被视为「民主」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克利斯提尼的行政改革将雅典划分成好几个行政区，这么一来也把贵族阶级一向依赖的土地分割得零零散散，贵族权力因而崩坏。克利斯提尼纯粹依行政所需而划分国土的这项改革，在历史上也算是首开先例。

克利斯提尼也实行政治改革。梭伦的改革叫做「财产政治」，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因为是以「抗争者」（民众）为主体，因此称做「民主政治」。都市国家雅典，终于在西元前六世纪末确立了如前面所述的民主政体。

克利斯提尼的政治改革，首先强化公民大会的权限，凡是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公民全都有出席公民大会的权利，而且与罗马公民大会不同的是，雅典公民一人有一票。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机关，每年必须固定集会数次，战争、媾和、结盟与选举政府官员等，全都须由公民大会决议。

另外，克利斯提尼也保留了梭伦改革时的四阶级制度，但阶级划分依据已非梭伦时代的农业收入，而改成不分职別的收入。因此，更加强化了工商业阶层在政治上的权力。

克利斯提尼还创设了与后来的省议会相类似的组织，这个机关叫做五百人会议，由各区抽选出来的三十岁以上的公民所组成；由于是抽选，因此人选与出身、财产、才能都无关。这个总共由五百人构成的机关，负责实际政务，会议的议长，也是从每个月召开好几次的会议中抽选出来的。

克利斯提尼另外又将梭伦时代原本一共九人，任期一年的政府官员，增加为十个人，并且取了个名称叫做「策略团」，后来成了“Strategy”这个字的由来。这个相当於「国家政战指挥官」头衔的官职，每年由公民大会选出，也就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内阁。

克利斯提尼的最后一项改革，就是创立陶片流放制。这是一种自净制度，人民可以将希望流放的人名写在陶片上，然后投票表决，目的显然是要防止独裁政治，只要每年公民大会有过半数的人（另有一说，票数超过六千块陶片)，认为某人的权威及权力威胁到雅典的民主，这人便要被流放到外国十年。

不过这种流放制度，并没有玷污公民名誉的意思，一般人都认为即使被陶片流放也没什么好可耻的；流放期间，既不会丧失公民应有的诸多权利，财产也不会被没收，只是十年流放期一定要住在外国，期满后仍旧可以回到雅典，甚至担任执政官。总之，陶片流放制度的制订，是为了要让威胁到雅典民主政治的人物以及他的追随者去锋头，至於流放期长逹十年之久，则可能是要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冷静头脑吧！

雅典在这个时期，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连普通公民都可以直接参与国政的政体，由于每个公民都可以直接行使权利，因此后世称之为「直接民主政治」。对各国而言，雅典民主政治的规模及重要性，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

当时雅典的有权者，也就是成年男性公民，据说有三到四万人，但其中有许多人因居所远离首都，或通商、出国办事而无法出席公民大会，所以平常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大约只有一万人左右。

虽然出席人数只有一万人，却有不少问题。我们可以想像，希腊人特別旺盛的独立意识加上喜好议论的性格，往往使议事的进行变得困难；再且一万人当中，并不是每人都具有判断国政的水準，关于这点，一直到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无解，再深入探讨大概也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吧！所以轻松一下来看则故事。陶片流放制度是这个时期希腊人继民主主义之后所想出来的另一个有名的制度，以下就是一则有关陶片流放小插曲。





故事发生在陶片流放制度制订尚未满二十年的时候。雅典政界要人亚里斯底德斯，在定期举行的陶片流放投票会场，遇见一名男子，这个男子或许是从偏远地方来的，竟然不认识亚里斯底德斯，他向亚里斯底德斯递出陶片说：



「不好意思啊！我不识字，麻烦在上面帮我写亚里斯底德斯的名字好吗？」




亚里斯底德斯一听，便问他亚里斯底德斯有哪里不好。男子摇摇头答：



「我连他的长相都没看过呢！只是到处都称赞他是个大人物、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我听都听烦了。」




亚里斯底德斯听完后，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在男子递出的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递还给他。那一年，亚里斯底德斯就被雅典流放。

但是不到三年，他就因为波斯军入侵而被召回。归国后的亚里斯底德斯，协助总司令官塞密斯托克立兹带领雅典出战，并在波希战争中获得胜利。据悉波希战争的首要功劳者塞密斯托克立兹，在不久之后也被列入陶片流放的黑名单之中。不过到了西元前417年，陶片流放制度终于被废止，大概是雅典人已经从太多塑造出来的叛国事件中觉醒了吧！

在雅典，即使是无知的公民，也可以拥有完整的权利；但没有雅典国籍的人，却完全无法获得参政权，这类住在雅典却不属于雅典公民的人，指的是外国人和奴隸。当时的雅典，有许多外国人基於工作或其他理由居留下来，他们大多是希腊人，说希腊话、信希腊宗教、拥有希腊人的性格，与雅典人完全无异，只是他们出身於其他城邦而已。本来雅典规定，只要父母其中一人是雅典公民，就可以拥有公民权；后来到了佩里克利斯时代，却变得更加封闭，一定要双亲都是在雅典出生者才能拥有公民权。

在希腊世界，这种现象并不只出现在雅典；实际上，希腊的城邦社会是超乎想像的封闭。只要是外国人，不管他想在雅典待多久、甚至在雅典出生、想在雅典老死，通往公民权之路都是封闭的。这种限制与雅典在经济、文化上的「自由化」比起来显得很不可思议，但当局或许就是为了给全体公民平等的权利才会如此设限吧！

难怪苏格拉底说，那怕祖国的法是恶法也要遵从，面对死刑他不会逃；而同样是哲学家的亚里斯多德却主张，不想殉法就要赶快逃。为何他们在想法上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因为对身为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而言，雅典是他的祖国；但对于非雅典出身的亚里斯多德来说，雅典与他没有这层关系，因此於情於理他都没有必要殉身於雅典的法律。

在这一点上，罗马与希腊的作法截然不同，希腊的普鲁塔克就针对罗马写道：「败者同化是罗马强盛的主因，但希腊却做不到。」话虽如此，即使是现代，缴了与当地公民一样多的稅金之后，不仅被选举权连选举权都不给的国家还是不少。

希腊与罗马的不同，还可以从他们对待奴隸的作风上看得出来。

希腊的奴隸终究难逃以奴隸的身份终其一生的命运；相反的，在罗马有所谓的奴隸解放制度，只要存够了钱就可以买回自由，感觉好像是长年工作之后所得到的退休金，虽然解放后获得自由的奴隸仍被叫做解放奴隸，但他的后代子孙已经可以获得与罗马自由公民同等的公民权，有关这个制度的种种於后再详述。





都市国家雅典，确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当这个政体堂堂地要迈入西元前五世纪时，另一个城邦代表斯巴达，又是以何种政治体制在运作呢？政治体制已不单只是政治上的问题了，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其实也正代表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斯巴达




希腊的所有城邦国家几乎都跟随雅典采用民主政体，唯有斯巴达例外，独自走向另一个政治体制。斯巴达的地理位置与临海的雅典不同，它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央，必须越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才能到逹斯巴达所在的内陆。而斯巴达建国之初的居民组成与雅典也有很大的差异。

多利安民族在西元前1200年左右，南下征服了当地的原住民，并且建立斯巴达。这批多利安族的征服者，并没有与斯巴达的原住民同化，他们将自己与原住民清清楚楚地划分开来，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阶层，这种作法其他城邦根本不曾有过。而斯巴达的划分依据是依民族而分，与权力并没有太大关系。

最上层的阶级是征服者的子孙，也就是建立这个阶级制度的「斯巴达人」。「斯巴达人」指的是为数仅约一万人的自由公民以及他们的家人。这些血统纯正的「斯巴达人」都聚集在市中心，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从事军务，同时还独享参与国政的特权。

第二阶层是从事工商业的「臣民」，他们不是多利安人，也不是斯巴达的原住民，有可能是出身其他地方，跟随多利安人到斯巴达定居的希腊人。虽然臣民也算自由公民的一份子，但却没有公民权，因此无法参与国政与选举；但是他们仍然要服兵役。其实古代国家普遍认为，要向人民课征军务就必须赋予公民权，但斯巴达却没这么做，原因很可能是他们觉得臣民只是小小的兵卒，因此权利当然不能与担任军官的斯巴达人比拟。

在斯巴达的阶级制度中，最下层的是农奴。

他们在多利安人来袭以前就住在斯巴达。他们虽然是青铜器文明的主角，但自从被使用鐡器的多利安人征服后，就一直属于农奴的身份。他们的权利除了结婚以外，其他如参政权、私有财产权、裁判权等公民应有的权利一概没有，不过他们也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唯一的工作就是到斯巴达公民所有的农场劳动。

斯巴达人、臣民与农奴之间的人口比例为一：七：十六，这个人口比例决定了斯巴达的一切。





斯巴达人让被统治阶级从事农工商业，而他们自己则从事专职军务。这样的职能分配，可能是为数仅佔二十四分之一的斯巴达人，基於方便统治的理由所想出来的办法吧！被统治阶层中尤以农奴最为不稳定，而一向以军事闻名的斯巴达，后来之所以会成为军事国家，就是为了制服国内的人民。

斯巴达人的成年男子中，可能从事军务的年龄在二十到六十岁之间，总人数通常是数千人，很少逹到一万人次。由此可见，斯巴达所高喊的精锐主义，只不过是迫於现实的考量罢了。

斯巴达人虽然拥有完全公民权，但必须等到三十岁才有出席公民大会及行使投票的权利。斯巴达的行政机构，除了由三十岁以上的斯巴达人所构成的公民大会外，还有一个长老会议，由公民大会选出二十八位六十岁以上的长老组成，任期终身；由于两位国王额外各佔一席，因此长老会议的成员总共有三十人。

斯巴达有两位国王，他们是军事与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者，出身於斯巴达的两大家族，这两位国王并不是交替上任，而是共同世袭主政。一个国王主政的政体叫做「王政」，由两个君主共同领导的政体则叫做「二头政治」。

当全希腊的城邦都已经认同雅典所确立的民主政治时，唯独斯巴达仍旧保持这个政体；到了西元前七世纪后半，立柯革斯的改革甚至让斯巴达的政体更加稳固，斯巴达式的特质也显得更加急进化。

在梭伦的改革决定了雅典政体特质的同时，立柯革斯的改革也让斯巴达的政体走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其实改革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失败了，整个民族的命脉必将就此断送；成功的话，新的决定与政策也会影响到民族的未来，因此改革实在是一件轻率不得的事。





立柯革斯的改革，让斯巴达人的日常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加军事至上。斯巴达的小孩一出生必须立刻接受长老的测试，婴儿能否健康长大成人全凭这个阶段的判断，一旦长老觉得这个婴儿不够健康，便将他弃舍为奴隸。

而长老们觉得能够培育成健勇战士的孩子，则可以让父母带回身边善育到六岁，但是孩子一到七岁，就必须马上离开父母加入寄宿生活。孩子们一面与年龄层相近的少年们共同生活，一面接受战士教育课程，其中锻鍊身体当然是最主要的课程内容。相信在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上，斯巴达绝对是金牌及桂冠的大赢家。

斯巴达人从二十岁开始服兵役，一直到六十岁才能解除军务。他们在三十岁以前仍有过团体生活的义务，在这段期间内即使已经结婚，仍必须每晚回营舍报到。

而少年所寄住的宿舍及战士的军营并没有特定的建筑物，他们一律住在帐篷里，国家希望借此恶劣的环境来培养他们的耐力。在斯巴达，公民要到三十岁以后才算成年，也唯有成年的公民才有权带着妻小一起住在货真价实的房子里共享天伦。

斯巴达的男女除了参政及兵役外，完全平等。为了培养健康的体格及生出健康的小孩，斯巴达的女子与男子一样有控制日常饮食的义务，她们必须严格控制体重，禁止甜食、酒精及美食，而且还与男子一样接受体育训练，训练的结果会在经常性的运动会中做检定，成绩愈优秀者结婚的条件愈好。如果当初奥林匹亚运动会也开放让女生参加，斯巴达的女子想必也会有不凡的成绩！

此外，在体育训练或运动会时，女子也与男子一样裸体进行，可能是立柯革斯觉得愈是遮掩，愈会让人有非分之想吧！在斯巴达，性生活被当作是一种培育壮硕战士的手段，因此单身的人常会遭人白眼，至於丈夫不幸战死沙场又生过小孩的寡妇，国家则会奖励她们再婚。总而言之，斯巴达女子的义务就是多生健康小孩以及努力编织。

除了男生在少年时期所学的基本读写外，内容高尚的读物及高级的议论在斯巴达都是不受欢迎的。义大利至今仍称寡默的人为「拉科尼克」，这个名词就是源自於斯巴达的所在地「拉科尼亚」，翻译过来有「斯巴达式」的意思。古代的斯巴达社会非常看不起多话的人，集会发言也首重简洁。

而斯巴达战士一旦沈迷於读书，势必会产生诸多疑问与费心思考，这些正是他们的社会所不认同的。例如苏格拉底就很喜欢抓住广场上的行人与人议论，非得辩到对方承认自己无知才肯罢休，像他这种人到斯巴达，恐怕在收到学生以前就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总之，对斯巴达人而言，勇猛、服从、爱国才是美德。





斯巴达的改革者立柯革斯觉得，改革是一件永远的事业，不是光靠嘴巴说说就够了，要持续不断地做下去才会成功。

他废除以往流通於斯巴达的金币与银币，通货改用铁币。由于铁币的使用，使得別国的商人不喜欢与斯巴达通商，因此非生活必需品便进不了斯巴达，而基本的民生用品则由斯巴达国内自给自足。

此外，由于务农的农奴只须缴交农产量的一半给斯巴达主人，所以斯巴达人原本就不富裕，在货币改为铁币后，他们更不想存钱。斯巴达人的生活水準虽然被压制到最低的程度，但由于大家都在一样低的水平上，因此不会有嫉妒的情形发生，也不会引发有钱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斯巴达的治安很好，没有小偷；政治上也没有雅典摆脱不掉的权利抗争，长期以来都维持著安定的局面。





总之，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在为斯巴达的军事奠基，斯巴达的军事力量因而十分惊人。军队人数虽少，但声名远传至波斯，希腊精锐部队指的就是斯巴达步兵团。

但是，斯巴达除了出产战士外什么都没有，举凡哲学、科学、文学、历史、建筑与雕刻，没有一项有成就的，只留下「斯巴达式」这个名词。

尽管古代的斯巴达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随着假想敌雅典势力的增强，地处拉科尼亚山中的斯巴达也开始感到不安，继而向外图谋侵略；到了西元前六世纪末时，斯巴达几乎已经统治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

斯巴达与被统治的城邦联合缔结了由它所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加入这个同盟的条件是，当斯巴达发生战争时，同盟国要提供兵力，要采用贵族政治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不过不必支付年贡金，因为对斯巴达而言，士兵比金币更重要。同盟成立后，斯巴达甚至还将与自己不同政治路线的民主城邦视为敌国。

希腊境内有一百五十个以上的城邦，在西元前五百年前后，只有雅典与斯巴达的发展最引人注目，雅典经济繁荣，斯巴达则是军事力量强大。然而在这个时期，这两个政体完全不同的强国都有共识地尽量避免激烈的冲突，因为当时的希腊对外正面临劲敌，如果内部再变乱纷起，肯定会两败俱伤。而这个强敌后来引发了波希战争。





波希战争




为什么历史叙述中会有那么多与战争有关的描述呢？与其说人类总是无法从事件中记取教训，倒不如说战争是描写历史与人类的最好素材。我们通常可以从一个民族在战争与战后处理的态度上，清楚地了解当事民族的性格。虽然接下来要叙述的波希战争，完全没有罗马人的踪影，但要了解罗马人时免不了总要先了解希腊人，而这场战争正是了解希腊人最好的题材。波希战争在希腊频繁的内战史上虽不足为奇，但它却是全希腊团结抗敌的唯一事例。





波斯帝国在迈入西元前五世纪时，成功征服近东全域，并开始放眼西方。波斯扩张势力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是基於经济上的理由。当时的经济中心是介于小亚细亚西岸的爱奥尼亚地方与希腊本土间的爱琴海区域，波斯一直想将这个繁荣的地带佔为己有。




第二是基於宗教上的理由。当时的波斯人确信，波斯宗教所信奉的最高神祇善神奥马兹德，比道德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希腊神更优秀，因此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由优秀的民族来统治劣等宗教的民族。】

波斯国王是善神奥马兹德授权的地上代言人，他不单只是一国的国王，而且是「诸王之王」。从「诸王之王」的眼光来看，希腊城邦的民主政体只会不断地引起内部纷争，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波斯人觉得，应该让希腊人从这个「恶梦」中觉醒才符合神的旨意。

我们与其说波希战争是经济因素所引发的战争，倒不如说它是一场意识型态之战。

波希战火最先在波斯附近的小亚细亚西岸引爆，因为波斯国王强迫当地的城邦群放弃民主政治实施君主政治。而当时的爱奥尼亚经济比希腊本土更发达，政体也在进行改革中，可以说比雅典更早就实施民主政治，因此便由密列特斯带头反抗波斯国王的无理要求。

密列特斯人首先向希腊城邦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斯巴达求援，希罗多德在其描述波希战争的《历史》中，引述密列特斯人说服斯巴达出兵时的谈话如下：



「爱奥尼亚的希腊人，眼看就要变成奴隸了，对于住在爱奥尼亚的我们来说，这是再悲哀不过的事了。但这也是全体希腊人的问题，特別是拥有全希腊最强军力的你们更不能见死不救，希望你们可以解救爱奥尼亚的同胞脱离波斯的暴政。」







当时斯巴达正在和亚各斯打仗，再加上他们一向对民主政治没有好感，所以并没有答应爱奥尼亚的要求。最后允诺出兵的是与希腊人同属亚该亚民族的雅典与尤比亚，两国合力出动二十五艘战舰与士兵，但他们都不是波斯的对手。不到四年，也就是西元前494年，爱奥尼亚希腊人的反抗波斯便宣告失败。

而波斯国王也从这次的爱奥尼亚经验中得知一件事。

他确信，想要攻夺希腊人的都市，不能像攻取近东民族那样只靠军队硬攻，必须再巧妙地运用一点手段离间各城邦，如此一来各城邦之间必定步调大乱。

西元前49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调集海陆共二万五千名的兵力，向先前援助爱奥尼亚的雅典及尤比亚出动，这是波斯正式以这二国为敌的一次进攻。尤比亚不久后便被攻破，居民被贩为奴隸。波斯大军随后转攻雅典，他们在阿提卡东岸的马拉松平原登陆。

雅典获知波斯来袭的消息后，举国震惊，立刻派遣紧急特使前去斯巴达求援。斯巴达虽然没有拒绝雅典的援助请求，但却一直没有动静，於是雅典只好先行布署自我防卫。

很幸运地，在这紧要关头，雅典的「国家政治作战顾问」选出了富有决断力的米太亚德。

他立刻组成一支一万人的重装步兵团，并且率领这支军队前往马拉松平原；而几乎毫无防备的雅典城，也开始布署海军守卫海域。

米太亚德见波斯军队的人数比雅典佔优势，为了减轻损伤，於是将战线拉到与敌军等长，将精锐部队安置在左右两端。

而战争的开始与结束也完全如米太亚德所预期，雅典军虽然从中间被攻破，但却成功地从左右两端包夹波斯军队；另一方面，从海上进攻雅典的波斯海军也一样没有成功，最后波斯的海陆两军只好撤回东方。

当时有一名雅典士兵，在战后兴奋地跑回雅典报告马拉松捷讯，这段插曲后来变成近代奥林匹亚运动会中的马拉松竞赛。

在马拉松之役中，雅典只战死一百九十二人，波斯折损的兵员似乎比雅典多。事实上，这场战争的胜负还具有精神上的意义，因为希腊人从此知道，在近东地区屡战屡胜的波斯军其实并非所向无敌。

然而波斯虽然吃了败仗撤退，但显然尚未大显身手。因此，没有人认为波斯会就此罢手，对成功击退波斯的雅典而言，树立对波斯的战略更是一件刻不容缓的课题。

雅典虽然因为在马拉松之役中获胜而有了自信，但从此以后，国内在波斯战略意见上却分成对立的保守与急进两派。两派之间的对立原因，除了看法上的不同外，两派首领间互相竞争也是原因之一。

保守派的领导人是亚里斯底德斯，他就是当年受无知男子之讬，将自己的名字写在陶片上的人；而急进派的首领则是塞密斯托克立兹。

急进派的想法通常比保守派来得明快，塞密斯托克立兹的想法当然也较明快。

他主张增强军备，以利自我防卫，同时也强调雅典应该将军事主力放在海军；但亚里斯底德斯却不赞成他的看法。

於是，塞密斯托克立兹便沿用雅典政界惯用的陶片流放制度，排除对立的政敌，由于陶片流放制度一定要集有六千片才生效，因此时常有幕后的黑箱作业。总之，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陶片流放制度是除掉政敌最有效的利器，不管亚里斯底德斯是否受人陷害在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件事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毫无影响的。

塞密斯托克立兹利用陶片流放制度成功地清除政敌后，再也没有事情可以妨害他了，於是他开始引导雅典走向他理想中的方向。他将从前分配给公民的矿山收益，全部收归国库，以做为增强军备的经费。当时雅典的造船业已经发展到在一年之内就可以建造二百艘三层战舰的程度，雅典已经取代迦太基蛻变为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国了。





西元前480年，也就是马拉松之役十年后，波斯国王薛西斯继承先王大流士的遗志，再度率领三十万名士兵及一千艘军舰向希腊进攻。

波斯陆军渡过海列斯庞特海峡，越过色雷斯及马其顿平原南下；海军也偕同陆军，沿着往希腊的海岸西行，然后转南。

雅典因此立刻进入备战状态，并召回从前被流放的人才。在三年前因陶片流放而流亡外国的亚里斯底德斯也被召回国，并且成为塞密斯托克立兹的副将。

波斯之所以出动如此的大军进攻雅典，除了夸示波斯的国力外，同时也想借机离间希腊各城邦。但是，这次连斯巴达都加入希腊防御战。





这是一场异文化之间的对决。在自己国内一向视服从为美德的斯巴达人拒绝服从波斯人，雅典与斯巴达联合反抗波斯，其他的城邦纷纷跟进。希腊人终于以坚守独立与自由为旗帜，在各个城邦彼此独立、欠缺协调的希腊实现了最初也是最后的大团结。





希腊军队联合作战的战略，是雅典的塞密斯托克立兹想出来的。他觉得在塞沙利的平原迎击波斯大军对希腊而言很不利，因此决定以希腊中部山区的色摩比利山谷做为对抗波斯军队南下的最初防卫线，并由斯巴达国王雷奥尼逹斯率领三百名斯巴达士兵到前线抗敌。另外，在应付波斯海军方面，他也派遣以雅典海军为主力的希腊联合舰队前往尤比亚岬埋伏。





整个作战上都没有问题，希腊舰队也成功地阻止波斯海军的南下。

但是斯巴达的支援部队却来晚了。波斯国王不希望自己的军队与斯巴达士兵发生激烈的冲突造成无谓牺牲，因此采用迂回战术，下令从军队挑选出来的精锐部队从背后袭击斯巴达。

雷奥尼逹斯见情势危急，立刻下令撤退四千名伯罗奔尼撒士兵，只留下三百名的斯巴达战士死守色摩比利。当地后来还竖立一块纪念碑>以纪念这群死守色摩比利的斯巴达战士，碑上所刻的诗文写道:「异国的人们呀！请告诉每一位殉国的斯巴达士兵们，他们将在此长眠！」

这是一段既凄凉又悲壮的传说故事，斯巴达战士的名声，也因而流传后世。然而雷奥尼逹斯与三百名士兵并没有白白牺牲，因为希腊内部已经获知斯巴达战士为希腊独立与自由殉身的消息，面临危机的同盟战线因此按兵不动。

然而波斯国王已经征服希腊三分之二的国土，波斯军队一面烧杀掳掠，一面继续南下，竟没有希腊人出面拦阻。

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举南下进入无人的雅典城，城中既无防守的士兵，也没有逃窜的女人及小孩，有的只是疯狂的斯巴达士兵破坏卫城后所扬起的麈土，飘浮在无人的雅典上空。

然而，这正是塞密斯托克立兹的战术。他认为希腊虽已失去三分之二的国土，但仍必须好好守住重装步兵及舰队；他确信要对抗强劲的波斯军队，选择海战会比陆战有利。

因此，雅典的战士便弃守首都，将雅典的全体居民迁往萨拉米斯岛避难。然后，再登上满载战士的战舰移师萨拉米斯岛海上待命。

船上的雅典士兵远远地就可以看见燃烧中的雅典市街，连横行肆虐的波斯士兵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雅典人心中隐忍的战意就快要爆发了，而这些全都在塞密斯托克立兹的预料之中。

波斯士兵被这简单的战略搞得兴奋异常，从波斯国王薛西斯一声令下，到向海上的雅典军挑战，中间所历经的时间看似很长，实则很短。因为迎击波斯军队的雅典重装步兵及海军战力非常强大，波斯国王薛西斯只能站在岬上，眼看着自己的军队彻底失败。

史上有名的战役「萨拉米斯海战」一天便结束了，波斯国王被迫撤回波斯首都苏沙，波斯船自此就从爱琴海域上消失。





然而很快地，波斯在第二年又发动了一场雪耻之战，而雅典方面也在塞密斯托克立兹的指挥下，再度采取海上防卫战。而这一年，其他的希腊城邦也加快行动，由斯巴达国王保萨尼阿斯担任总指挥的五万名希腊联合军，在底比斯附近的普拉蒂亚郊外迎击由前年旧路线南下的波斯军队。战况十分激烈，最后由希腊获胜，而波斯士兵则与前年一样，渡过海列斯庞特海峡逃回亚洲。

同一年，希腊出动以雅典海军为主力的希腊联合舰队，进攻爱琴海东部的小亚细亚，希腊军在海陆双方面大获全胜，其他地方的战争也都顺利告捷，这次战争，希腊方面的海上指挥是雅典人，而陆上指挥则是斯巴达人。

波希战争终于在西元前478年宣告结束，密列特斯、爱菲索斯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故乡哈里卡那索斯等爱奥尼亚诸城市，又再度重回当地希腊裔居民手中，而爱琴海也因而继续成为希腊之海。





霸权国家雅典




希腊人在击退大敌波斯后，并没有因此松懈，希腊的城邦群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永久的防卫体系来防止波斯的再度侵袭，於是它们缔结了「提洛同盟」。

此一同盟的主导权当然是握在雅典手中，因为当初掀起波希战役的就是雅典的海军。加入「提洛同盟」的不只是希腊本土的各城邦，还包括了爱琴海上的岛屿及爱奥尼亚地方的都市国家，形成了一个包含二百多个城邦的连合体。而当时希腊有许多的都市国家，它们之所以选择罗提洛作为同盟本部，是因为供奉阿波罗神的神殿就在当地，祂是希腊所有城邦共同敬仰的对象，「提洛同盟」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凡是参与同盟的国家，都可以保有内政及外交上的完全自治权，而义务方面则因城邦的实力而异。同盟主国如雅典、雷斯波斯、希巧斯、萨摩斯及那克索斯等岛屿城邦，都有提供战舰以及海军的义务，其他的城邦则负责分摊军事费用。由各个城邦所提供的同盟资金，必须交由提洛岛的阿波罗神殿保管；至於同盟的议长权、同盟舰队的最高指挥权及资金运用的权利，则由雅典一手控制。

希腊有了如此大规模的海上常备军之后，制海权已不再局限於爱琴海域，开始从小亚细亚南岸的海域扩展到塞浦路斯；而波斯海军又只活动於本国沿岸，因此，地中海东半部便成了希腊人的舞台。

然而，「提洛同盟」依旧无法改变希腊人欠缺协调的个性。斯巴达因为反对雅典掌控主导权而拒绝加入同盟，一年前一致团结对抗波斯的精神已无法继续，斯巴达眼看雅典因「提洛同盟」而树立霸权，於是也决定强化自己所发起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希腊在波希战争获胜后，雅典在希腊海上越来越强，斯巴达则称霸於希腊陆上。然而，两大强国之间却一直处於敌对状态，到西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为止的四十七年间，他们仍在冷战当中，但当时应该是工商业国家雅典国内空前和平的时期。





希腊因面临强敌而团结一致，但却在击退敌人后分裂为「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两大势力，连靠全国一致抗敌才打胜仗的雅典都再度引发政变，而事件的主角仍旧是塞密斯托克立兹及亚里斯底德斯。

这一次，塞密斯托克立兹的主张还是一样的强硬果决。

塞密斯托克立兹依旧主张海军是防卫大敌波斯的关键，因此今后必须继续增强海军战斗力；他还认为不宜再孤立雅典市街，因为逃到海上避敌的策略总有一天会失效。於是他想有效地链接雅典市街及海港皮留斯，并且为了确保雅典到皮留斯之间的通行安全，在道路的两侧围上高耸的城墙。

塞密斯托克立兹确信雅典的出路在海上，为了有效运用在皮留斯海港拋锚的海军，必须将雅典与皮留斯变成一个有机体。

而现在要获得雅典公民的认同并不困难，但塞密斯托克立兹的眼光则放得更远。

他认为雅典的敌人不只是波斯，与斯巴达的对决也是避免不了的；因此，他想将雅典的霸权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他暗示斯巴达支配下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城邦，表示雅典会不惜一切为树立民主政体而努力，借此煽动各城邦叛离斯巴达，图谋解体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另外，塞密斯托克立兹也鼓动在斯巴达国内受支配的农奴阶级，为争取民主政体下的自由而发起暴动，这使得斯巴达的国力因而摇摇欲坠。





而塞密斯托克立兹本身必须有强大的权力，才能顺利推动上述所有策略。在波希战争中居功厥伟的他，虽然人气旺盛，但还是不够。他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特別礼遇雅典的第四阶级公民，想借此获得他们的支持。这群公民虽然没有财力，却以海军的身份活跃於波希战争当时；随着战争的胜利，他们的气势也跟著上扬，但对当时身为指挥官的塞密斯托克立兹仍十分尊敬。塞密斯托克立兹如果真的能顺利拉拢他们，他的权力基础就可以算是十分稳固了。

但这却深深地刺激了以亚里斯底德斯为首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害怕塞密斯托克立兹的想法及做法会危害到自身阶层的利益。

他们指责塞密斯托克立兹忘了波斯这个大敌，反而敌视友好国斯巴达，因而利用陶片流放制度让塞密斯托克立兹失势。而这一次，亚里斯底德斯也肯定不会再受人所讬，在陶片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了。

在波斯军队败走的七年后，也就是西元前471年，塞密斯托克立兹被流放了。

然而，气焰高张的塞密斯托克立兹被流放后，仍然继续宣说斯巴达的危险；但他所高唱的反斯巴达主义，不仅不见容於雅典，连其他的城邦也无法接受。在各城邦的眼中，塞密斯托克立兹看起来比斯巴达还危险，危险人物当然就没有生存之地，最后他只好流亡波斯。

从前的波斯国王薛西斯吃足了塞密斯托克立兹的苦头，等到塞密斯托克立兹流亡波斯时，波斯王位已由薛西斯的儿子继任，这位新任国王对亡命而来的昔日敌将十分礼遇。塞密斯托克立兹亡命波斯后虽然受到礼遇，但在他流亡生活的第十年，也就是西元前460年，却无法再继续平稳过日。

因为波斯国王要他担任波斯海军的指挥官，以对抗雅典海军。

塞密斯托克立兹无法拒绝有救命之恩於他的波斯国王，但又不忍心回头对付自己的祖国，於是七十岁高龄的他，只好选择飮鸩自尽。这位在四十年前便预见雅典与斯巴达无法两立的男子，就这样了结一生。





雅典从塞密斯托克立兹被流放起到自杀於波斯的十年间，改由保守派领导。此派的领导人在亚里斯底德斯光荣引退后，换西蒙上台。西蒙是马拉松之役的功臣米太亚德之子，同时也是一位极优秀的海军将领。

雅典在塞密斯托克立兹失势后，采取全面反波斯政策，为了贯彻这个政策，甚至伸手援助陷入经济危机的斯巴达。

就在塞密斯托克立兹自杀的前一年，西蒙也因为雅典平民派的再度擡头而被陶片流放。但这些再度掌握势力的民众，并不打算召回塞密斯托克立兹，因为十年的空白期太长了，因此雅典的平民派另外推派出一位年纪只有塞密斯托克立兹一半大的年轻人来领导，於是历史上著名的「佩里克利斯时代」便自此揭开序幕。





佩里克利斯时代




推动民主政体者，不一定是民主主义者。

佩里克利斯出身雅典的名门贵族，由于他的贵族性格使他成为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

西元前461年，佩里克利斯在保守派的西蒙失势被流放后紧接着上台，当时他大约只有三十五岁。由于佩里克利斯在西蒙被流放后没多久便跃登政界，因此西蒙的流放事件恐怕与佩里克利斯的暗中活动不无关系。而他在获得政权后，依然将权力基盘放在曾经拥护他上台的对立阶层上。

都市国家雅典的最高执行机关如前所述，是由十位「国家政治作战顾问」所组成，由每年的公民大会选出。而所谓的掌握权力，正是想办法连任「国家政治作战顾问」的最高首长「议长」一职。

佩里克利斯办到了，为什么只有他做得到呢？

佩里克利斯更加彻底地实行克利斯提尼所完成的雅典民主政治。除了必须具备才能及经验的军职及财政工作须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外，其余的政府官员及行政、军事指导者皆改用抽签决定。此外，以上所有公务人员在执勤期间皆支付日薪。

这个抽签与日给互相配合的制度，是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唯一且完整的直接民主政治，也是历史上最早的直接民主实例。

理论上，发展至此的雅典已经赋予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国政参与权。然而，实际上却有实行的困难，因为当时的公职全都是无给职，对于那些每日必须汲汲营生以求温饱的人而言，即使在选举中被选上了，也难以任职公务。但是佩里克利斯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此一来，不管是皮留斯港的造船工人、或在狭小耕地上耕作的贫穷自耕农、甚至是在雅典的海军军舰上工作的水手，全都有了真正的参政权。雅典的民主政治，因为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参政，而扩张到极限。

佩里克利斯还将当时雅典人的主要娱乐——剧场的入场费用，改由国库支出，让民众免费观赏演出。

此外，他还在因波希战争而被破坏的「卫城」中，著手进行大规模的再开发事业，加盖美丽壮观的神殿和剧场。佩里克利斯所做的整建工作，招致了许多动用国库之类的批评，面对这样的窘境，他并没有用一些笨拙的借口来澄清，他说：



「我知道了。从明天开始我会用我自己的钱来支付工程费用，但是，巴特农神殿前面必须塑立我的雕像，应该没问题吧！？」




反「卫城」派听了他的话后，这才哑口无言。

以巴特农神殿为中心的卫城雄伟堂皇，凡是看过的外国旅客无不惊异地发出讚叹。他们越是讚叹，雅典人就越感骄傲。





佩里克利斯在跃登政坛的三十年间，几乎每年都当选为「国家政治作战顾问」，而且大多担任议长。

雅典人看见別人成功格外容易眼红。在雅典政界一直保有用来排挤政敌的陶片流放制度，这个制度对当权者而言，无疑是一杷双刃利剑；但佩里克利斯没有废除这个制度，而且在当政的三十年漫长岁月中，他一次也没有失足过。

一个无为的领导人，即使被唾弃，也不会有倒台的危险。但佩里克利斯却不是这种无为型的领导者，他能在三十年间连续执掌民主政体的大权，在希腊史上算是空前绝后的例子。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本身具有民主性，而是他能够巧妙地运作民主政治。

佩里克利斯非常热中权力，为了赢得人气不择手段，根据某位历史学家指出，他还曾经利用贿选来获得权力。如同优秀的演奏家喜爱名器一般，强大的权力对佩里克利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而当时的雅典，只有佩里克利斯一个人拥有「名器」，但不知道他到底想演奏出什么样的「乐章」？





佩里克利斯在雅典是不容置疑的平民派领袖，但他却没有排除亚里斯底德斯与西蒙一路传承下来的保守派作风，反而承袭他们的路线。他利用海军控制海上霸权，目的就是要以此确保以及扩充雅典的市场，提昇雅典的经济力。为了逹成这个目的，他致力於与波斯及斯巴达保持友好关系。

然而，他同时还继承了塞密斯托克立兹未果的策略，将斯巴达列为与宿敌波斯同等级的假想敌；有了这样的假设，他在拟定应付斯巴达的对策上便不敢有所怠慢。他的策略是尽可能地避免将冲突台面化，并且利用拖延的这段时间削弱斯巴达的力量。为了逹成目标，他与塞密斯托克立兹一样不择手段。

不过，佩里克利斯与塞密斯托克立兹毕竟还是有所不同。佩里克利斯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有修养的人，因此很自然地就将野心放在改革雅典成为希腊第一城邦上。

佩里克利斯时期的雅典，延揽了许多没有公民权，但却在各个领域中拥有优秀才能的人。雅典成了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心中的理想殿堂；对他们而言，只要得到雅典的认可就如同跃登龙门。而衍生于爱奥尼亚地方的希腊哲学，也在这个时期将重心转移至雅典。雅典不管在政治、经济、海军军事、甚至是文化上，都成了希腊城邦的表率，一直为后世所景仰的「希腊文化」，便是诞生于以佩里克利斯时代为中心的二百年间，并以佩里克利斯在位的三十年间为颠峰期。





根据历史学家修西狄底斯笔下的记载，佩里克利斯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篇言论：



「我们雅典拥有优于各国的政体，这不是沿袭別国而来的，而是可以作为他国榜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我国所实行的民主政治，权力并非控制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多数的雅典公民都可以共同参与的。




在这个政治体系之下，全体的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获得的名誉，不再因出身及生活环境而有別，而是依照个人的努力及成就来决定，只要有贡献于国家，即使贫穷也能获得表扬。

身为公民的我们，不只在公共生活上可以享受到完全的自由，甚至是私人的日常生活也一样，雅典公民所享有的高度自由，可以说是到了令人无法置信和嫉妒的程度。……不过，这只是要让人忘却每日辛劳的一种手段，雅典人并没有忘记充分地享受教养及娱乐，也没有忘记在每年固定的时间举办竞技或祭典，以及维持居家整洁的重要。……

有关于子弟的教养方面，我们的竞争对手（暗指斯巴达人)，为了要培养子弟们勇敢的性格，在孩子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施以严格的教育；然而，我们则不像他们一般对子弟施行如此严格的教育。但面临危机的时候，子弟们所显现出来的勇气却不输给他们。

对于试炼，我们也不像他们一样预期著非人的严格训练后的结果；我们以每个人的能力为基础，用决断力面对试炼；我们的勇气并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源自於各个雅典公民每日生活的行动原则。

我们爱美，但有所节度；我们尊重知识，但不沈溺；我们追求财富，但这是为了寻求超越，而非想做愚蠢的炫耀。在雅典，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肯努力上进，摆脱贫穷。

我们虽然尊重私人的利益，但这是为了提昇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因为在以追求私利为目的所经营的事业上发挥出来的能力，也有可能应用到公共事务上。雅典人认为，不关心政治的公民并不代表爱好和平，而是不配作为一个公民。

总之，我们的城邦雅典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希腊的学校，雅典的公民可以说是集名誉、经验与资质的综合体，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完整的人格。

这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真确确的事实，现在的雅典就是因为我们的想法、作为而强大的，这就是最好的实证。」

以上确实是一篇精辟且不容置疑的正论，足以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圭臬。经过二千年后，人类虽然愈来愈进步，但不知出生于二十世纪末的我们之中，是否还有像佩里克利斯这般能够发表简洁精辟演说的领导人才？

从罗马一路迢迢远到希腊视察，并在希腊停留一年的三名罗马人，当时所见识到的正是佩里克利斯时代的雅典。





世人所谓的「佩里克利斯时代」，指的是横跨西元前460年到前430年之间的三十年。而正在发展中的罗马派遣三名元老院议员到先进国雅典访视一事，则发生在西元前453年到前452年之间。

佩里克利斯时代末期，雅典与斯巴达的对立转趋激烈，终于在西元前431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在罗马人造访希腊二十年后所发生的事。从那时候起，佩里克利斯的权力就开始动摇，他甚至不惜到「射将先射马」的反对派面前，请求他们不要将他的爱人关进牢里，然而罗马人并没有看见这样的佩里克利斯。

总之，罗马视察团到希腊时，见识到的正是佩里克利斯叱吒风云时的雅典。当时他们所看见的佩里克利斯，就像洁白耀眼的大理石神像一般，驱使著雅典人逐一实践他的理想。

一般人看见这样的景象，一定会立刻被吸引而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追随者，并且将雅典经验引进自己的国家。再说，雅典繁荣与强大的事实，不用佩里克利斯到处宣说，就已经成为他国竞相模仿的对象，连波斯都不得不佩服。

话虽如此，罗马却没有学习雅典经验，也没有仿效经常使人与强大的雅典产生联想的斯巴达。

任何人都知道，即使到衰退中的国家去访视，也可以将它所呈现的弊端拿来做为借镜；而到颠峰状态中的国家去视察，却不学习它的经验，这就费人猜疑了。更何况这又不是大学生的毕业旅行，前去视察的三位元老院议员都是有相当年纪及经验的人，在接触过西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希腊之后，一定会兴起模仿的念头或是別的看法。

然而，在流传下来的史料中，却完全看不到有关这三名罗马人在希腊一年中的所见所闻、想法，甚至回国后的报告。连对当时的罗马记载得最详尽的历史学家李维斯也才只写道：「罗马派遣他们到希腊去是为了抄写著名的梭伦法典，以及调查希腊各国的现状、法律、立法过程。」至於他们归国后的部分，也只记载罗马组织了一个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十人委员会制订「十二铜表法」。不过，也有可能他们当时确实有留下记录，只是后来遗失了。因为，相传在西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时，罗马城曾发生大火烧毁了许多史料。总而言之，能让我们一窥罗马人在希腊视察感想的史料完全没有遗留下来。

但我与注重史实根据的研究学者不同，是属于外行人；既然是外行人，就有推测与想像的自由。

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们没有学习希腊经验就表示他们没有受到希腊的影响，也许他们没有仿效希腊，就是因为受到重大影响的缘故。反观罗马所派遣的三名访视成员，从他们出国前后的实务业绩来看，可以发现他们全都是顶尖的人物，绝对不是缺乏观察及洞察能力的乌合之众。





如何让自由与秩序并存，是人类永远的课题。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发展；而没有秩序，发展也不可能持续，但自由与秩序两者的关系却往往对立无法相容。政治上最大的课题，就是要想办法实现这两者，并且使这两者在不互相抵触的情况下相容并存，不过雅典与斯巴达却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我认为西元前五世纪中叶到雅典与斯巴达所做的这趟视察，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应该也会相当有益。

那么，如果我们以这三个罗马人的立场来看当时的斯巴达与雅典，不知又会如何？





对罗马人而言，军事国斯巴达所采用的稅制与军制合一制度，一定让他们感觉相当亲切；此外，斯巴达人最重视的质朴刚健主义，想必也让此后二百年仍继续奉质朴刚健为宗旨的罗马人产生诸多共鸣。

然而，斯巴达社会十分封闭，不仅是与他国之间的关系封闭，国内的阶级区分也十分严格；因此，封闭的斯巴达，在建国之初就经常与其他部族融合的罗马人眼里，无异是一种异质文化。

在军事方面，斯巴达培训专业的士兵任职军务，而罗马的士兵则是一般的普通人；罗马人也认为服从是美德，但他们的服从并不是涵盖所有生活的斯巴达式原则；斯巴达一向轻视拥有私有财产的人，但罗马最早的法律确是为了保障私有财产而订。

也许罗马人会觉得，不必像斯巴达这般压抑自由也一样可以维持秩序，不用像斯巴达一样倾全力培养士兵，也照样可以保卫国家。

而且，他们可能也观察到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只适於防御而不适合发展，因为斯巴达有秩序却缺乏精神自由。





当时的罗马不仅实行共和，而且还与某个时期的雅典一样，平民阶级明显擡头。而三名罗马人的希腊视察之行，就是为了要制订成文法，以满足人民的要求。西元前五世纪中叶的罗马与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很相似，也就是说罗马的政体要演化成雅典式的民主政治并非不可能，但后来却没有如此演变，因此有许多进步主义派的罗马史专家都对此深感遗憾，觉得这简直就是从「实现民主的大好机会中逃走」。





三名罗马人在雅典待了一年，想必有许多机会可以接触与观察佩里克利斯的言行举止。在他们接触到佩里克利斯卓越的才能后，难道不会深觉人间少有像他这般不平凡的人吗？深觉之余，我想他们应该还会进一步地发现佩里克利斯克分运作的民主政治弱点。

西元前五世纪中叶的这趟访行，看不到二十年后的佩里克利斯之死，也无法预见在佩里克利斯死后将雅典逼上绝路的「众愚政治」。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西元前五世纪中叶的雅典，是靠佩里克利斯的力量才能走向自由与秩序之路。

与佩里克利斯同时代，后来还著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一书的历史学家修西狄底斯，就曾评论佩里克利斯时代的雅典如下：



「从表面上看来雅典是实行民主政治，但其实是由一人统治的国家。」




修西狄底斯对于雅典都能有这样的体认了，当时的三名罗马视察员一定也能有所体会。

而罗马从厌弃独裁、打倒王政到实行共和，中间只经过半个世纪，所以来自罗马的人难免会对独裁特別敏感。独裁最大的缺点就是即使出现弊端，也没有办法加以箝制，所以实行独裁政治的人必须拥有相当的资质，能準确拿捏分寸，但不晓得为什么这样的人才后来没有继续出现？

不知道那三名罗马人是不是早就看出，佩里克利斯时代光辉的雅典民主政治蒙有独裁的阴影，所以在视察过颠峰期的雅典之后，才没有模仿雅典人的政体？





与希腊接触之后




罗马在希腊视察后一直到西元前367年的八十年间，既没有模仿重视秩序的斯巴达，也没有学习重视自由的雅典，我很希望它是确立了一个融合两者理念的政体；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罗马的局势仍然在贵族与平民之争中摇摆不定。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属于农牧民族的罗马人，个性本来就保守，天生厌恶改革。虽然国内也有进行一些变革，但效率都不高。此外，罗马人对改革抱持保守慎重的态度，因此在发展脚步上难免落后希腊人；但或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的发展才能长期持续，即使面临衰退，也不至於受到太大的伤害。




第二，罗马的贵族阶级与雅典贵族不同，他们采取强烈的对立姿态，并拥有足以与平民较量的强大势力。

第三，罗马平民要求寡头政治给予公平的机会，但却从没想过要改变寡头政治型态；也就是说，平民要求政府公平地赋予平民代表统治权，却不要求由平民自己来做国家的主人。】





罗马人在西元前509年打倒王政，再度高唱归复共和。但不久后，罗马人即疲於与协助国王塔奎尼乌斯策划复辟的伊特鲁里亚人、及伺机想并吞新生共和罗马的邻近部族开战。这时期，罗马国内为了抵抗外敌，很自然地举国团结一致。

开战后没多久，国王塔奎尼乌斯的儿子就相继战死或客死流亡地，王系因此断绝；而邻近部族也因为罗马的顽强抵抗，而再度归顺，新生罗马因而得以暂时化险为夷。

然而，就在政体的交替之际，罗马共和政权也产生了一个大问题，也就是延续百年以上、分化罗马势力的贵族与平民之争。

为什么普遍认为比王政进步的共和政治，会产生这种王政时代所没有的阶级斗争呢？让我们透过下图来解析这两种权力结构。

【图10】【罗马的王政

罗马的共和政权】

罗马的国王是由公民大会所选，须经元老院同意，任期终身。由于元老院只有对国王提出建言及劝告的功能，所以一个国王如果在位三、四十年，他的权力就可以摆脱元老院的干涉；相反的，所有罗马公民都能参加的公民大会，因为有权投票否决国王的军事、政治决定，所以与国王之间的关系依旧不变。

这样的情况下，便形成了一个三极化的权力结构。三极构造比较安定，从三只脚的桌子的普及度来看，并不难理解。

罗马变成共和政治后，由两名执政官取代国王。执政官可连选连任，任期一年，人数为两名以及任期为短短的一年，目的是要防止独裁政治。执政官的工作除了祭事之外，与从前国王的工作完全没有两样，因此执政官必须具备高超的能力及成熟的性格。而能够每年持续提供这种人才的地方，只有诸族长老聚集的元老院了。

基於这个理由，执政官与元老院之间的距离日益拉近，这三极权力中的两极，甚至有重叠与合并的情况。而公民大会这时所拥有的权力虽然仍与从前一样，但碍于罗马共和政权逐渐从三极演变成两极化，与执政官疏远已是早晚的事。由于世界上没有两支脚的桌子，因此这种演变就构成了罗马王政时代所没有的不安定要素。

此外，罗马在全国必须一致抗敌的共和诞生后的十几年，也让平民阶级意识到了他们自身的力量。接连不断的战争如果没有平民加入战斗，就无法获胜，战争也无法继续。

而平民阶级为了每年的战事，长期离开农牧场、工地、商店等工作岗位，往往也造成了他们经济上的危机；但贵族却因为有土地做后盾，即使不工作也不会有经济困难。至此大家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平民阶级在经济上的不满就是引发贵族与平民之争的导火线。





有一天，聚集在罗马广场的罗马群众发现了一名年近兵役上限（六十岁）的潦倒平民，他衣衫褴褛，形貌憔悴，一张脸被长发及胡须盖住了一半，但看起来并不像乞丐或奴隸。於是大家纷纷好奇地询问他的出身，老人这才微张紧闭的双唇道出他的身世。

这名老人曾经为了保卫罗马参加过无数次战役，也曾担任过百人队队长，当众人追问他为何会如此潦倒落魄时，老人做了以下的说明。

因为他的农地在一次战争中变成战场，农地和房子都被烧光了，没被烧毁的家畜也被人偷走，因此他不得不向人借钱重建家园。但是借贷的利息很高，收获又不尽理想，他根本还不起钱。於是他就依法成了债主的所有物，从罗马公民变成农奴，还受到比奴隸更残酷的虐待。

老人说完，脱下衣服让众人看他身上的伤口，除了作战时的刀伤外，被鞭打的伤痕依然历历在目。

众人看到这种景象，便群情激昂地带着老人到位于罗马广场的元老院议场，两位执政官虽然努力地想安抚群众激动的情绪，但群众对于他们劝慰的话根本充耳不闻。而为了商议对策所召集的元老院会议，又因人数不足迟迟无法开会，在场的议员只能不安地干站在屋子里。

罗马城内因为老人的事件，笼罩在一股随时有可能爆发革命的气氛中。这时执政官突然接到外敌来袭的消息，其中一位执政官塞尔比流斯，眼看已经没有从容商议对策的时间了，於是便发出一份紧急公告，希望能获得平民的妥协。



「不管是谁，都不能禁闭或用锁鍊锁住罗马公民，不让他应执政官征召志愿服役；而在罗马公民执行军务不在家园的期间，也不得变卖或没收他们的私有财产。」




平民们接受了这项征召，而且这次应执政官征召加入军队的平民甚至比以前更多。战争的结果罗马获胜，接着下来在对另两支部族的战斗当中，罗马也一样大获全胜。

凯旋归来的罗马士兵，满心期待塞尔比流斯的公告能够法制化，但另一名执政官阿庇尤斯•克劳狄斯却以当时的公告他并不知情或不赞成为由，拒绝将它法制化。在罗马，执政官的权限是必须两人都同意才能生效的。至於元老院议员，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忘了被群众包围的恐怖景象，竟然同意克劳狄斯「於法有据」的否决决定。

民众因此大感愤怒，当执政官再度为了抵抗外敌入侵而召集战士时，已经没有一个平民志愿参加了。他们盘据在艾斯奎里诺丘及阿凡提诺丘上不愿出来，於是这成了历史上最早的「罢工」运动。

这么一来，连元老院也不得不赶紧讨论因应对策。而贵族面对平民这种挑明要对决的罢工行动，内部也分成对决派与协调派两种意见。眼看以克劳狄斯为首的对决派就要佔优势时，元老院突然表明态度，决定委任独裁官。

独裁官通常是事态紧急时才会委任，虽然任期只有短短六个月，但期间所作的决定，连执政官都不得有异议。罗马共和政治所想出来的这套独裁官制度，在遇到危机时可以将分散在两名执政官身上的权力集中在独裁官一人身上，以利作决策因应危机。罗马在西元前501年对萨宾族之战时，就已经有委任独裁官的先例了。

然而，这一次事态的严重程度与西元前501年不同，独裁官面对的问题不是排除外敌，而是要收拾内乱。因此，只需一位执政官任命即可的独裁官，不能从拒绝与平民妥协的对决派中推选。最后，被任命为独裁官的是华雷利乌斯家族的马尼乌斯，他是与平民关系良好的首任执政官普布立克拉（平民派）的亲弟弟。

平民的拒绝应征入伍事件因此顺利解决。平民全都顺服地应马尼乌斯的征召下山，而且不久之后就完成了十个军队的编组。

罗马人的民族意识虽然开放，国家意识却很强烈；只要一致团结抗战，很容易就可以获得胜利，这次的战争罗马依旧获胜。而任期结束的马尼乌斯，卸去独裁官的职位，将权力交还执政官后，向公民大会提出了禁止剥夺无法偿还欠债者自由的法案。

但这个提案却遭到公民大会的否决。罗马在稅制、军制与选举制三制合一的情况下，有财力的人有义务提供相等人数的士兵，贵族阶级也因此可以掌握更多的票数，很轻易地就能左右公民大会的决议。

虽然平民知道他们只能接受这个既成的决议，但是一想到自己应有的正当权利遭到否决，便不由得怒火中烧，因此发动第二次拒绝应征入伍行动，躲到比七丘更远的蒙特萨克罗山中不愿出来。

以元老院为大本营的贵族，觉得事情必须彻底加以解决，不能再拖了。

於是便由贵族阶级中的协调派与平民阶级的稳健派出面调停。而这时罗马国内两股势力互相抗争的传言，相信一定早就传到邻近部族及伊特鲁里亚人的耳中，他们随时有可能进攻罗马，因此能够谈判的时间并不多。





西元前494年，象征著圣山的蒙特萨克罗一带，充满了胜利的欢呼声，因为政府成立了一个维护平民阶级利益与权利的专任官职——「护民官」。创设时名额定为两位，就任者必须是平民阶级出身，而且不经由容易被贵族阶级操控的公民大会选出，而是另外设置一个平民大会来选举护民官。

护民官有权否决执政官所作的决定，同时还具有如同今天国会议员的不可侵犯权。

平民方面在这次的抗争中似乎获得全胜，护民官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像是为上逹民意而设；但仔细一看，这不过只是一个巧妙的敷衍策略罢了！



【第一，从今以后，执政官或元老院要对平民阶级进行交涉时，只须面对两名护民官，团体交涉与两人代表交涉是有很明显的差別的。




第二，护民官虽然有否决权，却有战时不得行使的限制。罗马每年都有战争发生，所以和平时会关闭的雅努斯神殿大门，近年都是大开着的，护民官因此几乎没有机会行使代表最高权限的否决权。】

不过护民官的设置，确实暂时稳定了罗马的政情，於是元老院便趁机整顿自王政倒台以来一直恶化的邻近部族关系，以消弭导致连年争战的因素，并企图结合宗教、语言及军事，再建「拉丁同盟」。

话虽如此，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并没有因此而关闭。拉丁诸国虽然与罗马重修旧好，但外部的民族却又变成罗马的新敌。罗马军在战争中虽不能说屡战屡胜，但以罗马的军力要保持优势并不困难，而问题就出在罗马军太常打胜仗了。

通常一个国家打胜仗时，会完全占领敌方部族，但是罗马却没有这么做。大部分的时候，罗马只接收战败国一部分的土地，其中一半分给同盟国，另一半留下来做为「公有地」，租给罗马公民。但公有地的租借分配却再度引发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冲突。

这个问题比创设护民官来保护还不起钱的平民更严重，因为愈是打胜仗，就会衍生愈多新的问题。

平民抗议公有土地的出租分配不公平，对贵族有利；而贵族则想利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作挡箭牌，对抗平民追求平等的浪潮。罗马人原本是农牧民族，对他们而言，土地就是他们的财产，这么重视土地的一群人当然不是随随便便给他一块地就可以。因为土地还有肥沃与贫瘠之分，所以平民才会对贵族分到肥沃的土地，而自己分到的却是贫瘠地一事提出抗议。

这项因「农地法」而衍生出来的冲突事件，当时变成罗马内部极为棘手的难题；直到五百年后朱利斯•凯撒出现，才获得圆满的解决。

有人讽刺说，这个事件之所以那么迟才获得解决，与这个时代罗马人的美德也有关系。

平民的「罢兵」事件依然层出不穷。有时虽然应征入伍，但却甘愿冒著被处死刑，拒绝加入前线作战，种种事件显示出他们仍不愿停止「农地法」抗争。不过，平民的弱点倒不在于他们欠缺团结，而是他们的荣誉心太强。

他们只要一听见敌人压境，就会拋开不满，志愿从军。得知友军陷入苦战，就会毅然投入前线，因此罗马总是会打胜仗。

而这时的贵族如果仍然自满於本身的权利当中，不肯做些许妥协或牺牲，平民的不满，大概也更能理直气壮。只是，当时的贵族却偏偏都是典型的「贵族的义务」的服膺者，这方面同样也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困难度。

辛奇那图斯原本是个每天在自己的农地上耕作，安稳过日的人。某天他突然接到独裁官的任命令，於是放下锄头拿起指挥棒指挥作战，不到十五天就打败入侵的敌军；但他却在第十六天时，归还有六个月期限的独裁官宝座，再度回到自己的农地上过平常人的生活。另外，法比乌斯家族除了年幼的小孩外，全族都在战场上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事，也是大家口耳相传，可以显示出罗马贵族有强烈责任感的一个例子。

以上仅介绍两则有名的小故事供作参考，历史上像这样的稗官野史，大概还有不少。平民与贵族的抗争在战争时会立刻销声匿迹，等到太平时期却又故态复萌，这也是抗争难以平定的原因之一。

不过即使如此，罗马平民的力量却不断地向上提昇，於是他们提出要求，希望能将法律成文化。

法律尚未成文化时，仅是靠口语传逹，这时法律就很容易被独佔传逹体系的贵族利用。因此将法律成文化，制作成任何人都可以读得懂的客观文字形式，是一个极合理的要求。要求既然合理，贵族阶级当然就无法坐视不管，因此贵族中的协调派就在这方面完全配合平民。

罗马因此派遣视察团到成文法先进国——希腊视察。西元前五世纪中叶，三名罗马人背负着改善罗马现状的责任向雅典出发。希腊视察团此行深受罗马人、尤其是平民阶级的期待，因此在视察团归来的一年间，平民暂停与贵族抗争。





一年后，罗马成立「十人委员会」，以制订成文法，十个委员当中也包括从希腊归国的三人在内。这个机构拥有绝大的权力，可以毫无阻碍地自由制订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委员们宛如没有任期限制的独裁官。但这「十人委员会」的主导权并不在希腊视察归来的三人身上，而是控制在从以前就一直和平民对立的阿庇尤斯•克劳狄斯手中。





西元前449年，罗马在罗马广场一角颁布了「十二铜表法」，将法律条文逐项刻在铜板上；内容不仅震惊期待已久的平民阶级，连协调派的贵族也不禁哑然。

「十二铜表法」中完全没有新的条文，相信这必定让当时的罗马人对希腊视察之行感到质疑。

其中，根据不动产的多寡订定兵役的分担比例，即所谓稅负制及参与国政权的制度，看似参考了梭伦的改革，但其实早在王政时代，罗马就已经确立这样的制度了。那么要采用克利斯提后后来改良梭伦的改革，将不动产的部分改以动产代替的做法吗？考量到雅典是商业国家，罗马是农业国家，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基础改成建立在动产上的做法，并不符合罗马的实情。这一点，相信平民也有同感。罗马人民要求的是不动产的公平分配，而不是以动产代替不动产。但是「十二铜表法」的条文中，一点也没有回应这项要求。

此外，平民也关心在无法清偿债务时会丧失自由，这是在非常情形下，人民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借贷担保时所衍生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十二铜表法」也只做了些许的修正而已，那就是「对于无法按期清偿债务者，判处拘禁六十天，如果六十天过后仍无法偿还债务，就必须被卖为奴隸，或以义务劳动来扣抵债务。但服役期间则可以例外。」这只不过是将原本不成文的规定制订成法律条文罢了。

另外，受到审判的罗马公民如果不服，可以向公民大会提出申诉，非经公民大会同意不能处以死刑。这项条文也只是再次重申共和初期所订定的法律而已。至於贵族与平民的通婚问题则一样被禁止。

因十二条法律条文而得名的「十二铜表法」，从制定以后，就一直受到外界许多负面的批判，因此不断地修改其中的条文。以致於即使是今天的罗马法律专家，也只能了解其中的三分之一而巳。

罗马人在修改法律时，并不是修改现存的法律，而是将不合时宜的法律搁置一旁，重新制定合乎潮流的新法。如果旧法抵触新法，旧法就自动失去效力。在外行人的眼中，这种法律的改定方法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如果要直接修正旧法，很容易将眼光停留在过去；如果重新订定新法，则可将眼光放置在现在与未来。所以这样的作法似乎更好。

「十二铜表法」公布初期，评价并不好，失望的平民阶级很明显地又要与贵族阶级再度对决。「十二铜表法」的主导者阿庇尤斯•克劳狄斯所率领的罗马军队二战二败，但罗马人不会将战败的责任完全归咎於司令官一人，所以平民并没有以打败仗为借口去对付克劳狄斯，而是抓住他的私生活做把柄。

身为贵族的阿庇尤斯•克劳狄斯喜欢上一个出身平民阶级的美女，美女的父亲是护民官，所以她终究还是平民。在「十二铜表法」中规定贵族与平民不得通婚。

在无法通婚的情况下，克劳狄斯仍一心想将这名女子佔为己有，因此只有将她收为情人或奴隸一途了。於是，阿庇尤斯•克劳狄斯便趁女子任护民官的父亲上战场不在时，找来一名手下，要他四处放风声，说美女是一名女奴的后代。由于奴隸的身份世袭，奴隸的后代也归主人所有，所以阿庇尤斯•克劳狄斯就因此成功地虏获了这名心爱的女子。

女子的父亲得知这件事后，立刻赶回罗马。当他找到被虏的女儿时，发出悲伤沈痛的声音说：



「只有这样才能给妳自由。」




然后就举起短剑朝女儿的胸口刺去。

这件事传出去后，不只罗马的平民为之愤懑不平，连战场上的平民都群情哗然。全体平民为了抗议贵族阿庇尤斯的蛮横无理，再度退守蒙特萨克罗的圣山。贵族们体认到事态的严重，於是便逮捕正率领部众想要与平民对抗的阿庇尤斯，并将他判刑。而阿庇尤斯原是个强硬派的保守主义者，自尊心强烈，在不堪审判这等不光彩的污辱之余，於接受审判的前一晩在牢中自杀。

这个事件结束后，以制订成文法为名揽获大权的「十人委员会」因此解体；贵族阶级在平民的要求下也允诺，今后政府会在征得平民的许可之后才设置机构。这就是利用小小的反动使改革向前跃进一大步的案例之一。

平民们在抗争中获胜后，在战场上也十分活跃，抵御外侮时屡战屡胜，可以说在军事上佔尽鳌头。因此这个时期共和罗马的主导权，看起来好像是掌握在平民手中，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时期的罗马平民并没有办法像波希战争后的雅典平民一样，宣布并正式由「平民派」接掌国政，让罗马步上民主政治之路。





罗马的贵族




罗马的贵族不像希腊的贵族，在新兴势力擡头之后，就突然像过时的老古董被打入冷宫，他们仍旧保持稳固的权力。如果他们的权力来源只有土地，那么每一个贵族势必都会走向与雅典贵族相同的命运。然而，罗马的贵族除了土地之外，还掌控著其他有利的筹码。





在古罗马人所使用的拉丁语中，有一个字叫“Clientis”，后来演变为义大利语的“Cliente”及英语的“Client”，这两个字在辞典中的解释分別如下：

Cliente——①主顾、顾客、常客；（找医生或律师等的）委托人、患者、熟客；②（在古罗马中）受特定贵族保获的平民；③帮他人跑腿者、部下。

Client—①(律师等的）委托人；②（广告代理商等的）顾客、主顾；③（古罗马的）受到保护的人民；（跟随贵族的）家臣。





学者们指出，在罗马建国之初“Clientis”（后援会员）与“Patron”的语源“Patronus”（长老）之间已有关系存在。“Patronus”就是第一任罗马国王罗慕路斯创设元老院时所召集的一百名长老，他们同时也是贵族的起源。

这些罗马贵族并不是靠国王或流血事件才跻身贵族之列，他们的成员是一群靠血缘、地缘或其他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人以及他们的长老，而罗慕路斯就是召集这当中的一百位有力者创设元老院。

这也难怪当身为长老的克劳狄斯决定迁居罗马时，会出现五千多位「后援会员」跟著迁移罗马的现象。前面提过的阿庇尤斯•克劳狄斯，就是因为当时背后有号称全罗马最大的克劳狄斯家族的后援会员为他的后盾，所以才有办法用强硬的手段统治平民。此外，全族都牺牲在战场上的法比乌斯家族，除了其中三百零六位男子是直系族人外，其余四千人都是法比乌斯家族的后援会员。

由于罗马的直接稅是依照不动产的收入比例提供兵力的方式课征，因此拥有大片农牧地的大贵族就有义务提供多数的兵力，不过在罗马并没有花钱雇请佣兵的习惯，所以如果要实行这样的稅制就必须有后援会员才行。

但是贵族与后援会员之间并不单纯是保护者（贵族）与被保护者（后援会员）的关系，因此很难为两者的关系清楚地下定义。

当贵族发生财务困难时，后援会员会共同协助贵族度过难关；相反的，如果后援会员出现财务危机，贵族也会出面援助。

在后援会员要创业的情况下，贵族会尽力拜托有交情的贵族给予协助；理所当然地，当贵族被海盗虏走要胁赎金时，后援会员也会为他四处奔走筹措赎金；而长老也有责任和后援会员商讨他们子弟的婚姻、教育、就业、甚至诉讼问题的解决之道。

但是相对的，只要他们的长老竞选公职，这些后援会员们便会集体赶赴选举会场，也就是马尔斯广场。因为身为罗马公民的他们，可是不折不扣具有投票权的选举人呢！

而长老对后援会员应尽的职责，在「十二铜表法」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后援会员对当中的法律条文可能没有什么不满，所以便一直沿用没有再修订新的条文。

贵族长老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就是在用完简单的早餐后，立刻与等候着他的后援会员进行面谈。面谈结束后，长老接着会见其他贵族，或是出门到元老院及官厅办公。

长老与后援会员之间的关系比强者与弱者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最重视的就是信义，因此「背叛」的行为被视为是最严重的恶行。

在罗马作伪证是有罪的，为了防止因关系亲密作伪证而被判罪的事件发生，当两者其中一方被审判时，另一方不必出面作证。而长老与后援会员之间的关系也是世袭的。

许久以后，在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与庞培对决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则小故事：

凯撒最信任的副将拉比埃努斯，为了投靠庞培而离开凯撒身边。庞培为此狂喜不已，不过拉比埃努斯并不是为了政治上的理想，才背弃凯撒选择庞培，而是出身贵族的庞培所拥有的皮伽诺一带，正是身为平民的拉比埃努斯的出生地，他们历代祖先都是庞培家族的后援会员。

拉比埃努斯在凯撒身边待过十二年，经历过高卢战役，宛如凯撒的左右手。由于他曾在凯撒身边深刻地感受到凯撒非凡的将才，因此对凯撒、庞培两雄对抗的输赢结果，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但拉比埃努斯还是决定选择保全后援会员的「信义」。而凯撒对拉比埃努斯的背叛也没有任何谴责，反而还帮他送行李过去。从拉比埃努斯及凯撒的行为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罗马人独特的行为模式。

罗马贵族权力的基础并非土地，而是土地上的人民。正因为如此，在人数上较居劣势的贵族常需要与平民针锋相对。不过，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抗争并不能以旧有势力与新兴势力互相对立的模式来说明，应该是以贵族加上后援会员的势力与其他平民之间的抗争来解释会比较恰当。这也是这场抗争需要长时间才能解决的原因。





不过贵族与后援会员的关系，必须有强烈的团结意识才能发挥，而这种团结意识，通常在封闭式的组织中比较容易成长。不过，罗马的长老与后援会员的关系一点也不封闭；相反的，长老对于增加后援会员还异常地热中呢！

奴隸回复自由身成为解放奴隸之后，就成为旧主人的后援会员，他们的下一代在获得罗马公民权后，就变成拥有参政权的后援会员了。

如此一来，对有政治野心的贵族而言，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票源，而后援会员网络不断地扩大，也容易使那些没有公民权的人成为这些贵族的票仓。即使在罗马向外扩张的时代，只要是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不管是罗马人或希腊人，贵族都会将他们收编成为自己的后援会员。

外表看似封闭的后援会员关系，却是使罗马社会多方开放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倒颇值得玩味。或许这就是因为个人强烈的归属感，才使得国家能在各方面发展得更具开放性。

对于“Clientis”这个具有古罗马共和政治时代特色的词汇，我认为与现代「后援会员」或是「后援者」颇为类似。





而贵族与平民之间长时间抗争的第三个因素，在于罗马是领土型国家。

罗马与海洋国家雅典不同，它是一个在陆上生活的国家，因此国境会与敌人相连，如此一来就很难避免防御性的冲突发生。与雅典人相比，战争对罗马人来说更像家常便饭；罗马公民中，除了只有小孩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可以免除象征直接稅的军役外，全体公民都是士兵。

而且，士兵是最清楚指挥官的能力的；因为谁都不想白白死在无能指挥官的麾下。从成年到六十岁除役为止的漫长作战经验，想必也让罗马人深刻明瞭，一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就等于没有战力。换句话说，他们从日常生活中体认到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对于共同体的重要性。





有一次，平民在执政官选举上，要求两位执政官中应该要有一位是平民出身者。而贵族却担心，一旦国家最高公职执政官中有一人是平民，平民的力量就与贵族一样了，因此提议将执政官职缺从两人改成三人，或许这样还有二比一的可能吧！但是，投票结果当选的三人都是贵族，平民也只好承认平民阶级人才的不足了。

然而，平民间人才不足的情况也逐渐解除。制订「十二铜表法」四年后，承认贵族与平民之间可以结婚的法律也跟著成立，这方面的开放也促成平民人才的养成，因为在教育制度尚未完善的时代，出身的家庭就是教育的机关。





尽管如此，西元前449年到前367年之间的八十年，罗马仍处於摸索的状态之中。

罗马也曾试着取消执政官职务，改由六名军事领导取代，这也不由得让人想起雅典在佩里克利斯时代所设立的十名「国家政治作战顾问」。罗马将两个人的权力分散给六个人，大概是想要冲淡寡头政治的色彩吧！

不过却效果不彰。在面临必须紧急统一指挥系统的时候，罗马仍有任命独裁官的情况。如后面将叙述的卡米尔斯就曾担任过五次的独裁官。

但不久后，罗马就结束了这种制度。而在希腊方面，西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一战败给斯巴达，希腊因而进入斯巴达霸权时代。而雅典国内在失去佩里克利斯，又吃了斯巴达的败仗后，走进了混沌的局势之中；在西元前399年，处死苏格拉底。虽说当时发展中的罗马正处於「摸索」阶段，但先进国家希腊却也一样在混乱中「迷失」。





高卢人入侵




南欧的平原很早就被开发为耕地或作畜牧之用，海上也经常有载满商品的船只往来其间；而此时的北欧，却还只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当时居住在北欧林地里的居民叫做高卢族，「高卢」这个名字是希腊人取的，罗马人则称他们为加里亚人。高卢族古时候居住在欧洲最广大的地区，如今只残存在爱尔兰一带。

到了快西元前六世纪时，高卢人才开始迁移；但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搬动，而是像波浪般一波波地由北开始向东西南方移动，最北边的民族将周围的部族往后挤，被挤出去的部族再将外侧的部族往后挤，这样渐渐地向东西南方侵入。於是，被挤到南部的高卢人，便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定居在今日的梅拉诺至波河流域一带。

高卢人刚开始并没有对罗马人造成威胁，因为在罗马与高卢之间横隔着亚平宁山脉，而且当时伊特鲁里亚的经济、技术及军力都还很强，仍然拥有自己的势力圈。

但是没多久之后，罗马便废除伊特鲁里亚裔的国王，实行共和，这件事导致罗马与伊特鲁里亚之间的关系化友为敌；当然伊特鲁里亚的势力大不如前也是它们互相敌对的另一个原因。对于此时正在走下坡的伊特鲁里亚与不断前进中的罗马，我们不妨交叉地进行思考。

这个时期，在义大利南部确立势力的希腊殖民都市群与二分义大利半岛的伊特鲁里亚势力，很明显地改采守势。伊特鲁里亚各都市所缔结的同盟，虽然集合了所有同盟国的军力，但却无法统一指挥系统，使得同盟在军事方面没有办法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伊特鲁里亚建在山丘上理应可以万全御敌的各个坚固城塞都市，就被罗马一一击破纳入势力圈。相反的，罗马人却深知指挥系统的统一是最重要的事。

罗马在运用拉丁同盟结合民族之间的战力上，与伊特鲁里亚的做法很相似。但罗马人是以罗马兵做为联合军队的主力中队，左右两队才是盟军的士兵，而且在战利品的分配上也采取公平分配的原则，只有在最高司令官一职上坚持必须由罗马全权掌控。而当时在许多方面都比罗马出色的伊特鲁里亚，唯一逊於罗马的地方就在于同盟国之间有欠协调以及同盟指挥系统的不统一。





罗马以个別击破的手法破坏伊特鲁里亚的势力圈，然后又亲手将用来防止高卢人南下的防波堤——威伊破坏殆尽。西元前396年，罗马终于攻克伊特鲁里亚强大都市之一的威伊。由于这是十年辛劳所换来的胜利，所以罗马举国欢庆。然而就在庆祝的同时，罗马国内的抗争再度展开。

这个时期的罗马，每次刚开始与他国打仗，都是举国一致抗敌赢得胜利；但只要战争一结束，贵族派与平民派之间的冲突便又立刻再度复发。所以威伊攻克战后，也只不过是这个惯例的再度发生。但这时候，平民派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

平民提议可以将刚刚攻克的威伊，与罗马并列为第二个首都。他们会有这个提议，一来是看上威伊街肆的宏伟气派，再来是想借此压制罗马的贵族派。

贵族派反对将威伊列为罗马第二首都的提议。此派反对人士中，以曾经担任过十年独裁官，并且为威伊攻克战划下休止符的卡米尔斯为激进先锋。卡米尔斯认为，罗马是因为有栖住於此的众神守护才会有今天；如果同时有两个首都，岂不形同舍弃住在罗马的众神，而且这么做也不会为罗马人带来任何好处的，因此他坚决反对。

而平民派的态度也很强硬，因为他们想以威伊做为根据地，因此觉得威伊是一块绝佳的地方。威伊距离罗马只有二十公里远，而且它是由技术精良的伊特鲁里亚人所建的都市，整个城市坚固到即使历经攻克战，还仍旧完好如初。

不过，卡米尔斯并没有放弃他的坚持，这个威伊攻克战的首要功劳者，更加坚决地反对。平民派方面眼看无法以正面冲突获胜，便决定以威伊攻克战所得的战利金去向不明为由，举发卡米尔斯。

其实卡米尔斯是为了兌现自己在攻克战前夜所发的誓愿，将战利金送到希腊戴尔菲的阿波罗神殿，做为感谢神祇保佑他打胜仗的贡献金，因此这笔钱并没有去向不明。因为卡米尔斯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別人，所以事件才会变得暧昧不清。

在没有陶片流放制度的罗马，检举是排挤政敌时最常使用的方法。罗马的权贵要人，通常可以将法律条文倒背如流，如果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从举发中全身而退，真是一点也不为过。卡米尔斯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当卡米尔斯的独裁官任期结束时，他也同时失去了免责权。这时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平民派便趁这个机会去举发他。

卡米尔斯召集了几位重要的后援会员到自己的家里，商谈举发事件的解决对策，后援会员对卡米尔斯表示说，如果只是罚款的话没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把握可以拉到足够的票数打赢官司。

曾参加威伊攻克战的平民，对担任司令官的卡米尔斯是又敬又恨；他们虽然赏识卡米尔斯的武将才能，但却始终无法忘怀整个冬季都被卡米尔斯强迫宿营在外一事。从前的罗马军通常只有夏季才出征，卡米尔斯为了想一举攻下威伊，竟强迫罗马士兵进行破天荒第一遭的冬季战。仗虽然打赢了，但在胜利的喜悅消褪后，士兵对卡米尔斯却只留下恶劣的印象，也因此使得卡米尔斯在平民间的评价跌落到谷底。

卡米尔斯在与后援会员商谈过后，决定逃亡到国外，因为在罗马自发性离国是无罪的。於是卡米尔斯便在深夜秘密地由后援会员护行，逃离罗马城；而他未出席审判的结果是，被判处罚款一万五千亚西。

后来罗马在总司令官悬缺、军队又有半数士兵脱队的情况下遭逢不幸，於是所有的平民终于开始光明正大地迁移到威伊去。





西元前390年夏天，高卢人越过亚平宁山脉南下，同时一面攻打位于进军路线上的伊特鲁里亚各都市。

罗马人早已耳闻高卢战士的勇猛，高卢人的主要武器是剑和枪，手持木制皮革包覆的盾牌，头戴铜制头盔，并习惯在头盔上装饰羽毛以区別军阶。他们的战斗部队是由骑兵、步兵与战车组成，所采取的攻势是先以战车攻破敌阵，接着再由骑兵及步兵出动攻击，战士当中也有一部分会在开战时脱去衣服，全身只留下脖子和手腕上的金鍊子加入作战。

高卢人杀死敌军后，习惯将他们的首级砍下来，掛在自己的马头上；等战争结束回到家里后，再将那些人头拿下来油炸，用以招待上宾。

这个民族在西元前390年，锁定罗马为侵略目标。遭到高卢人袭击的伊特鲁里亚都市丘吉遣使到罗马请求派兵支援，但因罗马本身已岌岌可危，所以没有出兵救援丘吉。

丘吉与罗马之间仅相隔一百二十公里远，中间毫无山脉与河流阻隔，唯一可以视作防波堤的威伊，也早就被罗马消灭了。

罗马举国陷入一阵恐慌当中，於是指挥防卫部队的波庇利乌斯•雷纳便鼓舞罗马人道：



「我们这次面临的敌人是一群兇残无道的野兽，他们不像拉丁族或萨宾族，会在战后成为我们的同盟国；我们如果不杀他们，他们就会灭我们。」




然而，响应雷纳的呼吁募集而来的军队，编组得太仓促，而且人数也太少了。

西元前390年7月18日，罗马很快就败给在台伯河上游迎击的敌军，残败的罗马士兵一时向四面八方逃逸无踪。

据说当时罗马城墙的大小城门通通大开着，所以高卢人便顺利地进驻毫无防备的罗马城，罗马开始进入长逹七个月的蛮族占领期。

罗马发觉要举国对抗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便带着年轻人及壮丁撤退到罗马七丘之一的卡匹杜里诺丘上，这座山丘是七丘中最高、最容易防守的，但却也是最狭小的，所以无法容纳太多人。卡匹杜里诺丘又叫做甘比德利欧，山顶上只盖有供奉朱比特等神祇的神殿，以及附属建筑。这座山丘三面都是陡峭的山崖，有利于防御，对罗马人而言，是一块不可多得之地。他们认为，如果敌人攻上这里的话，那罗马就真的没救了。

由于能够撤退的人数有限，所以势必有人没办法跟著逃难，老年人中只有元老院议员可以跟著撤退；而妇孺方面也只有丈去可以撤退者才能跟随一起逃难，其他的人只有将命运交给上天了。

高卢人在无人反抗的罗马城中恣意暴虐，不分男女老少地到处烧杀虏掠，神殿、元老院、平民住宅、市场等皆被放火烧尽。而撤退到卡匹杜里诺丘上的男人们，却只能隔着山丘远望这番残酷的景象。

这是罗马人从建国以来初次嚐到的最大耻辱，虽然也曾经有敌人入侵至台伯河西岸，但从未有人涉足过位于台伯河东岸的七丘及罗马广场；西元前390年夏天的高卢人入侵称得上是有史以来的首例。附带一提的是，当罗马再度被蛮族入侵时，已是在高卢人入侵的八百年后了，当时正值西元410年罗马帝政末期。

罗马人最重视的德行就是名誉，高卢人的入侵深深地伤害到罗马人的名誉心，这个伤害大到连他们击退了屡次想要强行占领甘比德利欧的敌人也不足以弥补。而罗马沦陷时，有能力组织新军夺回罗马的卡米尔斯正被罗马人放逐在外；那七个月间，他只能远远地袖手旁观。

对罗马人来说有一点还算幸运，就是高卢人虽然是优秀的战士，但却不是都市人；他们在占领罗马后，竟然不知道要如何利用罗马的都市资源。

他们将尸体丟入水道中，使得水道里的水无法饮用；他们以放火烧毁仓库为乐，使得放在仓库中的小麦全部报销；后来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尸体处置不当，引发了瘟疫，每天都有高卢士兵死亡，於是他们开始对这种都市生活感到厌烦不耐。

而被困在卡匹杜里诺丘上的罗马人则饱受饥饿之苦，与高卢人一样面临窘境。

罗马人因此向高卢人提议，以赎金做为交换罗马的条件，要高卢人撤离罗马，这样的提议无异让罗马人丑上加丑更加没面子，但已別无他法了。高卢人拿到三百公斤的金块后，终于离开占领了七个月之久的罗马。





罗马人在蛮族离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卡米尔斯。之前流亡在外的卡米尔斯虽然对祖国的惨遇深感同情，但他没有接到归国命令，根本不能回国。后来，他接到归国命令的同时，也收到了独裁官的任命通知，这是他第二次担任独裁官。

他利用独裁官的权限，召集远至威伊的平民组织军队，并率领这批罗马军去追击正在回北方途中的高卢人来复仇。然而罗马在这次的高卢人入侵中所受的伤害之深，并不是这种程度的复仇就可以平复得了的。

罗马人立刻开始著手都市的重建工作，平民也不再要求要以威伊做为首都。他们相信，罗马之所以会遇到这种惨事，是因为罗马的守护神气愤罗马人竟然要舍弃众神所居的罗马，所以才利用高卢人来惩罚他们。卡米尔斯曾说过：「拋弃罗马者不配做罗马人。」这句话更是深深烙印在曾遭高卢人袭击的罗马人心里。

所以，只要全体公民团结一致重建罗马，高卢人入侵的伤害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但因为邻近各部族已相继背弃了曾屈从於蛮族之下的罗马，拉丁同盟也已经解体，昔日的同盟国变成了想借机灭掉罗马的敌人，所以一直到罗马重新站起来为止，共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在罗马建国三百六十年后，也就是实行共和的一百年后，罗马人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

西元前509年共和政权刚树立的时候，罗马也曾被迫要重新恢复王政时代的同盟关系，但那是为了因应政体改变与脱离伊特鲁里亚等新演变所采取的对策，而不像西前390年是因打败仗所致。

总之，罗马被高卢人占据一事，在当时是连希腊都知道的一件大新闻，所有的人都知道罗马的惨败事蹟；也因此西元前390年的东山再起，要比西元前509年时困难得多了。

但是为什么罗马可以变得比雅典、斯巴达、迦太基更强大呢？撰写罗马史的希腊人波力比维斯认为，西元前390年的高卢人入侵事件，是致使罗马强大的第一步。常言道，跌落谷底最后一定会再爬起来，但因此一蹶不振的民族也不少。罗马人虽然在西元前390年跌入谷底，不过他们还是很有罗马精神、脚踏实地的慢慢爬起来。





希腊的衰退




话说西元前390年受到高卢人入侵重大打击后的罗马，终于不再踌躇地开始有所动作了。

罗马人在西元前五世纪中叶，迎回从希腊视察归国的三名罗马人后，既没有学习斯巴达的经验，也没有仿效雅典。他们当时一定是还没订出如何去芜存菁活用两国体制的策略，因此时间也就一如往常地在平民与贵族的抗争中流逝。

八十年的摸索时间，说长其实不长，这期间的罗马，每年都被迫要为自保而战。

高卢人的入侵，让罗马人意识到本国力量的不足，同时也为罗马指引出一条增强实力之路。西元前390年以后的罗马人，已经可以认清自己的方向，也知道如何避免无谓地耗费活力。

让罗马人不再犹豫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精神与物质上都因高卢人而受到相当程度的迫害。而同时期的希腊局势演变，当然也让罗马学到了不少。





西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发生正面冲突，於是展开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战况之初由雅典佔优势。

西元前429年，战乱中的雅典遭瘟疫袭击，刚於前一年失势的佩里克利斯，不幸染患疫疾病逝。佩里克利斯死后，寡头政派与民主政派之间再度展开激烈的政争，雅典从此进入所谓的众愚政治时代。

虽然此时期名之为众愚政治时代，但并不表示当时雅典国内没有从政的人才，像尼奇亚斯、阿尔希比亚徳兹、克里提亚斯等，都是当时雅典政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优秀人才。但是他们却缺乏佩里克利斯的政治才能。那种能够长逹三十年成功地让人民以为人民是国政的主宰，使自己免於陶片流放的对待，在实现政局安定的同时又能将雅典带往自己所规划方向的政治才能。阿尔希比亚德兹与克里提亚斯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因此，我认为众愚政治时代并不是人才不足所导致的结果，而是制度本身构造上的缺陷所造成的结果。





有时候，我也会有一股冲动，想要写一部题名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们》的作品。

历史上最具魅力的叛徒——阿尔希比亚德兹。

被喜剧作家亚里斯特法尼斯在剧中揶揄，仍能笑而观看的雅典寡头派强权政治的先锋——克里提亚斯。

背弃雅典，投靠马其顿的悲剧作家——亚加松。

波斯武将，同时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写实主义作家——赞诺芬。

对只知逃避的雅典感到厌烦，因而遁入学问世界中的思想家——柏拉图。

上述的每一位都是苏格拉底得意的优秀门徒。

缅怀苏格拉底与弟子们的生活方式，就令人想起光辉的雅典城邦。西元前399年，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事件中，原告曾说了以下的话：「他根本不尊重国家认同的神祇，为雅典青年带来毒害。」就「毒害雅典青年」这一点来看，当时赞成苏格拉底判死刑的雅典公民的想法，也许并不像我们后世所想的那样简单。在当时留下很多优秀作品，并被大家认为是行动家及希望之光的苏格拉底学生，在雅典逐渐走向下坡之际，并没有人挺身维护雅典；相反的，他们所做的事，反而加速雅典的衰亡。

这种现象，究竟该归罪於时代？还是超越时代的伟人本身的卓越，让他不自觉自己散播的是毒害呢？

当然，这并不是苏格拉底个人的责任。不知道为什么，钦慕伟大人物者，不少人都是只取导师教诲中自己感受最深的片面，然后奉之为人生唯一圭臬，忘了所有的事都有表里两面，也忘记真正的生活方式是要取得表里两面的平衡。

不过，这或许是伟人的宿命吧！如果早那么想的话，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就不会有人投赞成票了。

附带一提，不知是否因为佩里克利斯比苏格拉底年长二十五岁，所以佩里克利斯并不热中於与这位公认的希腊哲学天才交往，原因或许是，一个是对人民的判断力不抱期望的政治人物，一个则是以提昇人民判断力奉献一生的哲学家。





西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由斯巴达获得最终的胜利。无法想像的是身为海军国家的雅典与陆军国家的斯巴达在这场长逹二十七年的战争中竟然在海战上败北，不名誉地结束这场战役。进驻雅典的斯巴达军队，废除雅典的民主政治，改行寡头政治，并拆除绵延至皮留斯港的城墙。赞诺芬将当时的情景写了下来：



「好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一样，在音乐的伴奏中拆除城墙，好像这一天是希腊重获自由的开始。」




而「这一天」，正是希腊失去自由与独立的开始。

斯巴达霸权时代开始的这一天，成了雅典、斯巴达、甚至是全希腊失去独立与自由的第一天。

不过，取代雅典而起的斯巴达霸权也没有维持太久。斯巴达靠著强大的军事力成为强国后却无法持续霸权的原因是，斯巴达人的脑子里没有接纳败者的生活哲学，因此斯巴达人的生活型态根本无法外传给其他民族，外国人更感受不到「斯巴达式」的魅力。而且如果要压制这些外国人，除了加深社会的封闭之外，并无好处。而只有一万兵力的斯巴达战士也显得人力不足。

西元前371年，斯巴达的霸权被底比斯取代，但底比斯的霸权也只维持了十年，这期间的雅典虽然仍是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大国，但政治的紊乱局面已使它无力继续领导希腊，城邦的光荣历史因而宣告结束。

西元前362年，希腊的主导权落入实行王政的马其顿手中。

西元前356年，亚历山大大帝诞生于马其顿。

当时的罗马，对这些有关希腊的情报都瞭若指掌，并不是因为罗马在希腊设有情报机关，而是情报很快地透过通商道路传到罗马。而且古希腊也有所谓的戴尔菲(Delphi)神谕，那就是在战况进展得不顺利时派使节去请求戴尔菲的神论。因为在地中海世界中，戴尔菲神殿的神谕是最灵验的，所以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民族到这里祈求。因此当时的戴尔菲神殿是最好的情报交换中心。所以希腊人会知道罗马遭受高卢人的侵袭，而罗马也了解希腊城邦瓦解的过程。

从这些事情中罗马人知道一件事，不论是雅典或斯巴达城邦都是不长久的。如果只从表面现象观察罗马，会认为它是一个只会模仿其他民族的国家而已。实际上，罗马却像一个大熔炉一样，从不同的民族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事物。





罗马重振




在专门研究罗马史的学者中，以英国的学者最注意罗马人发现问题的能力及决定解决问题的优先级。看来，英国人在称霸世界时所培养出的政治敏锐度，即使是学者也无法不耳濡目染。而这些英国学者对西元前390年以后，罗马人所需要解决的课题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第一，除了要重视防卫，也要重建被破坏的罗马。




第二，与叛离的旧同盟诸国战争的同时，也要确保国境的安全。

第三，化解贵族与平民彼此间的对抗，寻求社会安定与凝聚国家共识。这一项当然意味着政治上必须作改革。】

接受高卢人的屈辱条件，缴纳赎金的罗马人，终于在暌违七个月后，回到了罗马。他们首先著手进行被破坏的市街重建，将围绕在七座山丘的城墙打掉，从采石场运来边长一公尺以上的石块，建构成全长八公里的城墙，在重要地点设有岗哨，并派兵驻守。蛮族的行动向来难以捉摸，不能不防范高卢人下次可能来袭。

接着开始建立下水道，在下水道的上方使用长方形的铺石，并且开始铺设新的道路。当然，神殿的重建也马虎不得。为了不再起争议，罗马有必要将神祇的归属划分清楚。

倾全力投入所有公共建设的罗马政府，由于无暇顾及私人建设，交由人民全权处理的结果，急于重建的罗马人竟然将整个街道盖得没了章法。当时造访罗马的希腊人就很不客气地说，连个公共设施与住宅的区域划分也没有！这样的罗马，一直要到西元前四世纪后半，才有余力改以政治战略的眼光，建设像是阿庇亚大道、克劳狄斯水道等等设施，摆脱了此时只是从行政观点出发的格局。而那时，也是他们完全克服了「高卢震撼」的时候。

不过，虽然完成了坚固的防御，但最好的防御还是攻击。这个时期对罗马而言，可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西元前396年，马克斯•弗利乌斯•卡米尔斯是一位有威伊攻略战绩的将军，他背负着对于高卢人入侵后防卫罗马的重责大任。普鲁塔克对于卡米尔斯有以下的评语：



「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既能长期高居军队的指挥官，战绩又辉煌。不过，他五度被提名为独裁官，四度举行凯旋仪式，被誉为是继罗慕路斯之后的建国者，但是却一次也没被选上执政官的经历，同样也非常奇特。




这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的情势。和元老院衡突不断扩大的平民阶级，宁可选出一共六名名额的军事指挥官，也不愿选举人数只有两名的执政官。虽然两者行使的权限没有什么不同，但同样是寡头政治，行使的人数愈多，至少看起来比较民主。」

也因此，卡米尔斯一次也没有当上执政官。直到卡米尔斯去世前一年，罗马才又恢复执政官的制度。

但是，就算是出生于执政官制度还能作用的时代，依卡米尔斯的个性，与其成为必须互相协调意见的执政官，不如当一个独大的独裁官比较适合他的本性。

卡米尔斯虽不能说是系出名门，但也算是罗马的贵族。他是一位公正、有信义、具备辨识的能力、极长远的眼光，同时也有组织能力及实行能力的优秀人才。此外，在以武力展示罗马的实力后，对罗马的手下败将，也有宽大的胸襟，毫无狂妄的性向。而对叛离的旧同盟部族，也张开双臂让他们回来，显现他宽大为怀的个性。

不过，他的个性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不顾后果，明白说出他所相信的事。例如他曾经反对主张将威伊改成首都的平民，而被平民控告，不得不流亡海外。像他这样光明正大述说自己意见的人常会被排挤，所以他并不是那种会在公民大会被选上的人。

幸运的是，在西元前410年到前360年，也就是由六人军事指挥官代替两位执政官的时期是他的辉煌时代。因此，当六人的意见不一致，没有多余的时间集成意见时，就得任命独裁官，而这正是卡米尔斯所能发挥之处。

担任过五次独裁官的卡米尔斯最辉煌的成就便是他常胜的战绩，这也使得罗马人重拾自信，因为放眼邻近部族，没有人敢入侵罗马境内。

卡米尔斯为了战胜，曾模仿高卢人的战术，将罗马军的阵形改为像高卢人较机动的形式，也就是从过去军团大长方形的突击战术，改为小方形的中队突击战术。再者，他为了长期抗战，也重视建设坚固的宿营地。攻击方法也从以前的以蛮力压制，改为因敌制宜，随时变化，因此较具弹性。至於武器及装备，也都加以改良。

这样的改善方式，让他获得了四次凯旋归来的光荣战绩。如果只是些微的胜利，是不会有凯旋归来的仪式，因此这四次都是大胜敌军的压倒性胜利。对罗马人而言，只要有一次凯旋式，就代表着一生的荣誉，所以这位战功彪炳的将军有著四匹白马为前导的凯旋式是一点也不为过。如果可以军事解决问题的话，「高卢震撼」之后的罗马就能借由卡米尔斯的功绩，回到「高卢震撼」之前的状态。但是，对于军事无法解决的问题，传统的辨识能力就比什么都重要了，所以根本的改革就是要随时更换适合的负责人选，才能完美地解决当前的问题。





政治改革




历史学家李维斯认为，罗马的政治体制是其强大的首要因素，理由是：



「我们一般所熟知的政体有三种，就是王政、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如果你问罗马所实行的到底是这三种政体中的哪一种，恐怕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




王政是以执政官为一国之首；贵族政治则首重元老院的运作；而民主政治则将焦点放在公民大会上……罗马的政体，正是这三者的组合。」

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认为，上述三种政体的总和是最接近理想的政治体系。

高卢人入侵事件过了二十年之后，暂时的应急对策也告一段落。虽然有点混乱，罗马还算是适合人居住的都市，外敌已经被驱除，国境也平安了。卡米尔斯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将「高卢震撼」所造成的严重伤害暂时平复。

真正的问题从现在开始。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抗争虽然因为国家面临存亡危机而暂时平息，但危机的暂告段落后却有复燃的迹象。这种战时团结、战后国内纷争又起的情形，俨然成为共和时期的常态。

对蛮族的入侵毫无招架能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处於这种常态下所致，这是经历过高卢人侵袭事件的罗马人所不能原谅的事，或者说罗马人应该更能体会个中滋味的。而且，这时候与八十年前制订「十二铜表法」的情况不同，西元前四世纪前半的罗马人已有可以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希腊城邦的衰退。这件事使得原本只会与平民对立的顽固保守派了解斯巴达封闭社会的坏处。同时，也让只求权利的激进平民阶层看到雅典过度民主的缺点。




第二个条件是：平民阶级的实力在质的方面向上提昇。】

从西元前445年贵族与平民间可以通婚，它的影响也在这时开始明朗化。平民阶级人才辈出，例如卡米尔斯担任独裁官时，因为可以任命副官，所以开始提拔平民出身的将军，而在当时领导军团就如同领导国政，下了战场就换成在国政上发挥能力，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发展。像是平时予人平和印象的佩里克利斯，只要雅典一有战事，也是立刻以司令官的身分参战。所以说，战略也就是政略，不，战略必须是政略才行！





西元前367年，罗马制订划时代的「李锡尼法」。

此法废除了罗马的六名军事指挥官，恢复双执政官制度，此后的罗马很明显地走向寡头政治路线。

而且，共和政府也决定开放平民任职全部的要职。





这是一个贤明且经过深度观察所下的决定。

至此，平民阶层所要求的是国家要职需由贵族与平民共同担任，例如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是平民。订定「李锡尼法」的李锡尼是平民出身，赞成将这个想法法制化的贵族阶层，也选择了全面开放的作法。

这虽然是很棒的一件事，但如果官职只有贵族与平民之分，那不是违反了机会均等的原则吗？为了消除差別所实行的手段反而更容易弄出问题。一件事情以二分法区分，很容易出现双头马车的情形。两派的利益代表会不断的敌视对方，使得罗马国内分裂为两个政府，这样便无法有效地运用全部的国力，更谈不上是政治改革，而且抗争的火苗也会一直潜伏在罗马。

虽然如此，西元前367年，罗马人还是决定要全面开放。全面开放的意思就是自由竞争，而选举的结果，有时两名执政官皆为贵族或是皆为平民。自由竞争的结果使得双方都不会不满，而且这样的作法也消除了利益代表的制度。

这也是在「李锡尼法」颁布数年后完成的一项法令。

无论贵族或是平民，只要担任过重要公职，就有权利取得元老院的议席，原本担任保护平民阶层的护民官也可以在卸任后成为元老院议员。而劳动组织的委员长，在卸任后也可以进入管理阶层。

受过法国大革命洗礼的现代学者，有不少人对于「开放元老院」这个决议有所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将护民官纳入体制中，罗马人的政治意识与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相比，显然不够明确。

但是我认为由一群不经选举，但却具备绝佳的经验及能力的人所组成的机制是共和政治不可欠缺的。对于一个成员每年选举一次的执行机关来说，后头必须要有一群不受选举束缚，能够以长远的眼光思考一贯政策的人。





西元前四世纪中叶，罗马共和的元老院已不再是贵族的独擅之地。元老院议员的经验与才能比出身背景更重要，元老院变成纯粹的优秀人才集合地。

此后的罗马不再实行贵族政治，而是很明显地选择寡头政治做为它的政体路线。所谓的贵族政治是指由少数名门贵族统治多数人的政体；而寡头政治虽然一样是由少数统治多数，但这少数却不一定是贵族。



【西元前367年——制订「李锡尼法」。




西元前366年——选出最早的平民执政官。

西元前356年——最早的独裁官诞生。

西元前351年——选出最早的平民财务官。

西元前332年——选出最早的平民法务官。

西元前322年——禁止剥夺无法偿还债务者的自由。】

这个世纪末，负责祭祀罗马守护神的官职，也出现了平民阶级的官员。

雅典与罗马的权力结构一样都是两极化。

雅典是由寡头派和民主派这两极化的权力轮流执政，这两者可以算是雅典的两大政党。

因此，政权交替时，陶片流放制度便成了排挤人才的最佳手段。不过，即使没有陶片流放制度存在，政权交替多多少少还是会造成人才「失血」。

反观罗马，贵族与平民就没有轮流执政，旧势力拉拢新兴势力的情形屡见不鲜。

罗马的政治模式不仅可以避免政权交替时的人才「失血」，而且还有注入「新血」的好处；总之，它是一个更懂得善用人才资源的政治体系。

但是这个体系也有缺点。由于改革的成效必须长时间才能看得出来，因此国家在改革期间必定要努力地去维系住每个人的认同感。罗马在保留护民官制度这一点上就做得很好，因为在平民眼里看来，护民官的存续无异表示自己仍能继续反应意见；再者，由于护民官卸任后可以在元老院占有一个终身议席，因此在处理问题上不会无意义地尖锐化。

第二个缺点就是，即使当权者已经成功地将新兴势力纳入自己的体制内，但往后还是不断地会有其他新兴的势力擡头，不能坐视不管，如此一来，当权者将永远难以摆脱笼络的宿命，一直到西元前一世纪为止的三百年间，这种「拉拢方式」仍旧多多少少地在运作著。

即使如此，两大政党或许仍如我们所相信的是最好的政治体系，因为现代壽命最长的组织天主教会就是承袭笼络作法的典型组织，每当有新兴势力出现，经常都会被教会最高首长罗马教皇所拉拢。

罗马广场是古罗马的中心，在现今的罗马市街仍然可见它的遗迹。从圆形剧场的方向进入罗马广场，步上古时候的圣道，最后便可以到达康克蒂雅神殿，这座盖在罗马上等地带罗马广场的神殿如今连一根柱子也没有遗留下来。当初会在西元前367年盖它，是为了要纪念「李锡尼法」。

康克蒂雅神殿(Aedes Concordiae)的名字本身，有一致、调和、融和、协调的意味存在。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因为李锡尼法而消弭了彼此之间的敌意，之后两者便共同建立神殿，立誓要一致、调和、融和、协调地为罗马而尽力。

神殿是为了奉神而盖，供奉在这座为了消解阶级斗争而盖的神殿内的是融和女神康克蒂雅。面对罗马人这种连国内的融和都可以神格化的多神信仰性格，我们只能微笑以对，但这不也正好传达出西元前376年时罗马人在李锡尼法上孤注一掷的气概吗？

田中美知太郎先生，将柏拉图的“Πολιτεια”译为「国家」，据说希腊语的“Πολιτεια”有城邦的规模、组织、制度的意思，因此译为「国家」是正确的。

而古罗马则将“Πολιτεια”译成“Res Publica”，拉丁语“Res Publica”后来演变为英语的“Republic”，有共同体或公共的意思，同时更进一步地代表非君主政体的国家，因此“Res Publica”也是正确的译法。

但“Res Publica”译为「共和」或「共和国」，已成为今日的定本，虽然我也使用「共和」这个译词，但总觉得不太合适，还是觉得译为「国家」比较好；但如果有人认为「国家」不够贴切，至少也该译做「公益」或是「国家利益」吧！「共和」的译法虽不能说是错误，但却语意不清。

因为“Res Publica”是重视公共利益的意思，而且重视公共利益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想法。但是要如何实现，就不只是说说就可以了。这必须由历史来证明；不，应该说是历史本身虽然有共同的目标，但因为手段无法一致，而使得人类有种种遭遇。

不过，为何实现的手段会互相对立呢？他们的主张大致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民意优先派」。认为主权在民，所以必须将国民的意思反映出来并达成公共利益。古代希腊及罗马虽然没有主权在民的词汇，但都是以公民为主体的城邦国家。要如何反映民意，就成为他们重要的课题了。




第二种就是「公共利益优先派」。认为公共利益比任何事都重要，民意的反映必须对公共利益有好处。也有人说第一派属于人性本善说，而第二派则是主张人性本恶。】

美国现在的两大政党虽不能说完全是这个涵意，但就名称来看，民主党及共和党都承袭这二项传统。民主党就是「民意优先派」，而共和党就是「公共利益优先派」。

在古代，民意优先派称为平民派；公共利益派称为贵族派。不过，所谓贵族只有在最初是指天生的贵族，到了后来则是意指能力优于众人的人，也就是菁英份子。因此以前者为政体称为君主政治，而采取后者的政体则被称为寡头政治。

虽然可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人类发展的文明史中，偶尔会有较富前瞻性的人出现，他们因为能预见未来，所以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但是如果只是知道，就只是一个有眼光的人。要能看见、了解再加以实行的，就需要具备权力。马基维利也曾说：「没有武器的预言者将自取灭亡。」特洛伊的公主卡桑德拉预见特洛伊将会被希腊灭亡，虽然努力地向特洛伊人说明防止的政策，但是却没有人相信她。如今，在欧洲，相信说服就能使人听从的人，便称为「卡桑德拉」。

取得权力后，就必须洞察时代潮流，建构适当的权力。如果潮流在民众，他就要成为民众派的领导；如果民主政治遇到阻碍，他就必须是寡头政治的领导。权力对他们而言，不是目的，而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西元前四世纪后半的时代潮流，是希腊民主政治瓦解，对寡头政治有利的时代；要不然就像马其顿一样，实行王政。但是罗马人讨厌王政。因此罗马实行的既不是王政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要以罗马人的方式将公共利益向上提昇的共和政治。





罗马的政体




讲述古罗马通史的历史书，在解释共和政治体系时，都习惯以图表来表示，这样虽然易于了解，但我并不使用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用图表根本无法反映出当时罗马的现况。

罗马的共和政治是将王政制度的三大支柱——国王、元老院、公民大会，三者之一的国王以两位执政官取代，其他官职必要时才设立。

而对政体有相当研究的学者们，在解说共和初期的这些官职时，还会一一说明官职的背景、到职年、中断年、重新设立的年份等演变，但这可能是以西元前509年做分水岭，因为现在已无正确的记载了。西元前509年，改行共和政治后，罗马人确立了统一的政治制度，因此给人运作顺利的印象。但是实际上，在西元前367年以前，由于各项条件尚未成熟，罗马人都还处在摸索的过程中。

正如西元前二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认为，罗马的共和政治开始有完全的功用，是在西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事件后，所以此后的官职更能符合现实需要。西元前四世纪中，罗马的政治体制已发展完成，此后的历史学家在讲述罗马历史时也以这个时期作为起始点。

与讲究理论的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显然较偏向现实主义，因此在叙述罗马的事蹟时，应该也要从现实的角度切入比较好。

首先在选举制度上，虽然已经是共和时代，但仍多有承袭王政之处。例如前面介绍过的，共和时期罗马是采取高收入高稅金的制度，而在没有直接稅的时代里，多以军役来替代。不过，这时并没有收入和所得的区分，可能是当时的人还没有经费的概念。

百人队是罗马军队的核心，投票时各个由战场上的士兵所组成的百人队必须事先统一内部意见，然后再将一致的决定反映在一票上。而实际上投这一票的，正是负责召募百人队的人。

与雅典的一人一票选举制比起来，百人一票选举制是罗马投票上最独特的地方，这也是一种小区制选举。

再说，公民大会的总投票数是一百九十三票，九十七票过半数，只要第一阶级的公民全部投票，票数就可以过半，所以这很显然地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头政治。





——执政官

执政官是罗马共和时代的最高首长，地位相当於王政时代的国王。执政官与国王一样由公民大会选出，经元老院通过就任；不同的是国王任期终身，而执政官只有短短一年，但可连选连任，年龄设限在四十岁以下。

执政官共有两名，如果彼此在想法与做法上意见纷歧时，两者都有权否决对方的提案；也就是说，只有在两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政策才得以实施。

执政官是全国最高行政首长，主要任务除了召开公民大会外，同时还要担任战场上的指挥官。所以执政官可以说是集首相、国防部长及参谋总长等职於一身的官职，又由于他经常参与实际作战的指挥工作，因此头衔上还可以再加一个前线司令官。

【图11】【罗马共和的政治制度】

军务是执政官最重要的工作，罗马的军力通常分为两批，各由一名执政官统率。作战时，如果敌军战力不强，通常只由一名执政官率军出征，另一人留在罗马负责保卫首都及处理内政工作；万一遇上强劲的敌军时，两名执政官也会同时带领所属军队出战，战场上的指挥官也因此变成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首都的保卫工作就改由法务官带领预备役士兵出任。

这个时期的罗马，虽然有两名指挥官，但似乎尚未有意见不合的情形发生；即使有的话，只要委任独裁官，就可以统一指挥权。

但是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战争也不一定会在这一年内结束，因此很有可能在战争进行中必须临时更换总指挥官，这样的事情从战术上看来是非常不妙的。

为了因应这种紧急状态，罗马设置了地位相当於前执政官的「属省总督」一职；如此一来，不仅卸任后的执政官可以继续指挥作战，同时也可以防止三面临敌时指挥官不足的窘境。

到了罗马向义大利以外的地方扩张势力的时候，「属省总督」变成被派去督导罗马属地的官员，由于罗马当局指派的都是有执政官经验的人，因此可见罗马对属地统治的重视，像曾远征高卢的凯撒及统治比多尼亚地方的西塞罗，就都曾做过属省总督。不过，即使是在罗马最艰苦的时代，「属省总督」也始终是一个在执政官任务过重的情形下才设置的官职。

执政官承袭了王政时期国王的权威及权力，他们与国王一样，无论到哪里，都有十二名手执权杖的侍卫在前开道，与其说这十二名侍卫是卫兵，倒不如说这是一种权力象征。如果有人在路上看到侍卫为执政官开道场面，大概也会像波力比维斯一样地质疑，罗马是不是又回到王政时代了。而民主雅典的「国家政治作战顾问」则没有这种侍卫开道的传统。

由此可知，执政宫是罗马共和时代最有权力与权威的人，也因此执政官（Consul）一词就变成今日的「领事」之意。





——独裁官

比起执政官一词，独裁官（者）（Dictator）在今日并非正面的词汇，它是共和罗马时代国家非常时期时所任命的官职，意谓著临时的独裁执政官。独裁官并不是由选举产生，只要由两名执政官中的一名指定即可上任。

除了改变政体外，独裁官拥有一切事务的决定权，任何人都不能反对他的决定。独裁官只有一名，任期也只有短短六个月。由于共和政治经常导致决策迟缓，在决策不得迟缓的情况下，独裁官拥有立即下决定的权力，因此执政官常委任能力优秀、经验丰富具有执政官水準的人担任这个职位。

独裁官可依个人意见任命相当於副官的「骑兵长官」，而且两名执政官在委任独裁官之后，本身也必须服从独裁官的命令。独裁官的委任，就如同他的副官——骑兵长官的名称所显示的，大多是在战争情况紧急时才委任，不过当瘟疫流行、首都机能瘫痪，或必须紧急恢复社会秩序时，也会委任独裁官。

所谓「寡头政治」并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多头马车的体制，它的缺点就是在紧要关头时无法快速地做出适当的决定，而独裁官制度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点，同时它也可以算是共和罗马的危机处理系统。马基维利曾说：「想要维持一个政体，就要有勇气在必要的时候反对它。」如果疏忽了这点，就会使政体瓦解。而独裁官就是为了因应共和政治的不足所产生的官职。

由于独裁官制度只是一个危机处理系统，因此罗马不会轻易委任独裁官。从西元前509年共和政治建立到西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的一百九十年间，罗马只委任过七次独裁官，而卡米尔斯就担任过五次，这种情况就像属省总督的任命一样，显示出西元前390年后的罗马正深处於危机与混乱之中。

任期六个月的独裁官，一人独揽被两名执政官分散的最高权力，他也可以拥有二十四名的侍卫做为开路先锋，人数是执政官侍卫的二倍。

而由于苏拉和凯撒都是终身的独裁官，因此“Dictator”一词便演变成今日的「独裁者」。





——法务官

法务官任期一年，最初只有一名，后来不断地增加到十六名，由于这种增员的情况是罗马领土扩张后的连带现象，因此不只法务官增员，执政官以外的其他官职全都如此。

法务官的职责正如它的词义是职掌司法，最初法务官的职务是代替出征的执政官守卫首都，后来逐渐转变为司法负责人，这样的转变正是罗马迈向成熟法治国家的一个过程。

不过法务官上战场的机会还是不少，一般认为法务官年龄限定在四十岁以上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必要时他可以代替执政官上战场指挥军队。还有执政官不在首都罗马时，也是要由法务官担任议长来召开公民大会。





——审计官

审计官最初只有两名，共和末期增加到四十名，任期一年，年龄资格限定在三十岁以上。

审计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担任战场上的财务管理，曾经在进攻汉尼拔前，为了军队过分浪费军费一事到罗马军阵营向总司令西比奥陈情，却被嗤之以鼻的大加图就是审计官。

当年被后世在名字上加个大字的「大」加图三十岁，而大破汉尼拔被尊称为亚非利加努斯的西比奥三十一岁，西比奥在听完尽忠职守的审计官大加图的陈述后表示：



「过分吹毛求疵的审计官，对正扬起风帆迎向战争的人而言，无异是个无用的绊脚石，因为我们对国家要负的是行为上的责任，而不是金钱上的责任。」




对于这个非斤斤计较不可的官职而言，一般或许会认为应该由功成名就、具权威的年长者来担任较适当。但罗马却正好相反，要担任审计官只需年满三十岁即可，这对于想从政的罗马青年而言，可以说是一个跃登政坛龙门的好机会，而且能在年轻的时候挑別人的毛病以及学习如何去挑毛病也是颇有趣的。





——财务官

财务官原本是为进行户口调查所设的官职，因此在共和初期时，不是一年选一次，而是配合户口调查的实行每五年选一次，而且任期也与普通的罗马官职不同，不是一年而是一年半以上。财务官共有两人，年龄限制不详，不过从这个职位所掌握的大权以及仅次于执政官的权威来看，担任者至少要是四十岁以上的成熟人选。

罗马的户口调查，清查的并不是总人口数，而是户长的财务状况；如果户长没有据实申报，不管他的身份是不是贵族，财务官都有权检举，这就是财务官权力强大的地方。

其他举凡国有土地开发、国库收支、道路及上下水道的建设支出等监控工作都是他的职责范围，因此他可以说是国家财政的最高负责人，大概相当於现在的财政部长。而掌握金钱的人同时也会掌握有权力，这好像也是古今中外不变的现象。





——按察官

“Censor”一词译为「按察官」，但「按察」这个词有监督的意思；而实际上，「按察官」的职权范围是非常广泛与多样的。

罗马的官职中，只有按察官在设立之初明确规定须由贵族及平民各两人共同担任，这个官职想必也是罗马公民最直接、最常可以接触到的政府职，任期一年，年龄设限在三十岁以上；按察官与审计官一样是为了给年轻人参政机会而设的官职。

按察官的职责大致如下：

首先是规划祭祀活动及开办各种竞技比赛。

第二是负责公安警察的工作。

再来是要维持粮食供给的正常，由于农村地方可以自给自足，所以按察官要负责的是首都罗马的粮食供给。

最后，从道路保养整修、交通整顿、上下水道的维修管理、各种违法行为的罚金科课，以及维持市场公平运作等，都是他必须负责监督的工作。到了共和末期，他甚至还得负责配给面粉给无产阶级，难怪后来按察官会变成负责多方事务的官职。

乍看之下，按察官好像是个地位低下、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由于按察官负责的工作可以直接与民众接触，所以是个很容易赢得人气的官职，甚至有不少对政治有野心的按察官，还不惜向人贷款自费筹办民众喜爱的艺文活动以投民众所好。





——护民官

由于前面已经介绍过护民官了，因此在此只做简单的说明。「护民官」正如它字面的意思，是代表平民阶级的官职，因此护民官必须出身平民阶级。而护民官选举也不在贵族、平民都有权出席的公民大会进行，而是由平民才有资格出席的平民大会选出，任期一年，年龄似乎不限。在古代视十六岁为成年，但一般普遍认为三十岁才算是真正的男子汉，所以直译为「平民司令官」的护民官人选，想必也在这个年龄层之内。

护民官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保护平民的权利，因此他有权可以否决政府的决定，但这项权力在战争发生时不能行使。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贵族中有人因为利害关系暗地放箭，罗马还授与护民官一项特別的权利，就是连执政官都没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权。

然而，身为国家正式官职的护民官，不仅要以平民先锋的立场与贵族对抗，同时也有责任做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因此他们经常活跃於权力斗争事件之中。而护民官卸任后，大多可以获得元老院议席，因为罗马在西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制订后所选择的政治路线，已不再是两大政党交替制，而是内部自行调配人马的一党独大制。

护民官最初只有两名，在逐渐增额之下，最后变成十人。





——元老院

在今日罗马的大街上，似乎随处可见S.P.Q.R.四个字，上面写著「此处不准乱丟垃圾」等字眼的罗马市政府公告就是以这四个字母开头，连下水道的铁盖上面也刻有这四个字母。

S.P.Q.R.就是拉丁语「元老院暨罗马公民」一语当中，四个单字的开头字母。现在的罗马虽然没有元老院，但或许是罗马人将罗马市议会当成古罗马元老院的化身，所以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一千五百年后，仍旧继续使用这四个字。

在古代，只要出现S.P.Q.R.就代表罗马，在四个字当中唯一与罗马的核心罗马公民一起被列示出来的元老院，它的重要性自然远非现在的罗马市议会所能比拟。

古罗马消失后，威尼斯共和国承袭了元老院，在普遍采取议会制民主政体的现代，元老院就相当於美国、加拿大、法国及义大利二院中的上议院。

至於共和罗马的「元老院」这个译语，其实也令我有点摸不著边际，因为元老院总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里面聚集著一群功成名就的老人，一件一件地在挑剔著年轻人所做事情。

然而，古罗马的元老院既不是二院议会制民主政体中的上议院，也不是退休长老们的集会地；它是采取一院政体的国家中的一院，现职人员工作时聚集的机关，而且要年满三十岁才有资格占有议席。

中世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除了以下两点外，在名、实上都高度地承继了共和罗马的元老院。

第一点差別是，除了经济和文化活动之外，其他各方面竟出乎意外地封闭。这点和雅典类似，也是威尼斯特有的现象。

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必须是威尼斯贵族出身，至於属地的贵族及国内的平民则无权拥有元老院议席，威尼斯共和国的纯种主义在元老院的组成中充分表露无遗。

但罗马却正好相反，它的元老院是属于开放性的。

像元老院就提供议席给带着后援会员大举移居罗马的他族有力者，同时也积极延揽败战国的领导阶级。自从西元前367年，「李锡尼法」颁布以后，元老院更是对平民出身或是具有从政经验的人广开大门，因此即使是昨日还在与贵族激烈抗争的平民代表护民官，卸任后也可以平和地坐上元老院议席。

因此「元老院议员诸君！」这句在元老院演说时必讲的开头语，其实只是意译，如果要直译的话，则必须译为「各位父老及新任议员诸君」。

接着，威尼斯共和国与共和罗马的元老院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前者议员须由选举产生，后者则免。

威尼斯共和国的公民大会很早就废止了，国会实际上是由成年的贵族所组成，元老院的议员就是由国会选出，任期一年。

另一方面，共和罗马则继续以公民大会为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除了护民官以外的执政官等官职皆须由这个「国会」选出。

而唯独元老院议员不是经由选举产生，也不是过了三十岁就可以自动获得席位，所以它是不能世袭的，只有通过严格的筛选，且被大家公认有见识、具责任感、能力及相当经验的人才能进入元老院。当然了，如果出身罗马名门贵族，或许多少会比较有利吧！不过，诚如新加入者专用的称呼所示，共和罗马的元老院也是个对新势力开放的机构。

由于共和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不须经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获得议席，任期便是终身。虽然这不免会让人担心，如果遇上老化或动脉硬化等问题时该怎么办。其实这没什么好怕的，因为在当时有议员病死，就像雅努斯神殿的大门经常大开着一样，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同时也可以为元老院适度地更换新血。

罗马的元老院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一样，是实行寡头政治的共和罗马的心脏。

执政官或独裁官等罗马重要人选几乎都出自元老院，而且任期结束后还可以再重返元老院。在罗马，两名执政官经常会同时出外征战，这时，罗马的内政、外交、军事甚至国家未来的方向等，就全权交由元老院来带领；但元老院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决定政策的权力，他们只能对执政官劝告、进言。

输送血液的心脏给头呀手脚等器官「劝告」，也就是单纯的决议。但话虽如此，如果遭到反弹，这个成员里包括了前任护民官的组织所研拟出的对策，不仅绝不马虎，一旦判断反对势力太强，不宜正面冲突时，还会以退为进，相当具有弹性。

罗马人在这方面的弹性空间就远远超过威尼斯人，比方说原执政官如果被推选为财务官，他会去任职，因为这种曾任上位者去就任下位的例子，在罗马人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名誉或不恰当的。

以上就是共和罗马的元老院，所以如果说共和罗马等于元老院，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不过这样的机构必须在实行寡头政治的国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是在雅典，这种民主政治国家就难以生存；如果民主国家非要设置不可，恐怕也只会流於表面上的民主，实际上却仍然守旧。

因为寡头政治并非主权在民，如果主权在民，人民就有选择的自由了，而两大政党政治也就会应运而生。但在由少数菁英领导多数人的寡头政治中，是不会发生政权交替的现象的。

但是，罗马元老院在充分发挥心脏机能的时代是具有功绩的，这已经是今日西洋史的共识。美、法、义、加等国的上议院的名称，甚至予人刻意援引元老院“senatus”旧名的印象。怎么说呢？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曾说，当健全的元老院开始发挥机能，罗马便有如一个不再迟疑的人，果敢地迈上兴隆之路。而这在谁看来，想必都是我愿起而效尤的。

从西元前367年「李锡尼法」颁布到西元前44年凯撒实施改革，罗马一直在元老院的带领下日益蓬勃；直到西元前一百年，元老院才在现实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失去原有的功能。而凯撒的改革可以说是元老院结束的象征，如果再从往后的发展来看，元老院在共和时期的罗马实在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政治建筑的杰作」




罗马人会从失败中学习，并借此改善自己的缺点，重新站起来。

罗马人不认为失败是一件好事或坏事，失败就是失败，最重要的是失败后要如何站起来，也可以说就是在打败仗后要如何处理战败问题。

罗马人在西元前390年的高卢人入侵事件中学到了不少事情。

其中之一是体会到国内分裂为贵族与平民两派的不智。

不过在西元前367年「李锡尼法」颁布之后，情形便有改善。这个改革乍看之下对平民作了极大的让步，全部的国政要职都对平民全面开放，到了西元前300年时，甚至连祭职都开放，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关系因而转变成贵族包容平民的关系，罗马也因此才能将所有的心力投注在罗马体制的确立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将国力做最大限度的运用。

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认为，罗马之所以能够强大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罗马确立了独自的统治体系。也因此，针对西元前390年的高卢人入侵事件，他如是写道：



「罗马人因此开始强盛。」




罗马人没忘记败给高卢人的惨痛教训，因此进行全盘的内政改革。

而且这些改革被二千三百年后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誉为「政治建筑的杰作」，同时也是与他国关系的转圜。

罗马从王政时代开始就与邻近部族结盟，这些部族虽然种族不同，但同样都使用拉丁语、信仰相同的宗教，而且风俗极为相似，因此统称为拉丁民族，各部族间缔结的同盟则称为「拉丁同盟」。

初期的拉丁同盟虽名为同盟，但主要是以共同祭神为目的而结盟，一年一度齐集在阿尔巴诺山的朱比特神殿举行祭仪，而仿自於希腊奥林匹亚竞技的体育祭则是同盟国唯一的共同活动。

不久罗马又在七丘之一的阿凡提诺丘上建造供奉狩猎女神戴安娜的神殿。戴安娜是继朱比特之后拉丁民族所共同信仰的神祇，从神殿盖在罗马境内一事上，就可以看出罗马在拉丁同盟中的强烈领导色彩。因为在女神的祝祭日当天，拉丁同盟所有部族的人民，包括女人及小孩都会齐集到罗马参与祭祀。自此之后，拉丁同盟的成员也开始联合展开军事行动。

虽然拉丁同盟是以罗马为中心，但当时所有部族的权力关系几乎都是相对等的，而罗马当时的实力也尚未突出，因此同盟间的关系并不稳固，各同盟国之间仍经常会有战争发生。西元前509年共和政治开始，这些同盟国纷纷结束与罗马的同盟关系。从同盟诸国的角度来看，他们一定是认为自己结盟的对象并非罗马，而是统治罗马的国王，所以王政废止也就形同于同盟关系的结束。

受过这次教训的罗马，在西元前494年确立共和政体后，马上著手重建拉丁同盟。但这次不再是以宗教为出发点，而是以联合军事行动为同盟的主要目的。在拉丁同盟的协约中，明确记载同盟国之间有组织共同战线对抗敌人的义务，至於同盟军的组成则由罗马与其他同盟诸国各自负责一半。而此时，罗马的国力已经增强，单单罗马一国的土地面积，就佔了拉丁同盟各国领土总和的三分之一强，因此从盟军的组成比例上，也正好可以看出全拉丁民族当时的实力状况。

不过在拉丁同盟中，盟军的总指挥必须由罗马人担任，这固然是因为罗马人的军事能力比其他各国强，战胜机率比较高，所以其他各同盟国才会无异议接受这个议案；除此之外，重建的拉丁同盟一切利益均分的原则，也是他们接受罗马人为总指挥的原因之一。

盟军在战争中所获得的土地或人民等战利品，罗马分一半，另一半则由其余各国分配。

而拉丁同盟的各部族之间，完全享有平等的公民权、通婚、通商以及自由移民到他国等权利。当时的罗马军，虽没有获得大胜也没有大败，站在短期的立场来看，它与共同战线所带来的军事利益，对其他的拉丁人而言无非是一项相当大的收获；因此，所有民族都会恪守在一年一度的华连提纳森林会议中所决定的事情。

罗马之所以遵守协定，无非也是因为利益。当时的罗马，六、七千兵力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大极限，如果能借此机会加倍战力，这一来一往之间，意义当然不同。

不过，此时的拉丁同盟还是有它的缺点。因为只要主导国罗马一面临存亡危机，其他的同盟国由于看不到与罗马步调一致的利基，很容易心生叛离。西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时，这个缺点就浮上台面了。





这件连隔海的希腊人及后人亚里斯多德都知道的惨事，大概使得当时的拉丁同盟诸国丧失将希望寄讬在罗马身上的勇气，退出拉丁同盟的国家不只一国，而是整个如雪崩般地瓦解。更严重的是，这些原同盟国不但背叛罗马，还想借机进一步征服罗马，而罗马为了击退它们，即使当时国内已有卡米尔斯这般优秀的武将，仍须费时二十年方才完成确保国境的重任。

尝到苦头的罗马，在西元前338年，著手彻底改善对外关系。

已经流於形式的拉丁同盟，至此已剩空名，而实力已渐恢复的罗马便提倡组织新的同盟，它之所以可以如此，是因为它已经完全恢复实力了，否则如果由势力弱小者来作这样的提倡，有谁会听呢？

再度恢复后的同盟关系已不再叫做「拉丁同盟」，而是改称为「罗马联盟」。





一般人都认为罗马人是保守的，而真正的保守，不就是该改则改，不需改就不改的生活态度吗？西元前四世纪后半的罗马人，虽然改变了对外关系的型态，但却依然承袭西元前八世纪罗慕路斯以来的败者同化特质。《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认为罗马之所以强大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罗马人的个性使然。但是这与汤恩比所说的「政治建筑的杰作」显然无关。





「罗马联盟」




在人类的世界里，能预见未来，依此树立百年大计并著手实行的人并不多，就是因为少所以被称为天才。天才以外的人，内心所想的则只是解决眼前课题的策略。这种只重解决眼前课题的人，其作为的结果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虽只考虑到要解决眼前的问题，但结果却产生出百年大计；另一种则是眼前的问题解决了，但解决的仅是一时的问题而已。

后者的偶然永远是偶然，前者的偶然却会成为必然。历史上的偶然会成为历史的必然，是人类的作为使然。今日后人以为的历史的必然，其实多数在当时不过只是偶然。将偶然变为必然的，多数还是人类。是以，历史的主角，最终还是人类。





西元前四世纪中叶，罗马人所碰到的问题就是同盟国再度分裂的事件。所谓的同盟是指许多国家为了要达成共同的目标所筹组而成的联合政体，同盟国除了罗马之外还包括邻近地区的诸部族，同盟国与罗马之间的关系与同盟国跟其他同盟国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各同盟国会在罗马强盛时期与它共结同盟，待其衰弱后就立刻背叛它。因此西元前四世纪中以后，罗马人与他国的同盟关系在形态上有了改变，如图所示：

【图12】【拉丁同盟

罗马联盟】

在「罗马联盟」里，同盟国仅能与罗马缔结同盟协定，其他同盟国之间则不许私自缔结关系，即使同盟国间发生问题也只能由罗马出面解决。

这种强制的关系之所以可以成立，是因为罗马是胜者，而其余各国是败者的关系；因此很明显地，「罗马联盟」是一个对败者非常不公平的同盟关系。不过在这个视没收败者财产并将其人民当成奴隸的行为为常态的时代，罗马却反其道而行，充分表现出罗马民族的个性。

在拉丁同盟里，同盟的组成份子只分成罗马与其余诸国两类；但在罗马联盟里，组成份子则分成五种。



第一种就是「罗马联盟」的中心——罗马。




这个国家的住民，不分贵族或是平民，只要是自由民，都享有公民权；当然也就负有享受自由的公民必须尽的义务，即相当於直接稅形式的入伍从军。但是同样也有罗马公民独享的投票权，以及参选罗马公职的权利；也就是参与国政的权利。



第二种是原拉丁同盟的同盟国。




这些与罗马同语言、同宗教、同风俗的国家，曾经在西元前390年背叛罗马，但后来又被再度兴起的罗马所灭。罗马与这些国家以对等的地位合并，并授予他们移民完整的罗马公民权，而这些移民当中，有些人甚至还当上罗马的执政官。



第三种是地方自治体。




罗马授予这些国家的人民无投票权的公民权。所谓无投票权的公民权，就是除了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外，其他一切权利都与一般罗马公民无异，而其中会讲拉丁语的人被称为罗马公民预备军，他们在三年后就可以取得完整的罗马公民权。不过无论有没有完整的公民权，这些国家除了不能完全自治以外，人民仍有结婚及保障私有财产的自由。



第四种是殖民地。




不过这与英国、荷兰、法国及西班牙的殖民地不同，罗马人是因政治上的需要才建立殖民地，不像希腊是基於通商或文化交流的因素才建立殖民地。

罗马在战略要地建设警备区域，将罗马的公民移入此区，而住在这块地方的罗马人则必须负责守卫自己所住的区域，这就是罗马的殖民地。此外，尚有拉丁殖民地，其两者的差异只是移入人民的不同，成立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西元前二世纪中叶以前，罗马建设的殖民地分布图以及建设年代










第五种是歴史学上所谓的「同盟国」。




这些同盟国与其他同盟国不同，它们是在西元前350年以后败给罗马的国家，而非如拉丁同盟诸国是於西元前390年之后被打败。

罗马给予这些同盟国完全自治的权利，而且这些同盟国也不必放弃原先的语言、宗教及风俗，仍可使用原来的希腊语，不须另学拉丁语。

罗马也不要求同盟国贡献税金，只要求同盟诸国提供军力及维持军队的费用，而同盟诸国也认为这是一种荣誉。同盟国的人民只是单纯地实行义务并没有罗马公民权，罗马联盟的军队还是以罗马公民为主，至於同盟国的军队则为罗马联盟的援军。

在西元前三、四世纪时，同盟国的人民必须特地大老远地到罗马投票，这实在是非常不方便；但他们为了确保自己的人权及财产，也只好如此。罗马人为了这些非罗马公民还制订了一部「外人法」，用以保障他们的权利。

到了西元前四世纪后期，罗马的势力延伸到南义大利的希腊殖民地，「罗马联盟」的实体也至此确立。罗马并不将败者当为奴隸，而是与他们共同经营国家，这种作法在当时算是首例，这也是以上四种同盟国家能够融和并存的原因。

不过这种融和并存的方式有利有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能有效率地快速传送从罗马发出的指令与军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马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街道铺设工作。





街道











西元前312年到前107年间铺设的罗马街道












①萨拉里亚大道（盐道）：罗马→亚斯克力（西元前312年以前）②拉提那大道：罗马→拉提那地方（西元前312年以前）③阿庇亚大道：罗马→加普亚（西元前312年）④华雷利乌斯大道：提伯利→科斐诺（西元前307年前后）⑤克劳狄斯大道：罗马→萨特罗尼亚（西元前287年前后）⑥阿庇亚大道：加普亚→维努吉亚（西元前285年前后）⑦加伊伽利亚大道：克雷斯→新卡斯图姆（西元前283年前后）⑧奥雷里亚大道：罗马→科萨（西元前241年前后）⑨维努吉亚大道：贝尼文坦→布林迪西（西元前225年前后）⑩弗拉米尼亚大道：罗马→利米尼（西元前220年前后）⑪艾米里亚大道：利米尼→庇亚伽札（西元前187年）⑫弗拉米尼亚大道：亚雷古欧→经佛罗伦斯→波罗尼亚（西元前187年）⑬卡西亚大道：罗马→亚雷吉欧（西元前154年前后）⑭安尼亚大道：波罗尼亚→亚奎雷亚（西元前153年前后）⑮波斯图米亚大道：杰诺华→经贝罗纳→亚奎雷亚（西元前148年）⑯波比利亚大道：利米尼→亚提努姆（西元前132年）⑰安尼亚大道：加普亚→雷其欧•卡拉布里亚（西元131年）⑱新奥雷里亚大道：科萨→波普洛尼亚（西元前119年前后）⑲艾米里亚•史考利大道：波普洛尼亚→杰诺华（西元前107年）








道路是国土的动脉，这是今日众所皆知的事情，但是在二千三百年以前，却只有罗马人知道。

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就会有道路，所以罗马早在西元前八世纪，罗马建国之初就有道路了。最早的这条道路是为了运盐而造，因此叫做「盐道」（比亚•萨拉里亚)。而链接罗马与罗马人祖居地拉提那的街道则叫做「比亚•拉提那」（意思是到拉提那之路)。

到了西元前四世纪，事情开始有了不同的转变，从西元前312年阿庇亚大道（比亚•阿庇亚）建造之初，街道就已不单只是行政上的造路工程，而是具有政治、军事及行政上的功能。

从此时开始，罗马街道的名称便不再以起讫点为名，而以铺设道路的人名为名，如此一来道路的延伸就不会再受到限制了。

例如西元前312年由财务官克劳狄斯所建造的阿庇亚大道，最初是从罗马铺设到加普亚，后来随着罗马势力范围的扩大，而延长到南义大利的布林迪西，成为罗马的主要干线道路。

此外，如弗拉米尼亚、卡西亚与奥雷里亚等大街道，也逐渐构成罗马向四面八方扩散的街道网路，这正是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论欧洲、亚洲或是非洲，都是罗马街道网路所及之处。

虽然一般人称这些道路为军用道路，但我认为以政用道路这种有政略意味的名称，更能突显出这个时期街道对罗马的重要性。

在铺设这类街道之前，当地并非没有道路，通常都已经有了给人、马通行的道路。罗马人将这些原先的路尽可能改直，然后予以拓宽、架桥、挖隧道、做好排水、将路面铺平，简直就像是在建设「高速公路」。而这个高速公路网就成了罗马联盟最重要的链接动脉了。

而铺设阿庇亚大道的贵族克劳狄斯，则不仅只是建造罗马的街道，连道路的下水道也都加以规划。

他针对罗马人口大幅增加的现象设计道路，想使罗马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城市。同时期的希腊旅人还留有文字证明罗马人对公共建设的热情程度，就好像希腊人热中於建盖神殿一样。

但无论是上下水道或道路的铺设，都像是一把双面的利刃一样，可以为己方带来连络或移动上的便捷，但同时也会增加敌方收集情报及移动的优势。事实上，数十年后甚至是数百年后的皮拉斯与汉尼拔都曾利用罗马铺设的道路进攻罗马，因此使得古代的伊特鲁里亚及欧洲中世纪等重视防卫的国家，即使具备工程技术，也没兴趣去铺设平坦便利的街道。

但是反过来说，由阿庇亚大道的无限延伸可看出古代罗马人的外向性格。只是不知他们是否想到过这些被敌人利用的街道，竟会使他们永远背负着防敌的宿命。

然而，罗马人不论是从宗教、政治、对外关系或是道路上来看，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开放的民族。

雅典、斯巴达、伊特鲁里亚与罗马，都是以自由公民为国家支柱而诞生的都市国家，但雅典、斯巴达及伊特鲁里亚各都市却一直停留在都市国家的阶段，只有罗马是以都市国家的型态诞生，而成就超越都市国家，他们成长的方法即表现在他们对公民的独特看法上。





公民权




由拉丁语演变而来的英文“Citizenship”，在英文字典中的翻译如下：



【公民、国民的身份、公民权、市民权、国籍。】




而在义大利文辞典中的翻译则为：



【公民权、国籍、公民的地位以及身份。】




和英文字典中的解释一样。

为了深入探究公民权的意思，翻查辞典后，查到的解释如下：



【公民的权利、公权、人权、民权。】




身为公民，行动、思想、财产自由受到政府的保护，并且有权参与居住国、地方自治体的政治。

至於公民权则解释如下：



【住在都市里的人、都市的住民。在西欧，是指有参政资格及地位的国民、公民。】




虽然我只是简单地查查手边的辞典而已，但却引发我对公民及公民权解释上的兴趣。

第一，在公民权的解释中，并没看到有国籍的意思。第二，虽然列举了公民的权利，却没有提到义务。

如果我们不在此对罗马的公民权做出明确的定义，我们就无法理解古罗马人在公民权授与上的想法，因此为了了解公民权有无的差別，除了前述的辞典说明外，还列举出罗马公民权所衍生的具体权利及义务如下：



【——权利




一、保障私有财产（不论动产或不动产），而且可以有买卖的自由。

二、因为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所以有参加国政的权利。

三、有依法接受审判的权利，被判死刑时可以上诉公民大会，也就是说享有控诉权。不过事实上，拥有罗马公民权者被判处死刑的情形是非常罕见的。

四、享有独立、自由的身份，是男子自立的证明。

在罗马，拥有公民权就表示一个人已正式成为社会生活核心——家庭中的一员，并且是一个自立的个体。

——义务

有当兵的义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为现役，四十五岁到六十岁为预备役。】

人民可利用兵役代替缴纳直接稅的义务，兵役也因此而有「血稅」的別称。

而用钱雇请佣兵代役的行为，与其说是法律不允许，倒不如说这是极不名誉的事。这种经济上的代替行为，只有没有兵役义务的非公民或是有钱却无子女的女性才可以这么做。

不论是同盟国或属省都认为，与其用钱来付稅，倒不如提供兵力来得荣誉，所以罗马人在征服某地之后，都会以征兵的方式来同化战败国。

罗马人授予他国人民本国的公民权一事，是非常具包容性的行为，因为罗马的军队是由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所组成。同时这也是雅典与斯巴达的兵员皆以万为单位，而罗马竟以十万为单位的原因。

而且，全盛时期的雅典并不授与双亲皆非雅典人的人民公民权，像长年住在雅典并办学使雅典的文化更上一层楼的亚里斯多德，就终身没有取得雅典的公民权，而斯巴达的作法也和雅典一样。但反观罗马，只要在罗马住一段时间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

希腊人与罗马人在公民权看法上的歧异，可以从奴隸的境遇上看得出来。

在希腊，奴隸一辈子就是奴隸，但在罗马，奴隸却有別的路可走。

希腊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对于奴隸与家畜就曾做过如下的比较：



「不论奴隸或家畜都是用肉体来服务人类。」




比亚里斯多德更早二十年，自己也曾是奴隸的罗马第六任国王塞尔维斯•图利乌斯也曾表示：



「奴隸与自由民的差异并非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境遇上的不同。」




在罗马，用长年的工作回报或是用存下来的钱赎回自由的奴隸，称为解放奴隸，他们的后代可以取得公民权；而取得公民权之后，他们就能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才能。相反的，在雅典与斯巴达就可能因为再婚的对象不是雅典人，而使婚后的子女无法取得公民权，而必须透过特殊的管道才能成为公民。

罗马认可双重公民权，也就是双重国籍，由此也可看出罗马对公民权的包容性。只要是罗马联盟同盟国的人民，不论是谁都可以在不舍弃原有国籍的情形下取得罗马公民权。

例如拿坡里市的公民也可成为罗马公民。而这种双重公民权的制度，也是罗马首创的制度。

元老院的开端可追溯至西元前753年，罗慕路斯所集合的一百位长老，而这百位长老的家族，就成为日后的贵族。

但是经过五百年后，不是后继无人，就是被消灭了，最后这百位贵族只剩下五分之一。而且元老院议员增加到三百人，其中建国以来的贵族却减至十五分之一，这更意味着罗马长久以来的战争，使领导阶层牺牲很多。

不过，领导阶层的男子人数却没有下降，这是因为罗马给予平民参政的权利；只要是取得公民权的罗马人，皆可有参政的资格。

即使罗马经过与萨谟奈民族长达四十年的战争，以及与希腊殖民国家的十年争战，这种政策也没有改变过。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汉尼拔在坎尼让罗马吃了一场很惨的败仗，罗马的骑兵从六千人减至三百七十人，步兵也从八万人锐减到三千人。即使如此，罗马人还是常常加入新血，这也是他们能东山再起的原因。

这也是在希腊、埃及、迦太基或伊特鲁里亚都不曾出现过的罗马人哲学。

然而就在同一个时期，罗马以外还有一个人正在积极地导入新血、向外推进。但很幸运地，似乎有神祇在护佑著刚刚於西元前四世纪后半确立体制并正在复甦的罗马人，这个人并没有向西方推进，而将视线放在东方。



〈愉快的行程〉






「如果亚历山大大王不向东进，而是向西攻的话，结果会如何呢？」




编写《罗马史》的李维斯在希腊史料上作了以下的介绍：

这是罗马与迦太基间历经三次战争的后话，发生时间大约是西元前二世纪。在扎马会战逃到东方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与战胜的罗马将军大西比奥在偶然的机会下在罗德斯岛相遇。这两人在扎马会战前曾经会谈，而之后在和解会议上也曾同桌，双方并非不相识。而且双方虽然在战争中相互为敌，但在战场外，却彼此互相欣赏。大西比奥曾与年长的汉尼拔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您认为在我们的时代中，谁是最优秀的将军？」




汉尼拔回答：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以微小的兵力，击退全军动员的波斯军队，不仅如此，更征服了我们无力所及的地方。除了伟大之外，没有更适当的评语了。」




大西比奥再问：



「那，第二名优秀的将军您认为是谁呢？」




汉尼拔毫不犹豫地说：



「是伊庇鲁斯的皮拉斯。他是一位一流的战术家，而且也是第一位了解宿营地建设重要性的人。」




大西比奥问：



「那么，第三名的将军呢？」




汉尼拔回答：



「毫无疑问地，就是我。」




因扎马会战战胜而被尊称为亚非利加努斯的大西比奥微笑地说：



「如果您在扎马会战赢了我呢？」






「那我就会超越皮拉斯及亚历山大，成为第一名优秀的将军了。」








撇过这段插曲不谈，历经西元前三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的第二次迦太基之役，与其说是罗马对迦太基的战争，不如说是罗马对汉尼拔的战争。而且在希腊北部伊庇鲁斯的皮拉斯大王，比汉尼拔更早六十年进攻义大利，与罗马军正面对战。而汉尼拔当时所举出最优秀的三名将军中，唯一没与罗马军对战的，只有亚历山大大帝一人。

而刚从西元前390年的高卢人入侵事件中再度奋起的罗马，将势力扩展到义大利中南部的时期，正好是亚历山大袭卷东方的时候。

罗马在西元前340年到前326年的十四年间，称霸义大利中南部；而亚历山大远征东方乃至客死巴比伦帝国的时间，则在西元前334年到前323年的十一年间。

不过如果这个时期亚历山大不是向东方，而是向西方扩张的话，也是颇有意思的想像；因为这个时期唯一没和进出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军正面交战的将军，也只有亚历山大一人。

历史是不能说「如果」的，但是这件事令人兴起无限想像，如果亚历山大向西扩张的话，一定会与兴盛的罗马正面冲突，结局会是亚历山大赢或是罗马胜呢？当然，亚历山大不是掷铜板来决定东进或西进，向东扩张是有必然的原因。希腊的宿敌是波斯，如果希腊想维特独立与统一就非要攻打一直想染指希腊的波斯不可。只是亚历山大在击败波斯后，并没有返回西方反而更往东方前进，这也可以算是罗马的幸运，因为当时罗马军正陷入与皮拉斯及汉尼拔等天才将军对抗的苦战中。

在古代历史叙述是不能说「如果」的，只有叙述实际发生的事实及亲耳听到的事才是历史，如果用了「如果这样的话」这类的用语，则会被看成邪道。所以古代的历史家没人用过这类的话来叙述历史，只有李维斯在〈愉快的行程〉中写道：「如果罗马与亚历山大交战的话，罗马的命运将如何？」不过李维斯又下了个结论——「即使面对的是亚历山大这个敌手，最后赢的应该还是罗马。」

罗马的历史学家李维斯在世时正逢罗马颠峰时期，所写的书也多是赞美罗马之言，不过他认为罗马会获胜的理由倒是颇有趣。

李维斯首先指出，评价不低的亚历山大在命运转变之前就已经去世；而且亚历山大的大军只有一个司令官，但同时期的罗马大军最少也有十一名。

第二点便是亚历山大大军的军律不比罗马大军严格，而已有百年历史的罗马士兵的士气也非才十余年的马其顿军所能比拟，而且司令官一人所有的战斗意志也比不上每个士兵心中所有的自信来得强。

第三点，亚历山大的确有过人的战略才能，但罗马军队并非大流士的军队，也不是印度军队，罗马军是非常刚强质实的，所以像亚历山大这等名将恐怕也难如往常一样连战连胜。

第四个理由则是，亚历山大对罗马之战是组织的对决，而亚历山大这十几年间与其说是靠他个人而成就，不如说是利用有效率的组织赢得胜利。李维斯说：



「每个战士都会死，只是罗马的士兵战死不算是国家的损失。」




第五点则是，马其顿军与罗马的步兵军团性质不同。马其顿的重装步兵团有很强的防御及攻击力，是各中队的连合体。但罗马的重装步兵团是比较机动性，会随作战需要而改变战术。

第六点，依照李维斯的论点，亚历山大是在敌方阵地打仗，而罗马军是在国内打仗，就这点而言，罗马就佔了很大的优势。尤其是「罗马联盟」的各殖民地及同盟国即使是亚历山大恐怕一时也难以突破重围吧！

李维斯表示，「对亚历山大而言，一次失败，不代表战败；但对罗马而言，失败就等于战败。」

以上便是罗马人列举出来的罗马的优点。当然如果真打起仗来，也只有神才知道谁赢谁输。

亚历山大最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得热病去世，如果他是攻打气候温暖，不易得热病的义大利，也许会活得久一点吧！

无论如何，亚历山大没有向西方进攻就去世了。但这并不代表罗马就没有敌人。亚历山大客死巴比伦帝国的三年前，罗马就与义大利中南部山区的萨谟奈民族展开长达四十三年的战争，就在萨谟奈民族降服后，罗马又与伊庇鲁斯的皮拉斯大王开始了战争对决。

罗马在经历这二场战争后，确立了在义大利半岛南端的霸权，这也是罗马在高卢人入侵一百二十年后首度重新奋起。

而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东方，则只历时十年。只是罗马人与希腊人的不同点在于，罗马人动作虽慢，却稳健踏实，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征服別国，但却比希腊更用心在统治地方上。





山岳民族萨谟奈族




萨谟奈族是一支住在义大利中南部山岳地带的民族，既没有形成国家组织，也没有独自的文明。与萨谟奈族所在地纬度相同的拿坡里终日阳光普照；而萨谟奈族居住的山地却经常是一片皑皑的白雪，现在这片山区仍然是义大利气温最低的地方之一。

由于当地属于山岳地带，几乎完全不靠海，因此只能从事放牧业。

从前，罗马与这个没有拓展志向的山岳民族并没有往来，后来罗马为了想将以加普亚及拿坡里为中心的坎帕尼亚地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就与萨谟奈族发生冲突。

由于罗马人完全摸不透萨谟奈族作战时采用的战术，因此使得这场罗马人原本以为很简单就可打发的战事，变得格外棘手。相对于萨谟奈族擅长的游击战，罗马军队的阵容则较适於在平地交战。








罗马军队深知自己的作战优势，於是极力想将敌军引诱到平地，但是这个诱敌计画最后彻底失败，因为萨谟奈族并没有非打败罗马不可的野心，自然没有中罗马人的计，罗马军因此不得不深入山区。

萨谟奈族用以迎战敌军的战术，是适合山区作战的游击战法，而不是大队编制的全面交战，他们以游击战来混淆罗马军的耳目。

正因为战场在山区，萨谟奈族与敌军正面冲突时，充分展现战斗实力，而罗马的骑兵队及重装步兵团也因此而削弱战力。此外，与在罗马堪称第一的罗马士兵相比，萨谟奈族的士气可是丝毫不逊色，因此，当时正开始向南义大利渗透势力的罗马，当然无法任由这个小小山岳民族的存在而坐视不管。

但是话又说回来，熟悉山岳地形的是萨谟奈人而不是罗马人，这场山岳之战对萨谟奈人而言，简直就像在「自己的家」打仗一样，也难怪一开始佔优势的罗马军最后会溃败。





西元前321年，罗马与萨谟奈族之间的决战迈入第五年，为了与萨谟奈族作战而南下中的罗马军当时获得一项消息，指称萨谟奈军正在普利亚平原集结，这时指挥罗马大军的两名执政官，为了想趁这个机会在平地一举将敌军歼灭，於是下令全军向西行军。

然而，这却是个误导的消息，萨谟奈军当时并不在普利亚平原，而是埋伏在进入平原前的山区，等着拦截罗马军。

而在山区行军的罗马军只带了少许的粮食就出发了，他们认为一到达平原，粮食的补给就容易了。一般而言，罗马军队行军时会携带十天份的粮食，如果粮食超过十天的份量，其余则由马车运载。而军队在山区行军，如果能减轻行囊的重量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罗马军沿着山间的小道一路西行，进入康迪维山谷。

当罗马前卫队，沿着小径进入谷地后，要再顺着后面的小路走出山谷时，眼前的小路竟然被倒塌的树木给堵住了；於是士兵们纷纷惊慌地往回走，想从谷口离开，这时已经太晚了，要进入山谷的小路也已经被堵死了。

峡谷很小，两边都是岩壁陡峭的山岭，相本没有办法爬得上去，而山谷的出入口两边的路障上都佈有萨谟奈士兵的弓箭，根本无法靠近，一万名罗马士兵只好眼睁睁地被困在康迪维山谷里。

情况的危急，不用执政官说明，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但是萨谟奈士兵毫无动静，无事可做的罗马士兵只好开始在谷地里扎营，并在周围围上栅栏、挖掘壕沟以作为防卫，不过这也只是在消磨时间罢了。

过了好几天了，萨谟奈士兵仍然没有发动攻击，因为他们也了解到罗马士兵届时必须放手一搏时的勇猛，而罗马士兵也试图想要打破路障，但都没有成功。

被包围在山谷中的罗马兵，没有被敌人攻击，却被饥饿给袭击了，他们的粮食早已见底，连骑兵坐骑的马都杀来吃光了；河川里虽然还有点水，但连根草也不长，罗马军最后终于投降。

萨谟奈族接受了罗马副执政官的和谈提议，但条件是罗马军必须撤出拿坡里一带，放弃殖民地，并且保证今后将永远不再侵犯萨谟奈族的势力圈。和平条约缔结后，罗马还必须留下六百名士兵当人质，因为罗马最高权力者执政官的决定，还必须经过公民大会的同意才能生效。





罗马的战士可以接受打败仗的事实，但却无法认同投降这件事。

七十年前高卢人入侵占领罗马，这是罗马人唯一的一次投降经验，他们不断地警告自己不许忘记这个耻辱。而继西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的耻辱之后，发生于西元前321年的「康迪维之耻」，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也是个绝对不允许再发生的耻辱。





罗马士兵在武装进入山谷的萨谟奈士兵面前，被下命解除武装步出扎营区，不许携带枪、剑、盾，连执政官也要脱下象征司令官的红色斗篷，这种情况对战士而言，不仅有失颜面，而且还是最没有志气的弃甲投降。

更屈辱的是，身为罗马自由公民的罗马士兵竟然还要穿得像奴隸一样，萨谟奈士兵下令要罗马士兵脱掉甲胄，只让他们穿着白衬衫；这对罗马人来说简直就是半裸，在罗马只有奴隸才会穿这样出去。

萨谟奈士兵对罗马兵所做的事，还不只这样。他们还强迫罗马士兵穿着奴隸的白衣一个一个地从枪林中通过，同时还用言语羞辱罗马兵，其中因为被枪刺到而死伤的士兵也不少。在罗马公民大会允许条约生效之前，被留置的六百名士兵就这样潦倒地被关进大牢里，等到他们被释放后，萨谟奈族还下令要他们就这样落魄地回罗马。

罗马士兵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同盟国，才终于受到当地人民温暖的迎接。萨谟奈人虽然想和罗马和平共存，但事实上他们的作法却非常不恰当，他们深深地伤害了罗马人最重视的名誉，而罗马人正是能够长久记取失败教训的民族。

罗马与萨谟奈族的议和称为「康迪维和平」，维持了五年；罗马人并没有被这场败仗所击倒，他们战败后的应对态度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罗马没有处罚败战将军。




现代人或许会以为这么做是为了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但罗马人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治败将的罪。罗马人认为，国家的胜利才是自己的胜利；如果有人无法达成国家交付的任务，他就会陷入耻辱的深渊。对荣誉心强烈的罗马人而言，失去名誉就是最严重的处罚，因此不必以解任的方式来治败将的罪，他自己就会嚐到羞耻之苦了。



第二，引进新战术。




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军队中的各中队指挥宫，不再只是听总司令官（执政官）的命令行事，必要时也可以独自先行行动。武器方面，他们也积极引进萨谟奈族所使用的短柄枪。



第三，继续检视从前实行的罗马政策的有效性。并且扩大「罗马联盟」，增加新的同盟国，如此一来不仅可以为罗马军注入新血，而且延伸出去的补给线还将萨谟奈族的地盘给包围起来。




从前的执政官，每位只能率领一支军队出征，从这个时期开始，变成一次指挥二支军队，罗马的战斗力因此倍增。而五年来一直关在山区生活的萨谟奈族，曾经在康迪维山谷包围过罗马军，他们后来也知道自己已经被一张无形的包围网给围住了。

西元前316年，罗马已準备好要再度对萨谟奈族开战，於是将开战的借口推给对方。

一个国家会脱离同盟，很少是因为自身强大到足以独立而离开，通常是为了要去依附別的强国所致，所以霸权国家就必须时时显示自己的强大以威震其他同盟国。而加普亚会背叛「罗马联盟」，投靠萨谟奈族，就是因为罗马军在康迪维的大败太令他们感到失望了。

加普亚是一个在拿坡里北上一点点的都市，由于控制了加普亚就等于控制了南义大利，因此在古代是个比拿坡里更重要的都市。这也就造成罗马对于加普亚脱离「罗马联盟」投靠萨谟奈族旗下一事，无法就此坐视不管。

罗马首先成功地击退萨谟奈援军，接着便很轻易地拿下了连自我防卫能力都没有的加普亚，并且将加普亚所有的权贵全都处死。自此之后的百年间，加普亚对罗马就一直十分忠诚，直到第二次迦太基之役爆发才又投靠汉尼拔。

而罗马对战败者的宽容在当时虽然很有名，但不是对任何人都一样的。战败者可以期待罗马给予一次的宽容，但再没有第二、第三次，因为重视名誉与信义的罗马人绝对不会原谅背弃协约的人。

罗马在收回通往南义大利的要塞加普亚后的第四年，也就是西元前312年，开始从罗马铺设一条通往加普亚的阿庇亚大道，正式开始利用街道作有机的战略网路。

罗马收回加普亚后，并没有一举击破萨谟奈族，但并不表示就此停止从义大利中部到南部的势力渗透计画。

罗马利用四支部队一点一点地将萨谟奈族统治下的地方吞并到自己的势力圈内，战败国一一列入同盟，并且在重要地方建设殖民地，以强化罗马联盟圏。

最后，一直被逼到山里去的萨谟奈族终于与罗马缔结和平条约，这次的和谈和康迪维时不同，是持剑武装的和谈，但罗马仍旧稳健从容以对，以致於后世的罗马只要一谈到这段历史总是津津乐道。





然而，这次的和平只维持了六年。

罗马北方的民族见罗马将视线放在南方，觉得是个入侵的大好机会，因此蠢蠢欲动。

西元前390年时曾占领罗马、后来住在滨临波河的亚平宁山脉北侧的高卢人，也开始再度觊觎罗马。

在罗马的各个击破攻势中不断被吞蚀的伊特鲁里亚民族，也与高卢人站在同一阵线。

另外，住在亚平宁山脉近亚德里亚海岸处的温布里亚族，也加入对抗罗马的联合战线。

被罗马赶到山地的萨谟奈族，看到前面三个民族的结合，也决定参战。

从北东南三方被围攻的罗马，这时正好可以试试改良后的罗马军的实力。





西元前297年，罗马元老院发佈紧急通告，宣布除了十六岁到四十五岁原本就须服役的公民外，原本已经除役但未满六十岁的预备役也须加入作战。

然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执政官却没有任命独裁官。因为当时执政官觉得适任独裁官的人选是贵族法比乌斯家族中的某一成员，但由于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足以证明他能够获得平民的支持，因此不敢贸然任命。执政官如此重视国论一致的作法，无非也是希望能避免贵族与平民的再度对立。

不过，平民阶级也许会反对法比乌斯出任拥有绝对权力的独裁官，但却不反对选他为执政官，所以当年便推选昆提乌斯•法比乌斯及年轻的伯罗米尼乌斯两人为执政官。这一次已是法比乌斯第五次担任执政官职务了。

法比乌斯对于自己没能当上独裁官倒没有什么话说，但却对同时当选的另一位执政官有意见，还到公民大会发表演说：



「我已经是个老头子了，一个年纪大的人想要和年轻小伙子沟通实在是很困难，我是很想把执政官的工作做好，为国家尽最后一点力量，但我希望和我一起配合的人能够是曾担任过三次执政官，而且也和我一起上过战场的老朋友狄奇阿斯。」




独裁官和执政官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任期是六个月或是一年，而是独裁官可以单独作决定，执政官却必须征得另一人的同意才可以行事。因此，两位执政官是否合得来，也就直接关系到执政官的任务能否顺利进行。

公民大会在听了法比乌斯的演说后，重新投票选出法比乌斯与狄奇阿斯两人搭档，而在上一次的公投中得票数仅次于法比乌斯的伯罗米尼乌斯，则变成与执政官同等级的前执政官，被派到萨谟奈族的领地盯哨。

第四次担任执政官的狄奇阿斯，并不像第五次担任执政官的法比乌斯是贵族出身，他出身於平民阶级。

执政官选举结束后不久，罗马便获得一项消息，指称萨谟奈军已经在北上中。於是法比乌斯和狄奇阿斯就下令已编成数小队的罗马军队，前进敌军四民族所居住的地方做彻底的破坏。这种游击战法，罗马人也学起来了，它超强的机动力一直到后世仍是罗马军队的最大特色。这次破坏作战的头阵指挥，就是在康迪维山谷屈辱投降的执政官圣提伍姆斯。





不久之后，高卢、伊特鲁里亚、温布里亚、萨谟奈四军便在亚平宁山脉东部的先德努姆集结。而此时，尾随而至的罗马军本队也在距离敌军六公里远的地方布下阵仗。

敌方在作战会议中决定不同时出兵，先派出高卢与萨谟奈军应战，接着再由温布里亚与伊特鲁里亚军接应。

不久之后，法比乌斯就知道敌军的作战计画了，因为有三名敌方的伊特鲁里亚士兵偷偷潜出营区前来向法比乌斯密报。法比乌斯感觉到伊特鲁里亚内部已在分裂中，於是谢过三名伊特鲁里亚士兵之后，立刻传令到正在做破坏战的部队，要他们将破坏活动集中到伊特鲁里亚领地。

他的指挥很快地就收到效果。伊特鲁里亚见自己的国家遭遇如此的惨状后，军心不定，便在战争开打前脱离战线。

但是战争仍旧开打，敌方的萨谟奈军及高卢军分別从左右夹攻罗马军。而罗马军方面，则由法比乌斯带领第一与第三部队迎战萨谟奈军；狄奇阿斯率领第五与第六部队与高卢军对抗；而伯罗米尼乌斯指掸的第二与第四部队，则到南方阻断萨谟奈军的接应。

战况的胜败局势虽然还不明朗，不过却对罗马军有利。

法比乌斯看得出萨谟奈军及高卢军的战斗力虽然强大，但只要时间一拖长，他们的战斗力就会被削弱。因此罗马军一开始采取躲避策略，等到敌军的战斗力变弱了才全力投入战局；而等着与敌军作最后一击的罗马骑兵队，这时只好在罗马军的右侧待命。

另外狄奇阿斯这面，由于性格使然，从战局一开始就决定全力猛攻，因此罗马第五与第六部队和高卢军对决时就马上展开激战。狄奇阿斯眼见敌我军队一直不分胜负，情急之下便下令骑兵队加入战局。

然而，高卢军队的勇猛是很有名的。它的军队组成相当於后来凯撒集合高卢出身者所组织的罗马骑兵队，再加上西元前297年战事爆发的战场，又离高卢人在义大利所住的地方很近。所以高卢军队可以说是卯足全力为保卫国家而战，战力之强根本不是狄奇阿斯指挥的罗马军所能抵挡的。罗马军队的马一匹匹倒下来，连重装步兵也陷入恐慌的状态。

狄奇阿斯见大势不妙，於是大声地向神明立下誓愿说：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罗马的胜利。原本正要逃走的罗马士兵听他这么一说，便羞耻地继续回到司令官的指挥下冲锋杀敌；而法比乌斯的军队这时也赶过来支援，整个战局因此急转直下。

而在法比乌斯战场等待时机的骑兵队此时也加入作战，从敌军步兵团的两面夹击。法比乌斯见阵脚大乱的萨谟奈军队逃到友军高卢人的军队里去，便调回骑兵队下令从高卢军的背后突击。后来萨谟奈军的总司令官战死，被包围的高卢军争先恐后地想逃回自军的营地，但在进入营地前便被罗马士兵一一杀死。








罗马统一义大利半岛时的领土经纬








王政及共和时期（西元前六世纪中叶）罗马的领域

拉丁同盟解散时（西元前338年）的领域

西元前338年到前298年间（萨谟奈战争爆发前）的领域

西元前298年到前264年间（迦太基战役爆发前）的领域

萨谟奈族的势力范围（归属罗马联盟之前）

南义大利希腊殖民都市的势力范围（归属罗马联盟之前）】

当天的战斗，敌方损失二千八百名士兵，俘虏有八千名。

而由狄奇阿斯指挥的军队战死人数，有七千人；法比乌斯方面则折损一千七百人。

战争结束后，执政官狄奇阿斯就不见了，或许是他的人被压在敌军的乱尸之下，到了晚上仍旧找不到他的尸体，一直到第二天之后才被找到。难过的法比乌斯郑重地安葬了同袍的遗体，并且朗读了一篇盛讚狄奇阿斯生前英勇事蹟的祭文以凭弔老友之死。

从古至今，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罗马人的特质之一，就是能够将失败的伤害减到最低，将胜利作最大的发挥；而西元前297年的这场胜仗，就是其中一例。

西元前290年，顽强反抗的萨谟奈族终于向罗马军低头，提议谈和。

萨谟奈族居住的地方，变成「罗马联盟」中的一个同盟国，罗马公民团体在萨谟奈人所住的山岳正中央建设殖民地。西元前285年，本来链接罗马与加普亚的阿庇亚大道，延长到殖民地维努吉亚。

罗马霸权的扩大，从它增设了包括阿庇亚大道在内的六条街道就可以看出，它们全都是首都罗马及地方的战略要地，并且与殖民地链接。

最后，罗马在西元前290年完全称霸义大利中南部，开始直接掌管南义大利沿岸繁荣的希腊都市。





与南义希腊世界的对决




叙述历史的难处在于要明确地划分时代，清楚地记录这个时代如何，那个时代如何，尤其在记载战史时更为困难。

原因之一是，几乎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具有重叠性；另一个原因则是，任何重大事件都由偶然开始。虽然有人认为历史是由必然的原因继续发展而成的，但也有人认为历史应是累积无数的偶然所致。

因此历史的主角——人类所追求的就是，及早处理会有坏结果的偶然，并将会有好结果的偶然变成必然使它持续发展。在很多方面都令人觉得大器晚成的罗马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比其他民族更优秀。

西元前283年，位于马靴形义大利半岛鞋跟处的塔兰托海域，突然出现了十艘罗马船舰。自从拿坡里一带纳入「罗马联盟」后，原本是陆地型民族的罗马也开始拥有小规模的船队，而当中的十艘船为了躲避暴风雨而到塔兰托港避难。

塔兰托在南义大利的希腊殖民城邦国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罗马与萨谟奈民族交战期间即与罗马达成互不侵犯协定；而罗马船只入港避难在塔兰托人看来是罗马人违反协定的举动，因此塔兰托人才会在没问明理由的情况下予以攻击。

塔兰托不仅是通商民族，也是海运国，罗马在海上根本不是塔兰托人的对手，不消一会儿工夫就被打落五艘船只，船员全军覆没，剩下的五艘费尽工夫才得以脱逃。

之后，罗马虽然向塔兰托表明此事并无侵略意图，并向塔兰托求偿，但塔兰托人民却对前来谈判的罗马使节加以嘲笑，笑他的希腊语口音，还将他赶回罗马。此事后来便成为罗马决定开战的导火线。

现在的塔兰托不只是义大利海军主要的军港，本身也是天然良港。罗慕路斯率领三千名流离失所的拉丁人在台伯河畔建立罗马的同时，一群从斯巴达来的移民也在义大利半岛南端建立了塔兰托，而且两者同为城邦国家。

但是不论是塔兰托或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南义大利上的希腊殖民城邦都是由一群深谙城邦国家建设的人所建立，所以这些国家很早就已成熟，并有「大希腊」之称，繁荣的程度可见一斑。尤其西元前三世纪前半，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希腊半岛有力的城邦国家一一瓦解，马其顿王国也因亚历山大的早逝而陷入混乱的局势中，「大希腊」因而更加快速地成长繁荣。

另一方面，西元前五、六世纪罗马仍在缓慢成长阶段，义大利半岛上最强的两大势力为北方的伊特鲁里亚人及南方的希腊人。罗马人与邻近的伊特鲁里亚人早有往来，但罗马人与南方繁荣富裕的希腊人五百年来却无接触的机会。因为罗马并非通商的民族，彼此之间并无商业往来，且位于义大利中部的罗马与义大利南端的希腊城邦国家之间还有广大的土地，因而造成彼此的隔阂。

而罗马人开始与希腊人有往来，是在它建立同盟国逐步扩展势力，打败萨谟奈族之后。而「大希腊」各国间与希腊人完全没有政治上的关系，像斯巴达人入殖后才开始发展的塔兰托也和军事国家斯巴达相反，成为像雅典一样繁荣的通商国。但是由斯巴达人所建设的塔兰托与科林斯人建设的叙拉古则都深深地遗传了希腊人的个性。

希腊以城邦国家之姿繁荣成长，所关心的是国家中心的城邦与周边的国家，至於将势力扩张至国外，他们可没兴趣。

即使这类看法有了改变，撇开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不谈，城邦还是属于封闭性社会，而且「大希腊」的各城邦从来没有团结过。希腊本身的城邦群除了波希战争外，从没采取过同一步调。

即使如此，希腊人仍然靠它优越的智力使各城邦能拥有强大的经济力。罗马人当初也没想过要与当时最强大的塔兰托发生冲突，因为靠港事件造成船员死伤而请求赔偿时，正值萨谟奈战争结束急需努力奠基重新出发的时期，所以罗马元老院大部分的议员皆倾向於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后来决定与塔兰托开战后，罗马也没有马上派兵南下。

不过塔兰托却认为罗马一定会开战。但令人惊讶的是，原属军事民族斯巴达人后代的塔兰托人竟然因讨厌军务而以雇用佣兵的方式来保卫自己。因为需要从国外募集佣兵，必须及早计画对策，塔兰托因此必须花费更多的金钱来渡过难关。

而塔兰托看中的将军竟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强的将军——希腊北部伊庇鲁斯的皮拉斯国王，由此也可看出塔兰托强大的经济力。至於佣兵的条件则不得而知；不过塔兰托答应皮拉斯，如果他愿意帮忙攻打罗马，塔兰托会提供三十五万名的步兵与二万的骑兵。

当时无论在地中海国家或东方，都蔓延著所谓「亚历山大症候群」的现象。亚历山大三十三岁即英年早逝，他的丰功伟业经由参与东征的人口口相传，充满野心的希腊男子莫不以他为榜样，而皮拉斯则被大家公认为亚历山大的接班人。

而皮拉斯也引以为荣，事实上，伊庇鲁斯正是亚历山大母亲的娘家。与亚历山大有血缘关系的皮拉斯不知是否受到亚历山大的影响，不仅喜欢荷马叙事诗的英雄阿奇里斯，而且还迎娶埃及的公主为妻，不忘夸耀他作为亚历山大接班人的实力。

塔兰托的使者前来造访皮拉斯时，他正好四十岁，这个年纪对一个将军或男人来说正是各方面最值颠峰的时候。事实上，皮拉斯并不是因为要与罗马打仗而感到兴奋，而是为了塔兰托为他準备的三十七万兵力而动心。

《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对这位将军愉快的心情曾写下以下这段愉快的小故事。

有一次，皮拉斯身旁的人问他：



「罗马人是公认的优秀战士，而且也与很多的部族打过仗，如果战胜罗马人的话，将如何？」






「当然，如果能让罗马人屈服的话，其他民族就不会与我为敌，广大富饶的义大利迟早会是我的。」






「征服义大利后，您打算如何？」






「西西里岛最接近义大利，农产丰富、人口众多，我是不会放过的，很容易手到擒来。自从阿加特克雷斯离开后，西西里岛内外交战，已呈无政府状态。」




与亚历山大同时期的叙拉古僭主阿加特克雷斯也有所谓的「亚历山大症候群」，他不安于西西里岛而与迦太基挑战，一时间轰动西地中海，同时他也是皮拉斯其中一任妻子的父亲。但是他却在九年前，野心实现一半时不幸病死。

皮拉斯身边的人又问：



「征服西西里岛也许真的那么容易，如果征服了西西里岛是否也表示我们远征的结束呢？」




皮拉斯坚定地回答：



「我们的胜利是神赐与的，我们报恩最好的方式便是将胜利建立在更大的基础上。征服西西里岛后，利比亚及迦太基皆在我们的势力范围；阿加特克雷斯能做到，我们没有做不到的道理。而且如果我们做到了，我们的敌人一定会更怕我们。」






「当然，敌人一定会吓得发抖的。有了这么强大的势力后，马其顿及希腊一定会心悅臣服的。不过，大王这之后又将如何？」




皮拉斯笑道：



「是该要休息个够了，不是吗？每天喝醉过日子，喝得醉醺醺地回想当年战争的事绩如何？」




身旁的人小心戒慎地问：



「现在不能喝醉吗？又没人能阻止，也不是没有值得回忆的战事，现在根本不需要再冒险；而且这不仅会害別人，连我们也会受害的。」




这个问题似乎破坏了皮拉斯的情绪，但是他的心志却没有改变。皮拉斯首先派遣三千名的前卫队前往塔兰托，等待运输船队的到达；其中包括二万名步兵、三千名骑兵、二千名弓箭手、五百名投石兵以及二十头大象；之后再由皮拉斯领军前往义大利。西元前280年春天，一场战役就此展开。





战术天才皮拉斯




从希腊西北方的伊庇鲁斯到义大利，只要横切亚德里亚海即可到达。以现在船舰的速度，深夜从布林迪西出发早上太阳昇起前即可到达。不久前满载阿尔巴尼亚难民的破船出现时曾造成义大利人民的恐慌。

要到达塔兰托必须绕过义大利半岛的鞋跟处，所以航程有一点长，但不会超过一天。即使是距今二千三百年前，也只须数日的航程。所以阻碍皮拉斯西征的不是距离，而是在春天也会来袭的暴风雨，皮拉斯因此损失了二千名的士兵以及二头大象。

迎接皮拉斯到来的塔兰托街道并无任何战事準备，露天剧场及体育馆人山人海，原先答应的三十七万士兵也没见到踪影。气愤得不知如何是好的皮拉斯下令关闭剧场及体育馆，因此惹得塔兰托人民很不高兴。

虽然如此，适合打仗的夏天逼近了，罗马军队开始南下，皮拉斯要以自己从希腊带来的军力一决胜负，总计是二万六千五百名士兵及十八头大象。

另一方面罗马对于与名将皮拉斯的作战并无万全的準备。一来是原本就没有要与塔兰托交战的意思；二来也是因为罗马投入军力準备攻占伊屈斯根，所以罗马执政官雷比努斯只率领一半军力而已。

不过就在皮拉斯接受塔兰托为他準备三十七万大军的条件后，罗马也将北部一半的兵力调往南方。以塔兰托拥有的财力要从哪儿雇佣都不是不可能的事，只是不曾守卫家园的塔兰托人一点也没感受到自己正处於生死存亡的危机中。

罗马惧於名将皮拉斯及三十七万兵力的威力，所以必须在他成军前加以摧毁，不过对即使与北方战力结合也不过只有四、五万兵力的罗马而言，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事实上，罗马与皮拉斯第一次较劲，是在艾拉克雷亚顺着海岸延伸出去的平地，这种地形对罗马军非常不利，於是显得有点急躁。但罗马人并未发觉处於劣势，而这也是罗马人第一次看到大象这等巨大的动物。

双方的战力大致是相等的，皮拉斯共有二万六千五百名士兵及十八头大象，另一方面，由雷比努斯所率领的罗马军队，加上同盟国的军力共有二万四千名士兵，步兵与骑兵的比率都为九比一，而古代战争的主力是重装步兵。

罗马的重装步兵是以百人队为中心。不过当时在地中海世界有名的还是希腊的重装步兵，亚历山大东征时所率领的就是重装步兵团。

皮拉斯与罗马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既有势力与新兴势力的重装步兵团之战。

皮拉斯在探查完罗马的阵式后，对身旁的奇尼亚斯说：



「那些野蛮人的阵式倒不野蛮，至於结果如何明日便知分晓。」




希腊人对于別族皆称为野蛮人，两军所展开的阵式是完全不同的。

罗马军采取在萨谟奈战争时所用的长形阵式，是较适合山地的阵式；而皮拉斯则是横形阵式，而且将大象置于两翼，想用大象来击破罗马分置于两翼的骑兵。

战况果真如皮拉斯所预料的，希腊的大象群成功地击破罗马的骑兵队；而皮拉斯所率领的骑兵队则顺利地包围罗马军。皮拉斯不仅被誉为骁勇善战的武将，同时也是沉著冷静的战略家，他在投入前线战争时，也不会忘记时时掌握战争的变化。

被包围的罗马军死伤七千人后败下阵来；此时皮拉斯的军力也折损不少，光战死者就有四千人，而且都是从伊庇鲁斯带过来的兵力，无法恢复军力。就此点看来，皮拉斯的军队损失较重。

罗马败北的消息很快在南义大利传开，那些早就对罗马怀有不满的人们纷纷志愿加入皮拉斯的军队，皮拉斯很快就补回原本损失的兵力。在第一战就传出捷讯的皮拉斯於是下定决心北上攻打首都罗马，因为他认为罗马的各同盟国应该会在此时叛离罗马。

但是他估计错误了，「罗马联盟」的同盟国并没有背叛罗马，无论是拿坡里或是加普亚，就连先前和罗马缠斗许久，最后才屈服的萨谟奈民族，也都拒绝了皮拉斯的邀请。这对于已经推进到距离罗马只剩六十公里的皮拉斯来说，无疑是一项重挫。

皮拉斯从阿庇亚大道进攻，平坦笔直的大道对皮拉斯的军队很有利。罗马也知道这点，於是召集无产阶级来守卫罗马，这些没有财产，勉强可以称小孩为其财产的无产阶级市民，向来没有纳稅的义务。由于当时以兵役代替直接税，所以他们从来没上过战场。换句话说，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征召无产阶级，可见事态的严重。

然而，罗马并没因此大乱阵脚，也没有任命独裁官，因为罗马还有一半的战力，至於雷比努斯也没有因为战败被撤职。

罗马人所害怕的事情也没发生，因为皮拉斯非常没耐心，远征罗马及罗马联盟并未如预期解散，再加上罗马召集无产阶级增加兵力等种种因素，打消了皮拉斯攻打首都的念头。

回到塔兰托后，皮拉斯当中间人派自己的亲信前往罗马，替塔兰托向罗马提出和谈之议。

第一个条件便是要求罗马要尊重南义大利的希腊城邦，而且永久不可侵犯。第二便是在希腊城邦与罗马之间设立中立地带，将在这区域的国家从罗马联盟中独立出来。

但是如果罗马同意第二个条件，基於中立地区的战略需求，就必须撤去卢奇里亚及维努吉亚这两个殖民地，而通往维努吉亚的阿庇亚大道也失去了原本政略上的意义。

皮拉斯派往罗马的使者也準备给罗马妇人高价的礼物，这并非想收买人心，而只是单纯的见面礼；但是罗马妇女并不领情，不是不收敌人的礼物，就是予以退回。

另一方面，罗马的男人们则认真地检讨皮拉斯的和解案，因为这场战争原本就不是以征服塔兰托为目的。而且在领教过皮拉斯的战略及大象部队的破坏力后，罗马士气低落，所以元老院的多数议员开始倾向於和解。

不过退休的克劳狄斯在知道此事后却非常生气。克劳狄斯是铺设阿庇亚大道的人，在家族中只有他被特別称为「财务官克劳狄斯」，又因为他已上了年纪眼睛几乎看不见，所以也有人叫他「盲眼克劳狄斯」。

行动不方便的克劳狄斯在众人搀扶下，再度回到元老院发表严正的演说。

他表示皮拉斯是破坏我们家园的敌人，没有资格谈和解的条件。这一番话使得元老院的气氛整个为之丕变。

即使如此，罗马似乎仍无拒绝和解的决心，在皮拉斯的允许下，罗马派遣特使前去将罗马俘虏赎回，皮拉斯对特使说：



「我不是来义大利作生意的，我们双方的恩怨就留到战场吧！但是成为俘虏的罗马兵就当做能顺利和解的礼物，你可以带他们回去了。」




虽然这位特使将俘虏带回罗马，但是这六百名俘虏并不是在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被带回的，而是在皮拉斯单方面的同意下才得以返回罗马。

当俘虏回到罗马后，元老院再度开会，决定拒绝皮拉斯的和解条件，而最后这六百名俘虏又一个不留地回到塔兰托。

差不多同时期，元老院有一位秘密到访的外国访客。据说他是由皮拉斯的私人医生派来的使者，他表明只要罗马愿意给好处，他就可以为罗马毒杀皮拉斯。元老院获知这件事后，立刻将它一五一十地告知皮拉斯。皮拉斯为了报恩，又将六百名俘虏送回罗马，这时罗马也将希腊的俘虏安全送回。

这一来一往之间，战事频仍的春天又到来了，就如皮拉斯先前所言，双方必须在战场上一决高下，不过这次罗马在选择战场时倒是十分慎重。

这次的战场在奥迪乌斯，位于卢奇里亚与维努吉亚两大殖民地中间，在罗马势力圈的前线。罗马人认为，山地地形是对付皮拉斯军队最佳的选择。

这次双方势均力敌，罗马军共有四万名士兵，而皮拉斯方面连志愿军在内刚好也有四万名的兵力。

这次的战场与第一次战争时不同，异常地狭小，但是皮拉斯应付这种战场也有一套不同的战略。他机动性地调度重装步兵团，不过由于山区还是不利于马和大象行动，因此开战第一天就在不分胜负情况下结束。

第二天，皮拉斯改变了战术，将罗马军引至较平坦的地区；由于诱敌技巧非常高明，罗马军完全地被瞒骗过去。

一旦将罗马军引至有利的地区，皮拉斯的战术就能有效地发挥了。战况就像第一次一样，罗马军不但战死六千名士兵，还损失了一名执政官。

但皮拉斯方面的损失也不小，阵亡士兵人数达三千五百人，其中大部份是从伊庇鲁斯带过来的士兵。

皮拉斯虽然打败罗马军，但他的心情并不愉快。他对亲信说：



「每战胜罗马一次，我军的战力就衰退一次。」




皮拉斯在这次战争中也受了伤，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却充分地考验了他的耐心。

皮拉斯回到塔兰托后，有一位来自西西里岛同盟国的使节到访，请求皮拉斯帮助他们抵挡迦太基人的攻击。因与罗马交战而心情不好的皮拉斯并没有问清楚细节便答应下来。

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拿下西西里岛后，下一次便可征服迦太基，因此整个心情豁然开朗。他向塔兰托人民表示西西里岛的战役没问题，他很快就会回来，於是率领自己的部队渡过墨西拿海峡。

但是要拿下西西里岛并非易事，在西西里岛的三年间最让他烦恼的并不是迦太基人，而是他的同胞——西西里岛的希腊人。

南义大利的希腊殖民城邦虽与罗马同时建立，但繁荣的时间却比罗马长。希腊殖民城邦的势力从建国之初就比邻近国家强盛，但长期的繁荣使得人心显得更为复杂，皮拉斯的骑士精神在此处根本派不上用场；再加上希腊人依然保持著特有的强烈独立性格，因此就连身为希腊人的皮拉斯也无法与他们协调。

皮拉斯被这些人离间、背叛并愚弄一番，甚至连自己都身陷危险。浪费了三年的时间后，他带着至今只剩一半的军队回到塔兰托。但塔兰托的人民也与西西里岛的同胞一样，不仅处处给皮拉斯脸色看，也吝於给予军事援助；而且这三年的空白也使得那些跟随皮拉斯征战的人失去信心。

反观另一方面，罗马在这三年中则更加巩固「罗马联盟」的势力，各同盟国之间也更坚定地支持罗马。

西元前275年的夏天，刚从西西里岛回来的皮拉斯，决定再与罗马搏一搏。根据侦察兵带回的消息指出，罗马军分两路，一路前往马尔奔特，另一路则在南方的山区行军中。

皮拉斯首先攻击在马尔奔特的罗马军队，然后再对付剩下的另一半军队，这对于只剩一半兵力的皮拉斯来说，可能已是最好的办法了。

马尔奔特在阿庇亚大道必经之地，只须沿大道北上不必花太多时间就可到达，为了弥补战力上的劣势，皮拉斯必须在黎明前攻击位于马尔奔特的罗马军队，但是皮拉斯军队在山区行军的时间却比预定时间还长，因此等他们到达时已经是黎明了。

罗马对皮拉斯这次的攻击行动并不感惊讶，因为他们早已从被大象的叫声吓到的人们口中得知此事了。於是罗马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打皮拉斯的军队，战况虽然激烈但罗马军队始终保持优势，甚至还抓到几头大象。

当罗马军知道皮拉斯的行动时，执政官马尼乌斯早已火速请求在山区行军的友军给予支援，所以援军的到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皮拉斯这次战略之所以会失败完全是行动提早曝光的结果。

皮拉斯趁着全军覆没之前赶紧撤退，退回塔兰托。

这年的秋天，皮拉斯悄悄地返回伊庇鲁斯。原先跟随皮拉斯的二万八千五百名士兵，至今只剩八千名步兵与五百名骑兵，而大象则已不知到底还剩几头。三年后，皮拉斯在对斯巴达战争中丧生。

当时迫使在地中海世界赫赫有名的皮拉斯返回伊庇鲁斯的这个事件，使罗马一跃而为国际焦点。原本只是拉丁民族建国的罗马，因为这件事而成为东地中海注目的对象，二年后甚至还有迦太基和埃及的特使前来示好。

不过罗马人并未因此怠惰，他们将马尔奔特，这个打败值得纪念的对手皮拉斯的战地，由原先的「恶风」之意，改为贝尼奔特，意思是「良风」。并且在西元前272年对塔兰托发动攻击，塔兰托很快就被攻下。

塔兰托就此成为罗马的同盟国，并成为罗马在南义大利的海军基地，因此塔兰托与其他同盟国不同，并无自治权。即使是现在，塔兰托仍然是军港，西元1991年波斯湾战争时，塔兰托还曾出动舰队呢！

阿庇亚大道也延伸至塔兰托，数年后更延长到布林迪西，至此阿庇亚大道完全完成。西元前267年，罗马开始流通同盟国内的货物，货物有时甚至远达南义大利，这也是罗马维持对外关系的开始。

开始只是个偶发事件，但在后世看来罗马统一义大利半岛却似乎是历史上的必然结果。罗马建国以来耗费了五百年的时间，终于在西元前270年前后统治了北以卢比孔河为界，南到墨西拿海峡的义大利半岛。

罗马与西西里岛只隔墨西拿海峡相对，罗马与皮拉斯一样觊觎西西里岛对岸的迦太基，不出十年罗马便拿下了迦太基。




结语



罗马於西元前753年建国，西元前270年统一义大利半岛。《罗马人的故事》第I卷《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指的便是这五百年间的事。为了完成这卷书，我把一般公认必读的研究书和历史书都读了一遍。我的知识当然是来自於这些研究者，这点不容质疑。只是，光阅读这一类资料，总觉得隔了层面纱。直到我开始读到这些研究者所援引的原始史料，也就是古代的历史书之后，才有了深刻的感受。

在事发相近年代所写的历史书，一般被学者称为原始史料或第一手史料，有关罗马的原始史料，这里列举以下四本：



【一、李维斯的《罗马史》。




二、波力比维斯的《历史》。

三、普鲁塔克的《列传》。

四、出生于哈里卡那索斯的戴奥尼索斯的《古罗马史》。】

李维斯（59B.B.~17A.D.）是出身上层社会的罗马公民，一生致力於撰写一百四十二卷的《罗马史》。不过，历经黑暗的中世纪后，现在只剩从建国到西元前293年的十卷及西元前218年到前202年的九卷，加上西元前201年到前167年的十四卷，总计三十三卷而已，剩余的大多短缺残破。

本书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记载罗马全盛时期的罗马人的想法，典型的编年体，将复杂的史事详细记载，是一本门外汉很难入门但却可清楚表达罗马人思想的史书。

波力比维斯（202B.C.~120B.C.）是土生土长的希腊人，因希腊战败而被俘虏至罗马当人质，也因而使他更能看清现实。他之所以会写《历史》的原因，虽然在开头并没有详述，只是简单地带过，但一般认为是因为他对希腊的没落与罗马的兴盛原因感到疑惑，才会写这本书。

在这四名作者中，《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46A.D.~120A.D.）以《英雄传》一书闻名；套句现代话说，他可以称得上是个畅销作家，他与波力比维斯一样也是希腊人。

《列传》不是记载自己的历史，更像是想刻划人心一般地把希腊与罗马的伟人并列叙述，不过如果因为它的内容充满轻松的叙述就单纯地以为这是本有趣的书，那就错了；事实上它充满了锐利的评论，尤其是对革命家典型的人物更有严格的批判，而且还充满了一个历史学家在深度观察后的感叹。如果能好好地加以利用，这将是一本很好的史书。

《古罗马史》的作者戴奥尼索斯的生卒年不详，在西元前7年时完成此书，大概是奥古斯都时代的人吧！

《古罗马史》记载从建国到西元前264年的历史，总共二十卷，但完整保存的记录只到西元前440年。

戴奥尼索斯与波力比维斯、普鲁塔克不同，他为了写罗马史而移居罗马，一边以教希腊语及修辞学为生，一边完成《古罗马史》。

位于小亚细亚的哈里卡那索斯（现在的波德姆）曾经拥有如雅典般的文化，而出生于这个小城邦的戴奥尼索斯就一直很想了解罗马兴盛的原因。

不论是同时期或是时间相距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著作，经常会让我有种无法认同的感觉，但我却颇能接受这三位历史学家的看法，理由有四个。

第一个理由是，这三人都从不把罗马兴盛的原因归于精神层面。我本身也不认为这种感性的态度会是一个国家兴盛或衰退的原因，因此要将罗马的命运归于精神层面上的理由实在是很牵强。

我认为罗马兴盛的原因在于政治制度。虽说人心不是那么容易动摇，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但想要改变时，就需要靠制度化。

第二点，他们三人不是生长于基督教社会，而我本身也非基督徒，所以并不会受基督教的伦理价值观束缚。例如耶稣说：「信我者得永生。」虽然我也认为信仰会使人获得心灵上的安定，但我还是比较认同佩里克利斯所说的：「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想摆脱贫穷。」而且历史中要写的是基督教尚未出现的时代，因此不能以基督教的价值观来判断当时代的事物。

在充满浓厚中世纪色彩的但丁《神曲》中，因为言行有罪而下地狱的全是基督徒，他们被评为「不了解信仰」。而身为异教徙的荷马、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罗马建国者布鲁图斯及凯撒等全被置在地狱外的阳光下，连但丁也并不把古代人视为基督教徒。

第三个理由便是他们三人并不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所束缚，所以容易看清现实。即使理念与体制不相容也会有好的一面，但因体制的关系也难有良好的发展。

不过，当哈里卡那索斯的戴奥尼索斯在谈及英明的领导者到底会将他所统治的国家带往何等境界这个议题时，都会举佩里克利斯与奥古斯都两人为例。

如果现在有学生还将两人归为是同一类，大概会被老师当掉吧！佩里克利斯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舵手；而奥古斯都则是罗马帝政的创始者，革新与保守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但是如果将自由平等的高尚理念放一旁，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佩里克利斯的领导下逐渐成熟；而罗马帝政也是因奥古斯都而逐渐稳固。所以人民的幸福，其实和民主或帝制无关，德政才是关键因素。

附带一提的是，佩里克利斯不仅被视为优秀的领袖，在法国大革命后更被誉为民主主义的桂冠得主。

我出身於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对这些高尚的理想竟然未能实现一直存有疑问。历史总是让这些有崇高理想的民族无法实现梦想；反而是由另一类型的民族完成了某些壮举。我认为二十世纪末人类的疑惑，是来自法国大革命后对于理想的过度憧憬。

第四点则是意识上的观点。他们三人虽然立场各异，但是对于高度发展的希腊的没落与罗马的兴盛原因倒有一致的观点。





他们三人都是希腊人，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会有比较真切的感受，就如同欧美人对于迅速成长的日本会产生诸多疑问一般。所以如果由罗马人来评论罗马的兴盛原因，就会像日本人写日本论一样容易有盲点。

不过如果问我是否与这三人有一样真切的观点，答案则是否定的。我认为如果单只靠军事力是不可能征服众多民族的，所以这三人的观点给了我很多的启示。





这三人对于罗马兴盛的原因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哈里卡那索斯的戴奥尼索斯认为是宗教影响了罗马人的想法。因为罗马人信仰的是守护人类的神祇，属于性质温和的宗教，而且罗马与其他民族互相包容，同时更认同其他民族的原有宗教。

本身也是领导者的波力比维斯则认为罗马特有的政治系统是罗马兴盛的主因。王政、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各有一套系统，例如王政是执政官制度，贵族政治是元老院制度，而民主政治则需要靠公民大会来运作。而罗马所特有的共和制度不仅消除了国内的对立关系，更建构出了上下一致的体制。

另一方面，普鲁塔克则觉得，罗马人将战败国同化为自己的同胞的作法才是罗马强盛的主因。

希腊对于其他民族一概以蛮族称之，即使是希腊人本身也常有公民权上的纷争出现；相反的，罗马不分种族皆授予公民权，罗马人在这方面充分表现出胜者的宽容风范。

我认为罗马兴盛的原因是以上三位历史学者的观点总和。无论是哈里卡那索斯的戴奥后索斯提出的宗教、波力比维斯认为罗马特有的政治系统、或是普鲁塔克所提出罗马人将战败国同化为自己的同胞的作法，都显现出罗马人开放的性格。

罗马人在智力上比不上希腊人，体力也逊於高卢人或日耳曼人，工艺发展也不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对手，经济力更不如迦太基人优秀，但是罗马人开放包容的性格正是它超越其他民族的地方。

军事及建筑方面的成就会随时间而消逝，但是人们对于古罗马的崇敬却是永不改变的。古代罗马遗留给后世最大的遗产就是他们开放的民族性格。

讽刺的是，二千年后的现代人非但在宗教上变得狭隘，连统治理念也变得拘泥，种族之间更存在著严重的排他意识，因此罗马可以说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在这卷中所提到的罗马正值成长期，成长期过后的茁壮期，不知罗马又会遭遇到何种挑战？会如何渡过？答案将于下一卷中分晓。








图拉真时代（西元二世纪初）的罗马世界












罗马建国到西元前270年之间的罗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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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时，首先会接触到的就是以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它们通常可分为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及第二手史料二种。由于第二手史料是后世的研究学者或历史学家，根据第一手史料书写而成的史书，所以称为第二手史料。

而最能直接传达氛围的则是第一手史料。然而，这些原始资料并非完全出自同时代人的笔下。像撰写编年体《罗马史》的李维斯，虽然是帝政初期的人，但他所写的历史就是从他出生前的七百年开始写起。到底如何才能正确地叙述几百年前发生过的事呢？这已不是历史学家才会有的疑问了。

西元前509年，古罗马变成共和政治，由最高神祇官担任宗教祭事的最高责任者。从本文中可知，这是一个普通的公职，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这个官职除了是宗教祭事上的最高责任者外，还必须负责记录日志，日志内容包括当年执政官以下的官职人选是谁、在哪里打仗、在哪里议和等事件，凡是与罗马有关的事，每天都必须一一记录下来。在共和之前的王政时代，最高神祇官的职务是由国王兼任，但当时所记录下来的史实资料既少又不清楚。到了共和时代，这种日志式的记述仍然继续沿用，同样在官邸做记录，但并不是记录完毕就马上收入公文书库，而是必须将它摆在官邸前，公诸於世一年，一年的期间到了才可以收进公文书库存盘。根据史料记载，一直到西元五世纪，罗马人仍继续沿袭这种记录历史的方法。由此可知，整个古罗马时期都是用这种方法记录历史的。虽然历史学家李维斯指出，古罗马史料曾在西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时被烧毁，但是罗马人日后的记录喜好似乎仍旧没有改变。

由于这种记录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内容自然很详细，但却枯燥乏味。西元前二世纪的罗马政治家大加图，在写历史时就说道：「我不想写像最高神祇官那样的记录。像食物涨了多少钱啦、罗马哪一天起雾啦、哪一天月圆月缺等琐事，我都不打算要写进历史里。」不过，尽管没人想写枯燥无味的日志式历史，但这样的史料对想写出耐人寻味的历史的人而言，却仍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些史料，相信出生于西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李维斯大概就无法写出《罗马史》，而同时代的戴奥尼索斯特地从小亚细亚的哈里卡那索斯移民罗马，为的可能也是要查阅公文书库中所收藏的记录。

最高神祇官的记录(Annales Maximi)可以说全部都是片断式的记录，能流传至今的史料更是少得可怜。不过，如果阅读过古罗马人及希腊人所写的东西，就不难发现他们对这些记录的充分利用。总之，多亏有这些记录，西元三世纪出生的历史学家，才有办法写出一千年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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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相关资料

王政、共和时代(753B.C.～31B.C.)

波力比维斯(ΠολúβιοζPolybius,202B.C.～120B.C.),《历史》(Historiae)〔希腊人，国破后被带往罗马，因而了解新兴罗马的实况。回到故国后，开始撰写以罗马为主的地中海历史，特別是与迦太基之役相关史事的叙述，更是同时代的历史作品所难以望其项背。〕

大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234B.C.～149B.C.),〔迦太基之役时的罗马大政治家，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的政敌，罗马保守派的巨头，为了与凯撒时代的加图有所区別，因此称之为大加图，著作有关于农业经营及历史方面的书籍如下：De agricultura,Origines,Praecepta ad filium.〕

瓦尔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B.C.～27B.C.)，《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罗马人录》(Antiquitates,De gente populi Romani)〔凯撒时代的罗马人，原为庞培随侍，庞培败后为凯撒所用，委任创设国立图书馆，图书馆设立期间著作多数。〕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B.C.～43B.C.)，《全集》〔罗马知识份子代表，因友人阿提克斯从事出版业，所以大部分著作皆因此而得以流传至今，因此成为必修拉丁文的欧洲高中生最痛恨的人。特別是他的书简，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罗马，成为历史学家的宝库。然而，在偏重哲学思想的日本，只选译部分著作，与艾匹克蒂塔及马库斯•奥雷留斯的作品一起合辑为《世界名著•十四卷》，中央公论社，1968。〕

朱利斯•凯撒(Caius lulius Caesar,100B.C.～44B.C.)，《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内战记》（De Bello Civili)〔以独树一帜的简洁、清晰、典雅的文体风格记述自己的行动，为史上难得一见的人才，连文采胜过当今文豪邱吉尔的西塞罗都对他的文章称赞有加。《凯撒文集》，国原吉之助译，筑摩书房，1981。〕

凯撒麾下将军，《亚历山大战记》(Bellum Alexandrinum)、《西班牙战记》(Bellum Hispaniense)

聂波(Cornelius Nepos,100B.C.～25B.C.)，《伟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洞察力虽不及普鲁塔克，但他从罗马公民立场出发的观点却不容忽视；除此之外尚有其他著作，为当时罗马的文人之一。〕

塞勒斯特(Caius Sallustius Crispus,86B.C.～35B.C.),《加帝蓝的阴谋》(De Coniuratione Catilinae)、《对朱古达之战》(Bellum Iugurthinum)、《历史》(Historiae)〔对政治生活绝望之余，转而投入文笔生活，与马基维利齐名的历史学家，著有论文传世。他热情的文采与卓越的描写能力经常与马基维利相提并论。〕

西西里的狄真多鲁斯(Diodōrus Sicǔlus)，《历史图书馆》（Biblioteca)〔生卒年不详，作品据说完成于西元前30年左右；希腊人，作品共四十卷，现只存十五卷，在罗马初期相关史料尽失的现代，实属珍贵之作。〕

李维斯(Titus Livius,59B.C.17～A.D.)，《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三十二岁那一年发行十卷，终其一生共出版了一百四十二卷，被罗马人喻为罗马历史的金字塔，内容时间从罗马建国起到西元前九年，现在只留存三分之一多，有许多部分在中世纪时被销毁，这对罗马史研究者而言，无异是一大恨事。〕

哈里卡那索斯的戴奥尼索斯(Dionysius),《古罗马史》(Antichita romane)〔生卒年不详，希腊人，出生于奥古斯都时代的哈里卡那索斯，为了写作罗马历史而移居罗马。本书分二十卷记述罗马建国到西元前264年间的历史〕

华雷利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值得记录的言行》(Factorum et Dictorum Memorabilium)〔生卒年不详，著作时间为罗马第二代皇帝台伯留在位期间，所以有可能是西元一世纪时候的人；此书大概是为学习拉丁与修辞学的小学生而作，为趣味性小故事集。〕

普鲁塔克(Plutarchus,46A.D.～120A.D.),〔Plutarchus是希腊式叫法，英语则为Plutarch,《列传》一书的作者。〕

阿庇亚努斯(Appianus)，〔图拉真帝时代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西元160年前后写作大部头的罗马及地中海历史共二十四卷，内容记述从罗马建国到共和政治结束，似乎是参考波力比维斯与李维斯的作品而写成，在补充二大历史家著作遗失部分功不可没。〕

加西阿斯•迪奥(Cassius Dio Cocceianus),〔西元二到三世纪出生，希腊籍罗马元老院议员，著有八十卷的《罗马史》，内容记述从建国开始到西元229年，

现今只留存第三十六卷到第六十五卷的三十卷。因为李维斯也欠缺共和政治末期的史料，所以他的作品与阿庇亚努斯的著作同样具有史学价值。〕

◎诗文•剧作

普劳塔斯(Titus Maccius Plautus,259B.C.～184B.C.),〔迦太基战争时代为罗马民众所喜爱的作家，所以他的作品是理解当时民情的最好素材。一般都认为，想了解雅典必读亚里斯多芬尼斯的喜剧作品，如果想了解迦太基战争时代的罗马，则不可不读普劳塔斯的喜剧作品。〕

德伦西(Publius Terentius Afer,190B.C.～159B.C.),〔继普劳塔斯之后出现的喜剧作家，非洲奴隸出身，与波力比维斯一样经常出入西比奥家的沙龙聚会；执笔多部喜剧，他的作品同样是了解战争时代罗马的必读之作。〕

加图鲁斯(Caius Valerius Catullus,87B.C.～54B.C.),〔凯撒时代的抒情诗人，著有恋爱诗杰作Carmi。〕

◎碑文

沿着罗马街道每隔一罗马哩都会设置的「里程碑」，在当时与现在都是情报资讯的来源，无论墓碑或纪念碑都是重要的史料。共和政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比帝政时代的少，不会超过一千三百件，目前收集刊行的有以下两册。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Berlin,1861.Inscriptiones Latinae Liberae Rei Publicae,Roma,1972.

◎纸莎草文献

发现於埃及的砂堆，就是在纸莎草上用希腊语所记录的史料。

Introduzione Allo Studio Della Cultura Classica,Roma,1975.

◎金币•银币•铜币

这是最有「身价」的史料，有时用来做为战胜纪念币，苏拉以后则被当权者用来做为宣传手段。它是连看不懂罗马世界的共通语文拉丁文或希腊文的人，都必须每天经手的货币，善于谋略的凯撒就是最会活用货币的人。

*除了上述史料外，其他散存旧罗马世界的建筑、古蹟、美术品、艺术品或遗物等，也都是很有帮助的史料。

后世主要的历史书、研究书•第二手史料

MOMMSENT.,Romische Geschichte，全六卷，Berlin,1854～

作者多人，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四卷以后，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69～

作者多人，Storia di Roma,全二十五卷，Bologna，1954～

作者多人，Storia di Roma,全八卷，发行到第四卷，Torino,1988～

TOYNBEE A.,“Hannibal’s Legacy”，in:The Hannibalic War's Effects on Roman Life I:Roma and Her Neighbours Before Hannibal's Ent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65,《汉尼拔的遗产》秀村欣二译本，河出书房新社，1969

De SANCTIS G.,Storia dei Romani,全八卷，Roma,1979.

BAYET J.,Le religione romana,Torino,1959.

DUMEZIL G.,La religione romana arcaica,Milano,1977.

PARETI L.,Storia di Roma,全六卷，Torino，1952.

FRANK T.，Storia di Roma,Roma,1970.

VOGT J.，La repubblica romana,Bari,1987.

GRANT M.,Storia di Roma antica,Roma,1981.

KOVALIOV S.I.，Storia di Roma,Roma,1982.

NICOLET C.,Rome et la conquete du monde mediterraneen,Paris,1978.

WAGENVOORT H.,Roman dynamism,Oxford,1947.

PIGANIOL A.,Le conquiste di Roma,Milano,1972.

WIRSZUBSKI Ch.,Il concetto politico di liherta a Roma tra Repubblica e Impero,Bari,1957.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法意》，井上幸治责任编辑，中央公论社《世界名著•二十八卷》，1972.

*以上皆是综合性谈论罗马的著作，至於个別事件、现象、人物的相关作品，则附载於当卷卷末。

日本人的著作

村川坚太郎、弓削达、吉村忠典、钤木一州、秀村欣二、吉野悟、青柳正规、长谷川博隆、北原理雄、柴田光藏、石本雅男、佐藤笃士、国原吉之助、大场正史、井上智勇、岛田诚、松本宣郎、船田享二、阪口明、市川雅俊、本村凌二、毛利晶、岛创平、后藤笃子、栗田伸子等学者的全部著作及研究论文。

以上各参考文献中，有部分文献所记载的罗马史事已超越王政•共和时代，横跨到帝政时期，这类文献将只在本卷列示，而第Ⅱ卷以后的参考文献，则会随时在各卷卷末补充本卷所没有揭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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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给读者的话



有关对于历史的处理，除了专门研究个別事件的学者外，大致可分为两大流派。

一是马基维利（Machiavellism）型流派。诉求的是一种使用历史为主的方式。

马基维利的代表作为《君王论》及《政略论》。所谓《政略论》，其原本的题目是〈提图斯·李维斯（Titus Livius）的《罗马史》论考〉。从该书可知马基维利不仅研究提图斯·李维斯，也研究波力比维斯（Polybius）及普鲁塔克（Plutarch）。他选择以提图斯·李维斯的《罗马史》历史事件为中心，并加以使用。这种选择「使用历史」的人，以最近的例子来说，还包括有《大国的兴亡》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以及著有《文明衰亡时》的作者高板正尧。

处理歴史方式的另一流派，仅限於罗马史的领域，特別是集中在古典作品的作者上，如德国的毛姆森（Mommsen），从罗马建国起写到凯撒（Julius Caesar）逝世为止；又如英国的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从五贤帝（一至二世纪支配古罗马的五位皇帝）写起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为止。

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历史处理方式，总括来说就是「叙述」二字，对他们而言，历史的叙述是目的而非手段。

在此，个人无意针对第一种或第二种处理方式作优劣价值评断，只想强调「两者是不同的」而已。

由于第一种及第二种处理方式不同，所呈现出来的份量差距相当大。采用第一种方式的著作，通常写个一、二卷即结束。而采用第二种方式的著作，一套有个十卷都算稀松平常。

为何份量上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产生，主要的原因在于采用第二种方式的作家，以叙述历史过程为考量重点。

如果只想知道事件始末，只要读一本考生必读的参考书或是有名的历史精华著作即可，在日本高中所使用的世界史敎科书中，有关罗马史的记载可能不到十页。一旦涉及到过程，内容的份量马上暴增数千倍。写这么多并非想写长，但惟有追述历史的过程，才能窥得历史的真貌，我自己也是属于第二种流派的。虽然如此，即使属于同一派，但做法上不见得相同。

以毛姆森为例，这位出生于启蒙时代的德国人，将「剪裁历史」认为是「剪裁历史学家」。壮年时期所完成的《罗马史》，在发刊初期，获得好评，但只写到凯撒逝世为止就停笔了，连帝政罗马时期都没有写进去。当时的读者觉得十分惋惜，而毛姆森本人也没有说明理由。但只要读过他的那本《罗马史》，自然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启蒙时代之子毛姆森在叙述时，不忘加上批评。他善意的「剪去」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当然也没有写到帝政罗马时期。

然而个人很赞成马基维利的诉求，他认为人类及人类所想出的制度必须配合时代改变。如果说我要有所「剪裁」，那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因应时代的需求。

在这系列作品中，我以「罗马人的故事」为题。如果将日文的书名译为拉丁文，故事与历史的意义几乎是相通的，因此不想以历史为题。因为解释相同，所以使用“Gestae”这个字，所谓“RES GESTAE POPULI ROMANI”,可直接翻译为「罗马人的各种行径」。无论思想或伦理道德如何演变，人类的行径都在追求无常的宿命。

因此，如果以历史为过程，战争这样的题材肯定不受欢迎，因为从战争中看不到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

这本第Ⅱ卷《汉尼拔战记》，系针对西元前264年至前133年为止的一百三十年的历史加以描述，以罗马人与迦太基人（Carthage）间的布尼克战役为主，并扩及希腊、叙利亚等地对外战争的状况。

第Ⅰ卷《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中的希腊，在这一卷的最后灭亡，第Ⅱ卷迦太基正式登场，至於它的灭亡是二千年后出生的我们都知道的事情。

知识优越的希腊人与经济、军事力量强大的迦太基人，为何最后会败给罗马人，只要想到这其中一步步的发展过程，我就会觉得满心欢喜。第II卷将有机会对第I卷所叙述罗马人建构的制度，检视其中的意义。

西元前三世纪到前二世纪，史料极为丰富。使用同一时代的人所写的史料，比较容易呈现登场人物的真面目，尽管汉尼拔、西比奥等人与我们相距二千二百年的岁月。我写这本书的心情是十分愉悅的，读者也有充分享受这种愉悅的阅读权利。它不是一本高中课本，而是以过程来看历史，这是何等快乐的事。

在一年的时间内，不可能把世界的历史敎授完毕，而我在这卷所写的内容，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只有下列五行：

——统一义大利半岛后，企图征服海外的罗马与握有地中海制海权及商权的腓尼基人殖民都市迦太基发生战争，历史上称之为布尼克战役。迦太基人被灭亡后，罗马掌握西地中海的霸权，向东一一征服马其顿、希腊等城市，更征服叙利亚王国（Syria）,将小亚细亚纳入版图，地中海就此成为内海。





高中生如果没有熟记以上内容，很可能考不上大学，这是结果的历史。以过程为素材，才是能令人愉悅的「大人」的历史。


1993年春天，於罗马



塩野七生






序言



有如一只长靴的义大利半岛，西西里岛正好位于鞋尖，而西西里至今依然存在。横跨义大利本土及西西里间的海峡，以西西里最东边的城市墨西拿（Messina）为名，称为墨西拿海峡。海峡两岸的最短距离只有三公里。从义大利本土驶出的联络船，从圣荷尼村到墨西拿港，全程不到七公里。搭乘这种联络船，点一杯咖啡慢慢喝完便抵达终点。

从圣荷尼村出发到对岸墨西拿的联络船，让人、车等上船的光景，至今还浮现在眼前。虽然现在已有建造大桥的计画，但这与日本的濑户内海不同，因为墨西拿海峡上没有可建立桥墩的小岛，如果用架空的方式，只能建造吊桥。1998年预定完成的明石海峡吊桥，中央间隔二公里，完成后将是全世界最长的吊桥。如果技术加以改良达到三公里时，也许可在墨西拿海峡上造桥，让日本的技术得以扬名世界。但是，此地现在仍只能以船舶来接驳。

由于只能以船舶联系，因此二千二百年前墨西拿海峡的状态与现在没什么两样。从义大利本土眺望西西里的情形，也是大同小异。这样的距离、这样的间隔、这样的想法，造成了罗马与迦太基间对决的开端。







第一章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




（西元前264年~前241年）










第一次布克尼战役前西西里的势力分布图




西元前265年，罗马的元老院遭遇前所未有的难题——对前来乞求救援的墨西拿居民代表，必须尽速作出回应。

墨西拿面对西西里第一强国叙拉古（Siracusa）的进攻，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无法化解这个危机，必须向迦太基或是罗马求援。然而两派意见分歧，最后由罗马派取得优势，原因是雷其欧（Reggio）近在眼前。

现在卡拉布里亚的地方政府所在地——雷其欧，就隔着海峡与墨西拿遥遥相对。雷其欧、墨西拿及叙拉古，一样都是希腊殖民所建的城市。从罗马完成北到卢比孔河（Rubicun）、南到墨西拿海峡的义大利半统一大业时起，雷其欧就已加入「罗马联盟」，成为同盟城市，充分享有自治权。墨西拿与雷其欧隔海相望，因此决定与其向迦太基求援，不如选择罗马。

虽然如此，受讬的罗马却犹豫不决。罗马人尊重法律，如果是有同盟关系的友邦前来求援，当然有出兵的义务，但是罗马与墨西拿间并不具有同盟关系。

虽说两地只隔着狭窄的海峡，但是到墨西拿仍需渡海，罗马的军队未曾有渡海的经验，甚至没有军舰及运送船队。需要船的时候，皆由同盟城市——港都拿坡里或塔兰托（Taranto）支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因此，罗马人对于要涉水过海一事，当然会有所犹豫。与扬帆航行於海上的希腊人相比，罗马人算是农牧民族。

然而罗马如果拒绝墨西拿的要求，就会眼睁睁地看着墨西拿投向迦太基。何况在西元前三世纪中叶，当时的迦太基已盘踞了西西里的西半部。截至目前为止，西西里的历史可说是希腊殖民城市间的抗争史，让迦太基坐享渔翁之利。至於位于西西里东半部的墨西拿及叙拉古，则在罗马及迦太基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

如果连墨西拿也落入迦太基手中，那情况又大不相同。在雅典衰退的时代，迦太基已是地中海的第一海运国，如果让迦太基的势力延伸到墨西拿，南义周围海域的制海权将是迦太基的囊中物。如此一来，不仅缓冲地带消失，对于以罗马为盟主的「罗马联盟」各城市的安全问题将十分堪虑。

就拥有地中海最强军舰队伍的迦太基而言，要渡过罗马人犹豫不前的墨西拿海峡，可说是轻而易举。如果墨西拿落入迦太基手中，对罗马人来说，无疑是在义大利本土和西西里之间，架起了一座肉眼看不见的桥梁。

但元老院的态度仍然暧昧，最后交由公民大会来决定。公民大会是审核通过元老院政策决议的机关，是罗马最高的决策单位，由拥有公民权的人，也就是有兵役义务人所组成。结果公民大会答应墨西拿的请求。

换句话说，就是决定参战。但这次参战光是第一次战役就持续了二十三年，这是当初罗马人与迦太基正面对决时所料想不到的。

罗马的目的，是希望不让近在眼前的墨西拿落入叙拉古或迦太基等强国手中。如果墨西拿一旦加入「罗马联盟」，则由罗马架起这座「桥」。决定后就立即付诸行动的罗马人，仅派遣一位执政官率领两个军团，支援墨西拿。如果罗马人能事先料到会与迦太基发生激烈冲突的话，这个阵容显然不够。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是自西元前264年开始，率领罗马军团的执政官是阿庇尤斯·克劳狄斯。铺设阿庇亚大道（Appian Way）的阿庇尤斯出身於克劳狄斯家族，自共和政体成立以来，就是罗马的名门望族。传统上，克劳狄斯家族对平民阶级主张采取强硬路线，他们一向集高傲、倔强、不妥协、先入为主、固执、强烈责任感于一身。如果是在民主政体下，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当选；但罗马是少数领导制，也就是寡头政治的国家，执政官是由公民大会所选出，两位执政官中，有一位是完全由民意选出，但另一位只要能力好，即使不孚人望也可能出线。事实上，柯尔涅留斯及华雷利乌斯都是颇负重望的名门贵族，从产生执政官人数方面作比较，柯尔涅留斯家族最多，其次是华雷利乌斯家族，克劳狄斯家族则排名第三。在率领军队方面，克劳狄斯家族人的缺点反而成为优点。

西元前264年3月15日，执政官任期开始时，克劳狄斯率领罗马军从首都罗马出发，以墨西拿海峡为目标，日夜兼程赶路。罗马军到达雷其欧时，从南义友邦城市所提供的运输船队，已在雷其欧港下锚等着。在眼前的海峡上，可以看到迦太基舰队前来监视墨西拿的动向。执政官克劳狄斯一刻也没閒著，命令一位副官带领少数士兵，利用黑夜横渡海峡。

小队顺利登陆，以摇动火把为讯号告知，克劳狄斯决定在白天率领全军堂堂地渡海。隔天，载有一万七千名士兵的船队横渡海峡，而迦太基舰队只能在一旁干瞪眼。

抵达墨西拿之后，执政官把握时间，与前来迎接的市民代表缔结罗马和墨西拿间的同盟协定，才能名正言顺地以军事行动介入援助墨西拿。

罗马军不仅使正在进攻墨西拿的叙拉古感到威胁，驻守在西西里的迦太基军队也同样感受到威胁。长年处於敌对关系的希腊民族叙拉古国及腓尼基民族迦太基国，至此结为同盟。叙拉古军队从南边，迦太基军队从西边，包围在墨西拿的罗马军队。

执政官当然不会坐视这种情况下去，首先他向叙拉古国王希耶隆提出和谈条件，但被希耶隆拒绝。在军事上，拒绝和谈等于是下令出兵。克劳狄斯指挥下的罗马军，攻击人数上佔优势的叙拉古军队。

以佣兵为主的叙拉古军队，自然不是罗马公民兵的对手，很快就被击退，希耶隆王逃到南方。但执政官并未趁胜追击，反而以迦太基进攻同盟国墨西拿作为宣战的名义，向西袭击迦太基军队。迦太基军队不过是一支迦太基驻守在西西里的防卫军，当然和叙拉古一样不堪一击。

第一战成功后，执政官克劳狄斯继续闪电作战。只留下镇守墨西拿的必要士兵，全力向南进攻，目标是西西里第一强国叙拉古的首都。进入叙拉古国境后行军速度仍不减缓，一口气攻到首都的城墙下。

但是冬天到了，即使是南方的西西里，也依照当时的习惯在冬天休兵。罗马利用冬天休兵的期间，召开公民大会，选出第二年担任战线的执政官。西元前263年，马留斯·华雷利乌斯和奥大其里伍斯·克拉苏亚两人获选担任执政官。

马留斯出身於贵族华雷利乌斯家族，而克拉苏亚这个名字在罗马史上则是首次登场，自然没什么名气，是出身於萨谟奈（Samnium）族的平民。从西元前326年到前284年为止，即使中间有休战季节，但在长达四十年的期间，萨谟奈族一直与罗马交战。萨谟奈族投降成为「罗马联盟」的一员，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虽说罗马人热衷於同化降服的部族，但二十年后，竟然利用公民权的方式，使原本的敌人变成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在值得加以赞扬。罗马人的这种性向，在布尼克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优点。

西元前263年，也就是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的第二年，元老院将华雷利乌斯及克拉苏亚两人送到西西里前线。所调执政官军团,是指一位执政官指挥两个军团，而派遣两位执政官意味着罗马以二倍的战力，也就是四个军团投入战场。

一个军团的平均战力，是由罗马公民兵组成的四千二百名步兵及三百名骑兵，加上相同或稍微多一点人数的加盟「罗马联盟」城市士兵。所以一个「执政官军团」的战略单位规模，约是一万八千到二万名兵。如果两位执政官皆出战，罗马军队的战力大概是三万五千到四万左右。随着前任执政官克劳狄斯的卸任，旗下的士兵也随之返国。当时的罗马，每年进行总司令官及士兵的轮调，因为是公民兵，不能离开市民生活太久。





叙拉古的国王希耶隆之所以取得王位，并非世袭的缘故，而是凭借实力。此时的他，三十五岁左右，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希耶隆认为叙拉古位于要塞，只要有万全的防卫就不易被攻陷。他担心的是如果与罗马兵交战时，让迦太基坐享渔翁之利。希腊民族和腓尼基民族自古便交恶，希耶隆和墨西拿一样，被迫要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作选择。

希耶隆派遣的和平使者拜访罗马军的阵营，两位罗马执政官得到意外的收获，因此罗马方面提出的和谈条件，不仅简单而且十分宽容。这对兵临城外、本应俯首投降的敌人而言，是完全无法想像的。


第一，两国同盟关系以十五年为期限，如无异议则无限期延长。




第二，罗马尊重叙拉古完全的自治权及独立。




第三，叙拉古负有优先出售小麦给罗马的义务。




第四，叙拉古无提供士兵予「罗马联盟」军的义务。




第五，叙拉古支付一百泰连罗马币（*古希腊罗马的货币单位）作为赔偿金，簽署和谈协定时支付二十五泰连罗马币，其余於十五年内分期偿还。



希耶隆决定与罗马结盟，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就会坚持下去，即使罗马陷入苦境也会全力支援。希耶隆之所以选择与罗马结盟，并非出于被迫，而是冷静的政治抉择。叙拉古也因此在往后的五十年，充分享受和平与繁荣。





到此，罗马方面认为让战争结束也好。

墨西拿既是「罗马联盟」的一员,也就不必在意海峡的宽度如何。墨西拿及叙拉古是西西里东部的两个主要城市，也都是罗马的同盟国，两国缔约后，西西里的海岸线就视同义大利本土的海岸线一样，因为罗马的友邦情谊而更加巩固，确实做到防卫南义，算是达到罗马当初的目的。事实上，与叙拉古缔结和平协定后，罗马在西西里只留下两个军团，另外两个军团则回乡去，战力逐渐缩减。

另一方面，迦太基深感危机重重。罗马与叙拉古的结盟，不只阻挠迦太基扩大现有的势力范围，同时在西西里的所有既得权益也可能被侵犯。於是迦太基决定在西西里布下战线，海陆四万大军从西西里南边的亚格里珍特登陆。与迦太基隔海相对的亚格里珍特，成为对抗罗马的前线基地。

至此，罗马与迦太基开始发生正面冲突，进入「布尼克战役」时期，而所谓「布尼克战役」系指与腓尼基人打仗。





罗马与迦太基间的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在西元前264年爆发，但双方事先并非完全没有进行交涉谈判。

历史上留存的第一份协约，是在罗马进入共和政体后的西元前508年时缔结的。根据该份协约，迦太基允许罗马的船只可在西西里西部及非洲北岸停靠，至於其他港口，即使是躲避风浪也一律不准停泊。另一方面，罗马只能决定迦太基船可否停靠在罗马附近区域的港口，其余均无权过问。

显然这是一份不平等条约。但是如果将当时罗马及迦太基两国实力相比较，一个是刚进入共和政体、面临许多问题的罗马，另一个已是泱泱大国的迦太基，就不难了解其中的道理。

历史上留存的第二份协约，是在罗马称霸义大利中部时期的西元前348年所缔结的。迦太基禁止罗马及所有「罗马联盟」加盟城市，在萨丁尼亚及科西嘉两岛以西的整个西地中海地区通商。只认可罗马主权可行使於这两岛与义大利之间的第勒尼安海、托斯卡那及坎帕尼亚间的港口，并明白记载迦太基的通商权为迦太基的自由行为。

这也是不平等条约。当时的迦太基人曾说：「没有迦太基的许可，罗马人连手都不敢放到海里洗。」充分反映了当时两国的实力差距。

当时的罗马人过的是农牧生活，只须在陆上经营，没有出海的必要，也没有所谓的船只。





罗马的元老院从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的第三年——西元前262年起，才领悟到与迦太基对决并非易事。罗马以为将墨西拿及叙拉古收归势力范围后，就不需要担心西西里的防备问题，然而迦太基却派遣四万军队登陆西西里，而罗马驻扎在西西里的兵力只有一万五千人。

和拿坡里、塔兰托、叙拉古及墨西拿一样，位在西西里南部的亚格里珍特是希腊人在西元前八世纪的殖民时期所建设的城市，现在还留有宏伟的神殿遗蹟。它的势力不如叙拉古，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当时，虽然已过全盛时期，但仍是个拥有五万人口的城市国家。虽是个独立国，但在迦太基辖下有一段时间。当时西西里岛分为两边，东部希腊色彩浓厚，西部则受迦太基统治。亚格里珍特隸属于西半部，且接近分界线，迦太基将西半部视为自己的地盘，亚格里珍特也就成为对抗罗马的前线基地。

元老院知道大军登陆亚格里珍特后，再次派遣四个军团到西西里。两位执政官率领罗马军包围亚格里珍特，但情势发展并不顺利。两位执政官领导无方，不但对于地势一无所悉，连粮仓也受到攻击。如果不是叙拉古希耶隆王的援助，罗马军将比迦太基军更快攻击粮仓。

罗马军固然失策，但迦太基军的无谋反而帮了罗马。佣兵组成的迦太基军缺乏有能的武将，因此战况逐渐演变成对罗马军有利的情势。

该年的12月，对战况感到不耐烦的迦太基士兵，趁着夜里祕密逃出亚格里珍特，到安全的马尔沙拉，几天后亚格里珍特只剩下百姓，罗马军於是开进城去。以胜利者的姿态入城后，大肆掠夺财物，俘掳二千五百名居民作为奴隸。这些俘虏请求叙拉古的市民把他们买去，然后再借钱偿还，以便回到亚格里珍特。原本尚在罗马及迦太基之间犹豫的其他城市，看到罗马军队的嚣张行为，让他们作出了决定。一位出生于亚格里珍特的记述者，名叫费利努斯，在记载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曾提到罗马军的蛮行引起反罗马的意识。




长期在迦太基辖下的亚格里珍特，一旦落入罗马手中，罗马是再也不愿交还回去。迦太基从未考虑放弃在西西里的既得权益，而迦、罗双方皆欲完全称霸西西里，所以两国只有一战，这是永不中止的宿命战，因此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就在西西里揭开序幕。

第二年，西元前261年，罗马和前一年一样派遣两位执政官、四个军团投入战场。这一年，罗马军趁着攻下亚格里珍特之势，顺利取得几个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城市。但是，仅限於西西里内陆地区，只要几个海岸城市继续获得迦太基本国的支援，即使内陆方面遭到攻击，还是可以维持一定的势力范围。

罗马深知如果不能截断从迦太基本国来的补给，就无法称霸西西里。身为农牧民族的罗马人，这才了解到制海权的意义。

罗马人在陆地的攻略，向来是战胜后，将当地建设成殖民都市，作为要塞，再铺设衔接的道路，架起防卫网，然而他们算是很早就警觉到制海权的重要性。

但是要获得并维持制海权，没有海军是无法实现的。当时罗马连能与迦太基匹敌的五层军舰一艘也没有。加盟「罗马联盟」的海港城市，顶多拥有三层军舰。因为希腊人的军舰，连全盛期的雅典也只有三层。划船手一人一支桨，坐在船舱内平行的三层阶梯上，因此称为三层，所谓五层军舰则有五层阶梯。

虽然同样的有桨帆船（Galley，古希腊罗马的军舰），也与中世纪的军舰不同。第一，古代的划船手为一人一支桨，而中世纪军舰的划船手则是三人一支桨。

第二，古代的划船手坐在甲板下，但中世纪的划船手并排坐在甲板上。人手不多的中世纪军舰当两军接近时，划船手便舍桨加入战斗。中世纪军舰的战斗人员数目，每艘船至多四十人。

古代并未要求划船手参加战斗，因此搭乘军舰的战斗要员人数较多。

三层军舰需要一百位划船手。加长船身及船高的大型五层军舰，划船手需要三百位，战斗要员的人数则有三百人。





特拉帕尼以前的海战，一向是以肉搏战来决胜负，从高处向低处攻击当然较为有利。五层军舰的划船手分五层阶梯坐，船高也变高。相对于三层军舰只有一百位划船手，五层军舰则有三百位。同时五层军舰也比三层军舰配备有三倍的马力。

迦太基拥有一百二十艘五层军舰，当然是地中海的海军第一强国。

如果要与迦太基在海上一战，罗马需建造五层军舰。因为「罗马联盟」的海港城市只有三层军舰，不可能委托他们造舰，罗马必须自力建造军舰。

毫无造舰技术可言的罗马，开始仿效迦太基。第一次横渡墨西拿时曾捕获迦太基的五层军舰，於是罗马人加以解体，逐一模仿，建造军舰。

船舰造好了，但却未训练乘船的人。罗马市民顶多有乘河船的经验，在拿坡里等海港城市市民的指导下，他们在陆地上的模型练习听号令划船，就好像现在大学里的划船社团训练新生一样。这种训练是否成功没人知道，至少确保人员会使用桨。至於操帆掌舵的人员，就靠同盟城市的支援了。




罗马急着在第二年的早春出海，只能说是无谋之举。即使是这样，一百艘五层军舰及二百艘三层军舰正式下海启用，罗马第一支海军就此诞生。

负责指挥的是名将西比奥（Scipio Africanus）的祖父——古涅伍斯·柯尔涅留斯·西比奥，陆战经验丰富，但指挥海战则是头一次。应该说在没有指挥军舰经验的罗马，无论谁领军都是第一次。这年，罗马派执政官西比奥指挥海军，派执政官多意里指挥陆军，将两位执政官同时送上西西里战线。

但是海运王国不是一天造成的，陆军从陆路南下顺利抵达墨西拿，海军从海路南下，却是历经一趟乱七八糟的航行。

带头的执政官西比奥想利用等待友船的时候整军，率领十七艘先到的军舰攻占利巴里岛（Lipari），只要取下这个岛，就能确保罗马到西西里海路通畅。

利巴里只是个小岛，很容易就攻占下来。迦太基是个海运国家，当然知道利巴里在战略上的价值。在巴勒摩的迦太基海将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遣二十艘军舰前去收复利巴里。

迦太基人熟知海上战略，夜里抵达利巴里海边的迦太基舰队先封锁港口。第二天清晨，停泊在港口的罗马兵才发觉已被包围，没有抵抗就投降了。仅少部分人逃向山里，而执政官及许多罗马兵都被俘虏。

被俘虏的执政官在之后罗、迦两国交换战俘时返国，幸好罗马有不处罚败将的规定，六年后获选为执政官，再度回到战场。

虽然总司令官被俘虏，但后到的船舰毫发无伤，全部抵达墨西拿港。迦太基舰队逮捕了罗马的执政官，这是敌方的重要人物，须先遣送回巴勒摩，因此对利巴里周边海域的监视较为宽松。

负责陆军的执政官多意里只好兼任指挥海军的工作。他与西比奥一样，对海战一无所知。但因为较早抵达西西里，所以有时间蒐集前线的情报。

执政官多意里认为，罗马虽然拥有和迦太基一样的五层军舰,但在海上的活动能力比不上迦太基。为弥补自己的缺点，於是发明新武器设置在船上，这项新武器从未有人将它用在船上，罗马兵称它作「卡拉斯铁钩」。






罗马的军船




将「卡拉斯铁钩」以绳索固定在离船头最近的桅竿上，形成一种栈桥。当船头接近敌船时，从桅竿上放下「卡拉斯铁钩」，落在敌船的甲板上。「卡拉斯铁钩」的前端有一个锐利的钩子，可以利用下坠的力量刺穿甲板加以固定，好让罗马兵蜂拥而上。不擅掌舵的罗马人，借由「卡拉斯铁钩」把海上战斗变为陆上战斗。此外，「卡拉斯铁钩」可作一百八十度的回转，敌船无论在左或右，只要能接近敌船就能发挥威力。

之所以会有「卡拉斯铁钩」的发明，是因为罗马人没有海运的传统。如果是海运国，不仅对掌舵很有信心，也会顾及船只的美观。为海卖命的男人永远以扬帆的船为傲，对他们而言，把「卡拉斯铁钩」这种奇怪的物体装在桅竿上，是对海与船的亵渎。但对生活与海无关的罗马人来说，完全毫不在乎。

执政官多意里率领装有「卡拉斯铁钩」的船只，离开墨西拿，并得知有一百艘五层军舰的迦太基舰队，已从巴勒摩出发，正向墨西拿前进中。






卡拉斯铁钩




罗、迦间第一回合的海战是发生在米拉泽海上。就军舰的数目，迦太基是罗马的一·五倍，但连外行人都可以看出两军控船能力有明显的差距。




迦太基军早已严阵以待，看到罗马军舰连并排成一线都做不来时，不禁讪笑起来。两军愈接近，笑声愈大。罗马船桅竿上像蝉一样的奇怪物体，更是让迦太基军笑翻了。

好不容易歪歪扭扭地排好一直线的罗马军舰，突然向迦太基军突击，让迦太基兵收起了笑容。

罗马船不惜冲撞船头，降下「卡拉斯铁钩」钩住对方的甲板。借着「卡拉斯铁钩」登上船的罗马兵，都是重装步兵。双方进行肉搏战，迦太基的佣兵自然不是对手。罗马军把海上战斗变成陆上战斗，让迦太基引以自豪的控船能力毫无用武之地。将敌人的主要战力加以非战力化的战术，也可在海上运用。

这一战，罗马军一直保持优势。迦太基沉船十五艘，被捕获三十艘，其中包括迦太基海军总司令所乘坐的船只在内。总司令逃到传令用的快速船，才逃过被俘虏的命运。迦太基方面死亡三千人，被俘虏七千人。而罗马方面的损失不大。迦太基派遣到西西里的海军，有三分之一在此次战争中牺牲。

接到胜利喜讯的首都罗马，举国欢腾。仓促成军的海军，竟可击败地中海最大、最强的迦太基海军。胜利将军多意里将捕获的迦太基船头置于白色大理石石柱左右两侧，制成胜利纪念碑，立在罗马广场中央。罗马与迦太基间的战争到第五年终于结束。





战争虽然持续好几年，但并非一年到头都在打仗。冬天是自然休兵期，此外还有种种理由，使战线暂时沉寂。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从西元前260到前259年，罗马在米拉泽海战获胜。第二年，也就是西元前258年，没有特別的行动，和平度过。但罗马方面仍处於备战状态。西西里全岛则呈三分天下的局面，叙拉古在东南部，罗马在东北部及中央，迦太基在西部。与布尼克战役前相比较，迦太基势力衰退的情形最为明显。之后，西元前257年，罗马又取得第二次的胜利。

当时的战场，在西西里的北边海面，离巴勒摩很近。现在是西西里地方政府所在地的巴勒摩，与西西里西部的特拉帕尼、马尔沙拉，都是迦太基在西西里的据点。接近敌人的据点作战，使罗马海军的行动范围变大，甚至罗马还打赢海战。迦太基方面的损失虽不得而知，但数目少于米拉泽海战。虽然如此，还是让罗马人充满自信。罗马决定把战场从西西里移到迦太基本国，因为要进攻非洲，海军是不可或缺的。加上前两次的胜利，让罗马人自认为已是一个不弱的海运国了。

那年冬天，无论是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或是拿坡里、雷其欧、墨西拿等，造船工人都不眠不休地工作，他们必须建造比目前多二倍的军舰。迦太基也很清楚罗马的意图，造船厂也不停赶工。背负海运王国名誉的迦太基，决不让罗马人踏上非洲的土地。

西元前256年的春天，罗马有二百三十艘的新船下水，迦太基则有二百五十艘船出海，双方几乎都是五层军舰。如此的战力投入同一海域，地中海因而掀起前所未有的海战。

当时每艘五层军舰的搭载人数为三百名划船手，加上一百二十名作战人员，人数从一百人跃升为五百人。将此人数乘以二百三十艘船，则将近十二万人。此外，还外加运输船队。





西元前256年，两位执政官都指挥海军，罗马首次的远征非洲，可说是倾巢而出，全力以赴。

只有划船手的罗马舰队从墨西拿出港，士兵则从陆路前进。绕过西西里南端的帕塞罗角，士兵在艾克农莫斯（现在的里卡达）登船。

为阻止罗马军进攻，迦太基舰队此刻已经全数抵达马尔沙拉。他们明知罗马舰队开往里卡达，仍从马尔沙拉出港，朝东南方的航路前进。想在罗马战斗员在里卡达上船前，攻击船员较少的罗马舰队。然而，罗马方面的行动较早。




士兵完成上船，罗马舰队正準备以西南航路直攻非洲，摆好阵形的迦太基突然出现在眼前。相对于罗马的二百三十艘，迦太基有二百五十艘军舰，分左、中、右，连成一线，显示迦太基控船能力高超，完全采用海战战术，成弓形阵形。

指挥罗马舰队的两位执政官，面对迦太基舰队，摆出空前的阵形。

执政官雷古拉斯（Regulus）乘船领头，以相当於全军三分之一强的八十五艘五层军舰，成圆锥形排列，圆锥尖端的二艘军舰与敌人相对。位在圆锥形底部的海域，则配置无战斗人员且速度慢的运输船队。运输船队的后面则为第三船队，作为守备之用。后卫船队大约配有七十艘船。

罗马第一及第二船队领头，正对敌人中央攻击，和受到突击的迦太基船队对峙了一会儿，迦太基的中央船队开始撤退。但迦太基的左翼船队，却向出击较迟的罗马运输船队展开攻击。右翼船队则逼近罗马第三船队，目的在于让罗马舰队分散，再各个围剿击破。迦太基凭借善于利用优越的控船能力，采用此一战术。在里卡达海上进行的海战，战场分为三部分，在迦太基所预想的情况下结束上半场战争。

但是罗马第一及第二船队的砲火猛烈，超出迦太基方面的估计，同时受到两个船队攻击的迦太基中央船队，彻底被摧毁。罗马军并未继续乘胜追击，第一船队的八十艘船再折回，支援正被迦太基左翼船队攻击而陷入苦战的运输船队。第二船队的八十艘船也回到第三船队的海域中，使迦太基的左、右两翼船队遭到前后夹攻，陷入困境。右翼船队在开放的海域中还容易逃脱，而比较接近陆地的左翼船队则无逃生之路。受到罗马船队包围的迦太基海军左翼，不是沉没就是遭到俘虏，全军覆没。

罗马军方面共有二十四艘船沉没，迦太基军方面的损失更多，三十艘船只沉没，被俘虏船只六十三艘。

迦太基在第三回合的海战仍是败给了罗马。迦太基一百五十七艘幸免於难的船只，在首都前的海上进行配备，準备背水一战。但罗马方面不想再打海战，罗马军队直逼非洲北岸，避开满布敌舰的迦太基湾，从库尔匹亚海边登陆，并很快攻陷库尔匹亚，作为非洲战线上的基地。由三度击败迦太基舰队的罗马海军，负责确保从西西里到此地的补给线，并攻陷西西里及非洲间的马耳他及盘特雷利亚岛。

那一年，罗马军队登上非洲大陆后所向无敌，库尔匹亚周边的迦太基军队皆弃械投降，从迦太基本地送出的军队也一一被击退，共俘虏二万人，送回罗马。

大概是战况十分乐观，入秋之后，罗马元老院命令一位执政官率领半数以上的军队回国。在冬季召开的公民大会为了选出隔年的执政官，通常都会召集现任的执政官回国。这也是考虑到罗马军团是由公民兵所组成，希望每年轮调士兵。罗马人即使进行第一次的海外远征，也采用过去的做法。

执政官雷古拉斯率领一万五千名步兵、五百名骑兵、四十艘军舰及船员，在非洲过冬。冬天的营地靠近现在的突尼斯（Tunis），準备第二年春天援军到达时，攻打首都迦太基城，因此冬天营地从安全的库尔匹亚迁移到离迦太基较近的突尼斯。

敌人在首都附近扎营，让迦太基政府备感威胁，因而派出和谈的使节。执政官雷古拉斯也接受，但提出以下数项条件。


第一，迦太基从西西里及萨丁尼亚两岛撤军。




第二，解散海军，把军舰交给罗马。



迦太基政府拒绝接受如此严苛的条件，虽然敌军已逼近首都，迦太基仍有陆海军，而且第二年春天势必要打一场硬仗，因此雇用在埃及、叙利亚战斗经验丰富的斯巴达（Sparta）人佣兵队长库山提朋。





迦太基军队连士兵及中队指挥官都依赖外国佣兵，只有总指挥是由迦太基贵族担任。即使是雇用颇负盛名的库山提朋为佣兵队长，整体而言，仍是沿用过去的做法。这位斯巴达武将抵达后立即视察迦太基军队，如果要与此军队并肩作战，在接受酬劳之前，须先考量自己及部下的生命安危问题。当场他向迦太基政府进言，认为败给罗马军队并非士兵的责任，而是指挥官的责任。丧尽自信的迦太基贵族们回答，果真如此，那只有靠自己了。

第二天起，库山提朋开始训练迦太基军队，同时组成大象队，并招募努米底亚的骑兵，以灵活运用战术。在春天的战期来临时，已经準备好与罗马军队会战。

执政官雷古拉斯未等援军到达即接受敌人的挑战，是他犯下的一大错误。





寡头政体除了未经选举过程外，大致与议会制民主政体类似，组成指挥阶层的人员都尽可能平等，并给予在国政的第一线上发挥的机会。若非如此，无法发挥寡头政体的功能。

这个制度虽然优点很多，但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执政官兼军队总司令的设计，使执政官全力想在自己的任期内呈现战果。有战果才能以凯旋将军的身份返国。对罗马人而言，在首都举行凯旋式是市民无比的荣誉。然而如果只是在任期中善尽司令官的职责，但战胜的成果延至下一任执政官在隔年3月15日上任后才开花结果，就变成了新任执政官的战绩。这种罗马执政官偏好短期决战型的情形，在布尼克的长期抗战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缺点。执政官雷古拉斯同样也是希望在下一任执政官抵达非洲前，赶快拿出战果来。





非洲的春天来得比义大利早。西元前255年，初春的战场上，迦太基军队先出兵，共有步兵一万二千人、骑兵四千，加上一百头大象，以军队的规模来说，只能算是中等，由斯巴达人库山提朋担任总指挥。接受挑战的罗马军队方面，有一万名步兵及五百名骑兵。步兵是罗马军队的重心成员——重装步兵，皆是精锐步兵，但没有大象。

试着把古代的大象想像成近代的战车，坐在象头上的是驾驭大象的「车伕」，背上坐着三、四名士兵负责攻击。雷古拉斯指挥的罗马军队，不仅步兵人数少，而且骑兵兵力只有敌军的八分之一。此外，连一台「战车」也没有。

如果总指挥的战术能力超强，战况也许会有所不同。然而雷古拉斯是个完全的武人，一心想堂堂正正地对决，使出全力。

结果罗马军队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中的第十年，首度尝到失败的滋味。成功逃到库尔匹亚的士兵不超过二千人。八千多名士兵陈尸在战场上，执政官雷古拉斯及五百多名士兵被迦太基俘虏。

两位接任的执政官知道战败的消息，是在前往非洲的途中——叙拉古。两位执政官明知情况有所改变，仍率军继续向非洲前进。他们不能让七千多名罗马兵及四十艘船留在库尔匹亚不管。

迦太基方面知道罗马军队正在逼近，趁着陆战的胜利，想在第四次海战中放手一搏。如果战胜，迦太基可再度夺回西西里与非洲间的制海权。

双方在迦太基湾南北方突出的赫马角附近，进行第四次迦、罗海战。但这次还是罗马军队赢了。迦太基军队的一百四十艘军舰不是沉没就是烧燬。号称拥有地中海地区世界最强海军的迦太基，在竞争对手希腊衰退后，就不曾再遇到实力相当的敌人。长期没有实战经验的军队，实力减弱是无可避免的。西元前三世纪的迦太基，即使被称为海运王国，却算不上是海军王国。

第四次的海战胜利，并未蒙蔽罗马两位执政官的眼睛，停靠在库尔匹亚港的罗马舰队，让剩余的士兵全部上船，驶向西西里，从前线基地撤退，等于是承认进攻非洲的作战失败。

罗马军队快抵达西西里南岸时遇到暴风雨，这附近的海岸都是岩岸，没有避风港，靠海岸线太近，反而容易受到暴风雨袭击。

掌舵的是来自「罗马联盟」海港城市的船员，他们知道如何让风浪所带来的损害减至最低，但不擅航海的罗马将军反对由这些人掌舵。

罗马人不能忍受看不到陆地，在海上任风浪翻弄，他们命令将船接近海岸，并要求不得离开太远。船员们虽然加以反驳，但对这些没有经验的人，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而且没有经验的又居领导地位，因此，只好让二百三十艘罗马舰队在咆哮的风浪中被翻搅。

结果地中海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船只有的撞击岩壁，有的互撞，二百三十艘船只当中，最后能够平安回到叙拉古港的只有八十艘船，据说尸体都埋在附近的海边。这次海难，罗马共损失了六万人。两位执政官生还，因为他们所搭乘的船舰是由老手掌舵。赢了海战但赢不了海上暴风雨的罗马人，还是一个没有海运传统的民族。

罗马人知道消息后莫不悲戚，而迦太基人狂喜庆祝。





那年冬天，迦太基的和谈使节访问罗马，他们认为现在应是以有利的条件来谈判的时候。但是前来和谈的不是迦太基人，迦太基政府遣返被俘虏的前执政官雷古拉斯。雷古拉斯的任务是要说服罗马的元老院，而迦太基所提出的条件是要求罗马全面放弃西西里。无论雷古拉斯的说服是否成功，雷古拉斯都须回到迦太基。

尽管有迦太基的监视员在场，雷古拉斯在元老院议员面前，却作出与迦太基期待完全相反的行为，不是要罗马与迦太基和谈，而是说服罗马不要与迦太基缔约。

在进攻非洲失败，加上遇到空前的海难后，元老院议员正是意志消沉时，十分理解雷古拉斯的善意。如果就此和谈，以前的牺牲都将白费，而且不可忽略的是，如果与迦太基隔墨西拿海峡相对，将招致极大的危险。

元老院拒绝和谈。雷古拉斯依约回到迦太基，被迦太基人关入圆形的笼中，被当作是大象的足球踢来踢去，以此方法处死。

迦太基认为目前的条件相当有利，士气为之一振。斯巴达的佣兵队长库山提朋已无用处，便将他解雇。迦太基决定以军事称霸西西里，并将显示威力的一百四十头大象送上西西里陆地。

西元前254年的春天，迦太基方面把象群从西西里西部的马尔沙拉送上陆地；罗马方面则由两位执政官及两位前执政官率领军队，分由海陆两路前进。

其中一位执政官是西比奥，他在罗马刚成立海军的那年，在利巴里岛被俘虏，后来经交换俘虏才返国。而两位前执政官都是西西里南岸海难的督导者，因为不听船员的忠告而发生事故，他们都有责任。起用曾被敌人俘虏的人及海难事故的责任者，并非让他们有挽回名誉的机会，而是让他们有知错能改的机会，这种想法十分有趣。之前惧怕海洋的这两位，再以前执政官的名义，指挥海军。

那一年，罗马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造好二百二十艘船下水，很离想像这是一个十年前连一艘军舰也没有的国家。两位前执政官率领包括之前在暴风雨幸存的八十艘船，驶向西西里北边。

两位执政官率领的四个军团，从墨西拿开始行军，海陆同时作战，向迦太基的根据地巴勒摩展开攻击。





迦太基军方面士气旺盛但战果不佳，以海陆同时作战的方式，无法发挥长处。相反的，对罗马军队而言，却是如虎添翼。罗马必须及早攻下墨西拿及巴勒摩间的雀法尔，如此一来，就可确保从墨西拿来的补给线，而另一条从罗马同盟国叙拉古来的补给线，可经由西西里中部的艾那衔接过来。

巴勒摩现在仍是西西里的首府，当时是迦太基在西西里的根据地，不是那么容易被攻陷，罗马军队攻下巴勒摩是第二年以后的事了。巴勒摩的居民中，亲罗马派佔了多数，经由他们的指引，罗马军队进入市区。亲迦太基派的一万四千名居民被捕，要付钱赎身才可保留自由之身，如果不付钱就卖作奴隸。结果共有一万三千人沦为奴隸。亲罗马派的二万五千名居民，当然是以自由之身继续住在巴勒摩。

这项政策让西西里西部重镇帕诺尔幕斯（现在的巴勒摩）慌了手脚，并在周围城市的居民间起了连锁反应。居民们在罗马军队进攻之前，就选择自动打开城门投降。

西西里中尚属迦太基势力范围的，只剩下南岸的赫拉库连那及在西边的西利努斯（现在的塞里努提）、利利巴耶伍姆（现在的马尔沙拉）、多连帕奴姆（现在的特拉帕尼），都是西西里西部的海港城市，位在可以得到迦太基本国支援的地点。





西元前253年，自巴勒摩被攻陷起，西西里战线呈现迦太基军队不断后退、罗马军队不断前进的局面。第二年的春天，迦太基军队攻下马尔沙拉，以取代巴勒摩作为补给基地。

利用冬天休战返国的罗马舰队，从西西里出发，沿着义大利西岸北上途中，遇到猛烈的暴风雨，这次总算听从船员的忠告。这附近的海域，就像荷马（Homeros）在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的漂流记所描述的，有几处危险的地方。然而罗马海军仍有牺牲者，损失将近一百五十艘船及许多人员。

西元前255年及西元前253年连续发生海难，让罗马人意志非常消沉。第二年没有人再主张组成海军，顶多是派遣六十艘军舰，以维护西西里及北非间的制海权。

相反的，迦太基知道罗马遭遇第二次海难后，认为这是夺回巴勒摩的绝佳时机，於是增加一百五十头象作为前导，向巴勒摩进攻。

罗马人并不是第一次见识到大象的破坏力。头一个利用大象攻击罗马的是伊庇鲁斯的皮拉斯国王。罗马军队与皮拉斯的第三次对战中，即战胜了大象，但这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看到象让罗马人想到的是四年前雷古拉斯的败战。当时的战斗，有八千名罗马士兵被象群踩死。为避免面对数目更多的象群，罗马军队绝口不提攻略马尔沙拉之事。

在平原会战几乎已是不可能，罗马军队看到大象便不再前进。无论将官们如何斥责，他们仍待在壕沟里死也不出来。在海上害怕暴风雨，在陆上害怕大象，那一年完全不见罗马军队的踪影。

但是当迦太基军队趁胜逼近巴勒摩时，罗马军队不再逃避。在执政官选举期间，防守巴勒摩的工作交给执政官梅他尔斯，他认为首要工作是去除士兵对大象的恐惧。

原本围绕巴勒摩市街的城墙外侧，有壕沟来防卫。梅他尔斯命令再挖深一点，并在底部挖成连人都无法步行的宽度，同时打破传统，将大部分的士兵配置在城墙内侧。迦太基军队知道仅有一位执政官留守的消息，挟以旺盛的气势，在巴勒摩城外布阵，蓄势待发。

面对迦太基军队，梅他尔斯执政官不用重装步兵，改派轻装步兵，以标枪为主要武器，等待迦太基军队的象群越过巴勒摩附近的小河。然后，当象群之后的敌军主力部队过河时，再朝象群射出标枪，射完之后拼命跑入城墙内。

大象一旦开始跑便很难停下来，而此时的象群因身受罗马士兵的标枪而发怒，在烟尘弥漫中往前冲的象群，很多都正好掉进壕沟里。即使是在壕沟前停下来的大象，也因伤口疼痛而不愿再听「车伕」使唤，使象群之后的迦太基军队被愤怒狂乱的大象践踏。

此时，梅他尔斯下令重装步兵团攻击慌乱的敌人，跑回城内的轻装步兵则出现在城墙上，向壕沟里的大象发射标枪。

巴勒摩的攻防战由罗马军队获胜，除捕获十头大象外，其余皆加以射杀。迦太基军队方面战死二万人，只有极少数与指挥官逃回马尔沙拉。

指挥这场战斗的迦太基将军，被召回本国后处以死刑，这是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开打以来，第二位因战败被究责处死的迦太基武将。第一位是战役开打的头一年，容许罗马军队渡过墨西拿海峡的指挥官。与不问战败责任的罗马人相较之下，迦太基民族的做法完全不同。

成为胜将的梅他尔斯发行刻有大象图案的纪念银币，能克服对大象的恐惧，比成功防卫巴勒摩更值得纪念。

克服对大象的恐惧之后，罗马也跟著忘了海的可怕。西元前250年，从义大利各地造船厂来的二百艘军舰下水，这个新舰队及四个罗马军团都投入攻打马尔沙拉。

迦太基方面也很积极，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势力范围只剩马尔沙拉及特拉帕尼两个城市。这两个海港城市都位在西西里西岸，两地距离三十公里。有马尔沙拉，才能确保特拉帕尼，两者失其一，都会让迦太基的势力退出西西里。

为了防卫马尔沙拉，迦太基送出一万名佣兵，并派遣大舰队到特拉帕尼，同时在迦太基本国募集了十万名佣兵。

由于迦太基本国投入大量军力，使罗马军队更难攻下马尔沙拉。

罗马军队攻打要塞的海港城市尚不得要领，在特拉帕尼港的迦太基舰队也想从海上封锁马尔沙拉，用以阻挡罗马海军。由于当天可以来回，迦太基船身轻，容易发挥操船技术。此外，从特拉帕尼当天来回的迦太基骑兵队，阻挡了从陆上来的罗马军队，於是无法在海港城市切断从迦太基本国运送粮食、武器的补给线。结果以马尔沙拉为主的这条战线，陷入胶著，接着就进入冬天的休战期。





第二年，西元前249年，是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的第十六个年头。罗马已出现疲态。那一年派出的其中一位执政官克劳狄斯·普鲁克斯，与战争第一年勇敢攻击的阿庇尤斯·克劳狄斯属于同一家族。

执政官普鲁克斯率领二百二十艘军舰从海面向特拉帕尼攻击，而另一位执政官宙里负责攻击马尔沙拉。罗马的元老院将打开僵局的决战，讬付给具有大胆勇敢气质的克劳狄斯家族。普鲁克斯率领所有罗马军舰，向北方三十公里的特拉帕尼前进。

那一年，防守特拉帕尼的迦太基将军，即使面对二百二十艘五层军舰进攻，也面不改色。他深知罗马海军虽善于与人作战，但不善于与海打交道，於是根据这个弱点拟订作战计画。

依照传统的战术，应该背对特拉帕尼港而迎敌作战。但他却打破传统，当获知罗马舰队接近的消息时，他命令所有迦太基军舰出港，到达特拉帕尼北边的海上，等待从南边来的罗马舰队。当罗马舰队接近特拉帕尼港附近海域时，再从水平线上出现。罗马舰队原本打算包围停留在港内的迦太基舰队，反而变成背后是山崖连连的海岸线，自己陷入被包围的局面。

指挥迦太基军队的将军了解罗马兵在肉搏战上的厉害，因此采用分开个別搏斗的方式，让善于控船的迦太基军队处於有利的位置。

因此迦太基军舰刻意与罗马军舰保持距离，而且追到让罗马军队无法使用长桨的海域深度，像渔夫收网一样，渐渐向中心靠近。

结果罗马军队战败，二百二十艘军舰有九十三艘被俘虏，三十艘沉没。除了少部分的士兵及船员游回罗马阵营外，约有二万人丧生。原因不仅是盔甲沉重，而且当时的罗马人不太会游泳。执政官普鲁克斯率领剩下的军舰，向南逃逸。

成了败将的普鲁克斯被召回首都，处以罚金一万二千狄纳利斯银币。

罗马海军是不追究战败责任的，但对指挥官的不当态度，则会加以处罚。

在出兵攻打特拉帕尼之前，执政官普鲁克斯依照惯例，进行占卜事宜。

他们是以鸡啄食的方式来占卜吉凶。罗马军队的策略操之于一只鸡，对指挥官而言可说是不胜其扰，因此军队中的占卜师通常会让鸡处於绝食的状态。

但那天不知为什么，鸡就是不吃饵。士兵们在一旁看了干着急，但是鸡却到处走来走去。倔强没耐心的执政官普鲁克斯一气之下抓起鸡，大叫「看你喝不喝水」，便叫人把鸡丟到海里。士兵们心里都想「这么做妥当吗?」出发时不免担心起来。

宗教的信仰是个人的问题，但当信徒居领导者地位时，就不只是个人相信与否的问题了。如果特拉帕尼港外的海战没输，他可能也不会被处以罚金。然而在违背宗教信仰后出战，罗马军队铩羽而归。但执政官克劳狄斯·普鲁克斯不只是战败，而且作出一个领导者所不容许的「有欠思考」行为，因此被罚。即使他是罗马少数的名门贵族，为了支付庞大的罚金，几乎赔去现有的家产。

西元前249年，罗马正值多事之秋。到了第二年，在西西里的罗马军队仍无具体行动，只有一项好消息，就是叙拉古国王希耶隆无条件续簽同盟条约，让罗马无后顾之忧，只要好好应付马尔沙拉和特拉帕尼即可。





二年后，西元前247年，罗马进行五年一度的普查。针对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十七岁至六十岁男子，调查人数及财务状况。向来成年男子人数都会增加一成左右，但该年反而减少百分之十七。虽然不至影响「罗马联盟」军的主要战力，但来自「罗马联盟」加盟城市的战力，多少受到波及。陆战牺牲加上海难事故，除了人员损失外，尚有军舰及运输船的耗损，导致罗马国库所剩无几。战争进入第十八年，罗马已消耗殆尽。

而迦太基方面，虽在战场上损失不少，但所幸没有发生大海难。战死的士兵是他国来的佣兵，不影响本国国民人数。以消耗的程度来看，罗马似乎是处於劣势。自西元前247年起，迦太基开始派遣有才能的年轻武将到西西里战场。

武将汉米卡，他的姓氏巴卡（Balka）在腓尼基语是雷电的意思。正值三十出头的汉米卡是汉尼拔（Hannibal）的父亲，后来汉尼拔成了罗马人的梦魇。汉米卡开始指挥西西里战线的那一年——西元前247年，正是历史上最佳战术家汉尼拔出生之年。

但是布尼克战役中的迦太基人不善于利用机会，当时虽派遣有能力的司令官，但国内却不能提供强力支援，甚至政府内部还发生分裂的情形。





古代迦太基以经济人才治国，这方面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斯相似，而寡头政体的制度也相仿。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佛罗伦斯全力投入与外国的贸易及国内的手工业，但迦太基自古以来便持续经营农业。

现在的北非一带雨水少，不易于种植。然而古代的北非完全不是如此，迦太基人擅长经营农业，而环境也能让他们发挥长才。

另一方面，迦太基人也继承腓尼基民族的传统，是个优秀的商业民族。

掌握迦太基国政的经济人，分裂为「重视国内派」及「对外发展派」。如果以哪一方的生产力低、发言力就小的方式运作，也许还可能统合意见。问题就是两派生产力都很高，分裂情况不易解决。

「重视国内派」积极主张扩张在北非一带的统治范围，反对向国外拓展迦太基的势力，认为此举不会带来直接利益。「对外发展派」主张称霸西西里，「重视国内派」认为应先确立在非洲的统治。迦太基常遇到好的机会但表现消极，原因在于「发展派」被「国内派」扯住后腿。「国内派」的领导者是汉诺（Hanno）家族，而汉米卡、汉尼拔所属的巴卡家族是「发展派」的领导者。

在罗马人力、物力掏空的西元前247年，在西西里前线的汉米卡因为国内没有足够的兵力，无法掌握先机。他只带着两个军团的战力，想从目前仅占有的西海岸一举光复，几乎是不可能的。汉米卡在西西里战线陷入胶著的情况下，打算等着和消耗殆尽的罗马进行和谈。如果能如此，那么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势力至少可回复到布尼克战役前的状态，然而汉米卡这项预测只对了一半。





西西里上的迦太基势力范围包括马尔沙拉及特拉帕尼，没有充分战力的汉米卡并没有设置军队的根据地。无论将军队布置於何处，都有被罗马军包围的危险。他不喜欢行动设限，认为主导权应掌握在我方。只要拥有马尔沙拉及特拉帕尼，迦太基就可掌握西西里西岸及迦太基本国间的制海权。

汉米卡的军事基地设於巴勒摩近郊，这个地方现在位于蒙地·帕林古利诺的山上。

站在这个山上可瞭望巴勒摩的市街及港口,只要迦太基舰队看到罗马军队南下出现在水平线上，就立即下山朝海岸方向往西行，可以在不惊动停泊於巴勒摩港罗马船队的情况下，到达防守山崖的海湾。

在山上扎营的汉米卡，虽然没有便道到海岸，但可以确保与特拉帕尼之间的补给线。这一带都是平地，这座伊利其山是唯一可以监视平地的地方，但伊利其离海岸线太远。结果造成罗马兵固守伊利其，但迦太基军队却能自由来去。

汉米卡不光是隐居在山上，有时也领军下山，正在攻打马尔沙拉的罗马军队偶尔会从背后偷袭，但不曾挑起会战，原因是两方战力相差甚大。

汉米卡的游击战法不只适用于陆上，也可在海上发挥，以加盟「罗马联盟」的南义希腊城市及义大利中部伊特鲁里亚人的商船作为诱饵。

汉米卡的战术巧妙奏效。西元前247年至前243年间的四年，布尼克战役在汉米卡的预期下开打。罗马军队对蒙地·帕林古利诺的攻击终告失败，完全与汉米卡的预测相吻合，但与他所预测不同的是，罗马始终没有派遣和谈的使者。

罗马试图打破长期陷入胶著的西西里战线，希望切断迦太基本国与汉米卡间的补给线，这必须先取得西西里西岸及迦太基本国间的制海权。迦太基深知失去这个海域的制海权等于失去西西里的严重性，务必要派遣舰队前去防守，所以让汉米卡完全自由发挥。罗马军队无法攻下马尔沙拉及特拉帕尼，只好与迦太基舰队进行海战，如果能赢得胜利，汉米卡、马尔沙拉及特拉帕尼都将孤立无援。布尼克战役开打以来，罗马第四次重整舰队。目前的军舰都已老朽，必须全部换新。





迦太基不容许舰队的规模低于二百艘，凡不是五层的船都不能算是军舰。西元前242年罗马重新打造二百艘五层军舰后，国库已所剩无几。

元老院不认为增稅是最好的方法，而且谁也没想到要打破惯例向各同盟城市要求分摊战争费用。元老院的议员们决定发行战时国债。

战时国债所提供的条件是，在战争结束后可以还债时开始付钱。当时被要求购买战时国债的对象不是全体罗马市民，而是有产阶级、元老院职员及政府高阶官员。罗马在觅得财源后，开始制造五层军舰，在执政官加图拉斯指挥下出海。

然而舰队的抵达并未立即改变西西里西岸的情势，到该年年底，迦太基一直没有出动舰队。但有好消息传出，罗马舰队从海上攻下马尔沙拉港，罗马舰队因而可以使用这个天然良港。迦太基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不会再犹豫不决。

西元前241年，也许是压制了国内派的声音，迦太基在3月出兵，算準了此时正是罗马军队的轮调期间。罗马新任执政官的任期是从3月15日起，因此该年罗马军队抵达西西里最快也要4月底。迦太基趁罗马军队守备松散时，补充军粮；但是罗马深知战况随时会有变化，因此陆军部分虽减半，而执政官加图拉斯与海军全军留下。

迦太基方面的误判不仅是如此，迦太基认为罗马军队在八年前海战失利及海难的多重打击下，不会轻易挑起海战。因此在西元前241年春天出动的迦太基舰队，其实应该算是运输船队，满载半年份的粮食及武器到西西里。

之后，从首都迦太基出发的舰队朝东北方前进，到了马尔沙拉及特拉帕尼间的海域，在马连地摩下锚，寻找接近西西里西岸的机会。

艾加地群岛最西边的岛屿是马连地摩，迦太基舰队在特拉帕尼北边的伊利其附近海岸登陆。特拉帕尼海边有罗马军队的监视，十分危险。

执政官加图拉斯并未在特拉帕尼港防守，他正等待敌军出动的通报一来，立即命令所有的船只北上。以艾加地群岛之一的法比尼那岛，作为集合地点，此与迦太基舰队所在的马连地摩相距不到十公里。加图拉斯在法比尼那岛上伺机而动。

实在很难想像迦太基舰队完全不知道罗马舰队正停留在法比尼那，这附近到了3月已进入捕鱼季节，渔夫不可能没看到有二百艘五层军舰进出。然而等到知道罗马舰队正在十公里外的不远处，迦太基舰队也没有更改原定的计画。

3月10日早晨，风向转为西风，而且是强风。以马迪地摩东边的伊利其为目标，是最好的顺风。加图拉斯在马迪地摩东南边的法比尼那岛上，判定敌军一定会出兵，但对是否迎战则有些犹豫。

如果要阻挡以伊利其为目标的迦太基舰队，变成要从正面迎接西风。对迦太基舰队是顺风的话，对罗马舰队就是逆风。风大且浪高，对罗马舰队颇为不利。

但是执政官加图拉斯明知不利仍决定放手一搏，对罗马舰队而言，优势在于对方船只满载兵粮，船身很重；相较之下，罗马舰队的船只负担较轻。

加图拉斯命令将帆全部降下，只靠长桨的力量全速西进的罗马舰队出现在迦太基舰队面前，迦太基舰队看到备战状态的罗马舰队，也将帆降下。海战中只靠长桨撑船是一种惯例，而收帆也表示接受挑战之意。

西风依旧吹得猛烈，即使把帆降下，强风也推著大船。大风大浪中的迦太基舰队摆出阵势，朝罗马舰队攻进。船只互撞的声音响彻云霄，而士兵借着船只互撞跳入敌船，到处传来厮杀的呼喊声。

战况激烈，但很快就分出胜负。迦太基方面有五十艘以上的船只沉没，七十艘以上的船遭到俘虏，其余的因借助於风向改变，得以逃回本国。

胜利的罗马舰队也无力继续追击，大部分的船都需要修理。史料上并未明载双方的死伤人数。逃回的迦太基舰队总司令被追究责任，处以极刑。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开打以来，这是第三位因战败而被处死的迦太基司令。

迦太基政府没有等到冬天的休战期，就命令汉米卡进行和谈的交涉。执政官加图拉斯也对汉米卡有所回应，对现实不抱幻想的两人展开和谈的工作，也因此结束了第一次布尼克战役。





这里是马基维利十分讚赏的地方。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执政官身兼军队总司令，一旦赋予任务派遣出去后，连元老院也不过问，前线的战略完全由执政官全权决定。由于事后不追究败北的责任，可让执政官心无旁骛。此外，有关提出或接受和谈、条件等，都赋予执政官完全作主的权限。

执政官所负责的和谈，最后由中央最高决策机关——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是否赞成，和谈才能生效。而和谈期间，则视为休战。





加图拉斯和汉米卡达成协议的内容如下:


一、迦太基从西西里撤退，永远放弃西西里的领有权。




二、迦太基约定不与包括叙拉古在内的罗马联盟国作战。




三、两国皆无偿释放俘虏。




四、迦太基赔偿二千二百罗马币，加上年利，分十年偿还。




五、罗马尊重迦太基的自治与独立权。



但这份协议内容在公民大会上，多数人投下反对票。二十三年的长期战争中，罗马方面的损失较多，既然是胜利者，却要和谈，让罗马公民无法接受。

此时，由十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调查团来到西西里，反而很快就和加图拉斯意见一致。

他们稍微变更和谈的条件，将赔偿金额从二千二百罗马币提高到三千二百罗马币。增加的部分不是用分期付款，而是簽署协议后立即支付。其他如艾加地群岛、马耳他岛、盘特雷利亚岛等附近岛屿，皆划为罗马领土。

迦太基光靠经营农业，每年就有十三万二千罗马币的收入。至於将马耳他岛、盘特雷利亚岛划为罗马领土，不过是承认现况而已。

罗马订下对方容易接受的条件和谈，罗马公民听取调查团的报告后，这次全都投下赞成票。





西元前264年起的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於西元前241年结束，长达二十三年。加图拉斯在该年6月凯旋归国，罗马人沉浸在和平的梦境中。西元前673年打开的雅努斯（Janus）神殿（古罗马的战神）大门，隔四百三十二年之后关闭，原因是要让战神雅努斯休息。

罗马与迦太基间的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以西地中海及部分西西里为战场，形式上是一场地方性的战争。但是大国迦太基及新兴国罗马对决，双方投入大量的战力，不能只视为地方战。投入如此战力及长时间的规模，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匹敌。战斗虽告一段落，但地中海世界的未来，并非取决於埃及、叙利亚或马其顿，而是由罗马和迦太基决定。

加图拉斯驾著四匹白马，在罗马举行凯旋式时，特拉帕尼及马尔沙拉的迦太基势力开始撤退。不论是迦太基送来的佣兵，或是在当地进行殖民地经营的迦太基人，都必须离开西西里。也许是因为汉米卡指挥得当，并未造成混乱，也没有发生难民骚动的情形。对占有西西里大半人数的希腊人而言，迦太基撤退的意义，只不过是统治者从迦太基转变为罗马而已。

迦太基四百年来在西西里的权益就此全部丧失，也失去了地中海西半部的制海权。




第二章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




（西元前241年~前219年）


战争结束后何去何从，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过去的胜败已成定局，重要的是能否从经验中记取教训。

我们知道，在西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结束后，到西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爆发，期间共二十三年。本章主要是介绍这二十三年中罗马人及迦太基人的动向。

对罗马人及大部分的迦太基人而言，这二十三年并不是战争前的休战期。罗马人及绝大多数的迦太基人都没想过会再发生战争。

西元前241年缔结的罗、迦和约，只不过是战胜国及战败国间的一次和平条约，并不表示就此造就罗马成为一个霸权国家，或是迦太基就此收入它的版图内。迦太基并不像义大利半岛上的加普亚或是塔兰托，在战败后加盟为「罗马联盟」的同盟国，也不像西西里的叙拉古每十五年换约一次。

虽然战败赔款、放弃在西西里所拥有的领土，但迦太基仍然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但如果说迦太基并非拥有真正的「独立自治」，也只有和约所明订不得与罗马结盟国作战的部分吧！迦太基即使不再插手义大利或西西里的事务，也可以自给自足。因此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的迦太基人，从来也没想到要再与罗马交战。

汉米卡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的最后六年，挺身敢斗，但海军却败战下来，最后又负责与罗马和谈的工作。战争结束时，他不到四十岁，在心底深处藏着雪耻的决心。汉米卡所属的巴卡家族，与汉诺家族的农业经济派不同，是属于通商性格的领导者。对放弃西西里及西地中海，当然特別敏感。与汉米卡抱持相同看法的迦太基人，多少都有与罗马再度交锋的念头。

然而战争结束后，败的一方总是比胜的一方感觉来得沉重。相对于罗马把战神雅努斯大门关闭的和平景象，迦太基国内却充满不安的气氛。





倚赖他国佣兵的迦太基，常可在市集中看到成群结队的佣兵。佣兵来自高卢（Gallia）、西班牙、希腊及非洲等地，由于语言不通，因而结为不同的群体。从西西里撤退的大批佣兵，也回到迦太基本国。

战争结束后，佣兵理应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些佣兵却不立即回国，因为他们正在等待迦太基政府支付酬劳给佣兵。

但是由于战败财政紧缩，迦太基无法支付佣兵要求的金额。战争是在夏天前结束，他们在这一季（春天到秋天）的工作时间只有一半，所以迦太基政府考虑只支付一半的钱。佣兵们当然不能谅解，因此他们全部武装起来。

佣兵走出暂居的锡卡，向首都迦太基前进。二万名武装兵逼近二十公里外，迦太基政府不得不出面交涉。原本佣兵只提出一些基本的条件，但由于负责交涉的迦太基高官态度不佳，使佣兵们感到不悅，进而提高和谈条件的门槛。此外，利比亚也和佣兵们同一个鼻孔出气，原因是利比亚为迦太基属地，但布尼克战役后加倍征收租稅，因此不满的情绪高涨。

对迦太基战后政策表示不满的，不仅是利比亚。迦太基与罗马不同，迦太基人与其他被统治的民族，虽然同样住在迦太基领土内，但迦太基人以统治者的身份歧视其他民族，因此引发被统治者的不满或叛乱，为国家招致危险。仅次于迦太基的第二大城尤蒂卡，也爆发群众抗议，从刚开始的二万人增加到五万人。

布尼克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年——西元前240年，迦太基政府决定强力镇压叛乱者。政府交给汉米卡一万名兵力，仰慕他的二千名努米底亚骑兵也加入镇压部队的行列。

以佣兵为主的叛军，虽然人数上占有优势，但没有指挥官，不是汉米卡的对手。结果造成六千人死亡，二千人被俘掳，其余的落败逃跑。第二年，西元前239年，佣兵对汉米卡仍怀恨在心，逮捕前去交涉的迦太基高官，将他的手脚砍断、耳鼻削下后活埋，手段极为残忍。

汉米卡认为只有将叛军全部歼灭，才能解决问题；然而叛军仍然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因此他避免直接正面会战，采用小规模战斗逼退敌人，最后将叛军赶到一个小山头。然后在山的周围架起坚固的栅栏，挖掘壕沟，让叛军自生自灭。

饥饿的叛军只好杀掉俘虏及奴隸来吃，但最后只得投降。汉米卡说只要他们派出十个交涉的人员，便保住他们所有人的性命。

十个人下山来了，但没有一个人回去，因为全被杀掉了。不知情的叛军以为被出卖，重新拾起放下的武器。

这正是汉米卡等待的好时机。被包围的叛军，被大象追到洼地，全被踩死，死亡人数超过四万。尤蒂卡的叛军知道以后，全部投降。西元前238年的夏天，经过三年又四个月后，汉米卡完全镇压反迦太基的叛军。

迦太基所属的领地或城市，依照它们对迦太基的重要程度，而非根据它们的叛乱程度，课以重稅。例如尤蒂卡只受到轻微的处罚。

在这段期间内，罗马及叙拉古都没有趁虚而入。他们还接受迦太基政府的请讬，输出小麦到粮食不足的首都迦太基。可见得虽然罗马在布尼克战役中战胜，而叙拉古自古便与迦太基交恶，但都没有趁机攻打迦太基的念头。

然而罗马并非完全不打落水狗。靠海部分被迦太基殖民化的萨丁尼亚岛居民，得知迦太基本国发生动乱，也趁机叛变。他们杀掉迦太基总督，再向罗马求援。罗马在经历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了解到制海权的重要性，当然一口答应。派到萨丁尼亚岛的罗马军虽然只有一个军团，但要制服萨丁尼亚岛上的迦太基军队则绰绰有余。迦太基政府虽然提出抗议，但由于国内情势的混乱，心有余而力不足。萨丁尼亚岛就此收归罗马的旗下。

之后，萨丁尼亚岛北边的科西嘉岛也主动回归罗马。罗马因此拥有西西里、萨丁尼亚、科西嘉的统治权，确立罗马在义大利以西及以南的制海权。至此，西地中海的制海权与迦太基日行渐远，成为罗马的囊中物。





虽然叛军的危机已经解除了，但是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的迦太基，「重视国内派」与「对外发展派」的纷争仍未平息。

由于迦太基以「重视国内派」较佔优势，领导「对外发展派」的汉米卡决定离开迦太基，到西班牙另辟天地。西班牙虽然曾是迦太基的殖民地，但仅止于以加地斯为中心的南西班牙海岸。汉米卡正值四十岁的英年，决定好好开垦拓展这块殖民地。跟著他出走的迦太基人不少，同行的还有他的九岁长男汉尼拔。

汉尼拔之后曾说过：


「九岁的我希望与父亲同行，父亲领我到巴尔神殿，向神发誓终身与罗马为敌后，才允许我一起到西班牙。」







汉米卡横渡有「赫拉克斯（Herakels）双柱」之称的直布罗陀海峡，迁徙到西班牙，开始发挥他优越的组织能力。以跟随他的迦太基兵为主体，加上当地西班牙原住民的佣兵，组成军队。

他统治的范围急速扩大，借着迦太基人特有的经营能力，开垦西班牙土地为高生产力的农地。西班牙矿产丰富，特別是开采银矿，奠定了汉米卡经营殖民地的成功基础。五十年后访问西班牙的罗马人卡德惊叹西班牙生产力之高，而这些收成都是汉米卡在西班牙的财源。

汉米卡迁徙到西班牙九年后，统治范围扩大到西班牙东南部。所得利益不仅可以自给，还有盈余送回祖国，甚至投资经营祖国的农业。迦太基之前虽然失去西西里，但又获得一块更好的殖民地。在西班牙的迦太基殖民地，几乎已经从祖国独立出来，可说是巴卡家族的王国。

迁徙后第十年，西元前228年，西班牙东岸完成新城市的建设，取名为「新迦太基」，建有巴卡的王宫，是西班牙各地产物的集散地。这个「新迦太基」（现在的卡塔赫那Cartagena）象征巴卡家族在西班牙的发展地位。

汉米卡在新城市完成的前一年战死，继承者是他的女婿汉席多巴尔，原本担任汉米卡的副将，嫡传的继承人汉尼拔当时只有十八岁。

汉席多巴尔是个有才能的第二代，为老丈人的事业打下深厚的基础，是他最大的功绩。

在这段期间，一般都会想到罗马应该会有所警觉吧！但事实上罗马毫无警戒之心。如下面将叙述的，罗马自顾不暇，而迦太基本国也没有想雪耻挑战罗马的任何準备。迦太基仍然和布尼克战役前一样，必要时才用钱买佣兵来充实军备。

西元前226年，罗马与汉席多巴尔间缔结协定，约定迦太基势力不可越过厄波罗河（Ebro）以北，厄波罗河位于西班牙北部，由西往东流。

换句话说，罗马承认迦太基在厄波罗河以南的势力。而厄波罗河沿着庇里牛斯山脉（Pyrenees）以南往东流，因此罗马可说是几乎将整个西班牙都视为迦太基的管辖范围。

这项协定的目的，与其说是不让迦太基在西班牙继续扩张势力，不如说是罗马为了保卫它长年的友邦——马赛（Marseille）。与马赛隔湾相对的安坡利亚（Enpolia）也在同一年加入罗马的同盟城市。马赛及安坡利亚都是希腊人殖民的城市国家。西地中海的希腊裔居民，喜欢同盟关系胜于统治，多选择加入罗马旗下。





罗马方面在这二十三年间又是如何？

首先，最显著的现象是希腊文化风靡了罗马。叙拉古是希腊文化的一大据点，文化水準远高于塔兰托等其他南义的希腊城市,同时也是罗马的友邦。罗马的良家子弟多学习希腊语，当时的希腊语比拉丁语发展得较为成熟，而且整个地中海世界都是希腊语系的范围。

希腊文化热的流行不仅出现在良家子弟身上，当时模仿希腊喜剧的拉丁喜剧也开始上演，作者是李维斯·安东罗。西元前240年，他的喜剧在罗马上演，也是拉丁文学史开始的时期。他为一般不懂希腊语的平民作了摘译，甚至将荷马的叙事诗翻译成拉丁语刊行。

号称第一位拉丁喜剧作者的提图斯·普劳塔斯（Titus Maccius Plautus）也活跃於这个时期。他模仿希腊喜剧，但以更罗马化的方式来表现。他的作品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甚至影响十八世纪佛罗伦斯的喜剧作家卡罗·格尔登尼（Carlo Goldoni）,可说是义大利喜剧的滥觞。

博得民众喜爱的普劳塔斯喜剧中，随处都穿插著希腊语。如果民众可以了解这种程度的希腊语，那我们不得不惊叹当时罗马人双语程度之高。

当时受到罗马人喜爱的两位喜剧作家都不是罗马人，安东罗是希腊人，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西元前272年罗马称霸塔兰托时，他以奴隸的身份被俘虏到罗马，因为他的主人李维斯欣赏他的才华而改变身份为自由民，因此他的名字叫做李维斯·安东罗。

普劳塔斯不是奴隸也不是罗马公民，他是加盟「罗马联盟」的温普罗家族出身，到罗马做过各种工作，也当过演员。他善于寻找题材，将既有的喜剧及悲剧分解运用，如果迦太基有剧本，也会被他拿来使用。但迦太基是个实际派的民族，只有汉诺的《非洲航海志》，马构涅的《农园经营书》等着作。普劳塔斯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迦太基人作过这样的批评：


「那个人懂得各国语言，却装作不懂其他国家语言的样子，这就是迦太基人。」



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不同，可从是否喜欢与其他民族交流看出。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罗马流行的「希腊热」对罗马的领导阶层而言，毋宁是一种好现象，因为可以解决元老院面临如何统治西西里的这个新问题。

拥有许多希腊殖民城市的西西里，属于希腊语系。虽然叙拉古是一个独立国，但叙拉古纳入罗马旗下事实上是因为被征服。除此之外，其他地方都是罗马以军事力量取得的地方。事实上，如果征服者能热心学习被征服者的语言文化，必定会多少影响被征服者的心情，所以「希腊热」正是元老院所期盼的。他们率先招募被征服者为家庭教师，送子弟到被征服地去留学，这当然也是因为希腊文化较为优越的缘故。

罗马人有意思的地方是，凡事不一定要亲自去作，也不一定要在每一个领域争第一。几乎被罗马同化的伊特鲁里亚人仍旧从事土木业，将通商的事交由南义的希腊人来办。西西里也正式引进希腊文化，举凡艺术、哲学、数学都委由希腊人。罗马人的开放性与时代同步扩大，不像其他国家明明要给居留许可证，却又要说「只限於拥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才艺者」。





任何人都不容易处理异民族统治问题，罗马人冷静透析现实,为西西里创造一个合适的制度。

在《罗马人的故事Ⅰ》中曾提到「罗马联盟」内的盟主罗马与加盟国间的关系。

西元前四世纪中叶设立的「罗马联盟」，不只是罗马与其他国家的集合而已。盟主罗马与每个加盟国间的关系，是一种「个別的关系」。

第一，联盟的盟主是罗马。

在该国的居民，如果是自由民，则无贵族与平民的区別，两者都拥有公民权，同时也有纳稅及从军的义务。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有投票权，也有被选举权以及参加国政的权利。此外，所谓的无产阶级者，则免除纳稅及服役的义务。但是他们可以行使选举权，也是罗马公民。

除了罗马以外，在叙述西元前四世纪中叶时的第Ⅰ卷中，第二项提到的是各部族。

各部族在经过一百年之后，也几乎都拥有罗马公民权，所以至今没有分裂的情形。所谓罗马，是指王政时代的「拉丁同盟」加盟国。在西元前390年因克尔特族来袭，脱离罗马，然后又败给罗马的各部族。如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所说，由于罗马人同化败战者的想法，使得一世纪后的各部族都拥有完全的罗马公民权。

组成「罗马联盟」的第二类城市，在第Ⅰ卷中第三项提到的是「幕尼奇比」。罗马赋予这种幕尼奇比人「无选举权的公民权」。换句话说，除了没有罗马国政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之外，其余权利与罗马人完全相同。私有财产也受到罗马法的保护，也承认该国国内的自治。对现在的义大利而言，幕尼奇比是地方自治体的意思。

第三，现代人将殖民地译为“Colonya”。

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多者殖民六千名男子，也有全家一起殖民。但多数是单身，与当地女子结婚，形成混血的情形，这当然不需要法律明文规定。

殖民者完全拥有罗马公民权者称为「罗马殖民地」，其他拥有公民权可是没有选举权的地方称为「拉丁殖民地」。罗马在各战略要地建设长期的要塞工程，但从社会面看这个“Colonya”，与新市镇的建设一样。事实上，德文的“Köln”（科隆）就是“Colonya”的德语翻译。

「罗马联盟」加盟国的第四种，是历史学上称同盟城市、同盟国的城市国家通称。但是罗马人称为「索奇」（sochi），在拉丁语是长女的意思，现代义大利语的意思则为共同经营者。

这些「索奇」与其他同盟部族不同的是，他们在西元前四世纪中叶时并非战败者，但之后是战败者。义大利半岛中部到南部的城市都属于「索奇」，他们也是缘起于希腊人的建设。

与罗马同盟关系历史较浅的各城市，罗马承认它们国内自治，并鼓励那些统治阶层的人取得罗马公民权。这些人取得罗马公民权后，不会被要求放弃原有国家的公民权。罗马对以前的败者，承认他们的双重国籍。

这些「幕尼奇比」、“Colonya”、「索奇」等，都不必向罗马支付进贡费用或租稅，但是罗马会要求这些城市提供兵力。古希腊、罗马是西欧思想的源头，他们不要求资金而要求兵力，实是追求名誉及合作的做法。

罗马与各同盟国建立个別的关系，而这个「个別关系」是「有所区別」，并非「有所歧视」。阿庇亚大道就是最好的例证。





阿庇亚大道原本由罗马铺设到「罗马殖民地」拉提那，又延长到「索奇」加普亚，再延伸到「拉丁殖民地」维努吉亚。当塔兰托加入罗马旗下时，再延长到这个「索奇」，而后又进行「拉丁殖民地」的建设布林迪西，至此，全线完成。


罗马→「罗马殖民地」→「同盟国」→「拉丁殖民地」→「拉丁殖民地」→「同盟国」→「拉丁殖民地」



这条像「高速公路」一般的大道，显示罗马人所希望达成的网路并以军事目的为第一考量。这么好的系统可发挥多项功能，罗马大道不收费，谁都可以使用。有军团行军、载着葡萄酒的马车、载着薪柴的驴马等，同时也减少了被山贼袭击的危险。军队往来频繁，山贼当然不敢出没。

罗马人可说是第一个重视「基础建设」的民族。现代人都知道基础建设与生产力的提升息息相关，而生产力的增加也意味着生活水準的提升。

所谓的「罗马化」（Romanisation）,就是指「充实基础建设」。透过「罗马化」，各部族深知加入罗马旗下的好处，相互信任而且合作，也不算是被统治民族了。





与迦太基作战而取得的西西里，是罗马的新问题。


第一，罗马不允许迦太基再度复出。




第二，除叙拉古外的小城市国家呈现割据状态，因此在西西里不适用「罗马联盟」的方式。



长期以来，西西里的小城市间处於对抗的状态，为整顿西西里的秩序，像「罗马联盟」这种城市间的对等关系模式，并不适用。而且，如果不能稳定西西里的秩序，迦太基随时都有再次夺回西西里的可能。

罗马人将西西里划为属省，这是在罗马人的统治概念中所没有的项目。而且并非将整个西西里都属省化，因此罗马人又面临处理「个別关系」的问题。

罗马与叙拉古约定尊重叙拉古的自治及独立，与罗马保持对等的同盟关系。叙拉古也无提供兵力的义务，加入罗马旗下的目的原是为了防卫，特別是防备迦太基的进攻。叙拉古的国王希耶隆的义务仅有每十五年换约一次及优先将小麦卖给罗马等两项。这个叙拉古并非属省。

第二个例外是墨西拿。这个统治阶层基础薄弱的城市国家，与拿坡里都是罗马的同盟国，是「罗马联盟」的「索奇」。一方面保持国内的自治权，另方面有提供罗马海军基地及军舰维护的义务。

与墨西拿拥有相同地位的还有巴勒摩、西杰斯、伊利其等城市国家。它们原是迦太基的领地，效忠罗马之后，罗马允许它们拥有完整的国内自治权。这些国家也不适用「属省法」。

叙拉古的统治范围约佔西西里的四分之一，墨西拿加上巴勒摩也差不多是西西里的四分之一，因此罗马的属省范围只有西西里的二分之一。罗马以超越「罗马联盟」崭新的统治方式治理。此外，萨丁尼亚岛及科西嘉岛也列入属省统治的范围。

在此，无论是独立同盟国或是属省，皆享有罗马人的「基础建设」。对他们而言，「基础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迅速移动军队。





居住在罗马统治范围内的人可分为两种：有公民权及无公民权。无公民权者只要是同盟国的一份子，同样须负担稅负及军务。但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结束后，新增了一种身份——属省民。

拉丁语「属省」是“Province”这个法文字的起源，罗马如何开始属省的统治呢？

罗马派遣一名相当於执政官地位的法务官，担任属省的最高统治者。执政官是两名，而法务官只有一名。其下设审计官等事务官，每年由罗马的公民大会选出，派遣到属省。统治西西里属省的法务官，驻守地点在位于西西里西边的马尔沙拉，这是面对强国迦太基的最前线，也是最靠近迦太基的海港城市。

属省法仅适用于西西里土地的二分之一以及萨丁尼亚岛、科西嘉岛等地。属省的最大特色是接受罗马直接统治，而且全境都属于罗马的直接管辖领地。居民租借被没收的公有土地，从事农牧，须支付租金给地主罗马。

其他「罗马联盟」的居民也向罗马租借土地！但是同盟国与属省的差別在于当初罗马政府没收土地时，同盟国内只有一部分被没收，但属省则全部被没收。

同样的，罗马公民如有需要可向罗马政府租借土地，经营农牧业，而且不能自行挑选土地。连元老院的议员都不能租借超过一百二十五公顷。除间接稅是罗马国库的主要收入来源外，公有地的租金也是一项收入。

属省的第三特色，正如属省省民的別名为「支付租稅的义务负担者」，只有属省省民须缴纳直接稅。

属省省民须缴纳收入或收成的百分之十作为租稅，农牧者可以只缴纳物产。这项直接稅又称「十分之一稅」。

另外还有百分之五的间接稅，这是罗马公民、同盟国民都须缴纳的稅金。

收取一成直接稅的原因是叙拉古过去所课的稅率就是百分之十。早在迦太基统治西西里的时代，凡是非洲的属地皆须课以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的重稅，但对西西里特別优惠，沿用对手叙拉古的百分之十稅率，所以罗马也意识到迦太基及叙拉古所立下的原则。

虽然属省省民须缴纳百分之十的稅金，但不像罗马公民或同盟国的公民，没有军务的负担。换句话说，罗马公民及同盟国公民不必缴纳直接稅，但须负担「血稅」。

借地的租金也算合理。属省省民虽与罗马公民一样必须租借土地，但由于西西里气候良好，即使须支付租金及十分之一的稅金，所得盈余仍比罗马公民高。

不采累进稅率，一律只须缴纳百分之十的做法，连我都很愿意缴纳。人们可以投机取巧地区分收入与经费，只缴纳收入的十分之一，使国稅局的收入减半。

古代的罗马人连国稅局都是民营，叫做「普布利加努斯」，意思是「公务代理人」。他们每年根据前一年的收获量，定出今年的预定收获量，参加征稅权的投标。如果得标者收不到当初提出的金额，可能导致自己破产，因此一般都会在适当的标準下得标。「公务代理人」可以获得十分之一稅金的十分之一，同时必须向属省统治官提出征稅的相关文件资料。

罗马奖励由各城市担任征稅工作，而非交给个人，在西西里还没有让「普布利加努斯」这种外部的人负责这项业务的例子，原因是罗马把直接稅的百分之一回餽给地方。

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发生时，罗马面临空前的危机，临时将十分之一的稅提高到五分之一。但是当时的情况仍是缴纳十分之一的稅，另外十分之一是缴交农产品，由罗马政府收购下来。

这样的属省统治，使得西西里变成罗马的谷仓。光是当作缴稅用的小麦，每年就有二百万「模底」（相当於一千八百万公升）。在缴纳稅金后，剩余的小麦可自由买卖，而当然是卖给罗马。

与义大利生产的小麦相比，西西里生产的小麦几乎便宜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使得罗马近郊的农业失去竞争力。也在这个时期，罗马附近的农地从小麦田转为种植葡萄或橄榄。

属省省民没有当兵的义务，防卫是罗马的工作。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罗马认为是升平之时，仅在西西里屯驻四千二百名步兵及二百名骑兵，而且只在属省总督——法务官的驻在地马尔沙拉驻兵。

属省统治后来虽衍生许多弊害，但在西元前三世纪时运作良好。属省法承认完全的宗教自由，如果认为统治方法不公正，可以向罗马的元老院申诉。在语言上也因为罗马人热心学习希腊语,使希腊裔的西西里人不会感到不便。

属省化之后的西西里，原本互相对抗的城市也和平相处；而罗马人致力於基础建设，因而提高生产力。第一个享受“Pax Romana"（罗马和平）的就是西西里上的希腊人。

但是罗马终究是个霸权国家。霸权国家除负担辖下小国的防卫工作，也负责维护人民的利益。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罗马人将战神雅努斯神殿大门关闭，象征和平的到来。但不到十年又不得不将大门打开，就是为了维护同盟国的利益。





义大利半岛东部是亚德里亚海，相当於前南斯拉夫及现在的阿尔巴尼亚一带，当时叫做伊利利亚地方。伊利利亚族人住在那里，是当时海盗的大本营。伊庇鲁斯王国时，设有许多警士，但是伊庇鲁斯衰退后，马其顿王国势力管不到那里，海盗因此在亚德里亚海猖獗起来，而受害最深的是以经商为主的南义希腊系城市。罗马因此派遣使节，希望伊利利亚族的国王能停止海盗行为。

在希腊最盛时期，仍有像伊利利亚这种未开发民族。他们不仅对罗马的请求置之不理，还杀死前来的使节。罗马於是决定向伊利利亚族宣战。

西元前229年，两位执政官率领二万名步兵及二千名骑兵，搭乘二百艘军舰，抵达布林迪西，开始进攻希腊。

罗马军队进攻，海盗一哄而散，顺利攻下对方的根据地阿波罗尼亚。罗马军将它建设成为一个基地，伊利利亚族前来求和。罗马军以割让阿波罗尼亚以及附近土地为条件，同意和谈。如此一来，将布林迪西及阿波罗尼亚两个亚德里亚海的门柱划归罗马的势力范围，从此与希腊通商的南义诸城市，再也不受海盗的威胁。

罗马也因为成功镇压伊利利亚族，确立了东方的防卫战线；南方及西方的战线也因为取得西西里及萨丁尼亚而巩固下来。

防卫线的缺口只剩下北边了。住在义大利北边的民族是高卢人。原本是以希腊式的称呼，叫做克尔特人，后来变成高卢人。高卢民族并未与罗马国境衔接，而是与罗马的同盟伊特鲁里亚族及温布里亚族相连接。

这个高卢民族也是个未开发民族，人口增加却不知道如何增加生产。为了觅食，於是以兵力带头迁徙，在西元前390年侵袭罗马。民族的迁移就像火山随时会爆发一样，充满不定性。在马其顿王国北边的色雷斯地方，也有克尔特人，对付他们的策略就是不给他们有南下的空隙。

但是高卢人并非经常威胁罗马北边，只要粮食充足就不会侵入。而高卢族内也分成好几个部族，由于内部斗争，好几年都没有南下。罗马必须特別提高警戒的是，有一年，高卢人居住地区发生饥荒，而内部又成立共同战斗体制。从西元前238年到前227年之间，北边虽然断断续续不安定，但罗马并未派遣执政官前去处理。

西元前226年就不一样了。隔着阿尔卑斯山，住在义大利这边的高卢人及住在高卢那边（也就是现在的法国）的高卢人，组成共同战斗体制。因为闹饥荒，只好南下进攻罗马。

第二年，西元前225年，高卢组成五万名步兵及二万名骑兵的军队，越过波河（Po）南下。迎击的罗马军为彻底解决北方问题,由两位执政官率四个军团，罗马公民兵有二万一千名步兵加上一千二百名骑兵，来自同盟国的士兵有三万名步兵及二千名骑兵，总计共有五万一千名步兵及三千二百名骑兵。罗马几乎动员该年所有的战力，完全投入。

率领两个军团的执政官帕波斯，朝北方最前线上位于东边的利米尼（Rimini）前进，另一位率两个军团的执政官阿迪里伍斯·雷古拉斯朝北方最前线上位于西边的比萨前进。

高卢军南下，正好经过罗马军埋伏於东、西两边的位置，罗马军从利米尼及比萨两边夹攻，战况激烈。执政官雷古拉斯战死，但罗马军获得最后的胜利。高卢兵一开始砲火很强，但时间一久便后继无力。高卢方面死亡超过四万人，被俘掳一万人，其余都往波河的北边逃逸。

第二年，西元前224年，罗马再派两位执政官及四个军团北上。那一年罗马军越过流经利米尼北方，注入亚德里亚海的卢比孔河。之前才被罗马击败的高卢军再度受到罗马军攻撃，只能应付小型会战。罗马军使出浑身解数想彻底击垮高卢民族，使得几个重要的高卢部族不得不出面与罗马求和。

西元前223年出兵的两位执政官，其中一位是高斯·弗拉米尼乌斯，素以果敢著称。该年罗马军越过波河，攻入高卢居住地带，虽然遭到五万名高卢军队抵抗，罗马军仍然获得胜利，也有几个重要的部族与罗马缔结和约。

这让所有的高卢人备感威胁。第二年，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援军赶到，五万名高卢军向罗马展开攻击。罗马方面由两位执政官率领四个军团，不仅成功击退高卢军，并攻到波河，甚至连高卢人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据点——米兰，都被罗马军攻下。

在这场战斗中，一名高卢部落族长面对两位执政官时，要求单挑对抗，执政官马尔喀斯表示愿意接受挑战。当时马尔喀斯已经四十八岁了，但他尊重高卢民族这种以战士的个人能力来对抗的方式而必须接受挑战。事实上，马尔喀斯的个性也喜欢如此。

在全军观看守备之下，罗马的执政官赢了，后来克劳狄斯·马尔喀斯被汉尼拔讚誉为「义大利之剑」。这里有一段关于马尔喀斯的插曲。

西元前220年，罗马终于平定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但并非所有的高卢人都向罗马投降，只是与罗马和谈的部族不断增加。罗马的国境决定从卢比孔河移至波河。西元前218年，在与波河连接的帕辰察（Piacenza）及克雷孟那，建设成「拉丁殖民地」，也预定建造一条从利米尼到帕辰察的大道。从罗马到利米尼，在四年前完成弗拉米尼亚大道。在波河以南，罗马正準备展开「罗马化」的工程，但汉尼拔并未给罗马时间完成。

第一次及第二次布尼克战役间的二十三年，罗马人忙于西西里的属省统治、击退伊利利亚的海盗、与高卢人的战斗等，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结束后的西元前241年，更进行深具意义的改革。

上一次罗马的改革是在西元前六世纪中叶的王政时代时，由第六代国王塞尔维斯所执行的稅制、选举制、军制等制度改革，事隔三百年后，又再一次进行改革。

罗马不再是台伯河畔的农牧国家，势力范围已从义大利半岛扩张到西西里、萨丁尼亚等地，塞尔维斯的制度早已不合时宜。但罗马人仅就必须改革之处加以改革，不作大规模的更动，将塞尔维斯的制度，配合现况作调整修正。西元前241年的改革与塞尔维斯的改革，表列如下。依据每五年一次的「普查」，按资产高低订定阶层的区別。

两种制度相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罗马社会正在中产阶级化。在王政时代，要在公民大会获得过半数的票，只须获得第一阶层的票即可。但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如果不动员第一、第二、第三阶层的票源，则无法取得过半数。这表示有更多公民的想法反映在国政上。中产阶级的增加也肇因於这三百年来罗马人社会稳定健全的成长。

投票权的广泛化也象征兵役义务的广泛化。组成罗马军团的公民兵来自比拥有公民权者更大范围的阶层。不仅在军团指挥官之间，已经没有贵族与平民的区別，更可说罗马这个国家已经朝向举国一致的体制，并有效的运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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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241年的改革










	
	

　财产






单位=亚西币


	

军势






单位=百人组


	

票数





	

第一阶层


	

十万以上


	

骑兵十八 步兵七十


	

八十八





	

第二阶层


	

七万五~十万


	

步兵七十


	

七十





	

第三阶层


	

五万~七万五


	

步兵七十


	

七十





	

第四阶层


	

二万五~五万


	

步兵七十


	

七十





	

第五阶层


	

一万二千五百~二万五


	

步兵七十


	

七十





	

无产阶级


	

没有财产只有小孩


	

步兵五 通常是不必当兵


	

五





	

合计


	

　


	

骑兵十八（一千八百）






步兵三百五十（三万五千）


	

三百七十三









罗马军团



罗马人喜好系统化可从罗马军队的组成看出。能立即对应危机是系统化的优势，从君主一声令下召集军队到召募佣兵成为普遍的行为，这是罗马人最特殊的做法。

罗马共分为三十五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内符合兵役资格的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子（无产阶级除外），按照资产的多寡分为五个阶层。其次，分为现役及预备役。现役是十七岁到四十五岁，称为“Juniores”，是“Junior”的语源。四十六岁到六十岁是预备役，称为"Seniores",是“Senior”的语源。但将官阶层则无年龄限制，除非有特殊情况无人可以取代，一般以六十岁为退休年龄。

在自然休战期的冬天，罗马在马尔斯广场召开公民大会，选出两位执政官，负责第二年的战线，同时选举将官。罗马的战略单位是一位执政官率领两个军团，两位执政官则有四个军团。四个军团需要二十四名将官，其中的十人要有十年以上的军旅经验,而且年龄在二十七岁以上，否则公民大会不承认他的候选资格。其余的十四人须有五年以上军旅经验，而且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上才有资格。

被选出的二十四名将官，依照得票数的多寡顺序，作如下的配置。

第一到四名属于第一军团，第五到七名属于第二军团，第八到十一名属于第三军团，第十二到十四名属于第四军团。这十四个人依得票数，决定配属军团。其余十个人则依年龄分配。

年纪最大的两名为第一军团，其次的三名为第二军团，再其次的两名为第三军团，最后三名为第四军团。如此分配，每一军团各有六名上级指挥官，且以第一军团为「火车头」。

决定执政官、选出将官并分配军团后，抽签决定下一年出兵的行政区。如果是四个军团的那一年，八分之七以上的区都可以立即回家。被抽到的行政区内居民不论年龄都是预备役。当然也有某个区可能从来没被抽中，这部分会视情形稍作调整。罗马人虽然喜欢制度，但头脑还不至於太僵硬。

被抽中行政区内的所有现役男子，到卡匹杜里诺山丘集合。这里不是要求全员都负责军务，而是只要求必要的人数。

四个行政区每一次各派出四个人，而且年龄体型相仿，这是不成文的规定。

这四个人分属第一军团，然后依第二、第三、第四军团的次序，在将官的指导下，四个四个配属各军团。分配完后，再从四个行政区各补四个人。这次从第二军团开始分配，其次是第三、第四、第一军团。分配完之后，再从行政区各补四个人。这次从第三军团开始分配，其次是第四、第一、第二军团。最后再从第四军团开始，其次是第一、第二、第三军团的顺序。依此顺序，直到人数补齐。看来似乎很复杂，轮的次数较多的人，一辈子可能轮个十次。卡匹杜里诺山丘不大，但因为他们都很熟悉地形，因此不至於混乱。这样复杂的分配方法，可使各军团的士兵维持相同的程度及素质。

以四个军团维持经常战备的罗马，一个军团的罗马公民兵人数，步兵和骑兵加起来约为四千五百名左右。如果预测该年会遇到强敌，顶多增加至五千名。四个军团下来就有一万八千到二万的人数。各行政区补足所需人数便结束，如有多余的人，则编成预备役，回家等候。

罗马的士兵是普通的公民。罗马非常厌恶征募无用的兵力，只在必要时运用士兵的召集系统。负责该年军务的行政区为现役，其次为其他区的现役。如果还不够，则用负担军务行政区的预备役，依照这个顺序类推，十分清楚。除非有特殊情况，才会召集无兵役义务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资产入不敷出，这将会剥夺他们生活的食粮。

由资产最多的第一阶层出任骑兵，四个军团有一千二百名骑兵，这个数目没有弹性。因为人数少，因此惯例上在步兵之前先分配。每个军团分配三百名骑兵。

军团编组完毕，执政官、将官及士兵一起到神殿，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与家族，向众神发誓。

结束后，再由执政官告知集合时间及地点，集合日期通常是3月15日。在集合日前，士兵们多待在家里。

完成罗马公民兵的编队后，两位执政官开始向「罗马联盟」的同盟诸国要求派兵支援。由于各国是独立自治，选拔参战者的方法理应由各国自行决定，但多数城市都沿袭罗马的方式。

或许可称为「多国籍部队」的「罗马联盟」军，其中各国参加人数的比例是依照各同盟国与罗马的协约，以该国成年男子人口的比例决定。根据史学家波力比维斯的估计，西元前225年时，罗马公民的军役人数为二十八万人，而同盟国全部有六十万人。罗马公民兵部分的这个数字是包括现役及预备役，而同盟国的部分只有现役。

罗马的常备军是四个军团，当时与高卢人战斗又增强军备，以西元前225年的情形为例，军团的分配情形如下：


罗马公民兵步兵——二万零八百




骑兵——一千二百~二万二千




同盟国兵步兵——三万




骑兵——二千~三万二千




西西里等属省防卫（只有罗马公民兵）




步兵——八千四百




骑兵——四百~八千八百




罗马公民兵合计——三万零八百




同盟国兵合计——三万二千



罗马兵役人数中，现役与预备役的人数比例约为二比一，因此可推算罗马公民的现役人数为二十万，同盟国的现役人数为六十万人，而每年动员的人数大约也是如此。也就是身为霸权国家罗马的一份子，不至於比同盟国的人要服三倍以上的军役。

罗马军团的总指挥权掌握在罗马人手中，这并非出自於霸者心态，而是甘愿牺牲奉献的精神吧！





接受执政官的命令，在规定的日期、时间、地点集合的罗马公民兵及同盟兵，向最高司令官，也就是罗马执政官宣誓遵守罗马的军律。至此，「罗马联盟军」开始发挥机能。

在各地集合的各同盟国兵由各国的指挥官率领。在执政官召集的作战会议上，这些同盟国的指挥官也会列席。

组成「罗马联盟军」的核心部队为罗马公民兵，从战术上的理由或从「纳稅」义务的多寡，分为以下五种。通常的战略单位是两个军团。

第一，六百名的骑兵，每三十骑为一个分队；其次是轻装步兵，以资产调查分类中的第四、第五阶层的公民组成，人数为二千四百人。由于他们是轻型武装，因此作为前锋或是游击队。

一般都认为，罗马军团等于重装步兵，罗马军队的主力为重装步兵，多来自於上流及中产阶级的罗马公民。以资产调查来说，包括第一、第二、第三阶层。但偶尔有第四阶层者加入重装步兵。

这个重装步兵以三排横队的方式，分为下列三种：

配置于最前线的是「前卫」，由战场经验少的十七岁以上年轻公民组成，人数为二千四百人。

第二排是罗马军团的核心「中央」部队，当前线被攻破时，负责稳定全军，年龄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人数为二千四百人。

第三排是由四十至五十岁间的公民组成「后卫」，虽然体力较差，但战场经验丰富，作为罗马军的后盾，人数为一千二百人。

「前卫」、「中央」、「后卫」重装步兵组成三排横队，各为一个中队，每个中队再分为二十个小队，这也是罗马军队具有弹性的战斗方式。「前卫」及「中央」小队系各由一百二十位士兵组成，只有「后卫」是由六十名士兵组成。因此罗马军团的最小战斗单位称为「百人队」，领兵的是「百人队长」，这在以古罗马为题材的电影中经常出现。

相较於总司令官等将官级是由公民大会选出（也就是名门子弟或有名的武将较容易获选），「百人队长」则是由所属小队队员投票选出，通常是由资深的下士官出任。

但下士官等于排长的翻译方法，不管是从社会地位的角度或从以下的理由来看，似乎不见得妥当。

首先，罗马重装步兵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都是当时罗马的菁英份子，属于中产阶级以上，拥有国政的最高决策机关——公民大会的过半数选票。在公民兵为主力的那个时代，他们是受到讚誉的战士。

第二个理由是两个军团加起来有六十位「百人队长」，得票数最多的十二位「百人队长」可列席作战会议。这个会议是由执政官召集，十二名将官、一名骑兵队长及同盟诸国的指挥官都会参加。

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长不只是个下士官而已。说到罗马军团的主干时，并非指将官这种上级指挥官，而是指百人队长这层下级指挥官，他们才是实际负责战斗最小单位的指挥官，率领「小队」的士兵冲锋陷阵。

最高司令官的能力取决於能否指挥百人队长，像凯撒这种顶尖的名将，就是可以完全抓住百人队长的心，加以指挥统御。

早先罗马兵的装备是自行準备，但在西元前三世纪时，由于统一军装，因此改由国家提供。不过还是从给付的「经费」中扣除。

轻装步兵的装备为剑、标枪、盾、简单的头盔、胸盔以及拖鞋式的军鞋。

盾为直径九十公分的希腊式圆形盾，头盔、胸盔及鞋子都是皮制的，因为胸盔上有些装饰，可使体型不如日耳曼人、高卢人的罗马人，看起来高大一些。

标枪长约一公尺，射出去后无法重复使用，因此射到敌方后，敌人也不能重复使用，标枪的尖端部位很细，容易折断。

重装步兵无论是前卫、中央或是后卫，装备都一样。在此虽称为重型装备，但与中世纪的士兵相较，都还算是轻型装备。

头盔是钢制或铁制，加上五十公分长的羽毛装饰；胸盔不只胸前，还包括后背、护膝，用铁或厚皮革制成。脚踝的部分也采用相同的质料。

当时的盾是一·二五公尺乘以一·五公尺的椭圆形，为了防卫或与敌人近距离砍杀，周围二十五公分的宽度，用铁来补强。其余的部分呈圆弧形，以反弹飞来的石弹、标枪及刀剑。盾是由两块木板合成基本形状，内侧贴有麻布，外侧贴上牛皮，因此有相当的重量，罗马人虽然个子比较矮小，但体格毫不逊色。

在西元前205年西比奥改良之前，士兵使用细长的剑。西比奥从西班牙引进原住民使用的双刃短剑，所以在西元前205年之前的士兵，多用斩杀的方式而非刺剑。

至於枪无论是射出或刺杀都很好用。根据波力比维斯的记载，枪长三公尺，射程距离为二十五公尺。通常士兵都佩带粗、细两种枪。但是只有年纪轻的「前卫」及「中央」佩带两种，而「后卫」只佩带一种，因为光一支枪就重达一公斤。





相对于罗马军团的主力战力——重装步兵，骑兵的人数少，战力评价也低，即使是由国家提供装备，但骑兵多来自富裕阶级，因为自古以来骑马就是一种特殊的技艺，不是一般人能够学习得来的。

古代没有马镫，马镫是中世纪才发明的东西。所以古代的骑兵没有什么战斗力，多是用来传令或侦察，顶多用来追击败走的敌兵。两个军团只有六百骑，因为骑兵的机动力并未被有效地利用，这个数目也就足够。罗马军团的骑兵团有名门子弟「士官学校」之称。

骑兵的装备不像步兵的装备，是几经改良而来。罗马骑兵的装备仅是模仿希腊骑兵的武装，有胸甲、头盔、剑、枪、圆形的盾。

如此运用罗马军团骑兵的方式，变成以后抵抗汉尼拔时的最大弱点。





在各集合地点集合的罗马公民已经完成配置分队及分发武器的工作。同时各同盟国来的士兵也完成编队，他们编队的方式与罗马公民兵稍有不同。

经由各同盟国的推荐，同盟国的士兵组成执政官的近卫队，负责执政官身边的大小事务，乃至於护卫的工作，他们的营帐就在执政官的隔壁。也就是说，罗马最高司令官身边的人非罗马公民，而是其他国家的公民。各同盟国都派遣该国的指挥官预备军担任这项任务，罗马给他们的待遇与本国士官相同。

其次，从来自同盟国的士兵当中，选出三分之一的骑兵及五分之一的步兵，编成精锐部队。这支同盟国士兵的精锐部队相当於罗马军团的重装步兵的「中央」部队。

剩下三分之二的骑兵及五分之四的步兵，分为两个部队。这在罗马公民兵称为第一军团、第二军团，但在同盟国兵则称为右翼、左翼。其中最小的战斗单位——「小队」的士兵都是同乡，连小队长也是。

在集合地点完成编队，是为了能够随时準备应战，而且行军的顺序也依照这个编队排定。

第一批出发的是同盟国的精锐部队，有近卫兵护卫的执政官也和这支先遣部队一起行军。

第二批出发的是同盟国的右翼，随后是装载行李的马车。

第三批出发的是罗马公民兵的第一军团，接着是装载行李的马车。

第四批是罗马公民兵的第二军团以及他们的马车。

最后是同盟国左翼和行李马车，以上是罗马军平时的行军顺序。

以这个顺序行军，遭遇敌人时可以马上排成应敌阵队。但纵向链接的队伍要向两旁延伸有些困难。

骑兵通常排在自己所属的军团两侧，或是在马车车队的两侧。

如果担心敌人从后方偷袭，则把执政官与同盟国精锐部队排在最后，其他的顺序不变。

如果不太可能有敌人袭击时，也会在行军当中经常交换顺位，这是为了公平分配休息、水及食物等。

此外，行军的道路如果是平坦宽阔的罗马大道，或是可以轻松行军的平野上，行军以三列或四列纵队前进，马车队也平行前进，以备万一时，马车队可当作盾来抵挡。

罗马军的行军距离，平均一天走二十公里。





至此，我们可以知道罗马人不仅喜欢制度化，更是凡事以手册定形化。连每天行军结束后的扎营，也有手册范例可循。希腊的波力比维斯曾写道，如果是在希腊，这一切的发生是比较顺其自然。

但是罗马人的手册化是有其道理的。从指挥官到士兵，每年都在变动，为了维持一定的纪律及水準，有必要规定所有细节。

而且罗马人执行十分彻底，即使只住一晩，仍然依照手册指示搭建营帐。这项传统一直延续到帝政时代，而这种扎营的做法，还应用到新城市的建设。

接近黄昏时，轮值的士官带领一个小队，先行找寻适合扎营的地点。条件是防卫上没问题，距离饮水处不远，能容纳二万人左右的地方。找到时，在中心点插上白旗，那也是搭建执政官军营的地点，并作为营地的中心点。以脚步来丈量距离，一步约为三十公分。

如此划出六百公尺乘以八百公尺的营地。四方设置出入口，中央有交叉的宽敞道路，以便万一时，士兵不致混乱。其次，各军营的设置地点也依次决定，并分別树立旗帜。完成準备工作后，军队到达，以后的工作则全体一起进行。

将营地化分为二的主要道路上，设置圣火台，作为供奉神祇、占卜鸟卦的地方，旁边则设置演说台。罗马军团中的总司令官，也就是执政官，向司令官及部下演说，视为司令官与部下间的交流沟通，受到相当的重视。

执政官的军营搭建在圣火台的背后，旁边就是审计官的军营，审计官掌管军团的经济大权。为了要保卫执政官的军营，近卫兵及十二名将官的军营则建在执政官军营的外侧。骑兵及同盟国指挥官的军营，也建在这个区域。而营地的另一边则是军团士兵的军营，依各军团的次序搭建，同盟兵也是一样，各军营间均须等距。马房则沿着营地的外侧搭建。即使只住一夜，也不能马虎。确实完成四周的壕沟和栅栏，营地的搭建才算结束。也许因为手册很完备，士兵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而士兵们也早已经习惯如此。

罗马这套搭建军营的方法，在其他民族间也很有名。罗马军抵达某地的首要任务是搭建军营，也形成一种惯例。后来，西比奥却打破这项惯例。

完成军营的搭建后，全体人员开始打扫、洒水，扫完才用餐。以军营为单位，轮流煮饭。用餐后的清扫及柴火的处理，都有严谨的规定。罗马人也比其他民族较早铺设下水道。军营也设置这样的场所，当作厕所之用。

夜间的警卫工作，从日落到天明分为四班站岗。史书上记载「第三班开始监视时，同时祕密出动」，指的正是午夜十二点。由于季节的不同，日出日落的时间也不一。但每一班站岗约为三小时，罗马公民兵及同盟国士兵都一视同仁，每四天轮流一次。

天亮后，第一件事就是吃早餐，饭后也不准随意行动，长官十分注重士兵的健康。第一声号角响起时，马上撤营打包；第二声号角表示将行李送上马车；第三声号角表示开始行军。行军的顺序，如前所述。

唯一没有手册化的是罗马人的饮食。因为与市民生活时的用餐内容大同小异，因此没有特別规定的必要。

罗马人喜欢吃鱼，但并不特別喜欢吃肉。由于战火绵延，小麦的补给中断，因此只好吃肉。罗马人的主食是面包或麦粥，喜欢蔬果，也喜欢乳酪、牛羊奶。这些加上鱼类，都是蛋白质的来源。

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喜好吃肉，这点和罗马人不同。罗马人深感体格不如人，因此也想要以吃肉来增强体力，但并未真正执行。战斗力不见得取决於体力，海产、谷类、乳酪、橄榄油及葡萄酒，都是地中海世界餐桌上的美食。罗马兵的饮食常是加了牛羊肉的麦粥、面包、乳酪、洋葱和葡萄酒。靠这些东西就能征服世界，实在是不可思议。事实上，现在欧美人喜好肉类，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

罗马军的军纪及赏罚钜细靡遗，这是因为指挥官每年都有更动，为期公正而设立的。

关于赏的部分，对特別勇敢的士兵，赠与铁制的枪或铁杯。攻城时第一个到达城墙的士兵，可以得到黄金锁。救人的士兵可从被救的士兵手中得到樫叶作的叶冠。

但其中最高荣誉莫过於被选为百人队长。铁杯、黄金锁、叶冠等，都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资历，但总比不上百人队长的荣耀。当介绍人的时候，会说出这个人当过几次百人队长。能担任第一军团「前卫」的第一小队百人队长，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至於罚的方面，罗马军的军纪严谨，比每天依规定扎营的惯例更为有名。

在夜间轮值站岗的士兵，因打瞌睡怠惰任务者，几乎都会被处以死刑。方式是由所有的人持棒殴打，几乎没有人能够活命。此外，凡是窃盗、伪证、集合迟到三次以上者，一律论罪处刑。

战斗时未尽全力、看到敌人就跑的，以连坐处分，整个队、整个军团都罚。其中，最轻的处罚是发配大麦给受罚的士兵（平常是配发小麦），因为大麦是马的饲料，表示将他与马相提并论。稍微重一点的处罚是不许在营地内搭建军营，而让他们在营地栅栏外扎营。

在罗马，连败战也不处罚司令官的，最重的处罚不是在战败时，而是当团体有违反军纪者，也就是叛变时，才处以最重刑。从整个军团中，每十个人抽签出一个人，作为牺牲者。该名牺牲者背负所有人的罪行，经严厉的鞭刑后，加以斩首。这项刑罚通称为「十分之一刑」，这是罗马军队中的最极刑。自己同样有罪却让同僚受刑，精神上也受到极为残酷的处罚。

罗马军纪严厉众所皆知，而公平公正的执行也很有名。甚至有执政官将自己的儿子处刑的事，稍后再述。

罗马国库的收入包括国有地的租金、间接稅，及属省的十分之一稅。直接稅是指属省省民以外的「血稅」，也就是服兵役。从事军务的期间表面上是没有报酬，但国家会负担从军的费用。自西元前四世纪起，军务的期间不仅只有夏季，因而变成支给日薪的方式。


步兵——不分重装、轻装，一天四亚西币（货币单位）。




百人队长——一天八亚西币。




骑兵——一天十二亚西币。



重装步兵是一种兵役，但对拥有五万亚西币以上资产的罗马公民而言，一天四亚西币的薪资也未免太过低廉。当时连奴隸一天都可以赚十二亚西币，因此称不上是薪水，只能算是一种补贴的经费。对自由公民而言，真是微不足道。此外，从同盟国来的士兵，薪水是由他的母国个別支付。

罗马政府会发给从军士兵粮食，这方面罗马公民也较为吃亏。以一个月的分配量来比较：


罗马公民的步兵——六模底（重量单位）小麦。




罗马公民的骑兵——十八模底小麦，加上六十三模底的马用大麦。




同盟国步兵——六模底小麦。




同盟国公民的骑兵——十六模底小麦，加上四十五模底的马用大麦。



一模底相当於九公升。之所以给骑兵较多，是因为包括侍从在内。之间有所区別，而且是罗马公民比较吃亏。因为罗马免费提供小麦给同盟国士兵，但本国的士兵却是从薪水中扣除。

兵役只是拥有参加国政权利的自由公民的一种义务。属省民缴纳十分之一稅，免除兵役，从经济面考量反而比较划算。

但是拿着比奴隸还不如的薪水，却没有罗马或同盟国的公民表示不满。

因为他们的努力，得以战胜迦太基，保卫西、南国境的安全，驱除伊利利亚的海盗，至於对北边的高卢人，也维持稳定的安全状态。

包括波河以南高卢人的居住范围在内，罗马人展开紧密的「基础建设」网，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的二十三年之间，奠下深厚的基础。

由罗马及同盟城市、民族等组成的「罗马联盟」，不仅是军事面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面上也是命运共同体。

在当时的罗马，完全没有与迦太基再度开战的导火线。如果有所谓的军事行动，也只不过是与住在波河以北的高卢人对决而已。




第三章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前期




（公元前219年~前216年）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舞台




西元前221年，罗马还未确立北边的防卫体系时，在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总督汉席多巴尔被杀，听说是高卢仆人因受辱怀恨在心而将他杀害。继汉米卡之后，是由汉席多巴尔统治西班牙，他是巴卡家的女婿，肩负传承的角色，等待嫡系的汉尼拔长大。汉席多巴尔死去的这一年，汉尼拔正值二十六岁。

汉尼拔父亲去世时，汉尼拔只有十八岁。当他二十六岁时，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一致通过由他就任总督，也获得迦太基本国政府的认可。

掌权后的汉尼拔，花了一年的时间完全征服厄波罗河以南的地区。西班牙的原住民是个未开发的民族，比高卢人更加勇猛，但他并未完成称霸西班牙。

第二年，西元前219年，二十八岁的汉尼拔，正要逐步推展他的理想，当时的罗马及迦太基本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野心。

那一年，汉尼拔攻击萨古特这个城市，这个位于西班牙东岸的港都，与马赛一样是希腊人殖民的城市，也与罗马互有同盟关系。住在西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人，多采取与强国迦太基对抗、与罗马交好的政策，也因为罗马人一向与南义及西西里的希腊人保持良好关系的缘故。

萨古特的居民遭受汉尼拔的攻击，紧急派遣使节向同盟国罗马求援。罗马人是个重视同盟关系的民族，但那年的情形特別糟糕。

那一年，义大利北边的防卫线延长到波河，陆续将波河河畔的帕辰察及克雷孟那等殖民城市建设为防卫要塞。但链接这些殖民城市的道路动脉，尚未开始动工。在铺设罗马式的高速公路时，为防止北边高卢人的入侵，罗马有必要屯驻军队，因此没有余力派遣援军到遥远的西班牙。

罗马想以外交的手腕解决问题，因此派遣两位元老院议员出使萨古特。

两位罗马使节与正在攻击萨古特的汉尼拔见面，对他攻击同盟城市的行动提出抗议。但二十八岁的汉尼拔却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正面答覆，并表示无法保证使节的生命安全。两位罗马使节认为根本没办法再谈下去，就从萨古特起程前往迦太基。但汉尼拔的信早在他们之前抵达。

罗马向迦太基政府提出正式抗议，但他们也有弱点。

萨古特在厄波罗河南边，西元前226年时，曾与汉席多巴尔簽署协定，约定迦太基不得越过厄波罗河以北。由于当时的罗马在西班牙未握有任何权益，这个协定是为同盟国马赛而订。

但是为何协定中完全没有提到萨古特，可能是因为萨古特在西元前226年时，尚未与罗马结盟，或者罗马因为尊重并且相信迦太基，不会入侵罗马的同盟国。总之，萨古特处於一个很微妙的位置。

迦太基本国政府也无法答覆两位使节，他们只好打道回府。经元老院的讨论后，罗马再次派遣五位使节到迦太基。这次的五位使节都是元老院中的有力议员，是个有决定权的使节团。在这个时期的罗马，非常不想打仗。

但是结果不变，在西班牙经营殖民地而致富的迦太基有力人士，对罗马人要求汉尼拔停止攻击萨古特的行动，又要求将汉尼拔当作人质，一笑置之。

只有「重视国内派」的统帅哈农有不祥的预感，他极力说服那些一心想羞辱罗马的同事们。他说：


「这个个性激烈的巴卡家族人，带有双重的危险。攻打罗马的同盟城市萨古特，令人联想到将与罗马之间会再度发生战争。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命令汉尼拔放弃攻击萨古待。」



但是很少人能把哈农的话听进去，迦太基政府向罗马来的五位使节表示，汉尼拔攻击萨古特是因为萨古特挑衅。罗马对这种不攻自破的谎言，再也按捺不住，要求迦太基选择「从萨古特撤兵」或「与罗马打仗」。而迦太基政府的回答是「绝不从萨古特撤兵」。

罗马人和迦太基人都没想到这种小事竟然会引发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萨古特攻城战仍持续进行，是否宣战的最后决定权由罗马的公民大会决定。

五位使节回国后不久，萨古特被攻陷的消息传到罗马。西元前219年秋天，经过八个月的奋勇抵抗后，萨古特终于被攻陷，残存的居民都变成奴隸，所有的战利品分为三份。一份给士兵，一份送回迦太基本国，另一份汉尼拔留作为打仗费用。罗马公民大会听到这个消息，便决定向迦太基宣战。

连被公认为古代最高战术家的汉尼拔，也花了八个月才攻下萨古特。对此，现在的战史家评为：「汉尼拔的优秀长才在会战战术上，但他却不擅於攻城。」

我个人认为汉尼拔并非故意拖长攻城时间，他的目的可能是以拖长时间来诱发罗马宣战。舍弃同盟国的这种行为，并不违反当时罗马人的意志。

光是攻打厄波罗河南边的萨古特，很难说是违反西元前226年订定的协约。但是汉尼拔祕密决定向厄波罗河北边进攻，则完全违反协约。虽然如此，只要罗马宣战，协约便自然无效。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遵守协约的义务就完全消失。

汉尼拔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在协约上加注萨古特，而是让罗马宣战。他想树立的敌人，是个十分尊重法律的罗马人。

汉尼拔在西班牙领土上的根据地——有新迦太基之称的卡塔赫那（Cartagena）过冬，听到罗马传来宣战的消息。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就此开打，这个罗马人口中的「汉尼拔战争」，目的是什么，战场在哪里，大概只有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知道。





西元前218年5月，二十九岁的汉尼拔率领全军从卡塔赫那出发。

在后世出生的我们，当然晓得以下这段当时只有汉尼拔自己知道的过程。汉尼拔领军渡过厄波罗河北进，越过庇里牛斯山，进入高卢（现在的法国境内），渡过隆河（Rhone River）,穿越法国，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攻义大利。汉尼拔带着大象行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这在二千二百年后，成为一段著名的史实。

当然他并非为了这二千年以后的喝采而冒险，单纯喜欢冒险是没有资格冒险的。因此，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条路，为什么他要强行越过阿尔卑斯山，都十分值得探讨。





先说明结论，因为当时汉尼拔没有其他选择。

也算是继承父亲汉米卡的遗志，汉尼拔的最终目的是要击败罗马，在义大利本土之外与罗马作战而且战败，已在西西里获得实证。因此汉尼拔认为应将战场设在罗马的本土——义大利。

要进攻突出于地中海的义大利半岛，从迦太基本国来的最短距离应是经由罗马的属省——西西里。但是自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迦太基及西西里间的制海权已由罗马海军掌握。

那么，从东边袭击如何呢？首先，从西班牙行军距离太远，航海的距离与航海的风险成正比，而且会经过西西里、南义的海港城市及「罗马联盟」同盟国前的海域。即使成功通过，要进入亚德里亚海时，还会遭遇到驻守在希腊西岸伊利利亚地方的罗马海军，一样很危险。

而义大利的西边也不易进入，在萨丁尼亚及科西嘉两个属省都有罗马的陆、海军驻防，在这个海域上，如果是五、六艘船也许还不会引起注意，一下子数百艘军舰，罗马不可能不派军的。

在西元前218年时，罗马的东、西、南三边的防卫有如铜墙铁壁，唯一的缺口只有北边。但要跨越广大的法国，又要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自然不是易事。而住在这一带的高卢原住民，既不是罗马人的朋友，也不是迦太基人的朋友。

但是，这条路有它的优点。罗马的防卫线虽然扩张到波河，但并不穏固。虽然建设帕辰察及克雷孟那等殖民城市，但没有道路与旧防卫线连接。此外，这一带的高卢人虽与罗马缔结和约，但他们并非因为战败而簽署，所以不是接受「罗马化」基础建设的好处才加入罗马旗下。而这一带的基础建设也才刚开始。

汉尼拔看到了突破罗马北方防线的可能性。

而且汉尼拔也了解，越过阿尔卑斯山虽然困难多，牺牲也大，但并非完全不可能，这与当时罗马人的想法完全不同。

后面也会提到，与同时代的人相较之下，汉尼拔注意到情报资讯的重要性。当时住在义大利这一边及法国这一边的高卢人，都是带着家畜越过阿尔卑斯山。几年前，罗马与高卢人打仗，其中也有部分高卢人是从隆河那边来的。汉尼拔研判他可以像高卢原住民一样，率领大军，带着象群翻山越岭。汉尼拔的「越过阿尔卑斯山」虽然也有些冒险，但其实是经过冷静思考之后才作的冒险。





我们能相当程度追踪汉尼拔的行动，是因为汉尼拔带着记录员随行，这是他向亚历山大学来的。

这位记录员是汉尼拔的希腊文老师，叫做锡连纳，他是希腊人。

另一方面，罗马也有记录员，他与汉尼拔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叫做法比乌斯·彼德，担任元老院议员的职务。

但是这两个人的作品都已经失传。尽管如此，在汉尼拔四十六岁时才出生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及二百年后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斯，都曾参考他们所写的记录。根据这两位的记载，汉尼拔从卡塔赫那共率领九万名步兵、一万二千名骑兵及三十七头大象。

此外，汉尼拔派遣二万名兵防卫迦太基本国，并留下一万二千名步兵、三千名骑兵及二十一头象驻守西班牙，并且把防卫西班牙的任务交给他的弟弟汉席多拔，自己带着最小的弟弟马构涅随行。

九万名步兵加上一万二千名骑兵是个庞大的数字，骑兵以非洲的努米底亚为主力，步兵则是以非洲的利底亚及西班牙人为主，比例为二比一。迦太基军队仍然依照传统，除将官之外，全部都是佣兵。

二十九岁的汉尼拔并不认为可以将全数军队带到义大利，而兵粮也不易确保。事实上，在渡过厄波罗河时，他就留下一万名步兵及一千名骑兵防卫庇里牛斯山到厄波罗河间的区域。同时，有些西班牙兵信心已开始动摇，汉尼拔也准许他们回家。汉尼拔是借着行军来选拔士兵，越过庇里牛斯山进入法国时，他的军队变成五万名步兵、九千名骑兵及三十七头大象。





当汉尼拔渡过厄波罗河时，厄波罗河以北沿海的塔拉格那及安坡利亚居民注意到情况有异，这两地也与罗马互有同盟关系，於是紧急派遣使者向罗马报告。这项通知，是经由这一带最有力的罗马同盟城市——马赛，再传送到罗马。

罗马开始接到通知时，认为汉尼拔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征服庇里牛斯山以南的西班牙领土，并判断迦太基本国将会呼应汉尼拔，进攻西西里，所以研判交战的战场是西西里及西班牙两地。

那一年获选的执政官是贵族出身的普布里斯·柯尔涅留斯·西比奥及平民出身的提贝里伍斯·善普罗尼斯·隆古斯。而两人的刚开始任所都是在必须推行「罗马化」的波河流域。当知道「汉尼拔渡过厄波罗河」后，立即将柯尔涅留斯·西比奥的任所改为西班牙，而善普罗尼斯·隆古斯的任所改为西西里。

罗马平时每年都组成四个军团。即使向迦太基宣战后，罗马也没有进入战斗状态。那一年，西元前218年，仍只有四个军团。罗马得到西班牙来的紧急通报后，决定加编两个军团，不能让义大利半岛处於毫无防备的状态。

给执政官柯尔涅留斯的两个军团如下：


罗马公民兵——八千名步兵及六百名骑兵。




同盟国兵——一万四千名步兵及一千六百骑兵。




合计二万二千名步兵及二千二百名骑兵，共二万四千二百名兵。



给执政官善普罗尼斯的两个军团如下：


罗马公民兵——八千名步兵及六百名骑兵。




同盟国兵——一万六千名步兵及一千八百名骑兵。




合计二万四千名步兵及二千四百名骑兵，共二万六千四百名兵。



在平时，罗马联合军的罗马公民兵及同盟国兵比例为一半一半，紧急状态时，人口较多的同盟国会增兵。如果更危险时，一个军团的罗马公民兵数也从平时的四千增至五千。

由此可知，罗马元老院得知「汉尼拔渡过厄波罗河」消息时，已是极为危险的状态。

执政官柯尔涅留斯率领二万四千二百名士兵向比萨前进，在那里搭乘六十艘五层军舰向西班牙出发。

执政官善普罗尼斯率领二万六千四百名士兵分乘一百六十艘三层或五层军舰及十二艘运输船，从罗马外港奥斯提亚出发，目的地是西西里。

善普罗尼斯比柯尔涅留斯分配到较多的军舰及运输船，他的任务不仅在防卫西西里，当柯尔涅留斯以及他的军队成功阻止汉尼拔时，还预备登陆迦太基本国作战。如此看来，汉尼拔在从西班牙出发前，派遣二万名士兵到迦太基本国，是一项正确的判断。

但在一位执政官往西、一位执政官往南出发后不久，罗马接到第二个通知「汉尼拔越过庇里牛斯山」。





至此，罗马无法预测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在想什么。至少越过西班牙及法国边境的庇里牛斯山，显示汉尼拔的意图不在征服西班牙全土。那么又为何要率领大军呢？难道是想征服法国南部的马赛等城市吗？无论如何，等西行的柯尔涅留斯抵达友邦马赛时，早晩会知道这个迦太基年轻人在想什么。

另一方面，执政官善普罗尼斯抵达西西里，与同盟国叙拉古的国王希耶隆达成协议后，以马尔沙拉为根据地，向西西里西部前进。但他对西西里全岛的平静感到十分惊讶，於是亲自率领船队到迦太基近海调查，发现迦太基本国毫无出兵的迹象，汉尼拔派去的二万名士兵只是在街上閒逛。但善普罗尼斯仍指示旗下的海军，加强西西里到南义沿岸的警备。

执政官柯尔涅留斯以及他的舰队顺利抵达马赛港，但是等着他的消息却是敌人已越过庇里牛斯山，而汉尼拔已销声匿迹，也不知道汉尼拔五万名军队的去向。

现在的法国，在当时叫做高卢。这个地方有平原、森林，也有沼泽。如果完全是一片草原或耕地，那么从远处就可看到行军扬起的尘土，大军也无隐身之处。但如果是在森林里，行踪就不易被发现。

执政官柯尔涅留斯派出三百名骑兵，跟著当地的马赛人探索敌人的下落。报告出来之前，军队留在马赛港待命。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汉尼拔的军队不是在马赛附近消失的，而是在越过庇里牛斯山后不知去向。事实上，「不知去向」是汉尼拔预定的行动之一。他们避开南法一带马赛的势力范围，绕道到内陆，避免无谓的牺牲。

隆河发源自阿尔卑斯山，流经里昂，在马赛附近流入地中海，流速虽然不快，但夏季时水量丰沛，也许可以用滔滔不绝形容这条河流动的感觉。要到阿尔卑斯山，一定要经过这条河，但是执政官柯尔涅留斯当时不知道汉尼拔的企图。

二十九岁的汉尼拔挑起前人未有的伟业，但并未被理想冲昏头。进入法国后，在高卢人的地盘上，他对某些部族采金钱怀柔政策，不得已时才动武镇压。汉尼拔也预想到罗马会派兵，因此想找一个避免引起马赛及附近其他希腊人的注意或不会遇见罗马军的渡河地点。他根据接受怀柔的高卢人蒐集到的情报，加上侦察兵带回的消息，决定渡河地点。河中有部分浮洲，可使水流趋缓，是适合大象及军队渡河的好地方。从马赛溯隆河一百五十公里而上，不太可能遇到罗马军队。

但是这支五万大军，如果分成小队过河，即使分几十次也不可能走完。如果依照这个方法过河，可能军队只过一部分就会遭到隆河东岸高卢人的攻击。事实上，从他们制作木筏开始时，高卢人就已出现在对岸充满敌意。

汉尼拔命令一名属下率骑兵队到四十公里远上游处，如果只有骑兵渡河，似乎比较容易。渡过隆河的骑兵队袭击那一带的高卢人，并放火烧掉部落，其余的士兵在这段期间内专心制作木筏。

看到河的对岸有烟有火，表示作战完毕。充满敌意的高卢人开始打退堂鼓，部落已被放火，也无力抵抗汉尼拔军队。

五万名士兵、马、马车、大象开始展开渡河行动，不仅倚赖浮洲，也在渡河的上下游架设栅栏，以减缓水流速度，并且用绳索固定在两岸的树木，但也有过於恐惧的人或大象，被河流卷走或因操作木筏失误而失足落水。

终於顺利渡河，平安渡河者，步兵加上骑兵共有四万六千人。越过庇里牛斯山时是五万九千人，共损失一万三千名士兵，这项损失，算是汉尼拔的失算吧！

为了要使耗时的渡河工作顺利完成，年轻的汉尼拔派出后卫五百名骑兵到隆河的下游帕多罗尔，他们正巧与前去探路的罗马骑兵队遇上了。

骑兵间发生战斗，结果造成罗马的三百骑损失一百四十骑，迦太基军队损失二百骑，然而总算让执政官柯尔涅留斯找到汉尼拔的行踪。

柯尔涅留斯赶到渡河地点时，已是汉尼拔渡河后三天的事了。迦太基军队不眠不休地赶到阿尔卑斯山，靠步兵是不可能追上三天的路程。而且罗马的主力军队没有重装步兵，即使赶上也无法战斗。

此时，罗马人才真正了解汉尼拔的野心——越过阿尔卑斯山，从北边进攻义大利。事实上，汉尼拔和他的军队在渡过隆河之后，沿着东北的谷道，朝着现在的格勒诺柏前进，从格勒诺柏一定是要前往阿尔卑斯山去。

为了波河周围的安定，避免受到高卢人的攻击，执政官柯尔涅留斯将一部分军队留在比萨，自己手边只剩下二万名士兵。现在他被迫需作出选择：第一，顺着情势回义大利，迎击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汉尼拔。或是将攻击汉尼拔的任务交给他的同事善普罗尼斯，自己仍依照原定计画前进西班牙，专心歼灭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

可是，善普罗尼斯被派到西西里，从南边的西西里赶到北边的阿尔卑斯山有好一段距离。当时，柯尔涅留斯并无意在迦太基本国作战，而且从马赛到罗马的同盟城市安坡利亚间，虽然有海湾，但是只要横渡就可到达。从安坡利亚登陆即使不越过庇里牛斯山也可以进入西班牙。相反的，如果率军返回比萨，须走上二倍的海路。然而罗马执政官是义大利防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明明有敌人朝义大利前进，是不容许军队再往西班牙去。

执政官柯尔涅留斯采取了折衷的办法。

他决定把全军交给随行的弟弟古涅斯·柯尔涅留斯·西比奥，由他带到西班牙，而他只带着直属将官回到义大利，再率两个编队完成的军团迎击从阿尔卑斯山下来的汉尼拔。这样只需几艘船航行，即使是二倍的路途也没问题。

当时的选择在四年后才证实为正确的判断。罗马元老院接到柯尔涅留斯的紧急报告，将两个预备用的军团升格为正式军团，派到比萨，等待从马赛来的执政官，同时通知在西西里的善普罗尼斯北上。与迦太基交战的战场，已经不是西西里而是北义大利。

经过二千二百年的岁月，在许多研究者的探究下，至今仍不清楚汉尼拔在哪里越过阿尔卑斯山。统计研究者的说法共有六说,即使在古代，也有两说。

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主张他是在现在的皮卡罗山顶越过阿尔卑斯山，而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斯则认为他是从较南边的蒙极那越过的。

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则采波力比维斯的说法，但曾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拿破仑则赞同李维斯的说法。

根据波力比维斯的说法，汉尼拔经过格勒诺柏后，走东北方的路线，在海拔二千八百公尺的皮卡罗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义大利，从北边攻下托利诺（Torino）。

如果根据李维斯的说法，汉尼拔是从格勒诺柏朝东前进，在海拔一千八百五十四公尺的蒙极那越过阿尔卑斯山，沿着苏萨山谷东进，攻下托利诺。

拿破仑曾说，汉尼拔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让象群越过阿尔卑斯山。事实上，在一百六十年后，凯撒也曾率领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只不过他的方向与汉尼拔正好相反，他是从义大利这边越过。

虽然不清楚汉尼拔究竟在何处越过阿尔卑斯山，但他越过山的过程却有明确的记录，因为有一位希腊文的老师锡连纳随行记下过程。波力比维斯及李维斯当然也参考过他写的资料。

带着象群越过阿尔卑斯山的确是一项极为艰钜的任务，这也是当时的罗马人认为绝不可能办到的事。

山里居民的个性原本就比较闭塞，且疑心较重。当抵达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下时，汉尼拔的军队士气低落，原因不仅是看到眼前巍巍的高山，还有高卢人持刀在森林中埋伏。

汉尼拔不喜欢无谓的牺牲，决定采取怀柔政策，表明自己「只想过境」、「以罗马为敌」的立场，赠送物品是他一贯的做法。这个方法果真奏效，他甚至送部族的酋长毛皮外套。毛皮外套虽然珍贵，但对汉尼拔来说，一条牺牲较少的路更为珍贵。然而，即使同是高卢族人，住在山脚下和住在山里的部族个性却不同。因此，汉尼拔不相信高卢人所告知的情报。

为隐藏与高卢人敌对的行为，翻山越岭的行军故意以象群打头阵,扣掉渡过隆河时的损失，还有三十头象。接着象群后面的是装载兵粮的马车及步兵团，最后是骑兵。二十九岁的汉尼拔并不是将自己排在最安全的队伍中央，他认为这不是单纯的过境，他时时注意是否有人把他们当作侵入者从山崖上丟下石头，或是埋伏在转弯处射出箭来。当军队有牺牲者时，都是由总司令汉尼拔马上出面解决。

时值9月，山上开始飘下初雪。生长在南方的大象不知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下雪而害怕，或是面对高卢人的挑战而不安。象群开始暴躁起来,而驾驭大象的人也是第一次走在这种下雪的地方,山路很窄，稍不留意就会跌落谷底。

大象凭著动物的本能，知道前方有危险便不愿再移动。汉尼拔只好动员步兵把大象往前推。一不小心，失足的大象或马车便连人一起滚下山谷，惨绝的叫声，让后方的骑兵听得毛骨悚然。

全军马不停蹄地赶路，不敢奢望会有搭篷营地，只要能找到山上居民使用的避难所或要塞，就已经十分万幸。有时无法找到搭帐篷的场所，只能找个避风雨的蜷身之处。虽然生起营火，但不可能真正取暖。总司令汉尼拔也和其他佣兵一样，吃结冻的食物，在山崖底下休息。但他又必须具有超出一般人的决断能力，因应各种不同的情况。

入山以来，已迈入第九天，终於抵达山顶。无论是人、马或是大象，都精疲力尽。在山顶总算有较大的平地供军队休息，汉尼拔准许全军休息二天。

但是军队的士气仍然低落。二十九岁的总司令号令集合全体士兵，指著东方，告诉大家眺望遥远的义大利。


「那里就是义大利，只要进入义大利，就等于站在罗马城门口一样。从这里开始一路都是下坡了，过了阿尔卑斯山，再打上一、二次仗，我们就是义大利的主人。」



累积的疲倦及不满似乎从士兵的脸上消失。从历史上我们知道，二千年之后，拿破仑也曾在阿尔卑斯山的山顶上,向士兵发表一场大同小异的演说。





然而，下山比上山还难。虽然高卢人已经不再攻击汉尼拔的军队，但是阿尔卑斯山区已进入冬天。寒风刺骨，白天下的雪，过夜后结成冰。下坡全是结冻的道路，就算没有大象也是极为艰难的路程。好几次前头的士兵为了剷除结冻的地表，队伍不得不停下来。在冰上又飘下雪来，更是危险。加上雪完全阻挡去路，为了要打通道路，又耗上一天的时间。有些地方为了要让大象及马车也能通过，还须削去山崖的岩石。结果比上山时损耗更多的士兵及大象，有些因不敌寒冷而倒在路旁，有些则失足掉进山谷。

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共花了十五天的时间。根据汉尼拔自己所留下的记录，他越过阿尔卑斯山抵达义大利时，手下有二万名步兵及六千名骑兵。

渡过隆河时，连同骑兵和步兵共有四万六千人，越过阿尔卑斯山所牺牲的步兵及骑兵加起来共有二万名。与越过庇里牛斯山时相较，共有三万三千名牺牲者。虽说这是前无古人的伟业，但牺牲也达到空前的规模。

然而对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而言，以罗马人的根据地——义大利为战场，即使牺牲再大，从北方进攻是唯一的选择。从卡塔赫那出发到抵达义大利，已经过了四个月。

在下了阿尔卑斯山后，汉尼拔全军在宽广的山谷内，休息十五天。





有学者指出，罗马军如果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等待又饿又累的汉尼拔军队，就可轻易地战胜。想像不可能的事情，不能称为历史。那一年，罗马刚完成帕辰察及克雷孟那两个殖民城市的建设工程，距离汉尼拔下山的地点还有二百五十公里远。而这两个城市之间，仍由高卢人盘踞，汉尼拔就是知道这个情形，才敢强行越过阿尔卑斯山，他知道罗马人不可能等在山脚下的。

汉尼拔让军队休息的期间，一方面对高卢人进行怀柔政策。他这么做，并非为求得让他的军队安然过境，而是希望吸收佣兵加入军队，一起与罗马打仗。

采用佣兵防卫国土是迦太基的传统，但以前很少高卢人加入军队。而住在义大利北部的高卢人，二百年以来一直受到罗马人的压抑。西元前390年曾占领罗马的高卢人，经常有要南下的想法。另一方面，罗马人从卢比孔河向北方的波河扩张，甚至将在波河附近的帕辰察及克雷孟那两个城市建设起来，显示罗马人北进的企图。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虽有反抗，但是打起仗来总是罗马人获胜。因此高卢人对北上蚕食的罗马人，只能一步步后退。

而今，迦太基人几乎是从天而降，还说要和罗马人对抗。很快的，几个高卢部族便与汉尼拔结盟。

但是义大利境内的高卢人分为许多部族，而且彼此间有嫌隙,对其他民族又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当汉尼拔无法以言语进行怀柔时，便以武力解决。汉尼拔军队只花一天的时间就攻陷高卢人根据地之一的托利诺，但并非所有住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都服从汉尼拔。汉尼拔就近观察高卢人后，认为必须让他们看到他战胜罗马军，才能吸引他们加入旗下。在攻陷托利诺后，汉尼拔便朝东边去。

当汉尼拔於西元前218年进攻义大利时，当时罗马军的兵力究竟如何？

与汉尼拔同时期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彼德可以答覆这个问题。此人的著作可说是罗马人最早的历史著作，现在虽已失传，但波力比维斯及李维斯都曾参考这份资料。

根据他的说法，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罗马联盟」内，所有可能动员的战力共有七十五万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罗马公民。

但是，罗马的义务比同盟各城市重，罗马公民可动员的兵力是二十八万人，这不仅包括十七岁到四十五岁的现役士兵，还包括四十六岁到六十岁的预备役。而同盟国的数字则只含现役，同盟国与罗马不同，他们不召集预备役。

这里我们简单说明，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见证人彼德甚至全部详列各同盟国及各地可动员的兵力。由此我们可完全了解，普鲁塔克说罗马人连败者也可将他们同化，或是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英国历史学家）曾评论「罗马联盟」是政治建筑的杰作，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西元前四世纪被罗马打败、消灭的伊特鲁里亚民族，在西元前三世纪时成为「罗马联盟」的一员，可提供五万名步兵及四千名骑兵的兵力。另外，於西元前四世纪到前三世纪间，与罗马缠斗四十年的萨谟奈民族，也成为「罗马联盟」的一员，提供七万名步兵及七千名骑兵的兵力。罗马对战败者、被统治民族并非消极地对待，反而以共同经营的积极方式，也就是「索奇」，从建设道路开始，进行各项「基础建设」，给予与本国相同的待遇。这就是罗马能打赢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的原因，甚至这也是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罗马迎战汉尼拔的力量所在。





汉尼拔带着二万六千名士兵要攻打拥有七十五万动员能力的罗马，从表面上看来，简直是鸡蛋碰石头，然而内情却没有这么简单。

「罗马联盟」的士兵，无论是罗马来的或是从同盟国来的，都是具有缴纳「直接稅」能力的公民，能当骑兵或重装步兵的，更是具有中等以上的经济能力，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中流砥柱。动员这些中流砥柱，共同体就会分崩离析。事实上，无论是在罗马或是同盟国，军役是以轮流的方式来负担。所以对汉尼拔而言，他并非同时面对七十五万名敌人。

在西元前225年时，「罗马联盟」仍须应付东边的伊利利亚人及北边的高卢人，加上屯驻在西西里及萨丁尼亚岛等属省的士兵，罗马已经动员六万二千八百名兵力。即使是战时，也大概是这个数字。汉尼拔从北方进攻，须面对的战力约为五万名兵。

但汉尼拔军只有二万六千名兵，罗马军是汉尼拔军队的二倍。虽然如此，两方实际的战力却大不相同。

汉尼拔的二万六千名兵力，在越过庇里牛斯山、横渡法国，历经与高卢人对战、渡河及翻越阿尔卑斯山等重重考验后，剩下的都是最精良的士兵。

五个月以来，大家吃同一锅饭，虽然其中有西班牙人、利比亚人、努米底亚人等各色人种，但已经产生连带感；加上一位天才型的统御者，可说是一支锐不可当的军队。反观罗马军，从军官到士兵每年都轮流替换，所以就战力来看，虽然汉尼拔的军队只有罗马军一半的人数，但实际的战力却毫不逊色。

汉尼拔所率领的二万六千名士兵，是由二万名步兵及六千名骑兵组成，两者比例约为三比一。而罗马军以重装步兵为主力，步兵与骑兵的比例仍依照传统的十比一。

汉尼拔彻底学习亚历山大的战术，他也十分重视步兵与骑兵的比例。当年亚历山大攻打大国波斯，率领步兵三万一千名及骑兵五千名，两者的比例是六比一。

相对于这个马其顿的年轻人率领三万六千名士兵，这个迦太基年轻人所率领的二万六千名士兵，虽然骑兵战力较强，但整体战力似乎较弱。但是亚历山大在打入波斯后并未加强战力，而汉尼拔则邀请高卢人加入。从各种层面检讨，这位二十九岁的迦太基武将并非匹夫之勇或无谋的冒险。

能决定战斗结果的战术，是一种锦囊妙计，但同时也不是一种锦囊妙计。

以没有人想到的方法解决问题是锦囊妙计，但如果沿用相同的方法，却不一定有相同的结果产生，这就不是锦囊妙计。是否能善加运用方法，端视运用的人是否有这个才能。依照亚历山大的方法，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功。但汉尼拔一方面参考亚历山大的做法，一方面加上自己独创的见解，灵活运用。

一位优秀的武将如果能有效运用主战力就可能致胜，但除了主战力之外，也必须了解非主战力的存在。这二万六千名士兵是汉尼拔的主战力，而他同时拉拢住在义大利的高卢人，就是想取得非主战力。

高卢人的各部族长年征战，虽然显示他们在战场上具有可观的爆发力，但也表示持久力较差，这是高卢人的特色。而他们仍停留在未开化阶段，组织力薄弱。汉尼拔深知高卢民族的特性，他不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结盟，而是要吸收他们当佣兵。汉尼拔不像罗马人那样想与他国建立同盟，而是希望取得非主战力。憎恨罗马人的高卢人虽然不知道汉尼拔的真正意图，但愈来愈多人渐渐愿意加入汉尼拔军队旗下。在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加入汉尼拔军队的高卢人已超过一万名，使战力从二万六千提升到三万六千。而当时高卢与非洲的努米底亚，甚至并列为骑兵的产地。





在这段期间，汉尼拔早已在罗马从没想到的方位，整军蓄势待发。

从马赛返回罗马的执政官柯尔涅留斯，率领在比萨等待的两个军团，直奔最前线基地帕辰察，但是他们并不想仅以自己的军队就与汉尼拔对战。

在罗马的指挥官中，只有柯尔涅留斯间接了解汉尼拔的才能。无论是渡河、翻越阿尔卑斯山，这些行程竟在短期间内完成，柯尔涅留斯知道汉尼拔不是个简单的年轻小伙子。

汉尼拔军队因为高卢人的加入，势力更形强大。只有两个军团应战，肯定居於劣势。而执政官善普罗尼斯已率领两个军团从西西里北上，因此柯尔涅留斯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援军到达会合。这时已是11月了，很快就会进入冬季的自然休战期。




提西诺——第一回合战役



以往罗马进入冬季后，便进入自然休兵期，罗马军只留下少数守备队，罗马公民兵回到罗马参加公民大会，同盟国兵也各自回到故乡。但这次罗马所遭遇的敌人，是连大象都带着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汉尼拔，不能以一般的常理来看待这个年轻人。因此罗马两个军团悄悄地留在最前线基地的帕辰察，但是这个地方尚未要塞化，敌军随时都可能侵入。

执政官柯尔涅留斯认为有必要提高军队的士气，便集合士兵，对他们说：


「各位战士：如果当初和我一起到马赛的士兵也在现场，我就不会说这些话。他们知道，罗马军与迦太基军的第一次对决，结果是罗马大胜。」



事实上，当时只是小型的骑兵会战，罗马损失一百四十骑，敌方损失二百骑，称不上什么大胜利。柯尔涅留斯的目的是要鼓舞这些将要面对汉尼拔的部下。


「在我面前的各位，不曾亲眼看过那时的辉煌战绩，因此现在我集合大家，要说几句话。




我们将要对抗的敌人不是新敌人，早在二十三年前，他们就已经被我们击败，剩下的是败者的余党。那次胜战之后，我们取得西西里及萨丁尼亚。因此我们和他们不是同等的战士，而是胜者与败者间的战斗。



敌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而且士兵饥寒交迫，伤痕累累，手脚冻伤，肌肉僵硬。人和马都十分消沉，近乎幽灵一般。


二十三年来，迦太基人并未改变。这些敌人是曾经被我们赶出西西里的人，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打倒迦太基人。现在，迦太基人入侵义大利。所以这次的战争并非为了西西里的霸权，而是为义大利本土上的每一人而战。各位的奋战将决定国人的命运。神明保佑著我们。」







汉尼拔同样在军营集合士兵鼓舞士气，但这位迦太基年轻人的作风与罗马的名门贵族柯尔涅留斯的作风完全不同。

汉尼拔命令士兵们围成一个圆圈，将翻越阿尔卑斯山时俘虏的高卢人置于圆圈中。高卢人被沉重的枷锁锁住，他们自从被俘虏后就未曾进食，显得十分瘦弱；因为没有衣物遮蔽，沿途也因寒冷而被冻伤，连站着都有困难。

汉尼拔命令部下把枷锁解开，并透过翻译说：


「准许自愿者，进行决斗。胜者马上给予自由、武器和马。」



衰弱的高卢人都希望参加决斗，随即展开激烈的格斗，在一旁观看的士兵固然为胜者拍手鼓掌，但对那些败阵迎死的高卢人,更报以热烈的鼓掌。战斗结束后，二十九岁的汉尼拔对士兵们说:


「各位如果和今天的高卢人一样，以求生存的意志来战斗，那我们就是胜者。今天的战斗正是反映各位现况的一面镜子。我们的东、西两边都是海，即使从这里逃出去也没有船。眼前的波河比隆河大得多，水流也更湍急。后面是阿尔卑斯山，各位好不容易才翻山越岭过来，大概也不会有人想要重走一趟。




眼前我们的选择只有战胜罗马军或是战败死亡，如果战胜了，将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报酬。只要战胜罗马军，不要说西西里或是萨丁尼亚，罗马人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你们的，罗马所统治的土地都变成各位的。




各位已经充分休息了，从现在起，与之前走出西班牙、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旅程完全不同，辛劳也许一样，但报酬大不相同。




我还不知道敌方的将军是谁，但没有人比得上我。我从小在军营长大，父亲是汉米卡将军，经过从西班牙到义大利的长征，无人可与我相提并论。




这一战我们必胜，战争结束后，无论各位想要迦太基、西班牙或义大利的土地，都可以给你，直到你们的儿子那一代均免征租稅。想要金钱的，也会给你们等值的金币，想要迦太基公民权的也会给你们。」



此外，汉尼拔也下令，自愿的奴隸可以参加决斗，胜者给予自由。另外，为了让士兵不会因为没有奴隸而感到不便，并答应将来配给每位士兵两个罗马人奴隸。总司令向士兵们传达了强烈的自信，士兵们也热烈回应汉尼拔的演说。





汉尼拔想在冬季作战，他得知罗马两个军团已在帕辰察，便率军出发，朝帕辰察的东方行军。

在帕辰察的执政官柯尔涅留斯并不想此时就开打，想再观望一下敌军的情况，因此只带了骑兵及少数轻装步兵，离开帕辰察向西行。

从帕辰察沿波河而上，有一处叫提西诺（现在的帕微亚Pavia）,是波河流域最平坦的地方。现在这附近是义大利稻作生产地区。罗马的骑兵队渡过波河的支流之一——提西诺河，再往西行。不久就看到西边的地平线上有炊烟和土尘。这时候，敌军也意识到有人侵入，汉尼拔也只带着骑兵，实地进行地势的勘查。两军距离逐渐逼近，罗马执政官不管何时都带着十二只标枪及十二名侍卫。汉尼拔知道敌人的骑兵队中有执政官；而罗马人也从逐渐接近的迦太基军队情况，得知汉尼拔亲身率军。但双方并未发生战斗。

汉尼拔率领的骑兵战力不明，但似乎比罗马的四千名骑兵还多。罗马的轻装步兵射了第一箭就退到后方，因此罗马、汉尼拔间的第一战变成骑兵战。

汉尼拔一边接近，一边整队，他将最优秀的努米底亚骑兵分配在两侧，迦太基及西班牙骑兵配置在中央，自己担任指挥官。罗马方面，则以罗马信任的罗马及同盟国骑兵为中心队伍，前锋是与罗马人缔结和约而参战的高卢人骑兵。

两军交战，罗马的高卢兵被迦太基军两翼的努米底亚军杀得片甲不留。努米底亚骑兵击破罗马前卫队伍，逼近罗马中心队伍。罗马军的骑兵被敌军包围，乱了阵脚。执政官的周围形成空虚，迦太基骑兵趁机包围罗马执政官；后来，才由打头阵的年轻骑兵把受伤而且被包围的执政官救出。

罗马骑兵一面保护受伤的执政官，一面集结遁走。如果继续留在战场上，不管是数量或战斗力都处於劣势的罗马军将会被迦太基军包围，罗马全军将会遭到歼灭。轻装步兵没有犹豫的时间，赶快逃命。骑兵过桥后向东边逃去，负责破坏桥梁作业的士兵因为较晩逃命，有六百人被俘虏。第一批落在汉尼拔手中的罗马士兵，是重要的情报来源。

那一天，汉尼拔十分惋惜让执政官被救走，但事实上让救人的骑士逃走更可惜。他是执政官的儿子，与父亲同名为普布里斯·柯尔涅留斯·西比奥。他在十六年后率领罗马军队，在扎马的战场上与汉尼拔对决。

执政官柯尔涅留斯逃回帕辰察，虽然身负重伤，但他正确研判敌方战力，深知敌方骑兵战力优良，应极力避免在平原地带宿营；才刚建好的帕辰察防守不易，如果再加上西西里来的两个军团，不但不安全而且太过狭窄。




特烈比亚——第二回合战役



特烈比亚靠近帕辰察，是波河的支流之一。提西诺河带着阿尔卑斯山的雪水，从北边流入波河。特烈比亚发源自亚平宁山脉，支流从南边流入波河。而特烈比亚流域一带因为接近亚平宁山脉，属于高低起伏的地形，不利于骑兵的活动。

执政官柯尔涅留斯在这一带最高的山丘上建筑要塞，因为有四个军团驻扎，建成要塞较适合扎营，他们打算在此过冬。






提西诺、特烈比亚周边图




（摘自Kromayer J.,Antike Schlachtfelder）




但是汉尼拔不想在冬天里毫无行动，从俘虏盘问出的情报，得知罗马的军粮储存在附近的卡斯求村。他命令步兵及象队向东进军，自己只带着骑兵袭击这个村落，这个罗马的军粮储存地变为迦太基军的军粮储藏地。

如此一来，汉尼拔无需掠夺附近的高卢人以取得军粮，更容易推展他对高卢人的怀柔政策。此外，在提西诺骑兵战的战果，使得高卢人更愿意加入。结果义大利北部的高卢人有半数都加入迦太基军。汉尼拔之所以决定在过年以前作战，高卢人的动向是一大因素。拥有充足军粮的迦太基军，於是出兵往东前进。





善普罗尼斯所率领的两个军刚从义大利的南边到北边，终于抵达柯尔涅留斯的军营。由于军舰仍全数留在西西里的海岸，他们只能从陆路行军前来。

士兵们在帕辰察南方二十公里的军营休息，两位执政官则开始讨论战术。

柯尔涅留斯的想法倾向於就此过冬，因为要塞建于敌人不易攻陷的地点，虽然卡斯求村的军粮落入敌人的手中，帕辰察以东的高卢人仍是罗马的同盟。如果非要依赖「罗马联盟」的同盟国，从利米尼到帕辰察都是平原，补给军粮容易。现在正是12月的寒冬，从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冷气团，虽然不致使河川结冻但水流更为湍急。

但是善普罗尼斯的看法不同。

善普罗尼斯是平民阶级出身，当时罗马的执政官，平民出身者多较逞强。他们并非考虑个人的荣誉或名声，而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出身阶级的代表性。正因为自己是平民的身份，为了以后同样阶级出身的后继者著想，更应加倍努力去作，因此逞强者多。

热中於蒐集情报的汉尼拔也掌握了善普罗尼斯的心理；此外他也知道柯尔涅留斯受伤，想趁机挑衅。罗马军队由两位执政官率军时，是两位每日轮流担任总指挥。如果有一人受伤，则由另一人持续担任总指挥。因此汉尼拔判断他的敌人只有一人，就是善普罗尼斯。

二十九岁的汉尼拔在大白天就带着军队来到特烈比亚河岸附近，并在此扎营。虽然隔着河，但距离罗马的营地仅有七·五公里。虽然不需要军粮，却经常派出小队到附近掠夺。而在罗马军阵营内，善普罗尼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柯尔涅留斯的说服力渐失。

西元前218年12月底时，就在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冬至前一天，汉尼拔带着最小的弟弟马构涅到附近勘查地势。仔细调查特烈比亚河西岸后，指著灌木林对马构涅说：

「那就是你的地盘，挑选一千名步兵及一千名骑兵，明天天亮前出发，躲在那个林子里，等我的命令。」

回到军营的汉尼拔，命令供应士兵充足的伙食，第二天天亮前就吃早餐，用营火暖身后，在身上涂油。





阳历12月22日的那一天，天气寒冷，像是个会下雨的早晨。罗马士兵在天亮前听到外面传来骚动的声音,是敌军的骑兵来袭。

执政官善普罗尼斯知道了来袭的只有骑兵，便下令出动所有的骑兵。骑兵们整装后立即出击，既没有吃早餐的时间，也没时间穿上御寒的毛衣，只在短衣外披上胄甲，带着剑和盾就出发了。

但呈现在步兵眼前的，是被罗马骑兵节节逼退的敌军。执政官善普罗尼斯及重装步兵未曾参加提西诺战役，这是第一次与迦太基军的努米底亚骑兵交手。眼看努米底亚骑兵退败，均认为是一举歼灭敌军的机会。骑兵们也想一雪提西诺之耻，不等总司令官发令，便趁胜追击，并过了河，但等在那里的却是迦太基全军。

罗马士兵过河后，河水加上雨水，士兵全身溼答答，而且胃里没有食物。然而对手迦太基士兵，不仅饱食，而且涂油保暖，準备好御寒及防水的装备。执政官善普罗尼斯已没有思考的时间，将官们匆匆忙忙摆出阵势，显然完全没有记取提西诺的痛苦教训。

包括罗马及同盟国城市的兵力，罗马方面的兵力共有四万，其中骑兵不到四千。

而汉尼拔的兵力，手上的二万六千名，加上高卢兵后共三万八千名，其中高卢骑兵有一万名。

步兵战力不相上下，但骑兵方面则有显著的差距。

罗马仍将主力的重装步兵置于中央，预备突击敌军的中央；而汉尼拔则在中央配置高卢步兵，以两翼为主力。

从布阵来看，即可看出汉尼拔的企图。他是采用包围战，所谓包围战是以削弱敌人的主力作为战术的主轴。

但是千辛万苦带来的大象，却违背了汉尼拔的估算。在南国长大的「战车」，虽然翻越了阿尔卑斯山，但仍不敌北义大利的寒冬。被罗马轻装步兵的箭射中而狂怒的大象，虽然捣乱了敌人的阵形，但也四散而去。除此之外，其余都依照汉尼拔的计画进行。





虽然在空腹加上寒冷的恶劣条件下，但罗马军重装步兵的突击力仍很可观。在雨中，罗马军杀进迦太基军的中央，两旁的同盟国步兵也与西班牙、利比亚步兵交战。步兵方面的战况以罗马军较佔优势。但加上骑兵的战斗后，情况有了变化。勇猛的罗马步兵随着时间的过去、空腹及寒冷，战斗力开始减弱。






特烈比亚会战（前半段战况）









（后半段战况）




骑兵被击败，罗马军的两翼呈现无防备状态，汉尼拔的步兵攻进，加上躲在灌木林中马构涅的二千名士兵从背后攻来。但是汉尼拔军中央的高卢步兵太弱，以至於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包围网，但对四万名罗马军来说，也是几乎接近被包围状态。

包围网逐渐缩小，罗马兵最后甚至连挥剑的空间都没有。为了避免全部被歼灭，唯一的路只有从中央较弱的部分冲出去。执政官善普罗尼斯一声令下，罗马军全力向前冲破重围。高卢兵并不会誓死拼命，因此冲出重围不太困难，但背后的骑兵形同铁壁一般。最后成功冲破敌军包围、渡过特烈比亚河、逃回帕辰察的罗马兵，只有一万名左右。有二万名士兵留在包围网中。此时，双方的战斗可说是杀戮。包围网愈来愈小，也就愈难逃出。许多罗马兵想逃回军营，往特烈比亚方向逃去，但都被敌军的骑兵追上，特烈比亚河被血染成红色。

提西诺一战，罗马军认为是骑兵战，因此不认为那是一次败北。但是特烈比亚一战，是场真正的步兵骑兵会战，罗马不得不承认失败。而且特烈比亚之战，不是由士兵战斗力来决定，而是战术上的胜利。

罗马方面战死者有二万，成功逃回帕辰察的有一万，加上其他自行冲出包围网或留守在军营的生还者，不超过一万五千名。其余皆被俘虏。

汉尼拔军方面，战死最多的是高卢人，汉尼拔的子弟兵几乎没有损失，然而大象仅剩一头，其余皆被杀死或逃逸无踪。

虽然如此，由于在雨中长时间战斗，汉尼拔军的士兵也是筋疲力尽，所以没有继续追击。负伤留在军营的柯尔涅留斯，也只能由少数士兵护送回帕辰察。这次汉尼拔还是让执政官十七岁的儿子——西比奥逃了回去。





在帕辰察再见面的两位执政官都认为不宜停留在帕辰察。特烈比亚之战的结果，让波河附近的高卢人，无论是加入罗马方面或是未加入任何一方的，都转而自愿加入汉尼拔的麾下。因此，汉尼拔的军队突然增加到五万人。

两位执政官决定从帕辰察撤退，集合残兵败将，朝利米尼出发。罗马在几个月前才称霸的北义大利，就此完全弃守。但是第二年起战场向南移动，帕辰察及克雷孟那两城市被高卢人盘踞，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十六年，竟奇蹟似地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高卢民族的个性，不知道要利用机会。





汉尼拔远征的第一年便战绩辉煌，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因此耽溺於胜利之中。

高卢部族长老陆续前来表示顺服，但并未蒙蔽汉尼拔的眼睛。他知道增加的战力，不会使他一步登天。就算取得高卢人的加盟，也并不表示就是战胜罗马。

汉尼拔听取俘虏所提供的情报后，将罗马公民及同盟国公民分开，给予完全不同的待遇。不给罗马公民充分饮食，并且加诸他们残酷的劳动工作。相反的，对同盟国的公民，则提供充足的饮食，允许他们在火旁取暖。过一阵子以后，他杀死全部的罗马公民，又集合同盟国的士兵发表谈话：


「我并非对全体「罗马联盟」怀有敌意，我的敌人只有罗马。




从今天起，我也不要求赎金，给你们完全的自由。把我今天的话告诉你们同盟国的朋友。凡是脱离「罗马联盟」者，我就不视你为敌人，并保证贵国的自由、独立与安全。」



这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并非要凭二万六千名士兵去对抗可以动员七十五万兵力的罗马。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中，迦太基败北的最大原因就是陷入「罗马联盟」的阵形内。只要瓦解「罗马联盟」，就没有所谓的七十五万对二万六千。他之所以越过阿尔卑斯山，以义大利为战场，就是为了离间同盟国及罗马。

汉尼拔认为可以把对付高卢人的战略，用于「罗马联盟」的加盟国。除了对俘虏动之以情，释放他们之外，还必须战胜罗马军，让同盟国看到他的力量。对于汉尼拔而言，下一个战场是「罗马联盟」，以显示他的才能，因而必须移动到卢比孔河以南。




特连吉梅诺——第三回合战役



迦太基人惯例上将败战者处以十字架刑。但罗马人传统上不处罚败将。这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所推崇的制度，他认为这个制度可以使指挥官无后顾之忧，尽情发挥。当然这是一项很好的理由，但我个人认为不仅於如此。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并非像雅典的民主政治一样，排除贵族阶级，以平民为主体。而是保留贵族与平民的制度，将两者力量合而为一，有效发挥国家的活力。选择这样的国家政体，使贵族与平民之间容易发生冲突。罗马在西元前367年时，确立平民也可以参政的原则，平民也可以出任国家要职。因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有平民阶级出身者获选，几乎形成一种惯例。如此一来，如果对败战者加以惩罚，将成为灾祸的来源。被处罚的如果是贵族，那么贵族阶级必定表示不满；相反的，如果被处罚的是平民阶级，全部的平民一定会认为只处罚平民。而责任的追究往往不容易有客观的标準。因此罗马人决定一律不追究败北的责任。





如此一来，不就不能让战死者瞑目了吗？但从长期的观点，也就是从共同体的利益来看，是不会对此没有交代的。国内的言论一旦分为两边，就无法有效地发挥国力。而言论统一，才能有效地发挥国力，牺牲也会减少。人就算自己愿意牺牲，也不会愿意自己的子孙因为统治阶层的无能而牺牲。

因此罗马人的做法与迦太基人、希腊人不同，会让不幸的败将有雪耻的机会。如果败战的原因是指挥官的能力不足所致，那么罗马公民——同时也是罗马士兵，也就不会再选他出任执政官。虽是败将，只要有能力，还是有可能再任执政官。

特烈比亚战役的罗马军总司令官善普罗尼斯·隆古斯未再被选为执政官，而负伤未能参战的柯尔涅留斯·西比奥被选为「前执政官」，具有与执政官相同的绝对指挥权，带领一万名士兵前往西班牙。

在西班牙，由他的弟弟古涅斯率领两个军团，与汉尼拔的大弟汉席多拔交战。元老院了解到汉尼拔的后勤地——西班牙的重要性，因此将西班牙战线讬付给柯尔涅留斯兄弟。汉尼拔的目标在于瓦解「罗马联盟」，而罗马的目标在于瓦解汉尼拔的后勤地西班牙。

前执政官柯尔涅留斯从比萨港出发，并未带着他那年满十八岁的儿子。初次上战场即使是跟著父亲，但之后也可能在其他人手下学习，这是罗马贵族子弟所必修的课程。当时他把儿子交给贵族艾米里斯·保罗。





汉尼拔远征的第二年，西元前217年，罗马选出贵族西尔维及平民弗拉米尼乌斯为执政官。

相对于西尔维的温厚谨慎，弗拉米尼乌斯的个性是大胆豪爽。弗拉米尼乌斯以对抗汉尼拔为职志，他的得票数也比他的同僚高。生日不详，西元前232年曾被选为护民官，进入元老院后，西元前227年担任属省西西里的总督。西元前223年被选为执政官，与高卢人打仗成果辉煌。西元前220年被选为财务官，修筑弗拉米尼亚大道，是现在义大利的国道三号。西元前217年被选为执政官，是他第二次就任这个最高职务，推算起来他那年应是四十五岁。作为一个前线的指挥官，正是状况最好的时候。

弗拉米尼乌斯被视为平民阶级的佼佼者，比特烈比亚战役的败将善普罗尼斯还要好。他将国有地租界上限定为一百二十五公顷，促成元老院议员不准经商的法案，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而受限者以贵族为多。他虽然没有明白地反贵族，但罗马的贵族深知这些政策的危险性，而弗拉米尼乌斯也知道贵族对他的不满。因此西元前217年就任执政官，是他扳回声势的好机会。

共和政体的罗马经常派执政官到最前线。汉尼拔在波隆那附近过冬，谁都预测得到他将在第二年的春天南下，但谁也无法知道他将南下到何处。

如果是一般的武将，会从波隆那南下到利米尼，经过平原地带，再从利米尼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到罗马。从义大利的北部到南部，一定要越过亚平宁山脉。带着五万大军越过亚平宁山脉，这条路线最为容易，而弗拉米尼亚大道也才在三年前刚完成。但是汉尼拔的意图，谁也没有把握捉摸得到。




由于无法预测，罗马军分两批迎击汉尼拔。派执政官西尔维至利米尼，以防汉尼拔选择弗拉米尼亚大道的路线；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到阿里佐，以防汉尼拔翻越亚平宁山脉进入托斯卡那。两位执政官各带两个军团，并增强兵力至二万五千名。当知道汉尼拔去向时，两军再会合。





西元前217年4月，三十岁的汉尼拔率军离开波隆那。他并未选择经利米尼后沿弗拉米尼亚大道这条较容易走的路线，而是选择从波隆那直接翻越亚平宁山脉到佛罗伦斯，这段的距离短但困难度高。他这么做并非为了避免与在利米尼等候的执政官西尔维冲突，而是将下一个战场定于伊特鲁里亚人居住的托斯卡那地方。

伊特鲁里亚人所住的各城市如果背叛罗马，将可使「罗马联盟」缺了一角。住在弗拉米尼亚大道附近一带的，是温布里亚族人。可被动员参加「罗马联盟」的兵力只有二万，不如伊特鲁里亚的五万。因为汉尼拔要削弱「罗马联盟」，如果以伊特鲁里亚人所住的托斯卡那为战场，战胜以加深伊特鲁里亚人的印象，那么效益更高。

但这样的结果必须先有前面的胜利才能谈。汉尼拔先是完成前所未有的翻越阿尔卑斯山，毫无休息，又接连两次打败罗马军。罗马人看不懂汉尼拔的企图，主导权完全掌握在三十岁的年轻人手上。罗马虽然在利米尼及阿里佐驻军，但都掌握不到汉尼拔的动向。

虽然亚平宁山脉比阿尔卑斯山好走，但就在翻越亚平宁山、进入阿里佐河流域时，汉尼拔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义大利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在冬天至春天这段期间集中降雨。西元前217年的春天，雨下得比往年要多。发源于亚平宁山脉的阿里佐河，流经佛罗伦斯后，会合几条支流，流向比萨，注入亚德里亚海，是托斯卡那地区最大的河流。但雨量较多，造成平地淹水，使得汉尼拔从亚平宁山脉下山后，不得不在沼地上行军。

他们在沼地上行走了四天三夜。队伍由利比亚及西班牙步兵团居前，其次是高卢兵，后卫是努米底亚骑兵。骑兵虽说是肩负后卫任务，实际上是为了防止高卢兵逃跑。一路马不停蹄，几乎不能好好休息，睡觉简直是梦想。汉尼拔坐在剩下的最后一头大象背上。他与其说是受颠簸的行军所苦，不如说是为眼疾所苦。渐渐地，他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这位绝代的战术家，成了独眼龙。

抵达佛罗伦斯，全军才得以有个像样的休息。汉尼拔利用大家休息的时间，派出侦察兵去搜集情报，得知在佛罗伦斯东南方一百公里的阿里佐有弗拉米尼乌斯的两个军团驻扎，他们还调查了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的个性。汉尼拔军经过充分休息，恢复体力后，汉尼拔带领全军，并非往佛罗伦斯前进，而是南下行军。

这次不是单纯的行军，而是进行掠夺、烧村。在丘陵地居多的托斯卡那地方，这一带是少见的平原。烧村的烟，从远处就可看到。阿里佐周围有丘陵围住，是伊特鲁里亚人所建的城市，也是罗马同盟城市之一。当然，从阿里佐也看到了烟。

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发现敌军后，立即派遣使节通知在利米尼的同僚，要求他们南下支援。弗拉米尼乌斯的构想是西尔维从利米尼出发，经由弗拉米尼亚大道过来，两边夹攻汉尼拔。依追踪汉尼拔的路线判断，他将与从弗拉米尼亚大道过来的罗马军队在普鲁西相遇。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要求在利米尼的西尔维先派骑兵前来。

这场战争只要一般的武将就可打赢。这位三十岁的年轻人，不但搜集情报及判断能力强，行动也很迅速敏捷。他是不会让罗马的四个军团会合的。





对倔强的武将而言，没有战端就对敌人穷追猛打，是个令他恼火的任务。罗马因为有「罗马联盟」的加盟者发挥守护的功能，才保有盟主的地位。四十多岁的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眼看忠实的同盟者伊特鲁里亚被掠夺烧杀，却无力协助，深感自己身为「罗马联盟」最高执政官的责任，再也按捺不住。汉尼拔军似乎不把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看在眼里，在罗马军前撒野后又南下。

从阿里佐到普鲁西之间，途中有个特连吉梅诺湖，这是义大利中部最大的湖。湖的北侧是丘陵及湖面间夹着细长的平地，由西向东延伸。通过这一段再朝东边去，就是弗拉米尼乌斯想与友军会合的地点——普鲁西。

当天白天汉尼拔进行急行军，在傍晩抵达特连吉梅诺湖。由于事先派出侦察兵调查周边地形，到达后也无须浪费时间。依据汉尼拔的指示，各大队就各指定位置。当晩夜营，严禁烟火。

南下的道路遇到湖后须往东行。在这个转角就有丘陵，而骑兵团就躲在这里。骑兵的东边是高卢兵，依次配有利比亚及西班牙的轻装步兵团，全都埋伏在丘陵林里，等待早晨的来临。最后在出口的地方，则準备好重装步兵的阵地。






特连吉梅诺会战




如上图所示，可清楚了解汉尼拔的企图。他在狭长的湖畔口诱敌，将弗拉米尼乌斯全军引进湖边后，骑兵从西侧，重装步兵从东侧，其他步兵成员从北侧，三方夹攻，唯一的南边则是广大的湖水。这是汉尼拔最得意的包围作战法，这次甚至利用到天然的地形。

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及两个罗马军团在夜里抵达湖边，谁也没想到汉尼拔会出现在这里。弗拉米尼乌斯也没派遣侦察兵先做调查，罗马兵看到湖边没有人影、没有火，就认为汉尼拔军也经过特连吉梅诺湖畔，朝普鲁西方向去了。弗拉米尼乌斯没想到会有埋伏，於是下令全军在湖畔西侧扎营。





西元前217年4月19日，特连吉梅诺湖在晨雾中天亮。春天时节，这一带早晨常起雾，由于广大的湖面蒸发大量的水份，使得清晨的雾特別的浓，能见度只有十公尺。汉尼拔甚至把天气状况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罗马军毫无警觉地进入狭长地带，因为雾浓，视线不佳，只能靠各队的队标识別。罗马兵以为敌军在远方，所以全速前进。虽然是二万五千名士兵，但进入湖畔狭长地带并不须花太久的时间。





最先感到不对劲的是罗马军的前锋，在湖畔的东边与敌军正面冲突。因为雾浓，后面的军队不知道前面已经发生事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敌军的骑兵突然从湖畔的西边攻来，藏匿在丘陵森林的高卢兵及轻装步兵也随之出击，罗马兵被封锁在湖畔的狭长地形内。

这个情形很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环车祸，后面的车不知道前面的状况，一辆辆接着撞上。西元前217年的特连吉梅诺湖畔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此时，已经不是战斗，而是杀戮。杀戮的范围从西、北、东三方逐渐缩小，罗马兵在无路可逃之下，只能往湖水方向逃逸，逃不掉的就死在敌人的枪下。

二万五千名罗马兵对抗五万名汉尼拔军，在绝望的情况下仍不放弃，战斗持续三个小时。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在无法指挥的情形下，也像骑兵一般奋战而死，尸首在战斗结束后也辨识不出来。执政官与士兵一样，一起壮烈牺牲。雾渐散去以后，迦太基兵才亲眼目睹这个惨状。

而二万五千名罗马兵牺牲了一万七千名。罗马军的六千名前卫突破敌军包围向东逃逸，但后来又被迦太基骑兵追赶上，全部遭到围捕。从湖游出逃至山中的，不到二千名。为迎击汉尼拔而加强战力的两个罗马军团，完全崩溃。

汉尼拔军方面的损失只有二千，而且全都是高卢兵。从西班牙一路带来的精锐士兵，几乎毫发无伤。





后世的战史家认为这场特连吉梅诺战争，称不上是战争，只能说是一场骗局。但是当时的罗马人认为这是一次败北，并向公民传达了事实。

拥有公民大会召集权的执政官，一位战死；另一位在前线，不在罗马，所以罗马方面由法务官代替执政官召开公民大会，并向悲观的公民宣布：


「我们失败了。」



同时公布战死者及被俘虏的人数及姓名。

三天后，法务官再次召开公民大会，因为又有另一个战败的消息传来。

在利米尼的执政官西尔维，应弗拉米尼乌斯要求先行派去的四千名骑兵，不知道特连吉梅诺湖畔发生的事情，来到接近弗拉米尼亚大道的佛林纽附近。从这里往东北去，就可到达与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会合的地点。然而，等在这里的不是友军，而是努米底亚的骑兵。罗马骑兵在人数及战斗力均处劣势的情形下，有二千名骑兵被包围，另外二千名虽然逃到附近的村庄，但全部被俘虏。从利米尼南下的两个军团骑兵战力等于零，而骑兵的兵力又不易补充，这对罗马军来说是一大损失。

罗马在特烈比亚败战后，不得不弃守比萨（阿尔卑斯山南边的高卢），在特连吉梅诺败战后又把托斯卡那地方拱手让给敌人。

但是和波河周边的比萨不同，罗马人绝对不会放弃亚诺河和台伯河间的托斯卡那地方。同盟的伊特鲁里亚等城市也不会轻易放手。伊特鲁里亚人虽然亲眼见识到汉尼拔的威力，但是特连吉梅诺败战后，没有一个同盟城市向汉尼拔输诚，柯尔多那等几个靠近汉尼拔军的城市都紧闭城门。托斯卡那地方的伊特鲁里亚人与波河附近的高卢人不同，他们「罗马化」的历史已有二百年。

但是罗马的高速公路——弗拉米尼亚大道，变成迎接汉尼拔大军之路。只花三天的行军，就可抵达罗马。只有两个军团防卫首都罗马，加上利米尼的两个没有骑兵的军团，顶多也只和汉尼拔军的人数相同。谁都可以猜到汉尼拔会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攻击罗马。那时正是5月。

但是汉尼拔偏偏又选择谁也料想不到的路线，他放弃直达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改走朝亚德里亚海的路。旗下的士兵也对总司令的选择有所不满，放着拥有丰富战利品的首都罗马不去，又要离开占领的托斯卡那地方，绕到亚德里亚海，沿着海边到南义大利去。汉尼拔的举动经常让別人猜不透，将军及士兵也只能遵照这位年轻必胜总司令的命令去做。





汉尼拔此时认为，与其攻击中心点，不如先攻击外环。特连吉梅诺战后，他对待所俘虏罗马军的方式，仍是拘留罗马公民兵，而释放同盟国士兵。他正等待「罗马联盟」的瓦解。未能离间托斯卡那地方的伊特鲁里亚人背叛罗马，是汉尼拔失算，但其余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这次他想让南义大利的罗马同盟——希腊人看看他的实力。

在特连吉梅诺战大胜后，战争进入第二年，罗马人才渐渐了解汉尼拔的战略。

首先，针对「罗马联盟」同盟国的领土，进行重点式烧杀掠夺。

其次，引诱罗马人按捺不住，挑起会战。

随着会战胜利次数的增加，提高同盟国城市的反叛意识。

最后，在外环埋伏完成后，一举攻进罗马。

这个战略完全成功。

因为罗马公民兵不仅住在共和国的领土内，也散布在全义大利七十个以上的殖民城市中。这些罗马士兵都可能在汉尼拔攻击罗马时，出现在他的背后。虽然距离罗马仅有三天的行程，但汉尼拔不会轻易进攻罗马。





在经过亚德里亚海期间，汉尼拔军得到充分的休息。士兵的服装已经破损不堪，便取下战死罗马兵的衣服替换。这也成为罗马兵日后的困扰，因为分不清敌我。后来罗马军全体士兵都必须刮胡子，因为汉尼拔军的迦太基人、西班牙人、努米底亚人都有蓄胡的习惯。

汉尼拔军连马都以葡萄酒清洗，经过充分休息后，来到南义大利。罗马在此地的同盟国全都遭到烧杀打劫，战利品之多，几乎到拿不走的地步。但基本上，要满足五万名士兵的欲望，原本就是一件大事。烧杀掠夺除了要引诱同盟国脱离罗马外，也为了填饱五万名士兵的肚子。

在解决南义大利的普利亚地方后，汉尼拔又转向南义的坎帕尼亚地方，此地与托斯卡那地方并列为同盟城市最多的地方。从坎帕尼亚地方可经阿庇亚大道，通往大城市加普亚、库马、坡佐里、拿坡里、苏连多等称为罗马「海的同盟国」。托斯卡那地方的伊特鲁里亚人是罗马重要的同盟者，而坎帕尼亚地方的希腊人也是同等重要。





另一方面，首都罗马虽然暂时解除敌人直接的威胁，但防卫方式须重新调整，因此决定拥立独裁官。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中，曾拥立独裁官，事隔三十二年以后，再次建立这个危机处理体制。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就任独裁官，在六个月内集所有权力於一身。他出身於罗马贵族中的法比乌斯家族，时年五十八；曾两次被选为执政官，战胜高卢人，战绩辉煌。对三十岁的汉尼拔而言，所面对的这位将与他交手、年纪大他二倍的罗马武将——法比乌斯是完全不同的。





法比乌斯率领从利米尼赶来的两个军团及新编的两个军团共四个军团，追赶汉尼拔军，他的战略只有一个，就是不与汉尼拔战斗。

到现在，柯尔涅留斯、善普罗尼斯、弗拉米尼乌斯等执政官都曾吃过汉尼拔的亏，五十八岁的法比乌斯不认为自己能战胜汉尼拔。与汉尼拔战斗只有败战，他认为罗马的武将中，无人可以战胜汉尼拔。

为了不输给汉尼拔，只有不与他战斗。他带着四个军团五万大军，在普利亚、坎帕尼亚地方，尾随汉尼拔军，但决不挑起战斗。这是为了等待敌军军力消耗殆尽。

法比乌斯有个「持久战主义者」的封号，称持久战主义事实上是后来才加上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称为「没用的男人」。

而法比乌斯所选择的战略，虽然有效，但牺牲也不小。「罗马联盟」军中有罗马公民兵及同盟国兵，对他们来说，眼看自己的城镇被烧杀掠夺，却不能做什么。罗马公民兵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叹，在他们心中，一直有著无法善尽联盟盟主责任的遗憾。

时间一久，反对独裁官法比乌斯战法的声浪逐渐升高。后来因汉尼拔的挑逗，而终于爆发。





特连吉梅诺之战开始的西元前217年，进入秋末。汉尼拔在没有罗马军的妨碍下，尽情掠夺富饶的坎帕尼亚地方后，回到普利亚地方过冬，并且取得充足的军粮。南义的普利亚地方是最适合五万大军过冬之处。

独裁官法比乌斯终于等到好机会了，从坎帕尼亚到普利亚必须翻越义大利半岛的脊梁亚平宁山，在这个地方翻山越岭，正好可以沿着谷道走。法比乌斯将军队分为三部分，等在汉尼拔军必经之地。只待敌军进入谷道，便一网打尽。

但是三十岁的迦太基武将汉尼拔，蒐集情报能力仍是一流，他充分掌握罗马军的动向。他命令士兵收集枯木，找来拉车的二千头牛，将枯木绑在牛角上。

汉尼拔召集準备完毕的士兵，指著前方的谷道，说：


「汉尼拔今夜要通过此地。」



他当然知道罗马兵埋伏在两旁的高地，士兵们也都知道，汉尼拔说他要在等他的敌兵面前通过。

夕阳西下，总司令一声令下，士兵随着牛群进入谷道。他们在牛角上的枯木点火，在士兵的追赶下，牛群朝着对面罗马兵埋伏的方向冲去，黑夜的恐怖使牛群狂乱奔走，火星四散，埋伏的罗马兵看到火光以为是敌军袭击，认为敌军已占领对面的丘陵。

个性谨慎的法比乌斯避免在夜里战斗，但敌军似乎已占领了一个山丘。法比乌斯认为即使失去一个山丘，并不影响峡谷的埋伏战法，因此决定天亮前按兵不动。

汉尼拔军就在罗马军的窥视下,不费一兵一卒全部通过谷道。第二天早晨，法比乌斯才知道敌军已全数翻越亚平宁山。紧急到达的骑兵队虽然追赶汉尼拔军的尾巴，但抵挡不了努米底亚的骑兵。虽然罗马方面没有人牺牲，但罗马军面子尽失。

此后，罗马人形容无论怎样的障碍都可完成时，都以「汉尼拔通过了」来形容。

法比乌斯被召回首都，距离独裁官的六个月任期届满还有一段时间。召回首都的理由虽是为了祭典，但事实上是免职。





在冬天温暖的普利亚地方，汉尼拔正悠然过冬。但在罗马，法比乌斯提倡的持久战法派与积极战法派，正针对选出明年的执政官如火如荼地对立着。

积极战法派认为法比乌斯的消极战法，将导致我方会比敌方先消耗殆尽。另一方面，持久战法派则举出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的例子，当时没有追击从西西里撤退的汉米卡，是因为要将制海权从迦太基人手中夺走，才能断绝从迦太基来的补给线。汉米卡是汉尼拔的父亲，因此主张以制其父之道制其子。

但是持久战的弱点，因牛角之战的失败更加凸显；而这一年来，同盟城市陆续遭到入侵。元老院认为，应先防范同盟国可能背叛的问题。

第二年，西元前216年，结果由两派各推选一位担任执政官，分別是贵族出身的艾米里斯·保罗及平民出身的泰连·瓦尔罗，前者是持久战法派，后者是积极战法派。虽然执政官各由一派担任，但公民大会上仍是积极战法派的天下。

汉尼拔在西元前218年进攻义大利时，罗马有六个军团，西元前217年时增为十一个军团，而在西元前216年时，更增为十三个军团。为了向汉尼拔报一箭之仇，罗马公民投下增加兵役义务的赞成票。第二年，也就是西元前216年，是罗马与汉尼拔一决雌雄的时候。





汉尼拔正是希望以会战来决胜负。

经过特连吉梅诺之战以及在普利亚、坎帕尼亚两地方的虏掠，表面上看来罗马是较佔下风，但同盟国对罗马有几许温情怀旧，不愿与「罗马联盟」分离，没有城市愿意向汉尼拔示好。希望「罗马联盟」瓦解的汉尼拔，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有尽快决战的必要。




坎尼——第四回合战役



1991年1月，波斯湾战争爆发，空中的战机随时都可能对地面展开攻击，全世界都屏息注视这项消息。在当天上午看CNN的实况转播中，记者所在的位置不是沙乌地的基地，也不是伊拉克的爆炸地点，而是一片麦田的景象。在画面中的记者表示，他正从义大利现场转播。那位记者说，要知道多国部队的陆上作战究竟是什么情况，请看看历史上最有名的陆地战。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义大利的坎尼平原，二千二百年前的西元前216年，汉尼拔与罗马在此展开大会战。」



CNN记者一边指著战况的地图，一边说明汉尼拔如何运用战术，攻破人数较佔优势的罗马军。并说道：


「坎尼的会战是战术研究上不可或缺的部分，陆军士官学校都会教授，也就是说，薛华尔兹知道的，伊拉克方面也会知道。」



说来有些可笑，一个没有飞机、直升机时代的会战，竟会引起卫星转播时代的记者如此大的兴趣。日本防卫学校的情况我不清楚，但这里要叙述的就是欧美士官学校必教的坎尼会战。





西元前216年，罗马的公民大会决议增强军事，开始编整军队，準备春天的战斗。

如前所述，罗马军团平时一个军团的组成，包括罗马公民步兵四千二百名及骑兵三百名，加上同盟国来的参战者。一位执政官率领所谓「执政官军团」，包括两个军团，这是罗马军的战略单位。由于有两位执政官，因此有四个军团。平时「罗马联盟」军的战力，约有三万八千名兵。

战时会视情形增加人数，总计战力为五万四千名。当初，罗马同时对抗高卢人及伊利利亚海盗时，罗马公民兵与同盟国士兵的比例为二比三。

準备挑起决战的西元前216年，对手只有汉尼拔一人，但罗马却增强兵力。增加的不是军团的数目，一位执政官率两个军团，两位执政官率四个军团，仍维持不变。西元前216年的罗马，一个军团的规模比一般「战时」的人数还多。这个负担先从「罗马联盟」的盟主罗马开始分摊。当时两位执政官每天轮流担任总指挥，关于西元前216年的战力，说明如下：








总计——八万七千二百




步兵为八万，骑兵为七千二百，比例为十一比一。



另一方面，在普利亚地方过冬的汉尼拔军战力，说明如下：








总计——五万




步兵四万，骑兵一万，比例为四比一。



从步兵战力来看，以八万对四万，罗马方面佔绝大优势，但骑兵战力，则是罗马军的七千二百对汉尼拔军的一万，情况相反。罗马兵自从在特连吉梅诺战损失四千名骑兵后，就一直未能再补充。

罗马带领八万七千名大军的指挥官是由两位执政官每天轮流，而这两位执政官都没有与汉尼拔交手的经验。在战绩方面，执政官艾米里斯曾在汉尼拔进攻义大利前一年担任执政官，战胜伊利利亚族人；执政官瓦尔罗则毫无战场经验，甚至没有当过百人队长。他会被选为执政官，是因为他所主张的速战速决论，获得大部分罗马公民的支持。

两位执政官的年龄不详，但以执政官须满四十岁的条件看来，他们至少比三十一岁的汉尼拔大十岁以上。无论如何，西元前216年，罗马全力投入与汉尼拔作战。

罗马军依往例於3月15日展开军事行动，从阿庇亚大道南下。经过加普亚，接近贝涅维特时，友军前来报告冬营中汉尼拔的动向。根据报告，汉尼拔离开冬营的营地，并未北上，反而南下。因此两位执政官率领八万七千名罗马军，追击汉尼拔，进入南义普利亚地方。

汉尼拔不知道透过何种方法，也许是逼问俘虏的结果，竟对追来的罗马军瞭若指掌，无论是军队的规模或编组、两位执政官的性格等，皆一清二楚。他考虑在容易发挥骑兵威力的平原进行会战，当时罗马就已经注意到汉尼拔的企图，虽然进入多平原的普利亚地方，但因为挟有八万名步兵的战力，充满自信。罗马重装步兵的英勇，在当时鼎鼎有名。

汉尼拔军队想要摆脱罗马军，南下到欧芳河注入亚德里亚海附近的平原，便停了下来，随即攻击河川附近的坎尼村，并加以占领。坎尼是罗马同盟国内的一个储藏粮食基地。重视「罗马联盟」机能的罗马人严禁在同盟国内进行掠夺。

汉尼拔之所以攻打坎尼,用意在于刺激罗马军，又可取得粮食。要维持五万名士兵所需的粮食问题，是件大事。南义各同盟国城市皆对汉尼拔虎视眈眈，决不轻易打开城门，没有一个城市自愿提供军粮给汉尼拔。在西元前216年当时，也没有迦太基本国来的奥援。即使想向西班牙求援，但西班牙本土上的迦太基势力，正在抵抗柯尔涅留斯兄弟所率领罗马军，无暇顾及支援遥远的义大利。坎尼虽在汉尼拔手中，但也只剩下十天左右的粮食而已。

但是，汉尼拔在坎尼补充粮食后，不再移动军队，而在坎尼附近的山丘建筑营地，等待罗马军的到来。

罗马在接近汉尼拔十公里处停下扎营，由于罗马军在平野上扎营，因此军营四周挖出深壕沟、围上高栅栏，是个百分之百的阵营地。两军在平原上相距十公里对峙。

对峙不到二个月，两军出兵。

汉尼拔派二千人，罗马方面大概也是相同的人数应战。这种小规模会战，发生好几次。累积几次小型会战下来，罗马方面的战果较佳。其中一次，罗马军牺牲约一百人，汉尼拔军却牺牲一千七百人。汉尼拔军的损失大多是高卢兵。而罗马军的士气愈来愈高昂，大家都认为这次一定会赢。

三十一岁的汉尼拔就像台球或桥牌中的老手对待新手一般，刚开始让对方先赢一步，而好戏在后头。

战斗意愿旺盛的罗马军队，将阵营推进至欧芳河的左岸，而汉尼拔立刻也将阵营移至岸边，两军距离不到二公里。

虽然如此，但并未立即开启战端，现在双方据有各自的阵营对峙。罗马也渡河到对岸搭建小阵地，使得在河的两岸都有阵地，同时罗马在士兵人数方面占有优势。但汉尼拔依旧未采取任何行动。

汉尼拔希望在特烈比亚及特连吉梅诺等地进行战斗，坎尼也是他希望诱敌的场所。然而汉尼拔在坎尼与罗马军相距只有二公里，却完全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汉尼拔军在小型会战虽败，但未动摇士气。

汉尼拔看穿这些罗马司令官都怀着高度的警戒，避免掉入陷阱。所以要引诱他们会战，须先解除他们的戒心，让罗马觉得他们握有主导权。





罗马军指挥官每天轮值，西元前216年8月2日，轮到泰连·瓦尔罗担任总指挥。

那天，天空刚泛白，罗马军的大小两个阵营地就接到总司令官瓦尔罗的命令出兵。瓦尔罗将全军集合在欧芳河的右岸。不选左岸是因为左岸是平原，骑兵容易发挥，比较危险。右岸的地形高低起伏不平，对骑兵佔优势的迦太基军不利。

汉尼拔看到罗马军已完成布阵，便亲自率军渡河，在罗马军的正对面布阵。罗马的阵形是一直线，而汉尼拔的阵形则成中央有弧度的弓形。





罗马总司令官瓦尔罗所想的战术，光看布阵就一目瞭然。配置在中央的步兵团阵形是纵列长形。以罗马军的主力重装步兵，狙击敌人的中央，因此选择欧芳河及围绕坎尼村丘陵间这块比较狭小的战场。但是这个阵形，对罗马军右翼的二千四百名骑兵而言，夹在河与步兵团间，必须面对三倍的敌人，较为不利。

瓦尔罗在战场布阵的后方阵营，布署一万士兵待命，当骑兵支撑着，步兵成功突破中央时，再投入这一万名士兵，将让会战一举全胜。

但汉尼拔组成与特烈比亚战不同的阵形，使罗马军无法称心如意。






坎尼会战（佈战完成的阵形）









坎尼会战（第二阶段）









坎尼会战（最后阶段）




会战开始，两军皆以一般的战法，就正面相对的位置。汉尼拔军的左翼面对罗马军的右翼，在中央部分，双方都是轻装步兵，汉尼拔军右翼面对罗马军的左翼。两军最先对战的是呈弓形部分的汉尼拔高卢佣兵及罗马的轻装步兵。

双方开打初期，罗马军较佔优势。瓦尔罗见此情形，命令指挥步兵团的前执政官西尔维投入重装步兵团。罗马步兵攻来，由高卢佣兵组成的汉尼拔军前卫，从中央凸起的弓形位置，变成中央凹下的弓形。这个弓形阵形发挥了效果，让罗马步兵耗费更长的时间及兵力投入攻击中央，高卢兵虽然一直后退，但仍撑得住。

在步兵战之后，左右两翼的骑兵战也接着开打。汉尼拔军的左翼骑兵，挟三倍人数的优势，朝执政官艾米里斯所率领的骑兵攻去，节节逼进。罗马骑兵一点一点地被逼退，罗马骑兵虽被逼退，但仍奋战不懈。组成罗马右翼的骑兵多为贵族子弟，换句话说，他们是预备军官。

另一方面，执政官瓦尔罗所率领的罗马军左翼同盟国骑兵与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双方的数量及程度差不多，刚开始旗鼓相当。

由于中央受到罗马重装步兵的猛烈攻击，汉尼拔的高卢兵已支撑不住，罗马轻装步兵与重装步兵进一步结合，追击退败的敌人。

此时，高卢兵放弃防守，分左右两边散去。罗马重装步兵与突然出现的汉尼拔重装步兵对上，这是汉尼拔长征下的精锐部队，虽然只有二万，面对七万罗马兵仍面不改色。

战场中央的重装步兵战由罗马军取得领先地位，但骑兵战方面则是汉尼拔军较佔优势。

执政官艾米里斯率领的二千四百名骑兵，多背河而战，被六千名敌军的骑兵包围杀死，在敌军的赶尽杀绝之下，很少能够逃走的。艾米里斯的马被杀，骑兵团也没了，只好加入重装部队继续奋斗。

执政官瓦尔罗指挥的同盟国骑兵四千八百名，刚开始虽然表现良好，但不是努米底亚骑兵的对手，左翼这边没有阻挡逃命的河川，在努米底亚骑兵的追击下呈鸟兽散。

罗马重装步兵与汉尼拔的精锐部队展开激烈战斗的中央地带，罗马兵的战斗意志与战斗能力渐失，汉尼拔的战术开始出现效果。

汉尼拔的精锐部队抵抗罗马重装步兵的猛攻，原本看似脱离战线的高卢兵及轻装步兵，朝着罗马军骑兵被逼退的位置前进，绕到罗马步兵团的两边；接着，汉尼拔左翼骑兵在击败罗马军右翼后，绕到罗马步兵团的背后；追击敌人的努米底亚骑兵回到战场，汉尼拔就这样完成了他的包围作战。

七万名罗马步兵团就这样被五万名的汉尼拔士兵包围住。

这些都是组成「罗马联盟」的公民兵，虽然被敌人包围，却不轻易投降。然而就像之前的许多次战役一样，汉尼拔的包围作战就等于是全部歼灭作战。

指挥重装步兵的前执政官西尔维战死，选择下马与部下并肩作战的执政官艾米里斯也阵亡，担任独裁官法比乌斯副官的米奴迪吾斯被杀，八十位加入骑兵或重装步兵的元老院议员几乎全部阵亡，能突破汉尼拔包围网的人数极少。汉尼拔的包围坎尼作战发挥得淋漓尽致，完全歼灭罗马军，同时也达到使罗马主力重装步兵丧失主要战力的目的。

被俘虏的有一万名士兵，因为没有总司令的命令，只能留在小阵地。

当天的总司令官瓦尔罗在五十名骑兵的护送下，从坎尼沿山路往西走数十公里，逃到罗马的殖民城市维努吉亚。此外，另有四千名步兵、二百名骑兵从坎尼往北逃至卡诺沙。其中包括十九岁的柯尔涅留斯·西比奥。他的父亲在特烈比亚战后被派遣到西班牙，将他交由艾米里斯照顾。对年轻的西比奥而言，这已经是第三次接触到汉尼拔战术的才华。

执政官及将官顺利逃脱，将维努吉亚及卡诺沙的残存兵力集合起来，总数不到一万。

根据古人的记载，坎尼会战的罗马军牺牲者达七万人。汉尼拔军则牺牲五千五百名士兵，其中三分之二是高卢兵。

以整部历史来看，罗马不曾如此惨败，坎尼会战可说是空前,而且也是绝后的战役。

第二天起，汉尼拔军开始拾取战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一整天都处理不完。汉尼拔为了要使国人了解他的胜利，让他的弟弟马构涅在迦太基本国的重要人物前，将从罗马士兵手上拔下的金戒指，堆积成山。对罗马人而言，金戒指不是结婚信物，而是印鉴，因此又大又重。数万个金戒指堆积如山，连我都很难想像。





罗马平静地接受惨败。执政官瓦尔罗率领残兵回到首都时，从元老院议员到一般市民，全都到城门迎接。阵亡者的家族也将服丧期间从原来的一年改为三十天。

全国听不到对瓦尔罗的责难，原来反对他所提的速战速决者，也不再说些什么。在特烈比亚、特连吉梅诺及坎尼这三场会战中，总司令官都是平民出身，但此时没有来自贵族的抗议，也没有其他民族的暴动。

然而噩耗连连，坎尼败北的阴霾尚未散去，高卢地区又传来两个军团被歼灭的消息。

那一年，罗马为了镇压因汉尼拔而气势高涨的高卢民族，派遣法务官波斯多米率领两个军团前去平定，但反被高卢兵攻击，因而躲进森林中。这是一项极大的错误。

高卢人事先把森林中的树木锯断，又将树木扶正。高卢人将罗马军诱入森林后，树木就像骨牌一样倒下。两个军团八千六百名士兵被压在树木下面，动弹不得，躲在暗处的高卢人出来攻击。据生还者表示，连法务官波斯多米也牺牲了。

罗马在几天内失去了八万名士兵，体察民情的元老院决定派使节请求天启。结果是由撰写第二次布尼克战史的元老院议员法比乌斯·彼德前去希腊神殿戴尔菲祈求天启，这项举动是显示罗马人信心动摇的唯一证据。





另一方面，位在坎尼的汉尼拔阵营大肆庆祝胜利，将官们也纷纷对进攻罗马之事进言。其中一人甚至说，今天攻过去，五天后就可以在卡匹杜里诺山丘吃晩餐。

三十一岁的胜利者——汉尼拔并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他深信罗马的崩溃取决於「罗马联盟」的瓦解，现在攻打首都还太早。有一位将官对汉尼拔这么说：


「你知道你的胜利掌握在手中，但不知道能否运用这个胜利。」



也许年轻的汉尼拔当时心中仍很迷惑。就像后来叙拉古及迦太基的例子一样，要攻打防御坚固的大城市，必须要花上二、三年的时间，并非一天就能决定胜负。在长期的攻城战中，高卢兵靠不住，能仰赖的只有手边的二万五千名士兵。以这种程度的战斗力强行攻打大城市，简直是以卵击石。

而且罗马这个国家，并非将所有机能集中在首都，汉尼拔不能忽视这一点。

罗马是由点与线链接起来的国家，在同盟城市间的殖民城市，有许多罗马公民及拉丁公民迁徙到这里居住，皆拥有相同的权利。凡是拥有罗马公民所有权的人，也就具有士兵的身份。这些士兵集合起来，要攻打汉尼拔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无论如何，瓦解「罗马联盟」，进攻义大利，是汉尼拔既定的基本战略。坎尼的胜利基本上也是循著这个基本战略而来。

在坎尼会战后，汉尼拔仍将俘掳的罗马公民兵及同盟国兵分开，让后者自由回国。汉尼拔的敌人是罗马，於是也释放罗马以外的非义大利人。

同时，汉尼拔也分秒必争，既不攻打首都，也不追击敌军，而将军队往南送，目的是为了逼迫南义各城市叛离「罗马联盟」。

除了义大利半岛的鞋尖部位卡拉布里亚地方有一、二个城市试图抵抗，其他都打开城门迎接汉尼拔。但由于殖民城市的要塞化建设得十分扎实，居民也都是罗马兵，仿佛茫茫大海上时时看到罗马的影子。这个地区内的同盟国，仅剩下临著墨西拿海峡的雷其欧仍旧站在罗马那边，主要因为雷其欧长期得到来自西西里内亲罗马势力的援助。因此，「罗马联盟」须先从南端瓦解。





当时罗马最头痛的是加普亚的叛变。

加普亚在义大利中部的坎帕尼亚地方，是个比拿坡里还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位在拉提那大道及阿庇亚大道的交叉点上，罗马赋予这地的居民「无投票权的公民权」。除了没有参与罗马国政的权利外，其他皆与一般罗马公民的法律地位相同，加普亚的自治权也完全被承认。因此，加普亚也是「罗马联盟」的同盟国之一，加普亚公民有参加罗马军的义务。到目前为止，也和罗马公民兵一起对抗汉尼拔。

加普亚离开坎尼败战后的罗马，其实与汉尼拔释放同盟国兵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加普亚派遣公民代表到汉尼拔阵营去，提出以下条件要求单独和谈：


一、缔结和约后，无需提供士兵给汉尼拔军。




二、承认加普亚境内完全自治。




三，以汉尼拔手边俘掳的三百名罗马公民兵，交换参加西西里防御的三百名加普亚兵，送回加普亚。



汉尼拔完全接受这些条件，和谈成功。

如果是位置有利的城市国家，周边拥有几个卫星城市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加普亚的叛变也影响了附近四个城市在中、南义种下分化「罗马联盟」的种子。

坎尼胜战的西元前216年冬天，汉尼拔以及他的属下，从离开西班牙后的第三年，第一次不在军营中打地铺，而是打桩盖屋，终于可以安稳地睡在床铺上。西元前216年到前215年间的冬天，汉尼拔决定在加普亚过冬。汉尼拔在这个伊特鲁里亚人建设的大城市，在告別三十一岁的同时，也在等待「罗马联盟」的瓦解。




亚历山大与汉尼拔



如果要探寻二千三百年前亚历山大的事蹟，我们必读普鲁塔克的《列传》，但从作品中我们看不出亚历山大的个性，也没有关于亚历山大战略、战术的探讨。这是因为西元一世纪的希腊知识份子普鲁塔克对这些没有兴趣，也不具备这方面的専业知识。

但是古代有关亚历山大的书，不只有普鲁塔克一人撰写。亚历山大完成的远征及英年早逝的故事，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许多历史学家都视撰写这个青年天才的业绩为一大挑战。在当时，也没有史料不足的问题。

亚历山大带了两位记录员同行。两位历史学家根据这两位记录员的资料，在亚历山大死后，立即作传。

但这两位记录员及两位历史学家的著作都已失传，只能凭普鲁塔克的《列传》及库尔第吾斯·卢佐的《亚历山大王传》来了解亚历山大。相较於亚历山大死后百年出生的汉尼拔，我们可阅读的资料则少得可怜。

要记载战略或战术，须有相当的兴趣及专业知识。包括普鲁塔克在内，许多古代历史学家皆热衷於赞扬亚历山大的功绩，而忽略他是如何落实执行的部分。亲自率领军队的库西诺芳、参加伯罗奔尼撒战役的修西狄底斯、或担任亚该亚同盟军的骑士团长波力比维斯等诸位富有参战经验的历史学家，未能写下亚历山大的事蹟，甚为可惜。

无论生在哪一个世代，都会有人想要鉴古知今。汉尼拔也是其中一位，西比奥曾问他，谁是最优秀的武将，汉尼拔便把亚历山大列名为第一位，甚至认为比自己更优秀。如果只是人云亦云，不会有如此肯定的答案，必然是经详细研究，透澈了解后，才将他置于第一位。

汉尼拔从进攻义大利之前，一直到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之后的期间，都带着一名希腊人，叫做锡连纳，是随行的记录员，同时担任教授汉尼拔希腊语的工作。当时有关亚历山大的书籍，全是以希腊文书写的。锡连纳就是负责读有关亚歴山大的书给汉尼拔听，其中，汉尼拔当然最关心亚历山大的战略与战术部分。





后来被尊称为大帝的亚历山大，在二十二岁那年带着三万六千名士兵进攻波斯帝国，对抗可动员十万至二十万名士兵的波斯国王大流士，还赢了两次。波斯方面战死约十万人，但亚历山大这边却只损失二百至三百人。也许会让人以为古人好大喜功的癖性，是否少写了一个或两个零。但大获全胜的结果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这一切是可能的呢？对一般人而言，可能只会说「太伟大了」、「好厉害」等感叹语；但对一名武将而言，这可说毋宁是一大刺激，尤其对只有罗马十分之一兵力的汉尼拔而言，更是关心这个问题。

亚历山大十八岁那年，他父亲马其顿王菲力普二世率军，与底比斯及雅典联军展开凯洛涅亚会战，他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并负责指挥骑兵团。马其顿军与底比斯、雅典联合军人数相当，但最后由马其顿方面获胜，致胜关键在于马其顿骑兵的行动。

在古代，无论是希腊或罗马，重装步兵都是军队的主力，是公民的中、上阶层组成。在凯洛涅亚会战中，马其顿军的步兵及骑兵是十比一的比例。

年轻的亚历山大体认到骑兵的重要性，亲自指挥骑兵，以此来决定胜负。二年后，他东征时的战力为三万一千名步兵加上五千名骑兵，步兵与骑兵的比例是六比一，为了提高骑兵的战斗力及防御力，甚至考虑配置重装步兵。





仔细阅读满载礼讚亚历山大的历史后，只要认真看，还是可以看到些许有关战术、战略的记载。比如「从敌军的侧面攻击」或「绕到背后」等，在面对五倍战力的伊沙斯会战中，记载着「亚历山大了解到战争的情势，虽知自己的主力军在于重装步兵，但仍判断应以骑兵来决胜负。」

马其顿的年轻武将——亚历山大灵活运用步兵及骑兵甚於发挥骑兵的机动力，有效地同时运用步兵及骑兵。活用整体军队，让敌军的主战力变成非战力化。

当时的战斗方式是步兵和步兵打，骑兵和骑兵打。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追击逃走的敌人，这种战法是以「量」取胜。大流士认为派出大量士兵可彰显帝国的伟大，因此将十五万名士兵送上伊沙斯战场，但亚历山大并未因此退缩。在伊沙斯战役之前，亚历山大只和波斯交手过一次，在伊沙斯战场也是第一次与大流士对决。在亚历山大之前的战斗，都以数量定胜负，这也是波斯方面派出大军的原因。但这位马其顿的年轻人却改变了许多以往的战斗方法。

对亚历山大而言，步兵或骑兵都是配合战术在战场上移动的马。他有时命令骑兵走进步兵，或者命令骑兵去碰撞步兵。对贵族出身的骑兵，他不注重他们自负的心理尊严问题，只重视是否有效发挥自军的最大效率。这是他致胜的关键。

天才不仅是能发现只有他看得到的新事物，还能洞察他人未发觉的旧事物。

有效运用军队各部分，以量取胜，任谁都想得到。但是战场上的亚历山大，掌握战斗主导权，不等对方出击才作反应。他曾说：


「战斗是激动的状态，因此战场上所有行为都是激动的。」



因此，亚历山大在战场外特別慎重，对于伊沙斯战败的大流士也不深加追究。至於逃到内陆的波斯王则暂且不管，先专心镇压地中海沿岸。在敌人土地上战斗的亚历山大，认为确保从希腊来的补给线非常重要。之后，在加乌加梅拉再次战胜大流士后，暂且先不追击，而以攻略巴比伦（Babylonia）、苏萨及佩尔西波里斯为优先。当这些波斯的重要城市到手后，才準备追击大流士。

战胜后不继续追击，而以攻略周边地区为先，的确是亚历山大的做法。他仅带着三万六千名士兵东进，在行军途中，渐渐加入当地人的士兵，使军队的希腊色彩渐淡。

汉尼拔的做法与以上所述的亚历山大战略都相同，特別是最后一项。汉尼拔特別重视「罗马联盟」的解体，但是汉尼拔面对的敌人，不是波斯或其他习惯专制君主制的东方人（Orient），而是义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或希腊人。他们与罗马维持几乎平等的同盟关系。经过「基础建设」的罗马化过程，与罗马人成为经济命运共同体。





汉尼拔的确是向亚历山大学习，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亚历山大不像汉尼拔，会趁敌人不注意之际攻击或是突然采取某项策略。这并非希腊人与迦太基人民族性的不同，而是归结於亚历山大与汉尼拔的个性不同。在希腊神话英雄中，亚历山大最欣赏高贵、勇敢但不善谋略的阿奇里斯。汉尼拔的喜好我们不知道，也许他会说他喜欢用计谋攻陷特洛伊城的奥德修斯。

再怎么巧妙的战略战术，如果和执行者的个性不合，是很难成功的。如果能像与自己的肌肤贴合般，那么就可以自然地运用战术了。虽没有西元前四世纪「阿奇里斯」的夜袭，但汉尼拔可称得上是西元前三世纪的「奥德修斯」。





要展开有机的战斗必得运用骑兵，这是汉尼拔向亚历山大学的。罗马既然已经吃了汉尼拔四次败仗，为何不增强骑兵的实力呢？是没有注意到骑兵的机动性吗？或是想增强但有什么原因没办法做到。

罗马方面早在提西诺之战就注意到汉尼拔骑兵的优势。当时败战的执政官柯尔涅留斯，也针对这点向元老院提出报告。此外，在特连吉梅诺战败后的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决定南下追击汉尼拔时，要求在利米尼的执政官西尔维先派遣骑兵团前来。这说明罗马的司令官完全了解汉尼拔的优势在于骑兵，但却不能增强自己的骑兵。

这与共和政体罗马军队的编组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罗马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是由公民的中、上阶层担任，这也是作为公民的义务。重装步兵体现共和罗马的精神。

如果削减重装步兵，等于是丧失共和政体罗马的精神。拿日本来比喻，如果将日本的「大和」精神除去，那么日本就不是日本了。虽说骑兵很重要，但如果把重装步兵转化为骑兵，那罗马人就不是罗马人了。

五百年来一直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军队，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加以改革的。

此外，当时的罗马和地中海世界其他各国一样，不易集结骑兵的兵力。因为义大利亚平宁山脉周围的马匹产量很少，而骑兵须在有马的地方才会产生。

希腊人是科学的鼻祖，罗马人是工学的天才，但都没有想到发明「马镫」，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医学之祖波克及古代医学大成加连努曾经记载有关骑兵的脚病，因长期悬在半空中造成瘀血，是骑兵的职业病。

古代骑兵和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一样，只放置一个简单的马鞍，两腿一跨，没有马镫。垂下的两脚只要一踢马腹，就可操控马匹，没有马镫也可以骑马。

但是在马上如果要射箭或刺枪时，不可能不会摔下来，这就需要马镫，才能把身体固定在马上。这项技术也须要从小训练，是一项特殊的技能。

因此会骑马的人，不是那些从小生长在山野与马为伍的人，就是社会地位高、家境富裕的子弟。罗马的稅制中，以所有财产最高的第一阶层担任骑兵也是这个道理。虽知急需骑兵，但无法立即补充，也是这个原因。

就这方而来说，专制君主国的马其顿以及实施佣兵制的迦太基，比较容易加强骑兵兵力。亚历山大东征时，曾向北边的色雷斯征募大量的骑兵。汉尼拔也从北非的努米底亚招募骑兵，这是地中海世界中闻名的骑马民族。

罗马军在取消公民兵以后，仍以重装步兵为军队的主力。至於如何加强骑兵战力，则是个经常讨论的话题。凯撒也从骑马民族高卢人募集骑兵，他们是与努米底亚并列的骑马民族。然而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高卢人是罗马的敌人。总之，汉尼拔从亚历山大那里了解到骑兵的重要性，将努米底亚及高卢两个地中海世界有名的骑马民族纳入自己的军队中。

罗马骑兵兵力增强一事，遭遇多重困难。一直到坎尼战败后十四年，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几乎是等到汉尼拔的弟子以后才出现。

马镫一直到西元十一世纪才普及,骑士在中世纪的黄金岁月，也是拜马镫之赐。




第四章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期




（西元前215年~前211年）


看过英国BBC公司制作的纪录片节目后，十分佩服英国人的冷静与客观，即使事前不知道是哪一家公司制作的，只要一看到如此高品质的节目，就知道是BBC公司出品的影片。他们严谨的态度最适合制作历史影片。虽然在法、德、义都有优秀的历史学家，但英国研究者的作品，让人觉得最可靠。

在英国人冷静的叙述中有时也有热情的表现。读到此处时，不禁苦笑起来，这令我想到「敦克尔克（Dunkirk）之后的英国之役」。

即使沉著冷静而且知性的英国人，谈到这个时期的罗马也不禁热血沸腾起来。从这里开始我们要谈罗马人在被汉尼拔摧毁后所发生的故事，就像从敦克尔克撤退后，美国人参战，帮助英国人奋起抗战的故事一样。





在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的弟弟马构涅带着罗马兵的金戒指回到迦太基。在迦太基的元老院议场内，大家看到堆积如山的金戒指，不禁喧哗起来。汉尼拔的死对头——重视国内派的哈农提出质疑：


「拉丁民族中，有哪个部族向我方输诚？三十七个拉丁殖民城市中，有几个脱离阵线，向我军投降的？」



年轻的马构涅紧张得向这位有势力的长者报告：


「一个也没有。」



哈农接着问：


「这么说来，敌人依旧十分强大啰！另外，一向支持罗马的殖民城市或同盟城市，是否已有脱离罗马的倾向?」




「不，还看不出来。」




「罗马人向汉尼拔提出谈和了吗?」




「还没。」




「这和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时一样，即使是在坎尼会战获胜，迦、罗两国还是停留在对战状态。各位，我建议此时我们应该和罗马和谈。」



但是，罗马方面并不希望和谈。





汉尼拔此时正在南义最大的城市加普亚过冬，做了很多他从前不敢做的事。他无条件释放同盟国的俘虏后，首次与罗马公民兵俘虏面对面，语调平缓地说：


「我不是以消灭罗马人为目的而战，我是为了名誉及霸权而战。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家父向你们的父执辈让步；这次，我靠我的才能及诸神的庇护，要你们让步。凡是支付赎金者，可以放他走。」



当时罗马公民兵俘虏人数将近八千人，这些都是坎尼会战时的俘虏。之前四次战争的俘虏都已被杀光。汉尼拔要俘虏们自己选出十位代表，并派遣一名他的部下随同这十位俘虏回罗马。

无条件释放所俘虏的同盟国士兵，目的是要促进同盟国脱离「罗马联盟」。释放罗马公民兵俘虏后，立刻就会变成敌人的战力，但汉尼拔为什么要纵虎归山呢？推敲他的理由有以下几个：


第一，汉尼拔为确保自己军队的军粮已伤透脑筋，一下子多了八千张嘴让他更吃不消。



事实上，汉尼拔所要求的赎金不高，与一般普通奴隸的价格相同。这样的赎金，堪称便宜。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中，罗马与迦太基间经常进行俘虏交换，当哪一边人数较少时，就以赎金来抵销。但是当时支付赎金者通常是迦太基。

但坎尼战后的现在与当时不同，罗马没有俘虏可和迦太基交换，既然自己的士兵能被释放，也只好支付赎金。总之，汉尼拔并无特別宽大之处，也不是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第二个理由是，汉尼拔在进攻义大利后，借着首次释放俘虏,放出试探和谈可能性的风向球。



经过四次败战，自信尽失的罗马，可能会回应和谈，放弃西西里、萨丁尼亚及加普亚以南的南义大利。对汉尼拔来说，这就等于达到进攻义大利的目的。这不仅收回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所失去的土地，更进一步获得义大利南部富饶的土地。

回到首都的十位俘虏代表希望在元老院说话，马上获得批准。但随行的迦太基士兵没办法一起进入罗马城，只能在外面等候。

在元老院议员面前，十位俘虏代表转达了汉尼拔要他们说的话，也提到赎金的金额。俘虏当中有他们的同事和亲友，元老院议员悲痛地聆听着。但是等俘虏退出会议厅之后，议员们讨论的结果却是反对支付赎金，俘虏们带着这个答案回到汉尼拔军营。





罗马人不认为被俘虏是一件羞耻的事，罗马也并非不需要这八千名战士，也不是付不起这八千人的赎金。

八千名罗马公民兵相当於两个军团，罗马在西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大量损失士兵后，更需要兵源。当时的罗马，除无产阶级外，连预备役也被征召,忙着组成新的军团。但这样仍嫌不够，甚至想到从奴隸中挑选志愿者，向他们的主人买下，组成两个军团。如果购买这八千名奴隸并约定在战争之后支付费用，这笔费用几乎与汉尼拔所要求的赎金不相上下，因此与其买奴隸，不如付赎金。而俘虏中也有不少经济状况不错的。事实上，在元老院的讨论中，有人曾提出让俘虏自费支付赎金，付不起的再由国家出钱。

罗马并非拒绝买回俘虏，而是拒绝汉尼拔和谈的试探。汉尼拔听到俘虏代表们带回来的答案后，将八千名俘虏全部卖到希腊当奴隸。





罗马坚持抗战到底，元老院议员除了不动产以外，捐出所有财产。此外，政府也发行国债，除无产阶级外，全部依照他们的经济能力配发购买。

罗马也收到各同盟国的资金援助，拿坡里送来二十五壺金币,但元老院只是象征性收下一壺，其余二十四壺皆退回。叙拉古送来小麦及一部队的士兵，罗马仅接受士兵，并支付小麦的钱。罗马希望同盟国提供兵力，但不要求提供资金。

但是到了西元前215年，罗马的情形一直不见好转，甚至每况愈下。





西元前215年春天，罗马多年的好朋友——叙拉古国王希耶隆以九十岁高龄逝世，继承人是十五岁的孙子。少年君主继位，内乱频传。汉尼拔派遣工作人员（并非军队）前往，结果政变成功。少年君主被杀后，叙拉古放弃与罗马同盟，转而与汉尼拔结盟。汉尼拔向叙拉古的政变派暗示，如果向迦太基靠拢，叙拉古将获得西西里全岛的主权。

包括西西里在内的义大利南部，现在重要的城市有拿坡里、巴勒摩。但西元前三世纪时，尚有加普亚、塔兰托以及叙拉古等。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第四年，汉尼拔夺走加普亚及叙拉古。

出乎汉尼拔意料之外的，马其顿王菲力普五世也向汉尼拔提出加盟。至此，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有別於第一次是两国间的战争，发展到大战的气氛愈来愈浓厚。

那一年，二十二岁的菲力普强烈意识到自己身为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想再次夺回希腊霸权。罗马以驱逐海盗，维护亚德里亚海域安全为名，平定伊利利亚族，势力扩张到希腊西海岸。对菲力普而言，罗马是个麻烦。马其顿王知道汉尼拔大胜罗马的消息后，决定与汉尼拔并肩作战，於是派遣使者去觐见汉尼拔，除了提出结盟外，马其顿王与汉尼拔组成联合战线，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马其顿王率军，击退希腊西北岸伊利利亚地方的罗马势力。




第二阶段：马其顿军接着攻击希腊西南岸阿波罗尼亚及杜拉则的罗马军基地。




第三阶段：马其顿率军登陆义大利，与汉尼拔联合攻打罗马。



双方交换的条件是，战后汉尼拔须承认希腊西岸全是马其顿的领地，汉尼拔也亲自率军登陆希腊，协助马其顿王称霸希腊。

汉尼拔无条件接受马其顿王的提议，西元前215年初，迦太基与马其顿两个地中海强国结盟。

罗马很快就知道结盟的内容，因为马其顿的使节在返回马其顿的途中，被驻守在布林迪西的罗马海军逮捕。

汉尼拔竟然会答应借力给马其顿，帮助马其顿恢复在希腊的霸权这种条件，令人怀疑汉尼拔是否真的仔细考虑过结盟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他也是轻易地答应将西西里让给叙拉古王，可见三十二岁的汉尼拔一心只想击败罗马。击败罗马之后，叙拉古等就不算是什么敌人了。与马其顿王的协约也不过是一张纸而已。目前，如果让叙拉古及马其顿参战，可马上增强战斗力，百利而无一害。

因此，西元前215年起的罗马，东西南北四面环敌。

东边是马其顿，南边是叙拉古，西边是西班牙，北边是高卢民族，而义大利本土上，则是最强的敌人汉尼拔。

罗马的元老院已变成总参谋本部，对整个情势作全盘评估、绝地逢生。研析每一条战线后，从最紧急的战线开始集中力量反攻。

在马其顿战线方面，由于握有迦、马同盟条约的使节落入罗马军的手中，造成汉尼拔和马其顿王之间没有完全沟通好。那一年，马其顿方面也无任何行动。罗马为争取时效，先强化布林迪西基地的海军。布林迪西位于阿庇亚大道的终点，罗马可轻易派军前往，不仅可维护亚德里亚海的制海权，同时可以有效防止马其顿军渡海过来。在这个战线上，罗马采用外交战的方式，因为罗马没有时间派遣大军到希腊去。

叙拉古已向迦太基输诚，如果继续放任下去将会导致失去整个西西里。一旦失去西西里，就会失去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制海权，因此罗马军开启了南边的战线。

罗马必须确保西西里其他地方的忠诚，使西西里不致动摇叛变，这比攻打叙拉古来得重要。叙拉古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断绝迦太基与汉尼拔之间的支援联系。因此必须绝对掌握制海权，不能让西西里落入敌人手中。

由于无须立即与叙拉古作战，因此先派坎尼会战的残兵到这一条战线上，也可扫去士兵们战败的阴霾。

此外，对汉尼拔而言，西班牙是个比迦太基更重要的后勤地。而西班牙本土也正在进行另一场战争,柯尔涅留斯兄弟屡奏战果,越过厄波罗河后向南进攻，罗马方面略佔优势。罗马在坎尼失利及叙拉古叛变后，正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只有这条战线是罗马人唯一一条值得欣慰的战线。

北边战线方面，两个军团中了高卢人的计谋，在森林中全被歼灭，因此罗马军从卢比孔河以北完全撤退。为了防止高卢人这股新兴战力与位于义大利南边的汉尼拔会合，因此将坎尼的败将瓦尔罗送到亚德里亚海沿岸的皮伽诺，主要是著眼於皮伽诺位在衔接利米尼及南义的战略位置。罗马政府命令他发动附近的居民，组成一个军团，当时的罗马实在没有余力再派罗马公民兵前去支援。

首要的战略就是断绝汉尼拔的补给线，将他孤立于义大利之内。如果不能成功，那么持久战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要让汉尼拔孤立无援，消耗殆尽；说是如此，做来可不是容易的事。坎尼会战后，罗马人再度见识到汉尼拔的才能。虽然没有反对继续作战的声音，但体会到改变战略的必要性。

「坚持的男儿」法比乌斯再次出场，持久战论有了新的诠释。

坎尼战后第二年，西元前215年，元老院选出法比乌斯为执政官。这一年开始的持久战法与独裁官时代法比乌斯的持久战，内容大不相同。以前是两位执政官同时率领军队直接对抗汉尼拔，现在是以分散几处的方式进行。

这也是罗马人已完全了解敌人只有汉尼拔一个。换句话说，对付汉尼拔要用会战，特別是当遭遇没有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时，必须毫不犹豫进行攻击。

说来有些讽刺，这个战略是罗马在坎尼战败后才使用的方法。因为汉尼拔在坎尼之战胜利后，支配了义大利南部相当大的范围，迫使汉尼拔必须防守的都市与地方增多，不得不反攻为守。向来神出鬼没的汉尼拔，很难在这么大的区域内发挥，而且光靠一个人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坎尼战败后的罗马，面对只有一个敌人的情况下，采取老鼠躲猫的策略；但罗马人也不算是老鼠，看到猫时不必躲起来，只要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坚守周边的方位，见缝插针，有洞就钻。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西元前215年到前211年的这四年是罗马最艰苦的时期。一方面专心於防卫战，一方面元老院派遣四名武将镇守前线，士兵尽可能一年轮调一次，但司令官不换人。

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执政官不得连任，於是以「前执政官」、「法务官」、「前法务官」等官职头衔率军。由于战线拉长，同时需要多位司令官，也算是弥补每年更换司令官的缺点。相对的，汉尼拔的优点就在于由一个人从头到尾握有指挥领导权。

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Fabius Maximus）（贵族）——西元前215年时，正值六十岁，有个绰号叫做「义大利之盾」，取代原本「坚持的男儿」这个绰号。

克劳狄斯·马尔喀斯（Claudius Markels）（平民）西元前215年时，正值五十五岁，他主张积极战法，有「义大利之剑」的称号。

善普罗尼斯·格拉古（Senplonius Glacks）（平民）西元前215年时，正值四十二岁，负责训练奴隸成为抵抗汉尼拔战力的困难任务。

华雷利乌斯·瑞维努斯（Varelius Revinus）（贵族）——当时五十岁左右，虽是武将，但具有外交及行政长才。元老院赋予他与他国交涉参战的任务。

在这四人名字后面加上贵族、平民，说明了当时罗马国内舆论的状况。而这四位将官的部下，也是由贵族、平民出身者所组成。通常如果总司令是平民出身，那么他的副将是贵族出身。

当国内言论分裂，容易造成国家的危机，所幸罗马没有发生这种情形，这是在败给汉尼拔后，罗马所剩下最具潜力的地方。

南义的大部分地区纳入汉尼拔的势力范围，加普亚脱离「罗马联盟」后，在坎帕尼亚地方，并未引发叛变的骨牌效应。其余的罗马同盟城市及殖民地都留在「罗马联盟」内，这也是罗马作战的重要筹码。

同时，属省也未脱离罗马。迦太基本国曾趁机攻打萨丁尼亚，但原住民加上罗马军的支援，击退迦太基军。在叙拉古脱离罗马后，西西里其余城市皆维持现状，这是因为罗马统治属省的政策良好的缘故。即使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属省省民仍是缴纳十分之一稅，并未增稅。南义被汉尼拔拿去后，小麦供应不足，虽然要求属省提供，但超过十分之一稅的部分，罗马以购买的方式取得。

罗马的做法，除了是自我炫耀以外，也是为了防范同盟国或属省叛变，而罗马也充分达到这个目的。因此，除非汉尼拔以武力镇压，否则罗马不必担心友邦会叛变。

为了不让汉尼拔拥有更强大的武力，罗马一方面避免正面冲突，一方面防止敌方扩充武力。西元前215年到前212年间，罗马全力解决这个最大的难题。

另一方面，汉尼拔也并非完全没有顾忌。他害怕在义大利被孤立，因此需要设备完善的海港作为迦太基补给船队的港口。加普亚虽然是个重要城市，但不靠海，而塔兰托仍在罗马手中。他急需要一个坎帕尼亚地方的海港城市，如果能取得拿坡里、坡佐里或库马，迦太基的补给船可从罗马制海势力范围外绕过来。如果不是这样，原来就持消极态度的迦太基本国，将以船只无法安全靠港的理由，不对汉尼拔提供积极支援，反而提供支援给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势力。汉尼拔最小的弟弟马构涅回到迦太基本国报告胜利的消息后，原应带着支援部队回到义大利，但本国政府却命令他和支援部队先到西班牙。因为从迦太基到西班牙，只须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而已。西元前215年，汉尼拔的军事行动都集中在取得坎帕尼亚地方的海港城市。

罗马为了防堵汉尼拔，派法比乌斯、马尔喀斯及格拉古等三名武将加入坎帕尼亚地方的战场。汉尼拔的目标是拿下拿坡里、坡佐里，这些都是有深水海湾的良港。

罗马三位武将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包围在加普亚的汉尼拔。

执政官法比乌斯率两个军团，在加普亚西北方二十公里布阵。一方面可以监视拉提那大道，同时可以防守首都罗马。前法务官马尔喀斯在加普亚东南方布阵，也有两个军团。西南方则是执政官格拉古的两个军团，监控阿庇亚大道。一旦汉尼拔想攻击拿坡里或坡佐里，马尔喀斯及格拉古就可以出兵夹攻。对汉尼拔而言，唯一没有敌人的东北方，是亚平宁山脉。汉尼拔知道如果出兵，将无法应付这三支军队。在那种状态下强行取得海港太过冒险，而且他一半的军队已前去征服南义，

以另一半的战力，当然不是罗马六个军团的对手。结果双方只发生一些小型会战，快到冬天时，汉尼拔率军朝南义方向前进。

那一年，罗马军没有战胜汉尼拔，但也没有输。汉尼拔认为加普亚虽然有坚固的城墙，但在此过冬十分危险。就算安然渡过冬天后，到了明年春天可能也会被围困在这里，况且舒服的生活会堕落士兵们的战斗意志。结果，汉尼拔只在加普亚冬营一次，之后都在南义野营。





第二年，西元前214年，法比乌斯及马尔喀斯破例续任执政官。虽然没有显赫的战果，但公民大会支持法比乌斯的战略。前一年的坎尼败战使罗马军减为十四个军团，因此罗马在那一年增强兵力，二十个军团皆投入全部的战线。

罗马派遣两个军团到卢比孔河以北驻守，基地设在弗拉米尼亚大道的终点——利米尼，主要任务是阻止高卢兵与汉尼拔军会合。

由于利米尼是北边的最前线，瓦尔罗组成一个军团驻守利米尼及南义间的联络要塞皮伽诺。

首都罗马有两个军团防卫。

此外，在最有可能遭遇汉尼拔的坎帕尼亚地方，有法比乌斯及马尔喀斯两位执政官率领四个军团驻守。

在汉尼拔正进攻的罗库力及普鲁西，也就是义大利地图上长靴鞋尖部位的卡拉布里亚地方，有前执政官格拉古率领由奴隸所组成的两个军团驻守着。

在长靴后跟部位的普利亚地方，法比乌斯的儿子率领两个军团防守塔兰托。

在西西里，则由坎尼会战的残兵组成两个军团防守叙拉古。

西班牙战线方面则由柯尔涅留斯兄弟率领两个军团对抗汉尼拔的弟弟。

在迦太基本国试图光复失败后，萨丁尼亚岛也屯驻有两个军团，以维护义大利以西的制海权。

自西元前214年起，同时展开对抗马其顿的战线。瑞维努斯率领一个军团负责这条战线。

罗马公民加上同盟诸国士兵组成二十个罗马军团，共计十六万名士兵。原本如果完全发挥「罗马联盟」的机能，应该有十九万名士兵。但许多南义的同盟城市未参加，所以只有十六万。「罗马联盟」具有动员七十五万兵力的实力，但汉尼拔势力下的地方可动员兵数可达十五万。在这十五万都不能动员的情形下，虽然军团数目增加，但每一个军团的兵数自然减少。

还不到春天，汉尼拔就北上，那一年他也是以取得坎帕尼亚地方的海港为目标。连原要征服南义的那一半军队，也被征召北上，无非就是想要取得海港。

为了与汉尼拔会合而北上的迦太基第二军，遇到格拉古的奴隸军团。格拉古答应这些奴隸如果战胜就还他们自由，因此奴隸军团特別卖力，惨烈的战斗造成迦太基第二军的大失血。

这也迫使汉尼拔不得不改变战略，以他目前手边的兵力，即使只待在坎帕尼亚地方，也不是法比乌斯、马尔喀斯以及格拉古等六个军团的对手。那一年，汉尼拔把力量集中在小型会战并非白费力气，先把坎帕尼亚地方放在一边，将目标定在塔兰托，率军南下。塔兰托是个天然良港，但格拉古的奴隸军团追击在后。

由于汉尼拔南下，执政官马尔喀斯攻击加普亚北边的卡西利那城。汉尼拔考虑到加普亚位在平原，容易受到敌人的包围，因此在附近的卡西利那建筑可容纳全军的要塞，除了距离加普亚不远而且不易围攻外，又可兼具在坎帕尼亚过冬及安全防卫的优点。

执政官马尔喀斯指挥两个军团猛攻卡西利那，留守的汉尼拔军士兵抵挡不住，终被攻陷。如此一来，汉尼拔只好趁冬天回到南义。

汉尼拔想以武力攻占塔兰托，但因受到格拉古及法比乌斯儿子等四个军团的阻挠，一直没有进展。两军虽然避免会战，但游击战不断。那一年在冬天来临之前，汉尼拔一直无法攻下拿坡里及塔兰托。





在军事及外交双管齐下，对马其顿战线开始发生效果。负责这条战线的瑞维努斯虽然只有一个军团，但由于有效掌握布林迪西基地的五十艘军舰进攻，击退占领希腊西部罗马军基地阿波罗尼亚的马其顿王，将马其顿王赶回国内。

瑞维努斯的外交战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罗马元老院知道马其顿参战的消息后，立即派遣特使到埃及,与托勒密王朝结盟，同时与叙利亚的塞流卡斯王朝达成维持中立的协议。瑞维努斯依据元老院的指示，向阿耶多利亚人进行反马其顿的工作。

阿耶多利亚人住在马其顿以南的阿耶多利亚地方，长年受到马其顿侵略之苦，罗马於是利用此地人民反马其顿的情结，以罗马从西边派兵及以二十五艘船支援的条件，使阿耶多利亚人同意进攻马其顿。此外，位于马其顿东边的婆高蒙王国经常受到马其顿王国的威胁，罗马也与婆高蒙王国取得合作的默契。

罗马仅靠一个军团的兵力,如此展开封锁马其顿的作战计画,罗马从没想过要击垮强大的马其顿帝国，只要能让马其顿王动弹不得，就已心满意足。





西元前213年，格拉古及法比乌斯的儿子担任执政官。选出法比乌斯的儿子，主要因为法比乌斯不能连任第三次执政官，而让儿子有代理父亲的意味。执政官法比乌斯二世率领两个军团，让六十二岁的法比乌斯担任副将，法比乌斯的持久战仍受到公民的支持。

那一年罗马所投下的全部战力比前一年增加两个军团，共二十二个军团。呼应在希腊展开的封锁马其顿作战，南边的战线也改采积极路线。罗马武将中，积极敢斗的马尔喀斯被派到西西里后，五十二岁的马尔喀斯因为攻略叙拉古有功，赋予他防守南边战线的任务。

两位执政官的四个军团加上法务官瑞皮道斯的两个军团，共六个军团投入对抗汉尼拔。罗马希望分散战线，并非将六个军团全部投入同一个地方。为了因应汉尼拔在南义神出鬼没，因此将南义划分为普利亚及卡拉布里亚两个地方，各由一位执政官负责。瑞皮道斯的两个军团则支援法比乌斯父子负责的普利亚地方。

三十四岁的汉尼拔仍旧不想与六个军团引发会战。如果等待马其顿军登陆后才攻占塔兰托，六个军团必定会从背后袭击，而攻城战将是兵力的正面冲突，相当耗时。汉尼拔为了珍惜这个时间及兵力，不用武力而采策略的方式攻下塔兰托。他想利用塔兰托国王交接的混乱期，就像当初趁着叙拉古国王交替期间，让罗马长年的友邦叙拉古背叛罗马一样。

塔兰托、加普亚都是「罗马联盟」成员的同盟城市国家，同时负责提供兵力的义务。但塔兰托与其他同盟国不同的是，塔兰托国内的自治并不被完全承认。由于塔兰托是南义地区的良港，与布林迪西军港受到相同的待遇。阿庇亚大道行经塔兰托，以布林迪西为终点。罗马每年派遣总督在军事上直接统治塔兰托。

塔兰托公民所受到的待遇令人感到不满。布林迪西是由罗马送去无公民权者所建设的新城市，而塔兰托是斯巴达人移民建设的城市，几乎与罗马的历史一样长，是南义的重要城市国家，却与新城镇相同，没有完全自治的权利。当那些被汉尼拔俘虏的士兵无条件获得释放之后，在忍受差別待遇的塔兰托开始产生效应。这批士兵回国后，在年轻的一辈中酝酿出亲汉尼拔的一群。

其中有几个人曾拜访南义冬营的汉尼拔，汉尼拔听取报告后,订定计画交绐他们，并让他们回到塔兰托。没多久，到处传开汉尼拔重病的消息。这是故意要让罗马以为汉尼拔臥病在床，但事实上，汉尼拔正带着精锐部队，祕密向塔兰托前进。

计画顺利地进行。半夜，迦太基兵悄悄进入已打开的城门，没有几个小时的功夫，便占领城内重要的据点，几乎没有流血冲突发生。汉尼拔命令士兵在塔兰托市民的家门上烙印。市民们在第二天醒来，感觉到气氛丕变，发现塔兰托在一夜之间已落入汉尼拔的手中。在迦太基军的攻击下，只有罗马总督率领五百名士兵防守的要塞仍未屈服投降。

这个要塞建在塔兰托港口附近突出的山崖上，如果不攻陷这里，港内的船无法出港，港口就失去作用。汉尼拔想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至於是什么方法，汉尼拔是如此回答塔兰托人的：


「许多事情看起来好像不可能，但是只要改变观察的角度，就会变得可能。」



塔兰托周围是平原地带，将附近的海湾改造成港口，就可取代原来的海港。此外，汉尼拔命令塔兰托人攻取罗马兵在要塞的兵粮，但要塞仍从布林迪西及雷其欧等地得到源源不绝的补给，主因是塔兰托人并未落实执行海上封锁的工作。

然而，大城市塔兰托一被攻陷，周围的卫星城市也发生连锁效应。除了布林迪西、卢奇里亚、维努吉亚等罗马殖民城市外，整个南义大利皆在汉尼拔的掌握之中。

汉尼拔握有塔兰托之后，再次恢复积极的军事行动。罗马方面，执政官格拉古仍维持原本的战法，也就是不引发会战，见洞就钻，看到汉尼拔不在就袭击，而且结果多半由罗马军获胜。





持久战法的缺点就是不易立即见效。许多人都认为西元前213年的战况，是汉尼拔瓦解「罗马联盟」策略最为成功的一年。

加普亚、塔兰托及叙拉古等南义三大城市都在汉尼拔的掌握之下，汉尼拔军中也开始有南义的希腊人。罗马军方面则没有什么显著的战果，号称「义大利之剑」的马尔喀斯在攻略叙拉古时，情形也比预想来得不顺利。

但是经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状况不好也不坏。

从迦太基本国前来支援汉尼拔的行动，仅仅有一次成功。迦太基船队因为罗马海军的阻挠只好折返，也未尝试再去。

西班牙方面，汉尼拔的两个弟弟与柯尔涅留斯兄弟缠斗，无法抽身支援在义大利的哥哥。






坎尼会战后罗马与汉尼拔对决的舞台




一心想战胜罗马人的高卢人，在坎尼之役后，也一直被挡在卢比孔河以北。

马其顿王菲力普五世也想登陆义大利，但受到罗马、阿耶多利亚、婆高蒙三方攻击，只能停留在马其顿领地内。

元老院想把汉尼拔孤立在义大利之内的战略，虽然没有显著的战果，但也发挥了一定的效用。





被罗马称为「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已迈入第七年。由于南义大部分地区无法动员，公民们长期负担兵役而渐感疲倦，选举西元前212年执政官的公民大会上，弥漫着像是首相退位的气氛。

格拉古由于前一年已经担任执政官而未获选，应该会当选的老法比乌斯、马尔喀斯以及负责马其顿战线的瑞维努斯等老将也未获选为执政官，最后是距离上次当选有十年之久的平民弗鲁维斯·弗拉克斯及首次当选的贵族克劳狄斯·普鲁库两人出任执政官。

虽然好像是首相退位，但并不是内阁不信任投票。在李维斯的著作《罗马史》中，将每年选出的执政官及指挥军队的法务官等名字并列。这些人名中，除了普鲁库以外，都是坎尼之役后具有参战经验者。西元前212年的罗马，决定编列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以来最庞大的兵力——二十五个军团，由马尔喀斯负责叙拉古战线，瑞维努斯负责马其顿战线，格拉古仍是负责对抗汉尼拔战线。

西元前212年的罗马并未改变战略，只是站在台面上的脸孔不同，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效果。

罗马勉强组成二十五个军团是有原因的。那一年，罗马的目标是光复加普亚。





城市国家的城市建设，一般都是先建设城市本身，再发展周边范围。一个有力的城市，周边地区除了提供作为粮食的耕地外，还有一些中型城市可作为卫星城市。因此攻击一个主要城市不仅是点的攻击，而且是面的攻击。因此加普亚、塔兰托、叙拉古的动向，连带影响这一带地区的居民。罗马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这三个城市拱手让给汉尼拔。

西元前212年，罗马以两位执政官及一位法务官的六个军团兵力，投入攻略加普亚，因此在塔兰托的汉尼拔立即带兵前去支援。

但汉尼拔军团因为受到格拉古奴隸军团的阻挡，进入坎帕尼亚地方时，加普亚已经被罗马的六个军团包围。

罗马人即使只驻扎一夜也会建好完备的营帐及包围网，包括挖掘深沟，建起木栅，几乎是滴水不漏。当年包围加普亚后，当然也是相同的做法。

连汉尼拔也无法攻破这个包围网，虽然有必死决心的努米底亚骑兵，但也只是让在加普亚的罗马军知道他们已经抵达附近罢了。

汉尼拔没办法，只好向包围加普亚的罗马三支军队挑起会战，不能只是对峙。但在平原上布阵，无法一次应付三个武将。汉尼拔趁着罗马六个军团攻占加普亚时，曾尝试攻打拿坡里、坡佐里及库马。但这三个城市都是「罗马联盟」的同盟国，极力对抗汉尼拔，当时包围加普亚的其中一支罗马军曾前来救援，导致汉尼拔攻略失败，只能在附近烧杀掠夺。

在这些战斗中，罗马方面当然有死伤，但汉尼拔的兵力也日渐削弱。汉尼拔在取得塔兰托之后，整个南义几乎都成了他的统治范围，自然需要增加防卫兵力。而南义各城市本身都没有防卫的能力。

汉尼拔要在这个统治的范围内募兵虽然不难，但是募得的士兵如果没有指挥的将领，仍然无法发挥战力。在义大利，除了汉尼拔以外，没有优秀的迦太基指挥官。只要汉尼拔一不在，格拉古的奴隸军团便趁隙攻击。所向无敌的汉尼拔想要在坎帕尼亚地方落脚，支援加普亚，攻略拿坡里，似乎愈来愈困难。





西元前212年，相对于罗、迦两军陷入胶著的义大利本土，在西西里战线上，罗马军渐佔上风。

罗马元老院将勇敢善斗的「义大利之剑」马尔喀斯送到西西里是有目的的，除了要他攻略叙拉古外，同时与迦太基本国来的军队对决。

汉尼拔在义大利孤立无援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迦太基虽然与罗马进行海战，但始终无法夺回制海权。而迦太基本国屡次派遣船队前去支援汉尼拔，只成功过一、二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罗马军海路作战成功的缘故。

支援叙拉古的海路距离是支援塔兰托的二分之一，而一支船队遭遇罗马海军阻挠的比率也与海路的距离成正比，因此支援叙拉古的行动得到迦太基国内派的支持。事实上，在坎尼会战的第二年，叙拉古向迦太基输诚时，迦太基就已经立即派兵前去支援。

负责西西里战线的马尔喀斯从义大利本土带去两个军团，加上屯驻在西西里的「坎尼军团」（由坎尼败战的残兵所组成），一共四个军团，共有三万名兵。

罗马军以西元前213年春天为目标，南下叙拉古，对拒绝投降的叙拉古展开攻城战，但却显得欲振乏力。这并非因为叙拉古全力投入抵抗罗马军，主因在于叙拉古的城市部分位在天然的要塞，而且叙拉古有个阿基米得。罗马体验了一个人的智力可匹敌四个军团的战争。





总司令官马尔喀斯计画以海陆同时攻略大城市叙拉古，二万名士兵包围陆路，一百艘五层军舰进行海上封锁。从迦太基来的支援船队也只能折返。

完成包围之后，开始海陆总攻击。叙拉古方面并不是正面迎击，而是采用许多新型武器。从陆上攻来的罗马兵遭到城墙上方新式武器的石弹射击，这种武器不仅可以调整射程距离，还可以自由移动。即使罗马兵改变位置，还是可以正确命中，只要有士兵在城墙上观察罗马军的动向就足够了。叙拉古四周皆有城墙，罗马军根本无法接近。

海路方而的情形也差不多。罗马军不光凭武力攻打，也下了一番功夫。

叙拉古面海这边的城墙较陆地简略，面海山崖上的这面城墙不怎么坚固。罗马军从海面的攻击方法如下：

每两艘载满士兵的船为一个单位，用绳索绑在一起，左右两边划桨，接近崖壁。利用船桅架上绳梯，装上滑轮，让士兵可以登上崖壁，再将绳梯掛在城墙上，让士兵能够攻上城墙。即使防卫的士兵从城墙上丟石头或射箭下来，两艘军舰上的士兵也同时射箭反击，使得防卫兵不敢露脸出来。以量取胜，这是罗马人一向的做法。

但是罗马军舰靠近崖壁时，城墙上露脸的不是人，而是一种形状奇特的器具。这个器具伸出城墙至崖壁上，往下延伸拉扯攻城用的绳梯，丟到海上去。这个器具不止一个，面海的城墙上到处都是，不断拉起攻城用的绳梯，许多罗马兵都因此被丟入海中。

海这边当然也运用可自由调整射程及移动位置的投石器，船只受到石弹攻击，失去平衡或撞击崖壁因而损坏。也有罗马兵突破阿基米得新型武器的攻击，登上城墙，但被预先放置的镜子反射光照射，眼睛受到强烈刺激，摔下城墙。

无论海、陆，愈是攻击，牺牲愈大。看不见的敌人使罗马兵意志消沉。马尔喀斯在船上看到自己的军队陷入苦战，和周围的将官开起玩笑：


「阿基米得好像把装满水的杯子放下，从海面把船捞起再丟下。三布卡就像被赶出宴会的乐师。」



攻城用的绳梯形状好像一种叫做「三布卡」的乐器，对演奏极差的乐师，他的报酬就是被赶出宴会。

阿基米得的名号在罗马军中也很有名，马尔喀斯曾在另一个场合上感叹说：「被一个老人玩弄，真是可悲。」这位让二千二百年后的高中生也伤透脑筋的阿基米得，当时已是七十五岁高龄。

战况陷入胶著，马尔喀斯知道继续缠斗无益，在得知迦太基派出援军在西西里中部的亚格里珍特登陆后，便将包围叙拉古的工作交给副官，自己率领一半的陆军赶往亚格里珍特。

迦太基军有二万五千名步兵、三千名骑兵及十二头象，但战斗的结果是由罗马军获胜。原本从迦太基本国派来支援的船队，没有登陆就折返。马尔喀斯再回到叙拉古的城墙下，於西元前213年攻略叙拉古，但仍是因为阿基米得一人而失败。





西元前212年，义大利本土上的加普亚再次陷入战火。马尔喀斯也体认到必须赶快完成叙拉古的攻城战。但是叙拉古市民在阿基米得武器的支援下，一点也不胆怯。叙拉古是个大城市，粮食储存充足，可以继续耗下去。但罗马方面没有时间可以再等，而迦太基也会继续送来大批的支援。

马尔喀斯想到他手中有一些叙拉古的俘虏，盘问之下，知道几天后将是阿蒂蜜丝（Artemis）女神的庆典，这个庆典对叙拉古的希腊人而言是个重要的节日。根据俘虏的说法，这一天，大家都会喝得酩酊大醉。罗马人也爱喝葡萄酒，但希腊民族则是非得喝到醉醺醺的不可。马尔喀斯心想，白天虽有阿基米得的武器防守，夜里轮值站岗的士兵都是叙拉古的市民，一定禁不起葡萄酒的诱惑，这正是攻城的好机会。

於是挑选一千名精锐士兵，带着攻城用的绳梯，躲在附近城墙的森林中，另外一万名士兵则躲在陆地这边的城门边，全体士兵静静等待夜晚的到来。

夜半时分，一千名士兵悄悄地接近城墙，架起预先準备的绳梯，登上城墙。

杀掉在城墙上守备的士兵后，罗马兵下到城墙内侧，除掉烂醉的城门监视兵，从内侧打开层层的城门。一万名士兵在黑暗中进攻叙拉古，天亮时，一半以上的市街都掌控在罗马兵的手里。

叙拉古是个城市国家，中心是一个岛。面积相当大的这个岛与本土之间只有吊桥连接。神殿和半圆形剧场在本土这边，只是攻下这个部分并不算是占领叙拉古。罗马军想从陆地这边攻进，但阿基米得的武器威力强大，而海的这一边又有完备的封锁防线。因此一旦攻进，里面的人也不易逃出，剩下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了。

义大利本土的加普亚包围战也是如火如荼，赶去救援的汉尼拔也被击退。这是已进入冬季的自然休战期。罗马军连连奏捷，自信满满，也鼓舞了原本消沉的士气。





汉尼拔旗下一名留守南义的将宫，向前执政官格拉古表达投诚的意愿，并派遣使节要求到指定地点详谈。格拉古相信了他，带着小部队朝指定的地点出发，却遭到迦太基兵的突袭，格拉古及随行的骑兵全被杀死。格拉古的奴隸军团直到在军营中看到总司令的脑袋时，才知道此事。

在罗马最艰困的时期，提伯里斯·善普罗尼斯·格拉古率领奴隸军团，是位勇敢善战的武将。他让毫无爱国心可言的奴隸，在没有武力威胁之下自愿从军。在他的「奴隸军团」中，奴隸与一般自由民的待遇几乎没有两样，配有同样的装备、食物，睡在相同的营帐，如果打赢迦太基军，还有相同的战利品。

虽然称为「奴隸军团」，事实上那时他们的身份已不是奴隸。在贝涅维特战胜迦太基军后，格拉古就依约恢复他们自由之身。而他们都继续留在军队中，这并非因为对罗马忠诚，而是对这位四十多岁的格拉古有著无比的拥戴。

四年来同甘共苦的总司令突然死去，这些底下的士兵顿失依靠。「奴隸军团」四年来「铁的结合」，也因失去总司令而解散。

无论是罗马公民兵、同盟国士兵或是「罗马联盟」的正规兵，即使战败都会回乡，因此罗马军可以正确掌握死伤的人数。这次，两个军团的士兵突然消失，是前所未有的情形。透过这个军团中的将官及少数正规兵，罗马才知道格拉古的死讯及奴隸军团的解散。

坎尼战后，站在罗马前线的四位将领失去了一位。而四位当中，格拉古是最年轻的一位。





西元前211年春天，罗马得知攻陷叙拉古的消息。马尔喀斯虽在南边，冬天里也没閒著。他并没有等待敌人粮食耗尽，就直接攻进叙拉古的中心部分，并在冬天结束前完成了任务。

叙拉古在罗马军海陆夹攻之下，几天之内就投降了。没有政府状态的叙拉古，甚至派不出一个人来进行和谈。战争进行到最后，没有任何一人抵抗。反正自古以来，战败国及战败国国民就属于胜利者所有，马尔喀斯允许属下进行三天的掠夺。

马尔喀斯虽是平民出身，但也懂得希腊文，非常崇敬希腊文化。他将叙拉古的美术、工艺品先蒐集起来，这种时候他还是没有忘记保存古物。马库斯·克劳狄斯·马尔喀斯在首都罗马举行象征武将最高荣誉的凯旋式时，他是第一位以各式各样的艺术品作为凯旋式装饰的凯旋将军。这让罗马公民大开眼界,好好欣赏希腊的造型文化。

叙拉古的艺术品在罗马为之轰动，其他南义城市国家完全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杰作。叙拉古所拥有的五百年历史，不是其他城市国家的五百年，而是可与全盛时期的雅典、斯巴达、迦太基相提并论，目不暇给的五百年。西西里东半部及南义一带称为「大希腊」，这个「大希腊」又以叙拉古为中心。西元前211年，叙拉古失去独立，成为罗马的属省。

马尔喀斯虽然允许士兵掠夺叙拉古市民的财产，但不许掠夺他们的身体；换句话说，就是不得把俘虏市民当作奴隸。全体市民仍是自由民，唯独没收他们的地产，全部国有化。叙拉古市民向罗马租地工作，与其他属省省民一样，缴纳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租稅。其实以前也缴纳这种十分之一稅给叙拉古国王，现在只是增加支付租地费用。

让罗马军苦恼一年多的阿基米得，即使在混乱中也在解答数学题目，被一名不识大人物的罗马兵杀害。马尔喀斯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表示十分惋惜。





西元前211年，罗马持续前一年的战力，以二十五个军团投入战场。加普亚的攻城战依旧投入六个军团、三个司令官的兵力。

汉尼拔只能待在南义过冬，叙拉古又落入罗马手中，加普亚的重要性更是不可言喻。因此眼前最大的目标就是突破罗马的包围网，收复加普亚。

汉尼拔认为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诱敌会战。他下令大部分的军队随后再跟上，自己先率领最少程度的士兵及兵粮，以急行军北上加普亚。接近加普亚时，受到罗马军的包围网袭击。

这次出击没有效果。罗马军的包围网有两层，一层保护加普亚，另一层抵抗外来入侵。汉尼拔无法引诱罗马军出来会战，也没时间等后半部的军队到达，只好放手一搏。

他利用士兵人数少的优点，以迂回的方式，绕到敌后。也就是行经较不会与罗马军正面遭遇的拉提那大道，一路朝首都罗马前去。军队在距离罗马城墙四·五公里处扎营时，自己又带着骑兵队沿着拉提那大道北上，一直到可以看到罗马城墙为止。之后，汉尼拔离开大道，到罗马的可利那城门外，在罗马将近三分之一的城墙外「散步」。

罗马自从西元前390年克尔特（高卢）族来袭之后，这一百七十九年以来，不曾有敌人逼近首都。汉尼拔大胆的抗议示威行动，著实吓了罗马人一跳。即使罗马人在城墙上守备，随时可能会被箭射伤，三十六岁的迦太基武将仍继续散步。

但罗马城墙坚固，至少要一个军团才攻得破。此时罗马城内正好又有四个军团。两个军团是刚编队完成，準备要送到普利亚地方去，执政官加耳巴也在首都罗马。另外两个军团是长年驻守在罗马的军队，加起来共有四个军团。元老院紧急召开会议，六十四岁的法比乌斯首先表示没有必要召回其他地方的罗马军团，这位持久战法的创始者也向执政官加耳巴提出忠告，要他避免与汉尼拔会战。

接受建议的加耳巴带领军队出城，布阵比划比划，做做样子。之后的几天，双方虽有小型会战，但也仅止于此。

汉尼拔眼看无法引诱首都罗马的防卫军会战，罗马也不召回在加普亚的军队，知道自己的计策已无法实现。

但是这一段故事在罗马成为传说，当母亲斥责吓唬小孩时，常常会说「汉尼拔会到门口来哦！」

对极想击败罗马、甘受任何牺牲的汉尼拔而言，西元前211年的「罗马行」，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罗马。





无功而返的汉尼拔离开罗马，在南行的途中，没有经过被罗马军包围的加普亚，直达南义。另一部分的军队则在半途折回，与总司令一起回到义大利的鞋尖卡拉布里亚地方去。

加普亚等不到汉尼拔的救援，不久后，加普亚又陷入惨烈的攻防战。在这场战斗中，罗马军的一名司令官普鲁库战死。

加普亚被攻陷后失去自治权，从同盟国变成属省。公民虽没有变成奴隸，但是因为加普亚在一百年当中两次背叛罗马，对重信义的罗马人来说是罪不可赦的。因此，加诸加普亚比叙拉古更重的处罚，将加普亚的七十位领导阶层官员处以死刑。

坎尼战后，汉尼拔手中的南义三大城市叙拉古、加普亚及塔兰托，已经有两个城市重回罗马怀抱，只剩下塔兰托了。

罗马收复叙拉古，等于是确保了西西里；收回加普亚，也可以不再担心坎帕尼亚地方的防卫问题。罗马对抗汉尼拔的最前线不断往前推进，展开凌厉的攻势。





但是，尽是好消息的西元前211年，在刚过完夏天时突然传来噩报。自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爆发以来，在不断扩大的罗马战线中，唯一有好消息的西班牙战线，情况转坏。

西元前218年，让汉尼拔渡过隆河的执政官柯尔涅留斯，将带到马赛的军队交给同行的弟弟古涅斯，让弟弟率军到西班牙，自己返回义大利，準备等待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汉尼拔。但是，柯尔涅留斯在提西诺首度遭遇汉尼拔骑兵队，败战负伤。罗马等他伤势痊愈之后，再度派遣他到西班牙。

柯尔涅留斯到西班牙与弟弟会合，攻打汉尼拔的后勤地——西班牙，他们的任务是阻止西班牙派遣军队到义大利支援汉尼拔。

罗马对侵入家园的强敌汉尼拔，无法很快地解决，只好采取断绝汉尼拔与后援间补给的方法，孤立这个闯入家园内的侵入者。

西元前218年到前211年间的八年，当汉尼拔在义大利本土历经特烈比亚、特连吉梅诺及坎尼等战役，大胜罗马军之际，这对柯尔涅留斯兄弟确实完成被赋予的任务，使汉尼拔丝毫得不到来自西班牙的支援。

在西班牙的柯尔涅留斯兄弟，以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爆发前罗、迦国境上的塔拉格那为根据地，战斗开始的春天，就从这里越过厄波罗河南下。兄弟两人各率领一个军团，以会战的形式，逐渐蚕食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西元前211年的秋天，进入自然休战期时，柯尔涅留斯兄弟已经征服迦太基在西班牙三分之一的势力范围。这是全体官兵不眠不休的成果。

迦太基本国开始担心起西班牙的情形，原本应该将汉尼拔的弟弟马构涅送回在义大利的汉尼拔身边，却转而将支援的军队一并送到西班牙，因为与前往支援在义大利的汉尼拔相较之下，从迦太基本国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的危险较少。此外，从经济面考量，西班牙矿产丰富，符合迦太基本国「重视国内派」继续投资的原则。因此，将原本应送到义大利支援汉尼拔的军队也都投入西班牙的战场。

迦太基是个具有佣兵制度传统的国家，由于迦太基的支援，使得西班牙的佣兵市场上扬。

这时的罗马没有余力增加在西班牙的罗马军。柯尔涅留斯兄弟带着两个军团，虽然连连战胜，但有战斗就不可能没有折损。而罗马又没有佣兵制度，为了补强军队，柯尔涅留斯兄弟坚持不用金钱雇佣兵的方式，仍然沿用罗马式的方法，与被征服的当地原住民部族缔结同盟关系，簽署参战条件。

西班牙的原住民不像中义的伊特鲁里亚人或是南义的希腊人这种结盟很久的「罗马联盟」成员，如果眼前有金钱利诱，自然会背弃与罗马军的同盟关系。西元前211年底，当他们看到西班牙战线呈现一面倒的情形时，当地的士兵纷纷转而投效迦太基旗下。

西元前211年，因金币而增强军力的迦太基军分成三支军队。一军由汉尼拔的大弟汉席多拔率领，二军由小弟马构涅率领，三军由迦太基本国派来的吉可涅率领。只有两支军队的罗马军渐渐不敌有三支军队的迦太基军，当地加入的罗马兵纷纷逃逸，而罗马军兵力减少，等于迦太基军士兵人数增加。

柯尔涅留斯兄弟感到事态严重，但他们仍然坚持两军分別战斗的策略。

西元前211年的夏天，普布里斯·柯尔涅留斯知道自己所率领的军队有七千五百名西班牙兵逃走，他决定半夜追查他们的去向，在逃兵与迦太基军会合之前，先行解决这个问题。

快天亮时，出现在罗马兵眼前的是迎接逃兵的努米底亚骑兵队。受迦太基雇佣的努米底亚王子马西尼沙率领努米底亚骑兵队与罗马军厮杀时，马构涅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又加入战场，正巧汉席多拔的军队也在附近。罗马军在人数上明显处於劣势，又在无退路之下，司令官普布里斯·柯尔涅留斯·西比奥壮烈成仁。

战胜罗马军的两支迦太基军队,袭击行军中的古涅斯罗马军，在一个军团不敌三倍以上敌人的情形下，古涅斯·柯尔涅留斯·西比奥也壮烈牺牲。

在司令官皆阵亡的情形下，两军残兵由一位百人队长率领败走至厄波罗河北岸。在西班牙的罗马军一下子只剩三分之一，残余的败兵好不容易回到塔拉格那，柯尔涅留斯兄弟八年来的成绩骤减为零。

这个消息传到汉尼拔的耳中，对刚失去加普亚的他来说，当然是个值得庆贺的消息。

这个燃起汉尼拔希望的消息，却是罗马的噩耗。罗马当然不会让汉尼拔的补给线再次展开。元老院紧急派遣克劳狄斯·涅欧率领一万名士兵到西班牙去。

克劳狄斯·涅欧是克劳狄斯贵族中的一员，前面曾经提到，克劳狄斯家族的男人气宇非凡，武将辈出，擅长短期决战，但不受人民欢迎。涅欧曾在精于战略的马尔喀斯麾下，武战经验丰富。

涅欧很快地抵达西班牙，与汉尼拔的大弟汉席多拔进行会战。被涅欧追击的汉席多拔，佯装要提出和谈。涅欧信以为真，天亮时才发现原本要来谈判的敌军全部不见了。这个事件使得元老院怀疑涅欧是否有担任西班牙战线总司令的能力，那一年还没有在西班牙过冬，涅欧就被召回首都罗马。

但是四年后，涅欧向这个曾经骗他的对手，报了一箭之仇。

罗马虽然认为不可以放弃西班牙战线，但是一直迟迟无法决定派谁担任总司令。义大利本土与汉尼拔正战得如火如荼，打得有点眉目之时，实在派不出武将担任司令官。派去西班牙的武官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更换，送去就要待在西班牙。这个武将必须能屈能伸，即使初尝败绩也要力图转败为胜，这个人选让元老院伤透脑筋。




西比奥登场



有位年轻人叩著元老院的大门。对六十四岁的法比乌斯及五十九岁的马尔喀斯而言，二十四岁的柯尔涅留斯·西比奥（Publius Cornelius Scipio）显得格外年轻。他自愿继承战死在西班牙的父亲遗志，担任西班牙战线的总司令官。

但是元老院议员没有把这个年轻人的话当真，因为他的官职经验只在一年前当过按察官，而战场经验只有十七岁时跟著父亲出兵的提西诺会战，以及二年后在父亲讬付下，跟著艾米里斯·保罗参加坎尼会战，连当元老院议员最低三十岁的年龄都不到。罗马共和政体中，从来没有过给非元老院议员两个军团的例子。

而且，最近这个年轻人的表现，不禁让法比乌斯这些传统的共和主义者皱起眉头。

这是二年前冬天的事。到了罗马选举的季节，他的哥哥鲁奇斯符合年龄资格成为按察官候选人，但鲁奇斯才能平庸,当选可能有问题，母亲每天到神殿为他祈祷。某一天，西比奥问母亲：


「如果我们兄弟两人都当选按察官呢?」



母亲明知兄弟中有一人年龄不符，便笑着回答：


「如果是这样，我会高兴得流下眼泪。」



选举当天，西比奥穿着一身全白的服装，趁母亲不注意时悄悄地出门。穿这身服装站在马尔斯讲坛上，这是表示成为候选人的意思，当时并无所谓的政见发表。

他与哥哥并列站在讲坛上，全场的年轻人为之疯狂。当百人组的想法一致时，就没有必要再行投票。结果全会一致通过由他当选按察官。他表示，如果要他当选，必须要让他的哥哥也当选，因此他的哥哥鲁奇斯也一起当选。青年西比奥在当时虽然没有特別辉煌的战绩，但是很受公民欢迎。

但是担任选举委员长的护民官以年龄不符为理由，反对西比奥的当选。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便说：


「如果全体公民认为我适合担任按察官，就表示我已有足够的年龄。」



这番话听在重视长幼有序的共和主义者耳中，简直是大逆不道。虽然如此，西比奥仍然因为获得公民压倒性的支持，成为第一位资格年龄尚差七岁的按察官。





共和政体的最基层官职是按察官，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轻忽。以两个军团为战略单位，约有二万五千至三万名兵，由执政官或法务官指挥。两种官职的资格年龄为四十岁。西比奥就任官职时二十五岁，所以还差十五岁。

第二年，西元前210年，罗马决定投入二十一个军团，因此需要十一位司令官。有十位人选已经确定（都是四十岁以上），只有西班牙战线的司令官还没决定，也找不到四十岁以上适合担任这项任务的武将。

元老院所达成的结论是，如果他想做的话，就让他去做吧！为战死的叔父及父亲复仇，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个年轻人的叔父及父亲也都是元老院议员的同僚，他们死在遥远的西班牙，元老院做成这样的结论，多少有些同情的成份。

虽然如此，元老院仍不能将西班牙战线完全交给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因为他连法务官的经历也没有，所以以「前法务官」的身份，赋予他率领两个军团的绝对指挥权。但大权不止交付在他一人身上，元老院另外派了和他具有相同官职的锡连同行，锡连的实战经验丰富，年龄也符合资格，万一这位年轻的总司令官有疏失，他可以马上取而代之。

元老院的决定受到公民的好评。西比奥年轻、爽朗、大胆的行动，拯救了陷入苦战的罗马军。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舞台上，又有另一位天才型的武将登场。如果说汉尼拔是亚历山大最优秀的弟子，那么西比奥应该就是汉尼拔最优秀的弟子吧！而亚历山大没有机会与弟子交手便辞世，这是他的幸运。汉尼拔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第五章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期




（西元前210年~前206年）


被罗马人称为「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从该年执政官所被派遣的地区，就可看出罗马战线的重点。「汉尼拔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九年，也就是坎尼会战战败后的第六年，西元前210年，该年选出两位执政官，其中执政官马尔喀斯被派到南义大利的普利亚地方，执政官瑞维努斯被派到西西里。

被派到对抗汉尼拔的最前线执政官马尔喀斯，他的任务是积极应战，但避免与汉尼拔进行会战。这是为了一方面消耗汉尼拔的战力，一方面也为收复塔兰托做準备。马尔喀斯日前光复叙拉古，被讚誉为「义大利之剑」，所以对元老院赋予他如此重大的任务，没有人有意见。

瑞维努斯专心防守马其顿战线四年来，采外交、军事双管齐下，成功地封锁了马其顿。而这条战线由前执政官加耳巴继续奋斗，被选为执政官的瑞维努斯则派到西西里。叙拉古已经收复，西西里这条战线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前一年，在西班牙的柯尔涅留斯兄弟陆续败给迦太基军，两位司令官战死，罗马军人数减为三分之一，逃回厄波罗河北岸。因此迦太基原本派到西班牙的军队，很可能转为支援西西里。执政官瑞维努斯被派到西西里的任务，一方面是建立统治叙拉古的架构，一方面也準备将在叙拉古以外的西西里全岛展开对付迦太基的攻势。如果罗马不能完全掌握西西里，就无法完全孤立位于南义的汉尼拔。全面切断敌人的补给线，这是对付强敌时不可忘记的重要关键。

西元前210年时，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主导权在汉尼拔手中八年后，渐渐移转至罗马。然而协助罗马继续主导的，竟是一群不知利用机会的迦太基领导者。罗马一直掛心西西里这个地方，甚至派遣执政官前去，但迦太基方面却没有明显积极的动作。

攻势渐有改变的西元前210年，罗马该年共投入二十一个军团，较前一年的二十五个军团少了四个军团，主要由于加普亚及叙拉古已经光复，这些战线无须再投入兵力的缘故。之前收复加普亚时投入了六个军团，现在只需要屯驻一个军团即可，罗马虽然没有给司令官及将官喘息的机会，但是允许士兵们能够回家休息。如果不是这样，公民兵是不可能受得了如此长期的战斗。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当时的西班牙




这些年来，不断加重罗马公民兵的兵役义务，但不能要求「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比照办理。西比奥如愿被派到西班牙战线，他在罗马外港奥斯提亚集结士兵，等到整军完毕已经是夏末。为了集合一万名步兵及一千名骑兵，西比奥花了不少功夫，终于可以摆出对抗汉尼拔的架式。但元老院仍须一方面顾虑同盟国的想法，一方面辛苦地组成军队。





西西里一片祥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西班牙战线才正要开打的西元前210年这一年，以汉尼拔及马尔喀斯对决的南义大利战线最为精采。

执政官马尔喀斯率领两个军团，加上前执政官肯多马尔斯率领两个军团，一起加入塔兰托攻防战。

最先与汉尼拔对决的是肯多马尔斯，但他不是汉尼拔的对手，军队四分五裂，前执政官战死。

「义大利之剑」——马尔喀斯即使六十岁了，但没有这么容易落入三十七岁的武将——汉尼拔的圈套中。

马尔喀斯得知友军战败的消息后，一方面向罗马报告，一方面将剩余的士兵纳入自己的军队，追击汉尼拔。汉尼拔为了让罗马军不靠近塔兰托，将军队移到萨谟奈族居住的山区。而马尔喀斯一路追到内米斯多。

在山谷层层的地区，这一带很难得有广阔的平原，对在平原山丘上布阵的汉尼拔而言,马尔喀斯的这个举动有挑起会战的意味。

曾经数次交手的这两位武将从未会战过，而汉尼拔自从坎尼战役后，就没有再和罗马军进行会战。

马尔喀斯为了避免重蹈坎尼败战的覆辙，因此将军队分成两部分，采取交替战斗的方式。汉尼拔则是使用突破罗马海军的阻挠，从迦太基本国运来大象。

但是大象出了纰漏，因为大象不听使唤，使得汉尼拔的战术不能完全发挥，陷入苦战。整天下来的会战却分不出谁胜谁负。

第二天早晨，罗马出营在平原布阵，但迦太基军留在营地不出来，马尔喀斯只好命令士兵为前一天的牺牲者火葬。

夜半，月色昏暗，汉尼拔率军悄悄地离开营地，将军营前的火炬熄掉，罗马军完全没有注意到敌军已经撤离，当罗马发现有异状时，已将天亮了。

马尔喀斯只好继续再追，这次他经过阿庇亚大道，来到罗马重要的殖民地维努吉亚附近，终于找到汉尼拔。这一带没有平原，即使两位武将想要进行会战也无法展开。但两军仍持续战斗，最后是罗马取得优势。当天晚上，汉尼拔又撤营而去，马尔喀斯只好继续寻找敌军的下落。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秋天结束，罗马惯例在冬天要召开公民大会，由一位执政官召集会议选出下一年度的执政官。通常是由距离首都比较近的执政官回去主持，但是那一年是由比较远的瑞维努斯从西西里回国。因为马尔喀斯说他没空抽身。

西元前209年选出老法比乌斯及弗拉克出任执政官，马尔喀斯则以「前执政官」的身份继续负责对抗汉尼拔的战线，但在组成第二年战线军队的阶段时，发生了罗马从没有遇到的问题。

「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及同盟殖民地，共约一百五十个，其中十二个表示无法继续提供兵力。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已过了九年,汉尼拔一直留在义大利本土。西元前210年时也没有显著的战果，同盟城市的负担渐渐已到了极限。但在元老院不准松手的命令下，仍旧编了二十一个军团，这是因为拒绝出兵的同盟城市将近一成。

虽然已经对汉尼拔展开攻势，但罗马方面的状况并不好，而在另一个战场——西班牙，罗马派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武将出马，正要开始大显身手。

我在以前的一部作品中曾提到，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最重要的条件是开朗，而普布里斯·柯尔涅留斯·西比奥从年轻的时候就拥有这一项特质。

只要他一站上讲台，会场就沸腾起来，大家都支持这个年轻人。在他晩年秃头前，西比奥一直是位美男子。而柯尔涅留斯家族又是罗马的名门贵族，与华雷利乌斯、克劳狄斯、艾米里斯、法比乌斯等家族相比较，柯尔涅留斯家族出任执政官等重要官职的人数，名列第一。

这位有才能的美少年知道自己为何受到市民的欢迎，他的自信也令人欣赏，不会让人觉得厌恶。

无论听众多寡，他始终散发他的魅力。即使对方只有一个人，他仍能有所发挥。从奥斯提亚到西班牙东岸的安坡利亚间，他对元老院指定派遣监视他一起同行的锡连进行怀柔政策。

锡连所被赋予的权威及权力与西比奥完全一样。由于元老院不信任西比奥，认为他太年轻，因此派锡连同行，赋予相同的权威及权力。拿破仑曾说，两位优秀的将军不如一位平庸的将军。西比奥的父亲及叔叔两位将军能同心合作，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二十五岁的西比奥请年长的锡连防守厄波罗河以北的塔拉格那，镇守罗马军的根据地，而自己率军到厄波罗河以南与迦太基军作战。锡连也答应了，他最聪明的地方就是始终遵守当初的承诺。他实在也没有必要扮演监视的角色，去看管西比奥这个年轻人的一举一动。

西比奥在安坡利亚下船，抵达塔拉格那的罗马军阵营。在这里迎接他的是在西班牙抗战八年的残兵，这些是父亲及叔父留下来的士兵。

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从提振士气开始。他集合所有的士兵，告诉他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一切从今天重新开始，他自己是海神波塞冬（Poseidon）附身，意指他的真正父亲不是在西班牙战死的柯尔涅留斯，而是海神。这是因为他想到亚历山大大帝曾经从埃及的神官得知父亲不是马其顿王，而是不死之神，亚历山大大帝听了虽然很惊讶但却相信。天才型的武将，就是要抓住士兵们的心，即使是自己的母亲与神通奸也无所谓。由于罗马人笃信神明，西比奥的说法无疑使他获得最为坚强的信任。

此外，西比奥开始搜集马赛等友邦城市的资料。对他而言，西班牙是一块陌生的土地。包括地势、气候、原住民部落的分布栖息状态、迦太基军驻扎的情形等重要资料，他一概不知。他利用西元前210年到前209年间的冬天休战期，搜集分析情报，作为订定战略的参考。

敌军依旧是分为三支军队来行动，与当初打败西比奥的父亲与叔父时的情形相同。汉尼拔的大弟汉席多拔率领第一军，小弟马构涅率领第二军，吉可涅率领第三军。每一军约有二万五千名兵力，合计超过七万，此外迦太基军还有象群。

西比奥所率领的罗马军除了他自己从义大利带来的一万一千名士兵外，加上前一年涅欧派到西班牙的一万名士兵，再加上原本的残兵七千名，共有二万八千名士兵。只相当於迦太基军的一支军队，人数实在不能相比。

但是西比奥得知迦太基军的三支军队分別位在不同的地点，而且相距甚远。第一军位在离迦太基军在西班牙的根据地卡塔赫那（Cartagena）往内陆前进十天行程远的地方，在西班牙的中部。第二军靠近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罗陀海峡，第三军位于现在的葡萄牙。三支军队的距离约十天左右的行程。这是西比奥将面对的局势。在这种情形下，西比奥的任务是率领被赶至厄波罗河北边的罗马军，力图改善战况。





执政官的任期从3月15日开始，西元前209年的早春，执政官法比乌斯及弗鲁维斯的任期尚未开始前，西比奥已经迫不及待地展开行动。

西比奥委托锡连驻守根据地——塔拉格那，自己率军向南渡过厄波罗河。同时，副将雷力吾斯率三十艘军船南下。此时，只有西比奥、雷力吾斯及锡连三人知道战略目标位置。要欺骗敌人，须先对自己人隐瞒。

从塔拉格那到卡塔赫那通常须费时二十天，西比奥带着急行军，只花了七天就抵达卡塔赫那城下。士兵们这才了解总司令官的想法。

另一方面，迦太基的三支军队都知道了西比奥抵达西班牙的消息，但万万没有想到敌人这么快就来了。

距离卡塔赫那十天行程处，有迦太基的第一军驻守。行动敏捷是二十六岁西比奥战略成功的最大因素。





有「新迦太基」之称的卡塔赫那，是汉席多巴尔继承他岳父汉米卡（也就是汉尼拔的父亲）的遗志，在西元前228年建设成为西班牙的首府。运用周围四公里左右的山崖所建成的海港都市，东边及南边面海，西边是潟湖，只有北边与陆地相连接。这里也成为西班牙矿物及农产品的集散地，货物经由海路运回迦太基本国。这里同时也是汉尼拔一家过冬的地方。在海崖的一角，将豪华的城堡建在山丘上，汉尼拔从十九岁开始住在这里，直到他进攻义大利前，共住了十年。对他们而言，这里比迦太基更像自己的家。由于位居三边面海的要塞之地，享有地势的天然屏障，虽然只有四千名守备兵驻防卡塔赫那，连柯尔涅留斯兄弟都未曾尝试攻击卡塔赫那。






卡塔赫那（新迦太基）




（摘自Liddell
 
Hart，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




完成一整天行军的罗马兵，第一件事还是依照规定步骤搭建营帐。卡塔赫那守备兵突然看到敌军出现吓了一跳，时间已是日落时分。这些守备兵以为只是一般的搭建军营守卫任务，没想到会有敌人出现。

西比奥抵达卡塔赫那，完全不做休息，开始在北边搭建攻击的长形阵地，而将搭建军营的事摆在一边。率军船南下的雷力吾斯已经在卡塔赫那的东边及南边完成海上封锁，只剩下西边广大的潟湖。守备兵认为这样的布局虽然迫使自军无所遁逃，但敌人也很难攻进。但西比奥却不这么想。

第二天，依照传统的战法会往北边举行攻防战。迦太基的防卫兵也以为罗马军只会从北边来，因此将所有兵力投入，全力护卫，战斗陷入胶著，很难分出胜负，一直持续到下午。

北边正在打仗时，西比奥亲自率领事先挑选的二千名士兵，绕到防备较弱的西边。当看到眼前的潟湖时，西比奥采取让士兵们渡过潟湖，越过较薄城墙的战术。

西比奥告䜣士兵们，他前一天晩上梦到海神，指引他渡过潟湖的路，因此一切都有神明保佑。事实上，这是经过西比奥精心调查策划的战术。

根据二十六岁的西比奥所搜集的资料显示，卡塔赫那西边潟湖内的海水，与潮汐无关，但风向会影响潟湖内的海水深度。如果有适合的风向，可以步行过潟湖。到了下午，潟湖内的深度仅有二十公分。

奇袭战法完全成功。罗马军从迦太基意想不到的方位攻来，造成整个防卫崩溃。而北边的城墙也被攻破，守备兵看到突如其来的罗马军，甚至忘了反击，纷纷投降。

仅仅一天的战斗，西比奥攻陷敌人的大本营——这是与迦太基本国联络的重要据点，迦太基连派兵的时间都没有，可说是迅雷不及掩耳。

这成功的一仗，使得西比奥收复了二年前父亲及叔父因战败而失去罗马在西班牙的势力范围。然而征服困难，守成更是不易。迦太基在西班牙的三支军队也都还在，二十六岁的罗马武将——西比奥不容有丝毫差错。





西比奥透过情报得知，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及原住民间的关系不是以武力胁迫就是以金钱来利诱合作。汉尼拔当初并非如此，他既是迦太基人，又同时不算是迦太基人。但包括汉尼拔的两个弟弟在内，都算是迦太基人。

西比奥决定以温情对待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这种方式与他的个性十分吻合。

依照古代战争的法则，所有战败的个人以及财产都归胜利者所有。西比奥命令居民贡出财产，再将财物分配给罗马士兵。这个城镇是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弹药库及金库，价值六百罗马币以上的物品才收归罗马国所有，作为战争的费用财源。

西比奥同时将投降的守备兵及全体住民，分为男人、工匠及女人三组，让女人及小孩马上回家，既不要求支付赎金，也不逼为奴隸，大家都很感激这样的处置。

而从男人这组挑选出年轻力壮者，命令他们作罗马军舰的划浆手。但是先约定当迦太基势力完全撤出西班牙时，他们就可以回家。其余的年迈者则是马上就可以回家。

工匠组约有二千人，西比奥命令他们作罗马军的工兵，只要在西班牙的战争结束，他们就可以返乡。只有城市中的迦太基有力人士被当作俘虏，并送往罗马。

卡塔赫那有三百名人质，几乎都是迦太基军雇用的西班牙原住民，其中包括部落酋长的儿女。西比奥承诺让孩子们回到父母身边，并写信给他们的父母亲，希望他们能赞成与罗马结盟。人质中也有酋长的母亲，西比奥从战利品中选择一些金银饰品给她们。

其中有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当地的长老希望将她送给西比奥，许配给他，以感谢他宽大的处置措施。二十六岁的胜利者微笑地说：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礼物，但现在我是司令官，正在打仗，这个礼物不适合我。」



因此又将这名女子送回，这使得大家对他心存莫大的感激。从六十岁的人口中说出可能没什么，但这是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口中传开，得到很大的宣传效果。甚至罗马兵在卡塔赫那不须武装也很安全。副将雷力吾斯经海路将战果带回罗马，而西比奥继续留在卡塔赫那，不许士兵松懈，準备随时对付迦太基三军；但是那一年迦太基军都没有行动。迦太基司令官如果战败，将被处以死刑，这也是他行动消极的原因。卡塔赫那一天内就被攻陷，的确令迦太基很震惊。西比奥一方面经常注意迦太基三军的动向，一方面自行展开海陆军的训练。

海军方面，罗马军除原本的三十艘军舰，加上所捕获的军舰，共有五十三艘。由义大利人及西班牙人各佔一半所组成的划浆手,在卡塔赫那海边进行训练。

陆上的训练也依既定计画进行。

第一天，以全副武装跑步六公里。罗马军队规定须带着十天份的军粮行军，再加上武器，至少负重十公斤。

第二天，进行整理武器的清洁及整备工作，洗净风干武器的汗垢，也顺便清洁身体。

第三天，休息。不限制士兵的行动。

第四天，进行近距离的战斗训练并练习标枪。

第五天,再重复上述课程，完全没让士兵有喘息的机会。

此外，西比奥热衷於改良武器，让工匠组以三十人为一小队，进行武器改良流程，换句话说，整个卡塔赫那城几乎变成兵工厂。

西比奥在这个时期导入西班牙原住民使用的双刃短剑，取代罗马原本的长单刃剑。此后，这种武器都被称为「西班牙剑」，成为罗马重装步兵的必备武器。

「西班牙剑」经由西比奥的改良，更为轻巧，在混战时的攻击性强。西比奥要对抗三支军队的庞大人数，必须要让每一位士兵发挥快速攻击，才能应战。

夏季结束时，西比奥只在卡塔赫那留下守备军，自己率领全军及人质渡过厄波罗河回到塔拉格那，準备第二年起与迦太基的三支军队对决。

自己也曾担任同盟军骑兵队长职务的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曾对西比奥提出以下的评论：


「他的所有行为都有完美的理论结果。」







攻陷卡塔赫那的消息传遍罗马，普天同庆，但汉尼拔却未及时知道，这个时期的汉尼拔，正与罗马的三支军队对战。

攻陷加普亚的有功人士弗拉克当选为该年的执政官，率领第一军被派到卡拉布里亚地方。这一带几乎被汉尼拔占领。第一军的任务就是要牵制汉尼拔的行动。

第二军是由另一位执政官法比乌斯率领，六十六岁的他是持久战法的创始者，负责攻打塔兰托。继收复加普亚及叙拉古之后，那一年的目标是塔兰托。只要收复塔兰托，等于就是将汉尼拔赶出普利亚地方。

前执政官马尔喀斯率第三军，任务是拖延牵制汉尼拔，好让法比乌斯的两个军团有时间攻打塔兰托。马尔喀斯的两个军团同时具有游击队的功能，从司令官到士兵，都是前一年的原班人马，保持良好的默契。

从西元前209年的春天，汉尼拔开始从卡拉布里亚地方北上，他当然明白罗马那一年的目标是塔兰托。弗拉克得知汉尼拔以及他的军队离开卡拉布里亚的消息，便率领两个军团进攻。汉尼拔虽然在意他在卡拉布里亚的根据地，但是塔兰托更加重要，所以没有折返。汉尼拔在往塔兰托的路上，遇到马尔喀斯的两个军团。

汉尼拔与马尔喀斯之间再次展开与前一年相同的拉锯战，马尔喀斯军营上方，飘扬著红色的短衣，象征战斗的开始。六十一岁的「义大利之剑」对抗三十八岁的迦太基武将，紧追不舍，战斗连连。

两人之间的战斗结果统计起来，约为三比二的比例，汉尼拔略佔优势，但汉尼拔迟迟不肯决战。罗马军队在死伤数千名士兵的第二天，马尔喀斯军营上方仍然飘扬著红色短衣，汉尼拔见到这个情形不禁感叹：


「神啊!我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个男子。胜负对他而言，似乎无关紧要，胜则追击，败也追击。




罗马军队中唯一的男子汉，永远积极向前。胜利时乘胜追击，失败反更刺激其战斗意愿，勇猛直冲。」



某天早晨，被迫不得不应战的汉尼拔对全军作了一番训话，他把过去的胜仗一一数来，鼓舞士兵们的士气后，又说了以下这一段话：


「敌人仍紧追不舍，我们过着每天眼晴张开就必须迎战敌人的日子，如同每天早上看到太阳升起一样。要摆脱敌人的缠斗，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正面痛击。」



汉尼拔军的士兵深有同感，於是鼓足了勇气，经过二个小时的激战。那天，正巧碰到罗马军分作两半兵力轮替的马尔喀斯战法不灵光，正在轮替兵力的罗马军陷入混乱，又受到汉尼拔军猛攻，罗马兵乱了阵脚，原本很少在敌人面前逃跑的罗马兵，竟也纷纷遁逃。罗马军方面，有一千四百名罗马公民兵及一千三百名同盟城市兵战死，共计二千七百名，其中包括两名将官及四名百人队长，被敌人夺去的队旗有六支。

马尔喀斯对着逃回营帐的士兵说：


「我向神明祈求今天失败后会有将来的胜利,今天的败北你们都有责任，如果敌军继续追击，恐怕大家都得撤退军营。今天你们慌慌张张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的敌人和去年夏天你们交战的敌人完全相同，去年你们不分昼夜追击，获得胜利。但是今天看到你们的样子，我实在感到很可耻；我在去年也率领你们打仗，但我不觉得我在和去年的那些士兵说话，即使身体及武器是一样，但那股精神完全不复存在。这十年来，汉尼拔将成山的罗马兵尸堆当作自己的荣耀，那时的罗马兵并没有在他的面前逃跑；但今天，他可以罗马兵的遁逃作为他的胜利。」



士兵聆听这段话以后，开始有人说话：


「前执政官，我们了解你的意思，明天看我们的。」



马尔喀斯说：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明早出战，要当胜者或是败者，你们自己决定。」



马尔喀斯并作出以下的决定：军旗被敌人夺走的小队，配给的食粮从小麦改为大麦（大麦原本是马的饲料）；失掉军旗的百人队长，明天禁止佩带剑鞘，也就是在战斗中拿着光溜溜的剑。惩罚只有如此。

此外，马尔喀斯并吩咐明早供应充足的饮食，在今天的败北消息传到首都前，让明天的胜利抢先到达。

第二天的战斗中，罗马兵一开始就发动猛烈攻击，一天下来战况激烈，到日落前，汉尼拔军有八千名士兵牺牲，而罗马军仅损失三千名。但是罗马军受伤者较多，无法继续追击汉尼拔，而汉尼拔也在当夜就祕密撤营。

马尔喀斯的固执及士兵的牺牲并非白费力气，由于马尔喀斯牵制汉尼拔，使得法比乌斯的两个军团因此攻下塔兰托。汉尼拔摆脱马尔喀斯后，赶到塔兰托时，塔兰托早已被攻陷。

罗马终于收复了南义三大城市国家，也因此让汉尼拔在普利亚地方没有立足之地，被迫移动到长靴的最尖端处。

失去塔兰托的汉尼拔现在只剩下卡拉布里亚地方，在那里等着他的消息却是卡塔赫那被攻陷;这是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根据地，也是汉尼拔度过青春期的地方，却在一天内就沦陷了，而且攻陷该城的罗马武将比他还小十二岁。到目前为止，与汉尼拔交战的罗马武将都是年龄比他大的。可惜史料并没有记载汉尼拔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心情。





西元前209年完成收复塔兰托及攻陷卡塔赫那这两大战绩，并非仅是军事上的成果，同时抑止了「罗马联盟」加盟城市间的骨牌现象。换句话说，汉尼拔想要瓦解「罗马联盟」的战略，已经确实受到打击。罗马西元前208年的战线与前一年一样是部署二十一个军团。

该年的执政官是由「义大利之剑」马尔喀斯及克利斯比获选出任，加上法务官克拉明等三位武将，率领六个军团与汉尼拔对决，这次誓将汉尼拔从「长靴的指甲」追到「长靴的指尖」。

汉尼拔这位三十九岁的战术家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春天还没来就率兵开始行动，要对罗马予以痛击，挽回败势。

汉尼拔北上第一个遭遇到的就是马尔喀斯，他连冬天也待在前线，即使回首都也只是回去几天而已，他是在冬营的维努吉亚营地得知获选为执政官。

马尔喀斯与汉尼拔间呈现边追边打的情形，但是汉尼拔这一年一直无法突破现况。

二年来，在马尔喀斯的追击战法下，汉尼拔军失血甚多。迦太基本国又未派任何军队支援，因此汉尼拔考虑以其他方式应战,以取代现行正面迎击的做法。

另一方面，马尔喀斯也在犹豫是否继续这种追击的战法，这个最典型的武将，已经六十二岁了。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行事比较谨慎，法比乌斯的慎重是他的个性使然。而要谈马尔喀斯的特质，与其说是慎重不如说是果敢，但西元前208年的马尔喀斯在此时也渐渐感到焦虑。

在西元前209年底的公民大会上，马尔喀斯成为公民攻击的对象，指责他二年来追击汉尼拔却无具体成果。虽然元老院全力支持他，但这个六十二岁一介武将受不了公民的批评。花了几天的时间回到首都，到公民大会上说明对抗汉尼拔战争的困难所在。

公民们不但接受了他的说明，还选他担任下一任的执政官，由他负责第二年，也就是西元前208年对抗汉尼拔的战役。因此马尔喀斯更是急切地想获得胜利。

西元前208年前半年的战线，仍是维持追击战的形式，与汉尼拔及马尔喀斯的想法大异其趣，使得这两位将军更想打破现状。





马尔喀斯要求正在攻打汉尼拔根据地——卡拉布里亚地方的同事克利斯比北上集合，一起向汉尼拔挑起会战。克利斯比带着两个军团赶到，会合的两位执政官向汉尼拔挑起会战。

汉尼拔对会战虽然充满信心，但却始终相应不理。罗马军方面一边前进，一边试图挑起会战，但汉尼拔仍是不加理会。





两军阵营间隔着一个小山丘，这个山丘尚未被某一方占领。汉尼拔利用这个小山丘，在夜里让三百名努米底亚骑兵埋伏在山丘上的森林中。

罗马军也注意到这个小山丘的重要性，为了详加调查占领的利用价值，组成一个调查队。相信会战必至的两位执政官，想同时进行整个区域的调查，於是两位执政官率领二百二十骑的调查队出发，同行的还有两位同盟国士兵的最高指挥官。

马尔喀斯出营时，吩咐副将克劳狄斯·涅欧下命準备整队，并告知如果山丘具有占领价值，将派人送来传令。首脑将领几乎全部动员，只带着二百二十骑就出发了，这项行动算是非常轻率。

登上山丘的调查队正在讨论占领山丘的价值，却遭到努米底亚骑兵的包围，罗马的二百二十名骑兵中虽然有一半是伊特鲁里亚人，但很快就败阵下来，激烈的战斗并没有持续太久。

马尔喀斯被敌兵的枪贯穿胸部，落马后死亡。保卫执政官的十二名侍卫也都全部殉职，两位同盟国的指挥官也战死，另一位执政官克利斯比与马尔喀斯的儿子皆受伤，他们与残余的最后二十骑好不容易才逃出。

敌人正中汉尼拔所设下的陷阱，但没想到竟可逮捕到执政官,而且还是赫赫有名的马尔喀斯。汉尼拔简直不敢相信，下令将马尔喀斯的遗体运回。

三十九岁的迦太基武将站在六十二岁罗马武将的遗体前，久久不能离去。汉尼拔从遗体的手指上拔下金戒指，上边刻著马尔喀斯的肖像以及他的名字马库斯·克劳狄斯·马尔喀斯，没错，正是鼎鼎有名的「义大利之剑」马尔喀斯。

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穿着朴素武装的马尔喀斯遗体，放置在执政官红色的外袍上。汉尼拔命令部下依照罗马的仪式举行隆重的火葬葬礼，骨灰放在黄金制的小箱中，準备送去给马尔喀斯的儿子。

运送骨灰的过程中，看管的士兵间起了争执，一不小心骨灰盒掉到地上，盖子打开，一阵风来，骨灰随风而去。汉尼拔知道此事后，只说「没有坟墓是他的宿命」。

现在的范诺萨仍有马尔喀斯的陵墓，此处古色苍然，上面所刻碑文的文字，不是拉丁文，而是古代时应该不存在的义大利文，这里算是一处古蹟。





除了解决这个头号敌人外，汉尼拔在那一年几乎没有什么战果可言。克利斯比虽然身负重伤，但仍不忘他执政官的职责所在。

将重任交给马尔喀斯的副将涅欧，全体士兵也如丧父之痛一般，全力奋起。

他们想要尽快从汉尼拔手中收回马尔喀斯的金戒指，毕竟罗马人的戒指等于是他们的印鉴。

以执政官克利斯比的名义，将马尔喀斯的死讯传到罗马各同盟国，提醒各城市及乡村当心敌人的圈套。也因为有事先的警告，使得普利亚地方不至落入汉尼拔的陷阱。事实上，汉尼拔早就送出附有马尔喀斯「印鉴」的书面资料，在这些城市进行著不流血的攻防战。

失去马尔喀斯的罗马军当然知道汉尼拔想夺回塔兰托的意图，执政官克利斯比率领旗下的两个军团，全力投入守卫塔兰托。

后来事实证明这项决定十分正确，汉尼拔一度出现在塔兰托前，但放弃强行攻入，而率军往卡拉布里亚去。此外，身负重伤的克利斯比却在塔兰托去世。

结果这一年，两位对抗汉尼拔的执政官相继战死，罗马也不得不提早进行下一年的执政官选举。

但是同一年在西班牙却有完全不同的战况。迦太基军在前一年失去卡塔赫那，抱着雪耻的决心，而罗马军则想乘胜追击，双方战斗的气势高昂。




別库拉——第五回合战役



西元前208年的春天，西比奥首先展开行动。离开根据地塔拉格那的罗马军，渡过厄波罗河南下，进入卡塔赫那。西比奥让雇为军舰船桨手的卡塔赫那居民回家，由于比约定的时间早，使得卡塔赫那对罗马人产生亲切感，甚至放心把整个城镇的防卫工作讬付给他们。这份信赖，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那一年，西比奥手边的兵力，不容许分为两支军队，因而采取两面作战的方式，他们将面对七万五千名兵的敌军。

从罗马来的副将雷力吾斯率海军展开军事行动。西比奥要他绕过伊比利半岛南部，负责监视汉尼拔小弟马构涅的军队。西比奥自己则率陆军深入内陆，目标是汉尼拔的大弟汉席多拔。

汉席多拔停留在距离卡塔赫那十天行程的別库拉,他的目的是要等待与弟弟马构涅会合后才与西比奥对战。背对別库拉城，前面临著一条河，是会战的好地方。在別库拉城不远的一座山丘上，设下军营，可清楚掌握敌人的动向。他在那儿等着弟弟马构涅到达。然而抵达的却是一心要速战速决的西比奥。

西比奥抵达此地，从河的那一边见到敌军的阵营，知道这个地势不利我方。但是又必须在敌军会合前，分出胜负，如果只有汉席多拔一军，罗马军还应付得来。但是迦太基军有大象，这是罗马军比较不利的地方。

西比奥面临处於劣势的地形及战力，有意无意采取了亚历山大大帝及汉尼拔的战术。此时，雷力吾斯也将监视马构涅军的任务交给部下，自己赶到此地。西比奥所策划的战术，需要默契良好的伙伴，才能得以发挥。

汉席多拔一心想等到马构涅来才展开会战，因此延迟了行动的先机。主导权掌握在西比奥的手中。

西比奥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率领轻装步兵及西班牙原住民部队加入的士兵，渡河布阵。派出第一批攻进敌人的前卫，这是为了引诱敌人的主要部队。汉席多拔也回应出兵。但西比奥没让敌军有时间整队布阵。

在河的另一边等待出兵的重装步兵及骑兵，开始渡过汹湧的河流。西比奥指挥右翼，雷力吾斯指挥左翼，两军从两边围攻敌人。敌人还一边在整队，命令尚未传达下来。混乱的迦太基军完全乱了阵脚，只见敌人从前面、左、右三方同时攻来，后方的阵营原本具备守卫的功能，但此时火速攻进来的罗马军震住整个迦太基军，后方的守卫反而变成行动的阻碍。

这一场激烈的战争，西比奥始终握有主导权，在迦太基军运用大象及骑兵前，就先杀个措手不及,将敌人的主战力加以非战力化，达到预期的效果。汉席多拔担心阵营被完全包围歼灭，只好弃守逃命。






別库拉会战




（摘自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Scipio Africanus

 ）




当天的別库拉会战，迦太基军方面战死八千人，被俘掳一万二千人，而西比奥方面的牺牲者极少。西比奥判断如果继续追击，会有遇到迦太基其他两支军队的危险。这也是记取父亲及叔父的教训，不再追击。

从古至今的历史学家，对西比奥的评价分为两派，一派是责难，另一派是辩护。

俘虏一万二千名士兵做什么呢？西比奥和汉尼拔面临相同的问题。对俘虏当中的西班牙人，西比奥不要求支付赎金就加以释放。但对迦太基人，则送回罗马。他们将等着被送做罗马人的奴隸。

俘虏中有一位少年，他声称他来自北非的努米底亚，双亲身亡，跟著伯父。而伯父名叫马西尼沙。

事实上，马西尼沙是努米底亚的王子，却担任迦太基军骑兵队队长，三年前与西比奥父亲对战。西比奥问这个少年，想回到伯父身边吗？少年含着泪说想回去。

西比奥命令部下备好马匹及罗马式短衣给这个少年，由骑兵队护送这位少年去他指定的地方。

二十七岁的罗马年轻人西比奥，作出其他罗马武将所不曾尝试的布局，至於马西尼沙如何回应，尚不得而知。





別库拉会战的失败，对迦太基军的打击更大。如同西比奥所担心的，汉席多拔、马构涅及吉可涅三人会集商议接下来的策略。在义大利处於守势的汉尼拔，目前的状态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他们研究的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集合精锐部队三万名兵，由汉席多拔带向义大利。马构涅及吉可涅会集其余的士兵，共同抵抗西比奥。

迦太基军决定之后便立即行动，三万名汉席多拔军加上大象，避开西比奥的追击，同时绕过在塔拉格那的罗马军，越过庇里牛斯山，再横跨现在的法国，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义大利。这也是当初汉尼拔进攻义大利的路线。这项作战，当然早已通知汉尼拔。

毛姆森等历史学家对西比奥的批判，主要在于他让汉席多拔越过庇里牛斯山，特別是当初西比奥的父亲及叔父誓死不让迦太基军从西班牙去支援汉尼拔。然而现代的历史学家中，有一群辩护派，以战略战术专家贝奇·里迪尔巴为代表。根据这个英国人的说法，他认为西比奥如果执意追击汉席多拔，反而会遭到马构涅及吉可涅的夹攻，因此当时放弃继续追击，是不得已的做法。

西比奥派使者通知罗马元老院，汉席多拔已往义大利方向前进。由于汉尼拔已被逼得走投无路，罗马也逐渐裁军，但此时元老院决议回复为二十三个兵团，以迎击汉席多拔。一向主张孤立汉尼拔的持久战论者法比乌斯，听到汉席多拔到义大利来的消息后大为震怒，至死都对西比奥采不信任的态度。

这时候的罗马军与西元前218年时汉尼拔攻进义大利时的情形大不相同。当时以四个军团的编组为常态，但现在已经是二十三个军团的编制，首要任务是阻止汉尼拔兄弟会合。第二年，西元前207年的执政官是由马尔喀斯门下的克劳狄斯·涅欧担任。





西元前207年，罗马改变以往将两位执政官同时派到前线对抗汉尼拔的做法，而让执政官涅欧与法务官法尔维斯会合对抗汉尼拔，另一位执政官李维斯则派到利米尼,以阻止汉席多拔南下。但是只给他两个军团。由于不知道汉席多拔会沿哪一条路南下，也不清楚会在何处与哥哥汉尼拔会合，因此元老院同时派两个军团埋伏在托斯卡那地方，这是另一条南下的必经之路。




梅他吾隆——第六回合战役



历史上常因为一个偶然而改变全局。这一年，义大利战线上的第一个偶然就是汉席多拔比预期的还顺利完成跨越阿尔卑斯山。

居住在现在法国南部的高卢人，知道汉尼拔兄弟无意征服他们，因此让汉席多拔顺利通过，而且有不少高卢佣兵加入汉席多拔率领的迦太基军。事实上，汉尼拔在阿尔卑斯山区早已声名远播，因此汉席多拔完全无需处理十一年前他哥哥所遭遇的问题。困难仅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让象群及三万名兵在寒冬越过阿尔卑斯山。

整个过程进行得比汉席多拔所预期的还要顺利，因而提早进入义大利，但这却造成汉尼拔的失算。汉尼拔根据自己的经验，估计弟弟将会到达的时间，为了保存实力，将军队移到安全的卡拉布里亚地方，而且尽量延迟从此地出发的时间。

延迟出发另有其他的理由。罗马军如果与普利亚地方的两个军团会合，那么南攻的罗马军就有六个军团，其中执政官涅欧的两个军团将会来阻挠汉尼拔的去路，剩下的军团也很可能趁汉尼拔不在时占领卡拉布里亚地方。而汉尼拔身边又没有可讬付的部下，他害怕当他不在的这段期间，罗马如果攻下卡拉布里亚，他没有地方回去。因此汉尼拔尽可能延迟出发的时间，就算离开此地也不会离得太远。事实上，当执政官涅欧知道汉尼拔出发后，立即派遣两个军团攻打卡拉布里亚地方，与汉尼拔所担心的一模一样。

也许有人会认为，汉尼拔干脆留在安全的地方，等待弟弟的军队到来。但如此一来，将正中罗马军不愿他们兄弟会合的计谋,所以汉尼拔还是不得不跨出卡拉布里亚地方，早日与弟弟会合。

汉尼拔从卡拉布里亚地方出发北上，执政官涅欧紧跟在后，就像马尔喀斯所做的一般。

即使是兄弟，不见得拥有相同的才能。汉席多拔轻松地进入义大利，由于高卢佣兵的加入，使得军队增加到五万名。汉席多拔选择了较好走的平原行军，并没有注意到防范敌人的问题。

汉席多拔在波河附近的平原上正往利米尼的路上，送出了第一封信给他的哥哥。由六名骑兵护送这封信，信里通知汉尼拔会合的地点。

这六名迦太基骑兵正在寻找汉尼拔的踪迹时，不巧遇上罗马兵。罗马兵不仅将他们逮捕，并且没收了这封信。百人队长看了这封以腓尼基语写的信，立刻感觉到这封信的重要性，於是将信件交给执政官涅欧。





涅欧正在亚德里亚海附近靠普利亚地方的一个阵营，透过翻译读了这封重要的信，并决定亲自转往迎击汉席多拔，但这是一项几近违法的决定。

依据罗马的规定，在执政官选出后，选定各地司令官的负责区域非经元老院同意，不得任意更改，否则视为脱离战线。

执政官涅欧所负责的战线是对抗汉尼拔，虽然说阻止汉尼拔兄弟会合也是任务之一，但离开指定的地区就是脱离战线。涅欧是一位个性刚烈、喜好缠战速决型的武将，而他与汉席多拔间也有些恩怨。

西元前211年，西比奥的父亲与叔父战死时，涅欧是奉命前去完成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任务。汉席多拔假装与涅欧缔结和约，但趁涅欧不注意时逃走，使得涅欧被元老院召回罗马，才另派西比奥到西班牙去。因此对克劳狄斯·涅欧来说，这是一个雪耻的大好机会。

但也不能说涅欧脱离战线只是为了个人的复仇。从那封汉席多拔给汉尼拔的信中，涅欧得知汉席多拔军因为高卢兵的加入，已有五万名士兵。而原本派出迎击汉席多拔的执政官李维斯，只有三万名士兵。所以涅欧以支援同僚的理由，已够充分，只是用他自己作为支援的工具而已。

涅欧挑选年轻体壮的六千名步兵及一千名骑兵，命令他们尽可能装备轻便，不许携带粮食，因为他事先已下令行军沿途的同盟城市提供士兵饮食。剩下的军队则交给法务官法尔维斯，为了不让汉尼拔察觉涅欧不在，要法尔维斯经常进行小型的会战。涅欧率领七千名士兵，半夜里悄悄地离开。

八百公里的距离，不眠不休地赶路。平常罗马军的行军距离为一天二十公里，但涅欧军甚至一天行军距离有破百的记录，之后刷新涅欧行军速度的，则是一百五十年后的凯撒了。





从利米尼沿亚德里亚海南下三十公里处，正是从罗马来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出口。这条大道在越过亚平宁山后，进入这个地区的感觉不太相同。梅他吾隆河沿着这条大道的南边，经过宽广的平野，注入亚德里亚海。从这个出海口,沿着海岸线北上就可抵达利米尼。






梅他吾隆会战（第一阶段）









梅他吾隆会战（第二阶段）




执政官李维斯就在梅他吾隆河的南岸扎营，不仅可以阻止汉席多拔沿亚德里亚海南下，就算从弗拉米尼亚大道过来，也可加以防堵。执政官涅欧与七千名兵抵达李维斯的阵营时，汉席多拔早已在梅他吾隆河北岸扎营。

涅欧一方面根据信件的内容，一方面凭著经验，猜想汉席多拔会沿着亚德里亚海南下。但是当涅欧的七千名士兵加入阵营，罗马兵力在一夜里增强后，便改变原定计画。从弗拉米尼亚大道进入义大利中部，再南下至义大利南部。

但是汉席多拔不知道弗拉米尼亚大道靠海这边虽是平原，他进入山区后，象群及大批士兵则不易进入，很容易遭受突击。汉席多拔这点和汉尼拔不同，不懂得事前的情报蒐集。

罗马军看到五万名敌军前来，便追击在后。在梅他吾隆河口附近是宽广的平原，汉席多拔没办法只好向右，迎击会战，但五万名的汉席多拔军在兵力上仍是优势。

在梅他吾隆河口附近展开会战，中间夹着弗拉米尼亚大道，附近又有山崖，这个地形对人数庞大的军队有好有坏。

两军摆出阵势，準备会战。执政官涅欧在河流上游率领罗马军的右翼，中间是由驻在利米尼的队长波尔帝，左翼由执政官李维斯担任指挥，共有四万名兵。

另一方面，迦太基军由大象打头阵，人数攀升为五万五千人。

罗马军以声音壮大气势，透过山崖的回声，使音量变为二倍，大象因此受到惊吓，反而往后奔跑。汉席多拔见状命令让大象撤离战线，因此大象的驾驭兵从大象耳后刺针杀死大象。

撤销大象后的迦太基军，反而能更轻便展开总攻击。罗马军的右翼因为山丘阻隔，无法发挥战力攻击敌人的左翼，几乎只有中间及左翼全力迎战。

如此一来，原本人数上就处於劣势的罗马军，更加不利。涅欧於是率领右翼军队，绕过自军的背后，迂回到敌军的右边。在梅他吾隆河岸边，从侧面攻击敌人的右翼。

迦太基军遭受前方及侧面的夹攻包围，左边有山崖挡住，背后的弗拉米尼亚大道也被包围，高卢兵最先崩溃，渐渐地兵败如山倒，接着三万名从西班牙跟随汉席多拔来到义大利的士兵全被歼灭。汉席多拔也许是知道这次战役必败无疑，换上迦太基军总司令官的正式服装，骑马进入敌军的阵地，壮烈牺牲。

历史学家李维斯曾写下这段话：


「汉席多拔不辱其父汉米卡及其兄汉尼拔之名，光荣战死。」



那一年，汉尼拔正值四十岁，所以汉席多拔应该只有三十几岁。





涅欧将会战的善后工作交给同僚，自己再率领七十名士兵，以急行军的方式南下。他祕密从阵营出发，在梅他吾隆河口与汉席多拔交战，再回到阵营，共花了十四天。而这个期间内，汉尼拔完全没有察觉到，也不曾担心弟弟为何没有联络，因为根据他的估算，弟弟才刚从阿尔卑斯山下来。

直到有一天汉尼拔阵营被丟入一个包裹，打开包裹竟是汉席多拔的头，汉尼拔才知道所有曾经发生的事。对汉尼拔而言，这是十一年来第一次与弟弟见面，只是没想到竟是这种情况。当夜，汉尼拔撤离阵营，回到卡拉布里亚地方。那时还是夏天，这年的战期虽然还有好一段时间，但四十岁的绝代战术家一直停留在「义大利的鞋尖部位」，那一年及第二年都没有离开。





人们在罗马举行凯旋式，庆祝梅他吾隆会战的胜利。李维斯以凯旋将军的身份，站在四匹马拉的战车前头，因为这是他所负责的战线，执政官涅欧虽然没有因为脱离战线而受到处罚，但也不容许冠以凯旋将军的荣誉。他只能以右翼指挥官的身份，骑马跟在凯旋将军的战车之后。虽然如此，罗马市民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凯旋将军，这对盖乌斯·克劳狄斯·涅欧来说已经足够。




艾利帕——第七回合战役



第二年，西元前206年，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决定全力反击。

西元前209年,他们的根据地——卡塔赫那受到西比奥攻掠。

西元前208年，別库拉会战中，汉席多拔败给西比奥。

西元前207年，进攻义大利的汉席多拔败给涅欧并战死。

马构涅深感维护巴卡家族荣誉的责任重大，为了集结迦太基势力，展开总攻击，愿意将总指挥一职让给吉可涅。

会集后的步兵有七万名，以吉可涅为总指挥。马构涅自己指挥二千名骑兵军团，另一半二千名的骑兵团为努米底亚骑兵，由努米底亚人马西尼沙率领。

合计共有七万四千名兵，加上三十二头大象集在西班牙南部的艾利帕等待敌军，这里靠近现在西班牙的西比利亚。拥有敌军二倍以上的兵力，挑起会战较为有利。而艾利帕位于平原，可让大象、骑兵及人数较多的步兵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西比奥充分掌握迦太基军的动向，那一年从塔拉格那出发，不让敌军有时间集结更多的士兵。

在卡塔赫那稍做休息的西比奥，继续往艾利帕前进。先进入内陆，再沿着河流南下到艾利帕。他率军进入内陆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试探西班牙原住民的意向。由于当时四万五千名步兵加上三千名骑兵组成的罗马军，仍带着胜利的战果，有不少西班牙原住民愿意加入参战。西比奥也和汉尼拔一样，为了要运用主战力，必须有一批非主战力。

七万四千对四万八千，在人数处於劣势的情形下，二十九岁的西比奥必须考虑更多事情。





西比奥并未在敌军阵营附近扎营，而在远远的南边落脚，搭起坚固的营帐。此地除了有适合扎营的山丘可利用外，也可以阻止敌人朝南边的海港城市加地斯逃跑。

艾利帕平原的北边及南边都是小型的山丘，分別有罗马军及迦太基军的阵营，中间是广阔的平原，将成为战场。

等待已久的迦太基军首先挑起会战，派士兵埋伏在平原。西比奥也命全军下到平原布阵待命。





西比奥布阵完毕，但迦太基方面却按兵不动。而西比奥也不下达开始战斗的命令。双方对峙互看，直到太阳西下，但两军却像经历激战后一样，疲惫地回到各自的阵营。

第二天的情形也是一样。接下来的二天仍是如此，迦太基军方面是因为总司令官吉可涅一直无法下定决心，而西比奥则是完全依照计算行事。






艾利帕会战当天的布阵




（摘自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




每天的战场上不断地重演著出兵布阵，日落收兵回营的故事，而迦太基军出兵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晩，甚至到太阳完全升起，战场上却完全看不到迦太基兵的身影。

当天晩上，西比奥第一次命令全军，明早天亮前，供应充足的早餐，整装完成，準备上场。

第二天早晨，迦太基军看到埋伏在战场的罗马军大吃一惊，士兵在指挥官的催促下，连早餐也没吃就急忙布阵。来不及配置前线，只好把大象配在两翼。其余的阵容都和前一天相同。但是罗马军的阵势焕然一新。

罗马军的中央是非主战力的西班牙兵，罗马的主力重装步兵分成左右两边，固定在西班牙步兵团侧边。

两军以这个阵形前进到相距八百公尺处，都下达攻击的命令。

迦太基军全军一起向前攻击，而罗马军正面受攻击的只有中央的西班牙步兵团，左右两边的重装步兵团以斜行的角度包围。西比奥以最强的兵力攻击敌军最弱的部分，而且是采取攻守皆不易的侧面攻击。

战况开始分出胜负，大象被轻装步兵的箭射得乱冲，不听使唤。狂怒的象群反而向后转，践踏自己军队的骑兵。

眼看迦太基骑兵陷入象群的混乱，罗马骑兵开始攻击，纵使是努米底亚骑兵，却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整个艾利帕战场上，两军的骑兵人数相当，但迦太基骑兵左右两翼都配置在步兵团的后方，又被罗马骑兵攻入。骑兵不同于步兵，只有当向敌突击时，人马一体的战斗力才能发挥至十全十美。艾利帕会战上，罗马军的骑兵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日正当中，连位于后方的西比奥都知道迦太基军士兵已疲惫不堪。迦太基军从外到内一层一层被罗马军攻击，最后迦太基军团的主力只剩下非洲的佣兵团，左、右、前受敌围攻，孤军奋斗。

罗马军成功地将主战力非战力化，佣兵全部歼灭后，其余的只能向后方逃命。

迦太基军全军覆没，但罗马军不得不暂停追击。原因是艾利帕平原正受到猛烈的雷雨袭击。迦太基军因此得以逃到山里的仅约六千名士兵，但西班牙原住民的部分，人数则不得而知。总而言之，七万四千名兵剩下不到六千名。

总司令官吉可涅和汉尼拔的弟弟马构涅因为加地斯已被封锁，只好往西边的大西洋海岸逃命。只有马西尼沙成功带领努米底亚骑兵冲出敌军突围，逃到加地斯。除了敌军的三位将领没能抓到外，艾利帕会战的战果几乎可与坎尼会战相提并论，虽然死亡人数还是不如坎尼会战多。在坎尼一役，罗马战士多半是罗马的公民兵。





西比奥派人送胜利的消息到罗马，向哥哥鲁奇斯报告，但西比奥人没有离开艾利帕。西比奥并非考虑追击吉可涅或马构涅，而是想着其他的事情。二十九岁的胜利者派遣使者到加地斯，要和马西尼沙和谈。

西比奥这时的年纪与当年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义大利时的汉尼拔相同，他想把战场移至迦太基军的根据地——非洲。

他首先考虑的是增强骑兵的战力。要增加自己的骑兵，同时削弱敌人的骑兵，这是最好的方法。

因此，西比奥想到昨天还是敌人的马西尼沙。他展开交涉的对象不仅限於马西尼沙,也向努米底亚国王锡芳齐进行外交谈判。西比奥回应锡芳齐的要求，祕密离开西班牙，前往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努米底亚领土。西比奥急需骑兵，而且是地中海世界中最强的骑兵。

这两位努米底亚人向来与迦太基国关系深厚，不太可能马上给西比奥具体的回答。王牌在握，至於是否出牌，最终还是由他们做决定。

西元前206年的冬天，除留下两个军团防卫西班牙本土外，西比奥带着常年在外作战的士兵经海路回国，这是四年来第一次回到罗马。




第六章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末期




（西元前205年~前201年）



罗马系采用少数统治的寡头共和政体,并非有国王订定政策、付诸实行的君主国，也不是个具备官僚体系的国家。在共和政体的罗马，元老院是指导阶层。经元老院同意，才可能有政策的实施。元老院内的胜负，取决於辩论。个人认为，拉丁语的特色在于简洁明晰，是辩论的重要武器。即使是西比奥，他在战场上虽运用侧面攻击，但在辩论场上则与其他罗马菁英相同，选择正攻法。现在，他正考虑改变对抗汉尼拔的路线。

他回到罗马后，第一件事要求向元老院报告战况。还有几个月才满三十岁的西比奥，没有资格成为元老院议员。在元老院报告完毕后，西比奥并未要求为他举行凯旋式。

这不是因为他在西班牙的战果不足以庆贺，相反的，应该好好大肆庆祝一番。但是在共和政体下，只有执政官、前执政官、法务官、前法务官有资格指挥两个军团。西比奥被派往西班牙时只有二十五岁，这已是破例授与指挥权。完成称霸西班牙的伟业后，西比奥也才二十九岁。如果以这个年纪就为他举行凯旋式，那真是例外中的例外了。在重视长幼有序的寡头政体中，这个举动未免太刺激元老院。

西比奥只好自愿牺牲象征罗马武将最高荣誉的凯旋式，但条件是元老院须在第二年，也就是西元前205年时，认可他具有执政官候选人的资格。

担任执政官的最低年龄是四十岁，第二年也才三十岁的西比奥，还差十岁。因此元老院对于认可资格一事表示有困难。

但在元老院之外，则呈现另一种风貌。虽然没有凯旋式，但整个义大利都知道西比奥在西班牙的辉煌战绩。住在各殖民城市及同盟国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都到罗马来投西比奥一票，集合的人数比往年都多。罗马的选举方式并非一人一票，而是一百人为一组，一组一票。在公民大会还没召开前，就有所谓的「百人组」公开表示要把票投给西比奥。

元老院知道势不可逆，因此认可西比奥的候选资格，而西比奥也以压倒性的多数获选为执政官。

但是当要决定新执政官西比奥的任职地点时，元老院对西比奥志愿前往的地点表示不能同意。

经公民大会选出的执政官，不仅是罗马的最高官职，同时也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而两位执政官的任职地点表面上是由抽签决定，但事实上是由元老院决定司令官负责的战线。

这是为了贯彻战略上的政策，一般公民所组成的公民大会，缺乏战略方面的专业知识及经验，惟有由官职及军职资深官员组成的元老院，才能作出专业的判断。

西比奥要求元老院将自己派遣到北非，然而遭到法比乌斯强烈的反对。

罗马在坎尼惨败后，法比乌斯持续主张持久战法。当时法比乌斯已经是七十岁高龄，德高望重。他从当初「坚持的男儿」变成「持久战主义者」，甚至被称作「义大利之盾」，拥有相当的权威，也受到敬重。罗马元老院有「首席」的制度，拥有第一发言的权利，法比乌斯一直是元老院议员的「首席」，他的发言在元老院引起一场论战：


「在广场上散布著一种流言，说我是因为忌妒这个年轻人的辉煌战果，所以才持反对意见。他的年纪比我的儿子还小，我怎么会和他计较这些，我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著想。既然当上执政官，首要任务就是除去在义大利本土上的汉尼拔，而不是跑到北非去。你不能保证在进攻北非之后，汉尼拔就会回到北非去。」



接着，法比乌斯举例说明，他说虽然把汉尼拔赶到「长靴的尖端」，但汉尼拔的危险性并不因此减少，从迦太基本国来的补给仍不间断。果真，第二年汉尼拔的弟弟马构涅率领支援船队从杰农华登陆，证明老法比乌斯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法比乌斯继续说：


「各位年轻人，也许你们不清楚。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执政官雷古拉斯曾经历远征北非失败的痛苦，我们在非洲没有同盟国，我不希望你们重蹈覆辙。汉尼拔在义大利没有补给也撑这么久，如果回到非洲，在支援充足的母国作战，将会是如何的一种情况，你们好好地想想。




我们让年轻的西比奥当选执政官，是为了罗马与义大利，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野心，罗马不是个需要英雄的国家。」



很可能成为英雄的格拉古及马尔喀斯都已战死，在梅他吾隆会战的胜利武将涅欧担任没什么权限的财务官，未能留在前线，他离开战场也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让西比奥担任执政官，可说是相当的让步。

法比乌斯认为要把汉尼拔赶出义大利，只是时间的问题。最后他表示：


「首先第一要务是让义大利恢复和平，至於进攻非洲是其次的事了。」







元老院原本就弥漫着反西比奥的气氛，这下子因为法比乌斯的发言，几乎是更为确定。西比奥要求发言，他走到议场中央，以尊敬且谨慎的口气，明快地说出他的重点。


「法比乌斯及所有议员们，个人不相信法比乌斯反对我去非洲是出于忌妒，我对他的伟大十分敬重。




个人认为我虽然年纪轻，但战场经验丰富，目前的成功并不表示可以永远成功。必要时应有所改变。现在就是应该改变的时候了。」



的确，现在正是机会来临的时候，那一年，不仅完成称霸西班牙的伟业，也与马其顿王国和谈。之前，马其顿迟迟未能突破罗马的封锁，无法登陆义大利与汉尼拔共同战斗，最后马其顿还是选择了与罗马和谈。

但那一年在义大利的战线，欲振乏力。虽有两位执政官投入，但一直没有进一步的突破，汉尼拔仍在卡拉布里亚待了一年。西比奥继续说明：


「五年前，就是在这个议场中，允许将我派往西班牙。为何今天还要以年龄的问题而提出反对？今天的局势比当时还要艰困，当时父亲及叔父在西班牙战死，西班牙战线一败涂地，但经过几年后，各位不是都承认我在西班牙的成绩了吗？过去是迦太基向罗马挑战，从现在起应该是罗马向迦太基挑战。汉尼拔在义大利的所作所为，罗马人也要在非洲还以颜色。直捣敌穴的效果，大家都可从汉尼拔身上看到。




另外，汉尼拔才四十一岁，要等待他消耗殆尽，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接着，二十岁的西比奥对着七十岁的法比乌斯说：


「法比乌斯，我会如你所忠告的，与汉尼拔对决。只是地点是由我来选择，并非等着汉尼拔出现。要对抗汉尼拔，只有靠会战。整个迦太基就是我们的战利品，而不是半毁状态的卡拉布里亚地方。」







顿时元老院内的空气变得十分诡异，站在法比乌斯立场与站在西比奥立场的议员各佔一半。

这两半并非贵族对平民的二分法，法比乌斯家族及西比奥所属的克劳狄斯家族都是罗马的名门贵族。这两半象征旧世代与新世代的不同，法比乌斯获得年长者的支持，而年轻的议员则赞成西比奥的想法。

这些年长者并非顽固，如果是一般人到了这个年纪可能是身体衰弱，精神状况不佳；但他们多半拥有辉煌的战场业绩，是优异的长辈。他们顽固的不是年纪，而是执著於成功。即使状况改变，需要改革，他们对于曾经创下的成功十分坚持，执著於过去所选择的方式。改革要能成功，必须有优秀的才能，同时没有过去成功的包袱。通常年轻人容易做到，因为新世代没有被过去成功模式牵绊，反而勇於进行全面性的改革。

法比乌斯彻底执行持久战法对抗汉尼拔，把汉尼拔赶到「长靴的尖端」，是维持今日罗马生存的第一功臣。当然他会反对西比奥的意见。

虽然如此，法比乌斯以及他支持者的想法并未完全失去弹性，他们了解要打开卡拉布里亚地方的僵局，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出来。最后，在既不伤年长者的面子，又让年轻一辈的改革想法能够达成之下，提出了折衷的方式达成共识。

将西比奥派遣到西西里。西西里是罗马的属省，如此就符合执政官任职地点须留在国土的规定。同时允许西比奥在第二年，如果因为国家的需要，可前往非洲。

西比奥并未获得在首都召集两个军团的权利，他只能在西西里当地募集志愿兵。这意味着西比奥未取得执政官应拥有的正规兵指挥权，而且远征非洲也不是受正式承认的军事行动。倘若远征失败，责任不在于元老院，完全由西比奥一个人承担。

一般来说，应该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但西比奥接受了。不等西元前205年的春天来临，三十岁的执政官就朝西西里出发了。另一位执政官里奇纽斯则被派往卡拉布里亚地方对抗汉尼拔。那一年，罗马投入的兵力共十八个军团，较前一年少了两个军团。最艰困时曾经同时有二十五个军团投入战场，相较之下，有些今非昔比的感觉。将汉尼拔赶到「长靴的尖端」的这个时期，的确是改变战略的好时机。





西元前205年，提早抵达西西里的西比奥，赶紧展开编组军队的工作。

元老院认可了七千名志愿兵的费用。西比奥在西班牙的战绩发挥了吸引士兵加入的作用。而元老院的「冷淡待遇」也发挥功效，无论是罗马公民或是同盟国公民，反而因此同情三十岁的武将，将希望寄讬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西比奥就召集了六千二百名步兵及三百名骑兵。其中有许多是曾与西比奥在西班牙共同作战，解甲归田的老战友。

此外，许多支援远征非洲的物资陆续寄达，不少是从「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所寄来的。光举托斯卡那地方的例子，阿里佐愿意提供小麦、标枪五万支，维尔提拉愿意提供建造船只用的木材，塔尔库尼亚愿意提供帆布，皮欧比诺愿意提供铁等。这些物资对经费拮据的西比奥来说，十分珍贵。三十艘军船满载六千五百名士兵及大量物资，在西比奥之后随即抵达西西里。

原本在西西里就有两个军团驻屯，他们是坎尼会战的残兵，派他们驻守坎尼作为处罚，也一直不许他们返乡，长期驻守在西西里。但之后在马尔喀斯的领导下，进攻叙拉古，一扫败兵的自卑，反而变成超级的资深战士。在十年后，他们迎接西比奥这位新的司令官。

西比奥也曾出现在西元前216年坎尼会战的现场，他新婚妻子的父亲执政官艾米里斯·保罗，在当时是坎尼会战的执政官，会战中壮烈成仁。这些自称「坎尼军团」的超级战士，当然是以特別欢欣的心情迎接年轻西比奥。

义大利本土的志愿兵加上「坎尼军团」，西比奥尚嫌不足，但已经没有多余的经费可以招募更多的士兵。西比奥将自己定位为西西里战线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属省西西里的最高统治者。

西西里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成为罗马的属省，六年前经马尔喀斯的进攻后，将叙拉古纳入属省的版图。属省没有自治权，须缴交收入十分之一的稅，没有提供兵力的义务。土地收归罗马国有，因此农民须向罗马租借耕地。「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与属省的情形又不相同。

西比奥将没收的土地交还给属省省民，至於是全数归还或只是还给一部分有力人士，那就不得而知。总之，西比奥采用独断但不违法的手段，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革。西西里人免除缴交耕地租金，因而对西比奥充满感激,开始有自费愿意加入军队者。西比奥的军队因此增加至二万五千名士兵及一万二千名船员。

把西西里人的东西还给西西里人，除了使士兵人数增加外，最重要的还是将西西里变成一个补给基地。要成功远征非洲，确保一个近距离补给基地之间的补给线是不可或缺的。

西比奥也不忘对各地前来的士兵施予训练，这是一只混合军,必须加以组织、训练，才能上场打仗。他以当初在西班牙的那一套训练课程，将这些老兵、新兵、志愿兵，变成他要的战士，以发挥他想要的战术。

除了训练军队外，三十岁的执政官也不忘进行蒐集非洲情报的工作。西西里距离迦太基很近，有不少居民对非洲很了解。西比奥在夜里与他们交谈，了解非洲的情形。并派副将雷力吾斯到迦太基以外的北非沿岸，蒐集第一手的资料。此外，他也与努米底亚的锡芳齐及马西尼沙联系，想借重努米底亚骑兵。

西比奥充分发挥他掌握先机的长才，準备远征非洲。

西比奥得知卡拉布里亚地方的海港城市罗库力是迦太基本国补给船队支援汉尼拔的重要海港，立刻派出三千名兵攻下罗库力,等汉尼拔赶到时已来不及。罗马十年来首次收回罗库力的制海权，也使得罗马对在「长靴尖端」汉尼拔的包围网更加紧密。

闪电作战收回罗库力，也间接刺激了元老院内的年长派。未经元老院同意即派兵前往非责任区域，涉嫌违反规定，因此元老院派遣调查团前来，西比奥当然也觉得有些歉疚。元老院方面虽有批评，但没有压力。相对于执政官里奇纽斯带着四个兵团对抗汉尼拔，却毫无战果可言，元老院对西比奥不好多加责难。

第二年，西元前204年，西比奥被认可具备前执政官的资格，握有绝对指挥权，率军从西西里西岸的马尔沙拉出发。带着四百艘运输船、四十艘军舰、二万六千名士兵及其四十五天的粮食和水。其中十五天的粮食是现成可立即食用的。

以现在的船只从马尔沙拉到突尼斯需要八小时。二千二百年前的技术，只要是顺风，大概一天一夜可以抵达。

自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以来，这个海域的制海权一直掌握在罗马手中。然而风向无关制海权，原本以迦太基首都的西方为目标，但抵达的地点却是迦太基首都的东方，幸好迦太基的港湾很宽阔，而迦太基舰队也没有出动挑起海战，不影响原定计画。迦太基人看到久违的罗马大军只会慌张失措，西比奥在迦太基第二城市尤蒂卡（Utica）附近登陆。

尽管全军平安登陆，但却有一堆乌龙事等着西比奥。

努米底亚王锡芳齐正想接受西比奥提出的结盟之际，却又决定向迦太基靠拢。在西班牙吃了西比奥败战的吉可涅武将，将女儿许配给努米底亚王马西尼沙，想运用怀柔政策，但这位绝世美女最后却嫁给锡芳齐。

西比奥原本也寄望马西尼沙，但马西尼沙在他父亲死后，王国遭锡芳齐侵略夺去，不仅赔了夫人，王位也丟了。

优秀骑士的产地努米底亚，虽然原本就分裂为两个国家，但现在其中一国名存实亡，胜利的这一国又偏向迦太基这边。

只有二百骑随从的马西尼沙，出现在西比奥的眼前，仍然像一匹沙漠中的狼一般精悍，直视著西比奥说：


「二年前你希望和我结盟，但现在我能提供的只有我自己了。」



西比奥心底暗暗吃惊，但不显露出来，他以一贯的笑容回答：


「有你就足够了。」



剎那间，三十四岁的努米底亚人与三十一岁的罗马人间，产生了男人间的友情。

西比奥并未将这个只带了二百骑的马西尼沙当作外人，之后西比奥的战略都是以西比奥、马西尼沙及雷力吾斯这三位三十出头的武将为主轴，共同作战，这也是西比奥与只信任亲友的汉尼拔最大的不同点。





西比奥公开宣称他以汉尼拔进攻义大利的手法，进攻非洲；但第一年的战果却与汉尼拔大不相同，可谓乏善可陈。花了四十天才攻下迦太基第二城市尤蒂卡，马西尼沙指挥的骑兵队在周边烧杀掠夺，但称不上是战斗。

没有具体战果的最大原因，在于迦太基方面没有什么迎击的行动。对没有兵役的迦太基人而言，战争就是在西西里的第一次布尼克战役。而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是汉尼拔率兵到义大利，或是在西班牙进行，一般的迦太基人根本不清楚什么是战争。这份幸运也让迦太基不懂得处理危机，更不知如何因应；直到知道罗马军登陆后，才慌慌张张整编军队，但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在西元前204年的秋天成军，由吉可涅的三万三千名佣兵及锡芳齐的六万名努米底亚军共同组成，而具体的战斗要等到第二年才会展开。

然而罗马的元老院把焦点集中在北义大利，因此没有注意到西比奥在北非贫乏的战果。

迦太基政府眼看制海权操控在罗马手中，不太可能支援在南义的汉尼拔。但在西元前205年的秋天，迦太基政府派遣援军从罗马海军监控之外的杰农华登陆义大利。此外，汉尼拔弟弟马构涅带着一万四千名兵及大象，预定在西元前204年的春天南下义大利，与哥哥汉尼拔会合。

元老院得知这个消息，与汉尼拔的大弟汉席多拔入侵时一样，进入备战状态，由一位执政官及两位法务官率六个军团北上。但是此时与西元前207年汉席多拔入侵时的情形不同，高卢人眼见迦太基在义大利的势力衰退，不愿加入马构涅的军队。虽然迎击马构涅的三名罗马武将都是泛泛之辈，但因为马构涅的军队未如预期强大，马构涅负伤，只好撤退回到杰农华。

停留在卡拉布里亚地方的汉尼拔，完全没有什么动作。罗马军虽未接近，但汉尼拔一步也没踏出。

终于还是因为非洲这条战线，才打破这个僵局。

汉尼拔是在西元前218年进攻义大利，当时的西比奥只有十七岁。汉尼拔完全主导战役的时期为西元前218年至前210年这八年间。西元前210年时，西比奥正值二十五岁，可见西比奥及他的副将雷力吾斯的世代是在汉尼拔压倒性的影响下长大的。

原本罗马的武将是经由公平战斗下产生，透过公平战斗而获胜者，才是值得夸耀。然而汉尼拔教导了罗马人可以策略取胜，即使是公平竞争，结果输了就什么都不是。最直接吸收到这样资讯的就是西比奥这个世代的罗马人。





有「柯尔涅留斯阵地」之称的罗马冬营地，仅与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的冬营地相距十公里。

如果春天来临的话，战斗就将开始。西比奥军有二万六千名兵，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有九万三千名。三十一岁的罗马新世代决定善用冬季的自然休战期。





西比奥在称霸西班牙时，就曾向努米底亚的锡芳齐提出与罗马结盟的邀请。也配合锡芳齐的要求，前往阿尔及利亚与他密谈，但没有具体结果。而今锡芳齐效忠迦太基旗下，与罗马军相距只有十公里。

西比奥曾向锡芳齐表示要再次和谈，暗示锡芳齐能否担任罗、迦两国间的中介桥梁。

锡芳齐因为妻子的关系，投靠迦太基这边，他赶出马西尼沙，成为努米底亚的国王，但参战对他本身并不利。锡芳齐取得美女与国王王位后，也希望担任强国迦太基及强国罗马间的仲裁者。

锡芳齐接见西比奥派出的使节后，立即向二公里外的吉可涅传达西比奥的意愿。在艾利帕会战被西比奥打败的吉可涅，虽然接受政府命令出阵，但其实不想与西比奥打仗。锡芳齐在得到吉可涅的同意后，挑起中间协调的任务。

努米底亚王所提出的和谈内容，包括西比奥从非洲撤退，汉尼拔同时也从义大利撤出，今后罗马与迦太基互相尊重主权，重新建立关系等。

看来十分妥适的内容，即使迦太基同意这份和约，但罗马不见得愿意簽署。历经十五年战争的罗马，国土有一半被战火洗礼，牺牲的士兵在十万人以上，而至少有十名以上的司令官在战争中成仁，实在很难同意这样的和谈。但西比奥并未立即加以拒绝，他告诉锡芳齐，他想派出使节进行交涉的事宜。





西比奥的使节开始奔走於努米底亚军的冬营地及「柯尔涅留斯阵地」之间，锡芳齐相信西比奥有诚意要和谈，而他也恳切应对。西比奥以将官级的贵族为使者，并派有随从及马伕，但他们不是真的随从及马伕，而是身经百战的将官及百人队长穿着奴隸的衣服。

交涉的期间很长，事实上是故意拉长。进行和谈交涉的期间等于是休战，无须担心敌人会进攻。且交涉时间愈长，使节往来次数愈频繁，打扮成随从及马伕的战士也就更能仔细观察敌营的状况。使节当然必须进入国王的营帐内谈话，但随从及马伕可在谈话的时间内在敌营中自由走动。锡芳齐也以为他们是一般的随从马伕，因此没有加以约束。






西比奥的奇袭




（摘自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Scipio Africanus

 ）




如此度过了冬天，春天来临。西比奥也对敌军的状况有了全盘的了解，送出最后一次的使节，让他代转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表示他个人倾向於同意和谈，但由于作战会议的将官们多数不赞成，因此和谈的交涉不得不中止。接着便展开延续前一年攻击尤蒂卡的行动，但只投入三分之一的战力，主要是为了不想引起吉可涅及锡芳齐的注意。

西比奥、雷力吾斯及熟悉地形的马西尼沙三人拟订了夜袭的计画，其他的将官直到行动当天的下午才知晓。

攻击尤蒂卡的军队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留驻军营，其余分为第一军及第二军。西比奥率领第一军，夜袭迦太基军。雷力吾斯及马西尼沙率第二军，攻击努米底亚阵营。

夜间的突击决定由第二军以火把首攻，因为努米底亚阵营地多以木材及芦苇搭建，都是易燃之物。当藏在暗处的西比奥军看到火光时，再开始攻击迦太基营地，两个阵营之间虽有二公里的距离，但都位在平原上，视线良好。





罗马军将日落到日出的时间，划分为四个时段，岗哨轮值四次。每一哨轮值的时间约为三小时，因此夜间时间的计算方式为第一哨、第二哨、第三哨及第四哨。决定夜袭当晚，总司令官西比奥决定于第一哨及第二哨间的交换时间，也就是大约晩上九点左右，下令集合所有的士兵。

时间一到立即出发，刚开始全军一起出动，到半路才分为两边。雷力吾斯及马西尼沙所率领的第二军在第三哨结束时到达努米底亚阵营，约为半夜三点，立即展开包围敌营的工作。

四面八方来的火把，使得木材及芦苇搭成的军营立即燃烧起来。由于各个营帐间的距离很近，火苗窜升得很快，马上延烧开来。努米底亚士兵以为发生火灾，也没带兵器就跑出兵营，逃到营地的栅栏之外，遇到守候多时的罗马兵，又往军营里跑。在罗马兵及火焰两面夹攻之下，努米底亚士兵陷入极度混乱，有的被罗马兵的标枪刺中，但有更多士兵是被自己的同袍踩死。努米底亚王锡芳齐的阵营地，当时有六万名兵之多。

西比奥率领的第一军及迦太基军阵营地的士兵都注意到努米底亚阵营地起火燃烧，但迦太基军刚开始也以为是失火，等到登上阵营地的栅栏一看，才发现事态不妙。但是没多久，迦太基军营也陷入火海。

之后，努米底亚军营所发生的事情在迦太基军营重演。迦太基、努米底亚两军营共有三万人死亡，但吉可涅和锡芳齐两位司令官成功逃出；吉可涅逃回首都迦太基，锡芳齐带着兵回到努米底亚的领地。被火焰及罗马兵夹杀的士兵们，向蜘蛛一样四处逃逸。因为是半夜，西比奥放弃继续追击。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夜袭行动，罗马军方面未损失一兵一卒。

在初春吃了败仗的迦太基军，想卷土重来。当初四散逃亡的士兵又重回军队，四千名从西班牙来的佣兵也乘船抵达首都，迦太基军合计有三万名兵。再次邀请努米底亚王参战，锡芳齐也答应率军加入，不过人数上不如前次来得多。






会战（第一阶段）









会战（第二阶段）




初夏时，迦太基军及努米底亚军，在努米底亚王国附近的内陆平原上会集。在努米底亚王国附近集合的主因，是锡芳齐鉴於西比奥夜袭的惨痛经验，有些犹豫是否参战，再次指挥迦太基军的吉可涅只好以强大军势让他有些信心。

西比奥知道敌军会集的消息后，未等敌人攻来便开始行动。虽然罗马军的人数不到敌军的一半，但西比奥抱着一决胜负的信心。

两军的阵形完全是按照既定战法排列，但开打后，只有锡芳齐和吉可涅按既定战法作战。

所谓既定战法就是以轻装步兵为先锋，接着是骑兵的猛攻。但是锡芳齐所率领的骑兵却败下阵来，又遭到追击，影响到迦太基及努米底亚联军的步兵团，步兵的两边形成空洞的状态。

西比奥见状，下令步兵开始攻击，这批在西西里接受良好训练的步兵，以整齐的队形开打。

轻装步兵及重装步兵的前卫夹攻敌军的中央，重装步兵的中央包围敌军步兵的右侧，重装步兵的后卫包围敌军步兵的左侧。敌军的步兵受到三方围攻，动弹不得，无法发挥。西班牙来的四千名佣兵全被歼灭，步兵的尸首堆积如山。

迦、努联军的骑兵战力虽然优异，但没有机会与敌军的骑兵对战，更谈不上包围作战了。吉可涅及锡芳齐成功地从后方败走，吉可涅逃回首都，锡芳齐逃回努米底亚。

当天，西比奥继续追击。雷力吾斯与马西尼沙所率的罗马军骑兵，追击锡芳齐，进攻努米底亚境内，俘虏了努米底亚王。

之后，依西比奥的命令，两人停止追击行动。但马西尼沙想趁机夺回努米底亚王国，努米底亚王国首都的城门大开。

马西尼沙进入王官，见到锡芳齐的王妃——索芳妮，她曾经是马西尼沙的未婚妻。马西尼沙毫不犹豫立即与她结婚，他现在已经不是没有王国的国王了。

马西尼沙回到军营，西比奥正等着他。西比奥虽然向他祝贺收复王国，但不同意他与敌人的王妃结婚。三十二岁的罗马武将对着比他大三岁的好友说：


「锡芳齐背叛与我之间的和谈，投靠迦太基，是我罗马军的罪人，必须带回罗马。他是罗马的东西,包括他的所有东西都属于罗马,索芳妮也不例外，我要护送她回罗马。但是，如果她变成你的妻子，我没办法如此对待她。」



马西尼沙不发一语地离开，交给使者一封信及一瓶随身带着的毒药，送去给索芳妮。

信上写著：


「保护妻子是丈夫的首要义务，但我却无法尽到，只好尽我第二义务，让我的妻子不会遭到不幸，将它与此信一起带上。」



索芳妮把信读完后就喝下毒药，她只说，这是丈夫给我的结婚礼物。

西比奥为了给他的好友打气，召集所有的士兵，公开宣布马西尼沙为努米底亚国王，而努米底亚将成为罗马的同盟国，并把自己用的执政官红色外袍送给他。

元老院及公民大会听取西比奥的报告后，认同他的做法，并庆祝罗马在非洲地区第一个同盟国的诞生。锡芳齐在西比奥的护送下回到罗马，他住在义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在监视下度过余生。迦太基第一次在自己领土内吃了败仗，全国陷入混乱。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没有一致的方针。

一部分人主张积极作战，出动舰队攻击罗马军舰。

一部分人主张整修首都外围的城墙。

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与西比奥和谈。

也有人大声疾呼召回汉尼拔，对抗罗马军。

结果并未选择某一种方针，而是四种方法并行。此时的季节，已进入秋天。

迦太基本国派使节送出政府的公文，命令在南义库洛得的汉尼拔及在北义杰农华的马构涅回国。

同时派遣使节告诉西比奥，迦太基想与他进行和谈。西比奥经过一天的思考后，列出几项和谈的基本条件，要使者带回，如果迦太基政府能够同意这些基本条件，才愿意开始谈判。西比奥提出的条件包括下列几项：


一、罗马承认迦太基的独立自主及自治权。




二、在义大利及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地方的迦太基军，全部撤退（这当然包括汉尼拔兄弟必须撤退的意思）。




三、完全放弃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既得利益。




四、承认马西尼沙的王国，尊重其主权。




五、除保留二十艘军舰外，其余皆交给罗马。




六、谈判期间，迦太基提供军粮给在非洲地区罗马军。




七、支付赔偿金五千罗马币给罗马。



从这些条件看来，当时西比奥是真心想要与迦太基进行和谈。

他远征非洲的目的就是要汉尼拔从义大利撤离。战斗，尤其是在平原上的会战，即使事前準备再周密，仍是一种赌注，而对抗汉尼拔不能凭借赌注。从以后他的言行中我们也可以得到证实，西比奥是个计算精密、事前充分準备的武将，绝对不会轻举妄动。

复仇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曾经是敌人的马西尼沙都可以变成好友。五千罗马币通常是以三十年或五十年的期间分期偿还。迦太基本国光是经营农地的收入，一年就有一万二千罗马币，要支付这笔赔偿金并不困难。问题最大的只有一项，只能保有二十艘军舰，等于是实质上瓦解迦太基海军的条款。

迦太基政府内部的讨论如何不得而知，但采取边打边谈的迦太基政府，接受所有的条件，因此罗马与迦太基在和谈的前提下进入休战状态。

马构涅接到返国命令，已乘船从杰农华出发返回迦太基。但之前重伤未癒的马构涅，在船队接近萨丁尼亚岛时，不治身亡。但其余的士兵皆平安回到迦太基。





汉尼拔也接到返国的命令，当时他四十四岁，进攻义大利以来已经过了十六年。可惜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汉尼拔接到命令时，是如何的心情。

由于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汉尼拔个人的轶事，生在后世的我们，实在很难捕捉到这个男子当时的表情。同时，也没有文献记载那些跟随他十六年的士兵们是如何看待这位武将，仅仅有一个地方提到。历史学家李维斯参考汉尼拔随行记录者锡连纳所写的作品中提到，叙述如下：


「他默默承受寒冷与酷热，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他一个人必须处理的事情太多，说他睡觉，不如说是利用零碎时间休息。对他而言，昼夜没有什么不同，睡眠与休息的意义也没有什么区別。




士兵们经常看到的是在树荫下裹著披风就睡的汉尼拔，士兵们经过汉尼拔身旁时，皆小心翼翼地走过，注意不要发出武器的声响。」



汉尼拔在西班牙时曾与一名原住民部族长老的女儿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在进攻义大利后，几乎不近女色。一直是胜利者的他，不管他要或不要，身边是不可能欠缺女人的。

在罗马军成功断绝补给线的策略下，汉尼拔在十六年间只获得两次补给，在这段期间内，他是如何维持三万的兵力呢？

原本在普利亚地方时，由于当地盛产小麦，情况还好。但是到了「义大利的鞋尖」，究竟是如何饮食度日的，至今仍是谜团，没有历史学家能够解答。卡拉布里亚地区位于山区，即使是现在，仍是义大利最贫瘠的地方。虽有库洛得或罗库力等希腊殖民城市海港，但制海权在罗马海军手中，断绝了通商往来。光靠掠夺附近的城市及农村，实在很难让三万名士兵餬口。

除了有一次遭罗马军攻击，四千名士兵投降外，其余士兵完完全全忠诚地跟在汉尼拔身边。

汉尼拔所率的军队是由非洲、西班牙、高卢等地的佣兵所组成，士兵之间语言无法沟通。在罗马军节节逼近下，物资不足,当然很难发出酬劳。汉尼拔的士兵是佣兵，不像罗马的公民兵，服兵役是义务。但为何他们甘心留在发不出薪水的司令官之下呢?

汉尼拔基本上是个较为闭塞的人，也不会与士兵打成一片，和心胸开放、不拘小节的西比奥不同。

那么，佣兵们为何愿意追随高傲的汉尼拔呢？

马基维利对此曾作出一番评论，他认为士兵们对汉尼拔严峻的态度心生畏惧；同时，当这位天才的武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时，士兵们产生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因此当汉尼拔好不容易休息时，士兵们都不敢惊动他。

优秀的领导者不只是有优秀的才能，他还让被领导者感到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持续的人际关系必须是互动的，光是单方向的关系，则无法久存。





汉尼拔受命返国前，曾站在库洛得南方的一个神殿前。这一带的希腊裔居民信仰虔诚，在这个神殿供奉女神希拉，现在仍有一根圆柱。在古代这是以美丽出名的神殿，在天青海蓝的衬托下，白色的神殿展现希腊人的美感。

接受返国命令的四十四岁迦太基武将，命令属下将刻有文字的铜板，镶在神殿祭坛旁的墙上。

铜板上刻著汉尼拔从西班牙出发后的所有战果。后世出生的我们，可得知从他走出西班牙时军队的士兵人数、渡过隆河时的士兵人数，乃至於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义大利时的兵力状况。五十年后，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造访此地，读了铜板上的文章。有趣的是，罗马人对汉尼拔恨之入骨，为何还让这块铜板保留了五十年？我更感兴趣的是，这块铜板上所使用的文字。

根据波力比维斯的记载，这块铜板分为两半，一半是以迦太基的官方文字——腓尼基文写成，另一半是以希腊文写成，两边的内容相同。波力比维斯是希腊人，所以阅读没有问题。但为何不是以拉丁文写成，而是以希腊文写成呢？

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发现「罗杰达石」，上面有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民间用的文字及希腊文三种文字，因此以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而出名。这块「罗杰达石」是西元前196年制作的，而汉尼拔的腓尼基文与希腊文并记的战绩铜板是西元前203年写成，两者仅相差七年。

在「罗杰达石」上刻字的人，并非为了让后世解读象形文字而加上希腊文，我认为当时的希腊文，应该相当於今天的英文。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罗马虽称霸天下，但文化上却反被希腊侵略。西元前一世纪时，拉丁文已发展得十分健全，但罗马人仍是个双语的民族。当时的罗马人是世界的统治者，但并未强制要求住在希腊圈的被征服民族学习拉丁文，反而是他们热中於学习希腊文。

再回到汉尼拔时代的故事，在那个世代出生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彼德，曾写下罗马人所称「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战史。他的著作可说是第一部罗马人写的历史，他不是使用自己的语言——拉丁文写成，而是以希腊文写成。就像日本人的研究学者以英文发表论文一样。

汉尼拔在没有成功打倒罗马，必须离开义大利时，将他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四岁间的丰功伟业，以腓尼基文及当时的国际语文希腊文记下，遗留给后世。也许我们可从这块现在已经消失的碑文上，体会出一点点四十四岁汉尼拔的心情吧！

汉尼拔只带了一万五千名兵回到迦太基，其中八千名是他从西班牙带去的二万六千名士兵，与汉尼拔一起奋斗十六年后，最后剩下八千名。另外的七千名是在南义当地的士兵，都是最精锐、最忠诚的士兵。

其他的士兵因害怕受到罗马的报复，央求汉尼拔带他们走，甚至攀在船缘上不肯放手，汉尼拔不得已命令士兵射箭驱离。

船从库洛得出发，从船上望着伫立在海崖上的白色大神殿，渐渐从水平线上消失。将要四十五岁的汉尼拔，是以怎么样的心情眺望这座神殿的，没有史料记载，或许他根本没看也不一定。





首都罗马同时接到从北义及南义传来汉尼拔兄弟已撤离义大利的消息，罗马各地一片欢欣鼓舞。神殿里挤满前去祈祷感谢神明的民众，而前往法比乌斯家中祝贺的元老院议员也络绎不绝。

这位在罗马最险恶的时期，坚持持久作战的老将，在得知汉尼拔撤离后的一个月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扎马——第八回合战役



西比奥提出的罗、迦和谈条件，获得元老院及公民大会的认可，只要迦太基长老会议同意，和谈就可以成立。这段期间，西比奥坚守休战原则，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但休战期间发生一起事故，罗马的补给船舰遇到暴风雨，在迦太基首都外海四十公里处避风，迦太基人夺下这个船队并拖回港内。西比奥得知后，立即向迦太基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归还。长老会议正在讨论此事时，汉尼拔抵达迦太基的消息传到。

为避免罗马海军的阻挠，汉尼拔在迦太基南方的哈德鲁门上岸，马构涅也在同一时期从迦太基港回国。

这也是迦太基人的强悍，长老会议决定不理睬西比奥的抗议及要求，谁也不愿意提和谈的事。西比奥见此形式，知道战争随时都可能会爆发。






迦太基周边图




（摘自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Scipio Africanus

 ）




汉尼拔在哈德鲁门过冬，但马构涅暗地里送来一万名兵。第二年，西元前202年，汉尼拔共集结了四万六千名步兵及四千名骑兵，外加八十头大象。正如法比乌斯所担心的一样，汉尼拔回到母国后，有充分的资源整军。

但汉尼拔并不就此满足,骑兵方面的战力不够，质量皆不佳。原本提供迦太基军骑兵来源的努米底亚，都变成马西尼沙的统治范围，他是罗马的同盟国，无法再要求提供骑兵。汉尼拔转向前努米底亚国王锡芳齐的儿子，请他带着旗下的骑兵加入。锡芳齐的儿子同意，约定有二千名骑兵参战，但尚未抵达。

汉尼拔回国且和谈的谈判破裂后，西比奥知道将与汉尼拔决战，於是派遣使者要求马西尼沙参战。得到罗马军的助力因而收复努米底亚的马西尼沙，爽快地同意提供步兵六千及骑兵四千。加上这一万名兵，西比奥的军队共有四万名战力，但是马西尼沙迟迟未抵达。

换句话说，西元前202年的春天，汉尼拔与西比奥将要开战之时，双方的援军都还没抵达，使得两军的行军显得毫无章法。

西比奥的大本营「柯尔涅留斯阵地」与汉尼拔在哈德鲁门的军营，形成三角形的两点，两军如果要开战，应该是朝着这两点所链接的线上某一点前进。但是两军却是朝着三角形的另一点前进，这一点就是努米底亚，他们都想要接近河川的上游，以占领地势上的优越地位。但原因不仅是如此，因为两军都想接近努米底亚，以便和援军会合。

汉尼拔军因士兵人数多加上大象，行军速度较慢。西比奥军的人数只有汉尼拔军的一半，加上他怕让汉尼拔抢先一步，切断了他与马西尼沙之间的联系，因此行军速度极快。

但两军的行军并非一心一意地直奔目的地，无论是西比奥或是汉尼拔，都是一边试探敌人，一边行军。

迦太基政府多次要求汉尼拔尽早攻击西比奥，但汉尼拔的回答总是如此：


「其他事情我不过问，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武器攻击，由我决定。」



这个问题也是西比奥经常思考的事情，这两位英勇的武将，正渐渐接近努米底亚国境。

如果要举出古代五位名将，汉尼拔和西比奥必定名列其中。如果要举出历代十个优秀的武将，这两人也一定榜上有名。像这样两位具有相当才能武将对战的情形，在历史上的例子实在很少。而这个例子将在扎马的战场上实现。

汉尼拔到达扎马，得知敌人正在西方一百公里的纳拉卡。汉尼拔派出三名侦察兵去打探敌情。但这三人却被罗马军逮捕，他们知道接下来的必是严刑拷打。

西比奥知道逮捕到汉尼拔的侦察兵这个消息后，命令属下带进这三人，开始讯问汉尼拔赋予他们的任务是什么。这三名侦察兵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反而光明正大地说出他们要打探敌情的任务。西比奥传进一名将官，嘱咐让这三人看到他们想看的。

将官带着这三人在阵营内到处参观，第二天马西尼沙的努米底亚骑兵抵达，全军欢呼。这三人不仅亲自目睹这一幕，甚至连努米底亚兵的人数都一清二楚。

第三天，西比奥再次讯问这三人，问他们看够了吗？他们三人心想这下子就是死期已到，回答说已经很满意。出乎意料之外，西比奥告诉他们回去好好向汉尼拔报告，甚至派遣骑兵队护送他们回去。

这三人回到扎马，一五一十地向汉尼拔报告。汉尼拔静静地听完后，下命派使节前去提出要和西比奥会谈。

西比奥答覆说知道此事，至於何时、何地进行，由他决定，等决定后会另行通知。

两军继续行军，两军间的距离到达六公里时，西比奥派出使节告知会谈的时间与地点。两军都停在该地，开始搭建军营。西比奥的阵营离河川很近，取水方便；相反的，汉尼拔军的阵营离河很远。

第二天，汉尼拔与西比奥都仅带着一队骑兵至指定的地点，位于两军之间的一处低丘。走到山腰，骑兵止步，仅有翻译人员跟著武将向前。






西比奥









汉尼拔




两位才能洋溢的武将对战已是极为难得，而对战前还先会谈，在历史上简直是破天荒的一段故事。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及李维斯根据当时一位元老院议员彼德所写的《战记》一书，写下会谈的情形。在波力比维斯的作品中几乎全文翻译，而李维斯只简洁的论述要旨。

会谈开始，汉尼拔先开口。


「对罗马及迦太基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罗马留在义大利内，迦太基也不跨出非洲以外地区。因此战火的开端应该是来自於西西里、萨丁尼亚、西班牙等地吧！




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问题是现在。我们双方都拿着自己国家的安危做赌注，如果要避免这个危险的赌注，最好就是停止战争。我也有此打算。从我的经验中，我知道运气这种东西，就像小孩的游戏一样。




西比奥，你还年轻，也许不能体会。无论是在西班牙或是非洲，你都不曾尝过败战的滋味，所以你可能很难接受。当然我们也不必要靠历史上的例子才可得到证明。现在就是最好的范例。坎尼会战后，我称霸义大利，曾经兵临首都罗马城下。当时的汉尼拔是罗马人民及国家生命的审判官，而现在回到非洲，与你谈著迦太基的存亡问题。




我不想被说成是一个高傲的人，未来的事现在当然不能预测,择善固执是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对策。




任何一位慎重的人，在危险逼近时都会挺身而出。如果今天你赢了这场战争，你和罗马的声望不会更加提高；但相反的，如果你输了这场战争，过去的辉煌战果将会一笔勾消，你的一生也就因此完蛋。




现在我提出个建议，将西西里、萨丁尼亚、西班牙等迦、罗两国的争端之地，正式划为罗马所有，而迦太基人也保证这些地方的安宁，不再为此打仗。我认为，这些条件将能保证迦太基的安全，使你个人及罗马人将得到至高的荣誉。」



汉尼拔话说毕，轮到比他小十二岁的西比奥说话。


「开启战端的不是罗马人，而是迦太基人。汉尼拔，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个事实。如果神明引导罗马人走向胜利，那是因为神明知道错在于何方，神明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并帮助他们。




我知道命运是诡变的，我也知道人力可以做到何种程度。如果在罗马军进攻非洲前，或者在和谈破裂前的那个时候，你已自动撤离义大利，你今天的提案应该是个令双方都满意的提议。




但是，你从义大利撤退并非出于己愿，是因为罗马兵进攻非洲你才撤离。因此和谈的条件当然大不相同。经过罗马公民大会认可的和谈，是你们迦太基加以破坏的，这一点请別忘记。




今天在此，你对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倘若你站在我的立场上，你会怎么做呢？无论是你或是迦太基政府觉得不服气，和谈的条件还是由我决定。




我只会建议你好好準备明天的会战，因为迦太基人，特別是你，是不习惯在和平中过日子的。」



两位武将分左右两边各自下山，历史上有名的「扎马会战」就要在明天开打。

这是一场迦太基对罗马、五万对四万、战术上师傅对徒弟的一场对决。

这是一场战术的最高杰作，与「坎尼会战」不同，「扎马会战」不仅决定了战役的方向，也将决定地中海世界的未来。





西元前202年的秋天，两军在扎马及纳拉卡间的平原布阵完毕。

汉尼拔所率领的迦太基军共有步兵四万六千、骑兵四千及大象八十头。锡芳齐的儿子原本答应支援二千努米底亚骑兵，但始终没有抵达。

另一方面，罗马军由西比奥担任总指挥，雷力吾斯负责左翼军，马西尼沙负责右翼军，加上马西尼沙旗下的努米底亚兵，共有步兵三万四千名及骑兵六千名。

以总战力来看，迦太基军较佔优势，但如果以骑兵战力作比较，四千比六千，则罗马军佔优势。而以军队中步兵与骑兵的比例来看，迦太基军是十一比一，罗马军是六比一。罗马军这个组成比例可说是打破罗马军的传统，反而是比较汉尼拔式的做法。相反的，迦太基军的内部结构，不太像汉尼拔一贯的作风，有些罗马式的味道。

四十五岁的绝代战术家当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极富机动性的骑兵是有效发挥全军战力的要素之一。这支军队的骑兵战力不足，在扎马这个战场，让精于战术的汉尼拔似乎不容易施展开来。

因此汉尼拔特別设计了一个普通武将想不到的阵形，準备想以此搏得胜利。这个阵形至今仍让许多战术家讚叹不已。

在最前线配置八十头大象。

其次，第二列配置一万二千名佣兵步兵。

第三列，配置迦太基公民兵、非洲及马其顿的一万九千名佣兵步兵。步兵团的两侧各有二千名骑兵。

最后一列是一万五千名步兵，距离后方有二百公尺之远，这批是他从义大利带回来的精锐子弟兵。

汉尼拔的想法如下：

一开始由八十头大象突击，使敌军中央的步兵团陷入混乱，继续由第二列及第三列的佣兵团投入战场。此时两军投入的战力，迦太基军是三万一千，而罗马军是三万四千，大概可以打上好一阵子，就算让罗马军略佔优势也无所谓。等到罗马军的重装步兵团开始疲惫时，再使出最后的法宝，也就是一万五千名的精锐部队。虽然骑兵队较弱，只要不离开步兵两侧，也就足够。









扎马会战（完成布阵后）




（摘自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ton's:Sicipio Afrianus

 ）




如此才能解释为何要将军队的主战力置于距离后方二百公尺远的位置。汉尼拔过去总是以骑兵当作他的最后法宝，但这次却是一万五千名子弟兵。以第二列及第三列步兵当作诱饵，就算没有杀个片甲不留，至少可以拖垮罗马军部分的战斗力，汉尼拔是这么想的。

这套战术如果是对付过去交手的那些罗马武将，必胜无疑。但西比奥这位罗马武将不是泛泛之辈，他懂得迦太基人的战术。真正优秀的弟子，不是光会模仿师傅的做法，必定是就现有的客观条件加以运用。

西比奥将三万四千名步兵团置于中央，他将在扎马会战采取前所未有的战术。

罗马重装步兵的排列顺序是前卫、中央、后卫三纵队，最前面一排是属于资产较少的公民阶层，他们不负有重装步兵的兵役。重装步兵的三个纵队，每队再分为六十人到一百二十人不等的小队，而轻装步兵是没有小队制度的。但此次西比奥将轻装步兵也编小队，且将轻装步兵小队安插在重装步兵小队间。

以前的战争里，敌军可以很容易看出小队与小队间的间隔，但这次看不到小队与小队之间的间隔，只见横线一排的战列。由于重装步兵小队的间隔有轻装步兵小队填补，敌人看不出小队间的间隔。

六千名骑兵分为左右两翼，分別由雷力吾斯及马西尼沙指挥,西比奥自已率领步兵团。





两军布阵完毕后，总司令官训话以提高士气。

西比奥从西班牙与非洲战果说起，唤起士兵的回忆，强调今天的敌人是想来求和的军队。他特別针对坎尼会战的残兵所组成的重装部队说，今天的辛苦将是最后一次了。

汉尼拔方面，他把对佣兵的训话交给下面的将军，他自己则是对着从义大利带回来的子弟兵发表演说。


「十六年的漫长岁月，在义大利的土地上，没有一位罗马武将曾经打赢过我们。今天敌军的指挥官是在提西诺及特烈比亚的败将之子，胜利将使汉尼拔及各位战士们的名声永垂不朽。」



这番话的确鼓动了在场的一万五千名精锐士兵，特別是那八千位跟了汉尼拔十六年的弟兄，他们愿意以自己的性命为汉尼拔作赌注。





罗马军左右两翼骑兵的突击开启了战端，汉尼拔立即下令象群出动。八十头大象的前进，使得战场上烟尘滚滚，顿时看不清敌我军队。

当象群快要逼近时，西比奥军的轻装步兵在烟尘里一队一队插入重装部队中，队伍变成横排一列一列，小队间产生了空隙。




在广大的扎马平原上，这个空隙宽到可以成为通道，迦太基军的大象就从此通道经过，这个通道缓和了大象的突击力。原本大象是用来打乱罗马军步兵团的汉尼拔战术，至此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要控制大象的行动本属不易，驾驭大象的士兵好不容易让大象停下来，罗马的轻装步兵又以喇叭及标枪等扰乱大象，有的大象横冲直闯，有的大象被捕，迦太基军的大象完全从战线上退去。

此时，两军的步兵开始在战场中央打斗起来，二万八千名罗马军（二万二千名重装步兵加上六千名努米底亚兵）对三万一千名迦太基军（第一列加上第二列）。迦太基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战斗力却是罗马军较佳。

雷力吾斯及马西尼沙所率的罗马军骑兵队，在战斗开始后，立即展开攻势，将迦太基军骑兵压倒在一旁，迦太基军中央的两侧，呈现完全空洞的状态。

西比奥把握机会，命令重装步兵从正面及左右两侧攻击。

迦太基军佣兵受到罗马军三方攻击，毫无招架之力。前面及左右无路可逃，连后退也没办法。因为汉尼拔曾下令，在后方持刀等待的精锐部队对于逃兵格杀勿论。






扎马会战（第二阶段）




（摘自Liddl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Scipio Africanus

 ）




佣兵们知道死路一条，因此疯狂作战，但死伤惨重。西比奥所引进的「西班牙箭」在狭小的空间里，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西比奥并未追击那些冲破三方突围的迦太基兵，对他而言，败走的敌兵已不算是战力，连正眼也不看一下。

迦太基军士兵死伤无数，血染大地，堆积的尸体甚至阻挠了罗马军的前进。

汉尼拔见罗马军的士兵已经疲惫，认为这是投入我军主战力的好机会，命令一万五千名的精锐部队出发。





三十三岁的罗马武将，看到这一群距离自己二百公尺的迦太基新战力，立即下令军队重整队伍，以下是一般武将所想不到的战术。






扎马会战（第三阶段）




（摘自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Scipio Africanus

 ）




依据总司令官的命令，罗马的重装步兵首先将负伤者运至后方，由轻装步兵及努米底亚兵负责清理敌兵的尸首。原本呈纵队的前卫、中央、后卫，变成弓形队伍。西比奥认为自军虽然疲惫，但有人数上的优势，要好好善用这个优势，同时利用这段时间，等待追击敌兵的骑兵队回到战场。

回到战线的轻装步兵及努米底亚步兵，再次从三方向形成包围网。击败敌军骑兵的雷力吾斯及马西尼沙骑兵队，也回到战场。

十四年前的坎尼战场於扎马平原再次演出，只是扮演的角色相反而已。

四十五岁的名将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子弟兵被杀得片甲不留。一万五千名的汉尼拔战士，完全被歼灭。迦太基军的战死人数超过二万，另有二万名士兵被俘虏。其余的士兵逃回首都，而汉尼拔带着几名骑兵，逃到哈德鲁门。罗马军方面仅有一千五百名牺牲者，西比奥大获全胜。





在第Ⅰ卷中，曾经介绍过这一段插曲。这场会战后，汉尼拔曾在罗德斯岛与西比奥相遇，两人曾有一段谈话。西比奥对年长他十二岁的汉尼拔，以尊敬的口吻说：


「你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谁是最优秀的武将?」



汉尼拔立即回答：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以微小的兵力，所征服地区的辽阔，超越人类所能想像，创下丰功伟业。」



西比奥再问：


「那第二名呢?」



汉尼拔这次也毫不犹豫的说：


「是伊庇鲁斯国的皮拉斯王，他是一位一流的战术家。」



西比奥再继续问：


「那第三名是谁?」



汉尼拔也立即回答：


「毫无疑问的，是我自己。」



西比奥厅了微笑地说：


「如果当初你在扎马之战，战胜了我的话呢?」



汉尼拔也理所当然地回答：


「那我将超越皮拉斯及亚历山大，成为第一名。」



姑且不论是否真的超越亚历山大，汉尼拔的自我评价可见一斑。

扎马之战，使汉尼拔成了败将。汉尼拔采取灵活运用步兵及骑兵的包围战术，但反由罗马的武将主导，证明这是有效的战术。能够因势利导，这是西比奥的才能。但追根究底，这套战术还是汉尼拔想出来的。

在古罗马，除了卢奇阿诺斯（Lukianos）以外的全体罗马人，都一致把汉尼拔列为武将的第一人，甚至排在救国英雄西比奥的前面。汉尼拔的不幸，在于他优秀的弟子出生于敌人那边。

然而就战略家而言，汉尼拔犯了一大错误，他以为「罗马联盟」的瓦解易如反掌。生长于阶级严明的迦太基社会中，他很难理解罗马人以德报怨，扶持败者的做法。

在扎马战后，汉尼拔也亲身体会这种感觉。两国进行谈判，罗马方面的首席代表是西比奥，迦太基方面的首席代表是汉尼拔。





「扎马会战」上，迦太基打出汉尼拔牌，却得到败战的消息，感到惊讶不已。汉尼拔回到哈德鲁门后，他站在长老会议面前，表明败军之将，最后只能选择与罗马和谈。

西比奥在返回「柯尔涅留斯阵地」的路上，接获迦太基求和的消息。西比奥也接受了。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和谈的认可权由公民大会决定，但谈判的工作则交由握有绝对指挥权的司令官负责。与迦太基进行和谈谈判的罗马首席代表是西比奥，而迦太基方面的首席代表是汉尼拔。在战场上对峙的两人，又再次于和平的谈判桌上见面。

两人谈判达成共识，罗、迦和谈条约的内容如下：


一、罗马承认迦太基系为独立的同盟国，尊重其自治权。迦太基领土范围内不设罗马军基地，也不留驻军队。同时承认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前，迦太基在非洲所据有的领土。




二、迦太基放弃西西里、萨丁尼亚、西班牙等海外领地的所有权。




三、迦太基公开认可马西尼沙继任努米底亚国王。




四、迦太基今后不得与罗马的同盟国及同盟城市交战。




五、迦太基释放全部罗马人俘虏，俟和约簽署后，罗马释放所有迦太基人俘虏。




六、迦太基除保留十艘三层军舰外，其余军舰及所有军用大象皆交给罗马。




七、未经罗马同意，无论在非洲之内或之外，迦太基不得与他国交战。




八、和谈结束前，迦太基负担罗马军留驻非洲的所有费用。




九、迦太基支付赔偿金一万罗马币，分五十年偿还。




十、西比奥挑选十四岁至三十岁的迦太基年轻人一百名，送到罗马当人质，作为迦太基的履约保证。







以上条款，与扎马会战前的和谈条款差异不大，这点令人诧异。

第一、二、三条与会战前的第一、三、四条完全相同，第四条的要求是罗马国对所有战败国皆会提出的条件。

第五条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均会提出的条件。

第六条是为了消灭迦太基海军，与会战前的不同只是迦太基可保留的军舰，从二十艘变成十艘。

最具争议的应该是第七条，这也是扎马战败的最终结果。第七条否定了迦太基政府的自主交战权，即使是自卫的行动，也须罗马的批准，这将使得迦太基称不上是完全的独立国。

第八条与之前的第六条相同，是和谈条款中必备的一项。

第九条是有关赔偿金，从之前的五千增为一万。分五十年偿还,也就是每年二百罗马币。

第十条是有关人质，这是罗马往后经常使用的手法。除了不能任意回国外，他们与公费留学生并无二致。挑选年纪较小的原因也在此。罗马挑选敌国的领导阶层子弟，也就是领导阶层的预备军，让他们学习罗马的事物，这是培育罗马亲信的好方法。这些人质并非真的关在牢房中，而是寄放在适当的家庭，当作家庭的成员一般，与该家庭的小孩一起成长，这是罗马人所想的人质。

在此，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里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只有胜者与败者之分，也就是战争并不是一种犯罪。如果打起战争罪犯的官司，汉尼拔首先就是头号战犯。

和谈的条款的确严苛，但迦太基并未因此变成「罗马联盟」的一员，领土不须被征收为国有，耕种也不必缴纳租金；当然也无须提供「罗马联盟」兵力，也不像西西里那样变成罗马的属省。除了交战权受限及海军被瓦解以外，其余仍保有自治国的地位，内政也不受罗马干涉。从之后罗马与马其顿及叙利亚的和谈条约来看，罗马对于迦太基实在不算苛刻。

事实证明，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是汉尼拔开启战端的，只是汉尼拔曾巧妙地诱导罗马宣战。十六年来，罗马超过十万人牺牲、十人以上的执政官层级将领战死等，付出极大的代价。反观战败国迦太基，牺牲却少之又少。如此来看这份和约内容，可说是相当宽容，这应该也是受到西比奥的主导。这份和约在公民大会上未改一字地通过，显现了罗马人健忘的个性。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有名会战的地点及四位武将




罗、迦和约也许严苛，但这不是一项报复，也非「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对抗。战争，这个人类始终无法超脱的业障，何时才会不分胜者败者，而是在乎正义与非正义呢？！即使将它区分出来，战争也不会因此消失吧！

但是迦太基政府内不少有力人士不满这份和约条款，其中以吉可涅为代表人物，他曾与西比奥两度交手也两度失败，但是没有参加扎马会战。

吉可涅发表演说时，站在议席中的汉尼拔上前把他从讲坛撂倒，全场对此野蛮行为哑然，鸦雀无声。汉尼拔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在吉可涅离去后表示：


「我从九岁离开祖国，三十六年来都在战场上度过。我知道在战场上应如何行动，但我却对城市生活一无所悉。」



但是汉尼拔并未说明他为何热切想要与罗马进行和谈，我们只能凭空想像。

可能是见到自己的子弟兵全部牺牲，自己成为无兵之将，绝望透顶。向来在战场上冷静客观的汉尼拔，知道精锐士兵尽失，是不可能与西比奥再行对抗的了。





虽没有进一步粗鲁的举动，汉尼拔继续说：


「你们能做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接受和谈，西比奥的建议颇能符合我国的现况。」



这些有力人士只有点头，迦太基同意和谈的内容，罗马元老院及公民会议也照单认可，进入久违了十六年的和平时代。





和谈成立后，西比奥率军离开迦太基，经西西里，渡过墨西拿海峡，进入义大利本土，沿陆路回到罗马。

骑着白马的年轻凯旋将军，沿途接受民众的献花及欢呼。这个夹道欢迎一直延伸到他抵达首都，无论是罗马人或是义大利人，除了庆贺胜利之外，更欢迎和平的到来。

普布里斯·柯尔涅留斯·西比奥就此获得「非洲征服者」（Africanus,亚非利加努斯）的封号，从战胜汉尼拔的西元前202年至凯旋返回罗马的西元前201年间，可说是三十三岁的西比奥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也就此划下句点。




第七章





布尼克战役后




（西元前200年~前183年）


现在的研究者几乎是认定「古代=奴隸制社会=榨取」就是罪恶，但很少有人说西元前200年的罗马人是罪恶的。

我曾在第Ⅰ卷中提到，罗马从台伯河旁的七座山丘起家，到统一卢比孔河以南义大利半岛的五百年来，与现在的义大利相比较，不过统一了一半的领土，以此情况来看，谈不上侵略。此外，当时罗马的外交关系以「罗马联盟」为主轴，罗马与同盟城市间的关系是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而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也是第一次及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致胜的关键因素，获得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赞赏。英国的学者甚至将这种关系比拟为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与大英国协成员之间的关系。

从义大利半岛及西西里的地势看来，很难将第Ⅱ卷开头就提到的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看成是一种侵略战争，而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发展到此，完全可说是一场防卫战。为抵抗入侵本国而做的防卫，是各民族公认的自卫权利。

虽然如此，西元前200年之后的罗马社会，却是指责派抬头。

指责派抬头的主要理由，是西元前200年后的罗马选择帝国主义路线，所谓的帝国主义是以政治、经济、军事为目的，膨胀本国的侵略主义。

但是将帝国主义翻为"Imperialism",这个词汇是十九世纪以后才有的，换句话说，这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字，在古代是没有的。被罗马人「侵略」的希腊民族，当然不会使用这个词汇。

虽然“Imperialism”是以拉丁文「绝对权威」的意义所衍生出来，但是罗马人的「帝国主义」所指的是什么？是怎么开始的？

当时罗马人的“Imperialism”是否与罪恶完全无关呢？当整个罗马还陶醉在西比奥「扎马会战」胜利的气氛中，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市国家代表来访。表面上，这是为了庆贺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胜利的正式出访，但元老院内的人议论纷纷，他们认为代表们此行的目的不只是祝贺而已。事实上，代表们是为了控诉马其顿王国的侵略行动，希望罗马能鼎力相助。

罗马元老院的三百位议员中，有一个「首席」的头衔，这并非指议长。在三百位元老院议员中，「首席」具有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发言的权利，他也是在推动罗马国政的元老院内，最有影响力的人。法比乌斯在西元前203年逝世之前，领有「首席」的头衔。这位主张以持久战法对抗汉尼拔的七十岁老将，坐在「首席」之位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法比乌斯逝世之后，当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结束，三十四岁的西比奥被选为「首席」。对这位救国英雄，元老院除赐予“Africanus”（非洲征服者）的尊称外，并以「首席」的职位相报。这么年轻的「首席」当然是个特殊的例外，而西比奥也主导了往后十五年间罗马元老院的外交政策。

在战场上一级战将的影响下，罗马的外交政策并未立即改变为霸权主义。西比奥知道，回国时沿街人民欢呼撒出的花朶，除了是对胜利的喝采外，更是企求和平的象征。当希腊城市国家的代表要求罗马提供军事援助时，的确也让元老院犹豫了好一会儿。

西比奥所率领的元老院，内部必须面对问题，好好沟通。

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十六年战争期间，埃及始终善意保持中立，罗马派遣了执政官库拉斯等四位元老院议员使节团，前往托勒密王朝致谢。但其中一人被紧急派到马其顿王国的首都培拉，与菲力普王直接对话，要求停止马其顿军的军事行动，可惜没有成功。马其顿军南下进攻雅典，迫使罗马必须尽快表态。除马其顿以外的希腊各城市，都是罗马对抗汉尼拔陷入苦战时期的同盟国。当汉尼拔於西元前216年坎尼会战获胜而沾沾自喜，马其顿王国想与汉尼拔结盟的时期，这些希腊同盟国回应罗马的呼吁，挑起封锁马其顿军的第一线工作。同盟国有难必定相助是罗马一贯的原则，而这些被侵略的同盟国，又是在罗马艰困时期鼎力相助的同盟国，罗马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同时，元老院也认为有必要教训一下马其顿，万一当初马其顿与汉尼拔共同作战成功，罗马的下场将不堪设想。而马其顿王菲力普之后又一边与罗马进行和谈，一边在扎马会战时送出佣兵团支援迦太基。现在既已允诺迦太基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当然不至於要灭亡马其顿，但元老院全体一致同意，决定给马其顿一个教训。

但是这项决定遭到公民大会的反对，原因是马其顿并未威胁到本国的安全，即使说是要支援同盟国，也不必劳师动众，没有任何一个百人组投下赞成票。可见得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的罗马人，心系和平，不愿再投入战争。

元老院却义无反顾，坚持援邦。西元前200年上任的执政官加耳巴以演讲的方式，直接诉诸公民，演讲的内容大要如下：


「当初汉尼拔攻打萨古特时，罗马军队如派出援军，那么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战场将会在西班牙，而非义大利。当初就是因为我们及时支援墨西拿，使得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的战场是西西里。当同盟城市萨古特前来求援时，罗马没有把握机会与汉尼拔对话沟通，导致义大利变成战场，结果造成长达十六年的征战，这是谁都忘不了的痛苦经验。




今天马其顿的菲力普王对雅典出兵的军事行动，一如十九年前汉尼拔对萨古特所做的一样。汉尼拔攻下萨古特后，花了五个月入侵义大利；如果马其顿的菲力普王攻下雅典，那么他不需要五天的时间就可从科林斯经海路进入义大利。问题要及早解决，等到敌人进到家门口时则为时已晚。」



执政官加耳巴演说后，公民大会再次举行投票，结果多数赞成向马其顿宣战，只有一项附带条件，就是派遣至希腊的军队须以志愿兵组成，表示并非完全赞成军事介入。

马其顿的菲力普王知道罗马将派兵介入，便率军立即撤离雅典附近，但并非停止军事行动，而是将侵略目标转向在东边的婆高蒙（Pergamum）及罗德斯岛。

但这对罗马的行动毫无影响，雅典是罗马在封锁马其顿作战时的同盟国，而婆高蒙及罗德斯岛也是当时与罗马一起作战的同盟国。

就这样，罗马一步一步涉入希腊事务，从某个角度来看，也许可说是纯真的罗马人被狡猾的希腊人利用了，但在此时，是那些策士沉溺於玩弄谋略。




希腊文化各国



短短十年内称霸欧洲及亚洲的亚历山大大帝在西元前323年英年早逝，当时他只有三十三岁。他死后留下的大帝国，则由旗下的将军瓜分。

因此诞生了马其顿的安提哥农斯（Antigonus）王朝、叙利亚的塞流卡斯（Seleukos）王朝以及埃及的托勒密（Ptolemies）王朝。此外，还有中度发展的婆高蒙王朝，在希腊则有许多城市国家分立。




生于后世的我们，从文化面称呼这个时代为希腊化时代。在这个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卓在文化上开花结果。但是政治方面，西元前323年至罗马入侵的西元前200年之间，这些希腊诸国不断重复著同盟抗争的故事。从纪念货币所刻划的国王肖像来看，意外发现他们的容貌有几分神似。取名克丽奥佩脱拉（Cleopatra）的女子，不只是埃及有，在叙利亚及婆高蒙也很多，这是各王朝间不断联姻的结果。

希腊诸国的统治者都是希腊人，虽然彼此间跨国交流频繁，但在国内还是东方味十足，国民的阶级区別严明。「民族交流」这个亚历山大的伟大志愿，在希腊世界中，却未得以实现，实在有些讽刺。

在希腊人统治东方人的埃及与叙利亚，对那些习惯被统治的人民，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不习惯被人统治的马其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存在著一种紧张关系。那些在希腊的被统治者，是个有一百人就有一百种意见的民族。

雅典及斯巴达的霸权衰退，在亚历山大父亲的时代，雅典人屈服於马其顿的军事力量。西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的这段期间，希腊南部各城市结为亚该亚同盟，希腊中部各城市结为阿耶多利亚同盟，与统治者马其顿形成对立的状态。斯巴达与雅典采取时而参加、时而退出的策略，使整个希腊与马其顿间的对峙并不明显。就算这股反对力量结合起来，对于马其顿也不构成威胁。在马其顿王国统治下安心居住，实与希腊人的自主独立精神无关。

这些希腊人将焦点摆在新兴的罗马势力身上，他们期望罗马能赶走马其顿，恢复自己的自由与独立。但对罗马人来说，虽然想要教训一下马其顿，但没有要灭亡马其顿的意思。这个想法上的差异，使得西元前200年起的希腊战役更形复杂。

军事介入希腊之所以复杂化，主因在于当时的罗马人仰慕希腊文化。在元老院俨然拥有潜在势力的西比奥，以及负责第一次希腊战役的弗拉米尼乌斯都是在罗马出了名的希腊爱好者。对他们来说，即使参加义勇军，也要挽救被马其顿攻击的雅典，他们想把希腊各城市从马其顿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才刚满三十岁的最高司令官弗拉米尼乌斯打从心底这么认为。





马其顿军与罗马军之间的第一战是发生在西元前197年特萨里亚（Thessalia）地方的齐诺其芳连。罗马军只有二万名兵，其中一半是罗马公民兵及「罗马联盟」士兵，另一半是来自希腊各城市的士兵。而马其顿军有二万六千名士兵。从决定军事介入到真正决战有三年之久，加上参战的罗马兵人数不多，在在显示罗马对于是否以军事介入希腊的行动一直举棋不定。

这一支军队虽然是多国部队，但从总指挥弗拉米尼乌斯以下的武将，都是学习西比奥式战术的将军，凭借着灵活运用军队的各个部门，成功地将敌人的主战力化为非主战力。即使马其顿王所率领的是称霸希腊世界的马其顿重装步兵，仍然敌不过罗马人的战术。当罗马人在西地中海从汉尼拔身上学习血的教训时，住在东地中海的人仍坚信正面攻击比什么都来得有效。

会战的结果震慑了东地中海地方的人。马其顿军战死了八千人，五千人遭到俘虏，但罗马军方面只有七百人死亡。

逃回马其顿境内的菲力普五世提出休战，要求埋葬战死士兵并进行和谈的谈判。最高司令官弗拉米尼乌斯接受了，但是加入罗马军的阿耶多利亚同盟各城市表示不满。他们主张要直接攻入马其顿境内，才能毁灭马其顿，并抗议罗马人在开战前倾听希腊人的意见后，却又在战后擅自做决定。此时，弗拉米尼乌斯如此回答：


「罗马人的传统是宽恕败者，当初扎马会战后，我们也是这么对待汉尼拔的。将败者赶尽杀绝，这不是罗马人的作风。只有当面对武装敌人时，我们才会以武装相待。当败者已卸下武装，我们的心当然也不必再武装，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这次依旧援例，这是罗马人讬付给我的任务。




再说如果马其顿王国消灭的话，经常侵犯希腊北边的克尔特人及色雷斯人，更可肆无忌惮地威胁希腊。希腊人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谋求与马其顿王国共存之道，如此马其顿以后才不会再侵略希腊。」



那一年冬天，与马其顿之间的和谈成立。内容如下：


一、希腊人居住的城市恢复完全的自治，马其顿王须尊重希腊城市自治权。




二、非马其顿王国的领土但受马其顿统治的地方，全部交给罗马军。屯驻在此地的马其顿军须在第二年春天以前撤退。




三、除保留五艘军舰外，马其顿将其他的军舰交给罗马。




四、马其顿军兵力的人数上限为五千名士兵。




五、非经罗马许可，不得在马其顿领土外打仗。




六、支付一千泰连罗马币作为赔偿金，先立即支付五百泰连,其余分十年偿还。




七、不得在罗马同盟国婆高蒙及罗德斯岛打仗。




八、将国王的次子迪梅多利吾斯送至罗马当人质。




九、承认雅典拥有雷慕诺斯等其他岛。







希腊恢复和平，而且是回到多数希腊人所希望的和平模式，罗马军阻止马其顿王国的侵略行为。但是希腊人仍然半信半疑，罗马竟可打败顶著亚历山大光环的马其顿，罗马是胜者。这个罗马将会如何处置希腊呢？承认自治权吗？在东地中海，胜者就是法律。

第二年，西元前196年，罗马胜将弗拉米尼乌斯将出席每年在科林斯（Corinth）所举行运动会的消息，传到了希腊。

科林斯的运动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大会而已，也是一种高峰会议。让希腊各城市的重要人士齐聚一堂，讨论各种问题。而弗拉米尼乌斯的到访，不可能只是来看比赛而访问科林斯。

当年七岁的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在之后写下《历史》，波力比维斯出生于加盟「亚该亚同盟」的城市阿尔卡迪亚（Arcadia），是一个有势力的家族。他即使当时没有参加那个运动会，也应该从出席者的口中听说过这件事。


「当天科林斯的竞技场上观众爆满，聚集了希腊所有的重要人士。和往年不同，他们并不关心竞技场上的比赛，而在观众席上高谈阔论。




罗马人说要承认希腊人的自治权，却又留驻军队。即使不在有名的城市留驻，但一定不放过战略要塞。每年的贡金呢？希腊的独立呢？希腊人的自由呢?」



他们的讨论充满了臆测，最后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结论。

竞技终了，从弗拉米尼乌斯所坐的观众席，传达手跟著喇叭手进入会场。喇叭的声音在会场的各处响起后，要求观众肃静。沉寂下来的竞技场中，传来传达手的声音。


「罗马元老院及总司令官提图斯·库伊提吾斯·弗拉米尼乌斯在此做以下宣布：




从今天起，希腊人恢复完全的自由，希腊各都市对罗马不须负担缴纳年贡金及租稅的义务，依据你们自己的法律享受充分的自由。罗马从希腊撤兵，希腊各城市无须提供军事基地。」



四处响起一阵阵狂欢，再度淹没了传达手的声音。站在会场角落没听到传达手声音的人，或是听到但觉得怀疑的人，纷纷要求再宣布一次。这次传达手走到竞技场的中央，将弗拉米尼乌斯的宣告再重复一次。

希腊人几乎不敢相信，罗马人是异民族，竟可为了挽救濒临丧失独立自由的希腊而流血战斗，而且达成任务后又全身而退，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竞技结束后，人们向胜者道贺恭喜。那天，没有人走到竞技胜利者身旁，出乎意料之外的宣告，让原本严肃的老人也变成少年一般，每个人都兴奋至极。

许多人来到弗拉米尼乌斯的身旁，多得让负责防卫安全的罗马兵要开杀戒。任谁都想见见或拍拍这位会说希腊语的三十四岁罗马武将，弗拉米尼乌斯也好不容易才走出拥挤的竞技场。

二十年前的坎尼会战时，曾经有一批被汉尼拔俘虏的罗马兵，在罗马拒绝买回的情况下被卖到希腊。现在罗马希望能找到这些罗马兵，结果希腊方面找到了一千二百人。二十年前的八千人，在希腊历经奴隸生活后，只剩下一千二百人。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奴隸，必须向主人购买，所须的费用由希腊各城市负担。这算是希腊人感谢罗马及弗拉米尼乌斯的礼物，而弗拉米尼乌斯与这些二十年未踏上祖国土地的坎尼老兵一起凯旋归国。





罗马认为如此已解决希腊问题，也给马其顿一个教训，希腊各城市可免於受到马其顿的威胁。

然而所谓介入，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或者是军事上与对方发生连带关系，而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连续性。





根据现代研究者的研究，在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影响下的罗马元老院，对外政策可说是以稳健的帝国主义为主轴，这可从与迦太基及马其顿的和约中探知。理由分析如下：


一、罗马握有霸权。




二、其他强国的军事力量，自卫能力水準低落。




三、但是罗马不进行军事上的占领，也不在军事基地留驻军队。




四、承认各国完整的自治权。




五、期望各国持续和平发展经济繁荣。



除了成为霸权国家的罗马以外，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埃及都算是这个时期的地中海强国。西比奥所主张的「稳健帝国主义」系指在罗马的霸权之下，与各独立国共存共荣。在此，“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各民族和平）的思想开始萌芽，但终究还是稳健的形式。

但是要谈稳健，如果对方不能同意仍是无效，这是一项缺点。要求强国承认罗马的霸权并且遵从，这些强国将会如何反应？迦太基呢？马其顿呢？还有尚未与罗马交手的叙利亚及埃及呢？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败者迦太基，在战后由汉尼拔致力於重整复甦国内经济。

迦太基向来是以增稅来弥补财源不足，但汉尼拔采取节约及改变花钱方式来改善经济。此举虽然发挥效果，但也因此树立了敌人。具有强烈自信心的汉尼拔只当过军队的最高司令官，他的做法虽然正确，但也有些牵强。在舆论经常分歧的迦太基，六年下来已经有人受不了汉尼拔严苛的做法。

反汉尼拔派向罗马告状，而告状的理由是汉尼拔与叙利亚王串通。

罗马决定派遣一支考察团到迦太基调查非洲的现况，但汉尼拔并不相信考察团所标榜的目的。五十一岁的汉尼拔单枪匹马离开祖国，一路骑到海岸，登上準备好的船，去找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谣言也许属实，但无论如何，汉尼拔离开之后的迦太基，没有人对罗马霸权感到不满。





至於屈服於罗马军事武力下的另一个强国马其顿，这个国家的国王菲力普五世是个个性很耐人寻味的人。

西元前237年出生，比西比奥年长两岁。被罗马将军弗拉米尼乌斯打败后，与罗马缔结承认罗马霸权的那一年——西元前197年，他正好四十岁。他在这个年龄，已当了超过二十年的国王，对复杂的希腊各国间的关系，他算是资深的专家，而且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但是敏锐的洞察能力与丰富的经验只是表象，他的内心深处经常是以亚历山大的后继者自居，这份骄傲隐隐在暗处浮现。

当他吃了弗拉米尼乌斯的败仗，必须与胜者所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时，他曾说了以下这些话：


「自立的公民越多，国家越会强大，农地将会富饶。这与现在的希腊完全不同。相反的，我们看看罗马的自由社会。在这个国家，连奴隸都是组成社会的一份子，有事时立即赋予他们公民权。不只是公民，甚至让他们就任公职。看似堂堂一位罗马公民，上一代可能是奴隸也说不定。




结果我们必须不断对应新的罗马人，罗马人因为这样的方式而强大，谁能赢得了他们呢?」







西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马其顿王菲力普五世想与战胜的汉尼拔共同组成反罗马势力战线，然而这项策略不能不说是有些失策。二十年后，在希腊地区称雄的菲力普与罗马交锋失败，只好甘拜罗马霸权之下。英明的男子很清楚其中的道理。在谈判桌上，坐在对面的罗马方面首席代表弗拉米尼乌斯，虽然他言之有理，但菲力普知道自己只有答应的份。在他的心底，虽然对这位不须透过翻译、能说希腊语的罗马武将产生好感，但仍不能忘记自己的立场，必须向这个比马其顿年轻的国家低头，愤怒当然也无从抹灭。

当初被当作人质送至罗马的王子迪梅多利吾斯，成为罗马支持者后回国时，菲力普这份委屈的心情终于爆发出来。留在菲力普身边的长子佩鲁修斯（Perseus），似乎看透父亲心底的郁闷，显现出他对罗马的反抗。但在菲力普有生之年，罗马与马其顿之间一直是和平相处。

然而，打破这份罗马霸权下的和平者，不是屈居於罗马之下的迦太基或是马其顿，竟然是当初因罗马介入而恢复独立自由的希腊人，实在是很讽刺。





居住在希腊中部的阿耶多利亚人，北边国境与马其顿临接，从西元前197年与罗马和谈时就心生不满。而罗马与马其顿交好更令他们无法忍受，曾经加入罗马军的阿耶多利亚人更觉得被罗马背叛。但只靠他们的力量对马其顿起不了作用。在这种时候求助於外国介入，这是希腊人的恶习。

阿耶多利亚人拜托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而安提欧寇斯也认为这是对抗马其顿、侵略希腊的好时机，彼此间趁虚而入是希腊诸国的一贯做法。而且当时汉尼拔人在叙利亚。

汉尼拔向叙利亚进言，他说明对抗罗马的战略。

首先，主战场还是应放在义大利。

因此叙利亚王提供一百艘军舰及一万名步兵、一千名骑兵给汉尼拔，汉尼拔带着这批兵力回到迦太基，说服迦太基政府进攻义大利。

另一方面，安提欧寇斯率领其余的军队，攻入希腊，趁着压制希腊之势，登陆义大利。攻打罗马的策略，采取汉尼拔从南、安提欧寇斯从东边进攻的方式。

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但是光听就觉得实现的可能性很低，也很难确定这真的是汉尼拔的意见。无论如何，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已开始準备进攻希腊。

当初罗马想以外交战解决问题。西元前193年，以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为团长与两名元老院议员所组成的使节团，被派遣去觐见叙利亚王。这三人在小亚细亚西岸的爱菲索斯（Ephesus）会见国王。

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结果，但也没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罗马方面无意再以军事介入，而五十岁的叙利亚王刚与一位年轻女子结婚，也不想急着上战场。

听说，汉尼拔与西比奥两人曾在此交谈过，就是那段西比奥问汉尼拔「谁是最优秀的武将」的对话。如果这段插曲是史实的话，汉尼拔那一年应该是五十四岁，而西比奥应该是四十二岁。扎马之役已经过了九年。

五十四岁的汉尼拔对出任政府官职感到不自由因而绝望，西比奥虽然年轻十二岁，但健康情况不佳，西比奥在年轻的时候就得过大病，不如汉尼拔像钢铁般强壮。两位担任主角的时代，一点一点地拉上布幕。

两年后，西元前191年，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终于开始行动。

叙利亚的安提欧寇斯王朝，是希腊诸国中领土最大的王国。叙利亚王率领六万大军渡过海列斯庞特（Hellespont）海峡，从亚洲跨入欧洲。

另一方面，罗马知道与叙利亚开战已无可避免，便要求公民大会认可派遣军团。而军事介入的名义有二，一是阿耶多利亚人违反同盟协约；二是阻止叙利亚王侵略罗马在希腊的同盟城市。此外，元老院请求各国贩售军粮给罗马，要到海外作战，确保军粮是第一要务。

埃及同意直接运送小麦至希腊战场，迦太基也答应出口大量的小麦及大麦，此外，赠送六千四百吨的小麦及大麦。但元老院却说「罗马公民只吃自己买的部分」而加以拒绝。换句话说，这部分也用买的。

努米底亚王马西尼沙愿意无条件提供军粮，元老院也以相同的理由拒绝，改用购买的。但努米底亚王送来的五百名骑兵及二十头大象，则以同盟国参战者的身份加入。

马其顿王菲力普如何回应罗马的要求，受到瞩目。但出乎多数希腊人的预料之外，马其顿王不仅同意出口军粮，并愿意提供经济援助及兵力。

元老院对于经济援助的部分，以回答迦太基及努米底亚的相同理由拒绝；但对于士兵及军粮的部分，表示如能送到在希腊战线的执政官手上则感激不尽。

令人感兴趣的是，迦太基分五十年偿还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赔偿金，至目前为止还有四十年的金额。迦太基表示準备一次全部还清，但却被元老院拒绝。由此可见赔偿金的分期偿还，政治上的因素大于经济上的因素，主因在于赔偿金的偿还期间，都算是和谈的延续。

如此周到的準备功夫，到后来似乎有些白费力气。来到希腊与阿耶多利亚人会合的安提欧寇斯军队，在士兵人数较少的罗马军面前，却很快地败下阵来。两军在泰尔摩皮连（Thermopylae）对战，才刚开打，罗马军就获胜。继承西比奥的罗马年轻武将，运用机动的战术,彻底歼灭人数多且自认为会胜利的希腊诸国军队。当罗马人穷于应付汉尼拔之时，这些人都还正在高枕无忧。安提欧寇斯由五百名骑兵护送，乘船逃回小亚细亚。

但是没有人认为事情会就此结束。安提欧寇斯在领土之外吃了败仗，而在亚洲，也就是安提欧寇斯的领土内，须以会战来解决。





罗马军第一次跨入亚洲。而对手是希腊诸国中最大、最强的叙利亚，才交战一次就败下阵来。罗马打出手中的王牌，第二年，西元前190年的叙利亚战线，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决定投入。

想在亚洲雪耻的安提欧寇斯，以拥有最大领土的塞流卡斯王朝国王的身份，正在集结八万大军，罗马得知了这个消息，心想如果由汉尼拔直接指挥这支军队，对三万士兵的罗马军而言，这可是不妙。因此不得不拿出王牌。

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在西元前194年时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罗马认为紧急状态已经结束，因此有十年没有再选出执政官，回复到过去的制度。罗马是采用少数领导制的国家，称为寡头政治。这种制度为了防止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此由少数几个人组成领导阶层，灵活运用。对抗汉尼拔陷入苦战的那个时代，许多事情都不得不暂时忽略，幸好事情都已过去。

在西比奥无法担任执政官的罗马元老院，再次沿用于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之中对待法比乌斯的方法，那时法比乌斯无法每年连任执政官，只好改采选出法比乌斯的儿子为执政官的方式，让法比乌斯同行担任参谋，而实质上是让法比乌斯负责总指挥的角色。

西比奥的情形则是由哥哥鲁奇斯出任执政官，西比奥自己担任参谋。但是平庸的鲁奇斯很难当选执政官，因此公开宣布由伟大的弟弟同行出来竞选，后来公民大会才选出鲁奇斯担任执政官，那一年同时被选上执政官的是雷力吾斯，他是跟随西比奥从西班牙到扎马的副将，也是西比奥的左右手。在那个时期，西比奥的确在元老院及公民大会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四十五岁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正式担任哥哥执政官鲁奇斯的参谋，从罗马出发。经阿庇亚大道南下，到港口布林迪西，仅率领一万三千名步兵及五百名骑兵，横跨希腊后，与前一年在泰尔摩皮连战胜安提欧寇斯的罗马军会合。此外，过去的部下知道西比奥要出兵，便在沿途等待自愿加入，共有二千名。另外再加上五十艘军舰。





后世的我们深受好莱坞拍摄历史电影的影响，说到罗马军就以为是由罗马人组成，打仗的也只有他们。虽说罗马人一向是不让其他民族加入他们的军队，也没有其他民族与他们一起打仗。总指挥权掌握在罗马人的手里，罗马公民兵也一直是担任主战力的角色等等都是事实；但就像是义大利境内在中义有伊特鲁里亚人、南义有希腊人，非洲有努米底亚人，希腊有马其顿以外的希腊人等，事实上，罗马军是一支多国部队。

首先，负有兵役义务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也就是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罗马公民，在当时人数不到三十万，兵役也算是一种公民的直接稅，而不课稅的无产阶级，无须负担兵役。从十七岁到四十五岁为现役的兵役负担者，但大家是公民兵，也不可能年年服兵役，因此罗马必须妥善运用这批士兵。

第二个理由，透过打击共同的敌人，希望同盟国国民的心中也产生与罗马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此外，维护治安、建设街道及殖民城市等「基础建设」，让生活水準提高。罗马人知道这些对罗马来说都是最好的防卫。

因此，罗马人喜好同盟国关系胜于属省关系。因为属省不能以提供兵力来取代征收租稅，而同盟国虽无租金或进贡年金，可提供参战的兵力。现在学者所称的「稳健的帝国主义」，除了符合西比奥的个性外，也切合这个时代罗马的需要。

事实上，要远征到东方大国叙利亚，如果在附近没有同盟者，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加盟罗马军与叙利亚王作战的军队，包括「罗马联盟」加盟国的士兵，以及马其顿王菲力普、婆高蒙，罗德斯岛等。远征的军粮补给方面，在希腊时由马其顿提供，进入亚洲以后由婆高蒙提供。

到了希腊之后，西比奥并未仗著军事的威力镇压，与叙利亚王对决之前，希望避免兵力的损失。因此他使用外交的手腕，而扎马战胜者的名声在此时也发挥了作用。

首先是安抚阿耶多利亚人。当叙利亚王在泰尔摩皮连落败逃回亚洲后，这支希腊民族便在希腊孤立无援。而且他们住在希腊中部一带，要到亚洲去，除非经由海路，不然一定会经过这一带。西比奥选择拉拢而非武力攻击。

但是阿耶多利亚人的罪状累累，如果就此和谈，恐怕落得其他同盟国的口实。西比奥於是以谈判的理由，双方先同意六个月的休战期。由阿耶多利亚人派遣代表到罗马进行和谈的谈判工作。对西比奥来说，确保与义大利间的补给线安全为首要任务。

另一方面，也须与马其顿王确立稳固的关系。

刚开始先派遣手下的年轻武将格拉古前去，他是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率领奴隸军团、英勇善战的格拉古的儿子。当马其顿方面同意有关提供军粮及武器的事务后，西比奥自己到马其顿首都培拉访问马其顿王，表达感谢之意。

菲力普和西比奥两个人几乎是同辈，双方超越国王与名将的身份，两人感情甚笃。西比奥虽然到了这个年纪，仍不失年轻人的赤子之心，不拘小节。使得个性较为内敛的菲力普也能向西比奥敞开心胸。西比奥在进入亚洲前，得到了最安全的后援。

与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之间的战争，由于中间夹着爱琴海，自然就从确保海路的海战开始。

那一年的夏天，罗马舰队与罗德斯岛的海军会合，开始攻击叙利亚舰队。指挥叙利亚舰队的当然就是汉尼拔，双方投入将近一百艘的军舰。

但汉尼拔并不擅长海上作战，叙利亚舰队吃了败仗。之后又发生一次海战，结果还是罗马胜利。但汉尼拔并未指挥第二次海战，由于海战的失利，造成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失去了爱琴海的制海权，这为罗马军开了一条通往亚洲的大道。





西比奥横跨海列斯庞特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当罗马军开始南下时，叙利亚王派来求和的使者抵达。由于在黑海沿岸的俾斯尼亚王拒绝参战，安提欧寇斯也不想单独对抗罗马。事实上，西比奥曾事先写信给俾斯尼亚王，说服他不向叙利亚靠拢，这是西比奥的外交战成果。

叙利亚王使者所提出的和谈条件如下：


一、同之前从希腊撤退一样，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放弃小亚细亚地区中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希腊城市，并撤离军队。




二、赔偿罗马军队一半的战费。



执政官鲁奇斯担任罗马军作战会议议长的职务，他认为这样的条件不够充分，因此罗马方面再提出和谈的条件。


一、无论是否与罗马保有同盟关系，叙利亚都应该放弃占领所有爱琴海地区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腊城市。




二、为了在以上这些城市及叙利亚之间设置中立地带，叙利亚军须从陶罗斯（Taurus）山脉以西的小亚细亚撤离军队。




三、叙利亚王是开启战火者，须负担全部的战争费用。



叙利亚的使节表示无法接受如此的条件，要求依照国王的指示，与西比奥个別谈话。西比奥躺在病床上，无法出席作战会议。

使节向西比奥转达国王的话，之前在海战中被叙利亚俘掳的西比奥儿子，将无条件予以释放，但是希望西比奥能发挥他的影响力放宽和谈条件，事成之后将会送上一笔庞大金额的谢礼。

西比奥对释放儿子一事表示感谢，但不愿收礼。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他同时以朋友的身份向叙利亚王提出忠告，他认为叙利亚王应接受罗马方面提出的条件和谈，对叙利亚王而言，这会比在战场上一决胜负来得有利。但这一席话安提欧寇斯听不进去。

罗马军再次南下，叙利亚军也开始朝西北方向移动。两军相遇的战场是从小亚细亚西岸的爱菲索斯进入内陆，在马格内西亚（Magnesia）平原决战。





汉尼拔与西比奥似乎将再度在战场上见面。事实上，马格内西亚会战是一场很无聊的战争，两位名将也没有再次交战。

西比奥因病未能参战，汉尼拔被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调离战线之外，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安提欧寇斯没有肚量大胆采用汉尼拔；另一方面，汉尼拔也不是个可听人使唤的人。

此外，罗马军首次在东方展开的会战，军队的规模并不恰当。叙利亚军以马其顿佣兵为主力，加上在叙利亚召集的士兵，共有六万名，外加五十四头大象。

而罗马军方面，以罗马的重装步兵为主战力，来自亚该亚同盟的希腊兵、婆高蒙兵、罗德斯兵、努米底亚骑兵等，加起来共三万四千名兵，另外从努米底亚运来十六头大象。

虽然罗马只有二分之一的兵力，但获得最后的胜利。两军都是由二流的战术家指挥，因此在战术方面没什么看头，但是罗马方面的将官见机行动的战法，是罗马获得压倒性胜利的主要因素。一位将官指挥二千人左右的军队，将西比奥式的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与马其顿王菲力普的会战相似，因亚历山大大帝而出名的马其顿重装步兵，到这个时期仍然十分强大。只是马其顿的重装步兵须正面迎敌才能发挥威力，整好队伍，持著长枪，好像一只巨大的针鼠，正面来的攻击将一一被针鼠刺死。但他们不善于应付从侧面或背后来的攻击。这点被罗马的年轻指挥官识破，使得巨大的针鼠没有机会用针，而被击垮。

战败的叙利亚军，步兵及骑兵加起来有三万三千名战死，而罗马军方面的损失不过是三百二十四人而已。

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逃至内陆的萨尔地斯，塞流卡斯王朝的安提欧寇斯手下无兵，便成不了国王，更没谈条件的能力。只能派出使节表示要无条件投降，而接见使节的是大病初癒的西比奥。西比奥向使节这么说：


「我们罗马人只相信神给我们的东西是存在的，无论神给罗马人的是幸或不幸，都不能以我们的力量去左右它的结果。因此有好结果不必骄傲，有坏结果也不必绝望。如果你要证实我们罗马人的这种性向，最好就是去问贵阵营中的汉尼拔。」



罗马军经过海列斯庞特进入亚洲以后，罗马军与叙利亚军在同一时期尝试与对方接触，展开和谈的事情。但在叙利亚王拒绝后破裂，开始会战，演变成今天的结果。

双方的关系从平等的地位变成今天的胜败两方。罗马人仍想以之前相同的条件与叙利亚王和谈，也就是叙利亚成为罗马的同盟国，自治独立权受到完全承认，而罗马军全部从叙利亚撤退。但是，


「第一，叙利亚军也须从欧洲撤离。




第二，亚洲方面，以小亚细亚的陶罗斯山为界，叙利亚约定不得入侵西北边。




第三，支付一万五千罗马币作为赔偿金。（作者注：此处的罗马币为艾吾波耶亚（Euboea）的罗马币，价值只有阿提卡（Attica）地方罗马币的三分之二，这笔金额相当於迦太基所支付的一万罗马币赔偿金。）




一万五千罗马币中，有五百罗马币必须在罗马的元老院及公民大会认可这项和谈后立即支付，剩下的一万二千罗马币则分十二年支付。




第四，另支付四百罗马币给婆高蒙。




第五，由罗马挑选二十位叙利亚子弟，到罗马当人质，作为两国和约的履约保证。




第六，将目前在叙利亚王保护之下威胁罗马的人物——汉尼拔及三位阿耶多利亚指挥官，引渡至罗马。」



西比奥说完这些条件后同时表示，只要成为罗马的同盟国，今后罗马必会负起保障叙利亚王及其王国的安全。

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全盘接受，不过汉尼拔在被引渡至罗马之前逃亡，刚开始逃到克里特岛（Crete），西比奥知道以后，也没有派人追击。

之后的汉尼拔觉得留在克里特岛并不安全，没多久又向黑海沿岸的俾斯尼亚（Bithynia）王求救，而罗马势力扩展到这里则是六年以后的事了。





在西元前264年展开的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与西元前218年至前202年间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罗马打败西地中海的强国迦太基,并陆续在西元前197年打败马其顿，西元前190年打败叙利亚，成功降服两个东地中海的强国。最后剩下的只有埃及，但当时埃及内部软弱，在布尼克战役时已变成罗马的友邦。

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已是罗马的囊中物，首都罗马超越了「罗马联盟」盟主首都的地位，一跃成为「世界的首都」。如果哪里发生什么问题，该地王国及城市的代表就会到这个地中海世界的首都来陈情。霸权者除了有势力外，更有裁定者的权威。

从战术家的角度来看，西比奥还差汉尼拔一截，但以政治家的角度看的话，西比奥略胜一筹。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第Ⅰ卷中曾谈到“Patroness”与"Clientage",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维系了罗马社会的稳固根基。保护者有时又扮演被保护者的角色，显示了现实的罗马人也有软性的人际关系。

西元前201年到前187年之间，西比奥在元老院内的影响力不容置疑，这个时期西比奥所思考的对外关系，正是这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

保护者是罗马这个霸权国家，被保护者是承认罗马霸权、在旗下享受自治的同盟国。罗马的责任就是保护「被保护者」。

罗马人社会中，维系关系的基本要素是「信义」，而罗马与同盟诸国关系也是如此，并非以榨取或是利用来建立。后世的历史研究学者中，特別是对于统治意识较为敏感的英国学者都认为罗马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是采「穏健的帝国主义」路线。

但是这个穏健的帝国主义路线也有弱点，也就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双方必须站在同样的立场角度。

保护者会这么说，被保护者虽然在政治、外交、军事、自由上受到限制，但会保障他们的秩序与安全。

而被保护者则会提出反对意见说，不自由毋宁死。

距离西比奥的时代已经过了二千二百年，但人类对这两种看法仍争论不休，没有结论。

但是，「稳健的帝国主义」面对想法相反的「被保护者」，使得罗马人内部产生变化，这也凸显了这一路线的主倡者——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的失策。




西比奥审判



一个人拥有优异的业绩与有力的地位，不可能不遭他人忌妒的。但忌妒不会立即以弹劾或是中伤的形式来显现，忌妒只会带来隐性的机会，让敌人有机会一点一点看到缺点，因为丑闻是无法摇撼强者的。

西比奥拥有「非洲征服者」的尊称，长年独佔元老院的「首席」地位，又是罗马的最高王牌，在众目睽暌之下，他健康情形的恶化就是他的弱点。

西元前187年，打败叙利亚凯旋回国的西比奥，被两位护民官告发。事实上，刚开始护民官指名的是西比奥的哥哥鲁奇斯，告发的理由是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当时支付了五百泰连罗马币却去向不明，因为西比奥只是参谋，因此对叙利亚战线的罗马军最高指挥官鲁奇斯提出告发。

但是当哥哥鲁奇斯被传唤至被告席时，西比奥就已经知道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自己。

对于告发者而言，五百泰连罗马币怎么用的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打倒西比奥。因为事关盗用公款问题，元老院内的西比奥不得不沉默下来，而以大家关心的焦点作为告发的理由，这种打击政敌的战术，实在不怎么高明。

自尊心特別强烈的西比奥，在健康情况不佳、忍耐力衰退的情形下，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

当天，元老院传唤证人，西比奥跟著手中拿着军团帐簿的哥哥，一起到元老院。当哥哥正在说明款项的来龙去脉时，西比奥打断哥哥的话，抢走厚厚的帐簿，当场撕破丟弃，并对着元老院议场的人们说：


「告发我普布里斯·柯尔涅留斯·西比奥的起诉理由，我认为不应由罗马公民来倾听。如果西比奥不存在的话，今天这个告发人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自由或是肉体可以做告发。」



战史家立德尔·哈特（Liddel Hart）指出，西比奥的这个举动在政治上是非常不妥，但很具有人性。

西比奥作为一个共和罗马的公民，并不特別要求拥有赋予王位一般的待遇。在西比奥主导的时期，虽有原住民请他当国王，但被他一口回绝，他只求对他的祖国贡献一己之力。而隐瞒五百泰连罗马币的去向，也不致使他就此失去现有的地位。

扎马会战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罗马人也早已将这个会战淡忘了。西比奥虽然才四十八岁，但是病容使他看起来老态龙锺，他的这番话更让人觉得他桀傲不逊。

第二天，元老院议场进行审判西比奥，被告西比奥站在前面，两位护民官提出告诉。那天在场的人，都是过去反西比奥派的领袖，在两位护民官后面操控。其中在场的包括马库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加图（Cato the Elder）。





提出控诉的两位护民官对西比奥的弹劾可溯及西元前205年，也就是十七年前在西西里的冬营时期。

这时候的西比奥正以执政官的身份在西西里忙着準备远征非洲的事情。某一天，传来消息，说南义的罗库力很可能会向据有卡拉布里亚地方的汉尼拔叛变，西比奥立即率领三千名士兵赶到罗库力，与内部反汉尼拔阵营的市民共同作战，成功收复了罗库力。

但西比奥的这个举动超越了执政官的职权范围，在当时，法比乌斯等提出批评的人不少。虽然如此，随著扎马会战的胜利，西比奥辉煌的战绩让人们忘却了这些指责。西比奥被讚誉为救国英雄，即使有越权的行为，但罗库力也算是战略上的收获，因此也没有人会掛在嘴边。告发者重提十七年前的往事，护民官接着说:


「西比奥的儿子被叙利亚方面俘掳，叙利亚王愿意无条件释故，这必定有内情，真的是无条件释放吗？




此外，安提欧寇斯有什么事情，一定找西比奥直接商谈，在叙利亚战线上，西比奥不过是个参谋的角色，但却跳过总司令官鲁奇斯，就好像决定战争或和平的不是罗马的公民大会，而是任由他一人长袖善舞，这不是独裁者是什么？




西比奥独善其身的言行，已经在西班牙、高卢、西西里、非洲等地备受瞩目，如今在希腊和叙利亚依然故我。




西比奥为什么参加叙利亚战线？他是想向东方所有的国王与子民显示，霸权国家罗马的主人只有他一人，是他一个人撑起整个罗马的。他想向其他国家的人民夸耀，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罗马是由西比奥所领导，这是他参加战争的主要原因。他想告诉大家，只要他一说话，罗马元老院就照着他的意思作成决议，只要他一眨眼，就可以让罗马公民上战场。」



两位护民官没有提出证据的论述，说是控诉，不如说是发表一场弹劾的演说。审判的第一天就此结束，被告的答辩延至第二天。

第一天护民官在论述时，西比奥完全不插嘴，只是沉默地听着。第二天，护民官提早到达议场，等待被告。当天的元老院议场也挤了满坑满谷的人来聆听西比奥如何回答，但西比奥并未提出辩解。





迟到进入议场的西比奥有大批的友人及支援者簇拥同行，站在议场的人不约而同让出一条通道，让西比奥走向护民官。走到护民官席前的西比奥，转身环视议场一周，议场内鸦雀无声，大家都静静等待西比奥的发言。病情似乎没有夺走他的声音。


「护民官、各位罗马市民，十五年前的今天，我在非洲的扎马打败汉尼拔的迦太基军，获得胜利。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想暂时抛开争论与挑拨，全体一致感谢神明。




我现在要到卡匹杜里诺山丘去，向朱比特神（Jupitor,众神之神）、朱诺女神（Juno,婚姻之神）及米勒华女神（Minerva，智慧、技术、工艺、发明之神）表达感谢，赐予我及全体罗马市民力量，保卫祖国罗马的自由与安全。




各位如果愿意的话，请跟我一起去，和我一起感谢神明，因为各位都是明智之人，破例让当年十七岁的我充分发挥。」



说完之后，西比奥随即离开议场，跟在他后面的不止是他的朋友及支援者。西比奥的话唤醒了罗马人，元老院议员从座位上站起来，旁听的市民也跟著走出去，甚至书记也把笔放下，跟著西比奥走。整个议场只剩下两位护民官及加图。

到卡匹杜里诺山丘一路上的山坡，由西比奥带头，后面跟著长串的人群。

那一天，发秃细瘦的西比奥受到广大市民的爱戴，与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结束后凯旋归国的胜利喝采相较之下，现在是充满荣誉的敬爱之意。历史学家李维斯曾记载过这一段。他还说：


「这一天是西比奥光辉灿烂的最后一天。」







之后，西比奥离开罗马，他住在往拿坡里沿海的立德尔诺，那里有一座以前盖的別墅。即使法院传唤，他也不加理睬。

审判当天，哥哥鲁奇斯代表西比奥出席，希望以健康为由，认可西比奥的缺席。但是护民官的态度十分强硬。


「元老院及各位诸君：今天你们都亲眼目睹西比奥的自大傲慢，当初他担任执政官时，就看不起各位，到今天他已是一介平民，想法还是没有改变。不接受传唤就是轻视元老院及公民，西比奥是共和罗马的耻辱。」



护民官要求议员们再次决议传唤西比奥，并采取强制执行的手段。

此时，年轻的议员格拉古要求发言。大家都以为格拉古会批评西比奥，因为在坎尼战后的罗马艰困时期，那位率领奴隸军团与法比乌斯、马尔喀斯共同战斗的武将，就是他的父亲。对抗汉尼拔的不止西比奥一人，还有好多位罗马武将。但是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罗马胜利的光环由西比奥一人独佔，也让这些人觉得十分苦闷。格拉古当然也被认为是其中一员。

但是此时格拉古所说的话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他认为元老院议员不应再对西比奥如此追究。


「为保卫神明庇祐的祖国作出伟大贡献的人物，登上罗马共和国最高地位的人物，大家最感谢、敬爱的人物，现在却要他坐在被告席，被迫听这些批评、弹劾与谩骂。




这样的举动，除了汙蔑西比奥的名誉，也玷汙了我们罗马公民的名誉。」



格拉古的话打动了元老院议员的心，决定停止对西比奥的弹劾。

这一年到西元前183年为止的四年间，西比奥在立德尔诺的別墅度过。加图成功排除政敌西比奥，不让他接近罗马一步。

西比奥将女儿柯尔妮许配给这位年轻、敢为他辩护的格拉古。他们所生的两个儿子提伯留斯（Tiberius）及盖乌斯（Gaius），将成为我在《罗马人的故事》第Ⅲ卷中的主角。以根本改革罗马社会为目标的格拉古兄弟，正是名将西比奥的孙儿。

西元前183年，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在立德尔诺的別墅过世，享年五十二岁。

很巧的是，汉尼拔也在同一年於距离义大利及迦太基很远的黑海沿岸俾斯尼亚过世。急于求功的一位罗马军队长要求俾斯尼亚王引渡汉尼拔，汉尼拔知道以后便仰药自杀。绝代战术家享年六十四岁。

西比奥这位汉尼拔最优秀的弟子，同时也是汉尼拔最大的敌人，拒绝葬在西比奥历代祖先于阿庇亚大道边的陵墓，因为墓园位于罗马境内。西比奥的遗言是这么说的：


「不知感恩的祖国，是不会让你拥有我的骨头。」



西比奥与汉尼拔就这样离开了人生的舞台，曾历经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罗马人，除了身强体壮的加图活到八十四岁以外，其余都凋零了。罗马也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时代。





让西比奥失势的五百罗马币去向问题，以及哥哥鲁奇斯在马格内西亚会战后军队内部大肆挥霍的疑云，一直到西比奥死后二年才真相大白，洗刷西比奥的冤情。





虽然如此，弹劾西比奥的主谋加图仍持续打击西比奥。

马库斯·波尔修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当时在罗马被称为「新进者」，是一位从地方的平民阶级跃升首都政界的成功人物。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农民，被当地大地主的贵族华雷利乌斯·弗拉克斯相中，引领至中央政界。这位学识丰富、能说善道的年轻人，成为华雷利乌斯家族的说客，与西比奥所属的柯尔涅留斯家族争夺主导权。

比西比奥小一岁的加图，由于华雷利乌斯家族的协助，政治生涯十分顺遂。

西元前205年获选为审计官的加图，到西西里视察準备出征非洲的西比奥阵营，告发西比奥任由军队士兵挥霍用金。但是没多久，西比奥远征非洲打赢扎马会战，成为救国英雄，加图的告发也就无疾而终。处女作是往后著作的基础，这个原理不只可以运用在作家身上；对政治家加图而言，这是他日后弹劾有力人士的重要武器。

他在战场上的业绩不比其他武将逊色，但与西比奥相较又是小巫见大巫。加图的「战绩」主要是在元老院的议场上累积的，也就是他在议场上的辩论。

他的演说技巧不仅超群，而且他辩论的对象不像西比奥那样是外国的士兵或外国领袖，他的对象是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公民大会上的公民等。而让这些人把话听进去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攻击別人，特別是攻击有力人士。




第二，配合罗马人喜欢惊喜及幽默的个性，演说必须充满幽默感。



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脱颖而出的罗马，针对战争期间所订定的「奢侈禁止法」提出是否解禁的讨论。奢侈禁止法剥夺了女人享受的乐趣，反对解除法令的加图在演说中，开场白就说：


「身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罗马人，不晓得还有另一个妻子霸主在身旁。」



这句话引得整个议场哄堂大笑。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一位元老院议员因为在別人面前与妻子动作亲暱而遭到告发，认为他不适合担任元老院议员一职。加图十分赞同，其他议员则反问加图，难道你和你的妻子都不亲吻的吗？加图如此回答：

「我们会亲吻，但只在打雷的时候亲吻，所以我很喜欢打雷。」

大家又是笑成一团。结果变成议员们喜欢听加图演说，但不见得把票投给他。但是难得他不掺杂幽默的两项控诉，不仅让西比奥失势，也使迦太基真的灭亡。

相对于西比奥能说很好的希腊语，拥有深厚的希腊文化教养，并以喜爱希腊而闻名，加图则是出了名的讨厌希腊。

他对希腊文化流入罗马，损及罗马人天生的刚毅坚强，感到非常气愤。虽然如此，在他担任财务官时，搭建了罗马人第一座希腊式会议厅建筑。他认为建筑的模式可以采用希腊式建筑，但不得引进希腊文明的精神。此外，他认为罗马人不需要希腊的哲学、美术及诗文，也主张移居至罗马的希腊人，除了希腊语教师以外，其他领域一概不能接受。

但是他强烈的主张正与时代的主流相反，无论是希腊人或是非洲出生的奴隸，知识份子都以西比奥集团为主流的标竿，大大地影响罗马的下一个世代。虽然加图成功地让西比奥失势，但并未逆转时代的潮流。

不过我认为在反西比奥的阵营中，这个男人是唯一的坚定信念者，他的确非常担心这股西比奥的罗马新思潮。


第一，他认为西比奥所代表的倾慕希腊文化，将有害罗马的将来。




第二，他相信西比奥所引发的个人主义及英雄主义风潮，将不利于罗马的共和政体。



排除王政、以少数领导者合议作为运作机制的寡头政体，认为个人的抬头将导致王政的开始，十分危险。即使西比奥本身不这么想，但光是他的存在，就隐含了这样的危险。加图自始至终重视罗马的共和政体，即使自己不能跻身核心圈内，依然相当执著。历史上常有从核心外热情支持体制的例子，加图也是其中一个。他坚信以三百位菁英组成元老院的罗马共和体制，是最有效的政体，他甚至以维护此一体制视为自己的天命一般。

此外，加图反西比奥的第三个理由是，华雷利乌斯家族反对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元老院的对外路线；换句话说，他们反对西比奥所推动的「穏健的帝国主义」路线。

我们可从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等国的和约中，看出其中包含下列的几项要素。


第一，战败国承认罗马的霸权，成为罗马的同盟国。而对外发动战争也必须事先取得罗马的同意。




第二，把战败国的军备降至自卫能力的水準。




第三，完全承认战败国的国内自治，且战败国国民无须缴稅给罗马。



因此战败国仍然是一个独立国家，并非就此成为罗马的属省，而罗马在缔约的同时撤军。

但是这个「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并非适用于每个败给罗马的国家，即使是在西比奥的势力尚不明朗时期，这种方式也仅用于迦太基、希腊（包括马其顿）及叙利亚而已。

对曾经帮助汉尼拔的北义高卢人，以及迦太基势力撤退后的西班牙，罗马采取另一种的帝国主义。高卢人及西班牙人在受到罗马武力镇压以后，并未获得独立自治的待遇。这些地方被罗马编为属省，由罗马派遣总督前往治理，每年必须缴交收入的一成作为租稅。而罗马也在这些地方开始铺设道路网络，进行「基础建设」及防卫的工作，也就是「罗马化」。

罗马人对地中海东、西两边的败者，为什么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呢？

研究学者如此认为：高卢人和西班牙原住民原本都是蛮族，所以罗马无须客气，而迦太基、希腊、叙利亚等地的居民，当时的文明甚至比罗马人更为进步。因此罗马不敢对这些文明之民有所侵犯。

就是这个理由吧！我们再次回顾希腊人佔多数的西西里属省化过程，再看看之后罗马史的演进，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理由了。

况且北义的高卢人及西班牙原住民，都是分裂为多个部族的状态。与西西里上的希腊人，多个城市间互相较劲的情形有异曲同工之妙；换句话说，交涉的对象不止一个。

如果交涉的对象不明确，则很难缔结外交关系。在波河附近的义大利北部，高卢民族并未统一成为一个国家，而西班牙在迦太基离去之后也是相同的情形。如果要将这些地方收在旗下，只能采取「属省化」这个手段；换句话说，就是「严格的帝国主义」。在西比奥影响下的罗马元老院，会对地中海的东、西边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稳健的帝国主义」，因为不准该国常驻军队，只要对方不愿接受，很容易就会失败。加图反对西比奥做法的真正理由是，当失败时，罗马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加图不能忘怀的是，由于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缔结宽厚条件的和约，导致二十年后敌人又出其不意的开打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汉尼拔攻入义大利的那一年，加图正好十六岁。

同一年代的西比奥,因为迦太基人杀父弒叔的不共戴天之仇，使得他的个性倾向於展望未来。相反的，加图则是属于以古鉴今的类型。

从各种角度观察，似乎可将这两个人的对立归咎於宿命吧！

个人对西比奥比较有好感，但不幸的是，在西比奥死后四年，加图忧心的情形果然出现。

当初承认罗马霸权、容许罗马走「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的马其顿王菲力普，於西元前179年去世。继承王位的是长子佩鲁修斯（Perseus）,他反罗马的情结十分明显。

罗马从东方得知马其顿军增强的消息，新王佩鲁修斯开始煽动希腊的各城市反叛罗马，战云又开始在希腊上空聚集。




第八章





马其顿灭亡




（西元前179年~前167年）


从马其顿王菲力普败给罗马的西元前197年起，直到他在西元前179年过世的十八年之间，我们似乎可以很明确地揣摩到菲力普的心中酝酿着两种想法，摇摆不定。

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他，体认到马其顿王国的存亡系於新兴国罗马的霸权。而另一方面，他对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怀有强烈的反抗意识。

亚历山大死后，帝国由诸位将军瓜分，各自建立自己的王朝，一百二十年来，对这些希腊诸国来说，世界就是自己所居住的东地中海世界，地中海的西方称不上是世界。虽然有强国迦太基，但都比不上东方的马其顿、叙利亚、埃及来得重要。

在罗、迦两国间的第一次及第二次布尼克战役，都看不到他们介入希腊诸国的行动。在坎尼大败的罗马，濒临空前的危机，马其顿曾提出愿意与汉尼拔一起战斗。马其顿把目标放在亚德里亚海东岸的伊利利亚地方，因为这是唯一与罗马有直接接触的国家。布尼克战役的四十年，正是毁灭新兴罗马的最佳时机，但大国叙利亚、埃及等都接受罗马要求维持中立的请求，甚至完全没有任何交换条件。在他们的眼中，只看到地中海的西方。（制作者注：此处应为东方）亚历山大的后继者，只在彼此之间结成姻亲或发动战争，就这样过了一百二十年。当有所警觉的时候，罗马已悄悄地茁壮长大。

经过这一百二十年，希腊各城市间已不可能联合组成对抗罗马的统一战线。

西元前197年，马其顿军败给罗马军，当时罗马军还包括马其顿以外的希腊人及婆高蒙，而叙利亚则是坚守中立。

西元前190年，叙利亚军败给罗马军，当时的罗马军还包括阿耶多利亚、斯巴达以外的希腊人及马其顿王国。此外还有婆高蒙、罗德斯加入罗马军攻击叙利亚的行列。与罗马拥有同盟关系的埃及，经常受到叙利亚的侵扰，非常期盼叙利亚王的败北。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也是同一时代的人，他曾写下这些话：


「希腊民族不应该继续与希腊人争执，我们希腊人要团结，不可忽视在地中海西方展开的战争。




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与我们希腊人司空见惯的战争大不相同，虽然是一场地方战，但规模之大不容小觑。罗马在罗、迦两国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就像一部高效率且精巧无比的战争机器。我们应该体认到这部战争机器迟早会开到地中海的东方来。




我们希腊人自己人之间互相争夺决定战争或和平，结果只会使这个决定的权力从希腊人手中拱手让人。在希腊人当中，没有一位拥有这个权力。」







所谓自己决定战争或是和平的权力，其实就是指自立与独立。与波力比维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马其顿王菲力普应该也有相同的体认吧！

菲力普败给罗马，承认罗马霸权，与罗马结为同盟关系之时，他正值四十岁。这位四十岁的男人在往后的十八年当中，不曾反叛过罗马。菲力普尽可能避免把这个独立自主的权力从自己的手中让给別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





虽然波力比维斯是希腊人，他只不过是代表亚该亚同盟加盟都市阿尔卡迪亚的一位有力人士。另一方面，菲力普的马其顿王国是希腊世界的强国之一，他并非体认到现实的状况，而只是生为王者的夸耀罢了。这可能也是他在四十岁之后的十八年，一直屈居於罗马之下，使他心境复杂的原因吧！

菲力普的第二个儿子迪梅多利吾斯是正夫人所生，菲力普很喜欢他的才能和个性，甚至曾经考虑不将王位传给妾所生的长子佩鲁修斯。

迪梅多利吾斯结束在罗马当人质的期间，返回祖国。罗马人所策划的人质，与公费留学生的性质相近，这位年轻的王子被放在罗马有力人士的家中，接受教育，成了个百分之百的罗马支持者。父亲看到这样的儿子，心情更是复杂。长子佩鲁修斯因为庶出的身份，怀着几许不安，这点也深深地烙印在菲力普的心中。

佩鲁修斯向父王咬耳朵，说迪梅多利吾斯与罗马缔结密约，要把马其顿卖给罗马。国王虽有几分怀疑，但还是相信了。被判叛乱罪的年轻王子，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处以毒杀的刑罚。

之后没多久，查出迪梅多利吾斯的罪名毫无根据，才为他好好祭拜。杀了爱子的马其顿菲力普五世，感到十分后悔，身心俱疲，不久便去世了，得年五十八。

继任王位的佩鲁修斯遗传了父亲自傲的个性，但却没学到父亲敏锐的观察力。娶进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的女儿，把妹妹嫁给俾斯尼亚王，这方面倒是很像典型希腊君主的作风。佩鲁修斯开始公然增强马其顿王国的军备，并向罗马方面传话说，这是为了防止北边克尔特族入侵。罗马提高警觉，但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五年不到的时间，马其顿王国的军事力量，已强大到不止对抗北方蛮族的程度了。

再次增强军备的马其顿，目标首先指向东边国土连接的婆高蒙王国。婆高蒙立即派遣使者向罗马求援，但罗马仍想以外交手段来解决。打着视察团名号的特使，一波波送往马其顿，但言词闪烁的佩鲁修斯始终不愿给予确定的答覆。此时，婆高蒙派出王弟前往罗马，要求罗马以军事介入，阻止马其顿的侵略行为。在这个期间，佩鲁修斯开始对希腊各城市的不满份子下手。





罗马眼看战争势在必行，便开始联系组成对抗马其顿战线。派遣使节到希腊、亚洲各国，结果得到热烈的回响。希腊地区方面，包括中部的阿耶多利亚同盟各城市、雅典、亚该亚同盟各城市，都表明站在罗马这一边。婆高蒙王国、罗德斯岛，连王妃的娘家叙利亚都表态支持罗马。罗马第二次以军事介入希腊，行动显得格外慎重。

连妹婿都表示维持中立，佩鲁修斯於是被孤立起来。然而马其顿是一个物产富饶的国家，马其顿重装步兵的英名仍在，集合东方全境的佣兵，马其顿的战力将近五万。

另一方面，采取多国部队形式的罗马军，战力超过三万。罗马并非没有能力派出更多的兵力，而是不想这么做。马其顿王国并非直接攻击罗马，西元前171年的军事介入，不像西元前197年第一次的军事介入，上次是为了「教训」马其顿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支援汉尼拔。

罗马在西元前171年登陆希腊时的战斗状况，似乎都在试探对方，充分反映了罗马的这种想法。到了第二年，也一直是对峙或小型消极会战的形式。罗马每年派出不同的执政官，战斗意志薄弱，更助长佩鲁修斯之势。佩鲁修斯杀了四千名罗马兵，罗马军战败。

至此，我们再借用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的话来描述:


「挑战者面对众人认为绝对不可能战胜的冠军，以敢斗英勇的表现，跌破观众的眼镜后，观众转而疯狂的支援挑战者，斥责与批评集中在冠军身上。」



希腊各城市开始对马其顿展现善意，波力比维斯担任骑士团长的亚该亚同盟，虽与罗马军约定共同对抗佩鲁修斯，但到了紧要关头却紧缩兵力的提供。其余的希腊人似乎好像也忘了反马其顿情结，开始对罗马军冷眼相待。

罗马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但在西元前170年及前169年这二年，罗马都没有妥适处理。

在罗马，由执政官率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军团，承平时期，皆恪守这个原则。执政官是由一年一度的公民大会选出，不一定能选出适任者。这时期，罗马的一般公民对为何要出兵希腊一事抱持著疑问。

但是，元老院体认到希腊的战况已到了不容随便预测的地步，元老院一致认为必须尽早决断。於是决定由艾米里斯·保罗出任候选西元前168年度的执政官。





艾米里斯·保罗年六十二，曾在希腊、叙利亚、西班牙等战场上累积丰富的经验及辉煌的战果。他是坎尼会战战死的执政官艾米里斯·保罗的儿子，姊姊嫁给名将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所以他也是名将西比奥的妻舅。

艾米里斯家族与柯尔涅留斯家族同是罗马贵族，爱好希腊文化的程度，不亚于西比奥。连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从希腊语到雕刻家都指定要希腊人。虽然是名门贵族，但经济状况并不富裕，为了两个儿子的将来，把他们寄放在別人家当养子。一个在法比乌斯家，另一个在西比奥家。

成为西比奥家养子的那个儿子，后来在第三次布尼克战役迦太基灭亡之际，担任罗马军的总司令官。因此这个儿子以两家的姓氏为名，称为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在罗马，有个爱好希腊文化者为中心的沙龙，有「西比奥圈」之称,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也是常客，他们公认这位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是西比奥的继承人。





西元前168年，艾米里斯·保罗获选为执政官，担任对抗佩鲁修斯的罗马军总司令官。当他知道自己被选为执政官时，对公民大会提出要求。


「之所以选我出来，表示对抗佩鲁修斯的战线需要武将，因此除了战术以外，直属将官的人选必须由我来挑选。」



这虽然违反惯例，但公民大会同意。所以他依照自己的意思，调整身边的副官，包括他的大儿子（在法比乌斯家当养子）、小儿子（在西比奥家当养子）、女婿加图、名将西比奥的女婿西比奥·那西卡。罗马人的「士官学校」等于设在实际的战场。

收拾希腊战况的任务，交由这个六十二岁的武将全权处理。他首先从彻底蒐集情报著手，在他从罗马出发之前，已经十分熟悉希腊全土的地势、气候、希腊各城市的动向以及民意所趋。

率领马其顿军的佩鲁修斯正值三十出头，年轻英俊，仿佛亚历山大再世，他三年前与罗马军交手时，早已掳获了希腊的民心。艾米里斯·保罗面对佩鲁修斯这个对手，知道自己必须采取快、狠、準的攻势，而介入的时间拉得越长，对介入者越是不利。

西元前168年6月，艾米里斯率军从布林迪西出港，经科孚岛（Corfu）,从希腊西岸登陆。一路横越希腊的中部，直指马其顿。由于他们希望趁敌人还在马其顿山区时捕获他们，因此罗马军一直都是急行军的状态。当罗马执政官登陆希腊的消息传至佩鲁修斯耳中时，艾米里斯已率军出现在佩鲁修斯宿营的皮秋那平原。

关于对阵的两军兵力状况，马其顿方面是四万四千名，罗马方面加上前一年已派遣的军队，总共只有三万名。佩鲁修斯知道这个差距后，毫不犹豫地决定与罗马军展开会战。





会战的前一天晩上，正逢月蚀。年轻时曾担任占卜官的艾米里斯很清楚这种现象，事先告知军队的弟兄们，从傍晚的六点到晩上九点，不必担心月亮缺了一块。然而马其顿方面看到月蚀无不感到惊奇，认为这是凶兆，士兵的士气在会战前就先低落下来。

第二天早晨，两军在皮秋那平原开战，一小时后便分出胜负，从两军投入战力的规模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主因除了马其顿军因为月蚀凶兆而士气受到打击外,罗马军在艾米里斯的战术指挥下，副官依照命令行动，彻底包围、粉碎、毁坏马其顿军。

西元前168年艾米里斯对付佩鲁修斯的战法，正与西元前197年弗拉米尼乌斯对战菲力普时的战法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是西比奥的战法，同时也是汉尼拔的战法。再追溯到更早一点，这就是菲力普及佩鲁修斯的祖先——亚历山大所创始的战法。

这也是显示希腊诸国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例证。这次的败北，与其说是败给敌人，不如说是输给自己。

皮秋那会战结果造成马其顿军战死二万五千名，遭俘虏六千名。另一方面，罗马军的战死者不到一百人，就像同一时代的波力比维斯所写的，汉尼拔之后的罗马军是一部效率精良的战争机器。

败将佩鲁修斯逃回祖国首都培拉，但居民们当著他的面把城门关上，不愿打开，他没办法只好逃到萨摩特拉凯岛（Samothrace）,但被自己人出卖，遭到追踪而至的罗马兵俘虏。马其顿最后一位国王被送到罗马。艾米里斯·保罗在凯旋式之后，与家人一起在义大利的小城市阿尔巴（Alba）安享晩年。这里也是努米底亚王锡芳齐隐居之地。罗马决定了希腊三大王国之一马其顿的灭亡命运。罗马的「帝国主义」越来越严苛了。

此时，罗马尚无计画对希腊采行属省的直辖统治。与马其顿站在一边的七十多个城镇，遭到惩罚性掠夺，一部分居民变成奴隸。包括波力比维斯在内的希腊高官，被视为危险人物，送至罗马，寄放在罗马境内有力人士的家中，过着人质生活，而波力比维斯被寄放在艾米里斯家中。

马其顿的灭亡仅是王朝的部分，领土被分割为四部分，自治权受到承认，也可拥有自卫的军力。原本缴给国王的租稅分为两半，一半缴给罗马，另一半留作自治国的国内费用。而矿山的收入方面，二分之一缴给罗马，另外二分之一马其顿人自己留着用。罗马消灭了与罗马霸权不合的王朝，但尊重马其顿人的自治权利。

角度不同，感觉也就不一样。罗马对马其顿的处置看来十分宽大，但从马其顿人的角度，等于是把没有的东西送给他们。

马其顿人和其他的希腊人不同，没有城市国家城邦（Polis）的传统，他们所知道的是国王统治的方式，并非是公民自治。

罗马希望早日结束介入的行动，再次确认马其顿以外的希腊各城市的自治权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全军便从希腊撤退。由于亚德里亚海制海权的关系，在波罗尼亚（Polonia）设置军事基地外，其余未设置任何海军基地。

罗马甚至未在希腊铺设罗马式的街道，并不是因为希腊已有高速公路一般的街道存在，而是因为罗马没有移动军队到希腊的必要。简单来说，当时的罗马人没有想到将来会有需要再到希腊进行军事介入。

但是让罗马人想到的却是希腊人自己，而波力比维斯也是这么认为。




第九章





迦太基灭亡




（西元前149年~前146年）


从后世往前回顾历史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从头到尾的历史现象，当作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然而，几乎所有的历史现象都不是这么顺利地进行。也许是历经不断的尝试错误，因为迟疑而暂停下来；也许是由于一个偶然而改变方向等等几经波折。但是在后世的我们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

原本只想给个教训，但却把王国灭亡，我们已经在〈马其顿灭亡〉中叙述过这样的例子。不过马其顿王国是自食恶果，不值得同情。但是迦太基人的遭遇，实在令人惋惜。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败给罗马后的五十年来，迦太基人在罗马霸权之下，过着和平的日子。





罗马人所称的「汉尼拔战争」（也就是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结束后，迦太基继续以独立的自治国家存在，虽然没有变成属省，但也沦为二流的国家。

军备上降低为弱国的水準，与他国的交战权也须经过罗马同意才能行使。

迦太基丧失了西班牙、西西里、萨丁尼亚等海外的领土，经济的基础仅靠非洲本土上的农业经营来维持，矿山的开采也成了昔日的梦想，更谈不上发展工业。而罗马拥有的矿山包括义大利托斯卡那地方、西班牙，加上马其顿，拥有绝对的优势发展工业。

通商贸易已不复往昔，农产品当中能够交易的物资有限，而南义及西西里的希腊人又以罗马同盟国的地位，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

但是从罗马人将农业经营的书译成拉丁文的情形来看，迦太基的农业生产力依旧很高。也许从现在的角度很难想像，古代的北非土地富饶，耕地广大，加上迦太基人有效率地经营，这里很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力自然提高。

在此，个人认为导致迦太基灭亡的第三次布尼克战役，主要是因为罗马嫉妒迦太基的经济力而引发的。

在「汉尼拔战争」失败的迦太基，的确只剩下经济方面能够发展；但在罗马的压制下，迦太基战后五十年间所发展出来的成绩，实在称不上是经济大国。

当元老院看到从迦太基带回的无花果，不禁对他们生产丰饶果实的能力啧啧称奇。而加图认为迦太基这个具有强大生产力的国家仅有三天海路行程的距离，主张应该将它毁灭，以绝后患。加图直接向人们的视觉提出诉求，让人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建议。

经济发展的迦太基，即使经济力没有好到让罗马担心，但是「汉尼拔战争」的这项前科还是令罗马耿耿於怀。

只要是具有经济力的国家，募集佣兵就不困难。况且谁也无法断言迦太基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汉尼拔」。

受限於过去压迫的观念无法转变为自由的人与能够拋开过去的人，这两者当中的不同，我们已经在前面介绍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和加图时说明过。当时西比奥已经去世，加图正是八十岁。

加图反迦太基的运动显得十分执著。即使当他发表其他主题的演说时，在结尾一定不忘加上这一句：


「所以，我认为应该灭亡迦太基。」



但是罗马元老院全体议员却反对加图的想法，所以加图才需要不断地鼓吹上面的那一句话。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失势去世之后，反而在元老院内有许多人提倡西比奥所主张的「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其中代表性人物是西比奥的女婿——西比奥·那西卡。他在战场及政界是一流的人物，为了对抗加图，在演说的结尾也会加上：


「所以，我认为迦太基应该继续存在。」



罗马内部这种巧妙的平衡，终于因为迦太基的行动而遭到破坏。





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成为罗马的「被保护者」，同是罗马「被保护者」的努米底亚王国开始扩展势力范围，这个举动困扰著迦太基。

迦太基及努米底亚虽然一样是承认罗马霸权的同盟国，但在罗马人眼中却不被同等地看待。努米底亚的马西尼沙王曾与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并肩作战，於扎马打败汉尼拔。

此外，努米底亚曾提供兵力给罗马军，在希腊战线及叙利亚战线上，都看得到努米底亚兵的身影；而迦太基方面仅提供过小麦，而且不被罗马接受，罗马最后以付款的方式买入。当时，迦太基使节曾在罗马元老院说过以下这一段话：


「我们迦太基人曾经与你们罗马人以及马其顿王菲力普、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马其顿王佩鲁修斯等三位国王战斗过。」



这句话在元老院内引来哄堂大笑，从议席的一角传出：


「连血都没有流，还说什么！」



同样是在罗马霸权下生存的「被保护者」，努米底亚与迦太基的地位竟有如此的天壤之別。

斯特雷波（Strabo）著有关于地中海世界历史地理的书，根据他的说法，当时的努米底亚王国，「在马西尼沙的领导下，从游牧民族变为农耕民族」，成为一个强国。由此可见，迦太基人对努米底亚人的忧心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正为努米底亚势力入侵而烦恼的迦太基，决定招募佣兵。没有多久，就集结了六万名佣兵。

罗马方面当然马上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加图为首席的调查团来到迦太基，但迦太基政府立即向罗马提出努米底亚侵略主义的野心。刚开始时，加图并未理会迦太基的主张；后来罗马在第二年又派遣另一支调查团，此次的首席是西比奥·那西卡。

西比奥·那西卡成功地使努米底亚军撤回努米底亚境内，而且多数人相信这将为迦太基解除危机。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也认为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準备从布林迪西回到祖国雅典。

擅长于经济却不懂政治的迦太基人，将西比奥·那西卡达成的妥协方案，视为罗马的软弱。当时国内仍留有六万名佣兵，这支迦太基佣兵军队突破了努米底亚国境，直逼首都九十公里外。

罗马的元老院知道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在「汉尼拔战争」结束后所缔结的和约中，言明迦太基未经罗马同意，不得与他国交战。进攻努米底亚的行动，明显违反了条约。

以加图为首的对迦太基强硬派，发言力与日俱增；西比奥·那西卡所主导的稳健派只得闭嘴，罗马决定组成四个军团派往迦太基。

迦太基政府很快就了解他们的用意。正好在这段期间，进攻到努米底亚境内的迦太基佣兵，吃了努米底亚军的败仗。迦太基政府开始紧张，知道自己理亏违反条约，於是决定派遣使者到罗马，约定要解散佣兵军并将指挥官处以死刑，想要平息罗马元老院的愤怒。元老院相信他们的诺言，把原本要派遣的军队改为调查团。

调查团的任务是到当地去勘察迦太基是否履行承诺，然而迎接罗马调查团的迦太基政府，却以逐步的方式履行约定，调查团带回罗马的报告，只是徒增元老院对迦太基的不信任。

住在迦太基第二大城市尤蒂卡等城市的居民，甚至比住在首都迦太基的居民更早察觉到，持续目前的状态将会招致更大的危险。这些城市於是派代表到罗马，表明如果当罗、迦两国发生战争时，将会站在罗马这边。

之后，罗马元老院由「对迦太基强硬派」主导。西元前149年，两位执政官的任职地点都指派在非洲，这等于是做出宣战的告示。

动荡不安的迦太基紧急派出五名特使到罗马，希望能说明状况。但罗马的元老院只是将执政官已从罗马出发的消息告知五位特使，宣战的理由是迦太基未经罗马同意便对罗马的同盟国——努米底亚作出敌对的行动，五位特使拿出必死的决心，提出无条件全面投降的条件，并交换三百位人质作为保证。元老院接受了这项提议，对前往非洲的两位执政官，下达指令赋予他们与迦太基谈判的权力。

迦太基政府迎接这五位归国的特使，这一次迦太基很快地履行承诺，送出三百位人质到「柯尔涅留斯阵地」，这里是半个世纪前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登陆非洲时所建设的进攻迦太基基地，执政官先把这三百人送到西西里，接着对迦太基政府提出种种要求，避免发生战争。

罗马要迦太基交出所有攻城的武器及器具，这意味着掏空迦太基的防备设施。迦太基答应下来，交出二千个弓器及二十万人份的盔甲，送到「柯尔涅留斯阵地」。两位执政官表示满意，并建议迦太基政府组成三十位有力公民的代表团送到罗马，以便接受日后的指令，迦太基政府都遵示照办。





但是迦太基运气不好，希腊正好在那个时期对罗马人的态度强硬起来。

以马其顿为中心的希腊，先王佩鲁修斯的庶子菲力普成为希腊人反罗马的领袖，事实上他是伪装的。西元前二世纪的希腊人，虽然具有强烈的自由独立意识，但是他们的政治能力与佩里克利斯（Pericles）的死一起消失，沦落成为一个非政治的民族。柏拉图（Plato）曾有的绝望，逐渐成为事实。希腊人没多久便倾向反罗马的菲力普，在公开的场合也作如此表示。


「欢迎罗马人到希腊，但这只是当作朋友的想法，而非作为主人的想法。」



当罗马军进攻非洲时，获得满堂喝采。罗马施力於迦太基，这正是希腊人在罗马霸权下扳回局势的好机会。希腊的波力比维斯也曾写道：「希腊人乘虚而入」。

与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或弗拉米尼乌斯时代相比，罗马人对希腊人的观感已有改变。在这五十年间，罗马人对佩里克利斯时代直逼文化巅峰的希腊文明，仍然怀抱着尊敬；但对西元前二世纪的希腊人，开始有了轻蔑的想法。

西元前二世纪的希腊人与佩里克利斯时代一样，提倡自由独立的精神不变，但当自由与独立实现之后，不是要依赖他国，就是要乘人之危。

罗马人喜爱希腊人创作的艺术品及建筑,学习文学与历史，他们并不强迫希腊人学习拉丁文，反而自己抢著学习希腊文。但希腊人想要依赖他国或乘人之危的想法，令罗马人不齿。西元前二世纪的希腊人不同于西元前五世纪的佩里克利斯时代，已经失去了创造美术、建筑、文学的新时代作品。

西元前148年，罗马决定派遣军队，第三度介入希腊。战胜汉尼拔之后，罗马人屡战屡胜，建立起以军事力量致胜的自信，因为非政治性的希腊人已经刺激了罗马。

罗马人对希腊人的动向感到焦躁之时，访问罗马的迦太基代表们时运不佳。焦躁的罗马人开始愿意接受加图所提倡的「强硬对抗迦太基路线」。

罗马向来宽大对待其他民族的方式，竟产生相反的结果，这令罗马的领导阶层感到惶惶不安，开始想到要改变做法。再加上在军事方面的自信，空气中充满了将对迦太基发出最后强硬通告的火药味。





为避免与罗马发生战争，三十位迦太基代表衔命前往罗马。元老院却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以下的要求。

毁灭首都迦太基，全部的居民迁徙到离海岸线十罗马哩（约十五公里）外的内陆地区。

其中一位代表曾提出反驳，认为如此一来等于判迦太基死刑。但元老院的态度不变，三十位代表只好接受，其中几位代表在返国的路上逃亡。

包括波力比维斯在内的多数人，都希望避免发生第三次布尼克战役。波力比维斯正从布林迪西乘船返回希腊。

身为好友的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紧急派遣使者追回波力比维斯，波力比维斯下船与使者一起到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準备出兵的奥斯提亚港，再折回阿庇亚大道。

勉强接受罗马无理要求的代表们回到祖国，迦太基民众不满领导阶层的无能，反罗马的势力逐渐形成。即使事实上有迫人就範的形势，但领导阶层的软弱态度引发了平民百姓的国家民族意识，接受罗马命令的代表，被指为叛徒，死于疯狂愤怒的民众手中。

首都迦太基一下子变成了武器制造工厂，为了準备守城，有效协调从近郊运送粮食，一度被通缉的对罗马强硬派人士呼吁佣兵归队，甚至要女人剪断头发作为石制弓器的绳索之用。同时，消除贫富差距，以从军为条件，释放囚犯及奴隸。虽然从沉没船只逃出的人数比平时还少，但当时首都迦太基仍有六万人。其中使用于防卫战的兵力，约有二万名。





罗马与迦太基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这个「最后倒数阶段」果真不可避免吗？我现在依然存疑。因为罗马元老院向三十位迦太基特使发出的最后通告——破坏首都迦太基，全部的居民迁徙到离海岸线十罗马哩外的内陆地区——事实上只有后代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项严苛的要求，古代的史家并不这么觉得。

李维斯的《罗马史》叙述这个时代的部分在中世纪时已经消失，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但是同一时代著有《历史》一书的作者波力比维斯认为罗马最后的通牒不是违反道义的行为，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及阿庇亚努斯（Appianus）曾参考过当时所有的史料，他们以强硬来形容这一段，但并未评为严苛。而那位最后向罗马抗命的迦太基特使，认为这等于判了迦太基死刑的说法，显然被后代的历史研究者完全接受。

罗马元老院逼迫迦太基政府将首都迦太基的全部居民撤离，迁徙到新的都市。如果不照办，将发动战争。但元老院并未指定在何处建设新都市，只是要求在离海岸线十罗马哩远处的内陆地区，至於选定地点的工作，则交由迦太基自己决定。

在此，我针对当时地中海世界著名都市的离海距离作了一番调查。

西西里上的叙拉古、巴勒摩，南义的塔兰托，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建设的都市——卡塔赫那、加地斯，埃及的亚历山卓，小亚细亚的爱菲索斯等，都与迦太基一样是临海的海港都市，而迦太基国的第二大都市尤蒂卡在现代虽是内陆都市，但在古代是临海的都市。

叙利亚首都安提阿（Antioch）位于溯河二十二公里而上的位置,而且当时的大船不能航行，以通商产业都市而繁荣的雅典也没有靠海，与外港皮留斯（Pileus）相距八公里。雅典与皮留斯间没有河川链接，借由铁密斯多格雷斯（Tehmistocles）修筑的道路，将雅典的物资运到皮留斯，在这里装船。

罗马位于台伯河畔，也没有临海。罗马到罗马外港奥斯提亚之间的联系，虽是沿着台伯河，但尽量取直线距离的道路，有二十二公里的距离。台伯河也是大船不能通航的河川。

当然也不是强要在撒哈拉沙漠中建设都市，甚至迁移都市至此。只要是离海岸线十五公里的地方都可以。古代的北非是一块绿地，河川也多。即使没有河川流经，可将约从雅典到皮留斯二倍的距离，变为铁密斯多格雷斯所设计的走廊形式。罗马的元老院内，仍有西比奥这个主张纵容迦太基势力的一派。而加图率领的「毁灭迦太基」派认为无论是用川船或是步行，如果海就在眼前，跋涉二十二公里也是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对迦太基人而言，如果离家一步就应该是在船上，因此即使只有十五公里的距离，几乎等同于「和死一样」。

民族间的纷争或是摩擦，经常就像这样，是源自於价值观的不同。在罗马人看来不过是迁徙到离海十五公里的内陆，却引起迦太基人极大的反感，决定与罗马霸权正面挑战。

西元前二世纪中叶的迦太基人似乎仍不能转换观点。他们认定首都迦太基地处天然要塞之地，因此觉得绝对不能更动呢？也或许是拥有泱泱大国历史的民族，不容如此苟延残喘下去呢？




迦太基城毁灭



迦太基城所在位置的半岛，突出于突尼斯湾西侧，形成天然的要塞。三方有海包围，北侧有山，要从东侧进攻几乎是不可能。西侧又有高十四公尺宽十公尺的三层城墙保护，也不可能从这个方向攻入。

攻击这个城市的唯一途径就是从海港这边进攻，这也是海港都市迦太基的正面大门。西元前147年起，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担任总指挥集中火力攻击这里。自从对迦太基发下战帖，共花了二年的準备时间，可见罗马的总司令官是属于谨慎行事的类型。而且开战当初，罗马方面尚未準备妥当，更何况攻打像迦太基这样的大城市，花个几年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希腊发生的事件，促使迦太基的攻防战提早结束。

决定第三度以军事介入希腊的罗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功镇压马其顿王庶子所率领的反叛军。到这步田地，罗马也不会想到要尊重马其顿人的独立。旧马其顿王国分裂为四个自治国，赋予自治权，降为罗马的属省。

虽然如此，罗马仍继续尊重其他希腊各城市的独立与自治。但在希腊人眼里看来，罗马的这种态度并非出自於一个强者的宽容，而是自知不如希腊文化。在这个时期，罗马元老院议员访问希腊城市国家科林斯，发生科林斯市民并未礼遇迎接的事件。这事提醒了罗马人，宽容主义是有界线的。

罗马紧急派遣军队到科林斯，彻底破坏科林斯，不仅搜刮美术品送回罗马，而且将全部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卖为奴隸。罗马几乎是翻遍每一寸土地，市街被破坏殆尽，罗马对科林斯的破坏，给了桀傲不逊的希腊人一个杀鸡儆猴的示范。

无视於罗马人所给的三天期限，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城市，被罗马人完全摧毁，城市的居民都变成奴隸。

但是像这样掠夺城市，还是建国以来空前第一次。仅次于雅典、斯巴达的第三重要城市科林斯，被罗马人摧毁，也浇了希腊人一大盆冷水。虽然不至於像旧马其顿一样变成罗马的属省，但希腊从此以后便安分地在罗马的霸权之下生存。把自由与独立摆第一的希腊人，却失去了自由与独立，然而换来了秩序与安定。

西元前146年，罗马人从「稳健的帝国主义」方针转变为「严厉的帝国主义」，同一年，迦太基也到了迎接壽终正寝的最后阶段。

迦太基人追求的既不是自由，也不是独立，而仅是求得安全，实在可悲。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曾说，希腊失去独立，希腊人当然有责任；但是迦太基的灭亡实在是非战之罪。






迦太基首都









迦太基市街略图




如果真要说迦太基人有罪的话，大概就是坚持到最后一刻仍然拒绝接受罗马的招降，只好选择与自己的城市一起灭亡。罗马兵指挥俘虏并排站在城墙上，在罗马军面前一个一个射杀，可见迦太基人「宁为玉碎，不愿瓦全」的想法，到最后关头仍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罗马军总司令官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利用西元前147年到前146年间冬季的休战期，派使者到罗马元老院，请示将如何处置迦太基首都。

从海港这边进攻迦太基的準备已全部完毕，罗马军建筑堤防，全面封锁链接海上与港湾间运河的入口。迦太基开了另一条运河，但附近的海面上经常有罗马的船只往来巡逻，根本起不了作用。陆地这边的城墙，早已有多处损毁。守城策略迈入第三年，贮存在市区内的粮食大概快要见底。不是做最后的挣扎，就是和谈。

结束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他的养孙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当年正好三十八岁。战场上的所有行动都由这位最高司令官做主，他与养祖父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及生父艾米里斯·保罗一样，都以开放的胸襟接受不同的文化及民族,这位罗马武将正犹豫著由他一个人决定迦太基人的命运是否有所不妥。

西元前146年的春天，元老院的圣旨抵达。决定将迦太基处以与科林斯相同的待遇——「摧毁」。





罗马军从靠海这边进攻，防卫的迦太基军在环绕外港的仓库及造船厂点火。在大火中展开战争，在每一间房子及每一条道路搜查敌人的踪迹，持续了六天六夜。

七天后，迦太基市街完全被征服，神殿及神像也被烧燬。有不少迦太基人纵身入燃烧中的神殿，他们认为与其当奴隸不如选择一死。拒绝招降的市民决定了城堡陷落之后的命运。成为奴隸的迦太基市民，包括孩童在内高达五万人。

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因为与总司令官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的关系亲密，当迦太基城毁灭时，他人也在现场，自然也就对这一段过程详加描述。但是很可惜的，他的著作《历史》一书在中世纪时剩下不到三分之二。迦太基毁灭的场景只剩下片段，所以引用西元前二世纪希腊历史学家阿庇亚努斯的著作代替，他曾参考过波力比维斯的作品。


「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迦大基，这个城市自建国以来，历经七百年繁荣兴盛的岁月，就此毁灭，化为一堆瓦砾。」



七百年的漫长岁月中，迦太基统治广大的土地及众多的岛屿，缔造出强大的帝国，拥有庞大数量的武器、军事、大象及财富。

比起过去的帝国，迦太基显得更有勇气与气魄。在曾经屈居於罗马要求之下，缴出所有的武器及军舰，但是三年后準备反制罗马的攻击。而今却完全地被破坏、毁灭，将要从地表上消失。

依照西比奥·艾来里亚努斯的说法（根据波力比维斯的转述），想到敌人如此的命运，不禁潸然泪下。

虽然身为胜者，却忍不住作如此想。人、城市、国家、帝国等等，一并走上毁灭的命运，的确很令人感伤。特洛伊、亚述、波斯以及二十年前的马其顿，都向世人说明了胜者必衰的道理。也许是有意识，也许是无意识，罗马的胜将说出了荷马叙事诗中特洛伊总司令官赫克特（Hector）的一句话：


「总有一天，特洛伊、国王及所有跟随他的战士终将灭亡。」



站在他背后的波力比维斯问罗马胜将为何说这句话，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转向波力比维斯，握着这位他的希腊好友的手说道：


「波力比维斯，曾经繁盛一时的帝国，今天却灭亡了。我们正躬逢其时，但是我的胸中并无胜利的喜悅，反而哀伤著有一天罗马也会步上同样的后尘。」



毁灭后的迦太基，城墙、神殿、房屋、市场等建筑物一一遭到破坏，仅剩土石的地面被犁铲平。罗马人在这个神明诅咒的地方，撒盐驱邪。

在这块草木不生、未闻人烟的不毛之地上，凯撒曾下令将它建设为殖民地，但因凯撒被暗杀而使计画中辍，直到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时，才有人类再度住在这里，但这也是一百年以后的事。目前残存的迦太基遗蹟，是罗马时代所遗留下来的，迦太基人时代留下的东西甚少。





罗马自西元前753年建国以来，历经六百年的岁月，虽然曾当过败者，却也从未在地面上消失。西元前146年，科林斯、迦太基接连发生不幸的遭遇，在迦太基消灭的十三年后，西班牙的努曼提亚（Numantia）也遭到一样的命运，当时罗马的总司令官也是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

多位现代的研究学者认为，这三个都市的破坏是蛮横行为所致，如果我也如此认为，将会非常轻松，不必再深究。

然而，如果真是横蛮行为的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针对科林斯的毁灭及科林斯公民的奴隸化，你问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意见，这是梦想家希腊人的答案。后来虽然还有雅典、斯巴达等自治城市，但从这两个城市开始，整个希腊变成承认罗马霸权，享受和平与秩序。希腊也抵挡不住「基础建设」的浪潮，这是希腊人始料未及的。布林迪西位于阿庇亚大道的终点，隔海相望的希腊这边则开始铺设伊尼兹亚大道,展开了希腊的「罗马化」行动。

那么，西班牙努曼提亚的破坏，是不是单纯的蛮横行为？

西班牙的原住民是一个任谁都很难征服的民族，即使是在汉尼拔家族统治的殖民地时代，他们屡次叛乱，让迦太基人伤透脑筋。西班牙人与希腊人不同，并不是个爱幻想的民族。险恶的地形，培养了他们不愿驯服的性格。

直到奥古斯都大帝时代，凭借不断送进的武力镇压以及罗马人移民进驻的开垦，才完全平定西班牙。有「罗马化」模范生之称的高卢（现在的法国）人，在这方面也与西班牙人截然不同。

西元前133年，彻底破坏努曼提亚并将居民变成奴隸，算是第一波的平定行动。被镇压的西班牙，从「基础建设」开始「罗马化」。修筑的道路以罗马为起点，横跨现在的南法，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象征「罗马化」的罗马式街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在这个时期扩张链接希腊、义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马基维利曾说过，以严格的对待方式，应该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迦太基的灭亡似乎也和这两个例子一样，必须以「恶」来对待。

但是对消灭迦太基一事，个人认为罗马采取了不必要的蛮横。罗马囿於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一项愚蠢的行为。

灭亡迦太基对罗马来说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必再和像汉尼拔这样的人物苦斗。这在当时的罗马人心中，是一份不容忽视的情感。但是为什么是在五十年后才发生呢？主因在于古代的非洲是个富饶之地，迦太基又是非洲物产的集散地，所以不敢和罗马霸权唱反调，直到罗马攻入，迦太基才作绝地反击。

随着迦太基的灭亡，罗马立即要面对新的问题。努米底亚（现在的阿尔及利亚）日益强大，必须加以遏阻。

西比奥·那西卡始终主张迦太基应继续存在，但并非宽容，这是顾虑到努米底亚王国的策略。他的现实主义路线之所以会输给加图的强硬路线，不是因为来自迦太基人的挑衅，而是灾难重重的希腊人挑衅的结果。

假使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早死而加图长壽，同时希腊又没有发生骚动的话，历史将全盘改观吗？我想会吧！特別是百年之后，罗马人致力於「基础建设」重建迦太基。在罗马存续期间，迦太基仍是非洲少数几个重要的城市，现在仍可看到大规模水管的遗蹟，也就更坚定我这样的想法。





於西元前146年被罗马消灭的迦太基领土，由驻在尤蒂卡的总督统治，成为罗马的属省。这个地方已经不叫迦太基，成为罗马属省的旧迦太基，称呼变成「属省亚非利加」。




「我们的海」



迦太基成为属省，西班牙成为属省，希腊在事实上也成为属省的同时，婆高蒙王在没有后继者的情况下，留下「死后将王国讬付给罗马」的遗嘱后去世。婆高蒙所在的小亚细亚西岸一带，也成为罗马的属省。所以罗马占领土地之广，使得罗马成为地中海世界中屹立不摇的霸权国家。对罗马人而言，地中海已变成「我们的海」。

这一切都肇始于西元前264年开打的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如果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战役在第一次就结束，就不会有罗马人所称「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更遑论罗马人能在短短的一百三十年之间完成称霸地中海的伟业。

从罗马在「汉尼拔战争」降服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后算起，罗马耗费不到七十年的时间，就称霸整个地中海。连波力比维斯都觉得诧异，可见当时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

这全都是从汉尼拔开始的，本书所介绍的一百三十年，光是历时十六年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就佔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历史学家李维斯在《历史》一书中，也是详尽地述说「汉尼拔战争」，足以证明这个战争对罗马人影响的深远。迦太基的灭亡以及罗马人称霸地中海，可算是「汉尼拔战争」的连锁效应吧！

以毁灭罗马作为终身志愿的汉尼拔，比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奋力地去挑战强大的罗马。也因为汉尼拔的引退，罗马才能在短时间内将地中海收为「我们的海」。

但是成功是必须付出代价的，罗马人也不例外。《罗马人的故事》第Ⅲ卷将述说罗马人成为霸者之后的各种行径。






西元前130年前后的地中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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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认为历史是胜者为自己所写的，也许在没什么影响力的小国家，或是严密监控言论自由的警察国家会发生这种情形。但除此之外的国家或民族，不可能这么简单就可以操控历史的。

如果说所叙述的含有某种倾向，那是有可能发生。但是倾向与子虚乌有的谎言完全是两回事。

罗马曾经是胜者，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的一千二百年，罗马人除在初期以外，一直是个双语的民族。在罗马时代，胜者的语言——拉丁文及败者的语言——希腊文居於完全平等的地位。无论是败者希腊人、犹太人或是东方人，以希腊文写作发表的文章，连胜者罗马人都是读者。一般罗马家庭的子弟，也以希腊文作为必修科目。

叙事诗人荷马、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得、三大悲剧作家作品、亚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的喜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修西狄底斯（Thucydides）、赞诺芬（Xenophanes）等人以希腊文出版的作品，直到古罗马后期才有拉丁文的译本出版。这并非罗马人不关心这些人的作品，而是懂得欣赏这些作品的罗马人，他们的知识水準都已具备阅读希腊文的能力。在古代，翻译的数量与关心的程度并没有成比例的关系。

如同书中所述，古代的希腊文相当於现在的英文，从罗杰达石以及汉尼拔所遗留的碑文就可获得证明。罗马人中也有不少以希腊文著书者，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担任罗马方面的记录者法比乌斯·彼德（Fabius Pictor），并非以他的母语拉丁文，而是以希腊文记录创作。之后，如马库斯·奥雷留斯（Marcus Aurelius）皇帝，也选择希腊文书写记录。

扎马会战前一夜，汉尼拔与西比奥曾举行会谈，由于是正式的场合，应透过翻译对谈，而传译官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希腊文。因为西比奥精通希腊文，汉尼拔也懂得希腊文，虽然透过翻译会谈，但双方可确保沟通的意思无误。两人在罗德斯岛的谈话是属于私人性质，无须透过翻译，此时所使用的语言一定是希腊文吧!至於凯撒与克丽奥佩脱拉（Cleopetra）之间的枕边细语，大概也是希腊文。

由于世上还有不少学者有能力可以检验历史叙述的正确性，因此历史叙述很难完全依照胜者的意思来写。

虽然古代的印刷技术尚未成熟，但已有类似出版社的机构存在。当然还无法印刷，而以人工书写，一字一句地写出来，造价当然就昂贵。帝政时代时已有图书馆，但读者人数不多。也就因为读者人数少，读者都颇具深度。

历史叙述的工作，首先必须蒐集史料，其次整理史料，再以达意的文章叙述出来，读者才能理解，这是一项工程浩大而且繁杂的工作。因为是一项辛苦的工作，所以从事的人也就不多。

拉丁文的格言中有一句话：「说出的话随风而逝，写下的东西留下痕迹」（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历史学家塞勒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曾说：「写下东西是很困难的」（Arduum Res Gestas Scribere）。这么辛苦，谁还要从事写历史的工作？事实上，在书写之前的阶段，就已经产生历史叙述，因此不容第三者任意怀疑。

后世所写的历史书、研究书，包含许多知识，只是知识的历史容易停留在平面的掌握。如果要有立体的掌握，必须加入原始的史料，也就是阅读同一个时代或相近年代的史料。读了之后不仅会有立体的心得，也可得到最朴实的第一手资料。品尝这甘醇的风味后，一定会像笔者一样，想传达给更多的人知道。

尝试要写历史（故事）的人，在整理统合史料的阶段，就会感觉到必须诉诸丰富的想像力。但同时，如果太过依赖想像力，将是自掘坟墓。只要不是在写小说，掌握历史的真相或是有所偏离永远是个两难的问题。

写历史是一项不断切割、链接历史的工程，以自己全部的知能与存在作为赌注放手一搏，还是会有不足之处。故意写得迂回曲折，才更是「写」（Arduum）的困难之处，因为想凸显出个人的风格。人的个性透过他所书写的来表现，更胜于容貌所散发出来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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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



西元前264年，因西西里岛领土问题，罗马与握有地中海制海权的北非迦太基人发生冲突，历经三次布尼克战役，於西元前146年歼灭迦太基城。

西元前133年，罗马并呑努曼提亚，安定西班牙内政，掌握西地中海霸权，并陆续向东征服马其顿、希腊等城市，更远征叙利亚，将小亚细亚纳入版图，使地中海成为罗马人的「内海」。

本书以战争为题材，描写这一百三十年间罗马称霸地中海的历史，尤其详尽述说从西元前218年到前202年，被称为「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从汉尼拔自西班牙率军进攻义大利本土，到罗马名将西比奥於北非扎马一役击败汉尼拔，作者紧凑舖陈双方八回合的会战，令人击掌称快的战争场面，胜利逆转的精彩情节，鲜明地呈现登场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战争反映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为什么知识优越的希腊人、军事力量强大的迦太基人最后会败给罗马人？而什么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是因缘际会？是天时地利？还是领导者本身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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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无法维持长久的国泰民安，即使没有外敌，也可能会出现内乱。




就像是强壮的身躯，虽然无惧於外在任何的敌人，但是一旦体内罹患疾病，就会受苦於阻止身体成长的内脏病痛。




——汉尼拔——



（摘自李维斯的《罗马史》）








西元前130年的地中海世界







序言



降服於罗马军队之下的汉尼拔预言似地说了以上这段话。西元前147年，第三次布尼克战役进入第三年，这时在迦太基出现了一名年轻男子。

他几个月前才刚举行完成人式，并不是派来增强罗马军力的。罗马未成年男子只能穿着长至膝盖的「短衣」，现在这名年轻人已满十六岁，可以穿上罗马正式的服装；但是罗马服役年龄为十七岁，年轻人是应总司令官之邀前来迦太基军营，当然他也有特权得以睡在总司令官的帐营中。

这名年轻人名为提伯留斯·善普罗尼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罗马总司令官小西比奥是他的姐夫，此外他的母亲也是西比奥家族出身。罗马上流阶级社会的习惯之一是把成年后的男子送到军营内让他见识军中生活，同时也体验人生。

十六岁年轻人眼中的罗马军队并没有处於警戒的备战状态。

迦太基城内有五万多人，从西元前147年起受到罗马军的围攻已长达二年多，所有的人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迦太基城未来的命运。





迦太基城三面环海，因此整个城市可说是受到天然屏障，唯一西边的缺口建有高十四公尺、宽达十公尺的城墙保护；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城墙多处遭到破坏；城内储存的食粮也在维持近三年后即将用尽。城内的人民都期待隔年，也就是西元前146年从海陆两方面的大举反攻，但是总攻击的命令却迟迟未下达。

古代罗马是由总司令官负责战场上所有的重要决定，迦太基城的命运似乎就操纵在小西比奥一人手中。小西比奥与大西比奥一样，对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看法十分开放，不会有偏见；他觉得迦太基城未来的命运不该由一个人决定。另外他的伯父西比奥·那西卡是罗马元老院内对迦太基问题采取较保守态度的，与主张消灭迦太基城的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抱持相反意见。

年轻的总司令官利用西元前147年冬天的休战期间，派遣特使回到罗马向元老院请示，请元老院决定是要消灭迦太基城或是再度讲和。在等待消息期间，小西比奥常与波力比维斯（Polybius）（几年后开始写有关于布尼克战争历史）同桌用餐，那位被邀请至军营的青年当然也在餐桌边，显示十六岁的年轻人听到了希腊历史学家与罗马将军之间的所有对话。

西元前146年，罗马传来命令要求总司令消灭迦太基城，经过六天六夜激战，原本的迦太基城沦陷了！迦太基城因为拒绝投降而惨遭灭亡的命运；当时被俘虏为奴隸的人数，包括小孩在内总共多达五万人。

眼看着七百多年来一直是地中海世界中屹立不摇的迦太基城灭亡，身为胜利者的罗马应该也有所感叹吧！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曾经写下这么一段话：


「小西比奥一直凝视著广大的迦太基城，久久无法自已。建国至今已长达七百多年岁月的迦太基，曾经如此辉煌灿烂，而今却化为一堆废瓦砾。」







七百多年来，迦太基支配著广阔的土地、支配著岛屿与大海，它拥有无数的武器与傲人的财富，绝不逊色於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个大帝国。

而且迦太基人有著无比的勇气，虽然被迫交出所有的武器与财富，但是仍然能够与罗马军队对峙三年之久，这是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比拟的。而今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城市完全被消毁殆尽，小西比奥一想到敌人的命运不觉潸然泪下。

他不得不想到一个不变的真理：无论是人或是都市、国家、甚至是帝国，最后都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特洛伊、古巴比伦、波斯等等，历史一直不断告戒人类「盛者必衰」的真理。

这名罗马常胜将军无意间朗诵了荷马叙事诗中特洛伊总司令官赫克特（Hector）的一句话：


「特洛伊最后大概也会随着国王普利亚摩斯以及众多阵亡士兵一同灭亡吧！」



站在后面的波力比维斯问他为何会说这句话，小西比奥回头看看他，挽著这个二十年老友的手说：


「波力比维斯啊！我们现在是正处於享有盛名的帝国灭亡的一刻，这是个伟大的时刻！但是我心中却没有一点胜利者的喜悅，因为我看到将来的罗马也会面临这一刻的到来。」



元老院下令将迦太基城中所有的神殿、市场、码头、仓库一律毁坏，将整座城夷为平地，按照罗马人的习俗在这块遭神诅咒的土地上撒满盐巴。任何人都无法想像这块一毛不拔的土地曾经是地中海世界中最富裕的地方。当时小西比奥正逢其时，所以他才会有「伟大的时刻」的感慨吧！





史料上并未记载当时十六岁的提伯留斯对这件事情有何感慨，但是身为西比奥家族的一员，他对于第三次布尼克战役毁灭迦太基城的印象应该比任何一个罗马人更深刻吧！

同时他当年也已经十六岁，与五十六岁的波力比维斯及三十八岁的小西比奥一起感叹「盛者必衰」也不无可能。或许他认为罗马绝对不会重蹈特洛伊、巴比伦、波斯甚至迦太基的覆辙……。

迦太基城建国七百年之后灭亡，罗马那年也已经建国长达六百多年了。




第一章





格拉古兄弟时代




（西元前133年~前120年）



西方人有句谚语：含着银汤匙出生，意思是指出生于生活优渥的环境。在西元前二世纪的罗马社会中，最适合如此形容的莫过於提伯留斯与盖乌斯两兄弟了。

先前已经提过，两兄弟的外祖父就是罗马名将西比奥；祖父提伯留斯·善普罗尼斯·格拉古也曾率领奴隸军团对抗汉尼拔的常胜军，奋勇捍卫罗马前线，四十岁即成为身经百战的勇将。格拉古家族中的长男都会继承「提伯留斯」这个名字，因此父亲为他取名为提伯留斯·善普罗尼斯·格拉古。西元前二世纪，提伯留斯的父亲活跃於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是当时的政治人物中最值得一提的人物。

他的生年不详，依据他的生涯往前推算，应该出生于西元前220年左右。为了讨伐叙利亚国王安提欧寇斯，西比奥首次决定跨足东方，并且派遣他到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身边担任罗马后方支援的要职，这是格拉古首次担任公职。

西元前187年，格拉古获选为护民官；当时由于西比奥涉及五百泰连罗马币用途不明事件，格拉古在「西比奥审判」中极力为西比奥辩护。以加图为首的反西比奥派系，真正的意图并非追溯金钱的去向，而是想借此使得西比奥无法立足政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胆敢挺身而出为西比奥辩护便需要莫大的勇气，三十二岁的格拉古这么说：


「一位受到诸神庇佑、为祖国奉献牺牲的人，一位受到全民感念与爱戴的人，而今却站在被告席上，成为罗马的罪人；他被逼下政坛、被迫听一些莫须有的弹劾与指责，甚至遭到一些无知少年的唾骂。这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不仅汙损了西比奥的名誉，更毁损了全体罗马公民的名誉。」



最后，强制逮捕西比奥的提案虽然遭到元老院否决，但是反西比奥人士也达到他们真正的目的——使「扎马一役的胜利者」无法立足於政坛。西比奥受到反对派人士的阴谋陷害，声望一路下滑，最后只好辞去公职，离开罗马。

但是这位曾经打败汉尼拔的罗马名将却牢记着先前奋勇为他辩护的格拉古。他允诺提伯留斯·善普罗尼斯·格拉古将自己的女儿柯尔妮许配与他；所以提伯留斯与盖乌斯两兄弟身上之所以会有名将西比奥的血统是有这一段渊源。

「西比奥审判」五年后，西元前182年，三十八岁的格拉古当选为按察官；按察官的职务包括策划各种表演活动。格拉古主办的竞技会精彩无比，不仅使得罗马人民眼睛为之一亮，更引起元老院高度的关切；因为他举办活动的经费除了自掏腰包之外，还有许多「后援者」的赞助。由此可以看出格拉古本身的富裕程度，更可以了解到格拉古是领导多数「后援者」的「家长」。

属于格拉古家族的善普罗尼斯一门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前仍是平民，到了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罗马政府体认到必须将平民与贵族合而为一才能共同抵御敌人，因此罗马政府立法规定，平民一旦当选为执政官，就晋身为罗马共和政体中的从政阶级——贵族阶级，也就成为罗马的菁英份子。西元前三世纪，善普罗尼斯一门有人当选为执政官之后就晋身为贵族。直到西元前二世纪，罗马的贵族与平民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別了。

此外，有一些家族是自古极具声望与势力，例如西比奥家所属的柯尔涅留斯家族、建造罗马第一条大道——阿庇亚大道的克劳狄斯家族、汉尼拔战役中主张拖延战术的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所属的法比乌斯家族、在罗马共和之初就极具声望的巴里斯家族，以及后来凯撒所属的朱利斯家族；不屈服於汉尼拔的威势之下、被誉为「义大利之剑」的马尔喀斯家族以及格拉古等等有力的平民家族，学者通常称他们为「平民贵族」，这是为了与原有的贵族加以区分。

话虽如此，但是这毕竟是后世学者的分类方式，当时的罗马人并未执意加以区別。一般而言，依照往例，每年选出的两位执政官中总会有一人出身平民；依此类推，每年会有一个家族升格为贵族阶级，因此可以说罗马的「贵族阶级」并不是封闭性的阶级制度。「平民贵族」同样可以拥有广阔的土地，同样有许多「后援者」支持，成为家族的领导者，这些在当时的罗马都不是希罕的事。

我们再将话题转回格拉古。他担任二年按察官之后，於西元前180年获选为副执政官。他当选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先前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竞技会，使得他声名大噪；或是因为他的后援者大举进入投票所投下神圣的一票；也可能是因为在早年的「西比奥审判」事件中，他表现出超人的毅力使得大家对他肃然起敬所致？也许是综合以上所有因素吧！依照罗马法律，副执政官可以全权指挥两个军团，格拉古当然也有这项权力。

隔年，格拉古以前副执政官的身份前往属省西班牙东部，负责处理西班牙原住民反罗马统治的问题。

格拉古在这个地方发挥了真本领。他从不以鞭子对待奴隸军反而视他们为自由民，顽强抵抗罗马统治的西班牙因而享有半个世纪的和平；这完全归功於格拉古能够了解被统治者的心态，确立了公平的统治体系。他卸任回罗马时，元老院更破例允许他举行盛大的凯旋式，以报答他的功绩。

二年后，西元前177年，格拉古顺利当选为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一般都认为他在二、三年后与柯尔妮结婚。西比奥允诺将女儿许配给他时，柯尔妮只不过是个小女孩，十二年后他们才正式结婚，由此可见这对夫妻的年龄差距悬殊。

西元前169年，格拉古又当选为财务官。这个职位虽然不是最高行政长官，但是在罗马行政体系中却是个举足轻重的职位。财务官的职务包括公共事业发包，因此他特別制定法律，禁止公共事业发包沦为部分业者的独佔事业。

另外，他自费买下舅舅大西比奥位于罗马广场的房屋，建设一座希腊式会堂，称为巴西利卡·善普罗尼斯会堂，后来凯撒改建为巴西利卡·朱利斯会堂。

格拉古在财务官任期最值得一提的功绩是，他提出了一项特殊法案；法案中明定解放奴隸只要有五岁以上的儿子及三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以上价值的资产就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法案在公民大会通过之后，解放奴隸不必等到儿子成年就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因此许多解放奴隸开始在城中经营小商店或是自由从事各行各业。从此，他们与一般罗马公民享有相同的权力与义务，平起平坐。居住在首都罗马的这群新兴公民依照居住地点不同，分別登录在四个选区，开始享有投票权。

六年后，西元前163年，五十七岁的格拉古再度当选为执政官，可能是所有取得投票权的解放奴隸，都将自己神圣的一票投给他了吧！担任执政官期间，他前后两次以视察团团长的身份前往近东，主要是为了替同盟国叙利亚的塞流卡斯王朝打气。从此以后，罗马开始负起裁定叙利亚国王继承的责任。

学者推算格拉古可能逝世於西元前153年左右。据说他与妻子共生了十二个小孩，但是由于当时婴儿死亡率极高，因此最后只留下提伯留斯、盖乌斯两兄弟以及嫁给小西比奥的女儿而已。十岁丧父的提伯留斯与相差九岁的弟弟盖乌斯根本不记得父亲的长相，更不知道父亲留下大笔的遗产、举世的好评以及为数众多的「后援者」。当时罗马非常盛行寡妇再婚，凡是有意再婚的妇女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夫家，更何况是著名「伟大西比奥」的女儿柯尔妮呢！当时有许多王公贵族向她求婚，甚至包括埃及托勒密王朝都有意娶她为王妃。

但是柯尔妮婉拒了所有婚事，理由是她只想一心一意将儿子抚养成人。

格拉古兄弟在母亲周到的照顾之下成长。柯尔妮取得当时罗马教养人的资格；在她眼里儿子就是「两块宝石」，除了亲自教授儿子希腊文之外，甚至远从希腊聘请学者当两兄弟的家庭教师；但是她绝对不会完全把儿子交付给家庭教师或家仆。她曾说：「孩子不只是在母亲体内抚育而已，更应该适时给予机会教育，包括在餐桌旁。」两兄弟就在母亲细心调教之下成长茁壮。柯尔妮与凯撒的母亲奥雷莉亚被誉为罗马妇女的最佳典范。





史料并未提及提伯留斯歼灭迦太基回到罗马之后几年间的动态，但是应该可以料想他会依照罗马贵族子弟的生活模式，住在当时的高级住宅区——帕拉提诺山丘，不断地辗转於军团之间，直到二十岁时获选为祭司。

第Ⅰ卷《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中曾经提过古代罗马没有专职的祭司阶级，完全由选出的公民进行祭祀。罗马属于多神教国家，因此祭司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机会相当多。军团出征前需要众神庇护保佑，凯旋归来时也必须对神表示谢意。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祭祀，所以即使是年轻的祭司也有机会与罗马公民以及元老院议员接触。

元老院的「第一人者」（可说是元老院的议长）非常赏识提伯留斯。有一天他回到家大声地把妻子叫出来，说：「我已经决定了克劳蒂亚的婚事了！」妻子心里十分不高兴，女儿的终身大事怎么可以不和母亲商量，就擅自决定呢？她回答：「何必如此心急？对象又不是提伯留斯·格拉古！」

无庸置疑地，当妻子知道实情后，心情豁然开朗。无论古今中外，所有母亲心目中理想的女婿都一样。提伯留斯正是当时所有母亲心中最属意的女婿。二、三年后这桩婚姻成真了。





西元前137年，二十六岁的提伯留斯被选为派遣至西班牙军团的随团审计官，前往西班牙。

根据后来他弟弟的描述，当时提伯留斯前往西班牙途中经过托斯卡那，发现在农地上耕作的不是当地居民——伊特鲁里亚人，而是外国奴隸，提伯留斯见状十分惊讶。不仅是这件事，当他抵达西班牙之后，令这位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优秀份子讶异的事情源源不断。

虽然他的职位是审计官，但是随军刚出征的审计官职务就不只是负责会计而已；工作还包括调度军团所需的物资、发放士兵军饷，以及战斗之外所有军团运作的杂务，可说是集总务、经理事务於一身。另外，回国后的会计报告也是他的工作。对一个储备领导者而言，这项职务是必要的任务、经验；而且罗马中央也乐此不疲，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总司令官应该熟悉军队的收支情形，才能得心应手地派兵遣将吧！

罗马这次派遣军团至西班牙，是为了解决四十年来首桩的叛变事件。四十年前，提伯留斯的父亲采用怀柔统治方式，使西班牙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稳定。

但是，派遣至西班牙的军团在平定叛乱之前就已经四分五裂，再加上后来战败撤退时又遭到敌人围攻，只好赔上所有的武器及物资，才得以全身而退，简直落魄到极点。罗马人对军队素质低落的问题一直视而不见，这个情况使得提伯留斯更加认真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事实上，早在第三次布尼克战役时，小西比奥就不信任罗马正规编制的军队，而是转向后援者征兵，率领自己招募的军队远征西班牙。

此外，在提伯留斯回国那年，西元前135年，罗马发生了历史上首次的奴隸叛变，派往西西里岛镇压的军队不但无法平乱，更陷入苦战。

我们当然会猜测罗马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战乱，究竟地中海世界的霸权——罗马发生了什么事？





罗马於西元前509年开始实行共和体制；西元前367年，根据「李锡尼法」明定平民得以担任所有公职；西元前287年，制订「霍田西法」，凡是公民大会中决议的事项，直接列为国家基本大法，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別待遇从此完全消弭。另外，护民官为平民阶级的利益保护者，卸任后即获得元老院议员的席次；这种做法不但可以避免领导权握於少数人的手中，同时可以避免国家分裂。

公民大会的功用更是不容忽视。它负责决定开战、结束战争等等重要大事；而且执政官以及他主要官职都是经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也就是说，公民大会握有人事决定权。战争时所需的资金也是依据公民资产多寡按比例分摊，就社会正义面来看，这种做法非常公平。

虽然政府强制规定人民出资，但是一旦政府有能力偿还时，就会将所有金额退还，我们可称之为战时国债。只是偿还期可能长达二十年；而且这段时期完全免息，实质上就是直接课稅。然而罗马公民的义务不仅如此。在被罗马人喻为「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十七年间，以执政官身份前往前线指挥战事者多达西比奥人，其中有八人为国捐躯；试想全国最高指挥官的死亡比例都这么高了，可想而知民兵伤亡的惨重。由于当时罗马人上下一心，最后终于赢得胜利。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之后，罗马社会开始有了重大改变。





罗马军声称屡战屡胜，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官因此牺牲。这虽然无可厚非，只是凡事都有正、反两面。罗马体制中，凡是执政官的子孙都可成为贵族，这原本是为了防止政权落入少数人手中，但是这种做法还是不够充分。

从西元前200年到前146年迦太基灭亡这五十四年间，执政官总数高达一百零八人。这一百零八位「新进者」（家族中不曾有人担任过执政官者）仅有八人，其余的一百人皆出自柯尔涅留斯家族、巴里斯家族或是格拉古所属的善普罗尼斯家族等二十八个名门望族。如果贵族与平民的势力可以互相抗衡，那么贵族与平民就没有差別；但是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虽然贵族平民通婚的例子不在少数，但是同样是罗马公民，属于元老院派的平民与非元老院派的平民却有相当的差异。

原本元老院只是国家的幕僚机构，不具有任何实质决定权；所谓「元老院劝告」只是元老院讨论过后提出的「建言」而已，元老院本身并没有权利将建言政策化，所以罗马的共和政体理论上属于主权在民。

汉尼拔战争时破坏了这个体制。当时迫於临时危机处理，罗马政府就直接将元老院的建言政策化；当时完全是为了解决前所未有的紧急状况，但是这样的做法却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以后。在战争时期，这个做法的确发挥了莫大的功能，因此没有人质疑它的有效性。因此在战争时，有的权力集中在原本只有劝告功能的元老院手中。罗马霸权从义大利半岛扩及地中海世界的这段时期，元老院的权力也不断扩张。


第一、外交权。凡是罗马霸权下的属省、同盟国使节皆必须至元老院拜会；这些地区如果发生任何事件，也是由元老院组成调查团前往了解状况。




第二、人事权。虽说主要的公职皆是由公民大会选出，但是元老院却握有实质的就职同意权。




第三、财政权。元老院得以决定属省稅制；财务官也是由元老院议员担任。财务官每五年必须调查人民资产，因此对罗马公民而言等于是「国稅局」；另外财务官也握有公共事业发包的权力。




第四、司法权。罗马公民有权提出控诉，也可以告发属省人民；裁决机构长官为法务官，同时也是元老院议员，判决的陪审员完全由元老院议员独佔。



元老院甚至握有军事权。虽然执政官是由公民大会选出，但是由于元老院有权决定执政官的任所，而且元老院还有权指派前任执政官统治属省，因此可以说握有军事大权。

如果社会没有任何动荡不安，元老院即使大权在握，罗马应该也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罗马人在观念上与希腊人完全不同；罗马人不会质疑共和政体的少数指导制度是否正确，他们只在乎制度是否发挥它应有的机能。





下表是罗马十七岁到六十岁的役男人口，罗马是以兵役代替直接纳稅，因此可以说这些人都是有能力缴稅者。







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役男人数变化表











	

年代






（西元前）


	

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数


	

　





	

241


	

二十六万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终了





	

225


	

二十九万一千二百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开始前七年





	

204


	

二十一万四千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开始前二年





	

189


	

二十五万八千


	

叙利亚战役结束一年后





	

179


	

二十五万八十七百九十四


	

派遣到西班牙的军队未列入调查中





	

169


	

三十一万二千八百零五


	

马其顿王国灭亡时





	

159


	

三十二万八十三百一十六


	

罗马未发生大规模战事





	

147


	

三十二万二千


	

第三次布尼克战役当时





	

136


	

三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三


	

罗马未发生大规模战事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没有大规模战争时期，即使降低资产下限，公民人数依然递减，这是由于免服兵役的无产阶级增多的缘故。罗马政府规定役男在从军时，如果家庭无法维持生活者得以免除兵役。无产阶级增加是由于贫富相差悬殊。西元前二世纪以前，罗马社会动荡的主因在于平民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到了西元前二世纪后半，所有的抗争起因於争取社会正义、公正。

为什么社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按理说罗马是地中海世界的霸权，社会应该是富足康乐，为什么社会中坚份子的资产反而逐年下降呢?





社会不安往往是因为经济萧条，而经济萧条的最大征兆就是失业人口增加。罗马原为农耕民族，罗马农民勤勉、进取，一般都公认罗马农民的生产力远优于邻近的高卢人。另外，以农为业的罗马公民也非常引以为傲。据说西元前五世纪时，辛奇那图斯被推举为独裁官之后，放下锄头带领军队征战，但是战事结束后他又立刻拿起锄头下田工作。当时罗马农民多属于家庭规模的自耕农，家中即使拥有奴隸也仅有一、二人而已。

后来农耕地、奴隸虽然逐渐增加，但是仍以自耕农为主。自耕农属于第四、第五阶级资产者，不必缴纳直接稅，但必须服兵役；因此在罗马称霸过程中，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罗马社会中除了士、农之间的界线较不明确之外，我们可以说士、农、工、商四个阶级根本是为罗马人而设的。

但是，义大利经济结构的改变，却带给这些中产阶级莫大的冲击。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结束后，也就是自西元前240年开始，罗马政府开始向新属省西西里岛征收大量小麦，来取代直接稅。但是这项措施却给予罗马小麦农莫大的打击，因为罗马农民属于小规模生产，小麦价格竞争力当然不敌西西里岛的小麦；於是他们只好从事畜牧业或是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当时以小规模自耕农为主，可说是农民的时代；由于罗马国力逐渐强盛，街道等等社会资本也随之充实，因此包括同盟都市在内，整个义大利的生产力提昇，对橄榄油、葡萄酒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

但是到了西元前二世纪中叶，情况开始有了转变。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罗马政府强制人民购买的战时国债，到了西元前187年时，取消了国债偿还制度。

接下来，在西元前167年更进一步废除临时直接稅。

当时罗马属省西起西班牙东至希腊，罗马政府有权向属省征收什一稅，再加上矿产的收益，实际上罗马政府已经不需要再向公民课征「直接稅」了。所谓的「直接稅」是依据公民资产的多寡按比例征收，而今废除这个制度，最大的受益者是富裕阶级，造成了罗马「资金过剩」。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骑士阶级」的擡头。骑士阶级的擡头完全是受到罗马霸权扩张（也就是市场扩大）的刺激所致。

将拉丁文中的“Equites”直译为骑士阶级不免令人误以为是骑兵，实际上意译应为「经济阶级」。他们属于第一阶层资产者，有义务提供骑士所需的经费，为了与「贵族阶级」、「元老院阶级」加以区別，因此称这群人为「骑士阶级」。「骑士阶级」既不属于名门贵族，家族中也不曾有人担任过执政官，因此，与其在政治上争一席之地，不如专心致力於经济活动；更何况罗马法律明订严禁元老院议员从「商」，所以骑士阶级的活动空间就不受元老院牵制，得以自由发挥。罗马霸权的扩张使经济市场扩大，他们的活动空间当然也就更加宽广。

「骑士」的事业相当多，原本主要的事业为承办租稅征收，承包业务得标之后可以收取手续费；另外许多人必须借钱缴纳租稅，因此他们的另一项事业就是借贷，骑士先代替公民缴纳稅金，而后再向公民收本利。虽然元老院不会任由恶性金融业者为所欲为，但是罗马共和时代制度尚未完备，对于这类事务无法可管。据说暗杀凯撒的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就曾经以百分之四十八的高利贷借款，令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大为吃惊。一般的良心业者放款利率大约为百分之十二。

提供军队必要物资也是「骑士」主要的事业之一。以现在的情形来判断，我们不难想像这份事业的获利是何等优渥！

此外，他们也负责兴建公共建设。罗马发展成富裕国家的同时，也发明了石灰与火山灰混合的水泥，在西元前190年至前140年间应用这些水泥共兴建了三座会堂——波鲁奇会堂、艾米里亚会堂、善普罗尼斯会堂，这些会堂专供审判、会谈、公民大会之用。另外，骑士也整修了八座神殿；於西元前144年建造马鲁奇诺下水道，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西元前179年兴建了横跨台伯河的十座桥；其他诸如街道修补、海埔新生地等等也都是骑士们的功绩。承包大规模工程时，骑士通常会邀集同业组成合并公司，共同建设。

罗马以外的地区也以类似公司的组织进行经济活动，将总公司设在罗马，在其他属省、同盟国设立分公司，活跃於各处分公司的多是优秀的希腊裔义大利人。

这些人之所以可以活跃於商场，完全是因为元老院议员在幕后撑腰；罗马法律明订元老院议员不得从商，但是百密总有一疏，多数的员老院议员利用解放奴隸的名义进行投资、运用资产；西比奥弹劾事件中主要发起人之一——加图就是以这种方式投资。这种做法使得罗马社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一般人只要身边有钱就想投资，古今中外皆认为投资土地最为划算。原本没有土地、放弃政治改从事经济的「骑士」当然也将土地投资列为优先考量。罗马究竟还有没有可投资的土地呢？





罗马共和称霸义大利半岛时期，战胜后绝对不会破坏敌人原有的城市，也不会杀害平民百姓，而是将它纳为同盟国，仅没收一部分土地作为罗马国有地。依据学者估计，西元前140年时国有地总共有五十万公顷，约佔罗马总面积的七分之一。

罗马政府将这些国有地全数租给罗马公民，租金计算方式如下:

小麦耕地的租金为全年收益的十分之一，橄榄、葡萄耕地则为五分之一；对佃农而言，这是最合理的租金了。

此外，国有地的租借权可以移转给子孙，也可以让渡给他人，因此实际上可算是私有地，只是在法律上称之为国有地罢了。

利用这些国有土地从事畜牧业或者种植橄榄、葡萄等，农民必须等到数年后才可能获利，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先借钱投资；使用的土地越大获利越多，相对地事先的投资金额就越大。西元前二世纪后半，罗马人在军事上屡战屡胜，留在罗马的奴隸就成为最廉价的劳动人口。奴隸劳动人口的好处在于需求越多时，酬劳就相对减少，而且这些奴隸不需要和罗马公民一样服兵役。

成年的罗马公民服完兵役回到家，发现自家劳动收成作物的价格不敌雇用大量奴隸的大规模农园，常常因为作物滞销或是削价竞争，而使得生活陷入窘境，只好借贷度日，结果却也是困兽之斗。问题不在于罗马人民缺乏劳动动机，而是整个农业结构已经改变了。

罗马执政者深知罗马军事力量完全来自於中产阶级的自耕农，因此绝对不能放任土地集中於少数人手中。其实这个现象早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就已有些征兆，当时法律明订国有地的租地上限为五百尤格（约一百二十五公顷）。但是这项规定仍有不完备之处；元老院议员虽然不准从商，却可以堂而皇之地经营农业，他们除了以自己的名义租借五百尤格之外，还以家人、亲戚的名义租地。法律制定后一百年，也就是西元前二世纪中叶时，借地限制法早已名存实亡了。

奴隸免服兵役属于安定的劳动力，大规模的农庄雇用这些奴隸，获利必然增加，连带提昇罗马整体的农业生产力。但是缺点在于原本的自耕农必须举债度日，农产品价格又无法与大规模农庄竞争；最后只好放弃土地，成为无业游民，造成罗马失业人口大增。

这些失业人口都集中於首富之都罗马，按照研究者的推算，当时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七；这是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充实社会福利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人不单是失去工作，无以为生而已，他们更迷失了自己生存的意义；能够像提格涅斯（Diogenes Sinopeus）一样，终日栖身於樽中而不失尊严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依赖工作以保有人的尊严，因此为了保有为人的尊严，不单是靠社会福利就可以达成，唯有还给他们工作权。这些罗马「失业者」自然沦为无产阶级，当然就不必再服兵役了。我们无法深刻体会当时这些人质疑自我存在价值的心理，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不再以罗马公民自居了。





在罗马人口调查表中可以发现西元前159年以前，役男人数逐年增加，但是从这一年起却一路下滑；原因不在于十七岁至六十岁的男性人口减少，而是具有服役资格的公民人数减少了。当时政府已将资产下限从一万二千五百塞斯泰契斯铜币降为六千四百塞斯泰契斯；后来又因为征兵不足，再次降为四千五百塞斯泰契斯铜币，这使得原本不需服役的下层公民也必须服役。虽然这些下层公民不善于征战，但是我们也不能将西班牙原住民及西西岛奴隸叛乱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於他们；因为责任不只是他们，更何况这些战争不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而是为了维持罗马的霸权！





西元前134年夏天，提伯留斯·格拉古当选为护民官，当时他年仅二十九岁，但是他独特、善于安抚人心的态度以及年轻的嗓音深深地烙印在罗马人的心中。





「栖身於原野的动物、空中的飞鸟都有属于自己的窝，只要回到家就可以充分地休息；为什么一些为国牺牲的战士只能曝晒於阳光与空气之中呢？他们居无定所，只能带着妻儿四处流浪。




战场上指挥官鼓舞着他们说：「击退敌军才能保住祖先的坟墓！」其实这些话都是谎言，因为他们连祭祖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连祖先的牌位都没有！这些士兵奋勇战敌、为国捐躯，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保护他人的财产与幸福。




大家都说罗马公民是最大的赢家、世界的霸权，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罗马公民却连自己的土地也都没有。」



提伯留斯迫不及待地在当年12月10日护民官任期一开始，就提出农地改革法案。

他提案的「农地法」与现代的农地改革不尽相同。无庸置疑地，保护私有财产是罗马人的基本权利，但是格拉古所提的这项法案——善普罗尼斯农地法，却是以国有土地为主要对象。

农地法主要内容如下：

国有土地租借上限为五百尤格（约一百二十五公顷），如果以儿子名义租地，则每个儿子租地不得超过二百五十尤格，全家租地总合以一千尤格为限；畜牧用的家畜也不得超过六百头。

如果租用土地超过一千尤格以上，必须将多余土地归还政府，政府会依归还地大小酌量发予补偿金。政府之下设置常任委员会，专责将这些归还的土地再租借给其他有需要的公民。

这是一项期待公平的改革案，因为大多数的农民租地面积只有三十尤格左右。提伯留斯·格拉古的农地改革构想早在百年前就已经立法，但是最后沦为有名无实，又回复到原来富裕阶级霸占土地的情形，租金也毫无改变。名义上说是征收国有地租金，实质上是课征私有地稅金。因此这项改革法的真正意图在于纠正富裕阶级以解放奴隸或亲戚的名义租借土地的歪风。





这项法案顺利地通过，元老院并没有任何反对的举动。很明显地，格拉古的提案标榜公正公平，许多人都赞同格拉古法案；包括元老院中最具权威的阿庇斯·克劳迪、权威法学专家同时也是当年的执政官姆其斯·薛伯拉等人。元老院议员的既得利益遭受侵害，心中坚决反对格拉古的法案，但也不能无视於事实存在，所以元老院方面不会正面和格拉古唱反调。

其实格拉古的想法是很显而易见的。

将土地重新租借给无产阶级，使他们恢复公民身份，如此就可以健全罗马公民结构；不仅解决了失业问题，也消弭了社会不安。一旦公民结构健全，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素质自然也就可以提昇。他的构想与希腊雅典的作法完全不同，不是透过阶级斗争来排挤其他阶级的人，因此元老院不能以分裂国家的名义来制裁他。但是光靠分配土地并无法使自耕农自立。罗马第一位农业专家加图曾说：「义大利缺乏平原，适合种植葡萄及橄榄，或是从事畜牧业。」我们要了解，这些农作物或畜牧业都必须事先投资，对都市无产阶级而言，根本遥不可及。因此格拉古除了对归还土地的人支付补偿金之外，还必须增列新条款，从国库中提拨一部分金额当成自耕农的补助金。

事情发展至此，一直不敢表示反对的元老院议员终于找到借口了——国库不得补助私人！因为农地法承认子孙得以继承租借的土地，所以租借地即可视为是私有土地。元老院议员就咬住这一点，冠冕堂皇地反对农地法；但是他们自始至终真正的目的在于不愿意归还不当借用的土地。

欧大维与格拉古同为护民官，反对派成功地利用他保守的个性。法案付诸表决时，四位护民官中只要有一人反对，这项法案就不能提到公民大会表决。欧大维就行使法律上的否决权（Veto），反对格拉古的法案。





格拉古与欧大维年龄相仿，从小就是好朋友。两人都出自名门，名门子弟的教养是，早上在家接受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午则到城外马尔斯广场附设体育场锻鍊体魄。格拉古怎么也没料到法案竟会遭到好友的否决，这对他来说是一大打击。但是格拉古也不会轻言放弃农地改革，更不肯作丝毫让步，他甚至不愿私下与欧大维和谈；他尝试着在讲台上和欧大维展开一番论战。

两人的辩论持续好几天，无论话锋多么犀利，双方绝对不会恶言相向、互揭疮疤，也不曾声嘶力竭地叫嚣；两人虽然立场敌对，却谨守着应有的礼仪与风度。欧大维略居劣势，但是反对派人士暗中一直支持著他。

格拉古眼见欧大维不愿放弃行使否决权的坚定意志，只好诉诸最后手段——罢免欧大维护民官的职务。这在罗马史上是破天荒的事，只要可以在公民大会中投票表决通过罢免欧大维，农地改革法就可以顺利通过。这是唯一的方法了！格拉古以「不能维护公民权益的人不配为护民官」为由，获得多数公民支持。公民大会中再也没有人可以行使否决权，格拉古的「农地法」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三人委员会」开始收回所有不当租借的土地，再转租给有需要的无产阶级。委员除了格拉古之外，还有阿庇斯以及弟弟盖乌斯·格拉古；但是由于盖乌斯即将从军离开罗马，而舅舅年事已高无法胜任，因此只有格拉古一人孤军奋斗。这份工作甚至剥夺了他的睡眠时间，大概只有三十岁的年轻人才能如此吧！

反对派不断利用各种手段妨碍工作进展，例如法案通过之后不再提供公民大会的场地等等；但是所有的阻碍都无法打倒年轻护民官改革的决心。法案通过之后，他更意识到护民官必须为民著想，但是他却与原本强力支持他的元老院稳健派人士渐行渐远。

稳健派人士深具道德良知，所以才会支持格拉古所提的法案，同时他们也不容许违法行为存在。罢免欧大维事件中，格拉古一贯反富裕阶级的举动依然获得大多数支持，但是他们却反对格拉古的另一提案——将新属省婆高蒙王国的租稅全数作为实施农地法的财源。

元老院有权重组新属省，这已经实行七十年之久。当罗马政府决定将某地纳为属省时，先由元老院议员组成十人视察团前往新属省访问、了解当地状况，依据视察结果再决定往后的统治方式；最后再由元老院表决，才算真正决定新属省的统治形态。格拉古的新提案严重侵犯到元老院的权力。

当时提伯留斯急需资金以帮助失业者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他们安定下来就必须提供他们生活补助。如果做不到这点，这些人必定又得借钱度日，无法还债时只好被迫变卖土地，那么一切努力又归零。格拉古为了实现农地法，只好不择手段地确保财源稳定。在无法动用国库资金以及与财务官交涉不成的情形下，格拉古认为婆高蒙王国是神赐给罗马的恩典。

格拉古这样的作法无疑是向元老院权威挑战，当然遭到元老院强烈反对，偏偏格拉古丝毫不肯让步。婆高蒙国王在遗嘱中表示要将国家交付罗马公民，但是元老院握有动用罗马公民财源的权力。格拉古的提案是在平民大会中通过而非公民大会，格拉古是依据「李锡尼法」通过提案；因为这项法律明言，凡是公民大会中通过的提案，即可成为新法。

自古以来，第一次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反对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体。罗马政府可说是以元老院为基础，而今这些从政者深切感受到七十多年来穏固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动摇，肇事者正是提伯留斯·格拉古。





其实，格拉古也意识到原本支持他改革的人态度已有所转变，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他改革的决心。付诸实行的「农地改革法」不能因为任何因素半途而废，唯有坚持到最后，将改革成果公诸於世，才能奠定罗马共和的基础；否则罗马将走上亡国之路。这样的危机意识是支持他孤军奋战的最大力量。

三十岁的护民官为了使改革不至於因为自己下台而告终，所以必须连任护民官，去年12月10日起的护民官任期眼见只剩下半年，万一新任护民官理念与他背道而驰，那么改革势必中途而废，这点令格拉古担忧万分。

「汉尼拔战争」结束之后，罗马的非常时期也随之告终，因此一切制度恢复原状，执政官不得再连任，其他官职也一样。但是法律并未禁止护民官连任，因为护民官不属于政府公职，而是平民阶级代表。当初设置护民官一职的用意，就是要保护一部分人的权益。

西元前四世纪，罗马法律中规定护民官卸任后可以获得元老院议员的席次。自罗马建国以来，这是平民晋身贵族的捷径；当选护民官后入主元老院，而后担任法务官，最后再成为执政官。护民官的职位几乎每年换人，因为与其担任护民官不如尽早进入元老院，这样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较有利。所以尽管法律上未限制护民官不得连任，但是就以上几点看来，根本没有人愿意连任护民官。既然法律不禁止连任，格拉古决定利用这个漏洞来寻求连任。当时他身边不乏与他一样出身富裕，却一心想改革的年轻狂热份子。这些人开始替格拉古四处游走，期望探听出他连任的可能性，可惜根据这些年轻人回报的消息，提伯留斯·格拉古很难再获连任。

我们不难想像因为农地改革而权益受损的元老院议员，当然反对他连任护民官；另外，原本支持格拉古改革的元老院穏健派，也不愿见到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体遭受破坏，当然也反对他连任。尽管如此，护民官选举是在平民大会中进行，它独立于元老院与公民大会之外，格拉古连任与否的关键，在于他是否可以获得大多数平民的支持。但是当时的情势岌岌可危。





直接民主政治的缺陷之一是，谁最容易到投票所投票，谁的意见就容易被重视。在罗马举行的平民大会中所作的任何决定，大多操纵於居住在罗马的人手中，而非全数的罗马平民。而住在首都罗马的平民多从事工商业，对这些人而言，格拉古所提的法案与他们毫无利害关系。罗马平民的公共意识强烈，因此他们多数支持格拉古的改革；平民与无产阶级接触的机会很多，他们了解一旦无产阶级增加，失业人口增多，自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罗马的平民可以参加平民大会，有专门保护平民利益的护民官，因此不会因为自己是平民而感到自卑。护民官每年选出四名，彼此间的地位和权限相等，然而格拉古竟将同是护民官的欧大维解了职。尽管当初在罢免案时，平民们投下了赞成票，但是对于代表自己的护民官被罢免一事，至今仍是耿耿於怀，因此说什么都反对格拉古连任。反对派指控格拉古想要集权；在短视的人眼中，单纯的政治考量也会被看作是一己之私，况且这种事不是现在才存在。尤其罗马又是一个共和国家，批评一个人想要成为独裁者，最能引起人民共鸣。真正赞成格拉古的人，只剩下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尽管这些人为数不少，要齐聚投票所投票也不是难事，但是罗马选举制度是依资产多寡决定票数，所以格拉古能赢得的票数依然有限。

居於劣势的格拉古丝毫不气馁，他反覆思索应该如何获得无产阶级以外平民的选票。他想到罗马有产阶级必须服兵役以及很多平民商人将市场扩展至海外这两点。

为此格拉古提出两项新法案，一为缩短兵役期限，一为司法法案。所谓司法法案，是指将原本全由元老院议员专断的陪审员席次挪出半数席次给「骑士阶级」，也就是富裕阶级；格拉古认为这项作法可以为自己争取支持选票。这两项法案引起平民的热烈反应，虽然法案尚未交付表决，却已经使得格拉古再次赢得支持，这又使得反对人士更加提高警觉。

护民官选举的日子终于来临！格拉古到达选举会场卡匹杜里诺山丘时，受到支持群众热烈欢迎，仿佛看到他当选后的情景一般。只是如此大的声势，却招致了灾祸。

卡匹杜里诺山丘是罗马境内七座山丘中地势最高的，但是山顶上的平面面积却是最狭小的。在这座狭小的山丘上，有祭祀天神朱比特的神殿及其他大小神殿共五座，平民大会就是在朱比特神殿广场前举行；偌大的神殿被群众淹没。八十公尺外供奉信义之神的神殿内，元老院议员正在里面商议因应对策。

会场聚集了比往常更多的民众，想要维持秩序顺利进行难如登天。群众中除了支持格拉古的人之外，也有许多反对示威的人，现场一片混乱。格拉古站在神殿前的阶梯上，反对者集结之后开始朝神殿缓慢移动，支持格拉古的人士也準备阻止他们靠近格拉古，两派人马对峙。亲格拉古的元老院议员富拉库急欲赶来告知元老院开会结果，却被大批人马阻隔不得其门而入，最后他跑上另一座神殿的阶梯上对格拉古派人士做手势，格拉古派人士见状立刻让出一条通道，富拉库才得以见到格拉古本人。富拉库转述元老院的决议，他说强硬派希望执政官行使职权以阻止格拉古连任，偏偏得不到执政官首肯，於是这些强硬派议员决定将武器分配给自己的属下及奴隸，他们想要以武力阻止格拉古再度当选护民官。

格拉古的支持者得知情况后态度转为强硬，所有的人将自己的衣襬系於腰间，拿起原本用来指挥的木棒，以防突发状况。

有些群众距离神殿很远，他们也注意到一股非比寻常的气氛，因此大声询问格拉古：「究竟出了什么事？」虽然格拉古很想向所有的人解释，但是他的音量毕竟有限。他为了告诉群众危险临头，因此举起手指著自己的头。

这个动作看在反格拉古群众的眼里，他们立刻到元老院议场据实以告：提伯留斯·格拉古希望支持民众为他加冠。

这引起元老院议员一阵骚动。最高神祇官西比奥·那西卡胁迫似地对执政官说：


「为了打倒暴君，将国家从专制者手中救出，你必须行使执政官的职权。」



执政官薛伯拉反驳说：


「这些人应该不会有暴力举动，更何况我也无权在判决之前将民众处死；如果民众是受到格拉古的威胁才选他为护民官，那么这个选举也无效！」



听完这席话，那西卡再也按捺不住，立刻站起来对所有元老院议员说：


「各位！你们亲眼目睹最高领导者背叛了国家！决心维护罗马体制者请追随我去讨伐格拉古！」



话毕，那西卡撩起长衣下襬掩住头，这个举动是祭司在祭神时的动作，象征奉献一切。那西卡威风凜凜地朝朱比特神殿走去，紧跟其后的是元老院强硬派的议员，他们左手撩起长衣下襬，右手拿着铁制的椅脚。

多数平民看到最高神祇官带领元老院议员朝着神殿前来，都被这般情景慑服，不敢再顽强地伫立在神殿前，害怕地四处逃窜。由于一切事出突然，有些人被绊倒，但是随后的人也不顾一切地踩在他们身上，以求自保。

在罗马守护神的神殿前，农地改革派与反对派首次正面冲突；这情形就像是意见相左的两派人马，彼此心怀憎恶。格拉古派的人虽然年轻力壮较佔优势，但是他们手中仅有木棒，怎么也抵挡不了手握铁制椅脚的元老院议员；原本负责保护格拉古安全的保镳也纷纷逃走，最后格拉古自己杀出重围，从卡匹杜里诺山丘往罗马大道方向逃逸。一路斜坡使得他精疲力尽，被旁边的死尸绊倒，当他正要起身继续逃跑时，却被随后追来的人一人一棒打倒。当时与格拉古一样被追杀的支持群众多达三百人，这些人最后的命运也一样被活活打死，没有人是一刀毙命。反格拉古派的人对格拉古及支持群众的怨恨并没有因此而解除，他们不准家属火葬这些人的尸体，反而将尸体全部丟进台伯河。

整件事最后以悲剧收场，令元老院良知派议员感到十分错愕。对幸运逃出的平民而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罗马在王政时期，会因为王位交替而发生流血冲突事件；到了共和时期，罗马人之间已有四百多年不曾因为争夺而流血。守护平民利益的护民官竟然在任期内被杀害！即使格拉古没有获得连任，他的任期应该是到那一年的12月9日为止。

元老院为了平息民怨，以属省祭典的事情为由，将众矢之的——那西卡下放到近东；另外又决定继续实施「农地法」，至於「三人委员会」中格拉古的遗缺由舅舅里奇纽斯·格拉古递补，另两人依旧为甫自西班牙返国的盖乌斯·格拉古及阿庇斯·克劳迪担任；这一切作为都是元老院向民众宣示：即使提伯留斯·格拉古去世，农地改革依然可以继续。

当时罗马人都把这整件事当成是意外事故，但是我们现在反观历史就可以发现——西元前133年夏天发生的这个悲剧正是百年后「罗马内乱」的开端！所谓内乱指的不仅是庞培和凯撒两人之间引起的争端，希腊历史学家阿庇亚努斯（Appianus）在他的作品中，以西元前133年为起点，描述凯撒与庞培之间的抗争，直至西元前31年屋大维击败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联军为止。在整整一世纪的史书标题上，他使用了一个代表多数内乱的字眼，直译为《诸内乱纪》。这一世纪对罗马人而言是「战争的世纪」，不同于三次布尼克战役的是，敌人并不是迦太基等等「外敌」，而是罗马人本身，也就是所谓的「内敌」。英年早逝的护民官提伯留斯在位仅短短七个月，但他却是第一个将成长过於快速的大国——罗马的「烂疮」公诸於世的人，而且明白指出，为了不重蹈大国灭亡的覆辙，唯有思考如何解决此一问题，这是罗马人的当务之急。

在提伯留斯死亡的那一剎那，或许只能用「无奈」二字形容吧！唯一令他欣慰的大概只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原本自西元前159年起逐年减少的役男人口，也就是拥有资产的社会中坚份子在这个时期开始不降反升。以下是罗马的公民人口调查表。







	

最低记录年


	

西元前136年


	

三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三人





	

格拉古改革二年后


	

西元前131年


	

三十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三人





	

改革八年后


	

西元前125年


	

三十九万四千七百三十六人






这项数据足以证明格拉古的想法是正确的！





提伯留斯·格拉古去世之后，「农地改革法」照常实施。「三人委员会」当然没有理由解散，但是委员之一的阿庇斯·克劳迪不久后病逝，递补格拉古遗缺的里奇纽斯·格拉古又战死近东，最后只剩下年仅二十岁的盖乌斯·格拉古。罗马共和政体规定年满三十岁才得以担任公职，因为他们认为二十岁仍是不经世事的年纪。提伯留斯·格拉古的「农地改革法」虽然没有废止，却因为缺乏意志坚定的主导者，无可避免地陷入停滞状态。西元前133年提伯留斯被杀后的几年之内，罗马维持了一段安居乐业的生活。

派遣至西班牙全权处理原住民叛乱事件的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攻破叛军基地努曼提亚，就像当年攻陷迦太基城的情形一模一样，西比奥完全压制叛军，占领努曼提亚城时正是格拉古被杀的时候。

西比奥於隔年返回罗马。

西西里岛的奴隸战争也於西元前132年结束。罗马史上第一次奴隸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在西西里岛是有缘故的，因为西西里岛普遍经营大规模农园。在一般家庭规模的自耕农中，主人与奴隸的工作份量相同，奴隸受到的待遇也比较人性；相较之下，大农园中主人与奴隸的关系疏离，奴隸总是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罗马政府平定了奴隸战争之后，立刻立法改善奴隸的待遇，因为罗马政府深知奴隸战争的导火线，是源于奴隸长期受到不平等待遇，愤而杀死主人。

西班牙战事平息，西西里岛也暂告平静。罗马一向不派军长驻属省，因此开始删减不必要的军团编制，这也是使得农地改革热潮降温的原因之一。

格拉古的改革一开始就得到元老院良知派议员的支持，反对派不能正面反对的原因在于罗马军事力量不振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今，役男人口既已回升，再加上战事不再，当然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军团了。人一旦生活安逸就容易忘记一些根本的问题，重回和平世界的罗马人民，当然也忘记原本的当务之急了！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健忘！在非迫切需要时仍然牢记罗马根本问题的人除了盖乌斯·格拉古之外，当初支持提伯留斯改革的良知派议员，也不忘要尽快解决罗马的根本问题——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但是这些人碰到了一个大难题，这个问题是提伯留斯·格拉古在位七个月时从来不曾遇过的难关。





提伯留斯的农地改革办法是收回不当借用的土地，再将收回的土地租借给真正有需要的都市无产阶级；这无疑是寻求权利平等，但是真正付诸实施时，却面临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租用土地在罗马已有好几世纪的历史，历经数百年之后，我们不难想像借地让渡权被滥用的程度。所谓禁止让渡是从提伯留斯时代才开始的。

假使土地让渡的对象全都是罗马公民，问题就单纯多了！凡是不当借用的土地皆可依农地改革法没收，因为罗马公民必须遵守罗马的法律。但是事实上，有很多土地都已让渡给罗马公民以外的人，也就是加盟「罗马联盟」的同盟都市市民，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在第Ⅱ卷《汉尼拔战记》中曾经提过，在以罗马为首的「罗马联盟」中，各个加盟国除了军事同盟关系之外，甚至共用许多基本建设，如街道等等；所以加盟国可以说不仅是国防上的命运共同体，也是经济面的共同体。正因为如此，罗马才能安然地度过汉尼拔战役这个难关。即使罗马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强权国家之后，军事、经济上的「罗马联盟」依旧存在，而且关系更趋紧密。

但是罗马公民与同盟都市市民之间仍有差別。罗马公民应尽的义务却不能要求同盟都市市民照样遵守，因为没有相同权利的两种人当然不能要求尽相同的义务；如果要求尽相同的义务，前提是必须有相同的权利。「罗马联盟」成立之初，就明言不能干涉内政，要求同盟都市市民尽义务就是一种干涉内政的行为；一旦干涉他国内政，「罗马联盟」便告瓦解。

汉尼拔战役证明了「罗马联盟」有效的防卫体系，因此元老院不曾考虑破坏此一组织。对他们而言，维持「罗马联盟」比农地改革重要，因为「罗马联盟」是有效的防御「盾牌」。

西比奥在西元前146年歼灭迦太基城，又於西元前133年并吞努曼提亚，使得西班牙内政趋於安定。回国之后，他可说是罗马举足轻重的人物。扎马一役击败迦太基、赢得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胜利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被称为大西比奥，而他的养孙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则被称为小西比奥。小西比奥接受「罗马联盟」加盟都市的陈情之后，才正式表明反对提伯留斯·格拉古的农地改革。可惜在他前往元老院发表反对演说当天早上，被发现死于自己房里。有谣传这是格拉古的余党所为，但是他既没有外伤，颈部也没有遭勒毙的痕迹。小西比奥中年以后身材肥胖，因此他应该是死于心脏病。西元前129年，也就是提伯留斯被杀四年后，第三次布尼克战役的功臣小西比奥逝世，享年五十六岁。






小西比奥像




（卡匹杜里诺美术馆藏）




小西比奥是个优秀的武将，同时也是个教养丰富、心胸开阔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愿意与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维斯（Polybius）、剧作家德伦西（Publius Terentius Afer）交往得到证明。一个人只要有才识学养，即使是战败的希腊人或迦太基人，小西比奥都能接受他们。但是学识丰富之人往往受到本身学识的限制，想法不容易改变。格拉古主导的改革虽然未被废止，但也一蹶不振，这不完全是因为富裕阶级者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愿意改革。





西元前133年提伯留斯被杀时，弟弟盖乌斯·格拉古年仅二十一岁，当时他被派遣至西班牙，隔年回罗马替代哥哥在「三人委员会」中的遗缺，前面曾经提过提伯留斯的农地改革衰败不振及「三人委员会」一直无法发挥功能的原因。提伯留斯推动农地改革时，虽然有坚定的意志及满腔热血，但是不曾表露於外，总是抑制在心中；盖乌斯则与哥哥完全相反，他毫不保留地表现出自己的热情，而且随时做好準备，等待时机来临。

以后的十年，盖乌斯·格拉古以罗马储备领导者的身份历经了许多不同的工作。罗马政府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军队经验，因此所谓不同的工作其实就是军团工作。西元前126年至前123年之间，盖乌斯在萨丁尼亚岛的军团中担任审计官，这段期间有许多关于他的佳话。

冬天军团缺乏御寒衣物，军团向罗马政府请求支援，得到的回覆却是：冬天航海过於危险，军团不应要求从罗马运送物资，请就地寻求援助。军团司令官只好求助於当地有力人士，却遭到婉拒，根本不愿意帮忙。先前曾提过，军团审计官的工作之一是调度军团所需的物资，因此说服有力人士帮忙的重担就落在盖乌斯·格拉古身上。

盖乌斯说服他们的来龙去脉我们无从得知，总之，他成功了！断然婉拒军团司令官的这些人，竟然和颜悅色地答应，自愿运送所需物品到军团，因此全军团的士兵才得以安然过冬。

另外一次，军团主食小麦不足，萨丁尼亚岛原本就不是小麦产地，因此如果想要从岛上调度小麦，就只有征收岛上居民的自家食用小麦了；而军团不愿意如此，但是也不可能远从罗马运来。

陷於苦思的盖乌斯於是派遣使节前往努米底亚（Numidia）向斯米迪卡国王求援，国王送来大量的小麦，才使得年轻的审计官再次度过难关，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现在努米底亚国王的父亲马西尼沙与盖乌斯的外祖父大西比奥两人在汉尼拔战争时是军中袍泽，也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努米底亚王国才成为西比奥家的「后援者」；马西尼沙甚至在遗嘱中指定小西比奥为他的遗嘱执行者。基於「家长」与「后援者」的关系，彼此应该相互帮助。





西元前124年夏天，盖乌斯刚满三十岁就当选为护民官，但是他是以最低票当选；由这点可以看出，当时的罗马公民尚未体会到国政改革的迫切。盖乌斯与哥哥一样，不是将护民官当成是政治生涯的跳板。

那年的12月10日，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提出许多法案；这些法案应该不是他当选护民官之后才有的构想，而是长久以来深思熟虑后的结论。

首先，他肯定提伯留斯所提的「农地改革法」。将十年来形同虚设的「农地法」重新交付公民大会表决，为的就是要重新实施「农地改革法」，当然执行机构——「三人委员会」也重新运作。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将农地重新分配给因为失去土地而失业的自耕农，以减少与日渐坐大的富裕阶级之间的差距，同时也可以重新奠定罗马的根基。

但是要稳固国家基础是需要相当的时日，这点可以从前面公民役男人数统计表中得知。因此盖乌斯不仅草拟了奖励自耕农办法，也考虑到福利政策。

「小麦法」就是福利政策之一。每年由国家收购定量的小麦，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贱卖给贫民；这种做法并非是限制经济发展，因为国家收购以外的小麦，依旧可以在自由市场买卖。根据后世研究学者估算，当时国家贱卖的价格约只有市价的一半。所谓的贫民以居住在罗马为主，户长每个月可以购买五模底，约是四十五公升。

另外有一些公民虽不至於失业，但是却因为服役资产下限降为一千五百塞斯泰契斯铜币，使得他们成为贫富差距扩大之后的代罪羔羊；盖乌斯认为有必要帮他们卸下重担，因而提出「军队法」。法案中严禁十七岁以下的男子服役，无论当时情况多么危急；此外，原本军队中的武器配备、食物费都必须由士兵的军饷中扣除，「军队法」明定从此这些支出皆由国家负担。

再者，失业者中可能有些人不愿意继续务农，也有许多人开始质疑在大农园时代这些自耕农的未来。盖乌斯认为仅是奖励自耕农不足以改善失业问题，因此他又提出「公共事业法」。他期望借由振兴公共事业来救助失业者。后来欧洲、近东、甚至北非等地许多街道的铺设，以及由首都罗马为起点，每隔一罗马哩（约一·五公里）摆制一座大理石圆柱的计画，也都是在盖乌斯的「公共事业法」中首次决议的。

盖乌斯振兴公共事业的目的不仅是要救济失业者，同时他也想利用充实社会资本的方法，带动整个罗马经济；因此他又提出「殖民都市法」。

在此之前，罗马所建设的殖民都市都是著眼於战略机能，也就是建设战时要塞。当然，无论是盖乌斯的殖民都市或是以军事为目的的都市，都具有衍生的功能，欧洲现在大多数的都市就是源自於古罗马的殖民都市，这点就是最佳的证明。在格拉古时代之前的殖民都市，都是罗马政府派三千名公民前往建设，目的不外乎是战略上的考量；盖乌斯则首创以经济为主要考量的殖民都市。

盖乌斯计画的殖民都市都分布在沿岸，在原迦太基土地上建设的「朱诺殖民都市」最能显现出他的想法。虽然盖乌斯承袭了哥哥的自耕农奖励办法，但是他心目中的罗马社会并非是农业社会，因此被送往建设殖民都市的人，也不再是希望拥有土地的农民，而是与工商业相关的人。盖乌斯并不是完全放弃攸关罗马经济动脉的农业，他只是顺应时势罢了。失业人口增加会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他希望借由活络经济来改善这个问题。

想要实现这个构想，就必须拉拢日渐擡头的「骑士阶级」。

平民贵族、贵族阶级或是元老院议员都是因为血源关系而晋身贵族，如果称之为「血源菁英」，那么「骑士阶级」就是「货币菁英」了！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原本贵族独佔的资产。盖乌斯·格拉古想要提升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以拉拢他们支持自己的计画。

首先，这些「经济菁英」的资产不得少于四十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罗马的资产等级共可分为六级，第二等级的资产在三十万塞斯泰契斯铜币至一百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之间；事实上，这完全是为了与贵族有所区別。在罗马共和体制中，「骑士」属于拥有足够财力的经济份子。

盖乌斯打算给予这些经济领导者享有与政治领导者——元老院议员相同的权利，因此「骑士」开始可以使用剧院的「包厢」，他们的座位就在元老院议员的正后方。

其次，盖乌斯将原来提伯留斯的初步构想更加具体化之后，再交付表决，其中之一为「陪审员改革法」。

罗马共和时代的审判制度是由法务官负责搜查以及担任审判官，原告的辩护人担任检察官，被告辩护人专司辩护，最后的判决则是由陪审员决定。格拉古兄弟改革前，陪审员的席次被元老院议员独佔。而在盖乌斯的改革案中，陪审员完全由「骑士阶级」取代。

这个作法除了可以提高「骑士阶级」的社会地位之外，更可以借此达到司法公正。罗马政府的执政官同时也是元老院议员，任期届满之后转派为属省总督。属省总督的蛮横不讲理一直为人所诟病，虽然属省人民有告发的权利，但是实际上，陪审团最后都会判总督无罪。提伯留斯的构想是，陪审员的席次由元老院议员及「骑士」各佔一半，而盖乌斯则认为应当全数由「骑士」担任，如此才可以真正消弭司法不公的弊病。

另外，护民官盖乌斯又修正「属省法」，使得属省租稅征收权以及其他经济活动都有利于「骑士阶级」。由于盖乌斯提出一连串礼遇「骑士阶级」（经济界）的政策，使原本罗马社会「士农工商」的阶级制度逐渐瓦解。

但是任何改革都必须有充裕的资金做后盾，特別是农地改革。此外，贫民小麦配给、振兴公共事业、建设新殖民都市等等都需要资金，如果无法确保财源稳固，改革注定会失败。

小亚细亚可说是所有属省中最富足的国家，因此盖乌斯引用修正后的「属省法」，重新制定小亚细亚的稅制，称为「什一稅」，他打算以此为改革的财源。同时他也很清楚，只有这些是不够的，所以又另外征收港湾使用费、货物稅，凡是经由港口进出的货物皆需课稅。

年轻护民官当然不忘改革选举方式。罗马自从西元前137年起，就立法规定不再以举手表决，而改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所以投票时无需再理会当权者的威吓，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投下神圣的一票；但是投票的程序依然没有改变。按照王政时期以来的惯例，由第一等级的贵族先投票，一旦票数超过一半，选举即告结束；如此一来，中下阶层的平民就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盖岛斯的改革案中，无论在平民大会或是公民大会选举时，完全不分社会阶级，所有的人都可以同时投票。

这项改革获得罗马公民热烈的响应，支持态度也由冷淡转为全力支持。盖乌斯也开始四处演说，阐明国政改革的必要性。

提伯留斯演讲时大多会站在演讲台上，以冷静的态度诉之以理；盖乌斯则完全相反，他总是语气激昂，走遍整个演讲会场，丝毫不见倦态。他深知语气如果过於激进反而会降低说服力，所以演讲时，他会派一个人在会场正后方，当盖乌斯语调过於高亢时，就以手中的乐器敲出低沉的警示声提醒他。

盖乌斯在工作时精力充沛，即使是憎恨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工作态度。提出多项法案之后就必须一一付诸表决，年轻护民官的工作堆积如山。盖乌斯以他超人的组织能力将法案一一付诸实行，迅速确实地处理每一件事情。承包商、建筑业者、各国大使、政府官员、军官、学者等等，从早到晩不停地进出他的办公室，盖乌斯总是从容不迫地接待他们，亲切且不失应有的风范。他非常尊重每个人的意见，作决定时绝对不草率含糊。他可以说是罗马难得一见的优秀领导人。

汉尼拔战争时，盖乌斯的外祖父大西比奥与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沙结盟，才打败汉尼拔；盖乌斯的父亲首创先例赋予解放奴隸罗马公民权，凡是儿子五岁以上、拥有三万塞斯泰契斯铜币资产者皆可取得罗马公民权；盖乌斯本身也一直与马西尼沙的儿子维持「后援者」关系，又派遣罗马公民到旧迦太基建设殖民都市，在他心中完全没有元老院议员观念里的「国界」。

护民官盖乌斯又提出「公民权改革法」。这项法案使得他与小西比奥等元老院良知派人士正面对决。

罗马公民权可分为两类：一为完全公民权，具有投票及控诉权；

另一种为不完全公民权，也就是没有投票及控诉权，前者称为「罗马公民权」，后者则称为「拉丁公民权」。除了这两种以外，凡是「罗马联盟」的加盟都市人民，通称为「义大利人民」；最后是罗马属省人民，他们有义务向罗马政府纳稅。罗马公民、拉丁公民、义大利人民则不须纳稅。

自罗马建国以来，罗马人一向不吝於给予他人罗马公民权，凡是居住於罗马领土内的人皆有罗马公民权。长久以来，移民至罗马的人不在少数，这个现象不曾引起令罗马当权者伤脑筋的事情，因为拥有罗马公民权并不是特別有利。例如「罗马联盟」军队中，由于罗马是盟主，所以罗马公民必须尽的义务较其他人多，而且只有罗马公民必须在薪饷中扣除伙食费；而拉丁公民、义大利人民则完全免费配给；除此之外，所有战利品都是平均分配。基於以上众多原因，没有人会特別想要获得罗马公民权。

一直到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这个情况有了重大转变。

首先是战利品分配不均。随着罗马霸权逐渐扩及地中海世界之后，只有罗马士兵才能分配到战利品。

原本罗马公民有向政府缴纳直接稅的义务，自西元前168年开始，由于属省稅收增加，罗马政府废除了这项规定；但是拉丁公民、义大利人民依然必须纳稅，这使得罗马公民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更大。经济市场随著罗马霸权的扩张，一切情况都对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有利。





罗马政府并没有发现移民罗马的人数增加，而是拉丁公民发现自己居住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少。罗马政府应这些人的要求立下法案，规定移民罗马他市的市民不得取得罗马公民权。西元前二世纪总共发佈两次相同法令。这时大家才意识到罗马公民权的好处，也正是因为如此，罗马人不再大方地将自己的权利与他人分享。

盖乌斯深知如果要确实实施农业改革或是其他改革，就必须解决罗马公民权与其他公民权之间的差別待遇。但是改革公民权势必遭到元老院议员与拥有罗马公民权者的强烈反对，而且公民权改革牵涉到整个罗马体制，必须阶段性实施才能成功。所以第一次提出的改革案并没有重大改变。

首先，让原来「拉丁公民」拥有投票权及控诉权，等于是给予他们完全公民权；另外，「义大利人民」则取得原本「拉丁公民」的公民权。

既然拉丁公民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那么按理说昇格为「拉丁公民」的义大利人民最后也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元老院虽然笃信「罗马联盟」是罗马的防御盾牌，但是绝不可能毫无意见地接受盖乌斯的改革案，一般的罗马公民也不可能接受。





改革案一旦定案后，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数大增，都市国家罗马将会分裂，「罗马联盟」也将解体，以元老院为主导的罗马共和体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元老院议员深感危机的到来，无论是良知派或是强硬派都不再分彼此，团结一致对抗盖乌斯·格拉古。另一方面，盖乌斯的声望因此如日中天，「公民权改革法」以外的法案全数通过，同时也通过护民官得以连任；因此西元前123年夏天，盖乌斯再度当选为护民官。

元老院反格拉古运动主要力量集中在破坏公民对护民官的支持，而且非常有技巧地进行；策略方面主要分为两种，而且元老院绝对不会亲自出面，更不会让公民察觉元老院是为了维护本身利益而有所作为。

所谓策略之一是在对付提伯留斯时用过的手段，这个方法无论任何时代都可奏效。元老院刻意散布谣言，指责盖乌斯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博得大众支持，而后再集权进行独裁。现代英国一位政治研究学者曾说：


「无知大众总是相信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都是为了一己之私。」



我认为不只是无知大众有这样的想法而已，罗马史上最高知识份子、也是我印象中最优秀的人——西塞罗也有同样的想法。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知识的有无、文化的差异，更不是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模糊分歧。只要有人会将手段当成是目的，这样的策略就一定会奏效。

元老院的第二个策略是在提伯留斯时代不曾有过的。盖乌斯获得公民全力支持，所以他认为对手不可能单靠中伤就可以击败他。





所有元老院议员站在同一阵线上攻击盖乌斯，盖乌斯的因应之道是以实际的政绩赢得选民的支持。连任成功后，盖乌斯将所有的心力投注在建设旧迦太基这个殖民都市上。

盖乌斯全心投入建设出来的旧迦太基殖民都市，无论从任何一方面看来，都可说是罗马史上最好的城市。

殖民人口突破六千人，而这六千人只是户长的人数而已，不包括亲属。被选为殖民者不单是失去土地的都市无产阶级，还包括商人、技工以及其他各行各业，因为盖乌斯理想中的殖民都市不是战时的基地，而是经济上的「基地」。

此外，以往罗马政府分配给每一殖民者的土地不超过五十尤格，但是在旧迦太基土地上建设的「朱诺殖民都市」，却分配给每个人二百尤格（约五十公顷）土地。由此可见盖乌斯的意图不只是要奖励小规模自耕农而已。

迦太基城自从西元前146年灭亡后，经过了二十五年，早已成为一片荒芜、杂草密布的废城了。刚灭城时，迦太基的农地还是青翠如茵，但是后来一场蝗虫灾害使得这片土地荒废多时；盖乌斯就是想要重建这片土地使它恢复往日青翠，适於人居。一旦计画成功，罗马的领土会更加扩大。如果有了城镇，那么周边的土地就可以重整，然后可以再多建设几个城市。北非原本就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建设成功之后，经济利益将无可限量。

盖乌斯身为这项计画的筹备人，为了决定殖民初期农地重画及公共建设地点等等事务，他决定亲自前往北非。元老院议员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利普斯·托鲁斯与盖乌斯同时当选西元前122年的护民官，他表面上是反格拉古运动的主导者，但暗中却是由元老院议员操纵一切。

护民官有权提出政策性法案，因此托鲁斯陆续提出许多法案。盖乌斯的「农地法」明定凡是接受土地分配的农民，必须依照国有地借地法的规定缴交借地费：而托鲁斯的新法案则是完全废除这个规定，也就是说可以免缴这项类似土地稅的「借地费」。

因「农地法」而重新获得土地的都市无产阶级，当然支持这项有利于自己的法案。

盖乌斯的「农地法」严禁将土地转让，也就是取消土地让渡权。但是在托鲁斯提出的新法中又承认土地让渡权，获得许多好评；因为一些取得土地却又不愿意成为农民的人，可以将土地转让给他人，从中获利。

另外，盖乌斯的「殖民都市法」计画要在义大利半岛兴建两座殖民都市，加上迦太基一处，总共三座殖民都市。托鲁斯提出的第三项法案就是在义大利半岛兴建十二座殖民都市，限定只有无产阶级者才可迁入，不须缴交借地费，政府免费提供土地，而且一切殖民所需的资金也由政府支付。

盖乌斯的「殖民都市法」中，每一殖民都市得以移入三千人，迦太基得以移入六千人；迁入义大利境内的殖民都市而获得救济的失业者总共六千人，但是如果依照托鲁斯的法案则可以救济三万六千人，六千人与三万六千人之间还是不一样。

托鲁斯不仅赞成盖乌斯给予「拉丁公民」罗马公民权，他还废除了军团内因违反军纪必须被处以乱棒打死的规定。

最后，托鲁斯发佈声明说，自己不会担任新殖民都市建设委员会的委员，这份声明很明显地是给委员会会长盖乌斯当头棒喝。此举一出，无论是无知大众或是有教养的知识份子，都一致认为护民官托鲁斯真的是罗马人民的守护神，是个清廉的人。





激进的法案相继实施，我们不免怀疑法案实施的后果是否为元老院带来无穷的后患？这个顾虑其实是多余的。对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确立国家法治观念的罗马人而言，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法律不适用时就该有所变通，变通的方法并不是修法。

自古以来，修改原有的法律，多少都会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而社会不安则使得人们错失修法的时机。

所以罗马人一向不会修改原有的法律，而是重新制订合於现状的新法，如果新法与原有法律相互矛盾时，那么旧法自然失效。由于罗马有著堆积如山的法律，所以最后才能发展成为非成文法国家。

罗马制订的法律不胜枚举，因此每项法案都不能单以「农地法」、「属省法」命名，因为光是农地法就有好几种版本，所以每项法案都是以提案者的名字命名。例如格拉古的提案就以他所属的善普罗尼斯一门为名，称为「善普罗尼斯法」，由朱利斯·凯撒所提的法案就称为「朱利斯法」；如果一人同时提出多项法案时，就称为「关于农地的善普罗尼斯法」或「关于属省的善普罗尼斯法」，以便於区分。

这种命名方式除了可以使立法者扬名於后世，也可以清楚地归属责任；官僚主导的行政体系是无法了解这种作法的优点。其实，罗马的街道也都是以建造者的名字命名，例如阿庇亚大道、弗拉米尼亚大道等等，用意大概也是一样的吧！

我们再把话题转回西元前122年。护民官托鲁斯虽然提出许多法案，但是幕后操纵的元老院议员根本没有实施的打算，他们的目的只是要让罗马公民不再支持盖乌斯，使盖乌斯无法立足；一旦盖乌斯失势，元老院就会重新提出法案，那么原来托鲁斯的法案就自动废除了。





盖乌斯完成迦太基的工作回到罗马后，当然可以感觉到罗马公民态度的转变。他刻意从帕拉提诺山丘上的高级住宅区搬到罗马广场附近的平民住宅区，此举多少有一点效果，但是对盖乌斯三度连任护民官的选举却毫无助益。元老院并不因此而善罢干休，因为距离选举还有五个月，他们担心盖乌斯会利用最后的任期扭转逆势，因此元老院必须阻挠盖乌斯的任何动作；这回元老院利用罗马人迷信的心理来攻击盖乌斯。

在建设迦太基殖民都市期间，测量土地用的柱子被强风吹倒、用来祭神的牲礼也被吹散到迦太基以外的地方、标界用的标线也被狼群破坏。

种种不祥的预兆似乎在诅咒迦太基，反盖乌斯者便开始散布谣言，说这些征兆都是在诅咒罗马人。正当罗马人对盖岛斯的信心逐渐动摇时，反对派立刻提出废除迦太基殖民都市的法案；另外，元老院议长欧庇谬斯又当选为西元前122年的执政官。

盖乌斯最后无法顺利三度连任护民官，只好于当年的12月9日卸任，当时他三十二岁。盖乌斯的支持者非常焦急慌乱。人一旦陷入绝境，做事手段就会变得激进，而且周遭的支持者会比当事人更加激进。盖乌斯所到之处，支持者总是戒慎恐惧地追随着他。

西元前121年，攸关迦太基殖民都市存废与否的投票日当天，投票会场卡匹杜里诺山丘挤满了赞成与反对的两派人马。依照罗马传统，举行公共事务之前必须供奉牲礼祭拜，公民大会当然也不例外。祭拜结束后，使者安帝斯捧著牲礼穿过群众时，发生了暴动！当他走过支持盖乌斯的群众中间时，大喊：「邪恶的公民让路给良民！」使者当场被杀。据说是被刻蜡的铁笔刺死。

这个事件使得两派对峙的情势更加紧绷。盖乌斯力劝群众要忍耐，一旦场面失控反而会给敌人全面攻击的借口；另一方面，执政官欧庇谬斯却煽动公民说：「唯有以暴制暴才能平息一切！」正当局势一触即发之际，天空降下大雨，广场上的集会因而顺延至隔天。

隔天清早，天气晴朗无云，执政官欧庇谬斯以商讨法案为由召集所有元老院议员。昨天惨遭杀害的安帝斯遗体也被送到元老院议事堂前，经过的元老院议员围着尸体议论纷纷；最后元老院发出了罗马史无前例的「元老院最终劝告」，意思就是「非常时期宣言」，凡是意图谋反者，执政官得以不经审判直接处以死刑。元老院非常谨慎地宣读「元老院最终劝告」，他们宣称这是为了保护罗马免受暴徒叛变所采取的非常措施。

就法律上来说，元老院对罗马政府有提出劝告的权利，但是却无权发佈非常时期宣言；在布尼克战役时由于情势危急，元老院的劝告就具有实际的效力；但是现在并非战时，更何况在布尼克战役时也没有所谓「最终劝告」的字眼，这宛如「下通牒」般的口吻，使得原本单纯的「劝告」成了戒严令，不仅凸显出矛盾，也为日后埋下隐忧。非常时期宣言简直就是划分太平与战乱的一条界线，不只是在古罗马时代，即使是现在，这条线该如何画，依然无法获得圆满解决。





被元老院指称为暴徙的格拉古派人士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全部都聚集到富拉库家门前商讨因应对策。富拉库是支持格拉古的同志之一，他的个性比格拉古更为激进。这时又传来执政官欧庇谬斯明天即将带领元老院议员及「骑士」在广场前聚集，情况似乎无法控制。盖乌斯也没有能力制止愤怒的支持群众前往阿凡提诺山丘，背水一战。

富拉库家门前一大群支持者；相对的，盖乌斯却独自守在家中足不出户，在绝望无助的情形下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执政官带领克里特（Creta）及希腊的重装步兵聚集在罗马广场；格拉古派的人马则是在阿凡提诺山丘上集合，阿凡提诺山丘一向都是平民阶级的根据地。盖乌斯腰间仅带着一把短刀，他对富拉库强调希望能以和谈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达成协议，决定派富拉库的小儿子前往执政官处进行谈判。

尚未成年的少年泪眼汪汪地向执政官及元老院议员求和，在场的人也都希望可以和平解决问题，执政官对少年说：「不需要再派任何人来，只要你们为暴动事件谢罪，并且服从审判，这件事即可了结。和解与否完全取决於你们的态度。」少年回来，一五一十地传达执政官的话，盖乌斯决定亲自前往求和，却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於是少年再次前往罗马广场谈判。这回谈判情形如何根本无从得知，因为执政官二话不说，就将少年逮捕入狱；事实上，执政官欧庇谬斯根本没有和谈的意愿。





从罗马广场到阿凡提诺山丘之间的距离仅有一·五公里，执政官带领军队一步步向前进攻，紧跟其后的是元老院议员带着自家的武装奴隸準备前往应战。

死守在阿凡提诺山丘的格拉古派最后抵挡不住执政官一波波的攻击，不多久就完全被歼灭了！执政官又下令凡是砍下盖乌斯、富拉库人头者将可获得与头颅等重的黄金，一场猎杀人头的行动於是展开。

躲在好友家中的富拉库以及两个儿子没多久就被发现并且当场被砍下头颅，送到执政官手中。

没有人看到盖乌斯与敌人厮杀的场面，或许是他根本无意卷入这场罗马人相互残杀的战斗之中吧！盖乌斯走进阿凡提诺山丘上的戴安娜神殿，打算在此自杀，却被赶来的两位友人适时制止，夺走盖乌斯手中的短刀。

阿凡提诺山丘北边有一座跨越台伯河的桥，当他们逃到这里时，却被紧追而来的敌人发现，盖乌斯趁其他两人与敌人缠斗时逃脱。盖乌斯与奴隸越过台伯河后，没有人愿意提供马匹帮助他们逃走，因此他们只好躲进台伯河沿岸的一座小森林里。随后追来的敌人在森林中发现两具尸体；据说是奴隸先杀死主人之后，自刃而死。

执政官将盖乌斯及富拉库的头颅高掛在罗马广场的讲台上示众，尸体则与其他人一样都被丟进台伯河中。

西元前121年盖乌斯被杀的情形与西元前133年提伯留斯的情形略有不同。执政官的追杀并没有因为盖乌斯被杀而终止，此后凡是盖乌斯的党羽陆续被逮捕，而且完全不经审判就处以死刑，据说总人数多达三千人。富拉库的小儿子也在牢中被杀。格拉古派的财产一律没收，并且禁止寡妇披麻戴孝，如有违反视同叛国。





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

西元前133年时，元老院唯恐民众反弹，以较不显眼的方式删除提伯留斯「农地法」中重要的部分，不至於完全废除法案；但是西元前121年时，元老院却明目张胆地表示一切要恢复原状。

首先，迦太基的殖民都市计画化为一张白纸；原本由富拉库负责在马赛西南建设的纳邦新殖民都市如期在三年后完成。纳邦与迦太基的命运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別，原因在于它是属省西班牙的中继基地，具有军事上的利用价值。

由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了解元老院完全无法了解盖乌斯建设新殖民地的真正意图。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精髓——「农地法」最后也就一点一滴地消失了！

首先恢复承认国有土地的让渡权；接着是即使租借土地超过格拉古「农地法」中规定的租借上限，只要缴纳借地费就不须归还土地；此外托鲁斯的法案中明定只要是将国有地当作农地耕种者，完全不需要缴交借地费，但是对象仅限於正当租用土地的农民，盖乌斯死后，元老院又将这个规定扩及不当借用土地者。

如此一来，土地又集中於少数人手中；所谓的奖励自耕农路线完全付之一炬，一切又回到原点。

话又说回来，元老院不可能完全无视於民意所向。因此格拉古改革中若干受到民众好评的措施仍然照旧实施，例如都市无产阶级的小麦配给、兵役中的费用由国家支付等等；另外由「骑士阶级」担任陪审员制度、提昇「骑士」的社会地位等相关法案也继续实行，因为元老院不可能忽视这群人的经济力量。格拉古的「公民权改革法」中，给予义大利人民罗马公民权的计画，由于既得利益者——罗马公民的反对，因此元老院毫不考虑地就加以废除。西元前120年的元老院与汉尼拔时代的元老院想法如出一辙，丝毫没有改变。历经百年岁月，他们还是确信：


义大利是地中海世界的支配者。




罗马是全义大利的主导。




元老院则是罗马的最高领导者。



这些想法无疑就是锁国主义！布尼克战役的胜利反而使罗马人的思想走进了锁国主义之中！





后世研究者将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原因归咎於时机尚未成熟。十五、六世纪的义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Machiavelli）认为，人类只会注意到眼前的灾难，而且没有武器的预言者最后注定会失败，格拉古兄弟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事实上，七十年后凯撒证明了马基维利的想法——以武器强迫使人民的思想开化。

在此，我必须提出一点我的看法。如果格拉古兄弟不是在护民官职位时进行改革，而是以执政官或财务官的身份进行改革，情况又会是如何呢？

执政官是罗马体制中最高官职，担任财务官的人也必须是前任执政官才有资格，因此这个职位无论是在权威与势力方面绝不逊於执政官。我们可以从格拉古兄弟的祖父、父亲的政治生涯印证一个事实：前执政官当选为财务官的当选率为百分之百。格拉古兄弟应该再等十年当选为执政官，或是再多等几年当选为财务官之后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成功；因为凡是执政官或财务官提出的法案都可轻松地获得元老院同意，有了元老院的支持，法案要在公民大会中表决通过，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因素不只是失去公民的支持，当时元老院知识份子的想法也与他们背道而驰。为什么元老院内的知识份子不再支持格拉古兄弟呢？

下一章我们会提到，苏拉的改革法暗中刻意削减护民官的权力，而与苏拉一样笃信共和体制的西塞罗也是严辞批评格拉古兄弟的所做所为；但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他们却受到推崇，原因何在？

代表平民阶级的护民官权势与元老院主导的共和体制其实是互为消长的，一旦护民官权力扩大，就表示共和体制趋於瓦解；元老院的知识份子都很担心这点。在贵族与平民激烈抗争的时代，罗马人十分担心国家分裂，因此罗马人致力於开放官职给一般平民、允许护民官进入元老院等等，这些作法都是为了避免国家产生两股相对的势力。有这样想法的人，大多都会赞成格拉古兄弟的改革，然而却无法认同他们改革的方式。假设格拉古等到当选执政官或财务官时再进行改革，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在罗马的寡头共和政体内，进行体制内的改革罢了。

帝国时期之所以会给予兄弟两人极高的评价，原因在于帝国时期的平民，根本不担心改革是否会造成共和体制的崩溃，他们是非常佩服格拉古兄弟大公无私的精神。

格拉古兄弟在护民官任期内进行的改革，难道完全没有意义吗?

当然不是！西元前二世纪后半，罗马实在需要根本上的改革，大家都非常清楚这点，只是这项尝试无法由体制内的元老院亲自实行。

研究学者一致认为，罗马共和的兴盛并非一人即可成就的，而是经过众人尝试错误之后，逐渐建立起国家的营运体系。如果说兴盛非一人可以成就，那么国家混乱也不可能是个人所造成，而是整个国家体制发生问题。我认为格拉古兄弟引导罗马人开始质疑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但是由于他们两人过於年轻而不自觉，所以才会从非元老院体制内的职位——护民官开始进行改革！

提伯留斯实际进行改革的时间只有七个月，盖乌斯也只有二年而已，而后他们一切的努力又归于零。但是他们却带领罗马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就是说他们两人为罗马历史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点就足以使他们扬名於万世。因为无论罗马人如何迂回曲折地进行改革，最后还是依照当初两人所立下的路线在进行。

罗马公民虽然无法真正理解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真意何在，却感叹两人英年早逝。他们亲手在格拉古兄弟的坟前建造两人的肖像及赞美碑文，每年都会到这里来祭拜，仿佛是将他们当成自己的祖先一般。

提伯留斯的儿子未成年就夭折，盖乌斯则无子嗣，也就是说格拉古一门自此不再有香火。元老院并没有没收格拉古兄弟母亲柯尔妮的财产。两兄弟去世后，柯尔妮独自搬到拿坡里湾西边的別墅隐居，虽说是归隐，但是她的访客络驿不绝，近东、非洲的王公贵族访问罗马时，必定会到此探视她，文人学者也会在別墅举办沙龙，一切都与格拉古兄弟在世时一样，丝毫没有改变。

当大家的话题谈到格拉古兄弟时，不曾见到柯尔妮落泪；她虽然不能亲自为儿子造墓，但是她说：「罗马公民已为我的儿子建造了一个安息之地。」其实，后来罗马公民也打造了柯尔妮的肖像以供瞻仰，虽然现在只剩下一个底座而已；底座上刻著：「小西比奥之女·格拉古兄弟之母柯尔妮」。在女性地位低落的罗马共和之中，这是难得一见的殊荣！

现在遗留的文物中都没有两兄弟的肖像，因为他们分別死于二十岁、三十三岁，如此年轻不可能生前就有肖像；再加上共和罗马对两人的「毁誉褒贬」相当悬殊，当然不可能有人将他们当成是英雄人物为他们绘制肖像。二千多年来，罗马人打造过无数肖像，现在各国美术馆中收藏的罗马肖像以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居多，因此第Ⅲ卷出现的主要人物肖像，独缺格拉古兄弟两人。

有一次，我在卡匹杜里诺美术馆看见一个大理石人头像，大约是西元前后一世纪的作品，我伫足凝视许久，心想这会不会就是提伯留斯·格拉古的肖像呢？




第二章





马留斯与苏拉时代




（西元前120年~前78年）




 




〈上〉盖乌斯·马留斯




（梵帝冈美术馆藏）









〈下〉鲁奇斯·柯尔涅留斯·苏拉




（慕尼黑古代美术馆藏）




出生于优渥环境中的格拉古兄弟，为了替贫穷的老百姓争取应有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十年之后，有一名连祖先姓名都不知道的年轻人崛起于罗马政坛，他的名字是盖乌斯·马留斯。

连接罗马与拿坡里之间有两条主要干道，一为海线的阿庇亚大道，一为经由内陆南下的拉提那大道；在拉提那大道中途有一山路通往内陆，马留斯就是出生于内陆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居民一直到西元前188年，才成为具有投票权的真正罗马公民，这是马留斯出生前三十年前的事。拿破仑也是在科西嘉正式成为法国领土不久后出生，从这个角度看来，马留斯出生的背景倒与拿破仑有几分类似。

马留斯出生于一个充满野性的地方小镇，他是在军队中开始崭露头角，因为军队才是真正较量实力的地方。马留斯的名字与一般罗马公民不同，因为他的名字只有两个部分。





通常一个罗马自由公民的名字可分为三部分。个人名、家门名以及家族名。以提伯留斯·善普罗尼斯·格拉古为例，提伯留斯是个人名、善普罗尼斯是家门名、格拉古则是家族名，也就是姓。普布里斯·柯尔涅留斯·西比奥这个名字就表示西比奥家族、柯尔涅留斯家的普布里斯；鲁奇斯·柯尔涅留斯·苏拉虽同属于柯尔涅留斯家门，但却是苏拉家族的鲁奇斯。凯撒的英文名字是朱利斯·凯撒，而他的拉丁全名却是盖乌斯·朱利斯·凯撒，我猜凯撒的母亲应该是叫他盖乌斯吧！

有些人除了这三个名字之外，最后面还有一个別号，通常都是別人为他冠上的，借以表示尊敬。例如扎马一役中击败汉尼拔、结束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名将西比奥名字后面加上「亚非利加努斯」，是征服非洲者的意思，所以大家都称他为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另外，西比奥的哥哥別号为亚奇亚提斯。后来庞培的別号为马尼斯，为「伟大」的意思，这个別号几乎成了他的姓，连他自己署名时都写「庞培·马尼斯」。

別号之所以广为使用的原因之一是，很难单从个人名或家门名去区分某个人。很多「后援者」同时使用一个家门名，甚至解放奴隸获得自由以后依然沿用旧主人的家门名，所以解放奴隸也有三个名字：旧主人的个人名及家门名、奴隸时期的个人名。

另一方面，罗马男子的个人名非常稀少，充其量只有盖乌斯、提伯留斯、格涅斯、阿庇斯、鲁奇斯、普布里斯、马鲁克斯几个而已，所以如果有人喊：「盖乌斯，回家吃饭啰！」可能附近所有名为「盖乌斯」的小孩都会跑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缺乏想像力的罗马人觉得再去想其他名字太麻烦还是怎样，从第五个小孩开始，名字就变成了五宝、六宝、七宝……不过，可以想像的是，这样的名字不久也超越原来的立意，成为一个独立的名字，所以名为十宝的人并不一定排行第十。

女孩子则没有个人名，都是将家门名略加变化即成为她们的名字。例如格拉古兄弟的母亲出生于柯尔涅留斯家，名为柯尔妮；柯尔妮的母亲也就是小西比奥的妻子出生于艾米里斯家，所以名为艾米莉亚；同一家如果有好几个女孩则名字都一样，嫁出去之后就再冠上夫姓。

为什么马留斯的名字只有两个部分呢？真正原因至今仍不明；罗马少数公民会有这种情形。盖乌斯无疑是个人名，马留斯则是家族名，所以少的是家门名；马留斯自己也曾说过他出身於平民家庭，意谓著他是孤力於「后援者关系」之外的平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马留斯完全是靠一己之力、发挥所长才得以留名於青史，成为紧接格拉古兄弟之后的重要人物。马留斯最先受到瞩目是在平定西班牙内乱的努曼提亚战场。

西班牙发生原住民叛变时，罗马政府任命歼灭迦太基有功的名将，也是当时罗马的最高武将小西比奥为努曼提亚战役的总司令官，派他前往西班牙处理叛变问题。在一次餐会中，有人问小西比奥：「你认为谁将会成为下一个罗马军队的最高武将？」小西比奥拍拍身边一个年轻人的肩膀说：「大概就是他吧！」他就是盖乌斯·马留斯，当时只有二十三岁。二年后，西元前132年，他与小西比奥一同凯旋回到罗马，此后十三年之间，马留斯并没有特別的功绩，只是随着军队四处征战罢了！

西元前119年，也就是盖乌斯·格拉古死后第三年，马留斯当还为护民官。马留斯被公认为是平民阶级的最佳典范，但是他并没有行使任何护民官的权力，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为民服务。当时三十八岁的他，只是将护民官当成是进入元老院的一张通行证。

由于他担任护民官期间作风保守，毫无建树，使得他无法顺利当选按察官。如果一个人连罗马的最低官职都无法当选，那么他将来在政坛的发展就岌岌可危。马留斯大概有所自觉吧！他一直到四十岁才结婚，女方是凯撒家的女儿，也就是后来朱利斯·凯撒的姑姑。虽然凯撒家从王政时期开始就是名门贵族，但是在经济或社会上都只能算是二等家族，因此马留斯与凯撒家的联姻，对他在元老院中的地位并没有很大的助益。

后来马留斯终于在西元前115年当选为法务官；隔年又以前法务官的身份前往属省西班牙担任总督。马留斯无论是担任法务官或总督时，他的表现都与护民官时代一样，没有特別值得一提的丰功伟业。

真正使得马留斯再度活跃的时机是在五年后的「朱古达战役」。四十八岁的马留斯担任总司令官的副将前往非洲讨伐。

元老院决定以武力介入努米底亚内政是在西元前109年；但是在此以前，努米底亚问题早已困扰元老院许久。汉尼拔战役时，努米底亚王国与罗马站在同一阵线，可以说是亲密盟友。西元前149年，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沙逝世，他的遗嘱中指定小西比奥为遗嘱执行人，国家由三个儿子继承，但并非将国土一分为三，而是王位由长子继承、其他大权则分別握於次子及小儿子手中，国家继续与罗马维持同盟关系。

由于努米底亚与罗马关系良好，迦太基灭亡之后，努米底亚就成为北非的强国之一。

马西尼沙的孙子朱古达是个年轻有为的青年，努曼提亚战役时曾经追随小西比奥征战。在努曼提亚战役中，年轻的朱古达王子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为此总司令官还特地写了一封感谢函给努米底亚国王。国王考虑到如果与罗马维持良好关系，努米底亚将可以如虎添翼，因此为讨好罗马，国王将朱古达收为养子，当时国王的两个儿子还年幼，因此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十四年后国王逝世，遗嘱中将努米底亚王国均分给两个儿子及养子朱古达，遗嘱执行人为罗马元老院。





国王死后不到一年，不满意王权分配的两个亲生儿子与朱古达发生争执，王位继承者之间的抗争最后往往会演变成内乱，三人交手胜负立即见分晓，当然是朱古达战胜；另外两人有一人战死，另一人阿狄鲁巴则跑到罗马寻求支援。

这个棘手的问题使得元老院伤透脑筋，努米底亚算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罗马一向不愿意干涉同盟国的内政。现在元老院不得不扮演仲裁角色，只好提议将努米底亚国土均分为二，东半部属朱古达，西半部则由阿狄鲁巴管辖。这样的情况也只维持了五年而已，一向自满於自己军事能力的朱古达出兵攻打阿狄鲁巴，夺回全部的国土；不仅如此，他还杀害所有在努米底亚经商的义大利人。

消息传回罗马之后，罗马公民愤慨不已，就连一向不愿干涉他国内政的元老院也不再坐视不管，西元前112年正式向朱古达宣战！

朱古达事先完全没有料想到罗马的态度竟会如此强硬，连忙派遣使节前往罗马，强调这只是努米底亚的内政问题，至於义大利人遭到杀害完全是意外；但是使节根本连罗马的城门都进不去。

次年，西元前111年，罗马军队抵达北非準备讨伐朱古达，朱古达并没有迎战，而是命令使节进行和谈。朱古达希望罗马政府能够承认他是正式的努米底亚国王，并且希望两国可以继续维持同盟关系，率军的执政官贝思提亚心想一切既已成为事实，不如就接受朱古达所提的建议。罗马所提出的和谈条件是朱古达必须亲自到罗马簽定和约，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执政官就率军扬长而去。

但是朱古达继杀害义大利人之后又犯下第二个错误！他计画暗杀滞留在罗马的一位王公贵族，也就是他的堂兄；最后暗杀成功，并且杀死这个贵族的所有家属、佣人。罗马人最忌讳以这种下流的手段杀人，而且就在罗马境内，因此讨伐朱古达的舆论再起，西元前110年，决议再次派兵前往北非。

这次努米底亚的军队严阵以待，将罗马军队团团包围。罗马军队被迫谈和，最后落得解除所有武装，十天之内离开努米底亚。

朱古达此举更加激怒了罗马公民，罗马军从未曾屈服求和，而今却落魄到弃械，并且被赶离北非，罗马人怎样也咽不下这口气。

罗马无论如何都必须与朱古达决一死战！这次由西元前109年的执政官梅特鲁斯亲自领军。梅特鲁斯家族本来在元老院就拥有相当的权威及影响力，加上他本人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元老院可说是打出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担任总司令官梅特鲁斯的副官正是当时四十八岁的盖乌斯·马留斯。





西元前109年夏天，梅特鲁斯率军由迦太基出发，在努米底亚与朱古达展开第一回合战争。

副将马留斯率领骑兵打败朱古达的步兵，取得第一回合胜利！朱古达则混杂在四处逃窜的士兵当中侥幸逃走。

但是朱古达仍然握有一些优势。

第一，他熟知地理环境；第二，由于他曾经追随罗马军队征战，所以十分清楚罗马的作战策略。基於这两点优势，朱古达决定采取游击战。

梅特鲁斯没有对朱古达穷追不舍，他开始收买附近各个部落的军队及朱古达的士兵，将这些军队重新编制为罗马军队，以防朱古达东山再起。梅特鲁斯将军队一分为二，第一军由他自己率领，第二军则是交给马留斯指挥。

梅特鲁斯的策略一举成功，西元前108年交手时朱古达再尝败绩，只好逃亡。游击战的一大缺点是永远无法完全歼灭敌人，为了避免长期拖延战事而使得军力削弱，梅特鲁斯打算对亲朱古达的部落进行挑拨，企图使他们背叛朱古达；但是这个计画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战争势必要拖延一段时间了。

副官马留斯曾经力劝梅特鲁斯改变战略，但没有被接受；因此马留斯决定亲自参选执政官，握有权势之后才能扭转逆势。

梅特鲁斯基於马留斯具有军事领导才能而任命他为副官，但是却非常鄙视他的出身，当然也对他没有好感。马留斯为了参选执政官而提出退役申请，遭到梅特鲁斯百般阻挠；不仅如此，还经常在言辞中讽刺他说：「凭你也想当执政官？我看还早得很哩！等你儿子长大以后再说吧！」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时罗马平民顶多只能当选法务官，想要当选执政官却难如登天。最后在选举前十二天，梅特鲁斯才核准马留斯的退伍令。马留斯快马加鞭地从罗马军营赶至尤蒂卡，然后搭船回到罗马，终于赶上公民大会。

马留斯在政见发表会上表明自己参选的决心，并且开出几张政治支票，他承诺只要当选为执政官，一定会生擒朱古达，并且将他处死，以便早日结束战争。西元前108年底，公民大会的气氛对马留斯十分有利；五、六年来罗马军队一直处於低迷状态，往往在战争之初即陷入苦战，毫无胜绩可言，罗马公民对此十分不满。

执政官加图迎战北方外族侵略时惨败而回；卡鲁玻尼斯对抗欧洲南下的蛮族也是屡战屡败；朱古达战役时罗马军队更是弃械和谈，才得以保命。负责这些大小战役的指挥官全都是元老院的执政官，罗马公民再也无法忍受如此无能的执政官！

因此他们选出马留斯——一位完全由平民出身的人担任西元前107年的执政官，而且将他的责任战区扩及至北非。原本战区分配是由元老院决定，而今公民大会擅自决定马留斯的责任战区，无疑是对元老院提出二度不信任；元老院也只好拱手让出一切，没有理由可以反对。





年届五十的马留斯首次担任罗马的执政官，在此之前的资历全都是军事经历，因此他十分熟稔罗马军队的实力及士兵的现状，他知道罗马的军队极需要有所改革。

当选之后他开始进行演说。平民出身的马留斯走上讲台对着无数的罗马公民说：


「诸位公民：大多数的执政官在竞选时总是谦虚地以公仆自居，一旦当选后却变得傲慢自大；我和他们完全不同，怎么说呢？因为我认为一个有心为国家奉献的人，无论是在法务官或是在执政官任内都会竭尽所能。




今天，各位既然推举我为执政官，我就会完成这项神圣使命。执政官是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罗马军队的最高统帅，一方面要準备应战，一方面要维持国家财政的健全；他必须带领士兵征战沙场，却也不能忘记士兵也是罗马公民的一份子。另外，执政官又得在反对意见中寻求协调，要圆满达成这些任务是何等困难！




我的身世和先前几任的执政官完全不同。没有声势显赫的祖先庇佑、没有权威的亲戚、也没有众多的「后援者」支持！




而我呢？唯一能庇佑我的只有自身的能力和真诚的心！但是我确知的一点是，有心做大事的人只需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就足够了！显赫的身世、有权有势的亲戚、众多的后援者等等，对一个有心做大事的人而言，都是无用的装饰罢了。




我将带领各位向朱古达挑战，也许显赫的贵族会不断地批评、毁谤我的所做所为，但是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批评我呢？




他们对战争的了解，完全来自於书本或是別人的经验之谈，而我是亲身体验战争；他们所谓的战略全都是理论，而我的战略全都是经验的累积。




我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同时我更深信一个愿意奉献自我的人，才是真正高贵的人。走进罗马领导阶层的这条路非常曲折坎坷，一切彷如昨日；但是与其做一个泯灭祖先名讳的人，不如以自己的双脚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并且留芳万世。




贵族们以祖先的丰功伟业来彰显自己，而我是以身上多处伤疤来证明我的能力。我必须告诉各位，我之所以能有今日的地位、名声，全都是忍受一切苦难与危险得来的。




我不懂得希腊文，也觉得没有必要懂；对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言，希腊文似乎没有多大助益。




但是取而代之，我学习其他更有用的事物。例如如何击溃敌人、如何保卫国家、如何忍人所不能忍、如何才能不挨饿受冻等等。




今天我是以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告诉诸位我的想法，而非以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对各位发表高见。




往后我会和各位一同分担所有的苦难，唯有如此，才能使罗马强盛起来！




无论行军也好、战争也罢，我都会在各位身边，我不仅是你们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和各位共患难的战友。




承蒙诸神庇佑，我确信胜利、名誉、赞美必属于我们！」



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一介平民的演说竟然可以感动所有罗马公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这篇演讲稿是摘自於历史学家塞勒斯特（Caius Sallustius Crispus）的《对朱古达之战》;《对朱古达之战》中，还记载元老院的议员不断批评马留斯的这篇讲稿，元老院议员认为这篇讲稿虽具说服力，但却没有格调。

提伯留斯·格拉古生于西元前163年。

马留斯生于西元前157年。

盖乌斯·格拉古生于西元前154年。

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属于同一时代，既然是生于相同时代，那么他们所面临的罗马问题应该也是大同小异吧！

当时罗马是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霸权，格拉古兄弟出生于罗马贵族阶级，因此他们的见识辽阔，对于所有问题都可以适当的政治角度看待，也可以抽离政治面对问题。

马留斯虽然属于平民阶级，没有专业的政治素养及训练，但是他以丰富的军队经验弥补自己的缺点，因此他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罗马军队素质低落的原因。三个人皆有能力一一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却面临同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失业问题。格拉古兄弟有意识地想要解决此一问题，最后半途而废；而马留斯却是在不自觉的情形下不费吹灰之力实现了自己的想法。





执政官有权重新编制罗马正规军队。我在第Ⅱ卷《汉尼拔战记》中提过罗马正规军的编制方式，在全国十五个选区中先以抽签方式选出该年度应该服役的选区，然后再由该选区中具有服役资格的十七岁至四十五岁男子组成军团，无产阶级者得免服兵役；服役视同是纳稅。

西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结束后，免服兵役者的资产下限修订为一万二千五百塞斯泰契斯。但是在往后的一百年间，罗马政府经常因为需要增加兵力而调整资产下限。首先是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陷入胶著状态时，调降为六千四百塞斯泰契斯，然后又降为四千五百塞斯泰契斯，最后甚至资产只要在一千五百塞斯泰契斯以上的人皆须服役。也就是说，原本的无产阶级都必须被迫上战场杀敌了。

马留斯一眼就看出罗马军队素质低落的主因。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者并不是失业，而是他们的财产只足够养家活口；而今被迫辞去工作征召入伍，家中生计自然发生问题。士兵们当然心存不满，士气当然低落。

於是执政官马留斯将原来的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如此一来，服役不再是罗马公民的义务，而是职业；志愿服役者多是没有土地的罗马公民，马留斯将原本给付给公民兵的兵役费挪为这些志愿兵的薪资。

兵役费的预算与志愿兵的薪资预算差不多，因此志愿兵的薪资并没有调高。这些志愿兵放弃原来无产阶级的小麦配给福利，成为一个拥有正当工作的罗马公民。





我在前一章说过，失业问题不能单靠社会福利措施来解决，因为失业者并不是失去工作能力，而是迷失了生活的目的。格拉古兄弟尝试以分配土地、振兴公共事业等方式来解决失业问题，却因为早逝而使得计画无法持续。马留斯的方法是将这些失业人口吸收至军队，一方面可以解决失业问题，一方面又可以增加军力。

马留斯的志愿兵等于就是职业军人，而且是社会新的阶层，与整个社会链接在一起，他的理由是：


首先，志愿兵不再是失业者，军人成为一种职业，凡是不愿意从商、种田的人皆可从军。




其次，罗马从政者都必须拥有十年以上的军团经验，因此古罗马，尤其是共和时期罗马的领导者皆非等閒之辈。



所以说马留斯的改革是触及罗马根本的大改革，但是却没有遭到元老院强力的反对，顺利地实施。原因大致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当时罗马军队几乎屡战屡败，罗马公民十分质疑元老院的领导能力，冀望能有所改变；加上元老院也有所警觉，深知罗马实在需要改革。




第二，马留斯的改革案不包含农地改革，因此也没有遭受到富裕阶级的反对。




第三，这项改革使得下层阶级市民不需要服役，原本的失业者成为堂堂正正的罗马公民，深获各方好评。




第四，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是在体制外进行；相对的，马留斯是在体制之内，也就是在执政官任期内进行改革。



元老院对体制内的改革十分放心，因为他们认为体制内的改革不至於动摇罗马的根本，我想元老院的算盘真的打错了。马留斯因为进行改革，使许多公民支持他进而成为他的「后援者」，这些人包括志愿军、下层阶级市民；他们甚至组成「平民党」全力支持马留斯，并且拥戴马留斯为党魁。这些情形都是在格拉古兄弟时代不曾发生过的。





盖乌斯·马留斯的军政改革充分反映出他的经验取向，当然改革也不是立即奏效。当初他誓言要早日解决朱古达问题，但是在他当选执政官后，非洲的战况并不是一下子就有所转变。

马留斯并未因此而遭到罗马公民的批判，因为他的「后援者」有义务要效忠并且支持他。

有一点可以确定，由于马留斯大幅改革军制，非洲罗马军队的士气较以前提高许多；无产阶级志愿兵个个骁勇善战，逐一攻下朱古达游击队的根据地。直到那年秋天，罗马军队几乎称霸努米底亚东半部。

但是朱古达一天不消灭，就不能说战争结束。偏偏此时马留斯的执政官任期即将结束，马留斯为了能够打赢非洲战事，在公民大会中要求罗马公民延长他的指挥权。隔年，西元前106年，公民大会顺利通过马留斯的提案，他得以继续指挥非洲战事。其实，马留斯能够继续指挥非洲战事的一大主因是罗马士兵的家书，志愿兵们总是告诉家人，司令官马留斯不仅与他们共进晩餐，也与他们一起挖战壕，在战场上他比任何人都勇敢；因此这位平民执政官的风评比他实际上的战绩更令人佩服。

虽然马留斯一一攻下朱古达的根据地，但是想要结束这场战争不只是如此而已；最主要的是让朱古达孤立无援，那么就一定要切断朱古达与茅利塔尼亚之间的关系，因此外交手段比军事力量来得更重要。偏偏马留斯不善于外交，这时出现了罗马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鲁奇斯·柯尔涅留斯·苏拉。

当时苏拉三十二岁，罗马政府派任他为马留斯军队的审计官。





前一章曾说过，军团的审计官可说是整个军团的总务、总经理，专门负责军队事务；同时这个职位也被当成是进入罗马政界的捷径，审计官通常都是由年轻人担任。

鲁奇斯·柯尔涅留斯·苏拉出身的柯尔涅留斯家族虽然属于名门贵族，但是由于家族内一直没有声名显赫的人物出现，所以苏拉家一贫如洗。苏拉的母亲早逝，但是他却会说一口流利的希腊文，据说都是邻居教他的。

苏拉后来开创了罗马独裁者时代，所以流传至今的肖像多是非常兇恶的表情，给人一种威严的印象。事实上，他的个性十分开朗，据说他常常以玩笑似的口吻与部属聊天，并且亲自接见部下，听听他们的心声，因此深获好评。他对长官则是谨守应有的礼仪，态度毅然不屈，说该说的话；他的身材魁梧，是个面貌姣好的美男子，举手投足之间散发出一股高尚迷人的气质；他虽然野心勃勃，但却从不以卑劣手段害人。





苏拉到任不久之后，就成为马留斯军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除了一般总务之外，他还率兵攻打朱古达游击军，虽然以往他的征战经验不多，但是战绩却可圈可点，战胜了朱古达与茅利塔尼亚联军！另外他也是马留斯的重要幕僚。

总司令马留斯自认为不善于外交，因此将罗马与茅利塔尼亚国王之间的交涉完全委任苏拉。茅利塔尼亚国王在信函中并未表明和谈的意愿，只是写道：


「为了商讨茅利塔尼亚与罗马两国国民的利益，烦请总司令官派遣亲信前来。」



苏拉与同僚一起前往茅利塔尼亚，对国王诱之以利；但是国王态度仍不明确，第一回合谈判最后因为双方意见相左而告结束。苏拉并没有逼迫国王必须和解。不久，朱古达与茅利塔尼亚的联军再尝败绩，国王立刻捎信给马留斯，希望和谈。

这次苏拉只身前往，他要求与国王单独会谈，两人商谈甚久，最后苏拉提出的条件是希望国王能以计诱捕朱古达。隔天，国王立刻送邀请函给朱古达，朱古达依约前来，当场被捕，而且被送到罗马军营。

多年来困扰罗马政府的朱古达问题终于获得解决，罗马公民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马留斯身上。当时马留斯人尚在非洲，罗马公民就已经决定由他续任西元前104年的执政官。这时又传出阿尔卑斯山北麓的蛮族有意南侵的消息。

西元前104年1月，罗马公民为马留斯举办了盛大的凯旋式。朱古达被带回罗马后，在罗马广场附近的一座牢房中被杀。努米底亚则与以前一样和罗马维持同盟关系，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元老院把努米底亚的王位传给朱古达的干弟。其实，罗马从来不曾想要把努米底亚纳为罗马的属省，因此朱古达似乎太过心急了，也因为他的态度过於强硬而失去了王位及性命。

历史学家塞勒斯特笔下的《对朱古达之战》充满热情，他将朱古达战役的历史价值定位于马留斯军事改革成功的证明。此后，罗马的霸权不仅包括旧迦太基、努米底亚王国，又加上茅利塔尼亚，几乎遍布整个地中海世界。

此外，朱古达战役也是罗马另一位重要人物——苏拉首次崭露头角的舞台。鲁奇斯·柯尔涅留斯·苏拉虽然属于名门贵族，但是却不属于既有的权力阶级。其实，后来凯撒的背景也与他类似，他们都是出现在当时权力与财产中心——元老院边缘的人物；由于这些「新进者」的出现，使得罗马社会由原来的混乱变本加厉成为「革命的世纪」。

人类无法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存时，必定会往资源丰富的地方移动，这是古今中外不变的法则。古代称这样的民族迁移为蛮族入侵，其实就是现代的难民。古罗马的情况也一样，只要罗马存在的一天，就有蛮族入侵的隐忧。

每当罗马遇到这类问题时，执政者的因应方式往往都牵动着罗马历史。

西元前390年，罗马一度被克尔特人（高卢人）占领。就是因为这次的经验，使得罗马人一旦遇到外族入侵时，立刻就想以武力解决问题；甚至是在外族尚未侵略之前先发制人，主动制服蛮族。征服之后再以罗马人的方式同化他们，譬如建设罗马式的街道、建设殖民都市等等，尽量使外族「罗马化」（在罗马人心中「罗马化」等于是文明化），同时也让外族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生产、维持生计。

住在北义大利的高卢人就是这样受到罗马化的，另外在高卢人曾经居住过的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一带也以同样的方式罗马化，后来成为罗马的属省之一。普罗旺斯一词在拉丁文中就是「属省」的意思。

其实，这种罗马化的做法在现代就好像是帝国主义；现在的人都希望可以人道方式解决此一问题，但是却迟迟无法实现。





朱古达战事好不容易在西元前104年结束，罗马还有许多内政问题急待处理，不可能有精神去思考外族的问题。先前提到马留斯再度当选为执政官，最主要的原因是北方蛮族侵略，罗马公民冀望马留斯能够再次带领罗马度过难关。

事实上，早在八年前，北方蛮族就从现在的丹麦、德国南侵；这段期间，罗马为了阻止蛮族入侵，曾经五次与蛮族正面交手，但是每次都惨败而归。起初，罗马只是以保护属省的名义仓促成军，直到后来饱尝败绩，高卢人又与蛮族联合，罗马才真正感受到危机来临，於西元前105年正式派兵，但是仍然败北。

这些战争的失利，都证明了当时罗马军队素质低落以及元老院缺乏有才能的领导人物，所以才使得马留斯有机会展现实力。

盖乌斯·马留斯将罗马军制由原来的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并且於西元前107年正式实施；但是由于他忙于应付朱古达战事，无暇进行大幅改革，在他连任执政官后才有机会进行根本改革。





我将马留斯改革前、后罗马军制的比较表列於下。






马留斯改革以前









马留斯改革以后




马留斯改革的第一点，是指挥官自由支配的军团数可以伸缩自如。由此可以看出马留斯意图将原来防守型改为攻略地中海世界的攻击型策略。

第二点，取消原来依资产多寡而分的游击兵、前卫兵、后卫兵制度。军队来源是全罗马的志愿服役者，与本身资产多少毫无关系，因此以前的编制方式形同虚设。

第三点，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志愿兵与「罗马联盟」各加盟都市的士兵之间已无分別，彻底消除有无罗马公民权所产生的差別待遇。

第四点不同的是，原来的军官、幕僚是由罗马公民大会中选出，现在改为由总司令官派任，这点是为了提高罗马军队机能所必要的做法；所以与其说是马留斯的改革，不如说是时势所趋。

第五点是，由于改采志愿兵制，所以步兵之间的差別自然消失，罗马军队中所有步兵皆配有剑、盾牌；剑是使用由大西比奥引进的双刃短剑。

第六点，马留斯取消了游击兵、后卫兵、前卫兵等不同队旗，所有的军队改用相同银制的鹰旗。从这个时候开始，鹰似乎就代表罗马。

第七点，重装步兵既已改革，骑兵团当然也有所变动。罗马军队的骑兵不再只由上层阶级的子弟兵担纲，而是由擅长骑马的努米底亚、西班牙、高卢、希腊的士兵担任。

最后一点是，从前司令官的贴身护卫是由「罗马联盟」同盟都市的士兵中选拔，马留斯则改为从全军团中选拔。

以上是马留斯军制改革后罗马军队形态；另外还有一些改变并非形式上的改变，我简约如下：

因为军制改采志愿兵制，所以吸收了许多失业者，这些人成为马留斯可以长期支配的军队。

军团内完全消弭因为罗马资产制而产生的阶级差別。

罗马公民与同盟都市市民之间的差別也相对减少。

由于引进将官任命制度与必要军团数也可以伸缩自如，因此总司令官的职权比以前扩大。

将官与一般士兵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凡事都会有正、反两面。大概只有上帝才有能力面面俱到吧！所有的制度刚开始时都具有正面意义，实施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显现出它的缺点，这个时候就需要改革。马留斯为了提升罗马军队的素质而进行改革，起初罗马公民都给予极高评价；但是他的改革当然也有缺点，多数历史学者批评马留斯将军队「私兵化」。正由于马留斯将军制做全面改革，才蕴育出后来苏拉、庞培、凯撒等人展露才能的温床。

马留斯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元老院的顽强反抗，不仅如此，马留斯自西元前104年起连任五度执政官。很少人注意到这次军事改革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甚至有些学者认为马留斯之所以会有如此傲人的成就，完全是因为时势所趋，并非是他个人的野心所致。





西元前103年，马留斯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法国南部，当时日耳曼人尚未侵略义大利，只是罗马有义务要保护霸权下的属省，而且罗马也担心日耳曼人将南法据为己有之后，进而侵入义大利。

但是偏偏这年蛮族一直按兵不动，停留在高卢地方（现在的法国）中西部。总司令马留斯担心士兵整天无所事事、士气低落，因此利用这段等待时间命令他们开凿运河。

年底时，马留斯认为短时间内不会有战事，因此先回罗马处理政事；罗马公民又选他为西元前102年的执政官，这是五十四岁的马留斯第四度当选。

此时，军营传来蛮族蠢蠢欲动的消息，马留斯连夜赶回军营；西元前103年就在準备应战中接近尾声。





再次南侵的日耳曼人军队人数多达三十万人，妇女、小孩则是带着家畜、所有家当搭乘马车跟随在军队后方，可说是民族大迁移；这群人正朝向欧洲最肥沃的土地——义大利前进。

由于军队过於庞大，日耳曼人兵分三路，进攻义大利；铁脱尼族沿着南法西侧海岸向义大利进攻，金布利族则是越过阿尔卑斯山由北边进入义大利，提固利尼族由东边越过阿尔卑斯山朝义大利前进。

罗马方面由马留斯负责防守西侧，另外一位与马留斯同时当选为执政官的卡托斯则对抗由北边入侵的金布利族；至於东边的提固利尼族，因为必须花一些时间才能顺利进入义大利，因此暂时搁置一旁。

首先与罗马军队交锋的是由西侧进攻的铁脱尼族，马留斯带领三万军队在军营中等待迎战。铁脱尼族的士兵多达十万人，因此马留斯不打算正面与敌人交手，而是采取拖延战术。

铁脱尼族士兵非常鄙视躲在军营中不敢迎战的罗马士兵，根本不愿意攻打罗马军营。冗长的军队行经罗马军营前时，纷纷以嘲笑的口吻对着罗马军队说：「当我们抵达罗马时，会向你们的家人报平安！」罗马士兵受到激怒，几乎忍不住要冲出去与他们一决死战。这时，马留斯安抚军队说：「我们必须沉得住气，展现新生军队实力的时机就快到了！」

蛮族冗长的队伍渐渐消失於平原，此时马留斯下令全军出动攻击，否则军队最后的军心必然涣散。马留斯深知罗马军队在人数上的劣势，因此早已计画好从敌军背后突袭。





在这场由马赛往北打了二十公里远的「阿魁塞克斯提战争」中，罗马赢得压倒性胜利；十万名铁脱尼族军队有的阵亡，有的则成为俘虏。同盟国马赛及属省南法自此脱离了日耳曼人的威胁。

但是执政官卡托斯领导的另一阵线战事尚未结束，苏拉也是其中的幕僚之一。卡托斯带领的二万罗马军队看到金布利族的十万大军个个身材高大魁梧，吓得几乎落荒而逃，这时卡托斯展现出执政官的机智与风范。

他先带领近卫队策马快速地冲到落荒而逃的军队最前端，此一举动使得原本慌乱的逃窜变成战略上的撤退，各个将领也立刻整编自己的军队追随在卡托斯背后，最后罗马军队才得以平安无事地退守至波河南岸。蛮族虽然有意进攻义大利这块沃土，但是见到罗马军队的气势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不敢再往南边侵略。

可是另外三分之一的蛮族军队已经进入义大利境内。马留斯回到罗马之后理应举行凯旋式，但是他意识到必须趁胜追击才可一举逼退敌人，因此自愿延缓庆祝，立即又率军北上。马留斯的军队在波河南岸与卡托斯会合，準备与敌人展开大战。当时罗马公民大会又选马留斯为西元前101年的执政官，因此这次的战事可说是由执政官马留斯与前执政官卡托斯联合领军。罗马的军队只有五万人，而敌军高卢人的军队人数远超过十万人。





西元前101年春天，马留斯与卡托斯不再等待敌人南下，主动越过波河到北岸的维鲁契里，以接近敌人；维鲁契里位于托利诺与米兰中间的平原地带，一百七十年前罗马骑兵就曾经在此与汉尼拔对决，是否因为巧合？即使时代不同，战争仍是在同一地点。

金布利族司令得知罗马军队主动北上，立刻派遣使节前往罗马军营，希望双方可以约定战斗的时间及地点，这是金布利族人的习惯。马留斯对使节说：


「罗马人从不听敌人的任何要求，但是这次给金布利族人特权！三天之后在维鲁契里！」



马留斯手下有三万二千名士兵，卡托斯有二万零三百名，整个罗马军队只不过是五万二千三百名士兵而已，与金布利人对决还是获得大胜，主因在于马留斯改革后的罗马军队可以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自由移动，所以马留斯可以有效地运用军力。另一方面，金布利人虽然军队人数多达十万人，但是完全像一盘散沙，毫无战术可言。

不愿意投降的金布利人包括妇女小孩在内，总共有十二万人自杀，六万人被捕为俘虏。马留斯与卡托斯大胜回到罗马之后举行了空前的凯旋式。

自此义大利也脱离了蛮族南侵的威胁！






马留斯战胜日耳曼人的纪念硬币




（十八厘米×十五厘米）




一个五十六岁的男人在精神、体力各方面应该还很健壮，事业应该是如日中天，但是马留斯却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下坡。

马留斯在人生的巅峰时期进行罗马军制改革，他将原本的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使下层公民不需要为了服兵役放弃原来的工作，失业的罗马公民再次得到工作；罗马军队由于他的改革重新恢复应有的机能，新生的罗马军队两度打败蛮族就是马留斯改革成功最有力的证明！

成功击败日耳曼人之后，马留斯的声望如日中天，公民大会毫不考虑地选他为西元前100年度的执政官，这是罗马建国以来的「新进者」所不曾有过的荣耀与地位！

但是自西元前100年开始，马留斯的地位却急转直下，一路跌到谷底。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Theodor Mommsen）对马留斯作出如下的评价：


「马留斯的致命伤在于缺乏政治素养！」



毛姆森后来的这段评语非常值得玩味。


「马留斯缺乏轻蔑「常识」的能力，他甚至害怕施行不正及反常识的举动。」



盖乌斯·马留斯无论是在组织能力上或是战略运用上都称得上是高人一等，虽然出身於平民阶级，个性却非常正直、率真。他把所有战利品都均分给部下，从不中饱私囊，他完全不会接受其他国家的收买，严守军规并且公正地执行军规。此外，他也很重视与士兵之间的沟通；与敌人对峙时有著超乎常人的勇气，总是能把握战斗时机先发制人。

他不曾学过希腊文，但是这点称不上是缺陷。希腊文象征罗马的高等教育，大多数武将会因为自己不曾学过希腊文而感到自卑，马留斯却丝毫不受影响；他认为唯有自负才不会陷入自卑苦恼的「地狱」之中，过度自卑会影响自己对一切状况的判断能力。





凯旋回国后的马留斯开始要面对罗马政治上的种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他改革成功之后才产生的。

他首先施行志愿兵制，因此罗马军队中七成以上的士兵都属于职业军人，这些军人随着马留斯东征西讨，足迹遍布非洲、南法、北义大利，所向皆捷。但是回到罗马之后，他们却成为无业游民！

罗马共和没有设置常备军，服兵役是罗马公民应尽的义务。每当有战事时，罗马才开始编制军队；一旦战事平息之后，军队即告解散，因此马留斯旗下的军队当然也免不了被解散的命运。

原来的公民解散后可以回家务农，但是对这些志愿兵而言，解散无异就是宣告失业；罗马政府有义务要给予这些士兵「退职金」，并且在他们找到新工作之前发放「失业津贴」。

其实，马留斯会再度当选西元前100年的执政官，是因为罗马公民感谢他击败日耳曼人，而且也希望他有能力处理战后志愿兵的问题。

马留斯本身想解决此一问题的心愿比任何人都要迫切，他能拥有现在的地位完全都是这些士兵奋勇杀敌而得来的。由于自己出身平民阶级，没有祖先的庇佑，也没有所谓的「后援者」支持，所以这些士兵可说就是他的「后援者」，因此他深切体认到，自己有义务要替这些劳苦功高的士兵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志愿兵是采契约制，因此罗马政府没有义务要替退役的士兵担忧工作问题，马留斯心中的「义务」完全是出自於「人情」，而不是法律上的规定「义务」。罗马人心中一直存在著义理人情的观念。

或许有人会说罗马人创造出法制的概念，却又如此重视义理人情，这中间岂不是相互矛盾？但是我却认为这之间的矛盾并不存在。因为一个执法严格的国家，人与人之间就越容易产生摩擦，而义理人情则是预防摩擦的最佳润滑剂。就是因为罗马人创造出「法」的概念，所以他们也深切了解到润滑剂的重要性。

马留斯、苏拉、庞培、凯撒等人都非常重视义理人情。近现代的研究学者几乎都以「私兵化」来诠释他们与士兵之间的关系，这或许是因为这些研究者不能体会义理人情在罗马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不！应该是说研究者从来不曾去研究这之间的关系！

马留斯的想法在罗马社会中是十分合理的，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将自己心中的想法付诸实现，这时护民官萨图纽斯就成为马留斯的幕僚了！

鲁奇斯·阿布雷司·萨图纽斯是格拉古兄弟的崇拜者，通常崇拜者的作法较创始者来得激进，护民官萨图纽斯打算利用罗马公民对马留斯的支持进行自己的改革。

首先，护民官成功地修改小麦配给法。盖乌斯·格拉古时期，每一模底为六·三塞斯泰契斯，现在则降为每一模底为五塞斯泰契斯，如此一来小麦形同免费配给。马留斯十分赞成这项修改案，因为他认为这是给予部下的「失业补助」。

其次，护民官又提出在义大利半岛以外之地建设新殖民都市，新殖民都市的地点除了盖乌斯·格拉古实行未果的旧迦太基之外，还包括北非等地。法案中明定每一士兵可获得一百尤格（约二十五公顷）的土地，对马留斯而言这就是给予部属的「退休金」。





护民官所提的法案遭到元老院强力反对，理由是财源不足。事实上，萨图纽斯的法案与盖乌斯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考虑到如何才能确保财源。

萨图纽斯深信马留斯及罗马公民一定会支持他的法案，因此完全不理会元老院的反对；不仅如此，他还召集马留斯的退役军队参加公民大会，使元老院反对的法案能够获得多数表决通过；罗马法律中早已明定，凡是公民大会中通过的法案，元老院必须承认，并且在五天内宣告实施，拒绝宣誓者即丧失元老院议员席位。

元老院当然不可能就此屈服。公民大会、元老院与执政官是共和罗马的三大支柱；一旦公民大会与元老院之间发生对立时，执政官就有义务要扮演仲裁的角色。当年的执政官为马留斯，偏偏他不擅於居中协调。

本身也是元老院议员之一的马留斯并没有处理两者之间的纠纷，反而率先响应护民官要求的「宣誓」，其他议员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跟著宣誓；唯一拒绝宣誓的是朱古达战役时的总司令官马铁鲁斯，身为贵族的他不仅离开元老院，甚至以自主流亡的名义离开罗马。这次的事件使原本敬重马留斯的元老院议员渐渐与马留斯保持距离。





另一方面，萨图纽斯沉醉於打败元老院的喜悅当中，他赢得了多数罗马公民的支持，因而计画再次竞选西元前99年的护民官；但是却有个强力的敌手，萨图纽斯暗杀了这个对手，这正是元老院议员期待已久的大好时机。

元老院认为不能再坐视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决议发佈「元老院最终劝告」；一旦表决通过之后，行政最高长官执政官就必须负责使国家恢复原来的秩序。居於弱势的护民官召集所有罗马公民聚集在卡匹杜里诺山丘，打算壮大自己的声势。两边相持不下，使得马留斯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

马留斯的态度与先前一样，依照元老院的命令行事，带领镇暴队讨伐萨图纽斯。事件结束后，马留斯并没有将萨图纽斯以及他的党羽处死，也没有把他们监禁於牢狱中，而是软禁在罗马大道旁的一栋建筑物内。痛恨萨图纽斯的人经常向建筑物内投掷石块、瓦砾，甚至杀死所有遭软禁的人。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马留斯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些违法行为。





这次事件之后，罗马公民对马留斯彻底失望；虽然马留斯特意举家迁移至市中心以便接受市民陈情，但是却门可罗雀。一年以前，只要他一出家门，立刻受到公民英雄式的欢迎，而今却落到如此下场，这使马留斯打消继续参选西元前99年执政官的念头。

元老院提案接回亡命的马铁鲁斯获得多数议员的赞成，此举仿佛是讥笑马留斯的窘态。马斯不愿与马铁鲁斯照面，因此以造访希腊为由离开罗马。

同年，在马留斯妻子尤莉亚的娘家中产下一子。一向批判马留斯缺乏政治素养的历史学家毛姆森却激赏这名男婴是「罗马唯一的天才」，这个男孩名为盖乌斯·朱利斯·凯撒。





此后，罗马表面上平静地过了八年。

这八年间没有外敌入侵，罗马属省也都相继平安无事，蛮族也因为先前马留斯强力反击，不敢再有南侵的念头。马留斯的生活有如隐居。自从萨图纽斯被杀之后，护民官的势力一蹶不振，能干的苏拉在这几年间也没有特殊的丰功伟业，所以说罗马平稳地过了八年。

但是暗地里却是波涛汹湧，很多事都有了极大的变动。

本来罗马的社会基础因为奖励自耕农的政策实施而逐渐稳固，但是却因为农地改革法受到重挫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失去农地的都市无产阶级问题也一直没有圆满解决。护民官萨图纽斯被杀后，他所极力促成的法案——免费给予贫民小麦配给制度，并没有遭到废除，这完全是因为元老院期望以社会福利制度来解决失业问题所引起的社会不安。

解决失业问题的另一方案——建设新殖民都市计画，最后也宣告废除；原本可以吸收大量失业人口的军队也因为没有战事而无法编制，所以说罗马人此刻享有的和平是一种假象，因为所有的问题尚未浮现。当然有些人已经事先注意到这个情况！

太平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第九年，也就是西元前91年。三十九岁的马库斯·利普斯·托鲁斯当选护民官，他一上任之后就再次提出三十年前盖乌斯·格拉古所提的法案，也就是给予「罗马联盟」的同盟都市市民正式罗马公民权。当年，盖乌斯打算以渐进方式先给予拉丁公民罗马公民权（具投票权的公民权）、给予义大利人拉丁公民权（不具投票权的公民权）；而今托鲁斯的作法是一视同仁，给予所有自由民正式罗马公民权。

新护民官是众所公认既年轻又有才干的新生代，他的表现毫不逊於元老院内任何一人；虽然他尚未成为元老院议员，但是可以预知他将来必定是国家领导阶级。正因为他机智过人，才事先看到罗马和平假象下的问题所在。

实际上，自盖乌斯·格拉古以来，同盟都市公民权的问题一直都是罗马国政改革中的毒瘤；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农地改革、经济结构的改变、军事改革等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

由于时势所趋，罗马人开始称呼加盟「罗马联盟」的同盟都市市民为义大利人或同盟者；但是到了布尼克战役之后，义大利人与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


第一，自从布尼克战役结束之后，罗马就没有发生重大战争，马留斯对抗日耳曼人算是仅有的例子；原本以防卫义大利为目的的「罗马联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罗马联盟」并没有解散，因此按理说同盟市民仍然有义务参加战争。




第二，同盟市民有参战义务，但是所有的战事都只是为了扩大罗马的霸权而已。再者，自从马留斯改革之后，罗马公民不需要再缴交「战时国债」，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同盟都市市民仍然需要服役，也必须缴稅。



马留斯改革后的军队中，罗马公民志愿兵与同盟市民义务兵的待遇相同，同在一个中队战斗、同在一个小队进行侦察。布尼克战役时，罗马公民所组成的军队是整个军团的主力，既是主力，牺牲当然比其他人大。

百年之后，双方的牺牲虽然一样，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变得不平等了。服役是同盟市民的义务，却是罗马公民的职业；因为罗马政府为了贯彻「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所以志愿兵制只适用于罗马公民。另外，随着罗马霸权的扩张，经济市场也相对地扩大，罗马公民所得到的利益自不在话下。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假设。

西元前146年迦太基灭亡时，被俘虏卖为奴隸的迦太基人中，有个十岁的少年；当时俘虏的人中包括女孩子总共多达五万人，其中有个十岁男孩不足为奇。

这个少年很幸运地被卖到元老院议员家中，而且和议员的儿子一起受教育，从喜好教育他国小孩这点看来，古代罗马人和早期的英国人倒有些类似。

少年精通拉丁文及希腊文，长大成人后，主人派这位年轻的奴隸和希腊商人做生意，因为罗马法律中明订元老院议员不得从「商」，因此很多元老院议员就利用解放奴隸或奴隸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

迦太基出身的奴隸对元老院议员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主人以还他自由之身予以回报，即使主人不愿还他们自由，这些奴隸也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赎身。无论哪种方式，最后这些奴隸的身份就变为解放奴隸，连姓名都是罗马式的，原主人的个人名、家门名、迦太基时期的家族名，只能从姓氏去判断这些解放奴隸与罗马人之间的差別。

一旦成为解放奴隸之后，他们可说是得到了罗马公民权，因为格拉古兄弟的父亲早在迦太基灭亡前二十年就已经立法规定，凡是拥有二万塞斯泰契斯的资产及五岁以上小孩的解放奴隸即可取得罗马公民权。

这么说来，现在六十五岁的迦太基奴隸已是一个完全的罗马公民；但是，当年一起参与迦太基攻防战的同盟市民儿子，现在仍然只是罗马同盟都市的市民而已，他们得忍受种种非罗马公民的不利。

这些同盟都市市民当然会感到不公平；三十年前格拉古兄弟提倡罗马公民权时，他们并不自觉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性，而现在这些人深深感受到没有罗马公民权的种种不利之处。

罗马是整个「罗马联盟」的盟主，义大利人要求的不仅是平等待遇，而且是在同样拥有罗马公民权之下的平等；如果罗马执政者无法体认到这层意义，义大利人的愿望就无法实现。数百年来，每当提起这个问题时，总会爆发护民官被杀等重大事件，使罗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义大利人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知道一旦提出公民权问题，就会遭到罗马既得利益者强烈的反对。

不公平日积月累下来，使得义大利人急欲解决公民权问题的心愿有如排山倒海般，他们甚至想动员一万人到元老院议事堂前示威抗议，托鲁斯适时予以阻止，并且允诺会出面解决此一问题。

护民官提出的法案在公民大会付诸表决时，情况一片混乱；因为反对派的态度十分强硬，数度以怒吼打断护民官的演说。西元前91年的执政官菲利普也对托鲁斯的法案提出反对动议，托鲁斯有权在表决之前对执政官的动议提出否决，但他不是一个有胆识的人，不敢如此与元老院派人士正面对决，最后只好由支持群众护送回家。谁也没有料想到，护送他的人群中竟有一人是反对人士派来暗杀他的间谍。

走到家门口时，托鲁斯突然一声惨叫应声倒地，在他尸体旁留有一把短刀。托鲁斯临终最后一句话说：「罗马人何时才能善待像我一样愿意做大事的人呢？」

其实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著一个事实：既得利益者往往就是顽强的守旧派。





对义大利人而言，护民官托鲁斯的死就像是饮尽沙漠中最后一滴水，他们意识到再也不可能以正当的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愿望，因此各个部族开始紧密连系準备有所行动。罗马人尤其是元老院议员以为杀死托鲁斯之后，就阻断了义大利人争取罗马公民权的后路，根本没有注意到义大利人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





西元前91年底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同盟者战争」，义大利半岛上各个部族的叛变行动有如火舌般蔓延，中部、南部的部落同时蜂湧而起。这些部落都是「罗马联盟」中的同盟国，二百五十多年来彼此以「同盟者」相称的部族现在反而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盟主——罗马。

当初决议反叛的总共有八个部族，沿着亚德里亚海有比千都族、威斯提诺族、马尔基诺族；内陆则有巴耶利诺族、马农西族，再往南有富连塔诺族，以及山地部族萨谟奈族和南义大利的希鲁庇诺族。




卢比孔河以南都属于「罗马联盟」的领域，整个地区只有北边的伊特鲁里亚人及温布里亚族尚未加入战事，南边的普利亚地方及坎帕尼亚地方也在战争第二年才加入。

罗马在各战略要地所建设的殖民都市市民当然是支持罗马，而「拉丁公民」由于已经取得拉丁公民权，相较於正式的罗马公民，只缺少投票权而已，所以他们似乎没有理由与义大利人一起参战。

除此之外，罗马领土以南坎帕尼亚地方的希腊裔居民也支持罗马，这些人虽然和义大利人民一样没有罗马公民权，但是由于坎帕尼亚地方土地肥沃，再加上有擅长于工商业的希腊人长住於此，整个生活环境与罗马公民一样，而且罗马政府也曾保证这个地方的人民有绝对自治权，所以这些人也没有理由反对罗马。

综观西元前91年爆发的「同盟者战争」中，参与的部族多是「罗马联盟」中较贫穷的部族。这次的战争为罗马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一百三十年前，「罗马联盟」粉碎了汉尼拔的梦，而今「罗马联盟」却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当汉尼拔让罗马饱尝败绩之际，「罗马联盥」适时伸出援手协助罗马击退汉尼拔，而今却愤而拂袖而去。因此「同盟者战争」发生的意义不仅是政治上的问题，更影响到军事。

叛军从东北、东边、东南三方向罗马进攻。北边的温布里亚族及伊特鲁里亚人虽然没有加入战事，却暗中给予同盟国罗马军队的相关情报，甚至封锁西南边的海岸线。叛军如果利用罗马先前铺设的街道进攻，不到一个月时间即可抵达首都罗马。





后来反罗马的八大部族决定成立新国家，国名为义大利。新国家首都位于哥尔佛尼姆。公民大会中选出五百位有力人士组成元老院，每年选出两位执政官；另外再选出十二位法务官，这些人拥有绝对自主权，分別负责军事与政治等事务。官方语言为拉丁文，同时也可以使用其他方言。为了庆祝义大利建国，特別设计了八人战士举剑为盟的纪念硬币。






〈上〉象征义大利的女神









〈中〉象征罗马的狼与象征义大利的公牛









〈下〉八部族的代表举剑为盟









各为直径二十厘米的银币




「同盟者战争」就好像是结婚多年的太太向丈夫提出离婚协议，不同的是，提出离婚协议的一方要求罗马承认义大利人拥有罗马公民权。

首都哥尔佛尼姆与罗马相距不到一百二十公里，两个都市间还有街道相通；这条街道是罗马人在西元前四世纪左右铺设的。





从任何一方面看来，罗马在这场战役中都居於劣势。罗马军队扣掉同盟都市的士兵之后，军队人数几乎只剩下一半；再来就是很多将官、幕僚都决定与自己的家人同进退，因而退出罗马军队，也就是说昔日的袍泽即将在战场上相互厮杀。这些义大利将官、士兵、幕僚都十分熟稔罗马军队的战术，而罗马军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与自己信任的军中弟兄交战。

罗马人非常了解这突如其来状况的严重性，他们也深知所有的目标都集中在首都罗马。由于罗马与各个殖民都市之间都有街道相连，因此要阻止同盟军攻陷罗马就得保住这些殖民都市。

西元前90年初罗马也完成了迎战準备。

首先以坎帕尼亚地方为界，将战线分为南北两路。当年的执政官普布里斯·鲁提斯·卢波为北部战线的总指挥官；鲁奇斯·朱利斯·凯撒则为南部战线的总指挥官。鲁奇斯·朱利斯·凯撒就是凯撒的伯父。此外，又在可能与敌军发生激战之地各设五位军团长。总指挥官必须带兵到战事告急之地支援，可视为是游击兵。罗马的总司令官一向不是坐阵於总司令部发号施令，而是带兵四处征战。

军团长也是罗马军队的王牌。在执政官卢波指挥的北部战线中，六十七岁的马留斯再次上阵，庞培的父亲也在战场最前线。执政官凯撒所带领的南部战线中，则有四十八岁的苏拉及后来与庞培、凯撒并称三头政治的二十四岁克拉苏。

义大利方面的策略与罗马雷同。北边总指挥为马农西族的昆提斯·波贝提斯·西罗；南部战线则是萨谟奈族的盖乌斯·巴比鲁斯·姆提鲁斯，两位指挥官下一样设有五位军团长。

罗马及义大利的军队总数各有五万人，但是罗马政府仍然认为兵力不足，因此向高卢、努米底亚要求派兵支援。





战争的第二年，也就是西元前90年，前半年是由义大利方面佔优势，后半年却是罗马领先，古代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是「知道彼此轻重」双方之间的战斗。各地激战不断，罗马北部战线的总指挥官卢波阵亡，南部战线也有两位军团长牺牲；义大利方面的伤亡更为惨重。罗马无力将阵亡士兵遗体运回罗马，只好就地埋葬。

在这次战争中，苏拉可说是最活跃的一人。义大利军队没有人敢采用快攻，苏拉则是一反常态，速战速决的战略最后果然奏效。另外马留斯的带兵方式也不同以往，变得十分保守、消极；但是由于先前打败高卢人的声名远播，义大利士兵只要一听到马留斯的名字就闻风色变。因此马留斯在这次战役中，虽然没有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也不曾败阵。





西元前90年冬天双方决定休兵，执政官鲁奇斯·朱利斯·凯撒必须回罗马召开公民大会并报告战况；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一项新法案，就是「朱利斯公民权法」。这项法案的内容完全回应义大利方面在「同盟者战争」之前所提的要求。

其实这项法案也是义大利军队提出的休兵条件，法案顺利地在公民大会中通过，丝毫没有反对的声音，提案人也没有遭到毒手。

这次，罗马人为了补救政治上的缺失，决定不再以军事解决问题，因为战争只会劳民伤财；因此他们选择以政治手段解决，这一切当然得归功於「义大利人」。

法案通过之后效果立刻显现，原本未表态支持罗马的温布里亚族及伊特鲁里亚人立刻明确表示支持罗马，义大利国首都也开放给罗马军队进出，此举使得首都的定义模糊。「朱利斯公民权法」通过之后，战争的目的不复存在，义大利军队的士气也变得低落。南方的战事则一直持续到西元前89年中叶，主因在于北边的指挥官马农西族族长转战南方。此外，一些因战争所产生的怨恨仍未消弭，指挥官只要稍加煽动，士兵便会愤而不顾地继续战争；有些山地部落依然顽强抵抗罗马，所以「同盟者战争」一直延续到西元前89年底，才正式告终。罗马的将领也是直到西元前89年，才全数回到罗马。无论如何，「同盟者战争」在短短不到二年的时间就结束了，这个结果完全出乎近东地区国家的意料之外。

「朱利斯公民权法」因「同盟者战争」而生，却也顺利地结束了这场战事。这项法案使得贵族与平民皆拥有相同的机会担任公职，可以与西元前367年成立的「李锡尼法案」相提并论，这是一项划时代的法案，同时也使罗马国家的方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罗马联盟」在汉尼拔战争时创立，维持了二百多年，至此终告解体。拿坡里的希腊裔居民、托斯卡那地方多数的伊特鲁里亚人等等全都化身为罗马公民，「义大利人」就此成为历史名词。一直要到一千九百五十年后，近代国家义大利成立，我们才再次听到「义大利人」这个名词。

西元前90年的解体方式并非一百三十年前汉尼拔所期待的形式。这次「罗马联盟」的解体属于积极性解体，因为「罗马联盟」的解体，使罗马超越了原来都市国家的形态。





雅典是最典型的都市国家，居住在都市中的公民为整个国家运作的主体；公民自治为国家的最高指导原则，具有公民权者才可以参与自治。无论是民政时期、王政时期或是共和时期，罗马的最高决策机构都是公民大会；原因不在于政治体制的不同，而是因为雅典与罗马皆属于都市国家。

但是这种「主权在民」的做法，缺陷在于愈是尊重民意，国家就会愈封闭。因为公民的主权必须平等，为了达到真正的平等，只好封闭国家以排除异己。

民主政治时期的雅典公民必须是双亲皆为雅典公民。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虽然长年居住於雅典，创办了发扬雅典文化的学校，也无法取得雅典公民权。这使我不得不想到反对外国人移民日本的锁国主义论者，他们无疑是顽固的守旧派！因为他们只相信国家的构成份子必须拥有相同的权利。

如果遵奉这一点为金科玉律，无可避免地需要排除异己。罗马社会阶级区分非常清楚，有名门贵族阶级、平民贵族、骑士阶级、平民、无产阶级、解放奴隸等等。各个阶层之间过於僵化，而社会问题往往就是肇因於阶级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

雅典人心目中的「同类」，是指出生在同一块土地上、血源相同的人。

而罗马人心目中的「同类」，则是指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无论是解放奴隸或是迦太基人，一旦取得罗马公民权的人，就会被罗马人视为同类。

罗马人非常谨慎地将公民权授予非罗马市民。我在第Ⅰ卷中已经说过，当初罗马公民权并不具有任何特別待遇，因此「罗马联盟」的加盟都市市民不会特別强烈地想取得罗马公民权，所以罗马在建国之初总是可以宽容地接受异己份子。罗马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国之后，实在不可能再如此宽容地接受他国的市民。






纪念「同盟者战争」结束的银币




图中罗马人与意大利人握手言和




「同盟者战争」结束之后，只要反叛部族的族长向罗马投诚，一切既往不究。加盟都市国家的根据地从此成为罗马的地方自治体，也就是说，各个民族可以保有自己的文化。后世一位研究者说：


「罗马给后世最大的经验是，罗马统治下的各个部族不仅可以保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也可以维持全体一统的普遍性。」



由于「朱利斯公民权法」的成立，「罗马联盟」积极地解体，套用汉尼拔的话来形容：「肉体结构发展完成之后，适於此肉体的内脏紧接着蕴育而生。」「罗马联盟」的解体，使都市国家罗马转变为世界国家罗马。由这个角度来看，「同盟者战争」中牺牲者的血没白流!





罗马国与自己国土周边的国家、属省缔结同盟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这些同盟国又可分为两类。

其一如努米底亚王国，与罗马维持「家长」与「后援者」关系；有些虽然不是国家，如雅典、斯巴达等属于罗马伞下的自治都市，也可归于此类。这一类的同盟国可以说是属国，但是没有向罗马缴纳属省稅的义务，当罗马有战事时，它们则有义务出兵帮助罗马。

第二类的同盟国会与罗马维持普通的同盟关系，如叙利亚的塞流卡斯王朝；这类的同盟国大多未曾与罗马交战。在西元前133年，罗马开始进入「混乱时期」，这类的同盟国包括小亚细亚的俾斯尼亚、潘特斯、卡帕杜西亚，还有控制东方世界的亚美尼亚和埃及。这些国家多采用王政体制，而且全都是亚洲式的专制国家。






潘特斯国王米斯里达兹六世




（大英博物馆藏）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米斯里达兹六世於西元前115年继承潘特斯王国的王位。本来早在七年前，他就应该要继承王位，但是由于当时他母亲篡位，他被放逐至小亚细亚；直到西元前115年，才成功地夺回王位。为了夺回王位，他可以说是用尽手段，是个无血无泪的男人；但是却可堪称是位英明的君王。在雕有他肖像的纪念硬币上，他一头乱发随风吹拂，或许是刻意模仿亚历山大吧！再仔细看看他的脸，也是个英俊挺拔的美男子。这个男人见到罗马陷入混乱，打算利用这个难得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





这位英明君主暗中筹划侵略战争，潘特斯王国原本是希腊的殖民都市，首都设在黑海沿岸的西诺培，主要经济基础为矿产，而非农业或商业；由于是专制国家，所以国家所得一律归于国王。国王米斯里达兹六世从来不会把金银财宝放在首都，而是在自己领土内各地要塞筑城，同时也挖掘藏宝的地窖，以分散风险。在近东地区只要财源充足就可以实行佣兵制，米斯里达兹六世一面进行要塞建设，一面训练这些佣兵，等待时机来临。

西元前92年，时机终于成熟，这一年米斯里达兹六世四十二岁。

那一年，邻国俾斯尼亚国王逝世，引发了王位争夺战，米斯里达兹六世巧施手段，成功地让自己的心腹取得王位；另外又施计让自己的儿子当上邻国卡帕杜西亚的国王。这两国的王储非常愤恨米斯里达兹六世的作为，为了自己的国家，於是向罗马求援。

罗马虽为地中海世界的霸权，但是自己国内的混乱都已经应接不暇，实在没有能力帮助这两个国家；再加上这两国皆为独立国家并非罗马属省，因此元老院建议组成视察团前往了解状况，再加以仲裁，而不愿派兵前往。幸好最后仲裁成功，米斯里达兹六世甘愿让出王位，两国王储顺利取回王位之后，事情暂且告一段落。

但是不出一年的时间，罗马爆发了「同盟者战争」。米斯里达兹六世预测战事将会持续好一阵子，而且罗马会把所有精神放在战争上，无暇再管东方的事务，因此他急欲利用这个大好时机，一圆自己多年来的梦想。

不久，米斯里达兹六世公然地举兵西征，三十万大军蹂躏俾斯尼亚，又占领西边的旧婆高蒙地区。这里为罗马的属省，罗马当然不能再坐视不管，因此急欲结束「同盟者战争」。

出乎米斯里达兹六世意料之外，「同盟者战争」在二年之内结束。接下来，罗马要应付的是东方发生的危机，敌人一样是三十万大军，罗马一点也不畏惧；因为这与先前高卢人越过阿尔卑斯山侵略义大利的情形雷同，罗马有把握可以获胜。





「同盟者战争」在西元前89年冬天结束，苏拉回到罗马。隔年他获选为西元前88年的执政官，而且如愿地当上远东战争的总司令官。苏拉可说是「同盟者战争」胜利的关键人物，他当上执政官之后，立刻準备近东战争军队的编制，从坎帕尼亚地方的诺拉开始募集志愿兵。

但是，当时六十九岁的马留斯也有征服近东地区的野心，与其说是他想征战，不如说是他不愿意让苏拉专美於前。两个人开始争夺带兵的权力，再加上护民官也加入其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西元前88年的护民官普布里斯为了使自己提出的法案能够顺利通过，便与马留斯联手；马留斯负责策动自己的「后援者」支持护民官的法案，普布里斯则率领平民大会支持马留斯远征东方。

罗马共和国以罗马四个选区为首，总共有三十五个选区。在选举制度方面，除了以资产区別选票之外，每一选区再细分为百人队，所以百人队的选票统计出来的结果，获得多数票者则成为该选区的民意所向，就是一票。我认为这种选举方式就是所谓的小选举区制，而这种选举制度正是元老院派与民众派意见相持不下之处。

原本罗马公民与实施「朱利斯公民权法」之后的「新公民」人数比为一比二，如果将这些「新公民」平均分配至每个选区中，那么原来以「旧公民」居多的罗马选区中，「旧公民」却成了少数。换句话说，如果继续按照旧有的选举制度进行投票，那么「新公民」将成为主导罗马国政动向的主要关键。

具有危机意识的「旧公民」当然不能坐视，因此他们决定保护「纯罗马公民」的权益，他们引出前例——取得罗马公民权的解放奴隸只能在三十五个选区中的四个选区投票，提出两项新法案，一为要求「新公民」也只能在三十五个选区中的八个选区投票，或者新设九个选区，让「新公民」在这九个选区中投票，二者择一实施。其实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主要是想压制「新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

护民官普布里斯率先对两项法案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提出另一新法案「普布里斯法」，「新公民」可以自由地在三十五个选区中的任一选区投票。从社会公平面来看，护民官的想法较为正确，只要是罗马公民都应该有平等投票权。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得不正视，罗马确实发生过「同盟者战争」，是否应该如此激进地给予所有同盟国市民完全的罗马公民权呢？我想还是采用阶段性实施较为妥当。

总之，最后「普布里斯法」通过，同时平民大会也通过马留斯为征东总司令官的决议。

但是事情也不如想像中进行顺利。首都罗马的旧公民与反对「旧公民」派之间起了冲突，并且发生流血事件，出席集会的两位执政官也卷入事件中。但是苏拉怎样也无法忍受因为选举制度的改变，而使得自己失去总司令官的职位。

苏拉离开罗马回到诺拉的军队中，召集所有的士兵说明在罗马发生的事情，并且扬言一定要替自己讨回公道、要靠自己的能力风光地回罗马。大多数士兵在「同盟者战争」二年期间，随着苏拉南征北讨，在历史学家眼中，这些士兵可以说是苏拉的个人军队。当主人有难时，属下当然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所以这些士兵皆允诺要替苏拉讨回公道；不仅如此，罗马执政官卢富司也离开罗马前来投靠苏拉。

从维苏威火山北麓的诺拉到罗马必须经过加普亚，经由拉提那大道才可进入罗马，大约只需几天的时间。身在罗马的马留斯与普布里斯万万也没有料想到，苏拉真的会挥军攻打自己的国家。

罗马在完全没有备战的情形下，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完全被苏拉控制，马留斯幸运地逃到维脱里亚地方，护民官则是当场被捕，并且处以死刑。苏拉下令将护民官的头颅高掛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以昭告天下。这次的军事政变就在完全没有罗马公民参与下，成功地夺回罗马；西元前88年的这次军事政变，同时也是罗马史上首次罗马人以武力镇压首都罗马。





苏拉占据罗马之后，召集所有罗马公民，向公民们解释这次军事政变的来龙去脉。

接下来，执政官苏拉所提的法案一一地通过，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他的法案包括公民大会、平民大会中通过的法案如果没有得到元老院的同意则不能付诸实行。西元前287年成立的「霍田西法案」中规定，凡是公民大会或是平民大会中通过的决议就可直接实施，苏拉正式改革了二百年来的惯例。当然，维持「旧公民」与「新公民」平等权利的「普布里斯法」自动废除无效。

然后，苏拉又立法通过马留斯、普布里斯等「平民派」为叛国贼，凡是帮助他们的人皆视为同党。此后，老马留斯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唾弃。

其实，苏拉的报复行动也仅到此而已，因为隔年，西元前87年的执政官由欧大维及辛拿当选。欧大维是著名的法学专家，当初苏拉并没有特別注意到他的存在；而苏拉虽然注意到年方四十的辛拿，但是由于此时传来小亚细亚政局不安的消息，所以苏拉也无暇顾虑太多。

潘特斯国王米斯里达兹六世认为，即使「同盟者战争」很快落幕，但是罗马方面在短时间之内应该无暇顾及近东地区，所以他开始挥军占领小亚细亚西岸的罗马属省，并且杀死这些地方的所有罗马人，据说人数多达八万人。

接着潘特斯王又打着「希腊人必须从罗马的统治中解脱出来」的旗号，企图拉拢希腊人支持自己。潘特斯王了解到要凸显希腊民族解放者的议题，就必须要拉拢雅典。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的雅典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都不可以等閒视之；而是雅典具有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即使雅典沦落为第三等国家，它仍是希腊的象征。雅典市民与米斯里达兹六世会面后，在加上醉心於米斯里达兹六世思想的一位哲学家的煽动，雅典市民决定开始抵制罗马。此后，整个希腊领土就弥漫着一股反罗马的气氛。

苏拉发动罗马首次的军事叛变之后，他决定先平定近东地区的乱事，所以他请下任执政官辛拿到卡匹杜里诺山丘上的神殿内，要求执政官发誓遵守苏拉提出的法案。

强行以武力叛变的苏拉却反过来要求別人立誓不得违法，说起来有些不公平。苏拉却认为，罗马想要恢复原有的秩序，就必须有些必要的破坏行动。虽然苏拉有些思想违反常理，但是基本上，他可算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

那一年年底，苏拉带领五个军团以及骑兵共三万五千人由布林迪西出发，经由海路抵达希腊。苏拉这次的行动，完全出乎米斯里达兹六世的意料之外。





正当苏拉举兵平定近东乱事之际，执政官辛拿违背了誓言。何以向来不被视为马留斯、普布里斯党羽的辛拿会改变态度，没有人知道，或许是他一直是他们的隐性支持者吧？西元前87年，执政官辛拿召开公民大会，成立法案通过回复原本被视为国贼的马留斯及其他人的名声；接着又翻案重新承认「普布里斯法案」，使「新公民」可以在罗马三十五个选区的任一选区投票。

但是另一位执政官欧大维却行使否决权反对，罗马因此又引发了一次武力冲突。辛拿战败逃离罗马。马留斯得知后，立刻带着六千名士兵从非洲赶回罗马帮助辛拿；这回换成是马留斯及辛拿以武力夺回罗马了。但是在这次军事叛变中，却也牺牲了许多不相干人的性命，因为马留斯无法忘记自己被迫逃亡的怨恨；也就是说，这次的武力叛乱就是马留斯洩愤的一战，七十岁老将马留斯的复仇战争结果非常惨烈。

尚在任期内的执政官欧大维拒绝逃亡，当场死在元老院的执政官席上。辛拿逃离罗马后才刚接任执政官的梅拉姆，则是血管被割断，流血至死。西元前102年与马留斯共同出任执政官、共同击退日耳曼人、坐在四匹白马凯旋战车一起接受褒扬的卡托斯，因为被关在密闭的大牢中，最后窒息。西元前90年的执政官、「同盟者战争」第二年的总司令官、同时也是「朱利斯公民权法」提案人的鲁奇斯·朱利斯·凯撒，并不因为是马留斯妻子的亲戚而幸免；他的胞弟，在「同盟者战争」中与马留斯同样担任军团长的盖乌斯·朱利斯·凯撒，一样惨遭杀害。苏拉的妻子流亡到希腊。而后来「三巨头政治」中的两人——克拉苏及庞培的父亲也是在这一年双双被杀，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庞培由于尚未崭露头角而逃过一劫，二十七岁的克拉苏则是被流放至西班牙。马留斯将当时被杀的人头摆满了罗马广场的讲台。

据说，老马留斯总共杀了元老院议员五十多人、「骑士阶级」（经济界）多达一千人；他能在短短五天五夜之内杀死这么多人，完全是奴隸兵的杰作。马留斯以恢复奴隸自由为饵，煽动奴隸替他杀人，但是等到马留斯完成复仇之后，这些奴隸也全部被杀。

我们反观这些惨遭马留斯毒手的人，并非全部都是苏拉派的人；他们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当苏拉提案将马留斯视为国贼时，这些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场杀戮，其结果是元老院的人材全遭杀害。整个过程中辛拿虽然没有动手，但也没有阻止马留斯。





老马留斯一解心中的怨怼之后，罗马就恢复了往日的和平景象。公民大会再次选出马留斯与辛拿为西元前86年的执政官，这是马留斯第七度当选执政官，对他而言可说是无上光荣；但是他却在任期的第十三天，西元前86年1月13日那天去世，享年七十岁。

马留斯去世后，执政官的遗缺由辛拿事先安排好的富拉克斯候补；如此一来，罗马的政治成了辛拿一人主导的独裁政治了。

首先，辛拿恢复「普布里斯法」中「新公民」可以在任一选区投票；如此一来，加盟旧「罗马联盟」的所有义大利人就与「旧公民」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利。「新公民」当然十分感谢辛拿的恩德，他们回报辛拿的方式就是投票给他，使得辛拿一直都是罗马的执政官。所以罗马政治在体制上虽然还维持执政官选举制度，但是实质上却是辛拿的独裁政治。

辛拿领导的「平民派」完全取代马留斯的地位，而且他还不忘帮助因为还债而陷入苦境的下层公民。为此辛拿提出另一法案，决定债权人必须放弃债务的四分之三，利息照旧，也就是说，债权人只能要回本金的四分之一而已。

辛拿这样的做法完全背离经济理论。债务一下子减少四分之三的公民当然十分支持辛拿的做法，但是金融业者——「骑士阶级」却从此不再支持辛拿了！

辛拿拥有了「新公民」及下层公民的支持后，成功地卸除苏拉的总司令官职务，并且没收苏拉所有的财产，将他放逐他国。

辛拿十分了解罗马现在的情势。遭到放逐国外的苏拉所带领的军队并不是罗马的正规军队；另外，怂恿希腊抵制罗马的米斯里达兹六世一事也不能不解决，这些都危害到罗马国家安全。因此辛拿派遣另一执政官富拉克斯率领罗马「正规军」远征，讨伐米斯里达兹六世。富拉克斯军队由布林迪西出发，不经希腊直接由小亚细亚登陆。





西元前87年离开义大利来到希腊的苏拉，虽然身在国外，却十分在意罗马所发生的一切。虽然当时资讯不发达，但是苏拉了解到收集情报的重要性，因此他对罗马的情势瞭若指掌。

苏拉与潘特斯王一样了解到要压制希腊就必须清楚雅典的动向，因此他抵达希腊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著手进行雅典攻略战。当他知道罗马方面已经派兵前来希腊时，他完全不动声色，仿佛一切平静无事。

苏拉非常清楚不可能有救兵帮肋自己，更不奢望有人会提供物资，一切都只能就地取材。

最令他感到头痛的是缺乏海军；如果无法取得八公里外的外港皮留斯就不可能成功地攻陷雅典，而能否攻下皮留斯的关键就在于海军的装备了！米斯里达兹六世手中握有爱琴海的制海权，如果无法取得皮留斯，那么远征米斯里达兹六世根据地小亚细亚也是凶多吉少。

苏拉抵达希腊第一年就派幕僚卢加拉斯负责编制海军，卢加拉斯的任务是到罗马的同盟国罗德斯岛、塞浦路斯岛和埃及访问，请求这些国家派遣海军支援。陆军方面就只好善用苏拉手下的军队了！结果总共有五个军团，步兵三万及骑兵五千名。

至於军用物资方面，苏拉看上希腊著名神殿中供奉的宝物。在这些神殿中，收藏许多信徒奉献的珍贵宝物，金银货币也不在少数，因此苏拉派人前往各个神殿没收这些财物。

所有信徒奉献的宝物都应该属于神的物品，希腊的神是希腊文化的代表之一，因此普鲁塔克就曾经感叹地说：


「能够像大西比奥一样尊重希腊文化的人早已经不存在了。」



苏拉并非一言不发地掠夺财物，他事先写信给各个神祈官，言明事后一定会如数奉还，因此请神祈官们要仔细地清点财物。

负责执行没收任务的是希腊人，当这些人走进神殿时，他们听到神殿最深处传来怪声，神祈官说那是阿波罗神演奏鲁特琴（Lute，古代的乐器之一）的声音，这些人因而不敢再拿神殿中的宝物，空手而回。他们向苏拉报告一切经过之后，苏拉并没有发怒，而是说：


「你们不了解神的旨意所以才会害怕。那个乐声是表示神同意将宝物捐献出来，所以你们应该可以安心地将宝物带回才是！」



苏拉真是会愚弄人！后来又有一段小插曲。

苏拉要求雅典无条件开城，雅典派使节前来交涉，使节一一陈述希腊的历史与希腊文化珍贵之处，苏拉却告诉使节：


「你这番精辟的演说好像是在劝我向雅典投诚，很可惜我是罗马公民，我不是为了学习希腊文化而来，而是来镇压雅典反罗马的暴动！」



最后雅典答应无条件开城，苏拉对雅典公民承诺：


「看在少数优秀份子的份上，我原谅多数人；看在少数优秀牺牲者的份上，我会原谅活着的人。」



苏拉不允许战败的雅典人被卖为奴隸。另外，后世的我们可以拜读亚里斯多德的作品也得归功於苏拉，是他发现了亚里斯多德的作品，并且将作品带回罗马。而苏拉在雅典攻略时，使用攻城武器所需的木材，全部是砍伐自亚里斯多德所创立的学园内森林。





要攻占一个都市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使西元前一世纪当时，雅典非常衰弱，攻防等等都需要花上一段时间；而且在雅典攻略战中，必须同时攻击雅典及外港皮留斯，因此罗马军队只好将军力一分为二。另外，负责海军编制的卢加拉斯一直都没有归营；要求埃及派遣军船支援一事也没有回音。自从西元前133年以来，长达五十年间一直支持罗马的同盟国此刻也必须开始检讨其必要性，因此这回的攻防战似乎得花上一段时间。即使如此，雅典攻防战迅速地在西元前86年3月1日结束，这完全是因为苏拉急欲结束战事的缘故。有情报显示，十二万潘特斯大军已经越过黑海海峡进入雅典本土了。

五十二岁的苏拉驻军在已向罗马投诚的雅典，主动北上準备在希腊中部予以迎头痛击。面对敌人的十二万大军，苏拉可使用的军队只有三万人，面对敌人拥有人数上的优势，苏拉认为与其防守不如主动攻击。

苏拉还有另一点不利。希腊中部一都市国家底比斯早已归顺米斯里达兹六世，而这个地方却又是预定的战场。苏拉不仅要面对十二万大军，而且必须在敌人的土地上战斗。

西元前86年春天，两军在离底比斯西方十五公里处的一平原上对阵。拥有十万步兵、一万骑兵以及九十辆战车的潘特斯军在平原上摆开阵势，步兵是拿着长枪的希腊式重装步兵，战车则是在车轮上装有鎌刀的亚洲式战车，完全是米斯里达兹六世的写照。总指挥为来自中东的阿鲁凯欧拉司将军。相较之下，二万五千名拿着短枪配上双刃短剑的重装步兵以及五千骑兵的罗马军，似乎不是对手。

但是战火很快地就熄灭，而且整个战事主导全都操纵在苏拉的手中。转动着鎌刀的战车就像是当年扎马战役时的象群，先是被引诱冲过头，然后在忙着煞车时，敌人一湧而上，被迫脱离战线。

希腊的重装步兵向来以前锋犀利引以为傲，但两翼及后方薄弱，必须靠骑兵弥补，然而潘特斯的骑兵团只会仗著人多，毫无战术可言，结果被苏拉以灵活的中队调度，远远箝制在主力重装步兵团之外。

马留斯军制改革之后，罗马军还是采用纵三列横十列的中队，这种传统阵式的优点，在于军队可依战况的需要随时更改战术，军队可以随机应变。

潘特斯军与罗马军队最初对阵的结果是，潘特斯军共有十万名士兵阵亡或被俘虏，将近一万人逃走；罗马却只有十二人牺牲。会战结束后点名未到的有十四人，到了太阳下山后又有两名士兵回来报到。这个记录超越了亚历山大以及汉尼拔，创下罗马战史上的新记录。

在这次会战后，先前一直依附于潘特斯阵营的城市国家底比斯，有一半的领土遭到没收，被没收的土地全数分配给阿波罗等神殿，以作为取走宝物的补偿。





东方的君王不会亲自领军作战，通常君王会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於总司令官能力不足。这次会战之后，米斯里达兹六世仍然认为只要换上新的指挥官就可以打败苏拉。

几个月之后，八万潘特斯军又越过黑海海峡。第一次会战后，苏拉的军队并没有回到雅典，因此他又率领罗马军继续北上迎战。对阵的结果又是苏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回潘特斯军队只有一万五千人战死，战死人数少于第一次会战的主因是，苏拉下令不要将敌军杀死，而是要将他们俘虏。苏拉将这些俘虏当成奴隸卖出，获得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罗马被指定为自由港，一向经济活络的罗德斯岛奴隸市场，此后不断有希腊、亚洲的商人前来买卖奴隸。





罗马军队连续两次大胜，使希腊人认清了事实。当初米斯里达兹六世大张旗鼓要将希腊人从罗马的手中解放出来，而今希腊人领悟到跟随着潘特斯国王才是不智之举。

虽然希腊的局势已经平稳，但是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六世依然稳坐在小亚细亚；而苏拉却不能乘胜追击，越过黑海海峡攻下小亚细亚，因为海军尚未到达。在等待海军到达时，苏拉却听到一项不利的情报，辛拿派遣的军团已经登陆小亚细亚南部。

在小亚细亚登陆的辛拿军队由富拉克斯担任总司令官，弗布罗斯担任副将，但是两人却常因为战略理念不同而意见不合；加上有些士兵根本藐视司令官的无能，因此军队引发一阵暴动，结果富拉克斯被杀。后来弗布罗斯带领罗马军队与潘特斯军队大战，战胜了潘特斯军。

这下子苏拉进退两难，因为他有两方的敌人；但是米斯里达兹六世也是一样。米斯里达兹六世衡量的结果，决定与较强的一方和谈，因此他派阿鲁凯欧拉司前往苏拉的军营进行和谈。

苏拉提出的和谈条件如下。


一、潘特斯国王必须放弃所有侵占的土地，回到潘特斯国境内。




二、潘特斯国此后仍为罗马的同盟国。




三、阿鲁凯欧拉司指挥下的海军军舰全数归罗马所有。




四、遣返所有潘特斯国的俘虏、逃兵及奴隸。




五、潘特斯国必须支付二千泰连罗马币当做赔偿金。



负责交涉的阿鲁凯欧拉司曾经在战场上与苏拉交手，因此非常了解苏拉的实力，对于苏拉所提的条件没有任何异议；但是米斯里达兹六世却迟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米斯里达兹六世认为苏拉急于和谈，在讲和条件上应该还会有所让步，所以一直拖延。在等待回答期间，阿鲁凯欧拉司染上急症，苏拉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因此留他在军营中治疗。看到苏拉如此宽宏大量，阿鲁凯欧拉司开始有所动摇；苏拉又趁机请他留在苏拉的军营，不要再帮潘特斯国王。卢加拉斯的海军终于回到苏拉军营，埃及这次又表示保持中立，不愿介入战争。这次提供军船的是罗德斯岛。

米斯里达兹六世得知苏拉的海军已经回到军营，才真正下定决心要与苏拉和谈，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让苏拉在讲和条件上有所让步。

米斯里达兹六世认为最好的王牌是，苏拉以及他的军队是被罗马政府流放的身份，也就是说苏拉及其军队是不合法的。米斯里达兹六世要求和苏拉亲自交涉，地点在黑海海峡南边的港口达达尼尔，时间订於西元前85年春天。





一般说来，高峰会谈大多是在中立地区进行。达达尼尔在小亚细亚最西侧，但是仍属于小亚细亚，那一年小亚细亚还是在潘特斯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决定和谈地点之后，米斯里达兹六世认为自己应该以地主的身份迎接苏拉，因此特地摆出东方君王的架势。为了夸耀自己的实力，他带领了步兵二万、骑兵六千以及一队战车前往达达尼尔。

苏拉却只带领步兵二千四百名、骑兵二百名越过海峡率先抵达达达尼尔，而且开始架设罗马式的阵营。这个情形与原本潘特斯国王所默认的状况完全相反。

潘特斯王由手下的骑兵层层护卫进入罗马阵营，身上穿金戴银，一身豪华装扮，这样的装扮让罗马士兵眼睛为之一亮；另一方面苏拉穿着总司令官鲜红的长衣，罗马其他的将军也都是一袭军装。四十七岁的潘特斯王以身材高大魁梧闻名，五十三岁的苏拉属于高瘦型。两人下马后，潘特斯王先伸出右手向苏拉示好。






米斯里达兹六世




（罗浮宫美术馆藏）




而苏拉却只是请潘特斯王就坐，根本没有伸出手来，紧接着说:


「你是否接受我方提出的谈和条件？」



看到苏拉完全无视於应有的礼节，令米斯里达兹六世感到错愕，说不出话来。

苏拉也不等他回答，继续说：


「人家问话应该有所回应才对！胜利者才有权保持沉默。」



米斯里达兹六世试着想要辩解，他想把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全数转嫁给神以及罗马属省的总督，但是苏拉又早一步封住他的嘴。


「很早以前就听说潘特斯国王米斯里达兹六世是个演说能手，我想现在必须重新评估其真实性了！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閒工夫，我只问你是否接受谈和的条件。」



一直哑口无言的米斯里达兹六世出乎意料地说：「好！」

这时，苏拉立刻与比他小六岁的米斯里达兹六世相拥示好，并且互换印鉴，盖章簽下和约。

米斯里达兹六世根本没有掀出自己手中的王牌，交涉之间未发一语；两者之间的和谈可以说是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簽订和约之后，米斯里达兹六世依约回到潘特斯，并从罗马属省小亚细亚地区撤军。潘特斯的七十艘军船归苏拉所有，编入卢加拉斯的海军之中。原本卢加拉斯的海军根本不具任何规模，但是自从加入潘特斯军船之后，成为首屈一指的海军。

但是苏拉的手下不满谈和条件。米斯里达兹六世侵略罗马属省小亚细亚时，杀害了罗马公民及奴隸共八万多人，因此他们认为和谈条件过於便宜了潘特斯国。因此苏拉特地召集所有士兵，说之以理。


「我们如果不和米斯里达兹六世谈和，最后他应会和弗布罗斯联手，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



最后获得士兵的谅解，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苏拉成功地压制住潘特斯国王米斯里达兹六世，同时也增加了进攻小亚细亚的实力；因此他挥军越过黑海，向小亚细亚进军。要想占领潘特斯军队撤退后的小亚细亚，先决条件是拉拢先前打败潘特斯军队的罗马「正规军队」，也就是由弗布罗斯所带领的军队。

辛拿派遣的军队中有两个骑兵军团，总人数为一万五千人；苏拉旗下的「非正规军队」拥有三万五千兵力，苏拉并不打算与同为罗马人的军队正面冲突。由小亚细亚西岸南下的苏拉军队特地选在弗布罗斯军营附近扎营。弗布罗斯军队的士兵看到苏拉军队个个优閒地在挖掘战壕，便失去了警戒心，赤手走进军营中与苏拉士兵閒聊，甚至帮他们工作。工作结束后，苏拉士兵便邀这些人共进晩餐，晚上还同欢共寝。

这个情形好像是士兵集体投降，等到总司令官弗布罗斯发现时为时已晚，军营中早已空无一人。这时，苏拉派遣使者到弗布罗斯军营，希望弗布罗斯替他们準备好回罗马的船只。弗布罗斯断然加以拒绝，而且他觉得自己无颜回罗马，因此在婆高蒙的宙斯神殿中自尽。结果，原本派来削弱苏拉军队气势的「正规军队」全数被苏拉的「非正规军」吸收，苏拉军队的势力当然就更为壮大了。

但是，苏拉没有立刻回到义大利讨伐视自己为国贼的罗马政府。苏拉光复了长久以来受到米斯里达兹六世侵占的远东地区，同时也恢复了罗马原有的霸业，使得罗马霸权再次涵盖整个小亚细亚。虽然他夺回罗马原有的霸权，但是小亚细亚五年多来因为米斯里达兹六世统治，已经破坏了原来的罗马秩序，因此苏拉当务之急是要重建罗马属省统治体系。

苏拉在小亚细亚重新建构罗马的统治体系，大约可以分为下列几个方向。

首先，苏拉与小亚细亚地区最容易引发战乱的三个国家潘特斯、俾斯尼亚、卡帕杜西亚分別簽订互不侵犯条约，另外又更新同盟国条约。一旦其中一个国家侵略另一国时，它不仅违反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是与罗马为敌。苏拉认为此举可以有效遏止这三个国家再次发动侵略战争。

第二，旧婆高蒙地区五年来受到米斯里达兹六世占领，一直处於无政府状态，因此必须立即恢复以婆高蒙地区为中心的小亚细亚西部的秩序。半世纪以来，这一带一直都是罗马的属省，居民有义务缴纳属省稅，但是米斯里达兹六世为了讨好这个地方的居民，完全废除租稅制度。因为这位英明的君主很清楚，仅以「从罗马的手中解放出来」这个理由，并不足以引希腊人上钩的。

苏拉恢复了租稅制度，而且要求居民缴清五年来漏缴的稅金，主要原因是，苏拉必须想尽办法筹措军团所需的资金。

属省的居民也只能忍气吞声了。因为苏拉的军队不是同宿於军营之内，而是被分派到每个属省居民家中，让每个家庭负担一个士兵的食宿，负责接待将官级的家庭还得为将官準备两套衣服，作为外出及家居用。每个家庭都希望士兵能够尽早离开，但是他们一时也拿不出二万泰连罗马币的巨额，只好以这样的方式偿还稅金了。

苏拉将弗布罗斯旗下的两个军团编入卢加拉斯的军队中，海军也一并留在小亚细亚。五十四岁的苏拉非常信任三十二岁的卢加拉斯，将整个小亚细亚秩序安定的重责大任都讬付给他。

苏拉则是在完成一切布署之后离开小亚细亚，越过爱琴海经由皮留斯进入雅典。苏拉拥有一批誓死效忠的军队，即使他要这三万五千名士兵到地狱去，相信这些士兵也会遵从；但是苏拉的作为却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并没有挥军攻打义大利。他在雅典一年的期间，表面上的理由是要治疗痛风，但是谁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为何。他就是在这一年间发现了流传已久的亚里斯多德遗作，谁都不会相信苏拉这一年是为了学习雅典文化而停留在此，我猜主要还是基於战略上的理由。

万一潘特斯国王米斯里达兹六世有所行动的话，从雅典外港皮留斯到小亚细亚西岸经海路只需三天时间；所以苏拉留在雅典对米斯里达兹六世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再者，从雅典经陆路到希腊西岸，再由海路到义大利半岛也大约是三天，所以苏拉留在雅典，事实上也给身在罗马的辛拿莫大的压力。

苏拉还特地由雅典寄出一封信给罗马元老院，信上写著：


「请想一想我在小亚细亚及希腊的功绩，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会被当成是罗马的敌人。我实在不懂，为什么公民大会会将我流放至国外并且没收财产，更不用说那些因为我而被杀的同伴了。为此，我和我的部下们决定要纠正这个歪风！」



苏拉完全无视於罗马的法制，无视於辛拿所代表的正规政府。

苏拉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了！这封信送达元老院后，苏拉召集手下的士兵，第一次告知士兵他有意要进攻义大利，而且说明罗马的军队拥有十人以上的将领及多达二十万人以上的士兵。即使如此，所有的苏拉士兵仍誓言愿意追随他一起战斗；不仅如此，士兵们还愿意贡献出平时的积蓄当做战备资金。苏拉十分感谢他们愿意誓死效忠，至於积蓄的问题，他怎么也不能接受，只是说自己有幸可以与这些士兵共患难，将来不知应该如何回报。这时已是西元前84年年底了。

苏拉从西元前87年离开罗马这三年期间，辛拿也不是毫无建树。与苏拉同为柯尔涅留斯家门的辛拿在马留斯去逝后政途上一帆风顺。凡是他自认为好的政策他一定严格执行，从来不会在意会得罪元老院守旧派的议员。他将「新公民」分配至全国三十五个选区，「新公民」总共有五十万人，再将他们依资产区分为五个阶级，加上无产阶级总共为六级，但是这样的分类方式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朱利斯公民权法」成立五年后，也就是西元前85年的户口调查中，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较以前多了将近二倍，而且每年都以五千人的数量在增加。

贫民阶级的小麦配给制度继续实施。但是辛拿削减了公共事业预算，因此在他任内没有什么特別的公共事业。公共事业一事与取消四分之三的借款一事被指为是辛拿在政治选举上的一种手段。

辛拿手中握有公民大会的选票，又在罗马实行独裁政治，但是除了上述的法案之外，他也没有再强行通过任何激进法案了。在辛拿执政的三年间，罗马各地从未曾发生过流血冲突事件，由于他能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所以元老院一些良知派的议员似乎也默默支持他。即使在苏拉表明要进攻义大利时，元老院依然是支持辛拿。





辛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刚成年满十六岁的凯撒，也就是后来史上闻名的凯撒。凯撒不仅是马留斯的姪子，同时也是「同盟者战争」时被杀的执政官鲁奇斯·朱利斯·凯撒的姪子。辛拿之所以会将女儿嫁给他，一方面是希望与平民英雄马留斯结缘，另一方面也想利用这段姻缘向元老院良知派议员表示和解之意。当时罗马上流阶级的婚姻大多是属于政治婚姻，不足为奇。

在可预期交锋后必是一场激烈战况的对峙中，双方都需沉得住气。最先举兵的一方如果不是自信能掌握稍纵即逝的好时机，就是臣服於强大压力之下。从来没有军团总司令经验的辛拿，自以为属于前者，其实是后者。

执政官辛拿首先以自己的职权编制军队，那一年与他同为执政官的是马留斯的儿子，两位执政官都决意要与「目中无法」的苏拉一决死战。我们由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辛拿实在应该留在义大利与苏拉对决。但是受到苏拉莫大压力的辛拿决定带兵远征希腊，在希腊与苏拉展开大战。

他在义大利中部面对亚德里亚海的一港口安科那集结军队。当所有志愿兵都集中到安科那时，需要有个具组织能力的将官编整军队，但是辛拿却没有这个能力。因此所有的人就像是一盘散沙，毫无纪律可言。所以辛拿只率领一小部分军队渡过亚德里亚海。

但是，原本预定随后抵达的军队却根本没有离开安科那，辛拿於是决定自己再回安科那带领军队。回到安科那之后，他发现情形更为糟糕。一群毫无纪律的士兵几乎发生暴动，辛拿亟想努力制止他们，但是他也只是站在高台上，却不发一语。如果他能平安地离开这群志愿兵也就还好，只可惜他没有活着出来。西元前84年底，执政官辛拿因为志愿兵暴动事件而结束了一生，当时他未满五十岁。





西元前83年早春，苏拉带着军队由雅典出发，横越希腊之后渡过亚德里亚海，由义大利南端的布林迪西登陆。布林迪西的居民非常欢迎被当成国贼的苏拉军队，这对苏拉而言是个好兆头。布林迪西是阿庇亚大道的终点，所以从这里到罗马只需半个月时间，但是苏拉却花了近二年的时间才又回到罗马。如他所料，大批的罗马正规军正準备与苏拉军一较长短。

苏拉登陆布林迪西之后，首先向所有人表明他将以军事力量解决的决心，他说这是一种政治的手段。

我们从后来苏拉进行的改革，可以清楚看出苏拉是个极保守的人。在他的观念里，义大利半岛是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中心，而罗马人是整个义大利半岛的主导者，带领罗马人的一定就是元老院阶级了。虽然苏拉十分反对辛拿所提的「罗马公民」与「罗马新公民」享有同等权利，但是他也是个识时务者；他非常了解会在义大利半岛上与自己一决胜负的士兵多数就是这些「新公民」，他们不愿意失去才刚获得的罗马公民权，所以才会背水一战。

因此苏拉一登陆布林迪西，立即宣布他会完全尊重「新公民」的既得权益，但是却没有收到预期中的效果，原因有三。


第一，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所有义大利居民知道。




第二，人们不相信保守派的苏位的话。




最后一个原因是，支持辛拿的人，亲眼见到辛拿为了争取他们的权益而努力，因此他们不能背信忘义。



虽然现实状况对苏拉不利，但是他仍然以自己的方法一意孤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花二年的时间，才得以经由阿庇亚大道回到罗马。





五十四岁的苏拉本身有三万五千名军队，再加上由希腊前来支援的五千名士兵，总共有四万名军队，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从阿庇亚大道北上。他的身边还有许多四年之间不满辛拿作为的人，支持拥护著他。

在阿尔卑斯山南边高卢地方驻军的总司令官马铁鲁斯也带着属下的两个军团前来支援；父兄遭马留斯杀害之后逃亡的克拉苏也由西班牙赶来加入苏拉的阵营；另外父亲被马留斯派杀害后消失无踪的庞培也出现在苏拉军队中，二十三岁的庞培带着自己的三个军团加入苏拉军队，这使得苏拉眉开眼笑。

至此，苏拉军队的战力从西元前88年的五个军团，加上希腊的一个军团、马铁鲁斯的两个军团、庞培的三个军团，总共有十一个军团，步兵六万五千名，骑兵一万名，总人数为七万五千名士兵。

另一方面，罗马正规军的人数则有十二万人。正规军的指挥官只有五人，分別是当年的两位执政官诺鲁巴努斯、卡鲁玻尼斯，再加上前执政官西比奥·那西卡、马留斯的儿子以及马留斯的副将。苏拉将军队分为四路北上，正规军则分为五路，分別由五位将领指挥。





这场仗共打了二年之久，而且每次都是激战。那西卡很快就弃械投降，他所带领的军队则并为苏拉的军队。先前的「同盟者战争」是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的战争；而这次，两方都是罗马公民，在前线的士兵甚至不知自己为何而战，只是憎恶满心，这或许就是内战悲惨之处吧！往往都不知道所战为何？

这场战役在全义大利半岛上蔓延开来，最后终于在西元前82年11月1日结束。

诺鲁巴努斯逃往非洲，马留斯的副将则逃往西班牙，马留斯的儿子最后也战死，正规军的指挥全数阵亡。苏拉派庞培前往非洲追杀诺鲁巴努斯，至於马留斯副将则放任不管，但是这却成了无穷后患。

苏拉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成为罗马的领导者，一如当时五十六岁的马留斯开始进行秋后算帐。

马留斯的杀戮行为是为了要一解怨气，苏拉则是因为要消灭反对人士，但是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

首先，正规军中的四千名萨谟奈族的士兵在竞技场被集体处死，他们的惨叫声连远处的元老院都可以听得到。苏拉听到这些惨叫时只是说：


「没有必要去听正在受罚者的声音。」



此外苏拉释放了一万名奴隸，并且赐他们家门名为柯尔涅留斯，再由这群解放奴隸去帮他消除反对派。这群解放奴隸挖掘马留斯的坟墓，再将他的骨灰丟进台伯河中，同时也破坏了马留斯战胜朱古达及日耳曼人的纪念碑，甚至虐杀马留斯的养孙。

凡是属于马留斯与辛拿的「平民派」人士，苏拉将他们一一记录在名册上，最后一个个都逃不过死亡的命运；因为苏拉采用悬赏的密告制度，谁都跑不了。苏拉的「处罚名册」上，包括近八十位元老院议员、一千六百名「骑士」以及其他人民四千七百人。这些人完全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处死，财产也被没收，甚至连他们的子孙都不准再担任公职。没收的财产则全数拍卖，后来「三巨头政治」中的一人克拉苏就是利用这个时候搜购了许多财物。






印有苏拉侧面的硬币




（大英博物馆藏）




苏拉清除「平民派」的行动并不仅限於罗马，更扩及义大利各地。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南部地方的萨谟奈及卢奇里亚等地的人不仅被取消了「朱利斯公民权法」中保证的公民权，一些地方的有力人士甚至被判死刑，而且没收所有的土地。苏拉如此强硬的做法是为了要彻底破坏「平民派」的势力。

苏拉的「处罚名册」中有个年轻人，他是马留斯的姪子、辛拿的女婿，这个人就是凯撒。但是苏拉身边的人替他求情，说凯撒只不过是个十八岁的小孩，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上的行动。刚开始苏拉并没有答应，但是由于太多人求情，最后他也只好将这名年轻人的名字从「名册」上剔除，苏拉说：


「你们不了解一个事实，这个年轻人的能力比马留斯强上百倍！」



非凡之人才会有如此非凡的远见！

苏拉虽然答应凯撒免死，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希望凯撒和辛拿的女儿离婚。这是苏拉的命令！

但是凯撒却远反了苏拉的命令，这件事激怒了苏拉，最后凯撒只好逃离罗马，躲到义大利中部。但是义大利中部也不安全，最后他逃到小亚细亚才避过苏拉的追杀。

五十七岁的苏拉并不像马留斯一样进行完屠杀后就死了。苏拉有意要改革国政，但是他必须取得合法地位才能进行改革，大家都认为苏拉有意成为执政官。

罗马法律中规定，如果执政官在任期中死亡，职务由元老院的议长选出一人代理，我将这个职位译为「选举管理内阁长官」；这一年由巴雷里斯担任这个职务。当巴雷里斯正要召开公民大会商讨选举执政官事宜时，收到了苏拉的一封书简，上面写道：


「罗马现在的状况非常危险，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非常时期就应该有非常对策。我认为现在选执政官并不妥当，而是应该有一位独裁官；而且任期不应该只有六个月，应该在他解决所有状况之前，得以无限期延长。如果罗马公民愿意，我愿意担此重任！」



罗马共和体制中，在公民大会、元老院及执政官体制有缺陷时，独裁官握有决定国家所有事务的大权，任期为六个月；而执政官有权任命独裁官一职。

但是西元前81年，拥有独裁官任命权的两位执政官皆战死，按理说这一年不可能有人就任独裁官。

其实苏拉相当清楚这一点，而他的书简也不能说是命令，应该说是「恐吓」！因为苏拉手中握有十万大军的兵力。巴雷里斯及元老院也就只能屈服了！

公民大会中提出「巴雷里斯法案」，通过苏拉担任无限期的独裁官一案。苏拉以武力成功地夺取独裁官一职，而且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无限任期的独裁官；接着，公民大会中选出西元前81年的两位执政官，当然这两个人都是苏拉派的。

当一切都处理完毕后，苏拉才举行战胜潘特斯的凯旋式，庆祝活动长达二天；这一年正巧是希腊第一百六十五届奥林匹亚运动会，但是所有运动员全被邀请到罗马参加庆祝活动，比赛当然也就因而延后了！






苏拉凯旋式纪念货币




（直径十九厘米）




西元前81年1月27日和28日二天举行完凯旋式后，苏拉就开始进行国政改革。

独裁官所提出的法案完全不需要经过公民大会同意，就可以直接成为罗马的政策，这些改革案分別说明如下。




——公民权与选举制度





苏拉信守承诺，承认「朱利斯公民权法」，同时也承认「普布里斯法」中所规定的「新公民」得以在全国三十五个选区中的任一选区投票。由这一点可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

但是他却废除了解放奴隸可以与「新公民」一样在任一选区投票的法案，解放奴隸必须像从前一样只能在三十五个选区中的四个选区投票。

另外，苏拉在「朱利斯公民权法」中多加一条但书，与罗马敌对者不得取得罗马公民权。苏拉利用这项规定剥夺了伊特鲁里亚及南义大利多数部落的罗马公民权，因为这些人在苏拉登陆义大利后，参加罗马正规军，与苏拉为敌。




——福利问题





苏拉废除了四十多年来一直实施的「小麦配给制度」，因为他认为健全国家财政比社会福利制度重要，同时他也想借此阻止「平民派」的势力日渐扩大，也许苏拉没有考虑到，解决失业者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吸收进入军队中。




——失业对策





苏拉又开始进行废案已久的新殖民地建设。其实他并不是将此当成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对策，而是把新殖民地建设当成是对自己属下的一种「退休补助」，所有十一个新殖民地名额全部都被苏拉的军队佔满。




——元老院改革





从西元前509年起，元老院议员人数一直都维持三百人，即使国家政体从王政时代改为共和，也都一直维持不变。而今罗马是整个义大利半岛的统治中心，是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国家，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数也比以前增加十倍以上，因此苏拉认为元老院的规模也应该因应现实状况。

经过马留斯及苏拉在五年之间的杀戮，原本三百人的元老院议员人数仅剩不到二百人；苏拉首先补足缺额，接下来又把元老院的规模扩大为六百人，担任新增的元老院议员并不是建国以来的那些名门贵族，也不是平民贵族，而是与国政相关的「骑士阶级」。苏拉将这些经济份子引进政治圈，主要是希望他们也能分担罗马社会责任；而且，想要压制以护民官为首的平民势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强化元老院的势力。




——司法改革





共和罗马的审判制度是由法务官担任搜查与裁判，律师如果替原告辩护则负责检察，最后判决则是由陪审团决定。因此罗马政争的一大焦点就在于，陪审团应该由元老院议员独佔或是应该加入「骑士阶级」和平民。

而苏拉这次的改革，却又将陪审团的成员改为由元老院议员独佔，恢复到格拉古兄弟时代前的状态。因为他认为既然元老院内多了许多「骑士阶级」，所以事实上陪审团的席次已经可说是贵族二分之一、「骑士」二分之一了！当然这也是他强化元老院的考量之一。




——行政改革





苏拉深刻了解到必须建立一个符合罗马现状的统治体系，但是他同时又对由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体，也就是罗马特有的由少数人领导共和政体深信不移。在他的行政改革是以年资为最优先考量，而不在意是否具有真正实力，因此在苏拉的改革中，职位顺序非常严明。

他将审计官由八名增为十二名，年龄必须在三十岁以上，有审计官经验者才可以进入元老院。法务官则由六名增为八名，年龄在三十九岁以上，有法务官经验者才得具有执政官候选资格。

执政官仍维持两名，年龄必须在四十二岁以上。由这个行政体系看来，如果三十岁当选为审计官，一年任期结束后就任元老院议员；在元老院参政八年后，再当选为法务官，此后以前法务官的身份出任属省总督，才可以取得执政官选举资格；执政官任期结束后再度前往统治属省，回罗马后又成为元老院议员。以这样的资历看来，最后元老院一定是个经验丰富者集聚的机关。

另外，苏拉当然也不忘建立属省严密的统治系统。法务官增为八人后，八位前法务官再加上两位前执政官共十人，分別派往罗马十个属省，以一年为任期。

十个属省包括——


一、西西里岛。




二、萨丁尼亚岛。




三、被称为「近西班牙」的西班牙东部。




四、被称为「远西班牙」的西班牙西部，也就是现在的葡萄牙。




五、「高卢地方」，也就是现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




六、希腊的马其顿。




七、当时被称为「亚洲属省」的小亚细亚西部。




八、小亚细亚东南部的西里西亚地方。




九、旧迦太基的「非洲属省」。




十、距离罗马最近的北部义大利。



罗马有必要派遣总督至这十个属省统治。




——军事改革





苏拉相信政治与军事分离是健全发展国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似乎忘了他个人就是以武力成为独裁官的，但也正是曾两度率领军队强行「进攻罗马」的苏拉本人，才最明瞭这其中的利弊。

首先，他规定国内只有执政官可以带领军团，国内常备军并且不得超过四个军团，规模在这以上的军队指挥权只授予负责防守属省的前执政官或是前法务官，但规定他们在动用军队之前必须先取得元老院的许可，同时不许率军进入属于罗马直辖的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一带的义大利半岛；这是为了避免有人意图以武力控制首都罗马及元老院。最高司令官在任务完了后必须解散军团；和士兵距离最近的属省总督的任期也定为一年，理由当然是为了避免因为任期过长而导致军团「私兵化」。相对于执政官及法务官是由公民大会中选出，另外又将以往的惯例——派往统治属省的前执政官或是前法务官的任地则是由元老院决定的体制制度化，显然苏拉是希望借由强化文官体制来阻止日后其他人有「进攻罗马」的可能。




——地方改革





现在所有的义大利人皆为罗马公民，与从前「罗马联盟」的时代已大不相同，因此罗马不必再尊重同盟都市的国家自治。曾经是罗马的同盟都市国家现在都已成为罗马国家自治体的一部分。苏拉的地方改革是由中央政府罗马派遣知事前往各个地方自治体，官派知事在地方选出一百人为议员组成地方议会，在五年任期内负责地方行政事务。地方自治体的居民当然也具有罗马公民权，有义务缴交直接稅，但是这个时期的地方财政究竟是如何处理，我一直都找不到相关资料。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比「罗马联盟」时代更加中央集权。官方语言为拉丁语及希腊文，当然方言也被广为使用。




——护民官制度问题





苏拉认为自格拉古兄弟之后，罗马之所以会陷入如此混乱局面，主要原因在于元老院的统治能力不足以及护民官的权力过大。

前面一些改革中已说明苏拉强化元老院功能的种种作法，现在就只剩下如何削减护民官的权力了。苏拉当然不会断然地废除护民官制度，因为这一定会引起国家四分五裂的大暴动，他的做法则是让制度继续存在，但是却有名无实。

西元前四世纪后半以来，护民官一职无疑是平民贵族及平民鱼跃龙门的大好机会。元老院最早的设立是作为国王的咨询机构，列席的全是罗马的有力人士。不像名门贵族可以无条件进入元老院，一般平民百姓就算祖先曾经当过执政官，只要仍是平民的身份，就无法如愿进入元老院。西元前四世纪中叶的改革允许有护民官经验者，可以自动成为元老院议员，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这一点。罗马共和的主要官职，例如执政官、法务官、财政官等等，其基本条件都是必须具备元老院议员的身份，因此几乎所有的平民贵族或是平民出身的执政官都曾出任过护民官，像格拉古兄弟一样对进入元老院不感兴趣的，实在少之又少。

苏拉削减护民官权力的方式是保留护民官卸任后可以进入元老院的规定，但是却不能再担任其他官职。这使得有野心在政治上发展的人不愿再担任护民官，护民官的素质自然会越来越差，就不再可能成为对抗元老院势力的一股力量了。

当然，苏拉也没忘记有些人，例如格拉古兄弟，并不是把护民官职当成晋身政界的跳板，对付这样的人，他想出的对策是曾任护民官者，必须经过十年才能再次参选，和执政官的参选限制一样。





以上就是罗马历史上任期无限的独裁官苏拉上任之后所做的种种国政改革。苏拉从西元前81年开始就一直努力地贯彻改革。

仔细看看这些政策，不难了解到苏拉致力於修缮罗马「元老院体制」这个「皮袋」；四处补钉之后，他认为这个旧「皮袋」依然可以再装入新的葡萄酒，继续使用。

有这样想法的不只是苏拉一人而已，当时罗马最具有「大众传播代表」观念的西塞罗也对此深信不移。总之，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在解决社会上种种问题的方法中，他们绝对不会舍弃原有的「皮袋」，只是将旧有的制度加以修缮而已。





西元前80年底，依往例在罗马市中心的罗马大道上召开公民大会，选出下年度的两位执政官；执政官选出之后，苏拉即站上讲台。五十八岁的苏拉在没有任何前兆之下，向所有罗马公民宣布将辞去独裁官的职务。

由于事出突然，所有的人只是瞠目结舌地看着苏拉，不发一语。苏拉看着所有的公民又继续宣布解散代表独裁官权威的二十四人警卫队，从此苏拉即回复一介平民，不再拥有独裁官的绝对指挥权。

身材魁梧的苏拉在一片静默中走下讲台，并和友人聊著天散起步来，这时在群众中有人开始批评他在独裁官时代的作为，苏拉只是回头想看看谁在说话，一回头，声音的主人立刻闭嘴。





公民大会是罗马公认的最高决定机关，苏拉进行改革后可以穏坐独裁官的宝座，这是无庸置疑的事，但是他却自愿辞职。一些批评苏拉改革是保守反动行为的研究学者竟也赞赏苏拉辞去职务是一种「不执著於权力的廉洁行为」，而我却不是这样认为。

苏拉的国政改革是重建罗马固有的共和体制，以元老院为象征的少数指导制绝对不会容许所谓独裁官的存在。苏拉之所以可以顺利成为独裁官，完全是因为他要重建罗马的乱象社会，也就是重整罗马的社会秩序，所谓的秩序也就是指元老院所主导的秩序。

因此，只要他继续坐在独裁官位子一天，便一天违反了不允许个人形象突出为前提的少数指导制。换句话说，如果他想完成自己一手主导的国政改革，就必须辞去独裁官的职位。至於世人对他不执著於权力的讚誉，其实不是他的本意，虽然随之而来的利益确实不少。在这明事理的人总佔少数派的人世间，为了能让改革克竟全功，有时手段是无法选择的。

苏拉辞去独裁官之后，从此就退出政治圈，虽然在身份上他仍是元老院议员，但是他却离开罗马，隐居在拿坡里以西的海边库马。库马是希腊人在义大利半岛上最早建设的殖民都市，深受希腊人喜欢的一个地方。

苏拉一向对钱财很淡泊，他在库马所建的別墅虽不是很简朴，但也绝不豪华；他每天在別墅钓鱼、聊天、写回忆录。苏拉的回忆录在中世纪时被销毁，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他在回忆录中不断强调，自己的成功完全是因为自己是个“felix”（幸运的受惠者），甚至将这个字当成是自己的称呼，加在名字后面，所以他的全名为鲁奇斯·柯尔涅留斯·苏拉·菲力克斯。

在別墅中与苏拉为伴的是三十五岁的妻子菲莉雅。苏拉前三次婚姻娶的都是没没无名的女人，第四任妻子是罗马政治界中有名的梅特鲁斯家的女儿——梅特拉，但是梅特拉在苏拉担任独裁官时期产下一对双胞胎兄妹后去世。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单身的苏拉是在以下的情形下邂逅了这位年轻的离婚妇女。

在斗剑士的比赛会场，有位年轻女子走过苏拉座位，经过时她用手碰了一下苏拉的肩，捏起他长衣上的断线，随即回到自己的座位。苏拉被这突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一直看着这名女子。女子并没有起身，坐在位子上对苏拉说：


「请別把这当成什么奇怪的举动，我只是希望分享一些你的幸运而已。」



这位名门贵族巴雷里斯的女儿最后就成为苏拉的第五任妻子。





一出名为「纽约物语」的电影中，导演马丁·斯可赛斯在故事最后，描述一位著名画家在一场作品展览会场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子，他们相遇的情节就与苏拉先前的对话一模一样。现代人马丁·斯可赛斯大概也看过普鲁塔克的作品吧！

道德家普鲁塔克当然不是把这段故事当成佳话来讲，反而是在结尾处批评以苏拉的年龄与地位来说，其决定过於轻率。我们不难理解像普鲁塔克这样的人，是不会了解於公是禁慾者，於私则是享乐主义者的生活方式，也难怪他会批评苏拉的私生活了。

其实苏拉在担任独裁官前后的生活并没有很大改变。他在公事上是个公正不贰的人，但是回到家之后却很爱说笑。如果说普鲁塔克经常和一些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一块用餐的话，那么苏拉一定是常和喜剧作家或喜剧演员一同吃饭，冷酷的政治家餐桌上总是充满哄堂的笑声。





一年多的隐居生活之后，苏拉逝世了。在他死前二天大量吐血，但是他仍坚持继续写回忆录，一直写到第二十二章。苏拉在遗书中将一对未成年的双胞胎及菲莉雅腹中的小孩讬付给卢加拉斯，此外就没有交代其他事了，葬礼中也没有人提及任何遗言。

至於苏拉的葬礼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罗马政治圈分为两派意见——西元前78年的执政官雷比达及加图鲁斯两派；加图鲁斯及庞培等人是属于苏拉派，因此他们主张应该在罗马举行国葬；另一方面，雷比达则主张苏拉已经不是罗马的官员，因此葬礼应该私下进行。但是这段期间，苏拉的「私兵」都集中到库马这个地方来，他们可说是来参加苏拉葬礼的，而且全员武装，这个压力使元老院不得不决定苏拉的葬礼为国葬。

苏拉的遗体放在纯金的床台上，运送遗体的灵车由八头牛拉着前进，由库马沿海岸北上。队伍由喇叭前导，苏拉的军队则是跟在牛车后头，军队并不是排成一列，而是依照从前苏拉带兵的队形一样，看起来就像是在行军，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前面的已经不是活生生的苏拉了。

进入罗马城门后，原本素净的队伍增加了一丝华丽，军团旗、大队旗、中队旗纷纷并列在队伍间。依照罗马葬礼的习俗，罗马的市、村、属省必须送来二千顶黄金打造的皇冠，以表示对死者的感念，这些皇冠也替整个葬礼增色不少。整个葬礼的队伍由最高神祇官带领抵达了罗马广场，所有元老院议员及两位执政官早已在那等待多时了。

历史学家阿庇亚努斯及普鲁塔克都没有提到祭弔文是出自何人之手，一般来说应该是死者的至亲所写；但是当时苏拉的儿子尚未成年，所以可能是由他人代写的吧！

整个祭弔结束后，队伍离开罗马广场走到马尔斯广场，乐队沿途演奏著非常哀凄的音乐。

罗马市民也参加了在马尔斯广场上举行的国葬，有些人是因为感念死者而来的，有些人当然只是为了好奇而来。苏拉的遗体与罗马历代的君王一同埋葬在马尔斯广场中央的墓地上。

苏拉虽然没有事先指定葬礼的方式，但是他却已经事先要求希望可以火葬。火葬在罗马十分罕见，一般都是与自己的家人同葬。苏拉一直忘不了马留斯死后遗体被人挖出，丟入台伯河一事，为了不让自己的遗体遭到后人亵渎，苏拉决定自己一定要火葬。所谓死亦有方，苏拉的葬礼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盛大。

墓碑上的碑文也是他生前想好的。


「对于朋友而言，苏拉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对于敌人而言，苏拉却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



苏拉在临死的一刻，都如此目中无人。




第三章





庞培时代




（西元前78年~前63年）




 




庞培像




（拿坡里考古学美术馆藏）




如果人类的幸福是建立在实现愿望之后安然就死的话，那么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的确如自己所评价的，是「幸福的人」。但是就人类而言，尤其是对生来就注定为公职命运的人来说，尽管生前既没有实现愿望，也没有得到善终，但如果「幸福」的定义是——为个人所属的共同体指示一个未来方向，那么苏拉就要沦为「不幸的人」了。

正如同所有的近、现代有名的历史书都将叙述苏拉死后的续章命名为「苏拉体制的崩溃」一般，苏拉之死连带导致他毕生致力修复的由元老院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再度走向灭亡。而且这并不是苏拉独裁统治下苟延残喘的反苏拉派所带来的，令人惊讶的是，这全是亲苏拉派一手所做的。

为什么「苏拉体制」会毁在苏拉派门下？是否真如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说，是苏拉手下各将所怀野心的牺牲？还是「苏拉体制」根本不适用于西元前一世纪罗马所面临的现实，以致连亲苏拉派都无法维持？

在苏拉去世的西元前78年，当时两派的班底有哪些人？值得着墨特別提出来的人，大概就是担任西元前78年执政官的雷比达（Lepidus）。但是他之所以能在苏拉独裁下生存，完全是因为打着亲苏拉派的幌子。当遭苏拉扫荡没收来的财产在拍卖时，他趁机廉价买进，大赚了一笔。而在见到苏拉辞去独裁官，立刻转而发表责难苏拉的演说。也许后代的研究者会讚誉这种人勇气可佳；但是当时的罗马人视他为滑稽之至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说要靠雷比达来结集反苏拉派是绝不可能的事。

反苏拉派中还有一个塞多留斯（Sertorius Quintus）。他长期待在马留斯（Gaius Marius）麾下，在因苏拉率兵登陆义大利所引起的内战中，败在苏拉手下，逃到西班牙，成为侥幸逃过苏拉追杀的反对派一员。但是与马留斯同为平民出身的塞多留斯，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小号的马留斯」。

除此之外，够得上资格称为反苏拉派的，也只有因为拒绝离婚命令冒犯了绝对权力者苏拉，而不得不逃往近东的凯撒。只可惜他才二十二岁，在得知苏拉的死讯后，勇敢地回到了罗马，但是既没有地位也没有钱，更別谈权力，怎么能结集反苏拉派。大器晩成的凯撒唯一能做的只有暂时静候时机成熟。加上当时只有花名在外的这个年轻人，老实说谁也不将他放在眼中。

反苏拉派既是如此成不了气候，当然不可能对「苏拉体制」有反击的能力。

至於亲苏拉派，谈到首席地位非卢加拉斯（Lucius Licinius Lucullus）莫属。他受了从义大利归来的苏拉之讬，处理小亚细亚后他被赠与苏拉所作的《回想录》；又被指定为苏拉遗嘱执行人。生年虽然不详，但从他就任官职时间来推断，当苏拉死时应该是三十八岁前后吧！

地位仅次于卢加拉斯的则是当年三十六岁的克拉苏（Crassus），在辛拿的独裁时代，逃往西班牙躲过一劫。当他得知苏拉登陆义大利，立刻投靠到苏拉阵营，内战中更从头征战到底，可称是苏拉得力左右手之一。只不过他的兴趣比较不在军事或政治方面，而是更热衷在赚钱上。

谈到苏拉的左右手，也许应该先提比克拉苏小八岁的庞培才对。苏拉死时才年仅二十八岁的庞培，很早就登上「政治舞台」。开端是在二十三岁那年，投靠到登陆义大利的苏拉阵营，在苏拉指挥下作战。如前面所提到的，当时他带领自费调度来的三个军团参与作战，让苏拉大喜。所谓三个军团计有步兵一万八千名及骑兵二千名左右，合计共二万名。他之所以能够自己调度到如此规模的军队，多亏了庞培家是拥有在中义大利面对亚德里亚海阿斯科里皮伽诺地区广大领地的世家，既有丰富的资金又受惠於充足的「后援者」。与马留斯派抗争而去世的父亲曾担任执政官。与卢加拉斯及克拉苏一样，庞培也是因为对元老院阶级而言并非「新进者」这点，让保守主义者苏拉不太放心。

在军事方面有超人一等长才的苏拉，很早就看出庞培在这方面的天份。当内战告一段落，苏拉立刻派年轻的庞培前往搜寻逃往非洲的反苏拉派余党；功成圆满归国的庞培此时尚不满二十五岁。但苏拉听从了庞培的恳求，允许他举行凯旋式。才二十五岁就当上凯旋将军，这连大西比奥（Scipio Africanus）都没做到，可说是罗马史上最初的快举。

在这个机会中，苏拉半开玩笑地给这位年轻的凯旋将军加上了「大帝」的尊称，英译是“The Great”；而被冠上「大帝」称号的至今只有亚历山大一人。当苏拉在世时，庞培当然不敢用这个尊称，但在苏拉死后，逐渐开始自署名为「庞培大帝」。一句玩笑话对年纪轻轻的庞培来说却有著深远的影响。

相对于人才缺缺的反苏拉派阵营，亲苏拉派群集了这许多人才，说「苏拉体制」稳如磐石，想必是理所当然的吧！然而即使如此，罗马仍然走向「苏拉体制」崩溃一途，而且导致崩溃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苏拉门下的才俊们。





如同反映反苏拉派无人才一般，在苏拉死后不到一年所发起的反「苏拉体制」，像是仙女棒一样，才一点亮马上消失无踪。但这也算是迈向「苏拉体制」崩溃的前哨战。

西元前77年，雷比达奉命以前执政官身份，出任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也就是南法属省的总督。他考虑要以军事力量来实现前年任执政官时遭否决的提案。他所提出的法案有以下四项：


一、将因苏拉下令肃清而被国家没收的土地全部归还原主。




二、唤回被苏拉处分逐出国门的人。




三、恢复对贫民阶级的福利政策——「小麦法」。




四、恢复护民官的权威及权力。



因为苏拉才刚死，又加上当年执政官的强硬反对演说，雷比达的提案在公民大会遭到否决，雷比达於是考虑要以武力来翻案。別说前往任地南法属省赴任，他居然在中义大利就自作主张，越权开始编组具规模的军队。他集结了许多站在反苏拉立场以及因反抗苏拉而遭剥夺土地或公民权的民众。虽说如此，在那当时他们才真的算是罗马正规军。

获悉这个讯息的元老院，害怕在义大利国内又引发内战，快速地通过了「为防卫共和国的元老院劝告」。这个非常事态宣言一经发佈，意谓著执政官即使动用武力，也必须进行镇压。

两军在义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地方（现在的托斯卡那地方）所发生的冲突，很快地就摆平了。这全是因为受执政官加图鲁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lus）委任实权的庞培运用速攻战法而致胜。战败的雷比达虽然逃到了萨丁尼亚岛，但是不久就病逝於此。而担任雷比达副将的布鲁图斯则落入庞培之手遭到杀害，造成后来以主谋暗杀凯撒成名的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在七岁时丧父。雷比达军的余党逃往西班牙，与在西班牙起兵反抗「苏拉体制」的塞多留斯会合。

如此简单地就镇压住雷比达引发的兴兵叛乱，但却留下了副产品。

当时罗马共和政体的习惯是只要交出了指挥权，在战场上的行动就完全委任司令官。也就是率军的总司令官被赋予「绝对指挥权」。而这个「绝对指挥权」只能交付予法务官及执政官或前法务官及前执政官。在苏拉的改革之下，法务官的资格年龄限定为三十九岁，而执政官为四十二岁。

在内战非常时期峥嵘头角的庞培以二十多岁的年纪，又不具担任共和政体罗马官职的经验就爬了上来，也没有被罗马世家子弟称为成功之径的审计官或按察官的经历。之所以不得不在实质上给他「绝对指挥权」，完全是因为在元老院阶级中，没有一个可超过庞培的军事人才。

在镇压雷比达时，问题并没有浮出台面。被赋予「绝对指挥权」的到底是执政官加图鲁斯，即使行使实质大权的是庞培，时年二十九岁的庞培的地位也仅止于最高司令官加图鲁斯的幕僚。但是在镇压住雷比达，面临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再用这样的隐身衣了。





此时，元老院已不能再坐视塞多留斯与雷比达的余党会合，在西班牙属省开始扩充实力，所以在苏拉还在时就派了梅特鲁斯（Metellus）前去镇压。但是梅特鲁斯所率领的罗马军，被塞多留斯的游击战法弄得团团转，西班牙的战况陷入了空前的紧张。元老院也深感有必要增援，但是却没有自信能在符合资格年龄三十九岁，拥有法务官以上官职经验者中找出值得信赖、可交讬「绝对指挥权」的武将。

这时，自报姓名出来的就是二十九岁的庞培。他连以三十岁为资格年龄的审计官都没当过，当然也不会是元老院议员；而比有权领军、拥有「绝对指挥权」法务官的三十九岁资格年龄也还少了十岁。据自报姓名挺身而出的庞培的意见，他认为已有大西比奥的前例。但那是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对罗马来说是空前未有的非常时期所通过的特例。何况在二十五岁就被赋予「绝对指挥权」的大西比奥，还有为相继战死的父亲、伯父做弔丧之战的大义名份在，这是最会触动重视先祖、家庭的罗马人心弦之事。而庞培完全没有这类的理由。

元老院被迫在以下两者中选一——是坚守「苏拉体制」呢？还是冒险认可这个有可能变为常例的特例呢？这也是年功序列制及实力主义之间的抉择。

二年前被派往西班牙的梅特鲁斯也不是个凡将。大家都一致同意如果将对塞多留斯之战交讬给他迟早会解决，但是问题出在「迟早」上。到事情解决需要花多少时间或是需要牺牲多少人，大家都没个底。元老院议员不禁要暗自盘算，罗马还能撑多久。

但是，答案很快就出来了。因为苏拉活着时显得很安份的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六世（MithridatesⅥ）又再度显露不安。元老院判断已没有余裕去等待「迟早」，於是决定将「绝对指挥权」交给二十九岁的庞培，送他到西班牙，希望他与梅特鲁斯合力早日解决塞多留斯问题。这也就是「苏拉体制」崩坏的第一步。元老院暴露出无法在现实上呼应苏拉想借由增加既定名额来同时强化质与量的想法。

由被称作「塞多留斯战役」就可得知，在属省西班牙发动的这个战役并非西班牙人为求民族自决所作的抗争行动。西元前133年，西班牙因小西比奥（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造成努曼提亚毁灭以后，在罗马统治下已过了平静的半个世纪。

因此从西元前80年打到前72年，将罗马军困守西班牙八年的这场战役，只不过是场易地再战的马留斯对苏拉之战的延长罢了。

在罗马社会一般都拥有个人名、家门名及家族名，但是塞多留斯与马留斯一样都只有个人名及家族名，两人都是属于平民出身，力争上游苦出头型的人。他的出身地在中义大利的温布里亚乡下，与马留斯一样是出身乡下。他志愿加入马留斯军队，在与日耳曼人战斗中崭露头角。才二十六岁就担任由六百名士兵组成的中队指挥官，可说成名得相当早。从西元前83年开始的苏拉与罗马军的内战中，想当然尔，塞多留斯是打着「平民派」的旗帜与苏拉交战。但随着苏拉的胜利，他名列苏拉「黑名单」中，於是逃出了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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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塞多留斯好像是逃到了北非的茅利塔尼亚王国，在那里藏身了一段时间后再穿越「赫拉克斯的双柱」（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来到西班牙，立即组成了有四千七百名之多的军队，领兵与被称做「远西班牙」的西班牙西部属省总督作战，一举得胜。这场胜利使得当年年底投靠他旗下的士兵一下子增加到八千名。那是塞多留斯四十三岁的秋天。他的身上留下了无数的刀伤，失去了一只眼睛，西班牙人开始称他为「汉尼拔」（Hannibal）第二。

当时苏拉指派梅特鲁斯前去讨伐塞多留斯。西元前79年，罗马军对塞多留斯正式的第一战，在塞多留斯的败北下结束。但是塞多留斯以此为契机，改变了战法，从此彻底实行游击战术。

在地势繁复以及多种部落杂居的西班牙，游击战法最容易发挥效果。加上对正规军而言，如果不胜就算落败，而游击军则是没败就等于胜利。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投靠的塞多留斯，打算在西班牙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於是成立了元老院以及将官的培训学校，这也使得西班牙原住民渐渐向他靠拢。他所采取的游击战法备齐了所有发挥效果的条件。





而因为对手是罗马正规军，塞多留斯的骁勇善斗在全地中海皆有所闻。不久苏拉就死了。可以傲视全地中海的苏拉一死，在风平浪静的地中海世界，不免引起一阵余波荡漾。

首先在义大利本土有前执政官雷比达反抗苏拉体制。前面已经说过，他所引起的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住。但是雷比达派先逃往了萨丁尼亚岛，在雷比达死于当地后，又逃往了西班牙。与塞多留斯会和的这派兵力共计有步兵二万名及骑兵一千五百名，由雷比达的幕僚之一贝鲁贝纳率领。

有了这二万一千五百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加入，塞多留斯在军力上，无论是质或量都有相当程度的提昇。塞多留斯仍然继续游击战的策略是明智的。在庞培加入西班牙战线之前，几乎全西班牙都搅进了塞多留斯的游击战，罗马军根本无法正面出击，致使战况陷入胶著状态。

此时，被苏拉压制一直想找机会东山再起的潘特斯国米斯里达兹六世，向声势高涨的塞多留斯提议要组成共同战线对付罗马，也就是由米斯里达兹六世从东边而塞多留斯从西边来夹攻罗马。为此他提议从塞多留斯手中借罗马人将官以提升潘特斯军的素质，而由米斯里达兹六世提供塞多留斯军所欠缺的军船。

塞多留斯虽然是乡下出身，然而身为罗马公民的一员，尽管他有心要反「苏拉体制」支配下的罗马，但他并不愿与其他民族共同联手来伤害罗马这个国家。他断然拒绝了潘特斯国王的建议，但是他愿意派几名将官前往担任潘特斯军的指导教官。

罗马人即使彼此间发生内鬨，也不愿与其他民族合作威胁自己国家的这一点，与当时其他民族完全不同。

当塞多留斯的威势将要越过庇里牛斯山脉时，被派来平乱的庞培并不急着立功。才三十岁的这位总司令官，并没有愚蠢地犯下不顾一切急驱战线的错误。他首先从确保补给线著手。

即使是现代，经高速公路要从义大利的热那亚到南法去，都不知要进进出出多少个隧道。古代高速公路的罗马街道，虽然在进入帝政时代以后也多采用隧道，但那只限不挖隧道就无法穿越对面的情形。现代的高速公路与罗马街道的差异大概就在活用隧道、环状线道路的开发及征收使用费用这三点了。

从义大利穿过南法到西班牙的街道，早在西元前188年铺设多明滋街道后全线开通，但是这全部是傍海环绕而上。因为从热那亚到现在的戛纳全是连续断崖。根据庞培他本人寄到元老院的信上说，他所铺设的是「并不是汉尼拔所经过的地点，而是对罗马军更有利的」新街道。这条路是从现在的杜林顺着斯柴的峡谷穿越阿尔卑斯山，然后在进入高卢（Gallia）后转而向西前进，到现在里昂南边约三十公里处，通往隆河。如果再顺着隆河南下到马赛湾，就可再接上多明滋街道。由这街道向西推进到纳邦，离庇里牛斯山脉就只剩下数百公里远了。而庞培所谓的「对罗马军有利」指的是对军队的移动有利。

普通只要二个月就可走完的这个距离，庞培花了一年才走完。

开道、铺路，甚至在阿尔卑斯山内都盖起警备基地。另外又将庇里牛斯山南边受塞多留斯魄力影响而发生动摇的南法高卢民族，以罗马属省人民名义再度编组起来。他看出要在塞多留斯游击战法奏效的西班牙当地调度必要物资是很困难的；如果勉强要在当地做调度，恐怕只会将西班牙的人民全赶到了塞多留斯阵营。为了避免这种情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确立从义大利来的补给线，以及彻底平定途中必经的高卢地区。

因此庞培正式加入战线已是西元前75年的春天，罗马方面很幸运的是，一直担任对塞多留斯作战的梅特鲁斯·皮攸斯（意思是慈悲的人）有著如同他称号般的人品，因此与新加入的年轻将军间，并没有发生一般常有的争执纠纷。老将与新将采取兵分两路包抄塞多留斯的战术。即使如此，采用游击战的塞多留斯仍相当顽强。

两军交战如采正面攻击方式，无论好坏结果可立刻明朗化；相对的，不做正面冲突的游击战，往往胜负不分无限期地拖长，使沦为战场的地区焦土一片。而一旦化为焦土，接下来一定会产生饥民，逼得一部分的男子投到任一方的军队以求温饱。

西班牙战线是塞多留斯为反抗罗马霸权所引发的战争，根本与西班牙原住民无关，他们当然无法有与驱使塞多留斯反苏拉体制相同的同仇敌慨之心。塞多留斯与统治者罗马交战，使得许多难民聚集到他阵营。讬此之福，庞培到任的第一年，尽管罗马这方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仍无法很快地解决。

那年的冬天，庞培写信给罗马元老院，请求增派援军。下面是这封信最后四分之一的译文。


「我军与敌军的状况几乎不分上下。如果罗马无法给付士兵薪水，塞多留斯也无力支付。所以无论是我方放弃西班牙返国或是塞多留斯舍弃饥荒的西班牙前往义大利，义大利都笼罩在未支薪军队来袭的危险中。




因此，我向诸位提出忠告，向诸位恳求。恳请诸位不要逼我不得不放弃西班牙战线。因罗马军与塞多留斯两军长期的交战，「近西班牙」（西班牙东部）已全部荒废殆尽。至今尚未受到敌军侵袭的只剩下沿海各都市了。但是这些与罗马关系良好的都市住民恐怕也无法再负担更多的战争费用了。而南法的高卢属省到去年为止，为我们分担了对梅特鲁斯的军费及军粮：但今年农作物歉收，要维持自己吃的食粮已属不易。




我不但已花尽自己的积蓄，更为了要维持军团而不得不向外举债。我诚挚地恳求诸位，如果元老院不当机立断全力支援西班牙的罗马军，那么，战场只好事与愿违地从西班牙移回义大利了。」



这封信在第二年西元前74年初送达了元老院。是年，元老院内有蠢蠢欲动的米斯里达兹问题待解决，对要不要支援庞培也引起了正反两面的争议。但在苏拉死后成为苏拉派下第一人卢加拉斯的强硬支持下，终于答应庞培的请求，追派两个军团一万二千名步兵加上二千名骑兵及军费前往西班牙。

「塞多留斯战役」最后还是花了二年的时间，胜负才见分晓。这证明了塞多留斯高超的战术及运用复杂地势进行游击战的有效性。战役的结果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塞多留斯军发生分裂，因此而借酒浇愁的总司令塞多留斯遭到副将贝鲁贝纳的暗杀。

除了反对苏拉外，对罗马是绝对忠诚的塞多留斯死于五十岁。如果不是他，塞多留斯军根本不是罗马军的对手。在西元前72年入冬前，梅特鲁斯及庞培两将终於可以将「塞多留斯战役」已结束的消息送到罗马元老院。

元老院听闻这个消息时与其说是感到欣慰，还不如说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前一年的西元前73年，在罗马所在地的义大利本土，有大规模的奴隸造反。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由斗剑士所发起的「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之乱。





生于后代的我们接触古希腊、罗马文明，往往都是透过历经二千余年遗存下来的壮丽遗蹟或收藏于美术馆的造型艺术，以及当成教育的一部分所受教的哲学、历史、文学等。每个人接触到这些智慧结晶，无不发出感叹之辞。除了感叹这了不起的发明（建设）外，也不禁心生疑问。他们既能建构起如此精炼的文明文化，又为何会有如此非人道的奴隸制度呢？





首先要声明的，耶稣基督虽然说在「神」之前人人平等，但是他并未说连没有「神」的人也一样可享受平等。因此，历来的史观，从比古代应该要进步的中世开始发展的基督教文明，也没有全面废止奴隸制度。只不过是禁止基督信徒的奴隸化。所以即使我们说将犹太教信徒关禁在强制收容所，是非人道的，但却不能说这完全违反基督教义。如同奥斯维兹集中营门前所揭示的歪理，不信基督教就没自由的精神，所以要用劳动锻錬来换取自由。

不管信不信基督教，人有基本「人权」是起源于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而主张废止奴隸制度的法律从1772年义大利开始到1888年的巴西，花了整整一世纪。但即使订定了法律，在人们心中、尤其是在无意识中并非真正摒弃将他人隸属化。

话题再转回古代，以西元前五世纪适逢全盛期的雅典为例，学者们所做的推算如下：

拥有公民权者——四万人。

（限双亲皆为生于雅典的自由民且拥有投票权者的人数，不包括住在雅典之外国人及女人小孩。）

在商店、农场做工的成年男子奴隸——三万五千人。

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隸——二万五千人。

奴隸生下的或是被买来做家务杂事的未成年男女奴隸——一万人。

在矿山工作的奴隸——二万人。

在希腊的雅典虽然承认由奴隸变为解放奴隸，但雅典的方式是，即使在雅典出生，只要双亲中的一方是斯巴达人或是他国人就不承认他的公民权。如此一来，不管是解放奴隸或是他们的子女，根本无法取得具投票权的雅典公民权。

将雅典奴隸的价格由高往下排，依序是如此：


一、专门性的技术工作者——医生、工程师、高级用品的工匠（如陶瓷壺的彩绘师）。




二、一般工匠——店长、工匠、艺人。




三、有舞蹈或演奏乐器技能的女奴隸。




四、做家务的男女奴隸。




五、非技术性工人——在农场或矿山工作的奴隸。




六、小童奴。



从一到五的价格差別大约是四十比一。另外，拥有熟练技术的男奴隸卖价，是最低下层雅典公民一年收入的二倍到三倍。

罗马与雅典不同，在西元前一世纪当时，罗马已从都市国家型态朝领土国家迈进。学者对前一世纪前半的罗马人口做了如下的推算：

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数——九十万人。

住在已成为国家罗马的义大利半岛上，包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人及小孩的自由民总数——六百万人到七百万人。

奴隸——二百万人到三百万人。

这个数目并没有包括属省民及奴隸众多的西西里地区。但是并不清楚这二百万奴隸确实所属各个职业类別的数目。知道的是奴隸的价格。以最高的顺序往下排分別是如此：

一、教师——教导罗马良家子弟希腊语或辩论术的家庭教师是希腊人的独佔市场。如果卖价高的话，几乎等于买下一栋罗马市内独栋住宅或拿坡里近郊的海滨別墅。既然做了如此的投资，想当然尔，虽然名为奴隸，所受的待遇当然不同凡响。罗马的教师虽然规定不可处罚学生，但家长并没有抗议孩子因弄错希腊文的作文造句而遭到拉耳朵的处分等，可知教师奴隸的强势地位。

二、专门的技术工作者——医生、建筑师、雕刻家、画家。

罗马人从自己人当中培养工程师，但相反的，他们会委任有技术的奴隸担任雅典习惯由自己人所从事的建筑、雕刻、绘画、镶嵌等造型美术工作。

三、高级技术者——指的是头脑好，可以从事高级商业交易、担任农场经管或主人秘书的奴隸。

担任罗马国政的政治家，在职位上通常要花不少钱，因为所有的高级官职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决定的。因此，为了吸引选民的注意，钱多花在举办盛大竞技比赛或是修复街道等公共事业上，而不是买票。但元老院议员却被禁止有经营农场以外的收入，因此元老院议员大都会藉自己所信赖的奴隸或解放奴隸的名义，从事被禁止的通商行为或其他经济事业以赚取「私房钱」。如果是不只能出借名义还能担当实际任务的奴隸，在罗马社会更是广受欢迎。

其次，不限经济活动而在其他方面能扶持主人的奴隸，也都要很高的价码。附带一提的是，编辑号称罗马第一知识人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著作集的就是担任西塞罗秘书的奴隸。

四、一般的工匠——商店的经理、工匠、艺人、斗剑士。

五、有舞蹈、演奏乐器等技能的女奴隸。

六、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隸。但是比如厨师，只要出了名就被视为专门技术工作者，以高价交易。还有同样是家务工作，管家、照愿小主人的奶妈或仆人在奴隸地位中较高，价格也较高。

七、非技术性工人——在农场、矿山工作的奴隸。

如果是家庭式规模的农场，农业奴隸的待遇就如同家庭中成员一般。但如果在大规模的农场或矿山工作的奴隸，则如同希腊雅典一般，被迫从事严苛的劳动。在有很多大农场的西西里之所以发生两次奴隸的叛乱暴动，原因之一是对苛刻待遇心生绝望；另一个原因是牧羊工作能在山野自由走动所致，而饱尝自由以后更容易强烈感受到失去自由的痛苦。

八、小童奴。

罗马与雅典不同，最高价的奴隸与最便宜的奴隸价差是一百比一，这全因为希腊人家庭教师价码太高。另外，西元前一世纪时的罗马是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国家，因此奴隸的供给充足，购入也容易，又有充足的资金可用来做奴隸的投资。

罗马奴隸的数目足足佔了自由民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令人吃惊的是，却很少有奴隸起来造反。需要出动军队的只有西元前135年、前104年以及前73年的斯巴达克斯的叛乱而已。前两次是发生在有很多大规模农场的西西里，只有「斯巴达克斯之乱」发生在义大利本土。

罗马社会之所以少有奴隸造反，主要是因为罗马将奴隸视为家族的成员。第二个理由则是奴隸之间的阶级化。受到厚遇的教师奴隸及专门技术者的奴隸大概不可能会与看羊的奴隸共组战线。

第三个理由应该是罗马阶级间的流动性。在罗马社会要成为解放奴隸并不是困难的事。只要成为解放奴隸，拥有相当的资产及继承人就能取得投票权；而无资产者只要到了下一代，也能成为完全的罗马公民。

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认为成年男子应将头发剪短、刮净胡子才合乎礼节。每天早上帮主人刮胡子是仆人奴隸的工作。如格拉古（Gaius&Tiberius Gracchus）兄弟及凯撒的例子，忠诚的奴隸到最后都选择与主人共存亡。

如果要归纳罗马社会的奴隸性格特色，概略来说，有富人性的至亲关系，在社会上担任积极的任务、奴隸间的多层化、取得公民权的可能性，以及主人与奴隸间互重信义的精神等等。

附带一提的是，古代罗马人为奴隸所下的定义是无权为自己决定命运的人。

依照这个定义，罗马的属省民也算是半个奴隸。是否这也导致拥有决定自己命运权利的自由民需服兵役，而奴隸或属省民却无法志愿从军。属省民因为要缴纳属省稅，所以还负担了资金面的自卫义务。而奴隸是兵役、稅金两免。对于无权决定自己命运的人，自然不需尽任何义务。

但是即使要尽义务，宁可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奴隸也大有人在。

在阿庇亚（Appia）大道与拉提那大道交叉的加普亚是以斗剑士训练所集中处而闻名。这些训练所是私营的，他们将从奴隸市场买来身强力壮的奴隸训练成斗剑士，当罗马或其他城市举办击剑比赛时将他们出租。比赛输的一方虽然不一定被杀死；但如果观众认为打斗过程不够精彩，可能会要求将落败的斗剑士置之死地。从事击剑比赛的并非全是奴隸，自由民中也有人以此为业。






由古代浮雕中模拟出战斗的模样为了加强视觉效果，武器显得多样化




（摘自J.Forman.The Romans）




出租斗剑士的确实金额不明，但好像相当贵。西塞罗的好朋友、当代数一数二的知识人阿提克斯也在加普亚经营斗剑士的训练所。文化活动不谈，从事经济事业阿提克斯也只沾手有经济利益的。经营斗剑士的训练所绝对是堂堂的营利事业。如同西班牙人喜好斗牛，美国人喜欢拳击般，罗马人不过是承继伊特鲁里亚（Etruria）人热衷击剑比赛而言。

在加普亚的训练所有一个以拉丁语发音叫斯巴达克斯的斗剑士。他是出身於南接希腊马其顿、东临黑海的色雷斯（Thracia）奴隸，罗马的霸权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发展到色雷斯。罗马在拿下色雷斯为属省后，不得不负起马其顿北边防卫的义务，造成在当地没得吃、需转移到易觅食地区的未开化民众与想阻止此行为的罗马军之间屡次发生战斗；而斯巴达克斯就是因在此类战斗中败北而被捕。

关于他是色雷斯王子的传说应是言过其实。因为当时色雷斯地方尚未统一，也许他真是某部落的长子。不管真相为何，他确是具有领导天分的男子。

拥立斯巴达克斯为首的七十四名斗剑士突然从训练所集体脱逃，引发了「斯巴达克斯之乱」。由这群经常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奴隸引起的这一段历史插曲，吸引了现代人的兴趣，无论是小说或电影都提到。以「斯巴达克斯」为名的电影，主演斯巴达克斯的是寇克·道格拉斯。而指挥斯巴达克斯讨伐军的克拉苏由罗伦斯·奥利佛扮演。这部片子不能说演得够忠于史实，但是具有现代风又从人道立场来描写。片中反派角色当然是奥利佛所饰演的克拉苏。观看这类电影的愉快就在于才二十七岁的凯撒根本不可能有元老院议员的资格，居然也坐在元老院的议席上。更甚者，由查理斯·罗顿所扮演事事与克拉苏对立，而对斯巴达克斯甚为同情的元老院长老议员的名字居然叫格拉古。

格拉古兄弟因为没留下子嗣，年纪轻轻就去世，在他们兄弟死后格拉古就断了后。但现代的欧美人想描述同情受虐者的罗马人，只好打出格拉古的名号，这点相当有趣。这也证明格拉古兄弟年纪轻轻就惨死，但声名已经流传后世。

西元前73年，从加普亚斗剑士训练所集体脱逃的斯巴达克斯等七十四名奴隸，带着训练所内的武器逃进了耸立在庞贝城后的维苏威火山。

当时的维苏威火山距活埋庞贝城的大爆发还有一百五十年，因此并不是像后代成为一片秃山，而是山顶附近都是树木茂盛，最适合当据守地点。

据守在维苏威火山的斗剑士首领是色雷斯人的斯巴达克斯，而副首领有两人，都是高卢人，分別为克利克苏及欧诺马斯。至於加入逃脱的斗剑士中又以日耳曼人为多。

尽管大家的出身地不同，但都是累积一身斗剑训练的男人。有了武器在手，一人可抵百兵，这些人成群结队地下山，开始抢掠附近的农场。

罗马政府最初小看了这场由斯巴达克斯所率领的斗剑士造反，所以只派了不到三千名的讨伐队前往镇压，但是很快就被斯巴达克斯打败。这个由奴隸的斗剑士打败了罗马正规军的消息还没送到元老院前，就已经在那附近传开了。在维苏威火山南边宽阔的坎帕尼亚（Campania）地方，有很多大农场；在那里工作的奴隸纷纷丟下锄头、铁锹，往维苏威火山聚集。

这下罗马也不得不认真应付；他们指派了由法务官率领的两个军团前去讨伐，但是也同样败在斯巴达克斯手下。几个侥幸逃过一劫的士兵带回了两个军团几乎全灭的悲惨消息。听说斯巴达克斯还要被俘虏来的罗马兵进行以前自己被罗马人强迫的斗剑比赛，以为报复。

与罗马军交战两战全胜，使斯巴达克斯的名声传遍了南义大利。聚集而来的人已不只是从农场逃出的奴隸，也有很多做着与奴隸不相上下的劳动，但仅获得每日温饱的下层农民。会合了这些人的斯巴达克斯军到了隔年西元前72年的春天，已经扩大到了由斯巴达克斯及克利克苏分两队进攻的规模。据称全军有七万人之多。

军力增加对战争而言绝对是有利的；但是增多的军力如果使指挥系统无法统一，反而容易陷於不利。他们两人的问题在于斯巴达克斯并没有要抵抗罗马进而征服义大利的想法，只想越过阿尔卑斯回去故乡。而克利克苏则满足於掠夺丰沛的南义大利。两人之间的争执愈来愈多。

另一方面，罗马在西元前72年年中，痛下决心要镇压「斯巴达克斯之乱」。

西元前72年，两位执政官都投入镇压斯巴达克斯。两位执政官各率两个军团十五万五千名士兵，分別对付斯巴达克斯军及克利克苏军。

对克利克苏军之战，成功地将他们逼入了加尔加诺山中，穷追不舍的两位执政官所率领的四个军团在阿斯科里皮伽诺附近，追上了斯巴达克斯。

但是斯巴达克斯在军事方面的才能远在平凡的罗马将军之上。色雷斯的斗剑士并没有犯下一次与四个军团为敌的错误，他首先与由一位执政官所率领的两个军团开打，待一获胜，立刻回身奇袭另一位执政官的两个军团。而且之后也没停下步伐，持续北上到卢比孔河附近，与正从北义大利南下的高卢属省总督军相遇，也大获全胜。对罗马而言，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心头大患。而对斯巴达克斯而言，这代表了归乡之路大开。

但是不知为何到了此时，斯巴达克斯改变了主意。当时，如果他要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北前进，应该是不成问题；但是他突然移军朝南方而行，这也是没有忽略部下们的希望，因为大家都希望与其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北方未开发又贫困的土地，还不如征服丰裕的西西里，定居在那里。但难不成他没考虑到罗马绝不可能允许。

无论如何，斯巴达克斯和他的四万名士兵抵达义大利南端，一路上烧杀掠夺临近的城镇，虽然有些奴隸、下阶农民加入军队中，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义大利城镇归顺。

斯巴达克斯终究无法渡过墨西拿（Messina）海峡。由罗马所派的法务官克拉苏率领八个军团五万名军队正埋伏在海峡前方，等着围捕奴隸。

已经四十二岁的克拉苏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別的军事长才，但他仍感受到被讬付与八个军团的重任；加上他又对比他年轻八岁的庞培有很强烈的对抗意识，因此倍感焦急。从西班牙传回了「塞多留斯战役」结束的消息，庞培凯旋归来的日子也指日可数。等他凯旋归来，对斯巴达克斯已伤透脑筋的元老院恐怕会用对塞多留斯战役的胜将庞培取代没什么战功的克拉苏与斯巴达克斯作战。

这也难怪，尽管已投入八个军团约五万人军力，对斯巴达克斯的第一战虽无重大牺牲，还是吃了败仗。因此，这次以墨西拿海峡为屏障的战斗，对克拉苏来说绝对输不得。

克拉苏决定严惩与斯巴达克斯打斗中逃走的一中队，以示警众。他所下达的是名为「十分之一刑罚」的罗马军最严厉的惩处。这是从六百人的中队中以抽签方式选出六十人，由运气好没抽中凶籤的其余五百四十人挥棒打死他们。在罗马军团这是只有在举旗反总司令时才实施的惩罚。不知是否因此提高了全军的士气，居然一举将欲渡过墨西拿海峡的斯巴达克斯逼到了山中。

被称为阿斯普罗山（意思是险峻之山）的这个山岳地带，虽然近海，但即使在现代义大利也是很有名的绑匪带肉票避风头的地带，就算出动军队，也不容易找到。二千年前的克拉苏为了追逐逃入那里的斯巴达克斯以及其他的党羽也倍嚐艰苦，但还好幸运女神站在克拉苏这边。斯巴达克斯不知是否对自己手下的四万军力太过自信，或是连战连胜，使他低估了罗马军，居然自己下山了。另一说法是，他与西里西亚的海盗达成协议，打算搭乘为他们绕到布林迪西（Brindisi）的西里西亚人船队，逃到小亚细亚去。

无论真相如何，从山岳地带下山来的斯巴达克斯军与埋伏等待他们的罗马军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这次斯巴达克斯彻底失败了。四万名伙伴几乎全员战死，堆积如山的死尸当中，到最后还是没找到斯巴达克斯的尸首。被俘虏的六千名士兵，被迫背上罗马社会被视为极刑的十字架，在百般受折磨之后死去。奉克拉苏之命，沿着阿庇亚大道排列的十字架行列，一直从加普亚开始緜延至罗马。

克拉苏领著八个军团在六个月后终于有了战果。在二个月后，庞培从西班牙凯旋回归。





组织的好处在于无论谁是实行者都能保证有恰如其分的成果；相反的，它的不利处在于，当差不多的成果导致失败时，共同体就得蒙受非常大的损失。因此，能忠于组织的时期，就仅限於平时。在非常时期，就算有心维护，现实经常不允许，一个具柔软性的组织架构也更令人渴求。只是，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因为例外往往会引来下一个例外。

如果想继续维持苏拉致力修复的「元老院体制」，不让个人的能力太过突出，派往前线的司令官就必须年年替换一次。

但是这既不是越过一个墨西拿海峡就到西西里战场的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代，也不是本国义大利沦为战场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代。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每一年都可更换总司令官及士兵；而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十七年间，为了对抗名将汉尼拔，罗马不得不每年投入平均十名的将领，因此只好接受由前执政官或前法务官轮流掌控「绝对指挥权」，守住战线。但是因此反而没凸显出为使少数领导制达到机能化而绝对少不了的个人能力。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半登场的大西比奥，因为战果丰硕太过出风头，以致於一回复平常期立刻失势。在度过「汉尼拔战争」这个非常事态时期之后，执政官的任期决定回复每隔十年改选的一贯作法，至今已实行了一个世纪。但是在北非发生的「朱古达战役」，马留斯打了三年。当高卢人大举入侵时，不得不连续五年选出马留斯担任执政官。

此外，为了「塞多留斯战役」，梅特鲁斯被派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滞留了八年之久；而前往支援的庞培也有五年未曾归国。卢加拉斯被派去对付在苏拉死后再度蠢蠢欲动的潘特斯国王——米斯里达兹六世，直到西元前71年的此时，归国之日依然遥遥无期。结果，他在近东（Orient）地区足足待了七年之久。总之，在缺乏才干的指挥官领导之下，根本不可能发挥有效的战力；而不能有效的活用，也带来实际伤害。

罗马的霸业此时已涵括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但是，这反而使想守住由元老院所主导的、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变得难上加难。

「苏拉体制」不符合现实的情形并不只发生在领导阶级，被领导阶级也出现相同状况。

司令官长守在外地，也就等于说他属下的士兵也被迫驻留在外。一年不可能重复二次陆路要花上二个月的军团移动。加上在将兵不融为一体就无法有效运作的军队里，指挥官要一声令下，士兵就确实行动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长期共患难。

尽管说是志愿募兵制，但是他们长年担任守卫本国权益的工作，所以他们的发言权自然增大。一心想强化元老院主导体制，进而打压易成为反对势力的公民大会，以及削弱象征公民大会权力的护民官优势的作法，当然很容易在他们之间爆发了对这个「苏拉体制」的不满。

但是由于苏拉为使护民官资质降低所定下的，凡有护民官经验者皆不可转任他职的这条法令，成效颇彰，在这个时期没能出现任何一个能解决公民不满、有力的护民官。结果，正视这个现实，察觉到需要有所开放的，便成了那些元老院中较具见识的一派。

当西元前75年西班牙「塞多留斯战役」还前途未卜之际，高斯·奥雷留斯·寇达被选为执政官。奥雷留斯一门是连家中女流也通希腊文的有名的学者门第。在罗马社会哲学、数学方面的学者全是希腊人独佔，因此所谓的学者指的是法律家。寇达自己本身也是个学识丰厚的法学家，而凯撒的母亲奥雷莉亚也出自奥雷留斯一门。

奥雷留斯与格拉古兄弟所属的善普罗尼斯一门同样都是平民贵族。也许因为这样，尽管位居元老院阶级，但偏向开明派。而他之所以能躲过苏拉的肃清，全是因为他坚守住学者的本份。

这位学者执政官在说服元老院议员之后，在公民大会提出了以下的法案。

第一，修正让有护民官经验者也能担任其他官职，当然公民大会立刻通过这项法案。苏拉计画使护民官品质降低的策略考虑，就此失败。

奥雷留斯·寇达接着又提出确保西西里所产固定数量的小麦进口到罗马的法案；然后又恢复了由苏拉废弃的对贫民的福利策略「小麦法」。

往好的方面看，执政官寇达可说是个稳健派。他默认了由「小麦法」获利的人数不得超过四万人的界限。而且一个月的配给量，每一个户主只有五模底（约四十五公升），这个数量与当时罗马犯人的配给并没有什么大差別。然后依照寇达所立下的法令，给贫民的配给价格是每一模底六又三分之一的塞斯泰契斯铜币。这个价格并不是回复到遭苏拉废案以前几近免费供应的水準，而是回到格拉古兄弟时代的价格。据称这是市价的三分之二弱或是二分之一强的程度。

学者执政官一方面贯彻他稳健的作法，另一方面也考虑要消除因苏拉的整肃而存在于罗马社会中的不平怨气，而他也著手实现了这个政策。

苏拉在拍卖从名列放逐名册上的人所没收来的财产时，买方所付的买价理当要纳入国库，但他却颁布了法令，免除这项义务。这是因为竞买者大都是他的解放奴隸，或是像克拉苏一样，是忠于苏拉派的人马，所以使这种拍卖变相成为红利般的性质。苏拉的坏毛病就在于他可以毫不在乎地做类似如此不合理的事情。

执政官寇达提出废除此案的法令，也获得公民大会表决通过。在拍卖中大捞一笔的，以克拉苏为首的苏拉派成员，只好缴付购买费用还给国家。寇达信守他在提出此案时公开许下的诺言，将这项临时收入拿去当作西班牙「塞多留斯战役」所用的军费。

想要消除在苏拉整肃中牺牲者的宿怨，以及免除罗马社会的分裂，寇达又提出了以下的法案，也就是一项关于决定恢复因苏拉而被视为罗马国家公敌者名誉的法案。已经逝世的人虽然只得到了名誉上的平反，但对仍在世的人来说，恢复名誉等于拥有就任公职的可能性。其实这些人在一得知苏拉的死讯，就达成了回国的心愿，但是却在成立了「奥雷留斯法」后，才得以重回社会。在这项法案的受惠者中，也包括了时年二十五岁的凯撒。

完成了这些事，寇达的执政官任期也告结束。在隔年西元前74年，寇达冠著前执政官的名号，赴小亚细亚俾斯尼亚就任总督。但是尽管饱读诗书满腹经文，一上了恍如另一世界的战场，却无用武之地。要对抗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还是要等到军人出身的卢加拉斯大展身手。

「苏拉体制」就这样在苏拉死后不到三年，开始走上崩溃之途。而给正在崩溃中的「苏拉体制」最后一击的不是別人，居然是不仅是他自认也是大家公认为苏拉派的庞培及克拉苏。特別是在苏拉的幕僚成员中最年轻又最具才气的庞培。

西元前72年停战的「塞多留斯战役」，两位战将中，敦厚的梅特鲁斯忠实地遵守苏拉规定的法规，到达罗马国境的卢比孔河后，解散由他领导的军队。但同样与他率军归国的另一将领庞培则不然。他从西班牙越过阿尔卑斯山，从西北向东南方越过卢比孔河抵达「阿尔卑斯以南的高卢」（现在的义大利北部）后，并没有在当地解散军队。非但如此，他率军越过卢比孔河，於首都罗马近郊扎营，向元老院提出以下的要求。


一、赠予土地给自己指挥下的兵士将领。




二、答应为他举行凯旋荣归的隆重仪式。




三、认定自己为明年（西元前70年）的执政官候选人。



其实庞培在西元前81年已经举行过凯旋荣归的仪式，当时二十五岁的他是罗马史上最年轻的凯旋将军。但是，那是在苏拉的独裁时代，绝对权力者苏拉创下的特例。

在扎马战胜汉尼拔的救国英雄大西比奥，也不过是在归国后三十四岁时才实现这项罗马男子视为最高荣誉的凯旋式。

在拉丁语中有一个词叫做“Pubertas”，意谓年轻人思春期；於十六岁才举行成人之礼到三十岁都属于这个范围。也就是说，他们是属于尚未可以独当一面的男子。

西元前71年时，庞培已经三十五岁。如果问题只在于年龄，他确实已有举行凯旋式的资格。但是，问题出在苏拉所实行的改革法令。

改革法规中明定必须於三十岁时得到审计官候选人的资格，经过一年任期后，也就是三十一岁，才可以得到入阁元老院的资格。之后，经过八年元老院议员的经历，於三十九岁时获得成为法务官的资格，并同时得到所属战略单位，指挥两个军团一万五千名以上士兵的「绝对指挥权」。然后在任满一年即自动昇格为十个属省中某属省的总督，经历一、二年统治与保卫属省的经验后，也就是经过这二年「绝对指导权」的任期后，才可以在四十二岁时得到成为执政官候选人的资格。这就是致力於重建「元老院体制」的苏拉政权改革的组织架构。

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政权被称作寡头政治，为权力集中在少数的领导政权，并非如雅典时代的民主政治。官职虽然经过公民大会选举的洗礼，但是候选人却全是从未经选举洗礼的元老院出来。为了强化这个被喻为人体心脏的元老院，苏拉将元老院议员人数扩增到六百人。由于这是一个拥有六百人的大组织，如不遵守上述的年资制度，就无法正常运作。西元前70年，已届三十六岁的庞培，离四十二岁以上的执政官规定，尚欠缺六年的资格。

欠缺的不只是年龄。不具有审计官经验的庞培，甚至不是元老院的议员，更不用说具有法务官的经验。他的资历如此不完整，却被授与具有「绝对指挥权」的前法务官的职位，派遣到西班牙，实在是因为当时没有适当人选所创下的特例。

但是这次，庞培并非要求为自己再创一次特例。他认为自己立下的战绩除了足够拥有举行凯旋式的殊荣外，同时已具备成为执政官的资格。

论实力，也许他有足够的资格。但是如果实力主义可行，遵守年资制度而运转的「元老院体制」就必须面临崩溃。元老院对拥有重兵的庞培，刚开始持抵抗的态度，并且期待与庞培同样属于苏拉派有力之士的克拉苏能努力劝退庞培。因为克拉苏是唯一在平定「斯巴达克斯之乱」后，在义大利境内拥有完整军队的将领。

但是，出乎意料地，从以前就对锋芒毕露的庞培充满嫉妒的他，不但不劝退庞培，竟然提出自己也要成为执政官的蛮横要求。他不但没有解散八个军团的军队，竟然也效法庞培率兵行军至首都附近。庞培也好、克拉苏也好，也只有这一点仿效苏拉。

克拉苏是元老院议员，并且有法务官的经验。年龄已届满四十三岁的他有充分的资格成为下年度执政官候选人。问题出在这个人并不受人爱戴。

出身於平民贵族的克拉苏，属于元老院阶级。但他却借着解放奴隸或奴隸的名义广泛经营被元老院明令禁止的农园经营外的经济活动。

从他父亲的世代开始，克拉苏家族就是全罗马的首富。到了他的时代，克拉苏家族庞大的资产再加上首都罗马的不动产，克拉苏家将被独裁者苏拉放逐而遭没收的家产以廉价并购，作为累积资产的手段。

除此之外，坊间盛传只要罗马有火灾发生，克拉苏手下的人总是赶在消防队的前面。先到的克拉苏手下给消防人员一些金钱上的好处，使他们延误救火行动，然后在还燃烧的房子前与灾户进行交涉买卖，等乘人之危的交易成立之后，才放手让消防队员展开救火的行动。

如果因此可以将得到手的房屋改建成防火性高的坚固楼房，还称得上对首都住宅问题有些贡献，但是具有生意头脑的克拉苏并不这么简单。像罗马这样的霸权国家，首都房屋需求量自然很大。如果要重建坚固而华丽的楼房，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除非提高房租，否则并不符投资报酬率。然而，能负担这种高价位房租的居民毕竟是少数。不可否认的是，需求者最多的是寻求低价位的房租住户。因此，全罗马首富克拉苏在罗马首都圈拥有的庞大不动产，大部分都是摇摇欲坠，动辄倒塌的陋屋危楼。

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获得人民的爱戴。然而，克拉苏本人却深信身为全罗马首富的自己与全罗马最有政治权力者应该划上等号。不过要想当选有八个席次的法务官虽不成问题；如果要在仅有两席的执政官选举中求得胜选，事实上也会担心动员所有「后援者」是否太过冒险。

但是无论如何，想成为执政官的克拉苏不会因此就罢休。长年对庞培抱持的心结也只好摆一旁，共谋权宜之计。这两位皆受负面评价的执政官候选人於是私下订立秘密协定。由具有元老院议员身份的克拉苏，为争取庞培成为执政官候选人在元老院内负责周旋，交换条件是将庞培手下士兵的票移转给克拉苏，因为在军队中庞培的声望较高。在那个时代，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身份还不能投效军队，所以军人握有相当的政权。两人在这项协定成立后，分別解散了他们的军队。

重军压境的威胁解除了，元老院却依旧无能。对根本不具执政官候选人资格的庞培，他们的审查技巧实在拙劣，元老院的长老议员询问被召见的庞培：


「阁下可有参战的经验？」



三十五岁的庞培则不屑地回答：


「参战的经验？我只有指挥打仗的经验！」



答毕，全场哄然大笑。

在西元前71年底召开的公民大会中，庞培和克拉苏从其他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选为明年的执政官，「苏拉体制」再次受到严重的挫击。

事到如今，元老院阶层唯一的希望是从富裕的庞培和克拉苏两人身上图得私利，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已经财势兼得，但为了进一步扩大支持群，在政治上求得更多的发言权来巩固他们的势力，他们并非任满一年执政官即可满足之辈。是的，为了维持权力欲望，他们不可能放弃广大的支持民众。

西元前70年，两人提出的法案足以令保守派的元老院议员失望透顶。现在将他们颁布的法令列举於下。


一、恢复护民官绝对的权威与权力。



执政官有召开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是无论贵族、无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甚至拥有五岁以上小孩的解放奴隸，只要具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皆可参加的聚会，如果护民官因为国防等事务不在国内时，由法务官代理他的职务，但须由护民官担任议长来主持平民大会，选出执政官以下的公职。西元前287年「霍田西法」（Hortensius）颁布之后，平民大会通过的法案，即使没有元老院的认可，也可以施行政策。而苏拉将它改成没有元老院认可的法令，即使平民大会通过也不予承认。

庞培和克拉苏提案废除苏拉颁布的法令通过此修正案，「霍田西法」於是复活了。


二、陪审团制度的改革。



由于陪审团的构成与罗马公民的利害直接相关，从最早提出改革此制度的格拉古时代，便经过一再地修正。

罗马在改变成共和政体之后，裁定判决的陪审团成员全由元老院议员长期垄断。到了西元前133年，提伯留斯·格拉古考量将陪审员修正为元老院议员一半，骑士阶级（经济人）一半。但由于他的死，这项政令并未落实。但是在西元前122年，他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提出另一项修正法——陪审团全由骑士阶级担任，已通过公民大会的决议。

西元前82年，苏拉将此改回全数由元老院议员担任。

到了西元前70年，奥雷留斯·寇达的弟弟重新提出此案，得到庞培及克拉苏两位执政官的积极支持，成立了陪审员由元老院议员、「骑士阶级」、平民三种阶级各三分之一组成的法令。

由此可以明确看出西元前70年当时，庞培及克拉苏所代表的各个后援会，彼此互相谋利。庞培所代表的是以军队为中心的一般公民阶级，而克拉苏则为正明显扩充势力的商界利益代表。

究竟这两人到底有没有确切的政治目标和抱负，各历史学家众说纷纭，然而观察他们日后作为，我实在看不出端倪。尤其是庞培於后期被视为「元老院体制」的守护者，所以他在此时期的施政，应不是真的为民众谋福。

尽管如此，我并无意责难庞培。从他的角度看来，他只是做了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以他的性格来说，他的作为背面也一定藏有为民众造福的善意成份；只不过所谓的「认为必须做的事」，是一个选举对策。而之所以汲汲於巩固票源，全因为采取共同政体的罗马，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以「票」来决定。

苏拉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人，因此即使有人憎恨他，却不敢藐视他。而他所抱持的政治目标，很明确地是要使「元老院体制」再活性化。他明白如果要实现目标，就不能受到「票」的左右。他一方面充满怀旧情怀地相信如果能再重建「元老院体制」，一定可以解决国家罗马所面临的各项问题；另一方面也很现实地看透了，如果对此有所怠惰，也就是依照民众的想法弃国家於不顾的话，只能走向君主制了。

希腊的历史学家修西狄底斯（Thucydidés）曾批评佩里克利斯时代的雅典是「外观虽为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有一个人在统治国家」。当独裁者佩里克利斯死后，后代的我们甚至古代的罗马都见到了，雅典陷入被称为众愚政治（不合理的民主政治）的惨状。而不只哲学家柏拉图（Platon）对雅典感到绝望。连修西狄底斯也在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n）战史》中提到「民主政体不适合统治大国的」。光是民主政治并非保证绝对地好，民主政治也跟其他政体一样，有正负两面，全看如何运作；运作不当就相当危险了。

苏拉自己铺下了独裁之路，也急欲确立一将排除未来走向独裁的系统组织。因为采取共和政体的罗马，只有独裁官可以排除众异，不受「选票」左右来决定政策。

历史学家或政治家要求为政者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执政，往往导致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结果造成了国力上的浪费。

但是如果将立场移到被统治者这一边来看又是如何呢？恐怕都是抱着管他统治者到底有没有确切的政治目标，只要有好的结果就可以的想法吧！

西元前83年，苏拉登陆义大利，决定要以武力打倒由辛拿执牛耳的罗马政治。他公开发表愿意遵守由辛拿所订下的，只要是住在义大利的自由民即可享有与罗马公民相同权利的法令政策。保守派的苏拉绝不是因为这项法令正确而施行，只不过对想以武力镇压义大利的他来说，再一心与义大利人为敌是极为不智之举。但是就结果来看，这对苏拉来说是件好事，对住在义大利半岛上的众多人民来说更是，而对罗马这个国家也同样有好处。

而庞培及克拉苏的施政，虽然对他们而言是在巩固票源，但却带来了好的结果。随着护民官权威及权利的恢复，带给在苏拉体制下遭到排外待遇的民众荣誉及希望。还有陪审员制度的改革，也带给属省人民罗马法律公正的印象。

住在罗马属省的人民，如果对从罗马派来统治他们的属省总督的施政有所不满，可以提出告诉。不过实际上，即使提出告诉，在全由元老院议员独控的陪审员判决下，几乎都是败诉。但在庞培及克拉苏当上执政官的西元前70年，裁判变得大为不同。

是年春天，总督任期届满的高斯·维列斯从任地的西西里归国。他在总督时代的暴政连远在罗马都时有所闻，西西里的属省民向上告了维列斯一状。

身为元老院议员的维列斯在元老院有很多有力的议员朋友。当时的被告辩护人由当选为隔年西元前69年度执政官的贺尔廷修斯担任。当时贺尔廷修斯在罗马是最知名、最优秀的律师。被告辩护人除了贺尔廷修斯外，还包括柯尔涅留斯、梅特鲁斯这些有权有势的名门贵族在内。

而担任原告辩护的为当年三十六岁的西塞罗。他所作的辩论全文，在裁判一结束，就由他经营「出版社」的朋友阿提克斯出版。此文很幸运地得以保存到中世，所以现代的我们也得以一窥全貌。这是场很符合三十六岁的少壮律师所提出的有力而杰出的辩论，同时不得不令人感佩此人有记者长才。

这比在美国的法庭听美国律师的辩论还更有趣。西元前一世纪当时的西西里仿佛浮现眼前，想必在罗马广场内大会堂旁听裁判的罗马一般平民，对西塞罗所生动描述的西西里的情况一定也是仿佛历历在目。

但是，决定判决的不是法庭旁听者，而是陪审员。如果当时「苏拉体制」发挥作用的话，身为元老院议员的他们想断然拒绝对同为议员的被告做出有利的判决恐怕是很困难的。但是，西元前70年的法庭陪审员席次是平均分配给元老院议员、「骑士阶级」（经济界）及平民。

结果，判决由属省民这方获胜，这个消息传遍了全罗马属省。被告维列斯被判全数归还在总督时代所搜括的东西，虽然得以免除被关进牢中的命运，但要他自主流亡。

这一场裁判使得既非贵族，祖先中也没出过执政官的「新进者」西塞罗，一时声名大噪，为野心不小的他，打开了通往政界的大门。

西元前70年，如此这般成了「苏拉体制」正式落幕的一年。离苏拉之死不过才八年，他所架构出的组织系统全部崩溃殆尽。恐怕除了奥雷留斯·寇达之外，没人是蓄意要破坏的。只不过因应现实的要求，为「苏拉体制」的崩溃帮了个忙罢了！

苏拉纵使拥有成为领导者的资质，但似乎欠缺了前瞻性。





庞培不惜破坏「苏拉体制」成为执政官，但是在一年的任期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恋栈权位的举动，这点忠实地服从了苏拉的规定。只是在就任执政官期满之后，必须以前执政官身份转任属省总督这项规条，他却没有忠实地实施。因此他在这段期间的行为举动被评为没有确切的政治目标。

但是站在庞培的立场，并不难了解他的作法。任何人都公认他为当时罗马第一武将，而他必须前往赴任的属省，在西元前69年当时只有小亚细亚，也就是说西元前69年罗马须派军平定的地区只剩下近东而已。其余属省大多已经平定，皆无需大才小用派遣庞培前往。而在西元前73年，早有相当是庞培前辈的苏拉旗下卢加拉斯派驻在近东。

领军的总司令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自己为总指挥官，自始至终都亲自督战。




二、不是由自己开战，却在自己手中结束战争。




三、由自己做总指挥开战，而且具勇敢好战的精神，但是由其他的将领结束战争。



苏拉、庞培还有凯撒都属于第一种类型。

而马留斯可说是第二种类型。

至於在「朱古达战役」中的梅特鲁斯、「塞多留斯战役」中的梅特鲁斯·皮攸斯都属于第三类型。而卢加拉斯从西元前73年开始到西前66年，七年间专心於对付米斯里达兹战线，战斗上虽有所胜，却没赢得战争，所以也归于第三类型。

卢加拉斯是出自平民贵族英雄里奇纽斯一门。不过他不像同属奇纽斯一门的克拉苏，会为了增加自己的财产不择手段；而是深具贵族绅士气度。希腊语及拉丁语无论说写都得心应手，有独特的审美观，风度翩翩。

卢加拉斯很年轻时就获得苏拉的赏识，他的政治经历起源于「同盟者战争」中担任苏拉的幕僚。之后跟著苏拉远渡希腊，与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六世作战。苏拉将编制海军的重责大任委托给才二十多岁的卢加拉斯；而在种种现实困难状态下，卢加拉斯也不负所讬地达成此任务。率著费尽千辛万苦才募集而来的军船要回到苏拉麾下时，在途中爱菲索斯暂作靠岸休息，与奉辛拿之命率领罗马正规军前来对付苏拉的弗布罗斯不期而遇。弗布罗斯规劝卢加拉斯带着他的军船队，投效到自己这边。当时的苏拉是被由辛拿主导的罗马政府指名通缉的国贼，身为罗马公民的卢加拉斯有充分理由背叛苏拉。

但是三十岁的卢加拉斯对弗布罗斯的劝诱丝毫不为所动。为回到引颈长盼军船到达的苏拉麾下，离开了爱菲索斯。如果当时卢加拉斯的军船倒向弗布罗斯，那么苏拉对米斯里达兹之役也不会那么快就有战果出现。可见得卢加拉斯多么崇敬比他年长二十二岁的苏拉。

而苏拉对卢加拉斯的信赖也未曾动摇过。将米斯里达兹问题解决之后，这次是要回义大利与辛拿对决。在返回义大利时，派卢加拉斯留下以便监视小亚细亚地方。苏拉已经预测到回到义大利势必与辛拿派引发一场内战，带着骁勇善战的卢加拉斯绝对是有利的。但是当压制义大利之际，苏拉缺了一张王牌，就是对米斯里达兹之役的战胜者。为了让这张王牌恒久有效，得看他离去后小亚细亚地方是否能依然平稳。卢加拉斯因此被赋予这个大任。

成功完成任务的卢加拉斯在西元前80年回到罗马，那时正值苏拉独裁时期。那年，一手创建「苏拉体制」的这位独裁者自己请辞了独裁官；隔年，苏拉去世，而卢加拉斯时年三十八岁。对苏拉怀抱崇拜的卢加拉斯在元老院内是属一属二的当权者；他如果想竞选为执政官，应该不会办不到，但他还是忠实地遵从苏拉所定下的法令，静候到达四十二岁的资格年龄。在西元前74年，卢加拉斯当上执政官。

当上执政官的卢加拉斯在任期内并没有很大的作为。在前任执政官奥雷留斯·寇达手中，「苏拉体制」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卢加拉斯甚至没有把它扶正，因为卢加拉斯原本就不是政治人才吧!

西元前73年，卢加拉斯以前执政官资格出任属省西里西亚总督。然后，有长达七年的时间没有回到罗马。因为苏拉负责了「第一次米斯里达兹战役」，而卢加拉斯则被派赴「第二次米斯里达兹战役」前线。





从前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只要一见到罗马分身乏术，立刻就展开侵略行动；而西元前73年，对罗马来说是灾难相踵而继的一年。

在西班牙因梅特鲁斯的战事僵持，只得再派庞培前往支援，但这场「塞多留斯战役」还仍然前途未卜。再加上义大利本土境内也发生了「斯巴达克斯之乱」。

米斯里达兹怎会轻易放过如此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他以十二万名步兵、一万六千名骑兵以及一百辆由四匹马拉动的附鎌刀两轮战车的阵容，大举进攻邻国俾斯尼亚。

与潘特斯一样，面临黑海位于小亚细亚北部的俾斯尼亚，由于以前国王曾进贡罗马，而成为罗马的属省。米斯里达兹正面挑战罗马的霸权，而且在与转任俾斯尼亚总督的奥雷留斯·寇达所指挥的第一战中，由潘特斯方获胜。

但在开战之初陷入苦战，好像已成了罗马军的传统。当卢加拉斯到达时，一切便完全改观。面对潘特斯的大军，卢加拉斯所拥有的兵力只有三万名步兵及二千五百名骑兵。而罗马军之所以胜利，证明了卢加拉斯优秀的作战手腕。即使之后米斯里达兹又整军重新出击，依旧被卢加拉斯打败。不同于与游击战对手交锋时的吃瘪，罗马军反而擅於对付正面来攻的大军。因为在战略、战术两方面，都是罗马人较优秀。但是骁勇善战的卢加拉斯，在二度获胜后并没有立刻乘胜追击彻底打垮潘特斯王，而选择了展现自己是有能力的行政首长，致力於整顿被米斯里达兹摧残的小亚细亚属省内政。





罗马将属省的租稅征收的任务全权委托予所谓的「普布利加努斯」，他们是私人业者，不属于国家公务员。其中也有人所得的收入与元老院议员相当或超过他们。在罗马社会称这些位于元老院阶级和平民阶级之间的人为「骑士阶级」，这代表有提供骑士义务的资产家的意思，我则常将它意译为经济能力雄厚者。骑士阶级的主要工作就是征收属省稅，而所征收的利益就是属省稅的百分之一。

不过，这些负责征收属省稅的「公务代理人」，他们的收入绝不只是稅收的一成。有时碰到天公不作美，农作歉收或沦为战场，农作减收之时，属省稅还是比照前一年的收获计算征稅，因此即使没农收也要缴稅。这时「公务代理人」就当起钱庄来，借钱给缴不出稅的人，这也是最有赚头的。当时并没有既定的利率，遇到不过问事情的属省总督，往往放任他们放高利贷。

第一次米斯里达兹战役后，苏拉向小亚细亚的属省民征收二万泰连的临时租稅；但是十年后，当卢加拉斯接手整顿属省那年，拜高利贷所赐，租稅已增至十二万泰连。卢加拉斯统治小亚细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帮助属省民摆脱高利贷的梦魇。

身为属省总督的卢加拉斯，以自己所赋予的统治属省绝对主权为后盾，强力推行金融改革。

一、将缴付给「公务代理人」的利息定为一个月百分之十。这相当於百分之十二的年率。

二、无论对方需付的金额有多庞大，贷款业者都不得要求借款人支付超过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卢加拉斯的这道政令，使得四年后在小亚细亚地方的罗马属省民中，再也看不到受贷款所苦的人，大多数的担保也回到了原物主手中。

属省民的人心因此回到了罗马，但是卢加拉斯却从此与在属省大发横财的金融业者为敌。他们秘密地开始向元老院陈情。不知是否因此，或是当时的罗马也没有余裕派遣更多的兵力，奉命担任第二次米斯里达兹战役的卢加拉斯，根本没得到母国派来的支援。





卢加拉斯所能运用调度的军力，仅有相当五个军团的三万名步兵及二千五百名骑兵。这是从义大利追随他前来的一个军团，加上将原小亚细亚属省总瞥下的士兵凑集而成的两个军团，以及原本辛拿派来对付苏拉，但在总司令官弗布罗斯自杀后，被苏拉留下守卫小亚细亚的两个军团。这两个属于旧弗布罗斯的军团，已有十五年以上未曾回到故国，他们的心境，很容易想像。

但是更不幸的，卢加拉斯虽然拥有武将的长才，又有做行政官的能力，却没有遇到好的女人及好的部下。

他的家庭生活一生都很不幸。在还没有基督教时代的罗马社会，当然尽量避免离婚；但是即使离婚也不能算是大恶。特別是普遍存在上层阶级中的政治结婚，连苏拉、庞培、凯撒都结婚、离婚了好几次。但这并不代表是不幸的家庭生活。在结婚期间，应该也有很幸福的时光。在度过幸福的结婚生活之后即使是离婚，也不致太苦。因为选择结婚对象有如政治抗争中的结盟关系。因此，离了婚的女人，也可以光明正大地重复再婚。

然而卢加拉斯是不幸的。在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中，没有一个女人的心在他身上。连他长期滞留在中东，都让人觉得这对他个人来说并无任何不妥。而女人运及部下运基本上是相同的。

如果问其中的道理何在，因为人类的幸福并没有客观的基準。如果局限於精神方面，只要有交流就可使人幸福。而所谓「交流」并不是一起共渡的时间愈多，交流度就愈高。总之，因为基準是很主观的，只要让对方感到交流充足就够了。

卢加拉斯努力与士兵们打成一片，不管行军或战斗都抢在前头，而到了不得不在野外驻营的地方，贵为总司令的他也与士兵一样露宿野外。尽管如此，士兵们还是对他有所不满。只不过他屡战屡胜，因此就算心里不愿意，也只好追随他了。

实际上，他只要参与战争一定打胜仗。而且，赢得又漂亮。通常他都以只有敌人十分之一的军力，就可成功获胜。





两次战争都败在卢加拉斯手下的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进入西元前70年以后改变了战法，他与亚美尼亚王成立了联合战斗体制。这并非因为亚美尼亚王的王妃是米斯里达兹的女儿的缘故，一国之王绝不可能因此就出兵对付罗马。而是两人之间达成了协议，只要将罗马势力赶出中、近东之后，此地的势力就由两人平均瓜分。潘特斯王分得希腊，而亚美尼亚王则可占有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亚美尼亚王拒绝了卢加拉斯希望将逃到自己这里的米斯里达兹引渡的要求，从此卢加拉斯又树立了新敌。而绝少的军力也只能再一分为二。

等着迎接罗马军进攻的亚美尼亚国王，在看到於平原布阵待发的罗马军队时，不禁嘲笑地说：


「如果这是要来讲和的使节团，人数未免过多了些；如果这是要来打仗的军队，人数又未免太少了。」



但是相对于总兵力十二万五千名的亚美尼亚军，只有一万二千名步兵加上三千名骑兵的卢加拉斯军却大获全胜。因为卢加拉斯善于运用最少的战力，不做无谓的浪费，将敌方的战力孤立，再一举进攻。这是继大西比奥之后，罗马将军最常用的兵法。战争的结果，亚美尼亚这方有十万多人战死；而卢加拉斯指挥的罗马军所牺牲的兵力，只有死者五人，加上不到一百人的伤者。如此漂亮的战果比起他所受教的苏拉，可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而且这并不是单一事件。常胜将军的卢加拉斯又向小亚细亚的东方进军，势力一直扩展到里海；这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首位率军远征到此地的西欧人，当然也是担任罗马公职中的第一位。

不过卢加拉斯仍然无法彻底平息对罗马而言中、近东的最大祸源——米斯里达兹的作乱。因为士兵们已不愿再继续从军作战了。卢加拉斯在不得已之下，只好回到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亚美尼亚国的首都提古拉诺可达。从此卢加拉斯的厄运就开始了。

卢加拉斯一直都对自己优秀的才能充满了自信，其实这不是不好，只是他觉得既是自己能忍受的，士兵也必定能忍受才对。为使士兵们忍受在夏天的沙漠或冬天的山脉中行军，其实是需要采取一些手段取得大家的共识；但是卢加拉斯不瞭解这种「沟通」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必要对士兵说明战略或战术的细节，但是士兵们觉得没有参与感，当然也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卢加拉斯一味深信，一切只要交讬给自己就会有好战果，却疏忽了为提高士气所需的心灵沟通的重要性。

不只是总司令与下属在精神上没有相通，战利品的分配上也各有意见。当时的中东地方与西班牙、高卢不同，物质生活比西欧更丰盛，战利品的质或量都有很大的差別。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分布於全中、近东地区的希腊美术工艺品或中东专制君王所拥有的豪华用品及金银货币，在战利品中佔了绝大部分。

卢加拉斯将银币均分给了部下，但是把美术工艺品都归为己有。他认为身为一般平民的士兵是不会懂得这些东西的价值。卢加拉斯的判断是否正确？而借由懂得价值的卢加拉斯将它们送至罗马，这些属于全人类财产的艺术品中，又到底有多少可遗留到后代呢？

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应该也要对一般的士兵采取安抚不满情绪的处置才对。例如，不以罗马军所规定的定量分配方式，偶尔也要大方犒赏。

但是卢加拉斯没这么做，甚至将纳入国库以外的金币都佔为己有，认为这是总司令官应得的报酬。的确，数次战争都能以仅佔敌方十分之一的军力就获胜，这全归功於指挥者的才能。但是只用道理来压士兵，是无法使共同体圆滑运作的。曾经有好几次满载美术工艺品準备返回罗马的马车，遭到了士兵们的突袭。

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卢加拉斯仍对自己的才能深具信心，也相信自己的作为都是正确的，只要加以说明，相信大家都能瞭解。因此召集了手下的士兵，告诉他们现在是剷除米斯里达兹的最好时机，期望劝服大家。不过士兵却认为卢加拉斯一心只考虑要中饱私囊，不愿再跟从他了。结果虽然一路进攻到了里海，但为恐士兵造反，所以卢加拉斯军节节后退。罗马军没吃败仗，自己却不断往后撤退，就属卢加拉斯军开了先例。这时，米斯里达兹因村子的叛乱，无力出兵攻击，算是救了四十九岁的卢加拉斯一命。花了整整七年的第二次米斯里达兹战役，在不分胜败的情况下就此宣告结束。

另一方面，待在罗马三十九岁的庞培，也不再安于首都安宁繁华的生活，準备再度展开积极的活动。





地中海虽然有辽阔的面积，却是个内陆海，风向时常改变；但因复杂的地形和蒙受入海江流之惠，常有顺风而行的好时机。地中海不仅没有成为人们通行的障碍，还能顺利航行。与其说是便利运货船的航行，其实对袭击运货船为业的海盗而言，更是一种便利。在地中海中，几乎可以说海盗是伴随着海水而生的，这是自古以来没有中断过的现象。

对非海洋民族的罗马人而言，海盗的问题并不是长久以来严重的问题；不仅没有海盗的存在，对罗马人来说甚至绝少有出海的机会。然而，随着接收环绕地中海诸国的霸权之后，罗马人出海的频率逐渐增加。随着出海频率的增加，这些仅有睥睨自国近海力量的国家开始衰退，西元前一世纪的前叶为过渡时期。

海盗们以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希腊为大本营，这并非偶然，因为这一带是权力的空白地带。

这地区曾经为霸权所笼罩，叙利亚的塞流卡斯王朝已无昔日的威风。罗马虽然每年持续派遣属省总督来到当地，但如总督卢加拉斯时的情形，他们的力量被米斯里达兹所抗衡，一方面受制于面海的窄崖，陆地方面又逢艰险难行的要塞；要攻占他们是一点余力也没有。另外，从小亚细亚至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中偏东一带，诸国年年纷争不断，惨败的人向海盗投诚，成为海盗最佳的人才来源。

理所当然的，他们建立组织，收集情报，掌握了地中海世界，充分利用地中海世界的种种变化。在西班牙境内兴起反罗马战役时，塞尔杜卢斯和义大利境内的斗剑士策划与他们并肩作战。斗剑士斯巴达克斯是其中最受注目的一个。

海盗不仅侵袭船只、掠夺物品，还拘捕船员、舵手和乘客，愿意付出赎身钱的在付出赎身钱后也就获得自由，没有付钱或赎身钱无法到手的人，就一律被贩卖为奴隸。

只是，像海盗这种「纯粹」的挣钱行为，在决意对罗马采取大驱逐战之后，却变相为大规模的集团。提供资金援助他们的则是潘特斯王。就米斯里达兹的角度看来，罗马派遣载满军队和武器的船至东方攻击海盗船，就会受到牵制而不良于行，而他就可以在近东地区为所欲为了。

由于丰沛的资金流入，海盗的装备也大大的改变了。船只变成了快速船，资深航行员成为受雇者，使得冬季也能出海。临海一带的人，以往在冬季能稍稍放心自在，现在连这一点奢望也不可能了。另外，除了希腊的大本营以外，他们已在地中海周遭拥有许多的基地。如此一来，就摇身一变成为组织完备的大军事集团。

不仅是罗马的船只，甚至连与罗马友好国家的船，被袭击的机率也特別高。海盗们连义大利半岛也不放过，有时走在靠近海岸的阿庇亚大道，都会被马车队袭击。停泊在距首都不到二十二公里的外港奥斯提亚港的船只被侵袭，就在港内众人目光睽睽下，乘客及任何东西无一幸免於难。其中最受人注目的就是连上流社会的人也在船上遭海盗侵袭，直到付了赎身钱才终于被释放的例子。在这之中，也包括了年轻的凯撒。

於是，人员和武器无法送达属省，地中海的物资流通受到阻碍，甚至也无法保证小麦能运送至罗马，这是不可等閒视之的问题。

或许这是庞培自己私下也意想不到的事吧！西元前67年，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召开了公民大会，当年的护民官盖比纽斯提出了驱逐海盗的作战计画。护民官的构想细密周全，因此十分有说服力。护民官盖比纽斯的驱逐海贼作战计画规模如下：


一、仅投入十二万重装步兵与五千骑兵所组成的二十个兵团。




二、投入军舰五百艘。




三、总司令官以下由他任命，并分配十四位元老院议员为幕僚。




四、总司令官的作战区域不仅包括海上，也包括海岸向内八十公里的陆地范围。




五、决定此次作战所需资金为一亿四千四百万塞斯泰契斯。




六、选出庞培担任总司令官。




七、给总司令官三年期限来结束此一战役。



对庞培来说，这是个史无前例的任务，他左思右想，真是件破天荒的事。

依据学者们的推断，当时罗马的国家预算，大约是二亿塞斯泰契斯，所以他们把一半以上的资金，都投入於驱逐海盗的作战上。虽说罗马人一旦决定事情，就会贯彻执行，但这是个很大的决心。只是，将这样强大的权力在三年间仅赋予一人，因此，体现共和政体的元老院理所当然地群起反对。

赋予一个人如此的大权，受到排斥独裁制的「元老院体制」反对，苏拉定的法律也禁止如此。

不仅不该赋予这样一个独揽大权的独裁官，而且三年的任期也太长了。

即使暂时认可独裁官，独裁官在罗马国境外（也就是义大利半岛以外）行使职权也是史无前例的。

庞培时年三十九岁，成为违法的执政官是特例，这次又添了一个特例。罗马的共和政体是不允许有特例的。

庞培等不及七年之后再参选执政官，他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想出这个办法，不得不教人认同。

在元老院议员之中也有赞成的人。当年三十九岁的西塞罗，以向社会的邪恶宣战为名，说服了威廉裁判。另外一位活跃於政界，时年三十三岁的凯撒也赞同此提案。而拥有「投票权」的一般公民，早已希望罗马政府无论如何想个办法解决这个大问题。

护民官盖比纽斯的提案在公民大会中获得压倒性的支持而通过。正巧此时，罗马的粮食市场上一向居高不下的小麦价格急速滑落，「苏拉体制」到此已消失殆尽了。





针对庞培对海盗的驱逐战，后世的军事战略家一致赞赏，这是自不待言的，即使是战略的蓝图也堪称杰作。

首先，他将地中海全域区分为十三个作战海域，每个海域里，分派了由正、副军团长所指挥的实战部队。庞培本身则率领六十艘军舰，指挥於海域中狙击敌人的游击部队，提供必要的支援，因此他常留守於前线地区。

十三个作战海域中，当然针对海盗的基地以及周遭的海洋。作战的期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重点定在西地中海；由较弱的敌人打起，这是战略战术的根本。他们持续於海上追逐相遇的海盗船，

进行海洋战争；海盗逃向基地时，却又发现基地已遭陆战毁灭，於是彻底执行了一扫而空的策略。他特別加强西地中海域对海盗的打击，於是西班牙近海、利比亚近海、奈及利亚和萨丁尼亚岛的近海、耶巴岛中的第勒尼安海等区域，完全将海盗压制住。至此所花时间，据说是四十天。

罗马军舰队自西地中海一举扫除海盗后，逃窜的海盗船仿佛被渔夫的天罗地网追赶般，向东地中海蜂拥而入。接着，随着北达爱琴海、南至埃及、东到叙利亚、巴勒斯坦，所有的海盗基地逐一沦陷，缩小渔网的范围，矛头指向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希腊。

战线移向东地中海后到攻陷海盗的希腊总本营为止，总共花了四十九天。庞培确立了「罗马和平」（Pax Romana）於全地中海的地位，只花了不到八十九天的时间。在那期间，捕获的海盗船有四百艘，烧毁沉没的船有一千三百艘。海盗基地的造船厂、要塞全部被破坏烧毁，处决了逃窜的海盗一万人，掳获了二万名以上的海盗：被海盗所拘捕的人，当然也恢复了自由。那一年，也就是西元前67年的初夏，地中海的航行变得十分安全，输往义大利的小麦也恢复以往的数量。

庞培在罗马的名声当然是急速上升。而神殿遭海盗侵袭，连都市都饱受掠夺而几近绝望的希腊人，更将庞培尊奉为神般赞美。

在被赋予「绝对指挥权」的三年行使期间，庞培只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圆满达成任务。如果他忠于「元老院体制」，在凯旋回归罗马后，就应该奉还「绝对指挥权」，恢复昔日晴耕雨读的生活；如果不这样的话，以元老院为名，由少数优秀人士所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就无法坚守下去。

但是，三十九岁的庞培并没有这样做；况且，时代也没有这样要求他。

现在在希腊地方，大概只听命於庞培吧！而在罗马，护民官盖比纽斯再度召开了公民大会，讨论接下来的提案。

中东战线的最高负责人卢加拉斯卸任，选出庞培取而代之；同时，庞培可以将他拥有的「绝对指挥权」在必要时期延长，镇压中东一带纷争之源——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的重任全委托於他。

这件事也遭到元老院议员的多数反对，反对的理由也与驱逐海盗时相同；赞成的人这次也是西塞罗和凯撒。然后，在公民大会上，全部共三十五个选区都投了赞成票，一致通过盖比纽斯的提案。在小亚细亚方面，不满卢加拉斯断然实行金融改革的「骑士阶级」（经济界），这次完全倒向公民大会；元老院已经被孤立，同时也无能为力了。





从希腊北行小亚细亚，不从地中海而朝黑海方面行进途中的内陆地区为卡帕杜西亚；它的西邻处，有个地方叫加拉太。

卢加拉斯和庞培在那里碰头了。新旧总司令之间，有转移指挥权杖的必要。年长十岁的卢加拉斯对庞培而言，是苏拉门下的前辈。两人之间以外交形式的辞令互相寒暄，营造了一股友好投合的气氛为开场。卢加拉斯赞赏庞培在驱逐海贼方面的卓越功绩，庞培则称赞卢加拉斯是罗马的公职人员中最早到达里海领域的人。只是，两人很快地就无法自我克制。庞培谴责卢加拉斯的吝啬和贪婪，卢加拉斯也将庞培比喻为横刀夺取已收获的成果。然而，不管双方如何互相谴责，握有权力的人终究是庞培，胜负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了。

庞培问即将解任归国的卢加拉斯是否有举行归国后凯旋式的必要，他愿意从接手的军团兵中，拨出一千六百人让他带回。然而，在港口等待乘船的卢加拉斯眼中，这些人不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老兵，就是一些身受重伤的士兵，再不然就是一些比海盗素质更差，不知服从的乌合之众。年少出头，从不知失败与挫折的庞培，即使在这样的场合，都能如此泰然冷酷。





西元前66年，卢加拉斯回到了睽別七年的罗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凯旋式。凯旋式当天的马尔斯广场上，展示著与潘特斯王、亚美尼亚王作战所掠得的东西和华丽的武器，光是如此，就是一大炫耀了。

凯旋式的开头以载着大鎌的十辆双轮战车为先锋，这当然也是从东方君主处夺取来的。在那之后，是六十个被俘虏的波斯和亚美尼亚高级官员。接着，展现了许许多多捕获的军舰，以牛车承载着。随后是一个高近二公尺，与真人同样大的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的铜像，这是没有捉到他的替代品。其后还有为数众多的战利品，包括国王的所有物，如镶有宝石的盾牌、银制的壺、二十座可置放三十三个金杯的担架等，接着是由八头驴所拉的黄金轿子上，放着五十六个银块和二百七十万金币，这些使得观看凯旋式的市民瞠目结舌。

在战利品之后，士兵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著卢加拉斯指挥权转交给庞培时所剩的军费；另外的标语牌则写著卢加拉斯远征归来纳入罗马国库的战利金金额；还有的标题上面写著卢加拉斯所属的士兵，每个给付九十五狄纳利斯金币。最后，卢加拉斯驾著由四匹白马所拉的战车，作为凯旋式的落幕。当晩，他自费张罗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招待所有的市民。

被庞培下放的元老院，非常高兴地欢迎卢加拉斯回国。他们期待身为苏拉第一门徒的卢加拉斯会为「元老院体制」的维持尽一分心力。事实上，他们开始担忧逐渐往庞培身上集中的权力，互相结成了也称作「元老院派」的党派。当年四十岁的西塞罗和二十九岁的加图，是这个党派中积极的成员。加图这号人物，是大西比奥的政敌马库斯·赫尔奇·加图家族的一员，历史上为了区分两人，就将西元前二世纪的加图称为大加图，前一世纪的加图称为小加图；大、小加图同为狂热的共和政体主义者。

五十岁的卢加拉斯在初期也打算在「元老院派」中积极展开活动，只是他具有认清现状的能力；他明白西塞罗和小加图虽然有思想和言论，但是并非绝对有实行的力量。於是，他逐渐远离了政界。他和长久以来因为是朋友的姊姊（小加图的姊姊）而勉强相处的妻子离了婚；从此以后，即使他在元老院仍有一席之位，也几乎不接触政治活动了。

对国政的关心和享受私生活，已经成为反比的关系。他为了陈列从中东带回来的希腊美术工艺品，在各处建立了壮丽的宅邸；有的在罗马市内，有的在拿坡里近郊海边，甚至还建在义大利内陆苍翠的山野中。

与其后的帝政时代相较下，共和时代罗马人的住宅朴素多了。帝政时代的人塞内加造访大西比奥的別墅，他惊异的讚叹：「即使是贵族、富豪还是大英雄，也难以豪华到这样的程度吧？」这件事十分有名，但据说可以与那栋帝政时代的豪邸匹敌的，也只有卢加拉斯的华宅了；由此看来，卢加拉斯的奢豪情景可见一斑了。在海滨的別墅，他将海水引入，作成了养鱼的池子。





离开政界的卢加拉斯再没有必要延续政治婚姻。随着季节的转移，迁移到合宜的住家。身为优雅的独身贵族，他在浸淫收藏艺术品和图书的同时，也对他人开放观赏。卢加拉斯宅内的图书馆，成为对此有兴趣的罗马人和住在罗马的希腊人聚集的沙龙。

可是，卢加拉斯的名字成为后世所使用的代名词，则是根源于他所实践的美食。即使在现代的西欧，也以「卢加拉斯式」来称呼豪华的美食。

严谨的普鲁塔克以「暴发户之流」等种种恶评来讥讽他，但其实并没有必要这样认为。卢加拉斯的实践美食，即使古今的美食家都望尘莫及，达不到像他这样彻底的程度。

只有这样一位率领过军队的卢加拉斯，才会想到将美食所需的费用予以个別分类；他是以用餐的屋子名称来区別。为了确保材料的新鲜优良，他饲养鱼和鸟，连蔬菜、水果和乳酪，也都由自营的农园所生产。而且，用餐这件事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单纯进食的意义而已；举凡用餐屋子的装潢、用餐时演奏的音乐、朗诵的诗文、餐桌上交谈的话语，加上选定合宜的宾客，这一切种种的调和，才是卢加拉斯所谓的「美食」。

有一次，他独自用餐，仆人以为只有一个人，就是要简单进餐的意思；没想到，对此不满的卢加拉斯把仆人唤来训斥：「连这样的事都搞不懂，真是糟糕啊！今天晩上我要在雷库瑞斯的家里用餐。」

还有一次，西塞罗和庞培认出了行经罗马广场的卢加拉斯。共和政治时代的罗马人有项优点，无论在元老院有多么激烈的辩论，或是政治理念如何的壁垒分明，一旦到了私底下的场合，便又互相推心置腹了。无论如何，西塞罗和庞培都不会对卢加拉斯视而不见。

他们俩互相耳语，一致认为在卢加拉斯家所招待的那种豪华美食，是为了宴客用而特別準备的，他平日的饮食準是简朴无疑。两人走向卢加拉斯，寒暄过后便说道：「今晩到你家去好吗？」接着西塞罗又说：「你可不要为了我们而特別準备什么，只要照你原先自个儿要用的晚餐奉陪也就足够了。」

卢加拉斯起初要他们另择他日前来，但是他们执意不从，不得已只好接受了这次突如其来的造访。只是他希望可以告知随行的奴仆，要在哪个屋子用膳；两人对这点要求马上答应了。卢加拉斯只告诉奴仆：「今晩在阿波罗屋吃晩餐。」西塞罗和庞培都不知道，以阿波罗神为名的屋子中的膳食，是区分阶级別的美食之中最高级的。据说在「阿波罗屋」中的膳食，每一次就需花费五万狄纳利斯，而当时平民的年收入，不过是五千狄纳利斯左右。

当晩，不难想像庞培和西塞罗两人是如何的瞠目结舌了。卢加拉斯这样的挥霍，仿佛是回应了对他们此番意图的不以为意。再次引用普鲁塔克的话：「那样地挥霍无度，不就像是在战争中所掳获的野蛮人吗？」

尽管始终有激烈的政治纷争，共和时代的罗马人仍有轻蔑豪奢的私生活、讚誉质朴刚健的强烈倾向。雷库瑞斯的奢华，虽令众人惊讶，但却得不到尊敬。

然而，对不留恋政界的卢加拉斯而言，他毫不在乎这点。他对私生活的享乐贯彻到底。这样过了十年后，卢加拉斯去世。此刻的罗马，已是庞培和凯撒的时代。

卢加拉斯的葬礼，自始至终都没掀起市民们特殊的情感；也许卢加拉斯唯一一个真挚的愿望——希望葬在长眠於马尔斯广场的苏拉附近，也遥遥无期了；因为没有一个人积极去行动，所以最终无法实现。担任副将期间，表现最优秀的人也去世了。





从卢加拉斯手中接过东方战线指挥权的庞培，当时有十个军团六万余的陆上战力，二百七十艘军舰组成的海军，此为卢加拉斯所支配战力的二倍；然而，这二倍的意义相当大。

卢加拉斯在对付拥有十倍战力的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和亚美尼亚王迪古拉内斯时，其精采程度连亚历山大大帝都相形见绌，压倒了东方君主。以三万六千兵力决定东征的亚历山大大帝和以二万六千兵力闯入义大利的汉尼拔，也使用同样的战略。想要以少数战力击败具有实力召集大军的敌人，第一步就是要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胜利，留予人深刻的印象，借此削弱敌人号召大军的能力。

只是，无论再高明的战略天才，战力小的军队也有缺点。太过注重战斗的优先，而忽略了外交层面，会得不偿失。总之，没有余力达到不战而胜的境界。再怎么说，这股无形的压力，还是来自於「量」的问题。

如果这回庞培能和上回在驱逐海盗时一样，握有二十个军团及财政上比拟专制君主的权力，这对充其量只能召集十万大军的东方君主而言，绝对可以形成一股无形的压力。只是，这回他所分配到的只有十个军团，不过仍是比卢加拉斯当时多了一倍，可以行使的战略幅度也比较大。而庞培也的确将他的才能发挥在灵活运用这个算不上压倒性优势，但也不算贫弱的「幅度」上。





拥有优秀能力的人，往往能守住上一阶段的功绩，而著手解决迫在眉睫的事情。

庞培在为期不到三个月的海盗驱逐战役中，捕获了海盗将近二万人，他的宽恕之心可由以下的事实看出：一般人会将他们卖给奴隸市场，但是庞培深知这些海盗中的大多数人，是由于在东方的纷争中失去了家园和一切，不得已才投身於海盗业的。

庞培让这些人获得自由；不仅如此，还赐与他们土地。当时的小亚细亚并不像西班牙和法国般有许多未开发之地，而是已经有许多城市和村落；只是由于诸王的抗争而遭摧残、烧毁，没落为无人城镇。庞培将原先的海盗移往这些村镇居住，他唯一顾虑的是尽量选择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因为海岸区的都市住着希腊血统的居民，如果太靠近的话，只会引来原住民的反弹。因为原先的海盗迁入而再兴的城镇中，有一个改名为「庞贝奥波里」（庞培之城）。





给与海盗们维生之计以后不久，西元前66年的夏天，将满四十岁的庞培正式揭开了东方战役的序幕，历史上称为「第三次米斯里达兹战役」。

首先，庞培为了攻打又东山再起的米斯里达兹，北上小亚细亚，朝向黑海沿岸的潘特斯王国。没料想到庞培会如此快速展开攻势的米斯里达兹，匆促编成三万三千名潘特斯军，但轻易地被击溃了。老奸巨猾的米斯里达兹想用对付卢加拉斯的成功战略，来对付庞培；他向东方逃逸，一味地行经险峻的山岳地带，以期使罗马士兵疲惫，受士兵所推举的司令官折返西方。但是庞培并没上当。追讨之行不继续深入，反而在另一方面展开了外交战略。

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被罗马军一败再败而又能东山再起，固然是由于米斯里达兹本身的才能优异，但还是因为确立了与亚美尼亚王的共战体制。

卢加拉斯也感觉有必要切除帕提亚与亚美尼亚的同盟关系，而要实现此事，除非亚美尼亚王国内起了纷争、或者与亚美尼亚交界的东方帕提亚王国有所动乱，陷入纷争，但他也知道没有这些机会进行破坏。

实际上，卢加拉斯在进攻至卡斯比海时，对帕提亚王提出了结盟的要求。

即使拥有多次精湛的胜利，卢加拉斯手上三万员左右的战力，仍动摇不了帕提亚王。如果在现代的话，像这种敌我阵亡比例为十万比五的前所未见战果，大概很快就会成为卫星新闻传达到帕提亚王的王宫内；但在古代，非亲眼所见的事，所造成的冲击不得不大打折扣。因此，庞培率领超出卢加拉斯两倍的战力前来交涉，原因是在同一时期，米斯里达兹也对帕提亚提出结盟的要求。

庞培对帕提亚王提案的结盟内容与从前卢加拉斯所提的相同，以下是确立的部分。


一、罗马公民和元老院承认帕提亚王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领土的正统性。




二、帕提亚和罗马两国霸权的国境以幼发拉底河为界。







东方的大国帕提亚王国，也称作佩鲁西亚，一向对潘特斯王欲向西方扩张势力，执意挑战罗马的行为不甚关心。只是，自从潘特斯和帕提亚的西邻国亚美尼亚成为共战体制后，帕提亚渐渐地再也不能不关心了。帕提亚对米斯里达兹的动静开始投以怀疑的眼神。无论如何，现在的米斯里达兹想要将帕提亚纳入反罗马的共战体制内。

如果帕提亚、亚美尼亚和潘特斯王所谓的三强团结一致，对罗马而言，大概就不能再喊出地中海是「我们的海」的话了；只是中东地区结盟一事，即使到现代都还没发生过。西欧地区的同盟是结合弱国对抗强国，而东方则是结合强国来打倒弱国。

帕提亚王已经舍弃了无法彻底防卫的米斯里达兹，选择与攻势确立的罗马结为同盟。然而，对于以幼发拉底河为两国霸权交界一事，往后却招来祸端，这是当初谁也始料未及的。

帕提亚倒向罗马后，邻国的亚美尼亚不得不被动摇。深怀危机感的一个王子，背叛了父王迪古拉内斯；王子不仅背叛，还得到庞培的许可遣送使节，背弃与潘特斯王的同盟，要求与罗马结盟。

亚美尼亚王迪古拉内斯陷入绝地。他明白潘特斯王对罗马执拗的反抗，与其说是出于对抗霸权以确保国家的自由与独立，不如说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潘特斯与亚美尼亚当初结盟时，言明潘特斯向西，亚美尼亚向南方叙利亚扩张势力。只是，亚美尼亚王并无意也无义气在本国国内发生骚动时，仍然遵守同盟的约定。

亚美尼亚王迪古拉内斯为了得到庞培的许可，达成谈和与缔结同盟，他亲自宣告要访问罗马的将军。同时，不待庞培方面回信的到达，便在国中发出布告，只要谁能逮捕或杀死米斯里达兹，就给予高额的奖金。

与庞培二度交战皆落败的米斯里达兹，本想依赖亚美尼亚王逃至他的领土内，现在也行不通了。从前亡命的时候，卢加拉斯请求引渡米斯里达兹，亚美尼亚王会毫不迟疑地回绝。但这次不同了，无法逃至亚美尼亚和帕提亚的米斯里达兹，拖著六十六岁的身子，仅剩忠贞的臣子守护，逃至寇卡萨斯山脉的山里面。他不能再出现於黑海沿岸，因为庞培的罗马舰队，对黑海全域进行监视。

庞培获得军事和外交双边作战的全胜，帕提亚王不过是游戏时手中的一张使唤牌，而亚美尼亚王的访问之行则是这场胜利的一个形式。

到了这时，庞培也开始冠上苏拉当年赠予，但在苏拉生前因为顾忌而一直不敢使用的「大帝」的尊称。而除了不再需要顾忌任何人，庞培的言行甚至开始模仿起唯一配得上这个尊号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接见亚美尼亚王的情景，简直就像是亚历山大大帝当年接见战败国国王一样。

戴着东方君主特有的一丈高帽子，上面还戴着王冠的亚美尼亚王，出现在罗马军的阵营时，在入口处被警卫要求下马，交出所携带的黄金铸剑。然后，站在阵营正中央等候，再走向身著红斗篷军装的庞培。亚美尼亚王来到庞培面前，依照东方战败者的习俗，在罗马将军面前跪下；接着，为了证明完全服从，取下头戴的王冠，将它献给庞培。

四十岁的战将，握着下跪国王的手，俯身微笑扶他站立，然后一面将王冠还给他，一面说道：「我接受你的求和。」

亚美尼亚王理所当然得全盘接受谈和的条件。


一、以赔偿金为名支付六千泰连给罗马国库。




二、付给庞培旗下的士兵每人五十狄纳利斯。




三、目前为止亚美尼亚军所征服的地方，包括希腊、卡帕杜西亚、腓尼基、叙利亚的一部分和幼发拉底河东岸的苏非内地区归还原主，正式放弃其领土权。




四、往后亚美尼亚王国恢复与罗马友好同盟国的关系。背叛父亲的亚美尼亚王子，经由庞培赠与了从父亲手中得到的战利品。



庞培恢复了被米斯里达兹和迪古拉内斯联军所逐出的卡帕杜西亚王的王位，也并未再追逐往北方逃逸的米斯里达兹。他认为米斯里达兹已不成气候，於是取而代之，将自己军队的前进路线朝向东方和南方。

他自己率领三分之二的军队，首先前进至幼发拉底河的西岸，宣示到此为止是罗马霸权所及之处，进行示威游行，但同时也谨守和帕提亚的协定，没有渡过幼发拉底河。虽然没有越过河川，但紧靠滔滔的河岸边筑起阵营，在那儿渡过冬季，此时为西元前66年至前65年。另一方面，庞培分別派往南方的部队进入了叙利亚，此处曾受亚美尼亚王的侵略而十分混乱。部队被要求在那里对帕提亚举行示威以等待庞培到来。当然，不只是等待而已。叙利亚的塞流卡斯王朝已无实权，徒存其名，成为无政府状态；所以他们一面等待，一面进行军事争霸。

米斯里达兹在苏拉死后就任意摆布罗马的将军，这次却轮到他被人摆布。六十七岁的东方君主，在四十一岁的庞培所设计的心理作战中完完全全被掌握着。

庞培虽然不惜抛售各地收藏的一切财宝，甚至动员奴隸重新组成三万六千名士兵的军队，他视线却连瞧也不瞧向北方。米斯里达兹对这样的庞培提出了谈和的请求，条件是承认罗马的霸权，甘愿居於同盟国的地位，并且支付赔偿金。庞培回信答道，要求米斯里达兹本身的服从。这对横跨半世纪反抗罗马，自诩为古希腊君主的他，简直是严重伤及他的荣誉。所以他一直未派遣使者回覆庞培。

他再度号召与帕提亚王的共同战线计画却无功而返，绝望的米斯里达兹跑到亡命目的地的寇卡萨斯处，号召黑海沿岸一带部落的西征。他主张以手上握有的三万六千名军队为主力，率领这个军队通过色雷斯、马其顿、旁诺尼亚前进西方，怂恿住在多瑙河附近的克尔特人，一同穿越阿尔卑斯山反攻义大利。可是，已经没有人会再相信一个年老孤立男人的幻想了。不但如此，米斯里达兹的一个儿子法尔那西斯，还公开背叛了父亲。沦落到这个地步的米斯里达兹，因为怀疑其他四个儿子也想加害自己，所以把他们都杀了。而今在寇卡萨斯山脉无法动弹的他，再也无法杀害黑海沿岸的人；而且，潘特斯王国的高官们，这次更是明明白白的拋弃了他们的国王。王子法尔那西斯派遣使者向庞培，表明潘特斯王国的服从之意，并对罗马请愿，希望他们能够接受。





看到这些事情的庞培，开始倾全军前往叙利亚。经由安提阿进入大马士革城的他，滴血未流便让徒具虚名的塞流卡斯王朝从历史上消失；继承亚历山大大帝遗产的国家——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渐渐不存在了。此后，叙利亚成为罗马的属省，罗马派遣总督驻守於大马士革。

这就是罗马支配属省的方式，虽然强迫国王这类最上位者退位，却不毁坏支持王者的主要阶级。不过，虽不摧毁，但是替换。庞培将这群叙利亚的上流阶层的主要成员，全都换成一批年轻的人。这就是能滴血未流，结束一个持续了二百五十年王国的原因。

中东地区全然没有未开发之地，为都市文明的开化地带；因此，庞培以都市单位来重建秩序。叙利亚王国的主要都市，由北向南为安提阿、色列维其亚、成为巴布尔语源的比布鲁斯、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五个都市。每个都市拥有一半独立的内政系统，其上由罗马派遣的叙利亚总督构成支配体制；境内的纷争，才是招致外国势力侵略的最大原因。

庞培又攻击了住在这些地区和幼发拉底河中间地带的贝都因族，攻破之后又与他们结为同盟关系。原因是与帕提亚王国之间，有必要设立一个缓冲地带。





在大马士革，犹太的有力人士去拜访以罗马霸权从事於再造中东、重建秩序的庞培；由于犹太地区长年处於内乱状态，而依赖罗马的调停。庞培命令他们重新评估政教合一的统治系统。但是，这遭到忠于犹太教人们的反弹，罗马军下一个进攻目标成为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城市虽然很快就开城投降，但为了制服那些挤满神殿地区抵抗的人，也必须展开三个月的攻防战。全部的城池陷落后，庞培一个人走进神殿中。因为希腊、罗马崇尚多神教，庞培的信仰也是如此，所以他决定甚至不带武器进入。在希腊、罗马的神殿里，参拜人进入神殿内的圣坛向神祷告，请求救赎。因此，当进入内部的庞培走到神殿内的圣坛时，非常惊讶於为何这里不像希腊、罗马的神殿般，居然没有神的雕像，甚至什么都没有！正因为太惊讶了，以至於他什么都没做就出来了。

然而，犹太人神殿内的圣坛，一年仅允许一次，而且是最高祭司长一人入内而已；庞培这种天真的行为，不仅是对神的亵渎而已，还成为多神教的罗马人与一神教的犹太人文化摩擦的滥觞。此后的犹太，由叙利亚的总督统治，成为罗马的半属省。

最后，庞培又更深入南下，以帕杜拉为中心充分发挥势力，但没必要进攻至帕提亚人的领土内；因为帕提亚人与印度的贸易繁盛，所以提出树立友好关系的请求。就这样，深受地中海洗礼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包括西弗洛斯岛，获得罗马霸权的许可统合为一。

经由庞培的许可，运来因孤立绝望而自尽的米斯里速兹遗体，运送之人为米斯里达兹的儿子法尔那西斯。

庞培和法尔那西斯讲和，并将他安置于潘特斯王国以东靠近黑海东岸地区为王，旧潘特斯王国领域则成为罗马的属省。至此，半世纪以来由于米斯里达兹而带给罗马人困扰的小亚细亚地方，已经完全平定。

庞培下令将法尔那西斯运来的遗体葬於历代潘特斯王的陵寝，并且切实实行。这个不断执拗抵抗罗马的男子，他的一生共活了六十八岁。

万念俱灰而服毒自尽的潘特斯王据说留有手稿，在其死后约二十年才开始执笔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斯，以名人演说及书信为名，将他的手稿收录在自己的著作《历史》中。全文虽略嫌冗长，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罗马的对手是如何看待罗马人的帝国主义路线。之后则是一篇罗马人自己如何看待罗马帝国主义的书信；除了原告的说词，我们当然也得听听被告的意见。


「米斯里达兹向帕提亚王阿尔萨凯斯捎个问候。所有的为政者为了确保和平，经常必须接受结盟的要求。但这同盟是否公正、确实，将影响到日后是受人称颂还是落得不名誉的下场。假如你正享有永久的和平，没有邪恶的敌人包围，或是敌人虽然邪恶，但全可以轻易击退的话，那么打败罗马人对你大概也不算什么名誉。如果是这样，我也不会向你提出联手对付他们的结盟要求，也不至於极力以你的幸运来弥补我的不幸了吧！然而，现状并非如此。目前的情形只要见了亚美尼亚王迪古拉内斯的例子就可明白；另外，我的惨状也是证明，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同盟对我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你的强盛，无论任何条件迪古拉内斯都会答应结盟的。我的命运虽然夺走我许多的财宝，但却有与罗马人交锋的经验；因此，我自信能对你提出有益的建言。我已经不再强盛了，但我确信可以给你有益的例证与建言，帮助你决定你的国家前进的方向。




事实上，罗马人从古时候起，就是以与他国作战为唯一目的的民族，对财富和领土有著无穷的强烈欲望。他们一开始便以马其顿王菲力普为目标，尽管双方曾经共同对付朱古达的威胁而结有同盟关系。然后又在菲力普遭受攻击时，向有意提供援助的叙利亚王安提欧寇斯承诺，以不侵犯他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为条件，成功离间马其顿与叙利亚。




可是，菲力普才一败北，这次就换安提欧寇斯被攻击；他也不幸落败，被夺取了达维洛斯山脉以北的小亚细亚领土和二万泰连的钱财。




接着是菲力普之子佩鲁修斯。虽然在数次的作战中马其顿处於有利的地位，但结果还是败北，尽管在萨模特拉凯岛上谈和，但等候佩鲁修斯的却是死亡。罗马人长久以来的特色就是狡猾和不老实的诈欺。谈和的条文中虽然确保佩鲁修斯的生命，但是罗马人却使这位马其顿王朝最后的君王因失眠症而死去。




罗马人在长久的岁月中一直宣称与婆高蒙王的友好关系。但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就将婆高蒙王当成手中的棋子，接着要他当从安提欧寇斯手上掠夺领土的看守人。讬他们之福，婆高蒙王的下场变得比奴隸更悲惨。最后甚至连捏造遗书这种人神共愤的行为都做得出来，将婆高蒙王国变为属省。在世的皇子为此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想到就被带到罗马去了。罗马人就这样将魔掌伸入亚洲地区。




最近也有俾斯尼亚王国的例子。国王尼可梅德斯死后，也有这样的遗言主张领土让渡给罗马，成为属省；尽管他已有个庶出的王子健在。现在，话说回我自己身上。我的王国并没有直接与他们霸权所及的领域接壤。尽管如此，他们知道我拥有许多的财富，也不对任何人服从，所以就利用尼可梅德斯对我挑起战端。




我明白他们的狡猾，所以就打击他们的前锋，流放尼可梅德斯、解放小亚细亚，接着包括希腊，彻底解除对罗马人的服从。但是我的臣子阿尔凯奥拉斯和军队的背叛，阻止了我理想的实现。




罗马人因为内战而找我谈和，而我知道罗马并不是真心希望能树立友好关系，所以我準备妥当，对他们宣战。陆地上击败总督奥雷留斯·寇达，海上则成功击溃罗马海军。然而我军得不到邻近诸国的粮食支援，也因为恶劣的天气无法自黑海运送。不得已而后退的军队，却又遭逢大雾而沉船，损失了许多优秀的士兵。




之后我不死心，重新编组军队，我和卢加拉斯之间展开了数回合的战斗。他得到卡帕杜西亚王的军粮补给，我这方面则领土荒芜，没有军粮补给的管道。不得已，我只能逃向亚美尼亚。罗马人并没有继续追赶我，而以他们惯有的方式攻击。也就是将周遭一带捣毁，迫使我无法召募兵力。如今，更以亚美尼亚王轻率的行动（与庞培缔结合约）当作自己的胜利骄傲不已。




我强烈地希望你能站在我们败者的立场，充分地考量。为什么呢？如今有哪一个君王能比你更有力量去结束对罗马的战争呢？




我知道你拥有许多的军队、武器和资金。我是为此和你缔结同盟，但他们接近你，纯粹是要掠夺你的一切。




你知道吗？罗马人将目光朝向我们东方，那是因为西方有大海阻扰他们的进攻的缘故。而房子、妻子和耕地，罗马人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周边的居民强夺而来的。




他们从前也是难民，没有国家也没有家人，不过是流离失所者的集团而已。他们的国家建立于周遭人民的牺牲之上；自朋友和同盟者身上强取豪夺，并使他们毁灭，不管是任何的法律、任何人类的伦理、任何的神明都不能饶恕这样的行为。他们那充满邪恶的眼睛，只要见到其他的民族，就一律将它们变为奴隸，这是不容许饶恕的。




但是人类之中，盼望自由的人少，盼望有公正主人的人多，我们东方的君主，关于这点常被臣子投以怀疑的眼光，不是被质疑违反国民的利益，就是被认为是为了复仇。




你拥有亚洲最大的都市贝鲁特，它无限的富裕丰饶鼎鼎有名，而这所有财富的所有者便是你。罗马人这回是欺侮，下一次便是於战争之外觊觎什么吧！




罗马人的剑指向所有的人民，他们对于掠夺品最多的民族，也就最勇敢作战。反覆地作战和欺诈之间，他们建立了帝国。他们的这种精神，是要将其他民族全部摧毁，或者也摧毁自己……。




话说回来，并不是没有希望去阻止他们的脚步。如果你能从美索不达米亚，而我从亚美尼亚将罗马军包围的话就行了，这样可以使他们无法获得兵粮的支援。目前为止还无法实现这点，是因为他们运输顺利，而我们却持续犯错的缘故。




如果你接受我的请求，拿出行动帮助我们东方的君主，身为一个剷除全人类的盗贼的英雄，一定能名垂青史吧！




我深切期盼你能帮忙，并由衷地奉劝你，希望我和其他君主的毁灭不要成为你往后的翻版。我们宁可全员携手合作对抗他们，来成为胜利者吧！」



如前所述，米斯里达兹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接下来，我介绍罗马方面的见证，而这不是针对米斯里达兹的反论，这是哲学家兼律师兼政治家的西塞罗，在前往希腊赴任属省总督时，写给他弟弟信中的一部分。这并不能说是单纯的个人见解，以当时西塞罗所拥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可认为是罗马这方十分卓越的意见。

西塞罗於西元前62年前往希腊上任。庞培平定整个东方，也仅是西元前63年（一年前）的事；换句话说，西塞罗是前往平定不久的东方赴任。


「亚洲（对罗马人而言，指小亚细亚和中东一带）对我们罗马而言，是将他们从无止境的对外战争和国内的纷乱状态解救出来的事实，我们一定得正视它。所以，亚洲人所拥有的一部分财富，奉献作为维持罗马霸权体制所需的费用也不须叫苦连天。为什么呢？这种奉献，是为了维持这地方永久和平所必要的经费。」







根据庞培於西元前61年在罗马举行的凯旋式上所揭示的标语牌，它在西元前66年到前63年的三年间完成下列这些事。


一、罗马的霸权建立于黑海到卡斯比海，以至红海的所有范围。




二、有一千二百万人口在罗马霸权的统治之下。




三、罗马的霸权建立了一千五百三十八个城市。




四、罗马的国库收入比从前倍增，庞培自身也将战利金二亿塞斯泰契斯纳入国库。




五、庞培属下的士兵，全员分配到了共计二千九百万塞斯泰契斯的报酬金。




六、与埃及、帕提亚及亚美尼亚王国谈和，建立了罗马属省国境的安全。



这些绝不是胜利者的夸张之词。四十三岁的庞培冠有「大帝」的尊称，这回更成就了前所未有的伟业。在西元前60年代的当时，全地中海世界最有名的罗马人，不，也包括其他民族之中最有名的人物，毫无疑问的就是庞培。

庞培自己也愈来愈介意这个称号。平定东方返回罗马途中，他前往杜斯岛，并专程去探视臥病在床的知名哲学家波西杜尼奥斯，这是在仿效亚历山大大帝对哲学家迪欧盖内斯的敬意拜访。

西元前一世纪所有受地中海洗礼的区域，不是成为罗马的属省就是同盟国。这时期里，实际上地中海已经成为罗马的「内海」了。





熟知希腊至文艺复兴历史，代表作为《义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的雅克布·布尔克哈特，在一本题为《世界史的考察》书中，有以下的一段话。


「历史有时会突然凝聚在一个人身上，之后世界便倾向以这个人所指示的方向前进。在这类伟大的个人身上，普遍与特殊、停驻与跃动浓缩成一个人格，他们体现了国家、宗教、文化以及社会危机。（中略）




遇到危机时，既成的与新的事物交织合而为一，在伟大的个人心中达到极致。这些伟人的存在乃是世界史的一个谜。」



西元前63年平定东方的庞培，当时还不到四十三岁。在年龄上，也可能造成往后充分的期待。况且，庞培拥有的不只是壮年的体力，他有许许多多的能力，无论是政治力量，军事力量还是大众的支持。

布尔克哈特所说的「一个大人物」、「伟大的个人」，在当时的罗马人之中，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人，或至少就已经浮在台面上的人选来说，只有他一人。而以当时罗马的国家体质来说，仍有需要克服汉尼拔所预言的「内疾」，他们仍处在一个混沌期。

因此，「伟大的庞培」并没有成为布尔克哈特所说的「大人物」。罗马史上「伟大的个人」不是庞培，而是另有其人。






西元前63年的地中海世界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书中的地名、人名、官职名称及其他的称呼并不统一，对于这一点我想提出一些辩解。

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好像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即使如此，我还是必须说明不得不如此的来龙去脉。

第一是，古罗马的地名很多都是以现代不使用的义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或是英文记之。

如果某个城市在古罗马非常有名，但是现在只剩下遗蹟，那么我就忠实地以古代的称呼，以拉丁文写下，这样的例子并不多。大多数的地方在二千年后的现在依然存在。

假设我在书中还是忠实地以古代的地名称呼，例如将马赛称为马西利亚、拿坡里称为拿波利司、布林迪西称为布鲁迪西姆、米兰称为梅迪欧拉奴斯、伦敦称为伦迪尼姆、巴黎称为路特提亚等等，会有什么情形发生呢？如果我们到现在的罗马，以拉丁文告诉计程车司机说：「请到佛诺·罗马诺（罗马广场）」，除非刚好遇到非常有教养的司机会说拉丁文，否则他一定会像是碰到外星人一样，非常讶异地盯着你看。因此，只有一些现存的都市我才以拉丁文称之。相对地，一些人名、官职名我则是以原文希腊文或是拉丁文忠实地记录之；只是在拉丁文方面还会有发音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世纪多以来，日本多以德文式的发音称呼这些人名、官职名，而我却以这样的方式记录，究竟是否妥当？日本的拉丁文教科书中没有解释为什么以德文式的发音较为恰当，我并不是拉丁文专家，但是据推测可能是日本学者在做罗马研究时，多是从德文开始；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古代德国正好是在罗马帝国的边境，有些发音可能因此留到现在；再加上盛行研究古代罗马的正是德国及英国。

但是在古罗马世界中心——义大利的拉丁文发音并不是德文式发音，理由如下：

由于当时没有录音带，因此古代罗马人也不清楚自己的语言拉丁文究竟如何发音才正确，义大利的拉丁文学者是根据在一些墙上的涂鸦来推测。

在庞贝城墙上的涂鸦大多是一些教育水準较差的平民所写，因此他们所写下的多是口语，而非文章；如果由墙上的涂鸦来推断发音，我想应该是义大利文式的发音较为妥当，而非德文式发音。

第二个理由是，从古罗马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组织只有基督教会，而基督教会所使用的拉丁文正是义大利文式的发音，圣歌、布道等等皆如此；凡是使用拉丁文的场合，一律都是以义大利文式发音。

第三个理由在于语言的韵律。

凡是曾经朗读过古罗马拉丁文章的人都会同意这个理由吧！

感性动人的加图抒情诗、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的叙事诗、普劳塔斯（Titus Maccius Plautus）的喜剧、西塞罗的辩论、凯撒的文章等等。

这些文章如果以德文式发音朗读的话，则完全失去韵律、节奏感，失去了朗读时的那种快感。

我顺便将几个德文式发音及义大利文式发音列记如下。

维吉尔——维吉尔

西塞罗——西杰罗

凯撒——凯撒鲁

马格纳·格雷奇亚——马列·格雷契亚

普罗文基亚——普罗文奇亚

坎托利亚——虔托利亚

姆尼基毕亚——姆尼奇毕亚

西比奥——司庇欧

如果我们只举出上列这些单字来看，发音不同并不算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文章是一个个单字串连而成，必须留意到文章的节奏，这点就不能忽视了，更何况当时的拉丁文十分普及。

即使如此，我也不能否定德文式发音，由于它已经在日本成为固定的说法，因此我只好遵循德文式发音。

我并不是在写学术论文，同时我希望大多数读者可以轻易地阅读这本书，因此我才以当时尚未出现的义大利文、法文或西班牙文记录书中的地名；同样的，在发音方面，我也希望以读者容易理解的德文式发音记录，如果是有些读者很少听到的名词，我则以义大利文式发音或是天主教会式发音写下，往后的几本书我也会比照这个方式。

或许会显得杂乱无章吧！但是如果考虑到文章的韵律、流畅以及拉丁文是西欧语系的发源这两点的话，我则认为应该传达正确的发音才是。

再者，对于非学者的我而言，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让不同文化领域的人了解西欧文明的一大重点——罗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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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时代






﹝卢比孔之前﹞



[日]塩野七生



しおの ななみ

李曼榕/李璧年 译



三 民 书 局







作者简介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序言



当我住在佛罗伦斯那段时间，认识一位在佛罗伦斯警界担任调查课课长的朋友，不同于一般义大利人对公众事务的冷漠，他是一位名副其实公仆型的人物。在他与吗啡及绑匪数度周旋、转换若干工作地点之后，目前他在北义大利中型都市帕多（Padova）的警察署担任署长一职。

以下这件事发生在他还任职於佛罗伦斯警察署时，他到我家来，盯着我的书架说：「我想知道有关凯撒的事，能不能在这些书本中借一本给我？」於是我选了厚度足足有五公分，由研究近、现代罗马史最受肯定的杰洛姆·卡尔寇比诺所著的《凯撒传》借给他。

大约一个月后当他归还此书时，我请他谈谈读后感想。他没有告知读后心得，他对我说：


「假如我和凯撒身处同一时代，我真想和他见一面。」




「真的碰面的话，你会跟他谈什么呢？」




「我会拜托他让我在他麾下担任一名百夫长吧！」



孟德斯鸠


「世人认为凯撒是个受幸运之神眷顾的人，而这位非凡的人物虽然拥有许多优秀的特质，但并非毫无缺点，他甚至也曾有过不道德的行为。




尽管如此，不论率领何种军队，他都是胜利者；不论生于任何国度，他都将成为领导者。」



小林秀雄


「我并不清楚修西狄底斯笔下的政治史架构如何，但在《英雄传》中描写的诸位英雄皆为政治家。当然这并非作者普鲁塔克（Plutarch）以现代的眼光，将他们视为具有政治家性格的缘故，普鲁塔克只是具体反映当时的社会实况，也就是具有道德意识、精力充沛而且勇於行动的人皆不得不为政治家。……




政治非职业也非技术，而是一种处於极度紧绷的生活方式。因此，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充分展现各人全面性的生活经验。……




像参与政治、政治冷感等繁杂不清的字眼，对身处於《英雄传》时代而且具教养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词汇。如果能重新思考这一点，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义大利的普通高中所使用的教科书


「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下列五项特质：




知性、说服力、肉体方面的耐力、自制力以及坚强的意志力。具备以上各项特质的唯有凯撒。」



箫伯纳


「即使是能够深切刻划人性弱点的莎士比亚，也无法了解如凯撒这等人物的伟大。




《李尔王》固然是部杰作，而《凯撒大帝》却是失败之作。」



朱利斯·凯撒


「决定一篇文章的是所选用的词汇，正如同船只应该避开暗礁般，绝不可使用日常生活中不用的词汇，以及只在朋友间使用的措词。」






第一章





幼年期 Infantia




西元前100年~前94年




（凯撒诞生~六岁）







共和政治时代的罗马







生于何处长于何处



站在横亘於罗马广场南方的帕拉提诺丘陵上，它已被建筑物掩盖而无法确切追寻其遗迹；但在历经至少二千年后的今天，仍可约略看出当时罗马七座丘陵的位置。

如果以古罗马心脏地带的罗马广场为中心，西侧为卡匹杜里诺丘陵，而由北向东依序为奇里纳雷、维密纳雷、艾斯奎里诺、却里欧等四个丘陵，帕拉提诺丘陵南隔大竞技场与阿凡提诺丘陵相望，上述丘陵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罗马的七丘陵」。环绕这七座丘陵的城墙，是由西元前六世纪中第六任国王塞尔维斯·图利乌斯所兴建，「塞尔维斯城墙」在凯撒的时代依然完好矗立。「塞尔维斯城墙」的内侧被罗马人视为首都区。

罗马的七座山丘中最高的也不过海拔五十公尺，而最高的卡匹杜里诺丘陵，丘顶的面积较其他六座山丘狭小，建国之初即为众神居住之地。因为众神的恩惠，人们得以居住於其他六座山丘。

严格说来，罗马的七座山丘并非各自独立耸峙，丘底的山谷也无狭隘险峻之感，正因为低矮的丘陵彼此相连，人们很自然地会将地势高处作为住宅用地，而地势低处则用作排水的公共区域。因此低地区如罗马广场四周建有大竞技场；台伯河岸则有码头及市场。罗马人为多神教信仰，拥有为数众多的神殿，因此卡匹杜里诺丘陵无法完全容纳这些神殿。较之希腊人将供奉众神的神殿筑於高处，罗马人则将它视为公共建筑物的一种，理所当然地将神殿筑於低地。但毕竟是供奉众神的地方，还是得登上约二十级楼梯的高度才能进入神殿。

就整体而言，罗马的市中心除卡匹杜里诺丘陵外，地势高处多为私人用地，而地势低处则为公共用地；在六座丘陵当中，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即是罗马建国者罗慕路斯（Romulus）最初居住的帕拉提诺丘陵。

帕拉提诺丘陵的面积为十公顷，而且即使在丘陵高处，水源依然便利。如果前往位于市区中央的罗马广场，只需自缓坡下行即可到达。另一方面，高地只限於紧邻台伯河四周，渡过台伯河后，西风吹拂，十分怡人，这一点对夏天比冬天更需要费心考虑住家地点的罗马人而言，帕拉提诺丘陵可称得上是无可取代的福地洞天。即使在现代，在阳光无情的照射下，探访罗马广场的遗迹后登上帕拉提诺丘陵，你将惊讶於同样身处罗马，竟会有如此清爽的绿意环绕於四周，仿佛是与低洼处的喧嚷迥然不同的另一片天地。由于开国始祖罗慕路斯定居於帕拉提诺丘陵的缘故，於是首任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也将他的宅邸兴建于此；接下来的历任皇帝便将宫殿兴筑於此地，但理由绝对不仅止于此。当皇帝不存在的共和时代，有权势且富裕的罗马人，他们的豪宅连緜不断地矗立于帕拉提诺丘陵上。

罗马史上极负盛名的华雷利乌斯、西比奥、克劳狄斯、法比乌斯、柯尔涅留斯、艾米里斯等名门贵族，无一不是代代将宅邸兴建于帕拉提诺丘陵。像格拉古（Gracchus）这类平民中的贵族，住宅自然也位于此地；堪称罗马首富的资本家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当然也是帕拉提诺的一份子；而自外地到罗马发展后，以律师成名的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不惜借贷也要在帕拉提诺丘陵上购置宅邸。






现代的罗马街道与古罗马城墙重合图




其实不只帕拉提诺，凡丘陵地势高处皆为高级住宅区，关于这一点，只要想想罗马的气候就会恍然大悟。在马尔格地方拥有广大领地的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他在罗马的住所即位于却里欧丘陵；现在义大利总统的官邸位于奇里纳雷丘陵，原本是中世纪时改建自昔日罗马贵族豪宅的罗马教皇宫殿，在当年义大利统一时由政府一并接收。

那么，一般平民又居於何处呢？

他们将房舍栉比鳞次地筑於坡度低缓的丘陵底部，这些平民的住所分布於罗马七个丘陵底部的各个角落。即使是众神居住的卡匹杜里诺丘陵，底部也充斥著平民的房舍。总之，他们的房舍密集地从这个丘陵下方深入低地，再緜延至另一个丘陵下方。

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平民大规模集中居住的地区，这类地区中离市中心最近、几乎与罗马广场相连的地带驰名已久，被称作「苏布拉」（Subura）。





居住丘陵上方高级住宅区的人，在鸟儿婉转的啼声中展开一天的生活；而苏布拉的平民，在日出而作的工匠们自作坊传出的声响中醒来；接着，贩售日用品的商家也开门準备营业。来自丘陵上方的豪宅、为购物而下山的奴隸们，也在商店进出的顾客之列，因而穿梭於狭小街道间的人潮，与太阳的高升成正比。除了商店外，工匠的作坊也面对街道，因而苏布拉大概是罗马分贝最高的地区。正因为在平民区的街道，不论是替人拔牙、理发或贩售气味古怪的东方香料，凡是在街头营业的生意人，都无须担心会被有钱人家的佣人驱赶，能够心无旁骛地做生意。不知以什么作为正业的人，在这里也不会遭受他人奇异的眼光。从坏的方面看来或许是很奇怪，而从好的方面看来，苏布拉却是充满活力的地区。

奥古斯都皇帝下令兴建的「集会广场」（Forum），如今只残留遗迹，集会广场后方依稀可见高大相连的石壁。因为苏布拉经常发生火警，这个石壁乃是为了防止火势向外延烧而兴建。苏布拉在二千年后的现代依然是平民地区；位于西班牙广场附近的餐厅，如果套餐需要花费七万里拉，在昔日的苏布拉，也就是今天的加富尔大道附近的餐厅，则只需花费二万里拉就够了。

朱利斯·凯撒诞生于苏布拉，在他三十七岁当选为最高神祇官而移居罗马广场的官邸之前，一直住在苏布拉。




环境



罗马共和时代凡担任国家要职者，都可以从前几代的家族历史中窥见端倪。祖父与父亲均任执政官的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及格拉古兄弟自不在话下，克拉苏及庞培的父亲均为执政官。他们出身世代皆拥有元老院席次的名门，可归类为元老院阶级。无法追溯出身门第者，如出身地方却因领军成功而七度当选执政官的马留斯（Marius）,以及马留斯的同乡西塞罗，他以律师扬名开创新局。这类自创新门第者被称作「新进者」。

谈到这类无法追溯门第的人，就非得提到苏拉（Sulla）不可。但苏拉并非所谓的「新进者」，他的家族与柯尔涅留斯、西比奥等名门中的贵族有关，只不过在他活跃政坛之前，苏拉这个家族从来未曾出现在罗马历史中，应该算是没落的贵族吧！

朱利斯·凯撒不属于上述三类出身中的任何一种。

朱利斯家族与柯尔涅留斯、法比乌斯、克劳狄斯等家族同属于历史悠久的名门贵族。罗马建国者罗慕路斯的母亲是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国王的女儿，而阿尔巴隆加的望族之一就是朱利斯家族。

但是，西元前753年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后，国力日益增强；一世纪后的西元前650年前后，罗马攻击曾经孕育它的阿尔巴隆加。虽说是进攻他国，其实只不过是三十公里左右的远征，但这段距离已相当於当时罗马人活动圈的半径了。

虽然只是宛如野餐般的远征，由第三任国王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率领的罗马军获胜。阿尔巴隆加彻底瓦解，人民被迫移居罗马，但并非以奴隸的身份前往罗马，这是因为罗马人采行的政策，也就是深受普鲁塔克讚许的「就连失败者也要使他们与我们同化」。虽然他们被迫移居罗马，但他们与胜利者拥有相同的公民权利，罗马人将罗马七座山丘中的却里欧丘提供给这批已成为罗马公民的群众居住。在阿尔巴隆加具权势的昆提里斯、塞尔维斯、朱利斯等世家名列罗马贵族，元老院也提供席次给这些世家的代表。与「原来的失败者」混血在罗马根本不是问题。君主政体结束进入共和政体后，历代的统治者可说几乎都是罗马人与「原来的失败者」的混血儿。

朱利斯家族在共和时代初期十分活跃，但直到西元前三世纪初的三百年间，朱利斯家族却相当沉寂。朱利斯家族首度出现於罗马官方记载的《最高神祇官记录》，是在第二次布尼克（Punic）战后的时代。

在罗马军与汉尼拔（Hannibal）展开生死搏斗的那段时期，某位朱利斯家族的成员力战迦太基军，因战功辉煌而有「凯撒」这个外号，后来这个外号似乎就变成家族名号。在迦太基语中，「凯撒」表示「象」的意思，有许多罗马人的家族名号就是由原先的外号转化而来的。

但此后无论是朱利斯家族或凯撒家族，又再度呈现沉寂的状态。与当时出了十几个执政官的柯尔涅留斯、克劳狄斯、法比乌斯家族相比，朱利斯家族在这个世纪间只出了一位执政官，而执政官是每年选出两位。朱利斯家族的确是个昙花一现的名门贵族。

刚迈入西元前一世纪时，鲁奇斯·朱利斯·凯撒成为执政官，但他是盖乌斯·朱利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的伯父而非父亲，凯撒的父亲只有担任法务官（Praetor）的经历。





法务官在罗马共和时代是仅次于执政官的重要官职，每年由公民大会选出六位法务官，资格为年满四十岁且身为元老院议员。在法务官一年的任期届满后，官职名称将改为前法务官，再到罗马统辖地区担任总督，待总督任满后就具有执政官候选人的资格。

凯撒的父亲只任职至法务官为止，在他就任总督前夕死亡。总之，凯撒并非有权有势者的儿子，但不同于连父母姓名皆不可查的苏拉，追溯凯撒的上一代得知他的父亲官至法务官为止，而他的母亲奥雷莉亚（Aurelia）则为法学者，她的娘家也相当有名，她是执政官奥雷留斯·寇达（Aurelius Cotta）的妹妹。

凯撒家中的经济状况不佳，因为朱利斯家族虽为名门贵族，但长久以来不受当权者的青睐，所以没有任何屯积财富的机会。但无论如何，它仍是罗马屈指可数的世家之一。凭实力出人头地的马留斯，为提高身价而迎娶凯撒的姑姑尤莉亚（Julia）为妻。虽说寇达家多为学者，但自从奥雷留斯·寇达担任执政官后，担任罗马要职的机会就再三降临寇达家。而出身於此等家庭的女子绝无下嫁贫穷贵族的道理。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只能接受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也就是凯撒与苏拉不同，他成长于俭约但非贫困的家庭中，即使他们没有能力在帕拉提诺丘陵购屋居住。

即使同样住在苏布拉，凯撒一家也并非与平民居住相同的房舍或过着同样的生活。一般而言，在城墙外的已开发市镇，均依经济条件的差別而居住於不同地段；在现代所称的旧市镇，也就是古代的市中心，经济条件不同的人家比邻而居并非稀奇的事。这就好比打开玄关的门之后，内部陈设却完全不同的那种感觉，这是由于历代定居於此的人很多的缘故。但历代定居於帕拉提诺与定居苏布拉，其间的差別仍然十分地明显。

西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是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容纳移居首都罗马的群众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要想一下子满足财力不足的群众需求，只有将房舍向上加盖。提供租用的四、五层楼高的密集住宅，罗马人称为「空中之岛」。直到青年时期，苏拉一直都住在「空中之岛」中。

在史料中完全看不到凯撒居住於这类住宅的记载，如果他曾居住在这类住宅，必定会有所记载，所以设定他并不居住於这类住宅似乎较为恰当。如果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即使是苏布拉的居民，应该也住在独栋住宅中；但即使在古代，对凯撒成长的家园也所知不多，所以一切只能凭想像，或许可以将研究者提供的「罗马市内典型的独栋住宅原型图」作为我们想像的起点。

古代与现代罗马房屋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对外的开放性，古代都是开口朝内，现代则是在对外的墙上多开了窗户。

将房屋外侧封闭而开门於内侧有四个理由：第一是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容纳更多的人，即使是门户独立的房屋，外墙也必须与隔壁的房屋相连；第二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三是因为罗马的气候；最后一个理由是即使住在热闹的街上，也能与外界隔绝以保持家中的宁静。






罗马市内典型的独栋住宅原型图




事实上，自文艺复兴之后，便开始有人在房屋内装设窗户对外开放。只不过，低一点的，像是一楼，总是加装了铁窗；再往上一点的，窗户的高度如果够阳光射入，夏季早晨九点之后便得关窗，而且不仅关玻璃窗，连百叶窗也必须关上，直到太阳下山才能再度打开，足见此地阳光强烈的程度。罗马房屋墙壁的厚度至少十五公分，所以能完全隔绝阳光，房屋内部因此出乎意料地凉爽。从这件事便不难理解这种门朝内开的罗马式居住模式，如今虽然只被保留了一半，仍能存在到今天的道理。

即使在石造建筑普及之前的砖造建筑时代，古罗马市内独栋楼房的外墙都相当厚。这些外墙与它所环绕的房屋内部基本上形成对称。左右对称的均衡感，能够与居住其中者的均衡精神相通。均衡的美感是古代构成美感价值的首要条件。

为彻底追求均衡美，古罗马时期经济居中上程度的人，他们的住宅当然是左右对称，即使是出租店铺也以入口为中心，左右对称。出租店铺的是房子的主人，在盖店铺之初本就打算将店铺出租，所以房东将自身住宅与店铺交界处，以与外墙厚度相同的墙壁加以隔绝。而帕拉提诺丘陵的豪宅当然不是这类结构。庞培住在却里欧丘陵间以豪华著称的宅第，自然不可能将部分出租；但凯撒的家位在苏布拉，这里百分之八十都是一楼用作店面、二楼以上为住宅的房屋结构。

走进这类房屋中间的入口后，可看到被称为“Atrium”的中庭，法语“Atelier”（画室）就是由这个字演变而来。称它为中庭，实际上并没有庭院，只是将天井中央部分挖空，让阳光得以射入屋内罢了。因为四方圆柱支撑的屋顶中央部分已被凿空，所以下雨的话，会造成积水，所幸罗马降雨的日子相当少。在中庭的中央通常都有个小池子，这池子与其说是为了在雨天使用，倒不如说是为了美观而作。池子四周都是回廊，左右两侧的房门并列。因为没有窗户，室内的光线只能自天井射入，由于阳光强烈，室内光源也已足够。

在中庭对面另辟一个房间，作为外人与屋主进行商谈的会客室。屋主如果是名门贵族或有权势者，在罗马通常都会形成一种极为重要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或支持者间的关系。因此每天早上都会有被保护者或支持者造访，在此进行各种商谈，大多数的罗马家庭都有必要设置这样一个空间。自玄关经过中庭到会客室这个部分，可说是家中的公共区域。

但是，对一切都持开放态度的罗马人来说，能这么做也是因为罗马的气候。会客室没有门，在使用会客室时，只在前后以帘子与外界区隔，不使用时则将帘子拉开。因此，在踏进中庭后，视线经由会客室可直接深入到内部另一个充满花朵绿意的中庭。自环绕於会客室上方的横木望去，正如欣赏画框里的绘画一般。

罗马人屋内的公共区域与私人区域，大致上都如前述般并未完全隔开；虽然如此，其中还是有所不同。私人区域同样是以柱间无壁、对外开放的结构为中心，四周建有回廊，后方则有房间环绕，而建有小池子的中央部分为庭院，给人一种柔和的感受。中庭四周矗立着许多圆柱，圆柱旁成为适合妇女们工作的地点。被称作「艾色多拉」的部分，设有供奉家中保护神的祭坛，在凯撒家供奉的是代表美的女神维纳斯，旁边则供奉朱利斯一门的祖先。相较於现代的欧美人，神龛与佛坛并存于同一屋簷下，对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相对于中庭，私人区域中首先与外界接触的是内庭，即使面积再小的庭院都种有花草，庭院的角落甚至还有流水淙淙的雕刻喷泉。





有一位欧洲的研究者曾提到，如果古罗马人看见现代欧洲人将各种家具并置于室内，一定会以为那里是储藏室。古罗马人放置于室内的家具，即使在臥房也只有床、小桌子与椅子。饭厅里则是根据希腊、罗马人横臥而食的习惯，中央放置了床铺型的桌子。

只将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放置身边的罗马人转而装饰墙壁与地板。在尺寸一定的地板上铺满光滑的石块，或铺上鲜豔的镶嵌材料。无论是铺上大理石或是使用镶嵌材料，自王政时代乃至共和时代，镶嵌的色彩也只限於黑白两色。

墙壁上饰有绘画，一般都是风景画而非人像画，即使是画人物，也只是当作风景的一部分。现代罗马的西班牙广场附近有一间「英国饭店」，那是一间《你前往何处》（拉丁语：Quo Vadis）的作者轩凯威兹（Henryk Sienkiewicz）也曾住宿的古老饭店。这间饭店的餐厅命名为「浪漫庭园」，那里并非古罗马式的庭园，只不过是位于地下一楼，四面都是墙壁环绕的角落罢了。四面墙上尽是绘画，画中有爬满长春藤的石墙与雕像，以及对面山丘上类似神庙的建筑物。「浪漫庭园」也就是仿佛置身古罗马庭园中用餐时那种气氛。

古罗马室内的壁画都是这种风格的画作，以透视画法甚至能画出远及海边的別墅；因此即使身处罗马街道，也能享受与外界相连的乐趣。虽然这些风景画并非真实的大自然，但也许正因为罗马式住宅内家具甚少，这类画作才能自然地融入室内而不觉得突兀。

市中心的独栋住家通常都没有二楼，而在现代的义大利，如果高度不及二·五公尺就不能算是一间屋子。但有类似楼中楼或阁楼的房间，从屋顶到天花板如果有空间，则无论暑气或寒气都较缓和。除了中庭及内庭部分，也就是壁间无柱、对外开放的区域，以及环绕四周的屋顶部分外，这类成长方形的阁楼间覆盖了整栋房子。这里通常是佣人及奴隸的住处，或是用来存放无法放置室内的多余物品，此外也当作出租的房间。历史学家戴奥尼索斯自希腊初抵罗马时，也住在这类的出租房间里。





以上是罗马街上独栋住宅的概况。如果是富有人家，中庭及内庭就更宽广、环绕四周的房间数增多、私人区域后方还有一个更广大的庭园，而这些都是位于丘陵上方的高级住宅区才能拥有的奢侈享受。但即使是高级住家，基本格局也大致相同。就舒适这一点而言，这种房屋格局冬暖夏凉、与外界隔绝而得享清静，很适合罗马的气候及罗马人的性格。提到居住於北欧的首要条件，罗马人马上考虑到暖气设备，但在首都罗马就没有这个必要。

即使家境并非特別优渥的人，多半也能在距离罗马市中心二、三十公里处购置山中別墅，与其说是为了享受绿意盎然的田园生活，倒不如说这是农业国人民的传统与天性使然。因此，山中別墅对生活於都市的人来说是农业生产地，他们偏爱自制的橄榄油、葡萄酒、起司与水果。俭朴度日的凯撒家，似乎也拥有一、二栋山中別墅。虽然没有购置的历史记载，但确实曾住宿於此。





罗马建国后六百五十三年，西元前100年的7月12日，盖乌斯·朱利斯·凯撒诞生于罗马的苏布拉之家。没有伟人诞生时如星星降临等异于常人的传说，他的诞生就如同当时一般的男孩，受到双亲、年幼的姐姐、亲戚、奴隸们的祝福。几年后他的妹妹诞生，凯撒成为排行於姐妹间唯一的男孩。

因此他在母爱中成长。他的人格特征之一就是不论身处何种绝境，绝不丧失平和的心情。他的乐观来自於从不动摇的自信心。最先使他拥有身为男人的自负，来自於母亲所给予的爱。从小在母爱滋润下成长的人，自然地打从心底拥有自信，具有均衡发展的人格。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不问过去、展望将来的积极性格。




第二章





少年期 Pueritia




西元前93年~前84年




（凯撒七岁~十六岁）





家庭敎师



古罗马时代的孩童教育始自六、七岁，没有所谓的公立学校，一般家庭的孩子在私塾接受教育。如果双亲具有自行教育孩子的教育程度，则双亲之一担任家庭教师并不稀奇。十一岁以前所接受的初级教育不外乎读、写、算术，因此双亲也能胜任初期的辅导工作。

凯撒的母亲奥雷莉亚出身於以学者著称的奥雷留斯·寇达家，是个极具教养的女子。凯撒少年时期的初级教育也许就是由母亲负责；与他共同学习的伙伴包括姐姐、妹妹及家中奴隸的子女。不同于女子不接受教育的雅典，罗马自古以来即使是女子也有接受初级教育的机会。此外，愈是家世良好，让奴隸的子女与主人的子女一起学习愈是被视为理所当然。

家世良好的男子成年后注定要从事公职，十分需要如手脚般控制自如的助手，而这些直到生命结束皆与罗马重要人物拥有共同命运的人，以他们的奴隸居多，这是因为他们从小一起学习、成长，拥有终生苦乐与共的情感。所以罗马人是著眼於现实的需要而非人道的观点，让奴隸的子女接受同等的教育。




八、九岁时初级的学习告一段落，家世良好的子女今后的教育依照惯例讬付家庭教师。

重视教育而经济能力也许可的家庭，自乳母开始便雇用希腊人，此后也继续聘用在雅典受教育的希腊籍家庭教师。但此等花费，只限於格拉古及艾米里斯家族这类富裕且重视教育的家庭，或是居罗马首富的克拉苏家族，为了面子而以高薪聘请许多希腊籍教师权充门面。

当时的教师几乎都是希腊人的天下，其中又以在雅典完成学业的希腊人为「极品」；其次是在婆高蒙（Pergamon）为中心的小亚细亚西岸或罗德斯岛（Rhodes）受教育的希腊人。格拉古兄弟、克拉苏、庞培的家庭教师当然是由希腊人担任，而家世、经济状况不如他们的凯撒家自然无法依样画葫芦。

在凯撒少年时期担任他家庭教师的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完成学业的高卢人。之所以选择高卢人，是因为他的母亲奥雷莉亚也懂希腊文，而且凡事讲求实际的结果。让年少的凯撒将母语拉丁文的学习达到完美境界，同时也能自高卢人身上学习当时国际共通的希腊文。

初级教育后期到高等教育初期，以年龄来看也就是九岁到十六岁之间，学习的科目区分如下：


拉丁文及希腊文的文法。




修辞学，学习更有效地运用词汇，并加以适切表达的技巧。




辩证学，掌握合乎逻辑的表达能力。




再加上数学、几何学、历史及地理。



这七门课程称为「阿尔提斯·里贝拉雷斯」，直译的话就是「自由课程」，意译的话是指一位成人须具备的人文课程。也就是现代义大利文的「阿尔提·里贝拉雷」、英文的“Liberal Arts”。

这七门课程由同一位教师负责教授，并非出自经济的考量，而是由于教学的理念。

过了初期的学习阶段后，罗马的教育课程改为阅读前人流传后世的文章。无论是文法、修辞，或是学习合乎逻辑表现的历史、地理，皆以阅读荷马（Homeros）、修西狄底斯（Thucydides）、柏拉图（Plato）、大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的文章为主。总之，「教材」是前人流传后世的文章，而学生以涂了蜡的木板作为「笔记簿」，以铁或象牙书写于木板上。除了学生之外，大人也以这类木板为「记事本」，因为无论是纸莎草纸或是羊皮纸都十分昂贵。

 






笔记簿、纸莎草纸、墨水壺及钢笔（复原图） 




由一位教师教授所有课程的方式，为非分科性的综合授课法，具有使学生掌握各科目间相关性学习的优点。不过这种方式正充分考验教师的素质。由家庭教师在罗马社会中所享有的尊贵地位及高额报酬来看，反映了这种需求。

除上述七门人文课程外，有时也教授天文学、建筑及音乐，就这一点而言，深受希腊的影响。希腊人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与其说是习得演奏乐器的技巧，不如说是训练和谐的音感。

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进大学唸书意指到雅典及婆高蒙留学，在那里主要的学习课程为更深入地研习修辞、辩证再加上哲学。令人惊讶的是课程当中并不包括法学，而实际上，法律已是罗马人餐桌上的家常话题。有意担任律师的年轻人充实技能必经的过程，也就是待在有名的律师身边见习，汲取实际的经验。




体育



无论是聘用家庭教师或到私塾上课，上述人文课程的学习只限於中午之前，午后则为体育课程。此时学生自家庭教师处获得解放，到罗马各地公营竞技场所附设的健身场所，也就是被称作吉鲁库斯或运动场等地锻錬身体。竞技场的观众席下方常作为室内体育馆，在竞技场的竞赛跑道进行赛跑及马术比赛。由凯撒家所在的位置来看，位于帕拉提诺丘陵对面的大竞技场，以及曾遭汉尼拔突击的弗拉米尼乌斯（Caius Flaminius）在城墙外所修建的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都是午后锻錬体魄及修习武术的地方。






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复原图）




上午一起唸书的「同学」午后也一同前往竞技场，这是因为奴隸的儿子对还只是少年的主人来说，身兼同学、伙伴以及仆人。天生体格纤瘦的凯撒，日后无论遇到体格多么壮硕的士兵也不认输，无论环境多么困阨也不屈服，这都拜他少年时代遵守母亲指示，天天上运动场之赐。

少年时代的凯撒特別擅长的是御马术。在尚无马镫的时代，能以双手环绕马颈之姿稳健地骑马，唯有熟谙马性的人才能办到。日后在面临他生涯的决战时刻，拜此种才能之赐而能获胜。不过，擅长不使用缰绳骑马的少年，却让母亲心惊胆颤地仿佛心跳都将停止。

凯撒并非在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优渥环境中成长，而是平凡地生长于当时罗马家世良好人家的少年。自九岁那一年起，开始体验既无家庭教师也无体育训练的生活。因为在他出生的西元前100年起的九年间，巨大的动乱再度袭向饱受外患、内乱之苦的罗马——「同盟者战争」爆发。




实际教育（一）



假如凯撒只是个市井小民之子，那么这次的动乱或父亲的出征，留在年少的他心中的印象，不过是当时的罗马人都必须承受的一件事罢了。但他的生活虽然俭朴，却出生于罗马屈指可数的名门世家。负责平定动乱的罗马军最高司令官之一，是凯撒的伯父鲁奇斯·朱利斯·凯撒，凯撒的姑丈马留斯也是参战的司令官之一。虽然在记载司令官名字的官方记录中，并未发现凯撒的父亲盖乌斯·朱利斯·凯撒的名字，但他到前线参战的可能性很大。「同盟者战争」为曾经与汉尼拔奋战到底的「罗马联盟」诸国举兵反叛盟主国罗马的战役（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第Ⅲ册），罗马动员领导阶层外所有的人力投入这个战争。不久，「同盟者战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凯撒家餐桌上谈论的焦点。

表面上看起来，自九岁到十一岁这段期间，凯撒的生活还是一如往常。按照罗马的规定，无论战争情势多么恶劣都不可以征召未满十七岁的男子；而四十五岁以上的预备役也只限於保卫首都而不上前线；此外，在兵制改为志愿制度后，无论奴隸或解放奴隸一律免除勤务。苏布拉地区的喧嚣一如往常，因为母亲奥雷莉亚细心的照料，只要踏入家门依然能够平静充实地度日；中午之前的学习课程当然不能荒废，午后到竞技场健身也如往常贯彻执行。对不得不习惯战争的罗马人来说，即使身处战时也会极力避免妨碍他们的正常生活。即使在堪称前所未有的国难——「汉尼拔战争」时，献给众神的祭祀庆典以及随之而来的体育竞赛，也如往常般举行。

幸亏「同盟者战争」在西元前89年，凯撒十一岁那一年结束。战争的结束并非军事镇压的结果，而是确保军事上的利益，再加上为争取罗马公民权而叛乱者如愿以偿取得了公民权，也就是采取政治解决之道的结果。倡导并促成此项立法者是凯撒的伯父，也就是西元前90年担任执政官的鲁奇斯·朱利斯·凯撒。

西元前90年冬天经公民大会决议成为国法的「朱利斯公民权法」，不仅是以结束战争为目的的妥协政策，它足以与西元前367年的「李锡尼法」（Licinian Law）相提并论，堪称是奠定罗马未来方向的法律。长久以来，罗马贵族与平民间抗争不断，「李锡尼法」确立平民、贵族阶级就任国家重要公职的权利平等；相对于「李锡尼法」，「朱利斯公民权法」则赋予北起卢比孔河（Rubicon）南至墨西拿海峡（Messina）的义大利半岛所有自由民罗马公民权，具有促使罗马及「罗马联盟」盟国立场平等的意义。拥有平等的权利后就具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纷争就可弭平。由于「朱利斯公民权法」的通过，罗马人与罗马以外的义大利人之间差异不复存在，众人都成为罗马公民。

「同盟者战争」虽然只持续二年，却是一场有执政官因而战死的激战，付出极大的代价才换得这场战争的结束。但凭借「朱利斯公民权法」，罗马得以跨出超越都市型态国家的第一步。同时，胜利的罗马所采取的态度并非凭借军事力量，企图控制或压榨战败者，而是与战败的盟国同化，以共存共荣为目标而努力。

我认为这一点也是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差异之一。无论在雅典或斯巴达（Sparta），凡是希腊人的阶级斗争都必持续至分出胜负为止，而胜利的一方必令失败者屈从其下始肯罢休。斯巴达国内的阶级一向固定不变，即使在雅典，如果平民在与贵族争权时获胜，则施行平民独裁政治；如果贵族反击成功，那么平民也只能默默服从贵族的独裁统治。相对于希腊人，罗马人的性格则是一时相争，最终仍旧朝共存共荣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罗马人能够创立帝国而且国祚緜延的原因吧！顺便一提的是，希腊人坚持对立主义，唯一的例外是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站在一个人成长的观点来看，如果能够平静度过未解世事的幼年时代，到了通晓世事的年龄时，又能幸运获得思索人生的契机，即使那是一个乱世，其实也非全然不好。就凯撒而言，必须再度强调的是——他并非出身於一般市井之家。给予年少的他思索方向的，不仅是促成「朱利斯公民权法」立法的伯父，还包括生活於他周遭的人物。

如《罗马人的故事》第Ⅲ册《胜者的迷思》中所叙述，因为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一时之间造成罗马的动荡不安，在格拉古兄弟死后维持约十年短暂的平静。自西元前101年至前78年间，进入堪称以马留斯与苏拉为主要登场人物的「马留斯与苏拉时代」。这时期相当於凯撒出生前到他二十二岁为止，而且这纷争其中一方的领导人物——马留斯就是凯撒的姑丈。

身为平民而崛起于地方虽然不利于马留斯，但凭借辉煌的战绩，他创造了个人生涯的巅峰，但他的光彩却是出生于西元前100年的凯撒所无法深刻感受的事。他在北非的朱古达（Jugurtha）战争中获胜，迎击如怒涛般南下的日耳曼民族并大获全胜，这些事蹟都发生于凯撒出生之前。在凯撒家的餐桌上提及频率最高的当然是盛名在外的姑丈——马留斯，但是，马留斯的声势开始走下坡也正是在西元前100年。实际上，在初解人事的少年凯撒眼中，马留斯是个即将迈入七十岁的老将，他过去的光荣历史远比现在的势力更令凯撒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在马留斯麾下初次崭露头角的将领苏拉，则是由于在「同盟者战争」中拥有无人能及的辉煌战绩而当选为执政官。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当时五十岁的苏拉正朝向人生的巅峰迈进。

但马留斯在政坛也非已经过气了。长久以来，罗马军皆以拥有资产者为征兵制的征召对象，马留斯将不具资产的无产阶级也编入军队，将志愿制导入罗马军中。因为这项改革，罗马军的兵役由公民的义务转变为职业的一种，因为稍具资产就须服兵役的小市民得以免除兵役，而失业的人也得以从事军人一职。马留斯的兵制改革也可视为一项社会改革，所以罗马的平民阶级很自然地成为他的支持者。在他的声势很明显地走下坡时，民众对他依然十分支持。马留斯本人也认为只要掌控军权便能挽回逐渐下滑的声势；另一方面，他对与自己活跃於同一领域，也就是以战绩建立威望、曾身为他部下的苏拉怀有妒意。

但是，苏拉对以往的上司却丝毫不肯让步。「同盟者战争」结束后，罗马下一个课题就是应付潘特斯（Pontus）国王米斯里达兹（Mithridates）在东方所展开的反罗马阵线。这次远征东方的军事指挥权成为马留斯与苏拉相争的开端。




实际教育（二）



西元前88年，公民大会推选苏拉为执政官，同时任命他为征讨米斯里达兹的统帅，但马留斯与护民官联手在平民才可参加的平民大会中推翻这项任命。自西元前287年通过「霍田西法」（Lex Hortensia）以来，平民大会中所议决的事项也可正式立法予以承认；而丝毫不肯让步的苏拉也不愿就此罢休。护民官苏尔皮修斯（Sulpicius Rufus）十分推崇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元老院派人士对他偏袒民众的政策感到不安，於是暗中支持苏拉。

苏拉率领远征东方的三万五千名士兵进军首都罗马。马留斯及苏尔皮修斯皆认为，位居一国之首的执政官苏拉绝不会率军进攻首都，因此他们并没有任何防备的举动。短短数小时的冲突后，罗马被苏拉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掌控住，马留斯逃走、苏尔皮修斯被捕身亡，在首都大多数居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军事政变成功。以马留斯为首的「平民派」领导人士，以卖国贼之名被捕处死，甚至立法规定如果有加以援助者以同罪论处。老马留斯既不能留在义大利，只好逃到遥远的非洲。虽然凯撒一家并非是这次政变直接打击的对象，却仍然胆颤心惊地度日。





然而，这个发生于少年凯撒十二岁时的事件并非就此结束。苏拉重获远征东方的统帅权后前往东方，他将国内的事委托西元前87年所选出的执政官辛拿（Cornelius Cinna）处理；这时辛拿却露出真面目，他召开公民大会，立法恢复被冠以卖国贼的马留斯以及他同党的声誉。於是，隸属元老院派的另一位执政官欧大维想否决这项立法。马留斯得知罗马的情势变化后自非洲返国，六千名支持他的士兵前来效命。

於是马留斯与辛拿以武力掌控罗马，但这次的武装政变，却将不相干的人也卷入其中。马留斯无法忘记充满悲惨及屈辱的逃亡，七十岁的老将马留斯将积压已久的愤恨化为残酷的报复行动。

老马留斯大开杀戒，派遣一队奴隸兵进行五天五夜的杀戮，死者包括元老院议员五十人、「骑士阶级」（经济界，Equites）一千人。

元老院议员为罗马共和政治的领导阶层，死亡的五十位议员中还包括现任的执政官欧大维。自格拉古兄弟以来，护民官被杀的不幸事件在罗马早已司空见惯，但现任的执政官并非战死沙场而是死于罗马人之手倒是首开先例。另外，曾於西元前102年与马留斯共同担任执政官的加图鲁斯（Lutatius Catullus）,他曾与马留斯联手，成功地击败南下的日耳曼人，共同乘坐由四匹白马所拉的凯旋战车，他也是这次屠杀行动的牺牲者之一。西元前90年担任执政官后成为「同盟者战争」的总司令官，同时也是「朱利斯公民权法」的立法者鲁奇斯·朱利斯·凯撒，他虽然是马留斯妻子的亲戚却也难逃一死。他的弟弟盖乌斯·朱利斯·凯撒也在牺牲者的名单上。这些人的「罪状」只不过是没有公开反对苏拉当年提案将马留斯和他的同党以国家公敌的罪名处死而已。他们未经审判就被捕杀，头颅被砍下后放置于罗马广场的讲坛上。

姑丈杀害另两位伯父，这对十三岁的少年来说，堪称生平首桩令人震撼的事件。苏布拉与罗马广场距离很近，他虽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切，依然能感受到腥风血雨的气氛。后世某位研究者曾提到，朱利斯·凯撒一生都很讨厌血的味道，也许正肇因於十三岁时发生于他身边这件惨绝人寰的事。

就如同笔者在写到有关马基维利时，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文艺复兴时代冷静的政治思想家，在九岁目睹「帕兹事件」后竟影响他的一生。少年时代的体验对敏感的人而言，将成为他日后思考模式的基础。不同于完全置身事外的马基维利，事件中双方当事者皆是少年凯撒身边的人。

当老马留斯发洩完满腔的怨恨后，罗马才得以恢复表面的平静，西元前86年，公民大会推选马留斯及辛拿为执政官。对马留斯而言，这已是第七度荣任执政官一职，但就任后第十三天，也就是西元前86年1月13日，这位杰出的将领逝世於床榻上，享年七十岁。在得知马留斯进行的大屠杀以及他的死讯后，视马留斯为仇敌的苏拉并无意返回义大利；苏拉深知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他必须先解决东方的问题。这段期间，辛拿在义大利开始实行独裁政治。

虽说是独裁政治，但并非独裁官一人独裁的政治，共和时代的独裁官（德文：Diktator）虽然握有大权，但任期限定为六个月。尽管辛拿谨守这个传统，却因为他连续当选执政官而行独裁之实。凡是具有罗马公民权者都可经由公民大会的推选担任执政官，拥护平民英雄——马留斯的罗马平民，成为马留斯的继任者——辛拿的支持群众。在辛拿实施独裁期间，陆续通过颇受支持群众好评的各项法案，元老院只能保持沉默，因为不谙军事的辛拿无法运用军事力量控制政治，元老院的议员们至少不必担心自身的安危。





处於独裁统治下的少年凯撒，得以平静度过十四、十五岁。十六岁那年，他的父亲过世，死因似乎是自然老死。生前堪称默默无闻的父亲死后，才十六岁的凯撒便成为一家之主。根据当时罗马的风俗，上流社会的女人在生子后如果再婚依然十分抢手，也不会遭受任何非议；但凯撒的母亲奥雷莉亚却一反世俗，完全不考虑再婚的事，一肩承担持家的责任，以减轻尚年少户长的负担。因为凯撒在这一年卷入了「平民派」及「元老院派」，也就是马留斯派及苏拉派抗争的风波中。






「青春期的凯撒」想像肖像（吉比雷作，罗马现代美术馆）







结婚



苏拉在东方的捷报传来，被视为马留斯接班人的辛拿，为了应付迟早归国的苏拉而大伤脑筋。透过多项使民众受惠的政策立法，他有自信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但实行源自“Demokratia”一语的「多数派的独裁」这三年，不赞成这种统治型态的元老院阶级，自然视辛拿为眼中钉。尤其六位元老院议员中的一位因老马留斯的报复行动而牺牲性命，当时辛拿虽未从旁协助，却也未曾阻止已被仇恨冲昏头的老马留斯。

当苏拉如预期归国之时，为了从容迎击苏拉，辛拿设法接近元老院人士。他手中拥有的第一张王牌就是马留斯死后义大利仍维持安定的政局，第二张王牌就是让年轻的朱利斯·凯撒与自己的女儿柯尔涅莉亚（Cornelia）结婚。

保守派人士最怕的就是政局混乱，虽说辛拿的统治方式堪称民众的独裁，但他执政期间各地均无流血暴动，因此元老院议员当中，也有人基於这一点而对他抱持好感。

此外，即将与辛拿女儿结婚的凯撒为马留斯的外甥，也是被马留斯杀害的前执政官鲁奇斯·朱利斯·凯撒以及他弟弟的姪子。即使是由保守派人士所支配的元老院当中，有许多人对促成「朱利斯公民权法」立法的这两兄弟怀抱敬意，而惋惜他们之死的元老院议员也不在少数。对这些元老院议员来说，辛拿的女儿与凯撒结婚一事，被视为辛拿暗地里向元老院谢罪的方式。

对辛拿来说，这个婚姻堪称一石二鸟。借由这个婚姻，辛拿与支持他的平民，以及死后仍被视为平民英雄的马留斯，皆能更进一步地紧密结合。

辛拿不将女儿嫁给马留斯的儿子，而选择他的外甥为结婚对象的用意就在于此。如果将女儿嫁给马留斯的儿子，民众对他的支持固然不变，但就博取元老院人士的好感而言，这么做只会造成反效果。由此看来，凯撒第一次的婚姻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婚姻。政治婚姻在当时罗马的上流社会极为普遍；但是，在十七岁的成人礼之前结婚，即使在罗马也算出奇地早。这是由于新娘的父亲有不得不急的理由，因为东方已暂时获得平静，苏拉只需渡过亚德里亚海就可回到义大利。





即使如此，新郎本身似乎并不清楚为何如此仓促地结婚。直到四十岁步入壮年期后，凯撒仍与母亲商谈政局大事，所以这次的婚姻恐怕是他的母亲奥雷莉亚在一旁大力促成的结果。

凯撒家族本为名门贵族，理应归类为元老院阶级。「朱利斯公民权法」赋予所有居住於义大利的自由民罗马公民权，完成这个划时代法案的立法者即为凯撒家族的成员，由此可见凯撒家族并非冥顽不灵的守旧派，作风十分开明。而他母亲的娘家奥雷留斯·寇达家族也在此后的十年间，展现出一种积极稳健的家族风格。另一方面，对罗马平民而言，宛如神话人物般的马留斯是凯撒的姑丈，因此，凯撒家族的成员在心理上认同「平民派」自是不难理解。

从母亲的立场看来，这是为生来便注定从事公职的独子前途所作的决定。罗马政坛自格拉古兄弟以后，呈现「元老院派」及「平民派」两大政党并立的局面，如果想在政坛立足，就必须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奥雷莉亚为独生子选择了「平民派」，因为凯撒是马留斯的外甥，在相当的程度上已被人视为「平民派」人士；而他娶辛拿的女儿为妻，更进一步表明他的政治立场。

早在与辛拿的女儿论及婚嫁前，父亲已经替凯撒定了一门亲事，对方为「骑士阶级」（经济界），社会地位虽不如凯撒家族，却是罗马屈指可数的富有人家，对隸属名门贵族却过着俭朴生活的凯撒家而言，这是个有利的选择。放弃这门婚事而娶辛拿的女儿，如果在平时倒还说得过去，在局势动荡时作此决定简直是一场豪赌。为凯撒一生增添几许传奇色彩的赌徒性格，也许正是遗传自他的母亲奥雷莉亚。




成年礼



古罗马人的结婚典礼是在神前立誓及交换戒指，邀请亲友参加婚宴热闹地庆祝一番，新郎将新娘抱进家中，与现代的婚礼并无不同。或者该这么说：现代人透过采用古罗马仪式的基督教婚礼，沿用罗马式的婚礼。无论如何，这对少年夫妻宛如扮家家酒的婚姻生活，就在堪为罗马妇女楷模的母亲奥雷莉亚稳健的领导下，在苏布拉的家中展开。十六岁新郎的日常生活与婚前相同，中午之前跟著高卢籍的家庭教师用功唸书，午后则到竞技场锻錬体魄。举行成年礼之前结婚，在他所属的阶级来说其实是不妥的，原本应於十七岁举行的成年礼想必也因此提前了一年举办。別的不说，有家室的一家之主继续穿着未成年者穿的长仅及膝盖的短衣，实在是不恰当。

英语为“Toga”的长袍是古罗马人正式的服装，这种服装非常不容易穿着，穿法也与西装不同。

长袍由一块裁成椭圆形的白色毛料所构成，质地的厚薄因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是元老院议员，可以在椭圆的圆周部分以深红色的镶边作为装饰。椭圆形的长度依穿者的身高来决定。由于穿着长袍的过程非常麻烦，穿着时通常都需要奴隸在旁帮忙。总之，将长袍整整齐齐地穿在身上，就如同西装笔挺一般，能够表现出个人仪容端庄的一面。

穿长袍时，奴仆先将短椭圆侧折为不均等的两部分，这是为了在长袍裹覆於身时，能将镶边部分完全显露於外侧。接着，自穿着短衣站立的主人左肩，依折线包裹於颈部四周后垂下，长袍的下襬长度须到达脚踝，到此完成了长袍三分之一的穿着；剩下的三分之二自左肩绕於背后，经过右胳臂下方再绕到左肩，使它像围巾般自然下垂。因为布量很多，自左肩下垂的部分须用左手臂来支撑。





短衣







长衣









女性的服饰






三图皆取自
 
The Romans










“Toga”（长袍）的折法




总之，要将约为身高三倍长的毛织布重复围裹於身，布料上所作的折痕如果不牢固，穿着时会显得衣冠不整。奴隸们得在前一天将对折及衣褶部分的折线以熨斗仔细整烫，这是他们重要的工作之一。那时候当然没有电熨斗，但有类似的器具可供使用。

身体某部分重叠的衣褶较多或较少，可决定整体装束是整齐清爽或是邋遢不整，因此擅於装扮的人在衣褶的处理上煞费苦心。凯撒从年轻时代起，无论是对穿着短衣时系腰带的位置或长袍的衣褶均费尽心思，以擅於装扮而闻名。

无论在穿衣当时或穿上之后均十分麻烦的长袍，受到罗马领导阶层男士的喜爱，因为穿上长而厚的长袍后，举止变得稳重，看起来体格也较健壮，而罗马的男性很偏爱「稳重」这个字眼给人的感受。

公开场合固然应当举止稳重，回到家中却即刻脱下穿着麻烦又行动不便的长袍。在家里通常穿着短衣，男用短衣为短袖，两只胳臂裸露在外，长袖的短衣为女性专用；男性即使冬天也不穿长袖短衣，如果天气寒冷便将短衣重叠穿着或外罩披风。

十六岁的凯撒也在奴隸的协助下努力练习长袍的穿着，对他而言，长袍正是从少年期进入青年期的证明。

然而，扮家家酒般的婚姻生活、学习穿上长袍后的言行举止等平静的生活却无法继续，暴风雨远比预期中提前降临。

西元前84年底，辛拿在全心投入迎击苏拉的準备工作时，被卷入军队编制的混乱中被杀身亡。西元前83年春天，率领四万大军的苏拉自义大利半岛南端的布林迪西登陆。




第三章





青年前期 Adulescentia




西元前83年~前70年




（凯撒十七岁~三十岁）





独裁者苏拉








苏拉




鲁奇斯·柯尔涅留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最大的特质在于身处顺、逆境时皆行事俐落，他是个作风明快的人物，旁人无不感受到他的魅力。处事明快俐落往往给人一种勇於负责的感受，如果不是陷於敌阵，可称得上是十分豪爽的性格。

苏拉虽具有名门中的翘楚——柯尔涅留斯家族的血统，但他却诞生于罗马史上默默无名的家庭中；尽管在不知父母为何人的情况下度过了贫困的青年时代，但无论在精神或肉体上他都像个贵族。个子修长的他，极适合穿着长袍。虽然他并非是如马留斯般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士兵的统帅，但他的部属却对他心服口服，那不仅是因为他所领导的战役经常赢得漂亮的胜仗，如果只是完成工作并不足以令人折服，而是他明快的作风使人产生信赖感。苏拉的长处在于他不畏惧任何负面的批评；总而言之，他毫不在乎世人对他的评价如何。

罗马共和时代，如果没有元老院的许可，即使是将军也不得率领麾下军团进入北起卢比孔河南至布林迪西的国境。在国境的范围内，将军与军团立约，於罗马城举行凯旋式时才再度会合；在这段期间，军团必须暂时先解散。在举行凯旋式之前，不带一兵一卒的将领也不得只身进入罗马城墙的内侧。遵守这些规定正是忠于罗马法的表现。

但是五年前的西元前88年，当马留斯夺取原属于苏拉平定东方乱事的远征军统帅一职时，苏拉率领尚在编制中的远征东方军团，展开前所未有的武力镇压首都行动。东方的战事暂告一段落，西元前83年，苏拉就率军团自布林迪西登陆，这时他心中所想的并非凯旋式，虽然这对罗马男子而言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而他本身也尚未享有这分殊荣，但他在东方优异的战绩已使他足以拥有举行凯旋式的资格。然而，他毫不在意这项仪式，因为他已决心打倒由马留斯及辛拿所建立的「平民派」庞大势力，所以在布林迪西登陆后，他并未解散军团。





假如步入壮年的凯撒，他的竞争对手并非庞培而是苏拉，那么局势会如何演变？这类假设性的问题，不仅是将历史视为一门学问而潜心研究的人，也是将历史视为文化素养的人所锺爱的问题之一；然而问题的答案并不易寻得。西元前83年，苏拉五十五岁而凯撒十七岁，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苏拉自布林迪西登陆后却并未解散军团，他的用心极为明显；从前为躲避马留斯屠杀而逃亡的人，以及在辛拿的独裁下屏息度日的人火速赶到苏拉身边。元老院派的重要人物梅特鲁斯·皮攸斯（Metellus Pius）不仅是梅特鲁斯家族的一家之主，也是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属省的驻军司令，他率领手下两个军团自卢比孔河北方而来。父、兄皆被马留斯所杀而亡命西班牙的三十一岁克拉苏也自西班牙返国。父亲亡于马留斯派人士之手，潜藏于皮伽诺地方的庞培也火速前来。二十三岁的庞培诞生于大地主之家，他带领自费编制的三个军团到来，苏拉欣然接受。

如此一来，苏拉所拥有的兵力，自西元前88年起率领的五个军团以及来自义大利的一个军团，再加上梅特鲁斯·皮攸斯的两个军团、庞培带来的三个军团，共计十一个军团，拥有步兵六万五千人、骑兵一千人（制作者注：此处应为骑兵一万人），总计七万五千人的庞大兵力。

另一方面，为迎击苏拉所集结的「平民派」兵力总计十二万，「平民派」的统帅包括以前执政官资格指挥作战的老马留斯之子，以及当年的两位执政官。对罗马这个国家而言，这一方才算是正规军队。之所以能集结十二万的士兵，一方面是因为平民们仍怀念马留斯；另一方面，辛拿的多项政策也对平民本身有利，所以他们一致出于自愿前来。但对「平民派」不利的是，指挥官虽然有塞多留斯（Sertorius）这般的人才，但最主要的统帅却完全无法与苏拉相抗衡。

即使如此，在为时二年的内战中激战不断，因为这是「元老院派」与「平民派」之间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正如老马留斯为发洩满腔的怨恨而对「元老院派」人士进行血腥屠杀，因害怕苏拉的复仇行动而促使「平民派」人士展开生死搏斗。

这个内战在义大利半岛全境展开，西元前82年11月1日，在罗马的城墙进行决战后终于告一段落。被视为人民公敌的苏拉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老马留斯之子战死，其中一名执政官逃往非洲，塞多留斯也亡命西班牙。「平民派」无论是领导阶级或军团均一蹶不振，首都罗马并非战场而未遭受任何破坏。在最后决战的次日清晨，苏拉率领军团进入罗马城，然后随即下令开始消灭反对势力。

马留斯借着杀戮以发洩心中的怨恨，而冷静如苏拉者则以杀尽「平民派」为目标，动机不同而造成的惨剧却相同。杀戮的动机如果为私人恩怨当然自有限度，如果为政策性的动机，那么牺牲者的范围更广，而手段也必须更加系统化。如果藉罗马公民之手屠杀罗马公民恐怕成效不彰，因此苏拉沿用马留斯的方法，由奴隸负责进行大屠杀；但马留斯在事成之后杀了这些奴隸。如果只是命令，将无法说动他们，於是苏拉采取截然不同于马留斯的方法。他暂时解散一万名体格健壮的奴隸，将他们的身份提高为解放奴隸，使他们拥有自己的家族名号，甚至包括柯尔涅留斯，并保证他们不再沦为奴隸之后，再派遣他们去扫荡反对派人士。被称作「柯尔涅留斯帮」的这批人，挖掘马留斯的坟墓，将他的骨灰投入台伯河，破坏马留斯战胜朱古达及日耳曼人的纪念碑，杀害马留斯的养孙。

五十六岁的苏拉为了将与马留斯及辛拿有关的「平民派」人士赶尽杀绝，甚至编列一本名册，只要名列其中的人都难逃一死，因为苏拉实行高额赏金的密告制度，凡密告列於名册的人藏身之处且将他杀死，密告的人就可接收被害人的财产，得到一笔极丰厚的赏金。因为这个制度的施行，消灭「平民派」的行动更增添几分悲惨。为争取赏金，就连名列册上者的儿子、亲戚及奴隸都一起加入这项屠杀行动。然而，另一方面也发生许多感人的插曲，有的奴隸为了保护主人，即使受到威胁或被杀也不肯透露行踪；也有妻子以身为盾掩护丈夫逃亡。

据说苏拉的「死刑名册」共有四千七百人名列其上，其中还包括近八十位元老院议员及一千六百名「骑士」（经济界）。他们的下场是未经审判就遭杀害，然后没收他们的财产，即使保住性命，财产也只有被没收一途。此外，他们子孙从事公职者一律革职；被没收的财产则加以拍卖。在贱价拍卖中获取暴利的是苏拉派人士，其中甚至包括苏拉家的解放奴隸。

苏拉消灭「平民派」的行动并不限於居住首都罗马的有权势者，还包括义大利的其他地方。加入罗马正规军队反抗苏拉的义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义大利南部的萨谟奈及罗卡尼亚的居民，他们受「朱利斯公民权法」所保障；现在，他们由辛拿所实质赋予的罗马公民权不仅被剥夺，有权势者也被无情地处死或没收土地，因为苏拉想要彻底摧毁属于「平民派」的所有地区。





苏拉的「死刑名册」中有一位年轻人，他是马留斯的外甥、辛拿的女婿——凯撒。对苏拉来说，即使是年轻的凯撒，也是「平民派」中不该放过的优秀人才。

但苏拉四周的人都替他求情，他们认为凯撒家族的家长已经逝世，而继承者凯撒也不过十八岁，根本无法从事任何政治性的活动；刚开始苏拉根本不接受这些话。正如罗马的贵族子弟般，十三岁的凯撒也按照惯例到朱比特神殿担任少年祭司，在举行祭神仪式时，苏拉经常碰见年少的凯撒。但是当罗马极受尊敬的女祭司长也替凯撒求情时，坚定如苏拉者也只好勉强答应她的恳求。当凯撒自「死刑名册」中被除名时，苏拉说道：


「其实你们都不明白，那个年轻人的才能百倍於马留斯呢！」



苏拉虽然放过凯撒但却有一个要求，他命令凯撒与辛拿的女儿离婚。庞培自掏腰包组成三个军团协助苏拉作战，等他扫荡「平民派」人士自非洲归国后，他的功绩促使苏拉破格允许为年仅二十四岁的庞培举行凯旋式。即使像庞培这般的人物也得服从苏拉的命令，与身为「平民派」而被杀者的女儿离婚，然后依照苏拉的建议娶他的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为妻。苏拉认为光是将凯撒自「死刑名册」除名，对他来说就已经是莫大的恩惠。在辛拿已死而「平民派」也被歼灭的此刻，与不合宜的妻子离婚本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为凯撒求情者莫不抱持相同的看法，因此他们认为凯撒必定会服从苏拉的命令。

但朱利斯家的年轻人却拒绝这项要求。预期落空的苏拉十分震怒，然而他并没有将凯撒重新列入「死刑名册」，也并非逮捕他将他处死，他派遣一队「柯尔涅留斯帮」人员去逮捕他。十八岁的凯撒并非逃离罗马即可，他逃到义大利中部，曾经拖著发高烧的身躯入山洞避难；但因苏拉积极地追捕，使义大利境内也不再安全。最后，他经由希腊逃往小亚细亚才躲过苏拉的追捕。





为何年仅十八岁的年轻人敢对五十六岁握有大权者说「不」。由于凯撒未留下任何相关记录，因此自古代起，史学家便反覆推敲此事。综观凯撒的一生，结婚对他来说通常也是政治因素所致，既然与辛拿的女儿结婚是出于政治策略，当不符情势时就离婚也不失为一种政治策略，况且服从苏拉的命令而离婚应不致遭受太多非议。

即使如此，凯撒的回答竟然是「不」。

有史学家认为凯撒不愧为英雄，自年少起便十分勇敢；也有史学家认为，想成为「平民派」领袖的凯撒自然不能做出这种背叛的行为；另有研究者认为，凯撒是不忍拋弃因父亲惨死而悲伤不已、且有孕在身的年轻妻子。

我认为这些推论似乎并无不妥，但自凯撒后来的言行推断，似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凯撒认为即使是拥有绝对权力者也无权介入他人的私生活，因此当时年仅十八岁的他依然忠于自己的想法行事。后来，当凯撒也成为拥有绝对权力者时，无论面对娶反对凯撒的强硬派女儿为妻的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atus）或是其他的人，他从不曾试图干涉他人的私生活。苏拉是个凡事贯彻到底的人，凯撒与他之间虽有年龄、思想上的差距，但就贯彻到底这一点而言他们倒是有志一同。




潜逃



凯撒拒绝苏拉的要求而展开此次的逃亡，应有二、三年龄相仿而平日一起读书、健身的家中奴隸同行吧！他们的身份虽为奴隸，由于自幼一起成长的缘故，此刻便成了值得信赖的随从。正因为预料到这种不可避免的状况，罗马上流家庭往往让子女与奴隸的子女一起成长。

为躲避苏拉紧迫盯人的追击而渡海至小亚细亚西岸之后，这次的潜逃已变得大不相同；对凯撒而言，这是他出生至今首度真正离开亲人身边。但这一切并非毫无价值。在金钱的使用上固然不容浪费，这一点深受母亲奥雷莉亚踏实的作风所影响，再加上他不愿依靠他人的帮忙度日。年纪轻轻地便须经历这一切，固然十分不幸，另一方面却是坦然面对挑战的契机；对凯撒而言，这是一次正面大于负面的挑战。

「潜逃」那一年凯撒十九岁，而苏拉已经五十七岁。罗马方面运用凯撒家族的人脉关系设法使凯撒回国，与其隐身他国为自己是否能归国而忧喜参半，年轻的凯撒只有默默地等待苏拉的死亡。但苏拉虽然削瘦却十分健康，有著不知疾病为何的硬朗身体。因此要在此地等待多久还是个未知数，说穿了这仍是个赌博。

由于凯撒无法赋閒度日的性格，在潜逃的此时他有两条路可走：其一，进入「大学」充实学问；其二，因为他已达服役下限年龄十七岁，正可借此机会开始体验军团的生活。

对西元前一世纪的罗马人而言，「大学」指的是雅典及罗德斯岛两地。苏拉除了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及优秀的武将外，也是位颇具教养但不炫耀於外的人。当他於雅典停留期间，有人提供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作品集给他，当时他便了解这些著作的重要性而带回罗马刊行於世。如果在罗马上流阶级偏爱的留学地雅典及罗德斯岛出没，极易受到苏拉注意而陷入危险之境。

因此，年轻的凯撒选择了志愿入伍这条路。如果能够混入军团中随团四处移防、战斗，不但能累积经验、增广见闻，同时也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这位十九岁的年轻人来到小亚细亚西岸属省总督米努修斯的阵营，自愿加入他的军团。米努修斯是苏拉远征东方时的部属，隸属于苏拉派，但他并非官僚气息浓厚的人，而是个如慈祥长者般的男子。他开导触怒当权者而逃亡外地，却毫无顾忌地以本名现身的凯撒，将父亲曾担任元老院议员的凯撒迎入当时的参谋总部。年轻的凯撒成为幕僚之一，而追随他逃亡的奴隸们也摇身一变成为年轻将领的随从人员。

米努修斯总督统辖的地区包括靠近小亚细亚西岸和无论就历史或民族而言均属于希腊文化圈的爱琴海诸岛，其中势力强大的雷斯波斯岛，往往在战事发生时借机向罗马霸权挑战。负责维持位于罗马霸权下这附近区域秩序的属省总督，对监控黑海至地中海航路的雷斯波斯岛自是不敢掉以轻心。

米努修斯总督决定对雷斯波斯岛展开军事行动而进行各项布署。但雷斯波斯是浮於海上的岛屿，经济条件优渥的岛上居民早就在位于岛东方的首都四周建造坚固的城墙。此次在雷斯波斯岛展开的军事行动，须采取自西侧登陆后向首都攻击的陆地战，以及自靠海侧攻击的两面作战方式；因此，必须拥有正规的海军才行。至於军舰的调度，则倚赖面对小亚细亚一黑海的俾斯尼亚（Bithynia）王国。俾斯尼亚与罗马具有同盟关系，罗马与这类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为罗马保障同盟国的安全；而相对的，这些同盟国则各就该国擅长之处协助罗马，形式上虽为独立国家，实际上则为罗马的附庸国。所以要求俾斯尼亚王国支援军舰并非困难的任务。

也许正因为这是个简单的任务，便将它交付未满二十岁的凯撒。但是，由属省被派遣到俾斯尼亚王国的使者凯撒，并未因使命感的驱使而尽快达成任务，率领军舰归来；反而以等候军舰整备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留在俾斯尼亚皇宫内享受东方奢靡的生活。俾斯尼亚王尼柯米提很欣赏凯撒，据说在每晩宫内所举行的宴会里，他也混在国王的年轻爱人中斟酒，凯撒与俾斯尼亚王为同性恋人的传闻因而甚嚣麈上。与希腊人不同的是，同性恋在当时仍不见容於罗马社会，於是这项传闻演变为轰动一时的丑闻；这件事的真实性虽令人质疑，但这项传闻却一直围绕着凯撒。尽管如此，综观凯撒的一生，对外他是个禁欲主义者（Stoic），而私下却奉行享乐主义（Epicureanism）。虽然他不至於和同性恋扯上关系，但他对东方宫廷内奢靡放纵的生活确实是乐此不疲。即使如此，对外奉行禁欲主义的他并未忘记自己的任务，他率领装备齐全的军舰队自黑海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及马摩拉海，在总督米努修斯的等候中归来。而雷斯波斯岛的攻防战也就此展开。





雷斯波斯岛的攻防战对凯撒而言是首度的军事体验，他究竟率领多少部属参战虽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并非轻松地在参谋本部办公而已。因为他获得一顶直译为「市民冠」的「勋章」。「市民冠」是以叶片繁茂的橡树枝编成的头冠，是颁发给不惜牺牲一己生命以解救袍泽的战士勋章。以橡树枝编合而成的「市民冠」由受援的士兵们亲手制作，是罗马军团中次高的殊荣。在一般的节庆中即可戴上此冠，也有人以银或其他材质重新打造「市民冠」以便永久保存，当然这就得要自掏腰包了。

凯撒征服雷斯波斯岛后转任行政工作不久，向总督米努修斯要求更换工作地点。大约在西元前78年，他转调至小亚细亚南岸的西里西亚（Cilicia）地方。另一方面，苏拉在罗马强行重整由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他虽已辞任独裁官却依旧健在。因此，二十二岁的凯撒想到正为应付海盗而大伤脑筋的属省总督塞尔维斯的手下工作。他偏爱前线的工作一如从前，总督塞尔维斯听说他在雷斯波斯战役中的事蹟，於是热烈地欢迎这位拥有「市民冠」荣衔的年轻人。

不过，随西里西亚军团移师后不久，罗马使者火速赶到军团基地，使者带来苏拉的死讯。

凯撒立即向总督要求辞去职务并且获准，就像起锚的船只在不确定航向时便启航般，急忙地向罗马出发。在直达的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自小亚细亚至罗马须先经过希腊，横越希腊后经亚德里亚海在布林迪西登陆，之后再沿阿庇亚大道（Via Appia）北上。此次行程费时二个月，当他回到罗马的家中时，苏拉隆重的国葬仪式已经结束，崇拜苏拉而加入送葬行列的全体老兵们身影不复存在。但在睽违四年的首都罗马，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尚无崭露头角的机会；隸属于苏拉派的大将卢加拉斯（Lucullus）、克拉苏及庞培才是活跃於罗马广场的主角。位于苏布拉的家中，凯撒的母亲奥雷莉亚、妻子柯尔涅莉亚以及首度碰面的女儿尤莉亚（Julia）正等待着他。




归国



凯撒回到了民众犹存的罗马，但「平民派」却已被连根拔除。独裁者苏拉为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将名列「死刑名册」的「平民派」人士以及支持「平民派」者赶尽杀绝。此外，苏拉为彻底实行国政改革，连「平民派」视为根基的护民官也无法幸免，造成护民官人才缺乏的局面。关于苏拉推行的国政改革详细内容，可参阅《罗马人的故事》第Ⅲ册的〈马留斯与苏拉时代〉。简单来说，苏拉断绝了「平民派」东山再起的任何希望，但毕竟是百密一疏。

此后过了三年多，「平民派」的「希望」虽然稍有成长，但母亲让凯撒领悟到自己毕竟还不成气候。得知苏拉的死讯后便放下一切急忙回国的凯撒，返国后未见他有任何行动。





希腊女子无论是否接受教育都不可以参加宴会，唯有被称为「黑拉伊塔」的职业妇女才可以出席这类场合；不同于希腊，教养良好的罗马女子非但不会遭到冷眼相待，也可出席宴会。古代的历史学家一致公认凯撒的母亲奥雷莉亚比其他受过教育的女子更具才智。她的独生子在国外求学，她依然能够掌握国内的情势，除了她本身的才智外，也是环境因素使然。

因为马留斯的缘故，凯撒家族在两位家长被杀后沉寂一时，但奥雷莉亚还有娘家的奥雷留斯家族可依靠。在此后三年的西元前75年，她的哥哥奥雷留斯·寇达当选执政官。奥雷留斯家族与凯撒家族同为元老院内的开明派人士，执政官奥雷留斯·寇达虽然作风稳健，但他也推动改革苏拉复古性体制的法案。因为他位居罗马高层，所以他是提供奥雷莉亚正确且实际情报的最佳人选。

凯撒归国后不久，首度发生打击钢铁般稳固的「苏拉体制」的事件。西元前78年的执政官雷比达（Marcus Lepidus）利用任职属省总督而组成的军团，企图以实力瓦解「苏拉体制」。凯撒身为苏拉屠杀下少数的生还者之一，对这次的起义不可能毫无感觉，但他并未参与这次的行动，事后证明他的抉择十分明智。雷比达的起义轻易地溃败，他逃到萨丁尼亚岛后病逝当地。这次的行动宛如烟火般消失於瞬间。

雷比达失败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他的人缘不佳。他以低价买入苏拉所杀者的资产，拍卖后大赚一笔。这种人即使在苏拉死后以「平民派」之名起义，不管他的政策如何，他的人格促使群众裹足不前。其二是，因苏拉的缘故重新拥有权力的元老院，断然祭出镇压策略；在发佈「元老院最终劝告」非常时期宣言的同时，又附加「为保卫共和国」的但书。因此为应付雷比达而组成的军团，在年仅三十岁的庞培沉稳的指挥下，很快地便彻底击败雷比达军，「平民派」只有再度沉寂。




开业律师



在蛰伏这段期间，二十三岁的凯撒想以担任律师扬名。正如第Ⅲ册所叙述，罗马的律师不仅是替人辩护而已，担任控方的机会也相当频繁，性质类似检察官。如果控告名人胜诉，就可立即声名大噪，对有意从政者来说是极富吸引力的职业。因为罗马主要的官职都是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凯撒虽出身名门，但毕竟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因此开业后并无人委托他担任被告律师；他的第一场官司自然是担任控方律师，至於对手是谁并不清楚，无论如何这一回是以败诉收场。

第二回他逮到一个大好机会。道拉贝拉（Gnaeus Dolabella）以苏拉的亲信著称，曾担任执政官，并且曾以前执政官的身份担任小亚细亚的属省总督。凯撒指控这位元老院内重量级人物的罪名是，於统治属省期间以不正当的手段敛财。

但这一回凯撒依然败诉。二十三岁的他毕竟还是不够成熟。尽管被告道拉贝拉在统治属省时期滥用职权，早已达令元老院内的有识之士不满的程度，但一来是苏拉已将陪审员的资格恢复为格拉古兄弟之前由元老院议员独佔的制度，另一个原因则是控方凯撒的辩证方式，与被视为司法殿堂的罗马法庭的作法格格不入。

统称为演说者的罗马时代律师，他们可能站在为被告辩护的立场，也可能站在举发被告的立场，下判决的是陪审员，因此具有说服陪审员的辩论技巧极为重要。但正如律师中的佼佼者西塞罗所坦承的，实际上，即使是陪审员下判决时，也不可能完全不受旁听席上众人的反应影响；因为对陪审员来说，旁听群众并非无法改变任何决定的第三者。因此律师们的辩论内容也自然地以打动旁听群众为目标之一。

律师这一行在雅典进入全盛期，当时的雅典式辩论正如古希腊的雕刻般，为去芜存菁的类型。之后，随着都市型国家雅典的没落，从小亚细亚西岸的婆高蒙王国产生堆砌华丽词藻的辩论技巧，古罗马人称之为「卷发」型的辩论技巧传入罗马。西元前一世纪，罗马的法庭内充斥这类赘言过多的辩论。「亚洲派」的代表人物为赫尔廷修斯（Hortensius）,他有「法庭王子」的美称，甚至因为他的名气而当选执政官。顺便一提的是，凯撒控告道拉贝拉时的首席辩护律师便是赫尔廷修斯。

另一方面，「大学留学」归国的西塞罗辩论技巧为雅典派与亚洲派的折衷方式肇始于此时。如果单就文章而言，的确如此。但是把西塞罗及凯撒的辩论翻译后加以比较，可以发现西塞罗的辩论完全是因应律师这一行的需要。换句话说，除了说服陪审员外也必须打动旁听者，事先铺陈酝酿而非单刀直入，最后再诉诸听者情感，斟酌当时的情境以获得胜利，即是西塞罗在法庭内所采取的战略。今日欧美的律师多采用这种方式，西塞罗之所以在二千年后被喻为「律师之父」，也是其来有自。

相反的，从凯撒的天性看来，他完全无法接受「卷发」型的说话方式；此外，单刀直入地切中问题所在也是他文章和演说的特色。依他的性格是绝对无法接受斟酌情境而作辩论的方式。这么说来，他的方式应较接近「雅典派」；但即使说理充分仍然需要努力掌握听众的心理。日后凯撒在掌握听众心理这方面也费尽心思，他的辩论方式并不仅是沿袭雅典派的理由就在于此。或许当时二十三岁的凯撒在辩论时所缺乏的就是这方面的努力吧！





无论如何，凯撒二十三岁时从事律师一职显然以失败告终。他不得不放弃如赫尔廷修斯及西塞罗般，借由律师一职扬名致富而进入政界一途。但这两次的败诉并不只是让他放弃以律师这一行出人头地而已；对他来说，将苏拉派重量级人物告上法庭，在判决败诉后依然余波荡漾。





罗马当权派人士忆起四年前违抗苏拉命令的年轻人，与这次告发道拉贝拉者为同一个人。虽然凯撒并未参加雷比达的起义而避免出丑，但这次他感到尽快平息外界议论的必要性，如果因「平民派」而受到注目毕竟还是太冒险了。

事态似乎有些严重，光是到距离首都罗马二、三十公里的山中別墅暂避风头还不够；凯撒并不喜欢隐居乡间无聊度日，又未达享受田园生活之乐的年纪，因此他再度远走国外。这次并非遭受追捕而逃亡，所以他不再志愿从军而选择进入「大学」，进修地点则在与雅典并称为当时「最高学府」的罗德斯岛。




远走国外



海外留学对出身良好的二十四岁男子来说，是平息众议最自然的选择。一般而言，在共和时代的罗马，从事公职的年龄始于三十岁，所以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属于充电期。但假使凯撒是个重视外界评价及在意旁人是否飞黄腾达的人，也许他就无法因尚处充电期便悠閒度日。在他不得不远走国外的同时，仅年长他六岁的庞培被任命为统率罗马各地正规军队的总司令，威风凜凜地出征西班牙，因为马留斯派的塞多留斯吸收雷比达的余党后，在西班牙发动反罗马的起义行动。庞培三十岁就担任总司令，为苏拉所制定的公职体系中的特例。这位早熟的军事天才於二十三岁指挥三个军团、二十五岁举行凯旋式、三十岁担任总司令，正一步一步迈向飞黄腾达之路。同样是离开祖国，但庞培与凯撒的境遇却是天壤之別。

幸亏生性乐观的凯撒了解目前只有等待良机。但是，他没料到在进入「大学」深造之前会遇到海盗。在前往罗德斯岛途中，他所坐的船遭海盗袭击而被俘虏。




海盗



小亚细亚西南部及与它咫尺相隔的爱琴海诸岛，因地处海湾，又位居黑海至叙利亚、埃及的航线上，是素以海盗出没频繁而闻名的海域。海盗的大本营就是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的西里西亚地方，提到西里西亚就直觉地联想到海盗，这里是罗马政府极为头痛的统辖地区。以残暴闻名的海盗在俘虏船上乘客后一一订出赎金，他们向凯撒要求二十泰连（Telent）的赎金。泰连是希腊通用的货币，这里也隸属希腊经济圈，因此赎金便以希腊通用的货币为计算单位，二十泰连换算之后相当於罗马的三十万狄纳利斯（Denarius）。当时一名士兵的年薪为七十狄纳利斯，二十泰连是一笔足供募集三百名士兵的大数目。

但是，凯撒听到自己的赎金后大笑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所抓的是何许人物。」於是他将赎金提高到五十泰连，他派遣随行人员想办法筹钱，自己则与一位好友及两位随从留在海盗身边。

二十泰连已经为数不少，而凯撒却自愿将赎金提高到五十泰连，关于这件事，史学家李维斯（Livy，又名Titus Livius）根据凯撒寄给友人的信件，首度将此事记载於他的著作《罗马史》中。之后记载此事的史学家们，在钦佩凯撒勇气的同时，也感受到他年轻时代起即十分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我也深有同感，将二十泰连的赎金提高到五十泰连，此举背后必定有更深一层的考量吧！

首先，西里西亚的海盗以残暴闻名，往往毫不考虑后果便杀人，落在这种人手里，当务之急便是保住性命。年过二十五岁的凯撒认为二十泰连似乎不足以确保性命无虞，但并不表示赎金愈高则愈安全。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回罗马筹钱，只能在位于小亚细亚的属省借高利贷应急，所以金额愈多筹款也愈困难。仔细地在保住性命与可能筹措的金钱额度间取得平衡后，大约就是五十泰连这个数目。

我之所以如此推测，是因为往后凯撒在使用金钱时，无一不是以这种堪称「金钱哲学」的方式仔细推敲后所得的结果。





对任意杀人的海盗而言，看着眼前这位年轻人的脸，便仿佛看到一大笔钱。所以凯撒在毫无丧命之虞的情况下，度过随行人员筹钱而返前的三十八天。

而且，他非但不是提心吊胆地度日，反而以高傲的态度对待海盗，当他想睡觉而海盗们却吵闹不休时，他便差遣随从前去命令他们保持安静。另一方面，他也参与海盗的武术训练及娱乐活动，他这么做并非为了锻鍊身体，只是因为大家年龄相仿觉得有趣罢了。此外，他还命令海盗听他写的诗及演讲，当海盗中有人不专心听时，他便斥责他们是缺乏知识的野蛮人。这时的凯撒怎么看也不像被海盗们团团围住的人质，反倒像受到保镖簇拥的重要人物。凯撒经常语带威胁地说：总有一天要把他们抓起来处死，但他们只是相视而笑地把它当作是年轻小伙子的玩笑话，他们不时想到的仍是那五十泰连。

凯撒在随从带回赎金后获得自由，海盗释放他之后，他立即前往附近的密列特斯招募人手及租借船只，然后率队讨伐海盗。他突袭停泊於密列特斯附近海湾的海盗船，成功地将他们全部俘虏，没收他们的财物后，当然也如愿地拿回五十泰连。

海盗们在立场互换后成了阶下囚，凯撒将他们关入监狱后前去向小亚细亚的属省总督报告；但是总督在意的是凯撒自海盗手中没收的财物，至於海盗们该如何处置，他认为那是胜利者的权利而任凭凯撒决定。归来后，他将海盗们全数带出监狱处以绞刑，让他们明白从前他说的那些话并非玩笑。此后他平安地到达罗德斯岛，开始充实自我的学生生活。






凯撒遇到海盗的地点——西里西亚四周的地理环境及留学地罗德斯岛







留学



即使在气候温和的地中海世界，气候优良的罗德斯岛也有资格名列第一或第二，冬天并不严寒而盛夏也不超过摄氏二十五度，终日吹拂的微风缓和了寒气与暑气。原意为「盛开玫瑰之岛」的罗德斯岛，不仅拥有优良的气候，也佔尽地利之便。岛的北端具有天然良港，拥有两个港口可供活用，这对岛上居民而言颇有助益。它距离爱菲索斯、密列特斯及哈里卡那索斯等因通商而繁荣的小亚细亚西岸的城市很近，经爱琴海可达雅典，西方为克里特岛（Crete），东方则为塞浦路斯岛（Cyprus），它控制这两个在古代占有重要地位的岛屿，而且它位居东经叙利亚至巴勒斯坦、南至埃及的航线上。除了累积财富之外，各地的情报於此交流，自然形成罗德斯岛学术风气的兴盛。罗德斯岛的全盛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Persia），波斯自东地中海撤退后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m）。

即使罗马成为地中海的霸主，罗德斯岛依旧势力强盛。以通商立国的罗德斯岛早已洞悉如果成为罗马霸权统治下的一员，就可确保自身的安全，可以提供海军而成为罗马军力的一部分。对海军不振的罗马而言，能提供海军的罗德斯岛无疑是足堪信赖的同盟国。无论拥有多么知名教授的最高学府，如果这个国家无法信赖而且安全不保，便无法让本国未来的领导人在此安心求学。

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家阿波罗尼斯（Apollonios）以及波斯特尼斯等极负盛名的教授，都曾於西元前一世纪时到罗马忠实的盟国罗德斯岛讲学，后者所著的《地中海全史》虽然在中世纪亡佚，无法流传后世，却影响了当时许多的历史学家。选择到雅典留学的西塞罗及后来暗杀凯撒的布鲁图斯，都继雅典后到罗德斯岛留学；但凯撒与他们两人不同，他并非是全心钻研学问的人，无论热爱什么他都不至於沉迷其中。

即使求学偶尔中断，凯撒的留学生涯仍持续了一年，由于阿波罗尼斯及波斯特尼斯所留下的著作残缺不全，因此无法从中看出他们的研究成果。从留下的断简残编中推测，直线思考的读书人固然受到他们感召，但他们并非是能够影响独具创意人物的学者。毕竟凯撒来此的目的在于平息众议。

二十五岁后旅居罗德斯岛的凯撒，充分享受这里温暖的气候及美丽的大自然。远行至耸立于林德斯岬角的神殿、参观停泊於港口中罗德斯引以为傲的海军舰队、欣赏岛上艺术家技艺精湛的雕刻，或许他每天都过着这般悠閒自在的生活。现在被梵蒂冈美术馆视为至宝的「劳康（Laokoon）群像」，就是当时罗德斯人遗留给后人的杰作。

坐小船须花费数小时才能到达的小亚细亚发生战争，凯撒自组军队匆忙前去应战，旅居罗德斯岛的生活也因此而中断。苏拉曾平定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之乱，在苏拉死后三年，米斯里达兹趁着罗马正为塞多留斯在西班牙的起义而大伤脑筋时俟机而起，因此一股不安的气氛开始笼罩在小亚细亚一带。

但是当时凯撒并未获得罗马政府的认同，因此经过短暂的混乱后，他只有先返回罗德斯岛。直到西元前74年，他已经没必要再回罗德斯岛，因为他的舅舅奥雷留斯·寇达因为就任俾斯尼亚地方的属省总督而前来小亚细亚。

凯撒十九岁时便曾以使节的身份前往俾斯尼亚王国。这时由于国王尼柯米提将俾斯尼亚王国交讬罗马后过世，罗马决定将连接黑海与爱琴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略要地俾斯尼亚王国纳为属省。以总督身份前去的是西元前75年的执政官奥雷留斯·寇达。得知舅舅即将到任的消息，凯撒决定离开罗德斯岛，包括奴隸在内的十位精神抖擞而且毫无所惧的年轻人，连后面的头发都没绑便舍弃「大学」，朝北往小亚细亚西岸的俾斯尼亚王国前进。

统治刚划归属省的地区本就是件困难的任务，王政时代的统治方法是任命当地人为总督后，於其下再行编制。为了不让习於王政时代的统治者受到异议份子的压迫，罗马的作法是尽可能保留王政时代的制度，尤其是敏感的稅制问题。就政治立场而言须减稅，而就经济立场而言，则须确保统治属省所需费用无虞，在这两个立场中取得平衡后制定新稅制，是首任总督重要的课题。

奥雷留斯·寇达在西元前75年的执政官时期，作风稳健却又能改革苏拉保守的体制，以政治改革专家获得极高的评价，被视为重新建立刚纳入属省的国家统治体系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寇达的不幸在于，在他全心进行政治改革之前，必须先投入军事行动，因为俾斯尼亚东侧的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此时开始入侵刚成为罗马属省的俾斯尼亚。也许米斯里达兹是担心强敌从旁入侵吧！

尽管奥雷留斯·寇达以法学学者闻名且拥有出色的政绩，但在战场上的情况却是截然不同。没多久他被潘特斯军打败，本是俾斯尼亚总督的他却落得逃离当地的下场，更糟的是最后他病死在逃亡地。战争才刚开始即尝败绩的罗马，不得不慎重思考应付米斯里达兹的对策，决定派遣执政官任期未满的苏拉派大将卢加拉斯前往平乱。原来因为与总司令官有亲戚关系而成为幕僚的凯撒又顿失依靠，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再返回罗德斯岛。但是局势瞬息万变，此时突然自首都传来将由他递补原先奥雷留斯·寇达所担任的神官一职的消息。




归国



罗马祭司阶级的地位依序为最高神祇官（Pontifex Maxinus）—神官一祭司一占兆家（Augures）,女祭司则属于另一体系，凯撒在十三岁那年担任祭司。虽然「李锡尼法」赋予平民在从政、任官、军界、宗教界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祖、父辈即在元老院拥有议员席次的名门贵族子弟，仍然具有先天的优势。特別是以强化元老院阶级势力为最终目的的「苏拉改革」，更可明显地看出以元老院议员子弟为优先考量的对象；凯撒在舅舅死后递补他的职位就是前述事实的明证。如此一来，二十七岁的凯撒成为神官，但这并不表示他的一切行动均与宗教有关，正如第Ⅰ册所记载，罗马的祭司阶级并非独立于体制外，除了举行祭典仪式者之外，其余的人无异于一般市民。当时的祭司长梅特鲁斯·皮攸斯与庞培在西班牙共同指挥塞多留斯之役。

无论如何，就任神官对二十七岁的凯撒来说，除了在祭司阶级内地位的高升外，还具有其他意义。睽违三年的凯撒穿着纯白的长袍，站在召开公民大会的罗马广场讲坛上，成功地摆脱昔日众人的议论。原意为纯白的“Candid”，在今日西欧一带成为「候选人」一词的起源。

二十七岁的凯撒在通常起步於三十岁的罗马官场，算不上是官职候选人。他符合资格的是军团内的高级将领——大队长的候选人，大队长手下有六名百人队长，也就是指挥六百名士兵的军中长官，每一军团均有十名大队长。

凯撒当选大队长一职，所以今后不须倚靠亲戚关系就可成为幕僚的一员；不管他想到何人担任总指挥的军团，均可拥有大队长的职位。

虽说凯撒已略具社会地位，但他只是十五名神官之一，以及被视为战略单位的两个军团的二十位大队长之一，目前他的晋升并未受到瞩目。即使已经二十七岁，朱利斯·凯撒晋升的速度也只限於此。

凯撒不仅在社会上算不上一鸣惊人，即使在他任职的军事体系中也未受重视，这一点可由同年爆发的「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之乱时，甫具大队长资格的他并未参战一事获得证明。由出生于色雷斯的奴隸斗剑士——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大规模奴隸、农奴叛乱，势如破竹地打败执政官亲自指挥的罗马正规军团，演变为威胁首都罗马安全的大叛变。西元前73年爆发的斯巴达克斯之乱就这样延续到西元前72年。

另一方面，苏拉麾下的英才庞培打破人事惯例前往西班牙参战，这次战役因为塞多留斯捉摸不定的游击战奏效而未能结束，庞培及军团在西班牙动弹不得。为应付再次展开军事行动的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罗马又加派了苏拉麾下第一大将卢加拉斯前往指挥，致使眼前罗马并无人才足以应付在义大利境内首都爆发的斯巴达克斯之乱，元老院只好将平乱之事全权交给法务官（Praetor）克拉苏。他虽然隸属苏拉派，但军事才能根本不受重视，他一共率领了八个军团前去镇压斯巴达克斯。

八个军团共有八十位大队长，当时四十二岁、身为总指挥的克拉苏是罗马的首富，他也是在此时期开始举债的凯撒最主要的债权人。克拉苏极欲与庞培一争高下，无论使用任何方法他都必须成功地平定斯巴达克斯之乱。

凯撒在二十八至二十九岁这段时期留在首都，未到前线。直到晩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也许该归功於他身为八十位大队长之一却未到前线吧！





西元前71年，罗马市民终于再度恢复平静的生活，沿着阿庇亚大道并排而立的六千名叛变奴隸被处死于十字架上之后，斯巴达克斯之乱终于告一段落。西班牙的塞多留斯战役也在费时七年后告终，总司令官梅特鲁斯·皮攸斯及庞培凯旋返回义大利；在卢加拉斯前去东方之后，罗马军也明显地佔上风。在这些令人烦心的问题一一解决后，罗马市民便将焦点集中於庞培与克拉苏的势力争夺上。




庞培与克拉苏



庞培自西班牙凯旋归国时年三十五岁；另一方面，因平定斯巴达克斯之乱，首度获得军事胜利而备受瞩目的克拉苏时年四十三岁。两人皆被视为苏拉麾下的英才，但他们的关系十分恶劣。庞培对克拉苏不择手段地敛财感到不屑，而克拉苏则嫉妒年纪轻轻即成就不凡而声名大噪的庞培。以马留斯、辛拿为代表的「平民派」被打败后的十二年间，一直是由苏拉派，也就是由「元老院派」掌握大权，因此派系分裂暂时不致构成威胁；但他们在苏拉派内部的势力斗争，却导致苏拉辛苦重建的由元老院所主导的共和政体逐渐崩溃。

庞培自西班牙返国后，要求元老院提名他为西元前70年的执政官候选人。凡具有罗马公民权者在公民大会中均有投票权，执政官的选举在公民大会中进行，但推举候选人则为元老院的权限。

最初，大部分的元老院议员都一致拒绝庞培的要求，因为如果答应他的要求，就是违反「苏拉的改革」。正如第Ⅲ册所详述，苏拉为恢复以元老院为主导所建立的共和政体，不惜施行独裁政治，因此必须尽可能给予元老院议员相同的领导权；如果因为某些特定对象势力庞大而另眼相待，上述的体制就无法发挥作用，因此苏拉在政治生涯的每一阶段都审慎地制定年功序列制。






庞培




三十岁具有审计官（Quaestors）候选人的资格，当选后任职满一年为三十一岁，此时就可在元老院占有议席；此后担任元老院议员八年，在三十九岁时具备法务官候选人的资格，同时也取得指挥两个军团的战略单位——一万五千名士兵的「绝对指挥权」。法务官一职任满一年后，大致皆可成为罗马十个属省中任一属省的总督，处理属省政治及安全防卫一、二年后，才能在四十二岁时具备罗马最高的官职——执政官候选人的资格。此时元老院议员的人数倍增至六百人，再依每位议员的才能、势力推举执政官候选人，苏拉认为依循这个模式就可以巩固罗马的统治核心。

庞培诞生于9月，而执政官的任期自1月1日起为时一年；换句话说，庞培在西元前70年的前三分之二的日子是一位三十五岁的执政官，即使一般人不以实岁计算而将他的年龄算作三十六岁，显然依旧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庞培自二十二岁突然受到苏拉征召之后便东征西讨，二十五岁即破格接受凯旋式的欢迎，他并没有审计官的经历。战绩辉煌的他并不需要刻意去担任被视为政治生涯起点的审计官；因此，他虽然已经三十五岁却连元老院议员的资格也没有取得。未曾担任法务官的庞培是以前法务官的资格前往西班牙战地，若非如此，他就无法取得指挥两个以上军团必须具备的「绝对指挥权」，因为当时元老院议员虽有六百位，却没有任何人的军事才能凌驾年仅三十二岁的庞培之上。受到元老院破格任用且不负所讬的庞培返国后，不仅资格、年龄不符，而且在本身不具元老院议员身份的情况下，再度破格要求元老院推举他为执政官候选人，这次则因为他并未解散原先率领的军团，以军事力量带给元老院无形的压力。

庞培并未遵守由苏拉制定的法律，也就是在军事任务结束后就须将军团解散，而克拉苏也违反这项规定。克拉苏也以担任执政官为目标，而且他并无资格上的问题。虽然无法肯定他是否曾担任审计官，但他的确曾任法务官，罗马派遣他前去镇压斯巴达克斯之乱时，授予他「绝对指挥权」，在政治经历或年龄方面均无不妥。而他身为元老院议员，也并未违反西元前509年创立罗马共和政体以来的规定，也就是执政官候选人必须为元老院议员。但克拉苏仍有一个难题——他的声誉不佳。贪得无厌的敛财手段虽然使他成为罗马首富，却也使得他声名狼借。相反的，庞培以年轻的凯旋将军之姿颇受市民欢迎，但元老院还未针对他的要求给予正面回应。

一向水火不容的庞培与克拉苏决定在此刻联手，他们达成一项祕密协定：克拉苏想办法让元老院同意庞培为执政官候选人，而庞培则将支持自己的选票转移给克拉苏。这么一来，西元前71年初冬，两人顺利当选为下年的执政官。自西元前75年的执政官奥雷留斯·寇达起，元老院已逐渐无法主导执政官的人选，「苏拉体制」的崩溃在他们当选执政官一事中表露无遗。但一般平民并未考虑这些问题，对他们而言，有趣的不过是关系恶劣且名声响亮的庞培与克拉苏竟为选举而合作罢了。





同一年或是下年的西元前69年，凯撒当选为审计官。在军团内服役或担任行政工作都有薪俸，而担任始于审计官终于执政官的国家重要公职均为无给制，在罗马从事无报酬的公职被称为「库鲁斯斯·荷诺鲁姆」，如果意译就是「光荣的职务」。凯撒在三十一岁时终于站在「光荣的职务」的起跑线上。

凯撒是每年选出的二十位审计官之一，而且任职地并非位于首都或跟随战斗中的军团；当选后隔年的一年任期内，任职地位于被称为「远西班牙」的伊比利半岛南部。他的上司，也就是统治此地的属省总督并非知名人士，於庞培平定塞多留斯战役之后，被派遣到问题不多的这个属省来。

当时的凯撒已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人物，已三十岁的他也算是位名人，无论当选为二十位军团的大队长之一或当选为审计官，由于他是以「光荣的职务」为目标的名门之后，即使他并非特別费心也能够得到外界的支持。但当时三十岁的凯撒闻名於世的并非前述事蹟，而是一位年轻的花花公子於现实世界中奢华的生活及因而背负的巨额债务。




第四章





青年后期 Juventus




西元前69年~前61年




（凯撒三十一岁~三十九岁）





起跑线



据说，凯撒就任审计官之前累积的债务总额高达一千三百泰连，这笔钱足以雇用十一万以上的士兵整整一年，也足够如卢加拉斯般极尽奢华而讲究的美食家举行一百五十次宴会。果真如此的话，当初他不顾一切地将海盗的赎金提高到五十泰连，或许是因为他根本打从心底就不觉得那是笔大数目。

那么，他究竟把钱用于何处？这笔钱是在他进入政界前所借，因此并非做选举经费，诸如为争取民众支持而举办剑术比赛或修建道路的费用等。因为凯撒家境并不富裕，所以这笔钱是向他人所借，至於他究竟用于何处，在参阅众多史料后得知他大致用于下列二方面。

第一是花在自己身上。

众人一致公认凯撒的读书量在当时的知识份子中堪称第一，连西塞罗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时的书籍书写于昂贵的纸莎草纸上，自然所费不赀，而且他对读书的兴趣并非开始于他经济宽裕时。

另一方面，年轻的凯撒也以注重装扮而闻名。根本不知装扮为何的人才会认为长袍不过是将白色的布料披覆於身而已；依白色毛料厚度的不同，在长袍最重要的衣褶部分作变化，而且愈薄的质料愈昂贵。

脱下正式的服装长袍后，任何时候皆可穿着的短衣，虽然式样极为朴素，固定都是短袖、长度在膝上的设计，但也正是如此才更要讲究。第一是腰带上的扣环，另外，短衣袖口也可另行装饰。穿着短衣外出者只限於未成年的少年、一般平民及奴隸；身份地位特殊的成年人则於短衣外罩上披风，将披风固定于左肩的別针也是注重打扮者的另一项装饰品。一般的短衣均为白色，可将外罩的彩色披风衬托得更出色，染色的披风价格昂贵，其中最贵的是紫色的披风，染料来自贝类，要一万五千只贝类才能取得一件披风所需的染料，所以只有凯旋的将军才能穿实际上为紫红色的紫色披风。紫色这个得来不易的颜色在后来的帝政时代成为皇帝专属的色彩。

 






元老院议员的服装 




（威却里欧绘，十六世纪）




价格次于紫色的是鲜红色，只有元老院议员的长袍镶边，以及总司令官罩於短衣外胸甲上的大件披风才能使用鲜红色。一般好莱坞制作的历史影片中出现的罗马士兵都穿红色的披风，那只是求色彩上的效果罢了。将线以原有的颜色织成布料则价格十分便宜，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尚不知丝为何物。

罗马时代男子的服装虽只能分类为短衣、长袍、军装，但如果是注重打扮者依旧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装扮，当然，愈讲究则愈花钱。

根据史学家的说法，凯撒借钱的第二个理由是他与朋友交际时慷慨的性格。除了友人之外，还有与名门中分封贵族的交际花费，世世代代为分封贵族者因出身名门，对凯撒而言，他们扮演著赞助者的角色，妥善经营与这些人的关系不仅是身为名门家长的义务，也是立足政界不可或缺的条件。

造成高额借款的第三个原因是凯撒送给情人们的礼物花费，他在这方面是出了名的慷慨，他亲自挑选昂贵的礼物送给情人们。他虽出身名门但家中并不富裕，而且当时他对多采多姿的政治生涯丝毫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以古代人的眼光而言，他并非拥有如女子般匀称五官的美男子，但是身材修长、骨架匀称的凯撒，灵活乌黑的双眼及优雅的举止，使得他即使身处同辈的年轻男子中也格外地引人注目。再加上他诙谐幽默的谈吐，也令人心情愉快。即使不送昂贵的礼物，他也深受女人垂青，而获他赠礼者莫不欣喜，因为他并非为了广受众女子的欢迎而送礼，而是为了博得佳人欢心。女人能够敏锐地察觉出为广受女人欢迎而送礼的男人，以及只是为博得佳人欢心而赠礼者之间的差別。





总之，凯撒基於上述种种理由而负债累累地前往西班牙上任，由于任职的属省并非多事之地，一年的任期平平淡淡地结束。他所担任的审计官负责属省经济方面的工作，由于职务的关系得以到任职的西班牙南部各地旅行，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古代被称作「赫拉克斯（Herakles）双柱」，靠近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的加地斯（Gades），当他停留这里时，史学家们记载了如下的一段插曲。

自迦太基统治西班牙开始繁荣的商港加地斯，有座供奉半神半人的赫拉克斯神殿，相较於赫拉克斯神，在「出差」途中前往参拜的凯撒，对神殿中安置的亚历山大大帝雕像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并且独自在像前说道：


「在我这个年纪时亚历山大已称霸世界，而我却一事无成。」








凯撒时代的伊比利半岛




这不仅是凯撒的自我反省，也充分反映出他身边的人期盼他能反省而有一番作为的苦心。对他们而言，凯撒或许不必将亚历山大大帝作为比较的对象，但眼见活跃的庞培与西塞罗，他们很希望凯撒心生警惕。长凯撒六岁的庞培已任执政官，也曾举行二次凯旋式；同样长他六岁的西塞罗，也因三年前在罗马广场喧腾一时的威列斯（Caius Varres）官司胜诉，取代赫尔廷修斯成为罗马首席律师。

使共和时代末期的罗马史更加多彩多姿的主角几乎都已登场，而凯撒却不在其中。

在凯撒自我反省的同时任期也已终了。表面上看起来，返国后他的生活方式与从前并无不同，依然是举债度日、挥金如土，除了获得花花公子的称号外，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反省或振作的行动。如果说有什么改变，就是根据「苏拉的改革」，他在审计官任满后即被授予元老院的席次，他进入元老院成为身著镶有红色滚边的白色长袍的元老院议员。一向注重打扮的他所关心的是将红色饰边重叠等琐事。









护民官（右）及平民的服装（威却里欧绘，十六世纪）




表面上看起来，凯撒的生活方式并无任何改变，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却有蛛丝马迹可循。自步入青年后期开始，他在言行上的改变也更加明显，首先就是他的姑姑尤莉亚（Julia）的葬礼。




宣示



罗马人很重视家人，且为多神教的民族，当这两种特质合而为一时，很自然地产生敬畏祖先的心理。罗马社会对葬礼的重视程度胜于婚礼，尤其是曾担任「光荣的职务」的国家要职者，死后即使不举行国葬，按照惯例，送葬行列自家中出发后沿着通往都市中心的道路行进，在罗马广场或马尔斯广场，由近亲代表在遗体前举行颂扬逝者的追悼演说。除亲人外，路过的平民也倾听演说而加入弔唁的行列。除了重要人物本身外，其妻子及儿女也适用这项惯例。

自西班牙卸任返国的凯撒在姑姑的遗体前进行追悼演说，这位姑姑也是平民英雄马留斯的妻子。致弔辞者通常是逝者的直系血亲，但马留斯的儿子在与苏拉进行内战时被捕身亡，而马留斯并无其他子女，便由凯撒来致弔辞。

对于凯撒这次演说的内容，只能从古代的史学家所记载的要点中得知一二，三十二岁的凯撒在演说中有相当大胆的发言。他说姑姑的母方家族与王室有渊源，而追溯父亲这一方则与永生的众神有关；换句话说，姑姑的娘家也就是自己所属的朱利斯家族，追溯本源则和爱与美之神维纳斯有关。在特洛伊（Troy）沦陷后，维纳斯之子伊尼亚斯（Aeneas）率领众人逃亡至义大利，这批群众就是罗马人的祖先。凡出生于罗马及其周边地区者均被视为自特洛伊逃亡者的后裔，朱利斯家族是被视为孕育罗马的阿尔巴隆加的名门贵族。对罗马人来说，与女神维纳斯有血缘关系并非无稽之谈，因此凯撒在姑姑尤莉亚葬礼中大胆的行为并非是前述说法，而是另有所指。

重视祖先及家人的罗马人葬礼，在送葬行列中除死者的遗体外，也有死者的祖先或家人的蜡制面具或雕像随行；凯撒在姑姑尤莉亚的送葬行列中也让姑丈马留斯的蜡像随行。苏拉宣告平民英雄马留斯为国家公敌后，这项命令一直未解除，尽管马留斯已身亡，但将国家公敌的蜡像立于遗体旁仍是极其大胆的行为。因为苏拉虽死，罗马仍为苏拉派人士所掌控。

在马留斯死后的十八年，当曾经是平民英雄的马留斯像出现在罗马平民的面前，他们的内心一阵激动。在苏拉宣布独裁的十四年当中，马留斯这个名字一直是个禁忌。而马留斯的外甥凯撒在演说中完全不曾提及姑丈，那样做是太过冒险了；但是他却把马留斯像展示在众人面前。实际上，凯撒在暗地里向世人宣示，将要重建被苏拉摧毁的「平民派」。

同一时期，凯撒的妻子柯尔涅莉亚过世，凯撒为她举行符合罗马名门女子身份的葬礼，那时他在追悼演说中并未提及岳父辛拿，送葬行列中也没有辛拿像随行。因为辛拿虽是「平民派」大将，但马留斯比他更具象征性意义。

凯撒的举动宣示了重建「平民派」的决心，但执苏拉派牛耳的元老院却毫无反应，因为罗马当权者根本没把这位甫获元老院席次的年轻花花公子放在眼里。即使是看到马留斯像而眼眶含泪的民众，对于以负债、光鲜的外表勾引女人而负盛名，装模作样地以一根手指搔头的三十二岁凯撒，也不抱任何的希望。无论如何，罗马为苏拉派的天下，苏拉麾下受到各界认可的英才庞培，在他的辉煌战绩的烘托下，在政界无比地活跃。他不但身负元老院的期待，更是平民羨慕的对象。一年后，庞培超越社会各阶层成为国民英雄的机会到来，不仅是罗马人，全地中海世界的人都在扫荡海盗之战中，将目光集中於年仅三十九岁的庞培身上。




庞培的擡头



罗马人的特性之一是即使成为霸权国家，也不会让本国人民处理所有的事；其他民族如果有某方面特別擅长便委由他们处理，因此关于海上的事便交给希腊民族。腓尼基人（Phoenician）堪称地中海世界的海洋民族，但腓尼基人亡于迦太基（Carthage）后，往来於叙利亚与埃及间的海域，成为地区性的水手。纵横全地中海的仍是希腊民族。

只要是水手都了解随时可供船只停泊的基地的重要性。希腊人的殖民运动自西元前八世纪起盛行，所以希腊人的海港都市遍及全地中海，即使后来希腊国力衰败，成为罗马霸权统治下的一份子，他们在通商、航海这方面依旧十分活跃。希腊民族认为国家虽然灭亡而山川依旧存在，如果大自然能使人们言归于好则共享山川也无妨。不久，希腊的水手甚至到达印度洋，发现所谓的季风现象。

但是「国家灭亡」对他们仍有影响。自港口出发航行於海上后的安全毫无保障，可依靠的公共组织也不存在。如果在海上遭遇暴风雨尚有应付的自信，但如果遇到海盗，则能够以航海技术加以抵抗的程度有限。

另外，地中海与一般大洋不同，除海域狭小外，风向也不停地改变。因此无论航行技术多么优良，都必须迁就地势采取沿岸航行的方式。

但越接近陆地航行，遭遇海盗袭击的危险性也随之升高，因为船体本身无法作太大的改变。一般船只与快速船的速度差別在于船只整体的重量。自附近岛屿后方突袭而来的海盗船，因为完全没有装载任何不必要的东西，速度类似比赛用的快艇，即使对航海技术十分自豪的希腊水手也无法应付。

保障霸权统治下诸民族的安危是霸权国的义务，罗马人原为农牧民族，在海上遭遇暴风雨就一筹莫展。他们之所以必须消灭海盗，是因为地中海海域为他们霸权统治的区域之一。

罗马早在海盗横行日益猖獗的十五年前，就曾派遣军队至海盗的大本营西里西亚加以讨伐，但是成效不彰。当时海盗船甚至出没於义大利近海，更加肆无忌惮地四处横行。尤其是一直与罗马为敌的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援助海盗后，他们的装备更加精良，连冬季也可航行海上。罗马无法运送士兵及武器至各属省。地中海的物资流通迟缓，连自罗马输入的主食小麦数量也无法控制。此时，如何对付海盗已成为罗马切身的问题。





西元前67年的护民官盖比纽斯（Gobinius）在公民大会中提出扫荡海盗作战方案，原始构想恐怕来自於庞培，这不仅是一个提案，更是个钜细靡遗的实行方案。由于这个方案十分具体，连一般市民都能轻易判断是否可行，所以极具说服力。护民官盖比纽斯所提出的扫荡海盗作战计画如下：


一、这次作战中只投入由十二万名重装步兵及五千名骑兵所组成的二十个军团。




二、动员军舰五百艘。




三、总司令官之下由他任命十四名元老院议员为幕僚。




四、总司令官实行作战的区域除海上外，更进一步深入海岸内部八十公里的陆地范围。




五、支出一亿四千四百万塞斯泰契斯作为此次作战所需的经费。




六、推举庞培为总司令官。




七、此次作战的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内总司令官对以上各事项均拥有「绝对指挥权」。



采行寡头政治的共和国最忌讳的就是将大权集中於特定一人身上。对一心只想掌权的元老院来说，庞培即将拥有的权力实在太大，元老院大多数的议员反对这个提案，但也有少数议员表示赞成，例如自威列斯官司胜诉以来，对罗马舆论极具影响力的三十九岁西塞罗，以及时年三十三岁的凯撒。

虽然海盗问题才刚波及罗马，但在社会大众所抱持的危机意识的压力下，尽管元老院反对护民官盖比纽斯的提案，但此案却在公民大会中获得压倒性的支持而通过。一通过这个提案，原先上涨的小麦价格便急速下滑。由六百名元老院议员形成的集体领导制度，被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所摧毁。苏拉一直执著於重建由元老院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但这次的事件充分凸显出这个政体无法应付西元前一世纪罗马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为通过法案，众人不惜在公民大会中损及元老院的权威，而庞培也不负众望圆满达成任务。海盗的巢穴散布於地中海全境，庞培首先扫荡西地中海海域的海盗；最后，东地中海海域的海盗也在大批进驻的罗马舰队猛攻下被扫平。攻陷海盗的大本营西里西亚地方后，海盗被一举歼灭。这次的胜利乃是罗马毅然投入全力，以缜密的战术展开快攻所致。扫荡海盗之战费时八十九天，在短短的八十九天内，庞培为霸权国罗马树立无上的权威。很快地在那一年，也就是西元前67年夏天，人们得以安心航行於地中海，自义大利输入的小麦也恢复平时的数量。

庞培在罗马的声势急速窜升自不待言，饱受海盗侵袭神殿、劫掠都市而陷入绝境的希腊人，甚至将他视为天神般崇拜。

在三年的期限内庞培具有「绝对指挥权」，但他只使用了三个月。

无论如何，庞培完美地达成任务。假如他忠于「元老院体制」，应该在凯旋返回罗马时就交出「绝对指挥权」。西元前五世纪时，辛奇那图斯（Cincinnatus）被任命为任期六个月的独裁官，大权在握的他却在十五天内驱逐外敌后就交出「绝对指挥权」，重拾田园生活。若非如此，就无法维持以元老院等少数菁英份子所主导的罗马共和政治。

但三十九岁的庞培并未这么做。另一方面，身处西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并不需要他这么做。

庞培成功地扫荡海盗后并未返回首都。如果回罗马固然享有凯旋式的荣耀，但在凯旋式后就必须交出「绝对指挥权」，所以庞培先不回首都而在公民大会中进行如下的提案。提案者正是被视为他代言人的护民官盖比纽斯。这一次的提案，他甚至未事先请示元老院。


「撤换中东战线的领导人卢加拉斯，改由庞培担任原职。庞培并且得在必要时延长他现有的「绝对指挥权」期限，委派庞培平定引发中东纷争的祸首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



这个提案再度遭到元老院大多数议员的反对，他们深怕将权力过度集中於特定一人身上。而将解职的卢加拉斯本身及外界均视他为苏拉麾下的「接班人」，他一向奉行「苏拉的改革」。总之，他彻头彻尾是位元老院派人物。

自西元前73年卢加拉斯前往东方平乱后已过七年，但米斯里达兹战争却没有结果。正如第Ⅲ册所叙述，拥有卓越军事才能但是官僚性格的卢加拉斯本身也难辞其咎，而战事一旦延长，任谁都会逐渐产生厌倦之意。相较於市民们期望庞培能尽快结束此战，元老院大部分的议员却都不希望与自己立场一致的大将卢加拉斯被撤换。赞成这项提案者依旧是西塞罗与凯撒。之后，在三十五个选区皆投赞成票的情况下，通过将卢加拉斯解职、让庞培继续掌握大权的法案。元老院陷入孤立且充满无力感的处境。




就任市务官



海盗的问题解决后，商业活动恢复热络，东方有庞培坐镇，只须等待捷报传来，西元前65年的罗马充满活力与祥和。时年三十五岁的凯撒也在「光荣的职务」，也就是政治生涯中到达第二个阶段——他当选为市务官（Aediles）。三十五岁就任这个官职并非引人注目的升迁，虽有正面评价，但这只是顺理成章的升迁罢了；不过，凯撒决心妥善运用这个堪称营建官的职务，拉近与民众间的距离。

凯撒就职后不顾其他三位同僚的想法，迳自进行各项大手笔的工程。首先是对西元前312年修筑以来，地位日益重要，有「罗马街道女王」之称的阿庇亚大道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工程。

另一方面，他也不忘举办以争取民众支持为目的的斗剑比赛。他雇用三百二十组共六百四十位斗剑士，让他们在右手臂戴上纯银的铠甲，在阳光下具有闪耀动人的效果。他热衷於举办斗剑比赛，因为他自己的确也乐在其中，元老院的大老们虽对此颇有微词，但民众却是乐此不疲。

不过，凯撒在担任市务官一年的期间内，个人的负债已成天文数字。虽然如此，他却毫不在乎，完全不顾虑钜额的借款足以拖垮自己。

债务的增加是因为上述各项活动都由凯撒自费进行，罗马政府固然也有公费整修街道、为娱乐民众而举办斗剑比赛，但必须经过性喜质朴刚毅的元老院大老们批准。除金额有限外，以先提报者优先通过，厌恶这套程序的凯撒干脆自掏腰包。自费投入工程端看个人的意愿，依据罗马的传统是由富人承包公共工程。

凯撒善用修建道路、大手笔举办斗剑比赛所累积的民众支持，在原址重建十六年前遭苏拉毁坏的马留斯胜利纪念碑。市务官的职责包括修复古建筑物及纪念碑文，但重建仍为国家公敌的马留斯胜利纪念碑，已变成具政治意味的行为。元老院对此感到不满，但也仅止于此，因为元老院无法在睽违已久的平民英雄纪念碑前落泪的民众面前，再次毁坏这个纪念碑。

罗马平民因为此事而将希望寄讬於凯撒身上。在这种状况下，对他而言第一个重要官职的任期届满，虽然他并无卓著的政绩，但他以钜额的债务博得平民的好感。




三十七岁真正起步



即使不是亚历山大大帝、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庞培这类早熟的天才型人物，男人如果到三十岁还未起步便难有所成就。对传记的作者来说，四十岁才「崛起」的凯撒的确令人难以下笔。

另一方面，因为凯撒在「崛起」的同时，也开始掌控整个罗马，这种极为罕见的际遇成为传记作家难以下笔的另一个原因。

实际上，四十岁之前的凯撒，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在近、现代的历史学家笔下的罗马史当中，这么一来便无法撰写他的传记。因此迫使撰写凯撒传记的历史学家，必须先描述这位一崛起时，世界即以他为发展中心的男子究竟身处何种时代。结果，凯撒「崛起」之前的罗马史便佔了传记的前三分之一。

而我撰写的重点正如这一系列作品的大标题《罗马人的故事》所揭示的，采人物与时代交错描述的手法。一般凯撒传记的作者在书中前三分之一所描写的「凯撒身处时代」的部分，我已在第Ⅲ册《胜者的迷思》中交代完毕。这位在崛起时就开始掌控罗马的人物，在他「崛起之前」有何重要性，也未与他人作任何比较。因此，即使内容有所重叠，第Ⅲ册已提及的内容，在本书中则从凯撒这方面加以描述，这类的内容就到此为止。总之，从以下的部分开始才算真正进入第Ⅳ册。第Ⅲ册前三分之一的内容描述格拉古兄弟的事蹟，虽然这些事发生于凯撒出生前二、三十年，却不能说与他毫无关连。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只因为他能超越时代的藩篱，但天才之所以能超越时代也正是拜当时的时势所赐。我觉得第Ⅲ册《胜者的迷思》与第Ⅳ册《凯撒时代（卢比孔之前）》之间有前述微妙的关系存在。

从撰写通史的立场来看，自人物「崛起」时开始记载固然没有不妥之处，但传记却必须将人物更真实地呈现，因此「真正开始起步」的时期也是不容忽视的必经过程。对凯撒而言，这个时期始于西元前63年，三十七岁起他才「真正起步」。那一年，乍看平静的罗马，因社会不安而引发着名的「加帝蓝（Catilina）的阴谋」事件。

格拉古兄弟促使罗马社会的矛盾浮上台面，这个事件的爆发，成为六十年后根本问题仍未解决的明证。




最高神祇官



西元前63年最高神祇官梅特鲁斯·皮攸斯去世。这位老将曾於西元前83年赶往强行登陆义大利的苏拉身边参与内战，之后也协助庞培在西班牙的「塞多留斯战争」中奋战到底，堪称苏拉派的元老，被视为「元老院派」重量级的人物。正如“Pius”（指深具慈悲胸怀者）这个尊称，他是一位具有完美人格的贵族。最高神祇官为主持宗教仪式的祭司、女祭司、神官之首，在罗马主持各项国家大典的宗教仪式中，最高神祇官一职不可一日或缺。

三十七岁的凯撒决定角逐最高神祇官一职，但唯有功勋卓著者才能担任最高神祇官这个光荣的职务。凯撒的竞争对手均非等閒之辈，其中一位为塞尔维斯·伊萨利斯，曾於西元前79年担任执政官，享有凯旋式的荣耀；另一位为鲁塔提斯·卡多鲁斯，曾於西元前78年担任执政官，为元老院中堪称「院内总管」的「第一人选」。这两人的年龄均在六十岁上下，除此之外，三十七岁的凯撒尚有其他居於劣势之处。

依据「苏拉的改革」，西元前82年后最高神祇官一职改由诸位祭司以「商谈」的方式决定。苏拉一向对扩张元老院阶级的权力及权威不遗余力，担任祭司者多半出身元老院阶级，最高神祇官如果由诸位祭司以商谈的方式决定，实际上是为了由元老院阶级独佔这个职位。根据罗马法律的规定，自西元前367年制定「李锡尼法」后，平民才得以角逐最高神祇官一职。

但为了贯彻「苏拉的改革」，十年前凯撒也经由众神官商量后才能担任神官一职，显然这一点不利于凯撒。相对于另两位候选人过去辉煌的事蹟，他的经历只限於审计官及市务官，此时，年轻反而成为不利点。

因此凯撒请担任护民官的友人拉比埃努斯以再提案的方式，提出制定于西元前104年的「图密善法」一案。依据「图密善法」，最高神祇官的人选由三十五个选区中抽出十七个选区投票决定。对外提出此案的护民官拉比埃努斯在公民大会中向大众说明提案的理由，是为了打破元老院对拥有主持宗教仪式最高权力的最高神祇官一职的垄断，将权利归诸全体公民，公民们自然毫无异议地通过这个提案。

但这个提案无法确保凯撒的当选，在他担任市务官这二年，虽然以大手笔举办斗剑比赛而赢得民众的支持，但他并不如两位竞争对手般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开始进行竞选活动。在向来不举办竞选演说的罗马，竞选活动分为以下四类：


一、家庭访谈员——简单来说就是做家庭访谈者，助选人员挨家挨户拜托对方惠赐一票。




二、沿街拜票员——拥有投票权者只限於具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在这些男子前往罗马广场工作或到市集时与他们同行，沿路进行拉票的助选人员。




三、沿街拉票员——第二项是在往程中进行；而第三项则是指在回程进行同样工作的助选人员，他们在市中心等待符合条件的公民，在送他们返家途中拉票。




四、名人劝说员——以对群众深具影响力的人物为目标，设法说服他们的助选人员。



这些竞选活动并非凯撒所独创，前一年的西元前64年的执政官候选人西塞罗也曾进行同样的竞选活动。

年龄符合规定而且以罗马第一律师闻名的西塞罗并非毫无弱点，在首都扬名但出身市井的他，属于祖先并非元老院议员的「新进者」。以自己的血统为傲的元老院阶级或多或少会以质疑的眼光看待这类「新进者」；而他又不像同乡的马留斯身为一位战功辉煌的凯旋将军，让民众疯狂崇拜他，因此西塞罗非进行竞选活动不可。

但出身小康又在律师这一行受挫，就任官职后却债台高筑的凯撒，并不如以律师扬名的西塞罗，拥有雇用大批助选人员的经济能力，他的选举经费一如往常来自与日俱增的借贷。

选举当天，当凯撒穿上候选人的纯白长袍后，在玄关对送他出门的母亲奥雷莉亚说：


「假如我没有当选最高神祇官，就请您不用再等我回家。」



他的意思并非落选的话就绝望地自杀，他大胆地与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共同角逐此罗马最高荣誉一职；如果落选就无法在首都立足，势必得远赴国外暂避风头，希望母亲有这种心理準备。但幸运之神却十分眷顾这位大胆的赌徒，那一夜，凯撒以最高神祇官的身份返家。

凯撒为何在如此年轻时争取最高神祇官一职？事实上，没有人料到他会成为候选人，元老院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十分震惊。最高神祇官虽为光荣的职务却无法掌握特权，年轻而充满野心的菁英份子绝不会不惜借贷以争取此职。尽管如此，担任最高神祇官仍然具有下列优点：


一、最高神祇官为宗教界最高领袖。




二、担任罗马公职的人数均为复数，即使是执政官也有两位，最高神祇官是极少数没有同僚的公职。




三、最高神祇官可兼任其他公职。




四、罗马公职均有任期的限制，而最高神祇官是唯一例外的终身职。




五、最高神祇官是唯一提供官邸的公职。



凯撒无论做任何事，他的目的都不只一个，他能够很自然地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合而为一，就任最高神祇官即为例证之一。他认为如元老院体制般的集体领导方式并无统治国家的能力，解散元老院体制后所建立的政治新秩序必须集权力与权威於一体。如果采取集体领导方式，那么居领导地位的诸位元老院议员，或许在穿上红色镶边的白色长袍后就足以树立权威，毕竟元老院议员共有六百人；但如果居於领导地位者只有一位……。我想，毫不迷信而且较常人更具理性精神的凯撒，他认为宗教乃是统治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任最高神祇官的同时，凯撒移居官邸，这并非为了远离平民区苏布拉的喧嚣；官邸靠近罗马广场的中心，声音的来源不同但喧嚣依旧。在召开公民大会的日子，不管罗马式住屋在建造时如何费心地与外界隔绝，外界的声音依然堂而皇之地穿过外墙飘进无墙的中庭。而且官邸并不十分宽敞，根本无法与帕拉提诺丘陵上的豪宅相提并论，因为官邸原为王政时代国王的行宫所在地，承袭罗马国力不振时所建造的规模。

无论如何，凯撒成为在罗马市中心的罗马广场拥有宅邸的最高神祇官。如果说他的用意完全没有考虑到常在此聚会的罗马市民的心理，这是说不通的；此外，居住在罗马广场，民众也较易与他亲近，政治家的大门必须为群众敞开。在朱利斯·凯撒被暗杀前，他一直住在这个官邸中。




反「元老院派」的第一步



在就任最高神祇官那一年，凯撒再度透过好友护民官拉比埃努斯举发元老院议员拉比留斯，罪名是三十七年前，也就是西元前100年时，他身为杀害当时的护民官萨图纽斯（Saturnus）以及派系人士的主谋，这事件已详述於第Ⅲ册《胜者的迷思》中，当时的护民官萨图纽斯强行推动激进的改革，元老院为重选护民官而发表类似紧急事态宣言的「元老院最终劝告」，他却以实力予以瓦解。

然而被举发的元老院议员拉比留斯，在三十七年前虽然意气风发地镇压对手，但在三十七年后的西元前63年，已是垂垂老矣的老朽，而且已成为一名无足轻重的平凡元老院议员。

不料市民们却对这名三十七年前的事件主角，如今已齿危发秃的老人寄予无限同情，好不容易从「新进者」中脱颖而出的执政官西塞罗早就洞烛机先，想为平民喉舌的执政官也跻身於这位元老院资深议员的辩护行列。凯撒和拉比埃努斯如果不想败诉就必须改变战略。

诉讼在罗马广场内某会堂的一隅展开，市民如潮水般湧入，突然有人奔相走告，声称强尼克罗丘陵上有一面红旗迎风飞舞。

王政时代受邻国伊特鲁里亚人（Etrurian）来袭之后，凡是罗马在遭受外敌侵略时就会在台伯河西岸的强尼克罗丘陵插上红旗以警告市民。当看到红旗飞舞时，人们均拋下手边的工作返家，专心準备迎战。西元前一世纪，罗马霸权遍及地中海全境，虽有好几百年未曾再起战事，但这个习惯却流传下来。因此当聚集在法庭内的市民、律师西塞罗、被告拉比留斯获知这个消息时，无论情报正确与否，均立刻离开法庭各自赶回家中。

不到一天的工夫便查出了此事纯属虚构。但之后开庭时，原告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诉讼只能草草结束。

后世的学者认为这是凯撒眼见情况不妙而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刚开始时，情势的确对他不利，但最后仍以喜剧收场。但如果将这个闹剧视为年轻气盛的凯撒幼稚的作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弹劾一位垂垂老矣的议员，而是另有更深的用意。





在此之前五十八年，也就是西元前121年，当时的护民官盖乌斯·格拉古将长久以来不成文的规定化暗为明，制定了明确的法律，也就是「善普罗尼斯法」。根据此法，罗马所有公民即使是被判死刑，也有到公民大会控诉的权利。

如第Ⅲ册所叙述，「善普罗尼斯法」是因元老院在罗马史上首度发佈「元老院最终劝告」而来。在这个紧急事态宣言中声明，执政官可不经审判而格杀具有叛国行为者，而首位被视为暴徒的牺牲者就是盖乌斯·格拉古以及他的党羽。

立法者也有成为牺牲者的例子，「善普罗尼斯法」后来也无疾而终，而元老院却在之后屡次发佈「元老院最终劝告」。凯撒真正的企图就是要凸显「元老院最终劝告」的不合法。

元老院是罗马政体中唯一不经选举而组成的机构，在王政时代是由一群长老集体向国王进谏，到了共和政权时代成为劝谏机构，但元老院一向不具决定权。之后元老院因在布尼克战役（Punic Wars）中发挥高度机能，而逐渐拥有决定权。在护民官之中，格拉古兄弟率先以身试法，频频抵抗元老院的强权，却都铩羽而归，这是因为元老院握有「元老院最终劝告」这项法宝的缘故。

凯撒指称元老院发佈「元老院最终劝告」后，拉比留斯成为一位刽子手，他不承认护民官萨图纽斯及其下的公民具有控诉权，未经审判就将他们杀害。凯撒在公民面前充分发挥他的胆识，让众人见证了「元老院最终劝告」的不合法；顺利的话，元老院极可能拱手让出这项法宝。而凯撒必须追究三十七年前的前麈旧事乃情非得已，因为当年正是针对代表公民的护民官发佈「元老院最终劝告」的最后一年。

结果虽然是以闹剧收场，并不意味着失败。元老院本来应该只有劝谏权而无决定权，却采取发佈紧急事态宣言这种强势作法，再度引发一个问题：元老院对罗马公民是否具有不经判决就可以格杀的权力。这事引发了西元前63年造成四分之一罗马公民陷於恐慌的「加帝蓝的阴谋」事件。




「加帝蓝的阴谋」



西元前63年时，鲁奇斯·歇吉尔斯·加帝蓝（Lucius Sergius Catilina）正值四十五岁的壮年时期。出身没落贵族的他年轻时便在苏拉手下崭露头角，他不仅具有武将的才干，绝对服从命令而毫不循私苟且，因此苏拉也视他为得力助手。苏拉强行消灭「马留斯派」时，加帝蓝便身为阵前指挥之一。加帝蓝虽然颇具将才却心胸狭窄，在苏拉死后，相对于雄才大略而且富贵加身的同辈人物庞培，他显然逊色许多。

 






加帝蓝（想像图：部分，十九世纪） 




加帝蓝也称得上是一位创造时代的人才。西元前一世纪，罗马跃居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国，活络无比的经济规模甚至超越迦太基，各式的商品，尤其是非日常必需的奢侈品由地中海海域输入罗马。以勇健俊美著称的罗马男子也躬逢其盛，对年轻人而言，是再多钱也嫌不够花的时代。在领导阶层的子弟之间，借贷已成为家常便饭。

然而借贷之后该如何偿还的问题，影响波及甚广。出身没落贵族、手头并不宽裕的加帝蓝，为了满足欲望也不得不借贷；但他深信庞大的债务足以毁人一生，因此在心态上较放不开。而小他八岁的凯撒，借贷金额当然比他更多，但是凯撒却不以为忤，在借贷这方面凯撒显然比较乐观。

於是才华洋溢的加帝蓝开始憎恨陷他於苦境的社会，作风与性格也逐渐偏向晦暗孤僻。我个人认为，西塞罗在弹劾加帝蓝时，用无赖汉、杀人犯、通奸者、背信者之类的批评虽未必全然可信，但西塞罗向以辩才无碍之姿出马，经常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加帝蓝则是一丝不苟的人，如果真是无赖汉便罢，但有三千名同志愿与他同生死则必非等閒。而罗马史上有名的「加帝蓝的阴谋」也活生生地展开了。





西元前65年冬天，选举下年执政官的日子迫在眉睫。四十三岁的加帝蓝虽然资格年龄均不足，却跃跃欲试。选举在公民大会举行，决定候选人资格的却是元老院。多数元老院成员对属于激进派，而且高举注销一切借贷此一反经济原理公约的加帝蓝均无好感，倾向否决他的候选资格。当然否决需要理由，理由就是非洲属省总督时代的贪污诉讼判决尚未明朗化。之后，判决结果立刻公布，加帝蓝无罪开释，但却已过了候选人登记的期限。显然判决有故意拖延之嫌，不管真相如何，加帝蓝已耽误了候选的机会。

可是他并未因此而死心，第二年仍然卷土重来；这次元老院找不到借口。加帝蓝顺利成为西元前63年度的执政官候选人，公约的内容仍是债务一笔勾消，和去年一样。

当年的两名候补对手都是强棒出击，一位是西塞罗，以律师打出知名度，志在当上地方出身的执政官。祖先并无元老院议员的他，是一名「新进者」，有利之处是出生以来就倚赖的苏拉派原属于「元老院派」，元老院对稍嫌激进的加帝蓝略为反感，可是对与自家缘分不深的西塞罗却没太多意见。

另一位竞争对手是盖乌斯·安东尼。他的才华与为人并无太多过人之处，可是父亲却是西塞罗前一代的大辩论家，也是一位知名的法学者与律师。他父亲的名声对民众而言并不陌生，所以他也蒙受其利。此外，他也从罗马富豪克拉苏手中获得充裕的选举基金。

结果是西塞罗和安东尼当选，加帝蓝则居次席。

然而，加帝蓝依旧不死心。在西元前63年10月20日举行的下年执政官选举中，再度出马。当时他的对手与去年相较并不足为惧，是由里斯·希拉努斯和里奇纽斯·木雷那两位。不料投票结果，加帝蓝仍是退居次席。但是就在隔年，担任执政官两人之一的木雷那因为违反选举而被举发。如果木雷那获判有罪，次席的加帝蓝就能顺利递补，此事让元老院慌了手脚，一致认为必须避免借款一笔勾消这种激进政策的实现，因此授意西塞罗为木雷那辩护，即使他尚在执政官任期之内。

违反选举的罪名似乎确有其事，可是罗马首席律师西塞罗要把黑的说成白的根本是易如反掌之事。木雷那获判无罪，加帝蓝递补的美梦也因而粉碎。

绝望往往使一个人走上极端，尤其对爱钻牛角尖的人更是如此。

支持加帝蓝的不满人士中，大概可分为两种。

一是与加帝蓝一样出身良好，为了维持相当的生活水準，不断举债，以致债台高筑，苦不堪言，为了突破现状只好采取极端的手段。尤其经济活动活络之后，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不是任何人都像克拉苏一样那么有能力见风转舵。

另一种是苏拉部下的一群士兵。他们跟随苏拉南征北讨，退伍后授与田地成为自耕农，但有些人却在从士兵转换成农民角色中不能适应。如果是分到拿坡里（Napoli）近郊、平原辽阔的坎帕尼亚一地的算是幸运的；但是如果是分到丘陵緜延的托斯卡那一地的人，放下宝剑，取而代之的是拿锹荷锄，这的确不是那么容易。

而苏拉这个人，在集成旗下士兵战力时不会怠慢；但在军团解散或同袍结合上，却不那么积极。他是一名卓越超群、自信满满的武将；或许正因为如此，除非是大事或是他所关心的事，否则他都有点疏忽。

聚集在托斯卡那中心菲蓝兹一地的旧士兵，在毫无协助之下，又要面对不习惯而且困难的工作，因此逐渐暴躁的他们与邻近的农民发生冲突时有耳闻。以这块没有感情的土地来借钱抵押成了家常便饭，还钱必须打拼，可是讨厌农事的他们根本提不起劲。失去土地再加上债台高筑，这种无可救药的绝望，与被债务逼上绝路的贵族们是相同的。

加帝蓝手下的这些人，还加上一些不满现状但是没有住在都市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可抵押的资产，也不具备可借钱的身份。而为债务所苦的人，虽然有一些是分布在义大利各地的自耕农，可是为数不多，因为他们还拥有土地，只说为了投票，并不会特地来到罗马。

加帝蓝的「阴谋」当中，也未包含被称为「骑士阶级」的经济界人士，因为他们是被借钱的债主。

由此可知，西塞罗认知的「加帝蓝的阴谋」并非集结了罗马所有的不满份子。只是，原本拥有罗马公民权，而且不乏是有头有脸的苏拉旧士兵，为了投加帝蓝一票而聚集在罗马，毕竟引人侧目。即使不著军服，由走路方式也可猜出一二。另外，西塞罗身为现任执政官，组织了近卫队，自己也在外衣上套上盔甲，闪闪发光，仿佛更提升了加帝蓝危机四伏的状况。「主谋」加帝蓝则一如平常地在街道中行走，也出席了元老院，更刺激了这个事件的发生。

暴动在首都罗马内四处蜂起，托斯卡那一地崛起的军队计画进军首都。此外，像苏拉旧部下、集体移民加普亚一地的老兵们与斗剑士联手，南义的卡拉布里亚一地农民起义，北义波河以北的农民也蠢蠢欲动。南义和北义的暴乱，似乎是尚未取得罗马公民权的人为了抗议苏拉所兴起的。

然而乍看之下，这个阴谋其实是有点空穴来风。主谋者当中具备指挥能力的除了加帝蓝一人，其他都是起于托斯卡那一地的骚动而已。除了苏拉老部下蒙利乌斯別无他人。事实上，加普亚一地或是南义、北义根本没有首脑。即使提到造成罗马境内骚动的主谋者成员，也是寥寥可数。

首先是廉托鲁斯。他在西元前71年曾担任执政官，但之后的行为似乎有违元老院议员规范，所以被逐出元老院。他一心期待能挽回失地，在西元前63年被选为法务官。其他还有两名前任法务官、和一位年轻的元老院议员、年轻的贫穷贵族、骑士阶级各一位。他们的共通点都是负债累累、走投无路。

暴动决定在10月28日这一天，因为这天是苏拉战胜纪念日，罗马人都在盛大庆祝。本来的计画是在当天先杀掉执政官西塞罗，在罗马各地纵火，混乱之中再收回罗马，同时迎接各地赶来的「义军」，可惜计画却事先洩了密。

主谋群中位居末座的某人，认定此举必成功无疑，於是得意洋洋地向他心爱的女人洩露，不料这名女子却偷偷前往西塞罗家中，一五一十地全盘托出。

西塞罗立刻召集元老院成员，当场说明传言已久的加帝蓝阴谋全部属实，为展开镇压行动，要求下达「元老院最终劝告」。元老院议员之一的加帝蓝也列席其中，一部分的议员显得神色仓惶，但大多数的议员却以没有证据为由拒绝了西塞罗的要求。

当天的元老院会议，有一名议员迟到了。他解释是因为妻子生产才迟到，那天是9月23日，出生的孩子正是屋大维，也就是后来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

之后的一个月间，「起义」之日迫在眉睫，加帝蓝方面无显著的行动。元老院因为没有证据也都按兵不动。但是因为事先洩露了天机，元老院内及罗马市中，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谣传。

元老院议员之间，不少人也肯定加帝蓝的才能，所以也有人认为必有黑手在后。

被视为黑手的第一人是克拉苏。被克拉苏视为眼中钉的庞培，在扫荡海盗一举成功后，远征东方也成果辉煌。将宿敌米斯里达兹王逼到自戕，近日即将凯旋归国。庞培与克拉苏交恶之事，在罗马境内可说妇孺皆知。面对辉煌战绩且率骁勇军队即将返国的庞培，克拉苏可说噤若寒蝉；於是有谣言说他趁宿敌回国前先拿下罗马，暗中操纵加帝蓝等等。而策划必须要有资金，克拉苏则为罗马首富。

另外一位被视为黑手的则是凯撒。凯撒因债务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窘况绝对在加帝蓝之上，连元老院议员都认为他不会不想把帐一笔勾消。尤其凯撒最近屡有反元老院的言行发生，趁这机会把他拉下来，对元老院派的人而言可说是一石二鸟的妙计。

事实上，「元老院派」中政客之一且头角峥嵘的加图，以三十二岁年轻气盛之姿，一直紧咬著凯撒不放。

无论是克拉苏或凯撒，都苦无确切证据；但是如果放任不管，也恐会惹祸上身。然而如何澄清谣言，两人却有不同的作法。






小加图




10月20日深夜，不速之客突然来叩西塞罗的房门。西塞罗开门一看，正是元老院的有力议员克劳狄斯·麦提鲁斯、梅特鲁斯·西比奥两人和五十一岁的克拉苏。被邀入内后的克拉苏在西塞罗面前拿出一个小包说：


「这是放在我门前的一叠信，我拆开收信人是我的那封，上面写著趁惨事发生前速速离去等字。没有寄信人姓名，还有其他收信人的信，我想应该拿来执政官这边。」



隔天，10月21日，西塞罗紧急召集元老院成员。执政官站在议场中央，拿着一叠信，一一唱名，把信交给对方。而拿到信的人，被要求要大声把信朗读出来。克拉苏率先以身作则。信的内容大同小异，而且也都没有寄信人姓名。

进行的当中，凯撒一直坐在自己位子上写信，然后交给一位仆人，又交代他一些事。仆人接过信后从元老院会场后门离开，这事自始至终都看在加图眼里，为了与第Ⅱ册《汉尼拔战记》中出现的加图有所区別，历史学家把这位加图称为「小加图」，因为他是前者的曾孙。

不久仆人就回来了，交给主人一封信，凯撒坐在自己位子上，默默地读信。

小加图等不及他把信看完，从位子站起来，指著凯撒大声说：


「各位议员，你们看，那就是凯撒和外面的加帝蓝一党之间祕密联络的证据。」



凯撒镇定地回答说：


「这只是我私人的信件。」



可是小加图坚称那是联络证据，得理不饶人。凯撒只好一副很无奈的样子把信交给小加图。小加图浏览了信之后，立刻涨红了脸，他把信丟回给凯撒，大骂说：


「你这风流鬼。」



并肩而坐的元老院议员们发出一阵爆笑。凯撒是众所皆知的花花公子，而大家的笑声则是朝向搞错状况的小加图。那封被误认为有问题的信件，则是塞维莉亚回应凯撒的甜言蜜语而写的情书。塞维莉亚是小加图的嫂嫂，没有人不知道她也是凯撒的情妇，那时她的儿子布鲁图斯已经二十二岁了，连严谨的布鲁图斯家族也传出风流豔史。


「塞维莉亚对凯撒如痴如狂。」



这么一来，原本对凯撒的所有猜疑都烟消云散。前东德的作家布雷希特（Betolt Brecht）也写了上述的描述。凯撒制造绯闻的能力，真是无人能比。

渐渐地，加帝蓝决定的「起义」之日——10月28日渐渐逼近，托斯卡那及蒙利乌斯一地的有志之士逐渐集成。西塞罗召集元老院议员，向议员们叙述情况危急，强烈要求发佈「元老院最终劝告」。可是出席议会的加帝蓝则大加挞伐，谴责执政官在毫无证据之下却先私自行动。不过这次情况不同了，因为各地整军备武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元老院最后还是决议发佈「元老院最终劝告」。

如此一来，全权由执政官处理决定。一时没有确切证据，也不能逮捕加帝蓝，加帝蓝在罗马广场境内依然故我的自由来去，即使谴责他破坏秩序，可是没有其他理由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加帝蓝为了让其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竟然来到元老院议员麦提鲁斯家中，要求允予寄身。在这样僵持的状态下，10月28日那天反而风平浪静。

不过到了11月6日，加帝蓝开始有了行动。那天夜里，他偷偷潜逃出麦提鲁斯官邸，急急朝向某人家中；在那里，以法务官廉托鲁斯为首的英雄志士正翘首引领他的到来。

席间没有明确内容，只决定了要杀掉执政官西塞罗。密谈不久之后，加帝蓝又若无其事地潜回原来的寄身地麦提鲁斯官邸。

隔天11月7日清晨，被选为刺客的两人将短剑藏在外袍下，到西塞罗家去。罗马的重要人物家中，照惯例早上都有接见陈情者的习惯，他们想借此混入其中谋杀西塞罗。可是西塞罗进入警备状态由来已久，早就暂停了早上的例行公事，因此两名刺客也不得其门而入。连这小事都没事先调查清楚，真是一次鲁莽的行动。然而一个月以来都疑神疑鬼的西塞罗却因此证实了凡事非空穴来风，当天就到元老院紧急召开会议。

11月8日，全体人员应执政官西塞罗的召集来到会堂。当然包括了凯撒、克拉苏、小加图和加帝蓝等人。

现在倾全力自救的西塞罗，并不是替以往担任辩护的被告辩论而已，他是罗马首席辩论官，四十三岁的西塞罗功力又升一级。他以下有名的辩论词，在现代有时还拿来给高中生作为翻译试题，就是名闻中外的〈加帝蓝弹劾〉第一炮。


「加帝蓝，你究竟要把我们的容忍滥用到什么时候？对你自己这种有勇无谋的行为，要掩饰到什么时候？为了实现你无穷的野心，下一次你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帕拉提诺丘陵的夜警、罗马市内的巡警、人民的恐惧、勤勉认真的市民们一致的讨伐，还有元老院会议被迫不得不在安全之地召开（帕拉提诺丘陵上），现在在座的议员忧心忡忡，这些种种难道都不能使你惊惧，令你悬崖勒马吗？




你的阴谋不久即将水落石出。你或许尚且嘴硬，可是你的想法不久就要昭告天下。昨晚你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共犯是谁？召集了什么人？决定了什么事？这些事实已经不再只是你的祕密了。




啊！光辉的过去呀！光辉的传统呀！以前的元老院、执政官，未曾对恢复过往的秩序稍怠过，然而破坏者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正出席元老院。用他杀人犯的眼睛，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心想着要他生或死。而拥有无比权力的我们，为祖国不惜牺牲生命的元老院议员，却要以身试法，接受此人好恶的判决，这又天理何在？




加帝蓝，早在更久以前，你就应该被执政官逐出国门，更久以前，你早就恶名昭彰。




以前，最高神祇官那西卡在没有元老院或执政官的命令之下，也强行镇压不停弹劾共和政权的克拉苏；然而今天，执政官对不停杀人放火、陷罗马於混乱的加帝蓝，却要坐视不管吗？……我们拥有对付你这种不肖之徒的严峻法律——「元老院最终劝告」，罗马共和国赋予元老院适当的权限行使权力。我说得明白些，如果没有行使这项权力，连我在内的两名执政官，也没有资格和能力位居其位。




现在，我与其咒骂对加帝蓝的憎恨，不如站在他其实不配接受的怜悯立场上说话。加帝蓝，你进入会场的时候，在这么多你的亲朋好友在内的元老院议员当中，有谁去向你打过招呼呢？这种异常的失礼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而你究竟在等什么呢？不会是责难吧！其实大家已经在用沉默抗议你了。而当你一就座，你邻近的人接二连三的起身换位，你四周空无一人，这样的耻辱，你如何能忍耐？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加帝蓝，你想对付我吗？我之前曾提议要把你流放。如果元老院决议的话，你说你也只好顺从別无他法。不，其实我并没有提过什么特定的提案，为什么呢？因为那有违我的作风。我想说的是你在实质上已经被流放了。




离开罗马吧！加帝蓝，让共和国从恐怖中解放吧！我只求你一件事，离开罗马吧！




你还在等什么吗？没注意到议员们都沉默以待吗？是他们让我把话说完的，还是你在等有人开口下达命令？难道你不明白他们的沉默，已表达了他们的想法？……




朱比特神（Jupiter）呀！如果依你的预言，是罗慕路斯（Romulus）建造这个城市的话，那我们要向你祈祷。我们求你让这名男子以及他的党羽离开罗马，离开罗马的每一户人家，离开首都四周的城池，离开美丽的葡萄田，离开每一份资产，每一位居民。他是诚实正直的人的公敌，义大利的毁灭者，心狠手辣，不知廉耻，恶党的首脑，人神共愤，带给我们人类无穷的苦恼，请你把他以及他的党羽逐出罗马吧！」



当天夜里，加帝蓝离开了罗马。隔天11月9日，西塞罗在元老院议会席上，如同发佈胜利宣言般，得意洋洋地宣布加帝蓝离开的消息。但是「余党」仍残留在罗马境内，而执政官西塞罗并没有逮捕他们的证据。

此后，风平浪静地过了二十天左右。离开罗马的加帝蓝，藏身在当时叫伊特鲁里亚现在称托斯卡那的地方，到同志聚结的蒙利乌斯家中，尚未有任何军事行动。罗马的元老院也一样，虽然命令北义驻军準备移动，可是军队对加帝蓝本人尚未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还没找到任何叛国的具体证据。






西塞罗




话说到12月某夜，有一群一眼就看出不是罗马人装扮的人造访西塞罗家中。他们是住在阿尔卑斯山对面，南法属省高卢一地某族的代表们来向西塞罗陈情，希望能获得罗马公民权。他们告诉西塞罗说，本来他们觉得希望渺小，正要回乡的时候，突然廉托鲁斯和他们接触。廉托鲁斯约定说如果他们帮加帝蓝反抗成功，成功之后一定给他们罗马公民权，可是他们一想到要加入叛军阵容就毛骨悚然，於是选择了报告西塞罗这条路。

西塞罗开始肃清余党。他要高卢人回应说，虽然想参加抗战，但是不得不服从部落首领的决定，因此要廉托鲁斯以及其他起义者联合簽署誓文。大约12月2日至3日的深夜，西塞罗才把这份具体书面证据弄到手。然后西塞罗立刻逮捕署名的廉托鲁斯、卡提格斯、加比尼乌斯、史塔提利斯及另外一名共五人。署名之一的加西阿斯当晩正好离开罗马，逃过一劫。

12月3日，西塞罗召集元老院议员，揭示联署的誓文。也把抓到的五人带进来询问署名是否属实，五人都承认是自己的簽名。

西塞罗此时正式公布这是一桩阴谋叛变。罗马城内到处有现职法官或元老院议员被捕，一片骚动不安。在廉托鲁斯家中，仆人们为了救回主人而集结起来準备行动，可是在赶到的亲戚劝说下才暂时解散。菲蓝兹附近菲耶左雷一地的加帝蓝同志，当然不会见死不救，不知何时会突击罗马，大家均草木皆兵，四面楚歌。另外，那五人的罪刑也必须早日有一个了断。

12月5日，为了决定此事，元老院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无论是会场的议员或是聚集的公民，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处以死刑。

非常时期宣言的「元老院最终劝告」已经发佈，它赋予执政官神圣的使命，在维持国家秩序的前提下，即使是罗马公民也可以不经审判就处刑的权力。但西塞罗也为「法律人士」之一，在他心中，或许对「元老院最终劝告」这种不经裁判而且无视控诉权存在就可任意处刑的合法性感到不安，因此开会当天，他要求在场议员讨论，裁决在讨论后投票表决。换句话说，「元老院最终劝告」的执行责任，不是执政官，而是交给了元老院。

讨论会上，首先发言的是担任隔年执政官的希拉努斯。根据他的意见，赞成五人立即处死。另一位也是下任执政官的木雷那发言，他也赞成立即处死。第三位发言的是当选隔年（西元前62年）法务官的凯撒。这位三十七岁的下任法务官，推翻了前两位的发言，原文稍长，但我全译如下。在留给后世的凯撒言论中，这算是「处女作」。通常处女作对一位作家而言非常重要，是日后萌芽的初步，但他当然不只是一位作家而已。凯撒辩才无碍，从婉拒当时权力中心苏拉起，他的言行始终如一。


「元老院议员诸君：不只是各位，对所有的人类而言，在这决定可疑事物的关键时刻，我认为大家都应先摒弃憎恨、友情、忿怒、慈悲等情绪。要认清真实并非易事，尤其对那种一时可以满足的某些人，就整体而言是否恰当的抉择更是艰难。要重理性的话，就要善用你的大脑。然而人往往在感情的控制下，作决定流於感性，而没有让理性进驻的空间。




我请求各位回顾一下历史。许多君主与人民都因过於愤怒或慈悲而自取灭亡，而我想唤起各位记忆的是足以自豪、窃喜的我们祖先的所作所为。我们的祖先并未感情氾滥，凡事均以公正为前提。对马其顿（Macedonia）战役中佩鲁修斯（Perseus）国王是如此，在对繁荣富庶的罗德斯岛反抗时也是如此。我们的祖先在战后并未有任何惩罚。为什么呢？因为发动战争的是自己本身，谁也不能受罚。即使是发动过三次的布尼克战役（Punic Wars）,我们的祖先也不改其志。加尔各答人屡次违反和平条约，但也都未被处以极刑。




因此各位议员，现在的我们也应采取无愧于先祖的决定。对廉托鲁斯及其一帮人鲁莽的行为如何处置，必须基於我们足以自豪的方式而不是憎恨。问题是采取什么样适当的处罚？就算是他们罪孽深重超出想像，我也希望能在既存的法律范围内寻求适当的途径。




在我之前发言的各位先生，除了慎选措辞外，也请说明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危险。请描述那些战争残酷的场面、败者的下场、被玷污的处女和少年、父母怀中活生生被抢的婴儿，胜者盛气凌人欺凌妇孺、被抢夺一空的神殿。简单地说，这些是只有武器及血泪的战争惨况。




我们在此辩论的真正目的究竟何在？是叫人们厌恨阴谋吗？还是为了不存在的人物，用想像加诸他们的恐惧呢？




不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应自惭形秽才对。




但是，元老院议员诸君，你们无法为人类生而平等、人类言行自由而讴歌。如果是社会下阶层的人，你们会原谅他们因一时冲动而做的行为，但身为上流社会的人，却不许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由此可见，越是上流阶级，言行更受限制。换句话说，不能太亲切，也不能太可憎，任何事都不能看不顺眼，一般人的愤怒对有权位者而言，就是傲慢或残虐。




各位议员，我是这样考量的。所有的刑罚都不能比犯人所犯的罪重，不过很多情况是后来才察觉的。人们议论刑罚的同时，往往忘了犯罪事件的本质，而只著眼在判刑轻重与否。我对于刚才众所熟知、德高望重的希拉努斯的发言，相信他是基於爱国情操而生，不是被怨恨矇蔽了眼睛，也相信他是站在客观的立场。我个人也肯定他大公无私的性格。然而我对他的高见，如果不说它残酷，那么对可怜的弱者而言怎样才称之为残酷呢？就算不说它残酷，也不得不怀疑是否违反了国家法律。




下任执政官希拉努斯对造成国家动荡不安的大事当然有所顾忌，才会不惜要求处以极刑。但在这里，讨论会引起什么恐慌并无多大意义。万一真有什么武装暴动，有现任执政官果断明快的处理，任何对策也是罔然。




对于采用何种刑罚的问题，我个人的考量是，在泪水与不幸当中被判的死刑，是比任何刑罚更佳的救赎。人类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历过一切死刑犯所尝受的苦难，如果一旦往生，既然无喜当然苦痛也解脱了。




希拉努斯，为何你不提议先处以鞭刑呢？难道「波鲁奇斯法」不适用于罗马公民吗？如果用其他法律，判罗马公民必须将此人流放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可以判他死刑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还是你觉得鞭刑比死刑重吗？




任何判刑对犯了重罪的人而言，是要更重、更残酷，还是更轻呢？希拉努斯，你对此的判断，基於罗马国家法律，你认为理直气壮的理由在哪里呢？




希拉努斯，你说这个审判，就一个叛国者是罪证确凿。但是一般的人经常被时代、被命运、被世局玩弄於股掌之间，什么样的结局决定了他们生存的价值。可是各位议员，你们不然。因此，你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今天开了先例，往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任何恶劣的判例，最初的动机都有可能是基於善意。可是，一旦权力落入不成熟、不公正的人手中，再好的动机也可能导致最坏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把罪证不充分的人定罪处刑，很可能会连累更多清白无辜者牺牲。




斯巴达人大胜雅典时，对三十位曾压迫雅典的上位者，不经审判，强烈要求处以这些反体制者死刑。雅典公民觉得他们罪极至此也就欣然同意了。然而除了这三十名压榨者之外，却也连累了其他无辜的人，他们也受池鱼之殃被判了刑，於是城内一片风声鹤唳，公民们才惊觉自己的浅薄，以至於今天成为他人的奴隸。




我们的时代或许不至於如此无知，可是当初开始剷除当权派苏拉一派时，不是也有很多罗马公民异口同声谴责他罪该万死吗？这正是罗马人心开始荒芜的征兆，利欲薰心的一些人，不仅想把豪宅佔为己有，连一壺一褛都不放过，於是便密告屋主，使苏拉的「死刑名册」更洋洋大观。原本以为事不关己的人，隔天赫然发现自己也在名单之列。这种情形是苏拉派的人沉溺於物质享受，以至於咎由自取。




如果这无的放矢之人是这位执政官西塞罗，那我大可放心。然而在大都市里，有许多性格相异的人共处，如果別的执政官在別的案例中，对矫饰的阴谋也信以为真，而乱用职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开此先例，其他执政官会以有先例可循为由，动用「元老院最终勤告」的尚方宝剑，有谁可以阻止悲剧发生呢？




各位元老院议员们，我们的祖先英勇善战，但从未失去分寸。他们对于好的事情，从不会傲慢地不去向他国学习。从萨谟奈族引入攻防武器，从伊特鲁里亚导入官职标章。换句话说，无论是盟友或仇敌，只要是好的东西，绝对忙不迭将它引进。与其排拒这些东西，他们采取了仿效的措施。




共和国建立之初，承袭希腊人的方式，多用鞭刑，死刑也大肆采用。然而随着国家日益富强，人民发言机会增加，顾虑到这种方式有可能波及无辜者，所以成立了「波鲁奇斯法」，即使是罪犯，也为他们开启了一条流亡逃生之道。各位议员，基於这种考量，我希望提出反论，采取紧急措施。我们的祖先以智慧及德行把罗马从一个蕞尔小国建立成今日的泱泱大国，与他们相比，现在我们手中握有更大的权力，因此在行使时更不得不慎重其事。




结论是，因为担心对后世影响而释放犯人吗？当然不是，如此一来恐怕更会助长加帝蓝一党的茁壮。因此以下是我的建议。没收那五人的财产，每人分別监禁在不同的地方，不准他们在元老院或公民大会上发言，如果违背的话，则视为国敌，处以适当刑罚。」



凯撒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动摇了原本坚持唯一死刑的元老院。下任执政官希拉努斯首先撤回前面的发言。赞成凯撒提议的议员当中，还包括西塞罗的弟弟。连向来以「元老院派」自居的保守派克拉提斯也建议不妨把判决日期延期。议长西塞罗的改口似乎箭在弦上，尤其趁现在非武装政变尚未发难之前。但是此时小加图要求发言，这位三十二岁「元老院派」的辩士，咄咄逼人，开始陈述反对凯撒的意见。


「元老院议员诸君：我的想法与凯撒大相迳庭。我们现在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一个非比寻常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可能凯撒与支持他的人还不是很清楚。大家都忘了这五人所犯的罪是对国家、对父母、对神殿、对家园发动了战争。优先讨论的不是如何定罪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类似重罪再度发生。如果是其他的罪条，在犯案之初就应处罚，但本例不同。防止再犯为优先考量，所以即使尚未酿成悲剧也应有所裁决。我想提醒已在神前发誓的各位，坦白说，在你们心中，比起国家利益，你们更重视的是你们的家园、別墅、雕刻、绘画吧！如果你们想要和平快乐地享受这些你们很珍爱的物质，多少也要为国家前途想一想。我不是在说货物稅或特別稅金的事，我想唤起各位注意的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活正在一个天秤上……




我认为意图犯罪本身就应受到处罚。……各位，这里的问题所在，不在于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我们的祖先多么英明，而是我们所有的财产，是要继续留在我们自己手中，还是要任它落入敌人之手。如果因为某人宽大慈悲的演说而有所动摇，那是我们暂且忘了语言的真义，把挥霍他人财产的行为谓之自由，企图行恶的意念称之勇气，如此下去的话，共和国必濒临存亡之秋。如果把掠夺他人财产的行为讚为自由，把宽容对待横抢稅金的人视为我们的传统也就罢了，可是关系到我们血统的事，我绝不轻饶。我不容许释放少数宵小，而牺牲了循规蹈矩的良民。




辩才无碍的凯撒刚才谈到生死的问题，我就个人所认知的想要说明的是：重视身后之事，但生前却生活在暗无天日、孤独暴力的恐怖世界之中，好人与坏人的命运可谓天壤之別。他提议没收坏人财产、监禁坏人等作法，很明显的，他也认为把那群坏人留在罗马，恐怕余党间藕断丝连，甚至会买通下阶层人士，无法彻底清除吧！凯撒似乎认为只有首都有叛徒，义大利其他地方没有，因为疏于防御的地方，原本就不易产生叛徒吧！




可是凯撒的想法，从防御的角度而言值得商榷。各位，今天你们所审判的人不是廉托鲁斯几人而已，而是加帝蓝一行党羽。而且不要忘了，如果我们坚持原则，对方便气势减弱；相反的，如果我们有所忌惮，对方反而趁胜追击，日益强大。我们的祖先蒙利乌斯曾大义灭亲，处罚过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他的公子违抗总司令官父亲的命令，强行进攻。一位年轻有为的青年，却因自己的愚勇而牺牲生命。




而现在，你们却对比蒙利乌斯公子更低劣的人判刑一事感到踌躇。……在这其间，我们或许已遭受四面楚歌的困境而不自知。加帝蓝一行人正计谋取我们首级，其他人也在城内蠢蠢欲动，而且公然行动。我们不得不早一步寻求对策。




因此我有个提案。叛徒造反使国家濒临危机，而且杀人放火计画对国家与全市民施暴，这已是罪证确凿的事，谁都认为他们罪该万死。为了忠于祖先信念，我主张他们应处以极刑！」



小加图慷慨陈词，元老院议员心中又开始波涛汹湧。多数议员均赞赏小加图正义凜然。投票表决之前的最终辩论是执政官西塞罗的任务，他的辩论当中明显可见他也有所动摇。针对凯撒搬出「善普罗尼斯法」，罗马公民不可在无裁决、无控诉权之下处死的说词，他提出连叛国贼都还要视为罗马公民一说有待商榷，可见法律专家西塞罗也改变了初衷。可是促使西塞罗改变的不是野心而是虚荣心。相对于西比奥、马留斯、庞培全副武装的抵御外侮，身为上位者一员的西塞罗，却虚荣地身著长袍马褂就想要捍卫疆土，原文冗长的最终辩论，以下只节译最后一部分。


「我牺牲个人一切，一心只想保疆卫土。就我这样的行为，对各位只有一个请求，也就是把今天的发言、我担任执政官期间的作为都记在心里。如果你们能铭记在心，在这同时，我也有有如受到铜墙铁壁般保护一样。我想将我的儿子讬付给各位，如果你们能记起这个年轻人，他的父亲曾置死生于度外救国救民，他本身的安全及前途都有了保障。




在讨论这个议题之初，各位都以认真无畏的态度陈述己见。不要忘了问题重心关乎全罗马市民及各位妻小的人身安全，城内、家乡、神殿，也就是所有罗马共和国的命运。你们并不犹豫将你们的决定付诸行动，我身为执政官，有生之日都将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西元前63年12月5日的元老院会议，获得压倒性的票数，决议将五人处以死刑。执政官西塞罗也确认了「元老院最终劝告」的实施权限。西塞罗与小加图如凯旋归国的将军一般，步出议场受到人群的欢呼，但凯撒则不然。走出议场时，被久待的人们丟掷臭骂。如果不是及时赶到的友人带他脱离险境，可能他早被围殴至死。十三年后凯撒越过卢比孔河（Rubicon）时，元老院悔恨不已，当初如果置他於死地，就无将来的祸害。

当天晩上，西塞罗站在牢内五名罪犯面前，将加帝蓝同党廉托鲁斯一行人处以极刑。在没有审判，也没有控诉权之下处死。

西塞罗在12月底，执政官在任的最后几天，被誉为「国父」之荣。另一方面，凯撒为了避免再被人群丟掷，一直躲在官邸足不出户。

对于获知同志被处死却未有进一步行动的加帝蓝，西塞罗动用了「元老院最终劝告」，将他定为叛国暴徒，由西塞罗同事安东尼率领两个军团自南北上，北边由梅特鲁斯率领三个军团南下，合计三万人马镇压，而加帝蓝仅有一万二千名残兵对抗，并且大多是奴隸、贫民，既无武器也无武装。加帝蓝让他们回乡，最后与加帝蓝共生死的人不过三千名而已，或说至少有武器及武装的有三千名左右。

没有人知道加帝蓝率领这三千名同志有何打算，将往何处，因为最后他们都同归于尽，无人可供记录。可能是从菲蓝兹附近沿着亚诺河到庇里托亚，想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到高卢。不管怎样，在前往庇里托亚的时候，被罗马正规军团团围住。

两军交锋，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时间而言，很快就结束了，加帝蓝在敌阵中壮烈牺牲，其他三千名士兵也全军覆没，无一人被生擒，也没有人背部中刀，全部都是胸部、头部被刺身亡。这是西元前62年1月底的事情，也是「加帝蓝的阴谋」落幕之时。

西塞罗四次弹劾加帝蓝的言论，由亲友阿提克斯所开的出版社出版刊行。对他而言，也许是当作文官胜武官的一个纪念品，可是西塞罗深知言论留下记录的必要性，当初熟谙此道的人不多，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位。




「伟大的庞培」



西元前62年，对罗马人而言，应该是苦难结束，和平快乐的一年。事实上，首都罗马、义大利全境的人在表面上也都一如往昔地安居乐业著，可是水面下却波涛汹湧。「元老院派」瓦解了「加帝蓝的阴谋」，防患於未然，正沉浸在胜利的讴歌中，另一方面也非常担心自东方凯旋归国的庞培动向。此外，当初对以西塞罗为首的「元老院派」强行镇压政策拍手叫好的公民，在看到五人处死之后，三千名士兵也无一幸免的惨剧后，也开始后悔是否真有必要置人於死地。这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塞勒斯特在后年所著的历史杰作《加帝蓝的阴谋》一书中也有类似的反省。是年三十八岁就任法务官的凯撒，就充分利用了人心的动向。

法务官自从「苏拉的改革」事件后增加为八名定员。身为八人之中的一名，当然知道如何善用人心。不只如此，连沉醉在胜利当中的西塞罗和「元老院派」也被操纵在他的股掌之间。

法务官凯撒在公民大会上抨击身为「元老院派」长老，久佔元老院「第一位」的加图鲁斯，位高权重却经常缺席，因此以怠慢职务为由建议更换，由庞培取而代之。「元老院派」对这提案的态度强硬。与其说介意换掉加图鲁斯，不如说是要元老院无视於意气风发的军队与民意拍手叫好将第一宝座让给庞培，是件极度危险的事。

话虽如此，也不能引起市民运动来达到目的，这是种笨拙的作法。所以主导元老院集团坚持指导体制的「元老院派」，不得不一改以往的作风，以争取民意为政策，成立新法。小加图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建言废止「小麦法」。「小麦法」原是把低于市价许多的小麦分配给少数特权份子，现在小加图建议取消人数的限制，如此一来，定能使下阶层市民雀跃不已。不过一旦此法成立，原本特权份子有三万人左右，一下子跃增为十倍，约三十万人左右。所需费用一年约七百五十万，势必造成财政赤字。「元老院派」向来把健全的财政奉为圭臬，这么一来，可谓腹背受敌，因为在此同时，庞培平定东方，把地中海沿岸收为罗马版图，俨然犹如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一般英姿焕发，率领大军凯旋归国。

庞培在西元前67年大力扫荡海盗后，以小亚细亚西岸都市爱菲索斯为首，向东继续征战。对忠心善战的部下，为了奖励他们五年来的辛劳，除了薪水外还发给如下的奖金。

士兵一律六千塞斯泰契斯，百夫长十二万，大队长一百万，审计长五百万，军团长一千八百万。

如此的大手笔，在罗马史上可说前所未闻，由此可证明当时的地中海世界，东方比西方要富裕许多。罗马的岁收拜庞培东征之赐，一跃为二倍之多。看在一般市民眼中，四十三岁的庞培当然令人崇拜不已。另外庞培途经雷斯波斯岛时，也列席了诗人座谈会，在罗德斯岛，被哲学家们团团围住；在雅典，则慷慨捐助修复露天剧场等，所以他的回途可说集各种荣耀於一身。

这对国家罗马而言，当然是可喜可贺，可是对「元老院派」的人来说则是一大隐忧。早熟的天才庞培年仅四十三岁，已经历过了凯旋式和执政官，五年来长期握有总司令官大权，击败海盗，东征西讨，这样一位四十几岁的少壮派代表，下一步要追求的是什么呢？令「元老院派」忐忑不安。

在义大利半岛南端布林迪西登陆后，庞培会忠于「苏拉的改革」中所决定的事项，解散率领的军队呢？还是破例被允许违反「苏拉的改革」，从此飞黄腾达？是否这次会无视於苏拉的法令，如同二十年前苏拉排除万难一样，率军进军罗马，发佈独裁政权呢？万一庞培心有此意的话，那他一定会在西元前63年进行非法武装政变布置的一切。不许一人专政、坚持集团指导制度的「元老院派」深知此点，所以对庞培的凯旋归国，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是忧心忡忡。

在庞培回国之前，发生了一件令元老议员还有全罗马市民不能稍稍释怀的事件。




丑闻



西元前312年，克劳狄斯一族出钱出力建设罗马，铺设了阿庇亚大道（Appia，古罗马军用道路），使克劳狄斯族在罗马的名流贵族中地位更为尊贵。如果只限定一个时代，那么像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一门或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一门，以及共和时期的华雷利乌斯一族、艾米里斯一族都名噪一时，然而克劳狄斯家族一直都活跃於罗马的历史舞台上，几乎各时代都有家族成员跻身罗马政治高层，克劳狄斯家族为世人公认的贵族名门。隸属于这名门的布鲁克鲁斯家的家长为三十三岁的男子普布里斯·克劳狄斯·布鲁克鲁斯（Publius Clodius Prucrus）,他与凯撒在辛拿的女儿柯尔涅莉亚死后再娶的妻子庞佩雅（Pompeia）的婚外情曾引起轩然大波。

每年接近12月时，执政官或是法务官等担任国家要职者家中，由女眷开始準备祭祀波娜（Bona Dea）女神的庆祝活动。12月1日夜里举行祭典，膜拜专司生产的女神，只有女性才能参加这项祭典，即使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也严禁参加祭典，举行祭典的家庭当晩，包括奴隸在内的所有男子都必须到別处作客。

 






上流社会妇女的服装 




（威却里欧绘，十六世纪）




就任法务官的凯撒家中，祭祀波娜女神的事在他母亲奥雷莉亚的领导下，他的妻子庞佩雅也开始召集罗马上流社会诸位贵妇人。当天，克劳狄斯乔装成女人混入其中。

在祭典进行当中屋内一片昏暗，迷失方向的克劳狄斯被凯撒家中恰巧路过的女奴隸发现，而且她已看出在家中四处徘徊的是一名乔装女性的男子。

奥雷莉亚得知这个突发事件后立刻停止祭典，命令女奴隸将这名可疑份子赶走。奥雷莉亚一眼便看穿他的身份，因此她并未将克劳狄斯送交守夜的警卫而将他赶走。奥雷莉亚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参加祭典的其他女性都在混乱中从女奴隸口中得知不速之客的名字，於是便在返家后告诉她们的丈夫。

这事件已演变为丑闻。首先，有男人擅闯严禁男人参与的祭典举行的场所，此举已构成对女神的亵渎。其次，闯入的地点不仅是高官的住所，当年凯撒已任职法务官，而且一年前荣获最高神祇官的职位，这种亵渎女神的行为竟发生在罗马宗教界领袖的官邸当中。反凯撒派人士夸大地指称此事已不只是丑闻，也是最高神祇官怠忽职守所致。这事件爆发后，等着看好戏的除了身为凯撒同僚的元老院议员外，还包括一般市井小民。因为在此之前一直私通他人之妻的凯撒，首次尝到妻子与他人私通的滋味，所有人都兴致高昂地期待好戏上场。凯撒决定与妻子离婚。

由于反凯撒派人士对这事不肯善罢干休，因此乔装女性的名门贵族之后被送上法庭。但出庭作证的奥雷莉亚却回答当时太暗无法看清闯入者为何人，凯撒家的女奴隸证词也和她如出一辙。

轮到凯撒作证时，他答称当晩并不在场，所以无法提供任何证词。检察官便追问他为何与妻子庞佩雅离婚，凯撒答道：


「凯撒之妻绝不容怀疑。」



众人因此哑口无言，之后便无人再请凯撒提供任何证词。

如果当时我在场的话，一定会一面笑一面惊讶於凯撒竟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句话，甚至可能会对他说：「任性妄为的分明是你自己嘛！」但元老院的大老们之所以哑口无言其实也不难理解。在罗马，愈是上流社会的女子愈能拥有财产权等，因此政治婚姻的比例相当高，堪称世界霸主的罗马领导阶层中有许多人为惧内者，汉尼拔时代的大加图（Cato Major）在元老院议员前演说时，曾开玩笑道：「堪称世界霸主的诸君之上，还有另一位名为妻子的霸主。」实际上，他们曾经想对妻子说的话却被凯撒抢先说出。无论如何，凯撒似乎因为上述话语而化解了原本可能被免除最高神祇官一职的危机。看起来，克劳狄斯也将因证据不足而获判无罪，但西塞罗一出马情势就再起变化。

被告一方的律师以克劳狄斯家奴隸的证词为辩护依据，指称当晩被告身在距罗马一百公里外的別墅。但西塞罗却指出，当天早上，克劳狄斯曾到西塞罗家拜访，在半天之内根本无法来回百里，陪审团必须在奴隸及前执政官的证词中择一采信，被告的不在场证明似乎已经开始动摇。此时克拉苏开始行动，经济实力堪称罗马第一的克拉苏暗示将给予陪审员经济利益以收买人心。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项举动是为了解救克劳狄斯，但正如其后陈述的理由，我认为其实这次获救的是凯撒。无论如何，判决的结果以有罪的二十五票对证据不足而无罪的三十一票，出身名门贵族的年轻男子被释放。此后，克劳狄斯发誓一定要报复西塞罗。





自丑闻中脱身的凯撒，以前法务官的资格等候统治属省的职务，他被任命於西元前61年间担任西班牙南部的属省总督。当凯撒在审计官任内便曾任职於称作「远西班牙」的西班牙南部，但这次在他上任时拥有指挥两个以上军团的「绝对指挥权」。他并非庞培那种少年得志的人物，但已经三十九岁的朱利斯·凯撒，总算也在罗马政坛踏出成功的第一步。有了统治属省的经历，那么举行凯旋式或担任执政官都已垂手可得。

然而本该尽速前往西班牙的凯撒却无法跨出家门，债权人蜂湧而来，声言除非凯撒还钱否则他们绝不离开。这些债权人的心情不难理解，因为凯撒所积欠的金额已成天文数字。如果是生性认真且苦於借贷的加帝蓝，恐怕非得发动百回政变吧！好在凯撒还有克拉苏的帮忙。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克拉苏是他最主要的债权人，克拉苏不但将偿还的期限延后，同时担任其他债务的偿还保证人。有了身为罗马首富克拉苏的保证，债权人终于答应离开。贵为属省总督的凯撒总算能出发前往任职地。





约自当时起至今日的二千多年以来，历史学家及研究者拼命探究却无法解开的两个谜团，也就是凯撒与金钱及女人之间的关系，试着找寻这两方面的答案也是件颇有乐趣的事吧！一个人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问题，应该也是衡量他胸襟的方法，而丑闻的产生也经常与金钱及女人有关。




凯撒与女人



阅读古今史学家及研究者的著作，令人会心一笑的是他们同样都对凯撒十分著迷。信奉基督教史观的人无法批判他，因为基督是在他之后出现的人物；而奉行马克思史观的人面对他不容忽视的生存价值，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底层结构是由社会上层结构所决定。共产主义前东德的作家布雷希特笔下所描绘的凯撒十分生动，我想，如果以那样的笔法描写凯撒的一生，大概根本无法打草稿吧！但是凯撒使他们著迷的理由在此无法一一列记，因为如果想全盘了解凯撒这个人，须从他的言行仔细地推敲；总之，他不是个容易了解的男子。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古今史学家、研究者、作家绝非对他一无所知，在他们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讯息：凯撒似乎深获女性青睐，而且她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对他心怀怨恨。

古罗马评断美男子的标準，正如年轻时堪称「秀色可餐」的庞培、众人公认俊美为世所罕见的首任皇帝奥古斯都，以及哈德良王所宠爱的安提诺般，须具备如女子般匀称的五官，这一点应该是受到希腊雕刻的影响吧！如果以此为标準，那么凯撒绝对不能算是美男子，年轻时两颊便有明显的皱纹，四十五岁以后发际向后移，必须将中间的头发向前覆盖来掩饰他的秃头。另一方面，在四十岁掌控罗马之前，他并不富裕而且经常借贷，也尚未拥有足以满足女人虚荣心的权力，即使如此，女人中的女人依然深受他所吸引。

根据许多史学家的描述，凯撒的身材削瘦高䠷、举止优雅，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但当时罗马有一名男子古曼，无论是容貌或风度均十分出色。从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学识与讽谕、幽默完美地组合，不难想见他是位言之有物而且风趣的男子，但如果能忍受他自吹自擂的癖好，那么即使是西塞罗都称得上是言谈风趣的人。

但容我借用某作家的话，只有凯撒拥有让所有上流社会的贵妇人自愿列队等候他青睐的魅力。例如凯撒的第一债权人克拉苏的妻子提多莉亚，因丈夫庞培赴东方指挥作战而独守空闺的慕琪亚，以及身为庞培副将必须同往东方的盖比纽斯的妻子罗莉亚；光是留下记录及姓名者就已如此可观。虽然听起来十分不可思议，据史学家指出，元老院三分之一的议员之妻皆曾与凯撒私通。他的情人当中除了克丽奥佩脱拉（Cleopatra）之外，最有名的当属塞维莉亚。塞维莉亚是后来暗杀凯撒的主谋者布鲁图斯的母亲，在她改嫁之前一直都是凯撒的情妇。

凯撒的情人皆出身罗马上流社会，换句话说，她们经常会在美容沙龙或高级服饰店相遇，但她们之间并无任何嫉妒或争执，宛如依次排队般柔顺地等待，心甘情愿地作他的情人，如果有什么消息也会即刻互相通知。

但并非所有女子都能成为凯撒的情人，他与当时罗马社交圈中最负盛名的克劳蒂亚便无任何瓜葛。

克劳蒂亚是在举行波娜女神的祭典当晩乔装女性闯入凯撒官邸的克劳狄斯的妹妹，出身罗马极负盛名的贵族世家。身材窈窕又颇富教养的她与卢加拉斯离婚后，又立即与梅特鲁斯结婚，相继与元老院中的权贵人士结婚，加上诗人加图鲁斯诗中的女主角及女同性恋皆以她为创作灵感，使得克劳蒂亚备受瞩目。不同于苏格拉底时代雅典的女性，罗马女性可出席宴会，在宴会中有专职的舞孃表演舞蹈，上流社会的贵妇人通常不在宴会中跳舞，克劳蒂亚毫不在乎这项传统而在宴会中翩翩起舞，此举顿时成为罗马社交圈谈论的焦点。专门评论西元前一世纪罗马名人的研究者指出，克劳蒂亚特別喜欢有名的男人，在「加帝蓝的阴谋」事件中声名大噪而奠定地位的西塞罗也是她眉目传情的对象，而西塞罗也欣然接受美人的青睐。她对凯撒这位罗马的「花花公子」并非毫无兴趣，但凯撒只把她当作普通朋友而非情人，也许是因他不喜欢她那种惊世骇俗的生活态度吧！事实上，十年后，由于克劳蒂亚不满年轻的爱人离她而去，因而控告对方侵占及毒杀，在这诉讼中担任辩护律师，在尽情嘲笑她的言行中获得胜诉的就是西塞罗。由此事得知，纵横情场的凯撒对女人并非来者不拒；同时，他之所以能虏获众女子的芳心，主要也是因为他锲而不舍地追求。只要是女人，绝对无法抗拒穷追不舍的男人。

无论如何，凯撒的确轻易赢得不少女人的芳心，史学家及研究者羨慕他的并不只是因为他深受女人的青睐，如果只是具有女人缘的话，那么斗剑士或演员也能办到，他让许多杰出男人羨慕的地方在于他的情人当中无人怨恨他。具有女人缘固然是男人的梦想，但男人心底真正的愿望是如何避免招致喜欢自己的女人怨恨。

这是因为一个成熟的男子并不希望引发丑闻，而丑闻往往产生于女人愤怒时；女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受到伤害，那么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女人会受到伤害呢？





在前述克劳蒂亚为原告、西塞罗为辩护律师的「却里斯官司」中，从西塞罗的辩辞中得知，女人之所以会愤怒地不惜引发丑闻，是因为她供养的男人无情地拂袖而去，与她断绝关系。但凯撒与不了解女人心态的却里斯完全不同。

首先，凯撒以赠送昂贵的礼物对他心爱的女人展开追求攻势，这也成为他巨额借贷的原因之一。只有身为人妻者会认为，如果赠礼将增加借贷金额的话倒不如不送礼；除此之外，所有的女人都喜欢男人的赠礼，并对此而感到自豪。凯撒曾送给塞维莉亚价值六百万塞斯泰契斯的珍珠，一时成为罗马女人谈论的焦点，如果此事属实，这笔钱已足以在帕拉提诺丘陵购买两栋豪宅。

其次，凯撒从不对外隐瞒情人存在的事实，他的情人已是公开的祕密，但正因为连她们的丈夫都知情，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祕密。连在东方作战的庞培及盖比纽斯都知道妻子外遇的事实，因此并未酿成丑闻。正因为一切公开，即使成为凯撒的情妇，她们也毫无怨言。

第三点，如果单就史实的记载而言，凯撒与相继成为他情妇的女人之间从未真正断绝关系；换句话说，他始终没有和她们划清界限。

即使凯撒与二十年间身为他公开情人的塞维莉亚不再是恋人，他依旧尽量满足她的需求。在塞维莉亚的儿子布鲁图斯向庞培靠拢后以刀剑相向之际，凯撒仍在打斗结束后担心布鲁图斯的安危，在得知他生还后立即通知塞维莉亚。另外，在克丽奥佩脱拉正式成为他的情人后，凯撒依然照顾塞维莉亚的生活，甚至将国有土地以低价让售给她，这是身为公职人员不该有的行为。至於塞维莉亚的儿子布鲁图斯对这一切究竟作何感想，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凯撒与其他女人也未真正断绝关系。例如，当他与妻子共同出席宴会或其他场合时遇见旧情人，因为他与她们隸属同一阶级，因而照面的机会自然不少。如果是一般男人在面对这种状况时，为避免尴尬便昧著良心装作不认识地走过对方身边，但凯撒并非如此。他请妻子稍等，竟然就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方地走向旧情人，温柔地牵起她的手问道：「近来可好？」对女人而言，最大的伤害莫过於被忽略。

如果是情人的话倒还可以忍受，而身为人妻者又作何感想？其实两者之间并无太大差异，妻子与情人之间并非光以赠礼与否来区分，一旦成为正室，地位就受到众人的肯定。而且回家之后，凯撒便告诉妻子，今天在元老院会议中西塞罗夸张的演说有多么滑稽，他刻意不提之前的事，妻子根本无从发火。虽然这是旧话重提，但对女人来说，最大的伤害莫过於被男人忽略。

诚如义大利某位作家所言，凯撒「不只是受到众女子青睐，而且具有让这些女人丝毫无法怨恨他的稀世本领」。前述论点也是我根据史实推敲而来，女人与大众就这一点而言可说完全相同，因为有时候人类的心态与性別、人数毫无关系。




凯撒与金钱



对古今的史学家及研究者而言，还有另一个至今仍无法解开的谜。令人不解的与其说是凯撒「为何」欠下巨额的债务，倒不如说是他「如何能够」借到如此巨额的款项。

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必须先确认一件事，就是不管从任何的记录或史书来看，凯撒的借贷金额都像天文数字般庞大，但作为抵押的位于苏布拉的私人住宅及拉比寇的別墅却始终未被债主接收。根据当时罗马上流社会的经济状况看来，即使接收上述不动产依然不足以清偿他的债务，但也只有先把它们当作抵押品收回。也许是受到堪称家庭主妇楷模的母亲奥雷莉亚的影响，凯撒在家中过着朴实的生活，同时他坚守不让债务影响到家庭的原则。但即使在古代，如果想在毫无抵押品的情况下借钱，只有依靠高利贷或特殊的管道；对凯撒而言，「特殊的管道」就是克拉苏。

为何凯撒非但深具女人缘，而且她们对他毫无怨言。探究这一点的史学家及研究者几乎清一色皆为男性，但除非站在女人的立场思考这个问题，否则他们终究无法解开这个谜。凯撒在尚未掌权前如何能够借贷巨额款项，关于这一点的探究与前述的问题类似，除非如地方上富有的知识份子普鲁塔克，或由大学负担研究经费供现代研究者全心地考察，否则根本不可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总之，有必要先探究债权人的心态以及其他的借款方式。





凯撒最主要的债权人便是马库斯·里奇纽斯·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他除了借钱给凯撒外，尚且向其他债权人担保凯撒必定会清偿债务，甚至可说是凯撒唯一的债权人。比凯撒年长十四岁的克拉苏在父亲那一代就已是罗马首富，到他这一代时，财富之多已高达国家预算的一半。至於克拉苏如何累积惊人的财富，正如第Ⅲ册《胜者的迷思》中所描述的，他在拍卖没收自死刑犯的资产时，将价格压低后竞买入手，或在发生火灾的房屋即将倒塌前以极低价买入。金钱对不择手段增加财富的克拉苏而言究竟有何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凯撒似乎能够洞悉克拉苏的心态。借款额不多时债权人居於强势而债务人居於弱势，但借贷金额十分庞大时则情势完全逆转，凯撒深谙上述微妙的变化。

当借贷金额不多时，一切只是单纯的借贷行为，对债务人来说没有任何保证；但如果借贷金额增多情况则大不相同，一旦背负巨额借款便如同获得了「保证」。与其说巨额的借款是债务人烦恼的根源，倒不如说已成为债权人莫大的困扰。一个人之所以能忘却债权人的嘴脸，往往是由于他的债权人过多的缘故，因而此时要尽全力自保的不是债务人而是债权人。在凯撒即将前往西班牙就任属省总督时，却因债权人欲讨回借款而无法动身，此时出面向其他债权人担保者正是克拉苏。此后，即使原来并非出于本意，但帮助凯撒立足政坛者就是克拉苏。对克拉苏这类债权人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在古罗马时代，如凯撒这种债务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皆如加帝蓝般生性正直，深信过多的债务将导致自身的毁灭。

许多现代的研究者认为，这个时期的凯撒因为积欠的庞大债务而受制于克拉苏，但我敢十分肯定事实并非如此，有证据显示凯撒比克拉苏更具有行动的自由。在凯撒所著的《内战记》中载有如下的一段内容，现在将它直译於后：


「於是凯撒向大队长及百夫长借钱，然后将这些钱当作奖励金发给全体士兵，这种举动堪称一石二鸟。为避免自己血本无归，众指挥官便全心投入战事；而士兵们为报答总司令官的慷慨而奋勇作战。」



凯撒或许在银行界是个极不受欢迎的人物，但由前述数行的内容得知，他将筹借而来的钱用于何处。送给众女子的礼物所费不多，他的钱主要还是用在修复街道、举办斗剑比赛以及选举造势活动等，他大费周章借得的钱并非用来累积本身的财富。他不像西塞罗不惜借贷也要在帕拉提诺丘陵上购置豪宅，在义大利各地购置八栋別墅。他对不动产的关注，仅限於以扩大罗马的心脏地带罗马广场为开端的公共事业。即使是建于台伯河西岸的私人庭园，他也在遗言中声明要捐给罗马公民，他甚至毫不在意自己的墓地所在。事实上，他并没有自己的墓地。

反凯撒派人士无法将金钱引发的丑闻和他扯上任何关系，他并未将钱中饱私囊，因此他的金钱来源也不容旁人置喙。另一方面，他虽身为借贷者却是「强势的债务人」，能让克拉苏一直以金钱援助的人唯有凯撒。后世的某位研究者指出，朱利斯·凯撒是以他人的金钱成功地进行他的革命事业。

凯撒并非在受制于债权人的情况下，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标而迅速掌握大权。




第五章





壮年前期 Virilitas




西元前60年~前49年1月




（凯撒四十岁~五十岁）





四十岁立足政坛



在波娜女神的祭典当晩，凯撒家遭到轻率的年轻人闯入，在等待这桩事件的判决结果，以及因被催讨债款而困居家中的情况下，大幅地延迟了他的出发时间。而南西班牙在凯撒的属省统治下，自西元前61年的春天至西元前60年初，只剩为期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时凯撒是三十八岁到三十九岁。他之所以不到一年就回国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清楚知道属省总督要做什么，也很清楚有了这个经历后，自己要再做些什么。





凯撒就任於当时的「远西班牙」（南西班牙），那里没有居民造反，大致上没什么问题。安定时期的属省统治中，只是明示政策，加以组织，确实执行政策的顾问机关；即使总督本人不在，也能毫无阻挠地统治当地。

属省总督凯撒所明示的是一种稅制改革。这种改革并非彻底改革稅制，只不过是对依据属省法缴纳属省稅的义务人和享有罗马公民待遇、不缴稅也可以的殖民都市人民这两者，作个明确的区別。以前的属省总督总以为增稅才是有利国库的方法，而无视於这两者的区別。如果没有一套公开的稅制，就容易产生征稅官恣意妄为的事。罗马所课的属省稅为收入的十分之一，绝非重稅，然而令许多属省人民感到稅重难担的原因，是因为不得不依照征稅官所要求的付稅。再者，投标制度中握有选举征稅官权力的属省总督会认为增收多少赋稅，是自己的权利，这样的行为甚至已经成了代代总督的惯例。当上了属省总督，就能累积一笔财富，那个时代就是如此。因此，大家都想去油水似乎比较丰渥的东方属省，而被分派到西方属省的，则被认为是中了「贫穷籤」。

中了贫穷籤的凯撒，虽然处於债台高筑的情况，但他并未增收南西班牙属省的稅，而是采行减少征稅官恣意搜括的空间。结果，增收成了减收。但是，政治斗争似乎成了法律论争，对以法立国的罗马人而言，既然有了先例，今后也就如此照办了。拜这个公开减稅之赐，无需缴纳属省稅的居民，在欣喜、感谢之余，纷纷向总督呈上献金。献金的金额究竟有多少，并不清楚，不过倒是对借款的减轻有些许的助益。

此外，为了筹组实行这项政策的智囊团，凯撒积极录用当地的人才，鲁齐乌斯·克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即是其中的代表。西班牙在汉尼拔（Hannibal）家族的统治下，开展了繁荣时代，在伊比利半岛（Iberia）南端的港市加地斯住着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居民，他们究竟是移居西班牙的罗马人子孙呢？还是取得罗马公民权的迦太基人子孙呢？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无论是何者，都是与罗马上流社会无关的人物；不过，却并非与文明无关。

巴尔布斯不仅具有实务能力，也具有与西塞罗一起谈论事物的教养；凯撒回罗马赴任时也带巴尔布斯同行。这位西班牙人，往后就如影随形地随侍在凯撒身旁。随侍在凯撒身侧而成为凯撒人的巴尔布斯，一直扮演微妙的交涉要角；凯撒遇刺的四年后，他甚至还当上了执政官。

在积极录用当地人才、组织顾问机关施政的期间，凯撒亲自率领军团，专心致力於统治伊比利半岛大西洋岸葡萄牙（Portugal）的霸业。因此那一带的居民自然没有反对罗马的举动，甚至还打算为罗马霸权扩展到他地称霸的事举行凯旋式。

凯撒透过炫耀夸示马留斯派、大肆主办斗剑比赛之举，了解到自己在罗马市民间颇有人缘。但是，他也知道这样的人缘与支持是不能划上等号的。凯旋式是用来表扬击退罗马敌人或扩张罗马势力的功绩所举行的荣誉仪式。对回到任地后，想参选执政官的凯撒而言，如何将人缘转变为支持就成了不可忽视的权宜之计。因此，他并未彻底实行称霸伊比利半岛西部一带的计画。因为只要能获得凯旋式的举行资格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就在这时候，凯撒首度亲眼目睹了大西洋。

在此情况下，凯撒预见应做之事而归国赴任，但罗马迎接他的气氛，与他在西班牙时所预测的大不相同。因为日渐意气轩昂的「元老院派」，对凯撒的期望一直抱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追溯「元老院派」意气轩昂的原因，开始于一年前庞培的义大利归国。





约在西元前62年底，在一般平民的喝采与元老院的不安下，庞培和十个军团六万名士兵在布林迪西登陆。在「苏拉的改革」以后，规定罗马军团的总司令官，如果从北边归国时，必须在卢比孔河（Rubicon）解散军团；从南边回来就任时，则必须在抵达布林迪西时解散军团。总司令官和士兵们约定在首都罗马的凯旋式中再会，并要他们暂且先回故乡。总司令官自己只率领少数的随从回罗马，直到凯旋式举行为止，才能进入首都城内。「元老院派」的不安在于庞培以四十岁中旬的年纪，就已经一扫海盗，甚至完成称霸东方诸国凯旋而归，他是否愿意乖乖地交出十个军团的兵力呢？二十年前，苏拉在布林迪西登陆后，不解散军团，一路攻至首都，歼灭「马留斯派」，一举施行独裁政治。有关于他的记忆，至今仍鲜明地烙印在多数元老院议员的脑海里。

但是，苏拉的政治目标是由元老院主导建立寡头政权；庞培虽然被视为苏拉门下的英才，但他是军事人才却不是政治人才。现代某位英国研究者甚至形容道：「与其称他是野心家，不如说他是虚荣家。」野心是想达成某件事的意志，而虚荣则是想博取众人称赞的愿望。

早熟的军事天才——庞培，二十几岁起就惯於接受別人的喝采与赞赏，很自然地养成虚荣的习性。登陆后不久就解散军队的庞培，只带着军团长、大队长等不到五十人的随从，沿着布林迪西的阿庇亚大道北上，向罗马前进。沿路上聚集前来目睹这位名将的人，一直到罗马的街道，慕名前来的人随处可见；在接近首都时，庞培身后已经聚集一大群随行的人。目睹这个景象的西塞罗就曾经说过：只要庞培愿意，就算没有军团的助阵，他也能发动政变。西元前61年1月底，庞培抵达了罗马城外。

但是，「元老院派」在这步的战术错了，他们因为高估自己的实力，而消除自己对庞培的疑虑与不安。睽违罗马五年凯旋而归的庞培，按照规定滞留在罗马市外，但是却向元老院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一、允许举行凯旋式。




二、认可庞培为西元前60年执政官的候选人。




三、允许配给属下官兵耕地作为「退休金」。




四、承认庞培称霸后再组织的东方（Orient）各属省同盟国的组成案。



关于第一点，元老院毫无疑问地同意了。元老院顺应庞培需要足够时间準备盛大豪华的凯旋式要求，决定在那年的9月举行凯旋式。

但是，有关第二点的要求却让元老院感到很为难。西元前60年的执政官，将在西元前61年夏季所召开的公民大会中选出；执政官候选人的登记，规定必须由本人出面才行；候选人登记书要放置于卡匹杜里诺山丘，而且只能由国家公文书馆收受办理。因此，对必须留至凯旋式举行才可以进入城内的庞培而言，除非牺牲风光的凯旋式，否则事实上他根本无法递出候选人登记书。

关于第三点配给耕地的要求，「元老院派」采取态度暧昧的战略，这使得总司令官庞培在属下面前颜面扫地。不过由于元老院方面也没有理由拒绝这个要求，所以庞培和士兵们都还继续抱持著希望。

在第四点的要求中，同样显示「元老院派」的决定具有左右局势的力量。总司令官虽然有称霸地的组成权，但是须经由元老院承认才可以实行；如果得不到这项承认，对庞培而言，是使自己在所征服地颜面尽失的事情。而「元老院派」之所以会摆出这样的强势姿态，是因为兵权离手的庞培绝非可怕的人物。

「元老院派」的组成也是大有来头的。经过几番波折，罗马的政体终于在西元前59年移转为共和政治。这个称为元老院、由三十岁以上具才能与丰富经验的数百人，不经过选举，担任实际上的统治，属于少数领导制的政体。在这种寡头政治中，必须尽可能公平地给这群少数领导者均衡的领导机会。如果有人独佔这个机会，都将使得这种制度无法发挥它的机能。由于元老院深感庞培是个特例，在他的年龄资格还不符合进入元老院时，就赋予二十九岁的他「绝对指挥权」，并且在扫荡海盗时，破例一口气允诺他三年的任期；如果这项任务也成功了，就立刻给予他称霸东方的无限期用兵大权吧！不过，想维持集团领导制的「元老院派」，觉得有必要稍微抑制这样的作法。小加图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

那些赞成小加图的元老院议员，表面上所持的意见相同，实际上所抱持的看法却各自不同。「元老院派」的有力人士卢加拉斯，基於第Ⅲ册《胜者的迷思》中180页左右所叙述的理由，对庞培憎恨不已。对他来说，只要能损伤庞培面子的事都举双手赞成。

在一致坚持元老院体制的「元老院派」中，还有另一位有力人士——西塞罗。西塞罗之所以赞成采取诋损庞培威势的作法，本意实出自於在「加帝蓝的阴谋」中，当时自我吹嘘要「以文官进行压制」，属于知识份子的西塞罗，是没有军团的文官，而他也具有以非军事的言论力量，防范未来政变的自负。就他的立场来说，能够挫挫象征军事领袖庞培的锐气，未尝不是知识份子的一大快事。想法可说是三个人各有三种版本，但相同的是，这三位元老院的有力议员，都不约而同地挡住了夸耀胜利的庞培去路。

但是在罗马，远征归国的将军，按照惯例必须在公民大会中发表有关远征报告的演说。虽然说有直至凯旋式举行才能入城的规定，凯旋式还是决定在九个月后举行。闪耀著胜利光芒的将军，而且是像庞培那般的胜将，没有理由让他在这九个月间完全没有与市民接触的机会，因为市民们也早就期待为带给自己胜利的人物，献上掌声、欢声与赞赏。

西元前61年2月，元老院给了庞培与市民们这个接触机会。由于顾虑到庞培在参加公民大会之前必须先举行凯旋式才能进入城内，所以就将场所改在城外的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对庞培来说，这样一个面对市民的机会，应是他抗议元老院恩将仇报的绝佳时机；但是，庞培这位男子原本就不太擅於演说。再者，此时的他，正因扫荡海盗、称霸东方，对国家有无人能及的贡献而感到万分自豪。太过自满、趾高气昂的结果，往往容易流於欠缺与人沟通的意愿。据在旁聆听的西塞罗所描述的，那是一场无法给贫困者希望，无法让富者安心的演讲。「平民派」对庞培毫无实效的批评，丝毫起不了半点共鸣；「元老院派」对他也采不信赖的态度。於是，演说就在全体市民反应冷淡的情况下结束了。尽管将军庞培所散发出胜利风采的魅力，仍然深植一般市民心中，但是这场演讲已成了「元老院派」轻视庞培的决定性因素。

凯撒向任地西班牙出发是在这场演讲后不久的事。但是，即使在凯撒一年后归国时，庞培的境遇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让庞培颜面尽失的原因是，元老院让罗马人连续二天只顾著沉浸、狂热在豪华的凯旋庆祝中，而对他所提出的第三与第四点要求，依然没有答案地搁置著。

但是庞培并没有束手度过这一年，他也尝试了几种对策。一是试着透过「元老院派」，试图笼络小加图。由于妻子慕琪亚与凯撒间出轨的事情，早已经传到东方，所以庞培在归国的途中，就已经和她离婚了。恢复单身的庞培表达了娶小加图的妹妹为妻的意思，但是却被小加图不客气地拒绝。在地中海一带声名无人可及的四十五岁凯旋将军，却遭受三十四岁的元老院议员如此冷淡的对待，这件事成了市民们的笑柄。因此情绪欠佳的庞培，便避居阿尔巴（Alba）的別墅，而在首都失踪了。





西元前60年，早就归国赴任的凯撒，他内心所决定的事已经很明确——他冀望下一年的执政官位置。但是，选举在那年的夏天举行，必须在选举前完成候选的登记，并且得到元老院的认可。由于法律上规定候选人登记要由本人申请，所以他必须在这之前举行凯旋式，以取得进入城内的许可。也因此，凯撒在归国之后，立刻依据规定，自己留在城外，派遣一位代理人进入城内，向元老院请求举行凯旋式的许可。

然而，粉碎了庞培参加执政官选举意图的「元老院派」，对凯撒也采用同样的战略。

虽然与对庞培的理由并不相同，但凯撒也是被「元老院派」视为危险人物。凯撒目前的力量还不到以军事力为后盾的地步，但是从五年前他历任公职的情形看来，他的言行举止完全偏向於打倒「元老院体制」，这样的举动全看在「元老院派」的眼里。三年前在「加帝蓝的阴谋」时，西塞罗在凯撒的提案与小加图的反对这两种意见的争辩中，说了下面这段话：


「元老院议员诸君：在尽量提出各种提案之后，现在我们必须做的是检讨何种为合适的方案。首先，检讨凯撒的提案，他算得上属于「平民派」；采纳他的提案，显然就会少掉一般市民愤怒、暴力式抗议的场面了。」



总而言之，凯撒在三十七岁前后时，已经被认为是元老院议员中反「元老院派」的核心人物；也因此三年后的「元老院派」，当然不愿意给予凯撒姑息的机会。

凯撒遭遇了和庞培相同的处境。要举行凯旋式，就不得不放弃西元前59年的执政官位置；要想担任执政官，就必须牺牲对罗马男子而言属于最高荣誉的凯旋式，他被迫作这样的选择。有別於庞培的凯旋式是第三次，执政官是第二任；与庞培不同的是，对凯撒来说，凯旋式和执政官都是第一次降临的机会。然而，就在凯撒的踌躇中，截止日期迫近了。

凯撒终于下定决心了。他只在乘骥上选了一匹凯旋将军所骑的白马，这显示他在下决心之余，多少还是对凯旋式的举行有所眷恋。凯撒驱马穿过城门，立刻前往卡匹杜里诺山丘，向国家公文书馆提出执政官候选人的登记。元老院也不得不认可他。身为法务官、前法务官的属省总督，加上具有接受凯旋式充分而实质的军事成绩，因此，他的候选人资格不得不受到承认。四十岁的凯撒，舍名取实，在荣誉与权力之间，选择了权力。

但是，即使拥有候选人资格，也不一定就能当选。不得不承认凯撒候选资格的「元老院派」，也一致推出了另外两位足以与凯撒抗衡的候选人。属于「平民派」的凯撒向来仰赖一般市民的支持，但是现阶段平民对他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不如说是慕名，而可以将慕名转换为支持的凯旋式，如今又已被牺牲。了解现状的凯撒穿着白色外衣，站在罗马广场的演说台上时，已经考虑到当候选人，并不等于实际的当选。




「三巨头政治」



凯撒与庞培在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取得联系，并没有人知道。或许凯撒曾经拜访庞培在阿尔巴的別墅，两人的年纪仅相差六岁，当然不可能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虽然两人在知名度上有一段差距，但是庞培却有充分的可能对凯撒有好感。七年前，当庞培扫荡海盗，接着远征东方时，元老院就反对将大权讬付给他，赞成的只有西塞罗和凯撒。庞培对自己在远征途中，凯撒和妻子慕琪亚上床之事，认为是出于慕琪亚不够庄重，因此这件事，并没有造成两个男人间的心结。

两人缔结了祕密协约。庞培动员了旧部属，帮助凯撒当选；而当上执政官的凯撒，必须给予庞培的旧部属农地，以及承认庞培组织的东方再编成案，两人间有了这样的协定。於是，凯撒也因此的确当选了。

但是在两者的联合关系中，庞培和凯撒的势力关系并不均衡，庞培比凯撒的实力要强出许多。因此，凯撒提出加入克拉苏的三者联合构想。研究学者大多认为邀请克拉苏加入，是因为凯撒无法无视於他最大债权人的缘故。在「凯撒与金钱」这个单元里已经陈述过理由了，在这里就不再赘言。我个人认为，身为最大债权人的克拉苏既然无法拋弃凯撒这位不良债务人，就只好选择继续帮助凯撒了。凯撒想借着克拉苏的加入，均衡自己与庞培间的不平等关系。邀请克拉苏的参加是件极为容易的事吧！克拉苏对庞培有敌对的意识，就像如果知道庞培多吃了口羹，他也非多吃一口否则就睡不着似的。或许让庞培答应克拉苏的参加，是有点困难，两人间的交恶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庞培常常看不起克拉苏；但是，克拉苏可是经济界的龙头。庞培也知道自己能否称霸东方，顺利统治东方，和经济界的援助有相当的关系。而克拉苏也很清楚，在此处助上一臂之力，就能扩大自己所代表的「骑士阶级」（经济界）的市场。

就这样，西元前60年的春天到夏天这段期间，历史上有名的「三巨头政治」成立了。年方四十的凯撒，压倒性地获选为执政官。「元老院派」所推派的两位人选中，只有毕布鲁斯好不容易挤进第二位。但是，凯撒当选后，「元老院派」有将近半年的期间，不知道「三巨头政治」的存在。有必要保守「三巨头」的祕密，因为这和罗马人所习惯、熟悉的政体是截然不同的。

提起凯撒的创举，古今的史学家莫不一致公认「三巨头政治」之举，但是提起对此举的评价，可就不太一致了。纵观古今，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三个实力者利益相交的同盟关系。就庞培与克拉苏两人的关系而言，我个人赞成这样的看法；而有关凯撒的情形，则是一半以眼前的利益为主，这样的同盟关系很符合他的利益，这点我也毫无异议。

然而如前面「女人」和「金钱」等项所提到的，凯撒这个男人，做一件事不会只有一个目的。

也就是说，将私利与他利甚至公利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技巧，是他的特色。因为他认为私利的追求与实现，要藉他利乃至公利的应用，才有可能百分之百的实现。

这样的想法并非因为凯撒是天才才想得出来，我们大多数的人，也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每天这么做，全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藉私利→他利→公利的行事模式，是相当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过程。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Machiavelli）也是一位强烈主张「公民权」的人。也就是说，即使身为公仆，也应该肯定他追求私利。因为唯有大家共同认可私利的追求，才能为公利的实现提供更健全、更恒久的基盘。

自「三巨头政治」这个新系统的树立，凯撒顺利当选执政官，面对「元老院派」的反对势力时，仍能确保他任期内的强势执政这个私利；而就他利方面而言，对「执政党」的庞培及克拉苏产生了利益诱导的作用。那么，凯撒所认为的公利是什么呢？

凯撒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属于反「元老院派」，从他以前到现在的各种言行，就已经显示这点。此时，他明显地有打倒「元老院派」所坚持的由元老院所主导共和政体的意图。但是，如果以为凯撒的立场是单纯的反体制，那可就错了。因为自格拉古兄弟以来，从前的「反体制」是属于护民官的势力。

出身名门贵族的朱利斯·凯撒并没有当护民官的资格。护民官这个职位设立于西元前494年，最初是以保护平民权利为目的而设置的，所以贵族没有权利任职。另一方面，如果有原属于平民出身，而且祖先中有担任执政官的这类平民贵族，他的护民官资格是受到认可的。格拉古兄弟、塞多留斯、庞培以及克拉苏，都是属于有资格的平民贵族。

但是，如果凯撒有资格担任护民官，他能够以护民官的身份推行反体制的运动吗？我想是没办法的。因为凯撒注意到反体制这件事是在强势体制之下才能成立的。在格拉古兄弟的时代，还延续著罗马与迦太基间三次战争的实际功绩，「元老院体制」依然稳如泰山。在格拉古兄弟时期，当护民官对抗僵硬坚固的体制，是相当具有震撼效果的。但是，在那之后的七十年，体制已渐渐呈现疲软无力的弱势现象。一遭遇问题，就得靠马留斯、苏拉以及庞培，这些杰出的个人力量，成了「元老院体制」解决问题的支柱。

探究其中原因有两种：一是元老院阶级的动脉硬化现象。二是与先前由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治时代相比，罗马的疆域已经更为扩大了。从前的话，罗马公民和来自近郊拥有罗马公民权者透过在罗马召开的公民大会，选举出执政官以下的公职，这种方式不但有意义而且具可行性。然而，随着领土扩张到全义大利半岛，西元前90年前后起，住在那里的自由民全都拿到了罗马公民权，透过公民大会的选举，变得不太具有意义且不太有可行性。而且在那之后，罗马公民的居住地域也明显地扩大。散居於地中海全域的罗马公民人数，也一时大增。这些人之中，究竟有多少人会为了一年一度的执政官及护民官选举，千里迢迢地赶到首都罗马呢？西元前一世纪的罗马现状，几乎只有住在首都以及附近的罗马公民行使公民权。

於是，长期的制度必定衍生出当事者才能及力量的衰退。表面上坚固无比的「元老院体制」，事实上并不坚固；在凯撒看来，是没有再建立反体制与元老院抗衡的价值。苏拉改革目的，也在于强化这个「元老院体制」。因此在现实情况中，与其站在反体制势力的先锋，攻击既有的体制，不如致力於新制度的树立较有意义。

我甚至认为，「三巨头政治」就如同现代的高峰会议。尽管联合国在不分大小国均拥有一票的大会组织之外，也基於现实考量增设安全理事会，赋予各成员拉丁文“veto”所意指的否决权。然而，今日的联合国，不要说是统治了，连协调能力都无法令人信服。相对之下，宛如大国聚会的高峰会议，并不采取否决权。凯撒当年提出「三巨头政治」的想法，主要是为了恢复统治能力，如果今日的高峰会为了因应冷战后的变化而加强政治性，大概也是那个模样。「三巨头政治」和今日的高峰会都不是正式的机构，而且也和深信结合众人智慧，事情才能圆满达成的民主共和式思考背道而驰。附带一提，罗马政体中只有执政官与护民官的否决权受到承认，护民官借由否决权的滥用，往往造成罗马国内政情的不安定。

由凯撒所主导的树立新秩序这个改造国家的第一步，并非开始于战胜庞培的西元前48年。越过「卢比孔河」，并非开始于西元前49年，而是开始于西元前60年「三巨头政治」的树立。也有几位现代的研究者清楚地指出：


「由元老院所主导的罗马共和政治，因三巨头政治的出现而崩坏。」



但是，当时注意到这个征兆的人相当少。恐怕就连庞培和克拉苏也是在不了解「三巨头」制度的真正意义之下加入的吧！但是，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三巨头政治」在罗马的政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异类，因此有必要尽可能地保密。事实上，「三巨头」的成立有半年之久未被察觉，甚至连自认为情报非常灵通的西塞罗也没发现。那是因为他始终被凯撒没有表情的扑克脸矇骗了。一直对凯撒当上最高位的执政官存有戒心的「元老院派」发言人西塞罗，早就名列为凯撒打点的对象了。他派心腹巴尔布斯拜访西塞罗，这里直接摘述西塞罗自己写给密友阿提克斯的一段话：


「据巴尔布斯说，凯撒需要我的协助。凯撒本人曾对他这么提过：「我什么都听从西塞罗和庞培的判断，并且打算致力於改善庞培和克拉苏的关系。」如此说来，我们「元老院派」如果能与庞培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与凯撒建立良好的关系并非梦想。这么一来，仇敌化解为同志，民众也能平静度日，我也可以有个安稳的后半辈子。」



由于巴尔布斯的拜访，渐渐解除了西塞罗的警戒心，他又写道：


「餵惯了庞培后，凯撒就更容易饲养了吧！」



但是，西元前59年1月1日，就任执政官的凯撒就显现出不惯於被人饲养的器度。




就任执政官



统治者的器度在于他的一朝之计，是否能成为百年之计。西元前59年，步入四十岁的凯撒，除了借钱和骗女人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能力，这是让一般罗马市民印象深刻的。

朱利斯·凯撒初任执政官时，不只是「元老院派」，就连稳健的市民当中，也有人担心他是复辟的激进派。凯撒第一步就是著手平息众人的疑虑。为了强调自己并非罗马传统的破坏者，他恢复了共和初期的传统惯例——不分得票高低，两名执政官每日轮流执掌军团总指挥权；若是同在首都时，政务也是一个月交接一次，而且在不担任政务上最高司令官的当月，随侍在执政官身旁的十二名侍卫不得握持代表公权力的权杖。

 






持权杖侍卫的服装 




（威却里欧绘，十六世纪）




树立起自己不是破坏罗马传统者的形象后，凯撒的下一步却是没有人料想得到，而且也没有人预期得到的执政官布达。当时称为「阿库塔·迪乌鲁那」、「阿库塔·些那托斯」，直译的话，可译为《日报》或《元老院议事报》。元老院中所进行的议事、讨论、决议等，全部将张贴在会议隔天的罗马广场墙上。在口述笔记广为使用的罗马社会中，由于速记的技术普及，只要有心的话，施行起来是相当容易的。后世的学者们称此为新闻传播的开始。不过，按照现在的解释，应该说CNN式的电台被搬到元老院会议场去了，这样的比喻更为适切。

以往的元老院会议说起来是类似会员制，元老院所进行的讨论、决议，都是关起门来举行的，一般市民要想知道其中的内容，只有听打开门走出来的议员们在公民大会中的发言才能得知；而凯撒将此公开化。有权者握有给予情报的权利，谁都没有理由反对执政官的这项决定，元老院只有默许了。

「阿库塔·迪乌鲁那」制度对元老院而言是一种打击，特別是对西塞罗而言更是一大打击。西塞罗有写作的习惯，常常推敲事物，发言是在议场外反覆推敲过后才说出口的。由友人经营的出版社所出的手抄《辩论集》，也是经过他一番深思修改后才发行的。有个著名的例子是，曾经由西塞罗辩护，但案子终落得败诉，因而亡命马赛的人，在读过那本为自己辩护的《辩论集》后，说了一番微词。他感慨地指出，西塞罗如果当初能这般地辩护，我就不至於沦落到这个地方、每天吃鱼了。经过CNN式的电视台逐一报导后，以往那些专做推敲、著墨工作的编辑、传播人士，生意因此大受影响。由于凯撒导入《日报》制度，使得元老院所把持的特权之一崩溃了。

即使在轮休的时间，凯撒也没閒著，他利用和自己同派的护民官巴第纽斯，以护民官立法的形式提出法案。因为元老院的反对悬而未决，将庞培当初征服的东方诸国再编组案，也是经由这种方式而政策化。即使元老院拒绝承认这项政策，只要由护民官担任议长，举行平民大会就可通过；依据「霍田西法」，可将平民大会中通过的提案政策化。庞培也因此在睽违三年后恢复名声。这项表面上仅仅是对庞培和克拉苏有益的法案，事实上在他们「两头」互利诱导的关系带动之下，促使了属省经济活动的活络化。属省的活络化也与首都以及全体罗马世界息息相关。

凯撒在逢自己负责政务的那个月份时，还不忘提出执政官立法的形式。其中之一，直译的话只能译为「朱利斯判例法」，如果是意译，则可称为「朱利斯国家公务员法」。大抵而言，是一种对罗马统治全域内的公职人员如何面对职务，订定了一百一十多项条目的律法。

这个法律在六百年后集大成为罗马的全法，查士丁尼一世的《罗马法大全》也收录此法。可见得这是在罗马国存续期间一直具有效力的法令。

但是，根据解读这个法令的方式，更可以窥见对所有的事不抱持单一目的的凯撒，是多么深谋远虑了。

首先，任公职者不得收受一万塞斯泰契斯以上的赠物，一万塞斯泰契斯等于一名士兵三十五年的薪资。可见这法案的目的，与其说是净化中、低级公务员的公共伦理为目的，不如说是为了要断绝长期以来，一直为元老院议员独佔，以属省总督为首的高级公务员的贪渎。再说，如果规定举凡赠礼，即使金额少也一概不可收受，岂不是对人性过於无知吗？凯撒企图削减元老院权力的作法还有：违反法令者，除了会被处以收贿罪之外，一旦罪名确立，还必须撤除元老院的议席。从这项法令同样收录在《罗马法大全》中来看，当然是条长命的法令。

另外，即使净化公务员伦理，也不保证统治就能称心顺手，被管理者的想法，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被管理者的想法是受什么所左右呢？无论古今，这个问题的答案该是取决於稅金了。在凯撒就任西班牙属省总督时，便曾将改革稅制列为统治的重要事项。在他於罗马称霸担任最高职位的执政官时，再度提出这个问题。「朱利斯国家公务员法」中的一项，显示了他是多么重视稅制的公正与否，这是即使到现代也不可轻忽的问题。

依此条例，担任属省勤务的国家公务员有公开纳稅者名簿的义务。纳稅者一览表张贴在各属省主要都市的两处，以及首都罗马的三个地方，每个人都能够一目了然地得知消息。借着公布从属省总督以至一般公务员及属省民的纳稅义务，来排除贿赂以及其他各项不法事情。因为唯有无私无弊，才能减少当地官员中饱私囊，也就可以避免职权滥用的情形发生。此外，以往有些专门借钱给无法缴纳稅款的人，放高利贷以发横财；例如，连西塞罗也对布鲁图斯（Brutus）高达百分之四十八的高利贷愕然不已。但是将纳稅者名簿公开化后，贪图高利贷的人生意可就难做了。凯撒的这项法令中，将认可的超过年利百分之十二以外，视为高利贷，并加以排除。

而违反者的结局就是等着被剥夺元老院的议席。凯撒的考量，当然使得元老院的权力一落千丈。

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元老院派」也并非毫无抵抗。这派的重臣卢加拉斯，将自己所持的反对意见，透过《日报》呈现在全市民的眼前，他反对由凯撒立案的法律中，明显轻视元老院的行径。执政官凯撒的还治之道是，在第Ⅲ册《胜者的迷思》中曾经介绍过的在卢加拉斯有名的宴席上，故意装作若无其事，一边又窃窃私语谈论他手中握有卢加拉斯在任职小亚细亚属省总督时的不法证据。於是，这名年五十七岁，曾是苏拉门下第一勇将的卢加拉斯，在下一次的元老院会议，半句话也没吭一声。

对付「元老院派」的年轻议员小加图这个没有属省总督经验的三十六岁青年，就不能用这种威胁的手段了。这个小加图仗著年轻力壮，以长时间演说来阻挠议事的进行；然而，执政官还是畅行无阻地完成了议事任务，因为命令守卫带走妨碍者是被认同的合法行为。凯撒命令守卫将喋喋不休的小加图带出议场，关进牢里，等小加图获释放，已经是议事结束以后的事了。




「农地法」



执政官任期进入第三个月的西元前59年3月，凯撒终于如愿以偿地提出了法案，那就是格拉古兄弟以来的「农地法」。

对政治家而言，也有棘手不愿碰触的政策。在罗马，有关公民权和农地改革的法令，就属于这类政策。无论是既得利益者坚决反对或是此法案成立后将导致新获益者的出现等等，从何处、如何获取利益，实在是件难以掌握的事。因此即使得到支持，也只不过是不太彻底的支持，这个性质成了这类法案的共通点。因此，每当这类法案被提出来时，罗马境内便会发生流血，甚至落入提案者遇刺的混乱中。

「朱利斯公民权法」是在西元前90年的「同盟者战争」中，不管大家是否赞成，就强行通过成立的。剩下来的难题，是自从西元前133年格拉古兄弟以来，就频频与流血动乱有密切关连的「农地法」；况且，自从西元前100年的护民官萨图纽斯遭杀害以来，四十一年之中，再没有人有勇气提出这项建议，而朱利斯·凯撒準备再提出这项法令。

共和政治下的罗马有两种管道可以订立政策：一是西元前59年以来所采行的方法，也就是经元老院表决通过，而且经公民大会通过的方法；二是即使元老院反对，只要公民大会通过，就有可能政策化，这是根据西元前287年「霍田西法」所采行的办法。在第二种情形中出现的，表示「公民大会决议」意思的拉丁语，就是现代义大利语里所沿用的「国民投票」。因此，从前的元老院决议与现代的国会决议是不同的，现代的国会是由选举当选的议员所组成的；而古代罗马的元老院，是由无需经由选举洗礼的人所组成的。

自西元前133年提伯留斯·格拉古以来，对「农地法」常酿成舆论的原因有二：一是既得利益者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二是这项法令的通过常诉诸第二种方法，也就是护民官率先挺身，斥退元老院的反对声浪，然后诉诸公民大会决议，这是相当明显的反体制作法。

凯撒为了一偿通过「农地法」的宿愿，首先试着借由第一种方法。因为凯撒与在元老院里没有议席的护民官——格拉古兄弟以及萨图纽斯不一样，凯撒担任元老院会议中议长席的执政官。





凯撒向元老院所提出的「朱利斯农地法」，在七十年前逼死了格拉古兄弟，它近似於「善普罗尼斯农地法」的修正案。虽然是以农地改革为最终目的的法令，但是非常忠于罗马法中保障私有财产权为基本权利的精神，无论农地改革的范围有多大，也一概不列入私有地。重新分配的对象始终只限於国有地。因此，即使因「农地法」而取得土地，也等于是借用国家的土地。

国有地的借用上限，户长为五百尤格（一百二十五公顷），其他以儿子名义借用的，每个儿子可借用二百五十尤格。但是，一户人家的全数借地，不许超过一千尤格。

目前借用一千尤格以上的人，必须将多余的部分归还国家，国家则依照归还土地的面积，支付赔偿金。

另外，设置常设委员会负责有关市民借用农地的分配事宜。

直到上述部分，几乎与格拉古兄弟的「农地法」并无不同。凯撒所作的修正，在下述的各项中：


一、有关国有地的借地权，承认继承的权利，但是对他人的让渡权，二十年以内不予承认。



农民的固定化是农地改革成功的关键。格拉古兄弟完全不承认让渡权，凯撒则认为二十年之后可获得承认，也许是他认为这样比较符合现实状况吧！


二、能够申请国有地的借用者，包括曾经追随庞培从事五年军旅生涯者，以及生育有三个小孩的无产者。



付给庞培的旧部属们「退休金」，是当时「三巨头政治」成立的条件，所以这还是一项利益诱导政策。然而，凯撒一方面满足庞培的要求，一方面也没忘记在「农地法」中，帮助流入都市、原属于旧自耕农的无产者，重新建立自耕家园的精神。由小加图所提出非常受欢迎的政策——「小麦法」，使三十万之多的人受益，可见失业问题依然是罗马社会的现实问题。


三、为因应民众将超过一千尤格以上的不法借用地归还国家时所需支付的补偿金，以及重新分配土地需先行投资的款项，决定动用庞培当时从东方回国时纳入国库的二亿塞斯泰契斯铜币，作为因应的财源。



於是，每次一提到「农地法」，就以将造成财源问题为由而反对的「元老院派」，这下子可无计可施了。


四、将发放不法借用地归还的补偿金额额度，划为财务官的权限。



在第Ⅰ册的157页中也提到，财务官除了负责人口调查外，也负责国库的收支。说起来就像是财政部，补偿金的基本额度就操在他们手上，这件事说来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凯撒却另有计画。财务官的任用一般是选自元老院中有执政官经验的杰出人士，「给予财务官权限」这一点，可说是凯撒对元老院的怀柔政策之一。


五、设置处理有关借用农地重新分配案的常设委员会，由二十位委员组成，提案者不得为委员会的成员。



在格拉古兄弟的「农地法」中，委员会由三位委员组成，他们兄弟俩也是委员之一，显示这项农地改革是由护民官所主导的反体制运动。相反的，凯撒自己不参加委员会，而且委员人数增至二十人，其中一人明显地是属于「元老院派」的西塞罗。凯撒选择了强调非党派的方式，来进行农地改革。

此外，将坎帕尼亚一带排除於国有地重新分配的对象之外。这个地方以拿坡里和庞贝为中心，土质的肥沃堪称为义大利第一，这一带早被元老院有力人士借走了；事实上，已经被他们当成私有地使用了，大农园就比邻著边境。





凯撒的「农地法」是如此地顾虑不刺激到元老院，然而，元老院内讨论的结果，反对的声浪依然佔大多数。想死守由元老院所主导共和政治的「元老院派」，认为「农地法」实在是一个反体制运动。西塞罗也持反对的态度；至於小加图，又再度像上次一样，发表长篇大论，企图妨碍议事。第一天，凯撒让小加图发表长篇大论，等他的演说结束时，已经是日落时分了，元老院会议就散会了。

第二天，执政官凯撒在小加图又开始滔滔不绝时，呼叫守卫将小加图带出议场外。凯撒向坐在位子上的元老院议员说：


「元老院议员诸君：我恳请各位担任「农地法」的裁判官、审判者，这项法令对国家而言是无比的重要。希望在元老院彻底讨论后的决议，能够在公民大会中公布。但是，如果你们没有这项行动的意愿，就表示没有能力处理这事，恐怕最后只有交由市民们决定了。」



凯撒决定强行突破现状，而保密至今的「三巨头政治」也在此时公开化。





有关当日公民大会的情形，根据也是现场证人的西塞罗书简，我试着重新描绘如下：


「在南国罗马，即使已值3月时分，阳光依然肆无忌惮地洒落下来，从罗马广场的中央稍微偏北的地方，有一座长二十四公尺、宽十公尺的演讲坛。它的前方，有一片露天的集会场。那天，庞培所动员的旧兵一大早就集合在那里了。对他们而言，这件事关系着往后的生活，所以即使没有庞培的动员，他们也会参加吧！围绕着露天集会场的神殿以及会堂的柱廊和石阶，满是贫穷、身著短衣的公民。在三公尺高的演讲坛前方及左右两侧，是身穿镶著红边白袍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元老院议员，这些罗马的支配阶级，包围着演讲坛。」



那天公民大会的议长席是由执政官凯撒担任，因为他特意选轮到自己负责国政的3月份，才召开公民大会。当然，同为执政官的同僚毕布鲁斯也出席了，毕布鲁斯是反对农地改革的「元老院派」执政官。七十年来，每次只要触及这个问题，势必以流血事件收场。「农地法」是否能成功，就在今天的此地就可分晓了。赞成派与反对派也随着情况的进行，有一触即发之势。

执政官平时所著服装与元老院议员并无二致。身穿镶著红边白色官袍的凯撒，一站上三公尺高的演讲坛，高度正好和聚集在神殿柱廊的人群差不多；而在露天场里的人，可就要以仰望的角度看他了。就凯撒所处的位置看来，他是最能主导这个场合的人，他首先要小加图上台发言。

一上演讲台的小加图，又想以冗长的演说来妨碍议事的进行。但是这次不需要凯撒亲自出马，众人马上了解这是阻止法案通过的滔滔大论，立刻湧至台前，发出愤怒的声音；有一些人甚至冲上讲台，将演说中的小加图拉扯下台。幸好有些强壮的元老院议员护著他，让他退出场外，才没酿成血溅当场的结局。

凯撒自己什么也不必做就成功地把小加图排除在外了，他指名同为执政官的毕布鲁斯为下一位发言人。自1月1日就任执政官以来，就一直被凯撒耍来耍去的毕布鲁斯，内心虽然对凯撒不满，但是眼前公民们对小加图的敌意，使他感到畏怯；於是他轻声细语地说道，依据占卜，今天并不适合决定这个法案。话一说完还来不及接下句，就惹来市民们的哑然失笑和嘘声，於是他自动步下演讲坛。

凯撒指名克拉苏为下一位发言人。同为「三巨头政治」一角的克拉苏，仅以简短的演说，叙述自己赞成的意见之后，就步下讲坛。市民们以热烈的掌声回应，因为克拉苏赞成的事情，正是「骑士阶级」（经济界）所赞成的。

第四位发言人，凯撒指名庞培上台。这时凯撒采取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他并非征求庞培的赞成演说，而是这位「三巨头政治」中的一头，逐条朗读出「朱利斯农地法」的项目，以赞成与否的方式，逐一询问庞培的意见。对不擅演说的庞培而言，凯撒的这种作法，令他感到是对自己的一种体谅与照顾。

每当凯撒朗读一条项目，被询问的庞培回答「赞成」时，群众立刻报以如雷的掌声与欢呼声。即使整篇项目都朗读、对答完毕了，凯撒还不让庞培走开。凯撒转头对庞培说：


「仅有法案的成立是不够的，在以后的实施阶段中，必须有人负起监督的责任，希望您能接受这个任务。」



还没等庞培的回答，他就转身对市民们说：


「如此的重责大任，我们怎能不恳请伟大的庞培担任呢？你们说是不是呀！各位！」



市民们「哇……哇……!」地众声呼喊着。

庞培这位虚荣家，在欢呼集于一身的当时，情绪高亢，竟忘了自己不擅演说而开始发表起来。他说，如此受到执政官与公民的讬付，实在感到光荣之至；除此之外，他也表示了「农地法」成立的必要性。演说的尾声，庞培用这句话做结语：


「如果有人执剑刺向这个法案，我庞培定化为盾牌加以阻挡！」



听见这句话，市民们又响起「哇……哇……!」的欢呼声。

情势的急遽变化，让「元老院派」意识到一股危机感，便强行派出另一位执政官毕布鲁斯，站上台前去讲话，宣布他执政官职权中拥有的否决权。凯撒以盖过毕布鲁斯说话的声音说道：


「市民诸君：如果没有执政官毕布鲁斯的同意，就算诸君多么强烈盼望，这个法案依然无法推动实行。」



群众已经按捺不住了。毕布鲁斯望见向演讲坛蜂湧而至的群众，不仅放弃动用否决权，还就此一路落荒而逃。古代的一位史学家就曾对这件以这种局面收场的事，说了一句非常讽刺的幽默话：


「至此，竞赛就在敌方全部退场的情况下结束了。」



「农地法」是经由凯撒深思熟虑而成立的；但是，「元老院派」可没有那么容易就放过。诉诸公民大会，采取强行突破的凯撒，还让原案中没有的修正案也通过了。其一是，元老院议员有尊重公民大会决议的义务；其二是，原案中未提及的坎帕尼亚地方，也列为不法借用地的归还地。凯撒接二连三地使「元老院派」不得不屈服，这可激起了小加图反凯撒的怒焰，他坚持即使遭到流放的处分，也不愿承诺前项的义务；不过，最后他还是在西塞罗的游说下屈服了。其他的元老院议员，尽管心中有所不愿，也全数许下了尊重公民大会与公民大会议决事项的誓言。如此一来，「朱利斯农地法」与格拉古兄弟的「农地法」截然不同，它并不是反体制运动的成果，而是所谓「朝野两党协力赞同」的政策，也就是无流血事件的成功。

西塞罗觉得待在罗马似乎没有可做的事了，就想到別的村庄走走，并且专心从事笔耕生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这个打算。而屡遭挫败后丧胆的毕布鲁斯，即使还处於执政官的任期，也一直避居在私邸里没出门。

罗马自建国以来，记年代的方法就没有称说几年的方式，而是以谁与谁当执政官纪年。公民们认为这一年（西元前59年）并非凯撒和毕布鲁斯为执政官，而笑称是朱利斯与凯撒为执政官的年份。西元前59年4月，「农地法」中由二十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展开活动。由于同僚毕布鲁斯的退场，自西元前59年4月起至任期结束的12月为止，为期九个月的期间，就成了凯撒一人掌管国政的局面。




高卢属省总督



事实上，在凯撒独自担任执政官的西元前59年前后，并没有浪费蹉跎。对克拉苏的利益诱导之举尚未解决。凯撒提出了「属省法」中有关属省稅征收业者法的修正案。罗马的属省稅征收称为「普布利加努斯」，是由私营业者施行的投标制度，得标的「普布利加努斯」，有义务将征稅的三分之一，先支付给国家，作为预缴稅款。属于「普布利加努斯」的「骑士阶级」（经济界）中，以克拉苏为代表人物，他很早以前就要求希望能废止预缴稅款，但是却因元老院反对而无法实现。凯撒想实现这个计画，不过，面对元老院认为「如果废止属省稅征收业者预缴三分之一稅款，就太便宜他们了」的反对理由，凯撒必须提出其他的理由。

凯撒提出下述两点理由：


一、以往的「普布利加努斯」皆以预期中的预缴稅款为投标价，因此自然造成属省稅本身的增额；然而，没有理由向属省居民征收超过义务范围的稅收。如果能废止预缴稅款，才能实现属省稅的公正性。




二、属省废止预缴稅款后剩余的部分，将奖励转为公共事业投资之用；克拉苏本人也表达愿意负责此事的意愿。如果这项计画能够实际达成，将可促进经济活动的活泼化。



属省稅征收业者法的修正案，终于经过元老院的认可。克拉苏在「骑士阶级」（经济界）面前做足了面子。

接下来，该是庞培出场的时候了。庞培称霸东方世界的重编组案已经通过了；付给旧士兵土地之事，也已经因「农地法」的成立而解决了，所以这对庞培而言，是第三次的利益诱导。然而，对于这件事，凯撒在考量庞培的私利时，也考量如何与罗马国利益共存的解决之道。

在庞培所完成将临地中海的东方世界收纳为罗马霸权之下的大事业中，唯独没对埃及下手。原因是尽管埃及与罗马遥遥相隔，却是罗马的友好邦国。话说当时十岁的克丽奥佩脱拉的父亲托勒密（Ptolemaios）十二世，被首都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的居民逐出国境；这时罗马的不干涉主义也就无法持续下去了。因为对罗马的安全保障而言，埃及是很重要的一环。於是凯撒决定让这个亡命义大利的国王，在罗马军队的保护下，收复埃及王位。得到元老院喻为「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的国王，就在庞培旧幕僚中的一人领兵之下，恢复了王位。因此庞培让埃及成了自己的保护地，他成了“Patronus”（保护者）。埃及王为了表达谢意，给予庞培三千泰连，凯撒三千泰连。凯撒将这三千泰连的半数，归还给克拉苏消帐，剩下来的另一半，就当作是埃及王家欠自己的债务。

在执政官凯撒的尽力下，除了埃及王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异邦领导人也得到「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之称，那就是日耳曼民族的族长——阿利欧维斯图斯，他为了希望罗马能承认日耳曼人已经渡过莱茵河，定居於河西侧这个既成事实，而与罗马结下了友人同盟的关系。

此事的实现要归功於凯撒，而在第二年开始的「高卢战役」（Gallic Wars）中，真正令凯撒初逢敌手的，就是这位阿利欧维斯图斯。

终于，轮到凯撒顾及私益的时候了。然而，在明显做这件事之前，他已经先由稳固自己的基盘做起了。

凯撒和第一任妻子柯尔涅莉亚所生的女儿——尤莉亚已经订婚了，但是凯撒废除这桩婚约，将尤莉亚嫁给了庞培。这桩婚姻成了罗马人口中最佳的话柄，不过并非肇因於二十二岁的新娘与四十七岁的新郎间的年龄差距。在罗马，年轻女子与壮年男子的婚姻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之所以引人议论纷纷的理由，在于原本造成庞培单身是因为凯撒的缘故。庞培因为得知妻子和凯撒之间的事情，才选择和妻子离婚的。因此人们在谈论这些事的口气，与其说是纠弹丑闻，不如说是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凯撒这位男人，具有不会沾惹情人怨恨与愤怒的特异才能，即使丑闻曝光，也能以令人欣慰而不惹人厌的结果收场，这非得要相当特异的才能吧！

三年前，在街头巷尾庆祝波娜女神祭典当晩，发生了入侵事件，凯撒的妻子，毫不迟疑地大肆夸大和凯撒离婚之事，当上执政官的凯撒是处於独身状态。这时他想要结婚的对象，是元老院中的有力议员——鲁奇斯·库尔普尼乌斯·皮索的女儿库尔普妮亚，她的实际年龄不详，不过和凯撒的婚姻算是初婚，所以或许库尔普妮亚和凯撒的女儿尤莉亚年龄相仿。当上岳父的皮索，虽然不是什么有卓越才能的男子，但也多亏他如学者般温厚的性格，因此甚少有冲突。当然，这对凯撒而言又是桩政略婚姻。如果政略婚姻会导致不幸的婚姻，那可就言之过早了，庞培和尤莉亚的婚姻很幸福；而具有遇到困难也不失耐性、不推卸责任的凯撒，或许对妻子而言，是位难得的好丈夫也不一定；但是，凯撒和仅守着一个妻子的庞培不同，由这点看来，他还真是个极为不贞的丈夫。





借此巩固基盘的凯撒，以忠实的护民官巴第纽斯为提案者，提出了「有关凯撒属省统治权的巴第纽斯法」。

在凯撒还是执政官候选人阶段时，「元老院派」对他的敌意我们已经叙述过了；但是即使「元老院派」最后通过凯撒执政官候选人的资格，也并不意味着「元老院派」就打消了坏心眼。当时的罗马，在执政官选出以前，已经由元老院决定了执政官任期结束后就任的属省。这也是「元老院体制」中的一项特权，目的是为了防范执政官就任后滥用选择的权力，因此在执政官尚未就任的阶段就由元老院来决定。由元老院所决定的凯撒「任地」，直译的话就是「森林与街道」。总而言之，就是负责义大利境内的森林与街道管理。因为是属于建设局及农林局之类的事宜，所以用不著使用军团。「元老院派」之所以想出这个听都没听过的任务，主要是已经考量到，即使无法阻止凯撒当上执政官，也不让他握有军事力量。凯撒最初对此并未采取抗议的态度。因为能当上执政官才是先决条件。然而，一过了西元前59年的下半年后，六个月后的就任地就成了现实的问题。「巴第纽斯法」的目的，就是触及任地变更的事宜。而那时，凯撒也明确地向「元老院体制」递出挑战书，以当时他所处的有利条件来说，他已经预见了此法的通过。「有关凯撒属省统治权的巴第纽斯法」，这个提案是要将担任执政官以后的凯撒任务，由负责森林与街道，变更为「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属省，也就是北义大利和伊利利亚属省，是现在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埃西亚两属省。此外，任期为五年，并且可以拥有三个军团的军事力量。

当然，「元老院派」一致反对，元老院中也有游移不决的议员，受到凯撒岳父皮索的游说，在赞成票上举棋不定；但是以小加图为首的「元老院体制坚持派」，对此相当反对。小加图在元老院的议场，当面指责凯撒利用女人，使用这种污秽的技俩。

但是，「三巨头政治」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它的功效。庞培和克拉苏明显地作出赞成的决定，不过依然无法改变元老院的大势。结果，凯撒又是采用强行突破的方式，召开公民大会。庞培和克拉苏的赞成意见如实地反映出来，而「巴第纽斯法」也获得通过。由于透过公民大会的会议，具有将通过案政策化的效力，所以即使元老院反对，也无法排挤「霍田西法」，他们只有接受、承认公民大会的决议了。

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也就是现在南法的属省总督梅特鲁斯猝死。凯撒也没放过这个机会，他在「有关凯撒属省统治权的巴第纽斯法」中，提出附加了南法属省的修正案。已经承认原案的元老院，自无反对的理由；於是，凯撒就成了三个属省的最高责任者。依据「巴第纽斯法」，四十二岁的凯撒所握有的权力，列举如下：


一、担任保障北义高卢、伊利利亚与南法高卢三属省的安全以及统治的总督。




二、任期为五年。




三、三个军团加上屯驻南法的一个军团，总计为四个军团的军事力量。




四、全部幕僚人员的任命权归由总司令官凯撒。



「元老院派」只觉得无能为力，就连向来喜好政治的西塞罗，也在之后的三个月，蛰居家中別墅，专心从事笔耕生活。另一方面，凯撒为了处理诸多事务，而过着忙碌不已的生活。




确保心腹



凯撒的当务之急，就是远赴高卢就任后，也能遥控罗马政界。属省总督只有留在任地的属省才拥有军团指挥权，即使知道首都正酝酿着不利自己的行动，但是只要越过罗马和属省边界的卢比孔河到首都去，就会失去属省总督的地位和军团指挥权。而如果没有遥控权，将会像庞培一样在东方奋斗五年之后回国了，不只是颜面无光，还沦落到险些无法付给部属们「退休金」（土地给付）的下场，而成为庞培第二。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庞培有个致力强化元老院体制的恩师——苏拉，所以「元老院派」还不至於敌视他；而凯撒的情况可就不同了，「元老院派」完全视他为敌人。因此，对凯撒而言，遥控权的争取较庞培的情形更加重要。

在「三巨头」的会谈中，还决定了隔年，也就是西元前58年的执政官——凯撒的岳父（虽说是岳父，年龄上却差不多）和凯撒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另外一位是被称为庞培右臂的盖比纽斯。集合庞培的旧部属和支持「平民派」凯撒的一般民众选票，完全左右了公民大会。会谈的结论，果真反映在公民大会当中。他们两人当选了，而由「元老院派」推派出来对抗的人马，吃了一场惨不忍睹的败仗。

隔年的执政官稳是自家派的这两人当选，凯撒还是认为不够充分。尽管皮索和盖比纽斯的忠诚心没有问题，但他们两人的政治能力却是值得怀疑的。再说，提到政治能力，「三巨头」中佔一席之地的克拉苏也不能够完全信赖；而庞培则耽於和年轻妻子的生活，在阿尔巴別墅的时间比在首都罗马的时间要多得多。要达到遥控的效果，势必要物色一位与「元老院派」的急先锋小加图年龄相仿，而且能够与西塞罗相抗衡的年轻行动家。凯撒的眼光是什么时候盯上那位男子的，不得而知，然而他的确是这项任务的绝佳青年。

三年前，在波娜女神的祭祀之夜，以女装出现入侵凯撒家，引起大骚动的克劳狄斯·布鲁克鲁斯，他对凯撒被询求证言时，始终表示不知情的态度，只是感到万分感激而无恨意；而对质疑其「不在场证明」的西塞罗，却是憎恶，甚至誓言复仇。来自罗马名门贵族克劳狄斯一门的年轻人，具有天赋的才能，但是却也有目标意识薄弱，屡屡随处滥用才能的缺点，在禁止男子进入的祭祀中扮女装侵入，也是这种行为之一吧！已经步入三十岁后半阶段了，处理这方面的事，依然是不成熟的男子。他的下一个愿望是，舍弃贵族的地位，成为平民的养子，参选护民官的选举，这又是史无前例的丑闻。

说是「丑闻」，是站在自认为元老院阶级才是罗马领导阶级的「元老院派」的立场。对他们而言，舍弃组成元老院阶级的最纯粹要素——名门贵族的地位而成为平民，实在是件令人难以想像而且忌惮的唐突之举。不管是平民要成为名门贵族的养子，还是贵族想成为平民的养子，在罗马必须先得到最高神祇官的认可。最高神祇官是终身职，三年前，这个地位就被凯撒佔住了。「元老院派」认为即使是凯撒，也不会答应这种事的，但是这种想法完全错了。凯撒允许这件事。接着，在下道公民大会的障碍栏中，克劳狄斯也跨越成功，得到公民大会的承认结果。克劳狄斯·布鲁克鲁斯的名字，变为颇富平民风的称呼——普布里斯·克劳狄斯。如果以这个名字参选登记护民官选举，并得到「三巨头」的支援，一定可以当选的。於是，凯撒在担任执政官时，一直为自己左右手的巴第纽斯任期届满后，凯撒也确保他当上受自己意志支配的护民官。然而，这位出自名门贵族的护民官——普布里斯·克劳狄斯，和原本就出身於平民的巴第纽斯不同，得注意驾御之道。凯撒使用克劳狄斯对付「元老院派」，乃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招术。

如同众人所言「朱利斯与凯撒执政的年度」，那是凯撒一人活跃的年代，西元前59年也即将迈入尾声了。可是，攫获人先入为主的观念是相当可怕的，后来那些得不到自由的人，即使身处於由凯撒一手掌控的西元前59年罗马「三巨头政治」，也还一直认为在背后操刀指挥的是庞培。年龄上的差距仅有六岁，年轻时即已出道的庞培，在当时所累积的声誉评价，是凯撒所远不能及的。因此「元老院派」中，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想暗杀的对象，不是凯撒而是庞培。

三年前「加帝蓝的阴谋」时代，西塞罗当密探所用的男子，在巴第纽斯即将任期届满之时，向他密告了暗杀庞培的阴谋。巴第纽斯很快地向执政官凯撒报告。凯撒留意了密告者出示的阴谋者一览表，在几位年轻能干的元老院议员名字后面，还写著现任执政官毕布鲁斯、「元老院派」重臣卢加拉斯，最后连西塞罗的名字都在上面了。凯撒笑着问护民官巴第纽斯：「就只有这些吗？」护民官答道：「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年二十七岁的布鲁图斯。护民官之所以隐藏了布鲁图斯的名字，是因为凯撒和布鲁图斯的母亲塞维莉亚间的爱人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顾虑及此才没写出他的名字。

无论如何，执政官凯撒没有惊扰元老院，就将这件事解决了。密告者不但没有领到酬劳，还被关进了牢里。不过，这样的处罚不过是一种示众、公布的方法，当然也向参加这项暗杀计画的人暗示：你们的计画已经走漏风声了，暗杀行动并未被实施。而了解到自己原来是受到母亲爱人的恩惠，布鲁图斯心中作何感想呢？这个另当別论，至少依他那老实的性格，必会将此视为一种缘分而愉快地接受下来。




《高卢战记》



在叙述自西元前58年至前51年止这八年间的战役时，不需要参考战役中主人公凯撒亲笔写的《高卢战记》，就能叙述这场战役的人，恐怕古今中外找不到这样的人吧！无论是参考史料或基本史料，都少不了《高卢战记》。就这本书的客观程度为何？我打算在下一册参考文献的部分再叙说，这里就先省略了。在叙述由凯撒当总指挥的高卢战役前，先在文章前介绍一下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这也未尝不是件有趣的事。有道是「人如其文」，然而我认为他的文章，很能作为叙述战役进行时加以活用、引用的原文；在此，我想先介绍其他人的评论。这二千年来，史学家们对凯撒的业绩，意见分歧，然而对凯撒的写作能力，却一致发出讚叹之声。他真是一位即使在二千年后，依然有文库本重复印刷、再版，为他实现写作梦想的男子。也因此，有关这本书的评价，也就如沙滩之沙，多得数不尽。而在这一部书里，我无法一一地介绍每个评论，因此，便从古今二代中，分別挑选了一位评论者。以西塞罗和小林秀雄为代表，应该无不妥之处吧！




西塞罗——西元前51年记






「这几卷作品，好比人完全脱掉身上的衣服，以裸体纯粹展现，在这不加修饰当中，产生了一股魅力。




凯撒或许是为了提供史料给写历史的人，而写下了这本书；但是，蒙受其惠的，大概只有将其中诸事拼凑剪下做装饰，以这种方式写历史的笨蛋。对于深思熟虑的贤明之士而言，反倒令他们失去了写历史的意欲。」






小林秀雄——西元1942年记






「我知道朱利斯·凯撒写下了《高卢战记》这本书，但是最近近山金次先生翻译的书出版后，我才首度有机会阅读了解这本有名的战记。看了一些些，马上就忘却其他事情，一气呵成地读完了它——这本书就是这么地有趣。不过，更正确地说，那是因为罗马军一直没让读者有在中途休息的时候。当然，没有半点的读后感浮现，我感到很满意。我难得在最近做了较理想的文学鉴赏……。




我并非忘了必须开始书写有关《高卢战记》的内容，而是这部作品，对我而言虽然说是文学，但却如同古代美术品般地震慑了我；我在失神之余，文风也就变得如此迂回、拗口了。凯撒在记述上的正确性，已经从学者的勘察结果印证得知了；就如同那些学者勘察时，自地下掘起罗马战胜纪念碑的碎片，而发出感叹之声——我读《高卢战记》时也是如此。放在现代文学里来看，你可以感受到它那粗糙的石面，深刻刚健的雕刻线条。将它与现代文学摆在一起看之后，你会发现，文学这东西，并非我们原本以为的那样具有文学性，这是我看《高卢战记》的感受。从前，语言是被刻在石头上、被烙印在瓦砾上、或是用笔抄写下来，就如同一种器物般，被谨慎地处理，文字这个东西可想而知是多么具有分量。这实在是值得生活在今日这个时代——拜铅字与滚轮印刷之赐，语言完全失去实质性，而且化作观念的符号穿梭於人们想像之间——的我们，好好地想一想。不顾及读者的思虑，只是自我满足式地呈现力与美的形式，这种现象在文学里愈来愈少见了；再这样下去，文学就将在读者的解释和批判下，与其纠纷后妥协，之后终至於气闷而绝。




《高卢战记》不过是在兵马倥偬间，火速写给元老院的实地报告书。而我又为什么想要读这叙事诗的杰作呢？译文又相当地拗口。不过，这一点也不打紧，就像被发掘出来的雕刻表面上有腐锈的样子，我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原文是什么样风格的名作。对那些为政治、为作战而服役的老练战士来说，战争本身即是某种巨大的创作。高卢战役这个创作，就是凯撒最通晓的材料吧！以所熟知的材料，不掺杂感伤和空想而汲汲地挥笔，这又是大诗人的工作原理。《高卢战记》创作外的余谈能如诗般触动我，这绝非不可思议之事。我听见草履足声，感到时光的飞逝。」







虽为生于迦太基的奴隸，但是被公认为有文才，而扬名於罗马的喜剧作家德伦西，他的作品曾经是凯撒在宴席间助兴的材料。仿佛接连句似地，西塞罗第一个开口后，凯撒又接着说道：


「闪烁著光芒的德伦西与梅南多洛斯，同样在首席文人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是爱好精辟、清新文体的人。」



“Puri sermonis amator”（爱好精辟、清新文体的人）这句话，才真正是该献给凯撒的讚辞。我想凯撒的文体，可以统括成下面三个辞句：


简洁、明晰、精练的优雅。



为什么包括莎士比亚、布雷希特以及美国剧作家索托·怀尔德，书写其他时期的凯撒，却不写高卢战役时代的凯撒，也许是不愿成为西塞罗口中的「笨蛋」吧！莎士比亚或许是因为只读普鲁塔克（Plutarch）的作品，但是现代作家中的布雷希特或是怀尔德，则是确定读过《高卢战记》与《内战记》，在他们面对凯撒那简洁、明晰与精练的优雅的文章时，可能也会觉得毋需添墨了吧！

然而，接下来要试着叙述高卢战役的我，恐怕要成为西塞罗所轻蔑的「靠黏贴拼凑诸事来写历史的笨蛋」，因为凯撒是写给了解状况的同时代人看的。二千年后的人自然无法拥有与凯撒同时代的人一样的理解程度。此外，如果与罗马文明不同文明的东方人，能与孕育自罗马文明的西方人有相同的理解程度，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各种事情是黏贴拼凑的，我还是试着去贴近凯撒的叙述方式，乃至於他的声音。因为我想写的是凯撒这个人，而他的声音正表现在他所写的文章里。 《高卢战记》没有前言，也没有导言部分，一下子就以下面这句话作为开场白：


「纵观全高卢可分为三部分。第一是比利时人住的地方；第二是亚奎提诺人住的地方；第三是高卢人住的地方。他们称为克尔特人，我们称为高卢人。」



这可让历史学家、研究者有种「被打败了」的感觉。因为对于以文章为表现手段的人而言，不写前言、没有导言部分，直接进入本题，是他们想做却做不到的梦想。希罗多德、修西狄底斯、波力比维斯、李维斯、塞勒斯特、普鲁塔克等，他们总是会把执笔目的置于文章的开头或是文中的某处。选择以文章为表现手段的人，应该知道对自己作品的了解程度，总是因读者而异。但是尽管早有这样的认知，还是无法很干脆、爽快地完全不提书写的目的。读者显然不至於认为自己一定非循著作者铺好的轨道上前进，但是如果没人告诉自己：轨道在这里，他们也不会陷入不安。作者一旦提示了书写目的，就能安心地继续写下去。因此，前言、导言等的存在意义，对读者而言并不大，反倒似乎是为了作者而存在的。

对作家而言如此重要的事情，凯撒却完全没做。既没有放在起首处，也没有在文中提及。不只是《高卢战记》，在稍后所写的《内战记》，也没有前言或导言部分，而直接进入本题。凯撒这种书写方式一直没变。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否真如同某些研究者所说，凯撒「的确拥有贵族般精神」的缘故？

还是如同西塞罗所说，因为凯撒喜好「裸体般纯粹的文体」？

还是如同小林秀雄所说，因为凯撒是个「无视读者思维，只求自我满足」的人？

如果根据「文如其人」这个观点来看，三种说法都是正确的。虽然我认为都对，但也不能不考虑其他另外的可能性，也就是凯撒并非不写前言或导言部分，而是因为「不会写」的缘故。他是一位达意的作家，所以并非在技巧上无法办到，而是碍于其他的理由而无法写。关于这一点，如果一并考量他为何希望在北义、南法和伊利利亚，有五年的三属省总督任期，或许更能进一步了解这一点。

在《高卢战记》开头的文章中，凯撒对罗马的高卢问题，并非始于他担任总督的西元前58年，而是在三年前就已经见到征兆而提出说明。

凯撒称为高卢的地方，是莱茵河流域以西的地方，根据现在的地理概念，也就是除南法以外的法国全境，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的南部、德国的西部，以及瑞士一带，也就是后世的西欧。

凯撒时代这个地方的未开发程度，是以现代眼光难以想像的，森林、沼泽、河川占有比耕地要多许多的绝大部分。不过，由于水源丰沛且气候不严寒，因此根据学者的推算，约能生产足够供给一千二百万人的农产品及家畜。凯撒将这个地方概分为三，即使是未开发地，也因为土壤丰沃而有人口聚落，因此有十个以上势力较强的部族；如果加上小部族，就有近百个部族的分立，离统一的情况尚有段遥远距离，这是西元前一世纪高卢的现状。

对此处高卢的威胁并非来自南方的罗马属省——希腊人居住的城市马赛（Marseilles）。不同于罗马化剪著罗马风味短发的南部高卢人，罗马人口中的「长发高卢」——住在中部和北部的高卢人，他们所受的威胁是来自东方。在莱茵河东侧的森林深处，居住着日耳曼人（德语：Germane）。与莱茵河西方不同，即使同为森林与沼泽，在莱茵河东方的气候还是较严苛。为了供给一万人口的生活所需，只靠筹措粮食的方法是不够的。对没有东西可吃的人来说，湧向有食物的地方是很自然的事。於是每逢粮食筹措困难时，越过莱茵河的「蛮族入侵」，就成了例行的举动。

凯撒所记录属于比利时人居住地东北部高卢的绝大部分，在西元前一世纪左右，已经被渡过莱茵河来此定居的日耳曼人所占据。也因此莱茵河下游处的民族移动相当频繁，而在莱茵河的中游及上游，由东至西，渡河而来的日耳曼人有增无减。

日耳曼侵略攻击的作法比较容易被采行的原因，多少是基於高卢人不擅於统一及团结的性向。居住在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人族长阿利欧维斯图斯，请求罗马元老院赐予「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的称号，能够获得相当受承认的权力，也是因为部族间争执不休的高卢人败色浓部族向日耳曼人求助的缘故。日耳曼人利用高卢人自己彼此间的争执，仿佛是滴落在纸上的墨汁般扩散开来，开始向莱茵河的西方浸透。

因此而感到受不了的是居住在列曼湖（法语：Lac Ieman）东边的赫尔维提族。赫尔维提这种称呼至今仍被使用，就是指瑞士人。与日耳曼人相争而败北的人，感到有股来自东边的压力推挤著他们，於是决定逃向更西边、更濒临大西洋的高卢最西部不列塔尼亚地方。






高卢全图




包括小女孩、邻近小部族等同行的举族迁移，总共约三十六万八千人，其中的九万二千人是青、壮年，身负战斗工作的男子。迁移的準备在二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自备的食粮为二个月分，而且毫不眷恋地烧掉了十二个镇和多达四百个的村落。问题是，要从哪个方位朝西方移动呢？

有两条路：一条是由集结地杰内瓦（现在的日内瓦）直接通往西边的道路；另一条是由杰内瓦的一条道路沿着隆河（Rhone）到南边，可进入边境的罗马属省。接着，再穿过称为「阿尔卑斯山以北高卢」的罗马南法属省的北边，由欧维纽族地方再度进入高卢，沿加伦河北上，至目的地不列塔尼亚。

第一条直接前往西边的道路具有捷径的优点，但是却必须穿过黑杜伊族等强悍部族居住的地带。通行穿越这样的举动通常会惹来战事。而另一方面，如果走第二条道路，虽然须大费周章绕南方的路迂回而行，但是如果能得到罗马属省的认可，就能将在接二连三的战斗中牺牲人命的风险减到最低。

赫尔维提族的首领决定将开始迁移的日期，定在西元前58年的4月，他向罗马的属省总督请求能批准通过属省。那年的总督是凯撒，他对这项请求明确地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有二：一是可公开说明的理由，二是不可公开说明的理由。

第一，三十万的人、行李车和家畜，不可能毫无滞碍地通行而过。站在保障属省人民的安全与属省防卫的立场而言，只有拒绝了。

第二，凯撒其实一开始就反对这项迁移活动。赫尔维提族所决定的目的地——不列塔尼亚地方，并非无人之地。那里长年居住着皮克顿族和萨恩托尼族，而这两族也没发出任何邀请的讯息。因此，即使途中能担保没有战事，却能预见到达目的地之后可能引起的战争。如果这是导火线，使战乱扩及至众多部族分立的全高卢，将会产生大批的难民，难民一定指望南方没被卷入战乱。凯撒负责位于南方罗马属省的事务，自然没有给予通行许可的理由。

但是，此时凯撒心中一定有一种想法吧！那就是一年前，在自己还是执政官时，接受日耳曼人领袖阿利欧维斯图斯的请求，给予他「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的称号，实在是一种反效果。承认他是罗马的同盟，实是将他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因此，这个日耳曼人就以为对高卢人可以不太在意，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无所谓。遭受日耳曼威胁的赫尔维提族，不得不舍弃先祖传下来的土地。

赫尔维提族并没有因为被凯撒的拒绝而打消迁移的想法，他们不得已采用第一个提案直接西行的计画。但是，在尚未开始正式迁移时，早已与住在迁移方向的其他高卢部族之间发生冲突。於是赫尔维提族的迁移计画再度改为南行。凯撒接到这份报告的时候，还在罗马，还没前往任地。




高卢战役第一年 西元前58年 凯撒四十二岁






照说具前执政官资格身份的人即将赴任属省总督，罗马境内会举办连日的庆宴，然后再由家族、亲戚及众多“Client”（被保护者）欢送，风风光光地出发，这样的事应是很平常的。属省总督被赋予罗马国的军事责任，如果能在防卫国家的任务上有所建树，对同门的男子或“Client”而言，可就有被拉拔的期望了。此外，罗马男子喜爱「庄重」这个词汇，所以在出发就任属省总督的这件事上，也必须庄重。凯撒将有长达五年的期间无法回罗马，因此举办一场既庄重又盛大的出发场面，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将届四十二岁的凯撒，在离开罗马时，除了对自己很亲近也很牵掛的母亲——奥雷莉亚叮咛频频，以及明确指示接下来的工作之外，并没有再花时间準备其他的事情。他的出发场面既不隆重也不盛大，甚至没有引起市井罗马人的注意，就这样简单朴素地结束了。因为他在拒绝赫尔维提族的请求之后，立刻紧随着数名骑兵急忙向北驰去。

这数名骑兵分別是凯撒亲自任命的副将——拉比埃努斯，以及基於罗马良家有将子弟讬付给他人，以训练武将的习惯，而讬付给凯撒的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中，有「三巨头政治」中克拉苏的长男、与凯撒有亲缘关系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凯撒的姪子昆托斯·佩迪斯，他们都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年轻是这群贵族子弟共同的特征。贵族出身一开始就享有将官的待遇；然而，对才刚来接受武将训练的人，似乎无法赋予全权重责。因此，凯撒让平民出身的拉比埃努斯担任将官们的领导。与凯撒同年纪的拉比埃努斯在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前五年，也就是西元前63年，就与凯撒两人齐心协力。从「元老院派」的眼里看来，他是只会惹麻烦的同僚，因为那一年，拉比埃努斯担任护民官。

西元前58年春，赴任地后的凯撒紧急召集管辖下的四个军团——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团。距离较近的只有第十军团，其他三个军团位于现代义大利的东北部地方，屯驻於古代的重要基地亚奎雷亚。即使四个军团合起来，也不过仅有二万四千名的兵力。这个时候，凯撒已经命令再编组第十一与第十二两个军团。军团的新编成必须经由元老院的许可，他判断时间上并不那么充裕。凯撒没等从亚奎雷亚出发的三个军团到达，也没等另两个军团的重新编成。他只下了指示，要到达与编成后的军团追上他，而他自己只率领第十军团，越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在由列曼湖经日内瓦流出的隆河岸边停了下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还未越过高卢和罗马属省的疆界，而是在边界的地方现身。

即使只是这样，就很够让赫尔维提族感到惊慌了。他们派出使节，要求凯撒准许他们通行罗马属省内，这是3月底的事情。凯撒当时并未给予使节答覆，只是委婉说道：由于需要时间考虑，请过半个月后再来。这是为了争取时间。在这段期间内，凯撒为了防止他们由中部高卢向南边属省入侵，就在隆河南岸围起长达二十八公里、高四·八公尺的防卫栅，防卫栅前方还挖掘了一条濠沟。这项工程由第十军团的士兵担任。然后，在4月15日那天，才对来访的赫尔维提族使节斩钉截铁地回答拒绝他们通过属省。

於是，赫尔维提族又再度陷入了混乱。他们觉悟到如此一来，只剩下西行一途了。他们请求住在西方的黑杜伊族去说服住在那条路线的赛克亚尼族。黑杜伊族是中部高卢中最强大的部族，而且也与罗马拥有友好国的关系；部族的有力人士中，甚至有人被授与罗马公民权。

黑杜伊族的首领了解赫尔维提族的困境，便说服赛克亚尼族让他们通行。说服成功了。然而，三十万人的移动要不生任何枝节倒也是件难事。不得已借道而行的一方与无可奈何让其通行的一方，两者间所起的小摩擦一下子就扩大开了。混乱的波涛甚至殃及黑杜伊族的土地，黑杜伊族后悔自己居中协调，但是为时已晩。那段期间，凯撒与他的军团丝毫没有放松对南法的监视。因为在文官控制的「元老院体制」之下，罗马军在国境尚未遭受侵略的情况下，不可以随意出动，而必须专心致力於防守保卫的工作。

但是，由于赫尔维提族的通行所造成的混乱，有超越混乱演变成战乱的趋势。乱了方寸的黑杜伊族向约定互相防卫、有同盟关系的罗马求援，也就是向距离高卢最近的罗马总督请求派遣援军。

属省总督凯撒在这种情况下，理应依照元老院的指示；但是那时，他判断没有再等下去的时间了。西元前58年5月，凯撒与他的军团越过南法属省边界，进入高卢，进入之后立刻在鲁古都努（现在的里昂）与黑杜伊族的代表会面。高卢战线成了罗马与黑杜伊族的共同战斗。不过，与高卢人的共同战斗关系是凯撒不太放心的「信赖关系」，但是这与对敌方不信任而发动的战争不同。在政治上，有时即使对敌方也不得不信赖。凯撒在高卢同时展开了战争与政治两方面并进的措施。





赛克亚尼族与黑杜伊族的领土境内，有一条阿拉乌河（现在的索恩河），它是一条由北方流入隆河的支流之一。由于水流和缓，可以用筏渡河。根据凯撒派出的侦察兵带回来的报告，赫尔维提族正群聚在那条河，有四分之三的人已经渡河，剩下四分之一的人还留在原来的岸边。凯撒只率领三个军团，半夜离开了驻军营地。

在遭遇突袭，全体被分为二的状况下，赫尔维提族人自然不是罗马军团的敌手。留在原地岸边的赫尔维提族，被杀的被杀，能逃的则逃。已经渡河到对岸的同族人束手无策，於是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凯撒在这段期间也并未浪费时间，他要造一座桥。军团兵摇身一变为工兵，一天的工夫就造好了一座桥。

赫尔维提族一见到罗马人的技术能力，大吃一惊，便派遣使节向凯撒要求讲和，并传话表示愿意迁移至凯撒所指定的地方居住。凯撒以提供人质为担保及赔偿黑杜伊族损失为条件，答应了这项求和。但是使节并不赞成这样的条件。使节在表示己方只有接受他方人质的习惯，并无提供人质的习惯之后，随即扬长而去。於是交涉决裂。凯撒派出六个军团追踪往北方前进的赫尔维提族。半个月来追踪的距离，双方一直保持不超过八十公里以上。而这段期间对凯撒而言，衍生出的问题是有共同战斗关系的黑杜伊族所提供的军粮，常常耽搁，不过凯撒对这件事，也以信赖的态度来掩饰他不信任的疑虑。无论如何，黑杜伊族所派来加入的四千名骑兵，对原本在骑兵战力上就不充分的罗马军而言，是不容忽视的战斗力。再者，赫尔维提族以骑马民族之名广为人知，这对与赫尔维提作战的凯撒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助力。此外，凯撒是在敌人的阵地战斗，武将辅以政治家的力量都是不可欠缺的。

对在敌人阵地战斗的总司令官而言，最直接的课题是兵粮的确保，这一点几乎与战斗指挥有同等的重要性。战争并非为了自寻死路，乃是为了生存而战。如果战争开始转变成自寻死路的行为时，就会丧失原本清醒的理性和立身之地，於是一切都会变得疯狂；如果能明白战争是为了求生存，那么也就能维持组织的健全性。而其中连一个士兵都懂而且最清楚明白的要项，就是粮食的确保。凯撒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它的重要性。

罗马军团决定每十五日，就有以一日一公斤为分量的主食小麦及其他配给。细目为八百五十公克的小麦、一百五十公克的油脂、二十公克的乳酪再加上少许的醋。士兵们接到配给后，分成十人左右的小班，各自炊煮开火。只要配给的发放比预定日期迟了，即使是士兵也知道是兵粮的不足。追随在变更行进路线的赫尔维提族之后的凯撒，即使有时遇到大好战机，也不得不中止追踪，因为配给预定日迟了两天，无法确保有充分的兵粮。

在东北方十八罗马哩（约二十七公里）处，坐落著黑杜伊族的首都毕布拉库特（靠近现在的欧坦），因此为了确保兵粮，凯撒率军团往东北行。然而一个参加罗马军的高卢骑兵与敌人私通，於是赫尔维提族又掉过头返回而行。也许是因为罗马军一直未活用接二连三的好战机，而让赫尔维提族小看了他们？或是赫尔维提族想切断他们的兵粮补给？赫尔维提族首度挑起对罗马的战火。军团后背遭受攻击的凯撒，立刻应敌迎战。





当步兵军团皆登上附近的山丘时，凯撒就派出骑兵团迎敌。就在骑兵对抗敌人的攻势时，由沙场老手所组成的四个军团，已依照罗马军传统的三列阵形在山腰配置妥当了；在后方则配置了新编成的两个军团以及由罗马公民兵以外的士兵所组成的职业机动部队。而装载帐篷等物品的输送车队，则隔离於山丘的顶端，以免士兵分心。罗马兵在整个山丘做了这样的配置。

罗马军分中队、大队、军团，各有指挥官坐镇；而高卢人的阵形，却采希腊式全军密集的队形，从山丘下方发动猛烈的攻击。

这场战斗的阵形是依照凯撒的命令排出，称得上是背水一战吧！由于布阵於山丘坡地，所以要逃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对于一遇到情况不对，能立刻挥鞭策马的骑兵，凯撒自己做了步兵化的带头示范。他写道：


「这是为了主张同等牺牲、断绝士兵们对逃亡的期待。」



如此一来，就只有战斗一途了。所幸步兵主要武器之一的掷枪，从山丘斜坡射向敌方那支大型密集队伍的命中率相当高，这支大型密集队伍也因此而溃散了。罗马第一军的全体士兵一窝蜂地拔刀狙击溃散的敌军。

对陷入守势的高卢兵而言，还有一项不利，那就是罗马军的掷枪前端已被改良成弯曲的式样，在穿过敌人的盾牌时，会掛在上面，目的就是要让敌军很难将它从盾牌上拔起。在与赫尔维提族的战斗中，这样的目的又见效了。中了二公尺长枪的盾牌，简直毫无用武之地，高卢人丟弃了盾牌，在无盾牌防御的情况下战斗。

於是，原本较凯撒三万士兵多出三倍、占有优势的赫尔维提族，也开始向后退，然后又不得不退守了。然而在一·五公里后方山丘上追击退守敌人的罗马军，由于右手未持盾牌，因此遭到了其他与赫尔维提族共同行动的高卢部族士兵攻击。见到这个情势的赫尔维提族，也从原本的落荒而逃，转为下山再战，於是罗马军成了两面迎敌的局面。不过，正因为面临这个局势，让三军的阵形得以灵活发挥。第一和第二列迎战赫尔维提族，第三列则迎战新敌，两方战斗，开启了攻防的第二部。

胜负分晓时，已是日落以后的事了。高卢人也是相当骁勇的，从第七时（下午一点）开始至战斗近尾声的日落时分，没有一个人逃走。生还的高卢人当晩便败走往东北方向行去。






罗马人的一天（计器——水时计、砂时计、日时计）




凯撒无法立刻追击他们。据他记载，为了照护伤兵及埋葬战死的士兵，罗马士兵禁止外出活动达三天之久。但是，也没有理由因为牺牲人数众多就让军队裹足不前。第四天，全军再度展开追击。那三天，是不是为了要让历经五小时激战的士兵能休息喘气呢？不可忽略的是，凯撒并非带领亲手拉拔的军团战斗。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团并非是他一个一个挑选，编组而成的军团，只不过是由前任指挥手中承继过来的军团；第十一、第十二军团虽然是新编成的，但也未经凯撒挑选过。而借由高卢之役的战斗，这些军团成了凯撒拉拔、亲近的部属。他不是个会选部下的领导者，而是个能灵活运用部属的领导者。要能灵活运用部下，就必须适时地给与部下所需要的东西。

也许是凯撒考虑过，即使休息三天也无所谓吧！在毕布拉库特的战斗中，赫尔维提族遭受了无法东山再起的重创。那些生还的人，打算逃往林格涅斯族；而凯撒早就派遣使者，传达帮助逃亡者视同逃亡者一般，为罗马敌人的旨意。经过三天的休息后，罗马军再度展开追击时，赫尔维提族已陷入无法南行、也无法西行、东北边也无遁逃之地，无食粮供应的状态。於是，他们只好向凯撒请求原谅。

在他们交出人质与武器的情况下，讲和成功了。凯撒命令他们重新返回舍弃了的土地。不过，由于他们在舍弃祖先之地时，就已毫不留恋地烧了家园和田地，即使回去也只有坐以待毙。凯撒下令给予南法属省的高卢人一些粮食援助，在这批粮食食尽以前，要将烧掉的城镇和村落重建起来。凯撒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如果赫尔维提族的土地閒置无人居住的话，将有被渡过莱茵河前来定居的日耳曼人占领的危险。

从三十六万八千人的初次迁移到回归原来土地时，仅剩十一万人。於是瑞士人又继续住在瑞士了。如果不是这样，在法国的某处可能会被称作瑞士也不一定；也或许瑞士人就消失无踪了。




日耳曼问题



解决完赫尔维提族问题后，凯撒才归营，就收到了高卢诸部族首领们的战胜祝贺。他们在征得凯撒的同意后，於毕布拉库特召开高卢的部族首领会议。虽然由赫尔维提族的迁移所产生的混乱已经收场了，但是今后的高卢该如何是好呢？这是会中所讨论的议题。凯撒并没有出席这场会议，不过，会议的议长是黑杜伊族的首领迪比奇阿库斯；这号人物可是出了名的亲罗马派，因此凯撒在其中操纵的可能性很高。总之，高卢部族首领会议结束后，代表们拜访凯撒，陈述会议的结论，希望凯撒能实行这项结论提及之事。

简单地说，就是代替高卢与日耳曼交涉。越过莱茵河的日耳曼民族，刚开始不过只有一万五千人，但是在急遽增加之下，现在达十二万人之多。莱茵河以东生活环境的严苛，从激增为十二万人的数目就可想而知。而现在侵入莱茵河以西的日耳曼人族长阿利欧维斯图斯的力量非常强大，欺压邻近的高卢族，甚至高卢民族中最大的黑杜伊族，也被强行要求交出人质，以及每年缴交贡金。对高卢人而言，让日耳曼问题复杂的原因是，与同为高卢民族的黑杜伊族互竞势力的欧维纽族和住在高卢东部的赛克亚尼族来往，有招致日耳曼人至高卢开启战火之虞。於是以与罗马有友好关系的黑杜伊族为首，请讬凯撒来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日耳曼问题。黑杜伊族的首领迪比奇阿库斯，向凯撒说了下面一番话：


「如果凯撒和罗马不给予任何协助，高卢全族将仿照赫尔维提族这个前例，只有开始向更远的地方移动了。




但是，因著对您凯撒和对您军团的信望，以及基於前些日子的大胜与罗马之名，相信您一定能够阻止更多的日耳曼人再渡莱茵河，解放全高卢，免受阿利欧维斯图斯所带给我们的屈辱吧！」



黑杜伊族的首领说完话，其他部族的首领们也异口同声地期望，要求凯撒接受这项任务。凯撒对这样的请求，首先说了些鼓励的话语，接下来所说的，直译的话就是「约定将妥善处理」。凯撒这里的「妥善处理」，所指的是「执行」的意思。

凯撒回答「妥善处理」的理由，他依照自己惯用的条列方式书写如下：


一、即使被称呼为罗马友人的黑杜伊族，也不得不如同被奴隸般，向日耳曼人提供人质，这样的情况对罗马本身是相当不名誉的事。




二、如果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大举湧入高卢，这对罗马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如果比高卢人更未开化、更好战的日耳曼民族，征服称霸高卢，不只会令人想起金布利族和铁脱尼族的前例，眼见他们入侵义大利。与日耳曼人交情亲近的赛克亚尼族居住地带与罗马南法属省边界，只隔了一条罗马河。




三、阿利欧维斯图斯力量之强大，已经超过周围其他部族所能忍耐的界限。



不过，凯撒对日耳曼的策略，首先还是选择以商谈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在要求会谈所派出的使节上，阿利欧维斯图斯做了如下的回答：


「如果我有必要和凯撒会谈，应当由我去凯撒那里拜访。话说回来，是凯撒认为有会谈的必要，所以应该是他过来我这里才对。还有，我不会不带军队前往有凯撒军团的高卢之地，况且军队的移动并非易事。」



然后，日耳曼人的首领还相当惊讶地附加一句话：


「身为罗马将军的凯撒，为何要对日耳曼人战斗所得的高卢之地表示关心呢？真叫人难以理解。」



对这样的反应，凯撒再度派出了使节。这次他让使节将会谈的议题带过去。


一、不再让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迁居高卢。




二、释放黑杜伊族的人质。




三、不让黑杜伊族以及同盟部族，经历带有屈辱色彩的战争。



如果能依照这样的要求实行，阿利欧维斯图斯和他日耳曼的部属，就能享有与凯撒以及罗马国的友好关系；如果不能如愿，那么按照罗马法，身为南法属省总督的凯撒，绝对会不惜手段来保护罗马利益与友邦子民的利益。凯撒绝不会对不法欺侮黑杜伊族的人，不施予任何处罚而置之不理。

阿利欧维斯图斯也很快地送回了答覆。


「「胜者为王」是战争的铁则。罗马国也常以自以为是的方式来统治手下的败将。我从不向罗马进言该如何如何对待战败者，也因此，我没想到罗马人会教我如何处置战败者。




黑杜伊族决定以武器和我方战斗后失败，正因为战败，才被课以年贡金。凯撒造成我莫大的损失，由于他来到高卢，才使得年贡金减少。我并无归还黑杜伊族人质的意愿，如果没有其他正当理由，能够继续缴交年贡金，自然就不会开启战事。但是，如果有理由的话，即使他们拥有罗马友邦的称号，也是没什么用。而凯撒在断然宣称不放过不法者的同时，应该也曾想到，到目前为止与我敌对的人，还未曾有不衰败灭亡者。




如果凯撒有进攻的意思，那么，就尽管进攻吧！连凯撒都日日不忘锻錬武术，这正证明了他承认十四年来，不曾因安居而有所松懈的日耳曼子民是多么地骁勇。」



阿利欧维斯图斯的这番回答，无疑是最后的通牒。再者，情势有了急遽的变化。也许是日耳曼首领的强硬态度渐渐地反映出来了吧！首先是先前渡过莱茵河前来的日耳曼人开始不安分了，凯撒很快就收到他们即将发动袭击的报告。接着，又收到日耳曼民族中最强悍的斯贝比族正渡河準备大举集结的报告。凯撒判断是因为书信的往返，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绝对不允许已经定居的日耳曼人和新来的日耳曼人相会合作。凯撒向全军下达出阵的命令，目的地是阿利欧维斯图斯所在之处。凯撒一开始，就采第二种行军速度。





在第Ⅱ册《汉尼拔战记》中也叙述过，罗马人是做什么都喜欢手册化的民族，就连军团的行军速度也分成三种。然而，这是多达数万军力的行军，以日速，也就是依照每天的行走距离，可分为下面三种：


一、平时的行军——五小时，走二十五公里。




二、强行军——七小时，走三十至三十五公里。




三、最强行军——不论晨昏，尽可能地走。



通常士兵们身上都背负了将近四十公斤的武器及粮食。罗马军的主力——重装步兵，在身高上不如高卢人及日耳曼人，但却都是身手矫捷强健，若非如此就无法担负重任。






贝桑松位置图




向东追踪日耳曼人的凯撒军团行军速度，出发当初是采第二种的强行军，而这也在三天后被迫有所变更。开始进军的阿利欧维斯图斯正朝贝左提欧（现在的贝桑松）移动，这样的报告传了进来，贝桑松为赛克亚尼族的根据地，这是当然的事。食粮和武器的贮藏也很多，地势也如同以量角器画出的图一般，河川包围着位于山丘上的城镇。这块地区绝不能落入敌手，如果交给敌人，那么凯撒军队的兵粮补给就得仰赖有百里之远的黑杜伊族之地了。将行军速度提升至第三种的凯撒军队，不一会儿就到达贝桑松，而且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个地方。赛克亚尼族一方面出席高卢族长会议，一方面又和日耳曼人走得很近；而凯撒的电击作战，迅速得让他们连想都没法想。这也是凯撒采用最强行军的另一个理由。

在贝桑松做了数天的準备与休息时，期间，有些与日耳曼人在生意上有往来的高卢商人，向凯撒的士兵报告有关日耳曼人的情报：日耳曼男子的魁梧体格、灵活运用武器的技巧与勇猛；战场上的日耳曼人，他们雄伟的体格与锐利的眼光，震慑得令人无法动弹等等。罗马兵直接与日耳曼人对决的历史，必须追溯至马留斯时代，也就是四十年前的事。原本罗马男子的个子就比较矮，连高卢人也对此嘲笑揶揄。惊恐很快地浸透了军团全体，之后的叙述，我想直译《高卢战记》来代替。

凯撒讽刺和幽默感洋溢於字里行间的写作功力，实属绝品。


「这样的恐慌，先是发生在因和凯撒沾上边而参加此次战役，缺乏战场经验的年轻将官身上。他们当中有些人，向凯撒提出有急事不得不离开的休假要求；有些人则因耻於被视为胆怯而留了下来。但是即使留下来，也无法装出朝气勃勃的样子，不是坐在帐篷里一个人独自流泪，就是和同伴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感叹自己所遭受的命运。宿营地满是盖遗言书封印的声音。




这样的恐慌，甚至渐渐地渗透到原本应已习惯沙场的熟练士兵、百夫长以及骑兵团长身上。不愿让別人窥见自己已经陷入惊恐的人说道：「日耳曼人并不可怕，日耳曼军所在之处，有艰险的路程及深邃的森林，那才是可怕呢！」有的人则说：「要将军粮运到那样的路，真是令人担心呀！」还有人甚至向凯撒发出紧急报告:「如果总司令官凯撒下达撤离宿营地的出发命令，士兵们拒绝举军旗前进的可能性非常大。」




事情至这个地步，凯撒召集包括百夫长在内的全体将领列席作战会议。」



通常在作战会议上，列席的有军团长和大队长，百夫长中只允许指挥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的首席百夫长出席。这一年，由于凯撒率领六个军团，那天的作战会议中，连平常没有出席资格的三百名百夫长也被召集。平常的作战会议约是一百三十人左右，而那天有四百三十人出席。这显示了凯撒意图在当天的作战会议中，立即传达所有的军势。接着译文如下：


「在作战会议席上，凯撒首先痛叱大家对战略抱持批判、质疑态度；然后又说道：




「在我担任执政官的时候，阿利欧维斯图斯极力争取与罗马建立友好关系，而现在为什么毫无理由地破坏原本期望的关系呢？我自己深信，他如果非常理解我的要求，并且了解这项措施的公正性，就不会认为我和罗马公民违反了对他的承诺。即使他被疯狂所驱使而挑起战事，你们又何须惊恐？为什么非得要对你们自己的勇敢和我的判断抱持怀疑呢？




在我们的父执辈一代，罗马就曾经和日耳曼民族开战。那是在马留斯毁灭金布利族与铁脱尼族的时候，后来还有奴隸战役（日耳曼人很多），但是他们之所以能与罗马军激战，也多是从罗马人处学得的战术及军规。由这些例子看来，明显地，只有不屈不挠的意志，才是在战争中致胜的最佳武器。事实上，长久以来无由地害怕日耳曼人的罗马人，与日耳曼人对决时，是可以打败他们的。虽说是日耳曼人，连赫尔维提族有时还战胜他们，两者是同样的民族，而那个赫尔维提族，不正吃过我们的败仗吗？……




将内心的恐怖推讬在行军路途艰险和担心欠缺军粮的人，只能说是没考虑到自己目前处境的放肆、冒昧。因为那些人，如果不是不信任总司令官的责任感，就是擅自说些并未征求总司令官意见的事。身为总司令官的我，已经考虑过这些事情，也在这方面做了若干考量。兵粮之事，由赛克亚尼族、雷乌契族与林格涅斯族提供，而且现在正值农作物收成季节。有关行军的路程，等行军开始，你们再自己亲身确认吧！




此外，有人在背地里窃窃说道，即使我下达出师的命令，士兵们也不会服从，军旗也不会尾随在后。我对这样的风声并不介意，因为带不了兵的将军，不是因为战略错误而招致幸运远离，就是因为被财欲所驱使，做出不正当的行为。我的公正与无私，已经印证在我的前半生中；我的幸运也在对赫尔维提族的胜利中显示出来了。




现在，将我本想再过一段时候才告诉大家的事情，先公布出来。明天晚上，一进入第四步哨时，我就离开宿营地，这也是为了明瞭在你们的心中是荣誉感和义务感战胜呢？还是恐惧、疑虑战胜了？即使没有跟随前来的人，我也会只率领第十军团出发。第十军团的忠诚度是不容置疑的，而在那之后，第十军团将成为我的近卫军团。」」



这充分显示凯撒掌握人心的技巧。无需多言，即使对方是女人，也会被他说动。





凯撒当晚的演说，立刻传遍宿营地，所有士兵的士气为之一变。第十军团的士兵在自己指挥官的指挥下，向凯撒宣誓了自己的忠诚与义务，并且宣告完成了出征的準备。其他的军团也同样地派出指挥官向凯撒道歉，保证以后再也不批判总司令官的战略。凯撒接受了他们的致歉，承认他们为原来的部下。

士气高涨时，就得好好活用，经与黑杜伊族首领迪比奇阿库斯商量的结果，决定行军路线虽为平坦之路，但须绕道七十五公里的路程，并且依照作战会议中宣布的日期与时刻出发。经过七天的强行军后，根据侦察兵带回来的情报，阿利欧维斯图斯在距离三十六公里之处。





知道凯撒正逐渐接近的日耳曼首领，派使节传达凯撒可至自己支配的土地，双方举行会谈的意思。凯撒也应允了。会谈地在两军之间的宽广高地上，日期定在五天以后。阿利欧维斯图斯提出两个首领皆不带步兵，只带骑兵的要求，凯撒也答应了。因为日耳曼人对有名的罗马重装步兵深怀恐惧。日耳曼人的军队主力不是步兵而是骑兵；但是，凯撒军的骑兵团是由以黑杜伊族为首的高卢骑兵所组成的。在高卢人的保护下与敌方将领会谈，令凯撒感到不安；於是他换下高卢骑兵，而改指派第十军团的重装步兵为追随赴会谈场所的骑马队。第十军团的士兵笑着说：「凯撒虽然约好要将我们升格为近卫队，但是现在将我们升格为骑兵，这又是更好的待遇啊！」罗马人是很喜欢开玩笑的。

两方互相接近，在登上高地之路的三百公尺前，凯撒命令骑兵团待机，阿利欧维斯图斯也同样这么做。之后，按照日耳曼方面的要求，凯撒只率领十名骑兵，驱马前进。这又是接受阿利欧维斯图斯的要求，以骑在马上的姿态展开会谈。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高卢语吧！阿利欧维斯图斯在高卢生活了十四年，已经通晓高卢语了，凯撒方面，则由与凯撒有私人情谊的高卢人担任整个祕书工作。

会谈首先由凯撒发言，发言的要旨如同交换的书简所说的。凯撒以下面的发言做结：


「不坐视与自己有友好同盟关系的民族衰败下去，并且致力於更繁荣、更名誉之途，这是罗马国民的传统。因此任何一位罗马人，都无法对与己方有同盟关系的黑杜伊族被夺走、丧失所有物之事，视若无睹。我只是要再重复讬付你的使节所带回去的要求，请勿再对我的同盟部族——黑杜伊族发生战争的挑衅；请将他们被迫送过去的人质送还，并且也归还俘虏。我不要求将已经迁居至高卢的日耳曼人遣返，但是，至少可以立誓不再渡莱茵河而东。」



而阿利欧维斯图斯的反对，也重复了在书简中所提及的立场。不过他强调，日耳曼人并非擅自越过莱茵河、侵略高卢，而是被高卢人召唤才渡河而来的。他甚至要凯撒別出手管罗马南部属省以外的高卢，如果出手就会引来战事；虽然凯撒说发生战事就会破坏了与罗马的友好关系，但是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如果凯撒死于战场上，罗马的许多贵族会感到高兴；如此一来要得到他们的好感自然就容易多了，这是日耳曼人的说词。连罗马的「元老院派」与凯撒各执己见之事，也在他们的掌握中，真是情报专家。

在凯撒开始提出反论的时候，跟随阿利欧维斯图斯前来的日耳曼骑兵，便开始接近凯撒带来的骑兵，并且扔掷石头，情势一下变得十分危险。凯撒中止了发言，返回到己方的骑兵处，命令他们立刻离开这里。虽说第十军团的步兵所向无敌，但敌方可是纯粹的骑兵。将培养出来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这种事只有重视面子的指挥官才做得出来。

恐怕凯撒在举行会谈之前，已经判断战斗必至的结果了。他是要借由这个会谈，让将士以及在远方的罗马，接纳这场在全力避免后依然发生的战斗吧！接着，真如同他的预测，两军互相逼近战争。

但是，阿利欧维斯图斯并不急着在自己的领地内开战。一开始，他先驱使佔优势的骑兵，去切断凯撒军方面的兵粮补给路线。凯撒并未上当，他在敌阵的附近筑营，预备挑起会战。然而虽已迫近敌阵，但是敌方并未出营。凯撒又再筑第二个营地，继续加以挑衅；敌方虽然派出少许兵力，并且可见出营应战的样子，但是还没有到全军出战的地步。

凯撒无法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询问俘虏以后，才恍然大悟，原因是源自日耳曼民族有请某位当了母亲的女人抽签，以占卜是否为战机的习惯。据说这一次所抽到的籤显示：没有月亮的新月期间诉诸战事，日耳曼人并不会得到胜利的眷顾。当然，凯撒利用了这一点，决定第二天清晨就展开决战。

日耳曼方面的战力究竟如何？凯撒并未告诉我们。但是先前他已经曾提到十二万人，凯撒所写的「相对于敌人的庞大数量，我军显得人数很少」这句话中，可见两方的兵力。特別在骑兵方面，凯撒方面仰赖高卢的四千名骑兵，敌方的六千名骑兵则处於绝对的优势。再者，日耳曼民族的战斗方式不同于罗马人，连女孩都一起带到战场，这是通常的作法。这样的作法，也许正显示了日耳曼民族的流浪型民族性，以及期待由女孩子的激励和哀求，让男子们奋勇站起的习惯。面对凯撒毅然决然的挑战而不得不出迎的阿利欧维斯图斯，也让乘载着女孩子的马车随行，如此阻断士兵们的后路，可说是一个背水之阵的布局。

另一方面，凯撒所采用的阵形，比起背水之阵，就显得较有余裕了。首先，六个军团分別配置军团长，指挥的工作由凯撒担任，因此他们无需做指挥官的工作，而是负责监督每个士兵的作战状况。於是，每一个士兵都确信只要自己敢斗，这样的英勇矫健，一定会传到凯撒的耳中，看在凯撒的眼里，他们带着这分确信上战场去了。

在高卢战役的第二战中，凯撒虽未布下背水之阵，但是却使用了正确掌握敌情的战术。见敌阵的右翼较为薄弱，就由那里展开先制攻击，原本实力较差的地方，又遭受对方的先发攻击，简直是连掷枪招架的时间也没有就溃散窜逃。再者，日耳曼人和高卢人很类似，即使在战争开始时的突击力很强烈，却有随着战斗进行力气衰减的缺点。凯撒也未忘记针对此弱点加以痛击，而凯撒之所以能够使用临机应变的战术，是因为罗马军的构成统一为中队、大队、军团的顺序；即使战术有所变更，各队依然能够因应配合而独自行动。凯撒对这种罗马军的构成传统，并未稍加改变，而是更有效率地活用了。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一样，惯用以希腊式的大型密集队形展开战斗。这种队形，即使前方的攻击力很强，两侧却是不成气候；再说，日耳曼的骑兵每个人单独的力量很强，但是日耳曼人的指挥官，并不懂得活用统合骑兵团的机动力量。

尽管如此，敌方在众多人数的兵力下似乎佔了优势。罗马军的右翼正遭受比自己多出二倍以上的敌人攻击，而陷於劣势；扭转这危机，解救右翼军的是小克拉苏。他是「三巨头」之一克拉苏的长男，这位青年将领被委任指挥骑兵团的任务，他发觉到第三军列的士兵们并未被灵活运用，於是就率领他们去支援右翼。这正是胜败的决定性关键。

终于敌军皆转身而逃。日耳曼人逃向距离战场七·五公里的莱茵河，凯撒自己率领罗马的骑兵团展开追击。骑兵的后面则紧随着队伍毫不凌乱的步兵军团。日耳曼人寻获筏或小舟后渡河的人很少；阿利欧维斯图斯的两个妻子和一个女儿被杀，另一个女儿被俘。被他们捉去的高卢人，全都回复了自由身。

这场战争的结果一传开来，原本想渡过莱茵河，正向河附近集结的斯贝比族，放弃迁居高卢的打算，而返回自己原来的土地。阿利欧维斯图斯虽然逃至莱茵河以东，但是也在一年后寂寞地死去了。

高卢战役的初年，就打了两场胜仗的凯撒，提早在9月中旬让全军以冬季扎营的形式长时间休息。罗马军在高卢的初冬营地，决定设在赛克亚尼族的根据地贝桑松；由那个位置，可以清楚地从高卢监视莱茵河对面那边的动静。冬营地的最高责任委托给副将拉比埃努斯，凯撒自己越过南方的阿尔卑斯山；他所负责管辖的地域达三个属省，因此拥有自南法经北义至现在斯洛伐克的广大地域。凯撒一方面巡视那里，另一方面準备执行属省总督另一项任务——内政和司法的工作。

西元前58年的战役，有诸多事项成了影响后世的发端。在此特別值得一书的是，罗马人称为雷努斯河的莱茵河，在凯撒的安排下首度明确地划为罗马国的基本防卫线。此外，河川和海比山脉为更佳防卫线这样的概念，成了罗马人战略的最初基础。




那段时期的罗马



当人必须讬付別人事情的时候，可分为两种人：一是详细交代指示別人所讬付的事；二是将任务交给別人，却不交代细节指示。这与是否对別人完全信赖，几乎无关。前者是自己本身得到细节指示后，才觉得办事容易的人，而后者则是相反。凯撒完全是属于后者。然而，采循后者的情况，多少有些赌博的意味，不顺利的情形也很多，这时委托人就得自己处理善后。只不过，「不顺利」除了可能是全部不行，也有可能是某方面行但某方面不行。因此，在作善后处理时，究竟是该立刻处理，还是可以再拖一阵子，便成了一项重要的判断。出身名门贵族却自请成为平民的养子，立志担任向来只限平民或是格拉古兄弟之流的平民贵族才能出任的护民官，并且处处与元老院作对的克劳狄斯，在曾经助他一臂之力的凯撒眼里，便是属于后者。

前往高卢的凯撒要求克劳狄斯盯好「元老院派」，但是，护民官却做了超过盯好「元老院派」以外的事。第一个目标是西塞罗。

克劳狄斯敌视西塞罗的理由有二：


一、在波娜女神祭那晚，以女装侵入凯撒住宅的裁判中，西塞罗粉碎了克劳狄斯不在场的证据，险些让克劳狄斯被打入有罪之名，他因而怀怨在心。




二、西塞罗只是出身於地方，本应属于祖先中无出任执政官的非元老院阶级，却非但成为罗马人口中的「新进者」，还俨然摆出一副「元老院派」代表的样子，并且买了坐落於罗马最高级住宅地帕拉提诺山丘上豪邸中的豪邸——克拉苏的豪邸，而因此得意自喜。克劳狄斯对这种一步登天的人，产生了出身名门者对他的轻蔑。



真心话原本就只能放在心上，如果暴露了本意，目的恐怕难以达成。凯撒讬付他盯好「元老院派」的任务，同时也给了他武器，也就是给了他做某事的旗帜、名义，那就是凯撒自己在「加帝蓝的阴谋」时所提出，却并未受承认的——罗马公民应有控诉权；克劳狄斯将未经公民的裁判所判决的死刑是违法的这件事再擡出来。





西塞罗在克劳狄斯和平民建立认养的亲缘关系后，有了不好的预感，那个时候凯撒还在罗马，西塞罗便将自己的不安告诉他，商量该如何是好。西塞罗与凯撒两人虽在政治思想上对立，但是就学问教养方面，却是比谁都来得投缘，很谈得来。明知凯撒是捧克劳狄斯出头的人，还和他商量，我只能感叹西塞罗是个好人。

接受商量之事的凯撒，向西塞罗提出任命他为幕僚人员之一，来高卢以冷却世间喧嚣舆论的建议。在这之前，「元老院派」的另一个人，也是很唠叨的小加图，凯撒已计画分派他负责埃及王放手的塞浦路斯（Cyprus）罗马属省化的任务，将他自罗马隔离。如果能将西塞罗也自罗马隔离，就能达成盯住「元老院派」的目的。小加图所持的力量，是清廉的名声以及一开始演说就不知疲倦的体力；而西塞罗所拥有的力量，则是能够博得大众喝采的伟大雄辩。如果能除去这两个人，「元老院派」的力量也就大幅减少了。但是，西塞罗只把凯撒的建言当作是一种亲切，并没有接受；因为他相信，万一有什么事发生，庞培会为他出马。

西元前58年3月，护民官克劳狄斯提出了将未经裁判即处死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判以驱逐罪的法条。其中未提及西塞罗的名字，然而，五年前的「加帝蓝的阴谋」中，未裁判加帝蓝的五人同志，即将他们处以死刑的责任者，正是那年的执政官——西塞罗。克劳狄斯的目标是西塞罗，这是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的。四十八岁的西塞罗为了自克劳狄斯的攻势中保全而出，便讬付同年纪的庞培。但是，庞培并不想和前来阿尔巴別墅访问的西塞罗会面。「三巨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也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原是处於「三巨头」庇护之下的执政官，然而他们两人都在西塞罗的面前，闭上了门窗。元老院也仅是以同情的态度看待此事。绝望的西塞罗心想市民会站在自己这边吧！於是他披头散发、穿着丧服向罗马广场走去，并且叫住行经的市民，向他们诉说自己的委屈。然而，五年前那些曾经喝采、称他为救国英雄的市民，竟然都避开他，改道而行。

克劳狄斯所提出的这条法律的投票日，预定在3月20日举行。西塞罗在前天夜里就离开了罗马。不过，他心想虽说小加图不在，但是「元老院派」也没有理由就这样通过克劳狄斯的法案，於是便在距罗马不远处边走边等待。不过，结果却更为恶劣，得知西塞罗逃脱的克劳狄斯，又追加了下条项目，并且就此通过了。於是西塞罗的资产不但被破坏、没收，就连如果进入国境七百五十公里以内之处，也会遭到立即被逮捕的命运。因此他也不可能逃到北义大利或是西西里岛（Sicily）。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告別家人的西塞罗，只好由布林迪西渡海至希腊去了。在这段期间，在护民官的一声令下，帕拉提诺山丘上的豪邸化成了灰；那块土地也在克劳狄斯的提案之下，决定建盖一座掌管自由之神的神殿。西塞罗所拥有的两栋別墅，也被没收，拍卖光了。

原本就是「写信魔手」的西塞罗，在这个被驱逐的处境里，发出了许多信到各地，当然包括在罗马的庞培；就连在高卢打仗的凯撒也成了他发信的对象。而感叹自己遭受流放之变，希望能早日帮助他归返罗马的内容，成了所有信件的共通之处。「爱哭虫西塞罗」这个绰号的由来，也是源自这时期的信件。从僧院的书库发掘出西塞罗《书简集》的，是中世纪末期的义大利诗人佩脱拉克，他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文人，也是醉心於西塞罗的哲学论者。但是他也坦承，在看到这些书简，尤其是流放国外的书简时，的确使他对西塞罗的评价大为动摇。就连对西塞罗极具好感的《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也批评他不善忍受逆境。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不也是「具人性」的意思吗？




高卢战役第二年 西元前57年 凯撒四十三岁









塞纳河东北



凯撒将全部高卢大致区分为三个部分。凯撒不像后世的殖民帝国那般，几乎无视住民与生活样式不同，只以直线型区分，而是将语言、风俗习惯、住民的相异，甚至连自然环境的差异都列入考量后，区分出三个部分。

其中之一，是由流入大西洋的加伦河南侧至庇里牛斯山脉，也就是在法国的西南部，亚奎提诺族所居住的一带。这个地方，离已是罗马属省的南法相当近；而比起北边的高卢，这是一个挟庇里牛斯山与西班牙为邻且关系较浓厚的地方。

其中之二，是说希腊语的克尔特人、说拉丁语的高卢人所集中居住的地方。北边以塞纳河与加伦河为境，东方则以摩泽尔河（Mosel）为境，南法属省和亚奎提诺地方则为南边的边界，属于中部高卢。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包括法国一半以上、德国西侧部分以及瑞士地带。住在这片广大地方的人，在古代即与希腊、罗马有所接触，多少和文明有所接触。南法的马赛是与罗马几乎在同一时期建国的希腊人殖民都市国家。希腊人擅长经商，马赛繁荣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居住内陆高卢人通商的缘故。之后，随着罗马的强大，罗马人与挟阿尔卑斯山邻住於北义大利的高卢人关系，也成正比般地愈加频繁。黑杜伊族与罗马有同盟关系，部族中的有力者还享有罗马公民权。凯撒高卢战役的第一年，战场就在中部高卢东侧一带的地方。

剩下的最后一个部分，是以塞纳河、加伦河、摩泽尔河为南境；西北至东北处以多佛海峡、波罗的海、莱茵河为境，就现在的观点而言，是从法国东北部经比利时到荷兰南部一带的地方。渡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已经定居这一带很久，凯撒将这地方分类为相对于高卢人而言，属于具日耳曼民族血缘的一带。罗马人称住在这里的人为比利时人（Belgae），表示包括比利时人在内生活於此地的住民，他们是高卢人中最具战斗力的。理由之一是，凯撒认为「比利时人住在距「人性化」的南部罗马属省相当遥远之处，商人也不到那里，因此接触陶冶精神文明的机会，也就非常地少」。「人性化」这个字眼是采直译的方式，现代的译者会译成「文明化」。凯撒认为比利时人最具战斗力的第二个理由是，他们与住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相斗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了。即使原本出身自同一民族，但是对移居较久，并且定居生活下来的人而言，新来的加入者就是敌人吧！这样的比利时人就成了凯撒迎接第二年高卢战役时的对手。





西元前58年至前57年的冬营期，正当凯撒致力於南法与北义两属省的统治时，比利时人蠢蠢欲动的传报讯息愈来愈频繁。凯撒由在贝桑松冬营中的副将拉比埃努斯所发出的报告中，证实了此事。凯撒决定编组两个新的军团。新编组军团士兵的募集工作，在凯撒管辖下的北义属省完成。由于这次也是未征求元老院许可而进行编组的，因此没有理由召集来自卢比孔以南义大利的志愿兵。与前年那两个军团的新编成一样，这次又是凯撒自费供应维持，还买了努米底亚骑兵及克里特的士兵等具特殊技能的外国佣兵，以支援队的名义加入。此外，凯撒也积极采用具罗马军传统、能成为忠实伙伴的当地兵，高卢战役中的当地兵是以黑杜伊族为首的高卢地方罗马派部族。凯撒军的总数有八个军团四万八千，加上外国佣兵五千，再加上高卢当地的四千名骑兵，总计五万七千名。另一方面，比利时人的战斗兵力总数是将近四十万的庞大战斗力。

凯撒没等这两个新军团的编组完成，就派遣幕僚佩里阿斯，担负起率领已编成军团前赴当地的任务，他自己在考虑好兵粮的準备与补给方法后，就赶快越过阿尔卑斯山。到了副将拉比埃努斯驻守的贝桑松冬营地后，凯撒首先做的就是用尽各种方法，尽可能地蒐集当地的情报。

根据所蒐集到的情报显示，至今仍未与罗马人接触的比利时人开始摩拳擦掌的理由有下列几点：


一、他们认为只要罗马的霸权入主高卢中部后，罗马军的下个目标，将会是在高卢东北部的己方领土。




二、出于「既然不许日耳曼人入侵，当然也就不能让罗马人入侵」的这般气概。




三、在这个通用弱肉强食理论的地方，他们认为如果罗马的势力进入，强的部族将攻击弱的部族，并且使他们屈服从属，这隐忧让他们感到害怕。



有著这个一致想法的比利时人，显得相当团结。他们以苏西翁族的首领葛鲁巴为总大将，藉侵入高卢中部之举，策动对罗马先发制人之计。





知道这些事的凯撒，判断如果有所延误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就立刻舍离基地，与军队走了十五天的强行军，到达了比利时人的领土边境。

住在距边境最近的雷米族，由于没想到凯撒军如此迅速就到达了，立刻起了动摇。雷米族马上派遣使节，誓言服从恭顺，并且协助罗马军的军粮补给。不战而胜乃为兵法的基本法则。凯撒相当感激与苏西翁族有友邦关系的雷米族的归顺，他们所送来作为人质的部落中有力人士儿子，也因此受到至罗马留学的厚遇，之后的雷米族就成了凯撒的同盟者了。并且，由雷米族方面所得到的情报也较为正确。凯撒因此知道了比利时人的战力，除去雷米族之后，总数为二十九万六千人；也知道他们和住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有共同战斗的约定。其中，对凯撒有利的是，知道比利时大军一共是由十二个部族组成的联军。尽管如此，这三十万大军一举出动了。

凯撒没等对方进攻过来，就率领全军，越过流向诺维欧杜努（现在的斯瓦松）以北的索恩河，先攻打敌方的前阵，再进攻敌方领地内。渡河后，马上在那修筑阵营地。

将敌地内的阵营地筑於河川附近高地上的理由，凯撒对此的说明如下：


「阵营地要具有地势上的有利点。背有川流，使得面对敌人攻击，守卫背后的同时，雷米族及其他支持者的兵粮补给能不受到威胁。由于在河川之上设有桥梁，所以能渡桥而来的对岸就成了要塞，凯撒派给幕僚撒比努斯六个大队，以为警备之用。再者，阵营地的前方低地处，左右筑起三·五公尺高的防栅并且挖掘五·四公尺宽的堑壕。」



明显地，这是基於不让敌人包围筑於高地阵营地所做的考量。刚好在河川对岸的阵营地前面，有一片如宽广平野的宽广湿地，在这方面也有削敌之势，凯撒军就在这样的阵营地，等待比己方多出五倍的敌人。






高卢全图（再次刊载）









高卢部族图




由北侧进军而来的比利时军队行军路线上，有雷米族的城镇，与凯撒的阵营地有十二公里的距离，比利时军队首先袭击那个要塞城镇。





凯撒写道：比利时人与高卢人的战法类似。全军压境，一起向防栅上的防卫兵投掷石头，趁防卫兵们害怕、防躲，各自以盾牌挡在头上，如缩头龟之状时，再接近防栅，点火烧门，并且越过栅栏。这样的战法就庞大的军力而言，实为具有效果之法。他们在攻击雷米族的行动中，也使用了这个战法。马上，凯撒就接到了由防卫部送来的援助要求。

对凯撒而言，当然不会就此不理。不仅不能助长敌人声势，对于刚结成友邦的雷米族，也有必要给予投靠罗马是得利的感觉。凯撒立刻派遣努米底亚与克里特的士兵、马罗卡（Mallorca）诸岛的投石兵，此举具有增强防卫能力、削弱攻击方面的效果。放弃攻击雷米族城镇的比利时军，以凯撒阵营为目的地，南下而来。由罗马军阵营处望去，十二公里的广大平原上，尽是比利时军队群集的帐篷与焚火升起的烟。

起初，凯撒是想避开会战的，因为他见到敌人的数目众多、势力强大，判断这并非诉诸会战的适合时机。因此，仅派出骑兵反覆交战，以观察情势，这招具有相当的成果，连步兵的士气也为之一振，凯撒才决意会战。但是，凯撒的务实性并非仅靠士兵的士气，已建筑在当地左右的防栅与堑壕，也发挥了防止战场扩大的作用。於是，比利时军为了攻逼过来，必须绕道宽广湿地带的两侧，进入被隔开、划分了的战场。一个狭小的战场，对拥有众多兵力那方反倒不利。而实际上的战况正如凯撒预期般地展开了。

 






罗马最高司令官的服装 




凯撒为新编成的两个军团準备与兼具守卫工作，留在阵营地，他派遣六个军团，约三万六千人到战场，而敌方则一口气投入了三十万的全员。

比起被罗马军砍杀打倒的人数，比利时军所蒙受的损失，反倒是被自己的同胞在混乱中压死的情形较多。放弃正面攻击的敌方，采取分为左右，进军河川的方式，他们打算渡河，进攻桥链接处的阵营要塞，再从背后进攻本营。凯撒立刻将六个军团调回阵营地。同时，他自己则领先率领努米底亚的骑兵和轻装步兵全员到对岸去。渡桥到对岸去的凯撒军，情势已呈迎击渡川而来的敌方之势。在全员无法一起渡过的情况下，敌人自然也就仅投注少许的战力。对凯撒而言，只要好好地制服他们就足够了。

尽管正面攻击与背后突击都告失败，比利时军也还残留后路，就是不断重复地咬牙从正面和背后攻击。然而，这样行动的可能性，也在凯撒的考量范围内。

罗马军首先就考量了兵粮的确保与补给路线之事，而高卢、比利时、日耳曼人，却只考虑到在当地筹措战时的补给。西元前57年的比利时人，各部族皆由自领地向远地战斗。战胜敌人、分获军粮之事，在罗马人的抵抗下，成了不可能的梦想，而小麦尚处於未成熟的季节。为数众多的士兵之间，也有了内哄的情形。凯撒先前佈好的一著棋——命令友邦黑杜伊族蹂躏比利时人中实力最强的贝洛巴契族领地一事——这时也开始产生了效果。战况不佳、兵粮不足，加上掛心原自领地，各部族因此同意暂先回去自领地，在当地互相联络继续作战。

战略虽获得共识，但是选在半夜出发却不可行。退却之势已几近败走了。凯撒也没让这个机会逃掉，确认敌方即将撤兵的隔天早晨，凯撒就发出了追击命令，要佩迪斯和寇达所率领的骑兵团先出，再由副将拉比埃努斯率领的三个军团跟进。被罗马军追上的比利时军的后卫，也很果敢地应战了；反倒是走在前头，前进中的本队显得惊慌，士兵们的队伍七零八落，纷纷向四面八方逃逸。而随伺在侧的罗马兵，仿佛布下网似地，将他们歼灭了。在没有危险的状态下结束杀戮的罗马兵，依照凯撒的命令，在日落前归营了。

凯撒等了又等的各个击破的时机终于来临了。而这个战法，必须在敌人尚未忘记败走的恐怖时实行。第二天早上，凯撒就拔营了，目的地是诺维欧杜努（现在的斯瓦松）。那就是比利时军总大将葛鲁巴的出身部族——苏西翁族的根据地。军团被命令以第二种的行军。

以急行军到达目的地的凯撒，想尽早攻陷这个城镇，然而败走的士兵却早已进入这个城镇。凯撒觉悟到只有靠攻城战了。但是凯撒并没有时间从容地展开战斗，於是活用了罗马军所拥有的技术力。

被称为「回廊」的，是一种长四公尺、宽二·五公尺、高二公尺，附有车轮的移动战车。顶部覆盖了潮湿的皮或布匹，即使被火弓箭射中也不怕引燃。移动方式是靠战车内部的士兵移动脚步来决定前进或后退。如此一来就可毫无危险地接近敌人。这种「回廊」一起移动的样子，就像成群的虫子集结般吧！另外还準备了称为「移动塔」的攻城器物，这也是如名字所示般，为移动式的，而且塔高和防卫用的城壁差不多，士兵们要借助梯子才能登上去。






百夫长









重装步兵








骑 兵







轻装步兵






罗马士兵的服装（威却里欧绘，十六世纪）




这些攻城兵器，对住在现在法国东北部的高卢人而言，都是第一次见到的东西，都是庞大规模，令人望之畏惧的兵器；再加上见识到罗马人很快地就制造了为数众多的兵器，这种技术力著实令他们感到慑服。此外，被罗马兵追击时候的恐怖感，还栩栩如生地残存着，降服的使者到凯撒那里谈和时，事实上攻城兵器的準备还未完全结束。

凯撒装出是受了雷米族九牛二虎之力的关说，才接受他们的降服要求，还要包括族长葛鲁巴的两个儿子在内，以及其他有力人士的儿子作为人质，并且提供武器，这样才达成讲和。各个击破的第一目标达成了。凯撒毫不犹豫地又将矛头指向比利时人中，素有最强之称的贝洛巴契族的领地，在现在巴黎北方一百公里的地带。

进军到距目的地五罗马哩（约七·五公里）处时，贝洛巴契族的所有长老，都将两手往前伸出，做出一副恭顺的表示，等待着凯撒。长老们向凯撒解释，原来己方就没有与罗马兵刃相向的意思。罗马军在城镇附近筑搭宿营地之后，连女人、小孩也都将双手伸在前面，乞求和平。与凯撒同行的黑杜伊族首长迪比奇阿库斯也来说情。说贝洛巴契族与黑杜伊族是有友好关系的，但是因为受到反黑杜伊族者的唆使，才有反罗马的举动；再说，加入比利时人联军，不愿屈服於凯撒，生活在罗马霸权之下的强硬派人士，已经逃往不列颠（现在的英国）去了，留下来的却是稳健派人士，因此希望凯撒能接受他们的讲和要求。

 






高卢战士 




凯撒内心虽急着能够讲和，但是表面上却摆出一副完全是看在居中人协调的面子上。终于和贝洛巴契族也以讲和收场，由于贝洛巴契族是一强力的部族，所以要求多交出六百名人质，再誓言武器与领地内的要塞归罗马军后，凯撒才进行下一个目标。在得到了安比阿尼族的恭顺归附之后，剩下的就是素有高卢东北部最强的涅尔维族了。对多以骑兵为主战力的高卢人中，涅尔维人较独特，他们是以步兵为主战斗力的部族。

根据凯撒所得到的情报，他们平常就不许商人出入、禁止葡萄酒及奢侈品输入、对男子施以武术训练，简直就像过去的斯巴达人。光是战斗要员就有五万人。当然，没听过要和凯撒讲和之事。

凯撒所率领的军队，这次更往东北方去。现在就是要越过法国国境，进入比利时人领地内。这里是商人、罗马人都没进入过的地方。夏天时，在那一带弥漫着从晦暗森林与沼泽处飘来的雾霭。根据雷米族所提供的情报，光是战斗员就有七万五千名之多的敌人，正在那里的某处静候着呢！





进入涅尔维族领地，行军三天后，凯撒从原住民那里得知，距罗马军侧不到十五公里的河川对面，有全体敌军。敌人为以涅尔维族为中心，加上邻近中小部族所集结成的联合军队，女人、小孩和老人皆已经至罗马兵无法侵入的潮湿地带避难了，因此可想见他们正在为预期的战斗待机。

凯撒派侦察兵和百夫长所组成的一队人马先行，调查适合驻扎阵营地的土地。剩下的全军也尾随其后，然而，投降后加入凯撒军的比利时人与高卢人中，有人对涅尔维族密报罗马军的行军方式，说在军团与军团之间，挟有载军用货物前进的输送车队是罗马军惯用的行军顺序，所以只要攻击其间就可成功。

涅尔维族步兵主力的组成，是分布在由森林与沼泽地难以望见的高卢东北部地势，而如果考量以往他们为防止以骑兵为主力的日耳曼人的侵略时所采取的方法与计策，就能理解到涅尔维族之所以会接受密报进言的理由了。防阻骑兵的方式是每年切下幼树的前端，让下方的树枝能繁殖得较茂盛，横生张结，并且在下方移植蔷薇木，成为加了人工的天然防栅。这座天然的墙垣，愈是经年累月，愈是茂密，这座墙垣不只能阻止骑马，还能让对方看不清对面隐藏了什么人，拥有如此完美的防卫墙效果。第一军团、第一军团的输送车队，第二军团、第二军团的输送车队，如果依照这个平常的罗马式行军顺序，实为突击这中间所曝露出的弱点的适当战术。

但是，凯撒认为，与其因袭不需担心敌人来袭时的行军法则，不如考虑对敌时的行军方法，还来得更为重要。於是他把手边的八个军团中的六个军团，在通常行军时所担负的近四十公斤物品，几乎都搬上了输送车，变得轻便多了，只让军团先行，而输送车队则尾随在后，输送车队之后跟著新编成的两个军团，兼任输送车队的护卫与行军后卫的工作。如此一来，即使遭遇敌人出其不意的攻击，军团兵也无需顾虑防卫输送车队，而能够立即应战。自方阵营里有密告者之事，是凯撒后来才知道的。他并非事先知道有密报者，才做行军顺序上的变更。

侦察兵与百夫长关于阵营地设置地点的选择并没有错。因为他们并未察觉在不到一公尺深河川对面被灌木所掩埋的低丘地上，有敌兵隐藏其中。没多久，走在步兵军团之前，先到达阵营设置预定地的骑兵团，发现了河川对岸的骑兵，立刻渡河攻击。只是，他们并没料到在那背后还有一大群敌方的步兵。因为通常军队都让骑兵先行，因此很容易也就认为出来应战的敌方骑兵与己方一样，是属于先行军。

结果，罗马军遭受到出其不意的突击。随后抵达的六个军团眼睁睁看着双方骑兵正在激战，但当务之急却是加紧完成设营的工作。当他们忙着在河川这岸扎营的同时，输送车队也陆续抵达。说时迟那时快，敌人一看见输送车队的身影，立即按照原先计画，一举倾巢而出。超过七万名的士兵，以怒涛之势指向河川。在河川附近草原的凯撒骑兵，如被放逐般四散，大队的敌军向罗马兵压过来；此势来得惊人地快，正处於设营作业中罗马兵的前侧与右侧，很快地就被敌人包围了。

凯撒必须一次同时做所有的事，像是揭起红色的战斗旗，此为向士兵们发佈跑至置放武器的场所、将武器带在身上的命令；吹鸣集合喇叭，此为要求在阵营地做设营工作的人中止工作，并收集设营必要材料回来。除此之外，还必须吹鸣为整列用的喇叭声、鼓舞士兵们的演说也属必要。然后，还得吹鸣告知战斗开始的喇叭声。话虽如此，当遭敌方急袭之际，这些事情几为不可能的事。凯撒并没有执著於这些不可能的事，实际上，多亏有两件事解救了这种危险的状态。一是士兵们拥有在战斗上的知识与经验，受过训练与实际体验锻錬的他们，不需任何命令或指示，也知道在此情况该如何行动。二是规定在设营作业中必须离开麾下军团的军团指挥官们的适切判断。他们即使没有总司令官的命令，也能立刻察觉状况，自动地加入军事行动。

见此情况的凯撒，判断只需命令紧急要事即可。於是他在下过重要命令后，便驱马追上了进攻至最前线的第十军团。在鼓励士兵们数语之后，便向与敌兵仅有掷枪之距的第十军团，下达了战斗开始的命令。其他军团也配合地进入战斗状态。

与在最前线战斗的士兵一样，凯撒一直在最前线。鼓励过第十军团后，他马上驱马至隔邻的第九军团。没有準备的时间再加上敌人极激烈的袭击，罗马士兵连举队旗、穿盔甲、持盾牌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各自取了剑后，发现映入眼帘的队旗并非己队之旗，但是仍往那周围聚集、战斗，一边寻找自己所属的部队，一面唯恐失去了战机。


「我军的战阵如此分布。这并非学校里所教授的战术，而是随战场的地势与状况的危急而有所因应。各军团因为必须对抗眼前的敌人而各自分离，前面提及的天然墙垣也阻碍了他们寻找队友。在选择配置备军地点之事时，也无法适时地将军团送往必要的战线。也就是说，连指挥系统的统一都无法维持。就这样，在非常不利的状况下展开了战斗，关系着胜败的因素也以各种形式出现。」



此时的战斗之初，凯撒军的骑兵和轻装步兵有一部分的人节节败逃，罗马兵逃走的消息，并未影响后来的变化，消息只传到高卢东北部一带。

尽管凯撒无法在自军背后陆续发号统一的指令，但却都能将驱马纵横战场、分开战斗的军团送达到合适的场所。在最前线战斗的士兵，因为只见到眼前的敌兵，即使没有天然墙垣的妨碍，也不会注意到友军的动态，而观察大局，适时适所地调动士兵，以发挥自军战力的优良效率，这等考量是总司令官的任务。并且根据状况，如果认为圆阵较通常的方形队形佳时，就要即刻下达命令。并且，凯撒毫不犹豫地也尽了首席百夫长的职务。在苦战中的军团里，凯撒夺走一个后卫士兵的盾牌，因为他一直连盾牌也没拿地驾马，所以只好拿旁边士兵的盾牌，然后就这样到最前线去，一一呼叫百夫长的名字，激励大家往前冲，总司令官如此的英姿，令士兵们感到鼓舞万分，而显得果敢起来，战况才转向对罗马有利的局面。这一有利情势的明显展开，是因为输送车队的后卫兼行军护卫的两个军团出现，以及成功攻陷敌人阵营地的副将拉比埃努斯，给空手的第十军团送来了支援。

由于左、右手都得到了援助，原来感到受困的士兵，心境顿时一变，连原本受伤倒在战场的士兵，也开始举起盾牌又站起来战斗了。曾经败缩的骑兵、轻装步兵，以及随行军团的奴隸，也加入了战线。然而，涅尔维族果然也不负比利时人中最勇猛之名，骁勇地战斗，即使同伴倒下去，依然能站在那尸体上继续战斗。

但是，高卢人的突击力虽然厉害，在耐力上恐怕是罗马兵佔优势。战争进入后半段，罗马军显得锐不可挡。激斗中，即使其他的部族逃走了，唯独他们还继续留在战场上战斗，战争就在涅尔维族男子如山的尸体堆积下结束了。

在这场激战中，涅尔维族的成年男子全根绝了，到潮湿地带避难的涅尔维族老人、女人与小孩，派使节向凯撒投降。据使节所言，六百位有力人士中，存活者仅有三人；六万个战斗员中，存活者有五百人。

凯撒并没有要求他们提供人质，就认可了这项讲和，并且承认他们有回归原住地的权利。而且，命令邻近的诸部落不准攻击或侮辱涅尔维族。在凯撒的想法里，发起战斗之事本身并非有罪。





尽管涅尔维族的战斗力坏灭，但是在战斗中有其他部族先逃走了，因此凯撒所分类的高卢东北部，并未完成称霸的工作。埋葬了战死者、治疗负伤者后，凯撒又率领残余的军队，向东北进军。原本响应涅尔维族而参战的一万五千名阿都阿提奇族士兵，逃回了自领地，根据雷米族送来的情报，他们的战斗全员应该有二万人。并且，他们所居住的城塞，素有天然防卫与森然戒备之夸。周围绝壁围绕，只有一处是三百公尺宽的微缓斜坡，这个地方被当成城塞的出入口。敌人躲在这个险要之地不出来。要打破现状，只有靠活用罗马军的技术力了，凯撒这么想。军团兵摇身一变成为工兵，开始制作庞大的攻城兵器。做了「移动回廊」、「移动塔」，还做了称为「公羊」的破城槌，从城塞上方远眺罗马人制作这些东西的人，大声地嘲笑：


「罗马人呀！你们做这样的庞然大物，打算如何以小小的身躯使它移动呢？」






高卢人常常嘲笑罗马人矮。然而，他们的嘲笑声，却在见到攻城兵器向城塞接近时消失了。不只是消失，第一次见到如此多庞大规模的兵器，他们的脸色转为苍白。

不过，这些攻城兵器尚未被活用，战局就结束了，因为阿都阿提奇族派来请求讲和的使者。讲和的理由是，能够制造如此庞大的兵器，并且动用它，可见罗马人一定是得了神的佑护。但是，传闻凯撒对网开一面的投降，都会有所条件，唯独无法接受解除武装的要求。使者强调自卫力的必要性。

然而，凯撒答道：


「我之所以原谅、饶恕敌人，并非敌人有被饶恕的资格，因为那是我的作法。如果在「公羊」还没叩城门以前，你们就投降的话，我或许可以接受你们不解除武装的投降吧！但是，只要并非如此，讲和之事就得等解除武装之后才能谈。就和涅尔维族一样吧！你们可以告诉其他部族：攻打和罗马讲和的部族，就等于是反抗罗马。」



使者带着这个回答返回城塞后，从城塞投出了大量的武器。但是，还有三分之一尚残留在城塞内，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凯撒遵守了约定，与阿都阿提奇族的讲和，当天便成立了。

当天夜里的第三步哨时，也就是过半夜的时刻，拿着隐藏武器的男人，从城塞出来，袭击在阵营地睡觉的罗马军。经过这夜的激斗，最后四千个敌人被杀了，剩下的也被迫赶进了城塞。

第二天早晨，罗马军从已无人防守的城门，进入了城塞内，把剩下的战斗员与居民，都当成奴隸卖了。根据凯撒所收到的报告，被卖为奴隸的人口总数为五万三千人之多。

罗马人，特別是强烈意识到自己是罗马人的凯撒，非常重视誓约。罗马人属多神教，自然不是与神的契约，而是人类间的誓约。即使是对不同的人种，也承认为同等之人，因此要相信所交换的誓言。

发动战争之事，凯撒并不认为这是有罪的；但是一旦破坏交换了的誓约，攻打对方，很明显地这就构成了罪。他认为背弃与人相约誓者，应该受到做奴隸的命运。

凯撒完成高卢东北部一带的称霸后，率领一个军团至大西洋岸高卢地方的年轻克拉苏，成功获得维奈特族以下七个部族的恭顺，这个消息也传了进来，这七个部族提供人质，并誓言承认罗马的霸权。

如此一来，全高卢就成了凯撒所说的「和平」了。凯撒的战果也传至莱茵河东岸，那个地方也有交出人质，派遣使节表示愿意归顺罗马的举动。由于凯撒觉得有统治属省的必要，想尽早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告诉他们的使节，明年春天再来吧！

那年军团的冬营地，凯撒决定选在加努特斯族和托洛尼族住的高卢中西部。看準了筹措最前线冬营士兵的冬天兵粮，凯撒向南出发。

收到凯撒送来的西元前57年战斗报告书的罗马元老院，决议举行十五天对神明的感谢祭。凯撒在《高卢战记》第Ⅱ卷的结束部分，写下了「这是以往没有的事」。当年庞培打败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时，元老院为褒赏他的战绩所决定的感谢祭为十二天。当然，凯撒是重视都会风格的洗练者，他并没有说出从前最多为十二天，而自己却得到十五天等等没品的话。只是写道十五天的感谢祭为破天荒的头一遭，但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那虚荣心正微笑着。所谓虚荣心，就是想到被认为优秀而感到欢喜的心情。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庞培与其说是野心家，不如说是虚荣家。另一方面，凯撒与其说是虚荣家不如说是野心家。但是他的虚荣心可不比庞培要来得小。即使是小，也和庞培差不多。不，或许应该说比庞培大。但是，凯撒的野心比起他超乎常人的虚荣心，更为巨大。我消遣式地制绘了下图，希望诸君思考，期望他人赞赏与即使得不到他人赞赏也执著於达成目标的想法这两者间的关系。不要仅把眼光放在野心和虚荣心的负面，而是去注意它的积极面。







那段时期的罗马



凯撒高卢战役的第一年，西元前58年，是「三巨头政治」顺利发挥机能的一年，担任执政官的两人，都是与「三巨头」息息相关的人物。使用护民官克劳狄斯看盯「元老院派」的策略，派小加图至塞浦路斯赴任、驱逐西塞罗，成功地排除了这两位「元老院派」的论客。但是，高卢战役的第二年，西元前57年，局势一转，成了「元老院派」反击的一年。允许「元老院派」这么做的要因有几个：


一、庞培的消极性。



那年的庞培年仅四十九岁，实际的年龄虽是四十九，可是精神年龄却仿佛罗马预备役届六十的退役年龄般，甚且有六十多岁的倾向。他认为与相亲相爱的年轻妻子尤莉亚在一起的生活，已经相当满足了，这样的理由并不成立，那不过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欺瞒。庞培实际上有了隐居的心态。他很少至罗马，也很少去妻子尤莉亚的父亲那里；在他的脑子里，一直存有在「三巨头政治」中获利最多的是凯撒这样的疑念。因此，在西元前57年的执政官选举中，他并没有积极的动作。这年的两位执政官之一是既是庞培的敌人又是西塞罗的亲友——「元老院派」推出的廉托鲁斯获得当选。另一位当选者是梅特鲁斯，这个人是属于凯撒派的。


二、护民官克劳狄斯的狂妄。



驱逐西塞罗，一了私怨的克劳狄斯，做了比凯撒指示还过火的事。以看盯元老院为由，一一成立了无视元老院的过度激烈政策。根据社会福利政策的「小麦法」，克劳狄斯将对贫民阶级的小麦低价格配给，改为免费给付。此外，他为了保持退任护民官后自己的势力，甚至自费雇用、组织了私警团。并且，将原本存在于罗马的职能之別的组合，化为政治组合。因为如果能借由组合来操控团体的行动，就可容易地左右公民大会和平民大会的动向。

虽然这样的决定受到大众热烈的欢迎，但是十年后，这三项都被独裁官凯撒废止了。连属于「平民派」的凯撒都要废止这些作法，而这三项法条在成立之初，不只是「元老院派」，连西塞罗口中「深思熟虑的人」也对此给予恶评。克劳狄斯的狂妄让庞培皱起了眉头，他疏离了稳健、有良心的人，结果造成对「元老院派」有利的形势。


三、小加图的归任与解除西塞罗的驱逐令。



即使小加图回到任地，也未必能让「元老院派」再奋起。小加图的曾祖父大加图，曾经弹劾击败汉尼拔的英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被称为「大」加图的加图，是个舌锋锐利的论客，但是由于他颇为幽默的说话方式，还是具有吸引听众的魅力。相反的，小加图徒有锐利的舌锋却完全无幽默感。虽然他和大加图同样是不贪污的政治家，但是由于无幽默感，使他并不得人气。他虽以三十八岁的体力为武器，发表长篇演说，但是只令听众感到不耐烦而已。罗马人绝对比希腊人拥有更良好的幽默感。

西塞罗的演说与小加图不同，他具有随处幽默一下的才能。并且能够适时地抚慰听众泫然欲泣的心情；此外，他还擅长对一般人说话时，穿插具效果、富学识的引用，很令人佩服。而最具说服力之处，在于西塞罗内心那股燃烧著的忧国热情。他用何种方法，将这股忧国热情付诸於行动呢？多数的人并不关心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对是错，只要他有深为忧国的心就够了。对西塞罗而言，得到如此的反应也就够了。

解除对四十九岁西塞罗的驱逐令，在九个月后实行了。首先受影响的是，驱逐他的克劳狄斯风评大落。二是西塞罗前来拜托时，佯称不在家而不与他见面的庞培，在半年过后，开始后悔了。三是西元前57年，担任执政官的廉托鲁斯，为他亲友西塞罗积极地运动。在高卢的凯撒也寄来了同意解除驱逐令的信件。原本凯撒的意图是，只要这位「媒体代表」离开罗马就行了，因此他甚至还邀请西塞罗来当自己的幕僚；即使西塞罗接受了，他在战场上恐怕也会成为累赘，可能会被派留守属省的工作吧！拒绝这个邀请的西塞罗，结局落得被驱逐，在希腊叹气，身为友人的凯撒也思索著：就这样结束，好吗？总之，反对解除西塞罗驱逐令的，只有以暴力行动、风评跌落的克劳狄斯一人；因此，这件事的实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西元前57年8月初，公民大会中通过了由执政官两人共同提案，解除西塞罗的驱逐令。九个月前，压倒性的多数所决议的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同是公民大会，这次也是压倒性的多数同意。西塞罗从朋友那里得知通过的可能性很高，因此早就到义大利附近来等待了；驱逐令一解除，他马上就归国。8月5日，西塞罗就在布林迪西登陆，可以想像他是多么地归国心切了。他几乎是沿着阿庇亚大道，一路奔驰北上的。隔別九个月，终于得返首都的西塞罗，当天即为市民们的热烈欢呼声所包围，宛若凯旋的将军。





角色都到齐了，对「三巨头政治」的反击开始了。「元老院派」努力不重犯西元前60年让庞培失势，但却对凯撒姑息而使其借由「三巨头政治」逆转得胜的挫败经验。另外也设法笼络因为西塞罗归国决议所获得的民意支持，无意修正克劳狄斯所成立的三法，因为民众对这三项法令有著高度的支持。此外，西元前57年，「元老院派」还做了另一点巧妙的安排——并非反击「三巨头」，而是谋图离反「三巨头」之间。「三巨头」中的克拉苏，不管他也无所谓，因此离间策略的主要对象是庞培与凯撒。

「元老院派」认为由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治才是罗马的政体，应该持续下去，凯撒则一向反对如此僵硬化的统治能力。至於庞培的政治理念虽然从没明确过，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在一心想重建由元老院主导的共和体制的苏拉麾下开始发迹的。对元老院派而言，凯撒是自己一派，是个危险人物；相较之下，庞培就没那么具威胁性。正好凯撒此时又身陷高卢战役中，这对「元老院派」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好时机。

西塞罗的提案首先在元老院中提出，得到元老院的赞同后，再於公民大会中提出；这是由庞培担任确保今后五年首都罗马与义大利所需粮食一职的法案。罗马於西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中，战胜了迦太基，取得西西里岛成为属省之后，就舍去了主食小麦的自给自足。这么说来，不就等于是粮食局局长吗？如果这么想可就错了。罗马小麦的输入来源，必须依赖海上输送的海外属省及同盟国；因此，确保粮食的最高责任者，就是掌握罗马国海军的最高责任者。必要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甚至有征用商船的权限。

但是，罗马以往并没有如此重责大任的存在。确保粮食的工作，不过是由市务官这等年轻的官职人员来担任。之所以加上海军总司令官职，是为了吸引庞培上钩。拥有两个军团以上战略单位的指挥权，当然意味着有「绝对指挥权」。十年前与海盗作战，拥有大胜利功绩的庞培，这次表面上名为担任确保粮食的职务，却令人自然地觉得是当海军总帅。

罗马非以海运立国，自然不属海军国家。因此自费负担海军之事，可以说是没有。如有需要，即向同盟国或属省要求派遣支援造船。如果西塞罗所提出的法案通过，庞培就成了罗马人中，唯一能够随心组织海军的人了。这件事搔得年近五十的庞培自尊心有些痒。

西塞罗提出的法案成立了。庞培面露感动的表示将努力做好这件重责大任的事，接受了这罗马史上初次的大权。

「元老院派」的反击，表面上并没有反「三巨头政治」的样子，因此更能得到效果。如果动摇稳固的凯撒和庞培之间的关系，原本就不适合政治生态的庞培也能促进他的非政治化。事实上，那年夏天所举行的下届执政官选举中，「元老院派」推派的候选人以最高票当选，「三巨头政治」派的，则好不容易仅有一个己派的菲利波斯挤进入围圈。但是危险的是，两名执政官的位子都被属于「元老院派」的佔走了。

属于「三巨头」派的在法务官选举中，八人中也仅当选两人。在执政官选举中，仅以些微的差距屈居次席的耶诺巴尔布斯，甚至宣布在自己当上执政官时，要解除凯撒高卢属省总督的职位。

在此情况下，被克劳狄斯驱逐后没收的资产，还给了西塞罗；烧掉的帕拉提诺山丘用地也还给西塞罗；并且新居的建筑费用也决定采国家赔偿。西塞罗以其他两栋別墅也蒙受其害为由，要求修缮费，也得到了允许。西塞罗再度成为活跃於首都罗马的最有力人士。

也许是恢复精神了吧！庞培开始著手他远征东方时即有的梦想——罗马最初的常设剧场。由于罗马人向来轻蔑希腊人的戏剧，所以在罗马只有每当上演时才搭建的木造剧场。罗马人常积极於其他公共建筑物的建设，但是一直到西元前一世纪中的这个时代，还没有常设的剧场。有鉴於此，庞培在希腊看到壮观的石造半圆剧场后，决定也在罗马建造这样的剧场。只不过，为了避开有被视为软弱之虞，他要在大剧场正面观众席的最上部，加盖一座献给维纳斯女神的小神殿。如此一来，由庞培建造的罗马最初常设剧场，也就能够借着献神之名建造了。这座称为「庞培剧场」的大型建筑，建筑在罗马城外宽广的「马尔斯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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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培剧场的复原图




西元前57年，一切都如「元老院派」所想的进行，但是唯独有一点，我认为是犯了错误。那就是出于对抗克劳狄斯所组织的私警团，容许米罗这个肤浅的男子组织暴力团体。

两个暴力组织在同一个场所并存而不起冲突，这可真是不可思议。互相打着「平民派」与「元老院派」的名字，比起单纯的暴力团体相冲突的情况更糟。在首都罗马市中心，暴力、争吵几乎已成了家常便饭。这给虽然一方面处理战事，却不乏首都情报的凯撒有了反击的理由。因为，连首都的治安都无法维持，正显示「元老院体制」的统治能力不足，也无需再多举他证了。




「卢卡会谈」



现在的北义大利，当时为称作「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属省，担任此地统治与防卫的属省总督官邸在拉温纳，位于距罗马国与属省边境的卢比孔河三十五公里以北的地方。西元前57年至前56年的冬季，巡视属省的凯撒，自西元前56年后，就常落脚於拉温纳，过着丝毫不松懈注意罗马政情变化的日子。

西元前56年3月，他在拉温纳招聘了「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据研究者所说，由于此时期的凯撒自己负担了四个军团的编成，如果要归还以前积欠克拉苏的债务，还是要再向他借呢！总之，是债务人叫债权人过来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人的关系相当特殊。虽说如此，受罗马式教育的凯撒，相当重视对年长者的礼仪。四十三岁的凯撒写给五十七岁的克拉苏一封恳切的招聘函，克拉苏也给予回应，顺着弗拉米尼亚大道，一路北上向拉温纳而去。近月底时，两人一起绕过拉温纳。首先，经艾米里亚大道向西北行，再由罗马军基地摩德那镇越过亚平宁山。越过南侧山头所到达的城镇，就是卢卡。

即使在现代依然保有罗马样式的教会，呈现一幅美丽静谧风貌的小镇卢卡，位于由佛罗伦斯通过比萨（Pisa）注入第勒尼安海的亚诺河稍偏北处。在以亚德里亚海（Adriatic Sea）侧的卢比孔河、第勒尼安海侧的亚诺河与属省为界的罗马国，卢卡属于属省这边。对如果越过界线就丧失属省总督权利的凯撒而言，这是他仅能与自罗马而来的庞培会面的最佳地点了。

会谈地决定在卢卡，以及会谈的时期决定在4月初，皆是考虑到双方的时间。已成为「粮食局局长」的庞培，有到罗马小麦输入来源之一的萨丁尼亚岛视察的计画，海上的旅行期订在4月，出港地在比萨。从比萨至卢卡，只需往北行走平地二十公里。自罗马沿奥雷里亚大道一路北上的庞培，坐上了在比萨等着的船，如约地赴卢卡。





这场历史上称作「卢卡会谈」的三巨头会谈，并没有如四年前，亦即西元前60年的三巨头会谈一样祕密进行。据说当时托斯卡那的小镇卢卡上，仅仅跟在罗马要人身边持权杖的侍卫人数，便达到一百二十人。可见除了「三巨头」之外，也有许多要人出席。光是元老院的议员就来了二百人，简直就像高峰会议般盛大。凯撒转而反击「元老院派」的回敬酒，这回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堂堂正正地施行。只是，会谈只由庞培、克拉苏、凯撒三人进行，也未召开「共同记者会」，所以会中同意的事项，只能从后来罗马的政情发展来推断。

结束会谈的「三巨头」，分別往不同方向走了。克拉苏往南回罗马，庞培往西回萨丁尼亚岛，而迎向高卢战场的凯撒，则是往北越过阿尔卑斯山。

「卢卡会谈」中的决定事项，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有下列几项。这些事项，如果根据内容来推测，完全是四十三岁的凯撒的主意，再由四十九岁的庞培与五十七岁的克拉苏同意而下决定的事吧！这在研究者之间，看法倒是挺一致的。

一、在西元前56年所举行隔年（也就是西元前55年）的执政官选举中，庞培与克拉苏两人同为候选人。动员旧部、再加上罗马一般公民的票，庞培可以说铁定当选。然而为了使代表经济界，却无名望的克拉苏也一定可以当选，凯撒让士兵们休假，回罗马参加投票。不过，选出执政官的公民大会，通常在夏季召开，但是夏季是战斗的季节，自然无法给军团休假。於是，将这年的选举延期至冬季，便成为庞培和克拉苏的任务。

庞培和克拉苏出任执政官的经历可以追溯到西元前70年，因此并不违反苏拉改革中严正规定，至少须间隔十年才能再度竞选执政官。关于这一点，「元老院派」也无话可说。显然凯撒是打算以不落人话柄的方法，借由执政官这个罗马最高的官职，暂时箝制「元老院派」。不过，「卢卡会谈」的真意是下述第二项。

二、执政官结束一年的任期后，第二年即以前执政官之名，赴任属省总督。但是罗马的属省，一言以蔽之，就是指现在仍未开发的西方与富裕的东方，几乎所有的前执政官，都希望尽可能地到丰饶的属省去赴任。其中也不乏有在执政官的任期内强力推动，作出对自己隔年所赴任地的有利情势。为了除此弊害，自盖乌斯·格拉古的「善普罗尼斯法」成立以来，决定执政官隔年赴任的地方，应该在执政官被选出前就决定。无论谁当上执政官，那个人隔年的任地，如果是马其顿属省，也是先前决定好的。决定方式由元老院制订草案，再由公民大会承认。

但是在「卢卡会谈」中，「三巨头」自己做了决议。将在西元前54年成为前执政官的庞培，他所赴任的属省是「远西班牙」与「近西班牙」两属省，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全境。克拉苏所担任的属省是叙利亚（Syria），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Palestine）地方。此外，两人的任期也无视於惯例，一开始就定了五年的期间。当然，凯撒的高卢属省总督任期也顺理成章地配合延长了四年，直到两人任期结束的西元前50年底。

并且也决定「三巨头」可使用的军事力各为十个军团。凯撒当初分配到的是四个军团，加上他自费负担四个军团共编成了八个军团，如果能得到元老院许可承认这四个军团，就能比照正规的军团，得到国家给付的维持费用，这才是凯撒的用意，并且又多争取了两个军团的编制权。

三人皆在西元前50年底任期结束前，拥有自由支配十个军团的大战力。比起西元前60年当时「三巨头政治」中，庞培的军事力、克拉苏的经济力、凯撒的民众支持这般的组合，西元前56年的组合中，三人皆拥有军事力，呈现出浓厚的军事同盟色彩。但是，凯撒也有他的必要理由。

一、凯撒朝北、庞培朝西、克拉苏朝东，各率领十个军团，对首都罗马是无言的压力。就连「元老院派」也无法不意识此事。

二、庞培掌管两西班牙，不仅意味着这个地区和平地确立在罗马之下。而控制伊比利半岛就控制北非。此外，克拉苏所负责的叙利亚属省，压制邻近大国帕提亚（Parthia），可说确立了以幼发拉底河为此地防卫线极重要的属省。而莱茵河以北的防卫线，则由凯撒亲自担任。

借由「卢卡会谈」更强化了的「三巨头政治」，在见解肤浅的人看来，可能只认为那是三强为实现私人利益所组的同盟。的确，三个人在实力上各有凌越元老院体制的实力，也就是有强化私益的企图；但是，也同时与确立罗马国防卫线的公共利益相关。五年的任期、十个军团的强大战力，的确有实施此事的必要。三强共同确保防卫线，所以必须平等分权。

「卢卡会谈」中决定的第三件事项为「媒体对策」。庞培答应要对西塞罗进行游说，但是凯撒并不认为这样就够了。

被驱逐归来后的西塞罗，将友人介绍给凯撒，还常常拜托凯撒让他们在高卢任职。有些具野心的年轻人，投奔到出身於地方却扬名於首都的西塞罗那里，因此西塞罗便将这些前途有为的年轻人讬付给凯撒。在战线的凯撒，甚至也送来了满是玩笑的信：


「送谁来都可以，只要是你培养的人。如果他们希望的话，也可以当高卢的王，再附上雷普塔耶（作者注：此为何意并不清楚）也行。如果认为在我身边能够捉住幸运的话，就別客气地送过来吧！」



这是凯撒回给西塞罗的信。一方面从事战争，一方面必须负责属省统治工作的凯撒，非常需要事务官僚的协助，能够活用这样的关系，无疑地对地方典范的佼佼者西塞罗而言，是感到有面子的光荣之事。

然而，凯撒最给西塞罗面子的地方，在于任用西塞罗的弟弟昆托斯为幕僚之一，并且让他担任军团长的大任。这个弟弟与好友阿提克斯的妹妹结婚，但是夫妻关系并不好，在政界、律师界也毫无表现，可说是相对于贤兄的愚弟。尽管如此，非常有兄弟爱的西塞罗，很想替弟弟做些事情。於是，已经四十好几，而且健康也有问题的昆托斯·西塞罗，就成了凯撒所任命的最前线指挥官之一。

高卢战役所带来的胜利与胜利的光辉，甚至使反凯撒极为强烈的元老院，也决定举行史无前例的十五天谢神祭。胜利的消息燃烧著罗马青年的心，许多上流社会的子弟，更渴望在凯撒底下从事战役。参加高卢战役，成了一种流行现象。

总之，凯撒从这时候起，就一手照料以前爱人们孩子的武将训练。凯撒底下，担任军团长或大队长等将官阶级职位的年轻人，他们的母亲多半是凯撒爱人名簿榜上有名的。在写给元老院的报告书以及在《高卢战记》中，凯撒都明白地记载部下的功绩。从前的恋人将儿子讬付给自己，而自己也不负所讬，凯撒会因此而感到愉快吧！也许正因为凯撒没有亲生的儿子，才能让他像父亲一样照顾他们吧！

不过，再怎么说，在这个集结了罗马良家子弟，冬营期邀请高卢人演出希腊悲剧娱乐士兵的高卢战线，西塞罗弟弟的参加，终究还是凯撒冷静考量的结果。与其说是要藉厚待弟弟博取哥哥西塞罗的欢心，实质上是将他弟弟当为人质。有了人质，也好控制在首都西塞罗的言论，这是凯撒的目的。

然而，寻找西塞罗残留下来的许多信件，丝毫不见怀疑他弟弟被当成人质的蛛丝马迹。西塞罗发自内心地感谢凯撒。尤其见到凯撒所写有关弟弟战功之事，更是打从心底高兴。这可以证明凯撒这个男人，做一件事情不会只有一个目的。不过，这样的作法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基於实行的人确信几个目的，凯撒实际上以西塞罗的弟弟当人质，作为因应西塞罗的对策。但是，西塞罗为弟弟出乎意外的骁勇善战感到惊讶与欢喜，凯撒也同样地感到惊讶与欢喜。若非如此，即使情感起伏激烈依然能保持头脑清晰的西塞罗，怎会如此就被欺瞒过呢？





「卢卡会谈」所通过的同意事项付诸实行之前，也就是会谈后不到一个月，「卢卡会谈」的成果即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在卢卡光明正大所举行类似高峰会议的会谈本身产生了效果。元老院议员中，旗帜颜色不鲜明的人士，有往「三巨头」靠拢的倾向。即使当初为了配合凯撒军团冬营期已经延过一次的12月举行的执政官选举，因为行程而必须再延到隔年的1月中旬，也很少有人反对。西元前55年1月，如同在卢卡的协定，庞培和克拉苏两人当选了执政官。「元老院派」所推派的候选者，以大幅之差落选了。

虽然当选的时间晩了，当选后同时就任的执政官——庞培与克拉苏，并没有浪费实行「卢卡会谈」决议之事的时间。

3月，凯撒派的护民官特列波纽斯，提出了「特列波纽斯法」，承认隔年，也就是西元前54年后，庞培与克拉苏分別赴任西班牙与叙利亚属省，并有五年的任期，以及十个军团的编成权。小加图的反对演说，甚至在元老院也没造成任何回响，可说很轻易地就得到元老院会议的同意许可。

稍后，执政官庞培与克拉苏以共同提出的形式，提出了「庞培·里奇纽斯法」。这个法案中，将凯撒高卢属省总督的任期，延长至西元前50年底，并且承认他有十个军团的编成权。同样的，反对者仅有小加图，因此甚至连没举手表决就通过了。

「三巨头政治」所支配的国政显得很完美。执政官两人、法务官八人、护民官十人中的八人，全都为「三巨头」派所佔。而「媒体」也保持沉默。「卢卡会谈」以后，有关首都罗马的政情，西塞罗曾向前年的执政官、赴任属省的好友廉托鲁斯发牢骚道：


「一群挟军事力和金钱的同伙人，他们之所以甚至能支配罗马人的伦理，与其说是靠他们的力量，不如说是他们的敌人不够果断且低能，那伙人甚至已经预料在元老院内，能几无反对地通过了。如果在公民大会的场合，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这就是凯撒要在任期结束之前，想办法延长任期或竞选连任，以俐落手法解决的原因。」



西塞罗也是元老院议员，因此他也应是不果断且低能人中的一位，然而他并未提及此语。西塞罗这个人，是罗马史上最有知识的人，同时也是辩论家、作家；二千年来就像定说一般，然而他却是位不擅於自我批判的男人。

西元前56年和前55年的两年间，也许是「卢卡会谈」的影响大大地笼罩了罗马吧！大抵一切皆在平稳中度过。庞培所建造送给罗马市民的大剧场也完成了。为了庆祝这最初石造剧场的落成，罗马举行了连日的马戏团秀，民众感到十分满足。凯撒也就无需费心首都的政情变化，而能够专注於高卢战役。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凯撒在战场收到母亲奥雷莉亚的死讯。




高卢战役第三年 西元前56年 凯撒四十四岁






我带着年幼的儿子去滑雪时是在1970年代末，随着愈接近分隔义大利与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原本在特里诺之后的宽敞道路也渐渐变窄，不便的程度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也许是因为已经登上阿尔卑斯山的缘故吧？若非如此，就是为了要防范他国的侵略。如果答案是后者，都已经是航空时代了，那样的想法未免太不合时代了吧！空中飞弹必能无误地命中，再派陆军进攻，就能征服了吧！迈入1980年代后，同一条道路变得宽敞、便利了，改良成与国内的道路一般。我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欧洲共同体这样的愿望是可以成真的。

朱利斯·凯撒在《高卢战记》的第Ⅱ卷，就对西元前57年的战役叙述，以「高卢转为和平」之语做结。之后看来，他是不是出言草率呢？对他而言，因为未交战的部族提出了人质，表示恭顺的誓约，所以才这么想的吧！在《高卢战记》的第Ⅲ卷，也就是关于西元前56年的战役叙述，由迈入冬营期前，命令幕僚之一的葛鲁巴压制住在阿尔卑斯山民族之处提笔。而之所以派葛鲁巴这么做的理由，是为了确保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义大利与现在法国的高卢之间的通商自由与安全。因为这些山岳部族强夺商品，并且强要求高额的通行稅。

葛鲁巴所率领的第十二军团和骑兵，奉命压制的地方是由现在的特里诺北上至奥斯塔，再由那里越过阿尔卑斯山而行的路程。另一方面，凯撒每逢春天就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道路，那条路已经成了当时的干道。为了滑雪，我每年冬天都要行经由特里诺向西登行至苏萨山谷的道路。我想，凯撒是打算从南边的热那亚、特里诺的西边和北边，将三条道路开发为联结义大利与高卢之间的道路。通往热那亚以外的两条道路，自古就被推测为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两大可能路径。

总之，罗马军向高卢移动的路径，已经有了两条；而凯撒想确保由这两路北通的意图，也已在他所写的保护通商自由与安全中表现出来了。但是，经济的进出多少有文明的进出。这也因此会让受进出的一方，往往有神经质的反应。然而，这件事也显现出，凯撒摆脱了罗马人向来以阿尔卑斯山为北边防卫线的一贯想法。阿尔卑斯山脉在凯撒的看法中，已经不是疆界了。

就短期来看，这样的尝试是失败的。一时压制成功的葛鲁巴，正率领罗马的一个军团，进入当地的冬营地时，遭三万名山岳民的袭击，为了不使士兵有太大的牺牲於是选择撤退。但话虽这么说，这并不是一件军事上必要、不可缺的挑战。对于因为卢卡的会谈，而比平时晩进战场的凯撒而言，目前有必须优先解决的事项在等着他。




大西洋



凯撒将只誓约恭顺、提出人质的诸部族所居住的高卢西部中所置的冬营地，交给普布里斯·克拉苏，他是「三巨头」之一克拉苏的长男。但是，与只知赚钱与羨慕他人的父亲相比，是让罗马人窃窃私语道犬父虎子，身心上皆流露出凜凜风采的青年。凯撒之所以重用这个青年，并非牵就於对这位父亲的讬付，也不是牵就於对他母亲——凯撒爱人之一的原因。而是端赖於青年克拉苏的才能，深切地爱其才能的缘故。《高卢战记》中每当提及这位青年将领时，就从记录「青年克拉苏」、「年轻的克拉苏」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位年轻部下的爱护之情。另一方面，年轻的克拉苏也对凯撒的信赖投以相当的回报。将许多正确的情报送抵在远方的总司令官处，此事也是他的回报之一。

大西洋岸一带的高卢诸部族有摩拳擦掌之势，凯撒身处义大利却能正确地掌握这项情报，就是这个缘故。但是凯撒选择了先巩固「三巨头政治」，而这件事的前提是，必须使一度处世消极的庞培离开罗马，前去解决优先任务。所以，一直等到卢卡会谈结束，凯撒才直奔高卢。到达青年克拉苏所防守的冬营地时，凯撒已经处於可下决定的状态了。

冬营中最难的事，莫过於常常捉襟见肘的粮食补给问题。想确保刚称霸的高卢在粮食上的补给，这倒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距南法属省太远了。当初的预定是，仅向誓约恭顺的高卢西部诸部族购买小麦，但是仍有不足。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与第七军团同身处於冬营地的青年克拉苏，要部下队长到周边的部族向他们购买。

不料，前往维奈特族的两人遭到了逮捕。维奈特族是住在现在法国不列塔尼亚地方的部族，常操船在大西洋一带作威作福，并与不列颠（现在的英国）保持联络，是这一带的强大部族。正因为强大连气势也很高。他们表明要以这两位捉来的罗马队长，交换被当人质的己方同胞。但是，在克拉苏尚未做出回答前，高卢西部一带皆已知道这件事了。根据凯撒的评价，「高卢人是做什么事都很冲动的」，其他的部族也逮捕了前来购买小麦的罗马士兵。因为维奈特族派遣使者至周边一带，要这些部族对罗马军采取同样的步调。然后，再向青年克拉苏派出使节，要求以团体交涉的方式交换人质。

截至目前的报告，凯撒在义大利时已经收到了。但是有「卢卡会谈」挡在那里，因此立刻命令青年克拉苏，在流注维奈特族领界南侧大西洋的罗亚尔河河口，建造多艘船只，并由南法属省征集舵手、船员。关于人质交换之事，一直到凯撒抵达之前，就让它处於冻结状态吧！凯撒传达出这个旨意。

当凯撒到达当地时，这些指令皆已切实地被付诸行动了。而以维奈特族为首的高卢西部诸部族，一致认知到要与罗马军战斗。凯撒公正地记下了他们的想法：「与其沦为罗马人的佣人，不如选择承继祖先留下来的自由。」此外，高卢西部部族决意战斗的理由，并非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的考量可基於下列五点：


一、他们已经觉悟到，逮捕前来购买小麦的罗马士兵，并不是容易地可以吓退罗马军。




二、河川多、湿地多的这一带地势，对当地人而言，是很有利的。




三、罗马人是不惯航海的民族。




四、在不易确保兵粮的地方战争，长期化应为不可能，因此罗马军迟早必须扬长而去。




五、他们预料，在维奈特族的召唤之下，不只是大西洋岸的诸部族，住在高卢北部西北地方的摩利尼族、梅那庇族，以及与多佛海峡彼岸的不列颠也会有支援部队的到来。



但是，比起他们决意向罗马军挑战的立场，凯撒接受挑战的决心也丝毫不弱。凯撒揭示以下五点，表明了纵使有诸多困难，也有开战的必要。


一、无法饶恕这种不当拘留罗马人的行为。




二、一边举着恭顺的誓约，却违背前约举反旗之罪。




三、交出了人质却变节。




四、集结许多部族共谋的危险性。




五、如果不以断然的态度处理此事，恐怕对高卢的其他地方也会造成恶劣的影响。



凯撒所计画的战略稍后再述。凯撒可使用十个军团的战力，是庞培与克拉苏也认可的；不过由于是二年后的事，现在的兵力只有八个军团，不足五万人。於是，分为五面的战线展开了。


一、派与副将拉比埃努斯骑兵团，命令他前往东北高卢。以位于莱茵与摩泽尔两河一带的特雷维利族的领土为目的地，并在途中确认罗马同盟部族雷米族的忠诚之后，使他们担负起如果日耳曼人趁机想越过莱茵河时，出面阻止的任务。




二、将十二个大队的步兵七千余人，以及手边全部的骑兵交给年轻的克拉苏，命令他前往南边的亚奎提诺地方。他们所担负的任务是，事前阻止从这个地方沿大西洋岸北上，去帮助维奈特族的援军。




三、给予幕僚撒比努斯三个军团，为压制居住於现诺曼第地方的维内利族，命令他往北行动。




四、对于与青年克拉苏一样，获得凯撒深深眷爱的「年轻布鲁图斯」，他则率领了造船完毕的军船团，背负着自海路攻打维奈特族的任务。但是这位布鲁图斯，与那位马库斯·布鲁图斯不是同一人。




五、然后，凯撒自己率领剩下的全军向西行。以由陆路攻打维奈特族为目的。



由此战略可以得知，凯撒的头脑里正确地烙印著高卢全境的地图。在这个时期的战役里，有奠基於正确情报的明快战略，以及为达成此战略的足够兵力，并且认可兵力自主性地发挥，因此即使没有凯撒的出马，各军团长也能充分地运作。出生以来首度被赋予战役责任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年仅二十八岁。

在五个战线中，与敌方战事最少的是凯撒所率领的步兵军团。根据他们到达当地后的调查，想由陆路逼近满是敌军的城塞，相当困难，只好等待海军的到达了。维奈特族所筑的城塞，多为筑於突出海上的山岬突端处，满潮时当然无法通行；退潮时，船更有搁浅的危险。如此一来，海、陆的攻城战皆为行不通之事。为了突破这个现状，罗马军展开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意图接近；而敌人也将武器、食粮、士兵等载入许多大船上，朝附近同样地势的城塞移动。就这样夏天过去了。罗马的海军之所以迟来，一方面因为天候恶劣而被困在港口，即使出了港，也是大洋、猛浪，在连港口都很少的大西洋中航行，这件事本身就很困难了。到了夏末的时候，在已经放弃利用土木工程接近而只有等待的凯撒面前，出现了罗马海军的踪影。目睹此景的维奈特族，也集中了二百二十艘船，在港口后侧準备突击。





从崖上视战的凯撒，是不是觉得己方的船比高卢船不适於大洋中的航行呢？简单来说，将圆西瓜朝正中剖开，再挖掉其中的肉，这是高卢船；横侧面长样子似甜瓜的是罗马船。凯撒虽然下达制造大量船只的命令，但是所做出来的都是适於地中海航行的单甲板平底帆船。这并非为了在大洋航行，而是为了打海战。坚固无比的维奈特族船只，即使撞上罗马船依然安然无恙，因为船相当高，所以只能使用风帆。也就是说，罗马船附有一种称为桨的马达，而高卢船却以帆布为命脉。二十八岁的年轻指挥官抓到了这点。请大家回想一下，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代中对抗海军国迦太基时，罗马人所想出的「卡拉斯」铁钩（参见《罗马人的故事》第Ⅱ册）。非海洋民族的罗马人，对船并无根深蒂固的看法；因为没有既存的概念，即使在船上加些奇怪的装备，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列塔尼亚地方的海洋民族——维奈特族自不必说，前来支援的摩利尼、梅那庇部族和不列颠的援军，他们皆精于制造耐北海的坚固高船技术，同时也擅於在狂风涛洋中的操船技术。海战的前半段，见到敌方自在地驾驶大船，让箭由高空落下，而己方却要时时小心別和敌船撞上了，免得船身损毁。罗马船一直不敢靠近与他们对决。这样的情景看在从崖上观战的罗马兵眼里，自是相当忧心吧！但是，抱着必死之心的罗马船渐渐接近敌方，投掷出新兵器，战况於是有了改变。虽说是新兵器，但也并非是新的构想，而是罗马人擅於应用的结果。

那是一端附有长而坚靭的绳索，用于攻城时的投掷式鎌刀。但是勾掛在石壁或防栅的情况，只要能勾掛、固定就行了，因此没有必要磨尖、磨亮。不过在西元前56年的那场海战中，鎌刀磨得相当锐利，以达到能勾掛就可切断的目的。在接近敌船时投出此物，投掷缠绕在敌船帆柱上的绳索，再全速摇桨向远处驶去，如此就可切断绳索。高卢船并非以桨所划行的单甲板平底帆船，因此仅能靠帆布移动。张开此帆的帆柱、绳索被切断了，帆布就落在甲板上，帆布也无法再用了。帆布没办法使用，也不能以桨代用，因为船身过高了。

帆布无法使用，只能留在那里的高卢大船，被罗马的数艘中型单甲板平底帆船包围了。只要上了敌人的船，就如同在地上战斗了。之后，如同凯撒所写的：「士兵每个人的战斗能力决定了胜负。」由士兵的战斗力来看，罗马兵的勇猛是超群的。

见到这个战况的变化，还未被切断帆柱的高卢船，想利用风逃走，无奈正巧当时风平浪静，只要还有帆布在的船，就免不了遭到以桨全速前进的细身平底帆船的追击。对在数量上佔优势的罗马船只而言，高卢的大帆船不过是牺牲品。罗马最初在大西洋的海战，自上午十点至日落仍然持续著，就在敌方仅有数艘脱逃船只的情况下，罗马方面获得了全胜。自此之后，青年布鲁图斯被视为海战的专家。





这场海战的胜利，不只根除了维奈特族投注在战争中可使用的战斗力，也削除了派遣支援的其他沿岸诸部族的力量。他们不只失去了战斗员，还失去了船。沿大西洋至北海一带的居民，屈服在罗马的霸权之下。传达投降意旨的使节，前往凯撒那里。

凯撒决定对主导沿岸诸部族共同战斗的维奈特族从严处置。他的理由是：「要让野蛮人觉悟到不尊重外交关系的错误。」对凯撒而言，不当拘留和背弃誓约，都是违反了不同民族接触时不可欠缺的规矩。他在叙述高卢人的宗教及风俗习惯时，从未出言指出这些是不如己方之处等话语，而是将这些视为他们特有的东西，也就是视为他们的文化，而加以尊重。四年后，凯撒从高卢对手那里尝到了唯一的撤退经验，他在那时失去了自己的剑；高卢人便将那把剑当成胜利的纪念，祭祀在自己的神祠中。隔年再度成为霸者的凯撒见到这个光景，身边的人都建议他将这不名誉的记号取下；但是，凯撒说：「既然已经成为信仰的对象，那就放着吧！」文化是个人的东西，要怎么想是个人的自由。然而，文明却是人种、肤色、风俗习惯不同的人全体互相接触时的必要规矩，不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喜好去做。简单来说，就是在生存的礼节冠上了堂皇的「文明」二字。在这方面，凯撒的作法一向明快。现代人常出现的优柔寡断之举，在他身上全见不到。明白写下「野蛮人」的凯撒，判处维奈特族长老死刑，并将族人全数卖为奴隸。





那段期间，凯撒派遣至东、北、南三方的军团，也无需请求总司令官出马，就可达成任务。也许凯撒一点也不担心的，只有派至东方莱茵河的副将拉比埃努斯一人吧！凯撒相当信赖这位平民出身的同年龄将领。虽说如此，派遣至北边诺曼第地方进行压制的撒比努斯和至南边亚奎提诺地方的青年克拉苏，他们的战斗风格除了反映各自的性格之外，战果也充分地完成所讬付的任务。撒比努斯故意夸张罗马军的苦境，并放出风声，好让敌人安心，再以万全的準备迎接想趁势袭击的敌军，以费时但慎重的战法获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年轻的克拉苏采无休息的积极战法，对付地窄人多、被凯撒视为佔高卢三分之一的亚奎提诺地方，逐一压制割据此地的诸部族。

但是，他们和凯撒一样，并不抹煞战败的部族，而是接受投降、缔结讲和，使对方派出讲和保证的人质。以青少年为人质，这是罗马常采取的方法，他们到义大利各地的有力人士家里接受家庭招待与教育，他们在被教育为倾罗马者的同时，也学习了文明为何物。这些青少年成长归国后，也多活跃於本国的各个领域中。

由于部下的幕僚们充分发挥作用，夏末时即解决了与维奈特族的纷争，凯撒决定在进入冬营前，将事情一次做个了结。多亏海军的奋斗，凯撒所率领的步兵军团才免於疲累。因此他派遣援军至维奈特族，决意压制居住於现在比利时至荷兰南部的摩利尼族与梅那庇族。在全高卢境内，唯独他们还未派使节向凯撒表达恭顺之意。然而，时序已迈入秋季。凯撒虽然将此视为易如反掌之事，然而实际上，进攻高卢最东北部并不像预期那般容易。敌军见无法与罗马军正面抗衡，便采取了其他的战略。

莱茵河下游一带，现代虽然在比利时与荷兰这些先进国的开发之下，显得极为现代化。但是在西元前一世纪时，还是森林、不见底的沼泽与湿地带密布之地。得知罗马军接近的居民——日耳曼系的高卢人，将自己的所有物及所有居民，藏匿在森林深处。因此，在抵达的罗马军面前，并未出现敌人的踪影。但是，罗马军才开始设营作业时，敌军就来袭了。於是凯撒命令依序将森林的树木，从前端砍倒。

砍倒的树立刻被用来建造围栅，提供危险时的庇护所。接着又继续砍倒栅栏前的树，将砍倒的树木作为围栅，再前进砍倒树木、筑围栅，这样的作业一直连续著。透过这样的作业方式，几天之后，围栅保护下的长道已经能够通往森林里了。

在这道保护之下前进至森林里的罗马军，能够得到敌人所藏匿的粮食与家畜，而敌军则是一路逃窜至森林的深处。在这个原本天候就不佳的地方，这段期间正逢降雨、刮风频繁的季节。要继续执行在森林里的作业，非常困难。在皮制的帐幕中，士兵们也无法入睡，凯撒於是决定撤退。但是此时的行动，与其说是进攻，不如说是近于实地调查的远征，想必凯撒一定知道莱茵河以西高卢的安定，迟早是日耳曼的问题。这与下一年的战役有关连。




高卢战役第四年 西元前55年 凯撒四十五岁






这一年，西元前55年，如同「卢卡会谈」所同意的，庞培与克拉苏担任执政官。每年冬天照例南越阿尔卑斯山，在属省统治中度过冬天的凯撒，在「三巨头政治」充分发挥机能下，比平常更早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高卢。正在高卢冬营的军团，有必要早日会合。因为凯撒接获日耳曼人中较弱小的两部族，正渡莱茵河往西方移动中的报告。因此凯撒以「日耳曼人」一词指出他们也是诸部族的共同体，将成为以部族间的力量越过莱茵河，影响高卢的根源。

日耳曼民族中最强的部族，要属广佈於莱茵河中游东部的斯贝比族。全部族可分为上百个共同体，每年每个共同体都要征集一千名战斗员，总势力便达十万人的战力。这十万人都是侵略攻击外国的要员；存留在国内的人，除了自己的家族以外，也要养活出征者的家族。第二年再交换国内组与国外组。透过这项制度，生活与战斗各自独立。斯贝比族的共同体中并不承认私有地，并且不允许在同一土地定居一年以上。牛乳与肉为主食，因此相较於耕作，狩猎要算是男人的主要工作，因此流浪的习惯成了一种自然。

也许是以肉为主食的缘故吧！他们长得又高又壮，平日的武术训练也有所成就，每个人都显得勇猛。只不过他们的生活形式并不如从前的斯巴达人那般规律正常。他们不在乎居住於寒地，身上的衣服仅有毛皮。而且由于毛皮并不丰富，不足以缠裹全身，有许多部分会露出来。就罗马人的眼光看来，那是半裸，是要沐浴或是下水时的装扮。

他们并不会限制商人的活动，但是卖的不是自己生产的东西，而是为了卖强夺来的东西。葡萄酒的输入只会让人软弱，因此被列为禁止品。至於马匹，并不仰赖他地壮硕的高头大马，而偏好本地所饲养的小型健壮马，能够自在地驾御马匹，必要时随时可下马战斗。

斯贝比族即使战胜，令其他部族屈服，也不像罗马人那样建设殖民都市，在当地进行融合，而是清楚地区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也许为了显示这个意念，所以他们常将自己领域的周围处，放任为荒芜之地。因为他们认为那样的荒地，正是证明自己的强势。凯撒听说那片不许其他部族进入的无人荒地，范围广达九百公里。





居住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中，虽非最强但属最大的部族是乌比族，乌比族居住於较斯贝比族更上游之处；由于这个部族住在莱茵河附近一带，与高卢人的交流频繁，较为文明。斯贝比族多次向乌比族开战，但终因对方的人口多得无法驱逐，只好改为要求每年缴交贡金。斯贝比族的侵略集中在莱茵河下游，也就是北方，因为他们已经放弃征服乌比族的念头了。因此成为斯贝比族侵略目标的乌西佩提族与帖恩库帖利族，为了躲避被征服、奴役的命运，就渡过莱茵河，湧向高卢去。

洞悉整个情况的凯撒，认为西元前55年的战线，仅是针对日耳曼。不过，目的并非在于称霸莱茵河以东，而是事先要处理高卢人善变的个性。凯撒说过，高卢人是流言的奴隸，流言总添加了自己所期望的色彩，并且相信这样的流言。话虽如此，凯撒并未向高卢人洩漏自己这样的看法，而是只针对骑兵战力作号召，这是考量到日耳曼人精良的骑兵战力所做的措施。他也研判必须在事态未扩大之前加以解决，於是率兵向东前进，自诺曼第地方的冬营地出发，越过塞纳河后前进东北，穿过比利时，横切过荷兰南部，再由德国西北部抵达莱茵河是他所计画的行军路线。很明显地，他是以日耳曼为目标地。

得知凯撒接近的乌西佩提族与帖恩库帖利族，急忙派遣使者至凯撒那里。甚至以哀求的口吻表示：「为斯贝比族追逐而被迫迁移，只有到莱茵河以西的地方居住，別无他法了。」但是哀求的口吻中却带有如遇万一，将不惜与罗马一战的决心。凯撒回答道：「并不承认守不住自领地的日耳曼人迁居莱茵河以西，如果没地方可住，可以去说服乌比族，请他们让出土地。」正为斯贝比族的专横困扰不已的乌比族使节，也於此时造访凯撒阵营。那天，使节表示将回部族与大家商讨这项提案后就回去了，之后凯撒再度与使节商谈。这段期间，凯撒将行军的距离减至数公里，但是并没有停止前进。只是命令先行的骑兵团不要发动战事，因为凯撒希望在交涉进行中不要有战事发生。

但是，当和战的双方以微妙的关系持续时，竟然发生日耳曼骑兵攻击罗马骑兵的事件。遭到突击的罗马方面，损失七十四名骑兵，凯撒舍弃这边的和谈，召集军团长，要大家別白费时间。那天与敌人的距离尚有十二公里。

可怜的是，隔天一大早就为了昨天的事件，前来向凯撒说明、谢罪的日耳曼两部族长老。凯撒命令拘留这些长老，并且下令属下全军出营。在出发的行军顺序上，以前些日子战斗受挫的骑兵团担任后卫。离开营地时，已经呈现出罗马军特有的战斗阵形——三重列组的行军。

平日即使未临战斗，也以每小时五公里速度行军的罗马部队，在不到二小时的时间，就到达了日耳曼两部族的宿营地。日耳曼人遭到意外的突击，罗马军突然出现。由于长老们不在，欠缺指挥者，在此情况下，宿营地中尽是同行女子、孩子的哭号、惊吓声。前些日子失去同袍的罗马兵，愤怒地湧进来。日耳曼人的宿营地，并不同于罗马人以壕、栅等四边围住的坚固地带，而是以运货的马车围住周围，内部则只搭建棚幕。即使有勇敢抵抗者，也因为同伴们的混乱，而无法发挥战力。在此情况下，所能做的只有放下武器与军旗，向四面八方败走，逃走的人朝莱茵河去。凯撒派前些日子犹感怨恨的骑兵去追击。眼前就是河了，许多日耳曼人被杀。罗马军除了少数负伤者外，没有人员战死。

那天，有多少日耳曼人被捕？凯撒并没有记载，总数四十三万的日耳曼两部族，是被杀了呢？还是逃脱了呢？凯撒以杀戮的字眼而非以战斗的字眼来书写与日耳曼两部族的对决，如果是未与十万敌军交战就达到了目的，这真是场大成功。

但是，保障外交使节的身份应是文明人所遵守的事，这样的作法与凯撒从前所秉持的方针，是不是有所矛盾呢？实际上，得知这场由杀戮得来的胜利，罗马元老院的小加图提出了在交涉进行中，出其不意地袭敌是违反规则的弹劾，提议应该将凯撒交给日耳曼人。但是，那年以执政官庞培为首的阵线并未同意，因为在讲和交涉中，己方也遭敌方骑兵杀害，损失了七十五名骑兵。凯撒对当时隔天长老们为谢罪的访问之举，记录如下：「对我方而言是幸运之事。」但终究还是一次没有宣告交涉破裂便发动的攻击。

然而，姑且无论是否违反文明人的礼节，这种问题，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对当事人来说都不是容易选择的事。以为尚处於休战状态却遭不意突击而被杀害的七十五名罗马骑兵，实际上并非是罗马公民的骑兵，而是认同罗马霸权，参与同盟的高卢部族军。但是只要加入罗马军，属于凯撒的指挥下，就可同被视为罗马公民的士兵。因此，一方面面临七十五名骑兵部下被杀，一方面面临不知结果的交涉，这对总司令官凯撒而言，只好采集合军备的动作了。此外，如果凯撒置朋友在日耳曼被杀之事不顾，一定会影响到其他提供士兵的高卢诸部族。与日耳曼人交战的凯撒，眼中并不是只看到日耳曼人，而是经常将身后的高卢人也纳入考量而一边与日耳曼人作战的。

凯撒在西元前58年、紧接着是西元前55年，两度大胜日耳曼。罗马人所获得的两大胜利，对高卢人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吧！





结束了对日耳曼人的杀戮后，回到营地的凯撒，下令释放被拘留的长老们。但是，长老们得知自己部族的命运后，害怕即使被释放了，恐怕从前抢夺过的周边高卢人会乘机报复，而要求能待在凯撒这里，凯撒应允随他们的自由。於是，凯撒几无间断地开始实施渡莱茵河的计画。对罗马军来说这是当然之事，然而对罗马人而言却是头一遭。

有趣的是，凯撒写道：用舟或筏渡河，这对凯撒本身以及对罗马而言，是不安全同时也「不名誉」的方法。这是因为不愿学当年迦太基人汉尼拔渡隆河时所用的方法？还是因为日耳曼民族渡莱茵河侵略高卢时，常使用小舟与筏，因此不愿因袭野蛮民族的作法？不知道凯撒是怎么样的想法。为了做给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看，凯撒利用莱茵河做了一场宣传。唯有煽起人们好奇心的作法，才能扩大效果。而对未开化之民，最能引发他们好奇、关切的，莫过於罗马人所拥有的技术能力了。




渡过莱茵河



凯撒所考虑的是之前无人想过的，在河宽水急的这条大河上，建造一座桥，然后渡桥进攻日耳曼。透过他的笔下，叙述了这个「名誉」渡河方法中桥的构造与建造法，仿佛现场监督般，生动且详细地呈现出来。根据这个叙述，后世也造了许多模型。这个莱茵河最初的建桥地点，在现在德国的波昂与科隆之间。

桥的建造作业依下列的顺序进行：将两根四十五公分粗、且长度超过河深的木材前端削尖，再自六十公分的间隔处相互固定绑紧。将这两根绑好为组的木桩，用滑车沉下河去，再使用打入机，固定在河底；但是并非采行平常所用的垂直打入法，而是为了削弱水的阻力，采用类似屋顶倾斜般的打入方式。与这组两根木桩平行，於十二公尺距离的对侧，也以同样的方法再打入另一组两根的木桩。这两组木桩之间，架设粗六十公分的桥桁，前端各由活栓锁固定在两根木桩之间。这么做出来的桥墩，一来使用的材料是木材，愈含水愈坚固，二来建造方法很牢靠，也能充分耐水压。

一一地打入桥墩，上面再跨上横木，然后堆积木柴、重叠铺张成底。除此以外，在桥墩的侧边也打入木栅栏，这不仅可以舒缓水流的压力，同时兼具遇敌方驾舟想破坏桥时的防御效果。






凯撒所建的莱茵河桥（建设中的想像图）




材料到达的十天后，莱茵河最初的桥建造完成了。凯撒在桥的两岸设置充分的警备队，率军渡过莱茵河。

为什么凯撒在此地设桥呢？这样的疑问自然浮现出来。关于这点他并没记载，所以只有凭推测的了。我猜想是基於下面三个理由：


一、距离渡过莱茵河侵入高卢，遭杀戮的日耳曼两部族很近，适於渡河乘胜追击。




二、到了这一带，源自阿尔卑斯山的莱茵河流注平地，因此能够远眺对岸的日耳曼，遭遇敌方渡河立即急袭的危险性也就较薄弱了。




三、日耳曼两部族的生还者所逃窜之地——西卡恩布利族之地距离此地很近。



到了一个世纪后的帝政时代，这一带的莱茵河西岸的罗马军事基地，已到了緜延如珠串的程度，忠实回应了凯撒认为莱茵河才是罗马防卫线的教谕。这里面包括德国的首都波昂以及科隆等城市，名字上都还保留有当年拉丁语的色彩。再谈些题外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的首都设於波昂的原因，或许是在热心与希特勒诀別的战后德国人心中，潜藏着想隸属于莱茵河西方的愿望吧！邱吉尔在纠弹希特勒统领的德国人时，就常用当年以莱茵河为防卫线的古罗马人也没有的口吻，称呼他们为莱茵河对岸的非文明人。

话题再转回二千多年前的当年。二年后，凯撒决定再次渡过莱茵河。那时的渡河地点也是选在波昂与科隆中间，比第一次稍微上游、距离波昂较近的地点。显示这是充分了解这一带地势才选择的渡河地点。

无论如何，在莱茵河上架设日耳曼人没见过的桥，罗马军技术力的运用，获得了成功的宣传效果。日耳曼人甚至在罗马军建设的期间，并没有妨害的举动，只是逃入森林里不出来。向莱茵河以东进攻的罗马军，首先迎向西卡恩布利族居住地。这时候，许多日耳曼部族已经派遣使者向凯撒要求友好与和平，凯撒要求提供人质为先决条件。他在逃走的西卡恩布利族之地，待了数日后将之夷为平地。之后，对乌比族的长老承诺如果斯贝比族前来攻击时，罗马军将给予协助。凯撒意图离间居住於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

根据乌比族传来的情报，日耳曼民族中最强的斯贝比族，得知凯撒渡过莱茵河之事，正后退至黑森林深处等待。凯撒达成渡河的目的后，决定回高卢。桥在渡过之后就加以破坏。




多佛海峡



在罗马军最初架桥进攻日耳曼这个宣传行为的余波影响下，那年，凯撒又决定在近夏末时，再尝试一次引人好奇的进攻——越过多佛海峡，进攻不列颠，这也是罗马人最初的冒险。

凯撒进攻不列颠的理由是，在高卢的战斗常是由于不列颠人的支援而发生的，因此有必要切断这个支援。但是，凯撒并不将隔多佛海峡而居的不列颠人，看成与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一样。渡莱茵河是对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的示威宣传（Demonstration）,而渡多佛海峡进攻不列颠，是考虑将不列颠纳入罗马霸权的缘故。对于该年后半年的决定，凯撒这么写道：


「真正的进攻只凭季节是不够的，登陆岛（凯撒已经知道英国是个岛了）、了解当地居民的性格、当地的地势、港口等，还要调查这些连高卢人也不知道的事项，才能更有助於进攻。」



凯撒活用商人以为情报来源。然而连哪里有生意可买卖，就往哪里去的商人，提到不列颠，也只知道是面对高卢的坎提乌姆（现在的肯特）地方。除此以外，不列颠全岛的面积、居民的性格以及人口数、他们的战斗方式、统治方式、大船可以靠岸的地理位置等，对这些问题他们完全不知。西元前一世纪的英国，是商人也无法通行的远隔之地，因此只好靠自己实地调查了。

但是，与以日耳曼为对象时的渡莱茵河不同，不列颠人与凯撒并无直接交战的经验，因此无法期待以胜利的实绩达到吓阻敌方行动的效果。而为了避免暗中摸索的冒险行动，凯撒派出一位适合这项任务的部下——波尔歇努斯前往侦察。凯撒自己则利用等待侦察结果的时间，进军摩利尼族之地，也就是现在法国的最北部。因为由此地越海峡登陆不列颠，是距离最近之处。凯撒所穿越的这个海峡后来被称为多佛海峡，仅能靠船航行。如果当时的罗马人有造海底隧道的技术，就凯撒对不列颠的意图来看，他会毫不犹豫地挖掘海底隧道吧！因为进攻不列颠与渡莱茵河不同，并不是示威宣传。前去侦察的波尔歇努斯由船上观察，蒐集五天当时有用的情报后就返回。凯撒开始聚集登陆作战时的必备船只。

在等待进攻不列颠的船队整备期间，听闻进攻之事的不列塔尼亚诸部族，派遣使节至凯撒处，表达承认罗马霸权，并愿意提供人质来表明心意。当凯撒接受了他们，使节带着这个答覆归返不列塔尼亚时，凯撒让二年前他所信赖、曾经是部族首领的高卢人寇米乌斯同行。寇米乌斯的任务是告知大家凯撒即将发动进攻了，希望能多拉些部族站在罗马这边。幸运地，正好住在不列塔尼亚出港地的摩利尼族中，许多人都誓言服从凯撒。於是，凯撒在渡多佛海峡时也就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勇往前行了。

第一次的不列颠远征，準备了下列的规模：随行的有第七、第十二军团，再加上骑兵。输送则首先由八十艘运输船负责运送两个军团。然而，因为风势强劲，只能进入离港十二公里处，就以剩下的十八艘运输船，让骑兵团分乘，另外追加几艘军船。从高卢战役开始就在凯撒指挥下战斗的这两个军团老兵，才一万人，依照凯撒所说的，他并非真的要远征而是要做调查。八个军团中有六个留在高卢。有必要将他们留下，为了防止渡过海峡之后回不来，将六个军团分送至必要之地。军团长鲁福斯率领半数防守出港地的周边。军团长撒比努斯与同僚寇达率领剩下的半数，担任压制住在现在比利时的摩利尼族之一部与梅那庇族的任务，目的是要惯於大洋生活的他们，断绝妨害罗马军渡多佛海峡的念头。





凯撒是从何处出发的呢？他自己也未明载。也许是由摩利尼族使用的港口，高卢语为内侧港之意的伊提乌斯港吧！古代的推测是这样的。但是，也并非就绝对是如此，不过就现在法国的布洛钮（Boulogne）一带来考量，当然不是在敦克尔克，也不是在距离最近的加来（Calais）。罗马人并非基於地势的考量，择地开港后再出港，而只是利用高卢人所使用过的现成港口吧！

凯撒在这个港口等待顺风，在半夜后出港，命令乘载骑兵团的船队随后过来。於是，隔天上午十点，最初的罗马船抵达了不列颠的海岸。邱吉尔认为大英帝国的历史就从此时——西元前55年8月26日开始的。然而，以此为大英历史的开始，似乎有欠威严。

船终于抵达了北边类似预定地的海岸。狭窄海岸的背后，耸立着高挺的山崖，山崖的一面有全副武装的不列颠人正等着。他们从斜崖上丟掷枪、箭，射向站在海岸的人。由于凯撒自己并未提及在何处靠岸的，这只能做个推测。我想他们曾抵达有名的多佛白色山崖下吧！总之，凯撒发觉此地并不适合作为登陆地点，因此，他放弃登陆，在海上等待后续船队到达，一直到三点。等待的时候，他召集了军团长及大队长，有调查之行经验的波尔歇努斯也参加所召开的作战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剖析比预料中更激烈、易变的潮流，以确立战略。而总司令官凯撒所掛念的，是如何一旦在陆地或海上有状况的情形下，能同时发佈所有的命令，而且命令又可正确、迅速地被实行。

午后近三点，风与潮流变得适於航行，於是到达的后续船队也一起随行再次出发。行经约十一公里处，有连接平野的海岸，就在平野前方的海岸拋锚，以进行调查。但是，此地也有不同于临海山崖的另一种不利正等着。

凯撒记载着：蛮族——也是邱吉尔祖先的不列颠人一定从陆上追踪罗马军的动态，因为当罗马军想登陆时，从平野有类似骑兵与两头战车袭来。罗马军面临下列诸点的困难：


一、乘载士兵的运输船只船底很深，只能在距海岸相当远的海上停泊。




二、在指挥官、士兵皆未充分了解地形的土地上登陆作战，将会吃亏。




三、在沉重武器剥夺双手灵活运用的情况下，还得跳海接近岸边。




四、因应这个情况的不列颠士兵，采由岸边或是攻入海中的积极战法，来妨碍罗马军的登陆。



总之，在陆地上所向无敌的凯撒手下军团兵，在这个完全不同的战场，无法发挥往常般的勇猛敏锐，只显得因惊恐而动弹不得，见到这个情况的凯撒心生一计。

和运输船一起，凯撒也将军船投入战线。军船不同于帆船与运输船，能借着桨活动比较灵活。此外，船底浅可以较接近岸边。凯撒在这些单甲板平底船（Galley）上，装载了投石器、石弓器，让船和海岸线保持平行，然后从船上攻击敌人。这种就连小型传令用的舟、摇桨式的单甲板平底船，所有的船都动员应用的战法，果然产生了相当好的效果。不列颠人第一次见到单甲板平底船以及所装载的兵器，惊慌得往后退去。

即使如此，罗马士兵依然裹足犹豫而没跳海前进。见此状况的第十军团旗手，就站在船上，举起双手向神祈祷自己的决心并求护佑军团之后，大声叫道：


「跳吧！战友们，如果不愿将这面银鹫旗交给敌人，至少我们要对国家与总司令官尽责。」



说完这句话，旗手就立刻跳入海中，边举着军团旗游起来了。同船的士兵也尾随其后，见此情况的他船士兵，也一一地跳下了海。

沿着海岸线的激战开始了。罗马士兵在无法组队、无法确保立足之地，甚至无法在自己旗队之下战斗的状态下，依然骁勇善战。他们往距离自己最近的队旗集中，以距离自己最近的船为盾进行战斗。但是，不列颠人知道到何处为止是浅滩，见到对此全然不知所措的罗马兵，他们总能适确地加以追逐、攻击。见到同伴陷入苦战，凯撒又心生一计。原为装载兵器的单甲板平底船，全部改乘载士兵。於是，摇桨上浅滩的船，将士兵送至海岸后，士兵再跳下来，这是现代也采用的登陆作战方式。只要脚能著陆，战斗就是罗马士兵的看家本领了。他们立刻组队，以指挥系统明确的形式展开攻击，不列颠人只有逃走一途了。但是这个好机会并未被善用就结束了，因为负责追击任务的骑兵团所搭乘的船队还没有到达。

不过，一时落荒而逃的不列颠人，派出使者向凯撒要求讲和，表示愿意派出人质、服从命令。与使者同行的，还有凯撒派遣前去做事前工作的高卢部族长寇米乌斯，他在不列颠还没从事外交交涉，就被当成俘虏抓起来了，此次返回是因为获得释放。

凯撒对如此简单就手到擒来的不列颠人所要求的讲和，并未考虑到有慎重处置的必要，而轻易地接受了讲和的要求。他如此轻易接受的理由是：搭载骑兵的十六艘船只，眼看就要抵达不列颠的海岸了，却遭到暴风雨，而顺流被冲到西南边，结果又回到了大陆。凯撒只得带领无骑兵的两个军团一万人，留在这个进攻地。这是发生在登陆后第四天的事。

但是恶运并未到此结束。当晩为满月，在大洋的满月之夜，是潮水涨落差距最大的时候，而罗马人不知此事。凯撒命令停泊在岸边的单甲板平底船，受到急激涨潮的海水冲击；在海面拋下锚的运输船队，也因强风猛浪的侵袭，而不知如何是好。结果，许多船遭到破坏；还有些船，因为系锚的绳索断掉或流失，造成无法航行的情况。

这个情形当然使得士兵们意志消沈，因为没有回家的船了。修缮的工具也被冲入海里了。再说，由于打算回高卢冬营，因此兵粮的贮备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补充的方法；况且，在无骑兵可用却身处精于骑马、战车攻击的不列颠人之地。不列颠各族很快就得知罗马军的现状，而想反悔恭顺的誓约，他们一致想趁罗马军尚未考量二度进攻不列颠时，在此集中全力击退罗马军。





为了摆脱这个危机，凯撒认为与其自大陆（高卢）呼叫支援部队过来，不如采自力救济之策。对处在孤立之中的人而言，什么也不做而只是等待反倒痛苦。他传令大陆方面以快船运来修复船只的必要工具。

首先，是如何守卫的问题。罗马人无论何时何地，即使是一晚的宿营，也习惯搭建方形的坚固阵营地。此外，喜好机械化的罗马人，也能将阵营地的守则严密地机械化。四角形的每边各一个门，战时，各有一大队（六百名士兵）负责守卫，可以说在防卫方面不需要担心。

另一项是粮食的确保，罗马军通常携带一个月分左右的粮食，因此不会一下子陷於欠缺的窘境。但是，在时间与人力充裕的情况下，凯撒一定会派遣士兵去筹集粮食。因为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人才能保持平常心。此外，不管工具是否到达，就著手船只的修理。不过，并没有时间重新準备修理用的资材，因此破损相当严重的船只只有牺牲掉了，而将精力用在还可以使用的船只修复上。於是，八十艘船仅牺牲了十二艘，还有六十八艘船可回归航行的用途。

这项作业尚未完成之前，不列颠人向罗马军发动攻击，但并非攻击阵营地，而是袭击负责兵粮调配的第七军团。一接获消息的凯撒，命令阵营地的守卫各门以半个大队的军力，也就是仅以两个大队的军力防守，他自己则率领四个大队立刻出发。剩下的四个大队也武装整齐地待命。一到达罗马士兵收割小麦的地方，便见到第七军团的士兵聚集在中央，周围则包围了不列颠的骑兵与战车。

不列颠人的战车法与东方以及希腊不同。首先，纵横驱策两头战车，以激烈吵杂的车轮声加以投掷石头，使被攻击的一方陷於混乱。然后战车再冲入敌兵行列，战士下战车像步兵一样战斗，驾车者将车子驾回后方等待；因此即使遇到战斗不利时，战士也能立刻逃走。这个战法，是以发挥骑兵机动力与步兵持久力为考量点的极巧妙战法。

但是，不列颠人的战车也无法与凯撒迅速的抵达以及他所率领的勇猛果敢的第十军团相抗衡，不列颠的士兵乘着战车逃走了。但是，没带骑兵团的凯撒，无法追击；此外，因为只有两个大队一千人戍守阵营，他只好率全军返回阵营地。

敌军的再度袭击是可充分预见的，於是凯撒向高卢部族长寇米乌斯借了他到不列颠时所带来的三十位高卢骑兵。加上凯撒与他幕僚用的马，组成了不到六十人的骑兵力，但是至少可以在下回派上用场。

之后，不列颠人再度发动攻势，这次是攻击罗马军的阵营地。凯撒几乎投入了两个军团，在阵营前布阵迎击。此次的战斗，一开始就向对罗马有利的情势发展；敌人败走，罗马兵也尽可能地追击，杀了不少敌人并烧尽他们的谷物仓。

这场战斗后，不列颠人再度派遣使者要求讲和，凯撒命令他们提供较上次加倍的人质，并且送到高卢。这也给了凯撒离开不列颠的机会与理由；因为他其实并不想在天候恶化的冬季里，越过多佛海峡。

根据凯撒所写的，是在风与潮流皆合宜的半夜出航，我想这是基於此时不会受不列颠人扰乱所选定的时刻吧！总之，归途平稳，除了两艘船稍微南流进入別的港口以外，全部的船只皆平安返回伊提乌斯港。

凯撒所返回的高卢在军团长们的充分镇守下，各部族一直维持稳定的状态。他选择比利时人居住的地方，即塞纳河以北的亚眠地区，作为这次西元前55年到前54年的冬季营地。一方面既可监视冬天的高卢全境，二方面则是考虑到来年对战双方交锋。因此在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属省出发之前，他还不忘叮咛镇守冬季营地的各军团长尽量造船、修复在不列颠远征时破损的船只。





第一次的不列颠远征，实地调查是成功了，远征却失败了。凯撒自己也诚实地写道：「命令他们送人质到高卢来，结果遵守约定的只有两个部族。」但是，越过莱茵河进攻日耳曼领地、远征罗马人连听都没听过的不列颠，凯撒那年所达成的功绩，对远在罗马的人而言，是既讶异又兴奋的事。为了反映人民的欣喜若狂，元老院也决定举行史无前例的二十天谢神仪式。

但是，西元前55年的战斗季节终了同时，凯撒也不得不放手让一位有能力的武将离开。凯撒所认可的这位青年克拉苏，是因为良家子弟的缘故当上凯撒的幕僚，所以他的能力往往容易被忘记。青年克拉苏就要跟随就任叙利亚属省总督的父亲，前往东方去了。为了準备与大国帕提亚的战役前往东方，身为总司令官长男的他也必须从军。对年届六十才首次迎接正式远征的克拉苏而言，有高卢战役经验丰富的儿子加入，是无人可取代的强心针吧！

凯撒由手里的骑兵群中分出一千名给这位已渐步入三十五岁的年轻武将。常面临骑兵力不足而热心培训高卢骑兵的凯撒，他所拥有的骑兵战力总计五千人左右，而却将其中的一千名骑兵分给这位武将，真是意义重大。将这一千名骑兵赠与随行的青年克拉苏至远东，不但表现了凯撒以此为赠礼之意，同时也是对「三巨头政治」之一，年轻时即借钱给他的克拉苏的一项回礼。因为依法或任何裁决，他都没有提供一千名骑兵的义务。之后，凯撒与同行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青年克拉苏」，再也没碰面了。





凯撒再也没碰面的人还有母亲奥雷莉亚，凯撒大概是在从不列颠归来时，收到母亲的死讯吧！尽管他是独子，在接到通知时，也因为身为属省总督，而无法越卢比孔河回罗马。凯撒的母亲将儿子的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也没再婚地专心养育儿子，让他无后顾之忧地成长，选择自己的路，同时她也是凯撒从政的商量对象。比起罗马的许多母子关系，凯撒与他母亲的关系可说是很亲密。

他四十岁那年赴任南西班牙属省总督时，某夜，梦见与母亲交媾，凯撒相当惊讶，这对凡事依合理主义的他而言是罕见的，於是便请占卜师解梦。依占卜师所言，这是凯撒征服世界之意，他才放下了心。在凯撒的《高卢战记》中，全无提及母亲的死；但是，这正显示了凯撒与常表露喜怒哀乐的西塞罗不同的个性，并不太轻易表露私人情感。




改造首都的第一步



自秋末至春初的冬营期，凯撒身兼南法、北义、伊利利亚（现在的斯洛伐克与克罗埃西亚）三属省的总督，自然不可能常待在一个地方休息。而凯撒即使一年内有多数时间不在，依然能无阻地施行统治，这归功於他的组织力。凯撒在属省积极任用当地人；而对虽然还未成为属省的中、北高卢，但是已经与他缔结同盟协约、表达恭顺誓约的部族内政，也一概不干涉。同样的，在首都罗马中，当他选择替代自己的人时，也毫不犹豫地录用属省出身的人才。采用属省出身者担任首都代理人的理由是，这些人拥有罗马公民权但又是属省出身，进出政界会受到限制，因此可以将他们视为私人祕书般使用。这种私人祕书团的代表是巴尔布斯与奥庇斯两人。西元前54年，好不容易得以安顿在拉温纳冬营地的凯撒，也是得力於与这两人的频繁往来。

这个时期的凯撒，或许是受到庞培建造罗马最早的常设剧场以及附属大回廊的刺激吧！也开始从事扩大罗马广场的都市改造计画。凯撒的属省总督任期，为了与庞培及克拉苏的任期配合而延长，因此往后五年不会回首都。人不在首都却要推动这项大计画，那得要有效率的祕书团。这个时期，奥庇斯到拉温纳，几乎都是为了这项计画。

位于罗马政治中心罗马广场的神殿、会堂，也随着时代的脚步改建得美轮美奂。罗马广场本身的规模，与五百年前将此地定为罗马中心的第五代王——塔奎尼乌斯时代相比并无太大的差距。在此情况下，渐成为「世界首都」的罗马中心，显得既贫弱又无法充分发挥机能。凯撒考虑将首都向北方扩张。南有帕拉提诺山丘横臥，西有卡匹杜里诺山丘耸立，在此地势下，能够扩张之处只有北边了。至於这时还没有盖竞技场的东边，由于既是迎接凯旋将军的入城路，又位于罗马广场重要性较弱的东半部延长线上，对于只有延伸重要区域才有意义的这次扩张计画来说，并不适当。

但是，凯撒所属意的广场北侧，在当时却不是空地，而是盖满了商店与住家。这是因为凯撒生长的平民地区苏布拉，至此时期，已经扩张到罗马广场的旁边了。

凯撒打算在扩张的部分，建设神殿以及附属回廊。在罗马，除了被当成众神住所的卡匹杜里诺山丘上的神殿外，其他的神殿虽为神殿，但是完全没有肃穆静谧的画面，通常都是与商店街比邻相接，就像日本浅草寺一带的模样。凯撒的目的是罗马广场的延伸，当然也就是以神殿为中心的商店街的建设，这点从面对神殿正面的三面回廊全被商店佔满来看，便知一二；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也是同样的感觉。但是，苏布拉地区一向是住商混合，这对一项首都的再开发事业来说，实在是不适合，於是便产生了用地买卖的问题。关于这件事，西塞罗在给好友阿提克斯的信中如此说：


「波鲁奇几乎完成了罗马广场内会堂的修改工程。（这个会堂是西元前二世纪，艾米里亚·波鲁奇所建造的，他的子孙所作的修改工程费用是凯撒贷款得来的。）凯撒过分计画大规模的工程。如果完成了，必可得到市民们的惊叹与自己的荣誉。因此，凯撒的「朋友」们，特別是奥庇斯——你或许要爆笑出来吧！——用六千万塞斯泰契斯这等巨额的款项，浪费於买卖用地。因为居住在罗马广场至自由回廊的土地上的人们，不接受低廉的出价。」



帕拉提诺山丘上的一等地，由罗马最有钱的克拉苏买入了三百五十万塞斯泰契斯的豪邸，就连以西塞罗的骄傲或是愚痴，也不可能只收购用地就花了六千万，这只能说是浪费吧！这封信再读下去，可以发现凯撒在这时，已经有将另一公共事业「凯撒·尤莉亚」选举会场所使用的大回廊，建在城外马尔斯广场的构想。西元前二世纪中期自布尼克战役胜利以来，罗马的公共事业即快速起飞；西元前一世纪中期的罗马，此风再起。而这方面的主角也是庞培与凯撒两人。





原本就生于富裕之家，再加上又是远东富裕之地的征服者，庞培拥有支持大规模公共事业的财源，这是任谁都能想见的事。而凯撒的情况呢？钱财何处来呢？

对他而言，最大的债权者是克拉苏，凯撒在执政官任期尚未终了的西元前55年秋天，由布林迪西走海路出发至叙利亚，对克拉苏的借款偿还尚未还清，还有相当的余额，已经没办法再向他借更多了。克拉苏碍于庞培与凯撒显赫的名声与辉煌的战果，身为「三巨头」之一的他，也急欲有所建树。远征东方，对六十岁的克拉苏而言是最后的机会了；在这最后的机会里，他甚至变卖了私产準备战争事宜。在此情况下，克拉苏已经不能仰赖了；对凯撒而言，也就是巨额借款的管道被关闭了。因为从前都是克拉苏借给他的，或是以克拉苏为保证人向其他人借的。

或者凯撒可以像苏拉或卢加拉斯那样，由被征服民众那里强夺财物。苏拉后来有赔偿，但是卢加拉斯没有赔偿。不过，凯撒所称霸的高卢，并非苏拉或卢加拉斯所称霸的希腊、中近东。此地不像来自地中海世界各地人民所聚集的戴尔菲或伊庇鲁斯那般，并没有丰富财宝，是没有神存在的较落后开发地带。虽然部族的有力人士拥有黄金制品，然而居民大多数的经济能力无法与东方相比。高卢战役终了后，凯撒在高卢全境所课的稅金，一年为四千万塞斯泰契斯，只够罗马广场扩张工程用地收购费的三分之二而已。这证明当时的高卢，即使榨干也是所得有限。再说，对战败者课以他们所无法负担的重稅，对想将此地纳入罗马国的凯撒而言，这样的作法要算是愚策吧！

要从高卢榨油水不容易，总可以将战俘卖为奴隸换钱吧！但是，被凯撒当成奴隸卖掉的战败者，只有违背誓约，再度挑起战事的人。普鲁塔克写道：「高卢战役后，有一百万人沦为奴隸。」不过研究者一致认为这并非实际的数目。战役中期终了是在西元前55年，十万应是较为贴切的吧！如果将当时的奴隸平均每位以二百塞斯泰契斯卖出，非得卖出三十万人，否则不够用地收购费。因此，以卖奴隸为财源收入的讲法是很难说得通的。

那么，凯撒是不是拥有另外的财源呢？值得注意的是，出发至高卢以前的他满身是债，然而随着高卢战役的进展，不知何故他的手头似乎逐渐宽裕。即使强夺、无理征稅，也有个界限，卖奴隸买地的费用也不够；仅以高卢为基盘的凯撒，他的经济状况是如何明显地改善了呢？

也许这个卑俗的问题不适於在学术上讨论吧！因此研究学者并不太触及这个问题，仅能由古罗马时代的书籍寻找蛛丝马迹作为推理的基础，我想他是将在高卢的专利权商业化了吧！这并非是我自己一人的推论，以「通俗歌剧」闻名的前东德剧作家——布雷希特，在他的《朱利斯·凯撒的经营》（Die Geschafte des Herrn Julius Caesar）中也提及这项假设。

凯撒打算将以莱茵河为境，向西扩张的高卢全境全都罗马化，罗马化对罗马国而言是最好的安全保障。套句他自己的话，就是「文明化」。然而他并不拘泥於自己是最知性的主管，他了解民族的文明化，就如同西塞罗精湛的散文及加图鲁斯充满情感的韵文般，可以由经济来从事文明化。因此，凯撒积极奖励与高卢通商。

古今中外皆同，商人对新市场的开拓相当敏感。住在义大利半岛的罗马商人，大多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南义希腊人，他们大举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北行。凯撒开放他军事称霸下的高卢地给罗马商人。但是，他将自己劳苦换来称霸高卢地的通商权利，卖给了他们。或许是有期限的契约关系吧！由一定的期间至每年的契约，有了计画的固定收入，凯撒的经济状况因为实行这项方案而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也就很高了。

特权这个东西，一旦松手的话，就有流於使掌握此项特权者为所欲为的危险。控制这种情况，就是政治的责任。凯撒并没有忘记这件事。无论是否完全压制了高卢，凯撒已经做出详细的统治系统，连稅制都定出来了，如此可以控制追求利润者的为所欲为。

我作此推论的根据有下列两点：


一、克拉苏在一年后死去了，而凯撒的经济状况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因为收入固定而改善了。讲得极端一点，所谓的「改善」就是一向只知借钱的凯撒，这回有钱可以借给別人了。




二、在五年后发端的南乱中，南法的马赛站在庞培那一方与凯撒敌对，原因是传统上由马赛的商人独佔与中、北部高卢的通商；而罗马商人利用高卢战役的机会，取代了他们的地位，这样的发展令他们心生怨恨。



总而言之，凯撒开发了一条不强夺、不课重稅就可赚钱的路。因此，在布雷希特以史料调查为基础所写成《朱利斯·凯撒的经营》中，以西元前60年凯撒被选为执政官做结。不知布雷希特之前是否有提笔写高卢战役那段期间凯撒的念头。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而且是富批判精神的作家，写《朱利斯·凯撒的经营》的当年就过世了。布雷希特将凯撒与金钱的关系，透过从起初以债权者身份与凯撒交往，后来成为凯撒祕书般的故事主角口中，道出了下面这段话：


「每当见到他如何应对为钱的问题而来访的人时，我的内心就满怀敬意，我想这是因为他对金钱所抱持的绝对优越感。他对金钱并不饥渴，他并没有打算要将他人的钱佔为己有，只是单纯地没有区分他人与自己的金钱。他的举动是以每个人都是为了帮助自己的观点为前提而行动的。他对金钱的超然态度，往往也能够感染债权人，债权人非但没有不安，反而受他的影响。这样的情形令我惊叹，这就是他——那个有名凯撒——的泰然自若。」



艺术家是伟大的，即使是卑俗的事，也能如此扬弃，将两种相矛盾的概念，调和与统一於一个更高的层次。




高卢战役第五年 西元前54年 凯撒四十六岁






西元前54年春，凯撒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军团的冬营地。他前年所下的命令，他麾下的士兵在过冬期间全都一一实行了，凯撒看了十分满意。他同时也考虑到登陆作战及气象变化，命令士兵将远征不列颠用的运输船只高度造得很低；这一点也做得十分完美。运输船总共有六百艘。另外，还加上二十八艘可用桨划动、行动自由的单甲板平底军船。士兵们在穷困之地而将资材调度做得十分好，总司令官凯撒於是召集他们加以犒赏。士兵们的士气因此更加高昂。凯撒下令将準备好的船只集中於和上次出航地点相同的伊提乌斯港；他的计算是，从伊提乌斯港航行约三十罗马哩（约四十五公里），就可抵达不列颠。以现代而言，这个计算也是正确的。航行所需的时间，看来也需要七、八个小时。

但是，在前往出航地之前，凯撒本身有非解决不可的课题。莱茵河附近住着特雷维利族，这个部族没有出席每年一次的全高卢族长会议，因此也没有宣誓效忠罗马；不仅如此，罗马方面还接到消息，指称他们号召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一同渡过莱茵河战斗。为了避免事态演变成过河之后遭人拆桥的窘境，在前往不列颠之前，有必要封锁住特雷维利族的动作。

众所皆知，特雷维利族的骑兵战力号称是高卢中最强的，步兵战力也不容轻侮；他们与凯撒军连一次也没有交锋过。这个部族因为属于高卢人种，所以也分成许多小部族，而统合这些小部族的重要人物，为契恩杰托利库斯与茵多提欧马陆斯两人。知道凯撒军即将接近他们，契恩杰托利库斯联合他所支配的小部族，早就向凯撒表达了恭顺之意。茵多提欧马陆斯知道此事之后，担心自己被孤立，虽然身为对罗马的强硬派，但也向罗马宣誓了恭顺。

凯撒虽然没有完全信赖他们的誓言，但是封锁特雷维利族的动向乃是他当前的目标。他接受了他们讲和的提议。但是，他要求特雷维利族提供二百名人质作为保证，这个人质数较其他部族高出许多。在对方提出人质、达成了讲和之后，凯撒对特雷维利族的政策便於此告一段落；於是他率领四个军团，在八百名骑兵簇拥之下，向伊提乌斯港出发。除了被风困阻而来不及集合的五十艘船之外，伊提乌斯港内集结了五百五十艘运输船，以及二十八艘单甲板平底军船。

相对于前年两个军团、没有骑兵的状况，凯撒在第二次的不列颠远征，决定由五个军团与二千名骑兵随行。二千名骑兵里，大部分都是由高卢各部族所提供的兵力。除了骑兵是战役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个理由之外，带着这些高卢统治阶级的成员到不列颠，实际上也是以他们作为人质。远征不列颠时，高卢的安定对凯撒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黑杜伊族的重要人物都母诺利库斯却认为这样的行动过於庞大了。他以怕海和宗教上的禁止为由，向凯撒要求留在高卢；而凯撒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绝望的都母诺利库斯召集了其他部族的骑士长，煽动他们说凯撒带他们去不列颠是打算置他们於死地。凯撒得知此事之后，考虑到黑杜伊族在高卢的重要性，於是尝试说服都母诺利库斯。正好当时的风向是西北风，船被困在港内，凯撒就利用这段期间来游说他们。高卢的骑兵长好像也接受了凯撒的游说。

在二十五天的等待之后，风向一变而为顺风的西南风；凯撒下令全军上船。但是，都母诺利库斯趁着乘船时的匆忙骚动，趁隙带着自己部族的骑兵逃脱。凯撒接到消息之后，立刻下令中止乘船，派人追捕逃脱者。他并命令前往追捕的罗马骑兵，如果对方拒绝归营，只要杀死都母诺利库斯就好。黑杜伊族的骑兵长在临死之时，还呼喊着自己是自由的人类。其他的骑兵则全体返回营地。凯撒见到状况已经解决，让士兵再度登上船舰。

凯撒将三个军团与二千名骑兵交由副将拉比埃努斯指挥，并交代他下列的任务：


一、防卫出航地周围的地区。




二、监视高卢全境；如果有事情发生，他有权采取对应的行动。




三、确保与不列颠之间的补给。



凯撒本身则率领了包括前次远征的第七、第十军团等五个军团，以及二千名骑兵，於傍晩时出航。风向是稳定的西南风。由于上次的前车之鉴，这次的骑兵和步兵并没有分开，而是混合搭乘在同一条船舰上。士兵搭乘的船只有五百七十八艘，后面有二百艘以上的私人船只尾随出港；坐在这些私人船只上的是商人。

在第二次远征之中，运输船只并不仅是为了方便登陆作战以及易于拉上海滩，而将船高造得很低。凯撒所建造的船只，并非只能用帆行进的大洋用船；除了帆之外，还有桨可使船前进，也就像是地中海型帆船的改良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没有任何记载是关于在必须用桨前进之时，运输船只必须由单甲板平底军船以绳索拖曳前进；而且，以二十八艘单甲板平底型军船要拖拉多达五百五十艘的运输船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於傍晩时出港的远征军，顺利航行了一段短暂的时间；但是到了半夜，风却停了。凯撒的大军因此无法驶上预定的航线，所有的船只只能随潮流而行。不过黎明时分，从他们抵达的海域可以由左舷望见不列颠的土地。仔细观察之后，发现那正好是前年夏天所想的适宜登陆地点，桨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士兵们拚命地划着桨，使笨重的运输船只可以用与轻巧的单甲板平底型军船相同的速度靠岸。接近正午时，所有的船只都已经靠岸了。这次的登陆地点，约在第一次的南边。

登陆之后，完全看不到敌人的踪影。不列颠人得知凯撒的到来将使他们成为战俘，又惊於与前年完全不同、数量众多的船只，所以全部躲藏到内陆地方去了。




第二次远征不列颠



刚登上不列颠的土地时，凯撒的战略应当是深入内陆，并在那里建造正式的阵营作为据点，攻击不列颠人。但是，这个战略几乎是马上就被迫变更了。凯撒远征不列颠的真正敌人，与其说是不列颠人，更该说是与地中海大为不同的北方海洋及气候。

凯撒毫无受阻地登陆之后，下令将船以绳索系在与海相接、有稍微斜坡的海滩上，并以十个大队六千名步兵加上三百名骑兵来守卫；之后，他便率领其余的全部军士分別进入内陆。

前进了约十八公里，凯撒大军在后面有森林的河边遭遇了严阵以待的敌方大军，凯撒的士兵对上前攻击的敌人也勇敢应战。与不列颠人的战斗，乃是以经验丰富的第七军团为前锋的积极战术；凯撒军成功地击退了敌人。虽然没有人阵亡，负伤者也微乎其微，但凯撒却不让士兵追击下去。在情况不明的敌方土地上，乘势深入追赶是很危险的举动。

隔天，凯撒军一早就开始进攻。但是，在见到敌军踪迹时，负责守卫船舰的阿托利乌斯所派遣的急使追上凯撒军；他带来的消息如下：前一夜受到猛烈的暴风雨袭击，船舰受损非常严重。凯撒立即下令士兵退兵，并且须提防背后。和军团一起回到海边的凯撒，见到超乎想像的惨状时，想必也愕然良久，不能自已。

在地中海的夏天，暴风雨如此频繁地吹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而北海不仅波涛汹湧，潮流也很急。此外，降雨之烈、雨量之多，也是地中海无从想像起的。

受讬负责船舰安全的阿托利乌斯，似乎认为拉上岸边、停在沙滩上的船舰，不需要以粗大的木柱来支撑，只要下锚就可以固定住了。在气候稳定的地中海，也许这么做就很安全；但是北海剧烈的风雨，却足以吹垮这种程度的系船方式。更糟糕的是，船舰停泊的沙滩，经过暴风雨之后，连稍缓的斜坡都消失无踪。

凯撒判断只有四十艘船完全无法使用，其余的船虽然受损严重，但是只要经过充分地修理，还是可以使用的。以我的想像是，在一个冬天里就建造好六百艘船，可见不是北海式的坚固构造；即使没有偷工减料，也一定是以地中海的概念来造船的。在北海，船只的首要条件，不是速度也非操纵的自由度，而是坚固耐用。

凯撒以船舰的修复为最优先，在军团中选出善于修船的士兵，交付他们修理船只的任务。同时，他派遣急使通知留在大陆的副将拉比埃努斯，命令他送工兵来，并且建造新船。另外，为了能安全地展开船舰的修复作业，同时保障其他船舰的安全，凯撒下令建造能完全围绕沙滩上所有船只的广大营地。凯撒大概也考虑到跟随而来商人船只的安全，营地需要足以容纳合计七百艘以上的船只；以技术及物资的作战方式压倒群雄的凯撒，应该是正能发挥他本领的时候了。虽然是巨大的四方形营地，但是罗马人以他们的技术能力，不分昼夜地以突击工程的方式，不到十天就完成了工程。

完成营地之后，除了修复船舰的成员之外，凯撒留下一个军团以及三百名骑兵作为守卫，就率领其余全体军士，再度进攻内陆。罗马军在得知船舰破损之前所在的地点，就是离海岸十八公里，首度遭遇敌军之处；朝这个地点前进的罗马军，这次遇到了无法与上次相提并论的敌方大军。因为高卢各地於冬天时大量兴建船只，不列颠的士兵恐怕也预料到罗马军的进攻。与前年不同的是，各部族共同组成战斗阵线，总指挥则交给卡西贝拉努斯负责，这人在部族间的战斗中武名甚高。





如果要忠实地按照《高卢战记》的叙述顺序，在这里先叙述不列颠人的风俗习惯。一般的将领只会记叙地势及敌军规模等等；但凯撒有个习惯，除了上述事项之外，对于乍看之下毫无关系的民族性格倾向、宗教及风俗习惯等等，他也会仔细地记录下来，令人分不清他到底是写战记还是游记。关于高卢人是如此，对日耳曼人他也详细地写下那些事情。因此，罗马人对高卢人已经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而因为曾进攻过日耳曼人，对他们也不是全然无知。但是，在凯撒记录之前，不列颠人完全是个未知数。

凯撒之所以会抱持著这种关心，一方面是他本身原来就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的意识感，而后者在他身上尤其明显。即使进攻敌人，如果只是烧杀掳掠一番，像狂风般吹袭后就离去，那么对方的生活习惯等等就毫无关系。但是，与敌军相遇时，连对方最高指挥者的名字都写出来；描写两军交锋时，文词干净俐落，令读者不禁紧张屏息；甚至於将敌人的风俗习惯都写进来，即使是作家，这种写作技巧也称得上十分高明。因为能令人屏气凝神，所以连只关心血脉贲张、摩拳擦掌等情节的读者，也会对战争发生兴趣，而继续读下去。为了向罕见的作家致敬，这一部分以直译的方式呈现。


「在不列颠的内陆，如果传言可信的话，居住着土著；相反的，在海岸地方，有从高卢东北部移来，以战斗和掠取为目的的比利时人居住，从事耕种。从他们的名字多是继承相传的地名这点看来，就显示了他们的出身。




他们的人口相当多，房屋建造得很密集，有许多的家畜是这地方的特色，这一点和高卢很像。




货币方面，使用金币以及用秤计重的铁棒。内陆产锡，而海岸地带出产少量的铁。没有产铜，所以只能靠输入。除了山毛榉和枞树之外，森林里的树木种类与高卢相同。食用兔子、鸡和鹅是有罪的。但是他们也饲养这些动物，好像是为了乐趣。（大概是吃牠们的蛋吧！）气候比高卢稳定温和。论寒冷，也不比高卢来得严寒。（我想，凯撒恐怕是和高卢东北部比较，才这么说的。）




整个不列颠岛形成三角形。（接下来，凯撒凭自己的地理感觉，在关于不列颠和高卢、希斯帕尼亚的位置关系上的描述相当奇怪，所以省略；他已经知道在现在英国与爱尔兰间有人岛的存在了。）




根据某本书的记载，据说在不列颠的北方，冬季的黑夜可持续三十天之久。就我方所蒐集的情报，无法判断这点是否正确；但是以我方所使用的水钟来实验，结果只能得知黑夜较大陆短暂。




不列颠的居民中最像人类的（最文明的意思），是居住在坎提乌姆（现在的肯特）地方（也就是多佛海峡沿岸）的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高卢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住在内陆的大部分居民，连耕种小麦的习惯都没有，食用肉类与奶；论到衣服，只是将毛皮裹在身上而已。而且，所有的不列颠人都以青色染料涂染身体；因此在战场上，令人感到格外恐怖。（即使是绅士，二千年前也和印地安人差不多）




蓄留长发很普遍；除了头部和唇上的毛发之外，他们习惯剃除所有的毛发。男人共同拥有十到十二名妻妾，叔伯、父子、兄弟之间共同拥有妻妾，是普遍的情况。至於生下来的孩子父亲是谁，在女性为处女时首次与她交媾的男子，就算是孩子的父亲。」



接着，就是令人屏气凝神、保留至今方才论及的战斗部分了。总括来说，不列颠人并没有按照凯撒所希望的形式来战斗。也就是说，这些战役并不是以平原为战场、正式布阵的会战，而是以游击战来展开的。文明化民族与未开化民族间的战争，常常是采取这类形式。不列颠人是多种部族的集合体这个事实，以及当时完全被森林、沼泽及河川所掩盖的英国地理形势——这些是文明化的现代人所难以想像的——所以这种游击战术发挥了极大的效用。

罗马军不时在建设营地时遇袭，或是在寻找粮草时被攻击；对于突然从森林中现身来攻的敌人，他们十分恼怒。另外，身穿沉重武装的罗马兵，在以青色染料涂佈身体、半裸而动作轻盈的不列颠兵面前，也常为自己行动的迟缓而咬牙切齿。但是，罗马军拥有优秀的总司令官，能蒐集情报并作出适当判断，因此可以适应当地环境。敌军即使有一个总指挥卡西贝拉努斯指挥战斗，但归根究底也不过是诸部族的集合体罢了；凯撒便由这件事，看出了突破点来。

为了打游击战，凯撒不采取一向以骑兵团为前锋的行军方式，而是尽量将步兵、骑兵编组在同一团，以此为进攻方法。这种战术使得游击战术中必然有的小部队波状攻击变得困难。如此一来，在遭遇敌军袭击时，这种战术的确屡次击倒敌人，令对方残兵狼狈败退。但是，凯撒军也并非毫发无伤。他明文记载的牺牲者只有战死的大队长拉比留斯，还有其他数人而已；但是他们的进攻并没有因为埋葬战死者或治疗负伤者而中断，由此点看来，罗马方面的牺牲人数应该是没有那么多。但不列颠方面，牺牲者的确是增多了，这也成了之后多部族集合体解体的导因，从而证实了凯撒预测的正确性。

从敌军自森林中突然现身袭击的次数与剧烈程度的减低，正可看出敌方部族已经开始叛离。接着，当不列颠最有把握的战车部队遭凯撒的步兵、骑兵彻底击溃时，诸部族的叛离就成了定局。凯撒没有让这个大好时机白白溜走，他开始朝着总指挥卡西贝拉努斯至塔梅西斯河（现在的泰姆士河）以北的领土进攻。





罗马军在哪一个地点渡过泰姆士河，即使在古代也无法确认。凯撒也只写道：要渡过此河只有一个可能的地点。卡西贝拉努斯的领土因为位于现在的白金汉夏（Buckinghamshire）一带，所以渡河地点有可能是伦敦。无论如何，从身在別处之人看来既是唯一可能渡河的地点，那么对当地的人而言，一定也很容易达成渡河的目的。事实上，罗马军抵达泰姆士河畔时，眼见对岸已经完成了阻止渡河的栅栏，而且也已经聚集了大批敌军。

所谓的栅栏，是将许多前端削尖的桩子打入河里所筑成的。至於没入水面的桩子数量也不少的事，凯撒已经自逃脱者及俘虏处得知了。但是，因为敌方本身也有渡河的需要，所以桩子不可能打得太密。即使整个脖子都浸在水中，但是不仅罗马的步兵，就连骑兵都顺利渡过了河。凯撒下令骑兵首先渡河，步兵则紧接其后渡过；而这不是分成一批批少量人数渡过，乃是大举渡河。如此一来，严阵以待的敌军，也无法抵抗速度敏捷而且大举渡来的罗马军队，只有放弃岸边的战斗而逃走一途了。

领土受到攻击的卡西贝拉努斯，在此战役中，似乎是贯彻防守胜于攻击。他只留下四千名士兵，而解散其他士兵，采取了隐藏在森林中等待的战术；也就是说，又回到了游击战术来。这种作法虽能暂时困住罗马军，但结果也无法抵挡罗马军的攻击。最后，卡西贝拉努斯不得不撤退至自己的根据地。

虽名为根据地，但这不像高卢人那样以城墙围绕、筑在山丘上的要塞。不列颠人所认为的要塞，是以栅栏和深沟围护住的整座森林；在外地人无法探知的森林深处，运入家畜和粮食，而人们都躲藏起来等待敌人。确切地说，就像是罗宾汉领地那样的情况。

即使是这样的要塞，也抵挡不了罗马人特有的顽强而自两方面来袭的凯撒以及他的士兵。许多的不列颠士兵被杀，幸免一死的人则逃出森林，向四面八方散去。同时，卡西贝拉努斯命令肯特地方族长攻击罗马军在海岸的大阵营地；但是，这也遭罗马军训练有素的防守阻扰，铩羽而归。於是，这个失败及卡西贝拉努斯本身的败逃，浇熄了不列颠人的战斗意志。

首先向凯撒阵营提出和谈要求的部族，凯撒只要求他们提供人质及兵粮，就接受了讲和。於是，遭其他部族撒手不顾而本身也败北而逃、攻击海岸罗马营地又失败的卡西贝拉努斯，终于也透过高卢族长寇米乌斯的中介，在凯撒准许之下，派遣降服的使节到了罗马阵营。

凯撒判断现在该是结束不列颠远征的时候了。对不列颠的总将领卡西贝拉努斯，也只要求他提出表示恭顺的人质，订出年贡金额，以及禁止侵略其他部族，就接受了和谈。以如此大规模的远征，而以这种程度的条件就接受讲和的理由，凯撒以下列两点来加以说明：


一、因为有必要监视高卢现状，而不考虑冬季在不列颠扎营。




二、如果再持续远征下去，那么适合战斗的季节也将告终了。



因人质及俘虏而人数大增的罗马军，不得不分两梯次渡过多佛海峡，凯撒自己是在第二次船队运送才踏上归途的。因为必须等待开向高卢再转回来的船队，当不列颠在凯撒身后时，已经近秋分了。归途中，人船均平安无事。





关于凯撒远征不列颠的意义，在传统上研究古罗马十分兴盛的英国，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是个争论不断的课题。但是，英国研究者的言论之中，多少意识到另一个也是传统上研究古罗马重镇的德国。看到这一点，身处局外的我，禁不住要苦笑了。

如果自己像邱吉尔般，说大英帝国的历史是自凯撒登上不列颠开始的，那么德国人不是可以说：他们的历史是自凯撒渡过莱茵河就开始了吗？如此这般的言论，十分孩子气。但是，这不是当笑话就了结的。为什么呢？要渡过莱茵河是十分简单的，而横越多佛海峡的困难度是绝非可以比拟的；况且不列颠人也没有侵略高卢，但凯撒却决定远征不列颠，并有众多的商人随行。渡过莱茵河是夸示罗马的军事力量；横越多佛海峡则不是为了夸耀。但是完全征服是需要时间的，况且对凯撒而言，最优先的事情是镇压高卢。与其说凯撒的目的在于完全征服不列颠，使它成为属地并派遣罗马人前去，不如说是为了要令后世的人知道它的存在，理解它的价值，有朝一日，再由某人将它纳为罗马的属地。

渡过莱茵河的目的在于阻止居住於河东岸的日耳曼民族侵略高卢，要攻进连白昼也昏暗无光的森林深处是不可能的。而且，要将日耳曼民族罗马化也非现实所能办到的事，凯撒的判断应该是如此。相反的，虽说是隔了一道海峡，南部肯特地方的不列颠人与西北方的高卢人是有交流往来的。虽然要高卢人与罗马军队一道远征会使高卢人困窘，但是只要高卢人臣属于罗马，这两个民族交流的实绩就能转换为文明的交流。在这里，凯撒见到了将不列颠罗马化的可能性。

凯撒所指明的事情，在一世纪之后，由罗马皇帝克劳狄斯继承并加以实现了。也因为如此，英国的知识份子在面对德国之时，抱持著令人无法想像的优越感，甚至像邱吉尔还说德国人是河对岸的野蛮人。在我看来，虽然英国成了罗马世界的一员，但也只有边境的一小部分划属罗马，实在用不著因此而自尊自大。况且，德国国土有四分之一位于莱茵河西侧，也是属于古代的文明世界范围。事实虽是如此，但在这一点上，知识份子们却是意外地孩子气。不过，正因为还保留了孩子般的纯真之处，也才能以不屈的热情持续研究下去。

凯撒虽然结束不列颠的远征并且平安归来，但在那一年，高卢却出事了，使他无法直接穿越阿尔卑斯山返回罗马。问题不在于高卢人群起反抗，而发端於当年高卢的小麦收成远逊於往年。




十五个大队的歼灭



自高卢战役以来，凯撒的方针就是在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令全军驻扎过冬。罗马军队在才征服不久的地方建设起坚固而规模庞大的营地，而冬营的最高指挥官虽然逐年更替，但是全军在同一地点过冬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以八个军团四万五千名以上的兵力，胆敢向高卢人或日耳曼人发动攻击，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是，西元前54年至前53年的冬天，罗马大军却不得不加以分散；高卢全境的小麦收成不佳，只靠一个地方调度供应，要让如此众多的士兵填饱肚子是不可能的。凯撒因此决定将冬营地分成八处，每处平均驻扎一个军团以度过冬天。军团虽然分散了，但是凯撒仍将各个营地集中到塞纳河北方比利时人所居住的高卢东北部，也就是现代的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南部以及德国西部领土一带。扎营於容易生变的地方这项冬营方针，仍然没变；而且，各个冬营地相距都在一百五十公里以内。即使在冬季，以这样的距离，在几天之内也能相互联络及移动。

法比乌斯所率领的一个军团於摩利尼族的居住地上扎营过冬。

昆托斯·西塞罗（西塞罗的弟弟）所率领的军团，驻守在涅尔维族的土地上。

洛西欧率领的军团，冬营地在耶斯比族的土地上。

副将拉比埃努斯则与军团一同驻守在雷米族的居地上。不过，最近才向凯撒宣誓忠诚的特雷维利族土地，是位于冬营阵地建设处的视野之内；所以冬营地虽在一直对罗马十分忠诚的雷米族居地，但是最受凯撒信赖的拉比埃努斯，他所肩负的真正任务，乃是监视特雷维利族的动向。

为了接替跟随父亲前往东方的克拉苏长子职务，而被送来的克拉苏次子，虽然还是个审计官，但是这个年轻人也率领了一个军团。接下来，随着军团长普兰库斯、军团长特列波纽斯分散於三处的冬营指挥官也任命完毕。

一个军团六千名士兵，再加上五个大队三千名，总计九千名士兵的冬营地，驻扎地决定在最靠近莱茵河的伊布洛斯族的土地上。由于兵员众多，加上位于最前线，所以这个冬营地的指挥官由具备军团长资格的撒比努斯以及寇达两人共同担任。凯撒一直待在前年的冬营地亚眠，等待全军各自到达冬营地、营地建设完成以及从当地调度军粮完毕的报告进来。等这些消息全都送达以后，凯撒就计画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南方，如往年般统治属地。





我想，此时凯撒应该已经接到女儿尤莉亚的死讯。尤莉亚嫁给庞培已经五年了；虽是政治婚姻，但夫妇俩的感情也融洽得令人羨慕。她因前年流产而衰弱的身体，恐怕难以负荷第二次的怀孕及生产；生下来的孩子，没过几天也死了。

如往常一般，凯撒没有流露出个人感情。在《高卢战记》中不但完全没提及，连字里行间也没有半点蛛丝马迹可令第三者窥知此事。后世的人是从这一年10月西塞罗所写的信中，才得知这件事的。在写给由他推荐、经凯撒准许而被任用的青年托勒巴提斯的信中，西塞罗写著：对凯撒这一次重大的不幸，他自己虽然写信告知了亲信巴尔布斯，但是却没有勇气直接写弔唁函给凯撒。

对凯撒来说，这是继去年母亲死亡后的第二件丧事。而庞培对年轻爱妻的死亡也悲痛逾恒，决定将她葬在充满两人共度回忆的阿尔巴別墅里。但是，罗马的一般市民对牵系两大势力人士的年轻女性之死叹息不已，也体谅因职务而无法赶回罗马的凯撒为人父的心情，而将她埋葬在马尔斯广场的历代伟人基地之中。对个人而言，这种待遇算是特殊的例子。





在亚眠的本营中，凯撒陆续接到各个军团冬营地準备完毕的报告。虽然身处於随时可以往南方出发的状态之中，凯撒却延后了出发时刻。观察到高卢东北部的情势变迁，而移动原已决定好位置的特列波纽斯冬营地，是延迟的原因。此时，凯撒得到了意料之外的重要通知。





撒比努斯和寇达率领十五个大队的九千名兵士，抵达了目的地伊布洛斯族的土地；前往迎接他们的两名族长承诺提供军粮，营地也建设完成，特地带到当地的军粮也收下了。如此过了十五天之后，友好的伊布洛斯族突然反叛了。今年远征不列颠之前，受到凯撒攻击并宣誓效忠的特雷维利族长老，以罗马军队分散冬营地，现在正是大好时机等话语，教唆伊布洛斯族叛变。

攻击撒比努斯和寇达坐镇防守营地的伊布洛斯族人，在罗马军的守备之下只有败退的分。但是他们并没有退散而去，而是派人来到营地之外，表达了想与罗马军队会商，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之意。

罗马营地派出了两名使者，伊布洛斯的族长告诉这两人，说因为自己曾受凯撒诸多恩惠，所以要将所有的事情全盘托出。以这种巧妙的方式，他说出了下列的讯息：


「伊布洛斯族之所以攻击罗马营地，完全是受到教唆的结果，而非出自於本意；自己这样的弱小部族，根本没指望能击败罗马军队。而高卢已经雇用了许多日耳曼人为佣兵，打算越过莱茵河；他们只要一天的时间，就能抵达此处；所以在那之前，如果罗马军队拔营，行军到西塞罗之弟或拉比埃努斯的营地，与他们会合，应该是最适当的策略了。通过伊布洛斯族领土时，自己以及族人会保障罗马军队的安全。之所以特地告知这样的讯息，完全是想报答凯撒长久以来对他们的厚待。」



罗马方面的两名使者於是回营，报告了上述事情。撒比努斯与寇达两位指挥官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之中。他们正想着，以弱小的伊布洛斯族，不可能凭单独一个部族的力量就攻击罗马营地，此时又被告知日耳曼人即将到来，於是就将此事认定为开战的原因。但是在随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意见却分为两派。

虽然同样身为军团长，但因平民出身而谦让贵族撒比努斯一步，身居冬营指挥官次席的寇达，坚持反对因日耳曼军来攻而舍弃营地、拔营离去的打算。他反对的理由，第一点是：阵营的防守十分坚固，兵粮也很充裕，以九千名士兵的防卫，要撑到己方援军的到来，绝对是绰绰有余的；第二个理由是：在没有凯撒的指令下而撤离冬营地，是不被许可的。寇达的这两项意见，受到大队长以及大部分首席百夫长的赞同。

但是，首席冬营指挥官撒比努斯却强力主张撤出冬营地，理由是害怕等待下去会耽误至难以挽回的地步。凯撒确定已经出发回属地去了，而且各部族开始出现情势不稳定的动向；他强调，在日耳曼人来袭之前，如果己方不先下手为强，等待的命运只有饿死或战死了。此外，撒比努斯因为得不到列席作战会议将官的支持，连身处些许距离之外的士兵也叫过来，以求为己壮声势，士兵们也动摇了。担心内部意见分裂会造成不利后果的人，则居中调解。激烈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半夜，结果退让的是寇达这一方；於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拔营出发。

上层意见的对立状况在準备拔营时也表露无遗。既然无法下定决心舍弃一切，结果士兵们要带走的行李就十分地多，也没有人对这种情形给予适当的指示。而且，为了準备这些事情，士兵们在连睡觉时间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天就破晓了。

关于移动的目的地是七十五公里远的西塞罗之弟冬营地，或是再稍远一些的拉比埃努斯冬营地，也起了一些议论。罗马军因为相信伊布洛斯族长所说的，会保障路途的安全，所以就选了朝西塞罗之弟冬营地出发的路。这也是导致不幸的原因之一。





离开冬营地后走了约三公里，道路就进入了深谷之中。在峡谷间的道路之中还得拖拉沉重行李的车辆，罗马军队的行军队伍自然形成了长长的一列。正要出峡谷之时，先行部队察觉到有敌军埋伏；几乎在此同时，后卫部队也受到敌军自背后袭击。撒比努斯为了统整己方人马而大声呼喊，但是那不过是忘我的、如普通人般的大声叫唤罢了。相反的，寇达则一一喊着大队长及百夫长的名字，下令组成圆形队伍。他打算将行李车辆围於外圈，而士兵们进入其中防守，但是长长的军形要变为圆形队伍，在这种状态下十分困难。他虽然决心要牺牲前面与后面的行李车辆，但士兵们却办不到。结果士兵们争先恐后地蜂湧至行李车辆边拿自己的行李，大为延迟了组成圆形队伍的时间。

罗马军队以好不容易才组成的圆形阵队作为盾牌，派一大队出外作战，战惫之时再交给下面一队，如此开始了波状攻击；但是埋伏在旁的敌军以投击石块的激烈作战方式，使得回到圆阵之内的士兵人数越来越少了。激烈的战斗从早晨开始直到下午二点，毫无间歇。首席百夫长有两人遭掷枪贯穿身体，军团长寇达被石块击中脸，身负重伤。

因此战况而动摇的撒比努斯派出使者求见敌方的族长，要求对方放罗马军队一马。敌军首领发誓保障罗马士兵的人身安全，回应了会谈的要求。撒比努斯於是去找寇达，说服他两人一起出席与敌军的会谈，但是血流满面的寇达断然拒绝与战斗中的敌人会商。

不得已，撒比努斯於是召唤在附近的几名大队长及首席百夫长，命令他们跟随自己。前往迎接他们的伊布洛斯族首领安比奥里吉斯要求罗马的将官在会商之前，先解除武装；撒比努斯答应了这项要求，并命令随从人员照办。在交涉休战事宜之中，不知何时，罗马人被包围住了；等待着他们的是屠杀。敌军一结束了这项杀戮行动，就发出了胜利的呼声，袭击守在圆形阵队中的罗马军队。寇达战死，大部分罗马士兵的鲜血染红了寒冷地方的坚硬土壤。残存者虽然逃返冬营地，但是仅剩下的少数兵力根本无法防卫自己。军团旗手在无人接手银鹫旗的情况之下，将团旗投入敌军中而阵亡。只有几名士兵穿越森林的艰难路程逃亡，挣扎著走到拉比埃努斯守卫的冬营地。

凯撒可说首度受到自高卢战役以来的严重打击。三年前编组成的第十四军团的十个大队，以及为了补强而自各军团征集而来的五个大队，完全失去了。根据研究者的意见，在此之前的牺牲者，加上这次一举失去的九千名士兵，凯撒前后总计失去了一万四千四百名士兵，等于失去了整整两个军团。对于以士兵牺牲之少而自豪的凯撒而言，这无疑是强烈的打击。

另一方面，将九千名罗马士兵活生生血祭的伊布洛斯族长，在战胜之后也没有浪费时间。他与他的马队昼夜马不停蹄地，立刻赶到了隔邻的阿都阿提奇族之地，告诉对方他们打败了罗马军队，并煽动对方反叛罗马。接着，片刻不歇地，他们第二天来到了涅尔维族的领土，同样地告诉对方他们杀了罗马的两名军团长，毁坏了冬营地，并且说服对方与自己联合起来，在早饭时刻之前攻打西塞罗之弟的冬营地。於是，比利时人之中最强大的涅尔维族，也忘掉了遭受凯撒攻打之后所结的誓约，而决定起兵攻击罗马军队。总计六万名士兵的大军，就这样开往西塞罗之弟所坐镇的、由一个军团不到六千名士兵防守的冬营地。





西塞罗之弟完全不知情。最先得知惨事的拉比埃努斯所派来的使者，恐怕是在往西塞罗之弟冬营地的途中，就被比利时人埋伏於周围的大军发觉而被杀死，连营地都没能靠近。西塞罗之弟之所以知道敌军来袭，是出外调度木材的骑兵碰见敌人，急忙归营报告才得知的。

西塞罗之弟立刻派遣急使通知身处亚眠的凯撒。但他却不知道急使在途中被敌人俘虏，还以为急报已经抵达凯撒的手中。自高卢战役以来，西塞罗之弟的健康状况欠佳，甚至可以说是抱病在身，但是冬营指挥官的责任感在他心中激起了火苗。充分利用夜晩建造防卫用的一百二十座塔的作业刚一结束，敌军就开始发动攻击。罗马军队白天忙于防卫，到了夜晩就进行修复受敌军攻打而破损处所的补强作业，连病患及伤者都不得休息。因为敌方将点着火的木桩以投石器掷入营地内，所以也需要有人进行消防工作。

本以为轻松可以拿下营地，如今却意外遭逢剧烈抵抗的比利时军，决定要试试对撒比努斯行得通的手段。他们派出涅尔维族中与西塞罗之弟相熟的重要人士，出面进行停战的会谈。在交涉场所之中，他告知罗马军队下列事项：


一、整个高卢东北部已经相继对罗马出兵了。




二、日耳曼人也将大举渡过莱茵河。




三、凯撒以及他麾下军团长的冬营地，正受到攻打。




四、撒比努斯和寇达均已阵亡。



因此罗马军队最好撤离冬营地，向己方的土地行军比较好，他们可以保障行军途中的安全。他还补充说，自己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罗马军队冬营的设营地没有照往年的惯例。

对此，西塞罗之弟的回答如下：


一、听从武装的敌人口中说出的话而决定自己的行为，不是罗马人的作风。




二、不过，如果对方说要停止攻打、解除武装，那么自己可以派遣使者请求凯撒的指示。在公正的判断之下，凯撒或许会接受比利时人的要求。



知道欺敌战术失败的比利时人，也只有尽快展开攻击了；他们学习罗马人的方式，开始建筑攻城网；他们在营地周围筑起高三公尺的栅栏，以及掘出宽四·五公尺的壕沟。但是，他们连适於使用在这类工程的工具都没有，所以只能用剑来砍削，以手来挖掘，并且用上衣来运送土壤。即使如此，因为可参与工程的人数非常多，所以经过三天的劳动之后，二十二·五公里长、围绕着罗马军队冬营地的包围网就完成了。接着几天，比利时人费时於制作高的望楼以及移动式的龟甲车，而这也是学自罗马军的攻城方式。闭居於冬营地之内的罗马士兵，这下子不仅是遭到人数多于己方十倍的敌人攻击，而且对方还以相当有效率的攻城方法来对付他们。

围营后第七天，强风侵袭了这一带。比利时人认为这乃是作战时机，於是发动了总攻击。但是，防卫的这一方也拼命奋战。既然已经知道只有战斗一途，罗马的士兵就不再迷惘；他们甚至从容得可以彼此开玩笑。身在最前线、率领中队的百夫长们的战功，更是十分惊人。虽是勇猛奋战了一整天，罗马士兵始终紧守住冬营地。

但是，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几天的。罗马军虽然送出求援者，但是援军却始终没有到来；眼见如此，他们只能认为使者是在途中被俘虏了。於是，逃至罗马阵营中一名涅尔维族人的建言被采纳了，方法是派他的奴隸送信给凯撒；奴隸是高卢人，只要混进附近的农民之中就不会被认出来。给予这名奴隸成功之后的报酬，则是解除他奴隸的身份。

如此一来，求援终于成功了。凯撒直到此时才晓得西塞罗之弟镇守的冬营地遭袭，以及撒比努斯和寇达所率领的十五个大队已被灭亡之事。副将拉比埃努斯应该也被通知，不过使者很可能也在中途被捕了。总之，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最前线地带，凯撒与拉比埃努斯和西塞罗之弟之间，横隔着二百五十公里的路程。

凯撒收到告急信函之时，正是太阳即将下山的下午五点左右；他立刻派人传令给相距二十二·五公里、身处最近冬营地中的审计官克拉苏，命令他在半夜立刻拔营，率领军团火速赶去；同时，他传令给驻守於摩利尼族土地上冬营的军团长法比乌斯，命他率领军团急行军到阿托雷巴提族的领地去。凯撒打算在前往西塞罗之弟的营地途中与他们会合。接着，他派出了第三道急令给副将拉比埃努斯。他给拉比埃努斯的命令是，如果眼见没有危险，就率领军团急行军到涅尔维族的领土去。而对其他三个冬营地，凯撒就没有发出这种命令了；因为他们距离太远，不便赶来，而且封锁高卢东北部其他部族的动向也非常重要。凯撒原本打算在南方属省过冬，所以自己连一个军团也没有。即使如此，他还是召集了四百名骑兵随行。





第二天早上九点，接到报告指出克拉苏军团正接近中的凯撒，只带了四百骑离开了亚眠。走了三十公里之后，就与克拉苏会合了。凯撒命令年方三十岁的审计官克拉苏，要他直接到亚眠，防卫这个罗马军在高卢的重要本营。正当此时，带着副将拉比埃努斯回音的急使也到达了。拉比埃努斯向凯撒报告撒比努斯与寇达军团的惨事，加以来势汹汹的特雷维利族已迫近己方阵营四、五公里之处，他认为自己及所属士兵守於冬季营地之内不离开，才是上上策；而凯撒也同意了他的行动。不过，原本预定以三个军团前往救援西塞罗之弟的营地，现在便只剩下两个军团；如此一来，只有以敏捷的行动来决定大势走向了。

凯撒率领一个军团四百骑，於急行军的中途与法比乌斯所率领的一个军团会师；之后，两个军团的重武装步兵以及四百名骑兵，持续地急行。到达涅尔维族领土之后，凯撒从因为个別行动而被罗马军虏获的涅尔维族士兵口中，打听西塞罗之弟冬营地的战斗状态以及现况；他并自随从的高卢骑兵中派出一人，承诺给他高额的报酬，命令他将告知凯撒已抵达的信交给西塞罗之弟；不过，如果情况不允许他进入冬营地，则将信绑在标枪上，掷进营地之内。为了不让高卢人读懂，信是以希腊文写成的。

高卢骑兵果然无法进入遭敌人团团围住的营地，而遵令将信绑在枪上掷入。围绕冬营地的防栅，在各个重要处所都建立高塔；掷入的标枪便扎在其中一个塔上。有整整两天的时间没有人注意到标枪，第三天时终于被发觉有信，西塞罗之弟於是在全军之前将内容朗诵出来。罗马士兵了解苦痛终将过去，心情轻松许多，而以全新的力量对抗敌军。

以涅尔维族为主力、包围营地的比利时军，也从己方派出的侦察兵口中，知道了凯撒的来临。於是他们撤除营地的包围，全军开始朝凯撒所在之地行军。闭守於城内的这一方也知道敌军已经撤除对己方的围困，西塞罗之弟於是利用上一次成功的方法——也就是派遣高卢族奴隸带信突破敌军的眼线，将敌军撤除围营、开往彼方之事，通知凯撒。

相信唯有敏捷的行动才能突破现状的凯撒，这一次并没有带运输车队来；后者是行军时必定有的，身负搬运各种行李的责任。士兵们各自只带了数天分的食粮及帐篷。上自总司令官凯撒，下至一个小兵，事实上是野营过夜。近半夜时，身上带有西塞罗之弟信函的高卢族奴隸被带到正在假寐中的凯撒跟前。一知道敌方大军正靠近中，凯撒马上召开作战会议；他召集了大队长及百夫长，告诉他们明天即将开战。





第二天清晨，凯撒与两个军团向敌军出发。走了六公里，全军来到有溪流穿过的山谷中央，并且发现敌兵正群聚在河流的对岸。凯撒已经由西塞罗之弟的报告中，知道敌人有六万大军。一个军团固定有六千名士兵，而凯撒的两个军团人数大幅地削减，总计只有七千名士兵。虽然如此，但凯撒的到来使得围营的情况解除，西塞罗之弟的冬营地暂时是安全了。凯撒并不急于与人数多于己方十倍的敌人对决，探索有利于战斗的地点以及可设营的阵地，是优先要务。

兵数只有七千，加上没有运输车队，使得阵地的规模很小，而凯撒利用了这不利之处。帐篷与帐篷间的通道，宽度比一般应有的要狭窄不少。之所以采取小规模的阵地形势，乃是为了诱使敌人来到对己方战斗有利的地势，并在此展开作战。

第一天，双方仅有骑兵之间的零星冲突，因为敌人也正等待全体军队的抵达。於此之时，凯撒也进行诱导作战；他命令己军的骑兵尽快退回阵营内，而阵营内的士兵也受命东逃西窜，假装出因迎击大军而陷入窘况的罗马军队军心动摇的状态。

涅尔维族与伊布洛斯族共计六万的大军，完全中了凯撒的计策。第二天一早，他们连队形也没有组成就大举渡溪。渡过溪流之后到罗马军阵地，地势呈现缓缓上升的坡度。高卢人渡溪之后虽组成队形，但是却没有士兵从罗马军阵地中出来迎战。高卢士兵於是再往前推进。凯撒还没有发出开战的讯号。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士兵不要从阵地的防栅上露脸。

至此，高卢人已经完全瞧不起罗马士兵了；无论是掷枪进去还是射箭进去，阵地内都毫无声息，完全没有反应。一心认定对方已经因为惊惧过度而无法动弹的高卢人，就挨近到阵地边缘，开始招降；甚至有人大声告诉罗马士兵，如果在三个小时内投降就可饶他们一命，之后就不再等了。

凯撒直到此时才下令阵地的四个门全开，并鸣起开战的号角。罗马兵冲赶群聚在一起的敌兵，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更像在追赶羊群；浑身裹了毛皮的北方高卢族士兵，在罗马士兵眼中可说不像人而更像羊。遭受意外突击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朝四面八方逃散的敌兵完全被罗马士兵杀死，而渡过溪流打算逃走的敌人，则被包围在外的骑兵与追赶而来的步兵夹击，扔下了武器投降。罗马方面连一个士兵也没有牺牲。

因为在森林与沼泽遍布之地深入追击十分危险，再加上见到敌军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战力，凯撒不让士兵再深追败走的敌兵下去；此外，最优先的事，乃是救援西塞罗之弟的冬营地。

罗马军当天就赶到了西塞罗之弟的冬营地。敌人撤离包围时留下的攻城武器数量以及品质之高，令凯撒惊讶不已。不过，最令他惊叹的，是列队欢迎他的守城士兵中完好无伤的，在十人之中找不到一人。

凯撒首先讚许冬营地负责人西塞罗之弟，接下来，便一一叫出每个士兵的名字，褒奖他们的功勋。令士兵感动的事还不止于此。凯撒一向十分注重仪表，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凯撒，却极为少见地胡子没剃、任其生长，连头发也非常蓬乱。




在高卢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凯撒胜利的消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传遍了高卢全境。正朝副将拉比埃努斯冬营地行进中的特雷维利族人，得知这项讯息之后也转返回头了。罗马的同盟者雷米族一知道此事，也来到拉比埃努斯的阵营表达祝贺之意。

而凯撒决定留在高卢度过这个冬天。自高卢战役以来，他还是首度留在高卢过冬。高卢东北部的情势还不甚乐观。凯撒分散各地的冬营方针虽然没变，但於本营所在的亚眠周边则配备了三个军团；他这次于此过冬，乃是準备好随时都能赶到任何一处冬营地去救援。

不过，十五个大队九千名士兵以及两名军团长的损失，实是非同小可。对凯撒而言，这无疑表示了己方战力的大幅削减，比任何事都来得严重。这个大坑必须想办法来弥补。

第一个课题，是要安抚因失去九千名战友而受打击的士兵。对于能召集来的士兵，凯撒亲口告诉他们；而无法召集到面前的士兵，则由各指挥官告知下面的事情：「不幸的造成乃是因军团长撒比努斯个人的肤浅判断而起，所以我们只能不失去平常心，忍耐这件不幸。但是，因著天神的帮助以及诸君的勇气，我军才能立刻复仇成功。」士兵们都接受了这一番话。最高司令官毫不留恋过去的性格，连一兵一卒都受到感染。

在那个冬天，唯一没有放弃反抗的特雷维利族被副将拉比埃努斯追击败逃，族长茵多提欧马陆斯以自杀身亡收场，高卢东北地方一带，就在罗马军队与高卢士兵互相窥伺对方动向的状态下度过。不过身处亚眠的凯撒，已在脑中拟好了第二年的战略。明年罗马军一定得将高卢最具战斗力的诸部族完全镇压收服。




那段时期的罗马



西元前54年前半，凯撒远征不列颠；后半年则为镇压高卢东北部的叛变而奔走。这一年，首都罗马的情势也并非平静无波。西元前55年，执政官的位子由庞培及克拉苏「二巨头」佔著，罗马的政情呈现「三巨头政治」的体制；而「元老院派」的反击也不容小觑。隔年，西元前54年，「元老院派」推派出的人选成功地当选了两名执政官之一。而且再下年，西元前53年的执政官选举，「元老院派」的两名候选人都当选了，「三巨头」所推出的候选人则全部落选；「三巨头」因此转为在野党。庞培的消极是「三巨头」的败因，这时候的他，因为饱尝过去的荣光，以及享有首位罗马常设剧场建设者的名声，而心满意足。即使如此，庞培当代最伟大武将的名声，对一般市民仍有绝大的影响力。与其说反「三巨头」不如说是反凯撒的「元老院派」，便策划使庞培疏远凯撒；他们以前虽然也尝试过，但当时凯撒在卢卡召开三巨头会谈，成功地将庞培拉回来，所以「元老院派」不得不退回去。这一次，他们则以庞培的妻子——凯撒女儿尤莉亚的死当作好题材。但是，於西元前54年冬天再度试行的「二巨头」离间计，却在这个时候失败了。庞培对爱妻之死出自於真心的悲伤，而且以他身为武将的矜持，也不容许他在联系双方的人刚死去之时就背叛凯撒。此外，「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也正在东方準备与大国帕提亚开战。因此，自西元前54年直到延续此年政情的次年——西元前53年的秋天为止，首都罗马的政情处於「三巨头派」与「元老院派」互相瞪视的状态之下。

但是，在互相瞪视的两派之中，哪一派具有政治能力倒不是个问题；在这一年半中，无论是「三巨头派」的庞培或是「元老院派」的首脑，都将他们毫无理政能力的一面表露无遗。特別是佔了两名执政官位子、身为执政党却毫无统治能力的「元老院派」，更是悽惨。那个时候的罗马，有克劳狄斯及米罗擅自组织、暴力行为频传的「院外团」翻云覆雨。而克劳狄斯以「平民派」自居，所以庞培如果有意的话，并非不能控制他们；但是庞培却无心那么做。米罗自称是「元老院派」，但是连「元老院派」的巨头西塞罗也只是感叹世局罢了，他因为害怕再度遭克劳狄斯报复，所以对米罗也不敢多碰。即使於非选举期间，在罗马市中心也充斥著暴力，并再三地以流血事件收场。稳健而有良心的元老院议员，虽然忧心於罗马的未来，但他们既无突破现状的计策，也没有实行计策所需的坚强意志。这群具备充足学识的人，尤其是有资格代表他们的西塞罗，能做的事也只是追忆过去，感叹以前的时代才是理想的罗马罢了。在当时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之下，领导阶级与一般民众都同声一气与迦太基作战。所谓「当时」，是指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与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完全为了国家立下战功，而非为了自己；如此的情况成了这些人厌世主义的基础。

所谓的属省总督有权在他属地受到攻击时予以迎击，但这是属于他负责防卫的范围之内；如果要进攻他国，则需得到元老院的认可。而凯撒却没有征询过元老院的认可，就进攻高卢的中、北部，又渡过莱茵河，甚至渡过多佛海峡远征不列颠等等；光是这些事情就令元老院难以忍受。但是，凯撒麾下士兵也没有拒绝从军，元老院也不能像卢加拉斯那时候一样解任凯撒。而且，罗马的一般民众都十分狂热於凯撒的战功，如果将上述事项在元老院议会决议，必定会干犯众怒。再加上根据元老院一肩所支持的公民大会决议，凯撒与庞培、克拉苏一样，属省总督的任期是到西元前50年底为止；在法律上，凯撒的立场十分站得住脚。这一点，凯撒自己比谁都清楚。正因如此，他才在西元前53年时将战线拉到离首都罗马最远的高卢东北部。为了补充前年冬天失去的战力，所以凯撒没有征询元老院的许可，就堂堂地进行战争。无论罗马的情况如何，高卢战役还是非进行下去不可的。




高卢战役第六年 西元前53年 凯撒四十七岁






战役进入第六年时，凯撒的战力如下：

首先，就任高卢三属省总督那年，国家讬付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四个军团。但是，在最初与赫尔维提（瑞士）族战斗前，他已经命令新编组两个军团。费用是自行负担，因为这两个军团并未得到元老院的认可。他们被命为第十一、第十二军团。战役的第一年，凯撒就以这六个军团三万六千人进行战斗。

第二年的西元前57年，再命令新组两个军团。这也是在不被认可的阶段自行负担费用。这两个军团就是第十三、第十四军团，合计共八个军团。公认的四个军团，可以在罗马国内，也就是北自卢比孔河、南至墨西拿海峡的义大利半岛上，从事招募志愿军；而非公认的四个军团，只能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北义属省进行募集。但是，罗马的军团兵规定必须是罗马公民。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北义属省是「罗马公民化的高卢」，也就是最罗马化的高卢，因此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数也一定较其他属省多。募集志愿兵，只要自行负担费用，这件事并不难办。

而西元前56年春，在卢卡举行了三巨头会谈。其中决定了凯撒、庞培、克拉苏三人，各有五年属省总督的任期与十个军团的战力。不过该年，凯撒无法将名下的军团增至十个。第二年，西元前55年，「二巨头」担任执政官，「卢卡会谈」中的密约，在公民大会中议决成了公式；由次年的西元前54年起，以前执政官资格开始属省总督任期的庞培与克拉苏采同一步调，使凯撒延长五年任期与拥有十个军团的权力付诸实行。因此凯撒在西元前56年、前55年的战斗中，皆以公认的四个军团与非公认的四个军团，合计共八个军团展开战斗。

西元前54年，凯撒首度如公认般拥有十个军团，而他也从事非公认四个军团的公认化活动，也就是毋需自己负担的费用国家化，但是八个军团的战力依然没变。这也许是由于高卢承认罗马霸权的同盟关系，和有来自黑杜伊族及其他部族加入的士兵。与罗马人称为「罗马公民化的高卢」的北义属省，以及「裤子高卢」意思是指尚穿着高卢式服装的南法属省相比较，有「长发高卢」之称的中、北部高卢的黑杜伊族及雷米族与罗马的友好关系并未破裂。

再者，士兵的数目也并非越多越好，凯撒并不认为以较敌人处於劣势的兵力战斗是不利的。大抵说来，如果士兵的数目少，确保兵粮的问题也就能减少了。

西元前54年起，第十四军团加上五个大队，两名军团长加上九千名士兵全部被灭了。如果加上这些牺牲，凯撒总计损失了包括两个军团、两个大队，将近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剩下的实际上仅有六个军团。尽管中、北部的高卢人承认罗马霸权，也提供军队，但终究与惯常留短发的罗马男子不同，他们是「长发高卢」，换言之尚未罗马化，说不準何时会变卦。凯撒在亚眠过冬时，立刻派遣军团长三人至北义属省。编组两个新的军团，是他们三人的任务。同时凯撒写信给庞培，拜托他借给自己编组一个军团的权利。庞培没往任地西班牙，而是继续待在罗马近郊，在那里就任两西班牙的属省总督。属省总督拥有军团的编组权。

庞培答应了凯撒的要求，送给凯撒一个以自己名义编组的军团。这个军团加上以凯撒之名新编的两个军团，要率领这三个军团进入高卢，也要三位军团长才行。

为什么凯撒不完全行使自己编组十个军团的权利，而大费周章地要庞培借给他一个以庞培之名编组成的军团呢？这是对想离间「二巨头」的「元老院派」所投出的牵制球吧！

在冬末时，三个军团到达了在亚眠等待的凯撒那里。凯撒将这三个新加入的军团，命名为第六、第十四、第十五军团。毫无芥蒂地再度以全军覆没的军团名命名的凯撒也好，如此被命名的第十四军团士兵也罢，似乎都不在意吉利不吉利的问题。

另外，就算不是整个军团被歼灭，以一个军团固定六千名成员来说，即使旧的第十四军团真有这么多人，其他军团战死的士兵加起来仍有十二个大队，近七千名，各军团的兵数，平均减少为六分之五。罗马的其他武将已经习惯遇此情况下补充新兵。但是，凯撒并未这么做。他只将新兵组为一独立军团，因为他重视军团单位中的同质性。因此凯撒的士兵对自己所属的军团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并且引以为豪。事实上，只要报出是凯撒名下第几军团的士兵，这对他国国王或部族族长而言，都如同很体面的「名片」一样，可以通用。

就是这样，在相当欠缺人员的情形下，迎接第六年高卢战役的凯撒，加上臣服地区兵粮调配的配合，首度有了可使用的十个军团。新编成的三个军团定额为一万八千人，其他七个军团则为六分之五，为三万多人，合计有五万三千多人左右的步兵战力。而骑兵兵力是否有四千骑可以使用呢？因为罗马骑兵战力相当依赖高卢友好诸部族的加入。

凯撒个人的字典里，没有「复仇」这个字眼。对他而言，复仇这回事，必须建立在想复仇者以及新的复仇对象两者皆为同一基础时才能成立。然而对士兵们而言，要为死去的九千名同伴复仇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运用这种情感的人，在扮演点火角色的同时也得保持清醒。因为感情这东西，往往越过理性的必要界限后，就转变成狂暴的性质。西元前53年的战役，对士兵们而言是复仇之战。因为，撒谎将罗马军诱出阵营地的祸首——伊布洛斯族的首长安比奥里吉斯还活着。但对凯撒而言，却是一次完全称霸高卢东北部，以及给予与高卢人关系密切的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重击的机会。在高卢地区过冬的意义是，可以提早进入该年的战期。





凯撒没等十个军团到齐，就召集了在亚眠附近冬营的四个军团。仅率领这四个军团二万人，在冬季尚未结束时就展开了攻击。目标是前年使西塞罗之弟冬营地陷於窘境的涅尔维族。当时拥有五万兵力的涅尔维族，遭到突然的袭击只能光顾著逃跑。捕获多数人与家畜的凯撒，将这些分与士兵，以为报偿；之后，他们在涅尔维族的领地继续烧杀掠夺的行为，甚至演变到涅尔维族不得不交出人质，接受讲和。套句凯撒自己的话：「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后就离开。」当他让四个军团回冬营地休息时，召集了全高卢各部的族长会议。一反高卢战役初期，凯撒将召集的任务交给和罗马友好的部族族长，自己没有参加。但是这一年，凯撒不仅出面召集，同时还担任议长，显然一副将高卢中北部视为罗马属省的姿态。

这个会议中，全高卢各部的族长大多出席了，不过也有缺席的部族。中部高卢的歇诺内斯族与加努特斯族，以及住在莱茵河附近，常与对岸日耳曼人相呼应，不断蠢蠢欲动的特雷维利族。凯撒将他们缺席之举，视为不认可罗马霸权的表现。於是，首先将会议场地移至近歇诺内斯族之地的路特提亚。路特提亚是帕里西族的根据地，就是后来的巴黎。义大利语至今仍将巴黎发音为帕里吉。

族长会议移至巴黎的隔天，凯撒很快地就往歇诺内斯族之地进军。知道罗马军接近的歇诺内斯族，在黑杜伊族的居间之下，向凯撒为缺席之事谢罪，并誓约恭顺。凯撒以一百个人质为条件，接受此约。百名人质皆寄在黑杜伊族处。此外，也没必要向加努特斯族进军了，因为他们也透过雷米族向凯撒提出交出人质，要求讲和。与加努特斯族间的讲和也成功。至此，全高卢的族长会议才告闭幕。凯撒之所以将族长们留到现在，是因为希望他们亲眼目睹凯撒的作法，再将此情此景於归国后传递给各部族的人民。如此一来，毋需诉诸战斗也可确保背后的安全，凯撒就将主目标放在特雷维利族与士兵们誓言复仇的伊布洛斯族首长安比奥里吉斯的追讨上，往东方前进。





凯撒采两面作战。两个军团与所有的输送车队皆派遣到驻扎在近特雷维利族的雷米族之地——副将拉比埃努斯那里。凯撒自己没有输送车队，只率领五个军团，向安比奥里吉斯可能藏身的梅那庇族之地出发。尤其是凯撒所率领的军队是采强行军的方式。如果运气好的话，压制梅那庇族就可以俘虏安比奥里吉斯，之后再与拉比埃努斯的军队会合。从现在法国向东北进军，通过比利时，迂回德国西部，因此只有让输送车队马不停蹄地走强行军。总之，在特雷维利族与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会合前，凯撒与拉比埃努斯得先会合不可。

凯撒也将自己所率领的五个军团分为三。自己率领一队，另外军团长法比乌斯与布鲁图斯各率领一队，各队皆早已铺好路，三方面同时向梅那庇族之地进攻了。火烧、破坏村落；逮捕居民、掠夺家畜，梅那庇族也只好向凯撒求和了。凯撒要他们提交作为保证的人质，缔结讲和。但是，如果他们援助伊布洛斯族的安比奥里吉斯，就会再度被视为敌人。之后，凯撒再将五个军团回归指挥之下，以特雷维利族为目的地向东南进军。但是，特雷维利族也开始向副将拉比埃努斯的军队展开攻击。

特雷维利族只想攻击拉比埃努斯的那个军团，而在距离拉比埃努斯的冬营地还有三天的行程时，他们得知凯撒所派遣的两个军团正在接近中。他们不愿与合计三个军团的罗马军单独交战，就将攻击延期至支援的日耳曼人到达时，并且筑营等待时机。然而，深受凯撒信赖的副将拉比埃努斯，早已察觉敌人的意图。不等两个军团及输送车队的到达，就率领旗下的一个军团出冬营地，自己前去会合。三个军团共三十个大队，拉比埃努斯将其中的五个大队当作输送车队的护卫，率领二十五个大队向敌人的阵营地迎去。

拉比埃努斯之所以前进至距离敌方一·五公里的地点，是有所考量的，因为特雷维利族所在的阵营地，是设在如预料般非常利于防卫的地点。有利于防卫之处即为不利攻击之处。想在日耳曼人渡河前就决定胜负的拉比埃努斯，想将敌人从那个有利的地点引出来。

特雷维利族也察觉到接近至一·五公里处的罗马军，根据侦察兵带回来的情报，在河对面的罗马军还不满三个军团。特雷维利族因此就放胆，从安全的阵营地向罗马军迎去。拉比埃努斯往后撤退，特雷维利族渡川前进，拉比埃努斯再往后退，特雷维利族相当得势。后退到输送车队所在地时，拉比埃努斯让输送车队先行，好轻松应付。再加上原本护卫输送车队的五个大队，三个军团全军扑向敌人。那个地点对罗马军而言，是有利于战斗的地势。

在战斗开始前，副将拉比埃努斯激励士兵们：


「战士们，我们所盼望的战机来临了，处於不利地势的敌人，现在已经是你们的囊中物了。你们一直在总司令官的面前表现得相当英勇，现在也请将那股勇猛呈现在我的面前吧！虽然总司令官现在不在这里，但是他可以想像，我想他会看得到一切的。」



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追击退却之兵的特雷维利族，不敌反向回攻的罗马兵，连重整旗鼓的时间也没有就全部向森林逃窜。拉比埃努斯命令骑兵队在前展开追击，许多特雷维利族士兵被杀或被俘虏。几天后，特雷维利族派求和的使节拜访拉比埃努斯。正準备渡河前来的日耳曼人，得知罗马军的胜利，便掉头回自领地去了。援军到来的盼望也被切断，特雷维利族只有投降一途了。




再渡莱茵河



与拉比埃努斯的三个军团会合之后，凯撒带着八个军团，决定于此地二渡莱茵河，理由为下述两点：


一、必须对应特雷维利族之邀，想渡莱茵河攻入高卢的日耳曼人，有所处置。




二、追讨逃至河对岸的伊布洛斯族首长安比奥里吉斯。



凯撒命令士兵建桥，与以小舟或筏渡船的日耳曼人不同；在大河上造桥以夸示罗马人的技术，这样的意图与上次是一样的。

该年的渡河地点，是在较两年前第一次渡河稍微上游的地方，也就是在现在德国波昂与科隆中间，略靠近波昂。更动渡河地点，是为了让日耳曼方面出其不意吧！

桥的制作及建设方式，都在上次试验过了。军团兵摇身变为工兵，能够渡河攻入日耳曼这样的想法令他们感到兴奋，设营的工程也比上次的十天更快，只花了几天就完成了。

据凯撒记载，在高卢这方以及在桥的警备上保留相当充分的兵力，因此我想凯撒所率领渡莱茵河的兵力，约是五个军团左右吧！但是，由于对方是骑兵兵力强大的日耳曼人，所以骑兵全员都带走了。

莱茵河东岸住着乌比族，与罗马有友好关系。他们也很快就出迎了。当凯撒在此得知，应特雷维利族之邀、想渡莱茵河进攻高卢的，果然如预料的是斯贝比族，罗马讬乌比族派侦察兵至斯贝比族之地调查现状；除此之外，还讬乌比族张罗在日耳曼之地的军粮补给。乌比族均予以承诺。

数天之后，情报很快就送来了。日耳曼人中最强的斯贝比族，得知罗马军渡莱茵河后，连人带家畜全都退至领地的最东端，在那里等待着。那个地带背临贝切尼斯大森林地，就如同现代的图林根森林（Thuringer Wald）般。

而说明至此的《高卢战记》作者，在读者预想着接下来凯撒与日耳曼民族的激斗时，却突然话锋一转，开始谈起日耳曼与高卢的比较论，真是令人为之折服。也许就凯撒而言，他很希望罗马人了解处於罗马霸权下的高卢以及邻侧日耳曼的民族性吧！总之，此事能否成功和情报的正确与否有关。




高卢与日耳曼的比较论



「行文至此，叙述高卢与日耳曼这两个民族风格的不同，我想这并非不适之举。」凯撒以此语展开了两民族的比较论。首先，由高卢开始。


「高卢境内的城镇或村落一定存在著某些派阀，就连家庭内可能也有。这些派阀由长老带领，派阀内的事情皆由此人一手承担，而属派阀中的下级人民，在接受保护的同时，必须做到服从。




这是高卢所有部族共通的倾向，在凯撒未来之前，高卢两个有力的部族是黑杜伊族与赛克亚尼族。由于赛克亚尼族处於强势，加以与日耳曼人为友，一时之间连黑杜伊族也处於服从赛克亚尼族的状态。而情势转变的发生，是在凯撒来到高卢之后；凯撒击退了与赛克亚尼族有共斗关系的阿利欧维斯图斯所率领的日耳曼人，追至莱茵河东岸时，高卢部族间的势力关系也有所改变。然而，各种势力的分割指向并未改变。取代处於衰弱状态的赛克亚尼族是雷米族。现在，同样承认罗马霸权的黑杜伊族与雷米族正继续处於对立状态。




在高卢有两个支配阶级。平民阶级几乎与奴隸同等，任何事皆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连出席集会的权利都没有，还必须缴交重稅。




两个支配阶级中，其一为称作都鲁伊得斯的祭司，不只限於宗教，就连教育、司法也由这些人所把持。祭司的权力相当大，只要他们喜欢，甚至可将人驱逐出境。教育方面，他们不重理解，而较重视背记；至於使用的语言，不讲希腊语但是却用希腊文的表记字母。




另一个支配阶级是骑士，他们当然都是受过军事训练，至於是不是骑士阶级，一生下来就决定了。




高卢尚存有以活人祭供的制度，通常是以罪犯为牺牲品，在罪犯不够的情况下，就无可避免地要牵扯无辜者的牺牲了。提到神祇，首推墨丘利、下为阿波罗、马尔斯（拉丁语:Mars）、朱比特（拉丁语：Jupiter）、米勒华（拉丁语：Minerva）等为信仰的对象。高卢人的历法通常由夜晚开始，日、月、年，皆由夜晚开始计算。至於妻子的地位，有钱者较受到尊重，她们拥有经济支配权，但是生死之权则与子女一样归属于丈夫。相信灵魂不灭的他们，丧礼与高卢人的文明程度不相称地非常讲究。之前还有将死者身边物品，甚至连身边的仆役或奴隸一起火葬的习惯。




治安良好的地方，一概是有法律的。探听得知某事时不可随意散播，必须告知统治者；统治者再决定是否要告知部族民，统治者认可之后才可公开。关于部族全体之事，只允许在会议里说。」




「另一方面，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的风格截然不同。高卢人中并没有像都鲁伊得斯那般独揽大权的祭司阶级；此外，也并不像高卢人那样坚持奉上牺牲。关于所信仰的神，也只限於眼睛所看得到，实际蒙受益处的事物，如太阳、火山、月亮等；除此以外的信仰对象并无名称。




日耳曼男人的一生多花费在狩猎与战斗上，他们自年幼开始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其中守童贞最久者最受尊敬，因为他们相信不与女子交媾，能使身体壮硕、精神强靭。二十岁前就知道女人为何物的男人，在同性之间绝非名誉之事。但是，日耳曼人对性这东西并不隐瞒。在河里混浴、身体也仅以皮或毛皮遮掩些微部分而已。




对于农地，仅表示一点点的关心。他们的日常食品，大多是乳类、起司、肉。没有人有土地的私有权，因为各地区的首长，每年会移动至不同的地方狩猎。生活基础并不在家族，而在于亲族的共同体以及以上的规模共同体。




对他们而言，这也有种种的理由。定居的原因，是因比起战争，他们较热心於农耕，如果认可私有地，就会产生贫富的差距。由于贫富的差距，衣食温饱的富家，会养出浪费的人。并且，贫富之差所生最大的弊害是，造成追求金钱与酿成社会不安。因此如果不认同私有地，反能避免平民阶级的不满而得以平稳度日。




日耳曼民族最大的骄傲是，自领地的周围为广大的荒废地所环绕。理由一是可以排斥周边其他部族，显示他不想与他们往来的意愿；二为出自於避开突然袭击、保障安全的考量。战时，推选有权决定全员生死的指挥官，并且听从他们的指示；相反的，平时日耳曼人并不设置统一的统治机关。因此，根据每个共同体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裁决与应对之道。窃盗行为如果是发生在共同体之外，就不算犯罪，有的地方甚至将此视为不让年轻人怠慢的训练。如果决定掠夺，那么全员有遵从的义务；不参加者则被视为逃兵、背叛者，今后再也没有人会相信任用他。




无论是从哪里、为什么理由来的人，只要对方是访客，就要打开门迎接，準备食物，这是他们的作法，如有违背者，就被视为破坏章程者。




从前是高卢人渡莱茵河攻入日耳曼之地，因为耕地少、粮食缺乏，吃不饱的人民为了确保居住地，还特地从南法殖民到黑林山的大森林地带（由现在史特拉斯堡向东方扩展的广大地带）。




但是，现在（西元前一世纪）的日耳曼民族，还是和从前一样贫穷，过着接受食物与居家的朴素生活，而高卢民族的生活水準却提升了。因为活用近罗马属省与近海之利进行通商，他们的生活与用品都变得丰富且舒适。惯於舒适生活的他们，成了与日耳曼民族战斗时战败的一方。他们的自卑感很难解脱，至今他们仍不愿拿自己与日耳曼人相比较。




黑林山大森林南北的宽度为九天行程。至於长度，由于日耳曼人不懂得距离的测量法，所以正确的距离并不清楚。由赫尔维族居住之地，沿达努毕乌斯河（多瑙河）向东伸，进入达其亚人居住之地后，再离河向北扩张。据我们罗马人所知，日耳曼人也不知道这片大森林的尽头在哪里，而且也没有人到过那里。有人走了六十天，结果还是无法到达尽头。」



叙述完这段话之后，凯撒还列记了栖息在这片大森林地带的珍贵动物、大鹿、野牛，以及非常特殊的独角兽。总之，这些都是凯撒想将自己所知关于高卢人及日耳曼人的事情，传递给同胞。

不过，凯撒似乎只想传达正确的情报吧！取代《高卢战记》前面一直出现关于雷努斯河（莱茵河）这个部分的叙述，首度出现了达努毕乌斯河（多瑙河）。而故意以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的现状叙述做结论，可见凯撒心中有所诉求，也就是：


一、如果这么放任下去，传统上有各部族分裂倾向的高卢，迟早会受日耳曼化。




二、若是如此，将对罗马的安全保障构成重大威胁。




三、为了不让此事发生，高卢的罗马化是最佳对策。属定居型、农牧为主的高卢人，不同于非定居型、狩猎民族的日耳曼人，他们罗马化的可能性也较高。




四、以莱茵河为东防卫线时，如果加以延长就是多瑙河；再延长，就到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凯撒是否意图向罗马同胞们指出这些事项呢？

如果隔年的西元前52年没发生大事，高卢全域能持续平稳的状态，那么凯撒在自那年起至西元前50年底的任期，也许会沿多瑙河向东进攻吧！他担任总督的地区，是现在斯洛伐克与克罗埃西亚的伊利利亚属省。如果能够平定多瑙河以南，伊利利亚属省与北方民族之间也就有了依靠，比较安全。此外，如果再东进多瑙河，那里已经是马其顿属省总督的管辖区域。假设以多瑙河为边界的防卫战略被接受，谁当上总督也会承继这个战略吧！接着，确立以幼发拉底河为最东端防卫线的，是「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他正执行这项任务。

莱茵与多瑙两大河收入视野后，凯撒心中的欧洲开始形成了。小林秀雄也写道：「政治、作战皆参与，连一个兵卒的任务也身兼了，对如此精于战争的老手而言，战争本身就是巨大的创作。」朱利斯·凯撒想要创作欧洲，而且他创作了。但是，以西塞罗为代表的罗马首都知识份子，却只将这视为凯撒的追求私欲与私利。先入为主的习惯，是与知识及教养无关的。

凯撒与日耳曼的决战呢？在让读者期待此事的时候，凯撒插入了冗长的高卢与日耳曼的比较论，叙述完后也没进入战斗的叙述。因为凯撒与日耳曼根本未构成决战。凯撒放弃了追击逃至大森林地带的斯贝比族。此举显示了凯撒没想过日耳曼民族的罗马化；否则，他不会什么也没做就扬长而去。意图渡莱茵河、侵入高卢，这是罗马军绝对不允许的。

凯撒认为由于当地非农耕地带，兵粮的调配（罗马兵的主食为小麦）有所困难，因此放弃过分往莱茵河东岸深追的念头。为了引发日耳曼人对罗马军将发动下一波进攻的恐慌与疑惧，以达到吓阻他们渡莱茵河的目的，凯撒在全军返回莱茵河西岸时，命令士兵破坏桥东侧达六十公尺，在半毁的桥上近高卢侧，建设近四层高的监视塔，并且派十二个大队六千多名士兵驻守此塔。他们也建筑坚固的阵营地。事情完成时已迈入了秋季；凯撒率全军北上。他以追讨安比奥里吉斯这凜然大义之名，完全压制高卢东北部，不给日耳曼人有歇脚的机会。

军团长撒比努斯被使了奸计，并且造成罗马九千名士兵的死亡，追讨这件事的元凶——安比奥里吉斯的结果并不成功。莱茵河口附近有广大的浅滩、森林，以及即使是白天也令人毛骨悚然的沼泽，幸好有熟知地势的人。不过，以安比奥里吉斯为首的部族全被灭掉后，原本与罗马关系不太明确的其他部族，也首度向凯撒提出恭顺的誓约。西元前53年后半，凯撒所采取的战法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早晩不断地袭击；而高卢部族中最好战、与对岸日耳曼人联络最频繁的他们，这次也只有向凯撒全面投降的分了。安比奥里吉斯虽然逃走了，但是凯撒压制了他势力基础的日耳曼人，彻底地整肃了高卢东北部的诸部族，已经根断了他再起的机会了。

与军团一起返回雷米族根据地兰斯的凯撒，在那里召集了全高卢的部族长。在席间，凯撒一副理所当然的族长样。当年春天，审判了举反动之旗后被压制的歇诺内斯族与加努特斯族的主谋者。主谋者亚克，在部族长会议中被宣告死刑。凯撒诉诸於罗马的古式刑求。那种处刑法在罗马历经数百年，而且已经愈来愈少见了。首先将受刑人缚绑在木桩上，在头部插入熊掌般的器具。接下来，再将受刑者鞭打近死，最后，斩落首级。这样的处刑，恐怕是在部族长面前做的吧！至於逃亡的人，将处以永远的流放边境。

部族会议解散后，凯撒决定了西元前53年至前52年的冬营地。两个军团在特雷维利族之地，也就是近莱茵河的现在德国西部过冬。其他的都在现在法国之地过冬。两个军团在林格涅斯族之地，也就是现在迪戎（Dijon）的附近。剩下的六个军团冬营地，就决定在才压制的歇诺内斯族根据地桑斯（Sens）。再度让八个军团冬营在高卢中部的理由，凯撒并未写到，因此只有凭想像的了。在西元前53年的彻底压制之下，东北部只要屯驻两个军团就行了；那年春天，八个军团是不是也置于蜂起的两部族所居住的中部高卢呢？现在法国中部这一带，自凯撒高卢战役以来，从未举过反对的旗帜，而五年后初举反旗，酷刑及屯驻八个军团，都是给中部高卢的警告吧！总之，凯撒这样的军团配置，在遇隔年西元前52年的大事之际，救了罗马军。

凯撒决定各军团冬营地后，向南越阿尔卑斯山，能够在这年冬天返回属省；也许是在秋末时期，首度知道震骇首都罗马大惨事的缘故吧！这件事发生在那年夏天，秋天时终于传报至罗马——克拉苏所率领的罗马军全军覆没了。




克拉苏



「三巨头政治」的一角——马库斯·里奇纽斯·克拉苏在西元前56年春，於中部义大利的城镇——卢卡所举行「高峰会议」中所决定的事项，他都忠实地付诸行动。先是在西元前55年与庞培共同担任执政官，第二年出发至有五年任期的属省总督任地——叙利亚时，是他的属省总督任期还未开始的西元前55年秋的末尾。渐渐步入六十岁的克拉苏很焦急。罗马首富克拉苏所欠缺的是，庞培已拥有军事力的声势，凯撒也逐渐壮大，而他是以叙利亚为五年任地的属省总督。属省总督必须负起属省防卫的任务。在叙利亚的东边紧临大国帕提亚。帕提亚尚未认定幼发拉底河为罗马势力的界线，但随着远征帕提亚的成功，这点也受到认同，确保罗马属省的安全是克拉苏的任务。此外，不同于贫穷未开化的高卢，光是以有高度文明的丰沃远东为任地一事，对有优渥经济能力的克拉苏而言，就充满魅力了吧！不等执政官任期届满，克拉苏就前往义大利，可以想像他在同等的强烈心切之下，远征帕提亚的心情。

而罗马公民与克拉苏的想法相反，公民们反对这趟远征；他们并非惧怕帕提亚，而是因为不相信克拉苏的军事才能。

克拉苏任总司令官时所带领的战斗，只有先前的「斯巴达克斯之乱」而已。那是以参集至斗剑士斯巴达克斯下的奴隸、农奴为对手的战争。对方为数虽多，但都并非受过军事训练。因此，那时他的部下都没有以表示胜利将军之意的“Imperator”称号称呼他，也没有举行凯旋式。克拉苏虽然在苏拉底下累积了指挥一个军团的军团长经验，但是军团长与总司令官是不同的。军团长是依循总司令官所立的战略来执行。

总司令官必须具备的不只是战略上的思考，还需要有让士兵愿意跟随至也许会战死的战场上这等魅力与声望。而克拉苏完全欠缺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无论看透此点的公民是如何不赞成远征帕提亚，即使「三巨头」中的其他二巨头——庞培与凯撒明知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却仍委以克拉苏大任。这两人皆熟知军事，如果是明知而委托他，那可说是罪名深重。但是实际上，庞培与凯撒都分別送出了帮手。

凯撒派众多幕僚中一位有能力的克拉苏长男普布里斯与他父亲同行，并且由少许的五千名骑兵中，拨出一千名给他，这一千名是骑兵民族高卢中的精锐骑兵。虽然仅有一千名，却都属于实力派战力。而以这一千骑为主力的骑兵团指挥任务，传统上是由副将担任。三十五岁左右的青年克拉苏，有担任辅助父亲这总司令官的副将才能。

庞培也没忘记提供支援。他派出自己的旧部下、军事老手欧古塔维斯以军团长的资格与克拉苏同行。还派了年龄大约只有三十，所以只能任审计官的加西阿斯同行。这个加西阿斯之后与马库斯·布鲁图斯成了暗杀凯撒的主谋；而与布鲁图斯不同的是，他拥有相当的军事才能。另外在支持这三位幕僚的指挥官班底中，也配有战场经验丰富的人手。总之，庞培与凯撒都送出了即使克拉苏不能行使主导权，也能独当一面的幕僚班底。




远征帕提亚



西元前55年11月底，克拉苏由布林迪西走海路穿过希腊进入小亚细亚，再东进。不待隔年春，克拉苏即入叙利亚，他带领了从前任叙利亚属省总督盖比纽斯那里承继下来的两个军团，与自己编组的六个军团，合计八个军团。但是，通常是以十个大队构成一个军团，而克拉苏的一个军团只有八个大队。按规定人数算为四万八千的步兵战力，而实际只有三万八千四百。这是因为国家所付的费用并不充分所致。属省总督负责守卫属省，而在进攻他国时，属省的防卫方面也就显得有些危险了。帕提亚王国在克拉苏就任时，并未显示有侵略罗马领域的行动。

在此情况下，只有以自我负担的方式以确保军势。但是，有钱人都是不擅掏钱的。克拉苏虽然掏出了钱，只不过并未大胆地掏出。想仅以八个大队编组一个军团，其实可以组十个军团的军事力，也以军事资金不足为由放弃了。

克拉苏甚至还想把自己掏出来的部分收回。到达叙利亚时，克拉苏最热心的事情是：掠夺以耶路撒冷的神殿为首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的神殿宝物。克拉苏几乎是连想也没想只是掠夺。对有钱人而言，自己的财产减少了，是件不愉快的事吧！

如此费心於此事的缘故，便疏于军事上的训练。此外，总司令官的行为，自然地感染到士兵。克拉苏的军团成了非坚忍卓绝的战士，而是易作掠夺之梦的男子。

而更夸张的是，在克拉苏未到叙利亚的西元前54年，就已举兵进攻帕提亚，意外地，极简单地以成功收场。敌人还未準备好，而且未深入敌阵是成功的原因。因此使得上自总司令官、下至兵卒，都轻视起帕提亚人。

原本就不了解情报重要性的人，如果是轻视对手，就会更怠於蒐集平常就可得手的情报。克拉苏没有像凯撒那样的好奇心，他所知道的不是帕提亚的现状，也不是风俗习惯，而是三年前国王被杀后，王室在骚动之下，对外应对之事也趋於消极。这也是让克拉苏确信远征帕提亚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

庞培与凯撒所布署的幕僚做些什么呢？军团长并非总司令官。在庞培与凯撒的期望下，在叙利亚的克拉苏发挥了主导权。

其一为在军事训练不充分的第二年——西元前53年，就正式远征帕提亚，如果是凯撒会先让新兵随着输送车队的护卫，习惯战斗，而不让他们一开始就投入战场。克拉苏手下的八个军团中，有多达六个军团的新兵，如果未经坚忍且充分的军事训练，是无法成为战力的。克拉苏的任期尚有四年。而且，帕提亚军也没有攻过来的道理。

不过，克拉苏还是决意强行远征，而幕僚们在作战会议上也为此有所激辩。史料中并未提及有关远征时期，是否有赞成与否定两面论，不过对远征时采何道而行，克拉苏所认可的道路行径，却引起激烈的反对，这点在史料中是可见的。因为克拉苏将矛头指向帕提亚的重要都市塞流基阿，有两条路可通往。

一为由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后，直接往东取道，到达幼发拉底河。沿此河，向与底格里斯河之西的塞流基阿同纬度的东南方进军。如此一来，有让行军时碍手碍脚的输送车队，乘舟运过去的优点。到了那里之后即舍幼发拉底河，向底格里斯河朝东一直横越沙漠。之后，沙漠地带的穿越距离仅有十余公里了。这条路径，也有由东方向地中海沿岸的通商路。

二为在近幼发拉底河处即舍此河，向东南行，横越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地带，到达底格里斯河之后，再沿此河至塞流基阿。






帕提亚周边图




克拉苏接受一个负责军队行军向导的阿拉伯贵族进言，决定采行第二条道路。对亲自率军参战的亚美尼亚王由北前来会合之举，的确很便利。

而幕僚们却反对此事。反对的理由是还得穿越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地带。但是激辩之后，总司令官的意见压制了他人。

克拉苏在叙利亚属省的防卫上留了一个军团，其他的均出阵。七个军团二万九千六百名的重装步兵，使用投石或弓的轻装步兵四千人、骑兵四千人，再加上克拉苏任前执政官时所带的众多侍从与役使奴隸，合计近四万人。

以下将对克拉苏所未知的国度——帕提亚王国的现状，做一叙述：

在东方贸易中致富的帕提亚王国，曾经是逼临佩鲁西亚帝国领土、领有广大土地的大国。西边的边界虽为幼发拉底河，但是由于幼发拉底河和地中海的东岸地带横隔着叙利亚的沙漠，因此境界并没有划分得很清楚。这是帕提亚之所以和西方的大国罗马常发生问题的原因。北边的三分之一和亚美尼亚王国接壤。亚美尼亚往哪边靠呢？这成了问题点，不过经过罗马方面卢加拉斯、庞培的攻势后，西元前一世纪中的此时，亚美尼亚成了罗马的同盟国。另外三分之一接里海；而北方剩下的三分之一，与居於里海东侧的高原民族相接。南方是波斯湾，东方边境是现代的阿富汗。说起来，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结果是融入了希腊文明圈，而之后由塞流卡斯王朝的失政所带来的空白状态中，征服北方高原民族的是帕提亚王国，就是现代的伊朗与伊拉克。与西方文明的希腊文化相比，他们当然较近于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的波斯文明的后继者。制度也像波斯，是绝对君主制。

国家的经济基础为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周边的农业与工商业。工、商两者的水準皆高。然而，工商界皆和罗马的「骑士阶级」（经济界）相当。国家是由国王与贵族阶级同执牛耳，像希腊、罗马这种公民的概念并不存在。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当然最后会连军事力也为支配阶级所独佔。骑士当然是以重装骑兵为主战力，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大枪，拥有高原骑马民族的御马技术，各个重装骑兵的战斗力皆很厉害。在还未使用镫的时代，非骑马民族的骑兵攻击力只能以肩与腕的力量；而惯於将两脚挟住马腹的骑士，就可以用肩、腕的力量，加上马本身的突击力为总攻击力。此外，帕提亚也活用了波斯以来的战斗马车。

但是，由于支配阶级独佔政治、经济、军事力，因此征集平民所组成的步兵、轻装骑兵（弓兵），并不被重视为主要战力。以此为击正是亚历山大大帝成功的主因。亚历山大大帝的敌手波斯消失，帕提亚取而代之，但是以重装骑兵为主的战法还是没变。

而这样的专制国家自然免不了后继者之争。西元前57年，佛拉帖斯三世遭暗杀，两个儿子间便起了争执。胜利即王位的是欧洛得斯，弟弟米斯里达兹王子便亡命罗马属省。

如果克拉苏能利用这个机会就好了，任期长达五年，实在不须急着进攻。和所有称霸广大领土的国家一样，帕提亚王国也是个多民族国家，被统治的人种当中，有波斯人，也有在亚历山大殖民政策时迁至王国西半部的希腊人。除了亡命中的王子之外，克拉苏其实还可以运作这一批人。

住在帕提亚的希腊人与东地中海一带受罗马统治的同胞，向来透过通商而关系密切，对于是接受帕提亚还是罗马统治，其实没有特別的好恶。忘了利用这群人数虽少，但在帕提亚王国拥有发言权的希腊人的力量，是克拉苏的一项失策。

西方罗马霸者中，而且为罗马三大实力者之一，亲自率军攻打过来了，这时帕提亚方面有一位青年贵族站出来加以迎击。远东的贵公子，皆以住豪奢的皇宫、穿着华美的衣服、聚集美女、虐待被支配者为尚，而不为传统束缚、不流於偏见、有冷静头脑的，在帕提亚宫廷内只有这位男子。在历史上，只知以希腊语他名叫斯雷那斯，生于帕提亚中属最高位的豪门，担任为国王加冕的职务。据说欧洛得斯之所以能排除他的弟弟登基，也得助於斯雷那斯之力。这位才满三十岁的青年贵族，在罗马与帕提亚首度交战之时，即担负迎击的战略。

首先，欧洛得斯王率领几近帕提亚的全军，攻入北方邻国亚美尼亚。目的在盯住曾答应要率军助罗马参战的亚美尼亚王。克拉苏则与斯雷那斯对决。但是，斯雷那斯所率领的军力为骑兵一万。对有步兵三万四千人、骑兵四千人的克拉苏而言，他究竟打算如何与这区区一万的骑兵相斗呢？

帕提亚的青年贵族将国内传统主战力的重装骑兵交给进攻亚美尼亚的国王，他所有的只有贵族权力下的私兵而已。除去少数的重装骑兵，几为拿弓为武器的轻装骑兵。东方诸国不重视轻骑兵战力的原因是，箭袋中的箭一旦射完之后，实无战力可言，敌人只需等到弓箭射完就好了，箭射完、手上又没拿大枪的轻骑兵，充其量不过是坐在马上的普通兵而已。

斯雷那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让一千头骆驼背负着堆积如山的箭同行，如果箭袋的箭射尽时，可至骆驼处拿取別的箭袋，背负后再返回战场，如此就能防止以往的轻装骑兵很快就无战力的情况。





轻装骑兵另一个未受重视的理由是，在马上使用弓，比固定后使用的石弓，力道自然来得弱，因此射程距离有限且穿刺力也弱。射到罗马兵常用的椭圆形坚固盾牌上，只有反弹的分。这位帕提亚的贵公子也改善了这个缺点。与通常的弓大小、重量没有不同，但是攻击力却与由石弓放射出的箭相近。改良的方法很简单，为附加铁片，将弓形由一变成二，增加弓弦的强度。这个改良，将帕提亚轻装骑兵放箭的射程距离，提高至通常的三倍。与重装骑兵相较，轻骑兵的社会地位低，但是对帕提亚的名门、年轻贵族斯雷那斯而言，是可以随心所欲驾御的战力吧！他率领这一万名士兵，等待克拉苏。






弓改良示意图









帕提亚轻骑兵




克拉苏所率领的罗马军，在渡幼发拉底河时，就遇上了障碍。先是传来原本寄予期望的亚美尼亚王没办法参战了，由于是出于自己国家防卫的理由，罗马军的最高司令官也无法强求。接着是原本担任行军向导的阿拉伯贵族不见了，也许是因为得知亚美尼亚不参战，令他感到不安吧！另一说为这个阿拉伯人原本就是间谍，将罗马军诱至沙漠地带正是他的任务。总之，一开始这场进攻就存在了诸多不安的要素。

横臥於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沙漠地带，斜击过去也还不是适当之策。在与亚美尼亚军会合无望时，想回去的话，也不是不能回第一条路线，也就是稍微后退，向距幼发拉底河不远的东南方路线前进。但是，对进入沙漠地带的克拉苏而言，他的脑中只有早日穿越沙漠的念头。

行军变得如同追日般地严格。中东的5月不同于地中海世界的5月，况且克拉苏在抵达幼发拉底河时，也没给士兵几天的休息。在烈阳下、无遮蔽物的干燥地带，背负着四十公斤的物品，这是普通的罗马兵行军；而无充分训练的士兵，往往易流於乱无纪律。尤其在沙漠中炎热口渴时，忘记自律者更是愈感绝望。而敌人的踪影很快就在沙丘上出现了。渡过幼发拉底河才经过几天而已，依现代的国境看来，还在叙利亚国内，没进入伊拉克。因此以深入来为行军受阻作辩解是不成立的。

看见敌人踪影的克拉苏，立刻布阵。左翼由审计官加西阿斯率二千名骑兵、中央为军团长欧古塔维斯率全体步兵、右翼为克拉苏的儿子率领以一千名高卢骑兵为主力的二千名骑兵。但是，中央步兵团的横向广而纵向薄，这点令总指挥克拉苏相当在意。克拉苏担心如此一来会遭敌人重装骑兵（他还不知敌方为轻骑兵）的突破，於是就将长方形阵变为较耐侧面攻击的四角形阵。但是沙漠这战场并不是平坦的，有沙丘起伏，四角方形的优点并无法被活用。而且在地势多起伏之地布阵，要花不少时间，敌人来袭时，布阵还未完成。

沙漠之地只要马匹奔驰便麈土飞扬，会将敌人数想像得比实际数还多。此外，强光之下，敌方骑兵所持圆形小盾牌上的金属面会反射，有碍于了解敌人的正确数目。还有，帕提亚士兵所击打的小鼓声音很可怕，这些皆带给士兵们不安。罗马军等待着为东方主军力的重装骑兵，但是，袭击而来的是与罗马人预想截然不同的敌人。





斯雷那斯一见到罗马军的布阵，了解到无论如何攻击，都无法摧毁罗马军团的方形布阵。这位帕提亚的贵公子，命令轻骑兵发动攻击，这个攻击不是要崩坏敌阵，而是要以攻击诱出敌人，目的在使敌阵自行崩溃。

罗马军内的弓兵属轻装步兵，并非主战力，常用于战斗开始的射箭以削敌攻势。箭的射程距离为五十公尺。而由斯雷那斯改良的弓，帕提亚骑兵所射出的箭有三倍距离的射程。从己方的箭无法触及的距离，敌人适确地射出了箭。此外，罗马兵想再忍耐一阵子，敌方的箭就将射尽了吧！但是箭却源源不断。箭从上方不断地像雨一样落下来，一股莫名的不安，使罗马军坚固的方形阵，向四方崩散。

如此一来，战斗主导权完全成了帕提亚的囊中物。能够在远处战斗的帕提亚轻骑兵，驰骋於沙漠中，向频频固守的罗马兵放箭，如同驰骋於羊群周围，然后一匹匹宰杀似的，或是就像是射箭的练习。经由斯雷那斯改良后的箭，射击力很强，甚至能贯穿罗马兵的盾，胸甲等更派不上用场。在这场混乱之中，平时的训练不足更使得情势火上加油。

面对斯雷那斯的战法，即使比步兵机动力更优良的骑兵也无法动弹，他们的武器是枪和剑，如果不接近是无法发挥威力的。但是敌人的箭雨使他们无法逼近。罗马的四千名骑兵，和防战方面的步兵一样，陷入苦战。

但是，这次并非罗马军第一次与远东军对决。即使不提亚历山大大帝的例子，苏拉也曾二度大胜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苏拉门下的卢加拉斯有战胜亚美尼亚王所率领十倍以上敌人的经验；尤其是亚美尼亚人的战法与帕提亚人的战法非常类似。面临不测的事态时，胜负的关键在于最高司令官的临机应变之道。而克拉苏此时仍然依照制式的战法，而且毫无疑虑。

他命令守右翼的儿子率二千名骑兵发动攻击。要突破此时的现状只有靠攻势了，因此这个攻击命令下得并不坏。但是，他同时也向加西阿斯率领的二千名骑兵下了攻击命令吧！若非因步兵中无骑兵残留下来，至少还能让儿子克拉苏去妨碍敌方轻骑兵的攻击，好给己方有喘息之机，不能再更深入追下去了。凯撒相当执拗地避免深入追踪时所造成的骑兵孤立。而谈到在追踪上的自制力，儿子克拉苏还太年轻，他也正因为帕提亚兵不采预期战法，而在大受戏弄之余怒火中烧。

帕提亚的贵公子察觉罗马的年轻将领与二千名骑兵展开了攻势，於是命令自己的骑兵全后退。看似退却之貌的后退是很巧妙的，等到深入追踪后的青年克拉苏察觉时，已经被诱导到想回去也没法回去的距离了。而这时候，帕提亚的一万名骑兵，围困住罗马的二千名骑兵。箭突如其来地如雨般落下，高卢的精锐也不敌对方的兵数，凯撒所分派的高卢骑兵全部死了。青年克拉苏带着残存的士兵，至沙丘下避难。但是，丝毫无突破包围圈的希望了。怕活着时候被生擒的年轻罗马武将，选择了自杀。部下的将官，尾随其后，剩下的士兵也很快地就被俘虏了。





帕提亚骑兵完全撤退后，松了一口气的罗马军，利用敌人不在的时候，治疗伤患，整理阵形。敌人再次出现的时候，投下了一个东西——青年克拉苏的首级。

罗马军顿时为恐怖与绝望所笼罩，总司令官克拉苏此时才觉悟到彰显罗马的要素是不屈不挠的精神。总司令官下马，奔绕在士兵之间，大声诉说尽管自己蒙受丧子的不幸，但是依然无法动摇他的决心，为罗马的名誉与光荣而战，才是现在所应该抱持的信念。不过为时已晩，再说克拉苏并没有凯撒那般感动人的魅力。换成凯撒，即使他不发一言，只要他显示坚定不移满是自信的态度，就能使士兵恢复自信了。士兵看指挥官的脸色战斗，即使大声疾呼，效果也因疾呼人的不同而异。

克拉苏的军士并未回应总司令官的呼喊，死亡的恐惧使军队更加混乱了。虽有不少念着罗马名誉与光荣的将领与士兵向敌迎去，但因处於分散状态的孤军奋斗，因此无法打开现状。随着战争的持续，罗马军方面死亡人数一直增加。

黑夜来袭的时分，一面倒的杀戮终于结束了，远东的士兵绝对不在夜间袭击，帕提亚的骑兵团也朝沙丘的彼端扬长而去。罗马军终于有考虑善后的余裕。

但是，罗马军的混乱似乎不见平息。最高司令官克拉苏只是频频待在阵幕中为儿子的死与自己的不幸叹气。欧古塔维斯与加西阿斯两人安慰他，并且提出必须采取对策的建言，但是并无效果。外头百夫长频频呼叫自己士兵的姓名，大队长们围住从最高司令官阵幕出来的两位幕僚，希望他们发佈指令，如果能在此时对离此不远处的敌人野营地展开夜袭，即使在军事上的效果不大，但在心理上应是有所效果。这等碰碰运气的胜负，还得看最高司令官的意志是否坚强。结果，欧古塔维斯与加西阿斯得到克拉苏的默许，下达了连夜撤退的命令。

在争先恐后中，罗马军开始撤退了。也没埋葬战死者，四千名伤者也被置之不理。他们的目标地是距此地稍偏北的卡雷，那是希腊人长久以来在帕提亚居住的城镇。克拉苏在此留下了小规模的罗马守备队。

这场无秩序的败走，在太阳升起后也没结束，因此在逃至卡雷之前，又有帕提亚的骑兵追击而来，仿佛被撕咬掉尾巴般失去了众多兵力。而至卡雷避难的士兵，超过一万。一万多的兵力相当於两个军团，说起来是颇有为的军力。但是，住在卡雷的希腊人在提供兵粮上很消极，这些人都是在异乡生活的人，对状况的演变十分敏感，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困於卡雷无法抵抗的罗马军，便往五十公里以北的西那卡移动。他们判断此城镇较大，做围城较合适。

欧古塔维斯率五千人出发；克拉苏也率剩下的士兵尾随在后，但是对此感到厌恶的加西阿斯脱离了，带着五百名骑兵，不是往北，而是往西边的安提阿逃走。欧古塔维斯的五千人进入西那卡了，而克拉苏一行人还未抵达。加西阿斯的脱离甚至传染至其他士兵，跟随最高司令官的士兵，随着前进之道而一路递减。然而与率五百名骑兵脱逃的加西阿斯不同，步兵的脱逃只是有利敌人。没被杀的都被俘虏了。





西元前53年6月12日，克拉苏与斯雷那斯最初的对决后第三天，宿命之日到来了。幕僚长欧古塔维斯和五千名士兵在西那卡等待。总司令官克拉苏和已经减至三千的残军，终于接近了西那卡。那时，斯雷那斯出现了。见到敌人的一万名骑兵，克拉苏便到附近的山丘避难。但是，敌人并未马上发动攻击。这位帕提亚的贵公子，想生擒罗马的总司令官。他已经见到与罗马军这一仗的胜利了。为了完成这场漂亮的仗，最后一手，即是将罗马最高司令官活生生地献给国王。帕提亚骑兵围住了克拉苏所躲避的山丘。

但是，生擒的攻击方式与歼灭的攻击方式是不同的。得到欧古塔维斯送来的援军之助，罗马军的反攻首度成功，帕提亚骑兵的攻势，此时首度受挫。

而斯雷那斯并不着急，他告诉几名俘虏而来的罗马兵，自己的目标是罗马总司令官，如果能交出他的话，罗马兵皆能获得自由。他并且释放这批俘虏，要他们传达这个讯息。士兵衡量情况后，禀报说帕提亚的贵公子，要直接举行与罗马最高司令官的会谈，以商量讲和条件。

这个建议的真正意图，谁也想像得出来，克拉苏也察觉到了。他并不想接受。但是，周围的士兵都要求他参加会谈。克拉苏留话给幕僚们：如果我死了，那是由于敌人的欺骗，并不是遭我方人的背叛，然后离开军队一人前往敌阵。欧古塔维斯放不下他一人前往，就率将官追随前往。这样的派头，大抵不愧是罗马前执政官。

斯雷那斯很恭敬地迎接克拉苏，并以颇有格调的希腊语，首先对自己以马上之姿迎接徒步前来的最高司令官之事道歉。接着表示讲和会谈在此场所不便举行，已经在河川附近另外预备好场所了，希望能骑马一起去那里，还让马伕牵马过来。但是竟然只有一匹马，这可叫欧古塔维斯相当惶恐，幕僚长拔出腰间的剑刺杀了马伕。

罗马将官也下定决心了。双方的士兵在监护中起了小冲突，也有发生在罗马内部将官之间的小冲突。克拉苏、欧古塔维斯都当场死了。克拉苏的死，并非为帕提亚士兵的剑或箭所刺，而是为称作古拉迪乌斯剑——短的双刃剑所刺致死。恐怕是欧古塔维斯或是哪位幕僚，为了防止罗马最高司令官成为活生生的俘虏所为的吧！指挥官被杀后，除了少数的罗马军逃走外，全员皆成了俘虏。

「三巨头政治」之一、罗马首富、罗马经济界的代表——克拉苏，在六十一岁时迎接了死亡。他的头与右腕被切下来，当作献品送给了国王。他们还选了类似克拉苏体格的肥胖俘虏，将他扮成女装，让他在帕提亚人的嘲笑声中穿梭。

近四万的克拉苏远征军中，与加西阿斯一起脱逃的五百骑，加上以其他方法逃走的人，总数尚不足一万。成为俘虏的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的罗马兵，虽然逃过了被杀的命运，但是全员被送到帕提亚王国最东北的防卫基地——梅尔布，在此地担任终身兵役。梅尔布并非属现在的伊朗，而是在旧苏联的土库曼，如同受流刑般。剩下的约二万人都战死了。结果才几天的时间，在帕提亚的战役中，罗马失去了七个军团、总司令官、军团长、大队长、百夫长、以及银鹫军团旗。令罗马人自己难忘的败北，在罗马七百年的共和政治历史中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西元前390年，一时为克尔特人（罗马人称为高卢人）占领了首都的痛苦经验。

第二次是西元前321年的「康迪维之耻」。被萨谟奈族所打败的罗马军，遭受被解除武装的休战此等不名誉的败北经验。

而第三次是西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受到汉尼拔体无完肤的破坏。罗马军损失七万名士兵惨败。

但是，罗马之后对高卢人采取了一波波的攻势，可令罗马忘却当时的屈辱。带来「康迪维」这一不名誉代名词的萨谟奈族，结果被罗马吸收了。坎尼的败北，也在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战胜汉尼拔的扎马会战中雪耻了。「卡雷的败北」这对罗马人而言也是非得雪耻不可的事，但是西元前53年秋，得知此事的罗马并非处於此复仇雪耻状态，因为拥有雪耻之力的只有两个人物，他们都处於在首都罗马和高卢间忙得不可开交之际。

雪耻之事不过是心情上的问题，帕提亚战胜罗马之事，给远东全体带来了影响。实际上，原本是倾罗马的亚美尼亚王国，也渐成帕提亚的垫脚鞍。气焰高涨的帕提亚军又对罗马属省叙利亚发动攻击。在加西阿斯召集可用之兵努力防卫的结果，阻止了帕提亚军进攻叙利亚；不过这与其说是加西阿斯率罗马军残党的奋斗结果，不如说是因为帕提亚方面少了斯雷那斯所致。

这位凯旋回塞流基阿、得意透顶的帕提亚贵公子，正沉醉在战胜祝宴、方未清醒之际就被杀害了。畏於斯雷那斯的名声凌驾自己的国王欧洛得斯故意制造意外事件杀了他。实现强化轻装骑兵的年轻武将，三十岁便死去了。随着斯雷那斯的死，帕提亚人也忘却了这项将骆驼与轻装骑兵组合具独创效果的战术。设计者死去，此人的设计也被淡忘——这正是东方的缺点。如果西方，多半是即使人死去，所成就的事也可存续下去。




首都的混乱



得知克拉苏的死讯，首都罗马元老院的关心焦点，比较不惦念着雪败北之耻，反倒在意克拉苏这个角色崩溃之后的「三巨头政治」将何去何从呢？虽然大家都知道克拉苏并非有才能而占有「三巨头」的一角，但是因为有克拉苏，「三巨头体制」才成立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认为剩下的二巨头今后仍能持续同盟关系的人很少，因为凯撒的分量过大了。「元老院派」深信唯有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治才能继续守护罗马，他们视克拉苏之死是将庞培引离凯撒，对己方而言不失为大好时机。

庞培也认为「三巨头政治」中获得利益最多的是凯撒，自己不过是帮忙他罢了。再说，他所迎娶的凯撒女儿尤莉亚也死了，缘已尽了。遭丧爱妻之恸时，他的心中悲伤不已，因此根本无暇顾及与凯撒切断缘分之事，不过此时已经事过境迁达一年了。这也并非庞培的政治理念和「元老院派」相近，只不过他不像凯撒那般确信长久以来由元老院所主导的罗马政体是毫无机能的。就本质而言，庞培这个男人，并不适合从政。「三巨头政治」的概念也非先出于他口。在凯撒的想法中，庞培的加入，不过是因为西元前60年时，他屡屡因为元老院而颜面尽失罢了。对庞培而言，克拉苏死后，更没有理由持续这个实力者体制。

但是五十三岁的庞培，当年一扫海盗的果断，不知消失於何处了。他迟迟优柔不决，对「元老院派」的相邀也是态度不明。然而，他的名声依旧在罗马政界一枝独秀。看準此点的「元老院派」想拉他加入己方阵营，而这位实力者的暧昧态度，成了首都秩序混乱的原因，并且与放纵院外的暴力介入有关。

高唱「平民派」之名的克劳狄斯一派，与以「元老院派」之名的米罗一派相争，日演愈激。应於西元前53年夏选出的下年执政官选举，也是一延再延，原本为选出执政官的公民大会，成了暴力团体抗争连连的场面，连会都开不成了。为选出执政官的公民大会，只好延到下年，而依然无法决定此事。想收买庞培的「元老院派」，与须仰赖政情安定的首都以从事高卢活动的凯撒利害一致；於是，西元前52年的执政官终于敲定为庞培一人了。但是「元老院派」想守住寡头政治，对他们来说，苏拉的独裁时代中，允许独裁之事是一场恶梦。对独裁官过敏的元老院，把原本照例为两人的执政官变为一人的特例后，不以独裁官呼之，新设了「一人执政官」的名称以鱼目混珠。

因为克劳狄斯被米罗一派所杀，混乱的情况一时得以解决。克劳狄斯因主张免费配给小麦救济贫民，而在平民间相当受欢迎，他突如其来的死，引爆了平民们的愤怒，参加在罗马广场举行葬礼的平民，差一点没演变成暴动。这可得好好地想个法子。而让平民感到可以接受、「元老院派」和凯撒也认可的人物，在这个节骨眼上，只有庞培了。

对于克劳狄斯被杀之事，罗马平民的愤怒到达何种程度呢？出于和「元老院派」之缘为米罗辩护的西塞罗主张无罪，但辩护结果失败了，由此可见平民愤怒的程度。杀人之行并非蓄意，而是偶然相逢互相争吵的结果罢了，这样的辩护，并未得到陪审员的采纳。米罗自动亡命马赛，逃过了刑责。





克拉苏的死、克洛狄斯的死、庞培就任一人执政官，如果有报纸的话，西元前53年至前52年间的罗马，绝对不缺头版新闻，不过凯撒似乎没办法凑一脚，因为驻守冬营地的军团长，带来了高卢中部有异动情况的消息。在确认庞培就任执政官之后，凯撒终于能向阿尔卑斯山动身了。

但是，等罗马政情安定后才盯住北义，往异动的高卢出发，就考量上来说并无过迟欠妥之处。待异动呈现表面化，明确得知蜂起目的、参加部族与统帅者的阶段时，要确立战略也就容易多了。况且，再迟也还是阿尔卑斯山积雪的季节。蜂起的那方行动很快，而凯撒的行动并不嫌迟。




高卢战役第七年 西元前52年 凯撒四十八岁






历史上认为高卢民族第一次团结起来反罗马是在西元前52年时的起义行动；然而，这实际上并非是经过周密计画準备后，全民族总动员来对抗凯撒的。团结力异常薄弱的高卢人，竟然在一次偶然的契机中，如滚雪球般团结起来。即使是在高卢中部地区冬季扎营的罗马军团长，也因此无法及时地掌握住整体情况。正因为奋起时的高卢人行动是那样毫无计画，而令他人无从预测。不过也因为凯撒军的出动过於迟缓，才能掌握高卢民族如滚雪球般集结的情势。

起因肇始于一直无法忘怀首领亚克被处极刑之恨的加努特斯族，趁着隆冬时期去会晤周边各部族的族长，使他们相信亚克的命运就是未来他们的命运，於是使各部族族长心中笼罩著不安。在如果想起义就只有现在的强力劝说下，使各部族族长纷纷点头。其主要因素如下：


第一，认为罗马军只有在凯撒的带领下才会胜利，因此如果能阻止在高卢冬营的十个军团与凯撒会合，就有获胜的机会。




第二，认为首都罗马的政情不安，凯撒不容易回到高卢。




第三，认为日耳曼人已被凯撒逼到莱茵河方向，无法抽身来进攻高卢，正是反抗凯撒的大好时机。



中部高卢之所以一直能维持安定到现在，是因为害怕日耳曼人来进犯。牵制日耳曼人的虽说是凯撒，但高卢对日耳曼的畏惧一消失，对生活於罗马霸权下的不满就一一浮现。如果只要求自由与独立，照理来说在凯撒二、三年前致力远征高卢东北部或不列颠时就会起义反抗才对。因此，如果单是煽动就可令加努特斯起义，那么其他部族是否采取同一步调也是个疑问。不过，加努特斯族即使获得他族的保证也不安心，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是已无退路的背水一战。

加努特斯族的根据地，以拉丁读音来读是契那布姆，也就是现在的奥尔良。在那里，因为凯撒取得高卢通商权并采取交易奖励政策，因此住着很多来经商的罗马人。其中也有受凯撒之命来采购军用小麦的人。加努特斯族攻击、杀害这些民间人士。他们明知罗马，尤其是凯撒绝不容许这样的事，却照样做了。这件事借由高卢当地的口传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就传遍了全高卢。於清晨日出时发生于奥尔良的事件，在晩上九点以前，就已传到距离二百四十公里远的欧维纽一地了。




维尔钦杰托斯



居住於山岳地带、与罗马南法属省接壤的「长发高卢」中，欧维纽族算是位于最南端的一族。虽然力量强大，却从未反抗过凯撒。原因是在族内相对立的亲罗马派与反罗马派两派中，由于亲罗马派的胜利，反罗马派的首要人物皆被公开处死的缘故。现在的族长就是亲罗马派首领的胞弟，在他领导下的欧维纽当时很安定。

问题是，被处死的首领有个儿子，名字是维尔钦杰托斯。得知奥尔良事件后的这名年轻人，马上就到广场演说，鼓吹现在正是反罗马的最好时机。包括了族长在内的亲罗马派，认为他的行动深具危险性，就将也是族长姪子的该名青年，从欧维纽的首都杰尔高维亚放逐了。不过，即使被放逐在外，维尔钦杰托斯依然没有松懈号召同志反罗马的行动。於是，看好了时机率领所有的同志，成功地发动政变。将身为亲罗马派份子，同时也是族长的叔父放逐后，出任欧维纽族的族长。

他以欧维纽族族长之名，派遣反罗马的使者出使到高卢的各个部族鼓吹起义的行动。於是，以加努特斯族为首的起义组织就一一成立。另外在中部高卢也有众多部族来响应，没有响应的主要部族，最后只剩下黑杜伊族了。

正值三十五岁壮年的维尔钦杰托斯，此时发挥了高卢民族难得一见的强大领导力，并被推选为起义部队的总司令。他认定胜败的关键在于高卢人是否能团结，为了实现此目的，他发挥卓越的领导力。


首先，为了保证盟约的履行，他命令各部族提供人质。




第二，命令各部族快速且平均地提供兵力。均摊制度也适用武器的生产和供应。




第三，他也增强军队的骑兵兵力，这是基於特別的战略。他想要壮大高卢传统的主战力——骑兵与罗马的主战力——重装步兵对决。



并且，年轻就任总司令的他，采用了严罚主义来促使目标的实现。对不按时实行或未能达成的部族，处以烤火或削耳、挖眼等酷刑。采取如此的酷刑来对待并非战败部族的情形，在高卢是前所未有的。不过，正是因为采行如此严格的方式，才使动不动就分裂的高卢人团结起来。

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即将挥军进入高卢的凯撒，已得知上述的情报。不过，对要如何与军团会师一事，却一直未能有所决定。

是否要将分散三地冬营的所有军团聚集至南方的罗马属省，也就是南法来呢？

问题在于，由中部高卢的移防行动，很有可能被维尔钦杰托斯以及他的军队袭击。

那么，由凯撒率军往军团的冬营地会合呢？然而，他所率领的不过是紧急编成的一个军团，换句话说，草率地率领这支可说毫无战力的军队进入反罗马气势高涨的中部高卢，是无谋的举动。

即使是由特里诺开始向西方的苏萨山谷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南法属省东边的隆河这条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例行路线，凯撒都有可能无法决定。对他而言，唯一可考虑的就是经由塞纳河以北的东北部，或加伦河以南的亚奎提诺地区，这些尚未参加反抗的地方了。

然而，照理应为如何才能会集军队一事而无暇思索他事的凯撒，竟也趁着越过阿尔卑斯山的空档时期，撰写了名为《类推论》的论著。在卷头所介绍的一句凯撒名言，就是摘自这部著作。於脱稿后就立即送回罗马，并将这部以手写稿出版的著作献给在政治理念上属于反对派的「元老院派」，以及在写作上同以明晰为理念的西塞罗。

就在他如此善用空閒时间时，敌方给予他选择的机会。纳入了维尔钦杰托斯指挥的中部高卢人，在此时对罗马的南法属省展开了攻击。维尔钦杰托斯的意图是想借着攻击南法属省，使凯撒对该地的防御疲於奔命，达到延缓凯撒与军团会合的目的。他的战略虽然正确，但对手是凯撒。

凯撒接到敌军正向南法属省逼近的情报后，立刻将一切的方案搁置，挥军直行纳邦，并在那里建立防御体系，统合属省内各部族的战力，将从北义大利所带来的新编成军团配置好，不仅做到了防守，并且有了攻势。

由于未曾料及凯撒军团如此迅速的对应，使得受命於维尔钦杰托斯而分散军力，攻击南法属省的鲁库帖利乌斯心生退却。退却的高卢人连同士兵，放弃了对南法属省的攻击，退回北方的根据地。

凯撒一知道敌军退走的消息，马上采取下个行动，决定率领骑兵，越过积雪的山脉，也就是亲自率军展开反击。法国的中部地区与南法之间橫着重重的山脉，好像是要保护南方属省避免北风的侵袭般。即使是商人也不会想要在还没春天以前越过这个地区。不过，凯撒就是强行带了数百名骑兵通过了。虽然是从深达二公尺的雪中，开出道路的高难度行军，但是对于欧维纽族地方的居民来说，因为刚得知由西方来的攻击失败消息，如何能料想得到，在东方马上又有敌人出现呢？於是凯撒让辛苦越山而来的骑兵团在周边尽可能地抢夺烧杀。

於是，原本打算攻击在高卢中部地区冬营的罗马军团的维尔钦杰托斯，此时突然接到由欧维纽族派来的特使请求救援。即使是维尔钦杰托斯，也无法对祖国人民的哀求无动於衷。因此就中止对罗马冬营地的攻击计画，率军南下后援。情势此时已渐渐落入凯撒的控制中。 《高卢战记》这本战史是以地理的描写为开头的，作者正是朱利斯·凯撒。由此可见在凯撒的脑子里，似乎已正确印著当时所能知道的高卢地势了。在中部高卢这棋盘面前，凯撒借着洞悉对手的棋步，使自己的能力最有效地发挥。相反的，高卢民族稀世的领导者维尔钦杰托斯，虽然也是拥有相当多的优点，但似对战局没有整体的盘算，以至於无法得知凯撒的下一步棋。

当然，凯撒是不会等正一步步由中部地区向南方欧维纽族前进的高卢军的。由他亲自督军的敌阵搅乱作战在进行到第二天后，就交棒给幕僚——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了。凯撒严禁年轻的狄奇阿斯在距离阵地三天行程以上的地区掠夺，并要他在敌军主力到达前撤离，追上凯撒的部队。

现在的情势是，维尔钦杰托斯由西方率领大军南下，而东方是率领少数骑兵的凯撒北上。当然，对轻骑的凯撒而言，距离不成问题，所以很迅速地就入兵毕耶恩努。毕耶恩努是位于里昂南方三十公里隆河畔的小镇，但是当时地理位置，是在出了特里诺往阿尔卑斯山的交通上，可说是前往高卢的门户。到特里诺的距离只有三百公里。在这个位于南法属省最北端的小镇，凯撒於前年冬天就雇用了四百名日耳曼人当骑兵驻守。因此，成了下步行动的舞台。

与欧维纽族同为中部高卢数一数二的强大部族——黑杜伊族，至今仍然未响应维尔钦杰托斯的号召。然而，凯撒却不敢大意。由毕耶恩努到驻扎罗马两个军团的林格涅斯族的地区，非得经过黑杜伊族的领地不可。即使是经过友好部族的领地，骑兵团也都不分昼夜地急行军，采取慎重的方式。

对于认为迅速为出奇致胜之道的凯撒而言，如此的作法除了慎重外也是必要的。如此，凯撒终于能够与在林格涅斯族地区冬营的两个军团会合，并且立刻传令於莱茵河西岸特雷维利族的两个军团到桑斯集结；同时，凯撒也亲自率领刚会合的两个军团，前往六个军团冬营所在地的桑歇尔出发。当维尔钦杰托斯知道罗马的十个军团又悉数纳入凯撒的指挥时，已是集结完成后了。




高卢全面叛乱



叛乱的高卢人最大目的——不让凯撒与其他军团会合的策略因此失败了。不过，率领大军南下无功而返，再度北上时的维尔钦杰托斯胸中已经计画好下一步棋。

凯撒带领十个军团在此，更是可让中部高卢所有部族一起加入叛乱行动的时机。如果能实现的话，军力将达凯撒军团的十倍，同时可实行抢夺孤立于敌阵的凯撒军粮草。因此，维尔钦杰托斯并不急着以自己的军力与凯撒对决，反而转向攻击与凯撒友好的黑杜伊族所保护的波伊族根据地杰尔高维亚。他的如意算盘是认为凯撒必定不会去后援，因为凯撒不会将大军带出不用担心粮草问题的冬营地，而介入寒冬时的野战。如此，与凯撒友好的部族见不到后援到来，就会认为已经被背弃了。那样的话，別说是波伊族，就连黑杜伊族也会离开凯撒，转而站在自己这一方了。

不过，战争是能够持续掌握主导权的一方才能得胜的。凯撒一知道维尔钦杰托斯的动静，就下决心主动出击。凯撒放下心中的不信任，将兵粮补给的重任委托黑杜伊族，并派遣使者到波伊族说明会尽速赶去救援，不要放弃希望，好好专心防御。於是凯撒留下两个军团及一切的输送车队，率领纯战斗部队的八个军团出发。

不过，凯撒并非立刻赶去后援，因为他清楚知道这位来自欧维纽族的年轻领导人的意图。因此，为了粉碎对方的美梦，夸耀罗马的强大军力就是必要的。於是，凯撒的大军在行军一天到达了蒙塔尔吉后，仅仅做了两天的攻城準备，就使该地因畏惧而投降。又在第三天到达加努特斯族的根据地奥尔良，在此为被杀的罗马商人报了仇。此举不仅是向敌方宣示，并有增强己方士气的效果。凯撒破坏奥尔良，将俘虏住民、战利品悉数分配给士兵。之后，军队才开始向南开拔，朝着比利时族的要塞——桑斯前进。由于已听说抵抗罗马军的城镇都会被攻击，所以桑斯在未战前就先投降了。

不过，凯撒军在那里才第一次与维尔钦杰托斯的骑兵队交锋。知道了凯撒军的到来，中止林格涅斯攻略的欧维纽族年轻武将们，摩拳擦掌地欲迎击凯撒而进军。而双方骑兵的交手，在为凯撒军团效力的日耳曼骑兵的奋战下，胜负立即分晓。这对被高卢人高举反旗，无高卢骑兵倚靠的凯撒而言，实在是可喜的消息。凯撒於是继续向敌方进军，他的下个目的地为比利时族的根据地布尔日——高卢地区的心脏地带。

高卢反抗军在连续失去了蒙塔尔吉、奥尔良、桑斯三地之后，终于召集了各部族族长召开作战会议，研议今后的战略。於是，维尔钦杰托斯便提出了焦土化作战的构想。目的是使高卢中部化成焦土，逼使罗马大军无法从战地调取粮草。如果粮草的调度有困难，势必得从远处派遣押粮部队来。如此一来，攻击就容易多了。此外，如果对兵粮调度绝望，罗马军只得乖乖地从南法属省撤离。

维尔钦杰托斯所说的焦土化作战，并非只是将田地都烧光而已，如果不将容易被罗马军利用的避离场所，比如城镇、要塞等撤底破坏，则无法尽到全功。他更提出要以牺牲自己的东西来换取自由还是当罗马人的奴隸这二选一的问题，说服了出席作战会议的全体族长。

虽然如此，一开始严格实施的这项作战，没多久就成了虎头蛇尾了。原本是应该焦土化的布尔日，由于住民的恳求，使维尔钦杰托斯心软而网开一面。於是，凯撒就宛如知道作战会议的结果般，恰巧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布尔日。





古名为阿瓦利库斯的布尔日，城镇由住民自己来防守，十分坚固。他们勇於向维尔钦杰托斯保证即使罗马军来攻也不会被攻下，所以不必破坏。事实上，该地可说是天然要塞的重要之地。这个被要塞化的城镇周围有护城河围绕，河的两岸沼地密布，而且进出就只能靠著唯一的小路，易守难攻十分坚固。

决心要攻击这要塞之地的凯撒，面临的状况并不只是面对前方的敌人即可的。维尔钦杰托斯在距离布尔日还有二十四公里的森林沼地搭建了防守用的阵地，并在凯撒军粮草补给的必经之地，设下重重埋伏狙击，又派兵準备随时由后面来攻击搅乱。

面对这样的状态，兵粮补给就只能靠外援了。然而，受了凯撒的委任应该对军团提供兵粮补给的黑杜伊族与波伊族并没有尽到同盟的义务。波伊族为小族，并没有足够的粮草得以补给罗马军，不过黑杜伊族则不同。黑杜伊族的怠慢完全说明黑杜伊族伺机而动的意图。

罗马军的士兵固定于一般行军时带七天的粮草，远征时则带十五天的粮草，各自背负后出发。此时的凯撒将所有运补留在桑斯后出兵攻击，所以应当是带了十五天分的粮食出发的。此外，在攻下了蒙塔尔吉、奥尔良、桑斯之后，应该都有补给的。然而，在準备进攻布尔日的这段日子，只能坐食这些战备粮。季节才刚是春天，距离收获期尚远。即使借着掠夺冬藏的食粮来补充，但因为维尔钦杰托斯的战略，邻近的乡镇村庄皆被烧毁殆尽。如果想远击的话，很有可能遭维尔钦杰托斯手下的骑兵袭击。小麦已无所剩，只能吃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肉品应付。或许喜欢吃肉的日耳曼骑兵可以享受，但以小麦为主食的罗马兵可就没胃口。而且，不光是需要人吃的粮食，还得照顾马匹，连用作饲料的大麦都很难得到。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攻城準备依然进行。由于周围的地势，想要构筑包围全城的攻城栅栏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唯一可通行的地点搭建有两个高塔高的攻城栅栏。

在如此的状况下，不断鼓励激发士兵的士气，是一般指挥官所做的。而凯撒的作法是透过大队长或中队长，将总司令官体会士兵们辛苦的情形，正打算放弃攻城的想法传达给士兵，但士兵们却异口同声地表示了如下的想法：


「我们已经跟著凯撒打了好多年的仗了，忍受了所有的苦难，却从来没有半途放弃过的。如今如果放弃退却的话，会影响我们崇高的名誉。宁可忍受眼前的苦楚，却不可不为被背叛的高卢人所杀的同胞报仇。」



虽然士兵的士气如此高昂，但如果只靠士气的话，顶多是平庸的领导人。在攻城準备进行到相当程度的某一天，凯撒由俘虏处得知，维尔钦杰托斯已经率领骑兵前往罗马兵粮草补给的必经之处伏击而不在阵地的可靠消息。於是凯撒趁着暗夜祕密地出发，於隔天凌晨就到达敌方阵地前。由于已前进到可以清楚观察到敌兵动向的地点，所以对士兵下达进入备战状态的命令。士兵的士气极为高昂，达到了向凯撒恳求下达攻击命令的状态。不过凯撒并没有答应，他向士兵说明理由。

因为所处的位置对于攻击不利，在不利的位置如果想获胜，非有付出相当代价的觉悟不可。他继续说道：


「我很清楚大家的士气十分高昂，为了带给我光荣，你们甘受任何牺牲的心意我也清楚。但是如果我真的将自己的荣誉看得比大家的生命更重要，那我就不配当指挥官了。」



说了上述的话后，凯撒就命令士兵回阵地去。士兵跟随在最高指挥官回营的同时，对于凯撒的敬慕可说又增加了许多。





虽说是没有交战就撤退，维尔钦杰托斯以及与他同战线的部族族长，仍激烈追究被罗马军兵临城下的责任。将主战力的骑兵队全数带离阵地，甚至连代理的指挥官都没指定算什么指挥等，批评维尔钦杰托斯的话不绝於耳，甚至还被讥讽是否想当高卢王等。维尔钦杰托斯只能一再强调要将罗马军逐出高卢，只需攻击他们的粮草就可达成而转移话题。然而，对维尔钦杰托斯而言，如何才能使统一行动困难重重的高卢各部族团结这个大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而高卢方面唯一负责战略思考的维尔钦杰托斯，对于救援布尔日只要有心就可做到的事虽然已经决定，然而出兵却一延再延。他已了解布尔日的未来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

布尔日攻防战是在罗马军完成攻城準备后，在失望的布尔日守军攻势下展开的。不过，由于凯撒的命令，随时有两个军团戒备的罗马军一点都不慌张。战斗在深夜中展开，高卢士兵倾城而出，果敢地战斗著，罗马军也极力应战。激战至隔天清晨，战斗结果已渐分晓。城内外堆积如山的尽是守城一方的尸体，这战果使得守城的士兵绝望，维尔钦杰托斯并且已经规劝他们弃城来与自己会合。如果脱围的话，只有壮年男子趁黑夜行动才有可能成功。知道这结果的妇女们哭求著別遗弃她们。因为她们哭求的声音连城外的罗马兵都听得到，因此突围的计画也就曝光了。






凯撒所建的布尔日攻城设备（想像图）




第二天一大早就下着滂沱大雨。攻击的準备已全线完成。凯撒断定如此的天气才是总攻击的大好时机。於是，这位最高司令官对全体士兵说出下列激励的话：


「忍受了长期的痛苦，在今天终于可以收成了。」



凯撒承诺给予最先攻上布尔日的人可观的奖金后，下达了全军攻击的命令。由于凯撒灵活的控制，士兵们一直压抑著的战斗意志，如今一举爆发出来。全战线的士兵无一不舍我其谁地爬上了城墙。





因下着大雨而感到安心的守城一方，完全没有丝毫的警觉。当守城士兵得知总攻击的消息慌张赶往城墙防守时，罗马士兵已经稳稳地站在城上了。然而在凯撒的指示下，并没有立刻入城攻击。现在的情况是包围小镇的城墙上排著一列列的罗马士兵，而全数的居民被包围在其中。绝望的人甚至丟弃了武器，在城中四处窜逃，逃到没有罗马士兵防守的城角处时，竟有多人被推挤至死。

凯撒之后才下达进攻城镇的指令，无论是老少男女无一幸免。罗马士兵没有任何人贪恋财物掠夺的。有的是长时间忍受饥饿之苦的记忆及对于同胞在奥尔良被杀的愤怒。罗马士兵认为比起高卢士兵，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杀人者。住在布尔日的四万居民，只有在总攻击开始时逃出的八百人得以残存下来。这些人虽说是逃往二十四公里外维尔钦杰托斯的营地，但是听说被允许进入营地的只有在深夜抵达的少数人。因为，就连维尔钦杰托斯也害怕，布尔日失守的消息会使旗下的部族族长动摇而离反。





凯撒在刚攻下的布尔日待了几天，是为了给士兵们充足的休息。在丰富的食粮及有屋顶的寝房内休息，得以为下次的进攻充实更多的体力及气力；而凯撒的另一目的是想等待维尔钦杰托斯阵地的动摇。凯撒攻陷了高卢人所认为不可能被攻下的布尔日，就高卢人的性格来看，这足以令他们信心动摇，使他们质疑维尔钦杰托斯的领导能力，导致高卢统一战线的解体。凯撒之所以使士兵忍受苦难而执著进攻布尔日，用意就是希望攻陷后情势有所变化。然而，高卢阵营并没有凯撒所预期的事发生。不仅没发生，甚至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

原因是，第一，维尔钦杰托斯并没有逃避问题。第二，他使族长们记起相信布尔日守得住是他们自己说的，而并非是维尔钦杰托斯。第三，罗马军胜利的因素，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是技术好。如果高卢人肯模仿他们的技术，战胜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如此再度给予族长们希望。再来，他说出了战争的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没有永远都不败的真理。最后，这位欧维纽族的年轻指挥官强调，以罗马为对手的战争，胜负完全取决於高卢民族是否团结。

以上的谈话，打动了高卢族长们的心。他们看见了即使是战败却毫不屈服的维尔钦杰托斯身上，有著远比自己优越的勇气、洞察力及领导力。对住在首都罗马的罗马人而言，维尔钦杰托斯与其他的蛮族一样，只是长发高卢的一人罢了。但是，在前线的凯撒并不这么想。在凯撒所著的《高卢战记》中，明记了他讚叹敌将并承认自己误判的一段文章：


「败北对大多数的指挥官而言，将失去部属的信赖；但对于他而言，愈是失败，別人对他的信赖却益发强固。高卢人相信只要跟从维尔钦杰托斯的领导，就能促使其他尚未决定去留的部族加盟到己方旗下，这么一来，赶走罗马军的希望就可能实现。」



而实际上，其他部族申请加入战局的情形愈来愈多。因此，情况完全与凯撒所想的相反。在此情况下，凯撒就必须另谋突破现状的对策了。





高卢战役第七年起，与凯撒进行这盘棋的对手，已清楚浮现出来，而其他的一切不过都是棋子。然而无论是象棋或跳棋，游戏与战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游戏时的棋子只是任人随意摆布的木片，战争时的棋子却是活生生有感情的人。所以如果没有衡量这些虽然看不见但却必须考虑的要素的话，是无法应战的。这就是战争游戏。

凯撒或许是在攻陷布尔日后才理解维尔钦杰托斯的意图，也就是这位年少敌人的策略是——不惜粉身碎骨地不计代价。可是，必须在无法补充兵源的状态下战斗的凯撒，却无法使用相同的策略。凯撒要的是只深入敌方骨干的攻击，将战争提升至「艺」的境界。

并且，凯撒应当也注意到，棋盘一方即使是再怎么强的对手，但目标却是一个人，这对想要征服像高卢这样部族群立的地区来说，反而有利。一个指挥系统一统的敌人，以伊拉克和索马利亚为例，前者就比较容易对战。了解这一点的凯撒，可能也因此思索出下一步棋，那就是「将军」。凯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维尔钦杰托斯的祖国欧维纽族的首都——杰尔高维亚。




凯撒撤退



维尔钦杰托斯面对素以速攻闻名的凯撒，反应一点也不迟。

凯撒手边的问题是——中部高卢最大部族、也是罗马同盟者的黑杜伊族。4月，适逢展开真正战斗的季节，终于到来了。对下一目标明确的凯撒而言，在此时期遇到阻碍实感不凑巧，但是如果交由维尔钦杰托斯来解决黑杜伊族的问题，那可就不妙了。因此，当他由布尔日向杰尔高维亚南下移动时，暂时取道东南，顺道至黑杜伊族的长老所聚集的多西兹。

问题是，黑杜伊族因族长的关系分为两派，互不相容。凯撒强制要非经合法程序被选出者放弃权力，以此裁决暂时解决内争，并且要求黑杜伊族全体，尽释前嫌协助眼前的战事。协助，就是指提供罗马军兵粮补给、步兵骑兵合计一万人的参战之举。凯撒并不认为这么一来便能解决黑杜伊族的内哄，但是这却是凯撒必要的当务之急。

凯撒在此犯了一件近现代的研究者皆认为是错误的事，就是将军队二分。他让副将拉比埃努斯率领残留在桑斯的两个军团，再加上两个军团共四个军团，前往压制北边的歇诺内斯族与帕里西族。凯撒自己则率领六个军团，向欧维纽族南下。或许说这样的二分错误是正确的，对凯撒而言，在敌地战斗，背后的安全问题往往必须列入考虑。总而言之，六个军团三万重装步兵加上二千名骑兵，再加上一万名黑杜伊族的士兵，就可直捣维尔钦杰托斯的根据地了。时序迈入了5月。





欧维纽族的年轻领导者，已经备好迎击凯撒的万全之策。也许在凯撒从布尔日出发，顺道多西兹时，他就已经清楚地洞察凯撒的意图了吧！位于海拔七百公尺高地的杰尔高维亚城镇周围，已围绕了城墙，外侧高地接平野的稍偏上方，围绕着二公尺高的石壁。他一面发佈此工程命令，一面亲自率军追踪离开多西兹的凯撒及其军队。虽说是追踪，他仿佛是故意让沿阿利耶川东岸南下的凯撒看见似的，沿着西岸进军。杰尔高维亚在阿利耶川的西岸，是为了不给凯撒有架桥的时间，才挟川紧密追踪。阿利耶川虽非急流，但是春天水流大幅激增，若不设桥是无法通行的。

陷入维尔钦杰托斯在对岸始终盯着不放的困境时，凯撒心生一计。他让四个军团装作是全军团行军般地盛大，并且要他们先行，他自己则和两个军团躲在森林等待。如此瞒骗过欧维纽族的年轻将领后，两个军团摇身一变为工兵架桥。架桥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囊中取物。如果没有敌人妨碍、干扰的话，在比莱茵河更狭窄的阿利耶川上架桥，可说是家常便饭。凯撒首先让两个军团渡过。确保对岸安全后，才叫回四个军团，让他们渡河。如此一来，罗马的六个军团全部平安无事地渡到西岸。得知此事的欧维纽族年轻将领，因不愿在无万全準备的态势下会战，便与军队急行至杰尔高维亚，渡河五天后，凯撒一行人已可望见欧维纽族的首都了。

据研究者指出，杰尔高维亚位于现在克莱蒙费朗（Clemont Ferrand）的南方六公里处，凯撒一望即知攻战上的困难。丘陵本身为一矮山，背山立于高地的城镇周围加有城壁，下方更有防壁围绕，城壁与防壁间的山脊地带，已经为敌军的阵幕掩埋了一面。要攻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要采行包围战，兵粮补给的问题，又无法尽信黑杜伊族，问题仍尚未解决。

困居於杰尔高维亚的维尔钦杰托斯，也致力於统合旗下的诸部族。仿彿不给部族长考虑的閒暇，每日召集他们给予指令，而士兵们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凯撒这边同样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在可远眺杰尔高维亚正面的高地上，建筑了能够收容六个军团全军的坚固阵营地，并且著眼於本营地与杰尔高维亚链接线上的小高丘。那里虽然已为敌方所占据，但是他们利用夜袭将敌方追逐驱赶后，也在那里筑小阵营，配置了两个军团。接着，为了让士兵在本营以及前线基地小阵营之间移动容易，挖掘了两条宽三·六公尺的壕沟。由此阵容可见凯撒对长期作战的觉悟。





欧维纽族之地与黑杜伊族之地，以阿利耶川为界，分为东北部的黑杜伊与西南部的欧维纽。如果对欧维纽的首都展开攻击时，能够得到邻近东北领地的黑杜伊族补给兵粮，凯撒的长期包围战也就有可能。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很近，如果黑杜伊族倾向敌方，兵粮补给之事就有困难了。这个困难的事，正逐渐演变为事实。

由凯撒的仲裁暂时解决了的黑杜伊族内部分裂，一开始不过是势力相争，后来发展成以高卢民族意识为主的抗争。亲罗马派的人，以凯撒及罗马以往的厚待为理由，主张继续留在罗马霸权下；反罗马派的人则指出，集结於维尔钦杰托斯之下的其他高卢部族，之所以在反罗马抗争中失败，就是因为同属高卢民族的黑杜伊族未参加的缘故，如此一来黑杜伊族岂不成了背叛者吗？亲罗马派的人，向凯撒报告这件事。但是凯撒并未予以回应，因为他害怕纠弹反罗马派，会让黑杜伊族全体倒向敌方，凯撒这样的态度更助长了反罗马派的威势，他们袭杀滞留於黑杜伊族之地的罗马商人，并没收行李货物，与加努特斯族所采取的强硬手段如出一辙。了解到想重回原点已无可挽回的人，做得比自己原本的想法更激烈。也许凯撒在此时已经领悟到要靠黑杜伊族提供兵力、补给兵粮是靠不住的吧！如果靠不住的话，就得觉悟到与布尔日截然不同的长期战——杰尔高维亚攻略战，只有撤退一途了。但是，什么也没做就撤退，这徒然是利敌罢了。

凯撒并不考虑放弃七年来的苦劳，撤出高卢扬长而去。虽然放弃了杰尔高维亚的攻略，却更稳固了他向北撤退与拉比埃努斯的四个军团会合，一赌决战的意图。对当时的凯撒而言，如何不被对方识破自己的撤退呢？这是个问题。於是他思索出可能的机会。

维尔钦杰托斯在以石头建造完防壁后，并不认为这样的防备就十分充足了，他占据在防壁附近的一个山丘，派遣大军严守。

凯撒著眼於此，命令於过半夜时，派遣数队骑兵包围附近。然后在黎明前，动员输送用的马和驴，让牠们在同一地域徘徊。这当然是为了引起敌人的注意。信以为真的敌人，接着开始将军队的主力移动至该地。一方面，凯撒为了不让处於高地的敌阵察觉，就隐藏军旗，由本营地向小阵营，再借由壕沟来移动军团。并且召集了各军团的军团长，说明训谕他们统率士兵所表现的战斗意志是多么重要后，下令全军发动攻击。

罗马军团兵一口气跑完了由小阵地至敌方防壁的短距离，并且也简单地越过了高二公尺的防壁。大部分的敌兵向凯撒所设的诱导处，做出防卫的抵抗，因此即使罗马军进入敌军阵幕的山脊地带，能阻挡罗马军速攻的人也很少。就在倒敌阵幕、杀他们守备兵时，凯撒命令鸣起撤退的喇叭。军团长以下的指挥官也忠实地服从凯撒所下达的命令，大声呼唤士兵撤退，但是轻而易举抵达环城墙处的士兵并未听见。而全出动了的高卢士兵，却听见罗马兵的喊声及因突如其来的攻击而惊慌起来的城镇骚动声。高卢的士兵返回后，战况一变。

高卢兵由山脊的高处攻过来，罗马军只能从低处进攻。再者，为了支援凯撒所送出的一万名黑杜伊族士兵，不知为何行动很缓慢。与开战之势呈相反的情况，罗马军开始受反制了。在败走之际，发挥救援的是在凯撒附近的第十军团。军名响叮当的凯撒第十军团和防卫小阵营的塞斯提乌斯所立刻派出的数个大队，这个适切的行动，使原本开始逃跑的士兵又回到了队伍。维尔钦杰托斯见到在平原布阵的罗马军，不愿又引发会战，就呼唤己方同伴回防壁内。





而凯撒方面也仅给对方一击就撤退了，不过却牺牲了包括四十六位百夫长的近七百人员。隔天，凯撒集合全军，并叱责士兵们。但是这般的叱责并未至发怒，凯撒是一位不会极度动怒的男子。

最高司令官叱责士兵的无谋与傲慢，叱责他们自以为可以决定进军攻击的开始与终了这等傲慢，无视大队长及百夫长所下的撤退命令，只趁势行动，这已是超过士兵权限外的行为了。况且，在不利的地势战斗势必付出相当的牺牲，他并且举出在布尔日时的例子，说明不让士兵做无谓的牺牲正是总司令官的责任。

不过，如果只是叱责，很容易挫折士兵的士气。因此凯撒即使认定他们无谋，却也不忘赞赏他们的勇敢。但是他又继续说道：士兵们不应该有自以为较最高司令官更正确、更透彻预见战况进展及战斗结果的傲慢。然后，他以下列这句话结束了叱责：


「我期望你们大家能在拥有勇气与骄傲的同时，也拥有谦虚与规律的举止。」



原本打算一口气撤退的，却成了没想到的结果，凯撒无法立刻撤退。然而他心中的撤退意志并未改变。凯撒连日来将军队布阵於平原，向敌人发出会战的挑战。不过，依然厌恶会战的维尔钦杰托斯，还是没有将军力派出防壁外的动静。这时双方骑兵之间有些小小的冲突，而胜的一方常常是罗马军，凯撒将此情况视为由于罗马军方面处优势，士兵们的士气也因而恢复所致，於是才发出撤退的命令。在此之前，也先办妥了战死者的埋葬与负伤者的处理。

我们文人往往会将军人执著於组队训练及照规则行进的作法视为笑柄，但是以此为笑柄才是错误的。如果队伍凌乱，恐怕在行军、布阵时皆无法传达指令。尽可能做最少的牺牲，就有可能获致大成果。考量这点时，就不得不讲求军队的构成机能。因此，首先有必要明白了解指挥系统。由确立的指挥系统所传达的指令，正因为透过中队、大队、军团各自井然有序的组织相串联，才能充分地传达至每个角落。凯撒军自杰尔高维亚的撤退，是退离却非败逃。因为罗马军的每个军团皆以规律肃然的步调撤退，高卢方面如果没有展开追击，是没那么容易追得上的。撤退后第三天，凯撒军重新架桥，渡过了阿利耶川的东岸。在重架桥梁的期间，并没有遇过维尔钦杰托斯所派来的干扰妨害。

因为对这位欧维纽族的年轻领导者而言，根本没有着急的必要，现在的胜利者是维尔钦杰托斯这一边。常胜将军凯撒已不能用常胜来形容了，虽然只是让对方毫无保留地撤退，却已是十足的胜利。而且遇上凯撒，维尔钦杰托斯还能守住根据地，这印证了凯撒所下的这招「将军」，失败了。

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高卢全境。原本难以决定去留的部族，也清楚地做了留下来的决定。连在黑杜伊族，也是民族派获胜。凯撒将高卢三分思考时，塞纳及马恩两河以北是比利时人居住的东北高卢；加伦河以南是亚奎提诺地方，而塞纳河与加伦河之间的广大中部高卢，这些地方全都起而反抗罗马。留在罗马这边的部族，只有自愿选择罗马的雷米族与林格涅斯族，以及因恐惧日耳曼入侵而无法动弹的特雷维利族。分裂倾向强烈的高卢民族，终于做了团结一致的打算。感到四面楚歌的凯撒，和六个军团继续采急行军，与得知事态也急忙前往集合地的副将拉比埃努斯所率领的四个军团，在桑斯成功地会合了。

凯撒再度拥有十个军团的指挥权，但是事情一点也没有好转。首先，与骑兵为主战力的高卢人战斗时，他的骑兵力显得极度恶劣。那是因为以往凯撒军的骑兵主力提供者——黑杜伊族离反了。凯撒手边只有那年才雇用的日耳曼骑兵四百人，以及少数因崇拜凯撒而追随他的高卢骑兵。凯撒派遣急使至莱茵河东岸，向同盟的乌比族请求骑兵的补充。在骑兵到达之前，凯撒一直处於动弹不得的状态。

就这样过了近一个多月吧！对凯撒而言，这段期间可是绝命危机期。置有罗马军务公文书的斯瓦松落入敌手，想去也去不成。如果在维尔钦杰托斯的指挥之下，起而反罗马的高卢全部族团结一致；如果让欧维纽族年轻领导者的战略逐一实行，原本可作为安全躲避之地的斯瓦松也无法使用了，凯撒和十个军团的命运也许将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事实上，在得知凯撒由杰尔高维亚撤退的首都罗马，反倒显现出「元老院派」得势的样子。此外，原本丧失妻子——凯撒的女儿尤莉亚，一直维持单身的庞培，又与「元老院派」的重臣梅特鲁斯·西比奥的女儿再婚，明显地转变成为亲「元老院派」人士。即使困坐於桑斯的凯撒，向首都要求派遣援军，或许也没办法获得认可支援吧！

如果维尔钦杰托斯的计画战略完全付诸实施，因焦土化作战而无法顺利获致兵粮补给的凯撒军，迟早得踏上离开南法属省之途吧！再者，距可提供补给的部族又有相当的距离，要调拨粮食可得有远行的打算。而这次面对维尔钦杰托斯所集结的三十万兵力，如果出兵攻击，牺牲或许会有所增加。还有，即使能平安无事地返回首都，牺牲了七年时间的战役与诸多将兵却仍然称霸失败，这等于断送了凯撒的政治生命。话又说回来，这些「如果」并未发生。

这次，并不是有哪里的部族反对焦土化作战，原因出在欧维纽族年轻有才能的领导者本身。





此时高卢方面的战力总计为九万名步兵、一万六千名骑兵，加上其他可能召集过来的战力将近三十万。而凯撒这方面，却只有十个军团不足五万人的兵力，另外由于贫弱的日耳曼马匹加入，凯撒将马匹分与将官，终于做了骑兵化，只拥有不到一千人的日耳曼骑兵团。不过，凯撒依然不愿彻底采守势。离开桑斯的他，调军东南。据他自己所写：如此可以让救援南法属省的行动更有利。虽然对维尔钦杰托斯早已佈好局的南法属省高卢族所进行的煽动行动失败，这时的凯撒仍然认为，暂且撤到南法会是一项选择。而在这样的困局中将他救出来的，竟然是他的敌人。

维尔钦杰托斯得知凯撒军的行军路线，狂喜万分。毋需将高卢中央全部焦土化，罗马军已经向南方移动了。召集部族长会议的这位欧维纽族年轻人，满腔热情地说服了他们：罗马军继续向南退。但是如果置之不管，他们将坐大为强势后再度回来。要阻止事态的扩大，只有在这里袭击他们，有必要彻底打倒他们。一直避免与名战术家凯撒会战的维尔钦杰托斯，这次可不逃避了。

而在竞比战术之妙的会战式战斗中，显示了欧维纽族年轻将领并非练达凯撒的敌手。包围四方、再由三方发动攻势，优势的高卢骑兵也全投入了战场，但是映入濒临河川对岸的维尔钦杰托斯眼里，所看到的是凯撒方面皆能战胜这三方来的人马。日耳曼骑兵比预期中表现得还好。维尔钦杰托斯并没允许让已在自己面前列整队伍的步兵团参战就率全军撤退，进入一个位于阿列沙高地的城镇。




阿列沙攻防战



为什么维尔钦杰托斯虽然对于罗马军的消耗作战一直处於成功的状态，却宁可舍此计而下赌注似地出征决战呢？阿列沙说来是蒙托比族所居住的城镇，但是并未归属任何一周边的部族，因此高卢将此地尊为圣地。以往一直贯彻合理精神的他，却至此染上了圣战思想了吧！为什么高卢这方唯一比一般罗马将领更具优秀才能的维尔钦杰托斯，选择了在此时期据守阿列沙的战法呢？《高卢战记》所记述的有关他在此时期的言行举止，很可能是在战斗终了后，凯撒根据所俘虏的高卢部族族长那里得知的叙述吧！由他的言行举止来推测，维尔钦杰托斯的战略变更是基於下列的理由：

一、在数天前与凯撒初次正面对决的会战中败北，对欧维纽族年轻人而言印象深刻。

在当时的会战，高卢方面投入了压制性的优势骑兵力。并且为了活用骑兵的机动力，让他们先行出动，分左、右、前三侧攻击行军中的罗马军，他自己则率领八万步兵团挟川阻断后方，自认为采取最完美的包围战法。除此之外，一万五千名的高卢骑兵中，许多都是长年在凯撒指挥之下的老手。然而，在人数居劣势，灵活运用骑兵与步兵战术的凯撒之前，几乎是毫无招架余地般地败逃了。凯撒之所以没大获全胜的理由，与其说是维尔钦杰托斯深谙退逃的技巧，不如说是凯撒不想做得太彻底，因为他不愿意在因为深入追敌后，给己方部属带来牺牲。而在杰尔高维亚被叱责的士兵，这次也遵守凯撒的命令，并未仰仗人多势众而犯下愚行。

我想，这让欧维纽族年轻领导者领悟到要战胜对方，指挥官的素质比士兵每个人的素质更加重要。

二、如果不采行会战，只有继续采消耗战了。但是即使消耗战成功，凯撒退至南法属省，没多久他也一定会回来。敢于行走冬季雪山的凯撒，再度整势重返是不会选择季节的吧！而届时，高卢方面是否能以现在的态势迎击呢？

维尔钦杰托斯是高卢人，对同胞的特性有所体验和了解。在诸多部族林立的高卢中，要束缚其他部族只有靠明显地夸示自己的力量。欧维纽族是中部高卢的强力部族，但是身为部族族长的他，被推举为联军的总帅，并非是攻胜其他部族的结果，而是认可他到目前为止所表现的智力与胆量。光是那样子，在高卢并无法对他地位提供安泰的保证。实际上，替高卢当垫鞍的黑杜伊族，曾以强力的部族所提供的兵力也多为由，要求高卢联军总司令官的地位。当时还有其他部族的族长支持维尔钦杰托斯，因此他的地位还不至动摇，但是也没理由能保证黑杜伊族会永远继续只服从欧维纽族族长的命令。在多国籍军队中，只有一国的国力压倒他国时，才能使指挥系统得到统一，也因此能充分地发挥机能。欧维纽族并没有足以压倒黑杜伊族的力量。

如此一来，高卢联军面临凯撒卷土重来时，有可能先行四散分解。原本认为没必要为此焦急的维尔钦杰托斯，也开始焦急起来了。

三、一焦急起来，人很自然地会揪住以往的成功例子。欧维纽族的年轻将领所揪住的，正是杰尔高维亚的防卫成功之例。结果即使没达最完美，也该能达到那个时候的程度吧！或许他们这么想。

四、除此时期外別无胜利机会了。深感如此的欧维纽族年轻领导者，选择了以阿列沙为决战的场所，是因为阿列沙距离近，且又为全高卢人的信仰集中圣地。如果自己站在这里，向全高卢呼唤后援讯息，就能点燃高卢人的民族意识了，他想。

他并不愿以手边仅有的八万步兵和一万多的骑兵，来迎击凯撒。进入位处高地的阿列沙城，早在凯撒完成第一期包围网前，他就向大部分的骑兵传达下列的指令，让他们出发至各自的故乡。

首先，在故乡尽量征集拿得动武器的男子。并且向他们宣扬维尔钦杰托斯以往的功绩，强调如果大家不去救援，他将陷入残酷敌人之手；而跟随他的八万名高卢兵也誓与他同生死。然后，维尔钦杰托斯还要他们传达：阿列沙所贮藏的兵粮为三十天分的，如果省著点，应该会有剩吧！下达这些指令后，他要属下骑兵利用夜晩九点左右的昏暗出发。选派骑兵负责此任务的原因之一是只有三十天左右的兵粮了，期望能早日送达后援要求；二是高卢的骑兵多为出身上层阶级者所佔，因此对各部族的决定有影响力，派遣这样的人当使者是有利的。





但是，凯撒对维尔钦杰托斯将战场移至阿列沙的想法，又作何感想呢？他什么也没叙述，但是由呈现在《高卢战记》这部分叙述中凯撒的言行举止推测，我确信他是眼看着敌人坐困於阿列沙获胜的。

因为在那之后，凯撒让部下实施的诸多构想，几乎没有一个是无用的。由大至小，所有的一切都基於一贯的战略，也就是交由信赖的人实行。那么，为什么凯撒在还未开始战斗前，就能够认为可以获胜呢？

一是，阿列沙有类似却又不同于杰尔高维亚的地势。杰尔高维亚位于背倚山峦，三方面向平原开展的高地，因此建设至山的包围网是不可能的。阿列沙位于高地，周围有城墙守着，这点很类似，但是高地的背后不是山而是河川；未临川的三方，下可俯见四·五公里的宽广平原。这样的地势对渡川建设包围网是可行的。也就是说能采取完全包围战的战斗方式。

二是，经常亲自询问当地居民及俘虏的凯撒，正确地掌握了阿列沙城镇的现状及敌人的动态。他知道敌方几乎没有骑兵，而高卢军所害怕的是他们的骑兵。在凯撒底下累积经验的罗马军团兵与高卢的步兵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十比一的悬殊战斗力。因此，即使敌方派兵干扰包围网的进行作业，罗马也毋需动用什么兵力就能摆平，包围网的建设作业是可进行的。

三是，外部将有援军来到，这也是凯撒当初就预期到的事。如果维尔钦杰托斯采取以围城军与后援军夹杀凯撒军的战略，凯撒也想好了破解之策。我想他确信自己手上握有「将掉」对方的棋吧！





凯撒在这之后的《高卢战记》中，以仿佛工程师般的口吻，开始钜细靡遗描述包围网的规模以及建筑作业。不管是《高卢战记》还是《内战记》，每当看到这样的叙述段落，对我这不是理工系出身的人来说，实在是大感吃不消。但有意思的是，耐著性子读下去之后，却发现既有和战役相关的叙述，也有和战役无关的部分。举例来说，我就觉得罗马军团，尤其凯撒麾下的军团更是如此，真的称得上是具备了平时生活必需的智慧与技术的集团。

欧洲的许多城市，前身大多是罗马军的基地，这一点从现今的城市名称不过是拉丁语的各国式发音，便知一二。即使不是科隆、维也纳这类大城市，中小型的城市大抵情形也是如此，因为当年许多军团的士兵就在作为退休金所分配的土地上直接定居。在从军的过程中，他们学习如何观察地势，因此知道哪里可以建造怎样的城镇，对防卫是有利的。除此之外，他们也学习建设技术，尤其是有幸在凯撒这样能规划出符合实情又具独创性建设的总司令官麾下服役者，其中出现优秀的都市计画者、建筑师、建筑技工等，当然也不令人意外。

多年以后，凯撒让退役的旧属以服役时所属的军团为单位进行殖民。技术，加上共同体内部的指挥系统，新城市的建设得以在完备的情形下进行。他们所建的城镇，之所以在二千年后依然能保存，或许要归功於他们在军役中所学得的工学知识及建设公司式的实地训练吧！殖民后的旧军团兵，娶当地女子为妻，在罗马时代也为常见。这两件事都可算是世俗面的「罗马化」吧！

在这篇叙述凯撒将军团士兵教养成工程师的工学素养，并经由一千八百年后拿破仑三世斡旋下所施行的考古发掘而印证所言属实的《高卢战记》中，当时阿列沙包围网的建设是这个样子的：

西元前52年的由夏至秋，如果不是成为凯撒与全高卢建军的决战场地，阿列沙这个勃艮第（Bourgogne）地方的小城市，一定也不会出现在历史上。阿列沙位于迪戎与奥尔良的链接线上，是相当接近迪戎的丘陵地带。由谷间低地算来有一百五十公尺的高地，而且高地緜延，但是阿列沙被尊崇为圣地也绝非是毫无理由的。因为即使与其他高度相仿的地方相比，只有阿列沙为孤立，前有广阔平原，地处能睥睨周围的位置。

阿列沙原本有城墙守住城镇的周围，但是固守在那里的维尔钦杰托斯，想起在杰尔高维亚的成功例子，就在除了临川断崖部分以外的高地山脚，都围上了防栅。如此一来只有靠包围战了，而打算将自己当成「饵」的凯撒，所想的并不是普通的包围战。因此，阿列沙包围网建设的目的，与其说是包围受攻击的维尔钦杰托斯与四方的高卢军，不如说是要包围住攻击的罗马军。

横跨河川，由四面围住阿列沙高地的包围网，凯撒意图建立内、外两侧的双重防卫网。内侧防卫网全长十一罗马哩（十六·五公里）；外侧防卫网活用了战略上处周边高地的稜线视点，长度为十四罗马哩（二十一公里）。

由防卫墙守住两侧的中间地带，有一百二十公尺之宽，罗马军就布置在这里，然而之所以达一百二十公尺宽的理由有二：一是，比起属下兵数，防卫线显得很长，就此无法在全线配兵的现状看来，足够搭盖帐篷与能无阻碍地移动临时兵的宽度是必要的。二是，即使受阿列沙方面的妨碍，由于在箭的射程距离之外，士兵们也能安全地从事建设作业。因此，这一百二十公尺的安全地带两侧所建设的封锁网，依下列的顺序进行。先是由内侧——

一、在最前端挖掘宽六公尺的凵型壕沟。通常罗马式的壕沟为V型，而将V型改为凵型的原因，是基於非倾斜的垂直角度，敌兵在攀爬上较困难。

二、外侧挖掘两条宽与深皆为四·五公尺的平行壕沟，其中较外侧的那条壕沟，在所有的工程完了之后，引川水注满。

三、之后再进行防壁的建设，在土垒上方加做防栅；而在三·六公尺高的防壁上，也再补造一胸间城壁。再者，土垒与防栅的接缝外侧部分，为了防止敌兵的攀爬，以木头的前端做成鹿角状，再削尖埋在里面。如此这般在防壁全线，建设具监督及防战目的的塔。塔间的距离平均为二十四公尺。

这样子的防御设备已经相当可观了，但是凯撒还想再更为强化。有必要因调度建设工程的材料及兵粮，而派遣士兵至远方的罗马军，却又不得不以剩余的兵力去对付偶尔在工程当中发动攻击的阿列沙高卢兵。凯撒认为即使是少数的兵力，也可以达到防卫效果，强化战策。

四、首先收集木干或坚硬的粗枝，削尖前端；接着，沿壕沟外侧，挖掘一·五公尺深的穴，把削尖的前端朝上埋。为了不让这些尖干轻易被拔取，便事先将这些木干及粗枝相互连接后才掩埋，这种尖干分五列围绕全线。如果敌人踏进那里，一定会被尖锐的木桩刺到。士兵们为其取了个「墓碑」的绰号，当然，这是对敌兵而言的说法。

五、凯撒更在外围挖掘了许多深九十公分的洞穴，那是类似捕狼的洞穴，愈靠底部形状愈狭窄。这个洞穴地埋藏了前端削尖、烧硬了的木桩，至穴深三分之一处以土强固，其上则以小枝或柴掩盖这些陷穽式的洞穴。

洞穴的配置与骰子（罗马时代已存在了）的五点形状相同，各点的间隔为九十公分，并且在不相重复的情况下重复了八列。也就是八列「骰子五」散布於全线，也许是形状类似的原因吧！士兵们将这些洞穴称为「百合」。

六、凯撒为了防卫的功效，又在外侧加了另一层，埋进长三十公分、前端有铁钩的木桩，地面上满布铁钩。因为类似卖肉的所使用的掛钩，所以士兵们也把这种铁钩取了「掛肉钩」的绰号，当然是因为期待敌兵之肉刺掛其上的缘故。

我们可以想见士兵们对有时叱骂部属、频频发佈命令的大将，在边取绰号、边取笑的情况下，还一边从事工程的样子。那年，凯撒四十八岁，士兵们的年龄多是介于二十四岁至三十二岁间。

与内侧相同的七层防卫工程，也以同样的顺序在外侧施行。战史中前所未闻的，这个包围网到完成为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根据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考古学发掘调查所确认的防处图




完成这些工程后才允许士兵休息的凯撒，预料在一个月以内，胜负能够决定，便命令全军贮备三十天分的食粮与马用饲料。於是，他自己也与士兵一样，进入待机之势。





虽非待机，但是待在阿列沙的人，尽管依维尔钦杰托斯的配给制发放食粮，还是开始粮仓见底了。另一方面，凯撒所进行的封锁相当彻底，根本无法突出此围调度粮食。八万士兵加上阿列沙的住民，吃饭的嘴可不少，但是仍然不见援军的影子。被围困在阿列沙的维尔钦杰托斯甚至无法派出侦察兵，因此外面的事情传达不到内部。就连救援军是否组织完成了呢？维尔钦杰托斯也不得而知。派遣骑兵去求援，这也太轻率了。不是因为没有半个骑兵，而是要突破封锁网，拚命地蒐集情报，至少要几名骑兵；况且为考量被罗马方面捉去的危险，必须分几批送出去。维尔钦杰托斯在其他方面是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才能，但是他似乎并没有考虑过遭遇情报受阻断的不利状况。

实际上，对于外部毫无所知的不安，与贮养的减少成反比似地扩大，笼罩著城内。维尔钦杰托斯所召集的作战会议中，出现投降与冒死出击的两种意见，结果他们决定等待至后援军到达。但是食粮不断地减少，因此就要阿列沙的全部居民出城。或许他们是期望被赶出去的这批超过一万人的男女，能够在成为罗马军的奴隸后，得到一些粮食来帮助他们吧！但是凯撒面临这个决战时刻，自然无余裕做出那样的举动。他命令守防卫墙的士兵一定要断然拒绝。被拒绝的人只有渡河散入至山野中，幸好当时为夏季，难民们或许还不至走上悲惨的穷途末路吧！

在这段期间，困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救援军的编组正在进行。维尔钦杰托斯的救援是要求召集所有能够战斗的高卢人员；不过，这也在各部族族长的评估下，未能实现。因为兵数愈多，兵粮的确保也就愈不易。而打算参加救援军的部族总数接近五十，总计各部族所提供的兵数为：步兵二十五万、骑兵八千。实际看来，除了亚奎提诺地方外，全高卢都起来对抗凯撒了。连高卢战役初年败给凯撒的赫尔维提族（瑞士人）也提供了八千人。另外，三年前第一次远征不列颠时，受凯撒信赖、派遣为外交使节，同时因此功而获免毋需负提供罗马军兵粮义务的寇米乌斯，这次也在反凯撒之列。欧维纽族年轻指挥官的基本战略——鼓舞高卢人的民族意识一途，有成功的结果了。





二十五万步兵及八千骑兵的指挥工作，交由四位司令官担任。提供最多兵力——三万五千人的黑杜伊族，派出毕利多马罗斯与耶波利杰尼库斯两人；同样提供三万五千人的欧维纽族，派出了维尔钦杰托斯的表兄弟贝尔卡西贝拉努斯，再加上前述的寇米乌斯共四人。而仅提供四千位士兵的小部族——阿托雷巴提族首长寇米乌斯，如何能成为四人之一呢？一定是由于他熟知凯撒的缘故。在黑杜伊族之地集结的救援全军，在这四位将领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阿列沙出发。





西元前52年9月20日，还是凯撒改制历法之前，因此实际上尚为夏季，而后援的大军抵达阿列沙前。指挥官败阵的高地与阿列沙同高，因此困在阿列沙的围城之军很快地察觉到援军的到来，维尔钦杰托斯与八万的围城之兵皆欣喜万分。他们心想：一个多月的坐困围城终于要结束，而且就要由内、外发动总攻击了。

凯撒以微薄的战力，与内、外相加近三十四万的敌人战斗。

我认为战斗就像是管弦乐演奏会，站到舞台上时，已经决定了七成，剩下来的三成，是靠站上舞台以后的情况来决定。站上舞台前没有十分把握就无法安心的，不过是普通的指挥者。战斗也类似演奏，漫长的準备交由数小时解决。历时三十多天所準备的阿列沙攻防战，实际上仅由三天的战斗就决定了。

救援的高卢大军，将本营置于离罗马军所设包围网不到一·五公里距离的高地。在由高地下平原的山脊，配置了所有的步兵，然后立刻辅以弓兵的骑兵全军派出平原。凯撒也立刻派出了骑兵。为了应付万一状况的防卫，步兵事先已经配置在包围网的各处了。於是凯撒与全高卢的第一战，就由骑马战开始。

就在两军的守戒之下，骑马战由正午持续到日落时分。高卢方面拥有崇高社会地位的骑兵，为维护自己的名誉奋勇善战。但是，无惧於敌众我寡的不利点，凯撒的日耳曼骑兵也表现得相当突出。随着战况的进展，先是弓兵遭围杀。不想死的骑兵，也只好逃回自己的阵营去。此外，由阿列沙来势汹汹的步兵团也无法靠近凯撒的包围网，想靠近的人会被防壁上射出的箭所射倒。一得知外面骑兵退却的消息，也只有撤退回阿列沙了。第一战就在罗马佔优势下结束了。

第二天，高卢方面并未在白天时发动攻击，因为他们正如火如荼地从事梯子及拋钩等攻城器具的制造。而在完成后的半夜时分，他们由平原往罗马军的包围网攻去，他们的大声吶喊，在鼓舞自己的同时，也有让困在阿列沙的同胞们得知已开战了的目的。维尔钦杰托斯也越过城墙派遣步兵团出战。但是凯撒那边的人，也没被半夜的这场突击弄得惊慌失措。一卒一兵皆站在自己的守备岗位。即使司令官还未下命令，全员皆已进入备战状态了。他们已经事先拿取配置好的投石器，以丸石、铅球、木桩向敌方袭击掷去。

由于防壁外侧围了好几层障碍物，高卢方面一直无法靠近，就连无障碍的安全地带，也为对方多如降雨般的箭所阻。罗马方面，由于在黑暗中战斗，无法确定敌人的状况，只有拚命苦战了。凯撒也写道：相对于可见的危险，不可见的危险反倒更扰乱人心。不过，在凯撒身边累积战斗经验的军团长们，即使没有最高司令官的命令，也能自主地将散军送至所需的部队。虽然是夜袭，才三十岁的马库斯·安东尼也都能将援军确实无误的投入各需要之处。

结果，高卢兵於内於外皆无法突破凯撒的包围网。将近黎明时分，他们留下战死者，带着负伤者回营去了。比起罗马方面的损失，高卢方面显得相当严重。维尔钦杰托斯也同样地不得不撤退。凯撒这边两度使内、外同时攻击的双方又无功而返。





外侧高卢军的首脑阵营，两度尝到失败，便召开商讨他策的作战会议，於是他们才领悟到有必要了解阿列沙周边的地势。他们叫出当地的居民，盘问当地的地势及罗马军的包围网状态等。结果他们发现到看似天衣无缝的罗马包围网，只有一处不完全的地方。那就是渡流经阿列沙以北对岸，阿列沙背后的山丘。由于如果连那里也采用包围网，就过於宽广了，凯撒不得已就在此战略上较不利的山腰筑塞防守。高卢方面，决定对凯撒这个防卫上的「阿奇里斯腱」（Achilles’heel）——弱点部分，在第三战中加以火力攻击。






阿列沙攻防战设备鸟瞰图









由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家——安德烈·帕拉迪欧所绘《高卢战记》插画中的阿列沙攻防战图




凯撒也知道这个地方的弱点。因此，两个军团计一万人的兵力，也就是他所有兵力的五分之一战力，都配置在此地。敌方决定在此投注六万的兵力。指挥官是维尔钦杰托斯的表兄弟贝尔卡西贝拉努斯。他决定同时在之前的战场——东、南平原，也发动派遣剩余全军出动的攻势，并且由阿列沙派遣八万人的攻击。高卢方面期待第二天正午，由三面同时进攻凯撒的作战方式。

带领六万精锐部队的欧维纽族将领，在夜晩九时，祕密地出阵。为了不让罗马方面察觉，大绕了北方一圈，因此到达预定地时，已是第二天黎明时分了。他要士兵们休息、等待时机直至正午。

阿列沙攻防战最大的激战之幕，正午时在三个地方同时落幕。

早已察觉这天重大情况的凯撒，登上了能收入三方视野的塔，担任总指挥。担任决战总指挥的凯撒，和他以往的作法一样，穿覆著红色大斗篷。虽然这样有引敌注意的危险，但是在如此的情况之下，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己方的士兵，在何时何地皆能认出最高司令官的样子。当凯撒披起那件大红斗篷时，他的部下们就了解到这是决战开始的意思。

如果能将战场收入视野之中，也就能立刻理解战斗的性质了。高卢军於内、於外，都指望能突破凯撒的包围网。罗马军一步也不退让。胜败在于双方谁先贯彻目标。凯撒将游击军一一送往有支援必要的部队。游击部队以大队单位（一个大队五百人以内）组成，军团长级的将官率领数个大队出击。

而最激烈的战地在北面的山丘，这在攻击开始时就很清楚了。高卢军由丘陵高处攻下来；罗马军则相反地在低处设防塞、壕沟守卫。六万的高卢精锐兵一起将石头投至罗马兵躲藏的地方，再将盾牌连成龟甲队形进攻。六万兵力并非一时倾全力投注，而是以保持战力的方式，不断地重复发动波状攻击。军力不足一万人的罗马方面，可就没那么充裕了。士兵得坚守自己的岗位防战到底，罗马方面几乎要把箭、矛都投射尽了。

凯撒在此最大的激战地点，派给副将拉比埃努斯六个大队，并严命拉比埃努斯在无论如何也守不住时，让士兵们出塞、出堑壕来反击，但是这必须是在除此之外別无他法的情况下。

过了在一目了然的战场上做总指挥的阶段之后，凯撒走下塔，骑马激励致力防战的士兵。最高司令官大声地激励士兵们：


「以往的长年战斗成果，就凭今日这一战了！」



维尔钦杰托斯指挥发自阿列沙的攻击，也在当天趋於极为猛烈。捉狼式的陷阱已经挖埋好了，外侧高卢军的攻击也较上次更为激烈。这次是在夏天太阳下战斗的敌军，突破了凯撒所布下的好几层障碍网，有好几处的防栅被他们的掷钩拉倒。但是凯撒所想出来的七层障碍包围绸，就防卫的罗马兵数而言，可说是耐力惊人。凯撒一一地将援军送至看似陷入苦战的地点。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和数个大队、军团长法比乌斯带数个大队前往支援地，凯撒自己也率领手下的士兵往支援地。可派遣的军团长及大队皆用尽之后，再适切且迅速地派遣游击队，苦战中的己方士兵也恢复了元气。原本看似危险的地方，一变为罗马军反击的情势。

见此情况的凯撒，判断送拉比埃努斯过去的地方是最大激战地点。决定在此重新投入全部战力的他，命令在附近驻守防卫据点的四个大队追随在后。并且将骑兵二分，一半由他自己率领，向北方的战线迎去；一半出包围网之外，由背后发动攻击。不过，途中遇拉比埃努斯所派的传令，副将拉比埃努斯已经守不住了，凯撒作此判断后，就传达出动攻击的命令，并且一刻也不犹豫地前往支援拉比埃努斯。

凯撒的到达，就在望见那件红色大斗篷的同时，六万高卢兵以及指挥高卢兵的贝尔卡西贝拉努斯也立刻知晓了。战斗也由于凯撒的到达，一时趋於激烈化。双方喊声震天，转向反击的罗马兵舍去矛而以剑战斗。追随凯撒之后前来的四个大队，也立刻投入战场。兵对兵作战展开时，凯撒所派遗命令由背后突击的罗马骑兵团，出现在敌人背后的山丘上。

六万高卢军一起往后看，於是罗马骑兵团袭击上来了。前、后皆受敌的高卢六万大军威力顿失。副将死了，主将贝尔卡西贝拉努斯也在逃走的时候被生擒了；六万高卢军全崩溃了，只有极少数的士兵能够逃回本营。

在阿列沙的八万士兵眼看着同胞们的溃败，大受挫折，不等维尔钦杰托斯的命令，就回城去了。正激战於南方平原，想突破罗马军包围网的高卢本队，一得知北方溃败的消息，甚至忘了回阵营就开始逃跑了。凯撒一向冷静的书写方式也难得出现下列直接坦白的话：


「若不是我方士兵，因当天特別不断地激斗而疲劳困惫不堪，或许我们可以将敌军完全击灭吧！」



不过，在半夜时分，他还是派骑兵团展开追击。罗马骑兵袭击败走的敌军，许多士兵死了，有些成了俘虏。幸免於难的高卢士兵，各自逃向故国。

以不足五万人的战力，击破内侧八万、外侧二十六万的敌人，就数量运用的比例，较亚历山大大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前者与后者的对敌方式，皆为战史上的首创。最能体会这件事的，莫过於眼看救援大军溃败后逃走的维尔钦杰托斯吧！战败的隔天，他召集了作战会议。

席间，欧维纽族的年轻领导者开口了，他说：诱导全高卢与凯撒对决，并非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是为了高卢人的自由。不过基於无法违逆的命运，愿意自己被杀或被交给凯撒，以救他人之命。他并且让凯撒知道这个提案。凯撒以交出武器及部族族长为条件，接受了使节所带来的投降要求。

凯撒在战后的包围网旁等待着，身穿高卢最高武将美丽装束的维尔钦杰托斯驱马出现在他前面。这位下了马的欧维纽族年轻领导者与坐在军队用椅的凯撒，在此首度会面了。《高卢战记》中相当公正地认可这位年轻敌将才能的凯撒，仅以下述一行记述这个场面：


「维尔钦杰托斯是自己送上门来被捕的。」



夸傲的高卢人舍弃武器，臣服於罗马的胜利者之前。





据西塞罗所言，凯撒疼爱与自己年轻时性格相似的年轻人。欧维纽族的这位年轻人，恐怕是凯撒想延揽为军团长的人才吧！但是，历史上那样的人才，往往都只出现在敌方阵营。





参加阿列沙攻防战的高卢有力人士中，落入阶下囚的只有维尔钦杰托斯一人。凯撒尊重这位想牺牲自己、解救同胞的年轻人的决定。














维尔钦杰托斯









凯撒凯旋纪念货币中的高卢人




被护送至首都罗马的维尔钦杰托斯，被关入罗马广场的牢里。接着，因内乱而不得不将凯撒的凯旋式延期至西元前46年举行，他在参列凯旋式之后被杀了。让他活着太危险了，因为他是一位有能力的人。关于他的确实肖像，仅残存浮雕在一枚货币上。此外，纪念凯撒凯旋式所发行的货币，雕有一个记为高卢人的男子侧面。也许是六年来因牢笼生活而憔悴的关系吧！或许这正是被认为高卢唯一的人才——欧维纽族的年轻领导者六年后的侧面也不一定。




《高卢战记》刊行



阿列沙的大胜结束后，凯撒并未有任何情绪化的不妥反应。他将俘虏一一地派给士兵们当战利品，属于高卢两大有力部族的黑杜伊族与欧维纽族，基於政治的考量，将另行处理。由于战利品的分配是士兵每人派给俘虏一人，因此近半数的俘虏被释放，这也是基於政治的考量。

离开阿列沙的凯撒军，首先前往黑杜伊族之地。光是知道凯撒军前来之事，黑杜伊族就自动降服了。被俘虏的黑杜伊族有力人士及士兵，也因为黑杜伊族的降服而被追还。欧维纽族也派遣降服使节前来，凯撒也接受他们的投降，遣返俘虏。如此一来以俘虏身份获释的人，光是这两个部族就达二万人。

现在尚处秋季，但是凯撒有所考量，因此早就决定了各军团的冬营地。

副将拉比埃努斯带着两个军团和骑兵，至高卢东部的赛克亚尼族之地；军团长法比乌斯与巴吉尔斯两人率两个军团，至高卢东北部的雷米族之地。雷米族的忠诚已於阿列沙时印证了，但是附近仍然有不断从事反罗马行动的贝洛巴契族。

军团长安提乌提乌斯，带着一个军团往高卢西北部的阿托雷巴提族之地。

军团长塞库斯提乌斯，与一个军团前往中部高卢的比都里吉族之地。

军团长寇尼乌斯，也带领一个军团至南部高卢的托洛尼族之地冬营。

军团长的西塞罗弟与苏尔皮修斯，也担任在黑杜伊族的兵粮调度任务。

而凯撒自己则带领剩下的士兵，在黑杜伊族的首都冬营；既没回北义大利也没回南法属省，这是为了彻底活用阿列沙这场胜战。





凯撒自己所写的《高卢战记》，在写完叙述这西元前52年的第七卷结束时终止了。《高卢战记》最终表示“The End”意思的一句话如下：


「一得知此年的战果，首都罗马决定举行二十天的谢神祭。」



生于后世的我们，只觉得那是凯撒式的淡淡尾声。但是，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再没有比波澜汹湧的西元前52年结束高卢战役之事，来得更重要的事情了吧！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四万罗马军，在帕提亚大败，不过是一年前的事情。想到被杀害的二万同胞，以及在边境受终身兵役之苦的一万同胞的命运，当时的罗马人就意气消沉。许多元老院议员已是清楚的反凯撒派者，不过因为高卢战役的胜利，即使元老院也决议举行二十天的谢神祭。因此那一句话，实际上隐含了凯撒的讽刺。

根据研究者所说，凯撒在该年结束时，刊行了《高卢战记》全七卷。但这又是桩违逆元老院的事。

向元老院报告包括任期中战役诸事是属省总督的义务，凯撒也每年送一份报告书。庞培从一扫海盗的作战至称霸远东的这五年来，每年年终也一定将报告书呈上给元老院，但是庞培并未以这些报告为题材写成书；而凯撒却这么做了。凯撒与庞培等同时代人不同，因为比起元老院，他较重视获得公民的支持。

西元前59年，凯撒最初就任执政官的那年，请大家回想他首先实施了什么。名唤「阿库塔·迪乌鲁那」——将元老院的审议内容日报，每日张贴於罗马广场内的墙上。我曾写道，这就好比将以往於密室内，由元老院阶级独佔的审议，做CNN式的报导。凯撒认为只给元老院报告书的作法并不充分，才有了这个独立作品问世的想法。也就是说，凯撒是很擅於活用「媒体」的。这个「媒体」可说是与活用罗马广场讲坛的反凯撒派西塞罗及小加图等相对抗。身处高卢战役中的他，无法使用这种媒体。尽管如此，他以即使是反凯撒派人士也不得不敬佩万分的精采文章进行对抗。

不用说，虽说是「出版」，在当时可还是手抄本，因此「部数」是很有限的。但是能前往罗马广场听演说的人，依当时罗马的公民数来看，不过是少数。虽是手抄卷状的书籍，读过的人以「口头传播」也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凯撒并非以大众取向为前提而著手写作《高卢战记》。

第一，他期望能做正确的叙述，直接明白地记下自己的错误，也公正地记述敌方的理由。

第二，即使他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般公民的支持，他也不以改变自己的文体来达成此目的。如果是以一般大众为取向，用哗众取宠、夸张式、有笑有泪的西塞罗式论法，应该更为适当。即使是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在陪审员制度中的法庭，还是有许多律师的辩论方式仿佛是西塞罗的翻版，这就是西塞罗式论法仍然有效的证据。

但是凯撒所进行的论法，并未转为哗众取宠。人依照自己的性格去做是最能充分发挥的，凯撒做口述笔记时还是凯撒。

这件事情虽然常提到是基於叙述上的客观性，但决非起因於保持客观叙述这个新闻从业的座右铭，而是自尊心使然吧！不是所谓的职业伦理，而是当事者各自的荣誉气概所致。凯撒即使有追求支持的诉求，但是他拒绝自我堕落的举动。

而出于凯撒之笔的《高卢战记》，在战役第七年的叙述中结束了。但是战役有八年期间，第八年的战役，是由凯撒身边的秘书长希尔提斯执笔。以每年的战役叙述成一卷的《高卢战记》全八卷，於是完成了。希尔提斯之所以不得不写的原因是，凯撒自己没有时间写。因为从内乱开始到完全终了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凯撒就被暗杀了。但是，凯撒还是让缺了自己所写最后一年的七卷本刊行了，这也许是感于有必要对抗反凯撒局势的缘故吧！不过在阅读此书时，我们并不觉得七卷本是未完成的，也许凯撒自己也没这么想吧！理由是，一切都在阿列沙攻防战中决定了，第八年是做战后处理。当然，在行军中只要有閒暇，凯撒就会将时间花在写「文章读本」等等。也许在他结束一切必须的事情之后，会再度执笔，记录高卢战役第八年的事也不一定。但是，历史并不允许他有这个机会。




高卢战役第八年 西元前51年 凯撒四十九岁






《高卢战记》的最后一卷，还是采凯撒的亲信——巴尔布斯的见闻，由希尔提斯的序文开始。现在将这部分的全文译出：


「真服了你的热心劝告，巴尔布斯哟！我的每次拒绝，都会被认为是由于畏惧困难的作业与自身怠惰的缘故，而我也终于决定要接受这项极为困难的任务。也就是我们由凯撒的《高卢战记》进入《内战记》叙述中的部分补充，以及《内战记》中也未写到的阿列沙战役以后的内乱，至今仍未做个结尾，那场内乱甚至连凯撒的死，都出自我之笔。但是，尽管只有少数人读那个部分，我还是希望大家了解，我自己虽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心情却并不舒服。如果能了解我这样的心情，您一定能以宽容之情来看待我的愚昧与骄傲。




如众所周知，够写出超越这两部作品洗练程度的作家可说是无出一人。这两部作品，为不得不书写那般伟绩的历史家，提供了正确的史料，仿佛它们是为此目的而被刊行的。而来自各领域的人，超越国籍的赞赏，反倒使历史家失去了提笔的勇气。但是，我们这些身边人士的感叹，要比其他人还深。因为不只是在阅读时，不禁要对凯撒那透彻洗练的文章发出讚叹，在他身边的我们，还了解那般精妙的文章，是如何容易又何其迅速地被口述出来。凯撒不只有轻易地写出洗练之作的才能，也能将自己的意图以罕见的明晰度传达给他人。我自己并未参加过阿列沙战役或非洲战役，但这些事也是直接由凯撒口中得知的。尽管如此，抱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享受谈话的心情，和一边想着要记下来，一边听着谈话的心情是不同的。哦！但是尽管我拼命地辩白请別拿我和凯撒比较，或许还是有人会拿凯撒和这样的我相比较吧！这是件令人骄傲的事吧！我想，我会试着骄傲看看。」






战后处理（一）



希尔提斯所执笔的《高卢战记》第八卷，由叙述阿列沙攻防战后凯撒所做的战后处理开始。但是，如果加上极小的部族，高卢境内可说是近百部族林立，与大流士所君临的波斯帝国不同。高卢并没有专门的指挥系统，因此无法采用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帝国为敌时的战法。高卢的四大部族——黑杜伊、欧维纽、林格涅斯、赛克亚尼族，尝到阿列沙败北的滋味后，很快就派遣恭顺的使节至凯撒处。凯撒也很能体恤领导阶层的求安心态，再度缔结同盟誓约。但是中等程度的部族，原本就对大部族存有敌意，再加上对阿列沙攻防战的参战力很少，因此此仗的败北并未造成重伤。更何况，他们也知道凯撒的任期就要结束了。早点解决这些部族问题，便成了战后处理的第一阶段工作。

战后处理的第一阶段，凯撒只让疲於阿列沙攻防战的士兵做最低限度必要的两个月休息后，就展开了。西元前52年的12月，制压行动开始了，但是他没有率领全部十个军团。由他自己或是讬某军团长带领下，只交给三个左右的军团去办此事。阿列沙这场激战过后，士兵有养精蓄锐、充分休息的必要；但是凯撒自己却没休息。

制压行动由奥尔良为中心向高卢各地呈放射线状。是年武力制压的对象，是参加阿列沙之战，违背以前与凯撒所订恭顺誓约，而且反抗一直未间断的诸部族。凯撒本身很想在任期结束前，完全解决高卢问题。因此该时期的制压行动，就成了烧杀虏掠的惨状；继续集结反抗的部族更是困窘，所有投降士兵的手腕都被切断。这是要他们铭记在心，反抗凯撒是什么样的结果。

如此的阿列沙战后处理的第一阶段，在隔年（西元前51年）夏天就完成了。而凯撒就在视察尚未亲眼目睹的亚奎提诺地方中度过夏末。加伦河与庇里牛斯山脉（Pyrenees）间的广大亚奎提诺地方，自从五年前恭顺凯撒以来，从未举过反帜。在巡视此地之后，凯撒赴往纳邦，南法属省也是他的任地之一。结束属省总督政务的他，公开向南法属省民表示感谢。长期间的高卢战役之所以能撑过来的要因之一为南法人对罗马不变的忠诚。之后，凯撒立刻返回北高卢，去进行战役处理的第二阶段工作，为此他牺牲了返回北义属省过冬。




战后处理（二）



「前执政官」在罗马指挥两个军团以上的军力，负责防卫属省，因此又有属省总督乃至最高司令官的別名。前执政官有采取军事行动称霸地方、并为此提出罗马霸权下再编组案的义务；而这项再编组案，经由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承认成为国家的政策。但是，后述的内乱中，凯撒所提出来的高卢再编组案，并无法取得元老院的承认与公民大会的议决。但是，当他成为内乱的胜利者时，将这项再编组案立法化，基本上到了帝政时代也延续著。以下仅记述这项再编组案的要点：


一、除了南法外高卢全域的边界，西南为庇里牛斯山脉、西为大西洋、北为多彿海峡、东为莱茵河。




二、黑杜伊、欧维纽、赛克亚尼、林格涅斯这四大部族为罗马的同盟者，缔结同盟协约。实际上，高卢也以这四大部族为中心进行集成。




三、包括中小部族，高卢全部族的内政自治皆受承认。




四、分祭司阶级、骑士阶级、平民、奴隸，保留高卢的社会制度。



采都市为中心向周围扩张的形式，与希腊、罗马式的都市国家相较之下，高卢的差异之处在社会制度。即使保存高卢原来的制度，与日耳曼相比，高卢罗马化的可能性很大，原因有三：


一、高卢人有尊重私有财产的传统。




二、高卢人的神也与希腊、罗马类似，为有人格的神，容易和罗马人的诸神融合。




三、高卢人有追求舒适生活的天性。



相反的，日耳曼人不认可土地私有化；宗教上崇拜太阳、月亮、火；不追求舒适的生活；明确区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不喜欢两者融合。

如此一来，高卢各部族在保有主体性之余，又受罗马的编组支配。除了几个例外的情况，罗马在高卢内几乎未重设任何罗马式都市。各部族的首都、根据地，在罗马霸权之下存续原貌。罗马人所做的象征「下部整备」的罗马式街道铺设，也和这些城镇相链接，成为网状。

我在诉说高卢战役之际，几乎将所有的城镇名以现代的法语表记出来，因为这些城镇现在仍然存在。根据地存续下去，部族的固有文化也就能存续下去。高卢人依希腊式的称法为克尔特人，还未从现在的法国和比利时消灭；也并非只有逃至现在爱尔兰的高卢人才能存活下来。一边享受罗马文明，同时也存有高卢特质的高卢，之后诞生了所谓的法国文明。

凯撒所领导的高卢罗马化，具体来说有下列诸点：


一、部族中领导阶级的子弟虽为人质，但实质上就像接待家庭（Home Stay）中的留学生，他们被送往罗马或南法属省学习。而凯撒在成为独裁官之后，甚至还给与领导阶级中的有力人士元老院的议席，甚至有以朱利斯的家名，在外大摇大摆的情况。结果，与高卢有力家族相关者，多拥有朱利斯为第二个名字。




二、以往的高卢战役中，祭司（都鲁伊得斯）常为扮演反罗马的引火点，凯撒对此不加追究，也不碍于罗马并无这种专门祭司阶级存在，对高卢的祭司并不管束。维持祭司阶级的原因，是要高卢人负起自身的宗教与一般教育。




三、奖励通商，促进矿山的开发以振兴经济，因此凯撒将即使在国内也要收百分之五的流通稅、物品稅，也就是产物流通所课的间接稅，在高卢降到百分之二·五。




四、最后为最令人感到是善政还是恶政的直接稅问题。



罗马人所认为的直接稅，是为了安全保障所缴的费用。帝政时代的塞尼加（Seneca）也说道：


「安全，没有努力的防卫是得不到的；而努力的防卫，要花金钱。因此稅金是必要的。」



拥有罗马公民权者可以志愿兵役替代直接稅，但是志愿者的资格必须是罗马公民。因此，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自由民，要免除兵役，就需要有缴纳属省稅这项直接稅的义务。而属省稅的征收方法，在共和政治下的罗马，长年以来是仰赖、包工给称为「普布利加努斯」的私营征稅人。由于这种直接稅佔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別名「十分之一稅」，是以该年的收益为基準所做的计算。这个稅制看似非常合理，并且能够彻底顾虑到缴稅的立场，因为如遇干旱积雨，导致作物歉收，收获量减少，稅金的缴交也有所减少。但是，此稅制仍有问题，就是往往易流於为「普布利加努斯」的「处理分寸」所左右。他们这些征稅人决定稅额，「普布利加努斯」的手续费佔稅额的一成，因此提高稅额之事维系著征稅人的利益。

凯撒早在十年前担任西班牙属省总督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认为将稅制公开、透明化，意思就是只有排除「普布利加努斯」依照自己的「处理分寸」征稅之事，才可做到稅制的公正化。於是他决定在高卢，不依照收益量定出有所波动的「十分之一稅」，而是课以一定额。高卢全部应有四千万塞斯泰契斯的稅收。因此，「普布利加努斯」的工作，只是征收这个已经决定了的稅金。如果「三巨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还活着，这个制度不会那么容易实现吧！克拉苏在罗马是「骑士」——经济界的代表人物，而形成罗马经济界的基盘正是「普布利加努斯」。不过克拉苏因帕提亚之战死了。

但是，在这里不问古今，诚实纳稅的人，一定会抱持下面这样的疑问：不依照收入的多寡课以一定的稅额，这不是无视於收入变动的恶稅吗？再者，失去了增加稅征收的手续费这个甜头，「普布利加努斯」的热诚也消失了，如此不会造成征稅效率不彰吗？

凯撒似乎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他思策将这两个问题一举解决，而采取压低稅额本身的作法。与其课重稅、在稅务上日趋增加人手与费用，不如拟定适当且较低的稅额，决定连纳稅者自身在缴交时，丝毫不感到重担的低稅额。基於上述的考量，凯撒才决定将高卢的稅收定为一年四千万塞斯泰契斯的吧！

那么，四千万塞斯泰契斯的金额是有何种程度的购买力呢？要将历史上的金额换算为现代币值，说实在这是不可能达到精準的。因此，不采换算，我想就由金额的列记来想像一下吧！单位全为罗马的通货单位塞斯泰契斯。


一、据研究学者的估算，西元前67年当时罗马的国家预算总额为二亿。




二、同年，庞培为最高司令官时所主持的一扫海贼作战中，支出总额一亿四千四百万。




三、西元前63年，由于庞培完成远东的称霸，进入罗马国库的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属省间接稅，总计约二亿。




四、西元前61年，举行凯旋式的庞培，赠予士兵的奖金总额为二千九百万。




五、罗马首富克拉苏的资产总额为一亿七千零四十万。




六、就任审计官那年，也就是在政界生涯的起跑点时，三十二岁的凯撒所累积的借款总额为三千一百二十万。




七、辩护成功的西塞罗，承受位于罗马最高级住宅区——帕拉提诺山丘上的克拉苏豪邸时，金额为三百五十万。




八、西元前58年的驱逐流放中，财产被克劳狄斯破坏，而第二年驱逐令解除后返回首都的西塞罗，得到国家二百万的赔偿金额。西塞罗感叹比购入费还少，同样遭破坏的两个地方別墅赔偿额为五十万与二十五万，这也够让西塞罗感叹国家是多么吝啬了。




九、西元前54年，考虑扩张罗马广场的凯撒，光是收买预定工程用的民众土地，就花了六千万。




十、同时期，艾米里亚·波鲁奇在修补一百二十年前祖先所建的艾米里亚会堂时，凯撒以百分之二·五（通常为百分之六~十二）的年利，所借融资额为三千六百万。







根据研究学者的估算，高卢战役当时的高卢全域人口为一千二百万左右。人口较预期多的原因是高卢的气候、地质皆适於农牧业，也因为富饶，日耳曼人才屡次尝试入侵。如果相信普鲁塔克的记述，在凯撒所主导的这八年来高卢战役中，有一百万人被杀、一百万人成为奴隸。对高卢课以四千万塞斯泰契斯的直接稅，这究竟是否为重稅，正确的判断，恐怕就连学者也只能做揣测吧！总而言之，高卢在被凯撒征服以后，完全脱胎换骨了。

西元前49年以后，也就是凯撒离开高卢不到一年的时间，凯撒手下的各个军团就内乱勃发，於是凯撒令他们离开高卢，高卢境内成了没有任何罗马兵的状态。高卢在凯撒正埋首於与对手庞培内战的时期，正是推翻罗马支配的最佳时候。况且，领袖中诸部族的有力人士，除二、三位外其余皆活着。以往常扮演煽风点火的祭司阶级也还健在，因此应该并不缺乏再度燃起民族独立运动、率兵蜂起的领导阶级。但奇怪的是，全无反凯撒的举动发生。在凯撒攻击马赛时，他们甚至答应凯撒的要求，提供攻城必需品中的兵粮。凯撒在西班牙与庞培军的战斗中，输送兵粮来的也是高卢。

为什么在罗马的军事力唱空城时，出乎庞培派人的暗中期待，高卢还是继续留在凯撒名下呢？唯一的例外是，最有战斗力的贝洛巴契族在西元前46年所发生的一次叛乱；不过罗马军没出兵，周边的各部族就自行解决了。从此以后，高卢人所起的反罗马武力行动可说是没有。在整个罗马帝政时代，高卢一直是「罗马化」的优等生。





一本比利时人所描写、在法国出版的名为《阿斯托利克斯》的漫画，其成功点在于对一直是罗马化优等生的祖先，发挥了幽默讽刺的效果。这本书的故事大纲，是描述凯撒称霸高卢全域的说法实际上是个谎言，还有一个小村落并未臣服凯撒。为什么没屈服呢？因为该村落的祭司混以药草，调成了利久酒（法语：Liqueur），一喝下去，就会像吃了菠菜的卜派一样充满力气，罗马军团被击得溃不成军。也由于这个缘故，凯撒的高卢称霸欠缺了这画龙点睛的一笔。

但是，这本漫画颇能取悅大人，连细部都描写得很清楚。一是这么有效的利久酒，如果让高卢全部族都饮用，高卢也就能推翻罗马的统治了吧！可惜喝利久酒的只有一个部族。二是变成像卜派般的高卢人，屡屡挫败前来制压的罗马军团，然而当时的罗马军团指挥官，并非以凯撒为描写对象。如果在这方面也没有忠于史实，就更讽刺了吧！

但是，尽管有爱国思想流露，法国人是理性的民族。法国人所喜好的《阿斯托利克斯》中，全然不见被支配民族的愤恨与怨念，以及抱持被害者意识所造成的阴沉面。对凯撒的描述，也是熟读《高卢战记》、充分了解历史之后所为；凯撒虽然是它嘲笑的对象，却也不得不敬爱凯撒。凯撒被描写成一位令人无法感到憎恶的征服者。多亏凯撒，法国人才免於被打心底讨厌的德国同化，他们不得不认同这点。




而对高卢战役后的高卢人而言，罗马化是怎么回事呢？保持高卢的特质又是怎么回事呢？在阅读漫画《阿斯托利克斯》时，这些都是有趣的想像点。阿斯托利克斯率领喝下祭司所调利久酒的高卢人，击溃了无敌的凯撒军团，由于未屈服在罗马的武力之下，也就未臣服於罗马文明，他们拒绝了所有的罗马式事物，继续保持高卢式的。

例如，不同于短发、剃须的罗马风，如同罗马人所称呼的「长发高卢」，他们的发长几可编辫，胡须也不剃；此外，不同于短衣加斗篷（法语：Manteau）的罗马式装扮，而是如同罗马人称为「长裤高卢」那般的打扮，继续穿着长裤。此外，高卢人认为罗马人的主食——一种以小麦粉为主所煮的浓汤（法语：Potage，或是粥），那种东西令人难以下咽，倒不如吃高卢传统的野猪肉丸子。开林、填沼，看着周围渐为都市计画开发地，他们自己仍然像从前一样，住在防栅中，以木与土所做成的住家，走在没铺设道路麈土飞扬的路上。他们轻蔑其他享有因水利工程等，水源可达广场和家庭而生活便利的高卢人，仍与往常一样只汲取河川与泉水。并且认为下水道工程，对住在比邻森林的村落生活并非必要。

但是，这个快乐的阿斯托利克斯与他伙伴的谈话，表现了被支配的高卢人对支配者罗马人的反抗精神，如果读出此点，作者两人首先会感到惊讶吧！也会引来喜爱这本漫画的法国人失噤而笑吧！这是卑屈精神所衍生不了的讽刺。这对从小学时代起就学习这段史实的他们而言，是相当有趣的讽刺作品。

而由凯撒在历史上「介绍」的今日大国——法国与英国，法国在二千年后产生了讽刺幽默，而英国为何并未产生此点呢？我认为，最初将英国介绍给文明世界的虽然是凯撒，但不列颠的正式罗马化，是在进入帝政时代以后，而且是成就於写不出能与《高卢战记》匹敌之作的人物之手吧！相反的，法国将自己的「罗马化」，写成易懂且巧妙的文学作品遗留给后代。而结果是，不是对征服者凯撒的抵抗式文学，反倒成了讽刺象征的文学。不像邱吉尔所说「大英帝国的历史，开始于凯撒渡多佛海峡时」这般坦然。高卢，也就是法国无法毫不在乎。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与对高卢的战后处理，就高卢人来说是「造孽」之举。






维尔钦杰托斯向凯撒投降图




凯撒在西元前58年就任属省总督之后，拒绝答应赫尔维提族的通行时，就已经想过这势必无法平稳收场。不，也许在罗马皆知赫尔维提族準备移动的西元前59年当时，他已经预测到这个部族的移动，将在高卢全域卷起风波了吧！正因如此，他才期望到此风波必至之地的高卢就任，而且一开始就期望有五年的任期吧！一向只阅读《高卢战记》的小林秀雄对此曾尖锐地指出，野心家凯撒所等待的，想必是创作高卢战役的机会吧！但是，这是个给予罗马国未来指针的「创作」，而这也正是《高卢战记》中无法书记前言的理由吧！如果写了的话，一定会受到「元老院派」的猛烈抨击吧！而且更重要的是，凯撒的前瞻性是无法为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吧！但是，现在英国的一位研究者写道：


「阿列沙攻防战，决定了包含不列颠、由庇里牛斯山脉至莱茵河之地以后的历史。」



历经八年高卢战役后的战后处理也告终时，凯撒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北义的属省前进，当时已经进入西元前50年的夏天。在这适於战斗的季节离开高卢，显示高卢已开始进入战后状态。剩下的军势分配是高卢中部由法比乌斯率四个军团、高卢东北部由特列波纽斯率领四个军团前往。西元前52年至前51年的冬天、西元前51年至前50年的冬天，在非战季节中，两度於高卢过冬，以彻底解决高卢问题为优先考量的凯撒，也不允许草率处理首都的反凯撒行动。北义属省总督的本营在拉温纳，凯撒早日返回拉温纳，专心致力於因关切高卢而不得不搁置的首都对策，表示有必要认真考虑对元老院的对策。

在朝北义属省前进的途中，凯撒耳里传入一个情报，也就是「元老院派」图谋接近拉比埃努斯之事。凯撒将北义属省屯驻军团的指挥权，讬付给在八年的高卢战役中，与自己同心协力走过来的副将。

理由一为纯粹出于慰劳。凯撒在北义过冬那年，拉比埃努斯还是继续留在高卢。凯撒的考量是想让他待在好一阵子已无敌意的北义属省，在被称为「罗马化的高卢」、最为罗马化的北义大利，好好休养。

二为意在参选第二次执政官的凯撒，基於选举上的考虑。北义属省说来算是他的选举地盘，因为在此地编组而成、且在凯撒指挥下战斗的军团兵，都是拥有投票权者。将拉比埃努斯送往此北义属省，对凯撒而言，正是送最信赖的人往选区的作法。

据说庞培的手下曾多次与拉比埃努斯接触，凯撒身边的希尔提斯在《高卢战记》的第八卷中，对得知此情报的凯撒，有如下的描述：


「凯撒对这件事，连听都不想听。」



高卢战役结束后，凯撒毫无喘息地等待下一场战斗。而这场战斗不同于在高卢的战役，它是以法律与言论为武器所展开的战斗。




渡过卢比孔河之前



二年前的西元前52年，背负「元老院派」之名的米罗与高唱「平民派」的克劳狄斯两派武力冲突不断，而在米罗杀害克劳狄斯时达到了最高潮，随着「一人执政官」的就任，这个无政府的状态由庞培收拾了。他过去的名声，以及那些领受土地耕作曾经是他部下的人感到无言的压力，这对平息因平民代言人克劳狄斯的被杀所引起的狂怒，有相当的助益。凯撒也同意这是解决现状的良策，由于有在维尔钦杰托斯领导下所建立的高卢对策，所以凯撒就安心离开北义属省了。但是，当凯撒展开与对手维尔钦杰托斯在高卢的战役时，在首都罗马，「元老院派」和庞培也开始越走越近了。

首先是将特例的一人执政官现状，提早改回常设的两人执政官制度。深信由元老院主导的罗马型寡头政治，才能守护罗马政体的「元老院派」，认为只有一人的执政官，有流於独裁官的危险。苏拉所实行的强力独裁政权，虽然强化了元老院政体，但是光是他自己成了最高权力者之事，就让「元老院派」大感是作了场恶梦。西塞罗、小加图、马塞拉斯、阿赫诺巴布斯等「元老院派」，都对「仅仅一人」之事过敏。无政治野心的庞培，了解「元老院派」的心情后，答应再设一位执政官。「元老院派」也将这另一位执政官的选任交由庞培负责。第二位执政官由庞培再婚妻子的父亲——梅特鲁斯·西比奥就任。这个人物本是出身名门贵族的元老院议员，因此对「元老院派」而言是再好不过的解决办法了。但是，这件事对「凯撒派」而言，是「三巨头政治」中的盟友庞培，做了「元老院派」的马鞍。

以打倒「三巨头」组织为目标的「元老院派」，现在图谋离间凯撒与庞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策略。而他们想取得的，不是凯撒而是庞培，这也是相当明白的选择。实现「三巨头」组织想法的凯撒，想改革由元老院所主导的寡头政体的意图甚为明确。

但是，庞培也是一次又一次地赞同「三巨头」，只不过在他光辉战绩的背后，享誉了罗马最骁勇的武人之名，而且他年轻时就习惯这第一人者的待遇了。如果能延揽这样的庞培进来，对共和主义者的「元老院派」而言，是不用担心他会变成独裁者的。

「元老院派」之所以执著於拉拢庞培，原因之一为想孤立凯撒；二为想利用庞培的名声。在「元老院派」中，欠缺令一般市民热衷的领袖型魅力领导者。西塞罗虽为受人尊敬的知识份子，但是评论家式的言行并未得到平民的认同，以至於在西元前63年最后也没能当选为执政官。而小加图清廉的生活起居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他那悲观式的辩论非常引起民众的反感，在两名执政官选举中，候选但落选了。其他的人也是即使当选了执政官，成为政治家、武将，也无法成为刺激民众想像力的人才。因此对「元老院派」而言，藉庞培的露面来打开市民之路是必要的。再说，不具政治野心的庞培，并非是个危险人物。

诚如我在先前所叙述的，虚荣心是希望別人赞赏自己的心态；而野心则是欲达成某事的意志。要他人觉得自己好的人并非绝对需要权力；而想要达成某事的人，权力和执行时所必须的能力是不可欠缺的。即使有虚荣心但无野心的人，人们也会视他为无欲之人，因而不认为他是危险人物，所以受重用的往往是这种「不危险的人」。

不介意別人的看法，并且於公并未想达成某事，这种人实质上是过着隐居、未危害人类社会的人生而已吧！古代称此生活方式为伊比鸠鲁派，而相反的，选择积极与人类社会结合的生活方式，则称为斯多噶派。庞培的不幸，在于他称霸东方归国后，四十四岁的他由积极的斯多噶派变为不彻底的斯多噶派。他如果能像前辈卢加拉斯、西塞罗的亲友阿提克斯那般，就能彻底地以伊比鸠鲁的生活方式，平稳、优雅地度过后半生吧！想成为国家秩序守护者的虚荣心，使得年居五十中旬的庞培，成了「元老院派」追逐的对象。

追逐的一人为此时期开始执笔《国家论》的西塞罗。第二年立刻被刊行的这部著作，提倡国家的理想，应由超越党派、忠于国法，超然其上的客观调停者来治理。这样的写法明显地是在暗指庞培，这是在替庞培以及推荐他的「元老院派」提供理论上的根据。

得到庞培增势的「元老院派」，先是策划在次年西元前51年的两位执政官，皆为己派所独佔。但是此事只成功了一半。马塞拉斯当选了、小加图落选了。但是凯撒派无一人当选，次于马塞拉斯当选的是中间派的法律家鲁佛斯。因此，「元老院派」的反凯撒攻势更加地增强了。

我想在此先对「元老院派」和凯撒两者的真正目的为何做一整理，这对厘清往后法律抗争的复杂性相当有效。

首先简单扼要叙述如下：

「元老院派」——坚持由元老院主导少数领导的罗马共和政体。因此决意对想打倒现行体制、树立新秩序的凯撒，无论用何种手段也要将他赶走，目前所面临的正是阻止凯撒再任执政官。西元前59年，他们只要想起当时执政官凯撒的统治方式，认为凯撒身为其中之一的执政官就存在著危险。

凯撒——深感西元前六世纪以来一直持续著的罗马型寡头共和政体，并不适合西元前一世纪中已成超级大国的罗马现状，必须确立取而代之的秩序。但是，他以在高卢战役所获得的名声为背景，在执政官这个现行体制内寻求改革之道。因此，目前面临的课题是西元前48年的执政官选举。代替凯撒叙述高卢战役最后一年的希尔提斯也记述如下：


「尽管依法的妥当方法进行的希望很渺茫，凯撒还是在可牺牲的范围内牺牲，希望能依法进行。」







凯撒首度就任执政官是在西元前59年。如果是在西元前48年担任第二次的执政官，相隔十年再选执政官，也还未违反尚有效的「苏拉法」。西元前55年担任执政官的庞培，在西元前52年又当上了执政官，当时的一人就任，是以收拾事态为目的的特例处置。凯撒依照常例，期望参选合法期间内所设置的执政官选举。西元前49年的那场选举他也有所冀予，但是那得在西元前50年的夏季选举中集中火力出击，如此一来，就没有充分的时间处理战后事宜了。

但是，即使是西元前48年的执政官选举也是在前年夏天举行。况且依照惯例，候选登记必须由候选人本人，亲自提呈至罗马市内卡匹杜里诺山丘上的国家公文书库。如果想忠于这个规定，凯撒首先在西元前49年的夏季以前，就要为高卢战绩举行一场凯旋式。因为凯旋式是为拥有军团最高指挥权的前执政官举行的，拥有这个大权者，在身为前执政官、属省总督时，就无法进入首都城内，这是罗马的法规。如果他在凯旋式结束后，自己一人返回罗马城内提交候选人登记，就不会触及罗马法规与惯例。

但是如此一来，就百分之百地中了「元老院派」所设下的圈套了。因为凯撒的属省总督任期，照例是在西元前50年底结束。因为照例所计算的实际任期是在后继者到达接任那时才结束。军务上的任期更是有拉长的现象，而依此习惯，任期的结束通常是在隔年的初春。

但是，决定后继者的是元老院，元老院又唯「元老院派」马首是瞻。这样的话，早就决定后继者的可能性颇高。凯撒的任期较可能在西元前50年底结束。但是在那样的情况，通常要暂时解散手下的军团，相约於凯旋式时再会。凯撒如果想参选西元前48年的执政官，他的旧部属们或许会一举投下支持他的票而使他当选；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待上六个月的「赤手空拳」期，也就是成为个人。而看準凯撒将恢复为赤手空拳的「元老院派」，必定会展开一场法律斗争。因为在罗马有禁止告发公职人员的规定，也因此有很多公职人员在卸下属省总督职位回首都时，遭到被告发的命运。

但是，反凯撒派的人握有将凯撒揪至法庭的「罪」吗？如果依照罗马法是有的。


一、属省总督的身份应是负有专守防卫的任务，越过任地的属省境界远征，渡莱茵河攻日耳曼人之地、越多佛海峡远征不列颠。属省总督在越过任地边界进军的情形，习惯上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认可才可以行动，但是凯撒未得到认可，也未请求得到认可就决意行动了。




二、除了被给予的四个军团以外，他自己负责编组的四个军团并没有得到元老院的认可。西元前56年春的卢卡三巨头会谈中决定，至西元前54年的三年间，凯撒第一年有六个军团，第二年开始有八个军团的战力，当然这项决定也未向元老院请求核准过。




三、给予被征服的高卢有力人士自己的家名朱利斯，擅自组织「Client网」（私人后援会网）。




四、在长期以来的债权者——克拉苏死后，金钱方面变得好转的凯撒资金来源十分值得追究。以振兴高卢经济为名，从去高卢开拓新市场的罗马商人，收取回扣，这事完全可视为收贿罪。



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这位连战连胜、击败汉尼拔、将罗马从布尼克战役泥沼中救出来的人物，也因被追究五百泰连金额（一千二百万塞斯泰契斯）的使用用途不明，而被逼得狼狈万分。凯撒的情况是将钱用在扩建罗马广场的工程，因为是用在公共事业还不至於使用用途不明，而是出处来源不明。扯凯撒这位救国英雄后腿的告发者，是承继大加图血源的小加图，他燃烧著打倒凯撒的执念。

因此，失去公职这个盾牌的凯撒，必定会遭告发的砲火猛烈集中攻击。而在裁判结果尚未明朗以前，元老院大可以此为借口，不接受他的候选人身份。诸如此类的前例，包括加帝蓝的情况看来还真不少。

当然，凯撒这方面也做了某些应对，凯撒派常将多数护民官的提案立法化，对凯撒特別通过了允许他不在也能提交候选登记的法律，也就是本人无需至罗马提出登记，由代理人提出就可以了。在北非与努米底亚王朱古达战斗，无法归国的马留斯，也有非本人所提出的候选登记受承认的前例。凯撒自然也可以用高卢战役正进行中为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在高卢战役终了、属省总督任期将满的西元前49年以后，是否能继续得到承认就很难保证了。然而实际上，有鉴於凯撒功在国家而给予他特例之事，已开始向不认同的方向发展了。





先是西元前52年，庞培努力完成了以立案形式提出的「行政官法」。这项法条中再次要求候选人有亲至首都登记的义务。此法是在获报杰尔高维亚的凯撒军撤退时所提出来的，要突击敌人，利用敌人势弱加以狙击是正确的，不过，这似乎也太早了；三个月后，阿列沙的罗马军反败为胜的消息传来。后世的历史学家一致评价阿列沙攻防战才是决定不列颠与高卢历史的战争，当时的罗马一般市民，也同样正确掌握了这次胜仗的意义，他们觉悟到长期的高卢战役就要终了了。在狂热的民众面前，元老院决议向神做二十天的感谢祭，以报偿凯撒的功绩。「行政官法」也不得不对凯撒外加一修正条款，将他列为例外，修正条款的提案人为庞培。

凯撒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将自己的任期延至西元前49年底。理由是战后处理工作需要充分的时间，而真正的用意则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所受的特別待遇不会被更动。如果能将任期延至西元前49年底，在前49年夏季的执政官选举中，就不会面临「赤手空拳」的危险了。

「元老院派」认为拒绝凯撒要求的延长任期，是违逆市民的情感，因此不对凯撒的要求做立刻的答覆。反凯撒的第二枝箭，在西元前51年被放出了，此法已於前年底由元老院议决了。西元前51年，以庞培提案的形式在公民大会中被提出来了。

在「庞培法」中，规定即使拥有成为属省总督权利的前执政官与前法务官，必须在担任执政官或法务官五年后才能实际赴任。此法一成立，使得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验，但无属省职务经验的人，被排除於属省总督之外。不想担任属省职务的西塞罗，也於西元前51年夏出发至任地西里西亚。对不擅军务的西塞罗幸运的是，位于小亚细亚的西里西亚属省，那时还算是平稳之地。正因为是没有问题的地方，才派遣知识份子去吧！但是如果提起内政，西塞罗实际上是凭良心工作的总督。

这个「庞培属省总督法」，乍看之下，似乎并不以凯撒为标的。但是，元老院中集合了法律之民——罗马人中法律知识超群的人，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

属省的赴任是在获得权力五年以后。西元前52年担任执政官的庞培，在西元前51年时，不得不退任两西班牙的属省总督。与任职高卢三属省总督的凯撒相比，庞培的卸任当然呈现了军力关系的不平等。因为凯撒保持了他的军事力，而庞培却无军事力。

因此「元老院派」议决了将庞培的两西班牙属省总督任期，再延长五年，作法也相当巧妙。庞培的任期并非由西元前50年底开始五年的延长期，而是由西元前52年底开始。为什么由西元前52年底开始呢？因为庞培在前半是担任「一人执政官」，所以才选在西元前52年吧！如果由西元前52年底为任期开始期间，庞培的任期终了就是西元前47年底。如此一来，即使受制于市民的爱戴，不得不接受凯撒将任期延至西元前49年底时，庞培的任期也还比凯撒晩二年才结束。

因此，两人间的实力关系一变而为对凯撒较不利。不可忘记的是，罗马中拥有绝对指挥权率军权限的是属省总督；因此，属省总督的任期结束，就意味着军事力的解除。燃烧著打倒凯撒气焰的「元老院派」，期望在军事力等各方面都较凯撒佔优势。因此拉拢庞培至「元老院派」是有所效果的，而这对惯於无敌手、当龙头的庞培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多少也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但是「元老院派」也有点过於趁势了。西元前51年的执政官马塞拉斯公然地反凯撒，在元老院会议提出一个提案，那就是在高卢战役结束后，要求凯撒解任最高司令官之位，召还回本国。

这在元老院议员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终于决定要早一点解任、召还这位被回报以二十天感谢祭之功的当事人。的确，就战略的观点看来，高卢战役是在阿列沙的攻防战中终了了。凯撒自己写到《高卢战记》的第七卷，希尔提斯所执笔的是第八卷，记录阿列沙以后，完全称霸高卢之事。也就是如同第八卷所叙述的，此时期的凯撒正逐渐纵横高卢全域、完成称霸高卢。并且，《高卢战记》至第七卷的抄写本也开始到处流传了。

执政官鲁佛斯首先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他并非属于凯撒派。

元老院议员分为强硬的「元老院派」与稳健的「元老院派」，鲁佛斯是法学者，属于稳健的「元老院派」。执政官鲁佛斯反对的理由是：以凯撒充分执行最高司令官为前提，应将他地位留至任期截止较为妥当。十七年前曾有将在前线战斗进行中的最高司令官卢加拉斯召还本国的例子。但是，当时不得不解任、召还正与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作战的卢加拉斯，将他的指挥权让交给后继的庞培，是因为即使他攻至里海（Caspian）的军事功绩充分地获得认同，但之后士兵拒绝从军，也就是因为士兵罢工之事无法解决，以致沾上了身为最高司令官而不懂明辨的污点。凯撒的士兵并无此种状况。执政官马塞拉斯的提案过於明白显示对凯撒的憎恶，终究无法得到元老院议员的赞同而无疾而终。

强硬的「元老院派」也无法忽视的是，执政官马塞拉斯的这项提案，令庞培感到不快。庞培也担任两西班牙属省的总督。然而他派遣心腹至属省统治，自己则留在罗马，於属省总督任期内不得入首都城内的规定，也适用于他。因此，他从罗马南方的阿尔巴別墅传达出不快之意。庞培的不快，我想纯粹是出于身为武人的不快。惯於首都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无人知晓率领五万大军，进行长期战役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以为最高司令官的地位宛如投球那般简单；而在军事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庞培当然隐忍不了，庞培是个有许多缺点的正直男子。

庞培表明反对后，强硬的「元老院派」不得不改变战术，采不露骨地反凯撒的迂回路线。隔年，西元前50年的执政官，两人皆为己派人士所独佔也是这个目的。

由于凯撒还在高卢继续进行完全称霸的工作，这一次成功了。因为在战斗进行中，凯撒无法为了帮助己派的候选人当选而让手下士兵们休假，或让他们回首都投票。当选的盖乌斯·马塞拉斯与艾米里斯·保罗都是「元老院派」的。前者与前年度以执政官身份强硬地反凯撒的马库斯·马塞拉斯有堂兄弟关系。两人反凯撒的论调也是一样的。当凯撒从事修复先前所建的艾米里亚会堂时，还是艾米里斯·保罗借给他修复工程费的融资，因此他并非在感情上反凯撒；只是，这位名门贵族是个诚实的人物，他不希望成了凯撒在首都的利益代言者。

东忙西忙后，完成了全高卢的称霸。连续二年待在高卢过冬，优先处理此事的凯撒，在西元前51年的冬天，著手内政方面的战后处理。

如前所述，这些皆为攸关将来罗马根本方向的事，再继续做下去，就能有因应首都局势的对策。套句西塞罗的说法，「凯撒的长手」再度开始向首都罗马伸展了。





不止限於此时，凯撒蒐集情报的能力，以及活用情报为基础设立驻外机关的才能，也令人惊讶。即使在战斗中，埋首於距巴黎一百五十公里北侧的阿拉斯战后处理时，凯撒也能对首都情势的变迁瞭如指掌；更令人惊叹的是，南法与北义的属省统治也能继续充分发挥机能，真可说是组织力、才能超群的人。

但是，他的情况是完全中央集权。负责驻外机关的人员皆和凯撒直接联系，情报完全集中於凯撒处，基本的指示也全由凯撒发佈。接到指示的驻外机关负责人同时也是经济方面的负责人，仿佛凯撒的手足般，彻底地实施他的指示。

这个系统说起来是事发时的系统。也许，在凯撒看来，平时的法律斗争与事发系统的典型事件——战争无异吧！

尚在北非处理战后事宜的凯撒，借由此法，清楚地掌握了庞培的动态与「元老院派」的谋略。因此，他也早已察觉到要将己派人士送上执政官的位子是很困难的吧！但是如果任凭反凯撒的罗马领导阶级日形坚固，等于是自寻灭亡。因此，凯撒必须寻找一个即使元老院和执政官转过身去，依然能胜任其「手」的人物。凯撒所注意的、符合此项要求的人物，是按照普通的想法会极力避免的人选——现职的护民官，三十五岁左右的青年。




「凯撒的长手」



盖乌斯·善普罗尼斯·古里奥，他的父亲是强硬的反凯撒派，因此他也被视为「元老院派」。青年古里奥的条理式思考表现以及充分的辩才，使他成为西塞罗等「元老院派」不吝赞赏与期待的对象。然而这位古里奥却成了「凯撒的长手」。

为什么凯撒会注意到这位分明属于敌侧的古里奥呢？

第一，青年古里奥担任护民官的职位。在罗马政体中，除执政官两人外，只有护民官握有行使拒绝权的权利。

但是这里剩下的疑问是：护民官之职有十个人担任，也犯不著特地选敌方阵营的人吧！

也许凯撒知道青年古里奥了解以往对凯撒的攻击论法，因而对他的能力予以肯定吧！总之，他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元老院派」议员以及执政官为敌，一步也不退让地守着凯撒的利益，那是因为凯撒收买了青年古里奥的才能。

我们或许可以想到，处於周遭皆为反凯撒派的环境中，这个青年替凯撒派做事的可能性，也并非就全无呀！但是，凯撒是否已经从古里奥以往的演说及其他情报，察觉他是一位对任何想做的事都有强烈意志的人。对这种性格的青年，只要明示远大的理想，加以说明成果理当共享等等，要说服他并非是作梦。而凯撒又正是写这种信的名手。

再者，青年古里奥有喜好华公贵族生活的倾向，一直到处负债，总额达六千万塞斯泰契斯，就借钱的才能而论，要比年轻时的凯撒更豪奢。凯撒替他偿还那笔债，因为什么都不付地拜托他有些失礼。根据西塞罗所述，凯撒很喜欢那个与自己年轻时候类似的青年。对五十岁的凯撒而言，古里奥那笔庞大的借款，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材料吧！

我想直接与古里奥接触的，是首都的「凯撒事务所」主任——巴尔布斯吧！由于必须采隐密作战，因此打探等微妙的接触，常是由间谍出身，跟在凯撒身边的人所担任。

年轻护民官变身了，一时之间也没有人发觉。连向来喜欢接触情报，到西里西亚属省任地也不忘和首都交换情报的西塞罗，也等到西元前50年中叶才发觉此事。因为护民官古里奥遵守凯撒的指示，尽量以低调的方式行使职权。

但是最后当古里奥行使否决权这个「变节」的举动，引来罗马政界的骚动。「元老院派」所期待的人才被敌人收买了。元老院内皆大叹此为丑闻。强硬的「元老院派」责难古里奥不该被凯撒的金钱收买，有良心的元老院老议员，则纷纷感叹此时年轻人的道德伦理低落。

但是，认为任何人皆可为金钱所买动的人，本身也可能为金钱所买动。从非难这件事来看，较之受非难的一方，反倒更映现出非难这方的样子。青年古里奥自此成为凯撒忠实、热情的青年同志。

那么，在西元前50年的12月9日截止的护民官任期中，古里奥是如何守住在北义属省无法接近首都的凯撒利益呢？





凯撒将任期延长至西元前49年底的要求，还未交元老院讨论决议就告终了。「元老院派」意图决议要凯撒卸任且返回本国，但是由于元老院内的稳健派和庞培的反对，而未达成此决议，这件事已经在前面叙述过了。被迫转换战术的「元老院派」，第一步作法是期望独佔执政官。这个作战在西元前50年的执政官选举获得成功，该年夏天所举行的下年度执政官选举相当天衣无缝。西元前49年的执政官，都是强硬的反凯撒派——马塞拉斯与廉托鲁斯两人。这三年来马塞拉斯家族的当选，与克劳狄斯一门特別厌恶强硬的凯撒而举族助选有关。再者，现在属「元老院派」的庞培也有某种效果的聚票力，庞培的聚票力，比起住在罗马市内的游离票，反倒是多来自罗马附近拿坡里周边的殖民，那里到首都方便而且又是从前部下的势力地盘。

下年度的执政官皆为己派所独佔之事成功后，「元老院派」的第二场作战是，早日决定继任凯撒的人事。如果连继任者都决定好、并且早日赴任地，那么凯撒就无法一直在属省安稳地待至西元前50年底的任期终了之后。不是属省总督，就不得不放手军事权了。而「变节」后的护民官古里奥的任务就是打听、预测可能继任高卢属省总督的人选。

但是高卢属省总督的继任，在前年的西元前51年，已经列为元老院的议题了。提案者是执政官马塞拉斯，那时就连元老院也对长期以来的高卢战役终了后就决定继任者之事，大感犹豫，因此列为下年的议题未被采决。但是就任西元前50年执政官的盖乌斯·马塞拉斯，将这问题视为自己任内的最重要课题，这早在1月1日他就任的第一天就已经表明了。

如何做能早先得到情报呢？古里奥当初替凯撒派做事时还没有人发现，在他被认为是「元老院派」的时候反倒有利。

首先，积极促成经由「元老院派」和庞培同意所提出的提案：克拉苏远征失败后，叙利亚属省的防卫变弱，从握有军事权力的凯撒、庞培手中各拨出一个军团，派遣至叙利亚。庞培指称自己早在西元前53年，已经借给凯撒一个军团了；因此从庞培那里借来的一个军团，加上凯撒原本义务所需提供的一个军团，计两个军团的兵力遭削减。这项提案的目的，很明显地是要削减凯撒的军事力，虽然有帕提亚的威胁，但是自从斯雷那斯死后就没什么影响了，自然也还不至於要紧急派援军。

凯撒遵从元老院的决议，送返屯驻北义属省的第十五军团，取而代之由高卢来的第十三军团。而他自己所义务提供的军团由在高卢的第十四军团递补，并且还告诉他们，就要离开高卢回罗马了，然后称赞这两个即将离手的军团士兵这些日子来的英勇战斗，付完薪俸后才将他们送回故国。

不过这下子凯撒手边的军团减至八个了，而被送返的两个军团也如凯撒预期般，不是送往叙利亚，而是被置留在庞培的旧兵所集中的南义加普亚。

面对这种情况，凯撒并未提出抗议。但是虽未抗议，此时他已经未经元老院许可，擅自至南法属省征募志愿兵了。志愿者非罗马公民，而是高卢人，因此不以正规罗马军第某某军团命名。因此，加上两个实质新编组的军力，命名为云雀军团，因为南法属省有许多云雀。

总之，凯撒显示出顺从元老院决议的态度，但是想法上，他依然认为只要庞培有十个军团的权力，自己也要握有十个军团。

护民官古里奥一面假装成「元老院派」，一面著手延迟高卢总督继任者的作战计画，於是搬出「法」的法律论争展开了。而即使以法律论争也无法左右元老院的议决时，就行使护民官投否决票的权利。尽管世人也会因此知道古里奥和凯撒走得很近，但是否决权的行使是护民官的正当权利。「元老院派」只有咬牙切齿了，而且一面咬牙切齿，一面等待古里奥的任期截止——至西元前50年的12月9日，但是凯撒已经準备好粉碎他们这般的期待了。




议民官安东尼



护民官的任期是由12月10日至隔年的12月9日，选举通常与执政官选举同时期举行。但是与执政官及其他公职选举，只要拥有公民权者皆有投票权的公民大会不同，护民官的选出，只由平民才有投票权的平民大会来决定。在平民大会中，「元老院派」的影响较少，因此被视为「平民派」领导人凯撒的地盘。在这平民大会中，凯撒所推派的候选人要当选是很容易的。当时的安东尼刚满三十二岁，是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中的主角，虽然他有在凯撒之下担任军团长的军务经验，但是说到政治，这还是头一遭。不过，凯撒在此时期已返回北义属省，北义属省的总督驻在地拉温纳与罗马的距离，约三天的行程。如果派遣急使，更可节省时间；比起在高卢时，送达指示自然要容易多了。安东尼当选护民官，凯撒利用护民官对抗元老院的策略也就能够继续施行了。

尽管面临任期迫近终了，护民官古里奥的活跃，令在拉温纳的凯撒感到相当满意。学者也未必光会写些正经八百的话，有时也会有些通俗的表现，那是因为通俗的表现能适当地反映出现实的缘故，而罗马史的世界级权威学者之一，也写了下面这句话：


「古里奥是高价位但却值得买的良物。」



但是因为庞培反对的缘故，古里奥也不可能将凯撒的任期延长一年至西元前49年底。然而由于庞培的反对，凯撒的卸任与召返本国也就没实现了。结果，古里奥所活用的武器是否决权。护民官古里奥行使否决权，使得元老院下不了决定。

但是落脚於拉温纳的凯撒，他的战术有些许的变更。就任执政官，终于可以在罗马的现行体制下对国家从事改造，於是凯撒决定留在属省，直到西元前49年夏被选为执政官。他的不在场候选人权利，受到「十护民官法」的承认，即使「元老院派」因此继续努力奔走，还是没达成废除此案的目的。执政官在西元前49年夏被选出，就任日期是在西元前48年1月1日。但是元老院的讨论必须事先征求下任执政官的意见，因此可视同为有官职。这和退任属省总督的个人完全不同。因此，借由不可告发有官职者的规定，凯撒避开了成为反己派讼诉砲火轰击的危险。凯撒之所以有可能留居属省总督，是因为后继者尚未决定，一旦决定好后继人选后，元老院又会以发动否决权的常用手法，回复原点。

但是这两派的敌对状态，造成了首都罗马人心的不安，年长的人忆起了马留斯与苏拉时代的内乱，并且害怕内乱再发生。西塞罗所疼爱的年轻人柴里斯等人，正宛若置身事外似地，热衷於观看庞培与凯撒两人谁胜谁负。凯撒认为行使否决权，造成元老院继续瘫痪的状态，对自己是不利的。护民官不仅可行使否决权，也有政策立案权，凯撒就是著眼於这点。

西元前50年12月1日，执政官马塞拉斯按照惯例又在元老院中发表批评凯撒的演说，批评凯撒破坏现行体制，想称霸成为独裁，演说终了后，马塞拉斯要求元老院议员采行下述的提案：


一、有无必要决定凯撒的后继者？



  ——根据元老院议员的投票结果，认为有必要的佔了大多数。


二、是否应取消庞培的最高指挥权？



  ——议员们多投下了否定票。

护民官古里奥对此提出了反对动议。


「根据西元前55年订立的「庞培·里奇纽斯法」，高卢属省总督凯撒与两西班牙属省总督庞培，任期皆於西元前50年底终止，且皆自属省总督退任、解散军团。」



这是由凯撒所提出的妥协案，实为一巧妙的提案。庞培当然没有理由反对自己所立的法。而如果庞培不反对，「元老院派」自然也就没什么戏可唱了。

再说，不只是内容，就连提出的方式也颇为巧妙。因为如果古里奥的提案议决通过，执政官马塞拉斯的提案一和二皆自动无效。而古里奥也以前述的一、二提案皆采即席表决为由，要求他的提案也能得到立即表决。

投票结果：赞成三百七十票、反对二十二票。如此一来，想剥夺凯撒的军事力量，却不动庞培军力的方案流产了。

执政官马塞拉斯恼怒了，宣告散会，然后向元老院议员丟下一句话：「凯撒将成为诸君的主人。」随即离开议场。

古里奥受到元老院议场外担心万分的市民鼓掌与大声欢呼，西塞罗也赶忙回避内战似地没吭声。

但是，隔天的12月2日，元老院议员接到来自执政官马塞拉斯的紧急召集，马塞拉斯向到元老院议场的议员宣告：


「我接获凯撒的十个军团越过阿尔卑斯山，正向罗马南下的情报。」



护民官古里奥不等发言结束，就自席间站起来叫道：


「那个情报是假的！」



由于元老院仅给有审计官或护民官经验者议席，所以议员中的许多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是体验过马留斯与苏拉内战的世代，容易动摇的他们也没法再做深思，而顺应了执政官马塞拉斯的要求，再次表决日前古里奥的提案。结果竟推翻了前天的决定，以否决定案。

古里奥立刻将此事报告在拉温纳的凯撒，凯撒也马上派祕书官希尔提斯至罗马。12月6日太阳下山后，进入首都的希尔提斯与正等待接应的古里奥及保罗会面，确认状况。然后，隔天清早就与庞培的岳父梅特鲁斯·西比奥会面，表示了凯撒所提出的第二个妥协案：保持北义与伊利利亚两属省总督拥有两个权利军团、承认不在场候选人的候选资格，如此一来也就可开启南法属省的总督后继人事之路。但是凯撒所命令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和庞培会面、伺机转告凯撒之意。而希尔提斯按照目前的情势判断，了解此举已无用了，因为握有日前元老院改变决议结果的执政官马塞拉斯，等不及地就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任两西班牙属省总督的庞培，依国法不得进入首都，马塞拉斯带着「元老院派」的议员到在阿尔巴別墅的庞培那里，亲手把剑交给他，说道：


「元老院要求您当国家的盾，阻挡凯撒的进军。为完成此大义之举，我们给您在义大利的军队编组权，当然包括屯驻加普亚这两个军团的指挥权，必要的一切军事力最高指挥权，现在皆在您的手中。」



庞培前一阵子还因病疗养，但是这位五十六岁的罗马名武将接受了剑，答道：


「如果没有其他的良策，我就将执政官的要求当成是命令接受下来吧！」



由现场证人梅特鲁斯·西比奥口中直接得知此事的希尔提斯，在罗马只停留了二十四小时，12月7日夜里即往拉温纳，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或许才三天后凯撒已经得知确实的情报了吧！事到如今，凯撒只好命令在高卢八个军团中的第八与第十二两个军团，离开冬营地往北义移动，和他一起在拉温纳的只有第十三军团。





因预料凯撒与庞培将有正面冲突，而陷入恐惧、混乱、骚动的罗马，面临著护民官古里奥任期期满，新护民官安东尼12月10日的任期开始。有了安东尼接手后，古里奥便出发前往拉温纳，和凯撒会面后告知所有的事情，并听候下一步作战指示。护民官的卸任者，自动被给予元老院的议席，几乎已成了规定，因此古里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成为元老院议员。虽然无否决权可用，但是也可借由论争来左右决议。

「元老院派」除了浪漫式地亲手递交了剑外，也将授与庞培的大权合法化，他们并没有浪费时间。在古里奥至拉温纳不在首都的期间，冠以梅特鲁斯·西比奥之名的提案在元老院被提出了。也就是未提及庞培，唯独命令凯撒解散军团，如果凯撒不服从，将视为国家的敌人。

提案者梅特鲁斯·西比奥完全不理会凯撒送过来的第二个妥协案，在议场甚至没提及此事。只是要求采决他在元老院的提案。

罗马境内因凯撒军南下的传闻一片骚动。而庞培离开阿尔巴別墅，在首都城外等待元老院的议决结果，大为激起议员们的不安。护民官安东尼偕同凯撒派的护民官进入议场，扬言如果梅特鲁斯·西比奥的提案通过，那么他们将不惜动用护民官的否决权。这句话奏效了，主要的提案议决被延期。






马库斯·安东尼




但是庞培至此开始积极地活动了。当夜，庞培召集元老院的重臣到他城外的宅邸，告诉他们一再地延期迟不下决定，对议员本身、对国家皆非良策，他自己已经有再度挥剑的觉悟了。元老院中非反凯撒的议员，提出派遣代表至拉温纳说服凯撒的方案，但是仅得到少数的支持。因为护民官安东尼所召集的平民大会中，他激情的演说，引起了元老院议员的危机意识。在12月21日所召开的平民大会上，安东尼批评元老院与执政官枉顾凯撒征服高卢对罗马的莫大贡献，竟然要做出忘恩负义的行为。而现在护民官打算行使否决权，如果此举也遭漠视，就摆明了如同平民的权利受到漠视。平民大会全会一致支持安东尼等护民官。

元老院面临这强烈的态度，也不管庞培的表态，无法踏出决定性的一步。就在蹉跎当中，已近西元前50年底了，凯撒的任期即将终了，而继任的人选尚未决定。因为元老院如果强行决定，护民官一定会动用否决权，他们畏惧同时又与平民阶级为敌。





在这种情形下，去拉温纳的古里奥返回了罗马。接着，西元前49年1月1日，马塞拉斯（西元前51年执政官之弟）与廉托鲁斯新任执政官任期的第一天来到了，两人皆为强硬的反凯撒派。

在元老院议场的新执政官就任仪式结束时，元老院议员古里奥要求发言。他想宣读凯撒讬给他的书简，执政官马塞拉斯认为讬付的事情应搁置，先行进入议题；但是以护民官身份进场的安东尼要求立刻宣读。这是关键人凯撒写给元老院的书简，许多人要求宣读出来，执政官也就只有应允了。

凯撒亲手写的书简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将自己从以前到现在的诸项战功，客观地叙述出来。二是有关唯独自己的权利受剥夺，庞培却允许维持原有的权利，如此有失公正，因此第三度提出妥协案，也就是他有辞去高卢属省总督的準备，不过两西班牙属省总督庞培，也必须同样辞去职位。最后，凯撒要求对这提案的赞成与否的表决，应在充分讨论后以无记名方式投票。

身为议长的执政官，完全无视凯撒书简中的第三项，采未经讨论的举手表决方式。结果赞成凯撒提案的，只有古里奥与西塞罗的爱徒加西阿斯两人而已，近四百人的元老院议员，几乎都拒绝了凯撒的妥协案。与其说是反对提案中的内容，不如说是因为觉得这是最后通牒，而引起反感所致。就内容而言，连属于稳健「元老院派」的西塞罗，也要评论它是很现实的。

护民官安东尼果然如预料地行使否决权，因此结果悬而未定，隔天再行表决。这边否决，马上那边又动用否决权。第二天再举行一次表决，结果还是一样，依然又动用了否决权。

如此反覆相互坚持时，庞培的旧部属湧至元老院的议场外等待，使压力愈形增加。护民官连日来面临被杀害的威胁。接着，1月7日来临了。




「元老院最终劝告」



西元前49年1月7日，担任议长的执政官马塞拉斯不理会护民官一向拥有行使否决权的权利，要求再确认在1月1日元老院议会的表决中，对凯撒提案的否决之议。几乎所有的元老院议员已经投了好几回「否」的否定票，当然那天安东尼与另一位护民官又马上行使了否决权。但是，那天两位执政官的态度都很强硬，无视於护民官的否决权，要求大家以举手的方式表决。


一、高卢的属省总督凯撒，应服从元老院的归国命令。




二、继任者为西元前54年执政官多米提斯·阿赫诺巴布斯，他有立刻在义大利境内征集四千志愿军的权利。一编组完成就赴北义属省任地。




三、凯撒回首都亲自递交执政官候选人登记。



护民官安东尼也在决定强行突破的反凯撒派面前，重复行使否决权加以阻挠，但是当天的反凯撒派一步也不退让。

「元老院最终劝告」被提出了，发佈了这非常事态宣言时，护民官也就无法行使否决权。再者，执政官两人要求表决承认授与元老院与庞培无限大权之法。於是，不服从元老院与庞培决定之事的人，就成了国家的敌人，被视为国贼，要遭受毋需经裁判的死刑。在投票表决之前，执政官马塞拉斯告诉安东尼等护民官两人，如果不想成为「元老院最终劝告」中的首靶，就快退场吧！护民官一边叫嚷著侵害护民官的权利而退场，元老院议员古里奥也只好同样地退场以示抗议。

当天夜里，安东尼与另一位护民官以及元老院议员古里奥三人，已经预料到这个局势了，三人装扮成奴隸逃离首都。目的地当然是在拉温纳的凯撒处。但是，巴尔布斯所遣送的急使比这三个人更快，已经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了。事先在决定之地更换马匹、派遣急使的方法，是凯撒常用的系统。凯撒在他三人到达之前，已经知道自己被视为国家公敌了。





以凯撒为标的的「元老院最终劝告」，就这样成了既成事实。出席的西塞罗讽刺地批评道：「这是一项给甲或乙权利的选择。」但是我认为同样出席的小加图所评价的「赌上统治结构的斗争」来得较正确。当天所决定的非常事态宣言，成了「元老院派」、庞培攻击凯撒的武器。

「元老院派」认为如此一来，凯撒也无计可施了。在搬出「元老院最终劝告」这个元老院的传家宝刀后，许多反体制运动也因此而葬送了。

西元前121年，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因「元老院最终劝告」之名，被当成国贼杀了，兄弟俩所进行的国政改革也告中断。

西元前100年，利用马留斯的名声，实行下层市民优惠待遇政策的护民官萨图纽斯，也在「元老院最终劝告」的发佈之下成了国贼，而染血死于罗马广场。

另外元老院议员无人能忘的西元前63年，觊觎古里奥而遭弹劾的加帝蓝，也因「元老院最终劝告」而玉碎。这不过是十三年前的事情。

西元前49年的「元老院最终劝告」，正向凯撒发出。向来所向无敌的强力武器，这次以凯撒为目标了。





在「加帝蓝的阴谋」时，凯撒在元老院的演说中，始终不承认「元老院最终劝告」的合法性。在凯撒的想法中，认为假「元老院最终劝告」之名的非常事态宣言，是元老院的越权行为，因为元老院不过是对法律提出建言、劝告的机关。而借用此名，可无视於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所认可的裁判权与控诉权，立即判处死刑，这是违反罗马的国法。凯撒明白指出这点，而现在他自己也被迫面临此事。敌方也看準凯撒始终不服「元老院最终劝告」的态度，预备如果他不从，就将他视为国贼，跟随国贼的军团也就成了叛军，再由庞培率罗马的正规军加以袭击、解决。这是「元老院派」的如意算盘。

不过，打着「元老院最终劝告」旗帜的罗马正规军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时间。庞培所拥有的军团军事力，仅有凯撒送回的两个军团。被选出来当凯撒后继者的阿赫诺巴布斯，尚在征募志愿兵当中，还没有军事力。但是「元老院派」还是乐观地认为时间的缩减是可能的。

第一，他们也知道凯撒手中只有一个军团。

第二，时序才刚迈入冬季，以朱利斯历法计算，虽为1月上旬，实际上是12月上旬。在此时期，即使是南国的义大利也还是河水增涨、气候严寒，不适宜战斗的。在地中海型气候中，冬天属于雨期，加以凯撒军团几乎皆在高卢冬营中，即使凯撒下达了出师命令，要横贯冬天的高卢、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义大利，这也并非易事。我想「元老院派」是预测凯撒至少要等到春天才能够行动吧！

另外，还有一个要因使得「元老院派」预测凯撒将延迟行动。

那就是以往凯撒对法律的态度。凯撒虽然擅自进攻高卢、编组军团，无视元老院的权限，但是并没有触犯国法。而因为卢比孔河为本国与属省的边界，越过卢比孔河，攻至罗马本国，此举完全违反了国法。率兵登陆南义大利的布林迪西，再攻向罗马，犯此国法的人是苏拉，苏拉有攻入自己国家首都的「前科」，而凯撒并没有这样的前科。

庞培预测、判断即使发生了战斗，也是罗马正规军攻扑卢比孔河之北的形势吧！想藉冬天好好地準备，这理由正可说明庞培与「元老院派」为何在军事準备上流於缓慢。总而言之，反凯撒派的人一面向凯撒发出了最后通牒，但是在準备行动上又过於松懈。

凯撒也思考得很不耐烦了。而出乎庞培与元老院预料外的理由，正是由于他思考得很不耐烦。




卢比孔河就在眼前



《罗马人的故事》第Ⅲ册《胜者的迷思》中的主角之一——鲁奇斯·柯尔涅留斯·苏拉，与第Ⅳ册和第Ⅴ册的主角——盖乌斯·朱利斯·凯撒，虽有三十八岁的差距，但却有著诸多的共同点。


一、两人皆属罗马的名门贵族，不过，苏拉和凯撒，都可算是以往几乎没出现在罗马史上的旁系身份。




二、就经济上的理由看来，他们虽然并非出自请得起希腊人为家庭教师的优渥环境，但是却称得上是当代知识份子中第一级的教养人士。




三、属高瘦体型，举止动作颇有气质，无论何时何地皆为受人瞩目的焦点。




四、两人皆非早熟的天才型人物，活动的全盛期为迈入四十岁后才开始。




五、尽管了解金钱的重要，但是对于贮存私财的事情却毫不关心。




六、两人皆具有能明辨目的的性格，因此在得到部属士兵爱戴的同时，也能得到他们的敬重。




七、两人皆洞察出元老院已无统治能力了，但是苏拉认为统治能力的再兴可借由元老院这个机构的改革获致成功，而凯撒与苏拉较保守的看法不同，根本认为那样的改革是行不通的，而是要透过革新。




八、两人皆不被惯来的想法所束缚，行动相当大牌，这点两人颇为类似。但苏拉并未流露任何不安与迷惘，而凯撒就不是这样了。



登陆布林迪西后，并未解散军团的苏拉，在违逆国法攻陷罗马时，一点也没有疑虑或犹豫的样子。而当凯撒面对着卢比孔河时，却感到很迷惘。姑且不论违犯国法的举动正确与否，一旦决意违犯国法所衍生的结果乃至余波都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因为必须考虑到如果决意这么做的话，一定会导致内战。苏拉并不在意与同是罗马人的同胞发生内战；而凯撒青少年时代的体验，不允许他做出如此粗枝大叶、感觉上不痛不痒的事。

凯撒十三岁时，他的姑丈马留斯一声令下，五天五夜的工夫，以现任执政官为首的元老院议员五十人，以及属于「骑士阶级」（经济界）的一千人都被杀了。遭杀害的人当中有凯撒父亲的兄弟，因此对这少年而言，他有两位伯父卷入此事件中，被姑丈给杀害了。被杀的重要人物首级，散铺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坛上，多得拾不完。由凯撒少年时所住的苏布拉至罗马广场的距离，所需的时间不到五分钟。

接着，图谋对马留斯所领导的「平民派」施以武力反击的苏拉，在登陆布林迪西二年后，在内战中以胜利收场，终于有机会一扫「平民派」了。苏拉自己作成了一严密的「死刑名册」，其中包括了八十位元老院议员、一千六百位「骑士」（经济界），共四千七百人的名字，几乎皆是在没有裁判的情况下被杀害的，全部财产也遭没收。即使侥幸没被杀的人，也免不了资产被没收。而且他们本身，甚至连子孙都遭受到剥夺公职的处分。被杀的重要人物首级从罗马广场的演讲坛掉落下来的情景，就如同五年前一样。十八岁的凯撒目赌此景，而且他自己的名字也在「名册」上，说起来终究也是牺牲者。他虽然得救了，但是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却也不得不忍耐度过四年的亡命生涯。

但是内战中真正的悲惨，并不是牺牲死去的人数，而是随着牺牲之后所衍生出不易消失的恨意、怨念和憎恶。这对共同体而言，是多么地不利呀！因此必须尽量避免发生这种事态的可能性，在「加帝蓝事件」当时，三十七岁的凯撒在演说中就已经表示了这种看法。

况且，内战屡屡造成亲子、兄弟和朋友之间的裂缝。凯撒的明快态度与直接的表现力，加以在高卢的辉煌战绩，虏获了众多首都罗马的年轻人。结果，不顾当元老院议员的父亲担心，而公开表示加入凯撒名下的罗马有力人士子弟增加了。西塞罗年仅十五岁的儿子与外甥，都成了热心的凯撒派。这在造成家庭骚动时，还是喜剧；不过，就在凯撒渡卢比孔河时，这喜剧就变成了悲剧。





凯撒是一位一生忠于自己想法并且身体力行的男子。他期望改造罗马的国体，树立罗马世界的新秩序。如果凯撒不渡卢比孔河，屈服於「元老院最终劝告」，放手军团的兵权，或许可以避免内战，但是树立新秩序就成了一场梦。那么，这对活了五十年的凯撒来说，真不知这五十年来为什么而活；在他的骄傲里，绝不允许被认为就这样过了无意义的人生。况且，现在自己的名誉已遭玷污了。因为仿佛高卢战役没存在似的，如果自己不服从「元老院最终劝告」，就将被宣告成共同体、国家的敌人，成为国贼，名誉已经彻底地遭到了玷污。

不过，对于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卢比孔河——曾经历过如此思念日子的凯撒，他心中还有一个牵掛，那就是副将拉比埃努斯的去留问题。




两个男人的演出



这里还有一位为是否渡「卢比孔河」而烦恼的男子。

凯撒烦恼的理由，有诸多可作为推测的立足点。首先是凯撒自己所写的《内战记》；接着，要了解当时元老院的动态，以及反凯撒派的主张，可参阅西塞罗和友人们往来频繁的许多书简！此外，尽管相隔数百年，还有普鲁塔克、阿庇亚努斯、加西阿斯、迪奥等人的史书。西元前一世纪中叶这一罗马史上最大危机时期的第一主角是凯撒，因此拉比埃努斯说起来是个配角。由于他是配角，与凯撒相较之下，即使根据史实，能够推测他心境的必要立足点，显得相当地少。不仅《内战记》中提到不多，西塞罗对他仅只於表面评价，就连帝政时期所写的一些史料，提到他时也是以最先背叛「神君凯撒」的人物，简单带过。但是，如果想贴近面临一生决定性瞬间的凯撒当时心境，审视当时同样处於这决定性瞬间的另一人物，绝非是无用的。

相对于超越憎恶、怨念、复仇心等的凯撒，是一个内心愤怒未消的拉比埃努斯。如前所说，在《内战记》中提到拉比埃努斯之处很少，况且凯撒本著一贯记录事实的态度。为什么我一定得插入这段话呢？因为在不得不让继续顽固地反抗凯撒的拉比埃努斯登场了吧！再说，这么一来，总可有些收尾的感觉在字里行间飘荡了吧！ 《内战记》与《高卢战记》不同，全编所流露的主旋律是凯撒对敌人的轻蔑。如果认为自己比对方优秀，就可超越憎恶、怨念、复仇之心，憎恶、怨念、复仇之心会让席给轻蔑。而凯撒唯一想轻蔑却无法轻蔑的对象，就是拉比埃努斯吧！那么，为什么唯独无法轻蔑拉比埃努斯呢？还有，拉比埃努斯如何看待凯撒呢？





据说与凯撒同年的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出生于义大利半岛、亚德里亚海边的安科那港镇附近的小村珍古里。在一般拥有个人名、家门名、家名这三种名字的罗马人中，马留斯与萨图纽斯都只有个人名与家名。与前两者相同，拉比埃努斯也是源自平民出身的吧！但是，他所出生的那一带地方，是大地主庞培家的私有地。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拉比埃努斯与庞培有好几代直接的“Client”关系。“Client”关系在第Ⅰ册已经说明过了，之后也陆续出现过，因为这样的关系在共和政治下的罗马，实在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借由“Patronus”（保护者）与“Client”（被保护者）之间的互助关系，或许更能正确反映“Patronus”的后援会组织吧!

拉比埃努斯十七岁那年，长他六岁的庞培加入登陆布林迪西的苏拉自费所编组成的三个军团。这三个军团共有一万八千名士兵。在罗马，十七岁就是军役开始的年龄。虽然从史实中还无法确定，不过拉比埃努斯的初次上阵，很有可能是在庞培的指挥之下；因为年轻的庞培曾编组三个军团，是身为大地主的他手下的“Client”所组成的，这是在史实中出现的。

虽然拉比埃努斯之后的军队经验，并无证据显示是累积於庞培名下之时；但是至少在西元前63年，庞培所领导的军队称霸东地中海一带时，他并没有参战，这点是可以确定的。因为西元前63年的拉比埃努斯在首都罗马担任护民官。

他与凯撒的关系明显地出现於史实，也是由这时开始。

西元前63年，因加帝蓝问题，而使上下大骚动的首都罗马，发生了三十七岁的凯撒与拉比埃努斯以及元老院为目的的事件。护民官拉比埃努斯成了原告，告发拉比留斯这位元老院议员。控诉的原因是，三十七年前（西元前100年），杀害当年的护民官萨图纽斯以及他那一派人的罪名。但是，重提三十七年前的旧事件，并非要判现已年迈的元老院议员入罪，而是要借此凸显并且攻击「元老院最终劝告」的非合法性。察觉凯撒此真正意图的西塞罗，不顾其为现职的执政官，站出来为被告辩护。因为替当时的被告辩护，等于是为元老院所主导的罗马共和政治辩护。这个事件，如前述般以滑稽剧收场了，而自那时起，凯撒与拉比埃努斯的嫌隙产生了。

接着，西元前60年开始的「三巨头」组织开始了。结果有了西元前59年的凯撒就任执政官，以及自西元前58年开始的高卢战役。而凯撒就任属省总督时，拉比埃努斯也追随凯撒离开了罗马。凯撒一开始并不挑选部下，然后视战场表现选择真正的部下，他唯一亲自选出的部下是拉比埃努斯吧！

拉比埃努斯也圆满地回应了凯撒的期待。当时出身於罗马良家子弟的众多幕僚及军团长中，不需要凯撒派军支援的，只有拉比埃努斯指挥的战线。将军力分为二的时候，凯撒一定将其一交由拉比埃努斯负责。凯撒越莱茵河及多佛海峡远征时，在背后留守的也是拉比埃努斯。在凯撒返回属省过冬的那年，拉比埃努斯也还继续留在高卢。或许，拉比埃努斯是一位拥有凯撒全部信赖的部属将领吧！

再说，凯撒是那种自己有乐也会与他人同享的人，他也将机会给了副将拉比埃努斯。拉比埃努斯因而存了钱财，并且回来投资故乡村落的整顿。出身平民的男人，带给故乡荣耀。凯撒在高卢战役终了时，任命拉比埃努斯为北义属省的军团指挥官，这是出于纯粹慰劳的心情，以及自己当上执政官之后有可讬付的对象，先前也提到了这点。总之，对拉比埃努斯而言，自己与庞培的关系是先天的，与凯撒的关系则是后天的。

庞培接近这位拉比埃努斯。

庞培方面接触拉比埃努斯的风闻，已经在西元前50年的夏天传入了凯撒耳里。根据《高卢战记》第八卷的作者，也是凯撒的祕书官——希尔提斯的叙述，凯撒并不愿倾听此事。拉比埃努斯返回北义以后，庞培方面一定也更积极地与他接触了。而凯撒也在西元前50年秋天时进入北义。因此，这两个人或许曾在同一场所——拉温纳的北义属省总督公邸一带，一起度过了「卢比孔河以前」的三个月紧张时期。十三年的岁月，也就是从三十七岁至五十岁的这十三年间，这两人甘苦同享。只因他们无法做好沟通的缘故吗？这两位同年龄的男人之间，似乎不曾相互吐露胸中的心事。

就凯撒的性格看来，我想他是不会开口去过问的。如果是拉比埃努斯开口说的话，这又另当別论了。而拉比埃努斯是否明白地与凯撒讨论过了呢？

就拉比埃努斯的言行来看，这位武人似乎一点也不关心凯撒与「元老院派」抗争的理由等等。平民出身的护民官，面对守卫平民阶级的权利，乃至元老院阶级的统治能力衰退等问题，这都是超乎他教养以外的政治斗争问题。对他而言，即使站在庞培那一边，也是基於重视与庞培的“Client”关系，并非是为了要帮助「元老院派」。

再者，即使他留在凯撒这边，也并非出于理解凯撒所认为的树立新秩序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守护与凯撒间的友情。因此，拉比埃努斯的烦恼是，究竟要选择先天的关系？还是重视后天的因缘呢？即使本想吐露心事、与凯撒做番商谈，答案也不会有所变动吧！

我认为这两人之间或许并没有插入什么商谈。某位史学家评论这是「两个男人的戏剧」，他们并未触及此事而一起度过了紧张的三个月。这真是两位壮年男子的沉默对手戏呀！

庞培这边挥舞着“Client”关系的旗帜，执拗地劝诱。十三年前已经解散自己的军队，部属也都当了农民的庞培，他所想要的是可靠的实战型大将。拉比埃努斯的武将能力，光是阅读《高卢战记》，就让自身也是优秀武将的庞培给予他肯定的评断。此外，如果能够成功地获得有凯撒右腕之喻的拉比埃努斯，明显地，这对凯撒而言是一相当棘手的事。庞培这边想借着获得拉比埃努斯达成一石二鸟之计。

在这场「戏剧」的背后，还有凯撒与元老院以法律为武器所进行的斗争。凯撒这边所提出的第一、第二、第三妥协案均遭否决。1月7日终于来临了。凯撒如果不遵从「元老院最终劝告」，就成了国贼。虽说如此，庞培握有两个军团，而凯撒手边仅有一个军团。但是等己方準备好时，对方也已经準备好了。於是凯撒命令士兵们集合。

第十三军团对凯撒而言并非特別的军团，并不像第十军团那般获得他的信赖，也就是并非凯撒名下军团中的第一精锐部队。不过，他们都是从西元前57年编组开始，就与凯撒一起经历七年高卢战役的士兵。最高司令官开始向他的部下说话了。

他向着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士兵，要求他们与同是罗马公民的士兵战斗。如果是普通的政治家，一定会表明自己的立场，讲道正义属于己方，因此现在将起的内战，并非为守私利，而是为了达成公益等等。但是，凯撒的作法却完全相反。

首先他控诉反凯撒派者利用一切的机会进行对他不公的贬损，为此还把庞培牵扯进来，使人不禁要叹道他们是多么没品格。第二，批评元老院侵害了护民官行使否决权的权利，连苏拉也没侵犯过身为平民代表的护民官所拥有的权利。凯撒指出，类似格拉古兄弟及萨图纽斯的牺牲，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也有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是现在的罗马，与那个时代依然没什么两样。最后，他说了这么句重要的话。

这位自高卢战役的九年当中，有诸多胜战记录、称霸高卢、成功压制日耳曼、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最高司令官，要求他的部属为他守护名誉与尊严。第十三军团的士兵在听到这句话后，一齐叫道：「为了洗刷最高司令官与护民官所受的侮辱，我们已经準备好无论是天涯海角也要追随凯撒！」凯撒命令士兵在夜晩集合。我想也许从百夫长的下面那句话，可以显示当时追随凯撒越卢比孔河，认为自己也成了国贼的士兵心境。


「这场内战如果结束的话，凯撒的名誉恢复后，我们也就可以恢复自由了。」



恢复自由，意味着士兵每个人自允诺凯撒的誓约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也就是退除军务之役。也正因为确信如此，凯撒才能仅以一个军团展开决定性的行动。在庞培与元老院原本预测，在厌恶被视为公敌的情况下，凯撒阵营将出现离反的风潮，但是这样的预测在此又错了。离反者只有一人，而且是出于別的理由。




「孤注一掷！」



凯撒是如何越过卢比孔河的呢？他自己也没说。《内战记》当中在记述士兵们叫喊决意之后，就只换行写道：「知道他们的心情后，就和军团一起向利米尼出发。」虽然我尊重凯撒面临戏剧性场面，不喜用戏剧性表现手法的风格，但是，在此也不免俗地，要以其他被认为较接近事实的史料为补充，试图重现真实。

由拉温纳到利米尼，有五十公里的距离，眺望左手边亚德里亚海南下的路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自拉温纳前行三十五公里处，就到了卢比孔河。二千年后的今天，卢比孔河分支流为三，到底哪一个是历史上的卢比孔河呢？真相不明。但是，差不多是涉水可渡的河流，这与西元前一世纪的当时是一样的吧！虽说卢比孔河是罗马与北义大利属省的界限，却也只是象征性的国境。他们是在半夜出发的，所以早晨七点时，一定已经在卢比孔河前了。因为罗马军团的行军时速为五公里。

站立在卢比孔河岸的凯撒，并没有立即想渡河，只是沉默地在岸边站着好一会儿的工夫。追随而来的第十三军团的士兵，也沈默地凝视著最高司令官的背。终于，凯撒转过身来，对身旁的幕僚们说：


「越过此地，将是悲惨的人间世界。但若不越过，吾将破灭。」



然后，立刻向望着自己的士兵，斩钉截铁地大叫道：


「前进吧！到诸神等待的地方，到侮辱我们的敌人所等待之处，孤注一掷！」



士兵们也以雄壮的应和声回答。於是，驰马领头在先的凯撒，带着一行人渡过了卢比孔河。那是西元前49年1月12日，凯撒五十岁又六个月的早晨。





五天之后，另外一位男子也渡过了他所认为的卢比孔河。曾经是凯撒副将的他，避免与凯撒的行进路程相交会，由与亚德里亚海侧相反的第勒尼安海侧越过国境。也许，他是要藉阿庇亚大道南下，到此时人应该在罗马的庞培那里吧！






现代的卢比孔河周围一带




结果，拉比埃努斯还是没跟著凯撒。但是，他一直等到凯撒渡过卢比孔河，才渡他的「卢比孔河」；另外，他也辜负了庞培与元老院的期待，全然没有离间凯撒手下士兵的举动，只带着儿子与随从奴隸离开。行李都还留着，几乎只带着身躯离去而已。这是没有政治才能的武人拉比埃努斯唯一会做的事。得知副将的离反后，凯撒命令将拉比埃努斯所留置的全部行李，全部送回他手上。这是凯撒面临十三年来的同志离反时，唯一所做的事。

就这样，两个男人渡过了各自的「卢比孔河」。已经无法回头了。骰子，已经掷出了。这次不是言论，也非法律，以武力分胜负的时刻来临了。







制作信息





书　　名：罗马人的故事Ⅳ：凯撒时代﹝卢比孔之前﹞

作　　者：[日]塩野七生

译　　者：李曼榕/李璧年

类　　别：世界史

制　　作：Jin'E精益制作组——明客楚山、不语

校　　对：禾娃、nl868、橘子橘子、囡囡

勘误反馈：



http://www.jebook.org/bbs/forum.php



版　　本：

V1.0(2014.06.27)，制作完成。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序言


	
第一章 幼年期 Infantia

	
生于何处长于何处


	
环境






	
第二章 少年期 Pueritia

	
家庭敎师


	
体育


	
实际教育（一）


	
实际教育（二）


	
结婚


	
成年礼






	
第三章 青年前期 Adulescentia

	
独裁者苏拉


	
潜逃


	
归国


	
开业律师


	
远走国外


	
海盗


	
留学


	
归国


	
庞培与克拉苏






	
第四章 青年后期 Juventus

	
起跑线


	
宣示


	
庞培的擡头


	
就任市务官


	
三十岁真正起步


	
最高神祇官


	
反「元老院派」的第一步


	
「加帝蓝的阴谋」


	
「伟大的庞培」


	
丑闻


	
凯撒与女人


	
凯撒与金钱






	
第五章 壮年前期 Virilitas

	
四十岁立足政坛


	
「三巨头政治」


	
就任执政官


	
「农地法」


	
高卢属省总督


	
确保心腹


	
《高卢战记》


	
高卢战役第一年 西元前58年 凯撒四十二岁


	
日耳曼问题


	
那段时期的罗马


	
高卢战役第二年 西元前57年 凯撒四十三岁


	
塞纳河东北


	
那段时期的罗马


	
「卢卡会谈」


	
高卢战役第三年 西元前56年 凯撒四十四岁


	
大西洋


	
高卢战役第四年 西元前55年 凯撒四十五岁


	
渡过莱茵河


	
多佛海峡


	
改造首都的第一步


	
高卢战役第五年 西元前54年 凯撒四十六岁


	
第二次远征不列颠


	
十五个大队的歼灭


	
在高卢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那段时期的罗马


	
高卢战役第六年 西元前53年 凯撒四十七岁


	
再渡莱茵河


	
高卢与日耳曼的比较论


	
克拉苏


	
远征帕提亚


	
首都的混乱


	
高卢战役第七年 西元前52年 凯撒四十八岁


	
维尔钦杰托斯


	
高卢全面叛乱


	
凯撒撤退


	
阿列沙攻防战


	
《高卢战记》刊行


	
高卢战役第八年 西元前51年 凯撒四十九岁


	
战后处理（一）


	
战后处理（二）


	
渡过卢比孔河之前


	
「凯撒的长手」


	
议民官安东尼


	
「元老院最终劝告」


	
卢比孔河就在眼前


	
两个男人的演出


	
「孤注一掷！」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序言



第一章 幼年期 Infantia






生于何处长于何处












环境









第二章 少年期 Pueritia






家庭敎师












体育












实际教育（一）












实际教育（二）












结婚












成年礼









第三章 青年前期 Adulescentia






独裁者苏拉












潜逃












归国












开业律师












远走国外












海盗












留学












归国












庞培与克拉苏









第四章 青年后期 Juventus






起跑线












宣示












庞培的擡头












就任市务官












三十岁真正起步












最高神祇官












反「元老院派」的第一步












「加帝蓝的阴谋」












「伟大的庞培」












丑闻












凯撒与女人












凯撒与金钱









第五章 壮年前期 Virilitas






四十岁立足政坛












「三巨头政治」












就任执政官












「农地法」












高卢属省总督












确保心腹












《高卢战记》












高卢战役第一年 西元前58年 凯撒四十二岁












日耳曼问题












那段时期的罗马












高卢战役第二年 西元前57年 凯撒四十三岁












塞纳河东北












那段时期的罗马












「卢卡会谈」












高卢战役第三年 西元前56年 凯撒四十四岁












大西洋












高卢战役第四年 西元前55年 凯撒四十五岁












渡过莱茵河












多佛海峡












改造首都的第一步












高卢战役第五年 西元前54年 凯撒四十六岁












第二次远征不列颠












十五个大队的歼灭












在高卢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那段时期的罗马












高卢战役第六年 西元前53年 凯撒四十七岁












再渡莱茵河












高卢与日耳曼的比较论












克拉苏












远征帕提亚












首都的混乱












高卢战役第七年 西元前52年 凯撒四十八岁












维尔钦杰托斯












高卢全面叛乱












凯撒撤退












阿列沙攻防战












《高卢战记》刊行












高卢战役第八年 西元前51年 凯撒四十九岁












战后处理（一）












战后处理（二）












渡过卢比孔河之前












「凯撒的长手」












议民官安东尼












「元老院最终劝告」












卢比孔河就在眼前












两个男人的演出












「孤注一掷！」













罗马人的故事Ⅴ





凯撒时代






﹝卢比孔之后﹞



[日]塩野七生



しおの ななみ

黄红杏 译



三 民 书 局







作者简介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第六章





壮年后期 Virilitas




西元前49年1月~前44年3月




（凯撒五十岁~五十五岁））





「卢比孔」之后



从渡过卢比孔河到边境城市利米尼的距离，以直线计算也不过十五公里。以时速五公里的行军速度，罗马军团预计上午十点便可抵达。利米尼虽然是边境城市，但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被罗马化而成为北义大利属省与罗马本土的边界城市。罗马的中央政府在这里只布署著不到一个大队（六百名士兵）的警备队，凯撒与他所率领的第十三军团，未遇到任何抵抗就顺利入城了。在城里，因身为护民官而未能跨出边境的安东尼与另外一位护民官加西阿斯已经在等待凯撒的到来。与安东尼一起逃离首都的古里奥，因身为元老院议员可以自由行动，很快就与在拉温纳的凯撒会合，而且此时大概已经与凯撒一起渡过卢比孔河了。

凯撒在利米尼可说是兵不血刃地入城，但是他手中只有第十三军团的十个大队，而且因为没有补充缺额，比起定额的六千人，实际的兵力只有四千五百人左右。以这样的兵力，又在不利于战斗的严冬，庞培做梦也没料到凯撒会在这种情形之下，胆敢做出渡过卢比孔河这个破坏国法的暴举。但是凯撒却是完全推翻了对手的推测，对自己「破坏国法」的举动，没有丝毫的犹豫。

凯撒把相当於自己手中的一半兵力，也就是五个大队交与手下的安东尼，命令他率军队越过亚平宁山脉，準备进攻阿里佐。

同时，凯撒又命令已归于他指挥的古里奥率领三个大队，準备进攻沿着亚德里亚海南下道路上形成珠状分布的佩沙洛、法诺、安科那。而凯撒自己，则率领其余的两个大队，留守利米尼。

进攻阿里佐的战略，是想控制从首都罗马向北的主要道路——卡西亚大道。而只要控制了佩沙洛、法诺、安科那，也就等于掌握了从首都向南的主要道路——阿庇亚大道。而进入利米尼城，则意味着控制了向北的另一主要道路——弗拉米尼亚大道。

三十三岁的安东尼以及其同辈的古里奥，都没有辜负凯撒的信赖。

1月12日渡过卢比孔河，当天就进入利米尼并留在城中驻守的凯撒，也在当晩就得到了古里奥的三个大队已攻入三十公里以南的佩沙洛的捷报。隔天，13日又攻进法诺；二天后，也就是14日，安东尼的五个大队也顺利进入阿里佐城。这都是凯撒利用庞培未料到他的举动没有采取防备措施，才能获胜。对凯撒在高卢战役中的战果无比狂热的民众，对凯撒军队的到来不仅未加抵抗，反而热烈欢迎。也因为如此，除了卡西亚与弗拉米尼亚两大主要道路之外，连向南的道路都控制在凯撒的手中。无论从哪一条道路，到首都罗马都只需要三天的时间。





《内战记》中虽未写明具体的日子，但是从前后文推测，大概是1月15日前后，就是凯撒在利米尼等待安东尼与古里奥的捷报之时，从首都罗马来了两位使节，向凯撒传达元老院的决议。大意是：我们至今前来，因为我们一直知道凯撒的行动。对準备对凯撒渡过卢比孔河这种破坏国法的举动提出控告的庞培及元老院来说，这正是传达正式通告的程序和好时机。不过，现任法务官及另外一名使节，本来是打算在卢比孔河以北的拉温纳向凯撒传达通告的，而现在却变成了在卢比孔河以南的利米尼。

法务官罗西阿斯和凯撒年轻的堂弟鲁奇斯·凯撒两人所带来的元老院决议书，是1月7日由元老院会议所通过的「元老院最终劝告」，也就是紧急状态宣言，凯撒就要被宣布成人民公敌。他的继任人选也已决定是阿赫诺巴布斯。庞培派遣既是庞培派同时又是凯撒亲戚的鲁奇斯当使节，是因为庞培委托鲁奇斯·凯撒带给凯撒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虽然针对凯撒的举动，庞培已决定接受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希望凯撒不要把这当成是与凯撒之间的私人恩怨。庞培自己总是将公众的责任和义务置于私人利益关系之上，所以希望凯撒从自己所拥有的崇高地位来考虑，不应该将个人的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应该因个人的恨意而做出反国家的举动。

庞培在信中并未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十足是地位、年龄都高高在上的长者对血气方刚的下位者的教训。虽然是以私信的形式，却是经元老院的决定而成为独裁官的庞培的亲笔信。凯撒相信庞培的亲笔信并讬法务官罗西阿斯和堂弟鲁奇斯·凯撒带回信给庞培。如果模倣凯撒条文式的书写习惯，信的内容大致如下：「以庞培为榜样，在公共义务面前忘记私人感情，将国家罗马从悲惨的情况中解救出来」为前提，对庞培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庞培出发往他的任地西班牙。




二、庞培与凯撒都解散军队，使义大利非军事化，国家罗马恢复平常的政体，也就是把市民从兵荒马乱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恢复能自由出席公民大会的气氛，恢复平常的政治活动。这一点的真正用意，就是希望政局恢复正常之后，庞培及元老院能提名凯撒为执政官候选人。




三、如果庞培对以上两点建议感兴趣，可以再商讨具体的细节，最后并交换誓约。因此，庞培有必要前来凯撒的所在地或者凯撒前往与庞培会谈。



这显然是「卢卡会商」，也就是恢复首脑会商方式的提案，显示十年前的「三巨头政治」体制并非凯撒一时的想法，而这也正是反凯撒派最猛烈抨击的一点。

带着凯撒给庞培的亲笔信从利米尼出发的法务官罗西阿斯和鲁奇斯·凯撒两人，经弗拉米尼亚大道匆匆南下赶回首都时，却没法把信交给谁了。因为庞培、两位现任执政官连同多数的元老院议员，已经逃离了首都罗马。




庞培放弃首都



就在庞培派法务官罗西阿斯和鲁奇斯·凯撒两位使节到凯撒营地之后，罗马发生了剧变，各种意想不到的消息纷纷传来。

首先，传来凯撒已渡过卢比孔河并已进入利米尼城的消息，之后又传来佩沙洛、法诺、安科那而且连阿里佐也落入凯撒手中的消息。

由于首都罗马在非战争时期并不设置防卫军，所以在首都的庞培和两位执政官，都只是赤手空拳；而被任命为凯撒继任者的阿赫诺巴布斯正在义大利南部招募军队。用来对抗已渡过卢比孔河的凯撒军队的，是驻留在高卢，也就是之前以出兵叙利亚的名义从凯撒手中收去的两个军团。

凯撒的渡河已是事实，庞培再也无法在毫无防备的罗马等待他在得知凯撒渡河之前写给凯撒的亲笔信。他决定撤往有两个军团驻扎的加普亚。1月17日，庞培放弃首都。而此时，带着凯撒给庞培回信的两位使节，正一路快马加鞭，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迫不及待地南下。

对凯撒渡过卢比孔河及之后的闪电作战感到恐惧不安的，并非只有庞培，马塞拉斯和廉托鲁斯两位执政官都是彻底的反凯撒派，所以更无法在他们的靠山庞培撤离之后还继续留守罗马。两位现任执政官都在庞培撤退的次日就逃离了罗马。庞培还威胁说，如果留在罗马，日后就会被视为凯撒派处置，所以许多元老院议员都追随庞培撤离了首都。在这些从首都撤退的人脑海里，一定浮现出三十年前苏拉进军罗马的情景。他们带着家眷，又要动员奴隸，撤退时的情况非常混乱。而所带行李之多，使首都出现了运货车辆供不应求的情景。因为他们虽说是难民，却都是富裕阶层的人。

执政官也一心只想搬运私物，等想到国库中的财物也应该一起带走时，在首都完全找不到那么多搬运用的车辆，也没有人愿意放弃私人物品而出让车辆。但是两位执政官并未因此而延迟撤离时间，在命人找到运输工具把财富送出之后，就匆匆逃离首都了。执政官两人、元老院议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役使的奴隸，形成了长长的行列。在他们沿着阿庇亚大道向南撤退之后，首都罗马只好听任命运的摆布了。西元前49年1月18日，也就是凯撒渡过卢比孔河六天之后，凯撒军队控制进入罗马的三条主要大道——卡西亚、弗拉米尼亚以及巴勒利亚三天之后，庞培撤离罗马之后不过一天的时间，首都就「沦陷」了。

国库中的财富原封不动的留在罗马，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负责设法寻找运输工具，而是拥有这种权力的官员在当时都已逃离了首都。这不仅是军事上也是政治上的严重失策。


一、与仅为总督的凯撒相比，还处於高位的现任执政官，居然主动放弃自己在首都的指挥权，这表示主动放弃了正统政府的地位。




二、在首都的罗马公民，也就是能在国家罗马的最高决定机关——公民大会上实际投票的人，都认为庞培与元老院派拋弃了首都的人民。



两位使节抵达罗马之后，发觉连一个留守的人都没有了，只好跟随逃离的人之后。等到他们追上庞培和两位执政官时，已经是1月23日，踏破阿庇亚大道到达加普亚之后的事了。

抵达罗马之后却发现人去城空，只好追随其后的人还有拉比埃努斯。他曾经是凯撒的副将，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加普亚投奔庞培的旗下。凯撒「右腕」的投奔，使庞培欣喜若狂。

西塞罗虽然随着庞培撤离罗马，却一直态度暧昧，只随同执政官一行沿着阿庇亚大道走了二天之后，便在沿道的佛米亚別墅中停留下来。西塞罗和庞培一样是五十六岁，大概不能以年老为理由而留下，但西塞罗毕竟是西塞罗，一定会找出「中途下车」的适当理由。





另一方面，凯撒虽然送出给庞培的提案，却丝毫没有减慢行动的速度。

1月20日，古里奥所率领的三个大队，在控制安科那之后马上进入内陆，直指古比奥城。古比奥是从利米尼沿着亚德里亚海南下到法诺，然后从法诺进入内陆到达罗马的通路弗拉米尼亚大道途中的一个城市。现在，凯撒无论是经卡西亚大道还是弗拉米尼亚大道，到达首都都只不过需要二天的时间。

但是凯撒并没有向首都出发。早就得知庞培及执政官两人已撤离首都的凯撒，又做出了捷足先登的举动。

此时，凯撒才从一直像是后方司令部的利米尼準备出发了。

但是因为不是向着首都出发，所以并没有经由弗拉米尼亚大道。凯撒命令安东尼与古里奥会合之后，便沿着亚德里亚海向南进军了，首先经由古里奥所攻下的城市佩沙洛、法诺、安科那南下。大概是在进入安科那的前后，凯撒收到了庞培的回信。





庞培的回信与其说是反映了他个人的想法，不如说是体现了庞培周围、包括两位执政官的「元老院派」的意向。信的内容由以下四项所构成。


一、凯撒立即放弃到目前为止的进攻，率领军队往卢比孔河以北撤退，并在那里就地解散军队。




二、在凯撒解散军队之前，庞培与元老院方面会增强军备。




三、但是，在解散军队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同意提名凯撒为不在场的执政官候选人，并允许凯撒在首都举行凯旋式。




四、之后，庞培将出发往他的任地西班牙。



庞培虽然慌忙地逃离了首都，可是他的语气还是十分强硬，表示「元老院派」，也就是现行体制的支持派，对元老院的家传宝刀——「元老院最终劝告」的威力深信不疑。但是，对凯撒来说，那是无法接受的内容。

首先，凯撒所建议的与庞培两人会商的提案被置之不理。第二，元老院派丝毫没有改变要求凯撒单方面放弃军事力量的态度。而且，信中虽然提到庞培出发前往西班牙一事，但并未明记出发时期。这只能表明庞培会掌握现有的军力而长期留在国内。如果就此接受元老院派的劝告，那么凯撒强渡卢比孔河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反正庞培与元老院派仅将凯撒的卢比孔渡河当成是穷鼠囓猫式的破坏国法的举动。庞培此时的回信，反而加强了凯撒继续进军的决心。






「卢比孔之后」凯撒的前进与庞培的撤退




2月3日，凯撒进入了位于安科那以南十公里之处的奥西摩，从安科那向南方的进攻必须靠凯撒亲自出马。因为奥西摩以南一带，散布著庞培的私有地。传统上与身为「保护者」（Patronus，同英文的Patron）的庞培有著密切关系的「追随者」（Clientes，同英文的Client）多数居住在该地。凯撒南进的目的，除了要比放弃首都向南撤退的庞培抢先一步之外，还打算捣毁庞培招募兵力的地盘。

实际上，庞培大概也是想返回自己的地盘。也就是在刚刚回信给凯撒之后，庞培没有选择向南方撤退时较为安全、距离上又有利的阿庇亚大道，而选择了向靠近亚德里亚海的鲁彻里亚前进。不过，此时凯撒的快速进攻，破灭了庞培的意图。

因为安东尼与古里奥都尚未追赶上来，所以随着凯撒进入庞培根据地的，只有两个大队约九百名左右的兵力。凯撒分別把五个大队和三个大队分给手下的将领，他自己则只率领两个大队。这是因为凯撒的自负，认为凯撒本身的存在，就足与数个军团匹敌了！

凯撒的判断準确无误。而且，落后于凯撒的庞培，无意中助了凯撒一臂之力。

如果庞培在1月17日放弃首都之后，即使马上派人到其私有地正式招募兵力，大概也难抵抗凯撒的进攻。可是这一点庞培连试都没有试过。这不仅粉碎了庞培方面组织大军的可能性，而且对集居於这一带的庞培「追随者」来说，庞培的举动使他们觉得自己被拋弃了。





在相当於自己地盘的大门口——奥西摩的守卫中，庞培派遣了他悉心培养的两位将领——具有非洲属省总督经验的瓦尔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以及曾作为首席百人队长、在庞培的指挥之下在东方战役中战斗过的卢基乌斯·普庇乌斯。两人没有接到庞培的命令，也意识到事态的剧变，并自觉地开始招募兵力。但此时正值寒冬，他们也没有预料到凯撒会在此时渡越卢比孔河。

然而就在此时，凯撒出现了。和两位将领相比，城中的市民更是大吃一惊。此时市民都认为庞培不可靠，於是派出代表到两位将领那里对他们说：庞培与凯撒的抗争虽然是他们自己所无法判断的问题，但是他们无法把在高卢战役中立下丰功伟绩，为国家做出伟大贡献的凯撒拒於城门之外，而且希望瓦尔罗也应考虑目前的情势来作决定。

瓦尔罗心中十分明白居民代表话中的真意，所以只带着招募到的士兵就匆匆出城了。凯撒当然不会眼睁睁地放走他们，瓦尔罗率领的士兵只稍作抵抗就缴械投降了，全部士兵连同两位将领都被俘虏了。

凯撒允许投降的士兵自由选择去留。多数的士兵都是临时招募来的，所以大多选择了回家，其余的则投奔到凯撒旗下。凯撒并没有记录这时有多少士兵投奔到他手下，不过估计数量应该不会太多。凯撒也给了瓦尔罗及普庇乌斯去留的自由，只有被庞培悉心培养的这两人，选择了投奔庞培。

此时的凯撒与在高卢战役不同，是与自己的国民为敌，所以对俘虏的处理，从凯撒的立场来考虑当然也就有所不同。实现了兵不血刃地入城之后，凯撒召集了奥西摩的居民，表示不会忘记感谢他们的行动。

在奥西摩的附近有个叫珍古里的村落，是曾为凯撒副将的拉比埃努斯的故乡，他把私人财产都投入了村庄的发展。这对平民出身的他来说，就像是衣锦还乡般的荣耀了。珍古里的人听说了凯撒对奥西摩居民的态度之后，也派代表到凯撒那里，表示他们也愿意投奔到凯撒的旗下。凯撒向珍古里的居民提出了提供兵力的请求。由于这只是个小村落，凯撒也知道他们可以提供的兵力有限，但是这对凯撒来说，是报复背叛了自己而投奔敌方的拉比埃努斯的良机。而凯撒也没有忘掉记录下这么一句话：


「他们遵守诺言，把士兵送来了。」



二天之后，也就是2月5日，凯撒很快就进入了距奥西摩以南四十公里处的费尔摩，正一步一步地逼进庞培的地盘。

此时，凯撒在渡过卢比孔河之前所招募的两个军团中的第十二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也从高卢中部的冬营地赶到了。自此，凯撒率领一直跟随他的第十三军团和刚刚抵达的第十二军团，向着阿斯科里皮伽诺出发了，那里是庞培的私有地中心。西元前57年的执政官——庞培派的廉托鲁斯带着十个大队驻守在那里。凯撒舍沿海平坦的道路而选择了位于内陆的阿斯科里皮伽诺，就是因为他不可能对有十个大队驻守的庞培根据地置之不理而继续进军。

但是，对这里的进攻也是出乎意料地容易，因为廉托鲁斯在得知凯撒正向城中逼进之后，已经慌忙逃走了。他本打算带着十个大队一起离开，可是士兵们不肯服从命令，只好带着几十人逃走。途中，遇上庞培派遣前来的比华利斯·鲁布斯。鲁布斯把跟随廉托鲁斯的士兵编入自己的军队，而任由廉托鲁斯逃走了。

得知凯撒逼近而逃走的，并非只有廉托鲁斯一人：有与六个大队一起逃走的人，也有为庞培招募兵力却随着招集来的士兵一起逃走的人。虽然如此，鲁布斯还是把剩下的士兵凑合在一起组成约六个大队，然后往柯尔费尼奥方向出发了。按照计画，代替凯撒而被任命为高卢总督的阿赫诺巴布斯，此时应该已带领二十个大队到达了柯尔费尼奥。在这个只要通过巴勒利亚大道二天之内便可抵达首都罗马的山城，庞培派準备对渡过卢比孔河之后的凯撒进行第一次的大规模反击。

三十三个大队，相当於三又三分之一个军团。而正在逼近中的凯撒战力，则有跟随他一起渡过卢比孔河的第十三军团，以及从高卢赶到的第十二军团，一共是两个军团，加上被俘之后选择在凯撒手下战斗的士兵以及招募到的新兵。到底一共有多少人，凯撒并没有记录。无论如何，凯撒率领两个训练有素的军团和其他一些兵力抵达柯尔费尼奥的时间，是2月15日。同样是寒冬里的行军，不过，对具有在北部高卢战斗经验的凯撒军队的老兵来说，南义大利的冬天并不是那么可怕。一接近柯尔费尼奥，士兵们便开始了阵营的建设。




柯尔费尼奥开城



在柯尔费尼奥严阵以待的阿赫诺巴布斯，对以三十三个大队是否能守得住城市并没有信心。此时，原驻守高卢北部的第八军团，为了与凯撒会合，经过长途跋涉已经进入义大利。如果他们一会合，凯撒将拥有三个军团约三十个大队的战斗力。这样，攻、守两方的战力将不相上下。

阿赫诺巴布斯感到十分不安，便请求庞培派遣援军。庞培此时正在离柯尔费尼奥以南不过一百二十公里之处的鲁彻里亚。他手下有从凯撒手中收编的两个军团，加上招募的新兵，约有三十个大队的战力。阿赫诺巴布斯本以为只要以自己手中的三十三个大队和庞培的三十个大队，从两面夹攻凯撒的三十个大队就可以获胜。

但是，在得知凯撒正向柯尔费尼奥进军之后，按常理应该北上柯尔费尼奥的庞培，却打算南下卡诺沙——鲁彻里亚以南约六十公里处的一个城市。对庞培的计画全然不知的阿赫诺巴布斯，正竭尽全力準备迎头痛击凯撒。他不仅加强城中的防御工事，并对士兵许下诺言：战胜凯撒之后，愿意从他在义大利的私有地中，分给每个士兵相当於三·七五公顷的土地。





凯撒的军队自2月25日抵达之后，一刻都没有放松，一直在积极準备进攻。那时，有人报告凯撒说，在离柯尔费尼奥十多公里之外的斯尔莫那居民虽然想投奔到凯撒旗下，但是由于城中有七个大队守卫著，所以居民们不敢轻举妄动。凯撒马上命令安东尼率领五个大队前往。城中的居民得知凯撒的军队正在接近，便打开城门欢迎。甚至连原来準备迎击凯撒的士兵都加入了欢迎的行列。而两位庞培派的指挥官也都成为俘虏。安东尼当天就带着这两人回到凯撒的营地。凯撒把帮助自己实现了兵不血刃地入城的原庞培派七个大队编入自己的军队，同时释放了两名指挥官。

攻城的準备仍在继续。除了包围网的建设之外，还要準备粮食的供应。凯撒在渡过卢比孔河之后，也就是在内战爆发之后，严格禁止掠夺之类的暴力行为，所以兵粮都是向居民购买。

此时，继第八军团之后，由法国南部属省的高卢人所组成的「云雀军团」的二十二个大队也抵达了。凯撒於是命令增加修筑一个阵地，除了收容上的问题之外，也有战略上的考虑。第二阵营的负责人由古里奥担任。当时凯撒对古里奥的重视，甚至在安东尼之上。

看到凯撒方面战斗力倍增而被吓倒的防守一方，此时却受到了更大的打击，那就是庞培的回信。庞培在回信中说：在柯尔费尼奥迎战凯撒并非自己的战略，而是阿赫诺巴布斯自己随意的决定，所以不会派遣援军前来。不仅如此，庞培还命令防卫的军团全军撤退，前往与庞培会合。

此时，凯撒的包围网只差一步就完成了。以这样的状况，要带领少说也有三十三个大队的二万士兵出城而不让敌方发觉，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没有了庞培的援军，只依靠自己手中的兵力，阿赫诺巴布斯也没有自信可以突围。要不然的话，就只带着自己及城中要人的家眷出城吧！阿赫诺巴布斯虽然没有公布庞培的回信，却还是把自己的烦恼对指挥官们说了。像水波一样在军中扩散的谣言，因为阿赫诺巴布斯没有对此表示出明确的态度而得到了证实。士兵们都慌了手脚，三五成群，私下议论纷纷。有人说司令官阿赫诺巴布斯只顾自己逃走，甚至连逃走的準备都做好了。既然如此，我们也只有为自己寻找出路了。

结果，士兵们包围并逮捕了阿赫诺巴布斯，然后派代表到凯撒那里，传达了他们的决定。说他们準备打开城门，服从凯撒的命令，并将押送阿赫诺巴布斯前来。

无须付出任何代价便可以达到目的，这对谁来说都是值得高兴的事，而对急于南下的凯撒来说更是格外的惊喜。虽然凯撒对夜里来访的防卫兵代表的话并没有完全相信，还是伪装相信的样子。他首先对他们的决心表示赞赏，并要求他们守住城中要塞，等待天亮。因为如果连夜进城，一定会引起混乱，所以凯撒才作出等天亮才入城的决策。

除了士兵代表之外，城中的要人也派来了使节，这人便是凯撒在阿斯科里皮伽诺不流血开城时逃亡的廉托鲁斯。他本来要投奔庞培的，可是在途中的柯尔费尼奥又遇上了凯撒，不过这一次他已是无路可逃了。廉托鲁斯在凯撒面前做了冗长的辩解，说自己是为城中的要人以及他们的家眷而来请命的。凯撒并没有马上回覆，所以当夜他便返回城里了。

第二天，也就是2月21日清晨，凯撒首先命人带来城中的要人以及他们的家眷。为了防止城中的士兵对这些人动武，凯撒派出他的部下把他们带出城。

所谓的要人，就是元老院议员阿赫诺巴布斯、廉托鲁斯以及鲁布斯三人、审计官两人、阿赫诺巴布斯的儿子等罗马的贵族青年，以及当时被称为「骑士」的商人和将领。凯撒只是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之后便把这些人全部释放了。城中的士兵发誓要与凯撒一起战斗，凯撒便把他们编入军中。在当天下午，凯撒就继续南进了。

前面也提过，自开战以来，凯撒把俘虏到的庞培派的人都释放了。而在柯尔费尼奥释放他的继任者——他的强敌阿赫诺巴布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知凯撒这个举动的西塞罗，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你看这是多么不同！宽恕敌人的凯撒与拋弃自己人的庞培！」



西塞罗不仅只是对朋友发发牢骚而已，还写信给凯撒对他大加赞赏。虽然是在行军途中，凯撒还给西塞罗写了回信：


「凯撒致西塞罗：




您是十分理解我的人，我的行为举动，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没有残忍性。您的这种评价应该是可以相信的。这样的举动本身，已使我感到十分满足。连您都对我的行为表示赞赏，真是令我不胜欣喜。




即使从我这里获得自由的人，将来再把矛头指向我，我也不会因此而感到后悔。我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忠于自己的信仰，所以认为他人也理应如此。」






庞培放弃本国



虽然没料到凯撒会以那样的方式进入柯尔费尼奥城，但是自从拒绝派遣援军之后，庞培也有了明确的打算。也许没想到柯尔费尼奥这么快就落入凯撒手中，不过经由卡诺沙直奔布林迪西的庞培、两位执政官以及元老院议员们，再也无心在撤退途中停步了。柯尔费尼奥开城的四天之后，也就是2月25日，庞培抵达通往希腊的主要港口——布林迪西。预料到庞培意图的凯撒，在接收了柯尔费尼奥之后马上南进，就是想在国内解决与庞培的抗争。

在率军南下的途中，凯撒也没有舍弃外交手段。在凯撒的军队中，有一个原是庞培派的将领，虽然凯撒让他自由选择去留，他还是选择了跟随凯撒。凯撒命他带给庞培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如下：


「虽然至今仍未有机会与庞培直接对话，现在自己正向着布林迪西前进。为了国家，也为了我们两人的将来，希望能够直接与庞培对话。与其让使节来连接两人的距离，不如两人亲自对话更有利于相互的沟通和理解。」



凯撒虽然没有放弃尝试使用外交手段，更没有放弃继续率军南下。训练有素的第八、第十二、第十三军团，加上「云雀军团」、从庞培方投降过来的士兵，逼向布林迪西的凯撒军队已经增加到六个军团。如果以大队来计算，有六十个大队。相反的，已经抵达布林迪西的庞培军，在凑合起来的兵力中，竟然有九个大队一起投奔了凯撒，只剩下五十个大队。庞培军中的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如何逃离义大利。

3月4日，抵达布林迪西不过一周的时间之后，庞培与元老院派的人，继放弃首都之后又放弃了国家。但是一时找不到足够的船只来运送三万的人马，而庞培也无心再等下去，所以只好分两次行动。首先由两位执政官率领三十个大队出港，庞培与其余的二十个大队则暂时留在布林迪西。运送船队横渡亚德里亚海并让士兵们在希腊西部上岸之后，再返回布林迪西接应庞培与其他人马。

此时，庞培才给凯撒写了回信，信中拒绝了凯撒所提出的以首脑会商来解决问题的建议。他的理由如下：


「这是背叛一直跟随着我至此的人的做法，所以无法接受。」



就在两位执政官及三十个大队出港五天之后的3月9日，凯撒自己也抵达了布林迪西。凯撒抵达之后，再次派遣使者到布林迪西港附近的庞培营地，要求与庞培进行首脑会商。庞培又再次拒绝了。然而这一次的理由是——「未与两位执政官商量，无法作决定。」

也许庞培害怕只有他与凯撒的会谈，会像当年的「卢卡会商」一样，最终只能顺着凯撒的意志行事。要不然，就是庞培相信凯撒所要求的首脑会商方式，是想要打破罗马由元老院所主导的现行体制。也许是他领悟到十年前的「三巨头政治」以及六年前的「卢卡会商」，都只能作为一时的对策而不能恒常化。也或许是受西塞罗、小加图等共和政论者的影响而作出的结论吧！无论如何，凯撒一直要求与庞培直接对话，而庞培每一次都拒绝了。

尽管如此，凯撒并没有单纯地依赖外交手段。凯撒抵达布林迪西之后，命令士兵马上进行阵营建设，之后又命令修筑港口出入口的封锁工事。但是，所有的船只都已落入庞培手中，所以凯撒要从海路封锁庞培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封锁工事也只能说是试图阻止庞培出港的工事而已。如果有了船只，只要在出入口附近沉没几艘船便可达到目的，现在则只能从陆上搬来石头、木栅等埋入海里，而这也受到了庞培军队的阻碍。就在工事进行途中，从希腊返回的船队进港了。船队已经返回，庞培心中也就只有一个念头了：出港。

3月17日日落之后，庞培指挥二十个大队全部上了船。半夜里，全体船队集中在一起强行出港了。凯撒的军队虽然试图从正在建设中的堤防加以阻拦，还是无法阻止成群出港的大型船只。由于手中没有船只，凯撒也无法进行追击。凯撒打算短期内结束内战的梦想落空了。

望着在船尾闪烁的灯火渐渐远去，凯撒大概也意识到这场内战将会扩大化和长期化。这一次与三十年前在义大利半岛内就决定胜负的苏拉与马留斯派的那场内战不同。既然已经没有理由再留下，二天之后，凯撒就撤离了布林迪西，沿着阿庇亚大道向罗马进军了。庞培与凯撒这两位当代头号武将的正面对决真正开始了。




大战略



在罗马霸权之下的「罗马世界」幅员辽阔，东起幼发拉底河，西抵直布罗陀海峡，北连莱茵河直到北海，南到撒哈拉沙漠。当时罗马人将「地中海」视为「内海」、「我们的海」，真实地反映当时罗马人的地理观。无论是撤离布林迪西的庞培，或是竭力阻止然而未能成功的凯撒，都是在这样的地理观确立以后的战略。然而确立战略的必要条件还有一个，以正式的说法，就是同盟国。不过如果以当时罗马人觉得亲切的用语，就是“Clientes”关系。

在翻译过程中，没有一个辞汇像“Clientes”一样更让我感到为难的了。这个源于拉丁语的辞汇，如果在英语中则是“Client”。对广告代理商来说就是赞助人，对律师而言则是委托人。这个词与当时拉丁语中原意为「执政官」而现在已演变为「领事」的“Consul”一样，都是典型的例子。即使形式一样，今天的意思与原意已是大相迳庭。

虽然如此，“Consul”作为执政官的译法在历史上已有明确的定义，而“Clientes”却不能按照字典简单地译为「被保护者」。“Patronus”不能简单地译为「保护者」、“Clientes”也不能简单地译为「被保护者」的原因，是因为这不是单方面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对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来说，这是自七百多年前国家建立时便存在、代表人际关系及对外关系的重要用语。

罗马人在征服一个地方时，并非像旋风一般突然袭击、杀戮、掠夺，然后又像旋风一般离去，而是把所征服的土地编入自己的领域。譬如缔结同盟国关系的属国，或是派遣总督直接统治罗马的属省。而且，就像一神教民族重视对神的誓言一样，多神教民族的罗马人，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诺言。从文明的角度来看，这种习俗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罗马在布尼克战役中战胜迦太基之后，达到了高度成长的时期，可是体制的整备却常常追不上成长的速度。在这种情形之下，与国家间的正式协定相比，个人间的人际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也就是以个人间的关系来弥补国家关系的不完备。在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以“Patronus”与“Clientes”的关系形式，作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甚至是国家关系，以及重视「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罗马人民族性，正是符合了罗马高度成长期的要求。

虽然从后代的平等观念来看，这种关系常常被认为是属于过去的遗物而被一脚踢开，然而如果正视现实，也就是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那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关系。

庞培因为肃清海盗，在地中海确立了“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各民族的和平）而成为地中海沿岸各城市的「保护者」，沿海的海港城市也成为他的保护地。另外，对在东方称霸成功之后的庞培来说，东方诸国也成为他的“Clientes”。

凯撒也因为称霸高卢而确立了与高卢各部族之间的保护者与附属者的关系。

对“Patronus”来说，作为保护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责任，保护附属者。这种关系中的「保护」，含有保障安全的意思，也就是保护附属者的权益不受罗马中央政府的支配。对于已经确立附属关系的地方，庞培与凯撒都把这些部落视为自己人，优礼有加，十分热心於整顿当地秩序、发展经济。

那么，作为附属者又应该尽什么责任和义务呢？

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当保护者有需要时，提供保护者必要的协助。我没有翻译成「保护者」与「被保护者」而只是按照原文写为“Patronus”与“Clientes”的原因也是在此。因为“Clientes”的关系，并非单方面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在实际问题上，“Patronus”与“Clientes”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与像旋风一般突然袭击、杀戮、掠夺，然后又像旋风一般消失式的征服不同，罗马与它征服地的关系，自然就形成了征服与支配的形态。

属省向罗马缴纳的属省稅，是另外的话题。属省稅就是不必服兵役的属省住民，因为拥有罗马公民权而必须对有义务（或者是志愿）服役的罗马公民支付安全保障费。

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家体制追不上国家成长的速度。“Patronus”与“Clientes”的关系，常常是以国家间共存关系的形态出现。

比如，作为独立国家并与罗马缔结同盟关系的埃及，也因为庞培帮助埃及王室复位而成为庞培的“Clientes”。

庞培并非因为害怕与凯撒对决而逃离义大利，也许庞培预料不到凯撒的卢比孔渡河以及之后迅雷不及掩耳式的行动。但对庞培来说，与其在没有完全做好準备的状态之下应战，不如先撤退，对自己的“Clientes”进行总动员，等条件具备之后再与凯撒对决。而凯撒试图阻止庞培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只要离开义大利半岛，庞培在地中海世界就占有绝对优势。

军事力量并非单指可以使用的兵力、人数，而是衡量兵力的维持、补充以及能代替兵力而战的因素等方面。

凯撒的“Clientes”分布在北义大利以及法国南部的属省，在持续八年的高卢战役中一直支持著他。如果以缴纳的属省稅计算，经济力为四千万塞斯泰契斯（古罗马铜币单位，英文为Sesterce）。

另一方面，庞培的“Clientes”所缴纳的属省稅可高达二亿塞斯泰契斯，其中有富裕的小亚细亚、叙利亚、经济力很强的希腊、巴勒斯坦、埃及，加上与地中海相比虽然较为贫乏但却可以提供大量兵力的西班牙，因为庞培被任命为该地的现任总督，所以也归入他管辖的地盘。虽然庞培未到属省赴任，可是他手下的三位将领以七个军团统治当时的伊比利半岛。而非洲属省的历任总督也是由庞培派任的，所以也属于庞培的地盘。

此外，还有庞培在扫荡海盗作战之后成为他“Clientes”的马赛等海港都市。这些海港“Clientes”可为庞培提供船只及作战基地。

对庞培来说，这一次的撤退，不过是暂时让出本国罗马而已。庞培开始在脑海中酝酿着壮大的战略了。那就是从东方、西部、非洲的东、西、南三方面围攻只拥有义大利和高卢的凯撒。对连海上霸权都控制在手的庞培来说，这并非不可能的事。

然而不管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并不像数学一般，一加一就会等于二，有时会等于三或四；相反的，结果也可能只是〇·五。凯撒手中所掌握的虽然只是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罗马本土，却也正因为是在罗马本土上，拥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有利因素。而庞培却忽略了这一点。后来暗杀凯撒的布鲁图斯或是打败布鲁图斯的安东尼，都忽略了这种无法用数字或形状来表示的有利因素。然而凯撒却没有忽略这一点——即使当时有电脑，也无法计算出这种有利因素是如何的重要。之后，成为凯撒继承人的屋大维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证明了他无愧于凯撒后继者的称谓。

凯撒虽然只能在岸上眼看着庞培的船队离去，不过在开往罗马的前二天，凯撒还是把应该做的都做到了。

船——因为周边可以使用的船只都被庞培夺去，现在凯撒只有两个办法：从高卢调派或是重新制造船只。在这种情形之下，唯一有利的条件就是布林迪西的民众都向着凯撒。凯撒命令当地民众用半年的时间来制造足以运送十个军团的船只。面对掌握地中海霸权的庞培，凯撒能否拥有船队是防卫本国罗马的重要条件。

粮食——并非只是凯撒的军队所需要的粮食而已，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义大利半岛，也就是罗马本国，自二百年前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结束之后，就放弃了自给自足的路线。作为罗马人主食的小麦，都是从西西里、萨丁尼亚二岛和北非的三个属省输入。然而这些粮食供给地与义大利都是隔海相望，掌握海上霸权的则是庞培一方。

自从断然渡过卢比孔河以来，在短短二个月的时间内，凯撒未损失一兵一卒就取得了义大利半岛的控制权。然而，是否能够让本国人民的人心倾向自己这一边的条件，第一是安全，第二是要确保粮食的供给。

对于第一个问题，凯撒的军队公开宣称「我等不是苏拉」，对留在罗马庞培派的人并没再加以迫害。凯撒并且严禁手下士兵掠夺以及其他暴力行为，而士兵们也都遵从凯撒的命令。

至於第二个问题，如果不尽快找到解决方法，情势将会变得有利于敌方。早在西元前57年之后就担任「粮食局局长」的庞培，当时并非为反对凯撒而是为了确保对本国粮食的供应，派遣自己的部下分別统治西西里、萨丁尼亚以及北非的三个属省。

凯撒首先派出小部队控制萨丁尼亚岛，又派遣古里奥前往占领西西里岛。在西西里，有反凯撒的急先锋小加图在驻守。然而在这一次以确保粮源为第一目标的军事行动中，凯撒并未派遣训练有素的军团，而是派出了在这二个月间从庞培一方投奔过来的士兵。凯撒原有的军团，将跟随他执行更为艰钜的任务。

在庞培出港之后的二天中，凯撒发出各种指示，然后率领他的军团从布林迪西出发，沿着阿庇亚大道，直指首都罗马。当时为西元前49年3月19日。内战的第二幕自此拉开了序幕。

从布林迪西到罗马约有整个义大利半岛的一半距离，凯撒只花了十二天的时间。

3月25日抵达贝尼文坦，26日抵达加普亚。此时，在马不停蹄直奔首都的凯撒脑海里，甚至连庞培的性格都估算在内、有关于内战第二幕的脚本完成了：那就是「西进」。

在加普亚，也就是从首都罗马向南的二大干线——拉提那大道与阿庇亚大道会合的要地，凯撒向全体元老院议员发出了4月1日在首都罗马召开元老院会议的召集令。之后又沿着阿庇亚大道继续北上的凯撒，在途中只做了一次停留。






西元前49年两雄的「地盘」







西塞罗对策



身为一级律师，又对哲学和政治有浓厚兴趣的西塞罗，就他个人的观点而言，对凯撒的评价比庞培还要高，而且视凯撒为文学上的唯一同志。然而，作为当代一流的有识之士，西塞罗在政治上的立场与凯撒无法取得一致。西塞罗认为元老院主导的少数领导制，也就是只有罗马传统的寡头政治才合乎国家罗马的国体。

西塞罗虽然与凯撒的立场不同，但他并非是执迷不悟的「元老院派」——现行体制坚持派。身为知识份子，西塞罗的理想就是希望像布尼克战役结束前的罗马史所启示的那样，期待一个让优秀的人才为国家无私奉献的政体。这个时期的西塞罗，最强烈的愿望就是：罗马的二强——庞培与凯撒能够联手治理国家。

然而，因为憎恨凯撒而一心想置他於死地的「元老院派」所发出的「元老院最终劝告」，以及凯撒不肯低头屈就，强渡卢比孔河。这一切，使西塞罗的理想破灭了。在元老院把凯撒视为国贼而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时，西塞罗也投了赞成票。在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之后，西塞罗认为行动要前后一致，所以也跟随庞培一起行动。

但是西塞罗只跟随放弃首都之后的庞培沿着阿庇亚大道走了不过十分之一的路程，便选择在中途下车。从他许多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觉悟到从做人的观点来看，无论如何不能把庞培当为大树来依靠。这并非说庞培是不诚实、不可靠的人物；相反的，庞培是正直坦率的男子，甚至还尊敬与他同年的西塞罗。问题在于「力量」。自庞培从东方凯旋之后，西塞罗对他的力量逐渐失去信心。尽管如此，从西塞罗的政治思想观点来看，即使他已经充分意识到庞培的力量，也没有可能与凯撒联手合作。为此烦恼不已的西塞罗，只好选择了折衷的姿态，躲入他在佛米亚的別墅。然而凯撒的前进与庞培后退的消息都一一传入躲在临海別墅的西塞罗耳中。这并非是友人传来这么多的消息，而是他一直不停地向友人乱发信函，询问其中的详情细节。归根究底，西塞罗毕竟不是那种可以隐居的人。就在那里，西塞罗收到了正在北上途中的凯撒的信。


「凯撒致西塞罗：




我与我们共同的友人佛尼斯（凯撒的秘书）只是匆匆会了一面而已，所以没有时间详尽询问您的近况。




我本人正率领军团在急行军的途中，但还不至於没有办法给您回信——您一直给我写了那么多信。




在此对您有一个请求：我希望能尽快赶到罗马，希望能够在罗马与您会面。我现在非常希望、也很需要得到您的忠告，如果能够借助您的权威，在各方面得到您的协助，将不胜荣幸。




详情待会面之后再叙，匆匆数语，盼见谅。送信的佛尼斯会传达信函中未尽之处。」



接信之后，西塞罗大吃一惊。现在在义大利境内掌握武力的是凯撒，庞培已经逃到希腊了！是凯撒给他写信说要在罗马会面！4月1日在首都召开元老院会议的召集令也已经传达到西塞罗所在的佛米亚村了。「希望能够在罗马与您会面」也就是意味着「请务必出席元老院会议」。这时期如果响应凯撒的号召，就等于日后将会被庞培派视为凯撒派，然而在义大利掌握军事大权的又是凯撒。迟疑不决的西塞罗甚至写信给凯撒的密友马提乌斯，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建议。当然，西塞罗也马上给他无话不谈的好友阿提克斯写了信。对西塞罗来说，这是燃眉之急的事了。「送信的佛尼斯会传达信函中未尽之处」中的「未尽之处」意味着凯撒将会顺道到西塞罗的別墅拜访他，并就信中所提及的内容与他磋商。位于佛米亚的西塞罗別墅，连著阿庇亚大道又面向大海，作为別墅，是百里挑一的好地方。选择这个资产价值很高的地方作为房地产投资，说明西塞罗有很好的经济眼光，不过此时却显得事与愿违了。


「西塞罗致阿提克斯：




今天，3月27日，一边在写这封信，一边在等待着托勒巴提斯（西塞罗同乡的青年，因西塞罗的推荐而成为凯撒的秘书）。我打算在听到他与马提乌斯的建议之后再决定如何应付凯撒。无论如何，这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的日子，凯撒一定会用武力威胁我到罗马的。4月1日召开元老院会议的召集令也已在佛米亚公告，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拒绝吗？拒绝的话后果又会如何？无论如何，我都将会谈的情况逐一向您报告。唉！既然如此，还不如离开此地回去阿尔庇诺。诸多劳心之事，真是不堪忍受了。」



阿尔庇诺是西塞罗的出生地，位于从拉提那大道深入内陆的山地。此时的西塞罗，早已无心从別墅欣赏什么海上绝景了。

凯撒对西塞罗的访问，在之后的第三天就实现了。急于赶路的凯撒大概未脱下军装，而西塞罗大概也是以穿着元老院那有红色镶边的白色外袍来迎接凯撒的来访。这一次并非有关文学上的对谈，两人都不会以便服相见，随意对谈。不过两人还是很亲近。五十六岁的西塞罗与五十岁的凯撒之间的对谈，如果按照西塞罗写给阿提克斯的信直译，进展的情形如下。西塞罗原来担心凯撒会用武力相逼，结果证明了他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


「西塞罗致阿提克斯：




充分听从您的建议之后，我与他进行了会谈。我不去罗马的决心，一步也没有退缩。您还记得吗？凯撒登场之时，我们曾经争论，庞培都驯顺了，要驯服凯撒更是简单的事。如今，我只好承认我的预测是错误的。他说：




「您不肯到罗马，不仅意味着不赞同我的行动，而且您也深知您的这个举动会影响到其他的元老院议员。」我抗辩说：




「我不赞同的理由，与其他人的理由不同。」在这一点上争论一番之后，他最后说：




「那么，到罗马为和平而尽力怎么样？」




「如果以我自己的意志行动是否也可以？」




「难道西塞罗还需要凯撒当用字遣词的老师？」




「如果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元老院不同意凯撒向驻守西班牙的庞培手下三将领进军，也不同意向庞培所在的希腊派兵。而且我个人，对等待着庞培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悲哀。」




「噢！我并不希望您讲出这样的话。」




「我猜想也是如此。所以我不想去罗马。对我来说，那些话不能不说，不仅如此，如果说出会让列席的您无法保持沉默的话，那又怎么办？所以还是不去的好。」




凯撒站起来，对西塞罗说：「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阿提克斯，我对他这句话，再也无法拒绝了。之后他就上路了。他当然对我的态度不会满意。然而，就我而言，我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这种满足感，已经很久都没有办法感受到了……。然而，对凯撒的追随者，我只有摇头叹息而已。出身於好人家的青年，都心甘情愿追随凯撒，而把矛头指向庞培及自己的父老。凯撒的威望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追随者，也已经渗透到军队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凯撒本身就是大胆果断，可以想像得到不会有好结果的。也许真该听从您的忠告自乱世遁隐。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个超越想像的时代。」



从这封信中，特別是前半部分，不由使人想到：西塞罗真无愧为罗马第一的大律师，连凯撒都被他驳倒了，考虑得更透彻的原来是西塞罗。连西塞罗本人都得意洋洋地写道：「我不去罗马的决心，一步也没有退缩」、「我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等等。西塞罗也自以为是赢了。

凯撒的言行可说是前后一致。而西塞罗的言行在这时期，按照他的方式也还算得上前后一致。从作为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主义者这一点来说，可以说是前后一致的。如果西塞罗坚定地忠于自己的信念，而且选择避免以武力的对决来贯彻他的信念，应该挺身而出，在罗马的元老院议场，堂堂正正地陈述反对凯撒的意见。这样一来，对凯撒来说是最坏的情况。因为凯撒深知西塞罗是罗马的权威性「媒体」。

时常不忘面对现实的凯撒，仅仅用了二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兵不血刃地在义大利半岛称霸；然而凯撒也意识到与庞培的对决从此才开始。在这种情况之下，凯撒大概预料到在思想上属于庞培派的西塞罗，不可能急转直下而变为凯撒派。凯撒拜访西塞罗的深意，在于不让西塞罗到罗马，也就是不让他在元老院会议上发言。虽然在口头上说希望他能够到罗马出席会议。

就这样，连罗马第一的知识份子西塞罗都上了当，而且他本身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从凯撒的立场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西塞罗能够站在自己这一边在元老院发言；相反的，最坏的情况就是西塞罗站在庞培一边发言。而他如果能够保持中立，对凯撒也还算是好事，也就是只要他躲到远离干线道路的別墅，保持沉默就好了。

乍看起来，似乎是西塞罗始终掌握会谈的主导权，而凯撒因未能说服西塞罗只好失望离去。实际上正好相反，凯撒达成了他拜访西塞罗的目的，并且还让西塞罗觉得「我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熟谙西塞罗个性的凯撒，在演技上还是胜人一筹。




首都罗马



西元前49年4月1日，在罗马按照原订计画召开了元老院会议。为了使身为总督的凯撒能够出席会议，会议只好在城外神庙中回廊的一面召开。不允许掌握军事力而且又有实权的总督进城，是罗马的国法。阿赫诺巴布斯虽然被任命为凯撒的继任者，但是因为没有正式交接，凯撒仍以高卢总督的身份行动。附带说一下，当时的元老院并没有固定的会议场，只要是祭司举行过祝圣仪式的场所都可以召开会议。

为遵守国法，凯撒并未进入城内，而是把军队留驻在罗马近郊，然后就赤手空拳地出席会议了。凯撒不想步上苏拉恐怖政治的后麈，而他这样的做法，结果当然也与苏拉截然不同。

凯撒自从前往高卢开疆拓土之后，已有九年未回到首都了。面对元老院议员们，凯撒首先向他们说明自己不得不违反国法渡过卢比孔河的事由，还把渡河之后自己曾经试图与庞培进行会商的情况也说了。他辨明说自己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特权，而是作为为国尽力的公民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权利，并且要求参与罗马共和国的国政。但同时，他又说：


「如果你们拒绝我的请求，我也不会推卸这个重任，国家由我一个人来治理。」



作了以上的宣言之后，凯撒当场要求元老院通过表决，向庞培派遣和平使节，元老院一致通过。然而在派遣谁当使节的问题上意见产生了分歧。议员们七嘴八舌，唯恐自己担任使节之后，将会被庞培视为敌人。因为庞培与凯撒的对决，还不知最后鹿死谁手。曾被庞培威胁而仍然留在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也并非有明确的决心才留下来的。如果从同情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固然不愿意被庞培视为凯撒派，更不愿追随庞培拋弃国家。这种类型的人在现实世界中也并不少见。而作为这些议员思想靠山的西塞罗却缺席了。结果只是议而不决，不过凯撒却因此浪费了三天。

就在此时，传来消息说凯撒的军队兵不血刃地已经占领了萨丁尼亚岛。凯撒的军队一出现，庞培派的总督就被赶走了。从西西里也传来捷报，小加图战败之后已匆匆逃向希腊。控制了萨丁尼亚与西西里这两大小麦产地，就等于确保了义大利本国的命根——粮食的供应。现在还剩下另外一个粮食输入地——北非属省。凯撒又命令曾经成功控制西西里的古里奥率领他占领西西里的军队，在準备完毕之后，马上向北非进军。

前面也说过，由于两位执政官都已跟随庞培逃走，首都罗马和义大利半岛的秩序与安全维持方面就出现了问题。就像把作战的重要任务交给古里奥一样，凯撒把维持首都秩序和治安的任务交给了身为元老院议员的儿子却违反父意而效忠于凯撒的年轻人——雷比达。没有得到元老院协助的凯撒，实施了他「一个人来治国」的宣言。

不过，凯撒还是委任雷比达负责内政——这个最重要的职务。雷比达在苏拉死后率领「平民派」起义，然而不久之后又失败，西元前78年，执政官雷比达的儿子原来就是凯撒派，之后与安东尼、屋大维一起组成第二次「三巨头政治」。

凯撒决定不把军事力量放置在国内，他认为以军事压力对统治罗马公民是行不通的。他交给雷比达的任务，就是要他不使用军事力，在本国内维持秩序。

对外的防卫由护民官安东尼担任。安东尼后来也成为第二次「三巨头政治」中的一人。

此外，凯撒又以与安东尼并立的形式，命令两位年轻将领夺取亚德里亚海的控制权。其中一人是安东尼的弟弟，另外一人是出身於名门贵族的都拉贝拉。都拉贝拉是西塞罗的女婿，连女婿都成了凯撒派，不由得令西塞罗感慨万千。

凯撒交给安东尼的弟弟以及都拉贝拉少量船队和二十个大队，命令他们夺取亚德里亚海的控制权。此外，凯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此确保他率军到希腊时的安全以及阻止庞培再夺回本国。

凯撒虽然深谋远虑，试图做到面面俱到，但还是未能万事如意。让他头痛的地方，就是庞培不仅在地中海拥有众多的“Clientes”，手中还掌握庞大的海军。除了放弃本国这一点之外，庞培在各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不仅如此，庞培还得到壮年领导阶层的支持。另一方面，凯撒所拥有的只是可以称得上领导阶层后备军的年轻一代。因为与代表现行体制的庞培相反，凯撒代表了改革派。庞培虽然只比凯撒年长六岁，集中在他周围的都与他同辈。而凯撒的手下，则是比五十岁的凯撒要年轻一代以上的青年男子。古里奥、安东尼、都拉贝拉都不过是三十多岁而已。他们虽然有充沛的热情和体力，经验上却嫌不足，结果是凯撒必须事事站在头阵指挥。在高卢战役时的「右腕」——拉比埃努斯的投敌，更使凯撒深感切肤之痛。

然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虽然凯撒不得不事事站在头阵指挥全局，可是他的有利条件，就在于他本身以及追随他的全体官兵，一直都在经历战斗的考验。相反的，受壮年领导阶层支持的庞培以及追随他的将领，除了拉比埃努斯之外，都已经离开战场十五年了。

有时候，当一个人对他人虽然未能完全信任，却不得不依靠他人时，就必须要有孤注一掷的心理準备。在阻止庞培出港失败之后，凯撒大概正是这种心态吧！既然已经跨出第一步，只有继续前进了。当时，还只是4月上旬，如果按实际计算，大概只是3月前后的事。适合战斗的季节，则要等到半年之后。然而，凯撒已下定决心要在这个季节「西进」。而且还命令驻扎在阿尔卑斯山以北高卢地区的六个军团，南下占领西班牙。

现在摆在凯撒面前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据担任财务官的巴尔布斯向凯撒报告说，金库已经空了，而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报告说在撒顿神庙的地下国库还是原封不动。凯撒原以为两位执政官在逃离首都时，已把所有的财物都带走了，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喜出望外。

关于之后的插曲，凯撒在《内战记》中并未提及，我们只能从普鲁塔克的《列传》中得知一些资料。《列传》中有很详细的原始资料，可是这段插曲，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作为舞台的撒顿神庙，位于公共集会广场之内，而当时还只是总督的凯撒，是不被允许进入市内的。如果退任属省总督而出任独裁官之后，就可以自由出入市内。而凯撒却是在那一年的年底才成为独裁官的。史学家记载了这一段似是而非的插曲的理由，表示从凯撒的性格和行为来判断，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而且普鲁塔克以及其他的史学家都认为这一段记载有介绍的价值。它的过程如下：

进入公共集会广场的凯撒，在市民的注视中笔直走向撒顿神庙。然而来到神庙前时，护民官梅特鲁斯（Metellus）试图阻挠，抗议说按照法律规定，执政官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打开国库。凯撒回答说：


「武力的时代有別於法的时代。即使我的行为违逆你的意思，也请你保持沉默。战时不允许对什么都可以自由发言。在我与庞培和解，双方都放下武器之时，你要说什么都随时奉陪。」



正在这时，凯撒的部下报告说找不到打开国库的钥匙。大概是庞培派在逃离罗马时，只是把钥匙带走了。凯撒命人叫来铁匠，準备打开国库。护民官梅特鲁斯再度提出抗议，观望的群众中也响起赞同梅特鲁斯的声音。

此时，凯撒第一次变得声色俱厉了。他厉声地对护民官说：「如果再抗议的话，一律格杀勿论。」之后，他又压低声音说：「你这毛头小子应该清楚，我要你的命比我开口还省事。」

这就足够了。年轻的护民官顿时面无人色，噤若寒蝉。

这一次，凯撒从国库中搜括了一万五千根金条、三万根银条，和大约二十九吨价值约三千万塞斯泰契斯的铜币。这样，军用资金的问题也解决了。

不仅是苏拉和凯撒，古代的人都十分热中於获得金银财宝。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纸币。支付军饷、筹备兵粮、铺设道路、支付国家以及地方公务员的薪水等等，这一切，都是用金、银货币来支付。那个时代尚未有造币。

3月17日深夜，庞培撤离布林迪西港。

3月31日傍晩，凯撒抵达罗马。

4月17日清晨，凯撒从罗马出发。

从罗马率军出征西班牙之前，凯撒成功地在元老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形式上，法案由法务官罗西阿斯提出，所以称「罗西阿斯法案」。规定卢比孔河以北的北义大利属省，也就是罗马人称为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Cisalpine Gaul）属省住民享有罗马公民权。这是凯撒报答在高卢战役中，在后方全力支援过他的北义大利属省住民的一项政策，也是他拉拢民心的一种手段。根据这条法案规定，除了西西里与萨丁尼亚两岛之外，罗马本国便拥有了与现代义大利国家同样的版图。自此，卢比孔河也不再成为国境了。




西进



如前所述，地中海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庞培手中，凯撒连船只都没有，所以只好率军从义大利经陆路準备攻打庞培手下三个将领驻守的西班牙。在地中海西部的战斗，可以说是内战的第二幕。这一次，凯撒率领跟随他渡过卢比孔河，并且帮助他在义大利称霸的三个训练有素的军团，同时命令在中、北部高卢过冬的六个军团一起出动。这一次，凯撒投入了在高卢战役中战斗过的全部军团，打算一举肃清庞培在西班牙的势力。在西班牙严阵以待的，是三位将领率领下的七个军团，加上在当地招募的士兵共有九万的兵力。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月7日离开罗马的凯撒和三个军团，沿着奥雷里亚大道北上，经过热那亚，顺利进入法国南部属省。抵达马赛时，是4月19日。自从迦太基灭亡之后，马赛就名副其实地成为西地中海最繁华的海港都市。凯撒就是在马赛，遇到了障碍。

马赛的历史比罗马还悠久，是起源于希腊人的殖民海港都市。希腊民族并非只是会创造叙事诗、哲学和悲剧的民族，在商业和海运上也具有超群出众的才能。希腊人的城市马赛，在文化上虽然没有伟大的成就，却是十分繁荣的商业都市。作为商人，对时代的变迁当然是十分敏感，在迦太基与罗马争夺霸权的时代，马赛毫不迟疑地站在罗马一边。罗马打败迦太基，夺取西地中海的霸权之后，虽然把马赛收入自己军事势力的范围之内，同时也允许马赛在承认罗马霸权的条件之下，以独立国家的形式继续存在。罗马虽然把马赛领地之外的法国南部划分为属省，却尊重马赛本身的独立。由于庞培肃清了地中海的海盗，罗马统治之下各民族的和平（Pax Romana）使地中海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给通商立国的马赛带来无比的繁荣。在这一点上，马赛也是庞培的“Clientes”关系网中的一部分。

不过，马赛人不肯给凯撒打开城门，并非因为他们是亲庞培派，原因在于他们是商人，商人只靠感情是无法推动的。让凯撒吃闭门羹，是因为他们在等待凯撒的失败。凯撒因高卢战役而在高卢中、北部称霸之后，一直积极发展当地的经济，而站在最前头的，就是作为罗马公民而住在义大利具有希腊血统的罗马人。这些人继承了希腊人的经济才能，又享有罗马公民的特权。对在此之前一直垄断与中、北部高卢通商活动的马赛来说，他们是很强的竞争对手。马赛人认为是凯撒破坏了他们的垄断市场，所以对凯撒没有好感。在这里，就要爆发庞培与凯撒的抗争。但对马赛人来说，这是为他们肃清海盗的人与夺去他们市场的人之间的对决，所以他们让后者吃闭门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庞培也会毫不迟疑地支援马赛，因为“Patronus”有责任在他的“Clientes”陷入困境之时援助他们。马赛人以为现在的庞培还像当年扫荡海盗时一样英勇果断。

这对凯撒而言是事先预料不到的情形，却又不能对强势的马赛置之不理。「西进」并非只是打击庞培在西班牙的势力，在向庞培所在地的希腊进军之前，要把西地中海控制在手，以消除后顾之忧。对凯撒来说，占领马赛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要从马赛横渡海湾便可抵达西班牙。

凯撒认为要占领马赛这个海港都市，必须从海、陆两方进行攻击。不过马赛位于半岛的尖端，这是最适合於防卫的位置；此外，马赛拥有强大的经济力，在海路、陆路都形成了非常坚固的要塞。

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能采取持久战的策略，而凯撒却无法再等待下去了。




马赛攻防



用罗马军团的技术来建造陆上封锁网，花了两周的时间。同时，凯撒的军队在附近的亚耳建造準备从海上进击用的十二艘船只。做好从陆路进击的準备之时，是5月4日。马赛攻防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马赛方面已估计到会发生武力冲突，早就做好準备，贮藏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又从外部补充了充足的兵力。这一次的攻防战，似乎与凯撒速战速决的意图相反，可能会变成长期持久战。这时的庞培也忠实地履行了作为“Patronus”对于“Clientes”的责任，委任在柯尔费尼奥曾被凯撒降伏之后又被释放的阿赫诺巴布斯为防卫总指挥官，并且派出十六艘军舰的援军。庞培虽然没有亲自出马，却是实施在他脑海中所酝酿的地中海战略。

马赛的攻防战持续了一个月之后，凯撒认为不能再推延与在西班牙的庞培军的对决了。因为军团长法比乌斯已经率领三个军团的先遣部队从高卢开往西班牙，长期下来，他们的处境将十分危险。

於是，凯撒只好把原先準备带往西班牙、由军团长提波纽斯所指挥的三个军团留在马赛，命令这三个军团从陆路攻打马赛。海路的攻击，则由曾经在高卢战役中战胜大西洋沿岸的维奈特族、有海战专家之称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来指挥。

凯撒自己带着从义大利一直追随着他的三个军团和九百名骑兵，从马赛向西出发了。经由纳邦翻越庇里牛斯山脉、到达巴塞隆纳以西一百三十公里处的利里达时，是6月22日。就在那里，凯撒与法比乌斯指挥下的三个军团会合了。

在利里达也有庞培所派遣的将领驻守，此人就是在柯尔费尼奥陷落时被凯撒所释放的鲁布斯。鲁布斯指示将原分为两股的庞培五个军团合并为一，形成了与法比乌斯三个军团对峙的局面。就在此时，凯撒到达了。如果没有马赛的问题，凯撒是打算率领九个军团速战速决的，而现在只有六个军团可以调动。如果以军团计算，只比敌方多出一个军团。但是，敌方的一个军团是定额的六千人，而凯撒的一个军团，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高卢战役之后，最多也只有四千五百人。而且敌方尚有庞培的八十个大队约四万八千人的原居民的兵力。在内战第二幕最重要的战斗——西班牙战役中，双方战力的对比如下：




——庞培方面





五个军团的重步兵加上当地的兵力共有四万八千名步兵、五千名骑兵。由阿法拉纽斯和佩里阿斯两将代替总司令官庞培指挥。此外，另一位将领瓦尔罗则率领两个军团在西班牙南部待命。




——凯撒方面





六个军团二万七千名重步兵、三千名骑兵，当地兵人数为零，这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地——西班牙全境都属于敌方。

凯撒曾经称庞培的军队为「无头之兵」。然而事情并非只靠夸口就可以解决的。

在此，再次引用《内战记》中的部分，也就是在第Ⅳ册〈凯撒与金钱〉中介绍过的一段话。


「於是凯撒向大队长、百人队长借钱，然后将这些钱当作奖励金发给全体士兵。这种举动堪称一石二鸟。为避免自己血本无归，指挥官们便全心投入战事。而士兵们为报答总司令官的慷慨而奋勇作战。」



凯撒是否真的因为金库空虚才使出此策，令人十分怀疑，以他在罗马所搜括的资金，金库不可能在半年之内就变得空空如也。而且根据《内战记》的记载，在小麦的价格上涨到原来的五十倍时，凯撒虽然摇头叹息，还是购买了粮食。向将领们借钱，并非因为金库空虚，而是因为他要得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义大利的教育制度规定，在五年的文科中等教育课程中，必须学习亚里斯多德所创设的源自“Lykeion”的教养课程，也就是在接受大学专门教育之前所必须学习的知识。其中的两大重要科目是希腊文和拉丁语。凯撒的文风简洁，堪称拉丁文的典范，所以是教材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因为他的文体简洁易读，大概在第二年教师就会要求学生进行翻译。虽然说文体简洁易读，可是对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要透彻理解凯撒决非易事。《高卢战记》还算比较简单，而《内战记》并非按字面就可以理解。凯撒这个人，虽然没有在记事录中写下谎言，却也没有记录所有的事实。

总之，凯撒面对三倍以上的敌人，一方面称敌方为无头之兵，一方面向将领们借钱作为士兵的赏金，以激发将士的斗志。

在骑兵的战力方面，敌方有五千名骑兵，而凯撒只有三千名。似乎是处於劣势。不过凯撒却没有丝毫不安。因为这三千名骑兵，是由自己所选拔的高卢骑兵，以及在高卢战役的最高潮——阿列沙（Alesia）之战中，在凯撒的指挥之下浴血奋战的日耳曼骑兵所组成的。无论是高卢人或是日耳曼人，都忘记了民族的不同，忘记了自己是被征服者而誓同凯撒一起出生入死。比起由罗马公民所组成的军团士兵，他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凯撒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忠诚，在内战结束之后，他不但给予高卢骑兵而且也给了日耳曼骑兵罗马公民权，并分给他们殖民地。

率领先头部队比凯撒早一个月进入西班牙的军团长法比乌斯，率领三个军团和二千一百名的骑兵共约一万五千人，面对将近九万人的敌军，只好等待凯撒的到来。他们利用「等待凯撒」的这段时间，修筑坚固的阵地，同时又临时在附近的赛格（Segre）河架起了长达六公里的二座桥。




西班牙战役



利里达属于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地区，位于发源于庇里牛斯山的赛格河注入厄波罗河以北四十公里之处。城市本身位于高地之上，东边的附近是赛格河。河上架有罗马式的坚固石桥。渡过石桥便可通往罗马的基地塔拉哥那，还可通往马赛以及法国南部属省。庞培打算在庇里牛斯山附近，也就是在西班牙的入口处，对想夺取西班牙的凯撒来个迎头痛击，是有其道理的。而且他已经合并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入口处严阵以待了。

负责指挥的两位将领，都正当壮年且经验丰富。阿法拉纽斯是西元前60年的执政官，六年之前就代表庞培成为伊比利半岛的总指挥，比凯撒要年长一、二岁。

副将佩里阿斯大概也是同龄，他并不属于元老院阶级，是从军队熬出头的将领。

除了在西班牙北部会合的两将之外，在西班牙南部，还有瓦尔罗率领二个军团在驻守。这位文誉比武名还要高出一筹的人，时年六十七岁。由此可见，庞培的上层将领之中，中、老年的佔了绝大多数。

在利里达準备迎击凯撒的阿法拉纽斯与佩里阿斯两将，虽然拥有将近九万的兵力，却也未敢轻敌。在距利里达一公里以南的高地，修筑了阵地。而在利里达以北，法比乌斯一边等待凯撒，一边修筑阵地。利里达城附近的石桥已经被敌方控制，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法比乌斯命人在赛格河上流架起两座木桥。

然而，那年的冬天下雪多，春季又多雨水。只下了一天雨，赛格河的水位就涨高了。两座木桥之中的一座已被大水冲走。另外一座由于士兵全力抢修，总算勉强可以使用。就在此时，凯撒率领六个军团抵达了，当时是西元前49年的6月22日。

在马赛拖延了一个月之后，凯撒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让士兵休憩以解一路行军的劳累。桥梁的建造关系到从高卢的兵粮补给路线的确保，所以凯撒留下六个大队来守卫阵地和建设桥梁；之后，他率领其余的全部人马展开军事行动。凯撒知道庞培军队的兵粮补给全靠利里达城中的供应，就率军通过城外，出现在扎营於城外以南一公里处的敌军面前，并且马上对敌挑战。

然而，占据有利地势并且布下阵势的阿法拉纽斯并没有应战。凯撒虽然对敌挑战，但实际上并不打算真的从所在的低处向敌方的高地发动进攻。凯撒真正的意图在于切断不易攻打的利里达与阿法拉纽斯阵地之间的联系。

凯撒率领之下的军团士兵，仿佛回到了高卢战役之时，又变成了工兵。开始在四周挖掘深达四·五公尺的壕沟，目的是要切断敌方的补给路线。

然而，就在壕沟完成的第二天，赛格河的水量又大增，夹带着泥沙的急流，把凯撒军队所架起的两座桥都冲走了，而浊流对利里达附近的石桥却没有丝毫损伤。这对使用石桥的敌方来说，在补给方面就占有绝对的优势。实际上，从高卢运送兵粮来的车队，因为受到敌军从石桥渡河攻击，根本就无法靠近。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迟早都要陷入饿死的绝境。

如果不尽快打开局面，比起饥饿，士气的衰落更会使凯撒在这场战争失败。面对浊流回旋的赛格河，骑兵还可以勉强渡过，而步兵却根本无法通行。这期间，大雨却是无情，一直不停的下着。

知道了凯撒的困境之后，敌军欢声雷动。阿法拉纽斯与佩里阿斯两将把写有「凯撒、没有出口的状态、这场仗等于打赢了」的快报送往首都罗马以及在希腊的庞培。

在希腊的庞培派大概是一片欢腾。而在首都罗马，一直伪装成中立派的大多数元老院议员，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表态了。西塞罗就是其中之一。

这时西塞罗才决定到希腊投奔庞培。他察觉到不可能从处於凯撒军队监视之下的布林迪西出港，所以决定从佛米亚的別墅出发，经陆路南下至库马，再从库马渡过墨西拿海峡，进入爱奥尼亚海之后再开始北上，然后在希腊的西岸登陆。这比从布林迪西出发要多出六倍的路程。对优柔寡断的西塞罗来说，这是他一生中头一遭的大决断。然而就在西塞罗即将踏上希腊的土地之前，形势发生了逆转。

面临著渡过卢比孔河之后的最大困难，凯撒根本无心庆祝他五十一岁的生日。这时候，士兵的眼光都注意著最高司令官的神色。凯撒所率领的六个军团，都是经历过高卢战争洗礼、训练有素的军团。在高卢战争中，凯撒曾多次力挽狂澜，扭转了逆境。

然而，凯撒这一次所陷入的困境，非靠一计之谋就可以逃出。

首先，凯撒的阵地位于四十五公里处的赛格河两条支流中间的三角洲。两条支流都因为浊流回旋而无法渡河。而从高卢来的补给车队也被困在对岸，进退不得。想在当地筹粮，也早已经被阿法拉纽斯抢先一步，已经没有粮食可以供应了。没有小麦暂且靠肉类来维持吧！当地居民预感到战争的爆发，早就带着家畜逃往山里了。几乎都是暴风雨的恶劣天气也未见好转。丰衣足食的庞培军营中，官兵们都悠然自得，準备打持久战。而在凯撒的阵地中，凯撒一方面把粮食一律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官兵，一方面在等待着天气转晴。

然而，凯撒并不只是袖手静观天候，而是设法在回旋的浊流中架起桥梁。他想起在不列塔尼亚（Bretagne，今法国西北部）的经验，在上流三十公里处把小舟连接起来架成「船桥」。这种「船桥」虽然无法用来运载骑兵，让六个军团全部渡河，可是这样一来，就摆脱了完全孤立的困境，并且与法国南部的联络也恢复了。此时，从法国南部也传来了捷报。6月28日，阿赫诺巴布斯所率领的庞培军队和马赛联合舰队，与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所率领的凯撒舰队展开会战，凯撒军队大获全胜。这个消息使凯撒军队的士气大振，军营中顿时欢声雷动。

现在已经有少量的粮食运到，海战中又获得胜利。凯撒看到士兵们士气大振，认为反击的机会成熟了。这一次决定胜负的不仅是靠军事力，更是靠想像力。




逆转



虽说是7月份，但按实际计算只是6月前的夏季。往年，积雪融化的水量，以及地中海气候所形成的雨季（冬季至夏季），也会在这个季节结束，进入干季。地中海的夏季，河川的水量都会大量减少。然而那一年，在水量应该减少的季节，却连日下着滂沱大雨。虽说只是支流，夹带着泥沙的急流，连把脚伸入河里都会有恐怖之感。

连日望着浊流回旋的急流一筹莫展的凯撒，感到与其硬是与自然抗争，千辛万苦地架桥，不如利用自然的威力来帮助自己达到目的。士气高涨的士兵，在最高司令官的一声令下，马上著手开始了新的土木工事。

新的工事就是挖掘运河，而且不止一条。每条运河都宽约九公尺左右，主要目的在于改变使凯撒阵营陷入危机的赛格河支流之一的修里斯河的流向；另一个目的就是使修里斯河变成浅滩，使步兵可以容易渡河，而骑兵也可以更加自由地行动。在「现场监督」凯撒的指挥之下，士兵们采取轮班作业，在大雨之中日夜不停地挖掘运河。

就在运河即将完成之前，庞培方面的两将得知了这个情况，感到事态严重。本来是打算把凯撒逼入绝境的，现在走投无路的却变成是自己这一方了。凯撒的运河网一形成，他们的粮食供应路线就会被切断。粮食供应路线一被切断，他们的处境将比凯撒更加困难。因为相对于凯撒的三万士兵，他们必须满足九万之口的需求量。虽然储备用的粮食还是十分充足，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人们常常会忽略事物本身实际上是否会达到某种极限，而因为某种事物会达到某种极限而感到不安、动摇。首先动摇的是原住民的士兵。就像出血无法制止一般，士兵们开始逃走了。如果没有当地兵，阿法拉纽斯与佩里阿斯都没有自信只凭著五个军团三万的兵力与凯撒对抗。

庞培一方的两将决定向南撤退。庞培的名声在西班牙十分稳固，所以只要脱离现在的孤立状态，估计不难得到援助。而且在西班牙南部，又有瓦尔罗所率领的两个军团驻守。

阿法拉纽斯与佩里阿斯的战略就是向军事力与补给力都十分充裕的西班牙南部战线移动，并在那里把凯撒拖住，只要能拖延到冬天，他们就会转为有利的状态。






西元前49年，凯撒「西进」




从7月25日开始撤离阵地花了六天的时间。据所派遣的侦察兵报告，凯撒对这个情况瞭如指掌。虽然当时有必要马上追击，但是支流的河水虽然经过挖掘运河的工程，已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浅滩，但是水流还是很急，水量又多。即使骑兵可以渡过，重装备的步兵如果从齐胸的浊流中强行渡河，将会造成不少士兵的伤亡。

凯撒因考虑到这一点而未作出立即追击的决断。可是士兵们主动透过自己的指挥官，向凯撒传达了他们的意志：


「不必顾虑我们的劳苦与牺牲，我们已经做好心理準备，决心沿着骑兵所走过的地方渡河。」



凯撒得知了士兵们的决心之后，终于作出了决定。就在此时，他突然心生一计。

在急流之中，骑兵并排成两行，步兵则夹在骑兵的中间渡河。站在上游的骑兵减缓了河水的流速，而在下游的骑兵则起了护栅的作用，防止步兵被急流冲走。凯撒选出身强体壮的士兵渡河，身体虚弱的士兵则留在营地驻守。这样，未损失一兵一卒就完成了军团的移动。剩下来的，只是追击敌人了。

西班牙战役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战争的主导权并非掌握在凯撒手中。除了偶尔发生的小战斗之外，凯撒一直都在与老天爷搏斗。但是，运河的挖掘，使凯撒掌握了主导权。而且，一旦掌握了主导权之后，凯撒马上又开始了他的闪电战。

现在的目标就是要阻止庞培的军队渡过厄波罗（Ebro）河。由西向东流过西班牙北部，注入地中海的厄波罗河，与北部连绵的庇里牛斯山脉一起构成了两面围墙，防止伊比利半岛受到来自北部的袭击。如果让敌人渡过这条河，战争将会变成长期持久化。所以凯撒的军队日以继夜，马不停蹄地前进，一心想赶上敌人，就是要在从利里达到厄波罗河的四十公里的距离中，争一胜负。

经过日夜不停的急行军，终于在厄波罗河的前面追上了敌人。感到绝望的两将，準备孤注一掷，向凯撒提出了挑战。然而凯撒在那时并未应战。因为经过日以继夜的急行军之后，有必要让士兵们休息，养精蓄锐。庞培的两将看到这情形，又继续开始撒退。而凯撒马上又从后面追赶。不过，凯撒的目的并非为了与敌方作战，而是要妨碍敌人的撤退行军，所以只派了骑兵追赶，而且完美地达到了目的。庞培的两将逼不得已，只好中止行军，就地修筑阵营。凯撒也在他们的附近筑起了阵营。

而两将已经打算在半夜里放弃营地，再次开始撤退，行军的準备也已作好。从捕捉到的俘虏口中得知这个消息的凯撒，让士兵在阵营中大声欢呼。两将以为是凯撒要进行夜袭，马上命令士兵退回到阵营之中。

次日，佩里阿斯亲自率领侦察兵侦察周围的地势；凯撒也作了同样的行动。而且两方所带回来的报告都一样：从营地到七·五公里之处是平原，之后接着就是崎岖不平的山地，再越过山地就是厄波罗河了。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双方所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谁先抵达山地，谁就掌握了越过山地的主导权。如果借用凯撒的记述，那就是「已经是变成行军速度的竞争了」。

首先到达决胜点的是凯撒的军队。一抵达，形势就转变了。

从此开始，凯撒的战术又有所改变。就像猫玩弄老鼠一样：先追，把老鼠追得走投无路时停下，等到老鼠再开始逃跑时又不停追逐。由阿法拉纽斯与佩里阿斯率领的庞培军队，士气一落千丈。士兵们甚至怀疑两将的能力，开始愤愤不平地议论纷纷。而凯撒这一方并不着急。由于留下了一个军团驻守阵地，凯撒手中的兵力，只有五个军团加上三千名骑兵，共计有二万五千人。现在虽说是把敌人逼入了困境，但对手毕竟还有八万的兵力。如果一决战，也许可以获胜，但不可能没有牺牲就可以获胜。凯撒军队的士兵们也都察觉到好机会的到来，官兵一致，请求最高司令官下令作战。凯撒并没有答应士兵们的请求。他也记录下没有同意的理由。按照惯例，他以第三人称单数的方式作记录：


「凯撒判断这次战役不会发生战斗，也不会流一滴血。原因在于他已经成功地切断了敌方的补给路线。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部下作无谓的牺牲呢？又有什么必要让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士兵负伤呢？难道不应该试试看我的运气如何吗？不用武器而是凭著思考获胜，不正是显示了司令官的力量吗？




凯撒对虽说是敌方却同是罗马公民的庞培军士兵心存同情。凯撒深知一旦发生战斗，对方也不可能不流血。如果能够避免战斗，就没有流血的必要了。




然而士兵们并不赞同凯撒的想法，甚至公开宣称，如果凯撒以后再下令开战，也不会听从命令战斗了。因为对不利用这样好机会的最高司令官，已经没有服从的义务，等等。」



凯撒不仅无视士兵们的呼声，还严禁自己的军队离开阵营。凯撒这样做，是想稳住敌人。因此好不容易才喘口气的两将，因为向南撤退的退路已被堵住，从安全第一的角度出发，只好退回原来距离利里达以南一公里处的阵地。向南撤退虽然是徒劳无功，但他们除此之外已是別无他法。从开始撤离到决定再次撤回原来的阵地，只不过经过三天的时间。另一方面，对已撤回利里达以南一公里处的敌军，凯撒在防卫允许的范围之内，在离敌人最近的地方设置了宿营地。至此，凯撒已设下了严密的包围网。

阿法拉纽斯与佩里阿斯两将认为最低限也要保证饮水的供应，於是离开营地，亲自监督通往河川的防御工事。於是官兵们趁机悄悄溜出阵营，走到凯撒军队的营地，一边轻声地呼唤凯撒军中熟人的名字。

从凯撒军中也传出了回应的声音。从阵营中走出来的凯撒军士兵，不久就与庞培的士兵会合在一起了。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对凯撒军队的士兵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决心洗刷被加诸不合理罪名的凯撒而战；但西班牙的庞培军队士兵，只不过是在西班牙志愿服役的民众而已。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最高司令官是身为西班牙属省总督的庞培，但并不是为了要与凯撒军队作战而志愿服役的。从这一点来说，从百人队长到士兵都是如此。

并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军队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庞培军中的士兵都异口同声地说，看到凯撒军队抢先一步到达厄波罗河前面的山地之时，虽然已经感到绝望，但是没有发生战斗，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他们同时向凯撒军中的士兵打听凯撒的诺言是否可以相信，士兵们都说我们的司令官是绝不食言的。於是，他们请凯撒的士兵向凯撒传言说，他们準备全体投降，希望凯撒也能免阿法拉纽斯与佩里阿斯两将一死。如果可以保证这一点，他们将正式派出代表来表明投降的决心。士兵们向凯撒传达了这个消息。凯撒一听，正中下怀，马上就作出了承诺。

庞培方面的士兵自不必说，凯撒的士兵也是欢天喜地。凯撒军队中的士兵受到庞培军队士兵的邀请，开始到敌方的宿营地一起进餐。而凯撒的营地里，也出现了庞培军队的士兵与凯撒的士兵一起用餐的情景，就像是两个阵营已合二为一了。甚至连阿法拉纽斯的儿子都成了其中的一员，请求凯撒放他父亲一条生路。

为了保证饮用水的供应而亲自在工地监督的阿法拉纽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停止施工，返回阵营。他对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有了心理準备，然而佩里阿斯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与原为执政官的阿法拉纽斯不同，佩里阿斯是在庞培的指挥之下成长起来的武将，因此对庞培有很强的忠诚心。同样是返回阵营，佩里阿斯马上积极行动起来，号召士兵继续抗战，绝不要妥协。他并且在所召集的作战会议上，要求出席者全部作出誓约，还命令只要发现凯撒的士兵，则一律格杀勿论。不过，虽然有长官的命令，士兵们还是悄悄地放走了在阵营中的凯撒士兵。

司令官坚决果断的态度，使得无法确定投降之后命运的士兵们，胸中又燃起了战斗的火花。凯撒虽然知道敌方阵营中情况的变化，仍然把在自己营地中的敌方士兵送回他们阵营。而几位大队长以及百人队长，则根据他们本人的意愿，留在凯撒的军队之中；返回自己军队的士兵，也像无法制止的出血一样，很多人都接连不断地逃走了。




投降



阿法拉纽斯与佩里阿斯两将的营地，虽说还有很高的安全性，但粮食已所剩无几，也已经无法补给饮用水，所以两将决定放弃阵地。於是，撤退行军与追击行军的游戏又重新开始了。虽说是追击，凯撒也不想使敌方的士兵有所牺牲，他的目的只是想妨碍敌人的行军，把敌军追入不利的地点。如果交战的话，也许就可以简单地解决问题了。但是凯撒还是不改初衷，因为敌军中虽然已经有不少士兵逃走，但还是拥有七万的兵力，而凯撒手中只有二万五千人。这一次的游戏不同于下棋的游戏方式，凯撒虽然只是不快不慢地跟在敌人后面，却一直都没有停止追击；至於庞培军队方面，已经有少数士兵牺牲了。

庞培的军队逐渐被逼入绝境，甚至连饮用水都无法供应了。而凯撒还是不动声色，以静待动。与其现在就决战，不如静候陷入缺水状态的敌人前来投降。

绝望的两将向凯撒提出了挑战。凯撒虽然应战也布下了相应的阵势，但并未主动掛起表示战斗开始的红旗。而阿法拉纽斯方面也难以作出决断。就这样，两军一直对峙到日落，又返回了各自的阵营。

第二天清晨，凯撒派出日耳曼骑兵绕到敌军的后方。这样一来，敌军已没有三天的存粮，饮用水也已无法供应，而且又受到凯撒军队的前后包抄，简直是走投无路了。阿法拉纽斯终于派出使节，向凯撒表示愿意投降。同时希望能够与凯撒进行非公开的会谈。凯撒虽然同意讲和，但主张公开谈判。这样，两军的二位最高司令官，就在全体士兵的面前进行会谈了。阿法拉纽斯是西元前60年的执政官，而凯撒则是隔年的执政官，两人都曾是国家罗马的最高官员。由表示愿意投降的阿法拉纽斯首先开口了。因为是公开的会谈，所以他不仅是对着凯撒，而且是对着在场倾听的两军士兵说出了以下的话。

因为对庞培的忠诚而尽心尽力地战斗至今，这本身并不是罪过。

因为他们都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而已，而且为此历经千辛万苦。然而现在已经是饥渴交迫，又没有了退路，再也无法忍受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屈辱，逼不得已，只好宣布投降。阿法拉纽斯最后还强调说希望凯撒不要「理所当然」地行使胜利者的权利，也就是希望凯撒能够给他们一条生路。

凯撒不仅是向着阿法拉纽斯，更是向着阿法拉纽斯手下的官兵回答说：


「对两军的全体官兵来说，在尽自己的责任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的不同。凯撒虽然知道在战斗中会处於有利的状况，还是相信有不流血的可能性，并且一直等到现在。我方的士兵们也是如此。即使有人常常会辜负我们的善意，我们仍然抑制自己，放弃了复仇的机会。当和平的机会到来之时，阿法拉纽斯的士兵们也没有放弃表达自己对这种机会的欢迎之情。只是指挥官们被憎恨与傲慢迷惑而看不到现实；正因为如此，没有必要死亡的士兵们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自己也不会行使胜利者的权利。阿法拉纽斯手下的士兵全部以退役处理。只是西班牙的防卫，并没有必要拥有那么多的兵力。在西班牙有家族或者是有亲友的可以留下，其余的则在法国南部与义大利北部的边界处解散，各自归乡。」



之后，凯撒又为自己的立场作了辩解，说明了自己与同是罗马士兵的战斗，实在是逼不得已之事。阿法拉纽斯手下的士兵，从庞培就任两个西班牙属省总督的那一年开始，就在西班牙服役，离开故国至今已有六年了。关于凯撒与庞培的抗争，他们大概只是从庞培这一方得到单方面的消息而已，也以为凯撒渡过卢比孔河，就是破坏国法的行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是罗马公民，即使让他们退役、还乡，如果他们对凯撒怀着恶感归乡的话，对凯撒也绝不会有好处。

凯撒谴责了庞培以及元老院对自己的迫害，使自己不得不做出渡越卢比孔河的举动。最后，凯撒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说。


「我方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出了西班牙之后就解散军队。只要可以实现这一目的，任何人的性命都不会受到伤害。」



对每一位士兵来说，退役都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不必被编入凯撒的军队之中就可以自由归乡了。士兵们一听到这一点，不由得欢天喜地，将领们也因为能够保全性命而禁不住面露喜色，大大松了一口气。

阿法拉纽斯手下的五个军团之中，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因为与西班牙女子结婚等原因而选择继续留在西班牙。对準备在法国南部与义大利北部边界处解散的士兵，凯撒许诺供应到边境为止的粮食。西班牙的当地兵，凯撒已经让他们就地解散、还乡了。对阿法拉纽斯与佩里阿斯以及庞培派的其他将领，凯撒让他们自由选择去留。阿法拉纽斯与佩里阿斯两将都选择到希腊投奔庞培。

那一天，是西元前49年8月2日。凯撒在到达利里达的战场之后一个月又一星期的时间内，也就是在他掌握了主导权仅仅一星期的时间之内，就成功地解体了庞培在西班牙的军队。剩下来的就要控制西班牙南部，以及对付瓦尔罗所率领的两个军团。在重要的战斗中获胜，就等于获得其他许多方面的决定性力量。之后，凯撒於9月17日抵达西班牙南端的加地斯，再经海路北上，於9月25日进入塔拉哥那。对西班牙全土的控制，大概花了二个月的时间。不过，与其说是进攻西班牙，倒不如说是进行战后处理更加贴切。

不过，要实现这一点，不仅要小心谨慎，还必须有周密的计画。因为西班牙是庞培的“Clientes”，也就是庞培的地盘，如果凯撒行使胜利者的权利，只会使西班牙的人心更加倾向庞培，必须让西班牙人觉得依靠凯撒会更加合算。只有这样，以后在向庞培所在的希腊进军之时，才可以全力投入而不会有西班牙这个后顾之忧。凯撒花费了比战斗还要多出二倍的时间来进行战后处理，目的就是在此。

率领两个军团驻守在西班牙南部的瓦尔罗，在凯撒的军队一接近时就投降了，凯撒同样让他自由选择去留。瓦尔罗也与阿法拉纽斯和佩里阿斯两将一样，都选择了庞培所在的希腊。而两个军团的士兵们，与之前投降的友军一样，在西班牙有亲朋好友的留下，其余的则在出了法国南部边界处解散。

这样，在西班牙曾经拥有七个军团之多的庞培军队，已经全部解体了。而庞培所酝酿的壮大战略，也就是从西、南、东三方面包围凯撒的计画，因为西班牙军队的解体而露出了破绽。 《高卢战记》与《内战记》两部著作，都是出自凯撒笔下的作品。不过后世的评价都一致认为，作为文学作品，前者要比后者成功。的确，在《高卢战记》中，凯撒给予读者的印象可以说是英姿飒爽。而《内战记》中的凯撒，虽然也说得上英姿飒爽，不过与《高卢战记》中凯撒的形象相比，就逊色不少了。《内战记》中的凯撒形象显得有点生涩。 《高卢战记》中，凯撒的敌人有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塔尼亚人。与这些异邦人作战的理由，是因为在凯撒的心中，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让莱茵河变成实际上的防卫线。

而在《内战记》中，凯撒不得不与之为敌的，是自己的同胞罗马人。不过凯撒还是有他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国家罗马将来的指南——新秩序的树立。

凯撒所选择的，是尽可能使自己的同胞不流血而达到目标这条艰难的道路。在利里达，真正的战斗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在最后的一周，凯撒完全可以用包围作战的方式消灭敌人，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忍耐到最后一刻，直到敌军自己解体。他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尽量避免内战的爆发，以免发生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这种惨事。

凯撒在给西塞罗的信中写道：


「我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忠于自己的信仰，所以认为他人也理应如此。」



以打倒现行体制为目标的凯撒，不得不与拥护庞培的现行体制坚持派为敌。然而他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杀害与自己不同立场的人。这一点，正是苏拉与凯撒的不同之处。虽然他们在祖国陷入内战状态之时都同样选择了「忠于自己的信仰」这一点。

只要是反对派，苏拉是一律格杀勿论。苏拉的这个形象，并无任何艰涩之处，痛快地把敌人杀掉，丝毫不会为之而感到苦恼。

相反的，凯撒则连轻而易举就可以获胜的战斗都尽量回避。当他掌握俘虏的生杀大权时，他并没有行使胜利者的权利，而是释放了所有的俘虏。虽然他已经充分意识到哪一个人日后还会与他敌对，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释放了他们。


「即使从我这里获得自由的人，将来再把矛头指向我的话，我也不会为此而感到后悔。我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忠于自己的信仰，所以认为他人也理应如此。」



这可说是相当於人权宣言的一段话。尊重个人人权的想法，并非后代启蒙主义的专利。

然而，在尊重他人人权的同时，又要做到忠实於自己的信仰，确实不容易。如果苏拉听到凯撒以上的话，一定会不以为然地付之一笑。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得以安享天年。

凯撒控制了西班牙之后返回马赛时，已是10月中旬。马赛的攻防战，可以说已经是进入瓜熟蒂落的状态了。在7月31日的第二次海战之中，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所率领的海军取得了胜利。在战败之后，庞培派的将领阿赫诺巴布斯已经逃走，马赛的攻陷，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10月25日，马赛也终于攻陷了。如果从攻防战开始的5月4日算起，已经过了五个月又二十天的时间。然而，这是以只有三个军团不足一万五千人的兵力，来围攻西地中海最强海港都市的战斗，与攻陷迦太基所需要的三年时间相比，这一次的攻城速度可说是很快的，这是凯撒在战略上的胜利。就是从攻防战一开始，凯撒就意识到从海、陆两面攻击的必要性，并且及时地进行了準备工作。

凯撒对投降之后的马赛人，也没有行使胜利者的权利。既没有使马赛的住民沦为奴隸，在市内也没有进行掠夺；甚至还因为马赛光辉的历史而允许它继续作为独立国存在，但是没收了都市国家马赛周边的很多领土，编入法国南部的属省。这样，马赛与雅典、斯巴达一样，变成内政自治的自治都市了。

在这些战后处理完毕之后，凯撒率军往义大利出发了。这次开往义大利的先头部队，有在西班牙共同战斗过的军团，以及曾经负责攻下马赛的军团。在首都罗马，还有急待处理的事情。虽然已经控制了西班牙和马赛，西方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由年轻将领所指挥的其他战线，则是处於不容乐观的状态。

就在凯撒要考虑这些对策之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难事，那是凯撒第一次所面对的部下士兵拒绝从军。




罢战



拒绝从军就是罢战，不是起义，也不是叛乱；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就有演变成起义、叛乱的危险性。凯撒听到第九军团的士兵有不稳定的动向之后，只好改变原来打算沿着奥雷里亚大道一路南下首都的计画，匆匆赶往士兵们正在休息的帕辰察。这种事端，必须在初露苗头时就把它除掉。

不能忘记的是，在古希腊、罗马，士兵并非属于下层社会的人，按照当时的观念，服兵役是作为公民的成年男子所应尽的义务，也就是拥有一定财产的公民，用履行对共同体义务的方式来代替直接纳稅。当时的奴隸并不需要服役。有长期征兵制度的罗马，自从马留斯改革兵役法之后，服兵役成为志愿制。然而担当军务者必须是罗马公民这个前提却没有改变，其他民族的士兵，无论人数有多少，也只是被称「辅助兵」而非「军团兵」。重步兵军团一直是罗马军队的主力，反映了罗马社会的传统——重视市民阶级的思想。

士兵的薪水在凯撒进行改革之后，增加了一倍之多。一年约有一百四十狄纳利斯（古罗马的银币），相当於一般市民的年收入。渡过卢比孔河之后，凯撒把士兵的薪水提高了一倍，因为他是在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并且禁止掠夺和把俘虏作为奴隸出售。没有这些临时收入，凯撒只好把士兵的薪水提高。除了本薪，还加上退役之后的土地配给。这种「退职金制度」是其他的职业所没有的。而且，参加凯旋式的士兵，都会从凯旋的将军那里得到赏金，这种赏金制度，也是其他的职业所无法得到的特殊待遇，即使是在经济方面，士兵也是社会的中坚阶层。

然而，正因为如此，士兵在意识上也会自觉高人一等。除了汉尼拔和苏拉之外，其他的最高司令官都遇到过士兵拒绝从军的问题，亚历山大大帝和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都有士兵罢战的经验。重要的不是士兵拒绝从军的事件是否会发生，而是要及时判断应该怎样处理问题。

返回义大利之后本来打算一路南下的凯撒，现在却不得不往北部出发了。而当他得知拒绝从军的是第九军团的士兵之后，必定是深感意外。

第九军团是从高卢战役一开始就追随凯撒战斗至今的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团之中的一个军团，与第十军团一样，是凯撒悉心培养也是他最信任的军团，所以我认为凯撒必定是对这个消息深感意外。亚历山大大帝以及唯一决定性地打败汉尼拔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拒绝从军的，都是最受他们信赖的部下。

二年之后，凯撒的军队中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那时参加罢战的，是比任何一个军团都要深受凯撒信赖的第十军团。在阵头指挥的司令官和他所率领的精锐部队的关系，同甘共苦的日子越长，信赖性也就越高。而同时，相互间的亲密程度也会随之增进。不过，一超过某种界限，亲密就会转为「恃宠而骄」。再进一步，「恃宠而骄」就会变成「得意忘形」。正因为如此，如果处理得当，事件就只是单纯的罢战；相反的，则有可能转化为叛乱。

在义大利北部的城市帕辰察罢战的第九军团士兵，提出了立即退役的要求。当然，他们内心十分清楚，控制了西方之后，正要进入与庞培决战状态的凯撒，此时决不会愿意让自己军队中的一兵一卒退役。表面上，他们是在要求即时退役，实际目的是想得到更高的薪水。赶到帕辰察，出现在士兵面前的凯撒，和以往一样单刀直入地开口说道：


「战友诸君：我希望能够成为受诸君所爱戴的司令官。没有人能够像我这样在安全上、经济上处处不忘为诸君著想，并且提高诸君作为战士的名誉。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可以让士兵为所欲为。




人，可以分为两种：也就是发出指示的一方与接受指示的一方。指示者要负其责任，受指示者则应尽其义务。就像教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船长与船员的关系一样，只有尽心尽力完成各自的任务，才能有好的成果。




与庞培的抗争，我确信公正站在我这一方，也正因为如此，诸君才一直追随我。虽然我们有公正的立场，但是如果在实施的过程中忘记了公正，会变得怎样呢？这不是会让我们失去谴责庞培不正的资格吗？




诸君是罗马的公民，我们不允许罗马公民忘记自律。」



紧接着，凯撒对着变得鸦雀无声的士兵们，毫不含糊地说「拒绝接受要求」。凯撒不但拒绝了士兵的要求，甚至说要实施罗马军规中的最重罪——「十分之一刑」。

所谓「十分之一刑」，就是抽签选出十分之一的人数，由其余十分之九的人用棍棒把这些人活活打死的一种刑罚。即使是对于以军规严格出名的罗马军团来说，这也只是对相当严重的罪行才适用的刑罚。四周是沉重得令人透不过气的一片沉默。而凯撒似乎对面前的情景视而不见，命令列出抽中死刑的士兵名单。

此时，轮到「脚本」中的幕僚们出场了。幕僚们口口声声说，这些都是长年以来，历尽艰难困苦而一直追随在凯撒身边的士兵，希望凯撒能够原谅他们因为一时的浅虑而做出的举动。然而，凯撒并不为之动容。幕僚们再三苦口婆心地劝解。军团长、大队长也再三向紧绷着脸的凯撒请求原谅。第九军团的士兵完全失去了先前的气势，脸上显出沉重的表情，望着凯撒。三十出头的他们与五十岁的凯撒之间，有著十五到二十岁的年龄差距。

终于，最高司令官开了口。然而，他并未说取消「十分之一刑」，而是说：「延期刑罚，在下一个集结地布林迪西，是否还可以看到诸君，就全凭诸君的表现了。」

之后，凯撒就向首都出发了。在义大利北部属省休息的凯撒军队全体官兵，则开往义大利南部的海港都市布林迪西。抵达布林迪西之时，第九军团的士兵一个人也没有减少。自然，「十分之一刑」也就作罢了。

以最少的牺牲成功地控制了罗马世界西方的凯撒，这时第一次蒙受了重大损失。那就是南方，也就是在非洲北部战线的损失。




北非战线



在元老院和以两位执政官为首的庞培派为敌而大大活跃过的古里奥，这个三十多岁的贵族青年，如果在凯撒手下经历过高卢战役的洗礼，大概已经成为军团长级的优秀人才了。古里奥的不幸，就是他没有这些经验而又被派遣为北非战线的总指挥。身为最高司令官的凯撒，他的战场不仅只是在高卢，而且不得不把罗马世界全境作为战场，所以对于分散在各地的战线，只好交给没有战场经验的将领来指挥。在占领西西里的战役中，古里奥轻而易举就获得胜利而达到凯撒所命令的第一个目标。而对于凯撒所命令的第二个目标——占领非洲属省，这个青年也以为事情会简单地解决。

在占领罗马的谷仓——西西里的战斗中，凯撒把四个军团交给古里奥，并且命令他在成功控制西西里之后，率领同样的兵力，进攻庞培手下将领担任总督的非洲属省（现在的突尼西亚）。

贵族青年古里奥服从了凯撒的命令。然而，他并没有像高卢战役中的军团长们所学到的一样，以逐一实行凯撒指示的方式来服从命令。古里奥在执行命令的同时，还加上了自己的判断。在进攻北非之时，他认为只要两个军团的重装备步兵加上五百名骑兵就已经足够，所以决定把其他的两个军团留下驻守西西里。结果，四个军团分成两股，分別执行留驻西西里与进攻北非的任务。西西里与北非的距离，并非像架桥渡河一般简单。即使只需要二天的航程，即使罗马人有「我们的海」之说，毕竟是隔海相望的两地，并不适於把兵力分成两股。

而且，凯撒所交给古里奥的四个军团，并非凯撒悉心培养、训练有素的军团，而是在柯尔费尼奥投降、原属庞培派的士兵。这一次，是率领这些兵力向庞培派所驻守的非洲属省进攻。凯撒在柯尔费尼奥所放走的几位庞培派将领也已经在那里会合，正因为考虑到这个特殊的情况，所以凯撒认为有必要用四个军团来进攻只有两个军团所驻守的敌方基地。

不仅如此，古里奥的另一项失策就是他忽视了位于原为迦太基领地的非洲属省西边的努米底亚王国动向。

努米底亚王国在布尼克战役时代就协助罗马与迦太基战斗，在当时就是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独立国家。后来因庞培肃清海盗，称霸东地中海而成为庞培的“Clientes”，所以不能忽略那里也是庞培的地盘。然而在一年之前，当时身为护民官的古里奥，曾向元老院提案说，应该向名实上都已经是罗马属国的努米底亚课以稅款，当时因为庞培的反对而未经表决就不了了之，不过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入努米底亚王的耳中。非洲属省总督得知古里奥的进攻，向努米底亚求援；而努米底亚王犹巴在得到消息之后，认为这是消灭古里奥的好机会，於是答应援助。即使是四个军团，要面对以上种种事情，在战力上也并不为过。

西元前49年8月11日，古里奥率领两军团和五百名骑兵，在北非登陆了。登陆本身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而登陆之后的古里奥军队，马上对敌方的补给部队进行攻击，并夺走敌军的所有财物。狂热的士兵甚至於把古里奥称为「大将军」，而古里奥也认为士兵已经驾轻就熟，所以在登陆的第二天，就大胆地在尤蒂卡前面摆下了阵势。尤蒂卡是迦太基灭亡之后北非最大的海港都市，也是罗马属省总督的所在地。总督与两军团的兵力正驻守在尤蒂卡。与驻军的战斗，最初是古里奥取得胜利。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古里奥的士兵之间开始流行一种奇怪的传染病。不巧的是，古里奥此时又接到带着象群的努米底亚王军正在逼近的消息，古里奥只好命令留驻西西里的两军团前来增援。但是，在援军抵达之前，驻守尤蒂卡的总督军又再次发动了进攻。

士兵们开始动摇，古里奥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们。虽然有几名士兵逃走，但士兵们终于振奋精神，準备在总督军与努米底亚王军会合之前袭击敌人。古里奥在击退敌军之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决定等待从西西里赶来增援的两个军团。为了等待援军，还有为了防止士兵们逃走，古里奥把阵营从尤蒂卡撤离，移到城市西部附近的「柯尔涅留斯阵地」。

「柯尔涅留斯阵地」是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所设置的阵地，位于狭小的半岛尖端，只要海域的控制权不被敌军夺去，可以说是很安全的基地。此时，从西西里前来的两个军团抵达了，古里奥的兵力增加到一倍之多，有四个军团和八百名骑兵。

这时候，古里奥收到情报说，正在逼近之中的努米底亚王军已经撤回国内了。其实这只不过是敌人的计谋，古里奥却信以为真，认为大部分的敌军已经撤退，所以决定追击其余的努米底亚军。同时，西西里的援军所带来凯撒已经成功地在西班牙称霸的消息也刺激了年轻古里奥的功名心。

古里奥留下五个大队驻守「柯尔涅留斯阵地」，然后率领其余所有的兵力离开了阵营，目的是巴古拉达河。在那里，应该有尚未撤离的努米底亚军。果然不出所料，敌军还在那里。但是，在距离九公里之处，其余由努米底亚王亲自率领的大军正在等待着古里奥的军队。

从「柯尔涅留斯阵地」前进了九公里左右，先锋队的骑兵团返回了。骑兵团对努米底亚军的阵地进行突击，并抓回了俘虏。审讯俘虏之后，古里奥对士兵们说：


「士兵们，大家听到了没有？这些俘虏的腔调不是像逃兵的腔调吗？努米底亚王已经远离此处，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敌军被我们的骑兵痛击就是个证明。为了名誉和报酬，现在就要上阵了！」



然而，因为刚刚进行夜袭而疲惫不堪的骑兵团，落在了因为梦想得到丰硕的报酬而强行行军的步兵团后面。

此时，夜袭的消息已经传入努米底亚王的耳中。努米底亚王犹巴，率领著六十头大象、二千名骑兵和一万名步兵，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又开始前进了。以为敌人已经逃走的古里奥，在鸣金收兵之时，遇上了前来的努米底亚王军。

除了驻守阵地的五个大队之外，古里奥手中应该尚有二万的重装备步兵，但落在后头的骑兵还未到达。而敌人正是出其不意而攻其不备，努米底亚军的二千名骑兵从两侧包抄过来。受到骑兵的两面夹攻，前面的步兵又受到象群的残踏，被包围在中间的古里奥军队士兵，不仅无路可逃，连负伤的士兵也无法擡出去，士兵乱成一团。这时骑兵虽然赶到，面对这样的情形，却丝毫无能为力。匆匆赶到的骑兵队长劝古里奥逃回「柯尔涅留斯阵地」。司令官古里奥这时正骑在马上，骑兵队长对他说，如果只是骑兵的话，就可以安全逃出。但是，年轻的指挥官摇头答道：


「没有了凯撒所委托给我的军团，我无颜回去面对凯撒。」



说完之后，古里奥便丟开盾牌，手取长矛杀入敌群。古里奥曾在元老院受过庞培派的恶意中伤，纷纷指责他被凯撒金钱所收买。这位刚刚三十出头的青年，就这样英年早逝了。在8月20日的战斗中，古里奥所率领的罗马步兵，也就是三·五个军团的二万名士兵，全军覆没。

在「柯尔涅留斯阵地」驻守的五个大队的二千名士兵，从逃回的骑兵那里得知战败的惨事之后，陷入恐慌之中，十分混乱。《内战记》中这样写著：「一陷入恐慌，人们就会变得只顾自己。」在阵地下方待机的水手，也顾不得自己的同胞就要开船逃走，与争先恐后想赶上船只的士兵之间发生了大混乱。输送船队只载着抢先赶到的士兵就开船了，望着从水平面消失的船只，落在后面的士兵派出使者，向属省总督表示愿意投降。

这些士兵在柯尔费尼奥开城之前都曾经是庞培军队的士兵，总督虽然想放他们一条生路，可是努米底亚王毫不退让，坚决要行使胜利者的权利。投降的士兵当中，除了努米底亚王选出要带回努米底亚的人之外，其余的则全部被杀死。之后，努米底亚王在尤蒂卡城内举行了入城凯旋式，在努米底亚王后面，是跟随着逃到非洲属省的庞培派元老院议员，其中有西元前51年的执政官鲁布斯。

8月11日登陆，只过了十天的时间，古里奥所率领的凯撒军队，在进攻北非的战斗中，以惨败告终。对凯撒来说，一方面，这是自己军队第一次蒙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意味着向其他地方进军的同时，不得不让敌人占据义大利南部的攻击点——北非。不过，以凯撒的性格，不会把责任转嫁给手下的将领，更不会谴责自己的部下，对古里奥也是如此。在《内战记》中，他只是淡淡地记下了自军的败北，并加上以下的评论：


「他的年轻，他的勇气，他在历次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他忠实地执行任务的责任感，以及受命於凯撒的觉悟，这一切，使他过早地作出了判断。」



然而，八个月以来，当凯撒终于踏上前往罗马的归途时，他所得到的，不仅仅是古里奥败北的消息。

对控制了「西」之后，準备向庞培所在的「东」进攻的凯撒来说，从庞培那里夺取横隔义大利半岛和希腊的亚德里亚海控制权，是决战之前的準备之一。在出发往西班牙之前，凯撒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马库斯·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安东尼和都拉贝拉两人。安东尼的弟弟时年二十九岁，而都拉贝拉则刚满三十岁，属于名门柯尔涅留斯一族，是当时以放荡出名的美男子，因为才气焕发而深受凯撒喜爱。都拉贝拉是西塞罗的爱女特丽亚（Tullia）的丈夫，他用妻子所带来的嫁妆大肆挥霍，放荡无度，西塞罗虽然憎恨他这一点，两人的关系还是十分亲密。然而，西塞罗所喜爱的、将来深受众人瞩目的青年，从古里奥、都拉贝拉、柴里斯甚至他自己的姪子、儿子都悄然无声地投奔了凯撒，使五十七岁的西塞罗又多了一个悲观厌世的理由。尚未满兵役年龄的姪子、儿子都一声不吭地就离开了罗马。

凯撒交给都拉贝拉和安东尼的弟弟二十个大队一万二千名的兵力，分派他们夺取亚德里亚海的控制权这个重任，而且还从数量不多的船队之中拨出四十艘船只给他们，相当於二个军团的二十个大队一万二千名的士兵，好像是凯撒在法国南部所编成的、属于通称「云雀军团」的高卢士兵。军团的中坚指挥官之一，是著名的历史传记《加帝蓝的阴谋》的作者——塞勒斯特。当时三十七岁的塞勒斯特，也是西塞罗所说「聚集在凯撒手下罗马的年轻激进派」之中的一人。

三十岁与二十九岁的两将，依照凯撒的命令，把手中的一万二千名士兵分成两路，开始了行动。安东尼的弟弟所率领的军队，为了建立基地而往位于希腊北部的亚德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现在的克罗埃西亚）出发。率领船队的都拉贝拉，则负责支援海上作战。

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凯撒夺去亚德里亚海上的控制权，庞培派出历经多次战斗的猛将来对付凯撒的两位年轻将领——这人便是从庞培肃清海盗之时就是庞培部下的五十多岁海军老将利伯。经验丰富的老将，采用了逐一攻击的战法。

最先的目标，是在海上的都拉贝拉。都拉贝拉的船队被利伯的军舰穷追不舍而逃往达尔马提亚的海岸。然而，亚德里亚海的西岸，也就是靠近义大利的一侧，是连绵不断的沙滩；而东岸，也就是连接原南斯拉夫的一边，地势错综复杂，沿岸是复杂的峡湾和高山。入了峡湾，一不小心就会找不到出路而只能被困在其中。都拉贝拉的四十艘船只，终究还是被追得走投无路而被击溃。都拉贝拉只带着数艘船杀出重围，打算与安东尼弟弟的军队会合。然而那时利伯已经改变了攻击的方向，安东尼弟弟的军队已经被赶到一个小岛之上。安东尼的弟弟与塞勒斯特只带着数个大队逃出，其余的则全部缴械投降。

老将利伯对十五个大队的九千名俘虏说，如果他们愿意站在庞培一边与凯撒作战，就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大多数的士兵都接受了，但是其中有不少的百人队长拒绝了这个条件而遭到杀害，之后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不过当时那样的事件对凯撒来说是第一次，为保全对凯撒的忠诚而宁死不屈的这些人，是连罗马公民权都没有的高卢人。

因为这一次的败北，凯撒不仅损失了九千名士兵和四十艘船只，更使他夺取亚德里亚海制海权的计画以失败告终。现在，要进攻在亚德里亚海对面严阵以待的庞培，形势变得对凯撒十分不利。

在这种状况之下，人们常常会有以下两种反应。第一种是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努力加以改善，化不利为有利。第二种则是先置之不理而力图在其他方面成功，最后一举挽回局势。而凯撒，可以说是后者的典型。




凯撒当上执政官



凯撒在高卢战役时代就养成的习惯之一，就是在行军途中也要求随时向他报告各地的动态，并及时发出指示。散布在各地的「凯撒机关」负责传送情报并忠实地执行指令，完善地发挥了功能。所以凯撒在抵达某一地方的同时，经常可以马上著手进行新的工作。12月2日到达首都的凯撒，因为事先已经发出指示，在同心协力贯彻执行之后，只以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他所要处理的各项事情。

首先，就是提名他为独裁官。

与独裁官的职务相比，凯撒更希望能够当选为执政官。然而，只有现任执政官才有权召集选举下任执政官的公民大会。西元前49年的现任执政官两人，都已经与庞培一起逃往希腊。凯撒虽然竭力劝诱元老院把召集权授与法务官雷比达，但受到元老院的拒绝，因此凯撒让法务官雷比达提出指名凯撒为独裁官的法案。这是与苏拉的作法一样，所以凯撒并不想采取这种方式，但是他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应付元老院支吾搪塞式的消极抵抗。法案经过公民大会通过之后，凯撒就任了独裁官。

共和政体罗马的独裁官，是一种负责危机处理对策的职位，所以在广义上意味着负责收拾残局的任务。执政官两人因为某种理由而不在首都时，独裁官有权召集公民大会，选举下一任执政官。因为罗马人认为避免政治上的空白比什么都要重要。

凯撒行使了独裁官的权利，为了进行选举而召集公民大会。隔年，西元前48年的执政官候选人一共有几个人，虽然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自己召集，自己担任议长，同时又是候选人之一的凯撒，在公民大会上以最高票当选。就这样，凯撒第二次当上了执政官。另外一位当选者是凯撒派敦厚的元老院议员伊扎里克斯。至此，凯撒终于达到他就任独裁官的目的，不过作为独裁官应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与执政官不同的是，按照当时的法规，即使是护民官，对独裁官也无法行使否决权。不过手中掌握独裁大权的凯撒，并没有像苏拉那样，无情地杀戮自己的反对者，而是实施了以下的政策：


一、废除苏拉所定下的，反苏拉派人的子孙永远不得担任公职这条国法。




二、允许流放国外者归国，但是并非对任何人都适用。只有经过法务官或者是护民官的许可，再经公民大会同意之后方才有效。




三、罗马各属省总督的任命。近西班牙总督由雷比达就任，远西班牙总督则由加西阿斯留任。法国南部属省由狄奇阿斯·布鲁图斯、西西里由阿里埃努斯、萨丁尼亚由佩德格斯就任，当然全部都是凯撒派的人。这样一来，就可以确保已经掌握在手的西地中海一带了。




四、凯撒十分清楚，要继续掌握本国罗马的政权，必须消除政治上的空白和社会的无秩序状态。经济上的混乱必定会导致人心的不稳，因为只有经济上的安定和繁荣，才能赢得那些不关心政治的普通百姓的心。



内战爆发之后，罗马人对将来都怀着不安，人们都变成了自我中心主义者；另方面经济衰退了，债务人不还债，债权人也因此不再把钱借出而贮藏起资金，货币的不流通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样长久下去，下层阶级就会因为无法承受而爆发不满。

因此凯撒利用独裁官所拥有的、任何人都无法反对也无法行使否决权这项权限，颁布了以下的政策。

首先，债务人有义务委托第三者查核他在内战前的资产总值。除去已经支付的利息之外，其余所有的债务，则以他的资产为基础，用现金或资产来偿还。

把资产以内战之前的价值计算，是因为在内战爆发之后，战乱的不安使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所以凯撒这项政策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抑制通货膨胀。

凯撒的这项政策，使债权人实际上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债权。然而因为减少了四分之一的金额，债务人的负担减轻之后，也比较乐于还债了，结果使债权人比较容易回收到四分之三的金额。从经济观念来说，这可说冻结了内战爆发之前所作的债权评估金额。


五、这项政策中，还禁止持有六万塞斯泰契斯以上的现金，也就是禁止私人存放这个数目以上的现金。




六、接着，凯撒又全面废除了密告制度，在苏拉的独裁之下，财迷心窍者的密告事件时常发生。废除了这一点，不仅可以消除人们的恐惧感，又可以使资金灵活地流通。




七、为了加强资金的流通和获取军用资金，凯撒甚至还发行了新的货币。国库中的财物，因为在西班牙战争时被凯撒「强夺」了不少，所以国库中已经没有可以用来铸造货币的金银了。凯撒又利用独裁官的强权，命令缴出罗马神庙中的供献品，铸造成货币。



这种货币的表面雕刻著人格化的「慈爱」，背面则刻著凯撒的名字和“Imperator”的文字。即使是对讲演没有兴趣也不读书的人，每天都会有机会接触到货币。凯撒是最早考虑到活用货币来作为宣传媒体的罗马人。

实施了以下一系列的政策之后，凯撒辞去了独裁官一职。并且以下任执政官的身份，主办了对罗马人来说十分重要的祭祀仪式——拉汀娜祭祀。举办让罗马人狂热无比的祭祀仪式和运动会，目的在于让罗马市民感受到社会已经恢复了正常。市民们本来以为两位执政官都不在罗马，今年大概是无法举行拜祭主神朱比特（Jupiter）的盛典了。就凯撒的立场来看，为了掌握本国的人心，必须使首都罗马以及义大利各地在各个方面都与平时一样运作。

在出发前往与庞培决战之前，凯撒把这些最重要的任务委托给自己人。他任命马赛战争中任陆上指挥的提波纽斯、在高卢战役中一直担任凯撒手下军团长的佩迪斯和西塞罗的得意门生柴里斯三人为法务官，伊扎里克斯为辅助执政官。这样，凯撒在离开罗马时，留下了他的「政府」。因为与庞培的决战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还是个未知数。

凯撒只在首都停留了十天，在12月13日又出发前往士兵所在的布林迪西了。从渡过卢比孔河至今，只不过经过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而从他成功掌握了罗马世界的西半部至今，只不过经过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然而，与十一个月之前相比，凯撒的身份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渡过卢比孔河时的凯撒，因为没有服从近乎戒严令的「元老院最终劝告」而被视为国贼；而追随他的军队也被视为叛乱军、贼军。现在，凯撒已经就任国家罗马最高职位的执政官，有正统的法定地位；追随他的士兵也同时得到法律的认同，一跃而成为堂堂的正规军了。

九个月前，凯撒因未能成功地阻止庞培的出港，以至让庞培和他的军队逃到了希腊，快速解决内战的计画因此而成为泡影；然而当时是因为凯撒被指为国贼，所以才执行快速解决内战的计画。既然快速解决内战的可能性降低，就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法律上改善自己的立场。前面也提过，罗马人是重视法律的民族，要得到罗马人的认可，就必须依法而行。就任执政官之后的凯撒，获得了正统的社会地位，现在可以以正当的立场率领军队，讨伐庞培和他的军队。化不利为有利，这又是凯撒「一举挽回法」中的一个例子；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控制本国之后产生好的结果。

凯撒十分清楚这种手法的效力，并加以充分运用。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说，只是求「实」而放弃了本国的庞培，在「虚」这一方面已经失败了。

话又说回来，只是根据法律的解释还不够，市民的感情又另当別论。因为凯撒实施了以上各项政策，一般的平民确实正倾向凯撒派这一边。但是对这些人来说，这一次的内战只不过是庞培与凯撒之间所展开的权力斗争而已，所以必须把法律上的胜利与实际上的胜利结合起来，也就是只有明确地「获胜」。武力代表一切的时代还没有结束。根据凯撒的命令，在布林迪西已经集结了十二个军团的重步兵和一千四百名骑兵。

如果以赛马为比喻，相对于一开始就领先的庞培，凯撒最初是与其他的马匹并驾齐驱，然后逐渐拉开距离，最后在进入直线跑道之前的转弯处才从外线跑道绕到前头。决定胜负还是在直线跑道，也就是由两雄的激战来决定胜负。




战力比较



凯撒在《内战记》中，作了以下的记录：


「庞培在这一年之中，既没有战斗的必要，也没有直接受到敌方的阻碍，而是用整整的一年来作準备。」



放弃义大利之后的庞培，虽然对马赛和西班牙的支援并不是那么积极，但对于在希腊迎击凯撒的準备，却是丝毫不敢怠慢。

首先，庞培手中有从义大利所带来的五个军团的三万名重步兵。

如果是凯撒，即使有缺额，只要还具有一个军团的战力，就不会急于补充人数，也不会因为人数少而把两个军团合并为一；而庞培即使在这方面也是重视「实」的人，庞培手中的一个军团，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六千名兵力。

此外，还有由罗马公民兵所编成的四个军团。其中的一个军团是驻扎在西里西亚训练有素的兵团，因为缺额多而由两个军团合并而成，庞培称之为「双胞胎」军团。另一个军团，是从罗马属省的克里特岛和马其顿征募的士兵所编成。其余的两个军团，则是西元前49年的执政官廉托鲁斯以现任执政官的身份在义大利所编成的军团。无论是在亚德里亚海所俘虏的九千名凯撒军队高卢士兵为基础编组的非罗马公民兵，还是从东地中海全区域所征募的士兵，循规蹈矩的庞培，都把他们与公民兵混合在一起，以填满定额。

这样，庞培已经拥有了九个军团五万四千名的兵力。此外，在叙利亚编成、由庞培的岳父梅特鲁斯·西比奥所率领的两个军团也将会前来援助。加上这两个军团，光是重装备步兵就有十一个军团六万六千名士兵。

军力并不一定是指军团兵，按职能来分，还有轻步兵。庞培军的轻步兵队，有从克里特、斯巴达、潘特斯和叙利亚所征募来的三千名弓弩手、一千二百名投石兵，共计有四千二百名的兵力。

此外，还有七千名的骑兵。在东方，只有社会地位高的人才有资格当上骑兵。庞培手下的骑兵团，以加拉太领主为代表，可说是庞培在东方的“Clientes”的总动员，场面十分壮观。自己无法参加的领主，则派自己的儿子来参战。

如果比较陆上的战力，凯撒是处於绝对不利的地位。

首先，凯撒所率领的十个军团之中，到底有多少的兵力，由于凯撒没有记下正确的人数，只好从《内战记》中的其他记述来推测。凯撒一个军团的组成人数，平均大概只有二千五百人左右，远远比不上庞培军的六千人。凯撒记录了人数减少如此多的原因。

八年的高卢战役和马赛、西班牙的两次战役，加上往返行军途中的劳累以及那一年秋季，义大利南部布林迪西气候的异常，这一切都是军团兵人数减少的原因。然而，所减少的人数与战死、病死的人数并不相符，因为还有负伤者和因病无法继续服役的人，凯撒都让他们回乡或是留在本国待命。此外，凯撒还利用从12月22日抵达布林迪西到1月4日出港的这段时间，挑选决战的士兵。结果，由他选拔出来的精兵所组成的军团，一个军团平均只有二千五百人左右。

这样一来，凯撒率领之下的重步兵，只有十个军团的二万五千人；而轻步兵的数目不明，不过大概不会很多。骑兵方面，是由出身高卢与日耳曼所组成的、凯撒悉心培养的一千三百名骑兵。军团兵之中，全战力的二分之一是从高卢战役时就跟随凯撒的训练有素士兵。

凯撒并非在任何方面都是少数精锐主义者，为了维持已经掌握的西地中海地区各属省的安定，至少也得安排十个军团的兵力，因此不得不选择少数精锐主义，然而有利的一面就是不必担心兵粮的不足。兵粮的确保，对将以庞培的地盘希腊为战场的凯撒来说，是绝对不能轻视的问题。

我们再对两军的陆上指挥将领作个比较。

庞培方面的最高司令官，当然是五十七岁的庞培。这人的组织力和战略才能，现在仍然有一流的定评。副将梅特鲁斯·西比奥（Metellus Scipio）是庞培的岳父，他曾与女婿庞培一起担任过西元前52年的执政官。从庞培对他的礼遇和他本人的行为来看，他的地位不仅是限於副将，而更像是与庞培并立的最高司令官。

在这两人的下面，有西班牙战线中的败将阿法拉纽斯和佩里阿斯两将，他们被凯撒释放之后，逃到希腊与庞培会合。此外，在柯尔费尼奥开城战中的败将阿赫诺巴布斯也同样经历了败北、释放、会合这个过程，在柯尔费尼奥之战以后，他又被庞培任命为马赛防卫战的总指挥，在与凯撒手下将领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两回海战中败北之后，对马赛的命运绝望而到希腊与庞培会合了。

然而，实际上的副将应该是在高卢战役中战斗了八年、曾经是凯撒副将的拉比埃努斯。他不仅熟悉凯撒的战略战术，而且一直都在最前线指挥军队。这两点加深了庞培对拉比埃努斯的信赖。

其他的将领之中，有西元前49年的执政官马塞拉斯和廉托鲁斯以及小加图等反凯撒派的元老院议员。追随庞培放弃义大利的元老院议员总数将近二百人，简直可以在希腊召开元老院会议。然而，庞培本身对这些人——其中包括几经犹豫最后还是来到希腊的西塞罗，在军事上并不重视，而他们也自知缺乏这方面的才能。但是他们又以自己所享有的高社会地位为理由，不愿意放弃参加作战会议的出席权。也就是说，他们只会在口头上喋喋不休而没实际的用处。

在这些人之中，与众不同的是志愿到前线参战的三十六岁马库斯·布鲁图斯，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布鲁图斯。布鲁图斯八岁那一年，父亲被庞培杀害，长期以来，他虽然一直憎恨杀害他父亲的庞培，不过他在此时来到希腊，是因为他反对凯撒打倒「元老院体制」。布鲁图斯认为只有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治，也就是现行体制才是国家罗马应该遵循的政体。布鲁图斯即使到了庞培的阵营，也没有与庞培打招呼，而庞培也没有把这个既没军事经验又愁眉苦脸的男子放在心上。

但是凯撒在离开首都之前，曾受布鲁图斯的母亲之讬，要求凯撒保护投到庞培一方的儿子。布鲁图斯的母亲曾是凯撒的情妇，他决不会置之不理的。据说布鲁图斯的母亲塞维莉亚（Servilia）一直都是凯撒的情妇。她所讬付的事，凯撒绝对不会不放在心上。也许布鲁图斯认为只要站在庞培一边，就可以洗刷他是凯撒情妇的儿子这个不光彩的名声。然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逃脱不掉这个称呼。

我们再来看看将与庞培决战的凯撒方面的指挥官。除了总司令官凯撒之外，与人才济济的庞培军相比，凯撒一方只能用「寒伧」二字来形容。与凯撒同年代的，只有西元前53年的执政官多米提斯·卡尔比纽斯一人。以三十岁的安东尼为首的其他指挥，都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年轻将领。高卢战役时代军团长级的将领之中，提波纽斯被选为法务官而留在国内；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作为属省总督已被派遣到法国南部，也无法跟随凯撒前往希腊；古里奥已在非洲战死；而对于都拉贝拉，凯撒不放心让他独当一面。在这种状况之下，凯撒任命多米提斯为首席副将，安东尼为次席副将。这两人都是忠诚地执行凯撒战略的猛将。世界上的事物常常都有正、反两方面，相对于拥有大量的「头」和「口」的庞培，凯撒方面的「头」和「口」，只有凯撒一个。凯撒的幕僚虽然不多，但是以百人队长为代表的中坚指挥官，在量和质方面都优于庞培。百人队长本来就是罗马军团的主干，不过最有效利用这个传统的还是凯撒。从名字来判断，可知道这些人是平民，凯撒不仅承认他们的实力，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信，还力排众议，将他们提昇为平常只有贵族和元老院阶级出身者才能担任的军团长、大队长，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军团的支柱。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百人队长对凯撒的确是忠心耿耿。

与这些百人队长共餐同寝的一般士兵，也与自己的队长同心同德，一致对敌。以少数精锐部队来对付庞培的大军，虽然多少有些无奈，但凯撒的这些精兵，正是他自信的来源。

虽然如此，战争只靠意志和气概是不够的，决定战斗的要素之一，就是士兵的量和质。从量来说，庞培占有绝对优势；而从质来看正好相反。不过，从整体的量和质来比较，哪一方的战力较强，还没有办法简单地得出答案。

凯撒十个军团的二万五千名重步兵之中，有过半数以上是训练有素的现役兵。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的五个军团，是凯撒从高卢战役初年就开始率领的军团。对凯撒来说，他是率领最悉心培养出来的兵力与庞培决战。

庞培方面也有不少训练有素的人马。问题在于是否一直都是久战沙场的现役军人，还是虽然年长，却只有多年前战斗经验的军人。

庞培的部下之中，属于前者的，只有从义大利所带来的两个军团。这两个军团就是以出兵叙利亚的名义从凯撒手中收去的两个军团，从西元前53年到前50年的四年，都在凯撒的指挥之下战斗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这两个军团之外，庞培其他富有战斗经验的兵力，因为庞培在东方称霸成功而一直处於和平状态，所以都成了在东地中海各属省的防卫要员。也就是自庞培於西元前63年在东方称霸之后的十五年中，都没有再进行过真正战斗的军队。只有久战沙场的战士才能有最强的战斗力，庞培也知道这一点。在凯撒进攻西部期间，庞培把军队带到希腊中部的特萨里亚进行军事训练，因为除了两个军团之外，其他的都是从各地凑合而成的兵力，没有周详的训练就无法成为真正的战力。

在海上的战力方面，两者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与从东地中海搜集六百艘船只的庞培军相比，凯撒甚至没有可以输送二万五千名步兵与一千三百名骑兵的船只，只好分成两批运输。以此估计凯撒所拥有的船只大概不满一百艘。九个月前，凯撒眼睁睁地让庞培逃出布林迪西港之后，曾经命令当地的民众建造船只；在安东尼的弟弟和都拉贝拉所指挥的亚德里亚海战争中，已经损失了其中的四十艘。不过，庞培也不会为了阻止凯撒军队渡过亚德里亚海而投入全部六百艘船只。另外，寄港地最多也只能容纳一百五十艘船。

即使在这种状况之下，凯撒为了夺取地中海的霸权，除了强渡亚德里亚海之外，別无他法。而庞培则以为只要动用一百五十艘船只，就足以阻止凯撒渡过亚德里亚海了。

战争与经济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在战争费用方面，庞培也占有绝对的优势。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西元前49年这一年，在庞培的阵营里有两位现任执政官，还有人数足以召开元老院会议的元老院议员。而且，根据「元老院最终劝告」所发佈的戒严令，庞培拥有可以行使军事力来收拾残局的权力。这一年的正统政府不是在义大利而是在希腊。对罗马各个属省的征稅权，以及要求同盟国提供兵力的权利，都掌握在庞培派手中。庞培不仅限於负责收拾残局，在肃清海盗成功之后，地中海全区域成为庞培的地盘。之后，因为庞培在东方的称霸，有些地区成为罗马的属省，有些则成为承认罗马霸权的同盟国。这些都是庞培的“Clientes”。东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力远远超过西地中海，幅员大约相当於高卢、小亚细亚加上叙利亚。从那里征收的属省稅，与凯撒的四千万塞斯泰契斯相比，庞培有二亿塞斯泰契斯的稅收。放弃义大利之后的庞培，一定把从东地中海全区域所征收的属省稅全部收入自己手中。因为是正统的政府，在法律上也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在慌忙逃离首都之时，从撒顿神庙的国库中也许只带出了部分的财物。然而，因为政府的正统性和庞培个人的威信，庞培派拥有大量的军费。甚至连吝啬的西塞罗都带去了一百万塞斯泰契斯的慰问金，光是捐款的数目就相当多了。

庞培用这些钱在希腊购买大量的粮食，支付购买兵器的费用和士兵的薪水都没有丝毫的难处。庞培与元老院议员们的生活水準，与在首都时相比也毫无逊色。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与将妻子和未满兵役年龄的儿子留在雷斯波斯岛（Lesvos）避难的庞培一样，与家眷分离两地。

此外，在庞培与凯撒的抗争中，负责征稅的业者也站在庞培这一边，使庞培的资金得到充分的保证。在负责征稅的同时他们也放债，是罗马社会的金融业者。凯撒在高卢和西班牙所实行的稅制改革，给他们带来了危机感。稅制一实施，他们就无法从中做小动作。这样，在负责稅收过程中所得到的甜头必定会大大减少。不单如此，凯撒还规定了利息的最高限度。在金融方面，庞培所代表的体制是自由经济派，或者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派。

因为凯撒已经当选为西元前48年的执政官，从这一年开始就代表正统政府了。不过这只是代表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得不到的东西还是得不到。他所得到的地区，在经济力上处於劣势。即使是在西地中海区城中经济力较强的义大利，如果向住民们征收重稅，就有使本国的人心倾向庞培的危险。

资金不足，兵粮的补给只有从敌人的地盘设法筹集了。形势对凯撒似乎是越来越不利了。召集了十二个军团而最终只是率领了十个军团前往作战，也是因为不能无视於军费的不足。

激战之前两雄各方面条件的比较大致如下。总司令官的年龄分別为五十八岁和五十二岁，可视为两者本身的条件相等。满分为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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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希腊



取得执政官地位之后的凯撒，抵达布林迪西的时间是西元前49年的12月22日。按照惯例，这是进入準备过冬而非开始军事行动的季节。然而这是凯撒为了结束内战而进行的历法改革，对于历书上的季节与实际季节之差，他必定是比任何人都要敏感。但即使有差异，也不会超过两个月。11月，即使义大利南部也是冬季，平日风平浪静的地中海也会变得波涛汹湧，而凯撒连可以一次将全军人马全部运送过海的船只都没有。

然而，凯撒并没有因此而延期渡海的计画。以我的推测，他大概是打算充分利用当上执政官的这一年。因为到了隔年——西元前47年，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凯撒将会成为「地方长官」。一变为「地方长官」，他的资格就与庞培相同了。

刚刚跨入西元前48年的1月4日，凯撒率领第一批人马，一万五千名步兵和五百名骑兵从布林迪西出港了。他抵达这个通向希腊的主要港口——布林迪西，也不过十三天的时间。

除了不可缺少的东西之外，其余的都留在布林迪西。凯撒在书中也提到，这是为了可以运送最多的士兵过海。留下来的行李，则等运输船队返回之后，再按照原计画第二次运送。第二批一万名步兵和八百名骑兵由次席副将安东尼负责指挥。

出乎意料的是，凯撒的船队竟然没有受到他所担心的、来自庞培海军的妨碍就顺利登陆了。敌人也不曾想到凯撒会敢在这个深冬时节大胆冒险渡海。海面上风平浪静，又没有遭到敌方的妨碍，所以在出发的次日，就在希腊西部成功地登陆了。凯撒从最初就没有打算从庞培军队严加监视的港口登陆。虽然如此，也并不是除了那些港口之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容易登陆。亚德里亚海的东岸，峡湾错综复杂，太接近就会闯入危险的乱石滩。凯撒选择了乱石滩中的一小片沙滩上陆。似乎就是现在的帕莱沙（Paliassa）海岸，离庞培大本营所在——现在阿尔巴尼亚的狄列斯（Durrres）南面，直线距离约一百三十公里。狄列斯在拉丁语中称为狄尔哈强（Dyrrhachium）。庞培在布林迪西时，放弃阿庇亚大道而横渡亚德里亚海，在狄尔哈强登陆，就是因为它位于罗马通往东地中海的要道之上。罗马人在西元前二世纪时就已经铺设了从狄尔哈强横贯希腊，并向东部延伸的艾格那提亚大道。凯撒军队避开狄尔哈强以及庞培军队所守卫的其他港口登陆之后，马上命令运输船队返回布林迪西，以便第二批人马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渡海。






西元前48年凯撒的前进路线




然而，登陆之后，他们连晒干被海水浸湿的衣物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距登陆地点以北不过十公里之处的阿里卡斯港（Oricus），有十八艘庞培的军舰在守卫著。而在八十公里以南的科孚岛，有负责亚德里亚海的、庞培军总指挥比布拉斯所率领的一百多艘军舰在巡逻。

不巧的是，在市务官、法务官甚至在西元前59年的执政官时代比布拉斯都曾是凯撒的同僚，之前一直都斗不过凯撒。不过自从内战爆发之后，受命於庞培担任了海军的总指挥，有生以来第一次变得活跃起来。凯撒必须赶在比布拉斯得知他的登陆而开始行动之前，尽快确立自己的位置。

西元前48年1月5日，凯撒成功地在希腊西岸登陆之后，首先向沿着陆地就可以从背后攻击的阿里卡斯推进。凯撒用他手中仅有的十二艘军舰和陆上的兵力从海陆两面夹攻，阿里卡斯不到一天就被攻下了。阿里卡斯受到突袭时曾向在科孚岛的比布拉斯请求派遣援军，由于未做好準备，比布拉斯的一百多艘军舰无法及时出港。

攻下阿里卡斯之后，凯撒又命令手中仅有的十二艘军舰返回布林迪西。对手中只有一万五千五百名战力的凯撒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安东尼所率领的第二批人马尽快抵达。






希腊西部




但是，受命启航返回布林迪西的十二艘军舰，在途中被从科孚岛赶来的比布拉斯舰队所包围，十二艘军舰被击毁，船上的士兵全都被杀害了。

比布拉斯由此断定凯撒方面还有军队未渡海，决定在海上进行封锁巡逻。身为总指挥的比布拉斯马上做好备战的态势，甚至连睡眠也在军舰上。虽然已经让凯撒登陆，比布拉斯决意要截获凯撒的援军，目的在孤立凯撒和他的兵粮补给地——义大利。

凯撒此时尚未得知自己的十二艘军舰已被击毁，不过他并没有坐等第二批人马的到来。他紧接着又开始进攻离阿里卡斯以北五十公里处的阿波罗尼亚。

由于海岸向前推移，现在的阿波罗尼亚已经变成一个位于内陆的不起眼小村庄。不过，二千年前的阿波罗尼亚与艾格那提亚大道的起点——狄尔哈强齐名，是罗马设在希腊西部的重要基地。当然，庞培在此也派驻守备的军队。

然而，得知凯撒军队正在逼近的住民，拒绝协助庞培的守备军进行防卫。没有住民的协助，自知无法战胜凯撒的守备队长，只好带着守备队的士兵逃走了。城中住民派出代表，向凯撒表示愿意友好开城，凯撒也表示会保障住民的安全和以后城市的防卫。这样，在攻下阿里卡斯的次日，凯撒又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阿波罗尼亚。至此，也就是到1月7日为止，所有的计画都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凯撒得知自己的十二艘军舰被比布拉斯的海军击毁的消息。从比布拉斯的行动中，凯撒觉察到了他的意图。尽管如此，凯撒还是毫不怀疑第二批人马会在短期间内抵达。因为布林迪西就位于呈长靴状的义大利半岛鞋后跟部分，从那里到希腊的西岸只需要一天的航程。

当时正在特萨里亚进行军事训练的庞培得知凯撒登陆之后，马上率领手中的所有兵力北上，经当时可以称得上高速公路的艾格那提亚大道赶往狄尔哈强。庞培所到达的狄尔哈强与凯撒所在的阿波罗尼亚之间，直线距离不过七十公里。而在阿波罗尼亚前面的海上，有比布拉斯所率领的庞培舰队在日夜巡逻。为了避免受到敌人从海陆两面的夹攻，凯撒决定把军队移动到其他地方。

即使梅特鲁斯·西比奥的两个军团尚未抵达，此时庞培手中还是有九个军团五万四千名的重步兵和六千名左右的骑兵，而凯撒手中仅有一万五千名重步兵和五百名骑兵。如果按照一般人的作法，一定会以走为上策，但是凯撒却采取了相反的行动。

狄尔哈强位于不易攻克的天然要害之地，庞培把它当作补给地，在市内贮藏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庞培派之中不善于作战的西塞罗、小加图等元老院议员，也都以确保基地的名义集中在那里，以超过五万的兵力，没有理由躲在城中按兵不动，而庞培此时也并不想进行围城战。随着最高司令官抵达的全军，则在流入亚德里亚海的阿普沙斯河的北岸扎营，营地位于狄尔哈强以南的三十公里处。当然，这是庞培得知凯撒在阿波罗尼亚之后所做的布局。但是凯撒不仅没有逃走，反而向敌人的所在位置北上，在阿普沙斯河南岸修筑阵营。凯撒的兵力只相当於对手的六万兵力的四分之一，竟敢如此大胆冒险。因为他明白，比起静待援军的到来，或是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逼近之时逃走，这样做更能激发士气。但凯撒此时的前进，可以说是鲁莽的行动，这个举动为庞培提供了最好的时机。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庞培并没有利用这个良机投入全军，对凯撒进行攻击。是否因为他尊重地位相当但尚未赶到的梅特鲁斯·西比奥而没有发动总攻击？还是因为庞培这一方有太多的元老院议员、太多的忠告和意见反而让他无所适从，失去了断然行动的魄力？或是因为得知凯撒登陆之后，不分日夜的急行军使希腊士兵无法忍受而逃走，而让庞培感到动摇？还是没有亲自嚐过败仗的苦境、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庞培过於自信，认为与凯撒的正面对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获胜？如果不是因为以上的原因，那么是否五十七岁的庞培在心中以不愿与自己的同胞旧友为敌而迟迟未能作出决断呢？总之，庞培白白放过了消灭凯撒的最好机会。

主动的依然是凯撒。不过他也深知光凭手中的兵力根本无法马上与庞培决战，所以他又一次利用了外交手段。

后世有些学者认为凯撒这个时期的外交，是为了拖延时间的战术，也有人认为他是真心诚意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我认为凯撒是想通过以上两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在凯撒军中，有个叫维巴留斯·鲁布斯的人，他本来是庞培的参谋，在柯尔费尼奥以及西班牙的两次战争中都被庞培派任为阿赫诺巴布斯和阿法拉纽斯的参谋。在柯尔费尼奥和西班牙两次成为凯撒的俘虏，均获释放，是庞培高官之中的一位。与阿赫诺巴布斯和阿法拉纽斯不同的是，第一次在柯尔费尼奥获释之后，他回到庞培的阵营；但是第二次，在西班牙战争之后，不知何故他选择了留在凯撒军中。凯撒选中他作为与庞培讲和的使者。根据凯撒自己的记录，他交给鲁布斯的信的要点如下：


「庞培与凯撒解除敌对关系。放下武器，为进一步的敌对行动划下休止符。两者所遭受到的重大损失，已经足以让我们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庞培被赶出义大利，失去了西西里、萨丁尼亚和西班牙。在义大利和西班牙失去了一百三十个大队七万八千名罗马公民兵的生命。而在凯撒方面，古里奥战死、北非之战败北、在亚德里亚海失去了安东尼弟弟所率领的士兵。这一切已经足以证明我们在战争中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命运。所以，为了我们两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不是应该避免更惨痛的悲剧的发生吗？




现在正是和谈的最好机会。因为两人的自信，对自己所率领军队的信心是同等的。如果其中一方略佔上风，大概会无法进行交涉。因为人们往往不满足於自己应该得到的部分而是梦想全部佔为己有。




至於和谈的条件，有如下的提案：两人在两军面前交换誓约，之后在三天之内两者同时解散军队。而且，考虑到庞培的处境，凯撒将率军离开城市（狄尔哈强），在平原解散军队。」



鲁布斯把凯撒的亲笔信交到庞培手中时，大概是1月份中旬。这个时期，庞培因为得知凯撒登陆正在全力备战，而凯撒被孤立的不安却是与日俱增。

如果庞培只是一个人仔细琢磨凯撒给自己的亲笔信，并且一个人作出判断的话，在这个时期并不是没有可能达成和解。但是，庞培本来就是由憎恨凯撒的人所拥戴的最高司令官。特別是在希腊，庞培的周围都是强硬的反凯撒派。而庞培也不可能在听从这些人的意见之前就自作主张，直接与凯撒交涉。结果，庞培没有回信给凯撒。

庞培还是按兵不动，而凯撒则是无法作出更进一步的行动。就这样，出现了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这种状态对于兵粮和其他方面的补给都不充足的凯撒是绝对不利的。凯撒把艰苦筹集到的少量粮食平均分给每一个官兵。没有人因为粮食不足而抱怨。而之前在帕辰察要求退役、增加薪水而罢战的第九军团的士兵，更是率先忍耐著眼前的苦境。

对两军的士兵来说，敌阵中有很多自己的同胞。特別是庞培方面的两个军团，是高卢战役后期在凯撒手下战斗了四年的士兵。虽然因为首脑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成为敌人，但是他们与在彼岸阵地中的凯撒士兵，是共同战斗了四年的战友。两军的士兵渐渐靠近河堤，隔着河川开始对话了。凯撒认为这是个好机会，於是再度提出和谈的建议。然而，这一次由凯撒将领巴第纽斯所带给庞培的信，也与第一次一样被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回音。庞培周围的人对凯撒这个行动的反应，可以从拉比埃努斯对士兵的态度中略知一二。拉比埃努斯严加指责与对岸敌军交谈的士兵，命令他们返回阵营。曾经是凯撒「右腕」的拉比埃努斯对自己的士兵、更对着凯撒军队的士兵断然地大声说道：


「什么和谈！对于我们来说，和平是只有取下凯撒的人头之后才有可能的事。」



庞培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战略，而凯撒只是在消耗、等待。

另一方面，在布林迪西的安东尼并非故意拖延出港的时间，而是已经多次尝试率领一万名重步兵和八百名骑兵出港。但是，凯撒的第二批人马，不但遇上冬季海面上的汹湧波涛，还受到来自庞培海军的阻碍。敌军没有出现时，又会遇上狂风大浪。只好退回布林迪西，一时动弹不得。

幸运的是，春天已经接近了。而且，因为憎恨凯撒而在海上来回巡逻的比布拉斯这时候已经死了。不过安东尼所率领的第二批人马抵达希腊时，已经是3月下旬了。如果按照实际的季节，只是2月中旬左右。对凯撒来说，这是度日如年的二个月又二十天。现在，多次的催促之后，安东尼所率领的第二批人马终于抵达了。




第二批人马抵达



读者常常会以为，战争记录一定会载满激烈的战争场面。不过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喜剧性的小插曲。安东尼所率领的第二批人马的渡海过程正是如此。

与大洋性季风不同，在地中海，风向终年都会发生变化。不过在各个季节还是有主要风向。亚德里亚海的冬季主要是吹北风或是西北风。凯撒之所以指示安东尼在阿波罗尼亚登陆，目的也是在于利用这种风向航海，同时又可以避开庞培军队所监视的狄尔哈强和科孚岛附近海域。凯撒的运输船队大多只是简易的帆船，而且是罗马时代的四角帆。之后的威尼斯王国时期则是三角形的帆船，这种形状的帆船即使逆风时也可以前进。但是四角的帆船，如果不是顺风根本就无法前进；如果是逆风，就会被吹往与目的地完全相反的方向。

那时候，庞培的海军将领比布拉斯已经死了，来自敌方的妨碍虽然已经减少，但是天公却不作美，一直没有吹西北风。安东尼和组成第二批人马的一万名步兵以及八百名骑兵都变得急躁不安了。自从第一批人马出发以来，已经过了二个月又二十二天。此间，连一粒兵粮都无法运送到凯撒所在之地。希腊与义大利之间的联络，只有靠速度很快的传令船越过庞培海军的海上封锁网在两地来回穿梭。

每天都吹著在冬季少见的南风。安东尼和士兵们都认为不能再等下去，决定迎风出港了。

3月26日，由安东尼所率领的第二批人马从布林迪西出发了。每个人都在心中祈祷，希望出海之后风向可以转变。然而风却不解人意，吹的还是南风。本来打算在稍稍偏南的阿波罗尼亚登陆，却被风一直吹向北方。终于还是靠近了希腊沿海，然而出现在右前方远处的，并非阿波罗尼亚而是狄尔哈强。这时庞培的海上巡逻艇发现了安东尼的船队，派出船团开始追击。

然而，强劲的南风救了安东尼。此外，安东尼还有凯撒这个纪律严明的上司。安东尼遵照凯撒登陆优先于一切的命令，没有迎击追踪而来的敌人，只是趁着南风拚命逃走。凯撒从陆上看到了这种情形，在不远处布阵的庞培也看到了。

在岸上两军的注视中，向北逃走的安东尼船队以及在后追逐、由罗德斯岛所提供的庞培军船队先后通过了。

即使是在逃走过程中，安东尼脑海里也只有一个念头：登陆。就在这时，眼前出现了尼姆法门港。这个小港在吹西南风时是避风的良港，但是吹南风时就不同了。不过，安东尼认为，与其被敌人的舰队攻击，不如冒著船只被风吹向崖壁的危险强行上岸。安东尼的这个决断救了整个船队。幸运之神就在这时出现了：安东尼的船队一进港，风向一变，就从南风转为西南风了。

进入了避西南风的良港，安东尼的船队暂时得以安全，而在港外的敌军追击船，被强劲的西南风一吹，前后的船只不仅互相撞击，还被风吹向崖壁，损失惨重。船上的士兵纷纷跌落海中，结果还是靠著凯撒军士兵的援助才被救出。这些士兵都是罗德斯岛的岛民，安东尼依照凯撒的命令让他们归国。

幸运的安东尼在尼姆法门登陆之后仍保持著清醒的头脑，登陆之后马上采取行动，占领了从港口往内陆四、五公里处的里沙斯城，同时还派人通知凯撒自己的所在之地。

安东尼现在所在的地点，离凯撒原来所指定的登陆地点阿波罗尼亚，直线距离就有一百三十公里以上。如果顺利在阿波罗尼亚登陆，只要向北前进五十公里就可以与凯撒会合；而现在的位置在距凯撒以北一百三十公里以上的尼姆法门。在凯撒与安东尼之间，隔着庞培军的补给基地狄尔哈强，而且，庞培设在阿普沙斯河北岸的阵营中，有六万的兵力。

从1月5日凯撒的登陆至3月27日安东尼的登陆，经过了二个月又二十二天的时间。庞培似乎是白白浪费了这段时间，不过他还是活用了自己的战力，阻止凯撒与安东尼会合。这对处於两者之间且拥有庞大兵力的庞培来说，并非不可能的事。

只要以六万兵力中的一半来封锁凯撒一万五千的兵力，再以其余的一半攻击只有一万名步兵和八百名骑兵的安东尼就可以了。庞培手中掌握着六万的兵力，即使分成两路，每一边都还是有三万的兵力。只要他有意进攻，手中并不缺少兵力。而且，相对于必须渡河才可以北上的凯撒，庞培还占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不必渡河就可以进攻在北面的安东尼。

庞培终于采取了阻止敌军会合的行动，但他所采取的，并非兵分两路的狙击作战方式。






希腊全图







会合



安东尼所在的里沙斯与凯撒所在的阿普沙斯河南岸之间，直线距离约有五十公里，还有庞培六万人马的军队隔在中间，所以两军的会合必须要向东面绕道而行。凯撒一方面命令安东尼向东迂回南下，另一方面自己率军撤离阿普沙斯河南岸的阵地，向东迂回北上。

与此同时，庞培也把军队从阿普沙斯河北岸的阵地撤离了，不过在準备时间和行军速度上都被凯撒抢先了一步。宁可被敌人察觉到举动也想尽快缩短与安东尼之间距离的凯撒，在白天就率军撤离了阵营。而庞培为了不让凯撒察觉到他的意图，命令军队在半夜里出发。这样，庞培把全军的六万人马都投入阻止凯撒两军会合的作战，不过也因为人数过多而在行动上变得迟缓。

北面的安东尼向东南迂回南下、南面的凯撒向东北迂回北上的会合作战，因为两者所使用的方法相近，行军速度又快，所以未受到庞培大军的妨碍就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当时为西元前48年4月3日。凯撒第一批与第二批人马的会合，在第二批人马登陆之后的一周之内就实现了。

对凯撒来说，这是三个月以来第一次与自己的部下再会。这一次的幸运似乎不是来自神的恩赐，也不是自己的创造，而是来自敌人的给予。

得知凯撒的军队已经会合之后，庞培非但没有向敌人挑战，反而下令撤军。两天之后，庞培命令修筑了新的阵地，準备在那里迎击凯撒。这一次的阵地是在阿普沙斯河以北与补给基地狄尔哈强距离更近的吉纽沙斯河口的附近，经艾格那提亚大道或是经海上都可以与狄尔哈强联络，是适合「等待」的地势。庞培打算在此等待正率领两个军团从叙利亚赶来的梅特鲁斯·西比奥。

凯撒的两军已经会合，但是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已经好转。凯撒原来打算从布林迪西调度兵粮的补给，却因为庞培在凯撒的第二批人马登陆之后集中兵力，企图切断凯撒军队的兵粮补给，而放弃了这个计画。

首先，凯撒在阿里卡斯港的船队被指挥埃及海军支队的庞培长子劳斯击溃。之后，劳斯又击溃了安东尼停泊在尼姆法门的运输船队。而且，由于春季的来临，庞培海军在海上的巡逻更加频繁了。这样，凯撒军队在义大利与希腊之间的兵粮补给线，可说是已经被切断了。

现在，除了从当地筹集粮食之外別无他策，甚至连凯撒都亲自外出筹粮了。在各方面资源都不足的情况之下，凯撒以希腊为舞台，开始了与庞培对决的第二幕——这就是历时三个月、历史上有名的「狄尔哈强会战」。




狄尔哈强会战



凯撒的军队会合之后，庞培大概已经作好持久战的準备，而凯撒也不会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演变成持久战，处於不利地位的将是凯撒。凯撒曾命人在西西里和法国南部造船，可是现在却杳无音讯。手中的船只已所剩无几，从义大利方面的补给也已经没有指望。相反的，庞培不但贮藏了充足的兵粮，而且掌握着制海权。

为了避免战争长期化，与以「守」为战略的庞培相反，凯撒决定以「攻」为战略。两军会合之后，凯撒马上追击正在撤退的庞培军队。两天之后，凯撒追上了庞培的军队并提出了挑战。当时，在最高司令官的帷幕上掛起红色的短衣，就是表示挑战的标志。然而，决定以守为攻并且已打算进行持久战的庞培，并不理会凯撒的挑战。所以，凯撒也只好调整战略，为战争的长期化而作準备。

凯撒首先把刚刚会合的十个军团和一千三百名骑兵分成二路，接着又把其中的一路分成三队，然后命令这三支队伍进攻希腊的中、东部。

首席副将多米提斯率领二个军团和五百名骑兵前往马其顿。

伦吉努斯率领一个军团和二百名骑兵前往特萨里亚。

撒比努斯率领五个大队，也就是二分之一个军团和少数骑兵前往阿托里亚。

凯撒交给以上合计三·五个军团和七百多名骑兵的任务，第一是筹集兵粮，第二是争取当地住民的支持，第三是迎击正在接近中、由梅特鲁斯·西比奥所率领的两个军团。

第一个任务，换句话说就是「减少吃饭人口」。两批人马的会合虽是喜事，但是兵粮的需求量同时也增加了一倍之多。

对第二个争取当地住民的支持这一任务，凯撒相当成功。就希腊人来说，庞培与凯撒的抗争，无论是哪一方获胜，都无法改变希腊在罗马霸权下生存的命运。希腊被当成战场，不仅搅乱了当地住民的生活，还因为庞培的征稅人过於苛刻，稅额的负担年年增加。所以当地人渐渐对庞培产生反感。不过因为大军压境，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凯撒因为渐渐获得了希腊住民的支持，军粮多少有了保障。同时即使是小队行军，途中也不会受到当地居民的袭击了。越是软弱无力的第三者，生存之道就越有必要依靠强者。与地中海的其他地方一样，希腊的各城市也都注视著两雄的对决。

以上的部队出发之后，凯撒利用其余六·五个军团的战力，进行新的作战，那就是切断庞培的阵地与其补给基地狄尔哈强之间的联系。

凯撒首先在吉纽沙斯河附近的庞培军阵地和狄尔哈强之间，建设了自军的阵地。庞培看到凯撒的行动，也把阵营移近了自军的补给基地。庞培军的基地位于一个叫佩特拉的临海高地之上，高地的下面是小型的海湾，无论风从哪一个方向吹来，都是个安全的避风港，补给船只也可以安全驶入，与补给基地狄尔哈强的海上直线距离只有七公里，陆上直线距离也不超过十公里。然而，位于岬角前端的狄尔哈强，落潮之后周围会出现多处沼泽地，中间还隔着很宽的海湾，必须向北迂回才可以通往陆地。

狄尔哈强的地势和佩特拉湾的小规模，启发了凯撒，他决定包围在佩特拉处於「守」势的庞培。虽然这场战争似乎已经不可能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解决，但是凯撒从未忘记把「攻」，也就是战争的主导权掌握在手。建设包围网的理由，依据凯撒的条文式书写习惯记录如下：


一、敌方为大军，虽说兵粮频繁地从狄尔哈强补给，但是仍会往外部筹备，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切断筹粮路线。




二、敌方有很多筹备兵粮的骑兵，第二个目的就是削弱骑兵的机动力。




三、第三个目的就是让世人看到庞培即使被凯撒包围、攻打也没有应战，使在各国声誉卓著的庞培出丑，声名扫地。



第一和第二个目的，属于军事上的策略。对手中没有海军的凯撒来说，要从海上封锁庞培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却有可能从陆上进行封锁，使庞培不得不全面依赖海路的补给。

至於第三个目的，也像一贯重视宣传效应的凯撒手法，属于心理战。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一样，庞培是重视「实」，而凯撒则是「虚」、「实」兼顾类型的人。




包围网



4月15日，也就是凯撒在希腊登陆后的三个月又十天、与安东尼会合之后的十二天，包围网的工事开始了。凯撒始终都贯彻「攻」的战略。即使已经是五十二岁，凯撒还是凯撒。

庞培大本营所在的临海高地佩特拉，向陆地的一面是向南延伸的陡坡。凯撒就在山岗的各处修筑了堡垒，使一个个的堡垒最终形成一道包围网，工事地点离敌人的大本营只有三公里，如果敌人出击的话也只好边应战边作业。然而，庞培仍是采取「守」势，并没有大规模出击，不过还是有小规模的袭击，所以凯撒的士兵们只好一边躲开乱箭，一边进行工事。为了不被乱箭射中，除了护甲之外，士兵们还在身上缠了很多东西当作护套。

虽然敌人不断干扰，凯撒的包围网还是在一步步地形成。庞培看到这种情形，也决定修筑防卫线。这样，以海岸线为中心，栅栏、堑壕和堡垒形成了半月形的两道围网，里边的是庞培的防卫线，外头是凯撒的包围网。

庞培拥有六万人马，所以尽量扩大防卫线的范围；而凯撒则尽可能缩小包围网，所以两军常常为了占据该地数目众多的山岭而发生冲突。

庞培方面的防卫线首先完成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人数众多，内侧防卫线的距离又较短。防卫线的全长为二十二·五公里，利用山岭修筑成的堡垒有二十四个。另一方面，凯撒的包围网全长二十五·五公里，堡垒有十六个。对庞培来说，在距敌人的包围网只有一、二公里的防卫线之内，既可放牧，也可种田。即使长期驻守此地也似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然而，要满足六万人的需求，不只需要大量的粮食，连水都必须从狄尔哈强经海路运送到阵地，因为凯撒已经把所有流向海岸的河川，用人力改道，或是在上游将它切断。

虽然如此，这时处於不利状况的还是凯撒。首先，因为包围网太长，而山岭修筑成的堡垒太少。另一方面，士兵人数不够多，除了守卫堡垒的士兵之外，相距一百公尺之处才有一个士兵守备，而且切断敌军兵粮供应的目的也没有达成，来自狄尔哈强和其他港口的补给船只，每天都在港口出入。

兵粮首先匮乏的反而是凯撒军队。罗马人一向以小麦为主食，而现在，连普通只作为马饲料的大麦都用来充当兵粮，甚至於青菜和肉类都吃了。即使如此，粮食还是日渐减少。不过，凯撒的士兵在高卢战役和西班牙战争中都与凯撒一起熬过饥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没有人口出怨言。不仅如此，甚至还创造出新品种的面包。

那是当地一种植物的球根，使球根干燥之后捣碎成为粉状，再加上羊乳揉搓，然后用火烤就可以成为面包了。这种球根随处可见，用球根所作成的面包也成了凯撒军中二万五百名士兵的主食。庞培的士兵们嘲笑凯撒军中粮食的不足，而凯撒的士兵们恨不得把面包投入敌阵作为回应。就在这种情况之下，4月过去了。

庞培也注意到凯撒军队用球根来制造面包。根据庞培的判断，用这种东西来充饥，凯撒军队的士气必会衰落；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已经接近收获小麦的季节了，凯撒的士兵们都抱着希望，决心熬过艰苦的时期。

随着小麦收获季节的来临，庞培军队开始慌张起来。梅特鲁斯·西比奥所率领的两个军团，被凯撒手下将领多米提斯所率领的两个军团挡住去路，虽未发生重大战斗，却也无法向前推移。此外，从狄尔哈强和其他地方虽然还有粮食供应，但是光靠海路的补给，无法供应马的饲料。骑兵是庞培占有绝对优势的战力，如果马匹生病甚至死去的话，这个优势将不复存在。马匹饲料的不足，让原来以「守」为战略的庞培终于决定主动出击了。从凯撒开始建设包围网至今，已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从两军在对垒线两边进入对峙状态开始，也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据说凯撒所著的《高卢战记》在发行之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所以我们推测庞培有可能读过。如果他读过这本书的话，应该明白在高卢战争时代，凯撒军队所创下的辉煌战绩之中，大部分都应该归功於凯撒。决定采取攻击路线之后，庞培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把凯撒从包围网引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庞培命人散布谣言，说在狄尔哈强城中有一部分叛徒，正準备帮助凯撒进入该地。凯撒听信了谣言，於是率军前往狄尔哈强。庞培出动军队，同时对凯撒包围线中的三个地方发动攻击。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凯撒在短时间内返回，庞培又派兵从海路移动，在狄尔哈强方面也从三个地方攻击凯撒。那一天，也就是6月25日，庞培从六个地方同时对凯撒发动猛攻。

到目前为止二个月零十天的攻防战中，凯撒把长达二十五·五公里的包围网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由他自己指挥，南部则交由安东尼。当他相信了谣言，率军进攻狄尔哈强之时，他把北面的指挥交给了苏拉。这个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是独裁者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的姪子。按理说，作为极力强化「元老院体制」的独裁者苏拉的姪子，应该是属于元老院派的人，可是如果借用西塞罗的话来形容，他也是在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之后追随凯撒的「罗马的年轻激进派」之一。而在凯撒的家族之中，像鲁奇斯·凯撒一样站在庞培一边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事例也许证明了内战会导致亲属、家族间的分裂。在凯撒与庞培对决这个时期的内战，仅仅是体制坚持派与体制改革派之间的冲突，就出现很多以上的现象。

当凯撒向北迂回向狄尔哈强方面移动之时，庞培从长达二十五·五公里的包围线三处一举发动猛攻。由于庞培手中有充足的兵力，在每一处都投入相当多的兵力，为了进攻只有一个大队二百五十人守卫著的一个堡垒，庞培竟投入了四个军团二万四千名的兵力。

凯撒的二百五十名守军面对百倍於自己的敌军，仍然坚守不屈。抵抗了四个小时之后，苏拉率领两个军团五千名士兵赶到，最后终于击退了敌人。凯撒的士兵打算追击撤退的敌军，然而被苏拉制止。士兵们不服，围住指挥官苏拉，异口同声地说如果现在追击，就可以在今天之内结束战斗。然而苏拉最终还是没有改变主意。对于这件事，凯撒作了如下的记录：


「我认为他所作的判断，并无可以指责之处。因为军团长的任务与最高指挥官不同。前者的任务是实行上面所指示的战术，而后者，则要考虑全面的战略，整顿实施战略过程中必要的全部事项，之后再向实行者发出指令。




受凯撒之讬指挥大军的苏拉，忠实地执行了指示而救了士兵们的生命，却得到不积极作战的评价。也许他是错过了可以取胜的机会，但却选择了不伤害到最高司令官职权的作法。」



6月15日这一天，庞培似乎回到了十五年前，一举发挥了他的战术才能。为了分散凯撒为数不多的兵力，庞培在狄尔哈强附近三处、对垒线三处合计六个地方同时发动攻势。如果在凯撒包围网的其他两个地方，也是激战到日落的话，场面大概与苏拉率军赶到的地点相似。在第二个激战地点，庞培以一个军团六千的兵力袭击凯撒三个大队的七百五十名守军。在第三个激战地点，面对云集而来的敌军，凯撒的日耳曼骑兵没有丝毫迟疑就投入了战斗。最后终于在三个地点都击退了敌人。在凯撒的包围网和庞培的防卫线之间宽约一公里的中间地带，填满了士兵的死尸和丟弃的武器。那一天双方的损失如下：

庞培军的战死者约为二千人。其中有为数不少的百人队长，名门出身的高官华雷利乌斯·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也是死者之中的一人。被凯撒军所夺去的军旗有六面。

凯撒军队的损失，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二十人，但是负伤的人数很多。在最大的激战地点——第一个激战地点，没有一个士兵不负伤。四名百人队长失去了他们的一只眼睛。光是在这个地点，凯撒的士兵就收集到敌军发射的三万支箭。百人队长薛巴的盾牌上被箭射中的痕迹就有两百处之多。凯撒把军团中的八位百人队长提昇为首席百人队长，并赐给他们二十万塞斯泰契斯的赏金。以二百五十人抵抗敌军二万四千人的进攻长达四个小时之久，这些百人队长功不可没。

此外，凯撒还传令，在这一天英勇奋战过的全体士兵，以后的薪水将提高一倍。从那时候开始，罗马军团兵的年薪在隔了一百五十年之后终于得到提昇了。那个时代虽说几乎没有什么通货膨胀，可是年薪一百五十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也难怪士兵们会罢战。凯撒不理会士兵们的罢战，但是在犒劳士兵方面却是慷慨大方。

凯撒极少在人前露出忧心忡忡的表情，然而他不会故意掩饰欢喜之情。不过这一次他的欢喜之情，以他的性格来说，可说是少见的。至於庞培，却也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损失而一蹶不振。二千的兵力，对庞培来说并不是什么重大损失，只要梅特鲁斯·西比奥所率领的两个军团抵达，庞培便拥有十一个军团六万六千名步兵和七千名骑兵的兵力。不过，马饲料的不足已经使庞培无法再实施「守」的战略了。在地中海世界中以「声誉卓著」自居的庞培，开始寻找下一个出击的机会。就在这时，也就是庞培第一次进攻被击退数日之后，在庞培面前出现了最佳的情报提供者。




激战



这兄弟两人出身於法国南部高卢地区的骑士阶级，是高卢战役中在凯撒手下历经多次战斗的骑兵。内战爆发之后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凯撒军的骑兵。凯撒认可他们的能力，赏给他们土地等等，在各方面可说是对他们优礼有加。然而这两人并不珍惜凯撒的温情，对待同僚的态度变得傲慢，在发薪水时趁机从中揩油，甚至私吞战利品。同僚的高卢骑兵都愤愤不平，向凯撒报告他们的不法行为。

凯撒认为现在并不适合施行刑罚，听了士兵们的报告之后，并没有当场作出什么决定就让士兵们回去了。稍后，凯撒私下召来那两位骑兵并严加申斥。虽然没有受到刑罚，两人认为事情不会就此了结，於是决定逃走。在远离法国南部的希腊，逃走之后的生存之道，除了投奔敌军之外別无他策。

在庞培军中，当地出身士兵的逃走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对凯撒来说，这是第一次发生士兵投奔敌军的事件，而且还是军队中地位比罗马公民所组成的重步兵还高的两位骑兵。庞培简直是喜出望外，还让两人骑马在全军面前通过，以此作为连骑兵都已经拋弃凯撒的证据。不过，这两名高卢骑兵所带给庞培的最好礼物，还是有关于凯撒军队的情报。这对平日并不积极收集情报的庞培来说，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喜讯。






狄尔哈强包围图




（摘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中"The Roman Republic"）




根据两人的报告，庞培得悉了凯撒军的包围网并不像他所估计中的完善，还有一个地方尚未完工。未完工的部分位于长达二十五公里包围网的最南端到海滨的四公里之处，由体弱多病的年轻指挥官马塞拉斯率领第九军团在守卫。在开始修建包围网时，凯撒就曾经担心会由此从海上进行登陆作战，所以命令在那里加筑比其他地方更加坚固的防护栅。在靠近深四·五公尺的堑壕之处，竖起高达三公尺的防护栅，防护栅的土垒有三公尺宽。如果按照凯撒当初的计画，距防护栅一百八十公尺之处，再修筑构造一样但是比防护栅规模略小的防卫线。

但是，工事至今尚未完成。原因之一是不断受到庞培军队的妨碍，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手不足。此外，「狄尔哈强会战」开始至今，已经二个月又十天，因为两军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北半部，凯撒也就优先把重点放在北部了。凯撒通常都在最重要的地点设置自军的大本营，这一次也不例外。狄尔哈强攻防战中最重要的地点就是在北半部。庞培大本营所在的佩特拉，经海路与狄尔哈强的联络十分方便。而凯撒的大本营就设在佩特拉与狄尔哈强之间。在最远的南端，没有加紧完成工事，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凯撒当初虽然担心庞培会从那里登陆，但是庞培一次也没有试过从南部采取行动，凯撒也就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北部来。而现在，庞培的视线第一次转移到二个月又十天以来从未注意过的南部战线最南端。

投奔庞培的两名高卢人骑兵，不仅向庞培报告凯撒包围网中有缺陷的地方，还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情报。例如在那里守卫的指挥官名字和军团名、监视塔之间的距离、哨兵的人数和交代防务的时间、甚至各大队长的性格及其指挥方式等等。

两人所带来的情报，对于正在寻找再次出击机会的庞培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这时的庞培没有浪费时间，在凯撒得知两名骑兵逃走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之前，庞培就开始了行动。

这一次，也就是第二次突破包围网的作战中，庞培出动了手中兵力的三分之二，六十个大队和全部的轻步兵。六十个大队也就是六个军团，不过凯撒在书中并没有用六个军团而是用六十个大队来表示，大概是因为庞培这一次的兵力，是由从九个军团中抽出的特別军所组成的缘故。总之，庞培投入了六十个大队三万六千名的重步兵和全部轻步兵，来进攻第九军团二千五百名士兵所守卫，长为四公里的包围线。

庞培第一次对凯撒发动了陆海联合攻击，港口的所有船只都载满了庞培的士兵。这样，凯撒的守军受到前后的两面夹攻。庞培发动第二次攻击的时间是7月6日，距第一次进攻时间是十一天。就像回到了十九年前肃清海盗的时代一样，这时的庞培显示了他积极果断的一面。7月6日，在黑夜掩护之下，庞培开始发动了攻击。

拂晓前，当凯撒的哨兵注意到出现在海岸黑压压的人群时，已经为时已晩，海陆两方的攻击几乎同时开始了。第九军团的士兵受到前后夹攻，一时动弹不得。虽然马塞拉斯率领数个大队的援军赶到，但是不仅未能援助陷入一片混乱的第九军团作战，反而被卷入混乱之中。在混战中，连掌管军旗——银鹰旗的旗手都身负重伤。为了不让军旗被敌人夺去，旗手把军旗交给身边的骑兵，对他说：


「多年来，我一直全心守护著这银鹰旗，在我死后，请把这军旗连同我对凯撒的忠诚之心一起交还给凯撒。凯撒的军旗从未落入敌人的手中。一定不要因此蒙羞，一定要安全地交到凯撒手中。」



银鹰旗保住了。但是属于第九军团第一大队的六名百人队长之中，除了一人幸免於难之外，其余的五人都战死了。

后来，负责指挥包围网南半部的安东尼率领十二个大队赶到，第九军团的士兵终于稍微镇定下来。接在安东尼之后，凯撒也率军赶到了。凯撒的守军在受攻击地点的各处堡垒昇起烽烟，用这种方式通知受到攻击的地点。凯撒在得知这个紧急情况之后，从距离战斗地点有二十公里之远的最北端匆匆赶到了。

那一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庞培手中。当凯撒军队暂时逐退敌军，忙于挖掘堑壕、修筑防御工事时，庞培袭击了其他地点。庞培充分利用兵力的优势，在多处发动攻击。

凯撒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连骑兵也是转身就逃。凯撒虽然身为最高司令官，却奋不顾身，从逃跑的旗手手中夺过银鹰旗，大声喝令士兵们镇定迎战。然而，他的这一举动也是毫无效果，中队旗手、大队旗手都丟掉军旗仓皇逃命，不少士兵跌入深达三公尺的堑壕里无法脱身而被压死、杀死。

在这种状况之下，凯撒的军队竟然没有全军覆没，原因有两个：第一，庞培预料之外地大胜之后，怀疑敌人的败走只是个圈套，所以没有乘胜追击。第二，凯撒的包围网阻碍了庞培骑兵团的行动自由。这样，凯撒的军队侥幸地逃出了重围。

在这一天的两次战斗中，凯撒损失了九百六十名重步兵、二百名骑兵、五名大队长和三十二名百人队长。其中大多数人并不是被敌人杀死，而是在恐慌逃走中落入堑壕，或是被自己的同袍踩死。此外，还失去了三十三面军旗。

然而，这一千一百九十七人之中，并非全部都死在战场。其中有相当数目的士兵因掉入堑壕无法脱身而成为庞培的俘虏。

拉比埃努斯请求庞培把凯撒军的俘虏交给他处理。庞培以为拉比埃努斯一定是想说服那些士兵投奔到自己旗下战斗，所以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这些俘虏与拉比埃努斯曾经是副将与士兵的关系，曾经在高卢战役中共同战斗了八年。

拉比埃努斯把以前的这些部下集中在一起，并把他们带到庞培士兵的前面。他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称他们为「战友诸君」，不过紧接着，拉比埃努斯并没有对俘虏们进行说服，而是质问道：


「今日的模样，就是凯撒精锐的作战风格吗？」



之后又马上加上一句：


「凯撒的精锐，只是懂得逃跑吗？」



如此侮辱他们一番之后，拉比埃努斯当著庞培士兵的面，把俘虏们一个不留地刺死了。

关于这个故事，现在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这一段记载表明了凯撒对拉比埃努斯的憎恶。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从军事上的理由来考虑，身为庞培实际上副将的拉比埃努斯大概是要在自己的士兵面前证明凯撒的精锐并不足为惧。

但理由似乎不止于以上这一点。凯撒与拉比埃努斯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早在十五年前，也就是自西元前63年开始，凯撒与拉比埃努斯就联手展开政治活动，从西元前48年开始的八年之中，他们是最高司令官与最受信赖的首席副将的关系。虽然与凯撒有如此深厚的关系，拉比埃努斯还是把传统的“Clientes”关系放在第一位而投奔了庞培。凯撒对拉比埃努斯没有憎恶的理由，如果要找出理由的话，或许是因为拉比埃努斯背叛十五年之长的信赖关系。

然而，凯撒是拒绝有憎恶他人这种感情的人，因为憎恶是对与自己对等或是对高于自己的人所怀有的一种感情。常常自负比其他人拥有绝对优势的凯撒，自然会拒绝这种他认为是劣等者才会有的情感。

凯撒虽然没有在书中明写对拉比埃努斯的看法，但是从字里行间多少可以看出，凯撒似乎对这个十五年来的同志、而且是唯一与自己同辈的同志背叛，始终未能释怀。

未能释怀的不仅是凯撒，拉比埃努斯也是如此。在对待凯撒这个问题上，他比庞培派的任何人都要强硬，甚至还把虏获到的凯撒士兵残忍地杀死。拉比埃努斯似乎以他的方式把自己逼到彻底反对凯撒的道路。清算在战场上所建立起来的信赖关系，并不是在书桌前翻阅史书的人所想像的那么简单。






西元前48年7月6日的狄尔哈强攻防战




（摘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中“The Roman Republic”）







撤退



西元前48年7月6日，在「狄尔哈强会战」中最大也是最激烈的战斗中，毫无疑问的，庞培是胜利者。凯撒对庞培的包围战已经很明显地以失败告终了。后来拿破仑曾评论这种包围在数量上远超过自己敌人的战法，是战略上的错误。

作为武将的凯撒，并不像未曾嚐过败北滋味的庞培，而是会有失败。不过，就像从杰尔高维亚（Gergovia）撤退之后又在阿列沙获得胜利的情形一样，凯撒即使是在失败之后也能马上挽回局势。

凯撒虽然在狄尔哈强痛失了一千二百名士兵，但也不过是损失了他全部兵力的百分之五，并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在战略上必须改变。凯撒命令解除包围，全军马上撤退。现在躲开庞培军的追击比什么都要重要。

就像前面所提到过的一样，侥幸的是庞培军并没有乘胜追击，所以全军安全地撤退了。凯撒把军队带到安全地点之后，把士兵们集中起来，在他们面前发表谈话。

首先，他要求士兵们冷静地面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不用有过多的顾虑，更不必为此而感到恐惧。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无数的胜利，而今天的损失只不过是轻伤而已。凯撒接着说道：


「我们必须感谢诸神、感谢命运所给予我们的恩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就控制了义大利；在西班牙，以极少的损失就击败了敌军的强大兵力；我们还拥有为我们提供小麦的马其顿、特萨里亚、阿托里亚等各个都市。此外，在渡过亚德里亚海之时，虽然各个重要港口都有敌军在守备，我们还是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成功地登陆了。即使命运没有把我们想得到的全部都施予我们，我们也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目标。」



凯撒如此抚慰了败北之后的士兵之后，话题一转，说道：


「但是，今天我们遭受到的不幸，即使可以把责任归咎於其他的因素，也不能把责任归咎於我自己。我为诸君选择了有利于战斗的地势，修筑了多个堡垒，始终未忘考虑取胜的方法以及有利于战役的展开方式。失去了摆在面前的取胜机会，原因主要在于诸君的混乱、误认以及在应付突发事件上的过失。如果全军同仇敌忾，全力以赴，就会像从杰尔高维亚撤退时一样，有可能反败为胜。因为恐惧感而未作抵抗者，必须自觉地在战场上恢复自己的气概。」



如果是普通的司令官，在这种情况中，大概会把责任归咎於自己而不会责备自己的部下。暂且不管拿破仑的评论，狄尔哈强包围战本身在战略上就有错误。如果凯撒能够在士兵们面前坦然承认这一点，在后世大概也不会落人口实（很多人都认为凯撒是在转嫁责任）而得以保全他的英名。

然而，这时最重要的，就是重建败北之后的军队，而不是首先顾全凯撒个人的名誉。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洩气之时，如果有人对他说，这不是你的责任，他常会信以为真。而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或是错觉），就不容易重新振作起来，最后就会变得消极而一味依赖指挥者的判断。也许凯撒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才想出此策，明确地把责任归咎於士兵，就是为了让士兵能够自觉自动地振作起来。

事实上，在聆听了最高司令官的训话之后，士兵们都感到无比羞愧。眼里禁不住湧起了泪水，尤其是最先败走的第九军团的士兵。八个月之前，他们曾经在义大利北部的帕辰察罢战，当时也是因为凯撒的一席训话而感到羞愧，最后结束了罢战。不过当时凯撒曾经因此下令执行「十分之一刑」，也就是抽签选出十分之一的人数，由其他的同僚用棍棒扑杀他们，这是罗马军中最重的刑罚。前面也提过，当时的结果是凯撒最后同意延期刑罚。这一次，第九军团中幸存的士兵提出他们应该为此次败北负最大的责任，并主动要求凯撒执行刑罚。

这时的凯撒一定是拒绝了士兵们的请求，这样更令第九军团的士兵觉得无地自容。他们异口同声，大声说道：


「至少也要把旗手们处死，因为军规绝对不允许旗手弃战而逃。」



然而凯撒还是明确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士兵们都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请求凯撒说，请让我们回到敌人的阵地，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拼死搏斗。然而凯撒仍不为所动，只是简单地说他自有主张。

那一天，凯撒对士兵们的刑罚，只是把丟下军旗逃走的几位旗手降级而已。




诱导作战



从包围线所在的战场到阿波罗尼亚，要向南行军五十公里。狄尔哈强与阿波罗尼亚都在古希腊境内，现在则属于阿尔巴尼亚。凯撒军到达阿波罗尼亚的时间是在败北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9日。在那里，凯撒留下了八个大队二千名士兵和一百名骑兵来驻守阿波罗尼亚和阿里卡斯，目的是为了保住与义大利的联络港，以及便於治疗无法继续行军的伤兵。

凯撒在希腊的全军由十个军团二万五千多名重步兵和一千三百名骑兵组成。其中，首席副将多米提斯率领两个军团和五百名骑兵，狙击人数相当的梅特鲁斯·西比奥。其他的八个军团二万名步兵与八百名骑兵，则随着凯撒经历了狄尔哈强的战斗。在狄尔哈强会战败北之后，凯撒损失了一千名步兵和二百名骑兵，现在所剩下来的兵力有一万九千名步兵和六百名骑兵。此外，除了留守港口的二千名步兵和一百名骑兵之外，凯撒手中只有一万七千名重步兵和五百名骑兵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凯撒绝对有必要与多米提斯会合。所以，必须撤离希腊西部向中部进军。这样一来，就会距离以狄尔哈强为根据地的庞培军越来越远。不过，凯撒往往不会只为了一个目的而采取行动。

为了与多米提斯的两个军团会合，而不得不往希腊中部出发的凯撒，决定将庞培从他的补给基地——狄尔哈强引开。凯撒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认为这个计画有充分的可行性。


一、庞培在狄尔哈强虽然佔著绝对的优势，但是在最初并不理会凯撒的挑战，大概是因为庞培决定在与岳父梅特鲁斯·西比奥会合之前，不準备积极应战。




二、如果得知凯撒向中部移动，庞培会察觉到凯撒意在与多米提斯会合；这样，庞培就会担心梅特鲁斯·西比奥的两个军团会受到会合之后的凯撒军队袭击。




三、在狄尔哈强会战中胜利之后，庞培军的士气大振，与凯撒军作战的气势正高涨。



在平原布阵、从正面冲突的战斗，往往一次的胜负就可以决定其他方面的命运；这种类型的战斗，对现在的凯撒来说十分重要。在各方面都供不应求的状态之下，战争的长期化只会对在各方面装备都十分充足的敌人有利。此外，在希腊全境得知凯撒在狄尔哈强会战中败北而一起倒向庞培这一方之前，也有必要进行决战。

凯撒只在阿波罗尼亚停留了三天，又率军出发了。这一次是向东南方向行军，目的地是希腊中部的特萨里亚。同时，凯撒派人传令给多米提斯，命令他率军从阻止梅特鲁斯·西比奥西进的阵地撤退，前往与凯撒会合。

希腊境内的石头山非常多。在罗马时代，旅人中流行著类似笑话的这种说法：希腊境内数量众多的神庙，只不过是移动石头的位置而已，越是深入内陆，这样的山头越多。越过一个个石头山的行军决非易事。凯撒的军队可以说是踏破铁鞋，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石头山，以一天五十公里的行军速度，在十二天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是夏季，有充足的饮用水供应。7月24日，凯撒的军队与受命南下的多米提斯军队在特萨里亚北边的阿吉尼伍姆（Aeginium）会合了。

这时，庞培也正率军前往希腊中部。凯撒早就预料到庞培的这个举动，因为庞培在担忧著梅特鲁斯·西比奥两个军团的命运。不过庞培首先从狄尔哈强沿着一直向东延伸的艾格那提亚大道前进，然后再选择平坦的道路南下。即使如此，庞培军的行动还是迟了一步。更準确地说，是凯撒的行军速度快了一步。在与多米提斯会合之后，凯撒还是没有放慢脚步，只要把庞培从他的补给基地狄尔哈强引开，从拥有强大海军的希腊西海岸地带引开，用凯撒的话来说，就可以「在同等的条件下战斗」。

会合之后，凯撒也没有改变他的行军方向，没有转而向北迎击庞培而是沿着东南方向逃走。因为凯撒的目的在于引诱庞培，所以并没有一溜烟地逃走，而是为了渐渐缩短与敌人的距离而以一定的速度逃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连庞培与梅特鲁斯·西比奥的会合都属于其次的了。

与多米提斯会合之后，凯撒手中有了二万二千名步兵和一千名骑兵。凯撒首先抵达位于阿吉尼伍姆东南五十公里处的岗费斯城。岗费斯位于特萨里亚和伊庇鲁斯两地的边界处。城中居民几个月之前曾经向凯撒表示愿意归顺，同意提供兵粮。

但是，这时狄尔哈强攻防战的结果已经传到这里，住民们不敢再支持凯撒了，因为他们担心将来会受到庞培的报复。身强力壮的男子都集合在城中準备进行抵抗，然后紧闭城门，并分別派人向庞培和梅特鲁斯·西比奥求援。凯撒对城中居民的这种作法，并没有保持沉默。如果就这样放过岗费斯，那么全希腊就会一举转为反对凯撒。

遇到岗费斯的求援使者时，梅特鲁斯·西比奥的两个军团正在距岗费斯九十公里处、属于特萨里亚地方的较大城市拉里沙。而庞培所率领的九个军团此时尚未进入特萨里亚地区。

从侦察兵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凯撒决定对岗费斯进行闪电作战。凯撒的士兵们正想借此机会雪耻，攻城的準备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

7月26日午后三时，凯撒军队对岗费斯城进行猛攻。日落之前就结束了战斗。凯撒还允许士兵们在城中进行掠夺，不过这也只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进行。之后，凯撒当夜就率军撤回阵营，并向下一个目的地梅特罗波里斯出发了。第二天早上就抵达了在东南二十公里之处的梅特罗波里斯。

梅特罗波里斯也是曾经表示支持凯撒的城市，之后又和岗费斯城一样，打算对凯撒关闭城门。但是，梅特罗波里斯的住民看到被押在凯撒军队前面的岗费斯城居民时，就猜测到了岗费斯城的命运。於是认为与其抵抗凯撒、遭受被掠夺、成为俘虏的命运，不如从一开始就打开城门，所以未作任何抵抗就让凯撒进城了。

凯撒对梅特罗波里斯采取了与在岗费斯时相反的态度。这是为了使梅特鲁斯·西比奥的两个军团所在的拉里沙以外，特萨里亚地区的各城市都可以遵守当初支持凯撒的诺言。实际上，这个目的也达到了。

凯撒在这里改变了行军方向，从原来的东南方向改为向东。因为在东面的五十多公里之处，有利于作战的平原。首先，在那里小麦已经进入收获期，兵粮的供给有了保障。其次，那里是迎击庞培的最佳场所。

凯撒抵达法尔沙拉斯平原的时间是7月29日，距从狄尔哈强撤退的时间是二十三天。

在后面追赶凯撒进入希腊中部的庞培，於8月1日在拉里沙与梅特鲁斯·西比奥的两个军团会合了。两雄以此地为舞台，就要开始激战了。

庞培再过一个半月，将满五十八岁。

凯撒是五十二岁又一个月。




决战



虽然同为凯撒的著作，《高卢战记》与《内战记》在表达上却有些微妙的差异。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战略的表达方式。在《高卢战记》中，凯撒通常用文字明确地表达出他为何要采用这种战略而非另外一种。然而，在《内战记》中，凯撒虽然也记述自己的战略，却避免直截了当地以文字明确地表达出来。

如果深究其中理由，《高卢战记》中凯撒是以高卢人、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为对手而写下的战记；《内战记》则是以自己的同胞为对手的战记。而《高卢战记》与《内战记》的读者同是罗马人。

所以凯撒在《内战记》中，尽量避免用诱导作战、诱饵、陷阱等这类字眼。

凯撒的两部著作，尤其是《内战记》，并不像西塞罗所评论的那样，「是为将来写史书的人提供资料而写」的，虽然从结果来看，是可以为后人提供史料，那是因为凯撒以透彻的视点，简洁、明晰而客观地表达记述。凯撒的真意，尤其是《内战记》中的真意，就是要让同时代的罗马人理解他的行动；以自己的同胞为对象所写下的《内战记》，目的也就是要获取同胞的理解和支持。

凯撒为何一定要获得自己同胞的支持呢？因为他要面对的最重要课题，就是为国家罗马建立新的秩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诉诸於战争，诉诸於战争就必须取胜。最后就是战争记录了，也就是必须用文字来树立新秩序，争取帮助者和支持者。

基於以上的种种因素，凯撒在《内战记》中对字眼的选择十分慎重。即使是对庞培所犯的错误也没有明记，而关于他对庞培所设下的陷阱之类的表达方式，更是一字未提。凡是可能触犯自己的同胞罗马人，引起反感的表达方式，凯撒都谨慎地避免了。

新秩序的树立，是一种政治。投身於政治的人应该知道，如果没有中间派甚至是反对派，就无法产生真正的政治。

虽然凯撒在字眼的选择上十分慎重，但根据事实来叙述这一点上是与《高卢战记》一致的。一个人的文章往往反映他的性格，而人的性格是难以改变的。

虽然如此，即使是《内战记》，只要用心深读下去，不但可以理解凯撒的战略，也可以从中得知他对庞培的评价。如果再细心琢磨，甚至可以明白在法尔沙拉斯平原所展开的两雄之间的决战，从一个月前凯撒自狄尔哈强的包围网撤退时就已经开始了。由此，读者还可以明白为什么凯撒撤退之后并没有在安全的阿波罗尼亚久留，三天之后就进一步向特萨里亚地区撤退了。

为什么凯撒选中了特萨里亚地区呢？因为在那里，由多米提斯率领的军队，正以一对一的战术与梅特鲁斯·西比奥的两个军团对峙，西比奥正处於进退维谷的状态。只要凯撒进入特萨里亚地区，命令多米提斯停止与西比奥的对峙，前来与凯撒会合，那么庞培就决不会对梅特鲁斯·西比奥的两个军团置之不顾。这样，庞培就不得不离开对打持久战十分有利的狄尔哈强。

根据凯撒自己的记载，这是在包围战失败之后「战略的根本性变更」。后世的史学家中，曾经有人评论凯撒往特萨里亚地区的撤退，是「巧妙的撤退作战」。如果用凯撒所极力避免的表达方式来说，这就是他对庞培所设下的陷阱。表面上，凯撒似乎是要消灭梅特鲁斯·西比奥的两个军团；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个诱饵而已。凯撒真正想消灭的，是庞培。

庞培留下二万多名的兵力驻守他最大的兵粮基地——狄尔哈强和希腊的西海岸。之后，他率军进入希腊中部的特萨里亚地区与梅特鲁斯·西比奥的军队会合。会合之后，庞培手中的兵力有四万七千名步兵和七千名骑兵。

会合之后，庞培阵营中的气氛，就如同已经打了胜仗一般。

身为最高司令官的庞培也显得从容不迫。对于他岳父同时身为叙利亚总督和地方长官——与自己同等地位的梅特鲁斯·西比奥，庞培没有把他当成副将，而是给予与自己并立的最高司令官礼遇。比起顾全指挥系统上严格的统一性，庞培更希望自己得到「谦虚的人」这样的评断。庞培甚至将传达最高司令官指令的军号手分配给梅特鲁斯·西比奥。当然梅特鲁斯·西比奥的帷幕，也与庞培一样，是最高司令官才可以有的红色帷幕。这也使军营中弥漫的胜利气氛更为高涨。

十九个月之前跟随庞培从罗马逃到希腊的元老院议员，更是像已凯旋回到首都一样兴高采烈。他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庞培做什么都是过於慎重，只有这一次的决战，大概在一天之中就会得胜而归了。」




「庞培在慎重的背后，肯定是在体验著对我们这些执政官、法务官指手画脚，像奴隸一样驱使的快感。」



大多数的元老院议员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罗马霸权统治之下的地方，他们应该享受当地王侯以上的待遇。决战还未开始，他们就开始为回到义大利之后的职位分配而争吵不休，而且这样的争吵是发生在决战之前必须决定战略、战术的作战会议上。

首先，这些元老院议员一致同意没收追随凯撒的元老院议员财产并加以瓜分。其次，希里斯的支持者提出，下年（西元前47年）的法务官应该由希里斯就任。希里斯因为被庞培派往叙利亚而不在场，为了避免因为他不在场而得不到利益，所以委托友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可是其他的人纷纷说道，全靠大家的辛劳才得到今天，不能只给个人特殊待遇。

这种气氛甚至传染了处於高位的将领。阿赫诺巴布斯、梅特鲁斯·西比奥和廉托鲁斯三人为了凯撒现在所担任的最高神祇官这个职位而争论起来。最高神祇官是终身制的职位，深信凯撒一定会在决战中失败的这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挑选起继任者来了。阿赫诺巴布斯强调自己在首都德高望重；梅特鲁斯·西比奥则以自己与庞培的亲密关系为理由；而廉托鲁斯说自己比两人都要年长，应该是最高神祇官的最佳人选。阿赫诺巴布斯是西元前54年的执政官，梅特鲁斯·西比奥是西元前52年的执政官，廉托鲁斯是西元前57年的执政官，在年龄、公职经验等方面，都有充分的资格代替凯撒。

在作战会议上，争论的却只是作战之外的事情。有人对迫在眉睫的决战置之不理，却把过去的事情端出来讨论。鲁布斯对庞培说，在西班牙的失败，是因为阿法拉纽斯的背叛所致。阿赫诺巴布斯在作战会议上提出了在场每个人都关心的方案，它的具体内容如下：追随庞培的元老院议员，每人有权拥有三张投票板，以此逐一制裁那些留在罗马或在其他地方但却没有支持庞培的元老院议员们。三张投票板之中的一张，用来表决无罪，一张用来表决死刑，一张用来表决罚款。简单来说，庞培作战会议讨论的重点不在于如何获胜，而是如何瓜分战果。






狄尔哈强攻防战后的战场移动图




没有受到这种气氛感染的，只有庞培一人。

在作战会议上，庞培虽然没有制止，却也没有加入那些与作战无关的议论。这位五十八岁武将的沉默，大概是因为他正考虑如何对付迫在眉睫与凯撒的决战。庞培心中大概已经明白自己陷入了凯撒所设计的圈套。也许，决定从安全的狄尔哈强出发之时，他就已经知道自己走向凯撒的陷阱了。

我们这些没有战场指挥经验的人都可以从史料中推测到的事，论经验不输於任何人的庞培，在得知凯撒向特萨里亚撤退之时，当然察觉到那是个陷阱。

然而，察觉到陷阱并走向圈套，并不等于自投罗网。庞培虽然明知是凯撒设下的圈套，大概认为还是可以取胜才作出如此的行动。因此庞培虽然留下二万的步兵驻守狄尔哈强以及附近地方，但却把骑兵全部带出。与梅特鲁斯·西比奥会合之后，庞培手中的骑兵有七千名，而凯撒只有一千名。这位将满五十八岁，在罗马享有最高声誉的武将，此时的沉默，并非因为他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正在思考。数日之后，庞培全军撤离了拉里沙，开往凯撒正在等待着他们的法尔沙拉斯。法尔沙拉斯位于从拉里沙的正南面四十公里之处。




法尔沙拉斯



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内的希腊，法尔沙拉斯平原与其说是位于中部，不如说是位于希腊北部的南端更为确切。如果未曾当过庞培与凯撒决战的舞台，那么这里就像特萨里亚地区其他的山间平原一样，不过是一片片的小麦地而已。平原的周围，延伸著未满五百公尺的丘陵地。位于丘陵地中央的平原，东西延伸二十公里，南北十七公里。在靠近平原的北边，有向东流的河川，河水不深，即使没有桥也可渡过。

这种宽度的平原，首先不利于人数上处於劣势的凯撒，尤其对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来说，人数少更不利于战斗。从西面首先抵达法尔沙拉斯的凯撒，首先选择了设营地点。然而他所选择的阵地，不是利于「守」的高地而是平原的正中央。因为虽然是在宽阔的平原作战，凯撒还是想限定作为战场的地方。而且正因为人数上的劣势，凯撒才决定彻底实施「攻」的战略。从北部抵达的庞培虽然也选择了在平原的中央设营，不过他选择了在高地修筑阵营。

关于两军的战力，根据后人的研究，认为《内战记》中的记载正确无误。

——庞培军

一百一十个大队的重步兵四万五千名

庞培以前的部下二千名

骑兵七千名

共计五万四千人参战。

此外，还有四千人驻守阵地。

——凯撒军

八十个大队的重步兵二万二千名

骑兵一千名

共计二万三千人参战。

其中的五百名步兵留守阵地。

不过决战一开始，凯撒连驻守阵营的兵力都全部出动，把所有的战力都投入战斗。总之，在法尔沙拉斯平原，将展开步兵四万七千对二万二千，骑兵七千对一千的激战。

凯撒不是以军团而是以大队为单位来统计兵力，因为对注重「少而精」的凯撒来说，这就是他的战术单位。不过，即使是同为大队，庞培的大队与凯撒的大队在人数上也有很大的差距。

庞培把他以前的部下二千人分散到各个大队，所以庞培军一百一十个大队的总人数有四万七千名。一个大队的兵数就有四百三十人。另一方面，凯撒军一个大队的兵数平均只有二百七十五人。不过，凯撒并不认为人数上的不利就是真正的不利。

庞培在法尔沙拉斯平原设置营地的当天夜里，召开了作战会议。在会议上，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战术。不过在介绍庞培的战术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些历史上有名的会战。因为庞培在最后决定战术之前，脑海里一定会闪过以往很多的会战。而当凯撒决定战术时，这些会战也不会不在他的脑海里闪过。

西元前333年，在地中海东北角的伊沙斯平原发生希腊对波斯的会战。当时亚历山大大帝率领以马其顿军队为主力的希腊联军，有重步兵三万一千名和五千名骑兵合计三万六千名的兵力；由大流士王亲自出阵的波斯军队，有十五万的大军，其中有一万名以上的骑兵。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马其顿王，率领他布置在右翼的五千名骑兵，首先攻破了敌人左翼的骑兵，之后又从背后袭击由大流士王所指挥的中间部分；看到敌军阵脚大乱之时，又马上从背后绕到敌军的右翼继续进行攻击，以这种积极的战法最后大获全胜。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说过：「战斗就是激昂，所有在战场上的人都必须激昂起来。」这种战术的结果，使他只牺牲了二百名的士兵；而敌方的死者则多达五万人。

在这里，应该注意的第一点是马其顿军队的阵式，阵式的左边是海，骑兵安排在最右侧。这样，骑兵的行动就像亚历山大大帝所预期的一样，不会受到海的限制。一般来说，骑兵团都会被布置在军队的两侧，而亚历山大大帝却把他们全部集中在右侧。他率领骑兵团从敌人的左、中、右后方进行攻击，展开了全线包围的歼敌作战。

他的独创性给我们的第二点启示就是活用了被称为方阵的马其顿式重步兵团的阵式。严格地说，他只不过是沿用了他父王菲力普的方式而已。马其顿重步兵团的武器是长达五公尺的长矛，第一列以水平方式持矛，从第二列开始逐渐向上倾斜，最后一列的角度为垂直。形状就像一个巨大的刺猬一样。这样的一个密集队形，到了战场之上，即使波斯有多少兵力也无法攻破。再加上骑兵从两翼和背后攻击，波斯军队很快就被击溃了。






马其顿式重步兵团（摘自义大利中学的世界史教科书）




巨大的刺猬式方阵，加上机动力很强的骑兵，这两者的活用，造就了亚历山大大帝。

为了学习亚历山大大帝的战术，后来的汉尼拔甚至刻苦攻读希腊文。西元前216年，在义大利南部的坎尼（Cannae）平原与当时在地中海世界享有第一武名的罗马军团展开了激战，并大获全胜。

当时汉尼拔的战力有四万名步兵和一万名骑兵；罗马军队则有八万名步兵和七千二百名骑兵，合计有八万七千二百名的兵力。

坎尼和扎马的两次会战，在第Ⅱ卷的《汉尼拔战记》中已有详述，在此不再加以描述。不过在坎尼会战中的汉尼拔，把骑兵安排在阵形的两侧，为了抵挡敌军的猛攻，他在中央安排了曾经与他一起翻越过阿尔卑斯山的精锐兵力。

重步兵在行动上虽然不是十分快捷，但是有很好的耐久力；而骑兵在机动力上具有绝对的优势。最早结合重步兵与骑兵优势战术的是亚历山大大帝。而汉尼拔也沿袭了这种战术。不同的是，相对于当时步兵、骑兵在数量上均处於劣势的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在步兵上虽然是处於劣势，骑兵却佔了优势。所以有足够的骑兵布置在左右两侧。这样，从敌军的两侧进行攻击，就相对地减少了绕到敌人背后所需要的时间。






坎尼会战（布阵之后的阵式）









坎尼会战（第二阶段）









坎尼会战（最终阶段）




坎尼会战的结果，使罗马军战死者多达六万人，八千人成了俘虏；汉尼拔军的牺牲者是五千五百人。其中只有极少数的死者是「汉尼拔的精锐」。

后来，挑战汉尼拔的是罗马的年轻武将西比奥。西元前202年，两军在现在突尼西亚的扎马平原展开了激战。

当时汉尼拔的战力，有四万六千名步兵和四千名骑兵共计有五万人。此外，还有八十头战象。而西比奥的兵力则有三万四千名的步兵和六千名骑兵共计有四万人。罗马军在步兵的数量上虽然是处於劣势，但是骑兵却占有优势。汉尼拔决定用战象来搅乱敌阵，最后投入精锐部队以弥补自军机动力的不足。不过西比奥打乱象群的攻势之后，又沿用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所采用的战术，大败汉尼拔。

常胜将军汉尼拔在这次会战中的败北，使迦太基军队战死者多达二万人以上，二万人成了俘虏，而罗马军的战死者只有一千五百人。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大获全胜。之后，罗马军都沿袭西比奥式的战术。






扎马会战（布阵之后的阵式）




（摘自Leddell Hart,A Greater Man Napoleon's:Scipio Africanus









扎马会战（第二阶段）




（摘自Leddell Hart，A Greater Man Napoleon’s:Scipio Africanus）









扎马会战（第三阶段）




（摘自Leddell Hart，A Greater Man Napoleon’s:Scipio Africanus）




这三次会战，是西元以前古代最有名的会战。在法尔沙拉斯会战展开之前，当事者就已经深知这次会战的历史意义可以与以上三次会战匹敌。因为这将决定是否可以维持现行体制，还是将依照凯撒的意志树立新的体制。

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庞培的战力有四万七千名步兵和七千名骑兵，合计有五万四千名的兵力；凯撒军有二万二千名步兵和一千名骑兵，合计有二万三千名兵力。






伊沙斯会战略图




与前面提到的三次会战相比，在步兵与骑兵方面都处於劣势的凯撒，情况与亚历山大大帝略为相似。无论坎尼会战中的汉尼拔，或是扎马会战中的西比奥，他们在步兵上虽然处於劣势，但在骑兵方面却都佔了优势。

即使如此，凯撒还是无法模仿当时马其顿年轻将领——亚历山大大帝的战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战斗对象，是还未觉察到骑兵的机动性而加以利用的波斯骑兵；相反的，凯撒将要面对的是扎马会战一百五十年之后的罗马骑兵。这时的罗马军团已经熟谙活用骑兵的方法，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战术。现在凯撒要面对的是七倍於自己的骑兵；而指挥庞培军骑兵的，是十分熟悉凯撒作战方式的武将。

拥有二倍於凯撒的步兵和七倍骑兵的庞培，从未嚐过败北或是从敌前撤退的滋味。在作战会议上，这位「无敌将军」一开口就语惊四座：


「要在战斗全面展开之前毁灭凯撒的军队。」



看到在场高官将领吃惊的样子，庞培继续说道：


「各位也许会认为我的许诺不可能实现，但是请各位首先听完我的战术之后再作判断。这样，大概各位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来面对这一场决战了。




我已经命令骑兵团在战斗一开始就从凯撒军的右翼进行猛攻，在我军本队进行战斗之前，骑兵就必须冲散敌军的队形而使它不再成为一个整体。接着，骑兵团绕过敌军的背后到达河川，完成包围敌军的任务。这样一来，可以使我军大队的重步兵在受到敌人袭击之前就结束战斗，使我方不必付出牺牲就可获胜。以我军骑兵的兵力，实行以上的战术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



庞培所布置的阵形如下：

两军的阵地相距有七公里，如果把法尔沙拉斯平原从东到西一分为二，庞培的阵营在东半部，凯撒的阵营则属于西半部。两军一布阵，河川就会出现在庞培军的右侧、凯撒军的左侧。

这样一来，离河川较近的将是庞培军的右翼，庞培命令阿法拉纽斯指挥由西里西亚和西班牙士兵所组成的右翼。西班牙兵是佣兵，庞培认为他们是全军之中最强的战力，所以安排在没有骑兵的右翼。

在中央的，是由梅特鲁斯·西比奥所指挥的从叙利亚来的两个军团。

在左翼的，是二年前以出兵帕提亚（安息，现在的伊朗东北部）的名义从凯撒手中收去的两个军团。

此外的兵力，包括庞培以前的部下二千名的步兵，分別安插在左翼、中央和右翼。综上所述，罗马武将称为「本队」的重步兵，就已经多达四万七千人了。

在重步兵团的左翼，也就是整个阵形的最左端，庞培布置了全部的七千名骑兵。庞培把掌握整个战局的最关键部分——骑兵团的指挥权，交给了拉比埃努斯。作为总指挥的庞培，则在左翼后面的小山丘上布阵。

只要从战场的地势和阵形，就可以看出庞培的意图。庞培已经从在狄尔哈强会战中投奔到自己手下的两名高卢人骑兵那里得知凯撒军的骑兵总数，所以他估计凯撒没有余力在左右两翼都布置骑兵。不过庞培把全部的骑兵都布置在最左翼，也是违反了常规的作法。这与亚历山大大帝在伊沙斯会战中的战术，也就是在左右布阵上的不同这一点十分相似。就像在伊沙斯会战中，亚历山大大帝亲自率领骑兵团作战一样，庞培把指挥骑兵团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比任何人都要熟悉凯撒的拉比埃努斯。

听取了庞培的战术之后，拉比埃努斯在作战会议上宣誓：


「不获全胜，决不回营。」



之后，其他的将领都作了同样的宣誓。首先宣誓的是庞培，接着是其他的全部将领。这一次的作战会议上，每个人心中都充满对胜利的信心。庞培、拉比埃努斯这些经验丰富的武将们的自信，也感染了其他的人，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开战就一定会获胜。





在电影里，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会战就是两军一接近马上就开始战端，其实这只是因为电影上映时间的关系而不得不缩短中间过程。现实中的会战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开始的。单是布阵，一般就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即使布阵之后，双方也只是处於对峙的状态而没有发动进攻。罗马军团习惯一到夜晩就会规规矩矩地返回营地，第二天一早再出来，夜晚又回营地休息。这样的布置是因为最高司令官在寻找战机的缘故。同时，又可以使最高司令官有机会推测敌军的动向。

自从庞培军在法尔沙拉斯平原扎营的第二天开始，凯撒每天都命令他的军队在营地之外，展开战斗序列，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在狄尔哈强会战中败北之后残留在士兵心中的惨败情绪。凯撒最初在距敌军有五公里之处的地点布阵；从第二天开始，将布阵地点逐渐向敌营移近；最后移到庞培军阵营所在高地的正下方。凯撒这样做，是为了让敌方的士兵习惯他的作法而放松警惕。同时，凯撒可以借此机会来观察敌方的阵容。

凯撒观察庞培的阵容之后，推测到了庞培的战术。在《高卢战记》中，凯撒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如果按照教科书的指示行动，是无法获胜的。」这一次，凯撒也许推测到庞培的战术就是沿袭了教科书的指示。在步兵尚未开始行动之前，以骑兵对敌人进行包围、歼灭的战术，就相当於以下这个公式：（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比奥）÷三。不过要沿用这种战术，就必须在骑兵方面占有优势。相对于凯撒的一千名骑兵，拥有七千名骑兵的庞培，有可能沿用这种战术。

另一方面，凯撒的骑兵仅相当於敌军骑兵力的七分之一，无法像庞培一样可以沿用教科书上的战术。所以凯撒必须用新的战术，也就是采取连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和西比奥都未曾用过的新战术，才能与目前的庞培抗衡。

话又说回来，凯撒军也并非在所有方面上都处於劣势。在人数上处於劣势的重步兵，在「质」上是值得信赖的。与庞培的四万七千名步兵相比，凯撒的步兵不到二分之一。然而，这二万二千名的主力，是凯撒的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团，是从高卢战役的第一年开始就在凯撒的指挥之下身经百战的最精锐部队。凯撒计画让全军的重步兵，拥有更大的机动性。如果按照以往的教条，步兵都是在骑兵对敌人进行包围之后才开始行动；而这一次，凯撒把包围敌人的任务都交给了步兵，也就是从两翼和正面三方面一齐对敌军发动进攻。凯撒是因为骑兵的人数太少才想出这个策略，不过凯撒的精锐部队，连步兵的动作也十分敏捷，而且战斗经验十分丰富，所以凯撒才大胆地作出了这样的布置。






法尔沙拉斯平原略图




现在，凯撒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抗七倍於自己的敌军。因为是在平原作战，骑兵可以发挥最大的机动性。如果自军的一千名骑兵与敌军的七千名骑兵从正面发生冲突，结果可想而知。

凯撒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以自己的一千名骑兵，不可能沿用三位前辈所传下的，从背后包围敌人的战术，所以这一千名骑兵只能作为对抗敌军七千名骑兵的手段。即使如此，如果与敌人从正面冲突也会失败，因此，凯撒决定使用手中所拥有的「秘密兵器」——马。因为在当地，根本就不可能补充骑兵的人数，只能考虑活用手中的马匹。数天来的布阵，对于凯撒「秘密兵器」的预演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布阵之后，河川就在凯撒军队的左侧。阵形如下：


左翼——主力为第八、第九军团，由安东尼指挥。




中央——主力为第十一军团，由多米提斯指挥。




右翼——主力为第十、第十二军团，由苏拉指挥。




最右翼——骑兵。



总指挥凯撒则在右翼的背后布阵，位置正好与庞培相对。因为不是在高地上，所以凯撒是骑在马上的。

在布阵的几天当中，凯撒有意不让敌人注意到他的「秘密兵器」，目的就是在战斗时可以一举削弱敌人骑兵的机动性。因此凯撒作了以下的安排：


一、将以往在战斗中守护队旗的轻步兵四百人加入骑兵团，编成步、骑兵混合队。这些步兵既年轻，又是轻装，行动十分敏捷，既可以坐在骑兵的背后一起乘马，又可以轻快地从马背上一跃而下。当然，这也是在布阵期间的预演中所得出的经验。




二、为了不让敌方察觉到这一点，凯撒在布阵时并没有进行过「步骑混合」的预演，而是决定在战斗开始时才使用他的「秘密兵器」。凯撒相信不必经过预演就可以出阵，是因为执行这个任务的，是他精锐部队中的精兵。



至於重步兵，凯撒忠实地按照罗马军的传统编成左翼、中央、右翼的三列横队。从前列开始分別是「哈斯达利」、「普林基佩斯」、「多利亚利」。所谓哈斯达利是以年轻士兵、普林基佩斯以中坚士兵、多利亚利以熟练兵力为主的布阵方式。不过罗马一般士兵的服役年龄是从十七至四十五岁，所以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士兵，年龄也不会超过四十五岁。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凯撒军队经验丰富的士兵，指的是自西元前58年，也就是高卢战役的第一年开始，在凯撒指挥之下经历过十年战争洗礼的士兵。






两军布阵略图




凯撒把左翼、中央、右翼所有多利亚利经验丰富的士兵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特別军团。

凯撒所以选出这些精锐步兵，是因为需要他们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在敌军的七千名骑兵进行猛攻之时，要这些步兵伸开两臂叉开腿站在前面。要以这样的方式站在迎面而来的骑兵面前而不动如山，没有勇气是无法做到的。年轻的士兵即使有足够的体力和斗志，却不能保证他们在关键时刻，是否可以保持这种依靠经验积累出来的勇气和胆量。

此外，这些步兵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也没有必要进行预演，凯撒只要对他们发出指令就可。为了不让敌人察觉到，所以凯撒把这个二千人的特別军团，布置在右翼的背后，也就是最靠近他自己的前面。





以这两种「秘密兵器」，是否可以如愿地削弱敌方七千名骑兵的机动性呢？凯撒认为一定会达到目的。

在这里，让我们回想起凯撒少年时代的小插曲。那就是他双手绕在脖子后，骑着裸马的姿势。之后的凯撒，可以一边驾驭马匹，一边与享有盛名的骑马民族——努米底亚骑兵或是日耳曼骑兵拔刀交战。这一点在士兵中也早有定评。这说明了凯撒对于马这种动物的习性应该是十分熟悉的。

如果熟谙马习性的人，应该知道在马这种动物面前，即使是蹲着只兔子，牠们也会马上停止不动；也就是说，马在本能上是非常讨厌用脚踢的动物。像我这种不注意到马的这个特性而又拙笨的骑手，如果马匹突然停步不前，一定会一个跟斗翻身落马。骑马要求有一定的骑术，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助走距离，马就无法越过障碍物。总之，要发挥马的机动性和冲锋力，不但需要一定的距离，还必须有一定的空间。

这样，只要控制了敌军骑兵行动的距离和空间，要实现削弱骑兵机动性，使骑兵失去冲锋力的目标就不会只是个梦想了。如果这样，连庞培拥有七千名骑兵这一点，都会变成有利于凯撒的因素。

七千名骑兵所需要的助走距离和空间很大，只要设法缩小敌人的活动空间就可以。凯撒对敌军七千名骑兵的猛攻计画，首先以一千名骑兵和四百名步兵所编成的步、骑混合军团在一边假装对抗，一边闪开。就在敌军以为可以容易地绕到凯撒军背后之时，二千名精锐步兵猛然出现，伸开两臂、叉开腿站在迎面而来的七千名骑兵面前。同时，凯撒的步、骑兵混合军团就可以趁机绕到敌军骑兵的背后，最后把敌军的七千名骑兵迫入「围栏」之中，也就是将敌军的七千名骑兵逼到由凯撒的二千四百名士兵用马匹和长矛所构成的「围栏」之中。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负责伸开两臂、叉开腿站在迎面而来的七千名骑兵面前的二千名步兵。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必须站在原地，一步也不能后退。凯撒指示了作战方案之后，对他们说：


「成败如何，就看你们的勇气了。」







只要成功地削弱敌人的主要战力，无论是哪一次会战，都可以获胜。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的凯撒，正在尝试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和西比奥都未曾用过的新战术。这次率领庞培军主要兵力的是熟谙凯撒战术的拉比埃努斯，所以凯撒必须用连拉比埃努斯也料想不到的方法，来削弱庞培军的主要战力。





庞培军的阵营在较高的斜坡上。从阵营地到平原，是开阔而且坡度又小的山路。在凯撒布阵的同时，庞培也总是把军队拉出营地外，展开战斗序列，但都只是在开阔而坡度小的山脊布阵而已，并没有让军队下到平原。这样凯撒就无法作战。因为如果从低处向在高处的敌人发动进攻，只会使自己的军队付出重大的牺牲。这时的形势似乎没有什么不利于庞培的地方。战争的长期化只会使凯撒的处境越来越不利。这样，凯撒虽然作好了战斗的一切準备，却苦於无法抓到战机。

凯撒因此决定试试他的运气，再一次进行诱导作战。他命令军队从营地撤离，吹起出发的军号，为了让敌军看到这个举动，还故意命令运送行李的车队横过平原。

另一方面，在庞培的阵营中也充满着决战的气氛。庞培对将在这场战斗中获胜这一点没有丝毫的怀疑。拉比埃努斯也激励士兵们说，凯撒的精锐兵力大多数都已经在高卢战争中死去，剩下来的只是少数，已不足为惧。看到凯撒的军队已经开始撤离，庞培军认为已经是不战而胜，於是也开始移动布阵的位置。凯撒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判断自军在地势上已不再处於劣势时，马上命令军队停止撤退，放下行李，拿起武器準备投入战斗。凯撒对全体士兵说：


「现在不是撤离而正是战斗的时候。我们盼望已久的战斗机会终于到来了。我军已经做好了最佳的準备，以后也许不会再有像今日的好机会了。」



紧接着，凯撒马上把军队排列成战斗的阵形。

从士兵準备进入战斗的态势，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士气。凯撒可以看出自军的士气正处於最高的时刻。布阵完毕之后，凯撒一边策马经过全军面前，一边按照罗马军队的惯例进行战斗开始之前简短的动员演说。他所强调的，只是如下的一点：

自己一直都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而且为此已经多次试图与庞培和解而未能如愿以偿。这一点士兵们都有目共睹。

说完了这一点之后，凯撒命令扬起开始战斗的红旗。在返回自己的位置之时，凯撒在第十军团的附近听到百人队长克拉斯蒂努斯对自己属下的士兵说：


「我所指挥的士兵们：只要听从我的指挥即可。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最高司令官所交给的任务。今天的这场战斗将决定我们的命运。战斗结束之后，凯撒就可以恢复名誉，我们也就可以返回故乡了。」



看到凯撒在倾听，这位百人队长对最高司令官高喊道：


「将军：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会以今日的行动来让你感动。」



说完之后，百人队长克拉斯蒂努斯首先奔出战列，冲向敌军。他的后面，紧跟著他所指挥的一百二十名士兵。法尔沙拉斯会战，就从凯撒军的进攻开始了。




西元前48年8月9日



那时，在两军之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然而发动进攻的只是凯撒军队，因为庞培禁止自己的军队前进。所以凯撒的步兵就必须拿着武器奔跑二倍的距离才可以接近庞培的军队。庞培原以为凯撒的步兵在接近之时，一定会疲惫不堪，正好趁势迎击。不过这种管理方式对凯撒训练有素的士兵并不适用。

凯撒在《内战记》中也记载这个场面：


「以我的推测，庞培采取这样的战术，大概是因为他忽略了这一点，就是战斗时士兵们胸中所湧起的战斗热情和情感的冲动这种自然情感。作为指挥官，不应该抑制这种冲动性的行动，而是要鼓动起士兵的这种热情和冲动。战端一开始，就吹起军号，在全战线高声吶喊。这种自古以来的习惯并非没有其道理。这样不仅可以让敌人感到畏惧，也可以鼓动自军冲锋陷阵的勇气。」



庞培是身经百战的勇将，他準备在凯撒的士兵疲惫不堪时来个迎头痛击。同时，他还以为在长距离的奔跑之后，原来是一条线的凯撒军阵形一定会变形，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攻击了。然而这并不适用于凯撒训练有素的士兵。

战斗开始的信号一发出，以左翼、中央、右翼的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军团为首的凯撒军就开始冲锋。奔跑了一半的距离之后，他们发现庞培的军队还是站在原地不动。这时，凯撒军的士兵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命令，但是凭著多年的战斗经验，他们在中间停了下来。士兵停止了奔跑，作深呼吸并整理战列，然后又持著长矛继续展开进攻。就这样，当他们到达敌军面前时，既没有疲惫不堪，阵列也没有变形，就像开始进攻之时一样，还是形成一条战线，从左翼、中央、右翼突击敌军。

然而，在人数上要比凯撒军多出三倍的庞培军还是抵挡住凯撒军的突击，在人数上佔优势的庞培军阵形也没有崩溃，在全线应战。庞培看到这一点，於是命令最左翼的七千名骑兵进行总攻击；同时，轻步兵开始射箭以协助骑兵进入攻势。

凯撒的一千名骑兵看到拉比埃努斯率领七千名骑兵迎面冲来，就装出恐惧的样子闪开。这样一来，庞培七千名骑兵的攻势变得更为勇猛；而凯撒看準了这瞬间的机会。

此时，一直隐藏在后面的二千名精兵出动了，原来闪到旁边的一千名骑兵与四百名步兵所组成的步、骑兵混合队也同时绕到敌军七千名骑兵的背后，开始了把敌军的骑兵赶入「围栏」的作战。

凯撒的军队首先击退了援助骑兵进攻的庞培军弓弩手，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庞培的七千名骑兵之中，没有一人一骑能够轻易冲破由凯撒的精兵所构成的「围栏」。

然而，以一千名骑兵和二千四百名步兵所组成的「围栏」，还是无法包围庞培的所有骑兵；而战场的南面就是平原，所以无法追击从「围栏」中逃脱、四散逃走的骑兵。

即使如此，凯撒军还是成功地避免了被敌军七千名骑兵包围的情况。另外，骑兵虽然具有超群的机动力，但是如果不形成一个团体就会失去战斗力。凯撒在会战的第一阶段就已经成功地削弱敌人的主战力量了。

此时的庞培也已经意识到凯撒的意图了，他的反应就是策马奔回阵营。

另一方面，凯撒命令已经粉碎敌军骑兵攻击的一千名骑兵和四百名年轻步兵以及二千名精兵，全部投入对敌人的左翼攻击。

这时凯撒军的右翼正在攻击敌人的左翼。这样一来，庞培军的左翼是三面受敌，不仅在正面，在左侧和背后都受到凯撒军队的攻击。即使是以前曾经在凯撒手下战斗过四年的两个军团，也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势。

即使如此，庞培军中央和右翼的阵形尚未崩溃，还在勇敢地应战。庞培军都以为凯撒军已经没有余力再绕到背后进行两面夹攻；然而，凯撒军还是做到了。

前面已经提到，凯撒忠实地按照罗马军的传统，把军队编成哈斯达利、普林基佩斯、多利亚利的三列横队。在会战的第一阶段，凯撒只投入了前两列的兵力，第三列的多利亚利尚未出动。

这时，轮到老兵出阵了。之前已经与三倍之多的敌军战斗过的前两列退下，稍作休息。第三列在人数上虽然不多，但却可以在没有疲惫的状态之下投入战斗。

庞培军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受伤的人也已不计其数，这时又遭到凯撒老兵的攻击。由于阳光的反射，凯撒军的老兵所执的长矛显得闪闪发光。另外，第一、第二列的士兵擦拭完沾在剑锋上敌兵的血迹之后，几乎等不及凯撒下令，又马上士气高昂地投入了战斗，从旁边和背后包围敌人。

庞培的中央和右翼也像左翼一样全面瓦解了。已经没有一兵一卒能维持迎敌状态了。

这时正值希腊的仲夏，强烈的阳光无情地照射著战场上小山一般的尸体。

败走的庞培军士兵似乎连驻守自军的阵地都已经忘记了。大多数人都朝着与自军阵营相反方向的河川对面高地逃跑。

凯撒虽然知道部下已经十分疲惫，还是决定一鼓作气，乘胜追击。首先，他下令攻击敌军的阵营。

在阵营中的庞培，也听到了凯撒军队正在迫近的声音。直到昨天为止还以常胜将军自夸的庞培，这时也放弃了阵营。跟随庞培一路快马加鞭逃往拉里沙的，只有寥寥无几的数骑。

攻入庞培的营地之后，凯撒所看到的是为了庆祝会战胜利而準备的一个个阵幕。高官将领的阵幕都用常春藤的叶子来装饰，地上则以青草铺设，桌面上摆设著银制的食器。

这一切，不仅表明了庞培军队战时奢侈的物质生活，也表明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料到会在今日的会战中败北。

即使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凯撒还是对自己的部下说，战斗尚未结束，并禁止部下抢劫胜利品。之后，他又命令军队追击从阵地后门向北逃走的庞培。

然而，根据追击庞培的部队所带回的消息，庞培并未在拉里沙停留，而是已经向东逃往距拉里沙五十公里之处的海边了。

追随庞培逃往拉里沙的三十骑，其中有梅特鲁斯·西比奥、西元前49年的执政官廉托鲁斯和马塞拉斯。




在得到这个报告之前，凯撒已经开始处理敌军的残余兵力了。逃走的敌兵大多集中在河川对岸附近的高地之上，如果不及时处理，让他们逃到防守坚固的拉里沙，就会留下后患。

凯撒将军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留下驻守自军营地，一部分驻守庞培军营地，其余的四个军团，由他亲自率领，渡河包围庞培的残余兵力所在的高地。

经过一天的激战，士兵们都已经疲惫不堪，夜幕又已经降临了。但凯撒还是一边激励士兵，一边命令他们在高地和河川之间挖掘壕沟，切断敌人的水源，以便达到不流血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的目的。

工事完成之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朝阳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几乎就在工事完成的同时，在高地的敌军派出了使者，向凯撒表示愿意投降。

面对着站在自己面前庞培军的残兵败将，凯撒首先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俘虏的人数总计有二万四千名。在俘虏之中，有人甚至伏在凯撒脚下，哭着求他开恩，放他们一条生路。

凯撒命令伏在地上的俘虏起来，为了消除俘虏们的恐惧，凯撒针对自己一贯实行的「宽容」精神作了简短的说明。接着又表现出非常宽大的态度，让全部俘虏自由选择去留。不仅如此，还命令自军的士兵不得伤害庞培军的败兵，也不得抢夺他们身上所带的财物。之后，凯撒命令彻夜动员的四个军团士兵返回营地休息，他自己则率领原来驻守营地而得到充分休息的四个军团追击庞培。然而向海边逃走的庞培，这时已经乘着运输小麦用的船只，经海上向东逃走了，凯撒只好率军返回法尔沙拉斯平原。他必须马上确立善后政策并作出指示。





「法尔沙拉斯会战」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凯撒与庞培的决战，结果如下：败北的庞培军方面战死者有六千人，俘虏有二万四千人。被释放的俘虏当中，有凯撒的情人塞维莉亚的儿子——三十七岁的布鲁图斯。凯撒甚至对全军下令不得射杀布鲁图斯。当他获悉俘虏中有布鲁图斯之时，欣喜异常；与其他的俘虏一样被释放之后的布鲁图斯，虽然凯撒没有强求他，他也没有与逃走的庞培派高官一起行动，而是与那些表示以后将效忠于凯撒的士兵一样，选择了留下。

至於凯撒军队方面的牺牲，战死者只有二百人。不过三十名的百人队长都战死了。其中开战之前曾对凯撒发誓过，无论生死都会以行动来感动凯撒的百人队长克拉斯蒂努斯也在其中。这位百人队长，脸部受到敌人剑锋的直击而战死。

凯撒的面前摆著庞培的九面军团旗，加上大队旗和中队旗，一共有一百八十面。庞培一共有十一个军团，十一面军团旗之中的九面都已经落入了凯撒手中。罗马人只要记住这个数字，就可以计算出战果了。

败走的庞培派高官将领之中，只有阿赫诺巴布斯被凯撒军骑兵追上而被杀死。

至於庞培则与梅特鲁斯·西比奥、廉托鲁斯和马塞拉斯三位高官将领乘着小麦运输船向东逃亡。

西塞罗和小加图两人负责驻守狄尔哈强，所以并未参加法尔沙拉斯的会战。

庞培的长子劳斯正在亚德里亚海指挥海军，所以也没有参战。

至於其他高官将领的去向：会战中指挥过右翼的阿法拉纽斯、与阿法拉纽斯一起在西班牙战役中惨败在凯撒手中的佩里阿斯和瓦尔罗，以及在军事上最受庞培信任并被委任为庞培主战力——七千名骑兵总指挥的拉比埃努斯，这四人在总战线崩溃之后成功地逃到狄尔哈强，身为指挥官的四人，都是骑马逃离了战场。

然而，无论是逃到狄尔哈强的四人，还是驻守在狄尔哈强的西塞罗和小加图以及其他庞培派元老院议员，都一致认为，狄尔哈强虽然位于海岬的尖端，防守坚固，但毕竟与陆地相连，再也不可能守在这里抵抗凯撒。最后他们决定放弃狄尔哈强，全体逃往科孚岛。因为凯撒没有海军，一时不易攻下。

除了逃往东方的人之外，庞培派的要人，包括庞培的长子劳斯在内，在科孚岛召开了会议。

会议的结果，一致认为科孚岛仍非安全之地，从科孚岛到义大利，经海路只需要两天的时间。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获胜的凯撒军队，正值气势磅礴之时，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在义大利编成船团前来攻打。

因此，他们决定趁着庞培现在还掌握强大的海军，逃往北非。在北非，庞培派曾经消灭过古里奥的四个军团，他们决定在那里等待庞培，希望集结兵力卷土重来。

不过，也有人反对这个方案。反对的人认为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的败北，不只是战斗中的失败，而是败给了凯撒这个人。所以决定从今以后退出政治生涯。

西元前51年的执政官——强硬的反凯撒派马库斯·马塞拉斯（Marcus Marcellus）决定在希腊引退并在该地度过余生。

曾任庞培的军团长、在西班牙战争中与凯撒对决、投降又被凯撒释放之后投奔庞培的瓦尔罗，这一次也离开了庞培。这个与其说是武将，不如说是文人的瓦尔罗，决定返回义大利，重新开始他的学究生活。

西塞罗也决定不去北非。当他说要返回义大利全心全意过着笔耕生活时，劳斯·庞培视他为叛徒而将他痛骂了一顿。瓦尔罗和西塞罗两人，不像马塞拉斯一样流亡他乡，而是决定返回罗马，因为只有这两人，可以与凯撒在文学、艺术上进行亲密的对话，所以他们认为凯撒会原谅他们曾经跟随过庞培这一点。实际上，凯撒后来还任命瓦尔罗为罗马最初的国立图书馆馆长。





与伊沙斯会战、坎尼会战、扎马会战相比，法尔沙拉斯会战中，战败一方的战死人数非常少。不仅如此，也是俘虏人数大大多于战死者的唯一一次会战。此外，全部四万名步兵和七千名骑兵之中，除了战死的六千人和被俘的二万四千人之外，还有二万四千人逃走，这也是历次会战中所未有的情形。这是否说明凯撒作为武将的能力，远远不及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和西比奥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二万四千名的逃亡兵。庞培的军队之中，有很多来自与庞培有“Clientes”关系的同盟国援助兵。这些士兵有的是由君主亲自指挥，有的是由属下的武将率领。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当庞培军全线溃败之后，这些士兵既没有追随庞培一起逃亡，也没有跟著庞培派的罗马人逃往狄尔哈强，而是分別逃回自己的故乡，而他们的故乡也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对凯撒来说，并没有必要追击这些同盟国的士兵，所以也没有下令进行追击。况且，这些人都是最有力的现场证人，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必定会把法尔沙拉斯会战的结果传播开来。就算是凯撒要进攻这些人，那也是因为他们的故国仍然像以前一样属于庞培的“Clientes”。

另外，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俘虏的人数比战死者的人数要多出四倍，原因不必多加说明，因为之前的二位名将是以敌国的国民对手战斗，而凯撒是与本国的国民作战。正因为如此，凯撒甚至让二万四千名的俘虏自由选择去留，并没有强制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

内战，并非只要获胜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只是求胜，那么凯撒就会变成苏拉。凯撒不但不想沿袭苏拉的作风，而且确信那绝对不是有益的作法。

在今天陆军大学的教材中，伊沙斯会战、坎尼会战、扎马会战仍然是包围歼灭战的好例子。然而，法尔沙拉斯会战没有得到这样的荣誉，也许有教师会提到这个会战，但并没有作为固定的课程。

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前三者发明了会战的「方式」并以公开方式获胜；而凯撒所采用的则是「权宜之计」。所谓「方式」，就是无论是谁，只要沿袭它，就会有一定的效果；而受使用者的才能所左右，或是只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才可以适用的，就无法作为教材了。

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和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大概都可以稳站於西点军校的教坛。如果是凯撒，也许会说：


「先让我看看敌军和战场，然后再考虑获胜的方法。」



如果这样可以获胜当然是皆大欢喜；然而，这却不能创造出讲求妥当性的「方式」。

凯撒的本质与前三人不同，与军事相比，凯撒更重视的是政治。对他来说，军事不过是辅助政事的一种手段而已。事实上，后世的战争史研究者对如何评价凯撒在战争史中的地位颇觉头痛。

附带说明一下，由亚历山大大帝所创造、汉尼拔所完成并由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所证实，有效地利用骑兵的机动力来进行包围歼灭的作战方式，在以后的历史中也多次证明了它的实效。后来，骑兵虽然由战车所替代，它的妥当性还是持续著。即使在最近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的战车和直昇机部队就让人想起以前骑兵所担任的角色。





无论是称为权宜之计还是奇谋，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大获全胜的凯撒，虽然释放了所有的俘虏，但同时不能忽视的事实就是庞培派的大多数要人都成功地逃过了凯撒的追击。而凯撒所担心的，是否只是庞培一个人作为武将的才能呢？就算只是激励士兵用的口号，他曾说过以下的话。

在前往西班牙进攻阿法拉纽斯和佩里阿斯所率领的七个军团时，凯撒曾对士兵说：「前往攻打没有指挥官的军力」；而在出发前往希腊与庞培决战之时也曾宣称：「前往攻打没有军力的指挥官」。

现在，庞培已经逃走了，凯撒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获胜后，也没有马上返回罗马，而是决定亲自率军追击庞培。

凯撒在书中这样写道：


「为了防止庞培逃亡后再编成军队而使内战长期化，而必须及时追击庞培。」



不过，因为凯撒要亲自率军追击庞培，就必须把善后的政策对部下作充分的交待。对凯撒来说，与庞培的对决尚未结束。

法尔沙拉斯会战发生在西元前48年的8月9日，如果根据后来凯撒所改革的历法，也就是所谓实际上的季节，应该是6月的29日。这时虽然有充分的时间来追击庞培，但是如果按照现在所使用的历法来决定执政官的任期，凯撒作为执政官的任期将不到五个月就要期满了，而追击庞培需要多长的时间，现在还是无法预测。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安全起见，有必要首先确立隔年、也就是西元前47年的对策。





身为西元前48年执政官的凯撒，如果不改革苏拉所定下、必须经过十年之后才可以再选执政官的律法，就无法再就任西元前47年的执政官。然而，这时的凯撒却没有时间来改革已经实施了二十年以上的「苏拉法」以及提出新的法令。

如果像西元前52年的庞培一样，当「没有同僚的执政官」，也就是一个人的执政官，又会怎样呢？就任过西元前55年执政官的庞培，没有经过十年而只在二年之后又再度就任执政官，是因为当时有收拾紧急事态的任务。本来，当时的庞培可以就任独裁官来收拾紧急事态的；由于元老院并不喜欢这种独裁官制度，所以最后变为「没有同僚的执政官」。

但是，以推翻元老院主导的现行体制为目标的凯撒，既不需要顾虑到元老院议员的喜恶，也没有必要得到他们的承认，所以即使同样是出于收拾紧急事态，凯撒选择了在西元前47年开始就任独裁官的方式。如果是独裁官，只需要有两位执政官之中一人的任命即可。凯撒写了一封信给留在首都、同为执政官的同僚伊扎里克斯，要求他在西元前48年12月的最后一天，任命自己为独裁官。

独裁官还有权任命次席——如果直译就是骑兵团长。凯撒任命三十四岁的安东尼为次席。在凯撒率军追击庞培、不在首都期间，安东尼将代表凯撒统治本国罗马、处理士兵的待遇以及其他诸方面的问题，这样就填补了政治上的空白时期。在战场上显露出众才能的安东尼，在政治上的才能到底如何，这时就要受到考验了。

从凯撒后来的行动倒过来算，从法尔沙拉斯会战结束后进行战后处理、确立隔年的对策到发出多方面的指令并开始追击庞培，这一连串的行动，只不过花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凯撒在这期间内，没有一次真正休息过。显然，凯撒对庞培的逃走还是放心不下。这一次，凯撒只率领了第六军团的士兵追击庞培。

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作为主力奋战过的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团，按照凯撒的指示，返回义大利整备。这些军团兵自西元前58年高卢战役的第一年开始，就一直追随凯撒战斗至今。而第六军团的士兵，则是从西元前53年所编成的军团，士兵的年龄比其他的军团兵要年轻五岁左右。尽管如此，他们也已经在凯撒的指挥之下有了六年的战斗经验，因此凯撒决定率领这个既可信赖又较年轻有活力的军团来进行这一次的追击战。




追击



凯撒这一次决定从陆路追击，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没有船只，另一面是因为凯撒打算在追击庞培的同时，把以前与庞培有“Clientes”关系的东方诸国，编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

得知战败之后马上逃往拉里沙，又从拉里沙不分日夜、快马加鞭逃到海边的庞培，在那里已经乘着运输小麦的船只逃往爱琴海。不过庞培对这种普通的船只还是放心不下，所以在8月12日，他首先在希腊北部马其顿地区的海港安提波里斯上岸，然后从那里征用了五层高的大型帆船继续逃亡。虽然庞培已经远离法尔沙拉斯，但还是得知了凯撒正在接近的消息，庞培又再次从海上出发了。这次他首先前往妻子柯尔涅莉亚（Cornelia）以及还是少年的儿子塞格斯多斯所避难的雷斯波斯岛。与庞培同行到安提波里斯的西元前49年执政官马塞拉斯和廉托鲁斯两人，则首先出发前往罗德斯岛，庞培命令这两人以罗德斯岛为中心重建庞培的军队。另一方面，庞培在雷斯波斯岛接到妻子之后也会前往罗德斯岛。庞培打算经由罗德斯岛绕过小亚细亚的罗马属地，再经塞浦路斯岛前往叙利亚，以图东山再起。然而，法尔沙拉斯会战的结果，以比庞培的逃亡要快得多的速度，已经在这些地方传开来了。

凯撒已经看透了庞培的意图，所以即使得知庞培从海上逃走之后，并没有马上準备船只追赶，而仍然从陆路向东前进，直达隔开希腊与小亚细亚的达达尼尔海峡。

受庞培的命令驻守在附近海域的是加西阿斯。他是五年前在远征帕提亚败北的克拉苏军中唯一幸存的指挥官，之后一直在叙利亚属省就任。不过，庞培派的加西阿斯这时也知道了法尔沙拉斯会战的结果，他没有任何抵抗，就带着庞培所委派给他的十艘军舰和全体士兵向凯撒投降了。

凯撒当然也像以往一样，让全体士兵自由选择去留。然而，就是这个加西阿斯，在四年之后，拉拢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被凯撒所释放的布鲁图斯，成为暗杀凯撒的主谋。





凯撒在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之后，又继续向小亚细亚西岸的南部进军。凯撒所到之处的各国使节，都以庆祝法尔沙拉斯会战胜利的名义慰劳了凯撒的军队。而之前，这些地方都向庞培提供过资金、兵力或船只。

凯撒并未因为这些国家曾经追随过庞培而加以非难或惩罚。相反的，他还把从这些地方所征收、在庞培时课以重稅的间接稅额减少了一半。当然这一点也是凯撒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作出的决定。

在庞培曾经视为是自己地盘的东地中海诸国，这时都一起转为凯撒派了。前往罗德斯岛的两位前执政官，甚至连港口都无法靠近；而在雷斯波斯岛滞留了几天之后向南逃亡的庞培，在西里西亚和塞浦路斯这些他曾经称霸过的罗马属地也吃了闭门羹。“Clientes”的情义，在他变成败将时也无法通用了。

面对这种现状，庞培失去了在叙利亚卷土重来的气概。





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都走投无路的庞培，还有最后的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是前往北非，与法尔沙拉斯会战后逃到北非的自己派要人会合；第二是逃往埃及。无论是选择哪一种，其中各有利弊。

在北非，除了庞培的长子劳斯之外，阿法拉纽斯、佩里阿斯、拉比埃努斯和小加图都在那里。而选择北非的坏处就是无法忽视连接非洲属省的努米底亚王国。消灭古里奥军队的，与其说是庞培在北非属省军队的功劳，不如说是努米底亚王的功绩。正由于这一点，在形式上是同盟国而实际上是罗马属国的努米底亚，明显地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在庞培的一生中，享有罗马第一的武将甚至有著可以与亚历山大大帝并驾齐驱的尊称——「伟大的庞培」。他本人也深以此为荣。现在虽然是一败涂地，他的自尊还是让他无法忍受属国王侯的架子。

如果选择埃及，同样是有利有弊。现在统治埃及王朝的是姐弟两人，他们的父亲因有庞培之助而得以恢复曾一度被篡夺的王位。为了保证王室的安泰，庞培曾派遣部下的盖比纽斯率领一个军团前往驻守亚历山大港。现在统治埃及王朝的是庞培的“Clientes”（被保护者）。实际上，在与凯撒进行对决之前，庞培曾经请求所有有“Clientes”关系的地方派遣援军。当时，共同统治埃及的克丽奥佩脱拉以及她的弟弟曾经提供了五十艘的军舰。因为响应保护者的要求是被保护者应尽的义务。

在罗马人看来，这种相互扶持的关系理所当然应该是世代相传的。不过，罗马社会这种独特的人际关系，如果在罗马社会以外也得到尊重的话，那是因为考量到利害关系。还无法习惯失败又因处处吃了闭门羹而意志消沉的庞培，简直没有勇气来面对这种人性的现实性。也许是他从未嚐过挫折的滋味，所以无法面对人间的世态炎凉吧！如果是凯撒，一定可以正视这个现实。就像他自己在书中所写的一样：


「苦境，可以使朋友变为敌人。」



此外，选择埃及王朝作为逃亡之地，实在是庞培的不幸。因为在那时候，共同统治埃及的姐弟两人产生了对立，被逐出王位的克丽奥佩脱拉正在集结兵力，计画夺回王位。埃及可说是几乎正处於内战的状态之中。庞培的岳父梅特鲁斯·西比奥和两位前执政官都力劝庞培前往北非，但庞培还是选择了埃及。

庞培所乘的船只经过爱琴海之后，一直向南航行。几天之后，抵达小亚细亚的凯撒，也得知庞培正经由海路逃往亚历山大。这一次，凯撒决定乘船进行追击。运输三千二百名步兵和八百名骑兵所需要的船只，由原为庞培的“Clientes”罗德斯岛提供。一方面是慑於胜者之威，一方面也是为了报恩。因为在狄尔哈强会战前，罗德斯岛出身的士兵曾被安东尼击败并成为俘虏，后来被凯撒全部释放，使他们得以回到故里。






庞培败走路线和凯撒追击路线




在一路南下的航海途中，庞培委托快速船带给年轻的埃及王他的亲笔信，要求埃及王允许他们一行以客人的身份在埃及上岸。不久，快速船带回了埃及王的口信，说埃及王室对庞培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庞培认为自己选对了道路，终于松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现在的埃及王可以登上王位的宝座，也是靠了庞培的力量。现在共同统治埃及王朝的姐弟两人正处於敌对的状况，以庞培作为武将的名声，在这样的斗争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这位意志消沉的五十八岁武将，似乎又恢复了元气，甚至开始準备在埃及王面前演说用的草稿了。

然而，接受庞培的亲笔信以及给庞培回信的，都不是埃及王本人，而是以辅助之名而实际上操纵埃及王的亲信。在这件事上，他们虽然是言行不一，但是他们的立场也并非不可理解。在决战中败北的庞培，在有同盟关系的诸国都吃了闭门羹；现在逃到埃及，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麻烦的事了。

这里还有必要提及曾经被庞培派遣到埃及，之后就一直在此驻守的罗马兵的心态。那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埃及化，在姐弟两人的斗争中，站在身为埃及王的弟弟一边，卷入了埃及王朝的家庭内讧。他们这种行为在罗马是决不容许的。这些罗马人，既不打算再回到庞培的手下，也无意去追随凯撒。

最后，他们的结论是将庞培杀死。至於实行这个计谋的过程、手段反映了主谋者低下、极为卑劣的品格。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当时是埃及王国的首都，同时也是东地中海最大的海港都市，港口设备完善，可以停泊大型的船只。庞培所乘坐的五层帆船，完全可以在有名的灯塔后面宽阔的内港拋锚。可是，由家庭教师和宦官所组成的埃及王亲信，以十五岁的埃及王名义，说将派人前往接应，指示庞培一行在港外等待。庞培也不疑有他。

前来迎接的船只终于出现了。虽然有不少的水手在划桨，却只称得上是小舟的小型船。船上有当时被称为希腊人伦理学教师的阿基拉斯，以及罗马兵出身的塞浦提斯。庞培认出当年在肃清海盗作战中曾在他手下担任过百人队长的塞浦提斯，更加安心下来了。阿基拉斯对庞培说埃及王正在岸上等待，请他首先上船，稍后会有船只前来接应其他的人。庞培完全不疑有他，相信了阿基拉斯的话。

结果，在阿基拉斯的劝说之下，首先乘船的除了庞培之外，只有西元前49年的执政官廉托鲁斯以及少数的士兵而已。在妻子、儿子以及岳父等人的注视之中，庞培等人离开五层的帆船，乘上了前来接应的小船。小船驶出后，就在离他们不到一百公尺之处，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五层帆船上的人，清楚地看到了庞培被塞浦提斯捉住，右腕被压到船身之外，动弹不得。庞培的生命，就在他亲人充满绝望的惊叫和悲叹声中结束了。

随着庞培上船的少数士兵也都当场被杀害，廉托鲁斯则被关入牢狱，后来也被杀害。庞培原来所乘坐的帆船，匆匆起锚，载着船上人的悲鸣离开了亚历山大港。

当时为西元前48年9月28日。自法尔沙拉斯会战以来，只不过经过了一个月又二十天。在庞培被杀的四天之后，凯撒也抵达了亚历山大港。

这时，埃及王室献上泡浸於香油之中的庞培头颅，以及他生前所戴的金戒指。根据后世的史学家，也就是古罗马时代的史学家普鲁塔克、加西阿斯·迪奥等人的记载，凯撒见到庞培死后的惨状，不禁流下了眼泪。

十二年前，也就是西元前60年，当时四十六岁的庞培与四十岁的凯撒两人，是共同组成「三巨头政治」的盟友。隔年，也就是西元前59年，庞培娶了凯撒的女儿尤莉亚为妻。西元前58年，凯撒把首都委托给庞培而率军前往高卢。在率军前往征服高卢之前，凯撒曾写下遗书，遗书中的继承人就是当时就血缘关系来说是他女婿的庞培。

然而，在七年之后，两人的关系渐渐趋於破裂。最后，庞培变为强硬的反凯撒派，昔日的朋友变成了今日的敌人。后来，凯撒渡过卢比孔河，庞培逃离义大利，再经过法尔沙拉斯会战，最后庞培惨死于埃及。这就是相差仅六岁的罗马两雄互相争雄最后二年的命运。冷峻但并非冷酷的凯撒，看到眼前昔日朋友的惨死而落泪，并不是什么不自然之事。然而，关于庞培之死，凯撒只是在书中写下了以下的一句话：


「在亚历山大，得知了庞培之死。」







这一句话，就像小林秀雄所说的，与其说它是文章，不如说它更像雕刻在大理石上的古代艺术品。

凯撒的《内战记》是以同时代的罗马人为对象所写的战记。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即使认为凯撒这句话是艺术品，那也不是过去而是当代的艺术品。读过这句话的人，如果是凯撒派，大概会奏起凯歌；相反的，如果是庞培派，大概会禁不止悲从中来而流泪吧！上面的这句话，在感情上迎合了两方的需要。

从这一句话中，即使是为庞培最后的不幸而落泪的人，也无法对凯撒加以非难。因为凯撒在此不仅没有对庞培作出任何批评，甚至没有写下在得知庞培之死时他心中的任何感触。这不仅真实地反映凯撒本身的气质，还说明了凯撒即使在此时也不忘政治上的考量。这一句话，就像雕刻在大理石上的文字一样，有一种抑制不了的重量感。

同样是在得知庞培死后而写的文章，西塞罗的风格就与凯撒迥然不同。虽说是写给他密友阿提克斯的私信，没有考虑到政治上的因素，但文章还是反映出写信之人的文笔及气质。


「庞培会有那样的结果，这一点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罗马世界所有的王侯百姓都清楚看出他所在的危险立场，在那样的状况之下，无论逃往哪里，结果都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不为他的命运而感到悲哀。我所认识的庞培，是不懂得避开窘境，而只知道直行的男子。」



二千年后的希腊研究者则这样写道：


「在战场上，庞培是凯撒唯一的对手。但是，在狄尔哈强会战中，凯撒是在自军败北后最后撤出战场的战士，而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庞培是最早逃离战场的战士。




知性和热情是区分天才与只有才能者的方法，而庞培，却缺少了天才的气质。」







「在亚历山大，得知了庞培之死。」这一句话，在当时有著正反两方面的读后感；而在后世，也使读者可以从多方面来进行推敲。

有的学者认为，不必经过自己的手就除掉了宿敌，这正是凯撒求之不得的最好结局。认同这种说法的研究者为数不少。然而，凯撒真的是那样想的吗？





如果在庞培死前，凯撒能够成功地捉到他，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在历次战斗中，凯撒都把所有的俘虏释放了，想必对庞培也只能如此。那么，获得释放之后的庞培又会选择怎样的生活呢？从他最后十五年的生活方式来推测，大概会携带娇妻、幼子引退到阿尔巴的別墅，偶尔招待前来探访的昔日部下，过着平静的隐居生活。

然而，如果是这样，凯撒就会感到麻烦了。因为庞培不是凭著明确的政治信条——以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治而成为「元老院派」、也就是「庞培派」的领袖，而是被那些有明确政治信条，而且坚决支持传统体制的人所推戴而成为领袖的。这样，即使庞培本人希望平稳地渡过余生，只要那些想利用他的人还在，他就有可能再次被推戴出来。所以对凯撒来说，庞培永远都是个危险人物。

那又应该如何处置呢？

以凯撒的作法，大概会向庞培提出「二巨头政治」的方式。让我们回想一下，凯撒在渡过卢比孔河之后，无论是在他自己，还是对庞培所提出的以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案之中，他所唯一坚持的条件只有一个——与庞培直接会谈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从这里推测到自从树立「三巨头政治」的时代开始，特別是在「卢卡」的「首脑会商」之后，凯撒坚信只要有机会与庞培促膝交谈，一切都可以如愿以偿。而这一点如果可以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实现，更会是如此。就是在表面上虽然是「二巨头政治」，但实质上会变成凯撒一个人操纵的「一巨头政治」。

让战败者参与政治并同化他们，是罗马人对战败者的传统处置方式，就像许多的事例所表明的一样，凯撒也是重视融合性、现实的罗马人。

如果这两人可以和睦相处，首先喝采的人必定是西塞罗。即使「二巨头政治」中的一人只是名誉会长或是没有代表权的会长。

正是这位西塞罗，对庞培生前的评价却是没有一句好话。即使是给他密友、没有任何政治上顾虑的书信，也是像以下的语调：

智慧不足，完全没有说服力，体力也已今非昔比；沉迷於娇妻而疏懒国政，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至於持久的意志力，从以前至今都没有过，等等。

读者一定会为西塞罗的行为感到目瞪口呆：他竟追随了这样一个在他眼里一无是处的庞培这么多年！但是，这就是西塞罗对庞培生前的评价。

然而，得知庞培死后，西塞罗对庞培的恶言也随之而止了。在某人死后，人们往往会忘却在生前对他的批评而只是想出他好的一面，这是在现实中很多人都有的共同之处。

让我们再做一个假设，如果以庞培为「会长」，凯撒为「社长」的「二巨头政治」可以实现，事情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逃往北非的强硬反凯撒派，也就是庞培派的人，将失去继续反对凯撒的名义。

然而，庞培已经被杀了，而庞培的被害，又成为那些人反对凯撒的理由和支柱。而且，在生前被认为有不少缺点的庞培，在死后反而被视为偶像而被称为「伟大的庞培」。

「在亚历山大，得知了庞培之死。」凯撒的这一句话，似乎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就是当时的凯撒，并不认为庞培之死是一个结束，而是看到了背后更远的东西。





无论在得知庞培之死后，凯撒真正的心境如何，庞培之死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以凯撒的性格，不会只考虑到以上所说的负面影响。庞培之死带给凯撒的好处，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对凯撒来说，作为武将而唯一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已不再存在。也就是说，今后凯撒只要「攻打没有指挥官的军队」就可以了。之后，凯撒在埃及长期停留并卷入了埃及王室的内部纷争。而且无论他是因为遇上西北风的季节而无法出港，还是被克丽奥佩脱拉的魅力所吸引而在埃及停留了那么久，从凯撒的这些行动，可以推测到他那一直绷得紧紧的神经，此时终于得以放松了。




二、庞培死后，即使可以继续成为反凯撒的象征，在现实上却再也不可能被推戴出来了。在「元老院派」之中，没有一人可以替代「伟大的庞培」。庞培的两个儿子劳斯和塞格斯多斯也只不过是承继庞培的血统而已；小加图虽然是个危险人物，但却没有声望；至於西塞罗，虽是罗马的「媒体代表」，力量也不足以成为反对凯撒的导引车。



所谓的内战，就是在国内分成两派的势力，互相对抗而引起的斗争。从这一点来看，这次的内战，以凯撒的卢比孔渡河开始，以庞培之死而结束。而以卢比孔渡河为开始的《内战记》，也并非以法尔沙拉斯会战而是以庞培之死为结局。之后，凯撒虽然也不断与「庞培派」斗争，但是对凯撒来说，那已经不是两大势力互相抗衡的内战，而只是对付不满份子的抗争而已。而《内战记》在那之后也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凯撒没有继续写作的时间，而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了。

实际上，之后的《亚历山大战记》、《非洲战记》和《西班牙战记》，都是出自凯撒的幕僚或是他部下的中坚指挥官手笔。特別是《亚历山大战记》的作者希尔提斯，是《高卢战记》最后一卷的作者，他并没有参加在亚历山大的战斗，而是根据凯撒的口述写成了《亚历山大战记》。而凯撒也只是口述，没有亲自动笔。《非洲战记》和《西班牙战记》也是由他部下写成。以凯撒的文笔，只要把他的口述稍作整理就可以成为出色的散文。可以想像，那时的凯撒，并不是写不出文章，而是没有写作的意向。




克丽奥佩脱拉



自从凯撒「在亚历山大，得知了庞培之死」之后，埃及王家的宫廷亲信，总觉得因为杀死庞培而在凯撒面前立了大功。

在向凯撒献出庞培的头颅和金戒指之后，由家庭教师和宦官所组成的埃及王亲信，派人传言给凯撒这位罗马第一的实权人物，同时也是霸权国家罗马的现任执政官，说既然他所求的东西已经到手，希望他们能尽快离开。凯撒虽不被个人的感情所左右，却认为这已经变为国家间的问题。埃及虽然是独立国家，但同时也是承认罗马霸权并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国家。正因为罗马承认埃及为独立国，埃及才得以独立国的形式存在。於是，凯撒决定以罗马最高统治者以及现任执政官的身份在亚历山大登陆。

以马基维利的观点，对没有习惯以民主的讨论方式来决定政策的民族，即使在这方面强加要求，也只是徒劳无功。

埃及自从西元前3000年开始，其间虽然更换过不少的支配者，但一直是一个绝对的君主政体国家。希腊人在埃及所树立的王朝，是从西元前四世纪开始，由亚历山大大帝所树立。在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之后，由大帝的一位将军开始托勒密王朝的统治。

当时，埃及阿蒙神庙的祭司，以神谕的形式，宣称年轻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不是人间之子而是神的儿子。因为自古以来，埃及一直都为神之子所统治，所以这一次也不能由人而是必须由神之子来统治。对埃及人来说，要经历死亡的人，是没有作为支配者的正统性的。同样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属下的将军为创始人的叙利亚塞流卡斯王朝，以介于神与人之间的角色统治王国，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则是以神之子的形式统治人间。正是这一点微妙的不同，使罗马在打败迦太基而在东地中海地区称霸之后，把马其顿和叙利亚都划为属省，但却让埃及以独立国的形式存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从罗马以迦太基为敌展开战争的时代开始，埃及王朝就一直站在罗马一边。之后，也没有像马其顿和叙利亚那样，对罗马宣战。总之，在外交上，埃及对罗马并没有做出错误的举动。

西元前63年，庞培废除了叙利亚的塞流卡斯王朝，编为罗马的一个属省。在那时，罗马也完全可以把埃及划为属省。因为那时埃及的军事力量，已完全不足以与罗马抗衡。

不过，罗马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并非随意地直接统治，即使将该国变为属省，只要没有与罗马敌对，还是会保留该国内部的各个势力。这是罗马人的支配方式。罗马人不会在宗教、语言、生活习惯方面进行强制性的同化。罗马人是多神教的民族，并没有像单一神教的民族一样，认定只有自己所信仰的神才是真正的神，所以对其他民族所信仰的诸神并没有任何的排斥。在巴勒斯坦，拥有统治地位的是犹太教，而在属于希腊系的托勒密王朝所支配的埃及，人们则是信奉奥斯里斯神（Osiris）和爱色斯神（Isis）。不过，在希腊系王朝所统治的埃及，应该是属于希腊语系。

罗马对同盟国所要求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要与罗马为敌。因为罗马人现在所做的、将来也想持续下去的，就是保证在罗马霸权之下各地方的国际关系及安全，以及充实罗马式的街道网在各地扩张所需要的资本。即使最初的出发点在于巩固罗马统治以及重视军事上的效率性，但是基本设施的整备当然使生活在「罗马世界」的人生活水準得到提高。

罗马所直接统治的属省，在对外关系与安全保障上都依赖罗马；而在实际上虽为属国、但是在形式上是独立国家的同盟诸国，与这些属省共同组成所谓的「罗马世界」。而罗马尽量避免把同盟国属省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安全保障费。对直接统治的属省，罗马有保障该地内外安全的义务，而属省人民的义务就是支付属省稅。另一方面，对在形式上为独立国家的同盟国，罗马则没有义务保障该国国内的安全。虽然少了属省稅，但是安全保障费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此外，因为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罗马在对外宣战时，也可以用保障相互间安全的名义要求同盟国派遣兵力。而同盟国派遣兵力的费用，由该国自己支付。罗马把这些国家称为「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就是因为他们给罗马带来许多的利益。

即使如此，罗马还是有许多属省化的地方，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像西班牙和高卢那样，有数目众多的部族，而不可能通过与某个部族交涉而进行统治的地方。

第二种就是像马其顿和叙利亚一样，虽然有自己的支配系统，但是几度与罗马敌对的诸国，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战败的迦太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罗马人虽然在汉尼拔身上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但是并未把迦太基属省化。至於马其顿和叙利亚，罗马人在战争中获胜之后，也并没有将这两地属省化，只是后来这两个地方多次与罗马为敌，使罗马最终不得不将这两地属省化。而那些一次也未与罗马为敌的诸国，甚至像努米底亚和茅利塔尼亚这些比马其顿和叙利亚要弱小得多的国家，也以独立国的形式存在。至於大国的埃及，只要保持「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的角色，本来也是可以继续作为独立国而维持国家安泰的。尤其是埃及的民情特殊，并不适合人之子的「罗马公民」统治。

然而，即使如此，罗马的条件是不与「罗马公民」为敌。而由家庭教师和宦官所组成的埃及宫廷亲信，似乎是缺乏了这种政治感觉。昔日的大国时常会犯像这样的错误。西元前一世纪后半的埃及，在两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昔日的大国——有三千年历史的埃及文明，以及亚历山大大帝以后三百年中闪耀著光辉的希腊文明。克丽奥佩脱拉的名字，也是马其顿王室女子所常用的名字。

凯撒命人把泡著香油的庞培头颅火化，并且送还给庞培的妻子。庞培的妻子柯尔涅莉亚将庞培埋葬於他生前最喜欢的阿尔巴別墅庭园中。庞培的墓地现在还保存在那里。

西元前48年的10月4日，也就是庞培被杀的六天之后，凯撒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了。以霸权国罗马的最高统治者以及现任执政官身份登陆的凯撒，身边追随着表示他显赫身份的十二名侍卫。一直与罗马和平相处的埃及首都居民，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光景。

凯撒一行的到来，刺激了亚历山大的住民，尤其是在希腊王朝统治之下众多的希腊住民。至今为止，他们并未以这样直接的形式目睹罗马的权力对埃及的影响。在沿道的人群眼中，凯撒以及他的军团向王宫行进的样子，简直是罗马人对希腊系埃及王室的侮辱。凯撒也感觉到这种紧张的气氛，认为必须认真地加以处理。凯撒派出使节，命令由庞培的残兵所编成、驻守在小亚细亚的军团前来埃及。同时，他清楚意识到在亚历山大应该做的事，而且也没有因为遇到困难而改变主意。

当同盟国发生内部纷争之时，罗马通常的作法就是在中间调停。虽然采取的是尊重同盟国的态度，不干涉内政的自由。但是只有当该国同盟国的内政安定下来，才可以维持与罗马的同盟关系。凯撒把埃及国内政情的安定，视为是身为罗马执政官自己的任务，所以在登陆之后，马上决定三天之后，也就是10月7日，在王宫召集引起纷争的当事人——克丽奥佩脱拉以及她的弟弟托勒密。凯撒的这个举动，又刺激了埃及的宫廷。

在《内战记》中，凯撒这样写著：


「人们往往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的现实。」



「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的现实」，这一点，不仅是埃及王室宫廷中的人而已。在希腊系王朝的支配之下，长期以来一直居住在埃及，尤其是在首都亚历山大为数不少的希腊商人更是如此。凯撒登陆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派遣援军，第二件事则是召集埃及王室姐弟。就在召集的当天，在姐弟俩到来之前，凯撒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宣布在亚历山大市内实行通商权的自由化。具体地说，就是把亚历山大经济界中的两股力量——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平等权利平等化。这样一来，犹太人当然对凯撒的做法表示欢迎，但是亚历山大的希腊系住民，则认为凯撒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对凯撒产生极大的反感。

在这种情况之下，在10月7日，凯撒作为仲裁人，对家族内讧的两位当事者进行调停。

姐弟两人的父王，也就是先王托勒密十二世，在埃及王室经常发生的内讧中曾被逐下王位，后来因罗马对他施以援手而得以恢复王位。而托勒密王室也就成为「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当初在这件事上，庞培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而当时身为西元前59年执政官的凯撒，也曾为此事积极争取元老院的认可并召集公民大会加以否决。托勒密十二世的王位得到实际上的恢复，则是在西元前55年，庞培手下的将领盖比纽斯率领一个军团前往埃及之后才得以实现。所以，罗马插手埃及王室的内部纷争，已经有了先例。当年，与庞培共同参与这事并努力将这事法案化的凯撒，这时更加认为在庞培死后，维持埃及政局的安定，是自己必须处理的问题。

当时身为「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的托勒密十二世，已在西元前51年死去。在他身后，有两位王女和两位王子，其中当年年仅十八岁的克丽奥佩脱拉是长女。在先王的遗书中，有下列两条主要事项：


一、由长女与长子共同统治埃及。




二、埃及王室以后也继续作为「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



在当时的埃及，也许只有这位在六十五岁时死去的先王，看到了他所不希望看到的现实。






克丽奥佩脱拉像




先王的继承者忠实地执行了第一项遗言。西元前51年，克丽奥佩脱拉七世以及她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开始共同统治埃及。

而这一次的内讧，是因为托勒密十三世的亲信排斥克丽奥佩脱拉，还是因为聪明伶俐、好强而又野心勃勃的克丽奥佩脱拉不愿与平庸无为的弟弟共同统治，这一点无从考究。然而不论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姐弟反目，当凯撒在西元前48年秋天抵达埃及时，在首都的托勒密十三世因为得到盖比纽斯余党的支持，比他二十一岁的姐姐还占有优势；而被逐出首都亚历山大的克丽奥佩脱拉正在集结兵力，準备夺回王位。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时凯撒只要支持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的托勒密十三世，埃及在政治上就可以获得安定。然而，凯撒在10月7日与两位当事人会谈之后，所作出的裁定是两人和解并重新开始共同统治。

凯撒的这个裁定，一看就知对克丽奥佩脱拉有利。也正因为这样，引起了古今中外众多的臆测。以普鲁塔克为代表的史学家，都有如下的记载，而多数人对这段插曲也是深信不疑。就在凯撒进行仲裁的前夜，克丽奥佩脱拉机巧地藏在被褥里，由侍者带入王宫，并成功地进入了凯撒的房间。凯撒被她的魅力迷住了而最后作出了有利于克丽奥佩脱拉的裁定。巴斯加等史学家甚至说如果克丽奥佩脱拉有进一步的要求，说不定历史就要改写了。

本人无意在此否定这段小插曲的史实性。以克丽奥佩脱拉的性格，这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位沙场猛虎、情场老将的凯撒决不是见食不吃的呆汉。此外，经过长年紧张的战争岁月之后，这位五十二岁的胜利者大概也想歇歇了。现在，站在凯撒面前的，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赌注、浑身上下都充满着魅力的二十一岁绝色美人。

 
 
  



克丽奥佩脱拉铜币的表面与背面（埃及铸造）




这位年轻的女王，不仅多彩多姿，风度娴雅，而且富有幽默感。如果只靠肉体上的爱而没有精神上的交流，是无法长期作凯撒的情人的。而同样有冒险家性格的这两人，最后发展成为情人也是非常自然的事。问题是，是否真的因为凯撒成为克丽奥佩脱拉魅力的俘虏而作出那样的裁定呢？

身为现任执政官的凯撒，在法律上完全有资格以「罗马公民」的代表来进行裁定的。对作为调停同盟国埃及内部纷争的仲裁人凯撒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埃及像其先王时代一样，继续作为「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只要现在的统治者可以明确地表示将实施先王的遗言，对于罗马来说，便是最好的结局。在遗书中，有由长女与长子共同统治这一条。凯撒所作的裁定，只不过是忠实地遵守了先王的遗言。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使凯撒不能只考虑到在军事上的优势而支持托勒密十三世。

直接杀害庞培的，虽然是身为罗马公民的塞浦提斯，但是背后的主谋者，却是托勒密十三世的亲信，罗马人不会放过杀死同胞的异国人。而庞培拥有前执政官的官位，是有身份、名望很高的官员，相对于“Clientes”的埃及王室，庞培是他们的保护者。虽然有这一层互相扶持的关系，被保护者却将保护者杀害了。这对于重视“Clientes”关系的罗马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行为。如果只是让庞培吃闭门羹，罗马人也许只能为他的悲运而感叹；但是杀死了庞培，则又另当別论了。凯撒自从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就无意放过谋害庞培的那些人。所以，如果凯撒只支持托勒密十三世为统治者，那么，对于围绕着年轻国王的那些亲信——用凯撒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杀人者」，凯撒就无法将他们问罪而绳之以法了。这样，罗马本国的人民必会感到不满。从罗马人的角度也好，从罗马的统治者的角度也好，从一开始，凯撒就不会只让托勒密十三世一人为统治者。

此外，与克丽奥佩脱拉有了肉体上的爱之后，凯撒大概也看得出这位王女的资质。克丽奥佩脱拉的智慧及坚强的意志，比起她那位被家庭教师和宦官所包围着、性格软弱的弟弟，更加适合作为统治者。

总之，对凯撒来说，即使没有与克丽奥佩脱拉成为情人，他还是有很多理由要挽回克丽奥佩脱拉在军事上的劣势。恋爱关系的存在，并不能左右凯撒对国际关系的处理。凯撒自身是个情场老将，虽然拥有众多的情人，但却没有沉溺其中。

然而，如果克丽奥佩脱拉认为，凯撒所作出的这一裁定，是因为她自身的魅力所致，那也并非没有道理的。女人常常不愿相信道理而宁可相信某种事情的结局是由于自己的魅力。而要使女人这样想，对凯撒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克丽奥佩脱拉对这一点的误解，大概是在凯撒的遗书公开之时才恍然大悟。也许从那时开始，正是她的屈辱感，才是我们理解她后半生的关键所在。

然而，凯撒在西元前48年所作出的裁定，并没有使在军事上佔著优势的托勒密十三世、尤其是他周围的亲信感到满意。在一个月之后，他们发动了反对凯撒的军事行动。「亚历山大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亚历山大战役



只想看自己所希望看到的现实，这种人，在普通人眼里，有时就像疯子一样可怕。家庭教师阿基拉斯（Achillas）和宦官波提努斯（Pothinus）在首都召集了支持托勒密十三世的全部兵力。

这些埃及军，由二万名步兵和二千名骑兵所构成，其中有七年前由庞培派往埃及的盖比纽斯余党。这些士兵已经在埃及娶妻生子，早已忘掉罗马的军规，完全埃及化了。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驻留埃及的七年中，经历了多次的内部纷争，对战斗也已经习以为常。此外，还有另外一个与其说是士兵不如说是强盗更为恰当的军团，由原是叙利亚和西里西亚等地的海盗、犯罪者、流放者以及逃亡的奴隸所组成。这些人所共有的战斗经验，并不是在战场上的对敌搏斗，而是在掠夺、杀人、放火中所得出的经验。

另一方面，凯撒手中的兵力只有三千二百名步兵和八百名骑兵，军舰也只有十艘；而敌方手中则握有七十二艘军舰，其中很多是之前準备提供给庞培，但在得知法尔沙拉斯会战的结果之后，又逃回埃及的大型船只。

即使如此，凯撒除了守卫之外別无他策，而且必须在市内进行巷战的守卫。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希腊系的亚历山大居民对凯撒十分反感，所以在这次战斗中凯撒并没有得到市民的支持。

面对在各方面都比自己有利而且来势汹汹的阿基拉斯和波提努斯的军队，凯撒也只能抵抗到底了。为了不让敌人封锁出海口，凯撒集中主力攻击敌方的海军。凯撒的士兵放火烧毁敌军的船只，火势蔓延到岸上，被称为古希腊文化宝库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以及其中四十万卷的珍贵藏书都被烧掉了。紧接着，凯撒又占领著名灯塔所在的半岛。占据了这个半岛，就是成功占据以长达一·四公里的堤防与该半岛相连的亚历山大港的第一步。

就在这时，宦官波提努斯被杀死了。另一位王女阿西诺爱也站在托勒密十三世一边，支持阿基拉斯。但是在这场战斗中，克丽奥佩脱拉一直支持凯撒。不久，在阿西诺爱的命令之下，阿基拉斯也被杀死了。这样，战斗就演变成根据父王的遗言拥有继承权的克丽奥佩脱拉与完全没有继承权的阿西诺爱之间争夺王位的军事抗争了。凯撒虽然被卷入了这场混杂的家族内讧，但是在援军到达之前，却也无法在军事上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在由希尔提斯（Hirtius）所写的《亚历山大战记》中，只提及了亚历山大战争三分之一的部分而已。因为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场战争的意义并不大。然而，自高卢战役至法尔沙拉斯会战，亚历山大之战是所有凯撒指挥的战争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场战争。

亚历山大之战，简直就像好莱坞电影中的经典名作一样，是一场场历史性的豪华场面：打开被擡进房间的被褥，里面是年轻貌美的女王；为了保护女王而战斗的罗马第一勇将；停泊在港口的五十艘大型军舰被熊熊大火所烧毁；陷於烈焰之中的古希腊文化之花——亚历山大图书馆；因高超的技术水準而成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亚历山大半岛灯塔以及争夺灯塔的海战；从船上跳入海里，游过弓矢如林的海面而得以脱离险境的凯撒等等。

以上这些场面，以豪华的埃及王朝为背景，展开了家族内讧、爱、杀人、战斗、火灾等这些在电影中常见的场面。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只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战役而已。

对凯撒来说，现在只能一边进行防守，一边等待援军的到来。不过凯撒这位总司令官，已经习惯站在最前线进行战斗。在亚历山大战役中的凯撒，甚至让人感觉到他在扭转千钧一发的险境之后心中所感到的乐趣。此外，为了确保饮用水的洁净，凯撒也十分重视饮用水工事上的技术。

驻守小亚细亚的多米提斯率领援军到达埃及时，已是西元前47年的2月下旬，也就是自西元前48年的10月中旬战斗开始以来，已经过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到达埃及的援军，不仅是多米提斯派出的两个军团，还有志愿从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赶来为凯撒而战的将士，其中还有承继潘特斯王室血脉的勇将米斯里达兹（Mithridates）。

无论是自海路还是从陆路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到达的援军，都会集在亚历山大附近，它的周围是呈网状分布的尼罗河支流。一直以王宫为后盾进行战斗的凯撒，决定与前来的援军会合，因为凯撒已经控制了制海权，所以决定乘船在海上进行会合，而托勒密十三世则企图阻挠凯撒与援军的会合。因此战场就从亚历山大市内转移到尼罗河的河口。尼罗河的几条支流在这一带分別注入地中海，而这一带之所以被称为三角洲，是因为形状酷似希腊语中的字母Λ。

从巷战中解脱出来并与援军会合之后，凯撒终于可以展开自己独特的战术了。在尼罗河三角洲所展开的战斗，不到一个月就决定了胜负。托勒密十三世在败走的亚历山大军中战死，作为指挥官的宦官甘尼梅得斯也战死，王女阿西诺爱成为俘虏。凯撒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亚历山大市内举行入城仪式，紧跟在凯撒身后的，是无论他到哪里都像影子一样忠实追随他的日耳曼骑兵团。当时为西元前47年的3月27日。

亚历山大市民原想利用王室的内讧，把罗马的势力逐出埃及，从而巩固希腊在埃及的势力，而现在战争的结果却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不仅在胜利者凯撒面前放下武装，甚至希望凯撒在埃及称王，求凯撒放他们一条生路。按照东方的惯例，败者的命运，不是死就是沦为奴隸。

然而，凯撒一贯的观念，在经过这场历时五个多月的战争之后也没有改变，那就是忠实地执行埃及先王的遗嘱。结果，埃及的王位由克丽奥佩脱拉和另一位王子共同继承。这不仅符合埃及的民情，对罗马来说也是稳妥的策略。共同统治埃及的克丽奥佩脱拉和托勒密十四世与凯撒簽署了新的同盟条约。

托勒密十四世还只是个少年，所以埃及实际上是由二十二岁的克丽奥佩脱拉所统治。之后，克丽奥佩脱拉也和她父王一样，成为「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此外，凯撒对在军事上反抗过自己的亚历山大市民，并未将他们处以死刑，或是当作奴隸卖掉，也没有施以任何刑罚。归根究底他们都是「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的臣民，而罗马人一向不喜欢干涉同盟国的内政。

杀害庞培的主谋都已经死去，罗马公民被杀之仇也已经报了，只剩下叛乱的主谋者——克丽奥佩脱拉的妹妹阿西诺爱。凯撒认为如果让她留在埃及，将来还会有发生内讧的危险，所以决定把她押往罗马。

这样，凯撒在埃及应该做的事都已经全部做完，在季节上也正值春天，不必受到西北风的干扰就可以从亚历山大港出发返回位于西北方向的罗马。然而，凯撒这时却决定留下来休息了。理由有两个：第一是让士兵们休息，第二是要寻找尼罗河的水源。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发行的正式文书中，凯撒被认为是对寻找尼罗河的水源最早表示关注的人。然而据我们所知，发现尼罗河的水源并命名为维多利亚湖的，是二千年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当时的凯撒，与其说是寻找尼罗河的水源，其实更像是在周游尼罗河，旅伴不用说也知道是克丽奥佩脱拉。出自凯撒幕僚手笔的《亚历山大战记》，对凯撒的尼罗河之游只字未提，这说明了无论是凯撒本人还是他的部下，都把这当作是一次私人的出游。

这一次的休假，持续了二个月之久。庞培死后，凯撒已经成为罗马世界首屈一指的人物。然而，在与埃及相连的现在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庞培余党，正在磨刀霍霍，準备对凯撒进行反攻。在这种形势之下，凯撒还是显得镇定自如，一边周游尼罗河，一边与情人作乐，悠然地渡过了二个月的快乐时光。

即使是在当时，人们对凯撒的这个做法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他沉迷於克丽奥佩脱拉的魅力，另一种则认为是凯撒大胆无敌的性格所致。本人认为除了以上两种因素之外，还可以加上以下一点。

这个时期的凯撒，大概在身心上都极需要休养。从阿列沙攻防战开始，到法尔沙拉斯会战，凯撒度过了五年紧张的战争岁月。而现在，最大的对手庞培已不在人世，凯撒也需要松弛一下紧绷着的神经了。即使是天才，也会有神经紧张的时候。人们在进行新的活动之前，总有必要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紧张感。所谓自我控制力，就是对自身神经张力的调节能力。

而且，这时的舞台是在南国。尼罗河上吹拂著宜人的春风，还有充满异国情调的金字塔和众多的神庙。而陪在身边的，是年轻貌美而又机智过人的克丽奥佩脱拉。对于善于利用余暇的快乐主义者凯撒来说，正是寻欢作乐的好机会。

寻找水源的结果如何，在这里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二个月的休假中，凯撒完成了《内战记》的全三卷。

休假之后回到亚历山大的凯撒，接到了负责驻守小亚细亚的多米提斯的急报。多米提斯原来率领三个军团驻守小亚细亚，在得到凯撒要求派遣援军的命令之后，派出了其中的两个军团。而剩下的一个军团，正处於几乎无法对付潘特斯王法尔那西斯（Pharnarces）军队的危急状况之中。这也成了凯撒在返回罗马之前所必须处理的事情之一。

为了埃及王室的安全起见，凯撒留下了两个军团，与他一起出发的，只有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追击庞培的第六军团和八百名日耳曼骑兵。凯撒告別克丽奥佩脱拉，离开亚历山大的时间，是西元前47年的6月。按照实际的季节，只是4月中旬前后，正是适於战斗的季节，也就是重新开始活动的最好时机。

不过，凯撒并没有直接前往纷争地的小亚细亚，因为在沿途，还有需要处理的事情。

此时，身为罗马首屈一指人物的凯撒，即使在前往战斗的途中也没有忽略任何机会。而这一次，在得到充分休息之后，凯撒更显得容光焕发。将近五十三岁的凯撒，在之后的三个月中，行动不仅像以前一样周到，而且十分迅速。




「我来、我见、我征服」



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巴勒斯坦地区托勒密·阿格（现在以色列的阿贡）的行程，凯撒选择了海路。因为犹太以及下一个目的地叙利亚，都位处於地中海的东岸，都是庞培在东方称霸之后而成为罗马的属省以及同盟国。对凯撒来说，无论是以罗马最高权力者的身份，还是以个人的身份，都是第一次到达这些地方。

在阿贡，犹太人的诸侯和祭司对凯撒表示了欢迎。正是这位凯撒，在亚历山大给了犹太人平等的通商权。对于政治和宗教合一的这一犹太民族的特殊情况，凯撒也表示认同。认可最高祭司长在犹太领地上的最高地位，并且允许耶路撒冷城的再建，还将罗马在称霸之后从犹太人手中夺去的犹太主要港口雅法（现在的台拉维夫Tel Aviv）交还给犹太人。同时，凯撒还解除他们为罗马军的冬营地提供粮食的义务。此外，还许诺在一定期间内免除犹太的属省稅。因为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都必须得到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承认，所以凯撒许诺在返回罗马之后将会实行这些措施。在地中海世界中，犹太人一直被视为二等民族。现在凯撒对他们的恩泽，使他们对凯撒的崇拜，简直就像对救世主一般狂热。

然而，凯撒的举动并非因为他对犹太人怀着特別的好意，而只不过是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地区进行统治所必要的手段而已。

从阿贡以陆路北上，到达叙利亚的安提阿之时，凯撒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凯撒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最大都市安提阿召集了叙利亚属省以及周围的全部诸侯，甚至连沙漠的游牧民族贝都因部落也不例外。

这些地方的诸侯，都是因为征服者庞培而成为「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其中很多人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都曾经支持过庞培。而现在的胜利者是凯撒，这些诸侯全部发誓愿意服从凯撒和罗马的统治。而凯撒也以他个人以及国家罗马的名义，与这些诸侯簽署了「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的同盟协约，并且要求他们协助罗马，维持这一带的安全。同时，凯撒还留下了他的亲属塞格斯提斯·凯撒作为协约关系的负责人。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凯撒就率军乘坐从阿贡送回的船只，前往小亚细亚南岸的西里西亚。如果从陆路，必须经过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军战斗过的古战场遗蹟伊沙斯，再绕道北部才能到达目的地；而经海路，不用二天就可以抵达。

西里西亚也是罗马的属省，首都为塔瑟斯（Tarsus）。这里也有同样的事情在等待凯撒处理。霸权国家罗马，有义务对它霸权之下民族间所发生的诸问题进行调停和裁决。只有尽这些义务，做好这些地区与罗马世界外敌对民族之间的防卫，才能得到在罗马霸权之下各国国民的承认。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继续成为「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

在调停和裁决「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诸民族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对宗教问题的处理也不例外。凯撒不但认可犹太教的信教自由，对自古希腊文化时代就产生的东方诸宗教也加以确认，而使其得以复甦。





罗马霸权之下的「罗马世界」，是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古代人称为帝国。而罗马在皇帝统治之前的二百年，也就是打败迦太基之后，就开始被称为「帝国」，或是「共和国」了。帝国就是意味着霸权，所以在政治上无论是帝政还是共和政体，都并不矛盾。「罗马帝国」的共同规范是罗马法，共通语言则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即使是在罗马时代，东地中海地区仍然属于希腊语系，在这些地方的布告和碑文中所用的都是希腊语。

古代人所指的帝国，大概比后世所指的帝国更加接近其本来的意思。它的形式，正如凯撒试图向罗马人所指明的一样，是将来罗马国家所应该存在的形式，也就是超越都市国家的形式而演变为世界国家。

从这一点来说，凯撒可以说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者，也就是帝国主义者。而凯撒对于潘特斯王法尔那西斯叛乱的处理，与其说是以决战的方式，更像是对这种事端的调停。在现实世界中，“Pax”（和平）并非指不分国势的强弱，互相协调而得出的结果，而往往是由国势较强的一方来进行调停、裁定，甚至是以武力镇压所得出的结果。从“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各民族的和平）、“Pax Britannica”（英国统治下各民族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统治下各民族的和平）这些称谓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现实。





潘特斯王法尔那西斯是米斯里达兹的儿子。米斯里达兹曾经与苏拉、卢加拉斯（Lucullus）等罗马首屈一指的勇将作战，经过几度胜败之后，最后被庞培逼入绝境而自杀身亡。不过当时也是被儿子背叛而不得不选择了自杀。当时三十岁的法尔那西斯，曾经把父亲的遗骸送给庞培，反而是庞培郑重其事地将他埋葬在王室的墓园。此外，庞培还把比起他父王时代已经缩小了不少的潘特斯王国交给法尔那西斯继续统治。

然而，在十五年之后，就在凯撒与庞培以希腊为战场进行最后的对决时，法尔那西斯趁着人们都在关注希腊战况的机会，以光复他父王时代的领土为旗号发动了军事叛乱，但是他父王时代的领土也是对周边诸国侵略的结果。这个举动与罗马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然不可能得到罗马的认可。然而，趁虚而入的法尔那西斯，首先攻陷了黑海南岸最大的都市西诺培，之后又占领了卡帕杜西亚（Cappadocia）。这些地方都是「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的领土，而法尔那西斯也是「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所以对罗马来说，这是在罗马霸权之下各国之间的争端，绝对有必要加以处置。

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获胜之后，凯撒感到法尔那西斯的问题事关重大，於是马上命令首席副将多米提斯率领三个军团前往解决这个事端；同时委托安东尼处理本国罗马的内政。而凯撒自己，则亲自处理追击庞培这个最重要的任务。

这一次，只能说是多米提斯的运气不好。由于精锐部队都已返回本国休养，他手中的三个军团都不是精锐兵力，而是原来庞培军的志愿兵。此外，多米提斯又接到被卷入埃及王室内讧的凯撒的命令，要求他派出两个军团前往埃及。比起自身的安全，更加担忧凯撒处境的多米提斯，忠实地执行了凯撒的命令。但同时，他手中却只剩下一个军团了。多米提斯作为武将并没有超群出众的才能，西元前48年的12月，在与法尔那西斯的对决中败北而逃往叙利亚。

那时，多米提斯向凯撒发出了求援信，但是在收到信之时，凯撒正处於与埃及军的激战之中。而从战争结束之后的隔年3月底开始，凯撒却开始了长达二个月的休假。所以多米提斯只好在叙利亚的安提阿焦虑不安地度过了这一时期。

到了6月，凯撒终于在安提阿出现了。而当凯撒处理完「罗马统治下各民族的和平」必要事项之后在小亚细亚登陆时，已经是6月下旬了。在这半年之中，法尔那西斯已经占领了小亚细亚大约一半的领土。






「我来、我见、我征服」




（凯旋式纪念银币）




这时凯撒所率领的，是训练有素的第六军团和八百名日耳曼骑兵，以及多米提斯的一个军团，此外，还有受到法尔那西斯侵略的各地诸侯所派出的兵力。不过，第六军团的士兵，因为生病等原因，人数已经减少到只有一千名左右，全军的兵力也不过在二万名之下。但是，单单听到凯撒到来的消息，就足以迫使法尔那西斯不得不选择经由外交手段与凯撒进行交涉。

凯撒答应法尔那西斯的请求，但是法尔那西斯却又犯了错误。交涉的使节故意延迟出发时间，拖延谈判的进展。凯撒不耐烦了，决定中断交涉而加速北上小亚细亚。在卡帕杜西亚黑海附近的齐拉（Zela），两军展开了激战。

凯撒的第六军团，即使在人数上已经大大减少，但仍无愧于凯撒精锐之师的称谓。在第六军团的猛攻之下，东方的士兵溃不成军。战斗结束之后，凯撒给罗马的元老院发送了一个简明的报告：


「我来、我见、我征服。」



从凯撒以上的名句，以及之后的「大局已定」、「孩子，你也来杀我」等等来看，凯撒无疑有著今日广告文案的撰稿才能。在拉丁语中，「我来、我见、我征服」是非常简单易读的词汇。美国万宝路牌（Marlboro）香烟的盒子表面和背面都印著“VENI，VIDI，VICI”的字样，标榜著典型美国男性的生活方式必须为「我来、我见、我征服」。

至於败北的法尔那西斯，当时虽然侥幸逃过一死，但在四年之后也在寂寥之中死去。潘特斯王国则由在亚历山大战争中站在援军的先头为凯撒奋战过的、有著潘特斯王室血统的米斯里达兹来统治。这样就解决了小亚细亚「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诸侯间的纷争，各民族又可以回到各自的领土上生活了。





在法尔沙拉斯这一世纪性的决战中获胜之后，凯撒还是保持著他一生中最大的特点——明晰的问题意识。在埃及，虽然因为意外事件而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应该做的都做到了。之后，在行军的同时，解决了犹太、叙利亚、小亚细亚所有的问题之后，对凯撒来说，在归国之前所剩下的问题只有希腊了。

所有这些东地中海的全区域，在内战爆发之时都是庞培的「地盘」。以罗马人的观点，这些都是庞培的“Clientes”。正是因为如此，当初庞培放弃了本国之后，也确信可以在希腊迎击凯撒。因此，在庞培死后，对凯撒而言「应该做的事」，就是把原来属于庞培地盘的各个地方变为自己的地盘。当然，他是以有利于罗马国家利益的形式来进行这一切的。除了像埃及和法尔那西斯那样逼不得已的情况之外，凯撒都试图用政治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跟随他的兵力，只有不到一千人的第六军团和不到八百名的骑兵，这是最小的领主都可以轻而易举召集到的兵力。凯撒不是以军事上的压力，而是以战胜庞培的名声，以及在调停、裁定时所显示出来的公正，成功地达成了目的。这一年，他以军事行动来解决争端的，只有亚历山大战役和「我来、我见、我征服」的两次。在曾经与庞培对决的战场，而且几乎全境都支持过庞培的希腊，凯撒也没有改变他的方针。

如果经由横断希腊北部的艾格那提亚大道，从终点狄尔哈强乘船渡海的话，凯撒在击败法尔那西斯之后的二星期之内就可以回到义大利。然而，凯撒决定以一个月的时间来解决沿途的问题和返回义大利。这时，从安东尼处传来本国罗马陷入不可预测事态中的消息。这样，只有优先解决希腊的问题了。进入希腊中部的凯撒，在雅典召集希腊各都市的代表。

在这里，凯撒也没有因为他们曾支持过庞培而加以非难。无论是成为属省的地方，还是像雅典、斯巴达那样的自由都市，都给予以前一样的待遇。此外，还废除庞培与凯撒对决时所征收的特別稅。对于一向自发支持著庞培的雅典市民，凯撒只是说了一句讽刺性的话：


「虽然诸君的行为多次足以使你们陷於自我灭绝，但每一次，你们祖宗的荣耀都保佑了你们。」



这样，凯撒把希腊也纳入自己的地盘之后，就从狄尔哈强经海路回师义大利了。亚德里亚海的制海权，也已成为凯撒的囊中物。凯撒率领第六军团和日耳曼骑兵队在布林迪西登陆时，是西元前47年的9月底。

如果从与庞培决战而自布林迪西出港之日算起，已经过了一年又八个月；从法尔沙拉斯会战胜利之时算起，也已经过了一年的时光。

凯撒在埃及树立了完全的霸权并在潘特斯之战中大获全胜，整个罗马对他的战果感到无比狂热。公民大会因此任命凯撒为任期长达五年的独裁官。




凯撒与西塞罗



同是一年的时光，然而这一年对西塞罗来说，是与凯撒全然不同的一年。在法尔沙拉斯战败之后，他并未与庞培派的同志一起行动逃往北非，而是返回义大利。在义大利等待西塞罗的，是他意想不到的情形。

对于既没有当过元老院议员的祖先，也非出身於首都罗马而可以当上执政官的人，罗马人称为「新进者」。出身於首都以外地方的西塞罗，不仅身为元老院议员，还曾当选过执政官，又是罗马首屈一指的大律师。不仅如此，他还有众多的著作。在罗马人看来，西塞罗是最有出息的「新进者」了。西塞罗还拥有与生俱来的敏锐经济观念，十分热中於房地产的投资。除了在首都最高级的住宅区帕拉提诺山丘（Palatine Hill）拥有豪邸之外，在其他温泉地区、临海或是山间都拥有別墅，合计有八处之多。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离开庞培的西塞罗，原打算在不同季节在自己各处的別墅，重新过着与以往一样的写作生涯。凭著与当今的胜利者凯撒的交情，他确信凯撒一定会饶恕自己，所以选择了归国。

然而，当西塞罗在布林迪西登陆之时，接到了要求他暂时留在布林迪西等候进一步通知的命令。受凯撒委托负责处理罗马国内事务的安东尼，派人传令给西塞罗说，对西塞罗这样的情形自己无权作出决定。在态度上，三十四岁的安东尼对五十八岁的西塞罗十分谦恭诚恳。一方面是出于对长者的礼貌；另一方面，安东尼的祖父是苏拉时代著名的律师，在西塞罗的作品中，也多次以真正名流绅士的形象出现。在安东尼给西塞罗的信中，似乎是为了说明他下令西塞罗暂时在布林迪西待命的理由，附著凯撒给安东尼的信的抄本。


「据报小加图和鲁奇斯·马塞拉斯将返回义大利，在首都重新开始政治生活。如此一来，内乱之源将无法断绝。是否允许他们在国内居住，等我研究之后才作出决定。」



信上虽未提及西塞罗的名字，然而安东尼却没有勇气在得到凯撒的许可之前，擅自作主将西塞罗列为例外；同时又对留在布林迪西动弹不得的西塞罗感到同情，便传令给西塞罗说可以为他派遣特使前往亚历山大，询问凯撒的意向，问他是否愿意为此而请求凯撒。不过，西塞罗拒绝了安东尼的建议。这并非因为西塞罗的廉洁而拒绝了对自己的特殊待遇，而是因为他害怕这将会引起那些逃往北非的庞培派的憎恨。知识十分丰富然而缺乏先见之明和决断力的西塞罗，此时还在担心因为自己明确的态度会导致将来所可能受到的敌视。

虽然如此，留在布林迪西动弹不得的西塞罗，此时陷入了绝望和不安之中，度日如年。西塞罗虽然不同于布鲁图斯，但是这位知识人「在逆境中十分软弱」。现在，他虽然明白必须在此地等待，但却不知要等到何时才可等到凯撒的归国。先是听说凯撒正在亚历山大战斗，传来了战斗已经结束的消息时，以为凯撒不久就将归国，但在之后的二个月却是杳无音讯。后来才得知凯撒正与克丽奥佩脱拉乘舟在尼罗河作乐；之后又巡视犹太、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等。如果可以得知凯撒确切的行程安排，西塞罗还较容易打发自己的时间。布林迪西的周围，到处都有西塞罗所喜爱的希腊文化。乘船只需要三天的时间，就可到达洋溢著希腊文化的西西里岛，西塞罗曾经以公务员的身份在那里任职。

然而，凯撒经常是行踪不明，神出鬼没，往往会在传达他行踪的使者到达之前突然出现。如果西塞罗到有众多希腊式神庙的义大利南部观光，又恐怕凯撒会在那时突然归国。如果不能与凯撒会面，说不定连回家的机会都会失去。西塞罗就在这样那样的不安之中，继续留在布林迪西。

可以诉说自己的绝望和不安的，这一次还是西塞罗的密友阿提克斯：


「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动机使自己作出了那样的选择（指选择追随庞培一事）。现在回想起来，显然不是理性而是在一时的冲动之下所作出的决定。事到如今，也不得不责怪自己了。那个决定所带来的负担，您只要从（法尔沙拉斯会战的）结果就可以想像到了。我现在的处境，不必多说想来您也可以明白。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拜托您做什么才好了。只要可以使我从这种悲惨的日子中解脱出来，您认为对此有利的事都可以做。」




「这一次，无论是在肉体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折磨。为此我甚至无法给关心我的亲朋好友回信。请您为我的事写信给巴吉尔斯（凯撒部下）和伊扎里克斯（西元前48年与凯撒同时担任执政官者）。」




「因为害怕被凯撒属下士兵迫害，现在连大门都不敢出了。为了使凯撒在归国之后能对我谅解，我已经写信给巴尔布斯和奥庇斯（两人皆为凯撒亲信）。即使如此，总是无法忘怀过往的一切。回想过去的种种为何会导致现在的悲惨境况。」



所谓的「新进者」，往往会成为热心的体制维持派。这大概是因为对使自己出人头地的现行体制无法割舍的一种留恋吧！让西塞罗失去先见之明的，也许就是这种留恋。此外，他还是所谓的「元老院派」，主张坚持元老院所主导的罗马型共和政体。当初，他在是否应该追随庞培的问题上几经犹豫，那是因为怀疑庞培的领导力。所以在庞培逃离首都时，只同行了一段路之后就在中途下车，躲入了佛米亚的別墅。

凯撒无法阻止庞培出逃义大利之后，在返回罗马的途中，曾在佛米亚说服西塞罗。当时在促膝交谈之后，凯撒所得到的是西塞罗的中立，对于当时的凯撒来说，那已是让他感到满意的结果。但是后来，在得知凯撒在西班牙陷入困境时，西塞罗的态度就马上转变了。他甚至强行带着弟弟昆托斯、儿子和姪子等乘船前往投奔庞培。然而，就在他们一行即将抵达庞培的所在时，却传来凯撒在西班牙反败为胜的消息。再之后，就是庞培与凯撒的对决、法尔沙拉斯会战、庞培之死。

在庞培派的要人之中，凯撒不遗余力进行说服的，只有西塞罗一人。然而，西塞罗还是没有遵守对凯撒的承诺，放弃中立而投奔了庞培。现在成为胜利者的凯撒，将会如何处置他呢？

没有与其他人一样逃往北非而选择返回义大利时，西塞罗并没有丝毫不安。然而，现在当他在布林迪西，行动无法得到自由时，种种不安却袭上了心头。想到自己对凯撒所许下的诺言以及自己后来的毁约，西塞罗就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如果读过这一年中西塞罗给好友阿提克斯多达二十二封的长信，比起对西塞罗的同情，读者也许对他好友的耐性更敬佩不已——他竟然可以忍耐西塞罗信中那么多的牢骚！不过，这一年以来，西塞罗的家庭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况。

西塞罗的弟弟昆托斯责怪他让自己「误入歧途」，不但如此，还说要投奔凯撒而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留在希腊。被西塞罗以父亲的权威强行拉到庞培派旗下的儿子，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也投奔了凯撒，姪子也是如此。返回义大利之后，甚至连妻子都离弃了他，而他最宠爱的唯一的女儿又臥病在床。未见到凯撒而无法决定自身去向的西塞罗，现在连回家探望生病的女儿都无法做到了。

另外，西塞罗所喜爱的同乡青年柴里斯也投奔到凯撒麾下，现在正值春风得意；听说女婿都拉贝拉也是如此。父亲是庞培派，儿子是凯撒派，是这场内战的特色之一；西塞罗的一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不仅如此，在庞培派的旧同志眼中，现在的西塞罗就像小加图和庞培的长男劳斯所责备的一样，是个叛徒、逃兵、敌前逃亡者。这所有的一切，都使西塞罗心中充满不安、绝望和悔恨。

如果读了西塞罗在这个时期给他密友多达二十二封的长信，可以想像得出这位五十八岁知识人的神经正一天天变得脆弱的样子。到后来，他甚至於埋怨起他的密友来了。说他只需经由阿庇亚大道就可以抵达布林迪西，但却没有来探望正陷於苦境之中的自己。

这位通常被称为阿提克斯的人物，出生于西元前一世纪动荡不安的罗马。这人的一生也极富色彩。阿提克斯（阿提卡人）是因为他深爱希腊文化而起的名字，他的本名为提图斯·庞波纽斯（Titus Pomponius），是罗马的名门世家，生于西元前109年，比西塞罗年长三岁，比凯撒年长九岁。在雅典留学时认识了西塞罗，并成为他的终生好友。

不过，阿提克斯与热中政治的西塞罗不同，一生中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上的纠纷。他的父亲留给他一大笔的财产，他把钱投资在金融业、训练斗剑士以及出版业方面等等。由于他善于理财，很快就积累了大量财富。对热心储蓄的西塞罗来说，阿提克斯就像是他的经济顾问。

然而，那时在动荡不安的罗马，只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人，是难以在内乱中保全自己的。为了不被卷入内乱，阿提克斯实际上做了周全的安排。

阿提克斯首先通过他所经营的各种事业，与各党派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无论是与庞培还是凯撒都有良好的关系。甚至在他一直耐心倾听西塞罗苦恼的这一年，他也与凯撒的代理人——现在执义大利牛耳的安东尼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从事政治的人常会因为资金不足而苦恼，对这些人来说，金融家阿提克斯的存在，实在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方便。

作为西塞罗的密友，阿提克斯在情感上无疑是偏向於「元老院派」的。然而在表面上，无论是对庞培，还是后来的布鲁图斯，阿提克斯与他们都只有资金援助式的关系。为了躲过反对派的攻击，即使是这种所谓的资金援助，也是以贷款的形式进行的。

后来，凯撒被杀，西塞罗也被安东尼所杀死。再后来，在安东尼与屋大维对决的时代，阿提克斯也都得以逃过浩劫。他出版了西塞罗的书简集，然而在当时全十六卷的《西塞罗书简集》中，记录的只是西塞罗的信，身为出版社社长的阿提克斯却把自己的信全部删除掉了。所以后世的人，只有从凯撒的著作以及可以作为最好史料的《西塞罗书简集》中，得知从共和政体向帝制变迁的这一重要时代。对一直保持中立的阿提克斯的想法，最多也只能从西塞罗的信中来推测。然而，猜测终究只是猜测，即使是在《书简集》刊行当时，人们大概也无法找到非难阿提克斯的证据。就是在现代，如果读过全三卷的《西塞罗书简集》，大概没有读者不对这位头脑异常清醒的男子感到敬佩。

阿提克斯自身是位极有教养的学者，他本身也写下不少的著作。西元前47年，也就是一直倾听西塞罗发牢骚的这一年，他发表了题目为《年代记》的著作。书中列记了至西元前54年为止历年来担任公职者的名字。同时，他还为罗马的名门家系——朱利斯（Julius）、法比乌斯（Fabius）、马塞拉斯（Marcellus）和艾米里斯（Aemilius）写下各家门的宗谱。此外，还用他所精通的希腊文开始执笔写《西塞罗论》。

尽管以上的这些著作，似乎都只是对事实的记述，但即使是现代的历史研究者，都会在这些著作面前相形见绌，自叹不如。七十七岁时，阿提克斯患了重病，由于他自知痊愈无望，就绝食而死。为了不至於被卷入纷乱的内战之中，阿提克斯真可说是尽全力作了十分周全的安排，显示出他实际上是个意志坚强的男子。他与西塞罗的亲密关系，即使在西塞罗死后也一直都没有改变。他们虽然爱好相同，在性格上却正好相反。

当初，当西塞罗责怪阿提克斯没有来布林迪西探望他时，阿提克斯虽然派人送来了必需品和金钱，却没有亲自露面。那时的阿提克斯大概会对西塞罗说，他之所以留在首都，是希望能尽快将西塞罗从苦境中解救出来。其实阿提克斯也并不想过分介入这件事。凯撒毕竟已经成了胜利者，也就是罗马世界的最高权力者了。与西塞罗一样，阿提克斯在那时大概也无法推测到凯撒将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西塞罗，所以决定以谨慎为上，采取了明哲保身的作法。

而西塞罗也完全相信阿提克斯留在罗马会对他更有利的说法，并且马上回信给阿提克斯说：「您所说的完全正确。您的忠告什么时候都是有效的。所以请不必多虑，把您所想的都说出来，而且越多越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西塞罗正直的一面。

然而，即使是西塞罗和阿提克斯这些具有极高教养、与凯撒同时代的人，也都无法完全理解凯撒的性情。当人们陷於愤怒、复仇之类的情绪时，往往会认为对手与自己在同样情境时的行为反应是一样的。凯撒一生中可以说是与这些行为无缘。这并非因为凯撒的行为有悖於当时的伦理道德，而是因为他一直坚信自己的优越性。既然比其他人都要优秀，为何要贬低自己，像其他人一样受到愤怒、复仇之类的情绪所困扰呢？

凯撒与苏拉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然而在这一点上，两者正好相反。所以后世的许多史学家，都称凯撒为「真正的贵族精神」。

虽然知识渊博但却缺乏真正贵族精神的西塞罗和阿提克斯，当然难以猜测到凯撒的心声。

有关于以下的一段插曲，引自普鲁塔克的著作，但是在西塞罗写给他密友的信中，却对这事只字未提。不知是出于羞耻还是因为马上可以与老友面谈，反正他信中并没有提及到。而正是这件事，吹散了西塞罗的不安和阿提克斯的深谋远虑。


「在布林迪西焦急不安地等待凯撒归国的西塞罗，得知凯撒登陆之后，为了与凯撒见面马上奔出家门。走在路上，西塞罗心中又萌生一丝的希望，心想凯撒也许会宽恕自己。然而，另一方面，在众人面前，实在不好意思恳求如今已成为胜利者的凯撒饶恕自己。




然而，凯撒并没有说出任何伤害西塞罗人格的话，也没有让他做出任何难堪的举动。当凯撒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认出西塞罗，并注意到他踌躇的样子时，凯撒亲自向西塞罗的方向走了过去。而且，为了配合徒步的西塞罗，凯撒翻身下马，像见到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与西塞罗拥抱，并亲切地问候了西塞罗。之后，两人一边亲密地交谈，一边相伴走了几百公尺之远。」



其他的古代史学家，接着记载了以下的情形：


「跟随凯撒的日耳曼骑兵，为了不致於太接近徒步在前、正与友人亲密交谈的最高司令官，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把马的脚步放到最慢。」








法尔沙拉斯会战后凯撒的移动路线




与凯撒会面之后，西塞罗的第一封信发自从布林迪西往罗马的阿庇亚大道途中的卡诺沙。那是写给他妻子的信，告知自己返家的预定日子，还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要入浴，要妻子作好準备，不要使他在返家时感到不足。而他发出第二封信的地点，已经是罗马了。

这个时期的凯撒，虽然消除了西塞罗的不安与恐惧，但是他自己却面临著更为严重的问题。




政治家安东尼



处理败北之后的士兵问题固然艰难，胜利之后要处理好士兵的待遇问题也并非易事。士兵有必要得到休养，然而又不能休养太久。建设链接「罗马世界」的罗马大道这种任务，几乎都由军团兵来负责。这是为了使士兵在冬营期以及非战斗期间不致於过分安逸而制定的政策。

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获胜的凯撒，决定亲自追击庞培之后，命令在狄尔哈强包围战以及法尔沙拉斯会战中奋战过的精锐部队返回义大利休养，并将士兵的待遇一事委托给安东尼处理。而安东尼的职位则是被任命为西元前47年独裁官凯撒的「骑兵团长」，相当於次席的地位。凯撒不在国内时，安东尼就相当於凯撒的实行代理人。当时安东尼只有三十四岁，如果论及在总司令官凯撒手下的战斗经验，他并没有不足之处。

然而，此时的安东尼是以次席之位代理首席处理事务，而且首席不在的时间长达一年。凯撒交给安东尼的任务，不像以往在战场上一样，只要忠实地执行总司令的指示即可。安东尼现在所面临的，是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情形。


一、在古代罗马，独裁官的权力不仅限於军事，而且涉及到政治以及其他方面。所以作为代理者，必须具有与独裁官同等的能力。




二、安东尼必须处理的，不是战时而是和平时期的事务。




三、因为凯撒严格禁止对庞培派的处罚、流放和没收财产等行为，安东尼必须一方面温和地对待反对势力，一方面又要保持国内的稳定。这对安东尼来说，无疑是个困难的任务。




四、同时，凯撒还交给安东尼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防止在获胜之后，凯撒派的恣意妄为。如果引用西塞罗的话，那就是凯撒的旗下，集中了「罗马的年轻激进派」。在他们看来，现在凯撒已经获胜，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反对势力了，支持者往往比倡导者还要过激。对于自身也曾是「罗马的年轻激进派」之一的安东尼，凯撒所交给他的这一任务，就相当於要他控制那些与他年龄相当的友人。




五、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军团，从高卢战役开始就追随凯撒纵横疆场，在凯撒的指挥之下经历了十年的战争洗礼。凯撒命令安东尼在他归国之前使这些精锐部队休养，进行整备，以便为将来作好準备。



三十四岁的安东尼，竭尽全力来处理凯撒所交给他的任务。从他处理西塞罗一事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不过，无论他怎样尽力，西塞罗还是不得不在布林迪西停留了一年之久。在这个问题上，安东尼也必须依赖凯撒的决定，这里可以看出安东尼才能的界限。

尽管如此，凯撒不在国内的这一年，在罗马本国，倒也没有发生反对派被暗杀、流放等事件。但是在庞培派中，有人被没收了财产，凯撒归国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安东尼负责归还那些人被没收的财产。然而，安东尼最大的失败，就是无法成功地控制凯撒的精锐军团。在战场上指挥自如的安东尼，在和平时期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也只好留待凯撒归国之后再作处理。

解决了西塞罗的问题之后，凯撒就沿着阿庇亚大道向首都出发了。途中，不断收到来自安东尼的紧急情报。凯撒精锐部队中的一部分军团兵，因为长期领不到军饷而起来反抗，并拒绝从军前往非洲。尤其是作为主谋的第十军团士兵，手持武器拥入首都，在城外的马尔斯广场鼓噪嚣闹。安东尼派出法务官查尔斯提斯（后来的历史作家），对士兵们提出支付奖金的妥协方案，但被士兵们赶走。

提起凯撒的第十军团，在地中海世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凯撒最悉心培养的军团，而现在反抗的正是第十军团，事情非同小可。而且在北非，庞培的残部正在集结军队，準备伺机而动，凯撒必须率军前往镇压，这时正是需要这些精锐部队的时候。

从阿庇亚大道进入首都，必须从与马尔斯广场相反的南面进入。抵达首都之后，凯撒的亲信对他说明了现在的危险境况，要他小心行事。不过凯撒并没有听从劝阻，穿过罗马市内，直接出现在正在广场鼓噪嚣闹的部下面前。凯撒连相当於护卫兵的日耳曼骑兵都没有带，就出现在这些武装的士兵面前了。对凯撒和第十军团的士兵来说，这是分別一年之后的重逢。

出现在讲坛上的凯撒，既没有与士兵们打招呼，也没有任何开场白，而是突然问道：


「到底想要什么？」



士兵们七嘴八舌，大叫要求退役。其实他们都清楚，北非战场的作战，凯撒很需要他们。此时提出退役，凯撒一定会妥协，答应发给奖金或是提高薪水。况且他们的本意还是希望在凯撒手下继续战斗，并非真正想退役。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凯撒的回答只有一句：


「批准你们退役。」



对凯撒这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回答，士兵们就像突然洩了气的气球一般，原来手中高举着的剑锋自然地低垂了下来，嘈杂的叫声也停止了，广场陷入沉重的沉默之中。这时只听到凯撒的声音在说：


「市民诸君，诸君的薪水和其他的报酬，一定会按当初所约定的数目支付。但是，这些必须在我以及追随我的其他士兵於战斗结束，并进行凯旋式之后才支付给诸君。而诸君在此期间，只需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待即可。」



一直以身为凯撒的最精锐而自负的第十军团士兵，只听到凯撒称他们为市民诸君，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此之前，凯撒一直都是称他们为「战友诸君」。而现在已经变为「市民诸君」，就等于他们已经退役，成为与凯撒无缘的普通市民了。感到已被凯撒视为他人的这些士兵，再也无心反抗或是要求加薪了。他们大哭起来，异口同声叫道：


「请让我们恢复士兵的荣誉！」




「请让我们继续跟随凯撒战斗！」



凯撒对此并没有作出任何答覆。曾经以作为凯撒的第十军团为荣，威风凜凜的士兵，此时也显得意志消沉了。凯撒决定选择西西里岛的马沙拉作为集结地，并从那里开往北非战场之后，除了第十军团之外，对其他的军团下了行军的命令。第十军团的士兵，只好像丧家之犬一样跟在开往西西里的其他军团后面。从马尔斯广场的骚乱事件算起，过了二个月的时间之后，凯撒才允许第十军团的士兵参战。

这一次当然又是凯撒赢了。既没有发给第十军团的士兵奖金，也没有提高薪水。而且不是由他命令，而是士兵们志愿要求参战的。在现代的研究者中，有人曾经说过：


「凯撒是个高明的喜剧大师。」



古代的史学家，在介绍这一段插曲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


「凯撒只用一句话就扭转了士兵的心情。」



就像凯撒曾经说过「文章取决於对措词的运用」这句话一样，这一段插曲，也显得栩栩如生。曾经在雅典留学、论学历要比凯撒高出一等的安东尼，却没有凯撒的这种才能。

凯撒在处理完西塞罗事件、第十军团的骚乱以及安东尼的失职等这些事情之后，很快就到预定的出征时间了。然而，还有一事必须由他来处理，那就是他一向认为是保证社会安定重要因素之一的经济问题。

在人们对将来感到不安的时代，投资和消费都会减缓。借款者会怀着侥幸心理而不愿意按期还债；这样就会导致人们宁可贮藏私财而不愿用来投资。这对以经济活性化为目标的凯撒来说，现在的状况正与他的目标相反。

在这方面，安东尼也犯了错误。那就是因为他无法成功地控制「罗马的年轻过激派」。这些「罗马的年轻过激派」，以为凯撒的胜利就是他们天下的到来，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派的代表就是西塞罗的女婿都拉贝拉以及爱徒柴里斯。这两人当时分別身为法务官和护民官。他们无视经济原则，采取了急进的政策，决定宣布以前的借款一笔勾消。

对此，安东尼以在凯撒归国之前，应暂缓一切新法的成立为手段加以对抗，也就是冻结了这一提案。然而，债务人都以为以前的借款将会一笔勾消，没有人愿意还债。因此，罗马的经济也变得萧条了。

为了打开这种局面，凯撒作了尝试，宣布以下两个法案。


一、免除过去一年间的房租。条件是在首都罗马内的年租金不超过五百狄纳利斯者，在义大利国内的年租金不超过一百二十五狄纳利斯者。超过以上租金者，则不适用于该法案。




二、免除过去一年间的利息。这一条法案并未指定金额的限度，不过关于这一年以外的利息，必须按二年前凯撒所制定的法令支付。也就是除去内战爆发后诸费用的高涨部分，以内战爆发前的价值为基準来计算应该偿还的债务以及应该支付的利息。此外，凯撒还规定把年利率降到公认的百分之十二以下。这样虽然使债权人损失通货膨胀部分的金额，但是另一方面，原来金额的偿还与利息的支付都有望了。



凯撒的作法，对于消费和投资都产生刺激作用。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凯撒的政治目的并非只是为了救济贫民。人们都认为凯撒是「平民派」的代表人物，他理解到社会福祉的重要性，认为社会福祉与经济的活性化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点上，凯撒可以称得上盖乌斯·格拉古（Caius Gracchus）的后继者。

最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对庞培派的处置。

就像对西塞罗一样，凯撒给予这些人完全的自由，甚至允许他们到北非参加正在集结中的「庞培军」。其余的，则像对待西塞罗和瓦尔罗一样，允许他们在国内居住，既没有没收他们的财物或是将他们革职，也没有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甚至给予他们与凯撒派同样担任公职的平等机会。不过凯撒要求有意出任公职的旧庞培派人发誓忠于凯撒。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都发誓效忠凯撒。凯撒一直宣称自己「不是苏拉」，而他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既没有命人列出臭名远扬的「处罚者名册」，也没有列出「需要注意者名册」。对于已经去世的元老院议员，凯撒让「骑士阶级」（经济界）出身者或是优秀的百人队长填补他们的空缺。而那些逃往北非、将与凯撒进行对决的旧庞培派强硬份子，如庞培的岳父梅特鲁斯·西比奥、小加图、阿法拉纽斯、佩里阿斯和拉比埃努斯等，仍然保留元老院议员的身份。

上述的所有事项，凯撒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处理完毕了。在出发往北非之前，为了避免政治上的空白，凯撒还决定了隔年，也就是西元前46年的政府。身兼独裁官与执政官的凯撒同僚——雷比达被选为执政官。而对安东尼，凯撒既没有让他继续留任，也没有让他当执政官，因为他已经对安东尼的统治能力感到失望了。马库斯·安东尼与凯撒相差十八岁，母亲与凯撒一样，出身於朱利斯家族。从血缘关系来看，安东尼也可以说是最有希望成为凯撒的后继者。对于这个时期凯撒态度的变化，安东尼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时的问题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安东尼大概一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凯撒死后，安东尼虽然成为罗马世界的主人公之一，但才能却始终有限，远远比不上凯撒。




非洲战役



武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等全军準备完毕之后才开始决定性的行动；另一种则是自己率先行动，等后面的兵力到齐之后就进行决战。庞培属于前者，而凯撒则属于后者。在我们这些军事上的门外汉看来，既然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都已经过了一年，这时似乎没有必要急于作战。但是凯撒认为战役就是宁愿试行错误，借着多次的小型冲突寻找战机，最后一举决战。为此，只要司令官率先行动，士兵们就不得不在后面追赶。

大军的集结需要相当的期间，即使是在现代战争中也是如此。即使是处於二十世纪、交通运输都十分发达的现代，在波斯湾战争中，大军的集结还是花了相当的时间。当时，从集结五十万的大军到做好战斗準备，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二千年前的凯撒，手中的兵力只有上述的十分之一，移动的范围也只限於地中海的周边。即使如此，集结兵力还是必须花上很长的时间。在高卢战役时代，凯撒每年都会慎重地选择冬营地，目的不仅是为了监视在他控制之下的地方，还要为下一年的军事行动作準备，使军队在过冬的同时，保持随时可以进入战斗的状态。

然而，高卢战役时期的战场，只限於高卢、不列塔尼亚（Bretagne，今法国西北部）的一部分以及莱茵河以西的部分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法国、比利时、荷兰的一部分以及德国西部。另一方面，内战时期的战场，则波及到地中海世界的全区域。凯撒的移动路线，以现代的国家来区分，就是义大利、法国、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叙利亚以及突尼西亚。如果全部考虑以上的地点来选择冬营地，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在内战时期，只要时机允许，凯撒都必须返回国内处理内政，进行各项指示。所以，最方便凯撒行动的地点就是本国义大利了，也就是从义大利半岛，开往下一个战斗地点。这一年的战场，是庞培残部所在的非洲属省（现在的突尼西亚），兵力的集结地则选在西西里岛西端的马沙拉，从那里经海路前往北非。未等兵力集结完毕就开始行动的凯撒，最先赶到了马沙拉。

在庞培死后，凯撒就没有继续他的《内战记》。之后，记载在埃及的战斗以及「我来、我见、我征服」的对法尔那西斯之战的《亚历山大战记》则是出自他的秘书希尔提斯之手。再后来的《非洲战记》著者是希尔提斯还是凯撒手下的哪一位幕僚，在当时就没有记载。《非洲战记》中的文章表达，远远不及《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的简洁、明晰和洗炼，也比不上模仿凯撒文体的希尔提斯文笔。不过，《非洲战记》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它的价值。首先，它有作为现场证人的历史性价值，人们可以从中得知非洲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全部过程。第二，因为不是出自凯撒的手笔，从中可以更加清楚得知士兵心目中的凯撒形象；也就是说，虽然无法从中体会阅读精彩文章时的乐趣，但却是凯撒与部下之间的真实生活记录。实际上，《非洲战记》从以下的一段开始：


「凯撒以骑兵的正常行军速度前进，途中一天也没有停留。（西元前47年）12月19日抵达马沙拉，抵达之后马上又乘船了。当时，与凯撒一起抵达马沙拉港的，只有六百名骑兵，步兵尚未到达。在马沙拉港等待步兵到来的时候，凯撒也没有在市内宿营，只是在接近港口之处扎营。冲上来的波浪几乎可以打湿最高司令官用的红色帷幕。最高司令官这样做，是向后面陆续赶到的步兵表明，在出发前往北非之前，谁也別指望在西西里慢慢休息。总之，在逆风的日子，凯撒也命令抵达的士兵和水手全部上船，以便一到顺风时，马上可以出港。如此一来，原本以为在集结全军期间可以慢慢休息一段时间的士兵，也随之紧张起来了。」



在凯撒加紧準备的同时，军团兵都陆续到达了。不过，新编成的军团中，新兵佔了大半。训练有素的，只有第五军团的士兵。第五军团是在内战爆发之前，凯撒在法国南部属省所编成的军团，全部由没有罗马公民权的高卢人所组成。由于当时无法列为正规军团，所以称为「云雀军团」。后来，凯撒为了表彰他们的忠诚，便授与他们罗马公民权，并以第五军团的名义升格为正规军。

另一方面，根据靠近非洲的马沙拉所收集到的情报，在现在的突尼西亚等待凯撒军队的庞培派，已经集结了庞大的兵力。

首先，庞培残部的兵力，有十个军团的三万五千名步兵，加上九千名从地中海各地雇佣的骑兵。此外，努米底亚王以罗马方式所训练的重步兵，就有四个军团的二万五千人，加上有名的六千名努米底亚骑兵，合计有六万名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此外，还有努米底亚的一百二十头战象。而掌握海上指挥权的非洲属省总督也站在庞培派一边，所以在海上的战力方面也占有优势。

另一方面，凯撒只準备以十个军团的步兵和四千名骑兵来进行北非战役。新编成的军团与训练有素的军团各有五个，训练有素的军团有第九、第十、第十三和第十四军团。这些都是从高卢战役的第一年或是第二年开始便在他的指挥之下身经百战的士兵。此外，还加上由高卢人所组成的第五军团。与往常一样，凯撒的军队这一次在人数上也是处於劣势，相对于敌方的六万名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凯撒只有三万名步兵和四千名骑兵。相当於现代战车的战象，则连一头也没有。此外，战斗地点是在敌地，兵粮的补给，也只有从西西里供给。

这样的情形，即使是士兵也十分清楚。士兵们所关心的，就是凯撒的想法。然而根据《非洲战记》中的记载，当时五十三岁的最高司令官，「似乎完全没有介意在兵力上的劣势，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着自信和希望。」一万八千名步兵和二千名骑兵首先抵达马沙拉港之后，在12月27日，凯撒就下了出港的命令。同时，他还命令西西里总督阿里埃努斯负责兵粮的补给和指示随后到达的军团出港。

之后，就是对登陆地点的选择。对凯撒来说，非洲是他从未涉足过的土地。如果是一般人，一定会首先考虑在离补给基地西西里最近、只要顺风、乘船一夜即可抵达的突尼斯湾登陆。这附近是长达一百多公里的海湾，敌方也未必在那里处处设防，所以选择从那里登陆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且，如果选择现在的突尼西亚北部为登陆地点，更可以就近攻击非洲属省的首都，也就是庞培残党的大本营尤蒂卡。此外，还可以利用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所设置的「柯尔涅留斯阵地」。这个阵地自设置以来，一直成为称霸非洲的基地。二年前的西元前49年，受凯撒之命远征非洲的古里奥，当时就是在罗马的非洲属省，现在的突尼西亚北部登陆的。

不过，选择在现在的突尼西亚北部登陆，也有不利之处。


一、在敌人的根据地附近登陆并对敌人进攻，必须与各方面都有充足準备的敌军正面对决。




二、由于是在根据地附近，敌军的戒备必定会十分严密。




三、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败北的庞培残党都聚集在此地，西边紧邻著因歼灭古里奥所率领的凯撒军而立下大功的努米底亚王犹巴的王国。由梅特鲁斯·西比奥为总司令官的旧庞培派军队，已经与努米底亚王结成共同战斗的同盟。古代努米底亚王国的领土，占有现在阿尔及利亚的东半部。如果以突尼西亚北部为战场，那么对努米底亚王来说，是个易于作战的地点。



凯撒没有选择突尼西亚北部，而选择了东部作为登陆地点。如此一来，在以下三个方面都对凯撒有利。


一、从自军补给基地的西西里岛马沙拉港虽然需要四天的行程，但同时，敌军也不得不在离补给基地尤蒂卡二百公里外之处战斗。




二、将与庞培残党共同战斗的努米底亚王，必须踏破三百公里以上的距离才能与庞培残党会合。




三、在东部，非洲属省总督的威势显然比不上都市集中的北部。



这样，在敌地战斗的不利之处也可以相对减少。在无法全面保证隔海的兵粮补给之时，是否可以在当地筹到粮食，对凯撒军来说，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

凯撒这人，并非与失败无缘。他会遇到失败，但是却不会重复同样的失败。在与庞培的对决中，他就曾经犯过错误，那就是在庞培军的补给基地附近狄尔哈强与庞培对决。而这一次，他大概不想重覆同样的失误。在与庞培的战斗中，他最终还是将庞培从狄尔哈强引诱到法尔沙拉斯，并大获全胜。在非洲，凯撒的第一战略，就是从一开始就将敌人从补给基地尤蒂卡引开。不过，凯撒所选定的登陆地点——突尼西亚东部，也并非无人之地。虽然比不上北部，但还是散布著许多临海的城塞都市，如哈德鲁门、列普提斯和塔普索斯等。无论在哪里登陆，都可能遇上敌人。在哈德鲁门，有一直向北延伸约一百公里的沙滩，从那里也较容易登陆，但是凯撒却选择了在南面的鲁斯皮那，位于尤蒂卡以南直线距离约二百公里之处。在那里登陆，虽非凯撒的最终目的，但是只要对附近众多的城塞进行攻击，守在尤蒂卡的最终必定会出来，也就是将敌人从安全而且物资供应充足的地方引诱出来。因此并没有必要等到全军集结完毕之后才开始行动，而是先主动出击，让敌人知道凯撒已经登陆。在敌人得知凯撒已经登陆并已开始行动之后而南下的期间，凯撒的军团也将从西西里陆续抵达。在等待其他军团的同时，寻找战斗机会，最后一举进行决战。像凯撒这样在敌地作战而在人数上又处於劣势的情况，以远离敌军根据地之处进行决战的战略，是最高司令官最高明的决策。

然而，士兵们并没有办法知道凯撒的这个基本战略，而凯撒也不是什么事都向部下一一说明的司令官。在高卢战役中与凯撒共同战斗过的士兵都知道制定战略是凯撒的事，他们只需听命於凯撒即可。这也是凯撒军一贯的作法，所以这些士兵都没有怨言。但是，首先到达非洲的很多都是新兵，也较为年轻，他们对凯撒的不满，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种原因：


一、只集结一万八千名步兵和二千名骑兵，就要出发前往有六万名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以及一百二十头战象的敌地，私底下，他们都认为最高司令官轻率、鲁莽。




二、他们不明白为何非要在寒冬季节出阵不可。这些新兵还没有理解到对凯撒军来说，只要有必要，不管是春夏秋冬都必须作战。



不过，準备迎击凯撒的原庞培军，也没料到凯撒会在12月底出港。按日历，凯撒从马沙拉出港的日子是12月27日，不过如果根据不到一年之后所实行的「朱利安历法」，也就是根据实际上的季节来计算，那时还只是10月。在地中海，那并不是难于航行的季节。凯撒在宣布改革历法之前，脑中早就已经完成了对历法的改革。而其他人，还是习惯按照以往的历法来生活和行动，尽管它与实际的季节相差二个月以上。

从马沙拉出港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接近突尼西亚东岸时，新兵的不满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时，满载着二万名步兵与骑兵的船只将近百艘，但是与陆上的行军不同，有的船只因为看不到前方的友船而迷失了方向，而凯撒并没有指示船长应该在哪里登陆。因此，见不到凯撒所乘的船只之后，其他的船只都不知应该在何处上岸才是。

如果依照普通的作法，对这种有必要在战略上保持机密的指令，都会在封印之后交给各船的船长，而船长在出海之后拆开。而凯撒并没有交给任何一位船长这样的指令，导致部分船只迷失了方向。新兵又发出怨言，说凯撒是轻率、鲁莽的司令官。但是，《非洲战记》的作者却为凯撒作了辩解：那是因为凯撒考虑到突尼西亚东岸，是敌军疏于防备之处，各船可以自由选择登陆地点，只要在登陆之后集合便可。就这样，各船只好自己作出判断来选择登陆地点。这对士兵们来说本来是逼不得已的作法，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最终全部集中一起了。那时，新兵也发不出牢騒了。

不过，即使新兵不再抱怨凯撒，但是心中的不安却没有消失。突尼西亚东岸的三个主要都市之中，只有列普提斯对凯撒打开了城门，哈德鲁门和塔普索斯都是由原庞培派的兵力所守卫，对凯撒要他们投降的劝告根本就不予理睬，而且已经向尤蒂卡方面报告凯撒登陆一事。新兵们想到将会在北方地平线出现的六万名敌军，无论如何都难以消除心中的不安。即使如此，他们的最高司令官在阵地修筑完毕之后，又忙于率军视察周围的形势了。另一方面，在西西里的后续部队，至今未见踪影。《非洲战记》的作者记下这个时期士兵们的心态：


「官兵中没有一人能够猜透最高司令官的心思。大家都感到不安和恐惧，更想得知凯撒心中的想法。毕竟，凯撒手中只有小规模的兵力，现在正孤立于「敌海」之中，尤其是敌方拥有数量惊人的骑兵。士兵们的直属指挥官——大队长和百人队长都无法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与不安，因为这些指挥官的心境也与士兵们一样。只有最高司令官快活的表情和不知疲倦的行动力，使士兵们得以恢复对自己的信心。实际上，士兵们每次看到凯撒，都会感受到他伟大的精神和自信。这样，士兵们也安下心，恢复了战斗的勇气。因为凯撒让他们感到了希望：以凯撒的深思熟虑和过人的力量，无论在任何事态之下，最终一定会有好结果。」



原来在新兵心目中轻率、鲁莽的凯撒，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就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而这些新兵，后来也锻鍊成相当於地中海世界代名词的「凯撒战士」。西元前46年的1月底，经过千锤百鍊的「凯撒战士」终于到达了。其中有与凯撒一起渡过卢比孔河的第十三军团和第十四军团，还有凯撒悉心培养的八百名高卢骑兵以及一千名投石兵和弓弩手。第二批人马的抵达，使凯撒的战力增加到二万五千名重步兵、二千八百名骑兵以及由投石兵和弓弩手所组成的一千一百五十名轻步兵。不过，步兵的战力还是不到敌军的二分之一，骑兵则不到敌人的五分之一。精锐兵力的到达，并没有使凯撒改变战略。

首先，凯撒命令以阵营为中心，修筑长长的防护栏，来对付占有绝对优势的敌方骑兵。第二就是关于兵粮的确保，甚至连凯撒自己有时也亲自出马筹集兵粮。凯撒亲自出马，一方面使自己的军队不致於以掠夺的方式筹集兵粮，另一方面是为了把周边的城市拉入自己一派。在敌地进行战斗时所不能忘记的一点，就是要在敌地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其中一定会有对属省政府不满的城市或部族等。如果得到他们的支持，不仅可以确保兵粮的供应，也可以在决战时使背后的安全得到保障。

身处突尼西亚东部的凯撒，眼光却不仅限於突尼西亚东部，而是看到了北非全体的形势。在努米底亚王国的西邻，是茅利塔尼亚王国。这个王国也与努米底亚王国一样，是承认罗马霸权的同盟国，这两个邻国时常有冲突。茅利塔尼亚王国与支持庞培的努米底亚王国不同，在霸权国罗马的内战时期，并没有与努米底亚王国采取一样的行动。不过即使如此，这个王国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支持凯撒。在王国中，有个相当於茅利塔尼亚王顾问、名为西提阿斯的罗马人。凯撒对他采取怀柔政策，目的是为了使茅利塔尼亚王国进攻努米底亚王国，以牵制努米底亚王犹巴的行动。

同时，凯撒也拉拢居住在努米底亚王国以南的撒哈拉沙漠住民，这些部族以向努米底亚王提供兵力得以存续。凯撒知道旧庞培军是由多民族军所组成，所以决定从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凯撒的这个策略，一步步地获得了成功。

得知凯撒登陆之后，旧庞培派的首脑是否察觉到凯撒的战略就是将他们引出安全的补给基地尤蒂卡，然后进行决战，关于这一点史料并未提及。不过，如果他们回想起狄尔哈强包围战以及之后的法尔沙拉斯会战，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根本就没有率军作战的资格了。在庞培死后，作为总司令官的梅特鲁斯·西比奥、小加图、阿法拉纽斯、佩里阿斯和拉比埃努斯，这些在北非準备迎击凯撒的全部指挥官，在希腊都曾有与凯撒作战的经验。

本人认为这些指挥官已经察觉到凯撒的战略。因为当时虽说是离凯撒的登陆地点有二百公里的直线距离，但是他们在得知凯撒登陆之后并未马上采取行动。而这大概正是因为察觉到凯撒的战略。

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出动了。最初出动的是拉比埃努斯所率领的骑兵。虽然在人数上佔了绝对优势，但是却未能成功打败凯撒为数不多的兵力。相反的，每次出击之后，归营的士兵人数都会减少。因为凯撒军所修筑的防护栏，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拉比埃努斯骑兵的行动。

此间，由凯撒精锐兵力所组成的第二批人马已经抵达，凯撒在突尼西亚东部又开始有了影响力。这一切，使守在尤蒂卡的人开始感到不安。

终于，梅特鲁斯·西比奥决定全军出动了；凯撒的预测真可说是準确无误。这样就可以确定战场不是在突尼西亚北部而是东部了。

然而，两军在相距数公里之处对峙之后，并没有马上进行会战。因为当时两军都有各自的原因。

旧庞培派军方面，因为共同作战的努米底亚王国受到来自茅利塔尼亚王国的进攻，为了防卫本国，努米底亚王犹巴在途中返回国内。没有努米底亚军的参战，梅特鲁斯·西比奥也没有勇气与凯撒进行对决。

在凯撒军方面，原来预计应该到达的第三批人马，至今仍未见踪影。第三批人马是凯撒精锐军队中的精锐兵力，由第九、第十两个军团所组成。凯撒原是为了惩罚去年进行反抗的第十军团才命令他们在最后一批出发往非洲，不过后来竟因为天气的关系，导致他们无法出海，只好继续留在马沙拉。凯撒心中大概也为当时的决定而感到后悔。在士兵们进行反抗时，凯撒把对他们的称呼由「战友诸君」改成「市民诸君」，高明地演出了一段喜剧式的插曲。尽管如此，凯撒最信赖的，还是第九与第十军团的士兵。然而，这两个军团至今还未见踪影。《非洲战记》的作者作了以下的描写：


「凯撒的心和眼睛，不分昼夜，都在眺望海面。」



不过，即使在「与往常的凯撒相反，他并没有进行积极攻势」的时期，凯撒也没有虚度光阴。他将年轻又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召集在一起，传授他们战斗方法。《非洲战记》的作者，对当时的凯撒作了以下的描绘：


「在与由多民族的非洲兵所组成的敌军展开激战之前，凯撒开始了对士兵的训练。他的训练方法，不是最高司令官对战场经验丰富而且战绩辉煌的精兵训练，而是像剑术的教师，在教授新入门的徒弟。




应该与敌人保持多远的距离、向敌阵冲锋时前进的限度、以什么样的姿势可以保全自己而击倒敌人、前进和后退的方法，以及有效的投石方法等等。凯撒对这些方法，都详加说明。」



凯撒军中，即使是老兵，也绝不允许他们坐山观虎斗。这些老兵，包括高卢人、不列塔尼亚人、日耳曼人、还有西班牙、希腊和东方的士兵。他们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不过，却没有以战象为对手的战斗经验。


「因此，凯撒派人找来大象，并在士兵面前对这个「教材」作了说明。大象是怎样的一种动物、具有怎样的习性和攻击力，以及作为战力的缺点。大象的哪一部位易于攻击、应该向哪个部位投石、长矛应该刺向哪个部位才有效果等等。凯撒一边让士兵以自己的手实际地触摸大象，一边详加说明。凯撒不仅让士兵习惯大象，还命人带来战马，让牠们习惯这种庞然大物。最后还让士兵亲身实验，直到这种巨大的动物倒地为止。这样，无论是士兵还是战马，面对大象时都不再感到恐惧了。」



这时，让凯撒等得焦虑不安的第三批人马终于抵达了。紧接着，第四批人马也到达了。第三批人马是第九、第十军团的精锐兵力，而第四批人马则是因病或其他原因而延后出发的训练有素士兵，其中有四千名重步兵、以投石兵和弓弩手组成的一千名轻步兵。这样凯撒的战力就增加到三万名重步兵、三千二百名骑兵和二千一百五十名轻步兵。不过，在数量上还是无法与庞培的残部相比。

在凯撒的準备趋於完毕之时，敌军也已做好準备。努米底亚王犹巴将本国的防卫委托给手下的将领后已经率军南下。这时对凯撒来说，已经有了展开积极攻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可能性就是兵力的集结已经完毕，必要性就是在敌地停留越久，对自己就越不利。而且在季节上，也快到4月了。






非洲战役略图




然而，敌方并不急于进行决战；对凯撒的数度挑战也只以小规模的兵力加以应付，并没有进行真正决战的态势。在法尔沙拉斯会战展开的初期也曾有过同样的情形；这一次，凯撒也必须对敌人进行诱导作战了。要迫使敌人进入战斗的状态，就必须攻击使敌人无法置之不理的某处。






塔普索斯附近略图




一边挑战一边寻找战机的凯撒，终于发现了目标，那就是离列普提斯以南十五公里处的塔普索斯。那里由庞培属下的一位将领驻守，是这附近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

不过，塔普索斯虽是这附近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却不是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最重要的基地是现在还对凯撒紧闭城门的哈德鲁门。可是凯撒为什么没有进攻哈德鲁门和其他城市而盯住塔普索斯呢？

塔普索斯（现在的拉斯底那斯）位于海岬的尖端，陆上的一侧是宽阔的浅滩，南北环绕着浅滩的，是约二公里的细长陆地连接着内陆部分。海水的浅滩，在当时也作为盐田。

如果攻击塔普索斯，敌人必定会从南北两个方向的陆地进行封锁，可对在塔普索斯布阵的凯撒军进行夹攻、封锁的有两条通路。这样一来，在数量上多出自军二倍的敌军，就必须将全军分成两股。对塔普索斯的攻击，只不过是凯撒投下的诱饵而已。

西元前46年4月4日的清晨，经过一夜的行军之后，凯撒的军队到达了塔普索斯。接着马上布置四方形的罗马式阵地，设营之后马上又开始了攻城。因为只是「诱饵」，所以并没有必要真正进攻，凯撒只让一半士兵攻城，一半则在营中休息，以这种轮流作战的方法让士兵的体力得以恢复。敌军果然从后面追来了。隔天，也就是4月5日的日落时分，敌军到达半岛的入口处，并且就像凯撒所预料的一样，敌人将全军分成了两股。

在北面进行封锁的，是总司令官梅特鲁斯·西比奥所率领的军队和全部战象，南面则是努米底亚王所率领的另一半军队。

梅特鲁斯·西比奥到达封锁地点之后，马上建设阵营。

但是，凯撒军训练有素的兵力，不仅是战斗的精锐，在建设阵地等方面也十分老练。敌军建设阵营所需要的时间，比凯撒军要长很多。而凯撒，也没有忽略这个差异。




塔普索斯会战



西元前46年的4月6日拂晓，凯撒开始了行动。留下两个军团对付背后的敌军，就率领其他的全部兵力离开阵营，大概是打算在看到敌军的阵形之后再进行布阵，凯撒命令以军团为单位出发。然而，在看到敌军的布阵之后，凯撒布下了与一般原则完全相反的阵形。

通常的阵形，骑兵常被安排在最左翼和最右翼，或是像法尔沙拉斯会战时一样，集中在最右翼。然而在塔普索斯，凯撒却把骑兵全部安排在中央。

在靠近宽阔浅滩的左翼，是第十三和第十四军团，临海的右翼，则是第九和第十军团。最左翼和最右翼，则由高卢兵组成的第五军团分成两部分，每一边安排五个大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应付敌军的六十头战象；凯撒命令他们以投石和投枪的办法赶走战象。其余的三个军团的新兵，安排在骑兵的背后，也就是阵形的中央。

另一方面，在阵营尚未修筑完毕时就受到凯撒进攻的梅特鲁斯·西比奥，在慌忙之中布下的阵形，与普通的阵形没有任何不同。最左翼与最右翼是战象，左翼和右翼是骑兵，中央是重步兵团。





本人在军事方面虽然只是个门外汉，但是在记述这些战斗的过程中，似乎也明白这样的道理：所谓的战术，就是用何种方法来达到最终包围敌人的目的；也就是只有这种包围战术，才可以在战斗的初期将敌方的主要战力非战力化。

选择塔普索斯为战场的凯撒，必须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解决梅特鲁斯·西比奥的军队，也就是在南侧的努米底亚王率领军队前来增援之前，进行决战。

因此，凯撒只有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与常规相反，把骑兵安排在自军中央的目的，就是準备以骑兵攻击敌方中央虚弱部分的步兵；之后分成两股，绕到敌军右翼和左翼的背后，进行包围。

负责从正面攻击敌军右翼和左翼的，是历经百战的第九、第十、第十三和第十四军团，战象则由第五军团对付。

如果这个战术可以实现的话，就等于成功地实现对敌军的包围歼灭战，而且是从临海和靠近浅滩的两侧展开包围作战。这样，将敌军分成两个部分进行包围歼灭，不仅易于战斗，同时也节省时间。





包围歼灭战的创始人是亚历山大大帝，经汉尼拔完成，甚至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在对汉尼拔的战争中也证实了这战术的有效性。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凯撒虽然因为在骑兵战力上处於劣势而使用秘密武器，但基本上，在对敌军进行包围、歼灭时，都沿袭先人的战术。

凯撒在塔普索斯将骑兵安排在中央，对敌军的包围圈就从通常的一个变成了两个。然而，这样一来，就必须在努米底亚王率领军队前来增援之前进行决战。

组成阵形之后，凯撒就率军向敌军前进了。队伍中，最高司令官的斗篷在晨风中飘扬。凯撒徒步穿梭於士兵之间，激励他们。

对老兵，凯撒逐一地打招呼，激励他们像以往一样英勇奋战；对新兵，则激励他们不要输给为凯撒军团建立名声和荣誉的老兵。

然而，就在可以看到敌军的阵容时，出现了凯撒意想不到的事情。

曾经反抗而引起凯撒不满，觉得尚未完全得到凯撒原谅的第十军团士兵，急于将功补过，第十军团的喇叭手，还未等凯撒下令，就吹起了突击的喇叭。









塔普索斯会战略图




凯撒原来打算在较接近敌军时才下令开始战斗，不过此时的情势，就像他自己在《高卢战记》中所写的一样：「当士兵的战斗意欲爆发时，与其加以制止，不如趁着他们自然爆发的战意，还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因此，凯撒也马上在全战线下达了突击命令。

凯撒自己也跃身上马，率领骑兵冲向敌阵。右翼是冲在前头的第十军团，左翼也是由精锐兵力所组成，士兵们一边高喊：「跟著最高司令官！」一边冲向敌阵。

战斗的发展与凯撒所预期的完全一样。受到第五军团士兵袭击受伤而变得狂怒的战象，不但没有冲向敌人，反而转头踩伤了自军的士兵，然后很快逃离了战线。

拉比埃努斯指挥的骑兵团，前面受到凯撒的老练步兵攻击，背后又受到骑兵的包围，除了拉比埃努斯和少数骑兵侥幸逃出之外，其余的全部被歼灭。

梅特鲁斯·西比奥所率领的三万步兵之中，有一万人战死，其余的四散逃走。

凯撒军牺牲的不到五十人，其中不少人还是因为被自军过於勇猛的士兵误认为敌人而被杀死的。

不到半天，就结束了会战。凯撒把追击敌人的任务交给第九、第十军团，自己则率领其余的全部人马返回。不过，他并没有返回阵营，也没有再进攻塔普索斯城，而是直指努米底亚王犹巴的阵营。

在梅特鲁斯·西比奥与努米底亚王犹巴的阵营之间，隔着很宽的一片浅滩，当凯撒绕过浅滩半周到达努米底亚王的阵营时，在梅特鲁斯·西比奥阵营前的战斗结果已经传到努米底亚王的阵营，军中没有人再有勇气来迎击凯撒，全军没有受到任何攻击就败逃了。当凯撒到达之后，阵营中已是空无一人。於是凯撒将所率领的兵力一分为二，一半负责追击那些残兵败将，他自己则率领另外的一半兵力追击努米底亚王。目的地是努米底亚王所逃往的扎马。一百五十年前，就是在扎马附近的平原，汉尼拔与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在此地展开了激战。

不过，在一百五十年后的西元前46年，决定北非将来的战斗，在塔普索斯就已经结束了。努米底亚王犹巴已经无力在扎马迎击凯撒，因为扎马的居民，让败逃而来的本国国王吃了闭门羹。塔普索斯会战的结果，很快就传遍了努米底亚国内的大小城镇，到处都出现了向凯撒派一边倒的现象。绝望的努米底亚王与同行的庞培派将领佩里阿斯一起自杀身亡。一百五十年前因协助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对迦太基作战而兴盛的努米底亚王国，最终也遭到灭亡的命运。凯撒让罗马人西提阿斯统治旧努米底亚王国，他曾经率领茅利塔尼亚王军从背后袭击努米底亚而助了凯撒一臂之力。接着，凯撒便领军一路北上，直指尤蒂卡。

行军途中，不断传来旧庞培军首脑的消息。

总司令官梅特鲁斯·西比奥在準备乘船逃走时被俘，士兵们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就将他杀死了。

在军事和政界方面一直都没有受到注目的苏拉儿子法斯托斯·苏拉，也在逃走途中被杀。

在西班牙战役中向凯撒投降后又投奔庞培、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败走、继而在塔普索斯又成为败将的阿法拉纽斯，凭著在西班牙被俘又被凯撒放走的经验，以为这一次也可以得到凯撒的宽恕，便带着家眷和佣人向凯撒投降。途中，遇上了附近的强盗团。对逃亡中的残兵败将来说，这些强盗的存在就像秃鹰一样可怕。这位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庞培派要人以及他的家眷，不但被抢走身上所有的财物和穿戴，除了奴隸佣人之外，全部被杀了。




小加图



因为海岸线的变化，现在的尤蒂卡，已经成为一个内陆城市，找不到一点昔日的踪迹了。但是在古代，这里是繁华的海港都市。在迦太基时代，是仅次于首都迦太基的第二大都市。在迦太基灭亡，首都成为废墟之后，尤蒂卡更成为这一带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罗马将原来的迦太基领土编入罗马的一个属省之后，将尤蒂卡作为非洲属省的首都，已有百年的历史。决定在北非迎击凯撒的庞培残党，也理所当然地以尤蒂卡为根据地，而从周边征集的兵粮也贮藏于此。

作为从迦太基时代就存在的海港都市，尤蒂卡的防卫十分完备。负责驻守此地的小加图，在获悉塔普索斯会战的结果之后也没有逃走，而是决定在防御坚固的尤蒂卡彻底抵抗。他给予奴隸们自由，使他们成为士兵。同时以从塔普索斯逃到此地的一千五百名骑兵为主力，组成了防卫军。

但是，尤蒂卡的居民拒绝协助小加图进行防卫，他们也都已经得知塔普索斯会战的结果。没有居民的协力，彻底抗战也只是个梦想而已。

风闻凯撒已经在非洲登陆之后，为防不测，庞培的长子与次子已经逃往加那利群岛。另外，塔普索斯战败之后，原庞培军的两名将领瓦尔罗与拉比埃努斯，也已逃往西班牙。小加图在那时如果想逃走，是完全可以脱身的。但是，无论是以前在希腊，还是现在的北非，小加图都没有打算从凯撒面前逃走，也没有準备向凯撒投降。

比凯撒小五岁的小加图，在政治上的主张与凯撒相反，是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体支持者。同时在个人感情上，他也对凯撒怀有憎恶之情。

小加图认为，人生的清廉洁白比什么都重要，对不正行为十分反感。在他看来，像凯撒那样的人，既谈不上清廉洁白，又没有好的品行；论野心，却是超人一等；不费气力就可以借到大笔钱财；在政治上春风得意，在战场上也是所向披靡；他的行动虽然不见得民主，却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而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显得理直气壮。这一切，对小加图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他与凯撒在性格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即使没有政见的不同，大概也始终无法成为友人。

之前，小加图从狄尔哈强逃走，是因为那时庞培还健在。而现在，庞培已经不在人世，庞培手下的将领，大多数人不是战死，就是向凯撒投降了。就连自己曾经像父亲一样对待过的外甥布鲁图斯，虽然不是将领之一，但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也投奔了凯撒。看来，现在已经是凯撒的天下了。

听说凯撒正向尤蒂卡逼近，水手们都全部跑光了。这样一来，即使是从临海的尤蒂卡，也不可能乘船逃走了。

小加图叫来了凯撒的亲族——庞培派的鲁奇斯·凯撒，委托他负责一些重要人物及家属的安全。

这些人当中有庞培的女儿，也就是独裁官苏拉的儿子法斯托斯·苏拉的妻子庞佩雅（Pompeia）以及他的儿子、小加图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波西亚。波西亚是曾在西元前59年就任过凯撒的同僚执政官、内战爆发之后成为庞培海军将领的比布拉斯的妻子，在比布拉斯死后，波西亚就成了寡妇。

将这些人讬付给鲁奇斯之后，小加图并没有命令他带着他们逃走，而是劝他们向凯撒投降。因为他相信，凯撒一定会无条件将他们送回国内。

但是他本身却无意求得凯撒的宽恕，他既不想让凯撒享有宽恕敌人的特权，也不想看到凯撒在宽恕敌人之时所得到的快感。

塔普索斯会战之后的第六天，小加图招待了尤蒂卡的要人，共进晩餐。

罗马人的晩宴，就像柏拉图的“Symposium”（《飨宴》）中所描绘的一样，人们躺臥在床型的椅子上，一边享受美酒佳肴，一边针对某个特定的主题展开讨论。罗马人将这种场合的对谈称为专题讨论（Symposium，源自希腊语，由罗马人按拉丁语发音演变而成）。在这种场合中，决定讨论主题的，是同时身兼司仪的主人。那一晩，在小加图所举办的宴会中，丝毫没有提及塔普索斯会战的结果，讨论的全是哲学上的问题，主题是关于自由。

小加图以苏格拉底为例，强调正直的人即使在死后，灵魂也会得到不朽，可以作为自由人而继续存在。

宴会之后，小加图返回寝室，但并未马上就寝，而是在灯下翻阅起柏拉图的“Phaedo”（《费多语录》），那是本哲学书，描述在隔天将被处死的苏格拉底，与到狱中探望自己的弟子关于生与死的对话情景。过了不久，小加图取出短剑，刺入自己的腹部。喷出来的鲜血，溅满了身边打开着的“Phaedo”。

但是小加图并没有刺中要害部位，所以没有立即毙命。在宴会上，因为小加图的发言而有不祥之感的小加图儿子和其他人，当时都还在寝室外留意室内的动静。听到从寝室传出的呻吟声，马上冲进去；看到小加图的情形，马上叫来医生。赶来的医生试图把小加图的伤口缝合，然而遭到小加图的激烈反抗，他亲手挖出自己的内脏之后，气绝而亡。时年四十九岁。

在鼓吹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政体之下的罗马，罗马人饶恕其他的罗马人，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尤其是在担当国政的元老院议员之间更是如此。小加图认为，承认个人拥有饶恕他人的特权，是违反共和政体的精神。在那时，这是合乎逻辑的想法。即使是对于救了自己性命、既没有没收自己财产也没有将自己流放的善行，在「法的公民」罗马人看来，公民没有权利决定其他公民的生死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在现代，还是有不少人赞赏小加图之死是自由对权力的抗议。

如果小加图能够始终如一，彻底坚持这个信念，并且用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在逻辑上也可以保全他的信念。然而，小加图并未能做到始终如一；因为他把自己的儿女，连同庞培的女儿和孙子都讬付给了凯撒。

即使如此，小加图这种罗马人称为「意志之死」的自杀方式，还是显得十分壮烈，留给人们的冲击也十分强烈。在生前未曾立下什么丰功伟绩的小加图，死后却作为与绝对权力抗争的自由人典范而留名后世。对小加图的反对派来说，这是死后比生前更有危险性的典型人物。

得悉小加图死亡的西塞罗，不知是忘记了自己正是因为得到凯撒的宽恕才可以恢复自由，还是因为心中有愧，发表了〈加图〉，对小加图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凯撒也发表了〈反加图〉，提出了与西塞罗相反的论调。西塞罗的〈加图〉与凯撒的〈反加图〉都没有保存下来，具体内容虽然不得而知，不过只要想像，也可以猜出个中大概。

西塞罗的小加图论，大概就是赞美了小加图的清廉洁白，并对他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宁死不屈的行为大加赞赏；而凯撒的反小加图论，则大概是批判小加图狭隘的视野，并在文中说明，在世界上，比起小加图所自豪的清廉洁白和在理论上过於执著的追求，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从这一段插曲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其他方面，一个人的思想，就是他生活方式的反映。

小加图自杀的隔天，胜利者凯撒抵达了尤蒂卡城。未等来访的鲁奇斯·凯撒开口求情，凯撒就主动表示会保证小加图的儿女以及庞培的女儿和孙子的安全。留在尤蒂卡城的庞培派，没有一个人被处刑，也没有将小加图在尤蒂卡的中央广场枭首示众。小加图曾经强烈谴责凯撒的「宽容」违反共和政体的理论和自由的精神，而凯撒正是以这种「宽容」精神来对待他的敌人。

凯撒任命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查尔斯提斯为新的非洲属省总督，之后就乘船离开了尤蒂卡。从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入城之日算起，只不过经过了二天的时间。

凯撒在非洲的称霸，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按一般人的作法，都会从尤蒂卡经由海路或陆路回师罗马。现在已经是凯撒的天下了，当初强渡卢比孔河，一心想树立罗马国家的新秩序，这在肃清庞培派的残党之后，也已经有了可行的环境。

不过，这时凯撒又显出他性格中独特的一面。他命令军队归国之后，便带着少数的士兵出发前往萨丁尼亚岛了。这一次，并非因为那里有庞培派的人需要解决，而只是纯粹的视察之行。理由是他从未踏上萨丁尼亚与科西嘉两岛的土地。

从多佛海峡到尼罗河的「罗马世界」中，凯撒未曾涉足的，大概就只有萨丁尼亚与科西嘉两地了。这两岛对放弃主食小麦自给自足的罗马人来说，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同时，又因为地处地中海的中央，也是战略上的要地。这一次的视察，并非没有理由，但是却花了太长的时间。






凯撒转战略图









穿着军装的凯撒（现藏于罗马市政厅）




由于中间横隔着大海，在波涛汹湧时根本无法出海；相反的，没有一丝风的日子，也只好在港口等待顺风吹来。正因为如此，凯撒自4月中旬从尤蒂卡出发，视察萨丁尼亚与科西嘉两岛之后返回罗马时，已经是7月25日了。所以后世的研究者中，有人称他为「行踪不定的凯撒」。但是凯撒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他手下，有著一批能干的部下。即使他不在，只要给予他们明确的指示，工作就可以顺利进行。举例说，庞培在举行凯旋式时，为了那二天豪华的凯旋式，从他归国之日算起，以九个月的时间来作準备；而凯撒的凯旋式，準备分四天举行，比庞培的更为壮观。但是为此所作的準备，从他归国之日算起，不过花了十天的时间。效率性就是必须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才使执著的追求显得有意义。




凯旋式



对步入五十四岁的凯撒来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作为罗马男子的最高荣誉——凯旋式。至今才举行凯旋式，并非因为他功绩不足，而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分四次举行的凯旋式，当然是比当初庞培为时二天的凯旋式还要隆重，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凯撒所战胜的对手一共有四个国家的缘故。也就是，第一次是对高卢人的凯旋式，第二次是对埃及王托勒密十三世以及王女阿西诺爱，第三次是对潘特斯王法尔那西斯，第四次是对努米底亚王犹巴。而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对庞培的胜利，则未列入凯旋式中所庆祝的内容，因为那是罗马人之间的战争。凯撒向来的惯例，就是不打压败者，而是给予他们与胜利者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如果这一次将对庞培的胜利列入凯旋式庆祝的内容，必然会触怒庞培派的人，在政治上也只是个愚蠢的决策而已。另一方面，凯撒本身大概也不想庆祝对庞培之战的胜利。凯撒的性格中，有著异乎寻常冷静的一面，但却并不冷酷。

另一方面，凯撒虽未直接与努米底亚王对决，凯旋式中却有庆祝塔普索斯会战胜利这个项目。在凯撒心目中，与「三巨头政治」时代曾是自己盟友的庞培不同，在庞培死后仍负隅顽抗，与自己作对的庞培残党，已经成了他的敌人。凯撒对那些投降者，以他一贯的做法不但饶恕了他们的性命，也未没收他们的财产，或是将他们流放。而努米底亚王犹巴是使古里奥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对凯撒军来说，努米底亚王一战的胜利，终于得以报仇雪耻了。而对罗马人来说，这是对在表面上与罗马缔盟却反抗罗马的旧同盟国的胜利，所以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来庆祝这一次的胜利。

凯撒经常拥有与众不同的想法，然而这一次的凯旋式，还是忠实地按照旧有的形式进行。

首先，参加凯旋式的全部人马，都集中到马尔斯广场。由于从站在队列最前头直到最后的人都集中在那里，所以那一天，像长蛇一样蜿蜒的队伍挤满了整个马尔斯广场。由于同时是假日，所以无论是在游行队伍所经过的沿途，还是在仪式的开始地点马尔斯广场，都是人山人海，挤满了围观的群众。

游行队伍排列完毕之后，凯撒出现了。在他身后，跟随着表示他独裁官身份的二十四名侍卫。军团长号令一下，军团兵一边保持著直立不动的姿势，一边同时斜举右手，敬礼欢迎凯撒。后来被称为「罗马式敬礼」的这种敬礼方式，我们现在可以在关于德国纳粹党的纪录片中看到。最先是墨索里尼，后来是希特勒也倣效了这种形式。实行排斥异民族路线的纳粹，即使只是在军队的敬礼这一点上，倣效了在人类历史上最初实现异民族间共存共荣的罗马，也引起了很大的非议。不过，如果单纯作为军队的敬礼，似乎是比英、美式的敬礼显得更有派头。附带提一下，墨索里尼所创始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一词，就是由古代罗马侍卫所举着的代表权威的束棒（Fasces）一词演变而成。墨索里尼将他的军队称为军团，并导入了罗马式的敬礼。同时，为了强化义大利的军队，还将最精锐的军团称为第十军团。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是得到众所周知的下场。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形式固然重要，但是其中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凯旋将军已经到达，游行队伍开始出发了。队列的先头是元老院议员和政府的高官。文官在前武官在后，这也是罗马人的习惯。接着就是乐队，乐队的后面是满载着战利品的马车行列。不只是把战利品堆积在马车上面就可以，还要让沿途围观的群众看得到，而且更要让看到的人发出感叹声，所以必须在展示的形式上下功夫。

满载着战利品的马车经过之后，就是标语牌的行列。标语牌上描绘出获胜战役的情况。在庆祝高卢战胜之日，标语牌上所描绘的，是在高卢的地图上方，描绘出罗马的军团旗银鹰，或是莱茵河上的桥梁，以及在阿列沙（Alesia）之战后跪拜在凯撒面前的败将维尔钦杰托斯（Vercingetorix）;在庆祝对潘特斯王法尔那西斯的胜利之日，标语牌上所描绘的，是作为游行队伍先导的「我来、我见、我征服」；在庆祝对努米底亚王的胜利之日，则描绘著努米底亚王与佩里阿斯互相残杀的场面，以及小加图自己挖出内脏自杀的情景。无论是以文字还是图画的方式，那时标语牌在罗马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方面，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他们十分重视让一般平民百姓也可以理解的宣传工作。

标语牌的队列之后，是载着表示「战果」的战败者马车。沿途围观的群众，在看过标语牌之后，已经对战役有了大概的了解，接着的程序就是亲眼看这些胜利的「成果」了。被锁在马车上的战败者代表，在庆祝高卢战胜之日，是维尔钦杰托斯；在庆祝对埃及的胜利之日，是王女阿西诺爱；潘特斯之日则是法尔那西斯的一个儿子；努米底亚王之日，是国王犹巴五岁的儿子。

通常，在凯旋式之后，即使会将这些人扣留在义大利，也不会将他们杀害。努米底亚王年幼的王子，在成年之后，因茅利塔尼亚的王室没有继承人而继承王位。只有维尔钦杰托斯在仪式结束之后，就在牢狱里被杀了。因为凯撒认为他不但拥有过人的能力，而且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在载着战败者的马车后面，是在仪式最后的祭祀中作为祭品用的白牛。白牛的后面，跟随着祭司。在罗马，并没有专门的圣职阶级，所以祭司不过是经选举所选出执行祭祀仪式的人而已。凯撒本身是相当於祭司长的最高神祇官，所以在他自己的凯旋式上，并没有像以往的凯旋式一样，有最高神祇官走在祭司的前头。

参加者全部穿着礼服，衣冠整齐，态度严肃。马车和马匹装饰得漂漂亮亮。连载着战败者的马车，也用罗马人所喜爱的常春藤装饰，就像在马车上上了镶边。罗马人一向喜欢以平切的石块铺装道路，同时还种植树木将一处处围起来。翠绿的树木与大理石或是白色的石块相辉映，十分好看。不过缺点就是树根常常会让铺石变得松弛。罗马人在节日喜欢将常春藤搓成绶带状，掛在墙壁上装饰。罗马人就是这样让由石头砌成的单调墙壁增添上色彩。

以政府官员为象征的「政治」以及祭司所代表的「宗教」行列之后，就轮到「军事」的出场了。那一天的主角——凯旋将军终于出场了。大约到西元前二世纪为止，凯旋将军所乘坐的、由四匹白马所拉的马车，都是由凯旋将军亲自驾驭。到了西元前一世纪，马车则由侍卫驾驭，凯旋将军则站在马车背后高出来的地方，接受沿道群众的欢呼和投向自己的花。

在这个盛大日子中的凯旋将军，在白色的短衣上穿着黄金制的护甲，护甲上刻著精巧的浮雕。脚上是为仪式而订做的齐膝靴子，靴子上也有美丽的装饰。将军的左肩披挂着最高贵的宽大紫色大斗篷，斗篷在右肩固定住。左手握着在正式战斗中由右手所握的象牙指挥棒，指挥棒也以黄金装饰。没有戴头盔而是戴上桂冠。在那一天，凯旋将军的脸要涂成红色。将胜利者的脸涂成红色，是倣效伊特鲁里亚（Etruria）民族的习俗，据说是可以驱邪。

跟在凯旋将军所乘的战车后面的，首先是凯撒的幕僚，他们都是乘马前进。接着就是骑兵团。在凯撒的凯旋式中，提到凯撒的骑兵，谁都会想到是日耳曼民族出身的骑兵为凯旋式增添了异国情调。他们的体格高大强健、金发碧眼、表情严肃。而罗马人的体格也很强健，但要比他们矮小，头发和眼睛都是茶褐色，表情也十分丰富。

所以日耳曼骑兵更是引人注目。在威风凜凜的日耳曼骑兵团后面，是威名远播的罗马军团的行列。各军团的前头是罗马的军团旗银鹰旗，队伍由军团长、大队长、百人队长和军团、大队、中队组成。他们全都穿着军装，手中握着长矛和佩剑。不过在外表上，他们的表情并不严肃，而是显出轻松甚至是不太正经的气氛。他们负责担任在游行队伍中一齐唱和的角色。在凯撒的凯旋式上，众人齐呼的是：


「市民们，藏起你们的妻子，诱骗女人的秃头到了！」



这似乎是有点过分，凯撒对此表示抗议。但是十二年以来，一直与凯撒同甘共苦的士兵，并不理会他们所敬爱的最高司令官的抗议。在凯旋式上，决定唱和的内容，是军团兵的权利。这样的唱和，似乎是有损於凯旋将军的威严，但这是罗马凯旋式的传统，据说这样是为了让诸神不至於嫉妒凯旋将军。比一般人要富有幽默感的凯撒，那时的抗议大概也是十分有趣。对于秃头，凯撒似乎也无法做到漫不经心，因为那时唯一令他烦恼的就是不断后退的前额。元老院在决定授权凯撒就任十年的独裁官时，破例同意凯撒在凯旋式以外的场所戴上桂冠，凯撒也欣然接受了这一荣誉。戴上桂冠，就可以遮掩住不断后退的前额了。

军团兵以上的大声唱和，使本来庄严的凯旋式增加了一种活泼的气氛，围观的市民听了之后肯定会忍不住哈哈大笑。从马尔斯广场出发的游行队伍，进入集会广场，并通过将广场分为南北两部分的圣道，开始登上卡匹杜里诺丘（罗马七丘之一）。这时军团兵也停止了逗笑般的唱和，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在这里，将举行向诸神报告历次胜利以及表示对诸神感谢的仪式。

现在人们都是从北面登上卡匹杜里诺丘，那是在十六世纪前期按米开兰基罗的设计重新开发而成。之前，则是经过集会广场从南侧登上。在罗马七丘之中最高的卡匹杜里诺丘，供奉著罗马建国以来的诸神，其中有罗马的最高神朱比特（Jupiter）和其他众多的神。在罗马，这是唯一不是由人而是由诸神所居住的地方。凯旋式的最后，必须在此地向诸神报告战斗的胜利，感谢不死的神对必须面对死亡宿命的人类的帮助。






卡匹杜里诺丘最高神朱比特神殿：复原图




供奉最高神的朱比特神庙，只有凯旋将军一人才可进入。一向是合理主义者的凯撒，此时大概也是怀着真挚的感谢之情对神报告吧！经过长年以来严峻的考验，才得到今日的荣耀。

凯旋式之后，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旁观游行队伍的市民也在被招待之列。凯撒非常喜欢豪华的场面，不用多说，也可以知道这一次的宴会是盛况空前的了。

与他共同战斗过的士兵，全都分到了赏金。士兵是每人分得五千狄纳利斯，百人队长每人一万狄纳利斯，大队长每人二万狄纳利斯。而且，与惯例不同的是，对于战死者的家属，以及因负伤而不能继续服役的士兵，也发给了部分的赏金。从布尼克战争时代开始，罗马军团士兵的年薪一直就是七十狄纳利斯；内战爆发后，凯撒将士兵的年薪提高了一倍，也就是一百四十狄纳利斯。而在凯旋式后所发出的赏金，就相当於他们三十五年的薪水了。

不仅是士兵拿到了赏金，凯旋式当日，围观的人，除了妇女和十七岁以下的小孩之外，每个市民都分到相当於八十七·五公升的小麦、三·二七公斤的橄榄油和一百狄纳利斯银币。

这些赏金，都不是以普通的货币来支付，而是为此而特別铸造了面值二十五狄纳利斯的纪念银币。这种银币不仅具有纪念价值，也可以像普通货币一样使用。

 




 










凯撒凯旋式纪念货币




上：两枚都是象征著战败的高卢




中：象




下：凯撒的妻子库尔普妮亚




分四次举行的凯旋式之后的宴会，合计有二万二千桌。在夏天清凉的夜风中享受美酒佳肴的客人，估计有六万人左右。未被邀请的平民百姓，实际上也参加了这一盛宴。晩宴都是在集会广场或是台伯河中的小岛等野外进行，所以在招待方面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而凯撒本身也很喜欢这种豪华的宴会。

晩宴结束之后，人们都目送凯撒回家。在凯旋式之夜护送凯撒回家的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不是侍卫，而是背上绑著火炬的大象行列。对于观众来说，这又是个有趣的场面。因为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一样，在迦太基语中，凯撒的意思就是大象。

凯旋式的内容不只是凯旋的游行队伍和宴会，在四次凯旋式之间，还穿插很多精彩的节目。其中有戏剧的演出、将台伯河的水引入竞技场进行模拟海战、剑术表演、有四百头狮子的狩猎等等。当然，全部都是免费演出。在庆祝非洲之战胜利的演出日子，还从非洲送来了长颈鹿。罗马的霸权已经扩展到地中海的南岸，使罗马人得以见到不少产於非洲的动物，但是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长颈鹿。凯撒命人将戏剧的演出定在庞培剧场，在众多的庆祝节目中，只有这一项是为了纪念年纪轻轻便不在人世的女儿尤莉亚（Julia）而举办的。尤莉亚曾经是庞培的妻子。

在罗马，有著这样的传统，就是有权势者自费建造作为某种用途的建筑物并作为公共设施捐赠出来。可以举行凯旋式的人，为国家建造一、二座公共建筑物，是理所当然的事。在集会广场北面的「艾米里亚会堂」，是西元前179年战胜马其顿王佩鲁修斯（Perseus）的艾米里斯·保罗（Lucius Aemilius Paulus）所捐赠。在圣道的另一边，是格拉古兄弟的父亲老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在西元前170年所捐赠的「善普罗尼斯（Sempronius）会堂」。西元前80年，独裁者苏拉也在集会广场对面的卡匹杜里诺丘建设了公文书库，不过那实际上是为政府所用的建筑物。现在在南面，还有中世纪时期的建筑物，其中部分是现在罗马市政厅的所在地。而曾经在东地中海称霸的庞培，自然也不甘落后于前人。在西元前55年，在城墙外建设了罗马最初的石造剧场和大回廊，并且捐赠给国家。

凯撒当然更不会落后于先人。从高卢战役开始，他就开始著手进行集会广场的扩建工程——神庙和回廊的建设。他还宣布将「善普罗尼斯（Sempronius）会堂」的修缮作为这次凯旋的纪念事业。但是由于该会堂年久失修，结果只好拆掉重建，后被称为「朱利斯（Julius）会堂」。不仅如此，凯撒对整个都市计画特別关心。他所做的，远远超出了作为凯旋将军的纪念事业范围。凯撒在树立国家罗马政治新秩序的同时，也準备让首都罗马在外观上令人耳目一新。

迦太基在经过七百年的历史后灭亡了；而罗马，在经过七百年的历史之后，正经历著新生。

凯撒所构想的首都再开发计画，将显示出在凯撒统治之下新罗马的诞生。


「历史有时会突然凝聚在一个人身上，之后世界便倾向以这个人所指示的方向前进。在这类伟人的个人身上，普遍与特殊、停驻与跃动浓缩成一个人格。他们体现了国家、宗教、文化以及社会危机。（中略）




遇到危机时，既成的与新的事物交织合而为一，在伟人的个人心中达到极致。这些伟人的存在乃是世界史的一个谜。」



——选自布尔克哈特的《世界史的考察》




国家改造



在塔普索斯会战中获胜，肃清了旧庞培军之后，凯撒於西元前46年4月离开了非洲。在凯撒心中，自西元前49年1月12日渡过卢比孔河之后所开始的内战终于划上了休止符。与庞培的抗争，其实就是「元老院体制派」与「反元老院体制派」之间的抗争。

以此看来，国家罗马内部的混乱，就如之前格拉古兄弟所指摘的一样，是因为「元老院体制」不能发挥功能。古代的史学家阿庇亚努斯（Appianus）的著作《内战记》，也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著笔。古代的罗马人，也普遍认为如此。常常超越时空思考的凯撒，也一定是认为霸权国家罗马，从格拉古兄弟时代就开始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实际上，凯撒在最初就任执政官时所施行的最重要政策，就是由格拉古兄弟所提案，后因他们英年早逝而中止的农地改革法案。

然而，罗马的混乱已经十分严重，并不是实际个別的政策就可以解决。在格拉古兄弟之后也有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有人认为，这样的混乱，是因为长久以来，罗马所采用的共和政体，已经无法再像以往一样发挥功能了。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苏拉、西塞罗和凯撒三人。





所谓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就是由不必经过选举的菁英所组成的元老院，辅助以每年所选出的两位执政官为最高代表的行政机关，并由公民大会作出最终决定的制度。由于担任行政的多是元老院议员，所以也被称为寡头政体。

在布尼克战役时代，希腊史学家波力比维斯认为在罗马的共和制中，执政官表现出君主政体的优点；元老院体现了贵族政治的优点；而公民大会则象征了民主制度的优点。他对当时罗马这种结合三者优点的政体大加赞赏。

在这种制度之下，执政官以下的行政官员选举以及元老院议席的获得，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而不存在阶级上的差別。但是在权力的行使方面，则视个人的能力而定。

罗马人从未试过采用民主制度，因为罗马人清楚地看出，即使在佩里克利斯时代，因为领导者佩里克利斯有著超群出众的政治能力，才使雅典的民主政体得以发挥最大的效能。佩里克利斯去世之后，雅典的众愚政策使国力迅速衰弱。这对当时尚是新兴国家的罗马来说，是极好的反面教材。

因此，罗马人选择了与执著於都市国家体制的希腊人相反的道路。也就是罗马人每征服一个地方，都会以征服者的姿态使被征服地区与自己同化。

而这种同化政策，迟早都会导致拥有公民权者的人数扩大。所谓民主政治，并不是根据有选举权者的智慧和判断力来发挥功能；而是由在某种事件发生之后，可以马上赶到现场的有选举权者的人数来决定。双亲的一方如果出身於其他的都市，则得不到公民权。当初雅典就是采取这种关于公民权的锁国政策，才发挥了民主制度的机能。





虽然如此，在第Ⅰ卷《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时代中所确立的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在第Ⅱ卷《汉尼拔战记》的时代中，就像外国人的波力比维斯所赞赏的一样，由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出色地发挥效能。对天才汉尼拔和当时的大国迦太基的胜利，也正是因为元老院团结一致，担当了战斗的指挥系统。对迦太基之战的胜利，可说是罗马在组织力上的胜利。当时，一直在最前线战斗的元老院阶级，在阵亡将士中，佔了最高的比例。

然而，无论怎样的制度，都有时限性。征服迦太基继而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罗马，遇到了作为胜利者的难题。原因之一，就是任何制度都无法避开的动脉硬化现象。另一个原因在于成为胜利者之后，所面对的问题也有了质的变化。

之前一直发挥正面效能的制度，随着环境的变化，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就人来说，改变长期以来出色地发挥功能的某种制度，比从零开始还要艰困得多。因为要实行这种改造，就必须首先进行自我改革。而对一直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进行自我改革还要艰难的了。但是如果不加以改革，就不可能树立适应新时代的新制度。格拉古兄弟以后的罗马有识之士所面临的苦恼，正是这一点。

无论是苏拉、西塞罗还是凯撒，都一致认为有必要恢复罗马的统治能力。而且三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以作为统治阶级的元老院现状来看，是无法执行这一任务的。虽然这三人所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是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

然而，以上的三人，是试图用怎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苏拉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实行内部改革。当苏拉就任不许任何人反对的独裁官之后，组织了危机管理内阁，实行高压政策。对反对派，他毫不留情地加以杀害、驱逐、没收财产等等。苏拉的政治改革，是为了增强元老院体制，从而恢复元老院的统治能力。就像在第Ⅲ卷《胜者的迷思》中所详述的一样：严格地实施功绩序列制度，防止个人的擡头。同时，让作为统治阶级的元老院议员有更多的机会来锻鍊自身的统治能力，以使指导者阶层的品质得到改善。

但是苏拉心目中的统治阶级，是指必须与他有共识的人。对反对派，则是彻底地加以肃清，甚至还列出详细的「处罚者名册」。理由是国家政治的担当者，必须由对罗马的共和政体有高度忠诚的人构成。





而与苏拉相差三十岁的西塞罗，又试图以怎样的方法，将陷入危机中的罗马解救出来呢？

西塞罗反对苏拉所实行的肃清反对派，以强化统治阶级的政策。苏拉的恐怖政治，结果将会导致人心的堕落。在「加帝蓝的阴谋」时，身为执政官的西塞罗，就为此而忧心忡忡。

不过，他也不同意与自己同年代的凯撒，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制度的作法。

西塞罗是地方出身的成功者。一般人，尤其本来是「外来者」，往往会对接纳自己的体制有一种执著，自然就会热心地维持现行体制。

即使如此，对罗马国家的现状，西塞罗还是比任何人都感到担忧。他所考虑的改造罗马的方法，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政府官员生活的净化」。他认为，只要这一点可以实现，罗马国家的将来就可以安泰了。

西塞罗还确信，可以通过言论的力量实现这一点。在他所发表的众多著作中，比起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改善，他更重视的是罗马政府官员的道德改善；甚至以此作为他辩护文的基础。

西塞罗在他最得志的时期，曾经为自己下过这样的定义：

Consul sine armis 非暴力执政官

Dux et imperator togae 穿着宽外袍的司令官

Cedant arma togae 以文制武

然而，在现实中，就如苏拉所实行的内部制度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罗马的腐败一样，西塞罗所提倡的道德改善，并未能产生他所预期的效果。

凯撒的作法又是如何呢？西元前46年以后的凯撒，与当年的苏拉一样，当上独裁官，从而获得了绝对的权力。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无法对他行使否决权，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实施各项政策。





步入五十四岁的凯撒，以「宽容」为座右铭，準备树立罗马的新秩序。在为凯旋式所铸造的纪念银币的一面，刻著仁慈的字样。凯撒处处不忘表明自己与苏拉的不同。

他没有作成记录反对派人士名字的「处罚者名册」，对逃亡者，仍然允许他们归国。对安东尼等人的失误，他命令将所没收的财产如数归还，或经原主人同意后购入。当然，他更不会将庞培派的人在集会广场枭首示众。对那些希望归国、恢复公共生活的人，他都宽大对待。就连曾经发出「元老院最后劝告」，宣布凯撒为国家敌人的原执政官马塞拉斯，凯撒也允许他归国。凯撒的心愿，就是要无论是反对还是拥护自己的人，都团结一致，为国家罗马的再生而尽力。

但是凯撒的这种方法，比排除异己的苏拉式改革，还要艰难得多。苏拉的作法合乎他的个性；同样的，凯撒的作法也反映出凯撒的个性。

对凯撒的作法，大多数罗马人都放下心头大石。长期以来，罗马人同胞之间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多数的罗马人精疲力尽了。而像小加图一样，认为罗马人对罗马人的宽容，是违反共和政体精神的人，虽然已为数不多，但还是存在。虽然小加图已经在尤蒂卡自杀身亡，但是仍然有人开始聚集到庞培两位遗子的逃亡之地西班牙。

不过，发表了〈加图〉，对小加图的壮烈自杀大加赞赏的西塞罗，对凯撒的宽容精神却表示赞同。这个时期的西塞罗，似乎有一种使命感，积极致力於旧日同志与凯撒之间关系的改善。





西塞罗的热心，源自他的政治理念，也就是重建由少数菁英所主导的自由共和国家。现在，他将希望寄讬在大权在握的凯撒身上。但是凯撒却认为，国家不是一种理念，而是实际。问题在于是否可以最有效地发挥它的机能。西塞罗对凯撒的期待，说明了即使是西塞罗，也无法理解凯撒的这种观点。在这种情形之下，久而久之，人们往往会忘掉自己未曾理解过某种事物这一点，就因为结果无法按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发展而大失所望，认为自己被背叛了。在战场上未经历过孤独的凯撒，在政治上，却无法避免孤独。





然而，孤独往往会成为创造者一生无法摆脱的宿命。这也许是相对于神所赋予的创造才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吧！如果为自己的孤独而叹息，那就无法进行创造了。实际上，这种人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叹息的。正因为如此，凯撒并没有理会西塞罗的评论，而是著手开始进行他认为应该处理的事务。他最先进行的，就是历法的改革。这个象征性的改革，表现出他作为实践家的一面。




历法改定



在那时罗马人所使用的历法，是西元前七世纪由第二代王努马（Numa）所整理的阴历。以月的圆缺为基準，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一年的天数为三百五十五天，多出的天数，则以每数年增加一个月来调整。然而这种方法产生了很大的误差，到了西元前一世纪中期，历法上的季节与实际季节之间，已经有了将近三个月的误差。

凯撒决定进行历法改革，不仅是为了消除这种误差。他认为，只要制定出正确的历法，并在「罗马世界」加以推广，那么人们就会有共同的生活节奏。他认为，罗马世界应该不仅是军事上的霸权，在允许各种不同文化共存的同时，也必须有共通的文明。而共有相当於日常生活中计量器的历法，就是拥有共通文明的第一步。

凯撒请来在埃及时认识的埃及天文学家以及希腊数学家，制定实际历法。这些被凯撒请到罗马的科学家计算出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周所需要的时间为三百六十五天又六个小时。以三百六十五天为一年，分二个月，每四年一闰，闰年为三百六十六天，闰年在2月时多出一天。这样，阳历产生了，因为改良者的名字而被称为「朱利安历法」（Julian Calendar）。

而之前的历法已经与实际季节有很大的误差，所以在西元前46年那一年，在11月与12月之间，插入了三个月。这样，西元前46年的各月就变成：

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插入第1月、插入第2月、插入第3月、12月。在那一年，罗马人多出了约七十天的时间。「朱利安历法」决定从西元前45年开始实施。

西元1582年，教皇格里高里（Gregory）对「朱利安历法」作了修订。在此之前的一千六百二十七年，「朱利安历法」在地中海世界、欧洲以及中、近东被广泛应用。教皇格里高里修订「朱利安历法」的理由，是因为在十六世纪后期，随着天文学的迅速发展，科学家计算出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周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又六小时，而是三百六十五天又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之后，以此计算为基础的「格里高里历法」（Gregorian Calendar）就取代了「朱利安历法」而沿用至今。判定十一分十四秒的误差，竟然需要一千六百二十七年的时间，这也表明当时所制定的「朱利安历法」已经有了惊人的準确度。而「格里高里历法」只是比「朱利安历法」在时间上準确了十一分十四秒，在概念上两者并没有不同之处。

不过，凯撒并没有强制其他民族使用「朱利安历法」，他是打算制定出一种可以通用的「国际历法」。而各民族也继续使用他们所习惯的旧历。就像高卢人，在新历法颁布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继续使用阴历。不过，他们也并没有拒绝使用「朱利安历法」。即使是现在，也有不少地方并用阴历和阳历两种历法。这在当时，也是在罗马霸权之下的非罗马人生活方式。




货币改革



凯撒认为两种历法的并用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这种观念在他后来所实施的货币改革中也可以看出。不过，即使是并用，作主轴的仍然是罗马的货币。货币制度的确立，成为促进罗马世界全体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

凯撒首先从元老院取得造币权，设立国立造币所，将金币、银币和铜币的铸造全部制度化。不仅是纪念货币，连通常所使用的货币也刻著他的肖像。在货币上雕刻还活着的人的肖像，这在罗马的货币史上也是个创举。不过，在其他具有造币权的地方，像一些属省，以及一些像雅典一样的独立都市，还是继续使用该地所铸造的货币。当时的兌换所想必是十分繁忙的。

不少的史学家都是希腊人，他们著作中的货币单位当然也是希腊的通货。这对现代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个颇为头痛的问题。他们一定是和我一样，必须经常备著各国通货的换算表和计算器。这也是凯撒的并用主义所留下的后遗症吧！






罗马时代的语言圈（摘自义大利高中教科书）




在语言的世界也同样存在著并用的现象。但是在这个世界中，有两种语言，就像「朱利安历法」因为它的正确性和实际性而得到广泛应用一样，也成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语言——那就是具有高度完整性的希腊语和拉丁语。

在西元前一世纪，因为有了西塞罗和凯撒这两位稀世文豪，拉丁语也像希腊语一样得到高度的发展。本来拉丁语是可以作为霸权者的语言在罗马世界称霸的，但是自古以来，罗马人就有使用双语的习惯。凯撒还命人在罗马最初的国立图书馆中，同时保存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藏书。此外，在希腊语圈的公告，即使是罗马中央政府所发出的公告，使用的也是希腊语。

除了这两大国际语言之外，当地人也长期使用当地的语言。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很多地方都是同时使用当地语言和拉丁语，并由此逐渐演变成为近代各国各自的语言。





在很多方面，凯撒都认同分权主义；但是在统治制度、法律、军事、道路、上下水道以及港湾设备等代表社会资本的方面，凯撒则是按照罗马方式来实施。在这方面，他是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他理想中的帝国，就是分权和集权得到合理并用的人类社会。凯撒要创造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

但是这个伟业，这时也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因为在西班牙，又出现了反抗凯撒的势力，那就是拥戴庞培两位遗子的反凯撒势力。




孟达会战



庞培的长男劳斯和次男塞格斯多斯，以及在塔普索斯会战失败之后逃到西班牙的拉比埃努斯和瓦尔罗等人，之所以成功地组织起反抗势力，是因为他们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西班牙人本来就不是心甘情愿地受罗马统治的民族，说得好听一些，就是不甘屈服於强权；简单地说，就是没有意识到强权是其生存所必要的条件。所以每次一出现与罗马对抗的带头人物，西班牙人都会群起反抗罗马。而每一次在战败之后，又会回到罗马的统治之下。

西元前75年前后，庞培出兵西班牙所平息的「塞多留斯」（Sertorius）之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这一次进行叛乱的是庞培的两位遗子。这并非因为西班牙人是庞培派，即使代表罗马政府的不是凯撒而是庞培，西班牙人大概也会群起反抗庞培的。对这样的民族，除了以军事取胜之外別无他策。凯撒派出军团长佩迪斯和法比乌斯出兵西班牙以平息叛乱。

这两位将领从高卢战争时代开始就是凯撒的幕僚，都是十分称职的军团长。但是身为战役的总指挥，对他们来说却是个过於重大的任务。结果，不但未能成功地平定叛乱，反而让劳斯·庞培在西班牙南部一带的势力扩大。在西班牙南部支持凯撒的，只有一个重要城市科尔多瓦（Gordoba）;劳斯已经在西班牙集结了八万的兵力。此时，凯撒也不得不亲自出马了。

西元前45年3月17日在孟达（Munda）进行的会战，终于击溃了庞培派最后的抵抗。在这次战役中，凯撒派出了由高卢兵所组成的第五军团、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曾跟随他一起出兵埃及的第六军团、以及像影子一样追随凯撒的第十军团。此外，还有以茅利塔尼亚王国的士兵为主的兵力，总数有四万八千名。另一方面，敌军则有八万的兵力，由庞培的长子劳斯和在塔普索斯会战之后逃到西班牙的拉比埃努斯指挥。激战之后，凯撒军的死者有一千名，敌军方面则有三万三千人战死。拉比埃努斯也战死。劳斯·庞培负伤而逃，但在逃走途中被杀。只有庞培的次男塞格斯多斯逃往大西洋沿岸的山地而免於一死。

在内战时代，由凯撒所指挥的会战有个特点，就是俘虏人数远超过战死的人数。那是因为凯撒严命自己的军队，宁可俘虏也不可杀害自己的同胞；唯有在孟达会战中没有俘虏。这一次，在激战中获胜的凯撒军士兵大开杀戒，这也说明反抗凯撒的罗马人已经不多了。在这一次相当於庞培派的最后一次抵抗中，虽然司令官与指挥官阶层都是罗马市民，但是在手下战斗的士兵，大多是西班牙当地的居民。

这一次，拉比埃努斯战死，使他与凯撒的敌对终于划下了休止符。这也是四年以来，凯撒第一次见到自己以前的副将。站在这位曾经是自己的同志而后与自己背道而驰的拉比埃努斯遗体面前，凯撒的心情如何，在《西班牙战记》中只字未提。书中只是写著「拉比埃努斯也战死，被埋葬」而已。

在之前，无论是在对庞培还是在对庞培派的战斗中获胜，凯撒都没有举行过凯旋式。但是在孟达会战中获胜后，凯撒举行了凯旋式，与市民共同庆祝胜利并对诸神表示感谢。

在现代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这时的凯撒终于撕下了面具。但是以凯撒的看法，孟达会战是镇压反抗正统罗马政府的叛乱。这一次的战斗，虽然最后是由凯撒亲自出马才获胜，但是凯旋将军并非只是凯撒一人，还有佩迪斯和法比乌斯两位军团长，也身为凯旋将军乘着由四匹白马所拉的战车参加凯旋式。两人都被授与指挥两个军团的「绝对指挥权」，也就是表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由凯撒派遣镇压叛乱的官员。凯撒让两位部下也作为功臣参加凯旋式，从而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立场的正当性。





去年，凯撒已经被元老院任命为任期十年的独裁官，而且在西元前46年和前45年，凯撒还兼任执政官。西元前46年的同僚执政官是雷比达，前45年的同僚执政官则是法比乌斯。法比乌斯因病去世之时，虽然任期只剩下短暂的时间，凯撒还是马上让提波纽斯填补了空缺。而凯撒本身，先是通过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而被任命为期五年，继而又被任命为期十年的独裁官。在这期间，凯撒处心积虑，打算将独裁官这种罗马政体中的特例恒常化。而当时的罗马人，是对帝制十分敏感的国民。




遗书



现在，凯撒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战争而专心投入政治了。这一点，从他在这个时期所写下的遗书中也可以看出。

凯撒最初的遗书，是在他女儿尤莉亚嫁给庞培之后，在他出征高卢之前，大约是西元前58年前后所写下的，继承人是庞培。不过结果是女儿尤莉亚去世，凯撒与庞培的关系破裂，再之后庞培也死去，凯撒的「遗书」就显得有趣了。不过当时的情况，留下遗书之类是十分普遍的事。即使提到财产的继承问题，当时的凯撒，除了在苏布拉（Subura）的私邸以及其他地方有一、二所山庄之外，并没有什么财产，倒是欠了不少债。

然而，西元前45年凯撒所写下的遗书，与之前的有极大的不同。首先，第一次是他出征之前所写；而这一次则是凯旋归来之后的遗书。这时的凯撒，也没有欠债了，不过私有财产也没有增加多少。西元前45年的遗书，是属于政治性的遗书，也就是说，他是以遗书的形式来指定继承人。

在西元前45年写下遗书，也并非因为此时的凯撒已经步入五十五岁的缘故。在当时的罗马，即使是普通的士兵，现役年龄也是到四十五岁为止。在紧急状态下，也会召集六十岁以下的退役士兵进行防卫。那时，未满六十岁是属于壮年期，超过六十岁才开始进入老年期。此外，司令官阶级根本就不存在著退役年龄的限制。

此外，那时的凯撒仍是十分健康。曾经有凯撒患上羊癫疯之说，但是翻阅同时代的史料，却完全没有提及此事。只在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之后普鲁塔克等希腊史学家的书中才出现。这是一种随时都会发作的病，像凯撒这种时刻都在众人注目之中的人物，如果患上这种病，是不可能隐瞒的。此外，像西塞罗这样的消息灵通人士，也不可能不知道。西塞罗即使与凯撒有一定的友情，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凯撒的反对派；如果得知凯撒患病，也不可能不在写给他密友阿提克斯的信中提及。但是，无论是在西塞罗的作品还是书信中，都找不到提及凯撒患有羊癫疯之处。所以，这大概也与传闻凯撒的母亲是剖腹生产（Caesarean Operation）生下他一样，纯属后人的虚构。实际上，在近、现代的研究者所留下的重要学术性著作中，也没有一人提到此事。





至於凯撒遗书的内容，等凯撒被杀身亡之后的遗书公开之时再作详述。不过，遗书中的继承人当时还只有十八岁。这说明了凯撒在写下遗书之时，是準备在十二、三年之后再隐退的。再过十二、三年，对新生罗马的建设也将会大功告成，之后就可以将国家的营运讬付给后继者了。凯撒是在三十岁时开始他在罗马的政治生涯，十二年后，他所指定的继承人也将是三十岁。然而，历史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发展。




帝国



从西元前202年打败汉尼拔到征服高卢的西元前50年的这段期间，罗马正处於高度成长时期。不过，如果以汉尼拔的话来形容，那就是罗马的外形已经迅速成长起来，但是内脏却还未发育成熟。

与迦太基作战之前，罗马只是拥有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义大利半岛；而罗马的内脏，也就是政体等各项制度，适合当时国家罗马的统治。

在对迦太基的战争获胜之后，罗马的领土急速扩大。地中海不再成为与他国的境界，而是成为「我们的海」、「内海」。但是内脏部分，还是继续以前的统治制度，这样当然就会产生矛盾。最早察觉到这种矛盾并试图改变的是格拉古兄弟。之后的罗马，一直处於身为胜利者的混乱和困惑之中。

朱利斯·凯撒就是要给罗马换上适合肉体发展的新内脏。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国家罗马从高度成长期导向安定成长期。





国家罗马的防卫线，从莱茵河、多瑙河、黑海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地中海以南，以旧迦太基的领土、现为罗马属省的非洲属省为中心，另有两个同盟国埃及和茅利塔尼亚。西部是与伊比利半岛相接的大西洋，北部则是接着不列塔尼亚和高卢的北海。

凯撒将远征帕提亚作为最后的战役，目的并非在于征服帕提亚王国，而是在战胜帕提亚以确立幼发拉底河的防卫线。此外，在远征帕提亚之后，他还打算在归途将多瑙河南岸一带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

此外，凯撒不希望再扩大罗马的领土了。不过，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扩大领土的想法也已经不实际了。

确定防卫线之后，接着的问题就是国力的充实了。同时，必须维持在罗马霸权之下各地区、各民族的秩序和平，也就是“Pax Romana”（罗马统治之下各民族的和平）的确立，并由此实现罗马作为生活大国的目标。但是生活大国并非提倡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首先必须对不适时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革。

凯撒认为，比起元老院主导的罗马型共和政体，帝制更适合现在的罗马。就像随着罗马领域的扩大而无法发挥机能的民主制度一样，寡头政治也面临地理上的变化而带来问题。随着统治领土的扩大，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制度的效率性。现在的元老院有六百名的议员，不但意见难以统一，要制定政策更是难上加难。

国力变得强大之后，必定会导致现有制度的修正。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强国威尼斯王国，也曾为加强统治能力，将二百人的元老院改为由十七人组成的「十人委员会」，作为政策的决定机构。

凯撒打算将具有六百名元老院议员的共和政体，改为由一人决定国政的帝制。与十四世纪的威尼斯王国所统治的地域相比，西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所统治的地域，要宽阔得多。对凯撒来说，将现有制度改为帝制，才是真正的「渡越卢比孔河」。





罗马人对在各地铺设罗马式街道网这类的政策，可以充分理解其中的必要性，因为那是可以看到的利益。而现在，凯撒试图进行国家体制的改造，目的就是要使罗马的内脏适应肉体的成长。

凯撒对此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呢？

回想起来，与凯撒有相同理念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国力得到高度成长之时就英年早逝了。




公民权问题



前面已经提及关于历法与货币改革的问题，以及作为安全保障的防卫线问题。接着的，是与将成为帝国的罗马有紧密关系的公民权问题。

凯撒宣布从卢比孔河到阿尔卑斯山的义大利北部属省自由民，都享有罗马公民权。这样，长期以来住在阿尔卑斯山南部的高卢人也成了罗马公民。凯撒的理由是为了报答在高卢战役中在后方大力支援过自己的义大利北部住民，但是实际上，义大利北部已经几乎与卢比孔以南的地区一样罗马化了。在那里，也是到处都分布著罗马式的街道。

这样，所有的住民将不再是属省居民而变为罗马公民了。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原来只是高卢人村落的美迪拉纽（现在的米兰）和托利诺（现在的都林），也像罗马人的都市一样，开始进行都市规划了。从此，卢比孔河以及流经佛罗伦斯的亚诺河，就不再是本国罗马与属省的边界了。

不过，居民虽然已经成为罗马公民，但是在行政上，义大利北部仍然是以属省的形式存在。当时，罗马的国法不允许在本国常驻军队，但是在属省则可以。如果直到阿尔卑斯山一带都处於无防备状态，在安全上就得不到保障。所以，还是像以前一样，由罗马派遣总督统治该地。不过，义大利北部的居民就无须像以前一样缴纳属省稅了。

凯撒还决定将罗马公民权扩大到西西里。不过，在西西里扩大公民权，并没有直接的理由。而且西西里的住民属于希腊系，与使用拉丁语的义大利北部高卢人不同，西西里的住民所使用的是拉丁语和希腊语。

於是，凯撒决定给予西西里的住民「拉丁公民权」。拥有拉丁公民权，除了没有选举权之外，在其他方面全部与「罗马公民权」享有同等待遇。「拉丁公民权」就相当於「罗马公民权」的预备军。

除了西西里之外，在法国南部属省，凯撒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也就是「拉丁公民权」，理由也是为了报答当地居民以前对自己的支援。虽然两地的住民同是高卢人，却享有不同的公民权，那是因为两地的罗马化程度不同。根据不同情况而作出不同处理，这也是罗马的政治特色之一。





而拥有罗马公民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原来作为公民义务的兵役制，经过马留斯的军政改革之后，变成了志愿制。这样，不愿意服役的人可以不必服役。属省居民虽然没有服役的义务，但是必须缴纳属省稅。而罗马公民则没有缴纳这种直接稅的义务。不过，当时的直接稅并不高，只佔收入的百分之十。

除了经济上的有利之处之外，罗马公民权对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安全上的保障。罗马公民如果被其他国家的士兵杀害，罗马人是绝不会对此保持沉默的。此外，根据罗马的法律制度，私有财产和人权都可以得到保护。拥有公民权，就不必担心财产被强夺而得不到保护，或是未经裁判就被处刑了。

与没有血缘关系就无法享有公民权的雅典不同，罗马的公民权并没有这样的限制。不过，这种开放的倾向，在凯撒之前，最多也只限於以义大利半岛的居民。而凯撒却将公民权的范围扩大到很多地方，其中有部下士兵的退役地和属省等。同时，高卢人、日耳曼人和西班牙人等都取得了罗马公民权。这样在属省的罗马公民人数就大为增加了。

凯撒对防卫上的境界，有清楚的概念，但却没有像我们今日一样的国境这种概念。




政治改革






——元老院





在首位国王罗慕路斯（Romulus）时期，元老院议员的定员是三百人。七百年之后，到了苏拉时代，苏拉将人数增加到六百人。三十五年之后，凯撒又增加到九百人。

不过，苏拉即使是为元老院导入新血液，对象限制居住在本国的罗马公民。而在凯撒时代，得到元老院新议席的，大多是在属省居住的罗马公民以及他手下军团的百人队长。在凯撒的殖民政策之下，许多百人队长都居住在罗马属省，所以罗马的元老院流入了大量的属省住民。

尤其是刚刚被凯撒所征服的中、北部高卢部族族长，也进入了元老院，这个举动，使即使是有同化传统的罗马人也感到无比惊讶。想一想，如果大英帝国的国会中，有印度或是其他地方的议员，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

首都的居民对凯撒的开化加以讽刺：


「有元老院议员向路人询问到元老院会议场该怎么走呢！」




「我们罗马人有著连拉丁语都讲不出来的元老院议员。」




「即使披上宽外袍，听说下面还是要穿着裤子呢！」



就如前面所叙述的，裤子是高卢人传统的服装。

也许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这些只是笑话而已。可是对坐在会场本国出身的元老院议员来说，却不见得是有趣的现象。即使在现代，在义大利的高中教科书中，还有人将这些对凯撒开国路线感到不满的人评为「怀旧」。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西塞罗、布鲁图斯、加西阿斯等人。

此外，即使同样是为元老院输入新血液，苏拉与凯撒的目的也正好相反。苏拉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元老院体制；而凯撒增加元老院议员的名额，则是为了削弱元老院的力量，使元老院议员无法一致联合起来反抗他。

以凯撒看来，元老院应该只是个辅助式的机构，而绝对不允许元老院拥有发佈「元老院最终劝告」式戒严令的权力。元老院只是辅助承担国政者以及独裁官凯撒的一种政治机构而已。

嫌恶伪善的凯撒，并没有打算隐瞒自己的思想，所以那些「怀旧」的人完全理解凯撒作法中的含意。不过，理解并不意味赞同。




——公民大会





即使如此，元老院也并没有完全成为有名无实的机构。议员仍是像以前一样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凯撒手中握有属省总督的任命权，所以在人事上还是需要得到他的承认。此外，承担国政者几乎全都是元老院议员。

但是，凯撒却将国政的最高决定机构——公民大会，改变为纯粹的追认机构。

当时，拥有罗马公民权者，也就是有选举权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百万人，以百万人是无法发挥民主政治的效用的。而且这百万的人口，并非集中於义大利本土，而是随着罗马霸权的扩大而散布在地中海全区域。这样，就更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了。

在首都罗马集中有选举权者召开公民大会这种作法，早在西元前91年，也就是在义大利半岛的所有自由民获得罗马公民权时，就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现在，凯撒只不过是将人人都心知肚明但又极力掩饰的事实揭示出来而已。

即使已经是形同虚设，但是凯撒并没有将公民大会废除。因为公民大会是共和政体的象征。而这个「象征」，现在只是作为凯撒决策的追认机构而已。就连政府的要职，也是在凯撒决定人事之后再由公民大会作出形式上的追认，追认的方式是由选举来决定。




——护民官





另一个被凯撒虚位化的职位，是护民官。

凯撒并非认为为了保护被统治阶级，也就是为保护一般大众权利而制定的护民官制度没有用处才加以废除；也并非像苏拉一样，是为了压制经常进行反体制活动的护民官权力而作出这项改革。

以现代的说法，就是凯撒并不是两大政党主义者。取代元老院阶级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元首」之后，对凯撒来说，保护被统治阶级的权利，也是他责任中的重要部分。

出身於名门贵族的凯撒，虽然没有资格担任护民官，但是他的继承人屋大维却出身於平民贵族。这位在形式上为「元首」但实际上是首位皇帝的人，在他出任「元首」的同时也兼任护民官的职位。

凯撒所树立的罗马新秩序，并不是将以元老院为基础的「体制」与以护民官为首的「反体制」两派分开，而是打算合二为一，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秩序」。

兼任皇帝的屋大维，也就是后来的奥古斯都，完全继承了凯撒的思想。




——终身独裁官





为什么凯撒会成为罗马史上史无前例的终身独裁官呢？

罗马市民对帝制十分敏感，在他们看来，皇帝只能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元首的权力也不能超过元老院的「院内总务」。

凯撒之所以出任独裁官，是因为只有这个官位可以得到罗马国法的承认而不必与同僚共同执政的行政职位。而且，护民官对独裁官也无法行使最有力的武器——否决权。因为根据罗马国法规定，唯有独裁官可以不受否决权的限制而推行政策。不过，以往的独裁官只是属于一时性的危机管理制度；而凯撒却打算将这种特別的制度常态化。

这样一来，权力的集中就不仅限於某一特定时期，而将变为长期性的了。一直以来，独裁官都体现代表「体制」的元老院和代表「反体制」的护民官这两种性质。所以，凯撒认为独裁官制度有利于实现以下两点：


一、消除国内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二、对于幅员辽阔的罗马世界，进行有效的统治。



因此，凯撒决定将独裁官制度常态化。

以前，苏拉只担任过二年的独裁官就辞职了。凯撒对此曾经评论说：


「苏拉不懂政治。」



对苏拉来说，「政治」就是强化元老院，换句话说，就是强化现有的体制以恢复统治能力；而对凯撒来说，「政治」则是通过树立新秩序而恢复统治能力。

西元前44年2月，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任命凯撒为「终身独裁官」，这就相当於为凯撒打开了通往帝政之道的大门。




金融改革



凯撒设立了国立造币所，将货币的铸造系统化。同时，他还认为罗马的货币，必须作为罗马帝国全体的主轴通货，所以将金币与银币的换算值固定下来。一枚金币相当於十二枚银币。而在此之前的罗马，并没有固定的货币制度。现在，有了作为主轴的通货之后，与各属省通用的地方通货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统一。这对经济的活性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国立造币所的营运，由「造币三人委员会」负责，严密监视金、银的含量。

也许是因为凯撒本身负过债，所以认为借贷并非坏事，而是从事经济活动中的要素之一。按照凯撒的观点，在以下两方面要做到公正，第一，必须对担保物件的价值做出公正的评估；第二，就是不能放任利率自由。

第一个问题，就是以内战爆发前的物价指数为标準进行评估。换句话说，就是扣掉通货膨胀的百分之二十五来计算。

第二个问题，规定年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二。凯撒还打算逐渐降到百分之六。他自己身为债权人的情况，就是按这个比率来计算年利率。但是在传统上，罗马人认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不可侵犯的权利。所以，除了规定利率的上限之外，在其他方面还是必须依赖市民的经济伦理。




行政改革



在行政方面，凯撒并没有改变执政官制度。执政官还是行政上的最高职位，每年选出两人担任。不过，两者之一便是由身为独裁官的凯撒兼任。在独裁官的任期内，执政官无权行使否决权，所以虽说是同僚执政官，实质上只是相当於独裁官凯撒的次席而已。以共和政体的形式存在，但实际上是实行帝政，凯撒的这个意图，到这里已经表现出来了。附带提一下，凯撒真正开始进行国家改造的西元前45年，执政官是凯撒与法比乌斯，法比乌斯死后由提波纽斯接任；西元前44年的执政官，由凯撒和安东尼担任。法比乌斯、提波纽斯和安东尼三人曾在凯撒手下担任过军团长，与其说他们是凯撒的同僚执政官，不如说是身为「终身独裁官」凯撒的辅佐角色更为恰当。除了最高神祇官之外，所有的官职都是复数制以防止个人权力集中的罗马共和国已经不存在了。

凯撒还把仅次于执政官的要职——法务官，从苏拉时代的八人增加到十六人。不过，任期并未改变。

在凯撒时代，除了负责国家的安全保障而无法死板地规定任期的属省总督之外，其他官员的任期，仍按照共和时代的制度进行。这一点有利于帝国统治之下的人才培养。没有规定任期的，只有属于宗教最高职位的「最高神祇官」和「终身独裁官」。这两个职位，都由凯撒担任。

在凯撒时代，属省的数量已经比苏拉时代大为增加，所以凯撒将法务官的人数增加到十六人。一年任期终了之后，法务官就成为「前法务官」，具有指挥两个军团的「绝对指挥权」，然后被派往属省。这些人都在最前线负责保卫罗马帝国的安全，所以人数的增加是十分必要的。

每个军团都有一名审计官，凯撒也将人数增加到四十名。审计官的任务就相当於军团的总务，负责各项收支，须满三十岁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可说是通往罗马政界的阶梯，担任过审计官的人，几乎都可以自动成为元老院议员。

相当於首都罗马「都厅」的按察官，也从原来的四名增加到六名。凯撒準备从各个方面，将罗马建设为超越其他都市的「世界都市」。

关于国政方面的行政改革，在罗马本国内则有「地方自治体」。罗马帝国是由本国罗马、属省以及同盟国所组成的集合体，同样的，「地方自治体」可以像属省一样，具有内政自治权。

统治「地方自治体」的「地方长官」由中央派遣，地方长官必须与地方议会共同管理地方行政管理。构成地方议会的议员，由在该地方居住的拥有罗马公民权者选出。选举权大概也像决定国政的公民大会一样，从可以服兵役的年龄十七岁开始，这是以前苏拉所制定的政策。凯撒将可以竞选议员的资格年龄，也就是具有被选举资格的年龄，分为以下三种：


一、无兵役经验者——三十岁以上。




二、具有军团步兵兵役经验者——二十三岁以上。




三、具有骑兵或百人队长兵役经验者——二十岁以上。



此外，凯撒还明确规定具有选举权但却没有被选举权者的范围：犯罪者、伪证者、军团逃兵或是被驱逐者、剑斗士、演员、卖淫者以及经营卖淫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凯撒还允许被称为「解放奴隸」的原奴隸出任地方议会的议员以及地方自治体的行政官员。在属省也实施同样的措施。总而言之，在凯撒时代，任用大量的解放奴隸担任行政官员。




「解放奴隸」的任用



为了使罗马的货币成为「罗马世界」的主轴通货，凯撒设置了国立造币所。最初出任相当於造币所所长的「造币三人委员会」三人，都是以前属凯撒家里的奴隸。凯撒察觉他们都具有敏锐的经济头脑，所以赐予他们自由并任命为「造币三人委员会」。当时，他们的身份也是属于解放奴隸。

早在格拉古兄弟的父亲老格拉古出任执政官时，就规定子女在五岁以上，并且有三万塞斯泰契斯以上资产的奴隸，换句话说，就是具有相当於一般市民生活环境的奴隸，就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这个政策已经施行了一百二十四年。这为解放奴隸出任行政长官以及地方自治体的官员打下了基础，而凯撒则将这一点明确地政策化。

凯撒的这个作法，完全没有遭到舆论的反对。在罗马人的家庭中，奴隸可说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小规模耕作的农民或是商店，都拥有一、二名的奴隸，在家庭中也与主人共同起居。至於元老院阶级，家中则有担任执事的奴隸管理家中的一切事务。在执事指挥之下的佣人也都是由奴隸组成，担任家庭教师的也大多是奴隸。被西塞罗曾经评价为「没有你，我就无法执笔」的秘书也是奴隸。出身於希腊，曾为克拉苏写过演说稿的奴隸秘书，成为元老院议员争相出高价购买的人物。

但是，因为出于对凯撒的崇拜而宁愿终生背着奴隸身份服侍在凯撒家的，最多也就是高卢以及西班牙出身的奴隸，其他的大多数奴隸都希望成为自由人。西塞罗的秘书也因为西塞罗曾经许诺将来会赐予他解放奴隸的身份而为西塞罗尽心尽力。只要成为解放奴隸，就可以参与公众生活了。凯撒还发出布告，命令不得再将参与公务的原奴隸称为「解放奴隸」。凯撒进行改革的目的，在于使罗马帝国发挥有效的统治。而他的奴隸政策，也是他为帝国所导入的「新血」。




属省统治



罗马帝国是由本国义大利半岛、诸属省以及诸同盟国所组成的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人种、多语言的集合体，所以除了本国的国政、本国的地方自治体之外，关于属省的行政政策也值得一提。

首先，在凯撒时代的同盟国有潘特斯、加拉太，以及东方的亚美尼亚，被称为加利利的犹太、埃及以及茅利塔尼亚诸国。以上的王国都是「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在承认罗马霸权的同时，以独立国的形式存在。

同盟国与罗马之间，都簽署相互安全保障条约。这些国家的义务，就是在战时向罗马提供兵力，但是无须缴纳直接稅。不过，有些研究者认为，当时罗马在诸同盟国也进行铺设道路等基础整备，这样必定会导致商品的流通，而同盟国大概是向罗马缴纳过商品稅之类的稅金。

至於罗马帝国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属省，凯撒划分为十八个地区。在苏拉时代有十个属省，此后，庞培与凯撒扩大罗马的征服地而增加了八个属省。不过，这只是一半的原因；另外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凯撒将全部属省重新区划。原来只是一个属省的希腊，分为马其顿和阿卡伊亚两个属省。进行再区划的基準是根据防卫上的需要以及各省的经济力，就像有希腊三倍领土的高卢，仍是作为一个属省存在。

以顺时钟方向的形式，依据与本国义大利的距离来区分，有以下的属省：


一、西西里岛。




二、萨丁尼亚和科西嘉两岛。




三、远西班牙（现在的西班牙南部）。




四、近西班牙（现在的西班牙北部）。




五、纳邦（Narbo）属省（现在的法国南部）。




六、长发高卢（现在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南部、德国西部、瑞士）。




七、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现在的义大利北部）。




八、伊利利亚（现在的斯洛伐克、克罗埃西亚）。




九、马其顿（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希腊中北部）。




十、阿卡伊亚（现在的希腊中南部）。




十一、亚细亚（小亚细亚中西部、现在的土耳其中西部）。




十二、俾斯尼亚（达达尼尔海峡一带，现在的土耳其北部。当时是对黑海的制海权十分重要的地方）。




十三、西里西亚和塞浦路斯岛（小亚细亚东南一带，现在的土耳其东南部；现在是希腊与土耳其之间有争议的地区）。




十四、克里特岛——在二千年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视为「漂浮在东地中海的航空母舰」而成为英军与德军争夺的据点。当时凯撒将克里特岛升格为属省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因为他清楚，那是“Pax Romana”（罗马和平）在东地中海的「航空母舰」。




十五、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西北部、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一带，同盟国加利利除外）。




十六、昔兰尼加（现在的利比亚北部）。




十七、非洲（旧迦太基领土，现在的突尼西亚）。




十八、新非洲（旧迦太基领土，现在的阿尔及利亚中东部）。







罗马是否能够有效地对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人种、多语言的集合体进行统治，首先取决於是否对属省有一套有效的统治手段。凯撒认为，保持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是帝国统治的关键所在。他并没有将本国与属省之间的关系，视为单纯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关系，也没有将属省作为可以任由本国榨取的对象。

凯撒认为属省只是出于行政上的必要而进行的区划，在属省居住的，也不仅限於该属省的住民。凯撒积极推行殖民政策，鼓励罗马公民移民到各属省，并在各属省铺设罗马式街道。

在现在的义大利语中，表示属省的拉丁语“Provincia”还是保留着和以前同样的发音。这个辞汇有两种含意：第一是指「省」，比如“Provincia de Milano”，指的就是米兰省；第二种意思是指「地方」。比如“Provincia”出身者，指的就是出身地方的人。古代的罗马人，对属省的概念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已。否则，即使发音有所变化，法国南部的人也不致於一直将自己的土地称为「属省」了。而属省这种概念的形成，也得归功於凯撒。

但是，罗马帝国内的属省与罗马本国内的地方自治体还是有不同。统治属省的最高责任者是属省总督，他的责任与地方长官不同，除了统治属省之外，还担负防卫的任务。正因为如此，属省居民必须缴纳相当於安全保障费的属省稅。属省总督同时还是军团司令官，掌握很大的权力。不过，像属省议会等机构，在形式上还须得到凯撒的认可。议员则是根据各属省内部的具体情况进行选举，或是由部族的首长组成等。每个属省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方式。与罗马人有同样都市国家历史的希腊，当然是采用选举制度。但对高卢以及西班牙来说，选举制度并不实际。帝国的统治，采取的是集权与分权并用的方式。凯撒认为在属省内部也应该如此。






由凯撒再编成的属省和同盟国








统治属省的关键，除了如何掌握分权的限度之外，对稅制和宗教问题的处理也十分重要。

首先，关于稅制的问题，凯撒废除了以前的私营征收制度而设置公营的征稅机构。因为凯撒判断，投标制度对征稅事务是弊多于利。为了做到公正，他一方面将纳稅者的名单公开，另一方面尽量缩小征稅者所管辖的范围。

属省稅的稅率，还是与以前一样，佔收入的十分之一。现代的稅收人员都认为要正确掌握纳稅人的所得十分困难。这一点，在古代也是同样。也许正因为如此，现代在征稅方面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从比较容易掌握所得的人著手。





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罗马帝国，自然也是个多宗教的国家。在这方面，凯撒所考虑的，也不单是承认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是从全局出发，采取集权与分权并用的方法。

对罗马人来说，神并不是一种约束人们生活方式的存在，因为他们认为约束人们生活方式的是法律。神会保护以法自律的人并使人的努力得到报答，所以罗马人都会将诸神带往他们所到之处。随着罗马统治区域的扩大以及军事、商业上的关系，来往於本国与属省之间的人大为增加。另一方面，因为凯撒的殖民政策，在属省定居的人口也增加不少。因此，凯撒认为有必要将罗马的宗教明确地确立起来。他规定罗马的主神为最高神朱比特、朱比特的妻子朱诺（Juno）以及米勒华（Minerva）三神，并将祭祀这三神的日子，作为罗马帝国全境的国定假日。






米勒华女神









朱比特的妻子朱诺









最高神朱比特




　

这个规定，对希腊语的地区来说，是十分简单的事。因为这三神本来就是源自希腊，分別相当於希腊的宙斯（Zeus）、希拉（Hera）和雅典娜（Athena）三神。凯撒在征服高卢之后还是保留该地的祭司阶级，他认为，非信仰希腊、罗马宗教的人，并没有义务到供奉以上三神的神庙参拜。对信仰高卢土著宗教的人来说，朱比特神的祭日，只不过是普通的假日而已。

对凯撒的这种作法，反应最热烈的就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是信仰一神教的民族，以为罗马人也像他们一样，将自己的宗教当成唯一的信仰，唯恐罗马人有朝一日会强制他们信仰罗马的宗教。所以在获悉凯撒被暗杀之后，真正发出悲叹的，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了。




司法改革



在罗马司法中最重要的，就是控诉权和陪审团制度。

经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所提案而成立的「格拉古法」规定，在将犯罪者处刑之前，必须经过审判，并给予犯人上诉的机会。这个法令自成立以来就成为罗马的国法。不过，这是由代表「反体制」的护民官提案而成立的法令，必然会遭到代表「体制」的元老院派反击。元老院以紧急事态宣言，也就是「元老院最终劝告」来对抗。「元老院最终劝告」一经发出，被通告者就被宣布为叛国者，既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上诉的机会就可以被当场判处死刑。这是元老院手中强有力的武器。最初的牺牲者，就是「格拉古法」的立法者盖乌斯·格拉古。之后，元老院多次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而「格拉古法」则成了有名无实之法。

从三十七岁开始，凯撒就认为元老院只是个提出建议和忠告的机构，而不应该是决定机构，没有发出紧急事态宣言的权利。现在，成为最高权力者的凯撒，恢复了「格拉古法」，从元老院手中剥夺了最有力的武器——「元老院最终劝告」。这样，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就不会未经审判，没有上诉权就被判处死刑了。

为了保证裁判的公正而设置的陪审团制度，在格拉古兄弟之后，为了陪审员的构成比率，各阶级一直斗争不断。为什么这会成为阶级斗争呢？自西元前509年共和政体成立以来，罗马的陪审员一直是由元老院议员所独佔。在西元前122年，盖乌斯·格拉古成立新法，规定陪审员由罗马社会的三大阶级——元老院议员（政界）、骑士（经济界）以及一般平民构成，人数各佔三分之一。在西元前81年，苏拉为了强化元老院体制，宣布陪审员由元老院议员独佔。陪审员的问题也成了阶级斗争的问题。到了西元前70年，以平民支持为背景的庞培和代表经济界利益的克拉苏当选为执政官之后，又按「格拉古法」规定陪审员的构成比率。在凯撒当上独裁官之时，陪审员还是由元老院议员、骑士以及一般平民构成。

凯撒废除了这个制度，重新规定陪审员的资格。按照新的规定，凡是拥有四十万塞斯泰契斯资产的罗马公民，都有资格成为陪审员。从当时罗马人的经济力来看，这属于中产阶级之上。也就是只要拥有相当的资产，无论出身如何，即使原是奴隸也可以成为陪审员。这样，凯撒将长期以来围绕陪审员构成比率所产生的斗争划下了休止符。

至於判决之后的上诉权，之前是向公民大会上诉。由于凯撒已经将公民大会变成他决策的追认机构，所以上诉的对象也转向为身为独裁官的凯撒。

此外，对政治犯的最高刑罚，由死刑改为流放。而且流放的对象也仅限於当事者而未株连到家属子孙。

凯撒还準备成立罗马法典。

罗马人并非成文法的公民，对制定法律十分热心。不过罗马人所制定的诸多法律，因为没有加以使用，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有不少的法律都被遗忘了。而凯撒是善于将这些被人遗忘的法律挖掘出来的名人，他认为有必要将这些法律加以整理，并使之简单明瞭。

而且，罗马法典将有利于作为世界国家的帝国统治。

在第Ⅰ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中，我曾经写过：


「关于人们行动原则的準绳，




犹太人藉宗教匡正人类的行为；




希腊人选择哲学来做规范；




罗马人则用法律约束人民。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三个民族不同的特质。」







对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宗教不可能成为「行动原则的準绳」。而哲学，对无法理解哲学含意的人也没有影响力。纵使苏格拉底的逻辑是多么巧妙精辟，大概也无法成为在雅典外港皮留斯的劳动者「行动原则的準绳」。赞成将苏格拉底处以死刑的雅典市民，也证明这种「行动原则的準绳」的局限性。

但是，法律却与这些有所不同。即使是对不同宗教、对哲学毫无关心的人来说，法律是人们在社会中生存所必要的规则。对正在创立一个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帝国的凯撒来说，罗马法也像罗马街道、罗马货币、罗马历法一样，成为罗马世界的共通点。法的精神，就是使观点不同的人可以在规则的制约之下共同生活。

然而，凯撒还未来得及编纂罗马法典就被暗杀了。凯撒的愿望，在六百年之后，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安编纂了《罗马法典》之后，才得以实现。不过，在那时，像凯撒时代那样充满「罗马精神」的罗马人已经不复存在了。




社会改革






——福利制度





成为最高权力者的凯撒，并非只是代表当初支持他的「平民派」利益。

格拉古兄弟中弟弟盖乌斯·格拉古曾经以很低的价格将小麦配发给贫民，后来苏拉废除了这项作法；而奥雷留斯·寇达（Aurelius Cotta）又将它恢复。格拉古的「小麦法」经历了波涛起伏的历史之后，在凯撒登场时，还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元老院派的小加图为了争取贫民阶层的支持，将配给人口的限制撤销，而护民官为了与他对抗，又将低价配给改为无偿配给，以取得贫民的支持。因此，在凯撒当政时期，可以领取无偿配给小麦的人口已经达到三十二万人。

这对国库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凯撒认为，福利并非单纯的给予，而只是一时的支援，是保证人们在找到工作之前可以维持生活的收入而已。

凯撒将配给的人数从三十二万一举减少到十五万人。而且，还规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得增加配给的人数。因此，专门设置了两名按察官，对各户的收入以及家属人数进行严密的调查，以便正确地判断配给的必要性。只有公正的调查、判断，才可以使「小麦法」从政治斗争中脱离出来而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福利事业。

虽然凯撒将配给的人数减少到十五万人，但是并没有引起贫民阶层的不满。这也证明以前的当权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已经将小麦配给的对象，扩大到没有实际需要的人。




——失业对策





失业，不仅会剥夺一个人的生活工具，还会剥夺人保持自尊心的理由，普通的人都会在工作中感受到自身存在的理由。而失业并不是福利可以解决的问题，只有相应的就业才是解决之道。

如果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必将导致人口大量流入都市，而且无论福利政策是否彻底，这种现象都会成为社会不安的温床。

格拉古兄弟所实施的「农地法」，以及马留斯对征兵所做的改革，将失业预备军——农民家庭中的次子、三子等都吸收到军队中了。

根据「农地法」规定，失业者可以借地耕种，在罗马本国的国有地数量有限；不过，对凯撒来说，在本国与属省之间并不存在著国境。

凯撒积极推广殖民政策，将失业者与退役士兵迁移到各属省，并分给他们土地。对凯撒来说，这个政策的实施有以下两个有利之处：


一、不必像苏拉一样，从义大利内部的居民手中夺取土地来分给自己的部下。




二、罗马公民到各属省殖民，将使罗马帝国的基地扩大到罗马帝国全区域。



在凯撒的殖民政策中，对象并非弃民。他将最心爱的军团士兵，就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团的士兵，以军团为单位分散到法国南部以及其他属省。

此外，凯撒还复兴了被罗马所灭而成为不毛之地的迦太基和科林斯。北非的迦太基和希腊的科林斯，都曾是享受过七百多年繁荣的首都，繁荣的要因之一就是优越的地理条件。凯撒认为身为胜利者，如果不善加利用这些具有诸多优点的土地，是十分可惜的事。

这样，迦太基和科林斯自西元前146年灭亡之后，经过了百年的沧桑，又得到复甦。为了不必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就可以从义大利直达爱琴海，以及发挥科林斯的重要性，凯撒还準备挖掘地峡。不过，与凯撒曾构想过的其他土木工程一样，这也都是到了近代才得以实现。

在凯撒的政策下，殖民到各地的人数，单是户主就有八万人之多。殖民政策使凯撒心目中的「罗马世界」、「罗马帝国」正一步步地形成。






凯撒的殖民政策







——委员会对策





在罗马，从古代开始就存在著各种行业的「委员会」，目的是为了使同行业的人可以互相扶助。在多神教的罗马，即使是各种行业的组织也免不了带着宗教色彩，如石工有石工的守护神等。而通常只要不卷入外部的人，或是因狂热的信仰而引起社会不安的宗教，罗马人都会加以承认。所以这些「委员会」也成为罗马社会的要素之一而存续下来。

然而，到了西元前一世纪，护民官克洛狄斯注意到这些「委员会」的另外一种用途。既然是各种行业的组合，成员就是属于平民阶级。当时，还在高卢战斗的凯撒，交给克洛狄斯的任务就是让他设法牵制住元老院，所以克洛狄斯将各种行业组合政治化，以作为攻击元老院体制的工具。结果，因效果过於显著，元老院也只好默认米罗所组织的暴力组织——院外团体，以作为与「委员会」对抗的工具。

当时曾经活用过「委员会」的凯撒，在掌握政权，树立新秩序时，「委员会」的存在却成了有害无益。凯撒废除旧的陪审员制度之后，又将平民阶级权力的温床——已经被政治化的「委员会」解散。同时，又批准以互相扶助为目的的各种行业委员会的重新建立，而这些「委员会」也都拥有信仰各自守护神的自由。




——治安对策





据研究者们推测，在凯撒时代的首都罗马，包括妇女、儿童、奴隸、外国人在内，人口总数约有百万人。在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的世界——罗马帝国，首都也就相对地成了帝国的缩影。

虽然如此，当时的罗马并没有像首都警察这类的机构，所以凯撒打算设置这样的机构。因为如果忽略了治安对策，富裕的家庭就会雇用私家警团，这将会造成首都的重大混乱。克洛狄斯以及米罗的暴力院外团体就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作为「世界之都」的罗马，如果在治安问题上输给其他都市，就没有资格作为帝国的首都了。研拟治安对策的凯撒，在外出时却不愿带着护卫，这也反映了他的性格。




——交通阻塞对策





集中百万人口的首都，在市中心集会广场、市场以及台伯河沿岸一带，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混乱不堪。因此凯撒作出新的规定。

白天，在街上可以使用马车的，只限於已婚妇女和女祭司。运货车的通行，限於日落之后到日出之前的这段时间。

身为最高权力者的凯撒，在街上也是徒步而行。运货车只能在夜间通行的规定，一直到帝政时代都没有改变。夜间，车轮辗过以石块铺设的道路时所发出的噪音，使住在道路两侧的人根本无法安然入眠。因此，就像第Ⅳ册所叙述的一样，在罗马市中心的住宅，内侧是开放式，外侧则没有窗户。因为当时还没有橡胶，只能改变房子的结构来减少车轮所引起的噪音。

百年之后，刚从西班牙「上京」的塞尼加，当时还是没没无闻，在罗马租公寓居住。对日落之后运货车在市中心所发出的噪音，曾写过一篇夹带幽默感和感叹的文章。

不过，自古以来，罗马人就同时过着都市与田园两种不同的生活。大多数的市民，在乡间都拥有房屋。街市的噪音，是享受都市便利生活应该付出的代价吧！




——清洁问题





治安和卫生问题，最能反映当地居民的素质。

凯撒没有忽视罗马的清洁问题，公共场所的清洁属于按察官所管辖的范围，其他地方的清洁则属于当地居民的义务。各人负责清扫自己的房前屋后。古代的罗马，一定是比现代的罗马要清洁得多。




——禁止浪费法





凯撒并不是想将罗马人改变为斯巴达人。本质刚健也有一定的限度，超过限度则会违反现实的人性而无法持久。另一方面，放任自由则容易刺激人们的嫉妒心。凯撒禁止某种程度的浪费行为。其中之一，就是除了鱼店之外，禁止在鱼篓中养鱼。

当时，富裕的罗马人家中，流行在池子或是较大的鱼篓中养鱼。罗马人喜爱吃鱼而不怎么喜欢肉类。对凯撒禁止个人在家中养鱼的作法，西塞罗曾讽刺说：


「最近老是泻肚子。因为那个法律的缘故，无法吃到鱼，只好每天吃青菜。」



凯撒本身并不是个追求美食的人。他已经习惯与士兵一样用膳，葡萄酒也只是点到为止，从未喝得酩酊大醉。即使是小加圆，也曾经这样说过：


「在想打倒共和政体的人当中，只有凯撒是清醒的。」



成为最高权力者之后，凯撒也从未命人为他特別烹调饭菜，也没有因为饭菜不合口味而抱怨过。如果同席中有人抱怨菜色不佳，凯撒只是说不合口味就不要勉为其难。




首都再开发



西元前64年出生于小亚细亚潘特斯的斯特雷波，可说是凯撒的同代人。即使在现代，他还是被视为人文地理学的先驱。这位希腊学者在他的著作《地理》中这样写著：


「希腊人只要将城市建设得美观、安全，并有可以作为物品出入用的港口，就心满意足了。




另一方面，罗马人心目中的都市，还包括很多为希腊人所忽略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的铺设、上下水道的完备等。尤其是罗马的上下水道十分出色，在罗马街道的地下呈网状分布。由于是弓形的石造，下水道的上面可以直接作为道路使用。所有水道的水，都排放到台伯河中。




铺设也不限於罗马市内的道路，而是扩散到领土全域的街道。罗马人在铺设道路时，都要先将丘陵地削平，使地势变得平坦，这样铺设起来的道路十分平坦，运货车也因此而可以运载很多东西。




上水道的整备也十分完善，没有一户人家会因为饮用水不足而烦恼。很多人家都备有贮水槽，有人家里甚至有可以一整天喷水的设备。」







罗马人的都市具备了各种功能和舒适性。即使在二千年之后，研究者还都将凯撒评论为：「体现强壮而健全的罗马精神的现实主义者」。凯撒的首都再开发构思，就是依据这个精神展开的。

墨索里尼为了向希特勒炫耀德国所无法倣效的阅兵用舞台装置，将凯撒所提倡的首都再开发计画，以一条宽阔的道路无情地切断而成为今日所见到的街道景观。据说当时的建筑师鲁·柯尔宾吉曾经建议过以架桥的方式代替铺路，以便保全古罗马的风貌。但这样却不适於进行阅兵。所以就有了今天从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到圆形大剧场（Colosseo）的宽阔道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最高权力者，如果缺乏理智，还是会作出愚蠢的决定，而不知要对此感到羞耻。






帝政时代的广场以及墨索里尼所建的「历代皇帝会堂通道」




（摘自Roma Antiqua，Forum，Colisee，Palatin）




“Via Dei Fori Imperiali”，直译就是「历代皇帝会堂通道」。在南侧是凯撒的全身肖像，相对的一侧则是奥古斯都、涅尔瓦、提图斯这些继承凯撒首都再开发构想的皇帝铜像。缺乏理智的法西斯政权灭亡之后，取而代之并已经持续了五十年的民主主义政权，不知是因为缺乏理智，还是因为财政上的困难，以致有半数以上的皇帝会堂，至今还是默默地休眠在柏油路的下面。

成为「世界之都」之后，罗马民众生活的中心集中在祭祀诸神的卡匹杜里诺丘、集会广场、历代皇帝的会堂以及后来由图雷真皇帝加以开发的地方。

然而，被法西斯政权切断之后的罗马，如果只是借助地图，没有超人的想像力，实在无法在脑海中再现古代罗马的全貌。

附带说一下，今天的「历代皇帝会堂通道」，在节日、假期是行人徒步区，通常是车流不绝，还时常有游行示威的队伍经过。不知历代的皇帝会以何种心境看着在自己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凯撒广场



所谓的会堂也就是集会广场，对于古代罗马人来说，是公众生活的中心地带。那里集中了政治、行政、司法、宗教以及经济活动。这种「浑然一体」的方式，是罗马人建设都市的特征。而市民们也都积极地参与这些活动。

凯撒的首都再开发构思，将这种「浑然一体」的方式更加明确化了。

在凯撒之前所建的神庙，无论是在集会广场之内还是在街头巷尾，都是以孤立的形式存在。样式与在卡匹杜里诺丘所建的神庙一样，都沿袭希腊神庙的格式。

不过，西元前55年开始购地建设，西元前46年所完成的「凯撒广场」，样式与以前的建筑物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供奉凯撒所定的守护神——美神维纳斯的神庙，从正面眺望，左右是长长的回廊，由圆柱支撑着。里头有许多商店，不过那并不是像现代一样出售日常用品的商店，而是相当於「骑士阶级」（经济界）办公室之类的地方，这里就已经集中了宗教和经济活动。此外，凯撒设置了「文化」与「教育」两项活动。

「凯撒广场」的规模，长达一百六十五公尺，宽七十五公尺。一百六十五乘以二就相当於三百三十公尺。不过，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是作为办公处。按照原来的规划，其中一处将作为罗马最初的国立图书馆。但是未等到图书馆建造完成，凯撒就遇刺身亡了。而当时，受凯撒之命负责挑选藏书的原庞培派瓦尔罗，正在收集希腊语与拉丁语的书籍。

另外，还计画在广场的一角，以私塾的形式创办学校。甚至在今天，还可以看到学生们涂鸦所留下的痕迹。

以上证明，凯撒所构想的「广场」，就是罗马集会广场的缩影。





在罗马集会广场，有作为国库的撒顿神庙和其他神庙，还有被称为“Basilica”的长方形会堂。其中有由艾米里斯·保罗所建的「艾米里亚会堂」，以及由格拉古兄弟的父亲所建，后又经凯撒扩建的「朱利斯会堂」。

长方形会堂的建筑式样源自希腊，而后人又转化为基督教堂的式样。不过，即使同样是“Basilica”式的建筑，教堂的建筑是封闭式的空间，而罗马时代的会堂四面都是开放式的。中央是宽敞的空间，左右是圆形的柱子。「艾米里亚会堂」长达七十公尺，宽二十九公尺，而「朱利斯会堂」的规模则是它的二倍。罗马人就是在有屋顶的「会堂」中进行各种活动，包括裁判、商谈、情报交换等。罗马的雨量不多，但日照十分强烈。






凯撒广场（复原图）




「凯撒广场」中设有办公处，兼备会堂的功能。整个建筑物简直就是罗马集会广场的缩影。同时，建筑式样又脱离了希腊式建筑的影响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罗马独特风格的建筑模式。不过，对凯撒来说，以自己的骑马像为中心而构成的广场，最大的作用就是成为对所有人，包括对少男少女都开放的公共场所。

对于传统的罗马集会广场本身的开发，凯撒也不只是限於建造一个「朱利斯会堂」而已。不过，对他现在所住的最高神祇官官邸，他却无意将它修饰得富丽堂皇；而是将召开公民大会以及演说用的讲坛位置移到中央。虽然并非因为讲坛已经到了非修缮不可的地步，凯撒这样做的理由，只是为了将杂乱无章的状态变得井然有序而已。也许凯撒虽然喜好「浑然一体」，但却嫌恶无秩序的混杂吧！

凯撒的首都改造构想，还扩展到城外的马尔斯广场。

源自战神马尔斯（Mars）之名的这一带，是为台伯河所环抱的宽阔平地。就像名称所显示的那样，马尔斯广场本来是兵力的集结场和练兵场。后来，随着罗马的强大，城内已经无法容纳新的建筑物，渐渐地，许多公共建筑物都建到城外来了。

在马尔斯广场最初的公共建筑物，大概就是被称为“Villa Publica”的建筑物。那是贮藏小麦的仓库，是将小麦配给贫民的场所。它的西邻到现在还留有三座神庙的遗蹟。此外，在台伯河沿岸，是可以与共和时代罗马「大竞技场」相提并论的「弗拉米尼乌斯」（Flaminius）竞技场。这个竞技场建于西元前221年，当时，平民出身的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后来在与汉尼拔的战斗中被杀），为了改变贵族独佔「大竞技场」的情况而建造，目的是为了提高平民的体育水準。虽然这并非只限於平民才可以使用，而「大竞技场」也并非单为贵族阶级所设，但是相当於平民阶层「俱乐部」的「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还经常作为护民官召集平民大会的场所。

弗拉米尼乌斯还命人铺设了现在义大利的第三号国道——弗拉米尼亚大道。在文艺复兴时代，弗拉米尼亚大道改名为克鲁索道，以罗马集会广场为起点，笔直通向台伯河的这条大道，长达五千五百公尺，可称得上是典型的罗马式大道。





拥有越来越多公共建筑物的马尔斯广场，经过庞培的建设，已经不再成为「城外」了。由庞培所建造并捐赠给国家的石造半圆形剧院，於西元前55年完工，可以容纳一万二千人。此外，庞培还建造长达一百八十公尺，宽一百三十五公尺的大回廊，在这里也可以召开元老院会议，当然，还设有办公处。

在公共建筑方面，凯撒也没有输给曾是自己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对手庞培。在庞培所开发的地域北面，凯撒建设了回廊，作为公民大会的投票场所以及供市民休憩的地方。长为三百公尺，宽为一百二十公尺，四面都是柱子，十分壮观。一排圆形的柱子，除了支撑建筑物之外，本身看上去也十分美观。

此外，凯撒还计画在台伯河沿岸建造一座石造剧院，后来由他的后继者奥古斯都帝建成。奥古斯都帝为纪念他早逝的姪子而将剧院命名为「马塞拉斯剧院」，现在已经变为复合式住宅。

无论是剧院、回廊、会堂还是竞技场，在「凯撒广场」一排排柱子中间的半圆形空间，以及广场的中央部分，都以大理石和铜器装饰。正是因为有这种实际上的需要，才使罗马这种美术样式达到全盛时期。






凯撒时代（共和政体末期）的首都罗马




（摘自Atlas of the Roman World）




且不管是出于虚荣心，还是不甘输给前人，还是想将自己所得到的荣誉回馈社会，当权者对公共事业的关心，使「世界之都」罗马在得到扩展和整备的同时，逐渐具备了各种功能性和舒适性。

不过，在这些实权者之中，只有「政治人物」凯撒与众不同。他不只是从事建设，还进行了破坏；而且不是为了在旧址建设而破坏，而纯粹是为了破坏而破坏。





在罗马，从西元前六世纪开始，就是第六代王塞尔维斯（Salvius）时期所修筑的「塞尔维斯城墙」，长达八公里，围住了罗马七丘，一共有十四个城门。即使是名将汉尼拔，在这坚固的城墙外也只能摇头叹息。

但是，曾经是那样坚固的「塞尔维斯城墙」，在现代，只是在车站终点前面的拉温廷丘和卡匹杜里诺丘上，残留一些遗蹟而已。即使经过二千年的自然风化，也显然是太少了。据调查，在后代的建筑物中也没有发现到城墙存在的痕迹。

据说那是凯撒命人拆毁的。环绕着现代罗马旧街道的「奥雷里安城墙」，是西元后三世纪所修筑的城墙。那时，「罗马和平」（Pax Romana）的说法已经显得怪异，为了防卫上的需要而不得不修起了城墙。

在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奥雷里安城墙」还是显得相当坚固。除了古代罗马优秀的技术之外，取代历代皇帝而成为罗马一国之主的历代罗马教皇也没有忽视修缮工作。即使是作为基督教的地上王国，也无法在没有护墙的情况之下保证和平。

另一方面，古代罗马帝国的首都，在三百年的岁月中，都在没有护墙的情况之下维持和平的状态。完成了「罗马和平」（“Pax Romana”）的是奥古斯都帝，而凯撒给奥古斯都帝以及其后的皇帝指明了罗马的目标，应该是使首都实现没有城墙的和平。

城墙可以起防卫作用，但同时，也容易成为交流的障碍。对凯撒来说，拆除城墙不仅是因为扩建首都，同时，也表明了他在没有城墙的情况之下维持和平的意志。最初本人曾对共和时代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城墙遗址一事感到不可思议，在拜读了研究学者的论文，又经实地考察之后，觉得这个论说十分有理而不禁深为感动。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当政者修筑了许多有形无形的「城墙」，不禁令人怀疑人类是否真的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进步。

以上是凯撒的首都再开发构思。不过，包含拆毁城墙在内的这些措施，都只属于「硬性」的一面；在「软性」方面，凯撒也进行改造，那就是提高教育水準和医疗水準。




教师和医师



凯撒还下令，凡是在首都罗马的教师和医师，不分人种、肤色、民族、宗教，都享有罗马公民权。

成为罗马公民，首先可以免除缴纳直接稅如属省稅等；第二点有利之处就是，根据罗马法，个人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不过，凯撒深知，只靠以上的直接利益，还是无法打动有志於从事教育和医疗事业的人。

因此，他积极致力於充实医疗设备，而在帝政时代的统治者也都继承了凯撒的这个作法。那时军团基地医院的设备和规模，至今还令人惊叹不已，无法相信这是二千年以前的医院。这一点，在描述帝政时期的章节中再作详述。

另一方面，凯撒提供教授文理科的教师，提高自身水準的学习机会和场所。在「凯撒集会广场」中的国立图书馆本身就是个研究所，凯撒还将其中的一角规划为私塾而设计许多有长凳的门廊。

凯撒的这项政策，不仅对提高教育和医疗水準产生很大的作用，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好的连锁效应。来自小亚细亚的哈里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的戴奥尼索斯（Dionysius），就是在罗马教书的同时，写下了《古罗马史》。对有志撰写罗马史的人，提供了很多的资料，其中有由苏拉所建的「公文书库」中的资料，以及《最高神祇官记录》中所记载的每年朝政记录。凯撒不但将这些记录公开，还命人抄写下来并加以出版。

这样一来，教师和医师职业的重要性第一次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这也应该归功於凯撒。不久，在整个义大利，以至於罗马人所移民的殖民都市以及军团基地，教师和医师都取得了罗马公民权。




其他的公共事业




一、从义大利北部的拉温纳，沿着亚德里亚海，铺设通往布林迪西的道路。也就是将原有的道路改为罗马式，换句话说，就是相当於现代的高速公路。这个计画在帝政时代得到了实现。




二、将罗马以东的巴勒利亚大道延长至亚德里亚海，这也是在帝政时代才得以实现。




三、将巴勒利亚大道旁边的费兹诺湖（Fucinus）填成耕地。在帝政时代完成了填湖工程，但是变为耕地的工程，直到十九世纪才完成。




四、改善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Ostia）港的设备，由克劳狄斯帝和图雷真帝完成。




五、将阿庇亚大道一带一万公顷的湿地填为耕地。这项计画，直到在墨索里尼统治之下的二十世纪才得以实现。




六、将台伯河改道，以制止东岸（马尔斯广场一带）洪水的氾滥，同时将西岸（梵谛冈一带）编入罗马市内。



后来的奥古斯都帝认为凯撒的这项计画是不切实际的大工程，所以并未按照原计画著手进行。在防洪方面，则以加高堤岸来防止洪水氾滥。

不过，加高的堤防却结束了凯撒的梦想。那就是使罗马沿着台伯河而演变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都市。在中世纪的佛罗伦斯，人们用堤坝将亚诺河的上下流拦住，使水流缓慢，成功地将整个城市与亚诺河融为一体。但是，台伯河的水量比亚诺河要多，对台伯河，无法采用与亚诺河同样的方式。

在凯撒所实行以及计画中的事项中，因评价不佳而无疾而终的还有一项，那就是装订书籍的方法。

古代的书籍，是写在纸莎草（Papyrus）上的卷轴。所以古代的书籍都是以第X卷而不是以第X章来划分。

凯撒计画将长长的卷轴切断，再订缀成为书本。这样，读者就可以马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部分。

凡事追求合理的凯撒，这一次却无法迎合罗马人的喜好。比起一页页地翻阅书本，支配阶级的罗马男子，更喜欢打开长长卷轴时的「庄重之感」。所以凯撒装订书籍的方案，在古代的罗马，最后是无疾而终了。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中世纪，基督教成了历史的主人公。当时基督教的修道院，负责抄写古代的资料文献。他们注意到这种装订书籍的方法。中世纪所使用的纸，已经不是纸莎草纸而是羊皮纸了。羊皮纸又厚又硬，根本无法做成卷轴。修道院的僧侣将羊皮纸切断，装订成书本，还加上很硬的护套以压平硬绷绷的羊皮纸。修道院的僧侣大概是从古代的文献中得知凯撒这种装订书籍的方法。这样，凯撒装订书籍的方法在中世纪复活。后来，纸的质地由厚变薄，也可以容易地制成卷轴了。然而，凯撒的方法一直被继承下来，直到现代。




凯撒的特权



西元前45年至前44年，五十五岁的凯撒从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所得到的荣誉、权威和权力如下：


一、在存续四百五十年的共和政体中，历来独裁官的任期都是以六个月为限；而凯撒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权力与以前的独裁官一样，任期则没有限制。




二、凯撒有权在任何一年兼任执政官。




三、通常只在战胜后才可以受到士兵尊称的称号——「最高司令官」，凯撒有权在平时使用。




四、享有「国父」的荣誉。罗马最初的建国者为罗慕路斯（Romulus），罗马市民将凯撒称为第二位建国者。




五、凯撒有权在平时穿着通常只有在凯旋式当天，凯旋将军才可以穿的紫色长袍。




六、平时有权将桂冠戴在头上。




七、原来属于财务官所管辖的、矫正社会风纪的职位（直译则为「伦理矫正官」），由凯撒终身独任。




八、在元老院的会议席上，凯撒有权坐在比执政官要高的位置上。




九、在剧院和竞技场，在观众席中央为凯撒设有特別的位子。




十、在卡杜里诺丘上的朱比特神庙入口处，排列著王政时代历代国王的肖像，凯撒有权将自己的全身像立在那里。




十一、在元老院会议上，凯撒有最先发言权。




十二、凯撒有权任免国家的官员公职，公民大会对凯撒的任命予以承认。这样，公民大会实际上失去了自西元前509年共和政体成立以来的权利——选举就任公职的人选。




十三、原来只有护民官才能享有的否决权以及身体不可侵犯的权利，凯撒也可以享有。这是因为出身於名门贵族的凯撒，无法就任只有平民或是平民贵族才可以就任的护民官一职。




十四、不仅是纪念货币，在普通的货币上也可以雕刻著凯撒的肖像。




十五、自第二代王努马改革历法以来，当时一年的开始月份是三月；为了纪念凯撒的生日，将「第五月」的七月，改为“Julius”，就是英文中的“July”。




十六、将凯撒政治的基本精神「宽容」神格化，允许建设名为「凯撒之宽容」的神庙。



这样，帝政已经在事实上成立了。

即使对凯撒没有好感的布鲁图斯，也不得不佩服凯撒不懈的努力。

但是，在多民族融合国家的罗马，凯撒所要建立的帝政，超出多数同代人的想像。当时，有群众将凯撒称为「皇帝」。凯撒回答说：


「我是凯撒，不是皇帝。」



但是凯撒的反对派，都认为凯撒的回答只是伪善的言辞。他们都认为凯撒要称王，只是为时尚早而不便过於嚣张而已。虽然凯撒本身十分清楚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国王与作为多民族国家皇帝的不同之处。

凯撒就是以他的「宽容」精神，在宽容他的反对者的同时，坚持不懈地进行他的政治事业。也许是他的宿命，使他必须从事这种艰钜的事业。而那些反对他的人，都自负地认为自己是站在与凯撒同等的立场上承担国政。




不满的人



西塞罗曾经给他的友人写过这样的信:


「以前，虽然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监督国政，但是以前我们（元老院）是在船尾掌舵；如今，虽然还是乘着船，我的位置却已变成船底了！如果我在拿坡里，说不定随时都会听到罗马元老院决议的政策有变化的消息。




如今，所谓的元老院决议，都出自算是我们某一个友人所在的官邸。只要是那人认为妥当，法案的起草者会变成我的名字呢！之前，起草对亚美尼亚、叙利亚等地政策的人，所用的是西塞罗之名，而当时，西塞罗本人对这却是毫无所知。




您別认为这只是笑话而已，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呢！




某日，突然收到来自远方王国的王侯感谢信，我才知道上面所说的事。信中，远方王国的王侯说，正是讬我所起草的法案之福，才使他的王位得到了保证等等。而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些人的存在。」



在给密友阿提克斯的信中，西塞罗更加坦率地发洩了他的不满:


「您总是极力主张说我的位置应该是在元老院。然而，曾经是政治中心的元老院已不复存在。您说，待在这种地方还有什么意义呢？




阿提克斯，西塞罗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也许从以前就是如此，不过现在我也不得不彻底承认这一点了。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切断了。也许最好的选择就是隐退，在別墅孤独地度过余生。」




「阿提克斯，像以往一样通信、交换意见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信中所有的内容都是千篇一律，充满寂寞无助之感。我已经成为失业者了。」




「瞻望罗马共和国的前途，往往不禁怆然泪下。」




「从前，是老练稳健者在操纵著政治；如今，已是在某人掌握之下的年轻人世界了。我的政治热情，也许只能用于从事园艺了！」



曾经集中罗马菁英的元老院，如今加入了不少高卢人、西班牙人和希腊人。在那里，他们用幼稚的拉丁语陈述意见。对大文豪西塞罗来说，这些人的拉丁语简直令他不堪忍受：


「从高卢等地流入首都的这些人，使长久以来我们为之自豪的罗马光辉传统，蒙上了一层阴影。」



「有秩序的融合」是西塞罗政治思想的根底。然而，他所主张的融合，指的是他现在所属的元老院阶级和他的出身阶级——「骑士阶级」之间的和睦相处，而不是凯撒所追求的、罗马人与属省居民之间的融合。西塞罗这样评论：


「我现在并不是凯撒政治实行机构的一员，虽然无法得知他所施行的政策，但是凯撒本身，也许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走着怎样的路。」



凯撒心中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只是凯撒所看透的东西，西塞罗却无法看透而已。





即使如此，西塞罗仍然无法对政治断念。

现在，是凯撒一个人在承担所有的国政。西塞罗与友人商量，打算给凯撒写意见书，阐述自己对国家罗马的将来的见解。


「考量之后搁置下来了，不过还是考虑以书简的形式写一篇〈政治备忘录〉。然而却不知从何著手。现在，我手中有亚里斯多德和狄奥蓬波斯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两本书，不知是否可以作为参考呢？他们所写下的，不仅给他们本身带来了荣誉，其中内容也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讚许。




阿提克斯，您认为我与他们之间有共同之处吗？对于这一点，我自己都无法判断了。」



结果，西塞罗还是没有写成他的意见书。因为他无法判断这是否会给他带来名誉。而且，他还担心因为意见书的发表，会说明自己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凯撒现在的地位。还有，即使是写下意见书，又会不会得到凯撒的认同呢？





对拒绝了凯撒的宽容精神而选择自杀的小加图，西塞罗曾经发表过〈加图〉，对他大加赞颂。由于担心西塞罗的这篇文章对世人的影响，凯撒发表了〈反加图〉。凯撒并没有禁止发行西塞罗的〈加图〉，而是采取由自己来进行反论的方式。凯撒在西元前44年2月就任终身独裁官之后，曾有人在夜间将非难他的匿名文章张贴在集会广埸的墙上，凯撒也对此未加追究。

如果西塞罗发表〈政治备忘录〉，阐明只有元老院主导的少数领导制才是罗马应该坚持的政体，凯撒大概也不会对此加以弹压，而会再次执笔进行反论。

所以，西塞罗没有写下〈政治备忘录〉，并不是因为害怕会遭到凯撒的弹压而搁笔，而是他自己选择了放弃。

凯撒的秘书长希尔提斯曾经将〈反加图〉送给西塞罗，西塞罗在读完之后马上给密友阿提克斯写下了这样的读后感：


「对我的〈加图〉论，凯撒有何种感想，只要读过希尔提斯所送的凯撒〈反加图〉论就可以想像了。在他的反论中，凯撒列举了小加图的缺点并加以非难。然而，书中却对我的文笔加以赞美。为了让更多的人都可以读到〈反加图〉，我已命令姆斯加斯进行抄写了。」



只要自己受到赞赏，不管是来自何人，出于何故，西塞罗都会变得飘飘然，即使已经过了耳顺之年，还是改变不了自夸自擂的习性。在凯撒的独裁统治之下，言论还是得到极大的自由。然而，即使绝对权力者有接受批评的气度，现在只不过是友人身份的昔日同僚，却失去了亲自署名批评他的勇气。这些人的代表西塞罗，也自动选择了放弃。





主动限制，从心理背景以及采取主动限制所造成心理上的影响来看，实际上是十分有趣的现象。

如果是苏拉，不管是西塞罗，还是其他反对自己政治主张的人，大概根本就不会给予他们机会来为是否要写意见书而烦恼。只需将他们列入「处罚者名册」，一律杀掉即可。

还有，对认为宽容他人是罗马人之间不可以拥有的权利的小加图、以及受小加图思想影响，因为自己现在所享受的一切皆来自凯撒恩惠而烦恼不已的布鲁图斯等人，如果是苏拉，大概也是一律格杀勿论。这样一来，那些人自然就会主动限制，受恩者也不会因此而内疚烦恼了。

但是，凯撒并没有命人作成「处罚者名册」。无论是对原庞培派的人，还是坚持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主义者，他都一律加以宽待。允许他们归国，恢复在本国的生活，还在元老院为他们保留与以前同样的议席。凯撒还任命马库斯·布鲁图斯为西元前46年义大利北部属省的总督——虽然那是因为布鲁图斯是自己情人儿子的缘故。

凯撒与辛拿的女儿结婚之后，苏拉曾经强行要求凯撒与自己政敌的女儿离婚。而布鲁图斯在小加图死后娶了小加图的女儿为妻，凯撒对此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不悅之感，更没有命令他们离婚。

以第三者看来，凯撒的方式显然要比苏拉好得多。然而，身处其中的当事人，又是怎样想的呢？

如果因为统治者的言论弹压而无法执笔意见书之类的东西，那么可以将责任归咎於进行弹压的一方；然而，未受到任何弹压而主动放弃，则无法将责任转嫁给任何人。而且，曾经是自己矛头指向的人物，不但饶恕了自己的性命，还让自己担任高官的职位。对此，即使是自己心存内疚不安，又能向谁发洩呢？

苏拉的作法是将这类的烦恼、内疚、憎恶等在产生之前就杀光了。而凯撒，就是因为未动杀戒而使这些思想有了生存的空间。

苏拉在生前总是为恐惧所包围；不愿为恐惧感所包围的凯撒，却被在表面上没有暴露出来的憎恨所包围了。

西塞罗、布鲁图斯以及与布鲁图斯同为庞培派，后来得到凯撒宽恕而成为凯撒手下高官的加西阿斯，从西元前45年至前44年这个时期，互相给对方写了不少的信函。那时，布鲁图斯以及加西阿斯都在首都，而西塞罗则在自己的別墅像往常一样发牢骚。

已过耳顺之年的西塞罗与刚满四十岁的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并非有共同体验的同代人，西塞罗的同代人应该是五十五岁的凯撒。西塞罗与凯撒，不仅有共同的体验，还有共同的教养，两个人都拥有明晰的拉丁语知识。

这两人在政治上的立场却常常相反。在性格、两性关系以及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两人之间可说是天壤之別。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西塞罗对凯撒的评价远远高于他对庞培的评价。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与西塞罗有共同政见的人，在另一方面，也显然较喜欢凯撒。就像西塞罗，经常抱怨自己在罗马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已成为失业者等等。但是，在发完牢骚之后，他还是这样说：


「凯撒具有极好的平衡感，对任何事物都十分宽容，但又并非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对有才能、有志创大业者，则不分国家、出身阶级，一律加以重用。」




「对凯撒的认真、正直、贤明的行为，我不惜加以赞美之辞。即使是庞培，在谈到凯撒时，语气中也无不充满敬意。」



庞培曾经出资建造庞培剧院以及大回廊，并捐赠给国家。在回廊中，原来有一座大理石造的庞培全身像，在法尔沙拉斯会战后，凯撒派的人曾经将庞培的肖像推倒，后来凯撒又在原来的位置为庞培造了一座全身像。即使是对死者，凯撒也是尽量做到「宽容」。而这样程度的宽容，西塞罗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在文章评论方面，西塞罗是罗马首屈一指的评论家。他曾这样评论：


「凯撒的文章，无论是口头还是落笔的形式，都有以下特点：品格高尚、光芒四射、壮丽而又高贵，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极富有理性。」



但是，西塞罗并没有将文艺评论作为自己的「正业」，也无法像原为庞培派的瓦尔罗一样，在失败之后十分干脆地脱离政治而以研究为乐趣，并受凯撒之命而专心於创设罗马最初的国立图书馆。从西塞罗写给密友阿提克斯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决心的反覆不定。最后，他还是决定亲自到凯撒的官邸拜访。他认为，凯撒是不会不念及多年交情的。

然而，凯撒自从就任独裁官之后，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政治上，每天在智囊团和秘书们的「包围」下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即使只是负责首都改造的建筑家，就有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埃及人。如果是希尔提斯、巴尔布斯以及奥庇斯这些长期担任凯撒秘书的人，都很熟悉凯撒与西塞罗的关系而会对他加以礼遇。但是新的秘书并不知道这层关系，所以对到官邸来访的西塞罗，只是像对待其他访客一样，让他在接待室等待。

可以想像得到西塞罗在接待室等待凯撒时的心境。昔日，他们曾经处於对等的立场；今日，两人之间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这难免会让他深感屈辱。不过，这种屈辱感并没有维持多久。偶然从办公室走出来的凯撒，看到在接待室等待的西塞罗之后，对身边的秘书们大声感慨道：


「连马库斯·西塞罗都必须在接待室等待而无法自由出入我的办公室，难怪听说有人会憎恨我了！」



从那以后，不到二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西元前45年12月，凯撒给西塞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想利用从12月17日开始的撒顿祭这段时间，到拿坡里近郊渡假，想抽出一天到西塞罗的別墅作客。

喜欢体验古代风情的现代观光客，大都喜欢到拿坡里东面的维苏威火山以及山麓下的庞贝古蹟一带游览。而古代的达官贵人（VIP），则流行在拿坡里以西的库马、米塞诺岬、巴伊亚（Baiae）湾，帝政时代则是在作为军港的坡佐里一带购置別墅。以达官贵人自居的西塞罗，所拥有的八幢別墅之一，就是在坡佐里。凯撒在拿坡里湾一带并没有別墅，如果冬季想在这气候温暖又有温泉的胜地渡假，就必须在这一带达官贵人的別墅中作客。

西塞罗收到凯撒的信之后，很紧张。而且听说连士兵在内，凯撒一行共有二千人左右。然而这又是来自最高权力者的要求，要拒绝是不可能的了，唯有做好一切準备等待他的来临了。那一天终于到来了。第二天，西塞罗就从坡佐里发出内容为「凯撒，成为西塞罗別墅座上客」的信函。以下就是信中的内容。不过，信中说一共有二千人，却是令人难以置信，也许只是在中世纪抄写时所造成的笔误而已。参阅其他的史料，觉得如果是十分之一的人数（二百人），还可以令人信服。


「啊！如此麻烦的客人终于离开了。不过，坦白说，这也是十分令人愉快的一天。在撒顿祭的第二天傍晚，凯撒一行抵达了菲利普斯（西元前56年执政官，屋大维母亲再嫁的对象）的別墅。凯撒带来的人挤满了整间別墅，只有放置招待贵宾用的餐桌房间才空著，毕竟随行的人数有二千名之多。而在明天，应该如何招待这些人，我简直有点束手无策了。幸好巴尔巴·加西阿斯在这时伸出了援手，凯撒在我这里逗留期间，他派来了专门警备队。担任警备的士兵，夜间在外面搭起帐篷露营。在菲利普斯的別墅逗留的次日，凯撒一大早就起床了。但是在午后一点钟之前，他都是一个人独处。中间只有巴尔布斯进入过他的房间，那大概是为了帐目上的事情。然后，凯撒在海边散步很长的时间，散步后就直接来到我的別墅。入浴之后，还作了按摩。按摩完毕之后，他披上衣服，不动声色地听着亲信马姆拉的报告，之后才开始晚餐。因为服用了催吐剂，不必担心消化上的问题，所以可以放开肚皮大吃大喝。




无愧是西塞罗家的晚宴，餐桌上摆满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不仅豪华而且富有情趣。在用餐时，愉悅而高水準的谈话，更为晚餐增添了一份情趣。如果您想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将加以详述。总之，不乏亲密而又合乎礼节（这里大概是指没有人醉倒）。随行的人员，也都在其他的三个房间用餐。即使是对不那么重要的被解放奴隸和侍从，也準备了丰盛的晚餐和周全的服务。当然，身居要职的被解放奴隸，在这里也受到了特別的款待。总之，对主客双方来说，在这里都得到了与其身份相符的对待。通常，在客人离开时，主人都会说有机会请一定再次光临之类的话。但是我却没有这样的心情。只一次就足够了。




关于晚餐之后的话题，只字未提政治，只是探讨了文学。凯撒一直显得兴致勃勃，好像那才是他应该从事的领域。凯撒说他会在坡佐里再逗留一天，之后在巴伊亚（Baiae）停留一日。




这就是凯撒逗留在西塞罗別墅中的经过。虽然，这原非出于我本身的意愿，但回味起来，真是令人十分愉快的一天。我自己还会在这里住上数日，之后再到多斯克罗的別墅。




听说凯撒到达都拉贝拉（西塞罗的女婿，凯撒的亲信之一）的別墅时，很多士兵在別墅两侧列队欢迎骑马到来的凯撒。不过，也许凯撒本人并不喜欢这样，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








拿坡里一带略图




在西元前44年初，凯撒宣布他将远征帕提亚（Parthia）。他从去年秋季就已经开始为此準备了。出发的日子定于西元前44年的3月18日。

远征帕提亚，是凯撒决意在他有生之年实现的梦想。

当时，在帕提亚还有克拉苏率军攻打帕提亚失败之后被俘虏的一万名罗马士兵。那些士兵虽然得以幸存，但是全都被带到帕提亚王国最东北部的国境地带梅尔布，被处以终身兵役，实际上也就是相当於流放。已经过了九年，还有多少人得以生存，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将这些士兵救出，是罗马军应尽的义务。

凯撒远征帕提亚的目的，并不包含征服帕提亚王国这一点。如果包括这一点在内，二年的时间显然过於短暂。凯撒是计画在与帕提亚军的会战中打个漂亮的胜仗，再次在东方的诸侯面前显示罗马的力量，确立以幼发拉底河为界的防卫线。这样，就可以将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各区域再次收入罗马的伞下。这是凯撒远征的第一目的。

另外一个目的大概就是在远征帕提亚的归途中，征服多瑙河沿岸，并确定多瑙河为防卫线。如果可以顺利达成这两个目的，除了凯撒已经确定的莱茵河防卫线之外，还可以确定多瑙河、黑海、幼发拉底河这些防卫线。这样，罗马帝国的防卫线就可以稳固，而凯撒也就可以放心地将帝国交给后继者了。

凯撒大概是决定以二年的时间来进行这次远征，所以他已经决定了他不在罗马期间统治本国以及属省二年间的人选。确定防卫线，并非以与当地居民对话的方式就可以简单解决的。对进行抵抗的地方，就必须付诸战争。凯撒计画经希腊首先到达东方，战胜帕提亚之后再出征黑海沿岸，然后征服多瑙河再回师义大利。这样，即使是凯撒，也需要二年的时间，因为并非每次战斗都可以做到「我来、我见、我征服」。

这次远征，对五十多岁的凯撒来说，是在壮年后期可以使他衣锦荣归的一大壮举。

有一位史学家曾经说过凯撒「可能会欺骗他人，但一次也没有欺骗过他自己。」远征帕提亚，并不是为了夸示作为最高权力者的权力，而是在冷静透彻的思考之后所作出的决断。

凯撒要求元老院的所有议员对以下一事宣誓。

誓约的内容为：


「敌视凯撒者，也是他们的共同敌人，他们发誓保护凯撒的人身安全。」



西塞罗在誓约上簽了名。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也都簽了名。凯撒得到元老院全部议员簽名的这份誓约后，解散了主要由西班牙人以及日耳曼人所组成的护卫队。他要求元老院议员在誓约上簽名的理由就是——「整天为人身安全而忧心忡忡，不算是真正的活着。」

然而，当凯撒宣布决定远征帕提亚后，关于凯撒想称帝的谣言越传越广。当时，罗马人所信奉的女预言家曾经预言过只有为王者才可以成功地征服帕提亚。这就是谣言的根源。此外，处事没有深思熟虑的安东尼的轻率举动，更加深了人们对谣言的相信。

每年的2月份，在罗马都有纪念丰饶之神鲁佩卡莉亚而举行的鲁佩卡莉亚节。除了祭祀之外，还进行体育比赛。当天，凯撒也参加了在「大竞技场」中进行的体育比赛。当时，与凯撒同为当年执政官的安东尼，向坐在观众席中央的凯撒献上了皇冠。观众中虽然有人拍手欢迎，但有更多的人因为惊愕而未能出声。因为罗马人对王政十分敏感，甚至有人一提到王政就咬牙切齿。

凯撒当场就拒绝了安东尼所献的皇冠。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不可等閒视之。所以为了平息他準备称帝的谣言，他命人在集会广场一角的大理石柱上刻下了这样的「公式记录」:


「执政官马库斯·安东尼请求终身独裁官盖乌斯·凯撒接受王者的权威，但被凯撒拒绝。」



在那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3月15日，凯撒就在元老院的议场被杀了。

不知为何，西塞罗并未成为暗杀集团中的一员，在3月15日那天，他也没有出席元老院会议。但是，在获悉凯撒被暗杀之后，西塞罗马上给暗杀者之一的巴吉尔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落款的日期就是凯撒被杀的3月15日。


「啊！这简直是喜从天降。我应该感谢您，好好爱您。而您也应该爱我才对呢！您与其他的那些人此后有何打算？请逐一告知。」



在凯撒战胜庞培之后，不仅对庞培派的人未加杀害，饶恕他们的性命之后，还让他们自由选择去留。对凯撒的这一举动，西塞罗当时是讚不绝口。就是给这位西塞罗，凯撒曾经写过以下内容的回信：


「您是十分理解我的人，您说在我的行为中，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没有残忍性。对于您的这种评价应该是可以相信的。这样的行动本身，已使我感到十分满足。连您都对我的行为表示赞赏，真是令我不胜欣喜。




即使从我这里获得自由的人，将来再把矛头指向我，我也不会为此而感到后悔。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忠于自己的信仰，所以认为他人也理应如此。




如果您与其他人来到罗马，协助我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将不胜感激。即使只是建议也好，忠告也好，或者是发挥您与其他人的特长也好，只要是有用的，我都会接受。而您丰富的知识必定会让我受益无穷。」



被暗杀之时，再过四个月，凯撒就五十六岁了。




第七章





「3月15日」Idus Martiae




西元前44年3月15日~前42年10月


长久以来，人们往往认为历史的春秋大笔掌握在胜者手中，对此本人却不敢苟同。这一章的叙述可说就是典型的证明。因为第七章的叙述，全部都是以败者，也就是反凯撒派所留下的史料为根据而写成的。理由很简单，给我们留下这些史料的，就是反凯撒派的西塞罗。在这一章中所记述的事件，都是根据西塞罗和在本章节中出现的人物之间的信函而写成。这些信件就相当於「现场证人的证言」。百年之后，普鲁塔克在他的《列传》中，以及后来的阿庇亚努斯和加西阿斯·迪奥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了这些信函的内容。

为什么西塞罗的《书简集》会成为「现场证人的证言集」呢？在凯撒死后，西塞罗认为自己又可以像以前一样，有机会在罗马这条船中担任掌舵的角色了。他积极活跃起来，周旋於反凯撒派与凯撒派之间，居中调停两派。不过，因为他本身属于反凯撒派，调停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反凯撒派的利益。以他六十二岁的年龄，以及他在罗马享有的盛名，使两派的人都乐于听取他的建议。这样，他手中就集中了来自两派的大量书信。





凯撒被暗杀的消息，对罗马人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无论是反凯撒派还是凯撒派，此时都如同迷失了方向一般，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而这时，西塞罗似乎成了暴风雨中唯一的支柱。因为对杀害凯撒的人来说，西塞罗在政治思想上是与他们一致的；而对凯撒派来说，西塞罗并没有直接参与谋杀凯撒的行动。

但是，对那些与西塞罗通信、听取他意见的人来说，西塞罗并非他们的「指南针」。而西塞罗本身也常把他无法对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说的话，向密友阿提克斯诉说。西塞罗虽然缺乏先见之明，但是身为知识份子，对现状的观察和认识能力都比常人要胜出一筹。

此外，他又有一流的表达能力，所以西塞罗的《书简集》，就成了值得信赖的「现场证人的证言集」了。

在一百多年，甚至是经过更长的时间之后，普鲁塔克之后的不少古代史学家，都写下了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与这些史料不同的是，《西塞罗书简集》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形。因为是记录日常所发生的事情的书信，内容才更具真实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以透过西塞罗的书简，得以一窥布鲁图斯、安东尼、屋大维等人的本来面貌，甚至是即使被杀之后依然屹立不摇的凯撒形象。




「3月15日」



长期以来，罗马的元老院并没有固定的会议场。即使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公民大会，也并非总是在固定的场所召开。直到帝政时代的后期，元老院的会议场才固定下来。因为在罗马市中心，有很多可以容纳数百人而又可以隔离开来的场所，会议可以在神庙中，也可以在回廊的一角召开。因为没有固定的会场，所以当时在向义大利各地的元老院议员发佈召集令时，一定会明记日期和场所。

凯撒就任终身独裁官时，「朱利斯集会广场」有些细节尚未完工，所以那时的元老院会议常常在庞培剧院东侧的大回廊召开。被称为「庞培回廊」的这个大回廊，面积就有一百八十公尺乘以一百三十五公尺。只要在当天禁止一般人入场，就有足够的空间召开元老院会议。





然而，如果凯撒没有著手进行首都的再开发，元老院会议就不可能在「庞培回廊」召开。因为回廊位于城外的马尔斯广场之中。当时，只有军队的司令官有必要出席时，才会在城外召开元老院会议。在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军队以及军队的统帅入城都是被禁止的。

凯撒首都改造计画的特色之一就是拆除城墙，消除首都罗马与罗马帝国之间的界线。之前在城外的马尔斯广场，也成为市中心的一部分了。这样，在这里召开元老院会议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争议之处了。

此外，对在庞培所建造、现在仍然被称为「庞培回廊」的场所召开元老院会议这一点，凯撒本人也没有丝毫的反对。因为如果凯撒有一丝的反对，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地方作为会场。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也是在马尔斯广场中的一处召开。从那里可以俯视凯撒为庞培重新竖立起来的庞培全身像。

当时，凯撒住在罗马集会广场中的最高神祇官官邸，到现在已经很难在现代建筑群中找到痕迹的「庞培回廊」那里，只能用徒步的方式。因为根据凯撒所制定的法律规定，白天除了已婚女性和女祭司之外，任何人都不得使用车子的，而使用者也只有在紧急情况之下才能白天在市内骑马。从凯撒住处到会场的直线距离虽然没有一公里，但是如果根据当时罗马的模型复原图来看，两者的距离约是直线距离的二倍。

按照当时罗马的习惯，身居高位的人在「上班」（这里指到元老院开会）时，会有地位较低者到家中迎接，并陪同高位者一同前往会场。当天，陪同凯撒从官邸前往会场的，是狄奇阿斯·布鲁图斯。

沿途，必定有很多的群众向凯撒打招呼。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代，人们都习惯早起。尤其是当时的罗马人习惯在中午之前就结束一天的工作。无论是一般人的工作，还是元老院会议，都是在上午进行。据说西元前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的开会时刻，也与平常一样，是在上午的十点钟左右。






朱利斯·凯撒















左：马库斯·安东尼




中：马库斯·布鲁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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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




无论是拉丁语中的“Idus Martiae”、英语中的“The ides of march”、还是义大利语中的“Idi di Marzo”，只要提到「3月15日」，西欧人都会知道这是凯撒被杀的日子。这已经成了一种常识。在西洋史上，这也可说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天。

这一天的经过，经过后世添枝加叶的谣传，结果使传说本身变得更为出名了。

凯撒的妻子库尔普妮亚（Culpurnia）的恶梦、预言家「3月15日要当心」的预言、从3月14日到3月15日袭击罗马的暴风雨、在罗马集会广场突然集中了大量的鸟群等等。

关于不祥之兆的描述，古代的史学家在描写理性的凯撒时，似乎都发挥了超人的想像力。其中的代表就是普鲁塔克的《列传》，之后还有莎士比亚以此为基础而写成的《凯撒大帝》。





不过实际上，罗马3月的气候往往是变化无常的。凯撒的行动是不受任何事物所影响的，更何况是恶梦、预言、鸟占卜等这些前兆。并不是凯撒完全无视这些东西的存在。只要是对国家的统治有用，或者是可以提高士兵的士气的，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而他本人也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就任罗马宗教界的最高位——最高神祇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史学家和研究者，都一致认为凯撒是一流的合理主义者，是富有理性的人。

而且，在古人所留下的资料中，记述著这一事件的，除了西塞罗之外，其余的都是希腊人。

希腊民族是富有理性、积极追求真理的民族，产生过不少的哲学家。对理性的深信不疑，使人们一旦脱离理性的束缚之后，就会变得比其他人更为没有理性。但是罗马人，尤其是凯撒却不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认为，人们不可能拥有百分之百的理性，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理性。认为保持两者的平衡才是重点所在。这也是罗马人对于平衡感的认识。

正视人性这种真实性的罗马人，并非只是凯撒一人。西塞罗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的立场不同。无论是西塞罗，还是其他给西塞罗写信的「现场证人」所留下的资料，内容都没有提及这些超现实性的前兆和预言。

此外，「3月15日」也并非在得知这些不祥之兆的人屏息以待之中所发生的事件。那是个与平常一样的日子，除了阴谋者之外，没有人会预料到的突发性惨剧。所谓戏剧性，就是一开始并非戏剧性地进行，而是中途却发生了突变，使整个过程显得富有戏剧性。






庞培剧院以及回廊的平面图




（剧院部分的复原图请参照第Ⅳ册225页）




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对在18日即将远征帕提亚的凯撒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他不可能因为妻子的恶梦而缺席。他打算利用出征前的最后一次机会，宣布他不在本国的二年中，担任本国以及各属省的统治和防卫的负责人名单。对凯撒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但同时对谋杀者来说，这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这些谋杀者所担心的是，那些一心希望凯撒成功远征帕提亚的元老院议员，会在出征之前最后一次的会议上，正式推举凯撒为王。而且，即使是元老院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他们的危机感还是无法消除。

凯撒只要战斗，一定会获胜。罗马人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们都相信，凯撒这一次远征，一定可以为克拉苏报仇雪耻，将在敌国边境服役的罗马士兵带回国；在归途征服多瑙河之后再凯旋归国。尤其是谋杀者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他们觉得，如果凯撒凯旋归来之后想称帝，那时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了。阻止凯撒称帝的最后机会，就是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了。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凯撒远征帕提亚之前将他杀死。

元老院会议是以言论为工具的场所，禁止携带武器进入会场。无论是凯撒还是凯撒派的议员，都只是赤手空拳地出席会议。虽然有守卫，但都不是武装的士兵。

此外，凯撒在得到元老院议员的誓约之后，就已经将由西班牙兵和日耳曼兵所组成的护卫队解散了。独裁官虽然有二十四名的侍卫，但是他们手中所有的，只是象征性的斧头与柴束，作为一种仪式而并非武器。而这些警卫在会议进行时，往往都只在离会场较远的地方待命而已。

谋杀者将短剑藏在有很多褶的袍子内侧，将武器带进了会场。现在他们所担心的，就是安东尼的体力。连西塞罗也说过，安东尼的体力可以与剑斗士媲美。

加西阿斯主张将安东尼也一起杀掉，但是遭到布鲁图斯的反对:「我们并不是杀手」，只好作罢。最后决定只将凯撒一人杀死。

因此他们决定由其中的一人借口与安东尼说话，将他从凯撒身边引开。最后决定由提波纽斯担任这个角色。提波纽斯已经在凯撒手下担任多年的军团长，安东尼对他的举动应该不会产生怀疑。

如果在会议开始之后暗杀凯撒，就变成必须在数百名元老院议员面前刺杀凯撒，这样成功的机率也许会大为降低。因此暗杀者提前动手了。他们在会议开始之前，也就是在议员们尚未全部到齐时就采取行动。

有一种说法，就是参与暗杀凯撒的元老院议员一共有六十名。但是关于这一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可以确定实际参与暗杀行动的十四人的名单。这十四人在行动时，也许是因为缺乏冷静，有人竟将本来应该刺向凯撒的短剑，刺向了自己的同志。

处於狂乱状态之中的十四人，对一个人进行刺杀的结果是：凯撒身上有二十三处受伤，其中只有刺在胸部的一处是致命伤。

意识到自己必死无疑的凯撒，为了不让人们看到自己倒地而死的惨状，用长袍把脸和头蒙住，终于倒在庞培的雕像脚下。

当其他的元老院议员还未完全意识到发生什么事而目瞪口呆时，惨剧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





事件发生当时，暗杀者的名字、经历和年龄如下：

马库斯·布鲁图斯——父亲属于马留斯派，在苏拉死后，曾与雷比达一起试图以武力树立平民派的新政权。后为庞培所镇压并被处以死刑。当时布鲁图斯只有八岁。母亲塞维莉亚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他请来希腊人的家庭教师，又让他外出留学。但当时，占据布鲁图斯母亲的心的，并非处於青少年期的儿子，而是凯撒。在她丈夫死后，更是公开地成了凯撒的情人。当时，在罗马，再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没有再婚的寡妇反而会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凯撒不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结婚过多次，对自己拥有众多的情人这一点也无意加以隐瞒。但塞维莉亚还是一心一意地爱着凯撒。这种一往情深的爱，大概连身为儿子的布鲁图斯，在成年之后仍然无法理解。

在青年前期，布鲁图斯专心於学业。先后在雅典、罗德斯岛等属于当时最高学府的地方留过学。在今天，也就是相当於在国内最好的大学以最好的成绩毕业后，再到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一样。与关心政治、军事的同龄人不同，布鲁图斯在青年时期最感兴趣的是哲学。因此，他在军务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经验。既没有当过相当於通往政界起点的审计官，也没有候选过按察官。因为他是属于平民贵族出身，本来可以争取到护民官的职位，但是他本人对这个不感兴趣。不过，在他少年、青年时期，比他年长十岁的叔父小加图对布鲁图斯的影响十分深刻。而这位叔父，正是反凯撒派的先锋。

布鲁图斯并非出身於特別富裕之家，要在罗马维持上流阶级的生活，就必须找到一官半职。如果当律师，就必然会牵涉进入政界的问题，因此布鲁图斯连试都没有试过。三十岁左右的布鲁图斯，决定投身於金融业。他在小亚细亚征收高达百分之四十八的年利率，连当时身为当地总督的西塞罗都因此而十分愤慨。

与布鲁图斯同时期的凯撒，虽然负了很多债，仍然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是布鲁图斯一生都未借过债。没有恒产也就没有恒心，两人对此大概有著同感。但是借款数目一大，也就成为恒产的一部分了；而布鲁图斯却无法接受这个观念。

然而，在三十岁的后半期，布鲁图斯又放弃金融业。在凯撒渡过卢比孔河，罗马进入内战状态时，布鲁图斯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叔父小加图一样，投奔庞培。虽然庞培是杀害了他父亲的人，但是布鲁图斯认为应该把国家利益放于个人私情之上，所以投奔了坚持元老院体制的庞培派旗下。

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在塞维莉亚的恳求之下，凯撒向军队发出不得射杀布鲁图斯的指令。而逃走后的布鲁图斯也亲自写信给凯撒，对凯撒的胜利表示祝贺并告知自己的所在地。放下心头大石的凯撒，还派出一队的护卫以保证布鲁图斯的安全。凯撒就像是对待离家出走的儿子一样，将布鲁图斯送回了他母亲塞维莉亚之处。

之后，布鲁图斯也许是听从了母亲的劝导，并没有再追随逃往非洲以期卷土重来的小加图，而是在罗马专心於学术研究。

庞培死后，凯撒解决了埃及的内乱，平定了小亚细亚的叛乱之后回到了罗马。这时，塞维莉亚又将儿子的将来讬付给凯旋归来的凯撒。而凯撒也没有拒绝一生甘为自己情人的塞维莉亚的请求。

西元前46年，没有任何公职经验的布鲁图斯，被委任为属省总督，负责治理义大利北部地区，时年三十九岁。众所周知，这都是因为凯撒的关系才使布鲁图斯得以就任这个职位。当曾经十分亲密的叔父小加图在北非与凯撒苦战之时，布鲁图斯却一声不吭地担任著他的总督。在义大利北部属省，当地的住民大都已经被凯撒升格为罗马公民，所以在布鲁图斯就任总督期间，并没有出现过什么乱子。

任期结束、归国之后的布鲁图斯，与原来的妻子离婚而娶自杀身亡的小加图女儿波里亚为妻。对于布鲁图斯的这个举动，虽然未知其中的真正原因，但这也许是出于对叔父的一种谢罪心理吧！而波里亚不但是一生反对凯撒的小加图之女，前夫还是曾为凯撒同僚而总是输给凯撒的比布拉斯。波里亚憎恨凯撒，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布鲁图斯本人，却正是因为凯撒才得以出人头地。在他参与暗杀凯撒的当年，也就是西元前44年，布鲁图斯正担任法务官的职务。

布鲁图斯有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教养。在这方面，连西塞罗和阿提克斯也对他表示赞赏。如果他将自己的一生投身於学者的道路，成就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知识和教养并不等于智慧。而且布鲁图斯又常常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

在一开始，布鲁图斯并不是暗杀凯撒的主谋。真正的主谋是妹夫加西阿斯，布鲁图斯则是被推戴出来的。不过，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布鲁图斯为主谋而决定参与的。附带提一下，西元前509年推翻王政而建立共和政体的，也是名为布鲁图斯的人。这两位布鲁图斯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由于家族名相同，后来的布鲁图斯有可能是把自己想像成为当年的布鲁图斯了。人们在决定大事之时，往往需要借助某种名目。

布鲁图斯曾经请西塞罗帮忙推敲演说草稿。当时西塞罗对他说了些什么虽然是不得而知，但是后来西塞罗在给他无话不谈的密友阿提克斯的信中曾经这样评论：


「文章的构成精致，富有逻辑性。但却缺乏一种热情，就是那种向他人传达自己意思的热情。」



凯撒在生前听过布鲁图斯的演说之后，曾经这样评论：


「虽然不知那位青年所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可以理解他为何会那样强烈地追求。」



如果是本人，听到这含着讽刺意味的评论，大概也会难以入眠。对一生忠于自己的情人的儿子，凯撒虽然凭著自己的权力让他进入政界，但似乎并不认为布鲁图斯有多大的才华。而且，关于凯撒被刺时所说的「布鲁图斯，你也来杀我」中的布鲁图斯，所指的并不是这一位马库斯·布鲁图斯，而是指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本人也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马库斯·布鲁图斯在刺杀凯撒的那一年，时年四十或者是四十一岁。

加西阿斯·郎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3月15日」的真正主谋者。年龄与布鲁图斯一样，但两人的经历却是截然不同。

西元前54年，克拉苏远征帕提亚时，三十岁的加西阿斯身为审计官正在从军。在隔年的战斗中，他以前审计官的资格负责指挥克拉苏军的右翼。当年才三十一岁的加西阿斯就平步青云了。但是在有名的「卡雷」战役中，克拉苏军被帕提亚军打败。当时加西阿斯拋弃了总司令官克拉苏，带着五百名骑兵逃离了战场。

后来，加西阿斯身为军队的指挥官，负责叙利亚属省的防卫，发挥他出色的军事才能。内战爆发之后，加西阿斯就投奔到以东方为地盘的庞培旗下，并负责确保爱琴海的制海权。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凯撒对庞培进行追击。当凯撒越过达达尼尔海峡抵达小亚细亚时，加西阿斯未作任何抵抗，就带着他所指挥的全部军舰向凯撒投降了。凯撒也发挥他一贯的「宽容」精神，让他自由选择去留。但是加西阿斯既没有追随庞培逃往埃及，也没有前往北非与他的同志会合。同时，他也没有像那段时期的布鲁图斯那样，谨言慎行，而是积极地协助凯撒。在凯撒「我来、我见、我征服」的对法尔那西斯之战中，加西阿斯被凯撒任命为军团长。在军事上，加西阿斯有出色的才能。那时，对加西阿斯已经成了忠实的凯撒派这一点，已经没有人还存疑问了。同时，在众人的眼中，布鲁图斯也已成为忠实的凯撒派。就是在那时，加西阿斯娶布鲁图斯的妹妹为妻。西元前44年，加西阿斯与布鲁图斯同时被凯撒任命为法务官。才四十一岁就平步青云了。

但是，加西阿斯本身对此并不满意。虽然同为法务官，布鲁图斯负责的是首都的事务，也就是相当於首席法务官。而与布鲁图斯同龄但论资历却远在他之上的加西阿斯，负责的是有关在罗马居住的外国人事务。拋弃了庞培并与庞培的残部决绝之后，认为自己对凯撒已经做到鞠躬尽瘁了，而这一次的人事安排，使他在心中对凯撒产生怨恨。

此外，加西阿斯心中一直怀疑凯撒对自己没有好感。这一次他更是对此深信不疑了。他认为，只要凯撒一直大权在握，自己就难有出头之日。

也许凯撒本身真的是对加西阿斯没有什么好感。他虽然对加西阿斯同样发挥了「宽容」的精神，但是在心中，凯撒也许无法原谅带着五百名骑兵逃走而拋弃了克拉苏的加西阿斯。

五百名骑兵，是很强的战力。如果加西阿斯没有率领五百名骑兵逃走，说不定会有完全不同的战斗结果。即使无法获胜，克拉苏指挥之下的罗马军队，也许还可以避免那样悲惨的命运。对重视士兵生命如同重视胜利的凯撒来说，姑且不管个人的临阵脱逃，带领五百名骑兵逃走而置远征军全体覆没不顾的加西阿斯，无论以后的言行如何，在凯撒心中，都是无法原谅的。

加西阿斯本身，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的本质。不过，如果他可以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一开始就不会带着五百名骑兵临阵脱逃了。





不过，加西阿斯也清楚意识到，如果他自己为旗手，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追随。因为不满於被安排在底位的官职而杀害最高权力者，这样无法说服他人动手。所以他选定了布鲁图斯。布鲁图斯能够身居要职，并非出于他个人的野心，而是因为凯撒。关于这一点，在元老院议员中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推戴布鲁图斯为首，就会让人们感到他是为了罗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了凯撒所给予自己的个人利益。是洁白、无欲、没有野心的布鲁图斯。

推戴出来的旗手，并没有过人的才能。但是如果由有能力的人当旗手，其他人就会加以提防而不会追随了。加西阿斯选布鲁图斯为旗手，算是选对人了。

除了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之外，还有里加利阿斯、阿奎斯、鲁布里斯、那佐、盖乌斯·加斯加、普布里斯，以及西元前54年的执政官、强硬的反凯撒派阿赫诺巴布斯的儿子。历史学家将这九人称为「被凯撒所饶恕的原庞培派」。但是，在谋杀集团中，也有凯撒派的人。





托利阿斯·金布罗——职位不详，在凯撒的推荐之下成为元老院议员，也就是所谓的「凯撒拥护者」之一。

盖乌斯·提波纽斯——「3月15日」之时，大概是四十五、六岁。西元前60年曾就任过审计官，五年后又就任过护民官。从西元前54年开始，就以军团长的身份，随着凯撒出征高卢。内战爆发之后也追随凯撒，在马赛攻城战中负责陆上的攻击。西元前47年，受凯撒之命前往西班牙统治之时，让庞培的两个儿子成功地集结了叛军，最后还是凯撒亲自出马才平定了叛乱。在凯撒的军团长之中，属于具有中等程度才能的将领。

狄奇阿斯·布鲁图斯——高卢战役时期，在凯撒帐下的幕僚中，最有军事才能的，大概就是这位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和在远征帕提亚时战死的普布里斯·克拉苏了。这两人都是良家子弟，在二十多岁就追随凯撒。凯撒在提及这两人时，总是爱用「青年克拉苏」、「青年布鲁图斯」的称呼，从中不难看出凯撒对这两位有才华年轻人的喜爱。「青年克拉苏」后来随父亲远征帕提亚而壮烈牺牲。「青年布鲁图斯」则一直追随凯撒度过高卢战役的岁月，在内战中也是功不可没。

凯撒十分欣赏这位青年将领的才能。在遗书中，凯撒指明如果第一继承人拒绝继承，则改由布鲁图斯为继承人。不过，在「3月15日」当时，四十岁的布鲁图斯并不知道凯撒遗书中的内容。据说凯撒的遗书公布之后，布鲁图斯顿时面无人色，默然不语。很多人都认为，「布鲁图斯，你也来杀我」中的布鲁图斯，所指的并不是狄奇阿斯的堂兄弟马库斯·布鲁图斯，而是指这位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实际上，得知凯撒被杀之后，平民百姓的愤怒，比起指向马库斯·布鲁图斯，反而更是集中在狄奇阿斯·布鲁图斯身上。

斯庇基阿斯·格巴——这人也是从高卢战役开始就是凯撒的军团长。他身为军团长，并没有出众的才能。也许是因为如此，凯撒自己在高卢奋战时，将格巴作为对付元老院的对策。他被选为西元前54年的法务官。西元前49年被凯撒派推选为执政官候选人，但是由于庞培和元老院派的缘故而落选。在内战时期，虽被凯撒任命为军团长，却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而已。

米努里阿斯·巴吉尔斯——从西元前55年开始参加高卢战役的军团长，内战时期也在凯撒手下战斗过。史料也没有记载这人身为武将的才能。他属于凯撒派，同时又以西塞罗的弟子自居。

这五人，尤其是凯撒手下的高级将领提波纽斯、格巴、巴吉尔斯以及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四人，在内战时期也都是对凯撒忠心耿耿，为什么会参与暗杀凯撒的行动呢？

这些人在「3月15日」之后的二年之内都被杀了，既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任何遗言，后人只有借助想像来推测了。据研究学者的推测，那是因为这些人感到自己被凯撒背叛了。他们认为自己站在凯撒一边而战，是为了恢复罗马的秩序而不是为了让凯撒称帝。研究学者将这五人称为「害怕的凯撒派」。

但是，并非凯撒所有的幕僚和亲信都一举反对凯撒。在他的干部中，这些人大概只佔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不过，即使只佔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为什么凯撒悉心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会让自己的手沾上凯撒的鲜血呢？

在现实中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往日得到主人重用的人，在某一时期情况发生变化时，就会将这种变化视为自己的末路，感到绝望而作出最后的反击。

但是，在凯撒与这五人之间，根本看不出有这种变化。在凯撒準备远征帕提亚而作出的人事安排中，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和提波纽斯都被任命为属省总督。由此可以断定，他们并非因为那种不安和绝望才参与谋杀凯撒的行动。

此外，凯撒虽然坚决拒绝王位，但同时，他也毫不隐瞒他的政治观点，那就是认为将来罗马应该实行君主政体（由一人统治的制度）。实际上，在凯撒身边的人，无论是希尔提斯、巴尔布斯还是安东尼，都理解凯撒的这个观点。而同样是与凯撒十分亲近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以及其他的三人，为什么就无法理解到这一点呢？

如果他们理解却未能同意凯撒的观念，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投奔到庞培旗下；如果他们是反对君主政体而赞成寡头政治，应该在「3月15日」之前就会明确表示态度了。因为凯撒与庞培对决的结果，一直到内战爆发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才见分晓的。

这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凯撒所说过的那句话：


「没有人愿意看到现实的全部。大多数的人只希望看到他们想看的部分。」







这样，追究这些直接参与杀害凯撒者的动机，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不管每个人的真正动机如何，这十四人刺杀凯撒的动机，就是为了恢复以元老院为主导的共和政体，阻止现行政体转变为王政。

凯撒所要树立的「帝政」，是一种新的政体；而这些人「不希望看到的」，只是初期的罗马政体——像当时其他君主国家一样的「王政」。这十四人一致认为，如果王政是凯撒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在实现之前将它毁灭。

在生前，凯撒曾经说过：


「无论结果怎样恶劣，开始的动机是出于善意。」



所以与其一味追究动机，倒不如探讨他们的善意更有意义。让我们以另外一位怀着善意的人——西塞罗的证言为根据，探讨这些谋杀者的「善意」。这样，整个故事与莎士比亚以普鲁塔克的《列传》为基础而写成的《凯撒大帝》，就会有迥然不同的开展了。





看着被刺了二十三处而倒地身亡的凯撒，所有的人，包括安东尼，都一下子四散逃走了。无论是安东尼，还是其他凯撒派元老院议员，或是那些既非凯撒派也非布鲁图斯派的议员，几乎都在得知凯撒被杀的瞬间，全部逃出会场。处於一种狂乱状态之中的谋杀者，手中的短剑和身上的白色长袍都沾上了鲜血。布鲁图斯等人还被自己的同志误伤了手腕。等到这些人回过神来时，宽大的「庞培回廊」中已经是空无一人，连守卫也不见了踪影。

布鲁图斯带领谋杀者走出回廊。一路上，他们高喊「恢复自由了！」「暴君死了！」但是无人回应。之前逃离会场的元老院议员，一边逃跑一边喊道「凯撒被杀死了！」所以市民们都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大家都逃回家中，紧闭大门，静观事态的发展。平日熙熙攘攘的罗马市中心，顿时变成了无人街。

谋杀份子原以为热爱自由的罗马市民会以欢呼声来迎接他们，现在看着空无一人的罗马街道，他们又感受到将短剑刺向凯撒的瞬间所感受到的那种恐惧了。这些人又再次陷入了狂乱之中。这些谋杀者再也没有勇气边走边在无人的街上高喊「恢复自由了！」「暴君死了！」他们当初的计画是让布鲁图斯在市民面前发表演说，可是，即使是在集会广场，也看不到市民的踪影。最后，谋杀者登上了卡匹杜里诺丘。他们并不是向诸神报告所做的大事并感谢神的帮助，而是因为在罗马，只有这里是诸神居住的地方。这里是罗马人心目中的圣地。谋杀者认为只要躲在这里，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了。西塞罗在获悉事件发生之后，马上赶到了卡匹杜里诺丘。

西塞罗首先对手中还握着沾著鲜血短剑的谋杀者表示讚佩，之后，他主张马上召集元老院会议，以决议恢复元老院所主导的共和政体。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当时都是法务官。根据罗马法律规定，法务官有权召集元老院会议。尤其是布鲁图斯，是负责首都罗马事务的法务官，所以西塞罗主张由布鲁图斯召集元老院会议。

但是，凯撒虽然已经死去，另外一位执政官安东尼还在首都。只有在两位执政官都因故无法召集会议时，法务官才有权召集元老院会议。现在安东尼还在首都而由布鲁图斯召集元老院会议，是违法的行为。

如果说到违法与否的问题，这些谋杀份子都曾经宣誓过凯撒的身体不可侵犯，并发誓要积极保护凯撒的人身安全。不过，布鲁图斯还是拒绝了西塞罗的建议，理由是元老院会议的召集权，在于安东尼。於是恢复共和政体的可能性，也在这个瞬间消失了。布鲁图斯也渡过了「卢比孔河」，但与凯撒不同的是，他在渡河之后就停滞不前了。





此间，凯撒的遗体还是躺在「庞培回廊」的一角。凯撒被刺的消息已经传到他所住的官邸。凯撒的妻子库尔普妮亚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昏厥了过去，不省人事。家中的奴隸都不知如何是好。到了下午，三位平日对主人忠心耿耿的奴隸，虽然没有任何人的命令，他们还是悄悄地潜入了「庞培回廊」，将主人的遗体运了出来。他们并没有将遗体运往位于集会广场内的凯撒官邸，而是运往凯撒在苏布拉的私宅。后来，经医师的诊断，在二十三处刀伤之中，只有一处是致命的。

在卡匹杜里诺丘的西塞罗与谋杀者决定，像当年对待格拉古兄弟一样，将凯撒的遗体拋入台伯河中。然而，就在他们为此事争论时，凯撒的遗体已经被有勇气的奴隸们运走了。





到了3月15日的夜晩，一直处於兴奋状态的谋杀者，也多少恢复了正常。根据西塞罗所派出的奴隸调查后，得知安东尼以下凯撒派的人，都紧锁大门，躲在家中。而在马尔斯广场一带投宿的凯撒精锐士兵，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态而显得不知所措。当时很多奴隸，不管他们主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经常互相交换情报。得知事情陷入僵局之后，谋杀者约定隔天一早在集会广场会合，之后就各自回家了。

但是，西塞罗却不敢回到他在帕拉提诺丘的私宅，而是在凯撒的密友、金融家马提阿斯的宅邸借宿。马提阿斯的宅邸位于阿庇亚大道的沿道，离首都中心较远。西塞罗认为凯撒的士兵大概不会到这里袭击凯撒密友的宅邸。





凯撒并没有决定率领自高卢战役时就随他浴血奋战的精锐军团出征帕提亚，他将土地赐给他们，并让他们到各地殖民。但还是有许多士兵坚决要求随凯撒出征，所以凯撒让他们先在马尔斯广场一带投宿，其中有很多人都是百人队长。无论是在新兵训练还是在实际战斗中，这些人的存在对凯撒来说都是十分重要。这一次，凯撒虽然被四名高级将领背叛，但是中坚将领以及士兵对凯撒则是绝对忠诚的。这并非因为他们比军团长更理解凯撒的政治主张，他们根本就没有试图去理解，他们只是信赖凯撒而盲从於凯撒所有的行动而已。所谓真正的信赖，也许就是盲从吧！就像男女之间的爱，就像塞维莉亚对凯撒一往情深的爱一样。谋杀份子最担心的，就是凯撒士兵的行动。




「3月16日」



隔天，也就是3月16日，市民们又出现在街头巷尾了。但是却没有人开店营业，也没有人前往商店购买东西。在会堂、回廊和广场一角的私塾，也没有见到上课的教师或者学生。听说布鲁图斯将发表演说，市民们都集中到集会广场来了。凯撒的士兵也挤在站满讲坛周围的群众中间。

布鲁图斯开始了演说，声明他们并非出于个人的憎恨，而是出于对国家罗马的热爱才将凯撒杀死。如果一直听任凯撒这样下去，除了凯撒本人之外，所有的罗马人将沦为奴隸。为此，他们才刺杀了要剥夺罗马人自由的凯撒。

周围的群众都默不作声地听着布鲁图斯的演讲，没有人表示反对，但也没有人表示赞同。布鲁图斯演讲完毕之后，辛拿登上了讲坛。这人并没有参与杀害凯撒，但在事件发生之后曾经前往卡匹杜里诺丘，对谋杀者表示支持。当辛拿开始发表攻击凯撒的演说时，一直保持沉默的群众终于爆发了。当辛拿说应该将凯撒的遗体拋入台伯河时，从群众中发出了怒吼，狂怒的人群一齐冲向辛拿以及布鲁图斯等人所在的讲坛。

谋杀份子在自家奴隸的护卫之下，从集会广场的后面逃到了卡匹杜里诺丘，又像前一天一样，躲进了神庙之中。




遗书公开



就在那时，安东尼来到了凯撒的私邸。四年前，在庞培死后，安东尼没收庞培在却里欧丘的宅邸并且搬了进去。凯撒归国时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十分愤怒，在凯撒的命令之下，安东尼向庞培的遗孀支付了一笔费用之后，终于正式成为这座宅邸的主人。从那里到苏布拉，并不需要经过集会广场。

告诉安东尼说凯撒留下遗书的，是凯撒的岳父皮索（Piso）。在这之前，安东尼完全不知道这件事。遗书存放在女祭司长之处。这时，凯撒家中已经来了许多人。人们集中在内庭的回廊中，从那里可以望见凯撒遗体。这些人当中有库尔普妮亚、皮索、凯撒的亲信希尔提斯和巴尔布斯，还有身为执政官、在凯撒死后成为罗马最高权力者的安东尼。遗书送来之后，在众人的注视中开封了。遗书中的日期是西元前45年9月15日。是在六个月之前所写下的遗书。


一、凯撒所有财产的四分之三，由盖乌斯·欧古塔维斯和阿蒂亚的儿子屋大维继承。




二、其余的四分之一，由鲁奇斯·庇那里阿斯和昆托斯·培第阿斯继承。




三、如果第一继承人屋大维主动放弃，则继承权归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所有。




四、如果屋大维是继承人，则由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和安东尼负责执行遗书的事项。如果其妻子库尔普妮亚在凯撒死后生下儿子，则由这两人作为他儿子的监护人。




五、屋大维在成为第一继承人之时，同时成为凯撒的养子并且必须以养父的名字为主，自己的名字为辅。




六、赠给在首都的每位罗马公民三百塞斯泰契斯，将凯撒在台伯河西岸的花园捐作大众公园，由第一继承人负责执行。







凯撒被杀时，屋大维只有十八岁。出身於阿庇亚大道沿途的小城维利特雷（Velitrae），他的父亲欧古塔维斯出身於「骑士阶级」，是城中的实力者，同时又是元老院议员。母亲是凯撒妹妹的女儿阿蒂亚。屋大维（Octavianus）就是青年欧古塔维斯（Octavius-Junior）的意思。屋大维的祖母是凯撒的妹妹。

鲁奇斯·庇那里阿斯和昆托斯·培第阿斯是凯撒姐姐的儿子，也就是凯撒的外甥。

而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与凯撒似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而马库斯·安东尼母亲的名字是Julia（尤莉亚），属于Julius（朱利斯）家族，也就是说，安东尼与凯撒有亲戚关系。

凯撒的遗书与普通的遗书不同，内容基本上不是取决於血缘关系。因为遗书中写著赠与在首都的每位罗马公民三百塞斯泰契斯，他的目的也并非在于赠与财产。那是政治性的遗书，将屋大维收为养子，让他使用凯撒之名并指名他为凯撒的合法继承人。





遗书公开之后，最为失望的，大概就是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这两人了。「3月15日」之时，克丽奥佩脱拉以及据说是她和凯撒所生的儿子小凯撒（Caesarion）都还住在罗马。

凯撒在众人面前也毫不隐瞒他与克丽奥佩脱拉的情人关系。他将台伯河西岸花园中的別墅提供给克丽奥佩脱拉居住，而他自己则与妻子住在官邸。

凯撒在遗书中，对自己与克丽奥佩脱拉所生的儿子却是只字未提。这并不是因为凯撒怀疑不是自己的儿子而不愿加以承认，凯撒不是那样的男人。也许凯撒认为这样做，对母子两人的将来都会更为有利。然而，克丽奥佩脱拉却无法理解凯撒的真意。凯撒被杀之后，克丽奥佩脱拉带着儿子悄悄地离开了罗马。乘小舟渡过台伯河之后，埃及女王乘上了停泊在奥斯提亚港的大型船只，向着埃及扬帆出海了。这一次，不仅是出于对遗书中内容的失望，「3月15日」之后的罗马，已经陷入了人心惶惶的情形之中。

当时三十八岁的安东尼，也是十分失望。他认为身为凯撒右腕的自己，才是凯撒继承人的最合适人选，对这一点，他一直都深信不疑。凯撒就任终身独裁官并兼任执政官时，安东尼是凯撒的同僚执政官；而凯撒任命他为凯撒远征帕提亚时统治国内的最高责任者。

法尔沙拉斯会战后，凯撒为追击庞培，不在国内的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那段时间内，安东尼并未能治理好国家，其间还发生了第十军团的反抗事件等。归国之后的凯撒，对这曾感到十分不满。不过，那些情况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得以解决了。凯撒与安东尼也恢复了最高权力者与其右腕之间的关系。而现在，凯撒却指定屋大维为他的合法继承人！屋大维只有十八岁，体弱多病，连指挥一个大队的经验都没有。而且屋大维与凯撒之间，并不存在著特別浓的血缘关系。不仅是安东尼，其他人也一定难于理解凯撒的这个决定。





以未成熟的十八岁的年龄，作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简直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凯撒在写下遗书时，原是打算在十二、三年之后再隐退的。那时，从共和政权转变为帝政的準备已经完毕，他可以放心地把国家交给屋大维治理了。将近五十六岁的凯撒，如果十三年之后隐退，继承帝国的屋大维将是三十岁了。三十岁，在罗马，刚好是跨入政界的年龄。

在当时的罗马，三十岁虽然算是进入了青年后期，不过，离男子最佳状态的壮年期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凯撒可以再活十三年，那时的安东尼正好是五十岁。在罗马人看来，那是进入了壮年后期的最好时期。比起年轻，罗马人更重视成熟感。比起三十岁，他们认为五十岁更可信赖。由于凯撒被暗杀，年仅十八岁的继承人诞生了。对于安东尼来说，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当时他的失望之情是不可言喻的。

不过，安东尼也与克丽奥佩脱拉一样，无法理解到凯撒的真意。

法尔沙拉斯会战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安东尼在政治上的失误，带给凯撒的，不只是一时的不快之感。凯撒看出了安东尼在和平时期的统治能力。在军事上，安东尼属于最高级的军团长。罗马军的布阵，经常分为右翼、中央和左翼三个部分，以安东尼的能力，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指挥，都完全可以胜任。凯撒也承认这一点。然而，非战时而是和平时期的统治能力，却得不到凯撒的承认。在凯撒决定远征帕提亚后，并没有打算让安东尼继续负责本国的统治。在凯撒所预定的第二年、第三年的执政官人选中，都没有安东尼的名字。凯撒已经预定从第二年开始，委任安东尼为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属省总督。这样，在凯撒战胜帕提亚后，安东尼就可以为打算在归途中征服多瑙河一带的凯撒作好準备。在战场上，安东尼是个勇猛果断的指挥官。

凯撒为什么会选屋大维为继承人呢？那时屋大维在罗马还是没没无闻。当遗书公开之后，大多数罗马市民的反应都是「谁是屋大维？」凯撒之所以选定屋大维作为继承人，是因为屋大维有著与安东尼相反的才能。

凯撒自身兼备了和平时期与战时的两种才能。而安东尼只有战时的才能。凯撒虽然看出屋大维在和平时期的统治才能，同时也看得出屋大维没有战时的才能。但是，和平必须依靠防卫才能维持。凯撒认为如果缺乏军事方面的才能，就无法作为自己的后继者。为了弥补屋大维的弱点，凯撒给屋大维指派了一位名为阿古力巴的士兵。与屋大维同龄的阿古力巴虽然出身卑微，但是为人诚实而富有军事方面的才华。

凯撒写下遗书后，就开始实施他的计画了。当时，为了远征帕提亚，正在希腊西部的阿波罗尼亚集结兵力，凯撒将屋大维和阿古力巴也送到那里，準备让他们一起出征帕提亚。对十八岁的屋大维来说，远征帕提亚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出阵。因此，凯撒被杀时，屋大维并不在罗马。

得知凯撒遗书的内容之后，安东尼最初的失望转化为一种野心。他决意取代不在罗马的屋大维而成为凯撒的继承人。

首先，他以自己是执行凯撒遗言的责任者为理由，将金库从凯撒家中拿走，带回自己家里。金库中存放着远征帕提亚用的资金，据说有一亿塞斯泰契斯之多。夺走金库之后，安东尼开始行动了。他利用凯撒的秘书希尔提斯，与谋杀份子接触。安东尼得知凯撒遗书的内容，是3月16日上午。当天夜里，希尔提斯就悄悄地拜访了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之后，狄奇阿斯·布鲁图斯马上将这事转告了马库斯·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同时又抄写了一份同样内容的信给西塞罗。


「罗马，3月17日清晨。




向诸位报告现状。昨夜，希尔提斯来到我家里，告知了安东尼的意图——那是最为恶劣、极不诚实的意图。




据说群众以及凯撒的士兵都处於狂怒之中，叫嚣著要为凯撒复仇，所以我们之中没有人在罗马可以得到安全。从我这里无法判断这种说法的真伪，从你们那里大概还可以判断吧！




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的，就是根据希尔提斯所说的安东尼的意见了。安东尼并不赞成我等以就任某种职位的方式留在义大利——即使只是低级的官职。他说面对愤怒的市民和士兵，没有自信保证我等的安全。




为此，我向希尔提斯提出了以下的建议。就是利用那种制度（限用于元老院议员，不管是因公务还是私事，都可以享受与公务同样的待遇，在属省或者是同盟国居留的一种制度），让我们全部离开义大利。




希尔提斯答应为此事说服安东尼。然而，以我看来，安东尼不可能让我们全部人都得以利用那种制度。因为现在凯撒派的行动就像胜者一样，一心要将我等追入穷途末路。即使现在接受了我等的建议，将来也有可能马上改变态度，把我等指定为国家之敌而加以驱逐。




两位一定会问，那又如何是好呢？在此，我认为还是屈服於命运，远离义大利为上策——不管是逃到罗德斯岛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如果时来运转，便返回罗马；如果运气呈平行线，就继续逃亡生活；如果时运不济，那就只有「全军覆没」了。




对我的建议，不知两位看法如何？希尔提斯也急于知道两位的想法。等收到你们的回信之后我再转告给希尔提斯。之后他将在上午十点钟之前向我们转达安东尼的意见。所以，请两位马上回复。」



这是凯撒被杀之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谋杀份子一边的状况。




妥协



同一天，也就是3月17日的下午，安东尼在却里欧丘的神庙中召集了元老院会议。因为那时，在集会广场还聚集著愤怒的群众，所以选了这远离集会广场的地方开会。当天，谋杀者全都在场，安东尼以下的凯撒派也全部出席了。但是这一次也没有让西塞罗出席。这一次的元老院会议，实际上是互相揣测的两派，为找出妥协点而召开的一次会议。

在得知凯撒生前所準备的隔年以及第三年的人事安排之后，在两派之间，尤其是谋杀份子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动摇。因为名单上有著他们之间不少人的名字。而安东尼则利用了对方的动摇。凯撒被刺后的两天之内，元老院会议就作出了以下的决定：

凯撒派对于违反誓约，暗杀凯撒的人，不追究刑事上的罪名。

另一方面，暗杀者认可凯撒政治的继续。具体来说，就是实施凯撒预定的人事安排。

到了3月17日，以布鲁图斯为首的谋杀份子，最为关心的事，已经不是再建共和政体，而是如何面对愤怒的群众和凯撒的士兵，以及怎样在这种状态之下保全自己的性命了。只要可以出任政府的要职，人身安全就可以得以保障了。

以下是凯撒所準备的、经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认可之后就正式生效的人事安排。有X符号的，指的是谋杀者，或者是虽然没有直接刺杀凯撒但却参与了谋杀计画者。


西元前42年执政官——普兰克斯、X狄奇阿斯·布鲁图斯




西元前43年执政官——希尔提斯、旁萨




西元前44年开始，也就是凯撒远征帕提亚时的各属省总督如下：




近西班牙属省——雷比达




远西班牙属省——波里奥




包括法国南部的全高卢属省——到西元前43年底由普兰克斯就任，从普兰克斯就任执政官的西元前42年开始，由负责近西班牙属省的雷比达兼任。




义大利北部属省——到西元前43年底由X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就任，西元前42年他就任执政官之后，再由凯撒决定其他人选。







在被称为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Cisalpine Gaul）的义大利北部属省，大多数的居民都已经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但在形式上，仍然是属省。因为罗马的国法规定，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之间的罗马国内，不得拥有军队。而只要用属省的名义，军队的存在就是合法的。当时，凯撒在高卢称霸之后还未满六年，在那里还有高卢民族，以及被追逐到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所以义大利半岛北部的防卫不可能加以解除。相对之下，享有比罗马公民权要低一等级的拉丁公民权的西西里岛，并没有被列为属省，那是因为南部较为安全。从本国防卫的观点来说，义大利北部比西西里要重要得多。

义大利北部属省只隔着卢比孔河就与本国相接了。因此对总督，同时也是军团的最高责任者，就必须如同对可以负责统治本国的人一样，选择值得信赖的人。西元前46年，凯撒任命曾投奔庞培而后又向自己投降未满一年的马库斯·布鲁图斯为义大利北部属省总督。此外，还决定在自己远征帕提亚时，由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就任义大利北部属省总督。所以罗马市民责难这两人恩将仇报并非没有道理。接着还有以下的名单：


马其顿属省——由安东尼在执政官任期终了之后赴任




亚细亚属省（小亚细亚西南部）——X提波纽斯




俾斯尼亚属省（小亚细亚西北部）——X金布罗




叙利亚属省——都拉贝拉




旧非洲属省——X科尼费基斯




新非洲属省——塞斯提斯




此外，从西元前44年12月10日开始任期的护民官之职，由最先将短剑刺向凯撒的加斯加就任。




护民官——X加斯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名单中并没有加西阿斯的名字。身为西元前44年法务官的加西阿斯，按理从隔年开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升格为属省总督的。凯撒曾经任命布鲁图斯为义大利北部属省总督，而对于布鲁图斯的同龄妹婿加西阿斯，凯撒并没有任命他为任何一地的属省总督，更不用说是重要的义大利北部属省了。成为属省总督，就掌握了军团的指挥权。大概在凯撒的内心，还是无法原谅加西阿斯。





凯撒被杀二天后的第一次元老院会议，凯撒派与暗杀份子之间妥协的结果，就是决定实施以上由凯撒所準备的人事安排。凯撒被杀了，但是凯撒所安排的人事却留了下来。

当时并不在场的西塞罗，获悉这个消息之后，向阿提克斯表达了他的愤怒和感慨：


「真不知为何将凯撒杀害了！」



不仅是关于重要官员的人事安排，元老院会议还决定全面继承凯撒的政治路线。元老院保守派曾经十分嫌恶的高卢以及西班牙属省的代表还是可以照样进入元老院。关于凯撒的罗马公民权政策也没有改变，没有在本国出生的人同样可以享有罗马公民权。

而安东尼向谋杀者所作出的妥协，只有一点。那就是废止终身独裁官。因为安东尼心中十分清楚，在凯撒死后，无论是谁出任这一官职，都只会让市民们失笑而已。此外，关于远征帕提亚一事，谁也没有提及。

凯撒派主张将在集会广场为凯撒举行葬礼。被凯撒生前所安排的人事所吸引的暗杀者，对此并没有反对。葬礼决定于3月18日举行。

3月17日的元老院会议结束之后，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就悄然离开了罗马，前往凯撒为他所安排的义大利北部属省。在罗马，他已经感受到市民与凯撒士兵的愤怒都集中於自己身上，所以决定尽快前往可以指挥军团的任地。提波纽斯和金布罗也都匆促地準备出发前往各自的任地。

而马库斯·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这两位主谋者，则似乎相信了与凯撒派所作出的妥协。会议结束之后，两人分別成了凯撒派两位主要人物家中的客人。布鲁图斯到雷比达家中作客，加西阿斯则被安东尼招待。不管是否各怀心事，表面上，晩餐的气氛总算是一团和气。

隔天，也就是18日，是为凯撒举行葬礼的日子。





在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中，首先是由马库斯·布鲁图斯发表演说，之后是安东尼那堪称煽动政治家杰作的有名演讲。不过，根据「现场证人的证言集」，事情的经过似乎并非如此。

首先，如前面所述，在暗杀当天的3月15日，谋杀者并没有对市民发表演说，而是躲进了卡匹杜里诺丘的神庙之中。第二天，也就是3月16日，马库斯·布鲁图斯虽然发表了演说，但最后也与第一天一样，躲进了卡匹杜里诺丘的神庙之中。而在3月18日，也就是为凯撒举行国葬之日，不用说狄奇阿斯·布鲁图斯，马库斯·布鲁图斯也不敢在群众以及凯撒士兵的面前露面。这时的情形与二天前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凭弔死者的演说，只是由安东尼一人进行。

虽然没有一位史学家记述安东尼追悼演说的内容，但是大家都写著安东尼发表了演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在罗马，追悼演说一般都是由死者最亲的亲人进行。一心想取代屋大维而成为凯撒实际继承人的安东尼，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可以在市民面前表明自己与凯撒之间亲密关系的良机。但是关于演说的内容，却没有记载。

在《凯撒大帝》中的安东尼却因此而成了戏剧和电影中的主角。那有名的演说，实际上只是莎士比亚的创作而已。《凯撒大帝》是通俗易懂的作品，在此不再加以引述。不过在这里却存在著疑问：是否有必要以那样的演说来煽动「3月15日」当时的群众呢？如果没有安东尼的煽动，罗马的民众就会为暗杀者的行动拍手称快，对他们表示赞赏吗？而导致民众对暗杀者产生憎恨，对他们严加谴责的，难道是安东尼那富有煽动性的演说吗？

有一位古代的史学家这样记述著：


「安东尼站在安放于集会广场讲坛之上的凯撒遗体旁，宣读了凯撒的遗书。表示将根据遗书内容，给每位住在首都的罗马公民三百塞斯泰契斯，并将凯撒在台伯河西岸的花园捐赠出来作为大众公园。同时，安东尼又说，那些谋杀者曾经与其他的元老院议员一起，在同意保护凯撒安全的誓约上簽了名。之后，安东尼说了一些赞美故人功绩的话之后便结束了他的追悼演说。」



本人认为，无须那富有煽动性的演说，有以上内容的悼文就足够了。




凯撒火葬



这里的情形与《凯撒大帝》中的描述一样。第一次看到凯撒遗体的群众，情绪十分激愤，有人忍不住大哭起来。燃烧著凯撒遗体的火焰，变成了群众心中的怒火。凯撒的葬礼，不是哀悼死者，而是变成了憎恨和声讨谋杀者的场面。

群情激愤的人以燃烧凯撒遗体的火点燃了手中的火炬，向着谋杀者的房子蜂湧而来。然而谋杀份子都躲到友人的家中了，所以那一天没有一个谋杀份子被杀死。反倒是有位与金布罗同名的凯撒派诗人被误杀了。

就在燃烧遗体的火苗即将消失之时，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在人们还来不及将凯撒的骨灰收集起来时，大雨就将骨灰全部冲走了。后来，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在平息内乱之后，建造了一座皇帝庙。因为凯撒的骨灰已被大雨冲走，所以凯撒并未能成为最初安葬於皇帝庙中的人。

因此，凯撒也没有坟墓。凯撒的骨灰，也许已经渗入了罗马的地下，也许顺着完善的下水道流入台伯河，再流进了地中海。不过，没有平凡的坟墓，似乎更适合凯撒。




逃走



3月19日晩上，在天亮前，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逃离了罗马。布鲁图斯身为负责首都罗马事务的法务官，有义务留在罗马。但是群情激愤的罗马，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他们逃往沿着阿庇亚大道南下约三十公里之处。那里有布鲁图斯的別墅。人们通常将在郊外的独幢住宅总称为“Villa”。而在罗马，“Villa”指的是那些有高墙大院的宅第。高大坚固的围墙以石块筑成，内部宽大的邸宅中有马厩，还有供奴隸居住的地方等。在防卫上比市内的邸宅要坚固。这两位暗杀凯撒的主谋，躲进了这个安全之地，打算在此地等待安东尼所承诺的「特赦」，以便早日得以返回罗马。

然而对安东尼来说，形势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情况比他所预料的还要有利得多。尽管西塞罗在热心周旋，而安东尼自己也承诺过将「特赦」所有的谋杀份子，而在这时，安东尼决定重新考量了。对这一点，也不能全部归咎於安东尼，因为如果他在那时实行诺言，「特赦」谋杀者，群情激愤的民众大概会迁怒於安东尼。





凯撒就任终身独裁官后，曾经要求元老院全体议员簽署誓约，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当时，全体议员，包括暗杀者在内，都在誓约上簽了名。在得到元老院全体议员簽署的这份誓约之后，凯撒就解散了跟随在身边、由日耳曼和西班牙等地的士兵所组成的护卫队。

现代人也许会说，就这样相信人们的誓言，未免显得轻率。但是，对古代的罗马人来说，誓约有著十分重大的意义。

罗马人是多神教的民族。与单一神教的犹太民族不同，他们并没有与神缔约的概念。罗马人认为，诸神是保护人、帮助人的一种存在，而不是裁定人们生活方式是否正确的裁判官。裁定人们生活方式是否正确的，是人类自己。所以，罗马人成为法的精神创造者。既然进行裁决的是人类自己，那么首先就必须相信人所说的话。罗马人通常进行的誓约，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与败者的誓约——以人质为保证而结成同盟关系的誓约。




二、与债务人的誓约——有了担保之后融资关系的成立。




三、不拘於人质和担保的形式，相信对方诺言的誓约。换句话说，就是甚至有正式效力的绅士协定。



凯撒要求元老院全体议员的，就是这种「绅士协定」。而包括谋杀者在内的元老院全体议员，与身为终身独裁官的凯撒之间，缔结了「绅士协定」。

如果没有簽署这份誓约，大概凯撒的暗杀，也只是单纯的暗杀事件而已。谋杀者所犯的，只是属于刑事犯罪行为。根据罗马的法律，尤其是经凯撒改定之后的法律规定，这些人只要自己选择流亡他国，就不再追究责任。但是，缔结了具有正式效力的「绅士协定」之后，暗杀凯撒就不只是单纯的暗杀事件了。那是属于国家统治阶级者的毁约行为——那种无须人质和其他担保而是以誓言为凭且具有正式效力的誓约。换句话说，就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中的君子，在社会中属于上等人的绅士，做出了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行为。正是这些「绅士」，在不能携带武器的言论场所——元老院会议场，将相信了「绅士协定」而解散护卫队的凯撒杀害了。谋杀份子的行为再次表明了他们不适合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关于事件的严重性，从暗杀凯撒的兴奋中清醒过来之后，西塞罗就最先感觉到了这一点。为了使谋杀者能够获得特赦，西塞罗积极地进行了周旋，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人摆脱这种不光彩的名声。但是在当时的罗马，不只是西塞罗所考虑的那种特赦，人们甚至连饶恕罪行这种概念都没有。如果一定要说到特赦，大概只有主动流亡才比较接近他所指的意思。

此外，暗杀者在刺杀凯撒之后，也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从他们全盘接受了凯撒所作的人事安排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能就任政府公职，特別是重要公职，在道义上，撕毁「绅士协定」的罪行也就变得不那么严重了。而且，经西塞罗的游说，安东尼已经许诺对他们「特赦」。只要「特赦」得以实现，他们就可以恢复「绅士」的地位了。这些暗杀份子，都是以自己出身於本国的罗马公民为荣的元老院议员集团，对于各属省代表因为凯撒的新政策而可以自由出入元老院这一点，感到十分不快。他们都曾以为，对作为指导者最重要的道德——严格遵守誓约的重视程度，他们不落於他人之后。





但是这种概念，只能在「绅士」之间适用。而对于不属于统治阶级——元老院阶级的一般平民百姓并不适用。然而，凯撒的被杀，也引起了一般平民百姓的激愤。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是否就像《凯撒大帝》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因为安东尼富有煽动性的演说，还是因为凯撒在遗书中表示将赠给每位首都公民三百塞斯泰契斯而深受感动，或者只是出于对昨日还是最高权力者的悲惨之死的同情而已?

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曾经授与凯撒「国父」的称号。在「加帝蓝的阴谋」时，也曾经有人这样称呼过西塞罗。不过，这一次是授与凯撒的正式称号。相对于罗马最初的建国者罗慕路斯，凯撒成了第二位建国者，也就是所谓的「中兴之主」。

所谓国家之父，就是国民之父。无论是对元老院议员，还是对一般平民百姓而言，凯撒就相当於他们的父亲。而凯撒在遗书中表示将赠给每位首都公民三百塞斯泰契斯，这在罗马也是史无前例的。这就像是父亲将财产赠给自己的子女一样。杀父之罪，在罗马是最严重的罪行。

即使与「绅士协定」没有什么关系的一般平民百姓，说到杀父之罪，是谁都可以理解到其中的严重性。市民们对杀害凯撒的这些人，不是他们称为谋杀者，而是称为「杀父者」。表示出平民百姓对这些谋杀者的憎恨以及悲愤之情。





安东尼察觉到民心所向。在得知凯撒遗书内容之后，安东尼就决定要成为实际上的继承者。而对逃离罗马的谋杀份子，安东尼已经无意让他们回来了。从西塞罗的信中可以看出，从3月下旬到4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他对安东尼的行动感到十分不安。即使没有参与暗杀凯撒的西塞罗，也感觉到危机四伏了。不仅是自己在罗马市内的私宅，他连在罗马郊外的友人宅第都不敢住了。为了使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等人的安全得到保证，曾经与以安东尼为首的凯撒派交涉的西塞罗，现在也只有以走为上策了。西塞罗也离开了罗马，躲入了別墅之中。

虽然躲在离罗马二十公里之远的多斯克罗的別墅中，西塞罗还是未能安心下来。听说凯撒的士兵正準备复仇，虽然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士兵们复仇的目标，但却为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的安全感到担忧。为此，西塞罗劝说还在布鲁图斯別墅中的这两人躲到自己在亚斯托拉的別墅之中。亚斯托拉位于布鲁图斯別墅所在的拉努比奥以南三十公里之处的海滨，远离主要道路。而西塞罗自己也随后前往亚斯托拉。西塞罗这人，即使是借债，也十分热心於房地产的投资。在这个时候，他的投资倒也派上用场了。

另一方面，安东尼也在此时失去了成为凯撒继承人的良机。如果要在实际上成为凯撒的继承人，应该马上实施遗书中的内容，也就是应该尽快发给每位首都公民三百塞斯泰契斯。

然而，安东尼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打算将从凯撒家中拿到的金库中的钱，作为集结自己兵力的资金。在这种情况，马库斯·安东尼并不懂得用钱之道。

不过，即使忘了执行凯撒的遗言，安东尼并没有忘掉安排自己派的人就任高官要职。凯撒死后，最高神祇官一职由原为独裁官的首席副官雷比达就任，并且由都拉贝拉填补了当年执政官的空缺。两人均为凯撒派，并且与当时三十八岁的安东尼属于同辈。

在西塞罗的不安之中，安东尼的势力日渐壮大了。就在他正为成为实际上的凯撒继承人而作出种种安排之时，他最不欢迎的人在义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上陆了。十八岁的屋大维归国了。那是西元前44年的4月中旬，凯撒被杀之后约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屋大维



受凯撒之命，从西元前45年秋天出发前往希腊西岸的阿波罗尼亚的屋大维，在获悉凯撒之死后，也得知了凯撒遗书的内容。当时他正在阿波罗尼亚，为远征帕提亚集结兵力。虽然凯撒已死，但这里的将士仍以身为凯撒的士兵为荣。军团的指挥官都劝告这位年轻的继承人不要返回罗马，而是暂时待此地静观其变，之后再作打算。但是，十八岁的屋大维却决意早日返回罗马，以完成凯撒的遗愿。

之前，屋大维对凯撒遗书中的内容也是一无所知。而凯撒自己也没有料到会那么快就会与世长辞，所以不仅是遗书的内容，连指定谁为继承人也从未透露过。

西元前46年底至前45年中，凯撒曾经出征西班牙平定庞培遗子的叛乱。当时在屋大维的请求之下，凯撒同意让只有十七岁的屋大维随军出征。在获胜归国之后，凯撒给刚满十八岁的屋大维配备了富有军事才华的士兵阿古力巴。后来，又命令阿古力巴随同屋大维前往兵力集结中的阿波罗尼亚。

不过，凯撒的这种作法，在罗马的上层阶级中是司空见惯的事。仅凭这两件事情，谁也不会想到凯撒会选定屋大维为将来的继承人。对罗马一般市民来说，屋大维还只是个没没无闻之辈，而凯撒不但指定他为财产的继承人，还让他使用自己的名字。当遗书公开时，市民的反应是「谁是屋大维？」即使是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人，也不由得会问「为什么是屋大维？」

屋大维出身於地方的小都市维利特雷。父亲曾担任过元老院议员，在屋大维小时就去世了。之后，母亲阿蒂亚很快就再婚了。在当时的罗马，再婚时一般都不带和前夫所生的子女，所以少年时代的屋大维就与姐姐一起，被送到祖母尤莉亚家中。祖母尤莉亚就是凯撒的妹妹。当时凯撒的母亲还健在，身为遗孀的尤莉亚也和她母亲一起生活。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住在苏布拉还是住在集会广场内最高神祇官的官邸，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屋大维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凯撒家中度过的。

不过当时的凯撒，长年在高卢开疆拓土，并没有什么机会和少年时代的屋大维一起生活。但是，在凯撒所指挥的高卢战役中，连续的胜利吸引了罗马青少年的心，他们对凯撒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阿列沙之战更是使整个罗马狂热无比。那一年，屋大维才十一岁。二年之后，凯撒渡过了卢比孔河。内战爆发之后，在罗马的上流社会，年轻人大都是凯撒派，而年长者多为庞培派。所以在元老院议员的家中，「家庭骚动」事件频频发生。西塞罗心目中的好青年，像古里奥、柴里斯、自己的女婿都拉贝拉，甚至连只有十多岁的姪子和儿子，都一个个悄悄地投奔了凯撒，使他为之头痛不已。为了让儿子和姪子离开那些狂热的罗马年轻人，西塞罗甚至曾经强行将他们送往希腊。在这种情形之下，屋大维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尤其在他十三岁到十七岁的这段期间更是如此。对屋大维来说，凯撒同样是他所崇拜的对象，而且这人又是他的舅公。虽然凯撒很少有机会在家，不过，只要凯撒一回来，无论是在官邸还是私宅，或是在拉比科的山庄，屋大维也都会随着凯撒一起生活。

虽然还只是个少年，但是屋大维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凯撒对自己的关心。明知自己没有军事上的才能也没有放弃，而是让富有军事才华的阿古力巴跟随在自己身边。凯撒在这方面对自己的好意，屋大维心中也十分清楚。所以在凯撒同意让屋大维随军远征帕提亚之后，他就率先服从了舅公的命令，来到了兵力的集结地阿波罗尼亚。

凯撒的被杀，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十分意外的打击。对年仅十八岁的这位年轻人来说更是意外的噩耗。与大多数人一样，屋大维也陷入了悲愤之中。而在得知遗书的内容之后，屋大维心中更是百感交集。





在遗书中，凯撒不但将自己指定为继承人，还将自己收为养子，让自己使用凯撒的名字。屋大维的生父，生前虽然是元老院议员，不过从他的名字盖乌斯·欧古塔维斯（Caius Octavius）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属于平民出身。屋大维（Octavianus）这个名字，也就是青年屋大维（Octavius-Junior）的意思。只要听到这个名字，罗马人就可以明白他出身的低微。所以凯撒也认为，如果只是将屋大维收为养子，还是没有十足充分的条件让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所以在遗书中明记让屋大维使用自己那属于名门贵族的名字。对凯撒的这份心意，屋大维应该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正是凯撒的遗书，让屋大维从一位没没无闻的地方有力人士之子，一跃而成为罗马屈指可数名门之家的继承人。

 




 


　                 （左）屋大维                                       （右）阿力古巴

另外，即使凯撒在十多年之后还健在，他当时就已经决定将自己一手创建的帝国交付给年仅十八岁的屋大维了。自己虽然尚未有任何的丰功伟绩，却已经得到了凯撒的承认。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屋大维深受感动了。十八岁时这种强烈的感动，成为屋大维意志的泉源，以及在后来一直支持他的动力。屋大维心中的这种感情，不仅是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连安东尼和西塞罗都没有注意到。

凯撒被杀之后未满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4月中旬，无论是在首都罗马还是在义大利半岛，人们都还是生活在不安之中。

而在罗马，安东尼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至於那些谋杀份子，被任命为属省总督的，早就匆忙地离开了本国；而没有就任资格的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也逐渐向南部，也就是向离首都罗马越来越远的地方移动。无论西塞罗如何激励，布鲁图斯除了哲学之外，对其他的事却闭口不谈了。

就在此时，屋大维归国了。很多人都以为在这种危险的情形之下，屋大维会躲在阿波罗尼亚，不会这么快就归国的。屋大维按照国法规定，没有带领军队回来。不过，他也并非单枪匹马回到罗马。跟随他的，除了阿古力巴之外，还有其他的少数人。从布林迪西登陆之后，屋大维一行就沿着阿庇亚大道一路北上了。西塞罗在写给阿提克斯的信中，告知了屋大维於4月16日抵达拿坡里一事。屋大维在他母亲的再婚者菲利普斯的別墅逗留期间，凯撒的亲信们很快就从罗马赶来了。

无论是希尔提斯、巴尔布斯、还是奥庇斯，也都像其他人一样，对凯撒指定屋大维为继承人感到十分意外。但是，这些一直跟随在凯撒身边的人，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问「为什么？」因为那是自己所崇拜的凯撒所选择的继承人，他们也都选择了遵从凯撒的遗志。

在拿坡里停留的数日中，这位十八岁的年轻人，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继承「亡父」遗志的决心。屋大维还拜访了当时就在附近的西塞罗，以表示对这位与亡父有著深交的前辈的尊敬之情。受到奉承马上就会变得得意洋洋的西塞罗，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自己充满敬意的举动，心中自然是十分满意。

在西塞罗的信函中，一直将屋大维称为「少年」。对六十二岁的西塞罗来说，也许十八岁还只能算是少年。不过这样的称呼不久就传播开来，让屋大维颇为不快。

不过，屋大维却有著凯撒所没有的一种资质，那就是伪善。

屋大维与亡父的亲信们一起，从拿坡里沿着阿庇亚大道北上，於4月底抵达了罗马。安东尼以十分冷淡的态度迎接了屋大维。

三十八岁的安东尼与西塞罗一样，也只是将十八岁的屋大维视为「少年」。在年龄上佔著优势，又自负为身经百战的强者安东尼，对屋大维的态度十分傲慢。而这位乳臭未干的小子，如今不仅是凯撒的养子，还有资格使用凯撒的名字。但是，这一切尚未正式实现。继承名门贵族之名，必须得到最高神祇官的承认之后，再由公民大会通过。在凯撒死后，最高神祇官一职由雷比达就任。对性格温厚的雷比达，安东尼并不难控制。而身为执政官的安东尼手中又握着元老院会议的召集权。安东尼已经决定阻止屋大维成为凯撒的养子，简单地说，就是决定进行破坏行动。

作为对年长者的礼仪，屋大维前往拜访了解安东尼。他首先表明了自己继承凯撒遗志的决心，之后又要求安东尼交还凯撒死后他从凯撒屋中拿走的金库。

在罗马，有这样一种习惯。有社会地位的人去世之后，为了表示对死者的怀念，继承者会举办戏剧表演以及运动会等等。而招待观众就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在凯撒的遗书中，还写明赠给每位罗马公民三百塞斯泰契斯。屋大维的出生之家虽然比凯撒富裕，但也远比不上以前身为百万富翁的克拉苏和庞培。如果安东尼不肯退还拿走的金库，那么屋大维就无法尽到作为凯撒之子的义务。

对屋大维的要求，安东尼自然是百般推诿，最后还是没有交出金库。没有这笔金钱，屋大维就无法尽继承人的义务，失望的市民对屋大维是否成为凯撒的继承人就会失去关心。这样，正中安东尼的下怀。

年仅十八岁的屋大维，一时也显出不知所措的样子。然而，这位「少年」的决心十分坚决，他拜访了凯撒生前那些具有雄厚财力的好友，请求资金援助。其中有一人是马提阿斯。凯撒遇难之后，西塞罗逃出了陷入混乱状态之中的罗马后，就曾经躲藏在马提阿斯於阿庇亚大道旁的宅第中。马提阿斯属于「骑士阶级」的商人，是位金融业者，平时并没有介入政治活动。这人知识丰富，有很好的涵养，曾经翻译过荷马《伊里亚德》的拉丁语版本。凯撒的友人出身不尽相同，然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个人都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修养。

但是，又有人从中阻挠了。这一次想阻挠的，不是安东尼而是西塞罗。虽然与安东尼的目的不同，西塞罗同样反对屋大维成为凯撒的继承人，如果屋大维继承了凯撒的政治，那么杀害凯撒的意义就失去了。因此，他特地从拿坡里写信给好友马提阿斯，对他加以责难，说他在凯撒死后仍然没有断绝与凯撒派的关系。最后，西塞罗劝告马提阿斯不要答应屋大维的要求。而马提阿斯随后就回信给西塞罗，内容如下：


「您那妙笔生花的来信，令我非常欣喜。且不管内容如何，您对我所怀着的好意，洋溢在字里行间。但是，我也不得不说，信中的内容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我并不知道，我要做的事（向屋大维提供资金一事）使您高贵的精神受到了困扰。




尽管我对您的敬意，绝不在于任何人之下。但是，我的决心并没有改变，因为那是我的义务——即使这将成为对您非难的反驳。




我深知，凯撒死后，有很多人都对我加以非难。当我为痛失挚友而陷入悲哀之时，在为自己所敬爱的稀世之才的惨死而悲愤之时，大家却对我横加责难。




他们都对我说，应该置国家利益于友情之上。凯撒之死，对国家罗马来说是有益之事。因此，即使（凯撒）是自己的挚友，也不应该为此而流泪。对如此高尚的见解，我并没有兴趣。坦白说，我的修养尚未达到那样贤明的阶段。




在凯撒与元老院的抗争中，我并没有表示过赞同。不过，即使不赞同他（渡过卢比孔河）的行动，我却无法对在困难时期的朋友坐视不管。内战爆发之后，为了能够促成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对话，私底下我曾经打算采取积极的行动（实际上，在内战中的一段时期，马提阿斯曾经为了使两者进行谈判而周旋过。不过当时因庞培无意与凯撒进行一对一的谈判，最后这事无疾而终）。




在两者的对决中，最后虽说是我较为敬爱的一方获胜，但是我并没有利用与胜利者的亲密关系为自己图利。相反的，凯撒所进行的金融改革，使我在经济上蒙受了莫大的损失（指按内战爆发前的物价评估担保金额，也就是未将内战爆发后的通货膨胀列入计算之内的政策，使担保评估金额实际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从而导致作为债权人的金融业者的经济损失）。




为了促进经济的活性化，凯撒实施了这种令我们金融业者蒙受损失的政策。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忘记，正因为凯撒的宽容政策，才使反凯撒派的人得以继续在罗马居住，可以过着与以往同样的公众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在「3月15日」有机会将剑锋刺向凯撒。




而我为何要像那些忘恩负义之徒一样，憎恶凯撒，对凯撒的死表示欣喜呢？那些人也许会说：「如果我们没有将凯撒杀死，早晚连你也会成为凯撒的牺牲者。」




这是何等的傲慢！他们不为犯下杀人之罪而苦恼，却企图禁止人们为凯撒之死悲伤。即使是奴隸，也还有喜怒哀乐的自由呢！相反的，自称将人们从暴君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这些人，却连个人的感情世界都企图支配。




对我来说，无论是怎样的威胁都不会有效果。无论是怎样的威胁，都无法夺去我作为一个「人」以及身为友人的义务感。即使是以死亡威胁也没用。凯撒之死，使我对死作了深刻的思索，那种对自身怀着自豪的死。现在，对我而言，死亡已不足为惧了。




坦白地说，我希望凯撒之死，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感到苦恼。然而，我却不会将自己的这种想法强加於他人身上。同样的，我也不希望受到他人的干涉。让我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最敬爱的人、最有才干的人的惨死而悲泣。




西塞罗，您大概是听说我将提供资金给纪念凯撒的运动会才写了这封信给我。这件事，只是我作为个人的义务，完全没有政治上的目的。是我个人怀着敬意，为了纪念这位伟大人物，同时也是我亲密友人而作出的捐赠而已。我无法拒绝怀着真情来向我请求援助的那位年轻人。同时，我也为凯撒选出了这位合适的继承人而深感欣慰。




正如您所提及的那样，我时常会到安东尼府上拜访。不过那是纯属于礼节性的拜访。如果您也到那里，一定会明白这一点的。现在到那里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人都是为了谋取私利而拜访这位当今的最高权力者。而那些责备我无视於国家利益而为凯撒之死感到悲愤的人就在其中。




以前，无论我拜访何人，或是谁来我处访问，即使对方是凯撒的政敌，他也从不会表示出不快之感，更不会禁止我与任何人交往。然而，夺走我最为敬爱的友人生命的那些人，却连表达个人感情这一点都企图禁止！这种企图在精神上控制人们的独裁制度，是无法长期存在的。如果这种制度不幸长期存在，那么我只有引退到罗德斯岛度过余年了。在远离罗马的罗德斯岛，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就可以在追忆凯撒之中度过我的余生了。」



在马提阿斯正气凜然的反驳之下，西塞罗似乎也放弃了阻挠。同时，为了顺利地在凯撒的出生月份7月召开纪念凯撒的运动会，屋大维正在加紧準备。在资金方面，除了马提阿斯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经济界的大人物也提供援助。换句话说，就是屋大维得到了罗马经济界的支援。这时，安东尼也无法从中阻挠了。屋大维的这个举动，令人们，尤其是在罗马具有影响力的人对这位十八岁的「少年」刮目相看。执行作为儿子的义务，对重视家族观念的罗马人来说，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美德。这位十八岁的年轻人，没有借助军团的力量，就获得第一回的胜利。




谋杀份子



首都罗马又再回到凯撒派手中了。相反的，谋杀份子方面的情形却如日薄西山。离开拉努比奥的別墅之后，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来到了距罗马六十公里的安济欧（Anzio），那里有布鲁图斯的別墅。但是他们还是无法安心，於是又準备带着家属，逃到更远的拿坡里一带。布鲁图斯甚至主张主动流亡。但是主动流亡就等于承认自己犯罪。而且，无论逃到哪里，布鲁图斯也没有自信可以躲过凯撒士兵的愤怒。

就在这种惶恐不安之中，在安济欧的布鲁图斯別墅中，他们对事后的处理进行协议。在场的人有布鲁图斯、西塞罗、布鲁图斯的母亲塞维莉亚和他的妻子波里亚，此外，还有他的妹妹，也就是加西阿斯的妻子提朵莉亚。

西塞罗向布鲁图斯提出了他在来此途中所想到的方案，那就是让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两人以购买小麦的名义前往西西里。根据西塞罗的推测，安东尼大概不会拒绝这种任命。

对着面露沉痛表情的布鲁图斯，西塞罗苦口婆心地加以说服。他对布鲁图斯说，对他们全部人来说，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身为共和政体旗手的布鲁图斯的人身安全。就在此时，加西阿斯进来了，西塞罗又重复了刚才的话。

布鲁图斯还是沉默不语。但是，加西阿斯却被激怒了。他两眼冒著怒火，盯着西塞罗说道：


「绝对不去西西里！为什么非要将屈辱当作礼物来接受不可？而且还必须表示感激！」



西塞罗问道，那又如何是好？加西阿斯回答说宁可到阿卡伊亚（希腊中部），然后西塞罗又问布鲁图斯有何打算。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布鲁图斯终于开了口：


「西塞罗，如果您也赞成，我打算返回罗马。」




「绝对不可。我绝对不赞成。返回罗马，您就会陷入绝境了。」




「如果没有危险的话，您赞成我返回罗马吗？」




「当然。」



西塞罗答道，然后又说：


「今年，您是现任的执政官，而明年将没有任何官职。我的本意并不想要您到属省，而是希望您能够留在本国。但是，您必须清楚，现在的罗马对您来说，是个危险之地。」



然后，西塞罗又说明为什么对暗杀者来说，首都已成了危险之地。西塞罗的分析，点燃了在场的人心中的怒火。商讨善后对策的会场，变成了责难自己同志的场面。加西阿斯比谁都显得激动，以激烈的语气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其中受到加西阿斯最强烈指责的，是已经以总督身份到义大利北部属省就任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

在暗杀者当中，与凯撒关系最为密切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本来可以在暗杀之后，当民众还处於茫无头绪，束手无策之时，及时掌握主导权的，但是他却没有及时行动。不但是加西阿斯，马库斯·布鲁图斯也对此加以非难。

西塞罗也没有保持沉默。这位六十二岁的共和主义者，在他的希望之星马库斯·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面前，也忍不住发洩了心中的不满：


「为什么当时不连安东尼也一并杀死？即使是违法，也应该在暗杀之后马上召集元老院会议，恢复共和政体。




为什么在暗杀之后，没有煽动茫无头绪的民众，将凯撒所打倒的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恢复？」



这时，布鲁图斯的母亲塞维莉亚插话了，她以十分激动的语调说：


「我从没听任何人说过这样的话！」



塞维莉亚的言外之意，是责备布鲁图斯没有考虑到暗杀之后要做什么就将凯撒杀害了。

马库斯·布鲁图斯的母亲塞维莉亚，一生甘愿作为凯撒的情人。在丈夫死后，不仅没有再婚，而对有过多次政治性婚姻同时又有许多情人的凯撒，却是一往情深。而现在，这位女子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种命运——自己最爱的人，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了！这简直就像希腊悲剧世界中的情形一样。除了以上的那句话之外，就难以找到可以说明当时塞维莉亚心中感想的史料了。不过，如果凭著仅有的少量史料来推想，在凯撒生前，把情人看得比儿子还要重要的塞维莉亚，在凯撒死后，大概也回到了作为母亲的立场。在讨论善后对策时，塞维莉亚也答应向安东尼以及希尔提斯、巴尔布斯等人求情，以不损害名誉的情况之下让儿子布鲁图斯离开义大利。因为凯撒的缘故，塞维莉亚与以上这些人都保持著很好的关系。但是自此之后，塞维莉亚就没有与自己的儿子有过共同的行动。儿子布鲁图斯已经四十岁，而儿子身边又有对凯撒深怀憎恨的小加图女儿波里亚。据说这对婆媳之间的关系非常恶劣。这也难怪，一方面是一心将儿子拉向凯撒一边的母亲，一方面是执意将丈夫从凯撒身边引开的妻子。在谋杀凯撒之前，布鲁图斯一定是处於两人的夹缝之间。

那一天的会议之后，塞维莉亚就搬到了凯撒生前赠给自己的、在拿坡里附近的別墅。即使成为暗杀者主谋的母亲，无论是安东尼、屋大维，还是凯撒以往的亲信希尔提斯、巴尔布斯和奥庇斯，对一生愿为凯撒情人的塞维莉亚，一直都以十分尊重而亲切的态度来对待。塞维莉亚住在凯撒生前赠送给自己的別墅之中，不仅在经济上，在安全上也没有任何担忧。只是，她从未让自己的儿子躲进这幢別墅之中。

塞维莉亚在商讨善后对策的会场斥责了布鲁图斯没有考虑到暗杀之后的对策就杀害了凯撒。应该受到斥责的这些人，情况越是恶化，就越显得意志消沉，根本就无法冷静地考虑以后的对策。结果，那一天的会议，就在交织著绝望、悲叹和责难的气氛中结束了。详细地记录了那一天过程的西塞罗，在给密友阿提克斯的信中，最后这样感叹：


「在我面前，仿佛出现了各怀心思的人共乘着同一条船的情形。没有人能够明确地指出目的地，也没有一人可以冷静地判断今后应该如何行动。那件事之后就陷入了混乱之中的这些人，现在更是变为绝望了。每个人都恨不得插翅飞离此地，直到听不到暗杀者这些字眼。」



西塞罗写给阿提克斯的这封信，落款日期是西元前44年6月8日，凯撒遇刺之后还未满三个月的时间。同一时期，西塞罗还给阿提克斯写过以下内容的信：


「3月15日之后，将希望寄讬在那些人身上，现在回想起来，只是变成了可笑的幻想。他们以英雄的热情采取了行动。然而行动之后的英雄们的头脑，还比不上小孩。大树被砍倒了，但是树根却照样存在著。」



不过，西塞罗似乎并没有资格指责以布鲁图斯为首的「英雄」们的幼稚。在同一时期的另一封信，他这样写著：


「至於屋大维，以我的判断，既有才能又不乏勇气。对我们的英雄（指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也不像安东尼那样）充满强烈的憎恶之情，也许还有和解的机会。但是，毕竟还是过於年轻，我担心他会受到在他身边那些人的影响。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让他与安东尼分裂。只要成功地将那位尊称我为「父亲」的「少年」拉拢过来，我们的英雄们也许就有机会重见天日了。」



但是，尊称西塞罗为「父亲」，对十八岁的伪善者来说，只不过是易如反掌的事。而此时的「少年」，正在为7月中旬的运动会加紧準备。历时七天的纪念凯撒运动会，招待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全部市民。市民们又想起了四个月之前的「3月15日」，而陷入了对未满五十六岁就遇杀身亡的凯撒的追忆之中。市民们的心中，又燃起了对杀害凯撒的那些暗杀份子的憎恨，以及为凯撒复仇的决心。屋大维忠实地执行了「亡父」的遗言，发给每位公民三百塞斯泰契斯。

在运动会的最后一天的夜晩，一颗闪亮的彗星划过了罗马夏季深蓝色的辽阔夜空，人们都说，那是凯撒昇上了天堂。






屋大维命人铸造的凯撒纪念银币（刻有哈雷彗星）




附带提一下，后来，根据天文学家的研究，那时的大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屋大维举办的运动会获得了成功，这给远离罗马，隐匿在拿坡里的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的心中投下了阴影。不过，最深切感受威胁的，是同在首都罗马的安东尼。

为了对抗声望日高的屋大维，安东尼又再次与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接触了。而情势的变化，对一心想以不损害名誉的形式逃往国外的暗杀者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良机。这是3月17日的元老院会议以来，安东尼与布鲁图斯的第二次妥协。




逃往国外



罗马人将7月称为「第5月」，也就是称为“Julius”。在「7月」，屋大维为纪念凯撒而举办的运动会获得了成功。现在，无论是首都罗马的市民，还是在义大利半岛居住的罗马人，或者是因为商业、殖民、服役等关系住在国外的罗马公民，都知道屋大维的名字。再也没有人会问：「谁是屋大维？」了。看了这种情形，安东尼首先慌张起来了。

安东尼一边指使出任最高神祇官的雷比达停止办理屋大维的养子关系手续。另一方面，又开始了自凯撒被杀的第一次元老院会议以来，与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的第二次接触。西塞罗在信中丝毫没有提到这事，所以这一次他大概没有介入。不过，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对于安东尼在元老院所通过的决议倒也没有流露出惊愕之情。所以可以推断，在元老院进行否决之前，安东尼就已经和布鲁图斯达成了协议。也许是与凯撒派有著亲密关系的塞维莉亚从中活动的结果。

“Julius”月的隔月，也就是8月初所召开的元老院会议，以多数赞成通过了执政官安东尼的提案。表面上，这次会议是为了决定现任执政官安东尼和都拉贝拉在任期结束之后，从西元前43年开始的任地。而与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有关的事项，则采取了附属于以上决议的形式巧妙地提了出来：


一、执政官安东尼，从西元前43年开始，以地方长官的资格出任义大利北部属省总督，任期为五年。都拉贝拉也同样以地方长官的资格出任叙利亚属省总督，任期为五年。




二、安东尼就任执政官的西元前44年底为止的马其顿属省总督，由马库斯·布鲁图斯就任。但是，以凯撒的命令在希腊的阿波罗尼亚为远征帕提亚而集结的兵力，没有列入布鲁图斯的指挥之下，而是带回本国。此外，作为马其顿属省总督的布鲁图斯，也没有编成军团的权力。



西元前44年底为止，因为凯撒原来所预定的叙利亚属省总督都拉贝拉已经成为执政官的缘故，所以改由加西阿斯赴任。

即使屋大维已经是声名大噪，但是十八岁的他还是无法进入元老院。凯撒被杀之后，执元老院牛耳的，是身为现任执政官而有召集权的安东尼。曾经公开宣称继承凯撒政治路线的安东尼，这次却促使元老院通过了人事的变更。不过，即使屋大维可以出席这次的元老院会议，他大概也不会反对安东尼的这个提案。以屋大维的性格，只要可以最终达到目的，在必要之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绕道而行的方式。

在凯撒被杀之后的第五个月，元老院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包括下面两项内容：


第一是，相对还有二个月才满十九岁的屋大维，三十八岁的安东尼第一次公开表明决心成为实际上的凯撒继承人的意志。



如前所述，被称为「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Cisalpine Gaul）的义大利北部属省，因为凯撒的政策，大多数的居民都已经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在实质上与卢比孔河以南的本国已经成为一体了。而仍然作为属省存在的原因，第一是出于对北方敌人的防卫需要。第二是因为本国内无法拥有军队而在属省军队可以合法存在。

然而，在凯撒被杀之后，从高卢和日耳曼都来了使节，表示对凯撒的哀悼，同时也表明在凯撒死后也将继续忠于罗马。所以第一个理由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第二点的理由。安东尼企图在退任执政官之后，从容易渡越的卢比孔河以北，以强大的兵力为后盾，控制本国。这就是安东尼想取代已经前往赴任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而出任义大利北部属省总督的真意所在。而且将任期定为五年。从中就可以看出安东尼打算从就近的属省控制本国的真正意图。


在安东尼的提案中所包含的另一项内容，是关于事实上的「特赦」一事。



尽管任期以西元前44年底为限，从提案生效时算起不过是四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无论是被任命为马其顿总督的布鲁图斯，还是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的加西阿斯，都可以用就任公职的名义离开义大利了。前面也提过，如果选择主动流亡，就等于承认了杀害凯撒的罪行。而现在，以赴任的形式出国，就与主动流亡大为不同了。以布鲁图斯和西塞罗所喜欢的说法，就是「以不损害名誉的形式出国」。对一心想独揽大权的安东尼来说，现在所担心的对象是屋大维，而不再是进行暗杀之后就一心想逃离罗马的布鲁图斯以及加西阿斯。对这两人的「特赦」，只是为了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所付出的小小代价而已。因为这样一来，在元老院，就可以获得以西塞罗为代表的布鲁图斯支持者的支持票了。

布鲁图斯、加西阿斯以及西塞罗，都察觉到了安东尼的意图。协助安东尼，就相当於为了恢复共和政体而杀害专制君主的这些人，协助另一位专制君主确立自己的权力。但是，就像西塞罗所说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共和政体的象征——布鲁图斯的人身安全。」因此，暗杀者甚至对狄奇阿斯·布鲁图斯都坐视不管了。

暗杀之后的第一次元老院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任命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为义大利北部属省总督。而这一次，由安东尼提出并经元老院通过的法案，不但取消了正在赴任中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的就任资格，甚至没有让他到其他属省就任。这样，对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来说，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曾经在凯撒手下担任过多年的军团长，才能为凯撒所承认且被凯撒指定为第二继承人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最后却将剑锋刺向了凯撒。正因为如此，凯撒被杀之后，凯撒的士兵以及一般的平民百姓对他的憎恨格外强烈。如果失去可以指挥军团的总督之职，也没有被任命其他的任何官职，就等于失去自己的藏身之地了。事先已经与安东尼妥协的马库斯·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对安东尼的提案并没有任何反对。而在元老院会议上投了赞成票的西塞罗，对同志狄奇阿斯也见死不救了。

安东尼所提出的法案，有著十分巧妙之处。现任执政官都拉贝拉，在执政官任期结束之后的西元前44年底，将以总督身份前往叙利亚赴任。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而得以逃往国外的加西阿斯任期也只是到西元前44年底为止。而另一方面，以马其顿总督的身份得以离开罗马的马库斯·布鲁图斯的继任人事尚未决定。这样，又使得以西塞罗为首的布鲁图斯支持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之前，他们都以为也许最多只能保全暗杀凯撒的象征性存在布鲁图斯了。而安东尼正是利用了反凯撒派的这一弱点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8月底，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分別前往马其顿、叙利亚赴任。因为是就任公职，所以两人都在白天堂而皇之地出发了。不过，这实际上就是逃亡国外。在「3月15日」，当他们挥舞着沾著血迹的短剑，在罗马的街道上叫嚣「暴君被杀死了」、「自由恢复了」时，大概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

在写给密友阿提克斯的信中，西塞罗曾经对这两人的幼稚如此非难：


「以为只要将专制君主杀死，就可以自动地将专制政治打倒了。」



但是这时的西塞罗，还是将恢复共和政权的希望寄讬在这两人身上。在为这两人送行时，这位六十二岁的知识人所说出的激励之言，只要是共和主义者，就不可能不被他感动：


「罗马的共和政体精神，曾经在首都罗马存在过；而现在这种精神就在您们的所在之处。」



这时，西塞罗对自己的影响力还是深信不疑。而这次成功地将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安全地送往国外，更使西塞罗增添了勇气。在两人离开罗马之后，西塞罗认为自己必须做的，而且确信只有自己可以胜任的事，就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言论为武器，为恢复共和政体而冲锋陷阵。




弹劾安东尼



从西元前44年9月开始，西塞罗一共发表了多达十四次、史上有名〈菲利庇格〉——弹劾安东尼的演说。以西塞罗的意译，就是「弹劾菲力普」。光凭题目，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塞罗的意图。

在希腊进入衰退时期之时，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当时的马其顿王菲力普，曾经试图将希腊的都市国家统一起来，当时，狄摩西尼斯就是以〈菲利庇格〉为题，发表了著名的弹劾菲力普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向雅典市民阐明，只有自由，才是作为公民所应该谨守的最高价值。而罗马人一听到〈菲利庇格〉，大概就可以明白西塞罗的意图了。而这正是西塞罗的目的所在，也是他命名的巧妙之处。

然而，西塞罗对安东尼的攻击活动，并没有收到他所预期的效果。西塞罗本来以为，赞同他演说的民众会集中到集会广场，异口同声地说：


「对，西塞罗所言极是。罗马不允许个人的独裁政治，应该恢复共和政体。应该驱逐安东尼而迎接布鲁图斯回国。」



元老院也响应市民的呼声而通过相应的决议。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不过，老西塞罗的热情在元老院议员之中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借用西塞罗的形容，就是属于稳健派的，也就是在「3月15日」之后对安东尼的专权感到不满的那些议员，对安东尼更加反感。按西塞罗的分类，所谓的稳健派，指的就是一致拥护屋大维的原凯撒派。

但是，为什么西塞罗只是将目标集中在安东尼身上，而没有攻击凯撒所指定的继承人屋大维呢？这是否因为他并没有将屋大维视为恢复共和政体的障碍呢？

在〈菲利庇格〉中，西塞罗甚至对安东尼作人身攻击。他说安东尼虽然孔武有力，但却只是个没有修养的武夫；沉迷於酒色，只会大吵大闹而没有其他的能耐。这种没有品格的人身攻击正是西塞罗的特长。但是他只是将这种攻击集中在安东尼一人身上，而对屋大维甚至还表示了赞赏。西塞罗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导致安东尼与屋大维的分裂。西塞罗以为，屋大维一定会对他弹劾安东尼的演说大为吃惊，结果就不会与安东尼协调，而会选择向他尊称为「父亲」的西塞罗靠拢，听从「父亲」的劝告。

屋大维在归国之后的四个月中，确实地强化了自己的立场。追随他的，不仅是凯撒原来的亲信，还有以前属于凯撒精锐部队的士兵。西塞罗认为，只要可以拉拢屋大维，布鲁图斯等人的归国就不会只是个梦想了。

这位六十二岁，罗马首屈一指的知识份子，在本质上，对屋大维的评价，还是与当初他所见到的少年没有什么改变。他以为，终于成为十九岁的「少年」所希望继承到的，只是朱利斯·凯撒的财产，还无法成为继承凯撒政治的大才。

到了10月，在表面上一直处於僵局的「3月15日」之后的情势发生了剧变。凯撒为了远征帕提亚而集结的士兵从希腊归国了。安东尼为了抢先将兵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匆匆赶到了军团的登陆港布林迪西。

当初，安东尼不理会屋大维的请求，最终没有将从凯撒家中拿走的金库交还屋大维。这时候，他企图用这些资金来收买归国的士兵。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大约有一半的士兵都拒绝接受安东尼的指挥，他们的理由是要服从凯撒指定继承人的指挥。对安东尼来说，这个打击远远大过於西塞罗的弹劾演说。安东尼慌张起来，以执政官的身份，向义大利北部属省总督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发出要求他让出总督职位的通告。安东尼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将义大利北部属省的军队纳入自己的指挥之下，以对抗屋大维。

但是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也深知，自己已经成为凯撒派所憎恨的对象，没有了军团，就等于失去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全部东西。所以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拒绝了安东尼的要求。而安东尼为了夺得义大利北部属省总督的地位，决心不惜使用包括战斗在内的一切手段。他以高额赏金收买了其中的一些兵力，没有返回首都，就沿着亚德里亚海，向义大利北部进军了。即使如此，在渡过北部属省与本国边界相接的卢比孔河之前，有更多的士兵为投奔屋大维而离开了安东尼。

只是继承朱利斯·凯撒这个名字，就比得到一亿塞斯泰契斯还要有价值。深知这一点的凯撒固然值得佩服，而以十八岁的年龄就理解凯撒真意的屋大维更不简单。在世界史上简直称得上是人事继承的杰作。

西塞罗注意到了事态的变化。之前，他在无奈之中，只好对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坐视不管，现在，西塞罗认为救出布鲁图斯的良机到来了。而这时，安东尼已经对守在摩德那（Mutina）城中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展开进攻。情势已经刻不容缓了。

12月20日，西塞罗发出了第三次的〈菲利庇格〉。在当天的元老院会议上，西塞罗演说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对将首都罗马从安东尼的暴政中救出的屋大维表示了赞赏。




二、指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将正在受到安东尼攻击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从险境中救出。




三、强调安东尼才是罗马军应该攻击的目标。



凯撒被杀之后，义大利的情势一直处於动荡不安之中，而谋杀者在暗杀之后的消极行动曾使他们自己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之中。而按现在的情形看来，隔年，也就是西元前43年，事态似乎会有所好转。

十二天之后的西元前43年1月1日，两位新执政官就任了。按凯撒所预定的人事，由希尔提斯和旁萨两人就任。两人都十分崇拜凯撒，同时也是凯撒的亲信。现在，他们也都属于屋大维派而不是安东尼派。西塞罗心中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与在希腊以及叙利亚的马库斯·布鲁图斯以及加西阿斯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变得频繁起来了。同时，对正在义大利北部属省与安东尼对决之中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也不忘送上激励的信函。

与自己有亲密私人关系的两人就任了执政官之后，西塞罗似乎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向元老院提出了以下的提案：


一、授与屋大维正式的地位。




二、向安东尼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宣布安东尼为国敌。



虽然不少人对安东尼的专权都深感不满，但这两件都不是容易的事，而元老院也没有采纳西塞罗的提案。一方面，屋大维还只有十九岁，无法授与公职；另一方面，关于相当於紧急事态宣言的「元老院最终劝告」，凯撒生前就宣布了其不具合法性。元老院最后只是同意派出使者，要求安东尼回心转意就散会了。然而，屋大维认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於是他利用一切手段筹集资金，开始组织自己的军队。

西元前43年，希尔提斯和旁萨两位执政官，率领四个军团从罗马出发前往摩德那。在那里，安东尼正与狄奇阿斯·布鲁图斯交战。摩德那是义大利北部属省的干道艾米里亚大道沿线的军团基地之一，一直通往利米尼和帕辰察。在试图以武器迫使安东尼屈服的这次军事行动中，屋大维随着两位执政官一起从军。而且，这一次，屋大维并非以个人的身份参战，而是率领兵力出征。同意屋大维率军参战的是两位执政官，不过对这事最积极赞成的还是西塞罗。西塞罗热切期望两位执政官和屋大维三人可以将包围狄奇阿斯·布鲁图斯的安东尼击退，在消灭安东尼之后将狄奇阿斯救出。

4月，腹背受敌的安东尼不得已解除了对狄奇阿斯·布鲁图斯的包围。在与两位执政官以及屋大维联军的对决中，安东尼以败北告终，率军向西部撤退了。但是，两位执政官也都先后战死。原来在两位执政官指挥之下的士兵，都拒绝接受下手杀害了凯撒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指挥而投奔到了屋大维的旗下。

绝望的狄奇阿斯·布鲁图斯，準备只身逃往马库斯·布鲁图斯所在的希腊，但被当地的高卢居民虏获。安东尼得知这个消息后，命人将狄奇阿斯杀死了。

在这之前，在叙利亚的都拉贝拉也命人杀死了提波纽斯。这样，暗杀份子中的两人，而且是在凯撒手下担任多年军团长而后将剑锋刺向凯撒的四人之中的两人，首先成了为凯撒复仇的血祭对象。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和提波纽斯的首级被送到罗马，摆在集会广场的讲坛示众。

为凯撒复仇的行动，就这样以凯撒生前最不愿见到的形式开始了。




复仇



这时的屋大维手中已经拥有可以独立作战的兵力，但是他并没有听从西塞罗的劝告，对安东尼乘胜追击；而是率领军队返回了罗马。

面对着掌握强大兵力的屋大维，元老院已经没有力量反抗他的压力。在两位执政官战死之后，元老院只得同意提名屋大维为执政官候选人。

对即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十九岁执政官一事，西塞罗虽然多少感到为难，但是并未加以反对。他以为自己还可以操纵这位「少年」。

8月，屋大维在公民大会上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为执政官。同僚执政官则由凯撒的外甥培第阿斯就任。这时，屋大维尚未达到法定的资格年龄二十一岁。

就任之后，十九岁的执政官著手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使自己的养子身份得到公认。之前这件事，因为安东尼从中阻挠而一直未能实现。这一次，得到公民大会的顺利通过之后，屋大维就正式成为盖乌斯·朱利斯·凯撒·屋大维（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了。民众与元老院议员，甚至连西塞罗，都转而称他为凯撒了。

十九岁的「凯撒」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执行以他同僚执政官培第阿斯的名义所提出的「培第阿斯法案」。当时在自己別墅中的西塞罗，获悉法案的内容之后，顿时陷入了绝望之中。

「培第阿斯法案」宣布，撕毁与凯撒的誓约而杀害了凯撒的所有谋杀者为罪人，驱逐所有参与暗杀者。正式成为凯撒儿子之后，屋大维向凯撒派的所有人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复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10月，执政官屋大维率领十一个军团，出征义大利北部属省。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西塞罗对年轻的执政官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不知道是应该对西塞罗的善良感到绝望，还是应该敬佩这位十九岁的伪善者。因为屋大维一直在信中请求西塞罗的忠告，而使这位六十三岁的西塞罗常常得意忘形。西塞罗期待屋大维这一次可以将安东尼打倒。而且，「培第阿斯法案」也只是决定驱逐谋杀者，并没有宣布将他们处死。

然而，屋大维为了吹响复仇的号角，已经等了一年之久。这位年轻的执政官，并无意与安东尼对决，因为这时安东尼的力量仍然大于自己。

当屋大维办理养子手续、就任执政官时，在摩德那之战中败北的安东尼，与高卢、西班牙等地的总督组成了共同战线。雷比达、普兰克斯、波里奥这些都曾经在凯撒手下担任过军团长的总督，为了与安东尼会合，已经率军前往义大利北部。

西元前43年12月，在义大利北部属省的波洛尼亚，凯撒派再次联合起来，由安东尼、雷比达和屋大维组成了历史上的「第二次三巨头政治」。西塞罗寄讬在屋大维身上的希望，终于彻底破灭了。

进行妥协之后，三巨头率军班师罗马。11月27日，公民大会以五年为限期，批准了作为国家罗马危机管理体制的新政府成立。




「第二次三巨头政治」



历史上的「第一次三巨头政治」，也就是由庞培、克拉苏和凯撒三巨头所组成的政体，当时在形式上并未得到过正式的公认；而这次的「第二次三巨头政治」则是以公认的统治形态存在。这表示西塞罗寄讬著希望的、布鲁图斯等人不惜采取暗杀手段来捍卫的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也就是罗马独特的「寡头政体」已经结束了。

「第二次三巨头政治」的形成，使三十九岁的安东尼，不得不隐藏起自己企图成为凯撒实际继承人的野心。

十九岁屋大维手中的势力，已经无法再轻视了。不知道安东尼是否曾经想起「第一次三巨头政治」的情形。那一次的三巨头政治，使最初处於不利地位的凯撒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并且成为三人之中最后的胜利者。而「第二次三巨头政治」中的「三巨头」，无论是在年龄还是功绩方面，安东尼都是名列第一；雷比达是因为曾担任过独裁官凯撒的副将而成为三巨头之一，他温厚的性格就像「第一次三巨头政治」中的克拉苏；而在年龄和功绩方面，与「第一次三巨头政治」中的凯撒最为相似的就是屋大维。安东尼是否从未想到过这种相似之处呢？或者，安东尼也只不过是像凯撒生前所说的「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的部分」中的一人而已？「第二次三巨头政治」成立之后，安东尼时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


「屋大维的力量？那不过是背着已故的凯撒之名而已。」



「第二次三巨头政治」首先作出了下面的决定：


一、作成「处罚者名册」，消灭反对势力。




二、安东尼和屋大维共同率军出征，前往消灭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在此期间，雷比达负责本国的统治。



也许他们都无法忘记凯撒的「宽容」精神最后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安东尼与屋大维，毕竟只是安东尼与屋大维，而不是凯撒。恶名昭彰而且为凯撒生前所嫌恶的苏拉式恐怖政治复活了。在作成「处罚者名册」时，显得最为冷酷无情的，据说就是屋大维。「宽容」已经被「复仇」代替了。

「处罚者名册」中，除了三百名元老院议员之外，还有多达二千名的「骑士阶级」（经济界）。其中的一百三十人被定为国敌、国贼而成为就地处死的对象。这些人都曾经是庞培派而后又被凯撒饶恕、在元老院中占有议席的人。这一百三十人之中，虽然有人直接参与过谋杀凯撒，但更多的人与这事并没有什么关系，事件发生之后也并没有在暗中援助过谋杀者。但是，第二次的「三巨头」倣效了苏拉的政治，一致同意将反对势力斩草除根。

对其余二千多名的「处罚者」，则是全部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三巨头」作成「处罚者名册」的另一个重要企图就是搜括资金。西塞罗的密友——百万富翁阿提克斯被列入名册，原因是他曾资助过布鲁图斯（虽然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因为他长期以来都担任安东尼妻子芙维亚（Fulvia）的经济顾问，后来是安东尼的妻子从中求情，才使他幸免於难。

在「处罚者名册」中，被列为首犯的就是西塞罗。因为他执拗的弹劾演说早就激怒了安东尼。而在此之前一直称西塞罗为「父亲」，长期在信中请求西塞罗忠告的屋大维，非但没有试图救他，甚至连眼都没眨就同意了安东尼的决定。西塞罗的罪状，就是曾担任过暗杀凯撒的思想指导者的角色。如果按照西塞罗在凯撒被杀前后写给以布鲁图斯为首的谋杀份子的信件来看，这个罪名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对一个人的思想进行惩罚，在刑法上似乎存在著问题。然而，「第二次三巨头政治」实施「处罚者名册」的目的，就是强行消灭反对势力，所以西塞罗的问题并非刑事上而是政治上的问题。

西元前43年冬天，整肃的暴风雨席卷了罗马和义大利半岛。这次也采用了苏拉的密告制度，抓到犯人就可以领取丰厚的赏金。历史上悲惨的血腥统治时期又开始了，简直就是四十年前苏拉恐怖政治的再现。只要被列入「处罚者名册」，一个人的命运就被注定了。甚至连妇女和儿童都被抓来拷问，逼迫他们供出他们丈夫、父亲的藏身之处。属于被定为就地处死的一百三十人，只要落入追捕者手中，首级就会被切离身体，带到罗马。这样，连将犯人带走的麻烦都省去了。那时，集会广场的讲坛上摆满了被杀者的首级，情形无异于苏拉时代。

第二次的「三巨头」对处罚者严加追究，即使是亲属也毫不留情。「三巨头」之一的雷比达弟弟保罗·艾米里斯·雷比达、还有安东尼母亲的哥哥鲁奇斯·朱利斯·凯撒也被列入就地处死者名单之中。

在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之后所开始的内战之中，罗马人分成了凯撒派和庞培派。在很多家庭中，都出现了家族分裂的现象。因为凯撒与庞培的抗争，并不是为了一门一族的利益，而是围绕着国家罗马政体的抗争。即使是同属一门、有著骨肉亲情的人，在政治思想上有不同之处也并不足为奇。但是内战结束后，在一族之中，即使是父子、兄弟，也被分成了胜者与败者。

凯撒宽恕了败者，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出，如果对这种在现实中产生的怨恨之情置之不理，结果只会对罗马不利。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凯撒的性格使他不愿意看到这种互相怨恨的情景出现。凯撒理想中的罗马，是没有胜者也没有败者的世界。

但是，凯撒的后继者目睹了凯撒的被杀。如果不将以前的败者斩尽杀绝，他们就难以安心。不过，虽然曾为庞培派的将领，但受凯撒生前之讬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有些并没被列入「处罚者名册」。其中的一位，就是瓦尔罗（Terentius Varro）这位学识渊博的文学家，他受凯撒之讬，正在为罗马最初的国立图书馆选定藏书。此外，与西塞罗不同的是，在得到凯撒的宽恕之后，瓦尔罗就完完全全地脱离了政治。




西塞罗之死



第二次的「三巨头」公布「处罚者名册」的时间，是西元前43年11月28日。但并非在一天之内就公布所有二千三百人的名单。28日所公布的，只是第一批的十六人。除了直接参与杀害凯撒的布鲁图斯等人之外，加上西塞罗兄弟一共是十六人。在这第一批的十六人之中，被列为首犯的，就是西塞罗。

在屋大维与安东尼联手之后，陷入绝望之中的西塞罗已经离开了首都，一边辗转於他所拥有的八处別墅，一边为远在希腊的布鲁图斯的安全担忧不已。获悉自己被列为「处罚者名册」中的首犯时，他正住在亚斯托拉（Astura）的別墅之中。一开始，他曾试图乘船逃往希腊；如果在那时就采取行动，大概可以成功逃离义大利。然而，西塞罗却迟迟未采取行动。后世的研究者都将它归咎於西塞罗优柔寡断的性格。不过，个人认为，那是因为西塞罗舍不下他的弟弟昆托斯而一个人逃走。在这之前，一直与西塞罗同在別墅生活的昆托斯，为了取回一些必需品，已经前往在罗马附近的多斯克罗別墅。在高卢战役时，曾在凯撒手下中战斗过的弟弟，却被列入了「处罚者名册」，而且被列入死刑一栏，这一定是因为他是首要「战犯」西塞罗弟弟的缘故。重视兄弟之情的西塞罗，无法丟下弟弟独自逃亡。

另外，西塞罗也失去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意愿。曾经那样喜欢舞文弄墨的西塞罗，自从「第二次三巨头政治」成立之后，甚至连信也不写了。对人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这个人，此时只是听天由命而不打算在风浪之中作逃亡之行了。

西塞罗在得知搜索队前来的消息之后，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奴隸们主动提出为保护他而战，西塞罗反而劝他们不要做这种无用的抵抗。

西塞罗从容地迎接了死亡。在安东尼的命令之下，刽子手不但砍下西塞罗的首级，而且将他的右手也切离身体，带回罗马，摆在集会广场的讲坛上示众。安东尼以处罚西塞罗写下〈菲利庇格〉的右手，来消他心头之恨。

从对凯撒的被杀而感到无比欣喜，一直到自己的被杀，只不过经过了一年又九个月的时间。西元前43年12月7日，西塞罗以六十三岁的年纪撒手人寰了。

五十年后的某一天，在帕拉提诺丘上的皇宫中，发生了下面的这一幕：

皇帝的孙子们正聚集一起阅读西塞罗的著作，这时，年老的皇帝进来了。孙子们都知道祖父与杀害西塞罗有关，以为将会被叱责而紧张起来。

然而，年老的奥古斯都拿起孙子们正在阅读的著作，站着翻阅起来。一会儿之后，他把书还给孙子们，说道：


「这是位学识渊博之人，知识丰富而且深爱着祖国。」



是否想起曾被称为「少年」而感到不快的遥远的过去了呢？现在被尊称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当时翻阅到的，一定是西塞罗以下的文章：


「在人类所有的爱之中，最为重要也是带来最大喜乐的就是对祖国的爱。众所周知，父母之爱、子女之爱、兄弟、亲友之爱，对人类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爱。




然而，以上所有的爱，都包含在对祖国的爱之中。当祖国需要时，是否有公民愿意为了祖国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呢？」




——〈论责任〉（De Officiis）



〈论责任〉是凯撒被杀之后，西塞罗所写下的最后一篇作品。阅读这个作品时，无法不被老西塞罗的爱国之心、忧国之情所感动。以上所介绍的一段文章，如果说是出自凯撒的手笔也不足为奇。然而，为什么西塞罗一直都反对凯撒呢？

个人认为，那是因为西塞罗和凯撒对「祖国」有截然不同的概念。

西塞罗观念中的「祖国」，就是他理想中的布尼克战役时代的罗马。那是由本国出生的罗马人，而且是罗马人中的菁英——元老院阶级掌握统治江山的主导权。对西塞罗来说，北部的卢比孔河和南部的墨西拿海峡，理所当然就是国境线，而「祖国」，就是指国境之内的范围。

另一方面，凯撒心目中的「祖国」，虽然有防卫线，但是却没有国境。他并不认为，只有在罗马出生的人，而且是只有出身於元老院阶级者，才可以统治国家。因此，他进行改革，使被征服民族的代表也可以进入元老院，以致引起了纯血统罗马人主义的西塞罗以及布鲁图斯等人的反抗。凯撒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无论是高卢人、西班牙人还是希腊人，都丝毫没有关系。凯撒心目中的「祖国」，是指在罗马文明的伞下，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共荣的帝国。

有人说，西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最有成就的人是西塞罗和凯撒。对此本人深有同感。这两位最有成就的人，出生于相同的时代，同时还是亲密的友人。即使如此，他们之间还是无法互相理解。

然而，应该说凯撒理解西塞罗。虽然他与西塞罗对「祖国」的概念不同，但是他理解并尊重西塞罗对祖国深深的爱。正因为如此，每当西塞罗陷入困境时，凯撒都把他救出，并且请求西塞罗协助自己共同进行伟大事业。不能理解凯撒的，是西塞罗。

凯撒被杀后，安东尼一心想扩展自己个人的势力而被西塞罗嫌恶。他曾对密友阿提克斯说过：「这样还远不及凯撒在世来得好。」然而，西塞罗认为「远不及凯撒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理解凯撒的思想，而是因为凯撒从未将自己等閒视之，而安东尼却无视於自己的存在。西塞罗出色的文章，在二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然被视为拉丁文的典范。他虽然对现状有超群的认识能力，但是却缺乏先见之明。而西塞罗关于「祖国」的概念，也真实地反映出他的局限性。




「神君凯撒」Divus Caesar



西塞罗死后，在西元前42年又发生了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古代罗马的1月1日，既不是祭祀日也不是假日，而是一年中工作开始的日子。在那一天所召开的元老院会议上，通过了将凯撒神格化的决议。换句话说，就是凯撒昇格为神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在研究者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也许是无法自由地从基督教这种一神教的文明人摆脱出来的缘故，之前对凯撒有过很高评价的研究者，这时对于应该如何评论凯撒却显得踌躇了。他们似乎对将合理主义的代表——凯撒昇格为神感到无所适从。而在日本，无论是因为丰功伟业，还是出于害怕心理，明治天皇也被神化，结果现在已经拥有了八百万之多的神明。生长在这样的国度，本人丝毫没有和基督教徒的研究者一样的困扰。当时的罗马诸神，虽然没有八百万之多，但是罗马人也是喜欢供奉各种神明的多神教民族。例如，将叙利亚划入属省之后，就引进了叙利亚的诸神；而凯撒将克丽奥佩脱拉带回罗马之后，埃及的诸神也逐渐渗透到罗马人之间了。

在罗马，现实中的人物被神化的，除了开国之祖罗慕路斯之外，凯撒是最早的例子。不过，埃及的神官也曾经告诉亚历山大大帝说他父亲不是人而是神。亚历山大大帝最初虽然感到惊愕但并没有因此而苦恼，甚至还因此而勇敢地远征印度。这就是古代多神教的世界。可以想像得到，虚荣心强人一倍的凯撒，如果得知自己被神化，大概不会感到不快。相反的，还可能展颜大笑，甚至开玩笑说以前同我交合过的女人，现在可以说自己曾经同神交媾过了。

但是，凯撒的神化，还是留下了令人遗憾之处。那就是后来成为非凡的人物但却缺少幽默感的屋大维，为了保持凯撒作为「神」的威严，除了《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之外，将凯撒其他的所有作品都废除了。就这样，凯撒在青年时代所写下的诗文、剧作以及大量的信函，其中包括写给情人的情书，都从世上消失了。

从希腊的诸神中就可以看出，多神教文化中的诸神，都有著与人类相似的缺点。无论是恋爱还是偷情，都显得大方自如而毫无做作。不过，留下情书的神明，似乎有点过分。因此，除了《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之外，关于凯撒作品的内容，只有从西塞罗及后来作家的著作得知一二。所以，昇格为神明，也有不便之处。

另一方面，罗马市民倒是痛痛快快接受了凯撒的神格化。对王政十分敏感的罗马人，对神格化却未显出任何「过敏」的反应，从中也可以看出罗马多神教文化的本质。在罗马的平民百姓看来，既然开国之祖罗慕路斯已经昇格为神，现在将他们心目中的罗马第二位建国之父凯撒神格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对罗马人来说，神是保护人类的一种存在，当然是多多益善。因为凯撒的神格化，凯撒的儿子也就成了「神之子」，而罗马人对此的反应也显得十分大方。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是「神之子」。

在西元前42年，提出将凯撒神格化的一方，有著深远的政治性策略。二十岁的屋大维，决定在西元前42年中，完成他所有的复仇计画。他已经决意将正在希腊集结兵力的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一举歼灭。然而，靠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必须有优秀武将安东尼的出马。而安东尼一心热中於增强自己的势力，对为凯撒复仇一事实际上并不热心。要引出安东尼参加这次复仇之战，就必须找出某一正当的理由。而将凯撒神格化，就是确保「臣对君应守之道」的一种手段。

凯撒成为守护罗马人的诸神之中的一员之后，对罗马人来说，杀害了凯撒的那些人，已经成为不可饶恕的公敌。凯撒的神格化，使安东尼和屋大维组成了牢固的统一战线。同年夏天，两人率领十九个军团渡过了亚德里亚海。这一次的战场，就像当年凯撒与庞培的对决一样，必定也是在希腊的某地。

出征之前，二十岁的年轻人，宣布成功消灭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之后，将建造一座供奉「复仇之神」的神庙。而当年凯撒所供献的，是「宽容之神」的神庙。




布鲁图斯之死



準备迎击的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也并没有白白浪费过这二年的时光，他们两人分別在希腊和叙利亚加强军备。加西阿斯还杀害了作为属省总督前往叙利亚赴任的地方长官都拉贝拉，作为迎战的血祭。而从希腊到东方的罗马属省居民，都被这两人所课的重稅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般而言，在某地统治时，即使增强军备成为燃眉之急，也不致於用尽一切手段搜括民脂作为资金。因为这样只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憎恶而不利于以后的统治。但是这两人都犯了这一忌讳。大概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脑海里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準备迎击前来复仇的屋大维和安东尼。如果，两人集结了包括二万名骑兵在内的十万大军。而进攻的一方，则拥有包括一万三千名骑兵的十二万大军。相当於当年庞培和凯撒在法尔沙拉斯会战时的战力的二倍。这一次的战场，在希腊北部的腓利比（Philippi）。那是位于横贯希腊东西的干道艾格那提亚大道沿途的宽阔平原。这是由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力普所建造起来的一座城市，因为这次会战而得以在历史上留名。

这一年秋天在腓利比平原所展开的战斗，虽然双方一共集结了多达二十多万的兵力，然而，无论是在战略还是战术方面，都没有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它的原因大致如下：

安东尼和屋大维都不甘处於次官之位，所以两人都各自指挥自己的军队；而敌方的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也是指挥着各自的军队作战。战斗的前半期，由安东尼对加西阿斯，屋大维对布鲁图斯作战，并没有统一的战略。

此外，四人之中，有武将才能的，只有安东尼和加西阿斯，不过，这两人也只是属于军团长级的人才而没有作为最高司令官的才能。所以腓利比之战就成为一次再平凡不过的战斗了。

在属于最高司令官级的庞培和凯撒之间所发生的法尔沙拉斯会战，与这一次腓利比会战的不同之处，就是作为决定战略的司令官的「格」不同，两军分別拥有一万三千和二万的强大骑兵，但却不会活用骑兵的机动力。因此，腓利比会战，不过是以「量」从正面冲突的战斗而已。

另一方面，布鲁图斯和屋大维完全没有作为司令官的经验，而此时屋大维又正臥病在床，所以他所率领的军队被布鲁图斯击退。凯撒的这位养子，生来就有消化不良的毛病，经常会因为腹痛而无法起床。这也是安东尼轻视他的原因之一。但是，凯撒并非不知道屋大维的这种症状才将他指定为继承人。之前，在随同凯撒出征西班牙之时，在孟达战役中，屋大维也几乎一直是臥病在床。但是这一次，在对屋大维来说十分重要的腓利比会战中发病，实在是十分倒霉的事。而凯撒生前指派给屋大维的阿古力巴，也因经验不足而未能发挥他作为武将的才能。

因此，在腓利比平原展开的战斗中，在前半期分別由布鲁图斯和安东尼获胜。败北之后陷入绝望之中的加西阿斯当时就自杀身亡。时年四十三岁。

然而，在后半期战斗展开之前的二十天之中，布鲁图斯却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加强备战。他来到加西阿斯的阵营，将自杀身亡的友人遗体进行火葬后，就躲在加西阿斯的帷幕之中没有出来。这样，屋大维获得了重组军队的机会，而安东尼军的气势也显得更为强大了。

以我个人的推测，在迎击屋大维和安东尼之前，布鲁图斯早就已经丧失了战斗的意志，甚至已经丧失了生存的意愿。这段时间中，他所听到的，是接二连三的噩耗。

提波纽斯和狄奇阿斯·布鲁图斯先后被杀；安东尼与屋大维已经联合起来；此外，绝望的妻子波里亚吞下烧得通红的炭火自杀身亡；而西塞罗也被杀死了。现在，最后的同志加西阿斯也已自杀身亡。

在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中，描写布鲁图斯受到恶鬼的折磨而痛苦不堪。然而，布鲁图斯所见到的，是自身的苦恼，并非所杀害的凯撒幽灵。证据就在《哈姆雷特》中，不只是哈姆雷特看到他父王的幽灵，连哨兵也看到了。而布鲁图斯所见到的恶鬼，只有他一人才看得到。而且，超越了憎恨之情的凯撒，也不可能以怨恨的化身——幽灵的形式出现。且不管是否为恶鬼所苦，布鲁图斯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中，就已经放弃了人生。

腓利比会战的后半期，屋大维和安东尼联合的军队以胜利告终。布鲁图斯拒绝逃亡而选择了死亡。时年四十三岁。自杀身亡。

遗体由敌方的两位将领（屋大维和安东尼）按照罗马的方式火化，骨灰被送到他母亲塞维莉亚处。附带提一下，塞维莉亚并没有被卷入「第二次三巨头政治」的暴风雨之中，而得以在凯撒所赠的、位于拿坡里近郊的別墅中平静地度过了余年。虽然对安东尼和屋大维来说，她是他们头号敌人的母亲，但是他们都十分尊重这位一生对凯撒一往情深的女性。另外，布鲁图斯的骨灰被安葬何处，自古以来就无人知晓。

 




 




〈左〉马库斯·布鲁图斯肖像




（暗杀凯撒后，约西元前43~前42年在希腊铸造）




〈右〉布鲁图斯所铸造的「暗杀凯撒」纪念币（约西元前43~前42年）




在此，想介绍布鲁图斯写给西塞罗的一封信。这是在他遗留下来的信件之中，最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位男子本来面目的一封信。

凯撒所写的信，短则二、三行，长的也不过半页而已。相比之下，布鲁图斯的信都非常冗长。在这里介绍的，也是有六页之多的长信。此外，在信中布鲁图斯经常多次重复同样的话题。如果全部翻译，固然可以使读者更加了解写信人的性格，不过作为译者却感到不耐烦，而读者大概也会不胜其烦吧！所以在多次出现同样内容的地方就以「……」代替了。

布鲁图斯写下这封信的时间是西元前43年的5月，是从希腊的马其顿发给在罗马的西塞罗的信。当时，他正在加强军备。而当时的西塞罗，以为自己可以操纵屋大维，所以写信给屋大维，要求他饶恕布鲁图斯并准许他归国。因此，布鲁图斯写下了这封信，抗议西塞罗的作法。


「布鲁图斯致西塞罗：




阿提克斯派人送来的手抄本，使我得以读到了您写给屋大维的信。对于您一心想将我救出困境的热情，我的感激之情是不可言喻的。您从本国写给我的所有信函，都已经说明了您人在国内，仍无时不刻在为我的安全而担忧，同时也可以看出您对此所作的努力。




然而，您写给屋大维的这封信，却使我陷入了无限的苦恼之中。为了我的安全，您宁可屈从於那位年轻人。我不知道究竟要用怎样的方式，才可以找出理由以共和国的名义对他表示感谢。您似乎要将我的命运寄讬在那位年轻人身上。如果以这样的方法将我救出，那我宁可选择死亡。暗杀凯撒，并不是为了将君主制打倒，而只不过是为了换上新的君主吗？您对那位年轻人所说的话，简直就是臣子对君主说话的口气。本来就应该是自由之身，为什么非得低声下气地请求（宽恕）呢？为了捍卫自由，我们无畏於让自己的双手染上鲜血，而我们的生命，竟然只能由某人的情绪来决定，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如果那位年轻人不打算让我们活下去，难道我们就没有生存的权利了吗？如果是如此，倒真是生不如死了。我们曾向朱比特神发誓，并将解放了世界人民的罗马人从暴君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我深信，罗马人应该感谢我们，而不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向任何人低声下气地恳求……。




西塞罗，据说您现在是屋大维最信赖的顾问，而您最关心的则是我的人身安全。为此，我是否也应该依赖那位「少年」的温情，以期求得自身的安全呢？……。




为什么所必须依赖的，不是安东尼呢？反正都是屈辱，为何要选择向屋大维屈服而不是安东尼？这两人不都是以专制为目标的吗？




对，就是专制。正是出于对专制的野心，凯撒才企图登上王位；正是出于对专制的欲望，才使安东尼在凯撒死后一心想当凯撒的继承人。而现在，罗马人正在将那位不知是否称得上「男子」的年龄的「少年」，捧上专制君主的地位。




遗憾的是，西塞罗，您就是这些人之中的一位。出于对安东尼的憎恶，您在偏袒（屋大维）。为了帮助憎恶专制者而拥戴专制君主，难道您不觉得自相矛盾吗？……。




这样，杀死凯撒，只是无用的行为而已……。我们曾经是凯撒生前的奴隸，难道在他死后也必须继续成为他的奴隸吗？您曾经反对凯撒，难道却不反对他的后继者？……。




我认为，在凯撒生前的西塞罗，比现在更忠实於自己。因此，只要可以做到憎恶人类的奴隸根性和卑劣性这一点，无论身处何地，大概都不会为身为流亡者而感到悲哀。如果必须屈从於一心企图使奴隸根性在人们之间生根发芽的专制主义者，才得以返回罗马，那我宁可选择流亡……。因为只有可以自由地生活之处，才是我心目中的罗马……。




曾经昂然弹劾安东尼的西塞罗，称得上是共和主义的守护者；然而，屈从於另一位专制主义者的西塞罗，却抹杀了自己以前的功绩。不但牺牲了在身后可以得到的光荣，连自己引以为荣的东西也伤害到了。




西塞罗，没有人比您更加热爱祖国罗马，也没有人比您更适合於祖国罗马的基盘——自由的守护者这个称号了。为此，我恳求您，不要再为了我而屈从於屋大维了！与其让您做那样的事，我更希望您可以做到忠于自己而活。同时，我也在此地祈祷，有朝一日，人民会团结一致，起来反对专制主义者。那座城市（罗马）可以成为您对祖国贡献的证人，并恢复它的自由和光荣。」



在写下这封信的四个月之后，马库斯·布鲁图斯在腓利比平原战败，自杀身亡。

暗杀凯撒的真正主谋并非布鲁图斯而是加西阿斯，而谋杀集团正是因为推选布鲁图斯为首才有了一致行动。尽管有人批判他走错了方向，但是在布鲁图斯身上，并不乏那种高洁的精神。

然而，就像缺乏先见之明的西塞罗一样，布鲁图斯所拥有的高尚精神，也无法用于指引罗马人的道路。即使在义大利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也这样评论著「3月15日」：


「因怀古主义者的自我陶醉所导致的、有害无益的悲剧。」



「3月15日」，对凯撒而言是个悲剧，对布鲁图斯来说更是个悲剧。这并不是不容於时代的高尚者的悲剧，而是没有顾及时代变化的高尚者的悲剧。

后来，曾为世界国家的罗马崩溃了。在一千五百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重建都市国家的时期，布鲁图斯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那是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布鲁图斯的评价。而《凯撒大帝》则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作品。




第八章





安东尼对屋大维




西元前42年~前30年


以布鲁图斯之死为分界线，之前罗马的内战属于政治斗争，也就是围绕着罗马的国体——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和君主制度之间的政治斗争。在布鲁图斯死后，这种斗争就演变成为权力斗争，也就是在政治斗争中获胜之后的君主政体内部，围绕着君主之位所展开的斗争。

不过，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持续了十多年的抗争，也并非完全是露骨的权力斗争。两人所抗争的焦点，除了权力斗争之外，还有是否继承凯撒生前关于罗马世界伟大构想方面的问题。从这一方面来说，政治斗争一直是持续不断的。此外，本来不属于政治性人物的安东尼，之所以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其中一半的原因是出于安东尼对凯撒政治的不理解；而另外一半原因，则是因为克丽奥佩脱拉的野心。

如果凯撒没有被杀，那么自谋杀之后直到西元前30年、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混乱、破坏、无秩序和杀戮就可以避免了。「3月15日」并非只是杀害了最高权力者这样简单，而是像后来变得怯懦的西塞罗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是「毫无成果的悲剧」。对谋杀者来说是如此，对被杀者来说是如此，而对在罗马世界中居住的所有人来说更是如此。




首屈一指的安东尼



彻底地实施了「处罚者名册」，并在腓利比会战中获胜后，安东尼和屋大维两人，完成了为凯撒复仇的行动，同时成功地消灭了共和主义者。腓利比会战之后，两人开始瓜分帝国。表面上的理由是，因为凯撒被杀，罗马世界在这二年之中都未得到很好的治理，所以由两人分担重建罗马世界。「第二次三巨头政治」虽然尚未瓦解，但实际上，雷比达只是有名无实而已。两人只有在必要时才请他共同参与，平时则无视於他的存在。





安东尼将罗马世界的东部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把西部交给屋大维。在腓利比会战中，真正的胜利者是安东尼。因此，这使四十岁安东尼的野心又死灰复燃了——那就是成为凯撒的实际继承人。而对体弱多病、常常脸色青白地臥病在床的二十一岁屋大维，安东尼已经不将他放在眼里了。

安东尼之所以选择东方，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计画远征帕提亚。只要可以成功地达成这件凯撒未能完成的大业，即使是作为凯撒的儿子，屋大维的势力也会消失。那时，罗马帝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安东尼的囊中之物。

将西部交给屋大维，也有安东尼的精打细算。从凯撒被杀到腓利比会战的二年中，由于罗马国内的混乱，使庞培的次子、在孟达会战中逃走的塞格斯多斯得到卷土重来的机会。他在西班牙组织了军队，而且在多个沿海都市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西班牙曾经是塞格斯多斯的父亲庞培的地盘。从庞培成功地肃清海盗之后，就已经建立了稳固的“Patronus”和“Clientes”这种独特的关系。所以「庞培二世」连海军也组织起来了。而安东尼让屋大维负责统治西部，就是要将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屋大维。在安东尼看来，屋大维不过是「顶著凯撒之名而已」，要恢复西部的秩序，谈何容易！以安东尼的估算，屋大维不久就会耗尽力量。

而安东尼自己选择东方，是因为看中了它的经济力。单是从属省稅来看，东部与西部的稅收金额简直可说有天壤之別。

但是，这位二十一岁而又体弱多病的年轻人，却也不是被迫而接受西部的。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恐怕他还是会选择西部。

在西元前一世纪，罗马世界的西部与东部相比，在经济上确实是处於明显落后的状态。然而，西部却有东部所没有的有利之处。

首先，西部属于罗马本国的范围之内，这便是最大的有利之处。而安东尼竟忽视了这一点。

其次，有利于集结兵力。罗马的军团兵必须由罗马公民组成。除了义大利半岛之外，凯撒所赐与公民权者，大多居住於义大利北部属省以及法国南部属省一带。而东部虽然有很多属省和同盟国，但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数却少于西部。

安东尼大概以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可以集结兵力。在东方，长期以来就存在著佣兵制度。而以资金招募兵力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在罗马，虽然兵役制度已经变成志愿制，但是，为了维持军团的质量，必须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才有资格成为主要战力的军团兵，也就是重步兵。如果东西对决，就会成为「量」与「质」的对决了。而这一点，安东尼也忽略了。





自从在腓利比会战中获胜之后，不仅是在克丽奥佩脱拉看来，在众人眼中，安东尼俨然已经成为罗马世界的最高权力者了。

这时的安东尼正值壮年，正如西塞罗曾经嘲笑过的一样，有剑斗士一般强壮的身体。现在，有很多「难题」的西部已经交由屋大维处理，安东尼就可以一边享受东方的富裕，一边等他对手——屋大维耗尽力量。因此，安东尼作出了不怀好意的安排。

在腓利比平原燃烧布鲁图斯遗体的火焰熄灭时，决定凯撒后继者的斗争才真正开始。安东尼对此是满怀信心；而对屋大维来说，在达到复仇的目的之后，这是对他实力的另一次试炼。




克丽奥佩脱拉



在东部，没有任何障碍摆在安东尼的面前。东方的诸侯，一向都是依附胜者，这是东方人的一种延命之计。因为东方虽然有强大的经济力，但是在军事方面却不是罗马的对手。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之后一齐向凯撒表示臣服，而在腓利比会战之后又一齐倒向了安东尼一边。因此，安东尼在率军前往东方时，一路上未受到任何阻碍就顺利地到达了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的西里西亚属省。停留在首都塔瑟斯期间，安东尼命令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前来与他会面。

对负责恢复罗马世界东部秩序的安东尼来说，再度确认与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任务，所以有必要与同盟国的诸侯会面。埃及与罗马之间长期以来存在著同盟关系，但是克丽奥佩脱拉曾经在军事上援助过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所以这一次安东尼传令她前来，是準备对她加以斥责，并且更新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早在凯撒将克丽奥佩脱拉带回罗马时，安东尼就已经见过她了。不过，当时的克丽奥佩脱拉，身为罗马的同盟国埃及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是安东尼的上司——凯撒的情人。而今日，克丽奥佩脱拉必须听命前来拜见坐上罗马第一把交椅的安东尼。光是这一点，就大大地满足了安东尼的虚荣心。但是，技高一筹的，还是克丽奥佩脱拉。

以怎样的方式在最高权力者面前出现，才可以收到最佳效果？关于这一点，克丽奥佩脱拉也显出了她过人之处。

在凯撒面前出现时，克丽奥佩脱拉机智地藏在被褥里而成功地进入了凯撒的房间。当被褥打开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二十一岁年轻貌美的女王。对出身名门贵族而且有真正贵族精神的凯撒，财富并不会使他感到满足，而以智慧来获取他的欢心，就会收到最佳效果。

而安东尼的情况，从他的名字马库斯·安东尼也可以看出他出身於平民阶级。不过，安东尼与克拉苏、庞培一样，虽然都是出身於平民，但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属于元老院阶级了。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平民贵族之雄。因此，安东尼身上所表露出来的暴发户特性，与其说是因为他的阶级出身，倒不如说是因为个人的修养所致。以前，西塞罗在弹劾安东尼的演说中，也曾谩骂安东尼「贪婪、下流、沉迷於美色、肉体和头脑都只是像剑斗士」。在战场上，安东尼有出色的才能，在士兵们中间也是位值得尊敬的指挥官。但是，安东尼并不是那种凭著自身的修养就可以将周围的人吸引到他身边的那一类型。

二十七岁的克丽奥佩脱拉在安东尼面前的出现，只能用「精彩绝伦」来形容。

在现代，塔瑟斯不过是土耳其的一地方都市。而在古代，塔瑟斯是小亚细亚首屈一指的都市。位置比现在更靠近海，有河川穿过城市直流入海。载着埃及女王的船只，就沿着这条河逆流而上，来到了塔瑟斯。船只本身，就是东方富庶的结晶。

船身涂成金色，风帆是最高贵的紫色，船舷闪耀著金色的光辉。水手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划着以银制成的桨。

在船中央挂着以金丝刺绣而成的帐幕，帐中有以玉石做成的宝座，扮成爱神维纳斯的克丽奥佩脱拉端坐於玉座之上。女王的左右，由扮成丘比特的女奴手持扇子为她送著轻风。在她周围，扮成那西塞斯和美神的女官们，穿着薄如蝉翼的衣裳在轻歌曼舞。这一切，就像是图画中所看到的维纳斯一样。而且，从船上传来阵阵妙不可言的香味。看得出来，克丽奥佩脱拉为了这一次的出场，真是费尽了心机。当地的居民纷纷聚在岸边，想一睹这位艳后的风采。观众中发出了惊叹声，有人还说是艾芙洛迪特（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相当於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前来拜见戴奥尼索斯神（Dionysus）了。

相对于理性之神阿波罗（Apollo），戴奥尼索斯被视为感性之神，而被比喻为戴奥尼索斯的安东尼，请抵达塔瑟斯的「女神」共进午餐，克丽奥佩脱拉并未回绝，而是邀请安东尼前来船上进餐。安东尼接受了邀请。胜负就在此刻决定了。

克丽奥佩脱拉早就对安东尼的性格和才能瞭若指掌，而且将安东尼与凯撒作了比较。每一个非凡的女人，都必须面对她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现在克丽奥佩脱拉的情况也是如此。换句话说，真正优秀的男人，不会让女人任意摆布；而可以让女人在面前为所欲为的，只算是「次一级」的男人而已。克丽奥佩脱拉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关系到她以后的道路。是选择真正的男人，还是选择虽然没有一流才能但却可以操纵在手的男人呢？克丽奥佩脱拉选择了后者。而她以后的道路也就决定了。





这样，克丽奥佩脱拉不费一兵一卒就取胜了。为了确保这个成果，克丽奥佩脱拉邀请安东尼到亚历山大城作客，而安东尼也以私人访问的形式而不是以罗马地方长官的身份接受了邀请。这正中克丽奥佩脱拉的下怀。西元前41年秋，这位四十一岁的武将，投入了二十八岁的女王怀抱。

所谓待客之道，就是要提供客人无意识中希望得到的东西。不过，光是如此还不够。因为即使当时能够使客人满足，终究还是会有厌倦时。因此，除了向客人提供他无意识中希望得到的东西之外，还必须提供客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才能收到款待的最佳效果。

迎接了安东尼的克丽奥佩脱拉，当然已经把安东尼与凯撒作了比较。

凯撒有他独特的渡假方式。在休假期间，凯撒继续撰写《内战记》；对探索尼罗河的水源也显示出兴趣；他关心埃及的国情，同时考虑以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改革历法等等。总而言之，他是那种可以自主掌握、分配时间的客人。对美食，凯撒并未过分要求，而对东方皇室豪华的生活方式也没有表示出特別的兴趣。所以克丽奥佩脱拉所能提供凯撒的，就是作为凯撒年轻貌美的谈话对象，以及在游览尼罗河时为他準备美观舒适的游船等。

相比之下，对被动使用时间的安东尼，克丽奥佩脱拉则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提供。

首先，是皇宫豪华的生活。为了让客人的要求随时可以得到满足，御厨準备了与大宴会同样数量的材料。连日飨宴不断，餐桌上常常摆满了世界各地的山珍海味。有乐师、舞孃甚至有魔术师为宴席助兴。

其次，是安排罗马将军和埃及女王在尼罗河钓鱼。最初，安东尼因为鱼一直没有上钩而有点不悅。因此他命令奴隸潜在河底，将活鱼掛到自己的钓钩上。这样自然是满载而归了。克丽奥佩脱拉很快就察觉到了这一点，不过她还是不动声色，没有揭穿得意洋洋的安东尼，而是向他表示祝贺。然而，第二天，克丽奥佩脱拉就显示了她的杰作。与第一天一样，有奴隸潜入水底，将鱼掛到安东尼的钓钩上。不过这一次，安东尼钓上来的却是鱼干！可以想像起竿之时还是得意洋洋的安东尼，看到鱼干时的表情。最后，安东尼无奈地苦笑起来。而克丽奥佩脱拉和众侍从也都大笑起来，掩饰了尴尬的气氛。

这个举动，似乎是伤了安东尼的面子。然而，这正是克丽奥佩脱拉的过人之处。对着以笑容来掩盖难堪的安东尼，女王开口了：


「伟大的将军，钓鱼这些不足掛齿之事，交给渔夫们就行了。您要钓的，是都市，是王国，更是辽阔的大陆。」



克丽奥佩脱拉所给予安东尼的，早就使他迷醉了。

从不醉的凯撒身上嚐到失败的滋味之后，为了让安东尼迷醉，克丽奥佩脱拉大概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这样一来，却起了一种误导作用，就是使本来只有次席才能者，误以为自己也能够胜任主席的角色了。

西元前41年秋到前40年春，当安东尼在机智的埃及女王身边享受奢华的皇室生活时，由于安东尼的算计，屋大维不得不在艰苦奋战中度过了这个时期。因为就在此期间，安东尼的弟弟鲁奇斯和安东尼的妻子芙维亚在义大利中部的佩鲁西亚（Perusia）举兵反抗屋大维。这是安东尼为了动摇屋大维的统治所作出的安排。对没有战争才能的屋大维来说，光是镇压国内的反抗，就集中了他的全部精力。

安东尼的妻子芙维亚，是在罗马帝政时代史上添了热闹一笔的那种精力过剩的女性先驱。也许因为她几次结婚的对象都是罗马的风云人物，从而培养了她的政治兴趣。

芙维亚最初的丈夫，是护民官克洛狄斯，克洛狄斯出身於名门贵族，为了能够当上护民官，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身份而成为平民的养子。就任护民官之后，受当时尚在高卢作战的凯撒之讬，负责在首都罗马对抗元老院。克洛狄斯被米罗杀害之后，芙维亚与护民官古里奥结了婚。古里奥在高卢战役末期也成为凯撒的心腹，并成为对抗元老院的先锋。内战爆发后，古里奥在非洲战死，芙维亚又嫁给凯撒手下的将领安东尼。芙维亚的多次结婚在还没有基督教处女信仰的罗马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事。

安东尼派的反抗，使屋大维陷入了困境。因为屋大维本身并没有出色的军事才能，而阿古力巴也只有二十二岁。以这样的年龄，没有战斗经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且，阿古力巴也不像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凯撒，以及处於巅峰状态的庞培一样，是那种属于天才型的武将。凯撒指派给个性踏实可靠的屋大维的，是同样踏实可靠的阿古力巴。

不过，即使是踏实型的人，只要不放弃，最终还是可以收到成果。西元前40年2月底，这两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终于成功地镇压了叛乱。芙维亚和鲁奇斯逃往希腊，佩鲁西亚之战结束了。

但是，不重视收集情报的安东尼，当时尚未得知这个消息。他原打算在他妻子及弟弟将屋大维的势力动摇之后，再由自己来作「收尾」的工作，因此他率军离开埃及返回义大利。当他抵达布林迪西港之后，才得知妻子以及弟弟已经在战斗中败北。在布林迪西等待安东尼的，并非他想像中意志消沉的二十二岁年轻人，而是已经掌握了强大兵力的屋大维，足以应付在背地里对自己射冷箭的安东尼。

看到目前的情形，安东尼马上改变了态度。他将在佩鲁西亚举兵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妻子芙维亚身上。他对屋大维说芙维亚煽动他弟弟鲁奇斯起来反抗，而当时他自己对此是一无所知。逃往希腊的芙维亚得知安东尼的这个行为之后，忧愤而死。

二十二岁的屋大维当然不会相信安东尼的辩解。不过，当时也只好装出相信的样子。因为在佩鲁西亚的叛乱虽然已经平定，但是另一方面，庞培的次子塞格斯多斯的势力已经进一步扩大，他已经控制了与罗马相邻的西西里岛。




「布林迪西协定」



当年凯撒秘密指定屋大维为继承人之后，就将阿古力巴指派给了当时年仅十七岁的屋大维。屋大维从中领悟出了一个道理——缺乏某种才能并不一定是自己的不利之处；只要可以确立一种合作体制，利用他者的才能，就可以弥补本身的不足处。凯撒是否曾经就这一点对屋大维加以说明，虽然是无从考究，但是屋大维自身却从凯撒的作法中领悟出这一点。要使教育发挥出良好的效果，教与学双方的资质都很重要。

作为常胜将军的凯撒，从未遇到在开战前就可以预料到无法战胜的对手，所以他并没有作出妥协的必要。而对二十出头的屋大维来说，就有必要作出妥协了。他自身也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在斗争中生存，年轻的屋大维学会了使用外交手段，而且重用同辈的年轻人。

屋大维所提拔的外交人才，就是年轻的马西纳斯。当上屋大维的「外交大臣」的马西纳斯，出身於伊特鲁里亚（Etruria）民族；「国防大臣」阿古力巴则是出身於曾被罗马合并的义大利南部部族；而屋大维本身也并非出身於首都。这三位年轻人，组成了肩负建设罗马新时代重任的阵容。在布林迪西，安东尼和屋大维两人都是各怀疑心；而圆满地解决了两人之间关系的，正是马西纳斯，那就是「布林迪西协定」的成立。

以协定缔结地命名的「布林迪西协定」，明确地划分「第二次三巨头政治」中「三巨头」各自的势力范围。罗马世界被瓜分为三部分，安东尼统治东部，屋大维统治西部，而雷比达则负责统治南部的非洲。

腓利比会战之后所分成的三部分，与这次根据「布林迪西协定」所分成的三部分，在意义上有很大的不同。二年前的瓜分，是在消灭以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为代表的共和派最后抵抗之后，为了恢复罗马的秩序所作的瓜分。而西元前40年，在布林迪西的三巨头却一致同意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不可侵犯这一点。这一次，不是共同协力重建凯撒所遗留下的罗马世界，而是将帝国分割为三部分来统治。对屋大维来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排除安东尼的妨碍，之后才能继承父亲凯撒的遗志，统一罗马世界。

为了使「布林迪西协定」得到确实的保证，安东尼和屋大维结成了姻亲关系。

因为芙维亚之死又变成独身的安东尼，娶了屋大维的姐姐欧古塔薇亚为妻。而屋大维则与安东尼的前妻芙维亚与她最初的丈夫克洛狄斯所生的女儿克劳蒂亚订婚。安东尼离开埃及之后，克丽奥佩脱拉产下一对双胞胎，安东尼也已经得知了这事。但他还是与欧古塔薇亚举行了婚礼。

另一方面，屋大维只是订了婚而没有与克劳蒂亚结婚。这并不是因为他讨厌克劳蒂亚，而是为了更加善用结婚这个机会。因为在当时，他仍必须利用对政治前途有更大帮助的婚姻关系。就在八个月之后，机会终于来临了。

在拿坡里湾西部的米塞诺，庞培的次子塞格斯多斯、屋大维和安东尼缔结了「米塞诺协定」。选择米塞诺为谈判场所，是为了方便乘船前来的塞格斯多斯。

「米塞诺协定」的缔结，标志著庞培派对屋大维的敌对行为终于划下了休止符。

在这次谈判中，塞格斯多斯要求屋大维允许孟达战争结束后仍然追随他过流亡生活的人归国，并且恢复他们的公职。同时，割让西西里、萨丁尼亚、科西嘉三岛给塞格斯多斯统治。对这一位目前无法战胜的对手，屋大维同样选择了妥协和让步。

在米塞诺会谈中，安东尼担任了保证人的角色，作为「庞培二世」和「凯撒二世」和解的见证人，显示出安东尼的势力还是在两人之上。

处於强者地位的安东尼还同意屋大维与自己的继女克劳蒂亚解除婚约，与塞格斯多斯岳父的妹妹诗古莉宝尼亚（Scribonia）结婚。据说诗古莉宝尼亚比二十三岁的屋大维要年长许多。这次婚姻，使屋大维有了唯一的亲生骨肉——女儿尤莉亚。

与欧古塔薇亚结婚之后，安东尼恢复了罗马男子的生活。也许因为新婚生活是在雅典，安东尼脱离了克丽奥佩脱拉式的飨宴、乐师、舞孃，而过起一种朴实的生活，经常与哲学家们欢谈。安东尼的变化，使他的部下十分惊喜。这时，他们的女儿安东妮亚也出世了。可以看出，安东尼在这段时期极力回避克丽奥佩脱拉。他大概是打算在罗马继续这种生活而想忘掉克丽奥佩脱拉。那时的安东尼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成功远征帕提亚。部下们看到现在的安东尼，都放下了心中的石头。就这样，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二年的时光。




屋大维之恋



当四十三岁的安东尼在竭力忘却自己的恋情之时，二十四岁的屋大维却正经历著他的初恋情怀。

屋大维初恋的对象是比他小五岁的莉薇亚（Livia）。她已经与克劳狄斯·尼禄（Claudius Nero）结婚并且有了三岁的儿子台比留（Tiberius），而且当时正身怀六甲。






莉薇亚




莎士比亚所描绘的屋大维是位头脑清醒而冷酷的男子。然而现实中的屋大维并非如此。凯撒死后，屋大维一直不忘继承他的遗志。从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还是位充满热情的人。即使对方是身怀六甲的他人之妻，也无法阻止他的恋情。

当时，因为与庞培次子关系的恶化，屋大维已经与他政治婚姻的对象诗古莉宝尼亚离了婚。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为了自己倾慕的女人，直接与她丈夫谈判。

出身於罗马名门贵族的克劳狄斯·尼禄，将妻子让给了屋大维。西元前38年1月，两人举行了婚礼。新娘的前夫还是伴郎呢！三个月之后，莉薇亚产下一个男婴，取名为德路萨斯（Drusus）——这是克劳狄斯·尼禄家族常见的名字。

这一次的婚姻，还有其他与众不同之处。在罗马的上流社会中，女子再婚时通常不会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同住。但是，屋大维同时接受了三岁的台比留以及刚刚出世的德路萨斯。也许是因为屋大维想起自己从小就离开母亲身边与祖母生活在一起的情境，从而产生出的一种温情吧！

这对二十四岁与十九岁的夫妻，真正做到了白头偕老。这在罗马当政者之间，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被尊称为奥古斯都、成为罗马首位皇帝的屋大维，他的继承人，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二代皇帝，就是莉薇亚所带来的台比留。

不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就可以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结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屋大维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为了巩固自己在西部的势力范围，屋大维开始展开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他準备等时机一到，就与庞培的次子塞格斯多斯进行对决。不过，如果由屋大维亲自担任总指挥，则难以获胜。因此，他只好等待当时正在其他地方作战的阿古力巴返回之后再作最后的决战。

最后，屋大维终于成功地将罗马世界西部的最强对手塞格斯多斯·庞培击败了。然而，对屋大维来说，只是在战斗中获胜，并不等于完全消灭敌人。在这方面，屋大维与凯撒有明显的不同。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死后，「复仇」的旗号降下了，但是随之而来的也并非「宽容」。对屋大维来说，只有对手死亡之后，才算是真正消灭了敌人。庞培的次子塞格斯多斯逃到雷斯波斯岛之后，屋大维又命人将他杀死了。

看到屋大维的势力一步步地扩大，安东尼开始慌张起来。这时的安东尼已经四十有五了。在安东尼的地盘东部，虽然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发生，但是这样反而使国人对安东尼的印象逐渐淡薄了。而且，作为统治东方的理由之一的远征帕提亚一事，至今尚未有眉目。不过，只要成功地远征帕提亚，实现连凯撒都无法做到的这个伟大事业，就还有机会击败对手屋大维。安东尼终于开始行动了。

古代的史学家们说，安东尼之所以开始行动是因为收到克丽奥佩脱拉的来信。然而，在这四年之中，克丽奥佩脱拉不可能只给安东尼写过一封信。而是在这段期间中，安东尼大概为了忘却对埃及女王的恋情而做了最大的努力。现在的妻子欧古塔薇亚，可以说是罗马女性美德的化身，没有什么可以使他感到不满的。但是，美德并不等于女性的魅力。

安东尼终于决定远征帕提亚了。因此，他将即将临盆的妻子送回首都罗马，要她在罗马等待自己的归来。欧古塔薇亚丝毫没有他念，心甘情愿地服从了夫命，带着年幼的女儿和笨重的身躯返回了罗马。回到罗马之后，欧古塔薇亚并没有回到娘家，而是在夫家待产。同时，还要抚养安东尼与他前妻所生的子女。

西元前37年秋，安东尼向东方出发了。出发之前，他写信给克丽奥佩脱拉，要她前往安提阿与自己会面。

收到安东尼的信之后，克丽奥佩脱拉马上就从亚历山大城出发了。克丽奥佩脱拉带给安东尼的，除了远征帕提亚用的大量物资和资金之外，还有安东尼尚未见过面的、他与克丽奥佩脱拉所生的一对双胞胎。




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的结婚



这是隔了四年之久的再会。这一会，使安东尼又成为克丽奥佩脱拉的俘虏。这时的克丽奥佩脱拉已经下了决心，不再继续只是作情人的身份。因此，她向安东尼提出了结婚的要求。之后，两人就举行了希腊式的婚礼。安东尼正式承认与克丽奥佩脱拉所生的双胞胎为自己的嫡子。双胞胎的男孩取名为亚历山大·赫利阿斯，女孩取名为克丽奥佩脱拉·塞勒涅（Selene）。赫利阿斯为太阳的意思，而塞勒涅则是月亮的意思。克丽奥佩脱拉和凯撒所生的儿子，埃及人称为“Caesarion”（意思是小凯撒），真正的名字为托勒密·凯撒。安东尼也成了他的监护人。

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按照希腊的传统，命人铸造刻著两人肖像的纪念金币。在希腊发行的纪念币，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的肖像分別模倣了戴奥尼索斯和艾芙洛迪特的形象；而在埃及所发行的纪念币，则是模倣爱色斯神（Isis）和奥斯里斯神（Osiris，Isis之丈夫）的形象。

 




 




安东尼和克丽奥脱拉铜币的正反面（约西元前34年~前33年）




此外，安东尼还将东方诸地的统治权送给克丽奥佩脱拉，作为结婚的礼物。其中的大多数，是罗马的属省以及被罗马所承认的同盟国诸侯的领地。不过，据说安东尼唯一不肯答应送给克丽奥佩脱拉的，就是希律王的领地——犹太。就这样，克丽奥佩脱拉以结婚的名义，恢复了二百年前埃及处於极盛时期的大多数领地。

罗马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目瞪口呆。根据罗马的法律，重婚是违法行为；况且安东尼还将罗马霸权之下的很多地方都送给了不过是罗马同盟国的埃及！罗马人都为这个意外消息所震惊。但是，安东尼却以为，只要可以成功地远征帕提亚，罗马人那时即使无可奈何，也只有接受他的作法了。

克丽奥佩脱拉并非绝色美女，但却善于利用她的魅力，确实可以称得上绝顶聪明。但是，克丽奥佩脱拉是否称得上真正有智慧的女人呢？

首先，克丽奥佩脱拉缺乏对现状的认识能力。如果罗马打算将埃及并为属省，那么在西元前63年，当庞培在东方称霸时，完全可以像对待叙利亚塞流卡斯王朝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埃及划入属省。而罗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并非因为畏惧埃及的国力，则是有罗马的如意算盘。

对在军事上处於罗马霸权之下的国家，只要国内的情势安定，罗马一般都会承认该国以独立国的形式存在。即使缔结了同盟关系，也不会干涉内政。这是罗马对外政治的基本方针。如果将某地属省化，虽然可以从该地征收属省稅，但是罗马必须派遣总督负责处理该国的内政和防卫。而同盟国的形式对双方来说，在安全方面都得到保障，至於内政以及本国防卫所需要的费用，也是由同盟国自己负担。

对罗马人来说，埃及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理想的同盟国。因为埃及与马其顿、叙利亚以及其他的希腊文化圈诸国不同，内政一直处於安定的状态。因为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以巧妙的政策统治这个国度。对埃及人，托勒密王朝以神的化身君临天下；而对居住在首都亚历山大、掌握埃及经济牛耳的希腊人，托勒密王朝则以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马其顿血统继承者形象统治埃及。克丽奥佩脱拉也是马其顿王室常见的女子名，而不是埃及自古以来固有的名字。而克丽奥佩脱拉本身，除了在埃及传统的祭典中以短发的形象出现之外，平时的发型都是希腊式，服装也属于西欧式。实际上，在遗留下来的克丽奥佩脱拉像中，以短发形象出现的仅有一幅，其他的都是希腊式的女性形象。而克丽奥佩脱拉普遍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短发形象，大概是从莎士比亚的时代开始，为了强调具有异国情调的舞台效果而创造出来的吧！就像《奥赛罗》中的主角，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黑人一样，对北方国家的英国观众来说，没有什么比埃及女人和黑人更富有异国情调的故事主角了。

这样，托勒密王朝以它独特的方式统治埃及。而对罗马人来说，只要内政安定就足够了。之前，克丽奥佩脱拉的父亲因为内部纷争被逐出首都时，当时罗马的两大实力者——庞培和凯撒合力对他提供军事援助，使他得以恢复王位。历来的埃及统治者都必须是神的化身，罗马人没有理由登上埃及的王位。而且，就罗马人一向的观念来说，罗马人不出任埃及王，对埃及的安定，是最为稳妥的策略。

凯撒对埃及的政策也完美无缺地做到了这一点。对罗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使埃及的内政安定，而不是由谁来继承王位。凯撒让克丽奥佩脱拉继承王位，是因为在有王位继承权的两位王子和两位王女之中，只有克丽奥佩脱拉与杀害庞培一事无关。身为罗马人，如果让杀害罗马人者继承王位，即使是三岁小孩也知道本国的罗马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然而，克丽奥佩脱拉却以为凯撒的决定是因为她本身的魅力，於是影响到她此后的认识能力。而凯撒并不是让身边的女人可以为所欲为的男子，所以在凯撒生前，克丽奥佩脱拉即使有很大的野心，但并没有犯错的机会。

现在，凯撒被杀了。而且，在凯撒的遗书中，对与自己所生的儿子（不过，这也是在凯撒被杀之后才公开说是凯撒之子的）——小凯撒，却是只字未提。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克丽奥佩脱拉强烈地感受到了身为一个女人的愤慨和屈辱。

不过，克丽奥佩脱拉似乎并没有理解到凯撒的真情。维持情人的关系，而且没有公开承认小凯撒为嫡子，是一种保护克丽奥佩脱拉王位安泰的举动。而克丽奥佩脱拉似乎没有理解到凯撒的这种爱情。因为埃及王家的存亡，终究是掌握在罗马手中。只要罗马愿意，什么时候都有可能以武力在埃及称霸。凯撒这样做，正是不想刺激罗马人的神经。

然而，克丽奥佩脱拉似乎是怀着一种报复凯撒的心态，与安东尼正式结婚，所生的子女也得到了正式承认。就这样，克丽奥佩脱拉朝向自我灭亡之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同为女性，本人并无意以浅薄这类辞汇来形容女人。然而，在跨出这决定性的一步时，克丽奥佩脱拉已经是三十二岁了，似乎很难用年轻、没有经验来为她辩解。

当时在地中海世界，大概没有人可以拥有像克丽奥佩脱拉一样多的财富；在当时的罗马，大概也没有任何一座建筑物可以与亚历山大王宫的豪华媲美；而在地中海的任何一地，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亚历山大港那样设备齐全的港口。凯撒在看过这个港口之后，为了建设奥斯提亚港，还将埃及的技师请到了罗马。

在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居住很多掌握强大经济力量的希腊人，亚历山大也因此而成为东地中海最为繁荣的都市。市场中的商品琳琅满目，热闹非凡。

但是，不知道克丽奥佩脱拉是否理解，这些事物和现象并不等于国力。国力不仅指表面上的这些事物和现象，而是像蕴藏于地下的水源一般，在必要时随时都可以汲取。克丽奥佩脱拉似乎是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克丽奥佩脱拉是否以为以埃及的富庶和安东尼作为武将的力量，就可以击败继承凯撒的遗志、正著手进行凯撒生前伟大构思的屋大维呢？

此外，埃及女王的「浅薄」，还打乱了安东尼远征帕提亚的计画。




远征帕提亚



对罗马人来说，远征帕提亚，有以下两点意义。首先，为败北的克拉苏和罗马军团雪耻。第二，战胜帕提亚，就可以确定幼发拉底河的防卫线。而只要可以确立这个防卫线，罗马世界东半部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因此，远征帕提亚的目的，并非为了占有帕提亚。但是，克丽奥佩脱拉却起了占领帕提亚的野心。在她的影响下，安东尼改变了罗马一贯的战略从原来的攻击→撤退，转变为攻击→占领。这样一来，远征的方式也就完全改变了。然而安东尼却无法对他的将领说明这一点。身为罗马人，将领、士兵会为确立罗马的防卫线而战，但绝不会为了他国的女人而战。所以西元前36年春的远征帕提亚，从一开始就以不明朗的方式进行了。

为了远征帕提亚，安东尼準备了克拉苏之时三倍以上的兵力。即使只是重步兵，也有十六个军团的六万士兵，全部由罗马人组成。

还有从高卢和西班牙所招募的一万名骑兵。

此外，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东方诸王侯也派出了四万多名兵力。

仅是士兵人数就有十一万名之多。而且，还带着大量的攻城武器，称得上是一次浩浩荡荡的大远征。

另一方面，準备迎击的帕提亚军，拥有四万名骑兵。总指挥为已经归化帕提亚的希腊人莫那索斯。如果只从兵力上作比较，罗马军无疑地有压倒性的优势。身为最高司令官的安东尼对此是深信不疑，而随行到中途后又返回亚历山大、準备等待安东尼凯旋归来的克丽奥佩脱拉对此也是深信不疑。

当时的帕提亚也并非处於最佳的迎击状态。一方面是因为持续不断的王室内讧，另一方面是因为帕提亚已经没有像克拉苏时代的斯雷那斯一样的天才将领。不过，当他们一向自豪的重装骑兵在与安东尼派出的先遣军交锋中败下阵来之后，他们也从中吸取了教训。从安东尼决定远征帕提亚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年。而在这四年之中，帕提亚军的主力，已经从原来以长矛为武器的重装骑兵转为以弓箭为武器的轻装骑兵了。这与十七年前击败克拉苏军的战力构成类型一样。但是，不重视蒐集情报的安东尼，并不知道敌方战力构成的这一变化。

另外，这次远征的真意已经从确立幼发拉底河的防卫线变成了征服帕提亚。虽然安东尼对他的将领隐瞒了这一点，但是，随军出征的东方王侯们却看透他的真意。他们都不愿为埃及女王的野心卖命，最后竟都站到了帕提亚一边。对这些诸侯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远征是为了确定防卫线，远征成功之后自己的地位也会得到保障；而如果远征是为了确立埃及的领有权，那么他们就连现在的地位都得不到保障了。

按照罗马军的传统，在远征时，除了拥有罗马军团这个优秀的主战力之外，往往会争取远征地周边的诸侯以及各部族的支持，共同击败对手。即使是凯撒，也没有忘记树立与各同盟部族的共同战斗体制。但是安东尼却忽视了这种在采取实际军事行动之前所必须完成的政治外交。这并非因为没有时间，而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必要性。在这方面，克丽奥佩脱拉也与安东尼一样无知。

结果，本来应该是罗马军与中东联军对帕提亚的战争，却变成了罗马军对帕提亚和中东联军的战争。

归根究底，安东尼只不过是属于军团长级的人才而已。作为军团长，只要执行最高司令官的战略战术即可。远征帕提亚是安东尼第一次以最高司令官的身份指挥战斗，但是却不能以经验的有无作为辩解的理由，因为这正是证明一个人的资质和才能的机会。另一方面，曾经煽动这位人物说：「您应该钓的不是鱼，而是王国、大陆」的克丽奥佩脱拉，是否像世人所说的那样优秀呢？克丽奥佩脱拉不仅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对埃及民众所使用的语言也十分精通。但是，可以自由使用多种语言，并不一定等于具有很高的智慧。

如果简单描述安东尼的远征帕提亚，从西元前36年3月的出发到10月底的撤退，情形大致如下。这里只做简单的描述，是因为从整个过程来看，已经没有详述的必要。

在幼发拉底河西岸行军的安东尼军，在渡河之后，遇上了一连串不祥的事。

帕提亚军并没有直接攻击罗马军，而是袭击了罗马军的物资输送队，消灭了负责守备的两个军团。最后，物资被敌军夺走，攻城用的武器全被烧毁。此后，帕提亚军的攻击也集中於切断罗马军的补给这一方面。

安东尼只好命令在当地筹集兵粮。但是在敌地的筹集兵粮必然会导致士兵的牺牲。为了筹集兵粮而派出的东方士兵之中，很多人最后都没有回到军营。

到了8月，天气变得十分炎热，而饮用水和兵粮都处於不足的状态。安东尼开始考虑撤退了。但是自尊心使他没有作出撤退的决定。在作战会议上，大多数的意见都倾向於撤退，而身为最高司令官的安东尼却主张展开会战。

帕提亚的司令官也作了应战。但是，当未能击溃罗马军的重步兵，反而损失了八十名骑兵之后，帕提亚军就马上撤退了。自此以后就不再应战，而是一边进行游击战，一边等待罗马军力量的消耗。

到了10月，有多处沙漠地带的中东，夜里已经变得寒冷难忍。最后，安东尼也只好决定撤退了。这一次的撤退虽然十分艰苦，但是并没有重蹈覆辙而出现像当年克拉苏军一样的惨状，是由于安东尼的武将之才。即使如此，在向北迂回撤退的过程中，为了躲开帕提亚军的轮番袭击，还是损失了八千名的兵力。

11月，罗马军逃回了安提阿。那时，作为主要战力的军团兵，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次的远征没有进行过一次正式会战，所带去的攻城武器也完全未派上用场就被烧毁。归来之后，安东尼唯一的行动，就是派出急使前往埃及，要求克丽奥佩脱拉前来安提阿与自己会面。这位处於绝望之中的四十六岁男子，现在最需要的，似乎就是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怀抱了。

罗马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获悉了远征帕提亚失败的事。当时的屋大维和阿古力巴正在压制亚德里亚海东岸的伊利利亚地区，这次的压制对屋大维十分重要，关系到是否可以掌握亚德里亚海的制海权问题，所以他无法、也不想派兵支援处於困境之中的安东尼。但是欧古塔薇亚却以很快的速度购入了支援物资，并準备了必要的军用资金，甚至还雇了二千名佣兵，打算亲自送到安东尼之处。欧古塔薇亚认为，自己才是安东尼的正妻，帮助丈夫摆脱困境，是妻子应尽的义务。

当欧古塔薇亚抵达希腊的雅典时，收到了安东尼的信。信中要欧古塔薇亚派人将物资和资金送到安东尼之处，但却命令她本人返回罗马。这一次，欧古塔薇亚还是二话不说就服从了丈夫之命。

但是，屋大维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却被激怒了。他写信给欧古塔薇亚说没有必要为安东尼独守空房，更没有义务抚养安东尼与他前妻所生的子女。但是，弟弟的关心和忠告，也没有使欧古塔薇亚改变。

欧古塔薇亚一心为了丈夫而采取了以上的行动。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那就是导致了安东尼在罗马声望的低下，即使是对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明争暗斗并不关心的一般民众，也都因为安东尼对欧古塔薇亚的漫不经心而感到愤慨。因为在罗马人心目中，欧古塔薇亚是位完美的模范之妻。而现在安东尼为了外国女人而以如此冷淡的态度对待罗马的女子，对罗马人来说，简直就像自己被侮辱了。

为了在罗马世界西部称霸而正在对伊利利亚一带进行压制的屋大维，注意到了罗马人民感情上的这个变化。二十八岁的屋大维心中起了这样一个念头：什么时候，要好好利用人民的这种感情。




在异国的凯旋式



在第Ⅳ册的开头，曾经介绍过萧伯纳这样的一段话：


「即使是能够深切刻划人性弱点的莎士比亚，也无法了解如凯撒这等人物的伟大。《李尔王》固然是部杰作，而《凯撒大帝》却是失败之作。」



从萧伯纳的观点来看，莎士比亚的另一部作品《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就必定是部杰作了。

远征帕提亚的失败，使安东尼十分气馁，丧失了以往的自信。就在此时，克丽奥佩脱拉赶到了，同时带来了败军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资金。之前，安东尼命令欧古塔薇亚派人将物资和资金送来，但却要她本人在中途返回罗马。与此不同的是，克丽奥佩脱拉本身的存在对安东尼来说已经变为必不可少的了。另一方面，如果安东尼不能再度振作起来，克丽奥佩脱拉也就必须面对自我灭亡的命运。

三十四岁的克丽奥佩脱拉想方设法激励安东尼，说败北已经是过去的事，要他鼓起勇气，重振旗鼓，再次进行远征。但是安东尼本人以及他部下的将士，都已经失去了再次进攻帕提亚的自信和意志。所以这一次远征的目的地，选择了与帕提亚势力悬殊而容易对付的亚美尼亚王国，并将远征亚美尼亚的时间定于一年之后的西元前43年春季。送安东尼出征之后，克丽奥佩脱拉首先返回埃及，在亚历山大等待安东尼凯旋归来。

在形式上，这是远征亚美尼亚，但那只不过是率军前往亚美尼亚而已。那时的帕提亚国内发生王室内讧，正处於混乱的状态。而安东尼也只是打算趁着帕提亚军再编组之前结束军事行动，所以连一次真正的正面挑战都没有进行过。安东尼只是匆促地与亚美尼亚王缔结和约就率军撤离了。另外，这时的安东尼，已经无法长期离开克丽奥佩脱拉了。

这次的讲和，是在亚美尼亚和安东尼所代表的罗马之间缔结了和约。本来对罗马人来说，这完全没有什么不好之处。然而，安东尼以巩固与亚美尼亚的和约为名义而做出的一件事，却触怒了罗马人。那就是让亚美尼亚王的女儿和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所生的儿子订婚。安东尼所率领的是由罗马公民所组成的罗马军团，也就是国家罗马的公共财产而不是安东尼的私有财产，不允许为了私人目的而被利用。安东尼的声望在国内一落千丈。另外，女人的浅薄更加速了安东尼的灭亡。

这次远征亚美尼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凯旋可言。但是克丽奥佩脱拉却决定为庆祝安东尼成功远征亚美尼亚举行凯旋式。凯旋式的场所定在埃及首都亚历山大，而这又成了让罗马人激愤的原因。

克丽奥佩脱拉是否真正理解凯旋式在罗马人心中的意义呢？

对罗马人来说，凯旋式不仅是从战场归来的将兵以及欢迎他们的市民们共同庆祝胜利的一种仪式。凯旋的行列会登上卡匹杜里诺丘，向诸神祈祷并表示感谢，才能完成最后的仪式。简单地说，人们互相庆祝并向诸神表示感谢，这才是罗马人心目中的凯旋式，而并非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举行的一种仪式。如果仪式不是在罗马公民所居住、同时是他们守护神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在首都罗马举行，凯旋式就失去了意义。罗马人是多神教的民族，对埃及人的主神奥斯里斯和爱色斯并不排斥，但是罗马人终究还是认为自己的守护神——朱比特、朱诺、米勒华和马尔斯比较好。如果克丽奥佩脱拉是为了反抗罗马固有文化而强行在亚历山大举行凯旋式，那简直是令人怀疑她智慧的愚蠢之举。而安东尼即使是因为自己所爱女人的要求，身为罗马人却在埃及举行凯旋式，简直就像西塞罗所评论的一样，「肉体和头脑都只像剑斗士一样」。有智慧的人即使无法将某种外来文化接纳入自己的文化之中，也会尊重它固有的文化。

按照罗马的方式，载着凯旋将军的战车由四匹白马牵引著，在埃及民众以及住在首都亚历山大的希腊人的围观之中，来到了王宫前面。在那里，克丽奥佩脱拉扮成爱色斯女神，坐在高高的、以黄金做成的宝座等待安东尼的到来。这是安东尼四十八年以来第一次举行属于罗马男子最高荣誉的凯旋式。那一年，在异国所举行的凯旋式，对安东尼来说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凯旋式。

在克丽奥佩脱拉身旁放置著一座同样以黄金做成的宝座。从战车上下来的凯旋将军，坐到了宝座上。两人的左右是稍低的四个宝座，分別坐着十三岁的少年——小凯撒、六岁的双胞胎以及刚满二岁的幼儿。双胞胎以及幼儿是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所生的子女。身为罗马人的凯旋将军——安东尼，当众宣布了以下的事项：


一、克丽奥佩脱拉曾经与凯撒正式结过婚，因此两人所生的儿子、十三岁的托勒密·凯撒为凯撒嫡子。




二、克丽奥佩脱拉是王者中的女王，托勒密·凯撒则是王中之王。




三、六岁的亚历山大·赫利阿斯，拥有幼发拉底河以东的亚美尼亚王国、米底亚（Media）以及帕提亚王国；同为六岁的克丽奥佩脱拉·塞勒涅拥有昔兰尼加和利比亚的两个王国；两岁的托勒密·费拉德佛斯则拥有叙利亚和西里西亚，也就是说，安东尼将从幼发拉底河到海列斯庞特海峡（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之间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都赠给了克丽奥佩脱拉的子女。




四、包括以上所有领域的埃及帝国，由克丽奥佩脱拉和托勒密·凯撒共同统治。



这个消息传到罗马时，罗马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根据史学家的记载，当时的克丽奥佩脱拉可说是得意绝顶。安东尼终究只是安东尼，以一个将军的身份，竟将处於罗马霸权之下的地中海世界的东半部，也就是罗马的属省以及同盟国，赠给了自己所爱的女人克丽奥佩脱拉。而要求并接受了这一切的克丽奥佩脱拉，她的身份并非只是个单纯的女人，而是身为一国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一点上却看不出她自觉到身为一国之君的责任。是否因为过分的自尊，使她丧失了对现状的认识能力呢？

正式宣布决定之后，安东尼给在罗马的欧古塔薇亚寄去了要求离婚的信函。同时，又对屋大维正式提出了将罗马帝国全体一分为二的要求。

当大多数的罗马人都为安东尼的举动而目瞪口呆之时，屋大维却没有失去冷静。这位三十岁的年轻领导者对安东尼的要求，并没有任何正面的答覆，既没有拒绝也没有对他加以非难。但是，他利用自己执政官的身份马上召集了元老院会议。在元老院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西元前43年所缔结以五年为期限的「第二次三巨头政治」，在西元前38年期满之时已经以五年为限更新过任期，之后将不再更新。




二、安东尼所有的决定，因为未得到元老院的许可，宣告无效。




三、将罗马世界一分为二，违背已故凯撒的遗志，所以未被列入议题。



屋大维用以上的方式对安东尼作出回应之后，又返回了伊利利亚战线。屋大维已经预料到早晩都会与安东尼进行最后的对决，所以在此之前，必须首先征服伊利利亚。而与安东尼对决的初期，宣传战比刀光剑影的实战更重要。已故凯撒的年轻继承人——屋大维，不仅知道等待时机，更深知不能坐待时机成熟。进行宣传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罗马的舆论都反对安东尼、反对克丽奥佩脱拉。在元老院会议上结束三巨头政治的决议案，等于成功地剥夺了安东尼的正式地位。不过，光是这一点还不够。必须在情感上使民众起来反对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才能使屋大维对抗他们的立场得到巩固，同时将对他们的宣战正当化。




对决



从十八岁就成为凯撒的继承人，开始肩负重任的屋大维，到了西元前33年秋，也迈入了而立之年。正如凯撒从一开始就看出的一样，屋大维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才能，而凯撒从他身上看出来并且使他成为凯撒继承人的理由，就是他身上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当时，为了弥补屋大维在军事方面才能的不足，凯撒为他指派了得力助手阿古力巴。进入而立之年的阿古力巴，在十七岁时就受到凯撒赏识的军事才能，这时也开始开花结果了。证据之一，就是他和屋大维同心协力，在伊利利亚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完全地控制了罗马世界的西半部。这也证明了两人的合作开始完美地发挥效力了。

伊利利亚地方，就是现在的斯洛伐克、克罗埃西亚以及波斯尼亚一带。控制了这些地方，就相当於取得了亚德里亚海的制海权；同时，义大利半岛，也就是罗马本国的安全就得到了保障。所以，屋大维和阿古力巴两人在伊利利亚战役中的获胜，理所当然地受到所有住在义大利半岛的罗马人欢迎。人们都认为，与那位将近五十岁、却只知对外国女人言听计从的安东尼相比，只有三十岁的屋大维更替罗马人著想。在伊利利亚战役中，屋大维虽然身为最高司令官，身上却有两处受伤。这也使他在民众面前树立了具有强烈责任感的领导者形象。

此外，在伊利利亚战役中获胜之后，屋大维忠实地遵循罗马的传统，在首都举行了凯旋式。看了屋大维的凯旋式之后，市民们自然会想到在异国首都举行凯旋式并向异国之神报告胜利的安东尼。况且，安东尼当时所感谢的，就是扮成爱色斯女神的克丽奥佩脱拉。埃及的王者，都是以神的化身出现，对埃及人来说，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罗马的人民看来，那是一种无视祖国、反国家的行为。

按照罗马的传统，为了将自己的功绩遗留后世，同时也为了感谢与自己共同创造功绩的全体成员，凯旋将军往往会建造某种建筑物捐赠给国家。苏拉建造了官厅街，庞培建造了罗马最初的石造剧场，而凯撒对集会广场进行扩建，并留下众多的公共建筑。屋大维也遵循了先人的这个传统。而且，不但是由他一人进行，还让阿古力巴和马西纳斯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另外，屋大维不只是著手建造引人瞩目的新建筑物，而且还进行了重要而且实在的工作——修缮固有的公共建筑。

在建设首都的给水系统「尤莉亚水道」的同时，也修复了既存的「马鲁奇诺水道」；在建设「屋大维回廊」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修整庞培剧场；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继承凯撒的首都再开发构想时，也采纳了马西纳斯的建议，在艾斯奎里诺丘建造公园，捐赠给市民。

重视现有公共建筑物的修复，并非屋大维的独创。罗马人是非常重视充实公共设施的民族。不但热心於建设，而且热心於维持。无论是上下水道、街道还是神庙，为了尽可能长久地保存这些建筑物，罗马人意识到修缮工事的必要性，并且拥有非常高明的维修技术。在罗马的石碑上，不仅记载建设者的名字，很多还记载修复者的名字，这说明了罗马人充分认识到维修的重要性。

屋大维忠实地继承了罗马人的这个传统，而这比只是建造新的建筑物更能给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民众感觉到他适合於作为罗马的指导者。相反的，安东尼没有为国家建造、修复过任何公共建筑物。

在罗马市内，自从凯撒被杀之后就完全中断的建设，经过十一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了。而屋大维又开始了他的另一个行动，一种凯撒不可能做出的不公平举动。但是，屋大维并不是凯撒。他公开了安东尼放在女祭司长处的遗书。

遗书公开之后，罗马人受到了双重的冲击。


第一，安东尼将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了他与克丽奥佩脱拉所生的子女，而完全无视与芙维亚以及欧古塔薇亚所生的子女。芙维亚和欧古塔薇亚都是罗马上流社会的女子，这表明了安东尼没有承认这两位与自己正式结过婚的对象。安东尼的这个举动，大大伤害了罗马人的感情。




第二，安东尼指定自己将来的葬身之地为亚历山大。



古代的罗马人与现代的日本人，有些奇妙的相似处：喜欢温泉、室内的装饰都偏向於简朴、遗体一般都以火葬方式处理、希望自己的遗骨可以埋葬於故里等等。在埃及被杀的庞培，遗骨也被送回了义大利；在非洲自杀身亡的小加图骨灰也回归了故里；而在希腊自杀的布鲁图斯，遗骨也被送到了他母亲之处。而像凯撒那样，对自己的葬身之地毫不关心的人物，在罗马人之中是个例外。对普通的罗马人来说，选择墓地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在罗马人看来，选择异国作为自己葬身之地的安东尼，可说已经不再是罗马人了。出生于罗马的安东尼，没有选择有诸神守护的罗马而选择亚历山大作为将来的安眠之地，这无异是对罗马诸神的侮辱。同时也使人们认定如果安东尼获胜之后，一定会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到亚历山大。

而安东尼选择亚历山大作为自己将来的安眠之地，只不过是出于他对克丽奥佩脱拉的眷恋而已。但是，安东尼本身并非一介市井小民；而他希望将来可以相依为眠的女人，也并非埃及的一介市井小民。与凯撒那份具有政治意味的遗书一样，安东尼的遗书也具有政治性。遗书公开之后，即使是罗马的一般民众，也都对安东尼产生了轻蔑、对克丽奥佩脱拉充满了憎恨之情。屋大维的宣传工作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与此同时，安东尼正在小亚细亚的繁华都市爱菲索斯（Ephesus），每天与克丽奥佩脱拉形影不离，过着东方君主一般的奢华生活。对西部正日益高涨的反对自己的声浪，他似乎是没有丝毫的担心。而克丽奥佩脱拉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但不紧张，反而加以嘲笑。

不过，这两人的乐观，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在埃及人面前以神的化身进行统治的克丽奥佩脱拉，对居住在首都为数众多的希腊人以及散布在东方全域的希腊人，一直扮演著马其顿王家继承人的角色。都市国家衰退之后的希腊人，就像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热那亚人一样，可以用「国破山河在」来形容。国家灭亡了，但是人民还是健在。希腊人是具有出类拔萃的航海技术和商业才能、无论在何处都可以生存的民族。与热那亚人的不同就是希腊人曾经是创造并支配了一个时代的民族。而他们也自觉到这一点。在罗马人的霸权下生存，虽然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心中还是有身为二等民族的遗憾。如果克丽奥佩脱拉可以使安东尼成功地将地中海世界的东半部从罗马的霸权之下独立出来，那么对希腊人来说，这也是恢复主导权的绝好机会。

但是，克丽奥佩脱拉对希腊人的协助寄予信赖，只能说是她对历史没有理解。无论身处何处，都可以靠个人的力量生存的国民，往往缺乏维持所属共同体的意愿。此外，长期处於衰退之中的民族，并没有再振衰起弊的例子。如果有，就必须动大手术，从改变国家的构造著手。而这样做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未来得及看到大手术的结果就撒手人寰了。此后的希腊人，已经没有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的活力，尤其是已经丧失了军事能力。即使是赞成与罗马人敌对，却没有人真正愿意为此走上战场。

但是，克丽奥佩脱拉却以为，以埃及的富庶、希腊人的后援、安东尼的军事才能，就可以战胜尚未进入衰退时期、对维持共同体有充分意愿、而且会不辞劳苦征战的罗马人。克丽奥佩脱拉也只不过是像凯撒所说的一样，是「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的」人而已。有著凯撒那样的情人，却似乎未从凯撒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準备



西元前32年，三十一岁的屋大维预感到最终的决战就要来临了。这不是决定胜败的局部性战争，而是决定罗马世界的霸权将落入谁手的真正决战。

在这一章的前面也提过，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抗争，并不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产生的斗争，而是围绕着权力所进行的斗争。而这种斗争，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不容易。因此必须以高薪等条件来吸引士兵，很难保证军队的素质。刚刚跨入而立之年的凯撒继承人——屋大维，以非常巧妙的手段，成功地将个人之间的抗争转换为国家之间的斗争。

那就是使罗马人相信，敌人不是安东尼，而是将罗马人的将军变为佣兵队长的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因为这不是完全没有证据的谎言，所以并不难从中操纵。但是，此后的决战并不像罗马的民众所相信的那样，也不像克丽奥佩脱拉所以为的那样，是东方全力与霸权者罗马作最后抵抗的战役。

东地中海世界并没有全力对罗马应战。罗马世界东部的诸王侯，没有一人为了迎击屋大维而加入安东尼的军队参战。在安东尼强求之下，他们虽然派出兵力，但是这些世故的王侯，已经知道这次决战是因为克丽奥佩脱拉的野心所致。同时，他们还看透了这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个人之间的一场斗争。

在此之前，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所犯下的错误，都被屋大维一点点地加以利用了。屋大维深知执拗的宣传可以产生最佳的效果。他不但在首都，还在各地方展开弹劾的演说，甚至将在罗马的弹劾演说记录，张贴在庞贝、拿坡里、比萨以及佛罗伦斯等地的中央广场。

同年秋天，屋大维当选为「保卫国家罗马、消灭敌国埃及的最高军司令官」。

这样一来，屋大维和安东尼围绕着凯撒继承权所进行的权力斗争，就正式转变为罗马与埃及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了。

安东尼在凯撒时期的同僚波里奥和普兰克斯等人，也在此时与安东尼分道扬镳了。他们的离去，使士兵的心也开始背离了安东尼。

不过，安东尼大方而且性格善良，是位受士兵爱戴的将军。士兵们虽然已经预料到必须与祖国的正规军作战，但还是有很多人都留了下来。同时，他们也知道障碍所在。因此，士兵们派出代表来到安东尼处，对他提出了忠告。建议让埃及女王返回埃及，而不能让她参加战斗。安东尼当时并未马上作出答覆，但士兵们的建议最终还是未被采纳。这是因为克丽奥佩脱拉本人不愿就此返回埃及。终于就要与罗马决战了，这使克丽奥佩脱拉十分兴奋，因为她深信，安东尼一定会获胜。

当安东尼在小亚细亚的爱菲索斯作準备时，屋大维也正在义大利加紧最后的準备。这时，屋大维发挥了凯撒当初在他身上看出的潜能。安东尼以埃及的资金以及从东地中海诸国所征收的属省稅，组织了兵力和军舰。而屋大维在向公民征收临时稅的同时，还成功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屋大维向全体公民和解放奴隸分別征收了相当於年收入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特別临时稅。平时，罗马公民和解放奴隸都免缴相当於所得稅的直接稅。而现在却要缴纳年收入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稅款，这对纳稅人来说，是相当沉重的负担。在有些地方，甚至几乎因此而发生暴动。

不过，屋大维对此早已有所準备。就是免除愿意服役的公民和解放奴隸的临时稅，也没有增加间接稅；而且在属省稅方面也没有作出任何更改。这样，就产生了以下的效果：


一、无论是以缴纳临时稅还是以服役的形式，罗马本国的全体人民，都共同参与了消灭祖国敌人的战争。




二、没有改动间接稅，明确地表明了临时稅只是在战争期间的一种特別措施，而消除了民众的不满。




三、没有改动属省稅，获得了属省居民对这次战役的支持。使属省的安定在屋大维和安东尼决战期间，可以得到保障。



这样，以地中海为「内海」的罗马世界西部，形成了坚固的联盟。另一方面，安东尼的营地，也从爱菲索斯向萨摩斯岛、雅典逐渐向西移动。在安东尼的大本营中，每天都举行盛宴，这是克丽奥佩脱拉为了使容易变得消沉的安东尼重新振作起来所作的安排。进入知命之年的安东尼，这时的生活，可说是日日美酒佳肴，夜夜笙歌不绝。

另一方面，在罗马卡匹杜里诺丘的神庙中，屋大维正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按照传统进行出征之前的仪式。祈求诸神守护罗马，使罗马军得胜回朝，并在诸神面前向敌人宣战。在仪式之中，罗马人安东尼的名字，一次也未被提及。被称为敌人的，是敌国埃及的女王克丽奥佩脱拉。

安东尼在雅典的外港皮留斯集结了海军，而屋大维的海军集结地则在义大利南部的塔兰托和布林迪西。西元前32年，兵力集结完毕。凯撒之子与以前的副将，终于要决一雌雄了。这时，两人分別为三十一岁和五十岁。




「亚克兴角海战」



西元前48年，凯撒渡海前往希腊与庞培对决时，辞去了独裁官的职位而以执政官的身份出征。西元前31年，进军前往安东尼所在的希腊之前，屋大维强行让元老院选他为当年的执政官。而根据罗马法，是不允许隔年就再参加执政官选举的。因为在共和政体之下的罗马，执政官是最高的职位，即使是独裁官，也只是个特別职位而已。之前，由安东尼、雷比达和屋大维所组成的「第二次三巨头政治」，至此已经丧失了效力。安东尼的处境，就变成一个私人的立场了。屋大维完成了这样一个作战模式——罗马的执政官对撕毁同盟关系的埃及女王之战。

即使是夜夜笙歌，安东尼毕竟还是位武将，在兵力的编组方面，他并没有让克丽奥佩脱拉插手。

陆军方面，有六万五千名的重步兵，二万名弓弩兵和投石兵等轻步兵。此外，还有一万二千名骑兵。

海军方面，有八个分队总计有五百二十艘的大舰队。其中包括六十艘大型军舰和五艘联络用的快速船。克丽奥佩脱拉所乘的旗舰——「安东尼亚」号，是有十层的巨舰，需要十人才能划动一支桨。此外，安东尼和其他将领所乘的军舰，也都是高达五层的大型军舰。当时划桨者的人数也很可观。加上作为战斗主力的重步兵，五百二十艘的军舰，共载有约十五万人。在地中海，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舰队。海、陆两方所需要的战争费用，大部分都来自埃及。克丽奥佩脱拉似乎是準备破釜沉舟，与罗马决一死战了。

罗马军方面，陆上的战力与安东尼军不相上下，但是海上战力则处於劣势。陆上战力有八万名重步兵、一万二千名骑兵，海上战力则有四百艘军舰。






东地中海略图




不过，五层的大型军舰，只有屋大维所乘的旗舰以及阿古力巴所乘的军舰等五艘。其余的大多是由三人划一支桨的三层军舰。简单地说，由十人划桨的船就相当於十匹马力，三人划的船则只有三匹马力。

但是，即使是在马力上处於劣势，罗马的军舰与埃及相比，却有以下两大优点：


一、根据阿古力巴的设想，在全部船只上都安装了一种可以点火的武器，将火点燃之后投向敌船，以达到烧毁敌船的目的。




二、将船首部分进行改装，变得更为坚固、锋利，提高了对敌船的攻击力。



此外，大型船在速度和防御方面虽然处於优势，但是在战场上的行动却不够灵活。而小型船则更机动、灵活。作为战斗总指挥的阿古力巴虽然知道敌方有巨型军舰，也没有将自军的军舰大型化。





西元前31年3月，屋大维率领全部兵力渡海抵达希腊。而从去年冬天开始，安东尼就将大本营设置在希腊的帕特拉斯（Partras），与克丽奥佩脱拉一起在那里度过了冬季。舰队在帕特拉斯的西北部、直线距离有一百三十公里处的普列维萨（Preveza）湾待命，以便当罗马军在希腊西北部登陆之后，随时都可以应战。

但是问题在于战略。就像他渡海行动所表明的那样，罗马军打算在义大利半岛以外的地方决一胜负；另一方面，安东尼军也预测到战场将是在希腊的某地。不过，关于把重点放在陆上还是海上这一点，在作战会议上，意见分成了两派。

安东尼手下的罗马将领，主张首先进行陆上会战，理由是作为总指挥的安东尼，精通陆上战术。在陆上的战斗获胜之后，让陆上部队乘上在普列维萨湾待命的军舰，在义大利南部登陆，之后长驱直入首都罗马。

然而，一直出席作战会议的克丽奥佩脱拉，则有不同的看法。她主张首先进行海战。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海上战力的优势。即使对这位名义上为总司令官的埃及女王，将领们还是加以反驳。

将领说，光是待在敌人无从出手的普列维萨湾内待命，我方就已占有优势了，为何要放弃这个有利条件而首先进行海战呢？然而克丽奥佩脱拉根本无意撤回自己的意见。最后由实际上的总司令官安东尼定夺。安东尼在考虑之后，还是采用了克丽奥佩脱拉的主张。

这一次，安东尼并非因为那是自己所爱女人的主张，而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而作出了这个决定。

安东尼所惧怕的，是屋大维军的「脊柱」——百人队长。曾经在凯撒手下战斗过的百人队长，有很多人都志愿参加了这一次战役。曾经是凯撒的军团长，而且担任过凯撒副将的安东尼，深知百人队长那种令人恐惧的勇猛。「凯撒的百人队长」已经成了勇猛的代名词。如果是海战，他们的威力则会有所减弱。

克丽奥佩脱拉的主张还不只是上面这一件事。根据埃及女王的要求，作战会议还决定，如果在海战中败北，海、陆军将一起撤回埃及，在那里迎击罗马军。

身为总司令官，应该表明自己对目前的战斗背水一战的意志，率领将士们进行决战。即使考虑到败北之后的对策，也应该只是在自己心中作好準备，而不应该在作战会议上当众提出，并对此作出决定。这不光是克丽奥佩脱拉所引出的结果，也证明了安东尼本身并非最高司令官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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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克丽奥佩脱拉列席作战会议次数的增多，安东尼手下的将领也越来越感到绝望。在私底下，他们开始抱怨说自己虽然曾经宣誓效忠罗马，但却未曾发誓要忠于埃及女王。当屋大维在希腊登陆之后，这些人就离开了安东尼。

将领们的背离，自然就引起了士兵们同样的行动。安东尼的阵营开始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天亮之后，军营的某个帷幕之中已是空无一人。而作战会议上，也像掉齿的梳子一样，开始出现了很多空席。变得狂怒的安东尼，命令将抓到的士兵全部处死。这样一来，反而使更多人逃走了。

到了夏天，本来在安东尼势力范围之内的东方诸侯，也有很多人投奔到屋大维旗下了。其中的急先锋，就是统治犹太的希律王。自从当年凯撒将犹太商人的地位提高到与希腊人同等之后，犹太人就一直不忘凯撒对他们的恩义。凯撒被杀之后，犹太人都为他感到悲痛。因此，对凯撒所选择的儿子屋大维，犹太人自然也怀着好意。另外，对犹太人来说，如果克丽奥佩脱拉获胜，那么在经济上的对手希腊人将会重新处於优势。

另一方面，希腊人也开始害怕克丽奥佩脱拉的野心会连累他们了。安东尼军中将领的背离，就是个不祥之兆。斯巴达首先派出使节向屋大维表示恭顺，之后，犹太人、希腊人以及东方各地的使节，都纷纷集中到屋大维的帷幕之前了。

在此之前，安东尼并不急于进行决战，因为军队有丰富的资金，兵粮也十分充足。他原打算等资金和兵粮上都没有自己军队充足的屋大维军消耗之后再进行决战。然而，现在情况急转直下，急于进行决战的变成了安东尼一方。

相反的，屋大维倒是不慌不忙。背离了安东尼的将领们，给屋大维带来了很多情报，所以他对敌人内部的情形已经是一清二楚了。将近三十二岁的年轻领导者，对曾经是安东尼的这些部下也做了巧妙的处置。因为这些将领们对屋大维说他们虽然离开了安东尼，但却无法面对面地与安东尼决战，因此，屋大维并未将他们编入军队而是允许他们自由归国。获悉了这个消息之后，更多的士兵从安东尼的阵营逃走了。这时，不管是否出于安东尼所愿，都只能选择海上作战了。

即使在这种情形之下，仍然追随安东尼的士兵，在準备乘上停泊在普列维萨湾内的军舰时，眼前的情景又使他们愕然了。在桅杆的下面，放置著随时都可以扬起的船帆。

如同前面所说的，一流的司令官在决战前一定会考虑到退路。但在将兵面前却必须做到不露声色。如果没有在将兵们面前表明他背水一战的决心，就无法使士兵们全力投入这种攸关性命的战斗。在进行海战时，对帆的处理就会表明一切。




在古代的地中海主要以四角帆为主。而在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则以三角帆为主。不过只有风帆而没有桨的纯帆船，一直都只是作为商船使用。与印度洋、大西洋不同的是，地中海一年四季的风向都在变化。因此，附有相当於马达功能的船桨，也就是单层甲板大帆船，是最适合地中海的帆船。不过，船桨的功能终究只是相当於马达，所以在船上都附有风帆。单层甲板大帆船，也就是附有船桨的帆船，在顺风时可以扬帆航行，而划桨者就可以得到休息。没风或是逆风时，在进出港口时，是最需要用人力划桨的时候。

在海战中，对船的活用是决定胜败的关键。直到纳尔逊的时代，大砲才被用于海战。而在此之前，海战也就是将船只靠近敌船之后再进行肉搏战。在战场，船桨自然就成了主力。即使是顺风时也不会使用风帆。因为风向随时都会改变。在纳尔逊时代，大洋已经成为战争的舞台，那时的帆船，有很高的桅杆，以九十度的角度将帆架固定，而将船帆折叠在其中。但是在以地中海为战场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帆是拴在帆架上，以固定于桅杆的滑轮将帆架拉上去，帆就可以张开。也就是说，当时的桅杆和帆架都没有固定。因为在风向变幻莫测的地中海，要做到随时都可以扬帆，就需要三百六十度的自由角度。

因此，在只使用船桨的海战，帆就成了无用之物。有些司令官甚至还会将拴帆用的帆架放在作为战场海域之外待命的输送船上，以表明背水一战的决心。就如同参赛用的高速小帆船上不会放置任何没有用的东西一样。另外，即使船上放置风帆，也绝对不会将绳子放到固定于桅杆的滑轮上。因为那就等于告䜣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扬帆逃走。安东尼的士兵们在乘船时感到愕然的，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所乘的军舰上，放置著随时可以扬起的风帆。

就在那一天夜里，有十多艘军舰趁着黑暗逃走了。到了8月，当安东尼乘上军舰，而克丽奥佩脱拉也带着大批随侍在侧的奴隸乘上旗舰时，已经有相当於一个分队的六十艘军舰不见了踪影。

西元前31年9月2日清晨，以战场附近的一地名为名的「亚克兴角海战」开始了。

晴朗无云的天空，吹著微微的东风，从普列维萨湾出港的安东尼军舰，披着朝阳，顺风而行。对安东尼来说，一切都处於十分理想的状态。

安东尼的战术，就是利用自己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以及拥有多艘大型军舰的特点，在海上包围敌军。而屋大维军的总指挥阿古力巴的战术也是包围战。他认为，在普列维萨湾狭小的入口处对敌人展开攻势，就可以弥补自己军队在数量和「马力」上的劣势。

从布阵阶段开始，情况就像安东尼预料中的一样顺利。考虑到从普列维萨湾出港的顺序，由守护克丽奥佩脱拉所乘旗舰的埃及船只所组成的「中央」部分被安排在最后出港。右端是安东尼所乘的军船。因为在包围战前方的，是他所指挥的「右翼」。

另一方面，在海上迎击安东尼的屋大维军，在宽阔的海面上排成了弧形的阵形。「中央」是屋大维，而实际上的总指挥阿古力巴所乘的军舰，则在与安东尼迎面相对的「左翼」。

海战的前半期是对安东尼有利的状态。利用了东风和马力的安东尼军，很快就逼近了敌军。战线展开之后，克丽奥佩脱拉所在的「中央」也加入了战斗，海战进入了第二阶段。宽阔的海面上响起了船只冲击的声音和一片搏杀之声。这是四百五十艘军舰和四百艘军舰的激战。整个战场的光景简直就是个人间地狱。

然而，就在这时，风向改变了。由原来的东风变成了北风。而这时，三十八岁的克丽奥佩脱拉，并不满足於观战，竟加入了指挥。但是在她眼前所展开的地狱般的光景，使这位埃及女王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人。她不是命令士兵们向前冲击，而是发出了「扬帆」的命令。

紫色的巨大风帆很快就鼓满了北风，划船者也以全力划起了船桨。守护旗舰的六十艘埃及军舰，也全都扬起风帆，追着向南逃走的旗舰而去。

正在右翼指挥的安东尼看到了这个情景，在这个瞬间，他忘记了自己仍为武将的身份，也命令扬起风帆，然后準备追随逃走的旗舰。正逃离战场的安东尼，看到了这样的一幅景：被自己所撇下的自军舰队，被阿古力巴所指挥的敌军团团围住，没有一艘军舰逃往普列维萨湾的入口处，而是全部高举船桨向阿古力巴投降了。安东尼一下子瘫在船尾，动弹不得。他甚至已经顾不得前往陆上部队正在待命的帕特拉斯了。古代的史学家毫不留情地写道：


「他身为男人的一生，就在那一瞬间结束了。」



三百艘以上的军舰都被罗马军所捕获。屋大维放过了船上士兵的性命，却将所有埃及船的船首切断作为战利品，而将船只全部烧毁。

即使如此，安东尼的陆上部队还是在帕特拉斯等了八天。然而，安东尼仍然杳无音讯。到了第九天，士兵们都向答应放他们一条生路的屋大维投降了。

而克丽奥佩脱拉本身大概并没有打算逃离战场。也许就像在作战会议上决定的一样，她只是打算在海战失败之后撤回埃及再作抵抗。

然而，问题在于她未能掌握好实行这个作战方案的时机，而且完全没有与安东尼商量就随意采取了行动。战场并非举行庆典的会场，如果仅仅因为听到惨叫就惊慌失措，早就应该守在亚历山大的皇宫而不应该亲自出阵。

但是，如果安东尼本人能够坚持在战场指挥，「亚克兴角海战」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结局了。因为，就作为武将的才能来说，安东尼绝不在阿古力巴之下。或许，这次的会战也与其他战斗一样，应该失败的，还是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无论如何，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在中途放弃了这场原本有机会获胜的决战。

克丽奥佩脱拉接着逃回了埃及，但是这一次安东尼却没有继续追随在他所爱的这个女人后面。安东尼所乘的军舰，并未驶向位于东南方向的亚历山大，而是逃到了南部的普兰尼加，也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在安东尼指挥之下的右翼，有十多艘军舰随同他一起逃离了战场。所以在登陆之后，安东尼手中大概还有六千名左右的兵力。但是，五十一岁的安东尼，已经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了。他躲入了海边的家中，只是终日眺望着海面。他从那里给克丽奥佩脱拉写信，说自己希望一个人过，要求克丽奥佩脱拉不要再打扰他。但是克丽奥佩脱拉不可能对他置之不理。因为这样一来，她本身的处境将会变得更加危险。克丽奥佩脱拉一连发出了多封信，恳求安东尼前往亚历山大。终于，安东尼还是无法抵挡克丽奥佩脱拉的苦苦哀求。

在皇宫再会之后，就像以往安东尼意志消沉时一样，克丽奥佩脱拉耐心地激励他。她以为安东尼会像以往一样，在她的激励之下再次振作起来。但是，这次却不同往昔了。现在，连出于对安东尼个人的好感而追随在他身边的士兵，也都一个个离开了安东尼而投奔屋大维。即使克丽奥佩脱拉以高薪引诱，他们也不为所动。除了少数忠诚的部下之外，剩下来的就是出身强盗素质低下的士兵。

无论如何，安东尼还是一位武将。他深知，连可以信赖的幕僚都失去之后，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梦想而已。这一次，无论克丽奥佩脱拉怎样哀求，安东尼都无意再编组军队与屋大维对抗了。

另一方面，屋大维在「亚克兴角海战」之后，并没有马上返回罗马，而是与阿古力巴一起，从希腊到小亚细亚、叙利亚，不慌不忙地进行追击之行。一方面，是为了更新向罗马表示恭顺的诸王侯的同盟协约，另一方面是为了整备各属省的统治机构。这些属省在安东尼的放任统治之下，统治机构已经十分混乱。「亚克兴角海战」意味着曾经属于安东尼势力范围的罗马世界东部，已经成了屋大维的囊中之物。东方的诸侯，已经没有一人支持安东尼了。







落幕



光阴荏苒，到了西元前30年春，安东尼给正在叙利亚的屋大维写了一封信，说只要屋大维放过克丽奥佩脱拉，他自己愿意自杀。

但是，屋大维对此丝毫未加理会，甚至连回信都没有写。而同时，克丽奥佩脱拉也写信给屋大维，表示自己愿意退位，希望屋大维允许她儿子继位。屋大维这次倒是写了回信，但信中也只是要求克丽奥佩脱拉首先解除武装。即使如此，克丽奥佩脱拉心中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但是熟悉屋大维性格的安东尼，已经意识到一切都将结束了。

大概就是在这时期，克丽奥佩脱拉开始起了背叛安东尼之心。她早已知道这场抗争，最终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权力斗争。但是使这场战争演变为埃及和罗马之间的战争的，正是克丽奥佩脱拉本人。这时，她大概以为屋大维只要将安东尼打倒，就达到他的目的了。当年，无论是庞培在东方称霸时，还是在凯撒的时代，埃及王国都得以生存了下来。而这一次，克丽奥佩脱拉大概认为在屋大维手下也可以存续下去。如果不是如此考虑，那么她突然躲入灵庙的举动就令人费解了。著名的「托勒密财宝」，就藏在灵庙之中。也许，克丽奥佩脱拉是打算以这些财宝与屋大维作交易。也就是以财宝求得埃及王国的存续。但是，克丽奥佩脱拉也许不知道罗马人有这样一种说法：


「战士可以创造财富，但是财富却不能创造战士。」



这时的安东尼心境又是如何呢？这一点完全不得而知。然而，在获悉罗马军队正在接近时，他率领最后的骑兵队出阵了。

7月31日，安东尼所率领的骑兵，与屋大维的先行骑兵队发生了战斗。就在安东尼几乎可以取胜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安东尼所率领的骑兵一起投奔了屋大维。而且就在这时，克丽奥佩脱拉的使者到达了，对安东尼报告说克丽奥佩脱拉已经死亡。不过这只是克丽奥佩脱拉的谎报而已。

和部下的背叛相比，深爱的女人已不在人世的消息更让安东尼感到绝望。这位五十一岁的武将命令身边的奴隸按照事前约定好的方式将自己杀死。忠心的奴隸接过剑之后，没有刺向主人，而是刺向了自己的胸部，之后，气绝而亡。

安东尼为自己没有勇气杀死自己而感到羞愧，便拔出插在奴隸胸上的剑，刺向了自己。

但是，他并没有刺中要害，正当他痛苦不堪之时，又有使者前来报告说女王还活着。在谎报自己的死亡之后，克丽奥佩脱拉又后悔了。所以又马上派出使者向安东尼报告实情。因为大量出血而变得十分虚弱的安东尼，命令还留在自己身边的数名部下将他擡到女王所在之处。

灵庙的入口，按照克丽奥佩脱拉的命令，已经被封死。士兵们只好将安东尼擡到稍高的窗口。

克丽奥佩脱拉含泪接过了浑身是血、脸色苍白的安东尼。安东尼终于如愿以偿，死在克丽奥佩脱拉的怀抱之中。对女人的忠诚，也是男人对人生的一种选择。

就在安东尼倒在克丽奥佩脱拉怀中的8月1日，屋大维进入了亚历山大城。在埃及的首都，没有一人试图抵抗这位胜利者。屋大维率军直指王宫。途中，他得知安东尼已经死去，但对此并未作出任何反应，而是命令将活着的克丽奥佩脱拉带来。

克丽奥佩脱拉进行反抗。入口处的大门已被封死，没有人可以进入灵庙。克丽奥佩脱拉就在灵庙之中与屋大维交涉，她表示愿意以灵庙中的财宝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屋大维允许由她与凯撒所生的儿子继位，屋大维对此未加以答覆。就在克丽奥佩脱拉在灵庙中做最后的抵抗时，屋大维的部下成功地从上面进入了灵庙。

克丽奥佩脱拉被带到了灵庙之外，「托勒密财宝」也就落入了屋大维手中。一共有多少的财宝，虽然是无法估计，但是屋大维将这些财宝运回罗马之后，这些财富不仅为屋大维提供了士兵的薪水以及退役士兵购买土地的资金，还被用于建设公共事业。此外，这笔财富还使罗马的年利率从原来的百分之十二降低到百分之四。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东方的专制国家，财富都集中於君主一人手中。

被带回王宫之后，克丽奥佩脱拉才知道屋大维对她的子女所做的事。

十七岁的小凯撒被屋大维命人杀死。

十岁的亚历山大·赫利阿斯和克丽奥佩脱拉·塞勒涅这对双胞胎，被送往罗马，交由他父亲的前妻欧古塔薇亚抚养，六岁的托勒密·费拉德佛斯也同样被送往罗马由欧古塔薇亚抚养。这样，克丽奥佩脱拉让自己儿子继位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

也许就是在那时，克丽奥佩脱拉才开始理解凯撒的真意——即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未正式承认，对儿子、对克丽奥佩脱拉都有好处。既未公开承认，在遗书中也只字未提，正表现了凯撒对克丽奥佩脱拉的爱情。

在克丽奥佩脱拉的子女中，被杀的只有小凯撒一人，而她与安东尼所生的子女都平安无事。对屋大维来说，凯撒的儿子，也就是继承人，只有屋大维就足够了。

据说在王宫中，三十九岁的女王和三十三岁的胜利者进行谈判。内容如何，因为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所以不得而知。古代的史学家说，在屋大维面前，克丽奥佩脱拉使出了她在凯撒以及安东尼面前曾经成功使用过的手段。但是屋大维并不为所动。将近四十岁，是否连著名的「克丽奥佩脱拉魅力」也失去效力了呢？

不过，个人认为，克丽奥佩脱拉在屋大维面前并未做出这种尝试。女人就像猫一样，可以敏锐地分辨出宠爱自己的人。对方是否会为女人魅力所动的男人，在四眼相视的瞬间就可以判断出来。

大概在接触到三十三岁、相貌堂堂的屋大维那冷酷而冷静的眼神时，克丽奥佩脱拉就已经意识到那种「战术」是派不上用场的了。自负为一流冒险家的克丽奥佩脱拉，不会作出如此不明智之举。

大概在见到屋大维之后，克丽奥佩脱拉才完全地断了念，并且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命运。因为对现实的认识能力不足而不断犯下错误的克丽奥佩脱拉，在最后终于看清了现实。如果自己活着，就会被送到罗马，在屋大维的凯旋式上被作为最好的战利品示众。之后，就像自己的妹妹阿西诺爱一样，在义大利的某地靠年金过活。因为按照罗马的传统，即使是战败国的王者，在凯旋式之后也不会被杀死。

至此，克丽奥佩脱拉决定自杀了。与其作为一个女人而活，不如以女王的身份死去，而这也正中屋大维下怀。不管是女王还是什么，从这个世界上永久消失，对他来说便是最好的结局。

如果屋大维打算将活着的克丽奥佩脱拉送到罗马，那么当时对她的监视似乎过松。

被困在王宫中的克丽奥佩脱拉，虽然无法与全盛时期的气派相比，但还是有奴隸服侍。佣人也可以自由进出王宫。她命人将毒蛇藏在装有无花果的篮子里，带进了王宫。

克丽奥佩脱拉对屋大维说想为安东尼献上一杯酒，请求屋大维允许她前往灵庙。屋大维答应了她的要求。看守克丽奥佩脱拉的士兵，护送她到灵庙前面，并按照屋大维的命令在外面等待，而只让克丽奥佩脱拉和两名女奴进入了灵庙。

毒蛇，结束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女人一生。据说，在死去之时，克丽奥佩脱拉穿着女王的盛装。不过，不知是埃及女王的正式服装，还是代表希腊血统托勒密王朝女王的正式服装。如果是前者，那么正好迎合了从莎士比亚时代以来欧洲人追求异国情调的趣味；如果是后者，那么应该使罗马人受到很大冲击。和埃及三千年的文明相比，当时的罗马人更关心三百年以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如果是后者，就相当於屋大维将罗马人所尊敬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后人逼上了绝路。克丽奥佩脱拉自杀之后，与主人同样有希腊血统的两名女奴也都自杀身亡。

自杀之前，克丽奥佩脱拉给屋大维留下了最后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屋大维允许她葬在安东尼身旁。年轻的胜利者允许了克丽奥佩脱拉的这个要求。

身为希腊人的亚历山大大帝战胜波斯，开始支配埃及时，是西元前333年。到了西元前30年，持续了三百年的希腊系托勒密王朝，在最后的女王克丽奥佩脱拉手中结束了。

公布了女王之死后，屋大维同时宣告了埃及王国的领有权。他并没有将它列入国家罗马的属省，而是作为他个人的私有地。因为在埃及，支配者必须是神而不是人，所以不可能以「罗马公民以及元老院」（S.P.Q.R.）的形式来统治埃及。而屋大维是已经昇格为神的凯撒之子，也就是「神之子」。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也是以「神之子」的身份统治埃及。

这样，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由大帝的将军们所创立的王朝之中最后的托勒密王朝灭亡了。如果可以像其他的诸王国一样，满足於罗马霸权之下的同盟国地位，也许就不必受到灭亡的命运了。




结语



凯旋回师罗马的屋大维，在首都举行了历时三天的壮丽凯旋式，使整个首都为之狂热无比。但是，市民们对这位三十三岁的胜利者所表示出的狂热，不仅是因为他所取得的胜利，更是因为内战的结束。屋大维也明白这一点。他命令关闭战神雅努斯（Janus）神庙的大门。从第二代努马王的时代开始，供奉著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开着时，就表示罗马处於战争状态。

但是，关闭雅努斯神庙大门的机会，本来不必等到西元前30年的。早在西元前45年，孟达会战结束之后，也就是凯撒镇压了拥戴庞培遗子的庞培派的最后抵抗而归国之时，就有机会将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关闭了。然而，半年之后因为布鲁图斯等人暗杀凯撒，竟使这个好机会延误了十四年之久。这十四年以来，也就是凯撒所指定的继承人屋大维取得了胜利。不由得使人想到，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暗杀，而在这十四年之中又发生了些什么？对国家罗马来说，唯一的收获就是占有了埃及，但这也只是作为屋大维的私有地而已。西元前44年，谁也预料不到的、年仅十八岁的继承人——屋大维登上了历史舞台。如今，这位继承人已经有三十三岁了。再也没有人会问：「谁是屋大维？」了。当年的「少年」在十四年之后，确实地巩固了继承人地位。没有选择安东尼，也没有选择其他的任何人，而选择了当时还是「未知数」的屋大维作为继承人，正是凯撒慧眼识英雄的结果。






战神雅努斯




西元前46年，凯撒在北非的塔普索斯击败庞培派。归国之后，他的基本方针就是「宽容」。西元前30年，击败安东尼，与当年的凯撒一样成为最高权力者的屋大维，基本方针则是「和平」。换句话说，就是罗马统治之下各民族的和平“Pax Romana”。

但是，只靠希望和口号是无法实现和平的。由凯撒所构想并且已经开始著手进行，而后又不得不中止的、确立新生罗马的大任降到了三十三岁的屋大维身上。

 




 




屋大维为纪念战胜埃及而发行的银币（正面：屋大维肖像，背面：代表埃及的鳄鱼）




西元前44年3月15日，在肉体上，凯撒死去了；但是凯撒真正死去，是西元前30年。这一年，开始了屋大维的时代。也许从这时候可以称他为奥古斯都了。从初代皇帝奥古斯都开始，帝政的罗马代替了凯撒所打倒的共和政体之下的罗马。

德国杰出的古典史学家毛姆森（Mommsen）在评论共和时代的罗马史时，将凯撒称为「罗马创造出的唯一具有创造性的天才」。然而，在存在著很多坚持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的怀旧主义者时代，这位天才不得不依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来进行所有的改革。屋大维虽非具有创造性的天才，但他所在的环境却具备了凯撒时代所没有的两大有利之处。

第一点就是在从西元前49年至前30年的内战中，怀旧主义者已经死绝。

第二个有利之处就是奥古斯都拥有了同辈的协力者阿古力巴和马西纳斯。阿古力巴是因为凯撒而成为奥古斯都的智囊，而马西纳斯是屋大维时代的奥古斯都自己所发掘的协助者。这三位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开始了“Pax Romana”（罗马统治之下各民族的和平）的构筑。这个年轻力壮的集团，正是适合新生罗马出发的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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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Ⅳ与第Ⅴ两册的叙述与其他几卷比起来较为生动的话，那绝不是作为叙述者我的功劳，而是要感谢写下生动史料的西塞罗和凯撒两人，或甚至可归功於他们两人所生存的西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正好是放眼世界史也找不到能遗留下如此丰富史料的时代。

原因之一是，这两位都极具敏锐的洞察力与表达能力，而这两种能力是互有关连的。也就是说，有準确表达出洞悉事物的才能，必能引发下一波更敏锐的洞察。原因很简单，将脑里的事物化为文章时，所得到的冲击，没有人比执笔者的感受更强烈。

第二，身为最佳史料提供者——西塞罗和凯撒，都是该时代的「主角」。具有敏锐洞察力与表达能力的主角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在质或量上，它的历史价值绝对远非是秘书官或军团长等「配角」，甚至是一百年后罗马史家所谓「观察者」的作品所能相比的。

第三个原因是，西塞罗和凯撒在政治上持相反立场。西塞罗拥护「元老院体制」，而凯撒则主张打倒元老院，建立新体制。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今天，世人只能从邱吉尔的观点去了解，因为来自反对阵营，而且又能与当时邱吉尔地位匹敌的「主角」观点，我们一本著作也找不到。

第四，这两个人还是好朋友。即使政治立场南辕北辙，两人私下情谊依旧深厚。而这显示了两人著作中的精辟观察不再只是一家的看法，其中掺杂了互相的关连，也就是情报的交流在敌对的双方之间展开。这也正好说明两人所遗留下来的史料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原因。

第五，对历史迷而言尤其幸运的是，流传下质、量俱丰史料的这个时代，正好也是罗马长达一千年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及关键点。以历史时期区分，这个时代正好是共和体制过渡到帝政的时期，相较於迦太基七百年灭亡，雅典、斯巴达、马赛也各自不能免除衰微的命运，只有罗马在经历七百年后仍能再次兴盛，这些都得归功凯撒早先奠下国家日后改造的重要基石。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关于罗马的研究资料中，探讨这不过三、四十年间史实的作品数就佔了快四分之一，由此可知西元前一世纪这段期间在罗马史中的重要性。而帮助我们后世的人了解这个重要年代的史料，竟是出自放眼全罗马史也无人能出其右的西塞罗与凯撒两人精辟的笔下，这不是幸运是什么呢？！

然而，不管叙述者如何生花妙笔，如果读者不能感受得到，终究还是条死胡同。

福田恒存还在世时，曾经对我这么说过，语言的表达不仅要传达意义，还要有声音。换句话说，意义传达出精神，而包含了语感的声音则透露出「时代感」。

在撰写文艺复兴时代之初，笔者就体认到原始史料的最优先性，也希望能因此忠实地传达出生活在当时人们的声音，也就是当时的时代感。然而，在传达给读者之前，我当然也必须确定自己真的听到声音、感受到时代感，否则要如何去感动读者呢？！

所以，我几乎将撰写这两册篇章事前所必须做的考证、资料阅读等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消化西塞罗与凯撒两人所遗留下来的断简残编中，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思考和体会，同时也另外参考了其他古代史家的著作，补足两人未提及的历史事件和另一种史家观点，也由后世研究者的著作中，修正笔者先前误读的部分以及不足的专业知识等。








下列的参考文献，如果在前三册中已经提到过的，无论是原始史料或后世的研究书籍均容笔者在此省略。









C· Suetonius Tranquillus，De vita Caesarum（《罗马皇帝传》），国原吉之助译，岩波文库。

Velleius Paterculus,Historie，《罗马史》作者，曾为第二代皇帝台比留部下，文风简明。

Marcus Annaeus Lucanus，Pharsalia，诗人，西元前39年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庞培派。著有描述凯撒和庞培抗争的长诗。

Strabo，《地理》，最初的地理学者，西元前62年前后生于小亚细亚的潘特斯。

Pausanias，《希腊旅行记》，生于西元二世纪，最初的旅行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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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Ⅵ





罗马和平



[日]塩野七生



しおの ななみ

张丽君 译



三 民 书 局







作者简介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给读者的话



本卷的主人翁奥古斯都（Augustus）并没有像笫Ⅲ卷登场的苏拉（Sulla）那样大放异彩，痛快淋漓；也不像第Ⅳ、Ⅴ卷的凯撒（Caesar）那样性情愉悅外放，令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第Ⅴ卷后半曾经介绍过，本卷的主人翁奥古斯都每战必败，后来他只当掛名的最高司令官，无需再披掛上阵，打仗的事全部委任他人。因此，本卷既无紧张到手心冒汗的战斗场面，也没有胜利逆转的精彩情节可以击掌称快。如果说战争和政治会反映出最高责任者的性格，只能说奥古斯都缺乏凯撒的鲜明个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话虽如此，在探究奥古斯都的生涯与功绩的过程中，我从来不曾感觉无聊过。因为从三十三岁退出沙场到七十七岁迎接死亡的这段漫长岁月中，我觉得奥古斯都其实一直在另一个战场努力不懈。

朱利斯·凯撒（Julius Caesar）说过的话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现实的全部，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他们想看的部分。」

凯撒虽然这么想，仍然试图让才华洋溢的领导层成员看到他们不想看的现实。虽然在《内战记》中凯撒对叛乱份子没有一句有损他们高贵情操的责难言语，但是，反而更让读者感觉到元老院的衰败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即使目标相同，凯撒指定的接班人——奥古斯都使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手段，为什么呢？

一、奥古斯都生性谨慎，事事小心。

二、只有活着，才有机会完成大事业，这是因凯撒被谋杀所得到的教训。

三、奥古斯都自知不论在演说或是著述方面都比不上凯撒。

奥古斯都选择了让大家看到他们想看的现实，而他自己则直视著不想看到的现实部分，朝向目标迈进。

我想，这正是奥古斯都终其一生所要打的战争。

承继天才伟业的「非天才人物」要怎样完成天才都达不到的目标呢？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故事。




第一章





统治前期




西元前29年~前19年




奥古斯都（三十四岁~四十四岁）





年轻的最高权力者



西元前31年9月，在希腊西岸的亚克兴角（Actium）海战中，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和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Cleopatra）的联合军吃了败仗；隔年，西元前30年8月，两位战败者在埃及分別以剑和毒蛇自尽。西元前29年8月，为了迎接凯旋归来的屋大维（Octavianus）,罗马举行了为期三天、壮丽的凯旋式，罗马人民为之疯狂。凯旋式是为了表达对天神的感谢之意，同时庆祝打败外敌埃及，而安东尼这个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但是，只要是罗马人，甚至小孩子都晓得，这一年的凯旋式代表罗马长期内乱的结束，供奉战神雅努斯（Janus）的神殿终于关上，象征罗马脱离战乱状态。对时代潮流特別敏感的诗人，例如：维吉尔（Vergilius Maro）、霍雷斯（Horace）等等，都高声吟咏出重返和平的喜悅。这时候，屋大维正要满三十四岁。





凯旋式结束后的9月，屋大维宣布将在罗马广场（Foro Romano）中心建立一座献给义父——神君凯撒的神殿，同时凯撒生前所计画的元老院议场也将按照原订计画，紧接着「凯撒广场」而建（现在所能见到的是后代改建过的，位置有少许偏离）。此外还决定于帕拉提诺（Palatine）山丘上建造阿波罗神殿。当时正在建设中的还有以战神马尔斯（Mars）神殿为中心的「奥古斯都广场」。






「凯撒广场」：复原图






（左侧后方是位于卡匹杜里诺山丘（Capitoline）的朱比特（Jupiter）神殿）









「朱利斯（Julius）元老院议场」：复原图




西元前42年，与布鲁图斯（Brutus）对决的腓利比会战前夕，屋大维曾在马尔斯神之前发誓，如果打赢此仗便建一座神殿献给祂，这座神殿就是为了实现对马尔斯神的誓约。而阿波罗神殿则是「亚克兴角海战」前夕向阿波罗许下的允诺。虽然阿波罗神殿所在的帕拉提诺山丘是高级住宅区，一般平民造访的机会较少，但是阿波罗神殿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孤立的圣域，因为在旁边还建造了正好符合阿波罗「诗神」形象的国立图书馆，馆内收藏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籍。除了这座国立图书馆之外，凯撒广场上也有一座，总共有二座国立图书馆。






「奥古斯都广场」：复原图




罗马人重视公共事业，最重要的公共建设（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当然不会忘记。顺带提一下，英文的“Infra”原本就是拉丁文，是「之下」、「之中」的意思；而相对于英文的“Structure”，拉丁文中也有“Structura”（构造）这个字。可见社会资本的概念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存在。

对基础建设维修工作的重要性罗马人一样了解。屋大维成为最高权力者之后立刻进行基础建设整顿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程就是修建从罗马往北的二条干线之一——弗拉米尼亚街道，而全部工程由屋大维自费完成。

以上是传统上罗马将军凯旋归国之后会做的事。因为对天神表达感谢之意、以胜利之名行公共事业来回馈全民是获得凯旋式荣誉者的责任与义务。

不过，西元前29年当时的屋大维不只是凯旋将军而已；如同西元前82年的苏拉、西元前46年的凯撒，他同时也是唯一的绝对权力者。这三位手中都握有反对派造反的证据——落入苏拉手中的是马留斯（Gaius Marius）派党羽的名单，凯撒则连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党羽的秘密书信都有，而屋大维也掌握了一切安东尼派的情报，但是三人的处理方式却完全不同。

苏拉凭著手中的证物，将反对派连根拔除。四千七百位罗马有力人士遭到杀害，资产被没收，连子孙都不得担任公职。

凯撒则是看都不看就把这些文件烧掉，而且不论是公开的庞培派或是其秘密党羽，全部予以赦免，原来的公职也都得以继续担任。

而身为众所公认的凯撒接班人，屋大维也承袭了他的「宽容」，甚至那些跟随安东尼到最后的人也都再次坐回元老院的席位。只是，虽然大家都说证物都被烧了，但是亲眼看到的人却是一个也没有。三十四岁的绝对权力者决定将反对派党羽的秘密恐惧就这样放着。




军备削减



正当罗马上下都为国内再度的「融和」而欣喜不已时，年轻的绝对权力者又发表了这份令人欣喜倍增的政策——军备削减。这个政策如果没有得到军队实际指挥者——阿古力巴的同意与协助，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西元前29年，成为唯一胜利者的屋大维手中留有庞大的军事力量。根据他自己的记载，有超过五十万人的兵力；这是由于增加了安东尼派兵将的缘故。当时投降敌军只要宣誓效忠胜方将领就可免除成为俘虏的命运，而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尚未打到陆战就败北了，因此敌军投降时几乎没有什么伤亡。

屋大维决定大幅削减多达五十万的军力，但是又不能让这些军人孑然一身地离开部队，他们未来的工作地点、所需的资金——也就是退职金都必须準备妥当，否则必然成为社会不安的源头。

问题在于财源。克丽奥佩脱拉留下的「托勒密」（Ptolemaios）财宝变卖之后所得的金额全部投入还是不够，屋大维不得不拿出私人财产来支付不足。

由于志愿从军者多半属于无产阶级，即使有财产也是仅有一点资产的次男、三男，不管他们决定返回故乡或是到属省的殖民都市，从选择入殖地到购买土地都是屋大维的工作，因为殖民地的开发规划也包括在国家的政策之中。

基於以上的因素，军备力量的削减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但是可以想见屋大维内心必定十分着急，因为只要想到五十万兵力的维持费用，缩编行动就一刻也等不了。确实完成缩编的时间并不清楚，只知道最后留下二十八个军团十六万八千人的军力。

屋大维不只是因为局势稳定所以削减军备，实际上是想借机提高军队的经济效益，进行军事改革。我认为这才符合「重整」之名。至於他令人感佩的军事整顿，容后再叙。





屋大维所用的方法虽然和凯撒不同，但两人的目的与考量却无二致，他们都认识到罗马已从扩张领土的时代进入到维持领土的时代了。只是当凯撒朝这个目标迈进之时他已经五十出头了，而屋大维幸运之处就在于他开始的时期比凯撒年轻了二十年。消化器官虚弱的屋大维在健康方面大概不如凯撒吧！但是五十岁和三十岁在时间运用上的想法必定不同，屋大维认为可以慢慢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国势调查



屋大维凯旋归来的第二年——西元前28年，他和另一位该年的执政官——阿古力巴决定实施国势调查。上一次国势调查是在西元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担任执政官时，所以这次是间隔四十二年之后再度实施。由于国势调查也是罗马恢复和平的证明，人人都欣然接受。不过，这一年所举行的国势调查（Census）并不同于往昔。

“Census”是现代许多国家「国势调查」的语源，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是指国力的综合性调查。以往罗马的国势调查只调查人民资产以及十七岁以上成年男子的人数，目的是要了解兵役义务者的人数，而且调查对象也只限住在本国、拥有公民权者。

但是西元前28年实施的国势调查，连同屋大维在世时另外二次调查（分別是西元前8年、西元后14年），这三次的调查对象似乎皆遍及女子、孩童甚至奴隸。不过，遗留到现代的史料中仍然只有一般视为最重要的调查项目——也就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十七岁以上成年男子的人数。

屋大维自己记录的数字如下：

西元前28年——四百零六万三千人

西元前8年——四百二十三万三千人

西元后14年——四百九十三万七千人

这项调查数据必定使屋大维再度认清了凯撒生前也看到的事实，那就是罗马式共和政体的极限。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罗马式共和政体的最高决策机关是集合所有具公民权者所召开的公民大会，像这样有权的公民不断增加，能够到首都罗马来行使选举权的人数将日益减少。如此一来，公民大会只能反映极少部分公民的意见。而且西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统治者不只要管理具公民权的本国人，还有人数多达十倍以上的属省人民。

四十二年前的调查中具公民权的成年男子数是九十万人，为什么四十二年间人数如此暴增呢？原因之一应该是凯撒赋予北义大利属省人民公民权，因此这一年的国势调查便将他们纳入本国版图。其次，从人数的激增可以推断，此项调查必定扩及所有属省。事实上，从此之后，征收属省稅时都是以国势调查的结果为依据。不管做什么事，先正确掌握现况是理所当然的。

调查结果最早出炉的是义大利本国以及罗马公民殖民的属省。因为罗马人对这种调查习以为常，而且执行工作的必要组织以地方自治体为中心就能成立。而对于属省则无法要求达到与本国相同的效率，等到结果出来已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一千五百年之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Machiavelli）曾说：「要实施新政策的时候，不要给人们思考批评的时间，要一样接一样不停地执行。」这时的屋大维正是如此，仿佛他先替马基维利的话做了示范。西元前28年，军队缩编正在进行中，遍及属省的国势调查也已开始，屋大维又著手为自己的家族建造起坟墓了。






首都附近陵墓夹道的阿庇亚大道：复原图







建设灵庙



古罗马的领导者并不像建造金字塔的埃及法老那样执著於身后事，也不像东方的专制君主那样，为了夸示权力而建造灵庙，却也不是对自己的墓园毫不关心，这点可以从现在仍并列在阿庇亚大道两旁的墓园看出。甚至有模仿埃及金字塔建造的坟墓，但是规模之小则犹如狗屋与住家之比。而且陪葬品也只是一些日常用品，可见古代罗马人对身后事并不很在乎，墓地对他们来说，充其量只是死后一处安身之地。

屋大维所建的墓园后来被称为「奥古斯都陵」，位于从罗马广场直通北部的弗拉米尼亚街道和从这一带开始蜿蜒向南的台伯河之间。现在这块土地不但河岸工程完备，还有公路可供汽车通行，但在当时一定十分靠近台伯河；就是被蜿蜒的台伯河完全包围起来，自古称作「马尔斯广场」的北边一带。虽然「塞尔维斯城墙」已遭凯撒破坏殆尽，但是城墙内是共和政体时代罗马市中心的概念仍旧存在；而这个墓园位在城墙的外侧，所以并没有违反不准在市中心设置坟墓的常规。






奥古斯都陵：复原图（上）和平面图（下）




不过，直径九十公尺的三段式圆形灵庙要不引人注意也是很难的。墙壁全是白色的大理石，间隔种植的丝柏树提供整年的绿意。灵庙的外侧围绕着大理石的墙垣，最上方耸立着屋大维本人的铜像，比最上层的柏杉还要高出许多。入口向南，正对着罗马居民常常聚集的「马尔斯广场」。





这座「奥古斯都陵」距离我的住处走路不用二分钟，每次我打旁边走过，都有一个疑问浮现心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才三十五岁的男子会那么急着想建自己的坟墓吗？屋大维虽然体质虚弱，但是当时并未患有任何重病；而且在他之前，罗马从来也没有人建过如此大规模的坟墓。虽然二百年后哈德良皇帝也在台伯河对岸建造了现称为“Castel Sant Angelo”的大陵墓，但是之前仍以屋大维的「奥古斯都陵」最引人注目。

屋大维在帕拉提诺山丘上的住宅如此朴素，为何独独坟墓要造得那么壮丽呢？平日他的行事作风并不会给人执著后事的印象，而且他时时不忘强调他是凯撒的接班人。既然凯撒对于建坟之事一点也不在意，为何他却反常地对建造坟墓如此紧张呢？罗马人对于王政复活本能地有排斥感，难道他不怕因为建造陵墓而引起人民的疑虑吗？

事实上，「奥古斯都陵」的建造纯粹是基於政治上的因素，而这位三十五岁的建造者也没有忘记对最敏感的元老院施行怀柔政策。




情报公开



西元前59年凯撒初任执政官时所制定的法律，到西元前28年时仍然通用。当时有所谓的《日报》和《元老院议事报》，将元老院的讨论事项、决议事项於会议次日全部公开，张贴在罗马广场的墙上，可说是一种「情报公开法」。在此之前，元老院一直是关着门办事，一般民众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只能从议员的发言、元老院公布的决议，或是召开公民大会时才有机会了解。而凯撒将元老院的运作从审议阶段就公开於人民之前。元老院议员即使内心不满，也不敢投票反对这个赋予人民知的权利的法案。

从元老院的立场来看，确实能够体会他们的不满，因为拥有秘密是增加权力最有效的手段。凯撒之所以促使元老院的运作透明化，除了使大家认同情报公开的必要性之外，也是为了摇撼元老院一直以来所颂讚的固有权力。





身为凯撒的养子，大家公认的凯撒接班人，屋大维却修改了这项律法。隔天开始，罗马市中心——罗马广场便不再出现《元老院议事报》的张贴了。元老院的议员当然开心了。他们开始认为这个凯撒的接班人和专门破坏「元老院体制」的凯撒不同，他似乎有心认同元老院的权威。

不过，屋大维并没有把实施了三十年，而且广受好评的情报公开制度完全废除，而是依照内容将《日报》和《元老院议事报》分开处理。 《元老院议事报》依旧是以速记方式记录议会情形，然后全部交由「公文书库」保管，想看的人都可以自由阅读。这么做同样符合情报公开的理念，而且又不会像以往那样，张贴在人来人往的市集中，连不想看的人也会在无意识间被迫接收讯息；这是只有真正想知道的人才去阅读的实际化情报公开法。对元老院议员来说，在这项改革之后，自己的发言再也不会在隔天立刻成为民众茶余饭后的话题，真是欢迎都来不及。

至於《日报》则改名为《官报》，逐一记录政府各项政策、元老院的决议事项，以及公职选举的结果等等，使本国的地方自治体和殖民都市的罗马公民都能够知道。后来到第二代台伯留皇帝时，《官报》上更揭载了元老院的会议摘要，使得内容愈加充实。有学者就认为《官报》是现代报纸的鼻祖。《官报》发行百余年后的一位史学家塔西图斯（Tacitus）在他的著作当中有以下的记述：


「《官报》不只在罗马公民聚居的罗马军事基地或殖民都市内流传，甚至在属省人民之间也都有很高的阅读率。」 《元老院议事报》、《官报》，以及持绩了五百年以上、算是罗马官方记录的《最高神祇官记录》，这三样是了解罗马人的正式资料来源。罗马人深知正确资料的重要性，因此只要罗马帝国存在一天，这三样记录就不会中断。






重整元老院



因为废止张贴公报而博得元老院好感的屋大维，立刻著手重整元老院。既得权利如果受到改革波及，元老院议员当然不会高兴，但是屋大维却以他们欢迎的方法实现了改革。而且，西元前28年的元老院正处於一种纷乱无序的状态，这点连最顽固的保守派都无法否认。





西元前45年，凯撒降服了以庞培为首的元老院体制坚持派之后，将元老院议员的人数由苏拉改革以来的六百人，增加为九百人，强力实施元老院改革。这些新增的议员包括：居住在属省的罗马公民、刚被凯撒征服不久的中、北部高卢部落族长等。虽然同化战败者在罗马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但是这次凯撒的开放作风，连罗马人自己也觉得吃惊，尤其是以自己出身为荣的西塞罗和布鲁图斯等元老院议员。

凯撒遭暗杀后，计画夺取实权的安东尼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再度增加元老院议员人数。这个时期取得议席的人甚至被戏称为「冥界所任命的议员」。因为安东尼自知比不上凯撒的声势，因此强称此次任命是凯撒生前既定的人选。

后来屋大维降伏安东尼之后，不但完全赦免安东尼派的议员，并且准许他们恢复公职，使内乱之后的元老院几乎容不下所有的议员，据说当时人数超过一千人。屋大维则考虑将人数减至六百人。

首先，屋大维亲自出马，说服部分议员自行辞退议席，而这部分议员也都出乎意料地爽快答应，可以想见这部分议员必定是由凯撒所带进元老院的高卢人。高卢人的地位总是比不上罗马出身者，而且传说凯撒被杀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引进这些高卢人，所以屋大维首先排除这部分议员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属省人民因此有九十年的时间不被任用，直到克劳狄斯（Claudius）皇帝时代为止。这件事也是后世学者认为屋大维比凯撒保守的理由之一。

屋大维这么一出马，立刻就减少了七十位议员。由于形式上他们是主动辞掉议席的，因此屋大维也不忘回报他们。今后凡是国家主办的竞技比赛或是剧场表演，都给他们保留与元老院议员同等级的座位。

接下来，屋大维对另外一百四十位议员采取了强硬手段，剥夺他们的席位。这一百四十位议员是在凯撒遭暗杀后的混乱时期进入元老院的，其中甚至有奴隸借着攀附权贵而得以成为元老院议员。驱逐这些不合传统议员身份的人，正好合了那些世代为元老院阶级者的意，没有反对的理由。而这一百四十位遭驱逐者当然不可能得到任何回报。

至此，虽已成功减少二百一十人，但是距离目标仍然多出近二百人，於是奥古斯都采取了下面的方法来向目标挑战。

首先，由身为执政官的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两人先各选三十人，接着由这三十人分別再选出三十人，然后被选中的人又再各选三十人，一直到满六百人为止。

屋大维将元老院议员人数恢复成六百人也有助於他博取元老院的好感。罗马建国之初，元老院人数是三百人，后来苏拉把人数增加到六百人，凯撒又增加到九百人。只不过苏拉的用意是强化元老院体制，而凯撒却是想打倒元老院。屋大维将元老院成员回复为六百人的举动，连共和派人士都认为是屋大维尊重元老院的证明。没想到隔年，屋大维做了一件更令共和主义信奉者狂喜的事。




恢复共和宣言



西元前27年1月13日，对着元老院座无虚席的议员，三十五岁的屋大维宣布从此恢复共和政体。





屋大维并不善于即席演讲，遇有重要议事时，据说他都是照着预先準备好的稿子发表演说，这一天的宣言想必也是这样。屋大维死后才被公开的《神君奥古斯都业绩录》里面，有一段关于这件事的记述：


「内乱已完全平息，在吾第七度担任执政官这年（西元前27年），将全体国民讬付给吾的权力，全部归还到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手中。」



根据別的史家记载，当时历经剷平布鲁图斯等反对派，打倒安东尼这个对手，成为罗马唯一权力者的屋大维，简直像一位刚刚奋战完毕，卸下胄甲的战士，面对着满座的元老院议员说了下面一段话：


「所有集中在吾身上的权力，今天全部归还给各位。吾宣布，所有武器、律法，以及罗马霸权下的领土，全部都归还给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手中。」



这等于是宣布军事、政治、外交等决定权，全都回归元老院及罗马公民的手上。

元老院议场在一瞬间如冻结了一般悄然无声，但是下一刻立即响起如雷的欢声。由于事出突然，平日一举一动都讲求稳重的元老院议员，居然表现得像孩童一样。

所谓回归共和政体就是意味着由元老院决策、经公民大会表决成立，被称做寡头政治的少数领导制又复活了。这种政体也可以说是「元老院体制」，是凯撒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甘犯国法也要打倒而且已经打倒成功的政体。听到凯撒接班人这番等于是背叛凯撒的宣言，元老院议员之所以欢声雷动，是因为想到自己又可以掌握罗马这条大船的舵了。

为了防止权力集中，罗马连国家最高官职——执政官都是两人同任，只有三次曾发生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人手中的例子，那就是苏拉、凯撒和这时候的屋大维。

苏拉完成反对派大肃清之后，自任为无限期的独裁官，大力推动强化元老院的国政改革，目标达成之后自行辞掉属于危机处理系统的独裁官职位，表明他坚持共和政体的决心。只是，之前苏拉肃清行动的凄厉恐怖，让元老院体制坚持派都深觉手中失而复得的政权似乎沾满了血腥。

凯撒掌权之后赦免了所有反对派成员，而且同意他们回复公职；虽然避免了一场肃杀风暴，但是他就任「终身独裁官」的行动，却完全粉碎了西塞罗、布鲁图斯等共和主义者期待元老院体制复活的美梦。

屋大维掌握大权之后，也没有采取报复反对派的行动，并且允许叛乱者恢复公职。如今他又发表回复共和政体宣言，等于是宣布内战时期他所享有的一切特权都还给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无异议接受的元老院议员当然是喜不自胜。

屋大维放弃集于一身的特权，当然会得到共和政体下公民们的赞赏，只是，到目前为止他所拥有的特权到底有哪些呢？


一、三巨头政治权。




二、义大利誓约。




三、世界的支持。



特权一是指西元前43年底由安东尼、雷比达（Lepidus）、屋大维三巨头所组成的共斗体制，史上称作「第二次三巨头政治」中的权利。不同于庞培、克拉苏（Crassus）、凯撒私自组成的「第一次三巨头政治」共斗体制，「第二次三巨头政治」是得到公民大会同意的，可说是合法的「危机处理系统」。

不过，由于西元前30年安东尼败亡自杀，之前雷比达又已引退，「第二次三巨头政治」早已有名无实了。而且「第二次三巨头政治」组成的第二年，就强力实施反对派肃清政策，还制成了反对派名册，受波及的罗马人达二千三百位，使得「第二次三巨头政治」染上了血腥和恐怖的印象。在这次肃清行动中，名列反对派名册之首而遭杀害的西塞罗，是牺牲者当中最有名望、最受尊敬的人物。而屋大维特別派西塞罗的儿子到元老院去报告「亚克兴角海战」的胜利结果。由于屋大维也参与了反对派名册的制作，西塞罗之死他理应负一部分责任，但是因为他战胜了安东尼，结果扑杀反对派的负面印象全都转嫁到安东尼身上了。因此，放弃「三巨头政治权」反而是比较有利的选择。

特权二的「义大利誓约」是西元前32年，屋大维面临与安东尼及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决一死战的时刻，向义大利半岛所有公民要求的誓约。义大利所有的地方自治体对屋大维的回应就是选出屋大维为「为保卫罗马国而进攻埃及的最高司令官」，并且宣誓对他效忠。因此，这项特权也是以危机处理为目的而产生的，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都死后，如果再继续保有这项权力，可能会被误解为共同体的私有化。

特权三——我不得不直译为「世界的支持」，其实内容是义大利以外的罗马属省赋予屋大维如同「义大利誓约」的特权。由于当时罗马帝国的东半部都在安东尼的手中，所谓「世界的」，其实只有罗马帝国西半部而已。不过，它的意思就是代表连属省人民都一致支持屋大维。

「义大利誓约」并不止于口头上的誓言，还包括承认屋大维拥有士兵召募权，并且愿意负担临时稅。但是「世界的支持」并无承诺上述义务，甚至连属省稅都未增加。屋大维只是希望当他出发到东方决战之时，自己的背后，也就是世界的西方能够维持稳定，直到事情告一段落。

总而言之，第三个特权也是因应危机而生的临时特权。既然战争已告结束，还是放弃比较恰当；尤其是特权二，因为包含了临时课稅权，如果再继续保有，可能被误会为与民意作对。

尽管事实上放弃这三项特权反而对屋大维比较有利，不过这些特权也确实与罗马式的共和政体相牴触，因此屋大维宣布回复共和政体并非谎言。

只是，屋大维并未放弃一切权力，使自己降为与元老院议员同等的地位。那么，他没有放手的是什么呢？





首先，他没有辞掉执政官的职务。屋大维在西元前43年，以十九岁的年纪首度被选为执政官，然后从西元前31年开始又连任该职，到西元前27年宣布回复共和政体那年，他正处於第七度的执政官任内。执政官是共和政体中的国家最高职位，屋大维甘冒可能违法的危险，也要保住这个职位。

如果大家觉察到这个实情，那么，听到屋大维的：「所有武器、律法，以及罗马霸权下的领土，全部都归还给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手中」宣言，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想了吧！不会只因为回归共和政体而欢喜万分。不过，即使屋大维接连数次担任执政官，由于执政官是常设官职，与他宣布要放弃的特权并不冲突，因此也不能说他说谎。

屋大维第二项没有放弃的是平常使用「大将军」（Imperator）称号的权利。「大将军」本来是罗马士兵在战争胜利之后对胜利将军的敬称，凯撒就有平日使用此称号的权力，而且他的形象与这个称号完全相符。但是全罗马的人都晓得，屋大维打仗靠的是阿古力巴上场指挥。虽然如此，不止是凯撒了解这个「大将军」称号在罗马人心目中的份量，屋大维也一样清楚，因此他以世袭的方式保有了这个称谓的日常使用权。从此以后，凡是他所兴建的建筑物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前面刻有「大将军」（Imperator）的缩写“IMP”。不过生性谨慎的他极力避免使用这个称号，以免让人有军事方面的联想。像他在写《业绩录》的时候就从来不用。

「大将军」的称号以世袭方式传递可谓意义重大，代表军队指挥权代代相传，不就是实质上的帝政吗？西元前27年，当屋大维宣布回归共和政体时，不知道有几个罗马人察觉出这个「大将军」（Imperator）将会成为「皇帝」的意含呢！





屋大维未放弃的第三项权力是「第一公民」（Princeps）的称号。这个称号在古罗马只是代表国家公民中的第一人，引申之后也可用来指称领导人。西元前29年，元老院为了感谢三十四岁的屋大维打败安东尼，结束国家长期内战状态而赠予他这个封号。虽然屋大维有权在任何时候使用「大将军」的称号，但是自重的他不愿滥用这个带有军事意味的称号，因此有了「第一公民」的封号，无疑像是提供了便利的隐身衣一般。

如果说「大将军」的封号对共和主义者隐含着挑衅的意味，那么「第一公民」就完全没有这份疑虑了。打败汉尼拔赢得第二次布尼克战役（Punic War）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也曾受赠过「第一公民」的称号。这个类似隐身衣的称号发挥了惊人的效果。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在写到不久成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时，多半以「第一公民」称之，而非「凯撒」（屋大维是凯撒的养子）。屋大维自己在《业绩录》中也曾三度以这个称号称呼自己。也许因为这个「第一公民」称号的缘故，有些学者甚至将此后屋大维执政的时期称为「元首政治」而非「帝政」。三十五岁的屋大维不只欺骗了同时代的罗马人，难道连后世的研究者也被骗过了吗？以上是西元前27年屋大维宣布回归共和政体时，所放弃和未放弃的权利。问题是，宣布回复共和政体的屋大维由此得到了什么？




「奥古斯都」



回复共和政体宣言不过宣布三天，1月16日元老院就一致通过要赠与「奥古斯都」的封号给屋大维。

屋大维自己在《业绩录》中有如下记载：


「为了答谢吾宣告恢复共和，元老院决议从此以后称呼吾为「奥古斯都」，并且附加以下的荣耀。




吾住屋玄关两边的侧柱以月桂树装饰，门上置放「公民冠」。而为了感谢这次吾的决断、宽容、公正、慈爱，元老院与罗马公民决定将此事雕在黄金的盾牌上，并将盾牌保存在元老院议场内。




从今而后，吾的权威虽在万人之上，但是吾的权力绝未超越任何一位同僚。」



这段记载没有什么咬文嚼字，是平铺直叙的文章，内容也没有说谎，只是最后一段却未必是事实。不过对屋大维来说，除了这么写之外，大概也不可能有別的写法。因为这时候的他正在一出超大型政治剧中演出，而这出剧我想连想像力丰富的凯撒都会赞赏的。

这整个赠与封号的过程只能以「绝妙」来形容。理由有三。第一，从宣布回归共和到决定赠与「奥古斯都」封号，只隔了三天的时间。第二，提议赠与「奥古斯都」封号的人选。第三，为何是「奥古斯都」这个封号而不是別的。

三天，刚好够议员们充分品嚐回复共和政体的喜悅滋味，但又还来不及去探究这突如其来的宣言背后可能隐藏的意义。可以说三天的时间不早也不晚。

至於提案的人选，以人选称之是因为确信整个过程都是按照计画周详的剧本来展开的，因此这个提案人也绝对不是偶然的结果。

平常要九天后才召开的元老院会议，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三天后就召开了。而在会中提议赠与「奥古斯都」封号的是备受同僚尊敬的元老院议员波利奥。

波利奥是一名教养良好的武将，生于西元前76年，西元前27年1月当时正要步入四十八岁。波利奥的父亲只是地方上的有力人士而已，他之所以能够走上高级公职的路（所谓的「荣誉公职人员」），全是由于凯撒的拔擢。

西元前49年1月，二十六岁的波利奥跟随凯撒渡过了卢比孔河（Rubicon）,他也是西塞罗口中「罗马的年轻激进派」的一员。凯撒所著的《内战记》中完全没有提到卢比孔河渡河的情形，后世的人都是从波利奥留下来的记录中，才有幸了解当时的实况。

同年4月，波利奥被任命为三十五岁的古里奥副官，他们遵照凯撒的战略，先征服西西里，再往北非前进。

8月，古里奥因为战败而自杀，刚满二十七岁的波利奥带着仅剩的残兵回到西西里。

凯撒将他升为军团长，此后波利奥就一直在总司令官凯撒之下工作；包括和庞培对决的狄尔哈强攻防战、法尔沙拉斯会战、在北非大败庞培党羽的塔普索斯战役、以及在西班牙降服庞培之子的孟达会战，他全都参加了。

西元前44年，凯撒出发远征帕提亚（Parthia）之前，任命三十二岁的波利奥在他远征东方期间，担任西班牙属省的总督。即使在凯撒遭到暗杀后，他之前所策划的人事布局并未更动，因此波利奥离开了局势动荡的罗马，照预定行程出发到西班牙赴任。

但是当凯撒的遗嘱公开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牵制状态，而这时期波利奥公开地以安东尼派自居。也许是因为波利奥和安东尼都曾在凯撒手下共事，还存有同袍之谊的缘故吧！当初安东尼和屋大维的联合军与布鲁图斯及加西阿斯（Cassius）对战时，波利奥也是在安东尼军下参战。

安东尼后来逐渐受克丽奥佩脱拉的影响，终于演变成与屋大维率领的罗马军对峙，这时波利奥无法再站在安东尼那边了。但是屋大维也尊重他无法对安东尼扯开弓箭的心情，并没有勉强他参战。所以亚克兴角海战以及次年安东尼自杀的消息，波利奥都是在义大利接获的。

追随安东尼的罗马人都得到屋大维的宽恕，甚至回复公职；因此，波利奥应该也可以重新开始中断了的公职生涯，四十六岁的他仍然有足够的精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然而波利奥只保留凯撒给他的元老院议席，其他公职全都辞掉，选择过另一种知性的优雅人生。为此，他赢得了不逢迎献媚的清流名声。

屋大维选上波利奥的眼光，几乎令人不敢相信他才三十五岁的年纪。因为如果选择同派人士来提案，一定会让元老院议员起疑；但是如果讬付给暗地里仍然尊敬布鲁图斯的共和主义者，又不晓得要等到何年何月。这种事情如果不速战速决，很容易失败的。

「奥古斯都」这个称号正合屋大维的政治感觉，相信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的选择。





罗马人是一个爱用外号的民族。像西塞罗的好朋友虽然叫阿提克斯，但也不是他的本名，因为他最爱的希腊起源于阿提卡（Attica）地方，所以就取了一个意为阿提卡人的外号。这个爱取外号的倾向到了重要人物身上就转变成取尊号了。

打赢汉尼拔的西比奥被称做亚非利加努斯，意思就是征服北非迦太基（Carthago）的人。西比奥出身的柯尔涅留斯一族是罗马的名门世家，其中的西比奥家族要人辈出，西比奥后面加上亚非利加努斯就可以与別个西比奥有所別，是尊称也是方便。

同属柯尔涅留斯一族的苏拉，拥有包括降服潘特斯国王米斯里达兹等众多功绩，本来赠予他一个尊号也是应该的，但是他收服了马留斯（Marius）派党羽，掌握绝对权力之后，开始实行冷酷恐怖的肃清行动，结果谁也没想要送他一个尊号。即使苏拉的虚荣心并不重，但是似乎也不满自己没有任何称号，於是就送给自己一个「菲利克斯」的称号，意思是「幸运之神眷顾的人」。

这位大家最怕成为他敌人的人物死后，没有人再以苏拉·菲利克斯来称呼他。对苏拉而言，他自己也许是一位「受幸运之神眷顾的人」，但是对在反对派肃清行动中遭他杀害，没收财产，甚至子孙都被剥夺公职就任权的人来说，简直一点也不「幸运」。

庞培也是有尊号的人，他的尊号是「马尼斯」，意思是「伟大的人」。庞培身为苏拉门下的俊杰，年纪轻轻就非常活跃，尤其是歼灭海盗一战，成功称霸东地中海海域，成为一名受人瞩目的武将。「马尼斯」就等于“The Great”，与亚历山大大帝并称。

凯撒生前没有外号也没有尊称，或许是因为他打败了「伟大的庞培」，大家实在不晓得该封他什么更高的尊号才好。不过凯撒死后被神化，「神君凯撒」就成了他的尊号。

由罗马人爱取外号的习惯来看，赠封号给对国家有功绩的人绝不是什么特殊的待遇，问题在于赠什么封号。屋大维虽然立了平息内乱的大功，但是实际上指挥战斗的却是阿古力巴，因此骁勇善战的称号并不适合，而屋大维本人又不甘心只得到一个与先人相似的单纯称号。





奥古斯都（Augustus）这个字在古罗马是指神圣受崇敬的东西或是场所，完全没有武力或是权力方面的暗示意味。而且，由于罗马是多神教的世界，虽然这个字有神圣的意思，却还不到独一无二、绝对权威的地步。別忘了，连街头的小庙也算是神圣受崇敬的场所。

三十五岁的屋大维为自己所选的称号就是这个「奥古斯都」。为了得到这个称号，他挑选了不攀炎附势、声誉清白的波利奥来担任提案人的角色，而且时机是在回复共和宣言发表三天后，趁大家尚未从共和政体复活的兴奋中清醒过来之际，经由受赠的方式得到这个称号。西元前27年1月16日出席会议的元老院议员，必定认为「奥古斯都」这个称号不会和权力扯上关系，这点可以从他们附赠屋大维的其他荣耀中看出来——住屋玄关侧柱饰以月桂树的枝叶、玄关门上掛「公民冠」，以及将这件事蹟刻在黄金的盾牌上，安放于元老院议场以感谢屋大维手握所有大权仍然愿意回归共和政体。其中「公民冠」和「盾牌」另有深厚的含意。

首先，我们都知道「盾牌」的防守意义大于攻击之意；而所谓的「公民冠」是以橡树叶编制而成，不同于月桂叶编成、代表胜利者的「月桂冠」。「公民冠」是奖励罗马士兵救援友军成功的勋章。有趣的是，罗马士兵认为得到这个「勋章」比当上攻击先锋是更高的荣誉；奥古斯都也比较想得到「公民冠」。因为与其拿到和他形象不符的月桂冠，不如「公民冠」还可以彰显他平息内乱，使罗马国免於崩溃的功绩。

事实上，看看遗留至今为数众多的奥古斯都像，其中极少有戴月桂冠的肖像。可能正因为他本身比较偏爱公民冠，所以戴公民冠的像也就呈现压倒性的比例。





不过，元老院全场一致通过赠与的「奥古斯都」尊号，事实上并不是如元老院议员所想的那么与权力无缘。

表面上，奥古斯都这个称号给屋大维带来的是权威而非权力，但实际并不止于此。经过十四年的权力斗争之后成为唯一最高权力者的屋大维，凭著他的威信，所发言论份量之重当然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前面提过，屋大维所放弃的权力全都是有害无益的；而且后面还会看到，军事上的最高权力他根本没有放弃。像这样的人物再添上权威会变成什么情形呢？结果就是无论在议场发言或是决策时，从屋大维口中说出的话，在元老院议员或是一般公民心中必定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吧！奥古斯都自己写过：「从今而后，吾的权威虽在万人之上，但是吾的权力绝未超越任何一位同僚。」理论上是这样，实际则不然。

奥古斯都身为执政官，他的同僚，也就是另一位执政官，通常都是阿古力巴。阿古力巴一直是奥古斯都的左右手，但是他缺乏像屋大维在变成「奥古斯都」时所获得的权威，因为他并没有受封赋予他权威的称号。所以奥古斯都的权力根本就超越了他的同僚。

有位研究者对这时期的奥古斯都作了如下的批评，我也是深有同感。

他说：「奥古斯都卓越的政治手腕在于他的所做所为完全合法。」

何谓卓越的手腕呢？奥古斯都所做的每件事都合乎共和政体下的法制，但是这些全部加起来，最终将会导向共和政体下绝对不合法的帝政。

西元前27年，对当时大多数的罗马人而言是庆祝恢复共和政体的一年；但是在后人眼中，即使只是半世纪后，这一年却是帝政正式开始的一年。

从这一年起，屋大维的正式名称变成了：「大将军·朱利斯·凯撒·奥古斯都」（Imperator Julius Caesar Augustus）。

一个宣布恢复共和政体的人有这样的名字，变得有点讽刺。

照我看来，三十五岁的奥古斯都对这种情况完全有自觉，因为他连要以何种面貌将自己主导的新生罗马介绍给大家都考虑到了。以他三十五岁的年纪，实在是头脑清醒得令人感到恐怖。




形象作战



奥古斯都是少见的美男子。当凯撒指定当时十七岁的美少年奥古斯都为后继者时，长相粗俗的安东尼气得几乎口出恶言。即使步入三十岁以后，奥古斯都年少时的美貌也未见衰退，而且由于十八岁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十四年来征战布鲁图斯、安东尼等人，在天生的美貌上又添了一份自信，三十岁以后的奥古斯都给人的是一种「男子汉」的美感。

不过奥古斯都的美不仅是形体上的；无论在说话或是倾听的时候，他都会流露出一种深不可测的宁静和明朗，这种气质给人的印象远超过他的容貌之美。

古代罗马的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描述奥古斯都是「少有的美男子，但并不爱打扮。」也许正因为天生俊美，不需要再花太多心思在上面。不过三十五岁的奥古斯都很清楚自己此时处於颠峰的美貌，具有多大的力量。


 
 




〈左、中〉奥古斯都肖像




〈右〉刻在奥雷斯金币（西元前2年~后1年左右）上的奥古斯都像




虽然随着时间流逝导致风化和破损，再加上基督徒的破坏，但是古罗马雕像中遗留下来最多的还是首位皇帝的像。从罗马帝国全境都有奥古斯都雕像出土的事实看来，当时想必制造了很多，然后派发到全国各地，至於存留最多一定是因为机率的缘故。

但是这些出土雕像全都是以三十几岁的奥古斯都为模特儿，只有一尊疑似他晚年的头像之外，其他全都明显可以看出是四十岁之前的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活到七十七岁的高龄，老年时代就不管了，但是罗马人公认四、五十岁为壮年期，奥古斯都也没留下一尊可以了解他当时形象的雕像。将自己成熟的形象留下来无疑是比较自然的，而且苏埃托尼乌斯也曾写说奥古斯都的魅力到老也未见减退。

我想，奥古斯都是故意将自己的公众形象限定在三十几岁的青年期。奥古斯都的责任是将凯撒留下的蓝图付诸实现，为了要突显自己和比较晚才开始公职生涯的凯撒有所不同（凯撒只留下五十几岁的雕像），强调自己的年轻不正是最容易又最有效的方式吗？而且奥古斯都所要建立的新生罗马，也是想要给人和平、开朗、无攻击性的印象，这正好与他三十几岁充满活力的形象不谋而合。奥古斯都準备建立的罗马新秩序，乍看之下似乎与雕像、钱币毫无关联，但是其实特性都显示在其中了。




作家眼中的奥古斯都



在罗马史上，奥古斯都的重要性仅次于凯撒，不，应该说和凯撒同等程度。集结了二十世纪多位举足轻重的学者论文而成的《罗马通史》中，奥古斯都所佔的页数也足以和凯撒匹敌。因此可以说奥古斯都的一生非常具有写成详细传记的价值，而且不愁魅力不够。

但是，奥古斯都的传记却十分少见，不晓得有没有凯撒的十分之一，这还是指学者所写的传记，至於作家为他写的传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至少，有作家之名的人都没有写他的传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一定有其原因存在。根据我的推断，可能是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奥古斯都不是那种可以强烈触动作家心絃的类型。前面叙述过，他并不是一个没有魅力的人；相反的，其实是魅力十足。只是他的魅力不是那种能使作家胸中一热的魅力，反而会让作家的脑袋益发清醒。换句话说，前者令人感动，后者令人感佩；也可以说是改变时代潮流的男人与之后使这股潮流稳固下来的男人之间的差別吧！



不过，凡是选择以文章为表现方式的人就知道，能激发热情的魅力对作家来说有多重要，因为只有在心灵被深深触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写出超越自己现状的作品。

日本的出版界有一个迷信，那就是只要是写织田信长的书一定可以卖得好。虽然喜欢信长的读者很多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我认为日本的历史人物当中，尤以织田信长最能打动作家的心，受到感动的作家因而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本来就喜欢信长的读者，由于发现好的作品，更是乐意去阅读，於是才出现那种「迷信」的说法。


第二个因素是，与凯撒相比较，奥古斯都的事蹟当中有不少难以下笔的事。奥古斯都老年时，地位已经稳固，於是提笔想写自己的回忆录，结果也是中途放弃。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不愿意被拿来与凯撒的好文笔比较，但是我想，奥古斯都会不会是写一写，发现自己的生涯终究难以整理，干脆把它丟入垃圾筒不写了。



那么，到底奥古斯都的自传难写在那里呢？

奥古斯都并不是那种按顺序来解决问题的类型，如果以画画来比喻，大概是这样的：

凯撒是在宽广的壁面上以他独特的「快攻」法画出湿绘壁画（Fresco）,完成一个壁面之后，立刻转向旁边的墙壁挑战；就这样在旁观者的感叹声中快速地完成一面又一面的壁画，结果宽阔的沙龙里放眼望去，四面全都是鲜丽耀眼的大壁画。

奥古斯都和凯撒不同，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画。宽敞的沙龙中架设了大大小小为数众多的画架，但是奥古斯都并不是一幅画完再换一幅。他最初只在大多数的画布上轻轻地描上素描，但是偶尔也有一气呵成的作品；那是因为他判断将该幅画完成，呈现在观众面前比较有利的缘故，也就是趁机造成事实以示人。例如：宣布恢复共和政体、促成元老院奉上「奥古斯都」称号时的演出都是这样；至於其他画作则要花上一段岁月才能完成。偶尔他觅得不错的时机，就回到画架前稍稍加上几笔。这种动作不断重覆，一般观众开始感到不耐烦，注意力也渐渐转移了；但这正是奥古斯都动笔的大好机会，而油画就在大家不知不觉中全都完成了。


另一个非列举不可的原因是，相较於凯撒时代，奥古斯都时代的史料实在严重不足。



首先，身为主角的奥古斯都自己就没留下什么著述。虽然他有写《神君奥古斯都业绩录》，但是内容简直就像一般书籍的目录一样，列举了三十五项他希望他的同胞或后人知道的事。虽然其中没有任何捏造不实的部分，但是事实也没有全部呈现出来。

而且这《业绩录》中连事件的时间、经过都不明确，因为作者奥古斯都有政治上的顾虑，无法全部记述所有细节。至於由历史学家李维斯（Titus Livius）以第三者的立场所写的《罗马史》，则由于基督教对罗马的兴隆以及罗马和平毫不关心的缘故，在中世纪基督教统治之下，消灭殆尽。

此外，凯撒时代还有希尔提斯和萨斯提斯等凯撒部下的证言，奥古斯都时代却没有。再加上奥古斯都时代并没有像西塞罗那样热衷政治、勤写书信、收集情报的人物，如果想了解该时代的情况，必须从后代的史书、碑文、纸莎草纸文书（Papyrus）、货币等，一点一滴挖掘出事实，再像拼马赛克（Mosaic）一样拼凑出一个大概。如果奥古斯都做事是循序渐进式的，那还有可能为他写出编年式的自传，但是奥古斯都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因此整理起来非常困难。

既然如此，那么学者们又是如何处理这位碰触罗马史时，不可能不管的重要人物呢？

简单来说，就是依照奥古斯都的政策以分类方式来叙述，例如：政治改革、行政改革、货币改革、社会改革、军制改革……等等。即使是这种叙述法也很令学者感到困扰，因为光是军制改革一项，奥古斯都就花了二十八年才完成。

这种分类叙述的传记虽然可以从中了解奥古斯都的功绩，但是却无法体会到他的特质，也就是他能够平安活到七十七岁高龄的原因——深谋远虑的个性。换句话说，这种写法无法使人了解奥古斯都这个人。如果只是当作学问来研究，也许这样已经足够，但是对于不是学者的我来说，可不能这样就算了。因为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奥古斯都的成就，而是他的个性、做事方法，他是什么样的人？又以何种方式完成了什么事？等等。

虽然我这么想，但是我也不可能再去发现什么新的史料，还是会遭遇和学者们一样的困扰，因此我只能尽可能地采编年体的方式叙述，在适当时机再将他的功绩做一完整的呈现。所以有些事情也许在奥古斯都画上素描时，我会先做简短的介绍，等他把油画完成之后再详尽地叙述。





采用这种叙述的方式，还有三件事无论如何必须先在这里提一下，因为这三件事在西元前27年时必然已经描上素描了。第一件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改革。第二是属省的统治方针确立。第三件则是军制改革的事。而这三件事在奥古斯都的《业绩录》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为什么一句话都不提呢？我想是因为奥古斯都认为不要提及比较好吧！因为这三件事如果与宣布回归共和的人扯在一起，就会突显出他言行矛盾之处。




「内阁」的创设



奥古斯都重整元老院完毕之后，立刻著手创设这个以现代的说法相当於是内阁的组织，这时奥古斯都正是三十六岁左右的年纪。这个“Concilium·Princepium”（直译是第一公民的辅佐机关）是以奥古斯都（第一公民）为中心，再加上执政官两人以及法务官、审计官、财务官、按察官等代表各一人，加上从元老院议员中抽选出来的十五人所共同组成。英文“Council”的语源就是“Concilium”这个字。而这个“Concilium”所做的决定具有与元老院体制的强力武器——「元老院诤言」同等的效力。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非常民主的改革，因为除了奥古斯都之外，还包括十五位元老院议员等，是多人组成的合机关，由于合议制的外表，以及成员中包括十五位抽选出来的元老院议员，因此即使这个「内阁」的决议被定为与元老院的决议效力相等，元老院也没有反对。

内阁创设时，身为「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还兼任执政官，当时另一位执政官是阿古力巴。如果把法务官、审计官、财务官以及按察官的代表算作奥古斯都派，就一共有六票，而由于元老院的十五位代表是抽选出来的，不能随「第一公民」任意摆布，因此顺利的话，元老院可以有十五票的力量，远超过奥古斯都的六票。

但是，我想大家一定立刻看出来，实际上这样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虽然「第一公民」、「奥古斯都」等称号只是一种权威象征，不具有「否决权」，但是执政官却是握有实权及否决权的。内阁创设时奥古斯都正好是执政官，假使元老院的十五人提出与奥古斯都相左的政策，奥古斯都只要使用否决权就可以推翻掉。虽然执政官两人都有否决权，但是另一位执政官阿古力巴可说是奥古斯都亲信中的亲信，根本不用担心他有反对意见。事实上，“Concilum”的决议根本就不可能与奥古斯都的意见相左。

不过，「内阁」的决议只是与元老院的决议具有同等效力，并没有超越其上。因为当初如果奥古斯都将内阁决议的效力定在元老院之上，势必引起元老院的反弹，於是奥古斯都决定以另一种方式解决这个难题。

奥古斯都将元老院的定期会议减少成每个月初一和十五两次，而且每年有二个月的休会期。另一方面，「内阁」则是全年无休，有需要就召开，这么一来，两个决策机关的重要性就分出了高下。名义上两者的决议是同等价值没错，实质上根本就不一样。




统治属省的基本方针



派遣总督的属省统治权，长久以来为元老院所独佔。苏拉的国政改革规定，必须具备执政官或是法务官经验者才能担任属省的总督，而在只有元老院议员才能够担任执政官和法务官的前提下，结果就是只有元老院的人才能担任属省的总督；而且在共和政体之下，军团指挥权只授与属省总督，因此，独佔总督派任权就等于是独佔军事力。

打破这个情况的是凯撒。他尊重属省总督必须是元老院议员的这个条件，因为元老院确实也等于是国家的领导人才库，不过总督的任命权就被凯撒拿走了。

西元前27年，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政体之后，属省总督的任命权理应归还给元老院，因为罗马的共和政体不是由君主一人独裁，而是由六百位元老院议员共同执政的少数领导制。但是为了表示对奥古斯都这位年轻的最高权力者宣布回归共和的感激，元老院不只奉上了尊号，连属省的军事权也委由他来负责，直到和平确立为止。

坚决反对凯撒的西塞罗、小加图（Cato）、布鲁图斯都已经不在了，元老院也从实际经历过共和政治的一代移交到只在理论上了解共和政体的世代。对他们来说，三不五时要面对蛮族以及诸多不便的军营生活，当然不如气候温暖、舒适的本国生活，或是属省当中生活水準比较高的地方来得有吸引力；而且元老院阶级的人也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过舒服的生活。希望大家读到这里不要妄下结论，以为罗马的上流阶层已经开始堕落。喜欢过舒适生活的人无论那个时代都有，不是吗？而且从诗人的作品中也看得出来，这个时期的罗马人正沈浸在内乱终了的和平气氛中，还不想醒来。

奥古斯都便充分利用这种气氛来取得属省的统治权，但是又为元老院保留了面子。





罗马国全境可大分为四：


一、从阿尔卑斯山到墨西拿海峡的本国义大利。




二、元老院任命的总督所统治的属省，历史上称作「元老院属省」。




三、奥古斯都直接统治的属省，历史上称为「皇帝属省」。




四、由于国情特殊，属于征服者奥古斯都个人所管辖的埃及。



以上四区再加上那些承认罗马霸权，外交和军事都追随罗马的所谓「同盟国」，便构成了围绕地中海的罗马帝国。

那么第二项的属省和第三项的又是如何区分的呢？

如果是平庸无能的掌权者一定会将经济有利、容易统治的地区划归自己辖下，但是三十五岁的奥古斯都反而做了相反的选择。

成为属省时日已久的地方，也就是罗马化（罗马人称作文明化）历史悠久之地，或是在国家安全上不属于前线地区，也就是不需要军团驻扎的地方便归元老院管辖。这些「元老院属省」包括：


一、西西里岛（Sicilia）。




二、萨丁尼亚岛（Sardegna）和科西嘉岛（Corsica）。




三、伊比利半岛（Iberia）南部的倍帝加地方。




四、从南法到瑞士的高卢·拿波南西斯属省。




五、相当於希腊北半部的马其顿属省。




六、相当於希腊南半部的亚该亚（Achaea）属省。




七、小亚细亚西部的亚细亚（Asia）属省。




八、小亚细亚北部的俾斯尼亚属省。




九和十是克里特岛（Crete）和塞浦路斯岛（Cyprus）。




十一、埃及西边的昔兰尼加（Cyrenaica）地方。




十二、旧迦太基（Carthago）的领土——亚非利加（Africa）属省。




十三、旧努米底亚（Numidia）的领土——努米底亚属省。



以上这些属省也可称作是文官的统治区，仍旧援往例由元老院任命具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验者去赴任，为期还是一年。对元老院议员来说，除了法务官等政府公职之外，经历过属省总督的职务才真正算得上是所谓的「荣誉公职人员」，如今又能够到问题少的属省去赴任，因此奥古斯都的这项决定可说大受欢迎。





至於报酬方面，由于总督的工作算是荣誉公职人员的义务，所以从来就是无给职，但是所需经费可从当地收得的属省稅中扣除。






罗马国全境略图（西元前30年时）——为现代的国境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所管辖，帝政确立之后人称「皇帝属省」的地方如下：


一、伊比利半岛西部的卢吉塔尼亚属省。




二、伊比利半岛东部的希斯帕尼亚·塔拉哥南西斯属省。



伊比利半岛最北部的征服行动尚未完成。


三、南法以外的高卢全境，后来这块地方又被分成三个属省。



大概不需要我说明大家也明白，这个属省是莱茵河防线的前线地区，同时也是大后方。


四、伊利利亚、达尔马提亚地方。



建立多瑙河防线的工作因凯撒被暗杀而中断，因此在多瑙河防线建立之前，这块地方就是防卫的前线地区。


五、小亚细亚东南部的西里西亚属省。




六、叙利亚属省。



其中第五和第六个属省等于是面对头号假想敌帕提亚（Parthia）王国的前线地区。

这些「皇帝」直辖的属省由奥古斯都任命的将军来担任统治的工作。这些属省都可算是边境地区，在边境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卫工作，因此这些被赋予军团指挥权的属省总督都是武官，是有报酬的公职，任期则由奥古斯都视情况决定。站在法的立场，如果要赋予这些武官军团指挥权，奥古斯都势必得拥有更高的权力，否则整个帝国的防卫系统就无法发挥功能。基於这个考量，奥古斯都得到了公认的「全军最高司令权」。

就这样，元老院连军事权也交到奥古斯都手上了。不负担义务就无法拥有权利，这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奥古斯都并不是因为想得到军事权才实行属省二分制度的，实在是大势所趋。




「安全保障」



防卫乃至安全保障的观念是从罗马时代开始的，拉丁文是“Securitasu”，后来成为英文“Security”的语源。读者们如果认为共和时代是非扩张主义，帝政时代是扩张主义，那就完全弄错了。共和时代才是霸权扩张的时期，帝政时代反而成为防卫守成期。这个转变最先起自凯撒，他认为以罗马的现况看来，一再扩张领域是不切实际的，而凯撒的后继者奥古斯都也有这个共识。国家的目标从攻略转变为防卫之后，确保防卫线就成了最重要的课题。凯撒征服高卢，也是为了建立国家防卫线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奥古斯都时代并非与战争无缘，但是除了一个例外，其他的战争行动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才进行的。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奥古斯都成了罗马史上第一位设立常设军队的人。





共和时代的罗马只有四个军团的最低限防卫力，除此之外并没有超越这个规模的常设军事力；每当需要兵力时就征兵组织军团。国势调查主要就是为了调查十七岁以上成年男子的人数以方便征兵才应运而生的。即使后来兵役改成了募兵制，仍旧维持有必要才组织军团的做法；罗马军常常不能先发制敌，就是因为缺乏常设军的缘故。

共和时代末期虽然出现像凯撒军团那样的常设军，但是士兵的誓约只到战争终了为止，而且与其说是国家与士兵的誓约关系，不如说是最高司令官与士兵的誓约关系还比较符合实际情形。

在共和时代的霸权扩张期，需要时再招兵买马的方式并无不便之处；因为既然是攻击行动，当然得先有一个目标，目标决定了才来组织军队，然后予以充分训练再出击也不迟。而且在这段準备期间，得到消息的敌方心理上常常自己先心生胆怯，到时候罗马大军只要往前开进，敌人便恭恭顺顺地自动投降了，临时征兵甚至有这种好处。

只是一旦目标改成防卫，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方式就不合用了。敌人何时来袭并不确定，因此平常就必须有所準备。奥古斯都了解如果要达成防卫目的，常设军是绝不可少的军力，於是就将它付诸实行了。

这项军制改革是与缩减军备一起进行的，这一点也很有意思。由于是常设的军力，所以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以最少的经费组成最大效果的军备，否则国家经济如果负担不了，早晚得提高属省稅，这么一来必将导致属省人民爆发不满情绪，到时候遑论防卫外敌，连帝国内部的安全都不保了。

我想，到这里都是西元前27年秋天之前，当时三十五岁的奥古斯都著手进行的政策。他的任务是实现凯撒留下的建国蓝图，但是如果马上开始进行，可能会招来独裁的疑惑；因此在这个时期，他可能只考虑先打稳基础。建筑物稳固与否全看地基打得如何，但也可以解释为基石是否摆在正确的位置吧！不过，奥古斯都在堆砌石子之前，间隔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决定先进行容易让人理解、易获好评的事业，也就是能够明记在《业绩录》里的事业，因为奥古斯都要趁此机会完全征服伊比利半岛。




重整西方领地



西元前27年秋天，刚满三十六岁的奥古斯都离开罗马，经由奥雷利亚大道进入南法；同行的除了同辈的得力助手阿古力巴之外，还有两位少年——十六岁的马尔凯斯和十五岁的台伯留。奥古斯都打算让姊姊欧古塔薇亚的儿子马尔凯斯、他的妻子莉薇亚和他结婚时带过来的小孩，也就是奥古斯都的继子台伯留，体会一下初次的实战经验。虽然和莉薇亚结褵十载，但是奥古斯都未曾喜获麟儿。

这一年冬天，奥古斯都是在高卢·拿波南西斯属省的首都纳邦（Narbonne）度过，所谓度过可不是轻轻松松地游玩、休养。凯撒做一件事绝不会只为了一个目的，这一点奥古斯都也一样。虽然奥古斯都高唱「征服伊比利半岛」为此行的目的，但是其实重整罗马帝国的西半部才是主要目的。

征服现今西班牙北部高山民族的工作属于军事行动，奥古斯都便全部委任阿古力巴来负责。但是奥古斯都身为最高司令官，没有理由一直待在南法这个远离战场的地方，於是第二年春天就移往西班牙的塔拉哥那（Tarragona）。塔拉哥那位于巴塞隆纳南边约五十公里处，是一个面向地中海的港口城市。从西班牙东部的属省取名为希斯帕尼亚·塔拉哥南西斯来看，在古代塔拉哥那的重要性可是巴塞隆纳远不能及的，而且属省的首都也设在这里。

即使奥古斯都移到了塔拉哥那，离战场也还有四百公里以上的距离。虽说是伊比利半岛的征服行动，但是这种军事行动还不到需要最高司令官亲临的程度。当阿古力巴专心於海陆进攻行动时，最高司令官就一直待在塔拉哥那。阿古力巴经过二次战斗，不到二年的时间便彻底压制西班牙北部的高山民族，但是奥古斯都直到西元前23年之后才凯旋回归罗马，这三年半的时间他到底在做什么？





首先是西元前27年冬天开始著手处理高卢问题。

对除了南法之外的高卢全境来说，在罗马为内乱所苦的十四年间，正是他们推翻罗马霸权的大好机会，但是和其他属省一样，高卢仍继续维持属省的状态。在内乱期间，高卢并没有像希腊一样被当作战场，集中了罗马的军力；也不像其他属省被罗马统治已久。高卢是才被凯撒征服不久的属省，从凯撒遭到暗杀后十四年，再加上内乱终了到西元前27年无暇管理的三年，总共十七年的时间，在高卢根本看不到半个罗马士兵的影子。但是罗马并不需要担心高卢人民叛乱，因为降服高卢之后，凯撒的处理方式十分巧妙。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处理法呢？

凯撒明白只有在领导阶层的煽动之下，被征服的人民才会群起反抗，人民并不会自主地起来打反旗的。而凯撒也知道领导阶层只有在失去自己原有的权威和权力时才会感到不满。

凯撒保全高卢全境的所有部族，没有一个部族遭到被赶尽杀绝的命运。所谓保全部族包括了：保持各部族的根据地、保留各部族的领导阶层，另外宗教、语言、生活习惯也全部维持原状。

但是光这样并不能消除高卢不安定的因素——几十个部族间抗争不断，处於劣势的部族会求助於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民族。因此凯撒将四个有力部族提升到全高卢的领导地位，这四个部族是：黑杜伊族、欧维纽族、赛克亚尼族、林格南斯族。四大部族的族长负有统领其下各中小部族的任务。连一度将凯撒逼入绝境的维尔钦杰托斯所属的欧维纽族都受到这种优遇，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凯撒的合理性以及敏锐的政治感。

同时四大部族的族长也负有一年一度召开全境部族会议的责任，这是为了防止四大部族自行独立、互相争霸的对策。

就这样凯撒成功地掌握高卢的领导层。部族长原有的权力与权威得到承认，并且得到罗马公民权，有力的部族长甚至被授与元老院的席位，同时凯撒的族名「朱利斯」（Julius）大受欢迎，高卢子弟纷纷到罗马去留学。在史料上常常看到即使在凯撒遭到暗杀之后，不，甚至帝政确立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以朱利斯为名，虽然有点好笑，不过在古代罗马赐与族名等于是结成保护（Client）关系，有点像在日本，店家允许老店员使用同个字号来开业，表示照顾之意一样。

但是凯撒所做的不只这些。因为人民即使不会主动群起反抗，但是不满情绪的爆发却是自主发生的，而最容易成为导火线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因素。





共和时代罗马的属省人民规定要付十分之一的直接稅，又称为「十分之一稅」；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缴给罗马政府，类似付保护费的感觉。属省人民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因为军团兵只限於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才能够担任。

十分之一的稅额会随着每年属省人民收入改变而变动，凯撒便将属省稅重新规定成一定金额，也是高卢全体人民每年缴交四千万塞斯泰契斯铜币（Sesterius）的稅。读者如果想知道这个金额在当时可以买多少东西，请参照第Ⅳ卷的〈战后处理（二）〉单元；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金额并不高。

此外，共和时代罗马的属省稅征收系统有一项特色，那就是收稅的工作全部由一个叫做“Publicanus”（普布利加努斯）的私营征稅系统负责，但是后来凯撒将这项制度废除了。那么高卢的属省稅变成由谁征收呢？这个史料上并无记载，只能推测依凯撒的行事作风来看，应该也是交由各族族长负责吧！然后在高卢部族会议时再将各族的稅金集合起来交给凯撒。凯撒虽然不贪财，不至於发生中饱私囊的情形，但是凯撒对自己的钱和別人的钱分得并不清楚，这一点看在严格的公私分明主义者眼中就觉得很困扰。很有可能从高卢来的属省稅，在与庞培派抗争中就被用来支付战争费用了。

先不管稅金的去向，站在高卢人的立场来看，被凯撒征服后的高卢变成怎样了呢？

首先，各族间的纷争已成过去，日耳曼民族的侵犯行为也因凯撒二度渡过莱茵河给予严厉的教训，而不再需要担心害怕。奥古斯都时代的地理学者斯特雷波（Strabo）就曾在书中提到，凯撒征服高卢之后，高卢民族就由狩猎民族变成了农耕民族，足证高卢人民生活转趋安定。

即使不需要再担心外敌入侵掠夺，可以专心农耕，但是高卢各部族的内部结构仍和以前一样。各族领导层具有公认的权威和权力，范围涵盖内政的治理到属省稅的征收。此外最重要的就是稅金很便宜，连本国义大利都要缴百分之五的关稅，但是高卢只要百分之二·五而已，因为当时高卢在经济上尚为落后国家。

这就是为何连凯撒遭到暗杀、罗马内部一片混乱之时，高卢都还能维持稳定局面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是由于高卢人民崇拜凯撒个人；但是我想，只凭对一个人的崇拜之情是不太可能维持一个属省十七年的安定的。





但是在罗马内乱平息、恢复安定之后的西元前30年起，高卢反而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息，肇因者是奥古斯都所派去的一个解放奴隸官员。

这个解放奴隸官员是奥古斯都的心腹，他主张高卢也要与其他属省一样照规定缴交「十分之一稅」，因而引起高卢各部族族长的反弹。奥古斯都知道这次必须由他亲自出马才能解决，所以西元前27年到前26年奥古斯都待在纳邦就是为了这个问题。

也许是奥古斯都把西元前28年所做的国势调查结果拿给高卢部族族长们看，结果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四千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的稅金真的是太便宜了，从此高卢的属省稅也改成与其他属省一样的「十分之一稅」。

不过奥古斯都似乎明白增稅如果和减稅一起施行，所受的阻力会小一点，因此高卢的关稅由原先的百分之二·五再降为百分之一·五。至於征收权，由于史料上没有记载，我想会不会是和以前一样全都交由各族族长负责。因为这段时期并没有共和时代的「普布利加努斯」（“Publicanus”，以竞标制度来决定的民间收稅人员）制度复活的史料记载，而类似地方稅务局的组织又是在十余年之后的西元前15年前后才设立的。「慎重」是奥古斯都终其一生影响最大的性格。

继稅制改革之后，奥古斯都开始进行高卢全境的重整工作。

北是多佛海峡和北海，西有大西洋，南边是庇里牛斯山脉和地中海，东有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围绕，高卢被分为五大区域。


一、南法属省「高卢·拿波南西斯」。



这属省的首都为拿波（现在的纳邦），主要都市有特罗札（现在的图卢兹Toulouse）、马西利亚（现在的马赛Marseille）、经凯撒开发成军港，位于现在坎城和桑得罗培之间的法姆·尤利（现在的弗雷朱斯Frejus）、北上还有克拉罗（现在的格勒诺勃Grenoble）以及隆河沿岸的瓦连弟亚（现在的瓦伦斯Valenc）。

这个区域成为罗马属省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非常的罗马化，整个高卢也只有这里是属于元老院辖下的属省。这里的属省稅是收入的百分之十，关稅也与本国一样为百分之五。

凯撒所征服的是此地以外的高卢地方，奥古斯都将其分成四区。


二、亚奎塔尼亚属省。



凯撒原本是将庇里牛斯山脉到加伦河（Garonne R.）之间的地区定为亚奎提诺地方，奥古斯都将这区往北扩大到罗亚尔河（Loire R.）为止，成为亚奎塔尼亚属省（现在的亚奎丹Aquitain地方）。原因可能是这样的：从前奥古斯都和安东尼争战未果之时，亚奎丹地方曾经发生过小小的暴动，虽然一下子就被阿古力巴压制下来，但是为了防止暴动再度发生，所以奥古斯都才会想借着扩大区域范围，希望该地民族与加伦河以北的强大部族，如：欧维纽族、比都里吉族等融合。这个属省的首都是布鲁迪卡布（现在的波尔多Bordeaux）,位于加伦河的河口，正是掌控大西洋的绝佳位置。

主要都市除了首都之外还有：里摩努（现在的布瓦迪埃Poitiers）、阿巴利古（现在的布尔日Bourges）、奥古斯都利特姆（现在的里摩日Limoges）等。


三、高卢·卢古都南西斯属省。



这个属省南至罗亚尔河北到塞纳河流域，位于索恩河（Saone R.）和隆河两河交会处的里昂（Lyon）也包括在这个属省之内。首都是卢古都努（现在的里昂），属省名「卢古都南西斯」就含有「里昂属省」的意思。主要都市是：凯撒罗德努（现在的都尔Tours）、史温地努（现在的列曼Leman）、罗特马古（现在的卢昂Rouen）、路特提亚（现在的巴黎Paris）、阿杰丁古（现在的桑斯Sens）、奥古斯特杜努（现在的欧坦Autun）等等。

尤其是罗马人著眼其地势之利而开发的里昂，不只成为这属省的首都，而且渐渐发展成全高卢的要塞。这区的有力部族黑杜伊族是传统的亲罗马派；虽然在阿列沙攻防战中曾经一时关系疏离，但是之前之后一直都与罗马维持良好的关系。






高卢全境（---表示现代国界）





四、比利时嘉属省。



凯撒在《高卢战记》一开头所写的渡过莱茵河移居高卢的人，也就是比利时人，所住的地方就是塞纳河和马恩河（Marne R.）以北的地带。奥古斯都将这个地带再加上南边林格南斯族、赛克亚尼族、特雷维利族等三部族聚居的地方，合并成为「比利时嘉属省」，也就是「比利时属省」的意思。

首都是位于摩泽尔河（Moselle R.）沿岸的奥古斯特·特雷维罗姆（现在的特里尔Trier），也就是现在德国最西端，卢森堡的东邻位置。

主要都市有：萨马罗布里巴（现在的亚眠Amiens）、诺维欧杜努（现在的斯瓦松Soissons）、杜罗可托（现在的兰斯Reims），后来再度重划之前还包括了第比欧（现在的迪戎Dijon）、贝左提欧（现在的贝桑松Besancon）、杰那瓦（现在的日内瓦Geneve）。这地的有力部族是雷米族，自从降服凯撒之后，一直都是亲罗马派的。


五、最后是日耳曼属省。



虽然叫日耳曼属省，但是所含地带只有莱茵河西岸一带。这个属省是防守莱茵河东岸日耳曼民族入侵高卢的前线，因此首都正是莱茵河畔的科隆尼亚·阿古力皮南西斯（现在的科隆Cologne）。「科隆尼亚」是殖民都市的意思，从罗马人所冠上的这个名字可知，这个现代德国的重要都市科隆在当时原是军团基地。

由首都科隆的位置和角色相信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属省的主要目的是在军事方面，而主要都市也几乎都是罗马军的基地，而且几乎全都位于莱茵河畔，也就是最前线。

莱茵河防线是由凯撒策划，奥古斯都开始打下基础，再经过百余年历代皇帝合力完成；由于最大的目的就是坚持下去，军团基地在建设时也做了地政上的考量，因此即使二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军团基地仍旧是能够发挥机能的都市。





奥古斯都重整高卢全境的方式有很多地方引起我的好奇心。第一点是各属省的划分方式；第二点是各属省首都的位置；第三点是安置驻留军的位置。奥古斯都并没有为了方便管理而做机械性的分割，而是仿傚凯撒将多达数十支的高卢部族分配到四大部族管辖之下，除了纯军事目的的日耳曼属省之外，其他三个他辖下的属省都是采取由当地有力部族管理的方式。亚奎塔尼亚属省有欧维纽族；高卢·卢古都南西斯属省有黑杜伊族；比利时嘉属省有雷米族。当然，负责属省统治工作的「长官」是奥古斯都从罗马派来的；但是「现地法人」的管理职位如果由当地的有力者来担任，治理工作运作起来不就更顺利了吗？果然没错，本来奥古斯都的直辖省设置军团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三个属省中连一个军团都没有，这就是最好的证明。配置在高卢的五个军团全都集中在日耳曼属省，形成莱茵河的防卫线。除此之外，高卢其他地方连武装罗马兵的影子都看不到。

各属省首都的位置也很有意思。依照一般惯例通常都是将战败者的「家」作为「省政府」所在地，而且这种方式也比较方便；但是奥古斯都选择根据地的基準全看地利。波尔多、里昂以及特里尔等属省首都都位在交通要道上。不过，因为替高卢整顿交通网的是罗马人，也许应该说这些首都位置在可能成为交通要道的地方。

有力部族雷米族的根据地兰斯和黑杜伊族所在的欧坦虽然没有被选上，但是这些城市的交通网，也就是罗马人所谓的公共建设并没有遭到忽视。不但没被忽略，还将各原住民居住的城市全都链接起来成为交通网。罗马人即使已经站在绝对优势的立场，仍然考虑周到。就好像当初罗马是义大利半岛唯一的霸权者所铺设的阿庇亚大道，将霸权下各部族的根据地全部连起来一样；胜者和败者的命运便成为一体。





高卢和西班牙都是皇帝属省和元老院属省并存的地方，当阿古力巴全心征服西班牙北部民族时，奥古斯都先后在南法的纳邦和西班牙的塔拉哥那坐阵，企图建立起这两区的统治系统。由于高卢和西班牙是两种属省并存之地，因此这个时期形成的统治系统便成为罗马所有属省的典范。

奥古斯都意识到统一与分离、中央与地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这些矛盾的概念能否并立，以及适合共同生活的系统是否构筑完成，才是不同人种、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能否融合，罗马帝国能否存续的关键。即使乍见之下似乎全权交由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属省」，也没有完全依照共和时代的做法继续下去。

由元老院派遣具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历者担任为期一年的统治工作的是「元老院属省」，在共和时代也只有这一种属省，全都由各省总督负责治理，包括军事、司法、行政等，连属省稅的征收权也是；只不过收稅是透过私营的专门收稅员来执行，总督只是坐阵指挥而已。

奥古斯都虽然高唱回归共和，但是行动却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他一心想让统一与分离并存，而元老院属省交由元老院负责也只是一种分权而已。

前面已经提过，被罗马同化的地方是不需要驻军的，因此军事权已经从元老院的手中取得。奥古斯都的想法是：军事分权才是第一优先的。

此外奥古斯都也将司法半集权化。拥有罗马公民权者即使住在属省也有控诉权，而属省人民也有向总督提出告诉的权利，但是最终裁判则是罗马「第一公民」奥古斯都的任务。总督就好比是地方法院的院长，奥古斯都则是最高法院院长一样。

不只是属省稅，连关稅等间接稅的征收权也都离不开总督之手。奥古斯都决定设立专门管稅的部门，不分皇帝属省或是元老院属省全都由此部门派员负责稅务工作。




「国稅局」的创设



「稅吏」的设置可说是奥古斯都属省统治制度中最重大的改革，由奥古斯都亲自任命「骑士阶级」的人担任。这个阶级的人我经常意译为「经济人」，换句话说就是熟知经济的人。这些人在共和时代也都是担任私营的稅赋征收员，奥古斯都只是把他们变成了国家公务员。稅吏是有给职，如此便省下了从前要给收稅员百分之十的手续费，更重要的是这对帝国的统治十分有效。





奥古斯都建立稅吏制度的用意有以下三点。


一、使各属省征稅公正化。



共和时代元老院所派遣的总督兼具预算权和稅征收权，因此总督在任期内中饱私囊的行为可说是共和时代属省统治工作的「瘤」。要拔除此「瘤」，权力的分离是必须的。

稅吏设置之后，总督只要专心经管稅收的使用即可，收稅事务就由稅吏全权负责了。


二、稅金可以按照帝国统治的蓝图来分配使用。



各个属省的经济力不同，从各属省缴交的十分之一稅上面就看得出来。

帝国花费最多的就是防卫经费，结果需要大量国防支出的地方，除了叙利亚属省之外都是经济落后地区，根本无法期待他们能交出充裕的稅收来支持国防，因此现实上如果不将先进地区的稅收转用到落后属省，帝国的国防就无法成立。

奥古斯都设立稅吏来统一全国稅务工作，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三、确立统治的连贯性。



稅吏的任期也是由奥古斯都决定，连任十年以上者也不稀奇。这是为了改善「元老院属省」的总督只做一年就换人，缺乏连贯性的缺点。

稅吏所收得的稅金扣除各省经费之后便缴入罗马国库，但是从国库支出的金额也很大。首先是为了安全保障的军事费，然后还有帝国全境，包括属省在内的公共建设费用。奥古斯都时代也是各属省道路铺设突飞猛进的时期。在阿古力巴主导之下，光是里昂就有多达四条道路以此为起点，分別是西往亚奎塔尼亚属省，西北到大西洋，东北至莱茵河，以及沿着隆河到达马赛的四条道路。西班牙也一样掀起开路的风潮。






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属省统治系统




由于道路铺设工程是由军团兵担任，因此罗马的军事费和社会资本充实费很难分开计算，但是这两者也未必非分得那么清楚不可。

而且，因为某个目的所造出的好东西也会对其他事情有所帮助——没有比罗马式道路更能充分证明这项真理的例子了。

以军事为目的的道路网，由于完全追求效率性，连带地也振兴民间经济。举一个例子来看：为了容易搬运沈重的攻城武器，罗马的街道都尽可能铺设得又平坦又直，即使地势不允许，也想办法凿隧道、填沼泽、或是切割山崖以改变地势。如此一来，货车行走在平坦的道路上也比以前能够负载更多的货物，货物交流变得更频繁，人的交流也更频繁。而一旦人的交流频繁，必定会交流到头脑里的知识和心中的想法，於是支持罗马文明的一大文明圈便开始形成。

和高卢一样，对于凯撒所规划的西班牙领地，奥古斯都也加以重整。原本凯撒将伊比利半岛分成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是「近西班牙属省」，西半部是「远西班牙属省」，奥古斯都则重新划分为三，包括：南部的「倍帝加属省」、西部的「卢吉塔尼亚属省」以及西班牙东部，加上新近征服完成的西北部，面积佔伊比利半岛一半以上的「塔拉哥南西斯属省」。前面提过，「倍帝加属省」是元老院属省，同化历史很悠久，不需要驻军。「塔拉哥南西斯属省」虽然同化历史也很久远，但是因为负有监视刚刚征服的西北部的任务，因此和「卢吉塔尼亚属省」都成为奥古斯都的皇帝属省。实际上，驻扎在西班牙的四个军团就是以包围西北部的形势分布在「卢吉塔尼亚属省」和「塔拉哥南西斯属省」。

奥古斯都在这三个属省所选定的首都及主要都市如下：

塔拉哥南西斯属省——首都塔拉可（现在的塔拉哥那）。主要都市南有卡尔塔果诺瓦（现在的卡塔赫那Cartagna）、北有特雷杜姆（现在的特雷多Toledo），还有凯撒建设的凯撒·奥古斯塔（现在的萨拉哥萨Zaragoza）、庞培建设的庞巴洛（现在的邦普罗那Pamplona）、西北部的阿斯特力加·奥古斯塔（现在的阿斯托尔加Astoraga），以及雷吉欧（现在的雷翁Leon）和大西洋沿岸的布拉卡拉·奥古斯塔（现在的布拉加Braga）。

卢吉塔尼亚属省——首都是艾玛利塔·奥古斯塔（现在的美里达Merida），主要都市有北部萨马提加（现在的萨拉曼卡Salamanca），以及西部的欧里斯波（现在的里斯本Lisbon）等等。

倍帝加属省——这省属于元老院所管，首都是科杜巴（现在的科尔多瓦Cordoba），南部有马拉加（现在的马拉加Malaga）,以及从布尼克战争时代就成为殖民都市的意达利卡，意达利卡下方就有希斯帕里斯（现在的塞维尔Sevilla），以及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卡德诗（现在的加地斯Cadiz）。






西班牙领地（---表示现代国界）




奥古斯都特別安排许多老兵入住萨拉哥萨和美里达，以建设当地为殖民都市，因为西班牙和高卢不同，西班牙的原住民中并没有足以领导各部族的有力部族存在。“Case by Case”也是罗马人做事的传统，入住殖民地的罗马公民并没有闷著头自己过自己的生活。由于罗马军团规定服役期间不得结婚，士兵役满退伍时大约是四十岁前后，移住到殖民地的退役罗马士兵便和当地女子结婚，这就是罗马人的殖民方式。这种由凯撒开始的大规模民族融合，即使在进入帝政时代之后仍然一直延续下去。




「幸运阿拉伯」



高卢全境和伊比利半岛的重整陆续在西元前26年到前24年期间完成，这段时期奥古斯都所发动的战争只有一次不是为了防卫上的必要。不过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远征比较接近事实，而且是远征到遥远的阿拉伯半岛。

这次远征的前哨战是征服衣索比亚，不过这是为了确立埃及领地南边的防卫线。埃及驻军沿着尼罗河南下，一直进攻到今日苏丹的纳帕塔，结果与衣索比亚人成功讲和，确立帝国南边的防线。

就在这段期间，奥古斯都尝试进攻当时人称为「幸运阿拉伯」的叶门。为什么说是尝试呢？因为只派遣了不到两个军团的兵力；不过这对于以确保防线为外交第一要务的奥古斯都来说是少有的例外。





「幸运阿拉伯」并不是当地阿拉伯人自己叫的，好像是地中海世界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取的称呼。所谓的幸运是指当地贩卖香料、没药、珍珠、宝石以及经由印度运来的中国丝绸等高级商品，非常赚钱。

为什么奥古斯都会看上这个位在遥远阿拉伯半岛一角的「幸运阿拉伯」呢？因为奥古斯都一生都为了确保国家财源而费尽心思，他认为如果能够控制红海的入口，就可以独佔东方物产贸易所得的利益。当奥古斯都待在南法的纳邦时，还有印度国王派来的使节远道来访，这件事奥古斯都自己也记载在他的《业绩录》中。

不过，「幸运阿拉伯」的远征行动并不止于《业绩录》中所记载的「杀掉抵抗者，打了胜仗，歼灭了许多城镇」而已。罗马军在渡过红海、登上阿拉伯半岛之前还没什么，但是要前往萨倍族首都马里巴的这段沙漠行军真是极度困难，三百公里的路程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到达马里巴城墙前面时已经没有剩余的力气可用来进攻，只有打道回府一途。以征服行动来看，这一趟算是失败了，但是这一次远征却也成功地将红海北部的三分之一纳入罗马帝国，而且在阿拉伯的雷乌凯可美、埃及的倍雷尼斯和尼罗河沿岸的科普特设置稅关。本国义大利的关稅是百分之五，属于落后地区的高卢是百分之一·五，而由东方来的高级品要课征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稅。





奥古斯都在高卢停留时必定会注意到不列颠的存在，但是他既未表明要继承他「父亲」凯撒之志继续征服不列颠，也没有表示不会征服不列颠。不过，当时高卢情况很稳定，并没有发生高卢不满份子跑到不列颠煽动部族挑衅的情形；而且还有两个多佛海峡附近肯特地方的部族派使者向罗马宣誓效忠。大概是奥古斯都认为征服不列颠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没有什么行动。奥古斯都是属于等待时机成熟的政治家，通常事情如果不是到了火烧燃眉的阶段，他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此外，除非有必要纳入罗马领地下，否则手握军事大权的奥古斯都宁愿维持同盟关系。例如：和西班牙隔着古称「天神赫拉克斯双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的直布罗陀海峡遥遥相对的茅利塔尼亚王国（Mauritania），奥古斯都的对策就是这样。这种对外方针并非奥古斯都所独创，苏拉、庞培和凯撒也都同样遵循，是罗马传统的外交处理方针。

王室传承中断的茅利塔尼亚王国的王位，奥古斯都将这交给塔普索斯会战中败给凯撒而自杀的努米底亚王的孤子。这位以犹巴二世之名继承茅利塔尼亚王位的王子，在五岁那年被派去代表战败者参加在罗马举行的凯撒凯旋式之后，一直住在凯撒家中当作人质。凯撒被杀后又改住奥古斯都家。这位王子接受了与罗马上流家庭子弟一样的教育，后来奥古斯都将克丽奥佩脱拉和安东尼所生的埃及公主许配给他。这位埃及公主名叫克丽奥佩脱拉·赛蕾娜斯，自从双亲自杀后就被带到奥古斯都的姊姊家，也就是安东尼的前妻，与异母的兄弟姊妹一起长大。

这个婚配以及借此复兴茅利塔尼亚王室的计画都很成功。年轻的国王和王妃都有很好的教养，精于内政，外交上一直是罗马忠诚的同盟国。尤其王妃虽然继承母亲的聪明伶俐，但是并没有母亲那样的野心，在她身边形成了一种文化圈，连罗马来的人都得前去表示敬意。西北非就这样成为奥古斯都心中「罗马和平」的一翼。





西元前24年底，奥古斯都完成罗马世界西半部的重整工作回到罗马，时年四十。





去国三年的「第一公民」再度返回首都罗马，公民们都深信必定会举行盛大的凯旋式，因为虽然军事行动只集中在一处，但是终于完成整个西班牙的征服工作。有別於一般平民只关心战争是否胜利，元老院议员都了解领地重整的重要性，对于重整西半部领土完毕归国的奥古斯都，元老院早就通知他获得举行凯旋式的权利。

但是奥古斯都并未接受。婉拒的原因一如往例，没有解释。也许是期待将来阅读《业绩录》的人讚叹一声：「多谦虚的人啊！」而且真正上场作战的是阿古力巴，奥古斯都实际上是待在离战场四百公里远的地方专心处理「外政」。因此，像驾著四匹马车游街接受欢呼的事还是能免则免。只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一般百姓一定会很失望的，因为领取凯旋将军所发的「礼物」是平民生活的一大乐趣。

奥古斯都虽然不举行凯旋式，但是却决定仍旧发放「礼物」给老百姓。每户可以拿到四百塞斯泰契斯铜币，与大方的凯撒所发金额相同，於是奥古斯都「大方又谦虚」的名声就此确立。只不过大家还不晓得，这位谦虚的人物也是一位卓越的策略家。




护民官特权



西元前23年，四十岁的奥古斯都再度宣布出人意料的决定，而且立刻付诸实行。

这个决定就是奥古斯都要与阿古力巴一起辞去连任多届的执政官职务，从此以后执政官就按照共和时代的惯例，每年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奥古斯都之前执政官连任的例子在罗马史上并不是没有，从马留斯（Marius）之后比比皆是，几乎数都数不清。不过大家也都明白，一年任期的执政官才是共和政体的象征。奥古斯都的这个宣布让共和主义拥戴者再度流下感激的眼泪。怀着感谢之意的元老院议员，未经深思就对奥古斯都接着提出的「谦虚」要求投下了赞成票。

奥古斯都的要求就是——赋予他一年期限的护民官特权。所谓护民官特权是指护民官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了：


一、肉体的不可侵犯权。




二、以平民代表的身份，具有维护平民权利的地位。




三、平民大会的召集权。




四、政策立案权。




五、否决权（Veto）。



护民官的否决权除了对危机处理制度的独裁官无效之外，对其他的政府机关和政府决策都具有效力。也就是说，不管是元老院的决议或是执政官下的决定，只要动用护民官的否决权，这些决定就形同白纸一张。由于奥古斯都被凯撒收为养子，晋身贵族阶级，不可能出任只有平民才能担任的护民官，因此他提出的要求不是要担任护民官，而是赋予他护民官的特权。





元老院议员为了每年的执政官选举得以再度举行而感激涕零，除了因为如此一来才算是真正回归共和政体之外，也是为了自己终于有机会可以担任执政官而高兴，因此他们都赞成以往的一年任期。但是，最高权力者奥古斯都却提出：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想要更改任期。而谁又敢对他的要求发出异议呢！这样执政官实质上根本就变成终身制了。而护民官特权经由终身独裁官凯撒修正之后，将从前多达十人拥有的情形，改成只有一人能拥有这项特权。凯撒是为了防止否决权被滥用而导致国政无法运行才进行这项改革，奥古斯都也继承了这个想法。於是，从西元前23年开始，罗马国的否决权为一人所独佔，遭到暗杀前的凯撒制度又复活了。

奥古斯都并没有仿傚凯撒自己就任不合罗马政体的「终身独裁官」，但是他却成了实质上的终身独裁官。这是他一贯的做法——先归还他原有的、但是已无意义也无效的权力，让元老院议员开心之后，再取得表面上看不出意义和效果，但是对奥古斯都未来达成目标影响重大的权力。每一步都是绝对合法的，然而整个串连起来之后，就悄悄地将罗马政体转变成帝政了。到这个时期为止奥古斯都归纳起来所取得的权力有：

凯撒——这是奥古斯都十七岁被凯撒收为养子，并在遗言中指定为继承人所得到的名字；随着帝政时代来临，逐渐变成「皇帝」的代名词。二千年后德国人名的「凯撒」、俄国人名的「查理」也都带有「帝王」的意思。

「第一公民」——当初元老院奉上这个称号时，只不过代表公民中的第一个人；对奥古斯都来说，用这个称号来掩人耳目再方便不过了，从他自己经常使用就可以证明。

奥古斯都——这是一个完全不带权力意味的尊称，因此正代表超越权力抗争的立场。凯撒生前一边打倒「体制」，同时也了解仅靠反对体制来获取力量的「反体制」的空洞，因此他才会以建立「新秩序」为目标。对继承凯撒的奥古斯都来说，超越「体制·反体制」的「奥古斯都」称号当然是便利又有用的尊称。

大将军——这本来也是凯撒所使用的称号，元老院答应奥古斯都的要求，让他继承这个称号的使用权，因为在元老院议员眼中，这个称号只不过是士兵尊称胜利将领的称号。但是这个称号的使用权如果与奥古斯都所拥有的罗马「全军最高司令权」结合起来，「大将军」就成了罗马全军的终身最高司令官了。

再加上奥古斯都将这个「全军最高司令权」扩及到传统上不设军力的首都罗马，因此法律上，奥古斯都也具有在首都内行使军力的权限。但是奥古斯都可以说具有一百分满分的自制力，他在世时，也只有手下将领举行凯旋式，才会在首都内看到军队行军的画面。

「护民官特权」——护民官是共和时代最民主、最自由的公职，因为护民官的职责是保护生来就处於劣势的平民百姓的社会权利。为了保护护民官不致因为得罪贵族而遭受迫害，因此赋予肉体上的不可侵犯权；如果有人侵害到此特权，也就是杀害或伤害护民官的人，将被裁定叛国罪。凯撒拥有护民官特权，因此杀害凯撒的布鲁图斯等人便触犯了国法。

奥古斯都出席议会时，必定让强壮有力的同派议员围绕在自己身边，虽然有肉体不可侵犯权是不错，但是奥古斯都不会天真到认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而且，奥古斯都想要「护民官特权」的真意，必定是著眼於平民大会召集权、政策立案权以及最重要的否决权。

有了平民大会召集权之后，如果奥古斯都想要通过一项政策，他只要召开平民大会，在大会上通过他的政策，即使元老院反对也能以平民立法的方式使之成立，而这正是西元前287年通过的「霍田西」（Hortensius）法所承认的立法方式，与执政官所召开的公民大会决议具有同等价值。而且別忘了，奥古斯都还拥有令元老院、执政官的提案都化为白纸一张的否决权。

为何这么大的权力会轻易落入奥古斯都一人之手呢？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元老院议员对于奥古斯都丟出的终止连任执政官的饵欣喜万分，就轻易上钩了。




第二，护民官制度从西元前494年实施以来已经存在近五百年了，是罗马公民都非常熟悉的制度。也许就是太习以为常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大权能有什么新的活用法。



最先发现这个大权新用法的是凯撒，但是他还来不及付诸实行就被杀了。不用我说，相信大家一定猜得到，像取得「护民官特权」这种大事，《业绩录》中是一句话也不会提的。因为「护民官特权」中的否决权是奥古斯都能否通往帝政的关键点所在。

证据是，奥古斯都取得的「护民官特权」并非完全无益于他所创设的「内阁」机能。

直译是「辅佐第一公民的委员会」，罗马时代的内阁是由「第一公民」奥古斯都加上执政官两人，还有重要官署代表各一人，以及抽选出来的十五位元老院议员所构成。除了「第一公民」之外，其他人的任期都是一年。

当内阁成立时，奥古斯都还是执政官，根据罗马法律是拥有否决权的，因此奥古斯都不需要害怕他的政策受挫。

但是从西元前23年奥古斯都宣布停止连任执政官之后，内阁会议的决定就有可能因执政官一人的否决而受挫，这时「护民官特权」中的否决权就大有用处了。

虽然在罗马法律上，执政官与护民官的否决权具有相同的价值，但是奥古斯都并不是共和时代多达十人的护民官之一，他是唯一享「护民官特权」者；而且是罗马的「第一公民」，更是具有超然身份的「奥古斯都」。

到这个地步，任谁读到奥古斯都自己在《业绩录》中所写的「从今而后，吾的权威虽在万人之上，但是吾的权力绝未超越任何一位同僚。」必定会忍不住苦笑吧！实际上，内阁会议的决议根本就操纵在奥古斯都个人手上。这个时期内阁的成员中，元老院代表已从十五人增加到二十人，但是元老院的决策影响力已经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了。即使如此，元老院对于抽选二十人加入内阁之事仍然感到十分满意。

「护民官特权」的取得终于确立了奥古斯都身为领导者——或者该说是「皇帝」——的地位。这一点可从奥古斯都之后的皇帝都继承奥古斯都的称呼为正式称呼看出来。

“Imperator Caesar Augustus Tribunicia Potestas”


（大将军·凯撒·奥古斯都·护民官·特权）



罗马皇帝的称谓到此都是相同的,“Potestas”后面才各自加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是普通的皇帝，走到这一步必定开始想要为所欲为，或是兴建什么豪华的宫殿，但是四十岁的奥古斯都可以说是凯撒名副其实的继承人，两人都对充实私财毫不关心。奥古斯都仍然继续住在位于高级住宅区的朴实住宅，以充实帝国整体经济为目的，开始著手进行通货制度的根本改革。因为这件看似只与经济政策有关的事，对罗马帝国来说却也是「安全保障」的一部分。




通货改革



罗马长久以来只有银币和铜币两种通货。金币是为了纪念凯旋式或其他特殊时机才铸造分发的，并不是日常流通使用的货币。当然，金币是由百分之百纯金打造的，收到了也没有坏处，只是并非所谓的「通货」罢了。

把金币纳入通货之列的是凯撒。凯撒将金与银的关系值定为一金可换十二银，铜币的铸造权仍然保留给元老院，金币和银币的铸造权则在他自己——终身独裁官身上。不过凯撒在这个阶段就被暗杀了；奥古斯都实行通货改革，重新执行凯撒中断的通货制度计画，而且由于奥古斯都在权力和时间方面都很充裕，因此他所实施的改革，彻底程度无庸置疑。因此，即使随着帝国经济力的变迁，金属含有率也不断改变，但是奥古斯都所定下的制度却一直持续了三百年，到西元四世纪为止。在西元前的末期，也就是帝国的初期，奥古斯都大力推行通货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值得信赖又强而有力的基本货币，并借此促成帝国全境经济的活性化。

奥古斯都所订立的通货制度在我这个对经济一窍不通的人眼中，也看出了几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第一，一奥雷斯金币=二十五狄纳利斯银币=一百塞斯泰契斯铜币。金、银、铜三种通货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单纯明快。一个制度经过时日通常会逐渐变得复杂，因此基本简单一点比较好。




第二，当我研究这个由凯撒开始、奥古斯都完成的罗马通货改革时，一个存在我心中很久的想法似乎得到了证实。这个想法就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不了解政治也可以成功，但是一个政治家绝对必须对经济有所了解。



我认为奥古斯都通货制度之所以成功的一大要素，就在于币面价值与素材价值的一致性，不然罗马通货不可能一直被当做基本通货。奥古斯都知道，所谓「通货」与罗马皇帝、罗马军团都没有关系，只是依照经济原则忠实地活动。在那个纸币尚未出现的时代，要使这个「生物」不会轻举妄动，只有保持币面价与素材值一致。

我的第三个感想是，由奥古斯都所制定、之后三百年间未曾改变的通货，最多也只是罗马帝国的基本通货，而不是帝国整体的共通货币。因为从一位一百多年后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在著作中所记述的通货与以前一样，还是希腊的通货「德拉古马」、「泰连」等等。会出现在著述中就表示仍然存在，继续使用中。




奥古斯都所实行的通货制度改革（西元前23年开始）











	

金属


	

名称


	

交换价值


	

重量






（公克）


	

重量






（利布拉）


	

含有率





	

金


	

奥雷斯（金币）


	

25狄纳利斯


	

7.80


	

1/42


	

金100%





	

奎利纳里斯（金币）


	

1/2奥雷斯


	

3.89


	

 


	

金100%





	

银


	

狄纳利斯（银币）


	

1/25奥雷斯


	

3.9


	

1/84


	

银100%





	

奎利纳里斯（银币）


	

1/2狄纳利斯


	

1.95


	

 


	

银100%





	

铜


	

塞斯泰契斯铜币（铜币）


	

1/4狄纳利斯


	

27


	

1


	

黄铜






（铜加锌）









	

都庞狄斯（铜币）


	

2亚西


	

13.65


	

1/2


	

　





	

亚西（铜币）


	

1/4塞斯泰契斯铜币 


	

10.90


	

1/4


	

铜100%





	

古瓦迪朗斯（铜币）


	

1/4亚西


	

3.24


	

1/16


	

铜100%






*「利布拉」是罗马的重量单位 1利布拉=327.456公克

[注]

1）一金币（奥雷斯）=二十五银币（狄纳利斯）=一百铜币（塞斯泰契斯铜币）

2）塞斯泰契斯铜币（Sestertius）之前本来是银币的名称，奥古斯都将它改成使用度最高的铜币名称。

3）铜和锌合成的黄铜呈有光泽的黄色，加工度高、耐腐蚀，因此是最适合用在制造使用最多的通货。但是其素材价值较纯铜为高。因此为了使素材价值与币面价值一致，奥古斯都将二种纯铜制货币的重量增加。这么一来，从前是七公克的亚西铜币变成一〇·九公克，本来是一·七公克的古瓦迪朗斯铜币就变成了三·二四公克。






左起：奥雷斯金币、狄纳利斯银币、塞斯泰契斯铜币、亚西铜币（都是实物大小）




罗马明明具有强制帝国内其他民族使用同样货币的力量，但是并没有这么做。从自治都市到自由都市，罗马都允许他们制造使用自己独特的货币。因为通货除了具有经济上的意义之外，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想想看，如果日本国内不用日圆，美金到处流窜会是什么情形？与国外的经济活动是便利多了，但是经济的活性化不能单单只考虑到经济而已，这样的活性化无法扩及所有层面。

现在（1997年春）欧洲各国似乎不顾一切，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心要实现欧洲共同货币。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连货币都非统一不可，我想这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对策，不如说是暗中与美元较劲的政治对策还来得贴切。

话题再回到二千年前吧！第四个令我觉得有趣的是：

奥古斯都承袭了凯撒的做法——除了纪念币之外，在通用货币上也都刻上自己的肖像或是事功。而且不只是奥古斯都拥有铸造权的金币、银币，连属于元老院铸造的铜币上也刻了他的肖像，可以说基本货币上全都是奥古斯都的肖像。这和现代英国纸币的差別只在一个是金属，一个是纸做的罢了。罗马货币的使用期是用到坏掉、需要重铸为止。事实上，对帝政时代的罗马来说，等于是国家敌人的布鲁图斯所铸的银币，由于含银量百分之百，因此仍然一直被使用，并没有因为是布鲁图斯所铸的而废止不用。罗马皇帝也不会因为钱币上刻的是前任皇帝的像就宣布回收重铸。

在那个纸币不存在的时代，罗马通货的币面价值和素材价值的变迁，如实地反映出罗马帝国经济力的变化。由这个角度来看，经济上的「罗马和平」确实存在过，而且是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的。





奥古斯都比凯撒更适合当一位政治家——许多研究者都这么认为。正如历史学家塔西图斯（Tacitus）曾评论奥古斯都，说他成为唯一的胜利者之后，仍旧「一点也不感到累，慢慢地花时间把所有的权力一样一样弄到手。」相反的，凯撒一成为唯一的胜利者之后，立刻自行就任终身独裁官，强行推动革命。

我认为这种差异其来有自。第一，二人性格本来就不同；第二，凯撒五十四岁才得以开始「革命」，奥古斯都三十三岁便开始了，年龄上就差距很大；第三，由于凯撒被杀的教训，使奥古斯都兴起绝对不能被杀的意志。除了这三点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差异不妨也考虑进去。

那就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人」与普通百姓的差异。





凯撒出生在罗马，家族起源于王政时代，拥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可说是名门中的名门。

奥古斯都也出生在罗马，祖父那一代从事何业并不清楚，家族位于小都市维雷多利，经济上即使比凯撒富裕，但是直到父亲那一代才得以进入元老院。不过，这位父亲虽然当上元老院议员，却年纪轻轻就死了，无缘经历那些政府要职。母亲阿蒂亚的娘家是名门世家，但是阿提斯家族在罗马史上根本就没没无名。凯撒出身「贵族阶级」，而奥古斯都却是罗马社会中排名第二的「骑士阶级」。虽然奥古斯都是凯撒妹妹女儿的儿子，具有血缘上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似乎太远了，讲出来可能会成为笑柄。王政时期多达三百家的名门，虽然在共和时代末期遽减为十四家，但是元老院中仍充斥著如：华雷利乌斯、克劳狄斯、柯尔涅留斯等名门后裔。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亚所带过来的两个小孩也是克劳狄斯一族的直系后代。

正因为如此，凯撒认为光是指定当时的屋大维为后继者还不够，因此才将他收为养子，使他成为凯撒家的一员。不过，对于仍存有十四名门的罗马领导阶层来说，养子和亲生的毕竟不同。而且，一般大众喜欢贵族，对这种事情更是在意。凯撒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奥古斯都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任何计画。

奥古斯都在这方面的考虑，都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而是为了国家的安定繁荣，这种情操实在令人感动佩服。

奥古斯都在马尔斯广场最北部，为自己及家族所建的前所未有的壮丽陵墓即是一例。此外，从古罗马广场扩建之初的「凯撒广场」和纪念为凯撒报仇成功的「奥古斯都广场」建造计画的差异，也可看出奥古斯都的苦心。

「凯撒广场」中重要的雕像只有两尊，一是竖立在正殿的女神维纳斯，而维纳斯正是凯撒家族所属的朱利斯一门的守护神；另外一尊是神殿前广场中央、青铜制的凯撒骑马像。

「奥古斯都广场」就不同了，光是列举其中主要的雕像，数目就很惊人。

首先是立在广场中央驾著四匹马车的奥古斯都青铜像，因为这座广场是献给复仇之神（战神）马尔斯的。而神殿内的中央是复仇之神马尔斯，左手边是女神维纳斯，右手边是被神化了的凯撒像，只要想想这座广场建造的理由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可是，主要的雕像可不只这些。从朱利斯一门的始祖——维纳斯女神的儿子伊尼亚斯、伊尼亚斯的孙子塞尔维斯和亲族，到朱利斯一门起源地的阿尔巴隆加地方的国王，以及罗马进入共和之后，各时代的伟人，大家一起排排站。一定是奥古斯都感到需要这些历史背景在后面撑腰吧！为了达到奥古斯都的愿望，广场两侧特別加建半圆形的空间，以容纳这些已知至少有十六尊的雕像。建筑师的才能真是让人佩服！




於是，不同于「凯撒广场」（Caesar's Forum），「奥古斯都广场」（Augustus's Forum）成了充满威严，令人肃然起敬的空间，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罗马时代的情人都对这里「敬而远之」。

半圆形部分是偌大的广场中最舒适的空间，但是那里也竖立着建国以来伟人的像，其中以阿庇尤斯（Appius Claudius Caecus）最杀风景了。阿庇尤斯是罗马式街道系统的创始者，阿庇亚大道就是他铺设的。这位先生即使到了老年，视茫茫而发苍苍之际，仍然精力充沛；当元老院因打了败仗而打算与敌人讲和时，这位老先生大声斥责他们：


「罗马只有打胜仗和人讲和的，从来没有打输了来和人讲和的！」



在这么一位人物的注视下，似乎随时会有叫骂声从天而降，情侣们怎么能够放心地你侬我侬呢！因此罗马的情侣要幽会时，必定移到隔壁的「凯撒广场」去。

「凯撒广场」则有爱神维纳斯和爱情高手凯撒在守护著。帝政时期有一位诗人，不知是马尔夏（Martialis）还是朱文纳（Juvenalis）,曾经写过一首诗，幽默地描述一位在法庭上辩才无碍的年轻律师，邀请他心仪的女孩到「凯撒广场」约会，但是在凯撒的骑马像之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马背上的凯撒看了可能也要笑道：「加油！」吧！

虽然情侣们不爱光临，但是「奥古斯都广场」并未因此被冷落，反而成为当时私塾形态的中小学校最佳的户外教学场所。即使被伟人环绕也无妨，因为这些雕像正是最好的教材，简直是太方便了。





和安东尼及克丽奥佩脱拉联军决战的亚克兴角战役前夕，当时还是凯撒·屋大维的奥古斯都向阿波罗神祈求胜利。凯旋之后就立刻在帕拉提诺山丘上建立一座阿波罗神殿，而阿波罗并不是罗马社会传统所重视的天神。被当作是天神聚居的圣域——卡匹杜里诺山丘（Capitoline Hill）上，建有男神朱比特（Jupiter）（希腊名为宙斯Zeus）、其妻朱诺（Juno）（希拉Hera）以及智慧女神米勒华（Minerva）（雅典娜Aehena）等三位主要天神的神殿。这些天神很早就从希腊传来，之后与罗马原来的诸神融合，成为罗马宗教的主神群。此外还有战神马尔斯（Mars）（希腊名为阿瑞斯Ares）也是罗马主神之一。只有在希腊被奉为主神之一的阿波罗（Apollo）,不知是否因为所掌管的项目——光与诗对罗马人来说太抽象了，一直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祂的神殿也一直都建在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

但是这次奥古斯都将神殿建在自宅附近、也算是市中心的帕拉提诺山丘上，成为罗马第一权力者的守护神，提高了阿波罗在罗马诸神中的地位。由于奥古斯都不像凯撒有家族传统的守护神，因此可以看出他苦心的选择。

即使是缺点也能将之转变成优点——这是一个创造者必备的才能。阿波罗神常常被塑造成清新俊美的年轻男性形象，而奥古斯都则坚持自己的雕像只能表现他四十岁之前的样貌。由阿波罗来做奥古斯都的守护神真是再适合也不过了。




选举改革



印象走在前面并不是不好的事，不好的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只有一个印象的空壳子高掛在那里。西元前23年，执政官选举再度举行，重新燃起人民的政治意识，在奥古斯都眼中，正是他改革选举制度的好时机。

花费许多时间，以掩人耳目之法终至手握种种大权的奥古斯都，一定很清楚，自己这样大张旗鼓地举办选举不过是一种伪善的行为。

即使是以强硬的手法取得大权的凯撒也明白，能够自由地行使选举权可以带给人民多大的满足。人民满足了，大事业才会成功。拉丁文的“Consensus”以及现代英文的“Consensus”，与其说是表示对目的的意见一致，不如说是对手段的意见一致。凯撒兴建的「朱利斯选举会场」，在奥古斯都手中完成；地点在「万神庙」（Pantheon）的东邻，是一百二十公尺×三百公尺大小的列柱回廊，选举时则按选区隔开。选举的方法与共和时代相同，也就是说，当选与否并不是计算全部的选票为準，而是各选举区的结果就成为该选区的「选票」，然后再计算这些「选票」来决定当选与否。这个方法从西元前509年共和时代开始就一直延用下来，是罗马独特的选举方法。






〈上〉万神庙（Pantheon）的平面图，这是经哈德良（Hadrian）皇帝改建过的万神庙




〈下〉朱利斯选举会场以及阿古力巴浴场的平面图（想像图）




奥古斯都的选举制度改革之所以成为改革的原因，在于他首创罗马史上，或者可以说古代首见的，承认首都以外地区的投票。对现代人来说，各地方自治体的有权者投票之后，再将票送到首都去统计，这种方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古代，也许是因为都市国家的历史，选举在首都举行才是理所当然的。奥古斯都的改革，等于是承认不在场投票。

当时有权投票者超过四百万人，如果仍然维持以前的制度，只有能来首都罗马的公民才能行使选举权，那么，连表面上国家最高官职的执政官选举就真的只是一种伪善了。史实上并未记载居住在属省的罗马公民也可以不在场投票，但是，大部分有权投票者都居住在义大利国内，因此不在场投票的实施使选举权的行使得以公平。別说是古代了，即使是二千年后科技发达的现代，不管在日本或是义大利，都未能做到定居海外公民的不在场投票。





选举虽然能带动社会生气，但是如果任它发展，不设定规范，违法的行为也会蠢蠢欲动。奥古斯都也订出了处罚办法。

候选人必须缴交一定金额的保证金，如果有违法情事，便没收保证金收归国库。但是，资助候选人选举金是被允许的，这也是罗马的惯例。资助金额是一人一千塞斯泰契斯铜币。而那个时代，一个士兵一年的本薪是九百塞斯泰契斯铜币；最高权力者是这个金额，那么其他人也不好意思捐助更高的金额了吧！此外，想被提名为「荣誉公职人员」（担任无给职的国家要职）的候选人，至少要拥有一百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的资产，与元老院议员的财产资格相同。如果没有这么多家财，就不能被提名，也不能成为元老院议员；但是，如果只是经济能力不足，其他条件都符合的人选，奥古斯都就会慷慨解囊，大力相助。

这种程度的改革难道真能消除违法情事吗？实际上几乎都消除了。与凯撒那时代相比，买票卖票的情况实在是好太多了，甚至会让人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然而并不是说这四十年间，罗马人民的伦理道德进步了；也不是因为如果违法，保证金会被没收，太可惜。真正的原因是，即使买票谋得了公职也得不到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公职上有利的权力已经不存在了。当选审计官任满之后可以得到元老院一席之地，然后向法务官的选举挑战，接着再向执政官选举挑战，这一切都是为了后面等着的属省总督职务。结果，奥古斯都将以往属于属省总督的征稅权收回，交由新设的「稅吏」专管，使帝国时代的总督不可能再像共和时代的总督那样，在任期内累积一笔财富。「利益」不见了，才是罗马公职选举转趋干净的主因。

不过，「荣誉公职人员」的观念仍然存在。即使没有利因，想要为国家奉献服务的人还是很多；更何况，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股虚荣心。而一般大众都将选举看成是庙会一样，在一年一度的选举期间，广大的「朱利斯选举会场」真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奥古斯都的选举改革中，执政官仍然维持两人，法务官仍然是十六人，维持凯撒时期的人数。但是，凯撒所设定四十人的审计官，则减到之前苏拉所定的二十名。这也是奥古斯都对元老院的怀柔政策之一。苏拉虽然是个争论很多的人物，但是他却尽全力强化元老院的体制，而被元老院视为恩人。审计官的名额虽然减少了一半，但是这项相当於「荣誉公职人员」入门的公职资格年龄，也由原来的三十岁调降为二十五岁。奥古斯都的目的并不是想促成政府要职人员的年轻化。如果审计官的资格年龄为三十岁，任期届满之后就很可能直接进入元老院，因为元老皖的资格年龄也是三十岁。但是如果订为二十五岁，从任期届满到可以进入元老院还有四年的间隔；而这四年间，奥古斯都就可以考核该人是否适合担任元老院议员。

即使在共和时代，要进入元老院也不是自动生效的，必须经过财务官讨论决定。唯一的例外是具有护民官经历者，可以无条件自动成为元老院一员，这也是笼络平民阶级的一种怀柔政策。

财务官既然有权审核元老院议员资格，可见共和时代财务官的权力有多大。当时要成为财务官必须具有执政官等经历，甚至属省总督的经验，也就是只有元老院的有力人士才有资格担任。全心全意要打倒「元老院体制」的凯撒，当然也不会忽略财务官的这项权力；他废除这项由财务官审核决定元老院议员的制度。谁能够进入元老院，变成了他这位终身独裁官的权限。

奥古斯都也沿用凯撒的方式，但是进行的方法不同。对于审计官任满，至少已三十一岁的元老院议员候选人，凯撒必须立刻告知是否合格，可否成为元老院的一员；但是奥古斯都就还有四年的缓冲期。即使奥古斯都明明手握大权，足以左右一个人未来的前途，但是四年的时间却可以大大地淡化这个印象，可见奥古斯都是怎样一个深谋远虑的人！

总之，执政官两人、法务官十六人、审计官二十人，总计三十八名的国家要职，有数倍的人在争取，这种选举战的盛况当然不难想像了。




罗马时代的「诺门克拉特尔」（随从）



自古以来，罗马的有力人士出门时，必定有位称作「诺门克拉特尔」的随从陪同。因为有力人士即使只是在古罗马广场走一走，都会有络绎不绝的人趋前致意。要记得全部人的名字是不可能的，因此每当有人走前来时，身为「诺门（“Nomen”意为「名字」）克拉特尔（“Clator”意为「照顾」）」的随从就会向主人低语提示，然后主人就能够发出适当的招呼声。


「呀——普布里斯·华雷利乌斯，最近好吗？」



如果是选举战期间，「诺门克拉特尔」要记得的可就不只是名字而已了。而且，如果只等着人家来打招呼，肯定当选无望。因为有选举权的公民中，也包括没有资产、必须仰赖每天工作以换取温饱的「无产者」，以及从前是奴隸，后来得到自由的「解放奴隸」。因为解放奴隸只要拥有自己的资产和儿子，就可以获得公民权。即使父亲是元老院议员，已满二十五岁了还在挑人打招呼，连一丝好感都別想得到了。「诺门克拉特尔」的脑袋必须像电脑一样才行。


「呀——盖乌斯·苏埃托尼乌斯，在东方生意做得怎么样啊？这样啊！那真是太好了！我想你一定看过候选人名单了吧！我这次要选审计官，请你多多帮忙了。」




「这不是昆托斯·塔西图斯吗？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呀！我在南高卢属省工作的时候，多亏你的亲族们照顾了，真是感谢呀！这次我要选法务官，拜托你了。」



如果是执政官的候选人，在选举活动中也必须维持面子，不失了身份。


「啊！是你呀！提图斯·普鲁塔克。听说您少爷在雅典留学是吗？不知道打算留学多久呢？哦——这么久啊！如果我经历了执政官的职务之后，我希望能够到亚该亚属省（雅典在它管辖之内）去担任总督的工作，到时候说不定还能为您少爷尽点心意喔！」







罗马领导阶级绝对少不了的随从「诺门克拉特尔」，他们满脑子的资料还可运用到另一项工作中，那就是决定宴会的席次顺序。罗马人习惯横臥在类似寝台的臥榻上吃饭，想亲近有力人士的人常会花点小费，好得到一个有利的位置。「诺门克拉特尔」这个字在现代还被使用，只是字尾稍稍有了变化。因为共产主义国家的特权阶级叫作「诺门克拉杜拉」。





罗马的选举除了候选人的选举活动之外，另有最高权力者以「推荐」方式进行的选举活动。最会活用这种方式的首推凯撒和奥古斯都这两位帝政推行者，而帝政却是让人感到不民主的政体，这一点实在值得玩味。不过，这两人的做法是不相同的。


「独裁官凯撒致A选区的选民诸君：希望借由你们的选票，使得候选人B及候选人C，能够当选他们所属意的官职。」



这份推荐函只要换上不同的选区名称和候选人名字，就可通用全部选区，确实是合理主义者凯撒的作风。

奥古斯都并没有像凯撒那样发送推荐文。选举的时候，广大的「朱利斯选举会场」必定会以布幕等物区隔出不同选区，而奥古斯都就在本派候选人的陪同之下，绕行各个选区之间，请求支持他所推荐的候选人。不过，这种作法在西元8年之后便停止了。可能因为那时奥古斯都已达七十一岁高龄，体力方面无法支持，或是他认为已经不需要再扮演「谦虚的人」，真正的原因就没有人晓得了。西元8年之后，奥古斯都的选举活动改变成凯撒的方式了。不过，不管是凯撒或是奥古斯都都习惯亲自到投票所去投下自己的一票。罗马的帝政是有选举制度的帝政。

经由奥古斯都卓越的政治手腕，罗马一步一步地往帝政迈去。但是由于奥古斯都真正的用意都深藏在烟幕后面，表面上会给人一种「这是共和政体吗？」的印象。而且，「大多数的人都只看到自己想看的现实」。因此，在元老院议场中，奥古斯都很多时候都必须忍受议员们不客气的言语态度。





换作是苏拉的话，议场必定鸦雀无声，静得连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到吧！谁会有勇气批评一句或是发表相反的意见呢！因为只要被苏拉冷酷的视线瞄一眼，就代表这个人已纳入「处罚者名册」，政治生命不用提了，连肉体的性命都不保。

如果是凯撒的话，由于他出了名的「凯撒的宽容」，不管说什么都不致惹上杀身之祸，因此议场上必定气氛活泼、发言热烈吧！如果要对凯撒发出责难或是反对之声，得先有心理準备；因为凭著凯撒的机智，只要他回敬一句，到时候可能落得在同僚爆笑声中站着不知所措的下场。小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等人就曾经好几次因此而咬住嘴唇。

奥古斯都本来就不像苏拉和凯撒，具有令人折服的魅力。而且魅力还要有肉体条件来配合。奥古斯都身高一百七十公分左右，在罗马人之中既不算高也不算矮，无法像远高于一百八十公分的苏拉或是凯撒那样，自然地散发一股威严。

有一次奥古斯都在元老院议场中说明法案的时候，一个议员很不客气地打断他。


「讲的什么东西嘛！根本就听不懂……」



这对在言语上没有什么自信的奥古斯都是很大的打击。但是，议员们的无礼行为并未就此结束；其他的议员又发出了讽刺的话语。


「如果你允许我发言的话，我想对你提出逐条反论！」



这下连奥古斯都都受不了了。他跑出议场外去，后面还有声音追着说：


「国家政事，应该是由元老院议员讨论决定的！」



奥古斯都在外面等待气消之时，也会忍不住踢一下小石头来洩洩愤吧！

尽管如此，谁也没有受到处罚，也没有人被降职。因此，元老院议场内发言自由，反对意见充斥，常常会有对「第一公民」无礼之事发生。

奥古斯都之妻莉薇亚带过来的小孩台伯留，从小在奥古斯都家中长大；也许因为年轻，他对继父所受的对待一定感到愤愤不平。关于这件事，留下了一封奥古斯都写给他的信。


「亲爱的台伯留：你还年轻，难免会这样；但是即使有人讲我的坏话，也不可以发怒。想想他们没有拿剑对着我们，就应该满足了，是不是？」



我只能说：奥古斯都实在是位自制力一流的男人。




血缘的执著



西元前23年底，奥古斯都首次遭受家庭悲剧的打击。

这个打击就是姊姊欧古塔薇亚的儿子——马尔凯斯突然病死了。

对四十岁的奥古斯都来说，等于一下子失去了女婿、外甥和他最中意的接班人人选。特地把自己的独生女嫁给他，期待他成为一位有为的领导人，却年纪轻轻二十岁就夭折，也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葬礼上，奥古斯都亲自唸诵弔辞。马尔凯斯便成了最先葬在奥古斯都陵的人。

从这个陵墓有挖掘出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著马尔凯斯和他母亲欧古塔薇亚的名字。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有多么悲伤，才会连自己的墓都一起先建好了。二十岁的儿子竟然先走一步，白发人送黑发人，不管怎样的母亲都会兴起厌世之心吧！奥古斯都身为马尔凯斯的舅舅和岳父，这份伤心沮丧绝对不是轻易可以忘记的，这一点从他在十年后将完工的剧场取名为「马尔凯斯剧场」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剧场是继「庞培剧场」之后，罗马第二座石造剧场，由凯撒著手兴建，在奥古斯都手中完成。本来这座剧场应该像「朱利斯选举会场」、「朱利斯元老院议场」、「朱利斯水道」等一样，叫做「朱利斯剧场」才对，结果奥古斯都却违反了传统的取名方式，将之命名为「马尔凯斯剧场」。









马尔凯斯剧场：平面图




不过，奥古斯都与凯撒不同的一点就是：奥古斯都对于血缘的传承非常执著。

丧期一过，马尔凯撒十六岁的未亡人尤莉亚立刻再婚，对象是奥古斯都十七岁时由凯撒派在奥古斯都身边，此后一直是奥古斯都最佳拍档的阿古力巴。由于阿古力巴与奥古斯都同年，因此他成了四十岁的新郎。当时阿古力巴早已和欧古塔薇亚的女儿玛尔雀拉结婚，并且育有一女，但是奥古斯都强迫他离婚，再和女儿尤莉亚结婚。而被迫离婚的玛尔雀拉则被安排和安东尼的一个儿子结婚。

阿古力巴和尤莉亚的婚姻在血缘的承续上，可说是成功的。二年后他们的长男诞生，再三年后次男也诞生。奥古斯都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当上了祖父。

即使执著於自己血统的延续，奥古斯都也没有一刻忘记国家的利益。当年十七岁的他会受到凯撒的青睐，恐怕就是因为他那强烈的责任感吧！而这份责任感也是他身负国政之后，支持他日以继夜政治生涯的活力泉源吧！对于侵袭首都的粮食危机，奥古斯都的应变不但果决迅速，而且还不忘确立顾及将来的对策。那个深受家庭不幸打击的人，似乎也消失在燃烧女婿遗体的火焰中。




粮食确保



自从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结束之后二百年间，罗马国家放弃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因为那一战，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得到了西西里岛的占有权，由于西西里岛极适合小麦生长，使义大利本国的小麦在价格方面根本没有竞争力，从此改往橄榄油和葡萄酒方面生产。结果成绩很不错，所得的葡萄酒和橄榄油都达到出口的品质，但是作为主食的小麦却不得不仰赖进口了。对总人口据说已达百万的首都罗马来说，小麦存量的重要性是无庸多言，就连义大利本国，小麦存量也一直是重大的问题。





粮食确保在共和时代是按察官的管辖范围，但是一旦粮荒问题严重时，设立未久的按察官就无法解决了。这时候，素有威信的政界大老常常会临危受命来解决粮荒问题。例如：西元前57年的庞培就是一个好例子。

凯撒则设置了一个专门负责这项重要任务的官职。他把以往只有四人编制的按察官增加为六人，其中两人职称为「粮食管理按察官」，专门负责小麦进口地的确保以及给贫民的无偿给付。但是，粮食管理按察官的任期和其他官职一样都是一年，并不利于立案及实施永久的对策。

奥古斯都则考虑将这个制度常态化。不过，依照他的性格，凡事必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来。西元前22年时，奥古斯都根本没有著手进行彻底的解决方案；刚开始时，他甚至好像只是在一旁观看仿照共和时代所选出的两位执政官如何表现。如果实地仿照共和时代的执政官权限，执政官想从国库挪用一笔临时支出，就必须征得元老院的同意。而当元老院六百位议员对于这项要求还在热烈讨论之际，陷入恐慌状态的民众，已对奥古斯都发出呼声，希望他能够出任独裁官，以便一举解决粮食问题。独裁官是罗马的危机处理制度，因此并不需要和元老院商议，就可以独自将决策付诸实行。但是，奥古斯都婉拒了这项请求。其实奥古斯都手中握有的权力早就可以媲美终身独裁官了，只是他巧于掩饰，因此大多数人并没有发觉。由于他的婉拒，共和主义派人士可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但是，奥古斯都不能放任人民的恐慌不管。他拿出自己所有的钱，火速派遣同派人士到海外购买大量小麦。像这样的事他一定会记在《业绩录》中——「仅仅数日间，便将首都居民从危机和恐慌中救出。」

人民感激他是一定的，在感激之余，经过不断的讨论，大家终于开始察觉到共和政体的极限了。

虽然如此，奥古斯都并没有趁机利用这种气氛。危机解决之后，粮食问题仍旧交还一年任期的「粮食管理按察官」手中。这点再度让共和派人士感动不已。因为能够掌管「食」几乎就如同握有军事大权一样。

但是奥古斯都并没有等到二十八年后再度爆发粮食危机才采取行动。他新设了一个「粮食局局长」的官职，为了突显这个职务是行政职，而不是政治职，因此都从「骑士阶级」而不是元老院阶级来任命。这个官职也是由皇帝任命的行政官吏，因此任期很长，终于确立了罗马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只是这么一来，连管理「食」的权力也落入了皇帝手中，元老院又丟了一个原本属于他们的权力。





讲完了「食」的安全保障之后，虽然「水」的安全保障不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但是我想在此顺便提一下。上下水道和街道同为罗马社会基础建设的两大支柱，我打算在別卷再详加叙述，在这里就只稍稍说明一下。

这方面的建设如同街道铺设一般，奥古斯都也是完全委任给阿古力巴。阿古力巴也是万神庙最初的建造者。为了解决首都的「水」问题，阿古力巴将建筑、道路、水道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专家组织起来，而这些专家全都是奴隸。

西元前12年阿古力巴死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奥古斯都，连同他的奴隸在内。这些奴隸其实都是公共工程的专家，奥古斯都不仅让他们恢复自由之身，还将他们的地位一下子提升到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并且以这些专家为中心，新成立了「公共事业部」。

重要的「水道局」也包括在内。到帝政中期时，首都罗马已有十几条供水的水道，其中两条就是阿古力巴完成的。除了要确保「水」的供给之外，也许因为他所组织的技术团中，水道工程的专家特別优秀也说不定。

至於这个「水道局局长」，奥古斯都则要元老院议员中具有执政官经验者来就任。「食」归自己与自己的后继者管辖，而「水」则交给元老院去管。部分也是因为在罗马传统上，社会的基本建设应该交由社会地位崇高的人士来负责。





西元前22年，四十一岁的奥古斯都将国政改革的步伐暂停四年，先行解决別的事情，那就是罗马帝国东半部的重整，以及解决先搁置的帕提亚问题。而且，一般大众比较喜欢华丽的战果，胜过无味的国政改革。此外，此刻许多方面的时机皆已成熟，正好趁此机会亲自出马去整顿帝国的东半部。




重整东方



现代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为中心的小亚细亚中央部分，古代称作加拉太（Galatia）地方，在罗马共和时代是罗马的同盟国，按照罗马人的说法是「罗马公民的友人和同盟者」。西元前24年时，该王族的最后一人也死了。加拉太的东邻是同为罗马同盟国的卡帕杜西亚（Cappadocia），而卡帕杜西亚的东边一直到里海的广大地区是亚美尼亚（Armenia）王国，亚美尼亚也是罗马的同盟国。罗马一直借着叙利亚属省和这些同盟国，采取由西边呈半圆形包围最大假想敌帕提亚（Parthia）的战略。因此，即使加拉太并未直接与帕提亚相连，但是对罗马来说，加拉太的一举一动都将大大影响罗马的防卫战略。如果加拉太脱离罗马的控制，那么这个地区的防卫战略将完全崩溃。

当加拉太王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奥古斯都正在西班牙的塔拉哥那忙于西方领土的重整工作。但是西班牙征服行动一完成，他立刻派遣阿古力巴到东方去，而且是赋予他仅次于自己的身份，也就是权力、权威具备的特命全权大使。奥古斯都的意思是想趁此机会将加拉太变成罗马直辖省，但是不使用武力。

出发到东方的阿古力巴并没有军团跟随，而且他不直接进入目的地加拉太，而是先待在小亚细亚西岸的雷斯波斯岛，以和平方式进行交涉工作。

不过，在罗马连小孩子都知道，阿古力巴总是代替不擅长带兵打仗的奥古斯都上前线作战，这次出征居然没有任何军队跟随，而且还是去女诗人「莎菲」诗中提到的风光明媚的爱琴海小岛，因此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因为奥古斯都太重用女婿马尔凯斯，导致两个人之间弄得不愉快，所以奥古斯都才把多年的伙伴贬到雷斯波斯岛去。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也是这么认为，现在则可以百分之百的否定这种说法。阿古力巴在这段时期并不是一直窝在小岛上，他不但要视察东方的属省，甚至準备远赴犹地亚（Judaea）去。在奥古斯都未能亲访东方的期间，阿古力巴就替奥古斯都打下重整东方的基础。以阿古力巴之名在东方世界完成的各种社会建设，数量之多绝对不是一个心情不快、与人闹别扭的人所能做到的。也正因为他是仅次于最高权力者的「次席」，才有可能在等待「主席」登场期间，奠定大事业的基础。而奥古斯都也才能在这段期间完成西方领地的整顿工作，返回首都，取得「护民官特权」，达到他当皇帝所需的立场。由于凯撒的指派而从十七岁开始一直和奥古斯都同甘共苦的阿古力巴，实在是奥古斯都一位难得的朋友兼伙伴兼助手。

失去心爱的女婿马尔凯斯之后，奥古斯都之所以选择阿古力巴为他独生爱女的再婚对象，说不定也是想到使自己的血与好友的血融合在一起。阿古力巴成为奥古斯都的女婿之后，奥古斯都将他提升到与自己同级的共同统治者，当奥古斯都不在国内的时候，阿古力巴就代替他负责「内阁」的工作。因为「内阁」的成员除了原来的「第一公民」与执政官两人、各部门代表一人、抽选的二十位元老院议员之外，奥古斯都又加入了阿古力巴这位「第一公民」的共同统治者。奥古斯都一定想过，万一自己遭遇不测的时候，国家就交给阿古力巴了。阿古力巴虽然与奥古斯都同年，但是健康方面却是身强体壮，难得生病，可以放心。





由于阿古力巴早已打好基础，因此在西元前22年，奥古斯都从首都出发，开始他的东方重整之旅时，一点也不用赶，可以慢慢来。第一站是西西里岛（Sicily）。住在西西里岛的希腊系人民抱着很大的期待来迎接这位也是「第一公民」的凯撒儿子。

凯撒给卢比孔河（Rubicon）以北的北义属省全体居民「罗马公民权」，预备给西西里岛的全体自由居民「拉丁公民权」。除了没有参政权，也就是不能投票之外，「拉丁公民权」的其他权利都与「罗马公民权」相同，可以视为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準备过程。除了西西里岛之外，凯撒也準备给予南法属省的居民「拉丁公民权」。

不过，北义属省居民的「罗马公民权」在西元前49年已经明文政策化，但是凯撒决定给西西里岛和南法「拉丁公民权」是西元前44年的事，结果三个月后，凯撒就不幸遇刺身亡。从此罗马陷入内乱状态，一直到西元前30年才回复和平。这期间，西西里和南法的「拉丁公民权」问题就一直被搁置著。奥古斯都认为既然没有政策化，就形同白纸一张，不管南法或西西里，他都不打算给予他们「拉丁公民权」。






罗马国全境略图（西元前24年时）——为现代的国境




西西里人也知道奥古斯都在南法的时候并没有给予南法居民「拉丁公民权」，仍旧维持属省的关系。但是「高卢·拿波南西斯」和「西西里」成为罗马属省的历史不同，西西里要久多了。而且西西里与义大利只隔着一道最短距离三公里的墨西拿海峡，在地政上和祖国相同一点也不奇怪。而且，西西里还是罗马的谷仓。

但是，以奥古斯都的观点，西西里算是另一个不同的国家，使用的语言也是希腊语。当时高卢人和西班牙人尚未发展出自己完整的语言，因此拉丁语的使用非常深入、普及，不过或许因为罗马政府的双语政策，本来使用希腊语的地方，即使成了罗马的属省，依旧是讲希腊语。到现代，即使西西里已被拉丁语系的义大利语统一，但是在西西里的方言中还可听到夹杂许多希腊语，令人不禁要发出一声苦笑。而古代的西西里给人的感觉是：希腊语是国语，第一外国语才是拉丁语。

此外，奥古斯都对于公民权的想法也对西西里人不利。

凯撒和奥古斯都对公民权的想法，整理之后如下：




——凯撒






一、即使是不同民族，只要从事对罗马有贡献的工作就给予公民权。例如：凡是忠诚的士兵，不管是高卢人或日耳曼民族，凯撒都给予他们「罗马公民权」。




二、赋予公民权之后，对罗马帝国的将来比较有帮助的人。例如：部族的有力人士，或是像巴尔布斯那样有才能的属省人民，凯撒对于这些人的公民权都是尽量地采开放、积极原则。






——奥古斯都






一、这个条件的公民权，奥古斯都的做法和凯撒一样。后面将会提到，在军制改革时，对服役期满的属省志愿兵，奥古斯都也给予他们「罗马公民权」。




但是，关于二、的条件，奥古斯都的做法不只是慎重，简直可以说是到达消极的地步。原因之一应该是不想引起元老院的反弹。但是第二个原因却是从他个人的信念而来，他认为应该先充实本国人，振兴本国人。



这方面，「父」与「子」的做法也不同。一般来说，学者都将凯撒归为追求革新的，而奥古斯都则是倾向保守的；但是在公民权的发放方面，奥古斯都的方针所得的评价反而比较高。不过，传统上研究罗马历史风气很盛的，都是拥有殖民地帝国历史的现代先进国家。如果换作现代开发中国家出身的研究者，是不是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呢？因为这些旧殖民地帝国连「从事对本国有贡献工作」的外族，都不肯给予本国国籍。





总之，西西里仍然维持属省的等级。但是奥古斯都对于提高西西里这个罗马谷仓的生产性，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心。如果说保守主义就是觉得留下来比较恰当的东西就留下来，那么他的做法可以算是保守的，但也是罗马人传统的做法。

西西里和罗马一样拥有七百年的历史，是希腊移民的定居地，主要都市包括：叙拉古（Siracusa）、卡塔尼亚（Catania）、墨西拿（Messina）、巴勒摩（Palermo）、特拉帕尼（Trapani）、马尔沙拉（Marsala）以及亚格里珍特（Agrigento）等七个城市。每一个都是海港都市，因为都是由海运及通商民族——希腊人和迦太基人所建设的。奥古斯都首先想充实这七个都市的建设。链接七个都市的道路网由沿着海岸线绕一圈的道路，以及横跨纵断内陆的道路构成。后者是考虑到希腊人较少关心的内陆地区的繁荣。

除了这七个主要都市之外，又继续凯撒生前的计画，分別在各战略要地建立七个殖民都市，迁入退伍的军人。殖民都市不管建在那里，都是为了成为该地的防卫和经济振兴的「核心」而建。而这些「核心」之间，当然都有道路网互相连接。

这么一来，内陆所产的农产品也都能够很有效率地运送到港口。粮食危机之所以发生，多半是因为农作物不能顺利地自产地运出，而很少是因为产地产量减少的缘故。只要物产流通系统能够有效地运作，不但农民收益增加，主食全面仰赖进口的义大利人民也才能够安心。奥古斯都停留在西西里期间，也同时设计萨丁尼亚（Sardinia）和科西嘉（Corsica）两岛的道路网，并且立刻开始建造工程。

不过，在奥古斯都的领地政策之下，西西里比萨丁尼亚和科西嘉岛受惠更多。因为西西里离非洲比较近，距离凯撒策画、奥古斯都完成重建的迦太基只有一个昼夜的航程，重建之后的迦太基又再度成为北非物产集中地。西西里人是属于希腊系的民族，而希腊民族是出了名的商人，除了生产农作物之外，西西里也再度成为物产的转运站。

对布尼克战役时期的罗马人来说，经过三天的航程从迦太基运抵罗马的新鲜无花果是一种威胁。但是经过一百五十年之后，奥古斯都一心要实现的「罗马和平」，则将以往的威胁转变成了生活上的充实。由于位在地中海的正中央，西西里岛以往一直是大国间争战的舞台，但是「罗马和平」的实现却将这个负面印象变成了有利的条件。






西西里属省




此外，奥古斯都的属省治理制度也促成了西西里社会的安定。

西西里岛是属于元老院管辖的属省，由元老院议员出任总督负责统治。但是，经过奥古斯都的改革之后，总督不再具有征稅权，最需要公正的征稅事务变成由奥古斯都直接任命的「稅吏」来负责。这样一来，属省总督利用职权来夺取稅金的事也不可能发生了。共和时代，使西塞罗一举成名的，就是他告发西西里的贪污总督维列斯一案。有了稅吏之后，像维列斯这种总督就不会再有了。

西西里仍然属于属省，因此当地居民必须缴纳收入的十分之一的稅赋。不过收入多的即使缴了十分之一，剩下的仍旧比收入少的要多。而西西里岛和萨丁尼亚岛以及科西嘉岛，因为社会安定，所以都没有任何军团驻守。

第二年，也就是西元前21年，奥古斯都移往希腊视察。

包括凯撒与庞培的对决、安东尼一屋大维联合军与布鲁图斯一加西阿斯（Cassius）联军的作战、以及屋大维对克丽奥佩脱拉一安东尼联军的作战，罗马内战中全部主要会战都发生在希腊，使希腊经历了不幸的二十年。

长久处於衰退期的希腊，看来已经经不起最后一击了。耕地荒芜，畜牧业以羊为主，以防万一时还可以迁去避难，但是连希腊人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还撑得下去。在这种情形下，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人口大量外流；不过，与其说是人口外流，倒不如说是「头脑」外流比较恰当。此外，希腊人很能适应各种环境也是人口外流的原因之一。

首先，希腊语本身就是地中海世界的共通语言，再加上罗马人视为教养课目的哲学、逻辑学、修辞学、历史、数学、地理、天文学等，本来就是源于希腊的学问。凯撒规定，凡是能够教授这些课程的老师，不论民族，一律给予公民权，使利用这项特权的人大大增加。因为除了能够谋得一职之外，只要成为罗马公民，就不用再缴交属省稅了。此外，不用到罗马去，只要在附近的罗德斯岛（Rhodos）开设讲座，罗马的留学生就会蜂湧而来。

说到建筑和造型美术，那更是希腊人的拿手绝活。罗马人有需求，希腊人有能力供给，这种分工方式尤其在这个范畴结出了最棒的果实。

在古代，医学也可以算是希腊人的专业。讬凯撒的福，和教师一样，只要在罗马开业看病，或是在罗马人的殖民都市、军团基地的医院工作，就能取得公民权，不用再缴属省稅了。

长于商才的希腊人，整个地中海世界都是他们活跃的舞台。希腊人又善于航海，因此不只是地中海，从红海到印度洋都可见他们的踪迹。这个时期，一个希腊人还发现了「季风」现象。就是这样，古代的希腊人比现代的希腊人更大胆，不怕离开祖国会没有饭吃。

但是，再这样下去，希腊的空洞化将不可避免，这对尊重希腊文化的罗马领导阶层来说，心里一定很难受吧！而且，从罗马的战略观点来看，如果希腊能够恢复以往土地丰饶、人口众多、人才济济的景况，对罗马也是比较有利的。因为罗马想将多瑙河当成防卫线，而希腊北部正好成为值得信赖的后方基地。





凯撒将希腊分为马其顿（Macedonia）和亚该亚（Achaea）两个属省，到了奥古斯都时代，这二个属省都成为「元老院属省」，不过本来希腊就属元老院所统治。因此，依法而言，这里应该没有奥古斯都插手的余地。不过由于他巧妙的掌权法，使大家都觉得，虽然统治属省是元老院议员的工作，但是重整领地、订定统治方针等理应交由奥古斯都来做。

奥古斯都停留在希腊期间，从未涉足亚该亚的首都——科林斯（Corinth）以及马其顿的首都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他好像一直都留在雅典。奥古斯都和凯撒不同，他不是那种喜欢轻车简从、到处视察的类型。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对于切开科林斯地峡，接通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与爱琴海的计画，一点兴趣也没有；否则如果他访问科林斯，一定会亲自到现场确认一番。科林斯地峡是许多凯撒曾经计画过，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得以实现的土木工程之一。

史实上没有关于奥古斯都停留雅典期间，曾经召集学者充实知识的记载。我想，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就被卷入政治抗争的旋涡之中，一定没有时间充实学问，结果到了四十二岁，还是有堆积如山的事待处理，一样没有时间。奥古斯都重建希腊的蓝图包括自治都市、殖民都市，以及连接这些都市的道路网。






希腊属省




自治都市有如一个完全自治的都市型国家，拥有独立的货币铸造权，当然也不用缴交属省稅。在希腊有雅典、斯巴达（Sparda）、奥古斯都所建设的尼可波里斯等，不到十个的特別地区。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享有这项特別待遇，是因为历代的罗马统治者都尊重这两个都市国家的历史。

殖民都市是罗马军团中服役期满者迁入的都市，由于是罗马公民，所以也不用缴交领地稅。

形同高速公路的罗马式道路，是从原本只有一条的艾格那提亚大道发展到链接这些自治都市和殖民都市的交通网。

奥古斯都相信唯有经济复兴才能真正重建希腊，因此他在雅典的北部建了一座有列柱围绕的大市场送给雅典市民。而雅典市民也在卫城（Acropolis）上建了一座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神庙作为回礼，其中立有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的雕像。

罗马人捐赠「贸易中心」，而希腊人回赠神殿与雕像。由这里就可以看出地中海文明中两大民族在性向上的差异，十分有趣。

此外，由两人雕像并置的情形来看，是不是这一年奥古斯都与阿古力巴正好在雅典会合，进行东方整顿计画的「交接棒」工作呢？奥古斯都从希腊更往东去的时候，阿古力巴并未同行，完成交棒动作的阿古力巴返回首都罗马去了，於是从此奥古斯都东方之行的同伴也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陪同他视察的年轻台伯留。对自己健康没有自信的奥古斯都唯一的健康法则就是不勉强行事，也就是说，凡是可以委派他人的工作都尽量交给別人去做。

雅典夏热冬寒，这一年冬天奥古斯都是在气候温暖的萨摩斯岛（Samos）度过。萨摩斯岛是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的岛屿，待在这个岛对于著手下年——西元前20年开始的东方整顿工作，比在希腊本土更方便。





古代称为「亚细亚」的现代小亚细亚，从飞机上看下去是一片连緜不绝荒凉的山地，想到这个地方被你争我夺的历史，越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一旦坐汽车旅行其间才发现，虽然这块土地没有广大的平原，但是耕地散布、水源丰沛、山岳以外的地方气候很温暖，充满朴实的风味，我终于明白了。尤其是希腊人开发的海岸地区，包括黑海沿岸、面对爱琴海的爱奥尼亚地方，以及面向叙利亚和埃及的小亚细亚南部，这些地区的经济力都不输叙利亚或是埃及的水準。






小亚细亚（粗体字为罗马帝国的属省）




从西元前五世纪的波斯战争开始到二百年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征服为止，就如同此地的历史，这里的民族构成实在是十分复杂。原先的亚洲系居民从事农业，迁来已久的希腊人专门集中在商和工方面，再加上移民的波斯人，以及以佣兵身份前来，之后便定居此地的克尔特（Celt）人，之后小亚细亚东方一带也住进了亚美尼亚人和帕提亚人。简直像是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形成的罗马帝国的缩影一样。考虑到小亚细亚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要如何统治这块复杂又潜藏丰富力量的土地，对罗马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只要看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苏拉和卢加拉斯（Lucullus），以及庞培、凯撒等罗马的优秀将领全都曾进军小亚细亚，就可以明白了。

但是共和时代罗马对小亚细亚的一贯政策是结成同盟关系，只有西元二世纪婆高蒙（Pergamum）国王死后将自己的国家讬付给罗马，罗马才将它纳入属省之内。也就是说，罗马虽然拥有优势的军事力量，但是却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来占领小亚细亚。

不过，罗马的各同盟国都是君主政体，而君主政体和东方人的特性一结合，便容易发生王位继承的纠纷。罗马人之间的纠纷，罗马人自己解决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东方各国王室通婚情形普遍，因此一国内部的纠纷常会导致他国介入而扩大战事。罗马想要维持霸权下小亚细亚的安定，不得不改变其对小亚细亚的政策。由庞培起头，凯撒确立的小亚细亚属省增加为亚细亚、俾斯尼亚、西里西亚等三省。

到了奥古斯都时代，他所面对的是与这三属省国境相接的加拉太王国国王的死亡。如果放任不管，邻近的大国，如：亚美尼亚王国和帕提亚王国一定会介入吧！因此奥古斯都决定将加拉太纳入直辖属省；但是为了不刺激邻近诸国，所以不使用军团来完成任务。

得到仅次于奥古斯都的「次席」权位、被任命为全权特命大使的阿古力巴，凭著以下三项承诺而完成与加拉太有力人士的交涉。


一、延长债务偿还期限。由于大部分都是加拉太人向罗马人借钱，因此这项条件应该是以奥古斯都的权力来强制罗马的金融业者才达成的吧！




二、承诺公平课征属省稅。属省稅是收入的十分之一，已经比以往交给国王的稅赋还要少了，因此所谓公平的课稅应该是指稅率不超过十分之一的意思。




三、明确规定属省总督的统治地区。



罗马的属省中也有很多希腊系的通商都市。这些都市从共和时代起就被称为「自由都市」，为罗马所承认。奥古斯都也是沿袭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尊重自由，其实是将那些都市当成附近一带经济活动的「核心」。只要这些「自由都市」的居民不造反，罗马军就不会进驻，而且属省总督也管不到这些都市。由于承认这些都市的自治权，所以稅率也应该是自由决定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超过属省稅率的百分之十，因此可以说维持稅制上的统一。如果所课的稅率超出周边地区，那么即使是自由都市，也无法阻止居民的迁出。


四、不派军团驻扎，但是建设罗马退役军入住的殖民都市。



亚细亚和俾斯尼亚二属省是「元老院属省」，不设军团驻扎；但是刚刚成为属省的加拉太则是奥古斯都直辖的「皇帝属省」，本来军团常驻是当然的。但是奥古斯都认为正规军团设在叙利亚已经足够了，这就好像莱茵河沿岸已经有军队常驻了，因此其他地方就不用了。

至於罗马公民要迁入的「殖民都市」也是选择不会妨害到原来希腊系居民的地方，都在加拉太的内陆部分，共有六个地方。而且这些殖民都市的土地并不是强行征收的，而是奥古斯都自费购买的。之所以都集中在内陆，是因为考虑到罗马人不同于擅长通商的希腊人，罗马人比较善于农牧，要振兴经济也要在取得平衡的情况下才能持久。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他们对于内陆地区的开发也很热心。加拉太的首都则决定在安卡拉（Ankara）。此外，相信不用说大家也知道，链接这些「核心」的道路和桥梁逐渐形成了罗马式「基本建设」的交通网。就这样，位于小亚细亚中央的加拉太在和平中纳入了罗马的属省。

以雷斯波斯岛为停留地的阿古力巴，到处视察；奥古斯都落脚在萨摩斯岛也从事大范围的视察行动，好像只有冬天才回到萨摩斯岛。两人都是四十出头的年纪，而奠定帝国基础的工作正落在他们肩上。





罗马时代的叙利亚属省包括现代的土耳其东南部以及叙利亚、黎巴嫩，组成民族则有希腊人、腓尼基人（Phoenicia）和闪族（Semite），非常复杂。由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部下所建立的塞流卡斯王朝（Seleucus）因发生内乱而灭亡，才被庞培纳为属省。

由于这个属省与大国帕提亚相连，所以有驻军的必要，奥古斯都将这地订为「皇帝属省」，平时有四个军团驻守。

首都设在塞流卡斯王朝时代的首都安提阿（Antioch），由于凯撒早已知道这里的重要性而做了很多建设。当奥古斯都访问到此，面对着林立的剧场、水道、浴场、大会堂等，他知道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帮忙维持此地的现状而已，而其他还有很多凯撒来不及建设的要地等着他去建设呢！





叙利亚属省的真正特色在于，与它相邻的帕提亚王国不只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同时也是有力的通商伙伴。因此，虽说是敌人，也不能筑起城墙隔断彼此的通路，否则叙利亚的经济命脉等于被切断。基於这个因素，除了整顿军团驻扎地之外，同时也必须考虑从沙漠中的绿洲开始，开发各个都市。如果这些城镇不能保证安全，商队都将改走別的路线了。






凯撒和其后继者奥古斯都的殖民政策




奥古斯都在赫利欧波里斯（Heliopolis）（现在的巴贝克Baalbek）设置军团基地，并且下令建造各种公共设施，以使士兵在边境地区也能舒适地生活。於是黎巴嫩的山岳地带也得以接受罗马文明的影响，但是罗马人的影响并未达到当地居民的心中。居民仍和以前一样信奉巴尔神（Baal）。希腊名的赫利欧波里斯后来改名成巴贝克，就是居民依旧信仰巴尔神的证据。

商队行经路上各都市的开发计画，在奥古斯都时代首先集中在大马士革（Damascus）和帕耳美拉（Palmyra）两个绿洲都市上面。因为这附近的沙漠地带散布著五个小国，而这五个小国都和罗马有同盟关系。罗马是想以这五个小国为叙利亚属省和帕提亚王国之间的缓冲。不管是当作系紧这些缓冲国的「核心」，或是促使通商路径充分发挥机能，大马士革和帕耳美拉都是最好的地点。






叙利亚与其周边地区




当然，安提阿一帕耳美拉之间、帕耳美拉一大马士革间、大马士革一贝利图（现在的贝鲁特）之间、贝鲁特一安提阿之间、以及巴贝克一大马士革之间，必定铺设了完整的道路网，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不过奥古斯都的政策不只是沿袭以往或者加以开发而已。距离贝鲁特以南不到五十公里的地中海沿岸有两个腓尼基时代的古老都市——希登（Sidon）和泰尔（Tyre）。不管是最初将叙利亚、巴勒斯坦地方纳入罗马霸权的庞培，或是之后确立霸权的凯撒，都将这两个都市指名为「自由都市」，承认它们自治权。但是在凯撒被暗杀后的混乱时期，这两个都市兴起一股反罗马的风潮，甚至曾发生罗马商人被杀的案例。因此奥古斯都剥夺掉这两个都市「自由都市」的资格，贬为叙利亚属省下的都市。这就是奥古斯都与今后罗马帝国的统治方针——怎样自由都没关系，只要不反叛罗马。




犹太问题



叙利亚属省的南边有犹太王国，现代想轻易通过国境简直是作梦，但是古代的贝利图（现在的贝鲁特）和约帕（现在的台拉维夫）之间，相距不过二百公里而已，也许贝鲁特的街道上还会有标志写著：「台拉维夫二百公里」。但是在古代也有眼睛看不到的界线存在。

叙利亚属省於希腊文化（Hellenism）的世界，犹太王国则属于犹太世界；一个是多神教社会，一个是一神教的社会。不同点在于，罗马人认为首都罗马既然有为犹太人所设的礼拜堂，那么在犹太地区为多神教的居民设置多神教的神殿应该不为过吧！但是犹太人却坚决反对在犹太王国内设置祭拜他神的神庙，不管罗马是否有犹太人的礼拜堂。这个地方的统治对罗马来说是最困难的了。

无论是四十年前——西元前63年征服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庞培，或是西元前48年致力於确立罗马霸权的凯撒，都从未考虑将犹太王国纳入属省之内。他们认为只要犹太王国能够承认罗马的霸权，和罗马维持友好的同盟关系就足够了。在这以希腊文化为主的世界，希腊商人一直享有特权，犹太商人则一直屈居次等的地位，而凯撒特別赋予犹太商人和希腊商人同等的地位，因此获得犹太人狂热的支持。

实际上，犹太人在罗马人的支配下，比在希腊人支配时代享有更好的环境。但是这种想法只适用于明白道理的人。而且经济发达之后，很难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此外，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从商的。

不过，奥古斯都手中还握有犹太王国中被称为大王的希律（Herod）王这张牌。

希律王生于西元前73年，比奥古斯都年长十岁。对典型的东方君主来说，王族的内斗有如家常便饭，因此他的前半生就在亲族间的打打杀杀中度过。西元前40年，帕提亚军队入侵，逮捕当时的国王，逼他将王位让给亲帕提亚的王弟，身为当时高官的希律便逃到罗马去了。当时的罗马是安东尼和那时尚未成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联合统治的时代，他们当然不可能承认目前与帕提亚交好的国王；而且当时三十三岁的希律头脑清楚，论事实际又拥有坚强的意志，因此很得罗马领导阶层的好感与信任。最重要的是，活力、智力兼备的希律对罗马的力量有很正确的认识。

不久希律带着安东尼和屋大维赠与的「罗马公民的友人及同盟者」的称号返回祖国。反攻行动成功之后，他便登上了犹太王国的王位。

罗马方面对犹太王希律到底评价有多高，从无论克丽奥佩脱拉多么想要犹太王国，而安东尼不愿将犹太王国给她就可以明白。安东尼败亡之后，希律王统治的犹太王国和奥古斯都领导下的罗马维持良好的关系。

这其中有一个人物也有部分功劳，那就是来自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尼古拉斯是出生于大马士革的希腊人，本来担任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所生小孩的家庭教师，教养良好，个性温柔，著作也很多。而这位男士，后来成为希律王的顾问。

这一个犹太人、一个希腊人之间，对下面一事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犹太王国以罗马「属民」的身份，继续维持独立地位是最佳策略。

罗马时代的属民不单意味着被保护者，还含有给予保护者后援的意思。因此具体来说，犹太王国的安全是保护者罗马的责任，而身为被保护者的犹太王国同时也肩负罗马帝国安全保障的部分责任。对罗马来说，犹太王国就是他们在防卫东方的帕提亚、南方的阿拉伯时，防卫线的一部分。这是对尊重犹太王国独立地位的当然交换条件。

当然犹太人的信仰一切都是自由的，耶路撒冷神庙的重建也是没有问题的。

希律王的亲罗马政策是非常彻底的，犹太王国内也建起了供奉希腊、罗马诸神的神庙。为了表示对奥古斯都的感谢，撒马利亚（Samaria）改名成塞巴斯特，而且建了一个海港，取名凯撒里亚，意思当然是「凯撒之都」，同时在这个地方建造一座献给罗马与奥古斯都的神庙。连耶路撒冷也建造以奥古斯都之妻——莉薇亚与现在成了奥古斯都女婿的阿古力巴之名赠送的公共建筑。

但是犹太民族是选民主义者。在他们眼中，只有自己是神所拣选的民族之外，其他民族都不是神的子民。因此，即使是公共建筑，在自己国内建造和属于劣等民族的罗马有关的建筑物，国王又是亲罗马派的，实在是很难忍受的事情；结果希律王的强硬政策更是火上加油。一神教结合选民思想，到底何时会爆发出怎样的火来，是思想信仰完全相反的罗马无法轻易预测、应对的问题。

不过，至少五十多岁的希律王仍然稳稳地坐在他的宝座上，而比希律王年轻十岁的奥古斯都并不是会自行发掘问题的人。他的性格从他解决东方之行的最大课题——帕提亚问题上，也可以清楚了解。




帕提亚问题



罗马成了地中海世界的霸主之后，还是很在意遥远东方，以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为据点的帕提亚王国，因为帕提亚问题一天不解决，罗马东边的防卫线就一天不能确立。而且，西元前一世纪那时候，罗马的大半敌人不是小国，就是蛮族，真正需要出动正规军的，在降服克丽奥佩脱拉的埃及之后，只剩下帕提亚一国了。

罗马从来也没打赢过帕提亚。虽然卢加拉斯和庞培都曾经攻到幼发拉底河，但是没有和帕提亚正面交锋过。西元前53年，当时「三巨头政治」中的一巨头——克拉苏首次与帕提亚正面对决，结果，带去的四万军力中，成功逃生者不到一万，被俘虏者有一万多人，其余的二万人全部战死，简直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指挥官级的生还者，除了总司令官克拉苏之外，只有后来暗杀凯撒的主谋者加西阿斯一人。连称为银鹰旗的军团旗都全部落入敌军手中，这对罗马军是何等的侮辱！

大家都知道，西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被杀时，正要出发远征帕提亚。因为他知道帕提亚问题不解决，帝国东边的防线就无法确立，而且罗马人是不会输了就算了的。

不过，由于凯撒遭暗杀，以及接着而来的内乱状态，使这件事就先被搁置了。到西元前36年，安东尼曾经挑战远征帕提亚行动。这次参加的军力包括同盟国的军团，总共有十一万人。但是结果长达八个月的远征之后，失去二万的士兵，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但是仍以失败收场。想接替凯撒位置的安东尼野心因这次的失败而大受打击。

接下来，西元前30年奥古斯都打败了安东尼，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最高权力者。罗马人因内战结束而高兴，另一方面也期待奥古斯都能够一雪前耻，称霸帕提亚。事实上，在亚克兴角打胜仗之后，奥古斯都曾经追击安东尼到东方去。当时如果率领军队从那里到帕提亚，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到了。有一位英国的研究者写了下面一段话：


「如果亚克兴角的胜利者是凯撒，当时一定立刻远征到帕提亚了吧！因为帕提亚问题不赶快解决，东方一带的不安定状态将益发对罗马不利。因此，如果是凯撒，一定想尽早解决这件事，而且恢复罗马对亚美尼亚等同盟国的威信，也是刻不容缓的事。可惜，奥古斯都和凯撒的性格正好不太一样。」







奥古斯都也明白，厘清与帕提亚的关系是东方和平的关键。但是看看罗马以往与帕提亚交手的纪录，不但从来没胜过，还有克拉苏以及安东尼的两次惨败经验，绝对不容许第三次的失败了。这次如果再度失败，帝国的东方领土将会彻底崩溃。因为在东方，从君主到百姓，一定都会选择依附强者的。

奥古斯都虽然具有最高司令官的品格，但却没有战斗指挥的才能。而阿古力巴虽是勇将，却不是天才司令官。即使讬付给阿古力巴也未必保证能打赢帕提亚。除了和凯撒性格不同之外，还有许多原因令奥古斯都不得不慎重。而且，在当时——西元前30年，帕提亚并没有侵犯罗马领地的举动。结果，奥古斯都开始著手解决帕提亚问题时，已经是十年后的事了。

不过，根据奥古斯都的性格，必定是有了万全的準备之后才开始行动。





帕提亚的王族之间也是动不动就起纷争，夫拉泰斯四世的老去是导火线。王弟提里达泰斯逮捕身为王位继承人的王子，将他送到罗马，因为他相信仇视帕提亚的罗马必定会杀了王子。不过，奥古斯都不但没有杀掉王子，反而予以厚待。

不久，帕提亚老王身边的人反击成功，篡位失败的提里达泰斯逃到叙利亚总督的势力范围。同样的，罗马方面也是给予安置。这么一来，在帕提亚问题上可以利用的王牌就有两张了。

帕提亚方面以老王的名义向罗马提出和谈的提议，条件是交还两位人质。当然，两位人质交还后，一定是一位登上王位，而另一位则送上断头台。

奥古斯都接受了和谈的提议，条件是帕提亚要交回罗马两次战败失去的银鹰旗，并且释回克拉苏溃败时被俘的一万名士兵。帕提亚也接受了这个条件。

奥古斯都将王子交给帕提亚派来的使节，但是并未交出提里达泰斯。因为出卖一个出于信任而来投靠的人是违反罗马信义精神的行为，这就是奥古斯都拒绝交出提里达泰斯的理由。

帕提亚王子返回祖国之后便登上王位，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并未趁此机会和罗马讲和。一般来说，这样对奥古斯都来说是很丟脸的，但是这个时期前往东方进行重整的奥古斯都心里，已经有了使用亚美尼亚牌来解决帕提亚问题的想法。

当时的亚美尼亚国王是亚鲁塔克塞斯，他的父亲就是被安东尼逼退的前国王。逼退的原因是前国王亲近帕提亚，而这又是因为罗马两度败给帕提亚的影响造成的。所以，即使换了儿子来当国王，亚美尼亚亲帕提亚的政策也不会改变。亲帕提亚就等于是反罗马。结果出入亚美尼亚的罗马商人遭到冷淡的待遇，甚至有被杀害的。奥古斯都将亚美尼亚和帕提亚链接起来，希望一次解决这两个问题。





西元前21年，从雅典移往萨摩斯岛的奥古斯都，派同行的台伯留率领驻屯在叙利亚属省的四个军团自亚美尼亚进军。亚美尼亚宫廷没想到他们一直瞧不起的罗马，居然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而大为惊愕，於是杀了亚鲁塔克塞斯王，赶紧派使节去向罗马表示效忠之意。

奉命前往亚美尼亚的台伯留，让国王的弟弟提古拉尼斯就任新王，并且更新亚美尼亚和罗马的同盟关系之后，率兵离开。新的国王是曾在罗马奥古斯都私邸度过一段很长当人质的时间，也可以说是「交换学生」的留学生涯。

自从奥古斯都的身影进入东方之后，帕提亚便一直处於警戒状态；如今，位于北方的邻国亚美尼亚又倒戈相向，从亚美尼亚撤退的罗马军团只要改变行进路线向南，立刻就到帕提亚境内了。当初把和谈问题搁置不管的帕提亚王夫拉泰斯五世，决定完全接受罗马方面的条件，缔结同盟。





西元前21年5月12日，罗马与帕提亚的和平缔结仪式在幼发拉底河中的一个小岛上举行，舞台味十足。罗马方面代表簽字的是二十一岁的台伯留，帕提亚方面的代表是谁并不清楚，可以想像必定是王室中地位崇高的人吧！仪式完成后台伯留与随员一同参加在幼发拉底河东岸岸边所举行的宴会。第二天，帕提亚的代表和随员一同出席由罗马在幼发拉底河西岸所设的宴席。於是，就在一片祥和当中，两大国的敌对关系暂告终止。

三十三年前克拉苏军败北时，以及十五年前安东尼军败北时被帕提亚所夺去的银鹰旗全部都归还给罗马了。但是，当时被虏的罗马士兵则无法按罗马的要求返回，并非是帕提亚方面不肯，而是被虏的士兵没有一个还存活着的。因此，帕提亚将当时从阵亡的罗马兵身上摘下当作战利品保存的胄甲和武器归还，作为替代。

西元前54年克拉苏远征帕提亚时，参战的士兵平均年龄假定是三十二、三岁，三十三年后已经超过六十岁了。被帕提亚俘虏的士兵并不是卖去当奴隸，而是终身在帕提亚边境的城寨梅鲁布当兵。梅鲁布也不在现今的伊朗境内，而是在旧苏联的土库曼尼斯坦（Turkmenistan）。严寒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形同流放一般。





西元前216年在坎尼（Cannae）大胜罗马军的汉尼拔，将虏获的八千名罗马兵卖到希腊为奴。二十年后的西元前196年，为了感谢从希腊撤回军队的弗拉米尼乌斯，特別接受弗拉米尼乌斯的请求，从希腊全境找回当时被卖的罗马兵，结果只找回了一千二百人而已。

汉尼拔的案例中，即使把从各地寻找的困难也考虑进去，那么能够忍受二十年奴隸生活的士兵是八千人中的一千二百人。而帕提亚的情形中，即使全部士兵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但是三十三年后一个存活者都没有。如果能够找到存活者带回罗马，即使一个人也好，那么热心解决帕提亚问题的奥古斯都一定会将此事记录在《业绩录》当中。但是《业绩录》中既然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表示他想带存活者回到祖国的事必定没有实现。

但是，如果凯撒没有被暗杀，帕提亚问题在西元前44年就能够解决的话，情况又是如何呢？那些俘虏的流放生活，十年就可以结束了。如果是十年，说不定一万名士兵几乎全数都可以活着返回家乡。





关于亚美尼亚和帕提亚问题的解决，奥古斯都自己在《业绩录》中有以下的记述：


「亚美尼亚王亚鲁塔克塞斯被杀的时候，虽然有机会将亚美尼亚纳入属省之内，但是吾遵循了祖先所建的传统，透过义子台伯留，选择了让提古拉尼斯就任王位。」




「吾不仅迫使帕提亚交还过去三次战役（克拉苏和安东尼之间还有一次较小型的败战）所夺取的战利品和军旗，还使得他们主动要求和罗马公民建立友好关系。」



奥古斯都用尽各种方法宣传他不耗一兵一卒就解决帕提亚的功绩。在幼发拉底河上举行两国缔结仪式的日子（5月12日）也成为每年庆祝的国祭日。同时他还命人打造自己武装的全身像，并且将这件事的画面雕刻在胸前的盔甲上。元老院也遵照奥古斯都的意思，决定在罗马广场中央凯撒神庙的旁边建造凯旋门，以纪念解决帕提亚问题。从元老院议员到老百姓对于从敌人手中取回银鹰旗一事有多么欢喜，应该不难想像，因为只要银鹰旗在敌人手中一天，屈辱就不会结束。现代的研究者多半都认为这件事是「奥古斯都外交上的杰作」，而予以赞赏。

如果仅凭交涉就能够解决所有的事情，那么人类的理性真是太值得信赖了。

只是，奥古斯都所写的「吾不仅迫使帕提亚交还……所夺取的战利品和军旗，还使得他们主动要求和罗马公民建立友好关系」这句话，是写给罗马人看的。也就是说，奥古斯都意识到罗马人都期待着他洗刷前耻，便以十分巧妙的说法来告诉大家实际上已完成雪耻的意思，真是用心良苦。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写，罗马人是不会接受的。






奥古斯都著军装姿（胸前盔甲雕有他的战绩）




不过，同一件事在帕提亚人的笔下又是怎样表达的呢？由于史料上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因此无法引用，如果有，也一定是与奥古斯都的写法完全相反的描述吧！像是：「罗马放弃使用武力，而选择以交涉方式来改善彼此关系，缔结仪式在幼发拉底河上举行，帕提亚应罗马的要求，将罗马的军旗和战死士兵的武器还给他们。」

如果帕提亚是这么认为，那么亚美尼亚以下的东方诸国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吧！

奥古斯都是以支配西方的罗马人的价值观来行动，但是很遗憾的，价值观并不是万民共通的。西方有西方的价值观，东方也有东方的价值观，犹太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西方的价值观多半根据对现实的透视；但是相反的，东方的价值观却是受力量所左右的。

并不是说哪一种比较好，哪一种不好，只是东、西方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不同的。

东方民族并不是因为怀有超越人种、民族、语言、风俗的隔阂，创立国家的理想，才愿意屈膝於亚历山大大帝的脚下；而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击败帕提亚的前身——波斯帝国的国王大流士（Darius）到体无完肤的地步，而且不只一次，而是三次之多。

凯撒在出发远征帕提亚之前遭到暗杀，但是他远征的目的并不是要征服帕提亚，而是在攻破帕提亚之后，希望能够确立幼发拉底河的防卫线。





以外交方式来解决帕提亚问题实在是一个很理智的策略。如果考虑一下奥古斯都所能用的棋子，就知道他只能采取最实际、最不会失败的方法；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步骤方法真的很巧妙。

但是，帕提亚问题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而且，不只是帕提亚，连亚美尼亚也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关系。结果，在东方，罗马能够成功统治的地方只限於希腊人担任领导层的地方。因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





只要价值观相同，妥协是比较有可能的，如果妥协的必要性又很明确，距离等就不是问题了。位于黑海北端，环抱着亚速海（Sea of Azov）的博斯普鲁斯王国，王族虽是波斯人，但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领导层是由七百年来定居在此的希腊人所组成的，罗马才有办法与它缔结同盟国。罗马之所以要与这个北边的小王国缔结，纯粹是为了军事上的因素。因为如果不能把黑海纳入霸权之下，那么位于黑海以南的小亚细亚就没有安全保障了。例如：小亚细亚北边的西诺培（Sinop）、特拉布松（Trabzon）等主要都市，就像是要被黑海的浪扫到了一样。而且，如果没掌握住相当於黑海出口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 Str.），希腊属省和亚细亚属省之间就会被切断了。

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各据一方夹住黑海的这个东方小国，也没有例外，为了争夺王位而纷争不断；经过阿古力巴带领小部队去调停之后，以女王为首的安定政权成立。罗马也借着和博斯普鲁斯王国的缔结，得以从黑海这一边牵制亚美尼亚王国了。




埃及



被完全征服之后能够顺利进行统治的是托勒密王朝（Ptolemies）灭亡后的埃及。正如我在第Ⅴ卷〈克丽奥佩脱拉〉的单元中所叙述过统治埃及的特殊情况——罗马的属省中，只有埃及是以奥古斯都个人所有的形式存在的。但是这也是为了使埃及人能接受所以才采取的方式，当时无论是奥古斯都或是罗马人都明白埃及还是属于罗马帝国的。

不过，虽然说是表面上的形式，但也是公开的。而且，罗马人传统上是具有“Case by Case”观念的民族。即使实际治理埃及的是由奥古斯都所任命的骑士阶级出身的「代官」，连元老院内的共和政体支持者也没有表示抗议。如果没有奥古斯都的许可，元老院议员一步也不能踏进埃及，这也是因为考虑到埃及的特殊情况。即使价值观中有不可能共存的部分，如果予以认可有利于统治就给予认可，这就是罗马人的想法。由于埃及长久以来都是在神格化的「法老」统治之下，因此与其让公民共同体形式的罗马国来统治，不如让凯撒的儿子奥古斯都来治理比较能够减少摩擦；因为凯撒已经被神格化了，而奥古斯都就成了「神子」。话虽如此，「神子」奥古斯都的统治当然是人的统治。





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的三百年间，埃及的指导层是与反征服者一同进入埃及的希腊人。罗马统治埃及之后并未打压这些希腊裔居民，反而著眼於他们和罗马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而加以利用。换句话说，就是埃及经济的活泼化。

埃及经济整体而言，也是分为农、工、商。「商」就交由本来就是这方面专家的希腊裔居民负责。罗马的新政策规定从东洋来的高价物产要课征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稅，但是并未导致埃及的通商衰退，因为埃及与罗马帝国这么一个大市场变成直接相连的，使得通商的量大为增加。

「工」方面由于受到罗马公共建筑风潮的影响，也变得更加兴盛。集中在埃及所产的非洲有色大理石，也是在帝政时期开始与义大利的白色大理石一样被大量使用。

不过，埃及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受惠於尼罗河而兴盛的「农业」。从法老王时代开始，埃及就以富裕闻名，而这一切都是拜农业生产力高之赐。托勒密王朝的历代君王也都很热心於农业的振兴。但是，一旦王室陷入阴谋拨弄之中，谁也没空来管这些乏味的政策了。而农业政策如果不能持续进行，就看不出效果。利用尼罗河水的灌溉工程，到了托勒密王朝末期也就被弃置不管，任它荒废了。

早在奥古斯都因追讨安东尼而进入埃及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出埃及的灌溉系统需要做一番彻底的改革。将近过了十年之后，整个体制终于适合让他著手进行这项改革了。接受奥古斯都的指示之后，埃及开始进行水路网的整顿工程，以有效地利用尼罗河的河水。一开始动员了驻扎埃及的三个罗马军团，共一万八千名士兵，但是要做到像罗马本国那样完整彻底，这些人力实在不够，於是让正规军团以外的补助军力，也就是埃及士兵九千人加入建设，还是不够，只好召集大量的埃及民间人士来参与，工程才得进行。因此，灌溉工程就像法老王时代的金字塔工程一样，提供埃及人许多工作机会。

和金字塔不同的是，第一，灌溉工程不是为了一个人死后所準备，而是为了许许多多的人在今世的生活而建设。第二，灌溉工程即使完成之后，维护工作仍不可少，因此常态性的工作人员仍然需要。

奥古斯都在埃及推动的灌溉工程成效到底有多好？地理学创始者斯特雷波（Strabo）曾经记录下工程完成不久时，他亲眼所见的情形。


「托勒密王朝末期，尼罗河水面若不上升十四腕尺（Cubit:古代的长度单位，约等于四十六~五十六公分，十四腕尺约六公尺三十公分），作物收成就会不好；上升不到三公尺六十公分，就会歉收了。但是到罗马时代之后，上升五公尺四十公分就大丰收，即使只有三公尺六十公分也不会歉收。」



尼罗河增加的水分流入水路网，滋润耕地，再借助豔阳的帮助，作物就能顺利生长了。因此水路网光是造好还不够，必须不断加以整顿才行。罗马人重视公共建设的传统，使得他们也深知维修的重要性。於是在帝政初期，埃及农业复兴的基础便已抵定。

不过，要振兴农业，光整顿硬体建设是不够的，奥古斯都又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引进了埃及。

在埃及并没有土地私有的观念，他们认为土地属于法老王或君王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耕作的农民都是向君王借地来耕作的。而且，很多土地的所有权都在神庙手中，因此埃及所有的农民都是佃农，一个自耕农都没有。

这么一来，除了属于神庙的土地之外，所有埃及的土地都变成继克丽奥佩脱拉之后成为埃及君王的奥古斯都所有。而奥古斯都决定实施自耕农奖励政策，拍卖自己名下的所有土地，就好像现代的国营事业民营化一样。

结果这个计画进行得并不如预期顺利，因为拥有资金的希腊裔居民，眼中只看到「商」和「工」的兴盛，根本就对「农」业没有兴趣；而几千年来未曾拥有土地的埃及人，面对突然的改变，根本无所适从。如果换作罗马人，就算没钱也会赶紧借钱跑去买地吧！这就是两国居民的不同——罗马是个私有财产观念确立的国家，而且保护私有财产是罗马法律的基本理念，埃及就不是这样了。





从耕地私有化的观点来看，土地是资产的基础，奥古斯都还可以叫资金充足的元老院议员来购买，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元老院议员没有他的许可甚至不能进入埃及，这是因为埃及刚刚纳入罗马统治之下，奥古斯都希望罗马人不要予人太张狂的印象。罗马人在国际化的都市——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出现不算什么，可是在尼罗河流域的农地出现就太引人注意了。奥古斯都希望在埃及出现的罗马人暂时只限於正规军团以及负责征稅等其他事务的官员。

耕地如果不能私有化，农业生产的效率就无法提高，因此必须找些人来作示范；於是像阿古力巴和马西纳斯（Maecenas）等不属于元老院阶级的朋友，讬奥古斯都的福，都成了埃及的大地主。据说连奥古斯都家的解放奴隸都被他找来买地，可见那时他真的是束手无策了。

不过，灌溉工程和道路网都整顿好，耕地私有化也渐有进展，埃及的农业生产一下子就有飞跃性的成长。对耕地所课征的地租稅有规定，如果是种小麦就缴纳小麦代替稅金。例如：二千平方公尺的耕地大约是缴纳三十到六十公升的小麦，依照土地肥沃而有差异。由于收获量到底多少并不清楚，因此也不能断定以稅率来看到底是高是低。不过，私有化的成功是因为资方和劳方双方，对自己的投资都有利润可期。无论如何，光凭运到亚历山大充稅的小麦，就可以保证足够首都罗马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一了。

除了公共建设的整顿和耕地的私营之外，奥古斯都最后引进埃及的概念就是政教分离。

埃及和罗马不同，埃及具有独立的祭司阶级，而且借着神庙的名义拥有一大片土地。如果埃及的祭司只是埃及人精神上的领导者，那就像高卢的祭司阶级一样，保留其独立的阶级也无妨；但是埃及的神职人员不只是支配人们的心，连人民的生活都要干涉。也就是说，他们不只拥有权威，还拥有权力。地租稅也是各个神庙自己决定。此外，同时拥有权威和权力的祭司阶级还常常要干预国政，成为埃及情势不安的要因之一。





奥古斯都自己也是多神教民族的人，他从来没有过要废除埃及宗教的念头，但是如果宗教问题牵涉到埃及国内的安定与否，他就会考虑将埃及宗教纳入管辖之内。

神庙拥有的土地，因为托勒密王朝的君王争相进献而越来越大，奥古斯都将土地全数没收。而农地私有化的奖励政策实在是比不上佃农向国家借地耕种的租借形式，因此暂时都采这种方式。

罗马的祭司是公民的荣誉职，因此不用照顾他的生活，但是埃及的祭司因为是独立的阶级，神庙所有的土地被没收之后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谋生方式。奥古斯都规定由埃及统治政府发放薪水给他们，这么一来，对祭司的控制就更有效了。

此外，各个神庙不得自行运作，全部神庙都必须受亚历山大的最高祭司长监督，也就是说，所有祭司从此都得服从最高祭司长。对罗马来说，控制一个人要比管理多数来的容易多了。

而且，各神庙有义务每年向最高祭司长做一次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从该神庙的经济状况到祭司的人数等等大小事项。在神庙服务的祭司人数是有一定的，人数超过并不会受罚，只是超过规定人数的祭司不能享有祭司的免稅优待。

从奥古斯都开始实施、后继者也都延续的政教分离政策，只是把政教分离而已，并不是排除。岂止没有排除，修复及兴建埃及神庙的工程还渐渐成为罗马皇帝的工作之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不用耶稣基督说，罗马人就已经在实践了。




返回首都



以上都是西元前22年到前19年，奥古斯都视察东方期间所完成的各项政策。经由希腊返国的奥古斯都中途顺道到雅典和诗人维吉尔（Vergilius Maro）会面。维吉尔比奥古斯都大七岁，是受奥古斯都的知心好友、也可以算作现代美西那（Messina）运动（企业赞助文化运动）的始祖——马西纳斯所援助的文人之一，因此与奥古斯都可算是旧识。皇帝带着病中的诗人一同经由海路返回义大利。不过他们在南义的布林迪西（Brindisi）海港上岸的时候，诗人的病情恶化，无法再一同前行。西元前19年9月21日，有罗马国民诗人之称的维吉尔在布林迪西去世。当时他所写的叙事诗《伊尼亚斯》尚在修饰中未完稿，诗人在死前曾交代要将稿子烧掉，但是皇帝不准。奥古斯都回到首都时是该年的10月21日，而他四十四岁的生日正好在归途中度过。

根据奥古斯都的描述，睽违三年返回故国的情形是这样的：


「经过元老院的决议，以执政官昆因图·鲁克雷提斯为首的元老院议员，以及法务官、护民官等一行人，亲自到坎帕尼亚地方（它的中心为拿坡里Napoli）来迎接我。这种荣耀，除了我之外，从来没有人经历过。」




「元老院为了表示对我返国的敬意，特地在卡培那门（阿庇亚大道进入首都的门）附近一座赞美名誉和勇气的神庙前，建立一座祭坛献给返国者以及一路相助的命运女神。以后每年神祇官和灶神维斯塔（Vesta）的女祭司都会在这里举行牺牲式，以纪念我在昆因图·鲁克雷提斯和马库斯·维尼其斯担任执政官这年返国之事。而这个牺牲式根据我的名字命名为「奥古斯塔利亚」。」



重要的事从来不记的奥古斯都，在《业绩录》中留下这样的叙述真是令人发笑。不过，像奥古斯都这样去国多年又没有打仗，又没有扩展版图，回来还有那么多人迎接，算是他的幸运了。在半世纪以前，罗马还是根据杀敌的数量来决定是否可以举行凯旋式呢！简直令人有今非昔比的感觉。这也表示，由凯撒所设想，奥古斯都一一实现的国家稳定成长路线已开始获得人民的支持了。

带着元老院的顽固派共和主义者都不得不欢迎的成果返国的奥古斯都，正想趁着这个机会成立国家领导阶级——元老院阶级必定会反弹的法律。这也是一个好例子，可以了解在首都出生，但是一直保持地方出身者精神的奥古斯都对帝国统治的想法。




第二章





统治中期




西元前18年~前6年




奥古斯都（四十五岁~五十七岁）


「鱼是从头部开始腐烂的。」——这句话不晓得是谁说的？

西元前80年，独裁官苏拉强力执行元老院的阶级强化，而属于柯尔涅留斯一族开国名门的苏拉，对反对派可说是赶尽杀绝，即使是贵族出身也一样，只要沾上反对派的边就会遭到杀害或是开除公职的命运。在苏拉的想法中，强化罗马的领导阶级就是做到元老院中全都是共和派的「健全分子」；即使是名门出身，像凯撒属于反对派的，他就不是健全分子。如果奥古斯都再早生三十年，凭他地方骑士阶级的出身，在苏拉眼中根本没有资格加入领导阶级吧！

西元前45年，身为终身独裁官的凯撒也考虑强化领导阶层。凯撒虽然与苏拉一样出身名门，但是他所拟定的强化政策却完全不同，简单来说就是无论出身地是首都、本国、领地都没关系，也不管出身阶级和所属民族，广征罗马帝国全境的有才之士。像凯撒指定出身地方中产阶级的十七岁少年为他的后继者就是一例；还有一个经凯撒拔擢的执政官叫巴尔布斯的，就是第一个西班牙出身的执政官。

之后，再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也就是西元前18年的时候，奥古斯都表面上是罗马的「第一公民」，但实际上拥有更多的权威和权力，而被尊称为「奥古斯都」——意思是值得尊敬的人，就像历史学家塔西图斯所评论的，他避免刺激反对派，一点一滴地将权力掌握到手中，完成西方和东方领土的整顿之后，他也开始著手进行统治者不可避免的「高层」强化工作。

不过，奥古斯都晚生几年就幸运多了，因为他有前面两位前辈的例子可以参考。

奥古斯都对反对派既不杀害也没有将他们从公职开除，可是他也没有从全帝国广征人才，而且除了北义之外，他也停止将其他属省纳入本国。奥古斯都所进行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强化全体罗马公民权所有人。

奥古斯都并没有忘记凯撒就是因为将元老院的议席给予属省的有力人士，引起原来的元老院阶级反弹，才招来杀身之祸的。但是，如果因为害怕被杀就完全舍弃凯撒的开国路线也太过分了吧！奥古斯都并不是反对从帝国全境，包括属省，来录用人才，只是在那之前，他认为应该以强化罗马公民层为先决条件。罗马公民应该是罗马帝国的核心，而且确保罗马公民的质与量，对帝国的统治也是有利的。




「少子政策」



实际上，西元前一世纪末，罗马本国义大利半岛居民的人种和民族，有很明显的变化。本国居民的人数并没有减少，只是居民的组成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于奴隸回复自由身的方法增加，只要恢复自由之后又有儿子，又有三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的最低资产，就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而且根据凯撒的解放奴隸录用政策，在地方自治体中担任公职的路也为他们开了。

如果领导阶层的人也一起增加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在西元前一世纪末的罗马，少子倾向变得很显著。西元前二世纪之前，罗马的领导阶级像格拉古（Gracchus）兄弟的母亲柯尔妮那样生十个孩子的一点也不稀奇；到了凯撒那个时代，生二、三个算是普通的；到了奥古斯都的时代，连不结婚的人都增加了。

西元前一世纪末的罗马并不是贫穷、无望的国家，可说是正好相反。只是，除了养育孩子之外，还有更多让人舒舒服服度过人生的方式。

即使独身也没有任何的不方便，家事有奴隸会负责，而且类似管家的奴隸头，什么事都帮你处理得妥妥贴贴。在内乱时代需要靠结婚得来的姻亲关系来保护自己，但是随着内乱的结束，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而且，从前也许要靠老丈人的支持以便出人头地，甚至当上属省总督；但是由于奥古斯都的改革，属省总督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特权可享，而且任期严格限制只有一年，趁此机会发一笔财的梦想已经是过去式了。

至於女性方面，如果一次婚也没结过，在社会上站不住脚，女性多半会结婚；但是如果丈夫死去或是离婚而恢复独身，也几乎没有什么不方便。而且罗马社会是注重父权的社会，对于已婚的女性，父亲的管束权多半还是多于丈夫的，而父亲又常常是很疼女儿的。罗马和雅典不同，在罗马，已婚女性在宴席上是可以和男士们同席的。

这种独身和少子的倾向当然是在生活较优渥的阶层比较明显。奥古斯都所著手的「伦理对策」也就直接冲击到这个阶层。





西元前18年，奥古斯都提出了两个法案，虽然遭到元老院强烈的反对，但是最高权力者一步也不肯退让，他擡出自己无上的权威强行通过了这两项法案。这两项法案是：


「朱利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




「朱利斯正式婚姻法」



在罗马，法律也像街道等社会公共建设一样，会冠上提案者的家族名来称呼该法案，一方面是在众多法律中有所区別，也有明示提案责任者的意思。上述两项法案都以「朱利斯」来命名正是因为奥古斯都是凯撒的养子，属于朱利斯家族的缘故。

说到「通奸罪」，以往的罗马法律将这种问题归为私人问题，国家不管。如果妻子发生通奸行为，离婚就好了，实在气不过也可以杀了妻子。此外，能行使父权的父亲可以叫女儿离婚，如果损害到家族的名声，甚至可以杀死自己女儿。不过实际上多半以离婚来收场，妻子的娘家权力较强的情形下，有不少也继续维持现状不离婚的。

然而，「朱利斯通奸罪法」成立之后，通奸就变成法定的犯罪行为；法定的犯罪行为，不只是丈夫或是父亲，任何人都有权告发。而且这个法不仅规定通奸的女性和她的爱人有罪，如果明明知道通奸事实却隐瞒不说，或是知道之后未加以处理的丈夫或女方父亲，都等于犯了「帮助卖春罪」。

而根据「婚外关系罪法」，凡是和女奴隸及娼妇以外的其他女人发生正式婚姻关系之外的性关系，也算是犯罪行为。

奥古斯都的做法令人联想起先断水源，再开始攻城的兵法。第二项法律「朱利斯正式婚姻法」可以说是攻城法。





「朱利斯正式婚姻法」只针对罗马社会上层和中层的元老院阶级以及骑士阶级，也就是以负责国家政治、经济、行政的阶层为对象，利用不利和有利的条件，以达到奖励正式婚姻生活的目的。

根据这项法律，相当於罗马帝国的「脑」、「心脏」和「神经」的这些人，男性从二十五岁到六十岁，女性从二十岁到五十岁的这段期间，如果不结婚，就必须忍受独身的不利待遇。寡妇如果没有小孩，一年内不再婚就算是独身。

这项法律中有明订不被鼓励的婚姻，是以下两例：


第一，规定年龄以外者的结婚。



老人和年轻姑娘结婚被定为是「不被奖励的婚姻」，恐怕也是因为这个法律是针对少子倾向所订的。


第二，和不正当职业者的结婚。



罗马帝国未来主人翁的母亲可不能是叙利亚的舞孃或是非洲的女佣。

不过，这种婚姻不是法律所能禁止的，只是法律上不承认这种婚姻，视同独身者对待。





此外，法定年龄层之外的婚姻，最多也只能说是「不被鼓励的婚姻」，法律无法禁止。但是稅赋方面的不利点是有明文规定的。

规定是，不管结婚的夫、妻双方都在法定年龄层之外，或是结婚夫、妻有一方不符合法定年龄层都一样，丈夫死后的遗产继承权不归妻子所有，而是被国家没收，纳入国库。

而且，女性方面还有类似独身稅的不利规定。

没有小孩的独身女性，超过五十岁之后，不再具有任何继承权。而且，如果这个独身女性拥有超过五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以上的资产，五十岁之后也不能再保有，虽然不是由国库没收，但是必须让渡给他人。因为没有生养子女来服务国家，等于没有尽到义务，所以也没有资格享受罗马法律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保护私有财产。

独身女性的不利之处还不只这些。岂止是不利，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男性可以一直享受免除直接稅的福利，但是凡是拥有二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以上资产的女性，即使在五十岁之前，只要还没找到结婚对象结婚以前，每年都必须将资产收益的百分之一缴纳给国家。

对独身女性课征的直接稅也不是结了婚就可以免除；生下第一个孩子才表示开始进入免稅权回复程序，等到第三个孩子诞生，缴交百分之一稅赋的义务才正式解除。





即使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男性，如果没有子嗣，虽然不用像女性要征收直接稅，但是经济上的不利待遇也是免不了的。不管该男性遗产多少，第一个孩子诞生之后，才能将遗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非法定继承者也才拥有继承遗产的权利。

现代一般都是以近亲为法定继承人，也许不觉得这项规定有什么不利，但是古代罗马的遗产继承人一般都包括朋友知己，这项法律的影响可大了。当时罗马规定替人辩护是无报酬的，而西塞罗之所以成为有钱人，就是因为拜托他辩护的人都将他的名字列在遗产继承人名单中。





「朱利斯正式婚姻法」成立之后，独身者和无子嗣者除了以上叙述的社会和稅赋方面的不利之外，还要加上公职生涯上的限制。因为这项法律也明订了有子嗣者在公职生涯的优待。


一、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的公职人员，如果票数相同时，已婚者优先采用；已婚者中拥有子女者又优于无子女者，子女数多者又优于子女数少者，依照这个顺序来决定录用顺序。




二、实际上是由奥古斯都来决定的元老院议席，当候补人选品格、能力都不相上下的时候，依照第一点的顺位来采用。




三、元老院在决定「元老院属省」的总督时，也是依照上述顺序来挑选人选。




四、所谓「荣誉公职人员」的公职生涯中，各公职转任之间都设有休职期间；而根据「朱利斯正式婚姻法」，只要有一个孩子就可以缩短一年的休职期间。这么一来，实际上孩子越多，越能够快速地转任各项国家要职了。







奥古斯都除了给予多子的父亲优待之外，也不忘给多产的母亲优待。

凡是生了三个孩子的女性就可以从亲生父亲所有的「父权」中解放出来，也可以随意选择遗产赠与人，也可以任意接受他人的遗产，经济上可说是完全的男女平等。这在男性社会的希腊、罗马可说是划时代的改革。

此外，奥古斯都对解放奴隸也有多产的奖励政策。那就是有正式结婚，并且生很多孩子的解放奴隸，可以断绝和原主人在工作上的关系。不管解放奴隸是因为主人的温情或是自己赚钱赎回自由的，在罗马一般都会维持和原主人的工作关系，而这也是一种束缚。根据奥古斯都的法律，只要生养许多小孩，即使以前是奴隸也可以独立开设公司，尽情发挥这方面的才能。





花了这么多苦心来促成结婚生子，如果把离婚放着不管就不公平了。不过，就像不禁止独身，但是不利独身一样，离婚也不是以禁止的方式，只是改变为很难达成而已。

以往不需要公开的离婚，变成有公开的义务，而且公开时还得有七位罗马公民作证人才受理。没尽到这个义务的人要处以罚金。而离婚是否成立，以前只要当事者二人和妻子的父亲同意就够了，根据新法，变成要经过由元老院议员主持的委员会裁决，有点像是家庭裁判所的感觉。将家庭问题公开，正中人类的心理，实在是高招。

奥古斯都认为只有保护和培养健全的家庭，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对于婚外情他是采取重罚。在「朱利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中，有婚外情的有夫之妇将被没收资产的三分之一，并且终身被流放到孤岛，也不可以和生为自由民的罗马公民再婚。

那么，有妇之夫如果发生婚外情又如何呢？实际上好像不追究。不过如果对方是有夫之妇，等于陷爱人入罪，他本人大概也无法从羞耻和犯罪的意识中解放出来吧！而且，从人性的现实面来看，妻子出轨比丈夫外遇更容易造成家庭的崩溃，这也是事实。

不过，丈夫的出轨也不是放任不管的。罗马的娼妇有向政府登记的义务，在按察官那里有所有娼妇的名册，而且每年都要修订。如果有妇之夫出轨的对象名字不在这个名册上，也就是娼妇以外的女性，就会被控以「强奸罪」。这么一来，花心变成了生命攸关的事，这也是偷情高手的凯撒在天上知道了一定会笑破肚皮的。

对于「伦理对策」这么热心进行的奥古斯都，他自己有没有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危险呢？当奥古斯都还是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曾经接到一封安东尼写来的信，内容如下：


「你为什么要那样的批评我呢？就因为我和女王（克丽奥佩脱拉）上床是吗？不过，我现在可是和妻子睡在一起，而且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九年前就是这样了。那么你自己又是怎样呢？难道你只和莉薇亚一个人睡吗？如果真是这样，只有你一个人是过着健全生活了。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躺在你身旁的是泰杜拉吗？是泰莲蒂亚吗？还是露菲拉吗？莎薇亚·提提塞尼亚呢？恕我不能将这些女人的名字一一列出，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只要是女人，不管是谁都可以燃起你的热情。」







先不管四十五岁的奥古斯都是否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男女关系，「朱利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和「朱利斯正式婚姻法」的实施日期决定是在法案成立后三年。与其说是因为这项法律评价不好，倒不如说有一种「给你们三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内大家赶快处理掉自己的问题吧」的意思。不过，后来实施时间又再度延后三年，可见这两项法案真的不受欢迎。而且，事实上小孩子也不是说想生就生得出来，想要就能如愿的。拿奥古斯都自己来说好了，虽然他非常期待有小孩，但是妻子莉薇亚并未为他生养一儿半女。於是，二十七年后的西元9年，这二项法案的修正案成立了。这项修正案称为「帕皮斯·庞培法」，提案的是该年的两位执政官，而且这两位执政官都是独身，让人好笑。不过，如果拥有护民官特权的奥古斯都使用他的否决权，修正案就无法通过了；这项修正案的通过，代表奥古斯都也承认原来的两项法案有修正的必要。





「帕皮斯·庞培法」只是修正法，只要看看它修正了「朱利斯二法」的什么地方，就可以了解奥古斯都的想法哪里不受好评。修正项目是以下三项：


一、「朱利斯法」中规定，没有小孩的夫妻，不承认非近亲者的财产继承权；而在「帕皮斯·庞培法」中，则以后天血亲的理由，承认非近亲者的财产继承权，但是继承金额变成有孩子时的二分之一。




二、原来规定独身女性没有赠与遗产权，也没有继承遗产权，修正只要再婚就能回复这些权利。




三、「朱利斯法」规定，一年内未再婚的寡妇，以后视同独身女性，必须接受独身女性的不利待遇；而且之后再婚生了孩子还是不能立刻免除百分之一的直接稅，直到第三个孩子诞生为止。在「帕皮斯·庞培法」中则修正为只要再婚就能恢复继承权，而且百分之一的直接稅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免除了。



可以想见娘子军先锋反对「朱利斯二法」的样子，必定很有趣，但是提案者奥古斯都对这二法的推行是意志坚定，甚至展开宣传活动，使尽力气要启蒙人民。





「朱利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和「朱利斯正式婚姻法」才刚成立时，有一位罗马老公民接受奥古斯都的邀请访问首都罗马。受邀的不只他老先生一个人，还有他八个儿子、三十五个孙子以及十八个曾孙。皇帝欢迎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一介平民，像欢迎凯旋将军一般，亲自带着他们一行人到卡匹杜里诺山丘上的朱比特神庙朝拜，赞赏这位老公民才是罗马公民的典范。





罗马帝国并没有舍弃由凯撒开始的不限人种、民族、阶级的人才利用路线。凯撒的开放路线和奥古斯都的罗马公民权者的充实路线，互相弥补彼此的缺点，渐渐成为以后帝国晋用人才的基本概念。

即使是奥古斯都之后的皇帝，包括：台伯留、克劳狄斯（Claudius）、尼禄（Nero）、以及西班牙出身的图拉真（Trajanus）、哈德良（Hadrianus）和北非出身的塞佛留（Severus）皇帝等等，仍然将西元前18年成立的「朱利斯二法」视为帝国营运的基本政策，采取重视的态度。这种情形一直到基督教胜利，独身价值提升到最高之后才停止。





奥古斯都所立的二项法律，在经过尊重个人人权启蒙主义思想洗礼的现代历史学家眼中应该是不受好评，但实际上正相反，很有意思。他们多半出身先进国家，因此可能会认为少子对策是別人的事情。依照我的感想，利用减稅或是家族津贴的增加来解决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知为何仍然觉得很佩服。不管是因为稅制上或是公职上的原因才生小孩，小孩子生了就会让人怜爱。结婚也是，如果不结婚会不利，也许会改变那种不尊重人性的挑挑拣拣态度吧！虽然基督教禁止离婚的理由是因为曾在神面前发过誓，但是我不认为这像进步主义者所说的是一项恶法。如果因为离婚是违反神，而能在行动之前比不禁止离婚的情况下更深思熟虑十倍，说不定能因此发现可以忍耐的因素什么的。

拿离婚来说，基督教是因为违反了禁律所以要罚；然而罗马人的想法则是不禁止，但是必须甘心忍受不利的待遇，这点不同就很有意思。提到「法的精神」，几乎都是指一种「平衡感」不是吗？而奥古斯都接下来着手的工作，就显示了他良好的平衡感。

我想，所谓平衡感就是在互相矛盾的两极状态中找到一个可以立足的中间点；也就是在两极之间来来去去，有时也会偏向某一极点，以寻求最适合解决问题的一点，不断地改变转换行为，不是吗?

自由与秩序是互相矛盾的概念。太尊重自由就会破坏秩序，过於遵守秩序又会失去自由。但是，这两样东西如果不能协调两立可就麻烦了。没有自由的地方不会进步，没有秩序的地方，別说是进步了，连今天的性命都不晓得保不保得住。

这种想法绝对是和疯狂的信仰扯不上关系的思考方式，但是对产生哲学的希腊人和法律之父的罗马人来说，这是十分自然、丝毫不勉强的思考方式。罗马人虽为法律的创始人，却也留下了以下的格言：


「由于期待公平所以创造了法律，但是法律如果实施太严正就会导致不公正。」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和凯撒的革新作风比起来，奥古斯都算是比较保守的。但这只是以现代人的思考方式来分析他们二人的功绩表现，才会有这样的结论。马基维利（Machiavelli）曾说过：


「如果凯撒没被暗杀，能过完他的人生，他的政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接下来要叙述的是奥古斯都恢复罗马古宗教的复古路线，也许正是揭示他保守性的好例子。不过，在三十七岁尚未正式进入政治界之前，曾经一心想要当选和直接权力无缘的宗教界领袖——「最高神祇官」的，却是被认为是革新派的凯撒。




宗教心



西元前17年著手进行古宗教复活行动的奥古斯都还不是最高神祇官，因为凯撒死后就任该职的雷比达还活着。在罗马唯一的终身公职就是最高神祇官。雷比达也是「第二次三巨头政治」中的一头，他虽然不像另一头安东尼败得那么惨，但是终究也是在权力抗争中输给了奥古斯都。自动引退之后的雷比达连首都都很少来。雷比达於西元前12年死去，那一年奥古斯都出来竞选这个空缺而当选，首度就任最高神祇官。

西元前17年，奥古斯都虽然不是最高神祇官，但是他仍然有整顿罗马宗教的权力。因为他也是神祇官团的一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负「伦理改革」的责任。他自己在《业绩录》中记载：


「马库斯·维尼其斯和昆因图·鲁克雷提斯担任执政官那年（西元前19年）、普布利斯·蓝道尔和古纳·蓝道尔担任执政官那年（西元前18年），还有帕尔斯·马克西与昆因图·土贝洛担任执政官那年（西元前11年），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一致推选我为唯一握有最高权限、伦理改革的责任者。」







从以前开始，罗马就有举行所谓「世纪祝祭」的习惯，但是日期不定，而且意义也不明确；於是奥古斯都将它定期化，而且赋予意义。此外还将仪式进行的程序订出来，刻在大理石版上，嵌入古罗马广场内的一面墙上。而且这个祭典对参加者并无限制，即使不是罗马人，只要想参加谁都可以加入。

5月31日起的三天三夜就是举行「世纪祝祭」的时候。

之前的前几天开始接受一般人捐赠祭事所使用的小麦、大麦和蚕豆。同时由国家发给各个家庭硫磺和焦油，让参加祭事者燃烧之后，以烟来清洁身体。真是味道很浓的清洁法。

5月31日日落之后，以马尔斯广场中和台伯河相接的「塔仁杜姆」地带为舞台，开始祝祭的第一夜。

主办者是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两人，他们都穿着祭典的服装，率领著十五位神祇官进入场地。说是祭典的服装，其实只是以平常长袍的一端盖住头部而已，非常简单。像佛教的法衣或是基督教作弥撒的服装都是华丽又独特，那是因为这些宗教拥有独立的祭司阶级，因此有夸示存在的必要性吧！但是在罗马，祭司只不过是选举选出来的公职的一种，依法而言，只要是公民谁都可以担任，所以，用长袍一端盖住头就已经够了。

於是，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就以白袍覆头的姿态，在火炬的照耀之下，开始举行牺牲式，将九匹绵羊和九匹山羊献给主宰命运的女神。在祭坛上杀羊、烤羊的同时，唱出祝祷词。内容是希望赐给罗马人健康和智慧，以维持罗马的胜利、独立与和平。

牺牲式结束之后是希腊、罗马祭典中必有的体育竞技。竞技的目的并不真的是为了比赛，而是为神表演，所以是在架高的舞台上举行的。而观赏竞技表演时，包括奥古斯都在内，所有的人都依照从前的方式，站着看。

男性的祭事和竞技表演结束之后就换女性出场了。一百一十位已婚女性当天将白天所準备的供品献给朱诺（Juno）和戴安娜（Diana）两位女神。这个仪式称为「神圣晚餐」，因为供品等一下会分给所有参加的人。

第二天，6月1日上午的舞台移到卡匹杜里诺山丘上。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仍然以白袍覆头的姿态率领十五人的神祇官，在众多参加者的观看中登场，二人手里各牵一头公牛，因为这一天是要对最高神朱比特祈求的日子，所以牺牲式用的动物是公牛。

祭坛上在杀公牛、烤公牛的时候，同时向朱比特神祈祷。祈祷内容和前一晚相同。这期间，在马尔斯广场的塔仁杜姆正举行和前夜相同的竞技比赛。

6月1日日落后，舞台又移回马尔斯广场。这个晚上，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不用主持牺牲式，因为这晚的祈愿对象是掌管多产的女神。献给女神的供品是以小麦、大麦和蚕豆粉制成的三种面包共二十七个。说是面包，其实是类似披萨面饼的东西，现代义大利人叫做「弗卡恰」。祭祀人员边献上供品，边唱祝祷词，内容相同。

次日的6月2日早晨，舞台再度回到卡匹杜里诺山丘。这一天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各牵一头母牛登场，因为祈求对象是最高神朱比特的妻子朱诺。因为是对女神祈愿，所以牺牲式中的祈祷也让一百一十位已婚女性参加。她们跪在主持者的背后献上祈祷。祈祷的内容一样。这段时间，在马尔斯广场继续进行竞技会。

这一天日落之后的会场，又回到了台伯河畔的塔仁杜姆。主持祭典的仍旧是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两人，服装也是白色覆头的长袍。不过，祈求的对象是主宰生育的大地女神。因此牺牲的动物换成了母猪。因为是献给女神的祭典，所以两位主持人后面跟著一百一十位的已婚女性。祈祷的内容也和前面相同。牺牲的母猪也是烤过之后分给参加者。

次晨，6月3日的早上，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主持祭事的舞台移到帕拉提诺山丘上的阿波罗神庙，将二十七个、三种种类的面包献给男神阿波罗和女神戴安娜。祈祷的内容和前面相同。

不过，这一天可不是只有早上的活动而已，继帕拉提诺山丘之后，舞台转往卡匹杜里诺山丘，展开「世纪祝祭」的压轴戏。

这次跟随二位著白色长袍的罗马帝国统治者登场的是二十七位少年和二十七位少女，每一位都是身著纯白的短袍，头上戴着花冠。今天不牺牲动物，也没有供品。在群众的注视中，少年少女们唱著奥古斯都拜托诗人霍雷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所作的〈世纪祝祭赞歌〉。这首诗保留至今，我想译出全文，但是因为长达三页便做罢了。简单来说，内容不外是祈求美丽健全的罗马永远维持下去吧！我觉得如果再加上一群白鸽飞上天的情景，不就像是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开幕式了吗？

不开玩笑了。吹著台伯河上过来的夜风，头上是泛著藏青色的天空，在火炬的照耀之下，夜晚的祭典一定充满神秘气息，迷惑所有在场的人。而在初夏清朗的晨光下，向立在白色大理石神庙前身著白色长袍、神情严肃的神祇们祈祷。头戴花冠，纯白短外袍的少年、少女们的合唱。这番景象必定燃起了罗马人胸中对于自己力量的确信和对于未来的希望。纯朴、健全而且壮丽，这就是罗马人心目中理想的形象。





不过，像「世纪祝祭」这种典型的祭祀再怎么说都是国家的祭祀，奥古斯都认为有必要重新整理民间信仰。

罗马人的家庭一定有一个祭祀家庭守护神以及祖先们灵魂的角落，就像日本家庭将神龛和佛坛融合一样。但是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办法从事这种「家庭信仰」，尤其是在渐渐国际化的首都罗马，住在公寓式房屋以及租房子住的外地人不少；让这些人身边也能够有精神依靠，是奥古斯都进行民间信仰改革的出发点。

都市内布满像网线一样的道路，因此十字路口和交叉点就很多了。奥古斯都下令在各个交叉路口依路口大小建造不同大小的小庙和祭坛，当作祭拜「当地守护神」和「奥古斯都之灵」的场所。神庙和祭坛的管理由该地区的行政责任者（等于区公所的地方公务员）负责。这么一来，非土生土长的罗马人以及奴隸都有了信仰的对象。不过，祭拜「当地守护神」没什么问题，但是祭拜现在还活着的奥古斯都之「灵」，对于认为宗教就是一神教的现代人来说可能很难接受了。古代人除了犹太教之外，其他都是多神教，所以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能相容的地方。





所谓「灵」并不只是指死者的灵魂，也有守护神的意思，同时也是能力、资质、天分、精神、真髓的意思。因此，祭拜「奥古斯都之灵」的行为等于是表达想拥有和奥古斯都同样优秀的天分。所以被祭拜的人是否活着并不相关，因为是和对象的生死无关的感情。义大利文源于拉丁文，他们称呼电影明星，男的叫「迪瓦」，女的叫「迪娃」，意思是「神的」；但是也不能说和「星星」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古代罗马人相信，拥有如神般天分的人死后会变成星星。

不用等学者们指出来，虽然奥古斯都极度讨厌把活人神格化，不过这个对「奥古斯都之灵」的信仰正好连接到后来的皇帝崇拜。对多神教的罗马人来说很不一样的基督教是一神教，由于神只有一个，所以不能像罗马人一样在每个十字路口要拜什么就拜什么，但是他们也继承了在各十字路口设庙的形式。凡是路过的人都会稍微停一下，对着该地域的守护圣人，或是基督，或是圣母玛利亚，在胸前画个十字。人类宗教心的表露是无关一神教或是多神教的。

不过，接受大家的赞美和崇拜也不是件轻松的事，「美丽健全的罗马」不是凭著少年、少女的歌唱就可以持续到永远，说不定明天就倒了。幸好快要四十七岁的奥古斯都「资质」中最好的一项就是：清楚的现实感。




阿尔卑斯



从义大利越过阿尔卑斯山到高卢主要的路线就有四条。

第一条路线是从奥斯塔（Aosta）向北到达阿尔卑斯山之后，越过大圣伯纳隘口（Grd. St. Bernard Pass）,到达现在瑞士的列曼湖（L. Leman）。

第二条路线是从奥斯塔往西前进，越过毕可洛·圣伯纳隘口（Piccolo. St. Bernard Pass）之后，经由日内瓦（Geneve）或是格勒诺勃（Grenoble），到达现在法国的里昂（Lyon）。






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四条主要路线，以及西元前16~前15年杜鲁斯的行军路线




第三条是从托利诺（Torino）向西，经由苏萨山谷间的道路挑战阿尔卑斯山的路线。进入现今法国境内之后，往北经过维也纳（Vienne）可到里昂，向南经过瓦伦斯（Valence）,溯隆河而下，便可出到地中海。这条路线罗马人以居住在当地的部族名称取名，叫做「阿尔卑斯·可提耶」。

第四条路线正如罗马人取的名字——「沿海的阿尔卑斯」，是从热那亚（Genova）到马赛（Marseille），沿着地中海的一条路。这条路比其他条都早整顿好，因为这条路是通往南法和西班牙两个属省的路。罗马式的道路早在当时的一百五十年前就已经铺设完成。





西元前16年，当时罗马已有这四条路可通了，因此用不著奥古斯都再出手。只是第三条的「阿尔卑斯·可提耶」是在独立部族的支配之下。当时凯撒给予这个高卢民族的出身部族族长罗马公民权和自己家族名——朱利斯，结成了同盟关系。於是这位自称为王的部族族长名字就成了罗马式的：马克斯·朱利斯·可提斯。不过由于这个部族身为罗马的同盟者，使得可提斯的立场在山地部族中变得比较强。虽然这四条线上的居民并没有直接在他的统治之下，但是都可以感受到他与众不同的威严。奥古斯都任命朱利斯·可提斯为负责阿尔卑斯的「长官」，并将这个职位编入罗马帝国的统治系统之内。和凯撒相比，奥古斯都的做法是不是比较好呢？这件合并案就在和平中落幕。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路线现在都属于罗马了。接下来奥古斯都立刻下令将这条路修整成像罗马道路一样，当然就是做成高速公路。顺便一提，从义大利穿越阿尔卑斯山到高卢，走这第三条路线，从托利诺到瓦伦斯的距离是三百六十五公里，全程走完要花十天的时间。





整顿阿尔卑斯路线的行动可以显示奥古斯都不只是注重本国而已，其实是具有超越国境的眼光。既然「西边」整顿好了，「东边」也不能不整顿一下。而正好敌人带来一个整顿的好机会，就像以往一样。

这段时期，驻扎在伊利利亚的军团受到应该是同盟者的北方部族攻击，阿古力巴便从罗马出发向北救援了。




多瑙河



卢比孔河以北的北义因为凯撒赋予罗马公民权而得到与本国相同的地位，防卫这里的是由西向东伸展的阿尔卑斯山脉。以现代的称呼是被法国·阿尔卑斯、瑞士·阿尔卑斯、奥地利·阿尔卑斯所围绕，在现在的斯洛伐克交界处山脉就断了。

以高耸相连的山脉来做防线大家都会觉得是很合理的战略，但是实际上正好相反。第一，人对于从背后来的袭击特別感到威胁。第二，这么一来防卫基地只好建在高山前面，但是不管建得多高多好都可能没什么效果。而且，在高处攻击，比在低处防卫，立场更有利。那么在山顶建城寨不就好了？如果是以监视为目的是可以，但是对于防卫就没有用了。因为包括气候等所有条件都不利的山中，不可能驻扎足以防御外敌的大军。

最先发现以山脉当作防卫线不适宜的罗马人是凯撒。他征服高卢也是为了将罗马国的防卫线从阿尔卑斯山脉移到莱茵河的防卫战略的一环。以河取代山来做防卫线成为凯撒之后的罗马战略。如果以河为防线可以看到对岸，要看到敌人也变得比较容易了。绝对不能让士兵看不到敌人，再也没有比看不见的敌人更容易使士兵陷入不安。此外在河岸边就可以驻扎大部队了。

莱茵河防卫线凯撒已经确立了；幼发拉底河也由奥古斯都以外交方式解决中；黑海的南边是属省，东边是同盟国，也已确保，剩下就是多瑙河了。凯撒原本预备在远征帕提亚的归途中制服的多瑙河南岸一带还待解决。以现在的国別来看，由西向东分別是经过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到达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现在的塞尔维亚（Serbia），还有保加利亚境内，所以不是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但是只有完成这块地方的称霸工作，包括黑海西岸在内的帝国东北部防线才算确立。

不管做什么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得到正确的资料。凯撒那时候已经叫人制作标有街道和桥梁的义大利半岛地图了。据说最先是阿古力巴命人制作从英国到印度，包括罗马人视野可见的非洲地区地势图。阿古力巴将这面大地图以不同颜色的大理石版嵌在他所兴建的诸多公共建筑物中的一面墙壁上展示，谁都可以看。当然奥古斯都也有他自己的地图，他的地图有两种，一种地图是以不同颜色的大理石片镶嵌，代表各个不同的地方；另一种是画在纸莎草纸上的地图。






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多瑙河以南）




因为这些地图都没有遗留下来，所以到底正确性如何也无从考；不过，应该具有像西元二世纪住在埃及的希腊人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所制作的世界地图一般的正确性吧！因为接受凯撒委托制作义大利地图的也是希腊人。不过虽然地图要求的就是正确，但是希腊人是因为纯粹的求知欲而做，罗马人则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而做。我想奥古斯都迟早都会注意到多瑙河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奥古斯都自己在《业绩录》中写道：「除非敌人攻击，否则我从来不曾主动发起战斗。」东北部阿尔卑斯一山地民族袭击伊士特里亚半岛（Istria），在他眼中正是解决多瑙河问题的大好时机，因为反击是很简单的，但是前往北方的罗马军队却可以趁此机会展开大规模的称霸行动。





西元前16年征服北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由二十六岁的台伯留以及二十二岁的弟弟杜鲁斯担任前线指挥，可能还有阿古力巴在旁指导吧！奥古斯都和莉薇亚结婚时两兄弟一个三岁，一个还在母亲肚子里，现在已经成长为年轻将军了。两兄弟在西班牙已经和山地民族对战过了，这次的敌人是住在现在奥地利西部提洛尔（Tyrol）省周边的拉耶提亚部族。

根据阿古力巴指导的作战策略是——杜鲁斯领军从威洛纳（Verona）北上，台伯留则从高卢越过莱茵河往东南进攻，两人在现今波登湖（Boden）畔的康斯坦兹（Konstanz）会合之后，一起往南进攻。这么一来，现在的瑞士全境到南边的奥地利·阿尔卑斯为止，都像被大网网住的鱼群一般，想跑也跑不掉了。





离开前线基地威洛纳之后，杜鲁斯的领军在该年秋天便征服了特伦托（Trento）一带，并在那里建筑基地，然后继续北进，到达博尔札诺（Bolzano）刚好迎接冬天。这一带已经是奥地利·阿尔卑斯的山中了。

但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将军所率领的士兵并没有在严冬时返回温暖的威洛纳过冬。说起罗马军团真正强过別人之处，并不只是武器交兵的战斗而已，还有他们依照计画，完善的事前準备。西元前16年到前15年间的非战斗期，军团士兵一变而为工兵，在各个战略要点建筑围着壕沟的坚固城塞，修筑链接各城塞的道路网，架设桥梁等，大雪纷飞中仍旧不停地进行工程建设，以为来春的北进作準备。本来只通到威洛纳的罗马式道路，也是当时的高速公路，就在这段时期延长到了特伦托。





隔年的西元前15年春天，北征行动再度展开，杜鲁斯军队开始一边完成架设「杜鲁斯桥」的工程，一边北进，越过布伦纳罗隘口（Brenner Pass）到达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之后再沿着因河（Inn）进行称霸行动，逐渐远离阿尔卑斯山，然后改道西行往康斯坦兹前进。

由高卢渡过莱茵河向东南进攻的台伯留军队也是一路顺利地前进。在夏天来临之前，兄弟俩就在波登湖畔会合了。康斯坦兹距离多瑙河有五十公里的距离，没有一个部族前来阻挡向南行军的罗马军。西元前16年和前15年的这二年间，义大利本国北方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尽管只有此面。

首都罗马的居民完全了解这情形所代表的含意，也许是阿古力巴的大地图加深了他们的地理感吧！诗人霍雷斯也是为此而狂热的人，他还写了一首诗庆祝，内容是说：二十七岁和二十三岁的年轻将军所完成的壮举是因为他们都是荣耀的克劳狄斯一门之后。




「和平祭坛」



希腊人喜欢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建造圣地，但是罗马人却认为人来人往的场所才适合建立圣地。西元前13年，元老院为欢迎奥古斯都归国而决议建造的祭坛开始建造，位置是在从罗马向北的干线道路之一的弗拉米尼亚大道通往台伯河的途中。这个祭坛的正式名称是「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通称「和平祭坛」（Ara Pacis），以庆祝奥古斯都努力得来的和平，并且象征罗马人祈求永久和平的心愿。

建造「和平祭坛」的构想不晓得是元老院议员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在高卢和西班牙待了二年以上，专心一意在确立帝国统治的奥古斯都独有的「打根基」所想出来的结果。不过这并不是很要紧的问题，因为希望和平永继的想法，上至元老院议员，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是百分之百意见一致的。只不过，祭坛的建立是因为元老院的决议才有，但是要建成什么样子必定受奥古斯都的意见所左右。因为这座西元前13年开工，西元前9年1月庆祝完工的「和平祭坛」，无论是它的名称，或是使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简单造型，以及雕刻在那里的浮雕所代表的意义，都比其他奥古斯都所兴建的公共建筑更能表现他健全而勤恳的人格。





祭坛正对着利用埃及式方尖碑（Obelisk）为指针的大日晷而开，现在这个大日晷立在国会议事堂前面的广场。祭坛的大小是十二公尺×十一公尺，几乎是正方形了，在古代罗马的建筑中算是小型的。正后方对着弗拉米尼亚大道也开了一个出入口，而祭坛本身是没有天花板的露天建筑。而且也没有从高处睥视周围的构造。登上石阶首先到达围绕祭坛四周的列柱回廊，里面就是高不到五公尺的四方形祭坛，可以说是一种开放型的建筑。不管是来看大日晷以确定时间的人，或是走过弗拉米尼亚大道的旅人，这里都是歇脚的好地方。经过旁边时穿过列柱，在列柱回廊坐下来，眼前就可以看到为罗马帝国和平祈祷的奥古斯都和他家族以及元老院议员的浮雕。






和平祭坛的位置图




如果这些浮雕都是死板无聊，大家一定立刻就把视线移走了，但是这些登场人物都描绘得多彩多姿，还有令人不觉想微笑的小孩子像也夹杂在里面。是严肃但也充满人情味地雕刻出了祈愿和平的祭祀情景。（以下请参照p.156~p.161的图）

除了开在中央、通往正殿的入口和反方向的出口之外，祭坛护墙的四周都刻满了浮雕，而且这些浮雕分成上下二段，下段都是一样的，描绘鸟、虫散布在茛苕叶上的图案。属于农牧民族的罗马人喜欢将自然安插在城镇中。鸟图案中尤以白鸟最为醒目，白鸟和阿波罗神的关系深厚，而阿波罗神又是奥古斯都自己选定的守护神。

上段则都是神和人的像。进入祭坛之后右手壁面上的浮雕描绘的是从大火中的特洛伊城逃出来的伊尼亚斯，经过不断的亡命旅程之后在义大利登陆，就好像在说这里是我临终之地一样，来到罗马自古以来的家庭守护神贝那提斯（Penates）前面，奉献自己的情景。传说中伊尼亚斯是特洛伊人和美神维纳斯所生的孩子，是希腊人，所以他的雕像也是下巴蓄著胡子的希腊风貌；相反的，贝那提斯神的雕像上就没有胡子，因为罗马的男性是习惯剃胡子的。

在伊尼亚斯和贝那提斯神之间还刻有伊尼亚斯的儿子，但是今日已是残破不全，看不清楚了。这个人才是朱利斯一族的创始者，这个浮雕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彰显身为凯撒养子的奥古斯都出身的尊贵、正统和历史。

祭坛左边墙上的浮雕除了一小部分之外，现在都已经不见了。不过残留部分修复之后可以知道这面墙上描绘的是正在吸吮狼奶的幼儿——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慕斯（Remus）两兄弟，以及发现两兄弟并且带回抚养的牧羊人，还有两兄弟的父亲马尔斯神看到两兄弟平安无事而感到安心的情景。

无论是伊尼亚斯的故事，或是罗慕路斯、雷慕斯和狼的故事，都是最有名的罗马开国传说，刻在祭坛正面的左右两边是最有资格的了。






和平祭坛：复原图









和平祭坛：平面图




在描绘人类之前先将诸神交代清楚，正面和对墙的后面都是献给神的浮雕，不过，两面雕的都是女神。

绕到后面来看，左侧描绘的是两手各抱一个幼儿的大地女神泰露斯坐在中央，两边则坐着风神和水神两位女神。抱着两个幼儿的女神象征多产，在三位女神脚下刻的麦田、牛、羊等，代表大地赐给人类的恩惠。

以正殿的出口为中心，右侧墙壁上的浮雕虽然大部分都已不见了，但是根据考古学者研究残存的石片发现，这面墙上刻的应该是身著胄甲、英姿焕发、模仿希腊神话亚马逊女族而来的女神罗玛的像。将罗马本身以神的形象表示的倾向在共和时代的货币上可以发现，不过献给女神罗玛和奥古斯都的神庙则是进入帝政时代之后才开始的现象，连属省都建有不少这种神庙。以女性作为国土的象征，是因为对于那些在罗马出生成长，长大之后离开故乡直到死后才又回到故国的男性来说，国家就像母亲一样。












和平祭坛的浮雕




〈上〉、〈中〉嵌有鸟、虫图的茛苕叶图案以及其放大图




〈下〉向贝那提斯神奉献自己的伊尼亚斯















和平祭坛的浮雕




〈上〉两手各抱一个小孩的女神泰露斯（Tellus）




〈中〉以希腊神话亚马逊女族（Amazon）为範本的女神罗玛




〈下〉罗马建国传说中的罗慕路斯和雷慕斯









和平祭坛南面浮雕全图（下段及次页为放大图）





















和平祭坛南面浮雕放大图












和平祭坛北面浮雕全图（左面：上，右面：下）




像这样，描绘人类的浮雕放在左右两侧，这种安排正显示多神教神和人之间既不离得太远，也不会太接近的关系，真是绝妙的安排。而且，由于罗马人的写实主义，使得二千年后的我们还能看到奥古斯都逼真的「家族肖像」。

正面的右手边，也就是祭坛的南面刻著参加和平祈祷的队伍。最前面的四分之一破损严重，站在警士后面的奥古斯都只剩下脸和左半身的一部分。「和平祭坛」建造中奥古斯都刚好就任最高神祇官，因此五十一岁之后的奥古斯都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祭祀的主持人。

由磨损很厉害的残像来想像，奥古斯都的头上除了覆盖袍服之外，是不是也戴了月桂冠呢？不过，看那脸颊的线条还有垂散在额头上的头发，实在不像是超过五十岁男性的样子。隔了几个神祇官之后的阿古力巴雕像，那个脸就确实是五十岁以后男性的样子。尤其和阿古力巴年轻时的肖像比较，更是令人有岁月流逝之感。但是，和阿古力巴同年的奥古斯都的脸却仍旧停留在三十几岁的样子。如果「和平祭坛」能够完整保留下来，说不定就可以给我一个答案，看看我的想法——奥古斯都特意维持永远年轻的形象是一种心理战术——到底正不正确？





束著细绳的斧头是古代罗马公权力的象征，警士肩上就扛着一把；紧接着警士后面的是阿古力巴——被奥古斯都指名为共同统治者，同时也是他女儿尤莉亚再婚的对象。十七岁受到凯撒的拔擢，从此成为不善战的奥古斯都不可少的左右手，可说如果没有这个人，就没有今天的奥古斯都了。但是「和平祭坛」上描绘的阿古力巴已不复年轻时壮硕的体格和有力的容颜，老得好像是另一个人似的。决定建造这个祭坛的时候他还活着，可是三年后完工大典时，他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从这栩栩如生的雕刻中可以看出奥古斯都对这位一生的朋友深深的怀念。

阿古力巴和他身旁拉着他衣角的小孩形成一幅可爱的画面，而这小孩正是他和尤莉亚所生的盖乌斯·凯撒。这个小孩是奥古斯都的长孙，执著於血统承继的奥古斯都在盖乌斯周岁时便将他收为养子了。「和平祭坛」起建的时候他才七岁，一个七岁的小孩能够列席祭典的上位，可见当时奥古斯都是将这个孙子当成自己的继承人看待。

少年的后面是一位美丽的妇人，从席次的顺序推断，应该是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亚。莉薇亚的后面有一位穿着长袍的年轻人，是莉薇亚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中的哥哥，祭坛起建时二十九岁的台伯留。因为他还没有成为神祇官，所以没有以长袍覆头。祭祀的时候，普通市民并不需要包住头部。

隔着一个人之后的妇人像可能是奥古斯都的独生女尤莉亚，当时是阿古力巴的妻子；因此她手上牵着的幼儿就是和阿古力巴所生的第二个小孩卢基乌斯·凯撒。祭坛建时才四岁的卢基乌斯一出生就被外祖父收为养子。

在这四岁幼儿后面是行列中唯一著军装的年轻人，据说是莉薇亚带过来的孩子中的弟弟，就是杜鲁斯。他之所以著军装应该是因为建造祭坛时也正好是他以总司令官的身份，带军远征日耳曼的时期吧！莉薇亚再婚时带来的两个小孩代替年过五十的阿古力巴，成为奥古斯都的左右手。





排在年轻将军杜鲁斯之后的人像到底是谁，至今仍众说纷云。不过，既然是妇女和小孩，一定就是奥古斯都的家族。当时他的「家族」中还包括：台伯留的妻子薇普莎尼亚、杜鲁斯的妻子小安东妮亚、和多密第斯·艾诺巴布结婚的大安东妮亚，以及他们的小孩。






和平祭坛内浮雕上所雕刻的祭祀情景




由于同名，所以姊姊以大安东妮亚称呼，妹妹则叫小安东妮亚，两姊妹是奥古斯都的姊姊欧古塔薇亚和安东尼结婚所生的女儿。虽然奥古斯都将她们的父亲安东尼逼入败亡之地，但是仍将两位外甥女当成家族的成员来照顾，并且为她们安排合适的婚姻。结果，没想到罗马的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第四代皇帝克劳狄斯、第五代皇帝尼禄都是出自败亡者安东尼的亲族。





南面浮雕都是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家族肖像」，北面则是列队参加祭祀的元老院有力人士或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大家都是身著长袍，其中还有带着孩子的。虽然是罗马政界有力人士的雕像，但是与对面的皇帝家族肖像一样，每个人的姿态都不同。有看着旁边的人，也有拼命讲话的人。奥古斯都家的小孩子根本就不管什么祭祀了，大家只管聊天。与神像不同，这边刻的是人性洋溢的罗马人。奥古斯都一定觉得这样子能够使得这种祭坛更具意义。因为虽然是向天神们祈求和平，但是真正要达成和平目的终究还是要靠人的努力。

正殿的四方围绕着以人类形象描绘的人、神浮雕，正殿本身也刻满了浮雕，但是建筑简单，登上台阶之后只设了一个大理石的祭坛在那里。由于牺牲的动物必须在祭坛上烤，为了能让烧烤时产生的烟顺利出去，所以才建成没有天花板的构造吧！

正如奥古斯都自己在《业绩录》中所记载的，元老院不只是决定建造「奥古斯都和平祭坛」而已，还「决定每年在这个祭坛举行牺牲式」。所谓每年举行牺牲式就是每年向诸神祈求和平的罗马人式的讲法。因此，「和平祭坛」是建来做为「罗马和平」（Pax Romana）的象征标志，实际上也是用来祈求和平的。

罗马时代的「和平祭坛」是建在离古罗马广场走路不到几分钟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旁。从各个属省来到罗马的人，如果是从北方经由弗拉米尼亚大道或是卡西亚大道来，走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从奥雷里亚大道来的人只要稍微绕一点路；而从南方经由阿庇亚大道来，由古罗马广场再走一点路就可以看到「和平祭坛」了。这些属省人民在看完之后是不是也像罗马人一样感受到奥古斯都想表达的——那就是罗马帝国追求的目标是和平。

统治者如果不能给予被统治者一些他们也能接受的东西，光是靠武力压制或是消灭反对者，他的统治绝对无法持久的。





这个「和平祭坛」现在也还看得到，但是所在地点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了。因为古代罗马的遗蹟上已经建有中世纪到现在的罗马城市，即使挖掘出祭坛的残片，如果原址上有建筑物，而且有被使用，不可能将它拆掉，因此在同一个地点重建是不可能的。於是在1936年的时候，依照当时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想法，趁着再度开发「奥古斯都陵」周边地带的机会，将挖掘出来的东西在「奥古斯都陵」和台伯河之间的地方予以复原。

「奥古斯都陵」和「和平祭坛」为中心的广场，从此之后以义大利语「奥古斯都皇帝广场」称之。不过，第二次大战之后的义大利政府全都是以反法西斯主义为首要政见，所以对法西斯党开发的这一带都不怎么喜欢。法西斯时代的建筑物虽然缺乏美感，但是却造得非常坚固，要拆掉奥古斯都皇帝广场周围的建筑物太花钱了，所以，这一带就一直保留着原来的样子。由于罗马市政府也和中央政府一样，一直是左派政权，从来不管理这一带，也不采取任何活化使用政策。这么一来，对我这种人来说实在是太好了，但是那些吵闹的罗马人根本就不来这边，使这里成了闲散的一角。

此外，现代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经营者当中，很多都是对于美术史的关心要强过历史；一旦发现是真品，即使是一个壺的碎片都要大大的展示一番，但是对于古蹟的复原作业却不怎么关心。结果，来看「和平祭坛」的观光客也很少。不过，如果要思考如何实现和平的这个问题，这里是最适合不过了。因为，「和平祭坛」动工的同时，奥古斯都也正在展开一场革命性的军制改革。




军事重整



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公民」的定义是：除了有权参与自己所属共同体——无论是国家或是地方自治体的自治之外，还应该负起保卫该「共同体」的义务。虽然他们的军队在量方面不如东方专制君主国，但是在质方面却是比较好的，因此常常会打胜仗，而究其原因就在于——东方君主国是从別国召来佣兵拼凑成军，但是希腊、罗马的军队都具有保卫本国的坚定信念。

为了提升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于由社会上层份子所组成的骑兵团，甚至发生了军事制度的大变革，改以公民的中坚份子所组成的重装步兵队为军事主力。顺便一提，古代结束之后，中世纪又恢复以骑兵为主力的军事力，一直到近代之后才又再改变成以步兵为主。马基维利（Machiavelli）的《战略论》就是提倡恢复本国国民组成的步兵战力为主力军。

古代罗马也是承袭这种「公民」定义的国家。和希腊人只限於自己所属的都市国家境内相比，罗马帝国领域广大，而这种观念又扩展到整个帝国，所以可以说确立近代「公民」观念的应该是罗马人。

所谓防卫共同体的义务也可以说就是维持共同体的义务。因此，服兵役的义务和缴纳稅金的义务经常被合为一体、共同展开，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正如同不问收入多少，所有人一律缴纳相同稅金一样不公平，兵役也是，如果不管谁都要服兵役，那也是有欠公允的。在罗马，其实从王政时代开始，正如第Ⅰ卷的〈第六代罗马王——塞尔维斯·图利乌斯〉单元所述，就已经努力在改善兵役形式的课稅制度，以期做到最公平。对于没有资产，只能靠每日工作所得来养活自己和家族的公民，称为「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公民不需要负担兵役形式的直接稅。

不过，这种征兵制度当时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当时罗马的军事行动圈只限定在狭小的地区之中。春天军团成军出兵作战，秋意未浓就可以返家了。兵役期间普通只有一年，持续一年以上的战役，只有司令官留任，士兵到期就换人。不然不可能强迫公民尽这个义务。

但是随着时代改变，敌人变成迦太基、西班牙、希腊等，罗马军事行动圈愈发扩大，从战场返家得花上一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每年重覆解散军团再征召不同的公民来组成军团。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只有延长兵役期间了。但是这么一来，公民要维持生活也变得困难。而且随着罗马霸权的扩大，罗马人的经济可能性也随之扩大，服兵役变成越来越不受欢迎的义务。再加上经济高度的成长也拉大了生活享受的差距，「无产阶级」不只是靠每天工作养活自己和家族的人，连失业者都出现了。失业者都跑到首都来，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已经不是免稅就可以解决的了。

西元前107年，正如第Ⅲ卷的〈马留斯与苏拉时代〉所叙述的，当时的执政官马留斯（Marius）将军把持续五百年的罗马军事制度做了大改革，从征兵制改成了募兵制（志愿制）。罗马士兵从公民的「义务」变成了公民的「职业」。由于西元前160年前后，直接稅已被废止，直接稅等于兵役的观念早已有名无实，所以将兵役改成募兵制一点阻力也没有。最重要的是，募兵制可说是解决失业人口的对策。

罗马军队最终没有沦为社会的垃圾场，都要归因於为政者确立了应对的策略，而且代表一般公民的公民大会也给予支持的缘故。


第一，虽然这些失业者属于「无产阶级」最下层，但是服兵役者必须拥有罗马公民权，这一点再度被确认。这么一来，可以帮助那些因为长久被免除兵役，而不被当作是公民，连自己也这么想的人恢复自尊。现在他们可以擡头挺胸地说：身为罗马公民所以有义务保卫罗马。凯撒就常常对士兵们训示说：別忘了你们是罗马公民。只有对自己的任务感到自豪，并且得到世人认同，才能全心全意，理直气壮地完成任务。




第二，薪水保证。所给的薪水实在不高，一个士兵一年的薪俸是七十狄纳利斯银币，在西元前一世纪的生活水準来看，连买主食的小麦都不晓得够不够。但是军队里衣、食、住都有供应，所以可以想成是最下限的薪水。而且也许还有战利品可以分，或者是凯旋式时的赏金等额外收入。



罗马军队改成募兵制之后还能维持一定素质的第三个原因：


因为按规定想成为「荣誉公职人员」者有服兵役的义务。要保证罗马军队的素质首先必须保证指挥官阶级的素质。士兵们对所跟从的将领的能力是非常敏感的。因为跟随无能的指挥官等于是被迫牺牲。而军队的组织和营运如果不能以最少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效果，就等于没有军事力。这种能力，即使到了政界也是完全适用的。







但是马留斯的军制改革仍然维持一年的兵役期间，到了必须延续的时候再来更新。

无论是出国远征三年的苏拉军队、庞培之下战斗五年的士兵或是跟随凯撒征战高卢八年，之后渡过卢比孔河又征战五年的士兵，他们在春季从军，到了秋天如果提出返乡的申请，身为总司令也无权强制他们继续留下来。而这些士兵之所以能够一直留在军中，都是靠苏拉、庞培和凯撒强势的领导力。像苏拉和庞培的军队是以东方各国的海盗为对手，可以期待丰厚的战利品；但是凯撒旗下的士兵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最先的对象是未开发的高卢地区，自然值得掠夺的东西就少了，后来又是和自己同胞打仗，总司令官有令严禁掠夺。虽然凯撒为了补偿而将年薪七十狄纳利斯银币提高一倍为一百四十狄纳利斯银币，但是对于这些跟随凯撒纵横转战地中海世界的士兵来说，实在是过少的报酬。只是领薪水做工作就不是战士了，因为这样所以凯撒的士兵才愿意跟随着他。

继承凯撒的奥古斯都明白自己没有像「父亲」一样卓越的领导才能，也没有苏拉的超凡魅力和庞培的军事头脑。因为他只要一指挥战事就输，后来打仗就长期交给阿古力巴，现在则是由年轻的台伯留和杜鲁斯兄弟负责比较保险。

凯撒对所属的士兵讲话时经常以「战友诸君」来称呼，奥古斯都则只称呼士兵们「战士诸君」。与事实不符的事还是不要做比较好。但是，即使有充分资格叫「战友诸君」的阿古力巴和台伯留、杜鲁斯兄弟，奥古斯都也不许他们这么叫。前线的指挥官只能称呼士兵「战士诸君」。奥古斯都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嫉妒指挥官和士兵关系密切，因为他认为罗马军队必须成为一个不管由谁指挥都能够发挥功能的组织，而且是能胜任没有战利品，以蛮族为防卫对手、刻苦军务的集团。将这个集团加以制度化就是目前奥古斯都面临的课题。





奥古斯都在重整罗马军事制度的时候所考虑的基本方针列举如下：


一、目的不是征服是防卫。




二、除了帕提亚是统一国家之外，其他的敌人都是未开发没有组织的蛮族。




三、以防卫为目的所以产生的需要：常备军事力的设置。




四、提高并确立担任防卫工作者，也就是士兵的劳动条件。




五、确立安全保障所必需的综合战略。




六、确保这些防卫系统运作所需的财源。



在以征服为主的时代，只要决定远征之后再组织军队就好了，但是罗马也因此经常在外敌侵入时居於落后的地位。一旦军事目的变成防卫之后，就不能再容许行动的落后，一定要在防卫线将敌人击退。因此，在防卫线旁设置经常性的防卫力就变成必要的。

每战必胜的凯撒指出以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以及撒哈拉沙漠为防卫线，加以判断之后再进攻其他的地方对罗马并无好处，这实在是贤明之举。西元前30年，后继的奥古斯都一手掌握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罗马大军，一般人在这种时候多半会失去冷静的判断，拼命向外进攻；而罗马人民也必定觉得这样可以展现罗马的威风而拍手喝采，大表支持吧！但是奥古斯都不仅遵循凯撒的指示，同时将手上所拥有的强大战力缩减三分之二。而且为了有效实现以防卫为目的的战略，不惜违反罗马七百年的传统，设立了常备军。决定罗马帝国未来的方针——为了维持和平所以需要常设的军事力量就此确立。

不过，一旦防卫成了目的之后敌人就不是自己选的了。打赢了可能会有丰厚收入的唯一对手帕提亚，已经利用外交方式在交涉中，剩下的都是打赢了也没有什么战利品可期待的蛮族。而且，与蛮族打仗就表示必须将士兵送到生活不便、气候条件和地势条件都很坏的未开发地区。所以，提高士兵的劳动条件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问题。

在改革之初，奥古斯都将士兵的勤务期间订为十六年。服兵役的资格年龄是十七岁起，所以到服满退伍也只有三十三岁。自从战役期间延长之后，罗马的士兵又多了保持独身的义务，所以十六年的服役期也是考虑到退伍后还可以结婚开始第二段人生。

但是到了奥古斯都统治末期，十六年的兵役延长到二十年。这么一来，退伍后就是三十七岁了。虽然法律规定服兵役期间必须保持独身，即使有的士兵有了不合法的老婆甚至孩子，并不算违反军规。也就是说，并不会因此而对晋昇不利，或是受罚。通常这种例子大多数都在服满兵役后正式结婚。

奥古斯都在订定士兵服役期限的同时，也确立了在古代来说划时代的退职金制度。

在共和时代末期时也有类似退职金的制度存在。退伍的士兵可以得到土地，并且以凯旋式赏金的形式发给奖金，以作为土地收获前的投资之用。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士兵都可以得到，还要看他们所跟随的总司令官力量如何，以及自己的运气了。选到败将的士兵，別说退职金了，连正规的薪俸都可能化为乌有。奥古斯都为了让士兵们能够安心在军中服勤，所以将退职金予以制度化，而且还可以选择以土地或现金方式支领。

事实上，除了移住到新建的殖民都市之外，选择回故乡的人也不少。因为凯撒将地方自治体的议员和公务员的选举法改成对有兵役经验者较有利。如果是返回故乡，一定大多数人都觉得领现金比较好。





在奥古斯都那个时代，其他的职业都没有工作年限，奥古斯都不但定出了士兵服役年限，而且定为二十年，他实在是深具洞察力的人。在边境的驻扎生活，多半见识都被限定了，因为必须是这一方面的专家集合起来，否则无法运作，所以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如果服役时间不是二十年，又再延长，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就只有军旅生活。即使不是在服役时结束一生，要转任別的工作也是很困难的。结果就是造成军人阶级的固定化。人，如果没有其他让他集中心力的事物，通常会对原有的事物依赖更深。

罗马不管在共和政体下或是帝政之下，都是军事国家，能够长期避免这种弊病是因为军人生涯和文官生涯（一般公民生涯）的界限常常并不明确，很容易就能经历两种生涯，社会上也都认为这是一项有利之处。从指挥官阶级转到政界是一般的途径，所以让士兵阶级能够从驻军生活的第一人生移转到一般公民的第二人生，就是统治者的义务了。罗马时代的退职金并不是让人退职之后，什么事都不做就可以悠然过完余生，而是当作展开第二段人生的预备金。想要拿这笔钱悠然过完三十六岁以后的日子实在是太少了。

奥古斯都的军制改革中，给一般士兵的年俸是二百二十五狄纳利斯，比凯撒的一百四十增加许多。并不是因为三十年间发生了通货膨胀，而是奥古斯都觉得为了回报士兵们在边境地区从事防卫工作的辛苦，而且他们打胜仗也没有战利品，所以应该要保障他们的薪资。

然而即使是二百二十五狄纳利斯，也还是属于罗马社会下层的收入水準。不过，在军中食、衣、住是免费的，而且还有退职金等特別待遇就是了。此外，在不见敌踪的时候，罗马军团经常要动员帮忙各种公共建设的整修，因此在军中还可以学到各种土木工程技术。不管怎样，军旅生活只是「第一阶段的人生」而已。

在西元6年的时候，服满退役的退职金额规定是三千狄纳利斯，等于十三年的本俸。如果在服勤时间把薪水都花完了，期满除役的退伍兵凭著手中的退职金在都市生活，一年都过不下去。但是如果移到生活费便宜的属省去，大概可以游手好閒过十年吧！

假使在服役期间十分节俭，把钱存起来，退伍时再加上退职金，也是不够轻松过完下半生。像这样的士兵，那么他总计有七千五百狄纳利斯，换算成日常用的货币塞斯泰契斯有三万，在本国义大利的某个自治体生活，大概可以过三年。如果不是把保卫国家当成自己的义务，并且视退职金为完成义务之后开始第二人生的预备金，这个金额实在是很难接受。也就是说，服役期满者虽然受到社会的优待，但却是以从事別的工作为前提的经济保证。也许在服役者这方面来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金额，但是对于给予保证的这方却是很大的负担。

帝国全境的防卫力，奥古斯都一开始是定为二十八个军团，西元9年之后改成二十五个军团，而这二十五个军团只是由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所组成的军队数量。一个军团有六千人，二十五个军团就是十五万人的兵力。这十五万兵力称为「军团兵」，是帝政时代国家的防卫主力。以上所述的经济保障也是针对军团兵。包括将领阶级在内，十五万兵力光是每年的薪水就超过了一亿五千万的塞斯泰契斯铜币。

光凭这十五万的兵力要守住那么长的防卫线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再增加更多的兵力也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


第一，拥有罗马公民权（十七岁以上的男性）的人数总共是五百万人，可服兵役者（十七岁到四十五岁为止）约佔其中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每年确保十五万人已经是极限了。或者说，如果不以此为限，罗马帝国就会沦为只有军事的国家。




第二个原因是，这方面用途的财源有困难。



罗马并不是只选富裕的地方来当属省，为了帝国安全的必要而纳为属省的地方也为数不少。奥古斯都划分元老院属省和皇帝属省的原则除了依据是否需要配置军团防卫之外，也按经济能力来区別。「元老院属省」是具有较高经济力的地方，而「皇帝属省」中除了特殊因素属于皇帝私有的埃及，和制衡帕提亚的叙利亚之外，其他全是落后地区，也就是说无法期望高属省稅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却正是军团非集中不可的地方，因为保卫帝国安全的重要防线正通过这些属省之上。

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属省」和皇帝管辖的「皇帝属省」，属省稅的名称不同，稅金的去向也不同。

元老院属省征收的属省稅仍维持共和时代的名称，意思是国库的「艾拉留姆」，所收的稅金当然和从前一样是缴入国库。

而从皇帝属省征收来的属省稅则叫做「费斯库斯」，是缴入皇帝金库的，不过并不属于皇帝私有，奥古斯都对于公款和私款是分得很清楚的。「费斯库斯」既然是稅金，那当然是公款。

来自经济力低落地方的稅收即使在「费斯库斯」之外再加上间接稅，依然不够支付防卫经费。如果不将相当程度的元老院属省的「艾拉留姆」挪到皇帝属省使用，那么帝国的安保系统仅是在经济面就无法顺利运作下去了。学者们对罗马的岁收支一直无法掌握，「艾拉留姆」和「费斯库斯」的界线不明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不过，因为上述的原因，这个界线是很难分得清楚的。

虽然是为了帝国全体的安全保障所需，所以将「元老院属省」征收的稅挪到「皇帝属省」去用，如此一来，人民免受蛮族的威胁，得以和平的生活，以理性来思考是这样没错，但问题并不是这样就完了。如果百姓眼前就有架桥的需要，但是却被告知先等一等，经费要先拿去作边境的防卫费，这种时候鲜少人能够理智的接受，大多数人一定会想说，那我缴稅金是为了什么？这也是人之常情。这种不满的情绪如果任它发展，本来不需要军团驻扎的地方都会变得不得不派兵去镇守了。罗马人所认知的安全保障包括在「罗马和平」之下让所有人满足的生活。奥古斯都考虑将军团兵限定在十五万人之际，脑中必定也想到了这个因素。

西元前30年，继安东尼之后成为唯一最高权力者的奥古斯都，将手中五十万兵力减少三十万余士兵，进行大规模的军备缩减。军缩之后的军团数是二十八个军团，士兵数约十七万人。《业绩录》中所写迫使三十万以上的士兵退役的叙述确实不是骗人的。

如果以为奥古斯都缩小军备是因为局势和平，这种想法就太单纯了。想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之后就会发现，防卫帝国的军力从二十八个军团缩减到二十五个军团，士兵从十七万缩减到十五万，其实是迫於现实的数字。勉强行事对持久来说是最大的敌人。





当时罗马士兵的素质确实超越群伦，但是奥古斯都也明白要以十五万之数来守卫那么长的防线是不可能的。他打算以一个罗马传统上从来没有过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写凯撒的时候深深感到这个人做一件事绝对不会只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现在写到奥古斯都，同样的感想又出现了。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在他们之后一千五百年，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Machiavelli）所说的话：


「不管是什么事业，如果不能让所有参与的份子都感到这个事业对自己有利，那么这件事是不会成功的；即使一时成功了，也不可能持久的。」



马基维利的意思并不是指所有参与份子必须达成妥协。所谓妥协是一种让步，等于是要所有参与者走前一点以取得一个一致点，简单来说就是降低自己的标準，然后将这个点定为该事业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对最终的结果或多或少都会心怀不满。妥协的产物这种说法，也是人世间现实冲击下所产生的吧！也没有人像马基维利这么讨厌这种非建设性意义的妥协了。

大概没有人会将决意渡过卢比孔河一战的凯撒和妥协联想在一起。而奥古斯都呢？虽然乍看好像是会妥协的人，但是事实上他绝对不是这样的。奥古斯都不是妥协，他是欺瞒。对于只承认共和政体的人，他的态度是让他们继续沈醉在自己的美梦里。如果要以一句话来形容凯撒和奥古斯都经营事业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吧！不过，可不是丟一颗石头击下二只小鸟，而是丟一颗石头击下数只小鸟的大规模「一石二鸟」，而且要丟就要丟石头，丟那些线团或是纸团连一只鸟都打不下来。问题是所有的参与者是否认可「一石二鸟」式的想法对自己有利呢？





规定以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组成的罗马军队里，并不是没有不具罗马公民权的非罗马公民。除了以同盟军参战的方式之外，非罗马公民常常出现在军队中，只是未加以制度化罢了。因此他们参战的形式就依总司令官想法不同而异。有的像苏拉那样，实际战斗由罗马公民兵来打，非罗马公民兵则用作后方支援；也有像庞培那样为了壮大声势而让非罗马公民兵参战以补正规军团兵的数量。凯撒依个人专长来派用非罗马公民兵是众所皆知的，他旗下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所组成的骑兵队是威名远播，在地中海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使如此，这些非罗马公民兵仍然不属于罗马的正规军。

奥古斯都将他们都升为正规军，但是不是编在「军团兵」之内。罗马军的主力「军团兵」仍然维持传统，必须由罗马公民担任。以前非正规兵的名称——「补助兵」也继续沿用。因为非正规兵虽然升格为组织的正式一员，但是罗马军的主要战力还是一如往昔，是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所组成的「军团兵」。

虽然叫做「补助兵」，仍然是负责保障帝国安全正规罗马军的一员。奥古斯都除了确保常备化之后军团兵的劳动条件之外，对于不具罗马公民权的补助兵也认为该有所保证。在这里先声明，奥古斯都并不是因为人道主义觉醒才这么做的，实际上是站在「一石二鸟」的观点所采取的策略。





「补助兵」和「军团兵」一样也有兵役期限，是二十五年，也许有人会认为，相对于军团兵的二十年是一种差別待遇，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保卫帝国安全是罗马公民的责任，因此由罗马公民所组成的军团兵有服从命令移防到防卫区域的义务。有的军团从莱茵河移到尼罗河，有的则从西班牙移到中东地区。相反的，「补助兵」的负责地区通常都是在出生地附近，大部分人从头到尾都是在当地服完兵役。服勤地在出生地附近，期满除役之后要展开第二段人生也比较容易準备，所以二十年和二十五年其实没什么差別，应同等视之。

当然薪水是有保障的。由于是无战利品可期的防卫工作，只有在报酬有保障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士兵的素质。只是关于补助兵年给的史料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但是可以确定一定不如军团兵。至於退职金方面，史料也没有记载，即使有，可能也只有一点点吧！因为给军团兵的退职金制度在古代已经是划时代的创举了。在食、衣、住方面，由于未升为正规军时代就已经有保障了，成为正规军之后应该更是完全保障了。除了这些之外，随着帝政时代的推展，受伤给予治疗是一定的，为了慰劳驻防边疆的辛苦，像是剧场、浴场等士兵的享受，补助兵也全部有。

「补助兵」是属省人民，经过基地生活之后，心中产生对罗马的敬意和憧憬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奥古斯都似乎看穿了这种心态，他所改立的军事制度中，有一项就是给予服满除役的补助兵罗马公民权。而且这项规定和其他奥古斯都所订的规定一样，一直被罗马帝国其他皇帝所沿袭使用。说不定这一项特权正是给与补助兵的退职金。

罗马公民权并不只是一个勋章而已，首先就可以免除属省稅的义务；而且公民权是世袭的，期满除役的「补助兵」儿子就能以堂堂正正罗马公民的身份去加入「军团兵」了。





对罗马公民权的态度，奥古斯都不如凯撒那样开放革新，他是采取保守立场的。不但终止属省部族长进入元老院，也不将西西里和南法这两个属省升格纳入本国。对于透过各种关系希望取得罗马公民权的人一律拒绝，即使说情的人是他的妻子莉薇亚。一直到克劳狄斯皇帝时，才重新恢复凯撒积极重用属省人才的作风，这一切都是奥古斯都造成的。

但是对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的教师和医师，则延续凯撒的做法，不论何种人种和民族都给予公民权。除了表示重视这两种职业之外，显示奥古斯都也是走知性上层阶级的开国路线，这一点与凯撒不谋而合。现在，奥古斯都又将「补助兵」的公民权授与加以政策化。虽然选择服兵役的属省人民未必都是来自知性的上层阶级，但是，公民权也含有与自己地位同等的意思，以现代的说法就是国籍。只有双亲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算是雅典人，在他们心中的公民权是「血缘」的问题。但是罗马人心中所想的公民权是一种与自己的生存方式有共鸣，并且协助维持的人所共享的权利。

再没有比参与罗马公民的帝国防卫工作更值得感谢的了。凯撒是大大方方地给予日耳曼或高卢出身的士兵罗马公民权，而奥古斯都则将它制度化。在奥古斯都的脑袋中虽然同时想着授与补助兵公民权的制度化政策，以及授与罗马公民权的慎重政策，但是我确信他一定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

奥古斯都所定的「补助兵」人数和「军团兵」一样都是十五万人。虽然这样计算比较简单，但是每二十五年就会增加十五万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而且，军团兵之中很多都是和驻扎地的女子结婚。期满除役者所建设进住的「殖民都市」中，罗马人的男性通常也是和当地的女子结婚。即使对授与罗马公民权采保守政策的奥古斯都时代，民间和外族交流的情况也是如上所述。罗马人大概从来不会想到什么「锁国」政策。





经过奥古斯都的改革，属省人民所组成的「补助兵」也变成罗马军队中常态性的成员。这项改革有以下的益处。也许该说奥古斯都就是想到有以下的益处才将之付诸实行的吧！这就是他的「一石数鸟」政策。


第一项益处是，节约防卫费。



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需要很多经费。如果就这样花下去，迟早会出现财政赤字。当时还没有销售国债来补足赤字的方法，所以财政赤字就要靠国库和皇帝公库两边贴贴补补来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就会出现重稅方式。在统治上，也就是政治心理学上，重稅是最笨的解决方法。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西元前后罗马帝国全境的人口约有五千万左右，而这个拥有五千万人口国家的防卫力，包括军团兵和补助兵总共是三十万。以现代同样人口的国家相比，只限陆军兵力，而且不把高科技化程度考虑进去，结果是：

法国——二十四万。韩国——五十二万。

举这两国为例除了因为人口相近之外，也是因为这两国与他国接壤，就像古代罗马一样。顺便一提，日本这个岛国人口是古代罗马的二倍，但是日本自卫队的陆军兵力只有十五万，原因除了是否合乎宪法之外，未和其他陆地接壤恐怕也是一大因素吧！因为人口和法国相近的英国，其陆军兵力比日本更少，只有十二万多。

还有一点不可忘记的是，不管和现代那一个国家比较，罗马帝国的防卫线实在是太长了，而且军力还必须适应各种不同条件的防卫线。

有寒冷的日耳曼，也有焦热的撒哈拉沙漠，实在让人忍不住要惊叹：「三十万军力怎么有办法守得住？」如果没有压低经费的「补助兵」制度，一定不可能持久的吧！






「补助兵」正规化的第二项益处是，有助於培养属省人民自己守护自己国土的意识。



在罗马霸权下生存的属省人民，由于防卫工作是霸权者负责的，所以没有兵役的义务，取而代之的是要缴交属省稅的义务。缴交收入的十分之一可以说是换取安全保障的代价。

但是在古代，罗马人和希腊人都认为，付钱让別人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种生存方式会让人堕落。奥古斯都以「补助兵」的形式让属省人民参与保卫国土的工作，也是考虑到这样有助於保持属省人民的健全性。反正「补助兵」和「军团兵」都是志愿制。而且，士兵为了保卫自己故乡和自己的家族而从军是最健全的，才最能发挥力量。「补助兵」的服役地点以出生地为原则，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


第三项益处对把政治当作心理学问题思考的人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例子吧！



马留斯将军把征兵制改成募兵制的最大理由，一言以蔽之，就是救济失业者。以往的征兵制必须有资产为后盾，无产阶级根本就被拒绝於兵役之外，而募兵制就是将无产阶级吸收为军队的一份子。因为失业问题发展下去会变成社会问题，但不仅是经济上的原因。人通常都是透过自己的职业来培养自尊心的。兵役是一个公民基本的义务，一旦连服兵役机会都被剥夺，这个人将会失去稳定。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再加上经济上的不满，就容易衍生社会问题。相反的，如果想到即使没有资产仍然可以尽一个公民的义务，精神就可以维持健全。

同样的道理在属省也是行得通，各属省也都有下层阶级的人民，他们的经济能力连属省稅都不用缴。这些人如果放着不管，在本国也许是造成社会问题，但是在属省就有孕育暴动和反叛的危险。

对于南法以外的高卢全境，奥古斯都当初似乎认为只要六个军团就足够了。而且，这六个军团三万六千的「军团兵」全都集中在莱茵河的防线上。除此之外的高卢全境一个军团也没有设。如果不是在一开始就除去可能孕育反罗马暴动的因素，是无法实行这种属省统治政策的。


第四个益处是，由于「军团兵」和「补助兵」的设立，使罗马人和属省人能并肩服役，於是属省的罗马化，以罗马人的说法是文明化，便经由军队基地得以实现。



因为在罗马霸权之下，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军团兵会娶当地的女子为妻，补助兵的儿子也可以成为军团兵，就是这样，以民族间的混血为罗马化的基础，所以是很自然的同化方式。历史学家塔西图斯有留下一个关于这的小插曲。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呼吁西岸成为罗马公民的日耳曼人共同袭击罗马军团，但是西岸这些以往的同胞回答：


「驻扎在这边的罗马兵有不少都和我们结有亲戚关系，有的是和这边的女子结为夫妻，也有的军团兵的母亲是这边的女子。他们都将这块土地视同罗马本国一样，所以对你们无理的要求，我们是不可能答应的。有那一个人会去杀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儿子呢？」



这也是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这种可说是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才最合乎「综合安全保障」的名称，不是吗？

不过，无论这种罗马同化程度多深，仅靠军团兵和补助兵加起来不到三十万的兵力，要守住长达一万公里的防卫线实在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虽然因为种种现实因素使得兵力不得不控制在三十万之内，但正因为如此，才会设法提高防卫力，同时促使罗马军发挥真正的实力。奥古斯都施行军制改革，其中第五项改变就是安全保障中不可欠缺的，也就是综合战略的确立。




综合战略



罗马人早在统一义大利半岛的时代开始，就拥有超群的应变才能（Case By Case）。之所以仍旧能够集成运作，是因为确立了一贯的基本策略。而且因为这个基本路线既单纯又明快，不管因应状况出现多少种，应变处理方式都不至於会偏离基本线。要遵循一贯的方针，又要视情况采取应变方式，为了能够同时行使这两种在概念上矛盾的做法，而且还要积极地活用，基本路线最好简单一点。这时候，平衡感也是很重要的。罗马人的平衡感也是顶尖的。





综合战略如果没有先确立构成全体的个体乃至核心就无法成立。基於这个道理，奥古斯都将「军团」和「补助兵」重新编制，但是罗马军传统的名称，即使已经不符现状了，仍然予以保留。例如，编制已经不是一百人了，仍然叫做百人队。（请参照下两页的图表）






——武器









军团（罗马公民兵·约6000人）









补助部队（属省民兵·4500~6000人）






*指挥官阶级为部族族长的子弟，也是属省人民，但是多半拥有罗马公民权






*财务、医疗等其他事项全由军团各部门负责补助部队支援






〇记号——有资格出席司令部作战会议者




看了以上的武器介绍就可以知道，圆桌武士和十字军时代等中世纪的士兵，是补助兵的延续而不是军团兵。我想原因可能是罗马帝国灭亡后，战场上不再有「公民」的存在，战法因此发生了变化。

「个体」确立之后，能够纵横驱使「个体」的综合战略就是下一个要解决的课题了。技术力足够，但是却没有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的罗马人，以下列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得先声明，防卫网是经过历代皇帝不断改良才得以确立完成的，所以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只能算是基本战略。如果不考虑各防卫线的特殊情形，基本战略的图解则如下图所示。






防卫线的基本战略图




学者们对各属省的防卫线都有详细的图解，但是却不画基本图。那些专业书籍都是以有基本概念的人为对象；像我这样的业余研究者，根本没有基本概念，为了理解方便，於是自己画了这么一张图，虽然有点幼稚，我想应该是抓到大概了。也就是说，驻守要塞的士兵一旦察觉敌人来袭，便可以升起烟火，或者以驰马传信的方式，将敌人来袭的消息传送到附近的基地去。收到通知的基地除了立刻派出援军之外，同时也要将消息传递到军团基地。军团也是立即出兵。由于罗马式的道路网四通八达，因此军队得以快速地前往目的地。

步兵的行军速度是一小时五公里，骑兵一天奔驰的距离可达九十到一百公里，载着重兵器的货运马车一小时只能走一·五公里，所以只要是有大队兵马驻守的基地，即使是补助军，通常都会备有兵器。

简单来说，以防卫为目的的罗马军队的战略是先由补助兵抵挡敌军，在这段时间内军团兵就会到达，然后再一战高下的迎战体制。如果来袭敌军规模很大，还有周边的军团基地会来支援。

据说全部接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的罗马街道网就是为了这种军事用途而铺设的。罗马帝国全境一直在造这种尽可能平坦、尽可能呈一直线的罗马式两线道路，遇河就搭桥，遇山就切山或挖隧道，干线路面全部都铺得好好的，连排水系统也几近完美。正如同义大利境内的道路网对人与物的交流，以及生活水準的提升贡献良多，包含属省在内，罗马帝国全境开始享受到罗马街道所带来的利益。虽然当初这些道路是为了使三十万不到的军队得以完成防卫帝国全境所想出的战略。

到西元9年为止，负责保卫罗马帝国安全的主力军团一直维持为二十八个，它的配置如下：


除了南部以外的伊比利半岛全境——四个军团




莱茵河下游沿岸——五个军团




莱茵河上游沿岸——二个军团




现在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埃西亚，古代的伊利利亚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地方——五个军团




多瑙河以南，现在的塞尔维亚，古代的莫埃西亚一带——三个军团




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古代的叙利亚——四个军团




北非全境——五个军团







西元9年之后，罗马的常备军团变成了二十五个，军团的配置也随之改变，从此，基本上就维持这种配置方式了。


伊比利半岛西北部——三个军团




莱茵河以西沿岸——八个军团




多瑙河以南沿岸——七个军团




叙利亚属省——四个军团




埃及——二个军团




除了埃及与同盟国茅利塔尼亚（Mauritania）之外的北非——一个军团



这些就是志愿从军的罗马公民服役的地方。当然必要时也会改变配置。除了这些军团兵之外，每个地方还会在当地雇用与军团兵相同数目或者数目以内的补助兵。由于是当地雇用所以补助兵所属民族各有不同。例如：叙利亚基地的补助兵多半出身闪族，莱茵河沿岸基地则多雇用高卢人或者日耳曼人。我再强调一次，这些被统治者一旦期满除役之后，就变成统治者罗马的公民了。






西元9年之前的军团分布图









西元9年之后的军团分布图




既然叙述了陆上的防卫力，海上的防卫力当然也不能忘记；不过身为军事大国，与陆军比起来，罗马的海军实在是非常的弱。

这样的结果不能只归咎於罗马人的农耕民族本质。自从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方都纳入霸权之下后，海军的军舰多半当成运输船在用，其他的任务就只有抓抓那些想趁机蠢动的小规模海盗船，类似海上警察的工作了。由于地中海沿岸的陆地都在统治之下，因此海上的「罗马和平」比陆上的更早，也更容易就达成了。

但是，奥古斯都认为正因为以防卫为目的，所以更需要将军事力予以常备化，於是他又设置了违反罗马传统的常备海军。






罗马海军基地分布图




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海军基地有两个，一个是为了维持亚德里亚海的制海权而设的拉韦纳（Ravenna，现代名也叫拉韦纳）；还有就是位在那不勒斯湾的米塞努姆（Misenumu,现在的米塞诺Miseino）。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基地之外，东地中海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以及叙利亚的安提阿（Antioch）也有设置罗马海军基地；西地中海域方面，南法的法姆·尤利（现在的弗雷朱斯Frejus）从前凯撒曾经加以建设成海军基地，因此就成为罗马军舰的停泊地。当然，除此之外的港口罗马军舰也会入港。只是在奥古斯都时代，有开凿运河到附近的湖泊，足以容纳大型船只安全靠港的大型海军基地只有拉韦纳和米塞诺两处而已。其他小规模的海军基地在黑海沿岸也有，西元前要进入西元后的时期，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河沿岸也开始设有海军基地了。





不过，罗马的防卫系统再怎么说仍是以陆地为「主」，海岸为「辅」。如果要列举出原因有四。


第一，罗马人认为要达成海上的防卫最好将沿海的陆地纳入霸权之下较易完成，而罗马人确实实现了这个想法。




第二，罗马人和希腊人不同，希腊人即使只是去一下隔壁的城镇都要张起帆乘风而去，正如罗马人为自己所做的辩解：「正经的罗马人是怕海的」，这是他们的民族性。




第三，在船上时日太久，恐怕影响士兵的健康。因为当时并没有冰箱等设备。




第四，与罗马人喜欢计画的个性有关。如果陆上行军，时速五公里，一天假设可以走二十五到三十公里，只要知道距离就可以预估到底要花多少天。譬如：从罗马到莱茵河防线的最大基地科隆，就可以事先计算出以一般行军速度六十七天可以到达。而且罗马的道路仿佛现代的高速公路，每一罗马哩（正确来说是每一千四百八十二公尺）就设有距离标识，配合一天的行程都设有住宿设施，供给兵粮和更换马匹的地方也都规划的十分完备。最重要的是，无论风雨或雪下得多大都不用愁或脱离路线。



还有就是，海上航行没办法默认严密的计画。暴风雨可不管人要不要它来，爱来就来了。在现代考古学中，海洋考古学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类別，也是因为古代的沈船实在是超乎想像的多。

此外，地中海的风向变化不定。结果，古代的帆却是四角帆，顺风时最适合，但是逆风或是无风时就束手无策了。那时候的桨就相当於现代的马达，但是用桨来划船实在太多缺点了。第一，要划桨手一刻不休息，不停地划，早晚这个「马达」都会爆掉的。其次，帆的平均时速可达六海里（Knot）（1,852M/HR），光靠桨绝对无法保持这个速度。所以利用帆和桨互补的船（Galley）成为地中海的主力船也是有理由的。

中世纪的民族中喜欢计画而且超越群伦的威尼斯人也是很会操作有桨帆船，但是他们所用的帆是三角帆。因为三角帆即使在逆风的情况下，也能以Z字形方式前进。





不过，不管怎样，海路有海路的优点，那就是节省时间。

例如要从罗马出兵到和假想敌帕提亚相邻的属省叙利亚时，如果走陆地路线如下：首先，经过阿庇亚大道到达布林迪西（Brindisi），从布林迪西坐船一天到达杜拉丘姆（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再由那里通过艾格那提亚大道横越希腊，渡过海列斯庞特海峡（The Hellespont）（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再越过小亚细亚到达叙利亚属省的首都安提阿。要走完全部行程需要的日数，陆路一百二十四天加上海路二天总共一百二十六天，也就是要花四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到达。

如果从罗马走陆路到米塞诺，然后乘船经昔兰尼加（Cyrenaica）（现在的利比亚）的阿波罗尼亚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前往安提阿的外港塞留库亚（Seleukeia），一路顺风的话要十五天，普通的航海情况也只要五十五天就能够到达了。

到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要地所要天数如下：

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Ostia）到南法的马赛至少要三天，一般要十天。

从奥斯提亚到西班牙的塔拉哥那（Tarragona）至少要五天。

从奥斯提亚到古称为「天神赫拉克斯双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途中都不靠港的话至少要七天。

从军港米塞诺到凯撒和奥古斯都重建的迦太基至少要二天，最迟十天。

从米塞诺到埃及的亚历山大，经由西西里的墨西拿和昔兰尼加的阿波罗尼亚，顺风的话要九天，一般大概要四十一天。

从黑海的出口拜占庭（现在的伊斯坦堡）到顿河的河口约十天。

这些都是学者们从古代留下的各种记述中挑出来的数字。由于可以节省这么多时日，什么「正经的罗马人是怕海的」也不说了，罗马人充分利用地中海来做为运输路线。因为罗马人自己都称呼地中海为「内海」或是「我们的海」。

虽然如此，只要所需时间相差无多时，罗马人一定选择陆路。西元前49年时，凯撒带领骑兵要从罗马到马赛，航海的话，顺风的时候要三天，一般要十天左右，但是凯撒宁愿选择陆路，全程骑马奔驰了十二天，也不管以距离来看，海路的距离是三角形的一边，而陆路相当於三角形的两个边加起来。与凯撒正相反，奥古斯都算是罗马人中很稀奇的，他比较喜欢海路。也是因为对于几天的策马奔驰他深以为苦。





自从亚克兴角战役之后，海军的主要任务变成运输，对于海军成员的素质维持便不如陆军那么用心。除了指挥官阶级规定是罗马公民之外，像船员和划桨手都不分民族。不过，像好莱坞电影中以锁链相连的奴隸划桨手并不是一般的情形，因为兵役期固定是二十八年的。虽然并没有服役期的薪俸和退役后待遇的史料，如果使用奴隸划桨是常例，就不应该有服役期限的规定。而且，从史料上记载军团兵二十年，补助兵二十五年，海军二十八年期满除役看来，海军的任务是比较轻松，社会地位也比较低的。海军升格成和陆上的「补助兵」同等，是由征服大不列颠的克劳狄斯皇帝所决定的。西元50年，那时海军的服役期间已经改成二十二年，而且期满除役后也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

不过，海军舰队的舰长似乎是从政务官中选出，而不是军事将领。西元79年，维苏威火山（M.Mesuvio）爆发埋掉整座庞贝城（Pompeii）的时候，和庞贝城夹着那不勒斯湾遥遥相对的米塞诺海军基地负责人就是有名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g The Elder）。这个人在当上海军舰长之前经历过丰富的公职生涯，他曾是高卢和非洲以及西班牙属省的「财务官」。财务官的主要工作就是征收属省稅。




近卫军团



奥古斯都一面宣布回归共和政体，一方面又悄悄地在为实施帝政而布局，他在改革军制中帝政色彩最浓的就是「近卫军团」的成立。但是这和由奥古斯都打下基础，后代皇帝再加以完成的罗马帝国军事力并无不同，也是一种「当作抑制力的军事力」。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防卫没有设置军团的本国，但是事实上一定是为了维持本国的秩序，也就是用来抑制反皇帝派的。

「近卫军团」是由九个「大队」集合而成，每个大队包含步兵和骑兵共一千人。因此近卫兵的总数是九千人。资格当然是要拥有罗马公民权。素质是从严挑选，但是出身阶级不管。地方农民的儿子也可以成为近卫兵。

年俸是六百七十五狄纳利斯银币，为军团兵的三倍。服役期间也比军团兵的二十年少，只要十六年。十六年后服满退役所领的退职金是五千狄纳利斯银币，军团兵只有三千。近卫军的军装华丽，因为皇帝待在首都罗马的时候要担任皇帝的贴身护卫，皇帝前往属省时也会带一部分近卫军同行。「近卫军」可说是罗马军队之「花」。

当上近卫军之后不用说晋身指挥官阶级，可说已经确定会出人头地。因为元老院属省的「财务官」和皇帝属省的「长官」之门为他们开着。对于出身低的地方子弟，加入近卫军团是他们的梦想。因为「近卫军团」的总指挥权在奥古斯都手上，实际上执行指挥的「长官」有两人。这两人都是从「骑士阶级」出身者中选出来的，不用说是为了要培养元老院阶级的对抗势力，因为元老院中仍然不乏共和政体的支持者。两位「长官」之下设有九位指挥各个大队的「大队长」。到这个阶段已经不问出身阶级了。重整罗马军的实际执行者是阿古力巴，因为阿古力巴自己就是出身义大利地方的低阶层，所以罗马军是彻底奉行能力主义的。

奥古斯都成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之后的西元前27年，已经得到元老院的同意，得以创设近卫军团，但是在实现和持续时，奥古斯都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可能引起元老院怀疑到帝政的行为，绝对慎重避免。九个近卫军大队中只留三个驻守在首都。其余的六个大队则分散在本国义大利各地。对于驻守首都的三个大队近卫兵也没有特別建造军寮给他们住。「近卫军团」全部都驻守在首都，并且建造大规模的军寮是第二代皇帝台伯留之后才开始的。显示元老院对帝政的「过敏症」已经渐渐淡了，或者应该说是放弃坚持了。

古代罗马的「近卫军兵营」所在，现代依然当作兵营。古代的兵营通常有很多雕像装饰，因此如果加以挖掘一定是考古学上的宝库，但是义大利仍然继续当作军营地来使用。在这「近卫军兵营」的附近有罗马大学，在古代曾有罗马属省的各国留学生来罗马大学攻读罗马史。我将这个事情告诉一位专攻考古学的义大利学生，他回答说：「这样的话，非把全罗马挖遍不可。」真的是这样，正因为现代的罗马就建在古代罗马的上方，很难建造地下停车场，因为现代的地下一楼，相当於古代的地上一楼。




稅制改革



不管什么事业，如果不能确保财源就无法持续下去。奥古斯都以防卫为主要目的设置了常备军，当然防卫经费方面他也考虑要「常设」。以现代的讲法就是新设目的稅，因此进行了稅制的重整。

罗马帝国三百年间实施的就是奥古斯都重整的稅制，图解如下页。




奥古斯都的稅制改革










	
	

罗马公民


	

非罗马公民（属省人民）





	

直接稅


	

没有直接的收入稅


	

地租稅或属省稅为收入的百分之十






（志愿服役的属省人民则免）





	

奴隸解放稅百分之五





	

继承稅 百分之五





	

间接稅


	

关稅 百分之一点五~百分之五






（东方出产的奢侈品则是百分之二十五）





	

营业稅 百分之一






在那个资产等于土地的时代，对属省人民所课的地租稅就等于资产稅。以现代人的想法，对土地课稅不就是对生产力课稅吗？但是在古代罗马，地租稅叫作“Sutipendiumu”，直译的话是「报酬」的意思。是没有服兵役义务的属省人民付给要从事安全保障工作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报酬。意译的话就是「安全保障费」。因此，凡是志愿当补助兵的属省人民当然不用缴交这个稅。

「奴隸解放稅」只针对罗马公民课征，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稅在罗马尚未拥有属省的时代就存在的缘故。对于恢复自由之身的奴隸还要课稅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事，这种想法是现代的思考方式。

古代罗马人的看法是，由不用服兵役、不用纳稅的奴隸身份，变成也可以志愿从军，也有了纳稅义务的自由公民，当然得具备公民生活所需的经济力。如果任意解放没有生活力的奴隸不管，将导致无产阶级扩大，而造成社会问题。经济力足以负担自己价值的百分之五稅金的奴隸就可以解放，这也可就成为升格公民的选拔标準。而且，比起免费赠送的权利，人的天性对花钱取得的权利也比较会珍惜。

那个时代虽然有百分比的概念，但是尚无可供表达的词汇，当时这个稅正式的称呼是：「解放奴隸二十分之一稅」。自己价值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被判定有生活能力，付得出百分之五稅金的奴隸就可以获得自由，得到自由的解放奴隸中，如果拥有三万塞斯泰契斯铜币（军团兵退职金的二·五倍）的资产，同时又有儿子者便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而可以行使选举权。不过，为了回报奴隸长年忠诚的服务，多半先由主人借给奴隸稅金，以取得自由之身，然后原奴隸再由工作所得中偿还。





之前曾介绍过，从以前就存在的间接稅“Porutoria”，只能译为「关稅」。直译的话是「港湾稅」，经由设在海港或河港的稅关来征收，凡是通过该处的物产都要课稅。由于考虑到各地经济力的不同，所以此稅不是帝国全境共通的。在经济力仍旧低下的高卢稅率是百分之一·五，罗马本国的义大利半岛则是百分之五。至於从东方来的丝绸、宝石、香辛料等奢侈品则课征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的稅率。但是这百分之二十五的稅率只对通过红海和尼罗河中游关稅的课征，并不是所有的奢侈品到每一个关稅都征收百分之二十五的稅。

所以，为了避开罗马的稅关，经由荷姆兹海峡（Str. of Hormuz）进入阿拉伯湾（现在的波斯湾），登陆之后再穿过地中海的秘密贸易路线就变得很畅旺。此外，季风现象发现之后，从印度乘着季风一直往西到达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再从马达加斯加岛前往非洲，然后一路北上，穿越地中海的走私路线也出现了。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么一来，奥古斯都自傲的这个稅不就有名无实了吗？但是事实上，在西方以罗马为中心渐渐形成了一大经济圈。这个事实代表着奢侈品的需要量一直在增加。而且，走私路线是在罗马军事力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意谓著，除了可能受到在沙漠出没的强盗袭击之外，也必须缴交法外通行费给那些不在罗马控制下的小部族。因此，从东方到西方的走私路线并没有打击到罗马监督下的正式路线，只要罗马帝国有需要，这两条路线似乎可以共存共荣。





虽然以罗马为中心成为一大经济圈，但是到处设立稅关、征收「关稅」的作法难道不会成为经济繁荣的障碍吗？我不禁擡起头来思考这个疑问。实际上并没有这个顾虑。


第一，征收「关稅」的稅关在帝国全境约有十处，这是学者们写的。在从前尚未成为罗马属省之前，部族割据，大家佔地为王，那时候更多部族以通行费的名义强取金钱。因此，归罗马统治之后，反而有收取关稅次数减少以及关稅率一定的优点。




第二，由于罗马中央政府大举建设道路及港湾设备等公共建设，使得通商量自然增加。举一个例子来说，为了搬运重兵器方便，罗马的道路都尽量造得平直好走，这么一来，通行的货车载货量也随之增加。请想像货车通行乡间道路和高速公路的情形。



而且，「罗马和平」（Pax Romana）不只使帝国的居民不再需要担心境外蛮族的侵袭，连国内的山贼和海盗也可以放心。从事经济活动再没有比安全更重要的条件了。


第三点，罗马的大经济圈形成之后，以往难以自给自足的低开发地区只要生产其他地方所需要的物品，输出之后就可以购入別的物产了。这才是统一经济圈形成的益处所在，而且，随着物产流通量的增加，也就是可分食的大饼也增加了，百分之五的关稅负担相对的反而减轻了。



此外，除了奢侈品之外，其余的物品稅率限定在百分之五以内之所以可行，是因为罗马的「关稅」没有贸易保护的意思在里面。欧盟诞生二千年前，罗马就已经逐渐完成欧洲，甚至北非、中东也网罗在内的统一经济圈。而且他们没有勉强去设定共通货币。

和「关稅」一样，罗马人和属省人民都要缴交的间接稅还有一项，那就是「营业稅」。我将这个稅向一位有日本稅务工作经验的朋友说明，请教他应该使用什么译名比较适切，这位朋友回答说，这个稅实际上就是消费稅。只不过，原名叫做「百分之一稅」，如果翻成「消费稅」太现代化了。於是，在和这位朋友商量过后，决定采用「营业稅」这个称呼。而这项稅正如原名「百分之一稅」所示，不管何种物品全部一律只要百分之一的稅。顺便一提，现代义大利这种稅的稅率是百分之十九，义大利人对于逃稅的热情和观赏足球比赛时不分轩轾。

无法确定这个「营业稅」是共和时代开始的或是奥古斯都新设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将其固定成目的稅的是奥古斯都，目的是补足防卫费用。因此这个稅意译为「安全保障稅」也成立。

此外，这个「百分之一稅」是不分罗马人、属省人民都要课征的间接稅，由此也可以观察奥古斯都对国家安全保障费的想法。那就是，即使稅率只有百分之一，但是奥古斯都决定帝国全境的防卫费用，身为征服者的罗马公民也要负担。如果要做到社会公正，这是当然的结果。然后，奥古斯都的这个想法又促成了「继承稅」这个古代绝无仅有的新稅制的创设。

罗马公民从西元前二世纪之后，也就是奥古斯都时代之前二百年之间，就一直免缴收入稅形式的直接稅。西元前二世纪正是罗马降服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等地，霸权扩张到地中海全境的时期。征服者有保护被征服者的义务，这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当时罗马的军制还是征兵制，而且兵役期通常只有一年。从十七岁到四十五岁都在兵役年龄之内，危急时六十岁以内的男子都有预备役资格。因此，罗马公民一生一定会服一次兵役。而且随着罗马霸权的扩大，也意味着罗马公民服兵役的必要性更增大了。因此自从有了属省稅之后，在财政上已无课征收入稅的必要，於是名义上便以服兵役的义务来取代。





西元前二世纪末，马留斯将军改革军制，将征兵变为募兵制。由于收入稅的取消是因为财政上的因素，所以即使军制变成募兵制之后，罗马公民仍然免缴收入稅。

一百年后到了奥古斯都的时代，国家防卫主力仍旧和从前一样是由罗马公民来担当，而属省人民也可以加入「补助兵」来参与防卫的工作。奥古斯都认为没有当兵的罗马公民依旧免缴直接稅形式的「防卫费」是有欠公允的。为了补足防卫费用所设的「营业稅」是不分罗马人、属省人民都课征的。因此，新设只对罗马公民课征的直接稅，也是为了修正稅制上的不公正。

但是叫做「报酬」的属省人民直接稅就不能对罗马公民课征了。虽然是募兵制，但是保障帝国安全的主力毕竟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组成的「军团兵」。而且，在感觉上，霸权国家的人民为什么非要和属省人民一样缴稅不可——帝国人民可能会有这样的不满，奥古斯都也都看在眼里。不管怎样，二百年来已经习惯免稅了。实际上，因为没有负担兵役所以才要分担防卫费，这是合乎道理的，但是服从道理的人常常只佔少数。於是奥古斯都便想出了古代人概念中所没有的「继承稅」。


第一，因为是全新设立的稅目，无从比较。




第二，不是每年都要缴。




第三，在继承遗产的幸运时期缴纳比较不会反弹。




第四，言明所收稅金是用做罗马军服役期满的退职金，目的清楚，难以反对。




第五，如正式名称「继承二十分之一稅」所示，稅率是百分之五。属省人民的属省稅稅率是百分之十，为「继承稅」的二倍，可以说保住了霸权者罗马公民的面子。




第六，免稅对象是六等亲之内的血亲。



也许有人要担心了，免稅对象范围这么广，那不是收不到多少稅金了吗？可是罗马人的遗产继承并不限於血亲，罗马人之间盛行将遗产留给知己或是敬爱的人，而奥古斯都正是看上了这一点。

奥古斯都自己就得到至交阿古力巴和马西纳斯两人赠与的遗产，以及其他很多人的。阿古力巴是奥古斯都女儿尤莉亚的丈夫，所以非常符合免稅资格，但是一生未任公职，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奥古斯都的马西纳斯，由于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因此马西纳斯死后获赠他全部财产的奥古斯都，就有义务要纳百分之五的继承稅了。





尽管已经考虑了这么多，奥古斯都对于提出「继承二十分之一稅」的法案，仍然是慎重再慎重。因为新稅是不分古今东西最不受欢迎的东西。奥古斯都自己在《业绩录》中有以下的记载：


「西元前30年以及之后的前14年，为了购买耕地给退役士兵而支付购买费给土地的所有者，也就是各地方自治体。购买这些位于义大利的耕地，我所支付的金额总共约达六亿塞斯泰契斯铜币。




在属省买给士兵的耕地，所花金额约为二亿六千万塞斯泰契斯铜币。」



可以想像在西元前14年左右，给士兵的退职金是以耕地方式来支付的，但是此后就变成支付现金了。


「西元前7年、前6年、前4年、前3年以及前2年，期满退役军人到各自所选择的城镇定居时，退职金（拉丁文是「赐与正直尽职工作者的金钱」）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所需金额达四亿塞斯泰契斯铜币。」







不管是购买耕地的资金或是以现金支付的退职金，恐怕都是以「皇帝属省」所征收到的属省稅加上其他间接稅来支付的吧！只是「皇帝属省」是需要军团驻扎防卫的属省，但也是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所收得的直接稅和间接稅一定比高度罗马化、经济力也高的「元老院属省」来得少。但是比较需要军费的却是「皇帝属省」，奥古斯都则贯彻他所主张的——帝国的安保费应当由帝国全民共同负担。 《业绩录》中有以下记载：


「我曾经四次以我个人的财产支援国库，总额达到一亿塞斯泰契斯铜币。」



「皇帝属省」的国库常常为财政赤字而烦恼，每次奥古斯都都拿自己的钱来帮忙。所以紧接上段文字之后还有下面这段叙述。


「西元6年，根据我的提案创设了军事资金制度，从此以后，期满退役士兵的退职金都由这笔资金支付。这笔资金中也包括我所捐赠的一亿七千万塞斯泰契斯铜币。」



这是指西元6年，继承稅设立的事情。为除役士兵所準备的资金不再从皇帝属省的国库中支取，皇帝也不必再以私款补助了。给帝国安全保障者的退职金来源，终于得以制度化了。

有趣的是奥古斯都的做法。不够的时候先自己垫，等到设立继承稅，财源确立之后，他又率先捐赠一亿七千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的钜款。这么一来，想反对的人也很难开口。奥古斯都为了确立退职金的来源，总共花了二十四年以上的岁月，而且其间还经常自己贴钱，我们只能承认奥古斯都实在是名副其实的深谋远虑。不过在那个时代，胜者可以拿走全部，败者连身体自由都不保是当然的想法，奥古斯都的方法是让胜者还要缴稅去保护败者，恐怕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





不管是不是因为稅率全都是以分数表示，但是罗马的小学确实将分数的计算列为重要课目。与奥古斯都同时代的诗人霍雷斯遗留下来的文学中，有一段很可爱的描述：


「罗马的小孩连十二进位法这么复杂的计算都十分熟练。有一位老师问：




「阿尔卑努斯的儿子，回答我。十二分之五减十二分之一是多少？我在等着你的回答喔！」




「三分之一」




「太棒了！等你长大一定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资产运用者喔！那么，如果换成用加的，十二分之五加上十二分之一会是多少呢？」




「二分之一」。」



不知道该归功於幼时教育的成功，还是单纯明快的稅制，以帝国的规模来说，罗马帝国的稅务人员数可以说出奇的少，而且也没有专门抓逃漏稅的人员。也许是因为所有的稅赋稅率都压低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以内，以后世的标準来看真是十分低的稅率。依我看，纳稅者会动脑筋节稅或逃稅都是当直接稅超过百分之十，间接稅超过百分之五以后才开始的。

古代罗马稅制的特征在于以全部收入为课稅范围，而不是将收入扣除花费之后的余额才来扣稅。由于这项稅赋特征在不久之前还被广为采用，不晓得是不是长久以来稅制的基础？由于罗马稅制的这项特征，所以我都不写是所得稅，只写是收入稅或收益稅。我想收入和所得不分开的作法可能就是罗马稅制单纯、明快，稅务机关无法肥大的要因吧！而且现代的稅制是花费越多，课的稅就越少，到底合不合理呢？先想想看，如果花越多稅金越便宜，那么大家都会对花钱愈加热心，结果连不必要的经费也花下去了。其次，并不是所有的生产方式都可以用经费计算。例如：到美术馆去站在奥古斯都的雕像前任想像驰骋，如果要计算这笔经费，不就只是美术馆的门票这么一点价值而已了吗？我想如果稅金的计算能够做到不需要会计师，只要小学生的计算程度就够了，这种稅制可能还比较健全。

西元前12年，前一年才动工起建的「和平祭坛」还在进行浮雕的制作，而奥古斯都最好的作品「罗马和平」也将进入最终阶段，但也就在这一年，五十一岁的奥古斯都失去了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兼事业伙伴——阿古力巴。




阿古力巴



重新回顾马库斯·韦普萨尼斯·阿古力巴（Marcus Vipsanius Agrippa）的一生如下:

西元前63年生，前12年死。对一心想要建立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来说，是最重要也最可信赖的左右手。对十七岁时被凯撒秘密决定为后继者的屋大维时代的奥古斯都最欠缺的军事方面的协助特別显著。奥古斯都在军事上的所有胜利，都是靠阿古力巴的战略和指挥得来的。

阿古力巴出身於义大利地方上没没无闻的家庭，他成长过程唯一的出路只有志愿从军，因此没有受什么教育。但是他却并未因此而有一丝不如人的感觉，精神十分健全，而这份健全的精神完全发挥在罗马式、实用性方面了。如果没有阿古力巴的战略眼光以及他所指挥的军团兵，由前线的补助部队基地与主力的军团基地和道路所形成的罗马防卫网是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德国的大都市科隆，古代名称叫做「科隆尼亚·阿古力皮南西斯」，是阿古力巴从罗马军团基地开始建设起来的。






在古代以罗马军团基地为中心发展而成的现代都市科隆（Koln）




阿古力巴所建的罗马防卫网不止于帝国的西方，也到达东方。不过在高度文明发展的东方，战略网的建立也包括修复雅典的神殿以及重建犹太教的神殿。由凯撒著手、奥古斯都确立的「罗马和平」，在两人眼中必须是包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的集合体，虽然阿古力巴连希腊语也不懂，但是这一点他却是完全了解。对古代的罗马人来说，希腊语是测试一个人教养程度的标準，据说奥古斯都也不会使用。不过这两人在对东方发佈罗马中央政府的通知时，不是硬使用自己所说的拉丁语，而是叫人翻译成帝国东方的共通语言希腊语。

阿古力巴的一生可说全部都花在帮助奥古斯都实现他的想法，不只是军事方面，在建设方面，两人也是合作无间。





罗马市中心的罗马广场一带，奥古斯都承继凯撒的计画持续整建中，而阿古力巴所负责的则是位于古罗马广场北边的「马尔斯广场」。这一带西边被蜿蜒而过的台伯河环绕，有庞培剧场以及附属的大回廊，被称作「公共馆」以贫民为对象的小麦配给所等公共建筑物林立其中。以往只供士兵集合操练的广场，到了共和末期已经实际上渐渐地被纳入市中心了。不过「马尔斯广场」位在共和时代当作罗马防卫墙的「塞尔维斯城墙」西北边，而「马尔斯广场」的市中心化只完成了靠近城墙的三分之一就停顿了。之后凯撒又往北扩展三分之一，以这三分之一发展的「核心」，开始建设三百公尺×一百二十公尺、周围列柱并立的大回廊「朱利斯选举会场」。都市计画与其由一个人把全部计画好，不如由「公家」来建设几个当作「核心」的建筑物，其他周边就交给「人民」来负责，这样造出来的街市才比较人性化。马尔斯广场南边三分之一的「核心」是庞培所建的庞培剧场和附属的大回廊。而马尔斯广场北边三分之一是以奥古斯都所建的大日晷以及元老院决定建设的「和平祭坛」为「核心」来发展。阿古力巴要建设的是中央部分的三分之一。

阿古力巴首先完成凯撒未完成的「朱利斯选举会场」，完成之后便按照凯撒当初的计画，将此处作为选举时期的公职选举会场，平时则供民众休憩。

在「朱利斯选举会场」的西侧，阿古力巴建造了神庙，供奉所有的神祇，所以称为「万神庙」（Pantheon）。在哈德良皇帝（Hadrian）时经过改建，是罗马时代遗留下来唯一完整的建筑物。在万神庙的南边，阿古力巴建造了最初的公共罗马浴场「阿古力巴浴场」（请参照p.75的图）。阿古力巴动员了希腊的艺术家，在浴场内装饰美丽的壁画和雕像。为了这个浴场的供水特別设了一条「维格水道」。在现代，这个地上水道是古罗马的十条供水道中唯一一条修复好的，专门供水给特雷维喷泉（Fontana Di Trevi）等罗马喷水池。此外，罗马街上很多供一般市民用的自来水，有的装饰雕像、有的则无，那些水龙头二十四小时供应的水也是这个引水道的水。

「浴场」的西侧还造了一个「阿古力巴湖」。湖的周围树木林立，绿意调和这一带的石造建筑。

万神庙的东北部建了「威普萨尼斯回廊」。据说他的「世界大地图」就镶在这一角的墙壁上。不管做什么事，行动之前一定要先了解对象。

这么热心公共建筑的阿古力巴，他手上没有一栋私人建筑。他的私宅在那里也不清楚，有没有別墅也不明。也许他对于积蓄财富没有兴趣。

阿古力巴建造的公共建筑物并不止于本国义大利，遍及帝国全境。光是要把这些全部列出来就要写掉好几页，所以我只举一个例子来看。

在现代南法的尼姆（Nimes）地方仍留有一座「卡尔桥」。这是一座全长三百七十公尺、高四十八公尺，附有步道的水道桥，为了供给尼姆居民用水而建。罗马帝国灭亡后，中世纪的人忘了这是罗马人留下来的东西，反而相信这种建设不是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定是恶魔所建的，於是「恶魔桥」的通称就此产生。实际上建造的人才不是恶魔，正是西元前19年阿古力巴所建的。





阿古力巴肯定没有读过什么斯多葛（Stoa）学派的哲学书，但是他一生为公共事业奉献的表现，正符合斯多葛派哲学所宣扬的公共服务精神。而他的财产在他死后全部留给奥古斯都，似乎希望连财产也继续用在公共事业上。






奥古斯都时代「马尔斯广场」的公共建筑物




不过我认为阿古力巴这么热心於公共建筑物的建设，并不只是因为奥古斯都要求协助，也不是因为生来就具有斯多葛派的公共服务精神。是不是因为他本身就喜欢这种事业呢？是不是因为出身低贱而能够被讬付公共事业建设而感到这样的自己很幸福呢？所以才集合了这方面的各种人才（即使是奴隸的身份），组织成优秀的技术团体吧！阿古力巴死后，奥古斯都也接收了这个技术团体，而且将这些人才由奴隸的身份解放，升到「骑士阶级」，创设了罗马的「公共事业部」。






阿古力巴像




阿古力巴在私事方面也是全力协助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女婿兼外甥马尔凯斯没留下子嗣便死了，奥古斯都为了血缘的承继，要求阿古力巴离婚和他女儿尤莉亚结婚，阿古力巴也照做了。阿古力巴和尤莉亚之间，包括阿古力巴死后才出生的孩子，共带给奥古斯都三个孙子、两个孙女。欣喜万分的奥古斯都为两个孙子分別取名为盖乌斯·凯撒和卢基乌斯·凯撒，而且将他们收为自己的养子。奥古斯都连自己的家族名「凯撒」都赠给他们，等于表明要培养他们成为后继者。父亲阿古力巴死的时候，盖乌斯是八岁，卢基乌斯是五岁。





但是西元前12年，五十一岁的奥古斯都与他属意的后继者，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年龄实在是差太多了。从阿古力巴为他带来孙子时开始，奥古斯都似乎就考虑让这位生涯至交兼女婿的阿古力巴来担任中间的继承者。在那个时期，经由奥古斯都的提案，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都同意也赋予阿古力巴两个奥古斯都所拥有的特权，一个是军事的「绝对指挥权」以及包含政策立案权和肉体不可侵害权的「护民官特权」。此外，等于当时内阁的「第一公民辅佐委员会」，阿古力巴也和奥古斯都共同出席。

奥古斯都认为要使后继者顺利地继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事先知道这个人就是后继者。所以阿古力巴才会从协助者的身份一跃而为共同统治者。

別忘了，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是同年龄的，奥古斯都一向体质虚弱，四十岁时还曾患过让义大利全民为他祈祷的大病。当时连他自己都认为活不下去了，怎知道一向身强体壮不知病痛为何物的阿古力巴会比他先走呢！奥古斯都一向都认为阿古力巴虽然和自己同龄，但是一定会活得很久，然后把皇帝的位子交给继承了两人血统的盖乌斯或是卢基乌斯。阿古力巴的友情和忠诚心是无庸置疑的，对于他的健康状况奥古斯都也从来不曾怀疑过。

全心信赖的好友突然死了。阿古力巴死在拿坡里，不喜欢骑马的奥古斯都在马上奔驰到达时，只能面对阿古力巴的遗体。就这样，奥古斯都失去了从十七岁开始，三十几年的岁月中不管精神或肉体都一直陪伴身旁的人。





我不禁在想，为什么？为什么身体虚弱的奥古斯都会活得比阿古力巴久？

统治一个国家不管对精神或是肉体都是很重的负担。尤其是奥古斯都，要在共和政体的掩护之下确立帝政，更是背负着莫大的压力，而且他又有天生的消化系统衰弱。

虽然身体不好，但是奥古斯都并没有特別注意维持健康。他对生大病时给他治疗的希腊医生虽然十分礼遇和感谢，但平常也没有特別要医生跟在身边。吃饭是只要肚子饿了，不管何时何地就吃起来，所以常常是吃了一堆点心，正餐时一口也不吃。接受晚宴招待时，在席上也经常一下子就说饱了，可以说根本无视礼仪的存在。

史料上记载奥古斯都喜爱简单质朴的食物，只要有家里自己烤的面包、小鱼、乳酪、水果和蔬菜就足够了。至於奥古斯都什么时候，怎样吃这些东西，从一些信件中可以得知。


「我在马车中吃了面包和几个枣椰子。」




「从大会堂返家的途中，我在轿子中吃了一点面包和葡萄。」



而且肚子不饿他就不吃。


「亲爱的台伯留：我想即使是休息日的犹太人大概也比我今天要吃得多。今天一天吃进肚子里的，只有在傍晚入浴和按摩之间吃的二片面包而已。」



奥古斯都肚子饿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吃一片泡水的面包和西瓜一片，再加上生菜的茎少许。

从来不会有痛饮葡萄酒的情形，并不是因为考虑到健康，而是胃受不了的缘故。

疲倦的时候随时随地就躺下来睡了。古代的罗马人并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但是奥古斯都常常衣服也不脱鞋子也穿着，只要找到可以躺下来的地方，就躺下来把一只手放在眼睛上小憩一番。

而且奥古斯都喜欢坐轿子胜过骑马，因为帘子拉下来就可以在轿子里睡觉，不怕给人看到。

他的睡眠时间并不规则。想睡的时候就跑到轿子里去躲起来，要是晚上睡不着，即使旭日高昇了他也照样睡着不起来，完全违反罗马人日出而起的习惯。

他每天起床时可能也是很难起得来。身为最高神祇官，举行牺牲式时必须早起主持的日子也不少，像这样的早晨，只能说是凭著一份责任感才勉强从床上爬起来的。也许他是有低血压的毛病也说不定。

奥古斯都既怕冷也怕热。只要北风一吹，他就穿起厚重的毛长袍，底下再穿四件短袍，短袍下面再穿毛织的衬衣，毛衬衣下面再穿绵的衬衣。长袍下偶尔露出的脚上据说还缠著布绑腿。为什么不干脆像高卢人一样穿裤子就好了？裤子是北方蛮族的服装，文明的罗马人穿裤子面子上掛不住。凯撒在和北方蛮族战斗时是穿着手臂和脚都露出来的罗马军装，这一点奥古斯都也和凯撒完全不同。

到了夏天奥古斯都把门打开在房间睡觉，或是把臥椅拿到中庭去睡，因为通风太好怕感冒，阳光太强又怕头痛。不过他还不至於像女生一样撑伞。因为撑着美丽的伞在罗马人心目中是东方君主的风俗。

但是，奥古斯都还比阿古力巴多活了二十六年。也许是一切「顺其自然」的结果吧！

我想奥古斯都在战斗指挥方面的无能，会不会来自这方面的软弱？

说不定他每次一上战场就一直想着敌人的箭会射向自己，所有的箭都是对着自己而放，所有的剑都向着自己砍来……老是这么想的结果，根本就没办法指挥作战了。恐惧又不是讲道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简直无法可想。凯撒和阿古力巴应该都是感觉不到这种恐惧的人吧！

奥古斯都对暗杀的防范也是周密到了极点，据说到元老院出席的日子，一定要十位同派的强壮议员围绕着他才行。因为从凯撒被暗杀的教训，万一被杀了，现在实行中的大事业就会中断，所以才费尽心思保护自身的安全。不过，除了政治家的责任感之外，还有肉体的害怕吧！一旦想像短剑刺进自己身体的情形，肉体上的害怕以及心理上的嫌恶感都出来了。

凯撒也真会选，选上这么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物来当后继者。不过在和庞培的儿子战斗时，在危险的西班牙山野行军，当时十七岁的奥古斯都虽然青著脸也一路跟从，由于他强烈的责任感和自我克制的意志力，因此才获得凯撒的青睐吧！凯撒拔擢阿古力巴，命他跟随奥古斯都也是为了弥补他这方面的弱点。

还有一个凯撒有而奥古斯都没有的才能，而在这方面帮助奥古斯都的人，在奥古斯都失去阿古力巴四年之后又失去了这个人。





在第Ⅳ卷《凯撒时代——卢比孔之前》的开场白中，除了记述了后世对于凯撒的评论之外，我还引用了义大利普通高中所用的历史教科书中的一段文字。


「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以下五项特质——知性、说服力、肉体方面的耐力、自制力以及坚强的意志力。具备以上各项特质的唯有凯撒。」



奥古斯都呢？

首先来看「坚强的意志力」，这点可以给满分一百分。

第二点「自制力」，我想这点也是满分的。

至於「肉体方面的耐力」，奥古斯都虽然体质虚弱，但是由于顺其自然，也颇长壽的，如果把他的肉体上的耐力等于生存年数来看，这一点也是可以给满分的。

接下来是领导者必备的第一项特质——「知性」。

知性不只是知识而已，我想应该是一种才能。当众人只看到自己想看的现实部分时，还能够看清他们不想看到的现实；而且不只是看清楚而已，看清之后，还能够明白应该导向那一个方向最好，才可以算是真正的知性。换句话说，缺乏创造性的现实认识力不能算是一百分的知性。

连认可共和主义的史学家塔西图斯都赞赏凯撒的才能可和神相比。后代的史家毛姆森（Mommsen）也将凯撒比喻为罗马唯一的创造天才。在立好指标的地方，奥古斯都确实完成了持久的帝国，这一点来说他算是天才，但是立下指标的是凯撒。如果说有创造性才是真的知性，那么给奥古斯都八十分的评价应该是比较妥当的。

问题是「说服力」。不管是写文章或演说，这是一种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人，使他人明瞭的能力。除了要传达的内容之外，还要加上传达的方法才能发挥效果。这方面要给奥古斯都多少分才恰当呢？





我简称为《业绩录》的《神君奥古斯都业绩录》是奥古斯都亲笔留下的唯一史料。由于是罗马帝国首位皇帝的遗作，应该算是一级史料中的一级；但是据我所知，研究罗马史方面的著作，没有一个介绍这个全文。最初对《业绩录》作学术性介绍的是毛姆森，专门研究罗马史的学者可能都看过毛姆森的著作。但是一般读者不太可能去接触毛姆森那庞大的研究著作，而欧洲有很多学者都会写品质很不错的传记，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著作中也没有介绍《业绩录》全文的。唯一的例外是岩波文库版的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所著《罗马皇帝传》，在奥古斯都那一项中附录了《业绩录》的全文翻译。原书中并没有这个附录，应该是根据译者国原吉之助先生的意思。

那么，一级史料中的一级为什么学者们都不介绍呢？

第一个理由是，《业绩录》并没有实际记载奥古斯都的业绩，奥古斯都只记下他想传达给罗马同胞的事项。换句话说，重要的业绩没有比帝国建设更重要的业绩了，而这几乎都没有提到，所以在史学上的价值才变得那么低。像我这样的人会被激起好奇心，想知道为什么都没有提到。也许这种好奇是身为作家所有的，不属于学者的东西。

第二个理由是，奥古斯都不会写文章。以目录的方式来列记业绩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多少使用一点「技巧」不是更好吗？这是我看完奥古斯都《业绩录》的想法。如果内容充实的话，读者当然就会忍不住看下去，听众也会注意倾听。奥古斯都就是缺乏使文章好看、使演说好听的能力。内容无关，我想奥古斯都缺乏引人兴致的能力。再加上奥古斯都根本就没有想要传达自己的想法使人了解的意愿，使这个缺点益形严重。当然啦！因为他必须一面显示共和政体给別人看，同时又要为帝政铺路。不过，想表达自己使他人了解的强烈意图有助於写作能力的进步。

此外，同时代的人，尤其是有识之士，一定也拿「两父子」的文章来做比较，因此奥古斯都也不是没有可以同情的地方。凯撒的写作能力好得连政治对手都认同，其中的西塞罗在他关于演说法的著作中有以下一段话。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写作方式像凯撒一样。悲剧的事情凯撒也要加上喜剧的调调来叙述，使人消沈的事他也要掺杂幽默的色彩来叙述。人类有头脑可以了解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没有活力来应付重大事情则取决於该事件呈现的方式，是否让读者、听者感到心情愉快。」



这个，就是「技巧」。奥古斯都显然欠缺这种艺术力。但是宣传工作对于重建罗马这个大事业的进行是绝不可少的。奥古斯都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这份工作交由有「技巧」的人去做，负责这部分的就是企业赞助活动的始祖——马西纳斯。




马西纳斯



如果说阿古力巴是奥古斯都的「右手」，那么马西纳斯就是他的「左手」了。马西纳斯和阿古力巴一样都不是出身首都的上层阶级，他来自现代托斯卡那（Toscana）地方，也就是古代伊特鲁里亚（Etruria）地方的世族家庭，属于「元老院阶级」下面的「骑士阶级」。年龄好像比奥古斯都大一、二岁，所以他们三个人可以说是同一世代的。

不过，马西纳斯和奥古斯都相识并不是经由凯撒介绍的。研究者说他们两人最初相识是在腓利比战役中。那个时候奥古斯都还叫屋大维，大约是二十一岁左右的年纪。

虽然两人相遇是在战场，而且都还年轻，但是奥古斯都已经有识人的眼光，而马西纳斯也有接受赏识的气概。奥古斯都将战场上的事交给阿古力巴，马西纳斯则帮他负责外交交涉的工作。

但是，罗马是一个法治国家，所有的公职各司其职，如果要依权力者的意思纵横活跃，不方便之处很多。於是马西纳斯便放弃了他的公职生涯。这是现代人无法想像的大牺牲。在罗马人眼中，经历各种公职是男性最棒的生存方式，所以才有「荣誉公职人员」这个称呼的产生。能够列名在罗马的正式记录《最高神祇官记录》中，也是从事公职才有的荣誉。马西纳斯决定放弃这全部，包括成为元老院议员，晋升到元老院阶级等全都放弃，所以特別值得大书特书一番。而当时奥古斯都手中所有的只是凯撒的养子身份，除此之外，包括是否会继任凯撒的位子在内，全部都不确定。

从西元前42年在腓利比的原野大败布鲁图斯，到西元前31年亚克兴角海战打败安东尼的十年间，成为奥古斯都左右手的马西纳斯活跃异常、成果丰硕。为了帮助能力尚不足以独立的奥古斯都，马西纳斯首先改善和安东尼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牵制安东尼又和庞培的儿子妥协。奥古斯都一个接着一个将对手打倒，渐渐增强了势力，直到打败最后的对手安东尼的这十年间，负责秘密交涉的马西纳斯，他对奥古斯都的帮助实在是再怎么形容也不为过。

西元前30年，奥古斯都成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他是靠实力成为凯撒的继任者，而帮助最大的就是阿古力巴和马西纳斯两人。

不过，西元前30年之后，奥古斯都让阿古力巴也出任执政官，从此步上公职人员的路，但是马西纳斯却没有，也没有将他派到他国担任正式的使节，原因是时代变了。内乱终止之后的外交，不管是和同盟国、属省之间，或是如帕提亚王国一样的假想敌国之间的外交活动都拿到台面上进行了。

这种情况下，从正式外交到外政由奥古斯都或是阿古力巴来进行反而比较有效果，因为在外国人眼中打着「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就像是皇帝（虽然事实上也是这样），而阿古力巴在战场上成绩辉煌。相反的，马西纳斯什么都不是。虽然奥古斯都只要愿意一定做得到，但是他并不打算给马西纳斯正式的地位。他希望马西纳斯能够以私人顾问的形式常常在他身边供他咨询。如果就任了公职，马西纳斯就不可能一直待在自己身边了。而马西纳斯对于这种境遇也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了，所以马西纳斯没有留下任何雕像。

奥古斯都身体不好的时候常常以休养的名义到马西纳斯位于艾斯奎里诺山丘（Esquilino）的宅邸去。喜欢閒言閒语的苏埃托尼乌斯等人都说是因为奥古斯都和马西纳斯的妻子有染，但是比色欲重要的事还很多呢！况且奥古斯都自制力比常人强上一倍。我想应该是奥古斯都趁着比较空閒的日子去和马西纳斯谈话，毕竟不管是教养的深度、判事的正确性或是实际行动时的平衡感，马西纳斯都是绝佳的商量对象。

秘密外交的工作停止之后，奥古斯都让马西纳斯担任他最适合的文化、宣传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称赞助文化为「从事马西纳斯」，法国式的讲法则是「从事美西那」（Mecenat）的缘故。

原本就家境富裕，后来又应奥古斯都要求买了埃及的耕地之后变成大富翁的马西纳斯，十分慷慨的把钱花在赞助文化活动上。聚集在他周围的很多都是诗人，其中有两位是人称拉丁诗歌的巨人，那就是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和霍雷斯。维吉尔后来在但丁的《神曲》中被写成是地狱和炼狱的导引者。





依我的想法，拉丁文学的黄金时代，散文是以西塞罗和凯撒为代表的西元前一世纪；诗歌则是史上称为「奥古斯都时代」的西元前进入西元后的那一世纪。西塞罗及凯撒和现实生活的政治一直脱不了关系，但是维吉尔和霍雷斯却一生都是专业的诗人，不知道是散文和诗歌的不同所致？还是什么事都分工的奥古斯都时代的气氛所致？

有趣的是这些诗人的出生地。维吉尔出生在曼图亚（Mantuva），他出生时包括曼图亚在内卢比孔河以北的北义一带还只是领地，到诗人二十岁时，凯撒才将它纳入本国之内的。在这之前他有没有罗马公民权并不清楚。维吉尔这个姓并不是罗马人的姓，也许他的祖先是定居北义已久的高卢部族也说不定。如果真是这样，罗马国民诗人身上流着的就不是罗马人的血了。不过，二百年前即使是迦太基的奴隸，只要有文才都受欢迎，在这种罗马社会大概谁也不会去追究这种问题的。维吉尔生于西元前70年，比马西纳斯大五、六岁。

霍雷斯比维吉尔小五岁，出生地是阿庇亚大道沿线的殖民都市韦诺札。这位诗人祖先也不是移民此地的罗马市民，到父亲那一代还是奴隸。

霍雷斯的父亲得到自由成为解放奴隸之后，为了儿子的教育离开了韦诺札这个乡下小镇来到首都罗马。在首都从事何种职业并不清楚，但是他让儿子霍雷斯受最好的教育，并且送他到当时的最高学府雅典去留学，可说是十分热心教育。我想这也证明了当时如果想学习、受教育，一般都一定先到罗马去。

霍雷斯在雅典本来应该全心学习的，但是他的心思却全部被政治夺走了。当时的希腊让人觉得即将成为凯撒派和反凯撒派对决的战场，有一触即发之势；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到底是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凯撒派会赢，还是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的反凯撒派会赢。

具有诗人热情气质的霍雷斯，可能因为二十三岁的年轻，完全被这种气氛感染，因而投笔从戎去了。他志愿帮助的对象当然是杀掉「暴君」的布鲁图斯阵营。由于他是以大队长的身份在战斗，所以是真正的参战了。

但是腓利比会战是凯撒派胜利，布鲁图斯自杀。成为败兵的霍雷斯经过不断的逃亡，终于回到了故国。

由于这种个人体验，再加上看到当时罗马的现状，诗人善感的心不禁感到绝望了。内战状态并不止于腓利比的山野，接着是庞培之子和屋大维，结束之后又开始屋大维和安东尼的抗争，罗马人自己对自己打个不停。这个时期的霍雷斯甚至写了这样一首诗：


「无止境的内乱，连下一代都被卷入。罗马正把自己送上毁灭的道路。敌人呢？再也不是马农西族或伊特鲁里亚族，也不是强大的加普亚或者勇敢的斯巴达战士。既不是不诚实的高卢民族，也不是蓝眼睛、精悍的日耳曼民族，更不是令人憎恶的汉尼拔。罗马人现在的敌人，就是罗马人自己啊！罗马终究要恢复成昔日只有野草生长的土地了。




对这个时代的人，最好的忠告是什么呢？没错，就是舍弃你的国家。把国家拋弃，远走他乡吧！就像从前的（西元前540年）弗契亚人民，在波斯的统治下绝望地集体出走一样。」



不过，不到四年的时间，霍雷斯的心情就安定多了，因为他结交了马西纳斯。而再八年后，诗人的不安变成了希望，因为西元前30年时，长久以来的内战终于结束了。即使赢了内战的人是以前在腓利比对战的敌人也已经无关紧要了。对内战已经受够了，不管谁胜利都一样，能够回复和平就太感谢神了。

我们不能指责霍雷斯心情的转变等于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的变节，他的想法也是所有罗马诗人的想法。而这正是奥古斯都手上最棒的一张牌了。奥古斯都的一生也可以说表现在如何巧妙地运用这张王牌。而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够灵活运用，也是因为他自己比谁都相信建立和平的必要性。

奥古斯都成为唯一的赢家之后，强力实行军备缩减，将军队削减了一半以上，以昭告天下，从此罗马要走的是和平的道路，这时候诗人的希望变成确实可期。不晓得是不是马西纳斯向诗人宣说了建立和平的困难辛劳，以及奥古斯都坚决不变的努力；霍雷斯自从与马西纳斯交好之后，对奥古斯都的看法已经变成讚叹了。

身为赞助人的马西纳斯计画帮身为解放奴隸之子、没有资产的霍雷斯在奥古斯都之下谋一个差事，但是霍雷斯的回答却是「心领了」。於是马西纳斯就改为赠送他一栋有二十四间房间的大庄园。古代罗马的庄圜本身就是农业生产基地，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可以自给自足，因此赠送庄园就等于住宅、工作场所之外，连生活食粮也都赠送了。

至於马西纳斯以那一种形式赞助维吉尔并不清楚，不过以维吉尔和霍雷斯为首的马西纳斯沙龙的诗人和文人，等于是替奥古斯都想要建立的「罗马和平」担任宣传工作。对奥古斯都渐渐完成的新生罗马，这些诗人都带着喜悅和自豪予以颂讚。维吉尔的诗高贵又刚健，霍雷斯的诗充满跃动感和清新，正好反映出奥古斯都计画建立的罗马帝国形象。

我不赞成将这些诗人归为御用诗人。不管他们得到多少援助，如果只是为了报答物质援助而写，一定不会写出好作品。二千年后仍然保有生命感的艺术绝对少不了作者自然的想像。马西纳斯很善于选择赞助的对象。马西纳斯死后，霍雷斯表示死后要葬在马西纳斯的旁边，后来也真的实现了。而且不晓得是不是效法马西纳斯把全部财产留给奥古斯都，霍雷斯死后也将受赠于马西纳斯的庄园遗赠给奥古斯都。

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花朵再度盛开，这时代也有像「马西纳斯」的人。那就是佛罗伦斯（Firenze）麦迪奇家族当时的主人柯西摩。柯西摩赠与雕刻家唐那太罗（Donatello）一栋托斯卡那地方的庄园。心怀感谢的雕刻家留下遗言说自己要葬在柯西摩坟墓的附近，现在这位代表义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雕刻家的墓就在圣洛伦佐教堂（San Lorenzo）地下、麦迪奇家族的墓室中。

从这二个例子可以了解从前的人是如何赞助文艺活动的。





长壽就表示面对亲朋好友死亡的次数增加，尤其死的如果又多是和自己同年代的人，更是会深刻感受到生命的流逝并且想到自己的死亡。但是，即使历经了阿古力巴的死、马西纳斯的死，奥古斯都「坚强的意志」仍然没有丝毫动摇。而且「罗马和平」已经在建立中，没有人比奥古斯都自己更明白这件事。

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奥古斯都开始著手进行违反凯撒所定指标的政策，那就是将罗马帝国北边的防线由莱茵河向北推到易北河（Elbe）。而这就表示要征服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广大的日耳曼地方（现代德国的大部分）以及住在该地的日耳曼民族，将它纳入罗马帝国之下。




日耳曼民族



「地政学」好像是二十世纪之后才由希腊文的「大地」和「政治」组合而成的名词。

但是即使语言不存在并不代表这个概念就不存在。有可能是太过明白的道理所以才不需要以语言来表示。而且罗马人不管对什么事都很实际，这一点和擅长抽象概念的希腊人不同。也许在语言上输给希腊人，但是罗马帝国的防卫线还用不上「地政学」这个东西。





凯撒在订定莱茵河为防卫线之前，曾经亲率军团和日耳曼民族战斗，虽然只是短期，但是他两度越过莱茵河进攻，以自己的脚踩上日耳曼的土地，用自己的眼看到日耳曼民族。

奥古斯都决定将防卫线由莱茵河推到易北河之前，在视察属省的途中曾经顺道前往奥古斯特·特雷维罗姆（现在德国的特里尔Trier），这是史书有记载的；但是史书中并无他去看莱茵河的记载。原本奥古斯都的属省视察多半就是长期待在一个地方，他不是那种以一处为起点亲自到周边各地去探查的类型。他应该算是一个习惯纸上作业的人吧！






防卫线由莱茵河=多瑙河改为易北河=多瑙河的情况




奥古斯都手边有两份地图，一份是本来凯撒下令制作、凯撒被暗杀后安东尼接手推动完成的义大利本国地图，这份地图连罗马式街道网都有标示出来；另一份则是由阿古力巴命人制作的帝国全境地图。阿古力巴的大理石版大地图展示在威普萨尼斯回廊，几乎占据一面墙，帝国各地的主要都市都镶以各色的珍贵石材。据说同类的地图在帕拉提诺山丘上奥古斯都的官邸也有。

为什么奥古斯都会考虑将防线由莱茵河移到易北河呢？

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如果易北河和多瑙河链接的防线能够成功建立，那么防卫线将比原先莱茵河链接多瑙河要缩短约五百公里。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还是他又想到如果能使体格高大、强壮，只裹著毛皮的勇猛日耳曼民族文明化，罗马帝国的国境也可以保持安泰了。

总之，罗马军从西元前12年开始进攻日耳曼，中间隔着许多中断期，实际上是持续到西元9年，最后一次是西元16年。如果以西元9年计算，等于有二十年余的时间一直与日耳曼民族处在紧张状态。

相反的，凯撒征服高卢是从西元前58年开始，集中在八年间完成。日耳曼进攻和高卢称霸的不同是后方参谋本部拟定的战略与前线作战本部完成的战略的不同；也是几乎没有率军作战经验的奥古斯都与始终亲率兵马作战的凯撒的不同。而就在开始进攻日耳曼的西元前12年，奥古斯都失去了即使不及凯撒仍属优秀前线指挥官的阿古力巴。





阿古力巴死后，奥古斯都的继子台伯留和杜鲁斯成为奥古斯都的「右手」。母亲与奥古斯都再婚时两兄弟分別是三岁和刚出生，到西元前12年已经长成，一个三十岁、一个二十六岁。虽然两兄弟名义上是奥古斯都的儿子，和奥古斯都也相处得很好，但是执著於血缘的奥古斯都并没有收两人为「养子」。收「养子」等于是选择后继者，奥古斯都的养子是独生女尤莉亚和阿古力巴所生的小孩——当时八岁的盖乌斯和五岁的卢基乌斯。不过在「和平祭坛」南面的皇帝家族浮雕中也有他们的身影，可见奥古斯都是将他们当作家族来对待。而且两兄弟也不是只因为母亲的缘故才能名列奥古斯都皇帝的「家族肖像」当中，阿古力巴还在的时候，两兄弟就已经因为具有取代阿古力巴的才能而崭露头角。可以说这份厚爱也是以实力换来的。






台伯留像




两兄弟中，哥哥台伯留和阿提克斯的孙女结婚，婚姻幸福，西元前12年当时已经是一岁小男孩的父亲了。阿提克斯因身为西塞罗的好友以及书信往来对象而闻名。阿提克斯的女儿是阿古力巴第一次结婚的对象，所以台伯留是和阿古力巴的女儿结婚的。

弟弟杜鲁斯的妻子是奥古斯都的姊姊欧古塔薇亚和安东尼所生的女儿安东妮亚，也是婚姻幸福，而且当时已育有二男一女。奥古斯都之所以让杜鲁斯和以往的对手安东尼的女儿结婚，是因为安东妮亚从她母亲那边承继了和自己一样的血液，这就是奥古斯都的血统观。






杜鲁斯像




正因为这种血统观，使奥古斯都为再度成为寡妇的尤莉亚挑选第三任丈夫时，不选和自己外甥女结婚的杜鲁斯，而选上了和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台伯留。尽管台伯留的婚姻幸福，尽管他已经有了一岁的儿子，这些事对执著於血统的奥古斯都都不是问题。他只想着三十岁的台伯留和二十七岁的尤莉亚一定还可以生很多小孩。他的愿望就是多生产一些承袭自己血统的男孩子。对最高权力者奥古斯都的强制和母亲莉薇亚的劝说，台伯留无法反抗，终于和爱妻薇普莎尼亚离婚，与尤莉亚再婚。台伯留后来曾经有一次在街上看到薇普莎尼亚的背影，看着前妻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据说台伯留从此一直避开任何可能和前妻面对面的机会。凯撒是绝对不介入他人的私生活，这一点奥古斯都也不一样。这两人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像英文说的“Style”不同吧！

奥古斯都虽然执著於血统的承继，但是他的优点就是不会让私人感情介入，妨碍了国家大事的达成。因此他手下的将军和行政官都相信奥古斯都评价的客观性。相信就能好好工作。阿古力巴死后代之成为奥古斯都「右手」的台伯留和杜鲁斯两兄弟，也都把全付心力专注於各自的任务上。哥哥负责建立多瑙河防线，弟弟负责把防线从莱茵河推移到易北河。一开始就可以预见这将是极困难的征服行动，因为对手是未开化的部族。





下面这句话乍看似乎像是说反了，但是一点也不，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文明度越高的民族越容易征服，文明度越低的越难征服。尤其像罗马人这种不消灭对方的征服方式，其间差异就更明显了。

文明程度高的人民可以理解罗马人所谓「文明化」（罗马化）的好处。例如：以罗马道路网为代表的「公共建设」、各地得到承认的「自由都市」、以「殖民都市」为核心促进经济发展等等的好处，他们比谁都早了解。而且在罗马霸权下，国内纷争平息，国外的敌人有罗马军队会防守，被征服民族可以保存固有的文化、宗教、语言、和货币，罗马都不会硬将自己的东西塞给別人。还有，罗马人最棒的道德就是不会凡事一手包，在罗马霸权下生存的各民族都有机会和舞台可以发挥自己的拿手绝技。

但是要让从来不知道文明的人了解并接受文明的益处是非常困难的事。这就是征服未开化部族的第一个难处。

第二点，由于蛮族根本没有都市化，攻击据点以取得战果的战略很难奏效。各部族多半倾向独立，但是他们也常会团结起来对抗罗马，结果演变成专打游击战。罗马军最拿手的在平原布阵的会战方式，根本没什么机会用得上。

而且罗马军本身和蛮族真正交手的经验并不多。义大利半岛统一后，罗马战斗的对手都是像迦太基、希腊、叙利亚、埃及等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对刚进入帝政的罗马人来说，唯一可供参考的例子就是凯撒出征高卢的经验，但即使是凯撒也花了八年的时间才完成。而且，高卢战役当时，身为司令官的凯撒除了才能出众之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是以日耳曼民族为对手的奥古斯都所没有的。

那就是高卢人对日耳曼民族的恐惧感。当时凯撒把高卢各部族的族长叫到面前，问他们说：如果继续让高卢人统治高卢，迟早高卢都会被日耳曼并吞，你们认为呢？高卢人的族长们听了只有点头的份。 《高卢战记》中也有叙述，住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特色是，他们抗拒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融合。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居住的土地间隔着一片荒野，除了每年征收贡金时不得不接触之外，平常不喜欢与被征服者接触。而且，他们讨厌定居在一处。

高卢面临不得不选择支配者的情况下，在罗马和日耳曼之间选择了罗马；虽然是在被凯撒以军事力压制之后。

但是，对于日耳曼民族并没有这种王牌可用。当时没有什么民族使日耳曼民族感到威胁。不，令他们感到威胁的民族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西边莱茵河和南边多瑙河沿岸拿着枪对着他们的罗马人。

我想，当初决定进攻日耳曼时，奥古斯都会不会是没有认清楚这种王牌的重要性？而且，由于一开始便战果辉煌，不仅罗马人民为之疯狂，连奥古斯都也都以为失去阿古力巴所造成的缺口已经完全补起来了。这种情况下，更使人忘记了王牌的重要性。

东边是专心致力於建立多瑙河防线的台伯留和军团，负责进攻日耳曼的弟弟杜鲁斯则率领五个军团前往北方战线。

相对于台伯留在多瑙河以南保守但扎实的征服方式，杜鲁斯的日耳曼战线就比较与众不同了，因为他采取的是从北海往南进攻的作战法。






西元前12年，杜鲁斯的行进路线




首先在古代的特拉伊艾克屯（现在的乌特雷奇Utrecht）附近挖凿运河，将莱茵河与伊吉瑟湾（Ijssel）链接起来，然后搭乘莱茵河上準备好的船队，航向北海。到达北海之后转而向东，沿着海岸航行，从另一条也是注入北海的埃姆河（Ems）河口逆流而上，直搅日耳曼的心脏地带。以现代战来比喻，就好像用飞机把空降部队载到敌营上方丟下一样。如果同时派军从西边莱茵河东进，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战果，但是由于多瑙河南岸的制压行动必须同时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了吧！

虽然没有北、西夹攻，但是西元前12年的进攻行动仍然是大成功。从埃姆河中游登陆的杜鲁斯军团，甚至到达了更东边的威悉河（Weser），将日耳曼部族一个一个地制服。日耳曼人一定没想到南方的罗马人会采取这样的作战方式。和地中海比起来，北海即使在夏天也是波涛汹湧的。以现代来说，埃姆河就在荷兰国境附近，但是威悉河就完全在德国的中部了。罗马人接到这个捷报，自然认为继高卢之后，日耳曼民族也将被征服。

隔年，西元前11年，年轻的杜鲁斯将军改变了进攻日耳曼的路线，他采取从莱茵河沿岸基地占田越过莱茵河往东进攻的路线，这一年，罗马军也到达了日耳曼的心脏地带。从威悉河中游返回莱茵河西岸基地过冬时，去和回来的路线又不同，是远远绕经北方的路线。罗马军的征服行动不只是遇见敌人就攻而已，还伴随着在战略要地建筑城塞、各要塞间开筑道路、河上架桥等等工兵的工作。这些都是穿过森林与森林之间进行的，而这些森林连白天也是黑漆漆的，所以，进攻未开化之地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元前11年，杜鲁斯的行进路线




隔年，西元前10年，杜鲁斯判断是向最终目标易北河前进的时刻了，他决定花二年的时间来进攻易北河，期间不返回莱茵河，就在日耳曼心脏地带过冬。西元前10年，杜鲁斯二十八岁，第一次被选为执政官。包括奥古斯都和罗马人都对这位年轻的将军抱着极大的期望。





另一方面，首都罗马不断接到三十二岁的台伯留和二十八岁的杜鲁斯兄弟传回的捷报，而五十三岁的奥古斯都也正準备将本国义大利的行政组织规划做个结束。

这次奥古斯都还是和往常一样，他不是一次做好决定案，而是一点一点地修正不完全之处，同时又将之纳入决定案之中。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面对既成事实，只能表示赞成。虽然，看起来好像被迫赞成，但是之所以没有反对的声音，也是因为奥古斯都做得很好，根本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在「重整」方面，奥古斯都可算是天才。




行政改革



奥古斯都实施重整的基本方针并不是要求同时提昇整体，而是先建立几个「核心」，中央政府只控制这些「核心」，剩下的，以现代的说法，就是全部交给「民间资源」去发挥了。

他这个想法并不是理念的产物，而是因应需要所生。因为五百万罗马公民（成年男子的人数）要应付全帝国五千万人民的需要，所以才能长久维持下去。

但是这种想法并不是奥古斯都所独创的。罗马传说中的开国祖罗慕路斯的做法已经隐含着这种想法，之后不断地延续下来，早已经成为有血有肉的罗马人「哲学」了。 《列传》的作者——希腊人普鲁塔克（Ploutarch）是奥古斯都之后一百多年的人，他明白指出：罗马隆盛的原因就是——罗马人「败者同化」的生存方式。在古代，败者为奴是当然的道理，罗马人的这种做法有多吸引人，历经十八世纪人权宣言的现代人也许无法想像。但是在古代，连那高度文明的雅典也从未对败者为奴起过任何质疑，可见罗马的生存方式有多特殊。罗马人将这种方式扩展到帝国全境，使得特殊变成普遍。奥古斯都只是把这种罗马传统的哲学应用在帝国内所有的事情上使之制度化。





奥古斯都将北从阿尔卑斯山，南至墨西拿海峡的义大利半岛，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本国，分成十一个「州」（Regio）。这并不是拿着尺划出来的分割线，至於是否依照居民的族別，并且考虑传统、风俗差异之后才决定的合理自然的划分法，希望读者参照并列的二千年后现代义大利的「州」来做个比较。义大利语的「州」是“Regione”，显见只是将拉丁文的“Regio”加以义大利语化而已。现代义大利的「州」有十八个，因为二千年后人口增加了。


「第一州，拉丁姆·坎帕尼亚」——现在的拉翠欧、坎帕尼亚两州




「第二州，阿普利亚」——现在的普利亚




「第三州，卢卡尼亚·布鲁契姆」——现在的巴吉利卡他、加勒布利亚两州




「第四州，萨谟奈」——现在的阿布卢左、毛利杰两州




「第五州，比捷姆」——现在的马耳凯




「第六州，温布罗」——现在的温布里亚




「第七州，伊特鲁里亚」——现在的托斯卡那




「第八州，艾米利亚」——现在的艾米利亚·罗马尼亚




「第九州，利格利亚」——现在的利格利亚




「第十州，威尼提亚」——现在的威尼特·胡利伍利·威尼斯




（「胡利伍利」这句义大利文是从朱利斯·凯撒的“Julius”而来的）以及多连第诺·阿特亚吉杰，共计三州




「第十一州，特朗斯巴达纳」——现在的朗巴第亚、皮耶蒙特、渥雷·达欧斯塔，共计三州








下：现在的十八州 上：奥古斯都所定的十一州




当时，凯撒将卢比孔河以北之地从属省纳入本国，也就是现代的北义。北义的「州」数一直增加是因为二千年后，和卢比孔河以南相比，这边力量大增的结果。





奥古斯都划分各「州」，除了希望中央集权能够更有效运作之外，同时也有意建立地方分权制度。这就是罗马重视平衡的例子，为了追求高效率而衍生的集权和分权共存方式。

在奥古斯都的主导下，罗马的国政渐渐从共和政体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移到了皇帝主导的「内阁」手上，但是古代的公民是指有权以投票方式参与政治的人，如果无法让他们参与政事的意愿得到满足，这份不满可能随时会借机爆发出来。奥古斯都就是借着州制度的建立，将州内部的自治交由当地居民，也就是有权公民来担任。

而且，奥古斯都不只给予地方公民所属自治体（州或区）的自治权，前面也曾叙述过，首都罗马举行的公民大会中选举国政要职担任者时，各州的表决结果也统计在内。这么一来，有选举权者的参政欲望也得到满足。现代挖掘出来的庞贝古城遗蹟中，墙上还贴着很多当时的「选举海报」，由此可知，连庞贝这种地方性的中型都市，选举情况也是很热闹的。分割成十一「州」的本国义大利，等于是十一个具有自治权的州的联合体——这在研究者之间已经成为定论了。如果做个大胆的比较，罗马帝国比较像现代的美国，而不像历史上任何其他的帝国。





不过，满足公民参政欲望的问题，在首都还没有解决呢!

奥古斯都把首都罗马分成十四个「区」（Regio）。

有趣的是，在拉丁语中，首都罗马的十四个「区」与本国义大利的十一个「州」，用的都是同一个字“Regio”。顺便提一下，军团的拉丁语名是“Legio”。

虽然奥古斯都用同一个字“Regio”来表示首都的「区」与本国义大利的「州」，但是后代的我们如果不区別「区」与「州」，可能意思会混淆。至於奥古斯都为何要以同一个字来代表「州」与「区」呢？这很容易猜想出来。

因为这些区也是选举区的划分。古代罗马的选举方式基本上和美国的总统选举相似。不是以投票者的票数来计算决定，而是先以各州、各区中票数最多的当作该州、该区的意向，等于是该州、该区的「票」。共和时代首都罗马的选举区只有四个，由于人口增加，以及居民的居住地从市中心扩展到周边地带，所以选举区才增加为十四个。各区的大小不一，一定也是因为考虑到各区公民人数才如此划分的。

看了首都罗马的分区地图，第二个让我注意到的是，奥古斯都在划分「区」时，完全不受共和时代建筑的「塞尔维斯城墙」（Servius）所影响，可说根本无视於城墙的存在。

凯撒认为「和平」是新生罗马要走的路，首都罗马不需要防卫墙，看来后继者奥古斯都是完全理解而且继承这个想法。下图也顺便标示了「奥雷里安城墙」（Aurelianus）的位置，这个城墙是在西元三世纪末所建。因为当时「罗马和平」已经摇摇欲坠，不能再坚持说首都不需要防卫墙了。也就是说，在「奥雷利安城墙」建造前的这三百年间，罗马一直都是没有防卫墙的都市。

即使在二千年后的现在，「塞尔维斯城墙」的遗蹟还有二、三处存在，可以想见奥古斯都时代一定还留有更多。只是，遵循遗留下来的东西和对遗留下来的东西视而不见是不一样的。帝政时代的罗马在关于首都的想法上已经超越共和时代了。最好的例子就是超出台伯河西岸的「第十四区」的设置。台伯河也因此从自然的防卫线变成了流过都市内部的河川。





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够无视於共和时代的城墙，将罗马分成十四个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各「区」内又再分为二百六十五个「市镇」。如果单单只是分成十四个区，「区」的内部有可能被「塞尔维斯城墙」截断而产生许多不便；但如果是「市镇」，城墙的这边是一个「市镇」，城墙的那边是另一个「市镇」，就没什么问题了。由于附图是略图，所以各区的分隔看起来是直线的，实际上应该是更详细的「区」隔才对。






奥古斯都制定的首都罗马十四个分区图




各「区」、各「市镇」的区长、市镇长、助理也都决定由选举选出。这些公务员，奥古斯都继承凯撒的解放奴隸采用政策，有许多由原本是奴隸来担任，包括元老院议员，还有皇帝奥古斯都也是居民的一份子。为什么会肯让从前当过奴隸的人来担任「区」或「市镇」的行政官呢？原因不只因为这是奥古斯都的录用政策。因为区长或市镇长的工作完全属于行政官僚，包括区内、市镇内的整修、清扫、管理十字路口所立的祭坛和小庙等等。管理三百人左右居民的「市镇长」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要正确统计出辖区内失业者，也就是有权接受免费小麦配给的贫民人数，可说也兼任社会福利局的工作。





奥古斯都本身没什么率兵作战的经验。由于自己没有资格称呼士兵们「战友诸君」，也禁止阿古力巴、台伯留和杜鲁斯使用这个称呼，而只称士兵们「战士诸君」。但是奥古斯都知道人在有责任感和自信心时是最会工作的生物，从指挥者这方来看就是最好驱使的时候。奥古斯都知道首都的居民也像其他义大利地方的居民一样，甚至更强烈地想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事情。国家保证提供人民免於挨饿的粮食，但是到底谁需要这些粮食就由人民自己来决定了。

结果提报的人数总计是二十万多一点，虽然已经超过「父亲」凯撒所定的上限十五万，但是奥古斯都仍然全部接受。不过，接受社会福利的公民数每年都要重新查定，因此每年人数都有变动。

无论如何，有的问题也许适合人民自己决定，但是还有最好不要人民自己决定的问题，以及人民自己决定了反而不好的问题。





前面已经叙述过，奥古斯都设立了一个「粮食局局长」，以确保首都居民的「食」没有问题。还有「水」的问题也设置了「水道局局长」。

除此之外，由首代皇帝奥古斯都先著手，二代皇帝台伯留予以常设的官职还有：负责台伯河氾滥问题的「台伯河治水官」、维护首都罗马公共建设的「公共建筑、神庙修护官」。这些官职都要元老院议员中具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验者才能就任，可见其重要性，也同时表示这些都是荣誉公职。

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还不如说「条条大路发自罗马」比较接近事实。对罗马式道路的维护，奥古斯都也设了专门的担任官。「道路担任官」是本来就存在的公职，奥古斯都又将它改为常设了。我认为是否了解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有无财力实现是评断一个民族活力的基準。奥古斯都借由设置专门负责的机关，以告诉后代的罗马人维护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一项国家不得不为人民提供的保障，那就是安全。不是国防的安全，是指公共的安全，因此警察制度的导入就变成必要的。





成为「世界首都」的罗马已经是百万都市了，如果放任治安问题不管，人民只有各自使用自卫手段，到时候只有有财力使用自卫手段的人才能够享受安全。而且这种私警制度会导致以暴力解决事情的风气，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罗马帝国的“Pax”（和平）奥古斯都设置了常设军事力，为了首都罗马的“Pax”，奥古斯都也考虑到常设警力的必要性。

共和时代，公共安全也不是放任不管的。执政官的任务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都市内的保安。执政官两人不得不同时离开罗马时，一定设一个「代理」。凯撒也没有忽略这点，奥古斯都则多半请马西纳斯来担任「代理」。但是这只是临时的职务，并没有常设。将许多临时职予以常设化的奥古斯都也将警察常设了。





「警政总监」决定任命元老院议员中有执政官经验者担任，可见这是一个重要的官职。

「警政总监」之下当然是设置警察官，由三大队组成，一大队有一千人，所以首都罗马的保安是由三千位警察官负责执行。

此外，奥古斯都也没有忘记设置「消防厅」。消防员分成七大队，一大队也是一千人，首都罗马的十四区，每二区由一大队负责。消防队员采用很多解放奴隸，每一大队的指挥官多半由罗马军团中的百人队队长退役后来担任。消防厅长官由元老院议员来担任的例子也不稀奇，这也证明了罗马的为政者对消防工作的重视。在这百万都市中火灾出奇的少，是因为很早就完成了消防系统。

这些「总监」、「局长」、「担任官」都不是选举选出来的，而是由皇帝主导的「内阁」推举，经过「元老院」同意之后任命的官职，属于任命制。因此，其任期并不是一年，通常是长期性的，期间有发给薪水，等于是官僚。帝政时期，罗马的政治负责人（政治家）和行政负责人（官僚）的不同，是以这些领导阶级者是无给薪（不过有经费）的责任职，还是有给薪的职业来区分的。




杜鲁斯之死



西元前9年，刚过完年，四年前开始动工的「和平祭坛」终于完成。1月的寒气在南国罗马的晴天下，只是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并不觉得冷。在这股晴朗的冷气中，由奥古斯都带领著家族和元老院议员全体成员一起参加和平祭坛的完成仪式。排列的顺序就像祭坛两侧浮雕（请参照156~161页的图）所示，参加人员从古罗马广场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前进到达「和平祭坛」之后，便在祭坛内部杀牛烤牛。透过没有墙壁的列柱回廊，围绕在周围的民众都可以看见排列祭祀的高官显贵，以及因为烧烤祭品而从无天花板的祭坛中笔直上昇天际的烟。这些群众不只是旁观者，他们也一起祈求著和平的确立，因为“Pax”已经成为罗马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国家目标了。

在「和平祭坛」南侧的壁面上描绘的皇帝家族中，未能参加这一天完成仪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三年前去世的阿古力巴。将一生奉献给公共利益，协助奥古斯都成就大业的阿古力巴，「和平祭坛」等于是他的墓碑。另外一个缺席的是远在日耳曼转战的杜鲁斯。负责多瑙河南岸一带制压行动的台伯留，利用冬季的休战期间回到罗马。但是预备等待春天时一股作气攻到易北河的杜鲁斯，则留在日耳曼的心脏地带扎营过冬。雕刻家不知是否也考虑到这方面的事情，台伯留的雕像是著平常的长袍，而将杜鲁斯一个人描绘成军装之姿。

但是，没想到「和平祭坛」庆祝完成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刻在上面的皇帝「家族肖像」又变成了其中另一位的墓碑了。这绝对是準备迎接五十四岁的奥古斯都所料想不到的吧！日耳曼战线进行得很顺利，而领军的杜鲁斯不过二十九岁而已。





罗马人对生死的观念既非宗教也非哲学，他们甚至觉得用生死观这个字眼太过夸张其事了而不愿意用，我认为他们的生死观是非常健全的。他们对死一点也不避讳。在讲到「人」的时候，甚至常常以「必死者」这种说法来表示。坟墓也不是集中在和生者隔离的地方。虽然有人就埋在郊外独栋別墅的庭园一角，但是即使是有庭园別墅的人也喜欢特地将坟墓沿街而建。不管是阿庇亚大道或是弗拉米尼亚大道，只要是罗马式的街道，一出都市就可以看到街道两旁排列著各式各样的坟墓，而且分属于各阶层的人。街道是生者来来往往之地，罗马人死后也希望能尽量靠近生者。

尤其是人来人往最多的都市附近的道路是坟墓夹道，走在路上就好像从墓地之间穿过一般。这些坟墓像在竞赛一样造型千变万化，刻在墓碑上的碑文也是五花八门，为旅行者提供最好的休憩场所和时光。碑文中也不乏愉快的文章，充分展现出罗马人健全的生死观。


「喂！经过的人哪！要不要到这里来休息一下？摇头。什么，不想休息！別忘了，你自己早晚也会住到这里面来的！」




「幸运的女神对所有的人都做了承诺，可从来没见她遵守过约定。所以，好好过你的每一天，好好把握你的每一小时——在那个没有什么永远的世界。」




「敬告读此碑者：健健康康，好好爱人，在你进来之前的每一天。」







奥古斯都也是罗马人，虽然身体不强健但也不会费尽心力来得到健康，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刻在「和平祭坛」上包括自己在内的家族肖像，总有一天都将成为墓碑，这一点他一定也很明白。所以并没有将死去的阿古力巴排除在外，仍然把他像活着一样刻在家族肖像中。但是成就许多功业之后死去的五十一岁和一切正在进展中的二十九岁死亡是不一样的。一样是突如其来的死亡通知，得到消息的人感受却是不同的。





西元前9年春天到夏天、然后再到秋天，从日耳曼前线来的好消息不断。尤其夏天那通「罗马军到达易北河」的捷报，更是奥古斯都日夜盼望的。这份战果让人觉得挡在罗马军前面的日耳曼民族已经一族都不剩了。这么一来，取代莱茵河=多瑙河的易北河=多瑙河防线终于确立，奥古斯都不仅高兴，同时心里的大石头也得以放下。

奥古斯都违反「父亲」凯撒遗志的事还有：绕着梵蒂冈（Vatican）背后挖掘运河以解决台伯河的洪水问题、把阿庇亚街道旁的沼泽地带排干变成耕地等，但是这些和北移防卫线比起来，不过是小小的背叛行为。但是征服日耳曼民族等于是不善战斗的自己违反了战斗高手凯撒决定的事，因此比起其他战线，他特別担心日耳曼战线的结果。虽然说他已身拥最高权力，但是在罗马的从政者阶级中，认识凯撒的人还是很多，於是每一件事这「父子」俩就会被拿来比较。

年轻将军杜鲁斯在军事方面果真不是泛泛之辈。

首先在四年间三度进攻，没有一次用同样的方式进攻。而且出发地点也是三次都不一样。最后的远征是从莱茵河沿岸的摩根提亚肯（现在德国的梅因兹Mainz）出发。这样做必定是为了躲开日耳曼人向出发地点的攻击，以及颠覆日耳曼方面的迎击準备。实际上，日耳曼方面连该在那里设置迎击据点都没法预估。






西元前10年~前9年杜鲁斯的行进路线




杜鲁斯率领的大军到达易北河之后，预定从別的路径返回梅因兹。去和回来走不同的路，是因为罗马军进军时不单单只是军队前进而已，一边行军还要一边铺路、架桥，在战略要地建筑城塞。因此只要罗马军通过一次，该地的「社会基础」（公共建设）便能建设完成，虽然只是基本雏形，但是对于之后的统治是十分有帮助的。因为沿途要进行建设，从易北河返回的罗马军接近莱茵河时，北国的日耳曼已经迎接冬天的到来了。





意想不到的事故发生时罗马军正在雪地里行军，率领著凯旋军团的杜鲁斯不知什么缘故从马上掉下来，而且不是单纯的摔伤。据说如果随团的军医在判明病情之后能够大胆的处置，事态就不至於加重。因为摔马骨折的腿情况恶化，如果施行手术切断，也许生命可以保住，但是结果并没有切断将军的腿，是因为杜鲁斯不愿意，还是军医没有勇气就不晓得了。总之，总司令官的病情一直恶化，於是根据他的指示首先通知了在多瑙河战线的哥哥台伯留。

幸好台伯留已经进入了冬营地。两兄弟的感情一向很好，接到通知之后，哥哥只带着一队骑兵，飞奔过冬日的山野，到达了弟弟的扎营地。从来不曾怯敌的年轻武将就在大自己四岁的哥哥手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敬爱杜鲁斯的官兵希望将杜鲁斯和那些在远征中阵亡的士兵一样葬在日耳曼的土地上，因为他们认为这块地不久也会成为罗马的国土。但是台伯留仍然坚持将弟弟的遗体带回罗马。台伯留是一位一级的武将，而且他的战历全都是在前线指挥得来的，也许因此他对于日耳曼地方的罗马化，并不像奥古斯都或是那些官兵那么肯定。

奥古斯都的想法虽然和台伯留不同，但是他也同意将杜鲁斯的遗体运回罗马。官兵轮流扛着杜鲁斯的棺木往南前进，台伯留可能在旁徒步相伴；而皇帝也亲自前往北义的帕微亚（Pavia）迎接。两队人马在帕微亚会合之后，载着棺木的马车在前，奥古斯都乘坐的马车在后，一行人一同返回罗马。

台伯留到达帕微亚之后并没有再伴随着弟弟的遗体南行。不知是奥古斯都的命令或是台伯留自己的建言，他立刻又返回莱茵河防线去了。日耳曼人一定也得知杜鲁斯死亡的消息，严寒的冬天他们无法发动攻击，但是入春之后可以想见一定会有攻击行动。目前还算平静的多瑙河前线暂时先撇下，守住莱茵河防线的重责大任又交到台伯留手中。「和平祭坛」一完成，就成了两位有功者的墓碑了。




台伯留的引退



奥古斯都比较疼爱他两个继子中的弟弟杜鲁斯，这是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很喜欢提的话题。年纪轻轻就去世的人总是容易得到同情，所以尽管后来还发生了许多波折，但是这一点对继奥古斯都之后，成为二代皇帝的台伯留来说就很不利。即使是不十分了解内情的外人的判断，也一定含有几分的真实。如果站在奥古斯都的立场来看，这个判断可能相当接近事实。





奥古斯都不是一个对谁都能敞开心胸的人，不管情况是苦是乐都无妨。性格开朗的凯撒，身旁总是笑声不断，周围的人都会被这种乐观的性格所感染；相反的，奥古斯都的身旁却常是静默的，人们都在一旁看着他，这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前者是带动众人的感情，后者则是令人心怀佩服。

虽然这样，但并不能断言奥古斯都的性格就是闭锁的。我想拥有两位能够敞开心胸的挚友——阿古力巴和马西纳斯，是奥古斯都最大的幸福。奥古斯都不轻易让人窥知他的内心，是为了政治理想的实现，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与人相处。

不过，非必要不轻易对他人展现内心的倾向，主要仍是受性格所左右。而人常常会比较喜欢和自己性格相反的人。性格闭塞的奥古斯都比较喜欢性格开放的杜鲁斯，也可说是人心的自然倾向，不是理性所能控制的。这是在次男身上常见的例子，性格开放的杜鲁斯非常受人喜爱。

但是別忘了，奥古斯都是不会让私情妨害到公共利益的人，如果杜鲁斯生性无能，奥古斯都就不可能喜欢他并重用他了。事实上，杜鲁斯是很有才干的人，而且不只在战场上英勇有谋，奥古斯都重整之后，将高卢交给他治理，杜鲁斯也是做得有声有色。从奥古斯都之下，所有罗马人民为他的死而伤心是当然的，但是连被他统治的高卢人都为年轻统治者的死亡而衷心哀悼。

说到才能，台伯留也是才能出众的人，只是杜鲁斯对奥古斯都而言，除了是政治、军事两方面的得意助手之外，在另一件占据皇帝心思的事情上也是很好的助手。在执著於血统承续的奥古斯都眼中，恐怕杜鲁斯在这方面的贡献毫不逊於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就。二十九岁死去的杜鲁斯和奥古斯都的外甥女之间生有两男一女，最大的男孩六岁。而当时一岁的幼子克劳狄斯在五十年后成为罗马的皇帝。

台伯留在延续奥古斯都的血统上简直一点忙都没有帮上。奥古斯都令台伯留和好友阿古力巴的女儿离婚，与自己的独生女尤莉亚再婚，就是为了希望承续自己血统的人越多越好。在那个孩童死亡率高的时代，光是阿古力巴和尤莉亚所生的三男二女还不能让他安心。写到这里，我忍不住感叹：没想到在这方面，阿古力巴也帮了奥古斯都十足的大忙。

被迫和爱妻离婚，与皇帝的独生女再婚的台伯留，一开始似乎也曾努力要使这段婚姻生活幸福，但是为了某个决定性的因素，夫妻无法合得来。根据史实记载，尤莉亚的品格并不好，据我推测，可能是重视品格的台伯留，无法忍受尤莉亚低下的品格所致。即使不爱也可以假装一下呀！但是台伯留是连装装样子都不会的男人。两人之间虽然有生孩子，但是一生下来就死掉了，好像就是从此之后，夫妇就开始分房睡了。这种事情经由家中的奴隸传出去，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台伯留一直在前线专心於工作也是和皇帝之女关系恶化的原因。

对奥古斯都来说，特地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台伯留却一点也没帮上忙，这件事便成为奥古斯都对台伯留不满的主要原因。

奥古斯都这个人在政治心理学方面可说是专家，但是为什么对于个人的心理却一点也没有知觉呢？以古代的审美标準来看，奥古斯都比起凯撒可以算是一等一的美男子，但是如果说到受女性欢迎与否，我想他大概不怎么受欢迎。因为女人的感性可不能随便看待，女人也不是以权力或美貌为饵就可以轻易上钩的。

尽管台伯留的才能充分受到肯定，但是使得奥古斯都和台伯留之间产生隔阂的要因可能还有一个，而这件事上台伯留一点责任都没有，奥古斯都才是问题的关键。





奥古斯都虽然是凯撒外甥女的儿子，但是他的出身充其量不过是地方上的有力人士，在罗马社会结构中属于元老院阶级之下的「骑士阶级」。奥古斯都十七岁时受到凯撒赏识，拔擢为后继者，同时留下遗言将「朱利斯·凯撒」这个名字赠与他。因为凯撒知道，虽然奥古斯都具有后继者素质，但是在出身方面不太合宜，於是才将罗马数一数二的名门贵族朱利斯一族现任主人的名字赠给他。

假如奥古斯都也和凯撒一样，以实力来选择后继者，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奥古斯都实力也重要，血缘也重要的想法，使得他在挑选后继者时吃尽了苦头。自己是因实力而被选中的人，结果却重视起血缘来，没有比这更矛盾的了。如果说有谁能看透奥古斯都的这份矛盾，那就是台伯留了。

台伯留出身自克劳狄斯一门，论起家族历史，一点也不输朱利斯家族，而且出自克劳狄斯家族的有功人士之多，更是朱利斯一族远不能及。西元前四世纪最初铺设罗马式道路，也就是阿庇亚大道的阿庇尤斯（Appius）就是台伯留的祖先之一。后来台伯留的言行证明，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身上流着罗马最优秀的名门——克劳狄斯家的血。

虽然杜鲁斯也是克劳狄斯家族的后代，但是长男和次男就是不同。次男多半可以不拘泥於这种事情，因此杜鲁斯也比较容易走进奥古斯都的心中。

但是心怀矛盾的不只是奥古斯都一个人，台伯留也有他自己的矛盾。随着年岁成长，台伯留对继父的政治越来越有同感，所以，假如奥古斯都不执著於什么血统的传承（实际上不过是地方上一介有力人士的血统），堂堂正正地贯彻尊重实力主义的原则，那么台伯留对这位从小将自己带在身边培育的继父，就可以不感到任何矛盾地全心敬爱。但是，从台伯留的立场来看，虽然对奥古斯都的统治才能非常心醉，但是奥古斯都却为了延续自己并不怎么高贵的血统费尽心力，而且使得台伯留竟也成了这件事的牺牲者。

这两人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开始紧张，奥古斯都似乎认为台伯留和尤莉亚的不睦是深藏的矛盾浮上表面的开端。但是弟弟杜鲁斯的死在台伯留心中留下多大的阴影，奥古斯都这个对別人心情毫无所感的人是想像不到的。而在隔年，也就是西元前8年，奥古斯都在这方面最好的商谈对象马西纳斯也永远离开了。





从西元前12年到前8年，四年间接连失去阿古力巴、杜鲁斯、马西纳斯，五十五岁的奥古斯都认为现在唯一能够依靠的就只有三十四岁的台伯留。因为阿古力巴和尤莉亚的孩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孙子——盖乌斯和卢基乌斯分別才十二岁和九岁而已。看看周围，能够率军去确立帝国防线的，看来看去也只有台伯留一人。

其实这只是奥古斯都由于缺乏前线经验所产生的错觉。只要累积前线战斗的经验，不管是元老院议员的儿子、「骑士阶级」出身者，或者像阿古力巴那样的平民青年，都可以成为可用的人才。如果素质良好，多给机会磨练自然会成长。缺乏前线经验的奥古斯都根本不了解什么「机会」。结果，确立帝国北方防线的任务，也是帝国全境最困难的战线就全部交到台伯留一个人的肩上。

在这种情况下，台伯留別无选择，只能好好的干。多瑙河以南一带，军团制压行动过后的战后处理也朝着罗马化的方向进行中。而日耳曼方面也没有如当初预想的因杜鲁斯之死而发生日耳曼民族的大反击，因此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就判断防线北移易北河的行动已经成功。

但是，这只是第一阶段的成功而已。连善战的凯撒都要花上八年的时间才得以完全制服高卢。四年的时间不管由谁来执行都不可能完成日耳曼民族的征服工作，因为要收服未开化的民族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且日耳曼民族不同于高卢人，他们大多数都喜欢定居在一处。杜鲁斯和旗下士兵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地区所开筑的道路，并不像莱茵河以西的路面铺有石板，只是在原野中开出一条路，把土弄平而已。如果就这么放着不管，不久就会被原野所淹没。军团的征服行动也是，如果就这么中断，不会停留在中断时的状态，而是回到征服行动开始以前的状态。这些都是缺少前线经验的奥古斯都所无法理解的。

奥古斯都和台伯留意见不同就是因为一个认为日耳曼征服行动已经完成，另一个则认为尚未完成。奥古斯都推举利用冬季休战期回到首都的台伯留为西元前7年的执政官，台伯留也当选了。但是到了春天，台伯留又再度回到日耳曼战线去了。隔年的西元前6年，奥古斯都对元老院提出赋予台伯留五年期限的「护民官特权」，元老院也同意了。

曾经拥有「护民官特权」这项包括政策立案权和否决权两项大权的，除了奥古斯都之外只有和尤莉亚再婚成为奥古斯都女婿的阿古力巴一个人。因为当时健康情形不稳的奥古斯都考虑到，万一孙子盖乌斯和卢基乌斯未达法定统治年龄（罗马为三十岁）前，自己便先死了，希望由阿古力巴来继任统治者。西元前6年时，各相关者的年龄分別是：奥古斯都五十七岁；孙子盖乌斯·凯撒十四岁；卢基乌斯·凯撒十一岁；台伯留三十六岁。





「护民官特权」可说是非常大的荣誉和权力，但是阿古力巴与台伯留在接受此项权力时的心境并不相同。

阿古力巴如果未受到凯撒的拔擢，或是如果只能在一个平庸的指挥官下工作，凭他的出身绝对无法爬上百人队长以上的地位。百人队长虽然是罗马军团的脊柱，但是在军团中的地位只是下士官而已。对阿古力巴而言，自从得到凯撒的重用，成为年轻奥古斯都的左右手之后的人生，全部都令他感到高兴和感激。不管是接受奥古斯都之讬负责执行首都罗马的都市计画，或者是和奥古斯都的独生女结婚，担任好比种马的任务，在阿古力巴眼中都只是协助奥古斯都的工作。而且，虽然奥古斯都属意他来继任统治的工作，但那也是为了将皇帝的位子传到自己儿子手上，所以在阿古力巴的心中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的纠葛。

但是台伯留就不同了。奥古斯都和台伯留之间并没有像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之间那种从十七岁开始苦乐与共而建立起的关系。而且台伯留是罗马名门中的名门克劳狄斯一族的后代，他被指定为继承者又是为了他一点也不爱的尤莉亚的儿子。奥古斯都给了台伯留「护民官特权」，但是并没有收他为养子。有后继者意味的养子是奥古斯都十四岁和十一岁的孙子，因此台伯留的立场很明显的只不过是过渡时期的统治者而已。

奥古斯都好像以为将这项只给过阿古力巴的荣誉赠与台伯留，台伯留应该会很高兴才对。而台伯留似乎只是默默地接受下来而已。

在这段期间，两人对日耳曼战线的应对方式，看法依然分歧。奥古斯都不认为日耳曼还需要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因此没有拨给台伯留足够的军事力。反而趁机命台伯留到东方去处理亚美尼亚王国再度兴起的不安局势。这项命令使得死了弟弟而深感孤立无援的台伯留，下了有生以来不曾有过的决心。





三十六岁的台伯留拒绝执行五十七岁的奥古斯都所下的命令，同时提出希望恢复独身的要求。

由于事出突然，奥古斯都不禁勃然大怒。他宣告不准台伯留丟下公职不管，但是台伯留并不屈从，即使母亲说干了口水，他也未曾改变他的决心。台伯留可说像是逃出来一样，离开了首都，就这样自己引退到罗德斯岛（Rhodos）了。当然，他是一个人去的。和妻子尤莉亚在实质上已经算是离婚了。

那些喜欢閒言閒语的史学家认为，刚刚进入壮年期的台伯留之所以突然引退，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嫉妒奥古斯都对两个孙子的宠爱。




第二，众所周知的，由于和妻子尤莉亚不和。



但是，三十六岁的人了还会嫉妒十四岁和十一岁的小孩吗？

而且和妻子的不和是从六年前就开始了，不需要到这个时候才做出什么决定性的行动。但是因为这涉及个人的情感，所以实际情形到底如何并不清楚。台伯留自己对这件事一句话也没有。

奥古斯都和台伯留都是器量卓越的人，他们的共通点就是「连不想看到的现实也看得清清楚楚」，两人都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之间的纠葛应该不会是来自一些无聊的问题。可能正因为两人都拥有卓越的才能，所以意见相左时便无法相让。如果阿古力巴和马西纳斯、杜鲁斯都还在，不管什么政策上的意见冲突，都可以经过这罗马政界五位重要人物的讨论来解决。不幸的是，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可以互相讨论。

总之，台伯留开始在罗德斯岛过着专心治学的生活。身为母亲的莉薇亚担心过着平民生活的儿子，特地向奥古斯都为儿子谋得一个奥古斯都「代理」的资格。据说莉薇亚为了这件事辛苦万分，因为奥古斯都真的从心底感到气愤。在责任感超强的奥古斯都眼中，台伯留的引退就等于是脱离战线，实际上也是这样。因为五十七岁的奥古斯都只好一个人去推动大罗马帝国的统治工作了。




第三章





统治后期




西元前5年~后14年




奥古斯都（五十八岁~七十七岁）





祖父奥古斯都



西元前5年，五十八岁的奥古斯都可能真的有点急了。这一年他的长孙盖乌斯·凯撒十五岁，已经是举行成年式的年龄了。

由于原先预定的「继任者」跑掉了，於是奥古斯都向元老院请求认可一件事，而这件事明显地揭露奥古斯都世袭的意图，那就是请求元老院承认刚刚举行过成年式的盖乌斯为预定执政官，以确保他五年后能够就任执政官之职。

「预定执政官」这个官职对元老院议员来说是初次听见，因为在共和时代根本就没有这种官职。而且当初重实力甚於血缘的凯撒，连在大权独握自任为终身独裁官之后也没有赋予后继者——当时十七岁的奥古斯都一官半职，更不用说将三十岁资格年限的元老院议席给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了。但是，奥古斯都不但为了十五岁亦孙亦子（养子）的盖乌斯新设了预定执政官的官职，而且还赋予元老院的议席，并且任命他为辅佐「最高神祇官」的「神官」之一。

到这个地步，任谁都看得出来——奥古斯都决定改行世袭制了。





在这段西元前后交接的时期，帝政并不一定带有世袭的意思。由于元老院的议员多数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的现实，所以他们可能还一直相信西元前27年时奥古斯都所发表的回归共和宣言。虽然有少数看穿现实的人，他们看到奥古斯都嘴上说要恢复共和政体，脑袋和手却一心一意在建立帝政，但是这些人对于奥古斯都以实力达成帝政一事却是认可的，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凯撒指定的后继者奥古斯都是没有实力的世袭者。可是十五岁的盖乌斯并不具有令这些人认同的资质，说明白点就是一个平庸的少年。

但是奥古斯都一心只想让承接自己血缘的盖乌斯和盖乌斯的弟弟卢基乌斯两人继位，因此当继任者跑掉之后，有必要尽早确立两兄弟的地位。卢基乌斯一满十五岁之后，奥古斯都也是让他就任「预定执政官」，并且赋予元老院议席，成为神祇官之一。但是这两个少年还必须得到一般公民的认同，於是奥古斯都考虑成立少年团，让这两人就任为「少年团」的「总裁」。不过，奥古斯都伟大之处就在于——即使是由私心发起的事，他也一定会以满足公共需求的形式来予以制度化。





听到「少年团」（Juventus）可能会先想到现代义大利的足球队，不过这里讲的是古代罗马的「少年团」（Juventus），拉丁语也是直接借过去用的。奥古斯都所加以制度化的「少年团」并非运动队伍的名称，而是以锻鍊身体、学习团队精神为目标，由九岁到十七岁的少年所组成的团体。

其实「少年团」也不是奥古斯都所独创的，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以及共和时代的罗马就已经有同种类的组织了，只不过是个別存在而已。奥古斯都所做的，一如往例，就是将它变成常设组织并且予以普及化。

「少年团」分成九岁到十三岁组以及十四岁到十七岁组，不只设在首都罗马，本国义大利的所有地方自治体都有成立；而且只要是拥有罗马公民权者的子弟就可以加入，因此解放奴隸的孩子也可以参加。

这些「少年团」都配有一到二人的教官以及担任会计工作的「审计官」来指导团员。「少年团」本身也分成一个个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再自成员当中选出一个领袖。

「少年团」的活动是在团员们各自结束上午私塾或是家教的课业学习之后才开始。少年们用完午餐后到附属于各「少年团」设备完善的体育馆或是竞技场集合，学习锻鍊身体和团队精神。

有意思的是，这些「少年团」的组织并不是公营的；奥古斯都自己就是首都一个「少年团」的赞助人。由于必须提供所有的体育设备，因此赞助金额绝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奥古斯都仍然贯彻他的民间赞助制度。对地方上的有力人士而言，赞助「少年团」就好像修复管理街道、神庙等公共建设一样，对罗马人来说是一种荣誉服务，换成现代方式来讲就是回馈社会。「少年团」的名称很多都是冠上所在地的名字，但是也有不少是以赞助者的名字来称呼的。

每年一度的全国体育竞赛，各地的「少年团」都会集合在一起比赛平日锻鍊的成果，啦啦队也会跟著来，十分热闹。有时候也会发生一时失控，演变成选手、啦啦队全都打成一团的情形，这一点和现代的足球比赛倒是满像的。

奥古斯都所创设的「少年团」和他所建立的其他许多制度一样，持续了整个帝政时代，壽命极长。当初只是为住在本国义大利的少年所设的组织，不久扩展到罗马公民所住的殖民都市，最后连属省居民之间也广为普及。这时候已经不限制拥有罗马公民权者的子弟才能加入了。





到了现代，首先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拿来模仿；然后，很多事都模仿墨索里尼的希特勒也跟进。而且，不只是右派的极权主义者模仿，左派的共产主义国家也照本宣科。现代人不管是左或右，不学学古代罗马同化败者的精神，就只会模仿那些敬礼和行进的方式，或是像这种「少年团」的事，真是让人感叹。纳粹的青年团（Hitler Jugend）连犹太裔的德国子弟都可以参加，可以说已经不算是纳粹主义了。





二年过去了，两兄弟分別是十七岁和十四岁的年纪。为了提升知名度，祖父皇帝让盖乌斯和卢基乌斯分別担任全国「少年团」的总裁和副总裁，虽然没有特別崭露头角的表现，至少也没出什么大错。只是，「少年团」的制度如此普及，更显示了奥古斯都过人的组织能力。

此外，值得称幸的是，台伯留引退罗德斯岛后，日耳曼民族偃旗息鼓，并未趁机发动攻击，而多瑙河防线也堪称平稳。和这两防线比较起来问题较少的其他属省，在奥古斯都重新整顿实施的各项制度下，顺利地逐步罗马化。这也就是说，罗马帝国未曾发生属地人民叛乱的例子。

別以为这个时期罗马帝国全境所享受的「和平」，是因为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多项制度从一开始就很完美，其实是因为全年无休的奥古斯都一直在监视著各项制度是否运作顺利。统治工作和街道相似，除了要有永续维护的清楚认知之外，不厌其烦、即知即行的行动力，以及充分支援的经济力都是缺一不可的。奥古斯都已经步入六十之龄，阿古力巴和马西纳斯都走了；杜鲁斯年纪轻轻也走了；台伯留则在罗德斯岛专心治学，过着优雅的生活。这段期间奥古斯都凭著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背负起一切治国的工作，实在令人感佩。可以确信奥古斯都这个人绝对不会做出「我不管了！」之类半途而废的事。

像这样的人物本来应该可以拥有平稳的老年生活，但是大家都知道，幸运女神也是很会嫉妒的。而且，没想到六十岁之后，奥古斯都所烦恼的问题就来自他的身边，也就是他的亲人。只是，仔细想一想，奥古斯都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女儿的丑闻



即使亲如父女，如果不去干涉他人的私生活就不会产生烦恼了。凯撒虽然将女儿当作政策婚姻的一颗棋子来用，但是并没有要女儿尤莉亚背负传递父亲血缘的任务，因为凯撒对于这方面的事并不执著。但是奥古斯都的女儿尤莉亚，虽然和凯撒的女儿同名，境遇却大不相同。为了生孩子传递父亲奥古斯都的血缘，尤莉亚可以说一生都被「送来送去」。

尤莉亚是西元前39年，当时还是屋大维的奥古斯都和诗古莉宝尼亚所生的女儿。诗古莉宝尼亚是庞培儿子的岳父的妹妹，对于当时身处权力斗争中心的屋大维来说，为了改善和庞培派之间的关系，和她结婚是必须的。

不过，这个政策婚姻在尤莉亚出生之前就已经不行了。由于是对方破坏了协定，奥古斯都很幸运地离了婚，也没有爱情的问题。但是奥古斯都第二次的婚姻倒是因为爱情而结的。出生才没多久的尤莉亚似乎根本就被父亲遗忘了，她是跟著母亲长大的。因为奥古斯都相信自己既然已得到一女，妻子莉薇亚又生过两个儿子，所以自己和妻子一定也会有孩子。直到奥古斯都明白无法期待莉薇亚为自己生子时，他才开始对女儿表示关心。

尤莉亚十四岁的时候，奥古斯都就让她嫁给了姊姊欧古塔薇亚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马尔凯斯。奥古斯都促成这项婚事的目的，与其说是考虑让外甥马尔凯斯成为自己的后继者，不如说是期待经由独生女尤莉亚的婚姻，为自己带来传承血统的孙子。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十四岁和十八岁的婚姻生活还像在扮家家酒，二年后还没有得到一儿半女，马尔凯斯就死了。虽然马尔凯斯的死让身为舅舅和岳父的奥古斯都以及母亲欧古塔薇亚深感悲痛，但是对奥古斯都来说，获得传递血缘的后继者这个目标尚未达成。十六岁成为寡妇的尤莉亚在二年后，等阿古力巴从东方归国，又被安排和这位父亲的「左右手」再婚了。这次是四十二岁和十八岁的婚姻生活。

虽然年龄差了一大截，但是这次的婚姻却为尤莉亚带来了幸福。尤莉亚以往夹在赢得奥古斯都爱情和敬意的美丽继母莉薇亚，以及温柔，但是自己女儿的事都忙不过来，无暇顾及姪女的姑姑欧古塔薇亚之间，每天必定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也许成熟的阿古力巴正好可以给予尤莉亚温柔和包容。九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生了三男二女，令奥古斯都欣喜若狂。

不过，这个婚姻因为阿古力巴的突然去世而结束。而奥古斯都虽然已经得到了三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却仍然没有放弃由女儿尤莉亚身上得到孙子的想法。他为女儿所选的第三任丈夫是妻子莉薇亚带过来的儿子台伯留。

为什么选上台伯留呢？许多罗马时代的史学家都认为，是希望儿子成为丈夫后继者的莉薇亚强烈要求的结果。但是奥古斯都这个人虽然对妻子不乏爱情和敬意，他却不是一个对妻子言听计从的人。我想选择台伯留为女儿第三度婚姻的对象，是奥古斯都冷静判断的结果。除了得到更多的孙子之外，万一自己有什么意外时，奥古斯都相信台伯留的能力也足以胜任「继任者」的工作。

虽然年龄上看起来，三十一岁的丈夫和二十八岁的妻子好像很合，但是尤莉亚第三次的婚姻一开始就不顺利。一方面是因为台伯留虽然被迫和前妻薇普莎尼亚离了婚，却无法将她忘怀；而女人即使明知不被爱，只要对方稍微做做样子也不是不能忍耐，但是台伯留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而且贵族出身的台伯留对于品性欠佳的尤莉亚大概也无法忍受。再加上台伯留对于妻子的不满既不说出来，也不以行动表示，他只是冷冷地理都不理。

尤莉亚和台伯留分房睡的事立刻传遍全罗马，从前是继母、现在是婆婆的莉薇亚态度一定变得更加冷淡了。和奥古斯都在战略上的意见冲突成为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台伯留终于跑到罗德斯岛去了。台伯留和奥古斯都之间关于战略上的冲突，市井小民并不晓得，对于那些认定台伯留离开是因为和妻子尤莉亚不和的人而言，尤莉亚成了被丈夫拋弃的女人。而且台伯留并未要求离婚，只是以分居的方式拋弃了她。

对于儿子放弃公职生活的原因，身为婆婆的莉薇亚一定也和市井小民一样认定是妻子尤莉亚的缘故。从不少史实中推测，莉薇亚并不是一个懂得政治的女人，而这一点对于身为丈夫的奥古斯都来说刚好。不过由此可以想像，莉薇亚对尤莉亚的态度除了从前的冷淡之外可能又增添了憎恨。而对尤莉亚来说，也许是唯一倾吐对象的姑姑欧古塔薇亚，在失去前夫阿古力巴那年也死了。身为一个没有离婚而被拋弃的妻子，尤莉亚不管在她全权掌握的家中，或是聚集了好奇眼光的外面，都只能活在难以忍受的气氛中。如果能够专心扶养孩子长大，可能別人的眼光也会改变，但是尤莉亚却欠缺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

皇帝独生女的行止不知何时开始成了大家特別喜爱的话题，总之，到了西元前2年，尤莉亚三十七岁时，已经演变到身为父亲的奥古斯都不出来做个明确的处理都不行的地步。

如果尤莉亚是处於离婚状态，充其量只不过是在罗马上流社会得到一个放荡女的恶名而已。但是在法律上，尤莉亚还是台伯留的妻子；即使台伯留想离婚，奥古斯都也一定不会答应的。奥古斯都为了使罗马帝国的领导阶层成为健全的家庭人，在十六年前，西元前18年时立了「朱利斯正式婚姻法」。这项法律在前面已经叙述过，是奖励正式结婚的，而离婚虽然不算违法，但却视为是违反善良社会风俗的行为。从这个法冠上朱利斯的族名可知，是奥古斯都提出并且期待积极实行的法律。因此他本人是不可能认可女儿离婚的。

除了「朱利斯正式婚姻法」之外，同时奥古斯都也提出了「朱利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光看名称就明白是责罚通奸行为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男女关系放荡的尤莉亚由于在法律上仍是人妻，於是她等于触犯了通奸罪。

「朱利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中规定，如果发生婚外关系的女性是有夫之妇，不但资产的三分之一要被没收，而且还要处以终身放逐孤岛之刑；此外，也禁止与生来即自由之身的拥有罗马公民权者再婚。除了当事者之外，这项法律中还规定，如果丈夫或父亲知道自己妻子或女儿的婚外姦情，却加以隐瞒或是知道了未采取任何行动者，便犯了「帮助卖春罪」。

在法治国家虽然许多事情是重公正甚於平等，但是唯独法的实施是万人平等的。而罗马人正是这种法治国家的创造者。身为法治国家罗马的最高领导人，奥古斯都对女儿的行为非得采取一些行动不可。

奥古斯都没有把女儿送上法庭，但是法律所规定的罚责全部都严格地实施了；他并不是依照国法，而是经由行使罗马法律所承认的「家长父权」来实践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尤莉亚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被收缴国库，父亲的遗产继承权也被剥夺。

最后被判终身放逐到拿坡里西方七十公里的海上孤岛旁德塔利亚（现在的芬多帖拿岛），这项刑责也确实严格执行了。

尤莉亚的通奸对象，奥古斯都则以自己握有最终裁判权的国法来处理，除了一人之外，其余全都被处以流放之刑。这一个例外是令奥古斯都怒气集中的人物，他是安东尼和芙维亚结婚所生的儿子，母亲芙维亚死后，由安东尼再婚的对象欧古塔薇亚扶养长大。奥古斯都对于这个名义上的外甥为何如此恼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尽管他是从前对手安东尼的儿子，奥古斯都仍然像对亲外甥一样厚待他。

他在西元前13年当上法务官，前10年就任执政官，前7年和前6年还出任亚细亚属省的总督。而西元前21年时，迎娶奥古斯都的姊姊，也就是他的继母欧古塔薇亚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女儿玛尔雀拉为妻。

这种礼遇足以证明奥古斯都确实把以往仇敌的儿子当成家族一员来看待，也可以说是奥古斯都「宽容」品德的最好例证。结果，女儿尤莉亚的通奸对象他竟然也有份！对奥古斯都来说也许就像是被自己所养的狗咬到手一样的感觉吧！

只有这个人被奥古斯都宣判死刑。不过这个人，也就是尤尔斯·安东尼还没被逮捕前就先自我了断了。

这个人和尤莉亚之间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偷情关系。第一，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了，尤尔斯·安东尼很明显地已经超过五十岁，尤莉亚则是三十七岁。第二，两个人身上都流着被奥古斯都打败的敌人的血。虽然现在他们算是胜利者奥古斯都身边的人，但是对他们来说，关系较深切的还是安东尼和庞培，而不是奥古斯都。如果说这两个人之间可能产生一种互怜的爱情关系，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笑我想像力太丰富了。





旁德塔利亚岛经过了二千年，到现在仍然是一座孤岛。面积只有一·三平方公里的这个小岛全都是荒地，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无法耕种的缘故，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为它带来任何改变。只有在小船才能靠岸的码头附近看得到树影，那边也只建了一栋监看国有地的公务员一家所住的宿舍。

由于奥古斯都将这个小岛变成私有地，成为帝政时代皇帝一族的流放地，因此这个小岛几乎完全维持著原来的面貌没有改变。一定是因为这个岛根本就不曾有人整顿过，因此后代的人也没有把小岛的建筑拆下来当作建筑材料用。看着海边的遗蹟可以想像在古代这里应该是建了优雅的小屋。我造访小岛时正是夏天，那时甚至觉得住在这里专心写作似乎也不错。

不过，从这座小岛的现代名「芬多帖拿岛」——意思是「强风」，可以知道，冬天由北方吹来的风必定非常惊人。在摇撼著全岛的强风中，皇帝的女儿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呢？身为父亲的奥古斯都甚至严禁女儿的流放生活中有任何的男性奴隸，仿佛对付放荡女人的方法只有使她无法靠近男色。除了自愿跟随女儿同行的诗古莉宝尼亚之外，尤莉亚的日常生活中就只有照料她的使女而已。对没什么教养的尤莉亚来说，大概没有多少可以忘忧的时光。

数年后（正确的时间史实中查不出来）尤莉亚的流放地从旁德塔利亚岛移到了雷其欧（Reggio Di Calabria）。雷其欧这个都市位在长靴形的义大利半岛的趾尖位置，据说这个古老城市是因为希腊人移民来才兴起的，不过皇帝的女儿并没有从此过起都市生活，因为对国法忠诚到底的奥古斯都只允许女儿在远离雷其欧的深山山庄中过着有如囚犯的生活。

西元后14年，奥古斯都死后几个月，尤莉亚也死了。从旁德塔利亚到雷其欧，经过了十六年的流放生活，尤莉亚死时五十三岁。




「国父」



西元前2年，奥古斯都行使父权处理了女儿的问题之后，以书信的方式向元老院报告了事情始末，不久便停止出席元老院会议，也不再出现在大众面前。据说是因为女儿的行为让他感到十分羞耻，无法再面对人群。

不过全国人民都晓得皇帝是硬撑着那不太健康的身体，在缺乏协助者的情况下，一个人致力於国家的统治工作。而这个皇帝现在却因女儿的事无颜面对大众，一时之间，同情之声从全国响起。

迫於人民沸腾的声音，元老院不得不请求奥古斯都出席元老院会议，而久未露面的奥古斯都也应邀出席，会中一位议员华雷利乌斯·梅萨拉代表元老院以及全体罗马公民发言。


「凯撒·奥古斯都：谨代表我们全体献上最深的祝福，愿你和你的家族得蒙幸运之神眷顾，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以及首都罗马的和平才能获得保障。




今天依照元老院和全体公民之意，在这里为你奉上「国父」的称号。」



这时，元老院全体议员都起立齐唱「国父凯撒·奥古斯都！」

六十一岁的皇帝并没有隐藏他的感动，任由泪水直流，奥古斯都回了一段感谢的话。


「元老院议员诸君：到今天我所有的愿望都陆续达成，除了祈求各位以及国民们在我的有生之年继续给我支持之外，我对那些不死的神祇们已经別无所祈求了。」



「国父」这项荣誉是凯撒所得过的荣誉当中，奥古斯都唯一还没有得到的。





在奥古斯都的答谢辞中，使用了「我所有的愿望」这句话，值得注意。

奥古斯都只说了「我所有的愿望」，并没有提到他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共和主义者可以解读为奥古斯都三十五岁时所宣布的恢复共和政体一事；赞成帝政的人也可以想成是奥古斯都巧妙地改行帝政一事；至於那些不关心政治体系的人则为奥古斯都确立「罗马和平」而感到高兴。

「一篇文章的好坏取决於所选择的用语」——说这句话的是凯撒，但是根本不善文章的奥古斯都即使因感动而哽咽，仍然记得「选择用语」；因为政治家是绝对不能有任何失言的情形发生的。

可惜奥古斯都并没有因为罗马人民的祈祷而从家庭的不幸当中解放出来。对一件事情执著的同时，必定也得付出一些代价。

根据小林秀雄的话，政治「既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技术，但是需要高度紧张的生活。」即使消化器官生来并不虚弱，政治持续的压力也足以使它耗弱。要在这种状态生存下去，我认为必须具备下列特质：


第一，透彻的认识力。包括自己能力的限度在内，即使不想看的现实情况也要看清楚。




第二，抱持著「日积月累的辛劳是影响成功的最大因素」这个信念，拥有绝不厌倦的持绩力。




第三，适度的乐观性。




第四，不管什么事都不走极端，具有平衡感。



即使迈入六十岁之后，奥古斯都仍然保有全部这些特质，只是缺少能够体察他的心意来行动的协助者。不幸的是，在这之前平静了二十年的东方领土，到了这个时期突然间风云变色。





西元前4年，以强制手段确保社会安定的犹太国王希律死了。他死后，犹太王国再度陷入两派对立的内乱状态，一派反对希律大王和他的三位后继者，主张脱离罗马完全独立；另一派则希望借由成为罗马的属省以确保犹太民族的延续。

罗马的东方外交政策是联络各友好国形成一个网，以达到各势力的均衡。这些同盟国的独裁统治或是暴政很容易发展成反对罗马帝国的声浪，就好像拉丁美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常常演变成反美活动一样。

犹太王国位于叙利亚属省以南，不只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两地安定的关键，也牵制著东边的帕提亚王国；因此对罗马而言，这个犹太问题必须趁尚未扩大之前加以解决。

同一个时期，牵制帕提亚的另一个关键国——亚美尼亚王国也陷入了不安状态。亲罗马派的国王在与东方蛮族的战斗中阵亡，东方专制国家的惯例戏码——家族内讧再度上演，而每当这种情形发生，邻国帕提亚就跑来干预内政。由于亚美尼亚是罗马的同盟国，所以才能对大国帕提亚产生吓阻作用，一旦亚美尼亚改投到帕提亚怀抱，那么罗马的东方政策就岌岌可危了。

奥古斯都将解决这个东方问题的任务交到已经十九岁的养子盖乌斯手中。这是一件光靠军事力解决不了，只凭外交手段也无法完成，既困难且微妙的任务。虽说没有別的适合人选可以讬付，但是我想六十来岁的奥古斯都会不会是无法摆脱祖父对孙儿的情感，因而对这个年轻人寄予了太多的期待。不过，他倒是派了一位老练的执政官马可斯·劳利斯为顾问同行。西元前1年，代理皇帝的十九岁年轻人浩浩荡荡地向东方出发了。





罗马帝国东半部的各属省、各个自由都市，以及各同盟国都以连日的庆典和连夜的宴飨来迎接这位年轻的皇帝继承人；而十九岁的盖乌斯也完全沈醉其中，本来是负有重大外交任务的公务旅行，却变成了好像「威尔斯王子」的视察之行。一行人途中经过萨摩斯岛的时候，隐居中的台伯留还特地从罗德斯岛跑来迎接，这对尊重年长者的罗马人来说可说是非常的礼遇，而台伯留的行动更使人们对皇位继承者的威势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对贵族出身的台伯留而言，他只不过是不愿失礼而已。

之后，年轻的皇子不知为什么，没有直接前往目的地，反而绕到埃及去了。由于埃及国情特殊，属于皇帝专管之地，他可能是想视察一下自己的领地也说不定；但是在那里也是没日没夜的欢迎活动，等到盖乌斯终于到达目的地之一的叙利亚属省时，已经白白浪费了二年的时间。

不过，奥古斯都派给孙子担任顾问的劳利斯似乎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也许罗马经过判断之后，觉得不要介入正处於纷乱状态的犹太王国比较好，因此一直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至於阻止大国帕提亚干涉罗马势力范围方面，则选择了以外交途径解决。

西元2年，为了再度确认罗马和帕提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在两国势力范围交界处的幼发拉底河中一个小岛举行簽字仪式。帕提亚方面派出王子为代表，罗马方面也是由「王子」盖乌斯担任主席。根据现场证人帕提可斯的话，幼发拉底河的东岸有帕提亚的军队，西岸则是罗马军团整齐的军容，是一次符合两大国地位的壮丽仪式。簽字仪式之后，盖乌斯便启程前往最终目的地亚美尼亚。

在首都接到报告的奥古斯都应该是可以抚胸松一口气了。这是年满二十一岁，可以担任执政官的盖乌斯身为统治者的第一次成功任务。





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回顾历史，在我们继续前进之前，有一件事不得不先停下来想一想。

那就是，既然这段时期位于西元前、后的分界上，那么耶稣应该诞生了才对，只是传说中耶稣的父亲约瑟和母亲玛利亚是为了赶回户籍地接受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国势调查，而在旅途中生下了耶稣，但是事实上，这段时间前后并未实施国势调查。

正确把握现状是统治的基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的奥古斯都在他统治期间曾经举行过三次正式的、全帝国规模的国势调查。当时犹太王国还是罗马的同盟国，不晓得调查范围是否有扩及到同盟国去？而根据奥古斯都自己在《业绩录》的记载，三次国势调查的时间分別是：


第一次，他和阿古力巴担任执政官那年，也就是西元前28年。




第二次，盖乌斯·肯索里斯和盖乌斯·阿西尼斯担任执政官那年，也就是西元前8年。




第三次，瑟古斯吐斯·庞培和瑟古斯吐斯·阿卜雷斯任执政官那年，也就是西元后14年。



由此可知，罗马几乎不用「建国X年」的推算法，而是采取「谁和谁担任执政官那年」的说法。至於西元X年，则是基督教兴盛之后，后世才出现的算法。

总之，如果以耶稣基督的诞辰为基準的「西元」编年体来记述，耶稣诞生前后罗马帝国并没有举行国势调查。如果说因为是远方的属国，所以时间上和罗马本国可能有一些差距，但是八年的差距也太多了；那么会不会是犹太王国自己举办的调查呢？事实上，当时的犹太王国正因为大王希律之死而陷入内乱状态，根本不可能举行什么国势调查。

那么，耶稣确实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耶稣基督就是在罗马进入全盛时期之际出生、生活、死亡的人，为什么还要等三百年之后基督教才普及到罗马呢？这点实在令人不解。





再回到罗马首皇帝身上。耶稣出生那年，奥古斯都正值六十三岁，后一年的西元2年对他来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

最初的通知是从马赛传来卢基乌斯的死讯。十八岁的卢基乌斯和哥哥一样被祖父收为养子，是奥古斯都的第二号继承人。前一年，为了累积军事经验，十七岁的卢基乌斯被派到西班牙去，在前往西班牙的途中於马赛长期逗留而染病不治，十八年的短暂生涯就这样结束。对準备迎接六十四岁的奥古斯都来说，这一定是非常重大的打击；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盖乌斯和帕提亚达成互不干涉协定的消息传回，使得奥古斯都又找回了希望。他想起还有一个继承人，而且这个年轻的继承人目前的表现还称得上令人满意。

同年，在罗德斯岛引退中的台伯留捎了一封信给奥古斯都，请求奥古斯都允许他返回罗马，理由是和前妻生的独生子即将举行成年式，他希望能够以父亲的身份出席观礼。奥古斯都将台伯留引退罗德斯岛视为弃守战线，因此对于台伯留的请求反应十分冷淡，要求他必须遵守严守私人立场，连元老院都不得出入的条件，才允许他在七年之后再度返国。

但是，隔年，刚刚进入西元3年，从唯一的继承者盖乌斯传回的报告，使得奥古斯都担心的程度大增。

事情的征候在前一年的年底就已经出现了。开始是帕提亚投诉说奥古斯都派给孙子的顾问劳利斯接受了帕提亚的钱财，因此采行对帕提亚有利的策略。盖乌斯似乎不疑有他，完全听信帕提亚的证言。更糟的是奥古斯都对这件事的态度并不明快，被冠上收贿罪名的劳利斯不愿意遭到返回罗马出庭受审的命运，便在异国自杀了。

西元3年起远征亚美尼亚之行，大家都看得出来，少了监督者的盖乌斯言行完全不符，所率领的士兵处於无法掌控的状态，因此还没有开始解决亚美尼亚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不安的阴影了。此外，亚美尼亚倾向於改善与邻国帕提亚的关系甚於继续在远方罗马霸权下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和亚美尼亚交涉对二十二岁的盖乌斯来说，实在太过困难了。

到达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一个亚美尼亚城塞进行交涉时，一切都还好，但是盖乌斯高傲的举动却惹怒了当地居民，结果发展成暴动，连一直主张和罗马恢复友好关系的亚美尼亚王族都受到威胁。虽然后来暴动被随行的罗马军团兵镇压下来，但是这么一来，亚美尼亚对于「保护者罗马」的信赖也全部荡然无存。用来牵制帕提亚的这张亚美尼亚牌似乎与罗马渐行渐远，转向帕提亚怀抱了。对这种情形，奥古斯都在罗马也只能静观其变。

但是，经过这个事件之后，罗马对亚美尼亚王国的影响力就消失了。相对于苏拉、庞培和凯撒先攻下再和谈的方式，奥古斯都的和平外交方式本身是很值得称许的做法，但是对付中、近东诸国的人民，只有力量强大才能发挥影响力。对亚美尼亚外交的失败，并不单是盖乌斯的无能所造成。

不过，这个失败必定对年轻的盖乌斯有所影响，而且镇压暴动时所受的伤也使得年轻皇子的气势加速衰减。

连军团都弃之不顾的盖乌斯修书给罗马的祖父，请求让他以私人身份引退。而奥古斯都费尽心力劝阻的回信，绝不是以严正的上位者姿态所写，而只是一个疼爱孙儿的祖父罢了。

从亚美尼亚逃离之后，盖乌斯在小亚细亚各地无目的地游荡，西元4年2月22日死于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利奇亚，据说死因是刀伤所引起的病症，死时未满二十三岁。

死了两个孙子兼继承人的奥古斯都，他的绝望程度不难想像。在公事文书中从来不夹带私人情感的他，也忍不住在《业绩录》中留下了下面一段话。


「年纪轻轻便被命运之神从我身边夺走的儿子——盖乌斯·凯撒和卢基乌斯·凯撒两人，由于元老院和罗马国民对我的敬意，在他们十五岁时便被任命为预定执政官，以保证五年后得以就任执政官。虽然如此年轻，但是从两人正式被介绍给国民那天起，元老院就同意让他们参与元老院的国事会议。」



正如奥古斯都自己所记，《业绩录》是在奥古斯都死的那年，也就是西元14年所写的。由此可知，即使过了十年，垂垂老矣的皇帝心中那道伤口仍然没有癒合。在奥古斯都六十六岁那年，他失去了所有与他流着相同血液的继承人。




台伯留复归



西元4年，办完盖乌斯·凯撒的葬礼之后，奥古斯都便将台伯留收为养子。在发表这项消息之前，六十六岁的奥古斯都和四十五岁的台伯留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会谈内容，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不过，大致情形应该不脱我们的想像。两个能够透彻地认清现实的人物，在经过私下长谈之后，达成一致的共识，所以一定是不涉私情全绕着政治打转的谈话。但是在世人眼中，奥古斯都将台伯留升格为养子的举动，只不过是因为血缘继承人全都死了，才不得不下的人事决定。

因为六十六岁的老皇帝在收四十五岁的台伯留为养子的同时，也将女儿尤莉亚所生，唯一还在的十六岁孙子阿古力巴·波斯唐姆斯收作养子。可见奥古斯都仍然未放弃对自己血统的执著。

元老院对台伯留升格为养子的决定理所当然地接受。而奥古斯都在发表和台伯留的养父子关系时，也对元老院提出要求，希望给予台伯留十年期限而且可以更新的「护民官特权」，这点也得到元老院的同意。虽然台伯留和尤莉亚再婚后曾经被授与五年期限的「护民官特权」，但是由于他的引退，这项特权早已自然解除了。

经由收为养子以及给予除了奥古斯都之外无人拥有的「护民官特权」，虽然台伯留实际上已经不是奥古斯都的女婿，也没有带给奥古斯都任何传承血统的孙儿，但是他就在这么明快的方式下成了奥古斯都的继承人。

奥古斯都还让台伯留和自己一样担任形同「内阁」的「第一公民辅佐委员会」的常任委员，而这样的地位以前只有阿古力巴有过。「内阁」的成员包括第一公民奥古斯都，还有该年的执政官两人，以及法务官、按察官等好比现代各厅院的长官代表各一人，再加上任期六个月的元老院代表二十人；其中除了奥古斯都之外，其他都是任期短暂的非常任委员。台伯留成为「内阁」的常任委员之后，万一奥古斯都有什么不幸，统治实务和所需权力的继承都可以顺利地完成。

元老院虽说是共和主义者最后的堡垒，但是对奥古斯都的这些策略，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反对声。我想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台伯留引退罗德斯岛达七年之久，但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仍然无人能比。



元老院议员也都了解，建立「罗马和平」是非常艰难的事业，尤其是确立边境防线的工作；要担负这个任务的人选除了地位之外，能力更是不可缺少，盖乌斯失败的例子使得他们看得更清楚。


第二，台伯留出身克劳狄斯家族这个罗马名门中的名门，与奥古斯都或是奥古斯都的血亲比起来更是不折不扣的贵族阶级，因此元老院的有力人士会认定他为自己这边的人。



罗马的共和政治別名叫做「贵族政治」，是历史上称作「寡头政治」的少数领导政体，并不是现代我们所认为的民主政体。家世显赫、社会地位崇高之士汇集的元老院曾经掌管了五百年罗马的国政，首先挑战「元老院体制」想将它打倒的是凯撒，不过继续凯撒的革命而将它实行的却是奥古斯都。

台伯留的亲生父亲年轻时是凯撒麾下的士官，打过高卢战役的最后几年仗，但是当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之后他便离开了凯撒改投庞培门下。因为当凯撒渡过卢比孔河时，他想要打倒「元老院体制」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再也瞒不过別人的眼睛了。台伯留的父亲在这段时期离开凯撒，投效庞培，显示他是元老院派的人士。在凯撒打败庞培之后，台伯留的父亲还继续跟随着庞培的孤子，由此可见他一定是打从心底支持「元老院体制」；不过他并没有参与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等暗杀凯撒的实行部队。可是后来，还是屋大维的奥古斯都和安东尼为了清除反凯撒派所做的处罚者名册当中，却登上了他的名字，台伯留的父亲因此被迫过了很长时间的流放生活。台伯留出生那年，父亲还是奥古斯都的「敌人」之一。之后不久，由于米塞诺协定成立，父亲终于得以返回罗马，但是，母亲莉薇亚却成了奥古斯都的妻子。年幼的台伯留和弟弟杜鲁斯虽然都是在奥古斯都的家中长大，但是对无法忘怀「元老院体制」的名门贵族来说，台伯留无论如何身上都流着高贵的克劳狄斯家族的血液，因此绝对算是自己这边的人。连奥古斯都都不能避免这种想法，所以重视血缘的名门出身者会这样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管是品格高尚的行为举止，还是身为有教养者不可欠缺的完美希腊语能力，台伯留都具备了，而这些也使得他永远无法完全融入奥古斯都和阿古力巴的平民世界。

不过，台伯留本人并不是顽强的阶级主义者，这点从他前妻薇普莎尼亚的家世就可以看出来。薇普莎尼亚的父亲阿古力巴就不用说了，即使追溯到祖父阿提克斯那一代也根本找不出一点名门关系，但是台伯留一生最爱的女人就是薇普莎尼亚。所以，只注意血缘的人根本就猜不透台伯留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能够看透他的，终究只有奥古斯都——虽然有点太迟了。

六十六岁的奥古斯都应该是很安心地让台伯留成为他的继承人的。因为如果他还有一点不安，就不会一下子几乎同时把台伯留收为养子，又给予「护民官特权」，并且使他成为「内阁」的常任委员，而是应该采取先给一项看看，过一阵子再给另一项的做法。没想到奥古斯都会这么明快决断地指名台伯留为继承人，他的果断不让人有任何臆测的机会。





一生执著於确立同血缘继承人的奥古斯都，最后却指名一个和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人物为后继者，再没有比这个更讽刺的事了。不过奥古斯都能够忘记台伯留脱离战线，引退罗德斯岛时的愤怒，做出超越私情，以公事为重的决断，我很想给予赞赏，只是这份赞赏只能保留一半；因为奥古斯都不只指定台伯留为自己的后继者，连台伯留死后的继承人，他都决定了。





台伯留在成为奥古斯都养子的同时，也收了弟弟杜鲁斯的孤子日耳曼尼可斯为养子。当然这是因为奥古斯都的要求。十八岁的日耳曼尼可斯是台伯留的姪子，他的母亲就是奥古斯都的姊姊欧古塔薇亚和安东尼结婚所生的女儿小安东妮亚，所以日耳曼尼可斯也是奥古斯都外甥女的儿子。由此可见奥古斯都对血缘的执著并未随着两个孙子的死而消失。台伯留也有一个十六岁的儿子，只是这个儿子身上流的血没有一滴和奥古斯都相同而已。

不管事情有多少内幕，台伯留的复归确实受到上至元老院下至一般人民的好评和欢迎。而台伯留也全力以赴，用事实来回应大家的期望。日耳曼战线需要一个带头指挥的人，一刻也等不了。






日耳曼尼可斯像




住在安全舒适的首都罗马，在剧场和竞技埸可以享受前十四排的特別席，或者有时候到舒适度差一点，但是安全度和本国差不多，不需要军团驻扎的「元老院属省」去担任任期一年、工作平稳的总督——这是元老院议员平常的生活写照；相较之下，在前线服勤的士兵们时时刻刻都必须提高警觉，以防敌人来袭。而听到台伯留回归战线的消息，比谁都高兴的就是这群在前线服勤的军团兵了。

当时二十四岁的华雷利乌斯·帕提可斯正好担任一队骑兵的指挥，在他二十年后所写的《罗马史》中描述了士兵们欢迎台伯留回到前线的情形。


「我明白凭我拙劣的写作能力无法让不在场的人了解当时的情形，但是我相信总有几个人会明白的。




那时，士兵们看到他出现在自己眼前都高兴得哭了起来，没有人再去管什么队伍整齐不整齐，大家都走到台伯留身旁，口中诉说着心里的喜悅，甚至想去抚摸他的手，那情景在以纪律严谨著称的罗马军团是从来没有的。




「我不是在作梦吧？总司令官，我们又能在你的指挥下战斗了。」




「我曾经在你麾下打仗喔！总司令官，在亚美尼亚的时候。」




「我在拉耶提亚战线曾经当过你的部下。」




「在多瑙河战线，你曾经颁授勋章给我。」




「在旁诺尼亚战线的时候，你称赞的那个人就是我。」




「我也在日耳曼战场跟过你。」」



实际上台伯留和这些士兵们已经十年没见了。四十五岁之后再回到战场的台伯留，不知将如何在日耳曼战役中展现他的成熟。





十八岁的日耳曼尼可斯也加入了台伯留阵营，他可说是奥古斯都所指定，预备接台伯留位子的继承人。这个年轻人也是台伯留的姪子，他的本名是朱利斯·凯撒，但是大家都叫他「日耳曼尼可斯」。日耳曼尼可斯的意思是征服日耳曼民族的人，本来是他父亲杜鲁斯死后得到的称号，因为杜鲁斯是最初负责日耳曼战役的人，后来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这个称呼。对十八岁的日耳曼尼可斯来说，这次跟在伯父兼养父台伯留身边参战是他首次的前线经验。

台伯留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赋予日耳曼尼可斯重要的任务。十八岁的他先在「参谋本部」跑了二年的勤务，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帝王养成教育，因为将来日耳曼尼可斯势必也要就任总司令官。

率领第二军协助台伯留进攻的副将是该年的执政官萨图纽斯。日耳曼战线事实上已经停摆十年以上的时间，因此不得不回到莱茵河这个起点重新再开始新的征服行动。这次战役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奥古斯都所希望的——征服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民族，将帝国防线从莱茵河移到易北河去。奥古斯都在这方面的一贯政策是要学习凯撒促使高卢罗马化，让罗马人摆脱了长久以来的威胁；奥古斯都也想达成日耳曼民族的罗马化，以解决罗马人的另一个威胁。不过，在以政治力施行罗马化之前，非得以军事力量完成征服行动不可，而之前的杜鲁斯和如今的台伯留所背负的就是这个使命。





在日耳曼有四条大河，由西向东分別是莱茵河、埃姆河、威悉河和易北河，而这四条河都流入北海。日耳曼战役再度开打的第一年，也就是西元4年，台伯留将罗马军队分成二军；副将萨图纽斯虽然年过六十，但是很能抓住士兵们的心，台伯留要他走的是从莱茵河的上游渡过莱茵河向东方进攻的路线，任务是占领四大河的上游地区。至於台伯留自己率领的第一军则计画从下游渡过莱茵河之后，往北大绕一圈，一边作战一边向东方前进。






台伯留和日耳曼尼可斯的行进路线




台伯留的战略是从四条河的上、下游一起进攻，不但确保由北海逆流而上的海军航线，而且利用陆海联合作战，分別从南、北方夹击，以达到征服日耳曼全境的目标。从第一年战役所预定的战略来看，台伯留牵领的第一军行军路线格外困难。因为四大河的下游地带可能是因为比较利于生存，所以比森林密集的上游地区聚集了更多的部族。





西元4年的战役虽然拖到12月，但是终究成功地达成了预定目标。除了易北河之外，日耳曼地区的重要河流全都重回罗马军团的手中了。带着这项捷报，台伯留返回首都。有如蜻蜓点水般稍做停留，向奥古斯都报告完战果之后，台伯留就为了隔年春天的战役，再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莱茵河附近的冬营基地去了。

第二年，也就是西元5年的战役，比第一年得到更多、更辉煌的战果。罗马军睽违了十四年之后又来到了易北河。经由从军中的帕提可斯笔下，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景况。


「日耳曼全境已经没有一块地是罗马军的足迹不曾到达的，许多只知其名的部族都降服於我们旗下。……投降的日耳曼青年人数之多、这些金发青年体格之高大壮硕，以及包围他们的罗马兵手中受阳光照射而闪闪发光的枪；还有，不管胜者或败者，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於站在中央的最高司令官身上。




投降的部族当中甚至包括从来不曾和罗马军打过仗，居住在易北河东方的隆哥巴尔得族。罗马军团和银鹰旗征服了莱茵河以东四百哩（罗马哩，大约等于六百公里），包括易北河在内的日耳曼全境。」



由易北河溯流而上的海军和由西向东前进的陆军，依照台伯留的战略，共同达成了预定目标。奥古斯都将日耳曼民族纳入罗马帝国的梦想，看似已经达成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日耳曼民族都被罗马军打败而投降，也有一度被打败之后就另谋生路的部族。马尔柯曼尼族的领导人马洛勃杜努斯在少年时代曾经以人质身份在奥古斯都的亲戚家住过，因此他可以说是少数了解罗马人的日耳曼人之一。解除人质身份回到自己部族的马洛勃杜努斯认为与其与罗马战斗，不如迁往他处居住以求本族的生存。於是他带领全族从日耳曼地方迁到了多瑙河从南边流过的波希米亚地区。据说马洛勃杜努斯带着全族迁出日耳曼的时期，正是台伯留的弟弟杜鲁斯到达易北河的西元前9年前后。等到西元5年台伯留再度攻到易北河时，这个日耳曼的部族已经在波希米亚生活了十四年了。

这十四年间马洛勃杜努斯所达成的成绩十分惊人。七万名步兵和四千名骑兵都依照罗马军团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习得了罗马式的战斗法。这个手握大兵的日耳曼人不但自己称王，甚至和罗马中央政府之间缔结外交关系。

虽然手上握有这么大的战力，但是马洛勃杜努斯似乎仍然采行尽量避免与罗马发生正面冲突的原则。但是不可避免的，他那里也成了不满罗马霸权的斯拉夫民族和日耳曼民族领导者逃亡之地。不管马洛勃杜努斯的意图是什么，马尔柯曼尼族生根之后的波希米亚地区对罗马人来说，就好像高卢战役中映在凯撒眼中的不列颠一样。罗马早晚会发觉如果对这个地区放任不管有多危险，而且这个民族的势力范围和义大利之间只隔了三百五十公里，步兵需十二天、骑兵则需四天就可以越过这个距离了。

西元6年，奥古斯都认为日耳曼征服行动已经完成，决定攻打这个马尔柯曼尼族。被指定为攻击行动最高司令官的台伯留为了赶在春天立刻进攻，便在多瑙河的旁边设营过冬。攻击计画是由南而北的台伯留军以及由西向东的萨图纽斯军一起夹击这个唯一没有降服在罗马旗下的日耳曼民族。预计两军出发到与敌人的前卫交锋，需要五天的行军时间，可说已经完成等雪一融立刻进攻作战的态势了。

然而，根据台伯留麾下帕提可斯的话，发生了「命运之神有时候会把人计画好的事完全破坏无遗」的情况。等待西元6年春天往北进攻的台伯留，没想到在他身后的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竟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




叛乱





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是台伯留在引退罗德斯岛之前所征服的地方，被征服之后，罗马化工作一直在确实进行著；修筑罗马式的道路网、在要地建设退役士兵入住的殖民都市以促进当地繁荣。罗马对建设这个隔着亚德里亚海相望的地区，非常热心。






多瑙河中游流域图




不过，这个以地势复杂闻名的地方从来不曾享受过文明的好处。以住在他们南边的希腊人为例，由于属于海洋民族和通商民族，因此对于内陆的关心比不上出海活动。而希腊人的文明度高，也比较容易了解罗马所做的「基础建设」能够带来什么利益，并且加以活用。经济掌握在希腊裔居民手中的希腊本土以及小亚细亚通常比较顺从罗马霸权，并不是他们缺乏独立意识，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了解「罗马化」所带来的好处，就好像只有知道汽车跑得快的人才能够理解高速公路的方便。一直在山野中骑着马、以马载货的人，要使他明白高速公路网的效率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

此外，奥古斯都进行军制改革之后，罗马的主要战力——由罗马公民所构成的军团，也增加了当地人的常备军力，叫做「补助兵」，数量和「军团兵」大约相同。这也等于昨天为止还是敌人的，今天就把武器交到他们手上，多少有点冒险。而且，服勤期间衣、食、住和薪水都有保证，退役之后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举极端一点的例子来说，这种优遇对于那些以山贼为业的人到底具不具有魅力呢？文明并不是丟过去，对方就能立刻明白它的有效性的。

虽然如此，罗马仍然一直贯彻先以军事力量征服，之后再经由整顿基础建设来进行罗马化，也就是罗马人所说的「文明化」的政策，而这种方式在军事力的影响残存期间还可以确保局势平稳。叛乱发生都不是在刚以军事力征服之后，通常都会间隔一段时间。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就是在被罗马征服十二年之后才发生叛乱。而且这两地的领导者都认定可以和多瑙河以北、波希米亚地区的一大势力组成联合阵线来对抗罗马；也许从以前他们就一直悄悄地在打探马尔柯曼尼族的情形了。





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两地叛乱的人数据说总共超过了八十万，其中携有武器可以战斗的人数是步兵二十万、骑兵九千，而且这些士兵多数都曾在罗马军中服过兵役，率领他们的指挥官也多半具有「补助部队」队长的经历。在奥古斯都的军制改革中，实行当地人指挥当地人的制度，因此「补助部队」的指挥也都交由当地人负责；实际上，一般都是由部族族长来指挥自己部族的男丁。

而且，奥古斯都军制改革之后，帝国的防卫系统要靠罗马人组成的军团和当地人组成的补助部队紧密保持联络才能发挥功能。

「补助部队」的指挥官和「军团」的指挥官接触的机会也很多。而且在罗马军中，只要是指挥官阶级的人员，即使是当地人也可以出席由军团长所召集的作战会议。在这十多年间，当地人学会罗马人的语言——拉丁文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暴发的叛乱，依照一般的情形通常都是先将住在当地的罗马人血祭，然后袭击罗马军的驻扎地来揭开序幕。这次叛乱中，习得罗马式战略的当地指挥官还将叛军分为三部，一军用来确保自己的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二军往南侵略马其顿，三军入侵义大利的东北部，借着扩大战线使得迎击的罗马军也不得不将军势三分。

以往不管面临什么都绝不失平静、沈著的奥古斯都，这时候也隐藏不了他内心的动摇了。六十八岁的老皇帝跑到元老院，告诉议员们敌人离首都只有十天的距离，希望采行紧急对策。元老院也明白事态紧急，一旦叛军之地全部陷入敌手，只隔一个亚德里亚海的义大利半岛难免直接受敌。在风平浪静的夏季，一、二天就可以渡过亚德里亚海了。

罗马人有一个特色，也是后世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Machiavelli）所注意到的，那就是罗马人在危机当前之际，连平日的敌对者都会立刻团结一致，全权委托公认的实力者来处理。元老院经过讨论，除了决议紧急召募士兵以及筹措资金之外，还要求奥古斯都任命台伯留为罗马镇压叛军的最高负责人。

虽然台伯留已经是奥古斯都正式的养子，也拥有「护民官特权」并且成为「内阁」的常任委员，但是他并没有被赋予罗马全军的最高指挥权。拥有这项指挥权的只有奥古斯都一个人，因此要任命谁来担任总司令官只有奥古斯都能够决定。对元老院的这项请求奥古斯都也没有异议。虽然在叛乱暴发的西元6年间，凭著各个军团基地的努力奋斗，叛军并未进入义大利东北部，达尔马提亚的海岸地带也还在罗马的手中，但是隔年，西元7年春天即将展开的罗马军反攻行动，仍然交由台伯留来担任总指挥。到这里又有一项马基维利所称许的特点不得不介绍，那就是在罗马，一旦前线总指挥权讬付出去之后，本国政府绝对不插手。凡事前线总司令官都可以自己决定，拥有「绝对指挥权」。

四十八岁的台伯留活用他手中的「绝对指挥权」，紧急派遣密使到本来的攻打对手马尔柯曼尼族大王马洛勃杜努斯那里去，有另一种说法是台伯留亲自和马洛勃杜努斯密谈，总之，最后和这个大王之间缔结了友好条约。这么一来，本来预定往北进攻的台伯留便可以率领旗下的全部军力，投入南边的叛军镇压行动。同时，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一直期待与日耳曼大部族马尔柯曼尼族组成联合阵线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台伯留和马洛勃杜努斯年纪相当，说不定这个日耳曼人住在奥古斯都亲戚家当人质期间曾和台伯留同学过。罗马方面对于人质的寄宿家庭选择都很用心，而且也让人质接受和自己子女一样的教育，因为这些人质长大之后必将成为领导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把人质比喻为「交换学生」的缘故。不过比这种私事更重要的是，这个日耳曼的族长熟知罗马人。对于台伯留建立友好关系的提议，马洛勃杜努斯没有任何要求就接受了。

解决北方的危机之后，台伯留麾下的五个军团全都可以用来镇压叛军了，而且，这时还出现了强有力的援军。位于多瑙河下游一带的色雷斯（Thrace），大王亲自率领骑兵前来参战。色雷斯的骑兵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很有名，这对骑兵力一向较弱的罗马军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救兵。





不过，古代的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有很多部分和现代的前南斯拉夫重叠的。前南斯拉夫的地势特別复杂，二次大战时狄托（Tito）指挥的对德军游击作战之所以奏效，也是因为这个地势的缘故。现今波斯尼亚·赫泽哥维纳（Bosnia-Herzegovina）的纷争难以解决，复杂的地势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个地方的地势从古以来就对游击战有利，台伯留似乎也不认为可以轻易镇压这次的叛乱。

於是，西元7年的战役是因应敌军的规模和状态，分別采行短期的决战型态以及与敌军耗下去的长期战型态。

因为在那种复杂的地形中，不可能把战斗集中於一处，如此一来，罗马军所擅长的、两军在平原摆好阵势正面相对的会战方式便无法上场了。台伯留也不得不展开大大小小为数众多的局部战。





罗马人并不认为挑起战争本身有罪，因此对于败者都予以宽容，并且还能积极地对他们进行同化。但是，对一旦纳入罗马霸权之后，却又破坏协定、摇起反旗者，他们绝不留情。叛军也明白这点。尤其是指挥官们都晓得，只要被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各地展开的战斗，由于叛军只有拼命一途，使得凄惨残虐的情况越演越烈，罗马兵也只能谨记着一旦被捕就会遭到虐杀。

在这期间，应奥古斯都之请而紧急召募的援军开始陆续到达。台伯留本营的周边挤满了数量惊人的士兵。根据现场证人帕提可斯的话，包括了十个军团的罗马兵、七十个大队以上的补助兵、十四个骑兵部队、已经退伍又志愿加入的老兵一万人以上、各同盟国派来的援军，以及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们，总计人数约达十五万吧！这样总算可以和超过二十万的叛军进行势均力敌的对决了。但是在这里，四十八岁的台伯留显示了他无以伦比的实战指挥才能。

凡是有实战指挥经验的人都明白，只要军力超过五万，军令就无法完全下达。也就是说，即使有五万人以上的军力，如果缺乏完整的指挥官组织来辅助总司令官，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执行指令。这种组织一般是经过长年的战役才能够完全。

此外，后勤兵站方面也有困难。所谓「兵站」（英文“Logistic”、义大利文“Logistica”、罗马文“Logista”）是指在战场后方负责军需品的补给、输送，以及确保联络线的工作，罗马军在这方面的成果优越，是古代仅见。甚至有现代的军史学家认为罗马军是靠兵站打胜仗的。不过，即使有再优秀的兵站组织，要满足十五万的军力实在太困难了。

而且，志愿参战的新兵不经过训练无法成为战力，这个时节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训练他们。至於老兵，退伍后的时间一久，相对的要恢复他们的战力也要一段时间。而由属省人民组成的补助兵也未必就可以增加战力，因为「补助兵」制度的基本方针是要训练他们防卫自己的祖国。

一言以蔽之，人数虽然增加，但是可能成为包袱的士兵太多了，如果让他们全部投入战争只是增加牺牲者的数目而已。罗马军重视后勤兵站，就表示他们不赞同无谓的牺牲。在罗马军中，能否将牺牲者数尽量压低，是衡量总司令官能力的第一条件。





台伯留将大半陆续到达的援兵遣回，这个做法正符合他重视实质甚於外表以及讨厌虚华的个性。在遣返之前，为了使志愿兵从行军到此的疲劳中恢复体力，先让他们休息数日，然后派骑兵团护送他们到本国的边境，以保障归途平安。虽然为了安全遣返志愿兵花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比起将兵站无法负担的大军摆在手边算是上策了。

史实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我想台伯留手上可能还剩下十个军团再加上骑兵，大约六万左右的兵力。和二十万以上的敌军比起来，三分之一还不到。不过这些可都是不需要训练，也不用再花时间熟悉敌人的精锐部队。

台伯留对在难以发挥的地形中还要迎战狂敌的部下们，实在是非常厚待。

战死者没有一个被弃置不管。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都为他们举行罗马式的葬礼。

负伤者由最高司令官专属医师领导的医师团负责治疗。最高司令官专用的马车和轿子都用来载运负伤者。台伯留自己在战役中一直是以马代步，也就是说他连自己的休息机会也牺牲了。

最高司令官的入浴设备也提供给伤兵使用，为台伯留準备食物的厨师也要包办那些因伤无法自行煮食者的三餐。罗马军中规定，士兵必须自己煮饭给自己吃。

自己也因负伤而乘坐了台伯留轿子的帕提可斯认为，当时的前线除了家和家族之外，什么也不缺了。而且他还说：


「这场战役的最高司令官和属下的司令官吃饭时，常常都是坐在椅子上吃一吃就算了。」



罗马人吃饭时习惯躺在寝台上，以一只手撑着。帕提可斯说台伯留坐在椅子上吃饭就等于现代人站着吃饭一样的感觉。在旁诺尼亚·达尔马提亚战线，身为最高司令会的台伯留率先舍弃了罗马式的舒适。

一般说来，对自己严厉的人也容易对他人严厉，但是根据帕提可斯的话，在战场上的台伯留并没有这样。即使是违反军规的士兵，只要没有连累到其他的士兵通常都会得到原谅。给与警告的情形比较多，处罚比较少。由于只要最高司令官没有发觉就不处罚，因此部下都选择不再犯相同的过错。在台伯留麾下，从来没有一个大队长、百人队长或是士兵，只因为败给敌人就受到处罚的。

就这样，西元7年和8年，也就是镇压叛乱的第一、二年即将结束；在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全境，二十万叛军和六万罗马军展开激战，战线分散。但是很明显的，战事延续越久，后勤兵站的优劣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了。

已经不需要担心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事的奥古斯都，这个时期又开始为家庭的不幸而烦恼了。




家族的不幸



即将迎接七十岁的奥古斯都还有一个独生女尤莉亚所生的直系孙子，叫做阿古力巴·波斯唐姆斯。奥古斯都收台伯留为养子时也同时收了这个孙子为养子，这表示奥古斯都将他列为自己的继承人之一。西元4年奥古斯都收他为养子的时候，他的继承人顺位如下:


台伯留——四十五岁




阿古力巴·波斯唐姆斯——十五岁




日耳曼尼可斯——十八岁



日耳曼尼可斯的年龄虽然是第二位，但是继承顺位却是第三，因为阿古力巴·波斯唐姆斯是奥古斯都的养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继承人；而日耳曼尼可斯是台伯留的养子，因此是台伯留的继承人。

罗马在西元前二世纪末经过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的改革之后规定，不管社会地位如何，上至执政官的儿子下至无产阶级的儿子，凡是未满十七岁者不可以服兵役。因为不管国家遭遇什么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家未来主人翁接受必要教育的时间绝对不能被剥夺，这是罗马国的方针。即使被汉尼拔攻破，困坐国内十六年的期间，也没有一个十七岁以下的罗马人受到征召。

不过年满十七岁之后，谁都可以去体验军旅生活。尤其对出身上层阶级的人来说，为了步上担任国家要职，成为「荣誉公职人员」，为「共同体」奉献的出世之路，十七岁之后的军队经验是不可欠缺的条件。

台伯留的首战经验是阿古力巴指挥下的西班牙战役；而对日耳曼尼可斯来说，在台伯留麾下的日耳曼战役是他的第一次战场经验。不过，到了旁诺尼亚·达尔马提亚战役时，二十一岁的日耳曼尼可斯已经独当一面，负责一个战线了。

西元7年，十八岁的阿古力巴·波斯唐姆斯当然也应该参加在前南斯拉夫全境展开的镇压行动。而且就当时罗马对这个战役的重视程度，以及他当时的地位来看，对祖父奥古斯都来说，这无疑是送唯一直系孙子初次体验战场经验的大好机会。结果，身为祖父的奥古斯都并没有将孙子送上战场。不，应该说是没能送他上战场。

西元7年，皇帝孙子凶暴的作为已经到了无人可以收拾的地步，既是祖父也是养父的奥古斯都送孙子去的地方不是旁诺尼亚的战场，而是后来以拿破仑最初的流放地闻名的埃尔巴岛（Elba）南边十四公里的小岛卜拉尼西亚（现在的皮阿诺札岛）。

这个皮阿诺札岛并不像阿古力巴·波斯唐姆斯的母亲尤莉亚被放逐的芬多帖拿岛那么荒芜，面积有十一平方公里，地下湧泉丰富，可以栽培葡萄和橄榄。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义大利政府立刻在这个岛上设置了国营的结核病患者隔离疗养所。虽然现在这个疗养所已经废止了，但是岛上还是有农民和渔民聚居的村落。不过，和有「世界首都」之誉的罗马比起来，这个皮阿诺札岛可以算是流放地了。因为被放逐到这个岛的阿古力巴·波斯唐姆斯，不但不能回到义大利本土，连埃尔巴岛都禁止前往。





可是令奥古斯都烦恼的家庭丑闻并未就此结束。隔年，西元8年，这次是孙女尤莉亚被处以孤岛流放之刑，罪行和她母亲尤莉亚相同——太过放荡的男女关系。不过，到底放荡的程度如何，以及放逐的地点都不清楚。不过，奥古斯都这么热心於健全家庭的再兴，甚至订定法律将通奸行为定罪，因此他绝对不会放任血亲的违法行为不管，而强烈的责任感一定更令他感到羞愧难当吧！对于女儿尤莉亚、孙子阿古力巴·波斯唐姆斯、孙女尤莉亚的处罚，奥古斯都全都是行使罗马自古以来的「家长父权」，而不是他全力促成的「国法」。奥古斯都是以作为一个父亲和祖父的身份来处罚女儿和孙儿的。

奥古斯都的孙女尤莉亚遭到放逐时未满三十岁，已经和罗马名门贵族之一的艾米里斯·帕伍斯结婚，育有一男一女。虽说行止不良，但是居然严重到要把母亲从孩子身边带走处以流刑，可见七十多岁的老皇帝感到多大的愤怒和羞辱。一生执著血缘传承而对血亲照顾有加的人，却因为这些血亲而受到比別人更多的屈辱，实在是很讽刺的事。

可是奥古斯都好像还是不愿放弃。他将剩下的唯一一个没有问题的直系孙女阿古力琵娜嫁给了外甥女的儿子，也就是台伯留的养子日耳曼尼可斯。彼此母亲是表姊妹的这对夫妻生下了三男三女，其中一人就是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而卡利古拉的妹妹又生下了第五代皇帝尼禄（Nero）。

坚定不移的意志本身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看到奥古斯都对于血缘的承续执著到这种地步，根本就是「执迷不悟」了，而执迷不悟正是悲剧的开始。因为古代的人以为命运可以任自己摆布，忘了保持谦虚的态度，因此才会遭受天神的报复。




诗人奥维德



西元8年，奥古斯都孙女尤莉亚的流刑造成诗人奥维德（Ovid）的流放罪，是拉丁文学史上的一大事件。

对将近五十岁的诗人来说，这一定是件出乎意料的怪事。因为他突然接到奥古斯都的命令，将他流放到多瑙河注入黑海的入海口附近城市多密（现在的康斯坦沙Constanta）。正式罪名是因为他写了名为《爱的技术》的诗集。但是这套总共三卷的诗集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发行了，为什么到现在才被判罪；恐怕谁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个疑问吧！而且在罗马并没有言论的限制，连奥古斯都之「父」凯撒的政敌——西塞罗的作品还和暗杀凯撒的布鲁图斯的书信合在一起，堂堂推出全集。罗马帝国中遭到放逐的文字工作者，奥维德是第一个。

诗人自己并未披露被放逐的理由，但是他作了如下的一首诗：


「因为我看到了？是我的眼睛使我成为罪人的吗？我的不小心就是罪吗？




阿提欧纳斯无意间看到了狩猎女神戴安娜的裸体，就因为这个无心之罪遭到猎犬啃食。




是的，对众神而言，凡是侵害其圣洁者，即使是无意识之下所为，也要为这个罪付出代价。无可饶恕是唯一的命运。」



根据这首诗，拉丁文学的研究者作了大胆的推论，那就是皇帝孙女尤莉亚的婚外情可能和奥维德有关。诗人被罚也许不是因为他写了《爱的技术》，而是因为他是尤莉亚通奸的「仲介者」。

至於事情的真相，由于两位当事者既没说也没写下来，又没有人留下确实的史料，所以永远也无法明朗。奥古斯都不遗余力提昇罗马领导层道德水準的举动，要是凯撒知道的话一定会哈哈大笑。不过，如果站在奥古斯都的立场来看，《爱的技术》这三卷诗集简直令人「火冒三丈」。





《爱的技术》第一、第二卷是对男性讲授追求女性的方法，第三卷则是教导女性如何赢得男性的心，而且全部内容都附有具体例证。

不过，请別误会。这三卷诗集可不是黄色刊物。古典的“How To”读物通常都包含对人性深刻敏锐的观察，因此往往充满了黑色机智和幽默，而奥维德的这套《爱的技术》更是这类作品中的杰作，读了一定让你又好气又好笑。

对古希腊人来说，性爱就是裸体，对古罗马人来说也是一样。而奥维德的诗正是赞颂性爱的作品，他高唱性爱就是性爱，性爱由于排除了一切像衣服这样的多余东西而炽烈燃烧。有一位奥维德的研究者将这个拉丁诗人和一千五百年后义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相提并论，这点我也赞同。马基维利的《君王论》如果依据内容来命名便是《政治的技术》。马基维利主张人类不过是如此如此的东西，所以冷澈地看透人性的现实之后，政治也只有这般这般地施行才有效。奥维德则认为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实际上都是如此如此，所以想要在异性关系方面成功，应该利用这般这般的技术。马基维利因为缺乏道德而受到弹劾，奥维德所受的非难不也是类似的原因吗？！

自己想要忘记的事偏偏被別人挑出来讲，这时候我们都会特別生气。奥古斯都算是感觉相当平衡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两个亲人行为不检，我想奥古斯都可能也不会因奥维德写出讽刺幽默、点出人性的《爱的技术》而对他处以流刑了。但是，奥古斯都对女儿和孙女的丑闻根本无法释怀，也许可说就是这位老卫道人士的怒火吞噬了奥维德。我所持的理由是，从发行之初就大为畅销的问题书——《爱的技术》并没有因作者遭到放逐而被查禁。只有作者受到处罚，一点也不合道理吧！从来就比別人慎重一倍的奥古斯都肯定是气到了极点，而且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肝火也比较旺了呢？





和奥古斯都身旁的风波比起来，旁诺尼亚·达尔马提亚战线的结果在时序还没进入西元9年之前，就已经清楚可见了。

罗马军果然是强在「兵站」上。主因是补给和补给线得以确保，即使人数较少也能有效发挥机能；说白一点就是以头脑取胜的战斗方式。根据当时在前线参战的帕提可斯所述，从西元8年到9年的那个冬天，罗马军已经取得了优势，到了西元9年的夏天，旁诺尼亚全境都已经屈服在罗马军旗下。饿著肚子、一身破烂的叛军在两个主谋者的率领之下一起投降，而剩下的达尔马提亚地方直到那年冬天才来求和。





一度降服在霸权之下的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发生叛乱，台伯留和日耳曼尼可斯这两位皇位继承人都投入镇压行动，三年之后终于麈埃落定。在当初令罗马人胆寒的叛乱结束之后，反而发现，经过这次战役，更强化了罗马帝国在本国和多瑙河之间全境的霸权。成为帝国防线的多瑙河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才为一般人所熟知。





完全制服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消息立刻传回首都。罗马对于重新恢复和平深表欢迎，七十一岁的奥古斯都看到自己决定的两位继承人达成如此成绩，高兴得几乎忘记这一、二年来自己家族所发生的丑闻。可是，这只是日耳曼地方的恶耗尚未到达前，短暂的天晴而已。




「森林是日耳曼之母」



我想这项恶耗应该是同时传给在旁诺尼亚冬营地的台伯留以及在首都罗马的奥古斯都。台伯留接到消息后，火速赶回首都罗马研议善后对策。

发佈紧急情况通知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由昆托斯·维尔斯所指挥的三个精锐军团、三个骑兵部队以及补助兵的六个大队全部被歼灭。其中光是战斗员就有三万人，如果包括随从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总共是三万五千名的罗马军，全部在日耳曼中部的森林中遭到敌人的埋伏而阵亡了。

这么惨重的损失是六十多年前克拉苏在帕提亚败北以来首见。对违背凯撒以莱茵河为防线的决定，将罗马军送入日耳曼地方的奥古斯都来说，实在是惨痛的打击。现在在莱茵河防线防守的只剩下两个军团，无论如何必须在冬季这段期间先确立迎战的态势，而能够讬付这项任务的也只有台伯留。於是刚刚结束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役的台伯留在严冬中越过阿尔卑斯山，往莱茵河前进。





西元6年，台伯留征服易北河以南的日耳曼地方之后，奥古斯都认为靠军事力称霸的时期已经结束，应该是以政治力推行罗马化的时候了，於是便任命统治属省经验丰富的昆托斯·维尔斯来担任这个任务。

出身罗马名门的维尔斯生于西元前50年，西元前13年担任执政官，之后经历过亚非利加和叙利亚等属省的总督工作，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





我认为这个悲剧的发生，问题应该是来自维尔斯所担任的战后处理工作，而不是之前的军事力征服行动；只要与凯撒征服高卢之后的战后处理方式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其间的差异。

即使以军事力完成征服工作之后，凯撒对高卢境内的所有部族都予以保留，而且不以罗马人来直接担任高卢的统治工作。各部族的族长仍旧和以前一样负责部族内的事务，整个高卢也还是由从前就存在的高卢部族族长会议来治理，一切都维持原样。

凯撒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如果只是各个人民对征服者感到不满，并不会有什么事；只有当感到不满的群众得到领导者的时候才会爆发出来。在未开化的蛮族中能够成为领导者的是族长阶级，他们是所谓领导阶层的人；而被征服民族的领导层只有在感到自己从前所拥有的权力受到征服者侵害时，才会心生不满。换句话说，如果想要被征服的民族永远维持臣服状态，只要使被征服民族的领导阶层保有他们原先的权力，不加以侵害就可以了。

凯撒就是这么做的。连要缴给征服者罗马的属省稅都交由各族族长来征收，之后再由族长交到凯撒手中。共和时代的罗马，是以竞标方式来决定由哪一家私营的稅赋征收员负责收稅；但是在高卢全境唯一能够采行这种征稅制度的，也只有自古就是罗马属省的南法属省而已。凯撒所征服的高卢中部和北部则是由高卢人自己的族长来代行罗马的征稅任务。光是尽量避免介入征服地的统治这件事，就显示出凯撒身为政治家的深刻洞察力。高卢战役之后的罗马虽然内战频频，但是高卢境内在一个罗马兵都没有的情况下，也不见任何部族起来叛乱，这也是因为凯撒在高卢所实施的统治方式对高卢人来说，尤其是对领导阶层并没有任何不合意的地方。

由于奥古斯都的整顿，高卢从西元前26年起改行与其他属省相同的统治方式，距离凯撒从高卢渡过卢比孔河已经过了二十四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二十四年之间，高卢虽然承认罗马的霸权，但是实质上却是一直维持自治。二十四年间，高卢的领导棒子应该已经交到下一代手中了。而这些在凯撒式的罗马化环境之下出生、成长的高卢领导层，对奥古斯都式的罗马化并未觉得很不能适应，而得以顺利转移。我想这也是高卢能够成功达成罗马化的原因。

那么，日耳曼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前面已经提过，奥古斯都认为西元6年台伯留已经完成以军事力征服日耳曼的行动，便任命曾任亚非利加、叙利亚属省总督的维尔斯去执行日耳曼的罗马化任务。问题是，这个维尔斯并不是像凯撒那样，在实行罗马式统治之前先间隔一段期间；而是从军事征服完成的第二年起，立刻就实施起奥古斯都式的统治。连身为武将，政治感不怎么样的帕提可斯都写下了这段话：


「维尔斯的表现不像是个派到未开化地区的军团司令官，倒像是到文明都市执行统治工作的官派首长。」



希望大家回想一下维尔斯的前两个派驻地——分別是亚非利加和叙利亚属省。罗马人所称的「亚非利加属省」原是以前大国迦太基的领土，这个地方早在一百五十年前便成为罗马的属省。「叙利亚属省」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之一塞流卡斯王朝（Seleukos）崩坏之后，庞培才将它纳入罗马领地之内，而那也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而且这两个属省的文明程度一点也不输给罗马本国，叙利亚属省的首都安提阿和凯撒重建过的亚非利加属省首都迦太基在罗马化之前也一直都是地中海世界的大都市。文明度高的人民对于征服者热心进行的「基础建设」有何益处以及对罗马稅制的公正性都比较能够理解。和大国帕提亚接壤的「叙利亚属省」中常驻有四个军团，但是在「亚非利加属省」中正规军团一个也没有，保护属省民免受沙漠之民掠夺侵扰的工作，靠当地人所组成的「补助部队」就足够了。简单来说，维尔斯虽然是总督经历丰富的老手，但是充其量只能说在统治问题较少的属省方面是个老手。古代的史学家一致认为他缺乏临机应变的才能；撇开个人性格不谈，他之前所任职的属省其实也不太需要做什么临机应变。

使日耳曼民族罗马化是奥古斯都个人强烈的心愿，除了将防卫线由莱茵河移到易北河可以缩短防线之外，奥古斯都也希望借着将日耳曼民族纳入本国之下，可以除去一个罗马自古以来的威胁。

包括中断的时间在内，罗马征服日耳曼总共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维持霸权应该和树立霸权一样重要。在日耳曼所实施的统治方式应该不是全凭总督维尔斯来决定，依据奥古斯都的指令来统治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如果没有得到奥古斯都的认可，维尔斯应该不可能采行那种和其他属省相同的方式来统治日耳曼。

那么，奥古斯都难道没有察觉高卢罗马化成功的第一要因就在于隔了二十余年的缓冲期吗？





从前奥古斯都有阿古力巴，阿古力巴死后还有台伯留，所以奥古斯都几乎没有什么前线指挥的经验。这本来不算是缺点，但是在某方面却不可避免的成了缺点。第一就是，虽然奥古斯都可以从地图上去了解，但是没有到过现场毕竟有差。第二，只是纸上作业的战略，不容易看出如何移动可以有效地发挥军势。像奥古斯都这样的人，如果在霸权树立阶段就去视察日耳曼，他一定可以了解该如何维持当地霸权。结果他没有亲眼看过就派个官僚型的人去负责治理工作。

在罗马共和时代，以军事力征服一地之后通常就由树立霸权的那个人去担任战后处理的工作。以叙利亚为中心的中、近东地区是由庞培负责战后处理，高卢则是凯撒来担任。他们都是熟悉该地的人，由他们来担任维持霸权不可少的战后处理工作再适合不过了。像庞培整顿后的东方世界，连奥古斯都都没什么插手的余地；而凯撒成功的霸权维持政策，可说是使高卢成为罗马化优等生的主因。

未开化民族之所以未开化，就是因为他们只屈服於显然可见的力量之下，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被武力征服，对那位执行征服行动者是不会拒绝给予敬意的。而维尔斯从西元7年开始担任日耳曼总督的三年间，连一个辉煌的战绩都没有达成。

在这种人物直接统治之下的日耳曼各部族领导人，除了要忍受败给罗马军的屈辱之外，奥古斯都方式的统治法又夺去了他们之前所享有的权力，再加上还要接受战斗能力比不上自己的官僚管理，这些愤怒终于在他们胸中越积越多；而被视为是点火引爆这些不满的人物，这时候也在日耳曼出现了。





阿尔密尼斯是日耳曼民族之一的凯尔斯基族族长的儿子，生于西元前16年，所以西元9年时他正是二十五岁前后。西元4年，在台伯留开始的日耳曼进攻行动中，凯尔斯基一族也屈服於罗马之下，当时二十岁的阿尔密尼斯和其他纳入罗马霸权的部族领导层一样，开始进入罗马军的「补助部队」去体验兵役经验。他好像立刻就崭露头角，甚至当上了「补助部队」的骑兵队指挥。由当地人担任的「补助部队」士兵在期满除役之后依规定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但是只要到达指挥官阶级，即使还在服役就可以拿到公民权，於是阿尔密尼斯在二十岁就成为拥有罗马公民权者，而且不久又被升格到「骑士阶级」。罗马社会分为元老院阶级、骑士阶级、平民、解放奴隸、奴隸，阶层之间有流动性。大家都知道，相对于凯撒大方地把元老院的议席和骑士阶级赋予各属省的有力人士，奥古斯都在这方面的作法实在非常保守。连这么小气的奥古斯都都予以认可了，可以想见阿尔密尼斯的功绩有多辉煌。对从西元7年起就担任日耳曼总督的维尔斯来说，这个年轻的日耳曼人就好比外派的分公司经理在当地所找到的最佳副理一样。维尔斯非常信任阿尔密尼斯，对其他部族族长的忠告——说阿尔密尼斯私底下在準备谋反，维尔斯根本就不相信。

西元9年的冬天将近时，维尔斯和军队结束了日耳曼中央地区的巡察工作向西前进，準备到莱茵河沿岸的军团基地去过冬。除了正规的三个军团、补助部队的六个大队、骑兵的三个中队等战斗要员之外，还包含了妇女和小孩，这也显示从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地方确实是从依赖军事力的霸权树立期，转移到以行使政治力的霸权维持期。因为如果是树立期，绝不会带着那些碍手碍脚的人一起行军。无论是率队的维尔斯或是跟随他的士兵可能都没什么战地的紧张感，而且还听信阿尔密尼斯的话，以为加谛族情势不稳，於是犯下最大的错误——舍弃安全的道路，走进了森林地带。





「森林是日耳曼之母」——这是日耳曼人所发的豪语。从现代的德国很难想像，在二千年前日耳曼地方全部都是森林。而且日耳曼的森林和高卢的森林不同，即使在白天也是又暗又深。维尔斯所带领的三万五千名罗马军民走入了其中，而且在林中深处，阿尔密尼斯所指挥的日耳曼士兵就埋伏在那里。

对习惯正规攻击方式的士兵而言，游击战最可怕的就是看不到敌人在哪里。进入森林的罗马军面对敌人的袭击，支撑了三天，但是能够逃出森林回到莱茵河岸基地的只有几个士兵而已，其他人全都死了。像维尔斯和多数的指挥官到这种地步都选择了自我了结。阿尔密尼斯也根本不留俘虏，不管是投降的罗马兵也好，连补助部队的士兵都以协助罗马的罪名全部处死。和阿尔密尼斯熟识的高级将领在经过残酷的拷问之后也是死路一条。

据说这个惨剧是发生在欧斯纳布鲁克（Osnabruck）以北的条顿布鲁格森林，但是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至今还是无法了解正确的地点所在。不过，在那些对于战败经验比打胜仗印象更深刻的罗马人还健在的时代，惨剧发生地点是为人所知的。事情发生六年后，也就是西元15年，转战日耳曼各地的日耳曼尼可斯和麾下的罗马军造访了悲剧地点，而历史学家塔西图斯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那个地方足以唤醒现场所有人胸中所埋藏的悲惨记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明显可以看出在仓促中建起的营地，营地四周围绕着栅栏。包括总司令官维尔斯所用的帐幕在内，可以看到各个帐幕留下的痕迹，但是大小连三个军团都容纳不下。通过这些再往前走一会儿，可以看到部分遭到破坏的栅栏和浅浅的壕沟。显示那是受到敌人袭击，死了许多人之后，无法再固守营地的罗马兵尝试做最后抵抗的地方。在这两个营地之间到处散布著已经化为白骨的遗体，或是一堆重叠在一起，令人想到当时绝望的士兵有的试着逃走，有的联合起来对抗敌人的情形。白骨旁边有断掉的枪和马的骸骨，树干上钉著很多头盖骨，表示当时很多人活活被处死。森林中遗留着很多祭坛，根据同行的维尔斯军团生还者表示，当时日耳曼人在祭坛上把大队长和百人队长当作献祭的动物般杀了。由于故意只选第一大队所属的百人队长来当牺牲品，明显可见是熟悉罗马军团组织的人所为。




生还的士兵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那些初次来到这里的同袍——军团长在那里战死、军团的银鹰旗在那里被敌人夺走、维尔斯最初在那里受伤、又在那里把自己刺死。同时也指出阿尔密尼斯在那里发表胜利演说、为了杀死虏获的罗马兵敌人又设立了多少个行刑台、阿尔密尼斯是怎样傲慢地侮辱罗马的军旗。




在悲剧发生六年后来到伤心地的罗马军开始为散置的尸骸进行埋葬作业。当时早已分不清楚哪些是罗马兵，哪些是属省兵，不过在集中遗骸给他们安息之地的罗马士兵心中早就没有这种分別心了。不管哪一具遗体都是和自己流着一样血液的同胞，对于残忍虐杀自己同胞的敌人，心中燃烧著熊熊的怒火。身为总司令官的日耳曼尼可斯首先在埋葬好的遗骸堆上放置一把泥土，接下来各个士兵也照做。就这样，为死者的悲哀和生者的痛苦做了一个了结。」







故事再回到六年前吧！罗马得知维尔斯率领的三万五千人遭到歼灭，即刻把刚刚平定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叛乱的台伯留派往莱茵河畔，因为大家以为阿尔密尼斯的胜利会成为导火线，日耳曼民族可能大举进攻莱茵河沿岸的罗马军团基地。结果，预想中的情形并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日耳曼民族都响应阿尔密尼斯的呼应。

只有少数部族起来回应。阿尔密尼斯还将维尔斯的脑袋割下来送给马尔柯曼尼族的族长马洛勃杜努斯，请他一起对抗罗马霸权。不过，这个日耳曼的族长选择了遵守和台伯留之间的协定，维尔斯的首级则被送到奥古斯都手中。奥古斯都不仅为这个也是远亲的败将举行了罗马式的葬礼，而且还把他葬在为自己的家族、亲族所建的陵寝之内。不处罚败将是罗马的传统。

第二个理由是，阿尔密尼斯所倡导的全日耳曼结成反罗马共同战线计画终告失败。阿尔密尼斯是一个勇敢、大胆又狡猾的男人，但是他缺少成为领袖所必需的一些特质。比较起来，高卢的维尔钦杰托斯虽然败给凯撒，但是反而更像一个领导人。日耳曼的阿尔密尼斯不但缺乏战略性思考，而且也没有集成其他部族的领导能力。

损失维尔斯的三个军团虽然是很严重的打击，但是对罗马来说，日耳曼的情况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绝望地步。换句话说，只要罗马方面抱定决心要将易北河以南的日耳曼地方纳入帝国版图，绝对有能力从条顿布鲁格森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继续进行。凭当时罗马的军力，补充三个军团是足足有余的。

结果奥古斯都并没有这么做。





罗马军并不是没有嚐过败绩，「无敌的罗马军团」这个评价是由于他们即使吃了败仗也会立刻挽回颓势。凯撒在高卢战役中失去了一·五个军团，也就是九千名士兵之后，写了下面这封信向庞培讨救兵。


「让高卢人知道——即使我方暂时吃了败仗，但是罗马不仅有余力补充损失，而且还能以更强大的兵力扳回颓势；这么一来，我相信不只是现在，一直到将来都会在高卢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庞培因此派了两个军团到高卢去，想必他也是深有同感吧！

这是发生在西元前53年的事，当时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也就是有兵役义务者的人数还在百万以下。六十年后，罗马公民已经增加到五百万人，要再重组三个军团不会做不到；但是担任帝国防卫任务的二十八个军团减少成二十五个之后，为什么就一直保持二十五个军团？为什么不再补充三个军团呢？

据说夜里在帕拉提诺山丘上的宅邸，可以听到七十一岁的奥古斯都发出叹息的呼喊：


「维尔斯，还我三个军团来！」



根据我的想像，奥古斯都一定正在迷惘当中。二十年来经过大小战役好不容易才征服的日耳曼，如今是不是要放弃一切，重新退回莱茵河畔呢？或者再组成三个、甚至五个军团，以加起来总共十个军团的战力在短期内一举将日耳曼完全制服呢？不管哪个决定都很难下。

为什么？





这又是史料中所没有，全凭我自己想像的。我想这个时期奥古斯都的犹豫不决正是由于他欠缺军事方面的才能。如果阿古力巴还活着，像这种时候也许可以给奥古斯都一些有益的忠告，因为这两个从十七岁开始苦乐与共的伙伴之间，一向是有话直说。

台伯留在军事方面的才能虽然在阿古力巴之上，但是想到收他为养子之前的事，奥古斯都总是有所顾虑，再加上代表罗马全军统率权的「最高司令权」仍旧在奥古斯都一个人手上，因此决定战略的还是奥古斯都，台伯留只能决定战术而已。

即使难以下决定解决日耳曼问题，但是奥古斯都充分了解台伯留一个人背负着日耳曼战线的辛苦。要把吃过败仗的军队整顿起来，叫他们面对曾经胜过自己同胞的敌人来执行防卫任务实在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读了这个时期奥古斯都写给台伯留的信，可以发现奥古斯都心境的改变；老年的奥古斯都终于对台伯留敞开了心胸，能够直率地感谢台伯留的辛苦，甚至真心喜爱台伯留。

之前，奥古斯都认同这个和自己相似、性格闭塞的台伯留才能，但是并不喜爱他。当台伯留的弟弟杜鲁斯还活着的时候，奥古斯都就是比较喜欢个性开放亲切的次男杜鲁斯。也许是因为相像的人之间比较不容易亲近吧！

不过，这个时期使七十四岁的奥古斯都和五十三岁的台伯留紧密链接的应该是在上位者的责任感。我想奥古斯都喜欢的也是台伯留的责任感。


「我心爱的台伯留：为了我和士兵们，请将现在的成功延续下去。每当我听到人家称赞你是士兵之中最有勇气，司令官当中才能最优异的一位时，从我胸中湧出的喜悅可能还在你自己的喜悅之上。」




「当我知道你在夏季所施行的阵法后大为感叹。亲爱的台伯留：在这么困难的状况下，要使吃了败仗的士兵们再度奋起，我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够这么贤明地对应。因为在你指挥下的所有官兵都不吝惜对你的赞赏。那句有名的话「我们的国土全凭一个人的辛劳复兴了」好像专门为你而有的。」



有名的这句话是诗人苏埃托尼乌斯写来赞美罗马对抗汉尼拔时代的领导人法比乌斯（Quitus Fabius Maximus）的。


「我亲爱的台伯留：当我遇到不得不充分、慎重考虑的问题时，当我提出的政策遭遇明显的反对时，我对天神发誓，我深切地盼望你能够在我身旁和我讨论。我想起诗人荷马（Homeros）的那句诗「只要和那个人一起，即使熊熊大火之中也必定能够脱身，因为那个人理解力之深无人能比」。」



这是荷马的叙事诗《伊利亚德》（Ilias）中的一句，是攻入特洛伊阵营的狄奥梅迪对同伴奥德修斯的一句评论。


「每次听到別人讲述或是从报告书中读到你所面对的连串辛劳如何消耗你的身心，我就担心得好像要生病一样。也许我说得有点夸张，但是那种不安让我全身发抖。无论如何，请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如果再接到你病倒的消息，你的母亲和我都会像接到死讯一样受到严重打击；更要紧的是对罗马全国国民来说，你的病倒就等于重大的危机，请你千万谨记。」




「只要你健健康康、能够顺利执行任务就好，我的身体好不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衷心向天神祈祷，希望你不管现在、将来都能保持健康。如果天神们不愿意罗马灭亡，我相信祂们一定会接受我的祈求的。」







奥古斯都对台伯留的辛劳虽然深表感谢，但是对于日耳曼问题他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断。

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奥古斯都的犹豫使在前线的台伯留无法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西元10年、11年、12年，台伯留都一直待在前线，但是这段期间所做的事除了完成莱茵河沿岸的防卫设施外，就只是对日耳曼反覆进行如同「示威」一般的攻击行动。

西元13年，奥古斯都终於把「最高司令权」也给了台伯留，这么一来五十四岁的台伯留便成了奥古斯都名副其实的共同统治者。

只是日耳曼问题并未因此稍有进展。

从西元13年起，台伯留返回罗马，改由二十七岁的日耳曼尼可斯来负责日耳曼战线。日耳曼尼可斯担任这项任务总共四年，到惨剧现场去凭弔也是这段期间的事。不过这个时期罗马军对日耳曼仍然没有任何集中火力、大举进攻的行动。

到了西元16年，也就是奥古斯都死后二年，继任皇位的台伯留终于决定从日耳曼地方完全撤离，不过这项撤退决定并未公开发表。身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以及皇帝的台伯留，将日耳曼战线司令官日耳曼尼可斯调到东方去任职，以这种如果不注意根本察觉不出的方式，悄悄地达成了撤离日耳曼的决定。因为对罗马人而言，从正在进攻之地撤退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丟脸行为。





不过，这项决定使得罗马正式的防卫线由易北河=多瑙河移回到莱茵河=多瑙河，一切终于麈埃落定。以现代都市来举例，就好像是沿着汉堡、莱比锡、布拉格、维也纳一线下来，和从鹿特丹到科隆、法兰克福、维也纳一线不同。正如英国学者故意为日耳曼民族所取的外号，住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民族最后还是「帝国之外的野蛮民族」。不过对于不是欧洲人的我来说，我只关心如果罗马帝国扩大到易北河，华格纳的音乐还会诞生吗？





说起来，企图把领土扩张到易北河几乎是奥古斯都唯一的失策。在我看来他的失策还有一个，不过那是下一卷的主题，所以详情就留到一年后再说了。我们先回到日耳曼问题上，根据现代军事专家的意见：


「做为国境线，莱茵河地势比易北河明确，因此在防卫上也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如果罗马帝国真的成功扩张到易北河，那么防卫工作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军事费用也会因此大增，而且对于大后方高卢的控制也必定会变得比较松散。」



可是，最终决定从日耳曼撤离的却是台伯留而不是奥古斯都。除了有时执行政治所需之外，奥古斯都并没有什么虚荣心。但是，由于「父亲」凯撒征服了北方两大传统敌族——克尔特族（罗马人称为高卢）和日耳曼民族，奥古斯都是不是因此产生了想要征服日耳曼，和「父亲」相抗衡的虚荣心？相对于凯撒将高卢民族纳入霸权之下解除掉一个自古以来的威胁，奥古斯都是不是也抱着这样的梦想，希望自己也能收服日耳曼民族，将罗马人从日耳曼民族的威胁中解放出来？

此外，奥古斯都应该也和当时多数的罗马领导阶层人士一样，读过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不过无论作者写得多么精确，读者的资质终究还是会左右对内容的理解程度。





缺少军队指挥经验的奥古斯都不晓得是不是对下面这段《高卢战记》的内容不甚了解？然后又由于不甚了解该段内容，所以无法明白凯撒将防卫线定在莱茵河的真意，以为可以将防卫线扩张到易北河？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写道：


「他们日耳曼民族既没有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军队组织，也没有坚固的堡垒，更加没有手持精心发展的武器躲在要塞中备战的概念。日耳曼民族是受到我们攻击后，绝望之余，在所有地方偶然群集的群众，他们所群集的地方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都市或城镇。凡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地方，像是隐藏在树林间的谷地、白天也黑漆漆的森林深处空地、难以跟踪的沼泽地等等都好。他们一旦进入那种地方就不用再逃了，那些地方只有他们当地人才了解。




即使他们从那些隐蔽的地方出来攻击，那种因害怕而前进的战斗方式，还不至於对大规模的军势造成伤害。但是，小部队个別行动时一定要特別注意。重视各个士兵的安全就是重视全军的安全。




士兵常常会受到战利品的诱惑而发生脱队的情形，即使没有这种动机，在通过森林深处又小又弯曲的道路时，要维持整齐的队伍继续前进也是很困难。




想要完全征服住在这种地方的蛮族，只有将全军分成许多的小部队，从山坡、谷间、任何地方都毫无间隙地设下埋伏，然后将敌人一网打尽。如果还继续罗马军传统的军团旗在前头堂堂带队的行军方式，那么日耳曼的地势将一直是他们蛮族最好的伙伴。以地势为友的日耳曼民族即使只是一小群，也敢埋伏偷袭，而且一旦发现脱离大队的小部队，立刻予以包围攻击，这对他们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




由于预期我军遭遇这种种困难的可能性很大，凡是必要的警戒当然绝不敢懈怠。但是，凯撒（凯撒常常以第三人称来写自己）还是认为与其让士兵们遭受死亡的威胁，不如让士兵们心中留下复仇的念头才是上上之策。」



以现代的方式来说，凯撒了解到除了彻底实行「地毯式狙击」之外，绝无可能征服该地，所以他打消深入日耳曼地方的念头。因为他熟知当地情况，又一直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才能够毫无犹豫地作出决断。相反的，奥古斯都的日耳曼征服行只是文官在桌子上只靠地图拟出来的战略。





说起来，人类真是奇妙的生物。输的时候互相推卸责任而分裂；赢就赢了，又因为嫉妒而分裂。结果不管胜负如何，有没有因为分裂而无谓地消耗实力才是最后决定胜败的关键吧！

如果由这个观点来看，西元9年维尔斯悲剧发生后，罗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之间，胜的绝对是罗马方面，输的则是日耳曼。

对于把败将维尔斯的首级埋在陵寝的奥古斯都，平常批评皇帝毫不留情的元老院一句责难都没有，全国的罗马人也都服了一年的丧。

而在日耳曼方面，部分因为胜利者阿尔密尼斯欠缺组织能力，使得反攻罗马的大好机会全都没有掌握住，部族之间的抗争再度点燃。阿尔密尼斯不仅遭到马洛勃杜努斯的拒绝，连亲弟弟也转而投向罗马。

虽然罗马军已经撤离，但是日耳曼民族却因为部族间的争斗开始互相残杀，而罗马人则在莱茵河畔静观其变。





西元17年，马洛勃杜努斯和阿尔密尼斯战斗失败，向成为皇帝的台伯留求救。可是这时候台伯留已经从日耳曼实施最终撤退了，因此在军事上无法援助，但是台伯留皇帝为了报答这位一直信守承诺的日耳曼族长，保证负责他在拉韦那的居住和生活费。拉韦那位于义大利北部，绝对不是边陲地带，共和时代北义属省总督的官邸就设在这里。当时帝政初期，拉韦那和南义的米塞诺并列为罗马海军基地。马洛勃杜努斯在拉韦那死的时候是西元35年，在过了十八年的亡命生活之后。

阿尔密尼斯和日耳曼尼可斯率领的罗马军以及同为日耳曼民族的其他部族争战，度过波澜万丈的八年之后，在与其中一族的战斗中负伤，死于西元21年，死时才刚满三十七岁。阿尔密尼斯知道他的妻子和幼儿被罗马方面收容，和马洛勃杜努斯一样在拉韦那生活。但是他死时并不晓得他那到达学龄期的儿子为了到首都罗马接受教育，离开了母亲身边，寄宿在皇帝亲族的家。这个阿尔密尼斯后来在十九世纪时被民族主义高涨的德国人视为守护日耳曼民族自由独立的英雄。

古罗马人对于胜过自己或是一直与罗马敌对的人不会采取矮化或是视若无睹的态度。我们这些后世的人能够对那些人和国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全都是因为罗马人自己的记录。维妙维肖的人像雕刻可说是罗马人唯一的独创，罗马人展现在人像雕刻上的彻底写实主义，是否也用在记录历史上面了？阿尔密尼斯虽然没到汉尼拔和潘特斯国王米斯里达兹的程度，但是他也享受了遗留在罗马记录中的荣誉。尤其在知识份子中常见，属于好评本国之非一型的塔西图斯笔下，甚至还读得出赞赏的感觉。顺带一提，阿尔密尼斯是拉丁语式的读法，在日耳曼语中应该是黑尔曼（Herrman），也就是「战士」的意思。

不过罗马人是一个无法忍受象征罗马军事力的银鹰旗一直落在敌人手中的民族。维尔斯悲剧发生时被阿尔密尼斯夺去的三面军旗，在六年后也就是西元15年时由日耳曼尼可斯成功抢回二面，最后一面回到罗马手中是在又过了二十七年之后的西元42年。这表示，奥古斯都虽然经由外交方式，成功地拿回克拉苏败北时被帕提亚王国夺走的银鹰旗，但是他死时还有三面军旗落在日耳曼民族手中。以古罗马人的心情来说，等于是带着耻辱而死。





西元14年，奥古斯都和共同统治者联名举行遍及帝国全境的国势调查，这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是第三次了。根据该年的调查，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成年男子数）是四百九十三万七千人，比起四十二年前的调查增加了八十七万四千人，比二十二年前第二次的调查则是增加了七十万四千人。虽然在德国的森林中失去了二万人，但是奥古斯都高揭「罗马和平」（Pax Romana）的目标，希望由共和政体转移到帝政的心愿，换句话说，也就是由高度成长期转移到稳定成长期的心愿确实一步步实现了。




死亡



那一年夏天，奥古斯都离开首都罗马，坐着轿子沿着阿庇亚大道慢慢地向南去。他的目的是要到拿坡里出席体育竞赛大会，前后的时间则预定在海边度过。即将七十七岁的老皇帝放暑假，六十八岁的妻子莉薇亚也同行。这段前往拿坡里的旅程中，奥古斯都只有前面三分之一走陆路经由阿庇亚大道南下，从海港亚斯杜拉起他便选择了海路。即使进入拿坡里湾之后，他还到卡布里岛停留，并且在沿岸各地靠港，享受了数日愉快的海上之旅。






奥古斯都最后之旅




在这段期间，奥古斯都虚弱的身体并未好转，但是连日的体育竞赛大会他都在场观看少年们的竞赛，而且是从头看到结束，没有发生中途离席休息的情况。

不管他个人喜不喜欢，奥古斯都身体好的时候也是一位很用心观赏剧场表演和竞技的人。据说凯撒虽然到场出席，但是在自己席上不是写信就是接受报告，一点也不认真；而奥古斯都则希望自己能善尽观众之职，同时他也彻底实行了。

奥古斯都如同往常一样，认真地完成了他在拿坡里体育竞赛大会的任务，然后就从拿坡里经由陆路前往培纳文多。

培纳文多是阿庇亚大道沿线上的城镇之一，奥古斯都打算到那里去送別台伯留，因为台伯留要去执行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重整工作，正好经由阿庇亚大道前往布林迪西。

在培纳文多和台伯留会合并且送走他之后，奥古斯都又再出发前往拿坡里；因为时节还是8月，暑假再度展开。

没想到途中到达诺拉的时候，奥古斯都情况突然恶化，於是紧急召回由阿庇亚大道南下的台伯留。

只有台伯留一个人获准进入房间探视奥古斯都，两人谈了很久，但是到底谈些什么没有人知道。

不过，奥古斯都早在一年前就已经预期自己的死亡了。

西元14年才开始，奥古斯都就立刻著手完成《业绩录》的编写，虽然他只记下了他自己希望后世知道的事。移交皇位的準备也在赋予台伯留所有与自己相同的特权之后完成。他甚至连自己的葬礼要如何举行都写好了指示，包括继承人姓名在内的遗书也写好了。迎接死亡的準备全部都已完成。

和台伯留谈过之后不久，奥古斯都就在妻子莉薇亚的手中断了气，正是他终生强烈期盼的平静死亡。奥古斯都死于西元14年8月19日，再过一个月就要七十七岁了。





奥古斯都的遗体在台伯留的陪伴之下，沿着阿庇亚大道北上往罗马前进。不过由于是夏天，运送工作只在夜里进行，白天气温升高就在沿途各城镇的大会堂暂避。

进入首都那一夜，遗体先送到奥古斯都位于帕拉提诺山丘的宅邸。

隔天早晨，遗体从帕拉提诺山丘运下来，首先安置在古罗马广场内献给神君凯撒的神庙台阶上，由台伯留发表一场赞颂故人功绩的演说。之后，遗体在古罗马广场内往西移动，然后安置在公民大会时所用的讲坛上。在那边发表哀悼演说的是台伯留二十六岁的儿子杜鲁斯。本来，如果日耳曼尼可斯在场，应该是由他担任的，不过当时二十八岁的日耳曼尼可斯还在日耳曼各地征战当中。

弔唁之辞结束后，遗体便由元老院议员们扛在肩上穿过马尔斯广场到达「奥古斯都陵」之前。遗体的火葬就在这前面的广场举行，然后骨灰立刻葬在陵寝的中央。葬礼上既没有威武的士兵列队，也没有同盟国或是属省送来的礼物，全部都是按照奥古斯都的遗言，在简单、严肃的气氛中进行。

数日之后，奥古斯都存放在女祭司长那里的遗书在元老院的议场内开封，文中要求将《业绩录》全文刻在铜版上，然后掛在陵寝的正面墙上。

此外，也详细记载了帝国全体的现况，包括现有军力的总数、军团驻扎地一览、「元老院属省」所纳稅金总数、「皇帝属省」所纳稅金总数、各种间接稅尚未缴纳的金额等等，连这些事务的详情该问哪一个解放奴隸或是奴隸，都清楚地列了出来。真是一位严谨的人。





头号继承人是台伯留，他获赠三分之二的遗产，妻子莉薇亚则得到三分之一。

继承人第二位并列了台伯留的儿子杜鲁斯、日耳曼尼可斯以及日耳曼尼可斯的儿子三人。我想应该不用再说明了，凯撒的情形也是这样；所谓奥古斯都的继承人，继承地位和权力的意义更甚於财产的继承，就好比指名后继者一样。

凯撒死时将财产遗赠给首都居民，和凯撒一样获赠「国父」称号的奥古斯都也没有忘记身为「父亲」的义务。

他不但留赠给全首都的居民四千万塞斯泰契斯铜币，而且还另外遗赠三百五十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给自己的两个选举区。由于他分別继承了亲生父亲欧古塔维斯和义父凯撒的选举区，所以他有两个选区。

其他还有近卫军团的士兵每人一千塞斯泰契斯铜币，首都警察官每人五百塞斯泰契斯铜币，以及全部军团兵总共十五万人，每人得到三百塞斯泰契斯铜币。

奥古斯都在遗书中也指示头号继承人台伯留立刻以现金支付这些遗赠金，因为他从以前就已经準备好了。

虽然金额有差，可是奥古斯都也没有忘记那些军团长。不过最高达二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的这笔遗赠金无法立刻支付，预定一年后支付。延后支付的理由奥古斯都也写了，那就是因为自己的资产很「普通」，他也为这笔金额的延后支付而感到抱歉。

此外，奥古斯都还说明自己继承人全部继承金额加起来没有超过一亿五千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二十年来，友人、知己所遗赠的财产金额总计超过十四亿塞斯泰契斯铜币，但是连同从两位父亲继承来的分在内，全部都用在国家和国民的身上了。





奥古斯都的遗书听起来不像一位皇帝的遗言，倒像是会计师的报告，嫁给这种人做老婆可能会被要求详细填写收支簿也说不定，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要苦笑。不过，如果随便乱花钱，一个大帝国也无法长久营运下去。虽然花钱随便未必不能创立帝国，但是绝对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这位性格严谨、注意细节的罗马首代皇帝知道，只有在上位者守法，才能够强制下面的人也遵守法律。

遗书的最后，奥古斯都表示不允许女儿和孙女两人葬在「奥古斯都陵」之内。

与半世纪前的凯撒一样，元老院以及公民大会也决议将奥古斯都予以神格化，只要罗马帝国存在一天，罗马人都以「神君奥古斯都」来指称奥古斯都。





从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朋（Edward Gibbon）开始，欧美的历史学家对古罗马的评价简单来说就是共和时代值得尊敬，但是帝政时代就开始堕落。现代的研究者虽然逐渐推翻这种说法，但是那些为喜欢历史的读者所写的历史著作却依然充斥著这样的评论。

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Toynbee）甚至表示奥古斯都的功绩只是把罗马的衰亡延后而已。

对我来说，盛者必衰是历史上不变的道理，即使奥古斯都只是使得罗马的衰败延后，那也够了；况且「延后」的岁月长达数百年，应该可以满足了。说不定欧美的历史学家还以为他们自己和荣枯盛衰无缘呢！

这些历史学家举出蔑视帝政的理由是，因为帝政时代的罗马失去了自由，决定国政的自由。

这么说的话，共和时代的罗马谁都享受到了吗？

共和时代罗马的政体并不是像雅典那样的直接民主政体，虽然有公民大会，但是事实上是由元老院作主，历史上称作寡头政治的少数领导制。

只有在苏拉改革之前是三百人，之后增为六百人的元老院议员才能享受到决定国政的自由。进入帝政时代之后失去这项自由的是这六百人，而全罗马帝国的人口有六千万人。

我认为由凯撒设想、奥古斯都巧妙地甚至不惜撒谎所建立的帝政实现了高效率运作的世界国家。证据是，连情感上偏向共和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都不得不忠实记下：属省人民对帝政的评价比较高。也就是说，元老院那六百人怎样虽然不晓得，但是的确是获得六千万人民的好评。所以「罗马和平」（Pax Romana）才能持久。

被希腊思想家普鲁塔克（Plutarch）视作罗马兴盛原因的「败者同化」精神，即使在进入帝政之后也没有消失。虽然在帝政时代受到各个皇帝及时代潮流的影响，但是这种精神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被应用在更广泛的范围继续传承下去。罗马人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政治形态，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精神，却是一直持续的。

当时代走到要求高效率的国家运作与确立和平的地步，六百人决定国政的自由是否有死守不放的价值？我们人类常常被迫做出选择。因为世间并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人类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在中间保持平衡而已。

凯撒做了选择，奥古斯都也做了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是废除共和政体、成立帝政。

在研究罗马史方面的世界权威之一——艾德卡克教授（F.E.Adcock）在“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中有下面的一段话：


「由一人统治的国家形态，对当时的罗马来说有政治上的必要。」



而他对于确立这种国家形态的那个人给了如下的评论：


「奥古斯都并不像亚历山大大帝或是凯撒那样具有过人的智力，但是那个时期的世界正需要像他那样的人物。」



奥古斯都死前畅游拿坡里湾，在坡佐里停留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有一艘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刚刚开到的商船，船上的乘客和船员认出了在附近船上休息的老皇帝。於是船上的人开始好像合唱一般，齐声向皇帝叫道：


「讬您的福，我们得以活下去。




讬您的福，我们得以安全旅行。




讬您的福，我们得以活在自由和平之中。」







这些人突发的赞颂之辞使得老皇帝打从心底感到幸福。在他的指示之下，每人都获赠金币四十枚，但是关于金币的使用他有个条件，那就是这些金币必须用来购买埃及的物产，然后卖到別的地方去。奥古斯都到老都是一个实际的男人，他知道物产自由流通之后，帝国整体经济力和生活水準才会提昇。而这一切，只有在「和平」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






朱利斯=克劳狄斯族系图①









朱利斯=克劳狄斯族系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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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史料及原始史料——古人所著的史书、文学作品等



与这第Ⅵ卷相关的有下列人士的作品：

加西阿斯·狄奥、阿庇尤斯、斯特雷波、苏埃托尼乌斯、帕提可斯、塞内加、塔西图斯、佛莱维斯。

不过，前两者在第Ⅰ卷的卷末已经介绍完毕，斯特雷波以下的三人在第Ⅴ卷的参考文献表中也出现过，而塞内加、塔西图斯、佛莱维斯等三人和第Ⅶ卷要叙述的时代关系较深，因此留待下一卷来介绍比较适当。

此外，水道工程专家法朗提努斯、著有建筑书的维特鲁维乌斯也是留到別卷专门写这类事情的时候再介绍比较恰当。

这么一来只剩下文人而已·奥古斯都时代的代表性文人除了第Ⅰ卷介绍过的历史学家李维斯之外，全都是诗人，包括：维吉尔、霍雷斯、奥维德等三人。不论文学价值如何，没有什么比文人的作品更能反映时代气氛了。不过，在日本可以说一点也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作品的迹象。被归为文学而翻译成日文的有以下作品：

维吉尔（Vergilius Maro, Publius）

Aeneis《伊尼亚斯 上·下》，田中秀央，木村满三译，岩波文库，1940，改订版1949

Bucolica,Georgica《田园诗·农耕诗》，越智文雄译，生活社，1947

Georgica《农耕诗》，越智文雄译，生活杜，1947

Aeneis《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21卷 维吉尔，鲁克里夏斯（伊尼亚斯）》泉井久之助译，筑摩书房，1965，改订版1983

Aeneis《伊尼亚斯 上·下》，泉井久之助译，岩波文库，1976

Bucolica《牧歌·农耕诗》，河津千代译，未来杜，1981

霍雷斯（Horatius Flaccus，Quintus）

De Arte Poeteca Liber《霍雷斯诗论》田中秀央，黑田正利译，岩波书店，1927

Epistole《书简集》，田中秀央，村上至孝译，生活社，1943, 改订版1946

Carmina《歌章》，藤井昇译，现代思潮社，1973

奥维德（Ovidius Naso, Publius）

Ars Amatoria《爱的技术》，樋口胜彦译，思索社，1948

Ars Amatoria《恋爱术》，樋口胜彦译，思索社，1949

Metamorphoses《双身物语》，前田敬作译，人文书院，1966

Metamorphoses《双身物语 上·下》，中村善也，岩波文库，1981, 1984

Ars Amatoria,Remedia Amoris《恋爱入门·相思病的治疗法》，藤井昇译，瓦拉比书房，1984

Fasti《祭历〔丛书亚历山卓图书馆Ⅰ〕》，高桥宏幸译，国文杜，1994

Ars Amatoria《恋爱的技法〔平凡社图书馆〕》，樋口胜彦译，平凡社，1995

此外，今年（1997年）6月起，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开始以《西洋古典丛书》为名，发行全套日本语版的希腊。罗马时代作品集，第一期预定发行的有以下十五卷。进入罗马时代之后以希腊语写成的著作仍然很多，反映出罗马人的双语主义。

亚里斯多德，《关于天》，池田康男译

亚典纳欧斯，《餐桌上的贤人们1~2》，柳沼重刚译

伽林，《关于自然机能》，种山恭子译

艾索克拉底，《辩论集1》，小池澄夫译

马可斯·奥理略，《自省录》，水地宗明译

普鲁塔克，《道德论13》，户塚七郎译

普鲁塔克，《道德论14》，户塚七郎译

塞克斯图斯·安培里克斯，《比罗主义哲学概要》，金山弥平，金山万里子译

赞诺芬，《希腊史1~2》，根本英世译

奥维德，《悲歌/黑海来的信》，木村健治译

特拉格斯/尤斯提斯，《地中海世界史》，合阪学译

塞内加，《悲剧集1》，小川正广，高桥宏幸，大西英文，小林标译

塞内加，《悲剧集2》，岩崎务，大西英文，宫城德也，竹中康雄，木村健治译



二手史料——后世所写的历史书和研究论文



介绍后人所写的历史书和研究书有二种方式。

第一种是只列记参考过并且「同意」该书看法的著作，这种方法常见於以研究者为对象的学术论文。

第二种记载参考文献的方式是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著作所采用的方式；作者不但参考別人研究的成果，即使对其导出的结论不甚赞同的著作也一并记载。因为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一般读者并不具有什么意义，但是也许其中有一些想知道別种历史观的人，而提供这些读者相关的资料可以视为是作者的一种礼貌。

以我来说，通常是采取第二种方式，因此在我的参考文献表中也包括了历史观与我不同的著作。

历史和数学是不一样的，作者处理的对象不是数字而是人。不管面对的是多么久远之前存活过的人类，写书的人自己必定也有他的过去；唯有写的人将自己完全投入，才能比较贴近所写对象的存在。历史不像数学，当然也没有什么标準答案。

青柳正规，《古代都市罗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90

青柳正规，《皇帝之都罗马——刻划在都市中的权力者像》，中公新书，1992

南川高志，《罗马皇帝和那个时代——元首政治期罗马帝国政治史的研究》，创文杜，1995



〔研究机关期刊简称〕



AAT=Atti della Accademia delle scienze di Torino.

Acme=Facolta di lettere dell'Universita statale de Milano.

ANRW=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omischen Welt.

JR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NC=Numismatic Chronicle.

PBA=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RhM=Rheinsches Museum fur Philologie.

RSA=Rivista Storica dell'Antichita.

RSI=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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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Ⅶ





恶名昭彰的皇帝



[日]塩野七生



しおの ななみ

彭士晃 译



三 民 书 局







作者简介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第一章





皇帝台伯留




在位期间：




西元14年9月17日~37年3月16日





卡布里岛



现今要到拿坡里南方三十公里的海上小岛卡布里，只要搭水翼船，三十分钟就可以抵达。若不在乎时间，想要呼吸海上的空气、欣赏周围的风景，可以选择接驳船前往，最多花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

但是在当时，古罗马人即使再怎么热中於提升机能性，也必须仰仗人手和海风作为动力，所以时间上就无法缩得太短。一般的三层桨帆船时速为每小时二至三海里，顺风扬帆也顶多五海里。一海里等于一·八五二公里。而拿坡里湾是出了名的风平浪静，适合划船或独木舟的练习，气候也与罗马一样，是义大利最宜人的地方。当时的台伯留需要的不是周游用的御用船，而是政务用的船只，所以势必是具备了最高的机能。无论是从拿坡里、商港坡佐里或是军港米塞诺出发，只要三个小时，应该也能到卡布里。

卡布里岛在今日也是地中海地区屈指可数的著名休閒地，但在二千年前，这整座岛是皇帝的私有地。这是因为奥古斯都跟岛屿的原所有者拿坡里以依斯基亚岛交换卡布里岛为条件，终于成功取得这座岛屿的缘故。卡布里岛美不胜收，竟能让罗马世界的最高权力者放弃面积大三倍、还有温泉资源的依斯基亚岛。从罗马时代起，就称卡布里岛为「拿坡里湾的珍珠」。可惜，奥古斯都虽然迷恋卡布里，却在没能好好享受之前就撒手尘寰了。奥古斯都只有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游玩拿坡里湾之际，顺道到了卡布里岛上做了短暂的停留而已。对终生忙于政务的奥古斯都而言，他只把卡布里岛当作是休閒之地，就算心里头一直想去，却由于政务繁忙而始终不克前往。

卡布里岛终究不过是他的一个梦想之地而已。






卡布里岛周边图




卡布里岛上四处尽是断崖绝壁，没有沙滩，船只能够靠岸的所在，只有岛屿的北边一处。从这里往上头走一会儿就可以到达一处高台，上头盖有流传是奥古斯都兴建的別墅。虽然说这里号称高台，其实离海面也不过十余公尺，距离之近，让渔夫们能认出皇帝就站在面海的列柱回廊上，他们会停下收网的手，向皇帝问候，皇帝就从高台上的列柱回廊轻轻挥手。亲民的奥古斯都会愉悅参加岛上居民的祭典。

今日的卡布里岛已经成为一般休閒胜地，欧洲名品店比邻而立。从停船码头搭乘缆车，转眼间就可以抵达海拔一百四十六公尺的岛屿中央广场。因为现在的观光客意不在观赏周围的绝美景致，而更想要好好晒晒太阳。为了因应他们的需要，卡布里岛上的饭店，全都集中在适合作日光浴的岛屿南边。

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走进中央广场分支的小径。要造访岛屿东方台伯留皇帝別墅的遗迹，就得舍弃缆车或汽车的便捷，於是沿路从海拔一百四十六公尺开始走向三百三十六公尺处，还好道路并不陡峭。缓缓的上坡，越往前走，民家越少，左方的拿坡里湾占据了大部分的视野。

三十年来，这条路我不知走过多少回，可是到现在还是想不起来，到遗迹所需的时间到底有多久？距离到底有多远？因为无论何时，我的脑海里只想着一件事。

我想的是，现在是海拔三百三十六公尺，推算古时候的海水水位比现在还要低六公尺以上，在那没有缆车的时代，台伯留要走到自己选择的岛屿最东方断崖上的別墅时，等于要爬到三百五十公尺左右的高度才能到得了。就罗马人的个性而言，道路铁定是立刻就铺设好了，但是台伯留是不是坐在由倔强难驯的奴隸所扛的轿子里，一路摇晃而来的呢？其实，台伯留即使到了晚年，健康状况仍旧是如钢似铁，搞不好中途他就下了轿子，靠著自己的双腿走来呢。

我的健康状况可不如钢似铁，但仍努力走完全程，而在走完后头的二百公尺时，也能深切体会台伯留是个多么讨厌与人交往的人。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和后来继承他的二代皇帝台伯留之间的性格差异，从比较卡布里岛上的两座別墅就能了解。沿路上，我就是一直如此喃喃自语的。





位处断崖最高处、今日名为「约维斯別墅」（宙斯別墅）的台伯留別墅，如今只是座红砖碎石的遗迹。但是，从庞大的储水槽来想像，这将足以满足罗马人热中追求舒适性的特质。话说回来，从东到北大落落的舒适华美別墅，却不是台伯留退隐之处。他并没有在皇位让贤后隐居至此，而是从西元27年到去世为止的十年之内，从这卡布里岛上统治罗马帝国。虽然他厌恶与人交往，但却没有放弃统治人类的责任与职务。罗马帝国是由凯撒描绘蓝图，奥古斯都构筑，而在台伯留的统治之下奠定基础。






约维斯別墅（台伯留皇帝在卡布里的別墅）平面图——跟一般的罗马別墅相比，这座別墅的特色在于主人的居住区与佣人的工作区分隔得很清楚。




我有个毛病，喜欢看遗迹后在脑筋里复原其形状。建筑物一旦复原后，在此生活的人们也跟著「复原」。在我的想像世界中，他们至今仍旧活着、呼吸着。

当我在写朱利斯·凯撒的时候，我心中的眼睛就看着他；不过，我眼中的凯撒并非独自一人，他始终受到年轻、有朝气的部下簇拥著。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传出的欢愉笑声。即使是在跨越卢比孔河这攸关人生成败之际，自他慷慨激昂地说出：「过了这条河，是人世的悲剧；不过这条河，则吾人灭绝」之后，也仍然不乏众人跟随。我实在无法想像凯撒会孤独。

奥古斯都也是很难将他与孤独联想在一起的人。凯撒是凡事都一个人做决定的，奥古斯都亦复如是。不过，奥古斯都在做决定之际，身旁总有可以商量的对象，而且还不只是一位，是有两位。所以我心湖中映出的奥古斯都，身旁总是有阿古力巴和马西纳斯跟随着。这样的奥古斯都，自然与孤愁无缘。

只有台伯留，我能想见他孤愁的模样。高大壮硕的体格，即使面对他的背影，也绝对不会感到单薄；而他高峻的个子，仿佛总是在拒绝別人伸手援助。

孤独的男人眼前如果是一片狂风大浪的海，或是不许人类存活的沙漠，他还可以完全活在自己建构的世界中。然而，约维斯別墅眺望出去的景致，是美丽的地中海区域中更叫人陶醉之处，换句话说，就是让人们能深切体会活着真美好的地方。从东北延伸到东方的索伦托半岛景色让人们变得更温柔，眼下一片的拿坡里湾则是青翠碧绿；而遥远西北角的米塞诺海角，入夜后灯火闪烁，让人不禁想起人世间。把这样的绝景配上一个拒绝人群的男子，这是何等的不协调！

其实，台伯留不是一当上皇帝就开始厌恶与人交往的，他真的努力尝试过要去适应，不，该说是努力过了头。




皇帝登基



奥古斯都之死是在8月19日，台伯留登基则是在9月17日。另外，奥古斯都和二十三年后台伯留逝去之地一样，在拿坡里近郊，而遗体回到罗马的时间耗费了十二天。虽然记录正确日期的史料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从这两项史实来推测，去世的奥古斯都遗体回到首都，应该是在西元14年9月以后的事情。据称，由于是盛夏的关系，所以移灵都是在夜间进行，或许会因此而再多花个九天、十天吧。毕竟皇帝的遗体回归首都，可不能靠著马车全力冲回罗马吧。而当护卫的士兵扛着奥古斯都的遗体前进时，步行在后的，正是奥古斯都过世时也在场的台伯留。

不仅因为台伯留与奥古斯都有亲戚关系，还有，奥古斯都生前早已将各种权限交付给他，几乎视他为皇帝的候补者了。所以，当移灵大队沿阿庇亚大道北上之际，唯有台伯留脱队，先乘快马赶回罗马，因为他身负召集元老院的任务，在元老院中决定先皇的葬礼应如何进行，还得公布奥古斯都的遗嘱。皇帝的遗嘱不是私事，属于公事之列。

年初时奥古斯都写好他的遗嘱之后，依照惯例，会交给女祭司长保管。议场中坐满五百名以上的元老院议员，人人洗耳恭听这份遗嘱。为了表示慎重、公正，由一位与故人没有亲戚关系的法务官来宣读。遗嘱的第一句，回荡在宽广的元老院议场的每一个角落。


「兹声明，既然无情的命运夺走了我的二个孩子盖乌斯与卢基乌斯，我把遗产的二分之一与六分之一让给台伯留。」







盖乌斯与卢基乌斯为奥古斯都唯一的女儿尤莉亚所生，不久后就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这两个兄弟，前者死于西元4年，后者死于西元2年。二十三岁与十八岁就弃世无不令人惋惜，不过这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其实元老院的议员们都知道二位年轻皇位继承人的能力欠佳，只有身为他们亲生祖父的奥古斯都会喟叹他们的早逝；而五十五岁的台伯留，无论是在能力与功绩方面，都是人人称道的。

其实，奥古斯都比任何人都肯定这一点，这也可以从以下的事情看出来。奥古斯都在西元4年时收当时四十五岁的台伯留为养子，并要求元老院赋予他十年为限（其实是可以更改时效）的「护民官特权」，而且也做到了。另外，在西元13年的时候，他还把全部领地的统治权和全罗马军的最高指挥权赋予台伯留，让台伯留成为他的实质共同统治者，帮台伯留铺好了自己去世后的治国轨道后，才撒手人间。或许对奥古斯都而言，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吧。事实上，在法律的表面上是做得很完整了。在遗嘱中，他也将遗产的三分之二赠与主要继承人，这是罗马人最习惯的方式，等于指明了台伯留做他的继承人。毕竟大帝国在管理上的最大敌人，就是指挥系统的中断。

虽说奥古斯都要把遗产的三分之二让给台伯留，但是对于为何要让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台伯留，却是只字未提。所以，聆听遗嘱的人都以为奥古斯都原本想要传位给两名孙子，可是却已不在人世，又因为没有其他选择，所以才指名妻子的拖油瓶——台伯留来作继承人。不仅是古罗马，无论何处，靠女人得势的人，永远背负着遭人藐视的宿命。

还有，奥古斯都的遗嘱，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不够「斩钉截铁」。跟凯撒的遗嘱相比，差异清晰可见。凯撒指名当时只有十八岁的奥古斯都作为继承人时，可没有给他贴上「如果这个年轻人能发挥适合自己身份的力量」等附带条件。如果给了他这种附带条件，在战场上实力落差悬殊的死对头安东尼就足以证明他不适任。当时正值凯撒遭暗杀后的动乱中，战场中实力的差距，会给凯撒的继承人留下不适任的烙印。凭借着凯撒斩钉截铁的遗嘱，奥古斯都不知少吃了多少苦头。

或许奥古斯都也会说自己并没有给台伯留附带条件吧。不过，不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十八岁小子附带条件，跟不给有经验、有功绩、有正式地位的五十岁男人附带条件，这根本是两码子事。要是给后者附带条件，光是想到这一点，就不禁让人发笑。奥古斯都用他独到的巧妙手法，即使在文字上没有表达出来，但实际上还是给了台伯留附带条件。





在奥古斯都去世前十年、收台伯留为养子时，也就是当他是继承人的阶段，奥古斯都要已经有儿子的台伯留收日耳曼尼可斯为养子。日耳曼尼可斯是奥古斯都亲姊姊欧古塔薇亚的孙子，所以和他有血缘关系。虽然情非得已，必须在他死后，由台伯留继承，但这一举动等于声明了台伯留之后要由日耳曼尼可斯继承。

奥古斯都的遗嘱中说到:「既然无情的命运夺走了我的二个孩子盖乌斯与卢基乌斯」，后头就表明要让位给台伯留，却没有提出理由，只说到十年前的往事，让人听了只觉得奥古斯都还是没有忘却往事，由此可以了解奥古斯都的一半用意。刻意提到十年前过世的两个孙子，奥古斯都的言外之意，就等于挑明了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身上，应该流有他这位「创业者」的血液。压根没有提到让位给台伯留的原因，是因为奥古斯都只把台伯留当作日耳曼尼可斯登基前的临时继承人而已。这一年，台伯留五十五岁，而担任莱茵河防御军团总司令官的日耳曼尼可斯则是二十八岁。就年龄上来看，这轨道铺得也相当顺遂。

还没有正式决定登上皇位之前，就被说得这么露骨，台伯留的内心作何感想？议场中所有元老院议员的眼光，应该都集中在聆听遗嘱宣读的台伯留身上吧。每个人一定都会用等着看戏的好奇心，观察台伯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二代皇帝台伯留的治世，就在这种受到屈辱的情况下展开。

如果当时奥古斯都曾经一度考虑选为临时继承人的盟友阿古力巴还活着，而且在西元14年的元老院议场中聆听到了遗嘱，他的心里又是什么滋味？阿古力巴跟奥古斯都同样没有血缘关系，他不过是个从士卒爬升到奥古斯都左右手的人物，要不是凯撒拔擢他，在之前不是名门出身就无法进阶军官的共和国时代罗马军团中，阿古力巴充其量也不过当到百人队长。如果没有进入军队，阿古力巴搞不好还一辈子都是个农民，所以他如果能成为「衔接人」，他应该会觉得是个光荣，而不是屈辱。

台伯留可是克劳狄斯家族的背景出身。罗马改为共和政府之际，克劳狄斯这家名门贵族就带着五千名「被保护者」（Clientes）迁往罗马，这家族的历史就等于是罗马的历史。相对地，奥古斯都的祖父是在从事什么行业的根本不可考，克劳狄斯家族跟这种家族出身的奥古斯都根本无从比较；就连收奥古斯都为养子的朱利斯家族，虽然历史悠久，但在身负罗马共和国重任的人才多寡上，根本远远不及克劳狄斯家族。克劳狄斯家族出过二十八名执政官、五名独裁官、七名财务官、六名凯旋将军和二十名次席凯旋将军。台伯留的母亲出身於李维斯家族，同样也是克劳狄斯家族的一支。光是提到台伯留祖先中受人瞩目的就有：

雅比斯·克劳狄斯——西元前312年的财务官，他运用职权，不仅铺设了罗马第一条罗马式大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阿庇亚大道），他同时也因为是罗马第一条上水道的建造负责人而名留千古。请参照第Ⅰ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第170页以下，第200页中也有提及。

阿庇尤斯·克劳狄斯——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中，与迦太基的第一战之胜战将领，请参照第Ⅱ册《汉尼拔战记》第6页以下。

台伯留·克劳狄斯·尼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为了阻止占据义大利的汉尼拔以及从西班牙前来支援的汉尼拔胞弟汉席多拔会合，在梅他吾隆会战中的胜利者。这次战役决定了之后汉尼拔的孤军无援，请参照第Ⅱ册第208页以下。

提供许多人才给国家，并不一定都是优秀的人才，愚劣者亦不在少数。举例而言，有以下较为知名者：

阿庇尤斯·克劳狄斯——西元前450年的罗马，贵族阶级与平民势力发生正面冲突，而他就是贵族阶级的堡垒「十人委员会」的核心人物，参照第Ⅰ册第122页以下。

克劳狄斯·普鲁克斯——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罗马军的败将之一。一般而言，罗马是不会处罚败将的，但唯有他被撤职。原因是由于战斗前罗马人会先用鸟来占卜，可是他气占卜用的鸡不肯啄食饲料，於是大叫道：「那水你就肯喝啰？」，命人把那只鸡丟到海里。他的这种行径被认定是缺乏远虑，不适合担任指挥官。请参照第Ⅱ册第31页以下。

普布里斯·克劳狄斯——贵族原本是不能担任护民官的，但是他却去做了平民的养子后担任护民官。在名门出身者主导的元老院体制下，他竟然做出这等丑闻，依附到凯撒派去。请参照第Ⅳ册《朱利斯·凯撒时代（卢比孔之前）》第157页以下。

台伯留在西元4年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之后，据说簽名时都不再簽台伯留·克劳狄斯·尼禄，而是簽台伯留·朱利斯·凯撒。这表示他是朱利斯家族的一员。但是台伯留身上所流的血液，毕竟是克劳狄斯家族的。不过，这个问题很好办，只要他利用登上皇位的机会，恢复克劳狄斯家族实力雄厚的「元老院体制」就能解决。

只不过，台伯留的不幸不在于他本身所背负的家族传统，而是赞成了大异于自己家族传统的奥古斯都政治的理念。换句话说，台伯留应该继承代表旧的共和体制的家族，却认为帝王政治这种新体制才是罗马的未来之路。从精神层面上支持他这种看法的，是克劳狄斯家族不断地提供人才给国家的这层自负。克劳狄斯家族的男人们有著强烈的自负，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最优先，所以不论国家是否为帝王政治，这种基本的特质仍存在于台伯留的血液中。





奥古斯都的遗嘱中，声明遗产的三分之二赠与台伯留后，剩余的三分之一则留给妻子莉薇亚。而莉薇亚被朱利斯家族收为养女，名字也改为尤莉亚·奥古斯塔。

再重复一次，凯撒与奥古斯都这种阶级的人在赠与遗产时，除了是将财产赠与他人之外，更是权力的赠与。奥古斯都将遗产的三分之一赠与妻子莉薇亚，就表示他把皇帝三分之一的权力赋予莉薇亚。奥古斯都不是会因为爱情而处理这种重要事情的男人，从这里也同样可以了解到他有多么的深谋远虑。

日耳曼尼可斯与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他更是莉薇亚英年早逝的第二个儿子杜鲁斯（传闻是奥古斯都的私生子）的长子。赠与莉薇亚的三分之一权力，其实是给莉薇亚的孙子——日耳曼尼可斯的「预定继承」。至於留给莉薇亚的长子台伯留的部分，只要三分之二就能解决。而让莉薇亚到朱利斯家族作养女，是为了防范赠与莉薇亚的权力流到朱利斯家族以外的其他人手上。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奥古斯都太执著於将权力留在朱利斯家族内，我一半赞同，但一半可就持不同的看法。奥古斯都的这种做法，是期望罗马帝国的政局能够稳定。因为政局一旦失衡，内战立即就会爆发。至於众人眼中的临时继承人台伯留心中作何感想，那可不是奥古斯都的事情了。





奥古斯都遗嘱的后半段，在第Ⅵ册《罗马和平》第316页有提到。在详细记载赠与居住於首都的平民与官兵的遗产金额之后，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还留下了遗言，给未来负责统治帝国的人:


「建议不应扩大版图，超越现有的帝国国界。」



这是往后皇帝们奉为第一信条的事项，但对继承奥古斯都的台伯留而言，这是最直接的课题。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已是既成事实，那倒还好；问题在于奥古斯都没有说明，「现有的帝国国界」到底是莱茵河还是易北河。更何况，在给全民的遗嘱《业绩录》中，奥古斯都还写到：「我们的舰队在“Okeanus”（现在的北海），从莱茵河口向东，远征金普力族。以往无论是海路或陆路都不曾有罗马人到达该地，居住此地的日耳曼民族派遣使节，希望与我及罗马国民树立友好关系。」

这里头并没有用到称霸的字眼，但是九年前台伯留曾率领罗马军，进攻到易北河。金普力族是居住於易北河之东的部族，而进攻到此地的台伯留，现在已经是全罗马军的最高司令官。聆听到奥古斯都「建议」的所有元老院议员，大都认定帝国的北边国界就是易北河了吧。

在奥古斯都过世前几天，他急忙召回台伯留，在他的病房里，两人谈了许久。至於谈话的内容为何，重视诚信礼节的台伯留直到去世为止，都不曾透露口风，所以至今仍是一个谜。或许提到将军队撤到莱茵河的事情吧？无论如何，奥古斯都在过世之前，对于从进攻之地撤退这件罗马史上最不光荣的事情只字未提，这也成为留给台伯留的课题之一。





遗嘱宣读完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举行奥古斯都的葬礼。理所当然地，答案很快就出现了——用国葬。隔日一大早，葬礼就举行了。由于这场国葬是尚未等到元老院决议就举办的，所以準备工作好像进行地很快速。更何况，在残暑的季节，也必须立即冰镇加以保存。罗马人的葬礼并非将遗体安置于棺木之中，而是在睡床之上，好让大家跟故人做最后的告別。在故人之前宣读他的德望，之后由人们扛着，运往火葬场。在罗马广场中央的凯撒神殿前所作的演说，就是由身为故人养子，同时又是继承人的台伯留担任的。在皇帝庙前举行火葬后，骨灰葬在庙内中央。

元老院决议将逝世的奥古斯都加以神格化，所以罗马的第一代皇帝，便成为了「神君奥古斯都」。

权力的转移似乎在毫无障碍的情况之下完成了，但是，台伯留本人却提出了要求谨慎的请求。

台伯留心里有数，他很清楚，在罗马的法律和传统之中，他将接任的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立场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因此，奥古斯都留下的「遗产」中问题最多的这件事，台伯留希望能够有个明确的决断之后，再开始治世。





要正式登上罗马皇帝的位子，光靠前任皇帝指名是不够的，还得要有元老院以及罗马公民双方的认可。元老院中以投票的方式，而公民的认可则是靠欢呼声；纵使两者之间有点差异，但是没有双方的认可，皇帝也不能登基，这是罗马帝国统治权的一项特色，有別於中国等其他帝国的皇帝。

罗马的主权者，终究还是“S.P.Q.R.”，也就是「罗马的元老院与公民」，所以，元老院与公民认可，就表示「委托」了统治权。当时罗马人的观念，跟现代的「选举」是不是蛮相似？不过，既然是选举出来的话，照理说应该要有明确的任期；但在罗马是没有明确的任期就将统治权委托给某个人，即表面上是共和制度，但本质上是君主制度，这也是奥古斯都用心良苦的地方，因此更要保留一些灰色地带。只不过，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罗马帝国全境略图（西元14年时）——为现在的国界




奥古斯都在西元前27年与安东尼的权力斗争中胜出后，成为罗马世界中的最高权力者，但是他却宣示要回归共和政府，大大出人意表。如同他亲身所记的《业绩录》中提到，正式表明：「之后的我，在权威上是处於众人之上，但是在权力上，无论是谁，都是我的同僚。」如果完全相信他这番话，那这就不是帝王政治，而是元首政治。到底这是帝王政治或是元首政治，在罗马国内也是意见分歧。和元首政治之定义一致的，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权威与权力的关系，才与奥古斯都所言吻合。

威尼斯共和国国会选出的元首任期，采行的是唯一的终身制，无论对内或对外，他都是代表「威尼斯的体表」。但是，这位元首所拥有的权力，却只佔相当於现代国会的元老院中二百票中的一票，或是相当於现代内阁的「十人委员会」中十七票中的一票。更何况，共和国国会和元老院的议员都是世袭制，唯独元首只是一代。如果不遵守这个原则，那就不叫做元首政治了。这种政治体制在威尼斯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威尼斯支配的领土狭小，统治的人口又少的缘故。

至於古罗马「元首」（Princeps;第一公民）的权威与权力的关系又如何呢？

罗马的「元首」也是「罗马的体表」，在硬币上雕刻肖像和记名的方式也与威尼斯相似。除此之外，他还是罗马宗教界的最高神祇官，这也等于确认了他的权威。只有在权力方面，与始终保持共和制度的威尼斯大异其趣。


首先，罗马的「元首」是全罗马军的最高司令官。




其次，负责保卫祖国义大利和首都罗马的近卫军团，属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




第三，领土中分成「元老院属省」和「皇帝属省」，是皇帝属省的最高负责人。




第四，元老院属省是由元老院派遣的属省总督统治，但是所有属省的征稅权，却是透过其任命的「皇帝财务官」，由他掌控。




第五，拥有「护民官特权」，因而具有平民大会的召集权。这是根据保障平民权利的霍田西法而制定的，即使元老院否决，只要平民大会中通过，一样可以立法，成为政策。如果从现代的观点来解释的话，就是国民拥有全民公投的权利，即使国会反对。




「护民官特权」还附有否决权。否决权到底是多么厉害的武器，不妨想像一下联合国安理会的会员国有无否决权的差异性，即可得知。原为拉丁文“VETO”的这种强大的权利，在两千年后的今日，仍旧存在。




第六，罗马帝国的「元首」还拥有发动临时措施令的权利，很多人将它翻译为勅令。要统治领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帝国，视实际情况需要，往往要立即处理许多状况。要制定这项临时措施令，也就是要让它成为恒久的法律，必须经过元老院通过，这又是罗马帝国不同于其他帝国之处。




第七，几乎所有的行政官任命权都在「元首」的手中，就算有些高级行政官的任命权不在其手上，至少也掌握推荐权。




第八，罗马公民原本拥有控诉权，后来奥古斯都把这项权利也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等于他自己兼任了最高法院的长官。



独揽这些大权的「元首」，采的是世袭制。

以上就是古罗马「元首」的真实写照。历史学家塔西图斯写道：「奥古斯都架构的并非王政，亦非独裁政治，而是以元首为名的国家体制。」让我不禁觉得，塔西图斯到底是不了解实际的状况呢？还是明明知道却要刻意讽刺？

如果按照奥古斯都强调的“Princeps”（第一公民）的字义来看，只不过是「罗马公民的第一人」而已，还称不上是正式的名称。而且，实际上，在所有被发掘出来的碑文中，也没有任何足以证明这个字是罗马皇帝別名的证据。奥古斯都将大权掌握於手中，架构了「独自一人统治的政治体制」，而这「第一公民」的称谓，不过是他的障眼法罢了。不过，躲在这障眼法之后，就会产生新的问题。毕竟人类只看到映入眼帘中的事物。

说到罗马人的明快、逻辑性和法治精神，我总觉得凯撒采用的终身独裁官制度是比较清楚明瞭的政治体制。在罗马，独裁官等于就是危机管理系统，独裁官之下，元老院等所有机构的功能，就是执行命令，组织结构明确。凯撒虽然采用终身制，却没有施行世袭制。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指名下一位继承人，之后再由这位继承人指名下一位继承人，这种制度，与五贤帝时代的皇帝相同；不过，五贤帝时代做的，在一百五十年前可是反对声浪不断。而且，终身独裁官的称谓，完全没有掩饰统治者内心的意图，正因为称谓得太白了，凯撒才遭人暗算。

现代的研究者之中，也有人批评奥古斯都，说他留下不明确的统治系统，成为后来灾祸的主因。就不明确这一点而言，我完全同意，但是却不会想要批评，因为我认为，唯有奥古斯都留下的模糊不清的系统，才能构筑起罗马帝国的帝王政治体制。而他坚持要有血缘的继承，或许就是因为他了解「第一公民」的权利基础不够明确，至少得靠血缘来确保。但是，这模糊不清的系统造成的祸害，台伯留首当其冲，尤其是台伯留身上没有流着奥古斯都的血，受害更大。奥古斯都去世就要一个月了，台伯留还对接受皇位一事战战兢兢，我觉得他心里头的感受，绝不像塔西图斯所写的「很想继承却故意迟疑」那样。





在奥古斯都葬礼数日后的9月17日，元老院召开会议，这是台伯留真正治世的开始。会议一开始，就由两名负责担任该年执政官的人提出共同提案动议，内容如下：


一、依据已故奥古斯都之前例，亦将「元老院第一公民」之称号赋予台伯留。




二、台伯留已於前年（西元13年）获得赋予「全罗马军最高指挥权」，今后仍应持续拥有。




三、台伯留於十年前被认可的「护民官特权」将继续获得承认，而且是没有期限的终身权限。




四、将保卫罗马所需之所有权力赋予台伯留，一如生前之奥古斯都。



史实中虽然没有把通过的细节清楚地记录下来，但是结果应该是获得通过的。因为，两位执政官向台伯留宣誓忠诚，接着是元老院的议员们跟著宣誓效忠，之后是通报进来，先是罗马帝国阶级仅次于元老院的「骑士阶级」（也等于是财经界），之后是平民阶级，纷纷宣誓效忠。

不过，请注意，两位执政官的动议，并非询问众人是否赞同台伯留担任皇帝，而是要求众人认可第一项的权威，和二、三、四项的权力而已。这里正把罗马帝王政治的特色表露无遗。罗马的皇帝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在经过众人认可之后，才能获得管理帝国的地位。





在获得具有委托意味的「认可」之后，众人要求台伯留发言。他站了起来，但是口中说的话却不是众人期待的。

他开头就说，要处理辽阔的帝国领土和霸权下民族众多等因素所导致的统治困境，单靠个人的力量并不够，这是唯有奥古斯都才有能力达到完成统治帝国的重责大任。万一决策错误就会带给帝国极大的危机，这正是在奥古斯都晚年时，他实际参与后体验到的深切感受。台伯留转向元老院的议员们，继续说道：


「但是，罗马并不缺少拥有这种分摊此一重责大任的人物。所以，将所有的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汇集众多优秀的人才，以解决统治大帝国的沈重课题，应该就会变得更简单吧。」



最喜欢批评台伯留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认为，此时此刻台伯留的此言此语，是为了不希望被认为是自己极度乐意而做的掩饰，绝非发自肺腑。但我却觉得这是他的真心话。台伯留的生父是个共和政体的主义者，曾是凯撒麾下高卢战役中的战友，纵使没有刀剑相向，却被认为是「3月15日」暗杀的赞同者之一。所以，在屋大维时代，就被奥古斯都记录在处罚者名簿上，害得他得带着当时还是幼儿的台伯留过着亡命的生活。克劳狄斯家族在罗马的名门贵族之中，以担负罗马共和而自豪，与柯尔涅留斯一族齐名。台伯留身上流着这个家族的血，此时便向原本与自己同阶级的男子们求助。毕竟历史上，就连武力上获胜的凯撒，也曾要求失败的元老院议员之一——西塞罗的协助，共同建设新罗马。但是，大多数的元老院议员在听了台伯留的话之后，都想要避开这件麻烦的差事，请台伯留快快接下「第一公民」的称号，而剩余的少数人，则发出与塔西图斯相同的冷笑。

台伯留终于说道：


「我知道我独自担负重责大任的力量不足，若是各位仍执意要将某些领域的事物委任於我，我也没有异议。」



阿及尼斯·葛斯立即接话：


「凯撒（因为台伯留后来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所以算是凯撒家族的一员），您所说的被委任就接受的，到底指的是什么方面呢？」



这种问话实在是不安好心眼。阿及尼斯·葛斯是薇普莎尼亚的丈夫，而她是台伯留唯一爱过的女人，但却因为台伯留自己被迫与奥古斯都的女儿尤莉亚结婚，因此与她分手。台伯留在与尤莉亚的婚姻破碎之后，也不曾想再与其他女子结婚。台伯留欠缺巧妙避开葛斯问题的机灵才智。不过，也只是踌躇了一下，就回答说：


「如果允许我有选择的自由，我可能选择避开所有公务。但是现实不准许。要我决定选择哪些方面又放弃哪些方面，这违背我的人生哲学。」



元老院议员葛斯再度发言，此时他的脸上或许还浮现著刚才的冷笑。


「我并不是要问你将不可分割的事物分开的可能性，我只想听你亲口说，国家只有一个，而这个国家应该由一个人来统治。」



葛斯接着又假惺惺地称扬已故奥古斯都的功勋，也赞美台伯留长年来在战场以及政治上的表现。

可是，台伯留还是没有说出「接受」这个字。赫提里斯终于从议员群中站了起来说道：


「凯撒，你到底要让这个国家处於无头的状态下多久？」



元老院的焦急在所难免。自奥古斯都去世，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莱茵河畔驻防的军团也捎来局势不安的讯息。

台伯留终于接受委托，愿意接下统治帝国的权力。在他满五十五岁的前二个月，即使和奥古斯都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年龄、经验、能力和功业方面无一不足，第二代的「第一公民」，也就是实质上的皇帝於焉诞生。





我觉得元老院议场中的这番你来我往，并不像塔西图斯所想的那样，是伪善与反伪善的过招，而是将帝王政治下皇帝与元老院之间暧昧的关系完整呈现的一段插曲。

台伯留请求元老院协助，但是这种协助的关系，正是奥古斯都巧妙架构出来的皇帝统治、元老院协助的模式。葛斯反对当然也是有理由的。如果单从字面解释已故奥古斯都对众人言明的部分，罗马仍旧是一个共和政府，元首不过是公民的「第一公民」而已。但是实际上，指名「第一公民」的是前一任的「第一公民」，而元老院只有认可的权限。其实，葛斯的内心想的，或许是对于这再明显不过的现实，却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第一公民」与元老院是处於对等关系的假象，然后要求元老院的协助之事感到实在很奇怪。

葛斯与台伯留两个人都了解奥古斯都架构的「第一公民」政治体制内含的矛盾，因而借题发挥而已。

话说回来，奥古斯都为什么能够架构看起来是共和政体，但实际上却是君主专政的非逻辑性体制，而且还有维持四十年的运作呢？研究人员提出的理由，是因为奥古斯都拥有出类拔萃的政治灵敏度，所以才能在皇帝与元老院的对立立场中取得平衡，让双方运作。这一点我也完全赞同，但是，应该还有一件事不能忘记。那就是，奥古斯都是在权力斗争中以武力获胜的事实。不管奥古斯都本身是多么的谦冲和蔼，实质上的输家——元老院在他的面前也不得不谨言慎行。前人靠实力获得的权力，却转给了台伯留；更何况奥古斯都已经明白表示要血缘继承的方针了，台伯留完全不符合，换言之，他这个继承人当得无一是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台伯留是选择了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之字面之意，进而接受元老院的协助。

对于有人提议赠与台伯留母亲莉薇亚「国母」的封号一事，台伯留则说：「赋予女子名誉时，应谨慎行事，赋予我时亦复如是」，婉拒了提议。此外，他也拒绝了元老院预定赠与他的「国父」封号。

他下令禁止在公共场所设置他的立像、禁止称他为“Dominus”（主人）的人再次使用这种称谓。正式的布告如下：


「台伯留是家中仆人的“Dominus”、是士兵的“Imperator”（皇帝）、是公民的“Princeps”（第一公民）。」



无论称谓为何，台伯留已经是实质上的皇帝，身旁总有人跟随。某天的元老院议会中，有议员提议比照七月订名为“Iulius”，八月订名为“Augustus”，九月则订为“Tiberius”。台伯留从座位上说了一句话，如飞箭般粉碎了这项提议。他说：


「如果「第一公民」超过十个的时候怎么办？」



随从说这种话，让听话的人不悅，其实是因为听到他人给与的无聊奉承，还被以为自己会高兴时，当然会不悅。不过，世上的确也不乏追随之人，很多人也乐于当別人的随从。在台伯留之后，这种奉承阿谀不曾间断，也有皇帝接纳了改变月份名称的提议，但是流传至二千年后的今天，只有七月和八月的称呼而已。

奥古斯都被神格化，养子台伯留就成了「神之子」。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宣传媒体——硬币上，台伯留的侧脸旁就刻著「神之子」的字样。不过，在布告文中，台伯留将「台伯留的神圣任务」改为「台伯留的辛苦任务」，「依据台伯留的命令」改为「接纳台伯留的建议」。登基为皇之后的台伯留，正式的名字自然是台伯留·朱利斯·凯撒·奥古斯都，但是他却只在写给东方各同盟国的公函中才使用。如果对象是罗马公民，他则使用台伯留·朱利斯·凯撒的名字。因为奥古斯都这个名字，总带着「神圣」的感觉。架构看起来是共和政体，但实质上是君主专政政治体制的奥古斯都当然了解“Augustus”这个字的意思，才选择来作为自己的名字吧。

台伯留在元老院的议会中说道：


「元老院的各位议员们，以往我已经声明过了，未来我还会重复。你们赋予无限权力的「第一公民」是否凭著良心、深思熟虑地在统治，应该凭他是否尽心地为元老院和公民奉献来加以判断。我不后悔自己表明了这种想法，因为，我确信你们体谅「第一公民」肩负统治帝国的重责大任，同时你们也找到了善意的「主人」（意译的话是「所有人」）。」







甫即位的台伯留，心中所谓的「第一公民」并非像后代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一般，有权威，但在权力方面却与领导者阶级相等。奥古斯都创设的「第一公民」是权威权力同时拥有的人物，而台伯留继承的也是如此，但是他基於统治的理由，不得不保持住「权力」（Power），但却尽量地削减自己的「权威」（Authority）。他心中的「第一公民」不能翻成元首，也不能翻成皇帝。虽然现代人不太习惯这种说法，但我只能说他是「第一公民」，至少在他治世的前十年，他努力成为那样的皇帝。

就任为「第一公民」后的台伯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执政官以下的国家要职选举，由公民大会改到元老院。拥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人数，亦即具有投票权的人数已经达到五百万，单靠聚集住在首都的几万人来召开公民大会选举，早已有名无实；况且，元老院的议员们又得耗费庞大的选举经费。对台伯留而言，他希望借由减少元老院议员们的这项负担，重振国家领导阶级的元老院权威，让他们帮忙统治帝国。

台伯留做的第二件事，是要求元老院赋予日耳曼尼可斯「全罗马军最高指挥权」。他实现了他的愿望。奥古斯都将此大权分与台伯留，是在他死去的前一年，而台伯留却在登基那一年就做了，这表明他即使居於「第一公民」的地位，也没有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但是，没有一种动物像人类一般，能在矛盾中安然自若。才说不需要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一旦面临危机，又立刻改口说「第一公民」应当身先士卒、前往第一线，指挥众人脱困。台伯留登基前后发生的「危机」，是固守多瑙河防御线的旁诺尼亚的三个军团和负责莱茵河防御的八个军团发起的叛乱。说是叛乱，其实是因为要求改善待遇而发起的罢工。只不过，这些参加罢工的人都带了武器，处理不恰当，很可能会让事态严重到不可收拾。

不过，台伯留对于「第一公民」亲自出动的要求毫不在意。驻守莱茵河畔八个军团的总司令官，就是一年前就任的日耳曼尼可斯。台伯留甚至将「全罗马军最高指挥权」分与日耳曼尼可斯。在奥古斯都的遗嘱中，还预定了日耳曼尼可斯就是继台伯留之后的皇帝。台伯留把处理危机的责任，全都交给了这位跟他共享权威权力的二十八岁年轻人。

要因应驻守旁诺尼亚的三个军团，可得从首都派人前往了。为了设置完整的多瑙河防御线，原本应由台伯留前往的，但是因为奥古斯都之死而中止。要掌握三个军团，必须要有兼备权威与权力的总司令官，但却付之阙如。台伯留派了自己二十六岁的亲生儿子杜鲁斯前往旁诺尼亚，两名近卫军团司令官之一的赛亚努斯率领两大队、共两千名的近卫兵随之前往，然而等候这一行的旁诺尼亚三个军团却有一万八千名士兵。台伯留决定留在首都罗马，看看这两个年轻人的本事。




军团蜂起



旁诺尼亚军团发生的叛乱，可笑的是起因於军团长普拉耶斯的温情。他得知奥古斯都之死，而台伯留确定即位之后，以凭弔先帝、祝福新帝为理由，让军团的士兵们放假。士兵们从土木工程或军事训练中获得解放，三个军团的人马在夏季集中驻扎的广大营区各处走动，三五成群地谈天论地，享受从天而降的休閒时刻。

一有空，人们就开始思考，於是士兵们开始对奥古斯都死后自己的立场感到不安，毕竟先帝治世也有四十年的时间了。而现在，这一切突然中断。罗马的军团士兵是志愿役的职业军人，他们的不安，来自於丧失工作的恐惧。

心中不安还没消除，又想起了平时严格的军事训练与从事土木工程的辛苦。一閒下来，他们才想到这件事。而那时最会煽动这种不满情绪的人物，正好就在营区之内。他曾是剧场中喝采组的组长，现在担任军团兵，名叫贝肯尼斯。他舌灿莲花，站在士兵们的面前说道：


「为什么我们要向人数稀少的百人队长，甚至是比百人队长人数更少的大队长，像奴隸般地服从他们的命令呢？趁着新皇帝地位尚未稳固的这个时刻，不论恳求或威胁，若是现在不要求改善待遇，更待何时？




我们忍耐了三四十年的兵役，忍受衰老，忍受遗留在身上的伤口。然而退伍也只是名义，到后来还不是以支援为名，要我们出来做相同的工作？有幸苟活到除役，却又以殖民的名目，将我们送到泥沼或不毛之地，这就是我们的下场。




兵役本身就是苦多益少的工作，肉体和心灵等于是每天以十个亚西的价格卖给了国家。这些钱得要花在衣服上、武器上、帐篷上、感谢百人队长上，甚至装病不去做工时都得用到钱。此外，不守军规就会被鞭打，跟敌人战斗时或死或伤，冬季严寒夏季酷热，战场上的残酷与营地中的贫困永无止境。要我们忍受这所有的军务，只有在明确规定的条件之下。




这条件就是，每天薪水为一狄纳利斯，服役期限为十六年，此外，绝不在同一军旗、同一营地中工作。还有，退休金必须以现金支付。




近卫军团的士兵们一天领二狄纳利斯，工作十六年之后就能回归故里。我并不是嫌都会中的他们钱多事少，待遇好；而是现在的待遇只够在蛮地工作的我们在帐篷看敌人罢了。」







煽动群众的言论自然要说得夸张一点，所以以上的说词也不能尽信。像是军服、武器、帐篷和粮食等是国家发给，要自掏腰包自然是骗人的。不过，私人的衣物理所当然要自行打点，而送给百人队长的心意自然也不包括在内。

每日薪饷十亚西，从年薪二百五十狄纳利斯来计算，倒也是实情，只不过，近卫军团士兵一天领二狄纳利斯却不正确，只有一·八七五狄纳利斯。此外，我认为三四十年还不能退伍那也太夸大，而退休金则因为财源不足，倒有可能到期却领不到。







	
　

	
近卫军团士兵

	
军团士兵（现况）

	
军团士兵（要求）




	
日 饷

	
1.875狄纳利斯 （30亚西）

	
（0.625狄纳利斯） 10亚西

	
1狄纳利斯 （16亚西）




	
年 薪

	
675狄纳利斯

	
225狄纳利斯

	
360狄纳利斯




	
退休金

	
5000狄纳利斯

	
3000狄纳利斯

	
3000狄纳利斯 但须现金支付




	
服役年数

	
16

	
20

	
16




	
服务地点

	
本国

	
属省

	
属省





注：狄纳利斯——银币，亚西——铜币





      这段煽动演说中最真实的部分，就是多瑙河和莱茵河沿岸的驻防工作比起其他的防御线，环境更是恶劣，也格外的辛苦，牺牲也更多。比起南方的西班牙、北非，或是生活水準较高的叙利亚和埃及，说这里的工作条件恶劣一点也不为过。然而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两条防御线处於蛮荒之地，面对的敌人也最兇悍勇猛。如果皇帝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而改善待遇，他们能获得的将如上表所示。





贝肯尼斯不过是一介兵卒，他的演说却完全捉住了士兵们的心。旁诺尼亚军团驻扎的营区里，四处充满了士兵们要求改善待遇的声音。军团长普拉耶斯不知是否为了要抚平士兵们亢奋的情绪，而决定派身为大队长之一的亲生儿子到罗马去，向皇帝传达士兵们的要求。这举动总算让士兵们暂时平静了下来。

但是，被派到附近的纳乌波图斯负责桥梁与街道工程的分队士兵们，在得知本队营区中的骚动之后，这厢竟开始掠夺村镇。纳乌波图斯可是罗马赋予「地方自治体」的地位，认可它自治的村镇，这种地方，怎能容许如此暴行。百人队长们於是前往阻止，士兵们於是将怒气转向百人队长和工程负责人身上发洩。

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长有两种，分为有权力参与作战会议的上级百人队长及没有这种权力的下级百人队长。后者统率八十名的士兵，是中队长级的指挥官，就现代的军队地位而言，他们相当於美国海军部队的中士。在罗马军团中，士兵们一旦发飙，首当其冲的就是百人队长。

在痛宰百人队长之后，士兵们乘胜追击，回到本队驻扎的营地，原本已经恢复平静的营区再度哗然。遭殃的又是百人队长。造反者先将怒气发到眼前的长官身上，而一旦触犯了军法，反正已经无法回头，行径只有变本加厉。整个营区陷入暴动之中，牢房大门被毁，牢内的犯人也被释放。这些犯人的加入，使得暴动更加不可收拾，百人队长中甚至有人遭到杀害。台伯留在接获报告后，决定派遣他的儿子杜鲁斯前往。






杜鲁斯




杜鲁斯在二千名的近卫军团士兵和负责护卫皇帝的日耳曼骑兵中队的保护下抵达，而等候他到来的气氛，与其说是来到自国军团的营地，倒不如说是进入了敌军的阵地中。造反士兵们似乎是为了表示对新皇帝儿子的敬意，出了营区，来到途中迎接。但是，情况却不像是在迎接长官到来，队伍也不是军团、大队、中队地排列整齐，也没有军团旗或队旗，服装紊乱，态度傲慢，也没有向长官问候。与其说他们是军团，还不如说是一群暴徒来得恰当。二十六岁的皇子从这群人中穿过，进入营区。就在他走进营区栅栏之中的时候，叛乱者占领了四方出入口等营区要地，仿佛是主谋者之间早就协商好了一般。剩下的士兵们则全数包围营区中央的讲台，对站在台上的皇子叫嚣，施以胁迫和恐吓。

杜鲁斯举手要群众安静下来，随即宣读台伯留的旨意。


「驻防旁诺尼亚的三个军团，是我亲自培育、长年率领（西元前12年到西元前9年，西元6年到9年，共计六年）、几经战役的军团。你们的希望，我保证在先帝之死的哀伤平抚、政务回归常轨的时候，向元老院传达你们的要求，请他们处理。




我先派我的儿子前去，在军团司令官能够做到的范围之内，他应该会妥善处置，但范围以外的需求事项，就必须与元老院商议。要接受或拒绝你们的要求，权限在于元老院。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权限，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历史学家塔西图斯在介绍完台伯留的这番话后，说这是台伯留争取时间的特有方式，因为他认为，台伯留身为全罗马军的最高指挥官，要不要接受士兵们的要求，如果还得跟元老院商量后才决定，那就太不可思议了，莫非开战与否的决策，也要每次跟元老院协商吗？

这的确是台伯留争取时间的做法，但是，姑且不论士兵们的要求是对是错，台伯留早已洞悉，要不要接受士兵们的要求，影响所及不仅止于驻防旁诺尼亚的一万八千名士兵，这是全罗马军十五万人的问题。这已经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确信台伯留心里想的答案是「拒绝」。

就算有必要改善到期却还不能退伍的弊病，但若其他的要求事项也全盘接受的话，等于是破坏了奥古斯都制定的系统。奥古斯都之所以要如此制定，是在考虑到罗马帝国人口以及经济条件之后，竭尽一切所能而获得的结果。到五十五岁为止，几乎都在奥古斯都身旁渡过的台伯留，对于这个内情最为了解。此外，奥古斯都还把凯撒订定的年薪一百四十调高到二百二十五狄纳利斯，要是换了皇帝就调高士兵的薪俸，国家财政铁定崩溃。更何况，台伯留治世的基本方针之一，就是不提高稅金，并促使国家财政健全化。

眼前的问题是这群手执武器、意气风发的一万八千名士兵。像凯撒那样，一番话就能稳定军心的人物，古罗马并不多见。台伯留能做的，只有尽量争取时间。

台伯留也真是的，竟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这种地方来。在听完圣旨的宣读后，士兵们的态度仍未改变，喊着要求改善待遇的口号，将杜鲁斯包围，还有些人向随行者丟掷石头，造成人员受伤。台伯留旨意中的「在军团司令官能够做到的范围之内，他应该会妥善处置」的事项，杜鲁斯一样也没能做到。所以士兵们的要求事项没有改变，而对于「一天一狄纳利斯的薪水和十六年后退伍」等，一点也不肯让步。杜鲁斯等于是受制于人。营区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氛，日落后总让人感到会出事，虽然众人各自回到帐篷内，但却没有人入睡。

当天晚上，夜空万里无云，月光撒满大地，美不胜收，恰与人们心中的恐惧与不安形成对比。不过，那一晚正好月蚀，原本照亮藏青色秋夜的满月，渐渐地出现了缺口。对于这种自然现象毫无常识的士兵们，认为这是个凶兆，纷纷从帐篷中冲出，对着缺角的月亮狂叫祈祷，希望月亮能恢复光芒。

杜鲁斯也从帐篷中冲了出来，观看缺角的月亮，只不过，他和他身边绝大多数的随从都知道月蚀的原因。杜鲁斯想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於是下令祕密召集比较受到士兵敬仰的百人队长。

月蚀还在持续地进行中。月亮缺口越大，看在眼中的士兵们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也就成正比地增加；当月亮完全消失，夜空变得黑暗时，士兵们的恐惧到了极点。营区四处燃烧的火把光芒，照耀在伏地悲鸣的士兵身上。

接到杜鲁斯命令的百人队长们悄悄地靠近这些士兵。他们回到自己中队的士兵身旁，对因绝望而颤抖的士兵们说道：


「你们到底打算把皇子拘禁到什么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后果会如何？跟随叛乱的主谋是好，但是他们会帮你们调高薪水吗？你们有没有想过，退伍后是谁会给你们土地？这些有办法统治帝国吗？我们的中队是最后才加入叛乱的，最早脱离不就得了吗？」



士兵们开始动摇。先是老兵和新兵分成两边，接着是各中队开始集结，之后是大队，最后是军团集合起来。这么一来，罗马人喜好秩序，厌恶紊乱、轻视不懂秩序的野蛮人的这些特质与自尊心，於是又恢复了。弃置一旁的军团旗和大队旗，也有人自动自发地取了回来，树在帐篷前。这时候，月亮也恢复了原来面貌。面对着逐渐绽放光芒的月亮，士兵们这次是祈求原谅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第二天一早，杜鲁斯将士兵们集合起来，他站在讲台上，虽然只有二十六岁，说话还没有十足的说服力，但是由于出身高、气质佳、言语得体，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向恐惧与胁迫妥协。接着他又说，只要你们发誓已经恢复到遵守秩序的罗马军团，而且愿意麻烦我的话，我已经準备好一封信上呈父皇，请父皇以宽容之心，重新考虑你们的要求。群众中虽然仍有反对的声浪，但不久就消逝在绝大多数的赞同声音中。杜鲁斯选了三个人担任送交信件的信差；率领整个旁诺尼亚军团的军团长普拉耶斯的儿子、一名自己的随从和一名首席百人队长。百人队长中，如果能当到首席，就等于是能够参加司令部作战会议的「上级百人队长」，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是造反士兵的代表，但其实并非如此。此时的士兵们心中满是悔意，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

送出信差之后，营区恢复往日的平静，仿佛众人都在等候台伯留的答覆。只有杜鲁斯没有期待，似乎是当他离开罗马之际，就早已经得知父皇的心意了。

杜鲁斯下令，将造反主谋贝肯尼斯和另一名同伙召唤到帐篷中。两人一进帐篷就被杀死，尸体被埋在营区外遥远的森林中某处，免得让士兵们看到。

除掉两名主谋之后，偏激份子也逐一被做掉，仿佛这清算名单早已列好。清算执行彻底，是由近卫军团的士兵与旁诺尼亚军团的百人队长执行。士兵中也没有人反对这种做法。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別早，让住在这个只为了夏季搭建的帐遂营区中的士兵心情更加郁卒。雨下个不停，时而变成豪雨，帐篷中汪洋一片。士兵们心生恐惧，认为这是天神的惩罚，对于当时不惜抗议以要求改善待遇一事，早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杜鲁斯同样感受到住在帐篷中的不便，不过，他还是在等候士兵们采取行动。





夏营基地是临时的前线基地，只要确保有水喝、能防御敌人就够了，所以往往设在人烟稀少之处。至於冬营基地必须考虑从秋末到春初的气候，因此大多设在生活比较方便的村镇附近，而士兵们起居之处，也不是帐篷，而是常设的营房。冬营基地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魅力，因为罗马军团的士兵们在服役期间必须单身，而冬营基地附近则有他们亲密的女友在等候。

先是第八军团的士兵们开头说要回到冬营基地，第十五军团的士兵们跟著应和，只剩下第九军团说要留下来等候台伯留的回答，但又怕只有自己留在夏营基地中，离敌人太近。这么一来，三个军团都决定回到安全又舒适的冬营基地去了。

目送士兵们出发的杜鲁斯，想到在冬营基地里，靠军团长普拉耶斯来统率士兵就已足够，於是决定回罗马。至於台伯留的「回答」，似乎根本没有离开罗马。

同一时期，旁诺尼亚西北更遥远处的莱茵河防御线上，也发生了士兵们的叛乱，不过这个「日耳曼军团」从发生、经过到结束，都与旁诺尼亚军团迥异。首先，旁诺尼亚有三个军团，而莱茵河沿岸有八个军团。在人数方面，旁诺尼亚有一万八千名士兵，而莱茵河沿岸有四万八千名。




日耳曼尼可斯



负责莱茵河防御线的军队号称「日耳曼军团」，分为莱茵河上游和下流两部分；前者又因为负责的区域而被称为「高地日耳曼军」，后者称为「低地日耳曼军」，两军各由四个军团组成。各军团的六千名人员由军团长指挥，高地日耳曼军的四个军团之上还有统筹的司令官，低地日耳曼军的四个军团之上也有另外一名司令官。而这高、低地军的八个军团总司令官，在西元12年前是台伯留，13年起则由日耳曼尼可斯担任。之所以总司令官全由奥古斯都的亲信接连担任，是因为这些军团是奥古斯都为了征服日耳曼到易北河的整片土地政策下的实战部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日耳曼军团的士兵数目比其他地区都多，人员也最精锐。

不过，精锐也不是一开始就精锐的，他们毕竟要靠著累积军队经验，慢慢地琢磨。西元14年初秋的叛乱，就是那群刚志愿服役不久、就被派到日耳曼边境的新兵发动的。

要成为罗马军团士兵的条件，是必须拥有罗马公民权者。当时罗马公民大多出身自义大利半岛，而新兵就是从南方的义大利被送到北方的莱茵河下游区域，连边境防御为何都还搞不清楚。他们除了要接受气候和地势严苛的条件之外，边境生活的索然无味，不久就让他们觉得不舒服，因此他们想到要求改善待遇。他们跟驻扎旁诺尼亚的同侪们一样，认为先帝之死与新皇登基之际，正是要求改善待遇的大好时机。

而日耳曼叛乱异于旁诺尼亚之处，在于要求改善待遇之前，先表明了支持日耳曼尼可斯继承皇位的态度。

他们并不是因为讨厌台伯留，而是士兵们觉得身上流着已故奥古斯都血液的人继承皇位是天经地义的事。史学家塔西图斯还写到，士兵们心中早有盘算，料想日耳曼尼可斯知道士兵们支持他的话，一定龙心大悅；而日耳曼军团的士兵又是皇帝登基的强大支持群众，所以士兵们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日耳曼尼可斯一定会积极地实现。

但是日耳曼尼可斯对于推举为皇帝一事是断然拒绝，甚至率先宣示对新皇的效忠，并要求士兵们跟随。这么一来，只有采取抗议的方式了。此外，这时候旁诺尼亚叛乱的局势，也透过当时资讯传达媒介之一的来往商人，传递到莱茵河下游的营地中。

驻扎於低地日耳曼的四个军团，并非由特定的人煽动而引起暴动的，这种自然发生的情况，也与旁诺尼亚军团的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改善待遇一事，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先发生了暴动之后，才有改善待遇的要求出现。两个地方的相同之处，在于最先面临怒气发洩的，都是百人队长。暴动如燎原的星火，转瞬间蔓延整个夏营基地，司令官凯奇纳也手足无措。为了征稅事务而派驻在高卢的日耳曼尼可斯得知消息后，放下手边的一切，往北方而去。

习惯上，总司令官到达时，所有的士兵会到营区外列队欢迎，而迎接日耳曼尼可斯的四个军团士兵自然没有失了这个礼节。放眼望去，仿佛这群士兵满脸悔恨，但是随着日耳曼尼可斯进入营区之后，队伍立刻变得紊乱，口口声声开始抱怨，情况骚然。

日耳曼尼可斯站在营区中央的讲台上，先命令依中队、大队、军团的秩序列队站好。士兵们遵从了命令，但是感觉上就是非常不情愿，列队的时间也比一般要长得多。日耳曼尼可斯耐心等到队伍排好后，开始说话。






日耳曼尼可斯




首先，他对于已故的奥古斯都之灵表示由衷的敬意，之后列举台伯留以往的各种军功，说道这是率领在场众人战斗后的成果。接着又说道，台伯留继承皇位，不但义大利祖国认可，高卢属省也宣示效忠，帝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因为新皇登基而引起秩序的紊乱。大多数的士兵们静静地聆听着。说到这里，日耳曼尼可斯终于提到骚动的事。二十八岁的总司令官提高了声调说：


「士兵们服从的纪律到哪去了？罗马传统尊重秩序的精神到哪去了？是谁赶走了大队长和百人队长的？」



被日耳曼尼可斯这么一说，士兵们可再也沈默不住了。他们脱去了上半身的衣服，露出战争中及被鞭打的伤痕，异口同声地抗议。为了免掉土木工程的差事，他们拿了多少钱给百人队长，害得留在手边的薪水，是如何的少之又少。造桥筑路是何等的辛苦。挖战壕、钉栅栏、运军粮、砍伐工程时所需的木材、準备燃料用的薪柴等等这一切吃重的工作都是绝对必要的话，那士兵们也没有怨言；只不过这些都是指挥官们为了不让士兵们閒著没事做，而每做完一件就再想出另一件来折磨人的，这也使得士兵们的不满终于爆发出来。老兵控诉兵役期限过长，新兵逼问先皇赠与的遗赠金何时发放。而不论老兵新兵，为数众多的士兵们纷纷表示，只要日耳曼尼可斯有意继承皇位，他们将全面支持。

日耳曼尼可斯听了之后，仿佛听见恶魔的声音一般地从讲台上跳下，背对着士兵们，走向司令官的帐篷。此时有几个士兵拔出刀剑，将日耳曼尼可斯围住，要他走回讲台。日耳曼尼可斯提高声调说：


「与其要我违背信义，我宁可去死！」



不只口头上说，他抽出腰际的剑，往自己的胸口刺去。要不是身边的人制止，恐怕真的就刺进胸口了。只不过，高高举起的剑，反而刺激了士兵们的反抗心，就连远处的士兵们也大喊：「想刺就刺进去呀！」甚至在他身旁的一个士兵竟然将自己的短剑递给日耳曼尼可斯，说道，这把比较利喔！只是，对出身高贵的年轻总司令官这等的无礼，第一个掛彩的就是这个士兵。日耳曼尼可斯的幕僚们趁士兵稍显怯退之际，成功地将日耳曼尼可斯拉进了帐篷内。

司令官用的宽阔帐篷中，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有情报显示，低地日耳曼军团的乱军派遣使者，邀高地日耳曼军团一同参与。如果高地日耳曼的四个军团也参加叛乱，他们第一件会做的事，就是在富裕的乌比族根据地（现在的科隆）烧杀掠夺，然后叛乱的战火会延烧到西方，波及高卢。另外，住在莱茵河东边的日耳曼人一旦得知叛徒的视线焦点转到西方，防御线就呈真空状态，显而易见的，日耳曼人势必袭击而来。在事态扩大之前，无论如何都必须在低地日耳曼军团内解决问题。身负这项重责大任的日耳曼尼可斯不同于被派往旁诺尼亚的杜鲁斯，因为他没有台伯留的圣旨。

这并非因为台伯留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和姪子兼养子的日耳曼尼可斯有著差別待遇，他甚至将军队中仅次于自己的大权交给日耳曼尼可斯。台伯留重视法制，厌恶越权的行为，他认为，将旨意传给日耳曼尼可斯，无非是束缚了日耳曼尼可斯，因此没有这么做。不过，台伯留不同于日耳曼尼可斯之处，在于他是「第一公民」。四面楚歌的二十八岁总司令官，决定仰赖台伯留的这种权威。

日耳曼尼可斯决定以「第一公民」台伯留的名义写一道圣旨，这是伪造文书，文中有下列三项，表示是皇帝台伯留承认的：


一、服完二十年兵役者，得立即退伍。




二、服完十六年兵役者，转为预备役，除了敌人来袭时迎战之外，解除其一切任务。




三、奥古斯都的遗产赠与金额提高一倍。



士兵们认为还是日耳曼尼可斯在争取时间，要求他立即实现。於是大队长们立即开始负责办理退伍手续，但是在先帝的遗产赠与金方面，日耳曼尼可斯告诉众人，将在回到冬营基地的维特拉（现在的占田）后发放。可是，第五和第二十一军团却不肯接受。不得已，日耳曼尼可斯和幕僚们掏空腰包，凑齐了款项，支付给士兵们。这两个军团的士兵们好不容易终于出发，往冬营基地而去。第一和第二十军团的士兵们承诺愿意在冬营基地接受支付，於是在司令官凯奇纳的率领之下，出发迈向冬营基地科隆。只是这队人马的行军模样，是把从日耳曼尼可斯处掠夺而来的金库装在最前头的货车上，队伍行列紊乱，军旗也是拖在地上。

日耳曼尼可斯心想现在低地日耳曼军团的暴动算是平定下来了，於是急速赶往高地日耳曼军团处。对于一直都在静观低地日耳曼军团同袍动向的高地日耳曼军团，日耳曼尼可斯认为有必要将他们也打理好。守备在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军团有四个，在席里斯司令官的指挥下，已经进驻莫根提肯（现在的梅因兹）的冬营基地了。

抵达梅因兹冬营基地的日耳曼尼可斯立即召集了士兵们，要求他们宣誓对新皇帝台伯留效忠。或许是因为进驻冬营基地之后心情舒坦的关系吧，第二、第十三、第十六等三个军团的士兵们毫不犹豫地就宣誓了，唯独第十四军团的士兵们流露出迟疑的神色。日耳曼尼可斯唯恐状况会扩及其他军团，所以即使没有任何人提出要求，他还是主动地承认高地日耳曼的四个军团能够享有与低地日耳曼的士兵们相同的特殊待遇。於是，第十四军团也宣誓效忠新皇帝。日耳曼尼可斯心想，现在高地日耳曼军团的状况也不必担忧了，於是驱马沿莱茵河北上，往科隆而去，因为元老院派来的使节团将会来到科隆的冬营基地。

元老院派遣使节团前来的目的，只不过是正式宣布将大权赋予日耳曼尼可斯，但是见到了元老院的议员们，士兵们却产生了误会，他们误以为这些人是要把日耳曼尼可斯给与的特殊待遇撤销的。科隆的冬营基地里，除了第一和第二十军团之外，等着办理退伍手续的老兵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比谁都害怕特殊待遇被撤销，於是再度掀起暴动。

夜深人静时，老兵们悄悄地包围住总司令官的营房。因为这里是冬营用的军团基地，所以住的不是帐篷。总司令官的营房是独栋的住宅，建筑结构是罗马人称为「维拉」（villa）的方式。他们入侵到维拉里头最后方的日耳曼尼可斯寝室，这举动已经不能再称为士兵，根本就是暴徒。虽然当晚把这群人击退，但是暴动却也蔓延到整个营区。

第二天一早，日耳曼尼可斯召集所有士兵。他叫老兵们怒气的焦点——使节团团长普蓝克斯上台，说明使节团来访的目的，士兵们於是安静了下来。

不过，没有人会认为情况已经好转。有位幕僚建议日耳曼尼可斯，让这里的军队也移驻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冬营基地里，因为驻扎在梅因兹的四个军团已经宣誓对皇帝效忠，所以应该很安全。虽然这建言没有被责任感高人一等的日耳曼尼可斯采纳，但是关于让家人走避的建议，日耳曼尼可斯在踌躇之后，还是决定接受。日耳曼尼可斯之所以踌躇，是由于妻子阿古力琵娜反对。她说自己身上流有奥古斯都的血液，再怎么危险也不怕。日耳曼尼可斯以阿古力琵娜怀有身孕以及二岁的儿子为由，终于说服了她，避难的準备开始进行，仿佛是敌军来袭，要仓皇逃离一般。经过决议之后，总司令官的妻子与家人避难的地点，不是高地日耳曼军团驻扎的梅因兹基地，而是高卢的属省。因为他们认为，与其身处罗马军团士兵之间，还不如高卢属省人民的处所比较安全。






莱茵军团的配置（都市名称旁方框内的数字表示冬季驻扎的军团）




女奴们在準备货车和避难用的行李时不停地哭泣，惊醒睡梦中的士兵们。他们走到营房外，看见货车上坐着怀抱幼儿的阿古力琵娜，以及跟随在后的高官妻子和少数的护卫兵。听到说不是要去罗马人居住的区域，而是属省时，等于在罗马士兵的胸口狠狠地捶了一拳。如果直译历史学家塔西图斯的叙述，就是：「心中充满了哀戚与羞耻。」






卡力贾（caliga）罗马军团百人队长（接近于现代的中士）以下的士兵用军靴、皮革编织的半统凉鞋




怀抱在阿古力琵娜胸前的幼儿，是日耳曼尼可斯的三男盖乌斯，也是军团士兵们的幸运象征人物。士兵们给这个可爱的娃娃穿上特制的幼儿用军装，还特別订做名为卡力贾的凉鞋式罗马军靴给他穿，对他疼爱有加。小型（幼儿用）卡力贾昵称「卡利古拉」，后来就变成士兵们呼唤总司令官幼子的小名。但是这个小孩子竟然为了自己的缘故而要被赶出安全舒适的营房，甚至要把她们的安全，交给罗马人鄙视的高卢人手中。士兵们拦在正要出发的货车前头，恳求阿古力琵娜回头。另外一群士兵则是来到日耳曼尼可斯跟前，请他不要做出让罗马军团蒙羞之事。日耳曼尼可斯见时机到来，爬到讲台上，开始对着士兵们训话。这番话虽然有点长，但是我觉得它确切反应出日耳曼尼可斯的性格，於是把它全文翻译出来。


「妻子儿女对我而言，并不比父皇和他治理的国家重要。而我父（台伯留）是以他的权威来统治帝国和军队，所以我很放心。我也早有觉悟，为了你们的荣耀，妻子均可牺牲。但是现在，我要让她们离开你们，因为你们已经化为暴徒，你们将要犯下的罪行，希望借由我的流血而停止，我不愿见到事态扩大，演变至杀害奥古斯都的孙女，亦即是台伯留的媳妇。




这几天来，你们胡作非为。已化为暴徒的人，我该如何称呼？围攻身拜总司令官的皇子，这样一群人还称得上是士兵吗？冒犯使节团的元老院议员，还称得上是公民吗？罗马人尊重使节的安全以至人权的特质，让敌人都倍感钦佩，但是你们却将它蹂躏了。




违背遵从司令官命令誓约的士兵们，神君凯撒只要口呼「各位公民」，就能让他们走回正道。神君奥古斯都只要出现在士兵面前，就能威震全军。我没有他们两人的才华，现在更还要做出让属下士兵们将被驻扎在西班牙或叙利亚的同袍们不齿的决定，往后我自然也无颜以对。




第一、第二十军团的士兵们哪！你们二年前还在台伯留的率领下转战日耳曼的原野中，战胜蛮族，获得许多的褒奖。莫非你们要我带着父皇从没得过的噩耗回去吗？百人队长遭杀害，大队长被放逐，元老院议员遭囚禁，士兵们充满敌意，基地血流成河。难道你们要我这苟活的总司令官向他报告这样的惨状吗？




第一天从我手中夺走我準备自裁用的剑的朋友，现在回想起来，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相反地，当初递短剑给我的士兵，你才是跟我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的人。那时候如果我死了，我就不用看见这些日子来你们的暴行，而你们推选出来替代我的总司令官，可能也替维尔斯（在条顿布鲁格森林中遭日耳曼人残杀）和三个军团报了仇了。因为，对罗马人造成的屈辱，势必由罗马人雪耻；就算高卢属省的人民要求，上帝也禁止我们将这么光荣的行动，交给高卢属省的人民完成。




哎！如今已在天上的神君奥古斯都啊！年少便丧命於日耳曼之地的父亲杜鲁斯啊！请你们洗净这群士兵心中的罪恶与污秽吧！也请你们助一臂之力，让罗马人彼此间的怒气，发向敌军日耳曼人吧！




现在的你们已经恢复成为昔日的士兵了，如果你们有意释放使节团，宣示效忠皇帝，并将妻、子归还给我，停止一切暴行、交出主谋者，这将是最好的证明。也唯有如此，我才能打从心中相信你们已经后悔，而也能更加彰显你们的忠诚精神。」







士兵们心中满是悔意，连日耳曼尼可斯责骂的话，句句听来都有道理。话一说完，士兵群中有许多人说道：


「把阿古力琵娜叫回来！」




「不要把在我们众人中成长的卡利古拉送到高卢人那边去！」




「请率领带罪的我们讨伐敌人吧！」



日耳曼尼可斯以怀有身孕以及严冬为由，拒绝让阿古力琵娜回来，但回答士兵们说，卡利古拉总有一天会回来。日耳曼尼可斯回营前留下一句话，说道，其他的事情，就全看你们了。

士兵们急忙赎罪，带头发动暴行的人一个个被铁链绑住，带到第一军团长的面前。审判的方式如下：士兵们拔出刀剑，围在讲台旁。嫌犯逐一上台，由大队长向聚集的士兵们询问该否定罪。有罪的呼声多的话，即刻被推下台，就地正法。每杀一人，士兵群中就会响起欢呼之声，仿佛杀了这些到方才为止都还是友人的嫌犯，自己的罪恶就可以消除一般。

日耳曼尼可斯也不去管它。虽然对他而言，罗马人早就已经脱离拿活人当作祭品的习惯，而这样的行径自是野蛮又残酷，不过，这种暴行也不是他下的命令，而是士兵们自发意志的结果，所以他也有借口不理。

日耳曼尼可斯没有诉诸暴力，成功地将士兵们最憎恨的百人队长重新编制，他采用的「民主」方式，后来也使他声名大噪。

百人队长一个个被传唤到总司令官面前，报告自己的姓名、所属百人队、出身地、服役年数、战绩之有无等。之后，如果直属上司的大队长或所属军团的士兵们认同这名百人队长的勤勉与正直，他就可以继续服役；如果被认定为贪婪残暴者，则当下解任。

科隆的冬营基地就在这种措施下恢复原有的秩序，但是在占田冬营基地的第五和第二十一军团的士兵在得知科隆的「审判」之后，群情哗然。他们在日耳曼军团中发起暴动，而且比任一军团都更强硬而彻底。要惩罚的话，这群人最应该接受处置。日耳曼尼可斯决定在事态扩大前想办法解决，如果真有必要，即使同为罗马军人，也不惜诉诸武力相向。科隆和占田都是莱茵河沿岸的基地，於是日耳曼尼可斯下令备好顺流而下的船只，但在出发之前，就先派快马信差带着密函，送往统领占田冬营基地的凯奇纳司令官处。密函中写道，他将亲自率领军团顺莱茵河而下，要凯奇纳在自己抵达前妥善处置，否则将把整个占田冬营基地视为敌人。

凯奇纳召集了没有参与暴动的士兵们，在会中将密函的内容告诉他们，众人一致决议，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行动。

入夜后一声令下，讨伐同袍的行动开始，景况凄惨。这毕竟不是讨伐敌人，而是白天同一张餐桌吃饭、晚上睡在身旁的自己人。而夜晚的漆黑，使得他们无法正确锁定目标，就连无辜的士兵也在行动中遭到杀害。

抵达的日耳曼尼可斯眼中所见，是血流满地、尸横遍野的罗马军基地。日耳曼尼可斯叹道，这不是处置，而是残杀，但此刻的他也只能下令，将尸体焚毁。

但是屠杀同袍的血腥气味，让存活的人也变得兇暴。日耳曼尼可斯认为，要让这群为血发狂的士兵恢复正常，只有让他们再嚐一次不同的血。明明不是内乱却自相残杀，要洗雪这项罗马军团中前所未闻的污名，唯有出击袭敌一途。虽然时值10月底，根本不是作战的季节，但他却下令在莱茵河上架桥。

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真是天外飞来横祸。他们心想，这时候罗马人决计不会来攻，所以沈醉在举办祭典的气氛之中，没想到嗜血若渴的大军竟然来袭。由于攻其不意，自然是罗马军大获全胜。罗马兵以日耳曼人之血祭天，感觉上似乎洗清了自己的污名，於是乖乖地跟著百人队长回到科隆和占田的冬营基地里。日耳曼尼可斯终于也能向罗马的台伯留报告——日耳曼军团叛乱已经戡平。

台伯留召集元老院议员，向他们报告旁诺尼亚和日耳曼的士兵叛乱，已经在杜鲁斯和日耳曼尼可斯的努力之下获得解决。接下来，他请求元老院的议员认可日耳曼尼可斯给予士兵们的三项特殊待遇，而且还不仅是驻扎在日耳曼的八个军团，连旁诺尼亚的三个军团士兵也享有相同的待遇。因为总不能一边让步，另一边又不认帐吧。因为如果玩这种把戏，旁诺尼亚军团搞不好又会再度揭竿而起。元老院的议员们也表同感，认可了这项提案。

那天台伯留绝口不提日耳曼尼可斯假借自己名义伪造文书、向士兵们让步的事情。但是想想台伯留极度厌恶退让的性格，不难猜出他那一天是什么样的心情。事实上，之后不久，台伯留就提出建议，将三项中服役期限缩短为十六年以及将奥古斯都的遗产赠与金额加倍的两项特殊待遇取消，在元老院的赞同之下，也完全翻案。不过二十年到期后除役一事，台伯留倒是努力执行。台伯留边境的军务经验丰富，非常了解士兵们憧憬赶快期满除役的心理。为了确保财源足以支付军团士兵的退休金，他也不理会众人要求废除营业稅的声音。

登基后不久的台伯留并非待在首都罗马，静候旁诺尼亚和日耳曼的戡乱结果。虽然他把戡乱的责任交给日耳曼尼可斯和杜鲁斯，但是罗马帝国幅员辽阔，统治的种族、宗教、文化各自不同，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就层出不穷。




公众安全



五十五岁就当上「第一公民」，也就是实质的皇帝，我想一登基的台伯留早已经预料到自己自始至终永远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皇帝。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好像放弃了似地，一点也不在乎是否要采取博得人心的政策。

罗马帝国仿佛就是由朱利斯·凯撒画好设计图、奥古斯都依照这个图建筑完成的庞大建筑物。但是这个建筑物如果交到一个完全不了解设计意图的人手中，那么他可能就会增加一些设计图中没有的东西加以改建，变成与当初设计迥异的建筑物。为了防止类似变形改样的情况发生，势必是能够完全了解设计者的意图和建筑者想法的人才能成为建筑物的所有人，而建筑物本身也必须要非常的坚固，日后无论是谁怎么变动，都无法改变这建筑物的基本原型。奥古斯都留给台伯留的，就是这份不起眼但却很辛苦的任务。除了已故的奥古斯都之外，大概只有台伯留自己最了解自己承接的任务性质。

所谓的「和平」，不是抵御外敌就能实现的；人人能过着安全的每一天，才是真「和平」。“Pax Romana”（罗马和平）指的就是这两方面的“Pax”。

登基为皇帝之后，台伯留执行的政策之一，是健全祖国的公共安全对策。如果才步出家门，生命安全就无法获得保障，那么生活中所必须的社会活动势必也会停滞下来，而人心自然惶恐。於是台伯留明确订出方针，像窃贼、强盗、伤害、杀人，还有竞技场中的流氓，这一切可能阻碍公共安全的事物，均在禁止之列。奥古斯都创设的近卫军团九千名士兵，台伯留也决定将他们全数从市中心迁移，集中到罗马东北方建设后的常设基地。从「近卫军团」勤务的地点来看，他们已经有了现代国家警察的雏形。罗马帝国并没有在本国义大利半岛上设置军团。近卫军团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祖国的秩序。

其实，「公正」才是最高的「安全防卫」，而公正是要在司法发挥功能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获得保障。罗马的法院中，原告说明控告理由要两天，辩护方面的辩论也要三天；若是重要的审判，台伯留也将全程参与，直到陪审员做出判决为止。台伯留对于属省总督在任期内违法犯纪的审判特別热中，他身材魁梧、体格壮硕，身上穿着宽松的白色长衣，大大的眼睛射出锐利的光芒，一脸严肃的他，口若悬河地审问被告。这样的台伯留，与其说他是政治家，还不如说是检察官来得贴切。他就是那种在场就会让你感受到压力的人物。




紧缩财政



话说回来，所谓的公正，不仅指司法而已，同样也适用于德政之基础的稅制上。台伯留对稅制的观念，也是始终如一的——绝对不提高稅金。这并不光是因为先帝奥古斯都订定了，所以只有遵守而已，台伯留本身也非常肯定这项措施的合理性。（奥古斯都的稅制，请参阅第Ⅵ册第196页）即使没有规定新的支出，却也不明所以地增加，这就是国家财政的宿命。帝国的领域虽然没有扩大，但是从奥古斯都进行稅制改革以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有人开始提议，稅制只要维持现状就好了，但是属省人民的稅额是否应该调涨？台伯留答覆说：


「你们应该把他们当作是取毛的羊只，而不是宰杀来食肉的羊只。」



「羊」其实是再露骨不过的说法，身为羊只的人心中是什么滋味呢？真的会觉得一年刮一次毛比被宰杀吃掉来得好吗？若知道要被宰杀，可能明知不敌，也会抵死反抗；不过，对于一年缴交百分之十的属省稅就好的话，也会乖乖地缴纳。再加上幸好处於「罗马和平」的时代，属省的人民也不需要将时间花费在与邻近部族的战斗中。像是蛮族入侵、山贼海盗来袭等防御「狼」的对策，现在都由罗马霸权来负责。属省人民如果都能抱持这种看法，对罗马而言，就不须再额外增加军事力量，即可以确立稳固的「安全防卫」，这正是奥古斯都构思，而台伯留赞同的「合理性」。





不过，国家财政的宿命是即使不去管它，每年的岁出仍会不停地增加，总得想个办法解决。为了贯彻帝国营运上的合理性，其中包括遵守二十年的服役期限承诺，所以台伯留的当务之急就是健全财政。

奥古斯都采行的并非放纵财政，但是这位帝国创始人，正因为他的创始人身份，不得不考虑博得民心的政策。说穿了，奥古斯都可输不起民意的流失。奥古斯都造就的罗马皇帝地位，如果没有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认可，他就无法登基。而且，一旦这二者要撤回认可的话，皇位也是岌岌可危。





无论是「认可」或是「选举」，「有投票权的人」未必都是看人气来决定支持与否的。为数众多的人是依拉丁文中的“virtus”，即依才华、力量和成绩来评估之后才决定是否继续支持。即使不是每件事都是如此，但博得民心的政策符合公益的必要性还是存在的。

代表埃及的建筑物，有为了法老死后埋葬用的金字塔；代表希腊的建筑物，有神殿来供奉保护人民的众神；至於代表罗马的建筑物，只能回答是有助於人们生活舒适的街道、水道、桥梁、会堂、港湾和浴场等基础建设。罗马重视公共利益的工程之所以如此兴盛，在于他们的传统精神，也就是从事这种公共工程，是菁英份子的责任与义务。博得民心的政策与公益，在罗马非常自然地共存共荣。

奥古斯都四十年内完成了相当数目的公共事业，原本这些是用来对抗对手安东尼的，当降服了对手之后，将这些公共事业转为稳固帝王政治的基盘。虽然当时合作伙伴阿古力巴和马西纳斯的确也为他分摊了部分的工作，但是他还是有资格夸口说：「我继承的是砖瓦的罗马，但留给后世的是大理石的罗马。」看看他在《业绩录》中自负地列举各项政绩，可以知道他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博得民心的。

继承奥古斯都的台伯留又是怎么做的呢？先从结论来说的话，他是事情不到紧要关头就不做的人，因为他的当务之急乃是重建财政。台伯留之所以决定不做太多建设，在于奥古斯都的建设已经可以说是做过了头，光是要维护这些建设，就得花上好一笔经费。

台伯留万不得已才做的公共建设，在最直接影响人气指标的首都罗马中，他只做了两项。首先是奥古斯都神殿。成为神君的先帝，有必要盖座神殿来供奉他。其次是庞培剧场的全面改装。罗马只有两座石造的永久剧场，而庞培剧场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使用次数多，维修工作总是落后，因此经常需要改装。

话说回来，在首都及祖国都不热中於公共工程的台伯留，却在属省大兴土木，尤其在掌控多瑙河这条帝国防御线上的旁诺尼亚地方为数更多，在北非也发掘到台伯留建设的碑文。不过，这些建设都反映出台伯留重视实用性的个性，他不会去做盖新剧场这种作秀的事，几乎都是在从事街道桥梁等基础建设。





罗马人认为提供杂技团也是领导者阶级的义务。二千年后的今日回想起古罗马，令人想起「面包与马戏团」。马戏团在拉丁文中就是「其尔库斯」（Circus）。至於「面包」在当时，指的是小麦的免费配给。那还是个没有累进课稅制度的时代，所以有钱的人越有钱，他们总想到要将温暖分给那些不幸的人们，借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古希腊提供的是戏剧，而古罗马则是提供斗剑比赛等各种的杂技表演。

在这方面，奥古斯都相当热心，比较像他的养父凯撒。《业绩录》中有记载的项目就有如下的内容：

斗剑比赛——八次，来自全国各地竞技者的体育竞赛——三次，战车竞驰——七次，献给战神马尔斯的竞技赛——每年，非洲野兽狩猎团——二十六次，模拟海战——一次。

台伯留在继承奥古斯都之后，除了献给战神马尔斯的竞技赛与宗教祭典合并之外，其余的所有活动，他都不再担任提供者的角色。

这不是法令禁止，而是皇帝不再赞助了。他对举行斗剑比赛尤其冷淡，当然也是因为他自己不喜欢的缘故。至於凯撒或奥古斯都也不是因为喜好所以举办斗剑比赛的。知识份子对于容易造成死伤的这种运动，大多是非常厌恶，只不过一般老百姓却对它感到狂热，而这些罗马庶民拥有罗马公民权，也是拥有投票权的一群。

虽说是杂技团，但也不少人的确是以它维生。由于皇帝不再给予赞助，斗剑士们甚至因失业而表达抗议。他们借着从事死亡边缘的危险工作赚大钱，同时享受妇女们的欢呼声，甚至有元老院议员的女儿跟斗剑士私奔的情形。或许斗剑比赛对罗马人而言，只不过是稍微残酷一点的拳击赛而已。

台伯留把执政官以下的要职选举，从公民大会改到元老院中进行，元老院的议员们表示欢迎，但是，这举动也等于将百姓免费看热闹的机会给剥夺了。

要职如果靠元老院议员互相推举而产生的话，参选的元老院议员就必须进行选举活动。在公民拥有投票权的时代里，选举活动主要都是由参选者赞助杂技团，免费招待有投票权者参观，此外就是动员家中的“Clientes”从事拉票工作，甚至有些人则是以金钱买票。他们之所以这么想要当上除了固定经费之外別无报酬的政府要职，是因为当选要职等于证明自己属于名为「光荣仕途」的国家领导阶层。

要职选举转到元老院中进行之后，元老院的议员们可以节省一大笔竞选经费，元老院的议员们自然喜不自胜，但是对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而言，除了丧失免费看热闹的机会之外，一年一度的选举时最令人期待的额外收入也不翼而飞。还有，原本百姓享有的另外一项特惠赏金，也在台伯留当政的时代化为乌有。

奥古斯都熟知罗马皇帝的地位，是靠元老院议员及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决定的，毕竟这是他自己创设出来的制度，所以他没有忘记在经济面上给予这两者优待。

由于元老院议员是名誉职务，即使担任属省总督也是无给职。奥古斯都规定，要担任元老院议员，必须要有一百万塞斯泰契斯（Sestertius）财产为资格，一旦元老院议员的财产少于一百万时，皇帝不惜加以援助。不过，这项援助也是皇帝提出要求，由元老院通过后实施的，整个措施就等于是以贫困的元老院议员为对象所实施的国家经费福利政策。

至於在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民中，属于中上的「骑士阶级」（财经界）公民，皇帝会起用他们来担任负责征稅业务的「皇帝财务官」等各种行政官职，让他们发挥他们的经济实力，而这些行政官僚是有给职。

至於中下阶级的罗马公民，皇帝经常赐予名为赏金的奖金，这可是皇帝自掏腰包，不须元老院认可。《业绩录》中记载如下：

西元前29年——首都罗马公民每人四百塞斯泰契斯，领取人数二十五万。

同年——散居帝国领土中殖民城市之罗马公民，每人一千塞斯泰契斯，获得人数十二万。

西元前24年——首都罗马公民每人四百塞斯泰契斯。

西元前23年——自掏腰包购入的小麦，分十二次免费配给。

西元前12年——每人四百塞斯泰契斯，领取人数二十五万。

西元前5年——首都的公民每人二百四十塞斯泰契斯，领取人数三十二万。

西元前2年——可以获得国家免费配给小麦的贫困公民，每人二百四十塞斯泰契斯，领取人数二十万强。

台伯留是怎么做的呢？

他并没有拒绝救助资格财产不足百万塞斯泰契斯的元老院议员，但仅限在元老院的议场中说出自己处於财政危机中的议员。任谁都不愿意在人前丟脸，所以要求救助的元老院议员数目大幅减少。台伯留认为自己的浪费导致破产者，没有必要救助。

至於善用「骑士阶级」方面，台伯留的做法与奥古斯都完全相同，不光只是在经济层面，他甚至起用这些人担任军团长阶级。在善用罗马社会的第二阶级方面，台伯留算是相当积极的。

至於平民政策方面，二代皇帝台伯留将皇帝赏金全面废止，但是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立的「小麦法」却没有废止，这个法律保障贫民得以免费配给到小麦，从立法以来已经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凯撒的配给对象人数定在十五万，而奥古斯都是「二十万强」，台伯留也没有减少这个数字。因为这「小麦法」，是对罗马人称为“Proletarii”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福利政策。

不过，如果一直维持支出的规模与奥古斯都时代相同水準的话，由于公民所有权者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加，国家财政总有一天会崩溃，势必造成增稅的情况。如果提高属省稅，那么属省的人民就会造反，要戡乱就得出动军团，以往只需应付外敌的军团，若变成也要应付内敌的话，就得增加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在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前，必须先健全国家财政。奥古斯都死后立即发生的军团叛乱，等于是财政崩溃的预兆。找不到可以用来支付退役金的财源，役期届满的士兵也无法退伍，原本二十年的服役期限承诺变成三十年、四十年。如果这种情况再不想办法，不仅会打击罗马兵的士气，大帝国的防御体制也可能因而溃决。

重建财政是台伯留的当务之急，要在不增稅的情况之下实现这个目标的话，也只能紧缩财政了。台伯留自己也知道，这势必造成天怒人怨。

我知道台伯留有健全财政的必要，但是即使对于经济毫无概念的我，也不难想像工程之艰难。台伯留如果强力推行紧缩政策的话，罗马帝国会不会陷入不景气的情况呢？到奥古斯都时代为止的公共事业或杂技团应该活化了经济活动，皇帝的赏金也应该刺激了消费。台伯留对于这些政策，要不就全面废止，要不就极力打压。

不过，仔细想想，就能知道这一切根本不用担忧。

首先，新的建设虽然少了，但是需要不断维修的建筑物、水道和街道的数目却相当惊人。罗马的建筑工程师都说：「石头为友，水为敌」。即使是个小凹洞，风也会带来沙土、带来植物的种子，而雨后杂草滋生，深深扎根。风一吹就摇曳飞舞的杂草是大建筑物崩溃的原因之一，所以无论是街道或建筑物，表面要做到绝对光滑，不能让沙土或水分停留。惟有不断的管理和维修，才能保护建筑物。就算新的建设工作少了，投注在公共相关事业上的资金、人力与技术却是一样的庞大。

最大的赞助者皇帝不愿意再提供杂技团，像是斗剑士们抗议的例子，对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而言，或许在经济上造成影响。不过，其引发的不满主要还是在于被剥夺免费观赏乐趣方面。在古代这种产业是极少数拥有就业保障的。

至於赏金方面，奥古斯都治世四十多年，只有发放七次，平均每六年一次的赏金，对于刺激消费的影响力应当有限。

在台伯留负责经营辽阔帝国的西元一世纪前半，奥古斯都建设的罗马帝国经济圈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机能，所以国库本身的收入也在增加之中。在属省中，名为「皇帝属省」的地区，除了原本文明就很高的叙利亚之外，其他几乎都是经济力量薄弱的地区。属省稅率为获利的十分之一，而这些属省也不能指望他们缴交更多了。南法之外的整个高卢以及南西班牙之外的希斯帕尼亚，这两个区域的经济实力都逐渐地提升，理由之一是由于安全获得保障，第二是因为街道网等基础建设已经整建完成。

人们只要感受到安全，就会定居下来。如果考虑「移动」与「定居」的能量活用度和财富累积度的落差，定居的利多显而易见。在台伯留治世的五十年前，凯撒已经让高卢人免於受到日耳曼民族侵略的恐惧。史实中显示，他们因此从狩猎民族变为农耕民族，而基础建设的普及，也促进了农畜产品的流通。

像这样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里，紧缩财政也并不需要在所有的领域中删减经费，只要把单纯的浪费，或是并非绝对必要的花费方面做些调整，也就足够了，所以也没有造成不景气。不过，人类习惯以眼睛看得见、手摸得到的表象判断事情。实体经济虽然不是不景气，但是却给人景气不佳的感觉。所以一般人对于台伯留的评价，都是嫌他比奥古斯都「小气」。




撤离日耳曼



台伯留继承奥古斯都之后的任务，首先是确立皇帝的地位以稳固帝政，第二是健全国家财政，第三则是战略上的问题，到底要把北边的防御线设在莱茵河就好呢？还是要再扩张到易北河？

对后世的我们而言自然是理所当然，而从台伯留时代到其百年后的塔西图斯时代的罗马人，也能明确地了解到自己国家的北边防御线就是莱茵河。事实上，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就曾经尝试要称霸到易北河的日耳曼。但是，那是在什么时候、谁决定放弃的？当时的罗马人却没有人知道，因为奥古斯都和台伯留都没有交代。派遣出去的军队力量足以说明他们征服的意图，但结果却撤退回来。对于这罗马史上最不名誉的事件，可能他们两位当事人都选择保持沈默吧；抑或是奥古斯都至死都无法放弃降服日耳曼民族的希望，所以把撤退的决定交给台伯留去下呢？





现代的学者都认为奥古斯都尝试征服日耳曼是「野心过大」的举动，而他是在西元前12年让妻子莉薇亚的拖油瓶——杜鲁斯率领军团前往。杜鲁斯大胆运用战略，在西元前11年、前10年於日耳曼的原野中转战，终于在西元前9年抵达易北河。但是，偏偏在他回归的路途中，落马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西元前8年至前7年的日耳曼战线总指挥则由他的亲哥哥台伯留担任，但是因为奥古斯都不善于控制战况，使得罗马军没有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台伯留也在西元前6年隐居罗德斯岛。日耳曼战线恢复活力是在西元4年，台伯留回到战场上的时候。西元5年，台伯留率领的罗马军团再度进军易北河。身处罗马的奥古斯都，大概以为完全称霸日耳曼民族的美梦就要实现了吧。

但是在西元7年的时候，与莱茵河并称罗马帝国两大防御线的多瑙河之南，也就是旁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发生了原住民的大叛乱，而能够讬付的武将也只有台伯留一人，所以当他离开日耳曼战线之后，就把责任交给与奥古斯都亲戚女儿结婚的维尔斯。西元9年的秋季，在条顿布鲁格森林中，维尔斯和三个军团全军覆没（参照第Ⅵ册第301页以下），这对希望称霸日耳曼的奥古斯都而言，毋宁是最大的打击，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台伯留第三次成为日耳曼战争的总司令官，他率领的罗马军，又在西元10年、11年、12年的三年之间，转战於日耳曼原野。

西元13年，奥古斯都将台伯留召回罗马，理由虽是他自知时日不多，所以要将皇帝的权力分给台伯留，但我推测，他是希望将就要完成的日耳曼霸业，交由日耳曼尼可斯完成。日耳曼尼可斯取代台伯留，从西元13年起担任日耳曼战线的总指挥，他就是二十年前在日耳曼之地英年早逝的杜鲁斯的长子。日耳曼尼可斯其实就是意为「称霸日耳曼之人」的绰号，而这个绰号本来是献给杜鲁斯的。父亲的绰号成为儿子的名字，这在罗马并不稀奇。日耳曼尼可斯正因为与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自然备受疼爱，所以这也是奥古斯都认为他最适合完成征服日耳曼民族大业的缘故吧。

从西元前12年算起，虽然中间有几年是没有军事行动的，但前后还是耗费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难怪奥古斯都绝不肯罢休，甚至可以说他不曾考虑过要撤退到莱茵河吧。

因为，日耳曼尼可斯是接任台伯留之后登基为皇帝的人，这么重要的人物，奥古斯都怎么会把他送往可能撤退的战线呢？如果指定罗马史上前所未闻的不名誉事件当事人担任皇帝，那这第三代皇帝的生涯岂不蒙上阴影？

千万別忘了，罗马皇帝是靠元老院的议员和罗马公民的认可来决定的，而认可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具备领导者最高尚的品德（virtus）和罗马人认定的力量（virtus）。

所以，将总指挥权交给日耳曼尼可斯，就证明了奥古斯都希望他能延续讨伐日耳曼的壮举，并完成这大事业。我们知道，实施撤军到莱茵河的是台伯留，但是如果上述的假设成立，即使史实不存在，但不就等于说明了，也是台伯留决定撤军的吗？

台伯留对于这件罗马史上第一宗不名誉事件，同时也是违背了先帝奥古斯都意向的撤退决定，应该是格外地小心谨慎，算準了时机才撤军的。只不过，低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叛乱，让台伯留错过了良好的机会。





部下不听话，是总司令官的责任。为了戡乱而伪造文书，结果却还是发生流血惨剧，这个事实最让日耳曼尼可斯痛苦。秋深之际，把士兵们从冬营基地里叫出来，命他们去攻击太平中準备迎冬的日耳曼人部落，然后以一副战胜的模样凯旋回到冬营基地，不过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来了。自从二年前出任日耳曼战线的总司令官以来，就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这么一来，只有让意为「称霸日耳曼之人」的名字蒙羞。血气方刚的二十九岁总司令官决定，在明年春季，就要踏上称霸日耳曼的征途。罗马向来都把一切的战略讬付给前线的总指挥官，如果没有全罗马军最高司令官台伯留的命令，地位仅次于最高司令官的日耳曼尼可斯就毫无拘束。

西元15年的春季，日耳曼尼可斯率领在梅茵兹冬营基地的四个军团二万四千人及一万名的属省民众补助兵员，越过莱茵河。下游的占田冬营基地则是由凯奇纳率领四个军团二万名兵力与补助兵员五千名，也同样跨越莱茵河。他们这项由南边和西边夹击的作战策略，成功地分裂了由阿尔密尼斯领导因歼灭维尔斯的三个军团而意气风发的日耳曼民族统一战线。罗马军团胜利后，传报阿尔密尼斯的丈人也有意要来投靠。日耳曼尼可斯保证他投靠后的礼遇，并许可他迁住莱茵河西侧。阿尔密尼斯的妻子也随着她的父亲前来，由于怀有身孕，就在罗马军团的基地中生产。生下来的男孩，以保障他们在安全之地的生活为由，被送往义大利。这么一来，日耳曼民族自由与独立的旗手阿尔密尼斯（德文名黑尔曼Herman）在他的弟弟之后，就连拥有实力的部族领袖——他的岳父也离他而去，妻子和儿子也等于是被罗马方面夺走了。

那一年的日耳曼战役，可能是因为与凯奇纳的军队会合，形成六万大军的缘故，罗马军队自始至终都处於优势。阿尔密尼斯在歼灭维尔斯与三个军团时夺走了他们的三面军团旗；而他们在这次战役中，成功地夺回了第十九军团的银鹰旗。在进攻的路途上，罗马军经过了仍旧弃置著六年前尸体的条顿布鲁格森林。历史学家塔西图斯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内容请参阅第Ⅵ册《罗马和平》第302页，在此不再赘述。

发动攻势时，自然是罗马军较为强盛，但是当冬天逼近，出发迈向莱茵河畔冬营基地时，日耳曼人的游击战法突然间变得活力充沛。兵分二路后的凯奇纳军，由于受到背后日耳曼人的攻击，好不容易才回到占田的军团基地里。日耳曼尼可斯在归营的途中也是极尽困难，甚至有传言说，归途中损失的士兵人数还比战争时所折损的人还多。

然而元老院准许日耳曼尼可斯和属下的三名司令官在首都举行凯旋仪式。我推测，这可能是元老院接纳台伯留的建议后通过的吧。元老院通过要让四位将军举行凯旋仪式，也提议要因为日耳曼战争胜利之功而赠与「国父」的称号给台伯留，但是台伯留明确地拒绝。如果真的得到了「国父」的封号，台伯留就很难说要从日耳曼撤军了。而以凯旋仪式来褒奖将领们，那么「胜之后退」的说法也就不会显得太牵强。

不晓得是不是元老院的决议给了日耳曼尼可斯力量，他在西元16年攻入了日耳曼。

这次的战略规模庞大，由他率领八个军团加上补助兵共八万大军，浩浩荡荡顺莱茵河而下，出北海、越埃姆河，直捣日耳曼的心脏地带。阿尔密尼斯也开始以会战的方式迎战罗马军，只不过，论战术的话，还是罗马人略胜一筹，两次大战都是罗马军大获全胜。日耳曼尼可斯在会战的地方，以掳获的敌军武器设置了战胜碑，上头刻著:「台伯留皇帝的大军毁灭了住在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人，特将胜利献予最崇高之神祇朱比特、战神马尔斯与神君奥古斯都，谨此纪念。」这一年，他又从敌人手中，将维尔斯遇害时被夺走的三面军团旗中的第二面夺回。






台伯留与日耳曼尼可斯的行进路线简图




不过，这一年的归途上也不安宁。即使没有日耳曼人的游击战，但是北海的风浪却把罗马军玩弄於股掌之间。战斗中的损耗虽然不大，但是日耳曼的地势和气候却造成了不小的牺牲。

好不容易回到莱茵河畔的冬营基地，日耳曼尼可斯又在考虑明年春天的日耳曼战争要怎么打。这时候，台伯留从罗马捎了一封信过来，说要他回首都，举行凯旋仪式。日耳曼尼可斯立即回函，希望能再有一年的时间，届时势必能够完成称霸到易北河版图的大业，请求台伯留允许，不过，台伯留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第二年的西元17年5月26日，庆祝征服日耳曼民族的凯旋仪式在罗马公民的狂热情绪中举行。凯奇纳以下的三名将军穿着凯旋的礼服，走在最前方，队伍中还有载着阿尔密尼斯妻子的货车，象征被征服的日耳曼民族。接下来，凯旋仪式的重头戏登场，由三十一岁的年轻总司令官驾御四匹白马的战车出现了。战车上还坐着日耳曼尼可斯的三个儿子以及二个女儿。有人说日耳曼尼可斯的妻子阿古力琵娜也有在凯旋仪式之列。日耳曼尼可斯与二千年后的欧美领导者相似，在公开场合里，经常有妻子陪伴左右。而罗马公民也仿佛与二千年后的百姓一样，对多产而健全的家族，不惜给予热烈的掌声。凯旋仪式结束后不久，就公布了日耳曼尼可斯的下一个任所，不是日耳曼战线，而是在离日耳曼路途遥远的东方，所持的理由是，要接任皇帝的人必须到那里去完成重要的任务。





历史学家塔西图斯写道：「日耳曼尼可斯被禁止完成战争。」而真正的原因，他认为是台伯留妒忌日耳曼尼可斯的战功。

我们暂且就把日耳曼尼可斯任职地点的调动，当作如塔西图斯所认为的一般，是出自於台伯留的嫉妒；台伯留如果有意继续日耳曼战争的话，他就得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日耳曼战线的总司令官一职。适合接任日耳曼尼可斯的职务，而且又有社会地位的人物，其实也大有人在。他就是台伯留的亲生儿子，也就是身为台伯留养子的日耳曼尼可斯的弟弟——二十九岁的杜鲁斯，也就是他负责平定旁诺尼亚士兵的暴动。不过，台伯留在日耳曼尼可斯之后，并没有指派任何人接任，当然杜鲁斯也没有接获指派。尤有甚者，是台伯留竟然将低地日耳曼的四个军团和高地日耳曼的四个军团共计八个军团的总司令官一职给废除了，这不就证明了台伯留根本没有打算继续日耳曼战争了吗？

阿尔密尼斯还活着，而且罗马人引以为耻被夺的三面军团旗中，只从敌人手中夺回两面。在战场上，也再次证明了罗马军的强大。阿尔密尼斯虽然能够逃脱，但是已经没有力量集成全日耳曼统一战线，日耳曼民族也四分五裂。虽然这二十八年的日耳曼战争，现在乍看之下，仿佛是胜利的，但是台伯留认为这是结束的好时机。而他的决定却很难获得世人的谅解，就如同百年后塔西图斯误会他一般。




莱茵河防御体制



奥古斯都希望能将疆土扩大到易北河，将野蛮而勇猛的日耳曼民族吸纳至罗马帝国内，借以保障北方的安全，但是他的这个梦想，在二十八年后告终。至於决定并实行的台伯留并不是单纯将士兵从日耳曼撤回而已。西元17年起，莱茵河再度成为北方的防御线，但是军团基地却分散开来了。

以往罗马军是以建设在莱茵河西岸的冬营基地为基地，每年春天一来，就越过莱茵河，向东攻击，秋天则折返西方，在莱茵河沿岸的冬营基地过冬，这种习惯已经持续了二十八年。不过，从今以后，莱茵河本身就是防御线；冬营基地再也不是过冬后春天出击的基地了。在此的军团除了迎战敌军来袭之外，整年都住在营区内，同时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把四个军团或两个军团的人数全部集中到一块儿了。越是集中兵力，营区之外的防卫线就会变得越空洞。而且，将大军集中於一处，很容易再发生三年前那样的叛乱。

虽然军团的配置仍照旧，依莱茵河上下游区分为二，下游称为「低地日耳曼」，上游称为「高地日耳曼」，各设四个军团，而这两个区域的界线，相当於现在德国波昂和科布伦兹的中间。

顺道一提的是，莱茵河西岸为什么称为日耳曼呢？因为西岸的居民也是日耳曼民族所致。虽然凯撒将这些人收为帝国的人民，但是即使他们成为定居的民族，人种上还是与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相同。日耳曼相当於现在的德国，莱茵河西部还是称为“Rheinland-Pfalz”，属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至於莱茵河最下游的部分，现在是荷兰。

故事再回到古代。波昂以北的低地日耳曼四个军团，以前是分別设在维特拉（现在的占田附近）和科隆尼亚（现在的科隆附近），后来分散到四处基地，由北而南则为诺维欧马格斯（现在荷兰的涅梅亨）、维特拉（现在德国的占田）、诺法耶吉姆（现在的诺依斯）和波昂纳（现在的波昂）。至於驻守在康弗恩特斯（现在的科普伦兹）向南的高地日耳曼四军团，大部分还是照旧，仍以莫根提肯（现在的梅因兹）为基地，或许是因为这里在三年前并没有发生叛乱的缘故吧。至於从梅因兹向西的比恩昆（现在的比恩根）或北边的亚奎·马提亚凯（现在的威斯巴登），都有大队规模的军队驻扎。威斯巴登在当时就已有温泉湧出，对喜爱温泉的罗马人而言，自然是住得非常舒适。梅因兹又有道路通往奥古斯塔·特雷维洛伦（现在的多利亚），从莱茵河上游的阿尔根特拉屯（现在法国的史特拉斯堡）也有大道沿着莱茵河直达梅因兹。当然，这些大道都是罗马人铺设的。当国界上不再需要强大兵力驻守时，也就是莱茵河防御线确立后，梅因兹以及与它齐名的后方都市史特拉斯堡，都昇格为军团常驻的基地。





就算莱茵河西岸的部分已经解决，东岸的问题还在。在接近河畔的东岸一带，日耳曼尼可斯之父、台伯留之弟的杜鲁斯在这里建造了几个城堡，其中配置了中队规模的守备兵。






莱茵军团的新配置图（·表示基地所在地位置）




台伯留也将这些兵士全数撤回，相对地，他将原本居住在莱茵河东岸、与罗马关系良好的几个部族强制迁徙到西岸来，把细长的东岸流域区域变成无人地带。至於这个无人地带到底有多广，并没有资料显示，不过它毕竟是将居民迁走后人为造成的无人地带，总该有个几百公尺吧。至於规模方面，依地势来看，少说几公里，多则可能几十公里。在这块无人地带上，只许白天放牧，是不许耕作的。

沿着河流设置带状无人地带，或许是为了当敌人来袭时能及早发现吧。但实际上，罗马军一次也不曾实际利用到这个计策。我脑筋里在想台伯留为什么会有这个主意，就想起了《高卢战记》中的一节。其中，凯撒曾经说道：


「日耳曼民族最大的骄傲，是在自己领土的周围留下广大的荒地。这么做的第一个理由，是表示排斥周边的其他部族，没有意愿和他们交流，第二个理由则是基於安全防卫，可避免敌人的突袭。」



入乡随俗不仅是日本人，也是全人类的智慧之一，所以我想，台伯留可能就是依循当地人的做法吧？换句话说，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可是，全长一千三百多公里长的莱茵河，和比莱茵河更长的多瑙河沿岸，总不能全都设为带状的无人地区吧。事实上，河岸的无人地带，似乎只设在平野较多的莱茵河下游部分。那么，其他的地区如何呢？台伯留在此就善用了凯撒的遗训。

台伯留与几个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地方和多瑙河北岸地方的日耳曼系部族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用罗马人惯用的说法，就是缔结“Clientes”关系。这个字译为现代的英文，就是“Client”，但是它并不是我们知道的「顾客」意思，反而比较接近下对上保护的关系，这也比较接近罗马人的看法。这些部族并不是罗马统治下的属省人民，所以没有被课征属省稅的义务。长住敌人土地的他们被课予的义务，是派员参加补助兵队，帮助罗马军的主力军团兵。不付稅金就提供兵力，这种条件等于就是同盟国的关系。在东方，罗马便与东方的君主国家建立了这种关系；但是对于民智未开、尚未确立君主政治的日耳曼民族，罗马帝国是与部族缔结同盟关系的。

“Clientes”关系一到了罗马人手上，就不会是单纯的上下保护关系了。一开始，罗马帝国就把世袭的罗马公民权赋予部族长级的人物；而对于在罗马军队内担任「补助兵」军务的部族人民，只要服役期满二十五年，同样给与罗马公民权。拍打岸边的海浪，在大海中撞击四处露出海面的岩石后，来到岸边的力道自然就化小。凯撒才两次抵达莱茵河东岸，而且时间都很短，但却已经播好了种子，台伯留便把这播种的范围扩大，把它定为永续培育的常设系统。

罗马人统治的基本路线，是以「分割统治」（Divide et impera）闻名，台伯留就是把罗马人的这种传统观念，确立于帝国防御体制的人物。





目前并没有史料显示，西元一世纪前半的罗马帝国北方防御体制，是由台伯留一人独立完成的，但是后来继承台伯留的卡利古拉，却是非常明确地毫无建树；再后头的克劳狄斯虽然对经营帝国抱有热忱，但似乎也对于防御体制上没有任何动作。至於接下来的尼禄也跟前两位一样，对防御体制不感兴趣。所以，直到重整北方防御线的维斯帕先皇帝登基为止，这半个世纪里，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防御系统，都维持在台伯留构思和实施的状态下。从半世纪后维斯帕先不用绞尽脑汁的情况来判断，或许连与莱茵河平行、在曼汉附近汇入莱茵河的涅卡河河谷地区，也是台伯留将这块土地吸收为帝国领域之内的吧。在战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里被称为黑森林，而这片最适合日耳曼人逃脱的黑森林现下就成了帝国的领土了。我想，从军事策略上来看，与其说台伯留是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倒不如说他继承了朱利斯·凯撒。

台伯留重整这些防御体制，并没有实际前往当地，完全是在罗马运筹帷幄。台伯留所有的，只有企图确立多瑙河防御线的六年，和日耳曼战役的五年实地经验而已。他熟知日耳曼民族，了解地势气候，更了解身处当地的士兵心理。只要传令系统运作正常，传令人员的组织管理妥当，这么一来，即使不到当地，同样可以执行。只不过，首都的公民对身处罗马不动的台伯留却是评价不佳，说他年迈懒散。这时候的台伯留，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东方问题



手中握有人事权，就等于掌握了权力一样，但是要执行时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要改变他人勤务的地点，还得得到当事者的同意，除此之外，还得让周围的人也能了解。把日耳曼尼可斯的勤务地点从莱茵河畔调往幼发拉底河畔，先要让日耳曼尼可斯同意，还要有充份的理由让元老院和公民也同意。台伯留真正的打算，是希望借由变更日耳曼尼可斯的勤务地点，来实现从日耳曼撤军的目标。但是，要巧妙地实现他的目标，就必须让日耳曼尼可斯调派东方一事的理由能为众人接受。因为当时大多数的罗马公民都坚信，耗费二十八年的日耳曼战役终于要成功了。

巴黎的国立图书馆中收藏一件宝物，名叫「法国的浮雕」，长三十一公分，宽二十五·五公分，是西元17年的作品。这个大型浮雕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刻的人像是凯撒、奥古斯都和台伯留的弟弟，也就是日耳曼尼可斯的爸爸——杜鲁斯，他们在与日耳曼民族的关系方面，都属于先驱。中段部分刻的则是台伯留、日耳曼尼可斯等制伏日耳曼民族的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至於下段的部分，刻的是被征服的日耳曼人。看到这个作品的人一定会以为，西元17年春天举行的日耳曼尼可斯凯旋仪式，代表罗马完成了制伏日耳曼民族的大事业。不知其中来龙去脉的人绝对想像不到，同一年也发生罗马军从日耳曼完全撤退一事。另外还有一件古罗马时代的著名浮雕，收藏于维也纳的历史博物馆，名为「奥古斯都的浮雕」。它反映出实际的史实，不像「法国的浮雕」没有依照史实来雕刻，毕竟绝大多数的日耳曼民族还是居住在罗马帝国的国界之外。经过二十八年的攻略，却要从战地撤退，在罗马史中要做出这样史无前例的决定，势必要矇骗众人。至於要矇骗的对象，不仅是自己人，连日耳曼人也得欺骗，於是就想到利用华丽的凯旋仪式或是大型的精美浮雕来粉饰。越是夸大战功，就越必须对调动战胜将军日耳曼尼可斯一事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法国的浮雕









奥古斯都的浮雕




罗马帝国的东方问题，其实就是帕提亚的问题。帕提亚王国的国力并非凌驾於罗马帝国之上，如果这两国正面冲突，就算会有像跟迦太基对抗时赢输互见的情况，但最后获胜的一定是罗马。话说回来，即使帕提亚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取胜于罗马，但是对于邻近各王国却有足够的影响力。帕提亚邻近各王国跟罗马帝国之间是“Clientes”的关系，而且罗马的东方防御体制，就是有了这些同盟国家的链接才成立的。






罗马帝国东方简图




罗马为了因应帕提亚问题，从西元前一世纪罗马霸权遍及整个地中海区域时，就开始积极地布署。卢加拉斯、庞培等当代一流武将，无时无刻不把帕提亚当作目标，进行称霸东方的事业。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和帕提亚交兵，但是借由在周边展开军事活动，进而成功地封锁帕提亚。大家也都知道，决定要彻底解决帕提亚问题的凯撒，就是在準备出发远征帕提亚之际遭人杀害。

奥古斯都在凯撒死后的内乱中夺魁登基，他也决定著手解决这个不能坐视的问题。不过，奥古斯都采用的解决方法，却是外交。现代人，尤其是日本人，一听到以外交解决，都会以为是在和平的气氛中，藉对谈来解决纠纷。但是，奥古斯都的外交，是先以军事力量威胁之后，再握手言和。其实，从历史中可以得到许多例证，说明奥古斯都的这种外交方式，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人类很少因理性而觉醒，往往都是迫於武力之下才会认清事实。奥古斯都采用的外交政策，就是这一招。

西元前21年，幼发拉底河中小岛上举行了和平条约的簽约仪式。罗马方面的簽约者是台伯留，代表奥古斯都前来。当时二十一岁的台伯留在出席簽约仪式前，就是率领军团「给予威胁」的当事人。这一年簽订的合约中，再次确认两国的国界为幼发拉底河，宣誓双方互不侵犯，并认可两国间的自由贸易。

之后，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友好关系，虽然有些微幅的调整，但仍维持了三十五年。现在，重新调整的时候终于到来。西元2年时还处於轻微调整时期，那一年，奥古斯都将当时的「皇太子」盖乌斯送往东方，所以这一次前去的人，也必须是皇位的继承人。波斯民族的帕提亚王国是完全的君主专制国家，他们只愿意和有尊贵身份地位的人物打交道，这一点就跟现代的民主国家欢迎有能力的人来负责谈判是一样的。

由于这些来龙去脉，所以把日耳曼尼可斯从日耳曼调回来之后，派他前往东方，这理由就足以让日耳曼尼可斯本人了解，罗马公民也能体谅。对台伯留而言，借由将日耳曼尼可斯送往东方解决帕提亚问题的方式，才能使得人们对于就要称霸却又撤军的不满情绪，不至於爆发出来。

在东方政策方面，台伯留完完全全是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换句话说，他也是左手掌握军事力量、右手握手言和的作风。至於外交的成败，也会受到事前宣传战的左右。

台伯留要求元老院，将罗马帝国东方区域的「最高司令权」，赠与即将被派到东方的日耳曼尼可斯。元老院马上通过，因为他们已经认定，日耳曼尼可斯是最适合派往东方的人选。帕提亚方面得知这项决定后，一定感受到罗马方面态度认真。在作好準备之后，日耳曼尼可斯在西元17年的秋天离开罗马，朝东方而去。他出远门时总是带着家人同行，这次虽然把长子、二男和两个女儿留在罗马，但还是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阿古力琵娜，以及年仅五岁的三男卡利古拉。也或许是因为有家人同行，所以沿途造访了希腊各地的风景名胜，旅途上倒也悠哉。






日耳曼尼可斯族谱简图（至三女出生为止）




在送走日耳曼尼可斯之前，台伯留派遣他的亲生儿子杜鲁斯前往多瑙河前线，因为莱茵河既然成为防御线，同样与日耳曼民族隔岸对立的多瑙河防御体制，就比以往更需要立即确立。皇帝台伯留这时候也承袭了奥古斯都式的统治方式，自己留在首都，而把养子和亲生儿子送往前线。毕竟身在首都的皇帝乃是帝国营运的头脑，而负责前线的司令官只是手足。




日耳曼尼可斯东行



三十一岁的日耳曼尼可斯从一开始就广受人们爱戴，他是位年少俊朗的美男子，出身自高贵的家族，母亲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女。而他的妻子是奥古斯都的女儿的女儿，即第一代皇帝的孙女。他是个育有三男三女的父亲，而多子多孙正是他引起百姓好感的特质。

关于日耳曼尼可斯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为了想要知道属下的士兵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会在日落之后，乔装成一名士兵，在他们的帐篷附近打转，倾听他们的心声。二千年后的一名历史学家评论他为「热忱洋溢的领导人」，从士兵的角度来看，也是很有民主风范的长官。实际上，日耳曼尼可斯的个性开朗，对谁都温文有礼，他虽然有些小毛病，像是看到士兵们造反，就想要举剑自裁；或是看到许多船只因受到北海风浪翻弄而沈没，就感到绝望，大叫所有的责任都在自己身上，想要跳海自尽。这些举动，从大众的眼光来看，仿佛就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者。再加上他对于元老院主导且独具特色的共和政体有藏不住的亲切感，所以在无法忘怀共和政体时代的元老院议员面前，他也是个极受欢迎的人物。当他从罗马南下，沿着阿庇亚大道前往布林迪西时，沿路都市乡村的代表们纷纷迎接送別，百姓们也祈祷他能平安归来。

从布林迪西登船出发，日耳曼尼可斯一行人在三天冬风强劲的海路旅程后，平安踏上希腊的土地。时间已经进入西元18年的1月，他们造访了希腊最西端的亚克兴角。亚克兴角前面的大海，就是在半个世纪前的西元前31年屋大维时代，奥古斯都的军队与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联合军展开着名「亚克兴角海战」（参阅第Ⅴ册第438页）的地点。奥古斯都在这场战役中获胜，进而成为罗马世界的最高权力者，他在这俯瞰大海的亚克兴角之地，建造了神殿以感谢众神赐予的胜利。日耳曼尼可斯第一站就先来到这神殿，不过他也参观了神殿附近的安东尼军营区遗迹。日耳曼尼可斯现在成了奥古斯都的养子台伯留的养子，等于就是奥古斯都的孙子，但是日耳曼尼可斯的亲生母亲安东妮亚，是奥古斯都的姊姊欧古塔薇亚与安东尼结婚后所得的女儿。换句话说，日耳曼尼可斯也是亚克兴角海战中失败的马库斯·安东尼的孙子。

日耳曼尼可斯可不是因为单纯的好奇心，而来造访半世纪前亲生外祖父决战时的营区。被命运捉弄后败北的外祖父，以及在他的指挥下不得不对着祖国拉弓相向的罗马士兵们，才是日耳曼尼可斯刻意前来凭弔的主要原因。更耐人寻味的是，竟然没有任何一个罗马人对日耳曼尼可斯此刻的举动感到反感。仔细想想，如今登基为皇的台伯留的亲生父亲，长年以来就是和奥古斯都敌对的人。就像希腊人普鲁塔克评论的一般，罗马人不仅原谅败者，「甚至同化败者」。罗马人的这种败者观，在古代也是相当奇特的，即使在二千年后的今天，一点也没有丧失它奇特的魅力。因为，往后无论哪一个帝国，都没有把失败的对方同化。





日耳曼尼可斯造访希腊，是在《列传》作者普鲁塔克出生的二十八年前，当时的希腊人对罗马人的看法，就与普鲁塔克相同。日耳曼尼可斯一行人不仅在各地大受欢迎，在希腊这个没有任何罗马军团驻扎的地方，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警备，也能在旅途中享受到绝对的安全。

他们的旅途横贯希腊，在雅典稍作停留，接下来又从欧波依亚半岛采海路抵达雷斯波斯岛，阿古力琵娜在这岛上产下最小的女儿——尤莉亚·莉薇亚。小亚细亚与雷斯波斯岛近在咫尺，当他们进入小亚细亚的西岸后，日耳曼尼可斯的旅途仍是安步当车。他们前往北边的特洛伊（Troy）,造访荷马叙事诗《伊利亚德》中的古战场遗迹。对在莱茵河以及多瑙河流域渡过青春时代的日耳曼尼可斯而言，从义大利东行是他有生以来首次的体验。此外，也没有任何理由催促他们加紧脚步；相对地，倒是台伯留任命的几名「事务员」得要赶路，他们必须在日耳曼尼可斯抵达之前，将各种政策拟好，随时等候大驾到达后执行。





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调整的肇端，起因於亚美尼亚的王位争夺战。这其实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亚美尼亚的国民厌倦了受到奥古斯都后援而登上王位的罗马出身的瓦诺尼斯，而想把瓦诺尼斯驱逐后，让庞杜斯王的儿子、也是东方式君主的泽诺尼斯来担任亚美尼亚王。毕竟是奥古斯都选来坐上王位的，瓦诺尼斯的确也不乏统治的长才，甚至可以说，他是个非常有力量和热忱的罗马式统治者。只不过罗马人认为君主是负责统治的人，可是波斯人观念中的君主，是负责战争、狩猎或举办宴会的人，这是由于东西方价值观不同的缘故。瓦诺尼斯从亚美尼亚被放逐之后，逃到叙利亚，接受叙利亚属省总督的保护。亚美尼亚国民这种近乎是反罗马的举动，就是因为邻国帕提亚的后援可期，所以他们才有勇气敢付诸实行。至於想要把亚美尼亚收到版图内的帕提亚王，也把这次的行动，认为是把罗马的影响力从亚美尼亚去除的绝佳机会。毕竟罗马传统的东方策略，就是从西边的叙利亚属省和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来包围强国帕提亚。

对于罗马和帕提亚之间这种随时可能爆发战火的危机，台伯留可是非常的冷静。对罗马而言，亚美尼亚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但是它并不是基於扩张领土的野心，而是战略上有其必要，所以要让其处於罗马霸权的控制之下。无论从文化或历史上来看，亚美尼亚人与帕提亚人同属波斯文明圈。对台伯留而言，居亚美尼亚王位者只要是亚美尼亚国民满意的人物，国内自然安定，而政情稳定的亚美尼亚今后也只要继续保持和罗马的友好关系，这也就足够了。台伯留或许早就已经调查过，知道亚美尼亚国民希望推举为王的泽诺尼斯，是亲罗马的庞杜斯王的儿子，而他本身也不是反罗马派的人物。台伯留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他既然要当亚美尼亚王，名字就必须从希腊式的泽诺尼斯改为亚美尼亚式的阿尔塔克瑟斯。

在这个情况下，日耳曼尼可斯背负的任务，就是前往亚美尼亚两个首都中之一的阿尔他喀什塔，在那里为新王阿尔塔克瑟斯加冕。在亚美尼亚人的欢呼声中，亚美尼亚王的加冕仪式结束。

这一来，帕提亚王原本盘算好的棋招全都使不出来，於是务实的君主阿尔塔巴诺斯连忙派遣使节到日耳曼尼可斯处，告知愿意与罗马更新友好条约，并建议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岛上举办簽约仪式。不过，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逃往叙利亚属省的前任国王瓦诺尼斯如果一直待在叙利亚，会威胁到亚美尼亚新王的地位，带来不安，所以希望日耳曼尼可斯能将保护瓦诺尼斯的地点，从邻近亚美尼亚的叙利亚，迁移到更遥远的地方。日耳曼尼可斯接受了这项要求，决定让瓦诺尼斯迁移到小亚细亚的罗马属省接受保护。就在护送的途中，瓦诺尼斯不知为何企图逃亡，最后死于追缉的百人队长剑下。不论事实的真伪，可能造成亚美尼亚王国不安因素的人物，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这一年处理亚美尼亚问题时兼顾到了帕提亚关系，算是罗马外交的成功例子之一。直到西元34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后阿尔塔克瑟斯王死去为止，亚美尼亚王国可说是太平的。罗马方面不费一兵一卒，便成功地把东方安定的关键——亚美尼亚拉拢过来。






帕提亚周边地图（西元18年以后）




日耳曼尼可斯被派往东方的任务，除了替亚美尼亚王加冕和更新与帕提亚的友好条约之外，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虽然没有前两件来得大张旗鼓，但在重要性方面，可是一点也不逊色。东方君主国家之中，帕提亚是大国，亚美尼亚算是中等，而罗马的同盟国（实际上也就是属国）卡帕杜西亚和科马革尼就算是小国了。日耳曼尼可斯的第三项任务，就是要来处理这两个小国的问题。在现代的地理位置上，这两个小国居於土耳其的最东部，与罗马帝国的直辖属省叙利亚，同样都是封锁第一假想敌帕提亚战略网上的重要角色。西元18年时，卡帕杜西亚的老国王阿尔科拉欧斯因为有反罗马之行动而被召回并扣留在义大利境内，王位的继承出现了问题；至於科马革尼王国也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之下，国王就去世了。

台伯留决定将这两个王国变成罗马的直辖属省，但是性质有点不同。从具有执政官经验的维拉尼斯出任卡帕杜西亚的第一代总督来看，台伯留想要把卡帕杜西亚永远当成属省的意图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他派没有执政官经验的法务官瑟维鲁斯担任科马革尼的第一代总督，可以想见台伯留想把这个小国当作其邻地叙利亚属省的一部分，等到王位继承人长大为止。之所以非得把这两个王国变成属省的原因，在于前者的国王是遭到强制退位，而后者的国王是自然死去，而处理方式上也自然有所不同。罗马人是最会看情况下决定（Case by Case）的民族了。事实上，经过二十年后，科马革尼果然又恢复到了王国的地位。

卡帕杜西亚和科马革尼两王国的国民在国家变成罗马的属省之后，就有义务负担罗马稅制中规定的属省稅等种种稅金。纵使明知不是长久之计，台伯留还是大幅度地降低了课征稅率。东方民众习惯受到专制君主的统治，所以除非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否则无论是东方人来治理也好，罗马人来也好，他们的生活没什么改变。只要稅金比以前低，那自然是欢迎之至，对新政权也不会有什么不满。台伯留处心积虑想要健全财政，但他绝对不是那种有地方可以榨取就毫不留情的人。

同一时期，台伯留也针对罗马国民进行减稅，他把饱受批评的百分之一营业稅（即消费稅）降低为百分之〇·五。以往有人要求全面停征，但是台伯留都以确保罗马防御经费财源为理由，加以拒绝。由于属省增加，稅收也增加，所以他才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减稅。不过，不到两年的时间，稅率又恢复到以往的水準。




总督皮索



日耳曼尼可斯的东方之行看来一切顺遂，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状况发生。问题就在于日耳曼尼可斯与叙利亚属省总督皮索的关系恶化。

日耳曼尼可斯既然被赋予整个东方区域「最高司令权」，按照惯例，即使连整个东方区域行政官中位置最高的叙利亚总督，也都应该归日耳曼尼可斯指挥，但是，许多研究学者都推测，与日耳曼尼可斯同一时期出发，前往叙利亚担任总督的皮索，可能还握有台伯留赋予的密令。几位现代的研究学者推测，对于日耳曼尼可斯的政治能力无法尽信的台伯留，找了相当於日耳曼尼可斯父叔辈的皮索出任叙利亚总督，一边身兼日耳曼尼可斯的监督之职。只不过，这项人事安排非常失败，皮索没有扮演好从背后控制的角色，而是挑明地就要插嘴。有的人会夸大自己接获的任务，甚至还很爱现，皮索就是这类型的人物。

此外，男人与男人的关系恶化，如果再加上女人和女人的关系也恶化，那场面就真的不好收拾了。日耳曼尼可斯的妻子阿古力琵娜最大的骄傲，就是身为神君奥古斯都的嫡孙，所以这女子是四处露脸，连军团的阅兵典礼也要参加。皮索的妻子普兰姬娜卯上了阿古力琵娜，这名总督夫人也经常混迹军团之中。女人之间的对抗意识在各方面爆出火花，尤其也在权威和权力都次于日耳曼尼可斯的皮索态度上表露无遗，甚至到最后，这位叙利亚总督竟然对日耳曼尼克斯要求调派一个军团的命令置若罔闻。

或许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件事惹恼了日耳曼尼可斯，总之从西元18年到19年的冬天，日耳曼尼可斯带了家人到埃及去过冬。不过，埃及是皇帝的私有领土，从奥古斯都时代起就规定，即使是罗马的要人，没有皇帝的许可，也不得进入。日耳曼尼可斯是整个东方区域的最高司令官，或许他认为埃及也该是他的管辖之内，所以没有向罗马的台伯留请求，便进了埃及。埃及，特別是首都亚历山大，跟自己的亲外祖父安东尼有著极深的渊源，所以日耳曼尼可斯对这里有著特殊的情感。





从这位三十二岁「热忱洋溢的领导人」的性格来看，日耳曼尼可斯一家人造访埃及，自始至终完全都是日耳曼尼可斯的意愿。他们应该也去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寝了吧。埋葬了亲生外祖父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的灵庙，他们一定也去了。他们穿着希腊式的短衣，身边没有带着任何护卫，漫步在亚历山大的街上。別忘了，在埃及，尤其是亚历山大，当时可是希腊人的都市。他们也去了人人向往的尼罗河进行周游之旅，仔细地观赏沿岸的金字塔和神殿。日耳曼尼可斯听说亚历山大的居民粮食不足，就开放仓库，把原本要送回罗马的小麦分给众人，难怪日耳曼尼可斯在亚历山大的人气越来越旺。对他们而言，这位年轻的罗马「皇太子」，其实也是当年率领埃及军对抗罗马但不幸失利的马库斯·安东尼的嫡孙。

身在罗马的台伯留得知日耳曼尼可斯在埃及的作为时，原本连当初日耳曼军团叛乱时的伪造文书一事都没有追究的他，这次可是在元老院的议场中正式加以斥责。台伯留斥责日耳曼尼可斯的第一个理由是，身居罗马要职的人物，竟然轻率地以希腊式的装扮出现在公众场合；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日耳曼尼可斯违背了神君奥古斯都订定的法律，在没有获得皇帝许可的情况之下就进入了埃及；第三个理由是基於埃及的统治责任在皇帝直属的长官手中，但是日耳曼尼可斯却忤逆长官之意、开放小麦仓库。元老院也相当赞同，於是捎了一封正式信函，要日耳曼尼可斯审慎行事。

但是，在这封信送抵日耳曼尼可斯手边之前，他早就已经离开埃及了，更何况，就他的个性而言，即使受到责备他也不会放在心上的，毕竟他的埃及之旅，也如愿以偿了。




多瑙河防御体制



当日耳曼尼可斯在整建罗马帝国的东方安全防卫体制时，西方也在遵照台伯留的规划之下，由杜鲁斯确立了多瑙河防御体制。

多瑙河流域中罗马帝国的对手，是日耳曼民族中最强大的部族——马尔科曼尼族。族长马洛勃杜努斯是在罗马长大，因而熟知罗马国力，尽量避免与罗马帝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号人物如果一直活在多瑙河北岸的话，台伯留自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不过这位一直拒绝阿尔密尼斯邀约并肩作战的日耳曼领袖，由于属下的士兵造反，使得他自己身陷困境。於是，马格勃杜努斯向台伯留求援，偏偏台伯留对于莱茵河或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是一点进攻之意也没有，台伯留甚至拒绝派遣罗马军团支援。拒绝归拒绝，但是台伯留却也传达旨意，说会在北义大利的拉温纳準备安居之所，让马格勃杜努斯和他的家人栖身，自然，这位日耳曼人的族长也只能将就了。

当台伯留向元老院下达这个决定，希望元老院认可时，他举出了下列的理由来强调这项处置方式的适当性。

对罗马人而言，再也没有像马洛勃杜努斯一样危险的人物了，他具备了超群的能力，在日耳曼民族之间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不把这号人物当成俘虏，而以贵客的身份礼遇，对罗马而言，这不仅可以削弱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民族力量，在紧要时刻，还可以提供军团给马洛勃杜努斯，让他负责进攻。换句话说，这位政治的亡命客，可以拿来当作对付日耳曼的王牌。实际上，当马洛勃杜努斯到了拉温纳优游自在地过着他的日子以后，只要多瑙河北岸的部族有向南进攻的迹象时，台伯留就会拿这张王牌来威胁他们。

罗马人经常如此对待政治亡命客或人质，之所以没有把他们关到牢里残酷虐待，为的就是在紧要关头，可以拿他们作为王牌利用。

可是，过了没多久，驱逐马洛勃杜努斯而当上族长的卡杜阿尔达斯也遇上了政变，於是他也转向罗马求援，台伯留也接受了。卡杜阿尔达斯的栖身之所被安排在南法的海港佛伦·优里（现在佛雷朱斯），这么一来，台伯留手中的王牌就有两张了。

台伯留又把统率马尔科曼尼族的瓦尼斯当作罗马帝国的「友人」，於是就跟这个多瑙河北岸的独立国家缔结了同盟关系。或许这样的做法，才真的称得上是现实政治（德Real-politik）吧。这么冷静的外交策略，的确让罗马帝国在莱茵河东岸和多瑙河北岸都拥有了盟友，这也使得日耳曼的英雄阿尔密尼斯变得孤军无援。这位日耳曼的风云人物将一生的梦想都寄讬在结合日耳曼民族击垮罗马，但在往后的两年之间，就只有一些小规模的争斗，壮志未酬，他就与世长辞了。刚好在那个时候，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色雷斯人发生内乱，台伯留就利用这个机会，让这个区域也纳入了罗马霸权的版图之内。台伯留对元老院的发言中说到：「罗马的安全不是靠军事，而是靠政治来保障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就连对台伯留深恶痛绝的塔西图斯也在他的著作《年代记》中写道：


「台伯留最关心的事，就是维持帝国的安全。」






日耳曼尼可斯之死



西元19年春天，日耳曼尼可斯离开埃及，回到叙利亚。在那里等候他的，是反抗心表露无遗的总督皮索。传闻中说，经常有人在叙利亚属省首都安提阿的总督府内，看到他们两个人争执的模样。之后，皮索前往管区内的小亚细亚西岸，而日耳曼尼可斯就到帕耳美拉去。或许日耳曼尼可斯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帕耳美拉更向东行，参加了幼发拉底河上与帕提亚更换友好条约的仪式。总之，结束了夏日沙漠之旅后回到安提阿不久，日耳曼尼可斯就发高烧而病倒。

击倒日耳曼尼可斯的高烧，却如幻梦般地，在第二天早上烟消云散，但到了夜里，却又再度发作，而隔天一早又退了。没有发烧的时候，他几乎可以和平常一样自由生活，但是每到夜里，高烧就再度来袭。从这以后，就算白天烧有点退，但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体温。这位年轻将军的体力，在高烧的侵袭之下，明显地衰退。

众人围在臥病的日耳曼尼可斯床边，有人说这病厄是总督皮索下的毒所致，声音越传越大，使得日耳曼尼可斯也坚信不移。从第一天发烧开始，不到十天的日子里，日耳曼尼可斯就对围在病床边的妻子和友人们说道，要他们替他报仇。日耳曼尼可斯死于西元19年10月10日，享年三十三岁。





叙利亚以及整个东方地区，都为了这位不论敌我、一视同仁的年轻将领之死哀悼。安提阿中央广场上举行的火葬仪式上，除了居住在东方地区的罗马人之外，就连希腊人、犹太人和闪族人也都前往参加。虽然时节不适於航海，但是日耳曼尼可斯的妻子阿古力琵娜胸口捧著丈夫的骨灰，带着七岁的卡利古拉和一岁大的女儿，往罗马出发。因为是冬天的关系，船只必须经常靠港，所以这段旅途走了两个月之久。

关于日耳曼尼可斯之死，如果是毒杀，那么毒素蔓延得实在太慢了些。不过，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塔西图斯仍旧认为这是受了台伯留的密令，皮索才会下毒杀害的。他叙述道：


「从肉体之美、逝世的年龄、致死的原因、死去之地在远离故国的东方地区等事情来看，日耳曼尼可斯的命运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命运实在非常类似。两个人的肉体都极为健美，都是出身名门，也都在三十出头的英年就死于他乡，成为家人图谋下的牺牲品。




但是，日耳曼尼可斯不同于亚历山大大帝之处，在于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而且他只结了一次婚，却有许多的子息。




在武将的才能方面，日耳曼战役如果没有遭到阻挠，他或许也能留下可与亚历山大大帝媲美的战绩吧。如果他生而为王，拥有行动的自由和下决策的权力，他一定能够轻松地超越亚历山大大帝在军事上的表现。因为，无论是在对于他人的宽宏大量、自律的能力，和其他众多的才华方面，日耳曼尼可斯都比较优异。」



以上的文章，虽然是出自帝国中最崇高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之手，但是这一段也的确让现代的研究人员不禁失笑，甚至有人还说；「日耳曼尼可斯之死，算不上帝国的损失。」而且，现在大家都认定亚历山大大帝和日耳曼尼可斯的死因都是由于疟疾，只不过亚历山大大帝的毒杀之说比较深植人心。然而，无论是谁英才早逝，总是会唤起他人哀悼的心情，尤其是在世时就受人欢迎的人物，过早撒手人间更是增加人们心中的惋惜。就算知道故人缺点的人，在面临其意想不到的死亡时，也会将一切忘怀。驻守莱茵河防御线的士兵们对前司令官之死放声大哭，这就是「日耳曼尼可斯神话」的起源。

得知阿古力琵娜一行人在冬季航海后会抵达科尔夫岛的人们，不须召集，就自然地集结到众人登陆的布林迪西港。台伯留派遣的近卫军团三个大队，也从罗马抵达。寡妇胸口捧著装有骨灰的坛子，带着遗孤们登上布林迪西，群众们以哀叹迎接了他们。

古罗马时代的花卉是用来祝福活着的人或插在坟前用的，对于刚刚逝世的故人，则是各依财力来购买不同的东西，之后烧给故人以示哀悼。到了基督教时代，这种风俗演变为点燃蜡烛来纪念故人的形式传承下来。

在三千名近卫兵的守护之下，日耳曼尼可斯的骨灰沿阿庇亚大道北上，沿路上众人夹道，有钱的人焚烧昂贵的香料，穷苦人也脱下自己身上的衣物烧化。在义大利祖国国内，人们也自动自发地改穿丧服。年轻寡妇阿古力琵娜和遗孤们的模样，更是赚人热泪。

杜鲁斯从多瑙河前线赶回，此外，日耳曼尼可斯的胞弟克劳狄斯、日耳曼尼可斯那两个没有随同前往东方地区的儿子，还有当年的执政官等众多元老院议员也都到离首都附近一百公里左右的特拉提纳迎灵。阿庇亚大道从特拉提纳开始，几乎就是一条线直通罗马。已逝的日耳曼尼可斯就在家人与政府高官的护送之下，沿着这条路，往罗马而去。

越接近罗马，夹道迎接的人数就越多。群众的叹息声镇住了周遭，哀悼中焚烧物品的烟雾掩住了青天，这种现象，简直就是全民的歇斯底里发作。

在阿庇亚大道的尽头、罗马城的外围处，人们预料中的人物竟然没有出现。日耳曼尼可斯的养父台伯留，以及台伯留的母亲莉薇亚，还有日耳曼尼可斯的亲生母亲安东妮亚都没有出来迎接。送葬的队伍进入罗马广场的时候，台伯留还是没有现身。即使是在隔天的国丧典礼上，朗诵弔辞的也是他的义弟杜鲁斯，台伯留、莉薇亚和安东妮亚都缺席。日耳曼尼可斯和杜鲁斯虽然被视为竞争对手，但是两兄弟的感情其实很好，年纪较小二岁的杜鲁斯，弔唁的话说来句句打动人心。但是，就连进入灵庙的墓地时，台伯留还是没有出现。

台伯留将他缺席国葬的理由公开如下：日耳曼尼可斯的亲生母亲安东妮亚因伤心之余臥病在床，所以他和莉薇亚不得不缺席，留下来照顾安东妮亚。

台伯留非常厌恶出风头，这或许是真的；而由于台伯留崇尚「冷静的专业人士」精神，因而对「热情洋溢的领导人物」没有好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下的情况跟个人的感情无关，是礼数的问题。更何况日耳曼尼可斯是整个东方地区的最高司令官，是个伟大的公职人员。台伯留此时采取的态度，真的是失策，不容辩解。

人们是会回想、比较的。西元前9年，日耳曼尼可斯的亲生父亲杜鲁斯因落马而死于日耳曼之地时，奥古斯都还特意到五百公里外的北义大利帕微亚迎接，之后全程陪着遗体回到罗马。想起这段往事，更可以体会到台伯留大不同于先帝的无情性格。

这时候的罗马人还没像百年后的塔西图斯一般，认为日耳曼尼可斯是台伯留叫人毒杀的。毒杀是真的，但却是总督皮索一意孤行所致。不过，台伯留没有出来迎灵，也不参加葬礼，罗马人可看不过去了，他们决定自行哀悼日耳曼尼可斯之死，为他服丧。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一起停业罢工。

整个罗马停顿了下来；法庭无限延期，交易商人也把办公室关了，商店也不开门，工人也不做工，私垫也停课，只有神殿附近可以看见人群聚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以上，台伯留於是向首都的所有居民发佈公告，全文如下：


「众多的伟人为了祖国失去了性命，但是像这次痛心的哀悼，是以往不曾有人承受过的。人们对于日耳曼尼可斯之死的悲叹，身为父亲的我以及故人的所有亲人，都感到是莫大的光荣。但是，我们更应该遵守礼数，节哀顺变。




身为称霸世界国家的指导者和公民，是没有权利像小国人民一般可以号啕大哭的。承受一切苦楚，让泪水洗去悲戚，为死者服丧，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行为。但是现在是我们抖擞精神、重新振作的时候了。神君凯撒也隐藏了他对独生女去世的哀伤；而神君奥古斯都在面临一而再的孙儿早逝时，仍旧继续完成他的责任。




我用不著特意去举最近的例子，但是罗马国民几度承受国家的军团败北，熬过多少将军之死的悲伤，忍受多少罗马史上重要家族的衰亡？




每一位领导者都有死亡的命运，而不灭的是国家。所以，你们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你们期待的大地母神庆典就要来临了。日常的每一天，是要兼顾到工作和享乐两方面的。」







全民歇斯底里发作的情况於焉化解，人们回到岗位上工作，私塾重新开课，母亲们也开始专注於家事上。不过，有一件事百姓们却没有让步，他们要求将总督皮索提到法庭上。如果只看舆论的动向，不用等候判决，皮索有罪已经是定局了。




审判皮索



当日耳曼尼可斯病倒之时，总督皮索并不在安提阿，而且他也没有赶回安提阿。过了不久，就接到日耳曼尼可斯过世的消息。听说皮索的妻子普兰姬娜狂喜不已，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这女人真是笨得可以。皮索和同行的儿子、友人和幕僚商量，看他是不是要回到叙利亚首都安提阿，成为日耳曼尼可斯死后没有最高司令官的东方防御体制总指挥，或是要回到罗马，向皇帝以及元老院说明两人争执的缘由。幕僚主张前者，而他的儿子和友人却劝他采取后者的方式。皮索本身也是元老院中重量级的人物，但是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竟然开始对驻扎在叙利亚的四个军团士兵采取怀柔政策。不过，这个怀柔政策的执行并不彻底，结果他还是决定回罗马。

也就因为这事情的拖延，所以当皮索回到罗马时，比阿古力琵娜迟了一步。更何况，他进入祖国义大利的路径，竟然不是南部的布林迪西，而是从中部的安科纳登陆，之后顺弗拉米尼亚街道而下，中途还舍弃陆路，从台伯河进入罗马，绕了一大圈。他抵达罗马时，正好是台伯留发佈公告、全民歇斯底里停止发作的时候。所以，他连台面下向元老院议员们解释的时间都没有，一下子就被拉到被告席上。





在围观群众叫嚣处死皮索的元老院议场中，审判的工作开始进行。如果台伯留是一个在乎舆论的统治者，审判的结果当然是顺着舆论的走向比较有利。这么一来，他没有出来迎灵、没有参加丧礼等问题可以一笔勾消，后世的罗马人也一定不会在他身上冠上教唆毒杀的罪名。但是，台伯留在审判一开始，就发表以下的演说：


「皮索是家父（奥古斯都）的友人，也曾担任军团长，在经过各位的认可之后，我派他到叙利亚，协助日耳曼尼可斯统治东方地区。所以，我要求各位在审判时，要保持冷静。与日耳曼尼可斯不合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皮索本身的傲慢与好胜心造成的？此外，对英才早逝的欣喜，是不是只是单纯的行止轻率而已，抑或这就是他犯罪的证据，请各位冷静、慎重的判断。




皮索是在接获包括军团指挥权等的属省公务任命后派遣的公职人员，所以如果他有明确的越权行为，那就是有罪。又如果他没有服从上司日耳曼尼可斯的命令，这也是有罪。如果他对日耳曼尼可斯的死，以及这个死带给我的悲伤表示欣喜之意，我一定会憎恨他，禁止他出入我家。但是，对于这种个人的侮辱，我并不打算以「第一公民」的权威来复仇。




相对地，如果他罪证确凿、理应受罚的话，不管直接下手的人是谁，一定会有适当的处置，给日耳曼尼可斯的孩子们和我们家人有个交代。




至於皮索在他管理的军团内图谋不轨，想要煽动军团造反，这到底是不是事实，抑或是道听途说的控诉人极度夸张的伪证，有必要查明。如果是后者，即使控诉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得準备好批判他。如果真像众人所言，日耳曼尼可斯是死于毒杀，他的遗体确实一丝不掛地暴露在中央广场，使得外国人都看见了。而他的死因至今不明，这也是必须要在此时此刻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个人已经为了逝子而流泪，今后恐怕也不会停止悲伤。但是，我向被控诉杀害吾子的被告保证，你可以获得机会辩解，甚至你认为日耳曼尼可斯下达的命令中如有任何不妥之处，都可以说出来。我也希望各位不要听信外头的传言，审慎地审判。唯有如此，才是对我的哀伤最适切的致意。




基於血缘或友情而要为被告辩护者，既然你们的权利已经获得和原告一方相等的保障，你们也要秉持相同的诚意与才华，为被告辩护。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是对于日耳曼尼可斯的死，我给予一项特权，那就是，不在一般的法院审判，而在元老院的议场中审判，其余一切均按照罗马一般的审判程序进行。




各位议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各位能够无视於杜鲁斯的眼泪和我的伤悲以及周遭的一切声音，务必冷静的审判。」







众人决定审判的时间要比一般的审判长，包括控诉理由的说明有两天的时间，而辩护方也有三天的时间辩论，中间再经过六天裁量时间之后才判决。原告有凯奇纳、维拉尼斯、维特里斯三人，他们都是日耳曼战役中日耳曼尼可斯手下的军团长，也是在日耳曼尼可斯被派往东方时自愿要求同行的武将。他们举出了下列事项，认定皮索有罪：

首先是允许驻扎叙利亚的四个军团士兵们放纵。

其次是对各同盟国的国王蛮横无礼。

这两项因素导致整个东方区域的人们对最高负责人日耳曼尼可斯憎恶，军团内又毫无纪律可言，结果皮索大受军团内不良份子欢迎，被称为军团之父，不过遭到军团内有良知的士兵们鄙视，所以，他们才要弹劾皮索。

至於第三点，就是皮索使用魔术和毒药，杀害了日耳曼尼可斯。

原告强调，皮索的妻子普兰姬娜深悉东洋魔法，兴趣就是施展魔法。最后，他们还指出皮索教唆军团士兵将攻击目标锁定祖国，以此做结。





辩护方的论调跟原告这边比起来，简直是薄弱得不得了，他们无法否认別人批评皮索在军团内所作的怀柔政策，也无法否认军团纪律荡然无存的情况。与各同盟国君主之间的不睦、君主们心中产生不满情绪等，都是不争的事实。台伯留最为重视不服从命令的真假，虽然他们能够反证皮索并没有完全抗拒日耳曼尼可斯的所有命令，但也说不上忠实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辩护方只能集中全力来反驳毒杀的事实了。

毒杀的证据根本不存在，原告一方所持的说法是，在安提阿总督官邸内举办的宴席上，皮索亲自在日耳曼尼可斯的杯中下毒，但是这种说法实在没有说服力。两人不合是公认的事实，如果两个人同桌，就连奴隸的视线也会落在皮索的身上。

元老院内气氛的变化，使得议场外注视著审判过程的群众也僵住了。众人叫嚣著，就算元老院判他无罪，也休想从我们手中逃脱。从这种情形来看，皮索是不可能从这议场全身而退了。最后他是躲在四周以布幕围住的轿子内，在一队近卫军团士兵的护卫下，好不容易才能回到家中。不过，皮索还是在孩子们的鼓励下，每天前往元老院，直到辩护的最后一天。

元老院议员们看他的视线一直充满轻蔑和敌意。至於接连几天都前来出席审判的台伯留脸上，表情也从来不曾改变，既无怒气，也无同情，自始至终都是旁人无法猜透的神情。同样与丈夫都是众人怒气焦点的普兰姬娜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她转向以往就很疼她的皇太后莉薇亚，希望皇太后能够救得了她。

皮索决定自杀，因为为他辩护的人也告诉他，就算他的毒杀罪证不足，可免一死，但是不服从命令之罪也在所难逃。唯有自裁，才是拯救儿子们的唯一途径。

判决之日一早，皮索被人发现早已刎颈自尽了。但是，无论被告生死，元老院还是做出了判决：


一、从官方记录中，删除皮索之名。




二、皮索的财产半数充公，剩余的留给身在罗马与事件无关的皮索长子葛尼斯，但是，从今以后，葛尼斯必须改姓。




三、剥夺与父亲同往叙利亚的次子马克斯的元老院议员资格，只能获得父亲资产中的五百万塞斯泰契斯，并且逐出罗马，十年内不得回来。




四、妻子普兰姫娜由于皇太后莉薇亚力保，不问其罪。



皇帝有权在接到控诉后给予裁决。由于被告已死，再也没有人控诉，但是台伯留还是运用了这项权力，换言之，他使用了「最高裁判权」。

首先，针对删除官方记录中皮索的名字一事，台伯留加以撤回，就连向罗马宣战的马库斯·安东尼的名字也保留在官方记录中。他也撤回剥夺皮索次子马克斯元老院议员资格的审判结果，也取消放逐十年的惩罚，同时许可他继承父亲所留下来的另一半遗产。台伯留所持的理由，是因为为人子女者无法违背父亲的意向。至於妻子普兰姬娜的处置方式，则维持元老院的决议。

元老院虽然许可了台伯留下达的「最高裁判权」，但议员中有两名提出动议，要在供奉复仇之神马尔斯的神殿内，替已故的日耳曼尼可斯设立黄金神像。台伯留提出下列的理由加以拒绝：这种神化的做法，是用在战胜其他国家时，自家人的悲剧应该与哀伤共同埋葬。

整个帝国人民最最瞩目的皮索审判，到此告一段落，舆论也没有再要求什么。但是，审判的内容让后代的罗马人对台伯留是否参与毒杀产生了疑窦，同时也让寡妇阿古力琵娜心中对台伯留萌生恨意。以身上留着奥古斯都家族血液自豪的她，以前就把跟奥古斯都没有血缘关系却抢了皇位的台伯留视为眼中钉，日耳曼尼可斯的死更加深了她的恨意。她深深相信，台伯留是为了排挤皇位的竞争者，所以叫皮索杀害了自己的夫婿。

台伯留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顾虑到养子妻子心中在想些什么，他的个性又是那种不在乎的类型。不过，是否放任「日耳曼尼可斯神话」继续扩大，这可是会影响到国内安全的政治问题。这次的审判，可以说是法律的创始者——罗马人面貌活现的一次审判，堪称审判的典范。却也正因为如此，势必要在事后好好处理这个「神话」。

皮索审判结束了几天以后，台伯留要求元老院认可审判中原告一方口若悬河的凯奇纳、维拉尼斯和维特里斯三人出任神祇官。日耳曼尼可斯的这三名部下原本属于骑士阶级，能担任一般由元老院阶级人物出任的神祇官，在罗马，这代表了社会地位的提升。元老院当然许可。之后，台伯留又重用这三人，尤其是其中的维特里斯，后来当罗马又面临必须在东方地区进行协调时，台伯留又赋予他相当於西元17年当时日耳曼尼可斯的大权，派他前往。要对日耳曼尼可斯派的人员进行怀柔的话，只要做到将三人升格为神祇官就足够了，台伯留之后仍旧加以重用，足以证明台伯留善于运用人才的一面，也说明了台伯留绝对不会依著自己的情绪来行动。




阿古力琵娜



奥古斯都逝世后，朱利斯一门中的凯撒家族家长，就是奥古斯都的养子台伯留，他依照奥古斯都的安排，收日耳曼尼可斯为养子。罗马法律中的家长权力，大得可以掌握全家的生杀予夺，也正因为权力之大，相对地也肩负了保护全家的义务。当他法律上的儿子日耳曼尼可斯死后，保护孙子的义务，就在法律上的祖父台伯留身上。

台伯留伴随已故日耳曼尼可斯的长子尼禄来到元老院，要求元老院的议员们特別关照日耳曼尼可斯的遗孤。这个尼禄·凯撒的成年礼虽然已经举办过了，但是十四岁离担任公职还有一大段距离。在罗马要担任重要公职，最快也要从二十五岁的合格年龄才能担任审计官。不过，在那之前，可以先经历一些较不重要的公职，以提升竞选审计官时的条件。台伯留要求的特別关照，包括：一、免除不重要的公职经验，二、在达到合格年龄的五年前，也就是二十岁的时候，就承认他竞选审计官的权利。

列席的元老院议员们马上就了解台伯留提出这些请求的用心。即使台伯留不希望众人称他为皇帝，而喜欢大家以伪善的名称「第一公民」来称呼他，且极力地与元老院合作；但关于奥古斯都仍旧希望将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权保留在朱利斯家族中的政治方式，台伯留可说是最忠实的继承人了。元老院的议员们都感受到台伯留的用心，於是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外观上罗马似乎是共和体制，但实际上根本就是帝王政治，而这也已经是既成的事实。

就算是家族成员中的一份子，一旦与公职有关，就得经过元老院认可，这就是奥古斯都创设罗马式帝王政治的模式，不过，奥古斯都倒是没有动手修改罗马传承的家长权。於是，台伯留行使家长权，决定了尼禄·凯撒的婚约，对方是杜鲁斯的女儿尤莉亚。杜鲁斯是台伯留的亲生儿子，他跟日耳曼尼可斯的妹妹结婚，所以尼禄·凯撒等于是跟姑姑的女儿结婚。罗马的民众对此相当满意，因为他们认为，最敬爱的日耳曼尼可斯的遗孤因为这项婚约，等于是确定继承了皇位一般。只不过，这一切都还不能消弭阿古力琵娜心中的怨恨。因为，在西元21年的时候，台伯留虽然无意再当执政官，但是却和杜鲁斯竞选，而且还当选上任。这清楚地证明了，这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提高杜鲁斯的权威而设计的，这下子父子两人都当上执政官了。上次台伯留出任执政官是在西元19年，而那时的另一名执政官正是日耳曼尼可斯。对阿古力琵娜而言，这代表亲生儿子尼禄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又降低了。

那一年，台伯留已经六十二岁，这时候就算他发生什么状况也不足为奇。尼禄·凯撒十五，而杜鲁斯三十三。如果重视政局的安定，希望皇位和平转移的话，自然而然就是从台伯留到杜鲁斯再到尼禄。但是如果提到血缘的绝对关系时，无愧为奥古斯都之孙的阿古力琵娜可就不那么认为了。杜鲁斯的妻子在两年前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其中一名早夭，另外一名则已经两岁了，他是台伯留的长孙。阿古力琵娜非常担心原本应该由自己的孩儿继承的皇位，就此停留在台伯留的家族中。阿古力琵娜的疑虑给了她绝佳的借口，也就是皇位将由与奥古斯都无关的人继承，这与奥古斯都生前的希望大相迳庭。这名两岁的孩童相当於阿古力琵娜小姑的儿子，但是这两岁小娃的父亲杜鲁斯却是奥古斯都生前皇位继承名单上不存在的人物。

阿古力琵娜的个性偏执，一旦脑筋里想到了这件事，就佔满她的一切思绪，挥之不去。先前的憎恶加上现在的恐惧，这女人对于台伯留的看法走到最后，就演变成可称为「阿古力琵娜派」的人员结社。不过，在西元21年的时候，这个党派和「日耳曼尼可斯神话」尚未结合。毕竟，当时的阿古力琵娜派，不过是集结了她周围一群专说台伯留坏话的女人而已。






阿古力琵娜




要集结这些女人，其实也不是什么困难的工作，因为台伯留在罗马的上流阶级社会中，本来就不受女性的欢迎。自从他三十六岁时与尤莉亚实质上离婚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十个年头，台伯留对女人是敬而远之。如果他真有养女人的话，八卦史学家史维特尼斯一定不会放过，所以应该可以说他并没有接近女色。女人是很在乎男人的注目。更何况台伯留的生活方式是不爱宴会、不好娱乐，真是名副其实的「禁慾主义者」，这也是他不得女性欢心的原因之一吧。

台伯留也不是同性恋，也不是个不曾爱过女性的男人。或许他唯一爱过的，就是杜鲁斯的母亲薇普莎尼亚，却因为奥古斯都的命令与她离婚，而和奥古斯都的女儿尤莉亚结连理。薇普莎尼亚在西元20年底去世，她和台伯留之间，除了离婚不久时的偶遇之外，一直避免再和台伯留相见。或许台伯留脑海中，都还深深烙印著两人三十年前的模样吧。

西元21年，台伯留自登基为皇以来，首度离开首都罗马。倒也不是其他地区有什么大事等着他，而是他要以同跟自己出任执政官的方式来对世间宣告，他的儿子杜鲁斯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他要让杜鲁斯累积最高负责人的经验。此时台伯留的居住地是在拿坡里附近，待在当地坐镇，从这里可以走阿庇亚大道，一直线回到首都。

三十三岁的杜鲁斯表现也不俗。原本元老院中年轻一辈与长者之间的意见相左情势恶化，他身为年轻一辈的带头人物，在他的协调之下，也成功地化解双方的对立。至於在公共事业中一扫承包商不法情事的，也是杜鲁斯。除了军团士兵负责工程的一般道路之外，罗马的公共事业几乎都发包给私营的「公司」进行，所以发包的国家公务员和得标的民间企业之间，就很容易产生暧昧的关系。执政官杜鲁斯对这两者都提出告诉，举发不法情事，重新将竞争原理引进公司之间。因不法而膨胀的公共工程款，也在他的彻底执行下减少了。

不过，帝国的营运，可不是行政官员中最高职位的执政官能够处理的，尤其是在维持帝国和平的相关议题上，就非得整个罗马军的最高司令官台伯留亲自出马不可。北非和高卢发生的暴乱，负责处理的就不是执政官，而是皇帝的工作。

台伯留必须二选一，看他是要回到首都亲自督阵，或是要留在拿坡里附近，从远处遥控。台伯留选择了后者。

一旦选择后者，就要有迅速确实的情报收集能力，并确立指挥系统。台伯留在这方面的才华，似乎堪称完美。他依据帝国各地收集过来的情报，将适切的指示或建议写在书简中。带着书简的快马信差，沿着阿庇亚大道北上驰骋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沙漠之民



北非发生的骚动，指的是曾待在罗马军的补助部队，并累积相当军务经验的男子塔克法理纳斯率领沙漠之民侵略罗马属省一事。对沙漠之民而言，他们可能是感受到罗马扩大耕地的威胁吧。四处流动的民族，总是会对定居型的民族产生敌意；而移居型民族最主要赖以维生的方式，就是掠夺定居型民族。

原本罗马政府派驻一个军团以防备移居型民族的侵袭，但是当时的「非洲属省」（范围涵盖到现在的突尼西亚和利比亚西部）归元老院管辖，也就是「元老院属省」之一，属省的总督也是由元老院议员间互相推举产生。但是，这也是奥古斯都深谋远虑的另一个好例子，即使这块土地被认定为元老院属省，当总督前往统治时，他并没有军团的指挥权。就算政治是他的工作，军事则是在他的职权之外。当地即便有军团长期驻守，军团的指挥权还是归皇帝任命的军团长掌握。换言之，就连规定为由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属省」，奥古斯都也借着将文官武官分权的方式，实质上强化了皇帝的权力。

不过，这种体制能够运作，是在没有内敌或外敌的情况之下。原本可能成为内敌的迦太基居民因为重建他们的首都——港都迦太基以及水道、街道等基础建设，可说是相当地罗马化，才没有造成问题。至於在外敌方面，东边的埃及和西边的茅利塔尼亚也在罗马的霸权之下。唯独需要担心的，只有南边的敌人。所谓南边的敌人，指的就是沙漠之民，不过，只要他们没有优秀的领导人物，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一群强盗而已。只要完成警察的任务，根本就不需要军队；即使需要军队，只要一个军团加上后援部队，不消一万名人员，就能具备足够的防御能力了。






北非图




但是，自从熟悉罗马军战术的塔克法理纳斯开始统率之后，原本各自独立的强盗族群也军事化了起来，单纯靠警察般的防御能力已经无法应付。在了解这项事实的二年前，台伯留从负责防卫多瑙河的军队中移动一个军团，让他们改为驻守北非的海路。这个措施虽然把塔克法理纳斯赶到沙漠的另一边，但是只要这支援的军团一离开非洲，情况又恢复原状。

西元21年，台伯留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又不準备扩充二十五个负责整个帝国防御责任的军团数目，也没打算抽出其中之一派驻北非，因为，他希望能避免军事费用的增加。所以台伯留决定将急待解决问题的「北非属省」原本文武分离的制度加以修改。他派遣握有军团指挥权的总督前往，把对抗侵略者的任务，由军团长改为总督来担任。这么一来，属省内的指挥系统也就集成为一，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可以全盘地来抵抗侵略者。这种体制，和必须经常和敌人对峙的莱茵河、多瑙河前线，以及面对帕提亚的叙利亚等「皇帝属省」的体制相同，只不过非洲的属省归元老院管辖，而不是台伯留握有决定权的「皇帝属省」。於是，台伯留便向元老院要求，希望元老院提出能赋予军团指挥权的总督人选。

针对台伯留的要求，元老院不断地研究，虽然讨论得很热烈，却始终找不到一位合适的人选。其实元老院的议员们心里想的，都是希望住在港都迦太基舒适的总督官邸里，要他们住在沙漠的帐篷中，那就免谈。讨论的结果，台伯留获得的答案，竟然是交由皇帝全权处理。

台伯留又在写给元老院的书简之中，列举两名他认为具备了军事才华的元老院议员名字，希望元老院从中选一。被列名的是雷比杜斯和普拉耶稣斯，他们有权在元老院议场中发表自己的意见。雷比杜斯的家族是从共和政治时代起的名门，他以健康堪虞且女儿也尚未出嫁为由綩谢，并且委婉地讚许普拉耶稣斯比较胜任后，结束发言。至於新任的元老院议员普拉耶稣斯，不知是不是想到躲避只会让人觉得他畏缩，於是答应，表明只要大家选他，他就接受。当然，议员们心想这等于是了却一个难题，欣喜不已，自然都将票投给了普拉耶稣斯。北非沙漠之民的因应措施，也算是迈开了明确的第一步。就罗马的军事力量而言，只要方针明确，剩下的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果然在二年之后，因为塔克法理纳斯被逼到穷途末路而战死沙场，沙漠之民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杜鲁伊德斯教



同一时期，高卢也发生叛乱，这边倒不是因为外敌的侵略，而是因为民众不满借款的高利率而引发的。义大利国内利率最高的上限被设定在百分之十二以下，但是在属省里，似乎毫无限制。姑且不论七十年前凯撒时代贪婪百分之四十八高利的布鲁图斯这号人物，期望在被视为「高风险」的皇帝属省金融市场中获得「高收益」，这实在只是经济学上的理论。同样的高卢地区里，罗马化较快、较安全的南法就属于「元老院属省」，在这里就不会发生叛乱。我们不难想像，南法属省与义大利本国相同，都是「低风险低获利」的地方。

西元21年发生的叛乱是从罗马人称「长发高卢」的族群中爆发出来的，他们在七十年前曾经被凯撒征服过，但是他们借贷的痛苦都是来自於罗马征收属省稅所致，把箭头指向罗马的中央政府，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这次的叛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所有叛乱主谋姓氏的第二个字都叫朱利斯，而且他们都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

完成称霸高卢大业的朱利斯·凯撒以善后的名义确立了高卢未来的统治方式，那时的政策之一，就是将自己的家族姓名和罗马公民权赠与被征服的部族领袖。从罗马式的逻辑来思考的话，赠与自己的家族姓名，等于就是把对方当成自己的“Clientes”（被保护者）。换成现代的说法，也就是「开分店」、「收来作小弟」的意思。也由于这项措施，使得「长发高卢人」中属于领导阶级者，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冠有朱利斯的姓氏。至於罗马公民权和“Clientes”的关系，既是世袭的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就算西元21年叛乱的三个主谋都是名叫朱利斯的高卢人，但是并不代表凯撒的高卢政策失败，因为，发动叛乱的，只有东部的高卢人，西部和南部的「朱利斯」并没有揭竿造反。

那么，为什么东高卢会发生叛乱呢？如果是抗议借款的利率过高，姑且不论罗马化脚步较快的南法地区，罗马化程度和东高卢相近的西高卢理应也发生叛乱，不是吗？

虽然我们只能从片段的记录中去推想，但是我认为，这跟学生以及高卢宗教界的祭司阶级有关。

奥古斯都在西元前20年左右进行高卢重整的时候，他把「长发高卢人」中最大部族黑杜伊的首都毕布拉库特（现在的欧坦）改为学问之都。称之为大学都市的话，我觉得不太恰当，它比较接近高中或大专院校城的感觉，因为这里的教育机构，目的在提供高等教育给高卢的优秀学子，至於还想更上一层楼的人，也就是想唸研究所的人，则可以选择到名师云集的罗马、雅典、罗德斯岛或埃及的亚历山大。

奥古斯都其实也不是顶爱学问的人，也不是对教育特別热心。只不过，高卢民族宗教的祭司杜鲁伊德斯以往是一手掌握了宗教、司法和教育，奥古斯都只是想把教育从其手中夺走罢了。当时的高等教育，就是学习希腊、罗马式的思想。至於司法方面，则由罗马派遣前来统治属省的总督管辖，等于又从杜鲁伊德斯的手中拿走这项权力。高卢不像罗马，他们有一个称为杜鲁伊德斯的独立祭司阶级，而他们之所以能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就在于他们掌控了宗教、司法和教育的关系。

奥古斯都对付「杜鲁伊德斯」，可不是这样就作罢。他虽然没有镇压杜鲁伊德斯教，但是严禁罗马公民皈依。只要是容许以人身供奉的宗教，无论是伊特鲁里亚民族或迦太基人，罗马人都认为这是非常野蛮的信仰，也深恶痛绝。

这项禁令使得高卢的杜鲁伊德斯教祭司们失去了对高卢领导阶级的影响力，因为这些领导阶级几乎都拥有罗马公民权。祭司们眼见自己已经在存亡的危机边缘，就想到把宗教和高卢的民族主义结合。要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卷入民族自决的理想中，实在是易如反掌。这么一来，对高利贷的不满和高卢民族主义的合而为一，成为了高卢东部地区发动叛乱的导火线。

不过，造反者可真是估计错误。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预测莱茵河的防御军团，由于放弃征服日耳曼，再加上日耳曼尼可斯改任东方地区，莱茵河不再设置皇族的总司令官，所以势必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但是没想到他们的猜测却错得离谱。台伯留做了适当的安排，军团长阶级都起用实力优秀的人才，不再依出身高低判断。至於各基地在成为固定据点之后，无论是设备或机能上，都远比日耳曼战役时提升许多。驻防莱茵河沿岸担任军务的士兵们，不仅要防御日耳曼人的侵略，还要维持后方高卢的安定，军团本身也非常了解自己扮演的角色。所以，他们不须等候台伯留的命令，就能即时采取行动。

祭司们犯下的第二个估计错误，是他们预测：在和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一同从事军务的补助部队中，高卢出身的士兵只要一知道同胞们叛乱的话，一定会脱队回来协助抵抗。结果，这项预估也是大错特错。担任戡乱军团前卫队的高卢士兵们丝毫没有违背军纪，直向同胞攻击。

第三个错误的估计，在于祭司们虽然没有把南法地区算在参加的行列中，但竟然连西部和北部也没有附和。结果，西元21年的叛乱就只侷限在高卢东部，更糟糕的是，竟然就是在莱茵河罗马驻军的身边发动暴乱。

第四个错误是他们太注重握有罗马军最高司令权的台伯留年纪老迈和不在罗马的事实。他们心想，老皇帝一定是待在气候温暖的南义大利，也不留心政务了吧。不过，这也难怪他们，因为连首都罗马的百姓们都抱持同样的看法，来批评台伯留。






高卢全图




高卢的叛乱份子和罗马的百姓们其实并不知道，台伯留这个人重视责任分摊，喜欢众人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虽然他的确不在首都，但是台伯留可是时时接收情报，只是没有下达指令而已。自始至终，他都把主导权交给莱茵河防御线的两名司令官。

东高卢的叛乱，只用了八个军团中的两个军团加上补助兵共二万五千人，花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敉平超过四万名的叛军。三个主谋朱利斯都自裁身亡，许多的学生也战死沙场。





当戡乱结束时，台伯留捎了一封信给元老院，对战情做了报告。就连厌恶台伯留的塔西图斯也评之为「不隐瞒、不夸张」，可见这报告书的客观性。报告书中，台伯留将戡乱能在短期之内成功的理由，归功於军团长们的责任感与能力。至於众人批评他明知叛乱发生却不肯回到罗马，戡乱过程中杜鲁斯也不曾离开首都一步等事情，台伯留解释道：


「一两件平民造反就得东奔西跑，这是污辱到最高领导者品格的做法。更何况要离开支配世界的都市罗马而赶往现场，是荒唐可笑的事。」







镇压高卢叛乱是罗马军的一大战绩，於是元老院通过许可全罗马军最高司令官台伯留举行凯旋仪式。不过，这在拉丁文中称为“Ovatio”，比坐在四匹马牵引的战车出席的“Triumphus”要来得低阶，凯旋者必须骑马莅临。

六十三岁的台伯留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元老院，做了以下的回答，以示谢意：


「面对比高卢更加善战的日耳曼民族，我都有众多的胜绩；少壮时也不知得过几次“Triumphus”的光荣，而今我已年迈，要我欢欢喜喜地接受在罗马城中骑马散步的褒奖方式免了，对于荣誉，我还没有那么饥渴。」



忍不住要讽刺几句，这就是台伯留的个性。





欧坦城中的学校在叛乱中变成参与造反学生的根据地，但是在后来并没有遭到关闭。至於贷款的利率是否有降低，史料中也没有交代。不过，从记录中再也看不到「长发高卢人」爆发不满情绪的片段来看，当时一定施行了某些措施。

除了欧坦城中高等教育机构继续存在之外，另外还有一项确切的史实，就是台伯留将「杜鲁伊德斯」全面逐出高卢。高卢（由希腊文发音则译为克尔特）民族宗教的祭司们逃到了不列颠（现在的英国），留在当地的巨石群（stonehenge），据说就是这些人树立的。




宗教观



古罗马时代的高卢地区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卢森堡、荷兰东部和德国西部，在叙述如何从这一大片的区域逐出高卢（克尔特）民族宗教的祭司阶级杜鲁伊德斯前，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皇帝台伯留的宗教观。因为，虽然与台伯留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他治世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耶稣基督开始活动，而当台伯留治世即将告终的时候，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先讲结论的话，我想台伯留如果知道耶稣基督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之内就说了一句名言：「让皇帝的归皇帝，让上帝的归上帝」，他一定比谁都赞同。政治与宗教分离，对朱利斯·凯撒或奥古斯都而言，都不过是个常理，根本就不须再多加深究。如果他们俩在生前就知道死后会被神化，他们应该也不会觉得不妥吧。多神教的神，不同于连信众的生活方式都规定得好好的一神教上帝，祂们的角色，就只是保护众人而已。凯撒辟道通往帝王政治，而后来的奥古斯都更是将这条道路变成高速公路，这两个人最适合担任保护走在这条路上的罗马人的工作。不过，留给台伯留的任务，却是要他好好地维修这条高速公路，不论他身后由谁继承，他的职责就是不能让高速公路又变回原来的乡间小径。辛苦的程度不减，但是任务的性质迥异，而台伯留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

台伯留对于可能会使自己神化的任何事情都尽量避免，几乎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七月称为朱利斯，八月称为奥古斯都，元老院提议比照，将九月改为台伯留，不过他却拒绝了。至於「国父」的称号，他也没有接受。有人提议在神殿中设立他的雕像，在没有绝对的政治理由之下，他都婉拒；唯独在神化习俗由来已久的东方属省，他才接受，但是其余一切都加以谢绝。亲生母亲莉薇亚的地位和待遇，他也不准超越先后之上。直到他去世为止，他始终保持总归会死的凡人心态。贯彻这种人生哲学的人物，竟是罗马宗教界的第一人——「最高神祇官」。罗马宗教的历史中，从来不曾有过独立的祭司阶级。这两件事情最能表现出罗马人对于宗教的态度。所以，在罗马，宗教与政治分离一直被认定是不辩自明的道理，这也是其来有自。

保护个人虽然是众神的责任，但是众人集结成为共同体（Les public）之后的「保护」工作，则是政治的责任。所以，许可宗教自由是理所当然，而罗马领导人一贯的宗教观，就是只要信教不至於造成社会不安即可。

在之前三个世纪不曾有人幻想过帝王政治的共和时代中，希腊传来的狄欧尼索斯（酒神）信仰掳获了罗马女性的芳心。这宗教叫人畅饮葡萄酒，酒醉后狂舞，虽然算不上罪大恶极，但是元老院认为会对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因而彻底镇压，使得这个宗教绝迹。不过，在不断征服其他民族的过程中，罗马也无法抗拒相继加入罗马霸权下各民族原有的神明。即使自己不至於皈依，也不会下令禁止信徒们设置礼拜堂或神殿。许多不同国度的人都搬到帝国首都罗马来居住，当然他们也会带着自己的宗教前来。在纪元前后的一个世纪，相当是凯撒与奥古斯都的时代，可能是罗马人宗教观最开放的时代。埃及教、犹太教都在罗马大声歌颂完全的信仰自由，这也是因为宗教很守本分的缘故，并没有想到要去侵略皇帝的管辖范围。

就这样的宗教观而言，台伯留和前两位统治者一样，都是合理主义者。有一次，台伯河氾滥，公共建筑物林立的城中心淹水，元老院匆忙通过议案，要打开西比拉的神书，请众神救援。不过，台伯留却说，解决洪水问题是人类的工作，否决了这项提案，相对地，要求元老院设置紧急因应委员会。对罗马人信仰的宗教，台伯留还是贯彻他的合理主义，也正因为如此，他绝对不允许宗教入侵政治领域。

有一次，居住在台伯河西岸的犹太人在某一年举行的社区活动，在台伯留的观念里，就算是侵略到政治领域了。皇帝发佈临时措施令，针对四千名居住在罗马的犹太年轻人发布防御山贼令，将他们送到萨丁尼亚岛，并把其他的犹太人赶出罗马。临时措施令要立法，还得经过元老院的同意，台伯留也没有向元老院提出要求，或许是因为他也只认为这是临时的权宜之策，不是长远之计吧。果然几年后，犹太人再度回到罗马成立犹太人社区。犹太人被赶出义大利时，台伯留对于居住在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仍旧采行奥古斯都订下的方法。譬如犹太教徒有将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耶路撒冷神殿的义务，台伯留并没有加以制止。另外，犹太教徒仍被屏除在罗马军队的兵役之外，这是由于他们一旦去当了兵，就必须对最高司令官——皇帝宣誓效忠，跟他们宣誓效忠的唯一犹太之神互相矛盾。台伯留也认同了他们的说法，於是他们得以免服兵役。犹太人如果舍弃犹太教的信仰，台伯留就认可他可以从军。除此之外，犹太人也可以担任公职，在台伯留的时代里，甚至有犹太人晋升到担任埃及的长官呢。

以会造成社会不安为由而被赶出义大利的，还不只有犹太教徒而已。同一时期，埃及的爱西丝（生育繁殖的女神）教徒也被驱逐。

他们之所以遭到驱逐，原因在于他们要求信徒捐献香油钱，而罗马方面认为这样的行径超乎常情。曾经有些家庭就因为捐献的香油钱过多而提出控告。此外，受到同样批评的人，还有占星师，只不过他们发誓以后绝对不再接受占卜的报酬，才能免於被放逐。

总之，台伯留认为宗教可以自由信仰，但是他厌恶借由信仰之名将不相信的人也卷入宗教的做法。在犹太人的土地上，以及落脚在东方地区一带的犹太人社区，台伯留也会接受犹太人提出的要求，当犹太人说他们有自己的审判方式时，台伯留就允许他们有内部的司法权。在各种宗教并存的罗马帝国之内，所有的民族都能落实「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所以，我想最高兴的人，应该就属罗马皇帝们吧，虽然其中有几个皇帝例外。




灾害对策



西元22年，台伯留向元老院要求，赐与杜鲁斯「护民官特权」。函送元老院的书简中，记载了下列理由：首先是描述杜鲁斯的能力，客观得令人怀疑竟是出自亲生父亲的观察结果；之后说到杜鲁斯的婚姻生活美满，已经是三个小孩的父亲，年龄也与自己当初从奥古斯都手中接获大权时相同；此外，杜鲁斯更有长达八年的边境防卫司令官经验，享有举行凯旋仪式的荣誉、二次的执政官经验等等，从这些事蹟中，杜鲁斯应是适当的人选，而他自己也绝非仓促决定的。最后台伯留还提到，如果元老院赞同他的要求，赐与杜鲁斯「护民官特权」的话，杜鲁斯将可分摊他统治帝国的辛劳。

元老院无异议通过。已经六十三岁的台伯留就此完成指定接班人的工作，也可说是订下了稳定政局的计画。那一年，杜鲁斯三十四岁。





大局似乎底定，但是不免令人觉得不解。要登基为皇不仅需要元老院认可，指定皇位继承人也得元老院点头；皇帝的谕令也不过是临时措施令，如果要永久立法，也必须经过元老院同意，否则不可能成为恒久法律。这就是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帝王政治。和中国的皇帝相比，罗马皇帝的产生方式还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就连波斯等东方地区的君主政治也与罗马不同。我想，唯有加上「罗马式」这个形容词，才能表达出罗马的皇帝与他人不同之处。

在这种体制下，皇帝如何运作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奥古斯都为了这个关系伤透脑筋，台伯留同样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元老院的议员席次是六百人，虽然多数因公而散布帝国各处，但表决时还是有四五百位议员再三讨论过之后，才会做出决定。往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这样的体制，如果遇上必须马上拟定对策的紧要关头时，元老院的机能就跟停止运作没有两样，所以，台伯留想到了委员会的方式。他设置由五到十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对策委员会，在其讨论皇帝的提案后，立即做出结论。这些委员会的委员不仅要负责决策，还肩负亲自前往当地、落实执行的任务。在地震或火灾等危机处理上，这个系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西元17年，大地震侵袭小亚细亚西南部。强烈地震之后又是祝融肆虐，这地区里的都市萨尔狄斯、马格尼西亚和菲拉德菲亚几乎全毁。就连爱菲索斯也不能幸免於难。罗马帝国疆域中有一块「亚洲属省」，归元老院管辖。一般都是要经过元老院研议并拟定对策之后才可以付诸施行的，可是现在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接获通报之后，台伯留立即要求设置对策委员会，并向委员会提出他心中的对策，请委员会通过。


一、从国库支出一亿塞斯泰契斯，以提供紧急援助及重建基础建设。




二、免征受害者五年的属省稅。



一亿塞斯泰契斯相当於负责防卫整个罗马帝国将士一年薪资的二分之一，而属省稅就相当於现代的国稅与地方稅。

换句话说，台伯留的灾害对策，就是由国家来负责紧急时所需的援助及社会资本的重建，虽然国家免征受灾者五年的属省稅，然而，个人要东山再起，就得靠自己的努力了。

台伯留的灾害对策并非单次性的，之后的罗马皇帝在遇上天灾时，都沿用同样的政策。当然，紧急援助的金额和免征属省稅的期限，都要视受灾的程度而定，不过，都不曾短于三年。台伯留的方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是由于西元17年小亚细亚西南部的重建成果卓越的关系。据说萨尔狄斯在三年之内就完成了重建的工作，人民又再度拥有缴交属省稅的能力了。




丧子



西元23年时，小亚细亚的灾区重建逐步落实，击退北非沙漠之民的工作也上了轨道，国内外似乎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凡事看来都很顺利，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不幸事件，连台伯留都料想不到。才刚被大家公认为继承人的杜鲁斯，竟然在这个时候猝死。我不难想见三十五岁的儿子去世，对六十四岁的父亲而言，是何等的打击；更何况，对身为皇帝的台伯留而言，他是失去了继承人，这不是出殡后就能解决的问题。纵使台伯留身体硬朗不生病，但是罗马人认定老的标準年纪——六十岁，他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超过了。

台伯留保持一贯的冷峻严格态度，根本无法看出他是一名刚刚丧子的父亲。他在元老院议员们面前，要求元老院照顾日耳曼尼可斯的两名遗孤。他请求所有的元老院议员都当自己是爸爸，来照顾十七岁的尼禄·凯撒和十六岁的杜鲁斯·凯撒。

对于那些相信罗马帝国应由身上流着奥古斯都血液者来继承的人而言，他们相信「大政奉还」的日子应该不远了。第一个有这种念头的，就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也就是日耳曼尼可斯的妻子、尼禄·凯撒和杜鲁斯·凯撒的母亲——阿古力琵娜。

如果是个有智慧的女人，她的所言所行，应该比杜鲁斯在世时还要谨慎才对。想想台伯留的年纪，儿子登基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只要耐心等候就是了。但是，阿古力琵娜却采取了行动。

她开始把先前煽动妇女所结成的反台伯留派，拓展到男性的世界里。这事情一旦牵扯到崇拜日耳曼尼可斯的男人身上，无异于是和「日耳曼尼可斯神话」相结合。当台伯留的亲生儿子杜鲁斯以继承人的身份游街时，还有当皇位被台伯留家族夺走时，憎恨左右了阿古力琵娜的心神；但是在杜鲁斯死去的那一刻，阿古力琵娜心中，除了原有的憎恨之外，还加上了高傲的气势。阿古力琵娜之所以更加的傲慢，就是因为她认为台伯留手中已经无牌可玩了。

不过这时候，阿古力琵娜身旁还有人阻止她，那就是莉薇亚。莉薇亚和阿古力琵娜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都是在帕拉提诺山丘上。莉薇亚是神君奥古斯都的妻子，拥有国母的称号。她年事虽长，但在皇族内仍旧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对阿古力琵娜而言，她虽是已故夫婿的亲生祖母，但也是最厌恶的台伯留的亲生母亲。众多现代学者推测阿古力琵娜派集结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而集结的目的，并不在于推翻台伯留好让自己的孩子登基，而是要替自己继承台伯留的儿子巩固地位。阿古力琵娜的这种打算，不得不在这个时候表明出来。

养子的媳妇采取这种行动，台伯留心中作何感受？或许，他只有等待死亡的来临吧。六十四岁的皇帝在丧子的同一年年底，竟然连四岁的双胞胎孙子之一也夭折了。不论家中如何不幸，台伯留丝毫无法卸下皇帝的任何责任，毕竟可以为他分摊部分工作的人已经离开人世了。也可能是因为埋头於工作之中的话，就可以忘却个人的不幸和不愉快吧。身为帝国的最高负责人，丧子之后的台伯留还比以往过着更加忙碌而充实的日子。




安全防卫



罗马人虽然不是第一个开辟街道的民族，但是想到将街道构筑成为网路以提高道路机能，并且付诸实现的，就是罗马人了。罗马人也不是第一个制定法律的民族，但是最初想到将法律分为多样的法律体系，让国家具备法治机能，并且付诸实现的，也是罗马人。这两件事的共通点，就是要视实际需要给予「维修」，否则机能退化在所难免。这是人世间最现实的情况。法律上的「维修」，指的就是依据现况来修订。任谁都肯定罗马人是法律体系的创始者，但是罗马人并不认为法律一旦制定后就永远必须墨守成规。毋宁说，法律应该像街道一样，在必要的时候，就应该「修理修复」。罗马人的这种观念，适用于各种体制。换句话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体制，都应该加以「修理修复」以符合现况；如果荒废的话，体制本身会疲劳，终至瓦解。如果不加以维修，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将会造成非常不经济的结果。这种道理，罗马人早就知道了。不断地追求机能性，将具备的力量做灵活而巧妙的运用，目标才有可能达成。这种观念是罗马人的「哲学」，也因此才战胜与罗马「具备的力量」势均力敌的迦太基和希腊。在罗马人的观念里，就算是神君奥古斯都架构的体制，也绝非金科玉律。奥古斯都遗留下来的体制中，该留的就留，该改的就改，这种做法，与继承奥古斯都的政治丝毫不会矛盾。因为，视实际需要修改，才能永续维持架构者本人的意图。只要适时修改，即能维持其机能性。能够架构出这种体制，就是构筑者本身无上的荣耀。因为，这证明了他已经将完整的雏形底定下来。奥古斯都在这方面的才华，实在值得特別一提。

维修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的。什么地方怎么修改，需要对体制运作和机能性的维持具备理解能力以及执行的决策能力。当代的研究人员都公认台伯留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自凯撒以来，最适合担任第三位罗马领导者的人选。这种「修改」的绝佳例子，可以从以维护罗马和平为目的的防御系统改革中看到。

奥古斯都在西元9年以后订下的帝国防卫基本型态，台伯留丝毫没有加以改变。由十五万名罗马公民组成二十五个军团的主要战力，加上不足十五万属省人民所组成的补助部队，总计近三十万军人来防卫国家安全。这种基本型态，或许是考量当时西元一世纪的人口和经济的极限后拟定的吧，总之台伯留没有更动。就连第Ⅵ册《罗马和平》中第189页记述的军团分布状态，在经过十四年后的西元23年，也没有丝毫的变动。台伯留更改的，是几处前线——最明显的是莱茵河与多瑙河前线驻守军团任务的变动。

在莱茵河前线方面，驻守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四个军团和负责下游的低地日耳曼四个军团，这八个军团的任务已经不像奥古斯都时代那样，想要征服日耳曼的土地，将霸权扩张至易北河。他们的主要任务，变成死守莱茵河防御线。台伯留之所以没有改变八个军团的数目，可能是要保留「日耳曼军团」的名称，来对后方的高卢施加无形的压力吧。辽阔的高卢地区，所有的安定维护工作，只靠罗马派驻在里昂的一千名士兵而已。放弃易北河、撤防莱茵河，单从高卢彻底的罗马化来看，这实在是非常聪明的抉择。如果八个军团都分布在易北河沿岸，万一高卢出了状况，要出动大兵前来，就得花上好长的一段时间呢。

多瑙河南岸一带驻守七个军团的分布型态，台伯留也没有更动，不过，这里的情况要比莱茵河前线复杂得多。

凯撒将莱茵河定为帝国的防御线，完成打下到莱茵河为止的疆土霸业，而台伯留只要守成即可。至於多瑙河的话，当初也是凯撒想到要把这多瑙河前线作为帝国防御线的，可是在他还没能著手进行之前，就遭人杀害，所以一切的建设，都是在奥古斯都时代以后。奥古斯都不是那种会亲自率领军团在前线战斗的人物，战斗的责任交给了阿古力巴。阿古力巴死后，棒子交给了台伯留。他们俩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武将，但不是凯撒的天才型人物。结果多瑙河防御线的确立，是一座山、一条河地慢慢完成，从一开始的年代计算，耗费百年的岁月。

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写道：「对西元一世纪当时的罗马而言，多瑙河是政治上的国界而非军事上的国界」。换句话说，就是只把多瑙河定为防御线，但是到多瑙河为止的疆域霸权却尚未完全确立。毛姆森还写到，当时的多瑙河就仿佛是奥古斯都时代的易北河。他的意思是，它不过是地图上的国界罢了。罗马军队出现在多瑙河沿岸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是在台伯留时代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

对罗马史的研究人员而言，这是理所当然不过了，所以我认为毛姆森也没必要刻意写下。不过对罗马人而言，多瑙河和易北河有一处根本上的差异，那就是，罗马人放弃了易北河，但是却没有放弃多瑙河。虽然进度缓慢，但是罗马还是逐步地确立多瑙河防御线，这也可以从台伯留更改防御体制中一窥端倪。





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流入黑海的多瑙河南岸一带，罗马人把它分割如下：从上游而下，依序为拉耶提亚、诺里肯、旁诺尼亚、达尔马提亚、莫埃西亚和色雷斯。原本台伯留应该完成的任务，是在确立罗马在此地的霸权，而不是全区的防御，但是他却在考虑如何将七个军团安排在什么地方。






多瑙河流域图




首先是位处多瑙河最上游部分的拉耶提亚属省，这块方由于台伯留本身军事行动的成果，山岳地带已经有罗马人移入。从这里到多瑙河的平原部分，包括波登湖和奥格斯堡也都归罗马版图。此时多瑙河沿岸的里根斯堡还没有成为军团的基地，但是在这里，罗马的霸权已经抵达多瑙河了。台伯留在这块属省连一个军团都没有配置，因为这里和莱茵河上游驻守军团的距离很近，就算有什么情况，也可以立即派遣驻守在西北处不远的军团前来处理。

以流入多瑙河的因河为界，因河以东的诺里肯属省也没有配置任何的军团。这是由于萨尔兹堡也已经纳入罗马版图，最困难的阿尔卑斯山区也已经被征服了，罗马在此间的霸业，已经抵达多瑙河左近。在我的想像中，完成拉耶提亚和诺里肯霸业的台伯留，是把这里的安定维护工作，交给了只需固守莱茵河的「高地日耳曼军」了吧。

至於下游的旁诺尼亚属省，台伯留在此间配置了三个军团，只等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贝尔格勒（南斯拉夫首都）等地的霸业完成。这一带没有山岳，至今也还不在罗马的掌控之中，所以台伯留才要设置重军。罗马军在此的任务，攻击更胜于防御，而七个军团中最强大的三个，就配置在这旁诺尼亚属省。

达尔马提亚属省位居旁诺尼亚南方，不是多瑙河流域，但是台伯留也在这里配置了二个军团。这是由于维护这里的和平，与维护仅有亚德里亚海之隔的义大利本国和平，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除此之外，这个军团的另一个用途，就是在必要时刻，可以支援驻守北边的旁诺尼亚军团。

多瑙河中游的莫埃西亚属省配置了二个军团。这里的霸权确立脚步最为迟缓，在这个阶段上，军团最主要的目的，不在攻击多瑙河对岸，而是保护多瑙河南边的希腊免受蛮族渡河侵袭。要永远保持「霸权者」的地位，可真不是件简单的工作。保护处於霸权之下的众人，才能继续保有他身为「霸权者」的权利。

多瑙河最下游的区域，当时还是色雷斯王国。台伯留对于这个王国，采取东方地区亚美尼亚的相同模式来处理。这个王国实质上是罗马的属国，但形式上却是独立国家。台伯留之所以会保持它的王国型态，或许是基於可以委托它防御多瑙河下游的考量。

我们已经提过，台伯留采用的策略，是与居住在多瑙河北边的几个部族确立友好关系。在多瑙河北边拥有盟友的话，可以使得尚未完成的多瑙河南边霸业能更快更容易地实现。所谓的「分割后统治」策略，是无论敌我都可以适用的。

台伯留的军事力量「重整」，并不仅止于军团配置的决定而已。





在第Ⅵ册第185页中已经说过，罗马的一个军团，从军团长到士兵、从技师、医师到财务，总共人数约六千名，构成一个独立的组织。朱利斯·凯撒经常将退伍军人送到新开发地区殖民时，是把整个军团移植过去的，因为罗马军团中几乎囊括了共同体的机能运作时所需的人才。至於军团中出现因年老、战死或重伤而人数短缺的情况时，凯撒也没有补足，因为他的目的在于攻击。以攻击为主要任务的军事组织，最好性质相同。但是，台伯留所需的目的，却是在防御。防御是要重质，但是更要重量，因为除了帕提亚王国之外，步入帝王政治之后的罗马，敌人大多是以量求胜的蛮族。

台伯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补充短缺的人员。二十五个军团，个个都必须是能充份发挥防御功能的独立组织。不过，也不光是把人数补足就了事，质的维持也不容忽略。让社会边缘人入伍，是会造成军团中扰乱军纪的危机。

此外，哪有一个士兵不想早日退伍的。台伯留准许服完二十年兵役的士兵立即退伍，也贯彻依规定发放退休金的做法。因为不肯赞助斗剑比赛而被人批评为小气的台伯留，对于这种款项倒是一点也不吝惜。

同样地，也不能忘记充实罗马军力中不可或缺的补助兵，因为，军事的成果，要看主战力和非主战力如何区分善用。军团长率领由同样为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可要比率领属省人民组成的补助兵来得好带多了。尤其是与日耳曼民族为敌的莱茵河防御线各军团补助部队成员，虽然他们已经在莱茵河西岸居住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毕竟还是日耳曼人。更何况补助部队没有规定人数，所以都有故意压低人数的倾向。

台伯留制定补助兵的人员名额，人数与军团相同，但是绝对不能超过军团士兵的人数。当然，服役期满的补助兵可以获得罗马的公民权，这是延续奥古斯都时代的做法。此外，台伯留也知道「军团士兵」和「补助兵」感到最不满的地方，除了期满还不能退伍之外，就是得要参与土木工程。知道归知道，但是称霸的当事人，也就是士兵们在称霸的土地上从事铺设桥梁或街道的工程，这可是罗马的传统。这么一来，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不要让他们从事过重的劳役。虽然没有留下任何史实证明，但是我想台伯留一定执行了。因为，链接现代的德国南部、奥地利、斯洛维尼亚和克罗埃西亚的罗马街道网路，大多都是在他的治世时代完成的，而士兵们也不再因为对这些建设不满而引发「罢工」。

台伯留在此时做的「修改」，就是决定由军团长担任一切事务的执行负责人，因为他认为，唯有贯彻各自负责的方式，才能经营庞大的罗马帝国。

如果采用各自负责的方式，理所当然地，接受委托的人选也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就连厌恶台伯留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也只能这样写道：


「没有一个皇帝能像他这样精确巧妙地选任人才。」



台伯留是个贯彻知人善用和实力主义的人。军团长要有军事能力；行政官要有行政能力；而任务中包括与他国交涉的属省总督则是起用名门贵族，因为这是从共和政体时代起身出名门就比较有利的关系。每一种人才选拔的标準各异，但是在知人善用和实力主义两个条件上却是始终如一。即使是出身属省的罗马公民，也不会因为出身的关系而变得比较不利。曾经一度因为被认为是社会乱源而遭驱逐出义大利的犹太人，只要认定他是适用的人才，也可担任埃及的长官。至於总督和军团长级的人物，则实力优先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姑且不论台伯留之后卡利古拉、克劳狄斯、尼禄等各任皇帝的能力如何，光是从他们治世时代中负责军事和统治属省的人物个个都是人才这一点来看，就够吓人的了。而且这些人要不就是受到台伯留拔擢，要不就是这些人的儿子。此外，能让整个帝国的人民深信，只要有实力必定有可以发挥长才之处，这种做法自然也是功不可没。不管组织架构得有多好，真正让它有效运作的，还是得靠人。





塔西图斯写道，这一切，台伯留在儿子杜鲁斯去世之前就完成了。丧子之后的台伯留则无心政务，将一切交给身边的赛亚努斯。不过，没有任何史实可以证明台伯留在丧子之前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此外，台伯留所做的，应该是「修改」而非「改革」。光是制定还不够，监督制定后是否落实执行，再依照执行时的必要情况，适时加以「修改」，要做到这个阶段，才会有预期的效果产生。

要做到这个阶段，一年是不够用的；而台伯留回到罗马和丧子之间也不过一年的时间而已。况且，塔西图斯也不了解什么是自负的人。

所谓自负的人，就是凡是严以律己的人。一个严以律己的人就算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也不会容许自己屈服於悲戚之下。整日悲叹、弃工作于不理，这是常人的作风；至於自认不是常人的人，死也不会这么做。或许当他遭遇到最大的悲哀时，他反而会投身於只有他才能胜任的任务中。因为，这才是维持他自负的唯一途径。当常人克服了悲哀回到工作上时，自负的人才会感觉到极度的疲劳吧。塔西图斯引用了西元25年台伯留在元老院的一番话，那是在他的儿子杜鲁斯去世后两年的事情。这番话是当有人赞扬台伯留的政绩，提议为他兴建神殿时，台伯留表达婉拒之意的。


「我只不过是个难以逃脱死亡命运的凡人，而我所做的工作，也是人类能够做得到的。我努力不懈，为的是不玷污各位赐予我的崇高地位，这已经是非常辛苦的差事了。




后世会如何评断我呢？我所做的一切是否不辱先祖之名？是否有助於维护各位元老院议员的立场？是否对维护帝国和平做出贡献？还有，为了国家利益，即使受到批评，我仍旧不为所动、努力完成的做法，后世是否会给我正面的评价呢？




如果是，对我而言，那才是真正的神殿，也才是最美、永留人心的雕像。其余的一切，就算是座大理石的神像，如果后世的评价不佳，那这个纪念物比盖座坟场还没有意义。我的唯一希望，是在众神赐予我的有生之年中，除了精神上的宁静之外，继续赐给我了解人类法则的能力。」



这像是两年前因丧子而情绪低落、拋开所有政务的人说的话吗?

这难道不能说是一个难以逃脱死亡命运的人想要尽己所能的一种宣示吗？有一位现代的研究人员说道，下面的这一句拉丁格言，最适合用来形容皇帝台伯留：


“FATA REGUNT ORBEM! CERTA STANT OMNIA LEGE”



（不确定的事情是命运支配的领域；确定的事情，则是法律——人类的技术管辖的范围）

我想，活在两千年后的我们，一定有许多人会对台伯留的看法产生共鸣。但是直接听见台伯留这番发言的元老院议员们，却对此相当不谅解。台伯留一直把自己当作是一个难以逃脱死亡命运的凡人，部分的议员认为这是他的谦逊，另外一群议员则认为是他对自己没有自信的证据，剩余的其他议员根本就认定是台伯留精神上的劣根性。这些议员们异口同声地说，身居最高阶级的人应当希望自己永远保持在更高的境界，而先皇奥古斯都在这方面就要比台伯留高明。塔西图斯自己评论道：


「最高权力者已经享受到许多的优惠，但是有一件事，却更是他必须一直追求到死为止的。这件事，就是要留给世人关于自己最美好的回忆。轻视名声者，等于就是忽略了道德。」



与其说这句话说明了古代与现代领导者的差异，倒不如说它发吾人深省，想像无论古今中外身为领导者的难处。台伯留自认是一个难以逃脱死亡命运的凡人，所以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统治帝国，过程之顺遂，连塔西图斯都给予肯定。

国界在经过调配的军团的驻守之下，滴水不漏。人们最大的期盼，就是拥有不用担心敌人来袭的安全感。至於所谓的「和平」，也不光是代表国界的安全。像是住在不须担忧外敌的帝国境内军民，他们最关心的身边事，就是走到外头来，可以不用担忧会遇上强盗或抢劫。台伯留在这方面贯彻公众安全第一的政策，连地方政府也做得很落实。因为台伯留彻底严惩非法份子的缘故。

良政的最佳评估标準就是稅金。台伯留也没有再加征任何新稅，以往的稅率也没有提升，甚至连违反公正课征业务的人，都给予严厉的惩罚。稅金只要维持在低水準，大部分的人都会乖乖缴纳。至於采行帝王政治的罗马，课征稅金的业务是委托私人的代办业者负责，如果要做到公平征稅的话，留心过度征收要比防止逃稅更为重要。

纵使台伯留在政务上表现卓越，但是当他一回到家里，就得面对命运之神的支配了。




与家庭的关系



以下要介绍塔西图斯所描述的小故事，皆发生在西元26年时。

第一则小故事是肇端於一个叫做杜米提亚斯·阿福洛的人物，以通奸罪控告与台伯留同一克劳狄斯家族出身的克劳狄亚·布鲁克鲁斯。根据奥古斯都订定的法律，在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下，通奸罪是可以判处放逐的。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审判事件，就因为克劳狄亚相当於阿古力琵娜的表姊妹，也是她一票姊妹淘中的一个，所以更是激怒了阿古力琵娜。这对阿古力琵娜而言，就是台伯留跟她玩阴的，故意要找碴。於是阿古力琵娜赶到台伯留面前，将她忍受已久的不满与厌恶一股脑儿地发洩出来。

那时候，台伯留正巧跪在供奉神君奥古斯都的祭坛前，阿古力琵娜也不等台伯留做完仪式，就开口道：


「你一面弔祭神君奥古斯都在天之灵，竟然还一面逼迫神君的亲人啊！你敬仰的雕像中，哪有已故奥古斯都的圣灵存在！如今还能传承神君奥古斯都圣灵的，绝不是在那神像身上，而是活着的我！身上流着神君尊贵血液的人，就只有我一个！我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穿着丧服。因为，告发克劳狄亚，不过是对我下一波攻击的前奏而已。就因为她对我忠诚，所以你们才要定她有罪。」



台伯留从祭坛前站了起来，面对着因平日郁闷而一发不可收拾的阿古力琵娜，他用力地捉住了她的手臂，以希腊文低声地说：


「妳发怒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不让妳统治国家。」



克劳狄亚·布鲁克鲁斯和她的通奸对象佛鲁尼斯，二个人都被判有罪，当然，这么一来，阿古力琵娜的怒火更加炽烈。

第二个故事，是在刚才这个事件之后不久发生的。台伯留前来探视臥病在床的阿古力琵娜。阿古力琵娜在病榻中，向同属凯撒家族的家长台伯留流泪哭诉：


「请你同情我的孤独，赐我一个丈夫吧。我的年纪也还处在女人最美的时候。对于贞洁的女子，唯一的安慰，就是正式的结婚。在这辽阔的罗马中，大家都会认为，接纳日耳曼尼可斯的妻子和孩子是极大的光荣的。」



台伯留一句话也不回，掉头就走出房间。就连塔西图斯也做了以下的评语：阿古力琵娜的再婚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女子的再婚，而是会牵扯到统治帝国继承人的问题。

第三则故事是发生在家人晚餐时。

那晚，阿古力琵娜虽然坐在餐桌旁，但始终不发一言，也没有开动。台伯留注意到后，就从盘子中取了一个水果，跟她说：「很新鲜，嚐嚐看」，然后拿给阿古力琵娜。阿古力琵娜虽然接了过来，但是没有吃它，就交给了仆人。台伯留对媳妇不直接说，反而是转向母亲莉薇亚，说道：


「她怕我下毒。从她的举动中，就应该了解我为什么会对她冷淡了。」



塔西图斯写到，这些家庭里的小故事，都是从阿古力琵娜所写的回忆录中撷取而来的，不过这个阿古力琵娜，是故事中阿古力琵娜的女儿之一，名字相同，后来这个女儿成为卡利古拉皇帝的妹妹，也是克劳狄斯皇帝的妻子，最后是尼禄皇帝的母后。那么说来，这等于是一个十岁的少女所观察到的皇帝家族内的气氛。对于年届七十的台伯留而言，家族以外（其实从他的出身阶级来看应该还是属于自家人）的元老院，也不是能让他感到满意的所在。




与元老院的关系



就被赋予强大的权力这一点而言，要想了解帝王政治时代的罗马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可以从现代美国总统与在野党佔过半数席次议会的关系看出端倪。跟前者相比，差异在于后者是由拥有投票权的公民选举产生的。但是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二千年，如果没有这一点进步，那么人类哪有资格称为人类呢。美国总统与议会的关系，特別是在总统所属党派与参、众议院掌握过半数席次的党派不同时，问题就会凸显出来。这种情况，在古罗马时代也是一样的。

再提醒一次，皇帝还是可以一意孤行地推动施政，但是那只是被称为皇帝通告或皇帝勅令的临时措施令；如果要改制为罗马人口中的「法律」，不管名称是不是「元老院诤言」，总之都必须要经过元老院议决通过。

纵使「元老院诤言」是具备立法权的，如果元老院只是皇帝提出法案（政策）的橡皮章机关，那么就等于他们没有发挥立法机关的功能。这么一来，皇帝或是「第一公民」与元老院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瓦解。因为罗马的元老院不是靠选举产生的，所以才能掌握网罗各界重量级人物的优势，但是元老院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一旦瓦解，所造成的伤害也就更大，会等于国家的两大势力形成正面冲突的局面。顺道一提，表面上与元老院同为国家主权者的一般罗马公民，说穿了，其实可以把他们当成「拥皇派」。为了救济贫民而执行的小麦免费配给是社会福利措施，赞助斗剑比赛也是选举运动之一。这一切都是皇帝为了收买拥皇派的怀柔政策。台伯留为了健全财政而采行财政紧缩政策，不再赞助斗剑比赛，却没有动小麦配给的脑筋。从这种迹象中就可以看出，小麦的免费配给不是单纯以收买人心为目的的施政。台伯留甚至没有降低具备接受配给资格的人数，这足以证明这是一项社会福利。

元老院主导国家运转的系统可以视为「元老院体制」，而这种体制会发生动脉硬化的现象，其实早在击溃这个体制的朱利斯·凯撒出生三十年前，也就是从格拉古兄弟时代就已经知道了。在与迦太基一争存亡的战争时代里，这个「元老院体制」发挥了惊人的功能，但是终究无法脱离成功者最难避免的僵化情况。最初提出纠正的格拉古兄弟和最后击溃这个体制的凯撒，其实也从来不曾想到要废除元老院。元老院等于是罗马人的历史，也是传统。简单地想，共和政治时代的罗马就是元老院主导体制，即使后来变成帝王政治，体制改由皇帝主导，元老院本身却还是存在的。

对于皇帝与元老院的罗马式微妙关系，朱利斯·凯撒又是如何因应的呢？

凯撒是以武力战胜了元老院派拥护的庞培，他的个性上也没什么人前人后的分別。当凯撒成为最高权力者之后，接二连三地向元老院（议会）提出议案，要求元老院通过，败北的元老院也只能照单全收。不过，凯撒不晓得是不是顾虑到皇帝主导的形式太过明显，於是以身为元老院议员的友人们名义提议，也就是议员立法的形式，来请求元老院通过。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法案提案者之一的西塞罗，也提到后来得知时自己吃惊的情况。

杀害凯撒的，是布鲁图斯等元老院议员。暗杀者其实也并不是反对凯撒执行的政策，而只是想把「皇帝主导体制」变回以往的「元老院主导体制」而已。一般公民没有参与暗杀凯撒的事实，说明了凯撒的暗杀事件是质问政治体制对错的抗争举动，而非症结於政策对错的问题。

继承凯撒的奥古斯都打败布鲁图斯，击溃安东尼，对元老院而言，他也是胜利者。奥古斯都没有忽略如何应付元老院，但他也没有改变皇帝主导的体制。年纪轻轻就成为最高权力者的奥古斯都，他拥有最大的武器——时间。他非常谨慎地选择时机，让情势变得难以反对，有时甚至是趁元老院已经遗忘的时候提出法案，便立即获得元老院的认可。奥古斯都治世时，号称是与元老院关系最为良好的时代，这也不是因为元老院积极协助的关系，而是奥古斯都善于瞒天过海的缘故。

台伯留可没有前两位靠武力获胜的优势，此外，他跟他们也没有血缘关系。凯撒是名门的旁系出身；而奥古斯都虽然成为凯撒的养子，但出身却是骑士阶级，台伯留才不是这种罗马社会的外围份子，他可是出身自元老院主导下一直是罗马主流的克劳狄斯豪族。

所以台伯留认为「第一公民」与元老院应该合作经营罗马，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当台伯留要把他这个观念实现时，他是真心诚意的。只是我觉得他是真心诚意过了头。





双雄并立是理想而非现实。前二位领导人对元老院的统治能力一点也没有抱持著幻想，所以也不会因为得知现实的情况而幻灭；台伯留虽然也不算是幻想，但是对元老院的期许是太高了些。

当元老院举行会议的时候，台伯留既不带护卫，也没有跟班，往往都是他一个人独自前来。他坐的位置在最前面，与其他的议员同样。当执政官进入议场时，他也会和其他的议员一起起立迎接。他对议员的态度非常有礼貌，一直努力要保持与元老院合作、共同拟定国策。他刚开始统治的时候，就连像是军团士兵服役期满退伍的事宜是在他最高军事司令官的管辖事务范围之内，他还是要在获得元老院认可之后才执行。

台伯留数度在众人面前说到自己的愿望，是希望元老院的讨论可以自由而踊跃。要是有人附和他人发言，台伯留就会很明显地摆出不悅的表情。要求阐明自己发言真正目的的，不是担任主席的执政官，而是台伯留。我们也曾经提过，他禁止「皇帝」的称谓，而要求大家称呼他为「第一公民」。

不论台伯留是在请求元老院或提出反驳时，他的口气永远都很严厉；即使发言的内容是赞同，然而发言语气的冷漠总让听着的议员总感到被泼了冷水。台伯留缺乏的，就是幽默感。凯撒有本事让反对派也发笑，终至让事情按照自己的计画进行，但这种本事，台伯留是没有的。台伯留的语气变得极度难听，是在议员们支吾其词，忘了元老院是国策决策的机构，而想把一切责任交给皇帝的时候。

碰到那种情况时，台伯留仿佛就是用言语的利剑讨伐他们似地，要他们体认元老院的权威与责任，言语上毫不宽贷。要是凯撒或奥古斯都的话，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元老院六百位议员并非完全失去了统治的能力。如果是曾经担任过合格年龄为二十五岁的审计官者，到了三十岁时，就自动可以晋升到元老院里。罗马的元老院可以说是人才的宝库，但是要经营庞大的帝国，经常都需要众多的人才。至於人才的拔擢与知人善用的长才方面，连塔西图斯都肯定台伯留的「眼光独到」。台伯留如果认为这个人非常胜任时，他就长年不去更动他的勤务地点。任期定为一年的，只有法务官、执政官等中央政府高官，以及前往元老院属省出任的总督。

那么，很自然地，首都罗马元老院议场中常见的角色，大多数就是那些能力比较差的人了。由于罗马的元老院等于是名门贵族云集的共和政治时代的遗物，就算没有实力，只要是身出名门、大众所熟知的人物，都可以留在元老院里。至於靠实力进入元老院的人，都受到台伯留重用，大多派往驻守边界，他们能够滞留在罗马的时间，也只有从原有的派驻地点至转任前的短暂时光。

纵使元老院的议员中，大多数都只想到享有既得利益，然后到安全又阔绰的属省担任总督后累积经历，达成目标。然而，台伯留还是不曾松懈，希望元老院能积极地参与国政。台伯留不仅是毫不松懈，简直就是全心全力过了头。他为了弥补数百人讨论后仍旧无法达成决议的缺点，想到以委员会的方式来提升议事效率。当然，委员是由元老院的议员们担任的。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奥古斯都首创「第一公民」主导的罗马政治体系，并非帝王政治，而是「元首政治」，所以政体并非由皇帝来统治，而是由公民的第一人来负责。至於「第一公民」与元老院就像是两只脚，互相配合，肩负国家政治的责任。如果真是「元首政治」，那么就必须得符合上述的条件。但是，我不同意这种意见，原因在第Ⅵ册描述奥古斯都时已经强调过了。「第一公民体制」不过是奥古斯都的障眼法，我确信他是想要设立帝王政治体系。但是，我也认为台伯留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相信罗马的政治体系乃是「元首政治」。他不像奥古斯都那样表里不一，而是打从心中相信元首政治体制的存在价值，进而努力过。

不过，元老院的现实总是辜负了他的期许。看看元老院议员们热烈讨论的议题，就不难理解台伯留的失落与疲惫。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议题是讨论前往派驻地区时，应该独自前往，还是可以带妻子同行。

这是在一名议员提出禁止妻子同行前往派驻地区的法案时所引发的讨论，不论被派去的总督是到有兼任军务必要的皇帝属省，或是只要负责统治即可的元老院属省，都应禁止带妻同行。这名提案的议员先是说明在他四十年的海外勤务中，妻子都留在罗马家中，而他们仍旧生育了六个小孩，而且夫妻感情和睦，所以绝对不是出自於个人的理由而提案的。他先取悅议员们之后，才开始说明法案的主旨。

以往依法禁止妻子同行前往派驻地区，这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因为，身为妻子的人，在太平时会想一些鬼点子打扰先生的工作；相对地，在战争时也会因为恐惧而影响到丈夫的心情。此外，女人与生俱来不重视纪律的特质，也会让丈夫属下的士兵变成毫无秩序的蛮族。另外，好逸恶劳也是女人的天性，这么一来，会使得原本是以防御边境为任务的罗马士兵，开始觉得自己的工作辛苦却没有价值，进而变成一群无用的人。

还有，一旦女人掌握了机会，就会变得残酷、阴毒又爱揽权。以身为司令官妻子的身份支使百人队长，要不就参观军事演练，甚至还插嘴讨论军事行动，这种例子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即使在没有军事任务的元老院属省，也不乏因妻子同行而造成弊端的例子。元老院属省的总督经常在回归祖国后，因违法乱用职权而遭到起诉，其中大多是由于总督夫人参与其中的缘故。属省的人民中，也有不少人以提供属省商机为名，借机接近总督夫人。实际上负责统治属省的人，他不仅要服从上司（总督），更要服从总督夫人。所以总督夫人就日益坐大，越来越爱出风头。

以前，在西元前215年时制定的欧比司法和其他法律中，就规定严禁妻子随行，所以这类型的弊端也就没有出现。可是事隔二百五十年后的今日，除了边境之外，属省的工作也变成太平的任务，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是总督，连其下的高官夫人们随着夫婿前往派驻地区的情况，也变得司空见惯。结果，无论是在属省的军团基地中，或是总督担任大法官的司法庭上，女人们都摆出一副主人的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项提案把元老院变成极度热烈的讨论场所，许多议员采取反对的立场，其中一人说明了反对的理由：

二百五十年前的严格规定，是因为当时局势不同，为了因应罗马周边情势，所以只好加以改变。以前是在战斗，征服他国土地成为属省时，当地居民的敌意是值得担忧的。不过，现在可是太平世界。

至於现在依妻子们的需求而赋予她们的权限，也不至大到破坏家庭；对外而言，也不至於造成与协助罗马统治者（指的是属省人民或同盟国的君主）的关系恶化。

而且，人生中有很多事，是由夫妻共同处理的，不论是在战时或太平时代，这是不变的真理。

当然，如果言行举止会对统治属省造成弊端，那势必要加以限制。但是，丈夫辛苦一天下班回来，在家中等候的妻子以温柔来安慰和鼓舞夫婿，难道这也须以法律来规定吗？

的确，女人中也不乏野心勃勃、充满物慾者。不过，难道男人就完全不是如此吗？可是男人依旧被赋予统治属省的责任，而属省却是到处充满让人变坏的诱惑之地。男人们从属省卸任回归之后，如果被控诉有不法情事，舆论就会断定这是受到妻子的不良影响所致。那么，所有的单身男子都应该是廉正清白的啰？被告发的原总督们是否也都带着自己的妻子前往派驻地区了呢？

男人是不是把怠忽职守的责任全都归咎到女人身上呢？就算妻子们想要利用夫婿的地位和权力，这责任其实应该是在做丈夫的人身上。

「欧比司法」是依据当时的情势所制定的法律，但是我们的罗马法律，在时代改变后，已经有许多地方被遗忘，应该值得我们加以修改，使它更周全。符合时代的需求，才能发挥法律的功能。一两名丈夫的管教不良，也不须因此就以法律来限制所有的人员。

原本女人就是易受影响的，要不就是虚荣心驱使，要不就向往其他女人掌握的权势或财富。这种类型的女人，即使经常跟她们住在一起，也很难让婚姻生活稳定。如果还赋予长年分居的义务的话，夫妻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跟离婚无异。这么一来，单身前往属省任职的丈夫心中，如果老是掛念在罗马的妻子，恐怕就会将必须专注於统治属省的任务草率了事。

赞同这种看法的，包括担任主席的执政官在内。「担任公职者，不论地位有多么崇高，都无法避开远游他乡的公务之旅。神君奥古斯都也多次前往西方地区或东方地区，妻子莉薇亚经常随侍在侧。我自己也曾因军务长年旅居依利利昆，无法回来，由于是军务的关系，无法携妻子同往，任期中我常掛念妻子，所以难以聚精会神，这的确是事实。」

投票的结果，提议禁止妻子同行前往派驻地区的法案遭到否决。





台伯留对于元老院此时的审议结果，以委婉的说法表达心中不同的看法：正因为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热烈讨论是无庸置喙的，但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的，是国事的相关问题，而不是这种事情。因为，元老院虽然在讨论妻子是否可以同行时讨论热烈，但是在谈到推选讨伐入侵属省蛮族的司令官时，却是没有建设性的发言，议员们个个闪烁其辞，经过漫长讨论的结果，竟然是将所有决定都交给台伯留处理。

其实最让人觉得好奇的是，当初提出严禁妻子同行法案者，竟然是日耳曼尼可斯属下担任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后来人事调动、随日耳曼尼可斯前往东方地区的武将凯奇纳。从日耳曼尼可斯妻子阿古力琵娜爱出风头的个性来思考的话，不难想像他为什么会提出这项法案。对台伯留而言，无论在家庭内或外，她都是造成台伯留精神疲惫的最大因素。

西元27年，六十八岁的皇帝台伯留终于将在他心中筹划多年的想法付诸实行。他离开首都，隐居到拿坡里湾内的小岛卡布里上。




隐居卡布里



光是看到海拔三百五十公尺悬崖上凿岩而成的巨大储水槽，经过二千年后，至今仍旧保存完好，就可以想见当时一定是经过完善的筹备才执行的。大理石等所有建材，都必须从拿坡里运出，经过三十公里的海路才能抵达。

虽然台伯留是隐居（远离世俗定居）到这里来，却不是退隐（停止在社会第一线的活动，过着宁静的生活），也不是退休（离开现在的职位或地位），虽然台伯留住在卡布里岛上，仍然继续统治罗马帝国。我苦笑地想说，这叫做「离家出走」。

如果可称之为「离家出走」的话，台伯留可是有「前科」的。从他三十六岁起的七年之内，他就拋开地位和家庭，隐居到罗德斯岛上。不过，那时候他真的是退隐，也是退休。而当时奥古斯都还健在。不过，在事隔三十三年后的第二次「离家出走」，他无法弃帝国的统治工作于不顾。就算日耳曼尼可斯的二名遗孤具备了统治的能力，但毕竟还是只有二十岁和十九岁的年纪。此外，台伯留本身大概也还没有放手的打算吧。他在六年前就曾经离开罗马，居住在拿坡里近郊，遥控帝国的统治工作。他确立了从整个帝国各地收集情报和传达命令的体系，还以书简送达元老院要求认可的方式来统治帝国，这种做法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并且也有统治的绩效。或许台伯留因此产生了信心，相信自己的这种做法可以超过一年以上。我想，正因为他产生了信心，所以他在卡布里岛上兴建设备俱全、适合长期居住的官邸，拋开气氛诡异的家庭，离开不认真国事的元老院，隐居卡布里岛上。

历史学家塔西图斯批评台伯留的第一点，就说他是个伪君子。但是，我认为塔西图斯所说的伪善，是像在字典里所解释的表面佯装成善人但坏事做尽之意；不过，我总觉得台伯留是个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人。有时候，台伯留的缺点就是他这始终表里如一的个性。

不管凯撒的施政如何独裁，他一直居住在喧闹的罗马广场官邸中。奥古斯都居住的地方是比凯撒住所安静一点，从他帕拉提诺山丘上的官邸，不用五分钟，就能走到元老院所在的罗马广场。

无论是罗马上流阶级的女性或元老院议员们的素质，并没有因为从前两位的时代进入台伯留时代，就突然从优秀变得低劣。人类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尝试去改正缺点的。前两位非常了解人性如此，所以也没有寄与厚望。

决定要隐居的台伯留大概会认为，不论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只要帝国统治的成果卓越不就好了吗？只不过，这不是负责政治的人的思考模式，而是官僚的思考模式。

意思为伪善的英文“Hypocrisy”与义大利文的“Ipocrisia”，其实语源都是来自希腊文。为了让各位能更了解语源，把希腊文写成拉丁文的话，就是“Hypokrisia”。

换句话说，这个字的创造者是古希腊人，但是他们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心中想到的，并不是只有日文字典中所说的表面善行。他们把伪善分为上等与下等，而日本字典中所说的伪善，是希腊人指的下等者。

希腊人心目中的上等伪善，指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的表面伪装。希腊的哲学家们甚至认为，这种伪善是政治家必要的手段。它不是必要的恶，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恶」。

有趣的是，古希腊的政治家中，只有培里克利斯（Pericles）一人实践了这种说法，他表面上佯装是民主政治，但实质上却独裁三十年。如果他堪称希腊在这方面的代表的话，那么表面上佯装共和政治、却当了四十年皇帝的奥古斯都应该就是罗马的代表了。更有趣的是，在二千五百年前至今的古代政治史中，这两个人所获得的评价比任何人都高。人们只要能感觉自己握有主权就心满意足了，至於主权的行使与否，倒也未必真的很在意，只有在结果不佳的情况下，才会开口埋怨。

台伯留的缺点，就是他的性格中没有区分上等下等，无法伪善行事。希腊文中伪善这个字眼，来自於舞台上演员的演技。换句话说，伪善就是一种表演。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摆摆样子。无论公私，再也没有比台伯留的演技更糟糕的人了。他这种个性最戏剧化的表征，就是隐居卡布里。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欧，由于长期受到塔西图斯对台伯留所下恶评的影响，直到一千六百年以后，才有沃特站出来为台伯留辩护，也开始有罗马史的研究权威毛姆森等较多的研究人员挺身为台伯留翻案。但是这一群人也都一致认为，隐居卡布里是台伯留犯下的致命错误。所谓政治，就是官僚式思考中认为不可能的「技巧」。大家不妨想像美国总统隐居到联邦领海内的某个小岛上统治美国联邦和全世界的情况，第一个唱反调的一定是传媒。就算塔西图斯等历史学家不是大众传播，但已经是当时的媒体了。





台伯留这种个性最是惹塔西图斯厌恶，因为他在隐居卡布里时，也没有告诉家中任何一个人，更没有向元老院宣布，只说他要出席设在先皇奥古斯都去世之地诺拉的神殿祭典，之后就离开了罗马。谁也没有想到，台伯留会这么一去，就十年内都不再回到首都。

如果不把台伯留的举动当成「退休」，只当作「离家出走」的话就很容易了解了。要离家出走的人，是不会事前告知的。

不知情的元老院议员和公民们都认为，台伯留在神殿祭典结束后仍旧没有回来，一定是打算在气候温暖的卡布里稍作休养后才要起驾回首都。他们不认为台伯留放弃了统治，而且外在环境也不允许他放弃；而且他们也深信，不在首都就不能统治帝国，这是毋庸置疑的。

元老院的议员们至少还了解，要统治帝国，情报的收集是不可或缺的，而最适合收集情报的，就是号称「全球首都」的罗马。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情报收集的重要性不在速度的绝对性，而是早人一步获得情报，依据所获得的情报早人一步做出判断，然后早人一步发佈指令。情报收集的重要性与情报的速度应该是相对的考量，而不是绝对的关系。帝国边境上捎来的报告，利用奥古斯都时代开发的公营邮政系统（其实就是在高速公路化的罗马街道上不停地更替快马传递）还得花上十天的时间。走海路的话，虽然容易受到海风的自然现象左右，但是如果顺风的话，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拿坡里湾的军港米塞诺，只要九天的时间。在科学发达的现代，情报当然是即时可得，但是处理对策迟而未决，往往都是掌握情报者的用法问题，这是历史的教训。所以，只要情报收集和命令传达系统能够确立的话，理论上，无论身在何处，都应该可以善加利用。

在台伯留隐居卡布里岛之后，发生过两件大事，而台伯留对于事件处理之迅速与适切，真让人只能赞美他的本事。

从罗马沿着萨拉里亚大道往北十公里处有个小镇，叫做菲德尼，在这里发生了五千人死伤的悲剧。原因是小镇中举办斗剑比赛，不是为了选举造势，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结果木造的观众席竟然倒塌。

原本场地只可以容纳一万人的，却挤进了两倍的人数。台伯留厌恶斗剑比赛，所以不再赞助；政府高官的选举也从公民大会改到由元老院的议员互选，所以举办比试的目的也不再是选举的造势活动，这样的年头就持续了十年，而这次的事件就是在十年之后发生的。渴望看到斗剑比赛的百姓们把场地挤得水泄不通。塔西图斯说死伤人数在五万之谱，但是中世纪抄本中数字的误写极多，最好减一个零，会比较接近事实。更何况，从菲德尼这个小镇的规模来看，也没有地方可以兴建容纳五万人以上的庞大圆形竞技场。可以容纳的人数，应在一万名左右。观众席倒塌的原因，除了挤进可容纳人数以上的观众之外，主办单位舍不得多花一点建设经费，也是原因之一。

得知事件的台伯留早就下达指令，动员首都罗马和邻近城镇的所有医师前往治疗伤者。他同时下达命令，要菲德尼以及邻近所有城镇的百姓家庭收留伤患。死者的丧葬费用也决定由公库支出。台伯留捎了一封信给元老院，要求通过下列两项决议，也就是要求元老院立法：


一、斗剑比赛主办者的资格，规定在拥有四十万塞斯泰契斯以上财产者。




二、观众席可以木造，但是建造地基时必须彻底整建，如果被认为整建的不够彻底，则不许搭设观众席。



那一次比赛的主办人，被判处放逐之刑。





当这事故的记忆犹新时，首都罗马七座山丘之一的却里欧就因为火灾而烧得精光。这山丘上几乎没有公共建筑，所以表示烧掉的全是人民的住宅。台伯留知情后，立刻发放救援金，首都的居民们也效法皇帝，纷纷伸出救援之手，帮助受灾者早日重建家园。这次并没有采行免稅措施，因为受灾者是罗马公民权的所有人，他们原本就没有被课征直接稅。还好台伯留及早因应，所以一开始批评皇帝不在首都的声浪不久后就消弭，而元老院甚至还通过决议，要对台伯留迅速而正确的处置表示感谢。

不过，不论处理得多么迅速而正确，人们是不会因此而满足的。居住在首都罗马的百姓开始觉得，他们是被长期不在首都的台伯留给拋弃了。元老院除了不满之外，更觉得受到屈辱。台伯留送来书简，要求通过，这只代表元老院的权威完全失落。已经厌倦以「第一公民」的身份来执政的台伯留决定，他不仅要做凌驾公民和元老院之上、奥古斯都一般的「实质」皇帝，就连「名份」上也要以皇帝的身份来统治。而且，即使他不在首都却仍能治理国家，而且治理得越好，就越能证明元老院原本的存在价值已经丧失。再也没有比自觉到自身的无力感更屈辱的事情了。於是，百姓和元老院的议员们各自有了他们的理由，对台伯留的感觉也越来越恶劣。无论是谁，人总觉得被耳提面命会比被遥控好。但是，年事已经七十的台伯留似乎一点也不在乎人心的转变，因为他的个性本来就不受舆论动向的影响。

为了要维持与住在首都一样的舒适生活，除了必要的佣人之外，只有不到十名的朋友与台伯留一同前往卡布里岛，其中并没有任何女子以情人的身份或是友人妻子的立场随行。元老院的议员也只有一名。这群不同人种的组合唯一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精通台伯留喜爱的天文学和希腊文学，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台伯留商量政治或军事。这一行人仿佛就像是远离工作，在周末的乡村里围着餐桌的一群人。这些人当中，也有台伯留退隐罗德斯岛时随行前往者，应该可以算是台伯留难得的至友吧。





如果您曾经从南方海面眺望座落於卡布里岛东方悬崖上的別墅，您会不会想起罗德斯岛中部林德斯悬崖上的神殿呢？这座神殿以纯白的大理石打造，正下方是湛蓝的海洋，可以说是希腊人审美观的结晶。当然，今日罗德斯岛上的神殿和卡布里岛上的皇帝別墅都只剩下遗迹，我们只能凭想像力在脑子里还原它们，想见它们的壮丽。我想，台伯留在罗德斯岛上住了七年，他或许也想在卡布里岛上住在相同感觉的房子里吧？罗德斯岛的神殿是神的住所，而卡布里岛的別墅则是皇帝的住处。台伯留对于可能神化的事情一向推拒，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但是一谈到居住问题，那可是另当別论了。当我造访林德斯的希腊神殿时，觉得要是能住在这里，一定挺不错的；而我每次来到卡布里岛上的皇帝別墅时，心里也是同样的感想。台伯留这男人，即使离家出走，选择隐居地点的眼光倒是一流。不论是罗德斯岛或卡布里岛，在地中海上的众多岛屿里头，它们的气候最是温暖，物产也最为丰富，周遭景致之美，更是出类拔萃。更何况，他也不需要忍受住在乡下的不便，因为住处的设备完善，足够享受相当於首都罗马官邸中的舒适生活。

我把这一番话告诉一名义大利人之后，他问我台伯留是不是想当神，我很明确地回答说：「不是！」神殿是拜神的地方，不是入浴或按摩的所在，也不是用来品嚐「葡萄酒」、享受盛宴的，对于多神教的古代人而言，差异显而易见。不过，希腊人是有美景的地方就盖神殿，而罗马人则热中於在风光明媚之处盖別墅，让难逃一死的凡人享受现世的生活，这两者的差异，实在令人莞尔。台伯留虽然喜欢希腊文学，可是他仍旧是个典型的罗马人。






卡布里岛上的约维斯別墅




造访林德斯的古城遗迹时，我可是坐在驴子背上，走过碎石散乱的蜿蜒乡村小道，一路摇摇晃晃地，好不容易才到达的。来回卡布里岛的皇帝別墅，台伯留靠的是什么？骑在驴背上摇来晃去是农民的习惯，上流的罗马人是不兴此道的。莫非是坐在轿子里，让壮硕的奴隸扛着来往呢？台伯留隐居卡布里岛后，并不是一直躲在那里，他还经常离开岛上，到附近各处停留，就是没有回去罗马。卡布里虽然气候温暖，但是到了隆冬时，仍旧是相当的寒冷。





当我心里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正巧唸到一本研究书籍，是德欧朵·莫姆善所写的“Die Provinzen von Caesar bis Diocletian”（罗马的属省，从凯撒到戴克里先）。书中记载，在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赛中第一个获得优胜的罗马人，就是台伯留。换算成西元的话，那是西元后1年的事情，也是每四年一次的奥林匹亚竞技赛第一九五次举行。每一次的奥林匹亚竞技赛中，各项比赛的优胜者姓名都会被记录下来，而书中记载着台伯留·克劳狄斯·尼禄，也就是台伯留在成为奥古斯都养子之前的本名。而且，西元1年正好是台伯留隐居罗德斯岛的时期。罗马方面没有记录，那么他一定是以隐居中的个人身份参加的。他参加的项目是四匹马的战车竞驰，这跟电影《宾汉》中唯一震撼的场景情况相同。这是台伯留四十一岁那一年夏天的事。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传说中他高人一等的身材，宽厚的胸肩，壮硕而匀称的体格，锐利的眼光加上极佳的视力，还有出生后就不曾生病等等，都越来越让人觉得可信。罗马人一般都将葡萄酒掺入水或热水饮用，而传说中的台伯留可是什么都不加，而且还喝得很多，这或许是因为体力上的过人之处吧，更何况他又是罗马人。从停船码头通往盖在海拔三百公尺悬崖上別墅的路径，他也绝计不会让它一直保持碎石散乱、雨天就不能通行的乡村小道，即使蜿蜒曲折，他一定把整条路铺设完成。也说不定，七十多岁的台伯留还是靠著自己的双脚上下山的呢。因为我只要换上慢跑鞋，一样可以跑上跑下的。

台伯留虽然已经确保了舒适的住所与能够享受知性谈话的环境，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凡人，而是皇帝，是公众人物。要彻底地完成公务，就要许多的「左右手」。不过，这些「左右手」们就因为比別人优异，所以很可能就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的野心和他们的才华成正比。而且，任务越重要，接受任务委托者所能行使的权力也就越大。隐居卡布里岛后，台伯留的头号「左右手」，就是近卫军团的长官赛亚努斯。




赛亚努斯



路其斯·优里斯·赛亚努斯并不是罗马社会中的第一阶级「元老院阶级」，而是第二阶级「骑士阶级」的出身。长住首都罗马的「骑士阶级」往往都是财经界的重要人物，属于富裕阶层，但是赛亚努斯却属于义大利众多地方出身的「骑士阶级」，算是罗马社会中的中等地位。由于凯撒和奥古斯都持续推行起用「骑士阶级」出身者，所以赛亚努斯的父亲后来还晋升到唯一设置在义大利境内的「近卫军团」的长官位置。西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台伯留继承皇位，台伯留随即拔擢赛亚努斯，让他与父亲同样官拜近卫军团长官。隔年，他的父亲升格为埃及长官，前往亚历山大任职，於是台伯留任命赛亚努斯一人为近卫军团长官。以三十四岁的年纪就担任这项职务，可说是首开先例。要成为聪明的「左右手」，还要具备多思考不插嘴的观察能力。赛亚努斯这方面的才华，似乎也有过人之处。





台伯留「离家出走」后，由于女主人莉薇亚也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而台伯留又没有妻室，所以皇帝一家的主导权由迈入四十的阿古力琵娜掌权自是理所当然的事。偏偏阿古力琵娜不仅自许为流有帝国创始者奥古斯都血液的嫡生孙女，认定没有血缘关系的台伯留是皇位的篡夺者，并且还对台伯留指使皮索毒害夫婿日耳曼尼可斯一事深信不疑。更糟糕的是，这个女人不懂得等候时机。

历史学家塔西图斯认为，台伯留在隐居卡布里岛后，命令赛亚努斯带头扫荡「阿古力琵娜派」，是发自於内心对媳妇的憎恨。不过，大多数的现代研究学者倒是倾向阿古力琵娜与仍旧信奉「日耳曼尼可斯神话」的莱茵河日耳曼军团联系，进而準备发动反台伯留政变的学说。我认为两者都算对。在稳固罗马帝国的大目标之下，从台伯留重视各司其职的人生哲学中来考量的话，再也没有比动不动就拿奥古斯都的血缘关系大作文章、只知道出风头的女人更令人厌烦的了。台伯留被奥古斯都强迫，与他的独生女尤莉亚结婚，而尤莉亚就是阿古力琵娜的母亲，两个人的婚姻之所以没有维持多久，就是因为台伯留受不了这种类型的女子所致。





近卫军团九千士兵的任务，就是维护罗马帝国本国义大利和帝国首都罗马的秩序。皇帝的护卫，从凯撒时代起，就由莱茵河以西日耳曼出身的日耳曼兵担任，如今已成为惯例，所以也不需要由近卫军团来负责。以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为责任的话，就接近今日日本备有机动小组的「治安厅」。这个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就是赛亚努斯。在台伯留隐居卡布里岛时，他在这个职位上，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或许赛亚努斯已经在等候被任命为埃及属省的长官，这是出身「骑士阶级」能够爬到的最高地位，他的父亲已经做到了。但是，台伯留的人才运用方针，除了实力主义之外，还有知人善用。他任命居住在埃及的犹太人担任埃及长官，但却没有调动赛亚努斯的近卫军团长官职务。

罗马人毕竟是法治体系的创始人，赛亚努斯能够使用的「武器」，除了类似机动小组的近卫军团九千士兵之外，还有更厉害的国家叛乱罪法与通奸罪法两项。

国家是公民的共同体，国家叛乱罪法制定的目的，就是要惩罚破坏国家安全与秩序者，这是从共和政治时代就存在的法律。这条法律最著名的审判案例，是西元前63年，哲学家西塞罗担任检察官，凯撒负责辩护的加帝蓝审判事件。到了帝王政治时代的时候，奥古斯都修改了这条法律，冠上改订者姓名，称为「朱利斯国家叛乱罪法」，内容除了对「公民共同体的国家」之外，对「公民共同体的国家之长」，也就是被称为「第一公民」的皇帝安全造成威胁者，可以适用这条国家叛乱罪法。无庸置疑，西元前44年凯撒遭人暗杀是修改这条法律的真正起因。「朱利斯国家叛乱罪法」在经过修订之后，意图暗杀皇帝者就等于意图破坏国家，而这条法律与同为奥古斯都制定的通奸罪法就成了皇帝势力对付反对派的强大「武器」。我们不能忘了，罗马是个法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排除政敌，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法律」。如果被认定有罪，那么国家叛乱罪会被处以死刑，而通奸罪则是放逐之刑。

既然是他立的法，在奥古斯都时代自然不乏适用这两条法律的案例。皇帝的独生女和孙女因通奸罪被放逐，而当时在任的执政官幕雷纳则因国家叛乱罪而被处死。幕雷纳的罪名是意图暗杀奥古斯都。

古罗马司法的特色，在于没有设置检察官的公职。虽然有辩护人，但是检察官要由告发的当事人自行担任。在共和政治时代中最著名的律师西塞罗虽然为人辩护，但是真正使他成为法院之星的，是他告发他人时的活跃模样。而且，当苏拉担任独裁官之后，就认可告发者的权利，只要他胜诉，他就可以获得被判有罪的被告财产的四分之一，当作像是原告给与的报酬。

我也赞同塔西图斯等史学家们批评这种制度，是造成为了报酬而随便告发的主因。但是，完全没有使用这种体制的，只有凯撒一人，而奥古斯都也没有废除。台伯留在众人面前说道，奥古斯都的一言一行都是他的法律，所以他自然也承接了这个体制。台伯留所作的「修改」，是让人可以检举告发者的违法情事，借以防范没有证据却随便告发的弊端。但是，这种做法往往容易变成收烂摊，以前著名的西比奥审判（请参阅第Ⅱ册第290页），就证明了司法容易被利用来排除政敌的事实。





赛亚努斯的能力，的确适任警察性质的工作，一点也没有辜负台伯留的赏识。他深知台伯留厌恶没有证据就随意告发他人，所以尽全力去巩固证据。因此，他最擅长使用的伎俩，就是请君入瓮。用最亲暱的方式使人放心，当他人敞开心胸、吐露心事时，就叫仆人隔墙偷听，然后让这个仆人出庭担任证人。他还为了让众人对原告这方人马的可信赖度留下深刻的印象，往往使元老院议员参与告发。

在这样的安排下，阿古力琵娜身边的人，纷纷因国家叛乱罪或通奸罪而遭到排除。罗马的上层阶级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甚至连自己的仆人也都不敢相信了。

之后，赛亚努斯又成功地离间阿古力琵娜的长子尼禄·凯撒和次子杜鲁斯·凯撒，他用的饵，就是台伯留死后的皇位继承权。思想肤浅、只知沈溺於首都罗马繁华社交圈的二十出头小伙子，要让他们俩产生敌对的心态，实在是轻而易举。

同一时期，台伯留仍在卡布里岛上注意维护帝国的安全，执行他的任务。





居住在莱茵河下游东岸一带，也就是罗马霸权未及地区的日耳曼民族之一，揭竿而起要抗拒罗马霸权。或许您会觉得奇怪，他们不是在罗马霸权之下，为什么要造反呢？其实这也是台伯留对付日耳曼民族的方法之一，跟罗马军用动物皮革的买卖有关。问题肇端於商业理由，但是日耳曼人原本就对台伯留规定不得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带状无人地区有许多的不满。低地日耳曼军团出动镇压，双方交战激烈，最后虽然是罗马方面获胜，但是也折损了九百名士兵。

台伯留下令，禁止任何以替这九百名士兵复仇为名的东进军事活动，因为他根本没有打算改变坚守莱茵河防御线的战略。

不过，驻守莱茵河的军团士兵中，还有很多人相信，要不是日耳曼尼可斯被台伯留调往东方地区，而能一直担任驻守莱茵河八个军团的总司令官的话，罗马早就全面称霸日耳曼地区了。也有许多研究学者认为，阿古力琵娜和她的长子尼禄·凯撒向这些官兵们伸出了拉拢的双手。这是没有史料足以证明下，身为历史研究学者所必备的推理而做出来的假设。被摒除在外的阿古力琵娜心中充满愤怒和憎恶，这倒是不难想像。百年后塔西图斯都批评此时台伯留竟然没有举兵讨回这九百名士兵的血债了，当事人的军团士兵们忿恨难消，自然也不在话下。因为，往往防御比攻击更令人难以有好评。

这事件后不满一年的西元29年，莉薇亚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而台伯留隐居卡布里也已经有两个年头了。





这下子连百姓们也相信，台伯留一定会回来。因为莉薇亚不仅是台伯留的亲生母亲，更是先皇奥古斯都之妻。身兼儿子和皇帝的身份，台伯留於公於私，都理应负责一切丧事的发落。

但是，台伯留只从卡布里岛上寄了一封信给元老院，要求故人的丧礼应简单节约，也尽可能减少谥号的赠与，更休提神化，其母绝不乐见，所以万万不可。至於葬礼时亲族代表的致弔辞，信中说明要十七岁的盖乌斯宣读。以绰号卡利古拉而闻名的盖乌斯是阿古力琵娜的三男，也是英才早逝的亲生儿子杜鲁斯之孙，对已故的莉薇亚而言，就是她的曾孙。这封信的最后写到，由于国事繁多，不容放手，以作为缺席母亲丧礼的理由。

的确，凯撒与奥古斯都不但没有出席自己母亲的丧礼，甚至在她们过世时还不在左近。不过，凯撒刚好是在高卢战役中，而奥古斯都也身在号称屋大维时代的内乱之中。国事的所有重责大任的确是在台伯留的双肩上，但是在卡布里岛上过着太平日子的台伯留可不能与前两位同日而语。更何况，从卡布里到罗马赶路的话，只要一天就到了。

仔细想想，丧礼其实为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所以对于真正深陷於悲痛之中的人而言，出席丧礼是件苦事。礼貌上回应他人慰借的话语就已经够叫人难受了，有时不仅想要大声吶喊，叫大家別来多事，痛苦只得等到丧礼结束之后才会告一段落。或许，台伯留就一个人在卡布里岛上，眺望着眼前宽广的蔚蓝大海，悼念母亲的去世。所谓的国事繁忙，任谁都知道是借口。

不过，世间的反应，往往不会体会到个人感情的深处。从元老院到一般百姓，都一致认为台伯留是个连对自己母亲都极为薄情的人。只要展现自己有多么关爱自己的母亲，那么几乎所有的缺点都可以被原谅，这是古今中外恒久不变的人性常情。台伯留不被他人了解，而他也没想到要去了解他人。我同意几位研究学者的论调，认为要维持帝国的安定，就必须毁灭阿古力琵娜派。但是，如果换成是我来执行的话，我可能会把扫荡的执行时间再往后延。台伯留虽有超群的军事长才，但是在拟定策略的才华上，可就远远不及凯撒及奥古斯都了。




扫荡阿古力琵娜派



莉薇亚的葬礼之后没多久，依照惯例，台伯留从卡布里寄到元老院的书信在元老院的议场中被宣读出来。信中没有提到阿古力琵娜与长子尼禄·凯撒计画政变的事情，只说阿古力琵娜对他无法改变的敌意，以及年已二十三岁的尼禄·凯撒仍是过着放荡的日子，尤其对尼禄喜好美少年的癖好喟叹不已。台伯留并没有要求元老院审议这封信的内容，这只是一封抱怨的信件而已。

但是，元老院的议员们一语不发地聆听完皇帝信件。任谁都了解这封信的真正意函。皇族内的皇位之争，终于浮上台面，而这封信正表明了台伯留要摧毁日耳曼尼可斯家族的意图。

宣读完后，一时间没有人发言。后来终于有几位议员提议，将这封信提为议题，不过却没有获得太多人的同意。反对者之一说道，台伯留言辞批判固然是明确的事实，但是信中并没有说明台伯留对我等有何要求。台伯留派的一名议员也发言道，不妨日后再加入议程，或许其间皇帝的心意会有所转变。元老院大多数人都倾向这个意见，决定日后再行审议。

得知这件事情的群众聚集到元老院的议场来，围着议场异口同声地说，台伯留批评日耳曼尼可斯一家人并非皇帝的真意，而群情哗然。身在卡布里的皇帝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近卫军团长官赛亚努斯挑拨所致。此时群众的愤怒，不是朝向台伯留，而是向赛亚努斯爆发。在参加抗议的民众之中，许多人扛着阿古力琵娜和尼禄的雕像，高喊不准任何人动他俩一根汗毛。这群人聚集在议会前，寸步也不肯移动。

台伯留在接获报告之后，立即又送了一封信给元老院，信中说道对元老院施加压力的暴徒行径绝对不能宽贷，将颁布皇帝勅令以禁止示威活动。接着又再次批评阿古力琵娜母子，也严词责怪元老院想避开进行适切处理的任务，伤害到了皇帝的威权。

民众的示威气势在毫不退让的台伯留态度之前烟消云散，元老院也只好开始审议。国家重大案件的审判也是元老院的工作之一，所以元老院此时就变成了法院。在担任陪审团的元老院议员们面前，台伯留那名忠实又有能力的「左右手」赛亚努斯也许提出了许多的证据吧。

我之所以只写「也许」，是因为皇帝台伯留的相关史书中最详细的一本——塔西图斯著作的《年代记》，其中西元29年中到31年底的记载，在中世纪的时候丧失殆尽；而塔西图斯以外的历史学家们却没有记载这段审判的过程。不过，我还是可以想像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检方也好，辩护方也罢，控诉理由的说明和反论的情况一定相当热烈，因为，除了皇帝台伯留的殷切盼望之外，看看其他国家叛乱罪的审判案例，场场都是原告被告双方依循法律、你来我往地热烈辩论。审判皮索时也花费了极长的时间，审判阿古力琵娜母子时，势必也有相当的考量。不过，这两个案例有著天壤之別；后者在皇帝颁发勅令禁止示威活动后，就再也没有外在的压力了；而且，台伯留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摆明是原告。





西元29年底，阿古力琵娜母子确定有罪，阿古力琵娜流放旁德塔利亚岛（现在的芬多帖拿），尼禄·凯撒则是流放蓬提亚岛（现在的蓬萨）。由于他们犯的是扰乱国家安定之罪，所以两人都被列为「国家之敌」。没有被处以死刑，我想是因为他们只有反国家行径的阴谋计画，还没有办法证明他们要和日耳曼军团相呼应，继而采取具体行动。在古罗马的审判中，这两项的差异经常引发热烈的讨论。史上著名的加帝蓝审判，无论是否有具体行动，都可以适用国家叛乱罪的罚则加以处死，当时三十七岁的朱利斯·凯撒就对此表达强烈的反对。至於主张死刑，甚至利用执政官的权力加以执行的西塞罗，在往后长久的日子里，都得面对別人对于这种处置方式的批判。阿古力琵娜母子虽然没有具体行动，但是的确在进行阴谋，所以我认为，流放应该是相当恰当的判决。因为，就如同凯撒在加帝蓝审判中主张的一般，危险份子只要一个个加以从社会中隔离，就能趁它还是幼苗的时候清除干净。

但是，人民对于这样的判决非常不满。虽然没有示威抗议，但是不关心法院辩论过程的寻常老百姓只认为，这次的审判是台伯留厌恶亲人的结果。公公弹劾自己的媳妇和孙子，这对相信家庭才是社会最健全之结构份子的罗马人而言，实在是令他们愁眉深锁的一件事。






四岛图




我想，台伯留本人可能对这个审判结果相当满意吧。因为，母子两人流放的岛屿上，台伯留早已叫人设置相当规模的储水设备，尽管比不上卡布里別墅。阿古力琵娜流放的芬多帖拿岛，以前是她的祖父奥古斯都流放阿古力琵娜的母亲尤莉亚的地方，所以储水设备就是从那时候留下来的，而台伯留将它整建得更有规模。虽然遗迹早已沈入海中了，但是其设备之完美，只会叫人兴叹，唯有罗马人才想得到也才做得到。

或许隐居在卡布里的台伯留心里也想着，连我都在岛上生活了，其他人能有什么怨言。因为，芬多帖拿岛和蓬萨岛也不是海上的孤岛，从东方往西北西，卡布里、依斯基亚、芬多帖拿和蓬萨，是海上岛和岛之间距离约三十公里的一列岛屿。不过，就算不须担心用水问题，四座岛屿居住的舒适度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目前芬多帖拿和蓬萨也以卡布里和依斯基亚为目标，致力开发为观光地点，然而岛上的饭店都还停留在青年旅馆级，原因是因为正面受北风吹袭，景观也比较单调，只能吸引纯綷喜欢自然原始之风的人。景观之所以美，是由于视线中有东西阻碍，才会形成绝景，但是如果只是被茫茫的一片大海环绕，这只能说是单纯地接触到自然而已。依斯基亚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有温泉湧出，要说到景观之美，就无法与卡布里匹敌了。拿坡里湾左边是米塞诺海角，右边是索伦托半岛，在这两边的屏障之下，拿坡里湾中卡布里岛上的北风也变得柔和，再加上百看不厌的美景，让卡布里岛两千年来都是地中海首屈一指的休閒胜地。当我造访芬多帖拿岛时，也觉得这是个满适合专心写作的地方，但是如果要我选择它或卡布里岛，我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卡布里。毕竟，自主性隐居和被迫流放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西元30年，当前一年底确定流放的阿古力琵娜和长子尼禄·凯撒都各自前往流放地之后，赛亚努斯收集证据的魔手，便伸向了次子杜鲁斯·凯撒。不知是不是因为不合的哥哥失势而兴高采烈，抑或是因为二十二岁容易粗心大意，才让赛亚努斯可以趁机利用杜鲁斯的妻子蒐集证据。而依据赛亚努斯收集的证据，以国家叛乱罪告发杜鲁斯·凯撒的，是当年两名任职执政官中的一人。元老院判决有罪，杜鲁斯也被列为国家之敌。这次既不是死刑，也不是隔离到某处的岛屿上，而是幽禁在帕拉提诺山丘上皇宫内的地下室。扫荡阿古力琵娜势力的动作仍然持续进行，但是竟然没有任何人遭到处死。就连挑明了反台伯留的阿及尼斯·葛斯也在被判有罪后，只被幽禁在执政官的官邸里。同一年，流放蓬萨的长子尼禄·凯撒去世，有人传说是由于他不服从警卫而遭杀害，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绝望而自杀的。

带头进行扫荡阿古力琵娜派势力的赛亚努斯，在这一年，权势似乎已经到了巅峰。隔年的西元31年，他就与台伯留双双担任执政官。自从台伯留当上皇帝以后，只要他亲自担任执政官，而与他同事者，就有特別的意义。因为唯有在有必要提升他认定的接班人权威时，台伯留才会出任执政官。西元17年时的养子日耳曼尼可斯，以及西元21年日耳曼尼可斯死后晋升为继承人的亲生儿子杜鲁斯，台伯留都跟他们同时出任执政官。事隔九年之后，他再度与赛亚努斯同时出任执政官，这也难怪野心家赛亚努斯得意到了极点。




赛亚努斯灭亡



历史学家塔西图斯总爱批评台伯留，说他的所作所为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办事手段太过阴险。塔西图斯指的是台伯留肃清赛亚努斯并没有错，但是执行的过程就很狡诈。

话说回来，除了阴险之外，其他还能有什么方法呢？对手可是个五十岁的壮年之人，而且担任近卫军团长官长达十五年之久。台伯留虽然是包含近卫军团在内的全罗马最高司令官，但是士兵最直接的服从对象不是他，而是他们的直属司令官。跟这个指挥九千精锐十五年的人物相比，皇帝就算是他的上司，但是身边也只有极少数负责护卫的日耳曼兵。要是赛亚努斯得知台伯留的动静，那么这个连要塞都算不上的卡布里岛可真的是无从防御。所以，台伯留的行事势必要谨慎而周延。我认为，台伯留要摧毁赛亚努斯的作战计画，就是从他与赛亚努斯同时出任执政官的时候开始。

为什么台伯留大力拔擢赛亚努斯，如此重用他，却又想要毁了他呢？

研究学者中，有些人做了以下的解释。他们认为，台伯留是要向世人昭告，扫荡阿古力琵娜势力是赛亚努斯独断决行的，跟隐居在卡布里的自己毫无关连。

我无法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审判阿古力琵娜母子，就是从台伯留的抨击开始的，而且台伯留也不在乎別人怎么想，丝毫不隐瞒他对这对母子的不满情绪。对台伯留而言，赛亚努斯不过是收集证据时必要的「左右手」而已。如果他一开始就决定要在事后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模样，又怎么会不断重复地从正面抨击呢？

还有一部分的学者持以下的论调：因为对台伯留的一些动作感到担忧的赛亚努斯，除了他的近卫军团士兵之外，甚至还花钱收买消防队员，想要拉拢他们。

好像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这是赛亚努斯在东窗事发前不久才采取的行动。就像被塔西图斯批评为阴险一样，台伯留的个性原本就很小心谨慎，要除掉他的接班人赛亚努斯，也决计不会是在一朝一夕之间作成的决定。一旦对方慌慌张张地开始做一些自寻死路的傻事时，台伯留自然也就借题发挥了吧。

大多数的罗马史专家们都主张下列的说法：台伯留对赛亚努斯的野心感到惶恐，因此决定将他格杀。

或许是吧。只不过，我认为这是台伯留对外的理由，他心中想的应该另有其事，也就是说，赛亚努斯的野心与台伯留的贵族气质相牴触。





「朱利斯·凯撒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当面对元老院的议员们时，他就用适合这些人的语言，而当他面对的是士兵们的时候，他就选择适合士兵们的说法。可能就连对女性，他也有因人而异的用词吧。」这是小说“Die Geschafte des Herrn Julius Caesar”（凯撒先生的事业）的作者贝处特·布雷比特的描述。不论什么时候，凯撒永远是凯撒。这种评语，不是来自於历史学家，而是作家才会有的看法。不过，也只有「永远是自己」，才能够真正表现出贵族的气质。台伯留同样也具备了这种贵族气质，只可惜台伯留天生没有「见人说人话」的这种「技艺」，因为他实在是个不擅演戏的人。不过，正因为他确信自己的绝对优势，从出身、成长以至於他原有的性格，都让他具备了贵族的气质。

然而，具备贵族的气质与重视他人实力并且善用之，这两件事并不矛盾，这就类似「见人说人话」的道理。起用人才是因为要他作为自己的「左右手」所以才起用，而不是要站在他人的立场替人考虑。换言之，拔擢人才是在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那个人因而得到不错的利益，也不过就是凑巧获得报酬的结果罢了。

有这种观念的人，是绝对不容许他拔擢起来当作「左右手」的人翻身想当「头脑」的。就算自己可以降格跟他同事，但是绝对不允许他爬到自己的位置上来。

之所以会把赛亚努斯摆在身边长达十五年之久，是因为他是个有能力又忠实的「左右手」，台伯留一定不曾想过提拔赛亚努斯作为继承人。赛亚努斯大概也不了解台伯留真正的心意吧。





赛亚努斯的野心超越了「左右手」的第一个征兆，要追溯到五年以前。那一年，赛亚努斯向当时仍在首都的台伯留提出要求，希望台伯留答应他跟二年前去世的亲生儿子杜鲁斯的遗孀莉薇亚成亲。莉薇亚是日耳曼尼可斯的妹妹，所以相当於台伯留的姪女，再加上她又是台伯留亲生儿子的妻室，所以是亲上加亲的皇族女子。一旦答应了赛亚努斯娶莉薇亚为妻的话，就表示要把赛亚努斯当作是皇族一员的意思。

台伯留对此不置可否，他让赛亚努斯永远抱着希望。我认为，西元25年的台伯留可能已经在酝酿隐居卡布里的事情了。要开凿卡布里岛上皇帝別墅的大岩石，作成庞大的储水槽，绝对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事，所以如果要隐居卡布里一两年，从岛上统治帝国的话，至少首都的治安也得讬人管理。更何况当时扫荡阿古力琵娜党派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这是要用人的时候，而赛亚努斯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西元27年隐居卡布里，29、30年扫荡阿古力琵娜势力成功后，赛亚努斯的利用价值也就减少了。利用价值减少，野心就显得碍事。

可惜的是，赛亚努斯以为他体察上意，成功地扫荡阿古力琵娜势力、竭尽心力之后的自己，利用价值一定大大地增加。而且台伯留还亲自出任执政官，为自己首任执政官撑腰。因此赛亚努斯深深以为，这就是自己已经成为台伯留无可取代的接班人的最佳证明。

况且，台伯留还让赛亚努斯感觉到似乎就要被准许与莉薇亚的婚事了。不过，成为皇族一员的幻想，终究让五十岁的赛亚努斯大意失荊州。





执政官的职务从西元31年的1月1日起，赛亚努斯此时自然是充满了干劲。同样身为执政官的台伯留仍旧隐居在卡布里岛上，所以在首都罗马，他是唯一的最高权位者，更何况，他还身兼指挥九千精锐的近卫军团长官呢。就连从共和政治时代开始只有身出名门者才能担任元老院议员的议员们，对于这个叫他们束手无策的「新官」，眼见他精力充沛地办事，也只有冷眼旁观的份。不过，赛亚努斯却超越了「左右手」不得超越的界限。

执政官赛亚努斯竟然亲自检举近西班牙属省的总督路奇斯·亚伦提斯。检举所持的理由是，滥用属省总督职权，从事不法行为。他之所以要检举路奇斯·亚伦提斯，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意识到台伯留对于任职属省者的不法行径是绝无宽贷的。不过，对于这项指控，台伯留亲自展开反击。

照例从卡布里送到元老院的书信中，台伯留说明了下列的理由：尊重属省人民委托他人控告总督的权利，但是任期中的检举可能会对属省的统治造成困扰。所以，这类型的检举行为，应在总督卸任回归之后进行。可能是因为台伯留想到不准在任期中检举应该定为经营帝国的政策，所以他在信中还附带要求元老院通过立法。

原本就有许多议员对赛亚努斯反感，而台伯留提出的意见又相当有道理，所以不准在任期中检举的法律，在获得压倒性的票数后通过立法。这让赛亚努斯第一次觉得不安。

尽管如此，赛亚努斯还是现任的执政官。进入帝王政治时代之后，皇帝既然是整个帝国的最高负责人，那么执政官就等于是首都罗马与义大利的最高负责人，跟属省最高负责人总督是相同的地位。元老院管辖下的元老院属省总督，依照惯例，都是由曾经出任执政官者担任。所以，刚完成的禁止检举任期中总督法也在适用范围之内。换句话说，赛亚努斯也不用担心他在执政官任期内的类似「反击」。不过，七十二岁的台伯留，如果借用英国某位研究学者的形容词的话，就是“terrible”（可怕的），即拉丁文的“terribilis”，当从1月1日起、为期一年的执政官任期过了一半的时候，台伯留辞去了执政官的职务。






永远「可怕的」台伯留




而两名执政官同去留，是当时的惯例。

台伯留一辞职，赛亚努斯也只好跟随。西元31年的下半年，被选为「候补执政官」的另外两个人就接替了他们俩的位置，继任执政官职务。

赛亚努斯这下子可真的慌了。赛亚努斯似乎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写信给任职於属省的自己人，也开始用钱收买近卫军团的士兵和消防队员们。这种类似垂死挣扎的动作，都逐一被报告到卡布里岛上的台伯留处。不过，那时候的赛亚努斯还是近卫军团的长官。

一旦有什么状况发生，他可是还掌握九千名精锐部队的军事力量，命令一下，还可能包围卡布里呢。

另外，在卡布里岛上的台伯留已经下达密令，把卡利古拉叫到卡布里来，而在必要时，也会把他的哥哥杜鲁斯·凯撒从幽禁的皇宫地下室内释放出来。台伯留当然不是担心阿古力琵娜二个儿子的安危，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事前防范赛亚努斯拿人气未衰的日耳曼尼可斯遗孤做号召，掀起政变而已。此外，他还祕密地解除赛亚努斯近卫军团长官的职务，任命新长官马克罗（Macro）,并派马克罗前往罗马。





10月17日夜里，马克罗悄悄地进入罗马，他首先来到首都东北部的近卫军团营区，将全部的大队长九个人召集起来，拿出台伯留的任命书给他们看，宣布此刻起他已经是近卫军团的负责人了。接下来，马克罗拜访了执政官之一的雷葛鲁斯，亲手将台伯留的封印信件交给他，要他在明天早上的元老院会议上宣读出来。之后，马克罗就去见赛亚努斯，他先告诉赛亚努斯，自己已经被任命为新的近卫军团长官，接着又告诉他另外一件事，仿佛是在压制赛亚努斯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他说道，明天执政官在元老院会议宣读的信件中，台伯留将要求元老院把护民官特权赐予赛亚努斯。赛亚努斯高兴之余，忘记了自己从近卫军团长官位置被解职的意义。





元老院规定，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不出席会议的话，是会被罚款的，所以在第二天10月18日，元老院的议员们也都出席。依照往例，会中又会宣读台伯留寄来的书简，议员们前往议场时心想，还不是又要听完宣读之后投票通过而已，一切似乎都与平常没有两样。

议场中的席位没有固定，先来的人先坐。但是，很自然地，最前排的位置总是会留给年长的议员或较有影响力者，即使他们姗姗来迟。当天，赛亚努斯可能也是想当然耳地坐在最前面的位置吧。

两名执政官入场后，会议开始。执政官之一的雷葛鲁斯打开昨夜收到的台伯留信件，开口宣读。





很可惜的，从中世纪流传到现代的塔西图斯著作《年代记》内记载这个时期的部分湮灭失传了，所以，今日的我们无从得知台伯留信中到底写了什么。塔西图斯以厌恶台伯留着名，但是他也相当自许自己是个历史学家兼专业的作家。以自己的语言表达好恶的情感，这是文艺业余爱好者的作风，而不是专业人士的方式。历史学家记述史实，之后加上评语，将自己的看法传达给读者。至於专业的作家，往往会避免发表个人的评论，只陈述史实，就能够让阅读的人觉得书中人物的伟大或可恶。塔西图斯之所以被认为是帝王政治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就是因为他非常善用这两种方法。我经常阅读塔西图斯所作的注解或史实，但却经常和他持相反的立场。虽然如此，他在传达史实这方面，比任何人都值得信任。换句话说，我之所以相信他，是因为我相信他的专业精神。他的著作中有朱利斯·凯撒亲笔留下的文章，或是拿他摘要碑文上史实的重点跟其他史学家相比较，就知道差异非常明显。塔西图斯所写的是真的「摘要」，但是其他的史学家，尤其是卡西斯·狄欧所写的，几乎就已经变成了他自己的著作，所以在他笔下的罗马史上人物，全都是相同的说话口气，造成无法清楚了解这些人物性格的问题，就连朱利斯·凯撒的话语也不再简洁明瞭，变成五十岁的平凡女人在说话。

塔西图斯就不会，但是在阅读他的著作时，脑筋里可要记住他非常善用上述两种方法，要不然，就很容易沈溺於他的叙述之中。我深信，自从沃特开始，近代为台伯留翻案的动作，并不是找到了比塔西图斯更值得信赖的历史记录，而是大家熟读了塔西图斯的著作之后才这么做的。

付诸阙如的时候，虽然不满意，但是也只能靠著现有的东西忍耐一下。所以，我也只能以其他史学家的看法，来说明西元31年10月18日元老院议场内被宣读出来的台伯留的书简。根据这些资料解释，当天台伯留的长篇书简根本就是以消灭赛亚努斯为目的、是「结构完美的杰作」。





书简先是从鸡毛蒜皮的国政杂事开头，接下来强调维护帝国安全的重要，然后在这里插了一句话，说现在正面临著危机。文章的语气从这里开始急转直下。自己若要返回罗马的话，单靠现有的警卫兵已经不够安全，所以希望有一名执政官能够随侍保护。由于执政官也有近卫军团的指挥权，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政情相当危险，必须要靠近卫军团来防卫。原本以为书信内容稀松平常的议员们，这下子可都竖起了耳朵。议员们的态度完全改变，是在台伯留的犀利话锋转向二位赛亚努斯派的议员身上时。台伯留的严词毫不保留地立刻指责赛亚努斯有多么罪不可赦，所有的议员都将每一句重话听进耳朵里。赛亚努斯的罪名是国家叛乱罪，不仅阴谋颠覆国家，而且已经付诸实际行动。皇帝自己就是检举者，列举出来的具体证据就是控告的理由。台伯留的书简，是以要求元老院立即处死主谋赛亚努斯并且立即执行做结。





面对事态骤变得连自己都不敢想像，很令赛亚努斯错愕不已，有好一会儿还无法弄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元老院中以原本对赛亚努斯就很感冒的议员佔多数，就在这段赛亚努斯发呆的时间里，通过了处死以及立即执行的决议。执政官在喊被宣告有罪的赛亚努斯的名字时，他似乎还是处於错愕的状态之中，也没有回答，直到第三次时，才仿佛想到被叫的名字就是自己。

赛亚努斯被带到罗马广场的牢里，当天就被斩首。民众得知后大声欢呼，扛出因修复有功而设在庞培剧场一角的赛亚努斯立像，将它敲得粉碎泄愤。因为赛亚努斯的所作所为很接近祕密警察，所以民众对他可是深恶痛绝。民众的愤怒还向被斩首示众的赛亚努斯的尸体发洩，剁得稀烂后丟到台伯河内。这段时间里，近卫军团的士兵们留在自己的军营内，没有人敢为老长官出面。不到一周的时间，包括他的长子在内的赛亚努斯派势力，就因共谋的罪名而被处死。

对台伯留来说，一切似乎进行得相当完美，也没有发生经常会附带引起的无谓流血事件。不过，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的地狱生活。





自从赛亚努斯提出要跟莉薇亚结婚的要求之后，他就和原来的妻子离婚。他的下堂妻亚比卡塔在得知儿子也被处死之后，绝望地自杀了。在她自杀之前，她写了封信给台伯留，送到卡布里岛上皇帝处。

信中提到，她的前夫赛亚努斯和台伯留亲生儿子杜鲁斯的妻子莉薇亚，其实早在杜鲁斯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姦情；八年前杜鲁斯猝死，也是这对姦夫淫妇共谋下毒杀害的。甚至连怎么杀害法，信中都有详细的描述。此外，之所以会萌生杀害之意，不仅是因为要消灭阻碍两人感情的障碍，另外是因为对赛亚努斯而言，杜鲁斯分明不知道两人的姦情，却对他充满敌意，这让赛亚努斯觉得很不安。这件事，台伯留倒也心里有数，因为台伯留重用赛亚努斯时，杜鲁斯就经常当面抗议。

那年冬天，七十二岁的台伯留并没有依照惯例离开卡布里，回到本土上温暖的南方过冬。整个冬天，他都没有离开卡布里，一躲就是九个月。这段期间内，他也不准执政官来探望。





现代的研究学者都对台伯留的统治才华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写到，成功消灭赛亚努斯的时刻，正是回归罗马、重新带头指挥罗马帝国的好时机。就连塔西图斯也认为台伯留刚开始治世的前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德政，之后的七年是德政与恶政掺杂，最后的六年就是恶政。所谓最后的六年，指的就是从西元31年处死赛亚努斯开始，到西元37年他去世为止的六年时间。我们在后头再来讨论塔西图斯所说的这六年是不是真的那么糟，但是对一般百姓的心态而言，庞大的帝国能巧妙地运作并不足以满足他们，唯有带头指挥，才算是真正的领导者。如果台伯留真的在乎这种舆论和后世的评价，那么西元31年底的确是他返回罗马的绝佳时机。又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或许也可以不用遭遇到最后六年是恶政的批评。

不过，台伯留还是没有回去。回归好时机的西元31年底，在经过二个月的沈默之后，他又开始以先前的方式，将书简送到元老院。方式虽然相同，但是总有些不对劲了。台伯留不再克制自己的愤怒情绪爆发，甚至可以说是「豁出去」了。他「豁出去」的态度是针对元老院阶级，倒不是帝国的统治工作。人要是看得见后果，是不会随便豁出去的。

在审判皮索那个时代，有一个人曾致力避免让父亲的罪波及其子，甚至还让皮索的一个儿子在数年后出任执政官。不过，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赛亚努斯三个孩子之中，除了已经被处决的长子之外，剩下的两个中有一个是年纪还小的女孩，但是仍旧在皇帝的命令之下被杀害了。与赛亚努斯有暧昧关系，甚至有共谋毒杀亲夫嫌疑的莉薇亚也被迫自杀。不过，台伯留的怒火并没有因为杀光赛亚努斯全家而消退。被视为赛亚努斯派的议员们个个难逃死劫，连这些人家中的奴隸们也被关进了监牢。塔西图斯写到，在记录这次事件中一连串牺牲者的姓名时，恶心得几乎想吐，但又不能不写。罗马社会的指导阶层元老院，这下子可陷入了惊惧的漩涡之中。

不过，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塔西图斯等史学家们认定是「暴君恐怖时代」中的各次审判，就会发觉一个奇妙的现象。这个事实就是，恐怖时代并不光是因为台伯留的怒气爆发而造成的，陷入惊惧中的议员们更加深了这个时代的恐怖。毕竟在元老院中举行的这些审判属于国家叛乱罪的审判，被告是元老院议员，而原告也是元老院议员，就连执政官彼此也反目成仇，仿佛在被告之前先告状就对了。罗马时代的这项国家叛乱罪法，就好比日本的「破坏活动防治法」（简称「破防法」）。拿着这个法律来告发，逐渐地变成先发制人的竞赛，再也不是司法执行过程的问题了，就好比雪球越滚越大的道理一般。对于这种现象，台伯留的态度与以前判若两人，因为以前的他会积极地介入，要求法律的执行要讲求勿枉勿纵。现在的他连刑务是否有妥当执行也不管了，结果就有人被关在牢里而再也没有人想起。台伯留豁出去的一年后，芬多帖拿岛上流放中的阿古力琵娜和帕拉提诺山丘皇宫内幽禁的次子杜鲁斯·凯撒相继去世，这不也是台伯留的冷漠影响到警卫士兵的一个例子吗？

尽管塔西图斯在记录台伯留造成的牺牲者名单时，说他光是写这些姓名就觉得想吐，但是还是有其他的研究学者不觉得恶心，仔细地调查。这位义大利的研究学者叫做奇亚切里，根据他的研究资料显示，台伯留治世期间因国家叛乱罪而受到审判的人数为六十三人，但是这个数目并不是只有在「六年恶政」的时代中发生，还包括赛亚努斯掌权时代的审判人数在内。而且，塔西图斯也不分是被处死或者是自杀身亡，就连自然过世的人也都算了进去。选择自杀的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被告之后大感绝望，为了保护财产和家人才选择自杀者；另外一种就是体力已衰，自知死期不远，所以选择自裁者。罗马领导阶层中的人士极度厌恶体力、智力、精神力量都衰退之后还苟延残喘的模样，所以他们选择断食等死的例子并不稀罕。像是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克斯，以及随着台伯留隐居卡布里的元老院议员涅瓦，都是选择这种死法。

六十三人的数字算多算少的问题，其实并不单纯。凯撒从来不曾使用过「国家叛乱罪法」，而奥古斯都四十年的治世期间，也不过用过两三次，这么说来的话，台伯留的六十三个案例的确可以证明他的治世期间是恐怖时代了。但是凯撒在与元老院冲突时，可说是战争，杀戮极多，而奥古斯都又处於凯撒暗杀后的内乱时代，就把以西塞罗为首的三百名元老院议员，和属于骑士阶级的二千人归类为布鲁图斯派，肃清这罗马社会中第一和第二阶级的二千三百人。其中的一百三十人，未经审判就立刻被处死，而免於死罪的人却也难逃家产全数充公的命运。总而言之，虽然凯撒情非得已，而奥古斯都是采取从凯撒暗杀事件中学到的防备手段，不过在他们肃清反对派势力之后，能让他们俩声名大噪的原因，竟然是他们发挥了「宽大为怀」的精神。

问题不在数字的多寡，我们必须考虑到战争时代与太平时代的差异。话虽如此，西元32年后的台伯留就不再贯彻以往对于证据的要求了。以为他送来的书简中会明确地指出他人控诉理由的暧昧之处，没想到就连那些根本不构成控告理由的理由，他也不再介入，任由它去。

台伯留造成「恐怖」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不难想像，那是因为他想借着这个机会扫荡元老院中的不良份子。阅读辩护的文章后，六十三名被处死者之中，只有几个会让人觉得杀了可惜。至於剩下的绝大部分，都能让人赞同台伯留喟叹元老院议员素质低劣的看法。元老院议员的人数有六百名，即使在以选举的方式选贤与能的现代，真的称得上是贤能的人又有多少？重视数量并维持「品质」是很困难的，这是古今中外人世间不变的道理。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替台伯留脱罪，因为奥古斯都就对这六百名议员采用了怀柔的方式，完成了他统治的工作。

不论是他「豁出去」的结果，或者是刻意地扫荡元老院中的不良份子，实际上被牺牲为祭品的，是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人物，但是，一般民众对于台伯留的憎恶却是同样的猛烈。





百姓们既没有被处死，也没有被没收财产，但是台伯留紧缩财政二十年的结果，使得大多数的人都觉得景气不好，而且这种日子持续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公共事业也只有养护维修而已，丝毫没有新的建设。奥古斯都时代就发放了好几次的皇帝赏金，现在也好久没听说过了。此外，连百姓最喜欢的斗剑比赛等各种活动，不仅皇帝不再赞助，还禁止別人主办，这种渴望娱乐的岁月也持续了好久。还有，要是坐镇首都号令全国的话也就罢了，偏偏皇帝躲在景色优美、气候温暖、绿意盎然的卡布里岛，独自享受舒适的生活。这样还不够，这老头子还以国家叛乱罪的名义，致力粉碎罗马建国以来象征传统与权威的元老院。以上就是当时百姓们对于台伯留的看法。

如果这时候帝国的边境受到蛮族入侵的威胁，或是与东方大国帕提亚的情势一触即发，要不就众多属省中来几个造反暴动，一般老百姓就会去关心这些「新闻」，哪还有空对老皇帝的日常言行穿凿附会呢？偏偏台伯留从登基以来就透过踏实的政策和不断的监督，使得罗马人在往后的二十年之内，都不用担心这种「大事」会发生。但是，人们总是渴望「新闻」的。如果没有「大事」可以关心，那么就去关心「小事」吧。天下太平，就连主食的小麦也没发生过粮食不足的情况。台伯留治世二十三年之间，缺粮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小麦价格暴涨，公民积怨爆发，演变为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台伯留立刻从卡布里岛上送来短讯，清楚记载小麦的库存量，所以小麦根本没有理由涨价。这么一来，抗议小麦价格调涨的活动也嘎然而止。说穿了，台伯留最后几年被批评为恶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先前努力德政的后果，真是够讽刺的了。




流言



年迈的最高权力者住在卡布里岛断崖上耸立的白墙別墅里，这怎么会不刺激人们去想像他的日常生活呢？隐居卡布里十年，台伯留从来不曾在公共场合出现过。他也不像奥古斯都一样，会出席岛上居民的祭典。卡布里岛上少有水源，所以储存雨水用的储水槽除了皇帝的別墅之外，台伯留也下令须给农民使用。但是，就算农民们用了这储水槽，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替他们建造储水槽的皇帝。

唯有停泊在停船码头的御用快艇，才让他们知道皇帝还在岛上。

离开卡布里回到本土上居住时，台伯留乘坐的轿子四周仍是布帘低垂，也不许別人走近问候。能够见到皇帝的人少之又少，其中大部分的人是前往任职地区就任的总督或皇帝的财务官，但是因为台伯留的用人原则是知人善任，所以每一个人的任期自然就延长，结果，因职务而晋见皇帝的人自然也就减少。至於每年交替的「元老院属省」总督，由于人事权归元老院掌控，所以没有谒见皇帝亲领指令的义务。换句话说，知道台伯留生活起居的人数越来越少。越是隐藏在神祕的面纱后面，令人幻想的空间也就越大。

理智的塔西图斯只写到「以暴力将少年们带到岛上，施以淫亵行为」，但是对于这种「新闻」特別关心的史学家史维特尼斯，记述得可就详尽多了。根据他的记载，台伯留在卡布里岛上做的坏事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嗜酒。对于一般会在葡萄酒中掺水或加温水来喝的希腊人或罗马人而言，不喜欢掺任何东西就喝的方式，已经算是大酒桶了，当然，台伯留喝掉的量自然也不在话下。

第二、发明淫亵的性行为游戏。将各地收集而来的少年男女两人分成一组，每一组有一位此道高人指点，然后三个人在台伯留面前表演性行为。之所以要分组，是因为各组都被分到不同的题目，要以不同的体位进行性交。史维特尼斯认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刺激台伯留已经衰退的性慾。

第三、台伯留发明了一种新玩法，就是在总面积达七千平方公尺的官邸用地内，把装扮成牧神或精灵的少男少女们藏在各处的森林或洞穴中，台伯留只要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就要做爱给台伯留看。虽然总面积七千平方公尺的确是事实，但是里头只有林木，哪来的森林和洞穴。

第四、台伯留还选了年纪特別小的男生和女生，叫他们做「小鱼儿」，他泡在宽敞的罗马式浴缸内，让「小鱼儿」们在他的大腿内游来游去，享受「小鱼儿」们的舌头和牙齿触舔他性器的愉悅。记载中还说台伯留老而弥坚，性慾旺盛，在把牲品献给众神的祭典中，因被帮忙的奴隸的美貌吸引，祭典还没结束，就带着奴隸到別的房间里胡搞。

就连现在住在拿坡里的在地人也相信所谓的「台伯留传说」，说这些台伯留淫乱行为的牺牲者们，他们的命运，就是当他们的任务结束之后，全部都会被从海拔三百公尺的悬崖上推落，无一幸免。





对于这些「恶行」，现代的历史研究学者大多是一笑置之。论及台伯留的古代史学家总共有十人，包括两名希腊出身的人和两名犹太人。撇开支持台伯留的罗马人帕特路克鲁斯和犹太人斐洛不谈，大葡里尼斯和塞尼卡虽然也描述台伯留的性格自闭，但是都没有说到他品德恶劣。希腊人普鲁塔克也曾提到他在卡布里岛的孤单岁月，但同样地也没有说到他的品行问题。犹太人乔瑟夫·佛拉维斯也没有提及。罗马的讽刺作家朱维纳里斯虽然嘲笑卡布里岛上的老皇帝被占星术士们围绕着，但是也没有说到他在性事方面的恶行。总而言之，对这些事有著详细记载的唯一史学家，就是出生在台伯留死后三十多年，记录时也在台伯留过世百年之后的罗马人史维特尼斯。塔西图斯以数行的篇幅，记录这是世间的流言。后世的卡西斯·狄欧写得比较详细一点，但是也比不上史维特尼斯。更何况，史维特尼斯所写的《皇帝传》，跟现代的色情八卦杂志也有类似之处。

被传为喜欢和「小鱼儿」们一起洗澡的，还有奥古斯都，让人不禁认为，这种性行为是古罗马男人的憧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投射到他人身上，这是人之常情。总之，在现代人眼中被视为「禁慾」的台伯留，他的生活方式反而刺激了大家的幻想，不是吗？




金融危机



就最高权力者的冷静而论，七十四岁的台伯留可是宝刀未老，这可以从西元33年他处理席卷罗马的金融危机中明显看出。

当年金融危机的肇因，是在已经变成互相攻讦的元老院中，有人控告某议员放高利贷所引起的。告发的理由不是因为那名议员违反了法定年利率百分之十二的上限，而是检举他违背朱利斯·凯撒法。所谓的朱利斯·凯撒法，就是规定所有的金融业者必须将资金中一定比例的金额对义大利本国融资。虽然不清楚这所谓的「一定比例」到底指的是多少，但是凯撒是地理以及人才录用上名副其实的开国者，所以这可能是他唯恐不加以管理就会造成国内空洞化的结果，因而制定的法律。毕竟在他那个年代，本国的利率上限为百分之十二，但是属省的利率却没有人管理，就有像布鲁图斯一般收取百分之四十八暴利的元老院议员。如果是百分之十二与四十八的差异的话，別说是布鲁图斯了，其他人也势必把资金外移。凯撒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要在情况难以控制之前赶快加以限制。

朱利斯·凯撒法能够有效地运作，倒不是因为罗马的金融业者都很守法。金钱是依据金钱的逻辑运作的。就算融资给属省的报酬高，势必也伴随着高风险；相对地，本国内的融资虽然报酬低，但是风险也相对地较低。

「和平」持续了六十年之久，融资给属省的风险也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但是，「风险」降低，「报酬」却没有降低，结果，朱利斯·凯撒法就形同虚设，也没有人要遵守「一定比例」的约束。所以属于富裕阶级的元老院议员们，很多人就私底下靠金融业获取利益。

形同虚设并不等于废止，所以只要违反朱利斯·凯撒法，照样可以被拿来当作检举的理由。元老院闹翻了，因为一旦开庭审议，那么绝大多数的元老院议员都是有罪。

众人请台伯留提出对策，於是台伯留下令，给与一年半的期限，要求众人自行调整资产以符合「一定比例」。

金融业者为了符合「一定比例」的要求，开始四处催讨，同时停止新的融资申请。这样一来，就造成货币供给量不足的结果，受到打击最大的，不在属省，而是本国的债务人。这可能是因为属省大多是规模庞大的农园，而本国则是因为凯撒制定的「农园法」，所以农园都以中小规模居多。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者，不是大企业，而是中小企业，也造成原本就已经逐渐降低的本国土地价格，这下子一口气大幅滑落。为了偿还债务，地主都售地求现，而土地价格滑落，就接二连三地有人宣告破产。走到这块步，已经是完全的危机状态，只有国家出面才能解决了。

台伯留决定从国库中支出一亿塞斯泰契斯来支援，换作现代化的讲法，就是「投入公共资金」。不过，「公共资金」并不是透过金融业者投入，而是先设置委员会，由「公」的委员会借给「私」的债务人，不经金融业者之手。这种由「公」至「私」的融资以三年为期，期间没有利息的负担，但是条件是债务人必须以价值债务二倍的不动产作为担保，抵押给债权人（国家）。

政策一实施，西元33年的金融危机总算是解除了。金融业者们也不知是不是已经能够符合「一定比例」的要求，或是想到可能会失去可靠的融资对象，纷纷开始再度融资。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塔西图斯认为原因在于法律中司空见惯的常态，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遵守，可是慢慢地就会遗忘。我觉得，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下，金融势必也会受到影响。有些学者的说法是，本国内一般的利率在百分之五左右，因风险变化而稍作调整，至於属省的利率则是在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按照他们的说法，本国与属省之间的确有二到三倍的利率差。至於对属省融资，也因为罗马人自己达到的「罗马和平」，使得属省虽不及本国的低风险，但也已经不是高风险，充其量只不过是中间程度而已。低风险低报酬跟中风险高报酬，任谁都能比较出来好坏。罗马的金融业者只要能符合「一定比例」的要求，就会把超过一定比例的金额不断地融资给欧洲或非洲，这都是遵循「金钱」理论的关系。也正因为他们这么做，才提升了属省的经济实力，也帮助维持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和平」。西元33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其实并不是本国「空洞化」的前兆，应该说是本国与属省的「对等化」，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本国与属省利率差缩小的前兆。我深信，义大利本国国民与属省人民之间的胜败「对等化」，正是罗马帝国主义与后来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点。





金融危机才一结束，东方又发生需要台伯留决断的事件。东方地区再度发生问题，这已经事隔十七年了。西元18年，阿尔塔克瑟斯登上亚美尼亚王位之后，由于国王勤政爱民，加上罗马的后援，使得亚美尼亚王国太平无事。但是在国王逝世之后，帕提亚介入，成为问题的主因。帕提亚希望将王族中的一人安排为亚美尼亚的国王，借此来疏离亚美尼亚与罗马的关系。

帕提亚认为隐居在卡布里的老迈皇帝应该没有精力再介入东方情事了，但是，台伯留到了七十六岁的时候，还是台伯留。

一得知帕提亚的举动之后，台伯留即刻派遣维特里斯（Vetelius）前往东方。台伯留根本不想把东方安定关键的亚美尼亚王国让给帕提亚。空了的亚美尼亚王位，台伯留就把原本被送来当作人质、后来在罗马长大的提里达特斯送回去。新王登基时不可与帕提亚发生战争，这是维特里斯接受的任务。维特里斯授命担任叙利亚属省总督，此外还被授与整个东方地区的最高指挥权，跟十七年前的日耳曼尼可斯一样。

此时的维特里斯又是台伯留善用人才的另一个好例子，因为台伯留没有动用到驻扎叙利亚属省的四个军团，只是旁观帕提亚等东方各君主专制国家彼此刀剑相向，坐收渔翁之利，便成功地让提里达特斯登上王位。

台伯留最大的希望，就是和亚美尼亚建立友好关系，因为亚美尼亚是东方君主国家中，唯一具有牵制大国帕提亚的力量者。亚美尼亚既没有向罗马纳贡，也没有供给兵源的义务。登基为王者必须是亲罗马派，这就是罗马对亚美尼亚的政策。

完成使命的维特里斯往叙利亚属省总督官邸所在的安提阿而去，这时候他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把担任十年犹太长官的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卸职，并送回义大利。彼拉多并非是因为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之罪而被召唤回国受审。而是因为身为犹太地区长官就应进行职务却怠忽职守，就罗马行政官的立场而言，是值得检举的。或许犹太人社会中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动乱，都是彼拉多恶政的结果所致。台伯留允许其他民族的任何信仰，但是却不允许因此造成社会不安。总之，本丟·彼拉多的审判，是以怠忽职守的行政官身份受审，而不是为了一个名叫基督的年轻木工之死而被控诉。





西元36年，也就是彼拉多被召唤回国的同一年，大火袭击罗马七座山丘之一的阿凡提诺山丘，起火点在大竞技场观众席下的一家店铺。这座竞技场是朱利斯·凯撒重建的，观众席有三层，可容纳十五万人。当时只有一楼是石造，上面的二层是木造。石造部分的下方挤满了各种店家，客人就是前来大竞技场的观众。

店家之一著火后，不仅烧光了并排的店舖，还延烧到大竞技场的木造部分，再加上当时吹北风，火势蔓延到阿凡提诺。阿凡提诺山丘是閒静的高级住宅区。一般而言，古罗马人都会拥有两座房子，他们不会要求都市中的住所能够享有宁静。所以在比其他山丘离市中心稍远的阿凡提诺，除了几座共和政治时代就留下来的神殿之外，就是百姓们居住的地区。因此，这次火灾中受害的，除了大竞技场和神殿等公共建筑物之外，就是百姓的居所了。

这次，台伯留的处置也是又快又彻底。他立即拨出一百万塞斯泰契斯的救助金，并设置由五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受灾调查与灾后重建的协商与执行负责人。这五名元老院议员中，有四位是台伯留任命，另外一名由执政官任命。台伯留任命的四个人，包括三年前被流放后死于芬多帖拿岛上的阿古力琵娜的三名女婿，以及台伯留的孙女婿。换句话说，重建委员会成员中，有四个人是由皇族担任。这种安排，的确在短时间之内，让首都公民和元老院暂时忘记了「台伯留拋弃了我们」的想法。这是他难得出于政治考量的人事安排，向来昂然不在乎舆论的台伯留，到了这个时期，应该也累坏了吧。




最后的日子



要在史实中寻找台伯留疲惫的征兆，其实可以从他以绝对冷峻的方式消灭赛亚努斯后不久的西元32年看出。

那一年，元老院呈现出以国家叛乱罪名相互攻讦的情况下，台伯留友人之一的元老院议员科塔也挨告了，罪名是科塔在用餐的时候提到了台伯留和他家人的事情。其实科塔也不是批评，只不过是说了几句老实话而已，就被当成是有损皇帝权威的行为。台伯留为此从卡布里岛上寄了书简回来，内容如下：


「各位元老院议员，如果我知道我要写什么、怎么写，或是明白今天我应该写什么的话，即使众神要我体验连日来我所感受到死亡般痛苦以上之苦痛，我也会甘之如饴。」



这个开头之后，台伯留说到与科塔长年的友谊，并讚誉科塔对国家的贡献后，如下做结：


「用餐时候的会话竟被拿来当作检举的材料，实在令人感叹。」



只不过，这开头的部分到了塔西图斯的手里，又被解读为「台伯留自己就是他犯下穷凶极恶罪行的牺牲者」，「他的罪行以及他犯罪的事实造成他深切的罪恶感，使得他不得不自我表白。」

我倒是有著不同的看法。我不认为这是台伯留因为深切的罪恶感而做的自我表白，而是他对于元老院素质之低劣，简直叫人无法相信这是罗马帝国的领导阶层，所以才表示了他的深度绝望。面对的是拿餐桌上毫无恶意的话题当作国家叛乱罪证据的元老院，就算不是台伯留，也会不知道「要写什么、怎么写，或是今天应该写什么」。总之，对手越笨，要传达事情就会加倍的困难。

至於「连日来所感受到死亡般的痛苦」这句话，也是一个承担所有责任的人偶尔会吐露的心声。这难道不算是一种自怨自怜吗？喟叹为什么一切都得自己想，这是凡事都只能靠自己计画并执行的人偶尔会陷入的低潮，只要能够挣脱出这时的低潮，这个人又会以几乎忘了自怨自怜的能量，再次恢复到「凡事靠自己计画并执行」的状态。毫不保留地吐露心声之后，台伯留就在隔年的金融危机时、再下一年起的两年内解决东方问题时，以及之后的灾后重建时，都继续维持他独自计画执行的统治模式。

话说回来，以前的台伯留虽然会用伤人的极度讽刺来表达内心之意，但是死也不可能表露出绝望或自怨自怜之情。而在此时的台伯留真的老了，也真的累了。





从西元36年到37年的冬季，七十七岁的台伯留避开了西北风严寒的卡布里，选择矗立于拿坡里湾西边米塞诺海角上的別墅过冬。这里不仅可以免受寒冷的北风和西北风吹袭，正面还可以眺望维苏威火山，景致绝美。这座別墅现在是归皇帝所有，建造者是共和政治时代末期的武将之一，即是以生活豪奢、喜爱美食而闻名的路克鲁斯。今天我们只能看到遗迹，但是不难想像这座別墅反映出路克鲁斯的贵族品味，一定是座华丽、高雅的海边別墅。台伯留似乎也很喜欢这个別墅，经常选择这里作为避寒之地。

不过，从西元36年到37年的冬季，可不是一般的冬天。七十七岁的皇帝，知道自己死期将近。有生之年从来不曾生病，也不听医生的建议，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意思活过来，所以体力衰退已经到了极限的事情，他比谁都清楚。庞大的罗马帝国，台伯留就是凭借着责任感来统治的。他心里头也一定了解，顺利交班给继承人的重要性。可望承接台伯留而成为第三代皇帝的人选有三，依年龄大小排列的话，依序为四十五岁的克劳狄斯、二十四岁的卡利古拉，以及台伯留十六岁的嫡孙葛梅鲁斯（Gemerus）。

台伯留把年纪上最合适的克劳狄斯剔除於候补名单之外，虽然克劳狄斯是台伯留的亲姪子，但是台伯留到奥古斯都家当养子时，克劳狄斯的哥哥日耳曼尼可斯也进入朱利斯家中作为台伯留的养子，所以现在台伯留老家克劳狄斯家族的家长，就是这位克劳狄斯。如果把他当作皇位的继承人，就等于违背了先皇奥古斯都只让朱利斯家族男子继承皇位的心意。正因为自己属于克劳狄斯家族，所以要让这家族的人成为皇位的继承者，是台伯留做不出的事。

反正台伯留也没有选择权，他死后的皇位继承人，要不就是奥古斯都定好的台伯留接班人——日耳曼尼可斯唯一的遗孤卡利古拉，要不就是因为是台伯留孙子而进入朱利斯家门的葛梅鲁斯。

死神在西元37年3月16日降临。一个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说台伯留的死法可以说是「可怕的台伯留」的方式——因枕头窒息而死；但是，台伯留死时才十多岁的博物学家葡里尼斯却认为台伯留是死于衰老，我也认为如此。台伯留，享年七十七岁又四个月。





不论塔西图斯这共和政治拥护者如何地批判，罗马帝国是由凯撒规划、奥古斯都架构、台伯留奠定基础，这是不变的事实。

虽然有些研究学者批评台伯留没有任何新的政治建设，但是没有新的政治建设才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架构的完美帝王政治体系，继承者的做法如果不对，就只是一时的改革而已。台伯留继承奥古斯都，全神贯注於巩固奥古斯都所架构的体制，所以往后不论谁来统治罗马帝国，基础都已经奠定。

不过，台伯留这么不起眼的努力，是很难获得赞美的。再加上他性格上的缺点，实在没有余地为他辩护。偏偏这些性格上的缺点，经常会以政治上不当言行的方式呈现出来。罗马公民们得知台伯留逝世后，薄海欢腾，高喊「把台伯留丟到台伯河里去！」





还好，在台伯留死后不久，就有人对他的政绩给予正确的评价。可惜在罗马公民或元老院的议员之中，台伯留就是少了这种人帮忙。这个人是埃及属省首都亚历山大的人民斐洛，他是个没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由于他学富五车，不仅被称为「犹太的柏拉图」，更是亚历山大中犹太人社会的代表。我们要了解他如何评估台伯留，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去寻找：


「皇帝台伯留死后，盖乌斯（通称卡利古拉）所继承的帝国是个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几乎包括全世界所有的陆地与海洋。这个帝国中，无论大大小小的「斗争」都已经成为过去，原因在于整个帝国都施行了公正的法律所致。无论帝国的东西南北，所有的陆地与海洋，都在罗马帝国之名下，形成和谐的统一体。帝国之内，蛮族与开化之民相融合，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相融合，为了维护双方祈求的和平，人人各司其职。




日常生活的现况也不禁叫人讚叹。在人们累积的财富之中，黄金和白银既是货币也是工艺品，四处可见。涵盖整个帝国的通商网路，让财富与物产的交流更加频繁。军事力量方面，也有完整的步兵、骑兵和海军。帝国之内，四处皆可安全地居住。因此，整个帝国就是一个统一体。从幼发拉底河到莱茵河之间的帝国疆域，似乎也要把日昇日落的地方都包括进来。




这一切的美好，不仅只有住在罗马的公民有权享受，欧洲之民，亚洲之民，换句话说，全帝国的居民都可以享受到这些美好。盖乌斯（卡利古拉）是第一个有幸能继承这样美好帝国的人，不管是个人规模或是帝国规模，也不论是财富、权力或繁华的基础，根本无须求新，因为一切都已存在。幸福就在门外等候，唯一必须要做的，就是打开门，让幸福进来。」







台伯留虽然曾经以会造成社会不安为理由，将犹太人社会暂时从义大利本国驱逐，但是如果他在天之灵知道自己死后竟然有一名犹太人这样地写他，心中不知作何感受？

近代历史研究学者为台伯留翻案的趋势，并非因为经过一千八百年后人类的观念有了改变，而是完全是拜考古学发达之赐。以往只能依赖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现在可以参考罗马帝国各地发掘出来的众多碑文和其他历史资料。而做得最严谨、最彻底的，就是以历史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毛姆森给台伯留的评语是「罗马最好的皇帝之一」。



谨将叙述皇帝台伯留的这一章，献给1996年逝世的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先生。高坂先生在世时说过，罗马皇帝之中，他最能与台伯留产生共鸣。在我问清理由之前，高坂先生就已去世，但是在写完台伯留之后，我大抵明白了理由。






此段为特殊字体，制式请参考原文







第二章





皇帝卡利古拉




在位期间：




西元37年3月18日~41年1月24日





年轻的新皇帝



整个罗马帝国，尤其是义大利本国和首都罗马的居民们，以仿佛是漫长沈闷的冬季之后、春天到来的喜悅心情，来迎接台伯留之死与卡利古拉的登基。继承七十七岁老皇帝的，是二十四岁又七个月的俊美青年。光是这一点，就足以振奋人心了，但是，其实还不只如此。

深信皇位应由流着神君奥古斯都血液者来继承的人，眼见父母都与奥古斯都有著血缘关系的卡利古拉登基，认为这下子总算是「大政归还」，因而欣喜不已。

至於站在与皇帝对峙立场的元老院，他们也非常欢迎卡利古拉继承皇位。他们想起卡利古拉的父亲日耳曼尼可斯站在元老院这一方的立场，就认为卡利古拉应该不会像台伯留那样，随意寄封信到元老院来，要求元老院通过，即不会采行根本无视於元老院权威的统治方式。除此之外，卡利古拉年纪尚轻，元老院的议员们心想，应该很容易由元老院来掌控大局。

一般公民大表欢迎更是不在话下。公民间仍旧根深蒂固的「日耳曼尼可斯神话」仿佛已经成真，令他们雀跃不已。况且，民众早已厌倦台伯留禁止斗剑比赛等的财政紧缩政策，正渴望快乐的来临。

士兵们，尤其是驻守莱茵河防御线的八个军团，把卡利古拉登基当作是自己的喜事一般地兴高采烈。新皇帝在蹒跚学步时，就在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中度过，穿着士兵们为他特別订制的「卡力贾」（罗马军靴）玩耍。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士兵们都不叫他盖乌斯，而昵称他为「卡利古拉」（小军靴）。他们的总司令官日耳曼尼可斯膝下育有三个男孩，而军团士兵们的幸运娃娃，就是排行老三的卡利古拉，现在，他当上了皇帝。当卡利古拉登基时，也没有发生像台伯留即位时军团兵士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的抗议行为。这种行为，往往是针对身上有弱点的对手才会发起的。台伯留继承皇位的弱点，就在于他身上没有流着奥古斯都的血液，但是卡利古拉可没有这项困扰。

没有任何一个皇帝能像西元37年登基的卡利古拉一样，受到万民的爱戴。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在毫无敌人的情况之下成为帝国的最高权力者。而且，百姓庆贺卡利古拉登基的喜悅，是最直接单纯的喜悅。

人心求变的情况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希望脱离危险状态的求新，另外一种则是没什么特別的必要，只是想要一些新鲜的改变。前者的祈求者心中既不幸福，也没有余裕；相对地，后者是又幸福又富裕。欢迎卡利古拉登基的百姓心态，就是属于后者。犹太人斐洛就曾写到：「幸福就在门外等候，唯一必须要做的，就是打开门，让幸福进来。」

卡利古拉被带到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负责人的位子上，成为台伯留打下基础后，得以享受罗马帝国永久幸福的象征。包括斐洛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如此。





台伯留在拿坡里以西米塞诺之地断了气，是西元37年3月16日的事。

第二天，3月17日，整个罗马都得知皇帝的死讯。

而3月18日，元老院就通过，马上将所有的权力赋予卡利古拉。他们甚至还没有看见卡利古拉伴随着台伯留的遗体返回首都，就把统治帝国的全权交付给他。

3月28日，先皇遗体抵达罗马。伴随遗体回到罗马的卡利古拉，在阿庇亚大道终点恭候大驾的两名执政官陪同之下，来到元老院。议场中，除了仍在属省服务的议员之外，其余所有的议员都在等候这名还要五个月才满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他们告诉这名年轻人，他被赋予十天前通过的帝国统治权力。要成为罗马的皇帝，必须要有元老院和公民的认可。这一天，元老院给与正式的「认可」；而公民的承认，则是以卡利古拉进入首都时，公民欢迎的呼声与拋来的花朵作为公民「认可」的证据。

卡利古拉获得的帝国统治权力，内容如下：


「第一公民」——虽然这是意为罗马公民第一人的非正式名称，但是它指的是能支配属省人民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中的第一人，实质上就是最高支配者。名称之所以如此谦虚，只不过是奥古斯都顾虑到以公民平等理念为基础的共和政治时代传统、发挥他深谋远虑特质的一个例子罢了。因此，居住在属省的人民跟这种罗马特殊的情事没有什么关连，所以他们不会使用「第一公民」的称号，大多是以后来变成「皇帝」別号的「凯撒」来称呼。




「皇帝」——这原本是士兵们赞扬指挥官能力的一种称呼，在凯撒之后，就变成意指罗马最高司令官的名称。等于卡利古拉在获得这个名称之后，就得到了罗马所有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护民官特权」——如果说皇帝拥有军事上的权力，那么护民官就拥有政事上的权力。护民官掌握政策立案的权力，即使遭到元老院否决，他仍旧能够行使否决权（VETO）来否定元老院的决议。



总而言之，元老院将象征性的尊称、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以及政事上的所有权力，都赋予了这名还不满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只因为他身上流着帝国创始者奥古斯都的血液。这等于是把统治庞大罗马帝国的工作，全部交给了他。

元老院甚至还决议，要在五个月后卡利古拉满二十五岁时，再送他一个礼物，那就是「国父」的尊称。

朱利斯·凯撒是在五十五岁遭到暗杀的几个月前，获赠这个尊称的。

奥古斯都被封为「国父」，是他在担任最高统治者达三十年之后，也就是六十一岁那一年的事。

台伯留在他的治世时代中，曾经三次获赠这个尊称，但是他三次都婉拒了。

卡利古拉在他二十五岁的生日当天获得这个称号，他也竟似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而「国父」这个称号，不能仅凭元老院的决议就可以颁赠，必须要有公民的要求，然后元老院以接受公民要求的方式，通过之后才赠与的。这件事，又再度证明了举国上下支持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在即位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元老院以及公民给与的大权与荣耀，就算他不甚了解统治到底是什么意义，从他看过台伯留统治时代后半期的经历而言，他也应该完全了解什么样的统治方式会招来恶评。





卡利古拉虽然没有要求，但却接连获得大权与荣耀，在他的元老院「施政方针演说」中，他宣示将以完全不同于台伯留时代的统治方式来治国。当然，元老院议员与一般公民自然是拍手叫好。卡利古拉也是个辩才无碍之人，演说的内容让聆听者飘飘然。年轻新皇帝的保证有以下几项：


一、由于政治因素而被放逐国外者，全数允许回国。




二、全面废除通称「密告者」的情报人员制度，日后有此行为者将受严惩。



但是，这么一来，就会连帝国各地提供给皇帝的情报收集系统也给废了，可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弊端。卡利古拉的「施政方针演说」还有下文：


三、每年罗马中央政府要职执政官、法务官、审计官、按察官等的选举，虽然台伯留将它移到元老院内进行，在此决定要还给公民大会选举。



光是在义大利本国之内，拥有投票权者，就超过五百万人。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直接选举，早就是有名无实。因此，卡利古拉这张支票，名义上是尊重拥有投票权者，事实上并不是基於政治的考量。如果是元老院议员之间互相推选的话，就不需要选举活动，但是如果是在公民大会中选举的话，选举活动自然在所难免。而所谓的选举活动，好比宴飨拥有投票权者，或是举办斗剑比赛以争取支持等。这么一来，参选者想到竞选经费，无不大伤脑筋，但是不须参选的一般公民，自然很欢迎这类活动的举办。


四、废除饱受批评的稅金。



有稅金就会被人批评，但是卡利古拉宣示废除的，是以妨碍经济活动为理由的百分之一营业稅。这个营业稅是奥古斯都为了筹措防御经费而设置的，而台伯留即使在要求减稅的强大声浪之下，仍旧维持了这项稅金的征收。卡利古拉的废除宣言中，并没有提到替代财源，或许是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回事吧。


五、允许在台伯留时代以玩弄反社会言论而被流放的作家们回国，并准许他们的作品发行。



不过，没有史料记载当时的作家及作品。


六、允许被台伯留放逐的演员们回国。



台伯留厌恶因「影迷」们彼此冲突而造成的混乱，所以就拿这个作为理由，把著名的演员赶出义大利。


七、「第一公民」将住在首都罗马，并一定出席元老院的所有会议。







这样的宣示，从元老院到一般百姓，自然是讚不绝口。先皇台伯留是个想起来就令人讨厌的人物，人们现在把他完全地遗忘。遗体回到罗马的五天之后，就火化埋在「皇帝庙」里，这时候，再也没有人像得知台伯留驾崩时一般，叫嚣著「把台伯留丟到台伯河里头去！」国丧在仿佛晴朗冬日的寂静中毫无延误地结束，和严峻孤独的台伯留人生的终点很相称，这也是众人对他已经毫不关心的证据。

台伯留的遗言中，除了给公民及士兵们的遗赠金分配部分外，其余都没有被当成一回事了。置之不理的并不是卡利古拉，而是元老院。台伯留在遗言中提到，将皇位继承权赐予卡利古拉与自己的孙子葛梅鲁斯两人，但是元老院却把它改为卡利古拉一人；反而是卡利古拉把没有获得皇位继承权的葛梅鲁斯收为自己的养子。收为养子，其实就是继承下一任皇位的第一人选的意思。元老院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来忘记台伯留，而对于卡利古拉的全面倾倒，其实也是对台伯留憎恶的反动，卡利古拉自己也完全了解情况。





我们一般都会以为，不论是皇帝或是国王，都要在加冕典礼之后才算是登上皇位。但是，罗马的皇帝却没有加冕仪式。由于奥古斯都的深谋远虑开创了罗马独特的帝王政治，所以表面上皇帝只是公民的第一人，自然就没有能看出与其他公民明显差异的「皇冠」。罗马皇帝，说成是「无冕王」还更容易了解一些。钱币上所见的皇帝侧脸肖像，大半都是「无冕王」的模样。

不过，跟其他经过加冕仪式才成为国王或君主的国家相比，罗马皇帝的权威和权力都要更强大。然而在刻成雕像或钱币时，头上空无一物往往也不好看。罗马的钱币不仅是在罗马帝国境内，就连住在周边的蛮族也是求之若渴，这是因为罗马的钱币是当时可信度相当高的国际钱币。因此，罗马皇帝的模样，经常是头戴以月桂树或橡树叶子装饰的月桂冠或公民冠出现。不管这个「冠」是以真的叶子做成，或是黄金打造，总之并不太像是「头冠」，只是比较接近以叶子装饰的缎带。由于这个头冠在颈子的地方会以缎带打个结，就男性粗大的脖子上配上缎带结的模样来看，实在不适合讲究威严的皇帝，所以在东方色彩较为浓厚的后代皇帝，其头冠的形式也有了改变，不过在罗马帝王时代的初期和中期，皇冠的主要形式，都是缎带式的。也说不上来为什么，这种「头冠」就是很适合他们。至於没有加冕典礼，只要从获得元老院和公民认可的那一刻起，就算是治世的开始，这一点也充份表现出罗马人讲究合理性的特质。

基於这个理由，卡利古拉既没有加冕仪式，也没有登基典礼，人也不在首都，就从元老院授与全权的3月18日起，开始统治帝国。当卡利古拉在元老院中做完「施政方针演说」，替先皇办好葬礼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博得向来重视家族的罗马人的共鸣。

年轻的新皇帝也不去理会暴风雨已经接近的消息，还是登上了备好在罗马外港奥斯提亚的船，不管风势骤变，他仍旧下令开船。

卡利古拉的目的地，是要去芬多帖拿和蓬萨两座岛上，取回流放时死于此地的母亲阿古力琵娜和哥哥尼禄·凯撒的骨灰。

迎接卡利古拉怀抱骨灰坛回归罗马的，是公民的热泪与狂热；热泪是为了日耳曼尼可斯的妻与子死于非命而流，而狂热则是公民对于年轻的国家最高权力者重视家庭所产生的共鸣。两人的骨灰葬在「皇帝庙」里，卡利古拉则发行了刻有这件事情过程的钱币。这个举动，证明了卡利古拉充份了解他这番作为的政治意义。

卡利古拉借着这个契机，从锁链中解脱。不过，从台伯留这条锁链中获得解脱的，不仅只有卡利古拉一个人，元老院和公民亦复如此。我认为，这种行径也是解读日后卡利古拉统治方式的一把钥匙。




成长背景



卡利古拉从台伯留承接过来的帝国，既无担忧外患的必要，内忧也在萌芽阶段就被摘除；国家的财政在没有提高稅率或增加新稅的情况之下，也整顿得相当健全；至於在经费方面，除了必要的开支之外，还累积了二亿七千万塞斯泰契斯的盈余。意味着「从锁链中被解脱」的单字，在拉丁文中有，在可以说是拉丁文的长子的义大利文中也有。不过，一般而言，一个字都会有好几种意义，同样地，这个字也有衍生的意涵，可以表示「为所欲为」，或是「行为乖张」。





从卡利古拉出生以来的日子来想像，在享受自锁链中解脱的快感之后，想要为所欲为，这也是情有可原。虽然只有二十五岁，但是他这半辈子可说是波涛汹湧。

奥古斯都去世前二年的西元12年8月31日，卡利古拉诞生于罗马南方五十公里的安提姆（现在的安几欧）。今日的安几欧只不过是个小渔村，但是在古罗马时代，这里可是上流阶级豪宅林立的优雅港都。卡利古拉后的第二个皇帝尼禄，也是诞生于此。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搭船的话，距离近在咫尺；沿阿庇亚大道南下，途中转到正南方的道路上，也是瞬息可至，这个海边的都市，地理位置就是这么的方便，风景又是如此的美丽。

孩提时代的卡利古拉很像幼年时期的奥古斯都，长得非常可爱。传闻奥古斯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摆了一个卡利古拉的雕像，每次回到房里，都要亲吻它。卡利古拉是奥古斯都的孙女阿古力琵娜的孩子，所以等于是他的曾孙。

不过，卡利古拉却无法长期待在安几欧或罗马，因为他被搂在母亲的怀里一同前往遥远的北国莱茵河沿岸的军团基地。卡利古拉还不满二岁时，就离开了罗马，而且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曾祖父奥古斯都就去世了，由台伯留继任皇帝。

因为台伯留继任皇帝而引发的莱茵河驻防军团暴动，我们已经在台伯留那一章中做了介绍，也提到二岁的卡利古拉成为帮助父亲日耳曼尼可斯脱离镇暴之苦的润滑剂。二岁到四岁的卡利古拉可以说是军团士兵们的幸运符，在边境的防御军团基地中成长。大家不叫他的本名盖乌斯，而昵称为卡利古拉（小军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他满五岁之前不久，因为父亲日耳曼尼可斯要举行凯旋仪式，他随着父母回到罗马。凯旋仪式定在首都罗马举行。5月26日的凯旋仪式让整个罗马沸腾起来，仪式中，父亲驾著由四匹白马牵引的战车，卡利古拉就和两个哥哥——十岁的尼禄·凯撒和九岁的杜鲁斯·凯撒一同坐在车上。三十岁的日耳曼尼可斯之所以受到公民们的爱戴，身为好家庭的爸爸就是原因之一。

那年年底，五岁的卡利古拉随着父亲调往东方地区任职。他横越希腊，转进小亚细亚，往叙利亚的安提阿而去，体验这漫长的旅途。母亲阿古力琵娜因为夫婿出公差必定要随侍在侧，但基於教育上的理由，将两个哥哥留在罗马，只带了卡利古拉同行。因为日耳曼尼可斯地位的崇高，以及他旺盛的好奇心所致，这趟安步当车的旅行，对幼儿而言，应该也是非常有趣的。旅途中他们停留在爱琴海中的小岛上，而怀孕中的阿古力琵娜就在这里产下女儿。

在安提阿的总督官邸生活还不满一年，隔年六岁的卡利古拉就跟著父母踏上埃及之旅。从埃及回到叙利亚不到半年的时间，才刚满三十三岁的日耳曼尼可斯就死于西元19年10月10日。对卡利古拉来说，他是在七岁的时候丧父的。现代都认为日耳曼尼可斯的死因是因为疟疾，但是当时从倒下到死去的十天之内都不曾离开夫婿病床半步的阿古力琵娜，以及死去的日耳曼尼可斯自己，都认为这是叙利亚总督皮索下毒所致。年幼的卡利古拉，随着认定皮索的背后黑手就是台伯留的母亲，寻著海路回到罗马。

其实，身为罗马帝国领导阶层后代的孩子们自幼失怙的情况并不罕见。因为自幼丧父或是父亲一直因公待在海外的情况很普遍，所以孩子们的教育和守护家庭，就成了母亲们的工作。不过，卡利古拉的母亲与众不同。在抱着父亲骨灰的母亲牵引下回归祖国后的七年之内，也就是卡利古拉七岁到十四岁的这段性格形成时期，卡利古拉是在对台伯留充满憎恨的母亲身边度过的。法律上的祖父台伯留和亲生母亲阿古力琵娜之间关系日益恶化的家庭，就是少年卡利古拉的成长环境。

卡利古拉十五岁那年，台伯留隐居卡布里岛，两年后，卡利古拉的曾祖母即先皇奥古斯都的遗孀莉薇亚过世。莉薇亚之死，对阿古力琵娜和她的孩子们而言，表示他们失去了唯一能够替他们制止台伯留的人了。

那一年因国家叛乱罪而被判有罪的母亲阿古力琵娜和大哥尼禄·凯撒分別被流放到芬多帖拿岛和蓬萨岛。隔年，二哥杜鲁斯·凯撒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而被幽禁在皇宫的地下室。

母亲被流放之后，卡利古拉寄养在祖母安东妮亚家里。安东妮亚人如其名，父亲是被埃及艳后克丽奥佩脱拉迷惑后向祖国宣战的马库斯·安东尼，母亲则是奥古斯都的姊姊欧古塔薇亚。后来安东妮亚就嫁给了台伯留的弟弟杜鲁斯，她的个性不像浮夸的父亲，反倒继承了母亲踏实的性格，年纪轻轻就失去了丈夫，但是既没有再婚，也没有绯闻，奥古斯都和台伯留都看中了她性格上的特质，安排安东妮亚的家作为属国（罗马帝国的说法是同盟国）王子们在罗马当人质时的接待家庭。所以，卡利古拉寄养在此，就结交了色雷斯的王子、犹太王子等国际色彩浓厚的学友兼玩伴。或许，对卡利古拉而言，从十七岁到十九岁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从这些异国的王子身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流放在蓬萨岛的大哥尼禄·凯撒去世了。

西元31年，在皇帝台伯留下令肃清近卫军团长官赛亚努斯之前不久，卡利古拉在台伯留的命令之下，被召唤到卡布里岛。卡利古拉就在卡布里岛上完成了准许日后穿着长袍的成年礼。十九岁才参加成年礼，比一般人是要慢了些，普通成年礼是在十六岁，慢的话也是十七岁时就举行。不过，那个时期若根据台伯留告发的理由，正是卡利古拉的监护人阿古力琵娜为结合反台伯留势力而奔波的时期。或许是这个原因，才使得母亲忘了她的第三个儿子要举办成年礼。

成年礼虽然比一般人晚，但是成年后的二年，二十一岁的卡利古拉就被选为审计官，等于他踏出了公职生涯的第一步，这也是生为罗马领导阶级者的责任之一。那一年，他娶了第一任的妻子。不过，同年年初，被幽禁在帕拉提诺山丘上皇宫地下室的二哥杜鲁斯·凯撒去世，秋天时，流放于芬多帖拿岛上的母亲阿古力琵娜也撒手人寰。

和第一任妻子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三年，因为西元36年，也就是罗马七大山丘之一的阿凡提诺发生大火的那一年，年轻的妻子就因为难产而死，孩子也没能救活。

之后没几个月，西元37年3月16日，皇帝台伯留驾崩。未满二十五岁的单身年轻人，在没有妻子牵绊的情况下，集所有的权力和众人的敬爱於一身。这位年轻的最高权力者可不想如前一任的皇帝一样，宁可没有人气，也要顾虑罗马帝国的利益。不过，这种说法，好像卡利古拉没什么责任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只不过是了解大众的需求，然后去满足他们而已，问题只在于国家财政是否容许他这么做。偏偏即位不久的卡利古拉，拥有台伯留留给他的二亿七千万塞斯泰契斯盈余。




治世之始



在获得元老院和公民赋予全权成为皇帝之后的卡利古拉公开表示，将废除百分之一的营业稅（即如现代的消费稅）。不过并没有立即全面停止征收，而是在西元37年降低为百分之〇·五，西元38年才开始全面停征。反正是废除稅金，人人拍手欢迎的情况自然不在话下。

6月1日，遵照台伯留的遗言，将遗赠金分配给下层的公民和士兵们，每人三百塞斯泰契斯。在7月19日的时候，发放第二次的遗赠金，这次是因为上一次台伯留怠忽职守而没有发放的莉薇亚遗赠金，金额同样是三百塞斯泰契斯。两次的遗赠金发放，士兵们等于是获得了相当於年薪一半以上的赏金。

这些遗赠金是莉薇亚和台伯留的个人财产，所以不是国库的支出。不过，这两个人的遗产继承人都是卡利古拉，姑且不论台伯留是公众人物，就连与世人无直接关连的莉薇亚遗言，卡利古拉都遵照办理，这使得人民认定他们的皇帝，是一位无心累积财富又热心公益的人。

当然，8月31日的卡利古拉生日，等于是所有公民的喜事。卡利古拉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是单纯的生日。已经建造完成却尚未举行祭祀大典的神君奥古斯都神庙，卡利古拉也在这一天同时举办祭祀大典。祭祀大典向来由兼任最高神祇官的皇帝进行，只因台伯留不想回首都罗马，所以延迟至今。举行祭祀大典的卡利古拉，在元老院和公民的眼中，仿佛是由奥古斯都直接将皇位传给了卡利古拉，而台伯留的治世时代好像被众人遗忘了。在这种气氛之下，卡利古拉提议，希望将自己3月18日的登基之日定为国定假日，元老院和公民自然是全面赞成。元老院也像是顺水推舟似地，在9月27日接受公民的请求，通过将「国父」的尊称正式颁赠给卡利古拉，卡利古拉也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下子，这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等于获得了接近凯撒和奥古斯都两位「神君」的荣耀。

从卡利古拉回到罗马的3月28日到9月27日获颁「国父」称号的七个月内，首都罗马每天都像是庆典一般的热闹。连日来，各地都有斗剑比赛或是四匹马的战车竞驰，要不就是体育竞赛或戏剧的演出。百姓的服装也由一般自然色的短衣改为节庆用漂白的白色或带有其他颜色的短衣，参加神殿中举行的牲礼祭典，祈求卡利古拉治世时好运连连；女人和孩子们也头戴花冠，在街上徜徉。公民为了竞赛而狂热，替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声嘶力竭之后才抱着疲惫的身躯踏上归途。每个人都是一脸幸福的表情，毕竟冗长的严冬过去了，而烂漫的春天终于来了。只不过，这个「春天」可造成了庞大的国库支出。




大病



10月，以往总是出现在众人之前享受欢呼的卡利古拉，突然不见了。

卡利古拉年纪轻，瘦归瘦，但是身体健康，从来不曾生病过。但是，这一次他却因为高烧而爬不起来，叫众人跌破眼镜。我猜想，这可能是因为他刚当上皇帝的兴奋加上七个月来日以继夜地狂欢庆祝，才会造成他病倒的结果。众人听说卡利古拉发高烧，立即想起他的父亲日耳曼尼可斯死前的情形。除了首都罗马和义大利本国之外，连遥远的属省，甚至是身为一神教徒而无法宣誓对皇帝效忠、也不须服役的犹太人，都举行牲礼祭典，祈求卡利古拉早日康复。

登基才七个月，除了发红包之外就只有举办庆典、赞助活动举行的卡利古拉，为什么能够获得众人的好感呢？对于这个疑问，埃及首都亚历山大犹太人社会中的领导者，也因为学识渊博而被称为「犹太的柏拉图」的斐洛就以下列的叙述来回答。


「卡利古拉重病的消息，不多久就传遍了整个帝国。人们在得知消息之后，不仅拋弃了先前满足人生的良好娱乐，就连赌博这种不良的嗜好也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户户的不安、担忧、惊慌与失意，仿佛整个帝国都随着他一同病倒。不过，侵袭整个帝国的这场病，要比卡利古拉的病情还要严重。因为后者只是给予肉体上的打击，而前者却打击了一切。气力、和平、希望、幸福，以及可以能够享受这一切美好的坚定信仰，担心这一切就从明天起都将被剥夺的不安与忧郁，使得人们生病了。昨日的和平和幸福，从明天起将变成无政府状态、饥馑、战争、破坏，耕种的人不见踪影而使耕地荒芜、财产被没收、无法无天状态下杀人绑架横行、分明不是出身奴隸却被捉去当仆役，悲叹命运乖舛，至死方休。




要将众人从这一切的不幸中拯救出来，唯有卡利古拉复元一途，而帝国中的百姓也都知道。




无论是哪个城市，只要有人从罗马来，人们就会先问他卡利古拉的病情；当他们得知卡利古拉有好转的迹象时，人们就在街上欢欣起舞。因为，卡利古拉病癒，意味着解除了帝国人民对未来的忧虑。」







再也没有任何资料，能比这名犹太人的记载更能显示罗马帝王政治造福人民的情况了。朱利斯·凯撒画好蓝图，奥古斯都构筑，台伯留为罗马的帝王政治奠定基础，而卡利古拉就继承了这个罗马。

连被支配者都祈求卡利古拉早日康复，是因为人们害怕卡利古拉之死等于罗马帝王政治之死。登基后的七个月时间里，卡利古拉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可见举国上下祈求他早日康复，绝对不是出自於人民对卡利古拉皇帝政绩的赞美。卡利古拉不过是在彰显罗马的帝王政治，而「政治上毫无作为」，就结果而言，反而比较好。

卡利古拉登基时宣誓要采行不同于台伯留的统治方式，而所谓不同的统治方式，仅侷限於废除征稅、举办庆典或赞助活动举行等博取人心的花俏行事而已，至於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的属省统治或边界防御等部分，他是丝毫也没有更动台伯留的治理方法。不管首都七个月的庆典如何喧腾，属省和帝国防御线上，都是台伯留所起用的人才，没有任何的调动。引用历史学家毛姆森的话，这些人才就是「台伯留的门下」。我想，卡利古拉在与晩年的台伯留共同生活六年的时间内，一定了解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论是总督或军团长，人事权是最能够实际体会影响力大小的权力。所以，掌握人事权的人一旦交换，他手下的众人势必也跟著异动。不过，在卡利古拉短短的四年治世时代里，他却没有把台伯留定下的人事做任何的更动。想想卡利古拉喜欢夸示权力的个性，这个例子实在难得，对帝国而言也是极其幸运。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西元37年秋季的一场病，使得前后的卡利古拉性格大变，我倒并不这么认为。卡利古拉只不过是在生病前许多事情想做而不敢做，在恢复健康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执行而已。

因为不受欢迎而深受孤独之苦的台伯留，晚年的苍凉情景，卡利古拉就在他身边一览无遗，那时他心里头大概是在想着，自己绝对不要去体验那种滋味吧。未满二十五岁就继承了台伯留的帝位，卡利古拉的性格，其实是细腻、易受影响又容易受伤的。失眠经常困扰著他，可是现在的他，却掌握了一切；权威和权力，甚至还享受到被支配者的其他种族人民对他这位支配者的爱戴。

拥有一切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丧失现有的一切。不像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台伯留，卡利古拉集中全力去维持现有的一切。或许是举国上下为了祈求他早日康复而焚烧牲礼所造成的黑烟和味道，给了卡利古拉勇气，让他拋开了以往有所保留的个性。因为，他生病前的有所保留，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这些作为能否博得人心，只不过是顾虑到世间的反应，所以才有些踌躇。不过，现在很明显的是，所有人都站在卡利古拉这一边。

复元之后最高权力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除去养子葛梅鲁斯。在先皇台伯留的遗言中，葛梅鲁斯同样拥有皇位的继承权，在台伯留死后不到八个月的时间，他就被杀害了。对于二十五岁的皇帝杀害十八岁的皇位继承人，欢天喜地迎接皇帝康复的世间百姓也给与完全地默认。




神化



从西元37年冬季到西元38年初夏的七个月时间里，可说是年轻的最高权力者最是陶醉在权力之中的时期。二十五岁的卡利古拉心中的「权力」，并不是凯撒、奥古斯都或台伯留脑海中的「权力」——罗马式的权力，而是少年时期学友兼好友的东方王子们教他的东洋式权力。

他们既然身为东方专制君主的孩子，当他们回到祖国登上王位，头上自然有王冠闪耀。既然被称为王，宦臣百姓在他面前自然就得大礼鞠躬。不过，他们是否能够回归祖国继承王位的关键，却掌握在卡利古拉手里，而卡利古拉是「无冕王」。称他为「皇帝」的，只有士兵们，连一般百姓也只称呼他为「第一公民」，更別说要他们卑躬屈膝地向他行大礼了。东方习惯君主专制，而「无冕王」则是奥古斯都衡量西方异于东方的历史和传统的情形下所开创的「罗马独特的皇帝」形式。就因为「无冕」，卡利古拉反而不了解它的地位还在「有冠」的国王之上，所以他才会对「王冠」的有无如此介意。

卡利古拉针对这个不合理的差异，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变成比王位还高的神格，而且还不是罗马多神教中的众神之一。希腊和罗马的多神教中，众神之间还有阶级制度存在，最高的神祇是朱比特（希腊是宙斯），之下是海神尼普顿（波赛冬），接着是天后茱诺（赫拉）、智慧女神密涅瓦（雅典娜）、美丽女神维纳斯（阿佛洛狄特）等三女神，再加上战神马尔斯（阿瑞斯）和阿波罗两名男神，这些属于一级的神祇。死后被神化的凯撒或奥古斯都，顶多也只能到二级或三级。卡利古拉因为自己身上留着神君奥古斯都的血液，所以也自认为神，不过他可不甘於成为第三级的神明。当然，他也不打算成为一神教的神。卡利古拉也是希腊、罗马文明的产物，他希望自己能跟最高神祇朱比特结合为一。





希腊罗马神像的雕刻，都是以上半身裸露又没有穿鞋子的样子出现。如果想要展现凡人神化后的英姿，或是只想告诉別人，这是个在模特儿死后的作品，要不就光脚赤裸上身，要不就像著名的「普里马波尔塔的奥古斯都像」一般，以身著盔甲的赤脚造型呈现。卡利古拉还活着就把自己神化，还以这种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

卡利古拉赤裸著上半身，光着脚丫子，头发和胡须也似乎在模仿宙斯似地染成金色，当他出现在元老院时，议员们鸦雀无声。有些时候，他又会改变装束，在短衣之上披上绣有东方味宝石的披风，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也曾经手执象征宙斯的黄金制闪电，也曾经模仿海神拿着三叉戟。现代的我们经常看到流行歌手或是起而仿效的年轻人奇异的装扮，所以见怪不怪，但是身为罗马的领导者，形象上自然要求要稳健刚毅、老成持重。所以他的装扮不仅让元老院的议员们吃惊，也让一般公民跌破眼镜。议员们心想，莫非是被大病给搞疯了。

不过，他的这种行径，一开始的时候，倒也没有引起批评，甚至有些年轻人或百姓还为他鼓掌，认为他「很有趣」。卡利古拉和年轻人跟庶民之间，在兴趣上也颇为类似。




快乐



卡利古拉解禁的娱乐，以斗剑比赛和战车竞驰两项为代表，这两者都是百姓们最狂热的竞技。

职业斗剑士中，有的是奴隸出身，这种一对一的比赛，传说是伊特鲁里亚民族的体育项目。当罗马称霸伊特鲁里亚之后，这项竞技就传入了罗马。这种运动经常进行到某一方死亡才停止，而罗马人对这种运动的态度则可以分为三类：一、因残酷而厌恶，二、虽然残酷，但是想要观赏斗士剑士的剑术，所以喜欢，以及三、因为残酷所以喜欢。撇开个人好恶不谈，除了凯撒和奥古斯都拿这种娱乐来作为掌握人心的手段，换句话说，就是博得民心的政策之外，台伯留属于一，而知识份子西塞罗、塞尼卡和小葡里尼斯属于二，而三则是罗马的百姓和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突发奇想，把原本职业斗剑士一对一的比赛，改为职业对重刑犯的业余组对抗。当没有受过剑术训练的人参与其中的时候，残忍的程度自然提升，百姓的疯狂欢迎自然可以理解，而赞助这种比赛进行的，就是卡利古拉。

至於战车竞驰的方面，由于是由四匹马拖著装饰华丽的战车来比赛，所以不是任谁都可以参加的。参加竞驰不仅要耗费庞大的开销，还需要有高超的技术来驾驭四匹马儿。所以，在罗马能参加战车竞驰的，要不就是属于富裕阶级、习惯驾马者，要不就是职业队伍两种，跟现代的F1方程式赛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职业队伍的话，是由出钱的老板、管理战车和马匹的人员以及驾著战车出场比赛的选手组成。职业队伍总共有四队，分为绿、蓝、白、红四队。卡利古拉是「绿」队的忠实支持者，他也经常出席每次比赛结束后在马厩里举行的庆功宴。如果获得优胜，卡利古拉有时候还会赏二百万塞斯泰契斯作为庆贺。身为皇帝但却是个十足的战车竞驰迷，这一点也是引起百姓共鸣的地方。

不过，如果自己也有战车的话，难免也想试试看。可是卡利古拉又没有台伯留年轻时到希腊的奥林匹亚参加竞技的自信，所以他就在后来兴建为基督教大本营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地点（现在的梵谛冈），盖了一座私人用的竞技场，让自己驾著四马战车尽情驰骋。因为这里必须从城中心越过台伯河才能抵达，所以兴建私人用的竞技场时，一点问题也没有。

战车竞驰用的「竞技场」（Circus）和体育竞技用的「竞技场」（Stadium），基本上都是长椭圆形。只不过，希腊式的一“Stadion”（一百八十五公尺）以及边长固定的“Stadium”,都没有“Circus”来得长，也就是没有那么大型。就算跟能容纳十五万人的「大竞技场」无从比较，卡利古拉的私人用“Circus”长度也达五百公尺，相当於现今圣彼得大教堂到圣彼得广场的距离。“Circus”和“Stadium”的第二个差异，在于有无中央带状地区。“Circus”因为战车要绕行好几圈，所以中间必须保留。






卡利古拉的竞技场









战车竞驰（取自电影「宾汉」）




西元前30年打败克丽奥佩脱拉征服埃及的奥古斯都，曾把方尖碑从埃及搬运回来，摆在「大竞技场」的中央。卡利古拉既然也盖了“Circus”，虽然是私人用，但是他还是认为，在中央部分的带状地区各端，应该竖起方尖碑。他命人打造大型船只，可以不须切断石柱，就原封不动地把方尖碑从埃及搬运回罗马来。卡利古拉的一切作为，都是要花掉许多经费的。这些高二十五公尺的方尖碑其现在的位置已经移动了一百公尺左右，伫立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中央。





卡利古拉时代的罗马，一改台伯留时代的景象，各种娱乐运动盛行，可是后来也被批评为「面包与马戏团」。

所谓的「面包」，指的是主食小麦粉的免费配给系统，这是依据共和政治时代的「小麦法」施行的，目的在于救济贫民，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在这个政策施行之下，已经有数百年没有发生过多人饿死的情况了。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尤其是帝王政治时代的罗马，绝对不是舍弃弱势族群的统治方式。

“Circus”的拉丁文唸作「其尔库斯」，英文唸作「瑟克斯」。如果要把现在义大利的足球比赛全面禁止，不管政府有多么好，也不管施政的绩效有多么高，我们可以断言，势必会遭到极大的反对声浪。问题虽然只是皇帝到底应不应该赞助这一类的活动，但是可说是平民主义的罗马帝王政治体制下，举办这些活动乃是民之所欲。不理会民之所欲的台伯留如果参加现代「总统大选」的话，铁定落选，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不过，不论是「面包」或「马戏团」，问题就在举办的程度是不是在国家财政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

所幸卡利古拉治世前期，还有台伯留留下来的盈余，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切身之痛。也就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只要顾著享受卡利古拉提供的娱乐就好了。心满意足的人对于卡利古拉的所作所为，自然是认同有加。





卡利古拉决定要把「奥古斯塔」的尊称颁赠给刚过世的祖母安东妮亚，这个尊称的唯一前例是颁给奥古斯都遗孀莉薇亚。在元老院认可之后，付诸实行。卡利古拉之所以要这么做，可能是基於为了回报祖母的养育之恩，在他青春期遭逢母亲被流放的悲惨岁月中，是安东妮亚将他养育成人。马库斯·安东尼和异国的女王克丽奥佩脱拉合作，向罗马挑战，而安东妮亚就是马库斯·安东尼的女儿。后来，奥古斯都打败安东尼，成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他对安东妮亚的态度，不是以旧敌的女儿来看待，而重视她是自己的外甥女，当作一家人来对待。对女性而言，「奥古斯塔」就等于男性的「奥古斯都」尊称。当作自家人来看待跟颁赠「奥古斯塔」的尊称是两回事，层次完全不同。换做奥古斯都的话，他一定不会做到这种程度；而台伯留的话，是压根儿不会这么做。因为，这种事情并不是想给就给的私人感情问题，而是攸关国体的大事。毕竟「奥古斯都」代表的是皇帝的意思，「奥古斯塔」指的就是皇后。

不管是什么事情，总该有个限度。可是，卡利古拉却不知节制。

妙的是，卡利古拉竟然没有替他那死于流放之地的母亲阿古力琵娜平反，因为国家叛乱罪的控诉状虽然可以烧毁，但是元老院做出的有罪判决却是无法改变，他只能把死于非命的母亲和哥哥的骨灰，埋葬在「皇帝庙」内。

二十五岁的卡利古拉有三个妹妹，分別是二十二岁的阿古力琵娜、二十岁的杜尔希拉和十九岁的尤莉亚·莉薇亚，三个人都是由晚年的台伯留代为安排，和名门出身的男士结婚。卡利古拉在当皇帝的誓词里把三个妹妹的名字加在自己名字的后头。罗马的传统是不给妇女公众地位的，就连长年伴随着奥古斯都的莉薇亚获颁「奥古斯塔」之名，也是在奥古斯都的遗言里头。卡利古拉打破了罗马的这项传统。以往不论她们的家属身份跟最高权力者是多么的亲密，能发挥多大的权力，毕竟女人永远只能活跃於家族之内。现在，卡利古拉让女人们也能享受公开的地位。性格乖僻的人，往往胆子也比较小；而这种胆小的人不太会在人群中开拓党羽，反倒是想要拉拢明显站在自己阵线的人来包围住自己。这种性格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同党等于他们的血亲。而厚待妹妹们的卡利古拉，对自己的妻妾们反倒是出奇的冷淡。

卡利古拉从二十一岁到二十七岁的六年之间，跟四个女人结婚，其中一人过世，二人离婚，而他二十八岁去世时陪葬的，是第四任的太太凯索妮亚。卡利古拉这一辈子中有母亲和妹妹的影子，但却没有妻子的踪影。

一般钱币上头刻的都是皇帝的肖像，但是卡利古拉的三个妹妹也受到同等的待遇，这三位罗马的「第一夫人」的地位还高于皇帝的妻子们。按照性格将这三人分类的话，叙述如下：

好胜貌美脑筋好的野心家阿古力琵娜、温柔纤细具古典美的杜尔希拉、朴实不起眼的尤莉亚·莉薇亚。集五岁年长的哥哥宠爱於一身的，是杜尔希拉。

卡利古拉自认为神，所以他觉得哥哥爱妹妹在人世间即使不被容许，但是在神的世界里应该就没有关系。因为，在我即是神的埃及皇家中，举凡像埃及艳后克丽奥佩脱拉和她的弟弟的关系，姐弟或兄妹的结婚是稀松平常的事。

杜尔希拉死于西元38年的初夏。无论是谁，二十一岁就撒手人寰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而对卡利古拉而言，更是极大的打击。他放下一切，只带着少数的护卫，骑着马离开了首都。卡利古拉没有参加丧礼，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前去西西里。或许是他在恍惚中鞭策著马儿，不知不觉地就往南而行，警觉过来时，竟然已经来到了西西里。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墨西拿海峡，以及浮在海面上的西西里岛，似乎帮助卡利古拉恢复了冷静。不过，恢复的也只有冷静，杜尔希拉之死并没有改变卡利古拉。回到罗马后的卡利古拉，立刻将杜尔希拉神格化。以往在死后能够被神化的荣誉，只有凯撒和奥古斯都两人曾经获得，现在，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子也跻身其中。

没有史料能够显示公民们对卡利古拉的看法，就连塔西图斯著的《年代记》中，唯独卡利古拉那一章，在中世纪的时候完全散逸。如果从其他历史学家的记述中拾取比较可信的部分，一般公民的反应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害怕丧失人气的卡利古拉不改初衷，仍旧像刚登基时赞助斗剑士比赛和战车竞驰等娱乐项目，同时也强迫其他有权有势的人士提供这些活动。

卡利古拉也知道，公共事业，也就是现代的基础建设，在获得公民好感的效果上，与提供娱乐活动相同。

卡利古拉公开表示，将在已经有七条水道供水的罗马，建设新的水道。罗马成为世界首都已经半个世纪，人口也不断地增加，而供应丰沛的水源，也是防止疾病发生的对策。不过，跟其他现有的水道相比，这项水道建设计画实在是一项野心勃勃的土木工程。因为，从水源地到罗马全长七十公里的距离中，有十公里以上将建设为高架水道。工程从西元38年开工，52年竣工，取完工者之名，定为「克劳狄斯水道」；另外一条也是由卡利古拉动土开工的「亚尼欧·诺福斯」。加上原有的七条水道，共九条水道供水，等于每天可以供应每一位罗马公民九公升的水。附带一提的是，二千年后今日罗马居民的供水量只有这时候的二分之一，搞不好甚至只有三分之一呢。

卡利古拉还知道，本国义大利已经舍弃粮食自给自足路线时日已久，但是确保粮食则是获得民众稳定支持的重要因素。台伯留任命的「水道厅长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物，而同样是台伯留任命的「粮食厅长官」也是非同小可，所以从来没有人抱怨小麦不足或是售价提高。可是，卡利古拉还是想要表现一下，於是执行了他在西西里时想到的方案。由于从产地埃及运达罗马时非得经过墨西拿海峡不可，所以他想到要在海峡边兴建避难港。隔开义大利半岛与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海峡由于海流湍急，号称是一大难关。所以这项工程的目的，就是要让载满小麦的船只在遭遇暴风雨时，能够轻易地避开。





这种以充实基础建设为目的的公共事业，公民自然是给予极高的评价，因为一来罗马人了解基础建设的重要性，二来又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有刺激景气的效果。但是，一般「基础建设」往往都要长期进行，除了开工和竣工时皇帝会出现之外，平时可是非常不起眼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缺乏话题性。卡利古拉可不喜欢这样。

那时候，西元38年10月，首都罗马发生大火。史料中并没有说明此时的灾区是在罗马的何处，不过当时罗马的火灾并不稀奇的原因，是因为虽然房子的墙壁和柱子是石造的，但是为了减轻天花板和屋簷的重量，往往都使用木材。罗马建筑的弱点就在于此。

卡利古拉得知火灾之后，自然是奋勇指挥灭火。二十六岁的他，当然体力不错。

卡利古拉又因为这次的火灾灵机一动，决定火灾造成的损失全额由国家负担，公民当然欢天喜地，不过这项措施也是不久后国家财政崩溃的原因之一。总之，卡利古拉博取人心的政策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希望做些史无前例的事情，让众人耳目一新。





从拿坡里向东可达庞贝；向西则是绵延的海岸线，从其中商港坡佐里到军港米塞诺，沿途都是罗马上流社会人士的別墅。气候温暖加上温泉资源，还有美丽的景观，所以能在这一带拥有別墅的，可说是身为罗马上流社会人士的证明。坡佐里因为是商港，所以左近地区充满活力，而海湾对面的巴伊亚则是优雅的高级別墅地带。卡利古拉宣示，他要骑马走过链接坡佐里和巴伊亚的海路。

换成现代的数字的话，距离是五·四公里。卡利古拉命人将众多的船只徵调过来，横摆连成一串，以桅杆为中心点，左右掛上木板，然后在上头倒土铺出一条平整的道路。

当天因为看到皇帝昭告而聚集的人民，把坡佐里和巴伊亚的码头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连载满看热闹者的小船，也把附近的海域填满。

将船只链接而成的这条海上五公里道路，卡利古拉往返驰骋。因达成罗马和平的奥古斯都喜爱而闻名，同时在军队中拯救同袍的士兵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公民冠」；而卡利古拉在过海时的装扮，就是头戴以鲜绿橡树叶编成的「公民冠」，身披黄金刺绣斗篷，左手拿着骑兵的圆形小盾，右手控马。去程即以此罗马士兵的装扮而行。

回程时的演出更是叫人叹为观止。他身上穿的，是叫人从埃及取来、号称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黄金制盔甲。他乘坐的，不是马匹，而是由两匹马拖引的战车。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打败波斯，而此时被送来罗马当作人质的帕提亚王子又是波斯达雷欧斯的子孙，所以卡利古拉就叫王子乘坐另一部战车走在前头，他自己就假扮成亚历山大大帝，从后头追赶。这是一次钜细靡遗的表演。当然，无论是去程或是回程，追随在卡利古拉背后的，是身上火红色斗篷随海风飘扬、骑着马儿的卡利古拉玩伴，和一队近卫军团的骑兵。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欢呼声。不过，表演结束后，除了话题以外，什么也没留下，就好似「泡沫」一般。不过，亲眼目睹的人，或是道听途说的人都津津乐道，像是在讚叹象征皇帝的年轻和罗马帝国繁荣的美丽烟火似地，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这就是卡利古拉的目的，虽然耗费大笔经费，但是目的却也完全达到。

想要彰显自己虽然没有皇冠，但是地位在有王冠者之上的用意，以及永远希望是人们话题焦点的想法，使得卡利古拉破天荒的举动，不只上述的事例而已。






卡利古拉的「海上道路」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记载，一般桨只有三层，可是卡利古拉却打造了十层桨的大型船只。帆布是绚烂的丝绸，在不同的阳光角度下，颜色会产生变化。船上有浴室、沙龙和寝室，甲板上有回廊。翠绿的树木和丰盈的果实布满了整艘船，人们身在其中，享受奢华的筵席。

卡利古拉时代一千四百年后的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为万能天才的李奥纳多·达芬奇的前辈的里昂·帕提斯塔·阿尔贝鲁提想要一窥中世纪传说的真相，就去寻找罗马南下阿庇亚大道三十公里处、尼米湖底的罗马沈船。不过，因为那时候潜水的方法还不发达，所以功亏一篑；十八世纪时又有人尝试了一次，那次也未能成功。到了二十世纪，简直就是对古罗马时期疯狂的莫索里尼一意孤行，再次大张旗鼓地展开搜寻。由于已经是考古学的全盛时期，虽然经过了一千九百年，终于从干涸的湖底，找到了二艘船只。两艘船的船底都极为平坦，显示船只不是用来航行，而是以浮於水面上为目的。一艘长六十七公尺、宽二十公尺，另一艘则比较大型，长七十一公尺、宽二十一公尺。从船上发现很多用来铺设地板的各色大理石、马赛克和雕像，还有许多铜制的航行用具和烹调用的器具。

义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兴建了一座博物馆，只用来收藏这些古物，但是，很遗憾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船体焚烧殆尽，至今只留下没有烧掉的大理石、马赛克和铜制品。

目前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两艘船只是由卡利古拉下令打造的。无论是在卡利古拉之前或之后，富裕的罗马让皇帝们可以尽情地做一些前所未闻的事情而不虞匮乏，但是绝大部分的建设都是为了满足公共用途。卡利古拉最擅长的，就是公器私用，而且这些消费都只令人觉得是他一时兴起的产物。






卡利古拉




话说回来，二千年后的今日，尼米湖的湖面上倒映著翠绿的树木，恬适宁静。在这小小的湖面上，接近別墅般的豪华游艇静静地划过水面，船上举行的宴会，是何等的愉悅呀？卡利古拉是从哪里来的点子？台伯河流经罗马市，当时河中的岛屿就已经建造成船只的模样。带给他灵感的，是这些台伯河中的岛屿，或是幼年时候随着父亲日耳曼尼可斯造访埃及时体验过的、也是女王克丽奥佩脱拉遗产之一的尼罗河上华丽的游船呢？

在遭到焚毁以前的研究中，就已经知道这二艘从尼米湖中发现的罗马船只，既不是被烧掉的，也不是被破坏后才沈没的，它们是被故意弄沈的。卡利古拉在被杀害之后不久，所有与他有关的一切都遭到废弃，豪华的湖上游艇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弄沈的。没有任何史实显示，卡利古拉之后的皇帝有人使用过这些船只享乐。




筹措财源



卡利古拉登基还不满三年，不仅皇帝的私有财产，就连国家财政也宣告破产。台伯留留下来的二亿七千万塞斯泰契斯盈余，也因为卡利古拉提供各种娱乐活动，早就用罄。之后虽然挖东墙补西墙，但是在治世迈进第三年之前，各种弥补的方法也变得黔驴技穷。不过，卡利古拉还是无法改变以往的作为。

首先，浪费这玩意儿的宿命，就是不管是哪一种浪费，都只会越来越过火。第二点，一般的公民们也习惯了卡利古拉的海派作风，而卡利古拉本身也害怕「财尽情亦断」。所以，二十六岁的卡利古拉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怎么开辟财源，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支持基础不在元老院，而是一般公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钱是不可或缺的。

既然无法节流，那么要脱离财政破产的局面，就只有开源一途。

整个帝国的经济力量，就只能用「繁荣」这个字来形容。如果有统计图表的话，七十年的太平盛世和这期间遍布整个帝国的基础建设，再加上共和政治时代起的罗马传统——给与各民族各都市绝大自主权的统治原则，经济实力一定是呈现向右上方上扬的成长趋势。

稅收方面，即使就靠自然增收，也必定是成长的局面。偏偏最能直接反映经济成长的营业稅，虽然只有百分之一的稅率，卡利古拉竟然把它给废除了。

卡利古拉再怎么爱花钱，也没有想到要提升百分之十的属省稅率。就算属省人民是被支配者，但是一旦要提升课征稅率时，属省人民必定揭竿而起。虽然是不成文的规定，但是在古代，无论在君主专制国家，或是容许自治的「自由都市」，直接稅率百分之十乃是常识。此外，万一发生了暴动，就得派出军团镇压，开销只会增加。





维持散漫的财政却又要马上健全财政，当人们面临这种难题的时候，最常见的现象就是采取姑息手段。现在，贫困匮乏的就只剩卡利古拉一人，其他的人仍旧很富裕，就算不富裕也不至穷困。不过，卡利古拉还是没有亏待真正的穷人，继续维持救济贫民的小麦免费配给制度。

看看卡利古拉筹措财源的政策，倒是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悲惨，只会让人苦笑。卡利古拉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点子王。





卡利古拉把皇帝家中的家具用品类、宝石，甚至连帮佣的奴隸，也都拿出来拍卖。不过，拍卖会场不在首都罗马，而是在相当於属省高卢首都的城市里昂举行。要是有人问到，为什么不在罗马，而选在里昂举行呢？我想答案可以分为三个要点。

第一、在罗马举行的话，实在太丟脸。

第二、卡利古拉希望尽可能地把卖价提高。家具用品类、宝石或奴隸，如果以实际的价格去卖，收入当然高不到哪里去。当时不论是奥古斯都、台伯留甚至卡利古拉，或者是皇族的女子们，上流阶级并不见得比贩卖奴隸的新兴暴发户拥有更多的奢侈品。所以，如果想卖好价钱，就只好卖奥古斯都用过的床，或是莉薇亚爱用的宝石饰品，或是一出生就在皇家里头帮佣的奴隸等等，换句现代化的说法，就是善用具有附加价值的东西。

若是考虑到效果，卡利古拉自然会选择卖给因距离遥远而更加对皇族尊敬与憧憬的属省人民，而不是看惯了皇帝家族的首都罗马人。

第三、话说回来，就算对皇族更尊敬和憧憬，可是，没钱的人想买也买不起。对于专程从罗马越过阿尔卑斯山到里昂、加上这笔运输费用后的昂贵家具，还能够付得起好价钱购买的人，才是卡利古拉要卖的对象。听说高卢各地都有人前来参加拍卖会，证明了有的人就是有本事以高价买下具有附加价值的物品。这也同时证明了，加上属省之后的全帝国经济实力，的确有上升的趋势。

躺在奥古斯都用过的床上时，富裕的属省人民心里在想些什么呢？而卡利古拉面临的缺钱状态，靠这种方式筹措财源，根本无济於事。

虽然卡利古拉没有想过要提高增收属省人民原本收益百分之十的稅收，但是他彻底消灭了任何导致属省稅收减少的可能。换句话说，就是实质上不再许可属省人民获得罗马公民权，因为，一旦成了罗马公民，他们就再也没有缴交属省稅的义务了。

卡利古拉又决定，属省人民已经拥有罗马公民权者，只能将他的公民权传给他的儿子。以往在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属省人民只要获得罗马公民权之后，就适用于他的亲戚家属，认定这是一项可以流传给子孙的世袭权利。因为不许传给直系男孩以外的人，所以出身属省、忿忿难平的罗马公民就出示凯撒或奥古斯都给与的“Diploma”（证明书）表达抗议。卡利古拉则说那些老证书无效，一点也不加以理会。

卡利古拉会许可罗马公民权传给直系的男孩，原因就在他了解确保罗马军的兵源要比增加属省的稅收重要。属省人民只要服二十五年的「补助兵」役，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那么他的儿子自然也就具有罗马公民权，而具有罗马公民权者就有资格志愿参加「军团兵」。罗马就是以这种方式坚持志愿役，达成确保兵源的目标，卡利古拉对此也不能视若无睹。

卡利古拉缺钱的情况还是没有获得改善，这当然归咎於他没有节流的关系。於是，卡利古拉想到了设置新稅，不过，稅制的基本体系是神君奥古斯都创设的，当然不能加以破坏，他能做的，就是微幅的修正。

罗马的民事诉讼中规定，在审判一开始的时候，就必须缴交诉讼金额的四十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二·五给国库。如果是在审判的过程中撤销告诉的话，法律中也规定可以免除缴交的义务。卡利古拉就把这种体制加以修改，无论审判的情形如何，一律都得缴交。

至於罗马市内销售的燃料，也决定加以课征一定的稅金，至於稅率多少，史料中无从考据。

他还订定了色情行业和妓女也必须被课以收入百分之几的稅金，至於稅率方面，同样也不可考。还有搬运货物的工人，也被课以每日收入八分之一的稅金。

史维特尼斯将卡利古拉筹措财源的窘相生动而有趣地加以列举，不过大部分都是当时不明管道的夸大言辞，百年之后，史维特尼斯才把这些片段加以整理。虽然大多难以置信，但是传说卡利古拉连遗书都管到了，如果从罗马的实际情况来考量的话，其实不失为非常务实的筹钱方式。

罗马人之间经常指定平时尊敬的人作为遗产继承人，正因为如此，奥古斯都提出的遗产稅构想，就是在六等亲以内的亲戚得以免征遗产稅。这当然又是另一项可以征收的稅金。卡利古拉强制众人在遗产继承人中加上他的名字，而可继承的遗产，除了现金之外，还包括了不动产等资产、奴隸和斗剑士等「活资产」在内。当然，卡利古拉一旦继承到了之后，立刻就拿去拍卖，他一点也没有忘记要拿去变现。在奥古斯都的法令中，六等亲以外的人继承时，必须缴交百分之五的继承稅给国库，但是卡利古拉交了没有，就不可考了。

但是这里头有问题产生。奥古斯都创设的遗产稅，只课征具有罗马公民权者。卡利古拉动手修改，等于就是把他的手伸进罗马公民的荷包里。

课征燃料稅或是向搬运货物的工人征收稅款，要不就是色情行业或妓女的课稅等，因为他们绝大部分都不是罗马公民权的所有人，所以这些稅金都被认为是向被支配者课征的，身为支配者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自然不会觉得不满。不过，动手修改遗产稅，就对身为支配者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造成直接冲击。

罗马人是法治的民族，所以他们非常尊重私有财产，不论富贵贫贱，即使是一张床，他们也习惯将它清楚地列在遗产中。所以，卡利古拉的所作所为，众人都认为是侵害私有财产权。

卡利古拉忘记了比这个还重要的事。人类只要是在不用动到自己荷包的范围之内，管它是国家或个人提供杂耍团或娱乐活动，一并欣喜欢迎，也不吝支持这些活动的赞助者；但是这一切如果是要动用到自己的荷包，以往的支持立即化为乌有。卡利古拉忘了这个现实。公民对于刚登基时的卡利古拉给予狂热的支持，现在开始逐渐地冷却。这种情况，叫卡利古拉难以忍受。




前进高卢



登基为皇之后，过了两年的西元39年秋季，二十七岁的卡利古拉突然出发前往高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西元40年夏季回到首都为止的七个月时间内，卡利古拉到底做了什么，古代的历史学家们是有留下记录，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不太关心，所以没有说明卡利古拉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至於后代的研究学者们，充其量也都只是在推测而已。研究学者们认为，卡利古拉已经掌握了一切了，他欠缺的，只有军事上的荣誉，或许这就是他想要得到的吧。我想，或许是吧。人类在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往往都是为了弥补自己不足的部分。卡利古拉并不喜欢被称作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至於想要的「皇帝」称号则是士兵们赞赏战胜的司令官的尊称。凯撒自然不在话下，奥古斯都和台伯留都被称为“Imperator”（皇帝；大将军），只有卡利古拉不是。如果卡利古拉也要名副其实地成为「皇帝」，那么在登基不久、还享有狂热支持的时候赶快进行的话，成功机率也比较高。只不过，那段时期，他是在日以继夜地在庆典中度过。登基两年半后的卡利古拉，除了欠缺军事上的荣誉之外，我想，最缺乏的还是「钱」。





当时的罗马拥有最强的军事力量，主力是十五万的军团兵，以及人数相当的补助兵。就连东方大国帕提亚也相信，在面对罗马时，即使零星的战斗中或许有机会获胜，但是在战争时势必败北。而有权力决定强大军事力量动向的人，就是最高司令官卡利古拉。

总计三十万的军队势力，在奥古斯都的策略中，是维护「罗马和平」的必要防御战力，所以他的遗训中也禁止再将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大，所以人们会说卡利古拉也不能违背吧。

而所谓的防御线，光是靠驻守当地、将来袭的敌人击退是无法维持。必须先要将来袭的敌人击退，然后乘胜追击，深入敌人内地，打击敌人的根据地，然后再返回防御线，重新构筑防御体制。要不然，就不算是完成了「防御」的工作。

台伯留将莱茵河西岸串连在一起的罗马军团基地，由奥古斯都时代单纯的冬营基地，改为形成帝国防御体系基础的常驻基地。这种策略，并不是要让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民族认为罗马军不会越过莱茵河来犯；相对地，这是台伯留向日耳曼民族的意志宣示，如果他们敢轻举妄动，想要侵略莱茵河以西，罗马军团将不辞辛苦越过莱茵河反击。因为，在台伯留决定从日耳曼之地撤军之后的二十年岁月里，虽然动用的军事力量还算保守，但是罗马军团仍经常越过莱茵河攻击。

以莱茵河作为罗马帝国防御线这件事，在卡利古拉时代其实也还没有形成共识。奥古斯都在他死前都还幻想着称霸到易北河为止的日耳曼之地，虽然他的遗训中禁止将帝国的疆域再扩大，但是却没有说清楚，到底帝国的疆域指的是到易北河，还是莱茵河。就连出生于卡利古拉时代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都还深深以为，征服日耳曼之地到易北河为止的区域，要是交给日耳曼尼可斯来办的话，早就应该成功了，就因为台伯留嫉妒日耳曼尼可斯在军事上的成就，所以让日耳曼尼可斯无法完成称霸大业，功亏一篑。日耳曼尼可斯是代表「称霸日耳曼之人」的绰号，卡利古拉就是日耳曼尼可斯的儿子。西元39年，当时的卡利古拉想到要去称霸日耳曼，其实也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能够完成父亲未完的志业，就再也没有比这项成就更高的军事荣誉，而且战利品和将日耳曼变成属省之后增加的属省稅，都能够一次为卡利古拉解决他当时所面临的缺钱窘境。





进入高卢以后，卡利古拉在里昂停留片刻，就造访了莱茵河前线。不过，也不晓得他是不是接受了台伯留任命后一直没有更动过的军团长忠告，虽然他有权力调动八个军团和补助部队共计近十万的兵力，而首都的公民也势必会欢呼支持进攻日耳曼的军事活动，但卡利古拉竟然没做就回来了。他还是有举行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今日，我们经常在敌人的眼前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卡利古拉在西元39年10月所作的，就是这一类的军事活动。最高司令官卡利古拉面对满山满谷的士兵发表演说，以「为了将来与敌军对峙，请把你们现在的精力和士气保留下来」做结。

不得不放弃进攻日耳曼的卡利古拉，将目标转向不列颠。自从朱利斯·凯撒进攻不列颠以来，近百年都是无人理会的情况。罗马方面之所以能不加理会，就是因为不管它也不会出问题的关系。因为奥古斯都和台伯留都只要多佛海峡附近，也就是高卢附近（即现今的肯特地方）的各个部族能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其实，卡利古拉会想到要进攻不列颠，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有几名不列颠人在争夺部族主导权时败北，逃到高卢境内，要求罗马的军事介入。不过，这与罗马「被攻击的话就回攻」的传统教战观念并不吻合。也就是说，卡利古拉进攻不列颠，充其量也不过是毫无理由的一时兴起而已。

不过，就算是皇帝的一时兴起，要成行的话，还有很多障碍。第一个问题就是，进攻时所需的军队要从哪里调来。高卢地区只有驻守里昂的千名士兵；如果要从莱茵河调军，前线又不能无人驻守，八个军团中顶多只能调动二个。伊比利半岛虽然也有三个军团，但顶多只能调度一个军团。於是，卡利古拉决定招募相当於二个军团人数的志愿兵。当然这些战争费用的支出，又使得让卡利古拉最头痛的问题再度呈现。

罗马军备战的传统，是先準备好士兵人数、武器和军粮等确定因素，而不是精神、士气等不确定因素。罗马军号称是以后勤单位获胜，所以确保补给线就是司令官最重要的任务。也就是说，开战需要庞大的军事费用，而最早面临这个现实问题的，就是司令官。卡利古拉就是因为想到胜利后的战利品和收为属省之后的属省稅，所以才转为进攻不列颠，可是一想到军事费用，他又不得不放弃他的梦想。造成国库阮囊羞涩的主因，其实就在放纵财政的卡利古拉自己身上。

也可能是不甘愿就此撤退，所以卡利古拉才会在多佛海峡前展示军力。史维特尼斯写到，卡利古拉叫士兵们捡拾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我想，其实这不是卡利古拉下令叫士兵们捡贝壳的，一定是被带到高卢北部偏远之地的士兵们发现除了阅兵典礼之外，真的是无事可做，所以就捡捡贝壳吧。卡利古拉只是校阅列队在沙滩上的军队，还有叫人在海角前端设置灯塔而已。





二个月后的西元40年5月底，卡利古拉回到罗马，不过他没有回到被称为「波梅里姆」的城中心，在8月31日举行凯旋仪式之前，他暂住郊外。罗马自古就有一项风俗，凯旋将军在凯旋仪式之前，是不可以回到城中的，所以卡利古拉就遵守了这个传统。不过，这次的凯旋仪式，也不是乘坐由四匹白马牵引的战车，而是称为「简化凯旋仪式」的骑马式凯旋典礼。元老院对于卡利古拉向来是言听计从，不过对于一个只做了军事演习和阅兵典礼就回来的人，实在无法准许他举行正式的凯旋仪式。不过，卡利古拉似乎很满足。虽然仅仅是简化的凯旋仪式，但是卡利古拉故意把典礼安排在他二十八岁的生日那天举行。纵使是简化的凯旋仪式，他还是可以接受前来参加的士兵称呼他为「皇帝」。等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卡利古拉最关心的，就是集中精神尽快来筹措财源。因为七个月的属省巡行，只让原本就缺钱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

所谓的尽快筹措财源，其实就是从富贵之家下手。富贵之家指的，其实就等于元老院阶级，而能派得上用场的，就只有「国家叛乱罪法」。原本元老院的恐怖时代应该随着台伯留的去世而告终，没想到现在又重新开始。因为谋杀卡利古拉的罪名，二个妹妹被流放，去世的妹妹杜尔希拉的前夫雷比杜斯和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哥图里克斯被迫自杀。卡利古拉和元老院的关系，从登基后狂热的欢迎逐渐冷却，原本至少还保持著协调的关系，但是到此已经变成完全的对立。甚至连一般百姓应该很欢迎跟自己无缘的有钱人受到打击的，可是他们也开始同情元老院阶级。人们在获得太多之后，就会开始觉得厌烦。一般公民对于卡利古拉，已经开始感到厌烦了。





财源的筹措捉襟见肘，再加上他可能发现了公民已从狂热中清醒过来，於是卡利古拉想到要去东方地区视察。东方地区以富裕闻名，而且比起西方的人民更欢迎日耳曼尼可斯之子卡利古拉登基为皇。或许卡利古拉心中的如意算盘，就是以为在东方地区比较容易筹钱吧。

不过，让卡利古拉神经紧张的问题终于浮现在他的面前了。其实，这也是他自己一言一行所造成的「咎由自取」。




罗马人与犹太人



古罗马时代的罗马和犹太关系问题，在近代的研究立场，大多站在犹太这边。一言以蔽之，这段历史其实就是尊重自由的犹太民族顽强抵抗统治者罗马的史实。如果采用这个假设，那么除了犹太以外的其他民族，是否就没有顽强反抗支配者罗马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势必要有个答案。希腊人、高卢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和东方地区的各个民族虽然不是没有反抗，但是不至於顽强；为什么只有犹太人会顽强抵抗呢？如果找不到答案，这个假设也就不成立了。

是不是因为前几者尊重自由的意识薄弱，而后者较强呢？

或者是，包括罗马人在内的前者，对于「自由」的定义，和后者的犹太人不同呢？

罗马人的统治精神，就诚如出生于罗马帝王政治时代的希腊人普鲁塔克所言一般:「连败者也与自己同化」。败者中的一个民族——犹太人，拒绝了与罗马人同化。他们不仅拒绝与胜者罗马人同化，也拒绝与其他民族同化，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宗教——犹太教不允许他们如此。相当於犹太民族宪法的摩西「十诫」，开宗明义地点出犹太人戒条的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之外，不得崇拜其他的神」。既然是一神教，那么它的神祇就不能是个宽容的神，因为他们不容许承认犹太教之神以外的神明。处在多神教支配的时代中，虽然是处於弱势，但是为了要坚定信仰，理所当然地，就是相信上帝选择了犹太民族成为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精神依靠。他们的这种思想，加上期待救世主出现的希望，成为他们在巴比伦或埃及时代身为奴隸的悲惨岁月时的精神食粮。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之后，也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古代犹太人的孤立倾向非常明显，简直仅次于希腊民族。在小有规模的都市里，一定会有犹太人社区，但是同样在一个都市之中，犹太人又不会跟其他的居民融合在一起。也不是犹太人不与其他民族交流；居住在都市中的犹太人，大多以金融和通商为业，所以这些方面的交流频繁，他们本身的能力也强。不过，除了这种交流之外，也就是同化或融合方面，他们一点也没兴趣，因为，其他的民族有不同的神祇。亚历山大大帝以后的东方支配者希腊人，以及之后继承的罗马人都是多神教的民族，拥有承认其他民族神明的特色。

在多神教世界的古代中，犹太民族只能说是个异类，如果他们只在山间的穷乡僻壤过着放羊的孤立生活，或许还不会造成问题，可是他们偏偏想要住在都市里。因为，财富就在都市中。

罗马人和犹太人对于法律的观念也不相同。






犹太周边简图




对犹太人而言，法律就好像摩西的「十诫」一般，是上帝赋予人民，要人民遵守的法律。其实可能是摩西在隐密处刻在石片上的东西，当他展示给众人看时，如果不说是上帝的旨意，非得遵守不可，众人大概也不会理会他。不过，既然说是上帝给的，那么人类就不能加以改变。

至於罗马人观念中的「法律」，是由人类构思，至於要不要立法，则是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时，由人类来决定。所以，不符合现实状况的，当然要加以修改。

罗马也有跟「十诫」颇为类似的法律，不过不是由神明的旨意，而是人类订定下来的。这法律就是在西元前449年公布的「十二铜表法」，内容包含十二个项目，恰如其名。不过，为了要让这「十二铜表法」有名无实，罗马花费了近二百年的光阴。在不断修法以使法律切合现实的过程中，往往会使得这个法律找不出它原本的面貌。

我们或许可以说，罗马人是拿法律配合人类，而犹太人是令人类配合法律。犹太人的「法律」只适用于犹太人之间，但是罗马人的「法律」却适用于整个罗马帝国，甚至这种法律观念还一直流传到现代。罗马人心目中的「法律」并非宗教，它只是法律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之间，也可以跨越时代，创造出适合他们自己使用的基本构想，后世就称这种观念为「罗马法的精神」。





罗马在同化居住於帝国内的不同种族时，使用的方式是赋予罗马公民权；当时拥有罗马公民权者可以获得免除缴交属省稅的现实利益，然而最不想成为罗马公民的，就是这古代的「奇葩」——犹太民族。在凯撒订定的法律之中，医师与教师没有民族的分別，一律赋予罗马公民权，这也随着帝王政治时代的演进而普及整个帝国。犹太人虽然是非常优秀的民族，医师教师众多，但是实际上使用这项优惠的人数出奇的少。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成为罗马人之后，就必须遵守罗马的法律。

基於同样的理由，希望加入罗马军团的犹太人数也是极少。当上士兵之后，就必须宣誓对最高司令官皇帝效忠。但是，犹太教徒宣誓效忠的对象，只有他们的上帝，如果有所违背，他们深信会遭天谴。

罗马方面也容许他们的「特殊情况」，所以只给整个犹太民族免服兵役的特惠。不过，这项优惠也妨碍了犹太民族与罗马世界的同化。

最能组织性产生罗马公民的，就是罗马军团，只要服役满二十五年的补助兵，军团就会给与他罗马公民权。以简单的方法计算，每二十五年就会产生十五万的罗马公民。在这个产生罗马公民的系统之中，犹太人算是特异份子。

犹太人自己选择在罗马世界中当个特异份子，这不是因为罗马人的逼迫，而是犹太人自己的选择。在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地中海世界希腊化的策略之下，跟霸主希腊人相比，犹太人一直都是二等民族，他们的社会地位，在霸主转为罗马人之后，也一直都没有改变。因为，一等民族不仅要保护自己，还得要保护他人。如果拒绝这个责任，就算像是犹太人一般的优秀，也只能甘心接受二等民族的地位。

当然，还是会有部分的例外存在，而例外比率之高，往往出现在居住於城市中的犹太人，尤其以犹太人的高知识份子的比例为多。不过，就连现代的以色列人，都还认为这些人是叛徒。





「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罗马人与犹太人开始发生直接关系，可以追溯到西元前63年庞培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

庞培打败了潘特斯王米斯里达兹，以和平条约牵制帕提亚王国的举动，再以不流血的方式灭了叙利亚的塞流卡斯（Seleucus）王朝，替希腊文化时代拉上了布幕，他要求犹太人，如果想在罗马霸权之下继续保持独立国的型态，就必须重新检讨犹太教祭司阶级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犹太民族拒绝了他的要求，於是庞培进军耶路撒冷。由于他没有亲自指挥，只派了部分兵力攻击而已，所以没有立刻攻下耶路撒冷，但是在三个月之后，耶城还是沦陷了。胜利者庞培独自一人进入神殿，这不是出于他要夸示胜利者的身份，而是基於对犹太教神殿的好奇心。不过，禁止崇拜偶像的犹太教神殿之中，内殿里空空荡荡。庞培走出神殿后的感言天真可爱，他说：「里面什么也没有。」

可是，得知事情之后的犹太人狂怒不已。原因在于不是犹太教徒，是不得进入耶路撒冷大神殿的，更何况是内殿，这神圣之地，一年也只准许最高祭司长进入一次。罗马和希腊的神殿是可以自由进入的，庞培原本以为他只要不带侍从、不带武器，就算是遵守礼仪了，但是在犹太人的眼里，他是个冒渎上帝的罪人。

所谓的「普遍」，并不是要求別人和自己一样，而是能够接纳「特殊」，才算是真正的「普遍」，而且，往往每次都要看情形而定。罗马人在这方面，真的可以说是专家中的专家。

西元前48年，追逐法尔沙拉斯战役中败北的庞培而来到埃及亚历山大的朱利斯·凯撒开始著手，将支配者罗马与被支配者犹太民族的关系明朗化。对象包括了他在亚历山大停留时居住在该城市的犹太人，以及隔年西元前47年离开亚历山大以「我来、我见、我征服」结束与法尔那西斯征战前路过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犹太人。

他的做法可以分为两大项，每一项都接纳了犹太人的请求。第一点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三百年来在东方世界中形成支配阶级的希腊人社会里，犹太民族一直处於极为不利的地位，对于他们，凯撒赋予他们经济上同等的权利。第二点可以说是「免除公务」的优惠，他允许犹太教徒免於从事军务等所有公务。除了罗马人之外，犹太人社会在凯撒去世时，流下的眼泪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多，这是由于他们失去了第一个承认他们立场的支配者兼保护者。不过，犹太人也在央求凯撒认可自己的特殊性时，失去了普徧化的大好机会。不久之后，高卢人、西班牙人的元老院议员和属省总督接连出现，而希腊人、埃及人的元老院议员人数也持续增多，到最后，甚至有人当上皇帝，但是犹太人中就是没有这种例子。要別人承认自己「特殊」，就等于自己断了通往「普遍」的道路一样。

奥古斯都在继承凯撒之后，他的犹太民族政策承袭了凯撒的路线，为了帝国的统治，他可以不惜舍名求实，真不亏为务实的罗马人。他的犹太民族政策，除了他原本就务实的个性之外，一定是运用了实际详查过当地且通晓常识的人——阿古力巴的建言。犹太王族中也有许多人的名字中有阿古力巴，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这也可以算是犹太民族对这位奥古斯都「左右手」感谢与敬意的表达。至於罗马的务实主义路线能够发挥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效力，犹太方面务实政治的优秀人士自然也是功不可没。





虽然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但是在炽烈的权力斗争中获胜、掌握犹太主权的希律王，果然是个名副其实的厉害人物。当庞培是胜利者的时候就依附庞培，当凯撒战胜庞培重建犹太王国时，又立刻跑到凯撒跟前，向凯撒要求朱利斯的家门名称，成为凯撒的「小老弟」；当凯撒死于暗杀时，他又基於东方势力强大的理由，转为归顺暗杀凯撒的主谋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不过，后来凯撒派的安东尼与还叫做屋大维的奥古斯都，与这两个反凯撒派的人物在腓利比对决时，他又保持得非常冷静，绝不参战。后来在安东尼与屋大维的权力斗争中，他又以东方势力强大为由，站在安东尼这边。安东尼觉得如虎添翼，所以不论埃及艳后克丽奥佩脱拉怎么央求，安东尼就是没有把犹太王国添加在送给她的礼物清单中。

安东尼一旦败北，希律王立刻改变宣示效忠的对象，转向更名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奥古斯都对于迅速来访的希律，承认他是罗马的盟友，也承认他的犹太王位。小国主权者的忠诚度因情况而变化，这种保命策略，再也没有比希律更值得模仿的典范了。不过，罗马这边也不是因为希律的几项亲罗马政策，包括兴建凯撒里亚（凯撒之都）和让他的两个儿子到罗马留学，就高兴得承认了他的王位。

奥古斯都的政策，也是在看清了这个男人的利用价值之后，才下的决定。

第一、希律是个完完全全专制的君主。犹太的专制君主，表示他不让犹太教的祭司接触国家政治。罗马人没有设置独立的祭司阶级，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宗教不会介入政治。

第二、对希律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保住王位，所以驻守东方地区的罗马军团就是他不可或缺的；而对于奥古斯都而言，最重要的是确立帝国东方一带的和平与秩序，那么，位于罗马直辖领土叙利亚与埃及连接线上的犹太王国，最好能够亲罗马，这才能使得双方在保持冷静的情况之下，让互动的关系运作协调。

第三、以现代的口吻来说的话，就是跨国企业的老板奥古斯都认为，国情特殊的犹太国家即当地的分公司社长，最好还是选择当地人来担任。而且希律是个非常希腊化的，也就是很西化的东方人，所以他非常能够了解奥古斯都的政策。

第四、奥古斯都也非常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要统治在帝国东方一带形成社区网的犹太民族，往往都要看他们心灵的故乡——耶路撒冷的动向而定。犹太教徒不论住在何处，他们都有义务捐出部分的收入给耶路撒冷的神殿。金钱汇集，就表示掌握财源的祭司阶级权力增强。奥古斯都需要有人能够以强权来压制容易变成民族主义温床的犹太祭司阶级。只要耶路撒冷安定，整个东方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也会随着安定。

在这种状况之下，三十年的岁月流逝。期间罗马没有跟犹太人发生直接的关系，成功地把这特殊的民族环抱於帝国之内。但是，西元4年希律王之死引起了变化。

希律大王将犹太王国一分为三，分別留给他的三个儿子。王国北部给菲力浦，王国南部给希律·安提巴，以首都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中央部分则留给阿克劳斯。前两者的统治权继承进行无碍，问题出在耶路撒冷。

要求恢复祭司阶级神权统治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先是免除了希律任命的最高祭司长，接着他们开始驱逐犹太教徒以外的居民离开他们的「圣都」。犹太教的圣都血流成河，年纪尚轻的阿克劳斯只得向叙利亚属省总督请求出兵。这时期的叙利亚总督是维尔斯，也就是五年后在日耳曼森林中与三个军团一起全军覆没的人物。总督维尔斯并没有采取出动军团镇压的强硬手段，他建议揭竿而起的激进派犹太人代表到罗马去，向皇帝禀明他们希望废除王政、恢复祭司执政的要求，五十名代表因而前往罗马陈情。

但是，从巴勒斯坦到义大利走的是海路，来回的旅途加上在罗马停留的日子，要花上半年的时间。这期间，激进派可没能乖乖地等候着。不知是为了要确立既成的事实，或是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的狂徒宿命使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日益恶化。终于，维尔斯不得不发动军团来加以镇压。结果，还是只有靠希律大王最常使用的手段——诉诸武力，才能使得耶路撒冷的秩序恢复。

六十六岁的奥古斯都在罗马帕拉提诺山丘上的阿波罗神殿前接见了代表们。站在通往神殿石阶上的皇帝，聆听着阶下五十名并排站好的代表诉说。这五十名代表的背后，还有奥古斯都允许集中住在罗马台伯河对岸十四区的八千名犹太人。奥古斯都一定再次体认到，耶路撒冷的命运对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而言，仍旧是最重要的大事。

不过，皇帝还是没有接纳犹太人的要求。他拒绝的理由是，尊重希律大王的遗言，是他身为大王指名的遗言执行负责人的责任。其实，奥古斯都真正的打算，是不承认神权统治。奥古斯都虽然拒绝废除王政，但是以稅赋的减轻作为回答，因为在希律大王时代，稅率非常的高。

对于带着这个答案回国的代表们，人们表示不满，暴动再度掀起。奥古斯都只好放弃这个没有收拾能力的年轻国王阿克劳斯。不到两年的时间，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实现了他们的愿望，那就是废除王政。不过，奥古斯都压根儿不想让犹太教的祭司们统治国家。罗马决定将希律大王留给阿克劳斯的犹太中部地区，纳入直接管辖范围，只把这个地区的行政权，留给由耶路撒冷权力阶级组成的长老会。换句话说，就是把内政的自治权，留给了犹太人。

经过这段波折，西元6年以后，耶路撒冷和犹太中部就成了罗马的属省，但是它的地位只能算是B级的属省。因为，被派来这里的长官，是罗马第二阶级的「骑士阶级」出身者，他的直属上司不像其他属省一般是皇帝，而是负责叙利亚属省的总督，等于耶路撒冷变成了叙利亚属省的一部分。

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中央部分编为B级，并不是因为奥古斯都轻视这块地方。奥古斯都以及其后的台伯留在认为没有适当的继承者时，经常都会先将那个区域作为属省，直到下一位继承人长大为止。等于是现代企业中，先从总公司派人前往，等到当地人中有适合的人选时，再把棒子交给他。他并没有舍弃犹太人治理犹太的做法。

犹太长官的官邸也不设在耶路撒冷，而是设在通商都市凯撒里亚。这里的希腊裔居民较多，犹太人也以稳健派佔多数。罗马在凯撒里亚的军事力量，也只有三千名左右的兵力驻守，而且还不是罗马公民的军团兵，而是在叙利亚招募来的希腊裔志愿补助兵，在与多操希腊文的犹太民族的接触上，语言就没有了障碍。当然，这一切的安排，都是考虑到不要刺激犹太人而做的。





不过，由于观念上的差异而造成的摩擦，是在所难免的。在属省化之后，罗马人为了掌握确实的状况，於是进行了人口与资产的调查。从来没有这种习惯的犹太人觉得，这是为了要将他们变成奴隸而做的。缴交属省稅的义务，如果是交给身边的国王也就罢了，但是却要交给远处的皇帝，这实在让犹太人难以接受，他们无法理解花钱保护自己和其他民族安全的必要性。「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从耶稣基督的这个回答推引出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犹太人要缴稅给罗马人？」换句话说，就是除了捐给犹太教的神殿之外，为什么还要交给罗马人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了解宗教无法取代安全防卫的犹太人，实在少之又少。

在转变为属省的这段艰辛时期，犹太人竟然没有发动暴动，这是因为两个要素发挥了正面功效的关系。

首先是犹太民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住在没有岩石的海洋都市、思想开明的犹太人；另一类是由农民或耶路撒冷下层阶级所组成的激进派犹太教徒。前者大多从事工业、金融或商业，他们欢迎罗马的直接统治所带来的良好秩序，也了解罗马人进行调查和征收属省稅的必要性。

第二个因素是，为了完成将犹太属省化的困难工作，奥古斯都起用了能力极强的叙利亚总督奎里努斯。

他首先再一次确认以稳健派犹太人佔绝大多数的海港都市的自治权，这么一来，犹太中部地区，不仅是耶路撒冷而已，像是凯撒里亚等在内政上拥有自治权的都市就纷纷形成。这项政策的第一个目的，在于实施罗马统治的原则「分割统治」，第二个目的是极力排除耶路撒冷的影响力。换句话说，目的就在于分化激进派与稳健派。

总督奎里努斯也没有忽略耶路撒冷的特殊性。神权统治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宗教人士介入司法，这从犹太教的立场而言，人们依照上帝给与的法律来裁判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於是，罗马方面在耶路撒冷成为罗马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后，仍旧允许祭司阶级负责司法。

当然，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就有服从罗马法律的义务，犯罪时也要受到罗马法律的制裁。

相对地，没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教徒则服从犹太法律，犯罪时依照犹太法律来审判。在摩西的十诫中，后半部就有规定禁止杀人、姦淫、窃盗、伪证和侵入民宅的项目。这在罗马法律中也有相同的禁令，所以由犹太法来处置也并无不妥。唯独判刑为死刑的时候，规定必须要有「皇帝的代理人」——派驻犹太的「长官」许可，否则不得执行。

耶稣基督被处死时，也是经过由耶路撒冷的祭司们组成的法院判决，由当时的犹太长官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许可后执行的。长官彼拉多屈服在祭司们的压力之下，以洗手的象征性动作，表示这是你们（犹太人）决定的事情，不归我们（罗马方面）管辖，而决定了耶稣的死刑。如果彼拉多没有屈服於犹太方面的压力之下，而依据自己代表的罗马法律来行动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在犹太教中随意呼喊上帝的名字是要处以极刑的，但是在多神的罗马，这根本不构成犯罪。此外，如果是以可能造成社会不安为由，而且只是单纯的假设，没有真正造成危机的话，罗马法律中也只处以流放之刑。不过，如果耶稣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流放到黑海一带的话，可能就不会产生日后基督教扩大的情况了。彼拉多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置，给祖国罗马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彼拉多担任犹太长官职务时，总督奎里努斯已经去世。而奎里努斯的犹太人政策，一方面充份地顾虑到犹太人的特殊性，一方面又坚守罗马的普徧性。

罗马帝国的金币与银币的铸造权在于皇帝，但是使用频率最高的铜币，其铸造权除了属于帝国之外，拥有自治权的都市也同样可以铸造。像雅典、斯巴达等「自由都市」都拥有这项铸造权，而帝国首都罗马的铜币铸造权则是归元老院。至於在罗马直接管辖下的属省，就没有这项权力了，因为，属省的钱币都是使用罗马的钱币，而这些钱币上几乎都刻有皇帝的肖像。

犹太既然成为属省，他们使用的钱币自然就不再是希律王时代由国王下令铸造的钱币，而是使用罗马铸造的钱币。不过，犹太教是禁止崇拜偶像的。在摩西的十诫之中也明确地记载着，禁止雕刻塑像。

於是总督奎里努斯在犹太属省发行了没有皇帝肖像的钱币，不过只限於使用频率最高的铜币。至於金币和银币，由于一般百姓几乎不太容易接触到，所以没有改变。

此外，为了尊重犹太教禁止非犹太教徒进入耶路撒冷神殿参拜，所以规定触犯者将处以死刑。不仅是犹太教，一向对于东方宗教向来保持距离的奥古斯都和他的妻子莉薇亚，唯独对耶路撒冷的神殿捐出许多的供品。

在犹太成为属省之后，可能会刺激到犹太人的因素之一，就是支配者罗马展现出来的军事力量，所以罗马就没有把军队的驻扎地设在耶路撒冷，而是在距离一百公里外的凯撒里亚。除此之外，还特別规定驻扎在凯撒里亚基地的罗马士兵有事非得前往耶路撒冷不可时，也必须将象征皇帝权力的军旗留在凯撒里亚之后才能出动。





叙利亚总督奎里努斯带头执行的奥古斯都犹太政策，后来继承人台伯留也没有修改。不，应该说台伯留执行得更彻底。台伯留继承皇位之后，奎里努斯似乎还留在叙利亚总督的位子上。

台伯留甚至下令，将罗马方面捐到耶路撒冷神殿中没有皇家标记的供品，移到盖在凯撒里亚供奉先皇神君奥古斯都的神殿内，这是顾虑到犹太教徒的感受，为免让他们担忧非犹太教的供品会弄脏了耶路撒冷的神殿。此外，犹太教最高祭司长在祭典时穿着的衣服，原本也是由罗马方面保管，放在耶路撒冷宫殿内，但是台伯留下令，将它还给犹太人自行保管。以往每当祭典举行前，祭司们前来借用时，因为是异教徒罗马人保管的关系，都必须花上七天的「净化」时间来去除上头的污秽。

完成犹太属省化这项艰钜工作的葡普里斯·苏鲁比丘斯·奎里努斯於西元21年去世，台伯留皇帝以对祖国贡献良多为由，以国葬之礼厚遇。奎里努斯出身贫贱阶级，在军团中获得赏识，被选为执政官，曾任日耳曼、非洲和叙利亚等地之要职，死时又得国丧之礼，这是在重视出身阶级的元老院主导共和政治时代中无法想像的事情。对于出身低的优秀人才而言，凯撒创设、奥古斯都确立、台伯留奠下基础的帝王政治时期，实在是个幸运的时代。





奎里努斯去世之后，由于台伯留没有忽略犹太民族的统治，所以一切都还算进行得相当顺利。当然，在历届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直接接触的犹太长官之中，还是有人对于犹太民族的特殊性毫无所知，以至於在统治上做出错误判断。只要台伯留得知，他便会立即换人，所以担任犹太长官者必须要有所醒悟，可能随时被召唤回国受审。从西元26年开始担任十年犹太长官的本丟·彼拉多就是个好例子。他遭到卸任的理由是让拿着军旗的部队进入耶路撒冷城，以及必须对发生多起的居民骚动负责。

其实，犹太人不满的原因未必全在罗马方面。经常处於弱势的民族要从被害意识中解放，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正因为这类型的人唯一拥有的是被害意识，所以在面对强者时，往往都会反应过度。在其他属省不会造成问题的，在与犹太人之间都会酿成问题。





台伯留不仅承接了奥古斯都的犹太民族政策，而且更彻底地执行，对象不仅侷限於居住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中部的犹太人，连整个帝国内的犹太人都在这项民族政策的涵盖范围之内。台伯留不光是扩大了对象范围而已，他还考虑到东西方的差异，所以是以个案的形式来处理。而这种「个案处理」的方式，和「分割统治」同样都是统治罗马世界的基本方针，二者彼此也有密切的关系。

台伯留之所以会彻底执行奥古斯都创设的犹太民族政策，绝对不是因为奥古斯都没有彻底执行的缘故，而是奥古斯都时代中不须面对的问题，到了台伯留时代，就非得面对不可了。原因除了犹太民族只遵从上帝法律的特殊性之外，犹太人还有另外一项特性。




希腊人与犹太人



希腊文中意指离开祖国移居他国的“Diaspora”在现代往往被认为是犹太民族特有的现象，但是，除了强制迁徙到巴比伦和埃及的例子之外，说到离开祖国移居他国，希腊民族还是前辈呢。罗马人在各地兴建名为“colonia”的殖民都市，这是政策上的移居，而不是人民自主性移居所产生的民族现象。就自主性移居而言，希腊民族堪称先驱，犹太民族则居其后。

不过，希腊人和犹太人的迁徙是有根本上的不同的。

希腊人是在空无一物的地方建设新都市，然后以那里为基地，发展手工业或通商以累积财富。相对地，犹太人则是移居到现有的繁华都市，然后再靠手工业、通商或金融业来累积财当。西元前1000年，希腊人就开始移民，在地中海世界中，无分东西方，各地都兴建了希腊人的都市，但是却没有犹太人兴建的都市。因为，犹太民族是不会移民到没有散发财富味道的地方的。

到了西元前后交接的时期，即使地中海世界中的东方地区各都市里都形成了大规模的犹太人社区，但是在罗马等西方地区的各都市中，却没有类似东方地区规模的犹太人社区。因为，罗马虽然是霸权国家的首都，但是西方地区显少有散发出「财富味道」的地方。

确立罗马和平和普及基础建设，带来西方经济力量提升的结果。以往失衡的东西方经济实力，现在也变得平衡。或许有人会以为是财富集中到了支配者罗马这边来了，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罗马帝王政治时代的三大都市是罗马、亚历山大和安提阿，但是其中属于西方地区的，只有罗马一处，亚历山大和安提阿都属于东方地区。

身为支配者的罗马人就算重视整个帝国的财富流通，但是对他们而言，将财富集中到罗马来并不那么重要。就连属省稅也不是被支配者给支配者罗马的贡金，而是以保护被支配者居住在帝国境内安全为目的的保全费用。






罗马世界的三大都市




不论如何，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逐渐提升的西方经济实力，毕竟引起了犹太人的注意，而此时的西方地区也真正具备了犹太民族移民的条件。这时期登基为皇的，就是台伯留。




台伯留与犹太人



台伯留非常了解犹太民族的特殊性，这可以从他继续录用叙利亚总督奎里努斯，以及采取各种措施避免刺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等事情中获得证明。不过，也就是因为了解，所以台伯留也深知特殊的犹太民族可能对以普徧为主的罗马帝国带来的危险性。如何才能使只遵守上帝法律的人民和努力依循人类法律的民族共存？若弃之不理，只会增加危险而已。东方地区里，好比节庆般定期发生的希腊裔居民与犹太裔居民的冲突，就是最好的例证。希腊民族既是多神教的民族，而且在法律是人类创造的观念上，与罗马人最为接近，同时也是最不抗拒与罗马人同化的种族。





台伯留的面前，呈现了如下的事实：

总人口百万的亚历山大居民分五区居住，其中三区是希腊裔，剩余的二区是犹太裔。罗马的人口调查因为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靠推测，不过，居住在百万人口都市亚历山大的犹太裔居民，人数应该超过四十万。另外一个东方的百万人口都市安提阿，情况应该类似。

至於在罗马方面，行政区域分成十四区之中，只允许犹太裔人集中居住於其中一区，而且原本移居到罗马的犹太人就不多。这也是因为罗马开始散发出「财富的味道」，也不过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研究学者们推测，当时居住在罗马的犹太人口，应该在二万左右。一百万中的四十万，与一百万中的二万，这其中的意涵，应该隐藏着容许特殊又贯彻普徧的解决方案。

奥古斯都认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犹太人社会内行使司法权，台伯留也允许东方地区各都市的犹太人社会行使同样的权力。一切比照耶路撒冷，只有执行死刑时，必须经过罗马人的总督或长官的许可。换句话说，等于承认了东方地区的犹太人得依上帝的法律来进行审判的权力。

台伯留还认可犹太人祈求已久的周六安息日，这也可以说是明智的决断。对希腊人或罗马人而言，休假等于是献给众神的节日，人们会放下手边的工作，参加祭拜典礼，观赏祭神用的竞技赛或戏剧等。跟这种观念的人相比，犹太人除了向上帝祷告之外，其他什么事也不做，难怪犹太人会觉得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休假日真是奇怪。不过，对犹太人而言，摩西十诫中第四条既然规定「安息日乃圣日」，如果不遵守的话，就会遭天谴。罗马人身为支配者，竟然会允许每周六自己在工作，犹太人却「什么也不做」的习惯。这是因为犹太人在百万人口中佔了四十万的既成事实，让台伯留的东方政策不得不如此。





至於犹太裔居民只佔百万人中二万的西方地区，台伯留采行的政策，是在事情还没有变得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前，先采行防患未然的策略。这项政策并不是要禁止或限制犹太人移居，而是犹太人虽然享有移居的自由，但是也必须甘於接受西方地区异于东方的不利立场。因为摩西的十诫中规定了每周六「什么都不做」，所以台伯留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不允许犹太人社区中依循犹太法律的司法权。如果要移居西方地区，即使是犹太教徒，也必须彻底遵从罗马法律。这项政策因其人口在百万之中只佔二万人，所以能顺利执行。

不过，无论是东西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台伯留强迫各都市中的犹太社会接受下述条件。台伯留承认犹太人信教的自由、移居的自由和其他犹太教特有的习惯，但是绝对不允许以反罗马为目的的行为或造成社会不安的行径。居住在罗马世界里的犹太人，万万不可忘记这项禁规。西元19年，当总督奎里努斯在犹太对犹太教徒进行怀柔政策的同时，台伯留以造成社会不安为由，强制所有居住於罗马的犹太人暂时离开义大利。罗马人对于异教徒的政策是承认他们的信仰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他们演变为社会不安的原因。这种异教徒政策，就是由台伯留确立的。

台伯留在犹太人特多的帝国东方地区，承袭了凯撒和奥古斯都执行的路线。基於历史等种种因缘，使得希腊人与犹太人的对立关系日益恶化，台伯留的策略就是坚守调停者的立场，绝对不袒护任何一方，因为，如果没有这两个民族的话，帝国的东方地区，根本就等于不存在。

我想，台伯留应该非常明白犹太民族与希腊人不同，不愿意与罗马人同化，所以要经营犹太地区的「公司」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当地人来担任「社长」。可是，没有适当的人选。适任人选之一的希律王孙阿古力巴虽然也很有能力，但是缺乏责任感，这是台伯留给他的评价。所以，台伯留也只能维持由叙利亚总督指挥下的「长官」直接统治的模式。





以上就是到台伯留去世之前，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斐洛，会如此地赞赏罗马帝王政治（请参照第一章台伯留第181页），也足以证明居住在帝国境内的犹太人非常满意从凯撒、奥古斯都到台伯留为止一个世纪的罗马人统治。卡利古拉也承袭了这项政策，而斐洛等犹太人更深信，卡利古拉正因为身上流有奥古斯都的血液，所以一定更能承袭这项罗马的传统。




卡利古拉与犹太人



人类心中或多或少都存有种族的偏见，但是要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第一是两者每天见面、共同生活的关系，第二则是利害关系不一致。跟居往於地中海世界中东方地区犹太人长期处於对立状态的，不是罗马人，而是希腊人。这两个民族实在都很优秀，但是就因为优秀的关系，所以在各方面都互相对立。经济能力上的比较自然不在话下，在学问的世界里同样也是处於竞争关系。唯一没有竞争的领域，大概只有海运业吧。毕竟希腊人航海的才华堪称技压群雄。

在亚历山大大帝揭开序幕的希腊文化时代的三个世纪中，这两个民族，可以分为支配者的希腊人和被支配者的犹太人。虽然表面上的形式如此，但是这也帮助了二个民族之间保持明确的上下关系。但是在克丽奥佩脱拉败亡后，希腊人支配的最后基地也成为罗马的疆域，从西元前30年开始，唯一的支配者就只有罗马人，而同样身为被支配者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就变成「同居」的形式。

长久以来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关系，加上彼此的利害冲突，这两项因素累积起来的对立情绪怎是一朝一夕能够化解的。此外，在罗马霸权之下，这两个民族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的两极化：选择与罗马人同化的希腊人，以及拒绝同化的犹太人。

罗马人有著非常奇异的特性，就是可以将输给自己的人同化，但是他们竟然承认特殊份子犹太人的特殊性，把犹太人纳入自己的支配体制下。凯撒、奥古斯都以至於台伯留的这一个世纪，对犹太人而言，应该要比以前希腊人统治时代来得好过的多。犹太人如此欢迎卡利古拉登基，也证明了他们多么希望罗马人继续施行帝王政治的统治方式。

可惜的是，卡利古拉并不了解罗马皇帝的「无冕王」才是超越诸王的真义，只想到要超越诸王，就只有成为「神明」一途。

这下子，犹太人可伤脑筋了。卡利古拉大病时，犹太人祈求他早日康复，但是他们绝对无法认同卡利古拉是神明。相对地，希腊人是多神教的民族，所以多一个神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于公开表示自己是神明的卡利古拉该如何应对，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对立情绪再度引爆。而这种对立的关系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爆发的原因，就在于帝国东方地区中，亚历山大的希腊人社会和犹太人社会的力量最势均力敌的关系所致。





卡利古拉登基一年后的西元38年，亚历山大爆发动乱，追究整个事件的经过，起因於希腊人藉卡利古拉之名，引燃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换句话说，是由希腊人开始挑衅的。

只要是停泊在港湾中犹太人所拥有的船只，全部都被放火打劫，甚至连犹太人集中居住地区的百姓也不得幸免，被搜刮殆尽。只要走出居住地区一步，就因为这个原因而遭到杀害。希腊裔的居民甚至将卡利古拉的雕像搬到犹太教的礼拜堂之内，嘲笑害怕因崇拜偶像而遭天谴的犹太人。

解决居民之间的纷争，是派驻埃及的皇帝代理长官的任务。这个时期的埃及长官是台伯留任命的佛拉库斯，他改变以往的德政作风，采取实际的行动。他没有扮演调停的角色，而是站在希腊人这边，认为即位虽然才一年的年轻皇帝卡利古拉，他的治世期间必定相当长远，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卡利古拉自奉为「神」，所以要镇压也奉卡利古拉为神的希腊裔居民实在不太可能。由于埃及长官带头指挥，使得亚历山大的这场暴动变成对犹太居民的全面镇压。

先是星期六的安息日遭到废除，之后是以往在五区之中有二区可以居住的犹太人，因为以没有权力居住在景观美丽的地区为由，全部被赶到一区之中。犹太人被赶走的区域中，四百间的房舍遭到纵火焚毁，礼拜堂也付之一炬，三十六名的祭司们被带到竞技场中，在希腊裔居民的嘲笑声中遭到鞭打。

犹太人经营的工厂也被封闭，通商也停顿，就连贩售日用品的商店，也因为害怕希腊人而关闭。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号称东方第一大城的亚历山大，泰半的经济陷入了停顿状态。

这么一来，犹太人社会只好直接向罗马皇帝投诉。罗马的法律中，承认这种情况之下的直接投诉，所以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居民决定行使这项权利。犹太人大概很习惯二十三年来未曾改变过的台伯留对犹太人的政策吧。就算卡利古拉自称为神，但是他毕竟是统治帝国的最高负责人。犹太人希望在谒见皇帝之后，能请皇帝扮演调停者的角色。





前往罗马的使节团首席代表，决定由学富五车、在犹太人社会中人望极高、号称「犹太的柏拉图」的斐洛担任。虽然年届七十，但还是被认为是最佳人选，原因就在于他是最忠诚的犹太教徒，却又不吝惜承认希腊、罗马文明的优点，坚信罗马帝王政治下犹太民族存活的可能性，是个稳健派的都市型犹太人。此外，他个人的家境也相当富裕，可以负担所有使节团员的派遣费用。

斐洛兼备的优点还不只这些，他还具备了罗马方面会产生好感的家庭环境。他的亲弟弟盖乌斯·朱利斯·亚历山佐斯是个富裕的金融家，从姓名中就可以知道他是个罗马公民，他也是卡利古拉祖母安东妮亚资产的管理者。祖母的遗产几乎都是由卡利古拉继承，而他就是皇帝在东方地区的私有财产管理人。家族中另外一名成为罗马公民的人物，叫做马库斯·朱利斯·亚历山佐斯，他也是财经界的重量级人物，他跟犹太王之一的阿古力巴一世的女儿蓓蕾妮丝结婚，也由于这个婚姻关系，使得他和卡利古拉的挚友犹太王希律·阿古力巴成为姻亲。

斐洛的一个儿子也选择成为罗马公民，他叫做台伯留·朱利斯·亚历山佐斯，从事军务，在父亲担任使节的那一年，他的军阶是罗马军团的大队长。这名犹太裔人士日后出人头地，后来在克劳狄斯皇帝时代担任犹太长官，尼禄皇帝时担任埃及长官，维斯帕先皇帝时代晋升为近卫军团的长官。与罗马人同化的犹太人，虽然人数鲜少，但是还是存在的。





以斐洛为首席代表的犹太使节团抵达罗马时，是西元38年的初冬。原本众人以为卡利古拉会立即召见他们，可是却不见通知送达。他们透过当时人在罗马的希律·阿古力巴请求，但是皇帝给的回答是要他们等候希腊方面的使节团抵达后一并接见。因为当时一般都会避免在冬季航海，所以不急着向皇帝投诉的希腊人势必会晚一点出发。如果秋天没有走成，那势必就要等到春天，看来希腊使节团抵达罗马的时日，应该是在隔年西元39年的春季。亚历山大的希腊人社会也选择学者作为使节团的首席代表，名叫亚比昂，是位著名的哲学家，批评他人时嘴巴很毒的台伯留，就说他是「只会耍嘴皮子的学者」。斐洛倒是不怕亚比昂的舌灿莲花，但是在罗马的长久等待中，他开始对于应该身为调停者的卡利古拉感到不安。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希腊的使节团抵达、皇帝愿意接见的时刻了。犹太与希腊双方代表接受召见的地方，是在罗马七座山丘之一艾斯奎里诺山上通称「麦克纳斯庭园」的皇帝私宅内。奥古斯都的亲信麦克纳斯在去世时，将所有财产留给奥古斯都，所以这块能将整个罗马市尽收眼底的景观之地也就成为皇帝的私有地了。卡利古拉原本计画在这里招待罗马的上流公民，欣赏戏剧表演。当他前往视察準备工作进行状况时，顺便叫希腊和犹太双方的使节团到这「麦克纳斯庭园」来。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不是在固定的会场中对坐，而是三方都站着。我就把斐洛记载这天会见的全程经过翻译出来。此时的卡利古拉即将满二十七岁。






「我们被引导到皇帝的面前，敬畏之意让我们低下头来，双手向前伸，口呼「可敬的吾皇下」。皇帝以极度讽刺的语气回答道：「就是你们哪。其他的民族都认同我就是神明，而唯独只有你们，因为信仰某人之故，禁止你们口呼其他神明的名号，所以就不承认我是神明啰。」卡利古拉说完之后，抬头仰望，双手举起，对上帝大放厥辞，用词之恶劣，是我们犹太教徒不能听的。




皇帝对于希腊使节团的态度跟对我们的态度完全相反，对他们的亲切仿佛就是在讽刺我们一般。希腊人於是欢喜不已，以夸张的动作和恶心而卑微的话语奉承皇帝。希腊使节团员之一的依西杜鲁斯甚至说道：「主人，您如果知道了这群家伙在亚历山大的丑态，我敢说，您一定会更加地愤怒。亚历山大的居民举行祭礼，祈求您的病恙能够早日恢复，只有这群家伙，也就是犹太裔的居民们说上帝不允许，所以没有为您祈祷。」




我们犹太使节团异口同声地反驳道：




「优秀的盖乌斯（卡利古拉的本名）啊！依西杜鲁斯的批评，不过是毫无根据的中伤而已。我们也有以牲礼祈求您的康复，而且还不是像他们那样只用了几头，我们用了一百多头的家畜来祈求。而且，我们的祭礼还是循规蹈矩地进行的。祭礼要做得好，不是在祭坛前宰杀牲礼用的家畜，然后将他们的血撒在祭坛周围，肉就带回家中吃掉；而是在宰杀之后，等到牲礼烧完为止，这才算是真正的牲礼祭典。




更何况，我们举办的次数不只一次。在您登基之后的二年之内，我们就举办过三次的牲礼祭典，第一次是在您继承帝国时，第二次是在您病倒、全国人民也随着您一起生病的时候，第三次就是在与日耳曼人战斗时，我们举办了牲礼祭典，以祈求您的胜利。」




对于我们热诚的辩白，卡利古拉回答道：「就算你们真的举行过牲礼祭典好了。但是牲礼祭典是献给神明的。你们信奉的宗教却说上帝只有一个。你们真的是在献给唯一上帝的牲礼祭典中，祈求另外一位神明长命百岁吗？」




卡利古拉一面说，一面检查著庭园中设在各处的表演场地，丝毫没有停下脚步。他逐一检查每一处绅士淑女观赏的表演场地，楼上楼下来来回回不停地走，做得不好的地方，他立即下令修改。他下令修改，就表示要花费更多的钱。




我们跟随在他的背后走着，不断上下楼梯、来回地走。这期间，希腊使节们毫不客气地继续批评和嘲笑我们。但是，对于卡利古拉偶尔的发问，他们没有办法说出个道理，所以皇帝和希腊使节团之间的对话，也是零零落落的。




卡利古拉突然转而询问我们：「你们为什么避开猪肉？」




这个问题又引起希腊方面的嘲笑。不过，我们认真地回答道：「各个民族有著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法律，就有不同的禁止项目。希腊人也不例外，就像他们不吃山羊，尽管山羊量多、价格又便宜。」




卡利古拉大笑后说道：「这还不容易回答，因为难吃嘛。」




皇帝接见我们，就在这种气氛下进行，但是这只让我们更加困惑，心情更加消沈。卡利古拉接着又问道：




「犹太人社会现在行使的政治权限是什么？」




当我们开始说明的时候，他垂听我们的说明，也展现愿意理解我们立场的态度，但是，好景不常。当我们的说明快要谈到重点时，一面检查的他，就走进了庭园中央的宽广表演场中。因为卡利古拉开始下达命令，所以我们只得住口。他下令将四周的窗户缀上如玻璃般白色稀有石头磨成的薄片，这样就可以从外头采光，同时还可以使里头的观众免於受到强风或阳光的伤害。他下达命令之后，又转向我们说：「你们刚才说了什么？」




我们拾起说到一半的话题，重新开始说明。然而卡利古拉依旧没有停下脚步，才一踏进下一个表演馆，就再度下达改装的命令。这次是命令将表演馆墙壁的绘昼改换成其他图画。命令完后，似乎要慎重聆听我们的意见时，不料是对我们说：「我想你们犹太人并不像希腊人说得那么坏，但是的确是个不幸又愚蠢的民族，因为你们不相信我继承了神明的本质。」




他说完这句话后，就拂袖而去，而我们也只好退下了。」



在描写卡利古拉的实际为人方面，无论是罗马人的历史学家，或是后世的作家们笔下，都没有这位活在同一时代的犹太人写得传神。二千年后阿贝尔·卡缪的戏剧《卡利古拉》中，或是1980年代美义两国各自拍摄的《卡利古拉》电影中化身为性与暴力怪物的卡利古拉，都是拿史维特尼斯在卡利古拉作古百年之后将街头巷尾的传言收集起来而编写的《皇帝传》中的卡利古拉形象来作题材。但是，不论幸与不幸，卡利古拉都不是怪物，脑筋也不差。他的不幸，甚至是整个帝国的不幸，在于一个还不知道政治为何物的年轻人必须肩负起政治责任的问题上。其实，卡利古拉也是很有批评眼光的。他还曾经开玩笑说，要任命爱马因其塔杜斯为元老院议员，可见他早就看透了元老院从政能力的衰退。可是，这件事流传到后世，就变成了他把马儿任命为元老院议员的疯狂行为了。

不过，批评与实践毕竟是两回事。实践统治，其实就像是人们口中所说的「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是非常踏实不浮夸的工作，但同时还要讲究一贯性。临机应变虽好，但是容易流於三分钟热度，对于政治的实践者而言，等于是替自己挖好坟墓。





以斐洛为首席代表的犹太使节团的成果，只能说有失也有得。犹太人不利的环境没有获得改善，这算是失败的一面，但是卡利古拉任命的新长官不许亚历山大的希腊人更加蛮横，这一点就算是成功了。埃及的亚历山大与叙利亚的安提阿齐名，是罗马帝国东方地区的经济重镇。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够发挥「城市」的机能，犹太裔居民的活跃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斐洛回到亚历山大后不久，卡利古拉就前往属省，他在莱茵河沿岸和连接多佛海峡的高卢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已经在前头说明过了。之后他回到罗马，举行了简单的凯旋仪式。不过，在这段时间之中，巴勒斯坦又发生了事件，使得卡利古拉再度注意到犹太人。




势力对决



莱茵河前线举行军事演习迎接皇帝，之后又在罗马举行凯旋仪式，这么大的手笔，传到帝国东方的犹太地区时，似乎已经成了卡利古拉战胜了日耳曼民族的消息。希腊裔居民欣喜若狂，準备要设置供奉卡利古拉的祭坛，并要在祭坛上举行牲礼祭典。

这一下可刺激到了犹太民族。愤怒的犹太群众大举袭来，将大理石造的祭坛打得粉碎。这件事当然向回到罗马的卡利古拉做了报告。

原本就对犹太教徒没有好感的卡利古拉，在接到报告之后果然震怒，他激动地决定诉诸武力来解决，这种事在现代的电视新闻播报的话，一定是头条新闻，在报纸上也一定是头版头条。卡利古拉寄了一封信给管辖犹太的叙利亚总督贝特洛尼斯，命令他打造以卡利古拉为模特儿的最高神祇朱比特的神像，并竖立在耶路撒冷的大神殿中。

贝特洛尼斯是先皇台伯留起用的行政官之一，看到卡利古拉的命令时大吃一惊。而且，卡利古拉这项命令还不只写在给贝特洛尼斯的信中，他也对外公开表示，所以犹太人自然也就知道了。

整个犹太地区进入抗议状态，男女老幼形成庞大的群众，聚集在行政官的官邸前，要求他应该想尽办法，避免冒渎上帝的行为发生。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等海外的犹太人社会对于这个消息，也隐藏不住担忧之色，因为耶路撒冷的大神殿，对他们而言，是「神圣之地」。如果坐视不管，恐怕会引起整个犹太民族的暴动。

总督贝特洛尼斯选择了采用障眼法的方式，他祕密地命令提鲁斯工厂慢慢打造神像，但对于犹太人的要求，他则是以无言地点头方式回答，不留下证据。抗议及示威活动於是停了下来。

这厢的卡利古拉等着自己的命令赶快实现，但是再怎么等，就是等不到报告指出严禁崇拜偶像的犹太教神殿里竖立起神像的消息，也没有消息传来神像已经完成。卡利古拉又寄了一封信给总督贝特洛尼斯。


「看来你选择了犹太人的礼物，而不是我的命令。也就等于是说，你选择了获取他们的好感，而不是执行你肩负的任务。这等于是不服从皇帝，而身为皇帝的我决定，无论是现在或未来，都有必要将不从皇命的结果昭告天下，所以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由你自己决定如何处置你自己。」



换句话说，卡利古拉就是命令贝特洛尼斯自杀。但是，在这个时代，从罗马到安提阿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当卡利古拉下达自杀的命令还在地中海上向东而行的海路上时，下达命令的这个人凯撒撒手人寰了。

总督贝特洛尼斯捡回了一条命，罗马皇帝和犹太民族之间的全面对决也因此而消失。不过，因为卡利古拉而产生的帝国统治上的「裂痕」，不仅只存在于犹太问题之上。

跟帕提亚王国的友好关系，又因为亚美尼亚王国偏罗马或偏帕提亚而开始步入危机。叙利亚总督贝特洛尼斯也不得不在与帕提亚交界处的幼发拉底河畔，派驻二个军团。

位于北非西方，七十年来一直都是罗马可信赖的同盟国茅利塔尼亚王国也因为卡利古拉轻率的作为而发生了问题。

茅利塔尼亚王国幅员辽阔，相当於现在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西部，奥古斯都时代，即使王族继承无人，奥古斯都也没有把这里化为属省，一直采取和它保持同盟国的关系。他让被凯撒打败的努米狄亚最后一任国王优巴的儿子和马库斯·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的女儿结婚，并把茅利塔尼亚王国交由他们统治。卡利古拉时代中，茅利塔尼亚的国王是这两个人所生的特洛梅斯。这个国王的外祖父，就是马库斯·安东尼，也就是卡利古拉的曾祖父。卡利古拉登基为皇之后，说什么也无法忍受与自己有同样血缘的人担任友好国兼同盟国、但实际上是属国的国王。於是卡利古拉把他召唤到罗马之后，就加以杀害，并宣示要将茅利塔尼亚王国纳为属省。茅利塔尼亚人群起反抗，掀起反罗马运动。统治帝国时难免在某些地方会发生问题，但是向来不须罗马人担忧的茅利塔尼亚这下子也出问题了。

卡利古拉的治世不仅是让国家财政崩溃，在外交方面也是处处出现裂痕。




反卡利古拉的行动



恐怖组织的活动并不是因为文明不发达才会产生的，也不会因为参选落败而采取恐怖活动，而是因为权力集中於一个人手上，大家都认为只要杀了他，政局就会改观，所以才会发生恐怖活动。

从西元40年到41年，卡利古拉周遭的环境，就像梦一般，从登基时的狂热急速地冷却，这期间也不过就三年半而已。就罗马从事公职的资格年龄三十岁来讲，卡利古拉都还不到这个年纪呢。

公民在享受社会福利的「面包」和博取民心的「马戏团」两大优惠，再加上他们原本就不在意外交上的失败的话，支持度应该都能保持在高水準但竟然会下滑，原因就在于课征燃料稅的关系。或许对卡利古拉而言，这是他不把停止征收的营业稅重新开征的替代稅款，但是烧菜做饭都少不了燃料。就连接受小麦免费配给的贫民，也得生火煮饭。虽然有斗剑比赛或各种活动可以免费欣赏，但是抗议燃料课稅也是人之常情。人民聚集在竞技场中抗议，卡利古拉也只能派出近卫军团前往镇压了。

卡利古拉在外交等所有的帝国统治上犯下的错误，有能力掌握情报、分析了解的元老院自然不会不知情，但是元老院却仿佛是被蛇盯住的青蛙一般动也不敢动，原因如下：

第一、卡利古拉动用国家叛乱罪法的攻击对象，几乎就是锁定了元老院，害怕明天大祸临头的恐惧，让他们动弹不得。

第二、他们猜测，如果身为日耳曼尼可斯之子的卡利古拉有什么不测，至今「日耳曼尼可斯神话」仍旧存在的莱茵河前线驻防军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本名盖乌斯的罗马帝国第三代皇帝，对于意思是「小军靴」的「卡利古拉」称号非常反感。不过，在罗马军队中势力最强大的莱茵河沿岸军团基地中，幼年时的盖乌斯就是士兵们的幸运符，所以，即使他当上了皇帝，他还是「小军靴」，也是集士兵希望於一身而英年早逝的日耳曼尼可斯的儿子。

元老院阶级之所以没有发生反卡利古拉活动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清楚的打算，不知道打败卡利古拉之后，帝国应该如何统治。元老院议员中，有部分的人士是属于共和主义派，他们还梦想着共和政治能够复活；但是，进入帝王政治已经七十年了，几乎所有的议员，都是在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和平」体制下长大成人的。对他们而言，要废除帝王政治、重新恢复共和政治，这样的做法实在太不务实。不过，卡利古拉在政治上的缺失，已经到了不能不理的程度。

第四个理由是，要扳倒卡利古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卡利古拉的周边警戒森严。奥古斯都在凯撒遭到暗杀之后学聪明了，将凯撒解散的日耳曼士兵贴身警卫体制重新恢复，这就是奥古斯都长命百岁的原因。卡利古拉更扩大到让近卫军团的士兵也来当他的保镖。近卫军团号称罗马军的菁英，是从帝国各地的驻防军团中挑选出来的。卡利古拉还从父亲日耳曼尼可斯麾下的日耳曼军团中拔擢人才，让他们担任近卫军团的队长，借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换句话说，卡利古拉就是由「日耳曼尼可斯神话」的信仰者保护。不论元老院的议员们多有勇气，这么一来，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不过，最后杀害卡利古拉的，竟然是卡利古拉认为对自己最效忠的「日耳曼尼可斯神话」的信仰者。




遇害



西元41年1月24日，皇宫所在的帕拉提诺山丘上，举行了帕拉提诺祭拜神君奥古斯都的庆典。一般而言，祭典在牲礼祭拜仪式之后，就会有戏剧表演或竞技赛。帕拉提诺祭典的第五天，也是戏剧上演的日子。

先皇台伯留风评不佳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不肯出席这一类的活动。卡利古拉了然於心，所以不论是戏剧或是竞技比赛，卡利古拉一定露脸。当天，他也从头到尾热情地观赏上午的表演活动。

到了中午一点多的时候，卡利古拉起身準备要去用午餐。从会场到皇宫，有一条短程地下道连接。正当卡利古拉就要走完地下道的时候，近卫军团大队长卡西斯·克雷亚就从卡利古拉背后往他的脖子上砍去；另一名近卫军团大队长科尔涅里斯·萨比努斯也从正面拿着剑，朝着摇摇欲坠的卡利古拉的胸口，深深地刺了进去。说时迟那时快，克雷亚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剑，往倒下的卡利古拉头部斩去。

当日耳曼人的保镖们赶到时，不仅皇帝遇刺，就连皇帝的第四任妻子凯索妮亚也是心口中剑，没了呼吸。一岁的女儿杜尔希拉也被人从奶妈的怀中夺走，甩到地下道的墙上而夭折。通称卡利古拉的盖乌斯·朱利斯·凯撒·日耳曼尼可斯的统治时代，维持了三年又十个月六天，享年二十八岁又五个月。





卡利古拉遇害的真正原因，由于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就过世了，所以历史的研究学者们也只能靠推测。这些专家们认为，杀害卡利古拉等于是开了近卫军团介入皇帝交替的先例，而且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定，这些近卫军团士兵是受到了金钱的左右。我赞成前半部的说法，但是无法苟同受到金钱摆布的论调。

的确，近卫军团的士兵们因为杀了卡利古拉、帮助克劳狄斯登上皇位的理由，每人收到一万五千塞斯泰契斯的报酬奖金，但是，这些事情是在杀害卡利古拉之后才发生的。

而且，近卫军团九个大队的九千名士兵也不是集体参加了谋杀皇帝的行动，只有其中的二个大队参与。更何况，二个大队也不是二千人都动手。事实上，是由率领这二个大队的大队长和二十名左右的士兵，决定谋杀自己宣誓要效忠的皇帝。

还有，直接动手的二名大队长，別说是拿到报酬赏金了，他们被以谋杀皇帝的罪名判刑，最后是从容就死。他们手下的士兵和以团结闻名的近卫军团其他士兵们，都没有为了这二位大队长之死而显现反抗的情绪。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还能说士兵们是受到了金钱的左右吗？





卡西斯·克雷亚是刺杀卡利古拉的主谋之一，也是实际动手的人，在历史资料中，记载着他在二十七年前的西元14年当时，是驻守莱茵河日耳曼军团的百人队长。

提起西元14年，就是奥古斯都驾崩、台伯留登基的那一年，也是士兵们以为皇位交替就是替自己争取优惠的好时机而群起暴动，造成莱茵河军团基地动荡的年代。当时的卡利古拉可说是间接地帮助了镇压士兵们的暴乱，这在台伯留的章节中已经做过了介绍。当时保护日耳曼军团总司令日耳曼尼可斯一家人，手执宝剑挡住化为暴徒的士兵们的，就是当时担任百人队长的克雷亚。

号称罗马军团脊椎的百人队长，一般是率领八十名的士兵，相当於现代军队中的中队长。不过，在罗马的军队编制中，他们只算是低阶军官。军官的资历一般都从指挥八百名士兵的大队长开始计算。名门子弟或是与权力阶级有关连的人，他们在入伍后，经过一段适应期，就可以一下子晋升到大队长的阶级。即使是犹太人，如果是像有力人士斐洛的孩子，也是不须经过百人队长，就直接担任大队长的职务。所以，无论是军团长或大队长，如果曾经担任过百人队长，就可以确定他在军队之中，是「一步一脚印」慢慢爬升的。

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人，从十七岁志愿入伍开始，也要等到三十岁左右，才能晋升到百人队长。克雷亚如果在西元14年时是三十岁左右的话，那么西元41年的时候，应该已经五十五岁以上了。五十五岁以上担任近卫军团的大队长，就「一步一脚印」的人而言，算是升迁顺利了。至於近卫军团士兵服满十六年的兵役后可以退伍，这也只适用于普通的士兵，大队长这种将校级人物并不适用。所以虽然五十多岁了还是现役军人，一点也不奇怪，只不过，超过六十岁以上，除非是军团长，否则一般也都除役了。

从西元14年到41年之间，没有关于卡西斯·克雷亚的消息。不过，从14年到16年的两年之内，正当恢复秩序的日耳曼八个军团总司令日耳曼尼可斯渡过莱茵河，跟日耳曼民族打得不可开交。远征期从春天到秋季，冬天则是回到莱茵河沿岸的基地。在士兵动乱时扬名立万的百人队长克雷亚随着日耳曼尼可斯二年内来回远征，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冬季不适合作战，所以在军团基地中，被士兵们称作「小军靴」的总司令官的儿子卡利古拉，穿着士兵们特制的幼儿用军靴，在营区中慢慢长大。

至於西元17年在首都罗马举行的日耳曼尼可斯凯旋仪式上，克雷亚也非常可能参与其中。所谓的凯旋仪式，不只是庆祝凯旋将军的战绩，也是为了慰劳将军手下立下汗马功劳士兵的辛苦。将军和士兵们借着举行凯旋仪式，共同分享荣耀。日耳曼尼可斯又是个温和敦厚之人，他一定不会忘了拔刀护卫自己家人的克雷亚，所以他一定也是凯旋将军在选择带谁回去参加仪式时的人选。

那一年秋天，日耳曼尼可斯出发东行，克雷亚或许也在其中。台伯留派遣日耳曼尼可斯前往东方地区解决问题，在他的随行人员名单中，有许多都是军团长或大队长等日耳曼尼可斯的亲信，等于是莱茵河沿岸的司令部整个搬到幼发拉底河一般。

如果克雷亚也在同行之列的话，那么他应该也会伴随着日耳曼尼可斯及其妻阿古力琵娜和儿子卡利古拉一同前往埃及之旅。至於从埃及回到叙利亚后不久就发生了日耳曼尼可斯发病与去世等大事，阿古力琵娜怀抱先生的骨灰，牵着七岁的卡利古拉回到祖国，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这一切的一切，克雷亚也都应该在场。

之后，就毫无克雷亚的消息，即使要发挥想像力，至少也要有点史料来作参考。不过，失去了总司令官的士兵们，也只有军队一个地方可去。克雷亚可能就是回到莱茵河沿岸的军团基地里去了吧。台伯留集中全力，将帝国北边的防御线设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像克雷亚这种优秀又忠诚的军事专家，是确立防御线这种踏实但重要的工作上不可或缺的人才。

近卫军团大队长是每一个军团士兵都羨慕的地位，晋升到这个职务时，就可以回到首都工作。我想，克雷亚回到首都时，应该是在「小军靴」登基为皇之后的事情。自此之后，克雷亚的工作就是担任卡利古拉的贴身护卫。无论是里昂、莱茵河前线基地或是面临多佛海峡的高卢北部，卡利古拉所到之处，克雷亚如影随形，这已经变成了克雷亚的日常生活模式，而这种日常生活模式眼看就要届满四年。

传说卡利古拉经常说没有妻室的克雷亚是同性恋，所以史维特尼斯就认为这是克雷亚憎恨卡利古拉的原因，进而演变为谋杀。但是宣誓要效忠皇帝却加以杀害，这种程度的憎恨实在难以构成充足的理由。考虑卡利古拉还不成熟的个性，撒娇的成分可能要比歧视讥笑来得高。而且自幼失怙又无缘与母亲在一起的卡利古拉，面对年龄与父亲相近的克雷亚，应该会把他当作父亲一样地看待吧。

可是，皇帝盖乌斯的一举一动都让忠诚的克雷亚痛心。我想，年届六十、除役后只有孤独生活等候着的克雷亚，心中仿佛就是父亲要大义灭亲一般，杀了这不肖的儿子，举剑刺向「小军靴」。这就像自家人的丑事，要由自家人来处置一般。





杀了卡利古拉之后，克雷亚命令手下将害怕得躲起来的克劳狄斯带回近卫军团的营区，让他接受士兵们「皇帝」的欢呼。卡利古拉虽然是日耳曼尼可斯的儿子，但是克劳狄斯也是日耳曼尼可斯的弟弟，换句话说，都是「一家人」。而且，克雷亚在元老院能够做出任何反应之前，先将这整件事变成既成事实。因为罗马人的家庭意识中家长具有极大的权力，所以克雷亚才能快刀斩乱麻。

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的元老院赶紧通过承认克劳狄斯为继任皇帝，至於以杀害皇帝的罪名求处死刑时，克雷亚不发一语从容就死。同袍萨比努斯也追随克雷亚之后，自杀身亡。两个人都是大队长，手下有二千名士兵，想要动员也不是不可能。更何况，他们是扳倒暴君卡利古拉、让克劳狄斯登上皇位的功劳者，可是他们却保持缄默，从容就义。我想，他们可能是在一开始，就抱了必死的决心，才干犯大罪的。至於分给近卫军团所有士兵每人一万五千塞斯泰契斯的赏金，无非是要避免士兵们对处死二位大队长的抗议罢了。

不过，这些都是我的推测，史实中有著明确记载的，只有以下的事项：

西元41年1月24日，皇帝盖乌斯遇刺，妻子与女儿也遇难。

下手的人是近卫军团大队长卡西斯·克雷亚和科尔涅里斯·萨比努斯，以及少数的近卫军团士兵。完全没有证据显示元老院议员参与其中。

皇帝遇害后不久，皇帝的叔父就被人找到，带回近卫军团营区，接受「皇帝」的欢呼。元老院也不得不追加承认。

克雷亚和萨比努斯毫不反抗地就死，没有任何参与谋杀的士兵遭受审问。公民对于卡利古拉之死反应极其冷淡。虽然没有人提议将卡利古拉丟到台伯河中，但是也没有人为他哭泣。

卡利古拉的遗体在艾斯奎里诺山丘庭园的一角急速火化后埋葬，并没有葬在皇族的墓地「皇帝庙」中。至於埋葬在何处，不得而知。

卡利古拉要求制造完成后分送帝国各地的塑像，眼见所及都遭到破坏。至今留存的卡利古拉塑像少之又少，原因就在于他遇害之后，立即遭人破坏。罗马人将皇帝卡利古拉留下的痕迹彻底拂去，仿佛是要尽快忘却这场梦魇。之后，从没料想到有这么一天的五十岁新皇帝开始登基统治。




第三章





皇帝克劳狄斯




在位期间：




西元41年1月24日~54年10月13日





意外的皇位



第四任的皇帝克劳狄斯是台伯留的姪子，也是日耳曼尼可斯的弟弟，更是卡利古拉的叔父，於西元前10年8月1日出生于现在法国的里昂。他的出生地不是罗马化（罗马人口中的文明化）发达的南法高卢地区，而是罗马人称之为「长发高卢」的落后地区——法国中北部。当时他的父亲杜鲁斯是日耳曼战役的总司令官，也是除了南法地区之外整个高卢属省的总督，所以这位总司令官兼总督的人物，自然带着全家人住在高卢属省的首都鲁格杜努姆（现在的里昂）。

克劳狄斯的母亲是安东妮亚，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是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文唸法是马卡斯·安东尼）和奥古斯都的姊姊欧古塔薇亚生下的女儿。奥古斯都打败了和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结合的安东尼，但是把他的儿女视为己出，养育成人，并且帮他们找到落脚之处。安东妮亚就在奥古斯都的安排下，嫁给了奥古斯都妻子莉薇亚的拖油瓶儿子之一杜鲁斯。对皇帝克劳狄斯而言，共和政治时代末期权力斗争的两个主角，安东尼是外祖父，而另一位奥古斯都则是外祖母的弟弟。

所以，克劳狄斯的身上也算是流着奥古斯都的血液，年少的卡利古拉能够登上皇位，完全是基於其他的理由，而不像古代历史学家们所说的，是因为克劳狄斯肉体上有缺陷的原因所致。





在第Ⅳ册中我们已经提过，晚年时的奥古斯都已经失去所有跟他有血缘关系的继承人，所以在收台伯留为养子时，他同时要求台伯留收日耳曼尼可斯为养子。台伯留也是莉薇亚带着嫁到奥古斯都家中的孩子之一，所以跟奥古斯都自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日耳曼尼可斯以及他的弟弟克劳狄斯，借由欧古塔薇亚的关系，和奥古斯都血脉相连。坚持要有自己血缘的人才能继承皇位的奥古斯都，借着让台伯留收日耳曼尼可斯为养子的方式，企图让台伯留之后的皇位能够回到自己血亲的手上。由于日耳曼尼可斯早逝，台伯留的下一个皇位继承人变成卡利古拉，这也是因为卡利古拉是日耳曼尼可斯的孩子的缘故。

换句话说，皇帝的位子，不管是不是养父子关系，从奥古斯都、台伯留到卡利古拉，都是在朱利斯家族的男子手中。

至於克劳狄斯的兄长日耳曼尼可斯被台伯留收为养子，而台伯留又是奥古斯都的养子，所以也成了朱利斯家族的人，所以克劳狄斯变成自共和政治时代以来就是名门豪族的克劳狄斯家族中唯一的男子。换句话说，克劳狄斯还是属于克劳狄斯家族，而不是朱利斯家族。克劳狄斯也不是没有觊觎皇位的野心，只是以他的立场，就算有野心也没有用。

生前的奥古斯都和台伯留都没有承认克劳狄斯是皇帝继承人之一的原因，就在于克劳狄斯不是朱利斯家族的成员之一。奥古斯都坚持皇位必须保留在朱利斯家族的男子手中，而台伯留最重视的也是遵守奥古斯都的遗志，所以这也是他们从来不曾考虑由克劳狄斯继承皇位的理由之一。





但是，卡利古拉四年的统治期间，让奥古斯都打错了算盘。再加上朱利斯家族之中，也没有男孩子来继承。如果不想回到共和政治而继续保持帝王政治的话，就要找一个人安排在皇位上。在近卫军团大队长克雷亚的脑筋里一定也还保留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继承皇位的人身上一定要流着神君奥古斯都的血液。克劳狄斯虽然不属于朱利斯家族，但是透过母亲和外祖母的关系，还是跟奥古斯都连在一起。





登基为皇的克劳狄斯，真正的全名是台伯留·克劳狄斯·凯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可斯。

台伯留是个人的名字，克劳狄斯是家门的名称，至於凯撒和奥古斯都是以后所有的皇帝都继承的称号，所以可以说是「皇帝名」，而意指称霸日耳曼之人的日耳曼尼可斯，是送给他的父亲杜鲁斯的昵称，跟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称霸非洲的西比奥）中的亚非利加努斯一样，在罗马是可以将这个名字传给子孙的，所以等于是现代的姓，古代称为家名。

请大家注意的是，凯撒、奥古斯都、台伯留和卡利古拉都有的「朱利斯」这个家门名称，克劳狄斯却没有，他的家门名称是「克劳狄斯」。依照凯撒描绘的蓝图，奥古斯都架构了帝王政治的罗马帝国，在这段历史之中，从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开始，一直到台伯留、卡利古拉、克劳狄斯以及第五代的皇帝尼禄为止，为期一世纪的时间之内，称为「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时代」，意思就是由出身朱利斯一族和克劳狄斯一族的皇帝所统治的时代。奥古斯都、台伯留和卡利古拉属于朱利斯家族，而克劳狄斯和他收为养子的尼禄则是出身克劳狄斯家族的皇帝。这两个家族并不是没有牵连的；台伯留的老家就是克劳狄斯，而克劳狄斯和尼禄也都因为母亲的关系而和奥古斯都有著血缘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统称为「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时代」，而不分称为「朱利斯王朝时代」、「克劳狄斯王朝时代」的原因。「朱利斯」和「克劳狄斯」两个家族的另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从罗马建国初期起的名门贵族。

我为什么要这么唠唠叨叨地重复说明家族王朝的原因，在于罗马帝王政治就是由这些因缘来形成统治者的正当性的。

所谓统治者的正当性，对被统治者而言，就是要让他们了解被统治的理由。举凡直接选举中的得票数，或是间接投票方式的国会记名投票，总统和首相就是凭借着这些条件来获得统治者的正当性。在还没有这种选举的罗马帝王政治时代中，要登上皇位，需要元老院和公民的同意，这就说明了，即使进入帝王政治时代，罗马人还是很重视统治者的正当性的。理由当然也是简单明瞭，因为，不论是哪一种政治体制，如果被统治者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就无法进行统治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共识」就是等于「同意」的意思。

奥古斯都执著於血缘继承，因为他认为这是稳定政局的必备要素。纵使刺杀现任皇帝这等骇人听闻的事件才刚发生不久，克劳狄斯能够出乎意外地顺利登上皇位，就是因为克劳狄斯虽然不属于朱利斯家族，但是他的身上仍旧流着奥古斯都的血液。这也证明了进入帝王政治之后七十年，元老院和一般公民都对奥古斯都架构的帝王政治体系有了共识；要不然，就算近卫军团创造的既成事实多么天衣无缝，日后克劳狄斯的统治也不可能持续十三年之久。




历史家皇帝



古罗马时代的观念是健全的精神存在于健全的肉体之上，但是这一次，罗马人可是让一个肉体上有著明显缺陷的人当上了自己的皇帝。

不晓得是不是幼年时得了小儿麻痹的结果，克劳狄斯走路时，经常是拖著右脚走的。他的体型也是左右不对称，想锻鍊也无从锻鍊起，体格贫弱，走起路来双膝发抖，步伐蹒跚。他还习惯甩头，紧张时更有口吃的毛病。个子也比平均身高矮，再加上姿势不良，头小、倒三角脸、下巴尖，外加狭窄的额头上刻著三条深深的皱纹。

硬要给他一句评语的话，充其量也只能说，虽然有手有脚，但可惜留有遗憾。如果将自己的身体稍微加以改变就可以让自己不悅的心情获得改善的话，克劳狄斯应该是不缺经费来改变自己的，但是他这个人对这种事情却是毫不关心。

皇族的女性们不爱克劳狄斯，这也不难理解，但是在克劳狄斯二十三岁去世的奥古斯都，似乎发现了姊姊儿子的长处。至於台伯留的话，原本对于亲戚就很不热络，所以自然不会对克劳狄斯以特殊待遇对待，但是也没有恶整他。而克劳狄斯最大的保护者，就是他的兄长日耳曼尼可斯。

出生于皇室家族，在帕拉提诺山丘上豪宅中成长的孩子们，他们的学友兼玩伴，就是跟他们一起住在家里的各同盟国的王子们。虽然是人质，但是除了不能任意回到祖国之外，其他倒没什么，性质就好像前一阵子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权力阶级子弟留学英国，或是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s）留学美国一般。不过，孩子们的世界也是出乎意料的残酷，所以身上有著像克劳狄斯一般缺陷的小孩特別容易被他人欺负，而大他五岁的兄长保护了他。日耳曼尼可斯不仅受奥古斯都喜爱，就连女性们也是爱慕万分，也是个责任感极强的小孩。他或许认为，弟弟肉体上有缺陷，而且一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护他。克劳狄斯就在兄长的保护之下，才能在幼年期跟青春期度过稳定的精神生活。或许这个因素就是在克劳狄斯当上皇帝之后，也能够在统治时展现「健全的精神可以存在于不健全的肉体上」的一大原因吧。

不过，奥古斯都或台伯留即使在克劳狄斯长大成人之后，也没有让他担任国家的公职，反而是认可他投注於年少时就热爱的历史研究和著作中。若不是卡利古拉遇害，克劳狄斯一辈子可能都埋在「历史」之中呢。





克劳狄斯的历史研究和著作的老师，传闻是晚年的提图斯·李维斯（Titus Livius）。

关于这位提图斯·李维斯，我在第Ⅰ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最后的参考文献中，有著如下的说明：


李维斯（Titus Livius，59 B.C.~17 A.D.），《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三十二岁那一年发行十卷，终其一生共出版了一百四十二卷，被罗马人喻为罗马历史的金字塔，内容记述时间从罗马定国起到西元前九年，现在只留存三分之一多，有许多部分在中世纪时被销毁，这对罗马史研究者而言，无异是一大憾事。〕







这位李维斯就是克劳狄斯青年时期的历史研究和著作的老师。罗马的提图斯·李维斯可说是和打造了希腊历史金字塔的希腊人图基狄得斯一样，正因为生长于动荡的时代，所以对历史更为关切。关切历史并没有怀古的意涵；对「人性」的关怀才是决定性因素。出生于动荡的时代，自然要比出生在太平时代，更会对各种言行所表达出来的人性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具有十足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没有为时代掌舵地位的局外人更是如此。

李维斯十岁那年，朱利斯·凯撒越过卢比孔河，内乱时代开始。

十一岁那年，由坚持元老院主导共和政体派拥立的庞培率领大军，与凯撒率领打倒元老院体制派的大军，在希腊法尔沙拉斯平原开战。败北的庞培逃往埃及，在埃及遇害。

十二岁那年，凯撒就任独裁官。

十三岁那年，凯撒追赶逃窜的庞培余党，将战线移到北非，在塔普索斯战役中再度获胜。共和政体派拥护者小加图自杀。

十四岁那年，凯撒在西班牙的孟达会战中胜利，给共和政体派致命的一击。

十五岁那年，凯撒就任终身独裁官，实质上的帝王政治於焉开始。3月15日，布鲁图斯领导的十四名元老院议员在元老院议场内暗杀凯撒。

十六岁那年，暗杀凯撒的主谋布鲁图斯和加西阿斯由于形势不利，逃往希腊，準备与凯撒派的安东尼与屋大维决一胜负。共和政体的意识表征西塞罗在罗马遇害。

十七岁那年，反凯撒派与凯撒派在希腊的腓利比原野发生激烈的战争，凯撒派获胜，布鲁图斯与加西阿斯败北自杀。

之后，凯撒派（打倒元老院体制派）又内哄，分裂为安东尼与屋大维两派，开始权力斗争，一直到李维斯二十八岁那年的亚克兴角海战之后才尘埃落定。第二年，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自杀身亡，就剩下凯撒的养子屋大维一人独大。

李维斯三十二岁那年，改名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宣示要恢复到共和政体，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他要确立帝王政治的第一步而已。





奥古斯都出生于西元前63年，死于西元14年；李维斯出生于西元前59年，死于西元17年。皇帝与历史学家在时代的局内人或局外

人的立场上虽然不同，但是几乎可以说是同一时代的人物。李维斯真可说是亲身体验到凯撒越过卢比孔河，以至奥古斯都确立的「罗马和平」。

共一四二卷记录从建国到西元前9年为止七百四十四年历史的《罗马史》，与作者李维斯同一时代的部分，也就是从共和政体到帝王政治的转移时期的记载，只留下些许的片段。这实在令罗马史的研究人员扼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维斯虽然生于奥古斯都的时代，却是个共和政治主义者。如果这些历史资料真的有留存下来的话，我们应该可以从共和政治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奥古斯都如何让众人以为共和政治将会复活，而却又奥妙地将政体转为帝王政治。

在这一四二卷的历史书全数存在的古代，奥古斯都曾在读过这些史书之后，称李维斯为「庞培的支持者」。虽然奥古斯都讽刺李维斯，但是这位树立帝王政治的第一功臣，却没有想要禁止这名庞培支持者所写的历史书发行。共和政体派的意识表征西塞罗全集发行，也是奥古斯都时代的事情。与罗马名门宗师兼皇帝的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的克劳狄斯，纵使在进入青年期后师奉「庞培支持者」，也没有人把这件事当作丑闻来看。





看过克劳狄斯描写自己从小到五十岁被揪出来当皇帝为止的一系列作品，可以想见他受到李维斯影响之深，不禁微微苦笑。

首先是篇幅长达二〇卷的《伊特鲁里亚史》，之后是八卷的《迦太基史》。前者描写伊特鲁里亚民族先是称霸中部义大利，后来慢慢地被罗马霸权侵噬，最后完全被罗马吸收同化；后者则是描写茁壮后的迦太基与罗马正面冲突，在三次布尼克战役之后，终于臣服於罗马。虽然两部有些差异，但是两个民族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战败的一方。克劳狄斯这个时期最专注於记录历史，他虽然在胜利者罗马这方的环境中生活成长，但是却对于败北者历史特別关心。

接下来他写的是失败政治家西塞罗的传记。这个传记的特色，就在为西塞罗辩护。不知是不是这部传记的延伸，或是受到恩师的影响，克劳狄斯开始著手写作同一时代的历史，即凯撒遇害后再度引起动乱的时代。克劳狄斯似乎打算以《内乱记》作为书名，但是，这部历史书也只能在写完二卷之后停笔。据说是由于母亲安东妮亚的忠告，所以他才停笔的。毕竟局外人李维斯的立场和克劳狄斯不同，因为这时期大多数的内乱主角，无论是安东尼或奥古斯都，都和克劳狄斯有著血缘的关系。喜欢站在输家这边的克劳狄斯，似乎把布鲁图斯和安东尼都写得蛮好的，而身为安东尼女儿的安东妮亚是克劳狄斯的母亲，她很担心这个著作发行会对儿子的立场造成不利的影响。

无法继续撰写《内乱记》来记载同一时期的历史，克劳狄斯仍旧无法割舍对于同时代历史的关切，因而完成了共计四一卷的《和平记》。既然书名订为和平时代的记录，那么想必是在描写奥古斯都树立的罗马和平，因为在那之前，罗马并没有足以称为「和平」的时代。

罗马皇帝所写的历史记录，从历史学的价值来看，简直就是一级史料，可惜的是，这些著作完全散逸，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学者们认为，从克劳狄斯留下的演讲或碑文等的文体来推测，他应该是调查工作做得很详细，知识也很丰富，但是缺乏将历史的叙述昇华为文学作品的灵光乍现与耐人寻味两大因素。学者们也评论到，由于是「学者的著作」，所以没有传到后世。关于他们的评价，应该蛮可以置信。

虽然没有办法写出足以流传后世的历史作品，但是在潜心从事历史研究和著作的前半辈子，对于日后成为皇帝的克劳狄斯而言，仍旧有著相当大的帮助。在他被揪出来当皇帝之前，除了经历过几个月因为卡利古拉不假思索就指名他出任的执政官职之外，他是毫无军务或政务经验的。虽然是透过书本，但是累积到五十岁的知识，在面对一切都是新鲜的事物时，也的确发挥了作用。历史家皇帝於焉诞生。




治世之始



西元41年1月24日下午一时，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遇害，未满四年暴风雨似的治世告终。

刺杀皇帝的主谋，也是直接下手的近卫军团大队长克雷亚和他的同袍第一件做的事，不是占领帕拉提诺山丘上的皇宫，也不像凯撒遇刺时的布鲁图斯和他的同袍一样，占据卡匹杜里诺山丘上的最高神祇朱比特神殿以表示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他们找出害怕得躲起来的克劳狄斯，带着他（与其说是拥立，倒不如说是挟持还比较贴切），回到首都东北的近卫军团营区。

因为他们知道，虽然是由两名大队长加上约二十人犯下刺杀现任皇帝的大罪，但是加上其他七名大队长及骑兵，大约一万名的近卫军团士兵都会支持他们。近卫军的「支持」，指的是即使皇帝换人，他们还是会支持帝王政治，也就是要取代卡利古拉者，必须是奥古斯都的血亲，这也正是决定刺杀行动的克雷亚心中的打算。

而克雷亚把克劳狄斯带回近卫军团的营区当作人质，就是要针对唯一可能反对继续维持帝王政治的元老院。

人质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如果违背自己的意思就做掉的胁迫方式；另外一种则是如果违背自己的意思，就拥戴手边的人质做号召、挥军扫荡反对势力的吓阻方式。

区区克劳狄斯，既不是罗马名门宗师，也不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个专注於历史记述的五十岁老人，就算他被杀了，元老院根本不痛不痒，所以克雷亚的克劳狄斯牌打法，自然是采取后者的吓阻方式。当首都警察们得知近卫军团纷纷拥戴克劳狄斯时，立刻从卡利古拉遇害后支持元老院的立场见风转舵。这下子，近卫军团九个大队一万人和首都警察三个大队三千人的动向已定，这等于首都罗马和本国义大利所配置的所有军事力量，都站在维持帝王政治这一边了。

在卡利古拉遇害后，共和政体主义者眼见良机不可失，立即在元老院议场召开紧急会议，原本於会中口若悬河的他们，由于人数较少，现在又碰上了这项既成事实，也只能闭上嘴巴。不过，就这样屈服於近卫军团的威胁之下，元老院也是威严扫地。更何况，如果把近卫军团操纵的玩偶当成是帝国的最高领导者的话，罗马帝国的未来也不禁令人担忧。

於是在1月24日晚上，担任元老院使者的二名护民官来到克劳狄斯跟前。他们被派来的目的，就是和身在近卫军团营区中的克劳狄斯见面，直接从他的口中，听听他的看法。

二名使者带来的元老院书函中包括下列两项：

（一）如果愿意回到个人的生活，今天一整天的行为可以不追究责任。

（二）如果想要成为「第一公民」，必须获得元老院的认可。

第二项中已经可以嗅到元老院有意维持帝王政治的气氛了。

虽然是被人勉强带来的，但是克劳狄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项。然后，他对使者说道，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第一公民」，不过既然有人给了他这个位置，他是不会临阵脱逃的。

这并不是因为克劳狄斯突然兴起了权力慾。影响罗马菁英份子最深的哲学，不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也不是苏格拉底自己的哲学，而是希腊哲学中后起的斯多葛学派哲学。斯多葛学派的哲学讲述世界国家的重要性，而不是封闭的都市国家，他们也把奉献公益当作是菁英份子的责任，这点深深打动了罗马菁英份子的心。克劳狄斯也是菁英阶级中的一份子，而且更是半辈子以来探索人性、从事历史研究和著作的人物。现在面临意料之外的处境，他心中奉献公益的精神油然而生。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是被人操纵的玩偶了。

当天晚上，元老院一致通过将卡利古拉所有的一切权限都赋予克劳狄斯：「第一公民」、全罗马军之最高司令官、凡事都可以行使否决权的护民官特权、罗马宗教中地位最崇高的最高神祇官，以及继承凯撒与奥古斯都之名的权力。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承认克劳狄斯为皇帝，因为只有「皇帝」才能具备以上所有的各种权利。被年轻小伙子卡利古拉整怕了之后，或许五十岁是个蛮令人安心的因素吧。





登基为皇的克劳狄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下手行刺卡利古拉的人犯处刑。既然是要维持帝王政治，就不能让刺杀皇帝的人逍遥法外。不过，克劳狄斯下达的，只有处决大队长克雷亚的一项命令，另一位大队长萨比努斯知名度没有克雷亚高，所以克劳狄斯似乎是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於将近二十名的士兵，虽然他们也参与了行刺皇帝一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直接下手，所以就不加以追究。

下手杀了「小军靴」的卡西斯·克雷亚在毫不牵累他人的情况下，从容就死，这是他亲眼见到日耳曼尼可斯的弟弟克劳狄斯就位之后才受刑的。我想，他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杀死昏君的结果，死的时候应该是心安理得的。同袍萨比努斯虽然已经免於死罪，但是仍旧选择了自裁。同袍间的情谊，似乎是外界无法了解的。二位「主犯」既然都已经服刑，行刺卡利古拉一事也就算告一段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不断重复地写，就连我都有一点想要略过了，但是因为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再重复一次。

罗马即使进入了帝王政治时代，但是“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元老院及罗马公民」是主权者的立场却一直没有改变。皇帝是要由元老院以及罗马公民这些「有权者」来委托他统治的，所以罗马皇帝开始治世的时候，是不会举办加冕仪式的，他是从元老院和公民许可要委托他统治时，才开始他的统治工作的。

不过，在通讯还不发达的那个时代，幅员辽阔、涵盖欧洲、中近东以及北非之地的罗马帝国，「有权者」反应意见的程度有限，也就是说，能够反应意见的「有权者」人数实在很少。如果当时就进行舆论调查，了解皇帝的支持率的话，恐怕呈现的，也只是元老院和首都罗马以及义大利本国居民的「声音」罢了。

「有权者」的条件是具备罗马公民权，不过，就算属省人民不是「有权者」，因而没有立场委托他人统治自己，然而就被统治者的立场而言，他们和罗马公民的地位是相同的。属省人民的人数可能在罗马公民的十倍以上，当然不会乖乖地被统治。如果属省的总督施行暴政的话，罗马的中央政府赋予属省人民控诉的权利，甚至曾经有反抗暴政而发生过暴动，所以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反映「声音」的机会。

如果当时就做了舆论调查，而且调查的对象扩大到属省人民的话，在首都和本国人气低落的台伯留支持率一定会大翻身。不过对于历代皇帝来说，在本国义大利和首都罗马的支持率高低，还是等于风评好坏的指标。





除了宗教上的理由而无法称凯撒与奥古斯都为「神君」的犹太教徒之外，罗马公民和属省人民之所以会一直称这两个人为「神君」，是因为他们从罗马公民和属省人民处成功地获得极高的支持率所致。而这二人之后的台伯留与卡利古拉，前者牺牲了首都居民的支持以重视整个帝国的利益，结果风评极差；后者则是太过重视首都居民的支持而陷入财政崩溃的危机，以至於毁了自己。

决定要当皇帝的克劳狄斯心中，一定把从建国以来的罗马历史、罗马人拿来借镜的都市国家时代的希腊人历史，加上亚历山大大帝创造的希腊时代历史等一再地反刍过了。其实关心历史，就等于是不完全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众人的原创力。换言之，他不会认为「历史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认为「历史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拿先人的例子作为参考，他也不以为意。西元41年当上皇帝的这位「历史家」在这些先人之中，他尤其拿凯撒与奥古斯都作为自己施政的典范。

不过，他对元老院的宣示中，只提到要以奥古斯都一人为施政的典范，却没有提到凯撒。原因就在于，他宣示的对象是元老院。凯撒虽然保留了元老院，但却是打倒以元老院主导、寡头制为特色的共和政体的人。相对地，奥古斯都宣示要恢复共和政体，纵使事实上是帝王政治，却始终佯装尊重元老院参与国政的权力。他宣示要恢复奥古斯都的统治方式，自然不用担心元老院会对此反弹了。

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先人之一的台伯留的名字，除了台伯留是个风评极差的皇帝之外，他还在隐居卡布里岛后继续统治帝国，是个完全不把元老院放在眼里的人。

虽然克劳狄斯没有公然拿凯撒和台伯留作为施政的典范，但是他的统治方式，仍旧受到他们两人极大的影响，尤其在财政以及属省的统治上，台伯留式的治世特色尤其明显。因为，如果优先考量公益的话，唯有遵循台伯留的统治方式。

虽然目标相同，但是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之中，深受当事人器量大小的左右。克劳狄斯虽然用意良善，也有充份履行的意愿，但是他总是少了身为领导者的某种条件。





五十岁在罗马人眼中，是到达成熟巅峰的年龄，但是克劳狄斯治世之始也莫过尔尔。到他宣示要恢复到奥古斯都的统治方式之前，一切都还算顺遂，但是，接下来，克劳狄斯又提倡恢复罗马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提议制定下列法案来落实：

罗马公民应随时穿着「托加」长袍。

我们不难了解克劳狄斯的用意，因为先帝卡利古拉衣著怪异，现代社会中也只有流行歌手们才会做出花俏的打扮。第Ⅳ册第34页前后介绍过托加长袍，是相当庄重而威风凜凜的服装，并不适合每天的日常生活。撇开元老院议员和律师等需要经常保持威严的人士不谈，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之中，也有无产阶级存在，身上要是穿着托加长袍，叫他们如何工作？就算能够了解穿着托加长袍的用意，但是问题并没有严重到必须要立法的程度。元老院议员们从新皇帝的口中听到这个要求时，虽然本身经常穿着托加长袍，但是脸上还是不禁浮出冷笑。不过，充满轻蔑的爆笑倒是没有发生，这算是元老院议员们对新皇帝的礼貌。

充满议场的冷笑，还是让克劳狄斯失去了冷静。第一次在元老院演说，他口吃的毛病就犯了。一开始口吃，就死命地想把话说好，越是努力，嘴角就堆满了白色的口沫。向来不在乎仪表的克劳狄斯也不加以处理，结果这口沫就变成口水，从嘴角流下，到最后，连自己在说些什么也搞不清楚。皇帝克劳狄斯的首度演讲，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结束。

不过，他还能开始治世而没有中断，原因有二：

第一是克劳狄斯对于奉献公益的热情，完全不会因为第一次演说失败而受挫。

第二点就是，在元老院议员之中，虽然只佔少数，但还是有人在目睹皇帝的丑态之后，仍然愿意为新皇帝的执政奉献心力。新皇帝运气好，这些议员人数虽然少，但都是具有影响力又有才华的人，他们熟知帝王政治是有效的帝国统治体系，所以愿意协助克劳狄斯。这一派议员的代表人物，是台伯留起用的人才之一——鲁奇斯·维特里斯。换句话说，克劳狄斯幸好还可沿用台伯留所起用的人才，这一点大大地帮助了克劳狄斯，让他在外交与军事的「施政」上能够成功。




信赖的恢复



克劳狄斯「施政」的首要目标，是恢复民众在未满四年的卡利古拉统治后对帝王政治的信任。

克劳狄斯宣示，要中止以「国家叛乱罪」为理由的处刑。他不是要废除这条法律，因为这条法律是奥古斯都制定的。克劳狄斯宣示保留法律，但不行使，至於因为这条法律而被处以流放的人，克劳狄斯也允许他们回国。

因为这次的机会而回到祖国的众人之中，包括了被流放到芬多帖拿岛上的卡利古拉二个妹妹。其中之一的阿古力琵娜一点也看不出来是流放外岛的消瘦模样，反倒是精神奕奕地回到祖国。罗马人追求生活舒适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即使是流放之地，如驱逐大阿古力琵娜时，台伯留除了安排兴建储水槽之外，还特別命人挖了一座「活鱼池」，引海水进来，让风浪大、无法出海的日子照样有鱼可吃。那年二十六岁的阿古力琵娜，是皇帝卡利古拉的妹妹，后来成为克劳狄斯的皇后，最后成为尼禄皇帝的母亲。在历史上，为了和她同名的母亲能有所区別，所以称她为「小阿古力琵娜」，她在体验一年的岛上生活之后，回国时已经成为身手敏捷的游泳健将了。

新皇帝宣示不行使「国家叛乱罪法」，而这条法律最大的行使标的即元老院议员们，自然是最欢迎的了。

除此之外，克劳狄斯又推出了一项博取元老院欢心的政策。他又回到台伯留时代，将选举执政官等帝国中央政府要职的工作，从公民大会再度移回到元老院。议员们因此不需要再为竞选经费伤脑筋，自然是表达欢迎。不过，克劳狄斯遵循台伯留的统治方式也只到此为止，对于选举活动中各项娱乐，他非但没有禁止皇帝等富裕阶级赞助，反而加以奖励。民众对于将选举移回元老院中进行一事可能产生的不满情绪，也借由这种做法来得到抑制。不过，克劳狄斯的政策转换，个人的嗜好成分可能大于政治上的理由。台伯留向来厌恶这种娱乐，但是克劳狄斯恰与其相反，乐此不疲。如同有些看来老实的学者却酷爱拳击或职业摔角，克劳狄斯也是这种类型的人。

克劳狄斯最清楚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处理卡利古拉施政错误的后果。

首先，他必须重建因卡利古拉的浪费而处於破产状态的国库。克劳狄斯也没有想到要用增稅的方式来重建财政，但是也不打算采用台伯留那种紧缩财政的方法，或许是他想要避免重蹈台伯留遭受批评的覆辙吧。克劳狄斯身为历史学家，当然熟知罗马的传统，重视公共利益，进行基础建设，这才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

卡利古拉动工的二条大规模水道工程，克劳狄斯以卡利古拉缺乏的坚定意志重新动工。工程的承包商们也不用再像卡利古拉时代那样担心工程款经常下不来的情况，可以专心於工程的进行。克劳狄斯又向二大公共事业挑战，这是朱利斯·凯撒企划，但是后头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进行的大工程。其中之一，就是将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整建为地中海最棒的港口，第二项工程，就是把义大利中部费兹诺的湖水抽干，变成可以耕种的农地。





既不节流也不开源，国家财政何以重建，实在令人怀疑，但是克劳狄斯认为，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他的根据不在于专业的经济知识，而完全基於常识的考量。


一、他将卡利古拉废除的「百分之一营业稅」重新开征。



这个稅金是奥古斯都制定的，克劳狄斯既然宣示要恢复神君奥古斯都的统治方式，恢复这个稅金自然是理所当然。不过，就算是神君制定的稅金，天底下没有一项稅金是会获得好口碑的。卡利古拉为了博取民心而废除这项稅金，现在要恢复开征，从缴付者的立场来看，跟开征新稅没有差別。所以，克劳狄斯就把卡利古拉课征的燃料稅等种种繁杂稅金一并废除。这么一来，稅制本身也恢复到卡利古拉时代以前的简单明瞭。


二、必要的开支，克劳狄斯一项也没有删减，但是对于不必要的经费，就全数删除。



令人瞠目结舌的大笔开销，这下子烟消云散。戏剧、杂耍团、竞技赛和斗剑比赛照旧举办，因为这是必要的经费支出；相对地，对于卡利古拉打造来搬运埃及二十五公尺方尖碑的大型船只，克劳狄斯也为了省下维修费用，将船上装满岩石后沈入海底，作为奥斯提亚港湾工程的堤防地基。

向来不在乎仪表的克劳狄斯，对于住所也不讲究。因为没有人想住在奥古斯都简朴的房子里面，所以台伯留就同样在帕拉提诺山丘上盖了新居，但是工程也在他隐居卡布里之后停顿下来。完成这项建筑工程的是卡利古拉，而克劳狄斯就住到那里头，这样已经让他心满意足了。对于中饱私囊，克劳狄斯也是没什么概念的。





光是这种程度的节流，不禁令人怀疑如何能够重建财政，但是，事实上，仅只如此的节流就有了相当的成果。

台伯留在西元14年即位时，必须采取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而克劳狄斯即位时，是西元41年。在不到三十年的太平盛世与充实的基础建设之下，整个罗马帝国的经济力量大幅度地提升了。

罗马帝国的所有稅金都不是固定的金额，而是采用百分比制度：营业稅是百分之一、遗产稅百分之五、关稅也是百分之五、属省人民缴纳的属省稅是百分之十，至於东洋进口的奢侈品关稅是百分之二十五。经济力量提升，不用调整稅率，稅收自然增加。到了克劳狄斯时代时，财政的重建光是靠自然的稅收增加就足以站稳，罗马帝国这大一统经济圈已经开始运作了。

要靠稅金自然增加来站稳，首先稅金收入的管道必须要畅通。如果坐视征稅者的违法行径，这管道就会阻塞。克劳狄斯虽然贵为皇帝，明知过度露脸一定会引来非议，但是他还是非常热中到法院参加审判，原因就在于要避免管道阻塞。杀人案件或强盗案件，克劳狄斯是把全权交给他人处理，但是稅务公正是德政的基础，所以他深信这绝对值得皇帝好好监督。这一点，克劳狄斯完全继承了台伯留的特质。





卡利古拉暴政后果之二，就是在不到四年的短短治世期间之内，所引发令人喟叹的失败外交问题。首先要处理的是北非茅利塔尼亚王国的问题，其次是犹太问题，第三是卡利古拉在多佛海峡集结大军却又撤回所导致的不列颠问题。




北非



对罗马而言，解决茅利塔尼亚的问题，不只侷限於北非一带，还攸关位处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伊比利半岛的安全问题，刻不容缓。

卡利古拉轻率的行径，使得罗马忠实的同盟国发生叛乱，但是在卡利古拉杀死国王之后，竟然没有人能够接替，所以只好投入军队来镇压叛乱了。克劳狄斯没有想到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不是因为茅利塔尼亚没有足以谈判的对象，而是罗马方面决计不肯跟反罗马派的人谈判。罗马的中央政府许可对方派遣使节团前来说明缘由，但是不采取这种方式就诉诸武力的话，罗马自然是以牙还牙，这就是罗马的做法。卡利古拉留下茅利塔尼亚王国叛乱的烂包袱，克劳狄斯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就戡平。从今而后，这里也是以「帝国主义」之名来统治，即以非常罗马化的方式治理。

基於统治发生叛乱之地的理由，旧茅利塔尼亚王国被一分为二:「茅利塔尼亚·汀吉塔纳」（摩洛哥首都坦吉尔的茅利塔尼亚），以及「茅利塔尼亚·凯撒恩西斯」（歇尔歇尔的茅利塔尼亚）两处。这两块地区都变成了罗马的属省，前者的首都是丹杰利（现在的坦吉尔），后者的首都是凯撒里亚（凯撒里亚后来变成阿拉伯式的名称歇尔歇尔）。






茅利塔尼亚分割后的北非




在这两块由罗马指派长官统治的属省里，克劳狄斯导入以往朱利斯·凯撒在北非施行的统治模式。他让大量的除役者和罗马公民的自愿者搬到此地，建设殖民都市，并以罗马式的街道连接这些都市来振兴产业。这样的建设带来丰硕的成果。这两块属省加上更向东而行的原努米底亚王国的「努米底亚属省」、原迦太基的「亚非利加属省」，还有涵盖派驻克里特长官管辖之「昔兰尼加属省」在内的整个西北非，这些地方后来生产的小麦，相当於首都罗马与义大利本国所需的三分之一。

先前曾经提过，埃及一处就供应了所需小麦量的三分之一，不过，这个数字是在克劳狄斯重新开发整个北非西侧之后才产生的，以前进口到罗马的埃及产小麦所佔的比重还要更高。单靠一地来掌握生命线，对于主食小麦仰赖进口的国家而言，实在不是聪明的做法。北非之地能够提供三分之一的产量，等于罗马有了三条生命线，包括埃及、北非，以及几乎可以说是本国生产的西西里岛上所生产的部分。

北非，其实真正指的是以南方沙漠为界线的北非地中海沿岸地区，它的进步不只是产业的振兴，罗马化的发展也极为快速。当经济力量提升时，连带地会需要人才。需要人才的不只是在经济面上，他们还得要负起守护刚起步的经济的责任。换句话说，对于在军事上才华洋溢的人才可以说是宦途大开。还有，要让军事和经济顺利运转时，行政方面的人才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人才需求的趋势，带动了迦太基裔居民融入到罗马的统治系统之中。

罗马在西元前146年灭了迦太基，在三年的攻城战之后，终于攻陷首都，并遍撒海盐，把这里变成了不毛之地。西元前46年，朱利斯·凯撒把这座曾经是地中海地区繁华的大城从荒芜中重新整建，而且还复名为迦太基，这曾是罗马人无法忘记的宿敌之名。九十年之后，虽然说是罗马的属省，但其实是农业大国，也是通商大国的迦太基再度甦醒。正因为罗马式的这种「帝国统治方式」，才能使得一百五十年之后，在此地诞生了一位罗马皇帝。




犹太问题



卡利古拉留下的另外一个烂摊子，就是犹太人问题。对于这些拒绝罗马化的人，皇帝克劳狄斯决定要用个案处理的方式来应付。因为，犹太人的问题并不是单一存在的，除了居住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地区居民之外，还有跟希腊裔居民同住在亚历山大等都市内的犹太人，他们的问题都得分开处理。对于前者，克劳狄斯遵循奥古斯都的犹太人政策，至於后者，他就采用了台伯留的方式。

对于居住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地区的犹太人，在事隔三十五年之后，克劳狄斯决定再度让犹太人的国王来统治他们。这就好像海外分公司的社长不是由总公司指派，而是请当地人出任一般。被付与统治犹太人大任的，是出身於希律大王家族的成员，在西方的名字叫朱利斯·阿古力巴，在犹太的名字叫希律·阿古力巴。他是个才华洋溢的人物，这是好处也是缺点。小时候在罗马当人质，是卡利古拉的好朋友，跟克劳狄斯也有颇深的交情。

这位才华洋溢的犹太王子，却没有获得台伯留的信赖。台伯留如果真的要让这名男子登上犹太的王位，他早就做了；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原因在于他不相信这男子是个值得信赖的盟友。相对地，到五十岁为止，克劳狄斯都是「象牙塔里面的人」。克劳狄斯性格中的一个特色，就是很轻易地就会相信他人。

顺道一提的是，卡利古拉以武力解决犹太问题的表征，也就是打造神似自己的朱比特神像并下令搬入耶路撒冷大神殿内一事，随着卡利古拉之死而风平浪静。以拖延战术来抗拒卡利古拉命令的叙利亚总督贝特洛尼斯，也在服满任期之后归国。





居住在亚历山大的希腊裔和犹太裔居民的敌对关系，已经严重到由犹太的哲学家斐洛率领使节团，直接向卡利古拉投诉；而克劳狄斯就采用台伯留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罗马是两边都不护，贯彻居中调停的角色。

即位后不久，克劳狄斯立刻寄出一封名为「给亚历山大居民的信」的公文，从这封公文的名称，就可以看出罗马皇帝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

公文的收信人名称，既不是居住在亚历山大的希腊人，也不是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而是「亚历山大居民」，这就代表了居住在东地中海最大都市亚历山大的所有希腊裔和犹太裔居民，应该屏除民族的偏见，成为「亚历山大的居民」。这也等于克劳狄斯宣示，产业通商都市亚历山大的繁荣，必须要在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共存共荣的前提之下才可能成为事实，为此，罗马也将不辞辛劳地居中调停。以更简单的记述来撷取要点的话，就是要心有不满的人，在向对方发作之前，先到罗马来告状的意思。克劳狄斯也说道，两个民族能否共存共荣，还要看这宗教与生活习惯都各自不同的人民是否能拥有「宽容」的精神而定。无论是希腊人或犹太人，他都希望他们能对彼此宽容。

具体而言，三年前爆发暴动的结果，蒙受损害的犹太人资产将不予赔偿。因为，如果求偿的话，要负起理赔责任的，就只有加害者希腊人，如果这样决定的话，反而会再度引发暴动。

不过，对于犹太裔居民，克劳狄斯再次与他们确认台伯留所做过的一切承诺。


（一）亚历山大五区之中，有二区可作为犹太人民居住区的权利。




（二）有信仰的自由，以及许可每年捐款给耶路撒冷大神殿。




㈢犹太人居住区内拥有裁判权，但唯有死刑必须获得埃及长官许可。




㈣每周六为安息日。




㈤免除军务等公职。



既然是采用台伯留的方式，自然就等于再次确认从凯撒、奥古斯都、台伯留一贯的罗马做法——犹太人与希腊人享有商务上同样的平等。不过，第五项上，罗马是因为顾及犹太教的特殊性所以才加以许可的。对希腊裔的居民来说，这种「宽容」，完全是因为罗马方面承认了，所以自己才不得不赞成。

沙漠中有强盗出没，红海中则有海盗活动。驱逐这些不法之徒、维护「和平」，就是霸权国家罗马的责任。驻扎埃及的二个军团，是由罗马人的军团长率领，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组成。不过，罗马军是由主力的军团兵和人数相当的补助兵共同组成。罗马方面积极采用当地人担任补助兵。实际上，在维护埃及「和平」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补助兵之中，小队长和中队的指挥官阶级，绝大多数都是希腊裔埃及人。在这些希腊裔居民的眼中，对于商务上享受同样的平等，但却可以宗教的理由而不须为维护「和平」出一份心力的犹太裔居民，一定感到相当的不满，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犹太人「躲在別人的雨伞之下」。将东地中海地区一分为二的希腊与犹太的敌对意识，要单靠「宽容」来解决，实在是不太可能。

明知如此，克劳狄斯还是以公开的方式表明态度，亚历山大总算恢后了平静。这倒不是因为克劳狄斯的力说，使得希腊裔和犹太裔都体认到自己是「亚历山大居民」的事实，只是他们都屈服在公文最后皇帝所写的威胁语气之下。明理的人永远居於少数，而对于其他的多数，威胁往往具有最好的效果。威胁的好处，在于使多数人都屈服在具有强大军事力量者之下时，明理的少数派立场随即转为强势。克劳狄斯的「给亚历山大居民的信」最后一行写道：


「罗马「第一公民」明理的做法今后是否会持续，就看各位的表现了。」



克劳狄斯登基不久之后就开始著手处理犹太问题，在此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其中有一处是克劳狄斯的估计错误。就像台伯留生前就已经看透的，希律·阿古力巴具有野心，他是不会满足於担任罗马同盟国君主就作罢的。派驻邻国叙利亚的属省总督，现在可不能偷懒，忽略了监视这犹太王的一举一动。

希律·阿古力巴接受的领土几乎与奥古斯都认可的希律大王时代相同，不过可能就是因为他和克劳狄斯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密切，再加上克劳狄斯向来怯懦，所以希律·阿古力巴一定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开始兴建城墙围住耶路撒冷的市街，这是希律大王去世后奥古斯都下令禁止的。叙利亚总督得知之后，必须以坚决的态度来「建议」犹太王破坏这道城墙。

希律·阿古力巴改变策略，他招待罗马帝国东方各王国的国王前来开会。克劳狄斯接获叙利亚总督报告后，下达严正的劝告，使得这次的举动又在成形之前化为乌有。罗马跟这些王国是个別同盟的关系，而这些王国可说是罗马和最大假想敌帕提亚王国之间的缓冲地。罗马方面并不允许这些国家之间彼此缔结同盟关系。

虽然有些小状况，但是由犹太之王统治犹太民族，还算是进行得相当顺利。统治三年之后，希律·阿古力巴去世。我想，克劳狄斯的心情，大概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吧。忧的是希律·阿古力巴的儿子年纪太小，还不能继承亡父的皇位，所以只能放弃借由犹太之王来统治犹太。相对地，喜的是优秀的希律·阿古力巴对于以诚意待人的克劳狄斯而言，已经不再带来威胁了。

结果，西元41年到44年的三年犹太王统治之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地区，再度回到以往的罗马直接管辖的体制，也就是皇帝任命的犹太长官，在直接上司叙利亚总督之下统治犹太。

克劳狄斯既然把体制恢复到台伯留的方式，那么内容自然也得依照台伯留的模式来作。无论是容易让人连想到支配者罗马的人或物，都尽可能地排除。长官也派驻在凯撒里亚，营区也在凯撒里亚。由于皇帝的雕像可能会被说成是偶像崇拜，因此这些雕像和军旗等也都一律不准带进耶路撒冷。

在几年之内，历任的长官之中，还是有些无知又粗神经的长官，所以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也不是毫无摩擦的；不过，巴勒斯坦这中东的火药库，还是享受了二十年的和平。从希律大王死后，犹太成为罗马直接管辖的西元6年开始计算的话，虽然是在异教徒罗马人的支配之下，但是犹太却实际上度过了六十年的太平岁月。




远征不列颠



卡利古拉的最后一个烂摊子，就是不列颠问题。这倒也不是仅仅因为卡利古拉发动大军在多佛海峡边，结果也没出船就撤军，所以不能善罢甘休的缘故。五十年前奥古斯都时代不须处理的事情，到了西元一世纪中克劳狄斯的统治时代，就得要加以处理，这才是克劳狄斯远征不列颠的真正原因。

当时罗马人称现在的英国为不列塔尼亚（Britannia），如果换成英文的唸法的话，就是不列颠（Britain）。如同国名由来所示，现在的英国跟国土的四分之三一直都在罗马帝国境外的德国不同，它有一段被罗马征服过的历史。如果用英国学者最喜欢的说法来说的话，英国人因为属于罗马世界，所以不像日耳曼（德国）人那么野蛮。

不列颠与罗马的接触，是在西元前55年跟隔年的54年的二次，可以追溯到朱利斯·凯撒率领罗马军远征开始。从克劳狄斯的年代来说，已经是百年之前的过去了。

当时凯撒的意图，并不是要征服不列颠。对称霸整个高卢的凯撒而言，他只要能够阻止反罗马的高卢人越过多佛海峡逃到不列颠，也就足够了。此外，属于高卢人种族之一的贝尔葛（比利时）人也大量地迁徙至不列颠定居，所以凯撒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防范这些人和高卢东北部的高卢人、不列颠的高卢裔不列颠人组成共同战线。

同一时期，凯撒也决定渡过莱茵河攻击日耳曼人。他攻击不列颠的理由，就跟攻击日耳曼人一样，不是以称霸为目的，而是要牵制敌人的动向。不过，就结果而言，凯撒到最后还是想要征服不列颠。不列颠不同于日耳曼，因为日耳曼还可一直延伸到东边，但是不列颠却是一座岛屿。

在那个时候，凯撒的策略奏效，整个高卢（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南部、德国西部和瑞士）都在罗马霸权的掌控之下。奥古斯都继承了这种局势，而在他四十年的统治时代中，罗马支配高卢的情况更为确实，而且不列颠人也一点没有干预。多佛海峡彼岸、与高卢相对的肯特地方百姓，甚至还维持著与已经成为罗马属省的高卢居民的生意往来，与罗马称霸之前没有两样。奥古斯都自然没有必要对稳定的不列颠动兵。

到了台伯留时代，罗马与不列颠之间间接接触的情况也没有改变。不过，虽然在台伯留时代还没有浮上台面，但是台面之下已经产生了变化。






不列颠




罗马人称为高卢人的克尔特（Celt）民族，在现代克尔特（希腊文）与高卢（拉丁文）的区分方法——罗马征服之前，称为克尔特；罗马征服之后则叫做高卢。至於像是爱尔兰人这种没有被罗马统治过的民族，也被他们称为克尔特。克尔特民族信奉的民族宗教是杜鲁伊德斯教，有专门的祭司阶级，掌管宗教和司法、教育，对高卢民族的各部族领袖也有极大的影响力。虽然他们是多神教，但是从宗教与信众的关系来看，这与一神教的犹太人类似。罗马人没有设置专门的祭司，他们认为司法、教育和军事都应该由人类自行思考后行事，所以他们自然无法接受克尔特祭司的做法。而且，克尔特人的宗教有以活人供祭的习俗。罗马人虽然深受伊特鲁里亚民族的影响，但是唯独不接受活人供祭的做法。罗马人厌恶迦太基人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迦太基人会拿幼儿来作为祭品。

不过，罗马也没有镇压被征服之后的高卢人民宗教——杜鲁伊德斯教。他们只是把以往受到祭司阶级影响的范围，一一地缩小。

朱利斯·凯撒将罗马公民权赋予屈服於自己之下的高卢各部落酋长。罗马公民权是可以世袭的，而且一旦身为罗马公民，不论民族或部落，都有服从罗马法律的义务。

这么一来，虽然只有高卢的上层阶级，但是在法律之上，他们已经和罗马人平等了。不过，凯撒仍旧许可这些部族的酋长们继续拥有部族的支配权，一如他们在被征服之前一样。结果，部族酋长之下的部落人民虽然没有罗马公民权，但是实质上也得遵守罗马的法律。这种支配其他民族的策略，实在不愧于现实主义的罗马人之名，堪称绝妙。这下子，杜鲁伊德斯教祭司也就失去了手中原本握有的影响力和司法权。

接下来，祭司的教育权也被剥夺，因为奥古斯都在高卢中部的比普拉克特（靠近现在的欧坦）设置了高等教育机构。未来可能成为部落之长的少年们从高卢全国汇集于此，学习希腊、罗马的教育课程；如果还有人想继续深造，他们也有管道继续前往罗马或雅典求学。

祭司们手中只剩下初级教育权而已了，可是，部族酋长们热中求取罗马公民权，而志愿担任罗马军队中补助兵者以至想要从商者，即高卢人世界中，从上至下一片拉丁文学习风，所以祭司所做的教育，也不能再像以往一样，给予克尔特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教育，而只能以实用的读写算盘等作为教育的施教内容。当然，读跟写都是拉丁文，而计算中使用的数字也是拉丁数字。如果祭司阶级们能够将自己的存在价值只定位在宗教里面，那么或许他们还能够在高卢的下层阶级之间存活。但是，祭司们的危机意识把他们自己逼上绝路，进而转化为对罗马的反抗。

台伯留治世初期发生的叛乱，是高卢地区杜鲁伊德斯教祭司们最后的抵抗，叛乱不久后就被敉平。皇帝台伯留非常重视这次欧坦学生们也卷入其中的暴动，於是他以破坏社会安定秩序为由，将杜鲁伊德斯教的祭司们从高卢地区驱逐。这些人於是逃到罗马人支配不到的不列颠。虽然这里和高卢只隔了一条狭窄的海峡，但是却几乎花了他们二十年的岁月，来把这里打造成克尔特民族宗教的大本营。而如果再坐视不管，恐怕会给罗马统治高卢的情势带来极大的影响。

从朱利斯·凯撒开始，经过一个世纪之后，皇帝克劳狄斯再度远征不列颠，就是基於上述的情势。





台伯留和克劳狄斯就任皇帝的第一句话，就是表明要继承奥古斯都的政治，台伯留甚至还说，奥古斯都的政治对他而言，就是「法律」。不过，这并不表示他要全盘抄袭奥古斯都的统治方式。他们毕竟都是罗马人，不像犹太人认为人类应该配合法律，而是法律应该配合人类。换句话说，所谓的「法律」，必须视情况加以修改。

在奥古斯都去世、主导权落入自己手中的时候，台伯留把奥古斯都毕生征服日耳曼之地的梦想，全部付诸流水；克劳狄斯则是违背奥古斯都不得再扩张领土的遗训，决意征服不列颠。不过，我想他们俩人一定不觉得自己违背了奥古斯都的「政治」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偏离奥古斯都以帝国防卫为第一考量的基本路线。

我有时候会想，把大军集结到多佛海峡边的卡利古拉，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古代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卡利古拉一时兴起，就把这问题轻而易举地带过，但是，卡利古拉既不是狂人，脑筋也不差，那时候坏了卡利古拉大事的，是肇因於他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国家财政崩溃。克劳狄斯时代远征不列颠，是在他登基二年之后的事情，这与他重建国家财政后效果展现出来的时间一致。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利多。一年前的西元42年，不列颠各部族中最强大的部族酋长克诺贝里努斯在长期的统治之后，终于撒手人寰。这位国王领有疆土的首都，是在现代的伦敦（罗马人统治之后称为伦帝尼姆）东北约一百公里的坎洛杜努姆（现在的科切斯特）。克诺贝里努斯之死，动摇了长治久安的不列颠。他的弟弟和儿子们卷入继承者争夺战，相互出兵攻击，范围达到当时称为贝尔葛（今之比利时）沿岸的高卢东北海岸地带，因为参与争夺者之中，有一个人的领土就在那边。

虽然是东北部，但是既然是高卢之地，就归罗马霸权掌控。罗马和这些小领地之主之间，是“Clientes”的关系。罗马是保护者，小领土之主是被保护者，被保护者有服从保护者的义务，而保护者有帮助被保护者的责任，这也就是罗马式的相互安全防卫系统。罗马进攻不列颠，这下子可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从来没有军务经验的克劳狄斯，懂得要把这种事情交给军事的专家来做。被任命为不列颠远征总司令官的，是奥尔斯·布劳提斯。他是跟五十三岁的克劳狄斯同年龄的武将，在被任命为不列颠远征总司令官之前，担任旁诺尼亚总督，也由于逐步完成确立多瑙河防御线这项困难工作而声名大噪。

分配给总司令官布劳提斯的兵力，除了四个军团二万四千名士兵之外，再加上高卢以及莱茵河以西日耳曼或西班牙出身的补助兵，共计四万名的精锐部队。九十七年前凯撒第二次远征不列颠时的兵力，是五个军团三万人加补助兵二千人共三万二千人。就兵力而言，两者相差不多，但是目的却完全不一样。九十七年前是要攻击敌人，封锁他们的活动，但是西元43年的远征目的在于征服。凯撒当初的高卢战役同样也是以征服为目的，但是那时候他只有四个军团，所以他下令在开战之前，就重新编制二个军团。长达八年的高卢战役，就是靠十个军团六万兵力打下来的。

的确，就土地的面积而言，幅员辽阔的高卢是不列颠的三倍以上，但决定如何进行征服的，却是最高司令官的工作。「战场之人」凯撒采用的策略，是集中兵力、在短时间之内一决胜负；「书斋之人」克劳狄斯则是决定在不勉强的情况之下，尽可能地投入兵力，慢慢地推进。结果，高卢战役包括战后的处理，花了八年的时间，但是不列颠战役却花了二十年。

克劳狄斯的做法，也不能全都归咎於他对军事的无知。克劳狄斯时代的罗马与凯撒的时代不同，他必须要让军团长期驻扎在帝国所有的防御线上。在这个现实的情况之下，「能在不勉强的情况下投入的兵力」，就只有四个军团。克劳狄斯既然是要征服不列颠，所以是四个精锐军团尽出，对他而言，也有走钢索的苦处。

首先，克劳狄斯决定从被任命为前线总司令官布劳提斯前任职所在的旁诺尼亚，派出一个军团到不列颠去，这么一来，驻守多瑙河防御线的军团，就由七个减少为六个。

之后又决定，从驻守莱茵河的八个军团之中，调派三个军团前往不列颠。不过，面对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要若调走三个军团之后，剩余的五个军团的实力并不足以保护罗马帝国，於是又重新编制二个军团。新编制的二个军团就被派到莱茵河沿岸驻守。因为，远征不列颠主要战力的四个军团，必须要精锐尽出。在这种情况之下，克劳狄斯才会使出这种下下策。

就算处境艰苦，克劳狄斯也不过用了比奥古斯都时代的二十五个军团多二个的兵力，就征服了不列颠，将这片土地纳入罗马帝国版图之中。纳入版图之后，就需要有三个军团长期驻守。换句话说，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两条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防御线，在各少了一个军团的兵力之下，还是可以完成驻守的任务，这也正说明了皇帝台伯留确立防御系统的效果，在此刻完全地呈现出来。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防御系统上，克劳狄斯忠实地遵循台伯留的方式。

无论是越过多佛海峡，或是从不列颠东南部登陆，布劳提斯率领的四万罗马军都顺利地达成。不列颠人的武装和战斗方式，和凯撒时代并没有多大差异。总司令官布劳提斯决定先攻击已故克诺贝里努斯二个儿子防守的科切斯特，因为他认为，如果能一开始就攻破不列颠最强大的部族，那么称霸不列颠就容易得多了。

第一场真正的战斗，是在泰晤士河之南，罗马军大获全胜。不过，罗马军没有立即越过泰晤士河，因为他们在等候皇帝克劳狄斯从罗马赶来。

元老院中少数了解皇帝克劳狄斯的议员之中，有一位相当具有影响力的议员维特里斯，皇帝把事情交代给他之后，就走海陆到马赛，在高卢登陆之后，安步当车地顺道一游出生之地里昂，终于抵达在泰晤士河畔静候的罗马军处。簇拥皇帝越过泰晤士河，以及一直到科切斯特为止的路上，与其说是深入敌军之地，还不如说是走在已经征服的土地上，丝毫不见敌人的纵影。克诺贝里努斯二名儿子之一死于泰晤士河畔的战斗之中，而另一名则是逃到威尔斯地方去了。大军顺利地进入科切斯特城。

克劳狄斯在这里制定了不列颠属省化时必要的基本政策，不过，其实这时候罗马征服的，不过是不列颠的一小区域。反正，拟定基本政策的是皇帝，而执行的是将军们的任务。更何况，不列颠属省化的基本政策，其实跟其他地方是一样的。靠除役的士兵们来建设殖民都市，原住民的地区则给予「地方自治权」，然后再把这些殖民都市作为「核心」，以罗马式的街道网串连，这就是罗马属省统治的基本路线。於是，身为罗马公民的除役官兵移民至科切斯特，建设移民都市一事於焉定案。

做好这些决策之后，其余的就交给将军们，克劳狄斯就这么离开了不列颠。他待在不列颠的时间，於离开首都的六个月之内，只有十六天而已。

克劳狄斯回到罗马后，得悉元老院许可他举行凯旋仪式。由于是正式的凯旋仪式，所以身为大将军的克劳狄斯，必须驾驭四匹白马牵引的战车。可是，克劳狄斯的身体怎能做到？或许他是叫随从驾车，他就坐在上头，面对群众的欢呼，挥手致意了事吧。

元老院又赋予皇帝克劳狄斯唯一的儿子「不列塔尼库斯」的称谓权利，意思是称霸不列颠之人。不列塔尼库斯当时还只是个三岁的小娃娃。

皇帝离开之后，布劳提斯指挥罗马军，重新展开称霸不列颠之战。强将手下无弱兵。本身有本事的人，对其他有本事的人也都比较能慧眼识英雄吧。布劳提斯手下的军团长之一后来就成了皇帝，他就是维斯帕先。

罗马军进攻不列颠，从科切斯特所在的耶瑟克斯地方更往北行，一直扩大到诺佛克地方。在称霸这块地区之后，罗马军又将战线移往泰晤士河之南。把现在的坎特伯里、伦敦、巴斯连成一线，罗马军称霸不列颠的第二波攻势，就是从这条线往南攻击。当罗马士兵们在巴斯（罗马时代称为亚奎·索里斯）发现温泉时，简直是欣喜若狂，这是因为罗马人酷爱温泉之故。从义大利前来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列颠，正如同塔西图斯所说，是「天地间充满水汽」。即使时至今日，义大利制的鞋子到了英国，几天之后就会完蛋。被迫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罗马人，巴斯的温泉让他们的精神能为之一振。





不列颠战役开打四年之后的西元47年，奥尔斯·布劳提斯将总司令官的职位交给继任者后，回到罗马。克劳狄斯与元老院决定以骑马式的简化凯旋仪式，来回报这位实质上的大将军。布劳提斯离开之后，不列颠战役的战场又移到威尔斯地方。罗马人称为摩纳岛的盎格鲁西岛，几乎就与威尔斯地方连接在一块，而盎格鲁西岛正是杜鲁伊德斯教祭司们抵抗罗马军队来袭的逃亡据点。不过，将反罗马的祭司们从英格兰和威尔斯地方驱逐到爱尔兰的，是在下一任皇帝尼禄时代的事情。




秘书官系统



如果将历史现象做两大分类的话，可以分成著名的史实和不著名的史实两种。说得现代化一点，就是差在有没有变成新闻。不过，就好像民间企业不能只靠开记者会发表新闻就能立足一般，帝国的经营也不能光做历史年表中会记载的事情，要不然迟早都会瓦解。所以，经营帝国的工作中，绝大部分都是一般称为行政的低调、不起眼的作业。如果是这样，一定有人会认为，把工作交给手下的将军、总督或长官去做就好了，但是这些人也只是完成被交代的事务，所以就得有人来向他们下达命令。殖民都市要设在哪里，哪一座原住民的都市要承认他们的地方自治权，哪几个属省要全线铺设成为罗马式街道作为高速公路，这些都不是行政的部分，而归政治的领域。所以，受元老院和罗马公民之讬进行统治的「第一公民」，就得负起决策的责任。

从现代的地图来看，古罗马帝国的疆域涵盖了欧洲的中央与西部、中近东以及北非。光是一般的工作，数量就大得惊人，而且，辛苦之余还没什么回报，因为这些接连不断的工作，几乎都不会成为新闻。对于负责的人而言，如果没有相当的认知与觉悟，往往是无法坚持到最后的。

不过，在成为意料之外的皇帝前，克劳狄斯过了五十年历史研究和著作的岁月，他非常了解不可能成为新闻的工作有其必要性。他除了进行会成为新闻的不列颠远征之外，其余一切可能造成话题的事情，他一概没有尝试。莱茵河方面维持守势，多瑙河也只管确立防卫系统。不过这位第四代皇帝不同于出身克劳狄斯家门的第二代皇帝台伯留，正欠缺昂然贵族精神的认知。这位心地善良的皇帝，打从心底乞求元老院提供协助。在要求元老院立法通过审判系统改革方案的会议中，皇帝说道：


「我构思的这项改革方案，必须要经过各位的同意，才能变成法律。所以，我希望各位能自由而认真的讨论之后再表决。如果不赞成这个方案的话，请在这里提出替代方案。如果拟定替代方案需要较多的时间，那也可以慢慢来。




因为，各位议员，只有一位身为主席的执政官对我的方案提出意见，其余的议员只有大喊「赞成」，而走出议场之后，却说「我已经表示过我的意见了」，这样的作为，实在不符合元老院的权威。」



刚登基时克劳狄斯受到元老院议员们的冷笑，现在都不见了。克劳狄斯已经习惯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也不再口吃，再加上像维特里斯这种不惜协助皇帝的议员人数越来越多了。不过，可说是「皇帝立法」的皇帝提案要成为国家的法律，是必须要经过元老院的通过，无论是「终身独裁官」的凯撒，或是在公众场合一贯以「第一公民」自称的奥古斯都，甚至是隐居到卡布里岛上仍旧继续统治帝国的台伯留都遵守了这种体制，这也是罗马帝王政治的基础。所以，从决定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身为行政最高负责人的皇帝，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是政治的话，那么相当於立法机关的元老院，他们的工作也是政治了。如果这就是罗马帝王政治的体制的话，要让这体制有效率地运作，就必须要有一个单位能够正确又忠实地执行皇帝与元老院的既定政策。换言之，也就是需要另外一个官方组织。

随着帝王政治时代的演进，帝国的营运也越来越复杂。在复杂的情况之中，如果要维持统治的能力，就只能让各项功能分別组织化。

隐居在卡布里岛上继续统治帝国的台伯留，已经完成了各项功能的组织化工作。看看今日卡布里岛上的遗迹，不论是在皇帝居住的別墅附近或远处，岛上有多处相当规模的官舍。只不过，台伯留行事隐密，所以无从得知这些官舍分別是什么样的组织。

台伯留的外甥克劳狄斯是个凡事公开的人，於是将辅助自己统治的秘书官系统化暗为明。

不过，当时既没有官僚的培育机构，就连产生官僚的社会阶级也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得思考什么样的组织才能在这种环境之中充份运作。结果，在罗马社会中，富裕而有影响力的家庭就是答案。





没有奴隸的罗马人家庭，根本无法想像罗马权势家庭中奴隸是如何有系统地组织的。他们可分为奴隸和被称为解放奴隸的原奴隸阶级，就是这些人支撑着罗马的权势家庭。在这些佣人的最高地位者称为「马友尔朵姆斯」，是义大利文「执事」的语源，一般都是由解放奴隸担任这个职位的。佣人奴隸的小孩跟著主人的小孩一块学习，这种习惯也是来自於维持这个体系的必要性所产生，真可说是善用人力资源的明智之举。

没有人想过五十岁的克劳狄斯会成为皇帝，所以他的周围自然就没有派阀或智囊团。又因为他本身身体上的缺陷，所以也没有人对他表示尊重。成为皇帝之后的克劳狄斯，依然会口吃，而且嘴角还会滴口水，如果真要找一个肯服从他的助手，那就只好从自己家中的佣人著手。换句话说，他是带着自己家中的佣人走进皇宫的。皇宫就好像首相官邸一样，克劳狄斯家中优秀的奴隸或解放奴隸形成了秘书官组织，布满了整个官邸。而当时优秀的原奴隸阶级，几乎都是希腊人的天下。

纳尔奇索斯、帕拉斯等等的名字，一听就知道不是希腊的自由公民，反倒像是美少年奴隸的名字。他们的年纪要不就跟主人克劳狄斯相同，要不就比他小个几岁。五十多岁的纳尔奇索斯是个出类拔萃的幕僚，提拔他的克劳狄斯也相当的满意。这些原奴隸阶级者肩负的任务，可以分为以下几项：





“ab epistulis”——直译的话，就是「书信官」的意思。以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或是帝国东方地区通用的希腊文写成的所有报告书，都会集中到这个部门来。他们的工作就是拆信、阅读、研究讨论，之后连同自己的意见，一并向皇帝报告，请皇帝裁示。如果是公告或临时措施法等的情况时，也会委托「学术课」制作文牍，然后将收到的文牍加以公布。如果不是临时措施法，而是恒久性法律时，则以皇帝立法的形式，向元老院提出，请求表决。

语意上是「书信官」，但是罗马史的研究学者一致认为，他们相当於内阁的秘书长。在由政治家出任秘书长的日本，「书信官」就相当於最高幕僚——副秘书长。

克劳狄斯就命令家中佣人之一的原奴隸阶级纳尔奇索斯，担任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纳尔奇索斯比任何人都常晋见皇帝，他的任务中，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协助皇帝安排行程。除了家人之外，任何人如果不经过纳尔奇索斯的安排，就见不著皇帝。

“a rationibus”——直译的话，就是「会计课」。这个部门负责的工作，相当於财政部，接管一切与财务有关的业务。克劳狄斯任命原奴隸阶级的帕拉斯出任部门首长，其下有各科负责每一项国稅，包括负责元老院属省的属省稅科、负责皇帝属省的属省稅科、收取百分之五的奴隸解放稅科、百分之五的遗产稅科、百分之一的营业稅科，以及皇帝私有领土埃及的稅收科等。每一科的负责人都是由被称为解放奴隸的原奴隸阶级者担任，而他们手下工作的事务幕僚也都是奴隸。

“a libelis”——直译的话，只能说是「文书课」，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受理全帝国各地寄给皇帝的请愿和陈情文件的传达单位。克劳狄斯任命自家的原奴隸阶级卡里斯杜斯担任这个单位的首长。不论送来什么样的请愿书，只要卡里斯杜斯认为没有传达给皇帝之必要，克劳狄斯就不会知晓。经过卡里斯杜斯这一层滤网之后，陈情或请愿才会呈递到皇帝手中，由皇帝克劳狄斯和卡里斯杜斯共商对策之后，将回答的旨意转达给下一个部门。

“subscriptio”——直译的话，只能说是「笔记课」，他们把皇帝对于请愿或陈情所作成的答覆转为文字，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a cognitionibus”——字面的意思是「知识课」，指的就是「书库课」。总而言之，整理所有寄到皇帝手边的文件，在必要时得以随时取出参考。特別是司法类的文件，整理得仿佛是法务部的文件室，反映出克劳狄斯对于司法的高度关切。

“a studiis”——意译的话，就是「学术课」，这个部门反映出克劳狄斯喜好研究的特质，相当有趣。不过，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是在帮助皇帝的研究工作，而是拟定皇帝名义的布告文牍。演说用的讲稿是自认颇有学识的克劳狄斯自己写的，但是像是要刻在大理石、花岗岩或铜板上的公告文牍，就得假借真正学富五车的奴隸之手了。

这就是克劳狄斯设置的秘书官系统，目的就在于让皇帝的工作能够有效率地完成。同时，对于健康状况绝对称不上良好的克劳狄斯而言，这个制度就是设计来减轻他双肩上沈重的最高统治者负担的。





这个秘书官系统的确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克劳狄斯出生于法国的里昂，但是出生一年后，由于父亲杜鲁斯病逝於日耳曼之地，於是他就跟著母亲安东妮亚回到罗马。从那之后，到五十岁之前，由于身体上的缺陷，使他无从接触军务或政务，所以克劳狄斯都不曾离开过本国义大利一步。我想，他的活动范围大概也只侷限於罗马到拿坡里之间吧。恐怕他都不了解义大利北部，以及拿坡里以南的义大利南部等地方。在他登基为皇之后，离开本国的机会，也不过就那么一次。从罗马外港奥斯提亚搭船前往南法的马赛，然后横贯高卢，越过多佛海峡抵达不列颠，来回的六个月时间，可说是克劳狄斯唯一一次体验属省生活的经验。不过，尽管如此，身为统治者的克劳狄斯可是放眼全帝国的。

由于德国的伟大历史学家毛姆森开启了采集并刊行帝国各地的碑文之风，后世的我们才能了解到罗马皇帝们留下的不著名史实，也就是一般行政的成果。古代的历史学家因为只注意著名的史实，所以总断定台伯留和克劳狄斯的不是，不过，借由这种研究的发展，终于让他们俩获得平反。光就克劳狄斯而言，他下令铺设的街道、他决定的殖民都市、他重整的同盟国网路、没有适当王族继承人时的属省化政策等等，都落实到幅员辽阔的帝国各地。自己未曾见过、未曾到过之处，都能够给予确切的处置，这一定是靠著他五十岁前从书本中累积的知识而来。不过，书本中的知识也必须要落实到现实之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体认。体认的哲学讲法，就是以理智追究事物的根本，简单地说，就是去了解什么事才是重要的。

克劳狄斯所有的，是累积的知识，和碰上料想之外的皇位时泉湧的意志。可惜在「落实到现实面」上，真正自己体验过的凯撒、奥古斯都或台伯留的人生经验，克劳狄斯则是付之阙如。统治者绝对必要的「落实到现实面」，克劳狄斯只能仰仗他人协助了。

最了解克劳狄斯，也最能协助他的，就是首席秘书长纳尔奇索斯。

不过，凡事都有正反面，善用解放奴隸和奴隸的秘书官系统，也有它的负面影响。

前线将军在几年的战斗之后卸甲回归，要是不透过纳尔奇索斯，就连面见皇帝报告的机会也没有。元老院的议员们想要晋见皇帝说几句话，纳尔奇索斯就会回答，「第一公民」抽不出空来，所以由我代为听取。至於被派驻各属省的「皇帝财务官」，他们的报告对象，就是负责财务的秘书官帕拉斯。

罗马社会的特质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频繁，但是大致上还是可以分为元老院、骑士、平民和解放奴隸、奴隸等阶级。

元老院议员当然属于元老院阶级，而指挥二个军团以上的司令官虽然大量起用骑士阶级出身者，不过这些人大多也都拥有元老院的议员席次。属省总督则全数都是元老院阶级，而皇帝财务官一般都是任命等同财经界的骑士阶级的出身者。这些人形成了罗马社会的上层，不过，就算皇帝再怎么信赖他们，如果不向原本是奴隸阶级的秘书官们低头，他们就无法与皇帝取得联系。

不满和愤怒的情绪，逐渐在这群人之间蔓延开来。以肩负罗马的重责大任自豪的这群人，开始憎恶秘书官中尤其坐大的纳尔奇索斯、帕拉斯和卡里斯杜斯，他们称之为解放奴隸三人组。除此之外，起用原奴隸阶级的秘书官系统还有另外一个负面影响。





有足够的资产过着公民生活，膝下育有子女的话，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在这样的罗马社会之中，解放奴隸也有在财经界成功的例子，也有人活跃於地方政府中。不过，他们毕竟是奴隸出身，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背景的一群。此外，克劳狄斯也不可能永远当皇帝，在这种局势之下，他们当然会想到自己才是最可靠的。这种想法，如果是发挥到正面的话，就会变成努力上进的原动力；但是，如果是朝负面发展的话，就可能变成凡事靠金钱解决。效忠皇帝、工作表现优异又热心的这群秘书官们还有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公共事业的发包。秘书们热中於借此累积财富。克劳狄斯并不注重累积自己的财富，但是皇帝的亲信可就乐此不疲。甚至还有人传言，说秘书官之一的帕拉斯就累积了三亿塞斯泰契斯。罗马社会中，要成为元老院议员的资格财产，也不过一百万塞斯泰契斯。

对社会地位崇高者的蛮横态度，或是利用自己的立场来累积财富，期望这些最高权力者的贴身人物们完全改正他们的上述缺点，那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人类是禁不起诱惑的，不过，就算无法克服，但至少可以压抑。凯撒、奥古斯都和台伯留也不是没有他人的协助就完成了统治的工作的，不管是什么形式，总是会有人从旁协助。这几位皇帝的才华，就在于他们有本事让这些身为左右手的部下兴起敬畏之意，这也是对他们无言的阻力。所谓的「敬畏」，字典中的意义是尊敬及畏惧，也就是说，不仅是要让人尊敬，还得要让人畏惧。克劳狄斯的个性中，就是没有让手下人兴起敬畏之意的地方。换句话说，也就是容易被別人看扁，结果，原本是奴隸阶级的秘书官们就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除了秘书官们以为，就连女人也都轻视克劳狄斯，认为要做什么都可以。




皇妃梅莎里娜



克劳狄斯在五十岁登基为皇之前，曾经结过三次婚，离过二次。第一任妻子乌鲁葛妮拉是离婚，第二任的妻子耶里亚·贝提娜也在生下一名女儿后离婚。无论是肉体或精神上，克劳狄斯绝对称不上是女性会喜欢的类型，所以，我想离婚大概也都不是他所希望的，应该是被女人拋弃的结果吧。不过，当他的伯父台伯留和兄长日耳曼尼可斯都到朱利斯家门中当养子时，克劳狄斯自然而然地就成为罗马名门中之名门克劳狄斯一家之主。即使肉体或精神上丝毫没有魅力，当上一家之主之后，自然不乏愿意嫁为妻妾之人。第三任的妻子是共和政体时代名门贵族梅莎拉家族的女儿梅莎里娜，她跟克劳狄斯差了三十五岁。

梅莎里娜由于母亲杜米提亚·雷比达的关系，所以跟朱利斯家门也有血缘关系，因为她的外祖母是马库斯·安东尼与奥古斯都姊姊欧古塔薇亚的女儿。罗马人习惯把父亲的名字变成阴性作为女儿的名字，如果有两个女儿的话，也都用同一个名字解决。所以，因与埃及艳后克丽奥佩脱拉热恋而声名大噪的安东尼和欧古塔薇亚之间的两名女儿，都叫做安东妮亚。但是这种称法，会对历史的研究人员造成困扰，於是他们把姊姊称为大安东妮亚，妹妹叫做小安东妮亚，借此来区分。梅莎里娜的外祖母是大安东妮亚，而小安东妮亚则与台伯留的弟弟杜鲁斯成亲，生下日耳曼尼可斯与克劳狄斯。娶梅莎里娜为妻的克劳狄斯，其实就等于是梅莎里娜母亲的表兄弟。顺道一提，梅莎里娜的伯父，也就是大安东妮亚的儿子杜米提斯·艾诺巴布，后来娶了日耳曼尼可斯的女儿、卡利古拉的妹妹小阿古力琵娜为妻，生下的尼禄成为日后的皇帝。






梅莎里娜




嫁给年长三十五岁的表舅，当时的梅莎里娜一定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皇妃。夫婿在西元41年的时候捡到了皇位，五十岁的克劳狄斯就没有像卡利古拉的兴奋举动，倒是十六岁的梅莎里娜雀跃不已。她的兴奋，不仅止于夫婿成为皇帝，更在于她自己身上也流着神君奥古斯都的血液，所以是双重的高兴。举凡大阿古力琵娜，还有她的女儿小阿古力琵娜等，女人比男人还注意血缘的继承，实在是个有趣的现象。或许是因为要扶正自己的地位，女人能够仰赖的，就只有「血缘」一项吧。在这不久之后，她又为原本只有女儿的克劳狄斯生下一名渴望已久的男孩，这更加令梅莎里娜觉得兴奋傲慢了。

奥古斯都制定的皇位世袭制，势必会提升产下皇位继承人的女子的地位。如果是靠著能力而被收为养子，之后才继承皇位的话，那么，是谁生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不过，世袭制就是因为重视血统胜过能力，这也是这个体制立足的主要关键。皇家女人之中，尤其是皇位继承人的母亲立场变得如此强势，都是这个制度的宿命。

我还觉得，克劳狄斯本身的个性，助长了他妻子的蛮横气势。

从秘书官系统的运作上，就可以看出克劳狄斯不是一个会让人对他产生敬畏之意的人。连不过是原奴隸阶级的秘书官都看轻了克劳狄斯，当然女人也没把他当成一回事。而且，就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克劳狄斯是个不太管家中事物的人。并不是他不在乎，而是因为在他登上皇位之前，他专注於历史的研究上，登基后又热中於统治工作，所以他心里头，就希望家人自己处理。如果女人们围着他七嘴八舌，更会叫他受不了，所以只要能不打扰他，做什么都可以。这应该就是克劳狄斯的实际状况吧。结果，梅莎里娜的行径是越来越没有节制。皇妃梅莎里娜的放纵包括虚荣、物慾与性慾，仔细想想，都是在过分满足不该有的欲望。





她的虚荣心在参加夫婿的凯旋仪式行列中表露无遗。西元44年，虽然征服霸业尚未完成，但是罗马为了庆祝久久不曾发生的新领土扩张的胜利举行了凯旋仪式，这让爱热闹的罗马公民为之疯狂。但是，当人们在队伍中看见梅莎里娜时，感到惊讶不已。

凯旋仪式的意义，在于由罗马帝国共同体的成员——公民，为了以武力替共同体创造利益的人们而庆祝，也是凯旋将军和手下的士兵们，为了感谢众神庇佑战争胜利而举行的。换句话说，参加凯旋仪式的权利，只有实际参与战斗的人才有资格。队伍中即使有女人，但那也是战俘，拿来展示给众神和百姓观赏的战利品。

凯旋仪式的主角凯旋将军，可以像凯撒那样，让少年奥古斯都骑着马参加；或是像奥古斯都那样，在他驾驭的四头马车之后，让马尔凯斯和台伯留两名年轻人骑着马追随在后，因为奥古斯都心里头打算让这些继承皇位的人能够亮相，况且他们毕竟都是军人的身份。之前，即使是皇后，也没有人在这种场合里出现过。百姓把这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当作丑闻，但十九岁的梅莎里娜没当成一回事。她并不是明知会造成丑闻而故意装作不在乎，而是因为她真的不明白所以才会不在乎的。虽然克劳狄斯非常明瞭凯旋仪式的意义，但是年轻的妻子在身旁吵嚷著自己生下了一个男孩子，连元老院都认可这小孩子能够以意指称霸不列颠之人的不列塔尼库斯作为名号了，劳苦功高的自己如何又如何地，克劳狄斯一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得已才点头的吧。只是，到最后被批评为无法控制无知妻子的，还是可怜的克劳狄斯。





梅莎里娜追求物慾，并不是因为她穷困，毕竟她父母双方的家门，都是自共和政治时代起的名门贵族，夫婿克劳狄斯的家族，更是名门中的名门。只不过，这个年轻的皇后，自幼就浪费成性，一旦成为皇后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当她的夫婿还是个爱好学问者的时候，她面前早已堆满各式百闻不如一见的豪华礼物。年轻而无知的梅莎里娜可没有因此而满足，反倒是想要的更多。

要满足欲望，自然就要有手段。只要用奥古斯都订定的通奸罪，因此入罪的犯人财产就会充公。她只消把要送到国库的，搬到自己家里就好了。卷入这场风暴的，有哲学家塞尼卡，他被流放科西嘉岛。还有另外一种满足物慾的手段，就是动用国家叛乱罪法。如果依这条法律被判有罪的话，就是唯一死刑，财产的没收也比通奸罪更彻底。梅莎里娜在动用这两项法律的时候，也不是掌握了什么重大的证据，总之如果不能用通奸罪告发，就动用国家叛乱罪，简直就是不择手段。

在罗马的审判中，被告自己的辩白还不够，必须再提出佐证才行。可是，原告如果是皇帝，那么被告底下的佣人奴隸可就动摇了。要收集他们的证词，轻而易举。

不过，这种把戏，梅莎里娜一个人是搞不出来的，因为她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本事却办得到，自然是因为有那一群解放奴隸晋升的秘书官群从旁协助的关系。他们在家庭中熟知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就会去帮助强势的那一方。除此之外，家长克劳狄斯的马虎性格，更助长了妻子的放纵与跋扈。反正克劳狄斯只要老婆不在身旁唠叨，看也不看地就会在诉状上簽了名吧。举例而言，梅莎里娜的情夫是个知名的演员，却被波贝亚（尼禄皇妃波贝亚·莎比娜之母）抢走，於是梅莎里娜就以通奸罪控告她，逼得波贝亚自杀身亡。看也不看就在诉状上簽名的克劳狄斯，在波贝亚被迫自杀的几天后举办了一场晚宴，克劳狄斯只看到夫婿出席，却没见其妻子波贝亚的踪影，心底纳闷的他於是向夫婿斯奇比欧垂询夫人的消息。斯奇比欧只回答了一句话：「死了」。这么一来，克劳狄斯才想起，几天之前，似乎在写有波贝亚之名的文件上簽了名。类似这样的状况重复发生，但是克劳狄斯家里的情势却一点也没有改变。

梅莎里娜手下的牺牲者名单中，一旦出现了有权有势的知名人物时，元老院和一般百姓开始意识到年轻皇妃任性的危险性。举一个例子来证明，在此引用克劳狄斯治世第七年的西元47年发生的阿吉阿提克斯自裁事件说明。





那一年法雷里斯·阿吉阿提克斯五十七岁，光看名字会以为是罗马人，但其实是出身於南法的强大部族阿洛普洛格斯。南法早已是罗马的属省，罗马也承认这些强大部族的继续存在，所以部族的自主性还算是保存了下来。不过，罗马将公民权赋予这些部族的上层阶级，到了凯撒时代，甚至给予他们元老院议员的席次，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相当罗马化了。法雷里斯的家名是阿吉阿提克斯，这或许是因为表扬他们家门对帝国东方地区军事上的功绩才颁发的尊称，后来沿用为家名的。这个人在西元35年与46年，二度被选为执政官，也就是说，他是帝国中央政府中爬到最高地位的人物。

虽是属省出身，但却登上执政官宝座的人之中，他也不是第一个。前面就有西班牙出身的帕普斯，受凯撒录用，在凯撒遇刺之后被选为执政官。不过，出身南法属省的执政官，阿吉阿提克斯倒是第一个，而且他还不是罗马军团兵在南法殖民之后的子孙，是罗马人称霸此间之前，被罗马人称为蛮族的当地居民的后裔。纵使出身如此，罗马人对于这位阿古阿提克斯的敬意，已经超越了人种和民族的藩篱，而是单纯地对于奉献国家之人的敬意。这位原本出身蛮族者，已经成为比罗马人更罗马人的人了。也正因为受到罗马人的爱戴，所以当这位阿吉阿提克斯买下共和政治时代武将卢加拉斯建造的庭园，甚至把它更加美化时，也没有人会拿这件事情来渲染。

而二十二岁的梅莎里娜就想要这座号称罗马第一美的庭园，为了到手，她就以国家叛乱罪法来告发阿吉阿提克斯。她持的理由一定是有人教她的，她说，南法出身的阿吉阿提克斯有很多亲戚是在莱茵河防御线担任军务的补助队指挥官，他们计画跟阿吉阿提克斯共谋推翻克劳狄斯。克劳狄斯又没有细看诉状，在阿吉阿提克斯的逮捕令上簽了字。阿吉阿提克斯要求晋见克劳狄斯，在会见时，有条不紊地陈述他无辜的事实。克劳狄斯似乎也了解了，但是梅莎里娜还是不肯善罢甘休。也不知道这对夫妻之间起了什么争执，总之自认罪名已经洗脱的阿吉阿提克斯，却收到皇帝劝他自裁的信。

五十七岁南法出身的罗马人在宴请友人的筵席上，说到自己的死竟然是死在女人的把戏之下，实在遗憾，就在那当口，切断手腕的血管，横死在地。后来这座庭园自然成了梅莎里娜的了。

除了物慾之外，历史学家们还提到了梅莎里娜的性慾。

也不知道梅莎里娜性慾之强是因为她天赋异禀，或者是因为夫婿连夜忙于政务，无暇理她，才造成她的反动。历史学家们甚至说，皇后每天夜里就会从皇宫所在的帕拉提诺山丘下来，来到盖在山丘附近的大竞技场观众席下的风化区，在妓女院里头接客。贩夫走卒群集的大竞技场下娼寮，据说是提供全罗马最便宜妓女的地方。所以，客人的水準也最低。不过，持这种论调的史学家，无论是史维特尼斯、塔西图斯或卡西斯·狄欧，他们都不是跟梅莎里娜同一时代，而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人。所以他们所记录下来的，应该只是当时的传说而已。

不过，我们也不能断言这绝对不是事实。克劳狄斯在为政务操劳之后，晚餐时暴饮暴食，甚至连正式的晚宴上都会睡着。所以就算皇后带男人到隔壁房间里做什么，也不用担心会被发觉。可是，佣人在。或许想在皇宫里为所欲为的确有些困难。更何况，贵为皇后之人让下贱之民蹂躏，应该有另外一种快感吧。梅莎里娜到底有没有这种嗜好，实在不得而知，也没有方法可以证明街头巷尾的流言到底是不是事实，而且竟然能够流传后世。不过也不能证明这只是人们单纯的假想而已。不过，唯一能说的事实，就是梅莎里娜不善于控制自己。不过，不会赞美拥有自制能力女子具有女性美的，也是男人。

不管如何，现代义大利文中的「梅莎里娜」，等于是无法控制性慾、人尽可夫的女人的代名词。所以，万一被义大利的男性说，妳就像是梅莎里娜一般的女人时，最好先知道，他绝对不是在赞美妳像皇后一般。

由于放纵年轻的皇后，从元老院议员到一般百姓对克劳狄斯的看法也大大改观，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发觉，因为他自幼受到的不是赞美或敬意，而是轻蔑和厌恶的眼光，所以他早就习惯了。而且，此时身为皇帝的克劳狄斯，有著堆积如山的工作得做。




国势调查



克劳狄斯知道，帝国的统治和经营，是由非常不出名的史实，也就是不可能成为新闻的作业累积而成的。如果重视这种不浮夸的政务，就知道正确地掌握现况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於是，克劳狄斯决定举行国势调查，这离上一次奥古斯都和台伯留进行的调查，已经隔了三十四年了。为了要进行这项调查，克劳狄斯把进入帝王政治时代以后就取消的财务官制度又恢复。因为共和政治时代财务官的任务，就是进行国势调查。这个官职任期至少一年半，人数二名，这一次就由克劳狄斯自己和永远竭诚协助他的维特里斯出任。

这一次的调查结果显示，十七岁以上，也就是可以服役的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男子人数为五百九十八万四千零七十二人。上一次西元14年的调查时，只有四百九十三万七千人。三十四年之间，增加了一百多万人。在增加率方面，属省高于义大利本国，这或许是因为奥古斯都的策略奏效的关系吧。因为即使是身为被统治者的属省人民，只要自愿当罗马军的补助兵，服役满二十五年，就可以获得和征服者同样的罗马公民权。同时，这也证明了由成年后的男性罗马公民形成的「罗马帝国的脊椎」已经跨越了本国的国境，在属省之中逐渐地成形。





克劳狄斯最伟大的地方，是在于他如果想要加强军事能力，或者是以军事力量来扩张领土的话，都可以做得到，只是他一点也没有如此打算。除了不列颠进行中的军事称霸之外，他没有采取其他的任何攻势，而且，按照此时的莱茵河前线局势，如果克劳狄斯真有攻击之意的话，恐怕也可以完成奥古斯都称霸整个日耳曼之地以达易北河的梦想。

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民族之中，有几个部族趁着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交替时，入侵西方世界。起初罗马军处於劣势，但是在到任不久的科普洛的指挥之下，成功地击退了入侵之敌。罗马军乘胜追击，越过莱茵河，深入敌军之地。

科普洛将军（好像是南法出身的罗马人）虽然以铁的纪律严格带兵，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受士兵们的爱戴。他的战略和战术都非常的高明，如果命令他率领十个军团征服日耳曼，恐怕很多人都会认为称霸日耳曼的梦想就要实现。

不过，越过莱茵河、正在进军途中的科普洛，收到皇帝的亲笔信，要他在给予敌人严重的打击之后，不是继续东征，而是退回莱茵河。在这一地区域，克劳狄斯格遵台伯留的做法。

司令官科普洛只说了一句：「以前的将军们真幸运」，就整顿好部队，退回莱茵河畔的防御基地。这名看起来一心只想到进攻的武将，在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被指派到东方地区负责前线的指挥，率先履行防胜于攻的罗马帝政大原则。就连罗马的军人，也擅长于运用灵活的思考模式。

阻止科普洛的克劳狄斯，对于这位武将，还是给予回报，他允许科普洛举行凯旋仪式，这是罗马人最高的荣誉。

凯旋仪式中，还许可另外一名武将参加，那就是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司令官克鲁提斯·鲁夫斯。不过，这个人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成果，而获得凯旋仪式的荣誉。

如果只是坐以待敌的话，士兵们的士气一定一落千丈，於是鲁夫斯就动员士兵们开挖矿山。除了开挖矿山之外，动员士兵们从事铺设街道等土木工程，是罗马军队平时最传统的养兵方法。

不过，当时开挖的矿石产量稀少，也很辛苦。士兵们开始不耐，於是暗中写了封信上呈给皇帝，希望皇帝能许可鲁夫斯和科普洛同样享有凯旋仪式的荣誉。因为他们期待，鲁夫斯在获得凯旋仪式的殊荣之后，一定心满意足地想要退休吧。

克劳狄斯许可这两个人举行简单的凯旋仪式，但是科普洛和鲁夫斯非但没有因为满意这项荣誉而退休，反而更是意气风发地回到军营里。鲁夫斯虽然放弃了开挖矿山，但是却想要用土木工程的建设来回馈国家，於是下令士兵们开挖运河，连接莱茵河与摩泽尔河。士兵们失望无奈的表情依稀可见。

杜米提斯·科普洛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克鲁提斯·鲁夫斯确实是台伯留起用的年轻人才之一。传闻中，他是斗剑士出身的，后来被台伯留发掘，担任非洲属省的审计官，之后被召回罗马，历任法务官之后再被派到莱茵河前线。虽然历史学家塔西图斯对他的评价很差，但是他是个非常了解自己的立场、诚实又有实力，是推动罗马帝国运转的一颗重要齿轮。




邮政制度



并不是每一颗齿轮的品质都良好，就保证整体功能一定提升。相互之间的契合，才是提升功能的必要条件。这就好比一天发一班时速五百公里的列车，还不如每十五分钟一班时速三百公里的列车来得有效率。

高速公路式的街道，在西元前的波斯帝国就已经有了，而把它改成道路网的，却是罗马人。开发邮政的也是波斯的皇帝，但是把它变成遍布整个帝国疆土的，也是罗马人。

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创设的国营邮政制度叫做“cursus publicus”，意译的话，就是「公用信差」的意思。从字义上来看，就知道创设的目的在于传递公用命令或公家情报。要统治庞大的帝国，就需要确立这种制度。顺道一提，共和政治时代的邮政，要不就委托民营的邮局，要不就是叫自家的奴隸跑腿。

到了帝王政治时代时，既然叫做公用的信差，所以能够利用这种制度的，当然只限於公务，至於私人用途的话，还是跟共和政治时代一样的老方法。不过，为了「公用信差」而设想出来的网路，原本是铺设来作为军用道路的罗马式街道，后来民间的私人信差也可以使用这些道路。

罗马街道旁每十或十五公里，就会设置一处“mutationes”，直译的话，就是「交换所」。「交换所」之间的距离依照地势而定，山岳地带的话，是十公里设置一处；如果是平原的话，就每十五公里设置一处。「交换所」里经常备有数匹马，有些地方甚至有替换的信差骑士待命。平均而言，每五处「交换所」就会设置一座名为“mansiones”的「宿站」，在这里，除了换用的马匹和人员之外，也有供旅客住宿的设施。除了可以吃饭之外，还有马车的修理工人、马厩，甚至连邮局的办事员都一应倶全。“mutationes”相当於现代高速公路旁的加油站，而现在高级公寓（mansion）的语源“mansiones”，指的是具备了汽车旅馆、餐厅和修理工厂等在内的大型休息站，同时还兼具提供各种旅途必备资料的询问处功能。

第二代皇帝台伯留深信和平的维持就是秩序的维持，而治安也是一般人最关心的，所以他除了扩充这个网路之外，同时还在各“mansiones”设置警卫室，所以，不论是人的旅行或信的传送，都变得更安全。第四代皇帝克劳狄斯施行的改善方案，就是把这种国家的邮政制度，从专属公用改为对民间开放。

克劳狄斯为什么会有这种点子，史实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克劳狄斯这个人从没忘记，要替前往征服不列颠的将士们改善环境。众人出生在干燥的义大利，却到了「天地间充满水汽」的不列颠去，或许克劳狄斯就是想到，至少改善士兵们和留在祖国的家人之间书信来往的便捷性吧。因为，当时的英国，开发程度要比帝国的任何一处都要来得晚。

不过，由于百姓也开始可以利用国营的邮政制度，结果民营邮局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民营邮局再次活跃，是在罗马帝国进入衰退期以后。

像是改善邮政制度等，克劳狄斯对于能够提升一般人生活环境的事物非常关切。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立法制定辩护费用的上限。

就算再怎么讨厌罗马人，也不会有人否认罗马人是法律体系的创始者。所以，罗马人深知辩护的重要性，自古就有律师活跃於法院之中。不过，所谓的辩护，一般认为这是社会上流阶级的责任，所以一直都是免费的服务。

可是，光靠个人的责任感，体制是无法维持的。专靠这种是贵族就得提供高尚而且免费的服务的话，有能力但是贫穷的律师迟早要关门大吉，结果还是对共同体造成不利的影响。此外，拥有崇高理想的体制，往往也都有后门可走。虽然辩护费用可免，但是借由送礼，或是让律师成为委托人遗产赠与对象之一等等方式，实质上还是付出了代价。共和政治时代末期，西塞罗是罗马第一的律师，他虽然是出身乡下地方的骑士阶级，但是他就是靠著走后门的方式而累积财富的。

共和政治时代优秀的律师辈出，并不光是因为辩护成功就可以变成富翁的关系，而是成功的律师，就是政治家经历的起步。当时，执政官等国家要职还是要靠公民大会来选举产生，辩护的能力就等于是拉票的能力。除此之外，投票的是曾经委托辩护或可能委托的人群，所以律师即使本事再高，收费如果太贵的话，也一样得不到票。所以很自然地，辩护费用就会形成一个上限。

到了帝王政治时代奥古斯都执政时，执政官以下的国家要职（只限於文官）的选举是在公民大会举行的。台伯留后来把这项选举移到元老院中举行，卡利古拉又把它回归给公民大会，而克劳狄斯又再度把这项选举转回给元老院。

不过，问题其实不在选举的地方在哪里，而是即使被选为执政官，也因为二个原因而丧失了吸引力。首先是皇帝统治一切，执政官已经不再是国家舵手的角色；此外，在当完执政官之后，会以前任执政官的身份前往属省担任总督，不过也已经不像共和政治时代一样，能在属省累积庞大的财富了。台伯留和克劳狄斯对于利用职权累积财富的属省总督，处置相当严格。只要掌握明确的证据，证明总督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恐吓属省人民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拼命累积的财富，只要被判有罪，也会被全数充公。

这样的制度之下，也难怪有人会利用辩护的机会来敛财了。不过，毕竟台面上说的都是免费，倒是后门通畅，费用也是无底洞。这么一来，要保护被辩护者的权利，根本是天方夜谭。

克劳狄斯的做法，是公开认可收取辩护费用，以及设定收费上限。上限是一万塞斯泰契斯，相当於一个士兵十年的薪水。这个费用绝对称不上便宜，但是这只是上限。此外，就像是罗马法律中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保护私有财产，罗马人向来尊重个人的所有物，包括有形的财产和无形的才华，所以，优秀的律师自然应该获得较高的收入。





克劳狄斯的执政果然有不错的成效，但是偶尔还是会露出登基为皇之前研究历史的神情。喜欢历史的人容易吹毛求疵。西元48年，因为欣逢罗马建国八百年，皇帝克劳狄斯公开表示，要举办「世纪祝祭」（Ludi saeculares）。

人们都觉得，跟上一次的「世纪祝祭」也不过相隔六十四年，为什么此时此刻要举办呢？历史家皇帝做了如下的说明。

西元前17年，奥古斯都与阿古力巴共同举办「世纪祝祭」，其实是算错时间。如果「世纪祝祭」是每一个世纪庆祝一次的话，今年才是从罗慕路斯建国起的第八百年，换句话说，在西元48年庆祝才是对的。

既然这么说，那也只好认同，因为一般都说，罗马是在西元前753年建国的。奥古斯都在西元前17年第一次举办正式的「世纪祝祭」，还特地委托诗人霍雷斯撰写〈世纪祝祭赞歌〉，甚至连庆典要在什么地方如何举办等细节都做了明确的规划。我觉得奥古斯都真正的本意，是明知计算错误而故犯。奥古斯都其实才不在乎建国以来到底真正过了几个年头呢。他结束内战，确立帝王政治，在西元前17年的时候，「和平」普及整个罗马帝国，身为唯一霸权者的罗马公民必须肩负起「罗马和平」的责任，而这个「世纪祝祭」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罗马人再次体认到身为罗马人的骄傲。奥古斯都在西元前30年成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在西元前23年成为实质上的皇帝，掌握所有的权力，之后他只需要考虑如何来确立罗马帝国就好了，而这个时期，刚好是西元前17年。拟定「世纪祝祭」的细节，还命人刻在大理石板上，嵌於罗马广场山丘的一角，这些举动的意义，就是要借由举办这次的庆典，让罗马人再次体认每一个世纪中身为罗马人的光荣。

克劳狄斯也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即使是神君奥古斯都制定的事项，在克劳狄斯的学术良心上，是不允许坐视计算错误而不予理会的。西元48年，从罗慕路斯建国以来，刚好是第八百年。

身兼最高神祇官的克劳狄斯任命维特里斯一起举办「世纪祝祭」，而西元48年的「世纪祝祭」，则是连细节部分都忠实地执行奥古斯都所做的规划。至於「世纪祝祭」的情况如何，请参阅第Ⅵ册《罗马和平》第141页。

我想，借由举办「世纪祝祭」而再次体认到罗马帝国是带动的火车头的，就是皇帝克劳狄斯自己。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八岁，也是登基后的第七年。征服不列颠仍在缓缓地进行之中，而帝国的其他前线防御体制也发挥了十足的功能。皇帝的首要任务——维护整个帝国的安全防卫，也是顺利地运作著。最传统的罗马统治方式，就是借由罗马军团基地的设置、罗马除役士兵兴建殖民都市、原住民自治的自由都市，以及内政由原住民自行处理的地方政府等制度作为核心，以罗马式街道联系，形成网路，这种统治方式，从凯撒、奥古斯都的大动脉时代，进入到此时分布微血管的时代。不过，这种朴实不浮夸的工作，却是塔西图斯或史维特尼斯等喜欢追逐八卦的知识份子容易忽略的。

虽然一方是拥有实权、负责统治的人，而另一方则是没有实权但有批判能力，两者其实都是罗马人。罗马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充实基础建设，就是国家的血肉，而克劳狄斯在这方面的贡献，罗马人无不认同。




「克劳狄斯港」



先不谈属省，光是在首都以及附近地区，克劳狄斯的公共事业就涵盖许多领域。

可追溯到卡利古拉时代的西元38年动工的水道工程，在克劳狄斯时代就落实推动。虽然全长七十公里之中，有十公里必须做为高架水道，工程虽然浩大，但是离完工也只剩下四年的时间。另外一条同时开工的水道如果也完工的话，汇集到首都罗马的水道就有九条，可供应每位首都居民每天九公升的水。能够随时供应新鲜的饮用水，也代表了卫生方面的改善。

自己开创的事业，往往比较会受到自己较多的照顾，这是人之常情。所以，皇帝克劳狄斯当然比较注重奥斯提亚的港湾工程，更胜于卡利古拉留下来的水道工程。这项港湾工程，是在克劳狄斯登基为皇之后第二年动工的，等于是他一到了这能有所大作为的岗位上后，立即就展开了这项工程。但是，在十二年后竣工时，他却遭到杀害，而是由皇帝尼禄来举行完工典礼。

其实，当时皇帝的构想，遭到建筑师们强烈的反对，就连古代第一位发行建筑书籍的维杜鲁维乌斯也断言，在河口兴建港湾实在不是良策，因为河川带来的沙土，势必会掩埋住港口的。

不过，克劳狄斯是个历史学家。我的想像之中，可能是克劳狄斯认为，既然是世界首都罗马的外港，不能光是因为地势条件优越，就随便指定一处来作外港，借此来反驳建筑师或工程师的说法。在历史学家的视线中，经常有人的影子存在。台伯河是罗马人的灵魂，罗马人在台伯河边设置了三百二十三页复原模型所示的各种设备，善用这条河的优势。而这河岸的港口，跟河口的奥斯提亚港是一体的。奥斯提亚港要发挥港口的功能，才能使得台伯河发挥水路的效用。所以，克劳狄斯认为罗马的外港，就只能选择台伯河口的奥斯提亚，不做他想。

但是，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置台伯河带来的泥沙埋没港口的危险性。皇帝既然决定一定要把奥斯提亚建设成为正式的外港，那么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只得由受命兴建的工程师们伤脑筋了。

专家们构思的方案，汇整起来的话，有以下几项：


第一种，避免在一定会被砂石掩没的河口附近兴建港口。




笫二个提案是，港口的兴建场所，设在奥斯提亚的港都西北三公里处的海岸旁，相当於现在罗马李奥纳多·达芬奇机场的南边。




第三、是要用运河将这个港口与台伯河连接，即使不经过奥斯提亚，也能够逆台伯河而上，抵达罗马。




第四、新设港湾与罗马之间铺设街道，走陆路也可直通罗马。即建设“Via Portuensis”（直译为「港街道」）。




第五、港湾的建设，只限码头、仓库群和其他不可或缺的设施，至於交易场所或各交易公司的办公室，则留在奥斯提亚港都。新设港口与奥斯提亚港之间铺设道路，使得走陆路也可以抵达。



从奥斯提亚，可以像以往那样，走水路逆台伯河而上，或是走陆路「奥斯提亚大道」，两边都可以通往罗马。

后世的我们，只能从当时半世纪后图拉真皇帝改造后的景观来推测，这虽然是有些不便，但是克劳狄斯皇帝最初建设港口的目的之一，应该是在替从帝国各地前来罗马的众多船只们建设一座避风港。克劳狄斯皇帝是想将与罗马有著共同历史的奥斯提亚港都功能，继续保留下来吧。一面继续运用罗马外港奥斯提亚，但是因为奥斯提亚位居河畔，不适合作为避难港，所以才想到要兴建新港湾来弥补。这个命名为克劳狄斯港的港湾建设工程，让人觉得罗马人的土木工程竟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真是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一项庞大事业。





工程是由开挖海岸边土地开始。由于是在海岸边，所以虽然有沙滩容易开挖的好处，但是最浅的地方也要五公尺深。要让来回於地中海的货船在此出入或停泊，至少也得规划这等的水深。






罗马与奥斯提亚港、新港（皇帝港、图拉真皇帝扩建后）的位置关系图









台伯河岸港口（复原模型）




从图上可以得知，工程分为建设突出于海的堤防，以及从台伯河右岸分支出来、与新港船坞相连的河沟开挖工程。这个河沟开挖工程，在五十年后图拉真皇帝时加以改造，成为「图拉真水道」。两项工程，双管齐下。

深度五公尺以上的大型船坞总面积，约九十万平方公尺，宽约一千一百公尺，码头总长度达二千五百公尺，传闻曾有三百艘货船一字排开下货。

防波堤是在重达七吨的巨大石灰岩块上嵌入铁制扣锁，一个个串连起来后沈入海中，从两侧环抱这个港口。

除了左右的防波堤之外，中间的海面上还有一道矗立着灯塔的防波堤。这种结构，使得海港的出入口就一分为二。出入口的宽度，两处都是二百零六公尺。

灯塔矗立的中央防波堤，是弄沈装满大石头的卡利古拉大型船来当地基的。卡利古拉从埃及运送长达二十五公尺的方尖碑回罗马，为了能避免从中切断，所以特別订制了这种大型船。从与卡利古拉同一时代的博学家大葡里尼斯的记述，以及现代的考古学调查中，我们已经可以相当了解这种大型船只的模样。船身是以枞树打造，光是吃水线以下的重量就有八百吨。中央桅杆之粗也是超乎想像，要四名船员手牵着手，才勉强能够环抱。船身全长一百零五公尺，宽二十公尺三十公分。船上分为六层，满载时排水量为七千四百吨。船员人数，据说在七八百人之谱。

这种大型船，可说是古罗马人造船技术的登峰造极之作，卡利古拉就是只为了要搬运方尖碑，就所费不赀地打造大型船，难怪财政会崩溃。克劳狄斯在继承卡利古拉之后，认为这种大型船很不实用，所以没有拿出来使用，这真是明智的做法。於是，古代的「铁达尼号」就像下页图示一般，被沈入了海底。原因之一，也是木材耐海水侵蚀的关系。

桅杆和舰桥全数被拆除之后，这大型船也不过就是个「容器」，上头在装满了岩石之后，被沈入水深七公尺的地方。卡利古拉大型船的前后左右，都有巨石以铁扣相连固定，於是就变成了上有灯塔露出海面的中央防波堤了。






奥斯提亚与皇帝港（图拉真皇帝扩建图









变成防波堤兼灯塔的卡利古拉大型船（想像图）




由于克劳狄斯完成了真正的罗马外港建设工程，享有稅赋优惠措施的小麦运输船，在冬季也能安心地前往罗马。先撇开塔西图斯批评主食仰赖进口的观点不谈，罗马后来的主食仍是以进口为原则，至於因此而带来的缺点，罗马选择了补救的方式。持续进口主食政策，其实就是在经济方面帮助了北非和埃及，因为这里是靠著出口小麦到首都罗马和义大利本国这一大消费地来维持生机的。

为了一个目的而完美达成的建设工程，一定也会对其余方面带来正面的影响。替台伯河开挖支流，将台伯河分散之后，以往因为海潮和上游河水冲击而经常引起的罗马市街淹水状况，因此而减少了许多。河口到罗马约有二十公里。我原本以为海潮是不可能逆流二十公里的，然而在1966年目睹翡冷翠大洪水之后，不得不纠正自己的观念。那时，遥远第勒尼安海的潮水逆阿尔诺河而上，在庞特·维其欧桥附近与因雨暴涨的河水撞击，进而氾滥到城市中来。潮水实在很恐怖。克劳狄斯之后，罗马的洪水记录大幅度的减少，或许是新港建设的附加效果也说不定。






现在的海岸线（虚线是古代的海岸线）




半个世纪之后，图拉真大帝将船坞改造为两处，分別称为「克劳狄斯港」与「图拉真港」，但是整体上都叫做“Portus Augusti”（皇帝港）。不过，流经奥斯提亚的台伯河以及直接连接「皇帝港」的支流所带来的砂石，使得今日的海岸线变得像是本页的图面所示一般，「皇帝港」已经被陆地围住，只有古代的「图拉真港」这六角形海湾还有水而已。

其实，我觉得，与其说二千年后的这种景象，证明了建筑师维杜鲁维乌斯当时对在河口兴建港湾持反对意见的正确性，倒不如说是国家在发挥运作功能时代以及没有发挥运作功能时代的差异。

有一位军团中负责铺设罗马式街道的工程师曾骄傲地说:「我们铺设了一条一百年不需要改建的街道」。不过，他这句话是指，街道百年之内不需要改建，却不是指百年之内不需要养护。和平也不是在成为霸权国家之后就能坐享其成的，平时努力维护，才能继续下去。土木工程亦复如此，完工之后的养护是不可或缺的。罗马这个国家在发挥运作功能的时代，就连河底的疏濬工作也没有轻忽。号称是迦太基港二倍、地中海最大规模的「皇帝港」持续五百年发挥功能，而在罗马帝国瓦解后，变成陆地中的沼泽遗迹。




梅莎里娜的灭亡



克劳狄斯忠实地完成皇帝的责任，但是最困扰他的，就是家门不幸。为了亲自确认工程的进度，克劳狄斯来到奥斯提亚，但是留在罗马管理政务的秘书官们却捎来了一封信。





少妇梅莎里娜淫乱的行径还是没有改善，但是对手如果是演员或浪子的话，问题也还不大，因为夫婿克劳狄斯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倒不是克劳狄斯不爱他的妻子，而是身为皇帝的他有堆积如山的工作，所以根本没有精神去管这些家务事。妻子梅莎里娜的行径，就越来越荒诞。

这次的男主角是以俊美著称的西里斯，他不仅是个元老院议员，甚至已经被选为隔年的执政官。要当上执政官，要不就得出身皇族，要不就得超过四十岁，所以他绝对不是个年轻英挺的浪子。更何况，他还未婚。

二十三岁的梅莎里娜迷上了这位西里斯。如果只是单纯的外遇的话，顶多就是被当作八卦罢了，可是梅莎里娜竟然想要跟他结婚，而且还付诸实行。

罗马的结婚典礼，是先由鸟卦选择黄道吉日，到时候在新郎新娘面前杀牲祭天，簽下结婚契约，之后再宴请亲朋好友。梅莎里娜趁着丈夫不在，真的就办了一场结婚典礼。这是不容狡辩的重婚。也不晓得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单纯是年轻女孩欠缺考虑吗？可是对方是个壮年男子啊。两个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是不是像历史学家们所说的一般，想到要谋杀克劳狄斯篡夺皇位？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顺序不是刚好相反吗？应该先除掉障碍之后才结婚哪。而且梅莎里娜身上也流着奥古斯都的血液，所以也不是没有皇位的继承权。

纳尔奇索斯、帕拉斯和卡里斯杜斯等秘书官们得知皇后重婚之后，心想这次再也不能不管，於是决定先向克劳狄斯报告。这份报告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请求皇帝早日回到首都。

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公里，但是克劳狄斯却没有立即启程出发。他倒不是在思考对策，而是宁可什么都不想。他仍就像往常一样，每天出现在奥斯提亚的工地里。

这段时间之内，梅莎里娜得知克劳狄斯已经知道了一切，她这时候似乎才发觉事态的严重。如果只是通奸的话，顶多就是流放之刑；但对于违反婚约的妻子，如果夫婿要行使家长权来处罚的话，是可以判死罪的。

梅莎里娜决定亲自到奥斯提亚走一趟，跟丈夫说个清楚。她相信自己有本事可以把话说清楚之后，改变克劳狄斯的心意，因为，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丈夫听她的。不过，当她叫下人準备好马车前往奥斯提亚时，却没有一个人可供使唤，因为，就连佣人的奴隸们也拋弃了梅莎里娜。她叫来女儿欧古塔薇亚和七岁的儿子不列塔尼库斯，要他们在爸爸回家时，替妈妈求饶。另外，她还请罗马唯一的专门女祭司长向皇帝恳求，饶过皇后一命。做完这些事之后，她就躲到从阿吉阿提克斯处夺来的「鲁克鲁斯庭园」別墅里。

终于起身回到罗马的克劳狄斯，在秘书官的催促之下，询问已经被捕的西里斯。也不知道克劳狄斯心里头作何感受，始终不发一语，问题全都由秘书官们代问。西里斯丝毫没有辩驳。自裁的死罪一定，就立即执行。

至於梅莎里娜的处置方式，是要以公罪来处理呢，或是当作家务事来解决，克劳狄斯似乎相当犹豫。稚幼的女儿和儿子按照母亲的交代，乞求父亲饶了母亲一命。女祭司长也建议，至少给梅莎里娜一个辩解的机会。

克劳狄斯向站在身旁的纳尔奇索斯说道，叫那不幸的女人明早过来解释清楚，之后便起身离开。

纳尔奇索斯并没有把消息告诉皇后。这个解放奴隸太了解克劳狄斯了，他担心克劳狄斯一旦看到了梅莎里娜之后，什么愤怒羞耻都会忘得一干二净，回到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的状态。回到原来的状态，就表示梅莎里娜为所欲为的情况又会重演。

纳尔奇索斯身为秘书长，暗地里传来近卫军团的百人队长，假皇帝之命，要杀了皇后。百人队长率领一队士兵，往「鲁克鲁斯庭园」而去。

这个结果出乎梅莎里娜的意料之外，手上虽然接过了百人队长的短剑，但是她就是没有自杀的勇气。泪流满面的她，就是无法用颤抖的手将短剑刺入自己的胸口。没有耐心等候的百人队长，於是拿过剑来，一剑毙命。梅莎里娜死时二十三岁。

得知妻子死亡消息的克劳狄斯，好长一段时间似乎失去了悲哀愤怒等各种感情。他也没有精神再去多关照失去母亲的稚幼儿女。妻子做出了对不起他的事情，这个六十岁的男人也只能将所有精神投注在政务之上。

梅莎里娜的雕像，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之下，由秘书官们拆除毁弃。没有家属参加的火葬之后，梅莎里娜的骨灰也没能埋葬在「皇帝庙」里。到底她的坟墓在何处，从那时候起，就已经不可考了。

由于这个事件，使得百姓们心目中有个评价，就是这个皇帝，连妻子都不重视他的存在。这对身为公众人物的克劳狄斯而言，实在是形象受损的大事，但是，克劳狄斯这个人的特质，就是日子久了就会遗忘。我觉得，与其说他是健忘症，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前五十年的生命中，也从来没有受到他人的重视，当然他也不懂得什么是受到以敬畏之意来对待。换句话说，他的脑筋里根本没有敬畏这个字，却当上了比任何人都更能运用敬畏效果的皇帝。不过，脑筋里没有这个字倒也有好处，一言以蔽之，就是受得了众人的冷眼。不在乎众人轻蔑的视线，只专注於政务之上的克劳狄斯，在这个时候发表了一篇演说，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赞赏为罗马文明遗留给人类的宝贵教训之一。他还根据这篇演讲，落实相关政策。




开国路线



事情的肇因是众人讨论如何填补元老院出缺的议员席次。元老院议员的固定人数，在奥古斯都改革之后，就定为六百人。不过，由于有许多的议员因为公差而不在罗马，所以无法掌握明确的人数，即使有出缺的情况，也往往不会立即递补。西元48年的时候，出缺的情况好像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是否准予进入元老院，最后的决定权是在皇帝的手中，所以，只要克劳狄斯有意，此时正是个好机会，让赞同他的人全都进到元老院里，巩固元老院中拥护他的派阀实力。

不过，五十岁之前从来没有过派阀的他，在当上皇帝之后，还是没有派阀背景地开始执政。此外，克劳狄斯又是个历史学家，这位历史学家皇帝关切的，不是在元老院中确立自己派阀的势力，而是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不是他独自构思出来的，而是有件事发挥了刺激的效果。





得知元老院要大量递补议员消息的高卢部族酋长们，将请愿书寄到罗马的元老院来，内容是希望能把元老院议员的席次也赠与他们。由于要担任罗马帝国的要职时，拥有元老院议员席位是候选的资格之一，所以，他们的要求，就等于是说他们想要参与罗马中央政府的工作。

被称为「拿波南西斯属省」的南法，自古就已经是罗马的属省，不仅出过元老院议员，也出过执政官，所以这里的部落酋长并没有在请愿书上簽名。将联名请愿书送到罗马的，是凯撒征服的高卢中部、北部的各个部落首长，他们就是被短发的罗马人称为「长发高卢」蛮族之地的权力阶级。

首先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些人是百年前凯撒击溃的人们的子孙。凯撒征服高卢之后的处理策略，就是让部族归顺，并将罗马公民权颁给这些部族的统治者。第二点是，高卢人屈服於罗马的军事力量之下，但是他们竟然不是发誓要伺机独立，相对地，却是希望参与将自己属省化的罗马中央政府。这等于殖民时代的印度人不是向大英帝国政府要求印度独立，而是要求给予大英帝国的国会席次一般，他们想借由获得席次，来参与大英帝国的中央政府。

对于被支配者的这种要求，身为支配者的罗马元老院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讨论热烈地展开，皇帝克劳狄斯也列席。反对的言辞激昂亢奋，是可以料想得到的。

正确地说，九十三年前凯撒执意行使终身独裁官的权力，让「长发高卢」的部落酋长们进入元老院时，本国义大利出身的元老院议员们也是强烈地反对。一般公民也是口无遮拦，说这些高卢的部落酋长们连拉丁文都说不好，或是说有些议员甚至还问到元老院的路怎么走，要不就嘲笑他们在托加长袍底下还穿着裤子（高卢人独特的服装）。虽然参与凯撒谋杀阴谋的人数众多，就算没有加入布鲁图斯的实际行刺小组，暗杀的阴谋之所以能够保密，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的议员，对于暗杀计画，都三缄其口的关系。

最关心不要遇刺的奥古斯都，停止让「长发高卢」的部族酋长们进入元老院，日后的台伯留和卡利古拉也一直维持著这种做法。到了克劳狄斯时代，元老院拒绝开放门户的气氛丝毫没有改变。把元老院议场中的反对意见加以整理，列举如下：


「首都罗马和义大利本国又不是处於缺乏人才的状况，不会找不到适合担任元老院议员之人。」




「以前就算人数只有三百人，首都罗马的居民就足以构成元老院，而且这个元老院还能统治义大利的其他部族。拥有统治者必备能力和荣誉心的人，根本不虞匮乏。」




「虽说神君奥古斯都让住在北义大利的高卢人进入元老院是不争的事实，难道这还不够吗？现在竟然要让几乎就是俘虏的属省人民也当元老院议员，实在叫人喟叹。」




「属省人一旦进了元老院，现在为数稀少的昔日名门势必要被驱逐出元老院，那这些人还有什么名誉可言呢？」




「现在要求进入元老院的人，他们是昔日歼灭罗马一个军团，在阿列沙之地包围神君凯撒者的子孙。更何况这些插曲也还不是遥远过去的事情，如果要再追溯到更早以前的话，曾经攻入罗马，将我们的祖先逼上卡匹杜里诺山丘的高卢人，跟他们就是同样的民族。难道要我们忘了这段过去吗？」




「我们罗马已经将罗马公民权给予被征服后的高卢民族权力阶级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把元老院的议员席次和从事国家要职的荣誉赋予他们。」



这时候，克劳狄斯开始发言。在一片反对声浪中，说出个人的论点。这时候他所做的演讲内容，可以从一千四百八十年后的西元1528年，在法国里昂发掘出来的石碑文上获得证实，以下我翻译历史学家塔西图斯《年代记》中的片段，塔西图斯也说自己大多按照（元老院议事录）来撰写。因为是罗马人对罗马人说话，所以二千年后非罗马人的我们，就会需要一些注解。只不过，我写的不是研究书籍，所以我会把「注解」的部分翻到正文之内，敬请见谅。


「想起我个人的祖先，其中号称最早的古人克劳苏斯就是萨宾族的出身。他在西元前505年搬到罗马，罗马人把这位出身其他部族的人以及他的族人都当作是同样的罗马公民看待，还把元老院议员的席次给了克劳苏斯，让他跻身贵族之列。先人留给我们的训示，我想同样也能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方针。不管他们的出身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他出身的部族曾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这是训示我们，优秀的人才就应该吸收到中央来加以善用。




我们知道，朱利斯家门一族是从第三代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西元前673~641年）王征服的阿尔巴隆加地方迁徙而来的。也知道科伦卡尼斯家族是第一代罗慕路斯王降伏卡美里欧之后，从那里迁移过来的。至於出过大小加图的波尔吉斯家族，则是出身於土斯库罗城，这里是西元前380年获得罗马颁给罗马公民权的地方，也是伊特鲁里亚的发迹之地，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但是，从义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地方到义大利南部的鲁卡尼亚地方，不，应该说是从义大利各地，不论他们是否曾是被罗马击败的敌人，只要是优秀的人才，就集中到罗马来，组成元老院的议会，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种趋势，在神君凯撒的领导之下，有了更明确的方向。西元前49年，他将以往只到卢比孔河的国境扩张到阿尔卑斯山脉，并把原本是属省的义大利北部纳入本国的领土范围。原本罗马公民权的赋予都只是针对个人的，这么一来，居民、土地和整个北义大利都集成在罗马的名下了。




日后，随着国内和平的确立，以及国外霸权的扩张，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协助罗马主要战力军团的补助兵，由优秀的属省出身者竞相担任，借由这些新血液的引进，呈现疲劳的帝国再次恢复了它的活力。




然而，相当於我们父叔辈时代的罗马人，他们是否因为凯撒起用西班牙出身的帕普斯，或者同为凯撒赋予公民权的南法属省优秀人才获得了与罗马人同样的待遇而后悔呢？那些人的子孙们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而他们对于罗马的爱，比起我们罗马人的爱国心，丝毫也不逊色。




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在战场上是如此的强悍，但是却只能享有短暂的繁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要把以往的敌人和本国的公民同化，老是把敌人当成外人区隔开来的缘故。




不过，我们罗马的建国者罗慕路斯，非常贤明地选择了与希腊人相反的做法。长年的敌人在战败之后，他就让他们加入公民之列。我们的历史中，甚至还出过其他国家出身的领导者。七任的国王之中，第二任的努马王是萨宾族出身，第五、六、七代的国王则是伊特鲁里亚出身。而西元前310年的财务官阿庇尤斯·克劳狄斯，就早已开始起用解放奴隸之子担任国家要职了。对解放奴隸的子息们开放公职的门户，其实并非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是最近才有的事，在遥远的过去，早就已经开了先例的。




不过，你们的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瑟诺尼斯族是高卢民族的一支，在西元前390年攻入罗马，曾有一段时间占领了大部分的罗马。但是，像乌尔斯奇族和耶奎族，现在没有人会怀疑他们自古就是罗马人，但是谁又能断定他们从来没有和罗马人交战过呢？我们的祖先甚至当过高卢民族的俘虏，也曾经必须送人质到伊特鲁里亚民族那边去。萨谟奈族在西元前321年战胜罗马的二个军团，他们卸下了罗马士兵的武装，要士兵们钻过长枪之列，这是连小孩子们都知道的《康迪维之耻》。但是，很早以前，他们就已经成为罗马公民，跟我们享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




拿以往罗马与其他民族的任何战争作比较，跟高卢民族的战争都是在短期之内就分出胜负的。而且，事后的高卢人与罗马人之间，就是靠著不断的和平与信义来维系关系。就连现在的「长发高卢」居民，也在生活习惯、教育和通婚的关系之下，逐渐与罗马人同化。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与其在他们之间划上界线，将他们与我们分离，倒不如把他们的黄金和财富带进罗马和义大利，这才是聪明的做法。




各位元老院的议员们，我们深信不疑的传统，其实在这些事物成为传统的最初，一切都是新的尝试。国家的要职也是长期以来一直是由贵族担任，后来开放给罗马的居民，接着是住在罗马之外的拉丁人，再后来是居住在义大利半岛的平民。门户开放的政策逐渐蔓延扩展。




各位议员，现在我们把门户开放给要求我们表明态度的高卢人，这将也会成为罗马的传统之一。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时候引用了许多的先例，而未来我们也将会成为別人引用的先例之一。」







这个演说很精彩，历史家皇帝的神情也仿佛跃然眼前。难怪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要赞赏它是罗马文明遗留给人类的宝贵教训之一，是高风亮节、宽容为怀精神的结晶。而罗马人叫人敬佩的，就是不会让这种理想孤寂而终。

在皇帝克劳狄斯这番赞成的演说之后，投票的结果是赞成者居多，通过认可高卢人出任元老院议员。不过，这并不是承认所有的「长发高卢」各部族酋长都可以担任，因为反对派赞同的附带条件，是要将提案稍加修正。也就是说，首先获得认可的，只限自古以来就跟罗马处於同盟关系的黑杜伊民族，其他部族首长进入元老院，则是阶段性地进行。黑杜伊族是高卢中北部最大最强的民族，自古就跟罗马有同盟关系，不过在阿列沙攻防战时，向维尔钦杰托斯靠拢，围攻凯撒。然而，获胜的凯撒不仅原谅了他们的背信，还让他们继续保持高卢最大最强部族的地位。就连这黑杜伊族人都被认可进入元老院了，至於其他高卢人的加入，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认可高卢人之后，普及到西班牙人、希腊人、北非人、埃及人甚至东方人，就算还得花上一段时间，也不再是理念的问题，而只是时间的早晩而已了。

皇帝克劳狄斯重振凯撒的精神，把祖国的理念，从义大利半岛扩及到整个罗马帝国。

在批判英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闭性时，必须先想起我们日本又是如何。我们是否曾把帝国议会的席次分给朝鲜和台湾的人民呢？我们认可他们参与日本政府了吗？





不过，如果这项门户开放政策只是要让高卢人进入罗马帝国的中枢，顶多就是让那些死守既得利益的本国出身元老院议员绝望，让多数属省出身的开国论者感动而已。但是，罗马人厉害的地方，就在推动开国路线的同时，一面制定以阻碍为目的的法案。

奥古斯都继承开国主义的凯撒之后，几乎所有的政策都遵循凯撒的模式，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以阻碍的方式来获取平衡。所谓的阻碍法案，就是在西元前2年与西元4年两次施行的奴隸解放限制法。




奴隸解放限制法



在谈论古罗马的奴隸制度时，如果站在现代的观点，认为奴隸制度违反人权，理应废止的话，那么就连谈论的空间也没有了。其实，奴隸制度在罗马帝国瓦解、进入基督教世界之后，也并没有全面废止。由于教会默认，没有警觉基督教才是真信仰的人，不能算是跟基督教徒同等的人类，所以非基督教徒的奴隸仍旧持续存在。奴隸制度遭到全面废除，是在以尊重人权为第一优先的启蒙主义之后。所以，各国发表废除奴隸宣言，都集中在十八世纪末。古代的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也从来没有对奴隸制度社会抱有任何的怀疑。古代人对于奴隸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跟自己不同，所以不应该享有跟自己相同的权利。奴隸要不是因为战败，或是被海盗俘虏，或是无力偿还借款而被剥夺自由，再不然就是出生就是奴隸的小孩，或是被父母给卖了。这种「不幸」的结果，就是落得「奴隸」的身份。所以，不论是获得主人开恩，或是偿还了债务，大家都能认可奴隸翻身的。即使是海盗抓到的人质或战场上的俘虏，只要能够付出赎款，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所以在境遇上，大家都是相同的。自由之身与奴隸的区別，不在信仰宗教的差异，只在于有没有碰上这等「不幸」的事件发生而已。

跳脱都市国家范畴、选择转变成为领土国家的罗马人，在这个观念上，要比坚持以这种差异来区別是否是野蛮人的希腊人来得强多了。雅典或斯巴达始终没有所谓的解放奴隸阶层，但是这却在罗马发生而延续。罗马人甚至还把罗马的公民权赋予这群人中的杰出份子。

罗马人的家庭还真的不能缺少奴隸。就以国家领导阶层的元老院议员家庭为例，每天早上替主人刮胡子的，就是奴隸；烧饭供膳的也是奴隸；负责儿女教育的家庭教师，大多也是奴隸；负责家计的，不是女主人，而是奴隸。如果是在战场的话，準备武器的也是奴隸。元老院议员表面上不得从事的生意，奴隸不仅是以名字顶替，也实际操作。还有，奴隸还得替主人将口述的信写成文字。在一般公民也可以使用国营邮政制度之前，远赴东方送信，等到回函之后携回的，也是奴隸。派驻海外，帮主人操作资产的，也是奴隸。实例不胜枚举。

大权在握，奴隸却几乎很少造反，是因为他们的世界是竞争的社会，比起以出身就决定差异的自由人社会更需要本事。如果一个奴隸学术涵养高，或是语文能力强、表演技巧佳、经商才华出类拔萃，或是具备特殊才艺，就会有很多人竞相挖角。而这种奴隸，也是离成为解放奴隸最近的一群人。就算没什么特殊才艺，不过人相处久了，总会有些感情，所以古罗马时代，解放奴隸其实相当盛行。在奥古斯都下令限制之前，实质上的放任状态已经维持了好久一段时间了。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之下，与其采取可能伴随着风险的造反举动，倒不如努力成为解放奴隸来得实际。





许多现代的研究学者们把奥古斯都制定奴隸解放限制法，归因於他的保守个性。不过，我却认为这又是奥古斯都现实主义的另外一个例证。

将非罗马公民者罗马公民化，换句话说，罗马对于将他人与自己同化的看法，如凯撒明确做过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起用优秀人才，另外则是因军务等对罗马帝国的安全维护有所贡献者的论功行赏。不过，如果放纵解放奴隸的事实一直持续发展的话，就等于向解放奴隸大开取得罗马公民权之门户，势必造成劣质的奴隸也成为罗马公民的结果。这么一来，除了罗马公民权所有人的平均素质降低之外，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的原因。

也就是说，这问题就好比现代国家当局对于非法移民的大量增加变得神经质一样，奥古斯都也得要正视这个情况。研究学者们在记述这些史实的时候，以「奴隸与罗马公民」为篇章的标题，就是因为在古罗马时代，将奴隸解放，就代表让他们加入罗马公民之列的意思。





奥古斯都在西元前2年立法通过「夫里斯·卡米尼斯法」。法律名称的由来，是取这条法律的二位提案者的名字订定的。这二人是该年的执政官，其实真正拟定的人是奥古斯都。为了避免所有法案都冠上自己的名字而遭到被批评为独裁的危险，所以连凯撒也采用这种借用他人名义的方式。不以「皇帝」自居，而始终称自己为「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与台伯留，也都是善用此道的高手。

「夫里斯·卡米尼斯法」，简单地说，就是限制用遗言解放奴隸的法律。而五年后通过，同样冠以当年二名执政官名字的「阿耶里斯·森提斯法」则是限制主人在世时解放奴隸的法律。

如果家中奴隸在三人以下的话，就不须适用「夫里斯·卡米尼斯法」。如果想要解放奴隸的话，可以全数解放。而拥有四人以上、百人以下的奴隸者，唯有在遗嘱中明确记载时，才可以解放最多一半的奴隸。拥有百人以上、五百人以下的奴隸者，可以解放五分之一。总之，无论如何，一个人的遗嘱之中解放的奴隸人数，不得超过一百人。

「阿耶里斯·森提斯法」是把「夫里斯·卡米尼斯法」中对于遗嘱中的限制也适用到主人在世时，此外还详加记述解放时的各种限制。

曾问罪於国家或主人，也就是有前科的奴隸，就算获得解放，也不得享受与其他奴隸同等的权利，必须搬到离首都罗马一百罗马里（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居住，财产也被没收。不过，只要他放弃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权利，就可以解除对居住地的限制，也可以享有财产私有权。这种做法，就是要阻断解放奴隸成为罗马公民的通道。

此外，如果主人未满二十岁，也以这种年龄的判断能力不足为由，禁止这种主人解放奴隸。如果主人在二十岁以上，而奴隸超过三十岁的话，只要按照惯例，在法务官的面前发表解放宣言即可，但是解放奴隸的人数，必须要在二条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如果主人在二十岁以上，而奴隸未满三十岁的时候，就必须经过专门的审议委员会来裁定。审议委员会的委员有十位，在首都罗马的话，是由五名元老院议员和五名「骑士阶级」出身人士担任。在地方政府方面，成为委员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罗马公民权。即使在裁定得以解放时，如果解放奴隸未满三十岁，虽然他个人得以拥有财产的私有权，但是不承认其子获得财产的继承权。解放奴隸要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条件，就是要有三万塞斯泰契斯的资产。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这种限制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原本奴隸的子孙成为罗马公民。





希腊人心目中的「公民权」，代表的是跟自己拥有同样的血液；罗马人心目中的「公民权」，代表的是跟自己拥有同样的精神。所以，解放奴隸对罗马人而言，是遵守共有精神的罗马传统，只要能够达到防止劣等份子掺入造成罗马精神耗弱的目的，那也就足够了。解放奴隸，不用「禁止」而用「限制」，也就是基於这种理由。不过，不得不加以限制，就表示有为数众多的奴隸已经恢复自由之身了。即使在限制之后，仍旧持续著以五十人、一百人为规模的奴隸获得解放。解放奴隸这种社会阶级，因而理所当然地继续存在。





台伯留完全继承了奥古斯都的这种观念，但是，他不同于奥古斯都之处，在于他原本具有武人的特质。由于拥有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所以他也善于分辨武将是否具有才华。因台伯留的任用，不仅法国南部，连「长发高卢」也出了许多指挥官级的人物。而且，这些获得起用的人物不像奥古斯都时代一样只能做到补助部队的队长，而是甚至还能担任罗马军主力军团的指挥官。如果融入的是优质的异族份子的话，罗马帝国的开国路线一直没有封闭。

第四代皇帝克劳狄斯的元老院门户开放政策，可以说是这条线的延伸。克劳狄斯不是受到理想主义的驱使而大加改革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般，他只是遵从了罗马人的传统。罗马时代的希腊人，同时也是《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说到，让罗马强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人生哲学，也就是将战败的一方与自己同化。写下这段话的普鲁塔克，在他的祖国希腊，即使是在苏格拉底或伯里克利最活跃的时期，虽然有奴隸阶级，但就是没有解放奴隸的社会阶级。





号称罗马帝王政治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由于他从事写作是在五贤帝时代，所以包括奥古斯都在内以往的所有皇帝，都在他厌恶之列。原因会在后头详细介绍，所以在此不多做着墨，不过，既然被推崇为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态度自然是尽可能地忠实地介绍史实。只是在介绍政绩的时候，因为塔西图斯讨厌这些执政者，所以在对这些政绩作「善」与「恶」的评断时，塔西图斯的介绍方式就会因此而异。如果是「善」的话，在介绍完演说或政策之后，塔西图斯不会加上自己的评论，仿佛就是在表示自己虽然很讨厌这个人，但是这点政绩还值得肯定。相反地，如果是「恶」的情况，在介绍政绩之前，他就已经先用他的笔毫不留情地大加鞑伐了。

皇帝克劳狄斯再度确认属省人民得以进入元老院的演说，就属于前者。

不过，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属于塔西图斯后者的做法。换句话说，也就是塔西图斯认定是「恶」的事蹟。因为这位历史学家，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写道：「克劳狄斯这个人就是无法独自一人生活，习惯受妻子的支配。」只不过，他写的的确也是事实，不容辩解。




阿古力琵娜的野心



在梅莎里娜被逼死之后，克劳狄斯又重回孑然一身，年龄也已六十了。他经历过三次婚姻，而且是一男二女的父亲，大女儿安东妮亚已经出嫁，底下还有欧古塔薇亚和不列塔尼库斯。如果一个人活不下去，找个情人应该就能弥补空虚。光是知道的情人，就有二个。台伯留那样抱持著独身主义，认为皇帝再婚会使得皇位的继承问题越来越复杂，克劳狄斯可不像台伯留那么想。平常总嫌人家啰唆，希望別来烦他，但是一旦少了一个正式的妻子，克劳狄斯这男人就觉得浑身不对劲。与其说他是个习惯妻子支配的男人，不如说他似乎应该是因为孤独一人就坐立不安，所以才结婚，而且结了婚就被再婚的对象牵着鼻子走。

如果实情真是如此，那么至少对象应该自己挑选吧。尽管克劳狄斯不是女人喜欢的类型，但是他可是皇帝。不管是毛遂自荐或他人推荐，想要成为罗马帝国第一夫人的大有人在。而且，在梅莎里娜的例子里头我们也知道，只要不犯下重婚这种没常识的罪，嫁给克劳狄斯就等于可以为所欲为，对女人而言，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偏偏，克劳狄斯连自己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一个不曾受过女人欢迎的男子，一旦可以自行选择的时候，反而开始感到害怕。所以，选妻之事，又交给秘书官们来遴选对象了。

组成秘书官集团的解放奴隸三人组在计算过自己的利害得失之后，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每个人各推荐一位候选者，共计三名。

纳尔奇索斯推荐的女子是耶丽亚·贝提娜，她原本就是克劳狄斯的第二任妻子，但是在生下安东妮亚之后，就和克劳狄斯离婚了。

卡里斯杜斯推荐的是罗丽亚·包丽娜，是卡利古拉的第三任妻子，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她跟卡利古拉之间，并没有孩子。

帕拉斯推荐的是尤莉亚·阿古力琵娜。在历史学家之间，为了区別她和跟她同名的母亲，所以一般都称她的母亲为大阿古力琵娜。她是日耳曼尼可斯的女儿，也就是卡利古拉的妹妹，丈夫艾诺巴布已死，所以是个寡妇。

这三个女人，无论就家族或容貌而言，都是在三十多岁左右，没什么差距，也都属于罗马的上流阶级。但是，克劳狄斯甚至没办法只靠著自己的判断力来从三名候补之中选择一人出来。皇帝於是要求三名秘书官说明推荐的理由。

纳尔奇索斯说明了贝提娜为什么适合的理由。他说，曾是一家女主人的人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时，不会对家庭里造成变化。而且她和克劳狄斯之间育有一女，所以即使是梅莎里娜留下的二个小孩，应该也会视同己出吧。

推荐了包丽娜的卡里斯杜斯则是说道，就因为包丽娜没有孩子，所以最适合担任二个小孩的母亲。此外，她和卡利古拉离婚的原因，在于卡利古拉花心，女方品行端正。再加上，她可是号称罗马第一的美人呢。如果让贝提娜回到妻子的位子上，恐怕得意忘形的她会扰乱家里的和平。

帕拉斯推荐阿古力琵娜的理由更是高妙。

首先，阿古力琵娜是至今人气未退的日耳曼尼可斯的女儿，迎娶阿古力琵娜为妻，等于是让朱利斯和克劳狄斯两大名门亲上加亲。此外，如果跟没有小孩的包丽娜结婚的话，恐怕她无法生育，而已经有了男孩子的阿古力琵娜就不用担这个心。他这番回答，正说中了克劳狄斯这男子心中的小秘密。

可是，克劳狄斯还是无法决定。这么一来，每位候选人个性积极与否，立刻分出高下。属于皇族的阿古力琵娜，她可以自由地出入皇宫；但是她也有一项弱点，那就是，克劳狄斯与阿古力琵娜是叔姪关系。





罗马史走到这里，终于出现了无法满足於权力者妻室的地位，而决心自行执政的女性。这年三十四岁的阿古力琵娜跟她的母亲大阿古力琵娜神似，深刻意识到自己是流着奥古斯都血液的人，所以她深信自己统治帝国的正当性，若要付诸实行，她会不择手段。她也是罗马史上第一位撰写回忆录的女人，所以脑筋比她的母亲还要好得多。

曾经是皇帝妹妹的她，立志不久之后要成为皇后，日后再成为皇帝的母亲，进而统治罗马帝国。她压根儿没想到要替克劳狄斯生孩子，她早就準备好了皇位的继承人，好做她日后执政时的傀儡——她那十二岁的儿子。就是因为这个念头，对于跟叔父成亲，阿古力琵娜丝毫不犹豫。





克劳狄斯终于屈服在阿古力琵娜的猛烈攻势下，但是，叔姪结婚总得要有个理由。这时候，多年来协助克劳狄斯的维特里斯自告奋勇，说要两肋插刀，於是，把元老院议员和公民当作观众的喜剧热闹开演。





与克劳狄斯同样担任执政官，也是财务官同事、负责进行国势调查的鲁奇斯·维特里斯，在元老院议员的面前，说了这番话：


「负责统治整个帝国的最高权力者，他的日常生活之辛苦，超乎常人想像。这样的人物，需要有人替他解除家中大大小小的烦忧。唯有从家中的琐事中获得解脱，他才能够专注於统治帝国的重责大任上。而能够帮助他的，舍妻其谁。因为，还有谁能比日复一日、同甘共苦的妻子更了解专注於国家大事的夫君呢？自幼恪遵国法，登基为皇之后又无心娱乐，专注於国政之上，这样的人物，当然需要有一个对象，来诉说他因为立场上无法对外公开的心情，需要一个对象，来照顾养育正值少年期的儿女。」



元老院议员们点头称是。维特里斯又提高了音量，说道：


「各位议员，阿古力琵娜身上流着血液之尊贵，这是不须多做说明的事实。没错，跟亲生兄长的女儿结婚的确是史无前例，但是以往禁止表亲结婚，现在不也已经不稀奇了吗？」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元老院议员们总觉得这叔姪成亲，再加上二人身份立场的问题，绝对不能等閒视之，所以心里头还是觉得不妥。不过，戏码早就已经编好了。一名议员走到议场外时，早就有一群被召集过来的公民在等候。在这位议员呼吁民众为赞成皇帝结婚而欢呼前，群众们异口同声地要求制定法律承认叔姪成亲。议场外公民的声音，给了议场中议员们甩脱困惑的理由。

维特里斯开始进行最后的结语。他转向克劳狄斯问到：


「如果元老院和公民要求您和阿古力琵娜结婚，您会接受吗？」



克劳狄斯回答道：


「我不过是个罗马公民，所以我没有权利拒绝罗马的主权者——元老院和公民的要求。」



喜剧於焉落幕。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古代的雅典和罗马，喜剧和悲剧都在同一天连著上演。或许古代人就认为，人的一生不是完全的喜剧或完全的悲剧，多数的人生都是由喜剧和悲剧交错而成的。皇帝克劳狄斯的人生就很类似。

阿古力琵娜当上皇后之后，百分之一百二十地利用克劳狄斯怕人在身旁吵闹、看也不看就在文件上簽名的毛病。

她先将自己升格到“Augusta”的地位。“Augustus”是奥古斯都将其作为自己的名字之后，是代表皇帝的名称，就和“Caesar”一样，“Augusta”则是“Augustus”的女性形。就连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把这个称号封给皇后莉薇亚，也是在他的遗嘱之中。阿古力琵娜可说是很快地就拿到了这个尊号。

后来，她又以一介女子的身份，把都市冠以自己的名字，这不仅在以往的罗马史中，在古代史中更是破天荒的举动。

由于古代本质上是都市文明，所以统治核心的都市建设就是执政者的重要工作。亚历山大（Alexandria）意思就是指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之都，而冠上亚历山大大帝名字的都市，也不只埃及的亚历山大一处。凯撒里亚指的是凯撒之都的意思，都市的名称是用来献给朱利斯·凯撒或他的养子奥古斯都的。台伯留也有台伯留之城，而克劳狄斯也不乏以他的名字作为名称的街道名。在罗马，移入除役官兵来兴建殖民都市，借以形成帝国统治的「核心」，这是罗马一贯的明确策略。冠以皇帝之名的都市众多，几乎全是移入除役官兵而建设完成的都市。之所以没有以女性命名的都市，原因也就在此。

阿古力琵娜在西元15年，出生于现在德国的科隆，因为当时她的父亲日耳曼尼可斯正好担任日耳曼战役的八个军团总司令官。当时的科隆，是高卢战役时拥护凯撒的日耳曼民族中最有实力的乌比族根据地，所以日耳曼尼可斯才能放心地把家属安顿在这友好部族的领土中。而将这块地作为罗马军冬营基地的，是阿古力琵娜的外祖父，也可说是奥古斯都左右手的阿古力巴。

不过，不能光是因为这块土地与外祖父和父亲的渊源匪浅，再加上自己出生于此，就把这里冠上自己的名字。罗马的传统，是在移入除役官兵、做好建设工作之后，才能冠上当事人的名字的。於是，阿古力琵娜下令将除役的老资格官兵迁徙至自己的出生地科隆，并将此地升格为罗马的殖民都市。所以，科隆的古名是“Colonia Agrippinensis”，意思是阿古力琵娜的科隆。其实，科隆只不过是拉丁文中意为殖民都市的“Colonia”的德文发音而已。拥有冠上了自己名字的都市，在罗马进入帝王政治时代以后，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荣耀，而阿古力琵娜也得到了。

这段插曲引起批评的声浪绝对不足为奇，但是，出乎意料地，元老院和公民们竟然毫无抗拒地接受了。理由之一是，阿古力琵娜这个字原本就有阿古力巴的意思，所以众人的看法是，与其说它是「阿古力琵娜的移民都市」，倒觉得是对国家有著莫大贡献的「阿古力巴的移民都市」。理由之二在于，既然罗马的军事策略是以莱茵河作为帝国的防御最前线，莱茵河沿岸的科隆战略价值高，把这个都市升格为以拥有罗马公民权者为核心的「殖民都市」，作为前线基地，是非常符合国家利益的。此外，当地的乌比族人也欢迎科隆的殖民都市化。虽然是日耳曼人的一支，由于长年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许多人与罗马官兵通婚，成为罗马的殖民都市之后，不仅代表着原本就已经罗马化的状态获得了公开的承认，更意味着未来有更深一层的发展。





阿古力琵娜不仅是满足了自己的野心，同时还以巧妙的手法，让整个事件与国家利益一致。不过，另一方面，她也毫不客气地发挥女人为所欲为的特性。不管在哪一方面，她都不准其他女人赢过自己。在竞争皇后宝座时的那二名女子，尤其是以美貌著称的罗丽亚·包丽娜更是不可原谅。

她捏造了一个控诉理由，说是包丽娜请占星师卜了个卦，看看跟皇帝克劳狄斯成亲的可能性如何，然后就把克劳狄斯看也不看就簽了名的诉状提交元老院。台伯留曾经下令，禁止义大利本国境内的占星师们从事赚钱行为的占卜行业。

元老院即使已经看出阿古力琵娜的把戏，但是既然是皇帝亲笔的诉状，那也无法可想，於是裁定包丽娜只能带着五百万塞斯泰契斯的财产离开首都。阿古力琵娜可没有因此而满足，为了出一口气，不晓得她用了什么手段，终于逼包丽娜自杀。

皇后的蛮横，从梅莎里娜到阿古力琵娜都没有改变，但是，阿古力琵娜可不像梅莎里娜那样任性放荡，她只是努力推动计画，来实现她的野心。阿古力琵娜既不放浪行骸，管理持家更是有一套。她也热中於孩子们的教育，尤其是她那十二岁儿子杜米提斯的教育，阿古力琵娜更是细心地安排。




哲学家塞尼卡



教授阅读、写作、数学，以及帝国东方地区通用语言希腊文和西方地区语文拉丁文的老师，在首都罗马比比皆是。但是，阿古力琵娜感受到对独子施以帝王教育之必要，於是想到要聘请著名的哲学家为师。或许她想起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是亚里斯多德吧。阿古力琵娜锁定的目标，就是当时还被流放在科西嘉岛上的哲学家塞尼卡。





在后代研究人员的评价之中，能够代表罗马哲学界的，在共和政治时代是西塞罗，而帝王政治时代则是塞尼卡。这位鲁奇斯·安尼斯·塞尼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出生于西元前4年左右的西班牙科尔多瓦，却在罗马长大成人。幼年时期的他随着当上元老院议员的父亲，搬到罗马居住。元老院议员中的西班牙出身者，在罗马是新鲜人，所以这些新鲜人对于子弟的教育，更是不遗余力。塞尼卡家的三个兄弟，都受到最好的教育。三人之中，尤以二男鲁奇斯的才华洋溢最受到瞩目。

塞尼卡的少年期相当於奥古斯都时代的末期，后来他也从事公职。西元31年时，他大概是三十五岁左右，担任了审计官，这算是公职经历的第一步。这时候，已经是台伯留皇帝执政的时代了。

担任过审计官之后，只要皇帝不加以拒绝，便可获得元老院议员的席次。塞尼卡的才气，在元老院中大放异彩，却也受到同样是辩才无碍的皇帝卡利古拉的嫉妒。基於某些理由，卡利古拉本来要将他处死，好在卡利古拉身旁的人说，反正他也不久於人世了，又何必杀他呢，塞尼卡才能免於一死。当时，由于塞尼卡才气纵横，所以是宴会上不可或缺的嘉宾，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日日笙歌的关系，他好像是得了现在所知的结核病。他因病得福，躲过卡利古拉时代的劫数，但是到了克劳狄斯皇帝时代，却又惹恼了皇后梅莎里娜。这次并不是因为才华洋溢而遭忌，真正的理由是他经常出入以皇帝的妹妹为核心组成的反梅莎里娜派聚会。当然，这种理由绝对不至於造成流放之刑。他后来是因为与皇族的一名成员通奸，也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就被判以流放科西嘉岛之罪。那是西元41年的事情，所以应该是在他四十五岁左右发生的不幸事件。

对于习惯了首都繁华生活的塞尼卡而言，科西嘉岛的生活一定是枯燥乏味到了极点。这八年的流放岁月，送给了塞尼卡二大礼物。一是就算心不甘情不愿，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用简单的饮食，过着规律的生活，使得他的健康完全恢复；第二个礼物则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娱乐，所以他就专心地从事写作。阿古力琵娜假皇帝之手解除了他的流放之刑，当这位哲学家回国之际，精神健朗的模样，让众人惊讶不已。

阿古力琵娜厉害之处，在于选用塞尼卡，不仅担任皇子成为皇帝前的帝王教育之师，还让他在皇子登基为帝之后，出任辅佐官职。而罗马皇帝必须要文武兼顾，「文」的部分，交给了塞尼卡负责。如果基於这种区分的方式，那势必要找一个负责「武」的人才，这个人必须在皇子继承皇位之前教导皇子武术，在皇子登基为皇之后，以武术保障皇帝的安全。

阿古力琵娜选择了瑟克司徒斯·阿福拉尼斯·布鲁斯来担任这个工作。塞尼卡是生于西班牙的罗马人，而瑟克司徒斯·阿福拉尼斯·布鲁斯则是南法出身的罗马公民。塞尼卡是在元老院中崭露头角，而布鲁斯则是在军团中表现杰出。他从原本是一介士卒的身份，晋升到率领八百名士兵的大队指挥官。历史学家毛姆森称台伯留起用的属省出身人才为「台伯留门下」，布鲁斯就是其中一人。他这个武人踏实，责任感强，虽然并非天才型的人物，却正合台伯留的所好。年纪似乎比塞尼卡小个五、六岁，因为战斗而失去了左臂。

阿古力琵娜虽然在正式的地位上，只给了负责「文」的塞尼卡元老院议员的位置，不过，我想这是她打算让他在皇子登基之后，继续扮演辅佐官而做的安排。阿古力琵娜也知道，负责「武」的人如果没有正式的地位，就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於是她决定让布鲁斯担任近卫军团的长官。近卫军团一万名精锐部队的营地，就在罗马城中附近，他们更是义大利本国唯一一支具有十足战力的部队。

阿古力琵娜终于替她十二岁的儿子安排好文武将才了，一个是堪称当代才气第一的哲学家，一个是比罗马人更罗马人的武将。只要关系从少年时期开始培养，这份情感会比谁都来得深刻。阿古力琵娜在做选择的时候，早就顾及到这一点了。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阿古力琵娜选择的人才，不仅是皇子少年时期的教师，更是他在登基为皇之后的辅佐，而这两个人都不是本国出身，一是西班牙，一是南法，而且，竟然没有人会对此质疑。这足以证明，罗马帝国不是单纯地支配属省，而是将属省当作自己一部分，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对皇帝克劳狄斯发挥影响力的，不只阿古力琵娜一人，还包括号称解放奴隸三人组的原希腊奴隸秘书官集团。如果这些人们反对的话，阿古力琵娜的计画也不可能顺利地进行。阿古力琵娜早就洞悉了这一点，想好了因应的对策。

阿古力琵娜先拉拢帕拉斯，因为他在选妃时推荐了自己。帕拉斯也是解放奴隸三人组的成员之一，他有个弟弟，叫菲里库斯。阿古力琵娜向帕拉斯保证会助他实现愿望，而且付诸实行。当时阿古力琵娜鼓吹克劳狄斯，让菲里库斯出任派驻犹太的长官。

这位解放奴隸出身的长官，非常巧妙地完成了民情复杂的犹太统治工作。我们不得不说，阿古力琵娜的确有知人善任的眼光。

阿古力琵娜实现野心的第一步段到此结束，第二步就是要提升皇子杜米提斯的地位。此时，阿古力琵娜和帕拉斯又发挥了最高的合作默契。阿古力琵娜令人佩服的，在于她熟知打铁趁热的原则。




尼禄登场



西元50年，阿古力琵娜当上皇后也不过一年不到的时间，她就成功地让皇帝克劳狄斯收自己的儿子杜米提斯为养子。克劳狄斯自己就有一个男孩，叫不列塔尼库斯，根本不需要将妻子拖油瓶的小孩也收为养子。但是，阿古力琵娜对夫婿说了以下的话，让丈夫同意。

不列塔尼库斯自从失去了亲生母亲之后，就变得内向而胆小。再加上他只有九岁，到长大成人为止，路途还很遥远。长他四岁的杜米提斯，最适合把不列塔尼库斯当作自己的弟弟来保护。收现年十三岁的杜米提斯为养子，然后让他跟不列塔尼库斯的姊姊欧古塔薇亚结婚的话，那么，就法律跟血缘上来说，他们就变成了兄弟的关系。对于将要继承克劳狄斯之后担任皇帝的不列塔尼库斯而言，等于是有了一个强力的助手。

不知道克劳狄斯是否真的被阿古力琵娜说服了，还是只因为阿古力琵娜咄咄逼人，所以干脆簽字了事。总之，皇帝克劳狄斯收了大亲生儿子四岁的妻子的拖油瓶为养子，并公开表示将让这位养子和他的亲生女儿欧古塔薇亚成婚。

自此之后，阿古力琵娜的儿子杜米提斯·艾诺巴布就改名为尼禄·克劳狄斯。「尼禄」在克劳狄斯家族出身的萨宾族语言中，代表的是「勇敢的男人」，是克劳狄斯家族中男性典型的名字之一。





阿古力琵娜的野心一步一步地实现，丝毫没有停顿。隔年西元51年，等到尼禄十四岁时，为他举办了成年礼。一般的成年礼都是在十七岁时举行的，再早也只有十六岁，没有比这个年纪更小的例子了。罗马的成年礼，是要认可这个人已经脱离穿着和奴隸平民相同及膝短衣的年纪，可以享有穿着长度到脚踝的长袍权利。获准穿着托加长袍，就等于可以开始公开的生活了。

十四岁就获得认可为成人的尼禄，还获得了预定执政官的权利，这项权利使他在二十一岁时可以拥有成为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同时，还封给他“Princeps Uventus”的称号，意思是「皇太子」。这种待遇，相当於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给予他预定的继承者——孙子们的待遇。

此外，阿古力琵娜又以庆祝尼禄成人的名义，以尼禄之名，将虽然金额不多的钱分配给所有的军团士兵，同时还举办了竞技赛，招待百姓参观，加强尼禄在一般百姓心目中的印象。她又在这一年，依照计画，让布鲁斯就任近卫军团的长官。皇帝的亲生儿子不列塔尼库斯的存在越来越不起眼。

二年后的西元53年，尼禄与欧古塔薇亚举行结婚典礼。除此之外，就因为已经完成成年礼和婚事为由，还让仅十六岁的尼禄进入了元老院。不过，这时候的尼禄还没有议员的席次，所以安排他以请求元老院通过的政策立案者的形式，让他第一次登上元老院的舞台。





点子和演说的原稿自然是阿古力琵娜和塞尼卡的合作，不过，十六岁的尼禄也是朝气蓬勃、才华洋溢的年轻人。演讲的题目分为四项：

第一项是，以特洛伊古战场而闻名的小亚细亚伊里欧斯居民提出陈情，希望能免除此地居民的属省稅。尼禄以支持的角度发表，请求元老院议决。尼禄充满了热情地说道，罗马人的起源先祖是伊尼亚斯，他在特洛伊沦陷时，逃亡到义大利，追溯往事，毕竟都是血脉相连的人民，自然应该免除征收他们的属省稅。伊里欧斯属于希腊语圈，所以尼禄就以这个为由，以希腊文发表演说。聆听的元老院议员们也不需要透过翻译，因为罗马人是双语的民族。

第二项演讲的主题，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把救助金发给波伦亚火灾的受害者。波伦亚是义大利本国境内的都市，所以，演讲就以拉丁文进行。尼禄说道，受灾规模过大，地方政府无法独自处理，应由国家支援。他提议，救助金额应该定为一千万塞斯泰契斯。

第三项演讲的主题是，应否再度给予爱琴海的罗德斯岛自由都市的权利。尼禄这次以希腊文力荐。雅典和斯巴达由于他们的祖先遗留的成绩而获得自由都市的权利，除了内政自治之外，还享有免稅权。罗德斯岛的居民也有不逊於这二个都市的光荣历史。雅典和斯巴达的居民享有永久的免稅权，所以罗德斯岛的居民，就算不是永久免稅，但是也应该认可他们免缴属省稅。

演说的最后部分，是关于最近发生在小亚细亚南部的地震。尼禄说道，这里虽然是个富裕的属省，无须国家发给救助金，但是为了帮助居民自力更生，应该采取免稅措施。於是，尼禄提议给予五年的免稅措施。小亚细亚属于希腊语圈，所以尼禄是以希腊文来发表这段演说的。

虽然演讲的对象不需要翻译，但是随着演讲内容的变化而更改使用语言，实在很爱现，但是，这个时候的尼禄演说，目的在于让聆听的元老院议员们对年轻的尼禄产生有教养、具备统治者特质等的印象。或许议员们的确对尼禄的印象良好，所以四个提案都以赞成者佔多数的情况获得通过。尼禄初试啼声，算是成功地迈开第一步了。

从这个插曲中，我们也可以了解，由台伯留开始的罗马中央政府对属省灾害因应措施，已经完全地落实到整个帝国了。随着受灾情况的不同，救援的种类也是形形色色，而又往往以灾害最为严重的地震时，中央政府会先拨出临时救助金，以这笔经费来从事紧急救援和基础建设的重建。虽然受灾者无法一一获得救助金的支付，但是依照受灾的程度，可以享有三年到五年的免征属省稅优惠。换句话说，因为不须缴纳稅金，所以除了基础建设的重建由政府负责之外，其余的就得自行完成。顺道一提的是，如果是居民大多数为罗马公民权所有人的义大利本国，或者是由罗马公民移入建设而成的殖民都市，他们原本就不须缴交属省稅，所以在发生灾害时，虽然没有免稅措施，但是救助金的金额就会增加。罗马人可说是最会看个案情况来处理事物的民族了。




克劳狄斯的晚年



克劳狄斯皇帝此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但是他也没有完全让皇后阿古力琵娜为所欲为，他真心诚意的统治热忱仍旧存在。首席秘书官纳尔奇索斯因为对阿古力琵娜的蛮横非常反感，所以也打从心底协助克劳狄斯。

不列颠的称霸战已经打了十年了，现在的英格兰算是大致底定，至於现在的威尔斯地方则是进军后暂时停战。当罗马军进入山岳地带的时候，受到相当大的阻力。隔几年就轮番将优秀但称不上天才策略家的总司令官们送至前线，这样的做法使得战争无法获得胜利。而且，只能派遣三到四个军团的现实，也是迟迟未能获胜的理由之一。別说前线勤务了，克劳狄斯连从军的经验都没有，当然不了解战争为何物。不过，罗马军能在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没有遭到太大的阻碍，是因为军团长级人物有许多的人才，像是后来成为皇帝的维斯帕先就是一个好例子。

帝国西方的另一处前线——莱茵河与多瑙河的防御工作，虽然说是坚守，但是其实是相当确实的防御策略。色雷斯王国长久以来便是罗马的同盟国，分摊多瑙河下游的防御工作，后来在台伯留时代时，因为王位后继无人，所以变成罗马的属省。在这种情况之下，台伯留的防御体制虽然历经了三十个年头，至今仍旧发挥功能。即使连出没在黑海的海盗，在这一带也是噤若寒蝉，「罗马和平」连边陲地带都照顾到了。

在帝国南部边境也已经确立「罗马和平」体制。扰乱北非的防御与治安的，是从沙漠那端突然来袭的游民。即使失去了茅利塔尼亚王国这个缓冲角色，而且只有派驻一个军团，但是罗马还是成功地组织属省人民成为补助兵，由他们来担任防御的工作。

帝国的安保问题中最难处理也最难完全解决的，应该属帝国的东方地区吧。这并不是因为帝国西方的敌人都是文明落后的野蛮人，而东方的敌人是文明进步的帕提亚王国的缘故。罗马的东方地区基本策略，从共和政治时代起就维持著由中小专制君主国家来形成网路，借由他们来担任与帕提亚王国间的缓冲角色。专制君主国家的政局并不稳定，经常为了争夺王位而发生内战，进而撼动整个东方地区。更何况各王室之间有著联姻的关系，所以内乱往往不是侷限在一个单一的国家之内，招致他国干涉的情况是家常便饭。

国王死后造成政局不稳，这在罗马最大的假想敌帕提亚王国也会发生的问题。对于决定不攻击帕提亚的罗马而言，若帕提亚国内发生内乱时，可以隔岸观火的态度对应。不过，罗马最伤脑筋的，是新登基的帕提亚王进攻邻国亚美尼亚。不知是否是在炫耀自己的声势，每次有新王登基，就会像是依循惯例一般，一再地重复这骚扰的行动。亚美尼亚王国是罗马东方防御网的重镇。西元51年时，又发生了帕提亚进攻亚美尼亚的情事。驻守叙利亚的四个军团接获待命的指示，而叙利亚总督也向身在罗马的克劳狄斯做出紧急报告，说明开战将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时期正好碰上要实现收尼禄为养子的诺言，克劳狄斯根本无暇思考。不过，幸好当年帕提亚军队进攻亚美尼亚时，因进入冬季，帕提亚军就撤退，而隔春也没有继续攻击，虽然有点莫名其妙，但总算事件落幕。只不过，后来的罗马必须更留意帕提亚王的动向了。

东方地区另外一个难解的问题，就是如何统治犹太人。克劳狄斯面对当时以自我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罗马化的犹太教徒时，他是以罗马的传统方式来处理，也就是只要他们不反罗马，就承认他们的特殊性。克劳狄斯也认为，统治犹太人，就应该交给犹太人来做，所以他甚至委托希律·阿古力巴来负责管理整个犹太。后来由于希律·阿古力巴死于西元44年，他的儿子阿古力巴二世年纪太小，所以变成由罗马直接统治。

西元50年时，克劳狄斯决定将王位归还给长大成人的阿古力巴二世，但是，这位年轻的犹太君王，虽然继承了父王的热忱，但是却缺乏身为君主的才能。克劳狄斯认为他没有办法统治整个犹太，於是将犹太分成三大区，刚开始的时候，只让这位年轻君主统治三分之一的领域，其余的萨马里亚与葛里拉亚则由罗马派遣的二位长官负责统治。阿古力巴和二位罗马长官的分区统治体系维持了一阵子，而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带则是由罗马直接统治。不过，要求神权统治的犹太民族和将宗教与政治分开考虑的罗马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仿佛随时都会有炸弹爆炸。除了这种情势之外，长年以来希腊裔人民和犹太裔居民之间的纠葛，更让问题雪上加霜。中东地区的火药库，不是今日才有的问题。

当总督、长官或军团长在受命前往这块地区之前，他们会先晋见皇帝克劳狄斯，向皇帝辞行。在晋见皇帝的时候，他们会表达对皇帝赐予大任的谢意。对于这些官员们的致意，克劳狄斯往往会回答：


「我才要感谢你们呢。因为你们才是帮助我减轻统治帝国重任的人物。」



或许有人会觉得，罗马帝国统治东方地区的方式，要不就援助中小专制君主国家，要不就安抚犹太教徒，既然如此麻烦，为什么不干脆都收为罗马直接统治呢？毕竟，以当时罗马军队的质与量而言，想要达到的话，一定做得到。不过，就算能将这整个区域化为罗马的属省，但是要维持这整个地区的属省地位时，光靠驻扎在叙利亚的四个军团，是绝对不可能的。罗马军事力量的极限，就是负责整个罗马帝国防御的二十五个军团十五万人，加上人数相当的补助兵而已。就连克劳狄斯决定要征服不列颠时，也只增加编列了二个军团。如果还要继续增加军事力量，罗马帝国势必要在其些方面动手脚。最快能见到效果的「动手脚」，就是增收属省稅来作为保安费用。只不过，一旦增收属省稅时，势必引起属省人民的反抗。要敉平属省人民的反抗，又需要更多的军事力量。这种恶性循环，无论如何都得避免。

军团是罗马的主要战力，要成为军团士兵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罗马公民权，而罗马军团士兵的人数，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订定为二十五个军团、十五万人。那个时代的罗马公民（达到兵役年龄十七岁以上的男性）总数为五百万，到了第四代皇帝克劳狄斯时代时，罗马公民人数增加了一百万，成为六百万人。就理论上而言，军团可以增加到三十个，军团士兵人数也可以增加到十八万。但是，在治世的二十三年之内，眼见公民人口增加，台伯留却没有增加一兵一卒；决定征服不列颠的克劳狄斯也只增编了二个军团一万二千名人员，而且在完全征服不列颠之后，克劳狄斯认为当地维持二个军团已经足够，所以他可以删减多余的二个军团，再把军团的数目调回原来的二十五个。

我想，奥古斯都、台伯留、克劳狄斯以及之后的皇帝们一定认为“securitus”（拉丁文，英文“security”的语源）指的不只是以军事力量来防卫安全，而是现代专家们所说的全面性安保。换句话说，就是重视不行使军事力量就能形成社会安定的观念。也因此，罗马丝毫没有改变本国与首都的主食全面仰赖进口的政策方针。





西元51年，由于天候恶劣的影响，进口停摆，首都罗马的台伯河畔以及外港奥斯提亚二处的仓库中，主食小麦的库存只剩下十五天的份量。

公民们陷入惊慌状态。原本免费享有小麦配给的贫民们，现在也开始担忧配给将会中止。市场中的小麦价格，在传出仅剩十五天库存的时候大幅上扬。往往，在这种局势之下，受批评的都是皇帝这位负责人，因为皇帝的二大任务，就是保障「安全」与「粮食」。历史学家塔西图斯就极力地批判这种主食仰赖外地的做法，是国家政策的败笔。

这时候，皇帝下令将各地的小麦收集起来，再加上天候转好，所以在还没有发生示威活动的情况之下，问题就获得解决。不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无法完全根除，皇帝经常都得采行临时措施。其实这种类型的粮食危机，不能光靠批评主食小麦仰赖进口是国策的失败来因应。





罗马从共和政治时代起，就热心奖励自耕农，举凡格拉古兄弟拟定「农地法」，朱利斯·凯撒付诸实行。这就好像现代政府热中保护中小企业一般。此外，格拉古兄弟的另外一项政策，就是贫民阶级的社会福利措施——「小麦法」，免费配给小麦给贫民，已经成为既定的国家政策。

这些政策之所以会获得重视，是因为曾任护民官的格拉古兄弟，以及最后成为终身独裁官、奠定帝王政治基础的凯撒，他们的支持群众都是属于社会中下阶级的公民。跟这些中下阶级形成对比的，是已经享有既得利益的土地所有权阶级，这些人绝大多数的祖先们，世世代代都属于元老院议员阶级。美国的学者中，甚至有人非常认真地说，前者就是民主党，后者是共和党。后者的确是以支持共和政治者佔绝大多数，所以意译的话，翻成共和党也没有错。只不过，美国的二大政党就如同其他先进国家的政党一般，无法简单地区分为左派或右派，所以古代罗马的「二大政党」要在政策上做二分法，其实也并不妥当。因为，大多数的罗马人重视统治能力，更胜于意识型态。

虽然心里头想的是保住既得利益，但是坚持元老院体制者中，也有人以共和主义的意识型态来作为理论武器的。这一派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西塞罗，而信奉这种理念以致刺杀凯撒的，就是布鲁图斯。

不过，共和派被凯撒击败，虽然日后刺杀了凯撒，但终究还是又败在凯撒指名继承人的奥古斯都手中。於是，罗马进入了帝王政治时代。如果以美国为例，等于是进入了「民主党」连续执政的时代。古罗马的「共和党」必须在元老院中一直维持著过半数的席次，才能形成反制皇帝的力量。不过，皇帝也不是单纯的左派政权。





威胁到本国义大利自耕农的第一次危机，是因为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之后，罗马与迦太基发生战斗，之后西西里岛纳入罗马版图，使得西西里岛产的小麦大量进口到义大利。拥有众多希腊人居住的西西里岛上，大型农园发达，所以西西里岛产的小麦要比义大利出产的小麦便宜，造成本国产的小麦失去竞争力。格拉古兄弟原本準备强行推动「农地法」，但是由于遭到暗杀而中止，不过这个法律的目的，就在救济处於存亡危机的本国自耕农。

古罗马人不是食古不化的民族，不会只留下一种选择，其余都不列入考虑。小麦如果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话，他们就能灵活地想到改种其他能够赢得竞争力的作物。义大利半岛的地势没有适合大量生产小麦的辽阔平原，但却拥有可以生产葡萄酒或橄榄油的优势。虽然品种不同，但是农作物在市场中再度展现竞争力，使得义大利本国的农业再度复甦。凯撒拟定的「农地法」，以中小规模的自耕农为核心，也使得义大利本国的农业得以重振。但是，主食小麦仰赖进口的体制却一直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从现代的角度来思考的话，这或许就是由市场原理来运作的缘故吧。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罗马人也把它当作是统治帝国时的一种策略。罗马人的优秀在于不会凡事事必躬亲，如果有其他人可以做得到，就会交给这个人去负责。如果有其他的广阔土地适合种植小麦，他们就可以让小麦在那块土地上生产，之后再进口供自己食用。

既然抱持著这种看法的话，当帝王政治时代到来，统治者必须注意的地区不再局限於义大利本国，而必须考虑整个帝国利益时，主食的自给自足自然就越来越不可能。

本国内自耕农奖励政策的对象，就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农民，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选民政策。但是，属省人民没有资格享有奖励政策。属省的农业，大多是罗马人雇用当地人来经营大型农园的模式，所以他们也不用顾虑到选举的问题。就结果而言，帝王政治时代的罗马，就出现了现在所谓的跨国企业，因为属省的大农园，都是雇用工资低廉的奴隸或当地人来经营的。




台伯留晚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现代所谓的「雨天收伞——银行不愿放款」。金融业者不愿意借款的对象，不是属省的大型农园，而是本国义大利的自耕农。当时台伯留挽救施行的对策，就是严守凯撒订定的法律——融资的部分金额必须对本国投资，以及投入一亿塞斯泰契斯的公家资金，三年无息借贷，救济本国的中小企业，以防止本国农业的空洞化。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本国农业之所以能够维持竞争力，理由就在变更农作物的种类，以及致力提升品质的关系。据说将胡椒等香料出口给罗马的印度王餐桌上，就摆满了义大利产的高级葡萄酒。

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圈（请参照前页与欧盟的比较图）。主食小麦仰赖进口的做法，基於统治策略上的考量，是不可以更改的。就像台伯留经常留意一般，或是像小麦运输船破损时加以赔偿的卡利古拉一样，或是像决定进行大港湾工程以改善奥斯提亚港的克劳狄斯一样，皇帝们能做的，只有努力确保本国所需的小麦量。历史学家塔西图斯之所以会提出批评，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种国际政治上的情势，只看到粮食不足的现象而已。

无论如何，百万人口都市罗马就没有人饿死，而本国义大利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要求粮食的示威行动。如果真的发生过这种问题，皇帝的脑袋瓜儿早就飞了。





除了防卫安全和确保粮食之外，罗马人认为皇帝——也是国家的责任，即是维护基础建设。台伯留虽然做到了安全和粮食的保障，但是仍旧风评不佳，原因就是因为他为了健全国家财政，所以施行紧缩政策，牺牲掉了公共建设事业。卡利古拉放纵的财政措施，必须由克劳狄斯来负责收拾，不过由于世处太平，所以帝国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地增强，也不再需要像台伯留那样诉诸於紧缩财政的手段了。再加上克劳狄斯本身是位历史学家，他非常了解执政者职务之一的公共事业的重要性。

由卡利古拉动工、克劳狄斯承接的二条水道工程，都在西元52年完工。罗马的基础工程，一般都以施工者的名字来命名，但是卡利古拉是众人想要遗忘的名字，所以这条大水道的名字就叫做「克劳狄斯水道」。即使是二千年后的现代，我们还可以在罗马近郊的平原上看到蜿蜒的遗迹。

奥斯提亚的港湾工程也已经接近竣工的阶段，就只剩最后的疏水工程。一旦完成之后，将成为地中海停泊量第一、设备第一的港口。

本国义大利境内，克劳狄斯还施行了另外一项公共工程，就是将义大利中部的费兹诺湖变成可以耕作的农地。不过，这项工程在失败中告终。由于疏通湖水的运河开挖程度不足，使得湖水氾滥，造成死伤惨剧。原本準备邀请皇帝莅临的庆祝典礼，变成纳尔奇索斯和阿古力琵娜在皇帝面前争辩的场所。阿古力琵娜批评负责整个工程的纳尔奇索斯将部分的工程费用中饱私囊，所以造成工程偷工减料。但是，虽然出身解放奴隸，却自负长年代理皇帝处理政务的纳尔奇索斯当然不会保持沈默。他向皇后回嘴道，不懂事的女人住嘴。克劳狄斯在争辩的二人之中，只有唯唯诺诺的分。

凯撒规划的这项大规模土木工程，直到一千八百五十年后的十九世纪末才大功告成。要从现在的一片耕地中去推想当时的大湖泊，实在是件难事。如果古罗马时代也有环保人士的话，恐怕这工程就难以完成了。





也难怪纳尔奇索斯会向皇后回嘴道，不懂事的女人住嘴。阿古力琵娜专注於让她的儿子尼禄在元老院大大地表现一番，而首席秘书官纳尔奇索斯则是协助主人克劳狄斯从事踏实又不起眼的政治工作上。这种工作不像公共工程那样引人注意，但是没有这扎根的工作，帝国根本无法营运。而这种踏实又不起眼的工作之一，就是以免征属省稅来回应拜占庭居民减稅的要求。

拜占庭（后来称为康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堡）在西元一世纪当时，只不过是帝国境内的一个小都市，它的特色就只有位居黑海出入口一项而已。这里的居民之所以会要求减稅，不是因为地震受灾，或是遇上火灾。原因虽然不明，但是经济状态的确恶化。克劳狄斯裁决，免征五年属省稅。这种情况下，罗马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是要居民们在五年的免稅期间自己想办法重振。免稅措施的原因，不管是不是因为地震、火灾或洪水等大自然天灾，或是经济不振等人为因素，都不会限制免稅措施的执行范围。




克劳狄斯之死



西元54年的秋天，克劳狄斯六十三岁。他登基为皇已经是第十三个年头了。虽然这皇帝的位子是他自己从来不曾梦想过的，但是，他绝对可以自负地说，这十三年来，他是全心全意地投入的。虽然费兹诺湖的排水开垦工程失败，但是他最掛心的奥斯提亚港湾工程，眼看就要完成。六十三岁的克劳狄斯心中一定认为，他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了吧。相对地，阿古力琵娜这边也已经万事具备。换句话说，需要克劳狄斯皇帝身份帮忙的事项，已经完成。而且，如果等到新皇帝长大成人，会自理国政时，那可就大事不妙。正好这时候，纳尔奇索斯身体欠佳，因而离开罗马，到拿坡里近郊疗养。最效忠克劳狄斯的纳尔奇索斯不在，对阿古力琵娜而言，简直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





史学家们都认为，由于克劳狄斯深爱菇类料理，所以阿古力琵娜就让他吃下毒菇做成的菜肴。吃下去之后，并不会马上产生任何的变化，不过，过了半夜，病情就会急转直下，呜呼哀哉。






克劳狄斯




皇帝驾崩也没有立即昭告天下。隔天10月13日正午，皇宫大门左右敞开，尼禄身旁跟著近卫军团长官布鲁斯，率领一千名护卫皇帝的近卫军团一个大队，出现在皇宫门口。这时候，才公开皇帝克劳狄斯的死讯。

尼禄接着前往位于罗马市郊的近卫军团营区，在那边接受近卫军团士兵们「皇帝」的欢呼。尼禄保证，将发给每一位士兵一万五千塞斯泰契斯的遗赠金，跟十三年前克劳狄斯登基时一样。

元老院在得知近卫军团转为支持尼禄之后，立即通过将所有权力授与尼禄，这也跟十三年前相同。

和以往不同的是，下了决定的元老院议员们的心情，和公民得知尼禄继承皇位的反应。元老院议员们和一般公民都欢迎这位还不满十七岁的年轻皇帝登基。元老院议员们心中窃喜，因为他们不用再受到解放奴隸嗤之以鼻的态度折磨，而公民们原本就很看不起克劳狄斯向来受制于妻子的懦弱个性。国丧中的弔唁辞，是由塞尼卡撰写，尼禄朗读，不过，传闻当尼禄唸到赞赏克劳狄斯心思细密、深谋远虑时，列席者中一片笑声。

尼禄在元老院的第一次提案，就是将已故的克劳狄斯神化，所以克劳狄斯也跟凯撒和奥古斯都一样，都成了「神君」。不过，有些人认为，阿古力琵娜要尼禄提出这种建议案的真正用意，是要借用神化来转移众人对于毒杀疑云的眼光。虽然获得了破格的神化待遇，但是克劳狄斯的遗嘱竟然没有公开，完全遭到忽略。历史学家们於是说，因为遗嘱中没有指定尼禄为继承人的缘故。

变成神君之后，就必须兴建供奉用的神殿，但是祭祀克劳狄斯的神殿，却不像凯撒或奥古斯都的神殿一般，能座落於城中的罗马广场之内，而被盖在罗马七座山丘中没有重要建筑物的却里欧山丘上。此外，兴建工程不久就中断，因为负责推动工程的尼禄皇帝根本不热中。

对于认真执行皇帝任务的克劳狄斯实在有失厚道，但是要将他跟凯撒或奥古斯都排在同等地位上，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或许罗马人也是如此认为，所以留在罗马史中被列为「神君」者，就只有凯撒和奥古斯都二人。





皇帝克劳狄斯即使在成为神君克劳狄斯之后，仍旧无法脱离为人笑柄的处境。而放箭最毒最致命的，就是尼禄的家庭教师，后来担任尼禄皇帝辅佐官的塞尼卡。

身为罗马帝王政治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悲剧作家的塞尼卡，在成为皇帝的辅助官之后，是罗马知识份子中唯一积极参与政治者。他以“Apokolokyntosis”为题，发表文章嘲笑克劳狄斯皇帝。

这个“Apokolokyntosis”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连现代的研究学者也都不得其解。不过，这篇长达十五页的文章，感觉上也可以定名为〈被拒绝的神君〉，因为内容描写的是克劳狄斯死后，在众神面前接受审判，说他有多么的不配这神君的称号，最后由神君奥古斯都判他有罪。所谓的讽刺作品，如果不谙事情的原委，就不晓得它多有趣，所以今日发行的“Apokolokyntosis”，注解要比原文来得长。当时的人只要听到朗读，就应该觉得很好笑吧。塔西图斯对塞尼卡的评价，就是「拥有卓越的才智，以及最贴近出生时代的感性之人」。

这种类型的讽刺文章，要不就在先人作古后不久立即下笔，要不就永远別写，所以这篇文章应该是在10月13日克劳狄斯驾崩之后就立刻动笔，在12月17日开始的罗马人「假期」——罗马农神萨图鲁努斯（Saturnus）神祭典期间，在尼禄莅临的宴会中朗读吧。众人势必哄堂大笑。我可能是在二千年后才阅读的关系，所以只感受到在才气纵横的知识份子身上最常见到的现象——自命清高、对人缺乏关爱之心。

其实，克劳狄斯本身也是有过错的。一个从小不曾被人尊敬的人，当然不能了解受人尊敬时得到实际附加价值的益处及重要性。所以才会误认为，只要真心诚意，就一定能够获得他人的了解。

遗憾的是，人类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我经常思考，人类其实在内心深处，可能希望被骗得舒舒服服的。皇帝克劳狄斯，就是个不善于将他人哄得舒舒坦坦的人。这种演技的高人，非凯撒和奥古斯都莫属，他们后来成为罗马人万世莫敌的「神君」，是世界上第一级的明星，这种事实，不正说明了人性的真实面吗？





皇帝克劳狄斯成为皇后阿古力琵娜野心的牺牲品，在六十三岁那年去世。不过，他的死丝毫不会给人任务没有做完的印象。历史学家塔西图斯曾写到，晚年的克劳狄斯出现了老化现象，但我想一定不是一般人的老化现象，应该是在十三年实践皇帝责任的岁月中，燃烧到尽头的疲劳表现。台伯留的治世时间是将近二倍的二十三年，这是因为他隐居卡布里岛，让自己处於对自己最好的环境中，才能有这么久的治世。卡布里岛的生活长达十年。如果反驳奥古斯都不也治世四十余年的话，那是因为他不是常人，换句话说，奥古斯都不是一个单纯而真心诚意的人。

相对地，克劳狄斯经常出席元老院，请求元老院议员们积极参与讨论；也经常出席在法院中，即使有人批评他，皇帝应该有別的重要任务要做，他也置之不理，出现频率之高，甚至令陪审团厌恶，这些都是因为他希望落实法律公正的缘故。这种生活持续十年以上，最后蜡烛烧尽也是理所当然的。遇害固然可怜，但是他的死不也是恰得其时吗？就算死后被拖到众神前接受审判，罗马的众神应该会同情他吧。我相信，奥古斯都一定不会判克劳狄斯有罪。

顺带一提，没有确切的史料说明一直帮助皇帝克劳狄斯的解放奴隸纳尔奇索斯，后来去了哪里。有史学家主张，他以提供全部财产为条件，交换允许他在南义大利过着一介凡人的生活。也有人说，他死于狱中。不论如何，塞尼卡才气洋溢讽刺克劳狄斯的文章在尼禄等宫廷人员之前朗诵之际，同事帕拉斯在场，但纳尔奇索斯铁定不在场。

现代的研究学者之中，有人认为纳尔奇索斯会前往拿坡里附近疗养，并不是普通的疾病，而是精神压力造成的原因。或许，主人克劳狄斯和原奴隸纳尔奇索斯都是灯油耗尽了吧。




第四章





皇帝尼禄




在位期间：




西元54年10月13日~68年6月9日





少年皇帝



登基为皇时，尼禄才十六岁又十个月。罗马规定，要担任有责任的公职者，必须年满三十岁，所以这位皇帝的出现，对当时罗马来说，实在是个特例。如果当时的罗马有大众传播媒体，而且还有大众传播媒体最擅长使用的武器之一——民意调查存在的话，刚刚登基的尼禄支持率，可能跟同样是年少登基的卡利古拉不相上下，同样都在极高的水準之上。

同样的，尼禄出现时也跟卡利古拉一样，前任皇帝的统治并无失败，也没有导致和平受到威胁，或是经济窘迫的状况，人们也没有反应出任何的不满。皇帝最重要的二项任务，就是确保「安全」与「粮食」，而在尼禄登基时，这二项都已经获得了保障。

人类并非没有问题就会觉得满意。从枝叶末节中找到问题，就把这问题当作是不满的理由，这就是人性现实的一面。因为必须面对这些人，所以才会有丸山真男先生说出「政治就是高难度的虚构故事」这种话。一般公民欢迎尼禄登基为皇，原因只在于希望换个心情罢了。而元老院欢迎的理由，则是因为他们期盼已久的废除秘书官系统的愿望终于能够实现。

心情提振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六十多岁、长相奇异，发表演讲时，又会引经据典，仿佛在讲台上说教的历史学家皇帝，现在换成一个才十多岁的年轻人，充满朝气且又言之有物，尼禄的出现自然带给众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元老院对于秘书官制度的不满，也并非毫无理由的。克劳狄斯还特意地让这些原本是奴隸的人们提升到「骑士阶级」，但是对元老院而言，骑士阶级在罗马社会中，毕竟还是第二阶级。更何况，罗马自古就非常重视前线的勤务工作。纳尔奇索斯等秘书官集团的工作地点，不论再怎么辛苦，也都只是待在皇宫内而已。

后世都将这秘书官系统认为是幕僚制度的滥觞，所以可以知道这秘书官系统一定发挥了相当的功能。皇帝必须面临各领域中迫切等候解决的问题，可是这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来的。元老院虽然厌恶秘书官政治，但是却能够接受元老院议员参与的辅佐官政治。辅佐年轻皇帝的知识份子塞尼卡从他的父亲那一代起，就属于元老院阶级，对于这种情况，自然有著充份的了解。






刚登基时的尼禄




由塞尼卡拟好草稿、尼禄在元老院议场中朗读的新皇帝「施政方针演说」，是由以下的各个项目组成的：


一、回归奥古斯都式政治。




二、尊重元老院的权利。




三、皇帝不干预司法。




四、将“Domus”（私宅）与“Res publica”（国家，此处指的是「官邸」）分离。



十六岁又十个月的皇帝下令将这四项刻在铜板上加以保存，约定每年年初新执政官就任时拿出来朗读。

同一时代的罗马人，或是不同时代、但属于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只要听到这些项目，就应该能够立刻了解它背后的真意。虽然当时罗马人不需要解说，可是，生于罗马帝国灭亡后今日的我们，当然需要详细的解说。

首先，大多数的元老院议员在听到第一项时，都认为尼禄宣示要回归的「奥古斯都式政治」，指的是政治体制上是共和政治，但是统治上的实际指挥，则是委托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来执行。现代的研究学者中，还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元首政治」，所以当时的罗马人中，也有很多人不能了解这种外观是共和政治，但是实体上却是帝王政治的体制，这也就是奥古斯都创造的「精密的虚构」（delicate fiction）。正如凯撒所说，大多数的人类都只看自己想要看到的现实。所以，尼禄宣示回归奥古斯都式政治，元老院当然表示欢迎。

不过，仔细想想，台伯留、卡利古拉和克劳狄斯在初试啼声时，都说要「回归奥古斯都」，可是这三个人，或是包括尼禄在内的四个人，全都受到元老院严厉的批评。如果说他们的统治方式违背了当初的宣示，那就可以简单地替问题找到答案。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那里。问题应该在于，嘴巴上说要回归到奥古斯都式的政治，可是他们是否真的具备了充份的冷静与清明的思绪，来使得「精密的虚构」发挥作用呢？

要始终保持这冷静与清明的思绪，对一般人而言，是无法办到的。在心爱的弟子即将满十七岁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受到必须为他加强理论的认知，塞尼卡出版了一本叫做“De Clementia”（关于宽容）的书。这本名著让人感受到一位六十岁的知识份子对于施行德政的热忱，内容强调皇帝为何必须具备宽容的精神。他把这本书呈给尼禄，采向尼禄说明的形式著作。他也不愧为与历史学家塔西图斯并称罗马帝王政治时代的文学家，以拉丁文书写的这本书，简洁优美、格调高雅。

内容最主要叙述宽容对于执行皇帝任务时的重要性，而我认为要持续地保持宽容的精神，冷静而清明的思绪是绝对必要的，可是塞尼卡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不过，倒是有一个地方，让人觉得出生在西班牙的塞尼卡比出生在本国义大利的罗马人更罗马人。那一段叙述的是同情与宽容的差异，塞尼卡说道：


「所谓的同情，是对于眼前所见的结果产生的精神反应，却不会顾及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相对地，宽容是要顾及到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所以这种精神的反应才能与知性完美共存。」



尼禄运气真好，碰上这么好的家庭教师。然而，教育的成果不在教授者的资质，而是受到受教者资质的左右。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君主论，但是跟一千四百年后所写的另一种君主论则不同。塞尼卡的「君主论」是在阐述如何将已经拥有的权力做最佳的利用，但是马基维利所写的《君主论》是冷静分析如何获取权力、如何维持权力的作品。换言之，前者是性善论，而后者是性恶论。君主论，也可以说是领导者论，在西洋文明三千年的历史中遗留下来的古典代表，竟然是后者，这一点实在耐人寻味。

在塞尼卡的理论支持之下，年轻皇帝的口号就定为「宽容」。尼禄时代铸造的货币上所刻的文字中出现最多的，就是“Clementia”。





皇帝尼禄施政方针演说的第二项，就是要尊重元老院的权利，但是，事实上这里所代表的，是尊重从共和政治时代元老院就拥有的「元老院劝告」立法权。换言之，在限制奥古斯都制定的皇帝权利——临时措施法（跟现代美国总统令相似）的前提之下，让元老院恢复为立法机关。当然元老院会欢迎这种做法了。

第三项、具体而言，就等于是宣示司法独立。罗马的法院是由当年负责的法务官出任庭长，由于没有设置专属的检察官，所以原告或其代理人必须身兼检察官的角色，而被告也会委托辩护人。辩论在原告跟被告双方各自準备人证和物证后展开，最后由陪审团裁定。

不过，在奥古斯都之后，皇帝参与审判变成理所当然，而第二代皇帝台伯留和第四代皇帝克劳狄斯更是经常出现於法院之中。不过，他们俩也不是有审判就出席的，会让他们排除万难前往的审判案例，几乎都是由属省人民控告属省总督或长官的情况。因为他们认为，统治属省人民工作上最大的弊端，就是在属省工作的总督或长官们滥用职权而引起的贪渎或恐吓的行为。

台伯留以尖锐而不留情的质问将被告逼上绝路，而克劳狄斯则是以详尽的例证让被告百口莫辩。我们不难想像，皇帝们这么积极的参与，势必影响到陪审团的裁决。

要成为陪审团，有一定的资格财产规定，所以，实质上大多是由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也就是罗马社会中的「上层」或「中上层」阶级担任。至於滥用职权以致挨告的属省总督或长官们，也都是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出身的。这么一来，变成同样背景的人审判同样背景的人。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就是共和政治时代末期，总督们在属省任期中蛮横无理，累积一笔财富之后，即使被属省人民控告，到了罗马的法院中，还是被判无罪。

奥古斯都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於是想到了用他最爱的单字「第一公民」这种超越罗马社会各阶级的身份来参与司法系统，并且将这种方式立法化。台伯留和克劳狄斯也恪遵这种做法。由于皇帝们紧盯着的关系，所以在进入帝王政治时代之后，属省负责人滥用职权的情况的确大幅度地减少。就连共和政治信奉者的塔西图斯也写到，政治变得干干净净，简直令人无法置信。不过，最高权力者经常出现在法庭之内，这也是罗马特权阶级对台伯留和克劳狄斯产生反感的理由。

皇帝尼禄宣示，「第一公民」不参与司法的审判，也就是说他不会效法台伯留或克劳狄斯。不论谁的观念如何，司法独立是绝对正确的。不过，在当时的罗马时空中，这种做法，等于就是回复到放纵自己人自行裁决的状态。

尼禄施政方针第四项提到，将私宅和官邸分开，这也很明显地，是要反克劳狄斯而做的宣示，目的不过是在表明将废除秘书官体制。跟第三项一样，这一项也在元老院中博得满堂彩。对于解放奴隸，元老院的议员们向来言辞客气，但是终究是嗤之以鼻，现在要废除秘书官系统，无不大快元老院议员之心。

虽然秘书官政治转为了辅佐官政治，然而在帝国统治工作上，还是总得有人从旁协助。所以，与其说是废除秘书官系统，倒不如说是演变为非正式的幕僚系统，虽然无法像克劳狄斯时代公然存在，但却可以像奥古斯都或台伯留时代一样从旁协助。





经过这番解释，就能知道尼禄即位当时的施政，是多么偏袒元老院。塞尼卡本身除了是元老院议员的身份之外，是个知识份子，也是作家。他一定了解到，罗马的元老院并非只是单纯的立法机构，也不只是公职要员的储备库，而是如今日所言的「媒体」。事实上，罗马史上，几乎所有从事著作者，都是元老院的议员。从台伯留时代起，所有元老院议场中的讨论内容，都会被整理为“Acta Senatus”（元老院议事录），定期发佈到整个罗马帝国。而且，并不一定是要「大众」，才能发挥「媒体」的影响力。后世的我们能对罗马有所了解，除了考古学上的成绩之外，我们也只能仰赖这些元老院议员们的著作了。身为作家的塞尼卡认为，要获得舆论的支持，就先要获得元老院的好感，这种观念实在很正确。






塞尼卡




由塞尼卡构思，以皇帝尼禄之名提出的法案，是针对历史上的名门但现在却很穷困的元老院议员，发给每年五十万塞斯泰契斯的年金，这项法案也在多数支持的情况下获得通过。一般来说，这项年金措施，可不是针对所有无法生活的贫苦人家发放的，它只发给无法保持符合元老院议员生活水準的人。新议员中如果也有穷苦人家的话，那该怎么办？一般来说，进入元老院的资格财产是一百万塞斯泰契斯，所以在新任议员中，应该不会有人因为没有获得年金的给付而无法保住元老院议员的资格。而尼禄这些偏袒元老院的政策，即使在他死后，还是获得人们给与「尼禄的五年德政」的评价。这也可以证明，元老院就等于「媒体」。此外，了解元老院等于「媒体」的，还有另外一人——朱利斯·凯撒。期待推翻元老院主导体制的凯撒，就以《内乱记》为题，将自己如何推翻「元老院媒体」的过程记录了下来。

虽然我们承认宣示回归奥古斯都式政治的尼禄的确有这种热忱，但是奥古斯都所创立的罗马式帝王政治，最要求执政者必须具备冷静而清明的思绪，来完成这「精密的虚构」，不是单纯偏袒元老院就可以的。这种复杂性，不知道知识份子塞尼卡是否了解。我们先不谈对于这些宣示的评价，刚登基的尼禄以及辅佐官塞尼卡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不在元老院政策的对错，而是帕提亚问题。西元54年秋深之际，帕提亚军侵入亚美尼亚境内的消息传到了罗马。




强国帕提亚



西元前21年，也就是尼禄登基前七十四年，奥古斯都与帕提亚王国之间簽订和平条约，将两国的国界定于幼发拉底河，宣誓互不侵犯。当时代理皇帝在幼发拉底河中小岛上簽字的，就是当时二十一岁的台伯留。

不过，这个条约只是相互约定维持友好与和平，却不是同盟条约。东方人一般都认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没有同盟的概念。如果凯撒没有遇刺而继续进攻帕提亚的话，凯撒可望战胜帕提亚，之后缔结同盟条约的。罗马人心目中的同盟关系，是先要战胜之后，再和战败的对手建立关系。

凯撒遇刺之后，继承凯撒的奥古斯都面临在西元前53年克拉苏军全军覆没，以及西元前36年安东尼军远征失败等两次罗马人的耻辱。罗马军在面对帕提亚军时，确实不曾胜利过。就连奥古斯都本身，也没有把握一定能靠军事力量成功，於是他选择了缔结和平条约的方式。这也不失是一种务实的做法。

同盟关系，就像罗马人称之为“amicus”（朋友）一般，指的是自己人的意思。可是，如果只有和平条约的话，实在是既非敌人也非盟友。所以，罗马才巩固了帕提亚的北、西、南边，以三面包抄的方式包围帕提亚，以防帕提亚不知何时变为敌人。

这个包围网，除了叙利亚属省和埃及等罗马直接统辖的地区之外，还有亚美尼亚，以及先前的卡帕杜西亚，和奥古斯都时代的犹太等中小君主国家形成。后者都是和罗马缔结同盟关系的国家，而同盟国没有向罗马缴交属省稅的义务，不过在罗马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提供兵力，或支援军粮武器等。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系统或体制，一定有它的负面存在。罗马东方防御网的唯一致命的弱点，就是邻近帕提亚王国的亚美尼亚王国。如果不拉拢这个国家成为同盟国，那么包围网也就发挥不了作用。

如果对手是亚美尼亚的话，共和政治时代末期的卢加拉斯和庞培带领的罗马军从来不知失败为何物。卢加拉斯甚至还曾经挥军到里海海岸。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才能和亚美尼亚之间缔结同盟关系，罗马也才可以把心中的人选安排在王位上，以维持两国的同盟关系。

不过，亚美尼亚的所在位置，要比罗马其他的东方同盟国都更偏东，无论在语言、生活习惯或是居民的观念上，都属于以帕提亚为盟主的波斯文明圈，也难怪波斯民族把亚美尼亚当成是自己的。容易有这种想法的帕提亚人有绝对的信心，可以一直战胜罗马。

在这种现实的局势之下，罗马的亚美尼亚对策，其实也就是帕提亚对策，一直维持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在帝国的西方世界中可以彻底执行的解决方案，在东方世界中就是行不通。

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之中，亚美尼亚和帕提亚问题是不断地重复发生。虽然是头痛医头的做法，至少这也使得往后的几十年间能够避免问题再度发生。这是由于罗马不仅是只靠沟通来解决问题，而是一面进军一面以外交手腕来处理的缘故。

最耐人寻味的是，因为入侵罗马的同盟国亚美尼亚而引起的「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是发生在帕提亚方面认为罗马皇帝力量变弱的时候。上次发生问题，是在西元34年，长年隐居卡布里岛的台伯留已经七十五岁，帕提亚认为他已经无法做出明确的指示，所以就趁机进攻亚美尼亚。借用某研究学者的一句话，台伯留是「越老越可怕」。台伯留在得知帕提亚军入侵亚美尼亚之后，就立刻派遣后来成为克劳狄斯最佳助手的鲁奇斯·维特里斯，向亚美尼亚表明罗马坚决支持他们的意向。维特里斯身为东方罗马军的总司令官，握有全权，於是发动所有的东方罗马军力，朝亚美尼亚前进。光是这盛大的军容就足够解决问题了，帕提亚王只好从亚美尼亚撤兵。

从那时候起，过了二十年的西元54年，这次帕提亚方面又认为年幼的尼禄皇帝才刚刚即位，应该没有办法做出果断的决策。不过，这次罗马方面有这么一号人物，虽然还不至於可怕，但是出身属省的他，对于保卫帝国安全，有著极高的热忱，也有充份的挑战勇气，他就是塞尼卡。尽管他不像台伯留那么果断，但是在「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再度爆发的问题上，处理快速。




起用科普洛



在选派即刻前往东方的总司令官方面，塞尼卡知人善任。葛尼斯·杜米提斯·科普洛曾任八年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统率四个军团和补助兵共计四万军力，成功防御莱茵河下游。而且，帝王政治时代的罗马，所谓充份的防御功能，指的不是呆坐在莱茵河畔等候敌人，而是不时地越过莱茵河打击日耳曼人，好让日耳曼人对罗马的军事力量印象深刻。科普洛的积极战术奏效，理由就在此。不过，有时候他的积极战术也会有过头的情况，克劳狄斯就曾下令，叫他把深入日耳曼人之地的军队撤回莱茵河畔。

这位武将出身南法属省，他的特质异于其他同袍。不仅获得部属士兵的爱戴，连在敌军也有极高的声望。这不是因为科普洛个性温厚，对每一个人都很亲切的缘故。恰得其反，科普洛是个以严格著称的人物。克劳狄斯皇帝起用他担任低地日耳曼的军团司令官，但是他却跟克劳狄斯有著极大的差异，他受到众人的敬畏，这是他在敌我双方都拥有人望的理由。年龄不可考，但是，据我推测，在西元54年底决定派遣到东方时，他应该在五十五岁左右。看看此一时期驻守帝国各边境的司令官们，最适合派遣到东方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帕提亚战争的人选，非科普洛莫属。

塞尼卡的错，在于没有把全权交给科普洛。西元55年春，从莱茵河到幼发拉底河，科普洛长途跋涉来到派驻地点就任。迎接他的，是颜面无光、心头不满的叙利亚属省总督夸德拉图斯。

武人相轻也是常有的事，东方政策也并没有因此而遇上困难，跟帕提亚之间也尚未发生战端。所以，科普洛的地位不是对付帕提亚军的总司令官，而是卡帕杜西亚和加拉太二个属省的总督。在驻守东方地区的罗马军阶级中，指挥四个军团的叙利亚总督排第一位。所以没有设置军团的小亚细亚东部二属省其总督在指挥系统中，地位还在叙利亚总督之下。但是，罗马下达给夸德拉图斯的指令，却是要他把手下的四个军团，分二个给科普洛，夸德拉图斯负责南部，科普洛负责西边，将帕提亚军从亚美尼亚驱逐出去。这样的指令，充份地暴露出塞尼卡缺乏军事经验的无知。

指挥系统不统一的地方，是无法展开军事活动的。如果硬要勉强为之的话，迟早都会失败。科普洛可能在当地观察过情况了吧。只要冷静地观察，就一定能察觉到帕提亚王在安排好弟弟提里达特斯登上亚美尼亚王位之后，就不再采取军事活动了。其实，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一点也不打算和罗马交兵，但是罗马这边却一点也没有察觉。纵使如此，眼前也还不到必须立即进军的程度。更何况，夸德拉图斯送来的二个军团也还不能立刻上战场。

在考虑各种因素之后，科普洛认为这些士兵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锻鍊之后，应该就可以派上战场。而他也希望，在这一段锻鍊的时间里，身在罗马的皇帝，其实就是塞尼卡，能够察觉指挥系统集成的必要性。

可是，罗马方面始终没有改变策略的意思。或许是因为帕提亚军也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来犯，所以比较没有迫切的感觉吧。其实，尼禄和塞尼卡之所以没有正视东方问题的真正理由，在于这个时期，他们全神贯注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反抗母亲



运用绝妙的手段，成功地让儿子尼禄登上皇位的阿古力琵娜，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高兴到了极点吧。凡事都在她的算计中运作，就算元老院和一般公民有些许怀疑，不过当皇帝克劳狄斯是因为菇类菜肴中毒而亡的消息一公布，元老院和一般公民们还是不加思索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甚至不要求公布先帝的遗嘱，就认可皇帝的养子尼禄继任皇位，而不是由先帝的亲生儿子不列塔尼库斯继承。阿古力琵娜的野心是要以辅佐仍是十多岁的新皇帝为名，行统治之实，在此刻看来，似乎天衣无缝地实现了。

阿古力琵娜在当上了皇太后之后，比在皇后身份时更加地有主见。在正式场合时，她总是坐在尼禄的身旁，甚至连元老院的会议，她都把场地从罗马广场附近的元老院议场，下令搬到帕拉提诺山丘上的皇宫内举行。这当然是为了要让躲在一旁的阿古力琵娜能够听到会议内容而做的更改。

罗马帝国的货币尽量维持让币面价格与素材价格相符，借此发挥帝国这庞大经济圈基础货币的功能。此外，还在货币的上头刻上各代皇帝的肖像，让一般人知道统治帝国的最高负责人是谁，这就是货币扮演的宣传角色。不过，货币不会因为皇帝换人而每次回收，重新以刻有新皇帝肖像的货币代替。货币的目的在于维持信用，只要币面价值与素材价值相符，不管是几代前的皇帝，或是共和政治时代的货币，在市场中继续流通，都不会造成任何问题。这一点，就跟后世的纸币不同。由于这个因素，罗马帝国持续流通的货币上，刻有各种不同的肖像，他们都是罗马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不过，新皇帝发行的货币也会受到相当的注目。










尼禄与母亲




阿古力琵娜采用的构图，是她和儿子面对面相向的图样（本页照片）。刻有女性肖像的货币，在此之前就曾出现过。以象征罗马国的女神肖像为图案的情形有不少。不过，皇帝跟他的母亲刻在同一枚货币上，而且面对面的形式仿佛就在夸示二人地位的平等，这种钱币倒是前所未见。这种货币还一直保存到今日的，只剩下金币而已；没有人敢断定流通量比金币大的银币绝对不会采用这种构图。或许在考古的过程中，会在某时某地挖掘到这种银币。总而言之，尼禄登基后，阿古力琵娜的权势，完全是在她自己安排的计画之中。甚至在皇帝的布告上，她都要求要写上“Augusta. Mater augusti”（成为皇后、皇太后）的称谓。





阿古力琵娜虽然是第一个有个人思想、行使权力的罗马女性，但是她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尼禄是她的亲生儿子，所以非常可能跟她有著同样的观念，这一点她没有料想到，就是计算上的大失误。母亲想要依自己的思考行事，儿子也想这么做，一点也不稀奇。如果她认为十多岁的小孩还没有自立，只能说真是失算。姑且不论尼禄是不是够理智，总之他是一代才子塞尼卡的爱徒。更何况，尼禄是个聪明伶俐、才华洋溢的年轻人，从阿古力琵娜的个性上来推测的话，这位母亲一定每天对着个性跟自己相当类似的儿子说道，你能当上皇帝，全是妈妈的功劳喔。结果，一般家庭中十多岁的男孩跟母亲之间常会发生的问题，也发生在这皇帝与皇太后之间。

儿子的反抗，从他爱上了一个母亲一定会嗤之以鼻的女人开始。尼禄爱上了一个叫做雅克缇的女奴隸。刚开始的时候，尼禄都尽量避开母亲的视线，请塞尼卡帮忙。塞尼卡在尼禄的苦苦哀求之下，让他的表兄弟，也是皇宫近卫军队长的阿尼斯去替雅克缇赎身，让她成为解放奴隸的身份，并让雅克缇佯装阿尼斯的情人，帮尼禄制造机会，让两人相会。

不过，到底还是瞒不过母亲的眼晴。阿古力琵娜得知尼禄与这女奴隸之间的关系之后，口无遮拦地大肆批评。叫阿古力琵娜恼火的，并不是因为尼禄已经有了一个叫做欧古塔薇亚的妻子，却又跟別的女人发生关系。发生关系的对象竟然是个女奴隸，这才真正让阿古力琵娜震怒，言语中尽是轻蔑的口气。瞧不起儿子爱上的女人，等于是瞧不起选择了这个女人的儿子，但是，阿古力琵娜却没有发觉这一点。

尼禄反抗其母时，塞尼卡和掌握义大利本国内军事力量的近卫军团长官布鲁斯，不但暗中支持，而且还积极地给予协助。尼禄反抗其母的第二波行动，就是将克劳狄斯时代解放奴隸三人组之一、担任类似财务长官的帕拉斯解任。既然宣示要废除先皇时代的秘书官政治，尼禄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帕拉斯卸职。因为纳尔奇索斯和卡里斯杜斯二人都已经失势了，怎能让帕拉斯一人留任呢。






阿古力琵娜




帕拉斯从推荐阿古力琵娜作为皇帝克劳狄斯的再婚对象开始，到帮助成为皇后的阿古力琵娜拟定拥立尼禄的阴谋，他都是个积极参与的重要角色。所以，他被解职，阿古力琵娜自然会有切身之痛。塞尼卡还提出二项交换条件，要帕拉斯接受解任的事实。他保证帕拉斯弟弟继续留任犹太长官，同时也保证能让帕拉斯安养天年。塞尼卡希望借由这种交换条件的方式，来瓦解可能阻止帕拉斯卸任的阿古力琵娜和帕拉斯组成共同阵线。坦然接受解任的帕拉斯离开了首都罗马，孤独一人的阿古力琵娜终于发火。





好强的女人一旦发威，言语就好像洪水氾滥般溢开。也不管是在谁的面前，或是否有人在倾听，阿古力琵娜一来到儿子的房前，就不停地破口大骂。

你以为是谁让你当上皇帝的？为了让你当上皇帝，你知道我做了多大的牺牲吗？而你却这样回报我，你这不孝的孩子！你以为靠著独臂的（指的是失去左手的布鲁斯）和流放回来的（指的是塞尼卡）二个家伙的辅佐，就能够统治这庞大的帝国吗？

出身艾诺巴布家门的你，能够当上皇帝，是靠著我身上的朱利斯家族的血液。你竟然连这一点也都不懂，不列塔尼库斯可就比你强得多了。他也已经十四岁，不是小孩子了。我要带不列塔尼库斯到近卫军兵营去，近卫军团的士兵们一定会听日耳曼尼可斯的女儿说话。不列塔尼库斯又是先皇的嫡子，比你这半路杀出的养子，更有资格主张他正统的帝国统治权。你这忘恩负义、藐视母亲的家伙，一定会遭天谴！！！

阿古力琵娜口无遮拦，所说的话足以让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兴高采烈了。但是，这番话却使得以往只想尽量避免与母亲照面的尼禄心中，产生了恐惧的念头。像这种母亲，恐怕不是发发牢骚就算了的，搞不好她真的会这么做。这下子，健康情况不佳、才华平平、个性又不突出的可怜不起眼的不列塔尼库斯，命运就要改变了。

赞扬塞尼卡与布鲁斯的史学家们认为，这二人一定没有参与刺杀不列塔尼库斯的阴谋，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从旁协助。如果阿古力琵娜要拥立不列塔尼库斯反尼禄的话，心中还有「日耳曼尼可斯神话」的士兵们搞不好会掀起内乱。皇帝年少又无子息的话，能够主张自己具有皇位继承权的人，不是自己的继承人，而是竞争对手。杀了这个人，表示排除了竞争对手。卡利古拉也曾下令杀害先皇台伯留的亲生孙子葛梅鲁斯。奥古斯都也命人杀掉其母克丽奥佩脱拉主张是凯撒唯一亲生子的小凯撒（Caesarion），纵使奥古斯都收留了克丽奥佩脱拉和安东尼的儿子，并把他扶养成人。

没有人因为奥古斯都杀害小凯撒而批评他，而批评卡利古拉的人，所持的理由也绝对不是因为他杀害了葛梅鲁斯。公告出来的不列塔尼库斯死因，乃是他的宿疾气喘发作所致。或许也曾有人怀疑过，不过大多数的人应该都觉得没什么。一千六百年后的十七世纪，法国剧作家拉辛（Racine）就以「不列塔尼库斯」为题，写了一部悲剧。





不列塔尼库斯之死对阿古力琵娜造成的打击，应该比对任何人都大，可是她偏偏是个不死心的女人。不列塔尼库斯之死的确对她而言是一种打击，但是她也不是发自内心地疼爱这个义子，她只是害怕这会造成她本身权力的丧失而已。那年阿古力琵娜四十岁，她开始采取猛烈的反击。





首先，她开始筹措资金。她既有这等的血缘关系和地位，从继承遗产中累积的财产也有相当数目。那些原本由经纪人代为管理的私有地或是投资，阿古力琵娜均全部变卖。

其次，她将筹措来的资金投入驻守莱茵河的日耳曼军团。当她还是克劳狄斯的皇后时，她就以自己出生在此为由，把现代的科隆冠上自己的名字，移入除役的官兵，让这块地升格为殖民都市。她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她是为了要让这个冠上自己名字的城市名副其实地都市化，所以才投下资金的。可是，她真正的目的，是要拉拢驻守莱茵河防御线的军团士兵。七个军团共四万二千名士兵，只要能拉拢这些精锐部队，天下便无难事。阿古力琵娜身居皇宫，却也开始和莱茵河驻守军团的长官们保持密切的连络。

阿古力琵娜所作的第三件事，就是以安慰欧古塔薇亚为由，开始接近她这位媳妇。因为欧古塔薇亚被丈夫遗弃，而弟弟不列塔尼库斯又死于非命，整天郁郁寡欢。朴素又不爱出风头的欧古塔薇亚，很受到罗马庶民的同情与敬爱。如果也能拉拢欧古塔薇亚的话，对于以往向来不受百姓欢迎的阿古力琵娜而言，可以减少她的负面形象。

不过，她的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先是将皇后身边护卫的士兵们调开，等于是让她从「皇后而后皇太后」的身份，变成平凡的一介女子。之后，再把她赶出皇宫。结果，虽然还是同住在帕拉提诺山丘上，不过阿古力琵娜搬到了外祖母安东妮亚生前居住的房子里。当然，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情况也大幅度地减少，因为儿子把母亲的名字，从邀请名单中删掉了。除此之外，这孩子还越发变本加厉地，尽做一些他母亲以往最会批评他的事。

他带着年纪相仿的死党们，每天晚上都到城里胡闹。外出时，他们都会乔装打扮成一般的年轻人，让別人看不出来他们是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的儿子们。这一群年轻小伙子们到了城里，简直就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有一次因为太过吵闹，居民们向警察控诉，於是他们就和一队警察打起了群架。当警察好不容易制服了这群年轻人时，队长才赫然发觉皇帝就在其中，这群人才免於牢嶽之灾。但是，传闻第二天尼禄出席元老院的会议时，脸上还留着挨揍的痕迹。

塞尼卡和布鲁斯似乎也认为年轻人就需要发洩，所以就让尼禄眼睛底下淤青未消地出现在元老院。毕竟，尼禄才十七岁。

阿古力琵娜在儿子尼禄登基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就失去了所有的影响力。十七岁的人，当然不可能把这些事情处理得这么完美。要削弱阿古力琵娜的权力，势必要塞尼卡和布鲁斯积极地参与。

不过，阿古力琵娜也不是会乖乖认输、懂得退让的女人。她没有停止筹措资金，也保持和驻守莱茵河士兵们的连络。现在，她更是欧古塔薇亚的头号保护人。除此之外，她又开始撰写回忆录。虽然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据说历史学家塔西图斯曾经拿来参考，所以在古代，应该流传过一段时间。在能够写作的罗马女性中，阿古力琵娜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于自立心甚强的儿子来说，这样的母亲的确很麻烦。




治世之始



当年轻的皇帝热中发洩他的活力时，元老院里，正认真地讨论著几项决定帝国未来的政策，而且，通过的结论相当耐人寻味其中之一，就是解放奴隸的相关问题。由于对克劳狄斯时代「解放奴隸三人组」的活跃吃不消，所以在元老院议员们的意见中，他们对于尼禄宣布废除秘书官政治并不能完全感到满意，主张应该对解放奴隸的社会地位上做出大幅度的限制。具体而言，就是有人提议立法，当奴隸获得自由，成为「解放奴隸」之后，一旦有越矩的行为发生时，就应该恢复奴隸的身份。

当然也有人持反对的立场，辩论於是展开。反对派的说法如下:

从个案中来看的话，在这些获得自由，甚至得到罗马公民权的解放奴隸之中，的确有些人实在令人想恢复他的奴隸身份。但是，不能因为几个个案的越矩行为，就立法限制全体，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解放奴隸活跃於罗马社会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他们已经成为罗马社会中、下层的重要份子。举凡派驻属省的事务幕僚，或是首都罗马的低阶公务员、义大利本国地方政府的管理阶级、实际负责祭典的事务人员，甚至是消防队员或警察等等。自朱利斯·凯撒开始积极起用解放奴隸百年后的今日，几乎已经成为罗马的传统了。就连现在属于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的人员之中，有不少人的祖先就是解放奴隸。

罗马自古就把公民权分成二类，一种是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权」，另外一种则是没有选举权的「拉丁公民权」。同样地，解放奴隸也有二种。一种是在取得自由之身后，便与原主人切断关系的正式解放奴隸，另外一种则是在获得自由之后，仍旧留在主人家中的私家解放奴隸。后者可以转为前者，但是在审查时的标準，就要看他有没有符合罗马公民身份的成绩表现。

所以，共有“Libertus”（自由）这种公共的善的好处与坏处，就跟以往一样，是必须依个案来处理的问题，而不应该以立法的方式来限制所有的情况。

尼禄也列席在议场之中，投票的结果，后者的意见获得多数的支持。容许败部复活的国家，才是能够健全运作的国家，而罗马就是拥有这种精神。

虽然元老院议员承认了解放奴隸的人权，但是却没有承认奴隸的人权。罗马自古以来就有法律规定，奴隸如果杀害主人的话，同样住在一个屋簷底下的奴隸们都要负起连带责任，不仅是加害者要受刑，所有的奴隸都会被处死。不过，这条法律已经很久没用了，真正被处死的，向来只有加害者一人。

不过，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奴隸杀死首都警察长官的事件。遇害的瑟康杜斯家中，就有四百名奴隸。一般公民群起抗议，认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实在是太不符合时代潮流。不过，元老院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如果法律跟不上时代潮流，只要将修正后的新法通过，旧法自然消失。可是，元老院拒绝修订法律，因为，在这些属于社会上层阶级的元老院议员们家中，动辄都有数百名的奴隸。

至於尼禄，他分明有地位和权力来介入，但是他并没有干预。同样地，塞尼卡也没有意思要推动修法。这是因为他们想要遵守尼禄在登基时的宣示，要尊重元老院的权利。在百姓们泪眼相送之下，包括妇孺在内的四百名奴隸都被带走。唯一的好事，是在那之后，就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了。不过，不知道不再发生的原因，是奴隸们再次体认到连带责任因而奏效，或是法律的适用范围比较灵活，还是由于皇帝开始介入。





隔年西元57年的二名执政官之中，尼禄便是其一。这是继西元55年之后，尼禄第二次当选执政官。元老院选择了十多岁的年轻人出任执政官，其实一般的资格年龄应该是四十三岁。他们之所以选择尼禄，正显示出众多的元老院议员们期待尼禄的当选。也不是因为这些元老院议员们要讨好最高权力者。让他担任执政官这个罗马最崇高的官职，等于是把「第一公民」这种非正式的皇帝职位，带进罗马的共和政治体系中。他们心里想的，是希望借由将「第一公民」带入共和政治体制之下，来控制皇帝的权力。

我不断地重复提到，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式帝王政治，我们只能说是一种「精密的虚构」政体。说得更严谨一点的话，「皇帝」的意义，就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是将士们宣誓效忠的对象，一般的罗马公民没有向他宣誓效忠的义务。当元老院议员中，有人担任司令官或军团长等军职的话，则有效忠的义务；但是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元老院议员而没有身兼其他公务的话，他宣誓效忠的对象是「第一公民」，而没有义务向「皇帝」宣誓效忠。这是理所当然的。“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元老院以及罗马公民）简称“S.P.Q.R.”，才是罗马的二大主权者。所谓的「第一公民」，不过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人罢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第一公民可以发挥几乎就如皇帝一般的绝对权力呢？这是由于「第一公民」拥有以下的各项权力：


「最高司令官」——军团兵加补助兵共计三十万的军事力量，凭他一声令下，便可加以调动。




「护民官特权」——护民官本来是共和政治时代创设来保护平民权利的。霍西田法中规定，即使法案在元老院中遭到否决，只要公民大会中通过，同样可以立法，如此一来，护民官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利，可以执行与元老院意见相左的政策。除此之外，护民官还拥有否决权，他只要发动否决权，所有的既定事项或经由多数同意通过的事项，他都可以把一切归零。




顺道一提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五国拥有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常任理事国的关系。这正是现代拉丁文中也用到的“VETO”，也就是他们拥有否决权的缘故。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可以说是毫无意义。总之，否决权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




「最高神祇官」——罗马宗教界的最高负责人。他的义务，是在国定庆典假日时，站在众人之前举行祭典仪式。




「国父」——元老院受民意之讬而通过颁赠的尊称。台伯留一直婉拒，但是我觉得他拒绝了这个称号，实在是一种政治错误。因为，朱利斯·凯撒和奥古斯都都接受了这个尊称，它涵盖的意义，是指超越元老院阶级和一般公民等罗马社会各种阶层，是全国国民的「父亲」的意思。每一位国民在公正而有能力的「父亲」之下，才能安心地完成各自的任务，做个好「孩子」。古罗马的「家长权」是非常强势的。对罗马人而言，「国家」就是「家庭」的延伸。







「最高司令官」、「护民官特权」、「最高神祇官」和「国父」都是从共和政治时代就存在的要职，也是一种尊称，所以一切都合法。但是，当这些「合法」全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对照到罗马的法律中，就会变成唯一的最高权力者，而这个最高权力者的存在却是「不合法」的。称之为“Princeps”，意思只是公民之第一人，实在没有比这种称谓更自欺欺人的说法了。奥古斯都坚信，要统治辽阔的罗马帝国，由一人统治才是最务实的做法。而他如果要实现一人统治的话，就只有利用这「精密的虚构」来完成了。

本身就是立法机构的元老院，当然知道这种做法的不合法性。要让不合法变成合法的方式，就是让「第一公民」担任执政官。

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长达四十年的治世期间之中，就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兼任执政官的。第二代皇帝台伯留二十三年的治世期间内，只担任过三次执政官，这也被说成他轻视元老院的证据，所以遭到极大的批评。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在不到四年的统治时期之中，虽然担任的期间都很短，但是曾经四次经历过执政官。第四代皇帝克劳狄斯十三年的在位期间里，兼任执政官的时间长达五年。我们不难想见，他们都经历了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式帝王政治这「精密的虚构」台面下的攻防战。对元老院而言，由于对象只是个十多岁的年轻人，所以将这位最高权力者纳入执政官职轻而易举，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而这一切的原委，自己也是元老院议员的塞尼卡最是了然於心。

既然是「攻防战」，双方都为了让自己站在有利的立场上，用尽各种虚虚实实的手段。西元58年，元老院提议让满二十岁的尼禄担任「终身执政官」的新官职，通过将这个职位赠与尼禄。但是，尼禄并没有接受，因为他不想被纳入体制之下。尼禄之所以会拒绝，是出于自己的意志，或者是接纳了塞尼卡的建言，不得而知，不过，从这个时期以后，尼禄一改以往偏袒元老院的作风，开始朝向明确的皇帝统治模式迈进。





首先，一开始就给平民每人四百塞斯泰契斯的遗赠金，以尼禄的名义分配。因为罗马的公民向来是与元老院阶级对立的。

接下来，尼禄将自凯撒以后的除役官兵迁移地区，从以往的属省改为义大利本国。而且也不像以往一样，是整个军团迁移，而是按照每一位士兵们的希望来加以安排，让他们获得想要获得的土地。对士兵们而言，这就等于是除役后回归故里一般。这种措施，自然是为了要防止本国人口的空洞化。同时，这项政策的目的，就在于希望除役后的士兵们在故里获得土地之后，心满意足地就会支持给他们这种优厚待遇的人，也就是尼禄。不过，这项措施的另一层意义，象征著以往必须将整个罗马军团迁移后让属省罗马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经济政策



时代改变，各项政策随着更动也是理所当然。尼禄从“Fiscus”（皇帝属省的稅收）中提拨四千万塞斯泰契斯来弥补“Erarium”（元老院属省的稅收）的不足，借由这种融资方式，尼禄将原本二分化的国库成功地集成在一起。这种合并的工作，当对方经常亏损时，最容易完成。

其实，这两种稅收原本就应该是相同的。属省的直接稅和关稅等间接稅，在皇帝属省或元老院属省的稅制中是完全一致的。将稅收一分为二，而且还分別以“Fiscus”和“Erarium”的名称来区分，这是奥古斯都深谋远虑的结果，为的是不要与元老院为敌。负责统治元老院属省的总督是由元老院议员互相推选产生，但是皇帝属省的总督或长官则是由皇帝任命。既然表示是元老院属省和皇帝属省，所以从这些属省所征收到的稅金，自然是前者属于元老院，后者属于皇帝管辖。奥古斯都就是借由这种做法，在他将政治模式转为「第一公民统治」时，抑止了元老院的不满情绪。





在第Ⅵ册时，我们已经提过「皇帝属省」和「元老院属省」的差异，在于有无军团常驻的必要。军团是为了防御外敌而常驻的，所以，除了面对帕提亚王国的叙利亚属省之外，其他的皇帝属省都处於边境地区，也是低度开发的落后区域。相对地，元老院属省的罗马化程度相当高，绝大多数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奥古斯都刚开始施行这种稅制时，皇帝属省的财政赤字较多，所以都是由元老院属省稅收来填补皇帝属省稅收的不足。

随着和平发展以及基础建设的完成，这种经济力量的落差逐渐缩小，到了奥古斯都身后百年的尼禄时代，双方的实力应该已经是旗鼓相当了。尼禄还命令元老院属省的总督要节省经费。原因并不在于元老院属省的经济实力衰退，而在于皇帝属省的经济实力提升的关系。定居型农牧民族的产能绝对要比移动型的狩猎民族来得高。皇帝属省的人民再也不需要担忧敌人来犯时，就能够安心地从事农牧业，於是产量大增，稅收也随着水涨船高。

尼禄将国库集成，把「元老院属省稅收」吸收到「皇帝属省稅收」之中，连带地也使得皇帝的权力更加强大。现在，就连稅收也几乎都由皇帝管辖了。





如果光就经济政策而言，尼禄在他十四年的执政时期内，做过三项改革。首先是刚才提到的国库集成，第二是提议全面废除间接稅，第三是改革货币。第三项的改革其实应该说是修订比较恰当，当我们提到西元64年施行的时候再来加以说明会比较好，所以此处先行省略。不过，先在此为大家说明在集成国库的第二年起就提出的全面废除间接稅的方案。

如果先说结论的话，第一和第三项的改革虽然遭受极大的抨击，但在逼尼禄走上绝路之后，仍旧是帝国长久秉持的政策；相对地，唯有第二项的改革，是一提出就面临元老院猛烈的反对，在内容几乎全数删除的情况之下才通过的。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出第二项来讨论，是因为这个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尼禄和元老院之间，对于全面废除间接稅的问题，在稅金和经济的观念上有著极大的落差。

西元58年，尼禄拒绝了终身执政官的头衔，但是年届二十的尼禄已经是第二年连任执政官了，他召开元老院会议，由他担任主席。皇帝尼禄在四百位议员人人皆比他年长的会议中，提出了全面废除间接稅的议案。

在第Ⅵ册第197页中，我也曾经用过下一页的表格，无论是罗马公民或属省人民都必须缴交的间接稅，除了针对从东方地区进口的宝石、丝绸和香料等奢侈品课征的百分之二十五关稅之外，就是百分之五的一般关稅和百分之一的营业稅。在奥古斯都制定这种稅制的时代里，经济实力薄弱的低开发地区可以享受减稅措施，有些属省的关稅稅率定在百分之一·五或百分之二。属于皇帝属省的地区就能够享有这种优惠措施，其他的地区，包括本国义大利在内，都属于百分之五的稅率区。

尼禄集成国库，元老院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浪，这就代表尼禄时代皇帝属省和元老院属省之间的稅收落差几乎已经不存在了，等于也是皇帝属省经济实力提升的证据，所以在关稅方面的优惠措施，可能也已经废止了。虽然没有史实可以证明优惠措施已经废止，但是尼禄在提议全面废止关稅时，众人的发言之中，除了「二十分之一的稅金」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关于稅制的字眼出现。由于皇帝属省的经济实力提升，所以除了从东方进口的奢侈品以外，其余的关稅稅率应该都统一为百分之五了。

尼禄就是提议废除这百分之五的关稅，理由是废除关稅的话，经济活动应该会更活络，经济活动更活络就能提高经济力，使得「十分之一的稅金」的属省稅收增加。




奥古斯都制定的稅制










	
	
罗马公民

	
非罗马公民（属省人民）




	
直接稅

	
没有直接的收入稅




奴隸解放稅　5%




继承稅　5%

	
地租稅或属省稅收入的10%




（志愿服役的属省人民免缴）




	
间接稅

	
关稅1.5%~5%（东方地区出产奢侈品的关稅为25%）




营业稅1%





对于这种论点，元老院的议员们持反对的看法。虽然他们都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没有缴交属省稅的义务。再加上关稅一旦废除，他们就更不必缴纳关稅，应该是最佔便宜的。可是，元老院的议员们却说，毕竟废除关稅会带动属省稅收的增加只是推测罢了，如果真要废除的话，那么刚废除的那一段时间里，替代的财源在哪里？要有替代财源，唯有提高属省稅率。如果真的演变到那种地步的话，很可能会引发帝国统治上的大问题。

根据现代研究学者依照史实来推算的结果显示，因全面废除关稅而造成的稅收短少金额约为一亿塞斯泰契斯左右，相当於国库收入的十五分之一。姑且不论乐观预测的正确性，先考虑如何填补漏洞，或许才是正途。只不过，尼禄似乎是个积极经济论者。

废除关稅是由尼禄亲自提案、请求立法的政策。如果迳付表决的话，大概是不可能通过的，那尼禄这皇帝的颜面要往何处摆？於是，议员之中有人提出修正案。这项妥协方案，是针对头号生活必需品小麦的进口，得以全面免征关稅「二十分之一的稅金」。尼禄也只好接受这妥协方案了。

废除关稅方面，元老院的议员们阐述正途，虽然搁置了皇帝的提案，但是内心里，对于这跃跃欲试的二十岁小伙子，实在很想好好地教训他一顿。其实在不到一年以前，尼禄曾对这些元老院议员们下达命令，而这个命令就令他们非常不悅。

卡利古拉皇帝在台伯河西岸一带的梵谛卡努斯（Vaticanus,现在的梵谛冈Vatican）兴建了私人用的竞技场，尼禄命人加以改装，并开放作为公民们游憩的场所。当时只有罗马才拥有大型的竞技场。卡利古拉专程叫人从埃及运来二十五公尺长的方尖碑，依照罗马大竞技场的外观，在梵谛冈也盖了一座竞技场。

尼禄在这个场地上举办体育竞赛，也就是现代的田径比赛，而且他还下令元老院阶级和骑士阶级这些罗马社会的上层阶级者参加比赛，然后招待一般公民来参观。

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穿着托加长袍的话，即使肚大肠肥的肉体也不会看得太明显，有时候甚至还会给人稳重的印象，仿佛象征著自己社会地位的崇高。当他们入浴或按摩时，虽然会褪去衣衫，但是看到他们裸体的，是那群佣人奴隸，这跟要他们在竞技场上裸露上半身，接受观众席上满座的一般公民的眼光，可是有天壤之別。更何况，要他们跑跳投掷，做一些他们在青年时代就已经不做的运动。罗马人不同于希腊人，体育只是用来锻鍊青少年肉体的，决计不是这些要忧国忧民的成熟男子应该做的事。不过，既然是皇帝的命令，所以也不得不接受。

当然，观众们自然是欢欣鼓舞。大家想想看，如果要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幕僚或财经界大老裸露上半身，做田径比赛的话，传播媒体一定会大肆报导，就连我们这些寻常百姓，也愿意花钱去看热闹。搞不好还会称赞咱们的小尼禄真有本事，能搞出这种花样来。这也难怪元老院的议员们心中厌恶这跋扈的小伙子了。不过，就在这时候，距离罗马遥远的东方边境上，一个成熟的男子正在逐渐完成唯有成熟男子才能完成的大事。




亚美尼亚战线



科普洛接获使命，要将夺走亚美尼亚王位的帕提亚王之弟赶走，让亚美尼亚王国重新回归罗马帝国的霸权之下，可是他始终等不到罗马方面捎来改变战略的通知。对抗帕提亚的指挥系统仍旧是双头马车的状态，直到和帕提亚王谈判休战为止，一直是他与叙利亚总督夸德拉图斯各自为政的情况。为了抵抗帕提亚的军事力量，也是和夸德拉图斯平分。科普洛获得的军事力量，是夸德拉图斯碍于尼禄的命令而不得已分给他的二个军团，加上从驻守多瑙河中游的莫埃西亚获令移往东方的一个军团，这些就是科普洛的主要战力——三个军团一万八千名士兵。另外，莫埃西亚军团还有六千名的补助兵。以及后来从同盟国来助拳的参加兵和属省人民的志愿兵，总人数也不足一万人。将所有兵力加起来，大约也只有三万四千人。科普洛认为这三万四千人根本不足以形成战力，因为叙利亚属省派来的二个军团根本无法作战。

对罗马而言，帕提亚王国可说是唯一的假想敌国，与这敌国对峙的最前线即叙利亚属省——虽然相当发达，但是仍旧被归类为由皇帝直接管辖的「皇帝属省」。在帝国的东方区域中，唯有叙利亚有四个军团常驻於此。驻守叙利亚的四个军团，肩负着保卫帝国东方国界安全的责任。

同样以防御帝国边境为任务，但是住在罗马军团驻守的莱茵河、多瑙河及不列颠的人民，或是驻守北非所面对的沙漠之民，这些民族中，除了部族的酋长之外，一般居民都还是披着兽皮的野蛮人。至於驻守地区的状态，因为是边境地区的军事基地，难免会有所不便。除此之外，蛮族的动向比先进国家的部队还要难以预料，所以这些地区的防御工作，往往都是处於精神紧绷的状态。

就只有叙利亚与众不同。当时罗马帝国的三大都市，包括号称世界首都的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安提阿。亚历山大是托勒密王朝的首都，安提阿也是塞流卡斯王朝的首都。而且这个边境的特色，在于此地的居民与住在国界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居民之间的交易频繁。虽然国家的立场上是敌对关系，但是对一般人而言，他们是做生意的对手，唯有在来犯的时候，才会暂时变成「敌人」。更何况，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叙利亚属省常驻军团的营区，就设在繁华的商务都市安提阿之内。而且，这里的「和平」盛世也已经持续了百年之久。驻守叙利亚的军团兵士气低落，都是因为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甚至有些士兵还很热中跟当地人合作做生意呢。

夸德拉图斯年事已高，又长年担任叙利亚总督职位，但是才五十多岁的科普洛跟他有著极大的差异。刚刚抵达边境到任，科普洛简直无法忍受现况。他的前一个任职地点，是莱茵河防御线中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都最恶劣的低地日耳曼。这块地区不仅要面对从莱茵河中游到河口的陆地上来犯的敌人，甚至还要提防敌军从海上入侵。不过，这位武将在到任后不久，应该就立即察觉到东方地区的条件虽然与西方有別，但是也有它恶劣的一面存在。从小亚细亚到亚美尼亚是一连串的高峻山岳地带，而从叙利亚东边到幼发拉底河之间，则是像大海的辽阔沙漠。

虽然是出身南法属省，科普洛的气质让人觉得有古罗马时代武将之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那些习惯了安提阿都市生活的二个军团士兵们不能在屋簷下睡觉。这下子，士兵们不再是睡在军营里，而是过着与帐篷为伍的日子。同时，他还以健康为由，让不适合军务的士兵和即将服役期满的老兵免服军务，将他们转到等于是现代所说的后勤工作岗位。罗马军团的现役年龄规定为十七到四十五岁，就算是老兵，也不过四十五岁左右。不过，这种措施只适用于一般的军团士兵，凡是百人队长以上的指挥官阶级都不在此限。






亚美尼亚周边图




当科普洛完成了挑选叙利亚二个军团士兵的工作时，另外一个军团便奉命从莫埃西亚属省下的多瑙河防御前线移师到此。同一时期，各同盟国的参加兵也抵达了。罗马军的传统向来是由多国部队组成战斗力量，而罗马军的主体是由称为军团兵的重装步兵所构成，所以同盟国派来的参加兵都只是骑兵、弓箭兵等轻装步兵。司令官科普洛将不适於军务的士兵转为后勤之后，听说是由卡帕杜西亚和加拉太的山地居民来填补不足的人员，不过，人数上势必比皇帝给他的三万四千人要来得少。当他在指挥低地日耳曼军团时，他号令的可是四个军团和补助兵，将近五万的兵力。在可能面对帕提亚大国的战线上，兵力竟然比跟日耳曼蛮族作战时还少，不免让人怀疑罗马方面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要是换成凯撒，他一定自掏腰包，其实就是借钱，然后编制新的军团，希望能够早点解决问题。可是，时代已经改变，不复往日共和政治时代一般能够容许这种做法。帝王政治时代之中，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和他手下的司令官之间，有著明显的阶级差异。科普洛能够做的，就是善用他手边的兵力了。

西元57年，在罗马方面，尼禄与元老院之间的「攻防战」慢慢地转为喜剧性的发展；而这一年的冬天，科普洛带着士兵们来到严峻的山岳地带，进行严酷的训练。并不是所有地势和气候恶劣的地方，都可以用来训练士兵的。科普洛选择的训练场所，是在小亚细亚东边、与亚美尼亚相接的国境山岳地带。这除了是向亚美尼亚人展示军力之外，还可以让接受过训练的士兵们随时都可以攻入亚美尼亚。

在这海拔将近二千公尺的高地上，就连要搭帐篷，也得先将地表上结冻的冰块凿开才可以。许多人相继冻伤，甚至有些人在夜间巡哨时冻死。科普洛自己也穿着罗马军的军装，巡视训练中的士兵们。罗马的军装是双手双脚露在外头的。他们就是穿着这种军装，在冰雪寒风中度过冬天的。许多人因此又离开部队，使得原本就已经经过选拔的人数再度减少。

科普洛个子比一般人高，身材又魁武，虽然话不多，但是绝对不是个举止粗鲁之人。不过，只要他头发随风飘扬的样子出现，那一带的气氛就立刻改变。在其他军团中，容许迟到二次，但是在科普洛的军团里，迟到一次就得受罚。如果敢舍弃军团旗逃跑，就立刻处死。在这么猛烈的特训之下，开始有人逃兵。在其他军团中，逃兵也只要回来就没事，可是在科普洛的军团里，回来也是死刑。

在经过这样猛烈的特训之下，春天来临时，这些原本住在安提阿的堕落士兵们，都变成精锐部队了。






罗马的军装




西元58年5月，司令官下令士兵们收起营帐。对54年底就被派到东方的科普洛而言，这是他苦等三年多来第一个机会。科普洛虽然挥军进入亚美尼亚境内，但是他也不是一个脑筋里只有军事的军人。

在跟帕提亚王谈判休兵之际，叙利亚属省总督夸杜拉图斯派的是下级士官担任谈判官，但是刚到任不久的科普洛却派了上级士官前往。这可以证明，科普洛是个懂得顾虑对方心情以完成目的的人。当他挥军进入亚美尼亚境内，也没有一下子就展开攻击。骑马走在部队前头的他，脑子里有著两种选择——以战斗达到目的，或是以谈判达到目的。

亚美尼亚王国在归罗马霸权管辖之后，由于地理和文明上的关系，国内始终分为拥罗马派和拥帕提亚派。帕提亚王的弟弟继承王位以来，自然是拥帕提亚派的势力增强。挥军进入亚美尼亚境内，等于就是深入敌军之地。对科普洛而言，他这不到三万的兵力，或许要面对帕提亚与亚美尼亚联合军的挑战。所以他希望在帕提亚军出动之前，就能和帕提亚王的弟弟提里达特斯之间，将问题先解决。

在几次类似打招呼似的小冲突之后，科普洛派遣使节到提里达特斯处，希望能与他直接会谈。不过，目的并未达成。年轻的亚美亚王提里达特斯虽然接受会谈的要求，但是时候一到，却又开始犹豫。於是科普洛又将提议写好之后，命使节送交给提里达特斯。罗马的传统是将空白的委任书交给被派遣到前线的总司令官，虽然做法自由开放，但是科普洛所作的提议，真是再大胆也不过了。





科普洛并没有浪费他在东方地区的三年时间，他在这段时间里，探询帕提亚王夺回亚美尼亚王位的真正原因，而且，他找到了答案。

西元51年登上帕提亚王位的渥洛葛瑟斯并不是嫡出，提里达特斯是他的弟弟，但却是皇后之子。只不过，这位王子个性老实，於是把帕提亚王位让给了虽非嫡出但年长的哥哥。深受感动的哥哥於是满怀义务感，决定要替这个弟弟找一个安身的处所。适合帕提亚王国嫡出王子的安身之所，就只有亚美尼亚王位了。於是，在他登基之后的第二年西元52年，帕提亚侵略了当时罗马承认的国王仍然在位的亚美尼亚。不过，由于那一年克劳狄斯皇帝任命的叙利亚总督及早佈好迎战局势，又适逢冬季，帕提亚军队撤离之后，就一直再也没有任何的军事活动。

不过，只要看到罗马军方面有机可乘，帕提亚军一般是不会错过良机的。像是克劳狄斯皇帝驾崩和尼禄皇帝登基时，帕提亚方面就觉得是个好机会。西元54年，帕提亚军再度发动攻势，这次他们占领了亚美尼亚，赶走体弱多病又遭百姓非议的国王，成功地让提里达特斯登上王位。

科普洛了解了缘由。其实罗马军方面实在也没有王牌，可以让他们凭借着军事力量成功后，安排王牌人物登基为王。而且，帕提亚王本身也丝毫没有跟罗马军开战的意愿，他的目的只在于保住王位，让他的弟弟能够安坐在亚美尼亚的王位上也就够了。科普洛对于这一切都了然於心。

科普洛给帕提亚王和他的弟弟提里达特斯的提案，内容如下：


请求罗马的皇帝尼禄承认提里达特斯的亚美尼亚王位，而提里达特斯则以承认罗马的霸权作为交换条件，把亚美尼亚的王位当作是罗马皇帝所赠与的礼物。



当作是罗马的礼物收下，而且要以承认罗马霸权作为交换条件，科普洛知道，这在东方人的观念之中，代表的是服从的意思。科普洛还告诉帕提亚王，帕提亚如果能够舍名而求实，那么罗马方面也非常可能舍实而求名。

从卢加拉斯远征和庞培称霸起算，罗马的亚美尼亚政策实际上已经有一百二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可是这次可以说是个一百八十度改变的大胆建议。我想，科普洛早就心里有数。身处当地的他，应该已经看透，要让一个在罗马接受教育、深爱罗马的王子一直待在亚美尼亚王位上，实在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这项提议在日后看来才觉得他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不过当时并没有实现。渥洛葛瑟斯有著帕提亚人的自尊，不容自己的弟弟成为罗马的服从者。而且，他也害怕他一旦答应之后，帕提亚国内势必会有极大的反对声浪。他回给科普洛的答案是拒绝，所以科普洛只得以军事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司令官下令所有部队往东北方向出发，目标是攻击亚美尼亚王国的首都阿尔他喀什塔。




攻略首都



位于黑海和里海中间地带的阿尔他喀什塔相当於原苏联的南端，现在不过是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个小村庄而已，还住着许多的亚美尼亚人。二千年前，这里可是亚美尼亚王国繁华的首都呢。

科普洛并不是一路进军到阿尔他喀什塔的，沿路上，他将部队分成好几个分队，每一个分队分別以沿路上各地的城堡要塞作为攻击目标，在地毯式策略下，各个击破后，挥军而来。就好像扩大的战线整条移动，形成一个半圆形，朝阿尔他喀什塔包围过来。很明显的，这是为了要让阿尔他喀什塔攻略战能够更轻松地完成而采用的计策。

亚美尼亚王提里达特斯其实老早就放弃防卫首都，还没开战就已经逃亡了。科普洛没有造成流血，就轻松地进入城里。罗马军占领亚美尼亚王国首都的消息，在那一年的年底传回罗马。公民们欢欣鼓舞，以「皇帝」的欢呼颂扬罗马军最高总司令官尼禄。在帝王政治时代的罗马，胜利者的光辉属于皇帝。尼禄、元老院和一般公民们都以为亚美尼亚已经重回罗马霸权之下了。

但是，身在前线的科普洛可没有这么轻易安心，因为提里达特斯虽然逃亡了，但是他背后的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弃，於是科普洛决定继续战斗。他虽然也想要防卫已经攻略下来的阿尔他喀什塔，但是顾及手边的兵力不能再分散，於是他下令照顾居民的生命安全，然后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这是为了让敌人即使有办法回来，也没有东西可供使用。西元58年到59年的冬季，罗马军是在亚美尼亚王国的首都度过的，到了春天，他们纵火烧了这座城市之后，离开了阿尔他喀什塔，目的地是亚美尼亚王国的第二首都提克拉诺科塔。

提克拉诺科塔位居底格里斯河上游，现在属于土耳其境内。古代的亚美尼亚王国西至黑海，东至里海，南边抵底格里斯河，是个幅员辽阔的大王国。从阿尔他喀什塔到提克拉诺科塔的路程，就算直线距离，这西南的位置也有四百公里之遥。虽然要完成司令官职责之一的确保军粮，就已经是件难事了，但是，士兵们斗志高昂。科普洛的战术仍旧和攻略阿尔他喀什塔时一样，采地毯式击破法。而且，攻下王国首都阿尔他喀什塔一事也具有相当大的宣传效果。

由于守备军也是不战而逃，所以王国的第二首都也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之下就被罗马军占领。罗马的军事力量已经在攻下亚美尼亚王国的二大主要都市之后，等于是把帕提亚的势力从亚美尼亚中扫荡一空。这也难怪罗马的中央政府趾高气昂。尼禄决定继续奥古斯都式的罗马传统政策，由罗马选择的王子来继承亚美尼亚的王位。被选上的王子叫做提葛拉尼斯，因为他和东方各王室有著血缘关系，所以在血统上毫无问题，但是亚美尼亚人对于这位在罗马长大的王子却是一点也不熟悉。在当地既没有地盘又没有人脉的基础，换句话说，也就是空降部队。尼禄甚至命令科普洛分出一千罗马军团兵、一千补助兵和五百名骑兵，留下来保护提葛拉尼斯的王位。

如果尼禄以为光靠这些兵力就足以保卫这位空降的国王，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二十二岁的尼禄对于军事也实在太无知了。这项决策不到一年就破绽百出，但是尼禄当时唯一的侥幸，就是夸德拉图斯病逝，而由科普洛接任叙利亚属省的总督。可是，尼禄又犯了指挥系统二分的错误。

到这个时期为止，尼禄的统治被称为「尼禄最初的五年」，算是暴君尼禄初期的德政时代。一般而言，大家都认为他的德政，是因为有塞尼卡和布鲁斯辅佐的关系。持这种看法的，尤以图拉真皇帝为代表，出于五贤帝之一人口中，自然没有人怀疑，但是，我却有很大的疑问。看看这些所谓德政的真实面，这时的罗马帝国，还有很多台伯留和克劳狄斯时代遗留下来的组织和人才，所以帝国才能充份地发挥功能。此外，国内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这也是好运之一。帝国安全防卫上的问题，充其量也只有亚美尼亚一处，这也由于尼禄的政策错误，使得原本可以及早解决的问题，结果却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如果这五年真的是由塞尼卡和布鲁斯负责执政的话，姑且先不谈以替尼禄近卫军团为最主要任务的布鲁斯，我觉得塞尼卡的外交和军事的才华就不及格。

塞尼卡既是哲学家又是文人，在没有经历过军事和外交的情况之下，就成了辅佐皇帝的人，可是也不能够以自己不曾经历过所以不会作为借口。就连现代人还不是一样，虽然没有当过总统或首相，但却都经由选举产生。塞尼卡的确是一流的哲学家、悲剧作家和讽刺作家，但是在政治上，却是二流角色。我所谓的「二流」，指的是只要没碰上需要处理突发状况时，还勉强可以应付的人。

留下记录的人，本身就是知识份子，属文人之类。换句话说，传统中，就是属于那一群跟权力无缘的人。所以，在潜意识中，会对同类抱持好感。就连嘴巴最毒的塔西图斯对塞尼卡也是呵护有加，实在耐人寻味。





在「尼禄最初的五年」之中，塞尼卡对尼禄的影响力，我觉得没有充份地发挥。就像尼禄想要尽快脱离母亲的影响力一般，尼禄和恩师也应该是渐行渐远。也就是说，即使在「最初的五年」中，尼禄也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随着自己的决策来行动。因为，如果恩师塞尼卡的影响力还在的话，替「最初的五年」划上句点的事件，就不可能会发生了。




弒母



尼禄有个怪僻，每当必须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只会想到很极端的解决办法。我想，这是由于尼禄本身的个性相当不成熟的关系吧。





快要二十岁的时候，尼禄爱上了一名女子，她叫做波贝亚·莎比娜，出身普通。祖父是毛姆森所说的「台伯留门下」之一，在确立多瑙河防御线上也有功绩。据说波贝亚颇具姿色，但也称不上罗马第一美人。至於脑筋方面呢，也不算出类拔萃。虽然不像尼禄的母亲阿古力琵娜那么有野心，但是她从来不浪费身为女人的优势。

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和一位有钱的骑士阶级结为连理。已经育有二个孩子的她竟然会和这名男子离婚，原因就在她要和另外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年轻儿子再婚，这名年轻人是皇帝尼禄的玩伴之一欧图，而尼禄爱上的，就是朋友之妻。

尼禄和正室欧古塔薇亚结婚，是在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跟皇帝克劳狄斯的女儿成的亲，算是政治婚姻。他们夫妇俩相当疏离，倒不是因为政治婚姻的关系，而是因为欧古塔薇亚老实无趣，性格灰涩。他第一次爱上的女人雅克缇原本是个奴隸，她是发自真心地爱着尼禄，可是却不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子。尼禄对于这个初恋的女子，不一会儿就厌倦了。就在这时候，美丽动人、身份也适合作皇帝情人，而且最仅得善解人意的波贝亚出现了。

要甩开碍事的家伙，实在再简单不过。尼禄任命欧图出任相当於现在葡萄牙的卢吉塔尼亚属省的总督。虽然欧图是夜夜陪着尼禄玩耍的人物，但是就担任属省总督而言，欧图表现得可圈可点。在长达九年的边陲地带工作中，欧图的属省统治堪称德政。尼禄死后出现三个因争夺皇位而死的皇帝，欧图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除去了爱情的障碍，但是波贝亚并没有答应成为尼禄的情人。并不是因为她爱欧图，而是她不甘屈居於情人的地位。尼禄为此伤透了脑筋。






波贝亚·莎比娜




要扶正波贝亚，就必须和欧古塔薇亚离婚，但是，他的母亲阿古力琵娜坚决反对他和欧古塔薇亚离婚。

阿古力琵娜的说词也有她的道理，因为尼禄之所以能够登基为皇，是因为先帝克劳狄斯收他作了养子，而让他的皇帝位子更加稳固的，就是和先帝的女儿欧古塔薇亚成亲的关系。所以，阿古力琵娜当然不准他们离婚。

不过，阿古力琵娜和令台伯留不快的母亲大阿古力琵娜一样，一辈子最大的依靠，就是她们身上流着奥古斯都的血液。而她一直没有发觉，奥古斯都逝世二十三年之后才出生的尼禄，心里想的「皇帝」条件，是靠「实力」而非「血缘」。

尼禄不知该如何跨越母亲坚决反对离婚的障碍，后来竟以极端的方式来解决。





尼禄选择解放奴隸阿尼克特斯来进行弒母的工作。阿尼克特斯虽然很有能力，但是人品低劣。在被选为执行者时，他担任的是米塞诺海军基地的长官。他也是尼禄少年时期的体育老师之一，一直跟尼禄保持亲密的关系。但是，由于他没有受到阿古力琵娜的重用，所以对于皇太后一直怀恨在心。

谋杀必须要让人看起来像是偶发事件。尼禄接纳阿尼克特斯的建言，命人打造了一艘船底开洞的船，好让它迅速沈没。尼禄四处散播他和母亲和好的消息，说她虽然啰唆，但是不管她有什么缺点，母亲终究是母亲。






尼禄的母亲——阿古力琵娜






（V·马拉诺的素描）




动手的日子也定好了，决定在工人的守护神——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的祭典之日、工人们不用上工的那一天进行。这相当於人人皆知的凯撒遇害日“Idus Martiae”（3月15日）的五天之后，所以是3月20日。当天，尼禄在拿坡里西方米塞诺海角附近巴科里的別墅举办宴会，招待母亲的理由是庆祝女神密涅瓦（希腊文为雅典娜）的生日。

那一夜星光灿烂，二十二岁年轻人亲暱地款待着母亲的画面，在列席的塞尼卡和布鲁斯的眼中，一定是许久不见的安详光景。从別墅眺望大海，在这三月天，竟也是难得的风平浪静，仿佛是在大银盘中盛满了水一般。

过了半夜，儿子送母亲到別墅的码头，让母亲搭船回海边的別墅去。儿子热情地拥抱将搭上船的母亲，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一般。





船果真沈了，但是阿古力琵娜可没有照尼禄的安排淹死。

因为，阿古力琵娜在卡利古拉皇帝时代曾被流放到芬多帖拿岛上，在那一年的流放时间里，阿古力琵娜已经变成游泳健将了。而且，船只沈没的地点是在坡佐里湾之中，这里风平浪静，卡利古拉就曾将船只连在一块，骑马从上头走过。此外，当天晚上的海又特別的静，波纹不生，简直就像是一面镜子。星光灿烂的靛蓝色夜空下，皇太后的泳姿一定相当优美。传闻当她被夜里出海捕鱼的渔夫救起时，还气定神閒，说明自己是皇帝的母亲，命令船只划向岸边。

当阿古力琵娜回到自己的別墅时，发觉到船难事故绝非偶然，而是自己的儿子设下的圈套。不过，她什么也没说。她传来一名可以信赖的解放奴隸，交代一封信给他，要他送去给皇帝。信中写到，船只虽然沈了，但是我只身受轻伤，并无大碍，无须掛怀。





等候母亲死讯而无法成眠的尼禄，看完了这封信之后，不禁乱了分寸。他赶紧传唤塞尼卡和布鲁斯，并向二人自首，哭着问该怎么办。二个人也沈默了许久，但是三个人都认为，阿古力琵娜已经知道一切了。他们也一致认为，从阿古力琵娜的个性来考虑的话，她绝对不是那种不会计较的人。这下子可不能坐视不管了。塞尼卡提出建议，干脆叫近卫军去把她杀了。但是，布鲁斯说，没有近卫军的士兵会拿着剑，朝向日耳曼尼可斯的女儿的，於是，这个建议也就作罢。结果，还是以弥补失败为理由，让阿尼克特斯再次执行。这时候，东方已经是鱼肚白了。

首先，将阿古力琵娜的解放奴隸传唤到众多佣人面前，说他是受了阿古力琵娜的命令，要杀害皇帝，在他能够辩驳之前，就把他杀了。这位解放奴隸也带着短剑，而这柄短剑就成了证物。

之后，阿尼克特斯率领一队部下，向阿古力琵娜的別墅而去。他们抵达別墅之后，就把別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把佣人们赶出去。在寝室中休息的阿古力琵娜看见闯入的男子们，一点也不慌张。她也没从床上坐起，只说，如果是儿子要这些人来问候她的话，就转告儿子她的伤已经恢复了。

阿尼克特斯和他的部下围住了床，阿古力琵娜也觉悟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她边说边用手指著腹部道，要杀我，就往这孕育尼禄的地方刺。一瞬之间，不仅腹部中剑，连全身上下都受到众多的剑所刺。

从坡佐里、巴伊亚、巴科里到米塞诺海角的海岸地带，全是罗马上流社会人士们的別墅。阿古力琵娜的遗体在入夜后，悄悄地被搬运出来，草草地火化，然后由勇敢的奴隸们挖墓，把她埋葬在里头。曾是皇帝的妹妹、皇后，又是皇太后的坟墓，尼禄是一次也不曾来过。





塞尼卡好不容易才以国家叛乱罪的名义，公开了处死阿古力琵娜的事实。元老院和一般公民心里头当然不会相信，但是因为他们对于阿古力琵娜也没什么好感，所以就装出一副相信的模样。

不过，不管理由为何，弒母对于重视家庭的罗马人来说，是违反伦常的大罪，尼禄当然也了解，所以他非常害怕元老院和一般公民的反应，好一段时间不敢接近罗马。他在百般迷惘之后，决心返回罗马，没想到公民们并没有表露敌意，甚至还热烈欢迎，这才让他胸口的石头掉了下来。

至於和欧古塔薇亚离婚、和波贝亚再婚之事，尼禄也没有立即进行。公民们相当同情欧古塔薇亚，而且，在罗马，没有生育并不构成离婚的理由。至於波贝亚，可能已经认同自己的情人身份，相信终究有一天会被扶正。所以在阿古力琵娜这个障碍物去除了之后，他们的情人关系还持续了三年之久。或许是塞尼卡建议暂时不要刺激民意的提案奏效的关系吧。不过，杀害母亲后心中所受的创痛，尼禄比任何人都要来得深。二十二岁的尼禄，每晚都被亡灵骚扰而无法成眠。

亡灵有二种，一种是第三者也看得见的，另外一种则是只有当事人才看得见。前者的典型例子，就像哈姆雷特看见父王的亡灵，而后者的话，就像是布鲁图斯看见凯撒的亡灵一样。让尼禄辗转难眠的，应该是后者吧。因为，当佣人们听见尼禄的哀号而跑去的时候，什么也没看见。尼禄在元老院的会议中，批评母亲派遣解放奴隸来刺杀自己，为的是要实现她统治帝国的野心。议员们也仿佛非常认同似地聆听，可是，尼禄自己就无法装出一副认同自己说法的表情。对尼禄而言，重建自己的精神状态，比跟妻子离婚、跟情人再婚都还要来得重要。

对于陷入慌乱的人来说，往往会收到许多忠告，要他回到原点，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并且要实际行动。尼禄跟当时的罗马知识份子一样，喜好希腊文化。除了尼禄以外的罗马人，就连希腊文化造诣极深的塞尼卡，纵使爱好希腊文化，也不曾感到引进希腊文化的精神、让它落实到罗马人生活之间会有什么必要性。不过，尼禄的怪僻，就是喜欢走极端。尼禄打从心底认为，应该引进希腊文化，让它落实扎根，以改变罗马，成为文化国家。





要把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美术馆中罗马皇帝肖像的制作时代加以区分，其实非常简单。因为，以喜爱希腊文化而著名的哈德良（Hadrianus）皇帝是最佳的分界线，在他之前的皇帝没有留胡子，而在他之后的皇帝们则都蓄有胡子，自然一目了然。像是苏格拉底和伯里克利等，希腊人习惯留满脸的胡子，但是罗马人却没有这种习惯。罗马的男性们必须将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地，才算是成年男子的仪表，就算他们尊重希腊人在哲学、美术或文艺方面的才华，但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他们是非常瞧不起希腊人的。在表现与希腊人划清界线的气魄之中，把胡子刮干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哈德良以前没有留胡子的皇帝之中，唯独尼禄例外，但是，可能是因为他年纪轻的关系，他留的胡子也实在算不上多，顶多就是盖住下巴附近而已。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想见他努力模仿希腊人的模样。看看他在货币上的肖像，在他刚登基的时候，也是没有胡子的。下巴一带有几根小胡渣的肖像，也是在他决定弒母时期的产物，这跟他爱好希腊的特质浮上台面的时间刚好吻合。




「罗马奥运」



西元60年，母亲去世已经一年了；而这一年也是尼禄将他準备了一年的工作，开始在首都罗马推动的头一年。

尼禄準备了一年的工作，正式的名称叫做“Ludi quinquennali”（五年一次的运动会），但是一般人都称这项活动为「尼禄节」，等于是将希腊的「奥林匹亚运动会」移植过来。尼禄喜欢希腊，而也喜欢新奇的事物，所以为了和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亚运动会做区隔，他就把罗马的运动会改为每五年举行一次。

号称在西元前776年第一次举办的「奥林匹亚运动会」的竞技项目中，除了现代奥林匹亚运动会的田径项目之外，还有拳击和摔角等项目，出场的比赛选手都是男性。在现代奥运最后一天举行的重头戏马拉松，由于是近代的产物，所以在古代是没有马拉松的，相对地，古时比赛的最后一天让观众们最为疯狂的比赛项目，是四头马车的战车竞驰。

战车竞驰不像一般的竞赛项目只要一躯肉体就可以参加比赛，要出场，是得花上大把银子的，所以，参赛者自然是以名人居多，这也是受欢迎的理由之一。苏格拉底时代获胜的雅典政治家阿西比雅德得斯仿佛就像凯旋将军一般，受到祖国人民热情的欢迎。在奥运会中获胜，对于阿西比雅德往后的政治生涯有著无比的助益，这足以表示，奥运中的优胜者被当作英雄崇拜，无论是在古代或现代，都是不变的事实。

在罗德斯岛隐居时的台伯留也参加过奥运，同样也获得优胜。尼禄的外祖父日耳曼尼可斯也是享有月桂冠荣耀的人物之一。他们俩属于罗马的上流阶级，也都曾到希腊的奥林匹亚参加战车竞驰项目。但是，即使在台伯留当上皇帝之后，也没有想到要把这项比赛移植到罗马来。

尼禄不但是想，而且还付诸实行。他认为，罗马帝国的男子必须要像古希腊男子一般，努力锻鍊肉体，并且在每五年举办一次的比赛中，在众人之前展现成果。

尼禄还认为，除了体育的竞技之外，合并举办诗文和音乐的比赛供一般罗马人参与，这才算是真正的移植希腊文化。让一般人浸淫在希腊文化精髓的诗文和音乐当中，罗马帝国才能转变为文化国家。尼禄本身也是爱好诗文音乐更胜政治军事，而且他相信自己在这方面深具才华。爱好者与创造者之间未必是等号，而尼禄可能跟一般的爱好者一样，以为这两者之间是必然的关系。其实，宣扬文化国家，热心移植文化，努力进行交流，这些都是爱好者比较胜任的事项。

尼禄举办的「罗马奥运」可说是在盛况之中落幕，诚如一般人称之为「尼禄节」一般，这个大庆典用到了罗马所有的公共建设：大竞技场、梵谛冈竞技场、庞培剧场、马尔凯斯剧场及巴尔布斯剧场，整个罗马都变成了会场，不收入场费。参加比赛的都不是专业人士，而是业余的选手，所以自有业余者比赛的乐趣存在。尼禄为了炒热会场气氛，甚至还组织了「皇帝团」的啦啦队。庆典的目的，可以说是完全达到了。

不过，要让罗马人了解竞技本身的美或是需要每天不断锻鍊才能达到的这件事，似乎不容易。尼禄兴建了“Gymnasium”（体育馆），但是前来的都只有青少年，却无法吸引成年男子。尼禄心想，既然如此的话，就在体育馆的旁边盖一座罗马式浴场好招徕民众，这浴场里头，不仅有入浴的设备，连按摩室、游憩室都一应俱全。成年男子们虽然来到浴场，却仍旧没有人前去使用体育馆。对罗马人而言，肉体的训练是为了要替成长为大人做準备，既然已经成人之后，就不应该热中於此。

原本这「尼禄节」应该是可以和奥运会相庭抗礼的罗马竞技赛，但是在后来只有事隔五年后再举行过一次，就因为尼禄之死而一同被遗忘。体育馆的命运亦复相同，最后也被拆除重建为其他的用途，只有浴场还一直保留下来。





最耐人寻味的，就是尼禄倾倒於希腊式的美学，但是他自己的身材丑化的程度竟与之成正比增加。

十七岁成为皇帝的尼禄，有著圆圆的可爱脸蛋，但是刻在货币上的肖像，却是越来越痴肥。举办「尼禄节」时的他，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可是他脖子臃肿的状况可真是异常。应该有不少罗马公民会认为，尼禄本身比任何人都更需要锻鍊自己的身体吧。

年纪轻轻就如此异常地痴肥，这一定跟体质有关，再加上尼禄的心根本不在与肉体美无关的政治上，而在非常重视肉体之美的希腊精神上。有时候我会想，要在矛盾和挫折之中求取这种精神平衡，实在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






肥胖之后的尼禄




「尼禄节」的隔年西元61年，罗马帝国边境发生许久未有的骚动，不列颠人群起反抗罗马。另外一个边境的问题，还是亚美尼亚与帕提亚的问题。这些骚动发生在帝国的西端和东端，并没有影响整个帝国的和平，但是，尼禄是维护罗马帝国安全的最高负责人，唯有负责尽职，才有资格被称为「皇帝」。就算一般老百姓可以对这种局势毫不关心，但是皇帝可不能这样。应变措施虽然是现场指挥官的责任，但是思考根本的解决之道，却是皇帝的工作。

由二十四岁的皇帝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处置结果来看，不列颠方面做得相当妥当，但是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却是一大败笔。幸好，后者的失策并没有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为了后者的问题，需要更长的岁月和科普洛的出面解决，不过，最后这个问题却成为尼禄外交策略成功的一个范例。




不列颠问题



侵略他国、烧杀掳掠、为所欲为后撤退，这种强盗类型的军事活动，可以很快结束。不过，如果是进攻其他国家之后，不仅占领土地，还把当地的居民纳入自己的世界之中，这种目的的军事活动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首先，要以军事力量称霸的话，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完成，这是为了避免被征服者的敌意随着战争状态的延长而增加的缘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投入大量军力，赶快分出胜负；派遣些微的军力慢慢地推进，这对进攻者和被侵略者而言，都不是好事。马基维利也说，要做坏事，必须一鼓作气。侵略其他民族时，这种恶行也应该在短时间内完成，然后充份地进行战后处理，这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而言，都会带来比较好的结果。当然，我们这里并不讨论主张任何侵略都是罪行的理想主义。历史，其实就是侵略史的串演，换句话说，就是人类恶行的串连。这就是人性的现实面，而如何将恶行所带来的伤害降至最低，就需要人类发挥智慧了。

罗马人「恶行」之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朱利斯·凯撒侵略高卢的事件。他认为等候元老院的决策只是浪费时间，於是四处借贷，自掏腰包组织十个军团，耗费八年的时间，完成了称霸高卢的大业。在凯撒的时代，军团还没有补助兵部队的制度，所以十个军团表示只有六万名兵力。扣除高卢战役中的死伤人数，总人数大概只有五万左右，不过，他们可是历史中屈指可数的名将凯撒手下的精锐部队。八年的高卢战役之后，战后处理又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凯撒的战后处理政策，不是采取报复行径，而是保留现有的支配阶级以及部族的区分，并把罗马公民权赋予被征服者，许可部族内部的自治权。他也不强迫被征服者使用拉丁文，风俗习惯也可以保持如以往一般，甚至还以保护高卢民族免受日耳曼民族的威胁为己任。至於在属省稅和关稅方面，也基於他们是落后地区的关系，短期内征收稅率都比其他属省为低，希望借此能提升此地的经济实力。

高卢号称罗马统治下的模范生，并不是因为高卢民族的独立心薄弱，而是他们被吸收到罗马世界之中后，格格不入的情况比较少。历史学家毛姆森写道，高卢人都不称自己为高卢人，而说自己是罗马人。高卢罗马化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凯撒「恶行一鼓作气、善后充份考虑」观念下的产物。

不过，罗马人在不列颠的做法，却是和高卢完全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决定征服不列颠的克劳狄斯皇帝对于军事一窍不通的缘故。

当初投入四个军团征服不列颠，不久之后，兵力就减为三个军团，之后的征服活动，就只剩下二个军团在持续进行。还好有补助兵制度，然而，二个军团的一万二千名兵力，还有多一倍的辅助力量，不过也就是二万出头。要说到其中的精锐部队，大概还不到一万。这跟凯撒的五万大军比起来，真是落差甚巨。这种落差，从高卢称霸花了八年，而不列颠称霸花费了十八年却还没有结束的事实中可以获得印证。这个责任不在前线的指挥官身上，而是身处罗马的皇帝战略上有问题。

当时每二、三年就得交接的司令官所能做的，就是慢慢地扩张征服的土地，让除役的士兵们移入之后，建设殖民都市，并和以往的地方自治体形成统治属省的「核心」，都市之间并以罗马式的街道连接起来。这种做法是罗马的传统，并无不妥，只不过，这种做法太过旷日费时。

西元61年发生的不列颠反罗马的骚动，并不是发生在尚未被征服的所在地，而是在和罗马树立友好关系的地方。所以，这个暴动只证明了罗马在统治不列颠上的失败。

带领不列颠人发生暴动的头目，是一名女子，她是原本与罗马缔结友好关系的部族酋长的未亡人，叫做布狄卡。其实，暴动也不是由她发起的，她只不过是被推出来当作头目而已。当然，推选她出任头目，也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布狄卡的二个女儿都遭到罗马人强暴。

凯撒在高卢战役之中，虽然称不上强暴，但是他和被征服者的女性之间，也曾发生过关系。不过，不知道为了什么，被征服者竟然没有因为这种行径而发起反罗马的活动。凯撒也没有隐瞒这个事实，还将罗马公民权赋予该名女子的父亲（可能是因为女子父亲原本就是属于支配阶级的关系），甚至连自己的家门名称朱利斯也颁给这个家庭，以作为「补偿」。尼禄的治世已经在凯撒时代的百年之后，此时竟也有一名叫做盖乌斯·朱利斯的日耳曼人部族酋长，声称自己是凯撒的子孙。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播的种，只要双方满意，就不会酿成问题。不列颠就是因为摆不平，所以才会爆发暴动。

当然，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台面上的说词，真正的原因如下：

首先，由于不列颠尚未完全被征服，对于手下败将的不列颠人，罗马人表现出来的征服者模样还远超过应有的节制。其实，这也难怪，因为昨日的敌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联合新敌人来对付自己，面对这种对手，实在很难当作盟友来看待。称霸大业越拖越久，问题也就会在这里呈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就在于钱。倒不是百分之十的属省稅过高，而是为了要缴纳稅金时还得另行举贷，而这借贷的利率却高得离谱。本国义大利中有法律规定利率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二，但是在属省却是可以随意设定。而不列颠这块落后地区的金融业者，偏偏全部都是罗马人。

共和政治时代末期，布鲁图斯在属省从事放利率达百分之四十八的高利贷行为，西塞罗对此曾留下书信表示愤怒；在逐渐要成为罗马霸权之下的不列颠，这种高利贷想必也是横行无阻。由于尚未完全成为罗马的控制范围，所以在这种地区借钱给他人，相对地也要负担相当的风险。风险越高，利率也就越高，这是经济上的逻辑。遏止这种情况的扩大，是「战后处理」这项政治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但是对于从来不曾在前线指挥过的克劳狄斯皇帝或尼禄皇帝而言，他们都没有察觉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传闻尼禄的辅佐官塞尼卡能够累积钜额的财富，就是因为在不列颠投资高利贷的关系。皇帝最亲近的人尚且如此，所以要他们遏止经济的恶性扩张，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因为没有人遏止，所以在不列颠放高利贷的人真是享受到了暴利，而这些人都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金融业者。不列颠人的怒气不仅是朝向了金融业者，当然也会对整个罗马人感到愤怒。认为罗马人只把不列颠人当作是搾取的对象，这么一来，跟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到头来只变成后悔的原因。正好就在这时候，出任不列颠属省总督的史维特尼斯（不是《皇帝传》的作者）率领一半的不列颠驻军，大举扫荡死守摩纳岛（现在的盎格鲁西岛）的杜鲁伊德斯教祭司和信徒。当时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发动暴乱的不列颠人攻击移民现在科切斯特的罗马除役官兵，血洗这座城市使得暴民更加疯狂，甚至还消灭了一个出动前来的罗马军团。不列颠属省的首都科切斯特不仅陷入敌手，外带一个军团被歼灭，这种惨状让罗马军的指挥官失去了冷静。军团长和皇帝财务官等人虽然向史维特尼斯发出立即返回的救援命令，但是也没有等候史维特尼斯率领的军团从盎格鲁西岛返回，就越过多佛海峡，逃往高卢去了。

罗马方面的军事力量呈现真空状态，再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挡暴动者的怒气了。不仅是罗马人，就连和罗马人有著友好关系的不列颠人都被杀害，老弱妇孺也不得幸免。这时期被杀害的人数，传闻达七万人之多。这是因为不列颠人没有将俘虏当作奴隸贩卖的习惯，所以投降者一律都被处死。

总督史维特尼斯能够使用的兵力，只有一万左右，再加上高卢并没有罗马驻军，所以要等待救援，要不就是要从莱茵河派来，再不就是等西班牙的罗马驻军前来。在这紧要关头，已经无法再慢慢等待。史维特尼斯决定要采取在平原上布阵、正面对决的战术，这是未开化的不列颠人最不擅长、却是罗马军最容易施展的战术。

战果就如历史学家塔西图斯评论的一般，「不愧为昔日武将之后」。八万以上的敌军尸体，填满了整个战场，而战友的损失几乎是零。应急措施到此算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轮到身处罗马的尼禄上场了。





尼禄先是下令，从负责防守莱茵河的军队中，拨出二千军团兵和八个大队的补助兵以及一千名骑兵，移往不列颠，人数约在一万一千名之谱，为的是要弥补被歼灭的一个军团的实力。同时，尼禄还指派解放奴隸波里克雷特斯前往不列颠视察现况。原本是奴隸的特使驾临，难免成为亲罗马派的不列颠人的笑柄，但是这波里克雷特斯倒是一位称职的视察官。尼禄依据他的报告，大幅度地改变不列颠的统治策略。

改革的详细内容并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但是很明确的是，尼禄没有采取任何的报复措施。而且，尼禄以此为机会，将征服者罗马人对被征服者不列颠人的态度，做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尼禄又将史维特尼斯召回罗马，改派贝特洛尼斯为新任总督，前往不列颠。虽然史维特尼斯在绝望的情况之下做了最大的努力，对他实在有点不公平，但是人事的调动，对于让不列颠人感到罗马统治方式的改变，是最有效的做法。

果然在往后的四百年之内，不列颠人反抗罗马的情事，几乎可以说是不曾再发生了。当然，罗马方面的称霸大业也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不过，就现今英格兰与威尔斯地方而言，当时的不列颠人已经被纳入「罗马和平」的世界之中了。至於杜鲁伊德斯教象征的克尔特文明，从这个时期开始，也被逐出不列颠而逃往爱尔兰，在那里落地生根。在英国与爱尔兰分为新教与天主教之前，早就已经分化为罗马世界与非罗马世界了。




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



在不列颠的统治政策上，尼禄虽然做了适当的处置，但是在处理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上，就很难举出他成功之处了。我想，这可能是由于这两个问题的性质本来就不相同的缘故。不列颠问题不过是帝国领域中一个地区在统治上出了状况，但是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却是整个帝国安全防御上的问题。

或许该说是早知如此吧，罗马让提葛拉尼斯这个空降部队担任亚美尼亚之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证明是个错误的人事安排。亚美尼亚是否会被帕提亚夺回，抑或是会继续亲罗马，这将左右罗马帝国东方防御系统的功能。而亚美尼亚问题处理的妥当与否，将会影响到是否会与帕提亚发生全面战争。尼禄在面对这个问题时，眼前有三个解决方案可以选择：


（一）如果没有其他适任人选，就只好以罗马的军事力量来保住提葛拉尼斯的王位。




（二）亚美尼亚王国的二个首都都已经在罗马的掌控之下，干脆就把这问题绵延不绝的亚美尼亚王国变成罗马的属省算了。




㈢接纳叙利亚总督科普洛的建议，承认帕提亚王之弟提里达特斯就任亚美尼亚王，但是要他以宣誓服从罗马皇帝作为交换条件。



如果选择（一）的时候，最令人不安的，就是提葛拉尼斯这个平凡人物的能力问题。

如果选择了（二）的话，代表罗马直接统治的属省化，在亚美尼亚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一件工作。这跟将未开化的色雷斯王国纳为属省完全是两回事；亚美尼亚王国是属于波斯文明圈的文明国家。罗马要将文明度极高的国家纳为属省时，会给与它极大的自治权。亚美尼亚原本就比较亲帕提亚，如果给了它像希腊或叙利亚等希腊裔都市的大幅自治权，那么很可能，这个属省终究不过是徒具其名而已。

尼禄也没有勇气采用（三），因为这将是要把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要维持与帕提亚的友好关系，尼禄也知道㈢是最有效的方案，但是尼禄害怕元老院和一般公民会反弹，说承认帕提亚王的弟弟出任亚美尼亚王位就等于让罗马的权威扫地。

尼禄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有几个条件帮助他做决定：


（A）亚美尼亚的上流阶级中，自古就分为亲帕提亚派与亲罗马派，现在二个首都已经在罗马的控制之下，罗马方面大可仰仗得势的亲罗马派人物的势力。




（B）首都是国家的重要据点，手中掌握了二个要塞，罗马在军事上显然占有极大的优势。




（C）绝大多数的公民也希望将亚美尼亚纳为属省，这将可扩大罗马帝国的领土。



结果，尼禄采用的策略，兼并了（一）与（二），如果能守住提葛拉尼斯的王位，那就作罢；如果没办法达到时，就将亚美尼亚纳为属省。不过，这种做法只增加了与帕提亚发生全面冲突的可能性。

在得知这项决定之后，科普洛向身在罗马的尼禄建议，必须派遣一位只负责亚美尼亚战线的司令官，尼禄接受了这个建议，於是任用信仰以军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贝图斯为司令官。

西元62年刚刚上任的贝图斯，在尼禄的命令之下，获得三个军团的力量，其中包括二个从莱茵河移师过来的军团，再加上补助兵以及同盟国的参加兵力计算的话，人数就超过三万。另一方面，科普洛也拥有三个军团的兵力，而他只负责完成叙利亚属省总督的任务。换句话说，幼发拉底河以西的部分由他负责全面防守，阻止帕提亚军向西进攻。科普洛致力强化幼发拉底河西岸地带一连串的要塞，这一来，罗马在这块地区的防御线可说是变成了铜墙铁壁。这种战略，将军事力量一分为二，从两边包抄帕提亚，看起来似乎非常合理而妥当。

但是，既然大家都认为帕提亚王将会亲自出阵，那么，如果这地区的罗马防御固若金汤的话，帕提亚王所率领的大军箭头，自然会避开西边的罗马防御线，而指向贝图斯率军集结的西北部。尤其是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的本意并不在与罗马开战，而是希望能确保亚美尼亚的王位给他的弟弟提里达特斯，因为他的弟弟把帕提亚的王位让给了并非嫡出的自己。天底下没有哪一个蠢蛋会故意拿头去撞铜墙铁壁的。

连我这个从来没有带过兵的人都能够想像了，当时最伟大的武将科普洛不可能没有预见到结果。也或许是科普洛明知结果，却也故意要看看贝图斯有什么本事吧。很多人是属于没有亲自体验就无法理解事情真相。

不过，这时候大多数的罗马人几乎都认定贝图斯将战胜帕提亚军，让亚美尼亚名副其实地成为罗马的领土。民众大多是喜欢利多消息的。如果在西元62年时就有民意调查的话，这时的尼禄皇帝支持度应该相当的高吧。这位年轻的皇帝虽然偶尔会有奇异的行径让众人跌破眼镜，但是像他在处理不列颠问题时的确切安排，以及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时的果断决策，公民们一定认为他有足够的资格胜任统治帝国的最高负责人角色。只要能够完成最高负责人的工作，就算行径异于常人，也不过就是茶余饭后的笑柄罢了。





供水给首都罗马的水道，各有各的水源。一般而言，水源大多是泉水湧出的水池，而罗马人就把这些水池当作是神圣的所在，禁止在其中游泳。当然，神圣的水池不过是表面上的说词，其实，为了保持饮用水的纯净，才是真正的目的。

偏偏，尼禄就在这神圣的水池中游泳，但是，毕竟是泉水，所以温度很低。游完泳的当天晚上，尼禄就发高烧而昏倒。虽然在几天之后就奇蹟似地康复，但是首都罗马的居民们早就傻了眼。尼禄在学到教训之后，再也没有犯下同样的错误，而公民们也没有对他产生抱怨，反而认为这是他年轻活力的展现，对尼禄更具好感。

不过，高支持率经常也和陷阱纠葛在一起，所以就需要更高的自我克制能力，偏偏控制自己是尼禄最不在行的部分。而且，就在这个时期，尼禄失去了两名能够不计较私利私慾而直谏不悔的人物。




塞尼卡下台



首先是近卫军团长官、在尼禄身边守护的布鲁斯病逝。后代盛传布鲁斯之死是授命於尼禄，但是从他的症状来看，可能是死于咽喉癌。不过，布鲁斯之死，促使塞尼卡也萌生退意。

就连和塞尼卡一样以文笔著称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也写道:「布鲁斯之死决定了塞尼卡权力的衰退。」

虽然塔西图斯和塞尼卡一样，文笔上的造诣极高，而且也都是元老议员，但是他的经历中，充其量不过就是担任过属省的勤务，这跟辅佐皇帝、肩负国家政治要务在身的塞尼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身处帝国中枢，所以塞尼卡才能体认知识份子在这个岗位上影响力能够发挥的极限。

知识份子如果只是单纯的知识份子，就绝对没有实权，不过倒是可以发挥影响力。话说回来，影响力要发挥，也得要有人愿意接受才行。就好比没有了读者，作家也就不存在了。

塞尼卡是哲学家，也是悲剧作家，从尼禄十二岁开始，他就在尼禄身边工作了十四个年头。刚开始的六年是尼禄的老师，之后八年是尼禄的辅佐官。不过，在尼禄登基为皇之后的岁月里，塞尼卡并没有能够一直发挥他的影响力。图拉真皇帝称之为「刚开始的五年」，但是我总觉得尼禄的自立可能还要从更早以前就开始了。尼禄的母亲阿古力琵娜没有能够了解到她的儿子尼禄旺盛的自立心，但是塞尼卡应该很早就发觉了。换句话说，「作家」塞尼卡在「读者」尼禄的成长过程中，了解到尼禄已经逐渐开始不再注视著自己了。

即使如此，塔西图斯所说的「塞尼卡的权力」仍旧相当大。身为庞大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重担，就连非常具有贵族气息的台伯留皇帝也会偶尔吐吐苦水，也让克劳狄斯皇帝耗尽精力。尼禄喜好音乐诗词更胜于政治军事，所以有很多的领域就交由他人负责，而替他执行的，就是塞尼卡。我们可以从许多的法案中得到证实，这些法案都是以尼禄提议为名，目的是在获取元老院的支持。而塞尼卡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些「权力」，自然是尼禄皇帝许可他这么做，同时也是因为布鲁斯支持塞尼卡的缘故。

不论塞尼卡在内涵上多么出类拔萃，但是他毕竟是出身於西班牙属省，也没有罗马名门贵族必备的祖传“Clientes”。这些“Clientes”，其实就像是后援会一般的组织。这头荒野一匹狼之所以能够纵声咆哮，完全是因为掌控驻守在义大利本国唯一军事力量，即近卫军团一万名兵力的布鲁斯眼光锐利地监视著四周的关系。

不论是哪一种权力，拥有权力者总会被没有权力的人批评，而且对于权力者的批评，往往都是在他露出破绽的时候，才遭受密集的攻击。在布鲁斯死前，塞尼卡就已经开始受到攻击，这一定是因为元老院看穿了尼禄已经逐渐脱离了塞尼卡影响范围的缘故。在不列颠放高利贷的人又不只塞尼卡一人，但是塞尼卡却像是被杀鸡儆猴般地批评，仿佛他就是不列颠暴乱的元凶。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布鲁斯又撒手人寰。塞尼卡了解到他脚下的地基已经开始松动了，如果还要死缠著尼禄，演出荒野一匹狼悲惨的结局，实在有违知识份子塞尼卡的知性，於是他选择了退隐，回归到平凡的个人身份，重新开始他的执笔生涯。这时候的塞尼卡，也已经步入六十多岁、接近七十岁的年龄了。

现代的研究学者之中，有人认为塞尼卡是因为身为知识份子，无法忍受尼禄的暴政，所以才以布鲁斯之死为借口，离开政坛。但是持这种理论的人，基本上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知识份子。所谓的「知识份子」，不仅是探索「知识」，更是选择以「知识」来一较长短的人。既然是要分出胜负，一旦了解自己势必输了这一局的时候，当然会自行退出。

再加上截至这个时期为止，尼禄的统治工作上，虽然有因对战略无知而造成的失策，或是因为个人的偏执而举行的「罗马奥运」等例子，但是这都不算是暴政。元老院议员们也没有任何的阴谋在进行，公民们也没有发出不满的声浪，边境上的驻守军团更是没有任何反抗的举动。塞尼卡要比现代知识份子所认知的他来得坚强，而他竟然会选择退隐，我坚信是由于他了解到自己所处位置的地基开始崩坏的关系所致。





塔西图斯所著的《年代记》中，记载了恩师与弟子告別的场面。摘要而言，塞尼卡向尼禄说道，自己的任务已了，希望回归平凡，而尼禄则感谢恩师以往的贡献，并祝恩师安享天年。姑且不论这段对话的真伪，就算是真有其事，那也都是在表演。塞尼卡当然希望以公开的方式来向尼禄说明退隐的原因，而尼禄也自然必须对结束长年的关系表态。六十六岁的恩师和二十五岁的弟子，心平气和地分开了。

不过，这么一来，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对自我控制能力薄弱的尼禄直谏不悔了。此时的尼禄正因为迅速解决了不列颠问题，以及决定以军事力量积极介入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而获得公民最大的支持。

布鲁斯已死，而塞尼卡又归隐，不久之后，尼禄就与欧古塔薇亚离婚，随即和他的情人波贝亚结婚。对于离婚的欧古塔薇亚，还处以流放之刑，甚至到了流放的岛屿之上，还命人将她杀害。传闻尼禄之所以要杀害欧古塔薇亚，是因为他害怕一般公民会同情欧古塔薇亚，对离婚表示愤怒，进而采取示威抗议的手段来支持欧古塔薇亚。不论如何，尼禄这下子的污名，可是在弒母之后，再加上杀妻一桩。

这个杀害清白妻子的案件，并没有因为尼禄背上污名而落幕。尼禄的皇帝权威和权力，是在成为先帝克劳狄斯的养子，并和其女欧古塔薇亚结婚、生育儿女的前提之下，才能拥有他的正当性的。两人都还没有生儿育女之前就和欧古塔薇亚离婚，等于是失去了他的正当性。阿古力琵娜之所以反对，就是基於这个理由，而且就奥古斯都定下的「血脉相承」体系而言，阿古力琵娜的反对是正确的。但是，尼禄甚至把证明身上流着奥古斯都血液的阿古力琵娜给杀了。尼禄的皇位正当性，越来越薄弱。波贝亚当上皇后之后，却被一般公民所厌恶。她虽然不像阿古力琵娜一样，是个野心家，但却是极尽奢华的女子。不过，不幸在凡事顺遂的时候，是不会浮现出来的；只要稍有不顺，才会演变成导火线。好不容易才能跟心爱的女人成婚，春风满面的尼禄当然没有察觉到自己抱了一颗炸弹在身上。

二十五岁的尼禄可能相信自己的「实力」可以不需要「血缘」的后盾，但是，这其实代表的，是元老院、公民和军队都将以更严格的标準来替皇帝实力的成果打分数。




罗马军投降



抵达东方上任后的贝图斯依照尼禄的命令，将手下所有的军队都投入亚美尼亚，但是，贝图斯犯了二个错误，一个是将军队一分为二，一个是疏忽了确保军粮补给路线。尽管如此，罗马军一路走来还算顺遂，从该年年底贝图斯送回罗马的报告内容来看，仿佛已经将整个亚美尼亚征服了似地。尼禄深信不疑，还下令兴建纪念碑庆祝战胜帕提亚。

不过，当贝图斯的报告还在地中海向西前进的时候，局势有了转变。帕提亚王亲自领军的大队，竟然突袭贝图斯率领的罗马军，而贝图斯手边的兵力，因为一分为二的缘故，所以剩下不到二个军团。

罗马的尼禄又和西元55年一样犯下同样的错误，在西元62年时又将帝国东方的指挥系统二分。贝图斯与科普洛的地位和权限不分轩轾，二人所掌握的兵力也不相上下，这么一来，原本应该第一优先的战略就发挥不了作用。而且，贝图斯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又将手下的兵力再分为两半。帕提亚王之所以会猛攻这一点，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贝图斯率领的军队果然饱嚐败北的滋味，再加上军粮不足，所以逃回了冬营基地，可是，营区也被敌军包围。帕提亚王不是光包围就好，还猛攻不舍，所以贝图斯只得差遣部下快马送一封求救信给科普洛。

得知友军深陷危机，科普洛也将手下的部队分成两半，不过，他的分法是按照一贯的战略而做的。首先，他不仅下令其中的一半死守幼发拉底河的帝国防御线，还命令将船只连在一起，形成浮桥，并在东岸的帕提亚领土上兴建要塞，只要一有命令，就立即能够进攻帕提亚本国。同时，他也开始準备充足的军粮，毕竟这次的远征，是要深入敌人之地，而且还是在严冬来临之前。罗马军号称以「军备补给站的方式」战无不克，而属省出身的科普洛比义大利本国出身的贝图斯还要忠实地执行了罗马的这项传统。汇集而来的大量小麦，装在众多的骆驼背上。科普洛率领的罗马军，从叙利亚一路沿小亚细亚东侧北上，朝亚美尼亚迈进。

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有了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此时的科普洛故意让援军晚到，但是在对科普洛有极佳好感的塔西图斯笔下，他却记载着科普洛以救援友军胜过征服亚美尼亚为目标，砥砺官兵，并且站在部队的前导地位，日夜兼程北上。不过，贝图斯仍旧不知科普洛已在接近之中。或许是科普洛派出的信差被帕提亚军逮捕，而无法完成使命吧。不论如何，四面受敌的贝图斯的确过早放弃。他向帕提亚王投降，帕提亚王也接受了他的投降。其实再过三天，科普洛的援军就抵达了。





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大概没有想到会获得这意外的礼物吧。虽然这次的战役规模根本还称不上战斗，但是却重写了帕提亚对罗马的全胜纪录。对投降的贝图斯军给与宽大的处分，就反映了帕提亚王的心情。更何况，渥洛葛瑟斯压根儿就没有打算正面和罗马开战。

帕提亚王并没有要求贝图斯的军队解除武装，但是却马上运用罗马军团最为自负的土木工程能力，要他们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兴建桥梁。帕提亚方面提出的另一项条件，是要求罗马军队从亚美尼亚境内全面撤军。贝图斯只得接受。

向西南方撤退的贝图斯部队，和北上行军的科普洛军队，在幼发拉底河岸边相遇，地点就在罗马军团受命兴建桥梁处不远的河流下游。看见了心怀屈辱而表情僵硬的贝图斯军队的士兵们，科普洛军的同袍报以同情之泪，走上前去相互拥抱，安慰他们的不幸遭遇。

跟士兵们截然不同的是，司令官们在悻悻然的气氛下结束了短暂的会面。

科普洛原本打算在维持军事优势的状态之下，促使帕提亚王簽订和平协议，但是因为这次的败北而使得前功尽弃，不禁抱怨连连。相对地，贝图斯反驳道，帕提亚王不可能一直留在亚美尼亚，只要等候时机来个绝地大反扑，亚美尼亚又会重回罗马怀抱，所以局势一点也没有改变。

科普洛於是毫不留情地说道，我没有接到尼禄指示我进攻亚美尼亚的命令，我的任务是保卫叙利亚属省，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是由于无法坐视友军的困境。而且，这一带的地势有利于敌军的主力骑兵发挥，能够平安地抵达这里，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

二位司令官的会面到此结束，贝图斯率领部队回到卡帕杜西亚，而科普洛则是带着军队折返叙利亚。





回到叙利亚属省首都安提阿不久，帕提亚王派来的使节就来到科普洛的面前。使节传达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的要求，叫他们拆除兴建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要塞，并摧毁桥梁。

科普洛回答该名使节道，帕提亚军如果全面撤离亚美尼亚的话，他们愿意拆除幼发拉底河东岸的桥梁和要塞。

帕提亚王接受了这项条件，因为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帕提亚领土上建有罗马的要塞，就等于是喉咙上被抵著一把刀子一般，而手中拿着这把刀子的，就是科普洛。叙利亚属省总督科普洛只有防御的责任，却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进攻的权限。当然，要说是和帕提亚人发生了冲突等等的话，借口多的是，而帕提亚王也认为，科普洛很可能会这么做。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的把柄，在于不是嫡出。如果臣下有人造反，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他自己。对于这件隐藏的事实，派驻东方八年的科普洛了然於心。





似乎就在这个时期，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和叙利亚属省总督科普洛之间，开始进行秘密的「意见交换」。到了西元63年，帕提亚王派往罗马尼禄处的特使，就有一行护卫跟随，而其中，科普洛手下的百人队长也在同行之列。

谒见尼禄的特使，将帕提亚王亲笔的书信呈递给罗马皇帝。外交书信自始至终都是官僚的语气，到底想说些什么，却是叫人丈二金刚摸不著头脑，而这也是古今中外共通的现象。话虽如此，如果把此时帕提亚王的书信内容做重点整理的话，大概可以条例归纳如下：


一、帕提亚向来主张拥有亚美尼亚的主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也可以从以往帕提亚与罗马交战时，众神总是站在帕提亚这一边而获得印证。




二、就以最近的局势来看，帕提亚军大可歼灭来保卫提葛拉尼斯的贝图斯军，但是却允许他们全数撤退。这除了展现帕提亚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之外，也显示了帕提亚人宽大为怀的精神。




三、关于提里达特斯就任亚美尼亚王一事，由于他是神官，而帕提亚的神官是禁止走海路的。要提里达特斯亲自到罗马接受罗马皇帝加冕一事，即使他本身愿意接受，但是因为身为神官，所以绝无可能。



因此，如果可以让提里达特斯前往罗马军的营区，在军团兵的见证之下，於皇帝雕像前接受亚美尼亚的王冠，那帕提亚方面可以接受。





实情跟才刚送达不久的贝图斯乐观报告书的内容，有著天壤之別。尼禄传唤和帕提亚王特使一同前来的科普洛属下百人队长，询问他实情如何。百人队长回答道，罗马军完全被赶出亚美尼亚，同时，他也报告了帕提亚军全面撤退的消息。於是，尼禄召开阁僚会议。

奥古斯都创设的「第一公民辅佐委员会」是由第一公民皇帝、该年出任的二名执政官、法务官等如现代各部会首长，以及元老院的二十名代表议员共同参与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中，尼禄将一切实情报告，共谋对策。看是要选择开战，或是宁可接受将亚美尼亚王位让渡的污名而求取和平。多数的列席人士均赞成「开战」，这些主战派人士所持的理由，是认为罗马的传统中，只有战胜之后谈和，而没有败战后谈和的做法。帕提亚王的特使在获得尼禄皇帝的拒绝答覆后，回到帕提亚。





就算要开战，也无法再信赖贝图斯了，眼前能够信赖的，只有科普洛一人，可是他又是叙利亚属省的总督，属省总督的任务往往是一般的行政或司法。於是，尼禄任命他人负责行政和司法的部分，而让科普洛能够专心解决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

经过决议，将带有「最高」这个形容词的东方绝对指挥权交给科普洛。虽然地区上只有在东方，但是这项最高司令权已经和皇帝同等，这就仿佛是给与白纸的委任状一样，无论是要以外交手腕或军事行动来解决，所有的决定权都是在一个人的手里，无须等候皇帝谕令。能够获得这项大权的科普洛，是台伯留皇帝赠与当时被派遣到东方地区的日耳曼尼可斯以来的第二人。终于，东方地区的指挥系统又合而为一了。

贝图斯被召回义大利本国，他心中早有觉悟，一定会被追究责任，但是，没想到只是被尼禄奚落一番而已。尼禄说道：


「我马上原谅你，趁着你因为害怕被追究责任而病倒之前。因为，听说你的性格特征，就是在恐惧害怕之际，就会先失去冷静。」







掌握了最高指挥权，可以控制四个军团、补助兵和同盟国参加兵共计五万军力后，科普洛一点也没有松懈。从他开始接触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已经过了八个年头，他务必要让问题有个交代，於是他决定率领大军北上。他的目的地是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不远的亚美尼亚本土，目标虽然是亚美尼亚，但是战斗的对手却是帕提亚军。首都罗马的民众群情亢奋，元老院议员们也在静候佳音，尼禄更是比任何人都还要期待。罗马与帕提亚的战斗，无论是克拉苏或安东尼，都是以战败收场，这次是雪耻的良机。从担任负责莱茵河防御的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时期开始，科普洛就以果断的战术著称。就连其他的将军们，也都认同科普洛是当时罗马军队中最英勇的将领。大家都相信，科普洛一定能够凯旋归来。而只要胜了帕提亚，亚美尼亚自然就会回到罗马的怀抱。

可是，人们却不知道，虽然科普洛手中握有大权，能指挥五万大军，但是他的脑子里并非只想着战争。这件事情，別说是公民或元老院议员，就连尼禄也不知道。




当时的罗马



当科普洛在东方地区开始北上的同一年，本国义大利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小事件。

首先是在南义大利的中型都市庞贝发生了地震，受损程度并不严重，也不须仰赖国库支援，庞贝市靠著自己的力量重建。但是，后来想想，这可能是十六年后维苏威火山爆发淹没庞贝及其周边地的前兆。

后来又有一场大火，这是发生在尼禄下令在马尔斯广场旁兴建的「体育馆」，由于受到雷击的关系而引发。我们在先前已经提到这座体育馆之所以乏人问津的原因，我想在天候不佳的时候，更是没有人会到这体育馆来，因此也完全没有人员因火灾而受伤。尼禄立刻决定重建体育馆，对于将希腊式锻鍊肉体的习惯引进罗马一事，尼禄的热情并没有因为这次的意外而稍减。

这一年，尼禄初为人父，波贝亚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欣喜若狂的年轻父亲给这个刚诞生的女儿取了奥古斯塔的名字，意思是神圣的存在，也是皇后的意思。可惜，这小女孩出生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可以想见尼禄的心里一定很哀伤。

尼禄不断地送礼物给波贝亚，一方面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一方面是想看见波贝亚高兴的神情。女儿出生时为了感谢她替他生下第一个孩子，尼禄送了礼。后来女儿早夭，又为了慰借丧女之痛，总之理由千千万万。其实，波贝亚·莎比娜并不像历史上所说的恶女。她既没有要求「皇后」的称号，也没有对重要的人事安排参与意见。她的确是很奢侈，但是也还不足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顶多就是效法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的牛奶浴而已。帝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地提升，身为皇帝妻子的女人做适合自己身份的浪费行为，是决计不至於撼摇帝国的经济实力。

不过，波贝亚喜好浪费的习性，却让首都罗马的犹太人有机可乘，进入皇宫之内。由于居住在帝国的首都罗马有利可图，所以罗马的犹太人口不断地增加，但是跟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社会比起来，人口和经济实力上都还差一大截。同时，居住在罗马的犹太人，也没有像东方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一般，可以享受皇帝认可由犹太教戒律裁决的优惠。在帝国的西方地区里，犹太人也必须遵守罗马的法律，这是奥古斯都之后历任皇帝不变的方针。

我们在卡利古拉皇帝的章节时也曾提过，犹太教徒因为戒律不允许的关系，所以一直拒绝成为罗马公民，这表示他们在罗马世界之中，永远都是异国人士。所以，居住在罗马的犹太人希望能有自己的保护者，如果从延续力量薄弱的异国人士社区的角度来考量的话，实在是非常自然的防卫举动。而他们也只要把奢华的宝石金饰赠与贪婪的皇帝之妻，这也就足够稳固他们的立场了。

皇帝之妻波贝亚与罗马犹太人社会的亲密关系，并不是因为波贝亚对犹太教有兴趣所使然。她是个对宗教毫无兴趣的俗世女子，也正因为如此，或许她也没把自己保护的团体是个宗教团体当作一回事。不过，这件事却使得她的夫婿尼禄背上了反基督教的恶名达二千年之久。

西元63年时又发生了二件非常罗马帝国化的事件，第一件在严苛的塔西图斯笔下，叫做「可耻的习惯」，这件事在元老院的议场中引起热烈的讨论。

执政官和法务官等罗马政府的要职，向来是在元老院中选举产生，而属省总督则是从具有执政官经验者之间抽签决定。不过，在奥古斯都提议、元老院表决后成为国家法律长达八十年之久的「朱利斯法」（参照第Ⅵ册第134页）之中，认定育有子女者享有优先权。我戏称这个法律为「少子对策」，因为这条法律的提案者奥古斯都真正的目的，是要阻止负责帝国统治阶层生育减少的情况。而所谓的优先权，指的是在选举中获得票数相同时，由育有子女者优先当选；如果都育有子女时，则由子女人数多者优先。至於在抽签方面，在曾经担任执政官的人选之中，育有子女者便具有抽签的资格，膝下无子者就丧失参加权，必须把席位让给育有子女者。这条法律维持了八十年之久。

就算罗马是公认的法治国家，但是人总是有办法找出漏洞，而「少子对策」的漏洞，就是伪装的养父子关系。

当政府高官的选举或属省总督的抽签季节接近时，养父子关系的牵线动作立即活络起来。我最赞同塔西图斯评断的地方，就在于这选举或抽签结束后，养父子关系立即化为乌有，如他所言，真是「可耻的习惯」。育有子女的议员们纷纷抗议。

生儿育女是一件艰辛的工作，而没有子女的人，无论在经济上或精神上，都享有较多优势。偏偏他们却以伪装的养父子关系来侵害法律中保护育有子女者的权利，所以议员们提出法案，希望将这种因为伪装的养父子关系而获得的公职认定为无效。

这项法案在获得多数赞成之后通过，而投下赞成票的议员之中，有些人也是膝下无子的，这才叫做真正的法治国家。这项法案甚至还附带修正案一并通过，修正的项目决定不承认这种养父子的关系中被收养的养子继承遗产的权利。如果没有了遗产继承权，成为养子的利益就荡然无存，而愿意接受这种养父子关系的人自然就会减少。由于这项法案的成立，使得罗马帝国「高级国家公务员」晋升的管道，再度成为有子嗣者较为吃香的局面。

第二个插曲也发生在元老院。罗马认可属省人民告发属省总督，目的原本是要防止总督在属省为所欲为，可是，司法往往容易变成「武器」。结束属省的勤务回归之后，很可能会被拖出来审判，所以属省的总督们在任期之内，都尽量和属省的权力阶级保持友好关系，因为要向罗马的法院控诉，不是权力阶级，是很难办到的。这虽然也不算是一件坏事，但是凡事总有个限度，超过限度，就会演变成总督和属省权力阶级的掛钩。原本公正的统治应该要顾及所有弱势的属省人民的，一旦总督和属省权力阶级掛上了钩，那么就希望渺茫了。於是，罗马长年以来都认可属省人民得以告发总督的权利，也不曾考虑剥夺这项权利。

要求改善这种事态，肇因於某属省人民的放话。这个人物是一名克里特岛的居民，他口出狂言，说罗马派来的总督生死，端看他个人的心情。元老院得知这项消息之后，极端愤慨，於是要求放逐这名男子，并提议应有法令来限制属省人民的蛮横。

不过，尼禄反对以法来限制，相对地，尼禄提出了一项法案，要废除属省人民的感谢决议，这是当总督卸任时的一种惯例。这项法案的目的，是要防止感谢决议可能变成对总督的「评分表」。元老院也以多数赞成的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这段小插曲证明了罗马帝国之中的属省人民其实也是相当强悍的，实在令人玩味。

科普洛具有罗马公民权，并不是属省人民；不过，同样出身於属省的他也是相当的强悍，只是他的强悍不是放话的克里特人能够相提并论的。这位南法出身的武将，一百八十度地扭转了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以来的亚美尼亚政策。




外交战



手中握有白纸委任状、能够全权处理亚美尼亚问题，再加上五万的兵力，科普洛在进入亚美尼亚境内之后，就越过了幼发拉底河。一路上阻止罗马军行进的要塞逐一被攻陷破坏，亲帕提亚派贵族的领地也被烧杀掠夺，罗马军就像是压路机一般一路行来。整个亚美尼亚陷入慌乱状态。

身在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总指挥提里达特斯，还有身在帕提亚却忧心亚美尼亚的弟弟的渥洛葛瑟斯，得知科普洛率领的罗马军行进状况之后，知道这次罗马可是真的动了肝火。二人联名派了谈和使者，来到科普洛的阵营。

罗马军的司令官对帕提亚人的使者待之以礼，让使者把话说完。不过，他并没有将回答告知使者，而是让属下的一名百人队长拿着回覆的信函，送往提里达特斯的阵营。科普洛的回覆内容如下：

小小的战斗中（指的是和贝图斯的交战）获胜，帕提亚军似乎就已经变得骄蛮无礼，为了要让你们清醒，自我进军以来，战果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如果继续下去，亚美尼亚势必化为焦土，而且罗马军只要有那个意思的话，绝对有实力做得到。所以，提里达特斯是不是应该聪明点，在亚美尼亚化为焦土之前，就接收下来，当作是罗马皇帝的礼物。

而渥洛葛瑟斯最好也是尽早和罗马恢复友好关系，专心於统治自己的国家，这才算明智之举。帕提亚经常受到东方的外敌侵略，根本没有余力将全军投入与西方的罗马对决。相对地，罗马除了亚美尼亚之外，其余地区皆是和平无战事，绝对有能力投入更多的兵力。所以，如果两个大国发生正面冲突，罗马稳赢，这么一来，渥洛葛瑟斯和提里达特斯将蒙受无法弥补的损失。





科普洛的这封回覆信函中只说到提里达特斯最好接受罗马皇帝赐予的亚美尼亚王位为礼物，但是实际上要怎么个接受法，却是只字未提。於是，收到科普洛回答的提里达特斯和得知内容的渥洛葛瑟斯就把具体的接受方法，解释为罗马接受了先前渥洛葛瑟斯派人送达尼禄的谈和提案。提案的内容，就是提里达特斯虽然有意亲自接受尼禄加冕，但是由于身为神官，不得从事海上之旅，所以改在罗马的营区内尼禄的雕像前进行加冕仪式。

渥洛葛瑟斯和提里达特斯心想，如果罗马都能接受了，帕提亚也没什么问题，於是二人联名将消息传达给科普洛，表示愿意和罗马缔结和平条约，并暂时停火。科普洛立即派了使者前来，要求和提里达特斯直接会谈。

科普洛是故意不提到加冕的具体方法的，他早就準备好，在和提里达特斯直接会谈时提出。因此，与帕提亚王胞弟的直接会谈务必要能实现。科普洛派了二名高官台伯留·亚力山卓斯和亚尼斯·维尼奇亚努斯，作为要求和帕提亚王胞弟直接会谈的使者，前者在卡利古拉皇帝章节中的罗马人与犹太人关系的部分中已经提到过，是个舍弃了犹太教而成为罗马公民的人物，这名犹太人决心要担任罗马的军务，成为罗马的一员。在科普洛的配属之下，他是军备补给站的负责人。后者则是科普洛的女婿，在科普洛的军团中，官拜第五军团团长。这两位人物都是科普洛不可或缺的要员，帕提亚方面也很了解。科普洛甚至还说，这两个人在与提里达特斯的会谈结束之前，要留在帕提亚军的阵营里当作人质。提里达特斯相信这是科普洛诚意的表达，除了回覆愿意接受直接会谈之外，还表示会谈的日期和场地，全权由科普洛决定。

科普洛指定会谈的时间为几天之后，场地定在贝图斯败北的同一地点。几天之后就要直接会谈，这是为了要达到打铁趁热的目的；而指定在贝图斯败北之地举行，是希望借由罗马军东方地区最高司令官与即将成为亚美尼亚王的人在此进行直接会谈，来洗刷贝图斯大军对抗帕提亚军时败北的耻辱。

科普洛和提里达特斯的直接会谈於焉实现，两人各自率领二十名骑兵前往会场。在双方接近时，可能是基於尊重长辈的理由，由帕提亚王胞弟先行下马。罗马的武将在看到之后，也随之离开坐骑。二人走近后，握手拥抱。科普洛称赞提里达特斯没有莽撞冒险，做了务实而聪明的抉择。年轻的提里达特斯则是第一次见到科普洛，但是在以往的八年岁月中，没有一天不听到科普洛的大名。科普洛的特殊才能，就是能让敌人表达敬意。提里达特斯还说道，连王兄帕提亚王都认为，虽然科普洛是敌人，但是却是值得信赖的人物。而这号人物如今就站在眼前，而且还称赞自己。天真烂漫的帕提亚小伙子非常地感动，竟然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话，说他愿意前往罗马接受加冕。





没有确切的历史资料显示后来的会谈内容为何，但是从后来的过程来推测的话，可以知道科普洛的外交战略完全成功。几天之后，加冕仪式的前半场就先举行了。

罗马军营的中央地区摆上了尼禄的雕像，雕像前又摆设了祭坛，祭坛周围站满了不同武装的罗马人和帕提亚人。提里达特斯头戴亚美尼亚王冠，来到祭坛之前。科普洛站在祭坛旁。提里达特斯向尼禄的雕像行礼，取下头上的王冠，摆在祭坛之上。再度把这顶王冠加在提里达特斯头上的，是经由身在罗马的尼禄之手。加冕仪式的后半场，将在罗马举行。

身为神官的提里达特斯，是不可以从事海上之旅的，但是他要如何前往罗马呢？科普洛说道，虽然路途遥远，但是还是走陆路好了。这趟旅程，要从帕提亚到罗马，距离之遥远，简直令人昏眩。虽然不晓得他们是如何越过分隔亚洲和欧洲的狭窄贺雷斯庞特斯海峡，但是走陆路也不会到不了。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曾经说虽然胞弟有意前往罗马接受加冕，但是由于身为神官的缘故，不得走海路，所以不克前往。这下子，他可是被科普洛给算计了。因为走陆路的话，就不违背神官的戒律。原本很想亲眼见识罗马的提里达特斯马上就被说动，渥洛葛瑟斯在面对这项既成事实时，也只得接受。

前半场加冕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盛宴，在盛宴中，主客提里达特斯虽然身在罗马军的阵营之内，却与众人打成一片，还以很多年轻人才有的问题，追问邻座的科普洛。为什么夜间巡逻分为四班，每班三小时，而百人队长为什么要在巡逻前专程前来报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必须等候号角的声响之后，才能一起离开餐桌？为什么司令官帐篷前的火把要彻夜点着？科普洛对于他的问题，仿佛父亲般地一一加以解答。年轻的亚美尼亚王对于罗马军的纪律严谨简直是崇拜到了极点，而他对于自己决定要前往的罗马越来越觉得好奇。二人之间的谈话，想必是用当时东方地区最常为人使用的希腊文。

提里达特斯对科普洛说，希望在他出发前往罗马之前，能向身在帕提亚的母亲和兄弟辞行，科普洛回答，这是理所当然的。提里达特斯为了表示自己愿意前往罗马的诚意，将自己年幼的女儿留给科普洛作为人质，自己回到帕提亚。





帕提亚王在见到回国的提里达特斯，得知来龙去脉后，开始担心要前往罗马的胞弟。渥洛葛瑟斯写了一封信给科普洛，请求科普洛遵守下列的承诺，承诺有四项：


第一、在前往罗马的旅程之中，以及抵达罗马之后，不得以会被视为罗马皇帝臣服者的待遇来对待提里达特斯。




第二、希望不要禁止提里达特斯旅途中所遇见的罗马各属省总督的出迎和拥抱。因为这表示罗马方面给予他胞弟的待遇，与代表罗马高官的地位是对等的。




第三、给与停留在首都罗马的提里达特斯相当於执政官的待遇。罗马向来会有十二名的护卫在执政官所到之处做「开道」的工作，所以也希望罗马方面能给与提里达特斯象征同样敬意的待遇。




第四、在会见尼禄皇帝的时候，准许提里达特斯配剑的特权。因为，解除武装之后的会见，等于是臣服的意思。







乍看之下，仿佛觉得这是身为兄长者在替深入敌军基地的胞弟感到担忧，让人不禁动容；但是，换成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帕提亚王的忧虑，也可以解读为维持体面更胜于胞弟的人身安全。嫡出的帕提亚王子提里达特斯如果受到罗马人屈辱式的待遇，那么帕提亚王宫之内对于非嫡出的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的愤怒可能因此而爆发，这也是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最大的顾虑。科普洛自然也深知这个道理。对他而言，由他全权主导的罗马、帕提亚的和平恢复工作，无论如何也必须完美达成。科普洛捎了一封信给渥洛葛瑟斯，发誓将严守这四项承诺。同时他还将记载这些要旨的命令书，送达提里达特斯前往罗马途中的各属省总督和长官处。科普洛握有罗马帝国东方区域的最高司令权，自然有权限命令众人照办。




解决问题



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在面对这既成事实时，只能接受，相对地，罗马的尼禄皇帝何尝不是如此。假剑道的术语来说，他们二人都被科普洛「击中一剑」。尼禄接获科普洛的报告，约莫是在西元63年底到64年春季之间。他原本期待的是战胜帕提亚军的捷报，没想到收到的却是缔结和平条约的报告。尽管他们赋予科普洛白纸委任状，但是科普洛的作为，却是与皇帝和阁僚会议既定方针完全相反。

皇帝拥有发动否决权的权利，而罗马帝国法治主权者元老院和公民，也可以不承认罗马司令官和敌人之间的协议来加以否决。不论是哪一种，只要有人行使这种权利，科普洛的外交成果都将化为乌有。不过，尼禄、元老院和公民一点也没有否决的意思，反而表示大大的欢迎。尼禄甚至还透过科普洛传递消息给帕提亚方面，说愿意负担提里达特斯一行前来罗马的旅费。

罗马方面这出人意表的反应，理由有下列二项：

首先，虽然是亚美尼亚王国的王冠加冕仪式，但长年宿敌的帕提亚王族竟然承诺愿意到罗马来，亲自从罗马皇帝手中接下王冠。这真正证明了罗马对帕提亚的优势，让一般公民、元老院和皇帝都心满意足。光是想像罗马皇帝亲手将王冠放在跪在地上的帕提亚王胞弟的头上，就足以让大多数的罗马人忘记向来由罗马决定的亚美尼亚王位将被帕提亚人夺走一事。

第二项跟前者不同，是少数能正视別人不愿面对现实问题的罗马人所认同的理由。

这些人跟科普洛一样，知道要将同属于波斯文化的帕提亚与亚美尼亚分开是极为困难的。不过，如果让亚美尼亚和帕提亚关系过於亲近的话，帝国东方的防御功能将无法运作，所以势必得要拉拢亚美尼亚。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的本意绝对不是要与罗马开战，而科普洛也将渥洛葛瑟斯只希望确保胞弟地位的心意传达给皇帝和元老院的议员们知情。所以，这些人认为，即使是帕提亚王的胞弟占据了亚美尼亚的王位，只要他能持续维持和罗马的同盟关系，那么承认他也无妨。我想，尼禄应该也是持有同样的看法。纵使他的虚荣心强，但是当他在面对现实的选择时，绝对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

提里达特斯回到帕提亚向母亲和兄弟辞行，还举行了宴会；出发时又非常有东方君主排场地带着大批的随从和妻子，还受到沿路各属省总督及众人的欢迎，这一趟陆路之旅，总共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才抵达罗马。军团移动时，走陆路从罗马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包括渡过亚德里亚海的二天海路，总共是一百二十五天。而帕提亚到安提阿的距离，如果是军团行军的话，大概一百五十天也可以抵达。提里达特斯花上两倍的时间，可见他们是安步当车地沿路游玩而来。

这趟旅途之中，是由罗马的骑兵队和帕提亚的骑兵队共同护卫的。一行人花掉的旅费，每天高达八十万塞斯泰契斯，九个月的花费计算下来，对罗马的国库而言，也是相当吃重的负担。不过，罗马方面认为这是达成和平的代价，没有任何人抱怨。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花费九个月平安登陆义大利时，已经是西元65年的事了。从在罗马军营中尼禄雕像前完成前半场的加冕仪式算起，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登陆义大利时，身为神官的提里达特斯还是走了不应走的海路，花了二天渡过亚德里亚海。因为，尼禄当时是前往拿坡里迎接众人的。如果这一行人是走陆路而来的话，必须由北义大利进入，所以不可能到南义大利的拿坡里去迎接。反正帕提亚的距离遥远，而且走海路也不过二天的时间，或许就是请众人对于神官的戒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不论如何，前来拿坡里迎接的尼禄和帕提亚王之胞弟共同沿着阿庇亚大道，往罗马而去。这不只是对待属国的国王，也是对待帝国贵宾的做法。由于二人的年龄相仿，不久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





加冕仪式的后半场，在罗马广场进行。穿着紫色衣裳的尼禄站在中央的讲台上，手捧王冠；而身著黄金色王袍的提里达特斯则跪在尼禄面前。尼禄亲手将亚美尼亚王的王冠戴在提里达特斯的头上。讲台左边站的是身穿红边白色托加长袍的元老院议员们，右边则是穿着金色等各色东方正式服装的帕提亚和亚美尼亚高官们。罗马公民将罗马广场挤得水泄不通，群众欢声雷动。仪式中还颁赠了「罗马人的友人和同盟者」的称号，给成为亚美尼亚王的帕提亚王胞弟。

加冕仪式在和平而静肃的气氛中完成，之后的宴会移驾到附设在庞培剧场的宽阔回廊中举行。宴会也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布置地非常豪华。心情愉悅的尼禄，不仅送了许多礼物给成为亚美尼亚王的提里达特斯，而且还约定罗马将会尽力协助，将七年前科普洛攻陷焚毁的亚美尼亚王国首都阿尔他喀什塔重建起来。所谓的协助，是指派遣建筑技师和有本事的工人前往，也就是技术援助。这个约定果然付诸实行。提里达特斯为了表达谢意，将重建后的阿尔他喀什塔更名为尼禄尼亚（尼禄之都）。

当一切都结束之后，亚美尼亚王提里达特斯率领众人踏上归途。回程也是走陆路。长途旅行之后，提里达特斯的落脚之处，不是帕提亚，而是亚美尼亚。科普洛也没有必要再担任罗马军最高东方地区司令官，受尼禄之命，解任后回到叙利亚属省总督的岗位。监视新时代罗马与帕提亚的关系变化，成了科普洛的新任务。虽然不是晋升，但是科普洛心满意足地投注於工作之上。因为，致力改善两国关系的科普洛自己最了解这项任务的重要性。





帕提亚方面舍名求实，而罗马方面真是只有舍实求名吗？

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亚美尼亚王国就享有不同于其他同盟国的特別待遇。罗马的同盟国，由于是独立国家，所以他们没有向罗马缴纳属省稅的义务。但是，如果罗马发动战争时，他们就有义务派兵参加，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后方支援」的义务。也正因为这种关系，所以是罗马的同盟国。唯独亚美尼亚，没有参战的义务，也没有后方支援的义务。由于亚美尼亚在东方地区是仅次于大国帕提亚的第二强国，所以刻意给与这种特別待遇真是显而易见。

罗马向来运用安排或承认登上亚美尼亚王位者的方式，来控制亚美尼亚，但是奥古斯都的这种做法和尼禄的差异，只在于这次是由帕提亚人出任亚美尼亚之王。当然，就连上帝也无法了解这个帕提亚人未来会有什么举动，所以罗马方面自然不能怠慢了监视的工作。换句话说，在叙利亚设置四个常驻军团，未来也不可能改变。所以，这一切都是赌注。其实，外交也是一种赌注，我们只能说，罗马赢了这场赌局。

亚美尼亚王提里达特斯致力维持和罗马的友好关系，让人无法相信他是个帕提亚人。罗马方面也非常尊重这位国王，没有采取任何会危及他立场的行动。帕提亚人统治的亚美尼亚王国安定的话，帕提亚王自然也就心满意足，所以和帕提亚的关系自然也就获得改善。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前的半个世纪里，罗马和帕提亚之间一直保持著和平的关系。到底这五十年的和平有什么价值，想必现代许多国家的人们铁定会给与正面的评价。

从尼禄加冕提里达特斯的三年后，人人放弃的尼禄自杀身亡。得知消息的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向罗马的元老院提出下列的要求：你们如何评估尼禄是你们的问题，但是尼禄对帕提亚和亚美尼亚而言，却是我们的大恩人，所以，希望你们允许以往我们每年举办的尼禄感恩节能够存续下去。

维持与帕提亚的友好关系，对罗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即使元老院断定尼禄是「国家之敌」，但是仍旧许可了这项请求。

战争是拿着武器的外交，而外交是不拿武器的战争。科普洛是个深明此理的武将。

但是，如果尼禄能够在更早之前就执行科普洛的这种看法，就不会花费罗马十二年的光阴来解决帕提亚、亚美尼亚问题了。因为，科普洛早在到任的几年之后，就建议许可提里达特斯就任亚美尼亚王位，借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所谓有能力的领导者，就是善于节省人力、劳力和时间的人物。




歌手初次演出



西元64年，当提里达特斯还在陆路上朝罗马慢慢迈进的时候，虽然罗马的加冕仪式还没有举行，但帕提亚、亚美尼亚问题俨然就等于解决了一般。元老院和公民们对于尼禄的支持，更由于这项功绩而提升。支持率越高，就需要更多的自制力才对。不过，每当尼禄面对这种情形，往往会把以往因为自重而没能实行的事情，借着机会付诸实现。这一次，尼禄的老毛病又犯了。

尼禄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诗文，更喜欢把自己作的诗，以“Cetera”的竖琴伴奏，唱将出来。他说这就是希腊文化的精髓。分明可以独乐乐的，但是他认为自己才华洋溢，所以就想要众乐乐。更因为他基於相信希腊文化精髓的理由，所以便有借口唱给別人听。

从当上皇帝之后到这个时期为止，尼禄总是召集皇宫内的侍者或随从，表演给他们看。一般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反应，是认为它太柔弱而排斥它，所以这也是尼禄最担心的。不过，现在他在位也有十年的时间，年龄也已经二十七岁了，再加上高度的支持率，尼禄皇帝越来越有自信。以往他就相信自己的才华，一直希望能在公众面前表演，请大众给与评断，而不是宫中侍者们奉承的掌声，於是，他下定决心要实际行动。

不过，尼禄还是没有勇气在「罗马精神」的发祥地——首都罗马表演，於是尼禄决定要把他第一次献声的地方选择在拿坡里的野外剧场。拿坡里就如同它的希腊文名称尼亚波里斯（Neopolis）一般，原本是希腊人移入之后才兴起的都市，后来到了罗马时代，仍旧保留着极为浓厚的希腊色彩。塔西图斯也写道，这里仿佛就像是希腊本土的一座都市一般。所以，尼禄才会认为，拿坡里的居民应该可以理解并欣赏这希腊文化精髓的竖琴伴奏下自己的创作。






复原后的竖琴“Cetera”




剧场中挤满了观众，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他们倒不是要来体验「希腊文化的精髓」，而是想来看看「唱歌的皇帝」。尼禄本身不想以皇帝的身份出现，而是希望以艺术家的身份献艺，所以没有穿着紫衣、也没有戴黄金制的月桂冠，只穿了比专业的弹唱歌者更朴素的短衣。观众们似乎对服装有些失望，但是舞台上拼命地拨弄琴弦、自弹自唱的人物，是如假包换的尼禄皇帝。观众们细细品味，并给与热烈的掌声。尼禄初试啼声，便对自己更具信心，於是决定下一次的表演要在罗马精神的堡垒——罗马，披露希腊文化的精髓。之后再前往发祥地希腊，在希腊人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不过，事隔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得他的美梦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罗马大火



西元64年7月18日跨越到19日的晚间，大竞技场观众席下方密密麻麻的店家之一发生大火，偏不巧在强风的助长之下，火焰延烧到邻近的帕拉提诺与却里欧山丘上。夏季的罗马经常会受到非洲吹来的西南风肆虐，这种西南风叫做西罗科风。一旦吹起，会使得往常西风凉爽的罗马大街，顿时气温上升，闷热难耐。不过，这种西南风通常也不会持续好几天，唯独这一年不同。发出火苗的大竞技场观众席当然不在话下，当天夜里，火势就蔓延到帕拉提诺与却里欧山丘，而且还延烧到名为史普拉的庶民地区。帕拉提诺山丘上全是皇帝家族的豪宅，而共和政治时代起的名家宅邸也不在少数。这一切全都付之一炬。却里欧山丘上也是高级住宅林立，但是山丘中低地带却都是百姓的房屋。猛烈的火势不分贵贱，将所有人的房子都吞噬。

罗马人在兴建新都市的时候，发挥令人讚叹的都市计画才能，但是在自己的首都罗马，却没有发挥出来。原因在于罗马是个自然产生的都市，而且在都市计画中，有七座山丘，而这七座山丘对于这个首都而言，是优点也是缺点。除此之外，罗马在成为「世界的首都」之后，大量的人口流入，超过其他都市，达到百万以上。

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自负地说，他接受的罗马是以砖头打造，但是他会留下大理石的罗马，不过，这都侷限於公共建设的部分。要容纳不断增加的人口，只得仰赖名为因斯拉的五、六层楼高集中住宅。「因斯拉」是给中下或下层阶级居民的住宅。所以，墙壁虽然是石造的，但是地板和天花板都是使用木材。而且，为了让居住空间能够变得稍微宽敞些，二楼以上大多是挑窗，窗户都突出于街道之上。原本就狭隘的街道，这下子变得更狭窄了。这种集合住宅公寓，往往是和隔壁的公寓共用一堵外墙。换句话说，集合住宅之间没有空地，各「因斯拉」是紧贴着墙壁、比邻而建的。只要一发生火警，根本无法阻止。

有钱人的奢华独栋建筑也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这些人的豪宅都用了大量的大理石或马赛克，反映出整个罗马帝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但是柱子与柱子之间横跨的樑则是木制的。上头就算有雕刻图画，但是木材就是木材。至於佣人们的房间或仓库都盖在楼上，这些地方的地板也是木制的。门窗的框也是木制的。只要火焰烧到樑上，屋顶什么时候掉落下来，只是时间的问题。用铁制卡子将石材连在樑上的，只有神殿、会堂或剧场等公共建筑物。

当时就有消防队员，这是奥古斯都创制的组织，有七个大队，共计七千人。但是，在那没有橡皮的时代，他们自然不会想到要用塑胶水管取台伯河的河水来灭火。以水灭火的作业，只得靠著手手相传的方式，来运送水道的水。在这种状态之下，成立消防队，充其量只是为了防止火势蔓延，叫这些人去破坏尚未被大火波及的建筑物。但是，这样的单位，后来却成为尼禄被指为日后教唆纵火的原因之一。

直到第六天的傍晚，火势才被成功地扑灭。不过，这个成功也不过只是暂时，余火在东方吹来的强风之下再度复燃，接着又是连烧三天三夜。结果，「世界的首都」在九天之间，几乎全被祝融肆虐蹂躏尽了。





火灾发生时，尼禄正好在罗马南方五十公里处的海岸小镇安兹欧別墅中避暑。罗马的火灾，尼禄隔天才得知，便立即驾著双头马战车，沿阿庇亚大道北上，回到首都。他那在艾斯奎里诺山丘上的別墅安然无恙，但是这名二十六岁的皇帝并没有要在此停留。他带头指挥救灾，他接连发出命令，众人也迅速而确实地执行。

在幸免於难的地区之中，最接近城中心的马尔斯广场上林立的公共建筑物，全数都开放给灾区民众，作为收容场所。举凡神殿万神殿（Panteon，不是现在所见由哈德良皇帝时代所建筑，而是由阿古力巴兴建）、萨耶普塔·尤莉亚投票场、以及冠上了庞培、欧古塔薇亚等名字的各个回廊、有屋顶的建筑物等，全都用来作为难民收容所。不过，这些建筑物仍旧无法收容所有的难民，所以从近卫军团的兵营中运来大量的帐篷，搭建在这些公共建筑物的周围空地上。军团的士兵们习惯在行军的途中搭设帐篷，作为住宿的落脚处。在马尔斯广场中，俨然出现一个规模庞大的帐篷村。

除了收容难民之外，尼禄也没有忘记提供食物给这些失去一切的人们。皇帝下令将罗马外港奥斯提亚卸货后存放在仓库里头的小麦，还有刚刚才从船上卸下、还堆积在码头的小麦，全数搬运到罗马来。小麦从奥斯提亚大道和台伯河双管齐下运来，送到没有受到火灾伤害地区的制粉厂研磨，然后以小麦粉或面包的方式分配给难民。不过，难民们也不能光吃这些小麦粉制成的罗马式勾芡汤或面包为生。於是尼禄要求罗马附近的城镇提供乳酪、青菜和水果。唯有饮用水例外，因为首都罗马有九条水道集中於此，所以不虞匮乏。

难民可以免费享有这些资源，但是受灾户之中，有许多人投靠灾区以外的亲戚或女人。於是，尼禄下令将罗马的小麦零售价格，由一般的一磨底斯十塞斯泰契斯降低为三塞斯泰契斯。

不幸被烧死或被倒下的建筑物压死，抑或是被逃窜的人潮挤死的人数到底有多少，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连个大概的数字也没有留下。就算塔西图斯曾记录野外剧场崩塌所造成的死伤人数，但是也没有提到西元64年罗马大火时的统计数字。现代的研究人员之间，大多数都认为这次火灾对于建筑物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但是人员上受灾者并不多。关于电影中的描绘，因为是从基督教反罗马的立场阐述的，所以可能失之夸张。不论如何，由于这次的大火，的确使得「世界的首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害。

自从奥古斯都制定以来，罗马就一直分成十四个行政区域。或许您会认为，大火才不认什么行政区域呢。其实不然，罗马人在首都罗马虽然无法按照都市计画来兴建，但是却利用宽广的街道和广场来把各行政区的界限做了明显的划分。






14个行政区的火灾受灾情况（为了帮助理解，特加上当时并不存在的奥雷里安城墙）




全毁的行政区域是以帕拉提诺山丘为中心的第十区，以及大竞技场所在的第十一区，还有庶民们居住的史普拉第三区。这几区都是城中心的核心部分，但是罗马广场和满是神殿的卡匹杜里诺山丘倒是逃过一劫。这一定是因为集中於这一带的公共建筑物全是大理石建造的关系。

半毁的行政区域包括第二、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和第十三等七个区域。位于罗马西北部的第七和第九行政区，是二度火灾时的受害区域。

幸免於难的行政区域有第一、第五和第六，以及台伯河西岸的第十四行政区等四处，它们都位于罗马的都市边缘，这或许是因为火灾起火的地点，是在城中心的大竞技场的缘故吧。




重建



十四个行政区域之中，全毁的有三区，半毁的也有七区，所以整个罗马等于需要重建。首先，以皇帝之名，要求帝国各地慷慨解囊，以帮助首都重建。数年之后里昂也发生大火，而罗马也捐出了四百万塞斯泰契斯，据说这个金额就等于此时里昂捐给罗马的重建经费。既然属省高卢的首都里昂都捐了四百万了，更为富有的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应该捐得更多吧。在罗马帝国之内，从台伯留开始发放救济金给地震受灾地区以来，天灾时的相互救援，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罗马重建时，尼禄也坐镇指挥。皇帝所下达的命令，都是以往罗马人不曾听闻过的。因为尼禄脑筋里想的罗马建设，除了要耐火之外，还要美观舒适。


一、街道的宽度要比以往更宽，尽可能让城中的街道全是笔直的大道。




二、居住用的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六十步（约十七公尺）。




三、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空间，必须严守法律规定的二·五步（约七十公分），如果还有剩余的空间，应尽量腾出。所有的建筑物必须具备自有的外墙，严禁共用。




四、建筑物使用的横樑不得使用木材，必须改用石材。




五、「因斯拉」也必须设有内庭。




六、面临马路的住宅必须在前面设置石柱的门廊，以作为防火措施之用。石柱门廊的建设费用由国库负担。




七、当瓦砾和火灾后的残屋清除作业完成之后，土地归还原主。




八、在期限内将自己的住宅或租来的房子（因斯拉）重建完成者，由国库发给奖励金。




九、住宅用建筑物的所有人必须在内庭设置储水槽，常备水源。




十、水道管线的修复作业，不得私自任意进行，必须由负责水道人员进行修补作业。




尼禄之所以会做出这项决定，是因为此时的罗马也有些不肖之徒，会凿开水道管线，窃取用水。这么一来，水压降低，造成利用街道旁边或广场共同水道来灭火的工作无法进行。於是经过反省之后，尼禄下达这项命令。




十一、所有的瓦砾均搬到台伯河岸。从奥斯提亚载满小麦而来的船只，回程时装载瓦砾等顺河而下，然后将这些废弃物运到奥斯提亚的沼泽地带，用来填土造地，不得任意倾倒於其他地方。







这一切都是灾后复建的工作，而重建往往是很花钱的。从各属省捐来的款项根本不够，因为尼禄在改造罗马城中心的同时，还在兴建「黄金宫殿」（后详述）的缘故。为了要确保财源，我们先前曾经提到尼禄执行的货币改革，其实是修正措施，也在这个时期同步进行。

所谓的货币改革，就是将原本重七·八公克纯金打造的奥雷斯金币减为七·三公克，而三·九公克的狄纳利斯银币，减为三·四一公克。狄纳利斯银币的纯银含量，也从以往的百分之百，降为百分之九十二。铜币倒是没有改变。

这是从西元前23年奥古斯都制定后，八十七年来首度有人加以改革。研究人员之中，有人指出这是在贬低币值，但是我并不赞同。

首先，跟西元三世纪帝国经济实力衰退时所采行的各种贬值措施相比较，尼禄贬值货币的幅度实在太小，不过区区的〇·五公克而已。






金币降低的含金量0.5公克




第二点，对于尼禄的这项决定，无论是元老院的议员们或一般公民们，完全没有发出反对的声浪。

货币贬值代表经济实力的衰退，但是尼禄时代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由于长年的和平以及基础建设的完备展现出成果，所以只有一路地攀升。经济成长必定带动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但是矿山中金银的产量却未必与经济的成长成正比增加。所以近代人才会想到使用纸钞，而古代人则还未能想到。

金银的产量比以往有些微的增加，但是经济的成长率更高，这么一来，能够想得到的，就是缩小金币和银币的尺寸。对于这种以素材价值与币面价值一致时才值得信赖作为通货条件的时代，掺入杂质来降低含有率就是能避免就该避免的做法。经济实力衰退的第三世纪时，罗马人改革的特色，就是降低含有率。第一世纪的尼禄时代，还没有这么做的必要。

大火后的重建与兴建「黄金宫殿」来大幅改造罗马，对尼禄而言，都需要很多的经费。不过，就算动机很「恶」，结果未必就「恶」。尼禄修改金银货币，到五贤帝时代后西元215年的卡拉卡拉皇帝再次改革为止的一百五十年之间，都没有人再加以修改。这跟我们听得耳熟能详的货币贬值不同，反映出罗马帝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可以说是务实而妥当的一项改革。

公民对于尼禄皇帝从建设以及确保财源的两方面来重建罗马，都给与极高的评价。受灾者与非受灾者齐心协力重建罗马，在所有公民的努力之下，重建工作迅速地进行。罗马的街景，变得比以前更井然有序、更美观。但是，还是有人抱怨，他们说，阳光能照到每一个角落，暑气更叫人吃不消。向来喜欢以严词批评尼禄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对于此时的尼禄则是赞赏有加，说他政策成效卓著，堪称运用了人类智慧之极限。




黄金宫殿



建设是男人的梦想，而罗马的传统，则是有权有势者投入自己的财产来兴建公共建筑物之后，捐赠给国家。与其说这是将利益回馈给社会，不如说在罗马社会中是得到社会所赋与的名誉。获赠的这一方会将赠与者的名字冠在这些建筑物之上，以作答谢。

尼禄也想要这么做，但是尼禄心里头想的，不是像庞培剧场或凯撒、奥古斯都等的厅堂那样独栋的建筑物。而且，他也不是自掏腰包，而是要国库支出。尼禄相信，让国库支出是绝对有价值的。他心中所想的，是规模庞大的城中心改造计画，涵盖范围从帕拉提诺山丘，经却里欧山丘之下的低地，到艾斯奎里诺山丘。





对现代的我们而言，实在很难想像却里欧山丘下低地没有“Colosseum”（圆形露天剧场）的罗马会是什么模样。而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Colosseum”，会觉得它设在那里是极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用来眺望盘踞帕拉提诺山丘下的罗马广场遗迹。但是，在罗马帝国存在时的罗马广场并不是现代石柱、石块散乱一地的遗迹，而是神殿、会堂、各种纪念柱林立的地区。在这条延伸线上，可以看见卡匹杜里诺山丘上的众多神殿，视线往北，则可看见雄伟的凯撒和奥古斯都的「广场」。换句话说，这里是城中心的核心部位，拥有无数的公共建筑物。

话说回来，虽然这一带是历代权势者竞相建筑的区域，但是却完全不会给人低俗恶劣的印象。就以石柱回廊为例，如果只是要以支撑屋顶为目的，就不会要那么多根。不过，石柱林立本身就是一种美。建筑物比邻而立，也能创造出力与美。如果希腊人的审美观是在鸟瞰海洋的断崖上兴建孤立的神殿，那么罗马人的审美观，则是将许多建筑物集中於一处，借以呈现力与美。

不过，尼禄是个醉心希腊文化的人，他想要做的，是把希腊人称为「阿卡狄亚」（Arcadia）绿意盎然的世外桃源，搬到罗马的城中心来，於是尼禄开始建设「黄金宫殿」，这是完全运用到从帕拉提诺到艾斯奎里诺山丘五十万平方公尺所有土地的大工程。

直译为「通行空间」的“Domes Transitria”从帕拉提诺山丘下开始，采列柱回廊形式，中央有四公尺高的尼禄黄金雕像。走过通行空间之后，在爬上欧比斯山丘前的道路右侧，也就是现代“Colosseum”所在的低地，变成一片广大的人工湖。欧比斯山丘上“Domus Aura”（黄金宫殿）本馆的正面，就对着这人工湖敞开，而本馆背后的整座艾斯奎里诺山丘，也预定要作为放养动物的自然公园。人工湖的水，据说是来自遥远的罗马东北提沃里。欧比斯山丘上能够眺望人工湖的这一边，全部都盖起三排的列柱回廊，全长达一·五公里。本馆广大、壮观，厅堂的天花板会旋转，而且上头还有机关，可以将花瓣撒在众人的头上。黄金宫殿可以说是集奢华、技术与梦想於一身的极致。

不过，我认为尼禄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取了意为私宅的“Domus”为名，其实这座黄金宫殿既没有栅栏也没有墙壁。虽然人们不得自由进入皇帝的私人区域，但是人工湖或自然公园却是可以来去自如，这是因为尼禄打算要把这里变成罗马城中心的绿地。如果当时就有环保人士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相当赞同尼禄的做法。

不过，罗马人对于城市的看法，和尼禄大相迳庭。罗马人认为，所谓的都市，尤其是都市的城中心，只要有都市所需的设施就足够了，而到郊外的山庄或別墅就可以享受绿地美景。罗马人非常执著於拥有第二栋房子，所以在別墅中，也尽可能地打造美丽的庭院，他们对于庭院的热情，与近代的英国人不相上下。

尼禄不仅把这里命名为「黄金宫殿」，甚至还夸下海口，说这里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所在。这些话让想在都市中拥有庭院却又无能为力的公民们听起来，自然觉得反感。虽然尼禄真正的心意，是希望公民们可以到这里自由享受。

后来，由于尼禄去世，「黄金宫殿」自然也就没能完成。另外，维斯帕先皇帝将人工湖改建为“Colosseum”，将尼禄的黄金雕像头部改为太阳神；提图斯皇帝则是在庭园的位置兴建浴场，图拉真皇帝将本馆打掉，重建为大浴场，最后是哈德良皇帝在「通行空间」的位置上兴建神殿，这么一来，「黄金宫殿」的模样烟消云散。公民的反感也在皇帝们的破坏行为之下恢复正常，这同时也证明了尼禄的都市观和罗马人的都市观有著极大的差距。规模庞大的“Colosseum”胜于人工湖，公民休憩的浴场胜过放养动物的自然公园，这就是罗马人心目中的都市利用方法。





而且，尼禄还犯了另外一项错误，他订错了重新开工的日期。

西元64年初开工的「黄金宫殿」将近竣工之际，罗马发生大火，而他却忽略了将重新开工的日期延后。虽然尼禄致力於受灾者的住宅重建，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宫殿重建工作也是不遗余力。一般公民都认为“Domus”的意义就等于私宅，而尼禄努力重建当然也刺激了公民的愤怒。罗马公民之间流传一个笑话，就是叫大家在尼禄把罗马变成私有地之前赶快搬家。

更有甚者，是因为大火造成的全毁区域，几乎就跟尼禄的「黄金宫殿」建设预定地一致，这使得公民疑窦大起。罗马非常注重保护私有财产，就算是皇帝要利用私人土地，也是有必要向所有人购买。收购土地时，自然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还得和每一位所有人逐一地讨论。不过，如果是祝融肆虐的话，土地所有人也不会抱着太大的希望，收购也就会变得比较简单。有人谣传大火是尼禄下令纵火造成的。悲叹受灾哀戚的人们之间，盛传尼禄从艾斯奎里诺的別墅中，手抱竖琴，遥望着烈火熊熊的罗马，口中还吟唱著荷马所作《伊利亚德》中特洛伊城沦陷时的桥段。

二十七岁的尼禄，一点也不习惯人们的反感和敌意。尼禄自己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著想而做的，所以他们理应对自己抱持好感。而在此之前的尼禄皇帝，偶尔会是罗马公民的笑柄。但就整体上而言，还算是位受人爱戴的皇帝。这次是他登基为皇以来，首度感受到的敌意。尼禄感到慌张，他成了被害幻想的俘虏，认为要想办法将人们的敌意导向他处，否则将会回报到自己身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都会有人提供一些馊主意。




迫害基督教徒



为什么尼禄只把纵火犯的苗头对準基督教徒？基於宗教上的理由而一直拒绝成为罗马社会一员，就这一点而言，犹太教与基督教相同，但是为什么犹太教就可以幸免於难呢？

犹太教徒们都集中住在台伯河西岸的第十四区，这是西元64年夏季罗马大火中逃过一劫的四个行政区中的一个。他们之所以会集中住在一起，是因为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许可犹太人可以在这一区中组织犹太人自己的社区。那时候还没有基督教，基督教的诞生是在第二代皇帝台伯留的晚年。大约是在西元33年的时候，耶稣基督被处钉在十字架上之刑。而耶稣死后信徒们开始进行的传教活动，当然是针对和耶稣及信徒们相同的犹太人。犹太人社会存在于每一个罗马帝国的重要都市之中，所以罗马也是基督教传教的领域之一。因此，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和第四代皇帝克劳狄斯时代的罗马基督教徒，也是和台伯河西岸的犹太人住在一起。

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新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身旁同伴的反抗。就好像耶稣处刑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耶路撒冷犹太教会的敌意。进入尼禄时代以后，住在罗马的基督教徒大半都是犹太人，但是居住的所在却远离犹太人居住的第十四区，是在台伯河的对岸，与第十四区遥遥相望。这个地区是在凯撒曾经下令拆毁但仍留下多处的共和政治时代塞尔维斯城墙外侧的第十二区，在大火后属于半毁地区，但由于算是市郊的关系，所以受害程度也比较轻微。

罗马人属于多神教，所以在宗教方面也比较宽容，对于基督教，他们只认为是犹太教的分支，所以只要他们不会造成社会不安，罗马会采继续包容的方针。但是，所谓的宽容并不表示赞同对方，而是虽然不赞同，但承认对方的存在。罗马人对于犹太教徒的态度，我认为才算是上述意义下真正的宽容。

罗马人与居住在罗马的犹太人之间没有发生太大的摩擦，这跟犹太教自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有关。犹太人深信唯有自己才是上帝挑选出来的，如果其他民族也能跟他们相提并论的话，那他们就算不上是被挑选出来的。所以，纵使他们非常热中於种族内部的信仰坚持，但是却不热心对其他民族传教。想必各位也不曾听说过犹太教在传教吧？

相对地，耶稣提倡在基督教的上帝之前，人人平等，这已经脱离了犹太式上帝挑选的思想模式。不过，我认为耶稣的平等思想，主要是以「基督教的上帝之前」为前提，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上帝选民的思想。话说回来，在「上帝选民」观念上的差异，使得犹太教徒对于他人的态度和基督教徒对于他人的态度也产生了差异。换句话说，差异就在于犹太教徒不热心向其他宗教的信徒传教，但是基督教却非常热心。

显克维支（Sienkiewicz）的著作“Quo Vadis”（暴君焚城录）中有一个象征性的场景叙述：在罗马传教中的圣彼得拜访了罗马屈指可数的知识份子、也是尼禄皇帝亲信的贝特洛尼斯，热心地游说他皈依基督教。贝特洛尼斯给予他的答覆如下：


「我知道你阐述的教义是对的，不过，在我必须死的时候，我会饮毒自尽。所以，请不要来烦我。」



不烦人的就不叫基督教。从基督教的立场而言，无法坐视不管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信仰的上帝是唯一的神，而不相信这个上帝的人就是不了解真正的宗教，处境堪怜，所以基督教徒们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些人从可怜的处境之中拯救出来。对非基督教徒而言，这就是「多管閒事」。当时的罗马，仍旧是以非基督教徒佔绝大多数。

当时罗马人眼中基督教徒的多管閒事，从多神教的立场来看，就跟傲慢不驯是一样的。在《新约·信徒列传》中有一个插曲，是描述圣保罗在希腊传教时，在众多（希腊人也是多神教徒）神像队的最后一尊，找到名为「献给未知之神」的神像。圣保罗和圣彼得不同，是激进派的传教者，他朝向群众大声地说：「这就是我们阐述的唯一的神」。希腊人因此震怒，愤怒的人群把圣保罗赶出城外。

所谓献给未知的神，表示人类的智慧可能还有未可及的领域，是一种谦虚心境的表达。而对于把此断言为我所阐述的上帝，多神教的希腊人自然会认为是不知人类极限的傲慢表现。宽大的罗马人能够接受战败者的信仰，使得罗马的天神竟有三十万之多，不过，在观念上，他们跟怒而赶走圣保罗的希腊人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罗马人还有非常独特的情感。





罗马人击败伊特鲁里亚民族之后，将他们同化，但也从他们那边学习到拱门的建造方法、仪式的举行方法和斗剑比赛原则等各式各样的知识，唯独没有模仿以活人祭祀的习惯。在前二世纪，当时罗马人打败迦太基人，将他们的首都化为不毛之地，当时罗马人心中，就非常轻视迦太基人以幼儿为祭品的做法。至於克尔特民族的杜鲁伊德斯教被赶出加入罗马帝国的高卢和不列颠时，罗马人之所以为他们感到不耻，是因为杜鲁伊德斯教也有以活人祭祀的习惯。即使是敬神，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厌恶拿活人当祭品的行为。

罗马人也知道，在基督教的弥撒之中，会以葡萄酒和面饼供奉，而面饼是耶稣基督的肉，葡萄酒象征耶稣的血。依罗马人的观念而言，就等于他们在神明之前宰杀牛羊等牲礼，在神明之前烧烤后分食一般，所以耶稣之死也不是单纯的死，而是一种牺牲，这也是基督教徒们自己说的。

罗马人吃的是牛羊牲礼的肉，但是基督教徒是在吃牺牲者的肉、吸他的血。对罗马人而言，基督教徒简直就是野蛮的人种，远在伊特鲁里亚人之上，远在迦太基人之上，甚至还超过最野蛮的蛮族克尔特民族之上。一般罗马人对于基督教徒的嫌恶，简直就是接近唾弃的程度。

对基督教徒的态度上，读书人自然还是不同。历史学家塔西图斯眼中的基督教徒，是要打乱罗马人创设的人间共同体制度的乱源、晦暗兇恶的敌人。我们只能说，他真的是道出了三百年后罗马帝国的未来。

尼禄时代罗马基督教徒社区比起犹太人社会要来得规模小，气势也比较薄弱，不是那种不彻底消灭就无法根绝的强大势力。而且，他们也没有像犹太人一样，能获得皇后波贝亚的庇护。要转嫁纵火之罪，罗马的基督教徒在前述理由之下，自然是最佳的代罪羔羊。尼禄控告基督教徒的罪证之中，除了纵火之罪，还有一项「憎恶人类全体之罪」。





逮捕工作并不是一网打尽，而是逐一擒来。将几名对外公开自称是基督教徒者捉到之后，严刑拷打，让他们去告发其他人，引导他们自白之后再加以审判。像是这种情况的判决结果，是在事前就可以预见的唯一死刑，但是不经审判就直接逮捕后送到刑场，这样的做法违背罗马的法律。罗马的司法机构必须要在接到告发之后，才能采取行动。有了自白或证据之后，才能加以判决。

这次的基督教殉教人数，连塔西图斯在内的罗马时代史学家们，都没有留下记录。不过，现代的研究人员从非常耸人听闻的处刑方法，以及罗马以外都市基督教徒社区的规模等来推算的话，一般都认为是在二百到三百之间。虽然一般公民与此无关，但是一次要处死这么多人，就足够吸引众人的瞩目了。而尼禄不仅是要单纯地执行死刑，他更希望把这处刑变成一项残酷的表演，於是，梵谛冈的竞技场就成了公开的刑场了。

部分基督教徒的身上被披上野兽的皮毛，死于一群野狗的利牙之下。其余的人则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罗马时代较为普遍的处死法。还有一部分的人被留下来，作为夜间表演用。他们一个一个被绑在排列於地上的桩子上，活生生地被烧死。烈火炽热的人柱群，照亮了观众席上屏气凝神的公民脸庞。尼禄也在竞技场内的战车上，观赏这个光景。

众多的基督教徒被处以残酷的死刑，这在公民的心中引起的震撼，和尼禄预期的有著极大的落差。即使不相信尼禄纵火论，塔西图斯还是写道：


「就算这些人应该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但是执刑的残酷程度，让观看的公民心中充满了同情。公民们都知道，这些叫做基督教徒的悲惨命运，其实并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只是在满足一个人的残暴欲望而已。」



尼禄本来打算借着将人们唾弃的基督教徒当作纵火犯，来降低公民们对于自己的怀疑，但是他的如意算盘完全失算，反而更让尼禄教唆纵火的流言四处流传。

罗马历史之中，包括帝王政治时代和共和政治时代在内，最为知名的人物，既不是朱利斯·凯撒，也不是奥古斯都，而是这位尼禄，他不仅有名，甚至还被认为是罗马皇帝的代表性人物。不过，在罗马帝国健在时，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在罗马灭亡之后，基督教徒取代罗马人，成为全球主角的时候才有的固定评断。西元64年的这次迫害事件，让尼禄成为罗马史上最出名的人物。基督教徒称尼禄为「反基督」，对他极为反感。这种情况在二千年后的现代亦复如此，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改编为电影的《暴君焚城录》就是从这个观点来描绘的。

不过，尼禄迫害基督教徒，或许因为只是以转嫁纵火嫌疑为目的，所以也只侷限於首都罗马之内，而且在往后的日子里，也不再有相同的事件发生。基督教徒受到第二次的迫害，是在三十年后的西元95年。这一次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理由，而是因为只图密善（Domitianus）皇帝想把別人对他的敌意，转嫁给基督教徒的缘故，而基督教徒们又无端地成为牺牲品。

说起五贤帝，虽然基督教徒也评价皆为「贤明的皇帝」，但是在这个时代里，他们未必就没有受到迫害。图拉真皇帝时代，有耶路撒冷和安提阿的二名主教殉教，而马库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皇帝时，也曾镇压里昂的基督教社会。不过，此时受到迫害的区域也是有限，并没有扩及整个帝国。镇压的理由也应该不是基於宗教，而是基於维持社会秩序的考量吧。

整个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都受到迫害，是要到西元202年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皇帝时代。到西元250年为止，这都还算是暂时性的现象，过了西元250年之后，局势为之一变。西元253、257、258年，是基督教徒接连受难的日子。

从西元260到303年为止，基督教徒受迫害的情况有如幻梦般消失无踪，这对居住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而言，可以说是最宁静安详的时期。

西元303年，基督教徒再度面临受难期。决心重建罗马帝国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皇帝决定从罗马帝国中扫除「破坏罗马人创造的人类共同体规则的基督教徒」。光是看这个时期皇帝针对基督教徒下达的论令，就可以知道戴克里先皇帝的决心有多么坚定。这对基督教徒而言，是最苦难的时期。还好，这一切都在西元324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us）大帝下令认可基督教徒信仰之自由而宣告结束。虽然基督教徒们是搭了皇帝间权力斗争的便车，但是总之他们是侥幸的一方。

以上是基督教徒被迫害历史中较为知名的，所以只把尼禄当成基督教徒的敌人，难免让人替他打抱不平。尼禄所提的理由之中，除了说基督教徒们是纵火者和共犯之外，还说他们犯了憎恶人类全体之罪。当时罗马人所谓的「人类全体」，其实指的就是「罗马帝国」。就这一点而言，尼禄仍是后代迫害基督教徒的始作俑者，虽然这是他在生前始料未及的。




唱歌的皇帝



尼禄其实很天真幼稚、具神经质，所以无法忍受他人对自己的诋毁、反感和敌意。「特异独行」自然会遭到诋毁、反感和敌意，但是他却无法洒脱地面对。这种性格的人，往往会走极端，要不就是慌慌张张地想要扳回一城而丑态百出，要不就是因为过度反应而采取攻击，无论如何，都是精神上失去平衡而产生的现象。看见公民们同情受到酷刑的基督教徒，尼禄开始紧张了起来。

隔年的西元65年，是名为「五年祭」的罗马奥运第二次举行的年代。众人称之为「尼禄节」，而尼禄是想要在这个节庆中，以肉体、诗歌和辩论的竞演方式来表现希腊文化的精髓，他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将希腊文化落实到一般罗马人之间，而这一年，他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挽回他逐渐失去的人气。於是尼禄说道，他将以自己创作的诗词搭配歌曲，出场参加歌唱比赛。尼禄早在拿坡里就已经试演过，而且获得满堂彩，所以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更何况，尼禄老早就想在罗马公民面前展露歌艺了。

这下子，换元老院紧张了。为了阻止皇帝变成演艺人员这等丑闻流传，元老院及早做出下列的决定：让尼禄获得辩论和歌唱比赛的优胜。

尼禄断然拒绝，他言明自己的才华无须元老院在后头撑腰，要以对等的立场与其他参赛者一较高下，在评审严格的评分之下，以实力获取月桂冠。元老院的议员们束手无策，只能静观其变了。

公民们前来观赏唱歌的皇帝，把当天的庞培剧场挤得水泄不通。除了免费入场之外，罗马的春天气候好得让人想到外头走走，不过，能让可容纳三万名观众的露天大剧场座无虚席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因为公民们得知尼禄要出场，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所致。

才一站到舞台之上，尼禄已经享有热情的掌声和欢呼了。等到这些声音都暂时停顿下来之后，皇帝手抱竖琴，开始配著自己创作的歌曲，将自己填的诗词娓娓唱来。从至今仍然流传的几首诗作来看，尼禄作诗的才华还不差。至於在这没有录音机的时代，后世的我们就无法评断他的谱曲才华了。不过，同时代的评论家们给他的评价，是「不敢领教」。至於在歌声方面的评价，是嗓子不错，但声音太小。

不过，这些评价对观众而言，根本不重要。尼禄唱得呕心沥血。唱完后，尼禄以他身上希腊式的短衣衣袖擦拭汗水。上流社会的人士会用擦汗用的布巾来拭去汗水，但是如果要维持这种礼仪，他就必须要叫仆人将布巾送到舞台上，这样就违背了他在剧场中不是皇帝的原则。在唱完等待评审评分的同时，尼禄跟其他的参赛者一样，一个膝盖跪在舞台上，怀抱竖琴、谦虚地等候。这种举动又让观众高兴不已，不断地为他喝采。历史学家们并没有记录尼禄是否获胜，但是比赛举办得非常成功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评审委员的评分之外，如果也让观众们来投票，尼禄的人气应该是第一名吧。因为，在所有出场的参赛者之中，尼禄获得的掌声和喝采，是众人之最。

不过，坐在观众席前方「贵宾席」的元老院议员们和骑士阶级的男士们，脸上却藏不住轻蔑的神情。而掺杂在观众席中、来自属省和同盟国的人们，在看到罗马皇帝变成演艺人员的时候，不禁令人大吃一惊。

对于比赛举办得非常成功而心满意足的尼禄，眼看就要二十八岁了，但是对某件事情却相当无知。他不知道人类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在他们的心中，亲近感与敬意是很难共存的。他也不知道，皇帝的工作，是无法在没有受到尊敬的情况下完成的。同年年底，历史上发生了名为「皮索的阴谋」的暗杀尼禄事件。




皮索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盖乌斯·卡尔普尔尼斯·皮索可以说是最典型会被推举出来的代表人物。首先，家世好。他是出身共和政治时代起的名门贵族，也是朱利斯·凯撒最后一任妻子的娘家。就连将结婚跟政治分开考量的凯撒都会跟这个家族缔结姻亲关系，就足以证明这卡尔普尔尼斯家族乃是元老院中的有权有势者。对于当上皇帝的朱利斯家族而言，卡尔普尔尼斯家族是个强力的对手，所以卡利古拉皇帝才会下令放逐，到了克劳狄斯皇帝的时候才又获准回国。

皮索本身就是个对他人宽大为怀、和蔼可亲的绅士，个头魁梧，虽然已是中老年人，但仍是个美男子，跟还没三十岁就肚大肠肥的尼禄比起来，无论是身著军装或托加长袍，都更具罗马男性的魅力。不过，就才华和个性来说，实在是平凡无奇。正因为没有优异的才能和强烈的个性，所以才会被挑中成为刺杀尼禄之后接任皇位的人选吧。

将决定谋杀朱利斯·凯撒的「布鲁图斯的阴谋」和这个「皮索的阴谋」相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二个差异。

「布鲁图斯的阴谋」起因於对国家体制的意见对立，分为支持庞大帝国由一人统治，以及赞成维持以往方式，由元老院统治的寡头政治两派。就这一点而言，凯撒是革新派，而布鲁图斯是保守派。除此之外，阴谋刺杀者之中，有些人则是跟凯撒有私人的恩怨。

至於「皮索的阴谋」却没有这两项因素。在阴谋刺杀者之中，的确有人心中是共和政治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要瓦解帝王政治来恢复共和政体。因为，这时候大家的观念都已经认为，要统治庞大的帝国，与其让元老院来作少数领导，倒不如由一人负责的帝王政治来得比较务实些。阴谋刺杀者的人数约莫在二十到三十之间，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抱着个人的野心或私人的怨恨、恐惧才加入的。所有参与的人员都是基於忧虑罗马帝国未来，借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基於维护「共同体利益」的义务感，所以才会参与这项刺杀尼禄的计画。

这项计画甚至没有主谋，与其说是由谁发起，倒不如说是众人在讨论帝国未来的隐忧时自然形成的计策，进而决定刺杀尼禄之后该由谁出任皇帝。除了皮索之外，几乎所有参与刺杀的人员都是尼禄皇帝的亲信；有些是尼禄年轻时代的玩伴，有些是元老院中公认偏尼禄派的议员，甚至塞尼卡这无须赘言的人物，即尼禄的家庭教师兼顾问，也都参与其中。换句话说，「皮索的阴谋」是尼禄派人士的阴谋，而且也不是要改变国体，只是要换个领导人罢了。这一点就和布鲁图斯刺杀凯撒不同，而比较接近卡利古拉遇刺的情况。卡利古拉和尼禄都是未满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如果想要排挤他们，就只得把他们除掉。





那么，又为什么在行动之前会被揭发出来呢？

这项阴谋的参与者之中，有一位名叫斯卡耶维努斯的男子，他竟然将财产做了处分。他以感谢以往尽忠侍奉为名义，把钱分给仆人们，仿佛是要在生前先完成遗嘱。获得金钱的人之中，有一名叫做米里库斯的解放奴隸。斯卡耶维努斯叫米里库斯将短剑的刀锋磨利，还要他準备止血药和绷带。

解放奴隸心中的疑虑，这下子可说是变成不争的事实了。经常有人来造访主人，而主人斯卡耶维努斯又在支开他人之后和这些男子密谈，这一切，想来果然事有蹊跷。米里库斯和妻子商量，他的妻子同样也是斯卡耶维努斯家中的仆人，她给的忠告是，即使你不说，其他人的口风也一定会走漏，与其到时候被当成共犯，不如现在就去密告。於是，米里库斯拿着主人命令他磨的短剑，敲响了尼禄罗马郊外豪宅的大门。因为当时帕拉提诺山丘上的皇宫失火，而「黄金宫殿」也仍在建设之中，所以尼禄暂居郊外。

尼禄简直不敢相信，从他登基为皇之后的十年多以来，从来没有人想到要暗算他。跟在位四年就遭到杀害的卡利古拉相比，他坚决相信自己是人人爱戴的皇帝。惊魂未定的尼禄，传来接替布鲁斯死后近卫军团长官之一的提葛里努斯（Tiglinus），要他全权进行搜查。而这位提葛里努斯偏偏又是个想要以绝对的忠诚来抹灭自己出身低贱事实的男子。

斯卡耶维努斯被捕，但是他装作毫不知情，表示短剑磨利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后演变为到底要相信解放奴隸所说还是元老院议员的说词。尼禄差一点就要相信斯卡耶维努斯的时候，提葛里努斯又再度询问米里库斯，这名解放奴隸说道，来造访主人的宾客之中，有一位名叫纳塔里斯的人物。

纳塔里斯也被逮捕，他是属于罗马社会中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人物，看到拷问用的器具后，就吓得全身发抖，说出了皮索与塞尼卡的名字。斯卡耶维努斯得知纳塔里斯招供了之后，不知是否认为大势已去，便把参与阴谋的人名逐一道出。塞尼卡的姪子，同时也是诗人的卢卡努斯（Lucanus）也在其中。





跟尼禄属同一年代的这位诗人，与他的伯父塞尼卡相同，都是出生于西班牙，由于幼年时也是由这位伯父来担任他的教育启蒙恩师，所以跟尼禄算是同门求学的师兄弟。尼禄将他从雅典的最高学府召回，要他创作出「尼禄节」主题赞歌。奥古斯都订定的「世纪祝祭」赞歌，是诗人霍雷斯的作品。尼禄心想，这下子他等于是给了这个年轻诗人，相当於与维尔吉里斯齐名的奥古斯都时代国民诗人霍雷斯同样的荣耀。卢卡努斯心中是个共和政治主义者，这位热情的诗人写的长篇叙事诗《法尔沙拉斯》，就如标题所示，是描述朱利斯·凯撒与庞培的决战，其中充满了袒护共和派代表庞培的感情，但是他仍旧受到尼禄的起用。尼禄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竟然还是跟自己兵戎相向。

热情的年轻诗人，禁不起严刑拷打。他招供的共谋者之中还包括自己的亲生母亲，连询问者都不敢置信。

提葛里努斯手下的近卫军团士兵们在罗马四处奔走，前去逮捕阴谋者。早有觉悟的皮索，在士兵们敲响他家大门之前，就割腕自杀了。已经被选为隔年执政官的拉特拉努斯甚至连自裁的时间都没有，也没有接受审问，就直接被带到刑场，斩首示众。

至於哲学家塞尼卡到底是非常积极地参与整个计谋呢？抑或是知情而不报？或者完全没有瓜葛？没有史料可供佐证。作证塞尼卡也有参与的，只有纳塔里斯一人，而他也只说，自己是因为受到皮索的差遣才去造访塞尼卡，传达皮索埋怨塞尼卡不愿意见他的讯息，然后再把塞尼卡的回答带回给皮索。而塞尼卡的回答，其实看如何解释，都说得通。


「我们如果太常见面，对双方都不是好事。不过，退隐之后成为一般人的我是否能够安养天年，就得看皮索的命运了。」



就因为这句话，塞尼卡被裁定有罪。尼禄将这位曾经是自己恩师兼辅佐官的老哲学家「赐死」。换句话说，就是给他时间自行了断。





年逾七十的塞尼卡虽然割了腕，但是血流稀少。为了即早了断，哲学家躺进放满热水的浴缸之中，不过，还是没死。最后是在为了促进发汗的蒸气室混沌的水汽之中，才好不容易离开人世。死前的他，并没有严厉批评尼禄。塞尼卡希望自己是在和友人谈论哲学的问题时安静地过世的。这么一来，罗马史上唯一积极参与政治的知识份子死了。对于他曾经寄与厚望、不遗余力地提供协助的尼禄，退隐之后的塞尼卡到底是怎么看待的，他自己没有留下任何只字片语来说明。要用「辜负期望」一句话来解释的话，或许他自己也会认为，这对一个比任何人都具有深刻观察力的知识份子而言，实在是太简单的说法了。不过，在他退隐之后，他持续的多本著作仍旧维持著一贯的忧郁风格，我总觉得这就是为师者从远处关怀着爱徒的心境写照。

相对地，以单纯率性为美德的武将们临终数语，反倒是慷慨激昂。

原本预定下手行刺的近卫军团大队长佛劳斯，在面对尼禄质问他为什么会想到要跟自己宣誓效忠的皇帝兵戎相向时，他回答道：


「因为我憎恶你。不过，当你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皇帝时，你的部下中，再也没有一个人像我这么忠心不贰了。但是，你弒母杀妻，沈迷竞赛，热中歌唱事业，甚至还纵火，所以我对你的情感，便只剩下憎恶。」



可说是中队长的百人队长阿尔普尔斯也在义愤填膺地批评尼禄之后，从容就义。尼禄问他为什么希望我死，这位百人队长回答道：「要改正你所犯下的各种错误，唯有杀了你。」

当政体没有制度来以选举进行世代交替时，面对集绝大权力於一身的人，只有采取恐怖活动一途，这也是事实。所有参与这项刺杀阴谋的人物，都是罗马公民权的所有人，而所谓的公民权所有人，就是具有投票选举权的人。





除了以供出所有共谋者名字作为免罪条件的纳塔里斯之外，所有的共谋者都被处以死刑或被迫自裁。同样与提葛里努斯担任近卫军团长官职务的鲁夫斯，一开始的时候原本是审问者，后来被抖出来也是参与的共犯之一后，就遭到杀害。「皮索的阴谋」就这样功败垂成了。尼禄也不知道是打什么算盘，竟然将所有的审判过程公开，甚至出版给众人看。难道他不怕人们在看过这些出版物之后，会受到阴谋者的言论影响吗？虽然从奥古斯都制定的「国家叛乱罪法」来看的话，只要是对国家的第一公民所采取的犯罪行为，就等于是对国家犯下罪行一样，所以，从法律上来解释的话，这些阴谋刺杀皇帝的人士自然是有罪的。

不管是谁，当得知对方有意置自己於死地时，人自然就变得恩断义绝。原本心胸开放的尼禄，现在也整个人都起了戒心。不久之后，心爱的妻子波贝亚过世。尼禄变得更孤独、更猜忌，结果近卫军团长官提葛里努斯的权力就无限制地扩张。最爱描写这种事情的塔西图斯和史维特尼斯就写道，这是恐怖时代的再现。在被迫自裁的人员之中，尼禄死党之一的贝特洛尼斯也在其中，他也是讽刺文学杰作（爱情神话）的作者。这号人物在从基督教徒的立场描绘罗马的小说“Quo Vadis”之中，也是主角之一。要叙述尼禄是完全的暴君时，在所有实际存在的人物之中，贝特洛尼斯是最适合担任这类型主角的人选，这也等于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绘罗马人对于尼禄的批判。

不论是哪一种假设，都必须具有说服力。要批判体制（罗马帝国），光是从反体制（基督教）的立场来批判的话，说服力还是不够。要具备完整的说服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介绍连体制本身这边也有人批判过的实例。如果又是皇帝身边的人所说，那么更具影响力。这是小说家至少也会考虑到的策略。不过，以文章为武器的人不叫「策略」为策略，而称之为「结构」，这是文人和武官的差別。

尼禄众叛亲离，但是并没有让他变成滥用权力又不理政务的皇帝。因为，帕提亚王胞弟提里达特斯结束了九个月的长途旅程，似乎就是在等候「皮索的阴谋」告一段落之后，登陆义大利本土，前往罗马接受加冕。我们在早先已经提过，尼禄以亲自到拿坡里迎接的国宾级待遇来迎接罗马的宿敌帕提亚人，而且在罗马举行的加冕典礼终于平安落幕。这不仅解决了罗马和帕提亚之间争夺亚美尼亚王位的问题，也表示可以和罗马的头号假想敌国帕提亚再度确立「和平」关系。当尼禄亲手将亚美尼亚的王冠放在跪在地上的提里达特斯头上时，将罗马广场典礼场地挤得水泄不通的公民们，以「皇帝」的名号称呼尼禄。真正的功劳虽然是属于科普洛，但是百姓们哪里懂得那么多。他们眼中恢复和平的功劳者，就是尼禄。既然尼禄是国家政治的最高负责人，不论是手下谁立的功，只要是既成事实，最后正式的功劳，都会在尼禄身上。尼禄皇帝为了回应因「和平」而欢欣鼓舞的百姓，下令将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关闭，因为，自古以来，罗马的习惯就是当罗马处於战争状态时，就把战神雅努斯的神殿大门打开，等到和平时就关起来。

这时候的尼禄应该已经把「皮索的阴谋」时动摇的信心重新建立起来了吧。原本应该自称罗马公民中「第一公民」这种充满伪善名号的人，现在正享有民众给予「皇帝！」的欢呼声，这仿佛就是在公民大会中，在鼓掌与欢呼声中以最高票当选一般。





每天跟历史相处在一起，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决定孰胜孰败的条件，不在那个人本身资质的优劣，而在于他如何运用他的资质。在这方面，我们只能说尼禄实在不得其门而入。他总是做一些蠢事，把获得的口碑又给赔上。或许他认为，只要评价高的话，做什么都无所谓吧。当他仿佛受到「和平之神」般的赞美时，他决定要来一趟最向往的希腊之旅，而且，还不是皇帝的视察之旅，而是要去希腊试试身为歌手的实力。




青年将领



如果尼禄是一个能够看到前兆就想到对策的人，那么底下这个消息，一定能让正在计画前往希腊之旅的他暂缓下来，甚至他应该能够了解，像是莱茵河或巴勒斯坦等不断有问题发生的地区，才是值得他前去视察的。「贝内文托（Benevento）的阴谋」比起「皮索的阴谋」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是在事情刚刚萌芽的阶段就已经解决了，所以尼禄一点也不担心。不过，尼禄应该更深刻地去反省，不是单纯地进行事后处理就好，应该寻找治本之道。因为，这是罗马军的主战力——军团首次反尼禄的前兆。





「贝内文托的阴谋」发生于西元66年，取主谋们汇集密商的都市之名，主要是由军团的年轻将领们计画暗杀尼禄。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摧毁帝王政治而回归共和政治。这些人虽然长年在边境勤务，但是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上了军团长或大队长，算是罗马军团中的菁英份子。这些人总有一天都能够统领四个军团，而他们的年纪就和二十九岁的尼禄相仿，而这些同年纪的年轻人们就批评，尼禄不适合担任皇帝。这些基於忧国的理由而采取行动的年轻将领中，最主要的领导人物是帕提亚、亚美尼亚问题最大功臣科普洛的女婿维尼奇亚努斯。这个「贝内文托的阴谋」计画，似乎是要在刺杀尼禄之后，让科普洛登基为皇。之所以说是「似乎」，是因为这次的「贝内文托的阴谋」不像「皮索的阴谋」那样，有著详细的记录。尼禄在「皮索的阴谋」时将审问记录公诸於世，但是这次的青年将领行刺计画的审问记录却没有公开。他的理由是，根本不值得公开。当尼禄要把在贝内文托密商的青年将领们一网打尽时，发觉所有参与刺杀计画的人员竟然全是在军队勤务者。换句话说，是一群向罗马军最高司令官尼禄宣誓效忠的人员，而且他们也是必须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人。在今日，这些人必须接受军法审判；在古罗马时代，他们同样也不属于公民们能够审判的范围。结果，人数还不到十个的主谋们，在没有经过审判的过程下，就被处以死刑，结束了这次的阴谋，而尼禄仍旧照样出发，踏上他的希腊之旅。




希腊之旅



在罗马历代的皇帝之中，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尼禄一样，没有到外地巡视过。庞大的罗马帝国，西起不列颠，东至幼发拉底河，北抵莱茵河口，南到撒哈拉沙漠，统治的民族数目也达六百之多。身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尼禄以往亲眼看过的土地，竟然只有罗马和拿坡里之间，实在令人傻眼。

姑且不论转战辽阔罗马世界东西南北的朱利斯·凯撒，即使擅长沙盘推演的奥古斯都，从他登基为皇之前的内乱时代起，一直到他当上皇帝以后，也走过许多外地。五十五岁之后才当上皇帝的台伯留在统治之前，可有著充份得不能再充份的外地经验。卡利古拉的治世期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他至少也亲眼目睹了莱茵河与多佛海峡。而且在他的少年时代，还随着父亲日耳曼尼可斯前往东方旅游。克劳狄斯也是在不了解他国的情况之下就登上了皇位，但是在远征不列颠时，他也亲自到过当地。跟这些前辈们比较起来，由于尼禄接掌的帝国无比的和平，所以才没有任何前往外地的经验，不过，还真是叫人啧啧称奇。更何况，在前往希腊之前，尼禄的统治时间已经有十二年之久。总之做了十二年皇帝的尼禄，亲眼看到的土地，只有罗马到拿坡里之间。

所谓的旅行，与其说是为获得资讯，倒不如说是为了要亲眼观察，呼吸当地的空气，借此有益于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我们只能说，尼禄在这方面，既不懂得这种重要性，也缺乏单纯的好奇心。他贵为皇帝，只要他愿意，要实现很简单，同时，驻守边境的军团士兵们也一定很欢迎皇帝的大驾光临。

除此之外，我甚至觉得，尼禄本质上就是个胆小鬼。旅行是与未知事物的接触体验，不论安排得多么周密，一定会遭遇到预定行程之外的状况。尼禄年纪虽轻，却非常害怕突发状况。他也不是讨厌新鲜的事物，举凡「罗马奥运」和兴建「黄金宫殿」来改造罗马城中心，这都是前人不曾尝试过的新鲜事，不过，这一切又不超过他「事前安排」的范畴。尼禄从来不曾发表过即席的演说；以自弹自唱的方式初次登上舞台，也选择在绝对有把握的拿坡里；至於在罗马的公演，也是在组织啦啦队的坚强阵容之下，他才愿意上台的。





向往已久的希腊之旅，尼禄并不是以皇帝的身份来视察属省，而是以歌手的身份，来测试自己自弹自唱的功力，所以他自然就带着名为「奥古斯提亚尼」的啦啦队一道前往。此外，奥林匹亚的竞技赛和科林斯的竞技赛是四年才举办一次，这一年原本是不用举办，结果就因为皇帝的一声令下，这些竞技赛於是开办。奥运中原本不包括的音乐比赛，也在命令之下加入竞技项目之中，这一切都是尼禄为了自己要出场的关系。除了这两大竞技比赛之外，尼禄下令希腊各地举行各式竞技赛，而他也每一处都登台比赛。由于啦啦队壮大的声势，再加上为了观赏唱歌的皇帝而群聚一堂的希腊人热烈的掌声，尼禄在各地的竞赛中都获得优胜，黄金打造的月桂冠数目也持续地增加。一般的月桂冠都是以月桂树的枝叶来制作，但是唯独此时是专门为了尼禄而以黄金打造。

虽然这次尼禄是以歌手的身份出游，但是在这趟希腊之旅的途中，尼禄还是做了很多皇帝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开凿科林斯峡谷作为运河，连接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这项土木工程的目的，是在缩短迂回绕道波罗奔尼撒半岛的时间和距离。第一个想到要做这项工程的罗马人是朱利斯·凯撒，但是后来的皇帝就再也没有人想到要这么做，因为，这对维护地中海的「和平」而言，并非绝对必要。但是，让船只行驶於科林斯峡谷，虽然在军事上的优势较少，但是经济上的利益却很大，因为这将可以帮助因人才大量流失到罗马帝国而明显衰退的希腊振兴经济。

不过，这项工程也因为尼禄之死以致半途而废，之后便是杂草丛生，无人闻问。这项工程正式完工，是在苏伊士运河等工程受到众人瞩目的十九世纪之后。当这项工程事隔一千八百年之后重新动工时，听说当初尼禄时代开凿的岩石痕迹还保留着原状呢。





在希腊「巡回表演」的尼禄，不晓得是为了答谢他所获得的众多月桂冠一事，或者是要留下证据以表示他对于希腊文化的憧憬，他送了一份希腊人最喜爱的礼物。他宣布，整个希腊将可转为「自由都市」。所谓的「自由都市」，指的是能享有内政自治权、免缴属省稅的都市而言，以往只有雅典和斯巴达二个城市享有这项特权，因为罗马人尊重这二个都市国家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尼禄宣布，将把相当於雅典和斯巴达享有的特权赐予希腊。一旦免征收入十分之一的属省稅时，就算不是希腊人，也为之欢欣鼓舞。这也难怪当时的希腊人赞赏尼禄为最棒的皇帝。






阿波罗神像，手中弹奏著尼禄




憧憬喜爱的竖琴




不过，这种特惠的情况，也在他死后不到二年的时间化为乌有，因为心态健全的维斯帕先皇帝认为，属省间的差別待遇不是统治整个帝国的妥善做法。对于希腊文化的憧憬和必须冷静思考的统治工作，事实上是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不过，维斯帕先皇帝仍旧保留了雅典和斯巴达的特殊待遇，因为，这也是「政治」的艺术。

尼禄似乎也曾经从失败中记取教训。为了处理犹太发生的叛乱，他一开始就把全权交给维斯帕先处理，而不再重蹈覆辙，像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发生时一般，因为将指挥系统二分而花费十年的光阴。





这时候尼禄的举动，我们只能以支离破碎来形容。他虽然将全权交给维斯帕先来处理犹太的暴动，但是另一方面，他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让所有负责保卫罗马帝国安全的前线军团士兵们一改初衷。尼禄在希腊旅行途中所作的举动，可能是想作为青年将领们主谋「贝内文托的阴谋」事件的事后处理吧。从这个时期整个罗马军队平静的状态，以及后来他们改变的情况来看，总之我们只能说，他的举动实在蠢到了极点。




司令官之死



为了防守莱茵河，罗马派驻了八个军团在此随时待命。负责莱茵河上游到中游防御工作的是高地日耳曼军，由一名司令官指挥四个军团。负责中游到下游防御工作的是低地日耳曼军，这也是一位司令官指挥四个军团。在罗马军二十五个军团之中，驻守莱茵河的八个军团，公认是实力最为坚强的。这时期的司令官，恰巧是斯科里波尼斯家的兄弟，他们俩都是经验丰富的前线司令官。

尼禄将这两名司令官召到希腊来，同时也传唤了同一时期担任叙利亚属省总督、负责防御幼发拉底河的科普洛。

这三名将领都因为收到最高司令官的命令，再加上尼禄的信中充满了皇帝对他们的感谢，於是在不疑有他的情况之下，二人从西，一人从东，赶往希腊。但是，在希腊等候三人到来的，并不是皇帝的宴请，而是赐死的通知。尼禄连见都不肯见他们一面，就下令将他们处死。从莱茵河而来的二人，在尼禄派遣出迎的提葛里努斯指挥近卫军团士兵的包围下，被迫自行了断；而科普洛则是从尼禄派来迎接的近卫军团士兵手中，接到尼禄亲笔命其自裁的书信。

就连记载最为详实的塔西图斯，在他的《年代记》中记载这个时期以后的部分也完全散逸，所以没有确切的资料显示解决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的功臣科普洛最后的命运。他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结束自己的一生的，恐怕都只能靠我们自行想像了。不论如何，他们也不狡辩，只说一句：「好吧」，就将剑刺入自己体内，这一定是不争的事实。这三名将领到底是否真的参与了「贝内文托的阴谋」,或者只是其他血气方刚的年轻将领们一时脱口而出所造成的冤屈，真相已不可考。但是，尼禄真的把长年来驻守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帝国最重要防线的资深武将处死了，而且还是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下。更何况，尼禄采用的方式非常的卑劣，他将这些将领们调离拥有许多忠贞部下的勤务地，之后才下令他们自裁。

学者们写道，尽管如此，军团中没有爆发反尼禄的举动，证明了军团中充满了奉承皇帝的气氛。的确，在这个时期，属下的士兵们的确没有因为自己的长官被杀而发生暴动；但是，没有发生反尼禄的暴动，并不等于没有反尼禄之心。罗马军的主战力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士兵，他们对于尼禄的看法，也因为这次的事件而大为改观。若非如此，就无法说明为什么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会发动抗争。尼禄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就把三个司令官处死，结果等于是与整个罗马军为敌。与其说他是行为轻率，倒不如说是愚蠢至极。

如果坐视不管的话，尼禄大概会一直待在希腊，但是他毕竟身为皇帝，就不能这么任性。不在罗马的这段期间，尼禄把内政交给了解放奴隸贺里斯，但是在贺里斯再三的催促之下，尼禄终于在一年半以后回到祖国。据说尼禄登陆南义大利港口布林迪西，是在西元68年1月的下旬。

对尼禄而言，他此番归国等于是凯旋将军，所以他就在途中的拿坡里和罗马，都举行了凯旋仪式。




凯旋仪式



全程随行参与希腊之旅的啦啦队，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宣传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是在罗马的凯旋仪式中，战胜者进城时的一般做法。在这些宣传牌上，会描绘获胜的各场战役的情况。而尼禄基於帮助不识字的人也能了解的考量，在他的凯旋仪式中的宣传牌上描绘了自己自弹自唱而获胜的各场比赛状况。在这些宣传牌的队伍之后跟随的一群人，高举优胜后获得的黄金月桂冠，听说月桂冠总数达一千八百零八，所以宣传牌的数目应该也是相同的数目。最后出场的，才是凯旋将军尼禄。依照古礼，尼禄驾著由四匹白马牵引的战车出现。他遵照古礼，披着缀有金线的深红大斗篷，但头上戴着的并不是由鲜绿橄榄叶编成的头冠。战胜的凯旋将军头上戴的，是黄金打造的月桂冠。

凯旋队伍行进的路线，在抵达罗马广场之前都是依循古礼，但是过了罗马广场之后，并没有登上卡匹杜里诺山丘，到最高神朱比特的神殿，向神明表达谢意；相反地，尼禄在进入罗马广场之后就左转，登上帕拉提诺山丘，因为这山丘上的阿波罗神殿，才是凯旋队伍的终点。阿波罗神是艺术的守护神，所以尼禄坚信，他的胜利不是来自於战争而是来自於艺术，所以获得荣耀的他，应该感谢的对象，是阿波罗神。

史学家们记载，庶民们为了尼禄的凯旋仪式而欣喜若狂。其实，罗马人只要认为东西好玩，就会彻底享乐。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凯旋仪式可说是一项新鲜的表演，而得意洋洋的尼禄也值得大家来瞧瞧。

战胜后的凯旋归国，其实是全国人民因为安全获得了保障而庆祝的仪式，与结束了怀抱竖琴、自弹自唱的「巡回表演」后的凯旋归来，自然是大异其趣。罗马公民的狂热会立即冷却，这也不是他们的责任。

可是，尼禄就不高兴了。他气愤罗马人竟是如此的没有文化，所以他就去了他认为文化水準较高的拿坡里。他去拿坡里的理由也是因为在罗马只能趁罗马奥运时期唱歌，而拿坡里则是随时可在任何的剧场唱歌。可是，当尼禄到了拿坡里之后，却接到高卢发生叛乱的报告。




忧国



盖乌斯（个人名字）·朱利斯（家门名称）·维恩德克斯（家族名称）——这个名字对于当时的罗马人而言，无论是谁，一听到这个名字，一定立刻就会意过来。只要想想盖乌斯·朱利斯·凯撒，即使在二千年后的我们也能够会意。看到维恩德克斯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人很明显地是高卢人；而在朱利斯家门中，许多男子都叫做盖乌斯。至於朱利斯这个家门名称，是因为百年前凯撒征服高卢之后赐给高卢部族首长的，所以这些高卢人就开始以朱利斯作为自己的家门名称。在这串名字之中，唯有维恩德克斯表示他们的出身，是在高卢的亚奎塔尼亚（现在的亚奎丹）。

这个高卢人，在他父亲那一代，就已经进入了元老院，这全靠克劳狄斯皇帝在西元48年时制定的著名法律，允许高卢人获得元老院的议员席次。这项法律成立的最初，是承认当时与罗马有著最长久友好关系的黑杜伊族进入元老院，而在承认的同时，大家心中也都已经想见到，承认部分部族进入元老院，就表示其他部族进入元老院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事实也证明如此。维恩德克斯的父亲就不是黑杜伊族，而是亚奎塔尼亚族。

继承父亲的维恩德克斯后来也当上了元老议员，甚至还被任命为高卢属省之一「高卢·卢古都南西斯」（里昂属省）的总督。跟罗马化较快的「高卢·拿波南西斯」（南法属省）相比的话，罗马人自然认为这里的文明比较落后。承认「长发高卢」（法国中北部）权力阶级进入元老院的克劳狄斯皇帝法成立至此，也不过二十年而已。征服者罗马人在对被征服者的开放或同化速度之快，真是值得大书特书。这就和日本在北韩殖民时代一样，不以日本人为总督，而起用朝鲜人。

高卢全土东至莱茵河，北达多佛海峡，西临大西洋，南达庇里牛斯山脉，总共分为五个属省（请参阅第Ⅵ册第49页）。其中，只有南法属省为元老院管辖的属省，其余的四个属省都是由皇帝直接管辖。罗马军团常驻的，只有四个属省中的日耳曼属省一处，因为这里位处莱茵河西岸，是防御的最前线。除了这里之外，比利时嘉、高卢·卢古都南西斯和亚奎塔尼亚虽然也都是皇帝属省，但是却没有罗马军的兵营。「长发高卢」的首都卢古都努（现在的里昂），罗马只派了二个大队（不到一千名）常驻於此。换句话说，二十年前还无法进入元老院的属省出身者，罗马不仅让他担任统治高卢重要属省的工作，还把军事的责任也交给他，虽然士兵的人数还不到一千人。朱利斯·凯撒开创、克劳狄斯皇帝再次证明的罗马开国路线，在维恩德克斯时「开花结果」。可惜，维恩德克斯竟然揭竿而起，反抗尼禄。





如果是一般的情况，这个高卢人可能会对他的同胞们激愤地说:


「尼禄不适合当皇帝，而让尼禄当皇帝的罗马人，也没有资格统治高卢民族。事隔百年，现在正是高卢摆脱罗马束缚，回归独立的绝佳时机。」



但是，同样要鼓动，维恩德克斯却是这么说的：


「尼禄将帝国化为私有财产，沈醉在各种蛮横的作为之中，简直无法令人相信他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杀害母亲，还以叛国罪逼死帝国的贤能人才。还有，他只想要唱歌，弹得一手烂竖琴，唱得荒腔走板，却还得意洋洋。这种不适合担任罗马帝国领导者的人物，应该让他尽早下台，这样才能拯救我们高卢人，罗马人，甚至整个帝国。」



在维恩德克斯的鼓动之下，立即号召了将近十万名的高卢人。其实，这位属省总督会发起反抗尼禄的行动，并不是因为他是高卢人，他是以罗马人的身份号召群众的。他还呼吁他的同事——西班牙东北部的属省总督噶尔巴，说他才是适合取代尼禄，成为罗马帝国「第一公民」的适当人选。

但是，当里昂的维恩德克斯捎给西班牙噶尔巴的亲笔信还没越过庇里牛斯山脉之前，驻扎在莱茵河沿岸的高地日耳曼军团已经开始行动了。

驻守莱茵河的八个军团，除了防御对岸日耳曼民族来袭的任务之外，还必须维持背后高卢地区的秩序。如果高卢发生叛乱，不须等候皇帝指示，司令官就必须出兵镇压。当年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司令官，是在军团中慢慢升上来的威尔吉尼斯·鲁夫斯。当他获得报告，指出维恩德克斯聚集了十万名的高卢人时，鲁夫斯立即下令出动军队。

纵使有十万的高卢大军，但毕竟不敌精锐的罗马军队；而且，跟罗马军队战斗，更不是维恩德克斯或汇集在他手下的十万高卢人所想要的。所以，高卢军队很快就被驱散了。有些史学家记载，高卢方面的死伤人数达二万。在镇压了这群高举反尼禄旗帜的属省人民叛乱之后，罗马军团的士兵们竟然对司令官鲁夫斯说：「如果您想要当皇帝的话，我们全力支持。」

虽然镇压了高卢人的叛乱，但是这些罗马人在反尼禄的情绪上，与高卢人是一致的。鲁夫斯拒绝了，不知道是因为他曾为士兵，无法违背自己效忠皇帝的宣誓？抑或是他在军团之中，好不容易才升到「骑士阶级」，都还不是元老院议员，又怎能奢望肩负统治帝国的重责大任，而因此感到徬徨犹豫。不论如何，局势已经是覆水难收了。




崛起



总督噶尔巴在受到维恩德克斯的呼吁之后，不像鲁夫斯那样迷惘，噶尔巴的祖先们代代都是元老院议员。八年来的属省统治工作，他是以德政著称，所以就他的公职身份而言，他丝毫没有愧对于心之处。对噶尔巴而言，在忧国的情怀上，他这个罗马人中的罗马人，怎能输给一个二十年前才获准进入元老院的高卢人呢？

现在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比利半岛，在罗马时代分为三个属省（请参照第Ⅵ册第57页）：涵盖北部和东部的「希斯帕尼亚·塔拉哥南西斯」、南部一带的「倍帝加」，以及西部的「卢吉塔尼亚」。常驻在伊比利半岛的三个罗马军团，都集中在噶尔巴统治的塔拉哥南西斯属省，而三个属省的总督之中，也是以噶尔巴最为年长。

虽然接获了报告，指出高卢人的叛乱轻轻松松地就被镇压住，而且维恩德克斯也自裁身亡，不过，噶尔巴的心意一点也没有改变。噶尔巴宣示道，属省总督宣誓忠诚，是针对元老院和罗马公民，这等于是宣示自己也反对尼禄。西元68年4月2日，从尼禄举行凯旋仪式，庆祝自己非以军事力量而以文化获得胜利的日子算起，还不到二个月的时间。

卢吉塔尼亚属省的总督欧图也公开支持噶尔巴，而派驻在倍帝加属省的审计官、也是代理总督的凯奇纳很早之前就表示支持了。换句话说，整个伊比利半岛发起了反尼禄的活动。尼禄在面对高卢人维恩德克斯的叛乱时，丝毫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出身共和政治时代起就是名门贵族的噶尔巴崛起，却是惊讶不已。尼禄这下子非得离开拿坡里、返回罗马不可了。

由于司令官鲁夫斯拒绝参与，所以高地日耳曼的四个军团没有丝毫动静，而低地日耳曼的四个军团也是同样的状况。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尼禄变得比较乐观，而元老院的态度也保持暧昧。





元老院通过，将总督噶尔巴判为「国家之敌」，因为元老院接获通知，说噶尔巴在西班牙又扩充了一个军团。要编制一个由拥有罗马公民权者组成的新军团，必须先获得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允许，并且由最高司令官向元老院提出请求，经元老院通过之后，才能开始扩充。噶尔巴这项举动，被视为侵犯了元老院的主权。

不过，这次公民们可也起来造反了。引发罗马公民对尼禄不信任的导火线，是没想到原本要载运主食小麦到罗马的运输船上，竟然装载的是尼禄下令改运竞技场上使用的沙子。我不断地重复说道，罗马皇帝最重要的任务，是负责保障国民的「安全」与「粮食」。对于无法确切地控制实际负责「安全」的军队，更无法确保「粮食」的这种没大脑的皇帝，公民们真的恼火了。

元老院开始秘密地和被判为「国家之敌」的噶尔巴连络，噶尔巴也早就派遣心腹到首都罗马臥底，在尼禄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双方已经连络多次。

由于元老院是由罗马社会中比较富裕的人们所组成的，所以保守色彩浓厚。比起三十岁的尼禄来说，七十二岁的噶尔巴要来得令人安心。更何况噶尔巴拥有丰富的前线经验，诚如历史学家塔西图斯记述的一般：「在众人的心目中，比任何人都更适合担任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实际上……」。当元老院和公民们听说噶尔巴从西班牙领军攻向罗马而来时，他们做出了决定。




「国家之敌」



尼禄的优势急转直下，他最信赖的近卫军团长官提葛里努斯早已不知逃到哪里去了。没有办法仰赖提葛里努斯，就等于没有办法指望义大利本国唯一的军事力量——万名的近卫军团。另外一名长官尼比底斯也早就投靠噶尔巴了。

树倒猢狲散，尼禄身边的护卫、佣人，甚至连奴隸们也都像即将沈没船只上的老鼠，逃得一干二净。原本準备用来逃往埃及的船只，也因为水手们走光了，变成无人船。

火上加油的，是元老院后来竟然又通过，断定尼禄是「国家之敌」。我说过好多次，罗马皇帝的正式名称是「第一公民」，他必须获得元老院和公民的许可之后，才算获得统治的正当性。在元老院宣告尼禄是「国家之敌」后，尼比底斯一人指挥的近卫军团也决定推举噶尔巴为「皇帝」。近卫军团是由拥有罗马公民权者组成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拥有投票权者。尼禄由于失去元老院和公民的支持，也就丧失了统治帝国的正当性。被派兵围捕的，这下子变成是尼禄了。





到了这个地步，尼禄还是不敢自行了断。他相信，只要他逃到曾给与特殊待遇的希腊，希腊人一定会以温暖的怀抱来迎接他。尼禄似乎还曾经考虑逃往帕提亚，不过，现在是保命最要紧。

据说，遭到众人遗弃的尼禄，到最后只有四个人还一直跟在他身边，这些人都是社会地位低贱的佣人。他们决定躲到其中一位解放奴隸自有的郊外家中，位在首都往北的萨拉里亚大道与诺门塔纳大道之间，距离首都六公里。由于地处郊外，再加上房舍稀少，所以连远方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躲到房舍之内后，尼禄还听到随着东风传来的近卫军团兵营士兵们的欢呼声，他们正高喊着「噶尔巴皇帝万岁！」。

这个时期尼禄痛楚的模样，在传闻中更是被加油添醋。史实中能够证明的，是尼禄得知逮捕的工作不久就要降临躲在这屋舍中的自己身上时，心想大势已去，於是决心自行了断自杀身亡。至於他最后的一句话：「一名艺术家将结束他的一生」，到底是真是假，就无法考证了。不过，就尼禄喜欢咬文嚼字的个性来想，或许他真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也不可知。尼禄想到的这一句话，跟他在兴建「黄金宫殿」时说的那一句「终于有了像人类居住的处所了」一样，总是会导致他人误解。

第五代皇帝尼禄死了，西元68年6月9日，享年三十岁又五个月二十天。从他未满十七岁登基为皇以来，治世超过十四年。

此时的局势，尼禄根本不可能被葬在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兴建的「皇帝庙」内。尼禄的骨灰和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一样，只能葬在「皇帝庙」以外的地区。从尼禄孩提时代就养育他的奶妈，还有尼禄的初恋情人、原本是个女奴隸的雅克缇在尼禄遗骸经过简单的火葬之后，将骨灰埋在尼禄亲生父亲杜米提斯一家的墓地里。虽然知道这个地点是在马尔斯广场，但是是在马尔斯广场的什么地方，现在已经不可考了。

跟卡利古拉不同的，是尼禄的坟前有著不断的花果供品。从量大而新鲜的这一点来看，很明显地可以得知，这绝对不是只有雅克缇和奶妈所供奉的。罗马公民对于死后的尼禄，还是非常友善。如果忘了尼禄曾是皇帝，他则是个会做才艺表演的可爱年轻人。而且，尼禄也不是毫无建树，他只是有建树，但没能维持而已。反过来说，坚靭的意志力，也是身为领导者不可或缺的。

奥古斯都开始创造的「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在尼禄时瓦解，维持百年之久。不过，对我而言，我并不觉得这是单纯的皇统断绝，而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代表着奥古斯都开创的「精密的虚构」帝王政治於此结束的意思。

在行刺卡利古拉皇帝之时，皇统，也就是身上流着奥古斯都血液的人，不论其承继奥古斯都血液的比例有多少，都会被拉出来当皇帝。这种情况，元老院和公民们非但没有反对，反而相当赞同。克劳狄斯能够顺利即位，原因就在于此。虽然在他登基的时候，的确是因为有近卫军团挟武力作为靠山，但是，这个因素无法压制元老院和公民达十三年之久。克劳狄斯能够即位，换句现代的说法，就是众人在获得共识之后的结果。

尼禄跟卡利古拉一样，膝下无子，但是要找身上或多或少流着一点奥古斯都血液的人，还不至於找不到。在女方这边，有人嫁到从共和政治时代起就是名门贵族的耶米里斯家中，也有人嫁到名门优尼斯家中的。不过，这些人大多被卡利古拉或尼禄视为皇位的竞争者，而遭到肃清。只要人们心中还认为，继承了奥古斯都「血液」的人就拥有成为罗马皇帝的正当性，那么就不会找不到人来坐上罗马皇帝的宝座。如果真的找到了这种人来当皇帝，那么「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可能又要再加上一个耶米里斯什么的名号，变成「朱利斯·克劳狄斯·耶米里斯王朝」之类的，奥古斯都式的帝王政治也就照旧延续下去。

但是，元老院拋弃了尼禄，转为支持与奥古斯都「血缘」无关的噶尔巴，而且丝毫不以为意。至於军团的士兵们和百姓们，也不觉得有何不妥。「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已经被罗马主权者——元老院和公民公然舍弃了。这也是为什么卡利古拉死后，换个人来当皇帝就可以的事情，在尼禄死后，噶尔巴也坐不稳皇帝的位子，导致罗马帝国一年半之间内乱连连的原因。那么，为什么都过了一百年了，才说这种皇帝的选出方式不适合帝国呢？

共和政治虽然是相当少数的人拥有统治权，但是毕竟是由多数的人共管；相对地，君主政治的统治权集中於一人手中，它的缺点，就在于缺乏监督功能。事实上，人类经历过的帝政或王政，几乎都缺乏监督功能。

不过，奥古斯都开创的罗马帝政，却有监督功能存在。






奥古斯都开创的帝王政治=精细的虚构=具备检查功能的帝王政治




请参看我做的表，大家应该可以了解，罗马皇帝的权力，其实是建筑於一个非常精密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没有这么不清不楚的权力结构的话，奥古斯都就无法开创帝王政治。奥古斯都之所以要开创帝王政治，就是因为他深信，帝王政治比少数领导的共和政治更适合统治庞大的罗马帝国。虽然这只不过是按照凯撒所指示的方向迈进而已，但是从后来帝国统治功能上完美的运作，就可以证明奥古斯都当时深信不疑的理念是正确的。一、二位皇帝的失政，丝毫没有影响到帝国的运作，「和平」仍旧能够获得维持。

不光是因为自己开创的关系，更由于奥古斯都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所以他非常了解自己开创的政体其实就是一个「精密的虚构」，他也非常清楚，要为这种政体掌舵，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技巧。

不过，从人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居高位的人要能够是一个具备高度政治技巧者，是很难得的福运。许多选择君主政治的国家，虽然很多事情同样都是流於表面的虚构，却不够精密，而这些君主政治国家也都选择了世袭制，因为他们认为，就算居首的人没有高度的政治技巧，只要他身边的人具备了这些高度的政治技巧，在宝际统治时，就能够顺利推动。换句话说，居首的人就算是个智障或白痴，只要「血脉相连」，就有延续的保障。而要让这一切成为事实，就是具备高度政治技巧者的责任。缺乏监督功能的缺点，则以承认权威但不给予权力的方式来弥补。

罗马人跟这种君主政治是八竿子也打不到。在罗马，权威和权力向来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罗马人尊重实力更胜于血统。就连王政时代，罗马也不是世袭制的。要让罗马人接受世袭制，必须要先準备好监督功能，才能使得罗马人放心。

奥古斯都之所以如此坚持世袭制，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他不像凯撒是个都会人，出身乡下地方的他对于家族有著极强的向心力。不过，他并不像企业的创始人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家业一般，是出于个人的野心。奥古斯都确信帝政可以避免为了争夺皇位而造成内乱，才是最重要的动机。话说回来，罗马人自古以来就不习惯最高统治者采用世袭制，所以，要成为皇帝，光是「血缘」还不够，必须再加上元老院和公民的承认。奥古斯都还规定，军团要承认自己的最高司令官时，也必须要对他宣誓效忠才行。

不过，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规定，其实在奥古斯都巧妙地运用各种权力之下，如第Ⅵ册中谈到的一样，绝大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的手中。不过，权力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善加利用的。有些人天生缺乏行使权力的本事，有些人则是欠缺勇气，这些人基本上就跟没有权力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表面上的既定规则就是一切得势及失势的依据。罗马皇帝面对的表面上既定规则，就是当元老院和公民撤销承认，而军团也拒绝宣暂效忠时，即使是昨天的皇帝，今天也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尼禄的末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么一来，「血缘」不再是重要的因素了。我认为，罗马人心目中的血统，应该就是现在人所说的附加价值。罗马人其实是注重实力的居民。对这样的罗马人而言，所谓的「血缘」，是要有了实体之后，才会产生价值的。尼禄之后的皇帝都没有奥古斯都的血液，就证明了当时的罗马人不再认为奥古斯都的血液是有价值的了。






奥古斯都开创的政体，就是所谓的「精密的虚构」




不过，这种没有附加价值的实力，同样面临到与共和政治时代末期相同的命运——正面冲突的时代。卡利古拉遇刺时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局势就稳定了下来，但是，这次尼禄死后到罗马再次恢复和平安定，竟耗费了一年半的时间。

其中历经噶尔巴、欧图、维特里斯三位皇帝，之后到维斯帕先皇帝才算麈埃落定，罗马必须忍受这混沌的时期。维斯帕先没有朱利斯或克劳狄斯家族的血缘，也不像噶尔巴、欧图和维特里斯一样属于罗马出身的元老院阶级。维斯帕先的父亲甚至没有固定工作，而是以地方都市出身的低微身份慢慢地爬昇到最高阶级。

罗马人虽然告別了奥古斯都的「血缘」，但是却无法脱离奥古斯都开创的帝王政治。帝王政治的蓝图是由凯撒画下，由奥古斯都构筑，台伯留打下基础，克劳狄斯加以修正，就连心中是个共和政治主义者的塔西图斯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政体功能最适合帝国的现况。罗马人不是意识型态的民族，就与现实搏斗的层面上而言，他们是务实主义者的集团。从西元68年夏季开始的一年半混沌期，并不是摸索政体的阶段。未来在维持帝王政治的前提之下，共识早已形成，问题只在于要让谁成为「一人统治」的当事人。不过，当初奥古斯都挖空心思创设的帝王政治中的监督功能，其问题却还没能获得解决。不，我们或许可以说，行刺皇帝也变成了正当的监督功能之一了。











后记





为何同样身为罗马人的塔西图斯和史维特尼斯要写罗马皇帝的恶行



在当今的义大利，提到是知识份子又经济富裕的人是什么人时，你所获得答案就是：那肯定是左派份子啰。

塔西图斯是元老院议员，史维特尼斯则为皇帝的秘书官，前者年长了约十五岁。二人的生卒年皆不详，但据说享年约在六十至六十五岁左右。身为《年代记》等着作作者的塔西图斯以及《皇帝传》的作者史维特尼斯，都是生在罗马帝国秩序井然、和平繁荣时代的罗马公民。

尼禄死时那年，塔西图斯年约十三岁，史维特尼斯则尚未出世。尼禄死后经过一年半的混乱时期，统治这两个知识份子生存时代的罗马皇帝依序如下（括号内为治世年代）：

维斯帕先（西元69~79年）

提图斯（西元79~81年）

图密善（西元81~96年）

涅尔瓦（西元96~98年）

图拉真（西元98~117年）

哈德良（西元117~138年）

后三者即人称五贤帝之中的三位皇帝。

这两位历史学家出身何处并不清楚，但一般都认定塔西图斯应该是法国南方属省之人。他岳父阿古力可拉（Agricola）的家门名称是朱利斯，出身之地也有清楚的记载，是在南法的法姆·尤利（现在的弗雷朱斯）。高卢战役时代，朱利斯·凯撒将罗马公民权、自己的家门名称朱利斯、元老院议员的席次等赠与许多高卢的权力阶级，塔西图斯岳父阿古力可拉的祖先就是其中之一。属省出身者一旦晋升为元老院阶级后，往往会在选择女婿时，挑选同样是出身属省的菁英。所以，塔西图斯极有可能是出生于当时叫做高卢·拿波南西斯的南法地区。

史维特尼斯是出生于义大利本国的罗马公民，他的父亲是第十三军团的大队长，他与同为属省出身、却属罗马帝国上流阶级的塔西图斯大不相同。不过，从史维特尼斯的经历推测，应该是中等阶级的公民吧。总而言之，两人一为元老院议员，一为皇帝的秘书官，即使不在权力中枢，也是处於接近权力核心的位置。

而且，两人在心理上都是属于共和政治主义者，因为他们都认为，国政不该由一人决定，应由元老院这个菁英团队共同决策。这样的倾向在身为元老院议员的塔西图斯身上尤其明显。

反体制，如果只是单纯反对，只会造成自身的消耗。要不耗损自身又要维持反体制，就必须提出一个足以取代现有体制的新制度。

唯有如此，才能使反体制具有其积极的意义。

但是，在享受和平繁华的罗马帝王政治时代所产生的反体制，是无法提出新制度的。罗马的帝王政治已经稳固成型，而且获得人民的共识，就连塔西图斯和史维特尼斯也没有想过要将它废除而回到共和政治时代。

那么，在无法提出新制度来取代现有体制的情况下，理性的反体制者要如何寻求自己的出路呢？

批判，这是最容易的方法。为批判而批判，或是沦为专揭人丑态的人，都是因为他无法信服自己言语的力量。研究者常说的「塔西图斯的悲观主义」亦然，其真正原因，我想并非真正忧心帝国的未来，而是起因於自身理念无从实现所产生的忧虑，这一点与繁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斯主义者相当类似。

结果就成了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所言「该写的没写，净写些不该写的」状况。试想现代的日本人留给后代的，如果只是大报上的社论，和周刊杂志上的丑闻事件，那么你会作何感想呢？更何况，对罗马皇帝而言，悲惨的是，塔西图斯的文章影响力非写社论的记者可比拟，可以一直让人往下看。史维特尼斯的文章亦复如此，比周刊杂志上的文章有趣，适合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閒聊话题。正因为如此，才得以传阅两千年。共和政治时代的知识份子西塞罗也曾说过：「批判有权势者的文章，不论什么时代都是受欢迎的」。当然，在日本，塔西图斯与史维特尼斯的著作早在很久以前就有日文版了。





由罗马人眼中的罗马皇帝，扩展视野到非罗马人眼中的罗马皇帝，模样是大不相同的。如希腊人斯托拉本、犹太的斐洛及约瑟夫·夫拉维夫等，对于自从进入帝王政治时期以后六百位元老院议员丧失决定国政的「自由」，他们丝毫不关心，因为他们是被统治者，而非罗马传承的统治者。居住在罗马帝国内的非罗马人，他们关心的是帝国的机能是否正常运作，是否会因此影响他们的生活。所以好的地方他们会记下，不好之处也无须隐瞒。也因此，最后非罗马人所记述的罗马皇帝论，可说是「该写的就写，不该写的就不写」。

可是，这些非罗马人的著作也有缺失。由于远离罗马帝国的权力核心，其真实性、说服力与塔西图斯、史维特尼斯的作品比较起来，便显得不足。因此，就传诵后世这一点来看，因为塔西图斯与史维特尼斯专门批评皇帝，又受到基督教徒的欢迎，所以他们俩的著作是略胜一筹的。





最后，想在此介绍对后世罗马史观有相当影响的塔西图斯作品中的片段。

这本书名为《阿古力可拉》，描写他崇拜的岳父阿古力可拉。在此引用其中关于阿古力可拉担任不列颠总督时的片段，内容描述他的统治方式。


「在冬天休战时期，阿古力可拉实施了相当有效的政策。这些不列颠人民因为各自在部落中过着野蛮的生活，所以不至於丧失战斗能力。於是阿古力可拉决定让不列颠人习惯和平安定的文明生活。对于建造神社或集会广场、石造房屋的人，於公於私都给予奖励。如此对从事者给予嘉许，怠慢者加以惩戒，渐渐地在他们之间形成竞争之后，总督也无须采取强制手段了。




另外，阿古力可拉更进一步地让部落族长的儿子们学习「提升教养的必修学科」（英文为“liberal arts”），并且给家长们戴高帽，说不列颠人的聪明才智远比高卢人的热忱强得多。结果，使得一些原本拒绝学习拉丁文的人都渴望能够早日将拉丁文说得流利顺畅。阿古力可拉甚至还说不列颠人身著托加长袍更显得华丽，并建议他们改穿罗马服饰。




不列颠人就这样地慢慢忘记他们原本的生活型态，深受罗马的回廊建筑、浴场及饮食方式所吸引。无知的他们以为正走向文明化而欢欣鼓舞，其实只不过是他们本身被奴隸化的证明。」



罗马人的做事风格，并非只是兴建神殿、列柱回廊、会堂、剧场和浴场。现在英国仍有多处遗址，如街道或上下水道也是罗马人协助铺设的。喜好庭园的现代英国人栽种的许多花木，很多也是当时罗马人引进当地的。此外，英文中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单字源自於拉丁文。甚至有一些英国的知识份子还觉得，德国人未经罗马文化的洗礼，所以瞧不起他们，说他们是野蛮民族。甚至邱吉尔曾写著，大英帝国的历史是由凯撒跨越多佛海峡开始的。现今英国人对于古罗马的研究，有著傲视全球的成绩表现，甚至可以说，少了英国人的研究著作，便无法谈论罗马历史。

塔西图斯要是知道英国人是这种模样，心中不知是何等感受？或许他又会发表讽刺的感言，说罗马的不列颠奴隸化政策相当成功吧。





看着平坦笔直的街道，不列颠人应该知道可以比以前更省力地搬运更多的重物吧。也应该感受过英国多雨的日子里，在有屋簷的宽广集会堂中，他们可以愉快地与人交谈。他们也学到了养成洗澡的习惯可以预防疾病、架设水道就不用到远处汲水、讲理就可以避免打架等。诚如塔西图斯说过一般，在天地多水汽的不列颠，气候并不那么酷寒。所以无论是身穿罗马式的短衣或长袍，应该很少会因为寒冷而颤抖吧。

对于将这断言为奴隸化的塔西图斯，使我想起了先进国家的左派知识份子。自己什么都有了，却说开发中国家的人们为了要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会没日没夜地工作著，而想说服他们回到原来的生活型态。这不禁让我觉得是在听有钱人说教。这些人是否想过，电冰箱、洗衣机减轻了女性多少的工作量呢？

对于历史叙述者塔西图斯，我由衷地表示敬意，但是有些时候，我仍然忍不住想说：「塔西图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塔西图斯（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所有著作，可找到的译本如下：

《年代记 上·下》，国原吉之助翻译，岩波文库，1981

《日耳曼阿古力可拉》，国原吉之助翻译，筑摩学艺文岸，1996

《同时代史》，国原吉之助翻译，筑摩书房，1996

史维特尼斯（Svetonius Tranquillus，Gaius）

《罗马皇帝传 上·下》，国原吉之助翻译，岩波文库，1986

卡西斯·狄欧（Cassius Dio），《罗马史》（未有译本）

塞尼卡（Seneca, Lucius Annaeus）所有著作，可找到的译本如下：

《论人生苦短》，茂手木元藏翻译，岩波文库，1980

《道德书简集 伦理信件集》，茂手木元藏翻译，东海大学出版会， 1992

《自然研究 自然现象与道德生活》，茂手木元藏翻译，东海大学出版会，1993

《悲剧集1 西洋古典丛书第I期2》，大西英文、小川正广等人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

《悲剧集2 西洋古典丛书第I期4》，大西英文、木村健治等人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

大葡里尼斯（Plinius Secundus, Gaius） 《葡里尼斯博物志》，大槻真一郎编，书房，1994

斐洛（Filo），《Legatio ad Gaium》（派往盖乌斯〈卡利古拉〉处的使节纪行）（未有译本）

克鲁塔普（Plutarchus）

《回忆录13 西洋古典丛书 第I期6》，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

《回忆录14 西洋古典丛书第I期1》，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




后世的历史书、研究书



略




插图出处



插图页数

44 卡力贾 摘自L. Lindenschmidt, “Tracht und Bewafnung des Romischen Heeres.”

71 法国的浮雕 法国国立图书馆（巴黎）收藏

Grand Cam'ee de France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 1998.

71 奥古斯都的浮雕 维也纳历史博物馆收藏

Gemma Augustea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1998.

183 卡利古拉 纽卡尔司堡美术馆（哥本哈根）收藏

Caligula ©Ny Carlsberg Glyptotek, 1998.

205 战车竞驰 取自电影《宾汉》

323 台伯河岸港口 取自罗马文明博物馆收藏之复原模型（樱井绅二拍摄）

328 卡利古拉的大型船 参考欧特洛·特斯塔格兹之素描，峰村胜子绘

418 阿古力琵娜 摘自梵谛冈美术馆收藏之肖像（西元54~58年制作）文臣兹·马拉诺素描

449 竪琴 取自罗马文明博物馆收藏之复原模型







制作信息





书　　名：罗马人的故事Ⅶ：恶名昭彰的皇帝

作　　者：[日]塩野七生

译　　者：彭士晃

类　　别：世界史

制　　作：Jin'E精益制作组——明客楚山、不语

校　　对：橘子橘子、阿达、囡囡

勘误反馈：



http://www.jebook.org/bbs/forum.php



版　　本：

V1.0(2014.08.11)。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第一章 皇帝台伯留

	
卡布里岛


	
皇帝登基


	
军团蜂起


	
日耳曼尼可斯


	
公众安全


	
紧缩财政


	
撤离日耳曼


	
莱茵河防御体制


	
东方问题


	
日耳曼尼可斯东行


	
总督皮索


	
多瑙河防御体制


	
日耳曼尼可斯之死


	
审判皮索


	
阿古力琵娜


	
沙漠之民


	
杜鲁伊德斯教


	
宗教观


	
灾害对策


	
丧子


	
安全防卫


	
与家庭的关系


	
与元老院的关系


	
隐居卡布里


	
赛亚努斯


	
扫荡阿古力琵娜派


	
赛亚努斯灭亡


	
流言


	
金融危机


	
最后的日子






	
第二章 皇帝卡利古拉

	
年轻的新皇帝


	
成长背景


	
治世之始


	
大病


	
神化


	
快乐


	
筹措财源


	
前进高卢


	
罗马人与犹太人


	
希腊人与犹太人


	
台伯留与犹太人


	
卡利古拉与犹太人


	
势力对决


	
反卡利古拉的行动


	
遇害






	
第三章 皇帝克劳狄斯

	
意外的皇位


	
历史家皇帝


	
治世之始


	
信赖的恢复


	
北非


	
犹太问题


	
远征不列颠


	
秘书官系统


	
皇妃梅莎里娜


	
国势调查


	
邮政制度


	
「克劳狄斯港」


	
梅莎里娜的灭亡


	
开国路线


	
奴隸解放限制法


	
阿古力琵娜的野心


	
哲学家塞尼卡


	
尼禄登场


	
克劳狄斯的晚年


	
克劳狄斯之死






	
第四章 皇帝尼禄

	
少年皇帝


	
强国帕提亚


	
起用科普洛


	
反抗母亲


	
治世之始


	
经济政策


	
亚美尼亚战线


	
攻略首都


	
弒母


	
「罗马奥运」


	
不列颠问题


	
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


	
塞尼卡下台


	
罗马军投降


	
当时的罗马


	
外交战


	
解决问题


	
歌手初次演出


	
罗马大火


	
重建


	
黄金宫殿


	
迫害基督教徒


	
唱歌的皇帝


	
皮索的阴谋


	
青年将领


	
希腊之旅


	
司令官之死


	
凯旋仪式


	
忧国


	
崛起


	
「国家之敌」






	
后记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后世的历史书、研究书






	
插图出处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第一章 皇帝台伯留






卡布里岛












皇帝登基












军团蜂起












日耳曼尼可斯












公众安全












紧缩财政












撤离日耳曼












莱茵河防御体制












东方问题












日耳曼尼可斯东行












总督皮索












多瑙河防御体制












日耳曼尼可斯之死












审判皮索












阿古力琵娜












沙漠之民












杜鲁伊德斯教












宗教观












灾害对策












丧子












安全防卫












与家庭的关系












与元老院的关系












隐居卡布里












赛亚努斯












扫荡阿古力琵娜派












赛亚努斯灭亡












流言












金融危机












最后的日子









第二章 皇帝卡利古拉






年轻的新皇帝












成长背景












治世之始












大病












神化












快乐












筹措财源












前进高卢












罗马人与犹太人












希腊人与犹太人












台伯留与犹太人












卡利古拉与犹太人












势力对决












反卡利古拉的行动












遇害









第三章 皇帝克劳狄斯






意外的皇位












历史家皇帝












治世之始












信赖的恢复












北非












犹太问题












远征不列颠












秘书官系统












皇妃梅莎里娜












国势调查












邮政制度












「克劳狄斯港」












梅莎里娜的灭亡












开国路线












奴隸解放限制法












阿古力琵娜的野心












哲学家塞尼卡












尼禄登场












克劳狄斯的晚年












克劳狄斯之死









第四章 皇帝尼禄






少年皇帝












强国帕提亚












起用科普洛












反抗母亲












治世之始












经济政策












亚美尼亚战线












攻略首都












弒母












「罗马奥运」












不列颠问题












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












塞尼卡下台












罗马军投降












当时的罗马












外交战












解决问题












歌手初次演出












罗马大火












重建












黄金宫殿












迫害基督教徒












唱歌的皇帝












皮索的阴谋












青年将领












希腊之旅












司令官之死












凯旋仪式












忧国












崛起












「国家之敌」









后记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后世的历史书、研究书









插图出处







罗马人的故事Ⅷ





危机与克服



[日]塩野七生



しおの ななみ

郑维欣 译



三 民 书 局







作者简介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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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序



本书将探讨的内容，是从皇帝尼禄逝世到图拉真出现为止，不到三十年的历史。正确地说，是从西元68年夏天到西元97年秋天为止共二十九年间的故事。在这期间登基的皇帝共有七人，分別是噶尔巴、欧图、维特里斯、维斯帕先、提图斯、图密善以及涅尔瓦。

而被誉为帝政罗马时期最伟大史学家的塔西图斯，便有一本著述这个时期的著作“Historiae
 ”。就像英文的“History”，除了「历史」的涵义之外，还带有另一个意义是「值得记述的事物」一样。塔西图斯在这段时期中，渡过他十三岁到四十一、二岁的年月。毫无疑问地，塔西图斯可说是以记录「当代人物的证言」的心态在著作这本书。因此国原吉之助副教授在翻译这本书时，将日文版的译名订为《当代史》，可说是精确掌握了作者的心意。

而塔西图斯的另一本著作“Annales
 ”（《年代记》），就比较接近我们这些后人观念中的「史书」。书中记述的是从台伯留登基到尼禄逝世为止的历史。正好是塔西图斯出生前四十年到他青春期前半的事蹟。简单来说，这本书所记录的就是塔西图斯观念中的「近代」。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塔西图斯是如何在《当代史》中描写他所处的时代吧！在该书的开头，塔西图斯便为了这书中的三十年做了总结。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一开头写的是他对这个时代的看法。在此，将这段文章翻译如下：


我现在要叙述的，是对罗马帝国而言充满苦恼与哀怨的时代。我们与敌人间一再重复残酷的战斗、同胞之间反目成仇、行省人民聚众作乱，连本国的和平都是在许多鲜血洗涤之下勉强保住的。四名皇帝死于非命（此指噶尔巴、欧图、维特里斯、图密善），而罗马公民相互战斗便有三次。与行省民众和外敌的作战次数虽然在这之上，但不过是罗马人内哄的余波而已。




在帝国东方的战役（此指犹太战役）虽然以对罗马有利的结果收尾，但在帝国西方却无法如此顺利。我们苦於思索如何对付越过多瑙河犯境的蛮族；高卢行省的民众对帝国的忠诚开始动摇；征服了不列颠却又宣告放弃；萨尔马塔族与苏威比族对我们的军团造成损害；达其亚族败给了罗马却声势高涨；而几乎整个帕提亚王国都打算拥立僭称皇帝尼禄名号的人，群起反对罗马。




再加上本国义大利也苦於应付接连而起的灾祸。坎帕尼亚地方富足的城镇遭到掩埋（此指维苏威火山爆发掩埋了庞贝城等地）。首都罗马遭大火侵袭，多年经营的神殿遭到破坏。连建于卡匹杜里诺丘陵的最高神祇朱比特神殿，都被罗马人亲手烧毁。




献祭诸神的祭典遭人视若无物，民众将通奸当成风流。海上充满了流放可怜人到远方的船只；岩礁上流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




首都罗马里小人跋扈的模样，胜过帝国内部任何地方。不管是身世高贵、财富或是功劳，甚至拒绝就任公职，都被视为罪行。即使付钱给告发者，想要躲过他们的攻击，也只是助长更重大的恶行而已。因为这些告发者不只追求祭司或执政官等名誉职，甚至觊觎皇帝财务官等掌握实权的职位，借此在社会散播憎恶与恐惧。奴隸受人收买，出卖服侍多年的主人；解放奴隸起而反抗他们的旧主；就连没有树敌的人，也被自己的朋友毁灭。




但话说回来，尽管在这个小人跋扈的时代里，也并非没有德行高贵的人存在。有母亲追随遭流放的儿子；有妻子不愿舍弃被流放的丈夫，拋弃自己在母国安逸的生活；有表现勇气的亲戚；有岳父失势却不与妻子离婚的丈夫；有受到拷问却坚持对主人忠诚的奴隸。就连遭赐死的人们，也表现出不输给古人的胆识，亲手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然而上苍在这时代显现的预兆与警告之多，可见诸神确实有意惩戒罗马人重于保障罗马人。而这个倾向之明确，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如果只阅读这篇文章，相信大家都会认为罗马帝国在西元一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实在是个民不聊生的时代。而且塔西图斯另外在《年代记》中，描写他的「近代」时，也大肆批判从台伯留到尼禄为止的罗马帝政。如果他的指责都正确的话，罗马帝国可说让小人得志了整整八十二年。而且从塔西图斯字里行间透露的讯息可以得知，他认为让罗马帝国脱离这种令人绝望的困境的，正是涅尔瓦与其后的图拉真。

而塔西图斯的史观也决定了后代对罗马帝国的评价。后世的人将诺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派阿斯、马尔克斯·奥理略称为「五贤帝」，可见塔西图斯史观影响之深远。

确实这五个人都具备足以被称为「贤帝」的气度。然而，难道只有这五个人是「贤帝」，而前后的每个皇帝不是邪恶就是愚蠢吗？如果真是如此，为何罗马帝国没有更早瓦解呢？五贤帝的统治期间长达八十三年，然而罗马从开始施行帝政到崩溃，前后共有五百年的期间。中间的八十年善政，是绝不可能支撑前后四百二十年的。





至於罗马虽然放弃征服卡雷德尼亚（今苏格兰），但并未从不列颠全面撤退。因此文中的「征服了不列颠却又宣告放弃」一节不符事实。除了这一节之外，塔西图斯倒是贯彻了他叙述史实的原则。不过他个性上具有注意事物阴暗面的特质。与他同时代的好友小葡里尼斯便没有这种愤慨与绝望。只可惜小葡里尼斯虽然留下了书信集，但并未留下史学着作。

而另一个让人感到疑问的，就是危机是否一定是负面的事物。原本人类就有将当代所面对的危机，视为严重于其他时代危机的倾向。然而罗马并非因为万事顺遂而步向繁荣，然后再因诸事不顺而走向下坡的国家。罗马是从西元前753年建国以来，渡过无数危机走向繁荣的国家。

西元前390年，罗马首都曾经一度遭凯尔特人占据，难道这不是危机吗？而之后罗马人不是苦於贵族与平民间的抗争吗？还有与萨谟奈族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战乱呢？当遭到塔兰托王皮拉斯侵略时的苦难呢？（见第Ⅰ册）

与强国迦太基间长达百年的战争，尤其与名将汉尼拔为敌后，为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整整花了十六年的光阴，难道不算是危机吗？（见第Ⅱ册）击倒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后，罗马人的日子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格拉古兄弟的时代中，罗马社会的不公开始暴露在阳光下。

而在西元前90年，义大利半岛的各个部族联合起来反抗罗马，引发了「同盟战役」。之后是马留斯与苏拉各自领导数千名权势者相互肃清的十年内乱期间。（见第Ⅲ册）这些也都是几乎动摇罗马国本的危机。

再加上庞培与凯撒为了罗马的国体而针锋相对，（见第Ⅳ、Ⅴ册）才刚以为凯撒获胜，好不容易可以麈埃落定，却马上因为凯撒遭到暗杀，挑起另一股动乱，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整整权力斗争了十四年。（见第Ⅴ册后半部）上述这些「危机」，都逼迫当时的罗马人面对二选一的局面——选择随波逐流步向衰败，或是克服危机中兴国势。而这个「危机」与「克服」的循环，即使是经过五贤帝时代，罗马步上衰退期之后，也依然不变。笔者认为罗马的历史可说是「危机与克服的历史」。

不过在罗马国势兴盛时，克服危机后可以步向更繁荣的时代；而进入衰退期之后，尽管克服了危机，却不能带来繁荣。笔者认为探索其中的差异，也正好能说明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委。

接下来笔者将叙述西元一世纪最后三十年罗马人面临的危机。在此有一点是塔西图斯也必须同意的，紧接在这之后的时代，确实是过去罗马未曾经历过的繁荣时光。

但若仅将探讨范围限定在西元69年，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初年的话，罗马帝国也确实是混乱到了极限。让人认为塔西图斯在评断这一年时，理所当然会带着怒气与绝望写下这句「差点成了帝国最后的一年」。即使在两千年之后的现在，要是一年之内政府倒台三次，就算不是悲观主义的人，只怕也会感叹自己活在一个艰辛的时代吧！






罗马帝国疆域略图（西元68—69年，——代表现代的国界）与四名皇帝即位前的任职地点







第一章





皇帝噶尔巴






尼禄的死为罗马人带来的问题



西元68年6月9日，皇帝尼禄驾崩。主要原因在于，元老院一听说西班牙驻军团推举继位的噶尔巴挥军前往罗马，立刻承认噶尔巴为「第一公民」；而罗马公民虽没有表态支持，但也没有反对，显示出罗马帝国的两大主权者「元老院」以及「罗马公民」，都表示对皇帝的不信任。年仅三十的尼禄走投无路，只有选择刺胸自杀一途。由于从军者必须具备罗马公民权，换句话说，所有的军团兵和禁卫军的士兵都是「有权者」。

然而，即使成功的排挤了尼禄，元老院和公民们似乎并没有充分正确地认识现实。也许他们认定，只要噶尔巴代替尼禄登基，罗马帝国的政治前途就会一帆风顺吧！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至今为止，人类发展、实施了各种的政治制度。从君主制、共和制、民主制甚至於共产制。但是仍然无法打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隔阂。有不少人梦想着打破阶级隔阂，但这究竟不过是个理想，不适於现实的人类社会运作。

换句话说，不论任何政治制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仍然会有阶级隔阂。既然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被统治者於是乎要求统治者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统治者应拥有「正当性」、「权威」和「力量」。

在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帝政之下，「正当性」即是元老院和公民的承认；「权威」则是奥古斯都的血统；而「力量」则意味着经营帝国诸事的能力，尤其以罗马帝国皇帝的两大责任「粮食」与「安全」为主。尽管尼禄拥有「权威」，但被认定缺乏「力量」之后，也随之失去了「正当性」，因此被逼上了绝路。在尼禄之后的皇帝，和尼禄之前的皇帝一样，必须满足三大条件的要求。尤其，除了正当性和能力之外，还必须创造出足以代替奥古斯都血统的权威，因而问题更加沉重。






连络帝国各地所需的时间（出处：E. N. Luttwak的调查）




然而，称帝的西班牙东北部行省总督噶尔巴，只怕是最没有认清事态严重性的人。

他受到军团拥戴的时候，正值西元68年初夏。随即马上收到尼禄自杀的消息。原本他应该立即挥军前往罗马，进入帝国首都，确实掌握住帝位才是。一来他已经得到元老院承认，登基一事又获得可与公民画上等号的禁卫军支持，「正当性」的问题已经克服了。虽然他并没有奥古斯都的血统，因此缺乏「权威」，但是最后一个条件「力量」，则是他自己可以掌握的，所以他应该尽早进入罗马，展现符合皇帝称号的能力才对。他即位前的任职地点在伊比利半岛东北部，名为塔拉哥南西斯行省。如果从总督官邸所在地塔拉科（今塔拉哥那）直航罗马外港奥斯提亚，顺风时只需在海上航行五天。即使为了避免航海的风险，改采陆路的话，经由南法沿海走到义大利，再南下到罗马，顶多也只要一个月。罗马人称呼从北义大利到南法之间的地带为「海滨阿尔卑斯」。在百年前这个地带的道路尚未充分整顿时，朱利斯·凯撒从罗马到马赛只花了十二天，而从马赛到西班牙北部山中的雷里达也只花了十七天。百年来罗马的道路网一直陆续在进行整顿，只要噶尔巴有这意愿，大可经由干道从塔拉哥那直达罗马。

然而噶尔巴到达罗马时，已经入秋了。虽然无法得知他正确的到达日期，但似乎浪掷了7、8、9月三个月的时光。而他之所以这么晩才到达，只因为他在途中悠哉地旅行罢了。他甚至没有想到要利用从西班牙移动到义大利的这段时间，为今后的事务做出应有的指示。正当要为持续一个世纪以上的「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收拾残局的时候，噶尔巴却无异于将权力悬空三个月。

也许赛尔维斯·斯皮裘斯·噶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过度评价元老院早已承认的「正当性」了吧！或许他认为既然受到元老院承认，之后他的帝位就稳若泰山了。而他的出身也让他认为尼禄之后的皇帝人选非他莫属；甚至，七十二岁的高龄只怕也削弱了他面对这个事态时最需要的决断力。

自从罗马施行帝政之后，想要成为帝国的最高掌权者有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出身首都罗马并名列贵族。这是因为当面对受统治的民众时，出身可以发挥极大的效用。出生地点即使偏僻也无所谓，例如卡利古拉与尼禄是生于罗马附近的小城市安其欧；或像克劳狄斯一样生于高卢行省的主要都市里昂。重要的是「籍贯」必须设在首都罗马。因此最初提出帝政构想的朱利斯·凯撒，在指定出身於地方、籍贯威雷特利的奥古斯都做继承人的同时，还收他作为养子。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凯撒家是世代在罗马经营的名门贵族。

建国八百年以来，经历自然衰败与权力斗争的消耗，罗马出身的名门贵族数量越来越少，而噶尔巴家正是这少数名门之一。另外，罗马步入帝政时期之后，统治者想要让被统治者接受时，除了名门贵族的头衔之外，还必须满足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当事者必须有担任国家要职的经验。而噶尔巴在这方面也符合资格。进入帝政时期后，罗马有以实力取向任用官员的风气。因此任用总督与司令官等要职时往往不拘是义大利或是地方、行省出身。没想到这时竟然有噶尔巴这样一个人物，既是出身罗马的名门贵族，又有行省总督经历。套句史学家塔西图斯的话，这是全民公认唯一适合帝位的人选了。

就连带头反抗尼禄的高卢总督维恩德克斯，也指名支持噶尔巴作为继任的皇帝。维恩德克斯虽然担任行省总督要职，但出身於高卢民族。因此即使带头反抗尼禄，他也不认为自己能成为下一任皇帝。而担任莱茵河防卫任务的军司令官鲁夫斯，在当时也曾受到部下鼓励，愿意支持他争取帝位。然而他却拒绝了。鲁夫斯虽然是个优秀武将，足以担任罗马军中最精锐的莱茵河防线司令官，但他的出身是在义大利北部的科摩，而且在社会上属于第二级的骑士阶级。这些人条件和尼禄都不相同。尼禄的母亲带有奥古斯都的血统，亲生父亲艾诺巴尔部一家是从共和时期就在罗马发迹的名门贵族。尽管时代渐渐在转变，但当代人的想法却不是那么容易跟著变化的。在尼禄死后，噶尔巴之所以能仅凭著首都贵族与历经要职两项条件，就让罗马人接受他的登基，以当时的民众设身处地来想，这或许是在不急遽断绝传统的状况下，较不突兀的一个选择。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帝位能不能安稳，端看噶尔巴个人的「力量」而定。笔者在此敢断言，如果在西元68年夏天时，维斯帕先胆敢起兵称帝，结果绝对不会成功。这个人的出身地虽然在义大利，不过是在地方都市列提。父亲不但没有元老院席位，在军团退伍后还移居到瑞士改行当贷款业者。他的哥哥在首都罗马担任行政官，以今天的角度来说，是在担任公职的同时寻求出头机会。而维斯帕先则选择从军这条路。我们可以说，这是个典型地方出身的义大利中流家庭。





相对地，噶尔巴则是首都罗马的上流阶层出身。出生年份不详，一般推论为西元前3年，因此他是在奥古斯都取得和平后的罗马渡过性格形成期。在满三十岁获得任职公务资格后，受台伯留任用，以高卢的亚奎塔尼亚行省作为公务生涯起点。任期后回到台伯留身边初次担任执政官。西元39年时，接受卡利古拉任命为莱茵河防卫军指挥官之一。并在他结束四年任期，回到首都时，立刻接获克劳狄斯任命随行前往不列颠称霸战场。当时不列颠征服战实际上正由普劳提斯及维斯帕先等专业军官执行中，因此出身名门的噶尔巴也只适合担任皇帝的随扈人员吧！这一年噶尔巴四十七岁。之后又获选为非洲行省总督，到迦太基赴任。麾下有一个军团，待满了一年任期。由于非洲行省为属于元老院的行省，因此任期与共和时期一样以一年为限。之后归国担任了一阵子的元老院议员，直到西元60年时，皇帝尼禄任命年过六十的噶尔巴担任皇帝直属行省之一的西班牙东北行省总督。从那年起到尼禄过世为止，噶尔巴在西班牙执行了八年的勤务。

行省总督为行省的最高行政首长，而噶尔巴在非洲与西班牙共累积了九年的经验。在他的任期之中，从未遭到行省民众控告。由于罗马承认行省民众对总督的诉讼，作为检测总督统治效果的手段，噶尔巴能不遭民众控告，表示他至少在行政技术上还能让民众满意。其实在他称帝之后，能迅速在西班牙组成一个军团，也是因为有不少西班牙民众愿意应噶尔巴的呼吁去从军。

不过北非与西班牙实在算不上罗马防卫战略上的「最前线」。噶尔巴管理的「塔拉哥南西斯行省」建制上应该有三个军团，但其中两个军团被抽调参加不列颠战役，因此实际上伊比利半岛上长年只有一个军团。噶尔巴在经历上只有统治过问题不多的行省，当他就帝位时没有获得前线官兵热烈支持，原因也在这里。因此噶尔巴才有必要尽早确立自己的帝位。

然而，跟著壮丽的行伍慢慢进入罗马的噶尔巴，不但没有做他这时该做的事，反而犯下不应当犯的错误。




掌握人心的措施



自从罗马进入帝政时期以来，遇有新皇帝登基或是举国欢庆的事情时，按例会发放奖金给首都平民和担任行省勤务的军团兵。表面上说是要与民共享喜乐，实际上当然是要借此掌握人心。每个人每次的奖金金额，大约是军团兵年薪的三分之一左右。一旦奖金高达这个程度，自然有益于促进经济活力。这项掌握人心的措施自帝政创始人奥古斯都开始，连施行财政紧缩策略的台伯留也照做不误。各位可別以为五贤帝时代就不需要玩这种把戏，也不要以为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便不会想花钱去买「有权者」的心。除了西元四世纪之后，由于帝国经济衰退，苦於通货膨胀，使得这项措施较难施行之外，在发放奖金这项措施上，皇帝信不信基督教其实没什么两样。根据德国学者Carl W. Weber的研究著作所载，历任皇帝发放的奖金如下表。




历代皇帝发放奖金表











	
　

	
皇帝

	
在位（年数）

	
次数

	
总金额




	
朱利斯·克劳狄斯朝

	
奥古斯都

	
前31-后14(44)

	
7

	
139,950,000




	
台伯留

	
后14-37(23)

	
4

	
52,000,000




	
卡利古拉

	
37-41(4)

	
2

	
30,000,000




	
克劳狄斯

	
41-54(13)

	
2

	
30,000,000




	
尼禄

	
54-68(14)

	
1

	
20,000,000




	
　

	
噶尔巴、欧图、维特里斯

	
68-69

	
-

	
-




	
弗拉维斯朝

	
维斯帕先

	
69-79(10)

	
1

	
15,000,000




	
提图斯

	
79-81(2)

	
-

	
-




	
图密善

	
81-96(15)

	
3

	
50,000,000




	
五贤帝时代

	
涅尔瓦

	
96-98(2)

	
1

	
15,000,000




	
图拉真

	
98-117(19)

	
3

	
130,000,000




	
哈德良

	
117-138(21)

	
7

	
195,000,000




	
安东尼·派阿斯

	
138-161(23)

	
9

	
160,000,000




	
马尔克斯·奥理略

	
161-180(19)

	
7

	
250,000,000




	
　

	
高摩达

	
180-191(11)

	
6

	
170,000,000




	
塞弗拉斯朝

	
塞普提穆斯·塞弗拉斯

	
193-211(18)

	
6

	
220,000,000




	
喀拉凯拉

	
211-217(6)

	
4

	
80,000,000




	
亚历山卓·塞弗拉斯

	
222-235(13)

	
5

	
120,000,000




	
　

	
戴克里先

	
285-305(20)

	
?

	
（之后苦於通 货膨胀）




310000000




	
君士坦丁大帝

	
306-337(31)

	
?

	
300,000,000





单位：狄纳利斯（银币）

这是在罗马帝国登基称帝的人，即使视为必要之恶也「应当做的正事」。然而噶尔巴却说，对我而言士兵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以自由意识追随我的人。因此他登基时没有发放奖金。也许他所言不虚，但是政治并非光靠理论就能顺利执行的。史学家塔西图斯对噶尔巴就只有这么一小段评语：

「要说他有什么天赋异禀，不如说他完全没有不良的资质。总之他是个平庸的人物。」

要噶尔巴继承长逹百年的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负担也太大了点。

而他所犯的错误，还不只没发放奖金一项而已。




副手人事



既然政治不是一个人玩得起来的，副手的人事问题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而且受统治的人民也往往拿副手的人选当作「石蕊试纸」，用来测试统治者的力量。噶尔巴应当指名的副手首选，原本理应是在他起兵称帝时，首先表明支持他的行省总督欧图。实行这项人事措施有下列三大好处：

一、马尔克斯·萨尔维斯·欧图虽然不像噶尔巴一样出身名门，但也是「设籍」罗马的元老院阶级出身。换句话说，噶尔巴想要在血统高贵的尼禄之后登基，让欧图担任次席执政官是比较不会引起民众反感的选择。

二、欧图在卢吉塔尼亚（今葡萄牙）行省担任十年的总督，政绩优异，连在罗马都广受好评。

在西元一世纪时，伊比利半岛并非罗马帝国的「前线」。然而行省施政的好坏仍然是帝国的首要事务。因为万一引起了行省民众叛乱，帝国就必须抽调部分守卫「前线」的兵力进行镇压。如果地方施政能够让受统治的民众觉得还过得去，广大的伊比利半岛便只需要六千名驻军。罗马帝国之所以承认行省民众对总督的诉讼权，与其说是期待公平施政的效果，不如说是希望能因此节约帝国整体的国防费用。

如果噶尔巴选择欧图担任次席执政官，局势就演变成两个具有长年公正行省统治经验的人，分別担任帝国政务的第一、二位要角。仅有噶尔巴一个人的话，跟守护帝国最前线的行省总督比起来也许显得分量不够，但加上欧图两人一起合作的话，这种负面因素也就淡化了。毕竟对罗马帝国来说，「前线」只有莱茵河、多瑙河与幼发拉底河。

第三个好处在于欧图的年龄。当时三十六岁的欧图是噶尔巴起兵称帝时最早表态支持的行省总督，这显示出他虽然有野心，却不急于立刻实现。面对七十二岁的对手，他还愿意暂时合作。

事实上，欧图一路陪伴噶尔巴东行罗马，一起进入首都。在西元68年冬季的此时，他人就在罗马。换句话说，如果选择欧图担任副手，噶尔巴等于成功拉拢了预期中的竞争对手。





然而噶尔巴在次年西元69年发表执政官人选时，选的却是他在总督任内时麾下唯一一个军团的军团长威尼亚斯。尽管他深受噶尔巴信任，但毕竟不过是派驻在和平行省里的一个指挥官罢了。对于守护帝国前线的将士们来说，根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光是这一项人事措施，噶尔巴就丧失了许多原本可能获得的支持者。

其一，他让欧图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其二，让屯驻在最前线基地中，以守卫帝国自豪的官兵感到失望。

其三，原本因为噶尔巴的家世而支持他的元老院议员，对于他选了没有来头的人担任首席副手，态度转为不安与不信任。噶尔巴年逾七十的高龄，此时也成了一项令人不安的因素。

其四则是得罪了首都的民众。对首都的平民来说，不管结果是好是坏，至少尼禄是个举手投足都像皇帝的人。罗马的市民会要求皇帝一方面要尽量办好事，一方面还要有皇帝的样子。然而噶尔巴所做的每一项措施，却都像是一个消极老人会做的事。还有，他连一毛钱的奖金都不愿意发放。

这下子问题已经不是获选的威尼亚斯个人能力可以处理的了。尤其威尼亚斯这个人选也有问题。他虽然获选为执政官，担任皇帝的同事，但却是个只懂得满足私慾的人物。这是噶尔巴在人事上犯的双重错误。

而噶尔巴在帝国财政重整策略上也犯了错误。他虽然祭出了重建宣言，但具体政策却只能引人发噱。财政重建竟然从要求归还尼禄送出的礼物开始。尼禄虽然是个喜好送礼的皇帝，但并非在讨好有钱有势的人。他喜欢送礼给罗马社会的下层人物，例如歌手、演员、骑师、剑客等等。而且尼禄统治期间长达十四年，被人上门追讨多年前收到的礼物，有谁不会感到困扰的？何况就算成功追讨回来，这点程度的钱只怕对罗马国库也是杯水车薪。因此噶尔巴的财政重建政策，也不过是个茶余饭后的话题罢了。总之噶尔巴即位三个月以来，只做了这么点事情。

尽管如此，位居「前线」的司令官们，依旧对噶尔巴传送著效忠宣誓书。之所以说「传送著」，是因为西元68年底时，成功将宣誓书送到噶尔巴手上的，只有距离最近的莱茵河防卫军司令鲁夫斯。在远方的叙利亚以及交战中的犹太司令宣誓书还在地中海上向西航行中。

相信这些担负前线防卫责任的司令官们，并非是折服於噶尔巴的力量而宣誓效忠。毕竟他们是在第二代皇帝台伯留彻底的实力主义下抬头的人。亦即不论身世或出身地，只要有实力就能出头；这个倾向在实力容易受肯定的军事领域中特別明显。同时他们都具有元老院席位，符合担任帝国要职的资格条件。只不过他们是所谓的「新进门派」，既不是出身代代担任元老院议员的家族，籍贯也不在罗马。尽管有守卫帝国的强烈自觉，但毕竟是新来的人。因此对于既有体系的象征——元老院，会比其他人更加尊重。而噶尔巴正是元老院表示支持的人选。

前线司令官对噶尔巴表达善意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对先帝尼禄的失望，以及相对的期待感吧！史学家毛姆森笔下的「台伯留门生」中，诞生了许多职业军人，为帝国国防做出不少贡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与罗马史上的头号假想敌帕提亚建立长期友好关系的科普洛将军。科普洛将军深受实力派的武将尊敬，然而尼禄却因为毫无证据的猜忌就赐死科普洛。事发至今才一年，这些武将们可不会那么容易忘记。

然而噶尔巴却对这些军人的善意大泼冷水，将负责守护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鲁夫斯解任归国。而且并非要他回国担任要职，只是纯粹命令他卸任返国而已。

之后他命令年迈又性格消极的夫拉克斯担任鲁夫斯的继任人选。也许他认为夫拉克斯不足以威胁自己的地位吧！另外又任命维特里斯递补低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空缺。因为他期待同样出身元老院阶级的维特里斯能一贯支持噶尔巴政权。

然而这个人事案却激怒了基层士兵。一来鲁夫斯相当受基层士兵支持；二来罗马帝国的前线中，尤其以莱茵河畔的前线条件最为恶劣。屯驻在此的军人必须要同时对抗恶劣的气候与地形，以及兇悍勇猛的日耳曼民族。因此莱茵河前线特別受到重视。尽管有时会应需要移出部分兵力，但找遍整个帝国，只有莱茵河沿岸随时会维持七到八个军团——四万二千到四万八千的兵力。而这些被称为「日耳曼军团」或「莱茵河军团」的士兵们，对自己肩挑前线任务也感到相当自豪。对他们来说，噶尔巴只统治过和平的西班牙行省，凭什么来插手前线行政？反噶尔巴的运动会在莱茵河前线爆发，原因也就在此。

西元69年1月1日，两位新执政官在罗马就职，召开了该年第一次的元老院会议。古罗马以每年1月1日作为开始工作的日子，不过当天并没有讨论什么议题，比较像是新任执政官就职仪式。这是皇帝噶尔巴与心腹威尼亚斯同时就任执政官，志得意满的一天。因为当上罗马政体最高公职的执政官，也代表噶尔巴体制的正式成立。而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代皇帝，也通常在登基的同时兼任执政官。然而当天聚集在莱茵河畔梅因兹军团基地的士兵们，却以拒绝宣誓效忠皇帝的方式，表达他们反噶尔巴的意志。




维特里斯称帝



在动荡的时代中，资讯传达的速度往往左右著事态的发展。

古罗马曾经使用白天烧狼烟、夜晩举火把的方式，沿着每个要塞依序传达讯息。然而这个方式只用于传达外敌入侵的消息，而且仅用于前线。要在广大的帝国内部传达资讯，就只有依靠在帝国街道上每隔10~15公里便会设置的“Mutationes”（驿站），陆续换马传达的方式。

因此，关键就在于用马匹传达消息的速度了。然而历史上却没有留下正确的记载，我们只有自行设法推论。多数史学家一致同意的数字，只有西元前49年，朱利斯·凯撒从罗马沿奥雷里亚大道北上前往南法的马赛时的数据。当时凯撒拋弃行李策马长驱，每天可前进百罗马里以上。1罗马里为1480公尺，因此每天约可前进150公里。虽然凯撒使用的是罗马街道，不过就算他拋弃全部的行李，命令所有人劲装上马，身为最高指挥官的凯撒身边从参谋到日耳曼骑兵护卫，总有数百人之多，各个驿站不可能準备这么多马，因此在这150公里中，骑的是同样的马匹，而且和两千年后的现代不同，当年的罗马街道没有照明设备，人马总不可能连续十几天不眠不休都在赶路，所以这个150公里是白天的数值。

相较之下，我们来看看西元69年拒绝向皇帝效忠的消息往罗马传送的速度。因为只需派遣数骑传令兵沿着罗马街道南下，因此应该能利用到各个驿站的备用马匹。不过，夜间无法疾行的条件依旧不变。而且当年凯撒从罗马北上马赛时是在5月，传令兵从位于现今德国领土内的梅因兹前往义大利的罗马时却在1月。所以我们必须加算穿越隆冬时期的阿尔卑斯山这项不利因素。因此每天前进的距离，应该和凯撒一样以150公里为极限。

而梅因兹位于今日的法兰克福西南西方37公里远。罗马时期的摩哥提亚客（梅因兹）是警戒森严，让法兰克福人不能越境一步的前线基地。至於梅因兹与罗马之间的距离，由于罗马时代街道的路线资料并不明确，因此我们无法得知正确的数据。不过史上曾经记载罗马军团从罗马行军到科隆时一共花了六十七天。以每天25到30公里而言，六十七天能行军的距离大约是1800公里。再减去科隆和梅因兹之间的200公里路程，因此大约是1600公里。就算传令兵每天能前进150公里，到罗马至少也要花上十天。

不过这个数字毕竟只是想像中的产物。既然梅因兹是莱茵河防卫军的最大据点，通往首都罗马的道路自然也不只一条。我们大致上可以将其分类为两个选择。两种路线都完全行走於罗马街道——亦即高速干道上。

第一条路线是从莱茵河畔的梅因兹通往西南西方的奥古斯塔·特列维罗姆（今多利亚）。由摩泽尔河畔的这个军事基地转道南下，前往威棕提欧（今贝桑松）。之后经由列曼湖越过阿尔卑斯山，取道义大利的奥古斯塔·普拉耶特利亚（今奥格斯塔）前往奥古斯塔·陶利诺姆（今特里诺）。然后从特里诺到捷纳瓦（今日内瓦）当然是沿着街道前进。离开日内瓦后，只要顺着奥雷里亚大道就能到达罗马了。

另一条路线是从梅因兹顺着莱茵河上游，往军团基地阿尔根特拉屯（今史特拉斯堡）前进的路。由史特拉斯堡继续沿莱茵河往上游走，到达波登湖。借道今日的瑞士地区穿越阿尔卑斯山，由科摩湖进入义大利。从科摩起依序经过米兰、日内瓦，最后到达罗马。






由莱茵河沿岸到义大利的地图（·为莱茵河军团基地所在地）




我们无法得知从梅因兹军团基地出发的传令兵通过了那些路径。不过不论如何，军团兵拒绝宣誓效忠皇帝的重大消息，1月10日左右应该已经传到首都了。因为从10日到15日之间，整个情势有急遽的变化。





现在的情势已经和半年前不同了。半年前只是屯驻在帝国后方伊比利半岛上的一个军团对现任皇帝尼禄表示不满。半年后却是帝国最前线的莱茵河防卫军七个军团，表示不信任现任皇帝噶尔巴。而且遭不信任的不只皇帝噶尔巴，承认噶尔巴的元老院也同样遭到握有公民权的军团兵否决。

1月1日聚集于梅因兹冬季营区内的士兵决议内容，并不只拒绝对噶尔巴宣誓效忠而已。他们在传往首都的文书中，还以全体军团兵名义表示，希望元老院能推举替代噶尔巴担任「第一公民」（实为皇帝）的人选。因此这时遭不信任的，仅止于噶尔巴个人，并不包括元老院。

不过集会之后，似乎回到宿舍中的士兵们仍继续在讨论对策。身为罗马士兵，竟然敢拒绝对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罗马皇帝宣誓效忠。以现代的眼光来说，无疑是要受到军法审判的严重违纪行为。因此当士兵们在决议时，想必是在一种亢奋状态下。然而这种亢奋状态，往往也伴随着极度的不安。

次日士兵们再度聚集时，并没有改变拒绝宣誓效忠皇帝噶尔巴的决议。但撤回了委由元老院决定继任人选一项，改为拥立低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维特里斯登基称帝。传达这项决议的传令兵也立即赶往罗马。

为何士兵厌恶噶尔巴，却又推举维特里斯呢？史学家塔西图斯并未有明确的交代，我们也只有自行推想了。但在此可以推想出几种可能。

首先，当年噶尔巴麾下的军团兵虽然同样也排斥最高司令官尼禄皇帝，拥立噶尔巴登基，不过当时是由高卢出身的总督维恩德克斯率先发难，由噶尔巴呼应反尼禄的呼声后，军团兵才表明态度。也就是说，这是由直属长官噶尔巴主导西班牙驻军对现任皇帝尼禄表达不满情绪的结果。






莱茵河沿岸军团配置（·为基地）与主要道路网路图




然而不同的是，这次莱茵河军团兵拒绝效忠，却是一般士兵在主导。司令官、军团长、大队长都未曾积极参与。即使是相当於现代军队士官阶级的百夫长，似乎也只是顺从一般士兵的意愿而已。这使得一般士兵的情绪更为不安。而消除这个不安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把自己的司令官抬出来做靠山。因为这样一来，上自司令官下到士兵，每个人都是拒绝宣誓效忠的共犯。

如果他们的司令官是鲁夫斯的话，相信所有士兵都会衷心支持长官吧！然而鲁夫斯已经遭解职召回国内。而这想必也是士兵开始对噶尔巴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

在本书中曾一再强调，守卫莱茵河前线的「日耳曼军团」又分为莱茵河上游和下游两个防卫区域。守护上游的称为「高地日耳曼军」，守护下游的则称为「低地日耳曼军」。两个军都是以四个军团为标準建制。

西元69年1月时，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是夫拉克斯，低地日耳曼军司令官为维特里斯，都是新皇帝噶尔巴刚任命的人物。

年老消极又不得人心的夫拉克斯自然得不到士兵青睐，剩下的就只有维特里斯这个选择了。而士兵对维特里斯其实并不熟悉，只知道他当年五十四岁，刚上任没多久，还没做出什么事情。换句话说，也没有什么足以造成负面影响的资料。不过他的父亲曾在台伯留麾下崭露头角，也受过克劳狄斯帝重用。也许思想单纯的士兵们，就此认定有其父必有其子也不一定。不管怎么说，反正士兵们也已经铁了心。既然在西班牙过着悠閒舒适生活的士兵能有决定罗马皇帝的权力，忍受危险又恶劣的环境，肩挑国防重任的莱茵河军团当然有更大的权力。抬出来的人物不管是不是维特里斯都无所谓了。而维特里斯也没有深思熟虑，马上就接受了士兵的推举。罗马人已经遗忘百年的内战阴影，於是再度笼罩在帝国的上空。




刺杀噶尔巴



依笔者想像，梅因兹的「日耳曼军团」反噶尔巴决议，虽然是在1月1日及1月2日短短一天之内急遽转烈，但传逹到首都的时间却至少有一天，甚至两三天的时间差。因为噶尔巴收到消息后所采的对策，似乎都只考虑到1月1日的决议。

1月1日的决议中，虽然拒绝向皇帝噶尔巴效忠，但是替代噶尔巴的人选则委由元老院决定。噶尔巴一定是打算重新确认元老院的支持。而元老院这群既得利益者，当然也不希望内战开打。在帝位继承人不明确的状况下，最容易发生内战；没有子嗣的噶尔巴因此紧急宣布收养年方三十的皮索为养子。皮索和噶尔巴同为共和时期以来的罗马贵族出身。当年在哲学家塞尼卡也牵连在内的名案「皮索的阴谋」一案爆发后，整个家族不论年龄，所有男性都遭流放。前不久才因尼禄自裁而得以归国。这项人事案不但没有顾虑到前线官兵的心情，反而很明显地，是在争取喜欢名门贵族又讨厌尼禄的元老院欢心。对前线的官兵来说，皮索不过是个没有奥古斯都血统，又完全没有军务经验的上流出身「富家子弟」，绝对不可能获得全体将士的支持。

如果1月1日和1月2日的两项决议同时到达罗马，是否噶尔巴的继任人选会有所改变呢？既然维特里斯称帝，表示拥立他的日耳曼军团已经展开反中央、反皇帝的军事行动。唯一可能避开内战的措施，只有将能够吸引士兵期待的人物立为共治的人选。比方说，具备丰富行省统治经验、年纪又轻的欧图；或是极受日耳曼军团士兵拥戴的鲁夫斯将军；因为原本日耳曼军团的士兵就不是为了支持维特里斯才起兵造反。只要前线的士兵接受新人事政策、愿意放下武器，自认为帝位已经到手的维特里斯当然也就失去了立足点。

不过如果噶尔巴同时知悉了军团兵的两个决议，只怕他的人事决策也是不会有所变化的。资质平庸的人本能上就会避免接触资质优于自己的人。平庸的人不会懂得吸收自己所缺乏的才能或资质，借以强化自己的实力。如果真的办得到，也不叫做平庸了。

总而言之，噶尔巴在人事上又失败了。然而这次的人事错误，使得一直支持他的欧图再也忍不下去了。

既然噶尔巴和元老院双方都知道日耳曼军团的决议，身兼元老院议员的欧图当然也完全知道决议的内容。原本他认为噶尔巴来日不长，愿意暂时合作。没想到他指定的接班人皮索今年才三十岁，而起兵反抗噶尔巴的维特里斯今年也才五十四岁。这也就难怪将满三十七岁的欧图会认为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在这半年之中，禁卫军的士兵们也对噶尔巴感到相当失望。年轻充满活力、性格开放积极又受士兵欢迎的欧图，自然能轻易的收买禁卫军。至於听到维特里斯起兵造反的消息后，只知道发愣不懂得寻求对策的元老院则大可忽略不管。而一般市民的反应呢？从噶尔巴入城当时的热情，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怀念尼禄的声浪。因此暗杀皇帝的政变计画，就在短短数日内成形、付诸实践。





西元69年1月15日，就在罗马的中心点罗马广场（Foro Romano），皇帝噶尔巴被人从轿子上拉下当场杀害。两周前刚就任执政官的威尼亚斯也按照政变计画，一同遭到刺杀。可怜的皮索只因为身为噶尔巴的养子，同样躲不过送命的结局。

在首都罗马郊外的禁卫军营区等待报告的欧图，一确认结果之后马上接受禁卫军欢呼「皇帝」，并当场走向位于罗马广场的元老院。这时的元老院议员除了追认既成事实外，已经別无选择了。因此当场承认欧图为「第一公民」。




第二章





皇帝欧图



帝国最高权力者就在几乎不流血的状况下换人了。然而这个时代传达资讯的速度，再次又让人觉得是使事态超乎必要恶化的原因之一。

如果从梅因兹传达讯息到罗马需要十天时间，那由罗马传输资讯到梅因兹相对地也需要十天时间。那么欧图取代噶尔巴登基的消息传到日耳曼军团士兵耳里时，也已经将近1月底了。由于这是足以影响挺身反抗噶尔巴的日耳曼精锐动向的大事，想必欧图一定是急着传送讯息。

然而，日耳曼军团决定拥立维特里斯时是1月2日。而得到逼使他们起兵的噶尔巴死讯时，却已经将近月底，中间几乎有整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之间，日耳曼军团已经开始準备全体挥军前往罗马。这是个包括七个军团四万二千名军团兵，以及几乎同样数量辅助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一旦开始就不是那么容易就停得下来的。维特里斯上任不久就被陌生的部下推举登基，现在已经得意忘形，眼中只有帝位。新皇帝欧图因此被迫替被他杀害的噶尔巴承受这些后果。

附带一提，共和、帝国时期的罗马有个共通点。就是前线司令官和行省总督、以原住民为中心的地方自治体，以及退役军人的殖民都市都具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其自由的程度，足以让后代的帝国主义国家大吃一惊。这也是军事家马基维利对罗马大为赞赏的地方。为什么这会成为罗马的传统呢？笔者认为并非只是像马基维利所赞扬的，是为了确立责任政治。当然，因为不必事事请示中央，所以前线的司令官行动的确自由得很。就因为如此，行动上才得以随机应变，发挥个人的才干。但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像台伯留帝坚持的一样，若没有这种责任政治，是不可能统理这样庞大的帝国的。

笔者认为，罗马人应该是在衡量当时的科技水準与讯息传达速度之后，才决定给予各阶层自由的裁量权。毕竟光在欧洲内就要花上十天，要跟位于帝国东方的中东连络，至少也要花上一个月。总之，这个方式最后形成了帝国各地的责任体制，各阶层负责人的活动也因此能发展出充满活力的社会。





在此将话题回到西元69年1月。由于古罗马讯息传输速度之慢，像这个月一样造成事态恶化的例子还不少。消息彼此「擦身而过」，而避免这种混乱的方针，就只有谨慎行动一途。

次于莱茵河防线，但依旧是帝国重要前线的地方，还包括多瑙河一带与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叙利亚总督穆夏纳斯与正在巴勒斯坦进行「犹太战役」的维斯帕先是东方前线的负责人；前者领军四个军团，后者统领三个军团。

之前我们曾叙述过，毕竟这个时代交通速度不及现代；这两位司令官用来向噶尔巴皇帝表明效忠的宣誓书，现在还在地中海上向西航行。其中，维斯帕先的长子提图斯身携宣誓书西航，在到达希腊的哥林斯港口时才得知噶尔巴死亡、欧图继位、维特里斯起兵的消息。只怕这三个消息是同时传到他耳里的吧！

当年三十岁的提图斯似乎为此犹豫了一阵子。是要继续旅行到罗马，对新即位的欧图表达叙利亚与犹太的七个军团的效忠；还是要另外派使者代表宣誓，自己返回东方去。提图斯身为维斯帕先的长子，并非一般使者。如果他亲自向欧图传达效忠宣誓，不啻表示「东方军团」对欧图的积极支持。但若是另外派使者代表，却又显得是因为元老院承认欧图的帝位，所以东方军团也跟著「消极的支持」。

结果，提图斯没有继续向西航行，选择向东撤还的路线。而这也使得他的父亲维斯帕先躲过了同胞间以血洗血的战斗。




罗马军团配置表（括号内为细分）








*1 奥古斯都时代（尝试征服至易北河滨的日耳曼的时代）

*2 台伯留、卡利古拉时代（放弃征服日耳曼，订定莱茵河为前线的时代）

*3 克劳狄斯时代（试图征服不列颠的时代）

*4 克劳狄斯、尼禄时代

*5 内乱期间





既然决定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主导权落在军团手上，我们在此也将各个军团的配置整理如上表。表中记载了西元69年之前各个时代的配置变化。只要看这张表就能知道，进入帝国时期之后，罗马是如何随前线的推移活用他们的军事力量，又如何在同时设法避免扩军。而内乱又是如何造成军备扩张、浪掷国力的。




欧图其人



马尔克斯·萨尔维斯·欧图（M. Salvius Otho）和噶尔巴不同，他并非共和时期就存在的世家出身，而属于新兴的元老院阶级。直到他的祖父为止，欧图家都属于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他祖父能当上元老院议员，还多亏了奥古斯都提拔。而其子，亦即欧图的父亲，则是「台伯留门生」的一员，历任非洲行省总督等诸多要职，其中当然也包括元老院议员。而克劳狄斯帝在继承台伯留帝的实力主义路线后，还颁给他贵族的荣典。

欧图生于首都罗马的上流家庭。少年时期起便活泼好动，不是让老师和双亲满意的儿子，但也因此和小他五岁的尼禄交好。当尼禄登基后，欧图常常在天黑后陪这个每晩出外发散精力的皇帝出游。然而尼禄偏偏爱上了这名好友的妻子波贝亚。奥古斯都在二十四岁那年，也曾因为爱上有夫之妇莉薇亚，而去恳求莉薇亚的丈夫割爱。尼禄最初也打算模仿古人，请欧图让出波贝亚。只不过当年莉薇亚的丈夫，亦即台伯留帝的生父欣然允诺，但是后世的欧图却让皇帝尼禄碰了钉子。年仅二十二岁的尼禄并未就此收敛，他决定把欧图调任帝国最西方的卢吉塔尼亚行省总督。卢吉塔尼亚是元老院行省，依规定必须具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验的元老院议员才有资格担任总督。当年欧图才二十七岁，连元老院议员资格都没有。然而热恋波贝亚的尼禄那管这些，硬是央求元老院给予欧图「前法务官」资格，成功地把他调到偏远的卢吉塔尼亚行省。

当年由于帝国一片和平，总督在赴任卢吉塔尼亚这种非前线驻地时，通常会带妻子一起上任，可是波贝亚·莎比娜却留在罗马没有离开。年仅二十七岁就被下放到帝国的西方边境，再考虑到尼禄当时的年龄，欧图简直是被判处了无期流放刑。如果他自暴自弃，在后方拋弃任务，整天望着大西洋过着自甘堕落又放荡的生活，相信同情他的人还是会多过指责他的人。然而欧图的生活态度却大为转变，足以让以前认识他的人惊叹。










西班牙行省的主要道路网路图（部分为五贤帝时代的街道。——代表现代的国界）




原本首都罗马的花花公子，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公正行政官员。卢吉塔尼亚行省的总督官邸位于艾美里塔·奥古斯塔（今美里达）。移民退役军人至地方建造行省统治「核心地」，向来是帝国的方针。与伊比利半岛上由北向南的要冲——凯撒·奥古斯塔（今撒拉格撒）、塔拉科（今塔拉哥那）、特雷特姆（今特雷德）、科尔多巴（今科尔多瓦）、加太基诺瓦（今加泰海纳）、西斯巴黎（今赛比利亚）、马拉加（今马拉加）一样，美里达也是罗马道路网位于伊比利半岛上的「核心地」之一。沿着街道往西行，就能到达欧里西波（今里斯本）。和皇帝直属行省不同，元老院辖下的行省若不在前线，就没有军团驻军。偏远地区诸如卢吉塔尼亚行省总督麾下的军力，大概只在一个中队左右。在罗马军制中，中队是由八十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名为「百夫队」，直接听命於百夫长指挥。就连高卢的主要行省「高卢·卢古都南西斯」（里昂行省），也只有派驻一个大队的千名士兵。这是由于罗马帝国在国防策略上必须投注兵力於前线，没有多余的兵力投入较为罗马化——亦即局势较为平稳的行省。然而，名义上前往卢吉塔尼亚值勤的军团兵当中，却没有几个人出身义大利。虽说担任军团兵一定得具备罗马公民权，但因为罗马公民权是世袭制，而退伍后领了土地当退休金的殖民老兵多半与当地女子结婚，他们所生的子孙也一样是罗马公民。换句话说，协助欧图维护卢吉塔尼亚秩序的，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西班牙出生的罗马人。和前线军团一样，这些人数不足百人的军团兵，同样配置有人数大致相仿的辅助兵。辅助兵在退伍前还不算是罗马公民，但是退伍后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因此，如果行省民众有任何反罗马的动向，负责保护总督的军团兵由于与当地的渊源太深，难保不会一个不小心转头去帮当地人。换个角度来想，这简直就像是跳伞跳到敌人阵地中央一样。行省总督之所以努力施行善政，不只是怕卸任后挨告，其实也是为了任期中的自身安全，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惹火行省民众。

不管是什么动机，至少年轻的欧图总督将行省治理得相当不错。尤其他并非汲汲於观察、逢迎民意动向，而是贯彻了罗马式的统治法——视察行省的每一片土地，做出必要的指示并确实付诸执行。这使得他在首都罗马同样广受好评。甚至连首都妇女之间都在讶异，这个花花公子怎么变得这么快。

在十年任期之间，欧图听到了前妻波贝亚公然成为皇帝恋人，最后终于结婚了的消息，然而他还是维持单身。当他在西斯帕尼亚住满六年时，知道了波贝亚的死讯。然而尼禄并没有让欧图归国的打算。又过了三年，里昂行省总督维恩德克斯号召群众反尼禄，塔拉科行省总督噶尔巴随即起兵呼应。最先以总督身份支持噶尔巴的，就是统治卢吉塔尼亚将近十年的欧图。在三名行省总督造反、元老院不理不睬、禁卫军弃之不顾的状况下，尼禄只好于西元68年6月自裁。而七个月后，欧图又杀死噶尔巴登基称帝。

有不少学者表示，如果没有生在乱世，而是担任治世的皇帝的话，欧图倒是个统治人才。然而最不幸的是，在欧图开始处理国政之前，必须专心对付已经有如箭在弦上，开始南下的「日耳曼军团」。





老实说，欧图手上并没有足以仰赖的兵力。尽管如此，远离首都十年之后，他还是成功的在不花钱贿赂的情况下，招揽了禁卫军至其麾下。如果不是对欧图心悅诚服，禁卫军又那会愿意听其命令，犯下刺杀现任皇帝的重罪呢？然而当犯下重罪、杀气冲天的禁卫军主张杀光噶尔巴派的元老院议员时，欧图断然拒绝了。

他不但将噶尔巴的遗体交还给遗族，并设法让火化、下葬都没遭到阻碍。噶尔巴虽身为前任皇帝，但和尼禄一样，都未享有入葬皇帝庙的荣典，最后是葬在郊外的別墅中。

尽管欧图巧于掌握士兵的心，但南下的日耳曼军团总人数却将近十万。欧图於是设法劝阻日耳曼军团南下，向维特里斯提出共享帝位的建议。然而在意外得到士兵推举，并有精锐的「日耳曼军团」做后盾之后，维特里斯也一心一意要完全称帝，因此拒绝了这个提案。这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一场罗马人互相正面冲突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欧图唯一的好消息是目前正值隆冬时期，而在2月、3月率领大军穿越阿尔卑斯山是每个指挥官都想避免的难题。就是因为这么困难，所以当年汉尼拔成功时，才会令当时的人如此震撼，之后也一直受人讨论。然而事隔三百年，为了确保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地区之间的联络道路，连阿尔卑斯山区的道路也都已大幅整修。不但全线道路整顿完毕，每隔8到24,平均每16公里就会有一个备妥穿越阿尔卑斯山必备用品的设施。如果是个人旅行的话，即使想穿越隆冬下的阿尔卑斯山，也只要十天。

不过兵分两路南下的「日耳曼军团」，每股势力依旧有数万之多。原本按照常识，行军应当等待春季到来。但是一来维特里斯急着登基，二来日耳曼军团的将士们也一心前往罗马。因此他们也不顾飘落在道路上的雪花，开始朝南方行军。

对欧图来说，这真是要命的消息，不过他也并非完全绝望。因为防卫多瑙河的七个军团此时表态支持欧图。而且多瑙河军团不像「东方军团」一样消极支持，他们表示为了让欧图的帝位安泰，不惜与「莱茵河军团」一战。




「莱茵河军团」对「多瑙河军团」



为什么担任多瑙河防卫任务的「多瑙河军团」，会愿意支持欧图，反对维特里斯呢？

笔者认为，多瑙河军团应该不是承认欧图在卢吉塔尼亚的政绩，认定欧图比维特里斯适合担任皇帝才是。如果在远方的总督打了漂亮的胜仗，还能引起士兵的兴趣，但一般士兵是不会注意到行政上的绩效的。而殴图直到赴任卢吉塔尼亚为止，也不过是皇帝尼禄的玩伴，根本没有前方作战的经验。对于守护前线的士兵来说，只怕要等到欧图刺杀噶尔巴之后，才有机会听到这个名字。

因此笔者推测，在这种状况下还能驱使他们支持新皇帝欧图的，就是多瑙河军团兵心中对莱茵河军团的反感。

自从朱利斯·凯撒征服高卢以来，百年来帝国的「北方防线」就是莱茵河的观念，已经深入罗马民心。尤其自从奥古斯都前进易北河岸的意图最后宣告失败，台伯留帝巧妙地撤退后，北方前线就一直固定在莱茵河畔，至今已经过了半世纪。

当年朱利斯·凯撒的先见之明无人可及，他认为罗马的北方前线并不只莱茵河畔，多瑙河也是一样重要。然而因为凯撒遭到暗杀，多瑙河以南的征服战便因而顺延。

而奥古斯都既然能想到将易北河纳入国内，借以缩短前线长度，当然也能充分了解多瑙河防线的重要性。然而从奥古斯都、台伯留直到尼禄时代为止，罗马都没有出现像凯撒一样能在短期内完成征服战的军事天才。虽然罗马不缺乏优秀的武将，但就是没有遇上天才。而且多瑙河流域与莱茵河流域不同，并没有大举入侵的外族。从奥古斯都时代起，直到尼禄时代为止，多瑙河流域的外族威胁并不足以使罗马人感到战战兢兢。将前线推展到多瑙河的行动，於是乎呈现迟缓状态。确立多瑙河为帝国前线的事业，说得好听一点，也仅止于「缓慢但确实进行中」。






莱茵河与多瑙河军团配置图（·为军团基地所在地）




这其中的差异，光是看这时期莱茵河与多瑙河前线的军团基地所在位置就可明白。莱茵河前线的基地，几乎完全紧贴着莱茵河而立。而相对地，这个时期多瑙河方面的基地，位置上则偏离多瑙河，较为接近内陆。虽说多瑙河沿岸的大城，如里根斯堡、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都是以罗马军基地为起源的都市，但罗马在这些地方建立常设基地却是以后的事情了。

然而，加强了莱茵河防线，也就代表着外族的进攻将转向尚未强化的多瑙河防线，所以才说需要持续完成莱茵、多瑙河两道防线。但可惜并非每个皇帝都具有先见之明。在西元69年时，为了帝国国防流下最多鲜血的，并不是莱茵河防线的军人，而是多瑙河前线的军团兵。

无奈既成观念与现实间往往有误差存在。对罗马人来说，「北方前线」首要依旧是莱茵河；守护帝国的精锐部队，也首推屯驻莱茵河畔的基地，通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

可是当事者却是最清楚实情的人。对多瑙河防线的士兵来说，皇帝欧图还健在，日耳曼军团兵竟敢推举维特里斯称帝，只因为他是直属的司令官。甚至还向本国进军，打算用武力来解决事情。这简直是傲慢跋扈，僭越至极。真正流血守护国家的是守护多瑙河防线的士兵，莱茵河畔的士兵也只不过躲在建设完好的防线后过着安全舒适的都市生活罢了。也许就是这个想法，带动他们支持陌生的新皇帝欧图。





投入多瑙河防御工作的军团共有七个。在数量上不会输给拥立维特里斯的莱茵河军团。突然有这么强大的军队要支持自己，对手下没有兵力的欧图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然而他还是有不利的地方。一则是沿着莱茵河南下义大利，距离要比从多瑙河流域西进来得短。第二点在于，莱茵河军团在拥立维特里斯的前提下，已经有了统一的行动；而多瑙河军团却分属三个行省，在达尔马提亚两个、旁诺尼亚两个，而在莫埃西亚则有三个军团。三地三个总督，每个总督对欧图支持的程度都不同，只有军团长阶级的支持态度明确。

不管怎么说，欧图必须设法支撑到多瑙河的七个军团到达为止。然而敌军较友军来得近，而且在寒冬中却丝毫没有减缓行军的速度。




步向武力冲突



在面临胜负关键时，领导者必须亲自出现在战场上。与外敌作战时，最高指挥官是否在场，对战斗人员的士气影响极大，这点自不待言。而在内战，亦即同胞之间的战斗时，领导者亲自出场的重要性更是明确。

第一，因为是与自己的同胞兵刃相向，因此敌我双方士兵心中一定会有纠葛。想要获胜，就必须摆脱这种纠葛。如果要让士兵顺利摆脱这种纠葛，就必须让士兵了解，他们之所以挺身作战，并非因为仇视面前的同胞，而是为了自己的领袖。比方说朱利斯·凯撒在卢比孔河前发表演说时，当他说出那句有名的「骰子已经离手」之前，他是这样对士兵说的。「渡过此河将面临人世间的悲惨；不渡此河将面临我的毁灭」。让追随他违法率军渡过卢比孔河的士兵们，有个「让凯撒免於毁灭」的理由，成功打破心中的纠葛。要让这个方法生效，最好的办法就是领导者本人也经常出现在前线，与士兵们经常见面。

第二个理由是，在获胜时必须设法控制失控的部下。

与同胞兵刃相向，不论会产生多好的结果，毕竟都是违反人性的行为。因此士兵们心中还是不免会有自责的想法。陷入这种状况下的人，为了脱离负面的感受，往往容易委身於兽性。而只有最高指挥官的严命才能抑止士兵的失控。

第三则是决定如何处置战败的同胞。这点和控制战胜的士兵一样重要。而且这也一样只能依赖最高指挥官的严格规范。事实上，也有人就放任失控的部下恣意而为不管的。苏拉（见第Ⅲ册）则是这种指挥官的典型。他将敌我彻底区隔，认为只要是敌人，就算同为罗马人也要彻底毁灭。虽然因为苏拉彻底排除敌人，让他自己能安然死在床榻上，但之后战败者的恨意，却深深残留在罗马社会，影响长达三十年。

相对地，凯撒则表明自己不是苏拉。他宽恕每个战败的同胞，允许他们有去留的自由。遭释放的人来日当然可能再度反刃相向，这是一项明知有风险但仍为之的决定。

内乱总有一天会结束。而对战后亟待重建的社会来说，最有害的就是仇恨。因此，致胜固然很重要，但必须以不留下仇恨的方式获胜。这就是内战最困难的地方。而也只有领导人亲临战场，才能尽可能消除这种害处。然而在西元69年的内战时，维特里斯却选择了由先遣的将士决胜负，他在后方等着验收成果的方法。





维特里斯将朝着义大利本国南下的「莱茵河军团」分成三路。

屯驻於低地日耳曼的诺瓦艾西姆（今诺依斯）第四军团长西西纳率领第一军。军团兵加上辅助兵，兵力约为三万。以几乎呈直线南下的路线，穿越今日的瑞士，到达后世称为皮克洛·桑·贝尔纳峡谷的地方。并由此穿越阿尔卑斯山，由北方进击义大利。

屯驻於低地日耳曼另一个基地波昂纳（今波昂）的第一军团长瓦连斯率领第二军。规模虽然不详，但据说人数多于第一军。因此第二军选择路程较远，但行军较为方便的路线。首先绕行高卢地区到达里昂，之后从里昂沿着隆河畔南下。等到达马赛北方30公里处的亚奎·赛克斯帖（今艾克桑普洛凡）后转向东进，直到当年凯撒以退伍军人建设的海港都市佛姆·朱利（今佛雷朱斯）。之后依序到达安提波利斯（今安提夫）、尼加艾亚（今尼斯）、捷纳瓦（今日内瓦），可以从西侧的高卢轻松进入义大利。






莱茵河军团与欧图、多瑙河军团的行进路线




第三军则由身兼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的维特里斯亲自率领。然而第三军出发时间落后，一来因为维特里斯对指挥官亲临前线的重要性认知不足；二来则是因为招募新兵重组军团耗费了时间。

维特里斯认为，如果要战胜受到「多瑙河军团」支持的欧图，彻底掌握帝位，就必须率十万大军进入义大利。然而「莱茵河军团」总共七个军团，就算全军南下，总人数也只有四万二千人。如果加上人数相当的辅助兵也只有八万四千人。因此若要凑齐十万大军，必须征召一万六千到二万的新兵。这使得维特里斯进入义大利的时间，较西西纳率领的第一军晚了两个月。

尽管防御再怎么坚强，毕竟莱茵河防线的对岸还是由剽悍的日耳曼各个部族割据的地区。因此就算身为皇帝，也不能做出全军南下义大利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观察维特里斯之后的行为，总让人认为他是个视个人野心重于帝国安危的人物。莱茵河畔的士兵，除了老病伤患之外，几乎全员都被他派往义大利。也许他认为目前是冬季，外族不会有什么动静；等到在义大利的事情解决后将士兵送回来，也还赶得上外族行动较活跃的夏季吧！然而这个行为却使得莱茵河以东的外族开始轻视罗马军人。

还有一个问题，让人怀疑维特里斯对罗马皇帝一职的认知。他认为若要在隆冬强迫士兵急行军，携带粮食将成为士兵的负担。因此允许士兵在行军中各地调度。而三万大军过后，沿途位于今日的法国与瑞士的居民的遭遇，可说是如同碰上敌军一样。因为维特里斯舍不得花钱，没有提供采购军粮用的资金，而允许士兵沿途抢劫。这也就是史学家塔西图斯所说的「高卢行省的民众对帝国的忠诚开始动摇」的原因之一。当初凯撒在征服作战时，由于考量到日后收编作为国土的可能性，因此极力避免在当地徵调军粮。真万不得已时，也会付钱向当地人采购，这已经成为罗马多年来的传统。让人痛心的是，浅薄的思虑往往为后世带来灾殃。




决战波河



欧图为了迎击一路朝义大利行进的维特里斯军，绞尽脑汁想出了对他而言算是不错的战略。

首先必须阻止西西纳率领的第一军和瓦连斯率领的第二军会合。其次则是在波河阻止敌军的前进。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借由这些行为争取时间，等待多瑙河军团到达。

在义大利的河川中，波河算是一等一的大河。然而这条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横越北义大利流进亚德里亚海的河流，其实小到只需并列小船、铺上木板，就可以当便桥渡过。就是因为渡河容易，因此波河在战略位置上才显得重要。






从北义大利往罗马的主要街道图




只要渡过波河，就可以经由几乎呈直线的艾米里亚大道直达利米尼。从面亚德里亚海的利米尼经由弗拉米尼亚大道，虽然途中经过亚平宁山脉，但可以直通罗马。另外也可以在渡过波河后，立即由比千都沿街道走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罗马也只需经由奥雷里亚大道。亦或是像当年凯撒追击庞培时一样，从利米尼沿着亚德里亚海滨街道南下，先压制住通往希腊的海港布林迪西。总之，一旦波河落入敌军手中，欧图就只有被封死在罗马和义大利本国。因此死守波河除了争取时间等待多瑙河军团到达之外，还有这一层意义。

像罗马人这样铺设隆冬也能行军的道路网，在这种情况时，对防御方来说真是相当不利。然而行政上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像中古时代的人一样，畏惧这种风险，将道路辟成又细又扭曲的羊肠小径。或者是像罗马人一样，愿意承受可能失利的风险，重视高速道路网的好处。

有了不错的战略，实际上欧图又是采取什么方法付诸实行呢?






罗马海军的组织结构




首先，为了阻止西西纳军与瓦连斯军会合，欧图命令以拿坡里附近的米塞诺为基地的舰队，载着士兵登陆南法的佛雷朱斯港，在原地迎击从里昂南下的瓦连斯军。苦於无兵可用的欧图，动员首都的警察、消防队，编组成一个军团送往南法。并命令米塞诺舰队水兵登陆，编入这个军团。因为本次出击不以海战为目的，因此仅采用运输舰队。指挥则交由米塞诺舰队提督负责。由于地中海承平日久，海军的任务简直就像是警察。因此理所当然地，提督阶级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

这拼凑而成的六千人，必须要迎击由高卢南下的四万瓦连斯军。当然欧图从没想过要他们获胜。他的战略是，当这个军团拖住瓦连斯军时，由他亲自率领的主力打败西西纳军。因此当主力朝北前进，準备死守波河时，最高指挥官欧图身边可有不少名扬疆场的武将。以尼禄时代在不列颠民众叛乱时迅速肃清叛乱的穗德尼斯·波利纳斯为首，外加安纽斯·葛拉斯和马留斯·瑟尔萨斯，都是长年征战的老将。这些人当然不是为了支持欧图才挺身与维特里斯作战的。他们认为身为罗马武将，既然元老院承认的皇帝是欧图，在皇帝命令下作战也是理所当然，因此才会应聘担任将领。这三个人都具有执政官经验，比起三十七岁的欧图要大了十几二十来岁。相对于只管理过没有驻军的卢吉塔尼亚行省的欧图，这三个人都指挥过两个军团以上的战略单位，尤其波利纳斯在不列颠总督任内，更是完成了征服不列颠并纳入统治的艰辛任务。

欧图缺的不是将领，而是士兵。





在独裁体制的国家里，军事力量真正的存在理由在于压制内部的反对派，而不在于替国民防卫外来侵袭。在这一点上，罗马帝国还真不是个独裁国家。罗马帝国的义大利本国连一个常驻军团都没有。国家的主要战力在军团，而军团全都派驻到国境——或说防线上。

义大利本国的常备兵力，只有以维持首都和本国秩序为目的编成的一万名禁卫军团。九个大队共九千名重装步兵，加上各个大队的附属骑兵，勉强接近一万人大关。虽然首都及各地方政府都依照人口规模编有警察与消防队，但通常不列入军事力量。负责维持本国秩序，或应该说是维持帝政的兵力，就是这一万名禁卫军。而这也是欧图在国内找寻援军时，最先可以想到的。

其次是尼禄末期利用米塞诺海军基地的水兵编成的第一亚狄特利克军团，人数为六千人。目前我们无法得知尼禄为何要编组新的军团。在学界中有人推测，也许是因为尼禄想模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但这个推测并没有任何证据。不管怎么说，西元69年时，有一个军团驻守在义大利。然而，光是凑足人数还不够，还必须要训练他们适应陆战。可是尼禄不久后就自裁了，而继任的噶尔巴过度信赖元老院的承认，还没来得及将注意力集中到军事训练时就遇刺。因此欧图到手的，只是一群未曾受过陆战训练，勉强可以称数的士兵。和以解放奴隸为主体的第一军团相较，禁卫军确实可算是菁英。然而由于值勤地在罗马，鲜少离开义大利进行作战；又因为承平日久，平日也没必要出动，所以禁卫军中也多是未曾上过战场的士兵。也就是说，在实战经验上，禁卫军也比水兵出身的第一军团好不到那里去。

在这种状况下，任谁都会感到不安。因此欧图让二千名剑客穿上武装，将他们编成两个大队。

罗马人最喜欢观赏的两种竞技，一是四头马车赛，二则是剑客决斗。后世以为这些剑客全都是奴隸，其实是很大的误会。因为这是种随时会送命的职业，但相对地收入也很可观，有不少自由民因此选择剑客作为职业。平均来说，约有三分之一的剑客是自由选择这个职业的。不仅在罗马，连地方都市里都有剑客训练所。没有比赛的日子，大家就在训练所中过着团体集训的生活。既然剑客天天与武器为伍，当然可以即时成为战力。因此欧图也不顾元老院的反对，将剑客部队送上了前线。

前往死守波河的欧图军主力，只有二万不到。不过欧图还收到了一些已经离开驻军地点的兵力通报，可以列入战力计算。

首先是在西班牙，由先帝噶尔巴编成的第七噶尔巴军团已经朝义大利前进。而不列颠的第十四军团也正穿越高卢地区朝首都前行。至於表示积极支持欧图的多瑙河军团，则因为整体移动需要时间，因此从五个军团中各抽出二千名士兵，命这万名先遣部队赶往义大利。

欧图的战略大致上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阶段是由罗马的二万兵力，加上西班牙与不列颠的两个军团，连补助军共计二万。再加上多瑙河军团的万人先遣部队就有五万人。首先打倒西西纳的三万大军，接下来击倒由西方进击的瓦连斯军。这时多瑙河军团的主力也一定到达了，最后要打倒剩下的莱茵河军团相信是易如反掌。这就是欧图的如意算盘。

确实，如果万事顺畅，当然会照他的计画演进。但是人类社会就是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因此领导者才需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而没有实战经验，正好是欧图最大的弱点。如果他有实战经验，就不会定下这种一定要凡事按计画发展才会有效的战略。

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打破计画的事情。西西纳军明明在寒冬中行军，竟然在3月初就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因此欧图不得不紧急派遣部分兵力迎击。紧急赶往北方的兵力，为五个禁卫军大队和附属骑兵，以及第一军团，共计一万一千人。再加上二千名剑客部队，合计一万三千。由在多瑙河前线扬名的葛拉斯负责指挥。葛拉斯的任务是确保波河两岸的「比千都」和「克雷摩纳」两个都市。

第二个坏消息则是，在南法登陆，负责阻扰瓦连斯军前进的军团已遭致命打击。而且瓦连斯在攻击这个由警察与消防队员组成的军团时，并没有派遣军团兵，整场战斗都由辅助兵进行。这个部队纯由行省民众组成，指挥官为地方仕绅出身的朱利斯·克拉西克斯负责。尽管双方都属于罗马军团，但依旧造成了行省民众战胜罗马公民的局面。这件事的影响，还不只让阻止瓦连斯军前进的计画失败而已。克拉西克斯原是出身高卢民族中的特雷威利部族，在这场战斗中他开始觉得罗马军团不足畏，於是种下了半年后高卢帝国动乱的远因。举凡人之所以背叛別人，往往出于藐视的机会要高于恐惧。

不管怎么说，从西方进入义大利的四万瓦连斯军现在已经没有障碍了。欧图也被逼得亲自出马。当他从罗马朝北进军时，除了四个大队的禁卫军和附属骑兵，总计四千余名之外，还带着紧急招募的退伍军人。这个编制可说完全显露他缺乏兵力的困境，最后的正确人数也无法得知。不过带队将领的阵容倒是相当坚实。而且，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的先遣部队的表现，也足以让欧图精神随之一振。





一万三千名的先遣部队，在葛拉斯巧妙的指挥下表现得相当优异。其中最为醒目的就是剑客部队了。拜西西纳军行动分成三路之赐，不管西西纳如何努力指挥，也只能发挥一万名士兵的战力。葛拉斯指挥下的欧图军因而成功的保住波河南方的要地「比千都」。西西纳军在无奈地放弃争夺比千都之后，进驻了在对岸和平占领的要地克雷摩纳，以当地为前进基地。这时轮到欧图军争夺克雷摩纳了。因为只要克雷摩纳在敌军手上，通过亚奎雷亚由东方接近的多瑙河军团行进就有障碍。剑客部队渡过小船搭成的便桥，开始在克雷摩纳郊外展开游击行动。这时剑客部队的表现同样令人讚叹，西西纳军虽然成功集成了部队，却无法走出克雷摩纳一步。

欧图原本从罗马强制带来一批元老院议员，当他受到战果鼓励后，也准许元老院议员留在离战线稍远的摩德那。之所以带元老院议员上战场，一来是表示他和维特里斯不同。维特里斯只受到军团兵支持，便自命为皇帝；而欧图则有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认同，这才是正统的皇帝。同时也有挟持元老院议员为人质的目的在内。欧图从罗马强制带到摩德那的元老院议员中，有不少暗中支持维特里斯，其中还包括维特里斯的亲生弟弟。

另一方面，攻取比千都失败的西西纳开始着急了。虽然他目前掌握三万大军，但实际上原本只是个军团长，地位和指挥四万大军接近中的瓦连斯一样，因此急于在瓦连斯到达战场前立功。西西纳决定设计埋伏渡河北进的欧图军。首先是利用骑兵攻击吸引敌军，然后埋伏在森林中的步兵部队再适时现身包围、歼灭敌人。只可惜率领欧图军进击北岸贝德里亚克的人，是长年与擅长游击战的不列颠人作战的波利纳斯，这点程度的计策对他一点效果都没有。从森林中露脸的西西纳军反而落在包围网中。

如果这时波利纳斯一声令下，大可摧毁在此的半数西西纳军。之后回头攻击30公里外的克雷摩纳时，兵力减半的克雷摩纳守军只怕无法支撑下去。而欧图军也就成功掌握波河两侧的比千都和克雷摩纳。死守波河，等待多瑙河军团全军到达的目标也就更容易达成了。

然而波利纳斯却迟迟未能发出缩小包围网歼灭敌军的命令，使得西西纳军趁机成功突围逃走，也许是因为他无法下令罗马人杀死罗马人吧！不过这件事使得波利纳斯指挥下的士兵开始瞧不起他。

这也就是内战最困难的地方。虽然现在分成敌我两方，但会想要对同胞宽容一点也是人之常情。可是这些宽容的处置，却又必须在对我方有利，不会造成利敌的状况下，尤其是不会引起我方士兵藐视的状况下执行。如果不能同时达到这三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便不能完成成功的内战。凯撒的《内乱记》可说是一本介绍如何克服这种困难，成功完成内战目的的教科书。然而尽管当时这本书广为流行，西元69年的内战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活用凯撒的教训。不禁令人感叹，「从历史中学习教训」，要求的不是教师的功力，而是学生的资质。

总之欧图军坐失了掌握先机的绝好机会，而这件事也使得西西纳军和瓦连斯军成功会合。





尽管因为西西纳的失策，丧失了部分兵力，然而会合后的维特里斯军至少还有六万人。因此欧图军也展开了军事会议。目前在波河两岸的欧图军，除了从罗马出发的二万人之外，还外加一万名陆续到达的多瑙河军团先遣部队。而从不列颠和西班牙长途跋涉的第七、第十四军团也终于进入义大利了。只要各部队完成会合，兵力可凑满五万。因此两军在数量上可说几乎同等。

在作战会议中意见分成两派。有人认为应趁机全力进击北岸进行决战；有人认为在多瑙河军团全军到达之前，暂时以波河为界相互对峙。波利纳斯、葛拉斯、瑟尔萨斯等经验丰富的武将们主张后者。而欧图的哥哥提提亚努、禁卫军长官普鲁克鲁斯，以及态度最强硬的皇帝欧图主张立即进行决战。然而欧图与提提亚努却都没有实战经验。

在激烈辩论之后，结果在最高指挥官欧图的压力之下，采用了立即决战的方案。当时为4月，积雪已经融化。支流丰富的波河流域因此地表软化，对部队来说正是难以进行作战的季节。




「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



这场史称「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的战斗，实在难以描写。第一个原因在于，对这场战斗叙述最详尽的史学家塔西图斯本身并「不投入」。要叙述一场未亲自参战的战争，如果笔者不投入，叙述的内容便无法显得清晰。也许是塔西图斯对于这一年内战的厌恶，让他无法投入吧！但「投入」并不是说觉得战争有趣，而是指叙述者笔下是否带有临场感。比方说希腊史学家奇狄斯的《历史》一书，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远征西西里岛的雅典军惨败的模样。尽管他本人并未参战，但笔下却充满了愤怒。那是身为雅典人的奇狄斯，对于当时那场决定祖国雅典衰亡命运的败仗所发出的怒火。也正因为那种暗藏愤怒与绝望的人所特有的压抑感情的冷酷语气，才使得《历史》一书成为战斗描述的名作。

和奇狄斯相反地，对于在三十年后书写这场内战的塔西图斯来说，明显知道这场战斗对历史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才能心中只有厌恶。而厌恶与愤怒不同，这也是塔西图斯的描述如此不明瞭的原因。事实上，我们连第七与第十四军团是否参战都不清楚。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在战斗结束后才到达的。

然而在塔西图斯笔下的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以及半年后的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之所以模糊不清，可能也不只是塔西图斯个人的心态，而是其中存在著即使任何人来写，也无法做出明确叙述的因素吧！

名留罗马史上的名将指挥的战斗，不管事隔十年百年，要叙述时都很清晰。比方说汉尼拔、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见第Ⅱ册）、苏拉、鲁克鲁斯、庞培（均为第Ⅲ册）、凯撒（第Ⅳ、V册）。要叙述他们指挥的战役并不困难，因为对他们而言，战斗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获胜，进而决定全盘的战局。其手段，也就是战术，自然是朝合理的方向思考，才能达到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在战术上投注了全部精力，所以能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不能在战斗时以最小的牺牲换来胜利，是无法换来战争的胜利的。欧洲有句谚语「皮拉斯的胜利」，就是在形容虽然获胜但我方也损失惨重。在第Ⅰ册后段曾经提过，希腊的皮拉斯将军远征义大利，虽然节节获胜，但每次都损失惨重，最后只好无功而返。既然在现实中，人类必须发起「邪恶的」战争，那么如何有效运用手上的兵力，便成了指挥官必须面对的课题。效率与合理是相辅相成的，上述罗马名将中，没有人在作战时随意投入兵力而还能取胜。也就是说，只要抓準了战术合理性这个要点，即便是叙述几千年前的战争，也会有如正在面前发生一样，具有临场感。

然而，在西元69年北义大利内战时上场的这批武将，能力远不如上述名将。虽然同样有求胜的欲望，却缺乏冷静的执行手腕，浪掷士兵们的鲜血，成了一场标準的「愚人战争」。

「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的战场贝德里亚克，位于克雷摩纳东方30公里处。两军的共同特征在于指挥系统不统一。攻击方的维特里斯军虽然完成会合，但是依旧由西西纳与瓦连斯并列指挥官。两人各自率领手上的军队，采取个別行动。而总司令维特里斯还在高卢征募新兵，不在现场。至於防御方的欧图军，同样没有统一的指挥。原本应该亲临现场指挥的欧图，把将士送往波河北岸决战，自己却躲在南岸的普利赛姆（今普拉森提）等待战果。这项决定真是愚蠢至极。普利赛姆是波河前的一个小村落，在村前的河里有著沙洲，方便渡河联络20公里外的贝德里亚克战场。然而不管渡河多容易，这毕竟是隔着一条河流的长距离。即使是不擅长指挥作战的奥古斯都，也不曾把总司令部设在离战场这么远的地方。






波河流域图




这就是欧图军战败的最大因素。要让士兵打破与同胞为敌的纠葛，本来就是要让士兵认为自己在为领袖作战；而偏偏欧图本人躲在河的另一头等待战果。士兵之间充满了厌战气氛，尤其维特里斯与欧图达成和解，已经不必再战的谣言出现后，厌战气氛更为浓厚。

欧图军的指挥不统一也是战败原因之一。由于欧图本身不参战，因此指定其兄提提亚努代理，并由禁卫军长官普鲁克鲁斯担任副官。这两个人并没有实战经验。而经验老到的波利纳斯、葛拉斯、瑟尔萨斯等将军，则个別指挥不同部队。然而与西西纳一战后，波利纳斯已经失去士兵的信任，而葛拉斯因为落马受伤无法亲自指挥。提提亚努仅凭著元老院议员和皇帝血亲的身份，便当上了总指挥官，又如何能期待他根据一贯战略有效运用兵力呢?

欧图军在战斗中，別说有效发挥力量，根本是在浪费兵力。

西元69年4月15日，整场「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从头到尾都是散兵在平原上的混战。并不是战场不够宽敞无法进行统一会战，而是双方都欠缺人才——能在避免无谓牺牲的情况下获致战果的战略与战术两方面的人才。双方都是罗马军，身穿同样的军服。远远望去，军团银鹫旗也看来差不多。因此到处都上演著误杀父子兄弟的悲剧。

战斗之所以有结果，并非维特里斯军的将军能力胜过欧图军的将军；也不是「莱茵河军团」的战力胜过混编的欧图军。而是欧图军士兵心中的纠葛强过莱茵河军团兵。对莱茵河军团兵而言，远在高卢的总司令维特里斯不参战已经是既成事实，而对欧图军士兵而言，欧图不参战，却是个突然面临的打击。士兵对这两个指挥官不参战的印象可是截然不同。因此欧图军的士兵必须带着失望走上战场。





愚人间的战斗，不但战况混乱，连牺牲者的数量都不清楚。不只战败的欧图方面数字不详，连战胜的维特里斯军也不清楚到底损失多少人。如果是在名将手下展开的战斗，至少战胜方的损失数字会相当清楚。这场战斗之所以弄不清楚阵亡人数，主要是因为双方都随意投入兵力。尽管如此，因为是欧图军先投降，所以获胜的还是维特里斯军。而这个消息当天就传到在波河南岸的欧图耳中。




欧图自裁



知道自己战败的欧图接下来做的事很干脆，让三十年后的史学家塔西图斯讚不绝口。虽然周边的人极力劝阻他，认为现在应该先撤退，等「多瑙河军团」全军到达后重新进行决战。因为这时多瑙河军团已经到达义大利的入口亚奎雷亚了。不过欧图心意已决，他将有可能连累他人的文件通通烧毁，并禁止对维特里斯身在摩德那的弟弟进行报复。通令全军向胜者求饶之后，当晚在自己营帐内自裁。他在自裁时心意相当坚定，当侍从听到声音冲进营内时，欧图已经断气了。时年三十七岁，在位只有三个月。

笔者认为欧图似乎放弃得太早。也许是受到斯托亚哲学影响吧！罗马的菁英阶层通常相当具有公德心。而也许如同塔西图斯所说，可能欧图认为自己的死会为内战画上句点。另外，欧图之所以能称帝，并非他多年经营的结果。如果比他小五岁的尼禄能维持善政，只怕他一生与帝位无缘。因为尼禄施政不佳，引起高卢总督维恩德克斯倒戈。欧图因协助随后起义的噶尔巴，这才开启了他称帝的道路。如果这帝位是长年经营得来，想必他不会轻易放弃。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帝位是偶然得来的，所以放手时也不心痛。

不过，既然连死都不在乎的话，难道他不能在确认将士今后的待遇后才自杀吗？像凯撒或奥古斯都这种能让人放心的胜者可是少有的，所以才被称为伟人。难道欧图看不出来，直接获胜的瓦连斯、西西纳，以及其上的维特里斯并不足以信赖吗？也许当欧图自杀时，心里只想着不要跟噶尔巴一样死法吧——被抓、被杀、砍下头后插在枪尖，士兵持著枪在罗马广场游行，民众则对着首级丟石头……。

尽管欧图死得这样干脆，罗马的内战却并未就此结束。原因之一在于，内战结束后，不能忽略败军士兵的待遇。而维特里斯却在这方面犯下错误。




第三章





皇帝维特里斯



到了西元69年4月16日，前一天的贝德里亚克会战结果，以及欧图自裁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北义大利。同时快马传令也开始向帝国的四处前进。目的地包括首都罗马、已经到达里昂的维特里斯身边、正在亚奎雷亚集结的多瑙河军团等。甚至於利用海路，将维特里斯军获胜与欧图自裁的讯息传往叙利亚与犹太地区。

原本位于摩德那的元老院议员，在知道欧图军战败的消息后，立即避难到波罗尼亚。而当他们接获欧图的死讯后，马上就承认维特里斯为「第一公民」。而皇帝的死讯传到首都罗马时，正好在举行竞赛。当观众听到新皇帝的名字后，立即报以掌声与欢呼。维特里斯也自此获得罗马公民的支持。在此要重新强调一次，罗马帝国的正式主权在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因此原本只是莱茵河军团私自拥立的维特里斯，摇身一变成为正式的「第一公民」，亦即实质上的皇帝。

尽管任期只有三个月，但欧图毕竟身为皇帝。而知道他的死讯后，首都罗马却没有出现任何乱象；用于维护秩序的禁卫军和警察都上了战场。首都之所以没有发生任何混乱，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在于，警察首长萨比努斯是个贤能的行政官。这个人是驻守犹太地区的司令官维斯帕先的亲哥哥。弟弟选择了从军的路线，而他的人生规划则朝行政官前进。能够任用萨比努斯担任警察首长，也是欧图在人事方面的成功例子之一。多亏了萨比努斯尽忠职守，稳住了这个没有警察的百万大城。

第二个原因在于首都罗马的居民们，已经习惯了皇帝短命的现象。尼禄自裁时，是在西元68年6月，距今才八个月。结果半年后噶尔巴被杀，又过三个月后欧图自裁。当时，聚集在竞技场的民众以欢呼和掌声回报欧图的死讯及维特里斯登基的消息；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厌恶欧图而支持维特里斯，只是大众对于帝位更替的一种漫不经心的回应罢了。双方的支持者之所以没有在首都起冲突，也是因为大众充满这种冷淡的情感。





身在里昂的维特里斯知道欧图的死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将他经常举办的晚宴改成每天举行，并将带有制服日耳曼人之意的「日耳曼尼克斯」称号赐给他年幼的儿子。这场战争的敌手不是日耳曼人，而是罗马人，使得此举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不过在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中，有不少皇帝及血亲享有「日耳曼尼克斯」的称号。也许他是想将出身皇室的证明赐给他儿子也不一定。

带领维特里斯军作战的瓦连斯与西西纳之后到达里昂，在此进行战果报告以及祝贺维特里斯正式登基。两位将军同时把败军之将带到皇帝面前。败军之将波利纳斯曾担任行省总督、完成不列颠征服任务。因此对瓦连斯与西西纳这两位军团长而言，波利纳斯是老前辈。一路上与其说是押送败将，不如说是晚辈陪同前辈随行。

维特里斯一开始似乎对败将冷嘲热讽，不过最后还是宽恕了败将们。在处置欧图的兄长提提亚努时，也只表示兄弟同进退原是当然的事情。在欧图派里，也没有人遭流放或没收财产。到此为止，维特里斯表现得其实还不错。然而在处分欧图军的士兵时，维特里斯却犯了致命的错误。




战败处分



虽说塔西图斯并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在贝德里亚克战败后，欧图军士兵是什么心情。这并非一场使尽全力的战斗，而是在混战之中，死伤越来越惨重，莫名其妙的就输了。从头到尾没参战的最高指挥官自裁了，该留下来统理败军的指挥官又全到了里昂去。战胜方的士兵同样没有将领指挥，但毕竟胜负双方立场不同。而这些战胜方的士兵因为无人看管，便趁机欺侮败军士兵。明明双方同为罗马军团兵，只因为战败就遭对方虐待，使得多瑙河军团兵感到屈辱。而更让他们感到屈辱的，就是莱茵河军团辅助兵高傲跋扈的态度了。辅助兵是由行省民众组成，而军团兵则全由罗马公民担任。对军团兵而言，让辅助兵欺侮是最难以忍受的耻辱。

要避免虐待战俘的状况发生，同样地，还是要由最高指挥官亲自参战。尤其在内战时，指挥官亲自参战更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百年前，凯撒也曾与庞培进行内战。每当凯撒战胜，败军士兵跪地求饶时，凯撒都会命令庞培军的士兵站起来，并且说：

「你们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罢了。」

士兵的义务，就是服从长官的命令。因为他们的长官加入了庞培的阵营，使得这些士兵也不得不与凯撒敌对。同时凯撒还严命部下——亦即战胜方的士兵：不得碰触战败兵的身体、不得侵占战败兵的所有物、不得有任何侮辱战败兵的言行。

然而事隔百年，凯撒也不在贝德里亚克了。在阿尔卑斯山另一头的里昂，喝得醉醺醺的维特里斯却下了一道不当的命令：处决欧图军中的百夫长。

每一名百夫长都带有领导约百名士兵的任务，职位大约相当於现代的中队长；在阶级上来说，约等同于现代兵制的士官阶级。不过上级百夫长可参加作战会议，因此并不能与现代的士官概括画上等号。百夫长不但战时带领士兵作战，平日也和士兵同吃同住。尽管态度严格时这些人简直是「魔鬼士官长」，但对士兵来说，百夫长既是长兄也是父亲。而新皇帝竟然下令要处决百夫长，这听在欧图军士兵的耳里，又会作何感想？自然地，欧图军的士兵心中除了屈辱外，又多了份憎恶的感情。最后，处决的命令还是无情地执行了。

维特里斯似乎是个不在乎人心的人物。他的下一道命令是：由败军士兵在克雷摩纳市内兴建圆形竞技场。一方面用于向被卷入战斗的克雷摩纳市民赔罪；另一方面，则打算在他入境义大利时，就地举行剑客比赛作为庆祝。

对罗马军团兵来说，进行公共建设是项充满荣誉的工作。遍布罗马帝国的道路网就是由军团兵亲自铺设的。而且到现代都还能看到「本道路由某某军团铺设」的纪念碑。

然而这些工作虽然吃力，却是帝国的重要基础建设，并不是用来处罚内战战败者的手段。而且在进行工事时，克雷摩纳居民侮辱士兵的言行之恶劣，让人不敢相信双方都是罗马公民。在士兵的心中，战败的打击、受辱的痛苦，以及憎恶的思想相互纠结，没多久就形成了怨恨的力量。





如果从里昂穿越阿尔卑斯山南下，到义大利只要十天。虽然目前的史料无法準确指出新任皇帝维特里斯入境义大利的日期，不过不知道是在里昂耽搁太久，或是一路上太逍遥，维特里斯入境义大利时，似乎已经到了5月中旬。当他到达克雷摩纳之后，参观了瓦连斯与西西纳利用新建的竞技场所主办的登基纪念剑赛。毫无疑问的，被迫参赛的想必都是欧图军剑客部队的生还者。

入境义大利之后，除了战胜欧图之外，又获得元老院及公民的承认，维特里斯成了独一无二的皇帝。这时环顾四周，并没有其他的政敌存在。因此能否成功集成内战后的罗马帝国，全看维特里斯的政治手腕高下。维特里斯生于西元15年，当时五十四岁。比起老得让人担心的噶尔巴年轻十八岁，又比血气方刚的欧图年长十七岁。而且古罗马正好是以四十出头到五十多岁为男人的壮年。以出身阶层来说，欧图出身新进贵族，较接近名门出身的噶尔巴。但维特里斯的强处在于其父鲁其乌斯名声显赫。鲁其乌斯受台伯留帝拔擢，到克劳狄斯时，在政坛地位只次于皇帝。而更重要的是，现在维特里斯背后有全罗马最强悍的「莱茵河军团」支持。一个人若空有理念与言论，并无法达成改革、革命或是重整社会的目的。因为理念与言论还必须要有权威与权力的支持。而这时的维特里斯手中，已经有元老院承认的「权威」，以及莱茵河军团作为「权力」后盾。

然而维特里斯却不懂得如何活用他掌握在手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拥有理念，却处在不能达成理念的立场上，或是实力不足以完成改革，那么我们不必对他太苛求。但如果一个人条件充足却不追求理念，则是他精神怠惰。偏偏维特里斯不只精神怠惰，还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新任皇帝维特里斯正式登基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解雇全体禁卫军。因为他没有支付任何遣散费，或许我们该称为开除。解雇的理由是因为禁卫军曾经帮助欧图对抗维特里斯。禁卫军原本就属于罗马军，守护皇帝是他们的最优先任务。而且贝德里亚克会战时，欧图是受到元老院承认的正式皇帝。如果按照凯撒的说法，这些禁卫军之所以协助欧图，也不过是在尽自己的义务罢了。但或许从维特里斯的角度来看，当初就是这些禁卫军受命於欧图，杀死了皇帝噶尔巴，因此他们已经失去了继续值勤的资格；如果继续放在身边，也对自己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只不过即使有这一层顾虑，他也应该像当年奥古斯都解散安东尼军士兵一样，在解雇前先準备好遣散费、安排好退伍后的出路。在没有任何安排之下，贸然解除士兵的工作权，当然会使禁卫军士兵心生反维特里斯的想法。

更何况维特里斯也并非不了解禁卫军守护皇帝的责任。他虽然将禁卫军悉数解雇，但并未废除禁卫军。相反地，他还扩编了禁卫军。自从奥古斯都建制以来，禁卫军一直维持九个千人大队编制；而维特里斯在登基后，则扩编成十六个大队。如果加上附属的骑兵队，原本定额一万的禁卫军，人数立时膨胀到一万七千人。而这一万七千名新任禁卫军，则由支持维特里斯的「莱茵河军团」中挑选。这件事又伤了遭解雇的禁卫军士兵自尊心。成立一个世纪以来，禁卫军一向是罗马军中的菁英。和派在行省的军团兵相较，不管在薪资或退伍年限方面，都受到相当大的优待。没想到维特里斯竟然将他们扫地出门，改任用地位低于他们的士兵。这么一来，士兵的心中立时充满了反抗维特里斯的思想。

不只在禁卫军方面，维特里斯在处理其他士兵待遇时，同样是一错再错。

这些战败士兵多半在战前担任戍边任务。因此处理时不能和当年的凯撒一样，任他们从回归原部队、原地定居、返乡养老等选择中自由决定。不管当初是什么人战胜，战后都只能让士兵们回到岗位上继续值勤。可是维特里斯将士兵送回岗位的措施做得太差了。完全没有设法让士兵发散心中的屈辱和愤怒，只有一纸回归岗位的命令罢了。

只有海军出身的第一军团并未返回旧岗位米塞诺，而被派到遥远陌生的西班牙去。

第十四军团同样受到返回不列颠的命令。可是在返回岗位的路上，一路受到辅助兵监视，待遇有如战俘。也就是说，新皇帝让身为罗马公民的军团兵在行省出身的辅助兵监视下行动。这个措施有两大流弊。一来伤害了军团兵的自尊心，二来让行省出身的辅助兵开始瞧不起军团兵。原本在罗马的边防系统里，必须要担任主力的军团兵与支援作战的辅助兵都尽忠职守才能运作。要是辅助兵开始瞧不起军团主力，任谁都知道一定会发生问题。

向东返回多瑙河流域的士兵，心中的感受也和西行不列颠与西班牙的士兵差不多。不，应该说他们的怨恨更深、更强烈。因为协助欧图作战，而被派去兴建圆形竞技场的，正是多瑙河军团的士兵。这些士兵心中的怨恨，也感染到了赶到义大利却不及前往贝德里亚克参战的士兵心中。因为多瑙河军团兵之间的团结意志，并不输给莱茵河军团的士兵。

而当欧图军的士兵回到岗位上时，欧图的死讯与维特里斯登基的消息，也已经传到离帝国中心最远的叙利亚和犹太地区。




叙利亚总督穆夏纳斯



接在噶尔巴、欧图、维特里斯之后，开始叙述维斯帕先的章节时，不禁让人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感觉就像是在说完无能将领的故事后，开始叙述名将事蹟一样。前面三个皇帝，套用通俗的讲法，根本就是乱打一通，毫无章法，让人很难不认同塔西图斯对他们的厌恶。






罗马帝国东方略图




直到一年前，维斯帕先也不认为自己能当上皇帝。在这一点上，他和噶尔巴、欧图、维特里斯一样。当他在犹太战争中，抓到犹太战俘约瑟夫·弗拉维斯时，约瑟夫曾当面预言日后他能当上皇帝。维斯帕先虽然没有当场爆笑，但事后也没有汲汲於经营称帝的计画。当噶尔巴登基时，甚至派遣长子提图斯回罗马祝贺并宣誓效忠。而在噶尔巴遇刺后，因为他正在作战中，所以无法抽调兵力协助欧图，但依旧向皇帝表达了支持之意。而欧图在评估自身兵力时，也将维斯帕先麾下的三个军团列入计算中。

可是当他接获欧图自裁与维特里斯登基的消息后，并没有祝贺或表态支持。因为从这时候起，毫不莽撞地，他开始对自己的称帝事业展开周延作战。然而，帝国东半部的军事力量却非一开始就联合拥立维斯帕先称帝。

满怀怨恨回到岗位上的多瑙河军团兵，不消多久时间就将心中对新皇帝维特里斯的恨意，转向了另拥皇帝的方向。负责防卫多瑙河防线的军团原本就和派驻於达达尼尔海峡对岸，防卫小亚细亚的四个叙利亚军团关系密切。当东方防线吃紧时，多瑙河军团往往会派兵协助。其中最常往来的是派驻多瑙河下游的莫埃西亚行省的三个军团。而在尼禄时代，面临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时，他们也曾在名将科普洛指挥下协同作战。如果科普洛将军健在的话，想必士兵们会毫不犹豫拥立科普洛对抗维特里斯。只可惜科普洛虽然精于战略、战术、外交，能在和平之下获得战果；但两年前因为受尼禄猜忌，因而受命自裁。所幸公认为科普洛麾下菁英的穆夏纳斯目前正担任叙利亚总督，麾下有四个军团。因此多瑙河军团派出使者前往叙利亚的安提阿，前来打探穆夏纳斯的动向。

史学家塔西图斯表示，穆夏纳斯和维斯帕先两人在政坛是竞争对手，因此双方感情不好，多亏维斯帕先的长子提图斯居中协调，两人才组成了共同战线。这话言之成理，与帝国西方的最高司令官既可说是统理莱茵河军团的「高地日耳曼」司令官，也可说是「低地日耳曼」司令官相比，帝国公认的东方国防的最高司令官一向是面临大国帕提亚，统理「幼发拉底军团」的叙利亚驻军司令官。犹太方面的司令官维斯帕先，在年龄上比穆夏纳斯大上一些，但在军中的地位并不如穆夏纳斯。不过，由于名将科普洛在外交上的成果，当时穆夏纳斯只需监视帕提亚与亚美尼亚两国的动态，因此正在进行犹太战役的维斯帕先较容易扬名立万。两年前，亦即西元67年发动的犹太战役，虽然因为皇帝尼禄驾崩而中断，但罗马军已经几乎占领整片地区，犹太人只剩下耶路撒冷一个据点。

不过，笔者不认同塔西图斯这种凡是竞争对手必定互相仇视的观念。因为竞争对手之间有的是竞争意识，但并非互相仇视。而且嫉妒的感情往往起于无意中认为自己能力低于对方，若是双方都具有优异的才能时，不更能惺惺相惜吗？观察穆夏纳斯日后一贯热心协助维斯帕先的态度，让人实在不认为这层合作关系是靠年轻的提图斯协调建立的。

多瑙河军团最先打探的是穆夏纳斯的动态，而不是维斯帕先。如果穆夏纳斯对维斯帕先瞧不顺眼，大可以维斯帕先放弃犹太战役任务，擅自进军义大利为由大作文章，借此剷除维斯帕先登基的可能性。然而，穆夏纳斯反而设法将多瑙河军团对自己的支持转到维斯帕先身上。这又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穆夏纳斯只怕是在西元69年时，少数发觉新时代到来的人物之一。这里虽说新时代，但制度上依旧是帝制。要统治辽阔的罗马帝国版图，只有依靠帝制。这点就连支持共和体制的塔西图斯也不得不认同。所以问题不在于政治制度，而在于最高层由谁掌权。

由凯撒奠基的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有项传统，必须由设籍罗马、有奥古斯都血统的名门贵族出任皇帝。然而两年前尼禄自裁后，这项传统也就告终了。之后登基的噶尔巴，虽然没有奥古斯都的血统，但是出身首都的名门贵族。然而噶尔巴的政权实在太短暂。下一任皇帝欧图虽然不是首都出身，也不是名门贵族，但至少从父亲那一代起担任元老院议员，所以欧图还能以罗马社会最上层的元老院阶级作为权威的基础。而取代欧图称帝的维特里斯，也是两代都担任元老院议员的家族。相反地，维斯帕先其父身世不详，只知道是个长年服役退伍的军团兵。出身地虽在义大利，却是地方都市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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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




是否出身元老院阶级，对于军旅生涯的起点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元老院议员的儿子，在短期实习之后，立刻会被发派担任大队长勤务。之所以能让这些少爷兵担当重任，是因为其下的十名百夫长都是专业的军人。当史上出现维斯帕先的记载时，他已经是个大队长了。虽然不清楚他是否从士兵做起，但至少我们可以推论他担任过百夫长。因为尽管自从步入帝国时代之后，罗马军方也渐渐开始重视实力、轻忽出身，但是如果年轻人没有一点人事背景，还是没办法直升大队长的。

而且维斯帕先在军中升迁的速度，实在称不上有何特殊。在犹太战役中的表现，说好听点叫做扎实，说难听点则叫做平凡。不论从任何方面来看，在承平时大家绝对不会相信他敢称帝。

不过，维斯帕先也有他的优点，就是他是个精神健全的人。也许穆夏纳斯认为，如果要抚平尼禄死后的内乱局面，必须从恢复旧系统的功能著手，而不是另创新的政治体系。

也就是说，要解决西元69年的内乱局面，和一百二十年前新创帝政体系时的要求不同。现在并不需要凯撒或奥古斯都这一类天才问世。现在真正需要的，是精神健全的人。就算思想不够灵活，只要能冷静观察现状、订定未来的方针并确实执行即可。穆夏纳斯除了家教良好之外，又有多年戍边的经历，因此对现状的观察力相当敏锐。有趣的是他对重新带头凝聚帝国向心力的人选看法竟然是，与其由属于既有的统治阶层的自己出面，还不如由其他阶层出身的维斯帕先带头。因为他判断地方出身、朴拙坚毅的维斯帕先，比起都会出身、作风容易流於花俏的自己更为适任。另外，这个时期除了穆夏纳斯之外，还有一位认为维斯帕先适合抚平内乱的人存在。这个人不是罗马人，而是犹太人。或说虽然出身犹太民族，但是却比罗马人更像罗马人。




埃及长官亚历山卓



台伯留·朱利斯·亚历山卓出身埃及第一大城亚历山大，家中经济宽裕。伯父是被誉为犹太柏拉图的知名哲学家斐洛，在第Ⅶ册卡利古拉的部分曾经介绍过。除了耶路撒冷之外，亚历山大是当时犹太人最多的城市。而亚历山卓家族则是当地犹太社区中最有力的一门了。他们的家门名「朱利斯」，应该是凯撒、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或者是第二任皇帝台伯留所赐。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虽然同属朱利斯家族，但笔者在第Ⅶ册中也曾叙述过，卡利古拉和犹太人的关系相当恶劣。因此不大可能将家门名赐予犹太人——亦即将其纳入自己一族。

哲学家斐洛（希腊式发音则为斐隆）虽然终生都是犹太人，但一门中有人选择成为罗马公民，例如马尔克斯·朱利斯·亚历山卓。马尔克斯与犹太王阿古力巴一世的女儿成亲，因此在犹太战役中协助罗马作战的阿古力巴二世是斐洛的姪子。斐洛的弟弟名叫盖乌斯·朱利斯·亚历山卓。从名字我们就可以得知，这也是一位选择成为罗马公民的犹太人。盖乌斯在金融业界成就非凡，担任埃及等东方国家王室的私产操盘人。至於本节的主角台伯留·朱利斯·亚历山卓，则是这个人的儿子。不过身为儿子的台伯留为了试探自己的本事，并没有投入犹太人擅长的经济业界，转而投向加入罗马军团。他是当时极少数加入罗马军团的犹太人之一。

尽管台伯留出身犹太民族，但因为家门名为朱利斯，又是亚历山大的望族出身，因此军阶一下子就窜升到大队长。这个待遇已经和元老院阶级的罗马人不相上下。当他的伯父斐洛代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前往罗马，向卡利古拉皇帝请愿的那一年，台伯留已经在罗马军中带领千名士兵了。

之后他窜升的速度非常惊人，六年后的西元46年起，克劳狄斯帝任命他担任两年的犹太长官。犹太的阿古力巴一世驾崩时，长子阿古力巴二世才十六岁，因此罗马的克劳狄斯帝只好将犹太王国重新纳入直辖下。台伯留·朱利斯·亚历山卓的施政相当优异，在他任内罗马完全不需要担心犹太的动向。本来犹太人憎恶改宗的同胞胜于异教徒，而且当年的台伯留才三十出头。这种状况下还能不引发任何问题，表示他除了军事外，在行政方面也相当有才华。

后来在目前的罗马史资料中暂时找不到他的记载。直到西元60年代左右，他又出现在当时敌我公认的罗马第一名将科普洛旗下。这时他的身份不是军团长，而是科普洛军四个军团的补给站负责人。罗马人相当注意后勤问题，因此有「罗马人靠补给站打胜仗」的说法。能担任后勤总负责人，其地位还在军团长之上。换句话说，台伯留和穆夏纳斯是同在科普洛旗下担任高级军官的同袍。而且台伯留虽然是罗马化的犹太人，但可能是受到伯父斐洛的影响，在文化涵养上不比穆夏纳斯逊色。

等到尼禄赐死科普洛之后，帝国东方由穆夏纳斯接任叙利亚总督。而台伯留·朱利斯·亚历山卓则接任仅次于叙利亚的帝国东方要地「埃及长官」的职位。

埃及的亚历山大，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名亚历山卓）所建，因此有这名称。这里直到克丽奥佩脱拉时代为止，都是希腊后裔的托勒密王朝首都。也理所当然地，住有大量的征服民族——希腊人。即使征服者由希腊人换成了罗马人，希腊人的比例还是没变。而和希腊人一样有迁徙离散习性的犹太人，同样也是很久以前就移居到这个大城。因此亚历山大的人口结构，可大分为埃及原住民、希腊后裔、犹太后裔三大系统。经济方面则是由希腊人与犹太人两强并列。因为有上述这些复杂环境，因此受皇帝任命、由罗马至此赴任的长官任务相当艰钜。在整个帝国之内，只有埃及地位和行省不同，形式上是由公民委托皇帝直接统治。因此最高行政负责人的职称是「长官」，而不是必须担任元老院议员、具有执政官经验才能担任的「总督」。长官的任命权不在元老院，而在皇帝手上。在所有直属于皇帝，担当行政实务的技术官僚中，最高位的也就是埃及长官了。有趣的是，希腊人与犹太人长期对立，而亚历山大又住有大批的希腊人，罗马人在选择埃及长官派驻当地时竟然会挑选犹太人，更妙的是底下还配属两个军团。这当然是罗马政治上用人不论出身、只论实力的例证之一了。不过台伯留·朱利斯·亚历山卓还是第一个出身埃及的「埃及长官」。而在衣锦还乡之后，亚历山卓还真没让给他机会的罗马人失望。在他任内的埃及首都亚历山大风平浪静，好像当年卡利古拉帝的焦躁及克劳狄斯帝的苦心都是几百年前的事蹟一样。附带一提，台伯留最后当上了首都警察长官，是在维斯帕先坐稳了帝位之后特別将他调任的。而他也是第一个当上这职位的犹太人。





笔者认为，维斯帕先称帝的作战计画，是由其本人及穆夏纳斯、亚历山卓三个人商量出来的。这三个人连多年后的帝位继承问题都考量在内，因此也将维斯帕先的长子提图斯列入计画核心。

当年维斯帕先六十岁，而穆夏纳斯和亚历山卓则坐五望六，再加上三十岁的提图斯。从维斯帕先的才华和性格来推断，应该并非由他计画、指挥其他三个人。而是由经验丰富、历经风霸的三个壮年男子冷静商讨完毕、达成结论后，再加上年轻的提图斯一起执行。因为这四个人的任务分担实在太明确了。




维斯帕先称帝



如果考虑到当年资讯传播的速度，4月15日贝德里亚克会战的结果、次日16日欧图自裁的消息、几天内元老院承认维特里斯帝位的消息等，应该在5月中旬，最迟在5月底时就已经传到了帝国东方才是。而且这些消息应该是分別传送到派驻叙利亚境内安提阿的穆夏纳斯、在犹太境内凯撒利亚暂时休战的维斯帕先，以及在埃及长官官邸所在地亚历山大任职的台伯留·朱利斯·亚历山卓耳中。之后到了6月，开始传来「多瑙河军团」士兵憎恨维特里斯的消息，接着是多瑙河军团开始打探穆夏纳斯动态。






犹太王国周边略图（为协助掌握距离感，加上同样比例的九州）




从上述这些状况来判断，这三个人在6月底於贝利特斯（今贝鲁特）进行的会谈，应该是由穆夏纳斯主导的。而且这三个人还不是偷偷聚集在贝鲁特密谈，而是各自光明正大地带着旗下的军团长、大队长、上级百夫长出席。除这三个人之外，出席的人物还包括犹太的阿古力巴二世等帝国东方的同盟国元首。很明显地，这是经过周到打点后举办的会谈。同时也很明显地，包括「多瑙河军团」在内，帝国东方的将士们已经强烈地反对位于义大利的维特里斯。多瑙河沿岸共七个军团，加上叙利亚四个、犹太战线中的三个、埃及的两个军团，总共有十六个军团的兵力。尽管号称国军精锐，支持维特里斯的莱茵河军团也只有七个军团的兵力而已。而且由于维特里斯之前的失策，不列颠的三个军团、西班牙的两个军团、北非的一个军团目前都不大可能愿意支持维特里斯了。理所当然地，因为不能让国防开天窗，所以不能让十六个军团都西行与维特里斯旗下的七个军团开战。不过光是帝国东方的十六个军团都起而反抗的消息，就够带来极大的冲击了。

贝鲁特会谈的三个主要人物为了实现让维斯帕先称帝的目标，陆续决定了下述重要事项。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㈠三个人个別重新征召旗下军团中已经退伍的士兵。

这项征召工作针对已经退伍领得土地、回到平民生活的士兵。不过罗马军士兵退伍后往往在值勤地附近开始第二段人生，因此征召上按理没有太大的问题。

㈡将武器制造所集中在数个地方，借此提升生产效率。

为了準备迎向战斗，因此有必要重新整顿武器。武器的生产将集中在帝国东方的三大先进地点，分別是安提阿、凯撒利亚、亚历山大。

㈢在安提阿铸造金币银币

这是为了将军资现金化。原本金币银币的铸造权在皇帝手上，但他们决定无视这项规定。至於财源的部分，相信是从东方的富豪阶级强制募捐得来。

以上㈠㈡㈢三项的实际执行工作，都由当地的公务员负责。而监督公务员的工作，则由穆夏纳斯和朱利斯·亚历山卓承担。

至於维斯帕先的工作，则是到各个军团基地去「露脸」。因为现在只有犹太的三个军团亲眼见过他，在叙利亚的四个军团及埃及的两个军团士兵虽然知道这号人物，但并不知道他的长相。

维斯帕先一方面在各个基地巡视，一方面嘉奖优秀的士兵、斥责怠惰的部下。换句话说，他是以长辈的温情在博得士兵的好感。之所以没有花钱买士兵的欢心，说他小气，不如说他其实经济上没有这个实力。

在进行第一阶段的几样工作时，其实他们另外还著手解决另外两样重要事项。

第一项就是派遣密使前往义大利，连络遭维特里斯解雇的禁卫军士兵协助维斯帕先。如果这项工作成功，可说已经在义大利内部安全佈桩。

第二项就是派遣特使前往亚美尼亚王国与帕提亚王国，重新确认与罗马的友好关系。这是为了让军队西行时两国不会趁机蠢动的策略。而这项工作在没有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因为两国在尼禄时代由科普洛缔结的友好关系对两国有利，因此大家都不愿意打破这层关系。帕提亚王渥洛葛瑟斯甚至表示，愿意派遣二万骑兵协助维斯帕先称帝。

但是称帝计画的三个中心人物以委婉有礼的态度谢绝了这项提议。帕提亚的轻骑兵相当有名，能得到二万骑兵，无疑是大为有利的消息。之所以会回绝这项协助，主要是因为罗马人长期以来，一向不希望将其他国家卷入罗马人的内哄。不管是马留斯与苏拉的时代也好，凯撒与庞培的时代也好，或是奥古斯都与安东尼内斗的时代也罢，都没有将外国卷入纷争的例子。此时我们可以确信，他们在回绝这项协助时一定也是毫不犹豫。

等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就轮到第二阶段的作战了。在这阶段中四个人的任务分担依旧十分清楚。

穆夏纳斯率兵前往义大利。

维斯帕先则前往埃及，在原地伺机而动。

犹太战役则由次年西元70年的春季重新开战。总指挥交由维斯帕先的长子提图斯负责。不过，虽然提图斯在犹太战役中带兵的表现不错，毕竟因为太年轻，以往没有获得担任总指挥的机会，因此由经验丰富的埃及长官朱利斯·亚历山卓担任副官从旁协助。

为什么不是由维斯帕先亲自带兵前往义大利与维特里斯交战呢？笔者认为，这是为了不让维斯帕先的手沾上同胞的血。

朱利斯·凯撒出身於罗马的名门贵族，换句话说他出身高贵。奥古斯都则是凯撒的养子。现在的维特里斯虽然并非名门出身，至少还是出身元老院阶级。相对地，维斯帕先別说出身高贵了，他的父亲是个职业不定的人，而他本人又是从基层起步。如果要让先天条件这么差的维斯帕先当上皇帝，就绝不能让他身上再添增手刃同胞的恶名。

维斯帕先之所以在埃及伺机而动，除上述理由以外，还有四个原因。

第一，从埃及的战略重要程度来说，既然总督朱利斯·亚历山卓已经参加犹太战役，他的职位就必须有人代管。

第二，义大利的小麦供给，起码有三分之一由埃及而来。将埃及纳入辖下，则表示必要时可以从粮食方面压迫义大利——亦即维特里斯。

第三项理由，则是必要时可以呼应穆夏纳斯军，由维斯帕先率军由海路赶往义大利。

第四则是因为埃及离犹太地区近。当犹太战役比预期中吃紧的时候，可以让原本担任总指挥的维斯帕先在短期内回到战场。

要确立维斯帕先的帝位，成功打赢犹太战役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罗马皇帝的两大职责就在于保障「安全」与「粮食」。所谓的安全，除了防御外侮之外，还包括维持国内的安定。当时犹太地区是罗马的行省，因此以罗马人的角度来说，犹太人起兵反抗就是行省民众的叛乱行为，这项举动伤害了帝国的安全与秩序。如果不能成功镇压这场叛乱，就等于在皇帝身上烙下了「不适任」的印记一样。

7月1日在亚历山大，屯驻埃及的两个军团宣布拥立维斯帕先称帝。

7月3日於凯撒利亚，正在执行犹太战役的三个军团宣布支持维斯帕先称帝。

数日后于安提阿，叙利亚的四个军团也宣布支持维斯帕先称帝。

不久之后，派驻小亚细亚的各个行省驻军也一致推崇维斯帕先为皇帝。同盟各国的王侯们也摆足了东方君主的场面，为了表示赞同与庆祝维斯帕先登基，派了大批的特使团到维斯帕先身边。於是拥立维斯帕先登基的呼声，就此穿越了达达尼尔海峡，直达多瑙河流域的各个军团基地中。

维斯帕先称帝的準备阶段至此大功告成，之后只需等待军事行动的结果。




义大利的情势



在这段期间内，由攻转守的维特里斯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总结而言只有一句话：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统统做尽了。





维特里斯入境义大利的时候，应该是在贝德里亚克一役中获胜后约一个月，大约在5月15日左右。5月24日到达维特里斯派在北义大利的基地克雷摩纳（Cremona）。在当地看完剑客比赛后，由瓦连斯和西西纳两位将军领路视察贝德里亚克战场。结果在视察时他说了一句话：

「血腥味虽然恶心，但是敌人的血却是香的。」

像这种伤人的言论，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失言样本。这句话若是传到多瑙河军团士兵的耳朵里，将会引起群情愤慨。就连莱茵河军团的士兵，听到这句话只怕也不会有人重新燃起对他的忠诚心。新任皇帝维特里斯这一席话，就连不属于任何一方的罗马民众都大为感冒。

视察完战场之后，维特里斯由当地渡过波河，沿着艾米里亚大道东行。幸亏他对附近的先帝欧图坟墓毫不关心，欧图的坟墓才免於一场灾殃。到了艾米里亚大道的终点利米尼之后，维特里斯转向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向首都罗马前进。如果驱马疾驰，上述这段行程只要三天。如果按每日的标準行程停留住宿，十天以内也能走完。结果维特里斯在这段旅途上共花了五十天。这是因为他沿途连日连夜大肆庆祝所致。而宴会所花的费用，全由途中的中小都市负担。

当年的弗拉米尼亚大道，为现今的三号国道。在古代来说，和今日的一号国道（奥雷里亚大道）、二号国道（卡西亚大道）一样，都是链接罗马和帝国北方的干线道路。附带一提，由罗马往南的阿庇亚大道则是今日的七号国道。换句话说，现代的义大利除了高速公路以外，绝大多数的国道都是将罗马时代的干道重新整顿而来的。其中弗拉米尼亚大道设置于西元前220年左右，因此已经有二千二百年左右的历史。经过当地时，从山谷中的高架桥遗迹可以发现，古代罗马的工程技术其实相当进步。让人感叹罗马街道简直是当时的高速公路。

不过既然弗拉米尼亚大道需要大量的高架桥，表示这条路和沿海岸北上的奥雷里亚大道、沿丘陵缓升缓降的卡西亚大道不同。弗拉米尼亚大道是横越义大利半岛的脊椎「亚平宁山脉」的道路。

山岳地带和平原相较，在经济上居於劣势。从现代三号国道沿线经济状况来说，要是经历一场大地震，当地绝对无法独立重建。但是罗马时代的状况不大一样。因为这是在干道周围的区域，所以沿线都是建设完善的中小都市群。后代发掘出的罗马时期考古证据显示，当年的沿线都市经济力量足以供这位好大喜功的新皇帝玩乐。但是，毕竟维特里斯不是轻车简从，身边还跟著六万名「莱茵河军团」的士兵。对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线的居民来说，与其说是负担新任皇帝和随从的旅费，不如说是遭到征服者洗劫一空。对只知道莱茵河流域严酷环境的士兵来说，初夏的义大利简直是天堂。而在没有长官约束的状况下，罗马军团和流氓集团也毫无两样。

维特里斯其下的六万大军，总算在7月18日到了罗马。这时候首都里还没人知道，其实半个月前维斯帕先已经在帝国东方称帝了。一来当时的资讯传播速度不够快，维特里斯无从得知；二来只怕维特里斯根本也没有预料到有人敢反抗他。相信维特里斯的心里，根本不认为骑士阶级出身、多年奋斗才勉强出头的维斯帕先敢妄想帝位。换句话说维特里斯是另一个没有发现新时代到来的人。他不知道背负时代任务的人，已经不是由既有的权力阶层中诞生，而是要从其他阶级中求得。结果维特里斯进入首都的过程，简直就是傲慢与无知的典型。





罗马帝国远在共和时期时，就已经有不许武装军队进入首都的惯例。而这项惯例持续八百年后，已经变成一项文化传统。尽管马留斯和苏拉曾打破这项传统，但毕竟是暂时的措施。就连打破国法带军南渡卢比孔河的凯撒，也尊重不让军队进入罗马的传统。第二代皇帝台伯留虽然将禁卫军基地设立于首都，但是他将军队宿舍设於开国国君奥古斯都订定的首都行政区郊外。总之，不论外敌或国军，皆不得武装进入罗马市区。

弗拉米尼亚大道进入首都后，经由米尔维欧桥渡过台伯河，直通首都中心的罗马广场。当维特里斯进入首都时，让旗下的军队仿佛征服者入城一样武装列队，由军团旗和大队旗领头游行。






举着军团旗（银鹫旗）的士兵




罗马军以「鹫」为军团旗帜。在银色的鹫旗之下，装饰著代表各个军团的标志。以军团旗带头前进，代表全军都跟随在旗帜后。当西元69年7月18日入城时，共有四面银鹫旗进城，亦即至少有四个军团全军入城。

以六千人的军团为单位时有军团旗前导，以分队为单位行动时，同样也有代表各个大队的大队旗领头行进。当天进入罗马市区的大队旗也有四面，显然尽管不是整个军团都到齐，但由千人编制的大队作代表列席，也就等于表示「莱茵河军团」剩下的三个军团同样支持维特里斯。换句话说，这天的行动是一场夸耀实力的游行，用于表示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四个军团，以及下游的「低地日耳曼」三个军团都支持维特里斯。

游行队伍以重装步兵开头，其后依序跟著军团附属骑兵、负责弓箭与攻城器具的轻装步兵，最后是由行省民众组成的辅助兵。辅助兵是以出身地为依据编队，由同部族出身的队长与队旗带头。如果这天六万大军都入城的话，相信最前头的士兵到达罗马广场时，最后端的部队还在米尔维欧桥上。新任皇帝维特里斯在骑兵护卫下策马前行。在盛夏之中，他拖著肥胖的身躯、忍著酷暑全副武装。尽管没有四头白马的马车，但这已经无异于凯旋仪式。於是，凯旋归来的将军便直登卡匹杜里诺丘，向最高神朱比特献祭感谢致胜。

沿途围观的群众对维特里斯和行进中的军队报以掌声和欢呼。不过史学家塔西图斯则语带讽刺的写著：罗马是个不论胜者是谁都会拍手欢呼迎接的都市。至於会不会长久欢迎，又是另一回事了。而从另一回事这个角度来说，罗马人真是群具有严格批判精神的人。






罗马市街略图（为方便阅览，加上了西元三世纪兴建的奥雷利亚城墙）




如果只是想对首都的民众炫耀「莱茵河军团」是支持自己的武装势力，那民众大可睁只眼闭只眼。可是之后让六万大军停留在首都内部，那就是愚不可及的措施了。禁卫军基地最多只能容纳一万名士兵，多余的部队只好丟在市中心自生自灭。结果，壮丽的广场会堂也好、神圣的神殿内外也罢，都变成了由布条区隔的露营区。维特里斯并不担心部下的伙食问题，结果任由士兵在露营区就地煮起伙食。而当时正值盛夏，对习惯今日德国境内北国气候的士兵来说，位于南方的义大利气候温暖，足以让他们安心打赤膊随地而臥。如果想要洗澡，面前就有一条台伯河。河水缓慢温暖，条件好过莱茵河或摩泽尔河，士兵大可放心往河里跳。

罗马是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因此这些军队人数还不足首都平民的一成。然而这个情况却好像纽约中心的曼哈顿被一大群德州牛仔占领一样。第一代的皇帝奥古斯都创立军制，让行省民众可以在做完二十五年辅助兵后取得罗马公民权。到现在已经过了百年。由于罗马公民权是世袭制，因此取得公民权的辅助兵子孙便能以公民的身份志愿担任军团兵。另外，退伍后的军团兵往往在值勤地点附近和当地女子通婚定居。综合上述情形，「莱茵河军团」士兵有不少比例带有日耳曼或高卢人的血统。跟随维特里斯进入首都的「莱茵河军团」士兵，只怕大多数都是未曾踏上义大利的土地，也未曾见过首都壮丽建筑的男子。对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线的居民来说，跟这群士兵打交道时，因为知道他们迟早会离开，所以还能忍受。可是首都的民众却要长期忍受这些没教养的士兵。

尽管如此，进了皇宫的维特里斯如果能大刀阔斧进行施政，也许还能免去部分的封闭感。然而他虽然年仅五十四，却消极得令人不敢想像。这并不是说他不好，而是他对旗下两位将军——在贝德里亚克一役中实质的战胜者瓦连斯与西西纳太客气。连政府的重要人事都找已经针锋相对的这两个人商量，也只任命他们满意的人选。结果从执政官以下的各个阶层都分成两派，无法施行一贯的政策。士兵毫无秩序、民众心怀不满、瓦连斯与西西纳连在皇帝面前都敢吵架。维特里斯也就愈加沉溺在原本就有的暴饮暴食恶习之中。唯一没有反对维特里斯的势力，就只剩下元老院了。而这是因为维特里斯出席元老院会议的次数够频繁。只要不受人忽视，元老院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从这一年来的内乱中可以看得出来，元老院已经不再是帝国国政的舵手了。

东方拥立维斯帕先的动态，以及多瑙河军团呼应的消息，在夏末应该已经确实传到首都了。然而维特里斯还是不改消极的态度。当他听到维斯帕先称帝时，只是一笑置之。听到多瑙河军团起兵时，也只表示一个军团不足以构成问题。因为实际上，第一个传到罗马的消息是派驻於莫埃西亚的第三军团拥立维斯帕先称帝。但不幸的是，接下来各种坏消息像雪崩一样接踵而来。





维特里斯派无法预测必定会发生的事态，当然也没有事先备好对策，只懂得享受首都的舒适生活。相对地，维斯帕先派在帝国东方扎实地在进行著作战。




帝国东方的情势



在之前笔者已经叙述过了，维斯帕先阵营的每个人任务分担相当明确。

叙利亚总督穆夏纳斯带兵西行，亦即攻打义大利。

犹太方面的司令官维斯帕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伺机而动。

决定在第二年西元70年春天重新开打的耶路撒冷攻城战，则由维斯帕先的长子提图斯担任总指挥官。

埃及长官朱利斯·亚历山卓则担任提图斯的首席助理，参加犹太战役的总决战——耶路撒冷攻城战。






西元66年当时的耶路撒冷（转载自山本书店《犹太战记1》）




主要人物的动态如上。问题在于手上现有的兵力要如何分派任务。目前他们手上分別有派驻於叙利亚的四个军团、进行犹太战役的三个军团，以及派驻埃及的两个军团。

首先他们决定，派遣四个军团进攻耶路撒冷。不过是攻击一个域市，他们竟然认为打下大部分犹太地区的三个军团还不够用，要从叙利亚调派一个军团支援？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各位读者以大阪城攻城战的经验是无法理解地中海世界的攻城战的。因为地中海世界的攻城战，和纯战斗员相互拼斗的日本式攻城战不同。在地中海世界攻城，也就是在进攻包括一般居民在内的整座城市。日本的大阪城和江户城，城墙与壕沟都只围绕着城堡。然而古代地中海世界，甚至包括中世纪以后的西欧，都是以城墙与墙沟绕遍城市外围。因此在翻译时，往往让人不知该翻译为城墙还是市墙好。总之，攻击方面纯粹由战斗员——士兵构成，而防守方面除了战斗员之外，还包括非战斗员，亦即一般百姓在内。

一般人会认为，守城时里边有一堆百姓，不是会碍手碍脚吗？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防卫战和兵刃相向的会战不同，在一轮攻势之后，必须立刻修补遭破坏的城墙；同时武器工厂也必须全天候运转。因此若希望战斗员能全力进行防卫，就需要非战斗员的协助。所以非战斗员的人数多反而有利。

当然大家也会感到疑惑，既然被包围的城市内还有许多非战斗员，不是会加快粮食和饮水消耗的速度吗？其实一座城市不管近郊有多好的水源，都必须在城内建设储存饮用水的设备。不管是掘井利用地下水补充也好，或是储存雨水备用也罢。这一点耶路撒冷自然也不例外。

粮食也和水一样重要，但当地最大的城市成为攻击目标是人人可以预想得到的。犹太地区的叛乱从西元66年中期爆发，当尼禄皇帝任命维斯帕先进行镇压时，已经是西元67年春天。当西元68年秋天时，传来尼禄的死讯。尽管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大多数的犹太地区都在控制之下，维斯帕先为了等待新任皇帝的命令而撤军。因此犹太与罗马在休战状态。等到换上当总指挥的提图斯重新开战时，已经是西元70年春天了。也就是说，因为在停战期间中罗马军并未维持包围状态，使得耶路撒冷多了一年半的时间準备攻城战。从犹太战役开打整整三年，假使仅计算停战期间，也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段漫长的期间足以让犹太人在市区内备妥作战必需品。而且要满足犹太平民的饮食生活，会比生活水準较高的其他都会容易得多。

大都市的攻城战往往耗费数年。比方说迦太基攻城战就花了三年。而西元69年时的耶路撒冷，又已经利用停战期间整顿防事、囤积物资。

相对地，维斯帕先在时间上却没有逐步攻打的余裕。如果耶路撒冷没有打下来，就不算完成了犹太战役的任务。而如果耶路撒冷迟迟未能攻陷，则会让人怀疑维斯帕先的能力，让维特里斯派有进行政治攻防战的跳板。因此犹太战役也是维斯帕先能否坐稳帝位的另一场试验。

由此推断，尽早结束战斗是耶路撒冷攻城战最大的目标。因此犹太军团获得一个军团增援，成为四个军团还不够，另外还由埃及军团调派分队参加作战。再加上东方盟国旗下的部队，以及动员了生活圈部分重叠、长期以来与犹太人不合的阿拉伯人。

维斯帕先派之所以让出身犹太民族，对犹太人有充分理解的朱利斯·亚历山卓和约瑟夫·弗拉维斯参战，也是希望能软硬兼施。当顺利时就谈判、和平解决；不顺利时便转用武力对付。在此要重新强调一次，如果犹太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维斯帕先称帝的计画也就成了梦想。





至於派驻於埃及的两个军团，除了调派大队参加耶路撒冷攻城战之外，其他部队并不能随着穆夏纳斯西行。因为维斯帕先今后将在当地伺机而动，总不能让他赤手空拳待在埃及。何况维斯帕先身上有当耶路撒冷情势不利时立刻驰援的任务，又有当必要时经由海路攻向义大利的可能。

至於由四个军团构成的叙利亚驻军，在抽调一个军团参加耶路撒冷攻城战之后，剩下的部队也不能全数随穆夏纳斯司令官西行。

亚美尼亚与帕提亚等国的元首很乐意的重新确认了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互不侵犯协定。但是，罗马的政界领袖与外国人之间的信任基础是架构在不同的东西上。即使事隔二千年，还是令人觉得相当有意思。罗马并非分辨可信任或不可信任的对象，然后对可信的对象完全信任。而是大多数的场合都对人报以信任，但只信任到「可以信任的地步」。

而罗马的政界领袖在决定「可以信任的地步」时，并非以对方的善意或道德观做基準。成为基準的是罗马方面的军事防卫力量。因此即使与邻国簽署了和平条约，在国界边缘的兵力依旧会维持之前的水準。罗马人借此维持两国的和平，如果和平遭到对方破坏，也就是双方已经面临无法回头的破局了。以现代的讲法来说，这应该算是吓阻力的概念。而开过皇帝奥古斯都创设、二代皇帝台伯留打下基础的罗马国防策略，也正是建立在吓阻力之上。

既然罗马政界以这种观念看待国际、人际关系，那么不管带兵的是不是穆夏纳斯，都不可能将所有军队带往西方，让罗马与亚美尼亚、帕提亚间的幼发拉底防线闹空城。

结果，穆夏纳斯能够领军西行的，连辅助兵在内也不过二万人。只有这点程度的兵力，就敢西行挑战，无疑是希望能动用已经在多瑙河流域表态支持维斯帕先的七个军团。各位读者请不要忘记，多瑙河军团最初打算推举称帝的不是维斯帕先，而是穆夏纳斯。带兵西进的任务之所以会交给穆夏纳斯，显然已经考量过这一层要素。不管怎么说，总之在西元69年秋季之前，维斯帕先方面已经开始执行作战了。





但是在西元69年夏末秋初，维斯帕先与维特里斯双方未正面接触时，两方面都遇上了预料之外的事情。事件发生在莱茵河流域与多瑙河流域两个地方，前者的当事人是罗马军的辅助战力「行省兵」，后者的当事人则是多瑙河军团的军团兵。





如果要因应预料中的事情，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才能。只有面对预期外的事情时，才能显现出才能的优劣。在这方面上，穆夏纳斯的能力显然与维特里斯有明显的差距。

笔者打算将莱茵河防线行省兵叛乱的问题延后到帝位争夺战告一段落，叙述西元70年的部分时再一起叙述。因为维特里斯和穆夏纳斯在处理巴达维族叛变乃至「高卢帝国」建国时，同样都采取暂时搁置不理的方针。

不过双方虽然都暂时打算搁置，其原因却完全不同。维特里斯是因为不得已，必须立即优先应付眼前的敌人，亦即维斯帕先派的军团兵。因此不得不拋下莱茵河流域行省兵叛变的问题不管。相反地，穆夏纳斯则是刻意睁只眼闭只眼。因为维特里斯的势力基础就是莱茵河防线上的七个军团。如果原本应该协助军团兵的辅助兵造反，势必让莱茵河军团战力大为衰落。穆夏纳斯就是著眼於此，才决定如此处理。






多瑙河军团配置图（·代表军团基地所在地）







「多瑙河军团」



另外一个出乎意料的事情是多瑙河军团兵的行动。因为他们没有等穆夏纳斯到来就擅自出动。

多瑙河军团的将士们是在五个月前协助欧图在贝德里亚克作战，而后因为指挥系统混乱而一败涂地的人们。有不少士兵虽然到达了亚奎雷亚，却赶不及到达贝德里亚克战场参战。可是战胜者维特里斯却无视於参战与否，将多瑙河军团一律视为败者。只因为协助欧图作战，便将军团的核心人物——百夫长全员处斩。然后又像对待蛮族俘虏一样，逼迫士兵建设供罗马人娱乐用的圆形竞技场。之后多瑙河军团的士兵好不容易得以归营，但心中老早充满了几乎爆炸的愤怒、憎恶、屈辱与仇恨。

之后他们得到维斯帕先与穆夏纳斯揭竿而起的消息。虽然称帝的不是他们最初期望的穆夏纳斯，而是维斯帕先，但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只要有任何人愿意起身反抗维特里斯便足够了。更何况，维斯帕先还是穆夏纳斯积极支持的对象。





多瑙河军团的将士们连一刻也等不下去了。他们等不及率领二万兵力西行的穆夏纳斯到达，就被心中复仇的意念驱往义大利。多瑙河军团共有七个军团。其派驻位置，分別是防卫多瑙河下游的莫埃西亚行省三个军团、上游的旁诺尼亚行省两个军团，以及旁诺尼亚行省南方，隔着亚德里亚海与义大利相望的达尔马提亚行省两个军团。虽然能统称为多瑙河防卫军，但实际上分属于三个行省，因此分別列在三个行省总督指挥之下。在帝国边境上，行省总督主要的任务在于国防方面。因此行省总督也就等于军事上的司令官，任命权在帝国最高司令官「皇帝」手上。

然而西元69年夏末在士兵间自然发生的动乱气息，却在三位总督的控制能力之上。这些司令官一来未曾向维特里斯抗议不当的处置，二来未能保护部下的安危，已经失去了士兵的信任。事实上，三位总督中有两位悄悄逃回义大利。

当时掌握多瑙河军团主导权的是军团长阶级的指挥官。罗马军一向以两个军团为战略单位，因此只管理一个军团还称不上是司令官，不过是个军团长。但也因此表现实力的机会较多，只要有能力往往能迅速爬上这个位置。如果才能受到肯定，三十出头就当上军团长的也大有人在。西元69年秋季时，掌握主导权的军团长中行动最显眼的，是安东尼·普里姆斯和阿留斯·华尔斯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当年也才三十五六。史学家塔西图斯笔下是这样形容出身南法的安东尼·普里姆斯的：

「在和平时代一无是处；在战乱时期则会开始崭露头角。」

换句话说，胸中燃烧著复仇火焰的士兵，在精力充沛的将领带头之下，无视穆夏纳斯要求原地待命的命令而擅自行动了。





然而当阶级比他低的军团长忽视命令之后，司令官穆夏纳斯的言行却相当耐人寻味。

第一，穆夏纳斯并未持续设法让失控的安东尼·普里姆斯遵守原先等待他到达的命令。

第二，他并未加快东方军团的行军速度，试图追上擅自行动的多瑙河军团。

第三，当他收到达其亚族利用多瑙河防军西行的空档南下入侵罗马帝国的消息后，暂时停止率军西行，等到将外族完全击退后才重新西进。

自尼禄时代起，穆夏纳斯便在为维持帝国东方国防安全，全力设法与大国帕提亚改善关系的名将科普洛旗下工作。而当科普洛死后，穆夏纳斯也一直是东方国防的最高负责人。也许就因为如此，对穆夏纳斯来说，不管是幼发拉底防线，或是多瑙河防线，他都不能坐视外敌入侵。不过这次外族入侵的事件，不消一个月就完全解决，因此规模上应该不足以对帝国全体造成重大打击。如果穆夏纳斯因为要事在身暂时不处理这个事件，相信也没有人会责备他。不过话说回来，多瑙河北岸的外族入侵问题，的确也应该尽早解决。所以穆夏纳斯和旗下兵力暂时放下任务转身驱逐外族，也是正确的判断。然而因为途中这么一耽搁，等穆夏纳斯追上多瑙河军团时，已经是西元69年年底了。

根据笔者的想像，穆夏纳斯似乎是故意要延迟和多瑙河军团的会合时间。他可能打算将势必与出面迎击的「莱茵河军团」间无可避免的流血冲突，完全交给安东尼·普里姆斯指挥下的「多瑙河军团」处理。所以不急着和多瑙河军团会合。

我们从穆夏纳斯之后的行动也可以推测出，穆夏纳斯其实是个相当冷静的男人。所谓冷静，并非指其性格冷血，而是说他头脑清晰不冲动，就像是英文的“cool”一样。

要收拾内战的残局，并非只要战胜就好了。尽管现在分成敌我双方，但其实大家都是同胞。原本按理来说，应该避免手上沾满同胞的鲜血。而维斯帕先担任结束内战危机行动的总领导人，却待在埃及按兵不动的其中一个理由也是：不希望内战结束后的新皇帝手上染到同胞的血迹。公认为维斯帕先左右手的穆夏纳斯如果有不残杀同胞的机会，当然也会能免则免。

因此，后来被称为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的战斗，就在克雷摩纳到贝德里亚克间直径30公里的平原上展开。尽管攻守易位，但参战双方和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一样，是由支持维特里斯的「莱茵河军团」，以及表面上支持维斯帕先，骨子里是旧欧图派的「多瑙河军团」正面冲突。至於穆夏纳斯和「幼发拉底军团」，这时根本还没接近义大利和达尔马提亚行省的边界。




「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



当传来安东尼·普里姆斯率领的多瑙河军团接近国界的报告时，在首都享受安逸生活的维特里斯皇帝和旗下的莱茵河军团士兵也不得不清醒了。迎战的策略也马上订了下来，这次同样是以死守波河为目标。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维特里斯不但没有亲自率军北上，反而决定滞留在罗马。而瓦连斯又抱病无法参战，於是只好由西西纳率军北上。






波河流域图（重新刊登）




尽管和前次一样是以死守波河为目标，但半年前对防御方来说，敌人是从西方进入义大利的「莱茵河军团」，因此迎击基地为比千都。而这次入侵的敌军则是由东方进入义大利的「多瑙河军团」。从旁诺尼亚或达尔马提亚行省入境义大利后，第一个重要都市为亚奎雷亚。而从亚奎雷亚前往波河的路分成两条。

第一条是从亚奎雷亚取道安尼亚大道前往帕达维姆（今帕德瓦），沿波皮里亚大道南下在河口附近渡河。之后继续南下可到达拉温纳（今拉温纳），渡过卢比孔河进入亚利米尼（今利米尼），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就能直通罗马。

第二条路线则是由帕德瓦沿着平原一路南下到达波河，之后渡河沿着艾米里亚大道前进的路线。这个街道沿线的都市全是源自北义大利还被称为山内高卢（阿尔卑斯山南方的高卢）行省时代的军团基地和退伍兵殖民地。包括有普拉肯提亚（今比千都）、帕尔马（今帕尔马）、姆提纳（今摩德那）、波诺尼亚（今波罗尼亚）以及亚利米尼（今利米尼）等。

第一条路线虽然距离较短，但缺点是必须在河口的柔软地面上行军。第二条路线虽然距离较长，但是有在坚硬地面行军的好处。

担任维特里斯军总指挥的西西纳判断敌军可能会从这两条路线的其中一条，或是兵分两路渡过波河。因此他暂时离开北上的军队，前往拉温纳。因为派驻当地的舰队动向，也是阻挡敌军前进时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虽说名为舰队，但其实值勤地点并非完全在海上。罗马的海军也常常登陆成为陆上战力。





然而过没多久，西西纳就发现他的估计完全错误。当多瑙河军团进入义大利之后，并未采用上述两条行军路线。而是从亚奎雷亚取道波斯特米亚大道西行，往威罗纳（今威罗纳）前进。波斯特米亚大道是由亚奎雷亚起始，经过威罗纳通往贝德里亚克，之后通往克雷摩纳。

西西纳的预估虽然合乎军事战略原则，但是却缺乏人性考量，因此才会犯下这种错误。当初在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时他站在战胜的一方，对败者「多瑙河军团」曾经大加屈辱。而天下只有不懂得遭屈辱感受的人，才会动手侮辱同为人类的败者。

多瑙河军团的士兵心中充满了复仇雪耻的意念。而急欲复仇雪耻的人在复仇时，潜意识中会选择当初含泪受人侮辱的地方。对多瑙河军团兵来说，适合雪耻的唯一地点就是贝德里亚克和克雷摩纳。这一点是西西纳无法预估的。不管再怎么合理的战略，如果欠缺对人性的考量，终究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不知道身在拉温纳的西西纳是否因此感到绝望，他在这儿大幅转换了应变的方向。这对维特里斯来说是背叛，但对西西纳来说，则是他终于决定拋弃维特里斯了。

之所以会达成这个决定，不知道是否因为西西纳受到私下支持维斯帕先的拉温纳舰队提督说服，或是他心中早已萌芽的想法在和舰队提督讨论时开花结果。不过至少，西西纳知道自己一个人倒戈也没有意义，必须连旗下的兵力一起行动。





当知道多瑙河军团开始集结在威罗纳之后，以死守波河为目标的维特里斯军兵分两路。第一军渡过波河进驻克雷摩纳，以当地为前线基地。第二军同样渡过波河，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挡位于正北方威罗纳的敌军，因此以禾斯提里亚（今奥斯提里亚）为基地。

这时他们也发现多瑙河军团在渡过波河朝首都罗马出发前，打算先攻下贝德里亚克和克雷摩纳。因此这时大可由克雷摩纳和奥斯提里亚双方出兵，夹击在威罗纳集结后西行的敌军。

作战的準备相当顺利，而这时维特里斯方面的兵力高达六万。相对地多瑙河军团则是以行省別、军团別个別行动，目前还未全军集结完毕。如果西西纳有利用这个时机的打算，只怕胜利已经掌握在他手中了。然而当西西纳对士兵演说时，不是鼓舞士兵上阵杀敌，而是劝说士兵一同倒戈。

军官阶级的人相当认同西西纳的意见。因为看不惯维特里斯皇帝的人不只西西纳一个。然而百夫长和一般士兵却强烈反弹。相信这并非因为他们仰慕维特里斯。维特里斯真正担任他们的司令官期间还不满一个月，而在登基之后又没有为士兵做过些什么。不，应该说维特里斯登基后什么事都没做。

百夫长以及一般士兵害怕的是多瑙河军团兵的报复。当半年前在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战胜后，下令羞辱多瑙河军团兵的是维特里斯和西西纳，以及其下的高阶军官，然而实际执行的却是低阶军官以及士兵。是这些人真正直接接触多瑙河军团兵受侮辱的过程，亲眼见到多瑙河军团兵心中的怒火与恨意。这个关系有点像是战俘集中营的战俘与狱卒。只不过不同的是双方都是罗马公民和军团兵。

反对倒戈的士兵抓住了西西纳，将他五花大绑丟入大牢。然而这下子维特里斯军便失去了总指挥官，称不上是完整的兵力。不过多瑙河军团也并非没有任何问题。





以守护多瑙河流域为任务的多瑙河军团，分別屯驻於三个行省。而负责统御的三个行省总督之中，有两个无法应付兵变，因而潜逃回义大利。只有以多瑙河下游为赴任地点的莫埃西亚总督和士兵一起朝义大利行军。换句话说，他也是一位亲维斯帕先而反维特里斯的人物。

这位总督名叫萨特卢尼，当他带着三个军团入境义大利之后，事先带着旁诺尼亚两个军团入境的安东尼·普里姆斯立场就变得微妙了。萨特卢尼是担任三个军团指挥的司令官。而安东尼·普里姆斯虽然目前带领著两个军团，但正式的地位只是个军团长。当行省总督到达时，多瑙河军团的指挥权势必要拱手让人。

想来安东尼·普里姆斯对此感到不满。而追随他入境义大利的两个旁诺尼亚军团也觉得与其让个性温和的萨特卢尼带领，还不如让精力旺盛的安东尼·普里姆斯带领感到满意。因此安东尼·普里姆斯军团长要求萨特卢尼总督留在帕德瓦，在当地统整即将会合的友军。也许萨特卢尼这个人具有判断情势的眼光，因此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至此为止，多瑙河军团的指挥系统算是集成完毕了。





史学家塔西图斯评论安东尼·普里姆斯是「承平时的废物；战时的强者」。然而若不是承平时也有用的人才，其实称不上是真正在战时有用的人物。因为成为领袖的第一个条件，就在于对下属的控制力。

为了要完全达到目的，控制力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战争的目的，就在于压倒性的胜利。如果只懂得和敌人同归于尽，那只是愚蠢的好战份子罢了。

虽然说战争是人类无法超越的罪恶，但也有一项好处。就是借由战争能将原本无法解决的问题迅速排除。而之前所说，必须要以压倒性胜利为目的的原因也就在此。如果只是险胜，有可能使得和战时相同的危险情势一直持续不变。

衡量压倒性胜利的标準不在于敌方的阵亡人数，而在于减少我方的人力损失。因为要达到真正的胜利，必须让敌方陷入无法再战的状态。也就是说，必须让每一场战斗都成为决战。所以与其杀遍敌军，还不如尽可能地维持己方兵力。而且牺牲者少的话，也能避免士气衰退。毕竟假如昨天还同吃同住的战友在身边一个个倒下时，还要求士兵的士气不能衰退，那真的是忽视人性的严酷要求。

就是因为一方面要避免牺牲，一方面又要勉力求胜，所以领军的人才必须要对己方士兵有完整的控制力。而如果要施展瞬时争取压倒性胜利的战略、战术，完美统率旗下士兵的能力也是必要条件。然而当统率的对象多达五万人时，就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统率能力了。从古代西欧的历史来看，能有这种统率力的，也不过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苏拉、庞培、凯撒等寥寥数人。这些人都是曾经以寡击众大获全胜的将领，而他们获胜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对部下的控制力。




尽管手上握有五万「多瑙河军团」兵力，但安东尼·普里姆斯却缺乏这种控制部下的能力。而在维特里斯方面，同样没有这种才能，但至少有统领数万军队经验的西西纳又已经脱离战线。至於知道西西纳倒戈之后，大病初癒的瓦连斯虽即刻经由海路前往南法，打算在当地重整军队由西方攻击多瑙河军团，却在上岸的同时被支持维斯帕先的高卢人俘虏。因此敌我双方总计十万人的「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就在双方缺乏有力指挥官的状况下展开。激战之下会有何结果，已经是不喻自明的了。





西元69年10月24日的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和第一次一样，在混乱中开始，也在混乱中结束。尽管攻守双方对调立场，但参战的和第一次一样是维特里斯派的士兵，以及欧图派的士兵。而这次同样是进攻方面获胜。不同的是，这次的获胜方心中充满了复仇雪恨的想法。而且因为无法达成压倒性胜利，使得大量的败军逃亡成功，战斗因此延长到次日，在败军逃亡地点克雷摩纳继续展开。当初多瑙河军团战败时，曾经在克雷摩纳圆形竞技场建筑工地遭人凌虐。士兵们未曾忘记半年前克雷摩纳居民对他们的侮辱。因此建立于西元前三世纪的古城克雷摩纳遭到摧毁，不论有无反抗，所有居民全遭杀害。这是对同为罗马公民都市的暴行，让听到消息的人不禁为之色变。以上就是长达两日的战斗，以及其后历经四日攻城战斗的结果。

包括非战斗员的克雷摩纳居民在内，双方死亡人数总计为四万二千人。

当年庞培与凯撒在法尔沙拉斯一战中，双方合计有八万兵力。而战死者为庞培军六千，凯撒军二百，总计六千二百人。当时战败的庞培军共有二万四千名士兵成为俘虏。然而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却没有俘虏人数。因为多瑙河军团的士兵杀光了莱茵河军团士兵以及克雷库纳的居民。由欠缺统率力的领袖带领的团体，已经不能称为战士，而是一群野兽。





贝德里亚克战败以及克雷摩纳屠城的消息，马上传回了首都罗马。然而维特里斯没有像欧图一样选择自裁的路，同时也没有起身準备迎击将由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多瑙河军团。他并非手上没有可用的兵力，这时在贝德里亚克、克雷摩纳战败的士兵已经陆陆续续逃回维特里斯所在的罗马了。

塔西图斯的笔下是如此描绘当时的维特里斯的：

「躲在庭园的树荫之下，只有给他东西吃时才会抬起头来，其他时候光顾著睡觉，对过去现在未来一概没兴趣的动物。」

对于知道维特里斯肥胖身材的人来说，这是个历历如现的生动描述。然而尽管领导阶层是这副德行，维特里斯派的士兵还是拼了死命準备迎击。因为他们实在害怕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多瑙河军团兵展开的报复。





进攻方面的安东尼·普里姆斯同样也预料到维特里斯的残兵会死命迎击。

他在离开化为废墟的克雷摩纳之后渡过波河，接下来沿着艾米里亚大道前往利米尼。由利米尼转道弗拉米尼亚大道行军。最后出现在罗马郊外时，一共花了五十天。在这段快马五天可以到达的距离上花费十倍的时间，主要是受到下列因素影响：

第一，他害怕维特里斯派残兵伏击，因此沿路缓速谨慎行军。虽然艾米里亚大道是条通过平原的直线街道，但弗拉米尼亚大道却是穿越亚平宁山脉的山路。

第二个理由在于，安东尼·普里姆斯统率力不足。他无法完全掌控多达五万人的士兵，因此只是让大军在其后浩浩荡荡毫无秩序的前进。这个论点的证据在于，没有他的命令，士兵就处决了瓦连斯，而释放了西西纳。

第三，也许在经历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以及破坏克雷摩纳之后，安东尼·普里姆斯发洩完了心中的恨意，才开始打算等待由东方赶来的穆夏纳斯和「幼发拉底军团」。

安东尼·普里姆斯只不过是派驻在旁诺尼亚行省的一个军团长，而穆夏纳斯则身为统率四个军团的叙利亚行省总督，目前正以称帝的维斯帕先代理人的身份，为击倒维特里斯而朝义大利进军。除了上述在军中的地位差距之外，双方在社会地位上也大有不同。穆夏纳斯为出身义大利的元老院阶级，而安东尼·普里姆斯却出身行省。从年龄上来说，穆夏纳斯已经坐五望六，安东尼·普里姆斯则是三十出头。当人精神集中在某些事情上时会忽略的事物，往往事情告一段落之后会突然在意起来。只是，虽然穆夏纳斯击退利用罗马内战时期南渡多瑙河入侵的达其亚族之后，便又重新开始向西行军，但却迟迟未曾传来入境义大利的报告。结果安东尼·普里姆斯又燃起了虚荣心，打算让自己成为击倒维特里斯，拥立维斯帕先称帝的戏码主角。这也就是他这种人适於乱世求生的证据之一。

第四个原因可能就是包括安东尼·普里姆斯在内，整体多瑙河军团兵在贝德里亚克会战以及克雷摩纳屠城后产生的松懈感。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复仇、洗刷了心中的恨意。当知道多瑙河军团接近义大利时，维特里斯曾下达派遣援军的命令给西班牙和不列颠的五个军团，而当时这五个军团一直抱持观望态度。等到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有了结果之后，这五个军团才传达了支持维斯帕先的意愿。很有可能安东尼·普里姆斯认为维特里斯已经是死路一条。




杀害维特里斯



相较於多瑙河军团沿弗拉米尼亚大道缓缓南下的动态，维特里斯的士兵曾经数度北上试图阻止多瑙河军团接近首都。这些抵抗的动作最后是在12月15日以投降告终。只知道吃和睡的维特里斯，也在次日16日知道了这个消息。

当年五十四岁的皇帝穿上了丧服，离开位于帕拉提诺丘上的皇宫，前往罗马广场。对罗马的平民来说，他们已经许久没有见到皇帝的身影了。维特里斯站上罗马广场的演讲坛之后，对围观的市民表示，为了为国家带来和平，他愿意退位。并且将身上的佩剑交给身边的一位执政官，表示生死愿意交给市民裁决。而执政官拒绝接下佩剑之后，维特里斯又表示将把皇帝的标章归还给康克迪亚神殿，自己将移居到私人拥有的宅院之中。

原本保持沉默静听的市民在此卷起了抗议的浪潮。群众吼著说皇帝的家只有在帕拉提诺丘上的皇宫，要皇帝回到皇宫去。维特里斯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收场。聚集在罗马广场的人为了不让维特里斯跑掉，将除了通往帕拉提诺丘的圣道（via sacura）以外的路统统堵住。维特里斯在群众的吼声催促之下通过圣道，爬上通往帕拉提诺丘的路，被迫回到皇宫中。

17日，元老院知道维特里斯有退位意愿之后展开了行动。打算让帝位和平从维特里斯手上转移给维斯帕先。元老院的一些有力议员造访了首都警察长官——维斯帕先的哥哥萨比努斯。然而，维特里斯派的士兵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感愤慨。他们不满事情在士兵不知情的情况下演变，也恐惧自己最后会成为事件唯一的牺牲者。士兵们的不安和愤怒此刻全转嫁到维斯帕先的哥哥萨比努斯身上。

18日，原本不论在位皇帝为谁均贯彻行政官吏任务的萨比努斯，也开始感到自身的危机。他带着身在罗马的姪子，亦即维斯帕先的次子图密善同行，逃往卡匹杜里诺丘。卡匹杜里诺丘上只有献给最高神朱比特的坎比德利欧神殿等各种寺院，是首都罗马内部唯一的圣地，萨比努斯认为即使连失控的维特里斯派的士兵也不会进攻这座山头。然而，因为不安和愤怒而失去理智的士兵竟然包围了这块圣地。






卡匹杜里诺丘上的神殿配置图（西元69年当时）




当天晩上萨比努斯派遣使者到坎比德利欧神殿隔壁的帕拉提诺丘，进皇宫向维特里斯求助，希望他能下令士兵解除包围。然而使者带回的维特里斯的回答却是：包围坎比德利欧神殿是士兵自行决定的事情，自己并没有解决的能力。维特里斯至此已经失去起身带动或是阻止任何事情的力量了。

19日天色未明时，维特里斯派的士兵大举攻向卡匹杜里诺丘。原本用来照亮路途用的火把，竟然成为放火逼出躲在神殿内部人物的工具。火把丟进神殿之后，火势延烧到建筑物上的木材。一场任何罗马人看到了都会感到愤慨的景象，直到天亮许久以后都还展现在聚集于此的罗马人面前。

原本用来献给守护罗马人的诸神神殿，竟然不是由外国人动手，而是烧毁在罗马人手里；不是因为意外起火，而是士兵恶意纵火的结果。从西元前753年建国以来至今已经第822年，罗马从未遇过这般可耻的事情。就连丟进火把的维特里斯派士兵也只是茫茫然望着燃烧中的神殿。这时图密善借机逃亡成功，但萨比努斯却不幸被捕。

萨比努斯被捕后，被士兵拖到维特里斯面前。维特里斯也打算救救这个任职首都警察长官勤务十二年的公仆一条命。但是他连在这种场合下，都无法统御手下的士兵。

到了当天半夜，安东尼·普里姆斯率领的多瑙河军团先遣队已经到达首都北方15公里的消息传到皇宫，萨比努斯的命运也就此告终。维特里斯眼见萨比努斯死在他面前，遗体被士兵丟进台伯河里。唯一避免首都罗马成为战场的可能性就此宣告结束。






罗马巷战攻击方面路线（箭头）




次日10月22日，自从马留斯与苏拉（详见第Ⅲ册）那次以首都为巷战战场至今一百五十年，罗马又再度成为巷战的舞台了。

罗马人并非未曾努力避免发生巷战。维特里斯就曾透过终生单身、倍受众人景仰的女祭司长，将希望借由皇帝退位让事情和平落幕的信件传到安东尼·普里姆斯手上。元老院阶级和骑士阶级的有力人士也个別出面调停。就连安东尼·普里姆斯本人，在选定首都为巷战战场时也并非毫无犹豫。然而，就像维特里斯没有控制部下的能力一样，安东尼·普里姆斯也同样缺乏这种能力。而原本唯一能在杀气腾腾的攻击方与满心恐惧、绝望的防御方之间担任调停工作的萨比努斯的遇害，更是加剧了情势的变化。因为这等于是给予攻击方面一个名份，让他们不能放过杀害维斯帕先亲哥哥的凶手。

不过，安东尼·普里姆斯还是设法尽可能让巷战提前结束。他将旗下的兵力分成三批。第一军攻向禁卫军军营、第二军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前往罗马广场、第三军沿着台伯河南下，收下与罗马广场一样布满公共建筑物的马尔斯广场。

这个作战乍看之下相当合理。因为既然多瑙河军团是从北义大利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罗马，进攻首都时当然也是由北方开始。然而这也显示出安东尼·普里姆斯其人在军事才能上的极限。

各位读者是否还记得，首都罗马和帝国其他都市不同，并没有守护城市的墙壁。一百二十年前，朱利斯·凯撒认为帝国的中心「世界首都」罗马不需要城墙，帝国的安全应该是由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三大防线及其他边境所维护，因此把兴建于共和时代的塞尔维斯城墙破坏了。虽然这时各处还留有未完全拆除的塞尔维斯城墙，但没有完全围住城市的城墙毕竟不能发挥作用。我们现代人看到的罗马城墙名叫奥雷利亚城墙，是在无法完全保证防线安全的三世纪后半兴建的。也就是说，西元69年的「世界首都」罗马是没有城墙守护的城市，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可进攻。如果想分兵从各个方向进入首都，切断、孤立迎击的维特里斯军，使其提前投降也并非不可能。

再说，维特里斯的弟弟鲁其乌斯领军屯驻在从罗马沿着阿庇亚大道往南百余公里处的塔拉西纳（今提拉其纳），如果局势不利，也有可能逃往在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后，除了莱茵河流域之外唯一依旧表示支持维特里斯的非洲行省。而在这种情形下，在罗马市内的维特里斯派士兵若承受不住进攻的压力，自然会往南方后退。结果西元69年12月22日的巷战范围，便是因此由北向南几乎扩及整个市区。

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就在禁卫军营区展开。因为这里是营区，四周有围墙防御，内部有大量的武器，攻守双方又都是纯战斗员。尤其最不幸的是，防卫这里一万六千名禁卫军是当初维特里斯由旗下莱茵河军团中挑选出来的十六个大队，而进攻方面的主力也正是因为帮助欧图作战，而遭到维特里斯解雇的九千名前任禁卫军。对这些进攻的士兵来说，这是一场重回半年前旧地的战斗。这场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维特里斯派的禁卫军一直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每具尸体都是正面受到刀伤，没有人是逃亡时从背后遭到斩杀的。

而相反地，在其他地方的战斗，塔西图斯是这么记载的：


首都的民众观赏这天在市区内发生的战斗，就如同观赏竞技场上的剑客决斗一样。众人对善战者拍手叫好，喊着要陷入苦战的士兵多加把劲。而屈居劣势的士兵如果想逃到店铺或是民房中避难，市民会将他拖出来要求敌军杀死他。而民众趁着士兵热中於战斗，趁机从旁窃取原本属于这些士兵权益的战利品。




整个首都弥漫一片诡异至极、令人感叹的光景。士兵互相冲突，死者当街横尸，伤者哀号呻吟；然而公共浴场和酒店却是人满为患。在尸堆成山血流成河的大街旁，娼妇正在和客户交涉价钱。这一头是充满和平的景象，另一头却是遭人驱赶的败军。总之整个罗马都化为疯狂与堕落的城市。




在罗马市区内的巷战并非第一次，过往的苏拉时代曾有两度，而辛拿也曾以罗马为战场。然而往日与今天最大的差异在于民众毫不关心。首都的民众不关心内战的结局，而只在意这场巷战表演。这场战斗又逢萨图鲁努斯节的假期，於是人们就如同观赏节庆表演一样观赏这场战斗。对民众来说，不管是维斯怕先或是维特里斯方面战胜都无所谓；首都的平民把国难当成了取乐的材料。







笔者可以体会爱国的塔西图斯心中有多少感慨。不过笔者也不禁觉得罗马市民把罗马人之间的巷战当成竞技场的剑客比赛享受，是因为大家相当正确地把握了现状。西元69年底在首都内的这场战斗对国家而言确实是一场灾难，但是在潜意识里，民众其实已经了解到不管获胜的是那一方，会改变的只有皇帝的人选而已。而且平民的心里也一定知道，在一次又一次更替后自然淘汰的结果，会是稍微优秀的一方坐上帝位。

史学家塔西图斯的特色在于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史学家。也就是说不管遇到任何事物，他都会一五一十完全记录。不过，偶尔史料所传达的讯息，也会和他想传达的想法大不相同。

在上文中，塔西图斯大加责难把国难视同庆典表演的民众。但对于像笔者这样的读者来说，最有印象的反而是罗马平民的批判精神之敏锐；尽管后世的大多数史学家往往完全接受塔西图斯的这些叙述内容。附带一提，当年苏拉与辛拿的内战时（详见第Ⅲ册），民众之所以会有所关心，是因为平民的生活能否改善全看这一战的结局。当时的内战起因在于平民阶级与元老院阶级的对立。苏拉属于元老院派，而与苏拉敌对的马留斯和辛拿则是平民派的领袖。因此一般民众很清楚谁是该声援的对象。





我们在此将话题回到西元69年12月22日的巷战上。除了正在激烈战斗的禁卫军营区以外，其他大多数战线已经决出胜负。原本不知所措待在帕拉提诺丘上皇宫内的维特里斯，不知为什么竟然在这时候离开皇宫外出。也许他打算逃离罗马，投靠身在提拉其纳的弟弟。不过奇怪的是他身边竟然没有护卫队。也许他又改变了主意，所以马上又折返皇宫。但就在他离开皇宫的这段短时间内，宫廷内的人跑得一干二净。维特里斯进入无人的皇宫后，不知又为了什么没有回到他个人的房间，而进入了平常由禁卫军守卫的区域。过了没多久，冲进皇宫的多瑙河军团的士兵就把他从藏身处搜了出来。

维特里斯双手被绑在后面，让士兵像是赶猪一样的赶下了帕拉提诺丘。下山后他立刻被人驱赶到罗马广场，并且当场被杀。不过史书并没有由安东尼·普里姆斯下令杀害的记载。原本安东尼·普里姆斯应该是这场巷战的总指挥官，然而后世却不清楚他这时身在何方。皇帝的遗体被人像是重刑犯的尸体一样丟入台伯河。即位才八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於是，罗马帝国在短短一年中便折损了三名皇帝。不过这个史称「三皇帝时代」，塔西图斯笔下「几乎成为帝国最后一年」的西元69年，也终于步入尾声了。

而在数日后，仿佛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似的，穆夏纳斯到达了首都。穆夏纳斯身为维斯帕先的左右手——或者更应该说是智囊，并未像半年前的维特里斯一样自恃战功、带兵进城炫耀。穆夏纳斯不是以内战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首都，而是以因内战而崩溃的秩序重建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这个冷静的统治老手立刻将一切纳入他的控制之下。

首先，穆夏纳斯派兵前往提拉其纳，将维特里斯的弟弟鲁其乌斯率领的军队统统击溃，并将鲁其乌斯·维特里斯处死。这项行动虽然残酷，但这是为了避免维特里斯东山再起的必要措施。

在这期间内他召开了元老院会议，让维斯帕先和长子提图斯当选次年西元70年的执政官。这时维斯帕先身在埃及，而提图斯正忙着準备第二年的耶路撒冷攻城战，因此两人都不在国内。但以当时的罗马法来说，如果是不得已因公滞留国外，则同样能担任执政官。将这两个人送上执政官的位置，也就代表着帝国秩序重建工作的开始。

至於亲手打倒维特里斯的功臣安东尼·普里姆斯，穆夏纳斯只向元老院要求赏赐他的军功，除此以外并未获得任何奖赏。这一点让安东尼·普里姆斯不能接受。然而他的身份只是个军团长，而穆夏纳斯态度坚定，地位又是胜于他许多的行省总督。尽管倾慕安东尼·普里姆斯的图密善为他求情，穆夏纳斯却没接受当时十八岁的维斯帕先次子的要求。安东尼·普里姆斯对自己的待遇大为不满，竟然走海路到埃及去直接向维斯帕先请愿。然而新任皇帝的态度也未能满足这个野心勃勃的三十四岁男子。这是维斯帕先和穆夏纳斯之间的合作关系完整密切的证据。更何况战时的人才未必适於承平时期。

不过就如同史学家塔西图斯所说的，尽管战争状态结束了，但不表示和平与秩序就此到来。为了迎向重建和平与秩序的工作，在西元70年秋天维斯帕先回国之前，穆夏纳斯必须担任实质上的皇帝工作。而穆夏纳斯用于表明重建秩序意志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重建烧毁的朱比特神殿。

然而和平的第一要件「秩序」，却不是光靠重建神殿这种和平事业就能恢复的。虽然穆夏纳斯目前的官方立场为叙利亚总督，但他第一个要面对的课题就是：如何处理在莱茵河流域爆发的行省兵叛乱。




第四章





帝国边境情势



当笔者在叙述第Ⅴ册中凯撒与庞培间的内战时，心中一直感到很疑惑。不知道为什么行省民众不趁机起兵造反。这时双方都聚集手上的兵力，而过去被罗马人征服的地方却陷入军事空白状态。当时凯撒才刚征服高卢地区，而庞培完成的帝国东方称霸战，也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换句话说，被这两人击败过的人大多还健在。如果这些人有脱离罗马获得自由独立的想法，罗马人内斗时不正是最佳的时机吗？

然而在这三年半的内战期间内，却没有任何行省起兵叛变。刚刚被凯撒赶回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也音讯全无，连凯撒出现前屡试不爽的渡河作战都没尝试过。

如果说到罗马人的内斗，其实还包括凯撒刚遭暗杀后，一直到屋大维时代的奥古斯都结束内战为止的十四年。然而这十四年间的大部分，首先是由布鲁图斯与加西阿斯对决安东尼与屋大维，之后则是屋大维对决安东尼的冷战期间。真正兵刃相见的只有菲利比会战与亚克兴角海战两场，因此不容易用于比较。能用于和西元69年比较的，还是只有一百二十年前凯撒对决庞培的过程。

西元69年的内乱，在一年内就结束了。然而在这短短一年之中，除了当初多亏尼禄皇帝决策才得以成功建立良好外交关系的东方防线以外，其他地区有不少民族借机反抗罗马人。

像是在不列颠的称霸战争就尚未完全结束，派驻於此的三个军团忙于应付叛变的原住民，因此当收到本国的召集令时，也只能抽调一个军团回国。

在多瑙河防线上，达其亚族借机大举南下入侵罗马，逼得当时率军西行的穆夏纳斯必须停下行军的脚步，与多瑙河军团剩余的兵力一同击退外族。

而在莱茵河防线上，则传出了前所未有的噩耗。向来被视为支援兵力的辅助兵竟然转头攻击担任军团主力的军团兵。而且这些日耳曼后裔的辅助兵不只呼吁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部族一起行动，他们甚至呼吁同为罗马行省民众的高卢人，试图建立高卢帝国，脱离罗马的统治而独立，使得事情更加棘手。

为什么凯撒与庞培之间的三年内战期间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而三皇帝时代的一年内，边境却是如此混乱？

以下这几个理由应该能够充分的说明这个现象：

第一，对立场与能力足以领导反罗马行动的地方有力人士来说，凯撒和庞培是帝国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相对之下，噶尔巴、欧图、维特里斯这几个人并不具有全国性的知名度。既然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在起兵反抗时也就不会感到有太大的威胁。

第二，庞培与凯撒两人，前者是一扫地中海海盗、并完成东方称霸战的英雄；后者则是征服高卢人、驱逐日耳曼，具有压倒性战绩的人物。对于行省的有力人士以及帝国防线外侧的民族来说，这两个人都是曾经让自己吃过大亏的战将。

在这方面来说，三皇帝可说是逊色得无法比较。不管是噶尔巴也好，欧图或是维特里斯也罢，虽然担任过行省总督，却没有打过胜仗的经验。对于行省民众来说，三皇帝并非竭尽全力之后依然战败的对手。当然，维斯帕先在这方面的条件也是一样。因此对于维斯帕先来说，让犹太战役在成功状态下收场是他最重要的工作。

而第三个理由，则是战场的位置。

当年庞培与凯撒相争时，战场遍及义大利、西班牙、希腊、埃及、北非，最后又回到西班牙，总之战场遍及整个罗马势力圈。然而西元69年时，战场仅在北义大利，而且两次都在半径二三十公里的同一个地方进行。就算加上在首都的一场巷战，这场内战并未出过义大利一步。对于在帝国广大边境居住的人来说，就算战斗的舞台是在义大利，也不过是在遥远国度上的事件而已。

简单来说，前者就像是以整个非洲草原为背景的象群大战。由两头体型特別大的巨象带领部属，在整片草原上横冲直撞正面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连狮子都要感到恐怖，乖乖守在草原边缘观望情势。要是不小心踏进草原内，搞不好会被疾驰而过的象群踩成肉醬。而连狮子都这副表现，要靠数量才胆敢跟狮子一搏的非洲土狼当然也只有屏息静气在一边等待结果。

相对地，西元69年的内战，不过就是公狮子在草原的一角争夺母狮子而已。当然这不是让其他动物吓得不敢乱动的激烈战斗。因为西元前一世纪的内战，是为了罗马今后的政体所展开，战争的结果将决定继续维持以元老院为首的共和政体，或是让罗马走上新的帝政之道。而西元一世纪的内战，不过就是决定历经百年之后的帝政是由谁当家而已。在草原边缘的各种动物当然可以个別自由行动。

塔西图斯写道，维特里斯的死让战争状态结束了，但不表示和平也已经恢复。这点笔者表示认同。狮子之间的争斗虽然结束，大草原上的其他地方还是漫无秩序。至於恢复秩序的工作，就要交给新任皇帝维斯帕先和他的左右手穆夏纳斯了。




行省兵叛乱



我们一听到荷兰这个国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满地盛开的郁金香，还有这是个将低于海面的地区施工转变成可用土地的刻苦民族。不过荷兰人其实也是能在全球运动舞台上展现实力压倒众人的民族。荷兰人对人种问题较不严苛，因此现代的荷兰人也有不少黑人。不过各位如果要想像古代荷兰人，只要想想世界杯足球赛的荷兰白人选手就好了。罗马人称荷兰人的祖先叫做巴达维族。





巴达维族属于日耳曼民族，居住在莱茵河河口附近，但不是罗马的行省人民。既然不属于罗马的行省系统，自然不必缴纳行省稅。不过罗马人是个擅长随机应变的民族。他们虽然没有将其纳入行省体系，但是和巴达维族缔结了同盟关系。巴达维族提供兵力给罗马，而罗马则尊重巴达维族的独立，若是遭到周边部族攻击时也将协力击退。这个关系从第一个计画以莱茵河为北方防线的人——朱利斯·凯撒的时代开始。

我们从以下的资料可以充分推论证明，当年凯撒计画以莱茵河为北方防线。

第一，他允许在他征服高卢时已经定居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人定居原地。后来罗马人将莱茵河西岸分成低地日耳曼与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这些地方就是现代的荷兰南部、德国西部、比利时东部与瑞士。而这里也就是在凯撒西征之前西渡莱茵河移居的日耳曼人居住地区。换句话说，这些人虽然同样被称为高卢人，但是与居住在法兰西地区的高卢人人种不同，是属于日耳曼后裔的高卢人。

第二就是凯撒推荐虽然住在莱茵河东方，却与罗马人友好的日耳曼系乌比族迁居西岸。为了让他们有地方定居，给了他们后世称为科隆的地方。这很明显是纯粹为了强化莱茵河做为罗马世界防线的效果。

而且凯撒对待他们和对待其他的高卢人一样，将自己的家门名「朱利斯」赐给了这些日耳曼系的高卢人，与他们之间缔结了“Clientes”（英文则是“Client”）关系。如果以现代的方式来说，这就好像一种大家长与分家、帮会领袖与下属，或是政治人物与后援会的关系。亦即创立一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其证据就是凯撒将罗马公民权赐给了这些部族的有力人士。由于罗马公民权是世袭制，因此这些仕绅的后代也都一直是罗马公民。

而且凯撒的这个做法，对于在罗马霸权下的高卢人和日耳曼系高卢人之外的民族同样适用。很明显地，这是对于罗马霸权范围外的莱茵河东岸部族的一种怀柔政策。结果让莱茵河河口北部，目前的阿姆斯特丹周边的巴达维族族长与其亲戚成为罗马公民，并享有「朱利斯」家门名。

当凯撒刚开始施展这项措施时，西塞罗、小加图还有布鲁图斯大加批判，认为这是凯撒为了扩张个人势力的做法。不过这项批评实在太短视了。凯撒之所以将自己的家门名赐给外族，纯粹是因为这是在当时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其证据就是当凯撒逝世，以凯撒起始的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崩溃之后，这些外族的「朱利斯」依旧维持与罗马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凯撒早已洞察这些人与自己的“Clients”关系，将会转化成这些人的子孙与罗马帝国的“Clientes”关系。这种雄才大略才足以称为「百年大计」。而且何止百年，之后起码维持了四百多年。





我们将话题回到巴达维族上面。与罗马缔结友好关系后，他们的义务是提供兵力。也就是担任以支援罗马主战力「军团兵」为任务的辅助兵，在罗马人的领导下服兵役。然而提供兵力并不只确保士兵人数的意义而已，还代表着稳定的雇用体系。一旦生活安定，人就会趋於保守。既然趋於保守，采取激烈手段起身反抗罗马人的可能性也就随之降低。

这个辅助兵役的活用制度，是在奥古斯都皇帝确认军制以后正式成为罗马军制的一部分。兵役期限明定为二十五年，役毕退伍时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因此巴达维族的罗马公民人数也大幅成长。不过能够号称「朱利斯」的，还是只限於部族长阶级。罗马帝国直到第三代的卡利古拉皇帝为止都出于朱利斯一门，能够享有和皇帝同样的家门名，显然地和部族其他男子不同，是一种特权的表彰。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知，凯撒是个凡事追求合理方法的人。他将「朱利斯」家门名赐给这些外族，不是为了提升这些人的特权，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方法有效。因为由行省民众或罗马同盟国民构成的辅助兵力，是由同地方同部族出身的士兵组队。而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按惯例是由士兵所属部族的族长阶级就任。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到了西元一世纪时，由公民组成的罗马军团指挥官选任已经改由实力取向，然而辅助部队的长官依旧是以家族权威为主。也许所谓的合理化思想，与文明的程度成正比也不一定。

总之不论如何，西元69年时统领巴达维族八千名部队的指挥官名为朱利斯·奇维里斯。不用说，他当然拥有罗马公民权。而这个「朱利斯」正是趁着罗马人内斗的机会，在莱茵河下游一带掀起反罗马风潮的人。

在叙述这个前后不满一年的事件之前，笔者要先提醒各位读者。接下来笔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会一直重述各个人物的家门名。以往为了避免内容冗长，笔者会避免将个人名、家门名、家名完全写出，但是以下的内容不同。笔者会一直强调家名与家门名，比方说，朱利斯·奇维里斯、朱利斯·克拉西克斯等。这是为了让各位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些人就是一百二十年前朱利斯·凯撒赐家门名的那些人的子孙。也许各位读者陆陆续续看下去会以为：今天这场动乱，原来是凯撒一百二十年前种下的恶果。

确实没错，整篇文章到处都是「朱利斯」。但要是读者因此认为不管《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如何称赞凯撒的被征服民族同化政策，其实是项失败的政策的话，那各位就错了。

为什么这个想法不对呢？因为并非所有具有「朱利斯」家门名的非罗马人都是这个事件的主谋。朱利斯·奇维里斯从行省兵叛乱起步，到建立高卢帝国的计画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高卢地区其他的「朱利斯」不赞同。除了在这个事件登场的人物之外，还有许多「朱利斯」存在。至於他们对帝国的贡献，我们只要举出几个人名就能了解。

积极协助维斯帕先称帝的犹太人埃及长官叫做「朱利斯·亚历山卓」。他这时正在协助提图斯準备耶路撒冷攻城战。

著名水道研究书作者，亦为西元69年罗马法务官的人名叫「朱利斯·弗隆提努」。元老院会议的召集权在政务官与法务官手上，不管穆夏纳斯如何努力想让维斯帕先和长子提图斯当上政务官，如果没有朱利斯·弗隆提努的协助，一切都只是空谈。

最后则是史学家塔西图斯的岳父，完成不列颠称霸作战的朱利斯·阿古力克拉。

从这些例子大家可以发现，一百二十年前凯撒种下的种子，在今日已经是一稞稞茁壮的大树。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风险，只是尽管遇上了风险，并不代表凯撒的政策错误。凯撒之后的历代皇帝都没有改变他的同化政策，足以证明这项政策的前瞻性。就连解决行省兵叛乱问题后，进行帝国重建工作的新任皇帝维斯帕先，也完全没有更动这方面的政策。这也就表示，所有的帝国后任统治者一致认同凯撒的同化政策。所谓「朱利斯」风险所带来的，不过就是在阅读史书时，看到这个也是朱利斯，那个也叫朱利斯时，令人发噱的程度罢了。

不过，这件事所暴露出的「朱利斯」以外的问题之深刻，后世的史学家毛姆森认为是罗马史上未曾有的灾殃。同时也不禁让人沉思，内乱所造成的害处是如何波及到社会的其他层面。




朱利斯·奇维里斯



巴达维族的领袖朱利斯·奇维里斯在西元69年时的年龄并不可考。当史上第一次出现他的纪录时，是在尼禄皇帝时代，西元62年时。当时他在波利纳斯旗下率领巴达维部队进行不列颠称霸战。尽管他拥有「朱利斯」的家门名，但罗马没有让一个年轻人带领八个大队八千名士兵的前例。因此他这时至少应该有四十岁。所以西元69年时，他至少也是坐四望五的年龄了。而他在罗马军中的经历还能由西元62年往前倒推，所以这个巴达维人在军中说不定已经待上足以让行省兵退伍的二十五个年头。

罗马军在开作战会议时，通常会让辅助部队的指挥官列席。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智能与意愿，就能轻易了解罗马军的优缺点。事实上朱利斯·奇维里斯不但熟悉，而且善加利用了罗马军的特色。

在当时除了远征之外，通常罗马军的辅助部队派驻地点会在士兵的出身地附近。因此出身莱茵河河口一带的巴达维部队也应该屯驻於人称「低地日耳曼」，由波昂往下游的莱茵河沿岸。维特里斯在称帝之前，担任的就是低地日耳曼的司令官。而在维特里斯称帝之后，受命带兵进攻义大利的西西纳与瓦连斯两个人，也是低地日耳曼军团的军团长。

史上并未有记载朱利斯·奇维里斯是否曾经参加过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不过当时这场混战的特色在于，作战时的部队配置不分主要兵力「军团兵」与支援兵力「辅助兵」，整个战场乱成一片。主要原因在于作战双方总指挥力量不足。而这场战斗的另一个副产品是让辅助兵觉得军团兵不足畏惧。朱利斯·奇维里斯率领巴达维部队叛乱，也正是4月15日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的结果。事情发生在战后辅助兵收到返回屯驻地点命令后的夏天，在莱茵河沿岸爆发。





为什么朱利斯·奇维里斯决定起兵反抗罗马呢？史学家塔西图斯认为这是维斯帕先透过安东尼·普里姆斯连络，要求朱利斯·奇维里斯设法缠住莱茵河军团剩余兵力，让他们无法南下义大利支援维特里斯。以塔西图斯所著《当代史》为研究基础的学者，大多数也都接受这个说法。

然而笔者实在无法同意。因为若是维斯帕先在背后牵线引发行省兵叛变的事情曝光，会对意图称帝的维斯帕先造成致命的打击。维斯帕先是不属于既有统治阶级的「新进门派」，如果让大家知道这个新来的统治者挑动非罗马公民的行省兵去伤害罗马公民出身的军团兵，元老院和一般民众将大为光火。就连谋略家马基维利都不敢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句话。马基维利只说「为达目的应选任何有效的手段」。然而鼓动行省兵反抗罗马并非绝对有效的手段，冷静的穆夏纳斯不会下令执行这种行动。

话说回来，安东尼·普里姆斯是个精力旺盛但思虑浅薄的男人，也有可能在未经穆夏纳斯授权的情况下私自连络朱利斯·奇维里斯。不管怎么说，巴达维族倒是善加利用了这个一年内更换三四名皇帝的乱世。尽管朱利斯·奇维里斯心里想的是反罗马的意图，但当他在攻击由维特里斯士兵防守的莱茵河沿岸基地时，打的是维斯帕先派的旗帜。

对日耳曼民族来说，连白天都显得阴暗的森林才是他们的起源。而决意起兵反抗罗马的朱利斯·奇维里斯也选择了森林作为集会的地点。

他以宴会的名义，召集了巴达维族的有力人士，并在这些人面前大肆演说。大意是强调日耳曼民族的精神，而现在正是脱离罗马统治的好时机。当精锐部队悉数前往义大利时，守卫基地的军团兵都是些老弱残兵。而且基地内部有大量值得抢夺的物资。莱茵河防线各个防卫军团的光荣已经是过去的事，现在只留下军团的空名，因此罗马军团丝毫不值得畏惧。

朱利斯·奇维里斯似乎是个擅长演说的人，他的演说中「只留下军团的空名」这一句话是从以下的实情而来的。

罗马的军团其实并非只有第一第二等数字编制。其实正式的名称应该像是第一「某某」军团。而至於这些「某某」军团的内容，大致上有三个来源。

第一种是由编成军团的人的姓名而来。例如第二奥古斯塔军团（派驻於不列颠）、第八奥古斯塔军团（派驻於莫埃西亚），名称是由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而来。而第七克劳狄亚军团（派驻於莫埃西亚）、第十一克劳狄亚军团（派驻於达尔马提亚），则是由第四代皇帝克劳狄斯所建制。

第二种则是加上征募志愿者的地方名称。例如第一日尔马尼加军团（派驻於低地日耳曼）、第十六高卢军团（派驻於低地日耳曼）、第四马奇德尼加军团（派驻於高地日耳曼）、第九西斯帕纳军团（派驻於不列颠）。这些军团分別是在高卢东部、高卢西部、希腊北部以及西班牙征募所得。

而第五亚劳德军团则是凯撒在和庞培对决时编组南法地区高卢人所得的军团。亚劳德意指南法地区常见的云雀。

第三种则起源不明，是采用一些兇猛的名词作为军团名称。朱利斯·奇维里斯举的例子就是指第三种的军团。

第三拉帕克斯军团（派驻於高地日耳曼）如果意译的话，意思是第三狰狞军团。

第十三弗尔米纳塔军团（派驻於叙利亚）则意为第十三雷霆军团。

而如果意译第十五普里米吉纳军团（派驻於低地日耳曼）与第二十二普里米吉纳军团（派驻於高地日耳曼），则是第十五、第二十二无敌军团。

这些军团名称也许能让团内的兵卒士气高昂，但不需朱利斯·奇维里斯在此指责，原本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也只让人觉得好玩罢了。

而朱利斯·奇维里斯继续对族内的有力人士进行下列演说：


我们辅助兵不论在步兵骑兵上，能力都已经不输给罗马军团兵。只要我们登高一呼，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各个部族绝对会起身呼应。就连住在莱茵河西岸的高卢人，也会在日耳曼血脉的呼唤下与我们同进同出。最后这股反罗马的风潮势必会席卷整个高卢地区。而现在罗马人内斗，正是起兵的好时机。就算攻击支持维特里斯的莱茵河军团基地，维斯帕先派的各个军团既没有意愿驰援，也没有那种余裕。



这场演说大为成功，巴达维族的各个有力人士深表赞同。

不过朱利斯·奇维里斯并未立刻展开行动。他首先悄悄连络住在莱茵河河口西方，位于巴达维族西侧的加尼伐提族。这个部族语言风俗都和巴达维族相同，但因为部族较小，地位有如巴达维族的下属。加尼伐提族也传来令朱利斯·奇维里斯满意的消息。之后他随即呼吁位于莱茵河河口北部的弗利吉族，同样也得到预期中的答案。於是朱利斯·奇维里斯至此已经树立了莱茵河河口周边部族的共同战线。

完成上述工作之后，奇维里斯派遣密使，连络经历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后，回到高地日耳曼的主要基地梅因兹的辅助部队。这个辅助部队也成功受到收买。当打着维斯帕先派旗帜的多瑙河军团接近义大利，维特里斯下令部队南下时，这个部队不但抗令，而且北上与奇维里斯会合。

完成这些确保同志的过程后，朱利斯·奇维里斯正式展开反抗罗马的行动。他首先袭击莱茵河口最前线的碉堡守卫队。依照罗马军的惯例，最前线基地只有部队长与数个军团兵，其他兵员大多是由行省兵负担。由于该基地的队长认为无法坚守，因此放弃防御。於是朱利斯·奇维里斯反罗马的第一场战斗，取得了不战而胜的成果。之后攻击的数个碉堡也同样是由行省兵防卫，因此没有遭到太大的阻力。

朱利斯·奇维里斯处置高举双手走出碉堡投降的行省兵时手法相当巧妙。因为他原本就假借维斯帕先派的名义行动，所以完全没有提到反抗罗马的任何一句话。奇维里斯只是告诉投降的士兵要在自己的指挥下作战，或是返乡自食其力，都是士兵的自由。然而行省出身的士兵，往往都是因为在故乡走投无路才志愿担任罗马军的辅助兵。对他们来说，打着维斯帕先派名义的奇维里斯无疑是个罗马军的将领。因此他们这时还不知道，加入指挥巴达维部队的奇维里斯旗下其实是一场叛变。

朱利斯·奇维里斯进行叛乱的方法实在相当巧妙。他以罗马帝国的最北端为起点，逐步延伸到整个莱茵河下游地区的低地日耳曼行省。就算要从义大利派遣军队镇压，光是行军到这里就要花上两个月。

出击成功之后，奇维里斯开始以莱茵河为中心向东西两方面招募同志。在东方招募到布鲁克提里族与田克提里族。这两个部族是和罗马没有交情的未开化族群。而在西方则争取到了涅尔维族与通格里族。这两个部族都是居住在莱茵河西方，由凯撒征服之后纳入行省系统的日耳曼裔高卢人。而在罗马军中也有不少这两个部族出身的辅助兵。这时低地日耳曼军团已经对朱利斯·奇维里斯展开行动，但他们还不知道这两个部族已经站在奇维里斯这一边。因此用于镇压奇维里斯的军队也带着这两个部族出身的辅助兵同行。






日耳曼民族居住地区分布图（·代表莱茵河军团基地位置，-代表现代的国界）




於是在战场上发生了让人惊愕的事件。这两个部族出身的辅助兵原本配置在罗马军的两侧，当发出战斗命令时竟然原地不动。然而真正原地不动的也只有最初的短时间内，等他们开始行动时，已经整队投靠奇维里斯。於是在场的罗马人不论是士兵、百夫长或是大队长全遭歼灭。

朱利斯·奇维里斯趁势用同样的手法夺得了莱茵河舰队。由于水手和摇桨手都由行省民众担任，奇维里斯只需杀死舰长阶级就好。夺得莱茵河舰队在战术上有极大的意义。因为罗马军团的基地都沿着莱茵河设置，如此一来奇维里斯可以从水陆双方面展开进攻。




围攻罗马军



朱利斯·奇维里斯的叛军这时已经强盛到掌握莱茵河两岸的日耳曼诸部族。於是他开始正式攻击罗马的军团基地。首先他挑上了位于威提拉（今占田），人称「卡斯特拉·威提拉」（威提拉军团营区）的基地。这个军团基地位于一连串莱茵河防线基地的最北方，是第五云雀军团与第十五无敌军团的驻扎地。不过西元69年时，这两个军团的精锐为了支持维特里斯作战已经前往义大利，剩余的兵力只怕不满五千。奇维里斯军此时高举罗马军辅助部队队旗，派军包围此地。之后朱利斯·奇维里斯派遣使者前往基地，要求对方向新皇帝维斯帕先宣示效忠。

对留守占田基地的军团兵来说，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其他同袍前往义大利为维特里斯作战时改支持其他人物。因此他们当然拒绝这项提案。於是在朱利斯·奇维里斯指挥下，由正面的莱茵河与其他三方面的包围攻击战立即展开。

在低地日耳曼发生战斗的消息，数日后便传到了高地日耳曼最重要基地梅因兹。当时身在梅因兹的高地日耳曼司令官是夫拉克斯。自从低地日耳曼司令官维特里斯到义大利登基称帝之后，他身兼高地低地日耳曼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因此防卫占田的工作也就是他的任务。

然而又老又病的夫拉克斯只是因为旗下士兵支持维特里斯，所以才虚应故事。他本人比较倾向於支持维斯帕先。而夫拉克斯之下的军团长绝大多数都属于维斯帕先派。也就是说高地日耳曼的三个军团中，军官与士兵之间想法有段差距。尽管这时问题还没有表面化，但是编组占田援军的动作因此稍有延误。

不论如何，援军总算是编组完毕了。离开梅因兹冬季营区的第四与第二十二军团挥军北上，并且计画在波昂与第一军团、在诺依斯与第十六军团会合，以四个军团的兵力攻击叛军。不过虽然号称四个军团，但实际人数并不满二万四千人的编制。正确数字虽然不明，但是考虑到义大利内战的需求，只怕目前人数不满标準建制的五成。

援军的指挥当然是由夫拉克斯担任，不过他虽然同行至诺依斯，但其后将指挥权交给了年轻的狄留士·渥克拉。渥克拉是派驻於梅因兹的第二十二无敌军团军团长。

然而由梅因兹沿着莱茵河行军至占田的过程却无比艰苦。首先确保粮食的过程就相当不顺利。这是因为农民知道大战将至，纷纷把农作物藏了起来，就算花钱也未必买得到手。而人在空腹状态下脾气通常也比较差，军官阶级与士兵间的隔阂这时开始明显浮上台面。由于对指挥官不信任，士兵开始不守军纪。不过渥克拉的苦心总算有了结果，将军队带到只需行军一天就能到达占田基地的位置。朱利斯·奇维里斯攻击罗马军基地的企图因此难度倍增。不幸的是这时传来了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的结果。





如果要将10月25日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中，维特里斯派战败的消息传到莱茵河下游的占田，以快马传递的方式用不到一个月。也就是说不管是进攻方面的行省兵，或是防御方面的军团兵，在11月底、12月初时一定都已经知道维特里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这时莱茵河下游已经是连野兽都行动迟缓的严冬。而德意志境内的冬季会伴著冰冷的阵阵雨水到来。「莱茵河军团」的士兵知道自己所支持的维特里斯败北时，心情也仿佛德意志的冬天一般，士气暴跌直落谷底。

然而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的结果对朱利斯·奇维里斯来说也不是好消息。既然罗马帝国的皇帝已经铁定要由维特里斯换成维斯帕先，他就再也不能以逼迫宣示效忠维斯帕先的名义攻打罗马军军团基地。因为不管皇帝换成什么人，罗马的军团兵都有宣示效忠的义务。这些身在维特里斯派的莱茵河军团兵，迟早也得宣示效忠维斯帕先。

事已至此，朱利斯·奇维里斯也只好脱掉维斯帕先派的面具。到这时候已经人人都明白，这是一场行省兵对军团兵的战争。

然而莱茵河军团的士兵士气实在衰退得太厉害。他们知道维特里斯落败时的失望，不久便转成对军官阶级的不信任与愤怒。原本仅止于怀疑军官阶级期望维特里斯战败的猜忌，至此一转成为确信。愤怒失控的士兵攻击老司令官夫拉克斯的休息室，将他从床上拖下杀害。渥克拉化装成奴隸逃亡，才因此躲过一劫。

而这时又传来梅因兹军团基地遭到袭击的消息。这是由朱利斯·奇维里斯在背后策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袭击的。当听到这个消息后，罗马军有名的铁的纪律马上又复活了，渥克拉也回到军中担任指挥。为了拯救梅因兹基地，第一、第四、第二十二军团在渥克拉指挥下转头南下。因为要是梅因兹被人攻陷，莱茵河防线也就宣告崩溃了。

梅因兹防卫战虽然成功，但这段期间内朱利斯·奇维里斯呼吁日耳曼裔高卢人的作战也颇有成果。这是因为他先表现出军事作战成果，之后开始四处拉拢的手法相当正确。这时高卢的有力部族特雷威利与林格涅斯表示愿意与奇维里斯合作。




高卢帝国



特雷威利族是定居在摩泽拉（今摩泽尔）河周边的部族。自从凯撒将他们纳入罗马霸权之下，他们的根据地就一直在今日的多利亚。这个地方古代名为奥古斯塔·特列维罗姆，由这名字可知，这是莱茵河基地群的心腹要地，由罗马人都市化发展经济至今已经最少过了百年。同样际遇的林格涅斯族的居住地就紧临在特雷威利族的南边。换句话说，朱利斯·奇维里斯掀起的反罗马风潮已经传到了高卢中部。

代表特雷威利族参加反罗马战线的是朱利斯·克拉西克斯、朱利斯·都铎、朱利斯·范伦铁诺三个人。从他们的「朱利斯」家门名可以得知，这三个人都是部族内的有力人士。

而林格涅斯族的代表人物为朱利斯·萨比努斯。这个人一向标榜自己是一百二十年前高卢战争期间，由凯撒与当地女子间的私生子后裔。他连个人名都取和凯撒一样的名字，所以全名叫做盖乌斯·朱利斯·萨比努斯。不过就算凯撒知道自己的子孙有人起兵反抗罗马，只怕也顶多笑一笑，说声这真伤脑筋。不管怎么说，总之反罗马的领袖全是由凯撒当年赐家门名「朱利斯」的仕绅后裔，而且全部都有在罗马军中担任辅助部队队长的经历。其中两个人还曾经参加过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以朱利斯·奇维里斯为首的这五个人在科隆密会，宣誓结成共同战线。

会议的地点之所以选在科罗尼亚·阿古利庇内西斯（今科隆），是因为这个地方是莱茵河沿岸行省居民居住的最大的都市。

将居住在此的乌比族拉入己方阵营，可以有助於将目前行省「兵」对抗罗马兵的形式，转向成为行省「民」与罗马兵对决的形式。只有将民间人士拖下水，才能彰显这是一个脱离罗马独立的运动。因此会议时乌比族的代表也有列席。而在这个方面，表明全部族参战的特雷威利族与林格涅斯族列席的意义也相当重大。可见朱利斯·奇维里斯之精明，这点连塔西图斯都讚不绝口。






高卢地区整体图




而在这次科隆会议之后，才正式决定要创设「高卢帝国」。这个建国计画相当庞大，整个帝国统括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西岸的日耳曼裔高卢人，以及西至庇里牛斯山脉的高卢人，还要将罗马人赶回阿尔卑斯山以南。这个独立建国的计画有些像是在后世英法等殖民帝国兴起的殖民地独立运动。不过若是计画成功，整个阿尔卑斯以北会恢复当年朱利斯·凯撒开打高卢战争前的状况。有趣的是这场会议中使用的是拉丁语，而高卢帝国一词也以拉丁语表示。这一点也有点像是后世殖民地独立运动时，不得不使用宗主国的语言进行反宗主国运动一样。不过这些「朱利斯」的企图会失败的原因，却是在后世的殖民帝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总之在确认了建立「高卢帝国」的愿景之后，领头的数位「朱利斯」更是士气高昂。而且之后马上发生了值得当成预祝高卢帝国建国的事情。

这件事就是12月19日罗马的坎比德利欧神殿烧毁的消息。这个神殿原本是献给罗马诸神中最高位的朱比特神。神殿失火的消息对于日耳曼人以及日耳曼裔高卢人来说，正是诸神也放弃了罗马人的证据。因此脱离罗马独立的气势更是高涨。精明冷静的奇维里斯也许不会接受这种迷信，不过既然同志们要相信，对他也没有妨碍。而且朱利斯·奇维里斯早已认为罗马帝国正逐步走向崩溃。

坎比德利欧神殿失火烧毁的消息同样也传到了身在莱茵河畔的罗马军团兵耳中。而后紧接着传来了维特里斯遇害的消息。渥克拉要率领这些落魄失意的士兵，更是难上加难。尽管时局艰困，死守整条莱茵河防线的重责大任依旧扛在渥克拉的肩上。他必须守住防线关键的梅因兹、波昂、诺依斯、占田等各个军团基地。然而挡在波昂与诺依斯之间的科隆，实质上已经被朱利斯·奇维里斯鼓动的日耳曼人占领了。而便於传递资讯与运输士兵的舰队，又已经落入敌军手中。

尽管局势不利，在成功守住梅因兹基地后渥克拉再度挥军北上。这是为了解救死守已久的占田基地。他途中先将军队带到了诺依斯基地。

罗马军的「军团」一词定义不只包括由罗马公民志愿担任的军团兵。一般而言要包含和军团兵几乎同数量的辅助兵在内。而西元69到70年间，莱茵河军团的辅助兵虽然因为朱利斯·奇维里斯带动的行省兵叛乱而减少，但仍然有非日耳曼后裔的高卢兵在内。

罗马军不只军团兵衣装统一，连辅助兵的装备也统一。简单来说，前者是重装部队，而后者的装备较轻。这是因为一为主力部队，另一则为辅助兵力，所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特雷威利族的领袖朱利斯·克拉西克斯和朱利斯·奇维里斯联手后，利用衣装统一这一点将部下送进了渥克拉旗下的军团中。罗马人虽然在任何领域都不强迫国民使用拉丁语，但只有军事领域统一使用拉丁语。因此即使出身不同的士兵混进罗马军团，也不会因为语言不同而被识破。

渥克拉在离开诺依斯前往占田解围之前，按例在士兵前发表演说。因为他察觉到士兵沉重的心情，所以发表了一篇声调悲痛，以爱国心为诉求的演讲。

而这时克拉西克斯旗下的士兵已经混入了倾听演说的军团兵与辅助兵之中。这些人大声喧哗打断了渥克拉的演讲。而且事态不仅止于此，他们穿越不知所措的士兵之间冲上讲台，拉下渥克拉之后以辅助兵用的长剑刺进了他的胸口。因为事出突然，站在讲台边的两名军团长也随之遇难。

随后朱利斯·奇维里斯和朱利斯·克拉西克斯立即出现在失去长官、陷入混乱的士兵面前。这两名领导反罗马运动的「朱利斯」要求身为罗马公民的军团兵宣誓效忠高卢帝国。当然，这时候侵入基地的叛军已经将罗马军团兵包围住了。




罗马有史以来最大的屈辱



这些军团兵在历经拥立维特里斯失败，为因应行省兵叛乱而来回行军於冬季的莱茵河畔，现在又失去了指挥官。想必士兵心中只剩下绝望、疲惫与失落的感觉了吧。而陷入这种情况下的人，往往会拼命地为自己将采取的行动找寻理由。

自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改革军制以来，出身行省的辅助兵只要服满二十五年的兵役，就能取得罗马公民权。因为罗马公民权为世袭制，因此辅助兵的儿子有资格志愿担任军团兵。

而重新确认莱茵河为帝国防线，并依照战略在河岸附近的占田、诺依斯、波昂、梅因兹建立永久基地时，已经是二代皇帝台伯留的时候了。在西元69年时，莱茵河军团的七个军团中，除了由不列颠换防至此的一二个军团之外，都是从台伯留时代至今五十年未曾调动的军队。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是守卫莱茵河的罗马军团兵，身上流的血却是行省民众的血。

而即使是出身义大利的军团兵，派驻边境的士兵也往往在退伍后与基地附近的行省女性结婚定居。这时身为父亲的原本就是罗马公民，因此子孙也是罗马公民。换句话说，具有志愿担任军团兵的资格。在这情况下，军团兵身上的罗马血统，在第一代时只有一半，到了第二代时只剩四分之一。「莱茵河军团」在罗马军中顶尖的评价，实际上有一大部分是靠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的血统而来。

在这情形下军团还能继续胜任罗马军团的原因，是因为尽管身上行省血统较浓厚，但大家依旧以身为罗马公民为荣。至今仍然没有人拋弃「朱利斯」的称号，甚至有人以身为朱利斯·凯撒私生子后裔为荣。

但是这也只限於在他们尊敬罗马人，以和罗马人攀上关系而感到光荣时。因为西元69年的这场内战将罗马人的无能暴露至极，使得大家心中失去了对罗马人的敬意。

尼禄时代末期首先起身反抗尼禄的高级官员，是高卢的里昂行省总督朱利斯·维恩德克斯。这名「朱利斯」并非要求脱离尼禄治下的罗马帝国，争取高卢人的独立。他公开表示尼禄不适任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这时他是以罗马人的身份，而不是以高卢人的身份行动。但是如果这个人能活到西元69年底，真不知道他是否还会是个忧国的罗马人。说不定他也会和奇维里斯及克拉西克斯等其他的「朱利斯」一样，思想倾向於脱离罗马、独立创设高卢帝国也未可知。在这层意义上，西元69年的内乱实在是足以动摇罗马帝国国本的重大危机。因为敬意有时会是比武力更为有效的吓阻力。

后来位于诺依斯军团基地的军团兵，在受人强制之下宣誓效忠于高卢帝国。

德国的史学家毛姆森说「在罗马史上曾有坎尼、卡雷，以及条顿布鲁格森林的全军覆没纪录，但是与这次诺依斯的国耻相较都还显得光辉灿烂」。这点笔者也深感认同。在败于汉尼拔的坎尼会战（详见第Ⅱ册）、惨遭帕提亚弓箭手玩弄的卡雷会战（详见第Ⅳ册）、中了日耳曼人策略的条顿布鲁格森林歼灭战（详见第Ⅵ册）时，没有遇到这个暴露罗马人短处的一年。罗马人还能以身为罗马人为荣；行省民众也尊敬罗马人，以和罗马人的关系感到光荣。

因此在坎尼、卡雷，以及条顿布鲁格森林的失败，只是军事上的失利罢了。战败者也才能宁可选择当俘虏，坚拒对胜利者宣誓效忠。

在诺依斯基地发生的事情，后来又在占田军团基地重演。也许占田的军团兵已经绝望地守城到了疲乏不堪的地步。之后守卫梅因兹基地的军团兵也追随其他同袍宣誓效忠「高卢帝国」。除了位于现代瑞士秋利希附近的一个军团之外，莱茵河军团的七个军团，有六个屈服在日耳曼裔的行省兵之下。

史学家塔西图斯当然要感叹这是「未曾受过的耻辱」。甚至这些军团兵尽管已经宣誓效忠高卢帝国，还是被人当成俘虏一样对待。宣誓效忠的罗马兵被带到特雷威利族的根据地多利亚看管。少数拒绝效忠的士兵则当场被杀。於是莱茵河沿岸的军团基地悉数落入叛变的行省兵手中。这是自从朱利斯·凯撒以来，罗马北边的莱茵河防线首度完全失陷。

在西元69年到70年的一年之中，发生了两件动摇帝国国防体制的事件。第一件就是从巴达维族叛变到创立高卢帝国的事件；第二件则是以耶路撒冷犹太人暴动发端，到马萨达要塞失陷为止的犹太战役。以期间来说，前者是从西元69年夏季爆发，西元70年秋季结束，共耗时一年。后者则是从西元66年夏季开始，直到西元73年春季，共花了七年的时间。而后世的学者对这两个事件的关心程度，不知道是否因为将观点放在犹太与罗马两大民族对决上，后者受瞩目的程度极高。而至於前者，除了对罗马通史有兴趣的人以外，往往根本毫不关心。

然而距此大约三十年后，由塔西图斯著作的《当代史》叙述前者花了八十页，对后者却只给了十页的篇幅。也就是说，对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塔西图斯来说，高卢帝国建国事件要更来得令人瞩目。

这是因为犹太战役的结果只会为帝国国防带来间接的影响，而高卢帝国却会直接影响到罗马人的权益。





犹太位于帝国东方国防要地叙利亚与埃及之间，因此对罗马人来说一样是国防重地。然而对罗马人来说，犹太问题真正可怕的是两个可能的发展。第一是可能将事件余波传染到其他地区的犹太人。第二则是犹太民族煽动帕提亚对抗罗马帝国。因此当时罗马人的课题在于，在这两个可能性变成事实之前尽速解决犹太问题。更何况犹太离义大利又遥远。

相形之下，高卢帝国问题的重要程度就无法衡量了。如果朱利斯·奇维里斯的计画成真，罗马立即会在阿尔卑斯山北方多出一个大敌。其势力以莱茵河为中心，东至易北河、西到庇里牛斯山脉。別提什么以莱茵河多瑙河为北方防线的美梦了，帝国的北方防线立即向南退回阿尔卑斯山，而且义大利随时都可能遭到外敌入侵。而这时正在进行犹太战役的军团训练有素、军容壮盛，让出身犹太的纪录者约瑟夫·弗拉维斯称赞不已。相反地，号称全罗马最强悍的莱茵河军团实际上却已经土崩瓦解。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高卢帝国问题的严重性迫在眉睫。即使事隔三十年，罗马人对这两个事件的注重程度依旧没有改变。





与「高卢帝国」问题有关的人，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定居莱茵河西岸，以建设高卢帝国、脱离罗马独立为共同目标的日耳曼裔高卢人。以及和奇维里斯所属的巴达维族一样，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日耳曼部族。再加上住在莱茵河东岸，与罗马长年敌对的日耳曼各部族。

第二，遭上述日耳曼民族背叛的罗马人。

第三，居住在比利时嘉、卢古都南西斯、亚奎塔尼亚三个行省的高卢民族。

如果各位要参照现代国界协助思考，则第一类是荷兰与德国，第二类是义大利，第三类则是比利时和法国。

至於今日的义大利人祖先——古代罗马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真是不浪费一分一秒，活用手上每一分力量，简直就是最佳政治军事对策样本。而且执行时行动也相当迅速。




展开反攻



到达首都后将一切纳入控制之下的穆夏纳斯，也深知「高卢帝国」问题的重要性。他决定调遣义大利的五个军团、西班牙的两个军团、不列颠的一个军团，以及莱茵河军团中唯一幸存的，以温德内沙（今温狄修）为基地的一个军团，共计九个军团进行作战。这九个军团在执行作战时，都排除平时共同行动的辅助兵在外。既然高卢帝国的主力是罗马军的辅助兵，那不管辅助兵是西班牙人或不列颠人，一样具有危险性，因此排除在外。所以，九个军团的总兵力是五万四千人。然而由于没有时间补充因内战而消耗的兵员，实际数字恐怕只有四万左右。由于穆夏纳斯不能离开首都，因此挑选了两个实战经验丰富的将领指挥作战。这两位将领一位叫做凯利阿里斯，另一位名叫葛拉斯。尽管时值寒冬，调兵的命令依旧快马传向了不列颠与西班牙。

遭人背叛时，罗马绝对不会闷不吭声。而这些出身日耳曼的「朱利斯」也心知肚明。然而奇维里斯等人的计算错误就在于，没想到罗马的内战这么快就结束了。

罗马人的反攻，一如罗马人坚决而彻底的风格。然而真正打破这些「朱利斯」美梦的，却是別的「朱利斯」。也就是刚才被笔者分成第三类，属于高卢民族的「朱利斯」。





这些出身高卢民族的高卢人，如果以希腊式称呼的话，就叫做「凯尔特」（Celt）人。当初日耳曼裔的高卢人来邀请他们共同作战时，他们既未赞同也未曾反对。然而当叛乱进行到建立高卢帝国的阶段时，他们也开始有所行动了。凯尔特的有力人士聚集在长年与罗马友好的雷米族居住地举办会议。在会议中讨论今后是要加入高卢帝国，或是留下来协助罗马帝国。

当年朱利斯·凯撒对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都不惜赐予家门名，因此在西岸由凯撒亲自征服的高卢人之中，想必几乎所有仕绅也都获得了「朱利斯」的称号。换句话说，位于今日法国北部雷米族的地盘上聚集的高卢仕绅，也几乎全体都是「朱利斯」。而实际上，会议的主办人、雷米族的族长名字就叫做朱利斯·奥斯比给。再加上克劳狄斯皇帝的开国路线影响，这些人大多身兼罗马帝国元老院议员。

这些人想必已经察觉「高卢帝国」只是虚名，内涵其实是「日耳曼帝国」。而且又想起当初朱利斯·凯撒将高卢纳入罗马霸权下之后，让高卢人免於日耳曼人的侵害。因为在凯撒出现之前，日耳曼人曾经利用高卢部族间的不合，西渡莱茵河宰制当地原住民。而当凯撒对高卢人说「没有罗马人，高卢早晩要屈於日耳曼人的支配」时，高卢人也真的无言以对。原本多亏罗马人守住莱茵河前线，使得高卢人不必烦恼如何对付日耳曼民族。没想到事隔一百二十年，又遇上这个问题了。





会议的结论是不参加高卢帝国。换句话说这些凯尔特裔的「朱利斯」决定拒绝与日耳曼裔的「朱利斯」合作。而且他们不光是消极的不合作，还向罗马表明愿意担任辅助兵的意愿。不过穆夏纳斯表示罗马人惹出的麻烦应该由罗马人自行解决，所以婉拒了这项协助。於是除了莱茵河沿岸的低地日耳曼与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外，整个广大的高卢地区都站在罗马这一边，这个影响相当重大。因为不管是从义大利出发，或是从不列颠、西班牙调度而来的军队，要前往莱茵河沿岸战场时都非经过高卢地区不可。而且除了行军时的安全以外，还确保了粮食补给。以现代的角度来说，就是高卢人对罗马人提供了后勤支援。





就在这一连串动态之下，西元70年的冬季结束、春天到来。罗马也开始从义大利、西班牙、不列颠三个方向朝莱茵河行军。出兵迎击的朱利斯·奇维里斯一改当年在罗马军辅助部队中的短发模样，留着日耳曼式的长发、胡须也遮住半张脸。尽管旗号还是高卢帝国，但这下人人都知道，这次的战斗，还是史上出现过许多次，今后也将继续发生的罗马与日耳曼的对决。





朱利斯·奇维里斯将外形打扮换成日耳曼风格以后，似乎也打算将内涵也全套换成日耳曼风格。日耳曼人相当重用女占卜师，往往由占卜师的卜卦决定是否出击。罗马在向外扩张的共和时期时，也曾经流行过鸡占卜。但自从进入帝政时代后，军团主要任务改为防卫性质，占卜的风气就荒废了。因为当外族入侵时，还要看鸡吃饲料的方式决定是否还手，也未免太不顾现实。

朱利斯·奇维里斯重用的女占卜师名叫威雷达，是住在莱茵河东方的布鲁克提里族的年轻女性。她曾经预言日耳曼民族统治莱茵河西岸的理想，必须借由打倒罗马军完成。这在笔者看来简直是废话。不过奇维里斯当时已经逼迫莱茵河西岸的六个军团向高卢帝国效忠，因此对他来说也许真的有如上天的启示也不一定。朱利斯·奇维里斯为了让这个女占卜师有牲品可以祭神，因此留下一个罗马军团长送给她。不过鲁佩鲁克斯军团长后来在押送的途中自杀。

奇维里斯的日耳曼风俗也反映在俘虏的待遇上。他将掳获的罗马兵送给年幼的儿子当玩具。这并不是让罗马兵陪小孩子玩要，而是将士兵五花大绑，让小孩拿剑刺著玩。

这也许有助於提升日耳曼人的士气，但是却让高卢人加深了对日耳曼人的警戒心。而且罗马人是个当同胞遭到不人道待遇时，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民族。





光是罗马军正式还击的消息，就带动了高卢（凯尔特）裔高卢人对日耳曼作战。在紧临带头创立高卢帝国的林格涅斯族南边的塞克亚尼族主动向北进攻。塞克亚尼族的族长也是一名「朱利斯」，并且曾经参加过雷米族主办的部族长会议。他打算以行动证明和罗马共同作战的意愿，而且还战胜了由朱利斯·萨比努斯领导的林格涅斯族。这场战斗使得高卢帝国的一角因而崩溃。战败的萨比努斯虽然成功逃走，但九年后还是被罗马人找了出来。这个自称凯撒私生子后裔的男人，就在维斯帕先皇帝的命令下处死。





然而这仅止于击溃高卢帝国的一角。朱利斯·奇维里斯依旧带领著巴达维族和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民族，盘据在莱茵河河口及东岸。而科隆、波昂、梅因兹等地依旧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朱利斯·克拉西克斯和朱利斯·都铎率领的特雷威利族则控制了莱茵河西岸。

穆夏纳斯为了代替留在埃及的维斯帕先领导罗马反击，在挑选领队司令与军团长时同样表现出一贯的冷静风格。不管这些军官过去一年曾经为了那位皇帝作战，统统不成问题。挑选军官的唯一基準就是：是否曾经在低地日耳曼或高地日耳曼值勤过。其中一名司令官阿尼乌斯·葛拉斯曾经担任过高地日耳曼驻军的军团长；另一名司令官贝提留斯·凯利阿里斯则曾在低地日耳曼当过军团长。因为要和当地出身、享尽地利的日耳曼人作战，就需要有和对方一样的知识与经验。

罗马共派遣了九个军团，从义大利、瑞士、西班牙、不列颠向莱茵河前进。不过凯利阿里斯身为典型的前线军官，并未等待全军聚集就开始行动。他到达惨遭破坏、只剩残兵的梅因兹时，旗下的兵力应该只有从义大利带来的五个军团吧。凯利阿里斯依旧决定带领这些士兵进攻特雷威利族的根据地多利亚。至於从西班牙、瑞士、不列颠赶来的其他军团，则交给葛拉斯统领。他不希望浪费这个适合作战的春天。

尽管人数只有二万，罗马军的主要战力军团兵依旧强悍得很。从梅因兹到多利亚之间只须沿着罗马街道前进，然而由于这里是山路，所以没办法像在平地上一样迅速进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一天行军九个小时。罗马军制中，每天标準行军时间是五小时，所以这已经是急行军的速度。士兵身上带的装备不多，也是他们在山区还能高速行军的原因之一。因为有特雷威利族西方的雷米族可於此刻提供他们后勤支援。

当他们到达摩泽尔河畔后，开始进攻特雷威利族的根据地多利亚。战斗虽然激烈，但是依旧成功了。罗马军的士兵在战胜后，主张要把整个多利亚拆毁烧掉，杀光所有的居民。因为这是杀害渥克拉等军官的朱利斯·克拉西克斯和朱利斯·都铎的故乡。战胜者一向有贩卖掠夺来的战利品和奴隸的权利，但士兵主张放弃这些利益，要烧杀殆尽、把多利亚夷为平地。




胜利与宽容



凯利阿里斯司令官对着主张复仇的部下训话了：

罗马人相互间的内战已经结束了。连小孩都知道的罗马军团兵旺盛斗志，应该重新对着外来的敌人。说完这句话之后，凯利阿里斯将士兵的注意力转到宣誓效忠高卢帝国后，被强制送到多利亚过着苦日子的罗马军团兵身上。

虽然友军攻下了多利亚，这些人还是没有从狭隘的破房子和帐篷中冲出来，也没有为了重新获得自由而兴奋地拥抱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过，而且对犯下这些罪过的自己感到可耻。明明危机和恐怖已经过去了，这些人还是躲在小屋和帐篷里。描绘这种情境的一流高手塔西图斯在史书中是这么写的:「仿佛连待在阳光下都感到恐惧」。

士兵们顺着凯利阿里斯指的方向看过去以后，才想起了这些遭俘虏的同袍。这时士兵们开始对着狭隘的小屋和破旧的帐篷呼唤，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当士兵们把视线回到凯利阿里斯身上时，虽然没有说话，眼泪却几乎夺眶而出。於是凯利阿里斯把握这个机会继续对士兵训示。

这些人会舍弃罗马帝国，向蛮族的帝国效忠，不过是受到命运作弄罢了。如果要追究他们不名誉的行为与之后凄惨遭遇的缘由，是因为他们的司令官和军团长对皇位的野心，还有遭到敌方恶意利用这个机会的结果。所以，一切将从今天起重新开始。至於他们过去的行为，皇帝（维斯帕先）及身为司令官的我都打算付诸流水。

凯利阿里斯继续对士兵说着。他命令士兵将这些变节的士兵迎回为攻打多利亚所兴建的罗马军营区。并且强调，不得嘲笑、侮辱、冷淡对待变节的士兵。





就在士兵为可怜的同袍脱下衣物洗刷身体，并準备新的军团兵军装时，凯利阿里斯利用这段时间召集了因为滞留在多利亚而被捕的特雷威利族、林格涅斯族仕绅，并向他们发表下列谈话。根据历史记载，贝提留斯·凯利阿里斯在九年前西元61年时，曾经由当时的尼禄皇帝任命为驻不列颠第九军团军团长，因此西元70年时，应该已经五十几岁了。根据塔西圆斯的记载，这个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将是这样说的：


「我个人并不是擅长演说的政治家或律师，因为我是个选择以武器让众人承认罗马公民存在意义的人。话说回来，如果考虑到你们现在的状况（败者的状况），我想你们还是听听我拙劣的文词比较好。现在罗马与特雷威利族及林格涅斯族之间的战斗已经结束了。我认为你们与其心怀恐惧，不如冷静听听我说的话。




我希望你们回想起来，当初罗马人来到你们的土地以及其他高卢人的土地时，并非为了罗马人的征服慾，而是受到你们的祖先请求。在这之前（凯撒征服之前）的高卢地区，部族之间相互征战，整个民族濒临毁灭。凯撒接受高卢人的要求，进入高卢地区后，別的高卢部族却向日耳曼的奥尔及托列克斯请求支援。然而这个日耳曼人却打算借机把高卢掌握在手中。至於日耳曼人的战斗能力有多强，你们只要想想后来罗马人被逼对他们作战多少次、付出多少牺牲就足以了解了。我们罗马人采取了建立莱茵河防线的策略。当然，第一个目的是为了防卫义大利。但是这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整个高卢被奥尔及托列克斯（败给凯撒的日耳曼战将）的子孙统治。难道你们认为现在由奇维里斯带领的巴达维族和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和他们活在凯撒时代的祖先不同。他们会对高卢人有好感、温和对待高卢人吗？如果你们这么想，那就是在做梦。




到今天已经过了一百三十年，日耳曼民族却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们还是没有放弃渡过莱茵河侵略高卢的想法、不愿与其他民族融合、认为掠夺其他民族的所有物是理所当然的事、讨厌过定居的生活。当他们离去之后，只会留下荒芜的无人地带。日耳曼民族当然会觊觎肥沃的高卢地区所有权。




而日耳曼人要拉拢高卢人时，总会拿出自由和独立这两句话。但是各位请不要忘记人间的现实情况。有史以来打算支配其他人的民族，毫无例外地一定都会祭出这两句口号。




不可否认的，在（凯撒将高卢统治）回归罗马法之前，罗马人是以武力支配高卢地区。然而当罗马人成为征服者之后，我们却将胜利者的权利用于确立帝国整体的和平。没错，我们为你们增加了缴纳行省稅的义务。可是要维持民族间的和平时需要士兵，有了士兵就需要给付粮饷，要给付粮饷又不得不必须抽稅。




罗马对高卢的唯一要求，就是行省稅。其他一切事务，统统都由你们自治。不只如此而已，自从这个政策路线创始人凯撒的时代起，我们录用了不少高卢人担任军中要职。我们不是连行省的总督都交给高卢人担任吗（此指尼禄时代的朱利斯·维恩德克斯）？毫无歧视、开放门户，就是我们罗马人的方针（此指克劳狄斯帝改革后开放元老院席位给行省人）。如果在位的是英明的皇帝，会为行省民众带来利益。这点对我们罗马人来说也是当然的。可是在位的如果是昏庸的皇帝，直接受害的就是我们这些待在他身边的罗马人。然而这就好像干旱水灾等等天然灾害一样，皇帝英明不英明，或者昏庸的皇帝不管朝政、强取豪夺，我们也只有在能忍耐的限度下忍耐而已。如果你们认为让特雷威利族出身的都铎或者克拉西克斯统治的话，万事就一路顺风，也不必缴纳稅金，那只不过是个梦想。他如果要考量到自己所属的部族安危，还是必须设法防卫日耳曼人或不列颠人的。




如果你们成功地将罗马人赶出高卢，虽然我不认为上天会允许，不过要是上天允许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会演变成什么局面？只怕整个帝国将陷入无穷无尽的战争局势吧。




罗马人经历八百年的漫长岁月，活用自己的幸运、自我要求严格的纪律，并且打倒意图破坏和平的人，借以确立了自身与他人的和平局面。




但是，如果这个和平遭到破坏，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你们高卢人。因为引发战争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对于黄金与财富的慾求，而现在黄金和财富正在你们的手上。




所以，我希望你们在仔细思考后才下决定。请你们想想你们和平、安全又繁荣的村落，还有在那里不论征服者被征服者都在平等权利下生活的事实。请你们想想这是不是值得深爱与尊敬的事。




你们和其他高卢人不同，已经有了和罗马作对的经验。请你们依据这个经验想想：是要继续加入一定会为你们带来毁灭的叛乱；还是回到我们罗马人这一边，成为共存共荣的同志。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做个抉择。」







光是凯利阿里斯的这场演说，已经足以说服特雷威利族与林格涅斯族的仕绅。也就是说，位于罗马帝国内部，住在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裔高卢人也脱离了高卢帝国，回归罗马帝国体系。只剩下日耳曼部族的敌军，也因此失去了自称「高卢帝国」的资格。

朱利斯·奇维里斯也知道事态严重。他和出身特雷威利族且决意继续反抗罗马的朱利斯·克拉西克斯联名送信给凯利阿里斯。信中表示如果凯利阿里斯有意担任高卢帝国皇帝的话，他们愿意协助。而这名罗马武将连回信都懒得回。奇维里斯并未善罢甘休，将信件的副本送到身在首都的图密善手上。他们期盼借由图密善的控诉，让担心前线司令官背叛的穆夏纳斯把凯利阿里斯解任召集回国。然而当维斯帕先年轻的次子将信件转给穆夏纳斯后，穆夏纳斯只是扫过一眼，就将信件丟到垃圾堆去。於是奇维里斯和克拉西克斯必须同时面对已经光复莱茵河西岸，并朝河口猛攻的凯利阿里斯；以及完成集结，由葛拉斯指挥进攻的两股罗马军。





尽管且战且走，日耳曼人的表现依然相当英勇。不过朱利斯·克拉西克斯和朱利斯·都铎双双阵亡，而朱利斯·奇维里斯的妻子和妹妹都被罗马军俘虏。这是因为日耳曼人有携家带眷参战的习惯。被逼到绝路的奇维里斯，如果能支撑到冬天，或许还可以喘一口气。但是勇猛的凯利阿里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这名巴达维族的领袖走投无路，最后要求和罗马军会谈。双方的会谈就在莱茵河河口的浅滩上举行。





笔者推测，也许朱利斯·奇维里斯和贝提留斯两个人之间互相认谶。这两个人在西元60年时，亦即十年前都在低地日耳曼军中。前者担任辅助部队队长，后者则是军团长。而前者在西元61年时，后者则在西元62年起派遣到不列颠进行数年的征服战。后来两个人分道扬镳，奇维里斯回到了低地日耳曼；凯利阿里斯则调职到多瑙河战线至今。两个人的年龄相差应该也不到十岁。虽然奇维里斯在军中的资历较久，不过凯利阿里斯是维斯帕先的远亲，和维斯帕先一样是苦干实干爬上今天的地位，同样活像是在军中长大的人。而在罗马军中，当总司令召开作战会议时，罗马军官和行省的辅助部队队长同样得以参加会议。奇维里斯会决意与凯利阿里斯直接会谈，而凯利阿里斯也在没有追加任何条件的状况下答应，相信是因为有上述的背景所致。

至於会谈中讨论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塔西图斯的《当代史》，就结束在奇维里斯刚开口说话的时候。这并不是塔西图斯到此停笔，而是之后的部分在经过中世纪以后失传了。不过虽然不知道两个人之间对谈的内容，其后的结果倒是可以在此报告。

巴达维族既没有灭族也没有被贩卖为奴隸，和作乱之前一样继续成为罗马的同盟部族。因为并未纳入罗马的行省体系，所以不须缴纳行省稅。而且能在罗马军中担任辅助兵兵役的权益还是和过去一样。

朱利斯·奇维里斯并未被处死，但是也没有和以往一样继续担任巴达维族部队的队长。过去在高卢人里曾有背叛凯撒的维钦及托列克斯，而在日耳曼人中则有曾於条顿布鲁格森林歼灭三个罗马军团的阿尔米留斯。这两个人都在多部史书中留下遭处刑的纪录。然而事关奇维里斯，却没有任何史书留下处刑的记载。连之后关于奇维里斯的生死，都完全找不到任何资料。笔者推测他可能是恢复了平民身份，躲在莱茵河东岸的某个地方静度余生。因为他被罗马人俘虏的妻子和妹妹同时也从史上消失，好像被送到他身边去了一样。

至於受到奇维里斯重用的女祭司威雷达则在义大利度过余生。也许是罗马人认为，将白天依旧阴暗的森林国度中出身的女巫，送到阳光普照的义大利的话，女巫的法力也会跟著衰退也不一定。后来这个女祭司在义大利开业当占卜师，据说生意相当不错。

於是历经不到半年时光，「高卢帝国」就崩溃了。即使加上之前朱利斯·奇维里斯带领巴达维族反抗罗马人的日子在内，也不满一年。不过罗马人处理「高卢帝国」问题的态度值得让人注意。

第一，变节向高卢帝国宣示效忠的军团兵，就在一句「付诸流水」之下受到宽恕。这些罗马公民不但背叛了祖国，而且身为罗马正规军，竟然违背了罗马的军规。如果活在现代，绝对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第二，身为罗马帝国行省居民，却接受日耳曼人引诱，试图独立创立高卢帝国的特雷威利族与林格涅斯族，同样也未曾受到任何处罚。除了阵亡的人以外，这两个部族中唯一遭判刑的仕绅，就只有带头叛乱的朱利斯·范伦铁诺而已。

第三则是之前叙述过的对巴达维族的处置。尽管这个部族带头引发叛乱，但是罗马依旧维持一贯「付诸流水」的方针。





在这一连串的战后处置中，找不到「报复」的影子。也就是说罗马人觉得与其选择「胜利者的权利」，还不如选择「宽容」。这并不是罗马人开始崇尚人道主义，而是认为这是最有效的处置。

这些处置是否由凯利阿里斯独断决定的呢？

按照罗马军的传统来说，前线司令官几乎拥有无限的裁决权。比方说当年与汉尼拔之间的和谈就是由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决定。而凯撒在征服高卢之后，战后处理也由他个人决策。而科普洛由尼禄皇帝手上接下了进行决战用的部队后，竟然未经战斗就与帕提亚迳行讲和。

虽说这些前线司令官的决策，事后都必须经由元老院议决、公民表示赞同，才能立法成为政策。不过鲜少有事后会被元老院推翻的。

然而凯利阿里斯并非上述罗马史上的大人物，而且对手并非强大的敌国，而是行省民众的叛乱。当罗马决定派遣九个军团镇压时，其实已经有胜算了。既然已经胜券在握，战后处理的方针应该也已经明确订定了。

根据笔者的想像，在凯利阿里斯从义大利出兵之前，应该已经接受穆夏纳斯在战后处置上的指示。因为这个时期的穆夏纳斯正在义大利忙着确立维斯帕先的帝位，而他采取的正是「宽容」而非「报复」的方针。

这个冷静的政治家不会和维特里斯一样，重蹈欺凌败者、累积怨恨的覆辙。而且他很巧妙地，将因为存心报复维特里斯，把支持维特里斯的克雷摩纳夷为平地的安东尼·普里姆斯降职。这足以证明他深知相互报复最后只会导致国家崩溃。

穆夏纳斯设法让元老院通过对被卷入战局的北义大利民众的赔偿案。不仅如此，赔偿对象还包括支持维特里斯的克雷摩纳居民在内。换句话说，在义大利境内也正在执行「付诸流水」的政策方针。属于前任皇帝维特里斯的派系中，只有亲弟弟鲁其乌斯一个人遭处刑。就连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士兵都未遭处死。

话说回来，人如果心中不服气，就算是有上司的命令，也不能妥善执行。凯利阿里斯应该也认同穆夏纳斯的作风。正因为如此，当其下的士兵吼著要报仇时，他才能压制住士兵的忿恨，并且接纳「变节」的军团兵。之后接纳曾经一度敌对的行省民众，让他们重新接受罗马霸权。甚至让叛乱的主谋者奇维里斯放下武器。

不过笔者认为，穆夏纳斯和凯利阿里斯之所以选择宽容、放弃报复，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也许罗马人认为从巴达维族叛变到建立高卢帝国，这个事件的真正责任还是在罗马人身上；而且连日后的塔西图斯都写道这「不过是罗马人内哄的余波而已」。如果不是一年之中换了三个皇帝，每个派系之间的军团兵互相冲突，也就不会引发行省兵的叛乱了。如果罗马人不表现出自己的无能，行省民众也不会认为罗马人不足为惧，而高卢帝国事件也根本就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笔者认为穆夏纳斯和凯利阿里斯就是充分了解上述原由，才决定选择了「宽容」的路线。

就是因为如此，这两个人的冷静与宽容之间才不会有所矛盾。凯利阿里斯在贯彻「付诸流水」方针之后，下一个任务就是亟需「冷静」的工作——与同袍葛拉斯一同重建莱茵河防线。




重新编组莱茵河军团



西元一世纪后半时，莱茵河军团因为要分兵进行不列颠征服战，所以兵力从一世纪前半的八个军团减少成七个。分別为低地日耳曼三个、高地日耳曼四个。

这七个军团经历高卢帝国事件之后，唯一毫发无伤的，只有以今日瑞士秋利希附近的温德内沙（今温狄修）为基地的第一军团。不过主要的原因似乎在于他们受维特里斯皇帝命令南下义大利助阵。基於同样的理由，占田基地的第五军团也免於解散。因为这个军团的大部分部队都前往义大利，向高卢帝国效忠的只有少部分。另外，这个军团拥有由凯撒创立的荣誉，不能轻易的说解散就解散。因此整个军团被调任到多瑙河流域的莫埃西亚行省。另外还有一个没有被解散的军团，是派驻於梅因兹基地的第二十二军团。这个军团的军团长渥克拉不畏险境、尽忠职守，然而军团兵竟然坐视军团长死于行省兵的手中。因此上级下令今后第二十二军团必须将功赎罪，从此以后军团的银鹫旗必须加上渥克拉的家纹。

除此以外的四个军团都遭到解散。并非皇帝担心军团今后可能再度引发事件，而是为了身为军团兵竟然向其他民族宣示效忠的不名誉行为负责。不过虽然军团解散了，军团兵并未全体除役，而是分批发放到重新编制的军团之中。毕竟要是一下子多出二万个走投无路的军团兵，有可能因此产生社会问题。

至於支援主要战力作战的辅助兵，既然巴达维族都能回到叛乱前的情形，其他部族的待遇自然也比照办理。唯一不同的是制度上有一点小变化。

在叛乱之前，是由各个部族的仕绅指挥同一个部族出身的士兵。但今后改由罗马人或其他部族出身的人担任指挥官。但是没过几年，又改回了原来的制度。毕竟这项新制度不方便，还是由同样出身地的人带领士兵才好率领。尽管所有制度都回到过去，但是从此以后二百年内都再也没有发生行省兵攻击军团兵的事件。可见西元70年的宽容路线有其效果。

尽管罗马人在帝国的西方如此宽容，但在帝国东方的反应又不同了。高卢帝国问题与犹太战役是同一时期的事件，而罗马人的反应却完全不同。原因在于这两个事件的性质不同。




犹太问题



从西元66年夏季爆发，到西元73年春季歼灭马萨达要塞为止的「犹太战役」，是一场行省民众争取独立寻求脱离罗马霸权的运动。在这一层意义上，犹太战役和巴达维族叛变引发的高卢帝国建国事件一样。但是两个事件的内涵却大不相同。犹太战役是原本就应该会发生的事情。不管执政的罗马人如何尽力施行善政，顶多也只是把问题往后拖延罢了。也就是说，住在犹太地区的犹太人迟早会起兵反抗罗马。如果从犹太人与罗马人之间思考模式，亦即文化差距的角度来考虑，只能说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战争。

犹太民族的特殊性其一，在于他们所居住的巴勒斯坦一带，传统上位居大国叙利亚与埃及之间。如果他们位于黑海的东岸的话，也许犹太人的历史也会有点不同。由于位于两国的通道上，因此往往受到叙利亚和埃及双方垂涎，而这时埃及和叙利亚却在罗马的统治之下。

第二个特殊性在于他们是极为优秀的民族。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越是优秀的民族越是不容易驾驭。正因为优秀，所以即使打压到底也还会有反抗的能力与意志。

特殊性之三则在于犹太人与古代希腊人同样有相当强的迁徙倾向。比方说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在各个都市里都有犹太人的社区存在。而且和希腊人不同的是，居住海外的犹太人和本国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具体来说，不论犹太教徒身在何方，每年都有捐献二德拉克马给耶路撒冷大神殿的义务。和犹太民族相反的，在义大利的希腊殖民都市希拉沙克、塔兰特的居民，除了四年参加一次奥林匹亚运动会以外，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希腊血统。即使哥林斯灭亡了，纯由哥林斯移民构成的撒拉克撒民众也不会因此起兵复仇。但是如果有人试图让耶路撒冷灭亡，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有可能因此作乱。学术界认为，当时住在海外希腊裔城镇的犹太人要比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多。

第四个特殊性在于犹太人并没有将其他民族纳入统治下的经验。犹太人尽管有大卫和所罗门王等独立时代，但是仅止于民族独立，并未建设将其他民族纳入统辖下的大帝国。而且这些时代只佔犹太史的一小部分。即使不回溯到巴比伦奴役时代，光是最近就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海乐尼兹王朝，亦即希腊裔国家的统治之下，而后又转由罗马统治。

我们现代人一听到这是长年受外族统治的民族，首先会认为他们饱受欺凌，并报以同情。不过我们也要知道，既然长年受人欺凌，精神结构也会因此跟著改变。

具体来说，就是自卫本能变得十分发达，而思想也随之失去弹性。还有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会过度反应。为了要在严酷的现实中求生，往往容易逃避到梦想中。犹太教之所以期盼救世主降临，也就起因於此。

第五个特殊性在宗教方面，应该可说是犹太人的特殊性之极致。以希腊和罗马为首的多神教诸神，只是守护凡人、协助凡人的存在。然而犹太人信奉的一神教的神却完全相反，是规范人类应有举止，当凡人触犯天条时，也不惜武力惩戒的存在。於是理所当然地，多神教民族的宗教与政治各行其道，信奉一神教的民族却演变成宗教积极参与政治的神权政体。

再加上犹太人曾经有过在巴比伦奴役时期被强制迁徙外国的经验。对这些人来说，身在国外又要维持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就只有依靠宗教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犹太人心中的国宗，也只有发展成由神统治的国家，亦即神权政体（义大利文Teocrazia、英文Theocracy）。

而有趣的是，在罗马人所用的拉丁文中，找不到代表神权政治的用语。这足以证明古代罗马人根本未曾想像过由神介入人类政治的政体。

如果所有犹太人都一致期待神权政体的话，应该只有犹太人与不能接受神权政治的罗马人相争，而没有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才是。然而即使同为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之间，对于政体的思想也未必相同。

大致上分为以宗教为优先的法利塞教派，以及重视政治现实的撒德凯教派。

除了教派之外，又依居住的地方不同而分裂。比方住在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与住在海外希腊裔都市的犹太人。而就连犹太国内，也分成内陆犹太人与海岸犹太人。而在耶路撒冷又分成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

现代的学者将其概括分类如下：贫困的犹太人是反罗马的强硬派，而富裕阶层则是稳健派。确实，在亚历山大城里拥有一家小店铺的犹太人，确实会比在加拉利亚牧羊的犹太人要来得富裕点。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人对罗马的态度稳健或强硬，若说是受到生活富裕程度影响，不如说是从与外族接触、共同生活的必要程度而来。因为住在城市中的犹太人这方面的需求较高，因此即使出身於个性封闭、自视甚高的犹太民族，也不得不随之变得开明。





至於罗马人如何对应环境复杂的犹太人，请参照第Ⅶ册中卡利古拉帝部分的「罗马人与犹太人」、「希腊人与犹太人」、「台伯留与犹太人」、「卡利古拉与犹太人」等各项说明。笔者在叙述克劳狄斯帝时已经谈过犹太问题了，不过还是在此重新整理如下。

其一，在结束后世称为海乐尼兹时代的三百年之后，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新的统治者。他们提升了犹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使得东方世界的两大势力犹太人与希腊人经济环境平等。

斐洛等开明的犹太人赞颂以凯撒为始的罗马帝政原因就在此。而对于罗马人来说，要让帝国的东半部经济繁荣，也只有让这两个民族自由竞争一途。

其二，由于双方都是优秀民族，因此犹太人与希腊人经常陷入敌对状态。而罗马人则彻底扮演调停角色。从罗马人的统治者角度来说，希腊人与犹太人同样是在统治下的民族。而笔者在第Ⅶ册中介绍克劳狄斯帝的勒令「给亚历山大居民的信」，就是显示罗马一贯调停立场的好例子。

其三则是承认犹太人所主张的「特殊性」，具体而言有以下措施。

㈠只要不构成社会乱源，拥有完全的宗教自由。

㈡每年依旧维持捐赠二德拉克马给耶路撒冷大神殿。

㈢在犹太人社区内部得以执行死刑以外的自治权。但仅限於帝国东方的犹太社区。

㈣免除军务及其他国家公职，但维持开放门户。

㈤维持犹太人每周六的假日。

对于罗马人来说，假日是用于祭祀诸神的日子，而并非每周一次的固定假期。在他们眼里，每周六固定休假，除了祈祷之外什么都不做的犹太人显得很怪异。不过罗马人认为犹太人每周六的安息日是他们的祭日。而多神教的罗马人已经习惯了罗马教以外的宗教节日，因此愿意尊重犹太教的安息日。

帝国的首都罗马有所谓的「小麦法」，是一种免费分发小麦给贫困罗马公民的制度。虽说这是后世大肆抨击的「面包与娱乐」里的面包，但这也是一种兼顾社会福利与争取选民的政策。

依照惯例罗马会每个月发放一次小麦，但有的时候发放日期会遇上周六。在这种情况下，犹太裔的居民便无法到马尔斯广场一带支领小麦。因为这一天除了向神祈祷之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因此配给小麦的官员会将犹太居民的小麦保留到第二天。

官员是不可能为了五个十个人搞特殊待遇的，由此可见在首都有为数甚多身为犹太教徒却又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而同时也证明罗马人是有尊重不同风俗习惯想法的民族。





以上对犹太人的待遇，除了在卡利古拉帝末期时曾经一度恶化以外，自从犹太受罗马直接管辖以来六十年，一直都维持这个方针。但是罗马唯一不能允许的就是在耶路撒冷设立神权政体，因为届时将可能波及到海外的犹太人。为了代替承认设立神权政体，罗马人设法实现了由犹太国王统治犹太地区的政体。如果确立了希律大帝时代的世俗王权的话，就能借此压制设立神权政体的意向。

然而在耶路撒冷设立神权政体才是正统犹太教徒的心愿。这是无论罗马如何让步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两个民族对于「自由」的想法不同。对罗马人来说，所谓「自由」，就是在军事力量维持的和平，以及法律保障的秩序之下，任何人都能自由行事的自由。然而犹太人认为，只有树立神权政体才叫做自由。罗马人六十年来在施政上容忍犹太人的特殊性，也只能让犹太教徒稍微减缓追求自由的脚步，并非让犹太人忘记自由。

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斯，将六十年之后爆发犹太人叛乱的原因归罪给菲利克斯、费斯图斯、阿尔比努斯、弗洛鲁斯四位历任犹太长官的暴政。而罗马史学家塔西图斯也说「犹太人的忍耐一直维持到弗洛鲁斯时代，而在弗洛鲁斯长官任内爆发叛乱」。

这四个人担任犹太长官的时间是从西元52年到66年为止的十四年之间。我们先假设这十四年之中犹太长官的暴政真的是犹太叛乱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帝国的中央政府可以允许地方长官的暴政？而且是在问题最多的犹太地区，时间还长达十四年。

这四个人都是尼禄时代的犹太长官。尼禄虽然在内政上有不少失策，但在涉外方面表现倒还不错。在他任内的十四年之中，除了后期的犹太叛乱之外，还没有其他行省起兵反抗罗马的。虽然说行省统治的直接负责人是总督、司令官、长官，而这些官吏的人选只要沿用台伯留与克劳狄斯帝培育的人才网路即可。但是尼禄在用人方面并不差。

不过尼禄并不是一个人肩负国家责任的台伯留，也不是为了公务鞠躬尽瘁的克劳狄斯。他是个除了皇帝的职责以外，还有许多嗜好的皇帝。比方说诗歌的自导自演、首都中心的绿化等等。如果在位的是台伯留，犹太长官如果犯了错误，会马上被召回国内，送上法庭严厉追究责任，而且在挑选继任人选时，也会比以往更加慎重仔细。因为皇帝的责任有如驾驶四头马的战车，只要有其中一头马驾驶错误，战车会撞上竞技场的观众席，战车和驾驶都将粉身碎骨。而尼禄在这方面便缺乏这种紧张感。

但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不能接受尼禄的施政在犹太地区大幅失误的说法，而且是连续四个人、前后十四年。

关于这个疑惑，以下塔西图斯的这句话也许就能成为解答。

「犹太人之所以成为我们不能忍受的存在，是因为他们不断顽固主张自己和帝国其他地区居民不同」。

在第Ⅶ册中笔者曾经叙述过，罗马人虽然身为征服者，但试图同化被征服民族，建立名为罗马帝国的命运共同体。而希腊人、西班牙人、高卢人、北非人也都赞同、加入这条同化政策路线。然而只有犹太人以一神教为由拒绝。犹太人不但拒绝同化，并且固执於建立神权政体，不断反抗不允许建立神权政体的罗马人。

希腊人虽然长年有憎恶犹太的感情，但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罗马人在社会立场与职业上都没有与犹太人竞争过，因此并未有憎恶犹太的感情。但笔者认为，直接接触犹太人至今已经六十年，或许罗马人也开始抱持著憎恶犹太的感情也不一定。

既然开始讨厌犹太人，犹太人的所有行为举止也会一并成为憎恶的对象。我们可以拿塔西图斯的著述做例子：犹太人的割礼是为了与其他民族产生隔阂；一神教是从轻视诸神而产生的宗教；拒绝服兵役和公职表示他们欠缺爱国心；热心於增加人口是为了超越其他民族；所谓拒绝偶像崇拜，不过是拒绝祭拜人形神像，显示是从轻视人类而起的思想；既不跳舞也不举办体育竞技的犹太教祭典，死气沉沉让人对人生绝望……。当时的反犹太想法大致内容如上。至於犹太教禁止信徒与其他宗教信徒结婚的规定，应该是从犹太人的封闭民族性而来。

四名犹太长官心中也很难保证没有这种憎恶犹太人的想法。而且这四个人和远在帝国西方，与犹太人没有瓜葛的塔西图斯不同，他们必须日夜与犹太人扯上关系，身上又背负有统治犹太人的任务。

现代镇暴警察队长工作上最大的难处，不在于如何驱散抗议人潮，而在于如何控制自己的部下。如果放任部下不管，当队员们心中被抗议群众挑起了憎恶，有可能像猛兽一样袭击群众。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了解身为控制者的手腕有多重要。

前后四任长官的统治会越来越恶化，也许就和长官心中的焦躁有关。虽然情势并不危急，但是这段期间内犹太人展开的反抗运动之多，光是列出发生日期就足足让笔者继续写上好几页。而名为「西卡里欧」（杀人者、短剑党）的恐怖份子集团，活动范围已经扩及整个犹太地区。而自从两年前大神殿重建工程完工以后，耶路撒冷多出了许多失业人口。建立神权政体的大义名分、失业造成的生活不安，再加上中东地区的酷暑，使得当地绝对会发生状况。就是在这种时局之下，直接负责人才需要比以往更加的慎重。然而尼禄皇帝缺乏这种不断监视地方长官行政、事先拟定对策的持续、坚定责任感。




爆发叛乱



所有积怨的引爆点，是从弗洛鲁斯长官为了征收欠缴的行省稅金，从耶路撒冷大神殿没收十七泰连的金币起始的。当青年时期的朱利斯·凯撒被海盗抓住时，海盗向他要的赎身款是二十泰连。而一个泰连相当於六千德拉克马，如果以平民的生活水準来说，相当於五百六十人的年收入。对于弗洛鲁斯而言，这些钱只是代替未缴的行省稅罢了。

但是问题不在金额的多寡。犹太教信徒每年有缴交二德拉克马给耶路撒冷大神殿的义务。对犹太人来说，这是捐款奉献给神的地方，不是储存私人金钱的银行，更不是因为稅金未交齐就可以随意提领的户头。弗洛鲁斯不但未曾反省自己的失礼，反而决定强行镇压引起暴动的群众。这使得犹太人的愤怒更是火上加油。

而且犹太人也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愤怒。犹太人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他们一旦冲动起来，便不晓得中途止步，要一直向前冲到碰壁为止。为了十七泰连发生的暴动就此演变成将罗马势力逐出耶路撒冷的武装行动。这时已经是西元66年6月了。

话说回来，并非每个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参加了暴动。其实在过程中犹太人又分成了稳健派与急进派。急进派是由过去在犹太地区内陆活动的短剑党带头，并成功拉拢耶路撒冷中下阶层居民卷入。而稳健派则是耶路撒冷的上流阶级。

既然犹太人行动不一致，急进派的行动也就更加激进了。一来为了表示自己的思想正确，二来则是为了逼迫上不得不站在稳健派的人放弃立场。而且在这个时期，急进派内部又分裂成两个派系，使得激进的行动有如两派竞争一样愈演愈烈。

畏惧暴徒的攻击而躲进王宫的罗马护卫队，在投降求饶之后竟然全遭屠杀。

稳健派的中心人物大祭司和他的弟弟遭到恐怖份子暗杀。

罗马护卫队屯驻的马萨达要塞则被急进派攻陷。

统治北犹太地区的阿古力巴二世以犹太人的身份出面劝说，却得不到效果。由夏至秋，由耶路撒冷开始的暴动，已经延烧到犹太西部与南部。

住在凯撒利亚等希腊裔都市的希腊人也开始有危机感了。原本希腊人就与犹太人交恶，而危机感使得憎恶的感情立即倍增，也使得这种感情向同在一个都市的犹太人爆发。这种现象并且延烧到了叙利亚。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当地犹太人与希腊人长年的恩怨也因此爆发。总之罗马人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亚历山大由于长官台伯留·朱利斯·亚历山卓不顾自己的犹太身份，采取坚决必然的措施，使得事态没有扩大。然而整个问题已经扩大到必须由管辖犹太的叙利亚总督亲自出马解决。





叙利亚总督凯斯提乌斯身为名将科普洛的后任。但自从就任总督不久后就染上疾病，两年来实务都交由副手穆夏纳斯负责。然而带兵前往耶路撒冷的任务却无法交给旁人代理。由于罗马人考虑到犹太的特殊民族性，因此自从庞培时代至今一百三十年，还未曾派遣过正规军团前往犹太教圣地耶路撒冷。

凯斯提乌斯率领第十二军团与阿古力巴二世的援军南下，一边攻打协助叛变的村镇一边朝耶路撒冷前进。如同预料之中，犹太人的反击相当激烈。而凯斯提乌斯的指挥又称不上积极。结果攻打耶路撒冷最大要塞「大神殿」的丘陵时失败，而这时已经是深秋11月了。也许凯斯提乌斯打算将战争延到第二年，因此决定撤退。

然而撤退时要比进击更加困难，需要比进击时更加谨慎仔细的防御。似乎抱病在身的凯斯提乌斯已经没有这种力气了。犹太人在罗马人撤退后高唱凯歌，并伺机袭击了罗马军。根据约瑟夫·弗拉维斯的记载，罗马军团与友军合计战死五千三百名步兵与四百八十名骑兵。就算不是犹太人，看到这数字也会认为是犹太方面战胜。而凯斯提乌斯回到叙利亚的总督官邸没多久后就病死了。





罗马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当时正在希腊的尼禄皇帝耳中。他在任命穆夏纳斯接任凯斯提乌斯的同时，也判断今后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才能解决。叙利亚总督的主要任务，在于监视现在虽然修好，但是依旧健在的东方大国帕提亚、亚美尼亚两国动向。犹太问题已经超过叙利亚总督勤务能力范围之外。於是尼禄决定启用维斯帕先担任犹太问题的负责人。尽管这时尼禄正走遍希腊进行自导自演诗歌的「巡回演出」，不过这类皇帝该做的事情他还是会做的。而且尼禄竟然会启用维斯帕先这位在他自导自演时在观众席打瞌睡、公认且自认终生无望出头的人，可见尼禄的个性其实也很干脆。

於是，即将在第二年，西元67年春季开始的犹太叛军镇压行动，便敲定由维斯帕先率领三个军团进行。这时候罗马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因为连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都爆发了希腊裔居民与犹太裔居民的流血冲突。

一百三十年来彻底担任调停人的罗马，终于也要和犹太正面冲突了。促使罗马人於此时采取强硬行动的真正原因，在于犹太问题牵扯到的不只是犹太人。帝国东方当时的对决情势，才是犹太问题不容易处理的主因。其中大致分为：

希腊裔居民与犹太裔居民的对立关系——亚历山大、安提阿、大马士革等希腊裔都市。

犹太人急进派与稳健派的对立关系——耶路撒冷、犹太内陆地区。

希腊裔居民联合罗马兵与犹太人对立——凯撒利亚等犹太地区的海港都市。

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斯认为，要一次解决这些对立关系，只有罗马正式出兵一途。而根据这名犹太史学家的记载，在罗马正式展开反击之前，犹太方面的稳健派与急进派也联合建构了迎击体制。




犹太人约瑟夫



在这里出现了一名不事先说明就无法继续讨论历史发展的人物。这个人叫做约瑟夫·弗拉维斯，是《犹太战记》的作者。从姓名可以得知，他是个犹太人。

他生于西元37年，与皇帝尼禄同年龄。父亲出身祭司阶级，母亲则是有犹太王族血统，是犹太的上流阶层。教育方面也如同一般犹太的上流子弟，过程相当完整。他似乎是个智能超过知识的青年，在青少年时期时，曾经体验过犹太教各个教团的生活。据说他曾经亲近过撒德凯教派与艾赛尼教派，并体验过沙漠教团生活，后来又接触了法利塞教派。不管从他的出身或是智能，都是当然会加入犹太领导阶层的人物。

西元64年时，他第一次亲眼见到罗马。这时是为了组团前往罗马，向尼禄皇帝请求释放在菲利克斯长官时代拘提到罗马的反罗马暴动领袖。当时他二十七岁，是使节团里最年轻的团员。

这名年轻头脑清楚的犹太菁英，亲眼看见了从犹太到义大利海路上的小亚细亚与希腊城邦。而最重要的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管理诸都市的帝国首都罗马。也许约瑟夫在这次旅途中的体验，影响了他数年后转变方向也未可知。

到达首都罗马以后，这个年轻的犹太菁英可不是个单纯的旅客。他透过犹太裔的演员介绍，晋见了皇妃波贝亚·莎比娜。由于波贝亚皇妃是罗马的犹太人社区保护者，所以要认识皇妃并不困难。而美丽善解人意的波贝亚皇妃，想必也乐于接见英俊知性的犹太青年。而在约瑟夫的书中并没有记载他是否见到了尼禄皇帝。不过当时尼禄正忙着处理罗马大火的善后问题，可能没有时间接见使节团最年轻的成员。不管怎么说，透过皇妃请愿成功，被捕的犹太人也获准归国了。

考虑到从犹太到义大利，以及原路返国的必须时间。再加上迫於局势必须采用受季节影响速度的海路因素，约瑟夫等人回到犹太时应该已经在西元66年秋天了。而方才归国不久的约瑟夫，马上就受命担任迎击罗马军的最前线指挥官。对这个二十九岁的青年来说，才刚见识过罗马帝国的威容就落到与罗马为敌的局面，还被送到最前线去，真是不知道他心里作何感想。

不知道现实的人，大可自由做着美梦。而套句朱利斯·凯撒的话，如果人只看自己想看的现实的话，大可只看自己想看到的罗马帝国。约瑟夫偏偏不是这两种人，他会面对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在这方面，这个犹太的年轻人比较不像他的同胞，反而像是敌方的罗马人。 《犹太战记》则是这种人写出来的，同胞毁灭的故事。这是一本综合热情与冷静的观察眼光所著作的史学名著，而在日本也已经有优秀的译本。出版商为山本书店，是一本从译文、小标题、地图、制版等，都充满山本七平编辑细腻眼光的好书。山本书店除了《犹太战记》之外，另外还出版有《犹太古代志》、《自传》、《对亚皮翁的反驳》等全套约瑟夫的著作。由此可以发现，已故的山本七平编辑是如何注重现代以色列人理性上感到重要，但感情上却又恨得要死的约瑟夫。






犹太王国周边略图（为协助掌握距离感，加上同样比例的九州）（重新刊登）







犹太战役



西元67年5月，维斯帕先率军前往犹太北部的加拉利亚，而约瑟夫也已经率领部众在此严阵以待。

只要是知道当时罗马军水準的人，都会发现这次罗马是玩真的了。这次派遣的兵力，和去年凯斯提乌斯的安提阿驻军加上阿古力巴二世援军不同。

主要战力是第五、第十、第十五三个军团，都是由名将科普洛亲自训练的精锐部队。这些军团在解决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之后，派驻在小亚细亚，目前正沿着地中海东岸移动。

支援上述主力的是各个军团的辅助兵，人数大致上与军团兵相同。行省兵出身地多在军团的驻扎地点附近，因此原本派驻多瑙河沿岸的第五、第十五军团辅助兵多半是巴尔干半岛出身。至於派驻叙利亚的第十军团辅助兵，则大多出身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而维斯帕先军中还加上阿古力巴二世支援的犹太兵，以及那巴提和阿拉伯的士兵。他们会来参战，是因为他们的国王与罗马缔结了同盟关系。

而罗马军的司令官必须统帅这些语言、肤色、饮食通通不同的六万大军。虽然罗马军中统一使用拉丁语，但是刚刚被调来支援的阿拉伯兵不可能听得懂。罗马帝国的皇帝之所以多半出身行伍，并非因为罗马的军人势力庞大，而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带领由不同人种聚集的集团打出战果，那转换到政治舞台上也同样能有所表现。

迎击罗马军的犹太军，则纯粹由犹太人构成。毕竟犹太人建立神权政体的思想无法让其他民族感到共鸣。从这个角度来说，罗马人与犹太人的战斗，就如同笔者在第Ⅶ册叙述的一样。是一场古代社会中「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战斗。

为了等待从各地汇集的军团与同盟国部队到达，维斯帕先直到西元67年5月才展开行动，此时已经是他受任命半年以后了。维斯帕先的作战能力，并不比当时其他罗马军司令官优秀。翻开他过去的战史一看，在战略上还不及当年的名将科普洛，也不是战术优秀光彩耀人的指挥官。但话说回来，他也不是平庸的武将。一个人能同时拥有谨慎、扎实、持久力与健全精神，就已经不能算是凡夫了。不过光靠这些特质还不足以掌握士兵的心，维斯帕先还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同化魅力（sympathy）。

维斯帕先出身於由罗马沿萨拉尼亚大道往东北60公里处的列亚提（今列提），生于西元9年11月。之前笔者已经提过，由于他出身低下，一切成就必须由自己辛苦挣来。

弗拉维斯·维斯帕先的军旅生涯开始于台伯留帝时代，因此他也是史学家毛姆森笔下「台伯留门生」的一员。在军中担任大队长之后，他选择当时罗马的一般升官途径，回到首都竞选会计检查官并当选。在卸任之后又当选按察官。按察官卸任之后，他似乎又回到军中任职。而就在这段期间内，台伯留驾崩，进入卡利古拉时代。

卡利古拉虽然是个问题一堆的皇帝，但是至少懂得保留前任皇帝台伯留留下的人才网路。因此经历了宛如暴风过境的卡利古拉时代之后，维斯帕先依旧不受影响。不但未受影响，他三十岁时，还在卡利古拉任内当选了法务官。在当年的罗马，有法务官经验的人也代表拥有指挥一个军团的资格。

罗马是个霸权国家，政府有防卫广阔疆域的职责，因此不可能让有资格的人才游手好閒。维斯帕先在法务官卸任之后，立刻又调任莱茵河防线，担任守卫低地日耳曼的第二军团军团长。到了西元43年，他三十四岁时，由当时正在进行不列颠称霸战的克劳狄斯帝命令他前往不列颠战场。

当时不列颠战线，正由从多瑙河防线确立时期便活跃至今的普劳提斯担任总指挥。整个战场也反映出克劳狄斯帝对不列颠称霸的意念，正是年轻武将表现才干的好地方。而维斯帕先在军事上的才干也在此开花结果。由于指挥官优秀，旗下的军团长也容易抢到战功。在东奔西走之后，维斯帕先获得了凯旋章。由于罗马步入帝国体制之后，驾驶四头白马战车的凯旋仪式仅限皇帝一个人能受勋，因此军团长阶级只能获得低两级的凯旋勋章。不过光是获得这个勋章的效果就已经相当不错，使得西元51年，维斯帕先四十二岁时能当选执政官。

不过当时他只是个补缺额的执政官。由于罗马帝国必须派遣总督到数目将近十个的元老院行省，而总督资格又必须在担任执政官十年以后才能取得，因此必须大量培植执政官。不过由于补缺的执政官一样有执行实务的机会，所以维斯帕先应该有两个月以上的执政官经验。等到十年过后，西元62年，维斯帕先获派非洲行省总督，前往迦太基官邸赴任。

但是当他正等待待满一年任期，就可以升调足以指挥好几个军团的「皇帝任命司令官」，前往皇帝辖下的行省赴任时，发生了在尼禄皇帝自导自演的歌剧观众席上打瞌睡的事件。因此包括本人在内，大家都认为维斯帕先这辈子已经没有机会出头了。没想到事隔两年，尼禄竟然任命维斯帕先担任犹太战役司令官。

西元67年时，维斯帕先五十七岁，而约瑟夫则是三十岁。这两个民族、出身、个性、年龄皆不同的人，即将在犹太地区相遇。在这之前，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罗马六万大军的进攻方式，反映出司令官维斯帕先的个性，相当扎实稳重。罗马军仿佛地毯式轰炸一样，由北向南逐步逼近耶路撒冷。而主要攻势则集中在途中各个战略要地。约瑟夫率领的犹太军也终于要与维斯帕先直接冲突。

约瑟夫在记述中稍嫌自卖自夸的犹太军战术，虽然有相当水準，但也不出玩弄计策的范畴。不过约瑟夫想出的这些计策竟然能阻挡罗马军主力四十七天，也难怪他要感到自豪。然而笔者认为，也许这应该解释为维斯帕先军事才能的极限。如果是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苏拉、全盛期的庞培、凯撒等名将，绝对不会让部队被人玩弄四十七天。

维斯帕先的长子提图斯担任司令官的助理，但他虽然是个带头作战的猛将，却不是精明的智将。






犹太战役中罗马军进攻略图




不过话说回来，要和组织完善、军纪坚定的罗马军对抗，迟早计策有用尽的一天。约瑟夫与犹太人虽然英勇作战，但是孤掌难鸣，最后大多数的人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成为俘虏。

他们奉命死守的约塔巴塔也在7月20日失陷。根据约瑟夫的记载，死者四万，俘虏一千二百人。

不过约瑟夫却逃了出去，躲在当地大量的洞窟之一里面。然而洞窟里头已经有四十名长老先躲进来了。於是约瑟夫设法劝说长老向罗马军投降。也许是他不希望年纪轻轻三十岁就这样送命吧。也或许对于亲眼见过罗马帝国的约瑟夫来说，并不愿意成为铁定失败的叛乱牺牲品。然而尽管他说明罗马军将会保障投降者的性命，这四十名长老也不愿意接受。相反地，他们主张只有全体自杀才是真正的犹太教徒。

这些犹太教徒是这么说的：

「只有唯一真神才是我们的主人。只有为了树立侍奉真神政体的国家，才值得献上我们的自由。所以，在现在这种没有自由的地方，我们根本死不足惜。」

对于犹太教徒来说，自杀是他们无法得到自由时当然的结果。

就在来回折腾之下，藏身的洞穴也被罗马军的士兵发现了。维斯帕先特地派了劝降的使者进来，但是长老的想法依旧没有改变。於是他们决定抽签集体自杀。这是一种抽到籤的人，被下一个抽到籤的人杀死，一直持续进行到最后一个人自行了断的自杀方式。

然而在四十个人陆陆续续死亡之后，最后剩下约瑟夫和另一个人。根据现代的数学家表示，如果应用高度的数学知识，是有办法让自己成为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人的。不过约瑟夫在书中是这么说的：

「不知道是命运之神的恶作剧，或是神的旨意，后来只剩约瑟夫和另一个人存活。因为不愿意在下次抽签时杀人或被杀，所以我说服他相信我，两个人一起活下去。」

这次约瑟夫的说服相当成功。於是两个人高举双手走出洞穴，被罗马兵带到营区去。对于这个能够阻挡我方军队一个半月的指挥官，罗马兵感到的好奇要胜过憎恶。尤其约瑟夫的年轻更是让提图斯感到震撼。

与约瑟夫同世代的提图斯虽然正在执行军事镇压，但并非反犹太主义者。他相当崇敬犹太人出身的埃及长官朱利斯·亚历山卓，也不顾对方的犹太血统，和阿古力巴二世的姊姊贝雷尼凯大谈恋爱。这足以证明维斯帕先和提图斯父子两人并没有种族歧视的想法。这名能够阻挡罗马大军四十七天的犹太指挥官年轻又有品味，使得个性质朴的提图斯大感佩服。因此提图斯下令罗马士兵不得碰触约瑟夫。

然而维斯帕先并未忘记司令官的职责。他告诉提图斯说，约瑟夫是要送到尼禄皇帝面前的俘虏，因此不得放松监视。

约瑟夫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决定进行生涯最大的一场豪赌。他表示想要和罗马的司令官单独对话，而维斯帕先也答应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维斯帕先还带了提图斯和两位朋友列席。但其实约瑟夫打一开始就不打算挟持维斯帕先。




预言



约瑟夫说，你以为你抓到了一个叫做约瑟夫的犹太人吗？其实是神派遣我到这传话给你的。之后他说，继承尼禄皇帝的，将是你和你的子孙。如果你要确认这个预言的真假，就应该把我留在你的身边。

维斯帕先并不相信。因为在约瑟夫说这些话时正值西元67年，任何人都认为母亲拥有神君奥古斯都血统的尼禄皇帝，这时候的政治立场屹立不摇。再加上维斯帕先出身低下，这时只怕没有人认为他能够取代既有的政治领导者。尤其维斯帕先本人最不认为自己有这能耐。

在场的一个朋友马上反驳约瑟夫说，既然你有预言的能力，你又为什么不向约塔巴塔的居民预言城镇失陷和你被俘虏的讯息？约瑟夫则回答说，我已经预言了，但他们不相信。

在《犹太战记》的这段记述中，自我辩解的味道比较浓厚，因此可能并非全为实情。约瑟夫在书中说维斯帕先相信了这个预言。但根据笔者的想像，应该是虽然不相信，但也不愿意因此推翻整个预言。

虽然程度上较犹太人轻，但其实罗马人也很迷信。比方说如果鸡抢著吃饲料的话，士兵们会认为这是战斗获胜的征兆。不过不管共和、帝国时期，罗马的领导阶级通常很冷静。他们会悄悄命令战斗前一天起就不给鸡餵食。

总之约瑟夫的企图是成功了。这下他省去被送往尼禄面前的风险，而提图斯甚至於公开把他当朋友对待。





这项预言相当有名，连塔西图斯都有记载。至於认为这真的是神的旨意，或是像笔者一样，认为这是约瑟夫在赌命，则大家见仁见智。不过笔者做此推论的根据如下：


西元67年7月——约瑟夫预言维斯帕先将成为尼禄之后的皇帝




西元68年6月——尼禄自裁




西元69年7月——东方各军团拥立维斯帕先称帝




至於西元67年时，当事人的年龄




尼禄——三十岁




维斯帕先——五十八岁




提图斯——二十八岁




约瑟夫——三十岁







如果换了笔者站在约瑟夫的立场，笔者也会愿意赌上这么一次。约瑟夫预言的是维斯帕先将成为尼禄之后的皇帝，但并未预言尼禄自裁。如果没有发生尼禄自裁的事件，纯粹从年龄上来看，先过世的将是维斯帕先。而如果约瑟夫不赌这么一场，将会被押送到尼禄面前。如果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年纪轻轻三十岁就要被处决。而从尼禄的年龄来说，不管是证明预言準或不準，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而约瑟夫现在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了，就算事后证明预言不準确，反正赌这一场也不算损失。所以笔者推测这是年轻的约瑟夫赌命孤注一掷。

不过有趣的是，一年后噶尔巴即位，证明约瑟夫的预言不準。但维斯帕先并未改变他对约瑟夫的态度。他并未因为预言不準确，就把约瑟夫打回原本五花大绑的俘虏身份。维斯帕先知道噶尔巴登基的消息之后，派遣长子提图斯为特使前往罗马表示支持与效忠。而提图斯在旅途中知道噶尔巴逝世与欧图登基的消息时，维斯帕先则不表示积极支持，也不表示反对。在这个时候，约瑟夫的预言已经落空两次了，然而他受到的待遇还是没有改变。这是维斯帕先心中记得约瑟夫的预言呢？还是认为约瑟夫的出身阶级与智能有助於镇压犹太叛乱？从维斯帕先表现出的绝佳政治平衡感来说，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者。

一年后，西元69年7月。东方军团知道皇帝从欧图换成了维特里斯后觉得不能忍受，因此纷纷起兵拥立维斯帕先。

维斯帕先在称帝之后，才真正相信约瑟夫两年前的预言。因此释放了约瑟夫，恢复他自由的身份。不过约瑟夫并未离开罗马军的营地。不知道是维斯帕先不允许，或是他自己打算留在罗马军中。

就如同之前所叙述的，到了西元69年7月之后，维斯帕先阵营各个人物的任务分配相当明确。叙利亚总督穆夏纳斯率兵西行；维斯帕先则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伺机而动。重新开战的犹太战役则由提图斯总指挥。埃及长官朱利斯·亚历山卓则辅助提图斯作战。至於约瑟夫则身在提图斯阵营内，协助进行耶路撒冷攻城战。事实上，约瑟夫一直持续劝说耶路撒冷城内的同胞投降，但始终遭到拒绝。

在西元70年9月耶路撒冷失陷后，约瑟夫依旧与提图斯共同行动。直到第二年提图斯凯旋归国时，约瑟夫也与他同行。等到帝位已经确立之后，维斯帕先将家门名弗拉维斯赐给了约瑟夫，所以之后他的名字就改为约瑟夫·弗拉维斯。以罗马式的姓名来说，家门名应该在前面，所以正式排列法是弗拉维斯·约瑟夫。不过为了顾及阅读时的节奏感，有不少研究著作还是写成约瑟夫·弗拉维斯。总之，后来约瑟夫终生留在首都罗马以著作为业。

正统的犹太教信徒，是无论如何不会原谅约瑟夫的。尽管不阅读他的著作，就无法了解当初反罗马的犹太叛乱始末，但是就是不能原谅写书的人。直到今日，犹太人对约瑟夫的评价还是「叛徒」。

身为犹太人却担任罗马公职的台伯留·朱利斯·亚历山卓同样也被犹太民族评为叛徒。不过这个人打一开始就选择了成为罗马人。而约瑟夫却是先加入犹太军，之后却变节出卖民族的罪人。然而，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著作，就无法了解过去的犹太史。而且约瑟夫的著作以拉丁文和当时的国际共通语言希腊文出版，有促进外族理解犹太战役前因后果及过程的功绩。就连正统的犹太教徒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犹太人对约瑟夫的感情包括了矛盾与憎恶。不，也许就是因为矛盾，才使得憎恶更加深刻。

但就像约瑟夫和朱利斯·亚历山卓的选择，以及最先正面评价台伯留帝的犹太哲学家斐洛一样，也有些犹太人认为犹太教徒一样可以存在于罗马世界里。也就是说有的犹太人认为，罗马人的「普遍」思想——哲学，其实是可以和犹太人的「特殊」——宗教共存共荣的。现代人往往认为当年犹太人是一致抵抗罗马的统治，而且少有人对这个想法感到疑问。然而犹太人有这种只看人类社会其中一面，以凯撒的说法就是「只看自己想看的现实」的倾向。对犹太人来说，这并不会带来好结果。在人类社会上，就算是不同宗教、不同生活形态、不同种族，大家还是必须一起生活下去。玉石俱焚的结果，也许能让后世的人感动，但也不过是自我陶醉罢了。而约瑟夫只不过是个当不成醉汉的犹太人而已。




战役中断



罗马军自从西元67年5月起开始镇压犹太叛乱。在占领约瑟夫防守的加拉利亚地区后，开始将战线推移到犹太地区中部。但是战役的进行方式既不迅速也不华丽。这一方面是反映了总指挥官维斯帕先的性格，但另一方面也有维斯帕先刻意放慢攻击步调的迹象。而在迎击的犹太人方面，派系分裂愈演愈烈了。

派遣到犹太的罗马军的任务，是镇压犹太叛乱。然而镇压是以军事力量达成，还是要和平谈判解决，则完全交由前线司令官决定。维斯帕先原本认为如果派系分裂后，稳健佔了优势，则事情可以和平解决。因此刻意为犹太人保留了时间上的余裕。但又为了让犹太人知道：一旦进行攻城，耶路撒冷必定沦陷。所以同时也以罗马军进行威吓。因此虽然步调缓慢，在开战一年后，西元68年夏天，罗马军已经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包围住耶路撒冷了。

而就在整个战役只剩下攻略犹太民族的心灵故乡——耶路撒冷时，却传来皇帝尼禄的死讯，犹太战役因此中断了。由于维斯帕先是由尼禄皇帝所任命的，不喜独断的维斯帕先因此决定在尼禄后的新任皇帝下指示前先暂时停战。当时他派长子为使者晋见新任皇帝噶尔巴，有一部分用意就是在请示是否要继续进行镇压。因为噶尔巴即位已经整整半年，却没有派下任何指示。

然而提图斯在前往罗马的途中，却听到噶尔巴的死讯与欧图登基的消息。而欧图在位的短短三个月中，又穷于应付已经起兵称帝的维特里斯。结果维斯帕先为了等待罗马方面的指示，白白给了犹太人一年半的休战期间。

犹太方面为了防卫敌军，当然趁机加强防事、储备粮食。而另一方面，在眼见将要开战时，他们又不劝阻打算来访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的旅客。相反地，他们甚至奖励民众按照往例来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因为他们宣称，由唯一真神守护的耶路撒冷，绝对不会被罗马的异教徒攻陷。结果只有稳健派的犹太人离开了耶路撒冷。而除了急进派以外，城里还留下了许多相信耶路撒冷不会失陷的一般犹太人。




重开战役



西元69年7月，在拥立维斯帕先称帝的阶段时，就已经决定要重新开打耶路撒冷攻城战。一来为了确立维斯帕先的帝位，二来又牵涉到前述的对于整个帝国东方犹太社区的影响，因此犹太战役一定要获胜。

当维斯帕先到埃及的亚历山大伺机而动时，由提图斯接替耶路撒冷攻城战的总指挥。主力部队除了原有的第五、第十、第十五军团之外，又加上第十二军团，共四个军团。新参战的第十二军团，是在三年前叙利亚总督凯斯提乌斯撤退时遭受犹太人袭击的部队，因此维斯帕先决定给他们雪耻的机会。除了四个主力军团以外，另外加上停战前就一同合作的同盟国部队。而统治东北犹太地区的阿古力巴二世也亲自参战。罗马军在习惯上，常常会带动多国部队作战。与其说是为了加强兵力，不如说是为了让防御方知道，罗马霸权下的其他国家想法和罗马一致。而这次的防御方则是犹太人。

进攻犹太首府耶路撒冷的罗马军中包括了犹太部队，而指挥作战的提图斯身边也有不少犹太人。其中例如让提图斯崇敬不已的朱利斯·亚历山卓，就是在名将科普洛旗下历练过的老练军官。另外还有犹太国王阿古力巴二世；以及和提图斯成为至交的约瑟夫。理所当然地，罗马的参谋本部不论出身罗马或犹太，都强烈希望能够和平拿下耶路撒冷。

然而这也是一场抢时间的战争。维特里斯死后，维斯帕先成为仅有的皇帝，因此他不能一直拖延在外不回国。可是他又不能将耶路撒冷攻城战的任务丟给儿子，自己一个人回到罗马去。虽然经验丰富，毕竟提图斯还年轻。维斯帕先必须留在埃及，当耶路撒冷攻城战进展不顺时立刻率军驰援。也许各位会认为，一开始就继续让维斯帕先继续指挥不就好了。但是维斯帕先是个健全的人，他知道当时罗马帝国的混乱，起于皇帝继承人未曾确定。由于他认定下任皇帝将是长子提图斯，因此这次的耶路撒冷攻城战也是提图斯表现的机会。耶路撒冷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一来这是为了光耀提图斯的面子，二来也是让维斯帕先回国登基时，能够带个战胜的大礼给民众。

由于急进派的影响力增强，耶路撒冷城内充满了抗战气氛。因此攻城的罗马方面若要尽早解决事端，就只有靠兵力硬攻一途。西元70年春，提图斯指挥下的四个军团开始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前布阵。

耶路撒冷是个四面都是峭壁的天然要塞。要攻打耶路撒冷，只有从没有深谷阻碍的北方进军。而且耶路撒冷的防卫设施相当充足，让人怀疑罗马怎么会允许行省的都市这样嚣张。像是城墙就不只一道，里里外外共有三层；在防御的要点上还建有高塔与坚固的石墙。就连属于宗教领域的大神殿，也由两层城墙守护著。






耶路撒冷攻防战（参照山本书店《犹太战记3》所制作）




罗马人的首都没有城墙，却允许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建筑坚固的墙壁。

是因为认为这些都市本身就能成为守护整个帝国的堡垒。可是这也仅止于当这些都市还愿意效忠罗马帝国的时候。如果其他民族一翻脸，罗马人就必须为了打破自己所允许兴建的城墙，花上更多的精力。不过这也是采取同化政策后不可避免的风险。西元70年在耶路撒冷城的战斗，因而演变成一场又一场的恶战。






公羊槌（复原想像图）




当然，罗马军在开战之前，按例进行了劝降通告。照罗马人的说法就是「在公羊撞上城墙之前」。所谓的「公羊」是一种专门用来破坏城墙用的大木槌。按照罗马军规，在公羊撞上城墙前投降的人将无罪开释，不投降的人则视为敌人可迳行杀戮。然而在西元70年的耶路撒冷攻城战时，城内一些接受劝告打算投降的犹太人却被急进派杀死了。

为何团结一致追求脱离罗马人控制的犹太人，转眼之间成为屠杀同胞的凶手，甚至最后演变成马萨达要塞的集体自杀事件呢？笔者认为答案其实很简单。

对于侍奉「纯净」为宗旨的人来说，世上最可憎的就是不纯的人了。而他们的想法越是强烈，对其他人的任何一言一行忍受度就越低。於是急进派只有一天比一天更加激进。如果不能树立神权政体，达成犹太人的自由的话，便只有自杀一途。也理所当然地，阿古力巴二世和约瑟夫的劝说，对这种犹太人一点效果都没有。




攻陷耶路撒冷



在经过五个月的激烈战斗后，耶路撒冷失陷了。8月10日，大神殿失火。9月8日，城内的抵抗开始减弱。9月26日，所有抵抗行动完全结束。

至於牺牲者的人数，塔西图斯在著作中表示俘虏及死者一共六十万人。然而约瑟夫·弗拉维斯则表示，整个犹太战役期间俘虏共九万七千，而耶路撒冷攻城战的死者有一百一十万人。

其中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但是少有定居在耶路撒冷的民众。大多数都是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之后被卷入战斗的人。而至於死因方面，被罗马士兵杀死的人数较少。真正害死人的，是因为人口密度过高加上五个月的围城作战，因而引发的疾病与粮食短缺。

话虽如此，但在耶路撒冷攻城战期间内，连身在现场的约瑟夫也只能推测城内的人数。根据他的推算，城内人数约有二百七十万。但笔者认为，如果西元一世纪时的耶路撒冷果真有这么多人，城内将会拥挤到动弹不得的地步。

不管正确数字如何，确实城内有大量的牺牲者。因为罗马人严格执行饶恕投降者攻击抵抗者的策略。而且投降的期间限定在公羊槌撞上城墙之前，之后投降的人并不在宽恕的范围之内，而被列入战利品。

根据约瑟夫的记载，俘虏中年轻英俊的男子被挑选出来，用于日后在罗马举行的凯旋仪式。十七岁以上的男子除了部分送到埃及做苦力以外，其他俘虏大多沦为奴隸，当成提图斯送给各行省的礼物，或是送上竞技场与剑客和猛兽对决。十六岁以下的男女则分赠给士兵。相信这些士兵会将他们卖给奴隸商人，用来当成自己的临时奖金。





耶路撒冷的大神殿遭到焚烧、破坏殆尽，表示罗马今后不允许犹太教徒拥有宗教中心。犹太的成年男子不论身在何处，每年要捐献二德拉克马的制度并未废除。但是捐献对象从此由耶路撒冷大神殿改为罗马的朱比特神殿。因为如果截断犹太人的金钱流通，势必会让他们之前因累积财力而膨胀的威势与力量因此下挫。不过这虽然是真心话，表面上却不能这么说。后来在台面上，这个「犹太人稅」的征稅理由，是用来代替服兵役的义务金。

而耶路撒冷特有的大祭司长制度也被废除。由七十名祭司组成的耶路撒冷地方自治机构「七十人会议」也遭废止。以前因为顾虑到民族情绪，因此未在耶路撒冷驻军，但今后将固定派驻一个军团和辅助兵，共一万名兵力。

以上这些政策转变，代表从朱利斯·凯撒时代起始至今一百二十年，罗马对犹太的宽容政策将大幅转向。而这也是以往一直贯彻希腊与犹太民族之间调停人角色的罗马，第一次与犹太人正面冲突的「犹太战役」之结果。

然而罗马人这些严厉的处分，也只针对不断进行抵抗的犹太人。至於没有反抗的犹太人，尤其住在海外的人，待遇并未有任何改变。而且罗马人是多神教的民族，理所当然地没有逼迫犹太人放弃宗教信仰。

当占据马萨达要塞的人几乎全体自杀，罗马终于扑灭整个犹太地区的反罗马运动时，已经是三年后、西元73年了。维斯帕先皇帝批准了在耶路撒冷与今日的特尔亚维之间的小镇「亚姆尼亚」设立犹太文化研究所的计画。对犹太人来说，犹太文化就是宗教，研究内容则主要以法律、文书为主。因为罗马人并不打算禁绝犹太教，也没有抱持欺压犹太的心。

不过攻陷耶路撒冷的消息，却让长年与犹太人对立的希腊人态度更加强硬。当攻陷耶路撒冷后，提图斯途经叙利亚的安提阿城时，当地的希腊人聚集在野外剧场等候他。当提图斯出现后，当地人立刻陈情希望能将犹太人赶出安提阿。提图斯表示，由于犹太的祖国荒废，现在将犹太人逐出城外，也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容身，因此不能接受这项陈情。而希腊人不愿意放弃，退而求其次要求撤除罗马下令设立的犹太人权益青铜碑。提图斯同样也拒绝了。因为罗马人心中没有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念。

而在军事镇压犹太地区后，罗马人弹性应对的特性也发挥无疑。

东北犹太——和以往一样，是犹太王室的阿古力巴二世统治的地区，因此维持犹太人自治。

集中於犹太地区西部的凯撒利亚等海港都市——罗马依旧担任希腊与犹太民族间的调停人。这个策略也适用于其他有犹太社区的外国都市。

耶路撒冷与内陆村落——这些地方居民大多是犹太人，因此确立罗马直辖的体制。也就是说，不是和以往一样由叙利亚总督其下的长官统辖，而是直接派遣犹太行省总督治理。

而犹太也和其他行省一样，开始铺设如同当年的高速公路一般的罗马街道。

等到为这些政策打下基础后，提图斯才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等春天到来后由当地航海前往罗马。他的父亲维斯帕先早在确认耶路撒冷攻城战将有结果时，便起身前往罗为了。

攻下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手上还有三个据点。分別是耶路撒冷西南方30公里处的海洛狄翁、死海东岸的马凯罗斯、死海西岸的马萨达。这些据点都是在攻陷耶路撒冷时，由城里逃出来的急进派占据。

提图斯认为进攻这三个据点时，只需要派驻耶路撒冷的一个军团。因此参加耶路撒冷攻城战的其他三个军团，被他送回叙利亚与多瑙河沿岸的驻扎地。主要原因在于目前不需要迅速进攻这些据点。不过虽然海洛狄翁与马凯罗斯马上就打下来了，但进攻马萨达却花了三年。数千名士兵进攻包括妇孺在内，只有数百人的地方，竟然要花上三年。一来是因为防御方顽强抵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罗马并不急着打下这里。对罗马来说，「犹太战役」在攻陷耶路撒冷的同时也就结束了。





在西元70年的犹太战役中，罗马容许不反抗的犹太人继续存在，但让反抗的犹太人就只有死与奴隸两个下埸。因此其后五十年间犹太人的反罗马运动暂时偃旗息鼓。等到再次爆发时，已经是西元116年图拉真帝的时代。因为犹太人趁着图拉真帝远征帕提亚时背后暗算，使得罗马当局大为光火。整个反罗马运动在与罗马之间的拉锯战之下，一直延续到了哈德良帝任内。到了西元130年，哈德良帝前往巴勒斯坦。他除了军事控制犹太地区外，还施行了过去的罗马皇帝未曾采用的强硬政策。首先将所有犹太人逐出耶路撒冷，之后完全禁止犹太教徒居住在当地。虽然没有禁止割礼，但是以割礼处罚罗马罪犯，用于表示对犹太教的藐视。

犹太人失去祖国之后离散各地。所以若要探讨犹太人的离散特性，不是从提图斯时代，而是要从西元130年哈德良帝的时代开始研究起。因为这是号称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所施行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尽管如此，哈德良帝也并未禁止犹太教。他允许帝国内的犹太社区继续存在，也不去变更犹太人的特殊风俗。因为罗马人始终贯彻只要不反抗罗马，则承认各民族宗教自由的政策。而也许是哈德良帝的强硬作风奏效，之后犹太人再也没有大举反抗。






提图斯的凯旋门（复原想像图）









提图斯的凯旋门浮雕（扛着犹太教烛台的罗马士兵）




前几年罗马的犹太人社区在罗马广场南方的提图斯凯旋门前举办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庆祝大会。这个大会带有宣示罗马灭亡了，但犹太人依旧存在的意义在内。

笔者一边看着电视新闻，一边不禁感到有趣。如果要庆祝的话，应该不是在凯旋门，而是在哈德良帝兴建的万神殿前举办才是。不过笔者马上又换了个想法。因为这个活动还要顾虑到舞台效果。我们姑且先不论万神殿的历史价值，这栋建筑本身代表了接受其他民族神祇存在的多神教精神。因此对于不承认其他宗教的犹太人来说，立场上不便接近当地。如果要举办集会，还是在曾经由提图斯举行凯旋仪式的凯旋门前面，映著墙上肩扛犹太教烛台圣物的罗马兵浮雕，才比较能显现这个集会的意义。其实在这方面天主教徒也是一样。每年教宗都会在没有信徒殉教过的大竞技场举办弥撒，用以纪念天主教胜过罗马帝国。

西元前63年庞培征服犹太地区，而西元前47年凯撒改善犹太民族待遇，让犹太人的未来有了转机。之后除了卡利古拉帝之外，奥古斯都等历代皇帝都承袭凯撒的宽容路线。但自从打完从西元66年起，到73年马萨达沦陷为止的这场犹太战役之后，罗马的宽容犹太政策也随之改变。不过虽说是政策转向，罗马人其实是让对犹太人的宽容原则更加明确罢了。在不反抗罗马帝国的前提之下，承认宗教自由，也尊重在教义规定下所有犹太人的生活习惯。不管是西元70年的耶路撒冷攻城战也好，或是西元130年执行的驱逐耶路撒冷犹太人政策，都是镇压叛乱的政策，而并非排斥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对于信仰多神教，尊重其他民族宗教自由的罗马人来说，这是毫不矛盾的措施。

而犹太教是个不承认其他神祇存在的一神教。信奉一神教的犹太人无论是否身在耶路撒冷，都期望自己成为以普遍为宗旨的罗马帝国内的「异数」。犹太人希望自己成为罗马帝国内的外国人，也直到最后都未曾融入帝国内。

不过虽然同为一神教徒，基督教派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前开始明确脱离了犹太教的路线，走上完全相反的路子。亦即他们不愿成为罗马帝国的「异数」，而是要取代罗马帝国的「普遍」思潮。不过这是西元三世纪时才浮现的问题，等到叙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再行讨论。

西元一世纪后半发生的犹太战役，就在耶路撒冷沦陷之下戏剧性的落幕了。不过这已经足以吸引罗马人对犹太民族的注意力。塔西图斯在著作《当代史》时，在叙述战役过程之前，曾经回溯过犹太民族从摩西渡红海以后的历史。而且叙述犹太史的篇幅还超过叙述犹太战役的篇幅。相对地，犹太人的史书中光谈自己的历史，对于敌方罗马人的记载少之又少。也许这是标榜「特殊」的民族特性也不一定。

而虽然塔西图斯不遗余力去了解「敌方」犹太人，他对犹太教的评价还是「是迷信而不是宗教」。「迷信」的定义是错误的信仰。想必对于信仰多神教的罗马人来说，不能包容其他神祇存在的一神教，才是错误的信仰吧。

附带一提，到了一千八百年后，西元1870年时。史学家布鲁克豪特在瑞士的巴赛尔大学讲课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如果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等罗马皇帝，没有陆续立法将基督教抬举成唯一宗教，也许罗马人的宗教还会持续存在到今日。」




第五章





皇帝维斯帕先






归国途中



维斯帕先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取道海路西行。等他到达义大利的东方门户——南义大利的布林迪西下船时，已经是西元70年10月了。前来迎接的次子图密善和他已经五年不见，现在是个十九岁的青年。

当年六十岁的维斯帕先已经在1月1日的元老院会议上获得「第一公民」的身份。而他之所以延宕十个月才回国，表面上的理由是因为风向不顺，无法由亚历山大启程，实际上是因为他在等待耶路撒冷城的战斗有获胜的迹象。由于皇帝身兼罗马军最高司令官，因此为了稳定新任皇帝的地位，以凯旋将军的身份归国更为有利。

结果从西元69年7月东方军团拥立维斯帕先起，他整整在埃及「伺机」了一年二个月。不过这段期间他也并非无所事事。限於距离与当年的资讯传播速度，他和率军西行的穆夏纳斯之间连络称不上频繁。但是穆夏纳斯确实经常向他进行报告。从他由埃及寄给元老院的信件内容可以证实，维斯帕先手上确实握有相当精準的情报。

无疑地，他也由担任总指挥的长子提图斯手中，逐一收到西元70年5月至9月的耶路撒冷攻城战报告。毕竟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之间直线距离不满六百公里。

不过维斯帕先并非凡事非插手不甘心的人。经他授权带兵西行的穆夏纳斯几乎在言行上享有无限的自由，身在耶路撒冷的提图斯同样地，也绝不会收到维斯帕先钜细靡遗的调遣指示。而且虽然提图斯因为年仅三十岁，又没有担任总司令的经验。但是为了弥补这项缺点，已经特別安排作战经验丰富的埃及长官朱利斯·亚历山卓跟在他的身边。负责进攻的罗马军除了原已控制犹太地区的三个军团之外，还增派了一个军团。当时的罗马军纪律森严，二万四千人已经足以成为无敌的战力。尽管耶路撒冷立地易守难攻、防卫固若金汤，再加上内拥百万之众，想必维斯帕先也相信罗马军将会获胜。然而唯一的问题在时间上。在进攻耶路撒冷城时，不能像迦太基攻防战一样耗上三年。因为这时维特里斯已逝，维斯帕先成为罗马唯一的皇帝，他不能一直滞留国外。

在稍早前笔者已经叙述过维斯帕先「伺机而动」时选择亚历山大停留的原因，其中包括未来能以控制埃及产的小麦，压迫维特里斯与义大利的粮食。自从主食仰赖进口以后，义大利的粮食需求量有三分之一以上仰赖埃及进口。因此将埃及纳入辖下，也就等于手上多了一把利器。而维斯帕先精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手上的这把利器始终藏在鞘中，丝毫没有要动用的迹象。就连他与元老院之间往来的书信里，也完全没有只字片语带有类似的味道。这把利器的实际效果，仅止于一般无言的压力。不过连塔西图斯在著作中都直接点明这一点，可见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这把利器的威力已经人尽皆知，持有者也不必特別出声威吓。而且人就算会对有形的压力感到反感，却拿无形的压力没有办法。原本大家以为维斯帕先只是个单纯的武夫，其实他观察人心的能力也相当优越。

在埃及伺机而动的期间里，维斯帕先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这是在帝国西方地区不须进行，但在帝国东方却能发挥无限效力的姿态。

有一天，有一位盲人与一位瘸子前来晋见维斯帕先。他们表示为了治好自己身上的疾病，两个人前往祭祀埃及众神的神殿参拜。天神启示他们说，维斯帕先可以医好他们的病。因此这两个人请求维斯帕先摸一摸他们残障的地方。






维斯帕先




维斯帕先是个不怎么相信奇蹟，讲究现实的罗马人。心里想必不大愿意接受这两个人的请求。但是在周围的人期盼催促之下，又不能斥责他们的迷信、将他们赶出去，因为罗马的皇帝同时还要统治东方地区的人民。尽管心中老大不愿意，他还是碰触了这两个人残障的地方。结果在他触摸之后，盲人的眼睛看得见东西了，而瘸子也起身步行。周围的人高呼奇蹟发生了，而这两个人亲吻维斯帕先的脚表示感激。当然维斯帕先的奇蹟立即传遍了埃及与巴勒斯坦，就连叙利亚的安提阿居民都津津乐道。

这想必是部下之中有人刻意安排的表演。不过四十年前耶稣基督展现的奇蹟也正好是治疗盲人与瘸子。要拿奇蹟做政治表演，就不能拿治疗内脏疾病当题材。这种奇蹟必须对付让人马上看得出来疗效的病症，才能有政治上的效应。总之这么一来，罗马皇帝维斯帕先也就是个和耶稣基督一样能展现奇蹟的仙人了。

尽管同在罗马帝国疆域中，东方与西方的要求完全不同。如果在西方展现治疗盲人和瘸子的奇蹟，顶多只能满足民众的好奇心。西方的民众要求政治领导人的，不是超能力，而是统御众人的力量。也就是希望领袖能让人民享受自由的生活，并维持和平与秩序。回到义大利后，维斯帕先虽然不必展现奇蹟，但却必须为了内乱后的国家进行难度可能更高的帝国重建工作。




帝国重建



不过维斯帕先实在是个幸运的人。从巴达维族出身的行省兵叛乱，到后来演变成高卢帝国建国、莱茵河防线崩溃的内乱事件，在入秋之前已经解决了。四年前犹太地区的犹太人叛乱，已经在经历五个月的耶路撒冷攻城战后告一段落。在获胜的消息沿着阿庇亚大道向首都传递的同时，想必也已经有快艇专程通知了身在地中海的维斯帕先。於是当维斯帕先进入首都时，已经不必担忧莱茵河与犹太地区发生的帝国两大危机。





而当维斯帕先滞留海外时，穆夏纳斯推动的诸般政策也无懈可击。这十个月来所有皇帝的工作，其实都已经由穆夏纳斯代劳。

十个月以来穆夏纳斯推动的政策将列举如下。不过值得特別强调的是，这些政策并非他按顺序一一处理，而是全部同时推动的。至於为何要同时推动，是因为这些政策都十分重要，无法决定优先级。

第一项政策，是将由帝国西侧总召集所得的九个军团，投入镇压日耳曼裔高卢人的叛乱。这项决策相当果决，使得叛乱至今不到一年，成立高卢帝国二三个月后，就挽救了莱茵河防线的颓势。如果这项决策要等到维斯帕先回国才进行，那么响应叛乱主嫌朱利斯·奇维里斯的动态，势将向莱茵河的东西两岸扩展。而且至少会影响到莱茵河东岸（现代的荷兰与整个德国地区）与日耳曼裔高卢人定居的西岸地区。如此一来罗马帝国的情势会立即回到一百三十年前的凯撒时代。为了确立国家的防线体制，罗马人必须重新与日耳曼民族全面对决。

西元69年与70年的情势，也许用不著投入纯由军团兵构成的九个军团五万四千大军。不过穆夏纳斯还是决定采取大军迅速解决的战略。因为战斗状态维持得越久，敌我双方的憎恨势必也将越为严重。相反地，短期解决可以避免这种问题。而战后处理与军事策略也才越能不受恨意影响，理性稳健地施行。

大多数罗马武将的特性就在于，他们往往没有武夫的自负与虚荣心。对于以众击寡的行为一点都不感到犹豫。因为大军进攻之下，作战将提前产生结果，双方的损失也才会更少。如果有人会藐视派遣十倍兵力进攻由五百人防卫的马萨达要塞的罗马人，那就是这种人不懂罗马的军人精神。从朱利斯·凯撒著作的《高卢战记》中可以得知，罗马军作战是从整顿兵力、武器、补给等确定要素开始，而后才使得全军士气因而佔上优势。也就是说，罗马人将不确定的精神要素摆到最后面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却将无可捉摸的精神要素摆在第一位，当然会以失败收场。

而在迅速镇压日耳曼裔高卢人的叛乱之后，战后处理也做得相当漂亮。在之前笔者也曾叙述过，罗马在这件事情上维持一贯「付诸流水」的路线。这项政策维持之彻底，连带头叛乱的巴达维族的处置，都只是维持战前的待遇而已。而在处置变节向高卢帝国宣誓效忠的罗马士兵时，也几乎等于不予处置。而且罗马如此宽大处置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这次的叛乱是罗马人争夺帝位搞内哄的余波，所以不愿意怪罪他人。

重要的是，这是罗马人承认本身的错误，而并非妥协於对方的实力。因此巴达维族、高卢行省的民众，以及向高卢帝国宣誓效忠的罗马军团兵，都能在没有罪恶感的状况下重回罗马帝国。

对于战败的维特里斯方面的人也同样贯彻「付诸流水」的作风。穆夏纳斯深知第二次贝德里亚克会战的起因，就在于第一次贝德里亚克会战的战后处理失当。因此维特里斯派唯一的牺牲，就是他年幼的儿子，以及率军反抗的弟弟。维特里斯的其他家人亲戚没有因此遭流放。元老院中的维特里斯派也不予处罚。维特里斯从旗下的莱茵河军团挑选编制的禁卫军士兵，也没有人遭到解雇。

不过，禁卫军是义大利境内唯一的军事力量。所以不能让支持前任维特里斯皇帝的士兵整群聚集在此。穆夏纳斯以将禁卫军从维特里斯扩编的一万五千名恢复成传统的九个千人大队为由，将士兵陆续分发到各个防线的军团中。而在进行这项作业的同时，也陆续将支持维斯帕先转调到禁卫军中。并且在西元71年，提图斯结束犹太战役返国举行凯旋仪式后，让这名皇子转任禁卫军长官。按照罗马帝国的惯例，禁卫军长官一般出身於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让与父亲共享许多权力，几乎可说是国家共主的提图斯担任这项职位，无疑是一项降调人事。不过维斯帕先和穆夏纳斯都是讲求实际的人物。而且在不产生恨意与反感的前提下，将禁卫军中的维特里斯势力完全清除，也使得政权轮替时少了一个社会乱源。在此要重新强调，禁卫军真正的威力，不在于士兵的质或量。而在于他们营区设於首都，是义大利境内唯一的军事力量。

穆夏纳斯在处理战败者时，没有犯下错误。赔偿受内战之害的城镇或个人时，也不分敌我双方。求偿地区包括成为战场的波河流域、战胜士兵行军途经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线城镇，以及忍受维特里斯军将近半年的罗马市民。不管是求偿的地方政府数量、求偿人数或金额，想必都是天文数字。於是穆夏纳斯於内战结束后的西元70年1月立即成立专门负责赔偿问题的委员会。西元69年三个皇帝轮替引起的内乱，特色在于以义大利为战场。损害赔偿的对象是能影响到维斯帕先帝位稳固与否的本国民众——亦即有权者，因此必须尽速赔偿完毕。

同时穆夏纳斯也开始重建在卡匹杜里诺丘上，因内战烧毁的朱比特神殿。在罗马诸神之中，以朱比特（希腊名为宙斯）为最高神。在罗马的传统中，获得殊荣举行凯旋仪式的将军在仪式之后，必须前往神殿祈祷致谢。换句话说，尽管凯旋仪式过程华丽，按照惯例必须结束於在卡匹杜里诺丘上的朱比特神殿中严肃祈祷。凯旋归来的将军在四头白马拉着的战车上行进，沿途接受群众的欢呼喝采。而战车到达卡匹杜里诺丘上的朱比特神殿之后，将军必须下车，让背上绯红色的披风随风飘逸，独自登上神殿前的白色大理石阶梯。而这座倍受罗马人崇敬的朱比特神殿，竟然被罗马人亲自摧毁。这件事情情节之严重，足以让莱茵河地方的行省居民认为诸神已经拋弃了罗马帝国，成立「高卢帝国」的步调因此急速加快。因此罗马帝国的领导阶层，必须尽速扫除迷信的平民心中对帝国前景的不安。而朱比特神殿重建的工程，在皇帝归国之前就开工了。维斯帕先在归国后，还亲自背着石材爬上卡匹杜里诺丘，加入建筑工的行列中。

在帝国的东西两个地方，领导人争取民众敬意与好感的必要姿态是如此的不同。在东方展现奇蹟有其效果，而在西方则是加入民众行列较有效。如果帝国东方的民众看到皇帝背着石材加入施工行列，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

话说回来，维斯帕先回到已经由穆夏纳斯整顿过的罗马以后，也并非只顾著跟工人一起上工。西方民众不管最高领导人有没有超能力，一律会要求最高领导人善尽其职责。





而维斯帕先最幸运的是，他得到穆夏纳斯这个无可替代的助手。

第一个理由是穆夏纳斯在之前的十个月期间施政良好，当维斯帕先要正式执政时已经减轻了许多负担。

第二则是穆夏纳斯的处世之道。这个无可取代的助手在维斯帕先归国的同时，没有当场交棒一走了之；但是也没有觊觎执政官的职位。他也没有像克劳狄斯帝时代的维特里斯（登基的维特里斯皇帝之父亲）一样，追求与皇帝同时担任较执政官更为尊贵的「财务官」一职。与现任皇帝同时就职的财务官与执政官，其威望与权力往往高于在其他年份就职的官员。由于穆夏纳斯认同维斯帕先打算建立世袭制的想法，因此将这些职位留给了维斯帕先的两个儿子。如果穆夏纳斯强烈要求担任这些官员，既然之前维斯帕先是依靠穆夏纳斯的协助才能登基，回国之后当然也无法拒绝穆夏纳斯的任何要求。而日后穆夏纳斯并未担任这些职位，表示他本人没有这种欲望。

不过穆夏纳斯也并非在维斯帕先归国的同时就退休养老。他虽然没有担任公职，但是与维斯帕先的关系就好像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与马尔凯斯一样。亦即在维斯帕先任期的前半段，他以私人顾问的身份协助皇帝治理国家。进入维斯帕先任期后半段以后，政坛上已经没有他的消息。反而对维斯帕先来说，长子提图斯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

穆夏纳斯曾经写过数册有关地理的著作，到现代还有部分章节幸存。学者之间对这些著作的共同意见是，在独创性与文笔方面都很普通。

然而，并非文笔普通的人能力也就一定普通。像凯撒那样文笔政务两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天才才是少数。就连实务能力超一流的奥古斯都，写起文章来也只能让人摇头苦笑。如果让维斯帕先写起文章，只怕也会留下庸才的名声。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尼禄过世为帝国带来一片混乱，而负责收拾局面的穆夏纳斯与维斯帕先两人在实务方面都是一流好手。

维斯帕先身上最大的担子，就是如何重建因内乱而负伤的罗马帝国。然而与当年必须收拾内乱，重新统合罗马民心的奥古斯都比起来，负担其实轻了许多。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任内，必须随时设法让罗马人接受还不习惯的帝政统治系统。而第九任皇帝维斯帕先却不必为这些事情烦恼。施行帝政百年以来，罗马人已经理解到当初不甘不愿吃下的这帖药方其实相当有效。如果以现代人的说法，就是对于帝政的认同（Consensus）已经稳固。因此罗马帝政的危机不是皇帝统治系统本身的问题，而是由每个皇帝的适任程度所引发。

维斯帕先身负的课题是重建帝国，因此既不必像凯撒一样具有创造新制度时不可或缺的先见之明与独创力，也不必像背负确立新制度责任的奥古斯都一样拥有超一流的政治实力。时代要求他的课题，只要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就有完美达成的可能。因为这项课题需要的是健全的精神，而既没有独创性也没有特殊能力的维斯帕先，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正巧就是个「精神健全的人」。帝政施行至今百年，就像任何制度都有僵化期，罗马此时也面临到了危机。而要克服这种危机，最上策就是回到健全的精神重新出发。西元70年的罗马帝国於是有了适当的领导人。

健全的人不会认为所有的过去都必须丟弃。维斯帕先在登基之后，全名改为皇帝·凯撒·维斯帕先·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Vespasianus Augustus）。尽管由凯撒起始、奥古斯都确立的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已在尼禄之后崩溃。但是由凯撒绘制蓝图、奥古斯都建设的罗马帝政体系，却由弗拉维斯王朝的创始人维斯帕先继承了。而且在维斯帕先之后，不论任何人登基即位，罗马帝国皇帝的全名按惯例都会加上「凯撒」与「奥古斯都」。这项措施显示了罗马人尽管排除了不适任的皇帝，但仍将承续帝政体系的想法。维斯帕先在即位后的第一份声明，就是自己将承续奥古斯都、台伯留与克劳狄斯的施政。这表示尽管史学家塔西图斯批评台伯留与克劳狄斯是昏君，但是大多数罗马人不这么想。不过各位请注意，在这份声明中并未提到卡利古拉、尼禄以及其后任期短暂的噶尔巴、欧图、维特里斯。因为当时的人民认为这些人不是好皇帝。

在历史上一般以东方军团士兵拥立维斯帕先称帝的西元69年7月1日为维斯帕先任期的起点。不过根据之前笔者叙述过的许多内情，维斯帕先真正统治国家的时间应该是由西元70年11月起算，而到他逝世的西元79年6月为止。也就是他从六十一岁到七十岁的这段时光。这是个只知道边境军团基地生活的武将，转型成为必须理解辽阔帝国整体情势的政治家的一段过程。

这名从军中一路攀升的皇帝，提出了和平与秩序作为施政目标。而和平还需要秩序做为后盾，因此这只是将当年的“Pax Romana”（罗马主导下的和平）重新提出来而已。不过经历了一年半的政治动乱，要获得罗马人的同意并不困难。

维斯帕先首先关闭了亚瑞斯神殿的大门。这个双头神的神殿大门敞开，代表罗马进入战争状态。而关闭大门则代表恢复和平。对于罗马人来说，这项举动的涵义不必多做解释。






亚瑞斯神







维斯帕先其人



维斯帕先发表建设「和平广场」的消息，并立即动工。我们从现今存留的罗马广场遗迹就可以得知，「广场」（Forum）是集合政治、经济、行政等国家营运所需功能的地区总称。在罗马时代，任何都市都会有广场。而“Foro Romano”则是「罗马的广场」之意，也就是帝国的中枢地带。

由于罗马的疆域日益扩大，共和时期的罗马广场已经场地不足。因此凯撒才会在紧临罗马广场北边的地方建设「凯撒广场」。而奥古斯都也在其北边建设了「奥古斯都广场」，扩大了这些集合国家营运必要功能的地区。在第Ⅴ册中笔者曾经叙述过，由凯撒创设的「广场」，也就像是小型的罗马广场一样。和罗马广场同样地，内部有兼作为神殿、法庭、经济活动地的会堂，并且也是收集希腊文与拉丁文书籍（当时为卷轴）的公立图书馆。其中还有称为艾赛德拉的半圆形角落，用于私垫教育。总之是提供都市生活所需各项服务的地方。





维斯帕先所建设的「和平广场」在功能上和凯撒与奥古斯都兴建的广场一样，目的是让最高领导人能提供市民享受公共生活的地方。而按照罗马的习惯，建设公共建筑时，往往会为建筑冠上兴建者的姓名。因此即使他将广场命名为「维斯帕先广场」，也没有人会批评他。然而他没这样做，却将其命名为「和平广场」。这是为了向群众广为宣传，新任皇帝以恢复与维持和平为施政的最高目标。






涅尔瓦时代（西元96—98年）的「诸皇帝广场」




不过之所以没有命名为「维斯帕先广场」，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隐情。由于维斯帕先出身乡下，而且并非既有的统治阶层。因此不像首都名门凯撒或是凯撒的养子奥古斯都一样「血统尊贵」。在这两名「神君」的广场旁边兴建自己的广场还好，但他实在不敢模仿神君，为广场冠上自己的名字。

但话说回来，维斯帕先并未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当登基之后，曾经有人这么建议他。海克力士曾经造访维斯帕先的故乡列提附近，而且当地还有平民祭祀海克力士的小庙。新皇帝何不宣称自己身上有海克力士的血统？众所周知，名门凯撒一家的历史可以回溯到罗马建国时期，而且带有当年特洛伊城失陷时从城内逃出的依里亚斯的血统。因此凯撒家流有依里亚斯的母亲女神维纳斯的血统。而当年独裁者苏拉也曾公开宣称自己是维纳斯的后裔。维斯帕先如果宣称自己有海克力士的血统，说不定平民们会相信。然而他是个精神健全的人，这个提案就在大笑之下驳回了。如果他真的接受这项提案，想必会成为元老院议员冷笑的对象。

维斯帕先体格壮硕，脸型又有如发酵不完全的面包，总之是个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平民出身的人。而他也从不做任何不适合自己的行为。他既不建设华丽的宫殿，也没有参观虽未完工但装潢华丽，由尼禄兴建的“Domus Aurea”（黄金宫殿）。他的妻子在犹太战役期间中过世，因此目前单身。但是他不打算续弦。虽然身边有个情妇，但不是上流阶级出身的女人，而是青梅竹马的解放奴隸。他不但不打算将其迎为皇妃，也不许情妇插嘴公务、私事。日常生活也和称帝之前一样朴素。对他来说，登基之后依然身为士兵是项值得自豪的事情。以往有人晋见皇帝之前，必须先搜身检查是否携带武器。而维斯帕先将这项规定废除了。

他的言行举止离洗鍊的标準远得很。虽然他能说当时视为高等教养的希腊语，但不是令人佩服的辩论能手。不过这个乡土味十足的皇帝，却拥有相当高度的幽默感。

由于出身低下，因此只要有人求见，维斯帕先通常不会拒绝。他也接见过当时已经沦为少数派，但公然宣传打倒帝政的共和主义者。这些人大多是在首都罗马教哲学的教师。

维斯帕先曾经倾听某位人士在他面前大谈恢复共和制度的言论。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你好像为了让我处决你，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不过我可不会为了一只狗开口乱叫就杀了牠。」之后这一派的哲学家就被称为「犬儒派」。

他这一生与病痛无缘，病倒后分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於是说「可怜的我啊，快要当神了」。因为当时皇帝死后神格化已成惯例。而这也证明，罗马人心目中的神地位仅止于此。

不过维斯帕先也并非只是个乡愿的皇帝。当他亲自执政的西元70年秋季起，或说从他称帝的西元69年夏天时，他就已经表明由两名儿子继承皇位，以及立法确立皇帝的权限。对于维斯帕先来说，明示皇帝继任人选可以免除争夺皇位的风波，而明确皇帝权限可以改变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以来历任皇帝与元老院之间关系恶劣的情势。




〈皇帝法〉



维斯帕先有两名成年的儿子提图斯与图密善。计画明定这两人的继承权，无疑也是为人父母必有的感情。在维斯帕先与两名儿子统治的弗拉维斯王朝之后是史称「五贤帝时代」的盛世，根据学界定论，这五名皇帝施行善政的最大理由就在于养子继承系统。然而，这与五名皇帝之中有四名没有子嗣多少也有关系。例如五人当中唯一有亲生儿子的马尔克斯·奥里略皇帝，后来不也是把帝位传给了长子高摩达吗？可见有亲生儿子的人无法抵抗世袭制度的诱惑，实属人之常情。另外，当时培育领导人的主要单位为家庭，也是使世袭制容易为第三者接受的原因。

可是尼禄的下场却证明光是世袭制还不足以安邦定国。所以维斯帕先设法为拥有继承权的提图斯提供累积资历的机会。当初他之所以退出第一线，让提图斯接替自己担任犹太战役总决算——耶路撒冷攻城战总指挥的原因也在此。

而尼禄的下场还给人另一个教训。就是只要让元老院盖上不适任皇帝的烙印，具体来说，是多数赞成通过「共同体公敌」投票之后，权力再大的皇帝也马上沦为庶民。也就是只要元老院通过不信任议案，皇帝的日子也就完了。就连有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血统的尼禄，也逃不过这个下场。出身无法与尼禄相较，又是罗马统治阶层新人的维斯帕先，为了要巩固工作基础，当然得试图立法明定皇帝的权限。

维斯帕先的这个想法在他的助手穆夏纳斯协助之下，精确又迅速地付诸实行。当先帝维特里斯过世不到十天，西元69年12月底时，穆夏纳斯进入首都。由于他没有元老院会议召集权，因此他请拥有召集权的首都法务官朱利斯·弗隆提努协助召开会议。在会议上他立即要求元老院议决这两项议案。

关于皇位继承问题，维斯帕先曾经这么说：「所谓皇位继承人问题，就是承认我的儿子；或是回到无政府状态，两者择一的问题」。

元老院议员历经一年更替三次皇帝，每次都只能事后追认的经验，因此深深感受到无力感。也难怪他们会投票通过促使政权安定的皇位世袭制度。






〈皇帝法〉碑文（卡匹杜里诺美术馆藏）




另一项则是皇帝权的明文化。在现代的卡匹杜里诺美术馆藏有法案碑文——〈维斯帕先皇帝法〉（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碑文大意如下：


一、如同神君奥古斯都、台伯留、克劳狄斯诸帝拥有之权力，皇帝维斯帕先亦拥有与其认为适当之任何国家暨君主缔结同盟乃至友好条约之权力。




二、如同奥古斯都、台伯留、克劳狄斯诸帝拥有之权力，皇帝维斯帕先亦拥有召集元老院会议之权力、向元老院提出法案之权力、退回法案之权力。




三、由皇帝召集之临时元老院会通过之法案效力等同一般元老院会通过之法案。




四、每逢於本国执行政权之法务官、财务官、执政官等公职；职掌行省统治实权之皇帝行省总督、元老院行省总督、埃及长官；执掌稅务之皇帝财务官等公职选举时，皇帝所推荐之人选应获相当之优遇。




五、当首都罗马之住宅区域应拓宽时，应如同克劳狄斯帝拥有之权力；维斯帕先亦拥有拓宽之权力。




六、当合乎国家尊严与利益时，无论任何举措，维斯帕先均享有提案并执行之权力。此亦为奥古斯都、台伯留、克劳狄斯诸帝享有之权力。




七、如同上述三皇帝所享有之权力，维斯帕先亦得以对元老院会议及公民大会之决议行使否决权。



如果各位曾经阅读笔者的第Ⅵ册《罗马和平》，想必会发现，这些都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拥有过的权力。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上述的㈠是得到皇帝称号时，同时会获得的权力。因为皇帝身为罗马军最高司令官，因此军事与相关外交活动是皇帝的工作。而㈡和㈦则是拥有「护民官特权」就能行使的权力。㈢和㈥则是不须立法明定，之前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历任皇帝实际行使过的特权。而㈣则是便於自身派系人员晋用的策略。但是有现任皇帝做靠山的人在竞选时受到优惠也是当然的事情，实在用不著实际立法明定。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维斯帕先出身低下，连带使得他作风鄙俗的象征。

不过百年前创建帝政的奥古斯都之所以没有这样露骨表露自己手上的权力，是因为当时的罗马人对君主政体有强烈排斥感。各位只要想起暗杀凯撒一事就可以了解了。而到了西元70年时，已经事隔百年。罗马式的君主政治累积了充分的实效，甚至获得了统治方的罗马公民与受统治的行省民众认同。尽管表现得露骨一点，也只有少数理想主义者会感到反感。而且从维斯帕先讲求实际的军人性格来说，他也许认为要即位当然可以，不过要立法明示皇帝的各项权力，免得事后有人嘀嘀咕咕批判个不停。





其实维斯帕先在维特里斯死亡后成为唯一的皇帝时，元老院已经给他下列的权力：「全军最高指挥权」、「护民官特权」、「最高裁判权」、「奥古斯都称号」、「第一公民」。前面三项为实权，后面两项则用于赋予权威。因此即使不明定〈维斯帕先皇帝法〉，这些权力老早已经有所保障。也就是说通过〈维斯帕先皇帝法〉也只是明确化既有的权力，避免让人挑剔罢了。然而〈皇帝法〉的真正目的，在于追加於其后，总括前述规定的“Sanctio”，意译的话则是「免於罚则之认可」。而〈皇帝法〉的第六条规定，皇帝在判断符合国家利益时施行任何政策，可说是这项认可的伏线。由于获得了「免於罚则之认可」使得第六条规定效果更为强力。

“Sanctio”的文章内容和之前六条法规风格完全不一样，似乎出自於专业法律人士之手。内容的一字一句都特別讲究不能有模糊的解释空间，反而使得整篇内容不清不楚，是标準的所谓法学着作风格。如果要条列其中的内容，大致可整理如下：


由于〈皇帝法〉之成立：




一、即使皇帝试图违反元老院及公民大会之决议，亦不须为其负责。




二、不须缴纳任何罚款。




三、不得有任何人以实施违反元老院及公民大会之决议为由控诉皇帝或申请弹劾审判。







〈维斯帕先皇帝法〉如此强化皇帝的权力。然而这项法案却不是由维斯帕先的助手穆夏纳斯以皇帝提出的法案，亦即皇帝立法的形式通过。而是设法由元老院的立法手段，所谓的「元老院劝告」的形式投票表决通过。也就是说，形式上这不是皇帝维斯帕先的要求，而是元老院主动提出并通过的法案。简单来说，维斯帕先派的〈维斯帕先皇帝法〉及“Sanctio”提案人想表达的意义就是，既然投票通过并簽署这项法案，之后元老院也就没有资格开口攻击皇帝。

也许维斯帕先只是很单纯地不希望重蹈覆辙，和尼禄一样不受元老院信任，被打为「国家公敌」并被迫自裁。然而这项〈皇帝法〉的成立却代表了帝政制度上的一大转变。元老院再也不能提出弹劾审判，或是以多数决认定不适任，将皇帝打为「国家公敌」，因此也无法依靠上述行动更替政权负责人。原本连开国皇帝奥古斯都都承认元老院对皇帝的监督功能，但〈皇帝法〉立法之后，元老院也失去作用了。

维斯帕先能够做这种程度的要求，是因为他有帝政百年下来的政绩做为背景。当年奥古斯都之所以不要求到这个程度，是因为正值由共和制转型到帝政的敏感时刻，因此不能忽视罗马人对于帝政的排斥反应。不过若是奥古斯都也站上今天维斯帕先的立场，不知他是否也会做同样的要求。

在罗马史上，「罗马的元老院」几乎可以代表整个罗马。而其功能也随时代不同跟著转变。

在王政时期，元老院是聚集各个家门的家长，为国王提供建议的机构。名额从一开始就固定为三百人。

西元前509年转型为共和制之后，元老院名额同样为三百人，也同样是聚集有力人士的机构。但是从建言机构摇身一变，成为执行政策的机关。如果我们用现代的私人企业来打比方的话，在公民等员工之上，有由三百名董监事组成的董事会。而每年会举办一次员工大会，从这三百名董监事中选出两名任期一年的执行长。之所以需要两名，是因为一名担任「国内」施政，另一名担任「国外」策略。而共和时期的「国外」策略，也就是指挥扩充霸权的战争。

进入帝政时期之后，执行长已经不再由董事会中选任。而是透过世袭制或由前任执行长以指名养子的方式，担任没有任期的终身执行长。公民大会也转变成在竞技场上欢呼或大喊反对的形式，再也不举办选举执行长的员工大会了。

最初试图将制度转型成这个样子的人是朱利斯·凯撒。笔者认为他真正的意图，是因为既然罗马已经成长为国际级的大企业，每年更替一次领导人，以及三百名董事会的合议制度，在营运上已经不堪发挥充分的功能。而帝政是罗马追求提升统治能力时不可避免的一条路。

真正实现凯撒的想法的，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不过他还是为董事会保留了当执行长不适任时，得以弹劾的功能。也就是为元老院保留的监督帝政的功能。

而且尽管进入了帝政时期，元老院也并非纯粹是个监督机关。它同时也是储备就任国家要职人员的培育机构。因此奥古斯都也才认为元老院应当享有适当的权限，才足以完全发挥其功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希望人能够发挥充分的功能，也应该给予适当的权限。就连靠军事力量打倒「元老院体制」的凯撒，也没有做出废除元老院的暴行。不但如此，凯撒还增加了元老院的名额。不过凯撒心中的国家并非像共和时代由元老院主导的政治体制，而是由皇帝主导的政治体系。等到奥古斯都继承凯撒之后，元老院这个储备治国人才，并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色彩也更浓厚。尽管如此，当元老院认定在位的皇帝不适任时，依旧拥有推出不信任案的权限。

而维斯帕先通过的〈皇帝法〉却明定尽管认为皇帝不适任，依旧不得弹劾皇帝。笔者认为，如果奥古斯都站在今天维斯帕先的立场上，可能连想都不会想立这种法案。





因为既然元老院失去所谓的不信任提议权，亦即当年的弹劾审判。如果今后遇到认为在位的皇帝不适任时，唯一的应变手段只剩下暗杀。也许各位认为让元老院议决为「国家公敌」之后，皇帝只剩下自裁一途，那和暗杀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別。但是握有「利器」却不使用，与武器遭人剥夺无法使用，状况其实相去甚远。笔者之所以不想把维斯帕先的领导能力评为满分，主要原因也就在此。维斯帕先打算以立法的手段，解决立法之后依旧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法律条文也会反映出提案人的人格。

也许维斯帕先认为今后他就能够安心做他的皇帝。然而〈皇帝法〉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二十六年后他遭到暗杀的次子图密善。这是一个越是极力消除风险，就越容易让风险击倒的例子。如果担任皇帝有风险，任何人在位时都会有紧张感。因此在有意无意之间会试图修正政策路线。而身为罗马皇帝的人，也就因此必须随时意识到事情的轻重缓急、应不应当进行。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在通过〈皇帝法〉之后使得帝政更加专制。维斯帕先在位的九年期间自始至终一直维持著安定和谐的行政。他的行政之优秀，根本不需要剥夺元老院的不信任权。套一句史学家的评语，就是这九年之中没有值得特別记载之事。而这九年之中，能够达到这种「八方无事谏书稀」的局面，除了施行善政与幸运之外，还要归功於维斯帕先的平民出身与行为举止，以及他健全的精神。使得他人对于这名皇帝能够带有较为良好的印象。维斯帕先的形象就是一名平民皇帝，他本人对这形象感到满意，也深知其效果。

不过九年之中无事可书，也代表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作好妥善处置。我们从他归国之后的施政业绩，就可以得知他对于重建帝国的想法如何。因此以下不以年代顺序，而采用分项说明的方式。




继承人问题



在之前已经叙述过，西元70年1月，维斯帕先人在埃及伺机而动，提图斯尚未进行耶路撒冷攻城战的时候，穆夏纳斯设法在罗马召开元老院会议，让当年的执政官由维斯帕先与提图斯当选。而第二年西元71年时，也靠著穆夏纳斯的策略，让滞留埃及的维斯帕先继续连任。

等到西元70年秋季维斯帕先归国之后，也几乎年年（西元72、74、75、76、77、79等年份）都由父子两人双双当选执政官。由维斯帕先和其他人同时担任执政官的，只有西元71与73年两年。两名执政官都由他人担任的，只有西元78年而已。

维斯帕先并非仅以让提图斯担任执政官的方式提升长子的名声。当庆祝犹太战役获胜的凯旋仪式时，是由父子两人个別驾驶四头白马的战车，担任凯旋将军。西元71年的凯旋仪式的特征就在于，并非分成主角配角，而是有两名凯旋将军。

而且皇帝维斯帕先在凯旋仪式结束之后，立刻就赐给提图斯和自己一样享有“Imperator”个人名的权利。除此以外还赐给他「绝对指挥权」、「护民官特权」。由于最高指挥权属于罗马全军领袖，因此只能由皇帝享有，提图斯只能担任次席。不过能享有公民大会召集权和否决权的「护民官特权」则与皇帝一般无二。因此提图斯可说是和维斯帕先一起担任国家共主。这些特权就如同奥古斯都晩年给予继承人台伯留的待遇一样。

另外维斯帕先还赐给提图斯和次子图密善凯撒的封号。於是从此以后，皇帝被人称为「凯撒·奥古斯都」，而皇位继承人的称号则是「凯撒」。由于维斯帕先深信之前内战的原因之一在于皇位继承人不明确，因此他才会明定皇位继承人的封号。一来满足父亲期望儿子继承的心愿，二来又剪除了帝国内哄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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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密善 











元老院对策



以专制味道浓厚的〈皇帝法〉立案人来说，维斯帕先对元老院的态度其实相当温和稳健。相信这是因为维斯帕先拥有相当优秀的政治平衡感。而且无疑地，这也是因为他考虑到大多数的元老院议员出身与教育都要好过他。

即使没有重大议题，他也一定会参加每个月初一与十五的例行元老院会议。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在位时几乎年年担任执政官，必须执行议长的职务。

他奖励议员在会议上踊跃发言讨论，不论正反两面意见一样洗耳恭听。不管内容多么辛辣恶毒，也不会表现出愤怒的样子，只不过他也会设法反驳。只可惜维斯帕先才能不及凯撒。凯撒拥有机智幽默，能够一针见血三言两语引发满场爆笑，让反对者孤立在议场上。维斯帕先在进行反驳时，顶多只能扭曲著脸，说道谁叫我这把年纪还跑来当皇帝，才会落得如此不堪之类的话。不过这么一来议场的气氛立即会缓和下来。因为维斯帕先虽然没有才气，但是相当具有魅力。

他获得议员好感的另一项原因，在于公开表示不会以叛国罪名将元老院议员送上法庭。既然通过了〈皇帝法〉使得元老院议员失去弹劾皇帝的能力，照理说他用不著再三向议员表示善意才是。然而他之所以还这么做，显示在他出身乡下的纯朴外表下，其实深谙著伪善之道。维斯帕先不只有魅力，还是个相当圆滑老练的人物。

另外他还不忘资金援助经济陷入困境的元老院议员。因为要担任终身无给职的元老院议员，必须拥有百万塞斯泰契斯以上的资产。当初维斯帕先受推举担任元老院议员时没有这种经济能力，还是以哥哥萨比努斯为保证人借贷，才勉强获得了元老院的席位。

另外皇帝维斯帕先也恢复了第二代皇帝台伯留创设并活用的委员会制度。当遇到事态紧急或是需要专门知识、能力的议题时，不是由六百名元老院议员相互讨论交付表决，而是委由五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处理。这是个为了提升统治效率而创建的制度。这让人回想起来，在台伯留之后，维斯帕先是第一个熟悉军事、为了执行军务亲自走遍帝国全境的皇帝。




晋用人才



在登基之初，维斯帕先公开宣言将因袭奥古斯都、台伯留、克劳狄斯的政治路线，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他晋用了十二名行省出身的元老院议员。如果仅止于晋用行省出身的人士，那不过是在模仿当年克劳狄斯帝为中部、北部高卢人开放席次罢了。维斯帕先更进一步地，赐给其中五个人贵族的称号。

按照元老院的传统，议员在起身演说时为了向诸位议员致意，会以「帕特雷斯·康斯克里普提」为起始。直译其内容则是「各位父老、各位新进人士」。所谓的父老，指的是建国以来的名门贵族。具体而言有科尔内留斯、克劳狄斯、朱利斯、瓦雷留斯、艾密留斯等。像西塞罗这种一门之中第一个当上元老院议员的人，就不是「父老」，而是「新进人士」。也就是说，维斯帕先把前述的五名新人拉上与父老平等的地位。由于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的既有统治阶级不能发挥功能，才会引来尼禄失势与其后的一片混乱。因此维斯帕先打算为缺乏活力的统治阶级注入新血。而这些「新血」的人选实力坚强，让家族代代属于统治阶级的人也无话可说。

这五个人里面，只有下列三个人的姓名流传到二千年后的现代：

M·乌尔漂斯·图拉真——自始至终率领第十军团参加犹太战役的武将。之后成为皇帝的图拉真之父亲。出身於西班牙。

C·朱利斯·阿古力克拉——八年后派遣到不列颠战场的武将。史学家塔西图斯的岳父。出身於高卢地区。

L·朱利斯·弗隆提努——晋用当初只是一个法务官，但之后担任水道厅长官等各项公职，并著作水道系统的解说书，一直流传到现代。这个人可能亦出身於高卢地区。

包括这三个名人在内，十二个人的出身地点包括西班牙、高卢、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帝国的各个行省。相对于为帝国西方行省仕绅开放元老院席次的凯撒与克劳狄斯，维斯帕先还开放元老院的席次给出身东方行省的人。

以当年的情势，即使没有成为贵族，能当上元老院议员就已经相当有意义了。因为几乎所有国家的要职都由元老院议员之中选出。而执政官、行省总督、指挥数万大军的司令官等，都必须要先担任过元老院议员才有资格。所以一旦当选，地方的乡亲会认为当选者光耀乡里，为此大肆庆祝。而也是因为实施这种平均化的政策，才使得行省与本国之间增强了同为罗马帝国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

而在看这十二个人的姓名时，笔者发现至少有四个人带有「朱利斯」家门名。能够为行省民众赐「朱利斯」家门名的，只有凯撒、奥古斯都、台伯留、卡利古拉四个人。克劳狄斯与尼禄属于克劳狄斯家门，如果由这两个人赐名，受赐者的家门名应该是「克劳狄斯」。就好像维斯帕先赐名犹太史学家约瑟夫之后，这个人的姓名成了弗拉维斯·约瑟夫一样。

首先谈谈卡利古拉，他对这方面的事情毫不关心。而奥古斯都虽然并非不关心，但是在这方面相当保守，因此在行省仕绅的门户开放工作上一直很消极。继承奥古斯都的台伯留积极录用有实力的人才，因此博得后世「台伯留门生」的美誉。但是他一向以不做奥古斯都不愿做的事情为宗旨，因此应该也没有到处赐名。结果每当提到赐朱利斯家门名的问题时，最后都一定会提到朱利斯·凯撒。也就是说，这又是一次一百二十年前凯撒播种，百余年后的维斯帕先收割的纪录。虽然不久前引发叛乱的也是「朱利斯」，但罗马帝国有得是进入帝国中枢，为国奉献的「朱利斯」。




「骑士阶级」与平民对策



维斯帕先并未因为自己出身「骑士阶级」，就设法优待这些帝国的次等阶级，这点相当值得赞赏。不过话说回来，他也只是跟著前人的路子走罢了。

在这方面的前人，指的是奥古斯都与克劳狄斯。当年是奥古斯都起用于共和时代便活跃於经济圈的「骑士阶级」进入行政行列。使得这些经济经验丰富，实务能力优秀的人，能够成为帝国营运时不可或缺的官僚。因此共和时期可与「经济圈」画上等号的「骑士阶级」，到了帝政时代则成了活跃於经济、军事、行政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罗马社会共分成元老院阶级、骑士阶级、平民阶级、解放奴隸、奴隸五个社会阶级。罗马人并未废除由共和时期延续下来的阶级制度，而是承认阶级之间的流动性。不但承认，甚至於奖励阶级间的流动性。奴隸可以成为解放奴隸，如果符合资格，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进入平民阶级。而出身骑士阶级的维斯帕先，也因为军功与行政资历而进入元老院，甚至当上皇帝。

如果社会之中人人平等，反而会造成对外来者的排斥感。因为众人必须承认新进者与既有民众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一旦承认，会引起既存者的反弹。各位只要想想现代的白种优越感，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而如果像古罗马一样承认阶级差异，但允许阶级间相互流动的话，既存者也就没有拒绝外来者加入的理由了。对于这些没有办法表现实力的人，首先让他们进入最低阶层，之后能否攀升全看他们的本事。而任何人只要表现实力，立即允许加入合乎实力的阶层。我们从历史上可以得知，力守民主体制，遵守全体平等理念的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对于奴隸与其他城邦出身的人相当冷漠封闭。而共和时代由元老院领头施行寡头政治，帝政时期转向君主政治的罗马，社会却更加开放。这一点值得我们后世的人深思。古罗马其实在当时条件极限下实现了机会均等的社会。而维斯帕先所做的，就是走在凯撒开创、奥古斯都奠基，台伯留与克劳狄斯不断保养的路上。

尽管通过〈皇帝法〉，剥夺了元老院弹劾皇帝的手段，维斯帕先并不认为从此自身与继承人的地位就安泰了。平民阶级同样能拥有罗马公民权，也就同样是有权者。尽管到了西元一世纪后半，施行帝政已经过了百年，执政官以下的国家要职都改由元老院选举通过。因此公民大会已经失去意义，而且多年没有召开。然而这些有权者表达声音的机会并未完全遭到废除。由国家主办，或皇帝、高官赞助的大会与祭典，就成了平民表达意见的地方。尽管他们身为平民，但依旧以身为罗马公民为荣。因此在表达意见时毫不客气，足以让主政者感到恐惧。即使皇帝本人没有兴趣，但民众依旧欢迎皇帝列席剑客决斗与马车赛会场，因为这也是一般民众向最高领导人表达意见的场合。

在尽心政务的同时，奥古斯都也常常出席这些会场。因此平民对奥古斯都的评价甚高。而台伯留虽然充分尽了皇帝的职责，却隐居在卡布里岛；而且他不喜欢剑客比赛，因此绝不出席，使得民众对他的评价相当恶劣。而卡利古拉与尼禄虽然在适任与否上让人感到疑问，但却相当受到一般民众喜爱。也是因为他们的「全勤」表现。

后世的人将此称为“Panem et circenses”（面包与娱乐），视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弊端。然而「面包」制度保障贫民不因此饿死，而“circenses”制度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有娱乐之外的意义。为了证明这个论点，以下将介绍维斯帕先本身经历过的一个实例。




犹太公主



维斯帕先的长子提图斯在父亲指挥下参加犹太战役时，已经与犹太公主贝雷尼凯陷入热恋。贝雷尼凯是在克劳狄斯帝时代恢复王位的阿古力巴一世的女儿，也是在犹太战役中协助罗马作战的阿古力巴二世的姊姊。她比提图斯年长十二岁，曾与东方君主有两次婚姻经验。

父亲阿古力巴一世才气纵横，青年时在罗马留学还遭台伯留帝视为危险人物。而父亲的才气似乎大部分都遗传给了女儿。和个性耿直，被罗马视为理想同盟者的阿古力巴二世不同，身为姊姊的贝雷尼凯性格孤傲强硬，如果罗马派来的长官迫害犹太人的话，甚至不惜当面严重抗议。她不只天资聪慧，受过的教育也相当良好。由于没有留下肖像，所以我们只能相信史学家的纪录，不过据说她是个身材修长、举止优雅的美女。






提图斯




而提图斯在精神与肉体方面都与父亲维斯帕先相像。不过可能是因为年轻，所以没有维斯帕先特有的一种圆滑气息。根据约瑟夫·弗拉维斯所著的《犹太战记》所述，提图斯虽然身为总司令官，但战斗时却有如士卒，虽然勇猛但称不上智将。他是个纯朴有良心的年轻人，但不够冷静。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爱上了这名美丽知性的年长女子。

贝雷尼凯也设法回报提图斯的热爱。当阿古力巴二世到罗马向维斯帕先进行亲善访问时，她也随行参加。这位犹太公主与皇位继承人终于再度相会了。提图斯让情人住进了皇宫。由于当他与贝雷尼凯陷入热恋时，已经与育有一女的妻子离婚，所以在当时是个自由的单身汉。而罗马人不认为与犹太女性同居是件丑闻。当时在帕拉提诺丘上的皇宫除了皇帝一家人之外，还住着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斯。而出身犹太民族的前任埃及长官台伯留·朱利斯·亚历山卓，在犹太战役结束后转任首都警察长官，他也经常出入皇宫。对这些事情，罗马人根本管都懒得管。

如果提图斯与这位出身高贵的犹太女性仅止于情人关系，就像当年的凯撒与克丽奥佩脱拉一样，那一点问题都没有。或者说他只是个高级官员，而不是皇位继承人，要迎娶犹太女性也是他的自由。贝雷尼凯有一位姊姊，同样也嫁给了罗马派遣来的犹太长官。然而纯朴的提图斯不愿意让情人没有名份。而偏偏他又已经是皇位继承人。

事隔二千年，我们不得而知当提图斯向维斯帕先恳求允许结婚时，维斯帕先如何答覆。不过我们可以听见人民的声浪。

当天维斯帕先与提图斯站在贵宾席上，也许贝雷尼凯也同时列席吧。而观众席上的群众向这几个人高声抗议。

罗马的民众并非反对提图斯与犹太女性成婚。而是对罗马的平民来说，他们一听到东方的公主，马上就会想起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虽然事隔百年，但是罗马的平民没有忘记马尔克斯·安东尼因为爱上希腊裔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最后与祖国罗马敌对。不管是希腊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对这些民众来说都差不多。光是出身东方王族这一点，就让民众恐惧是否会重演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的戏码。

提图斯放弃了这段感情，而贝雷尼凯也回到了犹太王国。九年后维斯帕先驾崩、提图斯即位时，贝雷尼凯再度访问罗马。但是提图斯没有忘记那天竞技场上的群众一致反对的声浪。这名犹太女性也只有再度回到东方去。

然而提图斯虽然不能与情人结合，却没有断绝这段感情。他和贝雷尼凯分手之后，没有另外寻找结婚对象，甚至在身边没有半个情妇。年逾三十依旧维持单身。当朱利斯·凯撒三十出头时，曾经说过「在上位者的自由比在下位者少」。这时的提图斯只怕是全罗马最能体会这句话的人了。尽管皇帝受到〈皇帝法〉的保障，但如果因此认为自己没有办不到的事，就是在自掘坟墓。




圆形竞技场



对现代人来说，如果要以一张图来表示罗马的都市，通常大家都会想到“Colosseum”（义大利文是Colosseo）。这栋建筑是由维斯帕先所兴建，因此圆形竞技场的正式名称为“Amphitheatrum Flavium”，意思是弗拉维斯圆形剧场。由于半圆形的剧场是由希腊人发明，所以用两个半圆相合的希腊文“Amphi”加在名称之前，组成「圆形剧场」的意思。但是如果考虑到在这剧场中举行的活动种类，则要译成圆形竞技场；虽然实际形状其实为椭圆形。不管怎么说，这种形式的露天竞技场还真是罗马人首创。至於为何只有设在首都的这座圆形竞技场被称为“Colosseum”呢？这是因为附近有座尼禄在兴建黄金宫殿时一并建造的尼禄巨型雕像（colosso）。维斯帕先没有拆除这座巨型雕像，只把头部换成太阳神。而之所以没有拆除，是因为这座雕像体积庞大，民众对巨大的事物向来有莫名的好感。

圆形竞技场（Colosseum）的建设地点，位于尼禄原本预定开挖人工湖的平地上。这里位于居民散步的去处、布满公共建筑物的罗马广场与凯撒、奥古斯都的「广场」（forum）附近。而为什么维斯帕先要牺牲掉尼禄为民众提供绿化空间的计画，把人工湖的预定地点用于兴建容纳五万人的圆形竞技场呢？






圆形竞技场复原模型









圆形竞技场平面图









残存于现代的圆形竞技场




在第Ⅶ册中叙述尼禄的部分时，笔者曾经假设过，整个包括人工湖与自然公园在内的「黄金宫殿」（Domus Aurea），就是尼禄的首都中心绿化工作。而这项计画之所以不受民众欢迎，是因为尼禄与民众之间对于都市计画的想法不同。尼禄喜好希腊文化，也许他只是想把罗马建设成希腊式的理想国（Arcadia）。然而当时居民多半在郊外另有別墅，认为都市并非享受大自然的地方，而是众人聚集之处。也许尼禄会反驳说，自然公园与人工湖一样能聚集民众一同享受。

但是毕竟独乐乐与众乐乐感觉不同。都市的中心不只是要能聚集众人，还要能让众人一起参加共同的活动。我们只能说，维斯帕先排除人工湖计画、兴建圆形竞技场，是因为他懂得都市中心真正的价值。

也许尼禄还会有意见，认为都市中心已经有了个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

大竞技场的义大利文为“Circo Massimo”，是四头战车赛用的巨型竞技场。当时已能容纳十五万人，据说上限可以达到二十五万名观众。然而一旦到达这个规模，反而使观众难以将意识集中在同一点。因为地方太大，使得注意力涣散了。相反地，如果只有五万人，而且是在封闭的空间里，就能够强化群众的参加意识。各位只要想想现代的足球赛场，应该就能体会这种感觉。

圆形竞技场的大小正好适合皇帝与平民碰面。对于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罗马来说，五万人既不多也不少。而且对于最高领导人皇帝来说，建设圆形竞技场除了有提供娱乐场所的目的之外，还有提供接受批评与赞扬时政场所的意义在内。而居民们也很能理解这一点。尽管他们强烈反对人工湖计画，但是却举双手赞成建设圆形竞技场。






圆形竞技场的三层拱门









劳动文明宫（EUR）




　

圆形竞技场可说是美学与技术的最高杰作。这么庞大的一栋建筑，却不会让人感受到单调与压迫感。建筑采用罗马人喜爱的拱门，拱门两侧是圆柱，拱门内则设置人像。一楼的柱子采用有分量感的多利亚式；二楼则是俐落的爱奥尼亚式；而三楼则采用精致的哥林斯式。由于每一层楼的柱子都采用不同的风格，因此得以免於单调与压迫感。我们可以和据说是墨索里尼在“EUR”区模仿圆形竞技场兴建的建筑相较比对。

而在功能方面，由于出入口的设计良好，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在十五分钟内疏散所有的观众。用于决斗的猛兽，也可在不危及负责人的情形下，经由地下的运输装置送到地面。另外为了避免观众暴露在强光之下，还利用帆布在观众席上方制作了顶盖。据说每当圆形竞技场举办活动时，都由米塞诺海军基地派遣水兵进行铺设。至於罗马人怎么办到的，现代人则不得而知了。

圆形竞技场残存了二千年，我们到现在都还能亲眼见到。不过其实留下来的只有当年的三分之一。自从天主教主导政权以后，罗马时代的建筑物就成了绝佳的石材场。因此能拆下来的建材统统给拆了干净。每个拱门里的人像、墙面上的大理石板统统遗失。

我们可以说近日能够看到的只是圆形竞技场的「骨骼」。德国文豪歌德曾说，要到义大利旅游，除了肉眼之外，还要带着心灵之眼。圆形竞技场正是个好例子。






圆形竞技场的帆布顶盖（想像图）




尽管新任皇帝建设「和平广场」，强调恢复和平与秩序的精神；建设圆形竞技场提供平民娱乐场所，并加强皇帝与平民之间的关系。皇帝因此获得民众绝大的支持，但毕竟一切都要用到预算。历经尼禄的豪奢滥用和一年内乱期间之后，重建国家财政更是当务之急。而在财政重建方面，维斯帕先可说是史上最有名人物。有位学者说，维斯帕先是最佳的国稅局长官。

他被人称为「最佳」的原因在于，既不调高稅率，也不滥设新稅，仅思索如何增加稅收并获得成功。而笔者认为，在知道维斯帕先成功的原因之前，必须先了解罗马的国家财政结构。




重建财政



关于罗马帝国的国家财政细节，尽管学术界如何努力，至今还是未能得知。而且只怕这个任务永无完成的一天。而这并非因为罗马人不重视稅制，随意征收、滥行逆施。相反地，是因为罗马的皇帝知道范围宽广、稅率轻薄的稅制，才是善政的基础。因此古罗马帝国施行了绵密的稅制，并依状况弹性对应，现存的史料不足以把握整体全貌。因为当罗马帝国灭亡，进入中世纪以后，割据各地的诸侯与仕绅随意开征稅金与通行费，陷入了稅制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对于罗马时代的稅制也失去了兴趣。只怕幸存於当时的古罗马稅制史料，也因为未曾刻意抄录而丧失殆尽。不过我们从散见於各个史料中的纪录，可以为罗马帝国稅制整理出下列轮廓。




岁入



一、稅收

（a）直接稅——古代城邦都市的公民认为，参加国政是公民的权利，而服兵役保卫国家则是义务。因此就连城邦都市雅典的公民，都只有服兵役的义务，而没有交直接稅的义务。而罗马帝国原本也是城邦都市起源的国家。主力军队军团兵的资格就是从拥有罗马公民权起始。因此保障帝国安全的罗马公民不需缴纳直接稅。然而罗马和雅典不同的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不只义大利或行省出身的罗马人。尽管出身行省，只要服完二十五年的辅助兵兵役，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而医生与教师在直接担任医疗与教育工作的同时也就能取得罗马公民权。另外还有不少人基於政治上的理由（例如凯撒大肆赏赐被征服民族的仕绅阶级），或个人的理由（例如维斯帕先赐给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取得罗马公民权。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好处，除了得以列入罗马法保护范围以外，另一个直接利益就是得以免除直接稅。

因此，行省稅佔了直接稅的绝大部分。由于行省民众没有罗马公民权，因此免除了保卫国家的义务。既然如此，罗马政府便要求行省民众拿钱出来负担国防费用。而行省稅则以能产生利润的资产与人力为课稅对象，稅率为百分之十。女性、儿童与老人视为不能产生利润的人力，因此排除在课稅对象之外。

不过也有专门针对罗马公民的直接稅。这是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创设，古代前所未有的遗产稅，稅率为百分之五。不过六亲等以内的人排除在课稅对象外，而且也不是年年必缴的稅金。除此以外，则是对于在脱离奴隸身份时，向当事人征收的奴隸解放稅。这个稅金的稅率是当年奴隸遭贩卖时售价的百分之五。至於详细的说明，笔者已经在第Ⅵ册第196页叙述过了。

（b）间接稅——罗马帝国大致上有两种间接稅。

关稅——在奥古斯都的时代，随着各地经济力量不同，关稅有从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五的差异。到了维斯帕先在位时，由于步入帝政已经百余年，各个地方的经济力量差距已经逐渐拉近，所以帝国整体的关稅也慢慢趋近于百分之五。不过，通过埃及海关进口的香料、丝绸与宝石等东方奢侈品，依旧维持奥古斯都时代的百分之二十五稅率。

营业稅——类似日本的消费稅，稅率为百分之一。但自从尼禄皇帝之后，做为主食的小麦已经免稅。

以上是可考的罗马稅收岁入。





二、国有的金、银、铜矿及其他矿山收入

罗马帝国极力避免拥有国营事业，但只有矿山国有化。这并不只是国家重视矿山的收益，也是因为帝国政府必须负责维持国内流通货币的面额价值与材料价值一致。





三、国有土地的租赁收入

罗马在义大利与各个行省拥有大批的「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大多数为耕地，并租赁给农民。也就是国家为「地主」，农民为「佃农」的关系。但在西元前59年，凯撒担任执政官时，通过了「朱利斯农地法」保障农民的租地权。由于法案保障了租地权的世袭，以及承租二十年后让渡土地的权利，因此要说是佃农，不如说是向政府借贷生产设备的自耕农。田地的租金为每年收成的百分之十，畜牧业的资金费率也与农耕业相同。

以上是罗马的一般岁入。而农牧业者一般是以产物代替金钱缴纳，亦即所谓的「现物缴纳」。另外罗马帝国还有下列两种临时岁入。

（a）战争获胜时贩售战利品所得之收入。

（b）没收因叛国罪处死或流放者资产所得之收入。

可是维斯帕先却无法指望这些临时收入。一来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以后，国防目标由征服转变成防卫。二来维斯帕先已经公开宣言不会以叛国罪控告元老院议员。接着，我们来看看国家营运时不可避免的岁出部分。

在某次餐会上，笔者曾经有幸与前首相宫泽喜一同席。於是笔者趁机向这位经济专家请教多年来的疑问：为什么现代的先进国家稅率比罗马帝国高？而他的回答是，也许是为了要负担社会福利的费用吧。

那么，古罗马岁出的项目中，没有社会福利的部分吗？




岁出



一、军事费用

各位读者请不要忘记，罗马帝国皇帝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保障粮食与安全。而且罗马帝国的每个人都认为，维持和平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安全的保障同时也连带保障了粮食。

而在维斯帕先的时代，必须持续进行不列颠称霸战，又必须维持在犹太驻军。全国兵力总计二十八个军团，主要战力军团兵十六万八千人，辅助兵大致上也人数相当。国家除了提供士兵的吃住武器装备之外，每年还要给付军饷。而且军团兵在服满二十年兵役之后，还可享有古代少见的退休金制度。我们不必等史学家塔西图斯或哲学家赛内加说些什么就能了解，“Pax Romana”（罗马主导下的和平）是要花钱维持的。





二、公共事业费用

而罗马之所以能以三十万兵力防卫帝国辽阔的疆域、漫长的边界，是因为铺设了能让大批士兵抱着沉重装备迅速移动的罗马式道路网。而且罗马人认为桥梁也是道路的延长，因此绝对不会有走完石头路面后，渡过木制桥梁的做法。为了让道路网功能更加充实，只要有必要，罗马人也绝对不会吝惜花费时间精力建设堤防与港口的工程。不管面前是海洋或河流，要建设港口就势必要施工。

由于这些基层建设初期目的在于军事，因此是由每个军团分工修建。因此军事费用与公共事业费用无法明确区隔，或者说两者密不可分。而罗马街道又相当於古代的高速公路，并免费开放给民间使用。

另外一个需要国家出资负担的事业是神殿的兴建工程。由于罗马信奉多神教，因此神殿的数目也多。能兴建神殿的还不只朱比特、阿波罗、维诺斯（维纳斯）等上级神祇，还包括融和女神等小神。这些神殿的修筑工作，一般是发包委托人称“Societas”（英文society的语源）的私人企业施工。而同为重要公共事业的上下水道、公共浴场、竞技场等工程，也采用相同的发包施工体系。就连和平广场和圆形竞技场，也是委由私人企业兴建的。大多数的“Societas”并非由一名资本家，而是由数位资金提供人合资成立，可说是近代股份有限公司的雏形。

首都的重要公共建筑物有不少是在共和时代末期由私人捐资兴建。比方说庞培剧场、凯撒广场、朱利斯公会堂、朱利斯投票场。这些建筑因为初期费用是由私人提供，因此不需要国家出资。但是不管如何坚固的建筑，兴建之后都需要保养维护。公共事业费用有一大部分是用于街道、上下水道、公共建筑物的整修费。





三、人事费用

既然帝国幅员如此辽阔，当然会需要负责营运的人员。在首都值勤的执政官、法务官、会计检察官、按察官等政府高官是无给职，但在首都当差的事务官是有薪阶级。而派驻於外地的行省总督，则得以支领必要经费，而在总督之下工作的地方事务官也理所当然地要支领薪水。这些人的人事费用自然是一笔天文数字。不过令人讶异的是，尽管罗马帝国疆域这样辽阔，居然没有变成一个处处官吏的国家。也许这是因为包括征收稅金在内，帝国政府有许多事业委任民间处理。就连首都罗马内部，也没有类似行政人员办公室的区域。





四、节庆费用

罗马人没有周休的习惯，而以献祭诸神的日子做为假日，这是多神教民族才有的现象。而节庆费用之所以昂贵，不只因为花在神殿内部的祭祀活动上。大多数的资金，是花在按惯例祭典后以献给诸神为名义的竞技大会。对罗马人来说，所谓的假日，是在神殿向诸神祈祷后，观赏竞技与决斗取乐的日子。





五、社会福利费用

「小麦法」保障身在首都的公民每个月可以免费领到五墨狄斯的小麦。

这项措施的历史相当悠久，可以回溯到西元前二世纪。到了维斯帕先时，这项制度已经足足施行了两个世纪。这项制度的起源，是在西元前123年，身为护民官的格拉古兄弟的弟弟盖乌斯提案的「小麦法」。这项法案初期的内容是保障贫民可以市价的百分之六十购得小麦。不过由于法案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从西元前一世纪起改为免费给付。到了帝政时期后总支领人数已经达二十万人。这些人每个月可以支领五墨狄斯（约三十公斤）的小麦。

支领这项补助的资格为居住於首都的罗马公民。施行的范围限定在首都，是因为自古以来贫民往往向大城市集中。而且能直接间接表示对皇帝支持与否的，也正是这批定居首都的「有权者」。所以小麦法同时也是一项民心政策。

女性与儿童没有支领资格。而理论上，不论是元老院议员或是骑士阶级的“Societas”总裁，都可以免费申请。

「小麦法」的最重要目的在于解救贫民免於饥饿。但同时也是争取民心的政策，所以若将受益人限制为贫民阶级，会失去政策的效果。因此罗马当局想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如果想要申请免费支领每个月五墨狄斯的小麦以及节庆活动的免费门票，并获得上述权益的证明书（Tesserae Frumentariae），必须由本人亲自申请。於是对富裕阶级的人来说，申请时遇到的下列状况是无形的障碍：要和平民、解放奴隸一起在马尔斯广场排著漫长的队伍，并忍受路过的亲朋好友眼光，还要花上一大堆时间才能弄到手。经由这项措施，使得福利落在真正需要的人手上。




「面包与娱乐」



后世的人要批评罗马时，首先第一个会举出「面包与娱乐」（Panem et circenses）。说罗马人有国家保障食物，因此整天不工作，每天只懂得观看国家举办的竞技醉生梦死。

我们先假设有一家五口的古罗马人好了。三个小孩有两个已经满二十岁，其中一个为女性，而次子今年未满十岁。在这一家人之中，能根据「小麦法」享受补助权益的，只有父亲与长子。这两个人每个月可以领到十墨狄斯、相当於六十公斤的小麦。古代给付的似乎是已经去壳但尚未磨粉的麦穗，平均每天约有两公斤左右的麦穗可使用。不过首先，受惠者必须要支付磨粉所需的费用。而磨成粉之后，罗马人一般会探用两种烹调方式。第一种是请面包店烤成面包；第二种则是加上蔬菜或起司煮成浓汤。不管那一种方式，都要花费额外的支出。首先第一种，必须支付给面包店的工銭；而第二种，则要汤的材料以及燃料费。假设我们不计算这些额外的支出，每天消耗两公斤小麦能获得的热量只有四千大卡。这样真的能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吗？

在日本施行的生活保障措施，一到就业取得酬劳时就结束了。然而古罗马则不会因为取得职业而失去领取小麦的资格。一家五口每天四千大卡的热量，只能保障不饿死而已，其他的事情政府不予保证。即使是单身汉，境遇也差不多。就算每天可以支领一公斤免费的小麦，要维持生活还是得交房租，另外还得花钱买衣服。而且如果每天只吃小麦，迟早会因为营养不良而生病。所以无论如何还是得自己赚钱维持收入。在此重复强调一次，国家保障的只是不让人饿死罢了。

「面包与娱乐」的原文是拉丁文，由此可知这是罗马人自己说的言论。然而这是讽刺作家戏谑的文章，如果毫不思索就当真了，就无法理解真正的历史背景。而且不能忽视的是，就是因为有「小麦法」的存在，才会使得百万人口的首都没有人饿死。而且随着帝国的经济力量提升，地方都市与行省也开始风行类似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样辽阔的罗马帝国，竟然没有出现集体饿死的事件，难道不值得我们记上一笔吗？罗马帝国离我们已经有二千年了，而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上看到非洲或亚洲的饥荒消息。

尽管这些给付只是勉强维生的量，但人数多达二十万人还是会对国库造成负担。当时一墨狄斯的小麦市价十塞斯泰契斯，不过「小麦法」对国库造成的负担不能以市价计算。而小麦从尼禄皇帝的时代起，已经成了免稅商品。因此除了向生产者支付的批发价以外，还要加上装载到“Societas”所属的船只，运到奥斯提亚港上岸为止的运输费用。这些总计起来，大约每墨狄斯只要六塞斯泰契斯左右。

二十万人每年所需要的小麦约有一千二百万墨狄斯，所需费用约七千二百万塞斯泰契斯。也就是说帝国的社会福利费用相当於全罗马军将士年薪的三分之一。为了让国内无人饿死的政策，对国家造成的负担其实相当沉重。然而，历任皇帝依旧没有废除。而且还尽心充实港湾与仓储设备，为无法获得「小麦法」保障的人民所需的小麦，确保能有充足的供给量与稳定的价格。因为罗马皇帝的两大职责在保障粮食与安全，这两项工作只要有一项做不好，不是让民众在竞技场上齐声攻击就算了，弄不好自己也要赔上一条命。





以我们熟知现代国家福利制度的眼光而言，会觉得不该欠缺医疗与教育方面的补助。

可是罗马人并不认为这两项是国家应该负担的责任。唯一的例外是每个军团基地中常设的军医院。前线的军团基地中有著完善的医院，然而首都里却没有应该建设的大型医院。如果要讨人民欢心，皇帝们应该抢著盖大型医院才是。可是皇帝们却急着兴建大浴埸，以及夏季依旧水量充裕的水道。而在帝国时代的首都罗马复原图之中，同样地也看不到学校这项公共建设。






占田军团基地的军医院平面图（■的部分为病房）







教育与医疗



这并不代表古罗马人对教育与医疗毫不关心。当西元前54年时，朱利斯·凯撒已经立法通过：不论出身地、民族、肤色，任何人凡担任教师与医师工作，即可享有罗马公民权。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也就免除了缴纳行省稅的义务。也就是说，凯撒试图以免除直接稅的方式，让人能以适当的收费从事医疗与教育工作。如果以现代的日本做比喻，则是不论出身於日本或韩国，甚至美国、德国、印度都无所谓，先赐给日本国籍，然后免除直接稅，请这些人在日本进行教育与医疗工作。也就是说，借由优待措施产生知识业界的自由市场，并藉自由市场机制提升业界水準与调整收费。因此虽然首都没有大型的国立医院和公立学校，但是小诊所与私塾则四处林立。进行医疗工作的地点，推测是在医疗神阿斯克雷庇欧斯的神殿附设诊疗所，或医生私宅中。而根据记载，私垫则是在神殿、广场或会堂一角进行教学。在凯撒广场里头，还留有疑似中小学生留下的涂鸦。

这种凯撒式的制度，一直持续到罗马帝国亡国为止。也许就是因为在医疗与教育方面贯彻委由民间自理的方针，所以罗马的社会福利费用才没有压垮国家财政。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罗马帝国贯彻了除非国家不可的事务以外，一律委由民间自理的政策，所以才能实现现在我们所说的「精简政府」。





不过，之所以能完成这种制度，也是基於罗马人本身对于教育与医疗的看法。

罗马人基本上认为，有意愿、天资与经济余裕的人才需要受教育。而就算是有意愿、天资却没有经济实力的奴隸，也有机会和主人的儿子一起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另外，在罗马社会里不会因为受教育的多寡而影响出路。在历任皇帝中，没有人曾经到当时视为最高学府的雅典与罗得岛留学。不过历任的皇帝都热心於在首都整备国立图书馆。而当年的图书馆本身就是研究设施。由于包括元老院议事纪录在内，罗马的公文是公开任民众调阅的。因此收藏这些文书的「公文书馆」，也可说是研究机构。经济富裕的罗马家庭往往不惜花钱让子女受教育。而在图书馆进行研究与写作的同时，又能为儿童上课的话，还可以获得免除直接稅的优待。既然环境整顿得这么好，人自然也就开始聚集了。行省出身的优秀年轻人因此一个个前往罗马留学，而他们可以借由为罗马的小孩子上课帮自己赚学费。

罗马人对于医疗的看法，也与罗马人的生死观念有关。如果是为了维持帝国共同体的和平负伤，国家保证一定会治疗到痊愈。但是在阳壽方面，罗马人相当认命。因此在治疗疾病时，也就不会拼死拼活紧抓着最后一丝希望不放。历任的罗马皇帝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了多活两天四处求医的。不但如此，具有高社会地位的老人中，有不少人当臥病在床之后，觉得大限将至，因此选择拒绝接受治疗或断食、自杀。罗马人不会想为自己延长壽命。越是具知性、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不希望当自己的智能、精神、肉体都消耗殆尽之后，还存活在世上。这也许是因为罗马普遍信奉斯托亚哲学，认为人类应在有生之年尽情活着。






提图斯公共浴场（复原想像图、平面图）




而罗马人也相当遵守希腊医学之父希伯克拉提斯的教诲。因此重视维持抵抗力重于疾病的治疗。罗马皇帝对于兴建大浴场与水道的兴趣高过大型医院，原因可能也就在此。

养成保持身体清洁的习惯，可以提升免疫力。而保障民众饮食自由，又能帮助人民维持体力、远离疾病。在维斯帕先的时代，罗马有两个公共浴场。一个是奥古斯都时代由阿古力巴捐赠；另一个则是由尼禄皇帝捐赠。除了这两个浴场以外，维斯帕先之后的提图斯也在能俯瞰圆形竞技场的高台上兴建了第三个大浴场。

我们虽然称呼罗马时代的这种建筑为浴场，但其实内部以入浴和按摩设备为中心，还包括运动场、图书馆、游乐区、庭园等，是种休閒娱乐的综合设施。使用者在清洁身体、按摩促进气血循环后，可以随兴自由参加球赛或下棋，也可以选择读书或散步。当年凯撒赐给医师罗马公民权，而维斯帕先则将这项得以免除直接稅的优待赐给了按摩师。这固然证明了罗马人喜欢按摩，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罗马人多重视按摩的效果。入场时间是从黎明到下班时段的下午两点，并於天黑时闭门封馆。

这种罗马特有的浴场入场费用是男性二分之一亚西铜币，女性一亚西铜币。女性的费用较高这点让身为女性的笔者略有不满，不过据说这是因为女性没有负担肉体劳动。除了儿童免费入场以外，士兵及担任公职的解放奴隸与奴隸亦免费。附带一提，这种浴场开放给上自元老院议员下至奴隸等每个国民，而遇到特殊节日时会全天免费开放。

不过，二分之一亚西铜币和三百公克的小麦同价位。这种程度的入场费用实在无法营运冷热三温暖以及其他设施、庭院等，因此浴场非国营不可。无疑地，因为浴场有提供休閒活动用地与确保卫生水準两项目的，所以才能维持这项经费。在帝国内部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这种浴场。就连义大利的中小型都市庞贝遗迹里，尽管找不到医院的遗迹，一样挖掘出了浴场的遗迹。而当笔者在英国参观哈德良帝时代的城墙时，看到城墙边缘的浴场遗迹以后不禁为之失笑。这个浴场在涓涓清流之下，感觉仿佛日本的温泉区。不过设施采用罗马式的坚固直线式建筑就是了。





以上叙述的，也就是罗马帝国的年度预算。国家预算会反映出该国人民的想法，罗马帝国的预算，自然也反映出了罗马人的想法。如果想删减反映罗马人想法的预算，就等于否定罗马人的生活形态，因此绝对不可能。

但如果要调高稅率，又一定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无法著手。就连被人视为昏君的卡利古拉和尼禄，也不敢使用这一招。话说回来，目前要重建在高卢帝国事件中濒临崩溃的莱茵河防线、持续进行不列颠征服战，为了施行直辖统治，还要派驻一个军团到犹太，因此有不少部门预算紧绷。因此不论如何，必须设法增加稅收。




稅收开源



维斯帕先是个精神健全的人。当健全的人遇到非重整经济不可时，首先会试图正确把握现状。西元73年维斯帕先与长子提图斯就任财务官之后，皇帝与太子两个人亲自指挥进行了国势调查。

包括维斯帕先任内，自从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以来一个世纪，范围包括帝国全领的国势调查一共执行了三次。

西元14年——奥古斯都与帝位继承人台伯留担任一年半的财务官时。

西元47年——克劳狄斯与最佳助手鲁其乌斯·维特里斯就任财务官时。

西元73年——维斯帕先与帝位继承人提图斯同时就任财务官时。





在古欧洲，罗马是唯一进行国势调查的民族。这种调查初期最大目的在于正确了解年龄介于十七到四十五岁，可以服兵役的成年男性罗马公民数量。到了帝国时代以后，变成了用于了解包括行省在内，帝国全体民众生产方式的调查。因此若说罗马帝国的「国势调查」与现代的国势调查接近，不如说是较为接近我们每年的稅金申报。尽管征稅的工作已经交给私人企业进行，但是这些人只负责征收，并不负责调查。而这种类似稅金申报的国势调查不是每年进行，而是每隔三十年进行一次。一方面因为执行时要花上相当大的劳力，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经济演变速度相当缓慢，通货膨胀几乎不存在。

而话说回来，维斯帕先的企图当然是借着国势调查增加收入。从上次调查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六年。这二十六年以来，除了内乱的一年之外，每年都是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和平时期。按常识而言，这段期间之中当然经济力量会有所成长。

维斯帕先的另一项增加收入的措施，在于重整笔者刚举出的罗马第三种岁入——国有土地租金。

西元前59年，凯撒通过的「朱利斯农地法」设定了借用国有土地的面积上限。因为这是一项扶植中小自耕农的措施。

户长最高可以借得五百尤格（一百二十五公顷），另外每个儿子的名义可借得二百五十尤格，但全家总额不得超过一千尤格。

按上述说明，国有耕地的最小分割单位为二百五十尤格（六十二点五公顷）。而退除役官兵可以支领的土地下限为二百尤格。我们假设国家提供/租借耕地的最小单位为五十公顷好了，比这个面积更小的耕地便不在提供/租借范围内。

然而并非每块土地都适合这种分割法。因此各地都存在著「切剩」的土地。而这些不满二百尤格的土地，就在借用邻接土地的人耕作之下，成了实质上的租地。然而名义上不是由户主向国家租借，因此也没有缴纳租金的义务。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百三十年。

维斯帕先所做的，就是重新精密测量这些「切剩的农地」并征收租金。光是这一项，就使得国库收入大增。





皇帝维斯帕先增加稅收的最后一项措施，成了喜好话三道四的罗马人众矢之的。他新开征了一种叫做“Vectigal Urinae”的稅金，直译的话，就叫「小便稅」。

罗马人的卫生意识相当重，不但热心整顿下水道，而且城镇的重要地点都设置有公共厕所。不过维斯帕先的「小便稅」并非向公共厕所的使用者收费。他是向收集公共厕所中的尿液，用于去除羊毛油分的纤维业者收费。理由是使用小便可以产生利润。

这项措施连身为儿子的提图斯都忍不住要抗议，认为这未免做得过火了。於是维斯帕先拿了一把银币凑在提图斯的鼻尖，问他有没有味道。提图斯回答说没有之后，维斯帕先皇帝说「没有吗？不过这是小便稅的稅收哦」。

直到现代，维斯帕先的各国拼音，也成了各国公共厕所的通称。连在义大利说维斯帕西亚诺，也不是指罗马皇帝，而是公共厕所。




驾崩



西元79年6月24日，皇帝维斯帕先驾崩。刚生病时为了养病，曾经一度回到故乡的温泉疗养。当发现没有疗效时，他说身为皇帝应当站着死去，而在正要起身时过世。享年七十岁，称帝至今共十年。

不过这个幽默的武将皇帝，是在完成所有帝国重建工作之后逝世的。虽然有些事务已经著手但尚未完成，但因为其后安排有长子提图斯，提图斯之后则由次子图密善即位，因此可以放心的离开人世。





罗马帝国发行的金银铜币，除了让面额与素材价值一致，做为促进经济健全活性化以外的主轴通货之外，同时也是将皇帝的政绩传遍全国的宣传手段。一般而言正面是皇帝的侧脸肖像，反面铸有象征政绩的图像。但也经常发行满面铸有缩写文章的硬币。在维斯帕先时代发行的硬币文字如下：


「皇帝恢复了和平」




「维斯帕先与其子确立永续和平」




「恢复军队对国家的忠诚」




「维斯帕先，公民自由的守护者」




「皇帝的公正统治」




「身为罗马公民的幸运」




「罗马公民万岁」



维斯帕先实现了在即位当初约定的恢复与维持和平秩序的诺言，而且是以既有统治阶级外出身的身份达成的。当维斯帕先逝世时，元老院阶级中已经没有人因为皇帝出身於社会的第二阶级「骑士阶级」而感到反感。在维斯帕先逝世后，如同他生前在病床上说的「可怜的我啊，快要当神了」一样，逝世之后的确被神格化。有趣的是，在罗马帝国想神格化都要看实绩。

而其子提图斯继承皇位的过程也一帆风顺。一来是因为事先制定了〈皇帝法〉保障。不过在父亲维斯帕先在世时，提图斯与其共同统治国家的政绩也不可忽视。另外对提图斯有利的是，他亲自处理了罗马人视为行省民众叛乱，而不视为宗教问题的犹太战役。在叙述罗马人的历史时不能忘记的是，罗马皇帝身为帝国的安全最高负责人。从拉丁文的皇帝（Imperator）一词定义来说，罗马皇帝必须具有军事方面的知识、能力、业绩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六章





皇帝提图斯



只怕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比三十九岁即位的提图斯更尽心要当好皇帝的了。如果说天下真有公仆，那无疑地提图斯就是真心相信公仆理念，贯彻身为公仆的努力。如果国民不愿意，他甚至愿意放弃一生一世的大恋爱。

当他出生时，鉴於维斯帕先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住在一种叫做「茵斯拉」的出租公寓。不过他受的教育并非一般平民教育。维斯帕先深受当时的皇帝克劳狄斯头号秘书、解放奴隸纳尔奇索斯喜爱，因此少年时代的提图斯得以和皇子布里塔努克斯共同就读。他几乎天天前往帕拉提诺丘的皇宫，学习拉丁语、希腊语、理则学与辩论术、武术、骑术、乐器演奏等技能。他的身体不差，但是身材低矮，肉体上、举止上都算不上高贵。但是因为率真有人情味，所以受人喜爱。

不过这段从破旧房子通学的日子并不长久。父亲维斯帕先宁可让儿子接受军团的实地教育，而不愿意儿子成为皇子身边的跟班。在当时的罗马，儿子陪伴父亲赴任是很正常的。於是年少的提图斯离开母亲、离开罗马，与父亲共同到莱茵河军团基地开始了新生活。而当父亲调任不列颠与北非时，身为儿子的提图斯也随侍在侧。也当然地，在这段期间内累积了军事、实务的经验。当他二十八岁时，在获任犹太战役总司令的父亲旗下，升格担任军团长。当父亲受推举称帝之后，三十岁的提图斯代替他的父亲担任耶路撒冷攻城战总指挥，并且获取相当战果。





提图斯一心成为好皇帝，而且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备齐了。不论年龄、经验、实绩都相当充分。由于他与维斯帕先共理国政时施行善政，因此政坛上也没有需要他压制的反对势力。然而这名充满善意的皇帝任内，却经常发生重大灾害。

西元79年6月24日——维斯帕先驾崩、提图斯即位。

两个月后，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爆发，庞贝、海尔科拉内姆（今埃尔科拉诺）等拿坡里湾东部沿海地区遭掩埋，死者据说高达五千。

次年西元80年春，首都罗马中心发生大火。

又次年西元81年春，包括首都在内，全义大利发生大规模流行病，有许多民众病死。

当年9月13日，提图斯皇帝仿佛油尽灯枯般地逝去。享年四十岁。在位短短两年期间简直光忙着处理大型灾害一般。




庞贝



在此笔者又遭遇到叙述犹太战役时碰到的类似问题。亦即在叙述这个罗马史上不甚突出，但对后世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时，要如何处理、表现。

犹太战役在西元66年夏季爆发，西元70年耶路撒冷攻城战达到高潮，并结束於西元73年春季马萨达要塞失陷。对于犹太民族来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在现代也有众多的学术著作、史书、传记、小说等。对现代的以色列人来说，马萨达要塞是个圣地。

而在西元79年夏季维苏威火山爆发，使得庞贝与埃尔科拉诺等城市遭掩埋，这确实是一件发生在义大利的不幸意外。然而这只是罗马上千年的历史中必须承受的诸多伤痛之一。等到一千八百年后，西元十九世纪时，才重新挖掘出来，而现在则是全罗马聚集最多观光客的地方。就算有人没听过罗马广场，至少也知道庞贝城。然而在同一个时代的塔西图斯的著作中，灾区里根本连庞贝的名字都没留下来。对当时的人而言，庞贝只是「坎帕尼亚地方富足的城镇」之一。不过就因为如此，庞贝才能以帝国罗马时代典型的地方都市姿态继续存留，等到二千年后供人发掘。而就是因为这一点，考古挖掘工作才会持续进行。

不过笔者的书名是「罗马人的故事」系列，讲述的是罗马的通史。因此以笔者的立场，不论如何都得以当时罗马人的角度来叙述。如果详述庞贝城的意外，可以借机暴露出当时罗马政府内部的问题，那么笔者也很乐意动笔。然而庞贝的意外和神户震灾不同，是一场纯粹的天灾。当维苏威火山喷火后，不管采取任何措施，都无法减少伤亡人数。

而且现代由于庞贝城的名气影响，相关着作真的是多如牛毛。

与通史相反，专门以单一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著作称为专题论文，关于庞贝城的详细叙述，我们就将留给这些专题论文，以下仅记载不可或缺的部分。






拿坡里湾周边图




以拿坡里为中心，坎帕尼亚地方的人对地震习以为常。拿坡里西方的商港坡佐里、高级避寒地巴伊亚、军港米塞诺到依斯基亚岛等地是有温泉湧出的火山地带。而从拿坡里往东可以到达维苏威火山与山脚下的庞贝城。当尼禄还在位的十七年前，西元62年时，庞贝周边曾经遭遇一场大地震。不过到了西元79年时，当年地震受害的地方已经几乎完全修复。

然而当时没有人预料到维苏威火山会爆发。因为这座火山有九百年以上没有爆发，大家都以为这是座死火山。维苏威火山没有休火山或活火山特有的光秃表面，从山脚到山顶，整座山布满了树木。西元前一世纪斯帕尔塔克斯之乱时，这里足以让战败的奴隸逃亡躲藏。所以当爆发的时候，死伤人数大为增加。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习以为常的小地震，所以每个人都躲在家中等待地震结束。

然而当天的地震却摇个不停。伴随着剧烈摇晃，灼热的碎石开始降雨一般的落下。尽管每颗石头的重量有限，但累积以后足以压坏屋顶。等到屋顶被压垮之后，众人才想到要逃难。这时离开始爆发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六个钟头。由于火山是在下午一点左右爆发，因此等到想逃难时已经天黑了。这时落下的碎石更大、速度更快，人们只得以衣服或垫子保护头部，提著油灯匆忙逃离。

然而真正让逃亡者遇难的，是无声无息飘来的，伴随大量火山灰的云状气体。不幸逃往下风处的人们无论如何都逃不过这种后世称为Surge（气湧）的气体。就连庞贝城南方5公里处的斯塔庇耶（今斯塔庇亚）也有人因此遇难。不论是庞贝或是埃尔科拉诺，所有遇难者都是窒息而死。8月24日下午一点发生的这场悲剧，在第二天早上结束。庞贝与埃尔科拉诺被埋在厚度4公尺的碎石与火山灰之下，而且最后开始下起带着火山灰的雨，使得整片灾区有如被水泥掩埋一般。

牺牲者总数有人说是二千，有人说是五千。而当时庞贝的人口据说是一万五千到二万之间。在海边的避寒地埃尔科拉诺，大多数居民都逃亡到海边，但因为地震的关系浪涛大作，因此无法让船只靠岸或出航。这些人於是成了Surge气体的牺牲者。




现场证人



西元79年夏天的这场悲剧有一个证人。

从米兰向北30公里，可以到达风光明媚的科摩湖。湖边的科摩起源自西元前一世纪朱利斯·凯撒派遣退除役官兵移民。而葡里尼斯·凯其留斯·塞克德斯於西元60年尼禄皇帝任内出生于此。当维苏威火山爆发的那一年，他刚年满十八岁。由于父亲早逝，因此他被单身的大舅收养。而火山爆发时他身在舅父的值勤地点，隔着拿坡里湾与维苏威山对望的军港米塞诺。

他的舅父是以三十七卷《博物志》闻名的大葡里尼斯·塞克德斯。他曾将这部大作献给提图斯皇帝。这个科摩出身的人生于西元23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五十六岁。

在西洋史上一般将这对甥舅分別称为老葡里尼斯与小葡里尼斯，而日本则称为大葡里尼斯与小葡里尼斯。之所以会特別区分，是因为这对甥舅同样担任中央公务员，而且虽然领域不同，但同样身为作家。自从凯撒以来，一边从事公职一边进行创作的生活形态并不少见。或者说，这种生活形态在古罗马相当普遍。

大葡里尼斯是个青年时离乡到首都求学的典型地方有志青年。他的公务员生涯从莱茵河军团附属骑兵队队长起始，之后以皇帝财务官的身份到南法行省赴任。皇帝财务官的工作是负责行省稅等各种稅务微收工作，有如现在的地方稅捐局长。他似乎在这方面的工作评价不错，之后以同样的官名调派北非、西班牙、高卢北部等地。后来回到罗马担任要职，最后被调派为米塞诺驻军海军司令官。他似乎跨越阶级与直属上司维斯帕先交好。据说他曾经当面告诉维斯帕先，自己的著作活动并未妨碍正常职务，调查与研究的时间都是牺牲睡眠换来的。而维斯帕先帝也只能苦著一张脸说好吧好吧！事实上，他的时间除了用于工作以外，全都投入了研究工作。使得同住的外甥小葡里尼斯不得不感到敬佩。

至於外甥小葡里尼斯的公务员生涯，和舅父有所不同。他首先从军团的大队长起步，之后升任军团会计检察官，后来回到首都选举护民官当选。之后进入元老院并担任岁出财政负责官。当图拉真帝登基后，调任小亚细亚的俾斯尼亚行省总督。他在这段期间内与图拉真帝的往来文书，是了解当时罗马帝国的最佳一级史料。

这个生于帝国鼎盛期的乐天派，不知道为什么与年龄相近的悲观主义者塔西图斯成为死党。这大概是因为小葡里尼斯相当敬重年长他将近十岁的塔西图斯的文采。不论对同业与否，小葡里尼斯绝对不会嫉妒才华洋溢的人。这两个人同时也是律师，曾经一度共同担任辩方律师。

在西元79年夏天维苏威火山爆发的唯一证人纪录，是由塔西图斯写给小葡里尼斯的信件，希望他能转述大葡里尼斯逝世的过程，作为提供史学着作的资料，以及小葡里尼斯的两封回信所构成。这三封信件的年代，应该是塔西图斯为了準备写作《当代史》而收集资料的西元100年左右。也就是说，从意外发生以来，已经过了二十年。

以下笔者将介绍这数封信件的全文。由于关于维苏威火山爆发与庞贝城毁灭的书籍多如牛毛，读者们如果想知道更加详细的内情，可以自行参考。毕竟在通史中不可能如同专题论文（Monograph）一样叙述详尽的事实。笔者之所以要介绍这些信件的全文，除了介绍现场证人的言论以外，还希望能利用这些信件介绍帝国鼎盛期的两位，或者包括大葡里尼斯在内的三位代表性文人姿态。




第一封信件




葡里尼斯致塔西图斯，打从心中向您问候。




您曾经要求我，为了让世人能正确得知舅父逝世的过程，因此希望我能以亲人的身份提供一些资料。如果能透过您的文笔，确实舅父死也可以获得不灭的光荣。因此，我要先向您道谢。即使舅父在风光明媚的那个地区无人闻问地死于破砖碎瓦之下，就好像被这场天灾埋没的城镇与遇害的人不应遭人遗忘一样，舅父的行径也值得人们永远缅怀。尽管舅父在后世的光荣，在他生前已经由他的著作所保障，如果能得您的文笔之助，将更加稳如泰山。




我常常在想，一个人若能完成值得歌颂的行为，或是能完成值得一读的著作，同样都是诸神所赐的幸运才干。更加幸运的，就是同时拥有这两项才能了。而舅父借由自己的著作获得了后者的幸运；而前者正要借由您的文笔获得。正因如此，我很荣幸答应您的要求。不，正因为您对我做这要求，身为外甥的我才有这机会为让舅父的名声不朽有所贡献。我打从心中为此感到快乐。




当时舅父身为舰队指挥官，待在米塞诺基地之中。那天正是8月24日下午一时许，首先发现情势不对的是家母。她喊着说看到了巨大的乌云。舅父当时结束了日光浴和冷水浴，在寝室内吃过简单的午餐，正如往常一般坐在桌前。听到喊声以后提著室内鞋来到了阳台。官邸位于海滨的高台上，因此官邸的阳台是最适合观察这个异象的地方。如同乌云一般的巨大烟雾又高又宽阔。从远方（作者注：米塞诺海岸距离当地至少有40公里）瞭望无法得知是那座火山。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那是维苏威火山爆发。维苏威火山喷出的烟雾，有如伞松树一样。长长的树干直上天际，之后分枝到前后左右各方。也不知道是受到爆炸的威力冲上天际后，暴风的劲道衰退了，或是烟雾本身的重量影响。烟雾从中央向左右散开时颜色也随之变化。有的地方是白色，有的地方是灰色，还有的地方又红又黑。这个颜色的双化，只怕是受到内部带有的火山灰与碎石比例影响。




舅父对万事万物都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与研究欲望。他一心想就近观察这个奇特的现象，因此立即命人準备快艇。而他也对我说，如果想一起来就来吧！不过我因为还未完成舅父交代的功课，所以告诉他我要留在家中。




当舅父离开官邸前往军港后，收到了塔斯克斯之妻雷克提娜的信件。信中说道他们位于维苏威山脚下的別墅情状危急，但是唯一的逃亡路线又只有海路。舅父的心一下子从学者换成了舰队司令，立即下令编组四层桨的大型排桨船（Galley）船队向对岸出发，而他本人也亲自前往。这不只为了解救熟识的雷克提娜，也为了拯救陷於危险中的许多人。那一带（作者注：应该是埃尔科拉诺）气候舒适、风光明媚，有许多別墅与居民。




船队离开米塞诺港之后，朝正东方前进。沿途与许多载满逃难民众的船只交会，但米塞诺舰队所属船只的舵依旧直朝危险的地方不动，直线向东方挺进。在船上足以观察喷火中的维苏威火山的整个恐怖模样。




火山灰终于开始落在甲板上了。而且当船队越是接近，温度也越高、体积更多。到后来甚至开始掉下燃烧殆尽的石头与燃烧中的大石块，使得船队实在无法靠岸。越是接近岸边，波浪越是汹湧。而露出头的浅滩阻碍了船队的航路，火碎流的前端也已经到达了海岸边。




当舅父见到这副景象，似乎有了一丝丝犹豫。也许他在想要不要放弃救难折回港口。然而根据之后向我倾诉一切的舵手所说，当时舅父说道幸运将帮助有勇气的人，并下令船队转向前往波波尼亚努的別墅。波波尼亚努的別墅位于东南方的斯塔庇亚。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平日风平浪静的拿坡里湾也已经一片惊涛骇浪。




在波波尼亚努的別墅里，也许是因为大家知道虽然情势危急，但不是立即会遭遇危险。所以码头上还停留着由奴仆装满家财的船只，等待风向转变就要立即出航。不过舅父到达当地之后，风向依旧是逆风。波波尼亚努已经害怕得心脏都快破了。不管舅父如何安慰鼓励这个朋友，都没有一点效果。为了让这个朋友认为现在与日常无异，因此他们一同入浴、接受按摩，并一起享用晚餐。








维苏威山火山灰大量飘降的地区





这时的维苏威山的稜线已经被熔岩染成一片赤红，火苗四处窜起。由于夜色的衬托，所以喷火的样子更是鲜明光亮。为了安抚看到这个景象后消沉的人，舅父四处走动，宣称这是由于人为意外发生的火灾，火苗是从山上的小屋中延烧起来的。之后舅父到臥室就寝。也许是累坏了吧！身材肥胖的舅父在熟睡中鼾声如雷，连身在臥室窗外的人都听得见。




然而过了一会儿以后，臥室外的院子地面开始震动，整个地表突起。火山灰和燃烧后的石子落下的量变多、速度变快。




如果就这样在屋内熟睡，只怕臥室的门会被累积的灰与石子挡住，舅父再也出不来了。舅父被人叫醒以后，前去迎接未曾安眠的波波尼亚努与众人，一同商讨今后的对策。现在必须决定是留在別墅内，或是到別墅外避难。




別墅与庭院一直不断地在摇晃。这场地震简直要将整个地面都翻过来一样，让人连站着都嫌困难。而且震动不只上下摇晃，好像是离去了又回来的波浪一样，从头到尾没有停过。就算要到户外避难，也要面临遭到飘降的火碎石打伤的危险。不过这两种方法之中，往户外逃难的方法似乎风险较小。因此众人将枕头或坐垫放在头上，用长长的布条固定住，準备向外逃生。




在其他的地方，这时应该已经天亮了。然而对于身在维苏威吹来的风下风处的人来说，现在正在比夜晚更加黑暗的无明之中。尽管有维苏威散发的火焰和闪光，众人还是一点也不觉得明亮。人们在黑暗中提著油灯赶往码头，为了亲自确认是否可以出港。




然而大家看到的却是比昨天更加兇猛的波涛，而风向依旧是逆风。这下大家只好又回到別墅里。舅父在镶嵌画的地板上铺上布当作临时的床铺。并且躺着向下人要了两次冷水喝。后来充满硫磺味道的灰烬气体开始充斥四周，众人急忙开始逃离。舅父也在两位佣人的搀扶下站起了身，但随即倒下死去。依我猜测，可能是爆发所产生的气体造成呼吸困难所致。毕竟舅父平日呼吸器官就不好。




等到太阳恢复光明时，这已经是舅父最后一次看到阳光那天的三天后了。回到现场的人看到的舅父还维持刚倒下时的姿势。身上没有任何损伤，衣服也没有一丝凌乱。虽是尸体，但看来却像是个睡着的人。




这时家母与我在米塞诺……。不，这些话已经与历史无关，而且您想知道的是舅父过世时的真相，所以我将在此停笔。不过我要多告诉您一件事。我在这里所诉说的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或是由劫后余生的人事后亲口告诉我的。至於这些事物的取舍，自然完全看您要如何运用。毕竟写信与记载历史是两回事。向朋友写信，与写作公开问世，自然也是不同的。




再次向您问候






第二封信件




葡里尼斯致塔西图斯，打从心中向您问候。




您曾经要求我，叫我把上次在诉说舅父逝世过程的信件中欲言又止的部分写完。也就是说您希望我写写身在米塞诺的我感到那些不安与痛苦、又遇到那些危险。




尽管我的心中将再度浮现不幸又恐怖的回忆，我也不惜诉说（作者注：此引用自维吉尔的《伊里亚斯》）。




当舅父的船出航之后，我一直用功到傍晚。因为我本来就是为了用功，所以没有陪伴舅父一起行动。我唸完书之后照常入浴、用晚餐、就寝。但因为地震的关系，睡得不是很稳。坎帕尼亚地区虽然常常地震，但那天晚上的地震却是特別的。不只是摇晃而已，简直像是要把墙壁都给弄倒。




母亲冲进了我的寝室，而我这时也正好爬起身来。我们两人想的都一样，如果对方还在睡梦中，就要前去摇醒对方。




母亲和我坐在内院的一角。这个内院离海岸只有一小段路。我不知道是勇气十足，还是不知死活（毕竟只有十八岁），竟然要下人拿提图斯·李维的书给我，坐在院子里就看了起来。而且我不只是翻阅而已，还一边抄录重点一边阅读。当时舅父有一位朋友从西班牙来看他，就借住在官邸里。他看到坐在院子中的母亲，以及在母亲身边唸书的我以后感到很生气。他指责我的平静，以及母亲允许儿子胡为的态度。不过我还是自顾自的看着书。




时间耗著耗著，天也亮了。我们在微弱的光线下往外一看，发现周围的房子大多已经倒塌。尽管我们所住的房子盖在离周围的房子有段距离的高台上，虽然不华丽但坚固宽敞。不过看到周边其他房屋的惨状后，我们也不敢保证这栋房子的安全了。这也就难怪家人会为此担心。




我们於是决定到户外避难。见到我们一行人离开官邸向郊外前进之后，附近不知所措的民众也开始跟了上来。想是他们认为在恐慌之中，与其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如跟随別人的决定较为聪明。所以，带着奴仆同行的我们队伍之后，又多了一大批民众。




当我们到达房屋稀疏的郊外时，在此暂时停下了脚步。这边发生了许多异常的景象，使得我们感到惊惧。我家装满贵重物品与必需品的车子明明走在平坦的道路上，但左摇右摆地完全无法稳定。就连在车轮两侧压上石头，也是於事无补。而我们俯瞰海洋时，景象又与平日大不相同。当海水冲上岸边又退下之后，海滩上布满了贝壳与鱼类。在海的另一边是又黑又大令人感到恐惧的乌云。巨大的烟雾夹杂著不断喷出的火焰，有如在黑夜中发亮的雷霆一般。




当家母与我目光被这些景象吸引住时，刚刚提过的舅父的朋友来到我们面前喊着。「如果你的哥哥，还有你的舅舅葡里尼斯平安无事，最担心的会是你们两个的安危。如果他不幸遇难，最遗憾的也会是你们两个的生死。要逃难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家母与我回答说，在不知道舅父的安危前，实在没心思考虑我们自身的安危。於是这个朋友也就不再说什么，离开我们自行逃难去了。




过了一会儿以后，喷出的烟雾开始弥漫整个海面。本来我们已经看不见卡布里岛了，这下子连附近的米塞诺海岸都看不见了。家母看到这现象以后，要我马上离开，拼命劝说我单独逃亡。她说你还年轻跑得掉，而我已经年老体衰，只要不拖累你送命，我就可以死得很安心。而我则向家母说，如果没有和母亲在一起，我不打算苟且偷生。之后我拉起家母的手开始往前走。母亲勉强跟著我走了起来，但还是一直责怪自己拖累逃难的速度。




这时火山灰开始往下掉。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奇怪的预感。回头一看，看到一种浓雾般的物体，好像河水过多开始溢出河面一样，渐渐从我们背后逼近。我对家母说：「我们躲到路边去吧！免得被后面来的人踩到。」




我们两个人躲到离道路与难民潮有段距离的地方，终于获得了些许休息的时间。这时已经晚上了。然而这不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也不是乌云蔽月的夜晚。而是仿佛被人关在没有灯火的房间一样的奇妙夜晚。在黑暗之中喊声四起。有女人哀叹的声音、小孩的哭叫声、男人的怒吼；有人寻找双亲、有人呼唤孩儿、有夫妇为了找寻对方大声呼喊的。有人抱怨自己的厄运，有人为亲人的噩耗感到哀痛，更有人为了恐惧死亡，反而因此送命。有许多人高举双手向诸神祈祷，但又有同样多的人喊着诸神已经不在，这是永无止息的黑暗世界末日。




因恐惧与绝望而扭曲的资讯，也带来了许多的灾害。我们听说米塞诺的那栋房子倒塌，而那一栋又失火了。这些当然都是假资讯，但当时人人深信不疑，使得绝望更加的深沉。




周围开始有点明亮了，但不是因为白天来临，而是因为火灾。幸好火灾只发生在远方，然而这时开始降起灰尘了。这次飘降的是沉重的火山灰。我们必须不时站起身子抖落灰尘，如果偷懒不这么做，身上会立刻布满灰尘，被火山灰压死。当时我没有随众人一起恐慌动摇，也没有因动摇而跟著群众逃难。以我当时的年纪来说，能够冷静的行动而没有自怨自艾、绝望哀号，真是值得自我讚许。很奇妙的是，当时我心中没有一点点念头和大多数的人一样，认为自己的生命快结束了，或是这短暂的生命、今后大有可为的希望就要失去。原本以当时的状况来说，死亡会比生存更加令人感到安详才是。




夹杂灰尘的浓雾终于变薄，成为一阵云烟。阳光也终于回来了。然而这天的阳光淡淡地，好像日蚀一样。我们实在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好像下过雪一样，都埋没在灰尘之下。




我带着家母、激励下人回到米塞诺。一回到官邸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疲惫至极的身体能获得休息。当天晚上也在恐怖与希望之中渡过。我实在无法摆脱对于地震可能永不止息或是更加严重的恐惧感。如果是平日的我，见到人们会感到恐惧的征兆时，往往会一笑置之。不过不管遇到多大的恐怖或不安，家母与我的意志已决，要在这边等待舅父的消息。我们除非知道舅父的下落，否则绝对不离开官邸半步。







可惜的是，经过中世纪以后，塔西图斯的《当代史》叙述这一段的部分已经失传。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塔西图斯如何引用这两封信件。




亲自坐镇



西元79年8月24日发生的这个噩耗，相信在两天内，26日左右就会传到罗马。以军事立国的罗马深知资讯传达的重要性，因此不是在确认事情原委之后才发报，是在事情刚发生时就立即向外传讯。而且能在拿坡里湾沿岸拥有別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对于首都的有力人士来说，这场灾难也并非事不关己。

提图斯并非既成的统治阶级元老院出身，家中也不富裕，因此在那一带没有別墅。不过尽管登基才两个月，他还是以保障粮食与安全为职责的皇帝。而且提图斯励精图治的意念比任何人都强。尽管这时余震未消，他还是决定将救灾指挥总部设於灾区中。爆发当时的风向，吹向维苏威山西边与南边之间九十度的方位，因此其他地方可能没有遇难者。不过周边地区应该有受到地震的影响。换句话说，整个拿坡里湾沿岸都是灾区。

庞贝是当时典型的义大利地方都市。由于埋在深达4公尺的火山灰与碎石之下，之后又被雨水凝固，所以当地连回收遗体都没办法。当时神殿的圆柱和圆形竞技场的上半部分可能还露出地表，不过之后受到植物与风沙覆盖，直到近代才由后人所发掘。西元79年时，不论提图斯皇帝有多大的善意，庞贝与埃尔科拉诺等城镇还是只有放置不理一途。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幸运逃过一劫。坎帕尼亚地方是义大利数一数二的富裕地区，在当时的人口密度比其他地方都要高。所以由提图斯亲自坐镇指挥的救灾本部有了处理不完的工作。





罗马人认为，在榻上铺设垫子，单手撑在垫子上躺着吃饭才叫做用餐。搬来椅子坐在桌前吃饭的方式，属于小孩与奴隸。经济能力足以住在有餐厅的家庭中的人，不该这样子吃饭。不过在罗马时代，这种轻松享受的吃饭方式也仅止于晩餐。早餐、午餐，或是忙碌抽不开身子时，一样是在桌子前匆匆用膳。可是对于罗马人来说，这感觉就有如现代人站着吃饭一样。提图斯在当时忙于救灾策略，因此与正常的饮食生活无缘。除了必须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祭典，否则他绝对不会回罗马。

由于提图斯在其父维斯帕先在位时，父子两人有长年共同治理国家的经验。他一来熟悉皇帝的业务，二来又已经整顿了所需的人力与系统，所以他能立即投入救灾重建工作。在塔西图斯的《当代史》中应该有其救灾措施的详细纪录，但可惜这一段也已经失传了，所以后世无从得知。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按惯例没有亲人的遇难者资产将归入国库，但这次的规定有所变更。没有亲人的遇难者资产，将用于灾后重建。庞贝是个盛行海外贸易的城镇，因此有不少居民在海外拥有资产。全家遇难的庞贝居民资产，将不会归入国库，而用于帮助劫后余生的人们。

在稅金方面有何措施，我们也无从得知。如果同样的灾难发生在行省地区，可以免缴三至五年的行省稅，但坎帕尼亚位于义大利境内，因此也没有缴交行省稅的义务。不过当年可能施行免除关稅和营业稅的措施。至於基础建设的复旧措施，则完全是国家的工作。而西元79年的这场灾难，对地方政府来说负担太重。尽管西元62年的那场地震对庞贝城造成的伤害正在逐渐恢复中。





到了西元80年，提图斯仍旧维持他的救灾指挥总部生活。然而西元80年4月的一场大火，却逼得身在坎帕尼亚地方的提图斯皇帝急忙赶回首都罗马。四十岁的皇帝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又得应付另一场灾难。





西元80年的这场大火起自卡匹杜里诺丘，延烧至旁边的马尔斯广场南半边，受损不及尼禄时代的「罗马大火」来得严重。不过这一带正是各种公共建设林立的地区。因为这一区的房舍都是坚固的石造建筑，因此没有引起倒塌意外。但在灭火后若是放置不理，随时还是有倒塌的危险。受损最严重的是台伯河岸边的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这座竞技场，是特连吉梅诺湖畔一战败于汉尼拔而死的弗拉米尼乌斯在执政官任内兴建的。他在任内的另一项重大建设，则是北义大利的两条干道之一「弗拉米尼亚大道」。建设至今三百年来，弗拉米尼亚大道依旧发挥着干道的功能，而竞技场也还是活动会场兼少年的体育训练场地。可惜的是在西元80年这场大火中损害实在太严重，使得政府放弃重建，搁置原地不管。不过竞技场的遗迹并未让人搁置太久。这座竞技场原本就由坚固的石材兴建，要转变成一排排的住宅花不了多少时间。到了现代，这里已经是以西纳克格为中心的犹太裔罗马人聚集地。

这是个三百年来与民众在一起的公共建筑，而建设者弗拉米尼乌斯又是平民阶级的英雄。当初建设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提供一座平民专用的体育竞技场。在共和时代，「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是平民阶级的根据地。即使公民大会按例在罗马广场举行，但只要是由护民官召开，场地一定是选在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尽管共和时代结束，进入帝政至今已有一个世纪，然而只要是了解「统治」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一定清楚，有必要建设新的建筑用以代替无法使用的「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

提图斯当然懂这一点。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死神已经悄悄逼近他了。建设新的竞技场，用来代替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的工作，只有等待继任的图密善帝接棒了。今日称为拿佛纳广场的美丽广场，就是之后接棒的图密善为取代「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所建造的「图密善竞技场」原址。

受害仅次于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的公共建筑物，则是紧临其北，由奥古斯都兴建的「奥古斯塔回廊」，以及凯撒兴建的「朱利斯投票所」。






西元一世纪末的马尔斯广场




以这些公共建筑为主的建筑重建费用，除了提图斯皇帝私人出资之外，还由罗马的上流阶级捐款补贴。对于罗马人来说，捐资兴建公共建筑物，是所谓的“Noblesse oblige”（受尊敬者的义务）。

在先帝维斯帕先开工的「弗拉维斯圆形剧场」，通称「圆形竞技场」，也在这一年终于完工。提图斯为了激励受维苏威火山爆发与罗马大火打击的民众，特別在此举办了盛大的启用庆典。刻意打扮的男女老幼佔满了崭新建筑的每一个座位。而最上层则免费开放给奴隸阶级入场。我们不知道这场庆典持续了多少天，不过可以想见，最受欢迎的应该是剑客决斗。身处决斗业的剑客之中有三分之二出身奴隸，不过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是自由之身。由于这项职业高风险高获利，因此有不少自由人选择就业。而且若是在场上表现优异，也可能被有钱女性倒追。这情形有点像是现代的拳击等职业选手。

提图斯帝在尼禄计画兴建“Domus Aurea”（黄金宫殿）的地方，修建了人称「提图斯浴场」的罗马式公共浴场（请参照第252页）。这座浴场内部包括入浴设备、体育馆、图书馆、游戏室、庭园等。他本人经常来这里入浴，而且没有施行皇帝入浴当天禁止一般人出入的限制。他常常带着朋友和熟人一起入浴，而脱光衣服以后，人与人之间也就没有皇帝与奴隸的差距了。这也是提图斯所期望的。不过罗马的浴场虽然男女有別，但本来就是上自元老院下到平民，人人都可以进出的地方。当小葡里尼斯到別墅渡假时，因为停留期间短暂，所以没有特別在別墅内準备浴室，而是到附近的公共浴场洗澡。对罗马人来说，入浴要历经温水、热气、冷水三道程序，不能像日本人一样烧些热水就算了。




驾崩



史学家史维特尼斯所说的「前所未有的疾病」，发生于西元81年。但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严重。

不过无论程度如何，当年确实发生过流行病。而提图斯也迅速地成立了专门的对策委员会。这种情势下，政府会动员平时在个別的治疗所中从事医疗工作的医师。虽然医师阶级多是希腊人，但他们既然获得罗马公民权，享有免除直接稅的优惠，那也就有与罗马人同等的义务。不知道是这个系统的功劳，还是这场流行病的规模不严重，抑或是两者皆有，总之入秋时流行病已经消灭了。然而尽管没染上流行病，还算年轻的提图斯却病倒了。

也许是因为灾难不断，使得皇帝身心疲惫至极。就像当年维斯帕先病倒时回到故乡泡温泉疗养一样，提图斯也回到当地疗养，并由其弟图密善同行。然而回到当地没多久，提图斯就辞世了。时为西元81年9月13日。提图斯生于西元40年12月30日，因此逝世时未满四十一岁，在位期间二年又三个月。

知道皇帝辞世的消息后，每个人都打心里感到悲伤。就连当初反对他与犹太公主成婚的一般民众们，也打心里爱着接受批判、终身未婚的提图斯；亲自指挥救灾的皇帝、经常出现在公共浴场的皇帝。提图斯帝正是平民阶级心目中的皇帝。提图斯未曾发放已成惯例的登基奖金，然而民众知道他屡次为了救灾捐出个人财产。

身为皇权监督机关，元老院的反皇帝势力一向强盛。然而元老院同样也为提图斯的逝世感到悲伤。反皇帝派的元老院议员最怕的就是告发者的弹劾。然而提图斯却听都不想听告发者的话。听说提图斯生前曾说，与其逼死別人，还不如让自己送命。

元老院同时也是协助皇帝治国的机构。对他们来说，皇帝适不适任才是真正的评价标準。而提图斯生前不仅处理了罗马与义大利的政务，也不忘帝国整体的统治工作，因此在这方面元老院也给他相当高的评价。我们可以举出几项施政实例：西班牙、北非的努米底亚、塞浦路斯岛、人称亚洲行省的小亚细亚西部等地的道路网路全线修复。而在义大利，则在西元79年修复马尔奇亚水道、於西元80年部分修复奥雷里亚大道与弗拉米尼亚大道。西元79年开工，由现在义大利的特里斯特到现代的克罗埃西亚（Croatia，古名波拉）为止的街道，由于是全新的路线，因此以提图斯的家门名弗拉维斯为依据，命名为「弗拉维亚大道」（Via Flavia）。

至於纪念他本人战胜功绩的凯旋门则因为并未加速赶工，所以直到他逝世后才完工。由于提图斯帝与其父维斯帕先一样，对于开放行省民众加入元老院的工作相当积极，所以行省民众也相当欣赏他。不过唯一例外的，就是住在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了。他们不能原谅烧毁耶路撒冷大神殿的提图斯，也不会忘记他就是使得「提图斯凯旋门」上永远刻著耶路撒冷失陷纪录的元凶。不过决定与罗马人共存的犹太人并不讨厌提图斯。在帝国各个都市的犹太社区中，至今还没发现过批评提图斯的史料。而《犹太战记》的作者约瑟夫·弗拉维斯与提图斯相识至今十二年，两个人之间一直维持著互敬互爱的感情。

不过罗马人生性喜欢嘲讽，所以也绝对不会光顾著赞颂提图斯。当时的人曾留下这么一句话：

「只要在位时间短，人人都是好皇帝。」

继提图斯两年任期之后，登基的是其弟图密善。而图密善在位期间则达十五年。




第七章





皇帝图密善






「纪录抹煞刑」



罗马帝国有一项刑罚叫做“Damnatio Memoriae”，意译的话叫做「纪录抹煞刑」。这是一种经由元老院公审，亦即由原告提出控诉理由，与被告代理人，亦即辩方律师进行辩论，并由全体议员裁决审判的皇帝弹劾体系。打个比方来说，这有点类似现代将不信任的政治人物送上法庭的体制。不过当时罗马皇帝的权力远比现今的美国总统要大，弹劾的方法也更为激烈。具体而言，有下列几项处置：


一、破坏被裁决有罪的皇帝所有肖像雕像。




二、从所有官方纪录、碑文、通货上消去该当人物的名字。




三、剥夺该名皇帝的末代子孙以“Imperator”为个人名的权利。




四、在皇帝任内制定的暂定措施法案（未等待元老院通过便颁布的勒令）全部废除。



罗马人不相信来生，因此罗马的菁英阶级十分重视生前功绩所带来的名誉。对这些人来说，「纪录抹煞刑」可说是最不名誉、最严重的刑罚。而元老院手中却握有这把武器，可以用来对付皇帝。笔者曾一再强调，帝政罗马与其他帝王制度不同的是，有监督皇帝的机制存在。当然，如果与元老院并列为两大主权者的罗马公民一致表示支持皇帝的话，就连元老院也不敢轻易拿出这种「武器」。不过平民能表达意见的地方，只有在竞技场上，或是大举前往元老院抗议。不同于经由现代选举产生的议员不能无视选民的意见，罗马的元老院是终身制，只要不犯罪就不会失去席位。

所以只要民众意向不明，元老院中皇帝弹劾派佔了多数，元老院就能随时祭出这把武器。就连维斯帕先成立的〈皇帝法〉，也没有否定这项权力。所以这个罗马帝国特有的体系，也是皇帝与元老院间维持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要理解罗马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可以想想美国总统，以及参众两院由反对党佔多数时的情形即可。

在过去，尼禄皇帝曾经被判处「纪录抹煞刑」。其实卡利古拉皇帝实际上也受到这个待遇，只不过没有正式判刑而已。这有两项主要原因：第一点，卡利古拉性格乖张，专搞一些让史维特尼斯这种喜好说长道短的人开心的事情，政务上却一事无成，因此也没留下什么值得抹煞的纪录。第二个理由在于继任的克劳狄斯帝性格温和，不喜欢强硬处置前任皇帝。相对地尼禄在位十四年，比起卡利古拉的四年要长得多，留下的纪录也就更多了。再加上尼禄是在生前遭判刑的，因此这项判决有浓厚的弹劾现任最高统治者的味道。

如果官方纪录是刻在铜板上，则将整张铜板熔解。如果是刻在大理石等石碑上，则将整块石碑剷除打碎。但是这些纪录往往体积庞大，刻有其他人事物。在这种时候，则设法将当事者的姓名消去或填满。对于二千年后进行考古挖掘的学者来说，这正是考验想像力与知识的好机会。不过货币的处置方式不同。由于货币流通在帝国的各个地区，要全数回收重铸、交换新币是不可能的，所以刻有尼禄肖像的硬币才会继续存留於世。

在现代其实也有这种待遇。当初墨索里尼兴建的建筑也有同样的下场。由于无法将整栋建筑打掉，因此义大利人将水泥灌到墙上刻有墨索里尼姓名的地方。至於破坏铜像、石像的行为，当苏联瓦解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电视上看多了。流传至现代的卡利古拉与尼禄像之所以会异常的少，也是因为他们死后遭到破坏。而我们将叙述的图密善，死后同样也被判处「纪录抹煞刑」。

笔者认为尼禄是个不适任的皇帝，但要评断图密善是否适任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了。如果我们完全听信史学家塔西图斯的话，那自然另当別论。不过在第Ⅶ册最后笔者也强调过，尽管对方是帝国时代最崇高的史学家，笔者也不会百分之百信任。

而且「纪录抹煞刑」的存在理由也让人怀疑。不论在共和还是帝国时期，罗马人从来就不避谈自己战败与失败的事实。而纪录抹煞刑的用意是：希望将一想起来就觉得毛骨悚然的皇帝及其治世的一切从记忆中消除。如果是这样，那么以罗马人的作风，绝不可能制定了这项法律却又因为实际上办不到，仍然允许铸著皇帝名字和政绩的硬币继续在市面流通。再者，继尼禄与图密善之后，另一个差点被判处纪录抹煞刑的是五贤帝中的哈德良，如果不是继任的安东尼·派阿斯拼命反对，恐怕连五贤帝中都有人要遭遇这种不名誉的刑罚。因此据笔者猜测，纪录抹煞刑应该是元老院的报复措施。因为报复往往不是出于理智，而是流於意气用事。




图密善其人



维斯帕先的次子图密善以皇帝·凯撒·奥古斯都·图密善（lmperator Caesar Augustus Domitianus）的名字登基时，是在其兄提图斯驾崩的次日。他生于西元51年，登基时才三十岁。因为其父维斯帕先在生前已经取得元老院的认同，在其身后由提图斯及图密善陆续继位，因此登基过程毫无困难。当维斯帕先在世时，提图斯与图密善就已经获得皇位继承人的「凯撒」称号。因此在两年前提图斯登基时，图密善的登基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图密善（左）与维斯帕先（右）




不过年仅三十就登基这件事，只怕超出了其父维斯帕先的意料之外。维斯帕先在生前已经为两位继承人準备好继位的基础，而从两个儿子的年龄差距来说，应该不会想到提图斯在位期间这么短。当然，提图斯本人也没想到。

我们来推测维斯帕先心中的算盘，在他过世时提图斯四十岁，所以在位期间应该有十到十五年。这段期间之内，提图斯可以像当年维斯帕先培育提图斯一样，给继承人图密善历练的机会。

维斯帕先在位时，大多数的时间都与提图斯共同治理国家，累积其从政的经验。提图斯登基后，只要继续以前的工作即可。然而维斯帕先在位时，却没有对图密善进行同样的锻鍊。相信他认为这些事情可以等提图斯登基后由长子接替他进行。而提图斯应该也是这个打算。这对兄弟之间相差十一岁，做哥哥的登基时四十岁，按当时的标準来说，应该可以在位十年到十五年，甚至二十年。这段期间之中大可像当年父亲所做的一样，继续培育小弟。可是没想到登基两年中忙着救灾，等到灾难过去了以后，下一个问题却是自己的大限。由于即位的基础已经打好，图密善毫无问题的当上了皇帝。但是年仅三十的新皇帝却没有执政上的实务经验。

图密善登基时还有另一项不幸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从军的经验。

罗马皇帝的最重要职责，就如同“Imperator”的字义所示，身为最高指挥官，因此必须保障整个帝国的安全。如果有必要，皇帝必须亲自带兵迎敌。没有必要的时候，皇帝也必须毫不懈怠地监视防卫体制是否完善。也就是说，皇帝必须熟知战略战术，拥有军事才华。

战略上的才华有时要看天分，所以未必一定要有作战经验。就像经验老到的百夫长就未必能成为统领数个军团的司令官。不过战术方面的能力会受到实际经验的影响。因为主导实战结果的往往是应变能力。

提图斯曾经随着军人出身的父亲维斯帕先到帝国四处的基地赴任；在犹太战役的三年期间又累积了前线司令官的经验，因此有了提升军事能力的机会。而幸运的是，在维斯帕先与提图斯父子在位的十二年中，由于这两人的防卫策略相当有成效，因此除了正在进行称霸战的不列颠之外，罗马帝国一片和平。然而对于图密善来说，这代表他得不到培育军事能力的机会。





图密善在继承年轻有为、人人称赞的兄长提图斯即位之后，凡事都被人拿来与长兄比较，想必让他很不舒服。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停止比较。因为这对兄弟间有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对照，这些部分的差异，就是探讨其政绩真相的关键。

当父亲维斯帕先登基时，提图斯三十岁，而图密善刚刚年满十八。提图斯直到三十岁之前，想都没想过自己将登上罗马帝国的最高位。相对地弟弟图密善则是从十八岁起就知道，有一天自己会当上皇帝。相较於平民作风的提图斯，图密善则表现出一种意识到自己身份地位的贵族风格，想必原因在于成长的环境。而提图斯让人觉得他对皇位似乎毫不恋栈，图密善在登基时却表现出一股强烈的意念。这让人觉得似乎是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差距，以及培育的环境所造成。我们从这两位兄弟娶的妻子出身就可以得知。提图斯结婚的对象是个无名人物的女儿，成为皇子的图密善迎娶的，则是尼禄时代的名将科普洛的小女儿。据说军团兵背弃尼禄的原由，就是因为尼禄赐死科普洛。这对兄弟精神成形期相差十一年，使得两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差距。而比起提图斯低矮壮硕的身材，图密善则是个身材瘦长，面貌清秀的年轻美男子。




所谓罗马皇帝



我们后世的人在探讨罗马历史的时候，往往毫不考虑地就说着写著「罗马皇帝」。但是古代的罗马人即使是进入帝政时代以后，说与写时还是以「第一公民」为主，少有称呼「皇帝」（Imperator）的。因为“Imperator”是共和时期就有的军队司令官名称。由于这个单字的起源，帝政时期的罗马人平时只有军团兵会说“Imperator”，而一般民众更只有在凯旋仪式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称呼。

接下来请大家思索一下这两个称呼的意义。“Imperator”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所以其下的士兵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因为命令与服从关系不明确的军队将无法发挥军队的功能。

然而「第一公民」就不同了。「第一公民」（Princeps）是罗马公民之中的领袖，因此这个称呼早自共和时代就存在。当初打倒汉尼拔的名将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也享有这个称号。而名律师、哲学家西塞罗也被人称为法律界的第一公民。从这成立过程我们可以得知，罗马公民对「第一公民」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将这个仅有领袖涵义的称呼做为实际上的君主称号，这是因为奥古斯都相信，当初朱利斯·凯撒以明确显示其地位与权力的「独裁官」为号，是遭到暗杀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奥古斯都不以君主味道浓厚的「独裁官」，而是以共和政体的「第一公民」为名，顺利地笼络进入帝政以后权势、地位都下滑的元老院——亦即统治阶级。

但这么一来，罗马的皇帝就不是人民必须绝对效忠的“Imperator”，而只是「第一公民」，本身的立场就相互矛盾。这也是笔者将其命名为「精致的虚构」原因之一。在史学家中有人批评奥古斯都用这种暧昧的制度开创帝政，但笔者不同意这种论点。事实上，要将施行了五百年共和政治的罗马转移成帝国，只有以这种实为「皇帝」，但名为「第一公民」的方式进行才能奏效。至於施行的结果，我们看奥古斯都以后的罗马国势就可得知。

首先，要统治帝国辽阔的疆域，由上而下的君主政治要比合议政体的共和制度来得有效率。这已经不是意识形态（Ideology）的问题，而是统治效率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于，要营运帝国就需要确保负责的人才，而那一种体系比较有效。在元老院体制下，由六百人所组成的元老院势必无法避免自保权力利益的斗争，因而形成封闭的统治阶级。而君主政治因为以一人治天下，势必要四处寻求人才。罗马之所以向身为被征服者的行省民众开放门户，也正是因为选择了由皇帝主导的帝政所致。

如果像西塞罗、庞培或布鲁图斯等共和政体派，亦即主张国家应由义大利出身的元老院议员统治的人获胜，罗马只怕会成为和后世的大英帝国一样，将殖民地踩在本国脚底下的殖民帝国。可是罗马却采取了死在布鲁图斯手里的凯撒所创设的道路，让本国与行省形成一个大命运共同体。史学家吉朋说，要问罗马帝国为何灭亡，不如问罗马帝国为何国祚这么长。其中的涵义是，人们应该关心这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难以统御的国家，为什么可以维持这么长久的壽命。而问题的答案其实相当简单。罗马人不是将其他民族纳入统治，而是将其他民族也变成罗马人。大英帝国衰败于各个殖民地的独立，而直到罗马灭亡为止，各个行省未曾有独立或背叛的行为。

既然国祚能如此绵长，不管奥古斯都创设的制度如何暧昧，这个精致的虚构还是有效的。可是既然「精致」，系统的运用之妙，就会受到当事人的个性与资质影响。除了无论如何都将被评为不适任的卡利古拉与尼禄之外，笔者将这个精致体系的运用人分类如下：


一、相信罗马皇帝只是罗马公民的领袖而已——在位期间前半段的台伯留、自登基到驾崩为止的克劳狄斯，以及提图斯。




二、虽然不相信，但假装相信的人——整个在位期间的奥古斯都，以及维斯帕先。




三、既不相信，也不假装相信的人——在位期间后半段的台伯留以及图密善。







尽管知道自己迟早会登基，但图密善还是因为长兄意外早逝而提前在三十岁即位。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赐予妻子多密提亚「奥古斯塔」（Augusta）的尊称。「奥古斯塔」是皇帝的尊称「奥古斯都」（Augustus）的女性形。笔者将其翻译为「皇后」，但并非成为皇帝的妻子就能自动获得这项殊荣。当年奥古斯都为了维持共和制度的表象，因此在身后才以遗言的方式颁令赠与妻子莉薇亚这项尊称。在莉薇亚之后获得「奥古斯塔」尊称的，是克劳狄斯帝的皇妃、尼禄帝的母亲小阿古力琵娜。因此多密提亚是帝政百余年来，第三个获得「奥古斯塔」尊称的女性。

不过没有任何罗马人表示异议。元老院似乎打心里感到同意，而民众也没有在竞技场上给皇帝难看。第一点在于多密提亚是为帝国奉献心力的名将科普洛之后。而历经只有纳妾的维斯帕先、为了与犹太公主的爱情终生不娶的提图斯时代以后，罗马终于又有了第一夫人。而这位第一夫人身材修长、容姿端庄、气度优雅，实在再也找不到比她更适合「奥古斯塔」称号的女性了。虽然她端正的容貌会给人带来冷淡的印象，但这点也让人联想起当年的莉薇亚。而且据说青年时的图密善迷恋已经嫁为人妻的多密提亚，花了好一番工夫才将她弄到手。这一点也和当年带着小孩改嫁奥古斯都的莉薇亚相似。不过奥古斯都是直接与莉薇亚的前夫谈判请其让妻，图密善似乎没有这么处理。莉薇亚的前夫在奥古斯都的婚礼上担任保人，多密提亚的前夫艾留斯·拉米亚別说参加婚礼了，他终身都一直表示对夺妻仇人图密善的敌意。

不过图密善没有像卡利古拉一样为了庆祝登基花了半年时间在庆典与宴会上。似乎他连大型庆典都没举办。因为他知道皇帝的工作是什么。




公共建设（一）








图密善竞技场（复原模型）









现代的拿佛纳广场 




我们由于欠缺史料证明，所以不知道详细的开工日期。不过图密善在登基不久后就开始了三项公共建设。

第一项是建设中世纪以后成为拿佛纳广场的「图密善竞技场」。因为既然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已经无法使用，因此有必要提供平民专属的体育设施。这个竞技场在图密善被判处「纪录抹煞刑」之后，还是一直维持著「图密善竞技场」（Stadium Domitiani）的名称。也许是平民感念他建设这座竞技场的功绩，群起反抗元老院的决议，保住了这座建筑物刚兴建时的名称。

第二项公共建筑，则是由其父建设，在其兄任内举办落成典礼的圆形竞技场。其实最上层的工事到现在还没完工。而图密善身为维斯帕先的儿子，设法将其完工也是当然的事。

第三项工程，则是因为图密善死后被判处「纪录抹煞刑」，因此改以次任皇帝涅尔瓦为名，至今仍称为涅尔瓦广场的广场化工程。






涅尔瓦广场（复原想像图）




这一带是夹在奥古斯都兴建的广场与维斯帕先兴建的「和平广场」之间，长120公尺、宽45公尺的狭长地带。只要通过这里，经过凯撒广场旁边，就能到达罗马广场。所以民众以此为苏布拉和罗马广场之间的通道。而苏布拉是充满活力的平民住宅区，罗马广场则是日益兴盛的罗马帝国政经中心。图密善认为应当改善这两个地区间被摊贩、拔牙业者、刮胡子业者占据的现状。

罗马人概念中的「广场化」，是将四面的一面盖起神殿，另外三面用圆柱回廊围起，圆柱回廊后方按例是用于开设店面或办公室。这是罗马人爱用的空间利用法。

不过上述事项都是针对首都居民的事业。图密善心目中的皇帝，是不负“Imperator”之名，完成帝国最高国防负责人任务的皇帝。而他不希望等到受人入侵才驱逐敌方，希望能预先整顿好防卫体制。在这时，他觉得实行计画的时间到了。於是在探讨罗马防卫体制时，绝对不可避免的「日耳曼长城」建设工程就此开始。但在开工之前，有两件要先处理的事情。第一个是士兵的待遇问题，第二个则是如何对付日耳曼人。




调升军饷



图密善皇帝调高了一百一十年来未曾变化的士兵薪水。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只能得知军团兵，而且是没有任何特殊勤务的士兵薪水。至於其薪资变迁则列表如下。附带一提，兵役期间二十年，以及期满退伍可领到的三千狄纳利斯退休金没有调整。

当时一个生疏的新进员工，可以领到十二亚西铜币的日薪。而军团兵的衣食住都由国家保障。而且在生病或负伤休假时，薪资照领不误。另外可以享有其他职业没有的退休金制度。不过在外出时或与喜欢的女性约会时，衣食住还是要自行负担。

图密善这项调薪方案，让元老院相当不满。他们觉得皇帝是在用金钱购买士兵的支持。然而尽管当年不知所谓的通货膨胀，享受了「罗马和平」百余年，生活水準已经确实有所提升。百年后的调薪方案，以当时的帝国财政成长来说，应该是可以负担的政策。而且虽然图密善打算调高士兵的薪饷，但却打算为罗马帝国裁军，而且在执政末期确实执行了。也就是说，他打算施行精兵政策。国家拥有了百年的和平生活，其间基层建设又不断在进行，整个帝国的经济当然也活性化了。在奥古斯都的时代，有许多年轻人如果不从军日子就过不下去。但是事隔百年，没有资产，必须要工作维生的青年，却不一定要选择从军这条路。因此要维持军队整体水準，只有设法改善报酬。




罗马军团兵的年薪演变











	
　

	
狄纳利斯银币

	
塞斯泰契斯铜币

	
亚西铜币




	
共和时期

	
70

	
280

	
1120




	
朱利斯·凯撒调薪之后

	
140

	
560

	
2240




	
奥古斯都调薪之后

	
225

	
900

	
3600




	
图密善调薪之后

	
300

	
1200

	
4800(日薪：约13)





而在这项政策上，图密善又施展了一项令人讶异的老练手法。调升的薪水并非立即发放给士兵，而是寄存在军团的会计检察官，等到退伍时才和退休金一起领取。这项制度有点类似现代日本的「公司储金」。而士兵接受这项政策的原因，在于比起非退伍不能领取的退休俸，这笔储金即便战死、伤残也能由本人或亲戚家人领取。在图密善之前，有些司令或军团长会致赠部分抚卹金给战死的士兵家属。然而这是长官个人的好意，不是像退休俸一样有制度。因此，虽然有人可以享受这个好处，但得不到这种好处的士兵也不少。图密善等于是将抚卹金制度化了。




「日耳曼长城」



之后图密善命令提升待遇后的士兵建设「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笔者认为这可以译为「日耳曼防壁」。要理解这条防线的重要性，只要仔细阅读地图就可以发现了。如果说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是多瑙河与莱茵河流域，那么两条河的上游聚集之处，就是防御上最大的弱点。越往上游，地形就越陡峭。人们要在上游的山岳地带活动，只有沿着河边行走。而这一带是两条大河的水源附近，连白天都阴暗的广大「黑森林」（Schwarzwald）地带。尽管罗马兵在面对面进行会战时所向无敌，但住在帝国北部防线另一头的，却是善用未开拓地形进行游击战术的日耳曼人。有道是「森林为日耳曼之母」，只要躲进了森林中，没有任何民族拿日耳曼人有办法。就连在不列颠的森林中可以打胜仗的凯撒，也不愿意挑战日耳曼的森林。

这么一来，将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的某处相互链接，并将两条河上游的黑森林地带纳入帝国疆域的想法，很自然成形了。这个构想似乎在台伯留的时代已经出现了。因为在图密善之前的皇帝中，台伯留是少数有多瑙河与莱茵河作战经验的皇帝。而图密善对台伯留留下的命令书、政策立案公文的兴趣，胜过他对文学诗歌的热爱。台伯留曾经放弃奥古斯都订定的以易北河为北疆，征服日耳曼中部，将其纳入罗马帝国的构想，而以确立区隔日耳曼西部与中部的莱茵河为防线。因此台伯留不可能没发现放任「黑森林」地区不理的危险性。然而台伯留之后的皇帝对此毫不关心的原因在于，由于台伯留强化了莱茵河防线，因此不必担心日耳曼人入侵的问题。罗马人其实和我们一样，没有直接面对危机就不懂得事先準备好对策。不过，要越过既有的莱茵河防线进入日耳曼人的地区兴建「日耳曼长城」，不管使用武力或和平方式，势必要先让住在当地的日耳曼人屈服。因此元老院批评图密善掀起没必要的战端。不过笔者认为图密善采取的是必要的先行措施。

在他之后即位的皇帝中，图拉真和哈德良都理解这道防线的重要性，并且热心补强。而图拉真能够专心於强化多瑙河防线，就是因为「日耳曼长城」产生作用，使他不必担心莱茵河防线的问题。






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




那么具体而言，「日耳曼长城」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又建筑在何处？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罗马帝国时代的边防，只剩下分布在英格兰与苏格兰交界一带，由当年哈德良皇帝建造、英国人称为「哈德良墙」的防护墙。这些石墙串连了各重地的石造碉堡，让人以为这就是罗马时代的边防城墙了。其实这种形式的“Limes”（边防城墙）只见於古代的不列颠，也就是今日的英国。同样是边防城墙，「日耳曼长城」在构造上既不同于不列颠、日耳曼地区的防护墙，也与幼发拉底与北非防线为了防备来自沙漠的敌人的边防有所不同。






日耳曼长城（后原图、剖面图）




「日耳曼长城」每隔400到700公尺，便有一座40公尺见方的石材碉堡。各个碉堡间的距离随地势而异，若是在视野良好的平地上，则距离拉长；若是地势崎岖，则距离缩短。碉堡之间没有石墙相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建设，罗马军即使搭建只过一夜的营区，都会在四周挖掘深3公尺的壕沟，并围上一层木制栅栏。尽管事隔二千年木头早已化为麈土，壕沟也已不见，考古调查顶多只找到石制的证据。但是笔者深信当年的罗马帝国，肯定是挖掘了绵延数百公里的V字形壕沟，内侧并架构木制栅栏作为边防。从当年朱利斯·凯撒首开先例，将日耳曼人编入罗马军团的附属骑兵队来看，日耳曼人骑马民族的形象自古有名；罗马要提防的也正是这些大批武装来袭的日耳曼骑兵集团，而不是为了经商或其他和平意图进入帝国的个別日耳曼人。挖成V字形的壕沟与高仅数公尺的栅栏，对于来袭的骑马部队应该可以发挥阻挡的效果。至於碉堡的目的，与其说是原地死守，不如说是用于监视。

当确认敌军入侵时，碉堡会利用狼烟或火把向左右的碉堡及后方的辅助兵基地示警，有时也会利用快马传讯。图密善为了方便碉堡、辅助兵基地之间相互联络，在各个据点间铺设了道路。如果由行省民众组成的辅助兵不足应付敌人，还会出动屯驻在更后方，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兵。邻接「日耳曼长城」的主力部队军团兵基地，共有位于今日德国境内的梅因兹、法国境内的史特拉斯堡，以及位于现代的秋利希和巴赛尔之间的温狄修三个基地。

梅因兹基地离「防线」较近，但是位于莱茵河上游的史特拉斯堡与最前线的“Limes”之间却是黑森林地带。因此图密善建设了横贯「黑森林」中部的罗马式街道。以罗马式的街道穿越连白天都阴暗的黑森林，感觉上就仿佛今日以高速公路贯穿森林一样。对日耳曼人来说，森林中的道路，就是弯弯曲曲、野兽与人类勉强踩出来的兽道。而罗马人却让景色为之一变。罗马人的街道，不只是平坦的5公尺宽石头大道，还包括两侧排水用的水沟。而且一方面为了国防安全，二来为避免路面的石头松动，罗马人还把两侧可能扎根到路面下的树木统统剷除。因为罗马大道不是随便建设，维持人马勉强通行就好的工程。整座黑森林连白天都显得阴暗，因此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特大号据点。罗马人将街道穿越这座森林，也就代表着将森林罗马化的意味。现代的黑森林中也有数条「高速公路」（Autobahn），而古代的日耳曼人和高卢人见到这些“Autobahn”时，想必为罗马人的技术能力感到惊异不已。而且这些工程建设，使得肩负监视高卢地区任务的史特拉斯堡基地不须变动防区，即可随时赶往日耳曼长城。而设於现今瑞士境内的温狄修基地也就此失去重要性。

至於「日耳曼长城」的设置地点则是沿着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的边界，今日的波昂与科布连兹之间，并沿着莱茵河延伸至梅因兹北方。之后渡过莱茵河向东，并将涅卡河流域包含在防区内，逐步向南延伸至罗尔希，由此向东呈弧线直达里根斯堡。古代将里根斯堡称为「卡斯特拉·里根那」，日耳曼长城的终点与多瑙河防线就是在此衔接，全长为542公里。至此，帝国北方两大防线——多瑙河防线与莱茵河防线得以相互联络呼应，因此可以使用相对人数较低的兵力，更有效率地防卫整个边境。事实上，以往莱茵河需要八个军团驻防，之后得以裁军至六个军团。

「日耳曼长城」由四个要素所组成：监视用的碉堡、辅助部队屯驻基地、主力部队军团兵基地，以及相互联络用的道路网。罗马的街道可说在任何方面都是帝国的动脉。

「日耳曼长城」的完全整顿，一直要等到哈德良皇帝任内才竣工。罗马的领导人令人讚叹的是，尽管旧的政策是由恶名昭彰的昏君或是遭判处「纪录抹煞刑」的皇帝提出，只要认为有效就会毫不犹豫地持续推动或加强。






日耳曼长城（转载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罗马篇）






*日耳曼长城和其他地区的罗马防御体系一样，由碉堡、辅助部队基地、军团基地、道路网构成。









完成时的日耳曼长城（引用自E.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二千年后的军事家称赞「日耳曼长城」是个防卫系统的杰作。但是这时并非建设在无人地带，在动工前必须先妥善处置好建设预定地上的日耳曼人。




加谛族



有一条由东流入莱茵河的支流，叫做缅恩河。定居这条河流南岸的马提亚奇族，算是日耳曼民族中的小族。当年台伯留拟定的战略是尽量笼络有可能交好的民族，其中也包括了日耳曼人。马提亚奇族便是因此与罗马维持往来，经常入境销售当地的产品。然而，马提亚奇族身处在包围其东部与北部的大族加谛族控制之下，而加谛族又长期与罗马交恶。图密善的策略是：第一，将马提亚奇族纳入罗马帝国内。第二，在其北部向东修筑防线，确立抑止加谛族入侵的系统。「日耳曼长城」的工事於是便从缅恩河流域开始。

既然要建设综合防御体系“Limes”,周边的建设也自然必须以军事设施优先。其中包括40公尺见方的碉堡、400公尺见方的辅助部队基地，以及穿插其中的道路网。这些网路还要连系到主力部队团屯驻的军团基地，整个体系才算大功告成。林林总总加起来，所需的土地相当可观。马提亚奇族虽然不是被赶出居住地，而是仍旧在祖先传下的土地上定居。但对他们来说，这个工程使得部族所有的土地大幅减少却是事实。不过图密善并非免费征收这些军用土地，而是以经济援助为代价换来的。换句话说，罗马帝国向该族出资征收土地。这是因为马提亚奇族并非战败者，所以罗马人在依照惯例征收军用土地进行国有化时，不能行使胜利者的权利。再说，马提亚奇族是日耳曼人，要将异族纳入罗马体系时的大原则，就是让他们认为离开同为日耳曼人的加谛族较为有利。於是，马提亚奇族成功的罗马化了。

然而确立防卫体制的动作，无论如何会引起被防卫的一方反感。加谛族自然不会坐视“Limes”在自己的面前施工。尽管图密善没有公开防线的工程，前往当地时也宣称是为了进行高卢地区的国势调查，最后还是不得不指挥起军队开始作战。当时图密善相当强烈地意识到“Imperator”的身份，并渴望名副其实率军夺得战功。即位第二年与加谛族之间的战争，足以让三十二岁的年轻的皇帝热血沸腾。然而不幸的是，他从未有过作战经验。






日耳曼长城（略图）




尽管如此，罗马军还是战胜了加谛族。不过这场战争打得不漂亮。换句话说，不是让敌人自叹不如的胜利。因此在战胜加谛族之后，图密善回首都举办凯旋仪式，并给自己冠上意为「征服日耳曼民族者」的「日耳曼尼克斯」称号时，元老院报以冷笑，一般民众也不狂热。

不过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如果与加谛族的争斗压倒性获胜，也许图密善今后会陷入与日耳曼民族的长期战争。战事不顺遂，正好提醒图密善不要忘记最初目的在于建设日耳曼长城。第一阶段沿着涅卡河建设的防线工事持续进行。而第二阶段将涅卡河包围在内的防线，也即将在负责工程的罗马军团工程师心中画完蓝图。之后持续施工并完成整条防线，则要等到五贤帝时代以后了。

而只有身在首都不知前线情势的人，才会无法理解日耳曼长城的重要性。这种人的典型就是元老院了。他们甚至大肆批判图密善对战败的加谛族宽大的处置。

建设保护莱茵、多瑙两大河流上游的防线之后，使得罗马帝国北部防线更加强化。然而多瑙河防线的建设尚未完成。因为多瑙河北岸的未开化民族团结的动向日益明显，这个地区的防线强化，亦即军事国界化工作，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图密善在军事上的下一个课题，或说罗马帝国整体防卫体制的下一个课题，就是多瑙河防线了。

在此附记罗马帝国北部防线，现代欧洲两大河流的相关各国名称。







	
莱茵河全长1320km

	
多瑙河全长2858km




	
拉丁文

	
Rhenus

	
拉丁文

	
Danuvius




	
义大利文

	
Reno

	
义大利文

	
Danubio




	
法文

	
Rhin

	
德文

	
Donau




	
德文

	
Rhein

	
匈牙利文

	
Duna




	
荷兰文

	
Rijn

	
罗马尼亚文

	
Dunarea




	
　

	
　

	
塞尔维亚文

	
Dunav




	
　

	
　

	
保加利亚文

	
Dunav








内阁



罗马皇帝握有强大的权力，这点已经毋庸置疑。但是拥有强大的权力，也代表着肩负着许多的责任。图密善年轻气盛，在登基时充满了工作意愿。另外，他又是个讨厌虚伪不实的人。当年奥古斯都戴着与元老院共同治国的假面具，然而图密善认为皇帝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并且毫不隐瞒这个态度。之后图密善著手改革的，是笔者译为「内阁」的「第一公民辅佐机关」（Concilium Princepium）。 《罗马人的故事》第Ⅵ册中笔者曾经介绍过，奥古斯都创设的这个机构初期成员有二十一人。之后立即增加至二十六人。其中包括「第一公民」亦即皇帝。并由任期一年的两名执政官、相当於现代部长级官员的法务官、会计检察官、按察官、财务官等官职各派出一名代表。另外由元老院议员中抽选出二十名成员。由于皇帝经常兼任执政官，而财务官并非年年常设，设置时也常由皇帝兼任，因此内阁人数并不固定。但由此「内阁」治理国家乃是创设者奥古斯都的真意，其后百余年来也一直维持这个制度。

图密善改革的方案是，减少原本属于元老院的二十个名额，由骑士阶级递补差额。

所谓「骑士阶级」，在罗马社会中仅次于元老院阶级。在共和时代中，由于元老院阶级独佔国政，因此这些人只有专注於经济活动，因此大可称为罗马的「财经界」。进入帝政时代以后，这些人也获得了从政的机会。奥古斯都、台伯留、克劳狄斯等开创帝国命运的皇帝，均相当热心於晋用骑士阶级出身的人才。这些人因为在共和时代骑着私人拥有的马匹为国作战，如今虽然有名无实，但当年留下的「骑士阶级」称呼依旧存在。而到了帝政时期之后，这些人又多了担任皇帝任命的行政官僚的机会。另一方面，皇帝为了制衡对抗元老院势力，需要培养成为手足的人员。

埃及长官、各行省的皇帝财务官、相当於市长的首都行政长官、首都警察长官、禁卫军长官、上下水道的最高负责人、地方政府的议会首长等，几乎全由骑士阶级独佔。而随着帝政的演进，军团长以及指挥复数军团的司令官等，也引进了许多骑士阶级出身的人才。不过晋用这些人的皇帝贤明的地方在于，并非将这些骑士阶级培养成元老院阶级的对抗势力，而是将这些人才送进元老院，压制了原本就是元老院阶级的人反弹的声浪。

要让这些人进入元老院其实相当简单。只要让他们当选能自动获得元老院席位的会计检查官或护民官即可。再不然的话，则由皇帝亲自推荐拥有惊人功绩，使元老院无话可说的人选。而骑士阶级出身的人认为进入元老院是项荣耀，也乐于接受这个工作。在第Ⅷ册中出现的人物，包括维斯帕先在内，有半数以上就是骑士阶级出身的元老院议员。这些人在共和时期没有从政的机会，但帝政却让他们享有了机会与地位。

不过图密善倒是第一个删减「内阁」中的元老院阶级名额，纳入骑士阶级的人。也许对他来说，骑士阶级已经负担了部分的国政，这个措施也是当然的演变。但这绝对不是元老院阶级愿意接受的变化。不过元老院的反弹并非立即浮出表面。因为加入了骑士阶级的「内阁」，的确效率不错。以笔者的想像来说，图密善改革的「内阁」，就好像将日本现有的由国会议员担任部长的内阁，转换成类似由总统指定国会外部人员组成的美国总统府架构。我们无从得知图密善的「内阁」到底删减了多少元老院议员的名额，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元老院阶级来说，将骑士阶级纳入「内阁」，已经是滥用皇帝权力的行为。

图密善另外进行了「官邸」的组织化。主要目的在于整顿秘书官制度，协助皇帝处理大量集中的业务。各个秘书官的负责业务范围，已经在第Ⅷ册克劳狄斯的部分叙述过了。图密善采用的系统也与当年克劳狄斯的系统相同，但当年这个秘书官系统虽然效率极佳，却不受人欢迎。原因在于克劳狄斯录用的是解放奴隸。因此图密善将所有秘书官改由骑士阶级担任。而不知道是为了让秘书官系统更加有效率，或是为了让皇宫更适合皇帝的身份，图密善重新建设了佔去将近半个帕拉提诺丘的宫殿。这座宫殿的公众建筑性质多过私人建筑性质，其中还备有足以供居民参观比赛的竞技场。建设这座宫殿以后，以往还有其他住家的帕拉提诺丘成了专供皇帝居住的地方。






帕拉提诺丘上的图密善宫殿（■的部分为私人区域，其他为公务区域）




一路看下来，也许各位会认为图密善只注重骑士阶级出身的人，但他并未轻视元老院议员。当年台伯留创设了委员会制度，目前已经成为帝政统治体制的一环。而图密善视台伯留为皇帝的模范，因此只要遇有必要情事，立即会选出五名委员，活用委员会制度解决问题，而委员会的成员便固定是由元老院议员担任。




司法



图密善似乎是个有板有眼的人。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为了维持社会功能而尊重秩序，而是喜好秩序，凡事若非有条不紊就感到难过。

如果这个个性只表现在确立剧场与竞技场前方元老院、骑士阶级仕绅席次上，那也无伤大雅。然而若落实在严格执法方面，有时会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罗马从刚建国时起，就有守护圣火的女祭司组织存在。这些人在三十年的任期之中，有维特处子之身的义务。如果违反了这项义务，将受到活埋的刑罚。而这些高社会地位的女性，则住在罗马广场东南方的一角。

尽管并非终生禁止结婚，但这些人必须从少女时代起担任祭司，无法在肉体最成熟的时期接触男性。虽说女祭司并非从未爆发绯闻，但历代皇帝却未曾严格执行过传统的法律。可是图密善却严格执行了。而且爆发绯闻的是女祭司长，使得情况更加恶化。依照传统的法律，女祭司长遭活埋，绯闻的对象则在大众面前鞭打至死。

不过尊重秩序的个性，也会为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图密善就是第一个制定法律禁止雏妓，并惩罚逼迫雏妓卖淫的人。对罗马人来说，十七岁以下为未成年。

而图密善最痛恨的，就是行省统治者的渎职。罗马自从共和时代起，就设有允许行省民众控诉任期结束后的行省总督渎职、滥用职权的制度。行省总督皆由元老院议员担任，然而负责代理行省民众控诉前任总督的，按例也是元老院议员。罗马时代的律师，名为“Orator”。他们既可能成为原告，也常常担任辩方律师。当年克劳狄斯制定律师的酬劳上限为一万塞斯泰契斯，这项规定一直维持至今。我们无法得知身兼史学家与律师身份的塔西图斯身价如何，不过因为他担任以百万塞斯泰契斯为资产下限的元老院议员，所以应该属于富裕阶级。至於他的好友小葡里尼斯原本就出身富贵，加上在舅父大葡里尼斯死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灾害之后，继承了舅父的遗产，因此想必身价高昂。对这些人来说，一万塞斯泰契斯的律师费用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金额。他们之所以愿意一再接受“Orator”的工作，是因为认为以法律为工具出庭进行告发或辩护，是上流阶级的义务。想必连历代皇帝也有相同的观念。当年台伯留与克劳狄斯常常出席这类事关行省政绩的法庭，而图密善也因袭了这种做法。就连只对皇帝的丑闻有兴趣的史维特尼斯，也写下文章称赞图密善致力於维持公正的行省统治。因为行省的统治成效十分重要，足以左右整个帝国的政治环境。在罗马帝国里，不论是皇帝或厌恶帝政的塔西图斯都同样认识到这一点。





当笔者看着西元四世纪初期，亦即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首都罗马地图时，心中有不少感触。第一点就是发现四百年前建设的公共建筑物，到了当时还维持竣工时期的样子。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历任皇帝都相当注重公共建筑的维修。尤其阿庇亚大道，在西元300年时已经是一条六百年的老道路了。

第二个感想，就是「世界首都」罗马没有原本应该存在的大型医疗与教育机构。至於缘由，笔者已经说明过不少次，并且提出教育医疗全委由「民间活动」的假设。

在这张首都罗马地图上还欠缺一个可说罗马帝国从未存在的建设。就是营运帝国不可或缺的行政官僚聚集地，亦即现代的「行政中心」。

我们可以将原因推为当年官僚体制尚未发达。不过罗马帝国的疆域，几乎可说已经超越了后世的每个国家。也许以下的推论才合乎现实也未可知。

罗马之所以没有行政中心，是因为没有独立的官僚组织。那为什么没有独立的行政官僚组织，却又能营运这样庞大的帝国？我们可利用学术研究与考古发掘的成果来进行探讨。




地方自治



当罗马人的领土只及义大利半岛时，就已经成功将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分离并立了。当时的「中央」是战胜者罗马人，「地方」则是位于义大利，在抗争中败给罗马的其他希腊裔、伊特鲁里亚裔都市。当时罗马已经清楚地将「中央」应负担的工作与可以委由「地方」自理的工作分开。这个原则在步入帝政时期后，则改由本国与行省的形式继承下来。罗马人一向讲求实际，因此并非心中有坚定的理念认为应当这样做，而是知道这是营运庞大帝国的唯一方法。就结果而言，罗马帝国没有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成功统合了性质相反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建构了能发挥两者长处的体系。

简单来说，「中央」的工作就是国防、稅制与充实基础建设。「地方」的工作则是概括承受中央不负责的部分。罗马人称为「地方政府」（Municipia）的城镇都市里，一定会有个如同小型元老院的议会，并选举产生议员。在庞贝城遗迹的墙上的涂鸦可以发现，比起公民大会有名无实已久的罗马，地方的选举运动更加兴盛。

到了帝政时代，在本国义大利与行省都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政府」。但若没有财源，地方也无法行使自治权利。为了确立地方自治的体制，首要工作就是确保财源。而且当年并没有所谓的地方稅。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必须以树立帝政体制为优先工作。不过负有确立帝制的第二代皇帝台伯留，以及第四代的克劳狄斯帝，都尽力於确保本国和行省各地方政府的财源。而后世的维斯帕先与提图斯任内，也在这方面设法导正。所以地方财源政策并非像是「日耳曼长城」一样，由图密善开头、后世皇帝持续完成。不过图密善的确是特別热心於扩充地方财源的皇帝。到了现代，要了解罗马帝国时代的地方财源，还只有从图密善时代以后的碑文等纪录去求证。

根据这些资料，主要的收入在于地方政府拥有的土地、办公室、店面的租金。具体而言，假设想要在城镇中心的「广场」回廊里开店，必须支付租金给地方政府。其他还包括公共浴场的入场费与水道使用费。罗马帝国的「高速公路」虽然免费，水费可是照收不误的。

不过，一来没有地方稅，二来公共浴场的入场费又因为是公定价格，所以相当低廉。至於水道方面，如果居民自己到街上汲水，则不必支付费用。也许各位会认为，只向引水到家中的人收费，实在不足以负担政府财政。不过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忘记了有许多现代归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工作，在当时却是由私人出资捐赠。罗马人认为捐出私产为自己所属的共同体服务，是家境富裕者的义务，也是一种荣誉。建设桥梁道路是国家的工作，而维修则是地方政府的事情。而到了现代，在各地还挖掘出不少碑文自夸捐资维修工程。

罗马帝国可说是由共同体与个人双方营运的组织。就国家体制而言，可能还不够成熟，但有趣的是这种体制还能顺利营运、发挥功效。




公共事业（二）



古罗马重视个人的施政，因此理所当然地，皇帝的工作中少不了公共建设事业。就好像皇帝还必须身兼内政部长一样。在这方面来说，图密善的业绩远超过其父兄维斯帕先与提图斯。

除了之前叙述过，位于首都罗马的公共建筑物以外，从发掘出的碑文中还能得知大量由图密善开工的公共事业。如果考虑到「纪录抹煞刑」造成的破坏，也许图密善的实际政绩要超过我们的想像。以下将列举已知的部分：

罗马近郊的台伯利、罗马外港奥斯提亚、弗拉米尼亚大道的终点利米尼、西西里岛西部的港口，与北方迦太基之间的联络港马尔萨拉等，各个城镇的水道工事。

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灌溉工事。附带一提，义大利所需的小麦有三分之一由埃及提供。

位于希腊德尔佛伊的阿波罗神殿全面整修工事。图密善和其父兄不同，是个希腊文化爱好者。

全线修复设置时代早於阿庇亚大道，链接罗马与加普亚的拉提那大道。以常识来说，罗马与南义大利之间的道路，也是罗马与东方之间的联络通路。光是阿庇亚大道实在不足以负担这项工作，应该多设置数条道路。






加普亚周边街道图




建设在遭到「纪录抹煞刑」后，依旧维持以图密善为名的「图密善竞技场」（今拿佛纳广场），以及「图密提亚那大道」（Via Domitiana）。阿庇亚大道由罗马南下，从今日的西涅沙转向内陆直达加普亚。而杜米提亚那大道则是由西涅沙沿海岸南下，通过商港坡佐里到达拿坡里。经由陆路前往军港米塞诺的路程因此更加方便。

曾经有古人留下诗歌说，以往黎明出发，要到日落时分才到达米塞诺，但今后只要两个钟头就可以了。另外从阿庇亚与拉提那两条干道交会处「加普亚」，又延伸出两条道路。一条通往坡佐里，另一条通往拿坡里。我们目前无法得知这是由图密善建设，或由图密善逝世两年后即位的图拉真帝所修建。总之这些都让人在在感受到，罗马街道并非纯粹是交通事业而已，还包括政治策略在内。

整顿环绕萨丁尼亚（Sardinia）岛的道路网。在萨丁尼亚建设道路网进行罗马化，以罗马人的角度来说就是文明化。这项工程的意义和在白天依旧阴暗的日耳曼黑森林铺设罗马街道的意义一样。亦即让当地长年认为掠夺不是罪行的牧羊人不得继续肆无忌惮。

全面修复当年由奥古斯都在西班牙的倍帝加行省铺设的「奥古斯塔大道」（Via Augusta），并於西元90年完工。

修复连接非洲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地迦太基与努米底亚行省的特维斯提斯（今特贝沙）军团基地之间的街道。

整备小亚细亚北部濒临黑海地区的道路网。

铺设在多瑙河下游，位于今日的塞尔维亚、罗马帝国时代「莫埃西亚行省」两个军团基地间的街道，并於西元92年完工。附带一提，为了国防目的，图密善将统括在「莫埃西亚行省」的多瑙河下游流域分为两个区域。将一个行省分为两个，自然总督人数也增加成两名。而分派到前线的行省总督，行政目的也主要在国防方面，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武官，具有指挥由两个军团组成的战略单位的权力。图密善帝会如此热心地整顿前线的道路网路，可见他在亲自与达其亚族作战时学得不少教训。

史学家毛姆森说，罗马帝国的国界分为军事国界与政治国界。所谓军事国界，就是沿着河岸建设军团基地，在无法依赖天然障碍的地区建设「防壁」，让天下人都知道，当有外敌入侵时这些防线将立即发动迎击体系。除了有上述的吓阻力之外，还带有节约绝对必要兵力的效果。而政治国界，则是罗马长年视为国界，但由于没有强烈需要，因此虽然长年逐步推动，但仍然未完成军事国界化的防线。

当年是由台伯留完成莱茵河的军事国界化。而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建设「日耳曼长城」，借此完成军事国界化的，则是图密善。多瑙河流域的军事国界化最终阶段，也是由图密善开始。不过他仅来得及起头，整个多瑙河防线的军事国界化，要等后世的图拉真与哈德良完成。




举办夜间竞赛



图密善不只是懂得「大事」，也是个懂得「小事」重要性的皇帝。虽说后世的人将这方面的事业总括为「面包与娱乐」大肆批判，不过若认为有权者都具有对国政的判断力，那只是对人性的一种幻想罢了。如果这种幻想能够成真，世上也就不再需要政策宣导（Propaganda）了。不管怎么说，对平民而言既然不必担心饿死又能观赏免费的比赛，自然不是坏事。而图密善还是第一个举办「夜间赛」的皇帝。

当时的灯火代价高昂，一般平民还是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对这些人来说，在能容纳五万名观众的圆形竞技场，欣赏灯火通明的夜间竞赛，可说是天下最豪华的享受了。尽管当时皇帝与富贵之家的人已经习於在灯火下进晩餐的生活，但平民依旧与共和时代一样，只能在夕阳尚未下山前匆匆解决晚餐。其实罗马的夜空并非一片漆黑，尤其在夏季时更是带着美丽的绀蓝色。而夜间赛就在这样美丽的夜空下进行。

不过要出资开办夜间赛，想必支出相当可观。根据史学家的记载，夜间赛只有在国家的重大节庆才会开办。在这种性质的活动中，往往按例由皇帝提供饮食，因此观众在观战时，也不必像现代人一样自费买零食、啤酒。

除了建设“Limes”、强化基础建设、与外族作战之外，再加上出资举办夜间赛，不禁让人担心国家财政会不会出问题。然而有趣的是，罗马帝国之后依旧维持著健全的财政。在图密善之后继任的涅尔瓦，以及随即继位的图拉真都不需为了重建财政苦恼。相信是因为维斯帕先与其子提图斯共同进行国势调查（Census），使得国家能推动「不提高稅率却由应取处抽稅」的稅制，使得国库的收入大增。正由于维斯帕先让当代人称为吝啬，让后代学者称赞为最佳国稅局长的政绩，才使得其子图密善能广泛推动大型建设。富机能性且公正的稅制为善政的基础，而懂得将其与安全保障、充实社会资本并陈，共同视为「中央」职责的罗马人，应当就是亚里斯特提雷斯所说的深谙政治之道的「政治人」吧。在人类社会中，凡夫多如牛毛，但「政治人」却不多见。

然而人的命运注定，当有所成就之后，必定将面对因此引发的新问题。三十四岁时的图密善要面对的，则是预料中的问题：强化多瑙河防线，亦即多瑙河防线的军事国界化。




不列颠



在叙述西元85年发动的与多瑙河北岸达其亚族之间的战役时，有必要先叙述表面上似乎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关连不小的不列颠称霸战。因为若是罗马不只夺下当时称为不列颠，亦即今日的英格兰与威尔斯地区，而是坚持要完全称霸当年的卡雷德尼亚，亦即今日的苏格兰的话，那么多瑙河防线的确立工作，势必将成为帝国的重担。





不列颠称霸战自从朱利斯·凯撒登陆作战之后，被搁置了九十几年。后来是由罗马的第四任皇帝克劳狄斯重新继续作战。因此不列颠战役的真正起始年度，应该从西元43年起算。到了第十一任皇帝图密善时，英格兰与威尔斯两个地区已经在掌握中，正在进行苏格兰方面的称霸战。原本位于科切斯塔的不列颠行省首府，也移到罗马人口中的「罗狄姆」，亦即今日的伦敦。话说回来，罗马人为了征服不列颠，亦即现在的英格兰与威尔斯地方，前后花了四十年。当年征服有不列颠三倍大的高卢地区只花了八年，相形之下不列颠战役的进展实在过於缓慢。不过这是因为受到下列四大因素影响：

第一，高卢与本国义大利之间以阿尔卑斯山相隔，为了确保国防体制，必须尽早完成称霸作战。而不列颠和高卢不同，与罗马之间隔着一道多佛海峡，没有尽早完成作战的必要性。

第二，罗马人除了武力之外，还有其他可以逼迫高卢人的手段，但在不列颠却没有。

当初凯撒逼迫高卢人的领袖，在接受罗马的命运共同体统治或是日耳曼人的阶级隔离统治之间两者择一。对于高卢人来说，渡过莱茵河西侵的日耳曼人，是如同恶梦一般的现实。在凯撒时代，高卢人选择了罗马，一百二十年后的「高卢帝国」事件时，高卢人依旧认为罗马要好过日耳曼。

和高卢人不同的是，不列颠人没有值得感到恐惧的外敌存在。不列颠与日耳曼之间隔着一道北海，住在爱尔兰的凯尔特（Celt）人又不足以让他们感到威胁。八年与四十年的差距，并不代表高卢人与不列颠人之间的实力差异。

第三个理由，是起因於发动称霸战的人物对于称霸的想法不同。以不列颠来说，则是朱利斯·凯撒与克劳狄斯之间想法的差异。

凯撒首先完成了高卢全境的武力称霸，并立即进行笔者在第Ⅳ册中命名为「战后处理」的高卢重编工作，迅速将高卢地区行省化。具体而言，是怀柔既存的部族，将自己的家门名「朱利斯」和罗马公民权赐给部族族长阶级，让他们成为罗马的成员，并将元老院议员席位赐给有利部族的族长。这也是凯撒得罪保守派的西塞罗与布鲁图斯等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克劳狄斯则采用逐步扩大罗马霸权的方式。进展的方式和凯撒一样，先以武力称霸，其次进行重编，中间并行著基础建设的整顿。不同的是凯撒以国家规模进行称霸作业，而克劳狄斯则将其列为地方事业，逐步扩大范围。先不讨论这两者何者适当，这种政治策略的不同，也只能归于主事者性格的差异。

第四个理由，则在于罗马人对于高卢与不列颠的看法不同。

第一个渡过多佛海峡的罗马人是凯撒，他心中的不列颠只是在压制高卢人之前必须先打击的对手而已。当时他即将完成高卢的全面称霸，而若先打击不列颠人，可以避免厌恶加入罗马的高卢人与不列颠人联合作战。因此在作战中未曾深入不列颠。

如果凯撒没有遭到暗杀的话，不列颠的命运又会如何呢？以他的策略性质来看，有可能会展开不列颠的完全称霸作战。而且如此一来，可能会在短期内就完成称霸作战，并且在不列颠施行凯撒式的战后处理。然而这些想法毕竟只是假设。在图密善的时代，六百名元老院议员中，已经有四十人出身高卢。然而不列颠出身的议员人数始终在零与一之间打转，这个倾向到了日后依旧没有改变。以元老院的性质来说，成为元老院议员，也就代表负担帝国全体政治责任。而让我们为全世界最热心於研究罗马的英国人抱屈的是，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边境色彩要比帝国的其他区域都来得浓厚；这点光是从元老院议员的出身地来区隔，就可以清楚明白。也因此，如果要服从罗马人，当初真的应该让凯撒，而不是让克劳狄斯帝征服。附带一提，像曼奇斯塔一样语尾有「奇斯塔」（Chester）的地名，是从拉丁文的碉堡“Castrum”发展而来。

我们将话题回到图密善时代的不列颠上。尽管进展缓慢，但前后也已经花了四十年。在当时最有组织的罗马军进击下，当然已经小有成果。在克劳狄斯的时代，军团基地设置于科切斯塔。而到了图密善即位时，三个军团的基地已经分別设立在加提夫、奇斯塔、约克。受维斯帕先拔擢的阿古力克拉总督从西元78年就任起，到西元84年为止七年之间，已经深入到罗马人称为卡雷德尼亚的苏格兰地方。而且不只突破了艾吉巴拉与格拉斯格间的防线北上，甚至令罗马舰队绕行苏格兰北部。这也难怪阿古力克拉的女婿、身为当代人的塔西图斯要认为，不列颠与卡雷德尼亚的称霸作战就要结束了。






阿古力克拉称霸苏格兰的进击路线（为方便辨识，加上了后来由哈德良帝与安东尼·派阿斯帝建设的防壁）




后世的欧洲人认为塔西图斯是有良心的知识份子。我们在此将引用一段由塔西图斯所著，后世常用于抨击罗马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著作《阿古力克拉》里面的文章。这段文章中，塔西图斯虚构了一个正史上不存在的不列颠人，名叫「卡尔迦克斯」，用来代著作者大发议论。


「罗马人是不值得屈服与屈从的民族。他们是世界的掠夺者。因为在陆地上已经没有可掠夺之处，他们才将魔爪伸向海中。敌人如果富裕，他们就变得贪婪；敌人如果贫困，他们就变得自大。不管东方或西方，都无法满足这些罗马人的饥渴。他们以帝国假名义去窃盗、杀人、掠夺，嘴里喊着是为了世界和平。其实只不过让世界化为沙漠罢了。」







塔西图斯被人认定为有良心的知识份子，是因为他虽身为征服者的一份子，但依旧不忘批评母国。而且对于遭罗马军攻击的民族来说，的确也会认为世界和平事不关己，罗马人应该滚远一点。在第Ⅲ册中，笔者曾以反抗持续罗马的潘特斯国王米斯里达兹六世的角度探讨过当时的情势。换句话说，虽然程度上不及塔西图斯，不过笔者也勉强算是有良心的作家了。

不过当阅读塔西图斯在其他地方发表的言论，也不禁让笔者深思所谓有良心的知识份子之心思复杂。我们顺便在此介绍一下塔西图斯的《日耳曼》一书的部分文章。从书名可以得知，这是一本谈论有关罗马长年的敌人日耳曼人的著作。而在叙述完共和时代的情势之后，塔西图斯这么写著：


「从那个时代到图拉真帝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为止，竟然过了二百一十个年头。真是！要战胜日耳曼人到底要花多久！在这期间又要付出多少牺牲！




萨谟奈族也好迦太基人也好；西班牙人也罢高卢人也罢，甚至连帕提亚人都不会让罗马人感到忧心。可是遇到日耳曼人了呢？




光是列举败给日耳曼人的执政官，就有这么多人。卡尔波（西元前113年）、加西阿斯（西元前107年）、斯考鲁斯与卡比欧和马留斯（西元前105年）。在这些败战之中，罗马损失了五个执政官军团（亦即十个军团）。




在奥古斯都时代发生于条顿布鲁格森林的华尔斯军三个军团全灭（西元9年）是最大的悲剧。即使是我们获胜的战斗，罗马所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烈。敌军攻进义大利后由马留斯反击时（西元前101年）、神君凯撒在高卢的战斗（西元前58年），以及从德尔希斯（西元前101年）起，历经台伯留、日耳曼尼克斯等将领进击敌军领土日耳曼的战斗，罗马军都是在激战之下获胜的。之后除了卡利古拉的愚蠢行为以外，暂时维持了和平局面。之后巴达维族利用罗马内乱期间叛变（西元69年），引发了高卢帝国之乱。这时日耳曼人甚至破坏了罗马军的军团兵基地进行掠夺。幸好这些事情都得以迅速解决。到了现代（西元100年），才勉强让罗马军战胜成为通例，但并未完全让日耳曼民族屈服。」



有良心的知识份子，在遇到不同对象时也会立即变得好战，读来不禁让人失笑。向来对国政批判甚多的塔西图斯，对于遭罗马人征服的不列颠人能宽大，但遇到无法完全征服的日耳曼人时，也不禁将爱国心摆在前头了。而在西元80年代，图密善皇帝的心中也充满了对于日耳曼的忧虑。




达其亚战役



西元84年冬季，图密善命令七年来一手包办不列颠征服战的总督阿古力克拉卸任归国。塔西图斯之所以在《当代史》的开头写著「征服了不列颠却又宣告放弃」，是因为随着阿古力克拉归国，罗马也放弃了征服苏格兰的作战。不过罗马虽然没有继续进攻卡雷德尼亚，却并未放弃不列颠地区。

可是图密善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放弃苏格兰称霸战呢？

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图密善需要兵力用于强化多瑙河防线。在这之前，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日耳曼裔部族已经有不稳的动态。如果从不列颠抽调军队到多瑙河流域，苏格兰称霸战就无法继续进行。而要让战役的进行方式变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更换指挥官。将擅长攻击的阿古力克拉换下，由擅长防卫的司令继位即可。

我们从图密善之后的历任皇帝，尤其哈德良帝的不列颠政策就可得知，图密善在西元84年的对策并非错误。不过在进攻途中突然撤退，是容易遭人抨击的。当年台伯留帝放弃奥古斯都帝进攻至日耳曼中部，以易北河为国界的计画，将国界后撤到莱茵河，也曾遭到后世的塔西图斯大肆抨击。

笔者认为，图密善犯的错误，并非放弃卡雷德尼亚称霸战，而是没有活用猛将阿古力克拉的才华。当时的多瑙河前线是全国最需要攻击型武将的地方。如果图密善将刚归国的阿古力克拉派往多瑙河前线，任命其为达其亚战役的指挥官的话，多瑙河战线局势的走向也许会大为不同。而崇敬阿古力克拉不已的塔西图斯，对图密善的观感可能也会有所改善。

尽管图密善以台伯留当成治国的模范，然而台伯留不但有军事才华，而且实战经验丰富。这种才能与经验不只会发挥在战斗指挥上，也会在任用旗下将官的时候产生影响。以下将叙述的达其亚战役，可说是最能暴露图密善在军事方面弱点的事项了。





只要有人想以海盗行为代替通商，以掠夺代替农耕与手工艺获得生活资源，那么世上就会需要防卫机制。而防卫机制发动之后，以武力收场的次数比起会谈结束的次数要多得多。这是因为双方的「思想」（concept）,乃至於价值观不同所致。而罗马帝国在国内形成命运共同体，让诸民族得以拥有共通的「思想」，但对国外这些无法共通思想的民族之间可就问题不断了。我们在学校学到的罗马史，给我们一种罗马灭亡于西元五世纪蛮族入侵的印象，其实这是个误会。纵贯共和、帝政时期的罗马历史，可说与外族入侵的历史相重叠。从西元前390年首都罗马遭外族入侵后，到西元410年罗马再度被异族占领为止，前后共八百年。罗马能支持这么久，原因在于防卫力量健在。实际上，西元五世纪时，史称「大移动」的外族入侵行动之中，东罗马还是躲过了灭亡的命运。因为以拜占庭为首都的东罗马防卫机制依然有作用，因此外族也避开东罗马，往防卫机制无法发挥功能的西罗马进攻。

既然民族之间的冲突起自「思想」不同，要避免沦为战败者就只有随时小心戒备一途。罗马皇帝的两大职责在于保障「粮食」与「安全」。而「粮食」的保障，必须先达成「安全」的保障，才有可能实现。众人对皇帝的评价往往以其在军事方面的业绩为準。这是拉丁文的“Imperator”带有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意义，也是英文的皇帝（emperor）一词的起源，所以皇帝们也躲不过这种评估法。

西元85年秋末冬初，罗马接获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达其亚族大举渡河入侵南岸的罗马领土。对罗马人来说，外族入侵并非什么惊人的消息。让人惊愕的是快马传来的下一个消息：迎击的罗马军团惨败，指挥作战的莫埃西亚总督萨比努斯阵亡。

图密善决定亲自出征。他打算现场指挥在第二年春天展开的罗马军反击行动，并且带着禁卫军长官福斯克斯担任实战指挥。我们无从得知福斯克斯的经历，但禁卫军并非边防军队，入队时往往不要求有前线经验。其长官福斯克斯平日只不过带领一群衣衫华丽的禁卫军罢了。图密善竟然委派这种人担任指挥官，真的只有错误两字可以形容。未开化民族往往毫无计画的大举入侵，因此使得应对上更加棘手。这就好像正规军往往觉得游击队比敌军正规军更难对付一样。这时应该起用对抗卡雷德尼亚游击队六年多的阿古力克拉才是。既然图密善不讨厌阿古力克拉，而且对其有相当的敬意，真令人不解为何这时阿古力克拉不能受到重用。

不过西元86年与达其亚族的第一场战斗还是以罗马军胜利收场。这是因为罗马军动用了五个军团的军团兵，以及同等数量的辅助兵，还有半个禁卫军团，整体战力超过六万人。罗马人投入了这些兵力，成功将达其亚族赶回了多瑙河北岸。

达其亚族长德赛巴拉斯这时提出了停战与簽署和平条约的要求，但罗马拒绝了。因为罗马将第二战的目标定为进攻多瑙河北岸的达其亚族根据地。

图密善对第一战的结果感到满意，便将第二战交给福斯克斯指挥，自己返回了罗马。这是因为他身上已经累积了许多皇帝的业务要处理。不过就算图密善继续留在前线，第二战的结果只怕也不会有所改变。图密善既然能提出「日耳曼长城」的构想，战略方面的眼光也许相当不错。不过实际战斗是由一连串出乎意料的事态构成的，只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才能挽救悲剧。

图密善接获的第二场战斗报告是罗马军惨败。一个军团与禁卫军全灭，总指挥福斯克斯阵亡。连军团的银鹫旗都被敌军抢走，可说是不名誉至极。当时与达其亚族的战斗位置在现今的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一带。而第二场战斗并非进攻达其亚族根据地萨尔米泽特沙时失利，是在刚开始渡河北上时四面遭到包围歼灭的。

对于图密善来说，这是个重大打击。不过他是个罗马人。罗马人在失败时，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如何雪耻。

雪耻作战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準备。而罗马人少有将战败军队改调后方，另外指派新队伍进行战斗的行为。而是将过去战败的士兵重新投入战场。罗马军可说是最适合雪耻一词的军队。

由于司令官阵亡，因此有必要另外推举继任的司令官。这次的选择相当谨慎，图密善任命了尤利亚努。他曾经担任莫埃西亚行省的驻军军团长，和骑士阶级出身的福斯克斯不同，是元老院议员，也曾担任过执政官。这项人事有明显避免元老院抨击的味道，同时又符合人选必须熟悉当地情势、有丰富对达其亚族作战经验的条件。但罗马并未增强对达其亚族作战的兵力，只有为了替补阵亡士兵，从迦太基调派一个大队渡过地中海前往多瑙河而已，因此成为民众谈天的话题。






中游与下游地区的多瑙河及其周边图（为方便辨识，加上了后世的达其亚行省边界）




西元88年，尤利亚努率领罗马军北渡多瑙河，进击达其亚族领土。他灵活运用部队，成功将达其亚族引诱到平原上。若要在宽阔的平原上进行会战，没有人是罗马军的对手。结果罗马军大胜，这次轮到罗马军四处追杀败逃的达其亚兵。因为冬季将至，这次战斗并未追击到达其亚族的根据地。尤利亚努司令深知当地的冬季严寒程度，因此将部队带回多瑙河南岸、拆除小舟并排组成的便桥，让士兵休养至第二年的春天。




反图密善的动向



一般而言，对现状的不满会在情势恶化的时候爆发。西元88、89年之际的冬天，对罗马来说是情势好转的时候。所以我们无法理解高地日耳曼司令官萨特卢尼，为何会让其下的两个军团推举自己称帝，掀起反图密善的运动。不过我们可以勉强提出几个理由。

第一，可能是元老院内的反图密善派，不满图密善毫无掩饰皇帝独裁体制的作风，因此在背后煽动叛乱。

第二，可能是认为这时图密善正忙于对付达其亚族，因此打算趁他无暇顾及西边时背后偷袭。

第三则是帕提亚问题。这时图密善要应付的不只是多瑙河下游的达其亚族问题，还必须解决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大国帕提亚之间的纠纷。想必萨特卢尼是打算在东方情势告急时，借机在西方兴起反图密善的势力。因为这时帝国东方出现了僭称尼禄皇帝名号的人，这个人前往帕提亚要求由他带头兴起反罗马的军事行动。在第Ⅶ册谈到尼禄皇帝时，笔者也曾经叙述过。由于尼禄建立起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和平关系，因此帕提亚王对尼禄相当感激。而且如果长年被视为假想敌的帕提亚要对罗马作战，打响拥护尼禄皇帝的名号是个相当有效的策略。即使在帝国西方，尼禄是个让元老院、公民、军团兵拋弃，最后走上自裁一途的昏君。但在帝国东方，则因为解决帕提亚问题，确立帝国东方的和平，因此尼禄的评价极高。

不过尽管这时元首已经更易，帕提亚仍然希望维持与罗马间的和平。因此该国应图密善的要求，将僭称尼禄的人无条件引渡到叙利亚总督手上。当然，罗马也迅速将其处决。

所以，如果认为帕提亚有拥立假尼禄起兵的可能，因此随之在国内引发兵变，那就是对局势的错误判断。不过，从与图密善身在同一个年代的塔西图斯在书上写著「几乎整个帕提亚王国都打算拥立僭称皇帝尼禄名号的人，群起反对罗马」来看，虽然事情轻松落幕，但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这事情足以让人捏把冷汗了。和假尼禄事件一样，高地日耳曼的兵变最后也轻松的解决。





西元89年1月12日，高地日耳曼司令官萨特卢尼接受旗下的军团兵推举称帝。图密善接获消息后，立即下令西班牙第七军团军团长图拉真率领军团前往梅因兹，同时亲自带领剩下的禁卫军北上。不过皇帝与图拉真都白跑一趟了。低地日耳曼的司令官马克希姆斯已经自行判断局势率军南下，在波昂与科布连兹的中间地带击垮了萨特卢尼军。到了1月25日，整件事情已经落幕。萨特卢尼自裁，支持他的士兵也承认举措失当，并获得宽恕。这场混乱中流的血连内战都称不上。

不过对于事情解决后才到达梅因兹的图密善而言，问题一点都没有克服。对他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胆敢背叛他。萨特卢尼在自裁之前，把可能连累他人的文件全部销毁了。但是图密善怒气未消，在视同兵变共谋者的军官中还是有数人遭到处决。后来图密善任命穿越高卢地区行军至此的图拉真接任高地日耳曼司令官的空缺。




幸运女神



人的命运真的不知是以什么为契机转变的。也难怪有些人要将人的好运厄运归于幸运女神的随兴所致。

如果没有这场兵变闹剧，当时三十五、六的图拉真也不会升上高地日耳曼司令官，负责从莱茵河畔的波昂，经由「日耳曼长城」至多瑙河流域的重要前线防卫工作。他的父亲是在维斯帕先和提图斯之下担任军团长进行犹太战役的将军，但本人并非历经激战的老练军官。维斯帕先虽然出身骑士阶级，但至少是出身义大利的罗马人。而图拉真的父亲虽然由维斯帕先赐予元老院席次与贵族荣典，却是西班牙行省出身。图拉真在九年后以涅尔瓦皇帝养子的身份成为第一个行省出身的皇帝；如果他只是在和平的西班牙指挥一个军团的话，尽管涅尔瓦帝如何贤明，只怕也不会挑他当继承人。而正因为图拉真有这九年的高地日耳曼司令官经历，才能弥补他出身行省的缺憾，阻挡了既有统治阶级的反弹。不只是罗马军，在世界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一样，能担任最前线的指挥军官是一种升迁待遇。即使官名同为总督，担任危险的前线勤务与安全的后方勤务所具有的威望就有所不同。正因为三十出头就爬上这个要职，之后图拉真才有机会走上称帝的路。

不过幸运女神并未对比图拉真年长两岁的图密善微笑。他虽然在达其亚战役中大胜，但周边情势却急剧转变，容不得他利用战胜的荣衔。






重编行省后的多瑙河军团配置图（·代表军团基地所在地）







和平协定



现代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塞尔维亚首府贝尔格勒（Belgrade）都是由罗马军团基地起源的都市。多瑙河从维也纳向东缓缓流向布达佩斯，到布达佩斯之后又几乎转向正南流往贝尔格勒，之后又以缓缓的曲线流向东方注入黑海。如果不是以纯地理的观点，而是以与时政密切相关的地政视点来看，则对于古罗马人来说，到维也纳为止是多瑙河的上游；维也纳到贝尔格勒算是中游；贝尔格勒以下直到黑海为止算是下游。西元一世纪末期的罗马皇帝图密善以东西向为依据，亦即以多瑙河的上下游为划分依据，将这些地区原有的两个行省重新划分为四个行省。原本的旁诺尼亚行省重新分为「远旁诺尼亚行省」、「近旁诺尼亚行省」；原有的莫埃西亚行省也划分为「远莫埃西亚行省」和「近莫埃西亚行省」。很明显地，这是以强化防卫机制为目的的行政调整。

罗马人到了一世纪的末期，才认识到坚守多瑙河中游至下游防线才是维持帝国命脉的措施。至於多瑙河上游地区，则因为在莱茵河畔的波昂与多瑙河畔的里根斯堡之间建设了「日耳曼长城」，完成了军事国界化的工作。所以防卫体制已经相当完备。

不过罗马人尽管依循著神君凯撒起始，到台伯留后既定的政策，强化了国界的防卫机制，但并未断绝国界内外的往来。相反地，罗马人容许国内外的交流活动，甚至於奖励人与物之间的交流。如果在防线外的部族对罗马提供兵力或交易的机会，建构了友好关系，那么日后即使称不上朋友，也绝对不是敌人。罗马一直维持这种在国界外拥有许多友好部族的策略，也就是所谓的「分化支配」政策。

所以对罗马来说，住在国界外的部族不是威胁，真正威胁的是这些部族的团结。达其亚族会成为罗马的威胁，原因就在于其族长自称国王，并成功统合周边弱小部族。

达其亚族自从优秀的领导人德赛巴拉斯登基后国势蒸蒸日上。德赛巴拉斯不仅希望统领部族所在的多瑙河下游一带，甚至希望能合并中游的马尔科曼尼、夸提、亚吉根斯等部族，建构多瑙河北岸的一大王国。马尔科曼尼、夸提、亚吉根斯等部族都是提供罗马兵力与物产交易，建构友好关系的部族。居住地点包括维也纳西方到贝尔格勒等多瑙河北岸地区，血统则属于日耳曼民族。

这三个部族后来分別展开了反罗马的行动。而且不是在罗马败于达其亚族的时候，而是在罗马完成雪耻战之后。也许是他们认为同样位于多瑙河北岸的达其亚族势力已经大减的关系吧！不管怎么说，罗马虽然战胜了多瑙河下游的达其亚族，却必须面对中游的新敌人入侵。

图密善帝认为同时要对抗多瑙河下游的敌人，将使帝国陷入不利局势。而且事实上，初期的多战线尝试已经宣告失败。另一方面，达其亚王德赛巴拉斯也正寻求在大败之后挽回局势的方法。双方的利害关系至此一致。罗马与达其亚簽订和平协定后能专心反击中游的三个部族，而达其亚则逼迫大国罗马采取外交手段与其合作，提升其在多瑙河北岸的威望。

由于图密善遭处「纪录抹煞刑」，因此无法得知簽署和平协定的详细日期。不过推测应该是在西元94年左右。因为这时罗马军在多瑙河中游的反击行动突然变得积极，而且图密善也以友好国君主的待遇，招待这段时期代理国王访问罗马的王子。

由于「纪录抹煞刑」的关系，后世也无法得知和平协定的内容。唯一知道的是，罗马以每人每年二亚西铜币的金额赎回大败时期受俘於达其亚的士兵。

目前无法得知确实的俘虏人数，以及每年二亚西铜币的金额是年年支付，还是有个既定的年限。

对于图密善来说，既然进攻达其亚根据地的可能性变小了，那要救出困於达其亚根据地的士兵，也只有花钱一途。而二亚西铜币相当於四次公共浴场入场费；如果以市售的小麦粉来算，则约值五百公克；也相当於士兵年薪的四百五十分之一。如果这样就能消除多瑙河下游的隐忧，那还算是便宜的代价。

可是这项对策却使得罗马人大感不满。罗马人可以接受一个军团六千名士兵遭歼灭的事实。不过若是花钱买和平，尽管只是象征性的价格，不，或者说就是因为如此，才更令人无法接受。因为这种支出，就好像是战败者支付给战胜者的年贡一样。如果要问罗马人是否愿意为和平支付一切代价？即使到了帝政时代的中期，答案还是一样不须多加思索的。

不过在簽订和平协定之后的数年间，这个牺牲尊严换来的和平效果还是不可抹灭。达其亚王持续守着协定，罗马军则进击多瑙河北岸，彻底惩治这三个尽管长年交好，却昏了头侵略罗马领土的部族。

在这段期间里，图密善经常视察前线，强化军团基地的建设。多瑙河南岸的军团基地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更换成石材建筑都市的。即使在下游地区维持著与达其亚族之间的和平，罗马同样强化著军团基地的都市化，亦即防卫强化作业。对罗马人来说，即使与对方簽署了和平条约，但加强军防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维持友好关系的帕提亚与亚美尼亚国界上维持军团驻军，也是基於同样的道理。

所以，图密善明知会引起元老院与民众不悅，依然决定与达其亚族簽署和平协定，是以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做出的正确决断。




帝王尺度



笔者在大学时代主修哲学而不是历史。因此不管著作的内容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义大利，或是古代的罗马帝国，都算是业余作品。所以笔者写的罗马史，不是学者的罗马史，而是作家笔下的罗马。话说回来，从布雷希特或尤尔斯耐尔等人的著作就可发现，尽管身为作家，也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既然选择了写作题材，就必须进行相关的调查与研究。作家与学者间在调查的必要程度上并没有差距，只不过处理资料的态度不同。简单来说，学者有相信史料的倾向，但作家则未必会轻信史料。

至於不会轻信史料的原因，有两项不可忽视的要素。史料大致可分为历史记述和考古研究的成果两大类。而历史记述是经由人类的手记述原本应当客观描述的史实；考古学的成果又只能以目前所得的遗物为限。历史记述中的史实，已经被记述者的观点过滤一次。至於考古学的成果嘛……，我们拿罗马当例子好了。现代的罗马坐落在古代罗马上面，如果想要彻底探究罗马帝国时代的「世界首都」，则必须将罗马市所有的居民都移居外地，对整个城镇彻底挖掘研究。庞贝城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当地遭到掩埋，已经无法住人。因此不必将居民迁走就能进行全面挖掘。

史料充满了不确定要素，而在探讨历史时，又必须以这些资料为立足点。对于立足点抱持怀疑与否，所产生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也许这关系到对于人性的看法吧。

笔者并非学术界出身，而在叙述罗马史时，笔者也有个独创的判断基準。

在判断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所作所为是否有益于国家、有益于共同体时，笔者认为与其相信塔西图斯等史学家的评论，不如以其后继任的皇帝是否继承这个皇帝的政策路线或事业。

运用这个「尺度」衡量的话，罗马史上最佳统治者还是凯撒与奥古斯都。罗马帝国是由这两个人所创建，而罗马人始终称呼这两个元首为「神君」，想必是因为与笔者有相同的感受。这两人之后的台伯留与克劳狄斯在塔西图斯与史维特尼斯笔下评为昏君。不过用笔者的尺度来衡量的话，还是可以挽回不少颜面。那么典型的罗马帝国暴君尼禄又如何呢？

与帕提亚建立恒久友好关系的策略，尽管是由科普洛奠下基础，不过下令完成的还是尼禄皇帝。结果使当时的两大强国维持了半世纪的友好关系。而且打破和平的还不是帕提亚，而是罗马的图拉真皇帝。在这友好的半个世纪中登基的皇帝，除了内乱时期的三皇帝之外，历经维斯帕先、提图斯、图密善和涅尔瓦四任。这些皇帝都守着当初尼禄与帕提亚簽署的和平协定。在攻击型的图拉真帝之后，继任的防卫型皇帝哈德良、安东尼·派阿斯又继承了尼禄的路线，维系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在外交方面，尼禄功不可没。

那么，对于同样由尼禄兴建的「黄金宫殿」（Domus Aurea）又该如何评价呢？

这项事业的大致内容，是崇拜希腊文化的尼禄打算在罗马的中心建立绿意盎然的希腊式理想国。动机相当良善，也足以赢得现代环保份子的支持。不过动机良善的事情，未必一定会有好下场。当年凯撒就说过「一败涂地收场的事情，往往出发动机是良好的」。尼禄一心想要绿化的罗马市中心，在历经维斯帕先兴建圆形竞技场、提图斯建设大浴场、图拉真建设第二座浴场，以及哈德良兴建神殿之后，整个黄金宫殿化为乌有。这是因为尼禄和一般罗马人之间，对于首都市中心的运用方式概念不同。罗马人认为市中心就是聚集居民一同举办活动的地方。而尼禄在决策时不顾罗马人的心理，犯下了最高统治者不该犯的错误。

图密善和尼禄一样，在死后遭判处「纪录抹煞刑」。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断他的政绩呢？

在之前笔者叙述的事业之中，除了过度严厉执法的部分立即改善以外，其他的事业都让后任的皇帝继承了。严禁雏妓的法律之后同样沿用多年。而在各项事业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提升莱茵河、多瑙河防线功能的「日耳曼长城」事业了。塔西图斯等文人忽视这项功绩，但图密善之后的历任皇帝，无不费心补强这道防线。这项工程和阿庇亚大道一样，只要最初建设的目的明确、选择的施工地点正确，后人只需要负责维修与补强即可。笔者认为「日耳曼长城」是图密善最大的功绩。

至於和达其亚族之间的和平协议又该如何评价呢？

图密善在西元96年逝世之后，由涅尔瓦继位。而涅尔瓦登基不到一年，就收图拉真为养子，确认继位人选。而涅尔瓦随即逝世，由图拉真在西元98年继位。图拉真在登基后，依旧待在登基之前的赴任地点高地日耳曼（包括日耳曼长城在内），为即将于西元101年开始的达其亚战役作準备。亦即，图密善逝世不到五年后，图密善皇帝与达其亚族簽署的和平协定就被图拉真皇帝推翻了。

毕竟罗马人不能接受用钱买来的和平。塔西图斯笔下的「达其亚族败给了罗马却声势高涨」，想必是西元一世纪末时的罗马人心声。而史学家塔西图斯只比图密善小四、五岁，和这名皇帝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想必在战役之后，民众看待图密善的眼神顿时冷漠了下来。不过图密善大概不怎么在意。也许，他真的相信皇权的优越性吧。在这方面，还有喜好孤独的孤僻个性上，图密善和他视为模范的台伯留真的很像。

图密善和台伯留一样，当心中认为有什么应该由统领帝国的皇帝进行的工作时，会随即下令，事前不与人商量。在这些事务中，其中一项是教育改革方案。这项改革和「日耳曼长城」一样，由其后的皇帝继承，而且在罗马灭亡后还由后人继承，也许可算是比日耳曼长城更长壽的政策。




教育课程



马尔克斯·法比斯·昆提利亚和尼禄皇帝同样，生于西元37年。如果从姓名来判断，那么他是生于义大利本国的罗马人。其实他生于西班牙北部，由撒拉格撒沿艾布洛河逆流而上的卡拉欧拉镇，因此原本是行省出身。不过他担任教师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带着他迁居到罗马，因此可以算得上是在罗马长大的。根据朱利斯·凯撒制定的法律，医师与教师可以享有罗马公民权。而罗马公民权是世袭的权利，因此成年后的昆提利亚同样是罗马公民。而他在罗马时受到父亲的照料，接受了高过家庭经济实力以上的教育。

当他二十二岁时，回到了西班牙。这时可能他父亲已经过世了。昆提利亚回到故乡后和父亲一样担任教师，不过任职地点似乎不是故乡卡拉欧拉，而是行省总督派驻地塔拉哥那。因为当噶尔巴举兵称帝，前往罗马取代尼禄时，昆提利亚也随行东进。昆提利亚成了西元68、69年在罗马眼见三名皇帝上台又下台的证人之一。带着昆提利亚来到罗马的噶尔巴死后，这个三十二岁的西班牙人依旧滞留在罗马，重新在帝国首都担任教师工作。在教师事业方面，昆提利亚比他的父亲还要成功。不到四十岁就已经在首都开设了辩论术学校。他开设的学校算是高等教育机构，应该相当於现代的哈佛大学预校（low school）。而他教过的学生表现非凡，塔西图斯、小葡里尼斯都是昆提利亚“low school”的毕业生。就连后来的哈德良皇帝，青年时也在这间学校待过。昆提利亚不仅只担任教育工作，同时也亲自到法庭担任辩护律师，因此教学时想必适当地结合了理论与实际。

尽管同时兼差教学与律师事业，昆提利亚却贫困得有名。这是因为他深信「律师是发挥多数人没有的智能为大众服务的工作」，并身体力行。有这种人当父亲，家人也只好得跟著辛苦。幸好小葡里尼斯看不过去，捐钱帮助昆提利亚把女儿嫁出门。而喜好刻苦的维斯帕先帝也对昆提利亚有好感，为他安排了每年十万塞斯泰契斯的薪资。昆提利亚于是成为第一个向国家支领薪水的教职人员。

即使皇帝换成了提图斯和图密善，昆提利亚的年薪依旧不变。不过图密善打算以不同的途径运用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我们无法得知这是皇帝本人的想法，还是在屡次召见谈心后产生的结果。总之古代第一本有体系的教育论就此诞生。

拉丁文“eloquentia”（英文eloquence、义大利文eloquenza）直译的意思是雄辩或辩论，不过这是一种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人的技术，因此一般多译为雄辩术或辩论术。然而“eloquentia”还包括了有效运用语言、适当表达意念的修辞术涵义在内，所以也是一种修辞学。笔者在翻译时，因此多半不是译成雄辩或辩论，而是译成说服力。

学习“eloquentia”的目的，当然首要在于有效将思想传达给他人。不过既然使用的「工具」是语言，那么应该还有可视为第二个目的的功效在内。

也就是借由语言表现思想的过程，将思想整理得更为明确。於是“eloquentia”也成为形成人格的一种方法。古罗马人认为“eloquentia”是最重要的科目，换句话说，就是将修辞学视为不可或缺的教育课程。除了期待能借此成为优秀的政治人物或律师之外，还期待eloquentia教育带来的整理思想功效。我们从凯撒和塔西图斯的著作可以得知，罗马人的文体特征在于简洁明快，这也就是重视“eloquentia”的结果。





昆提利亚著作了十二卷的“Institutio Oratoria”。如果照字面翻译，书名是《辩论术大全》。不过如果考虑到书中的内容，笔者认为应该译为《教育论大全》。因为昆提利亚以二十多年的教育经验，在书中告诫后世的教师应当如何指导青少年接受不可或缺的教育。

书中的内容是关于“eloquentia”的实际形式“oratoria”，其历史、意义、教学法，以及在法庭上的实例等等。设定的读者阶层完全是以教学者为主。因为委托著作的图密善以及昆提利亚本人都已经明瞭国家应有什么样的教育。简单来说，教育并非针对可以无师自通的天才，而应该以提升社会全体智能为目的。当年凯撒不论人种、民族，赐给教职人员罗马公民权，免除了直接的行省稅负担。而在凯撒之后，图密善是第一个著眼国家级教育重要性的皇帝，在此应给与赞赏。

这本著作在西元95年完稿，於翌年在罗马出版，而数个月后图密善便遭到刺杀了。不过这本集罗马帝国菁英教育课程大全的著作，在之后多年依旧是教育工作者的必读书籍之一。这本书在出版千年之后，到了中世纪后期还继续再版。西欧中世纪有位知识份子曾说「Institutio Oratoria是拉丁文书写会话的最佳说明手册」，的确不是浪得虚名。附带一提，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官方语言就是罗马人的拉丁文，之后并沿用了将近千年。

不过同时代的人批评往往相当严厉。这本书刚出版时，并非广受大众好评。有名的讽刺诗人马尔提亚里斯对于昆提利亚费尽苦心的大作是如此评论的：


「作为一本将教堂椅子都坐不住的学生，以及以恶毒闻名的罗马律师的形象永留后世的指南书，它是成功的，而且再没有比这本书更完美的了。」



笔者在读完此书之后，也认为书中的内容就像学校用书一样沉闷，颇能认同马尔提亚里斯的嘲讽有趣之处。只是，教育论原本就不是引人入胜的主题，抱持这种期待的人才该受到争议。不过笔者倒是可以保证，书中的内容比教育部的教学指导纲领绝对来得有趣，要不然不会到了二千年后的现代，还有人将这本书当成拉丁文散文出版。




恐怖政治



在本书的开头，笔者曾经介绍过塔西图斯的《当代史》序文。在此将引用其部分内容。


「献祭诸神的祭典遭人视若无物，民众将通奸当成风流。海上充满了流放可怜人到远方的船只；岩礁上流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




首都罗马里小人跋扈的模样，胜过帝国内部任何地方。不管是身世高贵、财富或是功劳，甚至拒绝就任公职，都被视为罪行。即使付钱给告发者，想要躲过他们的攻击，也只是助长更重大的恶行而已。因为这些告发者不只追求祭司或执政官等名誉职，甚至觊觎皇帝财务官等掌握实权的职位，借此在社会散播憎恶与恐惧。奴隸受人收买，出卖服侍多年的主人；解放奴隸起而反抗他们的旧主；就连没有树敌的人，也被自己的朋友毁灭。」



根据塔西图斯的说法，这些内容全发生在西元81年到96年的图密善时代里。笔者向来佩服塔西图斯的文笔，可是事实到底如何呢？





首先关于「献祭诸神的祭典遭人视若无物」这一节，如果用来评论因内战而无暇举办祭典的噶尔巴、欧图、维特里斯三皇帝还好，用于形容图密善则不恰当。他为了举办由奥古斯都奠定的「世纪祝祭」，特地由多瑙河前线赶回首都。在滞留首都的期间里，充分尽了神祇官的职责。

图密善会让怀古派的塔西图斯不满，可能是因为他热心於修建阿波罗或埃西斯（Isis）等外来神祇的神殿吧！因为图密善热心於赞助发源于希腊的体育、诗歌、辩论等竞赛，在这一方面和尼禄有些相近。他在占据半个帕拉提诺丘的皇宫中兴建竞技场，每隔四年举办一次由皇帝主办的罗马式奥林匹克赛。唯一和希腊的奥林匹亚不同的是，罗马的竞赛是以献给最高神祇朱比特为名义。

这种竞赛在皇帝奖励下，不仅在罗马与义大利本国，连行省都有人开办。竞赛项目包括标枪、铁饼、赛跑、拳击、双头或四头马车赛等等，据说没有参赛资格限制。

可是罗马的知识份子虽然喜好希腊的文艺，却不喜欢希腊式的竞赛。小葡里尼斯和他所尊敬的塔西图斯不同，并非顽固的反图密善份子。然而他在滞留南法的时候，曾留下一封为了当地竞赛停办感到高兴的信件。也许对于当时的「媒体」阶级来说，图密善就算没有将罗马的传统视若无物，看来也实在相差无几。

塔西图斯以「海上充满了流放可怜人到远方的船只；岩礁上流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一节开始批判图密善的恐怖政治。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当时有多少牺牲者。这时反图密善派的史学家留下的数字应该足以采信。因为这部分正是图密善被处「纪录抹煞刑」的主要原因。

在图密善治国的十五年中，尤其集中在任期后半，遭处死刑的有八到九人、遭判流放刑的有五到六人、对公共生活绝望而退隐的有三到四人。

这些人几乎全是元老院议员。对于身在元老院的塔西图斯来说，也是他的同事。除此之外被逐出义大利的，还有占星术师和希腊哲学家集团。将占星术师驱逐出境的理由是，他们借口能预测未来，蛊弄人心、骗取金钱。罗马的统治阶层对占星术师向来冷漠，使他们在罗马难以生存。但是毕竟罗马是「世界首都」，所有的经济资源都集中在这里。而俗人喜好占卜的心性，古今中外没有不同。尽管从台伯留的时代就开始驱逐占星术师的措施，但是不管如何驱赶，不知何时这些人又会流入首都。

要讨论将希腊哲学家逐出义大利的行为前，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当时的哲学家是什么样的阶层。

希腊哲学能充满创造性的年代，也只到西元前三世纪为止。其后的哲学家，套句当时罗马人的话，就是「靠陆续变卖过去累积的资产为业的人」。不过罗马人在夺下了地中海的霸权之后，尽管轻视希腊人的政治能力，但还是相当尊重希腊人的文艺。因此让罗马统治以后，希腊哲学家的市场因此急速扩大。罗马人若能雇用希腊出身的哲学家当家庭教师，也就证明了本身的家境富裕。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和格拉古兄弟都是在希腊学者教育下长大的。在共和时期，像凯撒家一样雇用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留学过的高卢人当家教，反而算是异类。

然而当步入帝政之后，各地的人才开始聚集到罗马。而凯撒的教师优待政策打破了教育界由希腊人独佔的局面。图密善委托著作教育课程的对象，是出身西班牙的昆提利亚。由希腊人担任教职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尽管希腊文和拉丁文一样，还是共通的国际语言。但是已经走入由高卢人、西班牙人、北非人教导希腊文的时代了。

当市场缩减时，当事人最先考虑到的就是如何创造別人没有的特色。这些自称哲学家的希腊人开始高谈民主政治与暴君的对立关系。而关于这两个要素，从希腊鼎盛期的史书里要多少题材就有多少题材。

这些人声称民主政治就是元老院与公民握有主导权的共和罗马，暴君则是帝政时期后的罗马皇帝。对皇帝来说，希腊哲学家根本是「不受欢迎人物」。现代的政府在对付这种人时，通常是拒绝入境/不发给入境簽证。而罗马从台伯留的时代起，就已经展开了驱逐哲学家出境的措施。不过若只从事希腊哲学和语言的教学活动，则不违反社会规范，而市场上又一直有这方面的需求。因此和占星术师一样，不管驱逐出境多少次都只算是临时措施，只有一直重复逐出又流入的过程而已。一般民众之所以对于驱逐哲学家的措施不抱反感，是因为罗马人本质上是讨厌玩弄空论的民族。其实图密善与其为了驱逐哲学家而得罪罗马知识份子，还不如像他的父亲维斯帕先一样说：


「你好像为了让我处决你，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不过我可不会为了一只狗开口乱叫就杀了他。」



图密善驱逐的，正是从此以后被称为「犬儒派」的希腊哲学家。只可惜尽管亲如父子，性格的差异还是无可避免。





不过笔者认为，塔西图斯批判的，并非恐怖政治的牺牲者人数，而是站在恐怖政治第一线的告发者，以及允许这些人活跃的图密善皇帝。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帝政时代的“Delator”；后世史学家译为「密告者」、「间谍」、「告发者」的职业究竟为何物。




“Delator”



古罗马的法庭由以下四种要素构成：审判长是由元老院选举产生的该年度法务官担任。名为“Orator”的律师通常担任被告的辩护人，只有在控诉前任行省总督时，才会代理原告担任检察官。“Delator”正如译名「告发者」一样，当然是以告发为专职，不会担任被告的辩护。

陪审团则称为“Centumviri”，直译则是「百位男士」。图拉真帝的时代将其增额至一百八十人，不过陪审团的名称则维持「百位男士」。陪审团每年从元老院、骑士、平民三个阶级的资格者中抽选而出。为了确保判断的客观性，陪审团员资格是以某个水準以上的资产所有人为条件。






朱利斯公会堂平面图




我们在此以首都罗马的审判为例。通常审判在朱利斯·凯撒兴建的「朱利斯公会堂」举行。这个会堂形状为长101公尺、宽49公尺的长方形。在进行审判的日子里，由布幕区隔成四个区域，同时进行四项审判。也许正因为罗马人创建了法治体系，因此闹上法庭的案例相当多。一百名陪审团也在此分成四队，每个判决都由二十五名陪审团裁决。

「朱利斯公会堂」四面开放，因此任何想旁听裁决的人都可以自由听审。罗马的律师往往当庭高声竞争辩论功夫，旁听的群众也不会保持沉默。如果是西塞罗这类擅长取宠大众的律师担任告发或辩护，往往吸引大批群众旁听。群众的欢呼和掌声甚至会闹得其他三项审判无法进行。不过要是审判过程冗长无趣，旁听者也会失去注意力，坐在会堂的阶梯上拿小刀刻出棋盘，一边拿小石头下着棋一边等审判结果。

昆提利亚曾经讚许西塞罗是罗马律师的极致，但他也在文章中表示西塞罗鼓动了旁听人的情绪后，也会因此影响到陪审团的判决。读来好像执法者亲自暴露法律不公正的一面一样。不过这也许正是古今中外不变的人性。

和兼任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Orator”不同，“Delator”以检察官为专职。在罗马帝国中，检察官和律师一样并非公职，而是私人职业。换句话说，是以获得酬劳为前提的工作。而“Orator”名义上是菁英份子的职责，酬劳上限为一万塞斯泰契斯铜币。“Delator”的酬劳则往往是有罪判决后，罪人遭没收资产的一部分。“Delator”因此被人视为抢夺资产的职业，也是这项行业惹人厌的原因之一。至於酬劳佔没收资产的多少比例，目前没有确实的数字可证实，甚至有学者认为佔四分之一。

不过“Delator”最惹人厌恶的，是他们不择手段，甚至动用诱饵调查、恐吓等手段取得证词、证人，并以此将被告拉上法庭。不过“Delator”并非匿名的情报提供者。他们必须出庭陈述告诉理由，既不是公职，也不是完全隐密的存在。英文中的delate和delation就是以此为起源。前者是动词「控告」，后者则是名词「控告、告发」。

因此将“Delator”译为「密告者」或「间谍」，还不如意译为「检察官」来得妥当。只要记住虽然到了现代已经属于公职，但在罗马时代，这些职业都算私人职业。因此虽然这是个惹人厌的职业，但也不过是程度问题。因为“Delator”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元老院议员，塔西图斯和小葡里尼斯等元老院议员自然也厌恶这些人。至於在攻击范围外的人，恐怕也不认为和检察官扯上关系是好事。到了现代，一般人同样也会希望能尽可能跟检察官离远一点。在小葡里尼斯的书信中，曾留下「这次的Delator很难缠」的辞句。而在其他书信中也曾记载“Delator”和“Orator”在法庭上针锋相对的辩论内容。身兼「律师」的塔西图斯和小葡里尼斯会敌视「检察官」，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在此必须说明一件事。“Orator”中不乏由元老院议员兼任的人，然而没有元老院议员担任“Delator”。亦即尽管“Delator”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但并非受人尊敬的工作。虽然接下来的比喻不是很恰当，不过如果当初使尽办法要把克林顿总统送上法庭的斯塔独立检察官，将攻击目标从总统转到参众两院的任何议员身上，这情形就有点像罗马帝国的“Delator”。美国的总统与参众两院议员都是选举产生，还能期待因对方落选而排除敌人。可是罗马皇帝与元老院议员都是终身职，因此双方的斗争会更加激烈。

不过，虽然“Delator”受到敌对的元老院厌恶，在社会上又没有出头的机会，但并非被排挤在人类社会之外。当图密善帝过世后，继任的皇帝涅尔瓦在皇宫的晩宴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小故事。有一天的晩宴主客是在图密善时代成名的“Delator”维因特内。个性温文的涅尔瓦依旧将晚宴进行得顺利又愉快。不过皇帝突然说「如果梅萨利努斯还在世，不知道现在会怎么样？」梅萨利努斯虽然晩年苦於失明与穷困，但在图密善时代是与维因特内齐名的“Delator”。当涅尔瓦皇帝说完之后，会上立刻有人回答说「会被招待来参加这场晩宴」。





到了五贤帝时代，“Delator”制度依旧没有废除。可见这是罗马人可以容许的制度。因此问题不在牺牲者的人数，而在于皇帝是否利用这个制度剷除元老院内的异己。前任的提图斯根本不理会这些人的告发，但图密善却大加利用。不过塔西图斯的「海上充满了流放可怜人到远方的船只；岩礁上流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描述，未免过於夸张。确实，塔西图斯身兼律师与元老院议员，并深信元老院是共和政体的象征，因此图密善对他来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图密善做出了其父兄维斯帕先、提图斯，甚至从奥古斯都起始到尼禄为止的「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诸位皇帝都不敢尝试的终身财务官就任活动。




「终身财务官」



财务官是共和时期就存在的官名。在共和时期里，财务官是由有执政官经验的人之中选出，具有高过执政官的权威。其他官职任期都是一年，财务官却是一年半。这是因为原本的职责在于进行国势调查，因此将任期拉长。由于国势调查就是资产与役男的调查，因此公认应该以历任所有官职的老练人士担任财务官，才能期待调查的公正性。

不过财务官除了国势调查之外，还具有其他的权限。其中之一是配合国家政策发包公共事业工程。第一条罗马街道阿庇亚大道，就是在西元前312年，由当年的财务官阿庇斯·克劳狄斯铺设。这个人也是罗马第一个建造上水道的财务官。另外，财务官还有端正国家风纪的权限。罗马人认为社会风气并非由下向上，而是在上位者影响在下位者。所以负责端正风纪的财务官，也自然将目标针对国家的上位者——元老院阶层。财务官拥有当认为议员不适於领导国家时，剥夺该议员元老院席位的权力。也就是说，尽管元老院议员一旦就任，到死都不必担心失去席位，不过还是有可能让财务官赶出议会。这是共和时期的罗马政府为了避免在位者滥用权力，布下的多重监督体制之一。根据同样的理由，财务官的名额定为两名。

而到了帝政时代，自从奥古斯都开了与继承人台伯留同时担任财务官的先例以后，财务官就转为由皇帝兼任了。不过奥古斯都、台伯留、克劳狄斯，以及维斯帕先和提图斯，即使就任财务官，表面上都以进行国势调查任务为由，直到任期结束，这把可以剥夺元老院议员席位的「宝剑」一直没有出鞘。毕竟真正的武力就是未曾行使的武力。

到了图密善的时代以后，这个惯例却被打破了。在登基不久之后，西元83年秋季，图密善与一名同事共同就任财务官。结束了一年半的财务官任期后，在西元85年春季就职终身财务官。当初「终身独裁官」是朱利斯·凯撒创立的官名；而图密善则创立了「终身财务官」。当然，这是个没有同事的单人官职。

元老院当然会为此紧张。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可以利用皇帝的名义与地位推动，而十年前才刚完成了国势调查。罗马的国势调查，有如现代的赋稅财产申报，不同之处在于是由国家进行或私人办理。由于调查难度甚高，因此当时的人认为国势调查应该是每三十年一度。

即使不是元老院议员，这下也猜得出来图密善会执著财务官的位置，并非为了公共建设或国势调查的需要。尽管在就任终身财务官之后，图密善一直没有拿这项武器打击议员。不过元老院议员们都知道，现在图密善已经是利刃在手了。

图密善第一次动用这个武器，是在西元87年时。他以反皇帝的嫌疑，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审判亚细亚行省总督凯利阿里斯，并将其处决。而在两年后，又爆发了旋即敉平的高地日耳曼司令官萨特卢尼兵变。据说这两件事件，都是元老院内的反皇帝派在幕后唆使具有军团指挥权限的总督阶级所致。而这段时期中，图密善正忙着建设「日耳曼长城」和对付多瑙河北岸的外族，经常在前线和首都间来回奔波。

也许对年约四十的皇帝来说，克制愤怒是件困难的事情。他开始动用这项「武器」了。而图密善对付元老院内的反皇帝派时，担任其手足的就是“Delator”。请各位想像一下，如果斯塔检察官将穷追猛打的目标转向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美国政坛会是个什么模样？那么各位也就能理解：西元90年代在图密善之下工作的“Delator”和元老院议员间剑拔弩张的气氛。身为元老院议员的塔西图斯笔下自然也会充满了对图密善的憎恶。

而且图密善并非贵族出身。人们不知为什么对于出身高贵的人总是较为宽容，而对于并非生养在上流阶层的人要行使强权，却又经常歇斯底里地反抗。塔西图斯在抨击图密善时，笔下「将身世高贵视为罪行」一文的涵义其实相当深远。出身不高贵却当上皇帝的人，必须像提图斯一样，一天没有处理政务就感叹「朕失一日」；也必须像维斯帕先一样，即使再怎么热爱故乡列提，也不会动用皇帝的权力特別为这个小镇谋取利益。

弗拉维斯家和朱利斯与克劳狄斯等名门贵族不能相比。在两代之前，他们连以何营生都未曾留下记载，只是个地方出身的家门。而这个地方出身的家系，竟然想以就任终身财务官的方式将元老院纳入掌中。元老院虽然势力日衰，但名门贵族出身的议员仍然为数不少。

图密善不只在位于首都中心，土地有限的帕拉提诺丘上建设了壮丽的皇宫。他还在阿尔巴建了山庄、在奇尔乔盖了海滨別墅。也许是因为当时地少人稀，从今日的奇尔乔遗迹中可以推测的別墅依旧规模庞大，让人不禁感叹这才是皇帝的气派。想必内部也富丽堂皇，与其称为別墅还不如说是皇帝的別宫。皇帝也常常带着口无遮拦、随时能嘲弄两句的讽刺诗人马尔提亚里斯到这里渡假。就连台伯留的卡布里別墅，和奇尔乔別墅比较之下也相形见绌。规模能比图密善別墅更加华丽的皇帝別墅，只有四十年后的哈德良皇帝在台伯利兴建的別墅而已。






图密善的別墅所在地（有□的地方）




也许图密善会抗议，说他并未耽搁任何为了公民奉献的公共事业。确实如此，但并非尽了公共义务之后，私下就可以为所欲为。当年朱利斯·凯撒比现在的图密善年轻时，就曾经这么说过「地位越是高的人，言行的自由也就越是跟著受限」。




暗杀



西元96年9月18日，皇帝图密善遭到暗杀。这时他已经治国十五年又五天，再过一个月就是他的四十五岁生日。

这并非元老院内的反图密善策动的阴谋。

也不像尼禄执政末期时，高卢行省总督维恩德克斯弹劾皇帝一样，从行省冒出不满的声浪。

军团对皇帝忠心耿耿，当初造成尼禄失势的军团兵拥立司令官称帝的情形，除了七年前随即敉平的梅因兹兵变以外，之后没有再度发生。

安全与粮食都受到保障，在娱乐方面，包括偶尔举办的夜间赛在内，都充分提供。因此一般民众对皇帝没什么不满。尽管图密善利用“Delator”打压元老院，但对于罗马的平民来说，就好像现代人在冷眼旁观政客斗争一样。这只不过是在事不关己的地方发生的权力斗争，因此没有构成对皇帝不满的理由。

也就是说，元老院、公民、军团、行省都和图密善暗杀事件无关。那么到底是谁敢大胆企划暗杀现任元首，并付诸实行？





在之前笔者也叙述过，当图密善只是个皇子时，爱上了尼禄时代的首席名将科普洛的女儿多密提亚。据说多密提亚与他同年或较年长，而图密善成功地追求到当时已经嫁为人妇的多密提亚，将其迎娶回家。在丧妻后维持单身的维斯帕先；为贯彻对犹太公主的爱情而终身不娶的提图斯；还有三十岁登基的图密善三个朝代中，美丽大方、举止高雅的多密提亚一直是罗马宫廷的女性代表。当时就算找遍全罗马，只怕也没有比她更完美的第一夫人了。她既不依恃权力作威作福，也不故意装出一副平民作风。是个态度从容、教养良好，与图密善赐给的「皇后」（Augusta）称号绝配的完美女人。图密善也打从心中爱着妻子，尽管两人所生的儿子夭折，两人间的爱情也没有任何阴影覆盖。

可是第一道阴影，就在图密善登基后三年出现了。当时图密善忙于建设「日耳曼长城」，经常滞留莱茵河前线不归。再加上要与加谛族作战，因此经常不在罗马。然而当皇帝好不容易返乡以后，等待着的却是皇后偷情的谣言。据说皇后的偷情对象是悲剧演员帕利斯。当时图密善年仅三十二岁，未曾细加考察马上相信了这个谣言。帕利斯遭处决，皇后多密提亚则离婚逐出宫外。据说史学家笔下图密善在晩餐后到就寝前长时间的散步习惯，就是这个时期开始的。也有史学家认为，自从台伯留逝世后，卡布里岛上的別墅无人问津，只有图密善是唯一的房客。不过这项说法无从查证。唯一确定的是，孤独成了皇帝唯一的伴侣。然而，与孤独为伍的不只皇帝一个人。

在位仅两年就逝世的提图斯有个女儿，名叫尤利亚·弗拉维亚，也就是图密善的姪女。尤利亚自从丧夫之后便返回娘家。由于母亲也已经逝世，所以她回到皇宫与叔父图密善同住。

当时尤利亚年近二十，不管外貌、个性或教养，都与多密提亚皇后相反。据说她是个貌不惊人，带点落寞感觉的女性。






多密提亚









尤利亚




　

不知这两个人从何时起跨越叔姪关系，发展成男女之情。明明两个人住在躲不过侍者眼光的皇宫里，却没有人发觉到这两个人的感情进展。

可是图密善并不认为事情应该这样发展下去。不知后来事情又如何发展，总之事隔不到一年，图密善又将皇后迎回宫内。可是尤利亚依旧住在皇宫的一角，如果尤利亚想再婚的话，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可是她偏偏没有。

自从尤利亚过世以后，妻妾同居的传言开始透过侍者的嘴传开来。据说是因为图密善让尤利亚堕胎才害死了她。

如果多密提亚是带着愤怒与屈辱忍受丈夫的婚外情，那么情敌逝去事情也就解决了。尤利亚·弗拉维亚死于西元88年左右，距离图密善遇害的西元96年足足有八年之久。在这八年之中，图密善除了妻子之外，身边没有任何女性。

然而人的心理包含着不可理解的复杂部分。如果情敌还在，则是两个活女人之间的问题。要是其中一方过世，情敌就不再是活人，而是活在男人心中的回忆。对于家教良好、个性强悍、举止高贵的女性来说，活在男人心中的情敌是最难应付的对手。而在这种情况下从女人心中冒出的恨意，则会指向胸中还藏着情敌影子的男人。而且自从尤利亚死后，原本内向的图密善更是不愿敞开心胸，经常一个人前往別墅。让人怀疑他在阿尔巴山庄的湖边、在奇尔乔別墅的海边到底一个人能想些什么。

皇后住在这种丈夫身边时，心中的感受有如苦恼与憎恶纠结成块。然而这只是他个人的感情，根据太过薄弱，不足以说服周围的人向皇后效忠。当尤利亚逝世七年后，西元95年时，发生一件足以引起周围的人共鸣的事件。不同的是，皇后心中充满了苦恼与憎恶，而亲信与其他周边的人心中却充满恐怖。





维斯帕先帝除了提图斯与图密善两名儿子之外，另外还有一名女儿弗拉维亚。据说三个子女之中是女儿年龄最大。因为弗拉维亚早在父亲称帝之前，亦即身份还是罗马的十余名护国将军之一时出嫁，所以我们目前无法得知弗拉维亚的丈夫是谁。不过我们可以得知弗拉维亚育有一个同名的女儿。然而当维斯帕先要将外孙女出嫁时已经身为皇帝，因此选择通婚对象时务必谨慎。后来弗拉维亚嫁给了维斯帕先在内乱时遇害的哥哥萨比努斯之孙克雷门斯。附带一提，尤利亚的丈夫则是克雷门斯的哥哥。换句话说，弗拉维斯一门盛行同族通婚。可见这是维斯帕先帝企图让弗拉维斯一门掌握帝位的措施。

图密善的姪女弗拉维亚和丈夫克雷门斯之间生有两个儿子。由于提图斯没有留下儿子便过世了，而图密善的儿子又早夭。因此图密善在登基后，决定让这两个姪孙担任皇位继承人。因此收这两个姪孙为养子，并改名为维斯帕先和提图斯。同时聘请负责撰写帝国统治阶级下一代教育课程的昆提利亚担任教师。

可是尽管当时罗马有充分宗教自由，但这两个皇位继承人的亲生父母克雷门斯与弗拉维亚同时皈依当时诸多宗教之一以后，问题就发生了。初期的基督教会坚称他们皈依的就是基督教，不过目前无法求证。不过我们可以得知，他们信奉的不是罗马国教——希腊、罗马多神教，而是由东方传来的一神教。

图密善皇帝模仿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举行「世纪祝祭」，打算藉振兴罗马的传统宗教协助帝国统合。因此对他来说，这件事有如脚底失火一样。虽然罗马承认宗教自由，但若下一任皇帝的亲生父母选择异教神明，放弃传统神祇信仰，那问题就不在宗教自由，也无法放置不管了。





到了西元95年入秋之际，克雷门斯与弗拉维亚夫妇被送上了法庭。当然，这是“Delator”四处掌握证据的结果。经由正式审判之后，克雷门斯判处死刑，妻子弗拉维亚则遭流放。流放地点在古称旁德塔利亚、今日名为芬多帖拿的小岛上。也就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流放浪荡的女儿尤利亚、第二任皇帝台伯留流放媳妇大阿古力琵娜的地方。这个小岛位于奇尔乔东南方50公里处，并不是孤立荒芜的小岛。自从成为皇族流放地之后，这里甚至建设了储水设备和养鱼用的大规模鱼池，生活上没有什么不自由。以隔离危险份子的处置来说，这待遇算是好的了。

问题在于皇帝的亲戚克雷门斯遭处死。弗拉维斯一门属于新兴阶级，不能适应一族中有人遭处死的现实。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又同为族人，无疑使得弗拉维斯一门陷入恐惧之中。这个恐惧和皇后的憎恶相会合，就酿成了新的悲剧。而恐怖活动如果是由亲近者策划，成功率也会因此增加。





趁图密善在睡梦中袭击的，是皇后多密提亚身边的解放奴隸斯提法纳斯。不过皇帝当时只有四十五岁，又以体格壮硕闻名。想必斯提法纳斯一定与同伙共同行事，只不过现代已经无法得知其人数与姓名。当暗杀者入侵寝室后，立刻从内部将门反锁。

我们无从得知在紧闭的门另一边的打斗持续了多久。唯一可以得知的是，数百名的宫殿卫士与奴仆可能遭人阻碍，因此无人驰援。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下被众人围攻，图密善力尽身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事成之后处置的速度也相当快。这时才赶到现场的卫兵将在场的暗杀者全体斩杀，并立刻派人恭迎曾与图密善同时担任执政官的元老院议员涅尔瓦。

元老院在接获图密善的死讯以后，想必认为自己捡到便宜了。他们立即召开院会，当场通过所有的决策。由于已逝的图密善在禁卫军与边境军团中人望甚高，因此元老院必须迅速行事。

我们无从得知是由谁提案，但元老院立即将所有皇帝应有的权限赐给被指名的涅尔瓦。因为罗马皇帝的正式就职必须由元老院承认，因此元老院也尽早承认涅尔瓦的帝位。另外又通过了对已逝的图密善处以「纪录抹煞刑」的决议。这项处罚的真正意图，想必是在封锁禁卫军与边境军团的动态。甚至没有人追究暗杀现任皇帝的主谋者是谁。

既然图密善和尼禄一样遭处「纪录抹煞刑」，因此死后也无法入葬皇帝庙。皇帝的遗体无人处理，最后是由图密善的奶妈悄悄火化的。这名女奴隸在图密善少年时代替母亲扶养他，待他成年后又随侍在身边。耐人寻味的是，图密善生前曾为祭祀神格化的父亲维斯帕先兴建了弗拉维斯神殿，而奶妈就将他的骨灰埋在神殿的一角。在下葬时，图密善的骨灰是和八年前逝世的尤利亚骨灰混在一起的。尽管图密善因为受了「纪录抹煞刑」，无法建立墓碑。不过他可以和尤利亚在九泉下长相厮守。

至此，继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后，第二个世袭皇朝弗拉维斯也宣布告终，前后历时二十七年。从维斯帕先登基到图密善逝世为止的二十七年中，历经三任皇帝。大多数现在的史学家认为，弗拉维斯朝的皇帝最大的功绩，就是收拾罗马帝国面临的危机，让帝国重新走上轨道；并施行「日耳曼长城」等诸多政策，恢复了帝国的活力，为罗马帝国奠定下一个繁荣盛世的基础。这项评价不是著眼在皇帝的人性弱点上，而是以这些人物为「国家」（Res publica）做了那些事情为基準。




第八章





皇帝涅尔瓦




从涅尔瓦起的五名皇帝，被后人称为五贤帝。因此自从涅尔瓦登基的西元96年起，到马尔克斯·奥理略逝世的西元180年为止，在罗马史上称为「五贤帝时代」。



「过渡政权」



马尔克斯·克萨斯·涅尔瓦（M.Cocceius Nerva）生于位在弗拉米尼亚大道旁，离罗马不远的小镇奈尔尼亚（今奈尔尼），家系属于传统的元老院阶级。出生于台伯留任内的西元26年。当他躲过四十三岁时发生的内乱后，在维斯帕先任内渡过四十四岁到五十三岁的时光。而提图斯逝世后，在图密善任内渡过五十五岁到七十岁的年月。当他四十四岁时，曾与当时的维斯帕先以同事身份共同担任执政官。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时，则是在西元90年与图密善皇帝共同就任。他的家门，属于少数历经共和时期，并存续到帝政时代的元老院贵族。然而他既不亲图密善，也不属于反图密善派，是个平衡感良好的绅士。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野心，或是他才能并不出众，他既未曾担任行省总督，也从未指挥过军团作战。在整个人生中，只是纯粹担任上流社会中的菁英份子罢了。

当时不知是谁、又是为何推举涅尔瓦登基称帝。因为涅尔瓦是绝对不会主动抢著出头的人物。不过这是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涅尔瓦不属于亲图密善派，所以不必担心登基会激起反图密善派的不满。而他既然不属于反图密善派，自然也不会刺激到支持图密善的人士。而且他又具有塔西图斯等中流知识份子喜好的「高贵身世」。另外，对于经历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与弗拉维斯王朝两个世袭皇朝的人来说，涅尔瓦没有子嗣，而这时已经高龄七十，今后更不可能有亲生的子嗣，正是条件极佳的皇帝人选。

新任皇帝涅尔瓦是元老院议员，登基当然也受到元老院的欢迎。而被视为亲图密善的禁卫军，以及边境军团兵又轻易的向新皇帝宣誓效忠。一般民众也只把这次的事件当成常有的权力者轮替罢了。新皇帝涅尔瓦并未忘记以与民共享登基喜悅为名义发放奖金。不过禁卫军、军团兵以及一般民众并非积极支持涅尔瓦皇帝，而是仅给与消极支持并静观待变。这是因为二十七年前的军团互相争斗的内乱景象还留在大众的心中，因此各个边境军团都保持审慎态度。所以，在图密善遇刺之后，帝国还能保持表面上的平静。然而这只是架构在微妙平衡上的和平。而且涅尔瓦不仅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并不大好。想必大多数人都认为，涅尔瓦皇帝只是个「过渡政权」。

因为图密善意外死亡，元老院体制派又恢复了活力。当然他们也认为涅尔瓦是个「过渡政权」。不过这些人打算趁着典型的元老院议员涅尔瓦登基的这段期间，试着夺回帝国统治的主导权。但并非恢复像共和时期一样的元老院主导体制，而是改善由皇帝主导的现状，修正为由皇帝与元老院并行帝国统治的路线，而涅尔瓦皇帝也愿意全力配合。

在登基后召开的第一次元老院会议，涅尔瓦通过了让元老院位于皇帝司法权之外的决议，亦即所谓的治外法权法案。如此一来，不管皇帝如何动用“Delator”进行审判，也无法处死元老院议员。不过，虽说是治外法权，有效范围仅止于皇帝的司法权。其他一般民法与刑法同样适用于元老院议员。

而后涅尔瓦制定了真正能够减弱“Delator”实力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解放奴隸与奴隸不得提出对主人不利的证词。而由于图密善遭处「纪录抹煞刑」，因此在图密善任内遭放逐与没收资产刑的人可以归国或由国家归还资产。不过涅尔瓦并未更动图密善的其他施政。相反地，他还继承了图密善的政策。

不过元老院并未对涅尔瓦有所不满。人类真是奇怪的生物，只要成功排挤掉厌恶的对象，即使那个人物的政策被后任者继承也毫不在意。

而涅尔瓦是个平衡感良好的人物，因此他并未对亲图密善派施行任何报复措施，也没有优待反图密善派。他决定人事的时候，唯一的基準就在于是否合於需求。他任命弗隆提努担任相当於水道厅长官的“curator aquarum”，后来弗隆提努结合在任内的经验，完成了《罗马水道相关论考》（De aquae ductu urbis Romae）一书。

而小葡里尼斯也是受涅尔瓦重用的人才之一。小葡里尼斯不追求富贵，但又不轻视财富，因此适合担任相当於现代国稅局长官的职位。

涅尔瓦是个幸运的人。他一来没有必要和维斯帕先一样重建帝国财政；二来在大量的工程与军事行动之后，图密善还是留下了健全的财政环境。而由图密善兴建，但在涅尔瓦继位之后不久完工的两栋建筑因此冠上了他的名字。一个是「涅尔瓦广场」，另一个则是从奥斯提亚沿台伯河而上，在船只停泊的港口附近兴建的「涅尔瓦仓库」（Horrea Nervae）。

不过消极的支持，也就代表随时有转为反对方的风险。当涅尔瓦在位一年后，众人都认为必须在事前拿出补救对策。因为这时崇敬图密善的禁卫军开始有不稳的动态了。

不过继任者的选择好像没受到元老院的意见影响，而是涅尔瓦的个人抉择。当西元97年10月，涅尔瓦突然发表继承人时，众人都感到讶异。让人惊讶的不是指名继承人的行为，而是继任人选出乎大众意料之外。




图拉真抬头



被涅尔瓦收为养子，指定为继承人的人选，是马尔克斯·乌比斯·图拉真。他出身於伊比利半岛南端，换句话说出身於行省。但话说回来，其父老图拉真在维斯帕先麾下担任军团长，当维斯帕先登基后被提拔到元老院，并获颁贵族荣衔。尽管属于新兴份子，依旧是既有的领导阶层。而在西元97年时，图拉真担任包括「日耳曼长城」在内的高地日耳曼司令，当年四十四岁。不管是社会地位、军事经历，以及年龄，图拉真的条件都相当良好，连顽固的共和主义者都无法挑剔。而且边境的各个军团原本只消极支持具有浓厚元老院色彩的涅尔瓦，当人选换成图拉真时则是大为欢迎。有个以嘲讽出名的史学家说，涅尔瓦之所以能名列五贤帝，只因为他选了图拉真当继承人。





高龄七十一的涅尔瓦不单单指定图拉真担任继承人。在指名的同时，还允许图拉真使用和涅尔瓦相同的“lmperator”称号，并赐予皇帝权限之一的「护民官特权」。另外又决定让图拉真和涅尔瓦皇帝一同参选任期由次年1月1日起的西元98年执政官。虽说选举在元老院中举行，不过要是与皇帝搭配竞选，那可以保证是绝对当选。换句话说，涅尔瓦不只指定图拉真担任继承人，同时也指名其为共同统治者。形势至此，罗马已经完全确定走上了即使打倒皇帝后，还是换上新皇帝统治的帝政体制。





涅尔瓦皇帝驾崩於西元98年1月27日，死因为自然死亡，在位期间一年又四个月。骨灰则葬於有奥古斯都等历代皇帝长眠的皇帝庙。

在涅尔瓦死后，由多瑙河流域快马前往科隆尼亚（今科隆）通知死讯的，是涅尔瓦的亲戚，当年二十二岁的哈德良。

然而图拉真不但在1月1日执政官就职时没有回到首都，登基继位后也没有立即赶回罗马。当年四十五岁的图拉真皇帝知道，他身为武将出身的皇帝，第一件应当做的事情和涅尔瓦的行事风格不同。他应该先完成的，是图密善唯一未完成的，或说唯一未做到的事情。当图拉真回到首都时，已经是登基一年多之后，西元99年夏天的事情了。




罗马的人事



盛者必衰是人世间的常理，罗马人的历史自然也不会例外。不过在探讨罗马人的历史之后，在感伤於兴衰之前，有个感想倒吸引了笔者的思潮。那就是罗马的历史好像接力赛一样。即使既有的领导者功能衰退，也一定会有新的人才等在交棒线上。

权力者之所以能维持权势，少有因为无人可以取代，因此勉强维持存续。那只是一种因为后继无人，因此不得不让失去功能的统治者继续霸占权力的状况。而其结果，往往是在持续衰退后造成整个国家崩盘。这就好像没有可以交棒的人，因此只有不停的向前冲，最后累死在跑道上一样。

罗马的历史走势则不同。虽说国政以营运国家为任务，和纯綷竞争体能的接力赛跑不同。在施行国政时，当事者必须亲自决定下一个接棒的人选。因为权力之中，也包括继承人人事的决策权在内。罗马的历史会像是接力赛，是因为现在拥有权力的人，会积极的录用、培育继任的人选。





众所周知，维斯帕先出身於台伯留门生。而图拉真的父亲受维斯帕先重用，其本人又由图密善提拔。而当年朱利斯·凯撒从行省广征人才；奥古斯都活用帝国的第二阶级「骑士阶级」营运国家。这些都可说是培养后续可造之才，用于培育接棒人选，亦即领导者阶层的措施。

也理所当然地，他们都是因为在统治国家时需要人帮助，所以录用新进人员，并给与机会进行培育。不过对人来说，最大的幸运就是为了自身所作的事情，同时也合乎自身所属共同体的利益。也就是私人利益与公益的结合。所以，不管是私人利益等同公众利益的行为也好，或像是克劳狄斯帝的门户开放政策（见第Ⅷ册第334页）一样纯为公益的行为也罢，问题不在于动机，而在于结果。而至於结果，罗马的领导者也的确成功培育了新世代的领导者。事到如今，甚至出现了第一个行省出身的皇帝。如果最热心於录用行省人才的朱利斯·凯撒和克劳狄斯帝在地下有知，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






西元98年当时的罗马市街略图（为方便辨识，加上了西元三世纪兴建的奥雷利亚城墙）







附录





附记






一个罗马诗人的生与死





马尔克斯·发雷流斯·马尔提亚里斯（M. Valerius Martialis），约在西元40年左右生于西班牙北部。他生长于比尔比利斯，是夹在撒拉格撒与特雷德之间，位于罗马街道沿线上的小镇。当地位于撒拉格撒西南约100公里。距离同样出身西班牙的教育家昆提利亚故乡卡拉欧拉也约有100公里。这个诗人在故乡接受了初、中级教育。至於高等教育学业，则可能是在塔拉哥南西斯行省首府塔拉哥那完成的。既然他能接受这个水準的教育，那么就算不是富贵之家出身，家境也应该不错。当二十四岁那年，这个年轻充满野心的行省人为了出人头地，前往首都罗马。在共和时期，义大利的地方青年，例如西塞罗、维吉尔或禾拉提乌斯之流，会为了追寻成功而前往首都。到了帝政时期，这个现象扩散到整个帝国。只要是想出人头地的青年，一般而言都会流入首都罗马。西班牙出身的马尔提亚里斯也不过是其中一人罢了。而且在尼禄时代，已经有西班牙出身的赛涅卡在帝国大放异彩。





虽然抵达了「世界首都」罗马，然而马尔提亚里斯并不像赛涅卡一样有个当元老院议员的父亲，也不是能游手好閒的富贵人家。为了维持生活，他必须自己设法赚钱。他既然受过教育，大可像昆提利亚一样成为教师，或者应征帝国首都必定会有的中央公务员空缺。再不然也可以和塔西图斯及小葡里尼斯一样成为律师。可是马尔提亚里斯没有这种「意愿」，而打算靠写作维生。然而古代并没有所谓的著作权。如果能写出畅销作品，出版商当然也会大为欢迎，下次要出版著作时也会更为方便，可是作家的收入并非与销售量成正比。因此这名诗人打算寻求赞助人。当年维吉尔与禾拉提乌斯能遇到像马尔凯斯这样的赞助人，可是西元一世纪后半并没有这种人存在。而且马尔提亚里斯写出的文章，又让有权有钱的人感到不便赞助。生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维吉尔与禾拉提乌斯，擅长庄重漫长的叙事诗，以及赞扬诸神的祭词。而马尔提亚里斯的作品风格，则是以机智、幽默、讽刺为刀刃，将现实人生切割下来呈现给读者。若说维吉尔与禾拉提乌斯的风格是「庄重」，则马尔提亚里斯的文风则是「轻薄」。





文学史上将马尔提亚里斯定位为“Epigram”的高手。而拉丁文里的“Epigramma”是由墓志铭衍生出来的文体。尽管“Epigram”（英文）已经跳脱了墓志铭的范畴（墓志铭的英文是epigraph）,是一种短诗形式的文体。因此以往在翻译时，往往意译为警句或讽刺诗。至於其长度，通常在十句以内，甚至有三行便结束的。不管怎么说，因为必须短短数句话就表现出完整的内容，所以“Epgramma”的创作比想像中要困难。各位只要阅读几篇马尔提亚里斯的“Epigram”，就能了解古代罗马的“Epigramma”是什么。






给律师内乌尔斯




只有在旁听席喧嚣时，你才会拉高你的音量。内乌尔斯，你到底是个律师，还是个冒牌货？在这喧嚣中不管你怎么高声辩驳，也没有人分得出来你是不是正牌律师。




可现在旁听席安静了。内乌尔斯，你现在开口吧。让我们知道你的本质。




给批评家雷利乌斯




自己不出版著作，光顾著批评我作品的雷利乌斯呀，请停止你的批评。你先让自己的作品暴露在大众目光下吧。




给发布尔斯




真是香气四溢啊，你在昨天的晚宴上洒在客人身上的香水。可是晚餐的内容，只足以餵饱一只小鸟。




真是风流的款待啊，忍著饥饿享受香水的味道。可是我的朋友，身上充满不能吃的香水味道，在我看来有如刚泡完香料的木乃伊。




给三流医生




以前当眼医的你，现在以剑客为业。可话说回来，你现在在竞技场上做的，正是当年在诊疗室里的行为。







当然，上流阶级为了顾及体面，实在不敢赞助这种文人。在罗马求职二十年，会成为马尔提亚里斯赞助人的，也只有不懂文学的暴发户。尽管他四处寻求赞助以获得粮食与灵感，然而似乎金钱方面的资助依旧相当微薄。到后来依旧住在公寓的三楼。罗马的「茵斯拉（岛）」公寓越上层的房租越是低廉。然而马尔提亚里斯的创作意愿火热，从未放弃写作精神。后来他似乎当了畅销作家，连远在不列颠都有人阅读他的著作。因此他留下了这段话：


给夫拉克斯




有许多人向我说，漫长悲壮的文学能受众人尊敬、赞赏、崇拜。我又何尝不知呢？可是我的文章受到广大群众的爱读啊。



后来成为马尔提亚里斯赞助人的，就是图密善皇帝。





在之前已经叙述过，讽刺诗作家马尔提亚里斯和教育家昆提利亚同为西班牙出身。昆提利亚只年长三岁，两个人可说是同辈。而图密善比马尔提亚里斯年轻十一岁，与昆提利亚则有十四、五岁之差。

昆提利亚虽然出身行省，但父亲是教师。根据朱利斯·凯撒制定的法律，医师与教师不论出身，都能获得罗马公民权。由于公民权为世袭制度，因此昆提利亚年满十七岁时，也自动成为罗马公民。换句话说，不须缴交直接稅。

然而马尔提亚里斯既不是教师子女也不愿意担任教职。尽管在罗马滞留超过二十年，依旧是行省民众身份。不管日子过得多苦，也无法获得由「小麦法」保障，每天一公斤麦子的免费配给。当然也不能免费参观出示免费配给证就能自由进场的各种竞技与表演活动。因为这两项都是罗马公民才能享有的社会福利。简单来说，马尔提亚里斯是个长年滞留在罗马的外国人。

之前笔者曾经叙述过，图密善皇帝每年支付十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给昆提利亚，并委托他著作专门提供辩论、修辞的教师参考教本《辩论术大全》。然而图密善给马尔提亚里斯的待遇，则并非这样正式隆重。皇帝与讽刺诗作家之间，比较接近赞助人与艺术家的关系。马尔提亚里斯是个畅销作家，因此出版新书不须皇帝帮助。这个年长十一岁的诗人理想中与皇帝的关系，是希望能与皇帝共同进餐，在皇帝前往阿尔巴与奇尔乔別墅时能带他同行。让人感到有趣的是，皇帝竟然能信任同为西班牙出身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严谨的教育家；另一个则是出言不逊的讽刺诗作家。皇帝委托昆提利亚担任两位继承人的教师；而要求马尔提亚里斯成为自己閒聊时的伙伴。这个诗人的拉丁文并不会输给昆提利亚，他的拉丁文其实功力相当深厚。关键在于运用语言所表现的内客上。马尔提亚里斯也曾经写道，他身为作家，并非以儿童和少女为对象，而是以成熟的大人为读者。也就是说，马尔提亚里斯关心的不是人「应有的姿态」，而是「现在的样子」。





没有任何记载证实皇帝给与这名诗人年薪。不过图密善不但赐给了行省出身的马尔提亚里斯罗马公民权，还将其列入骑士阶级。在罗马社会中，要进入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必须要拥有四十万塞斯泰契斯的资产。借住在廉价公寓的诗人当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想必是皇帝赠与的。而马尔提亚里斯在这个时期买了一栋小庭院住宅，资金也可能是皇帝赐予的。总之，年轻但内向，喜好一个人散步的图密善皇帝，在休息时总喜好找这个口无遮拦逼人苦笑的讽刺诗人陪伴。这个诗人曾经向皇帝献上这些文章：


致凯撒·图密善




皇帝啊，在此献上我的第五本著作。我在书中讽刺所有出现的人，但他们之中想必没有人会向我抱怨。不但不会抱怨，甚至应该感到欣喜。因为我的作品为他们博得了知名度，使他们获得了永远的生命。




你会对我说：我知道你的作品受众人爱读，可是你又有什么好处？




收入根本不算一回事。如果我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的话。



也许就是这种直率的个性，使得图密善帝感到满意。而诗人也曾对皇帝撒娇祈求。


致凯撒·图密善




在您统治的罗马市中，有著我小小的房舍。然而这房舍位在狭隘谷地前的高台上，经常面临缺水。马尔奇亚水道的水就在附近喧嚣流过，我家中却仿佛没有水的沙漠。为了这个现状，皇帝陛下（Augustus），请赐给寒舍水源。当这个愿望实现的那天，对我就好像朱比特神赐雨了一样。







由于独栋的房屋得以申请付费接通水道，也许技师马上就前往马尔提亚里斯家中，利用独特的技术为他装上了水道也不一定。毕竟这只需要皇帝一声令下。不过关于其后的发展，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实。


致凯撒




（通常只有士兵称皇帝为“Imperator”，称奥古斯都又过度庄重，所以一般都称皇帝为「凯撒」。）




凯撒啊，若您手边有我的作品，劝您务必一读。为统治世界而紧绷的面容，也会为之松缓。我保证您紧紧纠结的眉间也会因此松弛。就连凯旋仪式之中，也都允许人开玩笑；就连凯旋将军，让士兵喊上两句风凉话也并非不名誉。所以请您务必一读我所写的字字珠玑。




您也并非拒绝玩笑和幽默存在的人。即使您的检阅（与图密善的「终身」财务官谐音），让我今后只能说出无害的字句。是的，我的书页上充满淫辞戏谑，但我的作家灵魂健全！



西元96年9月18日之后，诗人舒适的生活就此告终。因为图密善皇帝遭暗杀了。新任的皇帝涅尔瓦禁止报复，因此与先帝图密善交情好的马尔提亚里斯才得以免於兇险。然而他的生活依据却一去不回了。

他试图笼络涅尔瓦皇帝，发表〈所有的恐怖与图密善共同消逝，自由、幸福与美德归来〉一诗，期望能获得涅尔瓦帝的赞助。不过温文的涅尔瓦连考虑都没考虑过要当下流的讽刺诗人赞助者。而不久以后涅尔瓦帝病逝，皇帝换成了图拉真。他对图拉真帝做同样的努力，然而皇帝忙着与达其亚人作战，根本没回到首都。况且图拉真帝并不喜欢诗人这一行。

到了西元98年，马尔提亚里斯认为自己已经走到极限了。这时他已经年近六十。而他和图密善帝的交情太有名，没有人愿意冒险赞助这个与「纪录抹煞刑」犯人亲近的作家。

马尔提亚里斯决定返回故乡西班牙。因为他接受故乡稍有资产的女性读者提供吃住和生活费的赞助。简单来说，这个一直维持单身的讽刺诗高手，终于决定要结婚了。

当马尔提亚里斯要离开住了三十四年的罗马返乡时，小葡里尼斯以盘缠的名义，送了一些资金给他。这两个人虽然同为作家，但个性、文风、出身与经济状况却完全相反。和排斥所有异议者的塔西图斯不同的是，小葡里尼斯精神开放、个性沉稳。对待马尔提亚里斯时，能够不带着社会及文学界常有的偏见。

然而当他在故乡西班牙过着安稳日子以后，作家的命根子——创作意愿却急速衰减。马尔提亚里斯的创作源泉，就是现实人生。当他离开饱经他嘲弄、充满五光十色的国际都市罗马以后，公然号称「作家灵魂健全」的创作意愿也跟著衰竭了。确实，在乡下的生活安稳。然而乡间的安稳生活，无法为他带来创作时所需的、大都会独有的「毒素」。他接受小葡里尼斯的建议，将出版第十二卷《讽刺诗》，然而其中的作品多半是定居在罗马时所作。就在作家灵魂一去不回，亦即离罗马一去不回、悲叹失去了罗马带给自己的一切之中，这名诗人逝世了。马尔提亚里斯死于西元102年，在图密善遇刺后六年。

这时首都的权势者想必已经忘记马尔提亚里斯是谁。后人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是从小葡里尼斯写给朋友的信中得知的。信中写著：


「充满创意、强烈火爆、辛辣至极、咸味苦味也很充分，只多余了一点天真。这就是马尔提亚里斯其人，以及马尔提亚里斯的讽刺诗。」



这真是敏锐至极的文艺批评。而当时的知识份子认为这种无聊作品会马上消失，但事隔二千年，马尔提亚里斯的著作依旧在现代流传。如果有机会遇上译本，劝各位最好试着一读。就算是为了暂时让严肃的表情变得和缓；让紧皱的眉头松开。最后，请再欣赏一次马尔提亚里斯。


给波斯特姆




你说明天起享受人生？那太迟了，波斯特姆。人生应该从今天开始享受。不，更聪明的做法，是早在昨天起就开始享受人生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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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给读者的话



老实说，现在的我感到万分困扰。困扰的原因可以用下列比喻来说明。

在罗马史的课堂上，有一位名叫塔西图斯（Tacitus）的优等生。之所以称他为优等生，是因为接在其他同学回答完教授的问题后开始发表高论的他，文句简洁明快，用字精準有力，仿佛亲身经历过一般，充满着临场感，经常压倒众人，无人可与比拟。不只是同学们对他佩服不已，就连教授都频频点头称是，深表同感。

但是，此时，坐在后方的我举手要求发言。我这么说道。倘若将……或是……的史实纳入考量的话，也可能做出和塔西图斯不一样的解释，不是吗？例如，我的《恶名昭彰的皇帝》就是参考他的《年代记》，我的《危机与克服》就是参考他的《阿古力克拉传》与《当代史》，正因为有这些参考价值极高的著作，才能让我的作品顺利诞生的啊。

但是，暑假结束回到大学后，却不见这位优等生的身影。询问其他同学后才得知他因父亲调职而转学了。如此一来，可真让我伤透了脑筋。

这是因为在第Ⅸ册中登场的主角是图拉真（Traianus）、哈德良（Hadrianus）、安东尼奥·派阿斯（Antoninus Pius）三位皇帝，亦即西元98年到161年为止的时代。当然，塔西图斯的殁年是西元120年，他的作品中不可能有一部描绘这三位皇帝治世的著作。不过，98年到117年的图拉真治世，只要他决心要写，应该还是写的出来，更何况他确实有心要为图拉真的治世留下记录。话说《当代史》是从西元69年的内乱开始描写，如今虽然只留下关于这一年的叙述，但我猜想应该是写到96年皇帝图密善（Domitian）被暗杀为止。在这本著作的开头，有这么一段描述。


「如果这本著作完成后，我依然健在的话，我打算利用余生，写下神君涅尔瓦（Nerva）和皇帝图拉真辉煌的一生。」



然而，塔西图斯没有遵守对读者的约定。并不是因为他已放弃写作。他虽然没有写下涅尔瓦和图拉真的故事，却完成了《年代记》，这是从初代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死后到皇帝尼禄（Nero）自杀身亡为止的史书。

顺带一提，有关西元55年出生，120年去世的史学家塔西图斯的生涯、时代、著作，可参考下页的一览表。

就时代顺序而言，塔西图斯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这段史学家的黄金岁月中，应该会选择撰写《当代史》的续篇，亦即涅尔瓦和图拉真二位皇帝的传记。不过，他却没有这么做，反而选择了撰写《当代史》的前篇《年代记》，这是为什么呢？

有些现代的研究学者认为，塔西图斯可能是觉得为在世的权力者写史书不太妥当，因此他宁可选择记述已故皇帝的治世。若从比塔西图斯年轻一代的史维特尼斯在《皇帝传》中也只从朱利斯·凯撒（Julius Caesar）谈到图密善，并没有提到涅尔瓦之后的皇帝来看，这项推论似乎有些道理。

但是，在塔西图斯表示写完《当代史》之后，若依然健在，将打算利用余生，写下神君涅尔瓦和皇帝图拉真辉煌一生的这段描述之后，加了这么一段话：「因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幸福时代，不但史料丰富，而且不论怎么判断，如何表达，都很自由，毋须担忧自身的安全。」既然如此，何以他还是没有履行承诺呢？或许他打算写完当初不在写作计划中的《年代记》之后，再好好来写这本书，无奈却因余命已尽而徒留遗憾吧！




塔西图斯著作一览表（年代皆为西元后）











	
拉丁语原文书名

	
中文译名

	
时代

	
执笔时期

	
此时期的皇帝

	
执笔时的年龄




	

Agricola


	
阿古力克拉传

	
40~93年

	
98年

	
涅尔瓦




图拉真

	
43岁




	

Gennania


	
日耳曼

	
西元一世纪前

	
98~100年

	
图拉真

	
43~45岁




	

Historiae


	
当代史

	
69~96年

	
106~109年

	
图拉真

	
51~54岁




	

Annales


	
年代记

	
14~68年

	
115~117年

	
图拉真

	
60~62岁





顺带一提，塔西图斯（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生于西元55年，死于西元120年，以下简单说明他的公职生涯。他在维斯帕先（Vespasianus）皇帝（西元79～81年）之下担任大队长，相当於次席军团长。在提图斯（Titus）皇帝（西元79～81年）之下担任会计监察官。在图密善皇帝（西元81～96年）之下担任法务官。在涅尔瓦皇帝之下担任备位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按照当时惯例，当过会计监察官之后便可进入元老院，因此塔西图斯应该是在图密善皇帝的时代，他即将三十岁时，顺利进入元老院。

难然只是备位，但名义上毕竟还是执政官，就算中间停职了十年之久，照理说还是有行省总督职位才对。

不过，直到西元107年，塔西图斯依然没有被选为行省总督。这是因为他没有子嗣。受到初代皇帝奥古斯都推动「少子化对策」的影响，当多位总督候选人的资格相同时，通常以拥有三名以上子女的具执政官经验者为优先考量，或许塔西图斯就是被这项条件绊住了仕途。话虽如此，皇帝认为有必要而破格拔擢人才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或许，对图拉真皇帝而言，塔西图斯虽然是一名优秀的文人，却不是他急需的行政官僚吧！就这样，身为公职者的塔西图斯虽然在饱受他责难批评的皇帝之下累积从政资历，但在他誉为贤君的图拉真皇帝之下却没有受到重用。这也让人重新对什么是一个人的资质有番省思。





此外，还有一项可能的推测。这是考量到史学家塔西图斯的特质后做出的推测。

执笔写史书的动机可大分成以下三项。





一、原本就充满好奇心，喜欢以得知的事实来谈论历史。

二、希望借由叙述过去，以作为现代或是未来人们的借镜。

三、对无法脱离悲惨状态的同胞的处境感到强烈愤慨。





第一项的典型是《当代史》的作者——希腊人希罗多德（Herodotus）。第二项的典型是《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英国人吉朋（Edward Gibbon）。第三项的典型则首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雅典人奇狄斯（Thucydides）。奇狄斯对于在各方面都佔优势的母国雅典败给斯巴达（Sparta）一事感到深切的哀伤与强烈的愤慨，此种情绪无处宣泄，因而诞生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著述。

就我的想像来看，塔西图斯这位帝政罗马最杰出的史学家应该是第二项与第三项的混合体吧！不，应该是第二项佔四分之一，第三项佔四分之三的混合体。也就是说，他是属于因为心头怒气而激发创作欲的作家。

这一来就不难推测为何他没有执笔记述他自己评论为「幸福的时代」的图拉真时代了。在图拉真治世下的幸福时代，塔西图斯虽然对同胞有所责难，本质上还是相当爱国。对他来说，这个时代实在太过幸福，反而降低了他的写作意愿。正因为如此，虽然他曾表示要为这个时代留下记录，但台伯留（Tiberius）皇帝到尼禄皇帝为止的《年代记》反倒较能唤回刺激他创作意愿的「氧气」——愤慨，这应该是他优先选择创作《年代记》的原因之一。

虽然如此，由于塔西图斯本身并没有留下舍弃图拉真的真正理由，上述见解纯粹是我个人的推测。不过，无论真正理由为何，事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没有任何关于图拉真——不只是后世誉为五贤帝中的一人，就连当时的罗马人都推崇他是“Optimus Princeps”（第一公民），元老院甚至决议将此列为正式称号，足见其风评绝佳——治世的可信文献可供参考。

舍弃图拉真的并不是只有与他生于同时代的塔西图斯和史维特尼斯而已，二百年后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时代，曾有六名史学家分工完成一部名“Historia Augusta
 ”的历史著作，目的是希望作为史维特尼斯的《皇帝传》（写到图密善皇帝为止）的续篇，但不知为何却从哈德良皇帝时代开始记述，就像破了一个洞般，完全跳过涅尔瓦和图拉真的时代。无视只有一年半治世的涅尔瓦时代尚可以理解，但治世长达二十年，在各个领域屡建功绩的图拉真时代，却没有一位罗马时代的史学家愿意为他留下见证，实在令人百思不解。

不，其实是有一人。只不过他是名为加西阿斯·狄奥的小亚细亚出身的希腊人。他担任过元老院议员和行省总督，但此人的著作中值得采信的部份，只有他自己是「现场证人」的塞弗拉斯王朝时代的记述而已。除此之外，由于缺乏有力佐证，后代的研究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可信度极低的历史著作。如此一来，一向依赖文献史料的吉朋时代的罗马史研究学者们，当然会感叹没有史料之苦。因为这群人也是对优等生塔西图斯的看法佩服之至，倍受他的「转学」所困扰的同学和教授们。

罗马史的研究学者习惯将后世的研究著作称为「第二手资料」，被他们称之为「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或是「泉源」的包括以下六项。





一、文献资料（罗马时代的人遗留下来的文章）。

二、考古学上的成果。

三、碑文（石碑、铜板等）。

四、金、银、铜币。

五、肖像等的造形艺术。

六、纸莎草（papyrus）文书（不过，只限於以埃及为中心的中东一带）。





第二项到第六项的史料是从十九世纪后半才开始受到注目。对于以二千年前的罗马人为研究对象的人而言，这些可说都是最近的史料。所以现代人很幸运，不像只能仰赖第一项的吉朋时代的研究学者一样，不断感叹可参考的史料有限。塔西图斯不惜一刀两断的台伯留、克劳狄斯、图密善皇帝之所以可以被重新检视，也是因为参考了第二到六项的史料而得到的研究成果。

只是话又说回来，在文献史料的重要性无法抹去的前提下，对后世的人而言，塔西图斯的「转学」毕竟是件令人惋惜的事。而且，对历史叙述最为关心的时期，要算是四十三岁到六十二岁这段黄金岁月，而塔西图斯的黄金岁月是在图拉真皇帝的治世下度过的。由于他在涅尔瓦皇帝的治世下被选为备位执政官之后，就不再担任公职，因此无论是精神面或是时间面，应该都是游刃有余的时期。我们知道此时他将心力投入《阿古力克拉传》、《日耳曼》、《当代史》、《年代记》的创作，但他为何不将自己亲眼所见，而且是以成熟大人的角度所看到的图拉真皇帝的治世写下来呢？只留下一段「这是一个罕见的幸福时代……」。

不过，这一段话却决定了后世史学家对图拉真的看法。而考古学、碑文、货币、造形艺术、纸莎草文书也从旁佐证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既然已经无法将塔西图斯的历史著述当作「原案」来参考，我只好决定新的写作方向。第Ⅶ册和第Ⅷ册中，我是以「被评为昏君者真的有这么坏吗·」的疑问作为着述主轴。相对的，在这本第Ⅸ册中，我将把写作重心放在「何谓贤君·」「这些皇帝为何会被罗马人公认为贤君·」等疑问上。

理由无他，因为这段后世称之为「五贤君时代」的时期，当代的罗马人也将此时期称为“Saeculum Aureum”（黄金的世纪）。






罗马帝国疆域略图（图拉真即位以前。亦列入之后成为行省的达其亚与阿拉伯的行省界线[--]以供参考。----表示现代的国境。也列入一部分现代国名）







第一章





皇帝图拉真




在位期间：




西元98年1月27日~117年8月9日





迈向皇帝之路



自君主政治时代开始就是名门贵族的朱利斯·凯撒（Julius Caesar）无庸置疑，当然是罗马人，而凯撒的养子，亦即初代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以及台伯留（Tiberius）、卡利古拉（Caligula）、克劳狄斯（Claudius）、尼禄（Nero）等「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的皇帝们也都出生于首都罗马，这是他们的共通点。在尼禄皇帝自杀后掀起的一年内战当中，陆续即位的皇帝有噶尔巴（Galba）、欧图（Otho）、维特里斯（Vitellius），这三位皇帝的「祖籍」也都是罗马。

然而，自从整顿内乱而登上皇位的维斯帕先（Vespasianus）开始，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出生地为首都罗马的传统就宣告崩溃。建立「弗拉维斯王朝」（The Flavian Dynasty）的维斯帕先、提图斯（Titus）、图密善（Domitian）这三位皇帝的「祖籍」，是位于罗马东北方六十公里处的列提（Rhaetia）。奥古斯都将帝国的本体义大利半岛分割为十一个省（Regio）,首都罗马包括拿坡里（Napoli）在内属于「第一省」，而列提属于「第四省」。在图密善被暗杀之后即位的皇帝是涅尔瓦（Nerva），他的「祖籍」因为是首都罗马，似乎扳回了一城。然而，也正是这位涅尔瓦皇帝，加快了这个传统崩溃的速度。

在皇帝涅尔瓦之后被指名为继任者的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ianus），於西元53年9月18日出生于西班牙南部行省倍帝加（Baetica）的小镇义大利加（Italica）。直到现在还延续著罗马时代的名字「义大利加」的这个小镇，位于罗马时代的西斯巴黎（现在的赛比利亚Sevilla）西北方八公里处，并非一般常见的郊区小镇。因为当时从地中海到大西洋贯穿伊比利半岛（Iberia）的干线道路之一，亦即自加地斯（Cadiz）往赛比利亚、美里达（Merida）北上的街道，正好穿过义大利加的中央。在帝国各地建立街道网的罗马人没有环状道路的概念，所谓街道，无论都市也好，城镇或乡村也好，都是指通过人类居住区域中央的道路。因此对于小镇义大利加而言，人与物产的往来一定是司空见惯的景致。

此外，义大利加尚具有其他城镇所没有的特殊性。就如同表示义大利人居住的城镇「义大利加」字面上的意义所示，这是罗马人在本国以外地区所建设的第一个殖民地。西元前206年，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决定建设义大利加，他就是於四年后的扎玛（Zama）会战中战胜名将汉尼拔（Hannibal）的人。当时正是罗马与迦太基（Carthage）如火如荼展开布尼克（poeni）战役之际，为了捍卫从迦太基争夺而来成为罗马领地的伊比利半岛而派遣至当地的退役士兵，都是这个城镇最早的居民。当时的罗马军团全员皆由出生于本国义大利，且拥有罗马公民权者编制而成。由于服役期间规定不许结婚，因此全员几乎都是单身。进驻义大利加的退役士兵，以及之后类似的罗马殖民都市里的男性，十之八九想必都是和当地女性结婚。结婚对象或许是西班牙原住民的女儿，或许是出生于狭小的直布罗陀海峡（古代称之为「天神赫拉克斯双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之间往来人群频繁的亚非利加（Africa）的女性。此外，也有可能是拥有迦太基血统的女性，这是因为伊比利半岛在成为罗马领地之前，是由迦太基人统治；倒是没有听说特地向母国义大利的女性招手的案例。这是因为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并不排斥与其他民族混血。因此，图拉真的祖先虽然是本国义大利出身的罗马公民，但是他体内流的血却是混血。正因为如此，我才会特別强调图拉真为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





不过，也因为图拉真是行省出身的罗马人，有关他青少年时期的事几乎无从得知，就连他母亲的名字也不详。在罗马史上，「图拉真」这个名字是在他父亲一代登场的。当时，图拉真也只不过是二十八个罗马军团当中的一个军团的军团长之子而已。

与他同名的父亲是一位武官，在西元66年至70年发生的犹太（Judaea）战役中，率领总司令官维斯帕先旗下的第十军团奋勇作战，也在提图斯担任总指挥的耶路撒冷攻城战中，担任参与攻击的四个军团之一的指挥官，战绩可说相当辉煌。在此时期，他儿子应该到了迎接十七岁成人礼的年纪。或许当犹太教的根据地大神殿被大火吞噬，耶路撒冷沦陷之际，图拉真就站在第十军团的军团长营帐前远眺整个过程也说不定。罗马领导阶层的家庭教育，孩子成人之前的养育责任一般在母亲，成人后再由父亲接手这个任务。

图拉真应该是在故乡义大利加接受初等教育，在倍帝加行省的省都科尔多瓦（Cordoba）接受中等教育，之后才被派遣到帝国东方执行军务的父亲旗下。罗马人相当重视实地教育，无论父亲的现职为何，实地教育的场所一律为军团，这是当时的惯例。若想登记参选会计监察官，挤进领导阶层，普通的话要十年，最少也要有三、四年的军团经验。刚脱离少年期的图拉真尽管有过耶路撒冷攻城战役的体验，但他可能没有返回故乡，而是直接进入军团生活。不过，他到底是在哪个前线度过军团生活就不得而知了。由于父亲指挥的第十法雷坦西斯军团遗留在犹太，他也有可能是在父亲旗下度过见习期间。再者，他与征召到罗马的父亲同行，亲眼看见帝国首都罗马，或许也是在此时期也说不定。因为皇帝维斯帕先不只推举这位前部下担任元老院议员，也安排他加入贵族之列。

虽然维斯帕先是本国义大利第一位地方政府出身的皇帝，但他却不会偏袒与自己同阶层的义大利地方出身者，这点相当耐人寻味。图拉真的父亲虽然出生于帝国西方的西班牙，但如同本丛书第Ⅷ册中所述，经由维斯帕先拔擢进入元老院的行省出身者已经遍及帝国东方。因图拉真就任皇帝而日渐升高的本国义大利与行省的均等化风潮，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展开了。

就在此时，青年图拉真的立场也因父亲的高升而有了转变。西元75年，他与被任命为叙利亚（Syria）行省总督的父亲一同前往官邸所在安提阿（Antioth）,於见习期间结束后立即晋升为「大队长」。但并不是在军团中历经千锤百鍊当上百夫长后，好不容易才当上的大队长（Tribunus）,而是被称为“Tribunus laticlavius”的「红披肩大队长」，地位相当於十人大队长当中的首席。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只有这种大队长被允许披上与元老院议员的镶边宽外袍一样的红色「披肩」，这是元老院议员子弟才有的特权，所须担负的责任也与头衔相符。虽然才二十岁出头，但当军团长有事无法执行勤务时，首席大队长必须代为指挥军团。这是对这群「未来的将领」所进行的实地教育之一，所以尽管他们年轻且经验不足，仍是被赋予重责大任。顺带一提，以文人身份闻名的塔西图斯（Tacitus）和小葡里尼斯（Plinius）也是属于元老院阶级，因此也都担任过「红披肩大队长」。但这也是这二位文人最高的军历了。

图拉真才二十二岁就当上次席军团长，而维护帝国安全最重要的前线之一「叙利亚」则是他的第一个执勤地。





父亲图拉真担任的叙利亚行省总督与其他三十几个行省的总督并不可相提并论。罗马帝国的重要防卫线有莱茵河、多瑙河与幼发拉底河，而叙利亚行省与长久以来一直是罗马假想敌的帕提亚王国（Parthia）分別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两岸。虽然当时的罗马与帕提亚王国缔结了和平条约，一直维持著良好关系，但罗马在防卫努力上却丝毫不松懈。有三个军团常驻叙利亚行省。

除此之外，维斯帕先皇帝也在帕提亚王国的北方，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亚美尼亚（Armenia）的国境上派遣二个军团常驻。甚至也在刚平定了叛乱的犹太地区派驻一个军团，在埃及派驻二个军团。以维护帝国东方的安全为要务的这八个军团，光是主战力的军团兵就有四万八千人，若再加上辅助兵力的话，更逼近十万人大关，战力相当惊人。总指挥由叙利亚总督担任；在罗马，传统上认为叙利亚总督，就是东方军的总司令官。

虽然图拉真的父亲在维斯帕先旗下参与犹太战役之前的经历无从得知，但想必也和维斯帕先一样，是由百夫长一职展开他的军旅生涯，历经过千锤百鍊。然而，自西元75年到79年这四年当中，他居然可以平安的完成这些困难的勤务，显然能力非凡。对儿子图拉真而言，父亲可说是最佳良师。不过，在二年之后，也就是西元77年，这位父亲却放手让儿子离开自己身边。满二十四岁的图拉真依旧在左肩上披掛红色披肩，虽然他位居次席军团长，但还是被派遣到驻扎在帝国西方最重要前线莱茵河的军团里。这里和帝国东方截然不同，他在此地度过三年饱受寒风大雨的日子。期间他父亲接受在维斯帕先之后即位的提图斯任命，出任亚细亚（Asia）行省总督。曾经与他父亲一同出生入死的提图斯皇帝，或许是为了报答这位老将四年来的努力奉献，於是派遣他到不需要与敌人直接面对面的和平之地——亚细亚西部的行省执行勤务吧。这个行省不但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而且拥有许多诸如爱菲索斯（Ephesus）、密列特斯（Miletos）等文化水準、生活水準皆高的都市，可是他却没有召唤儿子前往当地。拜此之赐，图拉真在二十四岁到二十七岁之间得以持续边境的「修练」。

西元81年，二十八岁的图拉真踏出了罗马人称为「光荣资历」的精英生涯的第一步。因为他当选了会计监察官。执勤地点当然是在首都罗马。至於工作内容，如官衔所示，主要负责国家经费的出纳工作。任期为一年。

而他父亲在此时期，亚细亚行省总督的任期也顺利届满，之后就没有再续任要职。只是不知道这位元老院议员的晩年到底是在首都罗马度过，还是回到故乡义大利加隐居，甚至连殁年也不详。这表示他虽然跻身贵族之列，也只不过是新兴阶级的第一代而已。

不过，第二代的儿子图拉真的资历已经爬升到元老院阶级。会计监察官任期届满后，他又再度回到前线，重新展开「红披肩大队长」的军旅生活。虽然不知他执行勤务的前线在何方，但在罗马军团当中并不常见士兵的勤务调动，倒是军官阶级的勤务调动相当频繁，因此他极有可能游走於各个军团间。当时正值以用人卓越而受人称道的图密善皇帝时代。就在此时期，亦即西元83年前后，他如愿进入元老院。西元87年，满三十四岁的图拉真开始进入「光荣资历」的第二阶段，他当选了法务官。此项工作的执勤地点同样也是在罗马，负责承办一些司法案件。法务官的历练是担任军团长的必要资格，尽管战时偶尔会忽视此条件，但在平时一定遵守，这是罗马人的特色。

图拉真在经历过法务官一职之后立即被任命为军团长。不过，执勤地点却在绝不会与敌人直接面对面、罗马化历史悠久的希斯帕尼亚（Hispania，现在的西班牙）。被指派的军团则是长久以来一直驻扎在当地的第七杰米那军团。他同时也是塔拉哥南西斯行省（Tarraconesis,相当於现在西班牙三分之二的区域）的总督，因此需要往返军团基地利昂（Lyon）与总督官邸所在地省都塔拉哥那（Tarragona）之间，平常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去探望故乡义大利加。三十五岁那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一直驻扎在西班牙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图拉真了，但是命运的转机很快就在一年之后到来。





西元89年，防卫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萨特卢尼展开叛乱。在首都罗马的皇帝图密善亲自率领近卫军团北上，同时也命令图拉真旗下的第七军团出动兵力支援。然而，由于防守莱茵河下游地带的低地日耳曼军迅速展开镇压行动，因此在图密善到达之前，叛乱就已经被平定，司令官萨特卢尼也自杀身亡，一切回归平静。甚至当图拉真率领军团跨越庇里牛斯山脉（Pyrenees）,穿过法国到达莱茵河之际，在镇压战中遭到破坏的梅因兹（Mainz）军团基地之重建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虽然如此，对三十六岁的图拉真而言，这一趟并没有白跑。因为他得到了大他二岁的皇帝图密善的知遇，据说当时图密善曾经和回到勤务地的第七杰米那军团一道同行。图密善无意将如此优秀的年轻军团长一直放在西班牙这个安稳之地，由于萨特卢尼的自杀，最重要前线之一的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一职有了出缺。

不过，只要具有法务官资历即可当上的军团长，毕竟不能够和指挥三个军团的司令官相提并论。战略单位少说也要二个军团以上，若要指挥这样的战力，执政官的经验是必备的条件。

在隔年（西元90年）举行的91年执政官的选举中，图拉真获得提名且顺利当选。只要获得皇帝的推荐，候选就等于是当选。如此一来，图拉真「光荣资历」的第三阶段便提早在三十八岁达成。这项职位是任期自1月1日开始的「正规执政官」（consul ordinarius），与制造执政官经验的权宜措施「备位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并不一样。在属于元老院阶级才有的责任义务「光荣资历」中，具有法务官与执政官经验的塔西图斯与小葡里尼斯拥有的不过是「备位执政官」的经验而已。尽管从父亲一代才晋升元老院阶级，但图拉真在此阶段显然已经超越了多数人。

西元92年，皇帝图密善任命年满三十九岁、具有执政官经验，亦即资格完全符合的图拉真为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并且兼任高地日耳曼行省的总督之要职。顺带一提，图拉真的资历已经包括武官资历（military career）和文官资历（civilian career），浑然一体，我们由此看到了罗马的精英培育过程，相当值得玩味。

此外，有別於其他前线地区，皇帝图密善对于高地日耳曼前线应该有特別的考量才是。驻守在高地日耳曼的四个军团当中，有二个军团常驻的莱茵河畔的梅因兹到多瑙河畔的里根斯堡（Regensburg）之间的「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也是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防卫管辖范围，而最早建设这道「日耳曼长城」的皇帝正是图密善。图拉真被图密善皇帝交付管辖的正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西元92年到97年之间的五年之中，图拉真并没有辜负皇帝的信赖。不过，就在96年秋天，皇帝图密善遭到杀害。虽然图拉真是因为图密善皇帝的推举才得以晋升，但是继位的涅尔瓦皇帝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地位。






莱茵河到多瑙河一带




这不只是因为图拉真五年来的表现得到认可。尽管一个人会被处以「记录抹煞刑」（详述於第Ⅷ册中），但这个人表现优良之处还是可以传承下来，这便是罗马人一贯的作法。就连一向喜欢批评皇帝图密善的史学家塔西图斯也在著作中承认，自己公职上的晋升是在图密善时代建立的。涅尔瓦登上皇位时已经是七十岁的高龄了，据说元老院推举涅尔瓦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子嗣而且又是高龄。不过，真正的理由应该是涅尔瓦的家世背景。他出生于义大利的地方都市奈尔尼（Narni），在西元一世纪末时，自共和政治时代延续下来的名门贵族出身者可以说屈指可数。二代皇帝台伯留隐遁到卡布里岛（Capri）时，少数同行者之一就是涅尔瓦的祖父。颇富涵养的台伯留只让可与他对等交谈、具有涵养之人同行。台伯留与涅尔瓦的祖父与其说是皇帝与元老院议员的关系，倒不如说是深具涵养的朋友关系。涅尔瓦家的男子虽然都是元老院议员，但他们为人所知的却不是政治家的身份，而是富有涵养的一面。当与元老院关系险恶的图密善被迫在元老院议员之中选出和自己一同就任执政官之人时，他选择了涅尔瓦。不过，自己死后竟是由涅尔瓦继位，这大概是他始料未及的事。

总之，涅尔瓦不是因为正面优点很多，而是因为没有什么负面缺点才会被推举为皇帝，而他必须担心的对象倒不是推举他成为皇帝而感到满足的元老院，而是一向支持图密善的近卫军团与前线的各个军团。因为图密善实现了这些士兵长年以来的梦想，为他们加薪，也经常前往前线慰问他们，因而深获士兵们的爱戴。





西元96年9月18日，差一个月就满四十五岁的年轻皇帝图密善遭到杀害。在位期间共十五年。这位皇帝虽然遭到元老院的憎恶，但在罗马史研究方面有划时代功绩的十九世纪史学家孟仁（Mommsen）却对他讚誉有加。此次暗杀行动并非元老院内反图密善派的议员主导的阴谋结果，也和尼禄皇帝时期因为行省爆发不满成为导火线不同。他是在就寝中被袭击身亡，由宫廷内人士所为，下手的是皇后身边的解放奴隸。

不过，元老院与此事件并非毫无关系。皇帝被暗杀的那天夜晩，元老院立即连络与图密善一同担任过执政官的朋友涅尔瓦，在隔天一早迅速召开的元老院会议上简单表决通过继任皇帝的提案。甚至还通过将图密善处以「记录抹煞刑」（Damnatio Memori·ae），先帝的功绩就这样完全被抹煞掉。从深夜到隔天一早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作出这些决定，可见幕后一定有黑手操控。至於黑手到底是谁，至今无法得知，元老院也没有去深入追究。就涅尔瓦温和、没有政治味的个性来看，丝毫不可能是主谋。於是真相变成了一团谜雾留待后世解开。





尽管得知图密善遭到暗杀，但位于首都的近卫军团和驻守在前线基地的边境军团并没有采取行动。显然元老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使「政权轮替」成为事实的作法已经奏效。不过，士兵们的静观其变并没有持续很久，近卫军团基於对图密善的景仰，一心期待早日将暗杀主谋绳之以法，但在经过一年后涅尔瓦还没有抓到犯人，不满情绪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甚至将皇帝涅尔瓦软禁，逼他尽快揪出主谋处以死刑。

涅尔瓦也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七十一岁的涅尔瓦恐惧的并非自身的安全，而是近卫军团的不满若波及到在边境执勤的军团，这才是最可怕的事。尼禄皇帝死后掀起的长达一年半的内战，虽然已经过了二十八年，但对罗马人而言，依然像梦魇一般。有关防范内战的对策，涅尔瓦并没有请求元老院支援，而选择由自己一人来决定。而在他公开发表之际最惊讶的莫过於元老院的议员。





西元97年10月27日，当耸立在卡匹杜里诺丘（Capitoline Hill）上的朱比特（Jupiter）神殿前之祭礼结束后，皇帝涅尔瓦举起右手要求正要离去的观礼者留步。当大家迟疑地转过身来时，涅尔瓦省略了开场白，单刀直入的切进主题。

他决定收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ianus）为养子，并将护民官特权（Tribunicia potestas）与「罗马全军总指挥权」（Proconsulare maius）也让给图拉真，而且推举图拉真和自己一起成为隔年（西元98年）执政官的候选人。

这等于是宣布指名图拉真为共同皇帝。罗马史上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皇帝就这样诞生了。





如果依照那个时代的常识，图拉真应该会利用冬天休战期间回到首都罗马，参与等于是已经当选的元老院执政官选举，然后在隔年1月1日元老院首次会议中发表对涅尔瓦的感谢演说，之后再回到莱茵河畔的基地。这是任何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作法。不过，他却没有这么做。四十四岁的图拉真是一名武官，他深知作战必须出其不意方能退敌致胜。大多数人包括元老院议员在内，都以为他虽然是行省出身，但皇帝涅尔瓦却为他开启迈向帝王之路，他应该会火速奔回罗马，在涅尔瓦面前向他表明感谢之意才是，而他的作法完全出乎众人意料之外。西元98年1月1日，图拉真并没有回到首都罗马。甚至当他在科隆（Cologne）接获涅尔瓦已於1月27日逝世的消息之后，他依然继续留在前线。





话虽如此，既然当上罗马皇帝，维持首都罗马以及本国义大利半岛的秩序便是他的责任。图拉真以设置在本国唯一的军力「近卫军团」若监禁现任皇帝，无法确保秩序为由，决定短时间之内不返回首都罗马，但是却将近卫军团的长官与几名支持者唤至科隆。这几个不得不遵从皇帝命令的人一到科隆，立即被杀害，近卫军团内不安分子的问题就此宣告解决。留在首都的一万名近卫军团兵虽然对涅尔瓦不满，但对图拉真却敬爱有加，因此都服从图拉真的严峻处置。顺带一提，先帝涅尔瓦从未指挥过一个军团，只具有文官资历而已。也因为如此，图拉真才会被指名为继任者。

图拉真不惜将返回首都的日期延后都要完成的事到底是什么呢？在此我们回想一下，图拉真是在科隆接到涅尔瓦的死讯。科隆属于低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管辖区域。罗马军内的管辖区分一向严格，不允许身为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图拉真有「越境」行为。不过，西元97年10月，当他成为涅尔瓦的养子之后，图拉真被赋予了皇帝的特权，亦即罗马全军的统率权。西元98年1月，他一直待在科隆，显示在涅尔瓦死后他即位之前，图拉真就已经充分活用涅尔瓦赐予的共同皇帝的地位。虽然离四十五岁还有八个月，已充分达到成熟男人的年龄而登上皇位的这名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在正式获得帝位之前，已完全领会自己该做的事为何。那就是图密善未竟的大业，不过这却违反了初代皇帝奥古斯都禁止继续扩大帝国版图的遗教。因此，一旦决定要做，绝对非成功不可。




满腔斗志



既然违反神君奥古斯都的遗教，就必须提出能让罗马帝国正式主权者——元老院与罗马公民接受的理由。因为罗马的皇帝是由这二大主权者赋予政权，名义上只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Princeps）。什么是「可以接受的理由」？只要回想一下元老院和罗马公民为何不谅解图密善皇帝的作法便能找出答案。

在第Ⅷ册中针对图密善皇帝已经有详尽的描述，在此仅归纳出部份重点。莱茵河防卫线在「日耳曼长城」完工之后有如一道铁壁，成功建构出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上游地带的防卫系统。此时，罗马人面前出现新的敌人——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一带逐渐扩大势力的达其亚族（Dacia）。对罗马人而言，居住在多瑙河这道自然防卫线外侧的各个部族原本并不构成威胁，但是当这些部族经过集成，可就不一样了。达其亚族之所以不容小觑是因为族长已经自许为「王」，而且成功集成了周边的弱小部族。

达其亚族由于拥有能干的领导者德赛巴拉斯，其势力不断扩张。德赛巴拉斯不只合并自己部族的居住地多瑙河下游地区，甚至也将居住在现在的匈牙利（Hungary）到南斯拉夫（Yugoslavia）一带的多瑙河中游地区的部族合并。他希望在多瑙河北岸一带建立一大王国。为了夸示他具有这种力量，於是率兵入侵罗马领地多瑙河南岸。

这场突击行动打得相当漂亮。使得迎击的罗马军团吃了败仗，指挥军团的莫埃西亚（Moesia）行省总督战死沙场。

图密善决定亲自前往前线坐阵。为了迎接身为罗马全军统率的皇帝，一举投入了五个军团参与战斗，结果罗马军团大获全胜。达其亚王虽然提出媾和的要求，但罗马一方完全不经考虑就回绝了他们。第二战罗马军打算渡过多瑙河进攻北岸，直捣达其亚族的根据地。

不过，带着胜利的喜悅回到首都罗马的图密善却接到第二战大败的消息。和半数近卫军团共同作战的一个军团完全被歼灭，被赋予总指挥任务的近卫军团长官也不幸阵亡。而且，连军团旗「银鹫旗」也落入敌军手中，更加深了罗马军的耻辱。对达其亚族的第二战是发生在塞尔维亚（Serbia）到罗马尼亚一带，罗马军不但没有攻进他们的根据地萨尔米泽特沙，早在渡过多瑙河準备北上之际就被夹击而吃了败仗。

罗马军虽然遭到重创，但图密善皇帝并没有因此气馁。他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準备，目的就是为了雪耻。总指挥则指派在多瑙河防卫线执行勤务已久且熟知当地状况的尤利亚努来担任。

西元88年，率军渡过多瑙河準备进攻达其亚的尤利亚努巧妙地将敌军引诱到平原上。这种以广大平原为舞台的会战方式，对罗马军而言可说是所向无敌。罗马军奋力追杀这些四处逃窜的达其亚士兵。尽管如此，在此次战役中还是没有攻进达其亚族的根据地。因为冬天已经逼近了。深知当地冬季严寒难耐的尤利亚努，决定先将军队撤回多瑙河南岸，并将船桥（Bridge of Ships,用船排列而成的桥）解体，允许士兵们休养到隔年春天。不过，到了隔年，也就是西元89年，罗马军还是没有渡过多瑙河。

因为图密善选择了与达其亚族和解一途。他不得已做出此决定是基於以下几项情势的变化。

一、虽说不到一个月就将举旗造反的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萨特卢尼的叛乱平定，但此事件还有许多后续处理工作有待进行。

二、对于拥立冒牌尼禄皇帝而重新燃起反罗马情绪的帕提亚王国，有必要加以牵制。

三、被罗马军打败的达其亚族其实不足为惧，反倒是对于在多瑙河中游一带展开攻击行动的日耳曼裔各部族有必要采取一些因应措施。

害怕战线除了多瑙河下游之外，还会扩大到中游地区的图密善，与吃了败仗而急于挽回颓势的德赛巴拉斯的利害关系其实是一致的。为了簽订和平协定，以代理国王的身份来到罗马的达其亚王子，图密善以对待友好国家君主的隆重仪式来迎接。对图密善来说，在多瑙河中游一带展开攻击的日耳曼人的问题，也可以因此得到解决。实际上，在与达其亚缔结和平协定之后，罗马军就将战力集中到中游地区。其结果，对于横跨维也纳（Wien）、布达佩斯（Budapest）、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罗马基地展开攻击的日耳曼各部族也只好退回以前的居住地。





有关图密善和达其亚王缔结的和平协定之内容，由于死后的图密善被处以「记录抹煞刑」而被销毁。只有一项众所皆知，那就是若要赎回被达其亚打败时遭到俘虏的罗马兵，每一人每年必须支付二亚西铜币给达其亚族。

至於当时到底有几名士兵被俘虏？每一人每年支付二亚西铜币是永久的协定还是有规定支付年数·这就不得而知了。

站在图密善的立场来想，或许他认为既然已经不可能攻进达其亚的根据地，只好花点钱来解救被扣留在根据地的罗马士兵。其实二亚西铜币大概相当於公共澡堂四次的沐浴费用。以市场上贩售的面粉来换算的话，只有五百公克的价值。等于是一个士兵年薪的四百五十分之一而已。或许他认为倘若因此可以解决多瑙河下游地区的问题，这样的代价并不算什么。

然而，此事却招致罗马人的不满，元老院派的塔西图斯批评的最为严厉，可见元老院与皇帝的关系已经呈现如履薄冰般的险恶状态，原本一般公民对图密善的评价还不会太差，因为此次事件，罗马公民也开始与皇帝渐行渐远了。

罗马人对于一个军团加上半数近卫军团共一万名士兵的牺牲虽然可以承受，但用金钱来换取自己国家的和平，纵然只是象征性的金额，不！正因为金额很少，所以更有损国格，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此种作法。每一名俘虏每年缴纳二亚西铜币就像是败者向胜者缴纳年贡一般。所谓和平，是否是一个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去争取之物呢？有关这个问题，就算是在帝政时代即将步入中期的这个时代，罗马人毋需思考，心中早有定见。

就图密善的个性来看，他一定是认为对达其亚的和平协定只是在各种情势稳定下来之前的一种缓冲措施。只是没料到，二年后他就被暗杀了。而这一切都看在被图密善皇帝拔擢担任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一直待在多瑙河防卫线边境的图拉真眼里。

就在大他二岁的图密善皇帝被暗杀的一年之后，涅尔瓦皇帝赋予了图拉真继任者以及共同皇帝的地位。他可以和皇帝涅尔瓦共同拥有罗马全军的统率权。之后他立即活用了这个权力。前往不属于自己管辖区域的科隆，就是他迅速活用被赋予之权力的最好证明。三个月之后，他接到了涅尔瓦皇帝的死讯。自己一人成为罗马皇帝的图拉真宁可将返回罗马的日期延后，都要将某项「工作」完成，足见他的确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人所言最彻底奉行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罗马皇帝。





这里所指的「工作」，如同他接获涅尔瓦的死讯时，人正在科隆所代表的意义，系指建构当时称为「低地日耳曼」（Germania Inferior）的莱茵河中下游地区的防卫系统，使其完备。至於结合「高地日耳曼」（Germania Superior）与多瑙河上游地区的「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的防卫线，则在他担任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五年之间已经完成。他之所以急于建构莱茵河全区与多瑙河上游地区之间的防卫线，是希望在对达其亚族投入战力之际，可以完全拋开后顾之忧。当罗马军集中战力於多瑙河中游至下游地区之际，位置偏远且防卫力薄弱的莱茵河下游地区，常常会成为蛮族入侵的标的，这是任何人都想的到的事。





图密善皇帝是个冷静且心思慎密的统治者，战略上颇具先见之明，致命的弱点是缺乏实战经验。在他应当展开军团见习之际，却因为遇上尼禄死后的内战而不得不取消。就连父亲维斯帕先即位，政局安定之后，曾经历过军团千锤百鍊的维斯帕先，不知为何就是没有给次男图密善体验军务的机会。图密善身为哥哥提图斯之后的皇位继任者，或许被父亲认为他不适合接任大队长或军团长吧！不过，正因为如此，十九岁到三十岁这段最适合体验军团生活的时期，图密善接受了完整的帝王教育。而且，哥哥提图斯皇帝又死的早，结果才三十岁就当上了罗马全军的总司令官。

就算缺乏军团经验，但若天赋异禀的话，缺陷也是可以弥补的。而且即使没有军事长才，也可以仿效奥古斯都重用阿古力巴的作法，只要拔擢适当人才再委以重任即可。活跃於不列颠（Britannia）前线的阿古力克拉（Agricola）就是个不错的人才。不过，图密善或许是因为缺乏实际军务经验，对军团生活的憧憬比任何人都强烈，而且还一直认为自己拥有军事上的才能。

图密善建设「日耳曼长城」的功绩的确不容否认，只不过由他与达其亚族之间的战役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完全不具军事长才。

第一，他总是慢半拍。亦即，他从未掌握过战役的主导权。第二，二名现场总指挥居然都战死沙场，足以证明他在没有任何明确战略的状况之下，就让军队冲入战场，很容易陷入一阵混战。

第三，他太轻忽达其亚族的实力。於是对战力的集中投入有些漫不经心，最后以二胜二败收场，落得明知万般情势日趋恶化，却不得不与达其亚族簽订耻辱的和平协定。

图拉真虽然与图密善年龄相仿，但却拥有丰富的军旅经验，他应该已经注意到图密善的缺点了。而且，罗马优秀的武将对于投入比敌军再多的战力也不会有任何迟疑。集中投入大量战力可以尽早结束战争，反而比较划算。这不只可以节省军事费用，战争状态拖的愈长，势必愈会引起战场附近居民的不满，如果能够尽早解决，也可以消弭这些居民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有「罗马军是靠补给站取胜」的说法。

所谓「补给站」（Logistic），依据字典的解释，系指在战场后方负责所有粮食、武器等军需品的补给与输送。为了使这方面更为完备，战场附近居民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

图拉真决定投入图密善时代的两倍战力来对付达其亚族。不过，一旦这么做，多瑙河防卫线的现有战力将会完全不足，必须向紧邻的莱茵河防卫线借用兵力。为了在减少一半战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好防卫工作，他决定优先建构莱茵河防卫系统。

在图拉真统治的第一年，也就是西元98年，大部份时间都在莱茵河沿岸度过。就在那一年的冬天，他移师多瑙河沿岸，悄悄指挥重新开战的準备。尼禄皇帝时代的名将科普洛曾说过「罗马军是靠洋镐来取胜的」。罗马军队中并没有专业的工兵队，军团兵全员不但都是土木工程的技师，也都是工人。

至於图拉真在西元98年冬天到隔年夏天於多瑙河一带所进行的「工作」，似乎是将图密善已经建造的，包含了圆形竞技场和大浴场的永久军团基地，以街道和桥梁加以集成。罗马人习惯在战争开打前先整备通往战场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令人好奇难道他们没有想到倘若吃了败仗，反倒有利敌军追击吗？但在权衡之下，他们还是以自己军队容易进击为优先考量。追溯此时期土木事业的遗迹，可以看出日后图拉真兴建的土木工程的特色。如果有山崖阻挡在前，绝不会因此而转弯，而是将山崖剷平。不只是图拉真而已，这是所有罗马人进行土木工程时的特色。看来这位行省出身者，或许比土生土长的罗马人还具有罗马人的特性。

图拉真当上皇帝后首次回到首都罗马是在西元99年夏天结束之后。




暂时返回首都



从多瑙河朝罗马的方向前进，也就是穿过现在的南斯拉夫与波斯尼亚·赫泽哥维纳（Bosnia-Herzegovina），到达亚德里亚海（Adriadic），经过一天的海路后，登上义大利中部的海港安科纳（Ancona），之后再沿着海岸线南下，通过奥雷里亚（Valeria）大道，最后抵达罗马。这是一般认为当上皇帝后首次返回首都的图拉真可能走的路线。虽然只是猜测，因为史料上遗漏了这一部份，但是如果上述推测没有错的话，他应该是从东边进入罗马。由于历代皇帝的努力，除了海路以外，整段路程都是完全铺设好的罗马式街道。若提到距离，则相当於从罗马穿过法国到伦敦的一半距离。当时罗马的领导阶层相信多瑙河防卫线的去向可决定帝国的安全保障，这只要看地图就可以理解。从罗马到贝尔格莱德的距离便比罗马到巴黎还近。罗马时代，地图上的距离大概便是实际上的距离。如果是在现代，由于西欧与巴尔干地方（Balkan）的道路网之充实度有一段落差，从罗马到巴黎所需时间比从罗马到贝尔格莱德还要短，但在罗马时代，街道网平均遍布这二个地方，完全没有密度的差距。

从东边进入首都的图拉真皇帝，身旁聚集了许多想要争睹其风采的民众列队欢迎。一般庶民可能无法理解图拉真花费将近二年时间从事的「準备」，他们对图拉真的关心只不过是出自於好奇心而已。

第一，图拉真是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皇帝。

第二，过去几乎都是在行省执行勤务的图拉真，在首都罗马是个不为人知的「面孔」。

第三，在登上皇位之后的一年半当中，他不曾在首都出现过。

元老院议员也对图拉真充满好奇心，因此全员一同前来迎接他。先帝涅尔瓦指名图拉真为继任者，以及涅尔瓦死后图拉真即位，这两件事都得到了元老院的承认。不过，元老院议员如果只是想要亲眼目睹这位行省出身者即位后的模样，那就和首都的庶民没有两样了。

图拉真在城门前下马。他的穿着完全符合身为罗马全军之长的皇帝身份，在白色短衣上穿戴着银色闪亮的钢铁制胸甲，肩上披着随风飘扬的红色披风。大家都以为他会骑着马进入首都，他却徒步走进罗马。如果他和奥古斯都一样个子较小的话一定会被人群所淹没的，还好图拉真个子很高，体格壮硕，在人群之中，他整整高出大家一个头。






罗马将军的军装




不知道一般庶民对这个皇帝有什么看法。或许以威风凜凜的马上英姿进入首都比较能够满足他们。不过，包括史学家塔西图斯在内的元老院议员都对图拉真这个举动表示好感。





与罗马公民并列帝国二大主权者的元老院议员，并非透过选举产生，而是任期终身，尽管如此，元老院算是立法机构，类似现代国家的国会。此外，国家大部份的要职都是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称之「光荣资历」的公职，诸如会计监察官、法务官、执政官，也在进入帝政时代之后，以元老院内的选举来决定。图拉真也是因为得到元老院议员们的投票支持，才得以累积「光荣资历」。也就是说，在二年前被涅尔瓦指名为继任者之前的图拉真，只不过是六百位元老院议员中的一人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当他成为最高权力者返回首都之际，没有选择骑在马上，而是改以与元老院议员一样的徒步方式进入首都。他的年纪大约介于所有议员的中生代，也就是四十到五十岁。就连赞成共和政治的塔西图斯都认为，要有效率的统治广大的帝国，最好将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看来罗马人对帝政这个政体已经有了共识。不过若顾及到这些在共和时代权倾一时的政治人物的感受，皇帝对元老院议员的态度还是不能怠慢。

以皇帝的身份开始首都生活的图拉真，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很重视对元老院议员的态度。

首先，没有必要兴建华丽的皇宫等。因为图密善皇帝利用帕拉提诺山丘（Palatinc Hill）的一半土地兴建的美丽且机能优良的皇宫中，已经包括了官邸与公邸，另外也可以使用图密善之前兴建的別邸，如此即已足够。如果想要感受清凉山风的吹拂，就到阿尔巴的山庄，如果想要看海，就到奇尔杰奥（Circeo）的別邸。图拉真自己兴建的別邸就只有奇维达威奇亚一个而已，这个建筑物并不特別豪华，而且是在他晩年为了实现当地的海港化所兴建的。

在皇宫举办的晩会也相当朴实，所有属于元老院阶级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办到，让受邀的元老院议员感到非常惊讶。图拉真在私生活方面的花费相当少，是少见的节俭皇帝。

妻子普罗提娜因为出身於法国南部的尼姆（Nimes），所以也是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皇后。虽然极富涵养，而且贤慧聪颖，但因为她长得并不美，装扮也不华丽，并不会令人既羨慕又嫉妒。当上皇后之后，地位便在元老院夫人们之上，但女人有一种共通的特性，她们虽然会对同性的美貌和财富感到羨慕或嫉妒，但却不会去羨慕或嫉妒同性的涵养和聪慧。

图拉真依旧维持他一贯的徒步风格，外出时不喜欢利用轿子。如果目的地在市内的话，无论距离多远他还是选择徒步。在朱利斯·凯撒制定的法规当中，在城市中只有已婚妇女可以乘坐轿子，也有许多皇帝外出时不喜欢被人群注意而经常利用轿子。诸如台伯留、图密善等皇帝都很喜欢乘坐轿子，或许这也是这二位皇帝风评不佳的理由之一吧！

元老院会议除非是紧急事项，一般是每个月召开二次，而图拉真每次务必出席。当担任议长的执政官入场时，所有议员都会起立迎接，这是长久以来的惯例，而图拉真也将这个惯例视为理所当然，和其他议员一同起立。而且他很少中途离席，这种勤奋的态度表现的相当彻底。

在元老院内进行讨论时，图拉真的「徒步风格」依然没有改变。完全看不到高傲的态度，就算是冗长的演说他也耐著性子仔细聆听。不过，当他发言时却很清楚简洁，不会拖泥带水。对图拉真而言，并没有塔西图斯和小葡里尼斯的律师经验。亦即，他不擅长以华丽的辩论术来博得满堂彩。尽管如此，也是元老院议员的小葡里尼斯表示，「图拉真使用的话语中包含着真实性，强而有力的声音、充满威严的表情以及率直诚实的眼光」，让在场的议员都听的相当入神。

这样的图拉真在元老院议员的面前向他们保证，绝对不会以叛国罪将元老院议员处以死罪。他也完美的遵守住这个承诺。在他统治的二十年当中，没有一名议员被处死或被判流放罪。

其实所谓的「叛国罪」是在反叛皇帝时会被冠上的罪名，之所以让元老院议员如此害怕的理由是，就算没有企图反叛或谋杀，只要与皇帝意见不一致就很容易会被冠上此一罪名。也就是说，过去有不少皇帝借着「叛国罪」来肃清元老院内反皇帝派人士。台伯留皇帝在他统治末期实施的恐怖政治相当有名，而图密善皇帝也曾於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实施过这种恐怖政治，让与图拉真同一时代的塔西图斯怒气难消，这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像这样的恐怖回忆想要遗忘都很难。

不过，图拉真的优点并不是只有公正、诚恳而已。在他二十年的统治期间中，只担任过三次执政官，结果让元老院议员得到许多担任执政官（称之为「光荣资历」的顶点）的机会。此外，图拉真也活用「备位执政官」制度，亦即每年1月1日就任的「正规执政官」如果在任期中途辞职，可以由「备位执政官」来补缺。结果让拥有执政官经验的元老院议员的人数增加许多，如此一来，理所当然提高了元老院对图拉真的好感。

不过，执政官本身所代表的意义也有所改变。在共和政治时代，望文生义，执政官系指「执政」的最高责任者。进入帝政时代后，执政的最高责任者变成了皇帝。然而，初代皇帝奥古斯都为了排除元老院对树立帝政的反感，亲自担任过无数次的执政官，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共和政治，其实骨子里执行的却是帝政。若不希望像朱利斯·凯撒一样被谋杀，也只好选择此种作法。因为布鲁图斯（Bratus,暗杀凯撒之人）虽然已经死去，并不代表不再有人怀念共和政治时代。

担任过好几次执政官的皇帝还有维斯帕先。奥古斯都创建的「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的皇统在尼禄皇帝一代结束，其后维斯帕先创建了「弗拉维斯王朝」，就这点而言，维斯帕先的立场和奥古斯都相同，都是某个王朝的始祖。他们必须不断担任执政官来宣示与元老院的一体感。而图密善皇帝在弗拉维斯王朝稳定之后，还继续承袭其父亲的作法，这可说是他犯下的错误之一。

不过，图拉真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没有子嗣，所以没有必要创建「乌鲁庇斯王朝」。所以他认为如果可以借由大量增加执政官来博得元老院的好感，又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大量增加执政官也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

偌大的罗马帝国经常需要有「人」来帮助皇帝处理国务。随着帝国统治的各项制度逐渐完备，对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特別是在罗马，於担任要职的元老院议员当中，有所谓的「执政官阶级」（consulares）,系指当过执政官的人。当执政官阶级担任某项议题的负责人时，就可看出国家对处理该问题的认真度。也就是说，如果「执政官阶级」担任的是天灾后对策的负责人时，就代表国家希望进行根本的治水工程，而不是只有研拟洪水对策而已。




古罗马的「君王论」



拜图拉真之赐当上执政官的小葡里尼斯，在西元100年9月於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主题为「对图拉真之颂词」，其内容主要是对图拉真赐给他担任执政官的机会表达感谢之意。他就职时间是在9月而不是1月，代表年纪四十岁左右的小葡里尼斯被选上的并非正规执政官，而是备位执政官。

此外，这篇「颂词」长到让人不得不承认他当上律师是理所当然的，要把颂词全部唸完，必须要有和图拉真一样的耐性才行。颂词内容不但很长，而且不断重复对图密善皇帝的批评以及对图拉真皇帝的赞扬，我们可由此了解到，这个优秀的元老院议员（小葡里尼斯的人格相当崇高）对于皇帝应有的表现，思考的相当透彻。也就是说，「对图拉真之颂词」正是古罗马人的「君王论」。以下仅摘录出其中的要点。





对于图拉真就任皇帝，小葡里尼斯强调「图拉真并非靠血缘，先帝涅尔瓦收他为养子的理由是器重他的力量，并不是图拉真个人野心产生的结果」。

为了避免政局不安而接受世袭制的罗马人，却又经常对世袭制抱持著怀疑态度。此外，反对领导者个人的野心、私欲的用心，是不是也令人联想到某个国家的「与其选择想出头的人，倒不如选择想让他出头的人」的作法呢？

小葡里尼斯接着提到，所谓罗马皇帝系指「元老院与罗马公民、军队、行省、同盟国构成的帝国之唯一统治者」，其目的是「保障帝国全员的自由、繁荣与安定」。另外又说「被赋予我们所有统治权的皇帝必须从我们之中选出」。这一句话用拉丁语的原文来表示就是“Imperaturus omnibus eligi debet ex omnibus.”对于经历过启蒙主义的近代西欧国家的为政者们来说，这是「应该经常放在心上的事」。即使在大英帝国下议院的议场中，若脱口说出这句拉丁语，任何在场者都是一听就懂，可见这是一句多么有力的名言。





有关法治国家皇帝的权力，小葡里尼斯对着一向坐在他前面的图拉真如此说道。

「我知道你并不希望拥有超越我们元老院议员的权力，但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拥有这种权力」。他接着说「所谓皇帝并非位于法律之上的存在，而是法律站在皇帝之上」。

这听起来不无道理，罗马皇帝在就任之际，必须在执政官面前宣誓对法律的忠诚，这是一项惯例。而且同样的宣誓要进行两次。第二次是站在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的讲台上对着群集的罗马公民宣誓。

至於得到莫大权力的皇帝应有什么表现呢？对此问题小葡里尼斯有以下见解。「皇帝并不是主人，而是一位父亲；皇帝并不是专制君主，而是公民中之一人」。此外，有关皇帝的个性他也提到，「在爽朗的同时也必须很认真，在纯朴的同时也必须具有威严，在坦率的同时也必须具有堂堂正正的气势」。

如此一来岂不成了超人。或许罗马人认为身为最高权力者就必须拥有超人的个性吧！顺带一提，罗马历代皇帝接受最初赋予朱利斯·凯撒的「国父」（Pater Patriae）称号，这已成为惯例。图拉真在返回首都之际，也接受了这个称号。不过，近代国家视此种想法为「温情主义」、「家长主义」，一般人都认为已经过时而拒绝接受，在日本经济鼎盛时期对企业的批评之一便是企业经营者的「温情主义」、「家长主义」想法。





其次，小葡里尼斯针对与元老院并列罗马帝国二大主权者之一的罗马公民也有他的看法。小葡里尼斯对图拉真表示「你被赋予的统治权应该用来维护国家利益，而国家为全体公民所有。因此，皇帝有义务倾听公民的声音」。

以下是有关继图拉真之后上任的皇帝哈德良（Hadrianus）的轶闻。哈德良为了举行祭礼，在前往神殿途中被一位女子叫住。这位女子为了向皇帝陈情，一直在路边守候皇帝到来。不过，哈德良却对她说「我现在没空」，便将她拋在身后準备离去。结果这位女子在他背后大叫，「你没有权利做我们的统治者」。

结果哈德良皇帝只好回过身来聆听这名女子的陈情。





不过，人类是一种无论贫富差距都对实利很敏感的动物。小葡里尼斯的「君王论」也不例外的提到与金钱相关的论述。其一便是由涅尔瓦开始，图拉真承袭的皇帝资产的用法，小葡里尼斯对此用法给予高度评价。

他指出「皇帝的资产可以让我们像是共同财产般的使用，另一方面，我们个人的私有财产也可以完全得到保障」。

罗马的岁入可大分为二种，其一是来自「元老院行省」的行省诸稅，此稅纳入国库。其二是来自「皇帝行省」的行省稅，此稅纳入皇帝名下。这是初代皇帝奥古斯都创立的制度。之所以创立此制度，是因为当时除了埃及以外的皇帝管辖行省全都位在边境，防卫相关费用居高不下。但是，这却极可能成为公私不分的温床，因而招致不少批评。原本是国家的资产，但却拿来当作私有财产般浪费。如果是用在竞技场或澡堂等公共设施方面还好，但若用在兴建豪华別邸等方面，招致责难就在所难免了。涅尔瓦皇帝在先帝图密善兴建的壮丽的帕拉提诺皇宫前，掛上了刻有“Villa Publica”（公共庄园）的石板，大门随时敞开。当然，图拉真并不希望重蹈图密善风评不佳之覆辙，因此在他统治时期依然悬挂着该石板。





罗马公民则由于负担军务，不须缴行省稅，唯一的直接稅只有继承稅。

当初设立此稅的奥古斯都皇帝主要是认为，连没有担任军务的罗马公民都免稅未免有失公平，因而课征继承稅用来作为罗马军服役期满的退职金，为一项特定的稅。而且稅率为5%，免稅对象是六等亲之内的血亲。

不过，罗马人也会逃稅。有不少人设法当他人的养子以列入六等亲之内，图密善皇帝便规定无论是谁都不得免除此稅，这似乎是图密善一意孤行的决定。

在图密善遇害之后即位的涅尔瓦皇帝又重新规定，亲子间的遗产继承可以全额免稅。此外，如果是在二万塞斯泰契斯（Sesterius）铜币以内的话，无论是谁继承都可以全额免稅。小葡里尼斯认为这也是图拉真应该承袭的政策之一。理由是「罗马公民权应该是一项具魅力的权利，失去亲人已经很痛苦了，不应该再使其承受失去资产的痛苦」。真想将这番话说给各国的稅务负责人听听。





皇帝拥有统治权的阶层，除了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之外，接着就是军队。小葡里尼斯以赞扬图拉真在过去军团内的表现，来说明军队与皇帝之间应有的相处模式。图拉真深获士兵们的敬爱，主要是因为他的亲和作风。

「士兵们和你一同忍受饥渴，即使是在演习时（罗马军演习的认真度据说超越实战），你也加入士兵当中一同练习，你和身后的骑兵在飞扬的麈土中一同流汗。如果在士兵之中你最为耀眼突出，那是因为你身为士兵的卓越与勇敢所致。掷枪训练时你比任何人都掷的正确，当长枪掷向你时，你比任何人都躲避的快。对你的铠甲和盾牌猛力刺过来的士兵，你会给予赞赏，绝不会动怒。你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也是一名司令官。你会检查士兵们的武器，命令他们更换不适当的武器，如果有某名士兵背负的配备太重时，你会替他分担。你对于病人和伤兵会设身处地给他们照料。而且你会一直等到旗下所有士兵的总检查结束后，才会回到帐篷中，当全体士兵都休息后，才允许自己休息。」

不过，小葡里尼斯也对这样的图拉真给予忠告：「战争不足为惧，但战火不应由我方挑起。」用拉丁语来表示的话，便是“Non times bella nec provocas.”这是现代士官学校必定传授的一句名言。





那么，在军队之后，小葡里尼斯对于皇帝对行省应有的态度又有什么论述呢？他对图拉真强调「就算是行省人民，也是属于罗马人的一部份」。他也提到「因为上天并非均等的散播恩泽至各处，因此支援需要帮助的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包括这些行省在内，罗马帝国的现状是「贸易结合西方与东方，因此居住在帝国内的所有民族现在对于自己生产、可出口的物产，以及没有生产、需要仰赖进口的物产是什么都很清楚」。

这表示罗马帝国曾经是网罗现代的欧洲、北非与中近东的一大经济圈。而守护此经济圈是皇帝最大的责任义务，这是小葡里尼斯等当时罗马具知性、社会性、经济性的上层人士认定的君主像。





人类其实是一种很难掌握的动物，并非风评好就持续，风评不佳就放弃，事情即可圆满解决。因为风评好而持续时，却发现人们已经厌倦；因为风评不佳而放弃，采取相反的政治立场时，以往大肆批评的人士却又渐渐发现该政策的必要性，希望重新恢复此政策，诸如上述提到的现象屡见不鲜。

涅尔瓦正因为是五大贤帝中最早的一位皇帝，尽管只有不满一年半的短暂任期，却实施了许多德政。然而，太过在意先帝图密善的作为却成了他统治时期的一大败笔。

图密善是个相当严格的行政者，经常留意行省总督的行动，而涅尔瓦为了避免招致元老院的批评，废除了此项作法。结果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进入图拉真时代后，行省人民告发总督不法行为的官司日渐增加。因为任期中不允许人民提出告诉，因此大家都等到总督任期届满后才提出告诉。元老院议员兼律师的塔西图斯与小葡里尼斯等人，如果接受人民的请求，就担任检察官，如果站在前总督辩护人的立场，就成为律师。就算他们曾经严厉批评过图密善，也不得不承认对行省总督放任不管的后果。无论如何，大部份的官司最后胜诉的都是行省人民。

由于图拉真并非与元老院一样反对图密善，因而更体认到放任行省总督造成的弊害。而他熟知行省统治的好坏会决定帝国整体的命运，这一点和图密善的看法一致。

「元老院行省」并不属于皇帝的管辖范围。派遣至这些行省的总督也是由元老院内具执政官资历者当中相互推举选出。另一方面，皇帝掌有派遣至「皇帝行省」的总督之任命权。

图密善不分皇帝行省或元老院行省，对所有总督均严加管束，而从图密善被暗杀时的年龄开始就任皇帝的图拉真，虽然同样采用严加管束的方式，但作法相当巧妙。如果行省人民的告发相当频繁、需要经常监视的行省是属于元老院行省的场合，图拉真便暂时将该行省编入皇帝行省中。如此一来便属于皇帝管辖范围，皇帝可任命适当人才来重新整顿该行省，以恢复清廉政治。




空洞化对策



此外，图拉真还将触角伸入图密善未涉足的地方。在元老院的议场中，图拉真以「包含着真实性的话语、强而有力的声音、充满威严的表情以及率直诚实的眼光」，请求议员们通过一项法案。亦即身为罗马社会领导阶层的元老院议员，至少必须将资产的三分之一投资到本国义大利的法案。

当时的主要产业要算是农业，本国义大利的农业在朱利斯·凯撒为了振兴自耕农而制定「农地法」之后，成为以中小自耕农居多的结构。这群自耕农都拥有罗马公民权，因此也都是选民。不过，没有适用这项法律的行省则以大农园形式为主要结构。感觉上本国义大利像是中小企业社会，行省则像是大企业社会。随着此种差距日渐显著，身为资产家的元老院阶级，其投资对象流向行省是理所当然的趋势。因为投资大企业比较安全且收益高。而罗马和平（Pax Romana）根深蒂固之后，本国与行省的安全度差异愈来愈小。此外，行省出身的元老院议员人数不断增加也强化了此种倾向。甚至还有议员夸口自己只在本国义大利购置位于首都罗马的住家与海边的別墅，其余资产全都投资到行省。如果一直坐视此种情形不管，帝国中枢的本国义大利势必出现明显的空洞化现象。

图拉真提出此法案的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此种现象日趋恶化。之所以规定为三分之一，是因为这样比较实际。如果规定为所有资产的话，一定会有议员想办法钻法律漏洞，纵然定出法律但却形同虚设。若是三分之一的话，议员们较能够接受，因此这项法案很快就通过，而且尽速付诸实施。小葡里尼斯遗留下的信札之一提到，本国义大利的大农耕地（包括主人用的宅第以及农业生产所需的农地和农民住所、作业场地等）的价值向上攀升。因为图拉真制定此法，可以想像有不少元老院议员不得不将对行省投资的一部份撤回本国投资。而且投资本国农业，还可享有优惠利率。

健全发展本国义大利的农业才是维持帝国中枢的最佳良方，即使是被断定为昏君的皇帝们也是这么认为。因为这些皇帝的恩泽，使得义大利的中小自耕农获益匪浅。恩泽之一便是利率上的优惠措施。一般金融机构的年放款利率为12%，而堪称「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的国营机构只需要5%。就算是大农园，如果是在本国，还是可享受6%的优惠利率。无论哪一种情形，即使需要担保品质押，但因为没有规定本金的返还期间，实际上就好像是每年缴纳5~6%利息的永久借款一样。




育英资金



图拉真为了防止本国空洞化所提出的对策还有一项，就是称之为“Alimenta”的法律，可将此视为当时罗马人为了培育下一代所设的基金。用现代的说法来解释的话，便是「育英资金制度」。

此种制度在图拉真之前的时代并不是没有。个人规模的部份，其实已经运作的很好。

尼禄皇帝的时代，出生于拿坡里附近的小城镇亚提那的艾尔维斯，就捐赠了四十万塞斯泰契斯铜币当作故乡亚提那的振兴基金。获得这项捐赠的市议会，必须将运用此基金得到的收益，拨给结婚后居住在亚提那的每位年轻人一千塞斯泰契斯铜币当作补助金，此为获赠条件。

此外，图密善皇帝时期，祖先代代家世显赫、并热心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义务（称作「贵族应尽的义务」noblesse oblige）的小葡里尼斯，不仅捐赠神殿与图书馆给位于义大利北方科摩湖（Como Lake）畔的故乡，也没忘却培育下一代的责任，捐出了价值百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的土地给科摩市。条件是科摩市政府必须将每年预计会有的三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的收益，用来当作贫困家庭子弟成人之前的育英资金。顺带一提，3%的收益率在当时算是很低，因此，小葡里尼斯捐赠的土地很可能是当时罗马人认为较不具风险，但收益率也低的投资标的——森林地带。

案例说明到此为止，总之，图拉真皇帝时代展开的空洞化对策之一，便是将上述育英制度拟为国策。





罗马帝国为了振兴本国义大利的农业而设立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资金来源并非国库的岁入（Erarium）,而是皇帝的岁入（Fiscus）。图拉真决定将其利息收入当作育英资金的财源。方法是利息收益不经过「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而是直接转入需要支付利息者的农地所在之地方政府。由于每年5%的低利率形成永久借款的比例很高，因此也可以将转入地方政府的利息当作一项定期且恒常性的收入。如果作为育英资金的财源，不但金额稳定，每年转入的模式也很理想。

在图拉真制定的「育英资金法」当中规定，接受援助的资格至成年为止，其金额也有如下规定。

嫡系的男子——每月十六塞斯泰契斯铜币

嫡系的女子——每月十二塞斯泰契斯铜币

庶出的男子——每月十二塞斯泰契斯铜币

庶出的女子——每月十塞斯泰契斯铜币





男子成年系指十七岁，女子则是十四岁。罗马时代的育英资金虽然是分期支付，但成年后并不要求归还。顺带一提，这个时代军团兵的月薪为七十五塞斯泰契斯铜币。

此外，虽然现代的女权论者可能会批评男女援助金额的差別待遇，但在一千九百年前，光是将女子纳入就已经很进步了。再者，连庶出子女（妾生子女）都有补助也是一项划时代的作法。基督教时代只承认在神前发誓正式结婚后所生之子，那还是罗马时代之后的事，至於基督教国家承认庶子也可以继承遗产更是近来之事。





图拉真为了培育下一代而制定、实施的这项法律，其直接受益者并不只限於居住在本国的贫困家庭。

理由之一是，利用自己支付的利息来帮助自己居住地的贫困小孩，农民们也会心甘情愿的支付。

理由之二是，委托实施的地方政府会奋力为此奔走。「育英资金法」虽然规定每人每月的补助金额，但并没有规定接受补助的人数。因为财源来自利息收入，所以有些地方政府的补助金额会很少。虽然如此，但需要援助的贫困家庭小孩的人数，并不会和财源金额成比例。不过，尽量让更多小孩受惠於此项法律是皇帝的愿望。因此，利息收入少的地方政府便会努力向小葡里尼斯等资产家游说，请他们补足不够的金额。

如此一来，即可将个人层次的育英制度和国家层次的育英制度以一种理想的形式集成起来。而此法也对义大利本国生育率降低的现象发挥了改善效果，这也是图拉真当初立法时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因为所谓的空洞化基本上是由人数减少所引起的。

到底全义大利有多少人成为「育英资金法」的受益者，由于史料中遗漏了这一部份，至今依然不明。不过，维雷亚的状况倒是可以掌握。所谓维雷亚，是位于北义大利主要都市之一比千都（Piacenza）近郊的小城市，据说此城市总共有十八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成为「育英资金制度」的受益者。

此外，有些地方根本无法期待高额的利息收入，就连农地少的首都罗马也是一样。虽然如此，罗马正因为是大都市，贫困家庭数也相对较多。因此图拉真便修订「小麦法」中免费提供给贫民每月三十公斤的小麦之规定，使其也适用于贫困家庭的子弟。原本只有成年后的公民才拥有免费得到小麦的权利，图拉真将其资格降低十岁。根据小葡里尼斯的说法，可以得到主食小麦的贫困家庭的子弟高达五千人。





决定元老院议员应该将资产的三分之一投资到本国之法律，以及援助贫困家庭子弟的「育英资金法」，姑且不论立法者图拉真本身是否注意到，上述二法其实还产生了另一项不容忽视的效果。

当时在六百名元老院议员中行省出身者所佔比例，已经进入有增无减的时代，甚至还出现了行省出身的皇帝。本国出身的议员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位行省出身的皇帝。他们担心行省出身的图拉真即位之后，一定会将帝国的中心移出罗马，甚至离开义大利，然后迁到自己的出生地西班牙。由于图拉真制定了上述二法，亦即促进本国活性化的政策，表示他相当重视本国义大利，也让这些怀疑他的议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图拉真本身或许也意识到有必要扫除议员们的不安。他在即位之后从未回去访问过故乡，甚至没有踏进伊比利半岛半步。就连故乡义大利加，图拉真也没有在当地建造过任何一座神殿。现代留下遗迹的神殿等公共建筑物都是在图拉真死后建造的。

不过，图拉真制定上述二法，特別是「育英资金法」，其目的并非为了明显拉开本国与行省间的落差，更不是为了讨好本国出身的元老院议员。图拉真是希望让本国义大利成为行省的典范。让首都罗马的街景成为行省各都市街景的典范，让义大利的地方政府机制成为行省各都市政府机制的典范。

虽然如此，这二项法律之立法目的还是有些微不同。元老院议员必须将资产的三分之一投资到本国义大利的法律，其目的是希望加强领导阶层对本国的关心。因为人一旦花自己的钱投资，一定会认真关心其投资地的盛衰。

至於育英制度，图拉真衷心希望能够普及到行省。他不只在奥雷斯金币上刻有皇帝与孩童的图案，也将此图案刻在已广泛普及的日常货币「狄纳利斯银币」和「塞斯泰契斯铜币」上。希腊和迦太基时代的货币与罗马时代的货币之间的差异在于，罗马时代的货币上刻有较多的图案与文字，这是因为罗马的为政者活用货币作为良好的宣传媒体。拜此之赐，罗马的货币成为后世研究学者的一级史料，而图拉真也是充分实践罗马式货币活用法的一人。






刻有皇帝与孩童图案的金币




在图拉真统治的时代里，从首都甚至到行省同时有为数众多的公共工程在进行著。自西元99年秋天到101年春天一直待在首都的图拉真，几乎不见他在公共工程方面的活跃动作。因为此时期有其他事情占据他的时间，另一方面，此时期的罗马也不太需要公共工程。

图密善是一位热中公共工程的皇帝，因此当他遇害之际，也有好几项工程正在进行著。这些工程都在涅尔瓦皇帝的时代完成。也因为图密善被处以「记录抹煞刑」，公共集会广场（Forum）和台伯河（Tiber）沿岸兴建的大仓库都被冠上涅尔瓦的名字。与现代人不同的是，罗马人进行工程的脚步很快，即使如此，这些大建筑物绝不可能是在一年左右之内完工的。所以开工应该是在图密善皇帝时代，这也表示首都罗马的居民住在工地附近的生活持续了很久。

依据朱利斯·凯撒制定的「交通堵塞缓和法」中规定，禁止货车於白天通过首都罗马。不过，公共建筑物的工程用货车则不在此限。

罗马是一个百万人口的都市。有些学者认为图拉真皇帝时代的人口更多。在市中心势必免不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在人潮熙来攘往之下，载满沉重石材的货车队夹带着车轮嘈杂的声音缓缓通过。就算当时的街道已铺设完成，但这个时代还没有橡胶制的轮胎，光是载运工程用资材的货车行驶在路上，其噪音之大就已令人无法忍受。姑且不论街道将会变得多美、多壮丽，对居民而言，总是希望早日回到远离喧嚣的日子。因为并非每个人都买的起郊外的別墅。





与图拉真同时代的小亚细亚出身的希腊人狄奥·克里索斯汤姆斯（Dio Chrysostomus）提出罗马皇帝的三大责任义务。一是安全保障（外交），二是治理国内事务（内政），三是充实社会资本。图拉真比任何人都强烈意识到皇帝的责任义务，他不可能对基础建设的整建毫不关心。事实上，之后他还抢先推动多项公共工程。不过，无论他的意愿多强，没有建筑技师的协助，理想终究无法实现。因此，在西元100年的当时，大多数的工程师都被派往多瑙河前线。





由于图拉真与达其亚族重新开战的决心十分坚定，因此必须做好万全的準备。光是他决定投入的战力就比图密善时期多出三倍。除了负责多瑙河中游到下游前线的七个军团之外，也对莱茵河防卫线上驻扎在温提修的第十一克劳狄亚军团，以及驻扎在波昂（Bonn）的第一米勒华军团发出移动命令。此外，也重新编制训练第二杜莱亚那军团与第三十乌鲁庇亚军团。另一方面，除了上述战力之外，由于莱茵河前线和幼发拉底河前线也要全面投入战争，光是主战力的罗马军团兵就高达八万名。而且罗马兵经常都会搭配非主战力的辅助部队和特殊技能部队一同作战。包括喜欢半裸体打仗的日耳曼兵，於战场上依然身著东方式长衣的东洋弓兵，而向来以猛攻著称的北非则派出茅利塔尼亚（Mauritania）出身的骑兵，总之，多国籍、军装多彩多姿便是罗马军的注册商标。在各种语言交会下，身著华丽军装的近卫军团列队走过。罗马的军队就好比是一幅罗马帝国的缩图。






身著各式各样军装的罗马军（取自「图拉真圆柱」）




图拉真将现场所有準备工作都交给利希纽斯·苏拉（Licinius Sulla）负责。在西元99年夏天图拉真返回首都后继续留在前线，负责指挥所有準备的便是苏拉。他与图拉真不但同年，而且是同乡，两人一同累积不少军团资历，他可说是图拉真的知心朋友，也是他最为信赖的人。

不过，纵然有了万全準备，但还不到可以进攻的时机。小葡里尼斯曾当著图拉真的面给过他这样的忠告：「战争不足为惧，但战火不应由我方挑起。」而且，图密善皇帝与达其亚王德赛巴拉斯簽订的和平协定依然存在。因此，必须等到达其亚族违反协定。亦即，罗马军只能等待达其亚族先出手方可进攻。就在此时，据说有一部份达其亚兵不畏惧多瑙河对岸集结的大军而采取莽撞的行动。此消息很快就传到首都罗马。当适合远征的春天一到，图拉真便离开首都，赶赴前线。据说这一天是在西元101年3月25日。




达其亚问题



这个时代距离西元14年逝世的皇帝奥古斯都提出禁止继续扩大帝国版图的遗教已经过了九十个年头。所谓「禁止继续扩大」系指维持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这道国界，直到二代皇帝台伯留时代，才将国界确定延伸到撒哈拉沙漠。其后，四代皇帝克劳狄斯虽然征服了不列颠（现在的英格兰England和威尔斯Wales）,但这是朱利斯·凯撒已经征服过的地方，所以不能算是违反奥古斯都的遗教。除了征服不列颠之外，罗马帝国采取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为了维持帝国的防卫线或是镇压帝国内部的叛乱。

尽管达其亚战役是罗马帝国史上值得注意的大事，但有关图拉真皇帝发起的这场战役的详细经过却几乎无人知晓。这位没有让史学家慷慨激昂的贤帝，甚至没有人写过他的传记，而有关图拉真进攻达其亚的史料也仅留下以下三项而已。

一、据说是图拉真自己写下的著作《达其亚战记》（Commentarii dacii）

二、加西阿斯·狄奥（Cassius Dio）著的《罗马史》中有部份相关说明。

三、在称之为「图拉真圆柱」的战胜纪念碑上，刻有超过二百公尺长的浮雕，描绘战役的展开过程。

由于战场是在现在的罗马尼亚境内，因此帮助佐证这三项史料的考古学调查研究丝毫没有其他进展。





另一方面，罗马史相关人士一致盼望留存的《达其亚战记》，这部据说是图拉真仿照朱利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写下的著作，除了日后他人引用的一行字之外，业已完全损毁。

至於在一千九百年后的现代，依然伫立原址的「图拉真圆柱」，虽说若想近距离的追溯浮雕上的每个场面，大可到位于罗马郊外的艾乌尔城（Eur）的罗马文明博物馆，里面有精巧的仿制品可供参观。然而，这部用凿子而非用笔来记述的《达其亚战记》还是有缺陷。尽管全长二百公尺以上，场面数多达一百四十个，但和文章传递的资讯量和正确性相比，终究遥不可及。何以得知罗马人重写实的证据是，刻在白色大理石浮雕上的士兵们手上拿的长枪与剑全都是铜制的。虽然在帝国灭亡后，铜制的长枪与剑都被拔下来熔解，重新制作成其他物品，但当年这些浮雕的逼真度，想必令人惊叹。「图拉真圆柱」不只是历史上的史料而已，更是罗马造形艺术的一大杰作。






图拉真圆柱




如上所述，要完整描述达其亚战役的经过的确不容易。让研究学者哭笑不得的是，即使读了这些专家的著作，也没有办法勾勒出达其亚战役的全貌。在掌握不充分的情况下，当然无法完整陈述。不过，在我开始注意图拉真圆柱上的场面后，好像可以大致掌握住这场战役的全貌。因此，以下我放弃依个人见解来整理这场战役的经过，而选择列记「圆柱」上各个场面的解说。若能够把各个场面的照片全都刊载出来当然最为理想，但因为考量到版面的关系，只能刊出数个场面的照片，还请各位读者见谅。




第一次达其亚战役



有关图拉真率领的罗马军是在西元101年春天从什么地点渡过多瑙河的问题，在加西阿斯·狄奥著的《罗马史》中完全没有提到。如前所述，图拉真的《达其亚战记》也只遗留下一行字：

“inde Berzobim，deinde Aizi processimus.”

这行字的意思是「我们的军队前进贝尔宙比斯！前进艾提斯！」

研究学者认为贝尔宙比斯就是现代罗马尼亚的雷西札（Resita），而艾提斯相当於现在的什么地方就没有人知道了。无论如何，罗马军的目的地应该就是达其亚族的根据地萨尔米泽特沙（现代亦沿用此名称），因此，为了攻进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北侧的这个根据地，罗马军一定得先通过山脉西侧，沿着多瑙河走，然后通过贝尔宙比斯，往东北方向前进。

如果真是如此，应该可以猜测到多瑙河的渡河地点可能是在距罗马军团基地（现在的贝尔格莱德）东方六十公里处的维纳契姆（现在的科斯特拉克）。也就是说，西元101年，罗马军在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的国境附近渡过多瑙河，然后一直朝东北方攻进罗马尼亚。在距离当时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军队进行的南斯拉夫空袭中，多瑙河上的桥有多数遭到破坏，而图拉真应该是从该破坏地稍微下游之处开始渡河，然后朝北方前进。

不过，虽然在军团基地或要塞上留置了不少防卫要员，但仍有超过十万名的大军要渡过船桥，如此将耗费过多的时间。此外，将如此壮观的大军聚集在同一处，然后耗费好几天来渡河，若就军事策略上来考量，实在不是个聪明的作法。所以便产生另一种有力的说法，当时他们很可能是分二头来渡河。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另一头又是在科斯特拉克以外的哪个地方呢？






达其亚与其周边（——表示现在的国境线）




距离被视为第一个渡河地点的科斯特拉克东方一百公里处，是多瑙河向北大蛇行的地带。西元98年到西元101年的战役準备期间，街道等的土木工程大都集中在这一带，现代都还看得到当时削平山崖造路的工程遗迹。这是利用第一次与第二次战役之间的空档时期建设完成的。最早将多瑙河北边与南边结合起来的石桥就是架设在这一带。第一次战役时期也曾经在此地并列船桥渡河，所以第二军的渡河地点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一带。倘若真是在此地渡河，那么可能是先朝北方前进，然后再於雷西札和第一军会师。

以下就来一窥「图拉真圆柱」的全貌。利用浮雕描绘出的达其亚战役是由圆柱下方往上呈螺旋状叙述，且利用小树木分隔各个故事的场面。与凯撒著的《高卢战记》省略前言单刀直入故事核心的作法类似，这部《达其亚战记》也是直接从多瑙河的岸边展开叙述。





（1）这里可看到面对多瑙河建立的监视用小型石造要塞。四周围着木栅，以作为双重保护，一旁是搭木栅用的圆木交错堆叠。稍高一点的堡垒，可以看到在最高处的平台上有火把突出，显然是紧急时用来传递讯息用的。要塞附近有全副武装的哨兵站立着。

（2）用木栅圈住的几座石造要塞的一区应该就是兵粮储藏库。葡萄酒桶堆积在船上。罗马兵用餐时永远不能缺少葡萄酒，只不过饮用时都会掺水。拜此之赐，罗马人无论征服的地区在何处，只要气候允许就会栽种葡萄。德国最具代表性的葡萄酒「摩泽尔（白）葡萄酒」（Moselle Wine）的产地就是在过去罗马帝国的国境内侧。

（3）接着换到下一个场面。看到的是大会堂，以及林立着高耸石造建筑物的城市。城门里有全副武装的罗马军团兵列队準备渡过船桥。多瑙河神露出半个身体静静眺望着正在渡河的罗马军，好像在默默给予他们祝福一样。

虽说是全副武装，但并不是战斗用装束，而是行军用装束。因为他们绑在长枪上的并不是武器，都是一些干粮、锅子和餐具等。罗马军的主战力军团兵在行军之际必须背负的配备加上穿在身上的铠甲，据说重量高达四十公斤。

至於船桥，绝非单纯的并起船只，然后在上面铺盖板子即可使用。首先，为了减少水流阻力，要将船头朝着上游排列，而且船只还不能并拢，以免水流的阻力整个转嫁到船体上。两艘船之间必须留约一艘船的空隙，上面用粗一点的木材将船只与船只链接起来，最后铺盖板子，以便罗马大军通过。罗马人为了让马或货车在通过时不会踩空，桥上甚至还架设了木栏杆。






渡过船桥的罗马军




此外，渡桥地点的河面宽度也不是愈窄愈好。一般而言，河面宽度愈窄的地点水流愈为湍急，因此在造桥之际，选择河面宽且水流和缓的地点最为适当。如此一来，跨越欧洲第一大河「多瑙河」的船桥的全长至少超过一公里。

（4）图拉真一直到这里才登场。不过这位总司令官并非身著美丽军装，英姿焕发的骑在马上。当士兵们在一旁行军渡桥之际，他就坐在帆布折凳上，将军们围坐在他身旁，一同进行作战会议。坐在皇帝左侧的据说就是图拉真的知心好友，也是在达其亚战役中升格为副将的苏拉。

（5）来到多瑙河北岸的敌军阵地后要举行第一场祭礼。将带来的牛、羊当作祭品，祈求士兵们能够奋战，众神赐予胜利。这场祭礼由身著最高神祇官服的图拉真来主持。虽说是最高神祇官服，但他的穿着十分简单，他将红色大披风、钢铁制的胸甲脱下，只身著白色短衣搭配宽松长袍，撩起长袍下襬覆盖头部而已。

（6）接着来到下一个场面。图拉真换上军装再度登场。他正面对着群集的士兵们发表演说，身后是如树林般整齐排列的军团旗。听的入神的士兵们身著各式各样的军装，由此可看出皇帝的演说对象并不是只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军团兵而已。仔细一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罗马公民构成的主战力若要发挥战果，必须得到行省人民构成的非主战力的协助。

即使是在士兵面前发表演说，罗马军也不是连声高呼「加油！」虽然图拉真的演讲稿并没有遗留下来，但观察其他将军的演说就会感觉到，他们是以说服来激励士兵。

首先说明士兵人数与兵粮等确定要素，接着才是士兵的斗志等非确定要素。亦即强调我方各方面都比敌军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各位只要有高昂的斗志即可取得胜利。「罗马军是以补给站取胜」的说法，就是因为了解只有加强「补给站」（后勤补给）这项确定要素，才能指望「士气」这项非确定要素完全发挥的道理。

（7）一定有人认为图拉真在敌军阵地进行精神训话后，就会直接向敌军进攻。「图拉真圆柱」提供的事实正好相反。从祭礼中的远景画面可以看到，渡过多瑙河的士兵们在司令官阶级进行作战会议之际，就已开始著手搭建坚固的军营。之后的四个场面也都是士兵们用石材、木材搭建数个军营的情景。搭建工程不分军团兵、辅助兵，而是全体动员。不过，重要的工程还是由熟悉土木工程的优秀军团兵来负责。与此同一时期，位于北非的努米底亚（Numidia）行省，只靠驻扎在当地的第三奥古斯塔军团兵就将提姆加德（Timgad）的所有街道建设完成。即使是在与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地形完全相反的达其亚，对罗马军团兵而言，搭建军营根本就是小事一桩。此外，图拉真也出现在士兵们奋力施工的各个场面中。因为建设坚固的军营也是重要战略之一。






积极搭建军营的罗马士兵




在某些情形下，切断我方士兵的脱逃之路后，再让士兵投入战场相当有效。有时却正好相反，确保脱逃之路反而能让士兵安心，进而提高士气。这当然要视不同情况来调整作法，不过，大多数罗马武将都是采用后者的作法。

（8）摇身一变成为工兵的罗马士兵所进行的土木工程并不只限於军营。当时的欧洲也有许多森林地带，因此砍树开路是不可或缺的作业。在行军中虽然不需要将道路铺设的很漂亮，但他们会将开凿的道路铺平。如果碰到河川，就立即兴建木制桥梁。这些工程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军队快速敏锐的移动，也是为了防止熟悉地形地物的敌军采用游击战法。看不见的敌人最为可怕，罗马的司令官总是尽可能的让己方士兵能够看得见敌军。

（9）在视察施工情形的图拉真面前，有一名达其亚族的战俘被押解上来。由于这名战俘没有戴着象征达其亚族支配者阶层的无边帽，所以他只不过是敌方派来侦察的人员而已。

不过，虽然只是一名侦察人员，但审问战俘却是司令官的任务，这是罗马军向来的惯例。所谓敌情收集，并非只是收集客观的事实，也包括在客观事实之间探索潜藏事实的作业。所以这么重要的工作绝不能交由他人进行。

（10）审问战俘的结果，得知敌军躲在河川另一岸的森林里，这个场面描绘出罗马军的备战状态。精神抖擞的马、整军蓄势待发的军团兵的紧张神情，每一个画面都给人一种逼真的写实感。

先发部队为骑兵和步兵。步兵的任务是砍树开路。跟在后头的军团兵也必须一边砍树开路一边行军。

（11）果然不出所料，达其亚军就在森林那头的平原上埋伏著。史上将图拉真率领的罗马军与德赛巴拉斯率领的达其亚军展开的第一次战斗称之为「塔帕耶（Tapae）之战」。二千年后的现在要确定战场位置实在不太可能，不过，据说战场就在距离达其亚王国的首都萨尔米泽特沙西方五十公里之处。

然而，在塔帕耶之战中，罗马军似乎没有时间排列出他们最擅长的左翼、中央、右翼的会战队形。在「图拉真圆柱」上，接连好几个场面都是在描绘此役的战斗情形。每个场面都会看到骑兵、重装步兵的军团兵、称为轻装步兵的辅助兵混战的画面。罗马兵与达其亚兵的白刃战可说是「塔帕耶之战」的实际场景。达其亚兵身著短衣配短裤，未戴头盔与胸甲，手上只持剑和盾。相对的，罗马军的军团兵身著钢铁军服，辅助兵则戴着皮制胸甲。在辅助兵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习惯半裸上身迎战的日耳曼士兵。另一方面，北非茅利塔尼亚出身的骑兵最广为人知的战斗力是，即使没有马蹬，他们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发挥驾驭技术，不仅如此，他们的腕力再加上马的冲刺力，使得投掷长枪的威力大增。这些骑兵勇猛地冲向敌方，将达其亚兵打得溃不成军。






达其亚人的服装（最右侧为德赛巴拉斯王）




在上述所有场面中都可看到图拉真的身影。在敌军背后也可看到达其亚王德赛巴拉斯躲在树后露出一张脸的情景。

（12）塔帕耶之战尽管最后是由罗马军取得胜利，但这场战役从头至尾都是一场激战。有的罗马军将斩下的达其亚军的头颅呈到皇帝面前。有的罗马军无此閒暇，便将剪下的敌兵头发衔在嘴里继续奋战。

罗马军追逐著四处逃窜的敌军，此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城壁上掛满了被达其亚兵夺去的队旗和插著罗马兵头颅的一排长枪。不知是否为图拉真的命令，下一个场面便是罗马兵放火燃烧这个城市的景象。

（13）图拉真在士兵们面前赞扬他们骁勇善战的精神。

（14）有五名使节拜访图拉真。不过，带领幕僚迎接他们的图拉真，看到这些使节并没有戴着象征权贵阶级的「无边帽」，应该会对德赛巴拉斯王的媾和请求抱持怀疑态度才是。

（15）塔帕耶之战总算落幕，但战争并非就此结束。继续向前进的罗马军有如地毯式轰炸般，放火燃烧所有城市、村庄和堡垒。看到男人就杀，看到逃跑的老弱妇孺就将他们逮捕，再送到多瑙河南侧。最后只留下了狗、牛、羊等家畜。

在此，西元101年似乎已进入冬天。罗马军队一半留在达其亚境内，另一半则和图拉真一起回到南方多瑙河沿岸的基地过冬。

 






放火燃烧城市的罗马兵









落荒而逃的达其亚兵 




　

 






赞扬士兵骁勇善战的图拉真（左）









图拉真与达其亚使节 






塔帕耶之战




（16）不过，达其亚王计划针对离开首都五十公里的罗马军施以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也就是突击多瑙河下游的罗马军团基地。攻击的对象是位于远莫埃西亚行省中驻扎有第一义大利加军团的诺瓦耶，也就是现在保加利亚的斯维西托弗。说起诺瓦耶这个地方，只要从达其亚族的居住地区沿着多瑙河南下，不必与罗马军交锋即可到达。

然而，达其亚王德赛巴拉斯的误算之一是，他太小看渡河一事了。他让没有万全準备的骑兵下河，又将步兵塞满船只。结果因为欠缺组织能力，在渡河阶段就损失了大量兵力。不过，达其亚族对罗马最大的威胁便是他们拥有众多的人口。

（17）到达诺瓦耶基地前河岸的达其亚兵组队进攻该基地。虽然城壁上有罗马兵在防守，但为了进攻达其亚而带去前线的兵力绝对超过半数，因此这场防卫战势必陷入苦战。不过，德赛巴拉斯在此又误算了一次。他万万没有想到区区一个基地的救援工作，罗马皇帝会亲自披掛上阵。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参与攻略战，所以他没有料到敌方会派出大将来救援。

（18）在远景中可看到林立的石造公共建筑物和圆形竞技场，由此推测图拉真应该是在已发展都市化的军团基地扎营过冬。或许就是在近莫埃西亚行省省都辛基多努姆（现在的贝尔格莱德）。如果真是如此，他们要到达诺瓦耶就必须沿着多瑙河向下游推进六百公里。如果要走陆路，既然多瑙河是一道防卫线，以战力快速敏捷移动为第一目的之街道当然是沿着河川铺设。

在「图拉真圆柱」中可看到士兵们於基地前的河岸上将兵粮搬运上船的景象。而身著军装的士兵们也陆续登船。图拉真登船时的穿着相当简单，依旧维持宽松长袍的装扮。以多瑙河当作防卫线的罗马，也在多瑙河上备有和莱茵河相同的船队，甚至连搬运马匹的专用船都已经準备好。

（19）沿着多瑙河向下游前行的罗马舰队，其中一艘是由皇帝亲自掌舵。多瑙河一旦进入下游，如同其大河之名所示，河面变得较宽，河水缓缓向东流，因此船桨划动次数愈多，就愈能节省行船时间。依此种状况看来，另外应该还有一支沿陆路向东行的队伍。

（20）距离敌军攻击中的诺瓦耶西方五、六十公里处的欧耶斯克斯基地附近，图拉真和士兵们在此地下船，然后与陆路队伍会师，一同朝诺瓦耶前进。此时的图拉真已经换上军装，威风凜凜的骑在队伍最前头，左右有士兵护卫著他，而背后则紧跟著身著各式各样军装的士兵。

（21）派出去进行侦察的骑兵队回来向皇帝报告敌军状况。

（22）熟知敌情的图拉真一声令下，担任先发部队的北非出身之骑马团便开始出击。

（23） 迎击茅利塔尼亚骑兵团的是一队萨尔马提亚族的骑兵队，士兵和马全身覆满鳞片状的铠甲，这是达其亚族支配下的一个部族。

不过，茅利塔尼亚骑兵的猛烈攻势，敌军即使全副武装也抵挡不住。图拉真打头阵，罗马的骑兵团跟进攻击，打得达其亚兵无力招架。此外，夹杂著半裸体的日耳曼兵的步兵团也加入战线。在远景中可看到达其亚的货车队载满了偷袭基地周边住宅区得到的战利品。你来我往激烈的白刃战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最后由罗马军取得胜利。

（24）身著军装的图拉真，身旁跟著三名幕僚，正在视察士兵们以熟练动作搭建军营的作业情况。有一群达其亚族的老人带着妻小前来求见图拉真，表明他们投降的意愿。由他们的无帽装扮即可得知并非正式的降服使节。这里顺带一提，达其亚族和日耳曼族很像，都有带妻小共赴前线的习惯。

（25）即使第一战得胜，但救援诺瓦那基地的目的尚未完成。在这个场面中可以看到手被绑在身后的战俘排成一列，同时军医们正在治疗负伤的士兵。另一方面，有的士兵为了準备明天开打的第二战，正在检查队旗和喇叭。

（26）决定多瑙河下游战斗结果的第二战，总算派出主战力重装步兵团来担任主角。

由于这一带是平原，罗马军可以利用最擅长的会战方式来进攻。罗马人的会战方式是采取将敌军层层包围，然后完全歼灭的战法。在这个场面中可看到军团兵为了攻击包围住的敌人，一同将长枪举起的景象，而他们手中握的铜制长枪和剑之逼真，给人一种像是在观看大萤幕战斗画面的震撼感。

（27）为了让围剿歼灭的作战计划成功，从敌军背后包围的骑兵也必须投入战斗。手持长枪的骑兵团攻击节节败退的达其亚兵。这些敌军士兵一旦倒下，就只有等待被踩死的命运了。结果战场上堆满了达其亚阵亡士兵的遗体。

（28）接着是战争结束后，图拉真赞扬士兵们奋战精神的演说场面。每一名士兵对图拉真都是尊敬有加，聚精会神地聆听演说。因为会战方式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要归功於总指挥者的军事长才。

（29）以下是收容在军营的达其亚战俘的画面。其次是皇帝亲自赞扬每一名勇猛善战士兵的场面。

（30）这里可看到三名裸体士兵被女子拷问的画面。其中一人留着罗马式的短发，而且没有胡子，因此有研究学者主张这是达其亚的女子拷问三名罗马战俘的场面。不过，这个场面的旁边就是图拉真坐在帆布折凳上对士兵说话的画面。所以这应该是那些曾经被达其亚兵袭击，粮食等物品全部被抢夺一空的基地周边居民，在战况改观后报复达其亚士兵的场面。因为罗马军上战场时都会携带兵粮，而达其亚人一向采取就地取材主义。

（31）成功援救诺瓦耶基地的图拉真再度登船。尽管达其亚的老人们不断向皇帝乞求，但这些携家带眷的战俘的命运终究无法改变。

如此这般，达其亚军对多瑙河下游发动的搅乱作战宣告失败。朝着多瑙河上游出发的图拉真与士兵们总算回到可安心过冬的状态。

（32）在「图拉真圆柱」上，又重新开始铺陈自西元102年春天展开的战记。

这个场面和前一年相同，可看到搬运兵粮到船上的士兵们和渡过船桥的军团。由插起的军团旗看来，这应该是驻扎在莱茵河防卫线基地波昂的第一米纳尔瓦军团。

和前一年相同，行军时也是一面开路一面搭建军营和堡垒。但这一年图拉真的攻略计划有了改变。想必是达其亚族对多瑙河下游的诺瓦耶基地的攻击给了他变更战略的灵感。

西元102年的达其亚战役，是为了攻击位在山脉北边的达其亚首都萨尔米泽特沙。罗马军除了和去年一样，采取从西边绕过山脉的路径外，又派了一支军旅从东边绕山包抄。也就是说，自前线基地多瑙河南岸的军团基地出动时，已经决定要采取围剿歼灭战法。前一年冬天达其亚军对诺瓦耶进行的攻击，证明了大军是可以从东边绕山到达多瑙河的。如果从北到南的行军可行，那么相反的路线也应该可行。

不过，从西边绕山的路线前一年已经走过，在此路线上不但已建好坚固的军营和道路，而且还留置了一半军队在当地。和这条路线相比，从东边绕山的路线就显得相当不利。对罗马军而言，这是一块未践踏过的处女地。而且距离也增加三倍。因此，图拉真将骑兵和年轻的精锐军团组成第二军走这条路线。第二军的总指挥是由率领茅利塔尼亚骑兵团之名将卢西厄·克伊耶图斯来担任。和图拉真同乡的西班牙出身之利希纽斯·苏拉如果是第二号人物的话，北非出身的卢西厄·克伊耶图斯可堪称第三号人物。另一方面，图拉真和苏拉则率领第一军行走从西边绕山的路线。

（33）在浮雕中对第二年「达其亚战役」的叙述重点主要放在第一军的行军情形，因此接连几个场面都在描述罗马军经过坚固军营和木栅桥的情景。每一个场面都可看到皇帝身旁伴随着苏拉与幕僚的景象。和图密善皇帝大多让军队走在前头的作法不同，图拉真总是和军队一起前进。

（34）图拉真和被迫在敌地过冬的士兵们相会，并慰勉他们的辛劳。

（35）在皇帝的旁边，早就有士兵着手砍树开路。由于从西边绕山的路线较短，行军比较从容，证据显示连接多瑙河北岸广大的达其亚地方与南岸罗马领地的干线，就是第一军行进的路线。在战役结果尚未明朗化之前，罗马军甚至已经考虑到胜利之后基础建设的整建工作。

（36）有三名达其亚使节前来求见正在视察工程的图拉真。虽然从这几位使节的穿着看来应该是富豪人士，但由于没有戴无边帽，可能并非达其亚王的重臣，只是达其亚某个地方的代表。他们背离达其亚王，向罗马军降服，誓言效忠皇帝图拉真。达其亚族的内部分裂是罗马人求之不得的事。

（37）接着换到下一个场面，这是在军营内举行祭礼的光景。图拉真撩起宽松长袍的下襬缠绕头部，当作神祇官服来举行祭礼。供奉上贵重的牛、羊当作牲品，这意谓著战火即将重新燃起。

（38）奉上牲品，祈求神明庇佑的图拉真，这回换上军服，在士兵面前发表精神训话。在战争开打前夕举行祭礼并发表精神训话是罗马军不可或缺的两大仪式。话虽如此，倘若遇上敌军发动突击，哪容有时间进行这些冗长的仪式。这时，罗马人相信，因情非得已而将祭礼和训话延后，神明应该会宽恕。

（39）在精神训话结束后并非立即冲入战场，这也是图拉真发动的达其亚战役的特色。在「圆柱」上也描绘了好几个基础建设工程的场面。工程的主角是军团兵，他们将长枪及盾牌摆置一旁投入工程，不过还是身著军装，以便在被敌军偷袭时能够立刻回击。事实上，在山上可以隐约看见正在偷窥是否有机可乘的达其亚兵的身影。

罗马军投入工程的时间似乎比投入战争的时间还长，这令人联想起尼禄时代的名将科普洛曾说过的话「罗马军是靠洋镐来取胜的」。如果能够成为土木工程的专家，在二十年的军旅生涯结束之后，一定可以过着非常舒适的公民生活。因为一般是从十七岁开始从军，假设没有成为百夫长等军官，一直都是单纯的士兵的话，退伍时应该是三十七岁。如果将服役期满时领到的退职金当作资本从事营建业，只要是在没有大规模建商介入的地方城市，保证绝对成功。现代国家的军队虽然也有培养专家的作法，但由于服役期间过长，在军旅生涯中习得的技能可以活用到公民生活中的部份实在很有限。初代皇帝奥古斯都对服役期间有如下规定，罗马公民身份的军团兵为二十年，行省人民身份的辅助兵为二十五年，光就资源的有效活用这一点来考量，这实在是一项很有意思的政策。让我们将话题拉回古代。

（40）军团兵卖力堆积石材搭建城堡，而在一旁的图拉真身著军装接见达其亚的使节。跪在皇帝跟前的这位达其亚人，戴着圆形的绒毛帽子，穿着正式的服装。一看就知道和之前的达其亚使节不太一样，士兵们也在远方凝视著这一切。因为如果是达其亚王派来媾和的使节，就表示战争即将落幕。

事实上，这位达其亚人真的是达其亚王德赛巴拉斯派来媾和的使节。在「圆柱」当中虽然没有清楚的表示出，其实图拉真这回也派出他的心腹苏拉以及近卫军团长官李维安前去与达其亚王交涉媾和条件，不过双方最后还是无法将条件谈妥，於是交涉宣告破裂，重新点燃战火。此时传来由卢西厄·克伊耶图斯率领、从东边绕山的第二军即将抵达战地的消息。






图拉真与达其亚使节




（41）看来决战似乎无法一次结束。达其亚并没有在决战中投入全部战力，由于德赛巴拉斯王不喜欢和罗马大军正面冲突，而是采用游击战，罗马军只得趁击退达其亚游击兵的空档，派人守卫，一边搭建岗哨。击退，然后搭建岗哨；击退，然后搭建岗哨，步步进逼。担任总指挥的图拉真的军事特质并不是以出其不意战法见长的凯撒型，而是采用在各地布下天罗地网，然后慢慢引敌军上钩的战法。在「圆柱」中也忠实呈现出这样的特质。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即使没有参战也一定可以完全领会图拉真的这套战法。在犹太战役时，维斯帕先皇帝也是采用相同的战法。

不过，如同三十年前的犹太战役所示，当罗马军认真的布下天罗地网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抵挡。罗马士兵将城池一一攻陷，靠著之前开辟的道路运送过来的粮食，个个精神饱满、士气高昂。相对的，达其亚士兵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因城池沦陷而无处藏身，被逼往首都方向逃窜。无论如何，这些达其亚士兵都必须面临被围剿的命运。

（42）在这场决战中，罗马军投入了全部战力，达其亚一方则由德赛巴拉斯王在后方坐阵，给予前方奋战的士兵鼓舞。然而一直到了决战时刻，罗马军仍无法将决战地点移至平原进行会战。这是因为达其亚地方是一个未经开垦之地，森林地带甚至遍布到首都附近。在浮雕中也可以清楚看到达其亚军仿效罗马军的砍树开路战法。

（43）虽然仿效了罗马式战法，但终究是徒劳无功。除了首都萨尔米泽特沙之外，其他重要的大城市都被罗马军攻陷，甚至连德赛巴拉斯王的胞妹也成为战俘。有愈来愈多的达其亚权贵阶级沦为罗马军的阶下囚。

（44）尽管如此，在持续进行建设工程的罗马军面前，还是有许多戴着无边帽的达其亚权贵阶级舍弃剑盾前来媾和。一看就知道他们不但都是真正的权贵阶级，而且人数还不少。此外，在这群人背后隐约可见德赛巴拉斯王的身影。这些引领达其亚族风光一时的主角，个个身材魁悟、肌肉发达。

不过，「圆柱」中却看不到德赛巴拉斯王在图拉真面前屈膝下跪的情景。这表示达其亚王虽然要求媾和，但他并没有亲自前往交涉。而图拉真也没有出现在媾和交涉的现场。





尽管罗马已进入帝政时代，但有关军事的总指挥权，以及媾和交涉到缔结条约为止的所有权利，都赋予前线的总司令官，这与共和政治时代并没有不同。当敌我双方条件达成共识后，由总司令官簽下媾和文件。然后再将这份文件送到首都罗马，如果是在共和政治时代，必须得到公民集会和元老院的承认，如果是在帝政时代，则必须得到皇帝和元老院的承认，这份媾和文件始可正式生效。

西元102年当时，图拉真也应该可以承袭这项传统。何况他又身为皇帝，只要得到元老院的承认，媾和便可成立。

然而，图拉真并没有这么做。他将达其亚的代表送到罗马，请他们直接和元老院交涉。

元老院将图拉真的此种作法解读为皇帝十分重视元老院。但我认为并不只如此。图拉真只是将与达其亚的媾和之「球」「丟给」了元老院。他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解决与达其亚之间的问题。纵然如此，让战火继续延烧也不是身为总司令官的他所乐见之事。





第一次达其亚战役虽然只持续了一年数个月，但还是在此落幕了。媾和内容如下：

一、赋予达其亚王「罗马公民的友人暨同盟者」的称号，达其亚今后成为罗马帝国的同盟国。

二、罗马保证德赛巴拉斯王与所有重臣的地位不受影响。

三、达其亚王同意罗马派遣一部队驻守在首都萨尔米泽特沙的近郊。

四、罗马可没收达其亚所有的攻城武器。

五、罗马可破坏多瑙河北部所有达其亚的城池和要塞。

六、双方战俘必须互相遣返。

七、达其亚发誓今后不再攻击多瑙河北方与罗马友好的部族。

对战胜的罗马军而言，上述条件看似稳当。但所谓「罗马公民的友人暨同盟者」，事实上指的就是罗马的属国，而在图密善时代与罗马帝国簽订对等媾和协定的德赛巴拉斯是否能够忍受成为属国的屈辱，还是一个问号。

（45）「图拉真圆柱」最后以胜利女神维多利亚的浮雕像来为此战役暂时画下休止符。这一年的冬天与在达其亚截然不同，洒满金黄色阳光的罗马为凯旋归来的图拉真举行一场欢迎式。这位四十九岁的凯旋将军并得到「达其克斯」（Dacicus）的尊称，系指「征服达其亚之人」。





西元103、104年，罗马与达其亚之间相安无事。至於罗马帝国其他的防卫线也一样处於和平状态。因此图拉真得以将军装收好，不必劳师动众。

如此一来，图拉真总算可以全心投入皇帝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内政」。身著宽松长袍的皇帝照例出席元老院会议，并严加督察达其亚战役前法制化的各项政策之实施状况。不过，他虽然身处罗马，但多瑙河的重大工程早已开始动工。这是在与达其亚的媾和成立之后随即展开的工程。




建筑师阿波罗多罗斯（Apollo Doros）



李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意思是「文西的李奥纳多」。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姓才如此称呼，而是因为如果连同姓一起称呼，会与其他同姓的人士混淆，所以特別用出生地取代姓来称呼此人。也就是说，以出生地来称呼的人士代表他在世时就已名闻遐迩。「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就是在图拉真时代打造所有代表性公共建筑物的建筑师。





小亚细亚出身的哲学家克里索斯汤姆斯曾指出罗马皇帝的三大责任义务，兹列示如下：

一、安全保障，亦即外交。

二、治理国内事务，亦即内政。

三、充实社会资本。用现代的说法即为整建基础建设。

第一、二项的政策化需要经过元老院的决议，只有第三项可以由皇帝一人决定。帝国整体的基础建设所需费用并非由国库支出，而是由皇帝公库来提供。

因此，罗马皇帝又身兼「建设局局长」，皇帝的个性天份将左右其与建筑师之间的关系。

一、由于皇帝本身颇具艺术天份，创意均由皇帝提出，建筑师负责解决技术面的问题，并将皇帝的创意具体化。

二、由于皇帝自觉缺乏艺术天份，便将建筑事务全权委托建筑师负责。

前者的典型案例便是朱利斯·凯撒，而在图拉真之后即位的皇帝哈德良也属于此种典型，但因他的创意与罗马人的感觉不符，所以要扣点分数。此外，打造黄金宫殿的尼禄皇帝也是属于这一种典型。





后者的典型案例便是建造古罗马圆形剧场（Colosseum）的维斯帕先皇帝和图拉真。当然这种类型的建筑师往往都会名垂青史。






阿波罗多罗斯




这里毋需多作说明，「文西的李奥纳多」和「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所具有的才能特质其实是迥然不同的。阿波罗多罗斯的才能主要用于解决被委托的课题，而李奥纳多关心的却是探究这些课题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称阿波罗多罗斯为建筑师或建筑技师，但对李奥纳多就不知该如何称呼了。

不过，或许因这二人的才能特质使然，在土木、建筑方面，李奥纳多只遗留下一堆图面，而阿波罗多罗斯则留下许多建筑遗迹，成为现代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当时依然健在的李奥纳多的不幸有二：⑴喜欢当一名科学家，探究基本原理的心态。⑵没能遇上一位将任务全权委托给他的「皇帝」。

然而，就像有人推崇非佛罗伦斯出身的李奥纳多，是以佛罗伦斯为发祥地的文艺复兴精神的最高实现者，同样也有人称大马士革出身的希腊人阿波罗多罗斯为最典型的罗马式建筑师。他和出身於西班牙、一直努力让自己比罗马出身者还要罗马化的图拉真，简直是天生一对。

在达其亚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前，图拉真没有投入过任何一项重大公共工程。这是因为当时他必须把阿波罗多罗斯留在多瑙河前线。

表示建筑师或建筑技师的英文“architect”以及义大利文的“architetto”都是以希腊文衍生而来的拉丁语“architects”为语源。翻译成其他语言时，一般译成「建筑者」，其实翻成「建构者」比较恰当。罗马时代的「技师」参与的工程并没有军事、非军事之分，罗马人的建设工程本身也不可能区分为军事用或民事用，街道和桥梁就是主要典型。第一次达其亚战役结束后，全权委托给阿波罗多罗斯的正是桥梁工程。





如果只是架设一般石桥的话，起用附属在罗马军团当中的技师应该已经足够。但图拉真交给「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的工程是在多瑙河上架设石桥。

过去在滚滚大河上架设桥梁的案例是发生在一百五十年前的朱利斯·凯撒时期，当时他曾在欧洲仅次于多瑙河的大河「莱茵河」上架设桥梁。不过，当时的桥梁据说是架设在波昂和科隆之间的某处，此处的莱茵河宽根本不到五百公尺。而且凯撒架设的是木桥，图拉真要求架设的是石桥，并希望架设在河宽超出二倍的多瑙河中游。造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链接罗马领地和达其亚领地。





从现在多瑙河两侧留下的桥墩遗迹当中，可以看出阿波罗多罗斯指挥完成的这座桥的建设地点是在何处。北岸为罗马时代称之为多罗贝塔的城市，也就是现在的罗马尼亚领地特努塞伯林。南岸则是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

那么，为何要将桥架设在此地呢？





理由之一是，渡桥到达北岸后，虽然必须绕行阿尔卑斯山脉，还是可以一直线到达达其亚的首都萨尔米泽特沙。






Tabula Traiana




理由之二是考虑到与其他战略要地之间的交通便利性。当时称之为“Tabula Traiana”的通道据说也是阿波罗多罗斯的作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不过，此通道目前已经沉到水面下看不见了。这条借由削平山崖贯通的道路，使得罗马时代的维米那契姆（现在的科斯特拉克）以及辛基多努姆（现在的贝尔格莱德）之间可以很容易的连络，此为一大优点。

此座桥附近一带属于近莫埃西亚行省，这个行省於国境地带有二个军团常驻。贝尔格莱德为第四弗拉维斯军团的基地，而科斯特拉克为第七克劳狄亚军团的基地。

此外，若遇上紧急状况，可由西北方的远莫埃西亚行省省都阿克因肯（现在的布达佩斯）派出第二亚狄特里克斯军团，由东南方的远莫埃西亚行省的诺瓦耶（现在的斯维西托弗）基地派出第一义大利加军团分头前往达其亚支援。也就是说，「图拉真桥」是架设在上述四个军团於多瑙河中游沿岸活动范围的中央地带。

理由之三是考量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桥与帝国首都之间的交通便利性。

由这座桥的建设地点来看，南方有罗马街道穿过。这条道路从奈苏（现在的尼苏Nis）朝西南方一直延伸到利苏（现在的雷加），然后抵达亚德里亚海。从此地出海到义大利半岛，快的话只要一天，最慢也只要二天的航程。由于义大利的街道网已建设完备，因此登陆之后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此外，从贝尔格莱德沿着罗马街道向西直走，会到达亚德里亚海东岸的斯帕拉特姆（现在的斯普利特Split）。走此路线的话，从斯普利特到义大利中部的海港安科那（Ancona），只要横渡亚德里亚海便可到达。即使是需要皇帝亲自出马的大事，也可保证行军的便利性。而这条路线和绕过北义大利再到罗马的路线相比，可以缩短不少距离和时间。






图拉真桥与达其亚及其周边图（日后达其亚行省的境界线一并列出，以供参考）




我有一位罗马尼亚的朋友住在罗马，而他的老家位于罗马尼亚西部。有不少人从罗马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时不喜欢搭飞机去，由于他们对社会情势非常了解，大都选择自己开车前往。在这种场合之下，应该怎么走比较好呢？从罗马出发后，只要走义大利最自豪的一条高速公路，就会经过佛罗伦斯（Firenze）、波洛尼亚（Bologna）、帕多瓦（Podova），然后抵达的里雅斯特（Trieste）。到达的里雅斯特后最好朝东北方往斯洛威尼亚（Slovenija）方向前进，这是为了避免经过克罗埃西亚（Croatia）。就算绕远路也要选择通过匈牙利的路线。在进入匈牙利境内后，也不要向东行，最好往东北角的布达佩斯方向前进。然后再从布达佩斯往东走，进入罗马尼亚境内。






从罗马到达其亚（列入现代的国名以供参考）




不过，并非只有这条路线可走。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和二千年前的罗马人走相同的路线，即使是现代也不难办到。

首先，从罗马出发，只要走高速公路即可抵达亚德里亚海南侧的港口安科那以及其南方的佩斯卡拉（Pescara）,从这二个港口到斯普利特可搭乘能够载运汽车的渡轮。除此之外，也可以选择走高速公路到巴里（Bari）,然后同样利用人车共乘的渡轮从巴里前往位于雷加南方的多雷斯。

但是，如果是在斯普利特登陆，就要先越过克罗埃西亚，纵贯波斯尼亚（Bosnia），然后到达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再渡过多瑙河即可抵达罗马尼亚。如果是在阿尔巴尼亚（Albania）的多雷斯登陆的话，就要穿过阿尔巴尼亚、科索沃（Kosovo）,然后到达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再渡过多瑙河即可进入罗马尼亚。光是将经过的地名并列在一起，就会发现在波斯尼亚及科索沃发生纷争之后，这一带实在不适合记者以外的民众开车经过。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遭到破坏的道路和桥梁尚未修复，旅行中的住宿地无法确保。由于还有不少居民不愿放弃武器，因此治安状况也不是很好。距离罗马帝国体制时代一千七百年后的现在，在这一带旅行反倒不如以前安全。

所谓「罗马和平」（Pax Romana），意谓的不是单纯保护罗马帝国内的居民摆脱帝国防卫线以外的人们（罗马人称其为蛮族）之袭击而达到「和平」。罗马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比邻而居的民族之间纠纷不断为家常便饭，也唯有让这些民族和平相处才能够维持幸福的生活。因此，霸权国家的罗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扮演民族间纷争的居中调停角色。

调停工作一开始是由行省总督出马，倘若无法解决，就由皇帝下达圣旨给这些纷争中的民族。如果仍旧无法解决，罗马就会毫不犹豫的派出军团。罗马时代的希腊哲学家狄奥·克里索斯汤姆斯提出罗马皇帝的三大责任义务的第二项，我原本将其译成「治理国内事务」，若要忠实於原文，则应该译成「治理行省事务」。

「罗马和平」并非成功排除外敌即可达成，唯有完美解决帝国内部纷争方能达成「罗马人建立的世界秩序」。亦即，达到此境界后，一般庶民前往任何地方旅行都可挑选距离最短的路线，而且没有安全顾虑。





图拉真桥可谓罗马技术的结晶之一，在阿波罗多罗斯的指挥之下，自开工到完工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工程从头至尾都由士兵们亲手完成。辅助部队负责石材和木材的采集搬运，而需要建筑技术的主要工程则由熟悉建筑事务的军团兵来担任。由于罗马与达其亚之间已达成媾和协定，因此他们都将盔甲和武器放在基地，换上短衣进行作业。罗马人对于冗长的工程极度反感，而图拉真桥的架设地点又是在水量丰沛的大河上，唯有早日完工才能保证成功。虽然朱利斯·凯撒在莱茵河上兴建的桥於十日之内就宣告完工，但这是因为河面较窄又是木制桥的缘故。多瑙河上的石桥工程只花费一年半多，应该算是短时间内一气呵成的工程。此外，正因为罗马士兵长年以来累积不少基础建设工程的经验，再加上他们对工程的熟练度，才有可能在如此短的期间中完成这项重大工程。

一方面为了纪念图拉真桥的落成，一方面希望向世人宣扬罗马人在多瑙河上架设这座宏伟大桥的卓越技术，因此在完工隔年发行了塞斯泰契斯铜币，而雕刻在铜币上的桥之所以呈圆弧鼓形，只是为了配合圆形铜币的造形。






为纪念图拉真桥完工而发行的塞斯泰契斯铜币。正面为图拉真像，背面为变形的桥




罗马人认为桥梁是道路的延伸，他们架设的桥梁总是与道路没有高低落差，至於现在看到的桥面比道路高的桥梁，都是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建造的。

建造与道路同等高度的桥梁，也要计算水量增加时的状况，桥面必须在春天水位高涨时不会被淹没。也就是说，在河岸与河岸之间架设桥梁的话，无法达成此目的。亦即桥梁必须从距河岸相当远的内陆地点开始架设，然后横跨大河，一直架设到另一岸相当距离的内陆地点，才能够避免桥面被河水淹没。距离愈长当然高度也会增加。虽然架桥方式会因该地区的地势条件而有所不同，但罗马人造桥的基本原理就只有上述这点而已。




「图拉真桥」



有关桥的架设本人实属外行，还是利用图面来说明较能够一目了然。以下将为各位介绍从加里亚彻著的《罗马桥》中摘录出来的图面（76~77页）。首先令人瞠目结舌的便是它的规模。

全长——一千一百三十五公尺

高度——二十七公尺

宽度——十二公尺

桥下用二十根石造桥桁来支撑

桥桁的长度——三十三公尺

高度——十四公尺

宽度——十八·五公尺

桥桁下塞满木材，完全不留间隙。很意外的是，木材抗水性很强，在水都威尼斯的街道之下也塞满了木材。

此外，只要桥桁间隔有三十多公尺，就可以通行三层桨的船只。

此规模庞大的桥桁工程所采用的方法是，先用木栅紧密并排，围出空间，将水排出后，再於内部建造桥桁。根据一位曾在本州与四国架设桥梁的当事者表示，除了机械化的程度有別之外，当时这种作法和现代完全一样。

这座桥架设在多瑙河左岸的多罗贝塔与右岸的庞特斯之间，石造的部份只有桥桁，桥面则是木制的。即使桥梁长达一公里，只要是在陆上，罗马人都有办法建造出石桥和水道桥。「图拉真桥」之所以为石造和木造的合成体，目的是为了减轻桥梁整体的重量。至於桥桁，不只用来支撑桥梁，甚至也具备抵抗河流的力量。而且，图拉真桥不像罗马帝国其他地区的桥梁一样只有数十公尺，这是一座超过一公里的长桥。

在这类工程当中，使用的石材面上都刻有施工的军团和大队的名字，这也是罗马公共工程的惯例。在「图拉真桥」上尽管只遗留下部份名字，但可以确认的是，第二希斯帕尼亚、第三布利塔尼加与第一克雷塔大队都曾参加过该桥的建造工程。以大队来称呼，表示是由行省出身的士兵组成的辅助部队，这些大队都曾参加过达其亚战役。也就是说，尽管是为了建造桥梁，但图拉真在达成媾和协定之后，并没有将士兵们撤回原本的驻扎地。

我们可从「圆柱」的浮雕或是铜币的图案中看出图拉真桥分为上下二层。或许下层的通行对象是载运重兵器和粮食的货车、以及经常成三列纵队行军的重装步兵，上层的通行对象是负责监视的卫兵和一般民众。罗马帝国一向不禁止国境内外侧的交流，甚至还给予奖励。因为只要人与物的和平交流愈频繁，愈能够软化境外蛮族的掠夺意愿。罗马人称其为「文明化」。






图拉真桥（复原图。最上段是由上往下看的桥身平面图）




有关罗马时代最大的建设工程「图拉真桥」，根据百年后的加西阿斯·狄奥的说法：「由于哈德良皇帝讨厌被蛮族利用，因而下令将木造部份解体」，但这座桥的功能似乎并未因此而丧失，因为根据记载，之后曾进行过补强。不过，在帝国末期蛮族猛烈入侵之际，木造部份遭到破坏，完全失去桥梁的功能。尽管如此，自从六世纪开始，平均每一世纪都会出现一人对图拉真桥表示关心。到了十七世纪总算有人将此桥的图面画出，不过只有石造的桥桁部份而已。十九世纪中期，第一本正式的研究书籍也宣告诞生。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由于奥地利、匈牙利希望将多瑙河活用在大型船的航行上，因此将当时已严重破损但仍伫立在河中的桥桁完全爆破。现代人也只能靠著研究学者勾画出的复元图，和摆放在艾乌尔城（Eur）的罗马文明博物馆中的缩小模型，来想像当时图拉真桥发挥桥梁功能的模样。





让我们将话题拉回一千九百年前。当达其亚的德赛巴拉斯王眼见罗马人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建造出如此规模宏大的桥，展现威震四方的气势时，他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罗马人认为，图拉真桥只不过是将自古以来就是罗马领地的多瑙河右岸的庞特斯，和第一次达其亚战役后成为罗马基地之一的多瑙河左岸的多罗贝塔链接起来而已，这种说法可以成立。此外，既然罗马和达其亚成为同盟关系，「图拉真桥」应该可以促进两国间的交流，并维持两国间的和平，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不过，多罗贝塔到达其亚的首都萨尔米泽特沙之间，连接有第一次战役中罗马军建筑的石造军营，罗马还留有一些士兵驻守在那里。

图拉真皇帝造桥是否有挑衅达其亚王的意图，至今不明。尽管不曾有人在书中提到图拉真的真正想法，但从整个经过，似乎可嗅出浓厚的挑衅意味。无论如何，达其亚人认为「图拉真桥」的建造很显然是罗马人的挑衅行为。而且德赛巴拉斯王对于自己在图密善时代因采取强硬态度而获得有利媾和的成功经验一直无法忘怀。即使皇位已经易主，但这也只不过是十年前的事而已。

认为第二次战役必将到来的达其亚王，这回改变了战略。他打算向帕提亚（Parthia）王游说，从东北两方夹击罗马帝国。看来在帕提亚王的宫廷中出现达其亚的使节似乎是一项事实。不过，帕提亚王国自西元前一世纪开始与罗马接触之后，虽然一直具有威胁罗马防卫线的军力，却不具备可攻破罗马的军力。这个王国只有在帝王交替时，为了对国外显示其强硬作风，并压制住国内情势，才会对罗马领地产生威胁。而西元105年当时，对帕提亚来说，并没有威胁罗马的必要。




从黑海到红海



图拉真很可能早就知悉达其亚王对帕提亚的游说动作。因为与帕提亚接触的叙利亚行省总督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侦测帕提亚的动向。不过，倒是用不著派遣间谍冒著生命危险潜入。因为经由帕提亚进口的东洋物资最主要的顾客便是罗马帝国，只要仔细分析商人们带回来的资讯，即可对当地现况有某种程度的掌握。罗马帝国的国境属于开放式，并非封闭式，其中与帕提亚之间的国境最为开放。

不知是否因为获悉达其亚王对帕提亚的游说已经失败，还是因为想要将计就计利用此事实，图拉真开始著手合并阿拉伯。

罗马人所称的「阿拉伯」，并非后代的阿拉伯半岛。因为罗马人将盛产香料、胃药、真珠而闻名的阿拉伯半岛南部称为「幸福的阿拉伯」，将形容词省略后所指的阿拉伯就是现在的约旦（Jordan）。

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内利乌斯·帕尔马在接到图拉真的指令后，只率领旗下一个军团就成功完成任务。这是因为那巴提王国已失去昔日威势，没有采取行动阻止，所以无需诉诸战争，只靠一个军团即完成合并。不过，合并了约旦之后，也让罗马帝国得以确立自黑海到红海的防卫线。

以黑海为起点，朝着亚美尼亚王国（Armenia）的国境南下，再沿着幼发拉底河前进，当幼发拉底河流向东南方时离开河岸，继续朝南方前进，依序经过帕耳美拉（Palmyra）、大马士革（Damascus）、波士特拉（现在的布斯拉Bosra）、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现在约旦的首都安曼Amman），然后通过那巴提王国的首都佩特拉（Petra）附近，最后抵达邻接红海的亚喀巴（Agaba）。

在被罗马帝国合并为行省的地方，罗马人最早做的一件事就是建设古代的高速公路——罗马式街道。以「阿拉伯·那巴提行省」之名成为罗马帝国一部份的约旦地方，也开始铺设可称为干线的街道。这是一条连接大马士革、布斯拉、安曼与亚喀巴的街道。这条纵断约旦的干线道路，由现代挖掘出来的石造路标得知，是在西元114年建造完成的。行省阿拉伯的省都决定为布斯拉而非安曼，应该是因为布斯拉离前线较近的缘故。在布斯拉有第三昔兰尼加军团常驻。

日后，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在攻击亚喀巴时，辛苦穿越炽热的沙漠，如果是在罗马时代，尽管气候一样炽热，但只要通过铺设好的街道即可。根据最近的报导指出，约旦政府已搭建一条贯穿安曼和亚喀巴之间的高速公路。





故事好像一直在古代与现代的时光隧道之间往返，一不小心就扯远了话题。但我在研究罗马史的过程中，强烈体认到整建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非常重要，可借此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此希望将此一感想分享给各位读者。在罗马时代可以办到的事，为什么日后却一直办不到，似乎也有不少人和我有同感，以下就来介绍其中一人进行调查的结果。这是从苏格兰（Scotland）到耶路撒冷（Jerusalem），亦即罗马帝国的两端，该如何走才能由此端到达彼端的模拟路线。只要可以走陆路（以往的罗马街道），绝对不走海路。由于罗马街道中每一罗马哩会立一个石造路标，为尊重罗马人，便以罗马哩来表示距离数。一罗马哩相当於一·四七八公里。





从安东尼奥·派阿斯（Antoninus Pius）皇帝时代建设的长城附近的格拉斯哥（Glasgow）出发，经过「哈德良长城」，到设有军团基地的约克（York）为止的距离为二百二十二罗马哩。

从约克到伦敦的距离为二百二十七。

从伦敦到多佛（Dover）的距离为六十七。

渡过多佛海峡到法国的布伦（Boulogne）的海路距离为四十五。

从布伦经过亚眠（Amiens）到兰斯（Reims）的距离为一百七十四。

从兰斯到里昂（Lyon）的距离为三百三十。

从里昂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义大利的米兰（Milano）的距离为三百二十四。

从米兰穿过艾米利亚（Emilia）大道、弗拉米尼亚（Flaminia）大道一直到罗马的距离为四百二十六。

从罗马穿过阿庇亚（Appia）大道，一直到南伊的海港布林迪西（Brindisi）的距离为三百六十。

从布林迪西渡过亚德里亚海，到现在阿尔巴尼亚的多雷斯的海路距离为四十。

从多雷斯直走伊尼地亚大道到拜占庭（Byzantium,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Istanbul）的距离为七百一十一。

从拜占庭到安卡拉（Ankara）的距离为二百八十三。

从安卡拉通过罗马街道到地中海侧的达尔苏（现在的达尔索斯）的距离为三百零一。

从达尔苏到叙利亚的安提阿（Antioth，现在的安达其亚Antiochia）的距离为一百四十一。

从安提阿到黎巴嫩（Lebanon）的提洛斯（现在的提尔）的距离为二百五十二。

从提洛斯到以色列（Israel）的耶路撒冷（Jerusalem）的距离为一百六十八。

合计为四千零七十一罗马哩。这是一趟不需亮出「护照」即可一路畅通无阻，长达六千公里的旅程。





如果达其亚王德赛巴拉斯甘愿接受成为此文明圈一分子的命运的话，应该不会发生第二次达其亚战役。不过，自视甚高的达其亚人还是选择了兵戎相见。此外，德赛巴拉斯王的财力相当雄厚，这是因为达其亚地方拥有许多金山银山。而且专制国家一向将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君王一人身上。罗马帝国和东方型的君主国家的差异之一是，前者经常维持常备军力，后者则在必要时以金钱募集士兵。




第二次达其亚战役



西元105年春天，达其亚违反媾和协定，对罗马发动攻势。他们针对达其亚领地内的罗马军营、正在进行街道铺设工程的第七军团、以及多瑙河下游地区的罗马领地，采取多目标的同时攻击。

6月4日，图拉真皇帝启程离开首都罗马，重新投入达其亚战役。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图拉真圆柱」上，借由各个场面的解说来探索这场战役的经过。

（46）浮雕中对第二次达其亚战役的叙述，是从图拉真在义大利中部的海港都市安科纳登船来揭开序幕。之所以知道登船地点就是在面对亚德里亚海的安科纳，是因为浮雕里出现了为纪念第一次达其亚战役获胜归来的图拉真所搭建的凯旋门，这座凯旋门就位在维纳斯女神的神殿与安科纳海港的附近。

（47）罗马军分乘数艘军船，準备渡过亚德里亚海。负责划桨的士兵将胄甲置于脚下，身著短衣装束。图拉真则穿着红色披风大衣，站在其中一艘军船的船尾，拉开嗓子，担任划桨节奏的指挥者。在波浪间看到海豚成群跃起的画面，表示船队正在海面上航行。

（48）图拉真和士兵们横渡亚德里亚海，於现在的克罗埃西亚的海港都市登陆。我们可以从出来迎接他们的居民全都身穿罗马式的宽松长袍，以及四周林立的美丽石造建筑物，来研判此地可能是达尔马提亚（Dalmatia）行省的省都萨罗那耶，或者是位于其南方的海港都市斯普利特。

（49）一身轻便短衣配披风的图拉真乘着马朝内陆前进。可从浮雕中看到军队一行人与街道两旁列队欢送的民众，人群中也夹杂著妇女和小孩。

（50）用蔓草和花朵编织而成的花圈装饰著几头当作祭品的牛，这是一场正式的祭礼。虽然奔往前线是当务之急，但对罗马人而言，向神明祈福是不容懈怠的重要大事，所以士兵和全体公民都会参加。

（51）不知是否正在渡河，可看到利用船和石桥前进的士兵。

（52）皇帝和士兵们进入壮丽的城市里。图拉真在此城市中举行祭礼。如果图拉真登陆的地点为斯普利特的话，在「圆柱」里描绘的这些城市应该就是现在的波斯尼亚的城镇。虽然离本国义大利很近，但罗马时代这一带的文明度之高，只会令我们瞠目结舌而已。

（53）不过，由于巴尔干地方已经离多瑙河前线很近，因此呈现在远景中的建筑物和石造城塞也愈来愈多。罗马骑兵军团从一旁疾驰而过。

在前头带队的图拉真受到周边居民热烈的欢迎，从居民的服装和头发的长度来看，混杂著女人和小孩的这一群应该是达其亚族人。居住在境外的人民只要勤奋工作、和平度日，罗马帝国便允许其移居到罗马领地内。

（54）但是，身著罗马式服装的居民也不少。罗马是个多民族国家，即使到了前线，其居民结构也没有改变。

受到民众包围的图拉真，在祭坛上斟入葡萄酒，向神明祈求罗马军能够旗开得胜。虽然令人担心一直在做这些事是否有意义，但在即将踏入战区之际，向神明祈福还是不可或缺的。

（55）事实上，换到下一个场面，可以看到士兵们将盾牌放置一边，身著无袖短衣进行砍树开路的工作。虽然这是罗马军向来的惯例，但我对于罗马军与其他国家军队的差异还是深有感触，后者即使有所不便还是会在既有的道路上行军，而前者会开拓平顺的道路以便行军。

（56）场面一换，我们看到达其亚士兵正在攻击多瑙河南岸的罗马军基地。这些士兵即使地位升高还是只穿上衣和短裤，不戴胸甲，只用大型盾牌保护身体。站在攻击队伍前方进行指挥的是蓄著胡子，戴着无边帽的达其亚权贵阶级。在德赛巴拉斯王大声疾呼反罗马的口号之下，达其亚举国一致对抗罗马。

（57）不过，守卫的罗马士兵也不甘示弱。在多瑙河防卫线上执勤的士兵比罗马帝国其他防卫线的气氛还要紧张。在气候、地势、精神、肉体上都甚为严峻的环境中，这些平凡的士兵被锻鍊成金刚不坏之身。对于达其亚云集的大军，他们毫不退缩的严阵以待。

（58）话虽如此，战斗地点并不是在基地长城的内外两侧。罗马军前进到基地外迎击达其亚兵。在「圆柱」的浮雕当中，连续好几个场面都在描绘激烈的白刃战。可令人联想到罗马士兵们手持铜制长枪和剑的逼真模样，真可谓一大杰作，令人佩服。

（59）但是，接下来几个场面被击倒在地的达其亚兵愈来愈多，可见战况已渐渐转为对罗马有利。尽管如此，真正确定罗马胜利应该是在图拉真率领的骑兵团到达之时。达其亚兵只好拋下诸多同袍们的遗体，仓皇逃回多瑙河北岸。

不过，此时已进入秋天。罗马军也只能等到隔年春天再反攻回多瑙河北岸。东欧的冬天冷峻无比。在隔年春天反攻之前，士兵们需要充分的休息。

在这个冬季期里，发生了一则轶闻，且让我娓娓道出它的始末。





达其亚王德赛巴拉斯并不是因为想要攻破罗马帝国才掀起战争。他希望和图密善时代一样，罗马和达其亚簽订媾和协定，让多瑙河北岸成为一大王国，这是他的野心。正因为如此，往往令人摸不清他到底是想要发动攻势还是想要和平交涉。然而，德赛巴拉斯王却打错了如意算盘。因为罗马人绝不会甘愿缔结只对敌方有利，亦即对自己不利的协定。





虽然知道罗马军正著手铺设街道，但不知此街道是位在多瑙河沿岸的罗马领地内，还是位在多瑙河左岸的达其亚境内。无论如何，达其亚军趁着媾和谈判中罗马松懈监视之际，袭击正在进行街道工程的第七克劳狄亚军团，而且还成功的逮捕军团长与十名左右的罗马兵。达其亚王希望利用手边的「筹码」来向罗马皇帝换取有利的媾和条件。

沦为俘虏的军团长姓隆基努斯，长久以来一直担任驻扎在多瑙河沿岸的科斯特拉克基地的第七克劳狄亚军团长，在第一次达其亚战役中，这位武官也没有辜负图拉真的信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相当活跃。同时他也是首都罗马出身的名门世家子弟，祖先代代都是属于元老院阶级的大人物。

如果对此人见死不救，将可能会与元老院为敌，行省出身的图拉真应该不会甘愿冒此危险。或许这正是达其亚王的如意算盘。

沦为俘虏的隆基努斯并没有被铐上锁链，也没有被关进牢里，只要是在达其亚的城塞之内，行动完全自由。德赛巴拉斯王甚至劝他混入民众当中，也可以带着伺候他的解放奴隸自由散步，对隆基努斯可以说是相当礼遇。达其亚王希望此讯息能够传到图拉真耳里。

另一方面，达其亚王也不忘传唤这位罗马军团长询问罗马皇帝的作战计划。不过，隆基努斯对所有问题一概以「不知道」来回答。

对多瑙河下游的罗马军基地之攻击行动最后以失败收场，不只是德赛巴拉斯王，任谁都知道隔年春天罗马军势必会反攻，就在这年冬天，达其亚王决定搬出手边的「筹码」。

达其亚提出二项媾和条件。其一，罗马必须承认多瑙河北岸一直到黑海为止的所有区域为达其亚领地。其二，罗马必须赔偿在这场战役中达其亚耗损的所有战费。

罗马若接受上述二项条件，达其亚王就将隆基努斯与十名俘虏遣返。而说服图拉真接受此媾和条件的工作便落在隆基努斯的身上。

当达其亚王告诉隆基努斯这项任务后，他第一次点头表示同意。也承诺将写一封信给图拉真。不过，暗地里却派遣伺候他的解放奴隸去张罗毒药。由于他的行动并没有受到限制，所以轻而易举便取得毒药。

隆基努斯写给图拉真的信的内容无人知晓。或许他为了怕德赛巴拉斯看出他的计策，刻意避开拉丁文，而使用希腊文来书写。不过，他以图拉真认识此人为理由，坚持派遣他的仆从来送交这封信。当他算好送信的解放奴隸已经到达安全地带，这位武将便饮药自尽。





失去「筹码」的达其亚王怒不可遏，但还是没有放弃要求罗马皇帝让步的念头。

这回他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图拉真。提议交出那名知悉一切的解放奴隸，来换取隆基努斯的遗体和十名罗马俘虏。送信工作则交由十名俘虏中地位最高的百夫长来负责。





图拉真对达其亚的媾和条件和人质交换的要求完全不予理会。因此解放奴隸和百夫长就一直留在罗马阵营里。

可谓罗马军团之梁柱的百夫长为不折不扣的罗马公民，但解放奴隸是罗马公民的可能性并不高。解放奴隸虽然也有机会成为罗马公民，条件是必须有子嗣，且拥有三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以上的资产。这些单身远赴前线长期担任罗马司令官仆从的人，不太可能拥有妻小。就算主人体恤，免除他们奴隸的身份，但他们还是不具罗马公民权的「解放奴隸」。

如果答应达其亚王的要求，将不具罗马公民权的这名奴隸遣返回去的话，这名共和政治时代名门出身的元老院议员的遗体就可以运回罗马。

虽然是希腊人，但在罗马元老院中拥有席次，曾担任过行省总督的加西阿斯·狄奥以一句话为此轶闻画下句点。

「图拉真认为维护罗马帝国的尊严比起为隆基努斯厚葬来的重要。」

在圆柱当中，并未刻有此轶闻的浮雕。有关第二次达其亚战役，是从前一年夏天於多瑙河下游的击退战胜利后，隔年（西元106年）春天展开的罗马军反攻开始叙述。这年春天，图拉真五十二岁。






在图拉真桥之前集结了罗马大军




（60）罗马军团集结在阿波罗多罗斯设计的桥之起点「庞特斯」。身为主战力的军团兵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副武装，随时準备迎战。被这些士兵围绕的图拉真，只举行在祭坛上献酒的简单祈福仪式。这个场面的背景是宏伟的图拉真桥全貌。

（61）渡过桥到达对岸的多罗贝塔后，周边部族的族长们出来迎接图拉真。在达其亚王声势高涨时不知该投靠哪一边的这群族长，这回看他们的眼神，很显然已经决定站在罗马这一边。

（62）这个场面是陆续渡桥的罗马军团兵之列，然后是军旗之列，走在各个队伍前头的是百夫长。走在骑兵团前头则是皇帝图拉真。在远景中可看到罗马士兵筑起的城塞。罗马军在到达这附近之前所走的路线和第一次战役当时相同。

（63）第一次战役结束后留在达其亚境内，在前一年遭到达其亚袭击的残存部队与皇帝再度相会。

然而，这些士兵和皇帝率领而来的士兵一样，个个精神抖擞，井然有序的列队前进。这正是士兵们和图拉真决心一致的最佳写照。军乐队鼓起脸颊吹起长笛和喇叭为这些士兵们加油打气。

（64）在高起的讲台前，图拉真带领幕僚发表精神训话。士兵们认真的聆听皇帝的训示。其中一位站在皇帝身后的幕僚，据说就是在图拉真之后登上皇位的哈德良，当时他正值三十岁。

（65）在环绕石造长城的坚固城塞中，一群人围在皇帝身边展开作战会议。参加罗马军作战会议的人士不只幕僚和军团长阶级，由行省出身的士兵编制而成的辅助部队之指挥官，以及百夫长等，只要是上级人士全都会列席。因为实战指挥官的意见比隸属「参谋本部」的高级将领的意见还受到重视。

（66）为了做好随时应战的準备，士兵们都戴着头盔行军。在另一边，可看到另一群士兵驾著满载兵粮的马车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67）在这附近行军分成二路。图拉真下令开始进行包抄歼灭作战。

（68）在要塞当中，士兵们正在搬运兵粮。继续向前行军的包括身著胄甲的军团兵、戴着皮制胸甲的辅助兵、半裸体的日耳曼兵、穿着长到脚踝的长衣且背着箭筒的东方弓兵。这表示罗马军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也就是说，罗马军队就好比是一幅罗马帝国的缩图。





（69）一群军团兵身著武装，手持镰刀，努力收割麦子。这表示西元106年即将进入夏天。不过，这个场面也有助於推测其他的事实。

一般而言，被攻击的一方为了储备兵粮，也为了防止敌方抢夺，都会提前进行收割。但是达其亚军没有这么做，这代表到首都萨尔米泽特沙的一路上，已经埋伏了许多罗马兵。根据研究学者的推测，第二次达其亚战役中，图拉真投入了十三个军团，大幅超过第一次战役。再加上辅助战力的话，则成为超过十五万的大军。

（70）先发的辅助部队与达其亚军第一次接触。下一个场面可看到达其亚兵获悉罗马军已接近，在堡垒内外充满着紧张气氛。

（71）在达其亚的堡垒前，罗马兵和达其亚兵发生激烈战斗。达其亚兵虽然勇猛善战，但踩在士兵遗体上的激烈白刃战，最后还是由罗马一方赢得胜利。

（72）罗马军确实的将撒下的「网」慢慢拉回。而在达其亚兵为了捍卫首都萨尔米泽特沙所建设的坚固城塞四周，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在城壁之下布满被罗马兵的箭射中摔下的达其亚士兵的遗体。其他城塞应该也展开了与此相同的攻防战。

（73）在攻防战的空档，图拉真带领幕僚视察战场。而在另一边，可以看到达其亚相连的城壁。达其亚人与罗马人建造城壁的方式并不相同，罗马人是将长方形的石材重叠起来，相对的，达其亚的筑城方式是先堆积小石头，然后再将石板压在上面，叠成好几层。在各个重要据点搭建高塔的场合，虽然两者采用的方式相同，但城壁的建造方式却不一样。如果是建造包围城市的城壁，或许利用达其亚的作法并不会有问题，但若是大规模的建筑物，这种作法就不太可行，更不用说造桥了。

尽管如此，如果不妥善应付这些高耸相连的城壁，攻城战势必徒劳无功。从上往下攻绝对比从下往上攻还要有利。这个时代尚未发明大砲。

被迫进行攻城战的场合，罗马军的战法有三。

一、在城壁下方挖掘坑道，用木材撑住，中间堆积可燃物，然后点火燃烧木材，利用木材燃烧所产生的空间使上面城壁崩落。

二、用木材堆积成堡垒，堆到和城壁一样的高度，或者是建筑和城壁等高的高楼，如果攻击的一方升到与城壁同等高度，即可抵消从下往上攻击的缺点。

三、利用可击出直径三十公分石弹的攻城兵器来破坏城壁，另一方面，士兵们一面将盾牌摆在头上并列成龟甲型阵容来保护身体，一面接近城壁，从破坏处攻入城中。

图拉真认为应付达其亚人不需使用第一、二项的战法，使用第三项的战法应该已经足够。下一个场面是被搬运到群集士兵后方的攻城兵器的阵容。





（74）不过，达其亚士兵并不会就此坐以待毙。有的士兵被派到城外和罗马军进行白刃战。对于带头冲入罗马军阵营的达其亚将军，罗马士兵似乎有一阵畏怯。

（75）姑且不管在城壁之外展开的白刃战，其实罗马军已经成功的攻入城壁之内。在这个场面中，可看到攻入城壁内的军团兵和负责掩护射击的辅助兵部队。

（76）达其亚的城塞已被攻破。在带领幕僚进城的图拉真面前，可看到屈膝下跪的达其亚权贵阶级。和此相同的光景恐怕也会发生在其他以捍卫首都为目的而兴建的城塞中吧！

（77）在此，首都萨尔米泽特沙总算映入罗马军的视线中。只有这个城市的城壁是采用重叠石材的罗马式筑城方式。不过，双方并没有在城壁内外进行攻防战，反而看到达其亚人在城里四处点火。可能是已觉悟到城池沦陷是早晩的事。不过，就算城破之日已不远，但总是不甘愿就这样将首都交到敌人手中。

（78）从火苗四处窜起的城内，可看到达其亚人绝望的百态。有的人将双手张开，咀咒自己不幸的命运。有的人抱着头趴在地上。有的人从容不迫的服毒自尽。有的人将毒性发作倒臥的友人抱起。

虽说是集体自杀的场面，但此情此景被雕刻的如此细腻，真不愧是一大杰作。

（79）接下来也是描绘集体自杀的场面。这回好像是一位体格壮硕的将军，站在装了毒药的罐子旁边。达其亚士兵们对这个人伸出手，好像是在拜托他施舍毒药。这位将军亲手将毒杯递到士兵们手上。在他的背后，似乎有年轻士兵喝了毒药后仰臥地上。双手捧著这名士兵遗体的可能是他的父亲。

（80）不过，还是有许多达其亚人选择逃亡。其中一人就是德赛巴拉斯王。不过，达其亚人落荒而逃的混乱场面，和罗马军从容不迫、井然有序的追击队伍形成一大对比。





（81）图拉真在敌军首都陷落后，接见跪地求饶的达其亚人。另外也描绘了罗马士兵在敌军弃城逃逸后，从城里运出战利品的情景。

（82）接下来这个场面，图拉真赞扬士兵们的英勇奋战精神，其中一位大队长举起右手向图拉真致敬。这表示士兵们称呼自己的司令官为象征胜利者的「大将军」（Imperator）。罗马军早在这个阶段就确信第二次达其亚战役已赢得胜利。

（83）尽管胜利已成事实，罗马军依然是罗马军。军团兵将石材扛在肩上，在战略要塞展开建设工程。继续砍伐森林，开拓道路。然而另一方面，部份罗马士兵则渡过紧急架设在狭小河川上的桥梁，继续追讨敌军。敌军只好一直向北方逃窜。

（84）话虽如此，达其亚兵并不是只会逃逸。也有不少达其亚兵趁夜深人静时，偷袭罗马兵的军营，而罗马士兵则奋力抵挡。看来达其亚兵的勇猛果真名不虚传。还可以看到德赛巴拉斯王躲在林间偷窥的模样。

（85）不过，纵然德赛巴拉斯王亲临作战，也无法改变达其亚的战况。最后还是只有逃往北方一途。达其亚兵一面逃亡，一面担心身后是否有追兵。

（86）图拉真虽然一面追击敌军，但仍不忘随时为士兵打气。

（87）在这个场面中，罗马军将达其亚王藏在河中的财宝拉上岸，并堆放在马背上準备带回罗马。

（88）另一方面，於森林中集结士兵的德赛巴拉斯王在最后一战之前进行精神训话。

（89）但是，达其亚人已经不愿再对德赛巴拉斯王言听计从了。有的人仍旧继续逃亡，有的人将剑刺入自己胸膛。也有的人将头伸出去，请朋友帮助他了结生命，所以也可看到有人将剑高高举起的画面。而在图拉真的阵营中，有一些达其亚的长老向皇帝表示降服之意，乞求饶命。达其亚王国就此宣布瓦解。

（90）德赛巴拉斯王眼见只有少数骑兵愿意跟随，也只好选择逃亡一途。后面有罗马的骑兵团在追击。接连好几个场面都在描绘追击的情景。场面一直往后进展，被长枪射中落马的达其亚骑兵愈来愈多。

（91）被追到无路可逃的德赛巴拉斯王，四面八方都被罗马骑兵包围。他把马儿丟在一旁，跪在树下，将短剑刺入胸膛。罗马骑兵并没有阻止他，反而是在一旁默默凝视著他。这应该就是武士之情吧！不过，在达其亚王断气后，他们还是将他的头颅斩下。






达其亚王德赛巴拉斯临死前的情景




（92）这个场面可以看到两手被绑在后面的战俘们和打扮整齐的年轻女孩，可能是达其亚王的女儿。

（93）二位将校捧著银色大盆，上面放着达其亚王的头颅，请皇帝检视。德赛巴拉斯王一心希望与罗马帝国并肩建设王国，而这个梦想持续不到二十年。

（94）罗马军彻底追杀达其亚残兵。对于投靠达其亚，与罗马战斗的周边小部族，也不给予任何宽赦。

（95）这个场面描绘出遗体之丘、被强行带走的战俘之列。远景中可见山脉绵延不断。罗马军在山中采取全面扫荡作战，甚至一直扫荡到最北部的山岳地带。

（96）熊熊大火燃烧著村庄和城市。

（97）有一群达其亚人继续朝北方前进。他们并没有被杀害，也没有成为战俘，这群人被罗马赶出祖先代代相传的居住地。

成为难民离开故乡的老人、女人和小孩们排成一条长列。而跟在这群人背后有著成群结队的牛、猪、绵羊和山羊……。此时正值西元106年的夏天，达其亚战役至此完全落幕。




凯旋



这位五十三岁的胜利者凯旋归来，引起首都罗马一阵疯狂骚动。

达其亚王国的灭亡意谓著这几年来日渐棘手的敌人已经消灭。

图密善时代忍气吞声的屈辱媾和已成为过去式。

五万名战俘和达其亚王莫大的财宝让罗马人沉浸在期盼已久的胜利快感中。

而图拉真正式发表达其亚为罗马帝国的行省。

在初代皇帝提出禁止继续扩大帝国版图的遗教之后，进入帝政时代主要以防卫代替攻势的罗马帝国，仍然合并了一些国家成为新的行省。诸如小亚细亚的潘特斯（Pontus）、加拉太（Galatia）、卡帕杜西亚（Cappadocia）、科马格涅（Commagene）、巴基斯坦（Palestine）的犹太地区、北非的茅利塔尼亚（Mauritania）、不列颠（Britannia）等。不过，罗马人认为只是平定叛乱的犹太地区，以及除了不列颠之外的各国，都是当地国王自愿让渡给罗马，在和平状态下成为罗马的行省。此外，由于这些王国过去一向自称为罗马的同盟国，而事实上是罗马的属国，可以说原本就处於罗马的霸权之下，就算将这些王国行省化，对罗马而言并不会有新鲜感。虽然只有不列颠的行省化是以军力征服的结果，但是竟然需要花四十年的时间来征服这个帝国最北端的国家，总让人觉得不是很值得。

图拉真征服达其亚，第一次与第二次战役的实际战斗期间合计起来也只不过二年。对罗马人而言，这和朱利斯·凯撒虽然花了八年时间，但只用图拉真三分之一的战力，征服了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南部、德国西部、瑞士的「高卢」（Gallia）给人的印象极为类似。亦即，这是一场令人期盼已久，总算能够举起双手大声疾呼「太棒了」的胜利。

事实上，合并达其亚的图拉真时代是罗马帝国版图最大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图拉真便仿照共和政治末期大幅扩张领土的朱利斯·凯撒的《高卢战记》，也写了一本《达其亚战记》。






合并达其亚后的罗马帝国




在就任皇帝当时或许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是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皇帝，凡事谦恭朴实的图拉真，在达其亚战役赢得胜利之后，便拋弃此种行事风格。在西元107年初举行的凯旋式极尽盛大华丽之能事，让罗马人惊叹不已。

图拉真驾驭著由四匹白马拉曳的战车，穿着镶有金线的紫色大披风，头上戴着绿色的月桂冠，再加上高挑壮硕的身材。在罗马人眼中，他正是最适合讬付帝国命运之人。

在前方行进的货车上绑著达其亚的高官显贵们。回想起十年前，逼迫罗马缴纳贡金（每人每年二亚西铜币）以赎回俘虏士兵的达其亚已沦落到这般田地。虽然罗马人并不是一个会积怨的民族，但征服达其亚后却有卸下心中一地大石头的快感。

由于达其亚王的财宝堆积如山，只好分成数辆货车来装载。图拉真宣布这些财宝将全数用在公共设施上。庆祝战争结束而举办的竞技会和杂耍表演也堪称帝国创始以来最大的规模。

在古罗马圆形剧场（Colosseum）举行的剑术竞技中，动员了一万名左右的斗剑士。其中大多数都是被俘虏的达其亚士兵。有些战虏和连日在斗剑士训练所中磨练剑术的专业斗剑士对决后丧命。此外，也有些战虏被迫和昔日战友展开苦恼的对决，当然会有一方牺牲。

据说在古罗马圆形剧场中，也提供野兽对决和人兽对决的表演。为了庆祝达其亚战役大获全胜，共计投入了一万一千头野兽。

这些表演节目总共持续了一百二十三天，让首都罗马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悅中。因而死去的达其亚战俘不计其数，据说这些战俘的人数高达五万名。而幸存者便成为奴隸供人使唤。




战后处置



图拉真并不只单纯将达其亚王国当作罗马的行省。他对于昔日在多瑙河北岸一带扩张声威的危险敌人，并非采取完全扫荡或是逼迫他们屈服的作法，而是希望使他们从地球上消失。

除了战役初期及早投降、誓言效忠罗马的达其亚人可以继续居留在达其亚之外，战败的达其亚人无论老人、女人或小孩都被驱逐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北部，不允许再回到故国居住。有五万名达其亚人不是成为俘虏就是奴隸，必须永远离开故乡。也就是说，现在的达其亚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

图拉真让周边各个地方的人民移居到这座空城里。如此一来，完全更新了达其亚的居民结构。同时也在这个由风俗习惯、语言相异的人们组成的达其亚行省里，推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为共通语言。义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语言以拉丁语为主体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但与这些拉丁语系诸国距离很远的罗马尼亚的语言，同样也属于拉丁语系。如果懂得义大利语，就可以猜出罗马尼亚语一半的意义，这是因为现在的罗马尼亚就是过去的达其亚。





希腊人普鲁塔克（Plutarch）将希腊和罗马的名人传记以并列型态写成《列传》（或是《英雄传》），此人出生于西元50年前后，死于西元120到125年间。他和西元53年出生，西元117年逝世的图拉真生在同一时代。普鲁塔克为了进行传记资料的调查，经常走访罗马，而且一待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他也可以说是图拉真治世的现场证人之一。和罗马的元老院议员阶级交情匪浅。

普鲁塔克曾说过下面这句话。

「罗马之所以能够兴隆在于允许败者也和自己同化的作法。」





朱利斯·凯撒征服高卢，并成功使其行省化，以及之后让高卢成为绩优的行省化地区，都是因为胜者凯撒并没有将败者高卢人赶尽杀绝，也同意高卢全境所有部族继续居住在自己的故乡。不仅如此，他甚至还铺设罗马式街道，将高卢的城镇结合在一起，赋予各部族的领导阶层可谓世袭权的罗马公民权，提供部族长元老院的席次，并赐封自己的家族名号「朱利斯」，使敌友成为一大家族。

即使在凯撒遭到暗杀之后，后继者依然承袭他的作法，此种开国路线成为罗马帝国统治行省的基本理念。总而言之，无论败者或是胜者，都是罗马帝国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这是一项根深蒂固的政策。如果没有此项政策，那么体内流着过去败者之血的图拉真就不会当上皇帝了。类似过去迦太基（Carthage）灭亡时，罗马人到处洒盐使当地成为不毛之地，而且把所有居民都抓去当奴隸的作法，在罗马进入帝政时代后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普鲁塔克虽然身为败者的一方，但却对胜者罗马人宽大为怀的精神讚誉有加。即使在进入帝政时代后此种精神依旧存在。

既然如此，为何图拉真却硬要将达其亚的居民结构全盘更新，采取败者非同化路线呢？





是因为脱离兴隆期的罗马已经处於绝顶期，因而摆出胜者的骄傲姿态呢？

还是因为想让罗马人从图密善时代忍受的屈辱中得到解脱呢？

如果不是这样，难道是因为图拉真赞同图密善皇帝说过要根本解决达其亚问题只有将达其亚荒地化的看法吗？

与图拉真生于同一时代的普鲁塔克和塔西图斯（Tacitus），并没有对图拉真全盘更新达其亚的居民结构再予以行省化的作法表示任何责难。不仅如此，反而对图拉真的所有政治作为大表赞同。

曾经是南法行省出身的罗马人之元老院议员塔西图斯，以及出生于希腊南部，一生都是希腊人的普鲁塔克，是否超越出身、民族和社会立场之別，对于命运共同体的罗马帝国有了共识呢？





不过，有关凯撒对高卢的战后处置以及图拉真对达其亚的战后处置之背景，为了能够更为客观的评论，必须先进行一些考察。

凯撒面对的对象是由将近一百个部族杂乱组成的高卢民族。而日耳曼民族盯上这些部族，不断从莱茵河东边入侵。因此凯撒可以对高卢人这么威胁：

「你们要选择继续这样生存下去，最后成为日耳曼人的奴隸，还是要选择在罗马的同化政策下，自由自在的生活。」

除了日耳曼的威胁这张「王牌」之外，凯撒还有另一张王牌。那就是高卢民族只不过是由众多大小民族组成之缺乏统一性的集合体这项事实。

在这样的状态下，一定会产生利害冲突。每当产生利害冲突时，形势不利的部族就会对莱茵河东边的日耳曼人招手，这也是日耳曼族入侵的原因。或许高卢人早就知道这种情形，因此每年都会召开一次调停利害的部族长会议。不过，如果各部族的实力在伯仲之间，调停工作当然无法顺利推动。

凯撒在征服高卢之后，每年还是会召开一次部族长会议，但是规定由罗马指派主席，亦即调停人。其结果，在罗马军的保护之下，可以免於受到日耳曼族入侵的高卢人，便由过去的狩猎民族转变为可安心耕种的农耕民族。





图拉真并没有和凯撒一样的王牌。在达其亚族背后没有可威胁他们的强大民族。此外，达其亚是由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率领的统一国家。





凯撒所实施的败者同化政策与图拉真的败者非同化政策，作法完全相反，但结果却一样成功。现在罗马虽然只在达其亚驻扎一个军团，但这个行省却很少让罗马中央政府操心。

然而，这项成果并不是光靠征服达其亚即可实现。图拉真在战役结束后亦不忘重整多瑙河防卫线。





首先，西邻的莱茵河防卫线，是指从莱茵河口经过「日耳曼长城」一直到里根斯堡（Regensburg）的防卫线，亦即帝国的国境。多瑙河防卫线则是指莱茵河防卫线向东边延伸的防卫线。沿着多瑙河一直向下游前进，会看到许多罗马军团基地相连著。顺带一提，罗马人所称的“superior”和“inferior”，各自的解释是，在河川上游的场合为「高」，在下游的场合为「低」，另外，也有表示离罗马近或远的意思。





「近（superior）旁诺尼亚行省（Pannonia）」有三个军团基地。分別是维德波纳（现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距维也纳三十公里下游的加尔努托姆（现在奥地利的佩特洛那）、布里吉提奥（现在匈牙利的苏尼）。

「远（inferior）旁诺尼亚行省」即阿克因肯（现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近莫埃西亚行省」有二个军团基地。分別是辛基多努姆（现在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维纳契姆（现在的科斯特拉克）。

「远莫埃西亚行省」有三个军团基地。分別是诺瓦耶（现在保加利亚的斯维西托弗）、多洛斯特姆、河口附近的特罗埃斯密斯。

「达其亚行省」即阿普尔姆（现在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

军团基地共十处，驻扎的军团也有十个。这四个行省各有一名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总督常驻。光是主战力的军团兵就有六万名，加上辅助兵则超过十二万名，此庞大战力从多瑙河中游一直延伸到下游。






莱茵河、多瑙河两河的防卫线（●为军团基地，▲为分队所在地）




此外，达其亚王国的旧首都萨尔米泽特沙被重新定名为「萨尔米泽特沙的图拉真殖民都市」，大量进驻拥有达其亚战役经验的退役士兵，一方面可成为达其亚行省经济力发展的核心，一方面可在万一之时发挥防卫功能。而图拉真在接近多瑙河口的亚当克里西的山丘上，建设一座隔着河睥睨北方的战胜纪念碑。





上述成果可归纳成以下三项。

一、确立罗马帝国北方的防卫线。

二、使历史上具有多民族熔炉之特色的巴尔干地方安定化。

三、黑海西岸的希腊系各都市成为东方与中欧物产交流的中继基地而充满活力。此外，也透过多瑙河将欧洲与亚洲连接起来。在此无需赘言，被行省化的达其亚当然也会布满罗马的基础建设网。而这个达其亚行省即使在二百五十年后的蛮族大入侵时代，还是称职的扮演著罗马帝国防波堤的角色。

达其亚战役结束后，图拉真受到一般公民、元老院、军队、行省的支持。而原本行省出身为美中不足之处，却渐渐形成一大优势。图拉真比任何人都清楚意识到这个转变。




公共事业



人类工作的进行方式可大分为以下二类。

其一，一项工作完成之后再进行下一项工作的方式。

其二，将所有工作放入视野同步进行的工作方式。

以代表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为例，李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属于后者，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则是属于前者。当然，他们二人的工作方式并非经常都是如此，这只是一个大致上的分类。

一般公认罗马五贤帝当中最重要的皇帝图拉真与哈德良也可以用这个观点来分类。图拉真的工作方式是属于米开朗基罗型，而哈德良则属于李奥纳多型。就写书者的立场而言，米开朗基罗型比较容易著述。

不过，如果是「私人」的情形，例如艺术家，差异的原因大多和此人的个性有关，如果是「公职者」，例如皇帝，其原因绝对不只在于个性。如果没有发生其他问题，当然可以一件一件将工作完成，但若发生需要尽速解决的问题，就只好搁下手边工作，以此为优先。如果图拉真即位时，幼发拉底河前线乌云密布的话，可能就无法专心解决达其亚问题了。我认为这二位贤帝的最大幸运是，之前的皇帝们已经将责任义务完成，因此这二人才得以选择适合自己个性的工作方式。





正因为如此，就达其亚战役而言，图拉真虽然身为「公职者」却可以像「私人」一样进行工作。虽然达其亚战役已经结束，还是让我们回想一下与图拉真同时代的哲学家克里索斯汤姆斯提出的「罗马皇帝的三大责任义务」。以下将其意译为现代的说法。

一、安全保障。

二、国内政治。

三、整建基础建设。

有关第一项，图拉真认为解决达其亚问题与确立多瑙河防卫线后，这项责任义务应该已经达成。

至於第二项，就算图拉真想要尽快完成，赶紧著手下一项工作，但这个领域并不适用此种作法。只要他还在位，就必须循序渐进，一步一脚印的担负起这项责任义务。

最后是第三项，事实上，在西元107年到112年这六年多的时间当中，图拉真全心全意投入基础建设的整建工作。

在各种情势配合下，使得图拉真处於绝佳的工作状态中。

一、维持防卫线需要经费，而投入战争所需花费更多。达其亚战役结束后的罗马帝国，处於从耗尽莫大战费中解脱的状态。

二、短期间内无法向居住在达其亚的人民征收行省稅。因为当地的居民结构全盘更新，在生活基础尚未确立之前绝不能向他们征收稅金。此外，被认可继续居住在达其亚的达其亚人，也因为在战乱中严重受创，必须重新出发，所以情况和移居过来的人民并没有不同。於退役后进驻当地的老兵们由于是罗马公民，所以也不成为行省稅的征收对象。

自共和政治时代开始，罗马对于刚被行省化的地区、经济状态恶化的地区、或是地震、火灾和洪水的受灾地区，规定可有几年免缴佔收入10%的行省稅。而且也将5%的关稅及1%的营业稅减免了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达其亚行省应该也适用这项制度。在短时间之内，达其亚行省的稅收会连驻扎在达其亚的一个军团的经费也负担不起。虽然如此，征服达其亚可为罗马带来充分的经济利益，足以让罗马人忘却收不到行省稅的失望。

三、达其亚地方的矿山以盛产金、银而闻名。

四、达其亚王德赛巴拉斯藏有莫大的财宝。

图拉真决定专心投入的数项公共工程的财源都是靠第三、四项来支应。至於第五项重要原因，可帮助图拉真兴建出既实用又壮丽的公共建筑物。

五、可活用阿波罗多罗斯等建筑师或工程师。

达其亚战役结束，不需要将知名建筑师或工程师们继续留在多瑙河前线。殖民都市的建设或一般规模的基础建设工程，单靠军团附属的技师再加上士兵就足以胜任。





其结果，不只是首都罗马而已，罗马帝国各地同时展开了为数众多的公共工程。其规模数量之大，令我调查到疲软无力，若要将这些工程全部列举出，恐怕连二十页都不够写。因此决定只介绍其中几项著名的建筑作品。已经五十多岁的皇帝与建筑总指挥阿波罗多罗斯，这二人对公共工程的热忱与执行力实在令人佩服到五体投地。在横跨多瑙河的「图拉真桥」上凝聚的技术、对壮大之美的理念、对实用性的执著……等等，这回要发挥到罗马帝国各地的公共建筑上。甚至让人觉得图拉真是以面对战争时的气魄来面对公共工程。而他主导的工程虽然大多数都集中在首都罗马和本国义大利，但这并不是为了拉开本国与行省间的落差。和图拉真其他的政策一样，他认为首都罗马是帝国其他都市的典范，本国义大利则是所有行省的典范，这些建筑作品可谓图拉真一贯信念的结晶。





之前曾提到文献史料极为稀少为图拉真立传的特色。既然如此，为何知道图拉真主导的工程是於西元107年到112年之间进行的呢？这是理所当然会产生的疑问。不过，有关这方面的资讯，倒是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掌握。





进入帝政之后的罗马，迅速展开职业分工化。当然，和现代的企业相比，虽然还没有手工业这个领域，但从头至尾全部包办的阶段已经过去。以工地为例，从各专门工厂调度必要资材为一般性的作法。

建筑物的骨架已经改为砖块。西元前二世纪已经开发出混凝土制法的罗马人，基本上是采用以混凝土重叠砖块作为骨架的建筑方法。在骨架之上涂抹灰浆，然后在上面画出湿绘壁画（Fresco），或是贴上大理石板，以完成壁面。如果需要这么多的砖块，那么砖块工厂自然生意兴隆。

这些砖块工厂为了保证品质，都会在砖块之上烙印出是哪家工厂於何时生产的产品，亦即商标。在柔软状态时将商标烙印上即可，因此，只要砖块遗留着就找得到商标。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砖块都印有商标，每袋砖块中只有一块会被烙印上商标，这可从有烙印商标的砖块数极少得到证明。






烙印商标的砖块




有不少研究学者针对罗马时代砖块上的商标发表学术论文，根据这些人的研究，有烙印商标的砖块自西元前一世纪半的朱利斯·凯撒时代开始受到注目，到了帝政时期的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弗拉维斯王朝，其数量日渐增多，一直到西元二世纪的五贤帝时代达到全盛期，进入三世纪后开始衰退，到了四世纪时便销声匿迹。

配合需求量进行分工可谓经济发展的指针。如果真是如此，就可以知道基督教的抬头对经济繁荣并没有助益。重视来世远胜过现世，当然不会对经济发展有任何贡献。对于注重现世的图拉真时代的罗马人而言，同步推动多项公共工程也是一种人类自信的表征。

不过，在此或许会有一些人抱持著其他疑问。就算可以由烙印在砖块上的商标得知制造时期，但并不能得知这些砖块是在哪一年被使用在建筑之上，既然如此，怎么能够表示对建造时期「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掌握」呢？

如果考量到现代的库存现象，产生这样的疑问无可厚非。不过，和现代的义大利人兴建一座医院需要耗时三十年的作法不同，罗马人的工程脚步很快。就连古罗马圆形剧场也只耗费四年就完工。横跨多瑙河的图拉真桥实质上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即架设完成。根本没有留置库存的空档，建材都是由工厂直接运送到工地。因此，砖块的制造时期和使用时期应该只有些微误差才是。

尽管如此，从开工到完工长达十年以上的工程也不在少数，但这些都是将细部装饰时期也加算在内的结果。落成典礼一般都是在所有工程结束时才会举行。

为何罗马人的工程脚步如此快，这是因为他们是个相当重视效率的民族。甚至还有学者称呼他们为「效率之虫」。





以下就来为各位介绍图拉真主导的公共工程中较著名的几项作品。第一项是「图拉真浴场」（Thermae Traiani）。使用罗马七丘之一的艾斯奎利诺（Esquilino）山丘西边的欧比奥（Oppia）山丘全区建造而成的大浴场。在这座浴场的西南方已经有提图斯（Titus）皇帝建造的「浴场」，不过，也因为建设了这二座浴场，使得尼禄皇帝的「黄金宫殿」的本体部份完全埋在地下。






比邻而立的二皇帝的浴场




罗马式的「浴场」毋需赘述，是一座具备入浴设施及各项娱乐设施的娱乐中心（Amusement center）。罗马人将一天分成「工作」（negotium）和「休閒」（otium）二个时段，并确实遵循此种生活模式，因此「浴场」提供了善用休閒时间并维持身体清洁的场所。「图拉真浴场」花费二年时间兴建完工。虽然浴场需要较大的水量，但因为只是沿用尼禄皇帝为「黄金宫殿」建造的水道支线，因此不需要铺设新的水道。

尽管如此，图拉真还是铺设了一条新的水道。虽然这条水道是沿着从西边进入罗马的奥雷里亚（Aurelia）大道来铺设，但其目的在于提供工业用水。在台伯河（Tiber）的右岸，后来设立了梵蒂冈（Vatican）,其南方有一整片称作「托拉斯台伯」（表示位于「台伯河对岸」）的庶民地区。在罗马时代，台伯河右岸除了与河岸相连的豪宅之外，大都是卡利古拉（Caligula）皇帝兴建的竞技场和多数手工业者居住的地区。在这片广大的庶民地区中，已经有初代皇帝奥古斯都兴建的蓄水池。图拉真在紧邻梵蒂冈（当时称为梵蒂冈努斯）的东方又兴建了一座蓄水池。这是为了振兴台伯河西方广大的工厂地带所采取的对策，和奥古斯都当时建设蓄水池的用意相同。由于是先将水贮存在蓄水池中然后再取出使用，所以并非饮用水，而是工业用水。虽然如此，蓄水池中的水原本就是饮用水，因此，除了流入蓄水池中的水之外，当然都可以当作饮用水。

罗马人将这种蓄水池称之为「模拟海战场」（naumachia）。这是因为奥古斯都为了庆祝蓄水池完工，特別放入船只来模拟海战，以愉悅民众。图拉真或许也在这方面仿效奥古斯都。不过，奥古斯都於在位四十四年当中只举行过一次模拟海战。因为称为「模拟海战场」比直接称作蓄水池有趣的多，所以当时的「奥古斯都模拟海战场」或是「图拉真模拟海战场」都是指工厂用水的蓄水池。

不过，图拉真在首都罗马兴建的公共建筑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图拉真广场」（Forum Traiani）。此为紧邻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的「皇帝们的广场」中最后一个大型的建筑作品，也是规模最大者。当读完有关这个广场的资料后假想自己站在遗迹上，让人不由得想起曾有人说过「大即是美」的话而会心一笑。这是因为对于图拉真和阿波罗多罗斯携手打造的作品竟会产生如此绝妙的结果而感到有趣。虽然如此，「图拉真广场」不只规模壮大，外观更是美轮美奂。亦即，我们不只会被它的气势压倒，更会被它的壮丽折服。

而利用浮雕叙述达其亚战役经过的「图拉真圆柱」就建在这座「广场」的内部。





自从共和政治末期，朱利斯·凯撒进行扩张工程后，现代人称之为「皇帝们的广场」一带便和罗马广场一同扮演起帝国统治中枢的角色。共和政治时代国家的中枢机构就只有位于艾米利亚会堂（Basilica Emilia）与元老院南边的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一处而已。

凯撒首先重建元老院议场，并在其北方兴建「凯撒广场」。元老院与「艾米利亚会堂」之间的通道也可以通往称作「斯布拉」的庶民地区。

有关“Forum”这个字，根据字典的解释是「古罗马都市中央的大广场，为政治、经济、司法中心，也可以作为商业交易、审判、公民集会的场所」。如上所述，罗马广场内建有从事政治活动的元老院议场、作为审判及交易之用的会堂、地下置放国库的神殿、作为集会之用的讲台、具有装饰功能的凯旋门和战胜纪念碑。亦即“Forum”为罗马公民的公共集会广场。

依据凯撒的理念，罗马独特的建筑模式“Forum”，系将罗马广场具有的所有功能全部集中到一处。基本形为长方形，一边置放神殿，另外三边则是盖有屋顶的二重列柱回廊。在回廊深处并列著商业交易的办公室和店铺。也有不少人利用此地作为私塾形式的学校。被神殿及回廊包围的内部为一大广场，其中央立有建造此广场的人物之骑马像。神殿前的阶梯可於面对群众演说时当作讲台使用。

各位一定认为既然是最高权利者兴建的神圣场所，势必有卫兵站岗，民众不得接近，气氛庄严肃穆。其实不然，罗马广场除了举行祭礼之日气氛较为严肃之外，其他日子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到这里来，这也是凯撒心目中的“Forum”的理想模式。

依据此理念而建设的「朱利斯广场」（Forum Julium），亦即凯撒广场，与凯撒的其他理念一样，都传承给日后的继任者。继凯撒之后建立“Forum”的皇帝是奥古斯都，称为「奥古斯都广场」（Forum Augusti）。规模将近凯撒广场的二倍，因为继任者总有想要超越前人的虚荣心，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虽然在左右加上半圆形的凹廊后，形状有些变化，但基本形还是一样。

接着在此地建设“Forum”的皇帝是维斯帕先。在尼禄皇帝死后的内战中奋战到底，为犹太地区的叛乱画下句点的维斯帕先，并没有将此广场冠上自己的名字，而取名为「和平广场」（Forum Pacis）。

维斯帕先皇帝的次男图密善皇帝也将父亲建设的「和平广场」和奥古斯都皇帝建设的广场之间的纵长区域「Forum化」。将此地由单纯的道路升格为环绕神殿和列柱回廊的广场，因而美化了这一带。一般道路铺设的是石子地，但“Forum”则是铺设大理石地板。让罗马庶民到罗马广场时，就好像踏在大豪宅的柱廊之间一般，可以穿着皮制凉鞋走在大理石地板上。






五贤帝时代的「皇帝们的广场」与「罗马广场」（列入日后的建筑物[※]以供参考）




这个细长的“Forum”，由于图密善皇帝死后被处以记录抹煞刑，以及是在涅尔瓦皇帝时代完工等理由，因而被命名为「涅尔瓦广场」（Forum Nervae）。





图拉真虽然也决心建设“Forum”，但可建设的场所就只剩下奥古斯都广场西北侧一处。西南方为凯撒广场和卡匹杜里诺山丘。东北方为称作「斯布拉」的庶民地区。在「和平广场」的东南方一直线过去有一座古罗马圆形剧场（Colosseum），如果在这二地之间建设广场，土地太过狭小。话虽如此，奥古斯都广场西北方的土地一样很狭小。因为奎里纳雷（Quivinale）山丘的稜线正好挡住此地。

图拉真希望建设一个胜过历代所有皇帝的大型“Forum”，而建筑家阿波罗多罗斯为他实现了这个愿望。他将奎里纳雷山丘的稜线降到低地的部份全部削去，断然采取这种极为大胆的作法，而成功达成任务。

无论是削平多瑙河沿岸的岩壁来铺设街道也好，或是削去德拉奇纳的山腰来缩短阿庇亚大道也好，就遇到障碍时选择正面突破而不采取迂回作法的个性来看，这二个人极为类似。不过，也因此可以确保比奥古斯都广场大五倍的建筑用地。

图拉真不只希望建设超越历代皇帝的大型广场，还希望这是一个具备前所未有机能的“Forum”。而阿波罗多罗斯完全满足了他的愿望。





首先，穿过奥古斯都广场的民众会在眼前看到耸立的列柱。一脚踏进内部时，就会看到铺有大理石的大型广场，而且三边都会被二重列柱回廊包围，以相连的圆柱来展现壮丽之姿。列柱的深处有办公室和店铺，左右挖出半圆形的凹廊，这里是孩子们的学校。於正面高耸伫立的「乌鲁庇斯会堂」（Basilica Ulpia）盖有屋顶，地板为多色的大理石，可避免日晒雨淋，适合在此进行商谈或审判。顺带一提，乌鲁庇斯为图拉真的家族名号。






图拉真广场的入口




在这个会堂对面建有公立图书馆，沿着墙壁排列著收藏卷轴书籍的书架。图书馆分为左右二处，一处收藏希腊语书籍，一处收藏拉丁语书籍。

利用由下向上呈螺旋状的浮雕来描绘达其亚战役的「图拉真圆柱」就建在这二处图书馆之间，而非多数人可远眺到的广场中央。用意或许是希望让民众可从会堂或是图书馆的台阶近距离鉴赏到圆柱。在除去基台也有四十公尺高的圆柱之上，立有身著军装的图拉真铜像。进入基督教时代以后，就被更换为圣彼得铜像。在圆柱之下也备有收纳图拉真和妻子普罗提娜遗灰的场所。不只是希腊本土，在希腊人居住已久的小亚细亚西部，自古以来就有在公共建筑物地下建造寄赠者陵墓的案例。本身也是希腊人的阿波罗多罗斯在「图拉真圆柱」上重现此作法。






图拉真皇帝的“Forum”全貌




在圆柱更深处，打算建设以列柱回廊包围住的神殿，因为只有此神殿是要献给神君图拉真的，所以这就成为继任者的工作了。如果没有发生特殊状况，罗马皇帝死后都会被神格化，图拉真认为自己应该也不例外。因此，为了让继任者容易建设，他不但先将基地整顿好，也将阿波罗多罗斯的图面留存下来，可见他也是一个準备周到之人。

除此之外，阿波罗多罗斯和架设图拉真桥的时候一样，为了让委托人图拉真名垂不朽而充分发挥自己的天份，他在削平的奎里纳雷山丘的斜坡上设计出好几层人工平台，将此地建设成一大商业中心。而斜坡的活用法甚至成为现代建筑师激发灵感的最佳教材。现代人将这一带称为「图拉真市场」。可以从奎里纳雷山丘向下延伸的道路进入此地。由于是建在斜坡之上，也可以从底下的“Forum”清楚眺望到这个市场。

如上所述，图拉真实现了建立超越历代皇帝的大型“Forum”的愿望。姑且不论规模大小，这个“Forum”当中不但设有会堂、图书馆，还有叙述达其亚战役的圆柱以及大型商业中心。忘了提到一点，在广场中央立有驾驭著四匹马的战车的图拉真铜像。

罗马时代的广场并非为了军队游行而建造，而是民众进行集会、工作、读书等日常生活的场所。这样的生活场所才是罗马人心目中的“Forum”。





然而，在一千九百年后的现代，实在很难想像那宏伟壮丽的图拉真广场，以及包括图拉真广场在内的「皇帝们的广场」的全貌。

首先，墨索里尼（Mussolini）为了向希特勒（Hitler）展现浩大的军容而铺设一条宽广大道，将「皇帝们的广场」切成两半。在这条独一无二的大道上，右边是罗马广场，左边是皇帝们的广场，正面则是可眺望到古罗马圆形剧场的道路，两侧还有绿地。对罗马时代的遗迹保存有功的墨索里尼，在这项作法上却有欠考虑。现在右侧和左侧正在进行挖掘作业，但只要墨索里尼命名的这条「皇帝们的广场大道」依然存在，罗马时代的中枢部就无法完全复元。如果不能完全复元，要勾勒其全貌简直比登天还难。而且，维斯帕先的「和平广场」全都被建筑物所隐没，在图拉真的神殿上伫立的建筑物更不可能拆除。所谓考古学，就是必须在此种状态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这是考古学家的宿命。借由研究和调查来获取知识虽然不可或缺，但光是如此还不够充分。以知识为基础来发挥想像力比其他任何一项因素都来的重要。

兹将对研究遗迹或许有助益的一般常识归纳成以下三点。

第一，罗马人亲手打造的建筑物在设计时都会考量到人类的存在。古罗马圆形剧场也不例外，想像一下在其内部塞满五万人的情景，就可以领会为何此种规模最适合圆形竞技场。电脑绘图只能让我们体验到「盒子」的感觉，却不能让我们体验到「盒子」+「人」的感觉。

第二，人类现在居住地下的遗迹，大多是建在较一般住宅低五公尺以上的低地，但「罗马广场」和「皇帝们的广场」原本并非建在低地上。这是因为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年当中，崩坏的建筑物留下的砂石愈积愈多，使地表升高，而后代的建筑物再於新的地表上铺设道路。遗迹就这样被掩埋在地底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才渐渐被挖掘出来，目前只有这一带呈现出昔日风貌。换言之，古罗马的地上一楼，变成了现代的地下一楼。

第三，现在看到的遗迹并非经年累月遭受风雨等自然灾害袭击所得到的结果。这些遗迹在帝国灭亡后成为建设资材的最佳采集场。只要是能取下的全部都被带走，其中包括雕像、圆柱、彩色的大理石地板以及浮雕壁面等。就连贴在墙上的大理石板，由于很容易拆下，毫无疑问的一定也已被带走。由于石材原本就已经切削完成，拆下后可直接当作建材使用。

如果想要欣赏罗马时代的圆柱，不需要前往遗迹所在地，到基督教的教会去看比较快，而且数量还不少。即使是在高唱古代复兴的文艺复兴时代似乎也有活用古代的建筑资材，和从前一样，遗迹就像是建筑资材的采集场，将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皇帝的浴场中央部份直接变身为教会的米开朗基罗在当时算是异类。据说就连古罗马剧场都只剩下昔日的三分之一，也是因为能被拆下的部份都已被拆去的结果，之所以只留下以混凝土固定的砖块则是因为只有砖块拆不下来，而且也没有其他用途。不，有时还可以直接当作墙壁。像是图密善皇帝的竞技场（现在的纳佛那广场Piazza Navona）周边公寓的墙壁，就是直接使用支撑竞技场观众席的墙壁。





至於美国人也评论是所有罗马皇帝中最重视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图拉真所进行的公共工程，不用说当然也是以实用为优先。首都罗马以外最有名的，首推奥斯提亚（Ostia）的港湾工程。

没有面海的罗马，必须在台伯河的河口建立港口。一开始先将奥斯提亚当作港口，但这原本是发源于河岸的城市，并没有船的避风港。此外，由于流经台伯河的砂土冲积，使得海岸线向洋面延伸，若要将船驶向奥斯提亚，必须溯河而上，此为一大缺点。因此，从东方或美国驶来的大型船只会在拿坡里附近的普特奥里（现在的坡佐里Pozzoli）停靠，在当地卸下的物产再沿着阿庇亚大道北上运往罗马。

领悟到首都罗马附近需要一个可让大型船只安心靠岸的港口之人是朱利斯·凯撒，而真正付诸行动的则是克劳狄斯皇帝。有关当时的工程於第Ⅶ册的323~330页有详细论述，在此毋须赘言，但这个港口到了半世纪后的图拉真时代，由于船的容量等诸多原因，必须进行改造。






图拉真皇帝进行大改造后的奥斯提亚港湾




图拉真和阿波罗多罗斯为了解决此问题，在「克劳狄斯港」深处新建一个六角形海湾状的泊船场。六角形的各边都可以横向并排船只，仓库则沿着泊船场排列。如此一来，这个港口不但成为完美的避风港，同时也可以避免河流带来的砂土堆积，更可以停靠多数船只，处理大量货物。登陆的货物装载在小船上，通过运河被运往台伯河，然后直接溯河而上，最后运抵罗马。

罗马帝国灭亡后，这个港口就被放置不管，现在「克劳狄斯港」已完全封闭，「图拉真港」只剩下六角形的池子。被称为“Hossa Traiana”的「图拉真港」到台伯河之间的运河也只留有运河的外形而已，装载近海鱼的渔船经常往返此地。曾为地中海最大的港口现在只有供应罗马人的渔货会在此处上岸。

不过，正因为图拉真重视实用，所以光是整建奥斯提亚的港湾并不能满足他。理由是解决方法如果只有一个，不能算是根本解决之道。所以图拉真又在另外三处兴建港湾。

其中一处是在安提姆（现在的安奇欧Anzio）。因为这里是卡利古拉（Caligula）和尼禄（Nero）皇帝的出生地，也是皇邸所在地，所以原本就有小规模的港口，而图拉真将此地变身为避风港。由于地中海的风向一直都在变动，当时船只的遇难事件大都是因为暴风雨所导致。为了提供在暴风雨中必须抵达奥斯提亚港的船只一个避难场所，因而设置此避风港。

塔拉基纳（现在的德拉奇纳）港被赋予避风港兼卸货港的功能。因为阿庇亚大道几乎是一直线的连接德拉奇纳和罗马。

这二个港口都位在罗马南方，但沿着从罗马向北方延伸的奥雷里亚大道的肯多姆克拉耶（现在的奇比达维其亚）港则是图拉真第一个开设的港口。此地也是避风港兼卸货港，而「肯多姆克拉耶」的名字本身有「一百个仓库」的含意。这个港口兴建完成之后，当时负责供应首都罗马小麦，来自科西嘉岛（Corsica）和萨丁尼亚岛（Sardegna）的船只可以缩短航路，直接进入奇比达维其亚港，再通过奥雷里亚大道将货物运送到罗马。如此一来，便可以减轻奥斯提亚港的负担，多出一些空间让来自东方或北非的船只也能够活用此港口。

义大利半岛突出于地中海中央。而且罗马自共和政治时代起，其主食小麦就一直仰赖海外进口。呈长靴形状的义大利半岛的东方滨临亚德里亚海，西方滨临第勒尼安海。亚德里亚海侧有义大利中部的拉温纳（Ravenna）和安科那（Ancona，现在亦沿用此名称），前往义大利南部的话，有巴里姆（现在的巴里Bari）、布伦迪西姆（现在的布林迪西Brindisi）、塔雷恩多姆（现在的塔兰托Taranto）等海港。第勒尼安海侧从北到南有杰努斯（现在的热那亚Genova）、比萨（Pisa，现在亦沿用此名称）、奇比达维其亚、奥斯提亚、安奇欧、德拉奇纳、坡佐里、尼亚坡里斯（现在的拿坡里Napoli）、雷西姆（现在的雷其欧Reggio）等海港相连。亦即在海上也实现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理想。






义大利半岛内的主要街道与港口（□为图拉真进行港湾化的地区）




此外，对注重效率的图拉真而言，即使必须动手修改和罗马历史一路走来的传统，他也毫不犹豫。其结果显现在罗马人称之为「女王大道」的阿庇亚大道的复线化。





西元前312年，阿庇尤斯（Appius）铺设的最早的罗马式街道「阿庇亚大道」，起点为罗马，经过德拉奇纳，到达加普亚（Capua）,然后再从加普亚进入内陆，经过贝涅维特姆（现在的贝涅维特Benevento）、维努吉亚（现在的维诺莎Vanosa），到达塔兰托，然后向东行七十公里一直到布林迪西。即使到了现代，这条大道依旧发挥其机能，不过已改名为国道七号线。

西元107年，当时图拉真希望将贝涅维特到布林迪西的区间加以复线化。另设一条大道从贝涅维特向东边的亚德里亚海方向前进，经过卡努吉姆（现在的卡诺沙Canosa），然后到达布林迪西。和通过贝涅维特之后走山路的阿庇亚大道相比，这条定名为「阿庇亚·图拉真大道」的街道之优点是，只要越过亚平宁山脉（Appennino）就可到达普利亚区（Puglia）的平原。

这条大道和沿着亚德里亚海南下的大道在巴里附近会合，亦即罗马往东方的干线有二条。此外，从罗马往东方走奥雷里亚大道，到达亚德里亚海后沿着岸边南下，也可以到达布林迪西，如果再加上这条大道的话，通向东方的大道总共有三条。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图拉真削去德拉奇纳的山腹，来缩短因山崖逼近海岸线而迂回曲折的阿庇亚大道。从山崖顶上垂直向下削落的遗迹至今依然留存，站在上面会让人产生一种超越感动、超越一切、完全被折服的心情。

在意谓著阿庇尤斯与图拉真大道的「阿庇亚·图拉真大道」的起点贝涅维特，特地建设了一座凯旋门来纪念这条大道的开通。

如果以图拉真并没有通过这座凯旋门成功归来为由，就认定只有这项建筑作品并非以实用为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不管再怎么以实用为目的，也比不过让民众使用愉快。这座拱形的凯旋门可说是最佳的街道装饰，也可借此宣扬铺设该街道者的功绩。在贝涅维特的凯旋门上，也刻有将育英资金政策化的图拉真发放补助金给孩子们的画面。






贝涅维特的凯旋门









图拉真发放育英资金“Alimenta”给孩子们（凯旋门的部份）




图拉真推动的公共事业中，光是首都罗马与本国义大利中主要的建筑作品，其质与量就已经让人叹为观止。若是扩展到整个罗马帝国，数量则多到令人想到就头痛。在此仅列举其中一个代表案例——西班牙的阿尔干塔拉（Alcantara）之桥（请参阅下页）。这座桥的保存状态相当完整，只要看过这座桥的人都会打从心底佩服罗马人精良的建筑技术，而且也能够理解桥梁不但是街道的延长，同时也是街道的装饰。这座桥不仅实用，而且外观壮丽，正是代表罗马人建筑基本条件的最佳案例。架设在流经阿尔干塔拉的塔雷河（Taja River）上的这座桥，在现代由于接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境，一定会有人纳闷为何架设在如此偏僻之处，其实在伊比利半岛（Iberia）全部归属罗马帝国的时代，从地中海穿越大西洋的干线道路便经过此地。这是一条自加迪斯（现在的加地斯Cadiz）向北到西斯巴黎（现在的赛比利亚Sevilla），然后通过图拉真的出生地义大利加（Italica）,到达卢吉塔尼亚行省（Lusitania）省都艾玛利塔·奥古斯塔（现在的美里达Merida）,再向北通过阿尔干塔拉，到达布拉卡拉·奥古斯塔（现在葡萄牙的布拉加Braga）的街道。由都市名即可得知，这是初代皇帝奥古斯都在伊比利半岛上建设的干线道路之一。阿尔干塔拉必须架设一条水位升高时也不会受影响的桥梁。

不过，这座即使到了现代依然广为人知的桥梁，并非出自图拉真皇帝之手。依据碑文所示，建设者为朱利斯·拉克尔及其友人，而他们也对于建设之际得到图拉真的援助表示感谢之意。所谓援助指的应该不是资金，而是指派遣工程师前往支援一事。因为图拉真并没有给予他的出生地任何特別的优待，但只要是希望仿效乡土出身的皇帝投入公共事业之人，图拉真都打从心底欢迎。皇帝率先投入公共事业，再号召其他人跟进的作法，做的最为彻底的应该是奥古斯都，图拉真或许是希望效法初代皇帝。率先投入公共事业需要有旺盛的精力，就这点而言，图拉真具备了极为充分的资格条件。






阿尔干塔拉之桥









桥梁的侧面图（上）与平面图（下）




在此介绍一部份在图拉真「号召」而来的人士当中，拜文献和石碑等之赐，其事蹟得以流传后世之人。这些人都不是给予资金上的援助，而是捐赠具体的公共设施。

小葡里尼斯——捐赠神殿与图书馆给其出生地科摩市。

卡普尔尼·法巴托斯——捐赠列柱回廊给科摩市。

西元113年的执政官科内利乌斯·德拉贝拉——捐赠公共浴场给其出生地科尔菲尼欧。

贝特罗尼·莫迪斯托斯（骑士阶级）——全额负担位于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半圆形剧场的改造费。

跟随在图拉真身旁的解放奴隸乌鲁庇斯·维士比乌斯——捐赠学校给义大利中部的契尔维托利市。

西班牙出身的元老院议员——捐赠会堂（Basilica）给其出生地科尔多瓦（Cordoba）。

图拉真的头号亲信利希纽斯·苏拉——取代不给予自己出生地特別优待的图拉真皇帝，他在链接塔拉哥那（Tarragona）和巴塞隆纳（Barcelona）的街道上建设了一座凯旋门。

即使是在现在的马其顿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多雷斯，也有人捐赠图书馆给市政府。

弗拉维斯王朝时代如愿进入元老院的小亚细亚西部出身的三位元老院议员—一共同捐赠图书馆给爱菲索斯（Ephesus）。

其中，捐赠图书馆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书籍都是一笔一字抄写，可谓价值连城，一般庶民不太容易取得。

再者，我们也了解到后代称作「贵族应尽的义务」（noblesse oblige）之受惠者的社会回馈，其实并不限於罗马社会的领导阶层——元老院阶级。即使曾当过奴隸也无妨，问题只在于此人是不是有足够的资产来损赠公共建筑给自己的出生地或打算养老的地方都市而已。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同样具备让图拉真「号召」的条件。在先帝涅尔瓦的提案之下，通过了地方政府也适用个人遗产继承的法律。虽然血亲以外人士继承遗产时要被课征5%的遗产稅，但对公营机构的捐赠是否列入课征范围就不得而知了。继承和赠与的稅率太高或许会成为争论的对象，但5%的话，地方政府应该也会支付。





由于上述各项条件都已完备，因此图拉真时代有为数众多的公共事业在推动着，而这些公共事业并非毫无章法的推动。当时就任俾斯尼亚行省（Bithynia）总督的小葡里尼斯曾写过一封信给图拉真，询问是否可以在普尔萨市建设浴场，而图拉真的回答如下：

「如果该建设费不会给普尔萨市造成过大的财政负担，而且也可以保证完工后的营运费，则允许在当地建设公共浴场。」

之后小葡里尼斯又向皇帝提出询问，这回是有关在尼凯亚市建设附有剧场的体育中心的问题。问题的内容大致如下:「不知是因为规模过大，还是因为偷工减料，离完工尚有一段时日，却已经有好几处开始崩落，不知该如何是好。」而图拉真的回答如下：

「希腊人是个一提到体育场就忘我的民族。所以往往会建设规模过大的建筑物，他们实在有必要学习对于适合自己需求的规模感到满足。」





为了更深入了解公共事业与行省统治密不可分的罗马时代的情况，在此顺便介绍以下这封信。


「小葡里尼斯写给皇帝图拉真的一封信




尼可美底亚市的居民为了挖掘自来水道已经耗费了三百三十一万八千塞斯泰契斯铜币，但是自来水道却依然没有完工。不但没有完工，甚至一直放置不管，有好几处已经明显坏掉无法使用。因此又花费二十万开始建设另一条自来水道，但现在又处於中途放弃的状态。尽管是种浪费，但为了供应当地居民用水，新的花费无可避免。




我亲自前往当地视察的结果，发现当地水源区的水质不但清澈而且丰沛，所以应该不是水源的问题。问题就出在该如何将这些水引到都市里来。看来只能采用一开始的作法，就是建设链接拱门的高架桥，但一开始建设的拱门几乎都已不堪使用，只好重新建设，还好在最初的工程中使用的石材可以留用。其他部份由于工程简单，花费也低，只要使用砖块即可。




话虽如此，为了不让同样的浪费再度发生，只好请求皇帝派遣自来水道和建筑专家前来支援。因为我的任务就是，让造就您的治世的公共事业能够与您的威望相互辉映。」




「皇帝图拉真写给小葡里尼斯的一封信




引水至尼可美底亚市的必要性我已充分了解。希望你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同时也必须追究渎职人员。到底工程是如何展开，又为何在中途放置不管。我等待有关此案件的调查结果报告。」




图拉真怀疑工程的发包者和承包者之间有不法勾结情事。在进行公共事业之际产生的不法行为，是罗马历经共和政体时代、帝政时代以来一直相当重视的课题之一。




虽然如此，图拉真不只对行省人民的不法行为感到不满，时而也对过於耿直的部下小葡里尼斯爆发不满情绪。对于这位希望皇帝派遣自来水道和建筑专家前去支援的俾斯尼亚行省总督，皇帝的回答如下：




「建筑师应该不会不足。因为在罗马帝国内，没有一个行省缺乏这方面的专家。明知如此，你竟然还提出这样的请求。不过，话说回来，特地请专家远从希腊前来工作正是罗马的现状。」



俾斯尼亚行省位在滨临黑海和爱琴海的小亚细亚的西北部，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居住着许多希腊人的地方。就连图拉真在公共事业方面的得力助手阿波罗多罗斯，虽然出生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却也是希腊人。因为小葡里尼斯是前往居住着较多希腊人的帝国东方的行省担任总督，因此图拉真希望他直接在当地寻找建筑技师。现代遗留下来的图拉真肖像的神情都很稳重，令人想一窥他平时的面貌，或许很好玩也说不定。

尽管如此，这里却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说希腊人造就了罗马的公共事业，但在这个领域中生龙活虎的希腊人，与罗马人一同作业时可孕育出不错的结果，但希腊人自己联手作业时结果却不甚理想。希腊人自从伯里克里斯（Pericles）和苏格拉底（Socrates）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充满想像力和进取心，但却缺乏组织力和效率性的民族。上天是公平的，不会同时给予一个人二项长处，所以只有让各方面优秀的人才相互配合才能够有效完成任务。




行省统治



行省的统治是否顺利，可以说是左右帝国命运的重要课题。

所谓行省，原本就是罗马将其征服后纳入帝国版图之地，而行省人民则是被征服的民众。如果这些人民群起反抗罗马的话，罗马就必须派遣军团前往镇压。就算没有严重到反叛的地步，但只要飘浮着一点点不安定的气氛，罗马就必须长期派驻军力镇守当地。虽然如此，常驻於国境的军力因为需要随时準备因应外敌入侵，所以绝不能够减少。这么一来，就只有增强军力一途，其费用也只好以增加行省稅等各种稅赋的方式来弥补，增稅的作法势必招致行省人民的不满而引发叛乱，以致陷入恶性循环当中，无法收拾。

为了避免此种情形发生，罗马对行省采取的第一项对策是，以不提高稅率为根本前提。

第二，致力整建基础建设来促进行省经济的活络发展，并借此提升行省人民的生活水準。这并不是因为领悟了人道主义（Humanism）,而是因为人类在没有饥饿之苦时会倾向稳健，而激进为绝望的产物。既然罗马的稅制是以佔收入的比例来缴纳，所以无论行省稅也好，关稅、营业稅也好，只要经济稳健发展，稅收自然就会增加。

对行省采取的第三项对策是，彻底进行地方分权。

罗马促进行省活络发展的核心有二，分別是⑴以迁入本国人的退役士兵创设的殖民都市，⑵地方政府。被罗马承认为地方政府的都市原本是原住民（亦即行省人民）的都市。有关其「自治」的模式，如果是本国义大利或城邦（polis）等历史悠久的希腊系都市，则是采用选举方式。一向由部族长来治理的高卢虽然采取的是世袭统治方式，但正因为罗马人相当务实，所以并不介意。无论采用什么自治模式，只要居民同意即可。

不过，太过认可地方分权将导致国家解体。幅员广大的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是因为巧妙的组合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缘故。正因为如此，如何组合原本就处於矛盾立场的这二项制度就成为相当重要的课题。罗马将「地方」的内政交由各地方政府处理，而行省的统治则由「中央」来负责。

行省总督是由罗马的中央政府派遣。在行省统治上，行省居民有遵从总督的义务。不过，如果只课以义务却不给予权利的话，就不能够期待人民会遵守义务。因此，罗马赋予行省人民的权利是，如果对总督的统治有任何不满可以向中央提出告诉，但条件是必须在总督任期届满后方可提出，这是因为不管是对行省总督的告发也好，职务表现评估也好，应该要等到任期届满后才会有客观的定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要求原告、被告一同出席的官司是在首都罗马举行。由于行省总督的任期是一年，因此行省人民并不需要忍耐很久。

担任原告（行省人民）的代理，亦即检察官的是身兼律师的小葡里尼斯和塔西图斯这二位元老院议员。既然元老院的机能在于协助皇帝进行帝国统治，那么追究行省人民不满的原因也是元老院议员的职责所在。也就是说，这也算是一项公务。因为辩护费用的上限规定为一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一般士兵年薪的十倍左右），所以很可能会产生因为缴不起庞大的辩护费只好忍气吞声的情形。

此制度自进入帝政时代后开始有效运作。因为这个时代不但由攻势转为守势，而且开始重视借由德政来确保国内的安定。就连一向喜欢批评皇帝的塔西图斯，在进入帝政时代后，也表示行省总督的「清廉度」比起共和政治时代提升许多。其理由之一是，皇帝们都很重视此类官司，而且还会亲自出席观察官司的动向。因为如果此类官司的被告是元老院议员，则由被告的同事元老院议员投票表决来拍板定案。皇帝虽然处於中立的立场，但他的出席也意谓著最高权力者的积极介入。

虽然可以聘任辩护律师相助，不过，当昔日意气风发的前行省总督沦为被告时，在审判法庭上，曾有好几位皇帝以积极参与审问著称，包括有台伯留、克劳狄斯、图密善等皇帝。特別是台伯留皇帝，他最有名的是常会提出尖锐的问题来审问被告，甚至连辩护律师都常被他问到进退维谷、不知所措。虽然图拉真不像这几位皇帝一样喜欢提出尖锐的问题，但他也是积极参与审问的皇帝之一。

尽管如此，为何这种告发前行省总督的现象层出不穷呢？





初代皇帝奥古斯都将罗马帝国内的各个行省划分为「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有军队常驻。由于罗马军的最高司令官为皇帝，由他指挥的军团驻扎的是皇帝行省，没有军团驻扎的则是元老院行省。皇帝行省位于防卫线上所以需要军团常驻，另一方面，元老院行省位于内侧，其行省化历史较悠久，情势也较安定，所以不需要军团常驻。

派遣到皇帝行省的总督由于需要具备军事长才，因此由皇帝任命。

另一方面，元老院行省的总督需要具备执政官经验，都是由元老院议员相互推选产生。

虽然两者都称为总督，而且当事者几乎都在元老院拥有席次，但以拉丁文原名来表示的官名却不相同。皇帝行省总督的官名在拉丁文是表示「皇帝的代官，亦即副官」，而元老院行省总督的官名在拉丁文是表示「前执政官」。以现代来看的话，前者为武官（military），后者为文官（civilian）。

皇帝行省总督的任期为一年，但一般都会连任好几年。其直属上司皇帝握有任命及解任之决定权。

元老院行省总督和任期一年的执政官一样，由于希望尽量给更多的元老院议员担任总督的机会，因此大都只当一年。而且由于元老院议员原本就是名誉职，因此就算当上总督还是无给职。不但如此，和必须经常防备外敌入侵的皇帝行省不同的是，元老院行省相当平和，也就是不需要时时处於警戒状态。因此便出现了希望趁着当凉官之际来中饱私囊的总督。总之，后世的我们所知道的行省总督官司的被告，毫无例外的都是元老院行省的总督。

如果去除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的差別，或许有人会想到干脆元老院行省的总督也由皇帝任命不就好了吗？不过如果这么做的话，即使是风评再好的皇帝恐怕也会立刻被推翻。罗马帝国的正式主权者并非皇帝，而是罗马公民和罗马元老院。因此，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人选只能置于元老院管辖之下，而此时的制衡机能则是行省总督的告发制度。

以下从站在原告或是被告立场为其辩护的小葡里尼斯遗留给友人的信件当中，为各位介绍二则此类官司的案例。





西班牙南部的倍帝加行省（图拉真出生的行省）的总督克拉西克斯之官司。

此一案例中原告并非某些行省人民，而是整个行省。控诉的理由是收贿。总督时代的克拉西克斯接受了高额的贿赂。倍帝加行省的省议会议员特地前往罗马请求小葡里尼斯担任代理人。身兼检察官的元老院议员小葡里尼斯和另一名同事组成专案小组。这是因为此案需要蒐集证据，一个人恐怕做不来。此外，行省总督的官司不只是个司法案件，同时也兼具政治意义。因此包括皇帝在内，有许多人都很关心此官司的动向。

担任检察官的小葡里尼斯一组人，在打官司之前先研拟战术。他们决定不要一并审问所有被告，要采取一一击破的方式。因为倍帝加行省议会提出告诉的对象不只总督克拉西克斯一人而已，还包括二名次席总督和克拉西克斯的妻子、女儿、女婿以及倍帝加行省警长共计七人。结果小葡里尼斯找到最有力的物证，就是克拉西克斯写给位在罗马的女友的亲笔信函。这封信足以证明克拉西克斯的罪状。其内容如下：


「太好了！我现在已是无债一身轻，可以回到妳身边了。我已经存了四百万塞斯泰契斯铜币，因为我把倍帝加行省的一半卖掉了。」



但是，不知是否因为被掌握住铁证而感到绝望，还是因为觉悟到自己已无后路可退，在官司开始之前，克拉西克斯就撒手归西了。而他到底是病死还是自杀，迄今依然不明。不过，即使被告已死，但控诉的原因并不会就此消失。罗马法律认可当事人缺席的官司。而且本案除了可判处被告收贿罪之外，还包括渎职罪。因为被告大多数都是属于「公众人物」。

当然，被告方面也有辩护律师。此人物和小葡里尼斯一样都是元老院议员，根据小葡里尼斯表示，「在此类官司方面，此人算是经验老到，而且反应相当灵敏，即使被端出预料之外的物证或是人证，他也可以立即提出反驳」。就连如此具有个性的辩护律师雷斯提托斯也放弃为克拉西克斯脱罪。因此二名次席总督就成为辩护的焦点。辩护律师要他们表示这是上面的命令不得不服从。这二名次席总督并没有否认收贿的事实，不仅如此，还承认强制行贿、接受贿赂的事实。不过，他们辩称这些都是不得已的行为。

在此，法庭上的论点已经转移到无论长官下达什么命令，下属是否都得服从一事之上。为了推翻被告一方的此一论点，小葡里尼斯一组人可是「流了不少的汗」。

不过，小葡里尼斯等人为了找出判例，甚至将触角伸到军团，亦即军事法庭，而他们的努力总算得到回报。他们向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提出以下声明。

「在罗马，即使是军团兵，只要长官的命令违法就没有遵守的义务。」

这场总督官司由执政官担任法官，由元老院议员担任陪审员，其判决如下：

前总督克拉西克斯——有罪。由于被告已死，无法科以体刑，因此只能科以资产没收刑。不过，就任总督之前与之后的资产应该分开，故认可其就任之前的资产由女儿继承，就任之后的资产则全数归还给倍帝加行省。此外，用于还债的部份，则向债权者讨回再支付给倍帝加行省。

此判决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处。

第一，父母的罪行不应由子女承担的想法，是从弗拉维斯王朝时代流传下来的惯例。克拉西克斯的官司及判例又增添了一桩个案。

第二，和图密善时代相比，刑责较轻。以峻法严惩渎职的行省总督，是图密善受到元老院憎恶的原因之一，不愿相同事情发生的图拉真的意向也在此案例中反映出来了。

二名次席总督——有罪。有罪的理由除了收贿之外，对长官的命令盲从者不适合执行公务，此为另一条罪名。这二人都被判处流放边境五年。

倍帝加行省警长——有罪。被判处自本国义大利驱逐出境二年。也就是说，他在二年之内不得踏入首都罗马和本国义大利。

克拉西克斯总督的女婿——因证据不足获判无罪。他只是与妻子同行至倍帝加，於公於私都未参与工作。

克拉西克斯的妻子和女儿——无罪。与其说因为证据不充分，倒不如说因为罪嫌轻微，所以获判无罪。有关这二个人，原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小葡里尼斯也认为他们无罪，没有要求他们作证。





胜诉的小葡里尼斯和他的伙伴收取了接近上限的一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作为辩护费。罗马时代辩护费的支付系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在委托时先付六千，於判决结果出炉后再付四千。由于这笔辩护费用已包含蒐集证据和召集证人所需的经费，或许这也是考量到败诉时的对策。

在此顺带一提，诬告者将被处以诽谤罪。

图拉真时代民事官司的陪审员总数较以往增加许多。过去只有一百人，而此时增加到一百八十人。在百人时代是将陪审员分成四组，每二十五位陪审员负责一件官司，所以可以同步进行四件官司。而增加到一百八十人之后，到底是将负责一件官司的陪审员增加到四十五位，还是增加同步进行的官司件数，至今依然不明。虽然如此，增加到一百八十人之后，意谓著「一百名男士」的“centumviri”的称呼仍旧不变，事实上自从罗马时代开始，陪审员就一直沿用此称呼。





第二个案例是，小葡里尼斯担任被告一方辩护律师的案例。原告是居住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俾斯尼亚行省的省民。被告是担任行省总督的巴苏。

起诉原因如下，巴苏在总督时代经常接受赠礼，并依自己的喜好将行省人民分类，而且只重用自己喜欢的人。

针对此控诉，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团提出反驳。他们主张巴苏的统治是公正的，就因为很公正，才会引起部份行省人民的反弹。因此，他身为统治者，不但不应该被弹劾，反而应该得到赞扬。

在此，原告一方改变了方针。他们决定将问题摆在巴苏接受的赠礼之数量与价格的问题上。因此争论的焦点转移到对行省总督的赠礼到底可被允许到什么程度。

根据朱利斯·凯撒制定的法律指出，赠礼的总额只要不超过一万塞斯泰契斯铜币即可被允许。不过，由于受到对行省总督要求甚严的图密善皇帝十五年治世的影响，只有不接受任何赠礼的总督才会得到赞赏。

亲临这场官司的图拉真表示，他在担任高地日耳曼行省总督时也曾接受过赠礼，但只限於生日及萨多努斯祭（Saturnus，罗马人的寒假）的时候，即使如此，之后都会将赠礼归还。列席的元老院议员也分为绝对不允许的一派，以及只要在常识范围内还可以接受的一派，因而展开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

结果只要在常识范围内即可允许的一派佔了绝大多数，巴苏也因此获判无罪。此后，朱利斯·巴苏得以继续坐在元老院的议席中。





然而，在巴苏的官司中担任原告一方的辩护律师，替俾斯尼亚行省人民辩护的维拉努斯，之后被指派为俾斯尼亚行省总督，在一年任期结束后，他也受到俾斯尼亚行省人民的告发。不过，这回并没有进展到官司阶段。因为行省人民撤回对前总督的控诉。话虽如此，对皇帝图拉真而言，这个案件就如同警讯一般。因为俾斯尼亚行省人民提出的诉讼案件实在太多，不得不令人怀疑问题是出在行省人民身上，而不是行省总督。

不过，俾斯尼亚是元老院管辖之下的行省。也就是说，皇帝不得干涉该行省的一切。皇帝若要发挥其主导权，也就只能利用二代皇帝台伯留创设的委员会（由元老院议员组成），来对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言。不过，图拉真是一个勇於面对问题，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而且所谓法律，如果没有明文禁止，就表示做了也无妨。

如果有必要，即使是元老院行省也可以暂时变更为皇帝行省，这也是台伯留皇帝创下的先例。图拉真彻底活用了这项权利。虽然只是权宜之计，图拉真还是将俾斯尼亚行省纳入皇帝的管辖内，并将这个行省的问题点厘清。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派遣至当地的总督，是隸属皇帝之下的行政官，图拉真任命小葡里尼斯来担任这项要职。想必是小葡里尼斯在巴苏官司中的表现深得图拉真的赏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葡里尼斯在接到此任务之前从未到过俾斯尼亚行省，而且也没有担任过皇帝行省或是元老院行省的总督。

於是后世才有缘见到《小葡里尼斯与图拉真皇帝的往返信札》，让我们窥视到罗马帝国行省统治之一角。这些书信主要是在西元111年秋天~113年春天为止的一年半，亦即小葡里尼斯担任俾斯尼亚总督的时期所写的。小葡里尼斯当时五十岁左右，而图拉真皇帝正要迈入六十之年。




小葡里尼斯



第Ⅷ册《危机与克服》中也有引用到「葡里尼斯」（C.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为了与他的伯父，亦即《博物志》的作者「葡里尼斯」（Plinius Secundus）有所区分，欧美在前者名字前加上“junior”，而日本则习惯加上「小」。小葡里尼斯的品格相当崇高，对于其他文人不但不会有任何偏见或是嫉妒之心，反而会认同他们的才能。他不只属于元老院阶级——罗马社会的领导阶层，充分担负起责任，而且也是一位资产家，积极将资产回馈给社会，甚至经常给予友人照顾，对于能够身为罗马帝国的一员倍感荣耀，并以自己的作品受妻子赞赏觉得幸福。另一方面，塔西图斯和他生于相同时代，每当论及自己国家的缺点就感到慷慨激昂，是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这二人不但成为知心的文人朋友，而且同为律师，经常携手合作，令人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不过，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这二种人同时存在，正是人类社会的特色，不是吗？

以下是小葡里尼斯写给塔西图斯的其中一封信。顺带一提，塔西图斯比小葡里尼斯年长五、六岁。


「你从不称赞自己的作品，但我从没有像在赞赏你的著作时那么诚实的倾吐过自己的想法。




后世的人们应该会记得我们吧！我相信我们多少还有一点名垂青史的价值。我不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天份。如果这么说的话未免有些傲慢。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勤勉、热忱，以及我们注重名誉的情操。




将这些铭记在心，勤奋不懈即谓人生。但只有少数人能够从中获得响亮的名声，除此之外大多数的人，其实也都具有从无名小卒之中被拯救出来的价值，你觉得如何。」







读到这样的内容，我立即寄予同情之意，好吧！我来写下这些人的作为，让他们也名垂青史吧！我一面自言自语，一面阅读他的作品，心想塔西图斯在读到这封信时又会有什么看法呢？不过，塔西图斯应该没有回信。他深知自己才能的限度，所以和谦虚的小葡里尼斯不同的是，他确信自己具有史学家的天份，也确信在后世留下美名的一定是自己。

塔西图斯也属于元老院阶级，因此应该是一位资产家。不过，从未听闻过此人捐赠图书馆或是育英资金来帮助贫困人家子弟。他也没有给过文人朋友任何援助，更不用说向皇帝引荐友人了。他虽然没有赞扬过自己的作品，但也没有赞扬过友人的作品。

这二人的作品留给后世的印象，亦即评价，小葡里尼斯是「幸福的罗马行政官随笔」，而塔西图斯是「罗马帝政时期最佳的史学杰作」。

因为最适合当作好友的小葡里尼斯的作品中，缺少了创造一项完整作品不可或缺的、可称为恶意的「毒」。因此，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就只有寄给友人知己的书信、与图拉真的往返信札，以及担任「备位执政官」时的演说而已。虽然他还有其他作品，但只停留在获得妻子赞赏的水準吧！

不过，请各位读者再一次将小葡里尼斯写给塔西图斯的信，从「后世的人们」开始一直读到最后，并将「我们」全都换成「罗马人」，应该会有不同的感觉。






「后世的人们应该会记得罗马人吧！我相信罗马人多少还有一点名垂青史的价值。我不认为是因为罗马人的天份。如果这么说的话未免有些傲慢。我认为是因为罗马人的勤勉、热忱，以及罗马人注重名誉的情操。




将这些铭记在心，勤奋不懈即谓人生。但只有少数人能够从中获得响亮的名声，除此之外大多数的人，其实也都具有从无名小卒之中被拯救出来的价值，你觉得如何。」



有一阵子，将这一段文章放在本丛书某一册序言中的念头，曾不断诱惑著我。





塔西图斯和小葡里尼斯都是元老院议员，而且这二人都在风评不佳的图密善皇帝之下历经各种公职，这是他们类似之处。至於备位执政官的经验，年长的塔西图斯是在涅尔瓦皇帝时代，小葡里尼斯则是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当选的，就这点而言，也可以算是同类。不过，担任到总督的就只有小葡里尼斯而已。塔西图斯还没有为公职生涯画上精彩句点就结束了他的人生。小葡里尼斯被派遣到俾斯尼亚行省时，塔西图斯依然健在。另一方面，这两人都没有子嗣，因此都不适用可称之为「有子嗣元老院议员的优惠法」，这也是他们相同之处。

初代皇帝奥古斯都制定的这条法律，是为了防止领导阶层少子化而采取的对策。在官职的选举中，有三名子女以上者拥有优先权。此外，各官职设有数年的停职期间，但有三名子女以上者不在此限。

不过，这并非绝对条件。皇帝拥有让无子嗣者破例适用此法的权利。图拉真便对小葡里尼斯使用了这项特权。

塔西图斯为罗马帝政时期最优秀的史学家，与他同一时代的人应该都有同感。然而，有能力的作家并不一定就是有能力的行政官。而且，这是一向以公正统治著称的图拉真时代。在塔西图斯与小葡里尼斯联手进行辩护的亚非利加行省总督普利斯克斯的官司中，坐在法官席上的便是图拉真。图拉真起用小葡里尼斯难道只是因为赏识他对俾斯尼亚的博闻而已吗？或许在现代美国史学家眼中注重现实的图拉真皇帝，他欣赏的是全心全意踏实执勤的行政官僚，而非擅长书写词藻华丽的报告书之人。





尽管如此，「如果塔西图斯也担任过行省总督的话……」的想像，具有令人无法抵挡的魅力。

只要是元老院议员都可以担任称为「光荣资历」的国家官职，包括会计监察官、法务官、执政官，这些官职的执勤地点都是在首都罗马，但行省总督却不一样。行省总督不单只是元老院议员公职生涯的终点站，而且自己无法选择上任地点。到抽签决定的任地执勤，总督必须在短短一年当中找出该行省的问题点，利用总督的权限来处理可解决的问题，至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则向元老院报告，请其将解决对策法制化。这是在处理一般政务和司法事务的同时必须执行的勤务。就好比一面留意铺设完成的罗马式街道是否需要进行整理修缮，一面使其发挥机能一样。

以帝国的规模执行与此相同任务之人便是皇帝。如果塔西图斯也曾担任过行省总督，应该可以更深切体认到皇帝任务的沉重与严峻。而且也可以借此从评论家脱胎换骨。如果真是如此，塔西图斯即可从「罗马帝政时期最优秀的史学家」摇身一变成为「罗马共和政治及帝政时期最优秀的史学家」。论起文笔能力，塔西图斯和朱利斯·凯撒可说不分轩轾。而批判力则是创造杰出史书的重要条件。不过，条件不只如此。





被后世评论为「幸福的罗马行政官随笔」的小葡里尼斯的著作中，可谓最佳作品的《小葡里尼斯与图拉真皇帝的往返信札》是由一百二十四封信构成，其中七十三封是小葡里尼斯写的信，另外五十一封是图拉真的回信。国原吉之助教授将这些书信翻译成日文后，编入讲谈社学术文库的《小葡里尼斯书简集》中。不过，并非全译，而是摘译，前面介绍的小葡里尼斯写给塔西图斯的信件就没有收录其中。小葡里尼斯与图拉真的往返信札中，小葡里尼斯的部份只有收录三十二封，图拉真的部份只有收录二十二封。虽然如此，由于有日文版可以参考，在此抒发一下我的感想。

首先我有一个疑问，小葡里尼斯的信件是他亲笔写的，这点无庸置疑，而图拉真的回信真的都是他自己写的吗？

事实上，皇帝的官邸内设有一个相当於「文书课」的部署。小葡里尼斯写给图拉真的信件也是由这个部署的执勤官僚先行阅读一遍，再向皇帝报告其中的内容。所以皇帝的回信应该也是由「文书课」拟成文稿，再发函至俾斯尼亚行省。

不过，将拉丁语的原文一一分解进行研究的学者提出的结论是，几乎所有回信都是图拉真自己的口述笔记。我虽然没有分析能力，但至少也看的出来这并非经过官僚之手写出的文章。从文章中也可以感觉到图拉真是对自己的言语文字负责之人。

那么，为何图拉真皇帝要如此忠实的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小葡里尼斯呢？

如前所述，将元老院管辖的行省改为皇帝行省，希望借此解决该行省问题的图拉真，派遣小葡里尼斯前往当地担任总督。也就是说，负有责任解决该行省问题的是皇帝图拉真。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隐藏的原因。

所谓俾斯尼亚地方原本是在米托利达特斯王朝时代盛极一时的旧潘特斯王国（Pontus）（第Ⅲ册有详细说明）。在成为罗马的行省以后，便成为人口众多之地，拥有许多历史悠久且经济繁荣的都市，诸如省都尼可美底亚，以及之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is），现在称为伊斯坦堡（Istambul）的拜占庭（Byzantium），此外还包括尼凯亚、普尔萨，以及黑海南岸的赫拉克雷亚、西诺培（Sinop）等。而且此地北边滨临黑海，东边邻接亚美尼亚王国，可谓战略要地。当时派遣小葡里尼斯前往当地担任总督的图拉真，其实心中已渐渐蕴酿数年后将发动的帕提亚远征。帕提亚王国与亚美尼亚王国是关系密切的友邦。在远征时最重要的莫过於腹地的安定。俾斯尼亚行省为其腹地之一，而且就经济力来看，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腹地。





然而，皇帝并没有将这个想法告诉他的特命全权总督。因此小葡里尼斯很天真的相信图拉真要求的重建财政和维持社会秩序都是为了俾斯尼亚行省著想，所以全力以赴希望达成使命。

小葡里尼斯为了找出财政亏损的原因跑遍各都市，他判断有些花费是不需要的，诸如派遣使节团拜访罗马，拜访邻近的莫埃西亚行省总督（因为俾斯尼亚没有设置军队，故委托莫埃西亚协助防卫工作）所花费的一万二千塞斯泰契斯铜币。礼貌性拜访可以利用书信来取代，所以废除人员的派遣。小葡里尼斯请示图拉真这种作法是否妥当，而图拉真回信表示大为讚许。

不过，虽说是重建财政也不能一味削减岁出。如前所述，为了居民的卫生必须断然实施水道工程。不过，在工程承包之际，必须彻底清查是否有不法情事，并严加追究，这是总督的职责。此外，前面提到的体育中心的建设，也因为皇帝表示必须符合该地方自治体的财政规模的一番话而重新动工，使体育中心恢复为正常的规模。

对于小葡里尼斯提出若要重建财政是否必须强制调降利率的问题，皇帝表示虽然明瞭调降利率的必要性，但国家对人民的强制行为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公正精神，所以并不赞成。这是因为对于「私」的强制调降利率，等于是「公」对「私」的强制榨取，所以希望能够避免因为实施此政策而引起行省人民的反弹。

图拉真之所以对于俾斯尼亚行省的财政重建如此执著，是因为当财政状况吃紧，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利时，其他多数人就会成为受害者。如此一来，社会必然呈现不安定。追根究底来看，所谓德政，只不过是创造一个老实人不会吃亏的社会而已。

社会安定化的敌人会出现在部份人士占有权力，而且在封闭的组织中排除异己的情况下。小葡里尼斯询问图拉真是否同意设置消防队员公会，而图拉真表示消防队员彼此互相扶持固然是美事，但组成公会就不太妥当。这是因为图拉真一向不喜欢政治结社化。





无论如何，这二人如此勤于书信往返的精神著实令人佩服。书信的对象只有一人的小葡里尼斯每个月平均写四封信，但图拉真的对象却不只一人。光是担任皇帝行省的总督就有十三人，而且还包括军团基地的负责人——军团长，再加上各地的长官、财务负责人等总计超过百人。此外还有一般民众的请愿、陈情书等。这就像是开设一个网站，对于寄至此网站的电子邮件全数回信的总经理一般，就算有人抬轿子来，我也不愿当罗马皇帝。

不过，这些书信对皇帝而言都是珍贵的资讯来源。就连乍看之下与俾斯尼亚行省总督的职务毫无关连的事——到达俾斯尼亚之前的沿途景致，以及身为皇帝代官的自己，在抵达俾斯尼亚后如何受到当地居民迎接等，小葡里尼斯都会向图拉真报告。

「勤勉」是跟随在图拉真皇帝身边的人对他的赞美词之一。虽然开设「网站」的作法一样，但台伯留皇帝完全不回信，而图拉真皇帝则忠实的回信。前者风评不佳，后者则得到极佳的评价。特別是元老院阶级的评价都偏向后者，这是因为频繁送出「电子邮件」，亦即报告，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中心，网罗中近东、北非，幅员相当广大，到底皇帝是如何治理这广大的帝国，大家都相当好奇。统治所不可或缺的便是资讯，为求报告与指令能够迅速且安全的传达，很早就发展了国营的邮政制度，因此他们都深知资讯的重要性。以公用为目的而整建的国营邮政制度也活用到民间，但这和为了军略上的考量而铺设四通八达的罗马街道，却刚好促成民间物产交流的理由是一样的。

因此，以下归纳出二项罗马为政者收集资讯的方式。

一、在各行省执勤的公职人员提出的报告。

二、行省人民的请愿与陈情。

第一项最好的案例就是小葡里尼斯写给图拉真的信件。

第二项又可分为四类。

（1）行省议会代表每年会礼貌性拜访首都罗马一次。因为是礼貌性的拜访，所以与元老院和皇帝的会谈当然会排入行程。

（2）改成现代的说法就是「游说活动」。根据罗马时代的说法便是赞助者（Patron）和委托者（Client）的关系，这项作法在（1）项的制度尚未发达的共和政治时代相当盛行。格拉古（Gracchus）兄弟的委托者是北非，这是祖父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时代结下的缘。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的委托者则是他征服称霸的中近东。朱利斯·凯撒为高卢全境的赞助者，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征服一地之后再给予当地援助是相当罗马式的作风。

即使进入帝政时代，此种关系也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征服的时代已经过去，共和政治时代有名的利益代表也不复存在，再加上⑴的制度依旧发挥机能，游说活动的重要度因此降低。不过，如果有链接中央与地方的中介角色，毕竟还是相当有利。帝政时代的赞助者大都是前往该行省担任总督且与行省人民维持良好关系者，或是在经济上与该行省有深厚关系者。透过这类人物的穿针引线，礼貌性拜访的行省代表也可以成为皇帝的座上佳宾，亦即可以在私底下与皇帝接触。

（3）与（1）一样为正式的管道，由行省直接向皇帝请愿的方法。请愿或陈情大多采用文书的模式。罗马也为此在官邸内设置了一个称为「文书课」的部署。

（4）不但是最激进的资讯收集方式，同时也是中央与地方的接触方法之一——行省总督官司。因为是官司，所以透过原告与被告双方的辩论，不仅可以了解总督的统治情形，也可以厘清该行省所有的问题点。另一方面，进行官司的地点是在元老院，被告、检察官、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和陪审员全部都是元老院议员。而且只要官司地点是在首都，皇帝一定会亲自出席。甚至有的皇帝特地将前往別邸度假的日期延后，就是为了要亲临官司现场。

行省总督官司是为了反映行省人民的心声而创设的制度，却也是了解行省现况的绝佳机会。

帝国统治的最高责任者皇帝，以上述方式收集到的资讯为基础，依据帝国统治上的政策，如果是以暂定措施法可以解决的问题就颁布指令，如果需要政策化，就请元老院将其法制化，再付诸实施。就连绝不对「电子邮件」回信的台伯留皇帝都表示，皇帝的日常生活就是一连串的繁重任务。罗马皇帝们即使没有被暗杀，其治世最长也只不过二十年左右而已，或许也是因为任务繁重所致。

在图拉真的治世中，皇帝与元老院的互动关系相当良好，这是罗马时代以及后世共通的评价。最主要是因为图拉真实在是一个懂得关照他人的最佳领袖。

小葡里尼斯三不五时请求皇帝给予他的友人特別关照。他希望皇帝赐予罗马公民权给为他治病的埃及出生的希腊医生，也拜托皇帝承认其友人史维特尼斯（《皇帝传》的作者）「拥有三名子嗣的特权」，人格崇高的小葡里尼斯希望趁此机会活用与皇帝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图拉真对这些请求不但没有充耳不闻，也没有露出不悅的脸色，欣然为他的部下完成了心愿。不过，他也不是照单全收、来者不拒。图拉真虽然是一位好皇帝，但他却是个保守主义者。身为既得权利者，却能够与一向比皇帝还保守的元老院维持良好关系，相信也是基於这个类似点。





尽管如此，阅读帝政时代的小葡里尼斯和共和政治时代的西塞罗（Cicero）的书信后，会发现他们写了许多关于「门路关系」的事，总觉得罗马社会给人一种靠门路关系运作的印象，但利用门路关系来录用人才的制度真的那么不好吗？





罗马人终究没有创设像中国科举一般的制度。在可称为当时的大学的希腊雅典、小亚细亚的罗得岛（Rhodos）和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就学的人，没有人可以单靠考试就进入帝国中枢。以培育优秀人才或储备人才为目的的机构只有元老院，但也不会因为某人的父亲是议员，就让他自动进入元老院。首先必须当选会计监察官或护民官，以服完该任期为先决条件。因为皇帝有推举的权力，所以在军团历经千锤百鍊的人也有机会得到皇帝的举荐而出头。

罗马人在录用人才时相当重视门路关系，这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现实主义性向的一种表现。所谓门路关系，系指负起责任推荐某个人物。品格崇高才华洋溢的人应该也会推荐人格才能均属上乘的人才。当然，中间也会有风险。不过，客观的考试就一定可以规避产生无能恶质行政官的风险吗？

朱利斯·凯撒将西塞罗推荐的所有人才都网罗到自己的旗下，这是因为他相信西塞罗的眼光。图拉真也几乎全盘满足小葡里尼斯的委托，这也是因为小葡里尼斯的诚恳和奉公守法得到了认可。人才录用就如同一场比赛。这场比赛的参加者并不只录用者和被录用者二人而已，推荐者也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参加者全员都有责任，这也是罗马人大多采用门路关系录用人才的理由。





无论是不是因为答应他人委托所产生的结果，让人产生好感总是一件好事。不过，同样的事发生在图密善皇帝时代，元老院就气得横眉竖眼的，而到了图拉真皇帝的时代，元老院不但没有反弹，甚至起而仿效，没有任何怨言，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





小葡里尼斯写给皇帝的书信常常以“Domine”开头。所谓Domine系指「支配自己的人」，后来被基督教转用为「神」，翻译成「主啊」。不过，在罗马就只有「主君」的意思而已。

尽管如此，元老院对于讽刺诗人马尔夏（Martialis）在诗文中写著“Domine”，而图密善皇帝却置之不理一事感到相当愤怒，塔西图斯就此断定图密善皇帝为专制君主。因为对皇帝的称呼一般应该是「凯撒」或是「第一公民」。后来只经过了十几年，元老院议员小葡里尼斯称呼皇帝为“Domine”，图拉真也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连一向喜欢指摘皇帝缺点的塔西图斯都没有表示责难。而且，图拉真在父亲和姊姊死后不但将他们神格化，甚至铸造纪念银币，这项举动也没有引发任何不满。台伯留皇帝曾经表示「Domine是仆从们对我的称呼，大将军（Imperator）是士兵们对我的称呼，第一公民（Princeps）是罗马公民对我的称呼」，但这项声明并没有提升民众对他的好感度。人类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动物。

无论如何，图拉真得到了元老院相当高的评价。元老院赠予图拉真前所未有的称号——“Optimus Princeps”，直译的话就是「最高第一公民」，意译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图拉真一开始婉拒了这项称号，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结果来探讨罗马人心目中的理想皇帝到底该具备什么条件。

对罗马人而言，理想的皇帝对基督教徒的态度为何？此外，在法治国家的罗马帝国里担任律师或检察官，经常直接与法律接触的小葡里尼斯又是如何看待基督教徒呢？ 《小葡里尼斯与图拉真皇帝的往返信札》中，在后世最有名的地方就是这二人对基督教徒待遇的问答部份。在此介绍这封信的全文。顺带一提，行省总督对行省人民有司法权。






「小葡里尼斯写给皇帝图拉真的信




主君啊！当我遇上难以下判断的场合，首先我会询问您的意见，这是因为您可以指引迷惘的我，为无知的我开启一条光明大道。




过去我从未接触过基督教徒的官司，因此不知道这类官司应该如何进行。到底要掌握到何种程度的证据才可以起诉呢？何种程度的罪状才可以处以叛国罪或是认定为邪教信仰者而判刑呢？此外，被起诉的当事人的年龄可以成为减轻刑责的理由吗？在成熟的大人与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之间，基督教徒是否可以适用其他刑罚的差別待遇呢？后悔当上基督教徒而放弃该信仰的人是否可以赦免他的罪行呢？或者无论现在有多么后悔，只要曾经是基督教徒就要处罚他吗？即使没有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但只要是恶名昭彰的组织中的一员，就应该处罚他吗？




我对于被告发为基督教徒的人，暂且采用下列作法。




我会向这些人询问三次「你是基督教徒吗·」，如果三次都回答是基督教徒的人，我会向他确认这是在没有被逼供之下的回答。姑且不论信奉基督教的意义为何，光是冥顽不灵就应该将他定罪。




一直坚持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之中也有罗马公民，由于这些人也有控诉皇帝的权利，我便将他们遣返回罗马。不过，可能是这种作法产生的影响，告发基督教徒的件数不只是增加而已，甚至内容也有了改变。




首先，增加了许多列记一连串名字的黑函告发案件。於是我也改变了因应之道。




第一，被告发者如果表明自己并非基督教徒，或是在我第一次询问之际向神明祈愿，向您的肖像敬拜者，或是辱骂基督教徒者，全部可获得无罪赦免。因此，法庭也準备有肖像与敬拜的香料、葡萄酒。




第二，即使是被检察官告发者，一开始虽然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但之后又推翻前言者，或者以前虽然是基督教徒，但现在已不是基督教徒者。无论三年前也好，二十年前也好，都没有关系，全部可获得无罪。不过，这时的无罪赦免有附带条件，必须敬拜我们的神明，辱骂基督教之神。




根据我所收集来的资讯显示，会被视为基督教徒的罪行或过失的是，在一定日子（大都是星期日）的黎明前大家聚集在一起，颂唱赞美基督教的圣歌，颂唱结束后，再严正宣誓。所谓宣誓并非宣读进行强盗、抢夺、姦淫等不法行为的誓言，而是要严守约定，被委托保管的物品，当委托者要求返还时，必须立即归还，只不过是这样的誓言而已。而当此仪式结束后回到家就恢复正常，没有一点邪气，和家人一同享用面包和葡萄酒。虽然如此，我察觉您的想法而下了一道命令，亦即禁止有可能会形成祕密结社的聚会。




就上述情况来看，我认为被告为基督教徒的场合，除了对一般奴隸的审问之外，必须增加逼供的方式，但我在审问称为助祭的二名女性奴隸后，除了邪恶、狂热的迷信之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因此，在得知您的想法之前，我将有关基督教的官司全部延期，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值得皇帝裁决的问题。第一，被告发者的人数众多。第二，今后没有年龄、社会地位、性別之分，这种现象将有增无减。




这种狂信的污染将不限於都市，也会波及到乡村。尽管如此，我却发现这种污染扩大的现象是可以防止的。因为放置不管的神殿和祠堂充满着前来参拜的人潮，而且长久以来一直不受重视的祭礼也宣告复活。贩售家畜肉当作牲品的人日渐减少的现象也得到改善。




基督教的信仰者大部份都是一时受到新事物迷惑而盲目的狂信。因此这种人如果后悔而放弃该宗教，我认为应该可以赦免他的罪行。」




「图拉真写给小葡里尼斯的信




亲爱的小葡里尼斯，有关你对被告发为基督教徒者的法律处置，我认为非常妥当。这是因为以规范整个帝国的法律来处置此类问题是相当不合理的事。（基督教一开始是从罗马帝国的东方开始渗透的，在西元二世纪的当时还没有渗透到帝国的西方。在图拉真时代有二名主教殉教。其中一人是耶路撒冷的主教，另一人是安提阿的主教。）




像是整肃基督教徒一样，虽然他们有罪，但强加刑罚在他们身上是不被允许的，但受到正式控诉且自白者应该受到惩罚。虽然如此，对于弃教者固然要有适当的处置，但前提条件是这些人必须明确表示尊敬我们的神明，而且表现出后悔之意。如果可以接受此条件，则可以不计较他的过去，给予免罪。此外，无署名的黑函告发是不具任何法侓价值的。因为承认这种告发，就达反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以下也顺便介绍《圣经·使徒行传》中，保罗对信徒们的教诲。


「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以互相批评、抱怨，也不可以互相争执，凡事必须谦卑。因为神的孩子都是完美无缺、洁白无瑕的，但是在邪恶且堕落的社会里，保持谦卑才可以避免落人口实。




即使生存在邪恶且堕落的社会里，只有你们必须在黑夜里点灯，确实维系神的教诲。」







虽然同样是神教徒，基督教徒和不断反抗罗马的犹太教徒不同，他们在西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之后，就和犹太教徒划清了界限。他们的行事作风比以往更为谨慎低调。话虽如此，因为多神教与一神教在文明观方面的不同，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徒的对立正缓慢确实的展开。




图拉真的私生活



也许会有读者表示怎么都没有提及图拉真的私生活，其实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就基督教徒的角度来看，罗马皇帝正是邪恶且堕落的罗马社会象征，但图拉真却看不到任何邪恶又堕落的一面。功成名就的人物，一定会有许多亲戚前来攀关系，希望能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图拉真却没有这样的亲戚。






普罗提娜









玛尔契娜




没有子嗣的图拉真有个大他五岁的姊姊玛尔契娜。姊弟两人感情非常好。弟弟当上皇帝以后，她也搬入首都罗马的皇宫中，但完全不会炫耀自己的地位。也就是说，她并不爱出风头，生活也相当俭朴，只要将家务打理好就很满足。她唯一掛心的是弟弟的健康。不过，图拉真是个身体健朗，极少生病的人，因此，这方面也不需要让姊姊费心。弟弟在姊姊死后将她神格化，而罗马人对于人死后将其列入众神之列的作法完全不以为意。根据基督教徒的说法，罗马人曾有意将基督教之神列入众神之列，但因受到基督教徒的反对而放弃。其实被拒绝是预料之中的事。如果基督教徒接受了这种建议，就称不上一神教了。

玛尔契娜有个女儿名叫玛提蒂亚。图拉真非常宠爱这个小他十五岁的外甥女。不过，这个外甥女的个性和她母亲很像，并没有什么可供编年史作者参考的话题。

图拉真的妻子普罗提娜也属于没有话题的典型。她和同样居住在皇宫中的二位小姑相处的很融洽，是图拉真的贤内助。和生长在行省西班牙的小城市义大利加的玛尔契娜与玛提蒂亚不同的是，普罗提娜出生于南法行省的主要都市之一尼姆（Nimes）,并在罗马长大。她可以高谈阔论希腊哲学，是个深具涵养的人，论起这方面的学识涵养，她可是远远超过图拉真。

然而，她并不会因此而趾高气昂。虽然图拉真并没有给她“Augusta”（可译为皇后）的封号，她也不会表示任何不满。顺带一提，图拉真将“Augusta”的封号赐给死去的姊姊玛尔契娜。

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三个女人都如此朴实的话，罗马上流人士的夫人也不能无睹於她们的存在，理所当然要朴实。像图密善皇帝时代的夫人那样，将头发梳高的发型已不复见。

图拉真对于姊姊、外甥女的丈夫或是妻子的亲戚等人，并不会给予特別的待遇。虽然他将外甥女的女儿莎比娜许配给哈德良（图拉真是哈德良的养父），但哈德良的晋升全凭他自己的本事，并非图拉真循私的结果。亦即，图拉真虽然热忱的满足他人的委托，但处理自己的事绝对光明磊落，不偏不倚。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认为图拉真的缺点不多，其中一项是嗜酒。不过，和普通的罗马人一样，在西方天空群星依然闪烁，亦即天还未亮时起床，接着在完成一天的繁重工作后，总希望好好洗个澡，请人按摩一下，然后于晩餐桌上享用葡萄酒。对于习惯在酒中掺入冷水或热水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言，所谓嗜酒指的是直接喝，不经过稀释。

图拉真的另一项缺点是喜欢在晩餐席上有貌美的年轻人陪侍一旁。不过，这应该不算是邪恶、自甘堕落的嗜好吧！在黄昏时眺望着被染成暗红色的天空，倾听着树叶间的沙沙作响声，悠閒度过一天，小葡里尼斯认为这是最无上的享受。对图拉真而言，貌美的年轻人就是他最大的享受。无论是希腊时代的大作也好，或是罗马时代的优质仿造品也好，年轻人的完美雕像散发着令人屏息之美。这种感情并非同性恋，只不过是喜欢欣赏这些年轻人在尚未成为男人之前的纯粹之美。总之，这就和欣赏风景一样，其证据就是，图拉真的「风景」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留名。

图拉真的私生活如此健全，缺点又只有这种程度的话，实在让传记作者伤透了脑筋。也因此，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没有成为任何传记的主角。

不过，被封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图拉真尽管得到元老院全员一致表决通过，还是拒绝了「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尊号。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而是他希望等到自己真正名副其实的时候才愿意接受此尊号。所谓真正名副其实，对于在达其亚战役中创下辉煌战果，将帝国版图扩张到最大的图拉真来说，应该是指完成历代皇帝尚未实现的大业。




帕提亚问题



罗马与帕提亚的关系其实就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Persia）文明的关系。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造成波斯帝国的灭亡，在他死后诞生的泛希腊（Hellenism）诸国中，希腊人唯一可以支配的地方，只剩下旧波斯领地之中临地中海的西方。而希腊人之后又被纳入罗马版图。因此，罗马与帕提亚的正式接触是从庞培称霸希腊诸国开始。其后的经过简单归纳如下：





西元前63年，庞培将希腊诸国之一「叙利亚」的塞琉希德王朝（Seleucid Dynasty）灭亡后，便在中近东一带建立起罗马霸权。希腊诸国中唯一留下的埃及，事实上早已是罗马的行省。（详述於第Ⅲ册中）

西元前54年，庞培、凯撒与克拉苏组成的「三巨头政治」中的一巨头——克拉苏（Crassus），受到当时极负盛名的庞培以及在高卢战役中屡建战功的凯撒的刺激，自己也打算征服帕提亚，因而向东远征。不过，一年之后却惨遭败北，几近全军覆没。总司令官克拉苏以下的指挥官阶级，除了率领五百名骑兵仓皇逃跑的加西阿斯（Cassius）以外，全都战死沙场。四万名远征军当中，想尽办法逃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的士兵，加上五百名骑兵后还不到一万名。另外二万名全部战死，被俘虏者有一万多名，虽然免於一死，但都被送到帕提亚王国最东北的梅鲁布（Merv）服终身役。梅鲁布甚至不在现今的伊朗境内，而是位在旧苏联的土库曼尼斯坦（Turkmenistan），可说和流放边境没有两样。（详述於第Ⅳ册中）

西元前44年，击败庞培掀起内战的凯撒準备远征帕提亚。其目的有三。第一，为了一雪九年前败北之耻。第二，为了让中东诸国重新见识到罗马的力量。第三，为了救出一万名罗马士兵。不过，就在同年3月15日，凯撒準备出征前，遭到布鲁图斯与加西阿斯一派的暗杀。（详述於第Ⅴ册中）

西元前36年，安东尼（Marcus Antonius）与凯撒的养子屋大维（Octavianus）对抗，企图向东方伸张势力，另一方面他的爱人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Cleopatra）也希望扩大领土，这二人的野心互相契合的结果，展开了第二次帕提亚远征。不过，这组人马也吃了败仗。十一万大军在长达八个月的远征当中失去了二万名士兵。纵然没有被打到溃不成军，但是仍以失败收场。觊觎皇位继任者宝座的安东尼，结果因为这场败仗，使得他的梦想宣告破灭。（请参照第Ⅴ册）

西元前21年，初代皇帝奥古斯都（以前的屋大维）认为若不解决帕提亚问题，则无法确保帝国东方的安定，因此尽管帝国创设不到十年，他仍然决定出马解决帕提亚问题。不过，他打算利用外交，而非利用军事来解决。话虽如此，他并不认为光靠对谈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先进军至与帕提亚接壤的亚美尼亚王国，然后与亚美尼亚缔结同盟条约，再以同盟为武器逼迫帕提亚出来簽署友好条约。

条约的内容如下，承认亚美尼亚隸属罗马的霸权之下，约定幼发拉底河为罗马与帕提亚支配圈的境界，并宣誓今后互不侵犯，而且，尊重两国人民通商的自由。帕提亚全盘接受了上述条件。交涉现场是在幼发拉底河中的一个小岛上，当时二十一岁的台伯留代理奥古斯都出席这场和平缔结仪式。

三十三年前克拉苏军败北时，以及十五年前安东尼军败北时被帕提亚夺去的银鹫旗在此全部收回。帕提亚兵从阵亡的罗马士兵身上摘下当作战利品的胄甲和武器也全数获得归还。但是，三十三年前被送到梅鲁布的罗马士兵却无法按罗马的要求返回，因为这些被虏的士兵已无一人存活。（详述於第Ⅵ册中）

自此之后，罗马与帕提亚之间度过了七十年相安无事的日子。不过，在典型的东洋专制国家帕提亚王国内，为了王位继承问题动不动就起纷争。当问题无法摆平时，就对外采取强硬路线。此外，对帕提亚人来说，同样属于希腊文明圈的亚美尼亚却隸属不同文明的罗马帝国，这点一直让他们忿忿不平。

进入尼禄皇帝时代之后，长久以来和平的日子划下了休止符。这回是由帕提亚先采取攻势。罗马则派出名将科普洛来应战。

尼禄将解决问题的空白委任状递交给科普洛，指派他担任大军的总指挥，这名武将虽然在军事上屡建奇功，却没有忽视中东的现实问题。他认为就国家型态乃至生活习惯来看，亚美尼亚较接近帕提亚，而非罗马，故判断将亚美尼亚置于罗马之下不符合现实。因此，科普洛向尼禄皇帝提出帕提亚王可接受的妥协对策，亦即亚美尼亚王位由帕提亚王推举，而戴冠仪式则由罗马皇帝主持。这项名重于实的解决方法得到了尼禄皇帝的同意。就在西元65年，亚美尼亚王前往罗马接受尼禄戴冠之际，罗马与帕提亚又再度回归和平，而且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这虽然是科普洛立的大功，但尼禄皇帝在外交面的政治直觉也不可小觑。（详述於第Ⅶ册中）

在西元68年到70年之间罗马面临内战与犹太叛乱的危机时，帕提亚不但没有趁乱偷袭，而且还提议派遣援军，由这点可看出罗马与帕提亚的这种和平相处模式相当受到帕提亚的支持。（详述於第Ⅷ册中）





图拉真承继的便是此种状态下的「帕提亚问题」，看来并没有诉诸远征来寻求军事解决的必要性。虽然如此，长年的和平很容易让当事者疏于防范，而帕提亚也不是完全没有挑衅行为。





对罗马人来说，「帕提亚问题」往往是由亚美尼亚问题开始点燃。这是因为帕提亚一向将亚美尼亚定位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帕提亚的宫廷中，地位仅次于帕提亚王的便是亚美尼亚王。正因为基於此现实考量，尼禄的和平协定才能够维持长久。不过，帕提亚王是个专制君主，专制君主最害怕的并非外敌，而是可能威胁自己王位的人物。指派此种人物担任无论名誉、权力、财富都位居帕提亚第二的亚美尼亚王，则可以确保帕提亚王的宝座。

亚美尼亚王提里达泰斯打从心底钦佩名将科普洛，在造访罗马之后尊尼禄为兄，尼禄随即派遣技师团帮助亚美尼亚重建首都以作为回应。为了感谢罗马的援助，提里达泰斯特別将首都改名为尼禄波里斯，完全与罗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过，他何时辞世就没有人知道了。据说生于帕提亚王室的提里达泰斯，只比西元37年出生的尼禄小几岁。假设小个三~四岁的话，根据记载他在位时期相当长，由此一史实来看，在西元98年图拉真即位时他应该还健在。而此时的帕提亚王也由夫拉泰斯轮替为帕科鲁斯。帕科鲁斯王在提里达泰斯死后，派儿子阿克西达雷斯就任亚美尼亚的王位。此时由于与尼禄的协定依然存在，因此由叙利亚行省总督代理皇帝为亚美尼亚王戴冠。

然而，西元110年，帕科鲁斯王撒手归西。取而代之坐上帕提亚王宝座的是帕科鲁斯之弟欧斯罗耶斯。在他即位后不到二年，便以无能为由排挤掉阿克西达雷斯，任命其弟帕尔塔马西里斯担任亚美尼亚王。为了争夺亚美尼亚的王位，家族之间分裂成二派相互斗争。为了对抗接受帕提亚军的支援而挺进亚美尼亚的新王，现任亚美尼亚王转而向罗马皇帝求救。

罗马与亚美尼亚属于同盟关系。当同盟的一方有难时，伸出援手为同盟国的义务。而且对罗马而言，没有与罗马皇帝商量就擅自更换亚美尼亚王，这也违反了尼禄时代簽订的罗马——帕提亚和平协定。帕提亚王的作法简直让罗马皇帝的颜面尽失。不过，帕提亚王并没有直接向罗马发动攻势。而且被弟弟逼退的亚美尼亚王得到国民的支持，也意外的骁勇善战。如果要派遣援军的话，单靠驻扎在卡帕杜西亚（与亚美尼亚接壤的行省）的二个军团应该足够。

不过，图拉真判断这是根本解决帕提亚问题的绝佳时机。图拉真想出的根本解决之道是指，利用军事力来彻底歼灭帕提亚。无论如何，图拉真是个遇到问题绝不迂回退缩，勇於正面对抗的人。四十五岁当上皇帝的图拉真，此时正是六十之年。




远征



西元113年10月27日，集市民和元老院的信赖和期待於一身，图拉真踏上远征之途。随行的将军除了一人之外，全部和达其亚战役时的成员相同。率领著比图拉真小一代的年轻武将们，图拉真打算继达其亚战役胜利之后再添一笔辉煌战绩。不过，帕提亚远征的参谋本部这回缺少的并不只一个人。

与图拉真同乡、同年，而且任职地点几乎相同的第一好友——利希纽斯·苏拉，在达其亚战役结束后不久便死去。西元107年以后，就没有人敢不讳言的向图拉真进谏了。不过，这个缺憾也靠图拉真自己的控制能力慢慢弥补起来。甚至有研究学者表示，如果苏拉依然健在，图拉真大概不会向帕提亚远征。衷心钦佩图拉真的优秀武将不乏其人。但这些崇拜者往往比图拉真本人还激进。而图拉真对于忠心耿耿的跟随者的下一代并不信任，这往往是成功者常有的现象。

将军级的成员虽然和达其亚战役时并没有不同，但由于战场已从多瑙河转移至幼发拉底河，所以他们指挥之下的军团当然和达其亚战役时不同。不过，这也有重新编制的必要。卡帕杜西亚驻扎二个军团、叙利亚驻扎三个军团、犹太驻扎一个军团，罗马人称为阿拉伯的约旦也驻扎一个军团，光是上述地区就有七个军团。如果再号召埃及的二个军团，主战力就有九个军团，共五万四千名士兵。罗马军在战场上往往都会加入辅助兵和特殊技能的兵员，因此投入帕提亚远征的战力总计达十万。前线基地为叙利亚行省省都安提阿。罗马帝国为了确保永久和平，随时处於备战状态，因此各战略要地的要塞设备、兵粮的确实补给，乃至为了让上述设备补给充分发挥功能而遍布各地的帝国动脉——街道网都整建完成，可说是準备万全。从黑海到红海的帝国防卫线已建构完成且发挥功能。二十世纪挖掘出来的石造路标（罗马街道中每一罗马哩会立一个石造路标）上所刻的建设年代全都是在帕提亚战役以前。

总之，只要图拉真一声令下，跨越黑海——红海向东进攻的帕提亚战役随时都可以展开。





在秋阳映照之下离开罗马，沿着阿庇亚大道南下，从贝涅维特经过自己铺设的阿庇亚·图拉真大道，然后朝布林迪西方向前进的图拉真，这回带了几个女人同行。除了他的妻子普罗提娜之外，还包括年龄与普罗提娜相仿的外甥女玛提蒂亚。高官们由妻子陪同前往任职地点在罗马是司空见惯的景象，尽管如此，也只限於和平安定的行省（小葡里尼斯也是由妻子陪同前往俾斯尼亚行省），而带女人前往战地，这回可是头一遭。

庞培在征服东方一带时并没有带妻子同行。凯撒在高卢战役的八年当中，也是一个人度过的，虽然是因为他已和妻子离异，不过，就算妻子还在，他应该也不会让她同行吧！让妻子一同前往战地，是罗马武将绝对不会考虑的事之一。安东尼只是让克丽奥佩脱拉同行，他旗下的士兵就愤慨不已。

或许图拉真认为到了安提阿后会将她们留置在那里，不会带往帕提亚战场，所以不用担心。但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并列东方前二大都市的安提阿，一旦战争爆发，随时都可能变成前线基地。看来图拉真比一般市民和元老院议员还要强烈认为即使对手是帕提亚，只要他本人亲自出马必胜无疑。





图拉真一行人从布林迪西上船，横越亚德里亚海，在希腊上陆。当他们一到雅典，帕提亚王的使节已在那里等候多时。

使节遵照欧斯罗耶斯王的指示，要求图拉真同意让帕尔塔马西里斯就任亚美尼亚王。图拉真完全不予理会，继续向东前进。从希腊横越小亚细亚，皇帝一行人通过小亚细亚南岸到达叙利亚的安提阿时已经是西元113年的年底了。

事实上，得知雅典交涉决裂的帕提亚王便对安提阿发动攻势，但都只是小规模的挑衅攻击而已，因此当获知图拉真已接近的消息后，帕提亚军就撤退了。





在最适合远征的春天来临之前，图拉真就待在叙利亚行省省都，亦即帕提亚战役的前线基地安提阿，以整顿军容来度过这段时期。而这些远征军是如何被选拔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该时代记录帕提亚战役的人士并没有留下文献，也不像达其亚战役一样，有浮雕作品「圆柱」可供参考。因此，就不可能像加西阿斯·狄奥一样，在百年后进行历史著作的追踪调查。虽然如此，根据一些耐心采寻记录的研究学者的说法，图拉真一开始是决定带领卡帕杜西亚的二个军团、叙利亚的三个军团、犹太的一个军团、约旦的一个军团，共计七个军团一同踏上远征之途。不过，并非整个军团。各军团必须留下二个大队来防守基地。如此一来，就不是七乘上六千人，而是七乘上五千人左右。只算主战力的军团兵的话是三万五千人。

觉得这样的战力不够充分的图拉真，并没有从距离近的埃及调派军力，反而命令莱茵河防卫线的一个军团与多瑙河的三个军团朝幼发拉底河前线移动。其理由有二。第一，虽然具罗马公民权为先决条件，但因为罗马的开国路线，使得驻扎在东方的军团大都是东方出身者，图拉真觉得光靠这些军团无法让他下决心前去远征。第二，有过达其亚战役经验的士兵，总是比较值得信赖。

这种情形下必须留下二个大队来防卫基地，因此，四乘上五千人共计二万人。主战力有五万五千人，再加上辅助战力的话，总计有十万。面对比达其亚面积大许多的帕提亚，不知为何图拉真决定派遣与达其亚战役差不多，甚至低于当时的军力来应战。






图拉真远征帕提亚时的中东




西元114年的春天，图拉真将妻子和外甥女留在安提阿，并指派三十八岁的哈德良留守当地，便向帕提亚王国挺进。同行的有达其亚战役时一起奋战的将军们。行军首先以第十二弗尔密那塔军团的基地梅利典（现在土耳其的马拉提亚Malatya）为目标。这个基地前面就是亚美尼亚领地，是维斯帕先皇帝建设的最前线基地，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

从梅利典一直向北方前进，通过罗马街道，然后到达萨塔拉（现在土耳其的克尔基特）。这里是第十五阿波里纳里斯军团的驻扎基地。并在此地与自多瑙河移动过来的先行军团会师。

图拉真命令全军行军到耶雷各亚（现在土耳其的耶鲁都姆Erzurum）。耶鲁都姆位在罗马帝国与亚美尼亚王国境界线的东边，这意谓著图拉真即将向亚美尼亚境内进攻。就连帕尔塔马西里斯都不敢不在耶雷各亚静候图拉真驾临。

帕尔塔马西里斯向图拉真辩解，他之所以没有前去拜见，是因为行至萨塔拉途中被前王军队阻挡。亚美尼亚前王实在无能，所以由同样隸属帕提亚王室的自己就任王位，这应该不算违反与尼禄皇帝之间的协定，亦即由罗马皇帝戴冠的权利。至於戴冠仪式，并不反对由图拉真皇帝来主持。

随后帕尔塔马西里斯便将戴在头上的王冠脱下，摆在图拉真的跟前。

图拉真表示:「尼禄协定中并没有提及帕提亚王可以不与罗马皇帝商量就擅自决定亚美尼亚王。」之后便要求帕尔塔马西里斯及其随行人员退席。

帕尔塔马西里斯一行人离开罗马军营后没有多久，全员都被杀死。

图拉真一接获此报告，立即宣布卡帕杜西亚和亚美尼亚已集成成一个行省。新行省的总督由具执政官经验的卡提利乌斯·塞维尔斯担任。图拉真并没有将王位返还给前王阿克西达雷斯。当帕提亚王室的帕尔塔马西里斯被杀之后，罗马和帕提亚都卸下伪装，展开正面冲突。

接到图拉真命令的将军们，各自率领旗下的士兵散布至亚美尼亚全境，像是在互相抢功一样。其中特別是卢西厄·克伊耶图斯率领的骑兵团最为活跃，他离开历史上一直是罗马边界的幼发拉底河，向底格里斯河上游进攻。就在那年夏天，这一带的重要都市尼西比斯（现在的奴塞平）沦陷。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北部（现在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朗接壤的一带）全部落入罗马军手中。这也是未经正式会战就征服的地区。

接获此消息的首都罗马欣喜若狂。而图拉真也向元老院表示愿意接受已婉拒的「至高无上的皇帝」（Optimus Princeps）的尊号。

不过，短暂的秋天和漫长的严冬即将逼近。将兵们都需要充足的休息。图拉真虽然贵为这一带的豪族，却没有回到安提阿，而是和士兵们一起在战地过冬。





西元115年，帕提亚战役迈入第二年，从这年春天到秋天，罗马军更加扩大了东南的势力范围，图拉真一行人也抵达底格里斯河。此时宣布已被征服的美索不达米亚成为罗马行省。

这个称霸圈如果确定，原本罗马帝国东边的国境是从黑海沿着幼发拉底河一直到红海，这条境界线将变成从里海到亚美尼亚、底格里斯河，一直到红海的出口阿拉伯半岛。这是否正是图拉真的梦想呢？或者他希望将霸权更为扩大，征服帕提亚后，让罗马帝国的领域扩展到印度呢？根据历史记录指出，数年前曾有印度使节前来拜访罗马，并会见图拉真。研究学者亦表示，也有中国的使节前来拜访过罗马。无论如何，在这一年的年底，沉浸在胜利喜悅中的元老院，早已决定赠予图拉真象征帕提亚称霸者的“Parthicus”的尊号。

不知是否因为图拉真已对此战果感到满足，这一年冬天他返回安提阿。然而，就在图拉真停留在安提阿的那段时间内，当地发生了地震，他也因此受了轻伤。虽然图拉真不崇尚迷信，却有不少士兵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

以征服昔日亚述（Assyria）和巴比伦王国（Babylonia）繁盛之地为目标，西元116年，当春天来临时，图拉真离开安提阿，準备率领南下的军队朝东方前进，到达底格里斯河，再沿河南下，最后抵达帕提亚王国的首都格帖丝皇。虽然这条路线和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路线相同，但图拉真并不是想要仿效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像亚历山大一样无与伦比、具战略眼光的前人所开拓出来的行军路线，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承袭。这就和古代的港口一直到现在还被当作港口活用的道理是一样的。当然，对士兵宣称这是四百五十年前亚历山大大帝走过的路线，对鼓舞士气相当有助益。





帕提亚王国的首都格帖丝皇（现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Baghdad附近）的攻城战经过，并没有文献史料可供参考。不过，据说轻而易举就将城池攻破。而利用船只运来的罗马式攻城武器第一次派上用场。

帕提亚王欧斯耶罗斯在城池沦陷前就已开始逃亡。罗马军的战利品是黄金制的玉座和帕提亚王的女儿。就在士兵们镇压完首都之后，图拉真带领一群幕僚，从格帖丝皇前往离该地不远的古都巴比伦造访。接着，他说了下面这句话：「如果我还年轻，很可能早就进军至印度了。」

帕提亚首都沦陷的消息传到罗马后，原本不愿意破坏庄重形象的元老院议员还是开心的手舞足蹈，全体一致表决通过要尽情的为皇帝图拉真举行凯旋式。

另一方面，比东征时的亚历山大年龄整整大了三倍的图拉真，虽然没有继续向东进军，却向南方伸出触角。他到达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入的波斯湾（Persian）。

当然，过去从来没有一位罗马皇帝或是军团长阶级曾将触角伸展到此地。波斯湾如果也并入罗马的霸权之下，东方到西方的通商路，亦即从黑海到波斯湾一直到红海，就完全隸属罗马所管。如此一来，扮演东方与西方仲介角色的帕提亚的重要性就减少许多。

对罗马而言，帕提亚问题之所以不容易解决，主要是因为罗马帝国的东方一带，是以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为二大中心地，这一带长久以来一直与扮演东方物产仲介角色的帕提亚维持经济上的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便无法在守护帝国东方的幼发拉底河防卫线上筑起一道高耸的长城。只能让当地保持「开放国境」的状态。因为唯有确保帝国东方经济安定，西方的罗马帝国才能够长治久安。

如果帕提亚王国从地球上消失，或者就算没有消失，若能够将之追赶到波斯湾东方，变成一个小国的话，背负罗马帝国东方经济重担的希腊裔民族，就可以像过去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激励的希腊人一样，不断往东方扩展活动圈。帕提亚国内现在也有几个希腊系城市，虽然四处分散，但这些都是亚历山大大帝所留下的礼物。如果将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幼发拉底河这道国界去除，因为同属希腊裔民族，应该很容易维持共存共荣的关系。

有关图拉真决定出兵帕提亚的原因，由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史料，只能凭靠想像，但假设图拉真有意效法亚历山大大帝的话，则帕提亚远征应该不是因为对未知地的好奇心，也不是因为无止尽扩大领土的欲望，而是因为感受到亚历山大东征留下的遗产，亦即促进东西方人与物交流的魅力。而且，与亚历山大时代的西方截然不同的是，罗马帝国时代的西方已经成为人与物交流的一大重镇。如果图拉真的这个理想能够实现，则图拉真就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至高无上的皇帝」了。

不过，结论先说，这个梦想终究没有实现。





帕提亚王国一直是个专制君主国家，但并非在拥有强权的国王底下设置完善的官僚机构，国家的运作也并非一丝不苟。而是由国王集成在各地割据的豪族，以此型态成立的国家。因此，每当王室因为继任者问题产生纷争之际，各地的领主间也会为了该支持谁而争端四起，这是帕提亚最大的问题所在。即使同样是波斯湾系的国家，和亚历山大大帝进攻当时的波斯帝国相比，已是个型态截然不同的国家。

然而，一遇到外来的攻击，此种型态的国家却比较有利。这是因为各地的诸侯在被征服时会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如果是从前的罗马，会善待征服之地的权贵阶级，赐予他们征服者的家门名，或是使其成为统治机构的一员。但是达其亚战役之后，全面歼灭达其亚民族的战后处置方式，打破了帕提亚诸侯们的美梦。

各地的诸侯如果提供各自的兵力，集结到逃亡中的国王底下，意图群起反抗罗马的话，图拉真反而容易应付。如此一来，就和大流士（Darius）集结十五万，甚至三十万大军来迎击亚历山大的情形相同。图拉真并不像亚历山大一样是个足智多谋的天才型武将，图拉真率领的是擅长进行会战，亦即以广大战场为舞台驱使战术的罗马军团。

不知是否推进到波斯湾就已经满足，图拉真决定返回安提阿过冬。先行至幼发拉底河中游，然后再沿着罗马街道向西回到安提阿。当获知图拉真已抵达安提阿的消息后，宛如所有人事先约定一样，美索不达米亚全区开始暴动。





不确定这是不是和逃亡中的帕提亚王欧斯罗耶斯连络之后的结果，也不知道是不是诸侯们共谋的暴动。总之，帕提亚军采用游击战法来对付残留在征服之地的罗马军。与其说是因为诸侯们忧心帕提亚王国的存亡，倒不如说他们体认到这是攸关自己生死存亡的危机。

正规军如果没有战胜就是失败，游击队即使没有战胜也不算失败。罗马军在称霸当地，将其要塞化后，却在城中动弹不得。甚至传出陷入游击队的诱导作战的军团长已战死的消息，事态已严重到不容忽视的地步。位于安提阿的图拉真接到的无数报告中，都不断显示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已形成烽火之海。

如果在隔年春天发动大型攻势的话，罗马军应该可以扑灭这场暴动之火。话虽如此，大火扑灭之后，下一步又该如何做呢？为了持续以军事力镇压，势必得将投入帕提亚战役的十一个军团全部留守在美索不达米亚。然而，罗马的防卫线并不是只有东方。继续镇压美索不达米亚要付出如此高的代价，罗马帝国可能承受不了。

位在安提阿的叙利亚行省总督的官邸已开始议论纷纷。达其亚战役以及帕提亚战役都在图拉真的指挥下一同奋战的将军们大多表示，为了维护罗马帝国的名誉，应该予以大反击，而图拉真的想法又是如何呢？这点我们无从得知，唯一知道的是，过去一向身体健朗的皇帝病倒了。而且，六十三岁的图拉真除了帕提亚问题之外，还有一件令他忧心的事。

一年前，也就是西元115年，图拉真率领的罗马军前往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之际，犹太一带也爆发了叛乱。和往常一样，是起因於与希腊裔民族之间的对立。虽然这种事已屡见不鲜，但犹太人对希腊人的憎恶，却转化为对罗马人的憎恶。希腊人是经济高手，而犹太人在经济方面的能力也不比希腊人逊色。正因为如此，这两者常发生利害冲突，很容易就演变为民族间的对立。此外，希腊人与罗马人可以共存，而犹太人却是严格奉行一神教，拒绝与罗马妥协，一直伺机寻求独立。就在罗马全心全意投入帕提亚问题之际，犹太人趁机发动叛乱。

不过，犹太地区是罗马帝国的行省。行省人民的叛乱，对罗马人而言不只是叛乱而已，甚至是一种背信行为。事实上也是如此。

此外，如果说希腊人为交易之民，那么犹太人就是通商之民。因为幼发拉底河西方与东方的希腊人之间会互相连络，因此罗马领地内的犹太人与帕提亚领地内的犹太人之间也有往来。就因为这样，罗马人一直认为诱使犹太人叛乱的就是帕提亚人。事实上，有研究学者指出，在帕提亚人以游击战法对付罗马军时，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各个都市的犹太人就在后方支援帕提亚人。

在犹太地区点燃的叛乱火苗也延烧至帝国内部的埃及、昔兰尼加（Cyrenaica,现在的利比亚Libya）、塞浦路斯岛（Cyprus）。发动叛乱的犹太人并没有袭击罗马的军团基地。攻击的矛头全都指向希腊系居民的商店和农园。在埃及行省长官指挥下有二个军团，但却太慢出兵，导致叛乱扩大，因而遭到解任，由年轻武将托尔波接替他的职位，由于托尔波的骁勇善战，再加上希腊裔居民的协助，成功的镇压住埃及和昔兰尼加的叛乱。但是，塞浦路斯岛的暴动情况就相当严重，犹太人看到非犹太人就杀，还将罗马公民关在圆形竞技场中杀害，叛乱之火一发不可收拾，一直等到派出曾参加过帕提亚战役的第七克劳狄亚军团才控制住紧张情势。并将存活的犹太人流放到边陲之地。塞浦路斯岛自此之后甚至禁止犹太人进入。如果违反此条规定，格杀勿论。

不过，虽然成功的镇压住叛乱，但并没有将火苗完全熄灭。四处可见烟火缭绕。西元117年春天到来，原本此时应该前往镇压已扩散到帕提亚西方一带的游击队，但图拉真已不再向东行。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底，图拉真一行人离开安提阿，启程回罗马。重病的皇帝由妻子普罗提娜和外甥女玛提蒂亚陪伴在旁，乘船向西前进。帕提亚战役的总司令官则由哈德良担任。




辞世



然而，回西方的这趟航行并没有持续很久。航行到小亚细亚南岸时，图拉真的病情已开始恶化。他们决定先将船停靠在附近的塞利努斯（现在的加吉巴夏）的港口，等候皇帝病情好转后再出发。不过，却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西元117年8月9日，皇帝图拉真逝世，还差一个月就满六十四岁的图拉真，在二十年的治世之后离开人世。在他临死之前，指派哈德良为继任者。

经过简单的火葬后，遗灰就由同行的妻子普罗提娜、外甥女玛提蒂亚和近卫军团长阿提安守护，重新启程回罗马。从图拉真胸怀大志，向东出发的那一年开始，已经过了四年的岁月。当一行人抵达罗马后，市民们和元老院并非以丧礼，而是以凯旋式来欢迎。在四匹白马拉曳的战车上摆放的是皇帝的骨灰坛。以死者作为凯旋式的主角，是在八百六十九年的罗马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案例。





正因为图拉真的风评绝佳，即使过了一千九百年后的现代，还是到处可见图拉真的雕像。我站在其中一尊雕像前，很自然的脱口说出下面这句话。

「你为何如此地鞠躬尽瘁呢·」

当然大理石的雕像不可能回答我的问题。因此，就由发问的我来代替他回答。用一个较有学问的说法就是「假设」。根据字典的解释，所谓假设就是合理说明事实的假定，总之就是想像。不过，这可不是凭空想像，而是根据各种事实做出的推测。因此我臆测了图拉真心中的想法如下：

「因为我是行省出身的第一位皇帝，因此我比任何人还要努力。」

因为是第一位女性……，因为是第一位东洋人……，所以比一般人还要努力，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

不管如何，图拉真在二十年治世当中，的确全心全力扮演了好皇帝的角色。




第二章





皇帝哈德良




在位期间：




西元117年8月9日~138年7月10日





少年时代



哈德良（H.Aelius Hadrianus）在西元76年1月24日，出生于称为希斯帕尼亚（Hispania）的伊比利半岛的南部小镇义大利加（Italica）。比生于同一城镇的图拉真小二十三岁。由于西元前三世纪末的第二次布尼克（poeni）战役时，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为了建设义大利加而派遣退役士兵进驻当地，因此义大利加出生的罗马人的祖籍都是本国义大利。图拉真的祖先是出生在义大利的哪个城市已不可考，但哈德良的祖籍就有史实可供参考。据说哈德良的名字来自亚德里亚海（Adriadic），他的祖籍地靠近亚德里亚海，是义大利中部的小镇。

家族成员进入罗马社会的领导阶层「元老院阶级」的时期，也比父亲时代才开始的图拉真还要早。西元前一世纪中期，在与元老院派的抗争中获胜的朱利斯·凯撒积极提拔行省出身者，而哈德良的祖先也是因为凯撒的推举而进入元老院。不过，之后他们的家族就不再有人名垂青史，这或许是因为欠缺人才所致。哈德良的父亲最高也只当到法务官而已，因为他在达到执政官资格年龄之前就去世了。

无论如何，到了西元后一世纪，长久以来一直没没无闻的图拉真家族，比哈德良家族的地位还要高。哈德良的父亲虽然在维斯帕先皇帝时代晋升贵族之列，但据说这也是因为在维斯帕先之下屡建功绩的图拉真父亲之大力引荐。靠著伯父的关系，外甥才得以在元老院议员中成为上席贵族。之后当上皇帝的图拉真与哈德良的父亲是堂兄弟的关系。

哈德良的父亲和加地斯（Cadiz）出生的帕莉娜结婚，育有和母亲同名的女儿以及哈德良，一共是一男一女。帕莉娜的家世平凡，和哈德良的父亲同样住在倍帝加行省（Baetica）内，两者住家距离不到一百公里。而女儿帕莉娜也嫁给同样行省出身的塞维良。





虽然身为元老院阶级之上席贵族的儿子，但哈德良并没有生长在特別的环境中。哈德良在十岁之前一直住在西班牙南部的乡下。在他十岁那一年，父亲去世。

被委托的监护人有二位，一位是图拉真，一位是阿基利乌斯·阿提安。

当时的图拉真三十三岁。只不过是在军团执勤的大队长，没有人认为十二年后他会当上皇帝。哈德良的父亲因为和图拉真是同乡且为堂兄弟关系，因此将年幼儿子的将来讬付给他。另一人阿提安虽然也和他是同乡，但在罗马社会中次于元老院阶级，属于第二阶级——骑士阶级（Equitas）。被委托担任监护人时，此人的地位为何无从得知，但他一定和图拉真的父亲一样，赌上自己的命运，努力累积军团资历。哈德良的父亲并非将儿子讬付给居住在首都罗马的名流人士，反而选择了二名实力派的年轻人。

由于战争及其他诸多因素，以致许多罗马人很早就失去父亲，委托监护人或是养父已成为极普遍的制度。因此，受讬人一般也会尽力达成任务。父亲早死的小葡里尼斯被伯父大葡里尼斯接去抚养。哈德良的养父图拉真和阿提安也在商量之后，决定让十岁的哈德良在首都罗马接受中等教育。就这样，哈德良十岁到十四岁之间，在罗马接受了充分的基础教育，这可是义大利加无法比拟的大都市。据说他是昆提良（Quintilianus，图密善皇帝委托撰写《教育论大全》之人）的私塾学生之一。或许就在这一年之间，他被当选法务官而回到首都执勤的图拉真接回家中照顾。





但是，原本就很聪明伶俐的哈德良，在此时期对希腊文化之美大开眼界。学习希腊文是罗马的精英阶级不可或缺的教养，但少年时期的哈德良热中的不只是希腊文，他对整个希腊文化都醉心不已。和他一同学习的少年朋友甚至还给他取了一个「希腊之子」的绰号，然而，这却让二位养父极为担忧。

罗马的男性必须刚毅质实，这是共和政治时代罗马精英们的信念。进入帝政时代之后，特別是在首都罗马，刚毅质实虽然不像过去那么受重视，但这种想法不知为何在边境一带比中心地区还要完整的保存着。图拉真和阿提安也是刚毅质实的男性。这两个人认为，对希腊文明的倾倒就等于软弱。因此，十四岁的哈德良被送回故乡义大利加。

不过，这二位养父又有新的烦恼了。哈德良开始迷上狩猎。由于那一带属于平缓的丘陵区，因此很适合骑着马儿追赶猪鹿，感觉惬意无比。或许狩猎并不违反刚毅质实的原则，但重视平衡感的罗马人不允许对某事过於热中或是沉溺，这是他们的传统。故乡的生活经过了三年，似乎已体验过兵役见习期间的哈德良又再度被唤回罗马。

尽管如此，晩年哈德良的二大娱乐便是希腊文明和狩猎，他对这二者之爱已经在十几岁时就根深蒂固了。这二者看似完全相反的嗜好，其实可以用「情欲」一条线加以结合。哈德良一生都是个重情欲的人。






涅尔瓦皇帝（Nerva到奥理略皇帝（Aurelius）为止的族系图（部份省略）







青年时代



当哈德良再度被唤回罗马后，二位养父商量的结果，决定让他先从末端行政职开始做起。这是从共和政治时代留传下来的官职，工作内容主要是审查由奴隸变成解放奴隸者，是否符合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必要条件。不过，任务不只於此，初代皇帝奥古斯都将遗产继承和监护是否适当的审查也列入这个官职的工作之一。审查结果合格的话，就给予认可，如果需要打官司的话，就交由法务官来处理。同事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一共十人。

不分共和政治、帝政时期，罗马的精英培育制度十分耐人寻味，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已经可以处理民间琐事等人类社会最基层的工作。按察官的任务主要是监视公娼制度是否健全发展，会计监察官的工作则是检查金钱的出入，护民官负责保护一般公民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这些职务和被要求在任务性质上全能（Generalist）的军团士官勤务交互经验过之后，年满三十岁就可以进入元老院。当上元老院议员之后，不只包括社会琐事，也要处理国家大事。

因此，刚满十八岁的哈德良的下一项职务便是军团士官。

首先他被送到驻扎在远旁诺尼亚行省的第二亚狄特里克斯军团。军团基地位于现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为多瑙河防卫线的要塞。他可以说突然被送到最前线。

虽然如此，他在军团内的地位还是很高，因为生为元老院阶级者惯例可担任「红披肩大队长」（Tribunus laticlavius），与编制十人的首席大队长（Tribunus）的地位不相上下。在介绍图拉真时也曾提到，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只有这种队长可以披上与元老院议员的镶边宽外袍一样的红色「披肩」。不过，如果穿上这种帅气军装而太过得意，是无法担当大任的。由于地位仅次于军团长，因此当军团长遇有不测时就必须立即取代他的职位，指挥六千名军团兵和四千名辅助兵。

让没有军务经验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担当如此重大的任务，似乎有欠考虑。不过，这种作法在罗马帝国算是常态。因为既然受到外界的敬重，就必须担负起更重要的职责，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此外，即使没有军务经验，也会有军务老手从旁给予支援。没有红披肩的大队长几乎都经过军团的千锤百鍊，特別是被称为「罗马军团之梁柱」的百夫长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佼佼者。

如此一来，这些可谓空降部队的「红披肩大队长」表面上受到大家的敬重，事实上，往往会遭到军务老手们毫不留情的批判。因此，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课题便是，致力将外界对他们表面上的敬意化为发自内心的尊敬。不过，这可是需要靠能力来取胜的。正因为是在最前线执勤的士兵，所以深知无能的指挥官会造成士兵伤亡惨重。年轻的哈德良通过了这一关的考验。

经过了二年，他奉命调职。这回的执勤地点是在多瑙河下游的远莫埃西亚行省，担任第五马其顿卡军团的「红披肩大队长」。这个军团的驻扎地位于现在罗马尼亚的特洛埃斯密斯，附近也是防卫多瑙河下游与黑海二地的舰队基地。

在此地执勤期间，皇帝图密善遭到暗杀。帝位由深受元老院支持的涅尔瓦接任。就在这政局动荡不安的西元96年，哈德良满二十岁。

西元97年10月，涅尔瓦皇帝指名图拉真为继任者。就在二个月后的西元98年1月27日，已届高龄的涅尔瓦逝世。





根据《皇帝传》（Historia Augusta
 ）的作者指出，当时二十二岁的哈德良，为了尽快让图拉真得知涅尔瓦的死讯与他即将登上皇位的消息，特別骑着马朝多瑙河上游前进，一口气越过「日耳曼长城」，来到莱茵河中游的科隆（Cologne）。因为是养父的荣誉，令他感到无以言喻的喜悅。此时正值寒冬，而且那一带的酷寒非比寻常。虽说他只不过是穿越当时堪称高速公路的罗马街道来到科隆，但是这也要年轻才可以办得到。这里有个疑问，若要传达皇帝的死讯与新皇帝即位的重要消息，与其从首都罗马传达到多瑙河下游，再由哈德良一路驱马千里迢迢传到科隆，还不如从罗马一路北上，直达科隆比较快，不是吗？在此暂且将此疑问搁置一边。四十几岁的图拉真看到过去一直令他担忧的哈德良，在严冬中老远赶来，已完全蛻变为成熟男人的模样，这比当上皇帝还要令他高兴。

之后哈德良到底是留在图拉真的营中，在一旁协助皇帝专心準备达其亚战役，再於一年半后和图拉真一起回到首都罗马，还是再度回到多瑙河下游的基地，继续担任次席军团长的军务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西元101年，他当选了会计监察官，踏出了「光荣资历」的第一步。此时正值二十五岁，可以说是顺利的起步。

不过，当上审计官的哈德良，皇帝图拉真并没有给他特別的待遇。由于二人关系亲近，所以不用对他特別顾虑，因此又派给他一项新的工作。就是当皇帝因公务在身无法出席元老院会议时，他必须将皇帝的意见书呈到元老院，并在会议席上诵读。

但是，就在第一次机会来临时，在下面聆听的元老院议员忍不住笑了出来。他们是笑这名年轻的会计监察官的拉丁语发音夹杂非常严重的「乡音」。不论当时的国际语言——希腊语说得有多好，如果不能流利的说出罗马世界的另一个国际语言，且对罗马人而言算是母语的拉丁语的话，则没有资格晋升罗马帝国的精英阶级。为此事耿耿於怀的哈德良拚命学习拉丁语，结果在短期之内克服了年少时的乡音问题。顺带一提，哈德良对于连政敌都肯定的朱利斯·凯撒的文章赞美辞，就充满了「都会的」味道。

此时的奋发学习让哈德良接到了新的任务。会计监察官的任期顺利届满后，他被指派的新任务是「元老院议事录编辑」的工作。不只要归纳整理元老院会议的讨论内容与决议，交给专属笔记者誊写和保存，而且还要拷贝数份，分发给帝国各区的总督、军团以及地方政府。即使身在边境，但可借由这份议事录来了解首都情势，现代研究学者认为这就像是「罗马时代的报纸」一般，想出这个点子的是朱利斯·凯撒。而二代皇帝台伯留创设了“curator actorum senatus”的官职，可以勉强将其译成「元老院议事录负责人」，之后成为正式的制度。被指派此项官职显示哈德良的拉丁语已经达到「都会的」水準。

另一方面，哈德良在此时期结婚。对象名为莎比娜，是图拉真姊姊玛尔契娜的女儿玛提蒂亚的女儿。亦即，他迎娶的是皇帝外甥女的女儿。因为哈德良是图拉真堂兄弟的儿子，所以与皇帝的亲族关系更为密切。无子嗣的图拉真最亲近的家族当中，哈德良是唯一的男子。






莎比娜









哈德良




或许就在此时期，哈德良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皇帝宝座的野心。他认为图拉真的接班人应该是自己。而且差二十三岁，正是接任皇帝最适当的年龄。不过，绝不可就此掉以轻心。图拉真是个公正不阿的人，他不会因为是自己的血亲就给予特別待遇。话虽如此，图拉真在四十四岁那年被皇帝涅尔瓦指名为继任者之前，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继承皇位。相对的，哈德良在二十五岁时就已经野心勃勃，朝继承皇位的目标迈进。正因为图拉真是个公正不阿的人，要达成此目标反而简单。毋须尝尽风险，只要尽力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务即可。

西元101年到102年展开的第一次达其亚战役，哈德良在中途加入。此时的战役哈德良并未被赋予肩负责任的职务，因此也没有立下值得记录的战功。与其说是参战，其实他只不过是待在图拉真的阵营里，像在作客一样。之后哈德良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这也是与罗马帝国一同灭亡的统治者们的回忆录之一）中表示，当时自己已是图拉真的亲密伙伴中的一员。根据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的说法，一直陪伴图拉真痛饮葡萄酒到最后的便是哈德良。图拉真一向喜欢直接喝不经稀释的酒，幕僚们全都不胜酒力，一一被击倒，只有刚满二十岁的哈德良一直陪他喝到最后。事实上，就因为图拉真自己身为武官，与作战相关的问题都与身经百战的勇将们一同商讨，他根本不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放在眼里。

不过，三年后的西元105年到106年展开的第二次达其亚战役，图拉真却将重担交付给哈德良。图拉真任命他担任驻扎在波昂（Bonn）的第一米纳尔瓦军团的军团长，与他指挥下的军团一同参与达其亚战役。三十岁左右就可指挥包括军团兵、辅助兵在内的一万名士兵，这种待遇在罗马并不算特例。但是，受讬的时期并非平时，而是战时。而且与第一次不同，第二次达其亚战役时的罗马军就像在战场中完全被解放一般，彻底投入战斗。对这个年轻的野心家而言，这可是发挥战略战术与军事长才的绝佳良机。哈德良也充分活用了这个机会。他率领的第一米纳尔瓦军团明显活跃於战场上，在守卫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的将兵之间，哈德良的名字很快就被传了开来。




迈向皇帝之路



跟随着达其亚战役大获全胜的图拉真凯旋归来的哈德良，就在那年成为法务官候选人，随后并当选为法务官。达到「光荣资历」的第二阶段，但也因此被要求「受惠者对社会的回馈」。他必须对罗马的斗剑士比赛和竞技会提供四百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的资金援助，图拉真代替他捐赠了这笔款项。这是因为哈德良并不富裕，而图拉真尽其监护人的义务。在罗马社会中被委托为监护人者，就另一层意义来看，就像是养父一样。

哈德良的养父除了图拉真之外，还有阿提安。此人被当时继任皇帝的图拉真任命为近卫军团的长官。也就是说，哈德良的养父分別是皇帝与近卫军团长官，可说是身价非凡。





法务官任期届满后，就具有担任行省总督的资格。不过，具法务官经验即可担任总督，只限皇帝行省（皇帝有总督任命权）。元老院行省（元老院有总督任命权）的总督，必须是具执政官资历者方能担任。

因此，哈德良前去赴任的是多瑙河前线的远旁诺尼亚行省。和他担任「红披肩大队长」时最初执勤的地点相同。总督官邸所在之省都，位于有军团基地的阿克因肯（现在的布达佩斯）。但是，当上总督之后，任务就不只是率领军团进行防卫而已，要负起统治行省（包括行省人民）的重责大任。而且此时正值达其亚刚被行省化之际，可从达其亚正西方直接监视的布达佩斯之重要性也就提高了不少。哈德良被派遣到远旁诺尼亚行省，表示皇帝图拉真对他相当信赖。

三十一岁的哈德良也完美回应了皇帝的信赖。达其亚族灭亡后，萨尔马提亚族自许为多瑙河北岸的最大势力，并以此气势渡过多瑙河侵入罗马领地，将其击退的就是哈德良率领的第二亚狄特里克斯军团。

但是，待在远旁诺尼亚的哈德良于隔年就被唤回首都罗马。因为他成为执政官的候选人，也就是当选了执政官。元老院内的选举，只要是皇帝的推荐，候选就等于当选。

三十二岁要当上执政官，只有破格提拔才有可能。虽然受到图密善皇帝认可的图拉真，也是在很年轻的时期就有第一次的执政官经验，但却是在三十八岁的时候。三十二岁只能说是特例。据说这是图拉真的同乡、同辈且为最亲近的好友利希纽斯·苏拉强力举荐的结果。苏拉或许很早就看出哈德良虽然与图拉真和自己一样出生在西班牙，但却具有不同的人格特质，因此反而是继承图拉真的最佳人选。

不过，年纪轻轻就担任过执政官的哈德良，其后四年可谓怀才不遇。

理由之一是，极度赏识他的苏拉在哈德良就任执政官之前就死了。

理由之二是，对哈德良异常的晋升速度深感不悅的将军们（图拉真称之为「四天王」），在苏拉死后更加深了对哈德良的不满。图拉真不能忽视他们反哈德良的情绪，也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对哈德良太过偏袒了。

无论如何，图拉真是以公正为首要原则之人。他最讨厌外界认为他袒护自己亲信。

因此，哈德良在三十岁之后的四年当中，虽然具有「前执政官」的资格，但没有因此当上行省总督。话虽如此，并不代表图拉真讨厌他。他有时会指示没有工作的哈德良为自己撰写正式演说的讲稿。

在这四年当中，哈德良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就算《回忆录》存在，应该也不会提及当时的想法吧！在怀才不遇的四年中之最后一年，也就是西元112年，哈德良获得希腊雅典市颁赠的“archon”的称号。这是全盛期雅典的最高官职，梭伦（Solon）和希密斯托寇（Themistocles）也是其中一员，可谓光荣公职。不过，随着都市国家雅典的衰退，罗马时代的“archon”即沦为一项有名无实的荣誉职。颁赠此称号的雅典，是希望皇帝家族一员的哈德良能够担任雅典的监护人。对少年时代就被冠上「希腊之子」绰号的哈德良而言，这是最令他喜出望外的礼物。

不过，哈德良虽然怀才不遇，却依旧展露其耀眼光芒。而且他又年轻。似乎在此时期，明显形成了反对哈德良与支持他的两派。前者是自认可以守护图拉真的将军们。后者为年轻一代，虽然同样受到图拉真任用，守护著图拉真，但地位仅处於军团长阶级。此时期图拉真对哈德良的态度不明，或许正反映出图拉真非常担忧这两派的对立。

虽然如此，图拉真并不会只因为这样的担忧就左右他的人事调度。西元113年秋天，帕提亚远征的一行人当中也看到了哈德良的身影。




年长之女



《皇帝传》的著者表示，哈德良三十七岁时能够回到第一线上，是因为皇后普罗提娜的推举。甚至提到普罗提娜对哈德良无法抗拒。所谓「无法抗拒」应该是指「爱恋」或是「疼爱」，但实际上又是如何呢？

首先来看普罗提娜的年龄，世人虽知她的殁年，却不知她何时出生，就图拉真周边人士的夫妻年龄差距来看，她可能比丈夫小十二、三岁，比哈德良大十或十一岁。顺带一提，哈德良与妻子莎比娜的年龄差距为十二岁。

那么，令年长十岁的女人「无法抗拒」的男人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第一，貌美。不过，不只是外表佼好，要「美」到令人发出惊叹之声才行。

第二，年轻。并不是年纪轻就好，要给人一种很新鲜、垂涎欲滴的感觉。






普罗提娜




第三，头脑清晰。理所当然，智慧要比知识受到重视。年长女人特別喜欢可望成为下一代胜者的年轻人。

第四，感受性丰富。正因为她们看惯了感受性差的丈夫和同年代的男人，所以特別喜欢想法激进、努力自我控制的男人。

第五，野心家。不过，要抓住熟知世事的女人的心，不能只侷限於想出人头地或是成为富翁这样小的野心。必须拥有极大的企图心，大到连本人都担忧是否可以实现才行。

哈德良符合了上述所有条件。





不过话说回来，女人对丈夫要求的条件就不同了。即使上述五项条件并没有完全符合也无妨，相对的，她们要求的是物质和心灵上的安定性。哈德良和普罗提娜、图拉真的姊姊玛尔契娜、图拉真的外甥女玛提蒂亚等年长女人的关系极佳，但与妻子莎比娜却始终处不好。莎比娜年纪比他小，更糟的是，她是哈德良的妻子。给身边的人安定感是哈德良最束手无策的事。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和编年史作者们想深入调查普罗提娜和哈德良的实际关系，结果却宣告失败。这是因为他们将问题锁定在他们两人之间是否有性爱存在。普罗提娜是颇富涵养、自视甚高的女人。对这样的女人而言，爱并不一定等于性爱。她并不是害怕不伦之恋被揭发后，女人会被驱逐到小岛上，男人会被判处死刑。她只是不希望因为性爱的介入，使两人变成普通的男女关系。而且，图拉真是个好丈夫，哈德良则是个年轻的野心家。既然如此，何需维持一般的男女关系呢？普罗提娜并不是希腊悲剧的主角，她很重视自己的感情，可以说凡事以利己为出发点。而哈德良，若要以一句话来形容，只能说他是个彻底的自我主义者。

我确信这两人之间没有性爱存在，正因为如此，普罗提娜才能一直活在哈德良的心中。

姑且不论是否为皇后推举的结果，参加帕提亚战役的哈德良和第二次达其亚战役当时一样，得以率领军队参加实战。因为图拉真任命他为叙利亚行省总督。而在战役中他被指派留守在安提阿（Antioth）。虽然如此，在战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列为东方二大都市的安提阿，可不允许他在此过着豪华的官邸生活。所谓前线基地系指重视补给站的补给基地。执行此任务的责任就落在总督哈德良的肩上。除此之外，他也有责任保护陪同图拉真前来的普罗提娜与玛提蒂亚之安全。

不过，叙利亚行省总督负责管辖驻扎在帝国东半部所有的军团，因此也可以说是帝国东方的防卫责任者。「名望」相当高，但是论起率领军团参战的「实质」，哈德良在帕提亚战役中却完全没有。图拉真将实战的指挥全部交由在达其亚战役一同出生入死且经验老道的将军们。自视甚高且对自己的才能极有自信的哈德良，在二十七岁到四十一岁这段时期内的想法，因为没有书信可供参考，所以无从得知。不过，哈德良虽然身处后方，势必一直目光炯炯的凝视著帕提亚战役的发展。

如同图拉真皇帝的章节中所述，图拉真一直寄予厚望的帕提亚战役，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忧心而病倒的皇帝，应该更容易接受妻子、外甥女们的进言。我们知道图拉真此时打算返回首都罗马。当图拉真任命叙利亚行省总督哈德良为远征军的总司令官，且下达继续作战的命令后，图拉真一行人便从安提阿启程行海路返回西方。

然而，在航行到小亚细亚南岸时，图拉真的病情急转直下，立刻将船停靠在附近的港口塞利努斯，等待病情好转，但却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西元117年8月9日，罗马帝国誉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图拉真结束了他六十四年的生涯。据说在他临死之前指名他的养子哈德良为继任者。

自此以后，哈德良的继位便成为一个谜团，即使到了现代，还是不断有人将此事写成研究论文。




皇位继承之谜



图拉真的确是在指名哈德良为继任者之后才去世的吗？或者是亲眼目送皇帝死去的普罗提娜暂时封锁住此消息，紧急派遣密使通知位在安提阿的哈德良，而哈德良在旗下军团对他宣誓效忠后，等待即位成为既成事实，然后再将皇帝的死讯公诸於世呢？当时许多人质疑的就是这一点。

陪在临终的皇帝身边的只有妻子普罗提娜、外甥女玛提蒂亚以及近卫军团长官阿提安与皇帝的侍医四人。

图拉真一直疼爱有加的外甥女玛提蒂亚比普罗提娜小二、三岁，但与年龄相仿的舅母感情一直很好。据说她们就像亲姊妹一般，对普罗提娜所提的建议最先表示赞成的就是玛提蒂亚。玛提蒂亚对于女儿的丈夫哈德良，并不会因为是自己的女婿而偏袒，而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所以当女儿对丈夫大吐不满时，她都听不进去，因此，对女婿而言，她可说是最理想的岳母。

近卫军团两位长官中的一人阿提安，是哈德良的另一名监护人，在哈德良十岁时开始代理父亲的任务。

此外，皇帝的侍医不知为何在数日后死去，而且死因不明。





主张图拉真没有指名哈德良为继任者就死去的人提出以下三项论据。

一、 亚历山大大帝也只留下「具有统治帝国能力之人」一句话，没有具体指名继任者就撒手归西。

二、据说图拉真生前曾向法律学者尼拉提乌斯·普利斯克斯表示，若自己有什么三长两短，帝国的统治将讬付给他。

三、据说在帕提亚战役时，图拉真曾写给元老院一封信，其中提到为了避免帝国统治有空白期，将送一份列记适当人选的名簿给元老院，请他们从中选出继任者。这也是一项传闻。

首先来看第一项，即使是在当时，这也只不过是个小道消息。责任感强的图拉真应该不会像亚历山大一样，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因为亚历山大心中并没有适当的继任人选，但图拉真心中却有。

接着来看第二项，这也是重视现实的图拉真不太可能做的事。愈是法律专家，就愈容易受到现有法律的约束。不过，政治家的立场就不一样了，即使是现在没有的法律，但若有需要，则必须创设新的法律。让「法务部长」担任行政院长的作法，绝对不符合图拉真的作风。

问题就出在第三项。图拉真一生以公正作为座右铭，而且一向尊重元老院。因此这一项是图拉真可能会采取的作法。但元老院并不曾接到过这样的名簿。到底图拉真有没有制作这份名簿一直是个谜。

不过，当时的罗马人并不像后世的研究学者一样那么执著於解开此谜团。因为冷静仔细一想，当时罗马的领导阶层中并没有比哈德良更适合继承皇位的人才。

首先，四十一岁的年龄可以让人们安心。

第二，哈德良过去的经历，无可挑剔的网罗了各个领域，具有充分资格担任帝国统治的最高责任者。

第三，他的头脑清晰是元老院众所皆知的事。

第四，他在军团的将兵之中颇具人望。





8月9日，根据哈德良的《回忆录》所示，在安提阿接到自己正式取得继任者地位的消息。

8月9日，皇帝死于塞利努斯。

8月11日，东方军团的将兵齐声拥戴哈德良为「大将军」，并向他宣誓效忠。

从塞利努斯到安提阿有四百公里的海路。如果搭乘高速船的话，是二天可以到达的距离。如果目送皇帝死去的人决定暂时封锁住消息，只要将公诸於世的日期拖延二天即可。就图拉真一生展现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多数人认可哈德良是继任皇帝之适当人才的事实来看，即使皇帝是在临终的最后关头才决定继任者，人们应该可以接受哈德良继任皇位是图拉真所期望的结果。

尽管如此，图拉真为什么一直到临终之前还迟迟不决定继任者呢？

自从十岁那年被委托担任哈德良的监护人以来的三十年，纵然时而会分开，但一直和他维持著父子关系，因此如果说对哈德良的个性不甚了解，实在是说不过去。

此外，他应该知道哈德良累积了各种资历，已经充分完成被赋予的职责。论起责任感，他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哈德良经历过各项公职，已具备了统治者的资质，这也是众所皆知的事，只有图拉真一人还存有不安的说法，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哈德良对希腊文化和狩猎的嗜好，只要不超越限度，罗马人则将其视为一种「美德」。

虽然如此，图拉真在六十四岁之前，却一直没有指名继任者。如果是顾虑到将军们之间的反哈德良情绪而感到踌躇不前，实在不像是图拉真的作风。

就我的想像来看，在图拉真的心中，对于哈德良有一股自己无法理解的感情在作祟。或许可以说是人格特质的不相投，但又称不上讨厌，这应该就是他感到一丝不安的理由。这种感情对女人普罗提娜而言是刺激的魅力所在，对男人图拉真而言，即使理性可以接受，一旦要付诸行动时却又成为令人犹豫不决的理由。

拉丁语有一句话是“in extremis”。即使到了现代，无论英语、法语或是义大利语，都一直沿用这一句拉丁语，意思是指「最后关头」。哈德良的皇位继承可说是这句“in extremis”的最佳范例。





哈德良从安提阿寄出当上皇帝后第一封亲笔信函给罗马的元老院。

首先，他对于自己未经元老院的同意而接受军团的效忠宣誓表明谢罪之意，他辩解的理由是，帝国统治不允许有空白期。的确，安提阿到罗马之间，往返需要二个月的时间。元老院似乎也有同感，很简单的就同意让哈德良继任皇位。之前我曾经提到许多次，罗马皇帝必须得到元老院的承认才能够得到正式的地位。

在哈德良的亲笔信函当中还提到一项表面上理所当然，事实上却隐含深远意义的请求，希望元老院能够通过将先帝图拉真神格化的请求。这个请求必须由现任皇帝提出，在得到元老院的同意后才能够实现。治世不到一年半的涅尔瓦之所以成为罗马众神之一，也是因为图拉真期盼先帝能够神格化，而得到元老院认可的结果。因此，提出将先帝神格化的请求只不过是新皇帝的首项任务。但在罗马，皇位继承人通常和现任皇帝具有养父子关系。一旦图拉真成为神，养子哈德良便成为神之子。这就和凯撒的养子奥古斯都在凯撒被神格化之后，即使是肉体之躯，也成为「神之子」的道理是一样的。

罗马人拥有三十万之多的神明，他们对于皇帝死后的神格化一点都不会感到神经质，但就政治面来看，「神之子」有著令人无法忽视的力量。过去只不过是聚集罗马帝国精英之元老院的一员而已，一旦成为神之子后，地位便超过其他元老院议员。奥古斯都完全理解并活用当上神之子的好处，而立志成为奥古斯都第二的哈德良应该也有同样的想法。哈德良虽然身在安提阿，但很早就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




皇帝生涯



在“Imperator Caesar Traianus Hadrianus Augustus”这个正式名称之下，哈德良的治世，套一句罗马人的说法就是「皇帝生涯」（dies imperi），从一开始就有堆积如山的问题亟待解决。

其一是犹太（Judaea）问题。二年前的西元115年爆发的犹太教徒的叛乱还没有完全平定。哈德良命令派往当地的勇将托尔波尽速终结叛乱。正常的都市或城镇一定会有犹太人居留区，显示犹太人的离散倾向相当强烈，因此为确保帝国东方的安定，绝不容许放任犹太人社会呈现不安定状态。

其二是不列颠（Britannia）燃起的原住民叛乱。这些人的居住地带似乎是在现代的英格兰（England）和苏格兰（Scotland）邻接的地区，但解决此问题不需要派遣司令官。因为不列颠已有三个军团常驻。明明如此，为何还会有叛乱发生呢？这和犹太人趁着图拉真全力投入帕提亚战役时，伺机发动叛乱的情况一样，不列颠人也认为此时期正是造反的好时机。如果兵力集中在广大帝国的一处，其他地区的防卫势必会松懈。这并不是指实际的防卫战力，而是因应防卫的警戒心。战斗心旺盛的卡雷多尼亚（Caledonian,现在的苏格兰）便趁隙发动攻势。不过，正因为问题只是在于警戒心的有无而已，所以只要担任最高司令官的皇帝以严正态度应战的话，这种情绪应该会感染到当地的军团。事实上，当罗马军团正式予以反击时，不列颠问题便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第三项问题是，北非茅利塔尼亚（Mauritania）行省掀起的叛乱。有关这个叛乱并未留下详细史料。或许是火速将已平定犹太人叛乱的托尔波派到当地，因此在叛乱初期就将情势控制住。不过，此次叛乱并不是趁帕提亚战役之隙而挑起的。

据说叛乱的带头者，是活跃於达其亚、帕提亚二大战役的茅利塔尼亚出身的骑兵们。这是因为他们的队长卢西厄·克伊那图斯觉得图拉真在临终前对帕提亚战役的态度太软弱，心头怒气难消，再加上对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的不满所产生的反应。哈德良认为此次叛乱虽然规模很小，但必须完全镇压住才行。

第四项问题是，多瑙河北岸的萨尔马提亚族动不动就威胁罗马领土，此问题亦有待解决。哈德良这回决定亲自出马。理由是萨尔马提亚族是哈德良在担任远旁诺尼亚行省总督时代应付过的蛮族。不过，另外还有一项不能公开的理由。这是因为当时为了将参加帕提亚战役的多瑙河驻军撤走，便以要击退入侵的蛮族为由进行撤军，而由皇帝亲自率领较能够缓和撤军带来的负面印象。

总之，继承皇位后，哈德良面对的最大问题便是该如何终止帕提亚战役。





不过，哈德良心中似乎已有定案。某位希腊研究学者曾说过「守护帝国安全不可或缺的便是和平，为了帝国的将来着想，甘冒危险，在所不惜」。这正是哈德良打算采取的行动。

然而，这就和台伯留皇帝继奥古斯都尝试征服延伸到易北河（Elbe River）的日耳曼民族之后，硬是把军队撤回莱茵河的行动一样危险。亦即，他必须有心理準备，可能会招致两派人士的反弹和轻蔑。一是希望继续进行战役的将军们，二是因帕提亚首都沦陷而欣喜若狂，甚至允许民众尽情为图拉真举行凯旋式的元老院。

台伯留皇帝自日耳曼撤军的作法是，先将总司令官日耳曼尼克斯的任地调到东方，然后将过去每年自莱茵河沿岸基地向日耳曼进攻的罗马军留置在莱茵河的军团基地，成功的完成撤军。而哈德良也打算以类似作法来进行撤军。

由图拉真任命为帕提亚战役总司令官的哈德良，便以击退萨尔马提亚族为由，带领军队朝多瑙河前线移动。

东方的防卫线则回归图拉真时代确立的黑海一红海的防卫线。参加过帕提亚战役的东方各军团也回到战役之前的驻扎地，致力巩固黑海一红海的防卫线。

和台伯留皇帝当时不同的是，对于可谓参谋本部的将军们的待遇。台伯留当时将总司令官日耳曼尼克斯的任地调到东方，旗下的将军们也和他一同前往新任地，而将军队撤回多瑙河前线的哈德良并没有这么做。理由是这些将军们从图拉真即位后一直与他同甘共苦，因此在首都罗马为图拉真的遗灰举行的凯旋式中可不能缺席。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哈德良希望为这些将军们开启一条引退之路。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将军们回到首都罗马以后，没有一人再回到前线去。





看到罗马军没有再向前进的帕提亚王，回到了首都格帖丝皇。向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扩展的反罗马的游击队活动也消失无踪。亚美尼亚的王位则由帕提亚王任命帕提亚王家的一员来担任，哈德良也同意了此作法。

也就是说，一切回归到帕提亚战役前的状态。不过，哈德良并没有将在帕提亚首都沦陷时从图拉真手中取得的黄金玉座和公主还给帕提亚。此外，帕提亚与罗马原本应该在幼发拉底河的小岛上进行和平协定，由帕提亚王和皇帝的二位代理人来正式簽署，相互确认。但这项仪式并没有进行。如果进行的话，酝酿已久的反弹情绪很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撤军的作法，无论赋予什么理由，都不能改变不名誉的事实，所以尽可能的不让撤军一事太过显眼。将图拉真指派为亚美尼亚行省总督的塞维尔斯调来担任防卫帝国东方的最高责任者——叙利亚行省总督，也是基於此项考量。





在东方应进行的处置已全部完成的哈德良，在该年的11月率领军团启程回西方。他们横亘小亚细亚，渡过赫雷斯庞托斯海峡，然后进入欧洲。这趟行军也顺便将一同前去打仗的军团一一置回原本驻扎的基地。之后当代的人评论哈德良为“immensi laboris”（不知疲累的工作者），因为他从不浪费机会和时间。





多瑙河流入黑海的下游北岸，被向北突出的达其亚行省和黑海包围，此处为斯拉夫（Slav）裔的罗克苏拉尼族的居住地。这个部族之长与哈德良会谈后，和罗马缔结了同盟关系。部族的权贵阶级并得到罗马公民权，这是罗马向来的作法。

就在隔年（西元118年），哈德良很快的移动到多瑙河中部，这回他向居住在达其亚和远旁诺尼亚行省之间的雅契格族，提出缔结同盟关系的交涉。观看地图可能会觉得不解，为何罗马未将这一带行省化。如果行省化的话，多瑙河防卫线应该可以缩短，不过，这是因为与罗马之间长久以来维持同盟关系的对象，即使是蛮族，罗马也会尊重其独立性。哈德良似乎是一个喜欢以会谈来决定事情的人。

同年春天，皇帝沿着多瑙河一直向远旁诺尼亚行省移动。对于此地的萨尔马提亚族，他也只能诉诸武力。他本身则待在布达佩斯的总督官邸，将指挥权交给成功平定茅利塔尼亚叛乱，并将该族驱逐到多瑙河一带的勇将托尔波，命他将萨尔马提亚族追赶到多瑙河北方，进行击退战。顺带一提，图拉真任命的远旁诺尼亚行省总督，在与萨尔马提亚族的战斗中不幸战死。






多瑙河流域




多瑙河北岸一带的大势力达其亚王国被图拉真完全歼灭一事，对罗马帝国而言可说是除去心头大患般的痛快。但同时也意谓著，在达其亚族声势壮大的当时不敢声张威势的中小部族将开始出来作怪了。当然，敌人分立比较容易对付。不过，可能的话最好以外交来解决，外交行不通的话只好诉诸武力来解决，这点必须有所觉悟。罗马人断言这些人就是蛮族，不只是因为彼此生活水準的落差，同时也带有守法的罗马人对这些不遵守誓约的民族的一种蔑视。

滞留多瑙河前线时，哈德良接到了近卫军团长官阿提安的密函。其中提到先帝的四名重臣正密谋采取反哈德良的行动。




整肃



哈维迪乌斯·尼古利努斯——图拉真任命他为达其亚行省的第一任总督，活跃於达其亚、帕提亚二场战役中，是一名深得图拉真信赖的武将。

科内利乌斯·帕尔马——称霸阿拉伯（现在的约旦），也是阿拉伯行省的第一任总督，担任过二次执政官。

普伯利乌斯·克尔苏——此人亦为图拉真旗下的将军。他担任过二次执政官。顺带一提，就连图拉真也只担任过三次执政官。

卢西厄·克伊耶图斯——在本册中已提到多次，他是北非昔兰尼加（Cyrenaica,现在的利比亚Libya）出身的将军。率领茅利塔尼亚的骑兵团活跃的情景，在「图拉真圆柱」中出现的场面数仅次于图拉真，经历过达其亚、帕提亚二场战役，为图拉真的副将。此人也和其他三人一样，是当时的罗马人只要一听到「具执政官资历者」就会联想到的人，隸属元老院议员中的最上层阶级。





哈德良应该料想的到会有这样的密谋造反举动。如同希腊研究学者所言，「守护帝国安全不可或缺的便是和平，为了帝国的将来着想，甘冒危险，在所不惜」，对哈德良而言，这里所指的「危险」应该是对他有別於图拉真时代的政治方针之反弹。

看了密函之后，哈德良也暗中回信给阿提安，命令他立即采取因应措施。近卫军团的职务类似现代美国的FBI（联邦调查局）。其长官阿提安也「立即采取了因应措施」。近卫军团士兵一接到长官的命令，随即分头采取行动。

尼古利努斯在义大利北部的法恩札（Faenza）的別墅被杀害。帕尔马则在义大利中部的德拉奇纳的別墅被杀害。

克尔苏被杀害的地点是位在义大利南部的拜尔的別墅。

卢西厄·克伊耶图斯不知其目的地为何，只知他是在旅途中被杀害。





元老院就像是突然被浇了一盆冷水般。这并不是被逮捕或是被判处的死刑，也不是在夜深人静时被强盗侵入杀害。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近卫军团的士兵不由分说的杀害。而且这四人都是「前执政官」。在图拉真二十年的治世当中，別说是曾当过执政官的人，连元老院议员都没有一个人曾以谋害皇帝的罪名，亦即叛国罪被提起公诉，接受审判，处以死刑。虽然曾经有前执政官接受过审判，但这是因为要纠举行省总督当时的恶政，因此，可以说没有一人被冠上过叛国罪。

认为杀害皇帝等于是对国家的反叛行为，因而将叛国罪法制化的是初代皇帝奥古斯都，他是因为深怕重蹈凯撒被暗杀的覆辙。然而，这项法律却被之后即位的皇帝们当作整肃元老院内反对派人士的武器来恶用。台伯留、尼禄、图密善这三位皇帝的时代之所以与元老院交恶，就是因为他们将此法当作剷除异已的工具。才刚当上皇帝的哈德良杀害元老院四名重量级人物的作法，让元老院重新唤起过去的恶梦。他们担忧图密善皇帝末期的恐怖政治又要重新展开。





在哈德良自己撰述的《回忆录》中，曾辩解自己并没有下令杀害先帝的四名重臣，而阿提安却擅自将他们杀害。在《皇帝传》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而在法国女作家玛格莉特·尤斯娜创作的现代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哈德良的回忆》（Memorires d’Hadrien
 ）中也大致上持相同看法。

尤斯娜的历史小说是相当精彩的文学作品，她将年迈的哈德良对年轻的奥理略（Aurelius,哈德良的下下任皇帝，人称哲学家皇帝，为五贤帝之一）写的信札放入作品中。因为是老哈德良的回忆，所以整个作品充满着忧郁的气氛，虽然是一本小说，但调查工作巨细靡遗，边读边发现书中的内容是摘录自某项史料，或者是根据某项史实，每一项论述都有历史佐证。就这层意义来看，这本小说足以和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recht）的著作《朱利斯·凯撒的事业》在文坛上齐名。不过，和散文风格且重现实的凯撒相比，哈德良复杂的个性再加上现代化的风格，比较容易成为小说的主人翁。话虽如此，布莱希特的作品呈现一种悠然自得之感，他精彩描绘出将共和政治轻松转换为帝政的凯撒。

然而，尤斯娜因为这个作品，成为首位进入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caise）的女性，可见这本《哈德良的回忆》是相当成功的作品。现代的法国人对于哈德良的喜好远远超越罗马时代的任何一位皇帝，这都要归功於尤斯娜。姑且不论是否可以接受尤斯娜眼中的哈德良，《哈德良的回忆》可以带给我们欣赏文学作品最高杰作的一大乐趣。

那么，尤斯娜对于哈德良生涯的唯一污点——杀害四名「具执政官资历者」的作法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以下介绍这一部份的全文而非摘要，表示我对尤斯娜的敬意。因为艺术作品是不能分割的。


「接到过去的监护人使用暗码的信函，是在萨尔马提亚族的权贵阶级表示恭顺，可望归还义大利之际。在信函中提到返回罗马的克伊耶图斯已和帕尔马会面的消息。此外也提到，我们的敌人回到象征他们社会地位的要塞，开始召集旗下的士兵，如果他们策谋造反，我们的安全将受到威胁。




我命令阿提安立即采取因应措施。我所爱的这位老人便立刻展开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然而，他所做的已经超越我的指令。他的一击使得我的敌人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就在同一天，只差数小时而已，克尔苏在拜尔被杀害，帕尔马在德拉奇纳的別墅，尼古利努斯在法恩札的乡下家门口，克伊耶图斯则在与共谋者密谈后，回程途中於马车上被杀害。首都罗马顿时陷入一片恐怖气氛中。我年迈的姊夫塞维安表面上因我的即位而放弃自己的野心，但内心却巴不得我赶快犯错，因此当我整肃那四人时，他一定感到一生中最大的喜悅。充满恶意的传言再一次充斥我四周。




我在返回义大利的船上接到这个消息时，感到一阵错愕，虽然任何人都会对除去敌人感到安心，但万万想不到我的养父竟不顾之后会产生的影响，而采取这般激烈的行动。他忘了一件事。他忘了我在今后的二十年中，都会笼罩在这四人的死所带来的阴影之下。




这让我回想起几件事实。在屋大维时代决心整肃反对派，结果成为奥古斯都治世的污点。在治世之初尼禄的犯罪，促成了之后尼禄的恶业。然后是图密善的最后几年。虽然他并不出色，但和其他皇帝相比绝不会逊色，却因自己失去人性的行为造成恐怖气氛，最后纵然身在宫中，却像是被追赶到森林深处的野兽一般死于非命。




我的政治生涯已经从我双手开始崩解。有关我的记录的第一行已经深深刻下这个污点。这件事永远无法从我心中磨灭。元老院，这个伟大却又脆弱的政治集团，在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杀害后，将会团结一致，他们绝对忘不了因为我的命令而使那四人被杀害的事实。




我郑重命令阿提安立即前来布林迪西（Brindisi），对他的所作所为提出说明。








他在靠近港口的旅馆一室中等我。虽然拖著蹒跚的脚步，却还是来到门口迎接我。因为他得了痛风。




当我们独处一室时，我开始迸发对他的叱责。




我告诉他自己其实打算建立一个平和理想的治世，却万万想不到他竟然不经思索就对那四人处刑。就算其中一人确实该杀，但在欠缺合法性的情况下处刑势必招致责难。这次因为他的滥用权力，想必今后无论我的施政如何宽大公正，都会经常落人口实。不只如此，连我的德政都会被解释成虚伪，成为传闻中的昏君，永远在历史上留下恶名。




我也告诉他自己感受到的恐怖心情。人性当中原本就隐含残酷的本质，我可能因此会变成一个残酷的君主。常言道，犯罪会招致犯罪，我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吧！就好比食血知味的野兽一般。




论起忠诚心绝对无可挑剔的这位老友，或许很早就知悉一切，想利用我的弱点，表面上装作是为我好，却借此对长年不和的尼古利努斯和帕尔马进行清算。这种作为不只让我亟欲建立的和平大业陷入危险之中，更让我返回罗马蒙上一层阴影。








老人问我可不可以坐下。他坐下之后，将包着绷带的脚放在旁边的脚台上。我一边说话一边将毛毯盖在他生病的脚上。他一直静静聆听我的倾吐。就像是教师看着学生简单完成困难背诵时一样，浅浅的微笑着。




当我话一说完，他便以稳重的声音问我，你原本打算如何处置那些反对你的人士呢？然后他又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蒐集那四人意图谋害你的证据其实很简单，虽然如此，但那到底有什么帮助就另当別论了。他接着这么说。




没有剷除异己不可能顺利完成政权交替。不弄脏你的手而替你代劳的角色就是我。如果舆论要求一定要有人充当牺牲者的话，你大可解除我近卫军团长的职务，这是很简单即可解决的事。




他连解决方案都已经想好了，而且还建议我采用这个作法。如果为了改善与元老院的关系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的话，他表示也可以降他的官位或是将他流放到边境，他绝不会有任何怨言。








过去阿提安对我而言，是个当我缺钱或是日子困难时愿意听我诉苦的养父，而且是个忠实的导航人。不过，这是我第一次仔细端详他胡子刮得很整齐的脸庞，以及那静静交错在拐杖上历经风霜的手。




这个男人之所以幸福的几个要素我很早就知道。一是他深爱的、健康情形不佳的妻子，二是已结婚的二个女儿，三是孙子们。他期盼这些孙子们将来能够和自己一样，而将希望讬付在他们身上。其他幸福的要素尚有对美食的嗜好，以及对希腊制浮雕宝石和年轻舞者的喜爱。




尽管如此，他对我的爱却优先于上述任何一项要素。而且延续了三十年之久。他对我最大的关心就是守护我、养育我，然后为我效忠。




明明如此，我却一直将我的想法、计划和将来的梦想摆在他和我的关系前面。现在我觉得这个男人对我极普通的忠诚，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蹟。无论是谁，都应该没有如此值得献身之人，他的行为已超越了我的理解。即使到了这个年龄，还是无法合理的说明。




我接受了他的忠告，让他失去了地位。在他脸上浮现的笑容似乎是想告诉我，这是他预期的结果。他早就知道了。没有一项作法比立即接受忠告还能够报答昔日好友。而且这也证明了他敏锐的政治感，的确找不出更好的对策了。




他已经没有必要再牺牲了。在数个月的隐居生活后，我成功的给予他元老院的席次。对于生为骑士阶级的人而言，这无非是最高的荣誉。




沉静的晚年生活中，他对家人和工作的关心从不懈怠，他的生活虽然宽裕却不铺张。我也经常前往他位于阿尔巴诺山（Albano）的別墅作客。




那一件事已经没有问题了。如同会战前夕的亚历山大，在进入罗马之前向恐怖之神奉上祭礼般的作法已成过去式。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阿提安也是「祭礼」之一。」



这真是个美丽的场面，相信同样是用笔杆决胜负的作家们也会被她的文笔折服。我想这应该是《哈德良的回忆》中最美的场面吧！

不过，话说回来，故事真的是如此进展的吗？知道这四名「具执政官资历者」的阴谋后，哈德良命令近卫军团长官阿提安「立即采取因应措施」，这里所指的「因应措施」难道只是逮捕这四人，没有包含杀害的意义在内吗？

在哈德良自己所写的《回忆录》中，表示杀害那四人是阿提安独断所为，但没有人会将事实全盘托出的。特別是像这种会对后世评价造成影响的事，千万不能一味相信当事人所写的就是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此外，参考这本《回忆录》所写的《皇帝传》，是在哈德良之后一百七十年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时代出刊的。亦即，这也和其他「史实」一样，是否全部都是事实，已成为永远的谜。

而根据此「史实」写出这本小说的尤斯娜，其实是因为不想让哈德良背上杀人罪名吧！她不希望哈德良做出违反人类道德的事才如此将他美化吧！

既然如此，「立即采取因应措施」中的「因应措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因应措施，依据字典的解释系指「因应问题采取行动」。所以这里是指提出物证，告发那四人，并将他们逮捕，再请律师出庭进行正式的审判吗？

不过，这么做就可以避免招致非议吗？

他们的罪名为叛国罪。这种重罪一般是由元老院裁决。在先帝图拉真的治世当中没有人因为这项罪名被起诉过，当然也没有进行过此类官司。如果皇帝采取断然的态度，元老院都会听从，因此，这四名阴谋家应该会被宣告有罪，而被判处死刑吧！但是，这么做就能消除元老院议员内心的恐惧吗？利用此项罪名来剷除异己的事实依然存在著。既然如此，哈德良和台伯留、尼禄、图密善又有什么两样呢？也就是说，在从未依叛国罪将元老院议员处以死刑的图拉真之后即位的哈德良，如果对元老院四名有力人士处以叛国罪，应该也不会被原谅。





君主及领导者的仁德和个人的仁德是不同的。如果是个人，做到诚实、正直、耿直、清廉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仁德。然而，公职者，特別是公职者中的最高领导者，并不一定坚守得住这些仁德。同一个字拉丁语“Virtus”，在指涉私人时可以译成「德」，但用在公职者时，译成「才能」还不够，往往必须译成「力量」。图拉真之所以能够使个人的仁德和皇帝的仁德并立，是因为达其亚战役获胜，使罗马帝国的领土扩大。任何人如果企图谋杀图拉真，马上就会激怒一般公民，连元老院都会对他嗤之以鼻。正因为图拉真没有树立政敌，所以才能与叛国罪无缘。不过，哈德良所打算做的，別说是扩大领土，就连战争，他也决定只在必要时才发动。不仅如此，就连自图拉真的远征地撤退一事，也得尽量小心不要太引人注目。对他来说，必须有饱受批评的心理準备。就像明知会违反奥古斯都扩大领土的方针，却硬是将军队自易北河撤回多瑙河的台伯留一样，早就做好会遭到责难的心理準备。如果台伯留没有考量到帝国整体的安全，而全心全力征服延伸到易北河的日耳曼民族的话，元老院应该会支持他，而身为元老院一员的史学家塔西图斯也不会将台伯留批评得一文不值了吧！

虽然如此，哈德良在年迈的监护人给他忠告之前，真的没有一点杀害这四名阴谋家的念头吗？「立即采取因应措施」中的「因应措施」完全没有隐喻杀害的含意吗？这四人之所以被杀害，全部都是阿提安一人的独断行为吗？

西元118年时的哈德良，已经不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了。再过半年他就满四十三岁，是个成熟的大人。自共和政治时代开始，罗马就规定国家最高责任者，亦即执政官必须年满四十岁。

让哈德良名垂青史的成就，是他花费治世三分之二的期间所进行的帝国全区的视察旅行。他是一个无论什么事都要亲眼确认，再亲自下判断的人，这是他的治国风格。也就是说，他事必躬亲，凡事非得自己下决定不可。这样的哈德良会将对四名元老院有力人士的「因应措施」这么重大的事，下达一个如此不清楚的命令吗？而且他在返回罗马后，也没有找出更好的对策。

如果要当作小说来写的话，我会这么改写。将哈德良所说的「因应措施」假设为包含杀害那四人的含意在内。






「我的老监护人在靠近港口的旅馆一室中等我。虽然抱着蹒跚的脚步，却还是来到门口迎接我。因为他得了痛风。




老人对着身为皇帝的我问道可不可以坐下。他坐下之后，将包着绷带的脚放在旁边的脚台上。我很自然的将毛毯盖在他生病的脚上。




自我十岁以来，阿提安就扮演著供我零用钱花用或是日子困难时听我诉苦的养父的角色。当我第一次仔细端详他胡子刮得很整齐的脸庞，以及那静静交错在拐杖上历经风霜的手之后，我这么对他说。




「我想请你辞去近卫军团长官的职务。」




老人望着这个自己亲手养育成人的年轻人，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




被解除近卫军团长官一职的阿提安，在数个月的隐居生活后，我成功的给予他元老院的席次。对于生为骑士阶级的人而言，这无非是最高的荣誉。




我经常前往他位于阿尔巴诺山的別墅作客。他的生活虽然宽裕却不铺张，沉静的享受著他的晚年。自此之后，我们不再提起那个话题。」







或许有人会批评这个改写版缺少了一点文学气息，但我甘之如饴。政治是无情的，除非你面对现实，否则无法达成以万人幸福为目标的政治。从政不可或缺的便是权力，而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则是稳固的权力基础。因为权力基础若不稳固，权力的行使便无法贯彻。

但是，我无法像某些学者一样，断言这一定是哈德良在推卸责任。我和认定是阿提安献身的尤斯娜的看法是一致的。所谓献身，根据字典的解释，系指牺牲自己，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也可以指有如死去般的活着。能够拥有一个愿意为自己牺牲奉献的人，应该算是领导者的「仁德」。




扳回一城



西元118年7月，是哈德良当上皇帝后第一次返回首都，在睽违十一个月之后，迎接哈德良的首都却是一片冷清。在此种情形下，哈德良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出席元老院会议。在表情僵硬冷淡的元老院议员们面前，四十二岁的皇帝极力辩解。他表示杀害四名重臣并非出自本意。当接到这四人意图谋害皇帝的消息后，虽然下令近卫军团长官阿提安紧急采取因应措施，但只是命令他调查事实正确与否而已，并非要他未经审判就对那四人处刑。但误解意思的阿提安却因他的独断而强行杀害那四人。因此，他已解除阿提安近卫军团长官的职务。

接着，哈德良发誓再也不会有未经正式审判就杀害元老院议员的丑闻发生。他接着明确表示，除非过半数元老院议员投票表示有罪，否则元老院议员将不会成为处罚的对象。

议员们生硬的表情表示还没有原谅皇帝。他们并不健忘。哈德良并没有说他会和图拉真刚上任时一样，保证绝对不会以叛国罪来起诉元老院议员。而且议员们在心中一定认为杀害四名反对派人士之后，哈德良什么誓都愿意发。

但是，哈德良是非常务实的人，他具有充分的能力让元老院议员们理解政治是无情的。此外，罗马帝国的正式主权者除了元老院之外，还有罗马公民。





返回首都不到一年的期间，哈德良有不少大动作，规模之大足以使认真的稅务人员昏厥。

以庆祝皇帝上任为由赠予罗马公民每人七十狄纳利斯银币左右的「祝贺金」（congiarium），虽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记录，但绝对有这么一回事。身为罗马公民的军团兵亦可领到这份祝贺金，这也是为了要缓和自帕提亚撤军的印象，因为这在图拉真死后不久，士兵们向哈德良宣誓效忠前后就已经发放了。

除了「祝贺金」之外，哈德良也以古罗马圆形剧场和大竞技场为舞台，进行斗剑士比赛和四马战车的竞赛等活动，积极提供各种让公民狂欢的精彩节目。

不过，这是任何皇帝上任时都会举办的活动，因此哈德良只不过是依循惯例而已。之所以进行这些活动是为了和公民一同庆祝皇帝上任，因此财源也由皇帝公库来支出。不过，据说哈德良发放的祝贺金为过去的二倍。

哈德良博取民心的对策并不只以首都罗马的公民为对象。本国义大利的地方政府和行省都有赠予新皇帝黄金制皇冠的习惯，这是以往皇帝上任时的惯例。而哈德良将本国义大利地方政府的这项惯例完全废除，行省则减为半额。这除了是事实上的减稅之外，还包含着更深远的意义在内。在古代，赠予黄金制皇冠代表恭顺之意，东征途中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收到不少黄金制皇冠。因此，哈德良的这项作法，代表本国的地方政府自此以后与首都罗马处於完全平等的地位，行省也接近平等。哈德良并将此决定法制化，除非经过修正，否则将永远成为帝国的政策。

虽然有些研究学者认为这项作法是从图拉真时代开始的，但无论如何，这二位行省出身的皇帝让本国义大利和行省的均等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过，以下这项作法的实施应该是图拉真作梦也想不到的事，因为根本没有实施的必要。





这项作法除非出奇不意的大规模实施，否则不会有任何效果。亦即将稅金的滞纳部份一笔勾销的作法，过去没有一位皇帝实施过。哈德良选在数年前完成的白色图拉真广场（Forum Traiani）上进行。在中央立着先帝图拉真骑马像的偌大广场上，放着堆积如山的滞纳稅金者的名字和记录金额的纸莎草（Papyrus）文书，接着用火点燃。滞纳稅金一笔勾销的处置不只适用于滞纳稅金的本人，也适用于家族子孙，结果使得皇帝公库和国库的岁入短少了九亿塞斯泰契斯铜币。原本因为好奇而聚集围观的罗马公民，当然是因此欢声雷动，围在火堆四周跳起舞来。

然而，如果这么做就了事的话，辛苦工作按时缴纳稅金的人岂不亏大了。了解不让老实人吃亏的社会建设才是善政之本的哈德良，并没有忘记实施公正的稅制。他决定之后每十五年要重新登记不动产一次，课稅额依据不动产的价值来决定。滞纳稅金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坏蛋或是怠惰之人，只是因为「国势调查」（census）每三十年到四十年才进行一次，其间很可能会产生资产价值的变动。因此有许多人并不是不愿缴稅，只是缴不起而已。

公正稅制，换言之就是课得广而浅的稅制，根据研究学者的说法，罗马帝国已经实现了公正稅制。虽然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但罗马的皇帝们确实对于提高稅率都很神经质的避之唯恐不及。这从关稅被通称为「二十分之一」（vicesima），营业稅为「百分之一」（centesima），国有地的租借费（几乎为永久的，因此可视为稅）为「十分之一」（decima）的现象来看，就是稅率不变动的最佳证据。哈德良就这一点而言是相当保守的。





如上所述，哈德良一方面致力实施公正稅制，一方面也积极投入社会福利工作。虽然这些大多是图拉真已制度化的事项，而哈德良为了让这些制度更加发挥功能，做了些微的调整。首先是称为“Alimenta”，为了援助贫困家庭子弟的育英资金。然后是对中小规模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的低利放款资金。以及对于隸属元老院阶级，但经济穷困的人们的援助。哈德良本身也创设了一项制度，就是除了母亲品行不端等原因之外，对于贫穷母子家庭的援助。将母亲品行不端排除在条件之外，这点相当耐人寻味。因为罗马帝国的社会福利是以援助自我努力者为一大前提。

身为统治者的哈德良认为，除非有重新法制化或制度化的必要，否则不必强行变法。有一位现代的研究学者因此给予哈德良「机能与效率的信奉者」的评价。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期间，皇帝哈德良身边的气氛便完全改观了。虽然还有部份元老院议员对哈德良怀恨在心，但一般公民原本就与特权阶级遇袭事件扯不上关系，因此这件事就在不知不觉中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无踪。

此时期的哈德良不断发行新的「银币」、「铜币」。之所以不发行「金币」是因为银币与铜币的流通量比较大。每个人都会经手的货币，也经常成为罗马为政者用来宣传政策的媒体。哈德良在罗马的货币上刻有下列字句，当作自己统治的座右铭。

「宽容」（Pietas）

「融和」（Concordia）

「公正」（Iustitia）

「和平」（Pax）

罗马帝国统治的最高领导人是皇帝。也就是说，刻在货币上的政见是否会付诸实现，端视皇帝哈德良的意向。而推动这些政见的基础在除去图拉真的四名重臣后已经稳固如山。





话虽如此，若认为这些政策全都是为了让大家忘记杀害四名具执政官资历者的事实的话，哈德良也未免太可怜了。政略思考优异的人绝对不会为了单一目的而行事。哈德良想让元老院和罗马公民遗忘的是帕提亚远征无功而返一事。罗马人一直确信自己才是霸权者，正因为如此确信，才会为了保障帝国全区的安全，抱着即使流血也在所不惜的决心。对于这样的罗马人而言，自远征地撤退简直有损霸权者的名誉，也动摇了身为霸权者的信心。

为了达成这个真正的目的，哈德良甚至编织了一个谎言。在元老院的议席上，他谎称自己接受图拉真任命为远征军的总司令官时，病重的先帝指示他自美索不达米亚撤退，所以他也只好听从先帝的指示。

以图拉真的行事作风来看，即使心里认为帕提亚远征已失败，绝对打死也不会发出撤退的指示。不过，可以证明此事的四人已经遇害。除了这四人以外，可以作证的近卫军团长官阿提安又是哈德良忠实的支持者，他可以为哈德良付出一切，包括说谎。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人可以作证。那就是图拉真的妻子普罗提娜。不过，这个女人总是保持缄默，完全站在哈德良的一边。这位先帝的皇后甚至迁出帕拉提诺山丘（Palatine Hill）上的皇宫。宫廷中举办的公共活动，或是私人的飨宴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回到她原本就很喜爱、充满希腊文化的宁静生活中。她唯一参加的公共活动就是学习希腊哲学的集团，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希腊哲学研究基金会的名誉会长。

尼禄之母阿古力琵娜动不动就告诉尼禄，他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全是她的功劳，结果令儿子烦不胜烦。但阿古力琵娜确实继承了初代皇帝奥古斯都的血统，在罗马社会中属于贵族阶级。相反的，普罗提娜出身於南法行省，只是拜祖先之赐才取得罗马公民权。不过，论及其生活方式的品味似乎与血统没有一点关系。虽然同样生在义大利，但普罗提娜与哈德良只维持著书信往返的关系而已。因为哈德良成为图拉真的养子，所以在户籍上他们是母子关系。





在大胆的恢复人气对策推动了一年后，接下来的一年多，哈德良没有离开过本国义大利。罗马公民们都很高兴皇帝一直待在自己身边。看到皇帝坐在斗技场和竞技场的贵宾席上很令人安心。对哈德良而言，必须监视各项政策是否已经落实。此外，也有必要彻底向人民展现自己是个好皇帝。





他甚至没有将时间花在自己的兴趣——狩猎上，因为罗马人认为狩猎是东方君主的嗜好。若是联想到亚历山大大帝倒还好，万一被和在他之后即位、只学到亚历山大喜欢狩猎的泛希腊地区君主划上等号，那就不好了。此外，罗马人熟悉的东方君侯，诸如帕提亚王、亚美尼亚王，甚至是贝都因（Bedouin）的部族首领，个个也都是狩猎的爱好者。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义大利顶多是追追猪鹿，这对梦想追逐狮子的哈德良而言，即使无法狩猎也不会感到不满。

至於哈德良的另一项嗜好——希腊文化，他并没有在此时期展现出来。一则是为了不让元老院的保守派起戒心，一则是不希望人民将他和喜欢希腊文化闻名的尼禄、图密善皇帝混为一谈。无论如何，他是在「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后即位的皇帝，要展现自己是个好皇帝可说是难上加难。

除非他到义大利各地视察而离开首都，或者有分不开身的工作，否则他一定会出席元老院会议。当身为议长的执政官入场时，他也和其他议员一样起立迎接，积极参与讨论。他并没有忘记经常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表示皇帝必须行使治国的权力，这都是为了人民，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此外，对于举办竞技会献给他当作礼物的建议，除非遇上生日，否则全部回绝。他和每位元老院议员对谈时都是平起平坐。如果被招待到官邸作客，他也欣然前往。他很努力的扮演著「第一公民」而非「皇帝」的角色。

身为「皇帝」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便是基础建设的整建，而图拉真早就将一切建设好，几乎没有留下应该新动工的建设。由于这些建设必须经常进行修缮，所以此时期哈德良只能尽力做好这项工作。新动工的公共建筑便是供奉已被神格化的先帝的神殿。在建设「图拉真广场」时，由于稳固地基和设计的工作都已完成，因此在建筑家阿波罗多罗斯的指挥下，此工程也顺利完工。

以「第一公民」的身份运作并不限於元老院会议。在罗马，朱利斯·凯撒制定的法律依然存在，亦即只要是教师和医师，不分人种和民族，一律给予罗马公民权，不过，条件是他们必须以适当的价格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这种集结民间力量的制度确实发挥了功能。因此有很多诊疗所，但是大规模的医院设施则只有位于「台伯河中之岛」上的一家而已，哈德良曾经到此造访过疗养中的病人们。

同样也是拜凯撒制定这条法律之赐，罗马有许多私塾，但却没有大学。从罗马称霸以前开始，就将高等教育学府的大学交由这方面远近驰名的希腊雅典、小亚细亚的婆高蒙（Pergamum）、罗得岛（Rhodos）、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地来兴办。因此，在首都罗马是看不到大学的，如果首都罗马和本国义大利也有大学的话，哈德良一定会前去造访。因为慰问病人和激励学生，其目的并没有不同。

就这样，凡事精力充沛、全力以赴的哈德良，此时期主要是拉拢一般民众。但是太过意气风发，有时也难免出状况。





某日午后，皇帝前往首都内为数众多的公共浴场。或许他去的地方正是最新、最大、最壮丽，而且深受民众喜爱、入场者最多的「图拉真的浴场」。在公共浴场中与市民一同享受入浴乐趣，是希望展现民主化的皇帝们屡试不爽的作法。因此，哈德良并不是第一人。不过，前往「浴场」的次数，哈德良却是最多。也许有人会担心安全的问题，但话说回来，反正全员都是裸露著身子入浴，所以应该没什么好怕的。过去在罗马史上公共浴场内不曾发生过暗杀事件。这里或许比元老院会议场，甚至皇宫内还要安全也说不定。此外，就算是在雕刻或竞技场中已看惯裸体的罗马人，一旦自己的肉体已老化变丑，就没有勇气在人前裸露身体，由皇宫中附设有罗马式的正式浴室可知。不过，此时期的哈德良正值四十岁出头的壮年之际，拥有最美、最壮硕的胴体，因此，他常常前往必须以裸体相对的公共浴场。

就在某日午后，哈德良看到一位老人将背后涂满肥皂（虽然和现在的肥皂不太一样，但可发挥相同功能），在浴场的墙壁上用力搓磨的景象。记忆力超群的哈德良，马上就认出这位老人正是过去自己指挥过的百夫长，因此便将他唤了过来，问他为何在墙壁上磨背。

这位老百夫长当然知道他就是哈德良。他现在是以罗马公民的身份与皇帝相对，但过去是被哈德良称为战友的士兵。他老实的告诉哈德良，因为没有钱雇用替自己去除背后污垢的奴隸。在古代，都是用类似小型鎌刀的除垢刀来刮除身体的污垢。或许有人会担心是否会伤到背，但这个时代都是用磨得很利的小刀来刮胡子的，所以这只是熟练度的问题。






两种除垢刀




对此相当同情的哈德良马上替这位老部下雇用专门刷背的奴隸，而且一次还雇用了二名，连雇用费也一起赠送给他。老兵不用说，当然对皇帝感激得五体投地。而哈德良本身也带着无上的满足感一路返回皇宫。

不过，到了第二天午后，哈德良再一次前往该「浴场」时，竟看到墙壁前挤了一堆老人在磨背的古怪光景。不知道皇帝是如何因应的。或许刚看到时吓一跳，然后不由得噗嗤一笑吧！这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老人的作法只是白费功夫而已。这件事一时之间成为坊间茶余饭后的趣谈。

尽管如此，在冷淡的气氛中回到首都罗马后已经过了二年，民众对皇帝的看法已完全改观。而这种转变让哈德良认为可以放心的离开首都罗马，甚至本国义大利。因为组织已经建构完整，即使皇帝不在，「内阁」还是可以充分发挥功能，这点相当重要。如果是机能与效率的信奉者，建构组织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某个研究学者称赞哈德良为「集成资源的天才」。而哈德良酝酿已久的视察旅行正是让他的长才开花结果的最佳舞台。




哈德良的「旅行」



罗马的皇帝出乎意料的经常前往各地旅行。这是因为皇帝的三大责任义务，一是安全保障，二是治理行省，三是整建帝国全区的基础建设。为了善尽这些职责，必须熟知各地情势。然而实际上，大都是需要皇帝出马时才前往当地，并不是有计划性的视察帝国全区。就算目的是前往战场，也会顺便监视其周边的统治情形，致力整建当地的基础建设，这是必然的结果。前往各地视察对皇帝治国相当有帮助。只有台伯留在当上皇帝之后从未离开过本国义大利，但这是因为此人在五十六岁继任皇位前，曾担任过先帝奥古斯都的司令官，早就踏遍帝国各个重要地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当上皇帝以后，防卫做得相当彻底，所以并没有发动需要他亲自出马的战争。就连治世中曾发动达其亚和帕提亚二大战役的图拉真皇帝，也没有进行过军事目的以外的旅行。罗马的皇帝从不进行没有实务目的之旅。如果只是为了观光而离开本国的话，势必会招致元老院和公民的反弹。尼禄皇帝之所以风评极差，就是因为前往憧憬之地希腊的一趟观光旅行。

撇开罗马人的思维不谈，哈德良勇於展开一场以视察和整建为目的的浩大之旅。旅行的规模是过去皇帝无法比拟的，只有实质上的初代皇帝朱利斯·凯撒可以成为比较的对象，这是一场长期且范围广大的旅行。不过，凯撒的旅行只是转战各地的结果。当然，凯撒可不是省油的灯，他曾经在前往下一个战场的途中，实现了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经济权利的平等化等目的（很明显的这属于行省统治的任务范围）。






哈德良的视察旅行









凯撒的转战




虽然如此，在这趟视察旅行中，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并没有率领任何军团同行。正因为罗马人都很重现实，所以对勇於尝试的哈德良而言，只要能够带回成果即可得到罗马人的谅解。不过，在看到成果之前，还需经过一段时间。因此，哈德良每当巡视一个地区，就发行一种货币，上面刻有当时罗马人一看就懂的象征图案和文字，来表示该区已视察完毕。这样一来，当住在帝国西方的人们拿到全新的银币和铜币时就会知道「啊！皇帝已经视察过东方的爱菲索斯了」。当然，元老院可借由报告得知皇帝的行踪，而首都罗马和本国义大利的居民则是透过新货币的发行来获知皇帝的动向。图拉真也曾将跨越多瑙河的石造大桥和已被征服的达其亚的象征图案刻在货币上。总之，哈德良和图拉真发行新货币的用意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刻在货币上的图案文字与战争完全没有关系。

不过，拜哈德良不断发行新货币之赐，虽然他自己写的《回忆录》已不复存在，身为后代的我们却还是可以追溯出当时这趟浩大之旅的路线。此外，只要巡视的地区有问题需要解决，哈德良便会立即下令著手解决，并在建设的地区打造石碑，将此事记录在上面。这些考古学上的遗迹也有助於追踪出当时的路线。由这些史料不难看出，哈德良的视察旅行可不能以一句「皇帝的视察旅行」就简单带过，这并不是一趟表面上视察，到了晩上就办飨宴狂欢的旅行。哈德良巡视的地区多半是边境和偏远地带。因为是视察防卫设施，地点偏僻也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没有军团伴随，但这是唯一一次带着皇后同行之旅，哈德良并不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旅行。说起皇帝的视察，一般人都会联想到带着许多无所事事的宫廷人士同行，而哈德良并没有这么做。他倒是带了一团建设领域的专家，另外也带了几名诗人作为谈话的对象。除非遇上不适合旅行的寒冬，否则当皇帝发行该视察地的货币时，他应该已经抵达下一个视察地了。哈德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immensi laboris”（不知疲累的工作者）。





此时已进入西元121年。1月24日适逢哈德良的生日。四十一岁即位的哈德良已届四十五岁。首都罗马为了庆祝皇帝的生日特地为他举办了竞技会。皇帝有別於往常的生日，在该年赐与全体公民祝贺金。理由是提前庆祝皇帝视察旅行平安成功。

4月21日，为罗马的建国纪念日。西元前753年4月21日是罗慕路斯（Romulus）建国之日，每年一到当天就会盛大庆祝。因为皇帝身兼「最高神祇官」，哈德良便在卡匹杜里诺丘（Capitoline Hill）上的朱比特（Jupiter）神殿前，以长袍下襬缠绕头部的神官之姿，庄严肃穆的举行祭礼。当祭礼结束后，皇帝发表将在首都罗马建立一座供奉维纳斯的神殿。因为根据神话传承的说法，罗马建国始祖罗慕路斯继承了维纳斯女神的血统。

就这样，哈德良在浩大之旅启程前的必要準备已全部完成。换言之，为了不让民众认为皇帝弃他们於不顾，他已实施了各项对策。他的视察地为帝国的西方一带。

为何他选择从西方开始视察，而不是东方呢？其理由很简单。帝国东方在进行帕提亚战役的后续处理之际，哈德良已将该区大致整建完成。




莱茵河



从首都罗马沿着奥雷里亚大道北上，然后进入相当於现代南法的「高卢·拿波南西斯行省」（Gallia Narbonensis），之后再沿着隆河（Rhone）抵达里昂（Lyon）。在罗马时代称为“Lugdunum”的里昂，具有充分的条件成为高卢全境（除了南法之外）的首都。

征服高卢的朱利斯·凯撒留下战败的高卢各部族的根据地，而承袭凯撒方针的皇帝们便利用街道将这些城市连接在一起，因此在罗马时代隆盛一时的高卢的都市中，起源于罗马的都市极少，其中之一便是里昂。里昂是高卢唯一一个罗马人从头开始兴建的都市。在古代，里昂是比巴黎还重要的都市。如果脑中只有法国的话，巴黎的环境条件的确比较优异，但若将整个罗马帝国的西方都纳入视野的话，里昂绝对较佔优势。从里昂出发，到伊比利半岛、义大利半岛，甚至到莱茵河前线的距离几乎是相等的。

除了驻扎在莱茵河畔的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一个军团之外，罗马并没有在包括南法的高卢全境常驻任何军团，但却在里昂驻扎了一个大队。一千名士兵称不上常驻军，由于进入帝政时代后，罗马将皇帝权限的金币、银币铸造所设在里昂，因此派兵驻守。顺带一提，铜币的铸造权归元老院所有，所以铜币的铸造所设在首都罗马。

尽管如此，西元前一世纪半凯撒征服高卢后，由于其战后处置方式十分巧妙，因此在西元二世纪，亦即经过了二百年之后，只需在高卢东端的史特拉斯堡设置一个军团负责防卫莱茵河即可，这点特別值得一提。换言之，政治若能巧妙运用，可以节省不少经费。

如上所述，高卢可谓罗马化的最佳范例，正因为如此，哈德良在里昂的工作很简单便完成。也没有必要视察高卢全境。所以他仅在里昂停留数日便朝着莱茵河防卫线出发。

下一个目的地是由里昂沿着罗马街道北上，经过第比欧（现在的迪戎Dijon），再往北上，到达摩泽尔河（Moselle R.）沿岸的奥古斯塔·陶利诺姆（现在的多利亚Trier），这里原本是特雷维利族的根据地，奥古斯都将此地都市化后，使其成为比利时嘉行省的省都。哈德良应该是将莱茵河防卫线的所有负责人都召集到此地。原因是从莱茵河口一直到「日耳曼长城」的这道莱茵河防卫线上，由北向南看，於维特拉（现在的占田）与波恩那（现在的波昂Bonn）置有基地的低地日耳曼驻扎了二个军团，於摩根提阿克姆（现在的梅因兹Mainz）与阿根托拉特（现在的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置有基地的高地日耳曼驻扎了二个军团，共计驻扎四个军团负责莱茵河的防卫工作。召集「低」「高」日耳曼两行省的总督二人，以及在这二人底下率领军团的军团长四人，再加上於各驻扎基地执勤的高级将领等人，最适合的集合地点便是各基地街道的汇集点——多利亚。

在多利亚的会谈内容主要是关于前线局势的报告。会谈结束后，哈德良朝多瑙河前线的梅因兹出发。他希望能走遍各地视察。由于没有蛮族侵袭的报告，所以他便带着所有与会者一同前往各地视察。因为只熟知自己负责的区域并不能充分做好万全的防卫工作。

莱茵河防卫全线的视察之行的第一站是「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在视察过后发现的问题点则当场研拟对策，立即予以解决。图密善皇帝建设的「日耳曼长城」的中间部份向东延伸了三十公里（请参照前页地图）就是此时视察的结果。






日耳曼长城（取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罗马篇）与莱茵河防卫线（右上图。为军团所在地）






*日耳曼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罗马防卫系统相同，是由堡垒、辅助部队基地、军团基地、街道网构成




在视察的这段期间里，哈德良睡在士兵用的帐篷中，并和士兵们一同用餐。

「日耳曼长城」的视察工作结束后，皇帝一行人再度回到梅因兹，这回沿着莱茵河流域，转往低地日耳曼的防卫线进行视察。此时已进入西元121年的秋天。

视察地区包括第二次达其亚战役中他亲自指挥的第一米纳尔瓦军团驻扎的波昂（Bonn）、设有分队基地的诺瓦耶吉姆（现在的诺依斯Neuss）、以及图拉真编制的第三十乌鲁庇亚军团驻扎的占田。除此之外，他还路经接近莱茵河口的分队基地诺维欧马克斯（现在的慕尼黑），甚至在河口一带建设了称为「哈德良广场」的城镇，视察工作可说是巨细靡遗。这一带就是现在的荷兰，罗马人甚至将建设触角伸到莱茵河的河口一带（包括罗马时代被称为特拉伊艾克屯的乌特雷奇Utrecht在内）。顺带一提，现代位于法尔伯福·亚兰兹伯福的「哈德良广场」并非军团所在的基地。这个地区由于原住民部落得到了自治权而并入罗马帝国，是当时被称为「地方政府」的地区之一。当然，认可其自治权的皇帝就是哈德良。如此地处偏僻的寒酸村落也可以得到「哈德良的广场」这么具文明气质的称呼，莫非哈德良只是想多建设一个广场才这么做，这就有待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了。无论如何，在视察之行的第一年当中，哈德良就已走遍莱茵河防卫线各区，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这一年的冬天，哈德良选在此前线的某个基地过冬。若观察第二年春天的预定行程，他应该会选择靠近河口的地方度过寒冬。北欧的冬天酷寒无比，在最冷的二月，连壮硕的男人都不太愿意出门，所以哈德良一行人的过冬地点，应该不会在只有军务相关人员居住的军团基地，极有可能是在以该基地为中心，适合军民双方居住的城市——占田。




重建



哈德良在莱茵河防卫线已经完成了日后视察其他地区时也会执行的工作。

一言以蔽之，就是重建防卫系统。他并没有移动防卫线，也没有将主战力的军团兵驻扎的军团基地移至別处，更不是去修改纵横连接各基地的街道网。但是，当这些防卫系统机能恶化时他会毫不犹豫的进行整修，必要时则加以补强，他希望合理化的重建现有系统，使其更符合现状，这点他一直铭记在心。有一位研究学者评论哈德良的「事业」为“Shake-up”，或许可以将其翻译成「革新」。

接触罗马史后，令我感受最深的莫过於罗马人一贯的持续性。

其中阿庇亚（Appia）大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阿庇尤斯（Appius）将街道从罗马铺设到加普亚（Capua）,后来的人就继续从卡普亚铺设到贝涅维特（Benevento），然后下一个人再从贝涅维特铺设到塔兰托（Taranto）,之后又有某人再从塔兰托铺设到布林迪西（Brindisi）,如此才完成了这条大道。当阿庇亚大道完成后，罗马人一贯的持续性并没有改变。朱利斯·凯撒不断进行阿庇亚大道全线的修缮工程，奥古斯都也致力於弗拉米尼亚大道全线的修理修复作业。而之后的皇帝和权贵阶级们也承继先帝们的遗志，努力维护这些大道的完整。因为罗马人一向认为修缮工程和铺设新大道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公共事业。如果判断与其走山路，不如尽早走到海岸线，然后再南下比较合理的话，就会像图拉真的作法一样，硬是铺设一条复线，从贝涅维特直达布林迪西，此条复线正是「阿庇亚·图拉真大道」。就连最早的罗马式街道，同时也是往南的干线道路——阿庇亚大道（当时被称为「女王大道」），罗马人也是采取有必要修缮时才进行修缮，没有必要修缮时就不修缮的态度。如果这就是真正的保守主义的话，罗马人可谓百分之百的保守主义者。尽管哈德良出身於西班牙，但却是如假包换的罗马人。而哈德良光是进行「革新」工作就已足够，也是因为仅就莱茵河防卫线而言，朱利斯·凯撒最早规划出此道防卫线，而台伯留将其落实，尔后图密善建构「日耳曼长城」来提升其机能，由于有这些先帝们的努力，才让哈德良的工作轻松许多。

那么，哈德良到底实施了哪些具体作法来重建帝国的安全保障系统呢？





所谓组织，无论其本身建构的多么精良，还是得靠人来决定组织机能。因此哈德良相当重视人事制度。

「高地」和「低地」日耳曼两行省的总督，同时也是指挥战略单位的二个军团的司令官。因为前线的行省亦可谓军事行省，因此总督便成为军事与民事双方的负责人。要担任前线行省的总督就算没有执政官经验，至少必须具备法务官的经验，此为资格条件。因为只懂军事的人，无法胜任军事的万全执行者。前线行省统称为皇帝行省，由于在皇帝的管辖之下，其总督的任命权和解任权全部归属皇帝所有。在哈德良视察当时，这二名总督都是先帝图拉真任命之人。或许是因为图拉真识人颇具慧眼，哈德良并没有撤换这二名总督。不过，当他前往其他地区视察时也曾撤换过总督。虽然如此，他并没有采取太过激烈的手段。哈德良先以调派回元老院的名目将此人解任，然后再於执政官选举中让他得到皇帝推举，等到他经历过执政官后，再推荐他成为元老院管辖下的行省总督，将他派往远离前线的和平行省，如此一来，即可确保此人的「光荣资历」。其结果，保障帝国安全的前线行省的总督全都是得到哈德良认可的实力派人士。

拥有一个军团指挥权的军团长，其人事权也归属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皇帝所有。军团长统率六千名具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以及几乎同等人数的行省辅助兵，这项职务原本应由具法务官经验者来担任，但在历经达其亚与帕提亚二大战役的图拉真底下，有不少人虽然资格条件不符，但因为具备军事长才而被破格拔擢为军团长。哈德良的作法是先将其解任，请他回到首都罗马，再以皇帝推举的方式使其当选法务官，等到他经历过法务官后，再将他调回前线。因为平时还是应该遵守秩序，才能使组织充分发挥机能。

罗马的一个军团如下页的图所示，共有十名大队长。除了第一大队长指挥九百六十名士兵之外，其他九人分別指挥四百八十名士兵。罗马军中所谓分队指的就是大队，因此，有分队驻扎的基地，系由大队长担负起该基地的防卫责任。

虽然大队长的任命权归军团长所有，但军团长一般倾向於任命受部下士兵们拥戴之人担任大队长，是否具备军事长才倒是其次。这是以防卫为主要目的的帝政时期才会有的倾向。而哈德良彻底改变了这个倾向。他将任命大队长的考量重点放在其军务上的能力，不考虑是否具有良好的人缘。不过，对于被称为「红披肩大队长」的元老院子弟的优惠措施并没有改变。因为帝国的领导阶层预备军必须从一开始就接受重任，再从中体验实务，这种作法的重要性，对于有过同样经历的哈德良而言是最清楚不过了。




其次要来谈的是被誉为「罗马军团之梁柱」的低阶士官——百夫长。这是自共和政治时代一直沿用下来的称号，事实上，除了第一大队编制下有一百六十名士兵之外，其他大队的百夫长属下只有八十名士兵。这个职位或许相当於现代的中士，但不可以与中士同等视之，这是因为百夫长虽然身为低阶士官，却有权利出席军团长及司令官召集的作战会议，只不过人数只能佔四分之一。

哈德良认为百夫长的人选和大队长的情形不同，应该将是否受到部下士兵爱戴也列入人选的参考资料中。这可能是因为无论在军团基地或是宿营地也好，大队长的起居都是和士兵们分开的，而百夫长却要和士兵们生活在相同的宿舍或是帐篷内，连用餐也和士兵们在一起。虽然如此，无论多么受到部下喜爱，光是具有人气还没有资格担任百夫长。哈德良定出的百夫长人选基準还包括肌肉强健、具有积极开放的个性。所以光是对部下友善还无法担当「罗马军团之梁柱」。





接下来介绍的是罗马军的主战力——军团兵。这可不是召集一些志愿者就草草了事，选拔条件相当严苛，并非通过考试即可入队。虽然这种规定很早就已存在，但并不是每个司令官和军团长都有按照严格规定来选兵。因此，哈德良特地制作一份手册交给罗马全军，自此之后成为罗马军整体的统一基準而普及使用。

兵役志愿者的年龄限制平时规定为十七岁到二十一岁，而紧急时只要三十岁以下都可报名，然后再从中筛选精兵。同时必须确认是否具有罗马公民权。即使年龄资格符合，但具有前科者和奴隸商人不列入考虑。

有关体检方面，身高至少要一百六十五公分，而且体格和视力也必须符合标準。

此外，也会测试智力。不一定要百分之百答对，但必须具备基本的读写计算能力。虽然因为帝国规模的关系，罗马人通常都会希腊语，成为精通双语者。但由于军队的通用语言为拉丁语，所以若能巧妙运用拉丁语将会有加分效果。

不过，通过智力测验还不能立即入队。通常会有四个月的试用期（prabatio）。在这段期间当中，将测试出此人对于共同生活的适应性。此外，也会有真枪实弹的简易演习。

「试用期」顺利结束者即可入队。入队后将领到刻有所属军团和姓名的金属制名牌（signaculum），一律掛在脖子上，在对众神和皇帝宣誓效忠（sacramentum）后便成为正式军团兵。至於服役期间，军团兵为二十年，不须具备罗马公民权的行省人民担任的辅助兵为二十五年，海军为二十六年，只有近卫军团兵规定为十六年。在退役之际，可以支领到符合自己地位的退职金，辅助兵除了退职金之外，尚可得到属于世袭权的罗马公民权。





如上所述，愈是重视士兵的「品质」，就必须到罗马帝国全区遍寻「品质」优良的士兵，此种倾向会愈来愈强烈。后世的史学家们不断指责助长此种倾向的罪魁祸首就是哈德良。他让原本清一色罗马人的罗马军，变成以行省人民居多的军队。提出此意见之人，是以福尔尼教授在1963年发表的Ⅱ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
 为论据，直译的话就是《军团兵的采用》。兹将其中收录之表列於下。




《军团兵的采用》中收录之表（单位：人）











	
　

	
奥古斯都~卡利古拉

	
克劳狄斯~尼禄

	
维斯帕先~图拉真

	
哈德良~三世纪末




	
本国义大利

	
215

	
124

	
83

	
37




	
行省

	
134

	
136

	
299

	
2,019





其实应该详细列出各个行省的数字，但这里只留下行省出身的军团兵的总数。只不过上表列出的数字只限陆军，并不包括海军和近卫军团。

话虽如此，千万不可对此数字深信不疑，以免犯错。

一、罗马时代的公文书既然已全部灭失，可供参考的仅剩下考古学调查中发掘出来的碑文。因此，这些史料现在可能还躺在地底下，或者被转用为房屋的建材，或已遭到破坏，回归麈土，到底内容为何已成为未知的谜团。

二、上表列出的数据并非每年的数字，同时也不是此时期全军的总计。

三、除非将罗马军团兵全员的人数与每年因为退役、战死、病死而需补足的人数记在脑中，否则不能成为推估的资料。据研究学者的推测，一个军团每年的缺额大约在二百四十人左右。

同时，也有参考下列表格的必要。




军团及军团兵人数及缺额（推测）











	
　

	
奥古斯都~卡利古拉

	
克劳狄斯~尼禄

	
维斯帕先~图拉真

	
哈德良~柯莫德




	
军团总数

	
25

	
28

	
30

	
28




	
军团兵总数（人）

	
150,000

	
168,000

	
180,000

	
168,000




	
每年缺额总数（人）

	
6,000

	
6,720

	
7,200

	
6,720





总之，上表列出的数据并不正确，也非罗马军整体的数字。不过，倒是可以反映出一个趋势。亦即，随着时代的经过，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工作已由本国义大利出身者转移到行省出身者的手上。

其理由是，在繁荣的本国义大利居住的罗马公民，就算不志愿服役，也有许多可获得生活粮食的管道。事实上，在朱利斯·凯撒的时代为士兵一大供给地的义大利北部，到了二百年后，其地位已被多瑙河沿岸地区，亦即现代的巴尔干地方（Balkan）所取代。比本国义大利的军团兵人数还少的行省就只剩下希腊，但这应该是受到希腊人多方面的才艺、通商、建筑美术方面的才能所影响。

但是，罗马军队开始加入本国义大利出身者以外的士兵，要追溯到与迦太基（Carthage）的名将汉尼拔（Hannibal）对决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的时代。自那时以后，这便成为罗马军的常态。朱利斯·凯撒率领的罗马骑兵几乎全员都是旧敌高卢和日耳曼的猛将。在凯撒之后即位的初代皇帝奥古斯都将这个常态以明确形式加以制度化，使罗马人的军团兵和行省人民的辅助兵成为构成罗马军的二大支柱。

自维斯帕先至图拉真的时代开始，罗马军当中本国出身的罗马人与行省出身的罗马人的比率出现了大逆转。而自哈德良时代以后，这个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然而，其原因之一在于，随着时代的经过，行省出身的罗马公民人数日趋增加。首先，有些士兵在服役期间与逐渐熟稔的当地女性结婚，在退役后就继续住在之前服役地点的附近，这种案例并不少。第二，在退役时辅助兵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由于罗马公民权为世袭的权利，因此其子嗣也将成为正式的罗马公民，由于受到父亲职业的影响，因此立志投入罗马军团便成为很自然的选择。

也就是说，本国出身兵和行省出身兵比率的逆转，并不完全是本国出身者讨厌当兵的结果。而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诸如图拉真、哈德良等接连几个皇帝都是行省出身的罗马公民，他们并没有优待行省出身兵而忽视本国出身兵。

这让我联想起本田宗一郎说过的话。「本田公司的总经理是美国人或是其他哪一国人都无妨，只要能够承继本田公司的精神即可。」罗马人，尤其是哈德良，应该也有此种想法吧！那么，哈德良又是如何将「罗马精神」（Roman Spirit）根植到士兵们的心中呢·





首先，他彻底仿照实战进行猛烈的演习。罗马军训练之严格自古以来颇为着名。纵然是军团兵互相扮演敌我双方的演习，但双方都带真剑上场。在演习中即使伤到同伴也不会被判罪。不过，若在演习之外伤到他人，则由掌有士兵们生杀大权的军团长进行严厉的处置。

这种连日进行的激烈演习，使得某些士兵干脆提早退役，改行当斗剑士。不过只要在罗马军团内服役期满，就可以领到退职金，即使中途退役也可以得到不少好处。以下引用第Ⅴ册的一段话即可明瞭。


「凯撒将担任地方政府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年龄，亦即被选举权的资格年龄分成以下三项。




一、无兵役经验者——三十岁以上




二、有军团步兵经验者——二十三岁以上




三、有骑兵或百夫长经验者——二十岁以上




就连拥有选举权却没有被选举权者，凯撒都有明文记载。包括了犯罪者、伪证者、逃离军团者或是被流放者、斗剑士、演员、卖春业者。」



朱利斯·凯撒制定的这项法律，即使到了二世纪后的哈德良时代依然完好如初，继续发挥效力。





完全武装的行军为不可或缺的训练之一。罗马军的行军除非在紧急时期，否则一律以时速五公里的速度行进，而且一日行军距离规定为三十公里左右。不过，每个人必须携带十五日的粮食，因此武器、粮食再加上餐具，每名士兵必须背负的配备重量高达四十公斤。

据说哈德良在视察这些士兵们行军时，不但没有骑在马上，反而和士兵身著同样军装，背负相同配备，和他们一起行军。因为罗马的战士必须懂得吃苦耐劳，此为首要学习项目，无论士兵或是皇帝都是一样，这是哈德良给士兵们的教诲。

在哈德良执行的演习当中，也教导如何使用大型厚重的攻城兵器。在罗马的军团中，虽然有人专门负责这种兵器，但却没有这个领域的专业兵种。所以军团兵一般都遵照负责人的指示来操作。只要是军团兵，每个人都得熟练这种兵器的操作方式。

有关罗马军的机械兵器，某项记录显示德国皇帝威廉（Wilhelm）二世（西元1859~1941年）曾将这些兵器复元，并进行实验。根据他的实验结果，被称为「弓」（arcus）的石弓射出的箭，可射中五十公尺远的标的物，而第二支射出的箭可以完美的将射中标的物的第一支箭劈成二半。此外，被称为“scorpio”的石弩射出的六十公分长的强箭，则将立于三百四十公尺外的二公分厚板射穿。再者，现代的研究学者也以图解来表示罗马军使用的各兵器的射程距离。










各种兵器的射程距离




由这张图解可证明罗马军的机械化领先当代其他国家的兵器。这是因为罗马军的兵器本身不但精确度高，而且都被设计成可以移动的状态。此外，百夫长指挥的每个中队都会配备一个“scorpio”。致力将兵器机械化为最高司令官皇帝的责任，而活用这些兵器则是军团兵的责任与义务，这应该正是哈德良的理念吧!

在基地当中，即使是演习以外的时间，皇帝也要求士兵过着严谨的生活。

起床、用餐、就寝等日常生活都必须跟著喇叭的号令来行动。夜间站哨的卫兵如果打瞌睡立即被判死罪。在基地内部不可以有罗马式都市必备的列柱回廊，也不可以建造庭园。罗马式的晩餐通常都是用单手的手肘靠在类似床的贵妃椅上享用，这虽然是一项惯例，但这种悠哉的用餐方式在基地内却不被允许。如果盗取同伴的物品，立即被流放边境。虽然允许士兵们提出抗议或反驳，但严禁群集抗议运动，而且任何意见都必须透过百夫长来反映。此外，没有理由且未经上司许可擅自离营者将受到严惩。

虽然如此，哈德良也不是只有严格的一面。视察基地内的医院是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且为了让伤兵或是因一般疾病住院者能够接受平等完善的治疗，他特別仔细检查设备及人手是否充足。罗马的军团一定会配置内外科医师及护士，甚至还有专门替牛马看病的兽医。罗马基地中的医院也开放给基地周边的居民前来就医。周边居民和军团基地算是有地缘关系，无论就人情面或是政略面来看，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作法。不过，只有军医院可以建造庭园，这非常符合哈德良的作风。只重视精神力的话，则无法期待士兵们会在紧要关头发挥战斗力。话说罗马军是靠补给站取胜的。在这方面，哈德良细腻的视察与执行指令之彻底实在让人望麈莫及。










占田军团基地中军医院的平面图（□的房间为病房）




在军团长之下只有二名高官负责基地的营运。其中一人为财务负责人——会计监察官，另一人为营运负责人，亦即基地长官。基地长官的重要任务是补充、储藏兵器与粮食。





不过，这是必须经常面对敌人的前线基地，有许多基地因为担心不知何时会被敌人包围，往往补充过多，结果造成大量库存的现象。

一旦库存增加，粮食便会腐坏、无法使用，最后只有丟弃一途。而兵器放置不用也会生锈，连军团附属的兵工厂都束手无策，结果导致无法使用的兵器堆积如山。也就是说，就算一开始无意如此，最终还是造成兵粮采购经费的浪费。

哈德良对此现象感到相当不满，故将军团基地、兵粮供给地与结合这两者的补给路加以重整强化。因为只要流通获得保证，就不需储存过多，其结果使得基地内的库存降到最低。

哈德良在此处展现的重视效率之理念，也发挥在增强防卫兵力方面。





罗马军分为主战力军团兵与辅助其完成任务的辅助兵。此时的辅助兵虽然是由行省人民组成，但在西元69年之前，一直是由相同部族出身的士兵们编制而成，指挥官则依惯例由该部族长之家族来担任。不过，在尼禄皇帝死后掀起内战的那一年，趁着当时政局混乱之际爆发了行省叛乱，而当时的主角就是在罗马军下服役的辅助兵。正因为是相同部族出身者组成的队伍，所以异常团结，往往一声令下即可拿起武器共同造反。

对此现象已尝尽苦头的罗马，自解决内战而登上帝位的维斯帕先时代开始，便在行省人民编制而成的辅助部队中，编入各个部族的出身者，指挥官则由罗马军团中经验老到的将领来担任。

这种作法的结果就是虽然留下辅助兵的名称，实质上却非常近似正规兵。再加上在退役时可以领到退职金，而且也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如此一来，更助长了上述现象。

哈德良一向以和平为座右铭，他深信若要维持和平，确立防卫体制为先决条件，但增加军团兵将会动摇帝国财政。在他的治世中曾经成功的减少二个军团。不过，他并不想增加辅助兵的人数。因为这会违反奥古斯都的遗教，亦即辅助兵的人数不得超过军团兵。虽说此时的辅助兵已具备正规兵力，但辅助兵终究是由行省人民所构成。因为在保障帝国安全的罗马军当中，行省人民的人数还是不可以超过罗马公民。

哈德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创立了“numerus”（临时兵）这个名称的组织。

所谓“numerus”，若直译的话，即为「多数」或是「多数人的团体」，这个团体其实是由居住在该土地周边的行省人民之志愿者编制而成。不过，这并非定期的团体，也没有规定兵役期间，说穿了就是类似短期临时工人的士兵。其主要任务就是站岗监视，完全不具战斗力，因此也不需要特別训练。军中不但供应其执勤期间中的食宿，而且还支给微薄的薪水。这对农閒期的农民和暂时失业者而言，算是相当吸引人的制度。

由于只是临时兵，因此也不需支付他们退职金，也没有必要赐予他们罗马公民权。如此罗马公民的人数就不会随便增加，又可以补强战力。同时还有助於消弭因贫穷引发的叛乱火苗。

至於这些“numerus”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因为是临时兵，所以不太容易掌握。不过，莱茵河与多瑙河两防卫线以及不列颠前线，每一个军团都配置五百名左右的临时兵。在这些防卫阵地中，原本就配置有六千名军团兵，以及将近六千名的辅助兵，因此这五百名临时兵与其说是军事力的增强，倒不如说是补强比较恰当。

以上是哈德良视察包括「日耳曼长城」的莱茵河防卫线全线的工作全貌。这趟视察之行花不到一年就完成，因此发行刻有「日耳曼前线军」（Exercitus Germanicus）的货币应该也不为过吧！自此以后，哈德良的视察便比照上述方式来进行。亦即，同时完成下列二件工作。一是处理各视察地区共通的事项，二是解决该地区特有的问题。就好比莱茵河前线虽然没有必要建设新的长城，但下一个视察地不列颠很可能就有这个必要。

在进行上述二件工作时，哈德良发现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军团基地内部的责任体系的明确化。为了提升组织机能，厘清责任所在为先决条件。在组织当中往往有人不喜欢将责任归属明确化。因为这些人并不想担负起责任。但是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熔炉，一种米养百种人。所以组织中有这种人存在并不足为奇，但若是佔了大多数，则将使组织退化。









上下都是参考Edward 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哈德良希望避免此种情形发生。军团基地就好比是罗马社会的缩图，因为这些地带将来都发展成欧洲的主要都市。在军团基地中除了必备的医疗设施和公共浴场之外，还有裁缝店、银行、邮局等。在罗马的军团基地中唯一没有的就是供士兵妻小生活的设施。因为罗马军低阶士官以下的士兵禁止于兵役中结婚。不过，父亲在兵役中所生之子，在结婚后承认为其嫡子。另一方面，不知为何，罗马军团基地中竟然没有配置宪兵。

哈德良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军团基地的成员人数。但是，他明确厘清各自的责任分担。看到这份分工仔细的军团基地成员表就会深切感受到，如此一来，要推卸责任简直比登天还难了。

哈德良虽然是行省出身的皇帝，但比本国义大利出身者还要像罗马人，他认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才是真正的罗马精神（Roman Spirit）,因此致力将此种想法根植到与自己同样出身於行省的士兵们心中。




不列颠



皇帝哈德良的治世共二十一年。在这段期间中他总共待在本国义大利三次，加起来也只有七年。而且他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八岁之间的十三年，因为视察之行的关系，大都在各行省之间游走。

如前所述，兹将哈德良在视察之行中建立的功绩大分为二项。

一、处理各视察地区共通的事项。

二、解决该地区特有的问题。

以下对于哈德良视察之行的描述，将省略在莱茵河防卫线中已经详述的第一项，将重点放在第二项上。不过，各位也不能忘记第一项在各视察地区都会执行。哈德良的浩大之旅正因为第一与二项同时完成才具有意义，而从此点也可以理解皇帝哈德良将如此漫长的岁月都花在这二件工作上的用意吧！










哈德良皇帝时代的不列颠（其后安东尼奥皇帝建造的长城一并列出，以供参考）








西元122年，四十六岁的哈德良等到春天来临，便从莱茵河口搭船前往不列颠。不列颠之行应该是他当初预定的行程。就在五年前，也就是西元117年，曾发生布利冈特斯族掀起叛乱，毁灭第九希斯帕纳军团的丑闻。哈德良即位后便立刻派遣替代军团前往当地，加上原本常驻不列颠的二个军团奋力反击，总算平定了叛乱。重建不列颠的防卫体制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

罗马於不列颠配置了三个常驻军团。分別在接近威尔斯（Wales）地方的加地夫（Cardiff）的伊斯卡（现在的卡雷翁Caerleon）配置第二奥古斯塔军团，在英格兰（England）西部的迪瓦（现在的奇斯塔Chester）配置第二十瓦雷利亚·维多利克斯军团，在英格兰东部的雅布拉克姆（现在的约克York）配置第六维多利克斯·庇亚·菲迪利斯军团。以这三处军团基地和罗马称霸已久的伦迪尼姆（现在的伦敦London）为中心的东南部之间，遍布了罗马式的街道，想必这已毋须多提。以彻斯特与约克为起点，朝向苏格兰（Scotland）,有一条罗马人称之为“Caledonia”的高速公路干线。而且在图密善皇帝时代，由于史学家塔西图斯的岳父——阿古力克拉（Agricola）将军的积极战法，让罗马帝国得以将称霸的触角伸入苏格兰内部。

西元117年发动叛乱的布利冈特斯族，就是居住在当时尚未一分为二的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一带的原住民族。这个部族的本名无从得知。布利冈特斯是罗马人取的名字，在拉丁语中系表示山贼或盗贼之意。英语的brigand或许正是以这个拉丁语为语源吧！罗马人之所以如此命名，一定是因为这个部族拒绝接受罗马化，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在某地定居，从事务农生活。

不过，布利冈特斯族并非所有人都拒绝罗马化。有一群居住在英格兰附近的布利冈特斯族民开始栽种罗马人移植过来的果实及花草，步调一致的推动罗马化。亦即布利冈特斯族居住地南部的族民已经罗马化的相当彻底。或许西元117年的叛乱就是居住在北部的族民因为同伴背离而发起的。因此，他们屠杀的不只是罗马兵，对于站在罗马一方的族人也不宽赦。

罗马是个霸权国家，而霸权者有保护臣服者的责任。哈德良所以构思重新佈建布利塔尼亚的防卫体系，也是为了保护罗马化后的人民免於「山贼」的侵袭。有名的哈德良长城就是这项政策的具体成果。





古罗马人称为“Vallum Hadriani”，现代人称为“Hadrian’s Wall”的哈德良长城，是以塔茵河（Tyne River）口为起点，经过纽卡斯尔（Newcastle），到达索尔威湾（Solway Firth）,全长八十罗马哩（约一百一十七公里），由石壁、塔、城塞构成的长城，为不列颠行省的防御设备。这道长城并没有利用大河这种自然的境界线，与位于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的「日耳曼长城」的建造理念相同。

石壁部份的断面图如下页下图所示。「北」边指的是罗马帝国外，「南」边指的是罗马帝国内。由北到南分別说明如下：

（1）堑壕——宽九·一公尺，深九公尺的V字体壕沟。由贯通城壁最上部的监视通路可以看到堑壕的最深部。目的之一是，为了对付擅长骑马的蛮族。第二是，为了妨碍成群攻击的蛮族集团。

（2）石壁一北侧部份高六·十公尺，南侧部份高四·六公尺。这种变化是为了因应此地不同的地势。至於石壁整体的厚度，不论地势高低，一律为三公尺。

（3）道路——沿着石壁贯通的道路，为了让马匹和货车通行无阻，全线铺设罗马式街道。道路宽度和罗马街道一样，为双向车道。

（4）堤防——高三公尺，宽六公尺的长堤防，也是沿着城壁建造。共有二道，相互平行。在这二道堤防之间有一个堑壕。

（5）堑壕——宽度、深度都在六公尺左右。

（4）与（5）的目的在于，即使敌人骑马突破城壁也可以发挥阻止的作用，还可以双重阻止成群结队前来攻击的蛮族。因此，「哈德良长城」指的是（1）~（5）整体。






「哈德良长城」横型图









石壁部分（没有塔、城塞等的段落）的断面图




而「长城」当中，在各个要地都设有城塞、要塞、瞭望塔。就战略上的理由和地势来看，若有必要，就会配置守备队。如果是建在平地上的城塞，便配置骑兵部队、骑兵——步兵混合队。如果是在丘陵上，就配置步兵部队。在负责监视的瞭望塔中配置的是临时兵。至於设在「长城」外侧的前哨基地，则配置辅助兵和临时兵的混合队。各城塞要塞之间的距离平均为一·五公里，瞭望塔之间的距离由于受到地势的影响，平均为五百公尺。

这道长城为最前线，从此前线通往军团基地可利用罗马式街道。如果「哈德良长城」阻止不了敌人的入侵，约克和彻斯特这两个军团基地就可以派出主战力来迎击。





经过了一千九百年后，「哈德良长城」由于受到风吹雨打的摧残，再加上经年累月被当作采石场的关系，这里也和其他遗迹一样，要勾勒出当时的情景只能凭靠想像。不过，传统罗马学在英国相当盛行。而且「长城」对他们而言也是国内重要的罗马遗迹。因此，英国人对于这方面的调查做得相当彻底，而且也非常小心的保存这个遗迹。甚至还在「长城」旁边建设小巧美观的旅舍来吸引观光客，可谓初夏到初秋的周末旅行最佳去处。而且令人高兴的是，此处并没有因为是遗迹而显得庸俗，具有浓厚的英国风味。虽然我一向主张罗马时代的遗迹就算位在义大利，其遗迹管理也应该交由英国人来执行。不过，位于不列颠的罗马时代之遗迹与雕像，无论质与量却绝对比不上义大利。就连大英博物馆都不会是例外。既然如此，英国人对于罗马时代遗物的悉心呵护，难道只是基於对古罗马的爱吗？或者是，他们自古以来一直认为继承古罗马人精神的正是大英帝国的人民呢？无论如何，如果希望站在「哈德良长城」上缅怀强者们的梦想遗迹，只能在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严冬才行。因为建设此道长城的哈德良在视察不列颠时，虽然正值春夏交会之际，亦即英国最舒适的季节，但士兵们为了守护建设好的长城，却必须前往被大雪覆盖的敌军阵地前，在冰冷的寒风中执行军务。看来要维持霸权国家的雄风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在此顺带一提，於哈德良之后即位的皇帝安东尼奥，曾在「哈德良长城」的北方兴建另一道长城，就称为「安东尼奥长城」。主要是为了链接福斯湾（Firth of Forth）与克利德湾（Firth of Clyd）。如果这条线成为罗马帝国的防卫线而普及化的话，那么爱丁堡（Edinburgh）和格拉斯哥（Glasgow）也可以列入帝国之内，亦即苏格兰也会被罗马化。然而，「哈德良长城」最后却成为罗马化区域与未罗马化区域的境界线。而此事也造成日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分裂。

此外，看过这二道「长城」的人，即使不是军事专家也应该会有相同感触。那就是「哈德良长城」是亲临现场的人思考的成果，而「安东尼奥长城」则是以收集到的资讯为基础的纸上谈兵的成果。

虽然不知道哈德良是在西元113年的何时渡过多佛海峡进入高卢，但由之后他的行动范围来推测，他应该是在夏末秋初之际离开不列颠的。因为时间已不允许他等待「长城」完工再离开。罗马帝国幅员广大，还有许多地方必须前往视察。在多雨的不列颠，特別将粮食储藏库的底板加高，另一方面，由于考量到前线执勤士兵们的卫生问题，以及罗马人重视的舒适性，甚至在涓涓小溪前建设浴场，只可惜哈德良还没有机会亲眼目睹这道「长城」的完工模样就与世长辞了。不过，有幸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与享受其成果的人理所当然不相同，特別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之人更是如此。





如前所述，在罗马化的最佳范例——高卢，几乎没有需要哈德良重建之处。我们只知道他唯一建设之地是亚培尼欧（现在的欧维纽Avignon）。此时哈德良接到了先帝图拉真的皇后普罗提娜逝世的消息。对于平时暗中给予哈德良援助，但必须她出面的场合也不吝惜伸出援手的普罗提娜之死，哈德良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这点已无从考究。就算他亲笔写的《回忆录》有留存下来，上面应该也不会记录他私人的想法吧！我们可以得知的只有一件事，哈德良在普罗提娜死后，曾经在她的出生地尼马乌苏（现在的尼姆Nimes）为这位户籍上的继母打造一座神殿。




希斯帕尼亚



如上所述，哈德良在高卢停留的期间很短。但是，在这段期间当中，哈德良接到了远从东方传来的消息，其中指出埃及的亚历山大发生居民间的冲突，目前呈现动荡不安的局面。此次冲突事件的主角并非希腊裔居民与犹太裔居民，而是埃及的原住民，冲突的导火线是为了一头牛。

前五世纪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已有「古早的事」的记述，足见埃及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信仰圣牛之神。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那并不是只普通的牛，而是接受过太阳光与月光洗礼的牛。其证据就是牛的皮肤上所呈现的特殊条纹，人们深信这些条纹正是接受过太阳光与月光洗礼过的象征。

结果这头圣牛降临到大地上了。亦即，有人发现了这头与众不同、皮肤上有特殊条纹的牛，对此欣喜若狂的人们，为了这头牛到底属于哪一个城镇，应由谁保有而起了争执。这群盲目迷信的人们也是罗马帝国的人民。

哈德良判断此事还轮不到自己出马，因此全权委托驻扎埃及的长官处理。对于为了一头牛而引起争端的人们，哈德良特地写了一封亲笔信函严正要求他们自制。但如果这是一群接受劝告就可以冷静下来的人们，那么一开始就不会发生这种骚动了。因此，哈德良不得不亲自出马重建埃及的支配体制。但是西方还有工作尚未完成。西元122年到123年，皇帝留在西班牙的塔拉哥那（Tarragona）过冬。在塔拉哥那召集伊比利半岛的殖民都市与地方政府的代表。





罗马公民人数一直不断增加。行省人民组成的辅助兵虽然不是罗马公民，但因为对帝国防卫有功，在退役时也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因此，单纯计算起来，每二十五年就会诞生十五万名新的罗马公民。这是罗马帝国的国策，而且可以借由此制度，来确保必须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之人数，但这项政策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恐将问题百出。这里所指的问题，系指旧有的罗马公民与新加入的罗马公民之间不断发生的争执不和。无论如何，不分旧有与新来，拥有罗马公民权者可享有的优惠是相同的。除了可受到罗马公民法的保护之外，而且也不用缴纳佔收入一成的行省稅。

如此一来，一定有不少旧有公民认为，新加入的罗马公民凭什么和自己享受同等的优惠。在分为三个行省的伊比利半岛，由于受到两派人士争执不休的影响，岛上居民对于军团兵的招募采取相当不合作的态度。

统称为「义大利人」，亦即祖先为本国义大利出身者的旧有公民（注：图拉真和哈德良也属于这一派），在招募军团兵时不慍不火的回答「否」。而统称为「西班牙人」的新来公民则是以强硬态度回答「否」。旧派的态度之所以较温和，应该是因为哈德良也是属于旧派的关系。而新派则是因为深怕属于旧派的皇帝提出有损自己既有权的妥协对策，所以态度才会那么强硬。皇帝身为帝国全军的最高司令官，必须设法解决此问题。

在塔拉哥那召集这两派代表召开的会谈中，哈德良到底研拟出什么样的对策不得而知。依罗马人过去的作法来推测，或许哈德良是将不分新旧一律适用的权利中的某几项，限定新加入的公民暂缓几年才能享受，采取妥协对策。所谓某几项权利，指的应该不是诸如行省稅的免稅权等伴随实际利益的权利，可能是指地方政府议员的候选资格等权利。人类只要流动性获得保证，很令人意外地可以接受暂时的落差。三百年前开始的罗马公民与三年前开始的罗马公民，只要两者之间的落差并非固定不变，反而对社会安定有所贡献。

无论如何，哈德良成功的解决此问题。虽然来到塔拉哥那，却没有前往故乡义大利加，而且也没有建设任何一栋纪念皇帝上任的建筑物，这或许也是因为不想刺激这两派人士吧！

哈德良停留西班牙时，发生了一个事件。某日哈德良一人在总督官邸的庭园散步时，有一个奴隸持刀袭击他。没有寻求援助便将袭击者制伏的皇帝，虽然将犯人交给闻讯前来的下属，但当他得知此人为精神异常患者时，便决定不惩罚他，而命令下属将他送医治疗。

这一则轶闻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下面这二件事。

第一、自罗马时代开始，精神异常者已经不再被论罪。

第二、虽然哈德良已四十七岁，但体力依然充沛，他也对此充满自信。

哈德良在故乡唯一的消遣便是骑着马在西班牙的山野中狩猎。

但是，哈德良在这里接到了叙利亚总督紧急传来的重大消息。内容是帕提亚王国呈现动荡不安的局势。虽然同样是东方传来的消息，但这次的情况不能和圣牛事件相提并论。哈德良相信外交也是防卫的重要手段。皇帝决定自己亲自前往当地。




地中海



这次的旅程是由西班牙前往叙利亚，为一趟由西向东横贯罗马帝国之旅。既然决定直行，就必须搭船从西向东越过地中海。

虽然是皇帝的航海之旅，却没有必要组织大规模的护卫船队。因为罗马帝国一向采取不直接攻击海盗，而是去攻击海盗栖息地的作法，所以地中海长久以来一直维持著“Pax Romana”（罗马和平）。由皇帝轻车简从的作法即可证明此点。原本行事就不喜欢铺张的皇帝，这回只率领三、四艘船组成的小船队即迅速出航。

从塔拉哥那的港口到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Ostia）,如果有幸遇到顺风只要五天，若需要靠划桨助航最多也只要二十~三十天即可到达。不过，因为经过首都罗马费时费力，因此哈德良避开了此一路线。虽然详细航程无从得知，但他应该是在离开塔拉哥那后，经过萨丁尼亚岛（Sardegna）的南端，一路航行到西西里岛（Sicilia）西端的马尔沙拉（Marsala）,在此地暂时停靠后，接着绕过西西里岛的南端，抵达克里特岛（Crater）,之后再从克里特岛的北边，航行至塞浦路斯岛（Cyprus），最后再由塞浦路斯一路朝向安提阿的外港塞留库亚（Seleukeia）前进。如果真的是走这条航线的话，当时的季节正值初夏，应该只要一个多月就可以进入安提阿。





朱利斯·凯撒就连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的旅程都不浪费一点时间，他在这段期间中完成了《类推论》的比较论述等文章，献给政敌西塞罗（Cicero）。而哈德良不只是行动范围广，连不浪费时间这一点都和凯撒很相似。在这将近二个月的航海之旅中，我们来推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由于没有留下任何传闻，所以也只能凭靠想像。现在脑中浮现出的是一片海景，但这并不是凶猛的北海或汪洋大海，从飞机上鸟瞰的话，连拖著白色尾巴航行的小渔船都看的一清二楚，这是初夏平静的地中海。自古以来罗马人就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或「内海」。当时的地中海并不像现代一样有二百海浬经济专属海域的问题，也不会有现代家常便饭的渔船被捕事件，这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海。或许哈德良在这段航行期间中正思索著一件事也说不定，那就是二年后著手进行的罗马法的汇编。话虽如此，这个想像唯一的立足点便是，哈德良在返回首都后开始著手的这个大事业，一开始苏拉曾经尝试过，之后凯撒也试过，但都无法完成，而哈德良在著手阶段就相当顺利，其作业内容乃至从事该事业的人选也早已决定好。




东方



迎接皇帝的叙利亚行省省都安提阿，已经处於随时準备与帕提亚开战的警戒状态。不过，哈德良选择与帕提亚的领袖进行会谈来寻求解决对策。这是因为哈德良深知帕提亚王国之所以对罗马帝国摆出强硬态度，并不是出自帕提亚王的意愿，帕提亚王往往是被国内的强硬派人士逼迫，不得不如此做。高峰会议的地点选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小岛，哈德良并没有带领军团同行。





帕提亚王与罗马皇帝会谈的详细内容没有人知道，只晓得最后安然度过了危机。原本罗马一方很担心帕提亚军可能会对罗马领地进攻，但当帕提亚王返回首都后便下令解散军队。顺带一提，帕提亚和罗马不同的是，除了一般的警备之外，并没有配置常设军，需要战争时才编制军队。帕提亚历代君王最害怕的并不是讲理的罗马帝国，而是王室内的斗争，以及位于帕提亚东北方的亚细亚高原居民的入侵。其实哈德良并非喜欢会谈，是因为判断与帕提亚进行高峰会谈较有利于解决问题。





因此，帕提亚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现在哈德良身在帝国的东方，他还是保持著不浪费一分一秒的作风，立即从安提阿启程北上，进入小亚细亚，準备视察小亚细亚的南部与西部。

这是一趟愉快舒适的旅行。现代的小亚细亚南部由于成为德国移民劳工的一大产地，因此有某些地区，德文的只字片语反而比标準语土耳其话还要管用，这些地区就是在罗马时代，拥有可收容一万人的半圆形广场的城市相连的一带。能够收容一万人的公共设施，就表示该城市一定有数万的人口。此外，从飞机上鸟瞰，小亚细亚虽然是一片绵延不绝的荒野，但到内部旅行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富饶的地区，也难怪历史上的强国常常为此地争夺不休。此外，在罗马时代，此地为元老院管辖的行省，亦即这是个罗马化历史悠久、政治安定、没有必要设置军团的地区。对哈德良而言，这里留给他的工作不多，可说是趟充满好奇心与憧憬之旅。





哈德良首先前往开满蔷薇花之岛，同时也是风景怡人、气候温和，且为当时学问中心的罗得岛。想必充满自信的哈德良应该会去造访位于山崖上的林德斯（Lindos）神殿，尽管要攀登危险的小径也在所不惜吧！另一方面，当他回到小亚细亚西端后，接着造访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出生地哈里克那索斯，希腊哲学之祖泰利斯（Thales）的出生地米勒托斯（Miletos），美丽的商港爱菲索斯（Ephesus），过去希腊系诸国之一，之后成为学问中心之一的婆高蒙（Pergamum），最后前往荷马（Homeros）的叙事诗《伊利亚特》（Ilias）的舞台特洛伊（Troy）。於雅典开花结果的希腊文化，是在称为爱奥尼亚（Ionia）地方的小亚细亚西部萌芽成长的。即使到了现代，这里已成为土耳其领地，但为了让前往当地旅游的人们怀念起希腊文化，这些遗迹依然完整的保存着。应该是说，这一带和罗马时代的希腊本土并没有两样。或许哈德良就是在此时期，结识了俾斯尼亚（Bithynia）出生的希腊美少年安提诺也说不定。不过，到爱奥尼亚地方旅游之人一定会立刻飞奔前往的雅典，哈德良却没有前去访问。因为他必须趁着冬天未到之前，赶紧前往边境巡视。

渡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进入欧洲大陆的皇帝与少数随行者，朝向北方的色雷斯（Thracia）前进。色雷斯是提供亚历山大大帝骑兵的地方，当地的山岳地带自古以来以盛产马匹而远近驰名。罗马帝国的军团也以色雷斯出身的骑兵居多。

经由色雷斯地方即可到达的多瑙河防卫线，正是青年时代的哈德良执行军务的一带。此外，当他登上皇位后，在返回首都罗马之前曾经整顿过这一带。因此，这个地区留给他的工作也很少，於是他便加快巡视的速度。尽管如此，他还是将视察的触角伸往多瑙河的河口部到维也纳所在地的中游部一带。由于视察莱茵河防卫线之际已经结束了「日耳曼长城」的全线视察，因此在这个时点，身为罗马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哈德良，已完成了罗马帝国二大防卫线的所有视察工作。

一直到冬天即将逼近，皇帝一行人才往南移动。他们打算到亚细亚行省省都雅典过冬。




雅典



一直到四十八岁才能够亲眼看到自己憧憬之地的人会有什么想法呢？少年时代被一同学习的朋友取了「希腊之子」的绰号，让图拉真和阿提安二位养父极为担忧，不希望他沉浸在软弱的希腊文化中，为了让他体验刚毅质实的罗马式生活，将他送回西班牙的故乡，这就是哈德良的少年时代。义大利和希腊虽然近在咫尺，但之后哈德良的生活因为忙于军务和政务，希腊对他而言一直都是很遥远的。此刻哈德良不但可以待在雅典过冬，甚至一待就是六个月。那位俾斯尼亚出身的美少年或许就是在此时被召唤到雅典的。






哈德良




哈德良是第一位蓄著落腮胡的罗马皇帝。自共和政治时代开始，罗马的男人都习惯将胡子刮得很干净。就我的想像来推测，当时的历史正好是罗马极为兴盛，而希腊日渐衰退之际，罗马人可能是不愿意与希腊人划上等号吧！因为希腊人自古以来都习惯蓄著又长又浓密的落腮胡。虽然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是罗马人敬爱的标的，但他所遗留下来的雕像也都没有蓄胡子，因此不会对罗马人不蓄胡子的习惯有任何影响。

当罗马成为霸权国家，而希腊臣服於罗马霸权下之后，蓄落腮胡即变成总称为“Grammatics”的教师们的商标。即使是在现代，常常会称呼蓄著落腮胡的男性肖像为“Grammatics”。在这样的罗马，生在图拉真时代的哈德良，无论穿着多么想接近希腊风，恐怕还是不敢贸然蓄起落腮胡吧！

不过，如「图拉真的圆柱」上所示，罗马的男性并非全都没有蓄胡子。自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时代开始，曾经有一项不可或缺的惯例，那就是雇一名奴隸每天早上专门为主人刮胡子，从那个时代到此时已经过了一世纪。喜爱希腊的尼禄为了避免落人口实，曾经尝试只留一点落腮胡，但到了哈德良时代，或许已经没有这层顾虑了吧！不管如何，现在留存的哈德良的肖像全都蓄著落腮胡，而这些肖像全都是他当上皇帝后制作的。话虽如此，这里可以确定的是，留着希腊风落腮胡的罗马皇帝已经不再是个丑闻。而哈德良之后的皇帝们大都喜欢蓄落腮胡。虽然不像女性的发型般千变万化，但这也算是一种流行吧！





其实哈德良在造访希腊之前就已经开始蓄胡子了，此时的哈德良就像是第一次到海外旅行的年轻人一样，对于所有希腊的事物无一不感到好奇。雅典市当然不在话下，他还造访了德尔菲（Delphi）、哥林斯（Corinth）、斯巴达（Sparta）、奥林匹亚（Olympia）等地，几乎踏遍了所有希腊的名胜古蹟，虽然记录中没有提到他站在立于斯尼翁（Sounion）海角的波塞冬（Poseidon）神殿上，欣赏著从水平线上探出头的太阳，但以哈德良的个性一定会这么做吧！而且他连埃留西斯（Eleusis）的祕仪都沉浸其中，令人不禁莞尔一笑。

所谓埃留西斯的祕仪系指，在距离雅典不远的埃留西斯所举办的信仰仪式。这是献给宙斯（Zeus）之妹得墨特尔（谷物女神，Demeter）与其女普洛赛尔皮那（冥后，Prosepina）的祭礼，由于是在深夜举办的祕密仪式，外人不得参加，所以被称为祕仪。每年到了冬天，得墨特尔的女儿必须到冥界六个月不能回来，希腊人为了安抚她与女儿分离的悲哀而举办此仪式。这个仪式与自古以来盛行的狄俄尼索斯（酒神、剧场之神，Dionysos）信仰并列为希腊两大民间信仰。拉丁语称为巴克斯（Bacchus）的狄俄尼索斯信仰，大都是活泼的歌舞仪式，相对的，与冥界相关的埃留西斯祕仪则是在夜深人静时举行，对信奉者的审查也相当严格。因此狄俄尼索斯信仰较为大众化，而埃留西斯祕仪是属于精英才能参加的仪式。虽然如此，这些都是可以带给信奉者利益的信仰仪式。埃留西斯祕仪向信奉者保证的是死后的安详。

身兼「最高神祇官」，且为供奉罗马守护神的最高责任者——皇帝，曾有几位信奉过这个祕仪。包括初代皇帝奥古斯都、四代皇帝克劳狄斯。不过，冷静的统治者奥古斯都是因为对被统治者希腊人的顾虑而加入此信仰，相对的，克劳狄斯则是在当上皇帝之前已经是信奉者了。话虽如此，希腊和罗马都是多神教的世界。参加信奉者都是希腊精英的埃留西斯祕仪，连保守的元老院都没有发出反对的声浪。但是这个信仰在西元381年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提出的基督教一神教宣言之后，就和其他古代信仰一同被视为邪教而葬没了。

由于祕仪是在入夜之后，於埃留西斯的某个深邃的洞窟中举行，是被禁止的活动，所以参加者理所当然都会随身带着短刀。不过，哈德良没有携带任何防备就前去参加。因为也严禁警卫士兵同行，所以他便忠于古代的规则一人进入会场。





欧美的美术馆、博物馆中展示的哈德良皇帝的肖像大都与他宠爱的安提诺的肖像摆在一起，与帝妃莎比娜摆在一起的场合反而不多。可见皇帝与这位俾斯尼亚出生的美少年之间的关系匪浅，这在当时或之后都是一件家喻户晓的事。

俾斯尼亚位在小亚细亚西北方，小葡里尼斯当时受到图拉真任命为特命全权总督之地就是这里。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住着许多希腊裔居民。该地出生的希腊人并不少见，最特殊的要算是安提诺非比寻常的漂亮容貌。

我们无法得知安提诺是在何时何地结识哈德良的，虽然知道他出生于11月21日，却不知道生于何年。不过，由唯一知道的残年来倒算，再将神格化之人的特权——「裸体像」中观察出的肉体年龄也列入推测的话，安提诺应该是在他十五岁左右的时候结识哈德良的。安提诺散发出来的不是希腊人的知性之美，而是一种东方的甜美忧愁与美丽容貌，因此让这位四十八岁的成熟皇帝燃烧起潜藏在心中的激情，对他醉心不已。他们的相识可以形容为命中注定，对哈德良而言，这种感情不会对异性产生，这是对同性的年轻人才会有的感觉。而且这是他在希腊文明圈的视察之旅中，好不容易实现长年梦想之时发生的事。





依我个人的看法，无论是异性或是同性，对「美」的敏感反应是人类极为自然的感情流露。而这种敏感反应昇华为爱更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不过，古希腊为男人的世界。所谓「男人的世界」指的正是男人最有魅力的时代。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女性的同性爱也只有诗人萨福（Sappho）一例而已。另一方面，说起少年之爱，即使不提到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Platon），其他的例子也多到不胜枚举。可以这么说，喜欢希腊文化，自然也会对希腊的美少年产生爱意。

不过，也并不是说不爱美少年就不够希腊，事实上，被喻为希腊人中的希腊人的佩里克勒斯，对美少年就不感兴趣，他只喜欢女人。

雅典人佩里克勒斯（Perikles）的时代，确信只有雅典人才能够代表希腊。对佩里克勒斯而言，希腊只是祖国，并不是他憧憬的对象。另一方面，对哈德良而言，希腊却是一块令人向往之地。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成为祖国。

我并不会轻蔑这样的哈德良。反而觉得可以从他的立场上体会这种心情。

虽然只是过冬，但一待就是六个月，哈德良并不只是一个旅行者，在希腊走访自己憧憬之地而大开眼界。他是皇帝。正因是皇帝，所以有能力完成一些事业。





哈德良在梦想的同时，也会正视现实。映在哈德良眼中的希腊，特別是雅典，已经展现不出昔日的风貌，这点一定很令他心痛。这样的想法应该会激起他重建雅典的决心吧！

雅典衰退的原因其实出在雅典人身上。希腊民族因为相当优秀，所以往往会到海外寻求活跃的舞台，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人才外流，导致国内的空洞化现象，这正是雅典日渐衰退的主因。

如果放任此种情形不管，最后留在雅典的将只剩下一些虾兵蟹将、没有才能的人。如此一来，经济力势必会衰退，社会也将缺乏朝气。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朝气，人才与物资将不会流入。罗马虽然利用多瑙河来防卫希腊的安全，但是所谓真正的安全保障，如果腹地没有扮演好腹地的角色则无法发挥机能。促进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全区之活络发展，也是罗马帝国统治上的一大课题。

不过，哈德良是个头脑冷静且重现实的人。他深知无论怎么努力重建，雅典都无法恢复佩里克勒斯时代的风貌。民族和个人一样，也是有壽命的。进入老年期已久的雅典和希腊，绝对不可能再回到壮年期。

哈德良或许打算将雅典建设成一个学艺与观光都市，使希腊成为商业区与观光地。

进入罗马时代后，雅典依然是学艺的中心地，历代皇帝也从未将「大学」移回罗马，因此若要让这个都市成为学艺之都，只要确立恒常的奖励制度即可。不过，若只是教授和学生的城镇，只能促成一部份的人与物的流入。因此，哈德良将过去实际上使用过，但现在已变成名胜古蹟的雅典公共建筑物彻底的修理复元。除此之外，还为雅典打造新的建筑物。甚至连壮丽的市场，亦即「经济中心」也赠送给雅典，雅典市民当然乐不可支。

为了使全希腊成为观光地，哈德良让过去一直存在的四大竞技会更加活络化，希望借此找出一条生路。

隆盛时期的希腊，从不中断聚集希腊所有地区精英於一堂的四大竞技会，即使在战时也要暂时休兵。

皮提亚竞技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地点是在希腊中部的德尔菲。主要是为了献给阿波罗神（Apollo）。

努美亚竞技会——每二年举办一次。地点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os）中部的阿尔哥斯（Argos）。主要是为了献给希腊主神宙斯（Zeus）。

伊斯多米亚竞技会——每二年举办一次。地点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哥林斯。主要是为了献给海神波塞冬（Poseidon）

奥林匹亚竞技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地点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山中的奥林匹亚。主要是为了献给希腊主神宙斯。

由于这四大竞技会组合得相当巧妙，因此每年至少会有一场竞技会。古希腊人的「竞技会」不只是体育竞技活动而已，另外也包括音乐、诗文、戏剧和希腊文化。竞技会的举办地点是以该地供奉之神的神殿为中心，四周散布了各种竞技会场，这些会场都会装饰希腊雕刻和绘画，因此，前来观赏竞技的人们也可以接触到希腊艺术的精华。

哈德良不只亲自莅临会场，还提供奖金给胜利者，致力振兴此类「活动」。重点是希望聚集人气。只要能够聚集人气，自然也能够聚集物资。哈德良打算利用精英路线和大众路线来促进希腊的活络发展。





有许多人认为哈德良对于雅典以及全希腊超乎常态的付出，是基於他个人对希腊的爱。不过，我认为应该还包括身为罗马皇帝在统治上的考虑。以庆祝他赠给雅典市的宙斯·奥林匹亚神殿的完工为名目，发行刻有“Olympeion”的货币，是在神殿完工三年之后的西元128年。这是为了宣示在雅典建设神殿和视察边境的军团基地一样，对哈德良来说，都是国家的重要政策。而且，哈德良在整修后恢复原貌的旧市街与他全新打造的新市街之间建了一道拱门，当作两者的墙界线，上面刻有「这里往前是德修斯（Theseus,雅典的建国之祖）建设的雅典，这里之后是哈德良打造的雅典」等字句，展现出的虽然是对他人宽大为怀的一面，但也把本质上是个自我主义者的哈德良的性格显露无遗。

虽然如此，仅仅六个月是无法将上述工作全部完成的。西元124年秋天到125年春天，哈德良留在雅典研拟计划并督促建造，开工后他就得离开了。不过，和在不列颠建设的「哈德良长城」不同的是，他打算再一次回到这里，亲眼目睹这个「哈德良打造的雅典」。





如果以为哈德良既然来到希腊，下一站应该会直接返回义大利，那就太不了解他了，没有资格体验哈德良的旅行。再怎么说，此时正是最适合旅行的春天。而且在希腊停留了六个月，哈德良已经深深的迷上希腊。所以他从雅典的外港皮留斯（Pireus）上船后，并没有驶往本国义大利的布林迪西，而是朝向西西里岛出发。

西西里岛大部份的都市是由希腊移民建设的。罗马在此地的方针是采取加入希腊语的双语路线，这个小岛与本国义大利虽然仅隔一道墨西拿海峡（Messina）,但在成为罗马帝国领地之后还是一直使用希腊语。特別是岛的东半部，过去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有好几个起源于希腊的都市相连著，包括锡拉库萨（Siricusa）、塔奥尔米纳（Taormina）、墨西拿（Messina）等。哈德良应该有巡视这几个希腊色彩浓厚的都市。在历史记录中提到，哈德良当时曾攀登活火山埃特纳（Etna）。并不是因为他对火山有兴趣，而是可以从埃特纳火山上欣赏到东方海上升起的太阳。从埃特纳火山上看到的日出据说是七彩的，这是古代远近驰名的景观之一。





在这一年夏天即将结束之际，哈德良终于回到了首都罗马。皇帝为了尽快让全国民众知道自己已返回本国义大利的消息，特地发行了记录此事的银币。虽说睽违了四年半才回到本国，但必须发行「皇帝返回义大利」（Adventui Augusti Italiae）的货币来通知人民，实在是件很可笑的事。不过，正因为哈德良喜欢到处观看视察，所以才能够完美的达成皇帝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然而，这种作法并不能得到大众的理解。因此，哈德良特別针对首都罗马的一般民众，举办了一千八百三十五组的斗剑士比赛，借此宣传皇帝已完成视察返回首都的消息。

但是，想必任何人都会以为皇帝这下暂时不会离开首都了吧！哈德良却只在首都待了一个冬天而已。西元126年的春天一到，已届五十岁的皇帝随即启程前往亚非利加（Africa,现代的非洲）。这个男人的精力如此旺盛，真令人瞠目结舌，也难怪他没有办法与妻子相处融洽。他此次旅行纯粹为了工作。




北非



哈德良从首都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一路朝向迦太基（Carthage）迈进。自从第三次布尼克（poeni）战役中，迦太基被四处撒盐，成为一块不毛之地以来，已经过了三个世纪，此时的迦太基已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繁荣都市。依据现代海洋考古学家指出，在链接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划一条线，沿着这条线的海底发现大量遇难船只的遗物，现正进行打捞工作，这表示当迦太基成为罗马领地之后，已经和布尼克战役时代一样，恢复为北非物产的一大集散地。不只是物产而已。哈德良除了让某人当上元老院议员之外，甚至连少年马库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的教育都讬付给他，这个人就是马库斯·科内利乌斯·法兰多（Marcus Cornelius Front），光看他的个人名与家门名好像是拉丁人，其实他以前曾是迦太基人。

以迦太基为省都的亚非利加行省，是象征罗马化历史悠久、政治局势安定的「元老院行省」之一，省都迦太基和高卢的里昂一样，只有驻扎一千名士兵。从埃及以外的昔兰尼加到茅利塔尼亚（现在的利比亚Libya到摩洛哥Morocco）的漫长防卫线，是用来抵挡沙漠民族的袭击，而管理此防卫线的军团基地就设在西邻的努米底亚行省。视察此军团为哈德良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北非周边略图




因此，哈德良并没有在迦太基久留，就马上向西南前进，通过亚非利加北部铺设的密密麻麻的罗马街道，进入兰巴耶西斯（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兰贝茨）。这里是守护亚非利加防卫线的一个主战力集团——第三奥古斯塔军团的基地。

根据在兰贝茨发掘出来的纪念柱（目前珍藏在罗浮宫美术馆内）上所刻的文字，我们终于可以接触到哈德良的「声音」。为了纪念皇帝到此地巡视而建造的纪念柱上面，雕刻了他带领士兵进行演习之后，对着整齐排列的士兵们演说的情景。在炽热的阳光下，模仿实战进行演习的包括第三奥古斯塔军团全员，第二希斯帕尼亚骑兵部队，再加上由行省人民组成的辅助部队，这是罗马军团必有的配置。

哈德良站在士兵们的面前，首先赞赏军团兵在战术上的熟练度。然后表示这些都是士兵们不眠不休执行前线勤务，并且在空档时建设城壁和要塞等防卫设施的成果，因此士兵们更值得赞扬。他紧接着又说，每一名士兵努力提高身为战士的熟练度，就能够精简帝国防卫所需人力，如此方能减轻防卫费用的负担。

接着是第三奥古斯塔军团长。他赞美法比乌斯·卡托利努斯的统率能力。这个人在四年后由皇帝推荐担任执政官。

接下来他将话题转移到骑兵队。骑兵的战法乍看之下很单纯，但要熟练此种战法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他称赞第二希斯帕尼亚骑兵部队，全副武装，背着长枪进行突击，展现了压倒性的力量与熟练的战法。

最后是辅助兵。他慰勉辅助兵们在部队长科尔梅利阿努斯的指挥之下，建设要塞的辛劳。不过，正因为辅助兵的辛勤耕耘，军团兵和骑兵才得以发挥最大战力，让家园和土地免於受到沙漠彼方游牧民族的袭击。

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哈德良对士兵们的演说足以和朱利斯·凯撒并列二大杰作。根据该时代的历史记录显示，哈德良受到士兵们绝对的支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或许在每一个视察地都可以听到哈德良发表此类演说，而且为了纪念皇帝的视察，也为了让士兵们铭记在心，应该也有建造类似的纪念碑吧！哈德良仿佛是要告诉大家已经尽了皇帝的责任与义务一般，不断在每个视察地发行纪念货币。





哈德良在兰贝茨的军团基地，召集了昔兰尼加到茅利塔尼亚的前线所有的指挥官。哈德良仔细聆听他们的报告，并命令他们执行一些必要措施。

由于历代皇帝的耕耘，亚非利加前线早已完成基本的建设。问题在于，拥有的军事力该如何有效率的分配到各个重要据点。我们也只能参照下页的图来略窥一二。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所有前线，一个军团六千人加上分队规模的骑兵团，以及同等人数的辅助兵，最多也不超过二万名兵力，因此当然希望追求高效率与机能性。









上下图均参考Edward 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沙漠民族的袭击绝对要加以击退。虽然他们只是前来掠夺，并没有占据土地，但是，袭击次数一旦增加，居民将无法忍受，纷纷逃到近海都市避难。居民离去后，田园将化为一片荒芜之地。如此一来，只有走向沙漠化。若想要避免沙漠化，就必须持续发展农业，致力维系绿地。古代的北非并不像现在一样整片都是沙漠，而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大地。因为先是迦太基，紧接着是罗马，都热中於振兴当地的农业。迦太基人拥有极为详细的农业技术书籍，灭亡迦太基的罗马立即将这些农业技术书籍由腓尼基语翻译成拉丁语。而这二大国都尽力保护定居农民免於受到非定居沙漠游牧民族的袭击。罗马帝国灭亡后，有许多原本过着流浪生活的北非居民便开始过着定居的生活。这些居民理解有绿地才会降甘霖的道理，也理解确保绿地的唯一方策只有「和平」。





哈德良离开兰贝茨后，立即造访东邻的塔姆加迪（现在的提姆加德Timgad）。图拉真时代曾下令建设此地，以作为奥古斯塔军团退役士兵的居住地。负责建设的是退役前的军团兵，也就是说，这些军团兵兴建自己退役后的歇脚地。正因为如此，这个城镇就像是直接将军团基地扩大一般，呈正四方形。不过，由于并非基地，其中也有半圆形剧场，当然也有共同广场。至於公共浴场，若连小规模的浴场也包括在内的话，多达十四个。在沙漠地带之前，展现著完美的罗马式生活。

这种共同体统称为殖民都市，几乎都是退役士兵和当地女性结婚后定居下来而构成的，罗马的中央政府不只承认其自治权，也赐予他们各种优惠，以协助其发展。这是因为罗马希望这些都市将来成为提升该地方经济力的核心，也期待它们能够发挥安全保障面的效用。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军务的「老手」，在现役军团兵基地附近如果有退役士兵的居住区，则该地的防卫力将会倍增。

不只是在亚非利加前线，罗马在每个前线都采取此方式。此外，在接近军团基地之处，也有称为“Canabae”的庶民居住地带。罗马的军团基地并非孤立存在。在军团基地、辅助部队基地、城塞、监视用要塞和瞭望塔构成的军事上「长城」的内侧，分布可称为基地都市的“Canabae”、退役士兵居住的「殖民都市」、原本居住在当地，罗马承认其自治权的「地方共同体」等，这些地区皆由罗马街道串连在一起，形成机能性高的一大有机体。正因为如此，单靠十五万左右的主战兵力即可做好防卫工作，后代欧洲的主要都市几乎都是起源于这些罗马军团基地，这些地区的基础之稳固可见一斑。如果只是军团驻扎基地的话，当军团撤走后，势必形同废墟。罗马军的基地由于是加入了庶民的联合体，当军团离去后，庶民便移居基地，因此即使罗马帝国灭亡，人们的生活也得以延续下去。

罗马军的最高司令官哈德良的视察之行，当然是以访问前线基地为最优先，但是他也没有忘记在途中造访当地居民，亦即行省人民所居住的「地方自治体」。这些人民对罗马而言，并非防卫的对象，而是一同进行防卫的人们。

哈德良在造访提姆加德之后，又沿着罗马式街道，朝向东方前进，回到亚非利加行省（现在的突尼西亚Tunisia、利比亚北部），又造访了几个相连的滨海都市，包括萨巴拉塔、的黎波里（Tripoli）、雷普提斯·马格纳（Laptis Magna）。这些城市在布尼克战役当时，都是迦太基的领土，因此居民也属于迦太基系。即使到了现代，还留有完美遗迹的雷普提斯·马格纳，由于此地出生的皇帝谢维勒（Septimius Severus）的改造，变成一个壮丽的大都市。哈德良在这位迦太基裔皇帝诞生前二十年，就兴建了一座大规模的「公共浴场」，赠送给这个城市。罗马帝国在这一带没有配置任何军团。而兴建浴场即代表水道已整建完成。罗马时代的北非，到处遍布了罗马式街道，以及从山地引水到都市的高架水道。

哈德良接着从雷普提斯·马尼亚搭船返回罗马。这趟视察之行是从西元126年春天开始，等到哈德良回到罗马时，夏天即将结束。这想必是一趟相当辛苦的强行军。

接下来将近一年半，哈德良一直留在首都与本国。他应该是在这段期间著手罗马法的汇编工作。




「罗马法大全」



所谓法律，系指「善与公正的技术」（ars boni et aequi）。这是朱维提乌斯·克尔苏（哈德良委托此人汇编罗马法大全）说过的话。顺带一提，我将拉丁文“ars”翻译成「技术」，这个字在义大利文是“arte”，西班牙文也是“arte”，法文是“art”，英文也是“art”，德文是“kunst”。而被认为是「善与公正的技术」的罗马法，反映出罗马人的法律观，亦即法律应配合时代进行修正。这部罗马法可大体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期——西元前753年到西元前150年前后为止的六百年。系指从建国开始，经过义大利半岛的统一，与大国迦太基缠斗中取胜，一直到完全称霸地中海世界为止的时代。换言之，这个时代只要考虑自己的国民「拉丁民族」来制定法律即可。

第二期——西元前150年到西元300年为止的四百五十年。系指融入众多其他民族的罗马帝国时代。法律也被修订成适合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共存共荣的条文。这个时代的罗马法本身已可称之为一部国际法。

第三期——西元四世纪到西元六世纪为止的二百五十年。系指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施行基督教的国教化开始，一直到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刊行《查士丁尼法典》为止的时代。

一言以蔽之，第一期与第二期的罗马法带有纯正的罗马色彩，第三期的罗马法则较偏向东方，而且具有浓厚的基督教味道。

不过，早在这个纯正罗马法得以成立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二位权贵阶级尝试过编纂，而且都是在西元前一世纪。

第一位是独裁官科内利乌斯·苏拉（Cornelius Sulla）。（有关此人的生平，详述於第Ⅲ册中）苏拉是一位头脑明晰、作风大胆的人物，具有达成目标应具备的恒心毅力，只不过这股恒心毅力不是很持久。为了推动元老院职权强化政策，他努力争取就任独裁官，但在政策完成后便辞退了。不仅如此，也辞去了当时尤其在刑法方面有斩获的法令汇编工作。

接下来将这套法律扩展到民法面，投入汇编工作的便是当上终身独裁官之后的朱利斯·凯撒。但是，这个人的「恒心毅力」却因为布鲁图斯（Bratus）一派人士的暗杀而无法持续。

那么，为何在经过了一百七十年之后，皇帝哈德良又想挑战这项尝试呢？

他之所以勇於至各地进行视察，是希望利用巡视帝国防卫线的机会，将一些无用之物废弃，将有必要的事物加以活用整理，借此重建帝国的安全保障体制。

法令的汇编并非单纯将法令聚集起来即可完成。如果判断为恶法，不符时代需求，亦即死亡的法令，就加以废弃，然后重新制定必要的法律，借此为原本大量繁复的法令理出一个头绪，重新建构罗马社会的规范。哈德良可说是真正为罗马帝国进行「重整」（Restructure）之人。





因此，哈德良将罗马法的汇编工作讬付给三位法律学者，分別是尼拉提乌斯·普利斯克斯、朱维提乌斯·克尔苏、萨尔比乌斯·朱利阿努斯。

这三人理所当然都是法律专家，但若认为他们是只会研究法律的大学教授，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三人不但实务经验丰富，而且都具有深厚的法学常识。哈德良并非特地选用实务经验丰富者。在罗马，熟知法律之人，实务经验也一定很丰富，所以审核基準只要放在法学常识上即可，只要通过这一关，一定也具备相当的实务经验。

在这三人之中，最年长的普利斯克斯之经历最不明确，只知道他跟随图拉真、哈德良，一直都是皇帝「内阁」成员之一。而且也是元老院议员，因此，应该已担当过称为「光荣资历」的国家要职。

比哈德良年纪稍长的克尔苏，在图拉真时代担任过法务官，以及二次执政官。此人也是哈德良时代的「内阁」成员之一。除了总共三十九卷的《法令集》（Digesta
 ）之外，还写了许多信札集、评论和著作，为南法出身的罗马人。

从之后的资历来推测，朱利阿努斯在被哈德良指派担任此工作时，应该是在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出身於过去曾是迦太基领地的亚非利加行省。从卢西厄、奥克塔比乌斯、科内利乌斯、萨尔比乌斯、朱利阿努斯等姓名来看，其祖先极有可能是在被罗马征服后沦为奴隸，后来获得解放，然后又得到旧主人的家门名的迦太基人。此种案例在帝政时代的罗马已经不足为奇。

此人也经历过各种「光荣资历」。诸如会计监察官、军团的大队长、国稅厅长官（小葡里尼斯也担任过此要职），这个部署主要负责总管元老院行省收到的稅金。之后又出任总管由皇帝行省收到的稅金一职。在他「光荣资历」的中段，亦即晋升到只有元老院议员才具有就任资格的法务官时，朝代转进安东尼奥时代。

才一进入皇帝安东尼奥时代没多久，他不但当选执政官，也当上最高神祇官皇帝之下的一名神祇官，担任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

此外，长壽的朱利阿努斯在进入奥理略时代（安东尼奥的继任皇帝）后依旧很活跃，在此皇帝底下担任西班牙的塔拉哥南西斯行省总督。接着又担任亚非利加行省（省都为迦太基）的总督，然后才结束官职生涯，留下了九十卷《法令集》（Digesta
 ）。

这三个人都有留下《法令集》，可见哈德良并非将「罗马法大全」交讬给这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来汇编，而是讬付这三人各自的部门，个別完成汇编工作。普利斯克斯也同样留有《法令集》，只是不知道有几卷而已。除此之外，哈德良另外还委托了朱利阿努斯汇编每年的暂定措施法，内容是皇帝有权不等元老院通过决议就发佈命令，并以有別於《法令集》的形式成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三人的参考资料中，也包含了保存在公文书库中、由每一年的法务官负责记录的判例。





据说这项大事业是在哈德良治世进入第十四个年头，亦即西元131年完成的。自此时期开始，罗马的政治家、行政官、律师等必须熟知法令、判例之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罗马法大全」。亦即，在六世纪半时，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刊行《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 repetitae Praelectionis）的四百年前。罗马人已经汇编完成自己的法令。就连查士丁尼大帝汇编的较偏向东方、具有浓厚基督教味道的《查士丁尼法典》中，也转载大量的哈德良时代三名法律专家整理出的法令和判例，这表示这部罗马法大全已成为罗马法学者的定论。也就是说，哈德良重整罗马法的成果，完全被查士丁尼大帝的《查士丁尼法典》所吸收。这是哈德良在法律方面的功绩，具有历史上、法律上的意义。兹挑出这三位专家完成的《法令集》中较有意思的部份说明如下。在此，我必须先声明的是，这只是举出学者们认定是在哈德良时代制定的法律中的数例而已。毕竟，从以前到现代，法律始终左右著人们的社会，光是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罗马法的学者就不在少数。





一、首先，否定了叛国罪之告发。回想起哈德良在即位之后便是以此罪名处罚四名具执政官资历的人，总觉得有点伪善，但也许他判断日后已无此必要吧！此外，这条法律一直都被后代掌权者漠视，也是值得深思之处。

二、分为蓄意杀人、过失杀人、正当防卫杀人，后两者虽然都没有明确规定无罪，但此法让后二者朝无罪方向迈进。

三、有关被处以死刑和流放刑者的资产，过去都是全额没收，纳入国库，现在改为可留下十二分之一给家人。不过，这只是将皇帝的温情造就的既成事实加以法制化而已。

四、遗产继承权的明确化。对于很早就承认私有财产权的罗马人而言，这是很清楚的事。但根据哈德良制定的法律，来自未知者的赠与应该予以婉拒，即使是来自已知者的赠与，若对方有子嗣，也应该加以婉拒。这是为了保护家人继承权免於遭受皇帝等人有形无形的压力，因而采取的措施。

此外，依据另一项法律规定，父亲死后十一个月才出生的小孩，也认可其遗产继承权。不过，一般怀孕期间应该是九个月，不知道罗马时代的人是怎么想的。

五、其他关于士兵的遗产继承也有明文规定，除非违反军规而处以死刑，否则无论战死、病死或是自杀身亡，其家人都有权继承其遗产。这条法律应该是哈德良进行军事重整时的一项法律措施。亦即，这是为了提升士兵社会环境的法律。

六、袭击游到岸边的船难受害者，然后抢夺其身上财物的行为，过去一向没有适当处置，自此之后将视同窃盗行为，并加以严惩。

七、严禁处罚孕妇。

八、有关奴隸的法律修订。首先，无论理由为何，严禁主人杀害底下的奴隸，或是残害其身体。虽然是主人，但严禁其以私刑处罚奴隸，如果有理由，应该提出控诉，让法律来进行裁决。

再者，将家中奴隸或其他奴仆关在牢房者，亦成为严惩的对象。

同时，虽然奴隸为私有财产，但严禁将其转卖给卖春业者或是斗剑士业者。

此外，主人或主人的家庭成员遭奴隸杀害时，为了得到证词，经常以拷问的方式审问所有奴仆，这方面也修正为仅限审问当时在命案现场或附近的奴仆。

当判定奴隸为犯人，也确定应处以死刑时，依据旧法的规定，该家庭中的奴隸全员都要负连带责任，一同被处死。这里废除此条法律，明文规定一人犯罪一人承担罪刑。话虽如此，以前虽然有连带责任，但实际上已经很久没有执行了。虽然在尼禄皇帝时代曾有四百名奴隸因连带责任的关系被处刑，但当时的罗马公民因为同情这些奴隸而产生激烈的反抗行动，之后就不再有人因连带责任而被处刑了。

九、如果在某处挖掘到宝藏，其所有权也有明文规定。依据旧法规定，在自家土地中发现时，则挖掘到的宝物或金钱归发现者所有。在公有地发现时，其所有权过去是归属国家或地方政府所有。新法将后者修订为由所有者和发现者平分。此外，新法亦规定，若是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中发现，则所发现的物品的所有权由土地所有者和发现者平分。

就在前几年，有一项报导指出，英国农民在自己所有的农地中发现大量的罗马时代硬币，该批物品的所有权归这个农民所有。如果真是如此，哈德良制定的法律可能还适用于现代的英国。不过我所关心的是，大英博物馆是否可以去收购这些罗马时代的硬币呢？大英博物馆珍藏了高达十万件的罗马时代的硬币。而且不只是珍藏，甚至还进行整理、研究，让参观者可以简明易懂的欣赏到这些硬币。这些硬币不应该拿去拍卖或是四散各处，应该保存在一处，让人们可随时前去参观，这才是人类共有资产应有的处置方式。那位农民拥有的硬币，之后的下落不得而知。

回溯哈德良制定的法律，除此之外，还有好几条很符合讨厌放纵的哈德良的个性。

十、在商业中使用的计量重量和长度的仪器，擅自变更以对自己有利者，将受到严惩。因为哈德良一向主张公正为经济活动之本。

十一、严禁为了廉价取得建筑用的建材而破坏历史古蹟的行为。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文化资产的保护。但是，此法到了基督教成为国教，排除其他宗教的时代，就形同废文了。

十二、在公共浴场中严禁男女混浴。罗马的神像大都是裸体，而竞技会也是半裸体进行，因此过去罗马人已看惯了裸体，所以并没有明文规定在浴场中不可以男女混浴。眼前美女的裸体，或许会令人觉得是在欣赏栩栩如生的维纳斯。虽然如此，还是很可能会发生类似「性骚扰」的情形。对于「公」「私」分际相当神经质的哈德良皇帝，绝对无法容忍此种事件发生。

不过，虽然严禁男女混浴，但公共浴场当初建设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男女分开使用，而且因为建得太牢靠了，不太可能进行改造。所以只好限制男女在不同时段进场。第七时（下午一点）之前为女性进场时间，第八时（下午二点）到日落（下午六点）为止为男性进场时间。这是因为罗马时代的男性，工作时间经常都集中在日出到下午一点之间。但是行省可以制定适合自己的时间区分表。有矿山的地区，公共浴场可以开放到晩上九点。这条男女混浴禁止法因为是法律，所以大家不得不遵守，但内心感到不满的难道只有男性吗？或者女性也会有不满呢？

无论如何，严禁男女混浴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举双手赞成的事，因此，之后大型混浴澡堂就完全销声匿迹了。




维纳斯神殿



哈德良在公共建筑领域中的功绩，由于图拉真时代大规模兴建了各种公共建筑，因此没有什么值得一提之处。古代人遗留下来的史实就是当代人的「新闻」。所谓「新闻」，系指少见、引人注目的事，因此，一般事物便称不上新闻。由于既有建筑物的修缮工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也很少被记录下来。不过，获得国家修缮街道或是桥梁的人是直接的受益者，因此一般人当然会希望表现出对这些修缮者的感谢。由于这类史实并没有出现在文献史料中，因此身为后代的我们，只能靠著挖掘到的刻在石块或铜板上的碑文来追溯这些历史记录了。据碑文所示，我们知道哈德良在视察旅行中之所以带着建筑师和技师同行有其明确的目的。他是为了执行不需要发行货币来进行宣传的一般责任与义务。所谓维修应该是计量组织健全度的指标，首都罗马市中心的公共建筑物到了哈德良时代，已经过了二百年。阿庇亚大道甚至已有四百年的历史。

话虽如此，只有在罗马时代，基础建设的整建为皇帝的二大责任义务之一。此外，如果总是从事一些称不上「新闻」的事，则无法继续担任不可漠视一般大众的最高权力者。哈德良因为感受到这层必要性，所以在第一次视察旅行启程之前，发表将兴建供奉维纳斯与罗马的神殿。

建设在罗马广场的东南端、古罗马圆形剧场之前的这座神殿相当与众不同。如果是采用过去的作法，一般是在一个神殿内供奉维纳斯和神格化的罗马二神。然而，哈德良建造的这座神殿，则是将二神分开供奉，而且二个神像还背对着背。据说立在这个独特的神殿内部，特別是在供奉维纳斯的神殿内部的圆柱，都是现代人称作「古代之红」的希腊产深红色的大理石，地板也是带灰色的红白相间的大理石镶嵌模样。到了现代，只遗留下二个神像背对背的一部份内壁，到底供奉罗马的神殿部份的圆柱和地板是使用什么颜色的大理石已不可考。不管如何，和壮丽的图拉真样式相比，哈德良喜好的风格较趋於华丽。






维纳斯与罗马神殿平面图




如前所述，哈德良和图拉真不同的是，图拉真将建筑设计工作全权委托大马士革出身的建筑师阿波罗多罗斯负责，而哈德良较偏向朱利斯·凯撒型，由自己提出创意，然后再委托建筑师和技师将自己的创意付诸实现。就建筑专家的立场而言，这是较不容易配合的类型。不过，往往不容易被建筑概念束缚的专家，才能像凯撒一样，思考出将众多机能聚集在一处的广场样式，才能像哈德良一样，思考出前所未见的神像背对背的神殿。但是，凯撒的创意之后被皇帝们的「广场」承袭，而哈德良的创意就没有这么好运了。这明明是一座美观华丽的神殿，之后却没有人愿意模仿此建筑样式。或许是因为当参拜完维纳斯女神后，再转到背面参拜罗马神的方式，人们还无法习惯的缘故吧！因此，这就变成一座独一无二的神殿，成为行省人民造访首都罗马必定参观之地，罗马的居民们往往只参拜一边，而省略另一边，这仿佛是对皇帝的独创性的回应。似乎行省人民也一样无心模仿此建筑样式，所以在罗马帝国看不到第二座这种神殿。

对于此座充满独创性的建筑，阿波罗多罗斯认为，如果女神站起来，会穿破神殿的屋顶。这句话传入哈德良的耳中，令他相当不悅。因为这句话深深刺痛这位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心。在哈德良即位后很少被讬付公共建筑的阿波罗多罗斯，自此之后更加被疏远。哈德良虽然提供公共建筑的创意，但并非艺术家，只是一位业余的艺术爱好者。

不过，虽说哈德良只是一位业余的艺术爱好者，但他的创意若和当时最高水準的技术密切结合，应该会造就出完美的成果。其中一个案例便是万神殿（Pantheon）。




万神殿



除了现代人在内部附加的一部份之外，万神殿应该是罗马时代遗留下来唯一完整的建筑物，这座万神殿原本是在西元前一世纪末由马库斯·阿古力巴（Marcus Agrippa）打造的神殿。屋大维时代的奥古斯都欠缺军事长才，朱利斯·凯撒收他为养子，亦即希望他担任自己的接班人，另外还拔擢一位年轻的士兵「阿古力巴」来弥补奥古斯都的缺点，成为奥古斯都的左右手。结果凯撒慧眼识英雄，阿古力巴是奥古斯都在当上皇帝之前与之后唯一无二的忠臣。而且他还成为奥古斯都的独生女尤莉亚的第二任丈夫，生了许多小孩，使得初代皇帝奥古斯都有了接班人，可说是一名忠义双全的臣仆。

阿古力巴在公共事业方面是皇帝的最佳助手。他在首都罗马兴建了许多公共建筑物，首都第一座正式的公共浴场「阿古力巴浴场」，一直到哈德良时代还完美的发挥机能。为了感谢凯撒将原本没没无闻的他拔擢为罗马帝国地位第二高者，阿古力巴特地建造了一座表示「供奉所有神祇」的「万神殿」，就建在自己打造的浴场北侧，在凯撒建造的「朱利斯选举会场」的西侧。这是西元前15年的事。

不过，在这之后，万神殿曾遭逢过几次祝融之灾。虽说是石造建筑，但很意外的使用许多木材。诸如列柱上部的樑、以木材去撑的天花板部份、以瓦片覆盖的屋顶等，如果下面的木板燃烧起来的话，这些部份都会一起崩落。如果灾害不大，还可以修理，但哈德良时代的万神殿，其状态已经坏到必须重新整建的地步。因此，后代人所看到的万神殿，是哈德良重新打地基建造的。神殿的正面刻有“M. Agrippa L.F.Consul ter（tium）Fecit”，明文表示马库斯·阿古力巴为此神殿的建造者。这是哈德良为了尊重初代建造者而刻上的文字。此外，我们也从考古学的调查中得知，阿古力巴建造的万神殿是方形的，并非圆形的。也就是说，哈德良在同样的场所兴建出不同样式的万神殿。






万神殿（断面图与平面图）




由于看图较容易理解，在此省略文字说明。这座万神殿完全不使用木材，而且建筑风格大胆、独创性丰富，足以与古罗马圆形剧场并列双璧。我对建筑这个领域的爱好可是不落人后，令我感到佩服的是这座神殿的正圆格局。所谓正圆格局，在力学上是最坚固的结构。此外，支撑圆形屋顶的水泥天花板部份，并不只是愈往上愈薄，而且是愈往上混有愈多的轻石，借此来减轻重量。这座万神殿尽管是多神教的象征，但却可以在基督教时代留存下来，这是因为其坚固的结构难以破坏，除此之外，也是因为被转用为基督教教会的缘故。摆放在万神殿四周的众神像，则被更换为基督教和圣者们的雕像。

到了现代，这些雕像都已被撤走，这座神殿不再是教会，而恢复回罗马时代的建筑物。站在神殿的中间，从圆形屋顶中央开的天窗，眺望着唯一与罗马时代相同的苍天，我相信思考出正圆格局的哈德良，当时一定高兴的手舞足蹈吧！他一定认为自己是天才吧！这在罗马时代，就算大声疾呼「我是神」也不会被认为不敬。如果他真的有这种想法，在此瞬间他已经超越了艺术爱好者的层次，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万神殿甚至不断对后代的建筑师造成影响。现代的竞技场无论是棒球、足球、或者是陆上竞技也好，都可保护观众席不会受到日晒雨淋，其格局和古罗马圆形剧场极为类似。




哈德良的別邸——Villa Adriana



罗马的皇帝不但拥有莫大的权力，而且财力雄厚。首先，基於称霸时政治上的理由（详述於第Ⅴ册中），丰饶的埃及为皇帝的私有领地。其次，为了促进经济的活络发展，皇帝便成为散布帝国各区农耕地的「地主」，当然收益也归皇帝所有。再者，由于矿山已全部国营化，从其中挖掘出的金、银、铜、铁，就某个角度来看，也是属于皇帝所有。此外，以皇帝行省之名列入皇帝管辖的行省，会缴交行省稅等各种稅金（Fiscus），这些也都纳入「皇帝公库」。不过，金、银、铜必须用来铸造货币，各种稅金收入也因为皇帝行省就等于前线地带，所以大半都用在防卫费用上。我常常在想，现代的英格兰和威尔斯在罗马时代只不过是帝国边境，当时光靠这二个地方收到的稅金，要负担常驻的三个军团之一万八千人与几乎同等人数的辅助兵，甚至还包括哈德良时代才设置的临时兵（numerus），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虽然如此，但皇帝拥有无上的财富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不过，从都市国家开始发展的罗马，正式的主权者是公民，而不是皇帝。皇帝的权力只不过来自公民的委托。罗马公民们赐予权力给自己的领导者，但绝不允许领导者借此中饱私囊，雅典也是一样。佩里克勒斯（Perikles）虽然施行三十年以上的独裁政治，但从未增加任何私财。朱利斯·凯撒虽然为了政治抗争耗资不少，但从未改建过私邸，当他到温泉地拿坡里（Napoli）的西方度假时，也选择在友人的別墅过夜。在成为最高权力者之后，他只在台伯河西方建造过庭园，而且留下遗言赠送给公民。另一方面，相对于「在位」的凯撒，站在「在野」立场的西塞罗，不仅在罗马最高级住宅区「帕拉提诺丘」（Palatine Hill）拥有別邸，包括位于拜尔、曾接待过凯撒的別邸在内，合计拥有八个別邸。虽然如此，却没有遭到公民们的责难。

如上所述，进入帝政时代后，皇帝的财力不但安定而且雄厚。不过，初代皇帝奥古斯都，虽然在帕拉提诺丘上同时拥有公邸和私邸，但只有环境条件为最高级，建筑物本身却相当朴实。此外，罗马人的生活模式中不可或缺的別邸，他也只使用妻子莉薇亚的別邸。他唯一的耗费是建在卡布里（Capri）的別墅，但这也只是将自己拥有的伊斯吉亚岛（Ischia）,和拿坡里市的卡布里岛交换之后实现的，別墅本身一点也不豪华壮丽。

二代皇帝台伯留原本是克劳狄斯一门，是罗马首屈一指的名门出身者。原本他就拥有很多別邸，登基之后，除了建在帕拉提诺的官邸之外，另外一个有名的是卡布里岛的別邸。然而，这栋別邸除了建在绝景之地的优点以外，论起建筑物的规模和豪华度，却无法和元老院议员拥有的別邸相提并论。

三代皇帝卡利古拉虽然没有兴建私邸或是別邸，但由于建造了一艘在尼米湖（Lake Nemi）上的豪华游览船，而被指责为挥霍无度，结果不到四年就被杀害了。

四代皇帝克劳狄斯并不浪费，但是皇后梅莎莉娜却经常将公款中饱私囊，也因此降低世人对这位皇帝的评价。

五代皇帝尼禄最有名的便是在罗马市中心建造了一座「黄金宫殿」。其实这是一个官邸、公邸、私邸兼用之地，除此之外，其中还建有广大的人工湖和放牧场，将绿化地带建在都心，是一项大胆且重视生态的尝试，但因为取名为“Domus”（宫殿），而使世人产生了误解。原本“Domus”指的是城市中独门独户的房子，“Villa”指的是位于郊外的独栋別墅。「黄金宫殿」是后人的意译，直译的话是「闪闪发亮的私邸」。赐予尼禄最高权力的罗马公民也认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判断建造「闪闪发亮的私邸」的尼禄皇帝，并不适合人民讬付最高权力。

经过一年半的内战后登基的维斯帕先皇帝，以及之后即位的提图斯皇帝，虽然都有兴建古罗马圆形剧场，但并没有建造任何官邸、公邸或私邸。这也是让这二位皇帝实现完美治世的原因之一。不过，之后上任的图密善皇帝的作法就不一样了。

图密善建造了许多公共建筑物，在帕拉提诺丘上兴建了一座豪华官邸，可以兼作公邸与私邸，规模之大让以后的皇帝无需进行增建。除此之外，他也在凉爽的山地上兴建阿尔巴山庄，在面海的奇尔杰奥（Circeo）兴建华丽的別邸。这种挥金如土的作法绝对会影响世人对他的评价。结果他也面临和尼禄同样的命运，最后遭到杀害，死后甚至被处以「记录抹煞刑」，他的肖像也遭到破坏。

接下来的涅尔瓦皇帝由于即位后一年半就离开人世，就算他有心建造公共建筑物，也没有时间。不过，也因为他是在图密善皇帝之后即位，前任皇帝被暗杀的阴影依然存在，行事难免较谨慎。在涅尔瓦皇帝之后即位的图拉真也是一样，凡事小心慎重，深怕重蹈图密善皇帝的覆辙。

虽然图拉真也建造了不少公共建筑物，多到难以列记。但正因为他是行省西班牙出身的皇帝，而且在当上皇帝之前大都是在前线执勤，所以并没有在首都罗马建设私邸，也没有建设任何类似的建筑物。因为他只要直接使用图密善皇帝兴建的官邸即可。图拉真虽然在奇维达威奇亚港附近兴建了一个別邸，但小葡里尼斯认为这栋建筑物相当朴实，还称不上別邸，当作別墅比较恰当。在图拉真之后即位的便是哈德良。他是一个重视自己兴趣的皇帝。





哈德良很想打造一座配合自己兴趣的別邸，他对于该将此別邸兴建在何处十分慎重。原则上当然不是罗马市内，也不考虑紧邻市区之地。最后他选在罗马东方三十公里处的提布鲁（现在的提弗里Tivoli）。

将別邸建在提弗里有几项优点。第一，距离首都罗马有一段距离，因此不用担心太引人注目，虽然如此，但又不会离的太远，所以不会影响政务的执行。第二，因为是田园地带，可以使用广大的土地。第三，由于旁边有阿尼雅内河（Aniene）流过，水源丰沛，用水方便。第四，此地与首都罗马有「提布鲁提那大道」相连，又可经由「奥雷里亚大道」通往亚德里亚海。

当上皇帝之后，当然要前往帝国各地视察，就算想在私邸中休养，也会被公务追着跑。在卡布里岛断崖上的別邸中休养的台伯留，到了海面波涛汹湧的冬天，他也必须移动到可与首都罗马以陆地连络的米塞诺（Miseno）海军基地附近的別邸。之所以要移动到海军基地附近，是为了得以尽快接到来自海路的报告与资讯。哈德良这座位在提弗里的別邸，以“Villa Adriana”之名而著称，也是和台伯留位于卡布里的別邸一样，留有一角专门用来办公。对于不允许逃避公务的皇帝而言，利用全线铺设的罗马式街道与首都链接，乃是选择別邸位置最重要的条件。





至於「哈德良的別邸」是在何时开工，可以由刻在砖块上的制造工厂商标来推测。根据研究学者们的调查指出，最早的砖块应该是在西元123年制造。罗马人从事公共建筑往往需要大量的砖块，所以工厂接到订单后会立即制造，再运送到工地，如果是在西元123年开工的话，就是在哈德良登上帝位的六年之后。而此时期的哈德良，已经踏上视察之行的旅程，西元123年时，他正为了与帕提亚王进行会谈，从西班牙横贯地中海到叙利亚。

也就是说，哈德良当上皇帝后，於西元118年返回首都，一直到西元121年，在这停留首都不到三年的期间中，他已决定好建造別邸的土地，甚至连基本设计都已经想好了。拥有配合自己兴趣的休憩之地一定是他长年以来的梦想。不过，连公共建筑物的设计都没有委托建筑师的哈德良，自己別邸的设计工作也一定不假他人之手。他应该是一边视察帝国各地，一边思考著別邸的建筑模式。正因为如此，从开工到完工耗费不少时间，而完工后的別邸可说是罗马时代独一无二的作品，不过，如果严格批评的话，应该只是业余艺术爱好者的作品。

虽然如此，若将这座別邸的周边设施也算在内的话，规模可谓宏伟壮大，现代美国的大富豪保罗·盖提受此刺激，也在美国西海岸建造大別邸，其规模也只有哈德良別邸的五分之一。连世界最强势最富有的美国大富豪，也只能做到罗马皇帝的五分之一而已，实在令人玩味。当然更不用比较这二人拥有的权力了……。

就在哈德良皇帝於西元128年的第二次视察之旅準备启程时，开工已经过了五年，但「別邸」应该还没有成形。这是因为要让此座「別邸」具有「哈德良的」风味，还须仰赖第二次视察之旅中各地对他造成的影响。哈德良或许是希望从各个视察地不断传送新的创意到提弗里。无论是回忆也好，艺术作品也好，想必此人都有很强烈的收集癖好吧！

根据研究学者指出，哈德良在提弗里建设中的別邸里，特別模拟罗马帝国中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地区，塑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哈德良在別邸内部塑造配合自己喜好的世界，相对的，凯撒则不在乎是否符合自己的嗜好，世界本身对自己而言就是一个家，这二人的风格想法明显不同。这是行省出身的罗马人与土生土长的罗马人的差异呢？还是这二个男人在器量上的差异呢？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朱利斯·凯撒是个完全没有收集癖好之人。






「哈德良的別邸」之复元模型




然而，罗马人也是将“negotium”（工作）与“otium”（休閒）划分得很清楚的民族。就连一般市民，虽然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常态，但他们也是将上午定为工作时间，下午定为休閒时间。另一方面，一般市民除了市中心的家以外，也都会在乡下购置房地产，但置产目的大都是为了确保农畜产物。身为公职者的皇帝，其日常生活并不能如此明快的一分为二。尽管如此，哈德良还是将提弗里的別邸，包括建设过程在内，都当成是自己的“otium”（休閒）。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自己所有的嗜好都投入其中。

但是，哈德良并不是个会遗忘“negotium”（工作）的皇帝。以下这一段虽然是在介绍图拉真时曾提过的轶闻，但绝对有重新回顾的价值。

哈德良为了举行祭礼，在前往神殿途中被一位女子叫住。这位女子为了向皇帝陈情，一直在路边守候皇帝到来。不过，哈德良却对她说「我现在没空」，便将她拋在身后準备离去。结果这位女子在他背后大叫，「你没有权利做我们的统治者」。

结果哈德良皇帝只好回过身来聆听这名女子的陈情。




再次踏上「旅途」



西元128年的夏天，五十二岁的哈德良展开第二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旅行的目的是视察帝国西方，而相对的，第二次旅行的目的则是视察帝国东方。这会是一趟长期旅行应该一开始就预料的到。哈德良在离开首都之前，接受了元老院在十年前就决议好要赠予他；却一直被他回绝的「国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此外，也赠予他的妻子莎比娜可译为「皇后」的“Augusta”的称号。最高统治者的“negotium”，因为是公职者，所以译成「责任与义务」会比「工作」来的恰当，而哈德良应该是认为自己可以完美达成所有的责任与义务吧！此外，对于元老院和公民，他也没有必要再宣扬自己是个谦虚的人了。





首先，哈德良一行人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向南航行。通过分隔义大利本国与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海峡，虽然这是一道狭小的海峡，但海流湍急。接着再往东前进。在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方后，再沿着爱琴海北上，朝向哈德良憧憬之地雅典前进。

自从上回离开雅典已经过了三年。在这三年当中，一切建设都按照哈德良的指示在推动着，在「德修斯的雅典」旁的「哈德良的雅典」的工程，也接近完工状态。只要动员财力，人力也会跟著动起来。虽然不可能恢复佩里克勒斯时代的风貌，但由于哈德良施行的振兴对策，使得雅典和其他希腊地区也开始活络发展起来。哈德良此次也和上回一样，在雅典待了六个月，顺便视察希腊各区。同样的，他也去参加埃留西斯的祕仪。和之前停留在雅典时不一样的是，他这回出席了各项他所指示的公共建筑物的完工典礼。其中，为了纪念象征希腊重建的建筑物「宙斯·奥林匹亚神殿」的完工，特地发行了刻有“Olympeion”的货币。这并不是纪念货币，而是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的货币。这也是哈德良将发展希腊列为国务的最佳证明。而雅典市民为了感谢哈德良，特地赠予这位罗马皇帝「奥林匹斯」的称号，亦即让哈德良加入居住在奥林匹斯山（Olympos）的众神之列。这也表示经常将希腊·罗马文明混为一谈的希腊与罗马，其实有许多相异之处。罗马一向不承认生前神格化，而相对的，或许是因为君王就等于神的想法较接近一般的东方思想，所以希腊人对此事并没有强烈反感。即使明白表示为「哈德良的雅典」，但哈德良还是婉拒在自己打造的建筑物上冠上自己的家门名，所以在罗马支配下的雅典市民若想要感谢他，就只能将他列入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之列。哈德良或许深知这一点，虽然生前神格化的作法只适用于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内，但他并没有拒绝雅典市民的好意。虽说是神格化，其实并没有建造专门供奉他的神殿，只不过是将他放入宙斯·奥林匹亚神殿的祭坛中而已。接受被统治者想要赠予之物，也是一项统治良策。

此趟希腊之行既安全又舒适，并不算是前线基地的视察，但哈德良却没有让皇后莎比娜同行。陪伴他的依旧是美少年安提诺，和作为谈话对象的诗人佛洛尔斯，这是因为如果不能和他一同分享对希腊文化之爱，即使是自己的妻子也不愿让她同行，这是哈德良的作风。就这点来看，他其实是个很冷酷的人。但哈德良绝对和只重视自己兴趣的尼禄不同。在六个月的愉快之旅后，哈德良再一次展开公务，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极为自然的方向转换而已。





西元129年的春天一到，哈德良便循海路朝小亚细亚西岸前进。当抵达爱菲索斯后，再一路朝着小亚细亚的北部出发。这回是以西诺培（Sinop）为中心，视察邻接黑海的小亚细亚北部一带。与皇帝同行者没有一名是无所事事的宫廷人士，一如往常，他依旧带着一团建设领域的专家同行，而人数并不多。他甚至前往与黑海南岸相连的最东边的城市特拉培兹斯（现在土耳其的特拉布松Trabzon），若向东行五十公里便是亚美尼亚王国。这一带并没有罗马的军团基地，但这些起源于希腊的都市都直接成为罗马帝国支配的「核心」。






哈德良的视察之旅




视察完黑海地方之后，哈德良接下来沿着罗马支配圈的境界南下，向小亚细亚的内陆前进。此行是为了视察萨塔拉和梅利典（现在的马拉提亚Malatya）。虽然与亚美尼亚王国接壤的罗马行省是卡帕杜西亚，但萨塔拉和梅利典也相当接近罗马防卫线，前者为第十五阿波里拿里斯军团的驻扎基地，后者为第十二佛尔米纳塔军团的驻扎基地。为了让帝国全民知道皇帝已视察到如此边远之地，哈德良特地发行了刻有“Exercitus Cappadocicus”（卡帕杜西亚军）的货币。

有关哈德良视察国境防卫设施的情形，史料中留有一文可供我们想像。这篇文章是出自此时期与哈德良同行的弗拉维斯·阿利安之文笔。


「我们到达阿普索尔斯。这里是辅助兵组成的五个大队驻扎的基地。我们一行人首先视察兵器库。接着视察围绕基地的长城，以及长城外侧的壕沟。之后，我们去探视伤兵。离开战地医院后，便移步到仓库，调查粮食的储备状态。在同一天内，我们还视察了附近的城塞和要塞。此外，也校阅了士兵们的演习。在其他骑兵队基地中，我们同样是先视察基地长城，然后是壕沟、战地医院、粮食仓库、兵器库，不断重复相同的视察流程。」



至於皇帝在各个基地对士兵们的精神训话，应该也是重复相同的内容。对于负责防卫边境，日子充满紧张、不便的士兵们而言，皇帝前来视察，就足以激励士气了。





阿利安这号人物，原本是出生于俾斯尼亚行省的尼可美底亚的希腊人。从他的家门名即可得知，在他父亲那一代，亦即维斯帕先到图密善的时代，应该是得到弗拉维斯王朝的某一位皇帝的推举而得到罗马公民权。据说他是在西元95年前后出生的。比哈德良小二十岁左右。他锺爱哲学等的希腊文化，对拥有希腊人的血统感到骄傲，也是积极参与罗马帝国政务的希腊人之一。哈德良认同他颇富教养、头脑明晰、现实感敏锐的优点，因此在视察之旅经过二年后的西元131年，任命他为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当时他年仅三十六岁。由于前线防卫是一项艰钜的任务，因此哈德良在六年之内没有更动过阿利安的职位。在这段期间内，他成功的将东北部入侵的蛮族击退，而且还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撰写论究各项防卫问题的著作，并对外发表，献给皇帝哈德良。前面引述的文章内容便是从这本著作中摘录出来的。

受到哈德良重用的行政官兼武将——阿利安，他在完美达成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的任务之后，皇帝没有再让他执行前线勤务，而任命他担任雅典市的行政首长。不过，由于罗马帝国承认雅典为自由都市，也就是拥有完全自治权的都市，因此，罗马的公职者并不能够参与其市政。所以四十三岁的阿利安必须先得到雅典的市民权，成为私人才行。宁可牺牲一名优秀武将，都要将阿利安送到雅典，一定是因为哈德良希望将雅典交给一个能够与他共同分享对希腊文化之爱的人。虽然哈德良在一年之后与世长辞，但之后即位的皇帝安东尼奥或许是因为赞同哈德良的理念，也继续将雅典讬付给阿利安，而阿利安也很忠实的担负起被赋予的任务。

成为雅典人之后，阿利安在文化方面的才能总算开花结果。正因为他一直很敬爱同样也是文人兼武将的赞诺芬（Xenophon），所以他的才能得以在历史故事中绽放光芒。阿利安遗留下的代表作 ——《亚历山大东征记》（Anabasis Alexandri
 ）一共分为七卷，在现代算是可读性及可信度高的亚历山大史传，与克尔提斯·卢夫斯的Historiarum Alexandri Magni Librix
 一同受到高度的评价。

让我们将焦点移回哈德良。视察完卡帕杜西亚前线基地的哈德良一行人，随即南下前往叙利亚。因为西元129年到130年之间的冬天，他们将在帝国东方的安提阿（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列二大都市）过冬。而哈德良一向不喜欢浪费时间。他一定是认为视察与大国帕提亚接壤的叙利亚行省的军团基地绝不容懈怠。叙利亚有三个军团常驻，其中二个军团的基地正好位在由小亚细亚前往安提阿的途中，分別是基地位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萨莫沙塔（现在土耳其东南部的萨姆沙托）的第十四弗拉维斯军团，和基地位在塞乌格马（现在土耳其的巴尔基斯）的第四西迪卡军团。只有第三加利卡军团的基地位在安提阿南方的拉法纳耶（现在叙利亚的夏马）。






小亚细亚东部及叙利亚（●为军团所在地）




罗马全军由二十八个军团组成。光是军团基地就有二十八处。再加上辅助部队基地、骑兵队基地、城塞和监视用的堡垒等，以及构成罗马防卫系统之一环的退役士兵的居住地、原住民的地方政府等，这些都是必须视察的地区。虽然到各地视察是哈德良的希望，但与其说这是一项职责，倒不如说是一趟苦行。





以下这一则轶闻或许是哈德良在视察某个军团基地时，於晩餐席上发生的事。哈德良的同行者中有一位诗人佛洛尔斯，一向擅长写讽刺诗，他发表了一首打油诗。


「我才不想当皇帝




在不列颠人之间游走




在（边陲之地）徘徊




忍受斯克提亚的刺骨寒风吧」




“ego nolo Caesar esse,




ambulare per Britannos,




Latitare per...（……部份不明）




Scythicas pati pruinas”



哈德良立即回了他一首打油诗。


「我才不想当佛洛尔斯




在廉价酒店之间閒晃




在酒桶之间徘徊




忍受肥肥胖胖的蚊子叮咬吧」




“ego nolo Florus esse,




ambulare per tabernas,




latitare per popinas,




culices pati rutunolus”







此时期的哈德良已经完成真正重要的外交工作。虽然不清楚场所是在何处，想必应该是在接近幼发拉底河的某个希腊系小都市，特別招待中东的王侯们。因为连帕提亚王也有出席，很类似现代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组织的参加国代表全员集合的景象。不过，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差异。那就是帕提亚圈和罗马圈之间并没有用「铁幕」明确的分离，居住在两大霸权国边界的几个小国像是墙头草一样，看哪一边形势较强就靠哪边站。因此，每当帕提亚王与罗马皇帝碰面的场合，态度常常转变的君侯和豪族之长只要同席就知道他们支持谁。

哈德良在此时将十四年前攻陷帕提亚首都时逮捕作为人质的公主返还给她的父亲帕提亚王。此时的会谈并不是为了解决帕提亚一方反罗马的高涨气势而召开的会议。因此，罗马根本就没有必要以返还人质为条件来要求帕提亚让步。明知如此，哈德良还是将人质遣返，可见他的外交手腕相当高明。外交就好比是战斗一样，出其不意方能致胜，产生最大的效果。此次会谈后，中东正式回归和平。





西元130年的春天，哈德良从安提阿启程前往帕耳美拉（Palmyra）。几乎是位在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中央的帕耳美拉，是地处叙利亚沙漠正中间的都市，如同都市名「椰子树」所示，这是一个充满绿洲的繁荣都市，为东方到西方的骆驼商队必经之物产中继地。正因为此地经济力旺盛，所以独立意识也格外强烈。此外，就通商上的优点来看，帕耳美拉的繁荣对帕提亚和罗马而言，实在是再方便不过了。不过，帕耳美拉也有弱点。此地经常遭到沙漠民族贝都因（Bedouin）的掠夺。对贝都因人来说，掠夺并非恶行，而是一份正业。但是，这种正业势必有人要受害。而帕耳美拉人民虽然全力投入当地的经济，却不太重视防卫工作。

罗马的霸权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之后，罗马便担负起帕耳美拉的防卫工作。如此一来，帕耳美拉自然就归属罗马帝国的管辖范围。由于罗马也将贝都因人列入支配圈内，因此帕耳美拉的富豪再也不用担心遭到贝都因人的掠夺。顺带一提，被禁止从事「正业」的贝都因民族，罗马将他们编入边境防卫军内，以确保他们的生活。

帕耳美拉位在幼发拉底河防卫线上，对罗马而言，就好比是一个象征性的国境。此地并不像其他地区的「长城」一般，设置了绵延不绝的栅栏、洞窟、城壁、堡垒，形成一个封闭的防卫线。而是将每个重要地段的街道、瞭望塔、堡垒和军团基地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开放式的「长城」。此「长城」建在北非的沙漠之前，幼发拉底河防卫线一面奖励人与物产的往来，一面防止敌人入侵，成为抑止力的防卫系统之最佳典范。如果可以成功的防守住帕耳美拉，开放式的「长城」——幼发拉底河防卫线就能够充分发挥功能。罗马从帕耳美拉到沙漠之中的安提阿、大马士革，一直到红海的亚喀巴（Agaba）铺设了放射线状的罗马式街道。自安提阿出发的哈德良只要利用此街道即可到达目的地。

哈德良结束帕耳美拉的视察工作后，下一个目的地便是大马士革。正因为地处沙漠，罗马式街道几乎都铺设得很笔直，只需行走二百三十公里即可抵达大马士革。

哈德良并没有在大马士革久留。选择此条路的真正理由是为了造访驻扎在阿拉伯行省（现在的约旦Jordan）的波士特拉（现在的布斯拉Bosra）基地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哈德良应该也在此地重复著相同的视察工作，校阅士兵们的演习，并对士兵们进行精神训话。而此时也发行了刻有“Adventui Aug（usti） Arabiae”（皇帝，视察阿拉伯）的货币。身为皇帝的哈德良，当然希望对帝国全民宣布自己已经视察到中东沙漠的事实。




罗马军圈



如上所述，哈德良已经视察完罗马帝国的主要防卫线。包括莱茵河、多瑙河、不列颠、北非，一直到结合黑海与红海的幼发拉底河防卫线。皇帝亲自前往视察，无用之处就加以废除，有用之处就加以补足，经过重新建构的罗马军事力，实际上又呈现出怎样的新气象呢？在此介绍一篇稍微冗长的犹太人的证言，而非站在罗马人的观点。这篇证言的作者是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斯（Josephus Flavius）,是从此人的著作《犹太战记》中摘录出来的精华。






「就这点来说，我不得不对罗马人的见识表示敬意，就连在军团基地中工作的奴隸，都被训练成不只能够将琐碎工作完成，而且会使用武器，当敌人来袭时可以进行充分的防卫。事实上，如果放眼观察罗马人的军事制度，就会了解到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建立幅员如此广大的帝国，并不是因为受到上帝眷顾，而是透过他们的意志力和劳苦换来的成果。




罗马的士兵并非到战时才拿起武器，也不是在无战事时享受人生，当有需要时才扛起武器上战场。他们被训练成仿彿一生下来就能够操作武器一般，对训练绝不懈怠。他们每天都过着训练和演习的日子，等待实战大展身手的机会。




这样的军事训练不亚于实战时的激烈程度。他们的演习往往和实战一样逼真、严苛。所以他们不畏战争，可以冷静以对，不会对肉体的疲劳发出任何怨言，也不会破坏了战斗队形，因此才能够经常获得胜利。这是因为没有任何敌人像他们一样过着如此严苛的军团生活，在这种训练下造就的罗马士兵和其他国家的士兵相比，实力明显产生落差。对他们而言，军事训练即是没有流血的实战，实战只不过是伴随流血的训练而已。




罗马的军团兵极少遭到敌人出其不意的偷袭。他们在进攻敌军阵地时最先做的一件事并非直接冲向敌人，而是围起栅栏，搭建坚固的军营。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搭建军营，他们会观察当地的环境条件，进行严密的检讨。决定好场所后，全员再一同展开作业。由于战略上的必要，必须在不平坦之地搭建军营时，他们甚至会先将土地整平。因为若非平坦之地，则无法充分活用适合防御的四角形营地的有效性。所以罗马兵还身兼工兵，在行军时往往还得背负大量的工程用具。」



罗马士兵就算只停留一夜，他们也会搭建坚固的军营，这种不论是在共和政治时期或是帝政时期都一贯采取的作法，也受到近代战争专家高度的评价。这些专家认为，罗马士兵由于在万一之时有地方逃命，所以更愿意全力投入战斗。此外，就算战败，回到军营后可以让原本恐惧的心情回归平静，所以在下一次战斗时很容易就能挽回失地。也就是说，士兵们搭建坚固安全的军营虽然辛苦，但可以由心理上的安定来得到弥补。

以下继续介绍这位犹太史学家对罗马军的评价。


「在军营内部并列著许多帐篷，其外侧以并排圆木的栅栏作为长城，环绕在军营四周。长城附近的每个重要据点都立有瞭望塔。而且在塔与塔之间配置有石弩等重兵器，以便随时能够派上用场。




四角形的营区四周各设置一个门。门宽足以让移动式的重兵器和士兵队伍通过。




通过中央的道路将营区内部分成二半，一半并列著储藏所、医院和士官用帐篷，另一半则并列著士兵们的帐篷。军营中央有个像神殿一样又高又大的帐篷，那便是军团长的帐篷。这个军营就算升格为经常性的基地，也可以直接化身为一个城市。因为召集士兵的场所就是广场，兵工厂则是工匠的工房，军团长为了裁决违反军纪的士兵而召集将官开会的场所，就是常被当作法庭的公会堂。即使只宿营一夜，士兵们也会以习惯的动作，迅速敏捷的将围绕营地的防栅坚固的搭建好。而且必要时还会在防栅外侧挖掘一道深度、宽度均为四库比特（cubit，约二公尺）的壕沟。光是如此，就已经相当於一般的村落了。




当军营建设结束后，士兵们会回到各自的帐篷中。包括配给木材、粮食、水等所有事务，都由当天值班的小队有条不紊的进行。




餐桌上绝对不准任何人擅自开动，凡事都要配合喇叭信号，一个号令一个动作。连就寝、四轮班制的夜晚站哨、起床，都配合喇叭声响进行著。




在太阳就要升起前喇叭声响起，士兵们都得在此时起床，整齐的排列在百夫长面前。百夫长确认指挥之下的士兵人数后，向大队长报告。之后大队长全员与首席百夫长全员再集合起来，一同前往军团长所在地进行报告。军团长会指示他们当天的行动。军团长的指令再由这些队长们传达给士兵们知晓。这种命令传达方式在实战中也会承袭，所以即使在战斗中也能敏捷迅速且正确的变换战术。正因为如此，罗马军无论攻击、撤退，都能够按照命令，一丝不苟的完成任务。




準备离开军营时，也是按照喇叭信号进行。没有一人偷懒，全员都会参加。第一声喇叭表示收起帐篷。第二声喇叭表示放上货车，将重兵器、牛马牵出来。集结在军营外的情景，就像是赛马排成一线準备起跑一般。此时会响起第三声喇叭，一方面是呼叫迟到者，一方面是确认全员已各就各位。之后才在围绕军营的栅栏上放火。这是因为怕被敌人恶用，宁可辛苦一点重新搭建。




当出发的準备完成后，站在军团长右侧的传令官会用拉丁语询问三次「战斗的準备已完成了吗·」士兵们此时会一同斜举右手，以罗马式的敬礼大声回答三次「已準备完成」。




之后便开始行军。和战争布阵一样，全员安静整齐的保持指定的队形前进。军团兵们穿戴着胸甲和头盔，腰上挂着剑。左腰掛的剑稍长，右腰掛的剑较短。围在司令官周围的步兵部队只持长枪和圆形的盾。其他的军团兵除了长枪和长方形的盾之外，还须背负锯子、洋镐、斧头、砍树和搬运时使用的粗皮带、可以切皮革的大刀、铁锁、三天份的粮食等。总觉得军团兵和拖货车的牛、驴相比，他们背负的装备要重许多。




骑兵在行军时则是在右腰掛剑，左手持长枪，在马鞍旁挂着盾牌，然后背负着放入长尖箭的箭筒。骑兵也和步兵一样戴着同型的胸甲和头盔（对于这个在东方犹太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作者而言，骑兵和步兵并非表示两者社会地位的分类，只不过是机能上的差异所做的分类）。虽然有些骑兵的任务只是负责保护司令官，但身上的装备和在战场上配置在两翼的骑兵并没有不同。而罗马军是以抽签决定行军时走在前头的军团。








以上是罗马军队从搭建军营到行军的作法和装备。在战斗时他们也不会漫无计划的进行。计划结合行动，行动结合下一次计划。因此，他们犯错的机率极低。此外，就算是犯错，也可以在短时间内挽回。




而且，罗马人宁可在进行过严密的情势调查后却失败，也不愿得到意外的幸运而成功。因为他们认为无计划的成功会让人忘却调查的重要性，这点相当危险，而经过仔细调查后纵然失败，却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有效训练。再者，幸运的成功并不能归属某个人的功绩，如果是在万全的情势调查后才失败，至少长官会慰劳他已充分研拟了对策。








罗马人借由军事来锻鍊的不仅是肉体，也包括精神面。军事训练教育士兵克服恐惧心，严厉的军规则教导士兵集团生活必须遵守的事项。罗马军不只在逃兵时会被判处死刑。就连一点点怠慢，若会影响军团整体的安全，也会受到严惩。再者，具有权威且令人惧怕的并非法律，而是司令官。话虽如此，司令官并非只有严格的一面，对于值得赞扬的士兵也不吝给予褒奖，这是为了在严格与宽大之间取得平衡。因此，罗马军无论平时、战时，对指挥官是绝对服从，这正是罗马军成为一丝不苟的有机体的主因。




在战场上的罗马兵，绝对将队伍排列得很整齐，即使与同伴一起行动，也会像一个个体一样地行动，绝不会听漏命令，绝不会看错旗帜。手脚同时听从指令，敏捷迅速的行动。即使敌人在人数上佔优势，或是在敌地战斗时产生不利，命运女神也无法降低他们的战斗意愿。他们相信自己，坚信胜败是靠实力，而非靠运气。




首先，收集可能的资讯，以此为基础做好形势判断，根据这项判断来研拟计划，并展开行动，这是罗马民族一贯的作法。而且，他们一旦决定的事就会付诸行动，这种高效率和决定之前的周到度互相辉映。罗马帝国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至大西洋，北边是多瑙河和莱茵河，幅员如此广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一点也不值得惊讶。他们征服之地的广大和征服者的努力相比，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以上仔细冗长的对罗马军做了介绍，这并不是为了赞赏罗马军，反而是要安慰被他们征服的人们，之所以被征服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是因为罗马人不容小觑的资质。另外也要告诉那些图谋造反的人们，赶快消除将罗马人当作敌人的念头吧！此外，这里特別将罗马军的组织详述了一遍，目的也是希望对有兴趣的人士提供一点帮助。」







读了这篇犹太人对罗马军的赞赏文后，总觉得罗马军好像只是一部精巧的军事机器而已。不过，罗马的军团兵并不是「齿轮」，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以下介绍二个在战斗中死去士兵的墓志铭。罗马人的墓碑上往往刻有本人生前撰写的文章。


「在活着的时候，我衷心地饮酒作乐。因此你们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快乐的享受美酒！」




「我在心中深深立下誓言，要为和平尽一己之力。而我完成了这个誓言。




我立誓要杀死达其亚人，我也实现了这个誓言。




我想参加凯旋式，痛快的疯狂一下。我也确实完成了这个愿望。




我想成为首席百夫长，得到这个地位应有的荣誉和报酬。这个理想也实现了。




我想参拜女神的裸体。结果也如愿以偿。」



虽然如此，《犹太战记》的作者相当关心罗马军的机能性，因而忽略了罗马士兵的人性。

有关这位作者，在第Ⅷ册中已有详尽描述，简单来说，他是西元一世纪后半出生的犹太人，也是认为可与罗马人共存亡的犹太人之一。由于他也是反罗马的犹太军指挥官之一，所以曾有过与罗马军正面交锋的经验。上述文章正是曾亲眼目睹罗马军作战情形的人提供的证言（这场战役是由总司令官维斯帕先率领的犹太镇压战）。他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罗马军是如何的骁勇善战。

然而，约瑟夫看到的应该是西元70年前后的罗马军，因此，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和哈德良在西元130年前后希望重整的罗马军并不一样。但是，有效发挥机能的组织，并不会因时间而有改变。

此外，约瑟夫看到的应该是在犹太战役时的罗马军。如果是居於攻击一方的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军，就会和约瑟夫叙述的维斯帕先旗下的罗马军一样，充分发挥机能。不过，哈德良虽然身处和平的时代，也同样要求军队发挥同等的机能性。这正是唯一不需增稅却可维持和平的良策。再者，在战时充分发挥机能的军队，平时未必会发挥相同的机能，而平时充分发挥机能的组织，在战时一定也能够发挥机能。尽管要耗费治世的大半来视察帝国边境，哈德良还是希望平时就确立好万全的防卫体制。





罗马皇帝的责任与义务是保障「安全」与「粮食」。但是，安全的保障为优先考量。人们只要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就有办法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而保障人民的安全是统治者的责任。这是因为「粮食」的保障可以仰赖个人的努力，但「安全」的保障却是超越个人努力范围的课题。尽量避免战争是哈德良一贯的方针，而他之所以加倍努力的确立防卫体制，是因为他深知防卫的必要性。因此，尽管必须「在不列颠人之间游走，在边陲之地徘徊，忍受斯克提亚的刺骨寒风吧」，他也只得忍耐。以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只有一句话能够形容，那就是「我才不想当皇帝」。

从大马士革到红海的亚喀巴，有图拉真时代铺设的罗马式街道贯通其间。结束幼发拉底河防卫线的重要据点之一波士特拉军团基地的视察后，哈德良穿过罗马式街道，来到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现在约旦的首都安曼Amman）。但是，到了这里后，他并没有再往南行，而直接前往犹太行省。他希望在统治上重整这个素有「罗马帝国火药库」之称的犹太地区。





在这个问题层出不穷的行省，北部驻扎有第六斐拉塔军团，南部驻扎有第十法雷坦西斯军团，这是在西元70年，因耶路撒冷沦陷而结束的犹太战役后所布署的军力。不过，当时在犹太地区只驻扎一个军团。由于图拉真时代末期再度发生叛乱，故於平定叛乱后，再增加一个军团。

致力削减军团数的哈德良，并不希望再於当地编制新的军团来增强军事力。此外，若要增强犹太地区的军事力，势必得从其他防卫线调派军团，这就现状而言，根本不可能办到。必须靠著现有的二个军团，来镇压仿佛地底下一直燃烧著岩浆的犹太地区。此时哈德良得决定军团基地应该配置在何处。





第六斐拉塔军团的军团基地已决定配置在犹太北部的希托波里斯。这里离面对地中海的都市凯撒利亚（Caesaria）很近，而且还可以和驻扎在波士特拉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形成共同战线，一同压制犹太北部一带。

问题在于，负责防守犹太南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第十法雷坦西斯军团到底该置于何处。西元70年成功平定叛乱的维斯帕先皇帝，将军团配置于耶路撒冷市内，哈德良必须决定是否要依循维斯帕先皇帝的作法。





结果哈德良并没有选择在耶路撒冷市内配置该军团，而决定将第十军团配置在耶路撒冷的正北方。将以该基地为中心的都市取名为「阿耶利斯·卡匹杜里诺」。所谓阿耶利斯（Aelius）正是哈德良的家门名。因此，这也带有哈德良的城市的含意。卡匹杜里诺则是首都罗马七大山丘之一，只建有供奉朱比特等众神的神殿。对罗马人而言，可谓一大圣地。对犹太人而言，在自己的圣地耶路撒冷前有一个冠上这种名字的都市，而且目的是为了镇压自己，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呢？犹太教是不承认其他神的一神教。卡匹杜里诺丘连败者之神都给予「罗马公民权」，可说是罗马式多神教典型之象征。

除此之外，哈德良还禁止犹太教徒实施割礼。不只是禁止而已，还强制罪犯进行割礼，很显然是一种侮蔑行为。对犹太教徒而言，割礼是在自己的肉体上表明身为犹太教徒的重要大事，但是对于不信仰犹太教的人们来说，这根本就是恣意伤害自己身体的野蛮习惯。

不过，这二件事正是造成地底岩浆爆发的导火线。话虽如此，在这个时点事态还没有演变到岩浆爆发的地步。之前介绍的约瑟夫的「忠告」，并没有对他的同胞犹太教徒造成影响，以致使犹太人产生迷惑。犹太教徒深信只有自己是被神所选上的最优越的民族，所以他们拒绝接受其他民族的忠告。虽然约瑟夫是犹太人，但在其他犹太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将身心都出卖给罗马的叛徒。犹太人之所以没有立即起而造反，只不过是因为需要时间来做好造反的準备而已。





不过，为什么哈德良明知会深深伤害犹太民族的信仰心，却还要强行实施这二件事呢？建设在阿耶利斯·卡匹杜里诺的第十军团的基地中，过去曾有犹太教堂（Synagogue）,据说已遭到破坏，哈德良在同一处建造了祭祀希腊、罗马的宗教最高神祇朱比特的神殿。

或许是因为太喜欢希腊了，使得哈德良也和居住在东方的希腊人一样，染上了他们共通的反犹太情绪。居住在东方的希腊人和犹太人，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交恶状态。首先是在希腊时代，当时东方一带的支配者是希腊人，犹太人长期处於希腊人的支配之下，此为理由之一。再者，正因为这二者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民族，所以经常产生利害冲突，此为理由之二。另一方面，当罗马成为支配者之后，希腊人一直给予罗马援助，却以宗教上的理由，拒绝给予犹太人援助，此为理由之三。犹太人向支配者罗马要求的是，在经济活动方面能够与希腊人平等，而不是在社会上的平等。如果要求社会上的平等，就必须担负起伴随权利而来的义务。这里所指的义务系指担任公务或军务，如此一来就得宣誓效忠罗马皇帝，这么做的话，便违反了决定只效忠自己信仰之神的犹太教的教义。因此犹太教徒绝不可能接受此种义务，只要能够确保经济活动上的平等即可。不过，他们这种生存方式，使得担负义务协助罗马帝国的希腊系民族产生反感。

或许哈德良不只和希腊人共有他们的文化，也和希腊人共有这种反犹太情绪。或者对急于确立防卫体制的哈德良而言，一直拒绝协助防卫的犹太教徒实在令人厌恶。但是，他并非讨厌整个犹太民族。当时也有不少犹太人像约瑟夫以及在罗马军中一直向上晋升的台伯留·亚历山多罗斯一样，选择与罗马人共存亡。哈德良厌恶的是那群拒绝提供协助、一味狂信的犹太教徒。

可能是因为犹太人的反应太迟钝了，否则这么明显的挑衅动作，居然没有引发任何暴动情事。或许哈德良认为犹太地区已趋於安定，因此只停留短暂时日，便往下一个目的地埃及出发。为希腊系王国之一的埃及，在经过罗马支配的二个世纪后已经达到安定，因此在这个广大的区域里，只需驻扎一个军团就足够。在经济实力雄厚、幅员广大的埃及，只需一个军团来维持安定，但除了在海岸地带相连的希腊系都市之外，贫困且国土狭小的犹太·巴勒斯坦（Palestine）却必须驻扎二个军团。致力於提高防卫体制的哈德良，比任何人还能够敏锐看出这个差异。




埃及



这回来到埃及，哈德良将皇后莎比娜唤了过来。希腊都市对不喜爱希腊文化的人而言，一点魅力也没有。但埃及却充满了吸引一般群众的异国情调。特別是在欧洲人眼中，觉得埃及充满异国风味的要算是近现代的西欧人了。其中又属西欧化最彻底的英国人对埃及特別喜好。或许哈德良认为对文化丝毫不感兴趣的莎比娜，应该也会和罗马的上流夫人一样喜欢埃及吧！这是哈德良少见的对妻子的体贴。

不过，哈德良一向以自我为中心。他并不会只将时间花在陪同妻子至埃及各处观光。他前往埃及省都亚历山大的行省统治机构进行视察，在视察完驻扎在亚历山大附近的尼可波里斯基地的第二杜莱亚那军团之后，他也花了不少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兴趣。

其一，他造访了希腊名“Museion”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这是史学家一致公认的知名图书馆。

之所以称为「图书馆」，是因为其中典藏了埃及在托勒密王朝（Ptolemaios）时代收集的万卷书（卷轴）。但是，这些书籍大半都在西元前一世纪半，在朱利斯·凯撒投入亚历山大战役时被烧毁。尽管如此，之后又重新开始收集书籍，虽然数量不如过去，但已恢复回可称之为「图书馆」的规模。

在书籍聚集的地方一定也会吸引不少喜欢读书的人前来。所以图书馆自然走向研究机构一途。在进入罗马的霸权下之后，拥有图书馆的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希腊的雅典、小亚细亚西部的婆高蒙、罗得岛并列罗马世界的最高学府。若和以人文系为主流的雅典、罗得岛相比，埃及的亚历山大除了人文系之外，还网罗了自然学科系，所以或许应该说是一个大学城比较恰当。

顺带一提，朱利斯·凯撒生长在名门中的名门之家，但却不富裕，没有钱雇用西元前一世纪罗马上层阶级公认为最高品牌之「在雅典接受教育的希腊人」来担任家庭教师。自己不但颇富涵养，也热中於儿子教育的凯撒之母「奥雷莉亚」，觉得「实」比「名」来的重要。因此她选择将儿子的教育讬付给曾在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学习的高卢人。这就像是选择一名曾在名校诸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就读过的印度人或新加坡人作为家庭教师一样。据史学家孟仁（Mommsen）表示，「罗马史上唯一创造型的天才」朱利斯·凯撒，除了母语拉丁语之外，还会说当时的国际语——希腊语，此外，扩展思想和视野的哲学和历史、学习逻辑思考和传达方法的逻辑学和修辞学、培养调和感的数学和音乐，这些都是从「非本国出身」的高卢人身上学到的知识。正因为凯撒拥有这样的教育背景，所以才会制定一条史无前例的法律，亦即不问民族、宗教、肤色，只要是从事医业的医生以及从事教育的教师，都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他或许是希望提升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得到罗马公民权后，就毋须缴纳行省稅）。

进入帝政时期后，包括皇帝在内的罗马上层阶级还是不断给予这些研究机构援助。图拉真皇帝的妻子普罗提娜就是希腊哲学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有事时提供援助，正是这个非学者的所长被赋予的任务。对于雅典的支援由此可见一斑。

其中对于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学习的研究者，皇帝特別给予他们社会地位和经济安定的保障。因为皇帝可以从埃及行省收到的稅金中提拨一部份，来当作给予研究者们的年金。总之，哈德良造访「图书馆」，可以说是援助者访问受援助的机构。





学者们应该召开了研讨会欢迎皇帝莅临吧！这里所指的研讨会，其实就是互相发表研究成果，借此来进行知识交流。哈德良因为身处学问世界之外，因而被要求静静聆听大家的发表，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这位罗马皇帝话锋尖锐，和学者们挑起了唇枪舌战。而且还完美的驳倒对方的论点。留下此记录的史学家们，评论哈德良是想炫耀自己过人的知识。确实在这种情形下，皇帝应该收起鹰爪静静聆听就好，但是我认为哈德良是因为无法忍耐。

担负起责任与义务是哈德良评估人物的基準。社会地位只不过是其次的基準而已。对他而言，无论是兵卒或是行省出身者也好，都不会成为影响评估的决定性条件。图书馆的学者们得到皇帝赐予的年金，既然进行研究还可以拿到薪水，他们就应该尽全力完成研究，想必这是哈德良在驳倒学者们的论点时内心的想法吧！他认为完成各自责任的重要性不只适用于军队和行政的世界，学问的世界亦然。

但是，被戳破论点的学者们似乎没有理解皇帝的用意。其中一人之后还表示，面对带领三十个军团（其实是二十八个）的人谁敢提出反论。不过，旁听这群知名学者与皇帝之论战的年轻学者中，应该有人体会出皇帝的用意。虽然没有证据可证明，但在哈德良造访此地时，正值三十岁左右的托勒密（Ptolemaios Klaudios），於数年后刊行了一本集合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的革命性巨著。此外，在哈德良造访当时，於婆高蒙初试啼声的盖仑（Galenos）也刊行了一本名著，谈论他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研究成果——解剖学的方法，这本书甚至将罗马时代的高度医学水準传到后世。一千三百年后李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之所以对解剖产生兴趣，也是受到此著作的影响。

这是因为结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图书馆」，之后也一直发挥机能。哈德良虽然打破学者们的论点，但并没有因此中止对他们的援助。





如同上述轶闻所示，哈德良并不是个容易应付的最高权力者。罗马时代唯一有关哈德良的史传《皇帝传》的作者，写了以下这篇对哈德良的评论。






「皇帝在诗文方面颇富学养。在数学、几何学和绘画方面也拥有相当水準的理解力。此外，也致力提升乐器演奏和歌唱能力，从不在私底下偷偷练习。




他唯一欠缺的是拒绝追求享乐的能力。他为自己所爱的人歌唱，甚至创作了几首爱之诗。




在武术方面，他堪称第一把交椅。连斗剑士使用的复杂、危险的武器，他都能够得心应手的操作。




说起他的性格，只能用复杂来形容。有时觉得他很严格，有时却又很和蔼可亲，实在难以捉摸。有时觉得他总是沉溺在欲望之中，有时却又彻底禁欲。有时觉得他很吝啬，有时却又很大方。有时觉得他很不诚实，有时却又表现出无上的诚实。有时觉得他看起来很残酷无情，有时却突然表现出无限的宽容心。总之，他一贯地保持著不一贯性，这是哈德良待人处事的态度。」







在这篇文章中，特別是描述他复杂性格的那一段，是谈论哈德良不可或缺的一级史料。小说家尤斯娜也将这段说明引用在《哈德良的回忆》中。相信任何人读到「他一贯地保持著不一贯性」这一句时，都会觉得很有趣而会心一笑吧！不过，哈德良真的是个性格不一致的人吗·还是他和前文的作者拥有不同的人生观呢·接下来我想以「亲切」为例来进行检证。 《皇帝传》中撰文评论哈德良的作者，以及读过后赞同该作者说法的读者们，是否都认为若没有对每个人笑颜以对就是不亲切呢？其实哈德良只是对他认为值得的人表示亲切而已。

必须对每个人都很亲切的神职人员是特例。对于这类人以外的世俗百姓而言，对每个人表示亲切，其实并非真正的亲切。哈德良因为是罗马皇帝，亦即最高权力者，所以人们便要求他应该一视同仁的对每个人展现亲切的态度，但是他却做不到。结果我们发现，在应该严格的时候，他绝不宽贷。在应该和蔼可亲时，他会很平易近人。对应该亲切的人，他会笑颜以对。但对不值得亲切的人，他不会给他好脸色。此外，可以享乐时，他会百分之百放纵自己。而在必须抑制欲望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为禁欲者。必须节俭时，他不会在乎旁人的眼光而彻底节俭。但应当给予褒赏时，他的大方又会令旁人瞠目结舌。若他判断没有必要诚实以对时，他不但不会诚实，甚至不惜说谎，当面对值得诚实相待之人时，他又会展现出绝对诚实的态度。若他认为没有必要给予宽恕时，他绝对毫不留情的追究到底，相反的，如果肯定此人的功绩时，他又会显现出宽大为怀的胸襟，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同一个人吗？

其实哈德良并不是「一贯地保持著不一贯性」，而是保持一贯的原则，亦即对自己忠实。

然而，如果依据哈德良的这种「基準」来决定对每个人的态度，则即使是同一个人，很可能会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得到皇帝不同的对待。这又会让人们混乱，因此哈德良才会得到「一贯地保持著不一贯性」的评价。

既然如此，为了更加理解哈德良，以下再介绍一则轶闻。





在日本很早就被翻译成《十二皇帝传》（De Vita Duodecim Caesarum
 ）的作品，是现代极受欢迎的畅销书，这本书的作者史维特尼斯，比哈德良大六岁，也是在罗马的官邸中任职的官僚之一。由于他和小葡里尼斯的私交甚笃，所以也成为小葡里尼斯和塔西图斯等文人团体中的一员，他虽然是一介官僚，但名声响亮的却是他作家的身份。他执笔撰写从朱利斯·凯撒到图密善为止的十二名皇帝的传记——《十二皇帝传》，和现代一样，在当时也获得广大读者的回响。顺带一提，西元300年前后，以哈德良之后的皇帝为对象撰写的《皇帝传》（Historia Augusta
 ），其内容等于就是史维特尼斯的《十二皇帝传》的延续。只是不知为何独独遗漏了涅尔瓦和图拉真这两位皇帝。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史维特尼斯在生前不只是一介官僚。他应该很容易出入主人长期不在的皇宫。此外，《十二皇帝传》和之后的《皇帝传》相比，这本传记的杂谈色彩较浓厚。想必史维特尼斯比任何人都喜好杂谈，所以也应该受到喜爱杂谈绝不落人后的后宫佳丽们的欢迎吧！结果史维特尼斯最后被哈德良解任，而且被放逐到皇宫之外。

被放逐的理由是，他对皇后莎比娜的态度过份亲暱。一般人认为哈德良明明不爱他的妻子，对这名稍微亲近莎比娜的臣子的处罚未免太过严苛，所以都对史维特尼斯寄予无限同情。不过，无论哈德良是否爱她，再怎么说莎比娜都是皇帝的妃子。哈德良认为上位者可以对下位者态度亲暱，但绝不允许下位者对上位者有任何亲暱逾矩的举动。

但是，像哈德良这种个性的人，对他身旁的人来说，应该是个不好相处的人物，这点倒是事实。除非理解哈德良判断的基準，否则一定会被这位皇帝耍得团团转。最后也只好仰天长叹「他一贯地保持著不一贯性」，而采取达观的态度。皇后莎比娜应该也体会到一直待在皇帝身边的困难度了吧！不过，有很多人就算领会到这点，也只能无奈的一直守在他身旁。




美少年



过去造访埃及的皇帝惯例都会绕行尼罗河，哈德良也不例外，与其说是服务皇后和她身边的夫人们，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前往埃及可以搭船溯尼罗河而上，偶尔在途中下船，参观搭建在河岸上的神殿，在这里，想看的事物都可以尽收眼底。绕行尼罗河等于就是名胜古蹟的观光之旅。而且又有夫人们同行。这次可不是哈德良往常的轻车简从的禁欲之旅。

皇帝和皇后一行人搭著华丽的御用船，来到距离亚历山大三百公里的上游处，此时发生了一个意外。集皇帝宠爱於一身，而且可说是家喻户晓的安提诺在尼罗河中溺死了。史学家们一致表示，接获此消息的哈德良像女人一般嚎啕大哭，没有人安慰的了他。






安提诺




安提诺真的是不小心跌入河中而溺死的吗？不过，罗马人的游泳风气意外的盛行，只是，同船之人居然没有注意到，也令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或者是当他不小心跌入河中时，被尼罗河中称霸的鳄鱼侵袭，当被人发现救上岸时，已经被咬死了呢？

另一种说法是，根据当时还健在的哈德良亲笔撰述的《回忆录》指出，由于占卜师曾预言哈德良将死，安提诺因此牺牲自己来代替哈德良受死。如果真是如此，这便是他自己选择的死。为了救助自己所爱之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可说是最至高无上的爱。





和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一样，少年之爱在罗马社会中并没有得到「公民权」。在罗马权贵阶级之间，对美少年之爱虽然没有被禁止，但也不能公然进行。哈德良向外界公开对安提诺之爱，受到重视罗马精神的人们冷眼以对。根据罗马史学家们的记述，这些人都尽量与安提诺的意外保持距离，态度冷淡可见一斑。至於皇后与其他夫人们对此意外有何反应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在此意外之后，皇后就像是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依然兴高采烈地畅游尼罗河，她将安提诺的死当作是死了一名仆从般，更不会对哈德良寄予同情，这是不难想像的事。她和《皇帝传》的作者一样，不会相信哈德良打算对外界公开的说法，亦即安提诺是为了挽救皇帝免於一死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说法。

那么，既然意外死亡的可能性不高，如果也不是牺牲之死的话，安提诺有自杀的理由吗？





从当时遗留下来的众多雕像来想像，西元131年安提诺死亡时，应该是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少年与哈德良是在何时何处相识的，但假设哈德良造访少年的出生地俾斯尼亚行省是在西元124年的话，那时安提诺正值十五岁。而哈德良在之后的七年内一直让安提诺待在他身边。

然而，看了无数安提诺的雕像后，总觉得他缺乏一种知性美，虽然脸蛋的确是毫无瑕疵，但这只是一种官能上的感觉，散发不出智慧的光芒。他只是让人禁不住想触碰脸颊的清纯美少女转化而成的美少年而已。和充满智慧的哈德良的脸庞相比，一点都不相称，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能够互相融合吧！不过，哈德良也是一个极不容易维持融合的男人。

后代的研究学者中，有人如此解释安提诺自杀的理由，他们认为从少年期进入中年期的安提诺，唯恐自己姿色渐衰后会失去哈德良的宠爱，因此选择在那一天尚未到来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是普通的青年，二十岁前后不但姿色不会衰减，反而会更有魅力，但或许对成为少年爱对象的人来说，二十岁以后姿色就会开始走下坡了。

但是，更进一步来看，如果不把安提诺当作男人，而当作女人看待，来探究哈德良的心境的话，又会如何呢？

女人吸引男人最好的方法并不是一直守候在他身边，反而要保持一点距离。而且当发现已无法吸引对方时最好永远从他面前消失。哈德良在旁人眼中，应该是个阴晴不定的人，一定时常露出不悅的神情。甚至当他突然和颜悅色时，旁人还会搞不清楚他为何对自己亲切。

即使同样是出生在俾斯尼亚的希腊人，安提诺却和阿利安不一样。哈德良和担任前线司令官兼文人的阿利安之间，常常从希腊文化一直畅谈到罗马军的防卫体制。皇帝格外喜爱阿利安这个年轻的部下，他们的爱可以用知性相连在一起。但另一方面，皇帝和安提诺之间，却没有这一条线连接。即使安提诺随笔写诗、弹奏竖琴，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完美脸庞，但光是这样还是无法完全将哈德良佔为己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希腊美少年无论年龄或肉体都将进入成熟大人的时期。

或许安提诺为了永远占据哈德良的爱，因而选择自杀一途。如果真是这样，也只能说他的愿望已完美的实现了。





失去安提诺的哈德良虽然像女人般哭的呼天抢地，没有人有办法阻止他的悲伤，但他也不是只知悲叹，什么都不做。首先，他将死去的安提诺神格化。埃及有个传说，被栖息在尼罗河中的鳄鱼咬死的人会成为神，因此将安提诺神格化一事应该很容易说服埃及人。而且哈德良还在事故现场的对岸建设一个名为「安提诺波里斯」（安提诺之都）的城镇，并将大量的希腊裔埃及人迁入此地。结果安提诺波里斯被塑造成一个充满希腊风情的城镇，人们纷纷移居此地，根本没有强制迁入的必要性。此外，哈德良以沿着尼罗河而建的这个城镇为起点，铺设了一条横贯沙漠一直到苏伊士湾（Suez）的罗马式街道，由于这条街道沿着苏伊士湾一直延伸到红海，因此日后东方的物产可以经由红海运到尼罗河，再沿着尼罗河而下，运到亚历山大，而安提诺波里斯便成为中继地而日渐繁荣。尽管失去安提诺时悲不可抑，但哈德良还是能够冷静下来为死后的安提诺做一点事，真不愧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而且，此时期的哈德良，甚至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他终于可以骑着阿拉伯产的骏马猎捕狮子，也向世人夸耀自己虽然已经五十五岁，依然老当益壮。或许哈德良比任何人都相信，安提诺是为了帮他避免灾难才牺牲的。

安提诺死后不久，哈德良的心情已经平复，可以像平日一样继续前往各区视察。离开已动工的安提诺波里斯后，皇帝和皇后一行人朝向罗马出发，等到皇后等人回罗马之后，哈德良继续朝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再由安提阿前往小亚细亚，北上至黑海后，再向西行抵达希腊，进入雅典。在这条路线的途中，他建设了名为「哈德良波里斯」的城镇。这就是现代土耳其的第三大都市艾迪尔内（Edirne），这个名称是「哈德良」的土耳其语读法。

由于在雅典很容易召集到优秀的雕刻家，皇帝便在此地大量制造安提诺的雕像，仿佛决心将心爱的人之美永远遗留下来一般。这些雕像完全感觉不出宗教的味道，因此维持著古代官能之感。即使经过长久的基督教时代，还遗留下许多雕像，可见原本雕刻的数量一定很惊人。不过，哈德良虽然从希腊一直到东方世界不断散布这些雕像，但在罗马，就只有在私邸“Villa Adriana”中置有安提诺的雕像，却不见他努力将对宠童的信仰扎根于帝国西方的动作。无论他多么惋惜安提诺之死，他毕竟不忘顾虑到罗马人的心情。

但是，冲击哈德良的不幸不只是宠爱的少年之死。感觉上没过多久，犹太人积压已久的地底岩浆终于爆发了。停留在雅典的哈德良接到这个消息后，尽管已进入冬天，他还是火速返回安提阿。他希望在此地收集正确资讯，再依据这些资讯研拟因应对策。




犹太叛乱



我怎么想都觉得哈德良禁止割礼和兴建「阿耶利斯·卡匹杜里诺」是刻意对犹太教徒的挑衅。无论其他民族怎么想，割礼对犹太教徒来说，是自我存在感的证明。禁止割礼的行为，违反了罗马承认败者也有信教自由的方针。罗马和犹太人开始往来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共和政治末期的皇帝乃至进入帝政之后的皇帝们，没有一人禁止过割礼。不仅如此，初代皇帝奥古斯都之后的皇帝，一贯采行认可犹太教徒特殊性的政策。更没有一位皇帝在犹太教徒的圣地耶路撒冷的正前方，建设一个充满挑衅味道的罗马式军团基地。在治世中展示深入洞察力的哈德良，应该没有忘记犹太人的特殊性。事实上，犹太问题借由“Diaspora”（离散、散居）解决之后，哈德良虽然没有解除割礼的禁令，但也没有再严格执行，甚至回到默认状态。他其实并没有打算永久禁止割礼。






战役前犹太周边（为表示距离感，同时列出同缩尺的九州）




但是，在这二百年当中，虽然时而有冲突，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罗马对犹太教徒一贯的宽容政策中，其实附带一项明确的条件。在多神教的罗马世界中虽然承认一神教，认可割礼的习俗，同意一神教徒不必参加帝国的公务和军务，允许其他人民都在工作的星期六可以休息的生活习惯，但前提条件是犹太教徒绝不能对帝国的统治有任何反抗行为。将阿拉伯行省（现在的约旦）列入帝国版图的是图拉真，而将这条东方的防卫线由黑海延伸到红海的便是哈德良。犹太地区就位于阿拉伯行省的内侧。犹太地区在罗马的支配下保持安定，对帝国的防卫策略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上一册中曾提到，在「普遍」的罗马帝国内，犹太教徒宁可选择「特殊」。他们的居住地如果是在黑海的北方，那么罗马人也没有必要将他们视为问题。然而，他们居住地的北方是叙利亚行省，东方是阿拉伯行省（现在的约旦），南方与西方则被埃及行省所包围。而犹太教徒夹在其中，却一点也不安份。

但是，犹太教徒并非全员高喊建设神政国家的口号，共同反抗不认同的罗马。在各个都市里一定都有犹太人居住区，可见他们的离散倾向相当强烈，居住在东方都市中的犹太人，虽然时而会与居住在同一都市中的希腊裔居民起冲突，但愿意与罗马帝国共存亡。另一方面，居住在犹太本国的犹太人，就强烈保有犹太教徒的纯粹性。因为与其他文明接触的愈少，就愈容易保持纯粹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反抗罗马的举动往往是从犹太本国，而且是从其中心地耶路撒冷挑起的。





西元131年秋天爆发的犹太叛乱，带头者有二名。分別是巴尔·科克巴（Bar Kokhba）与拉比·阿基巴（Rabbi Akiba）。前者自认为是救世主，负责叛乱的指挥工作。担任犹太教堂祭司的后者，则强调这并不是单纯的反抗，是一场圣战，并在宗教面给予科克巴援助。所谓巴尔·科克巴，在希伯来语中系指「星之子」，因此他才会自许为救世主，而拉比·阿基巴便借此向犹太人大声疾呼「巴尔·科克巴正是犹太之王，是救世主」。

不只是犹太人，人类社会中不断重复的现象之一是，激进派一旦形成一股气势后，温和派就会销声匿迹。在耶路撒冷有不少温和派人士，有的投靠激进派，有的随家族迁往国外，瞬间失去了势力。此外，西元131年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罗马兵力就只有小规模的分队而已。驻扎在犹太的二个军团中，有一个配置在北部的加利拉亚地方，另一个（第十军团）在阿耶利斯·卡匹杜里诺基地完工前，有一部份暂时配置在南方，大部份都暂时配置在凯撒利亚。因此耶路撒冷很容易就成为巴尔·科克巴率领的激进派的天下。身处雅典的哈德良就在此时接获紧急消息。

到了隔年，亦即西元132年，占领耶路撒冷的科克巴开始铸造银币和铜币。发行货币是宣布独立最基本的象征。货币的正面刻有「耶路撒冷」，反面则刻有「耶路撒冷解放第一年」的字样。目前已挖掘出刻有「第二年」的货币。但是，在耶路撒冷内部，还是以罗马货币较为流通。即使皇帝易主，但刻有发行当时皇帝侧脸的货币依旧通用，此为罗马帝国一贯的作法。因此，这个时期在耶路撒冷内流通的货币包括有维斯帕先、图密善、涅尔瓦、图拉真以及哈德良等皇帝的货币。科克巴并没有将这些货币全数收回，也没有将其熔解，重新铸造成新货币，只是用铁锤将刻有皇帝侧脸的那一面敲毁后再还给持有人。

这场叛乱一开始时虽然没有严密计划、没有资金，也不知有多少兵力，但初期阶段却明显成功。之后不断有志愿兵从海外居住地前来加入战局，连武器也一起带来。

犹太人调度武器的方法相当巧妙。由于罗马的军团基地与当地的兵器制造业者之间订有武器采购契约。依据该契约，犹太人的制造业者将完成的兵器搬入基地内，但他们往往在制造阶段故意让兵器有瑕疵。因为罗马军绝不使用缺陷品，特別是在哈德良视察过后，只要有一点点瑕疵就会被退货。於是这些制造业者便偷偷将这些缺陷品转卖给科克巴。

罗马军的战力之所以大幅减退，也要归咎犹太商人。这些商人依据采购契约，将混有毒的葡萄酒卖到军团基地中，虽然不致於中毒身亡，但也让不少士兵病倒。

由于科克巴和商人联手的结果，完全中断了对犹太·巴勒斯坦一带的罗马军的补给。甚至在此时还发生了地震，让犹太人以为罗马帝国就要崩溃。

接获这些报告之后，哈德良便在叙利亚的安提阿研拟反击策略。

首先，当然要发动驻扎在犹太的第六斐拉塔军团与第十法雷坦西斯军团。只不过，原本应有一万二千名士兵的这二个军团，因缺员不容易补足，再加上诸多病号，现在能够使用的兵力只剩下一万名左右。即使加上二个辅助骑兵大队和四个步兵大队，也只有一万四千名左右。哈德良将这场反击战的指挥交讬犹太行省总督卢夫斯担任。

此外，北邻的叙利亚行省，在接近犹太地区的拉法纳耶（现在叙利亚的夏马）有一个军团基地，哈德良命令该基地出动第三加利卡军团。此军团的指挥也特別决定由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尔凯斯担任。

哈德良亦命令东邻的约旦出动驻扎在阿拉伯行省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此外再加上贝都因的二个辅助兵大队。

另一方面，也由西南的埃及调派了一个军团。另外再加上於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编制而成的一个辅助兵大队。

此外，哈德良亦命令莱茵河、达其亚行省、多瑙河等前线出动分队规模的兵力。此刻的罗马军和往常一样，夹杂著罗马人、高卢人、西班牙人、色雷斯人、希腊人、加拉太人、阿拉伯人以及没有加入叛乱的犹太人，可说是多民族的混合军。总人数已达四万。

皇帝哈德良指派不列颠行省总督朱利斯·塞维尔斯担任总指挥。由于早就命令他开始移动，哈德良很可能一开始就决定好这个人选。回想起上次犹太叛乱时，当时的尼禄皇帝拔擢了因征服不列颠而声名大噪的维斯帕先为总司令官，哈德良可能是想学习尼禄皇帝的作法。若比起这两人在罗马军内的地位，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尔凯斯的地位反而较高。

塞维尔斯雀屏中选的理由和尼禄当时的考量一样。因为塞维尔斯曾经成功的战胜过游击战法。一般人都会认为多雨的卡雷多尼亚（Caledonian，现在的苏格兰）的山野和干燥的犹太沙漠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地区，但苏格兰的森林，和沙漠中到处可见的岩洞却有共通点。对不熟悉地形的人而言，森林深处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道路，和洞穴深处可通往另一个洞穴的道路，一样都是迷宫。无论在卡雷多尼亚或是犹太·巴勒斯坦，通常都不会采用在平原上布阵的会战方式，此为这二地的类似之处。

前线司令部一直等到远从帝国最西北部赶赴帝国最东南部的塞维尔斯到达之后，才开始自安提阿移动到凯撒利亚。决定不上战场的哈德良，便在凯撒利亚等候战役结束。此时在前线司令部甚至看到了大马士革出身的建筑师「阿波罗多罗斯」衰老的身影，过去先帝图拉真发动的战役他可是从未缺席。他之所以出现在此地，是因为哈德良委托他改良耶路撒冷攻防战中将使用的攻城兵器。在战役正式展开的阶段，哈德良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战争结束的画面。此次的犹太叛乱，也和西元70年当时一样，耶路撒冷依旧面临了沦陷的命运。





据说犹太北部的加利拉亚地方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进军到犹太中部的塞维尔斯，在此地突然改变战法，改采将全军分成小规模部队的地毯式攻击法。此战略虽然较费时，但最后还是奏效。罗马军正式的反攻无论再快，应该都会拖到西元132年夏天以后，结果犹太战役一直持续到西元133年底为止。





在这段期间里，也发生了犹太叛乱中时常发生的现象。教条主义者的激进派之所以愈来愈激进只能说是宿命。愈是努力想达到纯粹性，就愈会变得连一点点杂质都无法忍受。

无论是否因为接受哈德良的禁令才如此做，巴尔·科克巴不能容忍的是那些放弃割礼的犹太人。科克巴禁止未行割礼的男子进入耶路撒冷。亦即，行割礼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前提条件。违反者将被处死。

犹太人之中有不少温和派人士以水泼头来替代割礼。但是，自许为救世主的科克巴以及支持割礼的阿基巴坚决反对此种替代方式。

以洗礼替代割礼的犹太人大都是基督教徒。因此自许为正统犹太教徒者便对基督教徒产生反弹。此外，基督教徒并不承认科克巴为救世主。对他们而言，唯一的救世主是耶稣基督。基於上述种种因素，科克巴与其追随者对基督教徒的反弹甚至演变成物质上的消灭。

西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时，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就已经呈现水火不容的状态，但是，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决裂的地步。自西元132年开始，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便产生了明显的敌对意识。这种悲剧性的敌意甚至持续到二十世纪，而且是有增无减。

到了西元134年初，缓慢确实的佈网，等待敌人上钩的犹太战役，就在耶路撒冷沦陷后宣告落幕。耶路撒冷和六十四年前一样，到处可见熊熊大火，各项建设被破坏殆尽。

实际上，在长达二年的犹太战役中，犹太地区的五十个要塞完全遭到破坏，九百八十五个村落全部被烧毁，五十万名犹太人被杀死。至於俘虏，则以和家畜同等的价值被出售，有的甚至比家畜还廉价。卖剩下的俘虏则被当作劳工送回加萨（Gaza），投入重建工程。

尽管如此，反抗的火苗并没有完全熄灭。在耶路撒冷南边的贝提尔又掀起了零星的火苗，而此地也在西元136年完全被毁灭。最后巴尔·科克巴战死，被捕的拉比·阿基巴也在严苛的拷问之下死去。

贝提尔最后的抵抗，对罗马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西元134年，耶路撒冷沦陷后，罗马人认为犹太战役已经结束。皇帝哈德良写了一封亲笔信函给位在罗马的元老院，向他们报告战争结束的消息。但是，这封宣告胜利的信函，却看起来没什么精神。「你们和你们的孩子都还健在真令人高兴。在此向各位报告，我和我的士兵们也维持著良好的状态。」

有不少研究学者们猜测，罗马军在此次战役中可能死伤惨重，但却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反观犹太的史料，除了赞扬巴尔·科克巴是伟大的英雄之外，当贝提尔最后反抗的火苗熄灭那一天——西元136年9月26日，碰巧和西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的日子是在同一天，因此史料中也感叹著这是犹太民族悲哀的宿命，另一方面，也提到利用掺毒的葡萄酒让许多罗马兵病倒的事实，不过就是没有提到罗马一方到底有多少损失。我猜想此时的哈德良应该很疲倦了。他也已经五十八岁。而且从二年半前就不再前往各区视察，一直待在前线司令部中。




离散（Diaspora）



不过，哈德良虽然将战役的指挥工作全权委托给身经百战的将官，但耶路撒冷沦陷后的战后处置工作却不假他人之手。

犹太已经不再是犹太，正式的名称已改成巴勒斯坦（Palestine）。

耶路撒冷的名称也已经消失，改名为阿耶利斯·卡匹杜里诺。耶路撒冷市的重建也依据罗马的都市计划展开。在此让人不禁莞尔的是，现代耶路撒冷市的街道设计完全保留着犹太民族最大的敌人哈德良的建设风格。罗马人建设的都市中央大道一向是从北贯通到南。而现代耶路撒冷以大马士革为起点的中央大道也是从北贯通到南。除此之外，耶路撒冷到处都留有哈德良的影子。一直都是犹太教徒圣地的耶路撒冷，现在的街道设计竟然是出自为根绝犹太叛乱而采取最激进手段的男人之手，这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

所谓最激进手段系指，西元134年犹太叛乱结束后，哈德良下令全面放逐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造成犹太人的「离散」（Diaspora）。





如同“Diaspora”这个字代表的「种子的散布」的意义所示，这个字也不是只有负面的意义而已。犹太人和希腊人很类似，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Diaspora”倾向。只要哪里有利可图，就迁到哪里居住，然后在当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社区。因为他们即使移居到其他民族建设的地区，也不会跟当地的人融合在一起。但是，此种移居是自发性的，并非强制性的「离散」。

说起强制性的“Diaspora”，西元前700年亚述（Assyria）的移居为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其次，在西元前600年前后，也发生了巴比伦的强制移居事件，这些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巴比伦之囚」。如果再追溯到更早以前，摩西（Moses）曾率领在埃及被当成奴隸的犹太人返回祖国。

自此以后就没再发生过强制性的「离散」事件，而哈德良决心采取这个方法。只不过，这次和亚述、巴比伦以确保优秀密集的劳动力为目的而发动的离散并不相同。哈德良所进行的「离散」，并没有指定「离散」的目的地，他只是禁止犹太人继续住在耶路撒冷而已，之后随个人喜好，要去哪儿，要投靠谁都可以。此外，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离散的对象，他只放逐犹太教徒，禁止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经常成为反抗罗马的火种。

哈德良的禁令并不适用于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地区（也就是改名后的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此外，居住在帝国首都罗马等海外各都市的犹太教徒也排除在对象之外。哈德良奉行奥古斯都之后的皇帝一贯的对策，亦即只要不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就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外地区的犹太教徒，如果反抗罗马，将立即受到「离散」的处置，这点是他们已经铭记在心的事。因为在哈德良治世的初期，对于发动叛乱、屠杀原住民的塞浦路斯岛（Cyprus）的犹太人，曾下令禁止他们继续居住在塞浦路斯岛。

如上所述，犹太人失去了祖国。这项「离散」处置自从西元135年在元老院通过并正式生效之后，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以色列建国为止。不过，占据哈德良心中的一块大石块总算落地。自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犹太教徒大规模的反抗行动了。

既然在罗马史上已经没有必要再提起犹太民族，那么回顾一下过去这一段历史，或许有助於理解罗马人和犹太人的关系。




罗马人和犹太人



西元前63年，正积极征服东方的庞培（Pompeius），是最早与犹太人正式接触的罗马人。当时处於内乱状态的犹太，进而求助於当时在地中海英名远播的这位罗马武将为他们调停内乱。庞培要求犹太人重新检讨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罗马的宗教并没有教典。因此，也没有专业的祭司阶级。所谓祭司，系指将教典（或是《圣经》）简明易懂的解释给一般信众听，这是他们的存在理由。犹太教是教典主导的宗教。因此，祭司阶级的权力相当大，他们认为凡事必须依循政治和教典进行。另一方面，罗马没有教典，因此也没有祭司阶级，所以自然采行政教分离的制度。

犹太人理所当然拒绝了身为罗马人的庞培提出的政教分离要求。这位罗马的武将认为只有循武力解决一途，便率领大军挺进耶路撒冷。在三个月的攻防战之下，犹太终于向罗马霸权屈服。但是此时，庞培只有下令破坏耶路撒冷的城壁而已，犹太虽然已列入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管辖之内，但罗马还是让它维持自治的状态。

到了西元前47年，在与庞培及其党羽的抗争中胜出而成为罗马世界最高权力者的朱利斯·凯撒，於征服埃及的回程中顺便造访犹太。虽然在前一年停留亚历山大时，凯撒承认犹太人也和希腊人在经济面上享有同等权利，但在政治面上，凯撒却和庞培的想法不同。

凯撒接受犹太人的请愿，让犹太教的最高祭司长恢复回犹太政府之首长。他认可犹太政教合一的作法，但前提条件是不得反抗罗马，这可说是一项宽容政策。据说在三年之后，当凯撒遭到布鲁图斯一派暗杀时，有不少犹太人流下悲伤的眼泪。

我常常在想，以凯撒描绘的蓝图为基础而创建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如果也承袭凯撒的犹太对策的话，之后罗马与犹太的关系应该会朝着不同方向前进吧!





以庞培为首的罗马元老院和凯撒之所以产生激烈冲突，主要是因为对广大罗马帝国的统治法持不同意见。元老院派认为国家应由三百名（进入帝政时代后增加为六百名）元老院议员，亦即社会的精英来统治。这就是政治史上称作寡头政治的制度。另一方面，凯撒则与这些元老院体制坚持派起正面冲突。其理由有三，第一，正因为必须在三百人之中达成协议，所以会降低统治面的效率。第二，由于元老院阶级的僵硬化无可避免，因此会失去阶级间的流动性。第三，罗马帝国如果不能成为连败者都予以同化的生命共同体，则无法产生机能，为了维持帝国的发展，不适合将领导阶层固定化。

如果庞培、西塞罗、布鲁图斯主导的元老院共和派获得胜利，则罗马就会一直是共和国，同时像后代的英国和法国一样，成为由本国支配殖民地型的帝国。然而，最后赢得胜利的却是凯撒。自此以后，罗马无论是本国或是行省都达到一体化，成为生命共同体，踏上普遍帝国之路。

成为普遍帝国的罗马，站在凯撒蓝图的观点上来看，其特征如下所示。





被罗马征服前的西方，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家，为数众多的部族林立，持续著相互抗争的状态。征服这些部族的罗马，认可被征服者群居的集落和其周边为「地方政府」，并给予其内部自治权。此外，还给予部族长及其亲族罗马公民权，这同时也是世袭权，并将他们编入帝国体制内。同时为了让身为罗马公民的军团兵在退役之后有落脚处，也在各个重要地段建设「殖民都市」。当时的高速公路「罗马街道」像网眼一样铺设得密密麻麻，将当地人居住的「地方政府」和罗马人居住的「殖民都市」结合起来。亦即罗马在帝国西方的支配「核心」为「地方政府」和「殖民都市」。

另一方面，帝国东方在被罗马征服前的历史就不一样了。从希腊往东，「都市国家」和「王国」的历史较为悠久。罗马人行事巧妙，往往不同场合会有不同作法，因而将东方支配的「核心」放在「都市国家」和「王国」上。以退役士兵进驻的潜在的防御基地「殖民都市」，并没有在东方建设太多。这是因为承继都市国家传统的希腊系都市，对罗马的霸权都采取配合协助的态度。原因是除了在都市之内，它们可以确保完全的自治外，与邻近都市产生纠纷时也会得到罗马人的调停，甚至不用担心外敌入侵，因此罗马的支配对希腊人而言，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至於习惯中央集权的王权地区，罗马采取的对策是将既存的王国当作罗马的同盟者，将它们编入霸权之下。当然，在帝国东方也铺设了帝国的动脉——罗马街道网。

如上所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共生正是罗马帝国的特色，也因为如此，才有可能容许犹太一带特异的统治形体继续留存下来，这应该就是最早将罗马帝国广大的版图明确勾勒在脑海中的凯撒的想法吧！





当然，位于「普遍」一角的「特殊」的确是异端分子。犹太人拥有选民思想，是不承认其他神的一神教徒，对此他们相当具有自信。《犹太战记》的作者约瑟夫·弗拉维斯（Josephus Flavius）为犹太民族辩护而写了一本Against Apion
 ，在此书中曾提到以下描述。


「律法中亦有记载，欢迎愿意与犹太人遵循相同律法生活的其他民族，但若只是想要共享生活上的便利，却不共循律法的其他民族，则应予拒绝。」



当代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对这段描述的看法如下：


「犹太教徒对于与自己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纵然没有表现在外，但内心经常充满着激烈的憎恶。」



塔西图斯甚至断言不承认其他宗教的犹太教并非宗教，只不过是一个迷信而已。

此外，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以神明不允许为由，拒绝担任公职，也拒绝服兵役等义务，却要求在经济面上享有平等权利的犹太人，对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来说，是无法容忍的。特別是那些将荒芜之地建设为繁华都市、发现航路、驾驶船只行走在航路上的希腊裔居民，对于那些偷偷住进这个建设完成的都市中，不但不努力发掘航路，而且绝不前进至危险海域，只会拍卖船只运来的货物以获取利益的犹太裔居民，根本不可能拥有好感。帝国东方的骚乱，几乎可说都是希腊裔和犹太裔居民间挑起的。而罗马就如同克劳狄斯皇帝的《给亚历山大居民的信》中所示，必须不断出面为这两个民族调停纷争。





然而，努力为霸权下的人民调停是霸权者的责任与义务之一。因此，罗马在这方面从不懈怠。不过，希腊、罗马人和犹太人对自由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认为在自由之中也有选择的自由的话，那你就和希腊、罗马人持有相同的自由概念。对于犹太教徒和近代基督教徒而言的自由，并不包括选择的自由。首先，依据神的教诲来建设国家对他们来说就是自由。在不被认可此项自由的状态下，就算可以免除公职和兵役义务，或是可以在星期六、日休息，但对这群人来说，这当然不算是自由。

如果这就是犹太民族的话，那么只要全面接受这种特殊性，亦即认同他们的请愿，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建设政教合一的犹太教国家，不就没问题了吗？幸运的是，怀抱选民思想的犹太人，不太有意愿将自己的生存方式也推展到其他民族。这是因为一旦教徒增加，被神所选上的可贵性就薄弱了。此外，我们也不曾听说过犹太教的传教活动。既然如此，让祭司阶级统治的国家存在于帝国一角应该也在容许范围之内吧！倘若犹太人就此满足而稳健发展的话，对帝国统治不是再好也不过吗？因为居住在帝国东方各都市中的犹太人，遗憾在本国犹太无法达成「自由」，所以才会引发诸多问题。

此外，对于凯撒将犹太人的经济权利提升到与希腊人同等地位的政策，也有回顾的必要。由于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依归宗教，因此对犹太人而言，将罗马帝国与极易孤立的犹太社会链接起来的「血管」便是经济活动。凯撒希望避免犹太民族孤立并非基於人道上的理由。只不过是因为孤立是激进化的温床。

然而，於凯撒之后即位的奥古斯都，虽然在其他方面完全承袭凯撒的理念，但唯独对犹太问题没有深入体认到凯撒的想法。奥古斯都虽然是一位罕见的「政治人物」，但却无法真正描绘出战略性的蓝图。不过，正因为奥古斯都身为「政治人物」有许多凌驾凯撒之处，所以他认为应该由同样是犹太人的希律（Herod）王来治理犹太，也就是采取间接统治方式。将犹太交由希律治理其实还有另一项优点。虽然希律是一位专制君主，但他绝不允许最高祭司长以下的祭司阶级插手政治。只要希律继续统治犹太，即可实现政教分离的理想。奥古斯都也一样受到西方传统想法的束缚，认为统治就该政教分离。

不过，奥古斯都对犹太问题的处理方式却决定了日后罗马帝国的犹太对策。在希律王死后，奥古斯都依旧拒绝犹太人希望恢复神圣统治的要求，由罗马派遣长官至当地进行间接统治。但相对的，也给犹太人相当大的自由。甚至认可杀人以外的司法权，而且还让七十名长老组成议会并给予援助。

对奥古斯都而言，应该已经给犹太人充分的自由了。但是，犹太人却还是认为没有得到「自由」，这实在是个不幸的误解。





研究罗马与犹太问题的学者大分有二种。一种是努力探寻犹太是如何忍受罗马欺压的实证。另一种是努力探寻罗马一面忍受犹太，一面对他们采取宽大政策的实证。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白费力气的作法。因为无论犹太人如何强调自己受到罗马的欺压，都不会得到罗马人的理解，相对的，无论罗马人如何强调自己一面忍耐，一面对他们宽容，犹太人还是会一直对罗马要求「还我自由」。

尤其是在奥古斯都之后即位的台伯留皇帝，对犹太人施以各种无微不至的关照，让人深切感受到一开始走错路让善意白白浪费。如同历史学家塔西图斯所写，「在台伯留的治世下，犹太充满和平」，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但是，或许是皇帝的作法让身为臣子的长官认为绝对不能够刺激犹太人，因此甚至发生了即使违反罗马法都要处死耶稣基督（自称为救世主的犹太年轻人）的事件。因为强烈希望处死耶稣基督之人，就是在耶路撒冷掌握实权，对社会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祭司阶级。





但是，当初担任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调停者的罗马人，随着时代的经过也开始有了改变。这或许是犹太人对罗马的态度愈来愈强硬所导致的结果。即使如此，罗马除了在卡利古拉皇帝末期发生的事故（详述於第Ⅶ册中）之外，下一任皇帝克劳狄斯也尝试着让犹太人来统治犹太，继续采取宽容路线。但是，这反而增加了犹太人对罗马的憎恶，渐渐的，罗马人开始对犹太人感到不耐烦。派遣到犹太的长官们便开始采取严苛的统治方式。其结果，在尼禄皇帝末期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自从凯撒死后，经过了一百一十年，如今走到这个地步，罗马再也无法允许犹太人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且绝不对此点让步。而犹太人对于坚持他们认定的自由才是「自由」的态度也没有改变。西元前一世纪，罗马以霸权者的身份登场时，曾因为替犹太人赶走过去的支配者希腊人而博得犹太人的好感，但到了西元后一世纪，这种好感却完全转为敌意。





维斯帕先与儿子提图斯之后都当上罗马的皇帝，这两人对犹太叛乱展开的镇压，虽然遇上尼禄皇帝之死与其后的内战而中断了一年半，但迫使罗马必须展开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於西元66年夏天爆发，一直到西元70年秋天耶路撒冷沦陷才落幕。至於战役的经过已於第Ⅷ册的173~194页中详述，此处不再赘述，但在这场战役前后，犹太的局势产生激烈的变化。

第一，耶路撒冷内的自治机构「七十人长老议会」宣告解散。

第二，过去没有常驻任何中队的耶路撒冷，之后决定常驻一个军团，而且不再认可内部的自治，成为直辖统治。

第三，过去无论居住在本国犹太，或是海外犹太居住区的犹太教徒都有义务捐献二德拉克马（Drachma，希腊货币名）给耶路撒冷的大神殿，而维斯帕先皇帝将此捐赠对象改为罗马的朱比特神殿。维斯帕先皇帝只不过是希望借由断绝犹太祭司阶级的经济来源，来削减犹太反抗罗马的实力。但是，这对犹太教徒而言，不但是莫大的屈辱，同时也是对他们敬爱之神的亵渎。

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和罗马货币狄纳利斯银币拥有同等价值。如果研究学者的说法正确的话，每人二德拉克马就等于二狄纳利斯银币。维斯帕先时代的军团兵年薪为二百二十五狄纳利斯银币，换句话说，这项捐献相当於士兵年薪的一百一十二分之一。由于十年后图密善皇帝将军团兵年薪提升到三百狄纳利斯银币，如果和西元84年之后的薪资水準相比的话，这只不过是士兵薪水的一百五十分之一而已。任何人在购物时都会缴纳的营业稅（或是消费稅）之稅率为1%。只要不是太穷的犹太人都负担的起这个金额。但问题并不在于金额。

摩西「十戒」中的第一「戒」便是犹太之神以外者不得为神。对于必须遵行此戒的犹太教徒而言，就算金额不大，但捐献对象为朱比特神殿本身就已经违反了犹太之神制定的法律。

只有犹太教徒被规定必须向罗马卡匹杜里诺丘上的朱比特神殿捐献，这笔捐献款项称作「犹太人稅」，而这个称呼是因为受到犹太人欢迎才定型的。犹太人认为每年缴纳的二德拉克马并非捐献给朱比特神殿，而是因为自己是犹太人才会被课征此稅。站在犹太人的立场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心情。但同时也是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产生的文化摩擦。

尽管如此，以塔西图斯的口吻来说的话，就是「从维斯帕先、提图斯、图密善、涅尔瓦，一直到图拉真治世的末期，犹太一直维持著和平」。但是，这只不过是在心中不断燃烧怨恨的「和平」而已。





对犹太人一直都采取理性态度的图拉真皇帝，在犹太人的眼中，并不是个令人讨厌的皇帝。既然如此，犹太人却在图拉真专心於帕提亚战役时趁虚而入，在西元115年爆发叛乱，令罗马人相当震怒。罗马人十分厌恶他人违反誓约或是趁人之危。而且据罗马一方得到的消息指出，犹太人与敌人帕提亚共谋造反，这点很显然是卖国行为。此时的叛乱最大的特色是，不只是在犹太本国内，也扩展到塞浦路斯、昔兰尼加等海外的犹太居住地，正因为如此，才让罗马不得不使出非常手段。在图拉真之后即位的哈德良，当务之急便是先将叛乱平定。

哈德良或许认为在此时点就算是暂时的也好，应该可以重新恢复「和平」，然后再消除潜藏在地底下的岩浆，使犹太达到恒久的平静。从罗马和犹太的关系可能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凯撒时代开始，已过了一百七十年。此时罗马采取的犹太对策，目的只在于维持帝国内的秩序。除此之外，哈德良还能做什么呢？因此，他才会不惜采取禁止割礼以及建设阿耶利斯·卡匹杜里诺这种激烈手段，来挑衅犹太教徒，然后趁着犹太教徒反弹的机会给予他们惩罚，借此将犹太教徒全部赶出耶路撒冷，并采取「离散」的作法。

有的研究学者指责哈德良如此削减犹太教徒势力的作法，反而会助长基督教徒的猖狂。但是，哈德良打压的是反抗罗马统治的犹太教徒而已，并没有将顺从罗马统治的犹太教徒列入打压对象中。与反抗罗马的激进派犹太教徒划清界线的正是当时的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并没有反抗罗马的统治，因此他们才能够一直居住在耶路撒冷。

不过，无论犹太人是否反抗罗马的统治，哈德良对犹太教徒一向都是很冷淡的，这点倒是个事实。哈德良讨厌犹太人那种唯我独行，只尊敬唯一神明的生活方式，他觉得这是不懂人性的傲慢。而且他们轻蔑憎恶信仰其他神明之人，还辩称这是因为太爱自己的神明才会有的现象，哈德良对此种怪癖实在无法认同。只要是希腊、罗马之子都会与哈德良有同感。因为希腊哲学的基本并非安于某种教义，反而是要经常抱持著怀疑的态度。如果此时的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一同起来反抗罗马，哈德良铁定会毫不犹豫的对他们进行打压。





西元134年春天，皇帝哈德良亲眼确认耶路撒冷已沦陷后，便从凯撒利亚行海路，途中没有绕行至別处，直接返回罗马。哈德良离开首都已经有六年，这次回国想必是认为该做的事已全部做完了吧！此时正值哈德良治世第十七个年头。




余生



西元134年5月底，哈德良确定待在首都罗马，因此他应该是在西元134年的年初指示完战后处置的相关事项后，便启程返回首都。睽违六年后总算又回到首都的皇帝，虽然得到元老院同意可以举行凯旋式来欢迎他，但他却婉拒了元老院的美意。他将此名誉让给犹太战役中一直在前线指挥的总司令官塞维尔斯。虽然如此，但元老院不允许塞维尔斯接受和最高司令官哈德良一样的凯旋式。因此这场凯旋式中，塞维尔斯并非坐在四匹白马拉曳的战车上，而是骑在白马上。进入帝政时代后的罗马，只允许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才可以坐在四匹白马拉曳的战车上接受凯旋式，因此军队的司令官只能享有共和政治时代的简略凯旋式的权利。而塞维尔斯一直等到二年后贝提尔沦陷，将最后的野火扑灭后才返回首都接受凯旋式。在这段期间，元老院通过了皇帝提出的要求，亦即将犹太教徒全面赶出耶路撒冷。自此，犹太人的「离散」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政策。然而，皇帝却没有提及他对犹太教徒百般侮辱，还禁止他们实行割礼的事。





哈德良返国后，元老院议员大都认为这个六年不见的皇帝好像变了。

其实哈德良就像之后《皇帝传》的作者所评论的一般，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会认为他的个性相当复杂难懂。有时觉得他很严格，有时又觉得他很友善；有时觉得他很亲切，有时又觉得他很难侍候；有时觉得他沉溺在享乐中，有时却又彻底禁欲；有时觉得他很吝啬，有时却又很大方；有时觉得他很不诚实，有时却又表现出无上的诚实；有时觉得他看起来很残酷无情，有时却突然表现出无限的宽容心。就在第二次大旅行结束，犹太问题解决后，亦即罗马社会由「壮年期」（Virilitas）进入「老年期」（Senilis）的年代，他那「一贯地保持著不一贯性」的个性已改变为「凡事皆一贯」了。他变得很严格、很难伺候、为了私人喜好从不吝惜花费，而且既不诚实又冷酷、凡事绝不宽贷。也就是说，在一般人的眼中尽是缺点的个性，他保持著一贯性。

大多数的研究学者都认为哈德良个性的转变和他年事已高有关。缺乏耐心确实是老人的特征之一。但哈德良从最后返回罗马的西元134年一直到138年，也不过是在他五十八岁到六十二岁的时候。从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情况来推论，古代的平均年龄应该很低，所以没有人到了七八十岁身体还很健朗的。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认为哈德良的变化应该和龙体欠安有关。在《皇帝传》中曾提到以下这一段话。


「在帝国全区视察时多半是在豪雨和酷暑之下，因而损害了健康，让皇帝不得不躺在病床上。」



返国后的哈德良，也不是就这样臥病在床度过最后四年，然后与世长辞。他还是将公务处理得很好，没有招致非议，甚至也将不少时间放在他的兴趣上。然而，体力的衰减是遮掩不住的，而且只会愈来愈衰退。





年轻时就对自己的健康充满自信，任何粗重工作都能够忍耐的哈德良，现在已无法自由行动，相信他一定对此相当气愤吧！总之，此时期的哈德良是在对自己的身体生气。这与奥古斯都年迈时隐瞒自己病弱身子的作法明显不同。

但是，我认为哈德良的「变化」除了年龄和疾病之外，应该还有另一项原因。这或许和他想做的事已全部完成有很大的关系。工作已全部结束的人，就会面临精神面的放松，他原本是用紧张感来控制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结果现在这种紧张感已完全消失。

哈德良在专心履行皇帝责任义务的时期，对于维持权力的必要性相当敏感。因为权力是达成义务不可或缺的基础。为了维持权力，他时常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做好自我控制。换句话说，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但是，既然责任义务已全部达成，就没有必要再花心思去维持权力，也没有必要在乎元老院和民众的批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哈德良是重视功绩胜过外界评价的领袖。相对的，如果是重视外界评价胜过功绩的领导者，将一辈子注意小节，谨言慎行的度日。

由以下二则轶闻可看出哈德良已经变得不太在乎他人的眼光。





由各种蛛丝马迹来看，这则轶闻应该是发生在古罗马圆形剧场。如果是在这里，当时正在举行的应该是斗剑士竞技。此项竞技是罗马人最狂热的二项表演节目之一，那一天的古罗马圆形剧场也和往常一样，淹没在超过五万名观众的欢呼声之中。受不了人声嘈杂的哈德良立刻将守在他身后的传令官唤了过来，命令他叫观众肃静。传令官心想，若照皇帝的指示去做，势必招致观众对皇帝的反感，因此传令官前进到贵宾席前，对着观众大大伸起双手。观众见状，以为皇帝要传达什么讯息，於是全都静下来準备聆听皇帝的话。此时传令官对着观众大叫，「这就是皇帝的要求」。

结果引发观众一阵爆笑。哈德良此时才注意到自己的命令有多么欠缺考虑，急忙向传令官道谢。





另一则轶闻是发生在称为「奇尔克斯·马克西姆斯」的大竞技场上。这里的规模不是古罗马圆形剧场可以比拟的。朱利斯·凯撒重新改造之后，可容纳十五万名观众，之后经过图密善、图拉真的改造，规模已大到可容纳二十五万名观众，即使到了二千年后的现代也没有出现同等规模的竞技场。在这个「大竞技场」中最受欢迎的竞技莫过於四马战车的竞走。由于必须维持多数的竞走马、战车和骑士，因此经费相当可观，而且还组织类似现代「一级方程式」（Formula One）的队伍，让这些队伍互相竞争。主要有四队，以白、红、蓝、绿四色来区分。因为要驾驭四匹马，骑士被要求必须熟练，所以大都是挖掘擅长驾驭马匹的少年，或者是购买适当的奴隸，加以训练成专业骑士。四马战车竞走中的每一队，都是完美的营业组织。

竞走方式是绕行广大跑道七周，然后看哪一队先到达终点。一天之内重复比赛多次，而在那一天，只有一位骑士连续获胜到底。

观众顿时陷入一片疯狂。观众的叫喊声如波浪般，朝着贵宾席的哈德良传了过来。他们希望哈德良买下这位骑士的自由，让他从奴隸的身份中解放，因而连声呼喊着「自由」。

在大竞技场上，无论传令官如何拉开嗓音制止都没有用。或许那天的传令官并不像在古罗马圆形剧场时那样机灵。於是皇帝要传令官将他的话写在告示牌上绕行场内一周。上面密密麻麻的写了以下这些字句。

「各位并没有权利要求解放没有所有权的奴隸，也没有权利要求我做出这种违法的事。」

偌大的竞技场的观众席上突然之间流过一阵沉默的冷流。哈德良的回答并没有错。但是，观众们一定会认为，哈德良皇帝不必如此不通人情。若是以前的哈德良一定不会这样辜负观众的希望。






马赛克（镶嵌工艺品）上留下的骑士英姿




四马战车竞走的明星骑士和斗剑士一样，并不一定都是奴隸，也有许多自由的罗马公民受到高收入的吸引，而选择这项危险的职业。即使哈德良拿出私房钱买下他的自由，这位骑士应该还是会继续从事骑士的职业，如此一来，主人也不用担心失去优秀骑士。特別是如此优秀的明星骑士，主人应该会支付他薪水。正因为罗马人也让奴隸有赚钱的机会，所以在罗马一直存在著「解放奴隸」这种阶级，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钱换取自由。在当天，不只是那位明星骑士，观众也感到十分满足，一切都将以欢喜收场时，却被哈德良狠狠泼了一盆冷水。哈德良实在是个不容易侍候的怪人。

凡事不好相处的哈德良，唯一追求心灵平静之处便是建设在提弗里的「哈德良別邸」。以义大利语来唸的话，就是“Villa Adriana”，省略了H的发音。

“Villa Adriana”是汇集了皇帝哈德良各种回忆的场所。所谓回忆，就是希望回想起的事，因此，这里并非网罗了哈德良所有亲眼目睹、亲自涉足的视察地的一切。最明显的就是，在不列颠建设的「哈德良长城」就没有列入提弗里別邸的「回忆」之列。他在別邸中收集的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创设的有名的雅典高等教育机构“Lykeion”、雅典市的市议会“Pritaneion”以及充满异国风味的埃及老人星（Canopus）。当然并不是直接将这些建筑物搬过来，而是将这些建筑物及其座落的场所带给他的印象，以一种象征的形式移到这里来。研究学者一直想弄清楚这些象征所代表的意义，但真正的意义恐怕也只有哈德良才知道吧！这座別邸的复杂结构和当时罗马式別邸不同，真的很符合哈德良「复杂的个性」。

哈德良在各个视察地购买的诸多美术品应该有陆续送达此地。这些美术品虽然大都是希腊盛期的雕像仿造品，但技术水準之高足以让人屏息。他可能是在不断制造原像仿造品的希腊买到这些作品，也有可能是一发掘到优秀的雕刻家就立即送往罗马制造这些作品。无论如何，我们可由这些作品中感受到哈德良优异的美术观。

和罗马一般的別邸不同的是，这里看不到祖先的肖像。回想起来，这位行省出身皇帝的特色之一便是——没有一位创造过罗马史的祖先。

此外，罗马的精英们很喜欢在自己的別邸中放置希腊哲学家、诗人及悲剧作家的肖像，这在哈德良的別邸中也几乎看不到。相对的，他倒是放了不少裸体、著衣的男女雕像。






“Villa Adriana”的一角（复原模型）




希腊人相信没有比人类的胴体还美的事物，因此，只有神才有特权以最能够展现出胴体之美的裸体姿态呈现在世人眼前。如果一般人想表现裸体之美的话，可以将吊有箭筒的皮带从右肩掛到左边腋下，就变成了阿波罗（Apollo），如果手上再拿一串葡萄的话，就变成了狄俄尼索斯（Dionysos，酒神，拉丁语为「巴克斯」），可利用这些方法将自己扮成神。承继这种想法的就是罗马人。因此，罗马的皇帝如果也呈现出裸体姿态的话，表示这是此人死后被神格化以后的作品。几乎看不到历史伟人的雕像是哈德良珍藏艺术品的特色，所以也不可能看到裸体姿态的皇帝像，除了希腊神以外，就只有安提诺的雕像展现出年轻美丽的裸体姿态。

不只是安提诺，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雕像也给人一种强烈的「官能」感，缺少了点「智慧」感。无论是希腊盛期的雕刻家费德阿斯和普拉克西德的阿波罗像，或者是希腊时代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如果可以将这些哈德良时代的完美仿造品放在身旁的话，都比和那些喜欢擅自行动，嘴上常常挂着愚蠢话语的年轻人一同生活还要快乐。在哈德良的別邸中，即使是只置有多色大理石模样的美床和几件必要家具的室内，以及充满从邻近河川汲来之清水的池畔，都摆放着美丽无言的雕像。只有这座別邸的主人无法脚步轻盈的在其间逍遥游走。如果没有仆从搀扶，他根本无法走下庭园的阶梯，也难怪哈德良会心情不好了。他的体力的确在衰减中。更糟的是，当初为了因应皇帝长期不在而组织建置的「内阁」等帝国统治机构，即使现在皇帝生病，也能够毫无问题的正常运作。也就是说，拜哈德良优越的组织能力之赐，现在六十岁的他，除了整天窝在別邸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

劳动分为二种，日常的劳动以及生涯的劳动。后者的缺点是，一旦完成之后，就没有事可做了。哈德良目前唯一未完成的事，便是决定他的接班人。




继任者问题



西元136年，哈德良返国就要满二年，已跨过六十岁门槛的哈德良深知必须尽快决定出继任者人选。体力的衰减是个不争的事实，若再继续拖延的话，恐怕会怠忽皇帝的职务。他和皇后莎比娜之间并没有子嗣。他接纳谁做养子，这个人就会是下一任皇帝。

由于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因此在元老院的有力人士之间，每次见面必会谈起这个话题。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王牌」。在这些人之中，确信拥有「王牌」而积极运作的便是哈德良的姊夫塞维安。

与哈德良唯一的姊姊多米提亚·帕莉娜结婚的这号人物，和图拉真、哈德良一样是西班牙出身的罗马人。不过，以年龄来看，他比图拉真年长八岁，比哈德良年长三十一岁。当图拉真被涅尔瓦皇帝指名为继任者，就任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之后，他便担任图拉真的前任地「高地日耳曼」的总督。当涅尔瓦逝世，图拉真当上皇帝后，他也曾以高地日耳曼总督的身份，率先协助没有返回罗马的新皇帝图拉真，优先强化莱茵河防卫线。他应该也在图拉真担任总指挥的达其亚战役中率领军团参战。不过，图拉真发动的战役中不可或缺的便是将军，而他却不具备当将军的军事长才，不过，也因为如此，他才得以在哈德良即位后整肃的将军名单中逃过一劫。罗马社会的精英积极追求的「光荣资历」中，其顶点可说是执政官一职，他曾在图拉真时代当过二次，哈德良时代当过一次，总共担任过三次执政官。再加上他是现任皇帝的姊夫，当然被相为元老院议员中的有力人士。但是，这样的身份却让塞维安愈来愈嚣张自大。

以哈德良的个性来看，他对家人应该很冷淡，也因此在历史记录中找不到他生母、姊姊的殁年。如果哈德良对家人有特別待遇的话，绝对不会逃过那些喜好轶闻的史学家的笔下。这个大哈德良三十岁以上的姊夫终究没有掌握住哈德良的个性。而塞维安有个孙子，名叫佩达尼斯·佛斯克斯，当时正值十七、八岁，算是哈德良的外甥。





塞维安深信他的孙子应该是最接近皇帝宝座的人，但并不清楚实际的运作情形。他或许是利用元老院的有力人士，在议员之间散布拥立佛斯克斯的声浪，一方面也在暗中祕密会商。不过，这些都传到了哈德良的耳中。

哈德良极度讨厌他人在背地里偷偷进行策划。因为他对自己的主导能力深具信心，所以最受不了他人在暗中密商想主导某事。姑且不论是否有暗杀皇帝的阴谋，但塞维安擅自策划应该由皇帝主导的事，这就已经触怒了哈德良。於是哈德良便派遣一队近卫军团到塞维安的宅邸，以谋杀皇帝的罪名，强迫祖孙两人自杀。

元老院议员又被浇了一盆冷水。这位九十岁的老人和刚进行完成年礼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剥夺了打官司辩解的机会而遭到杀害。此外，在汇编罗马法时，哈德良曾下令将叛国罪之告诉无效列入其中，结果皇帝却违反了自己制定的法律。元老院议员此时又想起了哈德良刚上任时整肃四名重量级人物一事，不禁全身僵硬，直打哆嗦。

其实哈德良很早以前心中就有了继任者的人选了。他似乎想要改变僵硬的元老院对策，一方面也希望冲淡杀害姊夫和外甥的阴影，因此特別对外公布继任者的名字。也就是当时三十岁左右的凯欧尼斯·柯莫德。因为被哈德良收为养子，而改名为阿耶利斯·凯撒。他出生于当时被称为埃特里亚（Etruria）的托斯卡那（Toscana）地方，为本国义大利出身的罗马人，而且娶了哈德良即位之后整肃的四人之一「尼古利努斯」的女儿为妻，并和妻子育有一名六岁的儿子。





对于这个人选，元老院的反应相当冷淡，这也是想当然耳的事。甚至还有议员认为是因为他脸蛋漂亮才会被哈德良选上。此外，也有的议员装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面孔，心想还不是因为他是哈德良在安提诺之前宠爱的对象。阿耶利斯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自二千年前开始，金发碧眼就是美男子的条件之一，这或许有点可笑，但在罗马时代，蓝眼睛的确是美男子的条件之一。






阿耶利斯·凯撒




但是，被哈德良收为养子，亦即确定为下一任皇帝的阿耶利斯，不只是个美男子，他举手投足所散发出的气质也远远超越其他年轻人。此外，他并不像元老院议员所批评的一般，是个软弱无能之人。他喜欢优雅且充满情趣的人或物，也擅於用精练的口吻进行演说，并具有充分的能力说服听者。无法接受此人选的人们提出的理由是，因为他喜好奥维德（Ovidius Naso）和马尔夏（Martialis）的文学。但是，较喜好充满机智的奥维德和马尔夏的文学，较不喜欢冗长的维吉尔（Vergilius Maro）和较庄重的霍雷斯（Horatius Flaccus）的文学，其实只不过是兴趣的问题而已，除了文学之外，他也充分具备身为领导者的涵养。另一方面，他相当重视家庭。就我的推测，哈德良之所以推出这个人选，应该是想对自己为稳固权力基础而整肃的那四人赎罪吧！阿耶利斯·凯撒如果当上皇帝，之后理当由他的儿子继位。而当时只有六岁的这位少年，身体里正流着被整肃的四人之一「尼古利努斯」的血。





继任者的人事并不像元老院指责的一般，只是哈德良一时兴起、未经深思熟虑的计划。在公开养子的同时，哈德良也赐予阿耶利斯「护民官特权」和「军司令权」，这些都是皇帝的特权。另外还耗资三亿塞斯泰契斯铜币举办了斗技和竞走活动，与罗马公民一同庆祝。此外，也发行了正面刻有阿耶利斯，反面刻有慈爱女神的银币。哈德良打从心底希望将自己牺牲健康致力重建的帝国交给阿耶利斯·凯撒。

不过，被哈德良认定为适当人才的这个年轻人，患了一种类似现代结核病的疾病。哈德良一向认为只有老人才会生病，对此种现象并不能理解，所以也没有对他寄予同情。他以为年轻人只要好好锻鍊身子应该就会恢复健康。





到了隔年，也就是西元137年，当选这一年执政官的阿耶利斯·凯撒被送往前线，因为哈德良认为他应该拥有指挥军团的经验。他被送往的前线并非已充分都市化的科隆、梅因兹或是保证生活舒适的安提阿，而是被派遣到旁诺尼亚行省的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已成为一般基地，而且是多瑙河前的最前线基地。无论地形或气候都是罗马军团基地中条件最恶劣的一个。

这里的基地生活对阿耶利斯的健康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以冬天必须在罗马度过为由，不到一年就返国的阿耶利斯，原本就很瘦弱的身子变得像幽灵一样。就在隔年，亦即西元138年的1月1日召开的元老院会议席上，他必须对皇帝发表被指名为继任者的感谢演说。不过，他却在前一天晩上大量吐血身亡。

哈德良以1月1日是一年之始并不适合办丧事为由，禁止服国丧。而且此时他又开始大动肝火，嘴里唸唸有词的表示「我居然把身子靠在就要崩溃的墙上」，然后愈想愈生气，连粗鄙的话都骂了出来：「那三亿塞斯泰契斯铜币简直就是浪费。」虽然如此，阿耶利斯在成为皇位继承者后得到的称号「凯撒」，尽管只冠上了一年多，哈德良还是下令给予适当的厚葬。让他葬在不久前开始建设的新皇帝庙中，这可谓无上的荣誉。新皇帝庙是因为奥古斯都建设的皇帝庙已没有多余的空间，所以才开始建设的。这座「灵庙」（Mausoleum）到了文艺复兴时代，被改造为罗马教廷的城塞，称为「圣天使城」（Castel Sant’Angelo）,现在依然耸立在台伯河的西岸。





阿耶利斯·凯撒死后，哈德良必须尽早决定替代人选。

其实哈德良早在十年以前就一直注意著一位少年。这位少年正是二代之后的皇帝马库斯·奥理略，他当时的名字是马库斯·安尼斯·威勒斯。正是出身於西班牙、深得哈德良的信赖，也曾担任过二次执政官的马库斯·安尼斯的孙子。这位少年出生在罗马，因为父亲早死，便成为祖父的养子，直接在罗马长大。他在六岁时已晋升「骑士阶级」之列，八岁就被选为神官之一。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推举，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在他当上皇帝后曾以希腊文撰写《自省录》，他自少年时期开始就非常勤勉好学，特別醉心於希腊哲学中的斯多葛（Stoa）学派。皇帝哈德良为了捉弄这位喜好探究真实的少年，将他的姓「威勒斯」解释为「喜好真实」，还为他取了个绰号「安尼斯·威利西姆斯」（喜好真实的安尼斯）。但是，喜好真实的安尼斯年仅十六岁。太过年轻的皇帝对四十岁才即位的哈德良来说，实在无法接受。





西元138年1月24日是哈德良六十二岁生日。已经不再邀请熟人知交举行祝宴的哈德良，在这一天唯独邀请了一个人物。接到邀请造访提弗里別邸的就是安东尼奥。他的父亲出生在高卢·拿波南西斯行省（Gallia Narbonensis），亦即现在的南法，他本身则是出生在罗马近郊的拉努维奥，年龄五十二岁。当然在元老院拥有席次，而且也是「内阁」的熟面孔。也就是说，至全国各地视察的哈德良，特別指派几名值得信赖的臣子留守在首都，其中一人便是安东尼奥。哈德良对前来的安东尼奥表明希望收他为养子之意，但是有个附带条件。他必须收即将十七岁、喜好哲学的安尼斯和死去的阿耶利斯·凯撒的遗孤卢西厄·威勒斯（Lucius Verus）为养子。当天安东尼奥只表示希望仔细考虑一下，之后就和皇帝一同庆祝六十二岁生日。

一个月后，安东尼奥再一次造访提弗里，告诉皇帝他愿意恭敬的接受这项请求。

哈德良立即对外发表这个消息。一则是皇帝已收安东尼奥为养子，二则是安东尼奥已收安尼斯和卢西厄二人为养子的消息。同时他发动了可以不经元老院通过，由皇帝一人决定的暂定措施法，修改了与养子相关的一项法律。因为过去的罗马法规定养父与养子之间要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但到底必须相差几岁并不是很清楚。然而，哈德良与安东尼奥只相差十岁而已。

指名安东尼奥为继任者得到元老院一致的好评。因为安东尼奥的人缘极佳。就这样，哈德良总算完成了身为皇帝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死



虽然春意正浓，温暖的天气包围着提弗里的「哈德良別邸」，但这里的主人却不是很高兴。由于古人记载的病名不太可靠，所以哈德良到底罹患什么疾病不得而知。只知道哈德良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现在即使有仆从搀扶著也走不动了，所以只能躺在仆从扛起的轿子上，徜徉在广大美丽的庭园中。

罗马的男人，特別是被公认为精英的人，他们认为在身为人类的机能无法充分发挥，亦即年事已高精神恍惚之后，若还苟延残喘的活着，则为一大耻辱。自我断食以了断生命的作法一点也不足为奇，而且周围的人也都能够理解，这就是罗马领导阶层一贯的作法。

在年老皇帝身边的仆从中，有一位静静服侍著皇帝，而且相当机灵的年轻奴隸，深得哈德良的喜爱。某一天，皇帝突然将自己的短剑交给这个奴隸，指著自己的胸口，命令他将短剑刺入。这名年轻的奴隸惊愕万分，一边流泪一边乞求皇帝，表示实在无法做到。哈德良相当失望，也就没有再强求他了。

但是，担心皇帝下次或许又会再提出同样要求的奴隸，便向安东尼奥报告此事。吓坏的安东尼奥急忙赶往提弗里，说服皇帝：「对于疾病这种无可避免的事应该拿出威严忍耐过去。」

这番话反而激怒了哈德良。想起自己的身体已经坏到必须被如此忠告的地步就满肚子火，更气那名向安东尼奥打小报告的奴隸，他大叫要处死这名奴隸，还不断拿周围的人出气。结果安东尼奥担心这名奴隸被迁怒，甚至将他藏起来。

之后，哈德良并没有放弃了断生命的念头。每次一有这种念头，安东尼奥就会赶往提弗里。与其说是说服，倒不如说是恳求。他表示「如果您这么做的话，我将会成为杀父凶手」。接着便将他的短剑藏了起来。

这么一来，又让哈德良怒不可遏。他曾经再三试着用短剑自杀，但居然连举起短剑刺胸的体力都没有，为此他相当痛苦难过。现在连短剑都被没收，这种待遇不就和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一样吗·

在提弗里的別邸中，有一位御医从哈德良的视察之旅开始就一直陪侍在旁。对这名忠心耿耿的御医，皇帝下令他调制一份毒药，并严格要求他保密。因为这是皇帝的命令，御医有必要遵从，但真的这么做的话，又会违反法律。御医既不能违背皇帝的命令，又无法照着皇帝的意思去做。而且对这位自己服侍已久，打从心底充满敬意的皇帝，也不能违反他的要求，偷偷向安东尼奥打小报告。结果第二天早上，这名御医被人发现喝下自己调制的毒药身亡。

经过了此次事件，哈德良总算开始自制，已经不再寻死了。但是，他还是对自己病弱的身子相当愤怒，而解决此问题就只有让疾病痊愈一途。不过，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他最后只好将这股怒气发洩到元老院议员身上。

对于这些来自提弗里的告发案件，安东尼奥处理的方式是先提送正式的官司，然后再将官司不断往后延期。尽管如此，这个时期哈德良胡乱的控诉，还是让元老院议员们开始讨厌哈德良。《皇帝传》的作者在书中提到，「他已经成为众人厌恶的对象」。安东尼奥劝「父亲」到海边去，换个环境可能心情会好一点。提弗里的別邸虽然很宽敞舒适，但却享受不到海风的吹拂。





位于拿坡里西方二十公里处的沿海都市拜尔，有一座皇帝的別邸。原本是共和政治末期的哲学家西塞罗所有，自从西塞罗死后，奥古斯都向他的儿子收购以来，此处便成为皇帝私有的別邸。经过了各代皇帝的改造，已俨然成为一座壮观的建筑物。这一带温泉相当丰沛，自共和政治时代开始，此处就已经是林立着罗马上流阶级別邸的知名渡假胜地。自从维苏威火山（M.Mesuvio）爆发，庞贝城（Pompeii）及其周边都市被土石掩埋之后，广大的拿坡里湾附近，亦即位在维苏威火山另一边的坡佐里、拜尔、米塞诺一带，已逐渐成为罗马人喜好的休閒地而广为人知。

哈德良在离开提弗里別邸之后，经由「提布鲁提那大道」往罗马方向前进。他应该是乘坐在被布幕包围的轿子中，即使进入首都罗马，也只是由东边进入，通过南边而已，他并没有停下轿子。近代街道的创始者罗马人因为缺乏环状线的概念，因此若不进入市内便无法通过该地区。

从罗马南下，可经由「奥斯提亚大道」立即到达海岸，然后一直沿着海岸线南下，或者可以选择走「阿庇亚大道」，然后一直线到达德拉奇纳，不知哈德良选择了哪一条路。不过，到达德拉奇纳后，他应该是走「图密善大道」继续南下，最后抵达拿坡里湾。这条道路自从图密善皇帝铺设以来，已成为前往拜尔最快最舒适的道路。西元前八世纪时的希腊人在海外发展的相当活络，他们在义大利半岛建设的最早的都市便是库马，只要通过图密善大道前往库马，拜尔就在前方。当时的季节正值初夏时分，包括卡布里岛（Capri）在内的拿坡里一带，正处於最美最宜人的季节。





哈德良在拜尔的別邸落脚后，一面沉思，一面眺望着已被染成蓝色的海面，不知当时他到底在思索些什么。不过，他倒是作了一首诗。

“animula vagula blandula，

hospes comesque corporis,

quae nunc abibis in loca,

pallidula rigida nudula,

nec ut soles dabis iocos”

这首诗可大致翻译如下：


「不知所措啊 可怜的我的灵魂




长期在我的躯体中，亦客亦友的灵魂哪




如今成了黯淡、冰冷的空壳




看来终究难免堕入




与往日最喜爱的谈笑欢愉绝缘的世界」







安东尼奥在接到哈德良病危的消息后，立即从罗马赶来，当他抵达时哈德良已断气。西元138年7月10日，哈德良结束了他六十二年五个月零十五天的生涯，在二十一年的治世之后离开人世。





一般民众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听到皇帝已死最高兴的莫过於元老院议员了。新皇帝安东尼奥为了向大家宣布皇帝的死，将议员们召集到元老院的议场中，有不少议员提出拒绝将先帝神格化的临时动议。

过去没有被神格化的皇帝，除了生前坚持拒绝被神格化的台伯留皇帝之外，就只有卡利古拉、尼禄与图密善三位皇帝而已。也就是说，元老院议员们希望在这些恶名昭彰的皇帝名单中，也列入哈德良的名字。尼禄和图密善二位皇帝甚至在死后还被处以「记录抹煞刑」（Damnatio Memoriae），这是罗马人认为最不名誉的待遇。一旦元老院通过处以「记录抹煞刑」后，此人生前所有的功绩都会从正式记录中被抹煞，肖像将遭到破坏，碑文中的名字也会被消除。元老院还没有决议也要对哈德良处以这种极刑。但是，既然已有尼禄和图密善的先例，拒绝神格化的决定便是决议「记录抹煞刑」的第一步。安东尼奥老泪纵横的祈求元老院议员让先帝神格化。

结果，这些议员敌不过现任皇帝的热情，终于决议让哈德良神格化。如果此时哈德良没有被神格化的话，他一定也会被处以「记录抹煞刑」，那么哈德良重建帝国的辛劳将无法传达给后代的我们知晓，这些记录或许就这样消失在历史之中。自此以后，安东尼奥就被冠上了「派阿斯」（Pius）的称号，意指「慈悲为怀之人」。因此在历史上，安东尼奥的全名就变成了「安东尼奥·派阿斯」（Antoninus Pius）了。

安东尼奥·派阿斯治世的第五年，亦即哈德良死后第五年——西元143年，於4月21日举行了罗马建国祭，当天小亚细亚出身的哲学家阿耶利斯·亚里士提狄斯受邀在皇帝安东尼奥和元老院议员们面前进行演说。以下介绍其中一部份内容。






「现在对我这样的希腊人而言，不，对其他任何民族而言，到想去的地方旅行，已经不再需要申请繁复的身份证明文件，可以自由、安全、简单的到各处旅行。只要拥有罗马公民权即已足够。不，甚至不需要是罗马公民，只要是在罗马的霸权之下一同生活者，就可以得到自由和安全的保障。




过去荷马（Homeros）曾歌咏过这样的诗句「大地为众人所有之物」。罗马实现了这个诗人的梦想。你们罗马人测量并记录自己辖下的所有土地，之后在河川上架桥，在平地，甚至山地铺设道路，无论住在帝国何处，往来都很方便。而且也确立了帝国全区安全的防卫体制，制定法律让各个民族、人种能够和平相处。你们罗马人对于非罗马公民的人们，也教导他们在有秩序、安定的社会中生存的重要性。」



能够在建国纪念祭典上进行演讲，想必是帝国中知名的学者，年龄应该与皇帝安东尼奥·派阿斯差不多，或者和先帝哈德良同样是六十几岁，人生阅历丰富的人。但是，亚里士提狄斯当时才二十六岁而已。皇帝与元老院并没有指名那些德高望重、声名远播的学者们，反而聘请了这位小亚细亚出身，在雅典被公认为学识丰富的少壮学者。也就是说，这篇讚辞并非已享有既得利益的年代发出的心声，而是由年轻的下一代倾吐出的真言。

当然，这篇短文的对象是罗马所有的领导阶层。但是，这是在哈德良死后仅仅五年发表的。这对一千八百年后的研究学者称道「并没有要求行省人民派遣代表到罗马来提出建言，反而是由皇帝亲自前往各个行省倾听行省人民的心声」的哈德良皇帝来说，不正是最适合刻在他墓碑上的一篇短文吗！




第三章





皇帝安东尼奥·派阿斯




在位期间：




西元138年7月10日~161年3月7日





幸福的时代



这位皇帝的治世如同介绍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章节时一样，几乎不可能依照年代顺序来追踪他的事蹟。至於为何不可能，各位只要一直读下去自然就会明瞭。一言以蔽之，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尽力完成他的责任与义务，但实在没有什么特別值得一提的新作为。

后世将涅尔瓦登上皇位的西元96年，经过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奥·派阿斯，一直到西元180年的马库斯·奥理略逝世为止的时代称为「五贤君时代」，这个时代的罗马人则将此称为「黄金的世纪」（Saeculum Aureum）。其中，真正值得称为「黄金的」（aureum）的三位皇帝，分別是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奥·派阿斯。如果皇帝是书名，而要加上副标题的话，大致上如下所示。

图拉真——「至高无上的皇帝」（Optimus Princeps）

哈德良——「罗马的和平与帝国的永恒」（Pax Romana et Aeternitas Imperii）

安东尼奥·派阿斯 「秩序支配的平稳」（Tranquilitas Ordinis）





由此可得知，以平稳的秩序支配帝国的便是安东尼奥·派阿斯二十三年治世的写照。如果只是如此，根本不能成为「新闻题材」。倘若皇帝的身边充满着各种丑闻，一定会让那些喜欢流言蜚语的编年史作家相当高兴。但是，这位皇帝却没有闹过什么丑闻。他的生涯不但没有戏剧化的情节，而且也与丑闻扯不上关系，不只是当代的作家，对后世的传记作家而言，简直是个「不想理会」的人物。正因为如此，除了《皇帝传》中有一项关于他的记述之外，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本有关这位皇帝的传记。也就是说，他不但刺激不了当代人的好奇心，也吸引不了后世学者、作家的注意力。

但是，他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贤君」。根据义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Machiavelli）的说法，身为领导者，必须具备以下三项不可或缺的条件，亦即「力量」（Virtu）、「运气」（Fortuna）、「时代的适合性」（Necessita）。即使拥有雄厚力量，而且运气很好，但如果欠缺适应时代要求的才能，则不能算是好的领导者。这是马基维利的看法。

和图拉真、哈德良一样，安东尼奥·派阿斯虽然拥有不同的「特质」，但也具备了这三项条件。对于被统治者而言，所谓幸福的时代，或许正是由具备这三项条件，但「特质」不同的领导者依序交棒的时代吧！

在日本曾有一时，每当选举国会议员时，就会有人提到「与其选择想出头的人，倒不如选择（国民）想让他出头的人」，至今这句话依然适用。以这项「基準」来说，在图拉真皇帝时代，「想出头的人」和「想让他出头的人」的比率各佔一半，到了哈德良皇帝时代，很明显的是「想出头的人」占有百分之百的比率，至於接下来要谈到的这位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时代，则是「想让他出头的人」占有百分之百的比率。但是，在此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安东尼奥·派阿斯继承皇位的这个时代，是个即使只靠「想让他出头的人」也可以顺利运作的时代。

当上皇帝，正式名称为Imperator Caesar Titus Aelius Hadrianus Antoninus Augustus Pius的安东尼奥·派阿斯，出生在相当於现代南法的「高卢·拿波南西斯行省」的尼马乌苏（现在的尼姆Nimes，位于隆河附近）。到了二千年后的现在，此地还遗留有称“Le Pont du Card”的水道桥而远近驰名，同时也是罗马时代的高卢相当重要的都市之一。然而，罗马承认此地的原住民（亦即高卢人）集落为「地方政府」，而不是像图拉真和哈德良的出生地义大利加一样，将该地区建设成一个罗马军团兵退役之后的居住地。也就是说，朱利斯·凯撒认可进入元老院的尼姆出身者，都不是由本国义大利移居过去的人民，可将他们称为「罗马化的高卢人」。亦即，安东尼奥·派阿斯的祖先是被罗马征服的高卢人，这点和图拉真、哈德良的祖先明显不同。

但是，和前二任皇帝分別是第一、二代行省出身相比，安东尼奥·派阿斯则要算是第三或第四代。自祖父一代开始，已确实移居到本国义大利，在尼姆早就没有房子和所有地了。

不过，仔细一想，后代的人们好像很喜欢将行省出身一事提出来讨论，但在罗马时代，除了第一代不得不意识到之外，之后就没有人将此事当作话题了，这点其实相当有趣。因为帝国已成为一个大家庭，这是包括行省在内帝国所有人民的共识。正因为安东尼奥·派阿斯是第三或第四代行省出身的罗马公民，所以已无法从他身上看到行省的影子了。在祖父、父亲二代都是执政官的家庭中长大的安东尼奥·派阿斯，其实已经很自然成为罗马人了。





在西元86年，图密善皇帝的最盛期，从首都罗马经过阿庇亚大道，南下三十公里处的拉努维奥（Lanuvio），有一位男孩在9月19日诞生了。由于父亲常因公务不在家，所以安东尼奥·派阿斯大都在祖父家中度过少年时代。之后祖父去世，父亲也离开人世，他又暂时被送到外祖父家中接受照顾。从罗马经过奥雷里亚大道，北上二十公里处的罗里欧，就是外祖父別邸的所在地，也正是安东尼奥·派阿斯度过少年期至青年期的地方。这位接受了完整教育、长得健美的年轻人，受到众人的喜爱，不只是两位祖父，还继承了其他众多亲戚的遗产。在元老院拥有席次之前，安东尼奥就已经是屈指可数的富翁之一。罗马人在死后，不只将遗产留给亲人，也可以用来援助将来有希望的年轻人。正因为如此，奥古斯都创设的古代最早的「遗产稅」，才能够成为国家稅收之一。因为罗马公民被课征的这个通称为「二十分之一的稅」的遗产稅，如果是亲人则无须缴纳。

生在元老院阶级世家的人，完成生为精英就应担负的责任义务「光荣资历」是理所当然的事。安东尼奥在图拉真治世下的西元111年，就被选为会计监察官。同样在图拉真治世下的西元116年，顺利进入元老院，同时被选为法务官。至於执政官则是在进入哈德良时代的西元120年当选的。之后由于哈德良长期不在本国，他便长年待在国内担任「内阁」要员，处理国家行政工作。在他四十九岁到五十岁的一年当中，曾以「前执政官」的身份担任过亚细亚行省的总督。此时的德政也在首都罗马广受好评，常常被提出来当作元老院人事制度有效性的最佳案例。

但是，光看这样的资历即可明瞭，安东尼奥的资历可以说是元老院人事的典范，因为这些都不是经由皇帝任命而累积的资历。也就是说，安东尼奥几乎没有前线执勤的经验。就连行省任职也是在小亚细亚西部，亦即帝国内屈指可数的文明度很高的地方——亚细亚行省。罗马根本没有在此地配置军团兵，连官邸警备都交由当地的辅助兵来负责。罗马的皇帝不但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也是帝国安全保障的最高责任者。完全不具备军队指挥经验可以说是这位皇帝最大的缺陷。

不过，安东尼奥承继的帝国，已经由图拉真确立了多瑙河防卫线，由哈德良重建了整体防卫体制。如果是在乱世，安东尼奥确实不适任，但在平时，只要将一般行政工作完成即可，这样的帝国由安东尼奥来统治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哈德良当初一定有想到这点，所以才会指名安东尼奥为继任者。而安东尼奥本身比谁都了解罗马帝国的现状，也因此才能够成为紧接着前二任皇帝的贤君之一。





登上最高权力者的地位之后，一般都会更换身边的亲信。但是，安东尼奥却没有这么做。皇帝一般都会任命自己的心腹担任本国义大利唯一的军事力——近卫军团长官，而他也没有更动这个职位，彻底延续哈德良的人事。结果这位长官之后又继续坚守这个岗位长达二十年，直到他觉得应该引退而提出辞呈后，此时安东尼奥才替换上自己的人选。这虽然是因为哈德良的适才适所主义已彻底实行，而且充分发挥机能，但也是因为安东尼奥有他自己的人生观。他认为如果长期被委托担任某职，此人就会尽力达成任务。而且他坚持贯彻自己的想法，可见安东尼奥·派阿斯也是个相当择善固执的人。





某日，安东尼奥的妻子法乌斯提娜向丈夫抱怨他太吝啬。而皇帝如此责备妻子。

「妳真笨啊！我现在是帝国之主，已经不再是以前拥有的财物之主了。」

安东尼奥甚至提出以下的论调。

「属于国家的资产，若花在没有必要的场合，是最卑劣的行为。」

正因为安东尼奥·派阿斯有这种观念，所以对于「祝贺金」（congiarium）,亦即皇帝即位时为了和公民一同庆祝新皇帝上任而发放的赏金，并不像前几任皇帝一样由皇帝公库支出，而是由私产中支出。居住在首都罗马的公民（只计算十七岁以上的男子）有二十万人，加上守护帝国防卫线的军团兵十六万八千人，接受「祝贺金」的人数共有三十六万八千人。由于每个人发放七十五狄纳利斯银币，因此安东尼奥私产的总支出额高达二千七百六十万狄纳利斯银币。

因此，安东尼奥当上皇帝后的日常生活和担任元老院议员时并没有两样，虽然丰裕，但并不奢华。他没有兴建任何壮丽的別邸。他只要使用之前拥有的別邸和当上皇帝后承继的別邸就已经满足。虽然没有重新打造的必要，但光是安东尼奥喜欢逗留的別邸就有八处。不过，哈德良位在提弗里的別邸、图密善位在奇尔杰奥的別邸、台伯留位在卡布里岛的別邸虽然都归属新皇帝所有，但不知为何，他从未到过这三处歇息。我反倒认为这三处比其他任何別邸都要华丽。

世人对安东尼奥的评价是，他是一个欲望极少的人。但是，这也是他不太有想像力的一大证明。他的治世型态之所以有別於哈德良，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卓越的成果，或许是因为这种作法很适合他的个性。五十二岁的新皇帝在上任后不久，就立即向外界公开他的想法。





他正式对外宣布，将不会进行视察之旅，而会一直待在首都罗马和本国义大利，全心全力统治帝国。

安东尼奥提出下列二项理由。

一、留在帝国中枢（首都罗马）较容易接收多数资讯，再以此为基础决定对策，发佈紧急措施，相当快速方便。

二、可以节省皇帝视察之际，各视察都市及地方政府负担的费用。

第一项理由完全符合安东尼奥的想法。重点在于是否建立了容易传达资讯、发佈指令的组织。如前所述，皇帝接获的资讯可大分为二种，一种是来自总督等国家公务员的报告，一种是来自行省等地的请愿。

在哈德良的章节最后提到的亚里士提狄斯，於西元143年的演说中曾说过下面这段话。


「即使是负责统治行省的总督，在决定政策或接受行省民众请愿时，若有任何疑问，可以立即传送信札向皇帝请示，这就是罗马帝国的特色。总督静待皇帝的指示，就好比在等待指挥者手势的合唱团一般。」



采取和前往战场的优秀司令官一样的价值观来收集资讯相当重要，体认到这一点的罗马人，非常重视资讯传达的安全与速度。罗马帝国的国营邮政制度经过历代皇帝整顿之后，在当时已经达到安全与快速的水準，这是资讯传达的二大要素。在陆上，可以利用罗马街道网（好比当时的高速公路），在每个驿站换乘马匹，将邮件送达目的地。在海上，进入港口后，可以换搭最早出港的船只来运送邮件，此种方法经常运用在私人邮件的传递上。亚里士提狄斯也说了下面这段话。


「只要资讯的传递得到保证，其实皇帝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统治。即使是帝国的边境，也可以靠信札的传送来进行统治。当皇帝写好信札后，信差就好比是长有翅膀的使者（希腊语称为海尔梅斯Hermes,拉丁语称为墨丘利Mercury,系指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的神）一般，快速又安全的将信札送达目的地。」







其次是有关安东尼奥提出的第二项理由，不进行视察的理由是为了免除视察地的经济负担，这么一来，哈德良未免太可怜了。的确，迎接皇帝一行人所需的花费绝不可能是零，但是，哈德良的视察地大都没有皇后同行，以边境的视察居多。皇帝一行人大都以技术人员等不太会有开销的成员为主。至於住宿地点，如果是在视察中，则住在军团基地的士兵帐篷里，若要过冬必须待在都市里的话，就选在总督官邸，如果没有总督官邸的话，就待在当地有力人士的家中作客。其实「经济上的负担」并不多。而且，如果视察之后判断有必要的话，就会利用军团兵这种型态的国费支出，来整建防卫系统、铺设道路、打造桥梁。其实在经济方面获利的反而是视察地。

因此，安东尼奥·派阿斯所提出的理由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他不敢发表的真正理由之一是，为了解消首都罗马与本国义大利的人民长年忍受皇帝不在的不满情绪。其二是顾虑到自己的健康。安东尼奥曾亲眼目赌哈德良在治世末期时身心的瓦解。哈德良四十一岁时当上皇帝，而安东尼奥当上皇帝时已经五十二岁了。安东尼奥和《皇帝传》的作者看法一致，认为长年的边境视察是破坏哈德良健康的元凶。五十六岁才当上皇帝，治世却长达二十三年的皇帝台伯留，当时就是一直待在本国义大利统治帝国才得以如此长壽。安东尼奥应该是认为若要长壽就不能过度耗费体力吧！再者，经过哈德良重建完成的帝国，已经不需要皇帝亲自到各地监视，即可充分发挥机能。也因此，安东尼奥·派阿斯才能够比六十二岁去世的哈德良还要长壽，一直活到七十五岁。





在继承先帝功绩的同时，只要将不妥当之处稍微调整即可的安东尼奥·派阿斯，在即位后只进行了二项违反先帝遗志的调整。

第一，针对哈德良于治世末期对元老院议员的胡乱控诉，安东尼奥在就任皇帝时，便以特赦的型态全部撤回。他绝对不会去纠正先帝的恶政，做出有损养父名誉，以宣扬自己德政的卑鄙举动，所以他强调关于这些措施，如果养父还在，一定也会这么做。因此，元老院议员和罗马公民才会公认他是个「慈悲为怀之人」。

第二，他虽然依照哈德良的意思，将安尼斯和卢西厄收为养子，但更换了哈德良许配给这二位少年的结婚对象。哈德良许配给十七岁的安尼斯（之后的马库斯·奥理略皇帝）的对象是原本被指名为继任者，但却病死的阿耶利斯·凯撒的女儿，而许配给卢西厄（阿耶利斯·凯撒的儿子）的对象则是安东尼奥的女儿，而且已经先让他们订婚了。但是，安东尼奥的女儿对八岁的卢西厄来说，实在是年长太多了。虽然安东尼奥知道哈德良怜惜三十岁就吐血而死的阿耶利斯·凯撒，也很尊重哈德良的想法，但安东尼奥的二个儿子早死，大女儿也死于生产时，他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小女儿而已。以年龄来配对的话，他的小女儿和安尼斯结婚反而比较自然。此外，安东尼奥认为自己的继任者是安尼斯，之后才是卢西厄，如果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安尼斯的话，她就是下一任皇帝的妃子了。

但是，安东尼奥绝非凡事独断独行之人，他特地将安尼斯召唤到跟前，询问他的意见。当时十七岁，也就是未来的「哲学家皇帝」，在考虑了一会儿之后，便同意了「养父」的作法。




德高望重



这就是皇帝安东尼奥·派阿斯的作风。无论政策也好、法案也好，他绝对会先和「内阁」或「友人」讨论过后，才会做出决定。话虽如此，但他并非不知道作法才去征询他人的意见。他对于该如何治理帝国其实是一清二楚。他之所以尊重他人的意见，避免独断独行，主要是因为不希望重蹈哈德良的覆辙，而且他的个性本身就很适合「先做好事前準备」，再将自己的想法转变为政策，而这个时代也允许他这么做。

以下介绍《皇帝传》和其他史书对安东尼奥的描述。





他是个标準的美男子，即使混在群众之中依然耀眼夺目。他的个子很高，健美的身材曲线并没有因年纪的增长而有所改变。不过，个子高的人往往会驼背，这个毛病他一直无法改过来，为了矫正姿势，他特別在宽松长袍内加穿一件固定脊椎的紧腰衬衣（corset）。

他的动作举止气宇非凡，脸部表情温和平稳，声音低沉但咬字清楚，演说内容清晰平实，虽然不会让听众如痴如狂，却能够彻底深入人心，与其说他是个演说高手，倒不如说他是个座谈名家较为贴切。






安东尼奥·派阿斯




他极富涵养，因此格外重视教育，对二位年轻继任者的教育从不怠忽。哈德良曾赐予迦太基出身的学者佛伦多元老院的席次，将年轻的安尼斯的教育全权委托给他。而安东尼奥也决定将另一位继任者卢西厄的教育，讬付给这位迦太基的学者。

他的个性就像春阳般温和，凡事尽可能和平解决，绝不采取强硬手段，而且他的平衡感超群，完全没有虚荣心，所以当然是个百分之百的保守主义者。

因为哈德良的强硬派作风——禁止割礼，以致犹太教徒发动叛乱，在西元134年耶路撒冷沦陷及其后实施的「离散」政策之后，虽然哈德良本身已不再提及此事，但安东尼奥上任后，明确将此禁令解除。不过，却没有解除不准犹太教徒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禁令。也就是说，安东尼奥只解除割礼的禁令，而让决定其后一千八百年犹太民族历史的「离散法」继续生效。

有关罗马皇帝最大的责任与义务——帝国的安全保障，皇帝哈德良视察所有前线，重建帝国防卫系统所建立的功绩，虽然由皇帝安东尼奥直接承继下来，但在历史上唯有一项前线功绩是冠上安东尼奥的名字。就是位在「哈德良长城」（Vallum Hadriani）北方一百二十公里处，全长六十公里的「安东尼奥长城」（Vallum Antonii）。而且再往北方，像是要开进苏格兰深处一般，在相连的瞭望塔的前端还建设了一个最前线基地。这是在西元139年到142年，为了镇压不列颠原住民的叛乱，在当地驻扎三个军团之后实施的对策。






不列颠（参考Edward 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但是，安东尼奥长城并非用来取代哈德良长城，只不过是增加一道长城来补强而已。如果「安东尼奥长城」成为帝国罗马的国境线的话，位在其内侧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将逃不过被罗马化的命运。不过，罗马人自己铺设的高速公路网却没有延伸到那里。此外，约克和彻斯特这二个军团基地也没有被移动。就这样，卡雷德尼亚（后代的苏格兰）被拋到罗马文明圈之外。

历史上还留有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时代罗马军团各个驻扎地区的记录（请参照下页）。虽然这只是直接承继哈德良加以明确化的系统，但却可借此了解帝国最盛期，亦即哈德良与安东尼奥时代罗马安全保障的情形。罗马的领导阶层深信，所谓「和平」并非理想，而是现世应享受的利益，因此全心全力的投资是不可或缺的。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当作抑制力的军事战力思想。

如果当作抑制力的军备如此完美无缺的话，想要反抗罗马帝国者，在起而反抗之前就会三思，不敢随便发动叛乱。或许就因为如此，在安东尼奥·派阿斯二十三年的治世中，让罗马军团苦恼的就只有上述的不列颠而已。至於其他防卫线，尽管偶尔会发生袭击事件，但都很快的被平定，甚至连皇帝都是在事后才接获报告。当帕提亚王因为国内的压力而开始对罗马采取强硬态度时，安东尼奥只靠一封信札就将问题解决了。安东尼奥·派阿斯比哈德良还要受到东方专制君主的爱戴，这实在很耐人寻味。在哈德良时代，里海附近拥有领土的豪族之长都拒绝造访罗马，但到了安东尼奥时代，他们不但愿意造访罗马，甚至还对罗马表示恭顺之意。似乎一切都比过去还要进步，罗马帝国开始歌颂和平，帝国人民也享受著经济繁荣的和平果实。

但是，无论如何尽人事，还是无法避免天灾。在安东尼奥二十三年的治世当中，首都罗马曾发生严重火灾，烧毁了三百四十户民宅。安提阿也发生地震和火灾，致使市内部份地区需要重建。重创迦太基市中心的火灾和天灾也是不断发生。特別是位于地震带上的小亚细亚西部一带和罗得岛曾发生大地震，皇帝甚至需要在当地设置对策委员会来指挥灾后重建工作。此外，台伯河经常氾滥成灾，阿拉伯行省也发生了瘟疫，南法的拿波恩努也惨遭祝融之火摧毁。




军团配置一览表








共计28个军团 Legionaris（军团兵） 168,000人（主战力）

Augiliaris（辅助兵） 140,000人左右 （辅助及特殊技能兵力）

Numerus（季节临时兵） 30,000~40,000人




除此之外，海军除了米塞诺（Miseno）、拉温纳（Ravenna）、弗雷朱斯（Frejus）等的军港之外，在多佛海峡、莱茵河、多瑙河、黑海等地也有配置。其中除了有海军、划桨者、驾驶员之外，也包括医生在内，酷似陆上战力军团的组织。

长久以来，每逢灾害发生，都是采用二代皇帝台伯留制定的罗马式重建对策。这是由三个部份构成的。首先由皇帝发放抚恤金给受灾户，同时由附近的军团基地和派遣至当地的军团兵、辅助兵展开「基础建设」的重建工程，接着在罗马，由皇帝颁布暂定措施法，实施依据受灾状况来决定年数的行省稅免征制度。免征年数一般为三~五年。





只要将一般行政处理好就天下太平，这便是安东尼奥治世的特色。但是，之所以可以维持天下太平，也需要皇帝不懈怠的监视才做的到。经济状态良好的话，公务员的人数就会增加，但尽管国库仍有盈余，安东尼奥也不忘进行「人事重整」。如果发现有人不工作而白领薪水的话，绝对毫不犹豫的将其解雇。这个皇帝无论做什么事都会讲理，当他解雇下属时也会将理由讲明白。

「没有担负起责任却还领报酬，这是一种对国家的残酷浪费行为。」

哈德良赐给克雷塔出身的叙情诗人美索梅狄斯的年金也被删减。其理由是，不发表作品，因此无法认定是否具有值得接受年金的才能。

安东尼奥相信为了公共事业而花费私有财产，正是富裕者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可由一件小事看出他的用钱观。他也和图拉真、哈德良一样，经常出现在公共浴场中，他会赠送那些与自己袒裎相见的人一点小礼物。而且皇帝到公共浴场的那一天，所有进场入浴者可以免缴入场费。休閒设施「公共浴场」的入场费，基於政治上的考量，一般都压得很低，所以费用本身金额并不大。但是，免费入场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因此，安东尼奥进场入浴的那一天，公共浴场的入场人数都会激增，所以属于元老院阶级和骑士阶级的人士反而会避开这一天。





安东尼奥认为皇帝是公仆中的公仆，因此皇帝该完成什么大业，以及该如何完成，必须成为人民的典范。「该完成什么大业」这一项，由于前二任皇帝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承接其后的安东尼奥只要专心於「该如何完成」这一项即可。

根据安东尼奥的说法，彻底、明快、简略、公正、透明为绝对条件。他在决定人事时尽可能避免循私，对友人也是一视同仁，因此，友人也不敢随便拜托皇帝帮忙。

若说安东尼奥是一个完全民主之人，其实也只能说这是一种罗马式的民主。哈德良婉拒了十年的「国父」称号，但是他在一年后就接受了。也在自己当上皇帝的同时，赐予妻子法乌斯提娜「皇后」的尊称。他是诚心诚意的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全民之「父」。同时他在人民面前展现的统治重点并不是「该完成什么大业」，而是「该如何完成」。

在安东尼奥即位后第三年，皇后法乌斯提娜骤逝，他用妻子的遗产加上自己的资产，成立了一个称为法乌斯提娜的基金。冠上亡妻之名的这个财团，主要是为了提供结婚资金给不幸的少女。





这样一个无可非议、德高望重的人，往往容易成为令人难以喘息的存在，但由于安东尼奥的言行经常飘浮着一股沉稳幽默的气息，所以使他不至於让人不敢亲近。

在皇宫举办的宴会一般都会邀请同盟国的君侯和行省的有力人士，由安东尼奥担任主人，他将罗马皇帝的飨宴化身为田园別邸的晩宴。这是因为他将自己的別邸和山庄运来的鱼肉蔬果做成美味的料理。而且每当料理上桌时，他还会为座上宾客一一说明这些料理的来源。在盛产葡萄的季节，大多数罗马人会一起拋开工作，前往別墅，与农民一同著短衣采收葡萄，制作葡萄酒，而皇帝安东尼奥最大的喜悅就是守候着这些葡萄酒的熟成。顺带一提，相较於喜爱狩猎的哈德良，安东尼奥的嗜好则是垂钓。总觉得安东尼奥就像是一个完美的乡村绅士（country gentleman）。

身为一名绅士绝不允许自己的言行举止欠缺风度和稳重。当叱责他人时，也不能失态。某日，安东尼奥看到未来的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里略因为其中一位家庭教师去世而泣不成声，这位「父亲」马上对「儿子」说教。

「有时单靠贤者的哲学和皇帝的权力并不能够抑制住感情，此时就要想起自己是个男人，努力忍耐。」





受到哈德良委托教育年少的皇位继承者的迦太基人佛伦多，当少年长大，以马库斯·奥理略之名登上帝位后，曾写了一封比较已故的哈德良和安东尼奥的信函，寄给他以前的学生。


「我没办法对哈德良产生亲爱之情。与哈德良面对面的时候，我总是战战兢兢的深怕触怒他。就像是站在战神玛尔斯（Mars）或冥神普路托（Pluto）的面前一样，充满着紧张感。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是因为若要对一个人产生亲爱之情，自信和亲密感是不可或缺的。哈德良和我之间不但没有亲密的感情，而且我在他面前完全失去自信。我虽然打从心底尊敬他，但就是无法对他产生亲爱之情。另一方面，我喜爱安东尼奥，就像是喜爱太阳、月亮一般，不，就像是喜爱人生、情人的气息一般。我确信自己对他产生了亲爱之情，而他也对我感受到亲爱之情。」







这是一段相当贴切的描述，让我们清楚了解到哈德良和安东尼奥·派阿斯给人的印象竟如此截然不同。不过，史实必须经过检证之后才可以作为参考。而最为容易的方法就是，比较这里提到的人物当时的年龄和地位。出生于旧迦太基领地，年纪轻轻就在罗马当上律师的佛伦多，是在西元138年接受哈德良的委托，负责皇位继承人马库斯·奥理略的教育。

那一年哈德良六十二岁。当时因为病痛，以致个性多变，愈来愈难伺候，让周围的人都提心吊胆的深怕踩到地雷。虽然此时他已将一半的权限让给他指名的继任者安东尼奥，但当时的哈德良无庸置疑的，是统治帝国二十年的最高权力者。

站在哈德良面前的佛伦多，因为出生于西元100年前后，此时正值三十八岁左右。一般三十八岁的人站在六十二岁的人面前都会紧张的，更何况他面对的是皇帝。再加上年事已高、病痛缠身，根本不会有閒情逸致给旁人好脸色看。

皇帝安东尼奥·派阿斯在西元143年时，也将另一位「养子」卢西厄的教育讬付给他，因此安东尼奥和这位迦太基出生的教育者的接触应该很频繁。佛伦多与安东尼奥的年龄差距只有十四岁，不像与哈德良的差距达二十四岁之多。顺带一提，佛伦多与马库斯·奥理略的年龄差距为二十岁。

但是，即使考量到环境的差异，也无法完全解释哈德良与安东尼奥性格上的差异。就算是在健康的时候，哈德良也不是个会让对方沐浴在温暖阳光下，以消除紧张感的人，更不是个会利用皎洁清澈的月光，来缓和对方心情的人。不过，正因为哈德良的个性使然，才能够将罗马帝国重新建构起来。历史上从未有人格圆满者成功的推动过大改革。





不过，要让人们愿意亲近，就不得不提到马基维利（Machiavelli）所提出的领导者的三项条件之一“Virtus”。此时的“Virtus”翻译成「仁德」应该要比翻译成「力量」来的贴切。形容哈德良时，这个字翻译成「力量」，但如果是形容安东尼奥·派阿斯，则应该翻译成「仁德」。

马库斯·奥理略自少年时期起就受到哈德良的赏识，也不断得到安东尼奥·派阿斯赐予机会，让他累积不少帝位继承者所需的经验。与这二位皇帝过从甚密的马库斯·奥理略，又是如何看待这二位皇帝呢？我们可从《自省录》中一窥究竟。




马库斯·奥理略



《自省录》是自朱利斯·凯撒的《高卢战记》与《内乱记》之后，唯一出自罗马最高权力者之手的著作。除此之外，台伯留、克劳狄斯、图拉真、哈德良、谢维勒（Septimius Severus）虽然也曾写过回忆录或是战记，但在帝国末期以及接下来的中世基督教时代已完全被消灭，现代遗漏下来的就只剩下凯撒和马库斯·奥理略的著作而已。而皇帝马库斯·奥理略在这本《自省录》的开头，以人名別列记出自己曾经向谁学了什么，分別是祖父、父亲、母亲、家庭教师（因此也包括佛伦多）、哲学家等，特別在提到安东尼奥·派阿斯时，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但是，对于要求安东尼奥收自己为养子的哈德良，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及。或许什么都不提正是这位哲学家皇帝对哈德良的观感吧！

接下来将后世称为「哲学家皇帝」的马库斯·奥理略对安东尼奥的观感全文翻译如下：


「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以下诸事。




下决断之际，拥有慎重、稳健、坚定的持续性。轻蔑社会名声，热爱、也忍耐工作。只要对公益有利，倾听任何建言。在犒赏下属功绩之际展现公正评价。仔细区分出什么事该严厉以对，什么事该宽容相待，依据经验洞察人性。没有承袭同性爱的性向（这很明显是指哈德良）。




具有强烈的公德心。绝不有形无形的强迫友人共进晚餐或是一同前往別邸，给友人充分的决定自由。对于以公务或私事为由，没有出席晚餐或婉拒一同前往別邸者，绝不会显露出不快感，态度还是一如往常的亲切。




慎重处理政务，参考忠告或建言，在自己做过充分调查之后再下决断，此时周遭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但绝不受影响。与友人之间不受一时感情的左右，因而时常维持著良好的关系。




完成自己做的到的事就很满足，因此可以维持著稳定的个性。拥有预测的才能，无论多么无聊的事都不看轻，努力做到最好，而且将事情完成时，不会造成世人的非议。不喜欢无谓的嘈杂喝采或阿谀奉承，而不被这些事情干扰时方可将责任与义务顺利完成。




经常注意国家需要什么，绝不懈怠。尽可能控制国费的支出，绝不胡乱花费，就算因此引发民众的不满，也只有忍耐。




对众神彻底信仰，但绝不依赖盲从。




不会为了取悅一般民众而过度赞美或是过度服务。万事节制，亦即凡事拘谨规矩。不追求虚荣，凡事秉持良心，因此反而容易达成目的。




因为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所以才能够虚怀若谷的度过人生，没有遇到迫切需要解决的紧急事项。




由于他能够如此度过人生，无论是诡辩家也好，寡廉鲜耻的人也好，形式主义者也好，没有人可以责难他。不仅如此，他可以控制好自己与他人，是一个成熟、完美、虚心的人。此外，他对真正的哲学家绝对尊重，如果不是真正的哲学家，无论在社会上有多么响亮的名声，他还是会给予轻蔑，不会被此人的学说所迷惑。




温和与稳重是支配他避免过度行动的二大资质。他对自己的健康也相当重视，但并非因为对生存过度执著，而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充分运用有生之年来贡献一己之力，所以在研拟对策时一定会考虑到健康的维持，没有必要时他什么都不做，有必要时他宁可选择自己出马解决，不太依赖医生和药物。他最大的仁德便是，对于他认同有才能之人，他不会感到羨慕，而会赐予机会与地位让此人充分发挥才能。这些才能包括演说才能、法律知识、熟知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等能力，或者是策略上的力量等。




正因为得到皇帝的协助，这些人的能力才得以发挥。他的作法依循了罗马的传统，而且是以皇帝的身份来执行，让古人的优良传统得以在罗马的领导阶层间重新复活。




此外，我也在他身上学到了行事不果断、欠缺考虑时所可能会遭逢的害处。另一方面，我还学到了在同样场所重复同样行为的重要性，以及在承受猛烈打击时，要暂时先退一步，休息之后再重新展开行动的妥当性。而且尽可能的不要有祕密，如果有的话，最好只限於国家大事。再者，提供节目表演、打造公共建筑、赐予公民和士兵祝贺金等应慎重行事，尽量将这些项目控制在必要的数量内。




除此之外，在私生活方面我也受益匪浅。於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才入浴。不热中於私用宫殿和別邸的建造。不过分拘泥用餐事宜、衣服件数和色彩的多样化。不以姿色容貌作为挑选身旁奴隸的基準。




父亲从罗里欧寄给我的一封信指出，在进行当地別邸的列柱回廊之整修工作时，他一直小心翼翼的避免浪费，此外，在整修托斯克尔姆的別邸时也同样努力，以防浪费情事产生。皇帝安东尼奥无论公私都不会有无礼的行为，也不会有寡廉鲜耻的举动，更看不到他采取激烈的攻击行动。俗话说「连汗水都要管理」，由于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此绝对符合时宜。他的行动总是充满着秩序、一贯性与调和。一想起他，总会在脑中浮现出赞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像。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可以极为自然的享受与控制快乐的人。然而，内心脆弱、无法控制自我、在享乐时往往会超越限度，这正是一般人的写照。




即使年事已高，随时都有可能死亡，即使失去了年轻时的健康与活力，他也懂得以稳健和沉著来弥补这个缺陷。他和我的老师之一「克劳狄斯·马克西姆斯」一样，展现了清廉、不屈不挠的精神。」




如此一来，各位应该理解为何马库斯·奥理略皇帝全然不提哈德良的理由了吧！这么说，我倒想起在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时代建造的公共建筑实在是少之又少，因为二位前任者，特別是图拉真皇帝，已经在帝国各处打造了不少公共建筑。








哈德良灵庙与阿耶利斯桥（复原图）




台伯河西岸名为「哈德良灵庙」（Mausoleum Hadriani）的皇帝庙，由于是在哈德良死后一年的西元139年完工，所以是安东尼奥皇帝承接哈德良生前指示的工程而使其完工的建筑物。这座灵庙之后化身为罗马教廷的城塞，改名为「圣天使城」（Castel Sant’-Angelo），其中摆放了西元137年去世的皇后莎比娜、138年早逝的阿耶利斯·凯撒，以及同年夏天去世的哈德良的遗灰。其后，安东尼奥的妻子法乌斯提娜，以及二十年后安东尼奥的陵墓也设在这里。

还有一项工程也是源自哈德良的创意，为了让台伯河这一边的人可以直行到另一边的「皇帝庙」，特別架设了一座桥。安东尼奥将这座石造桥取名为Pons Aelius（阿耶利斯桥），意义为「哈德良的桥」。阿耶利斯为哈德良的家门名。

安东尼奥皇帝时代开工的新建筑物除了上述石桥之外还有一项，亦即祭祀神格化的哈德良的神殿。这座神殿就建在万神殿附近，现代已被当作海关的办公室等来使用，在神殿右侧只剩下古希腊哥林斯式（Corinth）的圆柱之列，而且十一根圆柱和圆柱之间都已完全被水泥填满。不过，此座神殿在当时可不是这副模样，在朝东的入口前，有一个很大的广场。这是在西元145年，亦即哈德良死后七年完工的。

这座“Templum divus Hadriani”（神君哈德良神殿）和供奉其他神君的神殿不同的是，壁面以寓意手法呈现代表构成帝国之三十八个行省的三十八个浮雕像。现在还留在罗马和拿坡里的美术馆中的只剩下十六个，看过这些浮雕像的人应该会注意到，各个行省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并不像共和政治时代一样向罗马屈服，而是对等的自我主张。这是因为行省人民已不再是被征服的人民，而是与征服者罗马人同化融合。西元212年，卡雷卡拉（Caracalla）皇帝让罗马帝国所有人民都得到罗马公民权，距离这座哈德良神殿完工的年代，不过六十七年后。

哈德良就被供奉在这些以寓意手法呈现的各个行省的浮雕像之间，对于花了大半治世前往帝国全区视察的哈德良皇帝而言，这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令我不禁觉得，这个创意说不定也是来自哈德良。

除此之外，安东尼奥并没有其他的公共建筑作品，如同马库斯·奥理略所言，安东尼奥只要将现有的建筑物、街道、水道桥修复，完成这个虽然朴实却很重要的工作，他就能够感到满足。





经过了幸运且幸福的二十三年后，到了西元161年的春天，待在罗里欧別邸的皇帝，在用过晩餐之后，突然反胃呕吐。当天夜晩他发了高烧。四十岁的马库斯·奥理略和二十九岁的卢西厄·威勒斯（Lucius Verus）二位皇位继承人急忙赶赴罗里欧的別邸。就在隔天，安东尼奥将近卫军团的长官唤了过来。再过半年就满七十五岁的安东尼奥，只留下将他国葬，但不要过度奢华的遗言，就安详的离开人世。





罗马人认为壽终正寝是极为自然的事，因此只有亲人才会对死者感到哀惜。但是，接到安东尼奥的死讯后，就像是年轻人去世一般，元老院、本国义大利的公民和行省人民都感到无比哀悼。大家都非常惋惜「安东尼奥·派阿斯」（慈悲为怀之人）之死。




「国父」



在哈德良皇帝的章节中，最后曾提到阿耶利斯·亚里士提狄斯，这里再一次请他登场，来为安东尼奥·派阿斯的章节作个结尾。当时刚过二十五岁的这位小亚细亚出身的希腊学者，在皇帝安东尼奥和元老院面前发表了以下这段话。






「罗马世界终于实现广大地区的民主统治体制，这也可以说是过去希腊都市国家的大型化。领导阶层尽是公民中的优秀人才，由于这些人的出身地遍及各个行省，也就是说，统治帝国全民的人都是由帝国各区延揽而来的人才。




他们有的生来就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有的是后来才被授与罗马公民权者，但这些人的才能，再加上由行政、军事两面构成的完美组织，充分发挥了机能，才得以完成广大帝国的统治。




战争只会在国境线上发生，帝国内部的纷争已销声匿迹。在帝国内侧的各个角落，漫佈著和平、繁荣与幸福的气息。相形之下，在帝国外侧不断发生冲突的部族，就显得相当可怜了。




罗马对所有的人开放门户。因此，在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混杂的罗马世界里，居民们於各自的领域里各司其职，以对社会贡献一己之力。虽然在共通的祝祭日，皇帝会举办祭礼，但各个民族、宗教都有举行祭礼的自由。此项作法有助於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来维持尊严与正义。




罗马制定每个人都适用的法律，即使人种和民族不同，无法共有文化，但却可以借由法律来维持共存共荣。为了表示此种生存方式可以为人民带来莫大的利益，甚至也保证民众可享受各种权利。




罗马世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这里的居民都是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里的成员。」







这是西元143年进行的演讲，因此这里提到的应该只是安东尼奥治世第五年时的罗马帝国，因此或许有人认为以此文章作为安东尼奥治世的写照有失妥当。

这么说一点也没有错。因为安东尼奥的治世自此之后尚有十八年。不过如果和罗马街道网从开工到完工的经过相比，应该就能够理解为何这段文章「绝无不妥」的道理了。

无论是概念，或是铺设工程的彻底度，都可以将罗马街道网比拟为当时的高速公路，此街道网的开工始于西元前312年，之后一直到哈德良皇帝治世的西元130年为止，花了将近四个半世纪总算全部完工。罗马世界的形成与此极为雷同。朱利斯·凯撒对行省人民开放元老院的席次，让行省成为罗马的生命共同体。而他之后的皇帝，纵然有积极消极之差，也继续承袭此方针，这和建设罗马街道网的道理是相同的。

而为了让罗马的生存方式获得被征服者的共识，便须采取为这些被征服者带来利益的措施。以军团移动为目的铺设的罗马街道，结果也提升了周边居民的经济力，这二件事的基本道理相互吻合。

此外，无论多么完美的组织，一旦时间经过，自然会退化，渐渐的将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因此，必须进行适当的改革来维持并提升机能。在此册中提到的皇帝们，包括征服达其亚、成功强化多瑙河防卫线的图拉真，以及视察帝国全区、重建帝国体制的哈德良，都是担负起「改革」要务的皇帝。然而，在这二人之后即位的安东尼奥·派阿斯的责任与义务并非「改革」，而是将改革的事项加以「落实」。

就算亚里士提狄斯进行的这场演说并非在西元143年的罗马建国纪念日，而是在安东尼奥逝世前的西元160年的4月21日，相信这位小亚细亚出身的希腊人也还是会说出相同的话吧！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为城市间的抗争，后者虽然有权力抗争，但却没有城市与部族之间的抗争。

罗马帝国中，爱好希腊文化的皇帝尼禄和图密善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让奥林匹亚式的竞技会成功的移植到罗马。因为每四年一次中止城市间的战争，聚集在奥林匹亚较量体育技能、文学才华、音乐才艺的理念，对过去的罗马人而言，是无法想像的事。被罗马征服后，西方的部族集团化身为「地方政府」，东方的「城市」则拥有城市内的自治权，全部纳入了霸权者罗马的统治之下，部族间和城市间的斗争已成过往云烟。虽然已提过许多次，但我还是要重申，对人类最重要的事莫过於安全与粮食得到保障，而「粮食」的保障必须在「安全」得到保证后方可实现，所以说「和平」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安东尼奥虽然和哈德良不同，一直待在首都罗马统治帝国，但他衷心期望实现的大业，便是让罗马帝国成为一个大家庭，让居住在帝国之内的人民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

「国父」这个献给皇帝的尊称，哈德良一直婉拒了十年才接受。这是因为他认为，「国父」的尊称应该等到完成皇帝应尽的国家大业时才有资格接受。相对的，安东尼奥在登上帝位的同时，就接受了「国父」的尊称，这表示安东尼奥接受的是“Pater Patriae”这个文字本身所代表的意义。

同样身为罗马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是以统治者的身份来完成他们的治世。而安东尼奥却是以父亲的身份来诠释这个角色。马库斯·奥理略皇帝所描绘的安东尼奥像，不正是理想父亲的典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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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Ⅹ





条条大道通罗马



[日]塩野七生



しおの ななみ

郑维欣 译



三 民 书 局







作者简介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序言



这次在本书的一开头，笔者要将著作时遇到的问题通通摊开来，让各位读者知道，原本「著作」这个东西，就是要有作者与读者双方才能成立的表现形式。而在本书第Ⅹ册中，笔者尤其需要各位读者的帮助。这是因为本书与之前的九册，以及今后预定的五册，在结构上不得不大异其趣。

当笔者开始执笔第Ⅰ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之时，已经计画要将全书预定十五册的《罗马人的故事》其中一册特別献给罗马人的公共建设，而且当时也已经将标题定为《条条大道通罗马》。因为笔者相信，不论是译为「公共建设」、「基础建设」也好，或是译为「社会资本」也好，没有比“Infrastructure”更能明确表现一个民族的资质了。

现代人对于公共建设的重要性理解甚深，这一点可说与罗马人是共通的。现代人甚至因此称罗马人为「公共建设之父」。Infrastructure这个英文单字，是到了近代才出现的合成新词。语源来自罗马人所使用的拉丁文中，意为下部或是基础的“Infra”，以及意为结构或建造的“structura”。而这个词在英文以外的其他欧系语言中，也只是拼音不同而已。比方说人称义大利文是「拉丁文的长女」，义大利文的「公共建设」则是“infrastruttura”。不管怎么说，笔者认为语源同样来自拉丁文这件事，就是罗马人为「公共建设之父」的最佳证据，也足以充当将这个主题独立成为一册的理由了。

可是市场上却没有任何名为《古罗马公共建设》的书籍存在。

当笔者透过网路到各大学的出版部门调查时，所得到的答案都是「找不到该当著作」。在二十世纪，学术界盛行动员各个时代的专家为个別主题整理做统合叙述。然而在这些通史之中，却连单独讨论罗马公共建设的章节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提到呢？笔者不禁感到疑惑。而同时，笔者也感到志得意满。因为笔者想要挑战的，是还没有任何学者挑战过的领域。

到了学习研究渐深以后才知道，学者们没有挑战这项主题，并非因为他们不懂得罗马公共建设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项不可能综合论述的主题。相对地，突发奇想要著作一书名为《条条大道通罗马》，因此感到自鸣得意的笔者，才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

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呢？

罗马人观念里的公共建设，包括道路、桥梁、港口、神殿、公会堂、广场、剧场、圆形竞技场、竞技场、公共浴场、水道等诸般建设。然而这仅止于硬体的部份，在软体的公共建设部份，还包括国防、治安、稅制，以及医疗、教育、邮政、通货系统等。如果没有把上述的各个项目通通囊括，就称不上已经完全探讨了罗马人的公共建设。

然而现代学术界的特征，却在于专门化，以及因专门化而衍生的细分化。所以学者们为了克服这个「不可能」采取的方法，就是细分成如果有人研究道路，另一个人就以桥梁做研究课题。而细分之下的结果，理所当然地往技术方面推演。以现状而言，探讨罗马的公共建设任何一部份技术问题的专书，真的是多如牛毛。

学术界既然是这个样子，也就无法回答下面这些虽然单纯，却逼近根本的问题。为什么罗马人在已经有踩踏而得的道路情形下，还要花费庞大的资金与劳力铺设罗马式的道路？而罗马位于台伯河旁，又忙于处理七座山丘湧出泉水的排水问题，一点都不必担忧用水问题，为什么还要花费劳力在罗马水道上，从远处引来水源？学术研究目前无法回答这些根本的问题。

「不可能」的第二个理由在于叙述的困难。一般的历史，好比河流一样，可以顺着时间演变从上游写到下游。可是如果以公共建设为主题，就没有个明确的流向了。也就是说，没办法顺着时代演进依次叙述了。光是以道路为例，不在西元前三世纪到西元五世纪这八百年之间来回奔驰，根本无从下笔。

简单来说，想要探讨罗马人架构的软、硬体公共建设时所遭遇的困难，就在于必须自由往来横跨欧洲、中东、北非的罗马世界，以及长达千年的罗马时代，具有这种超越时间、空间两方面的能力。如果真的这么做了，想必在现代这种讲究专门细分化的学术界有可能会被打入冷宫，所以学者们不愿意挑战。而就算真的这样做了，由于主题实在是太广大，也有最后内容沦为浅薄的风险。

对身在学术界之外的笔者来说，这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因为当执笔时会感到困难，也就意味阅读时必定伴随着痛苦。对于笔者这种摇笔杆维生的文人来说，这实在太不利了。以笔者为例，除了具有文章内容可能惨不忍睹的风险之外，还加上了读者可能看不完全书的风险。连专家都不愿意挑战的困难主题，一个外行人又哪有办法做到呢？到了这时，笔者已经开始想要放弃《条条大道通罗马》一书了。但是在调查某件事情的途中，笔者的想法开始又有了转变。

罗马人是个注重公共建设的民族，因而现代人称其为「公共建设之父」，在创造公共建设这个合成词的时候，也不得不以拉丁文为原本。我们可以说，罗马人与公共建设之间的关系可以划上等号，就好像每个人一定都听过「条条大道通罗马」这句话一样。

那么罗马人的语言拉丁文之中，应该会有“Infrastructura”这个词啰？可是实际上偏偏没有。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到了现代才迫於需要重新造字。

罗马人创造了那么多质量兼具的公共建设，却没有用于表现这个意义的文字，不是很奇怪吗？因为语言本是在现实中有表现意义的需要，因而创造的产物。就在笔者抱着这个想法调查的时候，发现了另一个片语。

就是“moles necessarie”，如果试着翻译的话，应该可以译成「必需的大事业」吧！而且在使用这个片语的某段文章之前，紧接着「为了让人的生活过得像人」这么一句话。

这不就代表说，罗马人认为公共建设是：

「为了让人的生活过得像人，而必需的大事业」吗？

这件事情让笔者为此推敲了许久。在这件事情之前，笔者心中的概念，只知道现代产生的合成词「公共建设」的语源，来自拉丁文的“Infra”（下部），以及“structura”（结构）。还有史学家赞赏公共建设是「罗马文明伟大的纪念碑」。

然而在罗马人留下的文字之中，不论是文献也好碑文也好，都没有任何文字意指流传后世的纪念碑。罗马人不是为了让事蹟流传后世才进行这些大事业，而是为了让生活过得像个人才迫於需求进行的。公共建设成为罗马文明伟大的纪念碑，也不过是个结果而已。

笔者一直推论到这里才开始认为，不管最终结果有多不完整，还是有必要专门为罗马的公共建设写上一本书。

另外还有一件事。这是当笔者正在犹豫是否要动笔时，让笔者打断迷思的一段插曲。在数年前，有一位公认未来可能成为日本首相的政治人物与笔者会面。这个人问说，如果他将来当上日本首相，应该要做些什么？这时笔者马上回答说：

「推动一套立足点与既有观念完全不同的、治本又划时代的稅制改革，除此之外別无选择。」

这个人回答说，稅制的话题太没有梦想了吧。而笔者也马上回话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想与希望，并没有一套政策化时不可或缺的基準存在，这不是政务官或事务官应该领导的问题。我认为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工作，就是整顿一个基础，让每一个国民能拥有每个人各自的梦想与希望。」

过了一阵子看到这个人发表的政见后，笔者知道上面这段建议是白费了。可是这段故事却对写罗马史产生助益，因为这促使笔者思考下列的问题：

活在古代的罗马人，是怎么样看待「公」与「私」的分別呢？而在探讨罗马人定义为「为了让人的生活过得像人，而必需的大事业」的公共建设时，是不是能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所以在此，想向各位读者请求。

第一个请求是，假若撰写时困难的话，阅读时应该也会感到困难。那种可以一口气看完，或是紧张得手心冒汗的快感，只属于阅读战争场面多的第Ⅱ、Ⅳ、Ⅴ册的时候。在阅读本书时请不要抱持这种期待。

第二个请求是，请各位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脑海里能容纳两千年的时间。在本书中多得是前一段还是谈罗马大道，后一段却跳到十九世纪中期铁路建设之类的例子。

第三个请求是，请各位读者阅读时，脑海里装着一张世界地图。使得在看到西方大国罗马与东方大国中国的比较时，能够顺利的吸收。

至於第四点，由于以公共建设为主题，因此常常有看文字叙述不如看图或照片来得容易理解的情况。所以本书也不得不加上大量的地图、插图和照片，弄得有些书不像书，这点请各位多多包涵。为了表示本书的性质不同，笔者甚至於改换了封面的设计风格。

总而言之，笔者是要在阅读前就告诉各位，请先做好心理準备才开卷。以身为书籍作者的角度来说，这真是奇怪的言论。然而既然这本书是经历一再犹豫，最后才决定应该动笔的，那么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如果各位耐著性子一一阅读每一项说明，并且不惜对照图表慢慢进行的话，笔者可以保证一件事情：

各位将能够理解，条条大道通罗马的「道」，并不只是道路的意思，而这也是罗马人真正伟大的地方。




第一章





硬体建设






街道



在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中，铺设道路叫做“viam munire”。viam的意思是道路，munire的意思则是建设。不过“munire”原本具有「建设城墙」（murus）的意思。也就是说，古罗马人认为铺设绵延不断的道路，与建设绵延不断的城墙是同样的事情。而实际上，这两样建设在物理学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罗马式大道在干线部份的设计，包括石板铺面、宽四公尺多的车道，以及两侧各三公尺的行人步道，宽度超过十公尺。道路的四层地基结构深度则有一公尺以上。如果把「水平」的道路改成「垂直」挺立，马上就成了一道坚固的长墙。





而西元前三世纪，正好是地球的东西两侧同时兴建大规模土木建设的时代。

在东方有万里长城——除了西元前三世纪由秦始皇改建的长城以外，再加上十六世纪明代新建的长城，全长达五千公里。

在西方则是罗马的道路网——从西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这五百年间，罗马人铺设的道路，仅干线部份就有八万公里，加上支线全长则有十五万公里。

为什么中国与罗马在兴建国家规模的土木建设时，一边选择了建设长城，另一边则选择修筑街道呢？当然，古代的中国并非没有道路建设，同一个时代的罗马人也并非没有建设城墙。差距在于将重点置于长城或是道路上。

很明显的，问题不在技术方面。这两个民族只要有意愿，都具有将「垂直」与「水平」互换的能力。而罗马人也并非没有遭遇外敌入侵。换句话说，并非对国防毫不关心。在确立罗马和平之前，以时代而言是西元前的共和时期，罗马人整天忙着对外作战。尽管如此，罗马人还是将道路建设的顺位排在建设城墙之上。这么一来，建设长城的中国人与建设道路网的罗马人，差距就在于双方认为国家规模的建设应为何者的想法不同了。城墙将异族阻绝在外，筑路却促进融合发展。也就是说国防的最重要目的，是借由阻绝与异族之间的往来，或是借由促进国内各族往来实现的差异。

两个民族在这方面想法的差异，对于中国与罗马这两个古代大国而言，也决定了今后国家发展的形态。

罗马不像同一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翻山越岭的建筑一道绵延的城墙，而是选择修筑十倍、二十倍长的道路。我们可以认为，在罗马人的观念中，道路也就等同国家的动脉。所以他们不认为修筑一条两条道路就可以满足了，而是要建设一个道路网。既然人类需要经由血管将养分送到身体的每个地方，那么一个国家要过得健康，当然也需要血管网路。道路并非罗马人的发明，然而将道路网路化，而且在网路化的同时，也注重到维修方面，则是罗马人的创举了。注意到网路化可以大幅提升道路功能的这件事，也让日后的罗马人发展成注重现实合理的民族。正因为公共建设需要投入庞大的经费与无数的人力，加上长期累积才能化为现实，所以不仅在硬体方面留下成果，也会对软体方面，亦即精神的方面造成影响。换句话说，如何完成公共建设，也决定了一个民族日后的走向。






帝政时期的罗马街道网路略图（上）与中国各个时代的万里长城（下）：比例尺相同




那么罗马大道又是如何成为现实并且不断维持的呢？不过在这里讨论的，仅限於方才提到的「动脉」部份，亦即八万公里的干道部份。

一、由谁提案的？

二、由谁下决定的？

三、建设费用的财源在哪里？

四、由谁实际动工？

五、由什么人负责包括维修在内的日后营运？

六、营运维修费用由谁负担？

七、使用费？

这些问题的详细答案容后叙述，简单来说则条列如下：

一、当时的最高权位者。

二、元老院。

三、国库。

四、军队。

五、相当於现代的公共建设负责部门公路局，或是公办民营的道路机构。

六、由国家或是道路所在地的地方政府。

七、免费。

如果将这些问题，转到同为罗马人的公共建设之雄的水道上，那么答案会不大相同：

一、当时的最高权位者。

二、元老院。

三、国库。

四、由透过招标制度得标的“societas”负责施工。

五、相当於水道局，或是公办民营的水道机构。

六、由国家或是地方政府。

七、如果以容器盛装二十四小时流入公共水槽的水免费使用。只有延伸水道到自宅的人才须付费。

看到上述的内容，想必任何人都会认为，罗马人在兴建这些建设时不计成本了。而实际上，罗马人也的确将这些他们认为是「为了让人的生活过得像人，而必需的大事业」的公共建设，视为应当由「公共」负担的领域。





在共和时期，这些建设案必须由财务官或是执政官提案，并向元老院提出。由元老院讨论其重要性与可行性之后进行表决。如果表决通过，则由提案人成为工程最高负责人，开始进行施工。

施行帝政之后，法案多由皇帝提出。不过由元老院针对法案进行表决的制度依旧没有废除。尽管说皇帝个人能够独断推行临时措施法，不过罗马人大概认为道路建设不属于只有皇帝在位时有效的「临时法」统辖范围内。因此，道路建设法案依旧要由国策决议机构元老院进行议决。要等到元老院许可之后，才可以由皇帝担任最高负责人开始施工。

至於财源方面，既然不论是共和时期或帝政时期，提案者都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而且决定权又在立法机构，地位相当於现代国会的元老院身上，那么当然费用该由国库负担。换句话说，建设费用是由国稅负担。

罗马人并没有发行建设国债充当建设经费。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进行布尼克战役，为国家存亡决一死战时，已经有类似发行国债的概念存在了。不过这种国债的概念比较接近战时国债，是在国家面临存亡关键时，向资金有余裕的人几近强制征稅的措施。正因为如此，这项制度在战胜迦太基之后便废除了。

也就是说罗马人允许国家有赤字财政的唯一实例，仅限於布尼克战役当时。这与其说是因为罗马举国为健全的财政尽心，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财政系统尚未成熟。罗马的稅制相当简单，行省稅俗称「十分之一稅」，关稅则俗称「二十分之一稅」，相当於日本消费稅的营业稅，则以「百分之一稅」的通称施行。由此可见罗马人也以不加稅为稅金政策。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与其课征重稅引起叛乱，最后派遣军团镇压，还不如维持低廉、广范围的稅金来得聪明。

不过，财政方面的知识不成熟，也促使罗马人坚守健全的财政状态。铺设道路所需的庞大费用，必须由上述简陋的国库收入负担。如此不但产生了必须分清中央与地方政府负担部份的必要，也因此产生了允许一般公民等「私人」配合「公共」，由各地权贵富商投资公共建设捐赠的方式，借此弥补国库的不足。





阿庇亚大道与弗拉米尼亚大道，并非由阿庇尤斯与弗拉米尼乌斯投资私产兴建的。不过日后的艾米里亚会堂与朱利斯会堂，则是由马其顿战役的胜仗将军艾米里斯，以及高卢战役的胜仗将军朱利斯·凯撒，投资私产兴建，并捐赠给国家的公共财产。如果不将这类的「贵族义务」计算在内，罗马的公共建设是无法成立的。也许是因为与经济相关的知识并未成熟，所以罗马人想都没想过累进稅制。

不过，正因为从没想过要发行国债，所以罗马时代的政府也从未苦於设法支付债务的利息。又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征收过路费，所以罗马人也从没打算过要借由过路费收入抵消建设经费支出。除了道路以外，水道方面也有同样的状况。

对罗马人来说，公共建设是为了让日子过得像个人的必需事业。想必罗马人也认为，让「公共」负担这些事业，是比政府抽稅还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古罗马人看到现代的日本道路公团痛苦的财政状况，想必会做出不解的表情。

他们一定会说，应该在不举债的状况下，於预算内推动可能的建设。正因为如此，首先必须厘清国家可以负担到何种程度，而其他的哪些部份则由地方政府负担，或是期待私人的公义情怀。因为既然决定要在不加稅又不举债的状况下推动建设，如果不先弄清楚可能负责的范围，将其他部份委由地方政府与私人进行，是万万不可能推动势必规模庞大的公共建设工程的。





至於实际施工的人选，在道路方面是由军队负责。罗马大道的起源，本就是为了建设功能完善的军用道路。

而至於建设后由谁负责维修与实际营运，道路与水道两方面都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负责。由上可以得知，罗马人深信公共建设应当由公家负责。而这个想法直到罗马帝国覆灭为止都没有改变。虽说罗马的统治者是如此的顽固，不过他们也具有相当的弹性，即使某项事业是由风评极差的前任人士起始，只要判断其为良好的事业，后任者也会继续推动。而罗马人对公共建设的这种想法，也使得最后得以发展出囊括罗马帝国疆域，全线铺设石板路面，长达八万公里的干线道路。学者之间也一致公认，这个罗马道路网才是罗马帝国的动脉。人类交通运输的速度要超越罗马道路网，得等到西元十九世纪中叶铁路开始普及。

至於水道方面，人类到了二十世纪时，终于得以享受每个家庭只要水龙头一开，就能享受用水的进步环境。不过相对的，我们必须付费使用。而且并不是全球的人们都能享受这种生活。世上有许多人苦於水资源不足，这个问题被视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重大课题之一。

罗马人也常以「文明」一词，来表示「人的生活过得像人」。而所有意为「文明」的单字，不论是英文、法文或是义大利文，全都来自拉丁文的“civilitas”。




人们光是用两脚，就可以踏出一条道路。所以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也一定有道路存在。罗马人初期的道路，想必也是这种形态的道路。在阿庇亚大道出现之前，罗马已经有几条自古流传下来的道路存在。

「萨拉里亚大道」（Via Salaria）意为「盐道」。在早年，台伯河口一带出产的食盐是装在袋子里，利用小船逆流而上运至罗马上岸。之后在罗马改由驴子驮运，经由「盐道」前往内陆，之后卖给住在义大利半岛山岳地带的人。对于初期的罗马人来说，食盐几乎是唯一一项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的物产。从这条道路自然而然获得这个称呼就可得知，「盐道」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拉提那大道」（Via Latina）

「提伯利那大道」（Via Tiburtina）

「诺门塔那大道」（Via Nomentana）

这三条道路的意思，分別是通往拉提那的道路、通往提伯利的道路，以及通往诺门托姆的道路。这些是连接罗马以及早期与罗马人有往来城镇的道路。这几条道路和「盐道」一样，都是自然产生的道路。从建国起算四百年左右，对罗马人来说，道路大致是这个程度的东西。





若要对于道路的想法有所变革，则要等到西元前312年开工的「阿庇亚大道」（Via Appia）出现。这已经不是专为用于运输物品的道路，也不是专门通往何处的道路，道路的名称是由人名而来。阿庇亚大道的意思是「阿庇尤斯的道路」。是由当年的财务官阿庇尤斯提案，并由元老院通过，由财务官本人担任工程总监督进行铺设，因此获得这项名称。罗马人惯以提案人的姓名称呼法案，例如〈善普罗尼斯道路法〉、〈朱利斯农地法〉。法律的制定也就是政策的定案，换句话说罗马自此进入将铺设道路列入国政的时代。

想必在当年，提案人阿庇尤斯·克劳狄斯在元老院的议场曾经说明过这项在新观念下开动的道路工程，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条道路初期一直延伸到加普亚，因为当时加普亚位于罗马势力范围的南端。这项工程也开了罗马征服一地后，由罗马兵铺设道路的罗马统治方式之先河。到了西元前268年，贝涅维特纳入罗马版图之后，阿庇亚大道也随之延伸到此。之后又陆续延伸到了维诺莎，以及其后的塔兰托。等到最后延伸到布林迪西时，已经是这个面对亚德里亚海的港都纳入罗马版图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从开工到全线畅通，前后花了七十年的时间。这是因为罗马维持仅将道路延伸到统治领域内的方针，因此工程也必须分梯次进行。等到阿庇亚大道全线开通时，阿庇尤斯已经远离人世。又过了二十年后，在地球的另一端开始了连接七国长城的工程。

罗马人称呼阿庇亚大道为道路女王（regina viarum）。这并不只因为阿庇亚大道是第一条罗马大道，也不只是因为只要罗马帝国存在一天，这条大道就是通往东方的大动脉。而是因为阿庇亚大道标示出罗马大道应有的典范。

首先第一点，罗马大道必须能够充分满足军用道路的基本功能，要能够满足便於军队迅速移动的兴建目的。

罗马人原则上不会在征服地区长年派驻占领军。因为战胜者的长期停驻有可能引起与战败者之间的摩擦。罗马采取有事件发生时，迅速由基地派出军队的方法。西元前三世纪左右军团的驻军地点就是首都罗马，所以军团的行军路线也就仅有从罗马到目的地之间。因此，确保能够迅速安全到达目的地的道路，也是军事上的一大课题。

第二点，罗马大道必须同时满足政治策略的目的，而阿庇亚大道也正好充分显示了罗马人的这种想法。阿庇亚大道通过的地方，在不久之前还是与罗马敌对部族居住的地区。而罗马人在这种地方修建道路，也就是说，既然军队放下了武器拿起十字镐开始施工，那么所有铺设经费也一律由罗马负担。而罗马大道的另一项特色在于路线穿越城镇中央。罗马人心中没有围绕城镇修筑环状道路的想法。因为借由道路通过城镇中心，让除了军团以外的一般平民也得以使用道路，正是铺设道路的目的之一。

以往的道路，每当下雨之后满地泥水，会弄脏行人的双脚，或让车辆陷入其中无法行走，但是走在罗马大道上并没有这种问题。由于道路平坦，而且路面由石板铺设，便於人车往来，可以缩短移动所需的时间、增加货车的运输量。既然人与物产的流通量增加，也就有助於脱离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生活。这也连带使得周边的居民生活水準提升。

战败者再度向战胜者动用武力，通常是在经济方面有所不满，而又失去自治权的时候。罗马人就不会犯下这种错误。昔日战败者所居住的城镇将化为日后的地方政府，在共同体内部获得完全同等的自由。 《列传》一书又名《普鲁塔克英雄传》，其作者普鲁塔克便表示，罗马日益强大的最大要因在于战胜者能够同化战败者。而对于战胜者同化战败者，亦即双方共同参与形成命运共同体最有贡献的手段，就是罗马大道。光是看阿庇亚大道在何时何地铺设，就可以得知罗马人的统治哲学。

足以证实活用道路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政策判断正确的最佳佐证，就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的布尼克战役。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爆发的期间，几乎与阿庇亚大道全线开通的时期一致。由于战场在西西里岛及其周边海域，正在铺设除阿庇亚大道以外其他街道的义大利半岛，得以幸免沦为战场。而原本并非海洋民族的罗马人，与海军大国迦太基敌对，在历尽艰辛之后还能获胜，是因为拿坡里以及塔兰托等希腊后裔地方都市提供造船相关技术及熟练的水手。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战斗种类是罗马人擅长的陆战。然而罗马人面对的是古欧洲一流名将汉尼拔，因此陷入了濒临灭国的危机之中。汉尼拔连战连胜，足足在义大利半岛，亦即罗马国内盘据了十六年。

汉尼拔满心充满了灭亡罗马的意志，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如何攻击首都罗马。但实际上，他并未尝试过包围罗马市。这并非因为他没有意愿，而是他没有办法执行。想要将一个都市包围歼灭，必须将都市陷於孤立无援的状态，并且重复进攻冲击才行。当时汉尼拔军连战皆捷，士气高昂，因此有足够能力连续攻击。然而当时却无法达成孤立罗马的目标。罗马不仅打通道路，还以男子殖民外地，与当地女子通婚的混血政策逐步成功地同化战败者。这使得古欧洲的一流名将汉尼拔就算执行包围战，也必须随时注意部队的后方。深陷敌阵时，当然不能执行这种战略。而最后轮到罗马反击，将战场从义大利移到了北非。史上有名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最后决战，就是在迦太基领土内的扎马平原上进行的扎马会战。

汉尼拔在会战中惨败于西比奥领导的罗马军，仅带着数骑部下逃回首都迦太基。当时迦太基议会倾向於继续打一场首都围城战，只有汉尼拔一个人在会场坚持与罗马尽早媾和。这是因为汉尼拔有十六年的罗马经验，因此可以预知之后的发展。迦太基的社会制度明确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被统治者若纷纷倒戈到会战的胜利者罗马人身边，首都迦太基将陷入孤立无援的状况。因此汉尼拔在议会会场上强烈主张，迦太基维持国家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扎马会战战胜的罗马军攻击首都之前尽速与其媾和。

迦太基议会最后接受了汉尼拔的意见，与罗马簽署了和平条约。不过除了汉尼拔之外的其他迦太基人是否了解这时媾和的必要性，这点就令人怀疑了。又过了半世纪之后，第三次布尼克战役爆发。迦太基被国内其他都市遗弃，在孤立无援的状况下历经了三年围城战之后失陷。迦太基亡国於西元前146年，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决定前后三次布尼克战役胜负的要素，不在于两国经济力量，也不在于军事力量的差距，而在于两个国家国体的不同。遍布北非一带的古代道路网，并非迦太基统治时代修建的东西，而是在成为罗马行省后修筑的。从这段故事便可以得知，公共建设不是因为经济有余力而建设，而是在感到有其重要性时进行的事物。






由罗马到布林迪西之间的道路复线化




阿庇亚大道修筑於迦太基灭亡前百余年。这条大道成为其后罗马大道模型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其突显了道路必须随时维持复数选择的必要性。

西元前312年之前，罗马到加普亚之间已经有一条「拉提那大道」。因此照理来说，如果罗马和加普亚之间有交通、道路方面的重大需求，只需将拉提那大道全线修筑重建即可。然而阿庇尤斯却搁置了内陆现有的拉提那大道，决定沿着海岸修建一条新的大道，并付诸实现。於是罗马与南义大利的重要都市加普亚之间，便有了两条干线道路。又过了不久，加普亚附近的贝涅维特与终点布林迪西之间也完成复线化工程。这条道路在共和时期为「米努吉亚大道」，进入帝政时期后图拉真帝则修筑了「阿庇亚·图拉真大道」。

罗马人这种认为应该随时有复数选项的想法，也很自然地衍生出道路的网路化。全线铺设石板的道路，并非罗马人的发明。史学家海洛多特斯便大为讚叹，西元前五世纪的波斯帝国已经有了从波斯湾沿岸通往地中海的道路。不过发现道路形成网路可以大幅提升效益，并付诸实现的则是罗马人。如果不能体认罗马大道身为道路网的意义，就无法真正体认罗马大道伟大之处。

而因为罗马大道的设计更为便利，才能让昔日的战败者认为，罗马人铺设的道路对他们同样有好处。我们接下来看看，自从阿庇亚大道铺设之后，罗马人的道路是什么样子。

如果是在平原上，而且地势适於直线贯通的话，罗马式的道路基本结构如下图所述：


罗马大道的基本形态






1.最下层（staumen)——这个部份理所当然地，会随地势而异。一般而言是将宽4至4.2公尺的地面向下挖掘1至1.5公尺深的地方。挖掘之后抹平地面并铺设至少30公分厚的砂砾。制作这一层地基的用意在于：



（1）将即使位于平原地带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水平的地表完全整平。



（2）避免降水后深约2公尺的四层地基内部产生积水。




2.第二层（rudus)——铺设由石头、砂砾及黏土质泥土混合的材料。




3.第三层（nucleus)——在此将人工打碎的小石块铺设成略微拱起的弓形面。




4.第四层（pavimentum）——使用经人工切割为每边约70公分，切面整齐可以相连的石块，以紧贴无间隔的方式铺设在路面上。



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尽管当时水泥已经存在，罗马大道上完全没有使用任何水泥。

图中所述的是主要道路以及车道的修筑方法。罗马道路的特色之一在于车道的两侧有排水沟。为了维持道路的结构坚固，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宽四公尺、深一公尺的主要道路内部积水的状况。

首先，道路的路面呈弧度平缓的弓形，使得雨水与融化的雪水能够自然地向两侧流出。雪水、雨水最后会流入排水沟。排水沟内有排水孔，便於水流出道路外侧。这个结构可以避免路面发生积水的状况。罗马的工程师有一句谚语就是：「岩石是朋友；水是敌人。」

罗马道路的第二个特色在于，石板道路的两侧严禁栽种任何树木。如果是既有的树木，也会将其砍伐除去。这是为了避免地底下的树根侵蚀到道路的四层主要结构部份。而第三个特色则在于，市区内与市区外的道路同样备有行人步道。在都市附近，或是大的路口等交通量大的地方，车道两侧的步道宽度可超过三公尺，甚至有超过五公尺的地方。即使在交通流量低的地方，通常也会设置有一公尺左右的步道。没有步道的道路，仅限於山腰地带，或是隧道里。而罗马人认为桥梁是道路的延长，因此桥的两侧尽管面积狭窄，同样会设置步道。至於穿越森林的道路，在车道、步道合计十公尺的路面之外，道路两侧还会砍除大面积的树木。无疑地，这是一种治安对策，用于避免强盗盘据袭击。

当年徒步旅行的人众多，因此很自然地会有这种对策。不过明确区分车道与步道的理由还不只如此。

我们若是观察罗马市区内现存的「科而索街」及「里佩塔街」，以及由广场向北延伸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就可得知，古罗马人修建的道路会在地势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笔直。尤其阿庇亚大道更是维持了四十三公里的直线，连在上头驾驶汽车都会感到惊奇不已。

不仅如此，古罗马人还会将平原重新整地、在溼地打入无数的木桩修建土堤，然后才在上头修建道路。如果遇到山谷，由于罗马人不喜欢将路修筑得上上下下地，因此不管底下是河流或只是个陡坡，都会盖一座与道路同高的桥梁。在这些桥梁中，他们将没有跨越流水的桥梁称为「陆桥」。

至於罗马人如此坚持讲究道路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道路是让人尽可能提早到达目的地的工具。既然罗马人有这种想法，他们会将车道与步道分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人车不分道，车马为避免车祸，必须一路上闪躲行人，如此便失去了马车与快马的意义。能够徒步走在中央车道的，只有通常以三路纵队行军的罗马军团兵。






阿庇亚大道的一号里程碑




到了西元前120年左右，由格拉古兄弟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提案，被公认为史上第一部道路交通相关法的〈善普罗尼斯法〉成立了。根据这项法规规定，所有的罗马大道，都必须在每一罗马里路边树立一根石柱。而罗马时代的「里」（milia），意为相当於「一千步」的距离。若换算成公里的话，约为一·四八五公里左右。这种高约与成人同高，直径三十七公分的「一罗马里程碑」上面刻有由大道起点数起，该里程碑为第几根的数字。假设某个旅人走到了阿庇亚大道的十号里程碑前，他可以利用「一·五公里乘以十等于十五公里」的算式，得知自己已经离首都罗马不到十五公里远了。罗马时代的「里程碑」上面，还刻有最近城镇的距离等资料，兼有各种旅行资料公布栏的作用。同时，还具有标示地址的效用。例如当时的人可以说「我的別墅在阿庇亚大道的七号里程碑附近」。我们以首都罗马附近的阿庇亚大道为例，将依照上述程序修建的罗马大道画出剖面图的话，大致上应该如同20页的插图所示。在此补充一点，为罗马人开创面对公路修建墓碑墓园习惯的也是阿庇尤斯这个人。他在临死前留下遗言，要将自己的坟墓修建在阿庇亚大道旁。






罗马大道的断面图




直到开工两千三百年后，阿庇亚大道依旧名满天下。因此在罗马市郊区的某一路段被指定为重要古蹟。换句话说，任何人到罗马都能瞻仰这项古蹟。不过被指定为古蹟也是最近的事情。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为了修建环状道路，阿庇亚大道因此惨遭腰斩，而且这情况至今仍然不变。想要驱车走过阿庇亚大道的人，到了遭腰斩的地方时，必须左顾右盼，一等两旁车流停止立即冲过路口。然而罗马政府又不能将大道与环状道路的交叉点地下化。因为虽然罗马人习於火葬，坟墓里只有骨灰，然而基督教徒与犹太人却习於在地穴中土葬。这类的地下坟墓聚集处称为地穴坟场（catacomb），而偏偏阿庇亚大道下方又绵延著一片地下坟场。因此若以保存阿庇亚大道为重，则必须在环状道路与大道的交叉点设一高架桥。可是这些自称为古罗马人后裔的现代罗马人，却以资金不足为由，选择了腰斩古蹟的方法。附带一提，现代罗马人中也只有一部份人自认为是古罗马人后裔。其他的罗马市民也好，欧洲人也好，根本没有人这么想。鬼才这么想呢！两千年前的「祖先」们知道集中施工的人力物力，缩短工时，连圆形竞技场都只要四年就完工了。两千年后的这些「后代」连盖一座医院都要花上三十年。这已经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想法的差距。

再加上近年的罗马市政被中间偏左派政权掌握，而左派的口号则是一切为市民。因此被指定为古蹟的阿庇亚大道，也在「必须开放为民众共有场所」的名目之下，被整顿成罗马居民散步的地方。

结果，我们得到的是一座儿童乐园。罗马史学者中的有心人为此大感愤慨，直呼若是古罗马人看到现状会气得晕倒。笔者也认为，自从歌德在此散步遥想古罗马威容的时代至今，人们已经放置罗马大道多年，事到如今也不必大张旗鼓要做些什么改变。因为自从以儿童乐园的风格改装阿庇亚大道后，这条大道变得庸俗不堪，有可能让来此参访的人因此误会。罗马一地，不仅义大利，甚至有大量从欧洲及美洲来此旅游的学生及游客，若说真要当成市民散步的地方，这倒也无妨。可是何不维持一段十公尺左右的地段，将这条「道路女王」恢复成当年身为干道中的干道时的模样？阿庇亚大道的特征包括四层地基结构，未曾使用任何水泥但紧密结合的缓弓形石板路面，两旁的排水沟，以及更外侧的石板徒步步道，四处布置的石长椅，还有每隔一罗马里设置的「里程碑」，以及使得沿线景物不至於沦为枯燥的墓碑、墓园。只要留下十公尺左右这么样的地段，来访阿庇亚大道的人也就应当能理解，路面的石板边缘磨损变圆，是由于罗马帝国衰亡之后长期缺乏维修造成的现象。而应该也因此能够联想到，缺乏维修，是因为负责维修的组织失去功能所致，而国家失去功能后，个人也难逃其影响。保存古蹟就是这么一件意义深长的事情。罗马广场（Foro Romano）目前还没有遭到人手摧残，但圆形竞技场最近已经一年比一年更像迪士尼乐园了。





据说打从一开始修筑起，阿庇亚大道便符合罗马时代公共建筑物的一贯方针，或者应该说是哲学。也就是必须符合坚固、功能性、美观三大要素。据说工程提案人兼最高负责人阿庇尤斯为了确认道路平坦的程度，曾脱下凉鞋赤脚走在大道上。由于这条道路是干道中的干道，在维修方面更是不能有一点轻忽。罗马人因此设立了专门官职，并全权委任其执行业务。既然这条路是国家的动脉，自然是要竭尽全力让其不能有一点血液循环不良的现象啰。像我们目前见到的，石板边角磨损转圆滑，风吹来的泥土累积在石板间的道路，是不可能提供快马在上面一天奔驰七十公里的。这种道路会让马匹跌倒，即使不出交通意外，也无法达到一天七十公里的标準。若要求迅速且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还不如快马跑在道路沿线的平原上。虽说罗马时代的工程师夸下海口，要修建百年不需整修的道路。但要维持修筑当时的模样，依旧需要不断地维修保养。当西元六世纪时，有位拜占庭（Byzantine）帝国的高官曾惊叹阿庇亚大道在修筑八百年后，依旧能维持完美的模样，而当时罗马帝国已在半世纪之前灭亡。此外，当罗马步入帝国末期时，也已经无力照顾到道路的维修工作。因此西元六世纪时，阿庇亚大道已经有三百年以上无人照顾了。其后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还没有另一个民族能明白道路的重要性。古代的阿庇亚大道，在今日除了指定为古蹟的路段之外均改为柏油路面，成为国道七号线汽车车道。直到终点布林迪西为止的五百四十公里路程至今依旧发挥着功能。






穿越山腰的罗马大道复原想像图（十八世纪铜版画，比拉内捷作）




因阿庇亚大道而名留青史的阿庇尤斯·克劳狄斯，不仅是罗马大道的创始人，他同时也是罗马公共建设另一雄观——罗马水道的创始人。而且同样地，也是在西元前312年开工修筑。换句话说，修筑由首都罗马起始的十二条大道的阿庇尤斯，也就是为首都罗马的十一条水道开先锋之人。他不仅告诉同胞，道路并非仅能靠双脚踩出来一途；同时也告诉他的同胞，水不一定只能依靠人工打水取得。有时笔者真想看看这男人脑袋里头是个什么样子。而在罗马一千两百年的历史中，只有两个人会让笔者有这种想法，一是朱利斯·凯撒，二则是阿庇尤斯·克劳狄斯。而阿庇尤斯虽未带兵与其他民族作战获胜，更非扩大罗马疆土的将军，不过他也并不是完全与军事无缘的政治人物。我们在此介绍一段他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西元前272年左右。当时罗马遭受希腊猛将皮拉斯攻打，陷入了苦战，而且已经二度嚐到败北的滋味。或许罗马的政治领导人不禁畏缩丧胆了吧，元老院中开始有一股倾向於接受皮拉斯提出和谈决议的味道。之后的事情，请允许笔者引用第Ⅰ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的内容。






「当时已经因高龄而退休的阿庇尤斯·克劳狄斯听到消息后非常生气。他是修筑阿庇亚大道，为具有政略、战略意义的罗马大道开创先河的人。由于在罗马的名门贵族克劳狄斯一门中，阿庇尤斯这个名字也是家传的常用名，因此史上有不少同名同姓的「阿庇尤斯」。为了将建设阿庇亚大道的阿庇尤斯与其他人区別，后人为他加上了「财务官阿庇尤斯」或是「失明的阿庇尤斯」的称呼。当罗马与皮拉斯陷入苦战时，阿庇尤斯已经因为高龄而几乎全盲。




不良于行的阿庇尤斯在旁人搀扶下回到暌违已久的元老院，在元老院议员之前发表了一篇几近训斥的严正演说。




他说，皮拉斯离开罗马是媾和的前提条件，破坏我们家园的敌人不可能成为和谈或其他互动的对象。元老院的气息因此为之丕变。」







上述的故事，影响相当深远。这成为罗马人另一项传统的「里程碑」。亦即战败时不愿和谈，对罗马人而言，媾和只有一种战胜之后与战败者簽署的和约。也因此在与大国迦太基展开布尼克战役时，罗马人能够咬紧牙根，拒绝汉尼拔提出的议和案。





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够介绍这位深思国家百年大计，甚至八百年、千年大计的阿庇尤斯的长相。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他的肖像。目前仅有文献证明罗马时代曾有他的肖像存在，而且也挖掘出立像的底座。然而不只是立像，连半身像都没有留下来。个中主要原因，只怕是因为历经了长期对公共建设毫不关心的中世纪所致。相反地在罗马时代，这位「公共建设始祖」的肖像通常会被设立于儿童的教室之中，同时也经常列席於广场内的半圆展示场中并列的罗马伟人像之中。

如果乘汽车接近今日的罗马市，首先人们会接触到环状高架道路。环状道路会於现代发明，主要在于人们重视汽车的移动效率。然而当乘车行驶於环状道路时，不禁令人兴起一股与身在伦敦或巴黎时不同的感触。

迎面而来的路标，标示著蓝底白字的“SS. 1 VIA AURELIA”。SS是“Strada Statale”的缩写，意为「国道」，因此这个标志的意思是「国道一号线，奥雷里亚大道」，让驾驶人知道要往这条路必须由此入口下桥。若是以顺时针方向在环状道路上跑一圈，依序会看到下列的道路标示。笔者在此加上修筑年份作为各位的参考。





国道一号线——奥雷里亚大道（SS. 1 Via Aurelia）——西元前241年——由罗马起始，至热内亚为止。

国道二号线——卡西亚大道（SS. 2 Via Cassia）——西元前154年——由罗马起始，至佛罗伦斯为止。

国道三号线——弗拉米尼亚大道（SS. 3 Via Flamiria）——西元前220年——由罗马起始，至利米尼为止。

国道四号线——萨拉里亚大道（SS. 4 Via Salaria）——在阿庇亚大道之前——由罗马起始，至波尔多比其诺为止。

国道五号线——提伯利那大道（SS. 5 Via Tiburtina）——在阿庇亚大道之前——由罗马起始，经由提伯利，衔接同为国道五号线，西元前307年开工修筑的「瓦雷利亚大道」（SS. 5 Via Valeria），一直延续到佩斯卡拉为止。

国道六号线——拉提那大道（SS. 6 Via Latina）——在阿庇亚大道之前——由罗马起始，至加普亚为止。

国道七号线——阿庇亚大道（SS. 7 Via Appia）——西元前312年——由罗马起始，至布林迪西为止。

国道八号线——奥斯提亚大道（SS. 8 Via Ostiense）——在阿庇亚大道之前——由罗马至奥斯提亚为止。

而至於不由罗马起始的个位数国道，则有：

国道九号线——艾米里亚大道（SS. 9 Via Aemilia）——西元前187年——由利米尼起始，至比千都为止。

道理很简单，目前的义大利国道（SS），只是将两千年前的罗马大道稍作整顿，将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铺上柏油继续使用。至於该国的高速公路“Auto strada”，直译则为「汽车道路」，与国道不同的是禁止步行者通行。道路的标示记号为“A”。由罗马向北直达米兰的是“A1”，往南至拿坡里的则是“A2”。除此以外还有东向、西向两条高速公路，皆以环状道路为起点。

由上所述可知，现代文明的产物高速公路，目前在数量上远不及改良自古罗马大道的国道。不过这不表示现代义大利人懒惰，只因为古罗马人修建的道路优秀，足以历经两千年岁月的洗礼。





若说条条大道通罗马，还不如说条条大道起罗马来得恰当，只因罗马正是整个帝国的心脏。而将血液从心脏送到身体各处的动脉，就是罗马大道了。由首都罗马起始的十二条罗马大道，北至酷寒的北海，南至酷热的撒哈拉沙漠，西至大西洋，东到幼发拉底河。涵盖地区为整个帝国疆域，包括现今的英伦、叙利亚、德意志、巴尔干甚至埃及。光是法定必须全线铺设石板的干线便有三百七十五条，全长达八万公里。若再加上铺设砂砾的支线道路，整个血管网路便达十五万公里，穿插分布於罗马帝国这个身体中。而这些道路的第一号，就是阿庇亚大道。




笔者之前说过，人称道路女王的阿庇亚大道，是一种同化战败者的政策手法之一。也说过在道路修筑技术方面，阿庇亚大道与之前的道路有著划时代的差异。而在道路路线选择的方针上，也是具有革命性的。

笔者曾叙述过，罗马大道的特色之一，在于穿越城镇的中央。然而并非只要是聚落就能享有这种待遇。而是事先判断哪些城镇是政略、战略方面最重要的地方，然后尽可能地让道路笔直地向该地修筑。这些干道会因此远离被判別为不重要的城镇，然而并非将其舍弃不理，而是利用支线道路衔接。这种思维不正与现代的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相同了吗？

继西元前312年兴工的第一条人为道路「阿庇亚大道」之后，罗马人又陆续以罗马大道的施工法重新修整自然产生的重要道路「拉提那大道」（Via Latina）、「萨拉里亚大道」（Via Salaria）、「提伯利那大道」（Via Tiburtina）。不过道路的名称依旧维持原样，因为这些道路名称已经长年使用。





第五条罗马大道，是据说於西元前307年兴工的「瓦雷利亚大道」（Via Valeria）。这条道路并非以罗马为起点，而是以提伯利那大道的终点提伯利为起点，越过亚平宁山脉直达亚德里亚海滨佩斯卡拉市的道路。由于萨拉里亚大道也直达亚德里亚海滨，因此连接义大利半岛西方的第勒尼安海滨，以及东方亚德里亚海滨的道路就此完成复线化。由这条道路的名称可以推论，这工程应该是出自於当时罗马的名门贵族瓦雷留斯一门出身的执政官。

其次铺设的罗马大道，是在西元前287年兴工的「克劳狄斯大道」。这条道路自罗马起始，连接败给罗马之后，日渐被罗马人同化的伊特鲁里亚民族所住的都市萨特罗尼亚。该都市位于今日的托斯迦纳地方南端。不久后因为通往托斯迦纳地方重要都市佛罗伦斯的干道「卡西亚大道」完工，这条道路被列入卡西亚大道的支线。而在修建克劳狄斯大道的同一时期，阿庇亚大道也延伸到了南义大利山岳地带的维诺莎。然而由此年开始的四十年间，罗马人没有进行任何一项干道规模的工事。这是因为罗马军团兵已经无法顾及道路工事，必须专心於对抗强敌。首先与南义大利的希腊后裔大城塔兰托作战，其次又与塔兰托请来的援军伊庇罗斯王皮拉斯陷入苦战。士兵们根本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等到好不容易获胜时，已是西元前270年，原为台伯河畔一个小村落起家的罗马，终于成为卢比孔河以南的义大利半岛霸主。理所当然地，阿庇亚大道也延长至塔兰托，不久后又延长到了布林迪西。

然而，当西元前270年义大利半岛完成统一，原本应该能全力投入建设道路网的时候，罗马人并未重新展开道路工事。这是因为短短六年之后，西元前264年，罗马又与希腊小国伊庇罗斯无法比拟的大国迦太基之间爆发布尼克战役。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两国都经常发生国力不继的现象，因此开战二十三年依旧没有结果。然而，尽管战场位于西西里岛及其周边海域，国内未曾沦为战场，义大利半岛内依旧没有任何新的道路工事开工。这应该是因为工事所需的人力、资金及能量，全都用于对迦太基作战。






共和时期本国义大利的罗马街道网路




笔者手上有一枚据说是西元前300年左右的迦太基金币。每当拿起这枚金币，心中都不禁有一种复杂的感慨，感慨罗马人竟然是与能够生产如此精巧优良金币的国家作战。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罗马本身并没有国产的金币。就连铸造银币的制度，也是在布尼克战役爆发的三年前才开始的。两国的经济力量差距是如此巨大。尽管说这是因为墨西拿海峡受到威胁，不得不挺身作战。然而在与强国迦太基作战的二十年间，想必根本无力顾及道路。

然而在兴工修筑阿庇亚大道的时候，罗马人同样无法铸造银币。他们依旧开启了必须投资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完成的公共建设。罗马人是否认为，公共建设并非是等到经济力量提升后才开始，而是为了提升经济力量而建设的东西呢？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之后，罗马人最大的收获不在赔款而在土地。西西里岛从此由迦太基的领地，成为罗马的国土。当然罗马人也在这个岛上修筑了罗马式的道路。由执政官瓦雷留斯完成的这条大道就名叫「瓦雷利亚大道」。这条道路连接最接近义大利半岛的墨西拿，以及迦太基统治的根据地巴勒摩。西西里岛长年受经济力量丰厚，但不热心道路修筑的希腊人以及迦太基人统治，瓦雷利亚大道因此成为地中海第一大岛上首条正式的道路。而本国义大利半岛，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结束的同时，又重新开始了道路工程。





由罗马北上直达热内亚的「奥雷里亚大道」，是在罗马与迦太基和谈后立即兴工的。由此可见罗马人对于道路工程的热情。这条两千年后的国道一号线，沿着第勒尼安海滨北上，经由比萨通往热内亚，是条与阿庇亚大道同样漫长的道路。沿线名称分別为至科萨为止的「旧奥雷里亚大道」（Via Aurelia Vetus）、至比萨为止的「新奥雷里亚大道」（Via Aurelia Nova），以及至热内亚为止的「艾米里亚·史考利大道」（Via Aemilia Scauri）。由此可知工程也一共分为三期。到了帝国时代，才将这三条路段统称为「奥雷里亚大道」。这条大道的名称由来，按例是由提案人兼修筑负责人的姓名而来，因此「奥雷里亚大道」就是「奥雷留斯的道路」之意。而这条道路的修筑计画预定将持续延伸修筑，通过南法地区与西班牙的大道相衔接。西元前三世纪的热内亚只是个小渔村，还不是有资格成为大道终点的都市。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结束后的第二波道路工程，是由西元前225年开工的「米努吉亚大道」（Via Minucia）为起始。这应该是由一位家门名为米努吉斯的执政官向元老院提案，通过后由其担任工程负责人所修筑的吧。这条大道在三百年后，由图拉真帝全面翻修之后易名为「阿庇亚·图拉真大道」（Via Appia Traiana）。

这条道路在贝涅维特脱离阿庇亚大道，以其他路径通往终点布林迪西与阿庇亚大道会合。至此阿庇亚大道的复线化工作，不仅罗马与加普亚之间完工，也完成了贝涅维特与布林迪西间的路段。

复线化让走在路上的人有复数的路线可供选择，其效果主要发挥在两个方面。第一点在于发生天然灾害时。假设因洪水或山崩造成暂时无法通行的状况，这时有无其他路线可供选择，对于共同体的功能会有莫大的影响。第二则是国防上的对策。假设敌军控制某一路段时，我方可选择其他路段，避免沦入无路可逃的局面。请各位不要忘记，罗马大道的肇始原本就在军用目的。而对于罗马人来说，防卫疆土应当排在基础建设之首，已经是个常识。






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线的弗尔科隧道（右为共和时期，左为维斯帕先帝时代的隧道）




西元前220年，该年的执政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开始了在史书上的出现次数可与阿庇亚大道相比拟的「弗拉米尼亚大道」（Via Flaminia）修筑工事。若说「阿庇亚大道」是向南的最重要干道的话，「弗拉米尼亚大道」就是朝北延伸的第一干道了。在长度方面，弗拉米尼亚大道的三百四十公里不及阿庇亚大道的五百四十公里长。但与多半通过平原的阿庇亚大道相较，弗拉米尼亚大道通过的地带几乎都是山区。要穿越亚平宁山脉直达利米尼，建设一条长达三百四十公里，车道、步道总宽度超过十公尺的大道，实在是件艰辛的工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是在修筑后两百年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全线改建后的样子。由于穿越山区，经过的溪流也多，罗马工程师考量到水面上涨时的情况，让大道沿着山腰修筑，并修筑许多具高度的桥梁。甚至修筑了宽六公尺、长四十公尺的隧道。






沿着山腰修建的大道断面图




话说回来，现代的「国道三号线弗拉米尼亚大道」并非完全照着古代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路线修筑。有些路段相互重叠，也有些路段相互平行，但还有些路段是相差甚远的。不过，若我们仔细观察路段的重叠、并行与远离是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段时，就能知道当初开辟道路时的地势判断有多么恰当。路线固然是沿着山腰开辟，但古罗马人会选择降雪量较少，或是降雪后路面不会冻结的地方。罗马大道要通过哪里固然是政治判断，但要决定如何通过，则委由实际负担工程的军团技师处理。道路直接从山谷底下经过会较容易修筑，而古罗马人选择将路修筑在山腰，显然是顾虑到不要让道路在水量增加时遭湧水冲走。笔者先前讚叹阿庇亚大道路线笔直的设计，而在面对弗拉米尼亚大道一面克服复杂环境一面修筑的成果时，真觉得只能说「哎呀，好啊」。

不过「弗拉米尼亚大道」的工程只怕还没修筑到终点利米尼就宣告中断了，因为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爆发了。一心想打倒罗马的迦太基猛将汉尼拔带着战象穿越阿尔卑斯山，直冲进义大利半岛。这年是西元前218年。第二年从首都罗马出击的军队，在离弗拉米尼亚大道不远的特连吉梅诺湖岸边战斗大败。「弗拉米尼亚大道」的工程负责人、亦即身为该年执政官，因此兼任军司令官的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也在此殉国。





所谓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指的是由汉尼拔展开军事行动的西元前219年开始，到西元前202年罗马在迦太基国内的扎马进行会战胜利为止的十七年间。这段期间内罗马人完全与道路工程脱离关系。另外在西元前201年与迦太基达成和议之后，又马上得将精力都放到以马其顿称霸战为起始的希腊称霸战。因此罗马大道暂时无人理会。不过，虽然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想到罗马人的性子，想必他们已经完成了至利米尼为止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工程。因为当西元前187年开始第三波罗马大道修筑工程时，也是由利米尼起始，直达比千都的「艾米里亚大道」（Via Aemilia）开工的年份。附带一提，这条几乎直线贯穿罗马尼亚平原的道路，目前依旧以国道九号线的身份发挥完美的功能。而喜好网路化的罗马人也理所当然地，在比千都与热内亚之间铺设一条道路，将其与奥雷里亚大道相衔接。这是为了强化无法抵挡汉尼拔来袭的义大利北部所实施的政策。而罗马人一贯固执地，选择以修筑道路网来代替筑墙维持国防。其后的罗马人虽然步调较缓慢，但依旧扎实地进行著义大利半岛的道路网整顿工作。





由罗马起始，直达佛罗伦斯的「卡西亚大道」（Via Cassia）在西元前154年左右开工修筑，亦即今日的「国道二号线」。而在同一时期，罗马人又铺设了由佛罗伦斯穿越亚平宁山脉，直达沿「艾米里亚大道」设置的波罗尼亚军团基地的道路。在现代，则铺设有与这条路线并行的高速公路及铁路。

西元前149年至146年的第三次布尼克战役，不知是因为战场始终在迦太基首都，或者罗马人判断与迦太基之间的战斗已经不需使尽全力。总之与迦太基之间的最后一场战役，完全没有影响到罗马的道路工程。尽管在地中海的对岸作战了三年，义大利半岛的道路依旧一条条开始施工。

在北义大利，於西元前148年兴工，成为现今国道十号线的「波斯图米亚大道」（Via Postumia）完工，连接了比千都与亚奎雷亚之间的交通，而且网路化的工作还持续在进行。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义大利北部对罗马来说还称不上本国。直到凯撒将北义大利行省并入义大利本国为止，弗拉米尼亚大道终点利米尼北方不远处的卢比孔河是义大利的国界。

而在南义大利，则是由西元前131年兴工的「安尼亚大道」（Via Annia）衔接了加普亚与雷其欧·卡拉布里亚。由罗马到加普亚为止是阿庇亚大道；由加普亚至雷其欧之间则为安尼亚大道。总之义大利半岛的道路网路化，是由各条大道相互陆续连接而成。至此，由阿庇尤斯起始至今两百年，罗马人终于完成了义大利半岛主要「动脉」的制作工作。

然而罗马人在铺设道路时，不分本国与行省的差距。诸位若对下列罗马人的行径感到讶异，就是不够理解罗马人。在整顿北义大利道路网的同时，横越南法地区的「多米提亚大道」（Via Dimitia）也兴工了。从阿庇亚大道的终点布林迪西，以一至二日航程越过亚德里亚海，自狄尔哈强起始横越希腊地区的「艾格那提亚大道」（Via Egnatia）也完工了。至此罗马在东西双向都拥有颇具规模的道路，若以现代的说法形容，则是铺设了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请各位读者不要忘记，铺设道路的目的之一在于同化战败者，亦即将过去的敌人纳入命运共同体之中。征服外族之后立即在当地开辟道路，是罗马人一贯的行事风格。

而到了西元前一世纪共和时代末期，使用军事力量称霸同时派兵修筑公共建设的政坛主角，则是马留斯及苏拉、庞培以及凯撒等人。「罗马大道」也同时是「罗马政治」。




两千年后的现代人若要想像罗马大道如何发挥功用，大可利用日本新干线等较为熟悉的题材做引子，想像一下高速铁路的功效。

由于铁路上必须奔驰著大量相互连接的车厢，因此路面不能崎岖不平。为了让地面完全水平，则需要如同堤防一样高筑的高速列车专用铁路。在架桥的时候，也必须修筑在铁路的延长线上。

而古罗马人在修筑道路与桥梁时，也是抱持著同样的想法。罗马人运用在义大利培养起来的修筑技术经验，在进入帝政时期之后，将这种修筑技术引进行省道路网的修筑工事中。他们完全没有让道路的结构简化，或是施工时偷工减料。若说有何差异，则是在于各个行省容易取得的材料不同。比方说在木材多、溼度高的北欧地区，便有大量将耐潮木桩打入地面修筑地基的道路。相对的在北非地区及中东的沙漠地带，別说是木材，连石材都难以取得。若还坚持要修筑与罗马相同的石板道路就太不切实际了。

因此在这些地方，除了经判断有必要花费劳力从远方运来石材的主要道路之外，其余的道路都是砂砾路面。话说回来，干燥地带未必没有好处。这里有北欧地方求都求不到的强烈阳光与降雨集中雨季的特色。而罗马的工程师也懂得如何运用这些特点。他们将砂砾与黏土质的土混合，铺设成缓弓形的路面，并等待雨季来临。当路面在雨季吸饱了水分之后，又曝晒在旱季的强烈阳光之下，便成了有如水泥地面一般坚固的道路。这是罗马人将他们擅长的弹性应变发挥在道路修筑方面上的成就。

修建金字塔的埃及人与修筑道路网的罗马人之间，最大的差距应该就在于当埃及人认为某样材料有必要时，即使千里迢迢也会想办法弄到手；而罗马人则是以当地可以取得的材料为优先。又另外一样差异在于工程是为个人的死后荣华，或是为了众人在现世的生活便利。罗马的公共建设準则就在于：坚固耐久、功能优异，以及美观。若以罗马建筑技术总汇《建筑论考》（De Architectura
 ）作者威图尔维斯的话来说，就是“firmitas，utilitas， venustas”。我们姑且将其翻译为「坚固、有效、美丽」。

可能罗马人对自己的这种观念相当有信心吧，《博物志》的作者大葡里尼斯便留下这么一段文字：

「金字塔不过是无用且愚昧的夸示权力罢了。」

罗马水道是与罗马大道齐名的公共建设，而曾留下水道技术总汇著作的弗隆提努由于本身也是工程师，因此留下了这么一句工程人员才会说的话：

「希腊美术品之美好精致固然驰名天下。但是我只能说，这些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助益可言。」

然而有趣的是，与他们同一个时代的罗马人大多热衷於收集希腊时代的艺术品，且流行到希腊海外观光。笔者心中的理想生活，是在整顿好罗马式公共建设的社会中生活，出门到美术馆就能看到希腊的艺术品，有空的话还能到埃及看看金字塔。看来笔者的个性与当时的罗马平民差不多。

不过罗马人对公共建设的信心，不仅是本身民族的自信，同时也获得了希腊人的赞赏。希腊的史学家、文人、地理学者几乎异口同声的说道，在希腊，连全盛时期的雅典都毫不关心，然而却由罗马人创造备齐了下列三项杰作：道路、上水道、下水道。这是不同民族擅长领域也不同的一个好例子。




关于上述罗马大道的正式研究，要等到兴工一千七百年后，由一位年轻的法国人开始。这个名为Nicolas Bergier的年轻律师，出生于北法的小镇兰斯，并於当地担任律师。有天他忽然发现，他每天前往法院时踩的道路，其实是古代的罗马大道。兰斯在朱利斯·凯撒征服高卢时，是当地有力部族雷米族的根据地。自从并入罗马行省之后，这里是七条罗马大道汇集的繁华交通要地。正因如此，在当地踩到罗马大道的机率自然不低。然而这个男人并非这样灵光一闪之后，就把念头放掉的人。之后他放弃律师的工作，终生致力於研究罗马大道。而研究的成果，则是西元1622年於伦敦出版的Histoire des Grands Chemins de l'Empire Romain
 。这本著作可说是罗马大道研究的里程碑。

从当时至今已经四百年，也许各位会认为罗马大道的研究已经弄得十分透彻，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学者们当然没有浪费这四百年的时间，尤其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今的一百五十年间，更是发表了许多学术著作。然而这些著作研究多半以研究者的出身地为主，比方义大利学者研究义大利，法国学者研究高卢地区，英国学者研究不列颠，而西班牙学者则研究希斯帕尼亚。至於当地学者不表关心的巴尔干、小亚细亚以及中东地区，才有欧洲学者组织研究团前往调查。而且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今日都没变。罗马大道石板路面的部份共五万三千罗马里，亦即八万公里的数字，也是各国研究成果的合计数字。换句话说，罗马人铺设的道路网之广，让两千年后的现代人不仅个別研究人员无法完全掌握，连研究团体都无法掌握其实况。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有个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掌握罗马大道的人出现。这是一位名叫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的德国人。他似乎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於美国积极吸收战败国学术人员的环境下，获得美国奥援开始调查的人。他首先研究的可能是印加帝国的道路。而他认为道路能表现一个社会的文明，所以说，他的眼光会集中到罗马大道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1959年，他开始展开文献调查。

1960年，聚集有志一同的研究人员，组成调查团。调查团全员开始尽可能收集书面资讯。

1962年，调查团分乘两台吉普车，前往调查义大利半岛内的罗马大道。由于此地是罗马帝国的大本营，无法在该年完全结束调查工作，一直延续到次年。

1964年，两台吉普车被运到了萨丁尼亚岛和西西里岛。在踏遍了两座岛之后，循海路前往北非。调查工作持续历经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利比亚、面临地中海的埃及地区等地。

1965年，两台吉普车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在调查西班牙与葡萄牙、法国、比利时之后，前往巴尔干半岛。

1966年，调查团身居中东地区，进行土耳其、叙利亚与约旦地区的调查工作。其后调查团分为两队，第一队前往英国与德国；第二队则重新调查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与利比亚。

1967年，调查团分为三队。英国团队进行希腊与小亚细亚内陆部份的调查。义大利团队重新调查义大利与法国地区。团长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率领的美国队则前往埃及的东部沙漠地带。

然而这一年也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爆发中东战争的时候。若以常识而言，为避免战火波及，调查团应该暂时避祸才是。但这些人却在埃及士兵盘据的地方持续调查工作。也不知他们是如何办到的，竟然能向埃及军方高层请愿，获得从斯维兹到阿卡巴（Aqaba）之间的调查许可。而当时的西奈半岛正是烽火连天的时候。他们沿着古代的罗马大道前往斯维兹之后，又渡过红海回到埃及，调查尼罗河与红海间的罗马大道。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在书中说，虽然战争开始了，不过我们的研究工作依旧照预定结束了。不仅如此，在那年秋天他们还完成了小亚细亚南岸的调查工作。此人奔驰在罗马大道上的速度，简直可以跟朱利斯·凯撒相比。其后他们前往保加利亚（Bulgaria），调查完土耳其位于欧洲的部份后又南下希腊。他们的目的是艾格那提亚大道，这是一条罗马军团使用了五百年的东行道路。





「艾格那提亚大道」是与干道中的干道阿庇亚大道相隔一日航程的道路。亦即由帝国向东行最重要的一条路。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队在调查这条经过希腊、南斯拉夫的道路后，到达了阿尔巴尼亚国界，在此等待入境簽证。然而不管他们等待多久，就是等不到入境簽证。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是个严峻的共产国家，对本国国民的出入境管制严密，对外国人的出入境也同样地不留情面。真是可惜啊！调查团无法踏入的地方，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就只有罗马时代称为达其亚，当时同样位于共产圈内的罗马尼亚两地了。如果他们能取得簽证，就能走到艾格那提亚大道的终点狄尔哈强。之后只需坐船回到对岸的布林迪西后，便可沿着阿庇亚大道北上罗马。计画受挫的调查团后来改由北上通过亚德里亚海东岸的「卡比那大道」，由东北方返回义大利。





1968年，在罗马重聚的调查团开始执笔附有大量插图与照片的著作。书名以英文标示为The Roads that Led to Rome
 。在历经一场几乎走遍所有罗马大道的调查旅程之后，这个书名想必也是他们最率直的感想吧！书籍的出版地点则是伦敦。

调查的形成如此漫长艰辛，想必大家会认为调查团人数众多吧，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在书中介绍调查旅行的同伴时，其中仅有隸属麻省理工学院的David Mehlin、罗马大学的Adolfo Tomeucci、剑桥大学的Robin Vicars-Harris、英国籍但列籍美国史丹佛大学的Keith Richnond，以及义大利籍的地图制作专家Dino Rigolo五人，再加上似乎不属于任何大学的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一共也才六个人，这真是个人数不多的调查团。而他们的工作特质，在于以同样的人员走遍帝国首都罗马附近的主要干道，以及帝国边疆的交通要道。二十世纪的代表性史学家之一墩比说，即使冒著内容不完整的风险，通史也应该由同一人完成。笔者也认为，以同一人的观点观察所有事物，虽然与现代极度专科分化的风潮相左，但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然而，连这些年轻力壮的研究人员进行调查时，都只能把对象限定在罗马大道上。关于附属于道路的桥梁，只有继续等待其他的调查人员出现了。而这件事有一位义大利学者办到了。




桥梁



人类既然有滨水而居的习性，自然人人都会发明出桥梁，也因此只要是有聚落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桥梁。桥梁种类繁多，例如独木桥、吊桥，或是将木桩打入河底便完成的桥梁。这里要讨论的不包括这些原始的桥梁，而仅限於罗马人所建构的桥梁。不过，罗马人的桥梁，并不止于我们这些后人马上会联想到的，高高掛在半空的罗马石桥。请各位不要忘记，罗马人是弹性应变的好手。而当时与两千年后的现代不同，技术与资源上都有其极限。





首先，我们来谈谈临时代用的舟桥。只要将小船并排，为避免流失，将船只之间保持间隔并系牢，之后在上面铺上木板就完成了。如果认为走在木板上不稳定，可在木板上铺上柴堆，在其上另外铺上混有水泥的砂砾，这座舟桥就能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了。

如同舟桥，罗马人认为是临时代用的桥梁还包括木桥。这类桥梁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高卢战役时，凯撒在莱茵河上用木桩打入河底制作的桥梁了吧。虽说不过是座木桥，其结构却相当坚固，而且在十几天内就连接了莱茵河两岸。因此日耳曼人畏惧罗马人技术的传说，想来也不是空穴来风。而这也是莱茵河上的第一座桥梁。

有趣的是，凯撒在书中写道：让大军渡河时，不选择分乘小舟，或是像汉尼拔渡隆河时一样制作木筏，而选择建造木桥行军通过的理由，不仅在于安全方面的考量，同时也是为了顾虑到自身以及全体罗马公民的名誉。这段话有趣的就在于「为名誉」这一句。不过也许所谓的大事业，除了必要性之外，还需要荣誉感或是矜持等要素相乘才能完成吧。而凯撒并无意征服莱茵河以东的地区，因此在数日内完成桥梁建设，并攻入莱茵河东岸的双重军事示威之后，这座桥就在凯撒的命令之下烧毁了。毕竟木造的桥梁对罗马人来说，只是个临时的桥梁。







不过，古罗马人有一种木桥，在我们看来像是临时搭建，在他们看来却是要长期维持的桥梁。罗马人称呼这种桥梁为「长桥」（pons longus）。而这也是凯撒的主意。

由凯撒所征服，总称为高卢的地区，以今日的国界来看，包括整个法国与比利时、瑞士、德国西部，以及荷兰南部。在西元前一世纪时，这里有许多未曾开发的地区，尤其北部更是四处沼泽与林地。行军时固然要迂回避过森林，但若连沼泽都绕过，军队就真的是寸步难行了。因此罗马人必须设法让军队通过这种绝对会令人马动弹不得的溼地。他们将前端尖锐的木桩打入地面，在其上铺设木材，然后再铺满柴木。不过，这种程度的桥，连当地的高卢人都在使用。凯撒不仅模仿这种桥梁，还在上面铺满砂砾。而且这种「长桥」不是单独一条，而是数条并行修建。这就如同不是单车道，而是四线、五线车道的意义一样。如此不但安全，而且得以减少军队通过所需的时间。这种「长桥」修建过程的示意图（见47页），是由今日从地底挖掘出的遗物复原所得。由此可知，其实木材的耐水性比我们想像中来得高。在北欧地区，「罗马化」也就等于「开发」。而随着开发的步调，溼地也日渐减少。到了帝政时期，就找不到关于「长桥」的记录了。




话说回来，要提到罗马人所修筑的桥梁，还是应该以石桥为典范。若说罗马式的石板道路，是表现罗马人思想的最佳范例，那么石桥也是同样的。






於道路延长线上修筑的罗马石桥模型（罗马近郊的Ponte di Nona）




罗马人将桥梁（pons）称为道路的弟弟。由于道路是雌性名词，因此为姊姊，而雄性名词的桥梁就成为弟弟了。既然是姊弟，自然是应当互相帮助。罗马人认为只有达成这样团结又协调的关系，才可能实现「耐久」（firmitas）、「效能」（utilitas）与「美观」（venustas）。

罗马时代的桥梁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修筑，不论是与同时代其他民族相较，或是与其后的中世纪及近代的桥梁相较，下列的特色都十分明显：

第一，为石造桥梁。

第二，不似拱桥般上上下下，而是水平修筑的桥梁。

第三，桥梁修筑於大道的延长线上。

第四，有不少桥梁与通行其上的道路铺装相同。若是与石板大道相连的桥，桥面也会铺设石板。若通过的是砂砾铺面的道路，则桥面也会铺设砂砾。

第五，桥上依旧明确区分车道与步道。

第六，有不少桥梁两端建有凯旋门式的拱门。这除了标示桥的出入口外，同时也有装饰意味。

不过正因为不仅是装饰，所以在维修桥梁时，拱门的整修也不得大意轻忽。这种行为的目的又与罗马的历史深深相关。





罗马史可分为王政、共和、帝政三个时期。不过若要讨论道路桥梁时，只要将焦点集中在共和与帝政时期就可以了。若是以军事的角度来区分的话，我们可说共和时期是进攻的时代，而帝政时期则是防卫的时代。到帝政时期之后才纳入罗马版图的地区，只有今日称为英格兰的不列颠地方，以及今日称为罗马尼亚的达其亚地方。正如同帝政罗马的施政标竿“Pax Romana”（罗马主导下的和平）所表示的，进入帝政时期后，罗马再也不打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了。

然而凯旋门是罗马人为迎接战胜归国将士所独创的建筑形式。在进入帝政时期后，由皇帝担任罗马军的最高司令官。共和时期的最高司令官，亦即领队的将军们可以享有受赠凯旋门以报其功勋的殊荣，得以让这些故人对国家的贡献、事蹟传留后世。若是帝政时期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只因不是胜仗将军，就不能受赠凯旋门，未免面子上太掛不住。毕竟对于罗马的男人来说，最高的荣誉就是能当上凯旋将军，通过由公民馈赠的凯旋门举办凯旋仪式。因为这是将一个男人一生举办过的凯旋仪式次数当成个人资历的时代。

然而，以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为首，其后大多数的罗马皇帝都未曾经历过凯旋仪式。能战胜归国回到首都罗马举办凯旋仪式的皇帝，恐怕只有进行不列颠征服战的克劳狄斯帝，以及征服达其亚的图拉真帝了吧。这只因为「罗马和平」日益巩固。

话虽如此，罗马的政治权力顶点——皇帝得不到罗马男子的最高荣誉，事情就麻烦了。不过将「罗马和平」政策化的奥古斯都有先见之明，他让修筑道路桥梁的皇帝也能有获赠凯旋门的资格。奥古斯都将弗拉米尼亚大道全线翻修之后，献给他的凯旋门就盖在大道的终点利米尼。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前往高卢的道路也是由奥古斯都修筑，而这条道路的起点奥斯塔也有一座献给奥古斯都的凯旋门。今日可在整个罗马帝国疆域里找到许多前人献给皇帝的凯旋门，不过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庆祝作战胜利，而是为了感谢修路铺桥的功绩，由当地的居民献给皇帝的赠礼。

推行这项政策的奥古斯都帝，在实施其他政策时也是编织名目的一流好手。他以下列论点说明，未曾作战但推行公共建设也能获赠凯旋门的理由：在战场克敌致胜，当然对护卫祖国安全有所贡献；然而为维护公共利益整修道路与桥梁，也同样对护卫祖国具有贡献。由于对外作战的人员和整修道路桥梁的人员同为军团兵，因此这项理论马上就被接受了。

而且这又符合罗马人的荣誉观念。继奥古斯都之后贡献心力的，不只是公家。即使仅是私人，若以自费进行公共工程，也获准得以建造凯旋门式的大门以资纪念。皇帝与私人的差距在于，皇帝的凯旋门是由行省或地方都市政府馈赠，而私人则是由本人自行修建。若考虑到双方工程规模的差距，待遇上的差別倒也算是理所当然。而连修建公共建设都能获颁凯旋门一事，最能代表公共建设对罗马帝国的重要性了。毕竟这与在战场克敌致胜保卫国家有同等的价值。




笔者之前说过，若想要正确掌握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与其说是条条大道通罗马，还不如说是条条大道起罗马。如同血管一般奔流整个罗马帝国疆域的道路网，是从阿庇亚大道起始。而道路网不可或缺的桥梁，则是从台伯河上的一座桥梁起始，这座桥名叫「斯普利丘斯桥」（Pons Sublicius）。这座按字面直译为「木桥」的桥梁，是在罗马的第四代国王安库斯·马基乌斯执政时修建，年代大约在西元前620年左右。王政时期的罗马已经有市集，当时将食盐袋从奥斯提亚逆流而上运输至罗马的码头便在河的对岸，往来渡河便靠这座木桥。

西元前七世纪时罗马人的技术能力还不高，尽管台伯河并不大，但宽度也不算窄。因此要在河流上架桥时，仅有使用木材的办法。然而这座罗马的第一座桥梁却没有使用任何铁钉补强强度。这是因为当时罗马人在台伯河西岸的势力尚未确立，伊特鲁里亚族等周边外族随时会攻进来。在这种状况下，台伯河对罗马人来说也是一道天然城墙。每当外敌入侵时，桥梁都会被拆除。而为了在紧急时刻容易破坏拆除，所以罗马人仅将桥梁组装起来而已。

不过，罗马人宁愿冒著桥梁破坏不及时，敌军将顺势冲入城内的风险，也要建造桥梁，这就好像冒著便於敌军入侵的风险，也要修筑如同高速公路般的罗马大道一样的道理。若说长达八万公里的罗马大道是由「阿庇亚大道」起始，那么多达三千座的罗马石桥就是以「斯普利丘斯桥」为开端。这两者的共通点在于不是以隔离，而是以疏通连络为意图。当罗马还是台伯河畔的小村落时，罗马人这种「外向」过於「内包」的性质已经十分明显了。即使当时较罗马人强盛许多倍的伊特鲁里亚人，也没有修筑过这种以破坏为前提的桥梁。





以首都罗马为起点，自西元前312年开工的阿庇亚大道起始的「高速公路化」，亦即进行石板铺面工作的同时，台伯河上也陆续修筑了石造的桥梁。罗马人认为，若道路是石板面，那么桥梁也应该是同样的结构。

笔者在之前已经说过，法定应铺设石板面的干线道路，中央部位的车道宽为四公尺多，两侧并行的步道则将近三公尺。而罗马人修筑的桥梁上，同样地也明确区分步道与车道。尤其在步入「世界首都」的阶段，可能是顾虑到当地已经破百万的人口吧，首都罗马的桥梁宽度已经与大都市周边的干线道路同等级。由于一般使用的马车宽度约在一·五公尺左右，因此宽四公尺多的车道可说是「对向双车道」。道路是双车道的话，在桥上也是双车道。




虽说罗马式的桥梁是罗马大道的延伸，但在修筑方法方面，跨河而过的桥梁，毕竟与铺设在地表的道路不同。

首先要说明的是，罗马的工程师在修筑过程中，最重视的是排水的问题。

在市郊的道路，车道表面会修筑成一道缓缓的弓形，让雨水能流入车道两旁的排水沟，以解决排水问题。而在市区内的道路，只是排水沟隐藏在路面下而已，处理方法其实与导入车道两旁的排水沟没有两样。

然而到了修筑桥梁时，处理雨水的方法就不同了。这时是让桥梁本身形成缓缓的弧形。当降雨时，水会自动流到桥梁两侧排出。然而光是这样的话，遇到豪雨时桥面马上就会积水，阻碍人车通行。不过，罗马的工程师也有他们因应的对策。就是让雨水在桥面累积之前，顺着两侧步道下方的排水沟流入河里。土木工程的第一大敌就是水，处理结果的好坏会左右建筑物的壽命。






道路、桥梁的排水机制




罗马大道是在由地表挖掘深度一公尺以上的坚固地基上修筑的，然而桥梁却要通过水上。在进行桥墩工事时，水流又不可能因此停止。而罗马的工程师们在因应这个问题时，是采用下列的工作方式解决这项问题。

一、决定桥墩的位置，在其前后左右打下木桩树立木板墙。

二、将墙内的水全部排出。

三、在已经如同干燥地表般的河床向下挖掘，并堆积石材制作桥墩。




这种桥墩施工法，除了作业因机械化而技术进步以外，古代与现代的施工方式如出一辙。至於在石材下方密布埋下耐水木桩的施工法，后有多瑙河上全长一千一百三十五公尺的「图拉真桥」采用。不过在桥梁只需一百五十公尺长的台伯河上还不需使用这种技术。话说回来，如此费工夫的「图拉真桥」也只有桥墩部份是石材，其上均为木造结构。而別的桥梁却是整体石材结构，就连避免人车滑落桥下的护栏及扶手，也都是石材。

为什么罗马人要这样坚持使用石材呢？在两千年前的欧洲，森林面积远大于耕地面积，因此绝对不会缺乏木材。这种偏重石材的现象，只怕不是二分东西洋，说东方人用木头、西方人用石头就可以一笔带过的。当笔者在思索这个问题时，也理所当然地想到重量的问题。也就是说，罗马人建造的石桥，到底能承受多少重量？

根据学者的研究报告得知，罗马时代修筑的石桥，每平方公尺可以承受二吨的重量。然而这个答案听在笔者耳中，实在没什么感觉。因此笔者请求身在东京的编辑代为调查，日本人运用最新技术修筑的桥梁每平方公尺可以承受多少重量？后来笔者收到一页传真，内容似乎是「本州四国连络桥公团」对外公开的小手册，上头写著「全球第一的明石海峡大桥」、「架桥技术的大成」、「中央支间长一千九百九十一公尺为全球之冠」等文字。

在传真上，编辑写道：「向本州四国连络桥公团询问的结果，目前并不知道每平方公尺的单位负重极限值，已另行请技术人员计算。附带一提，大桥的设计强度足以在承载四十三吨货柜车两台与二十吨卡车数台，并在侧面强风的状态下维持稳固。高架道路的情形也大致相同。」

而在看着这张说明手册上的图解后，笔者发现一件事情。架在多瑙河上的「图拉真桥」需要二十根桥墩支撑一千一百三十五公尺的桥身。而两千年后的桥梁可能是因为采用吊桥设计，因此一千九百九十一公尺的桥身下能够完全没有桥墩。可是这又为笔者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是现代桥梁不需桥墩的原因，究竟是因为采用吊桥设计，还是因为別的缘故？

继说明手册之后，编辑送来的第二通连络内容则如下：

「关于日昨所委托调查的日本桥梁负重问题，本州四国连络桥公团已经计算出每平方公尺的估计承载负重。根据报告，明石海峡大桥能承受之最大重量为每平方公尺一百七十六公斤。






明石海峡大桥侧面图




明石海峡大桥全长三千九百一十一公尺，於设计上而言整体结构可承受一万四千八百吨的车辆。将这一万四千八百吨重量除以车道面积，则所得数据为一百七十六公斤。虽然这数字可能不算大，但这是将桥面车道上布满物体时的估计数字。除非十分严重的交通阻塞，否则不大可能出现车道上塞满平均每平方公尺一百七十六公斤的车辆。因此这个数据应该相当安全。」





然而这些答案却完全不能解消笔者的疑问。每平方公尺二吨，亦即二千公斤的罗马石桥，和一百七十六公斤的日本桥梁之间，差距并非「一点」而已。这下只有直接找专家询问一途。因此笔者传真给以前曾经点出笔者书中技术用语错误的某位人士，向他提出疑问。附带一提，笔者大大欢迎诸位专家指出本作中的任何错误，但是请诸位当心，因为如下所述的，诸位大有可能被笔者的一大堆疑问轰炸。

「预估负重为每平方公尺二吨的罗马桥与一百七十六公斤的明石海峡大桥差距未免太大了。虽说车道塞满车辆的现象不大可能出现，因此这个数据没问题。然而若说这种事太不易发生，那罗马时代不是更不可能吗？这个十倍以上的差距到底是为什么产生的？」

而回答笔者这些问题的，则是以架桥为业的川田忠树先生。要外行的笔者去简化答案的内容，反而有可能让大家都看不懂，因此将原文收录於后：

「罗马时代的桥梁负重——二吨/平方公尺

明石海峡大桥的负重——一百七十六公斤/平方公尺

两者差距超过十倍的理由，在于将两种「负重」混为一谈。

汽车、马车及行人等——由于是会动的物体，因此为「活负重」（live load）。

桥梁本身重量——由于不会动，因此称为「死负重」（dead load）。

明石海峡大桥的一百七十六公斤/平方公尺，很明显地为活负重。（长桥的负重会递减，因此有些短桥负重在二百公斤左右）

罗马时代的桥梁负重为二吨/平方公尺的数据，除了死负重以外实在无法想像。因为要承载货柜车与倾卸车（dump truck）的现代桥梁，负重较罗马石桥低，而且低于十分之一的情况实在不可能出现。这已经是比较的问题了，大致上而言，有：

古代的石桥——死负重大、活负重小

现代的钢桥——死负重小、活负重大

上述的倾向。例如古罗马时代的拱桥，其

死负重——二吨/平方公尺

活负重——一百公斤/平方公尺

如上所述，桥梁设计几乎为死负重所主宰，活负重连二十分之一都不到。因此我认为您所调查的古罗马桥梁记述中，只有记载死负重。」

看完之后，笔者总算是豁然开朗了。不过又在意川田先生将古代的桥称为「石桥」，现代的桥称为「钢桥」，因此打了一通电话给他。

笔者问他现代桥梁死负重「小」，是否因为使用钢铁的关系，而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两千年后的技术进步，是否可说是材质与轻量化的进步呢？答案又是肯定的。

据川田先生表示，罗马时代虽然已经有铁，但生产钢铁（steel）不可或缺的，能产生数千度高温火力的必须动力问题尚未解决。

以罗马人产生的火力制造出的铁强度不足，因此罗马人只好依赖石材。






南法尼姆地方的水道桥Pont du Gard（西元前一世纪，奥古斯都时代）




当放下话筒之后，笔者心里又有了个想像。如果罗马人拥有制造钢铁，亦即产生数千度高温的技术的话，架在台伯河上的当然会是铁桥了。而目前残存在罗马郊外的水道桥，甚至说不定连圆形竞技场，都会变得有如艾菲尔铁塔一般。这么一想，突然觉得很煞风景，心里甚至於为罗马人无法制作钢铁而高兴。笔者不知道「钢桥」的壽命有多长，但在台伯河上十一座罗马时代的「石桥」，有五座到了两千年后的现在仍在使用。而整个帝国疆域中，有二百座以上的石桥至今依旧提供人车通行。川田先生的回答，又激发笔者去思索一个问题。




那就是，尽管活负重「小」，为什么罗马人还要费尽工夫去建设这样沉重的，亦即死负重「大」的道路与桥梁？尤其水道桥上只有水流通过，「活负重」更是「小」得很。而且在这种状况之下，道路桥梁还不收通行费用。至於水道，详细留待后述，不过水道费用能征收的金额十分有限，根本谈不上什么预算平衡等等。如此一来笔者更是认定，罗马人认为公共建设应该是不计成本进行的事业，因此这些建设的工程决定权才会在有如现代国会的元老院手中。而提案权以及施工的最高责任，共和时期是在财务官或执政官，帝政时期则在皇帝身上。因为如果只把公共建设当成一般的土木工程而不是国政，那么不可能会前后两个时代都交由国政最高负责人——执政官与皇帝的管辖之下。

在整个罗马时代中，不论是道路或是桥梁，都没有特地修筑通过当时的权力中心——执政官、独裁官或是皇帝的別墅附近。笔者认为这显示了罗马人认为公共建设的主力在「公共」，而「私人」只是附庸的想法。






罗马时代的各种桥梁




而到了现代，由罗马出发，经由佛罗伦斯、波罗尼亚直达米兰的高速公路一号线，在接近佛罗伦斯的地方，为了转向当时首相出身的选区亚雷铎，整条原本可以笔直的道路拐了一个大弯。像这样的事情，在罗马时代是连皇帝都不敢做的。哈德良帝的提伯利別墅虽然距离「提伯利那大道」只有一小段路，但链接皇帝別墅与干线道路的，却是哈德良帝自费修筑的私人道路。不过，这并非我们目前熟悉的「禁止生人入内」的「私有道路」，而是只要住在別墅附近，任何人都可以不经申请直接使用的道路。

罗马人既然如此重视公共建设，也理所当然地，不会随意胡乱兴建。首先要决定好优先级，然后仔细推敲评估、付诸实行。这项工作在共和时期由财务官与执政官负责；进入帝政时期后，则由职权有如上述两官职合而为一的皇帝进行。附带一提，罗马人认为道路与桥梁是一体的，但将其分类为下列四种。

（一）公道（viae publicae）——修筑工程由国家负担，但修筑后的维修则由直属皇帝的公务员「大道监察官」（curator viarum）负责。依照「道路法」规定，公道必须有四公尺余宽的石板车道及左右各三公尺的步道。其他规定则包括每一罗马里树立一个里程碑，以及每日行程中都可享用的住宿及换马等服务。各位大可以认为，罗马的干线道路，就有如允许行人使用的近代高速公路一样。

（二）军道（viae militares）——仅为因应军事需求而修筑的道路。大多数为石板面，但亦有砂砾路面的道路。不过无论路面种类，车道均为对向双车道。有不少此类道路顺着防线铺设，铺设工程及维修均由派驻当地的军团负责。

（三）支线（viae acutus）——与因应国政需求而铺设的公道相对，这种道路是地方政府为当地需求而铺设的道路。铺设工程与其后的维修工作，均由地方政府自行负责。

（四）私道（viae privatae）——铺设、维修均由土地所有人负责。但由于可让所有人以外的行人通行，因此与其认为是通往私人宅院的道路，倒不如认为是私人土地内的公用道路。

至於这四种罗马时代道路的总长度，研究人员推估如下：

（一）→八万公里

（一）+（二）+（三）→十五万公里

（一）+（二）+（三）+（四）→三十万公里

而这些道路沿线上，则修筑有总计据说高达三千座的桥梁。




如此一来，不只是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连专家学者也都会对这些道路桥梁的建设费用数据感到兴趣。不过一提到这个问题，连最大胆的研究人员都不敢开口胡乱评估。原因并非如同其他事物，因为罗马时代留下的记录历经中世纪后丧失殆尽。而是罗马人一开始就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像是工程人员之间交换连络事项资讯的书面资料按道理应该存在。然而不论是威图尔维斯的《建筑论考》或弗隆提努的《水道论考》，以及大葡里尼斯的百科全书《博物志》等着作中，都没有提及建设费用。至於其他对公共建设没什么兴趣的史学家著作，就更不用指望了。

这种情形应该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现代公共建设最常遇到的头号问题是征收用地，然而对于罗马时代的公共建设工程来说却算不上什么问题。

第二点在于，讨论罗马时代的公共建设工程时，无法估计技师与熟练工匠的人事费用。





我们首先谈谈第一点的用地征收问题。必要的用地宽度如图所示。亦即需要征收宽十二公尺，长达数十至数百公里的土地。






道路、桥梁及水道必需用地的宽度




至於水道方面，不论是架设高架桥或是挖掘地下坑道让流水通过，宽度均为八佩狄斯，亦即地上地下同样约二·四公尺。也许各位会认为桥梁是经过河川上方，因此不需征收用地。但罗马人认为桥梁是道路的延伸，因此即使是倾斜的河滨地，也有征收至水滨为止土地的必要。

又加上罗马法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绝对要件，不能因为要修筑公共建设而强制征收庶民的土地，因此用地只有由政府购入一途。不过话说回来，所需的也只有十二公尺宽的带状土地。在史书中有时会看到国家向不愿土地被切割的地主买下整块地，然后将建设用地之外的部份转售他人的记载。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不论修筑的是道路或水道，若是家畜在其中往来走动，那么在进行维修时将形成障碍，妨碍了维修工作。当年朱利斯·凯撒为了建造一座冠有他个人名字的广场，花了六千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的巨款征收土地。由此可以证明，即使在罗马时代，要征收人口密集的都市中心地带土地，也是一大难事。然而，我们却找不到任何道路或水道的修筑计画一通过，同边的地价便立刻暴涨，或是地主迟迟不愿出让土地的记录。因为一旦道路、桥梁或是水道完工，首先受益的就是住在周边的居民。罗马大道有如当时的高速公路，与现代的高速公路不同的是允许徒步旅人使用，而且既没有收费站，也没有特定的出入口。只要修筑一条连接至大道的私人道路，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大道。至於水道方面，周边的农地与住宅当然也可以引水利用，不过需要事前经由水道局许可，因为这牵涉到水道里的水压问题。可是各位千万不要忘记罗马人具有强烈的公德心。甚至於曾经有人为了公众利益，捐出了宽十二公尺的带状土地。罗马时代的土地征收不是太大的问题，在这方面来说，简直是利于公共建设施工的天堂。





至於第二点，无法估计技师与熟练工匠人事费用的理由在于：这项费用与军事费用重叠。

在罗马时代，若是神殿、广场或是水道等公共建设工程，是由被称呼为“societas”的私人企业，经由招标制度发包施工。然而关于道路与桥梁，尤其在修筑公道或军道时，实际进行工程的则是军团兵。罗马大道最初的目的，原本便是以军事用途起家。工程师以及熟练的工匠，也同时是隸属于军团的技师及士兵。这就有如日本自卫队的队员施工修筑铁路、高速公路一样。当然人事费用由军事费用拨出，建设总经费也因此无法估计。而有趣的是，罗马人对于这种分不清楚帐目的现象，不但不认为应当改善，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罗马式的公共建设普及到各行省，已经是进入帝政时期以后的事情了。这个时期也是罗马的国策由攻势转为守势的时代。随着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提出的「罗马和平」目标逐渐转为现实，配属于各个防线的军团防御对外作战的日子也因此减少。然而话说回来，国家不能欠缺对外防御的準备，因此裁军有其极限存在。奥古斯都曾经说过，「坐着的士兵不是士兵」。而这个皇帝也确实理解，对于像罗马帝国这样借由同化战败者而扩大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整顿公共建设也是一种国防事业。

而士兵们也不会抗议说，他们是为了从事军务才志愿应征军团兵，不是为了修筑道路而应征的。或许他们心中会这么想，但绝对不会说出口。因为身兼罗马军团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在考量道路的路线，并经由元老院同意之后，便成为工程的最高负责人，推动道路工程。因此有义务服从皇帝的军团兵，不论是身在战场或是工地现场，都一样必须服从皇帝的命令。在之前已经叙述过，献上凯旋门给铺设道路的皇帝以表达谢意，已经成为一种风俗。而在凯旋门上，通常会清楚的刻著，工程系由第某某军团军团兵施工的字样。罗马帝国跨越欧洲、中东及北非的八万公里大道，几乎全数是由军团兵所修筑。而罗马人又认为交通网路不只是修筑好道路与桥梁就算完成了。

关于这点，我们必须了解以罗马大道一词统称的罗马式道路，亦即全线铺设石板的大道，到底运输著什么。




使用硬体设施的人



所谓罗马大道，一言以蔽之，是为了让军团从派驻地点行军移动到其他地点所修筑的道路。虽说是军团，但指的不只是军团兵。罗马的军团大致上是由三种士兵构成。一是以具备罗马公民权为条件的军团兵，二是出身行省但志愿从军的辅助兵，三是成员多半出身行省的骑兵。诸位大可将其想像成重装步兵、轻装步兵，以及骑兵。在数量上以步兵居多，而罗马军团的主要战斗力自然是军团兵。然而不论是军队的结构，或是战术方面的需求，整个军团都会区分成上述三种。但罗马军团中还编列有其他人员存在。因此军团在移动时，也就有战斗人员以外的人车一起行动。首先是医疗团，除了医疗伤兵的军医及男性护士以外，还包括医护牛马的兽医。其次则是配属于军团的工程师。这些人身分有如工兵队长，不过除了身边的助理以外，并没有其他工兵队员。罗马军团的一大特色就在于，除了人称「罗马军靠十字镐打胜仗」的军团兵熟于施工以外，连辅助兵在内，整个军团都是「工兵」。

虽说所有器械都设计配备了车轮，以便於在战场移动，然而在行军时还包括装在牛车上运输的攻城器械。罗马大道会尽可能维持平坦、尽可能维持笔直，并且紧密铺设石板，让风吹来的泥土无法累积在石板的细缝中，其中部份原因也就是考量到要节省运输沉重兵器的时间。

另外，装载露营用的帐篷及军粮等物资的货车也不可或缺。通常这些货车也是以牛只拖曳。古时候又有一句俗话说「罗马军是靠补给站打胜仗」。罗马军不到最后关头，不会期待每个士兵的精神力量。他们认为首先要在事前尽可能整顿好能让士兵发挥力量的环境，亦即「补给站」。

当由上述人员编制构成的罗马军团开始在路上行军时，就连具有四公尺车道的罗马大道，也会被整个军团霸占。为了服务行军时遇到的一般旅人，路旁绝对会需要与车道并行修筑的三公尺步道。





罗马大道的第二种使用者就是一般人了。我们可说罗马大道有如附设步道、没有收费站的现代高速公路。也正因此，大道成了不论是一般旅人，或是运输近邻地区农产品的货车都能利用的道路。这点和徒步旅人无法利用现代高速公路不同。利用大道的人，有等待假日来到，借机到郊区山庄休閒的都市居民等短程旅客，也有想要到「世界首都」罗马出人头地，从西班牙行省出发，越过庇里牛斯山脉、横越南法地区，又穿越阿尔卑斯山脉，从北义大利前往罗马的长途旅客。而从帝国东方，也有满怀希望，打算在权贵集中地寻求有利奥援的艺术家赶来。

利用当时的高速公路，亦即罗马大道获得利益的人，还包括商人与农民在内。以往仅是山间独立部落的时候，固然大家过的是自给自足的日子，然而当道路网整顿完备之后，山村的产物也就容易流入都市了。利用罗马大道的人，有绝大多数知道：促进物产流通可以带动生活水準的提升。修筑时尽可能维持路面平坦及直线路线，而且特意铺设路面的罗马大道，不只较人马踩踏出的道路更能节省时间，还能增加车辆的积载量。也就是说，不但交通的次数变多，每次的搬运量也增加了。人与物的交流变得频繁，经济也会随之活性化。遍布整个帝国疆域的罗马大道，将罗马帝国化为一个大经济圈。这个罗马经济圈，范围何止现代的欧洲联盟，除了欧洲之外，还包括了中东及北非一带，是连两千年后的现代人都无法完成的大型经济圈。而若要经济圈能发挥效应，只有持续和平一途。若说「罗马主导下的和平」是因为成功防御外侮而达成的，那么只说对了一半。罗马是因为成功化解了多民族国家容易产生的内部纷争，才能够维持如此绵长的国祚。而且这是一段几近三百年的和平时期。对维护「罗马和平」贡献最多的，就是罗马大道了。人若要维持身体健康，体内的血管就必须要能发挥功能，将血液送至体内各处。而罗马大道正是如此。这也就是仅依赖不满二十万人的军团兵，就能维护大帝国国防的最大要素。




至於在罗马大道上奔驰的第三类人物，就是运输邮件的人了。罗马人有一种国家邮政制度（cursus publicus）。这虽是一种国营的邮件发送制度，但并非以人力运输，而是利用马匹或马车运行，而且还是采用重复换马奔驰以提升速度的方法。更特別的是，这并非只有传送邮件时才派遣人员，而是不论有无邮件都定期派员往来的制度。

这项制度的起源，来自於朱利斯·凯撒的发明。当他远征高卢时必须与首都罗马保持迅速的连络，因此创设这项制度。而当奥古斯都登基之后，便将这项制度转为国营机制。

附带一提，在进行高卢战役时，凯撒的行动迅速，让与他敌对的高卢及日耳曼部族感到惊恐。凯撒之所以能够如此神出鬼没，也有赖於他创设出的资讯传递体制。

首先，他建构一组纯粹以传递讯息为任务的士兵。当时虽然高卢与义大利之间尚未建设罗马大道，但是已经有道路存在。将上述的传令兵派驻到高卢通往义大利的路上，并在马匹每日可走的路程定点上配置交换人马的驿站。就好像在乘马疾驰之后可以换马一样地，传令人员也可以更换。这种接力传令的方式，在日语中便称为「驿传」，而早在两千一百年前罗马人便已经实现了。高卢人与日耳曼人并非没有传输资讯的方法，只不过他们的方法只有在遇到需要传输资讯时才会付诸实行。而凯撒的方式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创设的是一个随时可以传达任何讯息的系统。在当时凯撒利用这套系统，比任何人都更早取得资讯。而当他要亲自出马时，也是活用这套系统。当他跳下因全力奔驰而开始口吐白沫的快马时，马上能骑到另一匹快马上前进。据说凯撒在全力赶路时，每天可以疾驰一百公里。尽管凯撒自幼就是个骑马好手，但若没有这个换马的系统，想必也办不到。总之凯撒神出鬼没的战绩，也是人工创设的产物。据说当年凯撒在外作战时，总会在沿途配置备有数匹马的「史塔其」（station的语源）。

奥古斯都在独创方面的才华虽然远不及他的养父凯撒，但将凯撒的政策实现成国策的能力却是不相上下。而且这位开国皇帝又享有治国四十年的机会。换句话说，他无论想做什么，都有足够的时间彻底进行。国家邮政制度就是在奥古斯都的手中完成的。

多亏了朱利斯·凯撒四出征战称霸，奥古斯都才得以专心於防卫，亦即确立他所说的“pax”（和平）之上。而这样一来，收集资讯的方法也随之变化了。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治国的四十年间，几乎没有离开过首都罗马。各位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罗马市正位于罗马帝国的中央，只要架构好一个系统，将各个领域的资讯集中到罗马，并以这些资讯为基础做判断，将命令迅速传递到帝国各地，那么即使身在首都，也能统理好这个硕大的帝国。义大利内部的道路网在共和时期内已经几乎完成，而到了帝政时期，更是将道路网拓展到所有行省。随着道路网的扩大，以收集资讯及传递命令为目的的国营邮务系统也随之扩大。

奥古斯都会如此执著於确立国营邮政制度，其实也是受到他个人的因素影响。他与养父凯撒不同的是，他自幼体弱多病，又不擅长长时间骑马。简单来说，他不是那种四处活跃的领袖人物。又加上他另一项与养父不同的特点是，只要他一指挥作战就会打败仗。可是偏偏罗马帝国目前还在形成阶段中，也就是说，被征服者居住地的行省化，亦即与征服者罗马人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化，还是持续进行中。为了抑制行省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叛乱，罗马帝国的皇帝需要具备战略与战术的才华，然而奥古斯都却没有。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他只有依靠养父配给他的武将阿古力巴。可是罗马帝国如此庞大，不是阿古力巴一个人能忙得过来的。虽说阿古力巴是经由凯撒挑选的优秀武将，但毕竟不是天才。他能够在战场上获胜，只因为遇到的对手是布鲁图斯与安东尼，若是遇到汉尼拔，只怕会是一败涂地。正因为现实局势如此，奥古斯都只好仰赖多位武将担任各项勤务。不过，奥古斯都虽然没有作为武将的才华，在选择助理人选方面的本事却相当高明。也就是说，在转化缺点成为优点的方面，他是一个天才。虽说他曾参考阿古力巴的建议，但最后派遣到未完成行省化工作的边疆地带总督人选实在是恰当不过了。而身在首都却要统治整个帝国的皇帝，自然有必要与派驻在帝国战略要地，进行当地罗马化作业的将军祕密连络。

罗马大道创设的目的，原本在于让军队能迅速移动。而罗马帝国的邮政制度，则是为了统治广大疆域产生的。又，一个能完全达到某个目的的体系，自然能转用到其他的目的上。这项原本用于联系皇帝与将军间的制度，很自然地转变为帝国内的居民人人能利用。就好像罗马大道协助帝国一体化一样，邮政制度也帮助了住在帝国各处的人一体化。我们不待普鲁塔克诉说「败者同化」便可得知：不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间筑墙隔离，而以将整个罗马帝国化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罗马主政者最该避免的事情，就是民族或部族的相互孤立。





所谓的体系，必须不为能力出类拔萃的人设立，而是由一般人同心协力，并满足其个別的必要性。因此体系应该与创设者的个人能力无关。如果违反这项原则便无法发挥功效，也就失去了身为体系的持续力。笔者认为罗马帝国是由凯撒描绘蓝图；由奥古斯都几乎原封不动地修筑；并由第二代皇帝台伯留巩固的。其中就包括了国营的邮政制度。台伯留所做的，是在每个驿站配属警备队，维护行走於罗马道路网的人车及邮件安全。

凯撒拥有能一天冲过一百公里的体力与骑术，台伯留也曾日夜不停策马奔驰一百四十公里。而相反地，奥古斯都就连前往他的妻子莉薇亚位于罗马郊外的別墅时，都宁可要下人抬著轿子送他走过这段不到十公里的路程。因为他在四面用布幕遮住的轿子内，可以自由阅读或躺臥。这样三个体质各异的国君建设罗马大道的周边设施时，却能够迎合一般人的需求，真是耐人寻味。也许正因为政治领袖不能失去这种大众的观点吧。就连背着装有罗马帝国「公共电报」圆筒的传令人员，都不需要一天跑过七十公里的路程。然而大道周边的设施，却是以协助人员维持速度，得以一天赶路七十公里为基準设立。这种换马接力的设施，平均每隔八罗马里（十二公里）就会设立一个。天下只怕少有如罗马主政者这般遵循著「持续即是力量」原则的人了。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中，称呼这种在大道沿线设立，用于交换马匹的设施为「驿站」（mutationes）。比起前述的「史塔其」要来得单纯，含有「仅能交换马匹的设施」的意义。若以现代的高速公路来形容，则是汽油的加油站。






凯撒 奥古斯都 台伯留




罗马的公文是写在Papyrus纸卷上，然后由国营邮政机构的成员装在皮制圆筒中骑马运输。这些人身上会配有证明身份用的“Diploma”。而在由奥古斯都所确立，地位有如「邮政法」一般的法律中便规定，必须满足持有上述证书者的任何要求。当然，其所需费用是由国家负担。

上述国营邮政制度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传递公文书信。不过罗马人是个热心於创建法律规范，但在实施时又具有弹性的民族。反正同样是要到首都罗马的人员，因此就算夹带行省总督寄给妻子儿女或朋友的信件，皇帝与元老院也会睁只眼闭只眼。






罗马时代的邮务马车浮雕




不过，罗马帝国的国营邮政制度，并非仅由带着公文疾驰的人马构成。他们还利用相当於邮务马车的车辆，受理信件及包裹业务。驻守边疆的士兵写给祖国亲人的信，还有亲人寄给士兵的物品，就是利用这种马车传递的。而既然使用到马车，那么除了交换马匹的mutationes以外，又需要能够修理马车的设备。而除了邮务马车以外，罗马大道上还会有一般旅人使用的马车，以及和陌生人一起搭乘的共乘马车通行。因此能让这些人投宿的设备也不可或缺。毕竟能在亲戚朋友的別墅借住的旅人实在不多。而为了能服务大多数的人，在每日行程定点上会备有一个齐备诸般设备的「旅店」。各个旅店间的距离，据说是每五个驿站配一个旅店。这种旅店在拉丁文中叫做“mansiones”，也就是mansion的语源。罗马时代的mansiones，就有如现代的汽车旅馆。





「旅店」间的距离不定，和叙述「驿站」间的距离时，只能以「平均距离」为基準的理由是一样的。这是因为走在能加快脚步赶路的平地上，和走在即使全线铺设石板路面，但依旧会拖慢速度的山岳地带时，人马疲劳的程度会不同。若是像阿庇亚大道的四十三公里直线路段，连徒步旅人都可能在一天之内赶完。然而在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大道上，就不可能有这种成绩了。尽管罗马大道的阿尔卑斯路段因修筑时的地势选择恰当，以及排水设施完备，使得旅人在冬季依旧能行走。然而对整顿设施的需求，也很自然地要较平地路段来得高。




在此介绍一张图。这是一张表示由现今属于法国境内的瓦兰斯，到今日属于义大利境内的特里诺为止，这段跨越阿尔卑斯山的罗马大道沿线有多少服务设施的简图。这张图所依据的史料，是一位在西元333年决定由波尔多前往耶路撒冷的无名长途巡礼者所留下的记录。这份名为Itinerarium Hierosolymitanum Burdigalense
 的游记，特征在于作者一五一十地，将他经过大道上所有的设施都记录了下来。作者会如此认真的记录，想必是为了提供其后的巡礼者一份参考资料吧。结果这何止让西元四世纪的旅人有得参考，甚至於有助於后人研究罗马时代。笔者认为，当看到这张图时，各位读者也能了解，为何罗马大道可说是当时的高速公路。





首先，以城门图示标示的，是都市或乡镇。而画有马厩图示的代表具备换马及马车修理设施的地方，若以现代的高速公路比喻，则是附设汽车修理厂的加油站吧，罗马时代称其为「史塔其」（station的语源）。房屋的图示，则代表备有投宿设施的地方，当时称为“mansiones”（mansion的语源）。以葡萄酒容器标示的，则是能用餐的地方，相当於现代高速公路的休息站餐厅。罗马时代则称其为「达维那」，这是一种让人坐在桌前迅速用餐的地方，也可说是小吃店吧。






攀越阿尔卑斯山的罗马大道（由瓦兰斯至特里诺）沿线各种设备




目前属于法国境内的瓦兰斯和现今属于义大利的特里诺，在罗马时代已经是中型都市，因此当然具备各种设施。而在法兰西地区的迪戎与义大利这边的苏萨也能够备有同样水準的设施，则是在罗马人铺设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罗马大道之后了。换句话说，是在义大利与高卢之间，建设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高速公路后。各位从图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地正是大道要开始攀越山脉的地方。

这种标示每隔多少罗马里有何等设施存在的图，目前专家学者们只制作了由瓦兰斯至特里诺这么一张。然而由罗马人之手创建，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大道，却不只这么一条。请各位回想一下，罗马人认为道路就是要复线网路化才有价值。各位读者可以利用上图的基準来想像，其他跨越阿尔卑斯山的罗马大道大致上也是如此，备有各种的服务设施。

义大利半岛是罗马帝国的本国，其北端被阿尔卑斯山脉环绕。在现代，山脉形成了由西向东分別与法国、瑞士、奥地利及斯洛维尼亚（Slovenia）共和国等国之间的国界。然而在古代，这些国家的领土还在罗马帝国疆域内，当然地，罗马的干线大道会穿越阿尔卑斯山，向西、北、东三个方向修筑。若由西向东排列这些干道则如下：

由热内亚起始，沿海岸穿越阿尔卑斯山，直通南法地区的道路。这条道路又直接越过庇里牛斯山脉向西班牙迈进。

由特里诺穿越阿尔卑斯山，向隆河边的瓦兰斯前进，其后北上转向里昂的道路。

由特里诺北边的奥斯塔开始穿越阿尔卑斯山，经由革尔诺堡前往高卢地区的道路。

同为奥斯塔起始，但不向西行，而朝北方前进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列曼湖，其后经由日内瓦前往高卢的道路。

光是攀越阿尔卑斯山向西延伸的干线道路，便有上述四条。






四条攀越阿尔卑斯山通往高卢方面的路径




另外，通往莱茵河及多瑙河前线的干道，则总计为六条。其中又有四条路线是穿越阿尔卑斯山的：

到达列曼湖之后继续朝向莱茵河上游北上，经史特拉斯堡，陆续经过梅因兹、波昂、科隆等国境旁最前线基地的跨山罗马大道。

由米兰北上到达科摩湖，再由此朝北沿波登湖滨前往奥古斯布鲁克，以里根斯堡为目的地的道路。多瑙河畔的里根斯堡古称卡斯特·里根那。这里与莱茵河岸边的军团基地梅因兹间以「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相连，是战略上的一大要地。

以威罗纳为起点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大道，北上到达特雷德，离开特雷德后便开始了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路段。其后通过茵斯布鲁克，经由札尔兹堡，通往多瑙河前线地带。

水都威尼斯是在罗马帝国末期为了避开蛮族入侵而产生的都市，因此不存在于古罗马时代。罗马时代义大利东北角最重要的都市，是在日后孕育威尼斯的拉葛纳（潟湖）后方陆地的亚奎雷亚。以帝国的多瑙河前线为目的地，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大道，就是以亚奎雷亚为起点。只要一离开义大利，越过了阿尔卑斯山，防卫帝国的最主要前线军团基地，例如维也纳、布达佩斯均配置于多瑙河沿岸。而多瑙河与莱茵河一样，随时会有军船队巡逻。

附带一提，上述提到的现代欧洲各国都市，全都是在决意并执行修筑跨越阿尔卑斯山「高速公路」的罗马人都市化之后，一直延续到今日的都市。





有一次笔者到科摩湖畔的旅馆借宿数日，借以休息养生。既然是为了休息养生，当然別说是稿子了，连和工作相关的书籍都没带。科摩湖与南方的卡布里岛齐名，是国际知名的休閒胜地。只不过笔者避开了一身华丽米兰风格的观光客会喜好的地区与旅社，滞留在一个濒临湖面的宁静区域。

可是做笔者这一行最悲哀的，就是尽管身子休息了，脑子里却还在动个不停。当笔者看着晩霞如纱的阿尔卑斯山，望着平静如镜面的湖水时，笔者心里又开始想，这座湖不可能没用来穿越阿尔卑斯山。於是笔者又设法弄来一艘小船前往科摩，到图书馆中搜寻资料。调查的结果如下述：原为小村落的科摩会发展为城镇，也是在古罗马时代。罗马人认为与其整修科摩湖畔的陡坡铺设大道，不如在湖上设立常备船团，链接今日的义大利与瑞士之间来得经济。第一个设立常备船团的人，就是朱利斯·凯撒。后来在科摩湖上找不到船团，是因为自从罗马帝国末期蛮族入侵时烧毁以来，再也没有人打算重新设立。

既然能这样利用科摩湖，那么想必列曼湖等其他诸多湖泊也是如此运用。我们一般人听到阿尔卑斯山脉，就会立即想起阿尔卑斯人辛辛苦苦攀岩而上的高峰，其实阿尔卑斯山脉也有许多地方可供人往来，而名将汉尼拔甚至曾经带着战象跨越山脉。只不过罗马人所思索并建构的，是创造一套不受季节、天候等自然条件影响的道路。要探讨他们的行动原理，只要思索如何将事物合理处理即可。因为罗马人是古代唯一注重提升功能与效率，借以将自身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民族，因此一切均以合理为基準。在瓦兰斯、特里诺间通行的罗马时代「高速公路」诸般周边设施，其配置也是合理至极。





有句格言说，贤者向历史学习，愚人向经验学习。但笔者认为如果不向历史与经验双方求教，只怕称不上真正的学习。笔者认为，历史是种知识，而若知识没有生命，便不能成为经验。

以下要说的，是三年前笔者在多瑙河畔调查时发生的事情。笔者搭乘飞机从罗马直飞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Sofia），在当地租用附驾驶人员的出租车辆后，首先北上到达多瑙河滨。这次的旅程目的，在于逆流而上一路调查至维也纳，因为多瑙河沿岸的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维也纳一带，正是当年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前线。

实地调查过程相当顺利，笔者原预定在维也纳下车改搭飞机直飞罗马，但在机场等着等着，心中又开始改变主意了。因为笔者想起来，从维也纳有直达罗马的列车，於是由飞行之旅变成了一场陆地之行。结果笔者发现，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到义大利东北角的托利斯特所花的时间，和从托利斯特到义大利首都罗马所花的时间大致相同。这一场旅游经验，最能让笔者深深感到多瑙河防线对于罗马帝国有多重要。原来从前线到本国义大利之间，距离是如此的短。也能了解到当年皇帝收到多瑙河防线被攻破的消息后，会理所当然地亲自带兵急忙赶往维也纳準备迎击。那个时代还没有铁路，不过，罗马式的全线石板干道却由多瑙河畔起，穿越阿尔卑斯山直达罗马。这种古代的「高速公路」固然方便了罗马军北上，却也便利了异族的南下。而上述的皇帝马库斯·奥理略，就在迎击战期间死于维也纳。笔者认为，坐在飞机上一跃而过，是不可能体会当时罗马人的感受。




要讨论作为帝国动脉，因此甚而穿越阿尔卑斯山脉修筑的罗马道路网时，还有一项不可忽略的事情。那就是尽管途经山路，却不用担心途中是否会遇到山贼袭击。虽然无法确认在罗马帝国日益衰退的西元四世纪之后是否依然如此，但直到帝国还能充分发挥功能的西元二世纪为止，大道上的治安确实完美得很。

笔者认为，「罗马和平」是罗马人所实现的公共建设中最重要的了。然而这并不只是抵御敌国或异族的袭击，保护罗马帝国而已。所谓「罗马主导下的和平」（Pax Romana），可分成三个方向思考。

第一为保卫罗马帝国与其居民不受国界外的敌人侵犯。请各位参照一下特別为本册而添附的罗马帝国主要街道网全图。担负罗马国防任务的罗马军团基地，如果不是紧临著国界，就是设置在容易赶到国界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说，罗马军的主力就在边境勤务上。

第二，则是罗马人本身认为，能够同时收拾处理帝国内部的纷争，才称得上是「罗马和平」。罗马早在施行帝政之前许久，就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在国内既有包着头巾的东方国民，也有留着长辫子的北高卢国民存在。罗马的主政者在统治这个复合政体的时候，除了普及国防、道路网、邮政制度，以及整顿水道、浴场维持卫生，还有罗马法等「文明」的同时，还同时容许各个民族维持其固有的特质「文化」。因为防止民族间的纷争，正是「罗马和平」的一大重要条件。而我们如果回头看看当年属于罗马帝国，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却纷争不断的地区，则有巴勒斯坦、科索沃、马其顿等地。也许在高唱著民族自决口号的现代，解决民族纷争的答案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罗马和平」的第三项要素为治安，相信这是最能表现罗马人凡事力求现实的事情了。若说防卫国境的工作由军团负责，维持帝国内部安定则是政府的工作，那么维持治安的工作，就落在警察头上了。当年是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保障公共安全的警察制度，不过将其推广到全帝国并彻底施行的，则是第二代皇帝台伯留。在阅读记录时，总让人觉得仿佛台伯留帝认为没有秩序的地方就没有自由。相信他十分理解维持治安的工作，重要程度不下於抵御外侮。

而实际上，不管将道路桥梁修筑得多么完美，如果途中有遇到山贼的风险，那还是一样连想出门旅行都做不到。如果连单身走在街头都会感到不安的话，经济也会失去活力。这点在邮政制度方面也是一样的，如果令人担心邮件在途中被偷的话，也不可能会有人利用。罗马帝国的极刑，是将犯人绑在竞技场内的圆柱上，让猛兽生吞活剥。除了尼禄皇帝任内的一段时期以外，直到西元三世纪后半为止，罗马会处以这种刑罚的犯人不是基督徒，而是山贼、海盗的头目。笔者在第Ⅸ册中描述哈德良帝视察旅行时最感慨的，不仅是这位皇帝视察旅行的规模而已，而是打从心里感叹，虽说范围在帝国疆域内，然而最高权力者的皇帝竟然能不带军队，仅带着少数随从四处旅行。

如果阅读史料时，不能看出字里行间的诸般事物，那么称不上是真正读过史料。记述哈德良帝视察旅行的《年代记》作者，在书中完全没提及旅行中如何保卫皇帝的安全。不过我们可以得知，这并非一场由军队护卫的旅行。而在记述安东尼奥·派阿斯帝任内时，写下「无事可记」评语的，也是与这位皇帝同时代的人。无事可记，不正证明了大多数的制度都能发挥令人满足的功能吗？《年代记》的作者，也就是当时的「传播媒体」。而所谓的媒体，就是狗咬人当作没看见，但人咬狗就大肆报导的一群人。即使治安不受保障，有钱聘用保镖的人还是一样不会受害。然而能这样做的，只有拥有权力或资产的人。所谓保障治安，不正是为了一并保护无力自行维持治安的一般公民安全吗？当出现雇用专业保镖，或是居民组织民警团的事态，也就表示国家已经丧失功能了。

在此追加一件事。史上将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就是因为「罗马和平」已经丧失了。也就是抵御外侮、防止宗教与民族间纠纷，以及保障治安等一切要素都土崩瓦解的时代。这是当年能以「罗马和平」一词统称的秩序崩溃后的时代。趁机而起聚集民众，以代替崩溃后的国家保障安全为由，向民众征集稅金，将其化为领民的各地仕绅，则演变成中世纪初期的历史主角「封建领主」。在这个时代里，使用道路桥梁都必须向领主缴纳过路费。这种群雄割据的时代，对于各地拥兵自重争权夺利的权力者也许很有趣，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只不过是文明的崩溃罢了。据说人员物资的交流规模，以及经济繁荣程度回复到罗马时代的样子，必须等到中世纪走到尾声的西元十四世纪。





我们将话题回到国家还能发挥功能时的罗马上吧。

接下来这项话题并非附属于之前的旅人话题里头。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我们这些现代人会认为必备的旅行工具「地图」。古罗马是否有地图呢？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所谓地图，是一种资讯的结晶。而每个霸权国家都毫无例外的，知道资讯的重要性。也因此，不管是否以地图的形态呈现，每个霸权国家都热心於收集资讯。不过各个霸权国家之间还是有差异，就在于是将收集来的资讯由统治阶层独占，或是公开给全民使用。古罗马不论是在共和或帝政时期，都公开了这方面的资讯。据说在皇帝下令修筑的公共建筑物必定会附设的条柱回廊墙面上，贴有用有色大理石按行省別贴上的罗马帝国全图。而在市区内的书店里，也售有各种各样的地图。

拉丁文中将地图称为“itinerarium”，而罗马时代的地图大致可分成两类：“itineraria adnotata”与“itineraria picta”两种。若要翻译，前者可称为「以语言说明的地图」，后者则是「以图案显示的地图」。不过，相信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只拥有其中一种并不足够，因为这两种地图的绘制目的不同。罗马人就曾叙述这两种地图的重要性如下：


「军团的司令官如果没有全部防卫责任区域的正确地图，那么便无法承担军务与公务双方的职责。就以军团基地、辅助队基地沿着前线配置的监测要塞间的距离为例，光是知道里程还不够，还必须要熟知那一带的地势，因此记述上述资料的地图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除了自己责任内的地区之外，能有一份包括邻近行省，甚至帝国全国的地图会更理想。一来当接获帝国何处发生何事时，可以立即判断其重要性；二则当接获皇帝的军团移动命令时，可以尽早建立对策，开始执行命令。因此光是拥有“itineraria adnotata”还不够充分，有必要收齐包括“itineraria picta”在内的两种地图。这也是为了让肩负许多人生命的人，不只能用脑袋掌握上述资讯，还能用眼睛确认。」



由上面所述的，可知地图对于带领超过万人兵力的军团司令官有多重要。不过对一般旅人来说，地图还是一样重要的。





在两千年后的现代，还有许多为旅人而制作的地图存留。其中最让我们这些后人感兴趣的有两种。

下图为四个不知是否应该归类於地图的古代银杯。我们敢断定这是用于旅行的理由之一，在于杯子圆柱形的外观。在罗马大道旁，每隔一罗马里（将近一·五公里）会立有一根可称为「里程碑」的石柱。而杯子正是模仿里程石柱的形状铸造的。拉丁文称这种杯子为“miliarium”。






罗马时代旅行用的银杯（刻有都市名称与各都市间的距离）




第二个理由，在于环绕杯子的表面刻有数字与文字。这些用拉丁文标识的文字，分別指出寄宿设施、马匹交换处及马车修理厂、提供饮食的设施，以及原则上备齐上述所有设施的城镇地名。以罗马数字记述的数字，则是各设施间的距离。当然，距离的单位是罗马里。若以现代的高速公路为比喻，则是刻有汽车旅馆、附设汽车修理厂的加油站、简餐休息站，以及高速公路沿线都市地名的杯子。

残存到现代，让人挖掘出来的这些银杯，记述著从西班牙最南端的大港加地斯（今加底斯）到帝国首都罗马途中所有的都市城镇，以及相互间的距离。全程包括由伊比利半岛北上越过庇里牛斯山脉，横越南法地区，跨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义大利，并在此顺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到达罗马的路程。这条路正是贯穿罗马帝国西方的大动脉，全长距离为一千八百五十三罗马里，换算成公里数则为两千七百五十余。其中必须跨越的高山，有阿尔卑斯山脉、庇里牛斯山脉及亚平宁山脉；必须渡过的大河则有艾普罗河、隆河，以及波河。这个旅行用的杯子证明了，一路艰辛的旅程中，平均每隔二十六公里，就会有一个服务设施，旅人可以在设施中获得所需要的各种服务。

而且这个杯子并非只能提供由西班牙的加地斯旅行到罗马的人使用。对于由杯子上的都市，例如南法的纳邦或是北义大利的特里诺启程的旅人来说，相信也是相当方便的。因为立于大道旁的里程碑上，都有明记这座碑是由大道起始处计算的第几根里程碑，因此旅人可以轻易算出与起点间的距离。然而里程碑上并没有标识各种服务设施间的距离，而这种杯子上却标识著所有这类有利的资料。只要看着杯子上的资料，就可得知向前走多远有何种设施，想必旅人可以利用杯子计画旅程。一想像到罗马时代的旅人在“mansiones”里的商店购买这种杯子喝水，一边眼睛看着杯子上的地名及距离，不禁令人会心微笑。









银杯的表面展开图〈上〉以及由加地斯至罗马的罗马大道图




从罗马到加地斯之间的所有旅程，是罗马人观念中应由国家负责管理的「公道」（viae publicae），亦即法定应全线铺设石板路面的干线道路一条条接力连接而成的。而这两千七百五十余公里的路程，还是仅占整个帝国八万公里干线大道的一小部份。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假设其他主要道路上也可能有人制造销售这种旅行用的杯子。比方说由罗马起始，经由里昂，越过多佛海峡前往不列颠的伦敦为止；或是由罗马起始，经过瑞士，前往莱茵河畔的科隆，甚至於由罗马利用阿庇亚大道直达布林迪西，由此航海两天上岸后横跨希腊，直达今日的伊斯坦堡等路程。当时的人们留下许多文献证实，罗马的「公道」上，为旅人备有完善的服务设施。另外，在罗马时代，各地都有人制造描绘有名胜古蹟的纪念品（souvenir）贩卖。具有地名和里程资料的旅行杯比纪念品还实用，想必需求也更大。

除了这种杯子以外，还有一种笔者认为仿佛Michelin导游手册古代版一样的地图。这种地图则属于「以图案显示的地图」了。





这份地图人称“Tabula Peutingeriana”，是西元四世纪中期左右绘制后，经十一世纪的人复制，并由维也纳国立图书馆收藏至今。这张图是由十一张羊皮纸横向连接成卷轴，长为六·七五公尺，宽三十四公分。不过这份古代地图的中世纪复制品，缺了应该在地图最左端的不列颠（今英国）。因此原版按理是画在由十二张羊皮纸所构成的卷轴上，长七·四公尺，宽三十四公分。就在这个范围内，绘有西起不列颠东至印度河（Indus），北起北海南至撒哈拉沙漠的「世界」资讯。

由于罗马帝国的东边国界为幼发拉底河，因此这张图并非罗马世界的全图。不过，横越波斯，直到印度西部的印度河为止，是罗马菁英心目中先行者亚历山大大帝所踏遍的土地。而罗马帝国的唯一假想敌帕提亚，虽然不久后被波斯所取代，但罗马人始终将眼光放在中东地区。

有一点要强调的是，罗马人并非不知道印度河以东的世界。在西元二世纪时，有位定居埃及的亚历山大，潜心於研究生活的知名学者克劳狄斯·葡特雷艾欧斯。他虽然是活在罗马时代的希腊人，但已经制作了一份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世界地图」。这份以拉丁文记述，全球最古老的世界地图，就包含了从不列颠到中国的地方。罗马人所不知道的地方，涵盖非洲大陆的中部与南部、澳洲、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以及南北美洲。





我们再将话题回到“Tabula Peutingeriana”上。这与葡特雷艾欧斯地图最大的不同在于，“Tabula Peutingeriana”即使牺牲了实际距离比例，亦即将地图压缩，也要尽可能地将对旅行有利的资料写进去。交通繁忙的义大利半岛占据了一大片版面，而地中海却只是一条绿色的带子。如果在我们面前的是尽可能忠于经纬度的葡特雷艾欧斯版地图，对于已经司空见惯的我们来说，并不难理解。然而若想要看懂“Tabula Peutingeriana”，则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因为这种地图的目的不在于正确传达地理位置，而在于提供对旅行有利的资料。






“Tabula Peutingeriana”的部分（左为意大利半岛南端）









葡特雷艾欧斯地图范例（欧洲及其周边）




笔者推想，罗马时代也许是“Tabula Peudngeriana”式地图、葡特雷艾欧斯式地图、之前介绍的旅行用银杯，以及只有文字记载的“itineraria adnotata”式地图并存共用的时代。用有色大理石镶嵌在回廊墙面上，人人可看的罗马帝国全图，应该是葡特雷艾欧斯式的地图。军团司令官持有的，则是葡特雷艾欧斯式地图与纯文字的「地图」。一般旅人则使用银杯和“Tabula Peutingeriana”。而且这些地图任何人都可随时在市区内的书店，或是大道边的“mansiones”及「史塔其」买到。





笔者会蒐购希腊、迦太基与罗马的金、银、铜币，并非笔者有收集的癖好。而是为了看着硬币的两面，把玩着硬币，想像著几个硬币可以充当士兵一年的薪饷，或是一个硬币可以买多少公斤的小麦等。而且从这些硬币的样子，还能够推测遥想希腊人、迦太基人与罗马人性情的差异。附带一提，希腊与迦太基的硬币上几乎不刻任何文字，但罗马的硬币因为被皇帝用来当做宣传的手段，所以设计上是以文字环绕着皇帝的侧面像。硬币，其实也是一级的史料。

笔者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所以要是有人复制罗马时代的旅行银杯出售的话，想必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然而因为没有人复制出售，所以只好跑到罗马国立美术馆里去，看着玻璃橱窗内展示用的古物。不过，笔者倒是买了一份罗马时代地图的复制品。




由于“Tabula Peutingeriana”本身是罗马时代地图的复制品，因此笔者手中的地图，就是二次复制品了。话虽如此，和维也纳的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一次复制品比起来，只是将纸由羊皮纸换成一般纸张而已，长宽都和原尺寸一样，而且还仿造当年罗马人使用时的样子，收藏在贴有牛皮的小盒子里。地图两端用木棒固定，可以用手卷动木棒，只看自己想看的部份。如果只是一份复制地图，想必不必花什么钱吧。然而在二十几年前笔者购入这套地图时，花了日币十万圆以上，大概是因为地图上所用的都是高级的小牛皮吧，就连放在盒子里的说明书，都是皮制封面的线装书。能为复制地图下这么多工夫，想必一来是因为预期消费者很少吧。如果不是有极端偏好兴趣的人，是不会买这种东西的。第二个理由就比较好一点了，是为了重现古罗马的富裕旅人实际使用时的状况。事实上，这二十年来笔者偶尔会取出地图转著卷棒，觉得自己成了罗马时代的中年旅人。

接下来想请各位一边看着实物的照片，一边听笔者诉说几个想法。

请各位记住一点，虽说这是一份西起不列颠东到印度的地图（上面甚至绘有锡兰Ceylon），但是会详细描绘的，还是只有从不列颠到幼发拉底河之间。也就是说，只有罗马帝国境内的部份是正确而详细的资料。让人感到好笑的是，在地图东边的印度河附近，写有这么一句话：

「这就是亚历山卓听到神谕说亚历山卓啊，你要往何处去的地方。」

姑且不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是否真的听到神谕，他转头西归的地方的确在印度河畔。不过有名的故事给人这样一写，还真的充满幽默感。

不知罗马时代的地图制作者是否认为有名的故事都应该记上一笔。我们在地图的其他地方还能看到《旧约圣经》的故事。在西奈半岛的部份，有著这么一段文字：

「这一带就是摩西率领以色列的子民徘徊四十年的沙漠。」

在西奈山上则是「神在此山上赐给摩西十诫。」

这类的说明文，光是看着就让人愉快。不过在帝国的边境虽然能找到这类文字，但随着脚步接近地图中心，这种内容也就逐渐消失了。这并非因为缺乏有名的历史故事，而是实际旅行时需要的资讯变多，因此把写故事用的余白都给用掉了。这大概是因为会买这种地图的，是在罗马帝国国内旅行的人。





这种“Tabula Peutingeriana”式的地图，最大的特点在于将许多必须资讯记号化。

海是一个绿色的平面，河流是条绿色的曲线，山脉则是一道褐色的山型，而森林则以一排树木做代表。不过这样还不算特別，接下来要提的，就有如漫画一般有趣了。


“Tabula Peutingeriana”部份图







「这就是亚历山卓听到神谕说亚历山卓啊，你要往何处去的地方。」









山脉（波斯附近）









森林（日耳曼附近）




学术界一致认为，这张地图绘制於西元四世纪中叶的罗马帝国。当时的帝国三大都市，分別是义大利的罗马、希腊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叙利亚的安提阿。在这张地图上同样也以特殊的记号标识这三大都市。

除了上述三大都市以外，另外还有六个都市，以围墙环绕的都市记号标识。这六个都市分別为：义大利的拉温纳及亚奎雷亚、希腊的帖撒罗尼迦、土耳其的安卡拉（Ankara）及尼凯亚、尼可美底亚。这六个都市中，竟有四个位于帝国东方。想必是因为被称为大帝的君士坦丁一世在西元330年时，将帝国首都由罗马迁移至拜占庭的影响。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重心，由西方转到了东方。原名拜占庭的这个地方，后来就被称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大帝的首都。而在西元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这块地方又改名为伊斯坦堡（Istanbul）。另外。实际规模并不算大的尼凯亚会列入六个次级城市中，可能是因为这里是西元325年基督教会议的召开地。亦即对于西元四世纪的基督教徒来说，这是个重要的地方，因为在西元313年时，君士坦丁大帝已经承认基督教为罗马的合法宗教。


Tabula Peutingeriana”部份图（罗马时代的六个主要都市）





附带一提，“Tabula Peutingeriana”会被认定为於西元四世纪中叶制作，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因为这张地图上已经绘有兴建于罗马的圣保罗大教堂。而在同时，又绘制有许多供奉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这是因为君士坦丁大帝虽然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但并未禁止其他宗教信仰。而到了西元392年时，狄奥多西帝却认定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为邪教，并开始彻底排除其他异教徒。亦即罗马帝国在西元313到392年这八十年间，是希腊罗马诸神、叙利亚和埃及诸神，以及犹太教及基督教的一神教神明整体地位互换，但仍然共存的时代。地图上同时记载着神殿与教会，也就是说，“Tabula Peutingeriana”是映照诸神得以共存，亦即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共存的一张古代末期的地图。

而且幸运的是，不论信仰哪一种宗教，对于行走於陆地和航海的旅人来说，道路和可供寄宿的城镇以及港口和灯塔等设施，都是同等重要的公共建设。因此在“Tabula Peutingeriana”里的主角，还是以红色直线绘制的大道、沿线以罗马数字记载的里程，还有以房屋图示代表可供投宿的设施。


“Tabula Peutingeriana”部份图







罗马周边（下方为奥斯提亚港）









拿坡里周边（最右侧的城镇为拿坡里，其左的记号代表隧道）









波斯湾









尼罗河口三角地带




地图上以红色描绘大道，而在古代，红色颜料的价格仅次于紫色颜料。这代表着“Tabula Peutingeriana”式地图的地位，有如现代的汽车旅者必备的道路图一样。亦即在这种地图上要表达的最重要事项，还是罗马大道。

另外，图中的大道虽然全以直线标示，但并非代表道路本身是一条直线。“Tabula Peutingeriana”式地图的目的，不在正确传达地势，而在于告诉地图的使用者，从哪里到哪里是什么大道，其间有多少距离。对地图的制作者而言，将地图上除主要目的外的其他东西简化，也是必定要有的工夫。





简化到了记号化的程度，理所当然地，神殿和教堂也都改由罗马时代称为“basilica”的长方形有顶建筑物的记号代表。罗马时代的“basilica”意为公会堂，内部用于法庭开审以及经济交易。不过在“Tabula Peutingeriana”出版的西元四世纪中叶时，正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力量日益消退，而基督教势力趁势膨胀，两种势力成长曲线呈现反比的时代。在某个层面来说，当时是政经与宗教两条曲线交叉的时期。也有些例子显示，原本是法治国家与自由经济象征的“basilica”（公会堂），被基督教的“basilica”（教堂）取代。附带一提，从中世纪之后到现代为止，教堂的別名都叫做“basilica”。罗马的圣保罗大教堂一般就通称为「圣保罗的basilica」。


Tabula Peutingeriana”部份图







各种各样的“basilica”（公会堂神殿、教堂等）









并列有仓库的基威塔威加港口（中央）









西西里岛




话虽如此，在这“Tabula Peutingeriana”出版的时代里，还留有许多罗马人依旧是罗马人的证据。比方说温泉记号所占的版面，就要比“basilica”来得多，亦即更受重视。罗马人认为，不只是拥有众多人口的都市和城镇，就连守卫边疆的军团基地，也不能缺少入浴的设备。如果有天然的温泉可供利用，而且又位于干线道路附近，那就更没有拒绝利用的理由了。有位现代的史学家写道：温泉对罗马人来说，就有如磁铁一样。旅程中沾染的风麈与疲劳，只要下了温泉一泡，就能清除得干干净净。只要想想这份地图原是为了旅人而设计的，大家也就不会讶异在“Tabula Peutingeriana”里，温泉的地位竟然在都市之上。在“Tabula Peutingeriana”中有五百五十五个记号，其中有五十二个是温泉。





五百五十五个记号之中，有四百二十九个是简化的房屋或塔的记号，代表当地可供投宿。不过这四百二十九个地方并非都以同样的记号标示，而是分成四种记号登载。笔者依序将其命名为二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不过这仅是由记号所显示的都市大小所做的推断假设。二颗星的就像是汽车旅馆，而标示为五颗星的城市，则代表旅人可看看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再自由选择从二颗星到五颗星的投宿设施。附带一提，就连在帝国的首都罗马，也曾经发现过内设许多并排小房间的旅社，让挖掘中的考古学家不禁当场嚷道「这是商务旅社！」

而在这些标示投宿设施的记号下，会以拉丁文记述村落、城镇或是都市的名称。光是这样一眼看过去就能得知，今日的欧洲、中东与北非绝大多数的重要都市，是从两千年前罗马时代的「可供寄宿之地」发展出来的。


“Tabula Peutingeriana”部份图







有投宿设施的城镇（图示代表城镇中等级最高的旅社等级）









温泉地（高卢东部）







如上所述，在罗马时代，不论是银杯也好，“Tabula Peutingeriana”式的地图也好，有许多供旅人使用的地图存在。而包括每一罗马里会设立一根的里程碑在内，这些东西上都会标示有两地相互间的距离。

在此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旅人如何计算距离。要估计总里程，只要数一数每一罗马里一根的里程碑就可以了。然而要去一一数约每一·五公里出现一根的里程碑，未免有些不够方便。那么古人是如何知道从出发后已经走多远的呢？或是知道再走多少里就能到达设有马车修理厂的「史塔其」（车站）呢？若使用现代的汽车，只要看一眼里程表就可以了，但是古代没有这么方便。然而不论古今，对旅人来说求得距离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古罗马人是如何克服这项问题的？

虽然与现代的汽车码表不同，不过在罗马时代已经有计算里程用的工具存在。当时虽然还没发明齿轮，不过已经知道齿轮的原理，而罗马人也加以运用。这种里程统计的工具结构如同下述：在罗马时代，远程旅行时多半使用四轮马车，而四个轮子中的任一车轮圆周也大致上是固定的。这种装置的结构是如此的，在车辆行驶时，车轮自然会跟著转动。每旋转一圈，就会落下一颗小铁球。而每累积十圈，就会落下一颗更大号的铁球。如此循环到达一罗马里（将近一·五公里）后，最后一颗铁球会掉下来。为了即使没有满一罗马里也能途中估计距离，这种装置没有放在密闭的盒子内，而是装在马车后部的外侧。古人与现代人不同，对于精密与正确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因此这种程度的简易装置大概也就足够应付需求了吧。可是这种测距仪器是用来装设在旅行用的马车上，包括道路修筑工程在内的土地测量工作，当然是要使用合於目的的专门仪器。






葛罗马（Groma，用于测量直角与否的仪器，右图为其使用方法）









水平仪（用于测量水平与否的仪器）







在罗马时代，有石板铺面的大道，整备有如现代高速公路一般的各项服务设施，又有旅行用的地图流通。至於旅人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那就和汽车及火车问世前，亦即二十世纪前没多大变化。笔者甚至认为没有多大必要在此说明。

第一项工具当然是人的双脚。依法有义务全线铺设石板的干道，亦即罗马人称为公道（viae publicae）的干线大道，就是由双线车道，以及夹着车道的两侧步道所构成。这表示说当时徒步的旅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有许多短程的使用者。罗马大道与现代高速公路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施工水準的不同，也不在于沿线服务设备的整备程度，而是在于徒步旅人的存在，以及不收过路费这两点上。










第二种，则是牛、驴、马等牲畜了。当传令兵背负着前线司令官要传给身在首都的皇帝的「公共电报」时，则是脚跨着骏马，而且在每一个「史塔其」（station的语源）便换马疾驰。

另外，在罗马人称为「国营邮政」（cursus publicus）的制度中，最常用的是邮务马车。这种车辆使用四轮马车，而且重视安全优于速度。因此会每晩投宿在各个“mansiones”（mansion的语源），等到次日才重新上路。除了邮件包裹之外，也常常载着因公赴外就任的行政官员。马车的造型有如木箱长了四个轮子一般的厢型车，足以遮风避雨。

另外还有同是四轮车，但拉车的不是四匹马，而是两头或四头牛的牛车。至於牛车的造型，多半没有车顶。若是军团在使用，装载的就是沉重的攻城器械及武器、军粮。若是民间使用，则运输的就是农业、工业的物产了。当然在运输物资时，除了牛只以外，也常常使用驴和马。不仅是首都罗马，还包括行省的都市在内，罗马帝国的主要都市都同样地，在市区内部几乎找不到一片耕地。这代表着由都市外部，将众人所需的粮食及各种物资输入城内的体系能正常运作，发挥功能。

除了四轮车以外，另外还有轻便的双轮马车存在。拉车的是一匹或两匹马，能乘坐的也仅限於一两人，可运载的行李货物也相当有限。这应该可比喻为近距离用的小型汽车或是跑车吧。

另外还有一种名为“carruca”的臥车可供利用。车厢是以皮制的篷布围起，旅客可以躺在车内进行旅程。另外还可在加装的臥榻上，在旅程中下棋消磨时间。皮制篷布左右两侧开有窗户，因此不必担心光线不足。有的人会利用马车前进的时间处理未完的工作，也有人利用这段时间享受阅读。每天可行走的行程，大约在二十五至三十公里之间。





也许各位会认为，没有自备马车的旅客，就只有乖乖走路了。实际上却非如此。

在当时已经有附驾驶人员的出租车辆制度。因为时处罗马时代，能租到的自然是附车夫的马车。若在现代，则是hire及taxi啰。这类的业者已有职业公会，在大道的起点附近会有许多出租马车店并列。只要价钱谈拢了，旅客往车上一坐就好。

不过假使旅人的预算不足，也还有更廉价的旅游方式可供选择，那就是共乘马车。各位可以拿西部片常见的驿马车来变通想像一下。这种马车会在每个古代的汽车旅馆“mansiones”，和加油站「史塔其」，以及简餐休息站「达维那」停车，客人只要从下车处走到目的地就好。如果多给驾驶一点小费，也许他会愿意在目的地附近停车下客。就算遇到了严守共乘马车规定的驾驶，旅客必须步行的距离最长也不会超过十公里。各位可以把这想像成一种巴士旅行。





既然罗马大道上有这么多种人和交通工具来来往往，那到了交通流量大的大都市附近时，噪音想必也大得不得了啰。当时与现代不同，虽说没有汽车废气，也没有引擎发出的噪音，然而当时还没有橡胶，也自然没有橡胶轮胎，在车轮外侧保护轮框的是一圈铁轮。尽管大道的表面平整，铁轮与石板路面摩擦的声音想必还是吵得不得了。不过这也要看生活习惯而定，古罗马人说不定会表示，现代汽车往来发出的噪音才令人受不了呢。

对于噪音的耐力或许会随生活习惯而不同。不过麻烦的是，在都市内部还伴随着交通壅塞的问题，难以处理。




在即将转入帝政时代的西元前一世纪中叶时，首都罗马已经快成为人口百万的大城了。光是管理这些人群，就是一件大工程。可是罗马日益朝「世界首都」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人们自然会往罗马聚集，连挡都挡不住。因此凯撒在自费修筑广场捐给国家，借此把首都的中心地罗马广场扩大时，还把共和时代的城墙拆除，让马尔斯广场一带也纳入都市中心地带。

不过凯撒似乎不觉得只要扩大首都中心，交通问题就解决了。说不定他已经预测到罗马将会有更多的人聚集，因此他并行实施了让都市中心扩大的公共建设（例如在马尔斯广场的万神殿旁边，修筑捐赠了广大的朱利斯投票所），以及交通壅塞的对策。我们几乎可将这项法案称为〈朱利斯·凯撒交通壅塞对策法〉。法律中的主要事项，在于由日出起到日落为止，严禁马车进入罗马市区内的条款。仅有的例外是国家祭典用，或运输公共建设用物资的马车。其他无论是人或物产，不管有多早赶到罗马，在天黑前一律不准驾车进入。人必须下车走路，物资则只有找脚夫背入城内。不过因为日落时会解禁，之前等在市区外的运输车辆会一齐朝市区内移动。住在面临大街房间里的人，只有听着铁轮与石板路面相辅相成的噪音演奏，度过无法入眠的夜晩。

都市生活不论在工作或娱乐方面，都有许多好处，但是缺点也不少。正因如此，罗马人才会热衷於在郊区拥有別墅。不过由于没有人打算修改这项〈朱利斯法〉，所以上述规定一直到帝国灭亡为止都有效。而且在朱利斯·凯撒立法当时，这项法律仅施行於首都罗马，但是进入帝政时期后立即适用于全义大利。随着帝政推行，又逐步扩散适用到行省的主要都市。据说到了西元二世纪的五贤帝时代时，几乎所有称得上都市的城镇，都施行这项法律了。

如此一来，乘马车到达罗马的旅人，也只有在进入市区前下车。若经由的是阿庇亚大道，则必须在阿庇亚大道的终点卡培那门的前方下车。不过虽然下了车，若旅人抱病在身，没有体力的话，也有乘坐双抬轿子的选择。因为轿子不在法令限制范围之内。即使旅人家中无法派佣人来迎接，还可以利用当时的出租人力轿制度。不管怎么说，在都市内部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人的双脚。当凯撒就任终身独裁官，成为实质上的皇帝后，从位于罗马广场的公馆，前往布鲁图斯及其同谋带刀埋伏的庞培剧场附属回廊时，就是步行前往的。而图拉真帝由多瑙河前线回到首都罗马时，也是在大道的终点下马，徒步进入市区内。





经过了两千年的光阴，看看现代的罗马，原为古阿庇亚大道起点暨终点的卡培那门，已经连痕迹都找不到了。不过该地目前仍然是许多道路的交叉点，目前名为「卡培那门广场」。如果一面遥望左方的卡拉卡拉浴场，一面朝市区移动的话，可以一一看到许多罗马时代的代表性建筑物遗迹。正面为过去的大竞技场，其右侧为占据帕拉提诺丘的皇宫遗迹、君士坦丁大帝凯旋门，以及圆形竞技场等。在古代人们必须在此放弃交通工具徒步进城，在现代则是汽车公车毫不在意地长驱直入市内。因此现代的罗马市中心地段，充满了交通壅塞及其副产物汽车废气。十六世纪米开朗基罗设计坎匹杜里奥广场时，为了表现古罗马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关联，特地将马库斯·奥理略帝骑马像移到了卡匹杜里诺丘上。现代人在修复雕像之后，为了保护其不再受汽车废气侵害，把雕像移到了附近的美术馆玻璃柜里。每当路过卡培那门广场，笔者总会感叹，由此起的罗马，还真不是为了汽车设计的。不过若说要改为只能徒步或使用人力车，只怕现代人会群起抗议。难道说古代人的腿力比现代人好吗？

附带一提，学者间的主流意见认为，人类的移动速度要超越使用罗马大道，必须等到十九世纪中叶起始的铁路发展，以及到了二十世纪后，汽车开始普及。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四百年岁月，交通工具一成不变，还是仅限於双腿与马车。然而大道的路况却是一天比一天差了。




在西元六世纪时，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然而阿庇亚大道还能发挥功能，足以使探访义大利的东罗马帝国重臣惊叹不已。由西元前312年开工起算，这已是八百年后的证言了。然而八百年来都能承受沉重车辆的倾轧，就在于能毫不懈怠地进行维修的工作，虽说罗马的工程师们夸口说大道百年不需维修，但毕竟百年没有八百年来得久远。有种职位有如内政部道路局局长，职称为“curator viarum”的官员，若直译其官名，可称为「照顾大道的人」。这些官员也就是各条大道的维修负责人，比方说阿庇亚大道的“curator”是某甲，而弗拉米尼亚大道的“curator”是某乙。由于罗马命上述中央高级公务员负责管理，全长八万公里的罗马大道干线，也才能负起国家动脉的任务。罗马人称这些干线道路为“viae publicae”（公道），既然称为公共道路，在罗马人的心中自然认为，这名称代表上述道路必须由国家负责进行维修工作。不过，这并不表示在财政方面排除私人资本捐助，相反地，皇帝还会自掏腰包示范奖励。在帝国的各处都曾挖掘出刻有「某某人捐赠何处至何处路段修复费用」的石碑，这表示此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个人三者并立的系统，也在维护罗马道路网的方面发挥功用。

不过罗马帝国也有上演最后一幕的一天。最初的发端，在史上称为「三世纪的危机」，是由西元235年起的五十年间。这是一段皇帝可在一年不到的期间内接连换人，政局动荡的半个世纪。而政局动荡不安，也必定连带造成经济恶化。自这段时期以后，罗马大道也开始放任风吹日晒不做处置了。这场「三世纪的危机」虽然因英主戴克里先帝与君士坦丁帝的问政而得以度过，然而罗马帝国的力量再也无法顾及公共建设了。西元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重臣所走过的阿庇亚大道，已是弃置不顾三百年以上的阿庇亚大道，如此还能令人惊叹，想必是修筑时的施工水準高明，以及其后五百年以上一贯执著於维持道路功能的结晶。

有位现代的研究者写道，只有施行一贯政治的国家，才能推动充分发挥功能的路政。

生于现代的我等所看到的罗马大道，其实已在能推行一贯政治的国家消灭后遭人长期弃置。石板的边缘磨损转圆，石板间的细缝堆积了泥土与小石子，有的地方还长了杂草。不管在上头开多好的车子，都会令人觉得肠子抖得快要打结。在此希望各位看了罗马大道以后，不要以为罗马大道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另外，庞贝城的道路特色在于保存了罗马时代的原样，然而路面的石板边缘同样地已经磨损转圆。不过这只是南义大利诸多中小都市之一庞贝，而且是在市镇内部的道路。一则市区内的道路属地方政府管辖；二来在现代，市区内的道路会有汽车最高时速限制，而在罗马时代更是严禁车辆在白天行驶往来。因此城镇内的道路没有必要像被称为「公道」的干线道路一样特別照料。





埃及人因为蒙受最适於作为交通路线的尼罗河恩惠，因此没有修筑足以称为大道的道路。通往埃及的道路，同样还是罗马时代的产物。

希腊人由于海上交通兴隆，以及城邦国家间的竞争激烈，因此想都没想过要有链接各城邦之间的道路网。遍布希腊所有的大道，全是在纳入罗马霸权下之后修筑的。

波斯帝国在西元前五世纪时，已经修筑有一条令希腊籍史学家海洛多特斯惊豔的「王道」。这条大道由波斯湾附近的培尔塞波利斯直通地中海岸边的萨尔狄斯，全长两千五百公里。沿线每隔一段固定距离，会设有旅店等设施。至於是否全线石板路面则不得而知。据较海洛多特斯晩百年的克先诺冯记载，当时他们是在泥巴路上行军。也许在较海洛多特斯晩五十年的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时，「王道」早已是历史故事。尽管「王道」两千五百公里的路程，足比五条阿庇亚大道，但是只有这么一条。如果只是一两条宽敞的大道，凭著国王的权势财力，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罗马大道却是八万公里长的「网路」。罗马大道最大的特质，不在于道路有多长远，而在于其网路化。





请诸位参照一下书末地图，相信与其耗费许多唇舌说明，还不如看一眼地图来得容易理解。之所以将罗马道路网的图和现代的道路铁路图并行刊载，是希望各位能比较一下两千年前与现代的公共建设整备程度。正因为如此，虽然这是一份显示罗马时代道路网的地图，地名却还是以现代名标示，比方说伦敦不叫做伦狄尼姆、卢提亚改称巴黎、科罗尼亚·阿古利庇内西斯易名科隆、维德波纳改叫做维也纳。

相信各位在阅览地图后，就能理解遍布帝国各处的道路网，对罗马帝国来说有如血管网路一般地重要了吧，以及了解这是罗马帝国要将战胜者与战败者化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时，最为有效的手段。

在此想介绍一位昔日战败者的证言。以下是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裔哲学家亚里士提狄斯，於西元143年时以未满三十岁的年轻人姿态在罗马发表演讲的部份内容。该演讲已在第Ⅸ册《贤君的世纪》中介绍过了，不过请原谅笔者再度引用。


「现在，对于像我一样的希腊人，还有对其他的民族来说，要到想前往的地方去旅行时，不需申请身份证明文件就能付诸实行，已经成了一桩自由安全又容易的事情。我们只需拥有罗马公民权，不，甚至於没有身为罗马公民的必要。只要是在罗马霸权之下生活，自由与安全就会受到保障。




过去，荷马曾写道：大地是属于所有人的。而罗马将诗人的这个梦化为现实。你们罗马人测量并记录被你们纳入版图的所有土地，而后在河川上架设桥梁，不仅在平地，甚至在山区铺设大道，使得无论住在帝国的哪个地区，往来都变得容易。而且你们为维护帝国整体的安全，确立了防卫体制，又整顿了不同的人种及民族共同生活时所需的法律。你们罗马人告诉了非罗马公民的人，活在有秩序的安定社会中是多么的重要。」







笔者之前忘了说明，其实法律也是一种公共建设。

在罗马帝国的动脉中流动的，有人、物产与资讯。而亚里士提狄斯可没忘记谈到传达资讯的制度。


「在罗马帝国，即使是担负行省统治责任的总督，在他决定政策，或是接受行省民众请愿时，只要心中有些许疑惑，便会立即上书向皇帝请示。总督会等待皇帝的指示，就好像等待指挥者手势的合唱团一样。




只要资讯的传达能受到保障，皇帝不论身在何处都能统治国家，即使是帝国的边境，只要将公文送去该处就能统治。而当皇帝的公文完稿后，信差便有如身插双翼的使者一般，迅速又安全地将公文送达目的地。」



罗马时代与现代不同，并非资讯能立即传送到达的时代。不过罗马人已经知道确立资讯传输制度的重要性。

笔者虽然以「命运共同体」一词说明罗马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不过罗马时代并没有这个词。他们只是很单纯地用“familia”这个词来表达，其意义也很理所当然地是「一家人」。罗马帝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大家庭。也许正因为有这种想法，他们才会不分本国行省地铺设道路网，并且致力於确立体系，以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充分取得人类生活中的第一大要素——水。

罗马人修筑的公共建设，亦即罗马人口中的「为了让人的生活过得像人，而必需的大事业」，在硬体部份的第一个主角是上述的罗马大道。而另一位主角，则是以下将介绍的罗马水道。




水道



若问罗马是否缺水，使得他们不惜辛劳要修筑高高在上的石造高架桥引水，那么答案是完全否定的。首先在罗马市郊，便有一条连夏季都滔滔不绝，只有水量略减的台伯河。而罗马市又内拥七座山丘，从这七座山丘又有许多小溪湧出，山丘间的低地，只要降雨时雨势稍强，就会化为一片溼地。在罗马，名为“cloaca”的下水道会比上水道早兴建，就是因为他们有必要集中多余的水，将其排入台伯河中。在当时，因为放置溼地未予处理，造成蚊虫孳生、疟疾横行，使得人烟绝迹的城镇不在少数。

正因为罗马不缺用水，从传说中建国的年份西元前753年起，到西元前312年为止，这四百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罗马人也与古代的其他民族一样，到泉水、井边或溪流旁汲水使用。而这种状况，后来由一位生于西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的政治家所改变。





这人名叫阿庇尤斯·克劳狄斯，也就是提案并铺设第一条罗马大道阿庇亚大道的人。阿庇尤斯既然会在已经有人车踩踏倾轧而成的道路时，还会修筑人工铺设的罗马大道，那么或许他会认为光是依赖天然水是不够的，必须要确立一套人工修成的稳定供水体系。与阿庇亚大道同样於西元前312年开工的第一条罗马水道，名称也同样引用提案人兼工程最高负青人的家门名，叫做「阿庇亚水道」（Aqua Appia）。





当时阿庇尤斯担任政府的财务官。共和时期的罗马最高官职为执政官，不过担任财务官的人，必须有数度当选执政官的经验。这项官职初期的设立目的，在于调查人口，而当时罗马调查人口的目的在于清查役男人数，其负责人必须力求公正，也因此往往是由功成名就的元老院议员有力人士中选出。另外，当时罗马常与周遭各部族作战，执政官经常带兵在外作战，内政往往顺势委由「财政官」负责，也因此任务增加到了足以翻译为「财务官」的地步。还有，相对于任期一年的执政官而言，财务官的任期则长达五年，阿庇尤斯也因此获得了可以进行无法於一年内完工的公共建设工程环境。不过，阿庇尤斯是第一个懂得利用这种立场的人，因为在他之前的财务官没有留下任何类似活动的痕迹。而自阿庇尤斯之后，公共建设的负责人为非战时的执政官，或不论战时平时皆由财务官负责，也成了一种惯例。就连进入帝政时期之后，想发起大规模公共建设工程的皇帝，还会特地在工程期间内兼任财务官。阿庇尤斯同时也为「财务官为公共建设最高负责人」这项罗马传统立下了第一根里程碑。





然而，在大道与水道这两大公共建设同时开工的西元前312年，罗马只是个刚开始逐步称霸义大利半岛中部的国家。这就好像没有汽车却去修筑高级的汽车车道，或是家中没有浴室却去申请自来水一样。话说回来，过了不久之后，罗马人就能够天天开车和入浴了。也许公共建设不是为了应付需求而做，而是为了唤起需求而进行的。

不过令人佩服的是，罗马人竟然能在这个时期就构思并施行不但适於义大利半岛，就连成为跨越欧洲、中东与北非的大帝国后，都完全适用的公共建设。想必阿庇尤斯没把公共建设当成单纯的土木工程，而是当成国政来思考。笔者认为若非如此，是不可能同时构思并实施罗马大道与罗马水道，超越了国家百年大计，维系八百年的建设。

西元前312年对罗马来说，正是「公共建设元年」。因为就像「阿庇亚大道」成为其后所有罗马大道的模范一般，「阿庇亚水道」也成为其后所有罗马水道的雏形。





全长为十六·六一七公里。

其中通过地底的段落长十六·五二八公里。

通过地上的段落总计长为八十九公尺。

在地下的部份，是流过人工挖掘的坑道。在地上的部份，则是建构陆桥或高架桥，让水流通於上。与其后的罗马水道相较，「阿庇亚水道」的地下段落与地上段落长度比为一百八十五比一，地下部份的比例相当高。学术界认为，这是为避免外敌入侵时遭到破坏，因为罗马的第一条水道，是在周边只有二、三十公里内堪称安全的时代修建的。而在罗马成为大帝国之后所修筑的水道，地上地下部份的比值还是维持在二比四到五左右，通过地下坑道的部份还是比较长。其第一个理由，在于抑制流水的水温上升。其二则在防止流水的水分蒸发。罗马位于南国，而水的温度若上升会造成腐败。罗马人会刻意从遥远的山中建设水道引水，最大的目的还是在于恒常且确实地提供居民优质的用水。

「阿庇亚水道」的水源来自於罗马东方连绵的山地湧水。不过罗马时代的水道工程人员是如何决定水源的呢？毕竟当时与现代不同，在调查水质时没有化学知识与技术可供应用。

首先，他们到山区各处的泉水及水流处，汲取检查用的样本水，并以目视法检查。只要水清澄无色，水中无杂质，那么这个阶段的检查就算是过关了。

第二阶段的检查作业，则是调查水源地的周边，看植物的生长状态，以及土壤的颜色。调查作业甚至於延伸到周边居民身上，看他们的气色是否良好、眼睛是否明亮、骨骼的健康情况，以及病人与残障者是否明显偏多。另外，汲取来的水会装入高级的青铜壺内放置数日，以检查水是否容易腐败。样本水的检查法，还包括观察水煮沸是否冒泡，或有无杂质浮出表面。因为这个时代没有消毒药，所以罗马人对决定水源前的调查与检查工作下了许多工夫。罗马人即使决定了水源后，也不愿意直接引取湖水或泉水表面附近的水，为了取得水底深处的清水，罗马人甚至会在湖或泉水侧边挖掘坑道引水。

决定水源后要面临的课题，在于如何将水由水源处引至都市。如果是建设道路的话，只要尽可能修筑平坦的道路，并铺设路面，人与车辆自动就会在上头跑。可是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水是不会自己流动的。当时，罗马人虽然不知道地心引力这东西，不过还知道水会往低处流。

而在这个没有消毒药的时代，罗马人所想出维持水质清洁的方案，简单地说就是「放水东流」。他们认为既然存着水不放会造成腐败，那让水流个不停就能维持水质了。

不过，尽管说「阿庇亚水道」较短，也有十六公里以上的长度。而且从山中的水源地到位于平地的罗马之间，其间有山丘、有谷地又有河流。首先必须克服这复杂的地势，决定好水道的坡度。如果坡度过缓，则水不会流动；相反地，若是坡度过陡，不论在地上或地下，所产生的水压很明显地将破坏坑道。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钢管，水是流动在坑道内以水泥做防水处理的水沟中，也因此对于水道工程而言，适切的坡度计算是不可或缺的。《建筑论考》的作者威图尔维斯与《水道论考》的作者弗隆提努对于坡度的数据记载并不统一。不过无论地上地下，若地势平坦的话，坡度似乎在0.2%左右。但这项问题与克服复杂地势的问题其实是一体的，也因此无法导出一个固定值。威图尔维斯记述为0.5%，并表示甚至於有达16.5%的段落。






罗马水道的原型图（从水源地到“castellum”）




如果山丘的宽度不甚长的话，罗马人会采取横向挖掘坑道贯穿山丘的做法，而在山上也会挖掘数个纵向坑洞向下延伸。如果只是为了将挖掘坑道时挖出的麈土、岩石运出坑外的话，这些坑洞在完工之后也就没用了，然而实际上却一直能维持作用。这些坑洞后来会沿用为维修人员调查时，或是施工时的通路。

如果山谷不太深广，罗马的工程师会采用后方物体下降的力量推挤前方物体，亦即虹吸（siphon）原理，也就是采用沿着上下坡的山坡稜线修筑坑道的方法。流到山谷边缘的水会顺着坑道下降，借着落下的力量推进到山谷的另一头。

可是如果山谷过深过广，就不能采用虹吸法了。这时罗马人会采用和道路工程同样的方法，也就是架桥从山谷的这一端直通另一端。人车通行的桥和水通行的桥梁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少许的倾斜坡度。

笔者认为，既然都为流水架设这么好的桥梁了，何不开放人车通行呢？不过罗马人可不准许。就算准了，也只开放行人通过，其他无论是车辆、马匹或牛只一律严格禁止。这一来是为了随时可在上方打开入口进行维修，二则是为了保护坑道上方的石板路面。

如果山谷下方有河流通过，也自然不能使用虹吸法，而是从上方筑桥通过。桥上是流水，桥下也是流水，两相对照倒也显得有趣。





地下水道的遗迹虽非人人得以参观，不过若是在地上修筑的高架水道遗迹，不只在罗马近郊，连有名的尼姆（Nimes）、赛革比亚（Segovia）及迦太基（Carthage）等地，在两千年后的现在都可以自由观光。每当参访这些遗迹时总不禁令人感叹，罗马人竟然为了稳定供给用水做了这么大的工程，而在看到穿越漫长的沙漠，将水从水源地送到迦太基市的罗马高架桥遗迹时，真的是惊异多过於感怀。就在笔者瞠目结舌望着水道时，旁边有辆装满水瓶的驴车通过，原来是卖水的小贩。这时笔者才又想起来，罗马时代没有卖水的业者。

罗马人兴建这些高数十公尺的高架水道桥，并非为了夸耀自身的权势和财力。罗马工程师虽然知道利用物体落下的力量推进的虹吸原理，但并未将其机械化，可能是因为动力的问题尚未解决吧。想要运用虹吸原理时，只有先将水引至高处，将其落下的力量转为推进的力量。毕竟工程的「服务对象」不是村落，而是都市，必须推动的水量也特別地多，而罗马人采用将水先储存在名为“castellum”的水槽后再推送的方式，使得都市内外的水道也不得不采用高架桥。





这种储水槽的功能，首要在于储存由水源地送来的水，将杂质沉淀之后重新配水到市内。不过，储水槽还有另一项功能，就是在枯水期决定配水的优先次序，这项功能正好能突显罗马人的「公」、「私」观念分际。不过请容许笔者稍后再述，因为「阿庇亚水道」修筑时罗马的人口还不多，储水槽只要能满足沉淀杂质的要求即可。

至於「阿庇亚水道」的水质方面，根据罗马时代的文献记载，由于并非汲取泉水，而是向下挖掘十六公尺的深度，在此建构坑道汲取流入泉水前的地下水，因此水质相当好。在水量方面，依据现代的研究人员估算，每日送水量为七万三千立方公尺。我们无法得知这是否足以供应罗马市内的用水，不过至少这是稳定随时提供生活不可或缺用水的第一根「里程碑」。我们从道路的例子便可以得知，罗马人是个喜欢有复数选项的民族，因此他们并未完全依赖水道，早在「阿庇亚水道」完工前便长年存在的雨水利用法并未废止。





位于罗马市内的民宅，无论是独栋建筑的“Domus”也好，或是公寓形态的「茵斯拉」也好，屋顶都是由外向内倾斜的。这是为了让雨水能沿着屋顶下滑，顺着集水管进入地下储水槽作为日常用水。这种雨水利用法有个不能忽视的好处，就是不必为了汲水走出家门。可能就为了这项好处吧，即使在水道完工，时时有清洁的用水供应之后，罗马人依旧使用著雨水。不论是洗衣打扫，或是帮内院种的花草浇水，又或是冲水式的厕所，有这些雨水就够用了。另外，要牵水道到自己家中必须缴纳水费，可能也是罗马人喜好利用雨水的另一项原因。









Domus的雨水利用法。上为剖面图、中为平面图（引用自J.P. Adam， “La construction romaine. Materiaux et techniques”），而下为Domus的复原模型（中间向内侧倾斜的屋顶下可见到雨水槽）




总之，罗马人在交通路线方面一直以干线「公道」、列为支线的地方政府管理道路，以及私道三种道路并立，在用水方面也一直维持著水道、井水、雨水三重选项。

而在教导同胞拥有复数选项是多么有利的方面来说，「阿庇亚大道」和「阿庇亚水道」的修筑是罗马史上一桩划时代的大事。马基维利曾说，尽管民众会对抽象的事物判断错误，但若以具体的形式显示时则拥有做正确判断的能力，阿庇尤斯就是利用修筑大道与水道这么做的。而阿庇尤斯能成为这般大工程的推进者，是因为他身居财务官的职位。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是一种经公民大会选举推出的官职。




罗马的第二条水道「旧阿尼欧水道」（Anio Vetus）是在距「阿庇亚水道」四十年后的西元前272年开工。这条水道名称中会有一个「旧」（vetus）字，是在帝政时代修筑了「新阿尼欧水道」之后，在这之前一直是以「阿尼欧水道」称呼。「阿尼欧」是在罗马北方三公里处汇入台伯河的河流名称，拉丁文称阿尼欧（anio），义大利文则称为阿尼亚奈。「旧阿尼欧水道」是以流入这条河川上游的溪流为水源。水道名称会采用河川名称，是因为当年提案并担任工程负责人的财务官共有两名，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太长了，因此以河川名称代替。

全长六十三·六八〇公里。

其中地下段落长为六十三·三五二公里。

地上各部份总计为三百二十八公尺。

水量为每日十七万五千九百二十立方公尺，为「阿庇亚水道」的二·五倍。

不过在水质部份，若遇连日降雨则容易出现混浊的现象，这是因为水道直接引用溪流作为水源。

而在这两条水道之后，与道路工程相同地，水道的建设工程也被迫中断了百年以上，这百余年的岁月，正好与强国迦太基为敌死命作战的时间一致。想必罗马人纵然知道公共建设有多重要，却已经力不从心了。





第三条罗马水道是在西元前144年开工。在两年前以迦太基城全毁为结局的第三次布尼克战役才刚结束，也就是说罗马已经能将大多数的预算投入公共建设。

这条水道名叫「马尔其亚水道」（Aqua Marcia），来自於提案人法务官马尔其屋斯的姓名，不过法务官虽是共和罗马的重要官职，却不是像执政官或财务官这般具有权威的高官。实际上，马尔其屋斯初期的任务，是「阿庇亚」、「阿尼欧」两条水道的修复工程，然而马尔其屋斯在完成修复工作的事前调查之后，认为光是修复两条水道无法应付罗马日益增加的人口，有必要推展新的工程。在西元前二世纪中叶时，罗马已经击败了迦太基与马其顿，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强的国家。马尔其屋斯在元老院发表看法之后，元老院不但接受了他的看法，甚至任命年仅三十出头的马尔其屋斯为工程总负责人，而且同时认可将完工后的第三条水道，冠上马尔其屋斯的名字。

「马尔其亚水道」与「阿尼欧水道」引用的同样是阿尼亚奈河的水，只不过「马尔其亚水道」的水源较「阿尼欧水道」更偏上游许多，而且并非直接引用汇流进河川的溪水，而是以流入其中一条溪流的地下水尚在地底的段落为水源。因此在水质方面与后述的「威尔葛水道」并列，在最终共计十一条的首都罗马水道中同为最高级。

全长九十一·六四公里。

地下段落八十·五六公里。

地上段落十一·〇八公里。

这十一公里的段落中，有九·六公里是高架水桥。

水质固然居冠，每日送水量也是当时最大的，计有十八万五千六百立方公尺。

「马尔其亚水道」和其他送水进入首都罗马的十条水道一样，在西元538年蛮族入侵时停止了运作。在这之前整整发挥了六百八十年的功用，将水送入首都。这固然是执政官与皇帝不惧工作的枯燥，与维修道路同样地长年维修的成果，然而这也是寻求最佳的水源地，建造能维持水质的水道，将水由九十多公里外的水源地送进罗马的年轻法务官马尔其屋斯的功劳。

其实「马尔其亚水道」在现代依旧能发挥其功能，这是早在义大利成为统一国家不久后，於西元1870年因其水质优良而恢复的。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水道还是不停地将水送到罗马市中心，水道名称依旧是「马尔其亚水道」，义大利语拼音为“Aqua Marcia”。古时的每日送水量为十八万五千六百立方公尺，而现代则增加六成，为三十万二千四百立方公尺。不过在现代重生的马尔其亚水道，已经不像往昔一样自由流放，而改为现代以水龙头控制的形态。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水质的清洁，不得不使用消毒药水，水中因此有些漂白水味道。

在西元前140年代已经建设了这么一条水质优良、水量充沛的水道，然而在二十年后却又立即著手修筑新的水道，可见在地中海成为罗马人的“Mare Nostrum”（我们的海）的这个时代里，流入首都罗马的人口正逐日增加。




关于西元前125年开工的罗马第四条水道「铁普拉水道」（Aqua Tepula），我们只知道当年的两位财务官姓名，不知其长度与水量。水道名“Tepula”来自於水源地，应该也是基於加上两名财务官姓名会显得累赘，至於其他的就所知不多了。这应该是因为「铁普拉水道」修建得有如「马尔其亚水道」的支线，而又被百年后修筑的罗马第五条水道所合并。

不过这并不代表「铁普拉水道」对罗马人来说不重要。西元前一世纪，意指西元前100年起的一个世纪，共和时代末期的这百年间，在罗马史上是政坛有力人士相互抗争的一个世纪。这是马留斯、苏拉、庞培、凯撒等军事、政治皆佳的实力派人物相互争夺霸权的时代。而且这并非单纯的权力之争，同时也是为罗马国策方针相抗的一场政治斗争。苏拉和庞培是坚持维护既有元老院主导体制的派阀领袖，而凯撒则是以罗马人未曾见过的帝政体制为目标。





尽管在政治上的见解不同，双方还是同样需要罗马公民的支持。元老院派的苏拉及庞培以及平民派的凯撒，表面上都会打着「出身上流的人必须以某种形式回馈社会」的罗马传统为旗号，实际上则是以获得民众支持为目的，拿公共建设当成选举运动。苏拉建设了内有公文书库，功能有如综合办公大楼的「公文书馆」，庞培则是在马尔斯广场修筑了大型的剧场和附属的列柱回廊。凯撒则不限於一地，首先在罗马广场内修筑「朱利斯会堂」，另外又建设新的广场，作为扩大罗马广场的开端。又在马尔斯广场修筑名叫「朱利斯投票所」的列柱回廊，选举时作为投票所，在平时则供民众散步休憩。除此以外，另开工修筑「马尔凯尔斯剧场」。

这些政治人物不能将注意力全部放到建筑物上，然后把道路与水道丟到一边去。凯撒虽非全线施工，但也推动了阿庇亚大道的修复工程。因此若罗马在这段期间内发生缺水的局面，政治人物之中一定会有人提出水道的工程计画，因为政治、经贸用地与娱乐设施固然对都市生活来说很重要，然而一旦缺水，平民立刻会受到冲击。而在共和时期，平民同样是手持一票的有权者。





可是在这段足以称为公共建设活泼期的时代中，完全没有展开任何新的水道建设工程。这是否因为「阿庇亚」、「阿尼欧」、「马尔其亚」、「铁普拉」等四条水道送来的水足以满足罗马人的需求，或说虽不充分，但没有严重到发生问题的地步？又或者说，在这段罗马史学家一致称为「内乱」的时期中，实在没有余力推动大道或水道等以未来为展望的大型土木工程？笔者认为上述两种理由都说对了。将自身著作的《建筑论考》（De Architectura
 ）献给当时的奥古斯都皇帝的威图尔维斯写道：皇帝的职责，已经不仅在保障民众生命安全，亦不仅於建设罗马帝国，尚有充实国家内涵一事。威图尔维斯曾在奥古斯都的养父凯撒旗下的军团中担任技师，而他借由这本著作论及包括民宅在内的各个建筑层面。又，帝国的创始人奥古斯都，同时也是「罗马和平」路线的创始人。想来若要认真从事公共建设的话，「和平」是必备的条件，而公共建设也是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永续「和平」的最佳方法。实际上，从一进入帝政时期起，罗马人的公共建设便开始突飞猛进。虽说奥古斯都在位时期长达四十年，不过光是进入首都罗马的十余条水道中，就有三条是在其任内开工的。




马基维利将好的领导者分成两种，一种是本身拥有万能的才华，什么事情都自行处理的人；另一种则是知道自身并没有万能的本事，而把自己办不到的事情交由別人处理的人。朱利斯·凯撒属于前者，奥古斯都则属于后者。

当凯撒收奥古斯都为养子，并指定其为继承人时，似乎已经看清当时年仅十七岁的养子的人格特质，发现这个在政治上有名望的年轻人，欠缺的是军事方面的才能。凯撒为了弥补这项缺陷，拔擢了一位与养子同年但身份不高的军团兵作为奥古斯都的「左右手」，这就是马库斯·阿古力巴。






马库斯·阿古力巴




凯撒的先见之明马上获得了证明。奥古斯都能在凯撒遭暗杀之后的十四年内乱中胜出，首先要仰赖其本人在政治、外交上老练得令人怀疑其年龄的才能，而在政治、外交层面无法解决，须步上战场时，阿古力巴的存在就很重要了。无论是与布鲁图斯展开的腓利比会战也好，以安东尼为敌的亚克兴角海战也好，在奥古斯都指挥下只怕无法取胜。尤其与克丽奥佩脱拉陷入恋情的马库斯·安东尼，在政治方面也许才能不出众，军事方面却相当有本事，在凯撒生前的重要决战法尔沙拉斯会战时，安东尼便担任左翼的总指挥。奥古斯都确实是政治天才，但欠缺军事方面的才能，好在有阿古力巴的辅佐。

西元前30年，在安东尼的死亡与克丽奥佩脱拉的自裁之后，漫长的内乱结束了，跨越欧洲、中东与北非的大帝国，就此进入由一位刚满三十三岁的最高权力者统治的时代。这并不表示征战已经成了过去的事，不过在以「和平」为最高目标的情形下，大规模的战斗可说已成历史。若以建筑家威图尔维斯的话来说，就是「担忧人民生命安全」的时代已成过去，进入了稳固的「建设罗马帝国」时代，亦即因军事才能遭拔擢，也因此建功的阿古力巴将失去存在的理由。不过奥古斯都了不起的地方也就在此，他并未将阿古力巴弃之不用，而是给这位盟友新的舞台，也就是公共建设工程。若再度借用威图尔维斯的话，就是自身负担「建设罗马帝国」，而由阿古力巴负责「充实其内涵」。也因此，一路活跃在战场的阿古力巴，到了高举和平旗帜的时代之后，依旧是奥古斯都的「左右手」。





优秀的武将同时也可以是创建组织的高手。阿古力巴在获任负责公共工程之后，创设了一个由两百四十名人员组成的技术团队，且成员全为奴隸，这表示人员并非由培育罗马籍技术人员的军团中抽调组成。想必是因为身为武将的阿古力巴，知道罗马军团中不能没有技师吧。这些人的身份是奴隸，代表他们过去曾是战败者，不过，即使是昨日的敌人，只要是有能力的人才便予以录用，正是罗马人擅长运用的败部复活体系。阿古力巴组织的技术人员团队，想必包括他在从军时作战过的高卢、西班牙及日耳曼等地出身的人，再加上在建筑方面才华出众的希腊人所组成。阿古力巴率领这个团队「充实内涵」时，并未将罗马籍的人员排除在外，比方说原为军团附属技师，亦即与军团兵同样具有公民权的威图尔维斯，他在退伍之后并非将经历全数奉献给著作《建筑论考》，据说奥古斯都在阿古力巴协助下展开「弗拉米尼亚大道」全线翻修工程时，威图尔维斯便以技师的身份加入其中。大道、桥梁和其他公共工程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这些工程源起于军用目的，因此实际施工时由军团兵进行，而指挥具有罗马公民权身份军团兵的施工技师，与其派遣希腊等东方地区来的奴隸，不如指定以同为罗马公民的人为佳。虽说罗马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在某些状况下，全面废除民族差距并非最佳的做法。

而在水道与其他民用公共建设方面，工程规划与完工后的维修由技术团负责，但实际施工则由竞标成功的私人企业（societas）进行，在这种体系之下，就算指挥施工的技术人员身份是奴隸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不管怎么说，由阿古力巴所创设，编制二百四十人的技术人员团队，已经逐步成为罗马帝国的「公共建设部」了。





笔者想要列举阿古力巴带着这批奴隸技师盖过哪些建筑物，不过这样一来会让笔者与读者双方都吃不消，因此在此只列举有名的建筑。光在罗马市区内，便有下列的建筑物：

多年后由哈德良帝全面改建，但仍为献给诸神的神殿「万神殿」（Pantheon）。

在万神殿南方，有座第一座大规模的罗马式公共浴场「阿古力巴浴场」（Thermae Agurippae）。

「浴场」（Thermae）西方则建有供市民休閒，四周以回廊围绕但绿意盎然的人工湖泊「阿古力巴湖」（Stagnum Agrippae）。

在万神殿东北方，於罗马时代原本建有「和平祭坛」（Ara Pacis）。而与和平祭坛隔弗拉米尼亚大道相对的，则是「威普萨尼亚回廊」（Porticus Vipsania），墙面上有利用各色大理石镶嵌成的帝国全图，而威普萨尼亚则是马库斯·威普萨尼亚·阿古力巴的家门名。

阿古力巴似乎将个人的精力由战场转移到了公共建设上，工作范围甚至扩及行省。例如两千年后的今日依旧於南法的尼姆屹立不摇的Pont du Gard，就是他为了提供尼姆市民必需的用水而兴建的水道桥。

除了个別的公共建设之外，他还曾经修筑包括所有必备公共建设在内的一整个城市。目前德国的主要城市科隆，原本只是获准在莱茵河西岸定居的一支日耳曼部落，后经由阿古力巴加以都市化。此地在罗马时代名为「科罗尼亚·阿古利庇内西斯」，后世将意为殖民都市的「科罗尼亚」转为德语拼音，就成了今日的科隆。

阿古力巴既然会在行省建设高技术水準的水道，帝国的首都罗马就更不用说了。或许他认为光是维修现存的四条水道不够，便另行先建了两条水道，若加上在他逝世十年后才完工的水道，则共有三条，这些水道分別叫做「朱利亚水道」、「威尔葛水道」，及「阿尔谢提纳水道」。





沿用奥古斯都之家门名「朱利斯」的「朱利亚水道」（Aqua Julia）其全长二十二·九公里。

地下段落十二·五公里。

地上段落十·四公里。

其中有九·六公里为高架水道。

据载其每日送水量约为「马尔其亚水道」的四分之一，因此约为五万立方公尺弱。水质据说与「铁普拉水道」同等，让人觉得可以接受。这条水道的建设目的，是在加强罗马市东半部的给水系统。

不过阿古力巴最热心建设的水道，恐怕要数「威尔葛水道」（Aqua Virgo）了，因为这条水道主要建设的目的，在供给由他兴建的罗马式大浴场始祖「阿古力巴浴场」的用水。在此说「主要目的」，是因为水道兼有提供马尔斯广场一带用水的功能。水道由北进入罗马市区后，於今日的西班牙广场一带转为高架水道南下，直达万神殿南方的浴场，然后再向南延伸。这是唯一完工日期记载详细的水道，据文献记载，水道开通的日期为西元前19年6月9日，此时已经施行了十一年的帝政。

全长二十·九四六公里。

地下段落十九·一〇四公里。

地上段落一·八四二公里。

其中有一公里多为高架水道，每日送水量为十万三千八百四十六立方公尺。

水质极佳，据称与「马尔其亚水道」并列鼇头。另外，这条「威尔葛水道」和其他水道一样，於西元528年遭破坏后，长期处於停止功能的状态，到了西元1453年，才在文艺复兴时代的首位教皇尼克罗五世协助下恢复，前后相距有九百年。重生后的「威尔葛水道」名称由拉丁文的「威尔葛」转为义大利语拼音的“vergine”，成了「维吉尼水道」。「维吉尼」意为「处子」或「少女」，据说当年技师在寻找水道所用的水源时，遇到了一位少女，告知技师有一处湧泉水质清澈，因此水道才获得这个名字。

两千年前的「威尔葛水道」，就如此在文艺复兴时代以「维吉尼水道」之名复活，直到今日都还送水至罗马市区中心。以特雷威喷水池及西班牙广场喷水池为首，罗马市区内的众多喷水池几乎全数仰赖这条水道供水，除了喷水池以外，在旧罗马市区内还有许多四季水流不断的水道口，用的同样是古「威尔葛水道」的流水。由于和现代版的「马尔其亚水道」不同，沿用古罗马的自由放流方式，所以这条水道是唯一不需借助消毒药水保持水质的水道，换句话说，没有漂白水味。在笔者位于罗马的自宅门前，沿着马路走上十公尺左右就有这种水道口。住在日本的朋友警告笔者，不要喝未经消毒的水，但笔者几乎没有理会这个忠告，常常用这水道的水泡著茶，心想「我正喝着阿古力巴的水」。






特雷威喷水池




在「威尔葛水道」完工七年后，阿古力巴也已经不在人世，由两百四十名成员组成的奴隸技师团队，也整团送给了奥古斯都。皇帝在接收了奴隸技师团后，不仅让他们脱离奴隸身份，还越过解放奴隸、一般公民、地方议员三个阶级，一口气提升到「骑士阶级」。奥古斯都在政治上有著冷静的特质，因此不大可能只因这些人是由盟友一手提拔起的，就给与此等优待措施，想必是他认同了这些技师的功绩，因此他才将这个原为阿古力巴个人私设的技术团，转为有如「公共建设部」一般的国立公共机关。而开国皇帝马上利用这个机关又修建了一条水道。

罗马的第七条水道「阿尔谢提纳水道」（Aqua Alsietina），是在阿古力巴逝世十年后的西元前2年完工的。

全长三十二·九公里。

地下段落三十二·三九公里。

地上段落五百一十公尺，几乎全为高架水道。

送水量为十一条水道中最少的，水质据说也最差。不过这条水道的修筑目的不同，并非为饮用等民生必需用水，而是为了提供工厂用水而修筑。

这条水道是直接在罗马市西北西的马尔提尼亚诺湖中挖掘坑道，由此引水从罗马市西侧进入市区，并直接将高架水道连接到庞大的蓄水池。台伯河西岸的这一带，今日称为托拉斯台伯（意为台伯河对岸），由于地近河畔，因此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工厂集中地。开国皇帝希望借由确立稳定的供水系统，带动中小型手工业兴盛。

蓄水池并非单纯地在地上挖个大洞装水就算了。首先，蓄水池内部各处都以水泥进行防水处理过，而在水池周围又以回廊环绕，已是具相当规模的水池。蓄水池中备有完善的滤除杂质设备，直接将水提供给各工厂使用，因此这一带存在著各式各样的水车。

由于罗马人称这座蓄水池为「模拟海战场」（naumachia），造成后世的研究人员误解。其实在奥古斯都治国四十年的期间内，摆上诸多船舰举行模拟海战供民众娱乐的记录仅有一次，这大概是为了纪念水道与蓄水池完工所办的庆典吧，而在此后的史书上并未记载利用这个蓄水池作表演的事蹟，想来「模拟海战场」只是建于台伯河西岸蓄水池的通称而已。奥古斯都行事向来现实，应该不会只为了偶尔举办的模拟海战，就投入无数的劳力与资金，强行推动水道与蓄水池的大工程。




奥古斯都的下一任皇帝是台伯留，这一位皇帝在任内完全未曾推动任何新的水道工程。笔者认为，罗马帝国是由凯撒描绘蓝图，由奥古斯都建构，而由台伯留巩固。第二任皇帝台伯留是个热心於维修工程的统治者，但几乎没有进行新的营造工程。举例来说，奥古斯都创设了国营邮政制度，而台伯留所做的，则是在各驿站配置警备队，以确保邮件与旅人的安全。目前已有许多碑文证明，在台伯留在位的二十三年之间，不仅在首都罗马，本国义大利半岛及行省其他主要都市的水道都受到充分且细心的维修整顿。水道和道路一样，不是只要完工就算达到目的的建筑物，即使水道桥本身没有问题，若是疏于清扫其上的坑道内部，石灰将会附著在壁面上。若附著情形严重，会造成该段落的水压上升，水压上升到超过容许极限，势必会随之影响到水道桥本身的结构。由于维修工作是如此重要，足以形成让人雕刻石碑感谢维修者的理由，这让人深深感叹，原来日常保养维修之重要，不只针对私人住宅而言。

如同上述，若人口不再增加，罗马的七条水道已经足堪使用。然而在帝国一片「和平」，罗马又为帝国首都的情形下，外来人口流入已经几乎可说是自然现象。台伯留的下一任皇帝卡利古拉，在他个人好大喜功的性情助长下，他决定一次修筑两条大型的水道，这时已经是西元38年。

然而这位年轻的皇帝由于政治上诸多失策，在三年后便遭杀害。虽说罗马人施工迅速，此时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最高负责人死亡使得工程因而中断。





继承卡利古拉帝之后的是克劳狄斯帝，但他并未立即重新展开水道工程，也许是他将其本人提案的奥斯提亚港工程列为优先，又或者以完全征服不列颠为目标而展开的军事行动，在经费方面扯了水道工程的后腿。不论原因为何，水道修筑工程一直要等到西元47年才恢复，从停工时起算，已经过了六个年头。不过，从复工到完工所需的时间，还不满五年，因为克劳狄斯帝将阿古力巴所创设，编制两百四十人的技术人员团队扩编至七百人，投入了水道工程。

西元52年8月1日，两条水道为纪念克劳狄斯帝生日同时开始送水，其中一条冠上皇帝的家门名，称为「克劳狄亚水道」（Aqua Claudia），另一条由于水源取自流入阿尼亚奈河的溪流，因此命名为「新阿尼欧水道」（Anio Novus）。由于这条水道的落成，於西元前的共和时期修筑的「阿尼欧水道」前开始加上一个旧字，称为「旧阿尼欧水道」（Anio Vetus）。自此罗马的用水供给体系便由九条水道所构成。

「克劳狄亚水道」其全长六十八·九公里。

地下段落五十三·八公里。

地上段落十五·一公里。

其中有九·六公里是高高在上的高架水道。

水质相当优良，每日送水量为十九万一千一百九十六立方公尺。

「新阿尼欧水道」则是全长八十七·一七公里。

地下段落七十三·二〇公里。

地上段落十三·九七公里。

其中有九·六四公里为高架水道。水质虽非冠军，但送水量却是十一条水道中最高的，每日有十九万六千六百二十七立方公尺。这个送水量同时也是罗马帝国境内各水道之冠。





罗马的第十条水道「图拉亚纳水道」（Aqua Traiana）如其名所示，是由图拉真帝在西元109年完工的水道。水源来自罗马北北西三十公里外的布拉加诺湖，当然，并非直接引用湖水，而是以流入该湖的溪流为水源。这条水道同样是由西侧进入罗马市，主要的建设目的在于改善台伯河西岸的供水状况，在现代而言，大约是罗马教皇厅所在的梵蒂冈一带。到了西元二世纪的五贤帝时代，据说罗马市区人口已经突破二百五十万，想必不止市中心的台伯河西岸一带，有人居住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阔。

我们无法得知这条水道的详细结构。这并非因为弃置不理的年月太久而无法得知，而是为提供教皇厅的用水，经过一再翻修，反而使得古代的样子不复存在。由罗马皇帝所建的水道，却长年向深恶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大本营送水，这正是优秀的公共建设对任何人都会同样有用的实证。

不过，罗马教皇厅尽管重视这些水，却不高兴让送水来的水道长年冠著皇帝的名号，「图拉亚纳水道」后来沿用圣保罗的名讳，被易名为「宝拉水道」。这条水道至今依旧每日输送九万五千立方公尺的水到台伯河西岸一带。






由水源地到罗马




到西元三世纪才兴建的第十一条水道，也是罗马的最后一条水道「安东尼亚纳水道」（Aqua Antoniniana）会得到这个名称，是因为冠上了俗称「卡拉卡拉帝」的皇帝家门名。修筑这条水道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罗马市南区居民用水，为现代同是有名遗迹的「卡拉卡拉浴场」使用，而不是因为罗马市内的给水系统有所不足。对罗马市内提供稳定用水的系统，在西元一世纪中叶「新阿尼欧水道」与「克劳狄亚水道」完工时，已经能发挥完美的功能，充分满足民众需求。若非如此，名副其实地将帝国重整（restructuring）的哈德良帝，不可能未做任何改良措施。

在西元一世纪中叶时，对罗马市区内的送水量已经突破百万立方公尺，若以人口百万计算，则每人每日的给水量为一立方公尺。学者们考虑到途中的给水以及送水途中的损耗，将每人每日给水量估为其半数，但依旧与现代的大都市有相同的水準。附带一提，若以1983年为例：纽约为〇·六立方公尺、伦敦为〇·五、巴黎为〇·四五、罗马为〇·四六，东京为〇·四七。

以东京的首都高速公路为例，在现代大都市高架桥上奔驰的是汽车，而在罗马时代却是奔流着清水。每当看着通往首都中心的高架水道复原模型，就让笔者想要喊道：「让开让开，水要通过啰。」能够充分用水，是让人的日子能过得像人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能满足这条件的，还不只首都罗马一地。




各位大可认为，只要是罗马大道干线通过的都市，也必定会建有罗马水道，不过其数量要视人口而定，而水源地至都市的距离，也随地势有所不同。本国义大利的小都市之一庞贝城只有一条，高卢行省的首要都市里昂则有四条，罗马时代的巴黎不是什么重要的都市，因此只有一条。另外，由水源地到都市的距离，不是看都市的重要程度，而是看地势决定。巴黎为十六公里，位于今日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歇尔歇尔为三十五公里，尼姆为五十公里，里昂的四条水道中，最长的一条为七十五公里，科隆为七十八公里；至於必须到沙漠对面寻找水源的迦太基，则长达一百三十二公里。若说罗马大道是一贯的政治意志产物，那么水道也是相同的。






罗马市区内部的各水道




而要让想法与罗马人不同的民族了解到，拥有安全迅速的交通，及稳定供给的用水有何好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实物呈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亲自体验。一旦亲自体验之后，任何人都能了解到，在城镇内的共同水槽汲水使用，要比以往到远处的泉水、河边或水井打水来得方便许多。这些实物展示的现场，首先是水道设施较各地完备的首都罗马，其次则是各行省的省都了。歇尔歇尔、里昂、科隆和迦太基都是行省的省都。





罗马人是昨日的战胜者、今日的统治者；相对地，行省的人民则是昨日的战败者、今日的被统治者。所以罗马皇帝才能强制行省人民修筑水道，然而光是强制并不足够，让民众了解其优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水道和大道不同，其修筑与维修费用都是由行省人民负担的。

罗马大道原本是为军用目的而铺设，若一般人在途中遇到军团行军，只怕是要退至道路边，让军团优先通过，而且应该没有人会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正因为有这一层为军事战略需求而铺设的背景，法定有义务全线铺设石板路面的干道，亦即「公道」（viae publicae）的修筑工程才能动员军团兵进行，而大众也会认为，由身兼罗马军最高指挥官的皇帝来担任工程的最高负责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简而言之，就是整体情势允许中央政府负担修筑工程费用，而后的维修保养费则委由沿线的地方都市负担。

至於水道方面，我们一看配水比例便可得知其主要在于民生用途，因此不论是修筑费用或维修费用，都必须由身为地方政府的各行省及列名为「地方自治体」的各都市负担才得以实现。罗马人会如此执著於修筑水道，是因为他们确信稳定供给用水，也是优良的文明之部份。罗马的中央政府为了让水道普及至全帝国疆域中，除了由统治者强制执行，以及实物展示之外，还利用了派遣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的方法。





为了举例说明水道工程是如何在与罗马人不同思想的民族居住行省完成的，在此想要重新介绍一次于第Ⅸ册中曾引用的信件。这是西元二世纪时，在小亚细亚担任俾斯尼亚行省总督的小葡里尼斯，寄给身在罗马的图拉真皇帝的一封信。


「尼可美底亚市的居民为了修筑水道，已经耗费三百三十一万八千塞斯泰契斯铜币，然而水道至今仍未完工。不但未完工，且由于弃置不顾，已有多处损坏。因此又编列二十万塞斯泰契斯铜币开始另一座水道的工程，但同样陷入半途而废的状况。虽说这是浪费公帑的结果，但为了供应当地人用水，新编预算支出势不可免。




由我亲自前往现场视察的结果，水源澄澈、水量丰富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将水引至都市。我认为如同初期尝试，利用连续弧拱结构的高架桥是唯一方案，然而初期施工时所建筑的拱桥墩，至今仍堪用的段落极少。如此一来，只有改建一途，但初期施工所用的石材可资转用，其余的部份，使用施工容易且造价较低的砖块应已足够。




然而话虽如此，为了不让同样的浪费再度发生，烦请派遣水道与建筑两领域的专家前来。我的任务只有一件事，就是让在您的治世下完成的公共建设，能衬托出您的威严。」



尼可美底亚的居民大多是希腊人。又，希腊与罗马的文明关系密切，足使后人并称为希腊-罗马文明。然而连要让希腊人了解水道的好处，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罗马人竟然在面对中东的腓尼基后裔迦太基人时，还能成功地让他们从一百公里以外的远方开始修筑水道。也就是因为如此不辞辛劳，罗马水道才能和罗马大道一样，普及到跨越欧洲、中东与北非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地方。





希腊人自负在建筑和艺术方面的成就都高过罗马人，但也提出罗马人所建设的大道、上水道和下水道为希腊文明不及之处。各位要知道，其中尤以上下水道的整顿，在卫生政策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希腊人之中，出了一位医圣希波克拉底，但他们对于上下水道的工程毫无兴趣；相对地，罗马人将医学与医疗方面全委由希腊人包办，自身却热心於整顿上下水道，甚至於执意要修筑公共大浴场维持身体清洁。这两个民族的差异真是耐人寻味。也许在苏格拉底（Socrates）和苏格拉底欣赏的俊俏青年满街跑的时代里，雅典并没有我们想像中干净。

至於和罗马大道同受希腊人讚叹的罗马水道，其地下段落和高架桥部份简图则如右所示。






罗马水道断面图（略图）




修筑水道所需的用地宽度，和大道几乎完全相同，将近十二公尺。水道的地下坑道与地面高架桥实际宽度为二·四公尺，罗马政府会在两侧各多征收四·五公尺的土地并入水道用地，一来是为了保护水道桥，二来是为了维修时的方便。不过两侧各四·五公尺的保留地，一到了寸土寸金的市区内，则变通为只要保留一·五公尺即可。

在这十二公尺的用地中，若有私有土地存在，则政府必须付费征收。与前述修筑道路时相同，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难以征收水道用地的记载，想必理由不只在于罗马人富有公德心。道路会为沿线的居民带来利益；相同地，水道也不会说水声涓涓从一旁流过，而住在水道附近的人却只能干瞪眼，只要提出给水申请，获得水道当局认可，水道局就会派员前来进行必需的工程予以配水。不过，和可在任意路段免费进入路面的大道不同，要将水道拉到自宅是必须付费的。




罗马大道由于主要目的在于军事用途，因此修筑工程能够动用军团兵，而相对地，罗马水道的工程则是由营造业者承包，也因此留下一些与水道修筑费用相关的史料。其中之一为巨著《博物志》的作者大葡里尼斯所记载的数字，据载「克劳狄亚水道」与「新阿尼欧水道」两条水道的修筑费用合计为三亿五千万塞斯泰契斯铜币，前者是从六十九公里的远方起始，后者则绵延八十七公里的长度，两者均为上天下地的大工程。若单纯地将费用除以二，则每条造价一亿七千五百万塞斯泰契斯铜币；若以史上仅存的一份记录为依据，一年的水道使用费收入为二十五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相除之下得其商数为七百。如果这项数字正确，也就意味着若打算仅靠水道使用费来回收修筑水道所需的费用，全额回收得等上七百年。由于仅凭这项数字连试算都无法进行，因此研究人员放弃做更进一步的推论，不过大多数的人员都同意下列论点，亦即和修筑大道时相同，罗马的中央政府在修筑水道时，打从一开始就将收益置之度外，想必和称罗马大道为「公道」一样，他们认为罗马水道也是公众应完成的事。若借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必需的大事业」（moles necessarie）。最能突显这项特点的，就是名为“castellum”的储水槽结构了。

“castellum”是英文的castle的语源，一般翻译为城堡或城塞。城堡有聚集并驻留士兵，随需要派出军队的功能，而罗马水道的castellum功能，则是暂时储存流水，沉淀或用金属网具过滤杂质，之后随用途不同分流至不同的配水水路，因此罗马人不以意为水池的“piscina”，而是以意为城堡的“castellum”命名之。附带一提，罗马人将纯粹为储存用水、去除杂质而修建的水池称为“piscina”，而现代语只能翻译为储水槽的“castellum”，最重要的功能在配水方面。




罗马水道的储水槽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既然具有随需要控制配水优先次序的功能，自然不是一条水道只配有一座储水槽。《水道论考》的作者弗隆提努在涅尔瓦帝时代担任相当於水道局长的职位，他在著作中记载了涅尔瓦帝时代已经修筑完毕、存在于首都罗马的九条水道，位于市区内的段落各有多少“castellum”。

阿庇亚水道——二十处。

旧阿尼欧水道——三十五处。

马尔其亚水道——五十一处。

铁普拉水道——十四处。

朱利亚水道——十七处。

威尔葛水道——十八处。

阿尔谢提纳水道——〇处，应该是因为这条水道直接通往工厂用蓄水池（naumachia）的缘故。

克劳狄亚水道+新阿尼欧水道——合计九十二处。

上列资料不包括弗隆提努逝世后修筑的图拉亚纳水道及安东尼亚纳水道储水槽数量。九条水道合计共二千四百八十七个储水槽，附带一提，庞贝城内仅有一个，帝国的首都罗马和本国义大利境内的小城市之一庞贝，差距就在这里。不过庞贝城同样是在罗马文明下的都市，遗迹中留有依用途将水一分为三的“castellum”结构体。而在枯水期的配水优先级则如下列：

（一）公共用：以共同水槽为其代表。配水比例为整体的44.2%。

（二）皇帝用：并非意味着仅供皇宫及其他皇室的用水。大型公共浴场名义上是由皇帝修建后赠与民众，因此所需的大量用水也归类在皇帝用之中。通过这种配水路的水量比例为整体的17.2%。

（三）私人用：提供用水给申请延长水道至其自宅，并经许可后，由「水道局」技师前往施工完毕，得以在家用水的人。

在私用类別中，还包括点散於郊区的別墅给水在内，不过对別墅的给水由于有造成水压下跌的风险顾虑，要取得许可并不容易。这类用水的比例，占整体的38.6%。而只有列入（三）类的人才必须支付水道使用费，亦即（一）和（二）被视为公共用途，因此得免除水费。




罗马人并不认为凡事皆应以“publicus”（public的语源）为先，而“privatus”（private的语源）居次，只是认为既然是利用公款完成的工程，因此公务自然应该优先于私人。罗马法对于保护私人取得的私有财产不遗余力，甚至将其列为罗马法基础之一，不论是修筑大道或水道，都未曾发生强制征收用地的例子。在罗马人的社会中，除必要时由「公家」优先于「私人」之外，其他一般状况下都是「私人」优先于「公家」，两种态势维持著一种平衡关系而共存。

既然罗马人有这种想法，那么他们由具有中央公务员身份的军团兵施工、由国家提供经费铺设的罗马大道，想必会想要向利用罗马大道的私人使用者征收费用。然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虽说罗马大道有如现代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一样，是由人工铺设的道路，但在当时，任何人都能从任意地点进入罗马大道。若是人、马、货车突然出现在高速的铁路或车道上，当然是很危险的事，不过马与马车毕竟和火车、汽车不同，速度实在有限。正因为如此，罗马时代的「高速公路」既没有护网也没有栅栏，还开放给徒步的旅人使用，也因此无法收取过路费。如果真想收费，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桥的出入口派员收取，然而又因为罗马人平素认为应维持复数选项，因此同一路段的桥梁数量也不只一条。如果要在所有的桥梁上派驻收费人员，光是人事费用就会造成沉重的负担，反而是免费通行对国家来说负担较轻。哈德良皇帝任内曾在埃及行省试行过收费制度，但也仅止于一个地区短期内的尝试而已。结果罗马大道自始至终，一直都维持免费通行。

不过水道就不同了。

首先，政府的水道机关将几近五成的水分配到共同水槽，可说已经达成水道的公共功能。罗马人将水槽称为「公共喷水池」，不过有美丽雕像和高高水柱的并不多见，大多数是个简单的四方形石造水槽，由模仿动物头部形状的注水口二十四小时灌著水。只要是在共同水槽给水使用，不论取用多少都是免费。根据各地的挖掘调查结果推论认为，由住宅向外走，顶多只要四十公尺，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水槽。这类的共同水槽设置在路边，溢出的水会流入道路下方的水沟。因为如同前述，为维持供给清洁的水，罗马的水道会维持二十四小时自由放流。




除了配给共同水槽的44.2%以外，另有17.2%的水归于皇帝使用，主要是提供公共大浴场的用水，若合计这两项用水，则罗马水道的总水量有六成是用于稳定提供民众用水。这是卫生政策上很重要的一环。饮用清澈的水、使用清洁的水洗涤食物、拿干净的水下厨，再加上经常前往公共浴场入浴保持身体清洁，对于健康的好处真是难以估计，对防范疾病方面发挥的功效也难以计算。若考量到帝国统治的疆域之广阔、统治的岁月之长久，那么罗马史上的流行传染病次数实在是少得惊人。医圣希波克拉底曾说：预防重于治疗，而罗马人则是举国达成了这项目标。当我们回头想想，两千年后的现在，住在地球上的人之中，还有许多人无法充分取得用水，我们不禁要感叹罗马人的公德心之高，能让他们深信稳定供给清洁的用水，是人要活得像人所必需的大事业。也因为政府提供充分又免费的水，才能对要求更多服务的人开口要钱。民众只要离家走上四十公尺，就能免费汲水，若要将水引到家中，已经超过了公家所应负担的服务范围，亦即已属私用，应当支付费用。而要将水道牵至自宅，必须要向「水道局」申请、取得许可，由「水道局」派员施工。在这个阶段便能掌握「私用」的数量，而掌握住数量后，就能课征费用了。

不过，虽然已经演进到可以课征水道费的地步了，水道费用又是如何决定的呢？现代的水道都装设有统计使用量的水表，用户只要按照使用置付费即可，但是罗马时代是如何统计的呢？由于罗马水道是借由二十四小时自由放流来维持水质的，因此罗马时代的「水道局」要面对的，是一则要让水流个不停，二来又要反过来计算用水量，想想还真有点好笑的问题。罗马时代的水道工程师，借由某种方法解决了上述问题，不过在叙述前，我们先来看看在罗马时代，要把水道牵到自宅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想将水道牵到自宅的人，必须先向皇帝提出申请。申请书提出对象为皇帝的，仅限於首都罗马地区，其他像米兰、拿坡里等位于本国义大利境内的地方都市，提出对象则为该市的议会议长。如科隆和里昂等行省省都，则是向行省总督提出，而像巴黎和特雷德等行省内的地方自治体（都市），申请对象则是该市的议会议长。若是雅典等由罗马特別承认的自由都市，申请书的提出对象则为该市市议会。请各位不要忘记，罗马人统领如此庞大的帝国，还能发挥令被统治者满意的功能，就在于罗马帝国的政治有著巧妙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也许以我们的眼先来看，会觉得不过是装个自来水，何必如此麻烦。但两千年前的罗马人可不这么想。

在罗马时代，人们认为稳定供给用水是「公家」应向民众负责的职责之一，因此不能只因使用者愿意付费就无限量地给予许可。为修筑水道一事耗费庞大的劳力与公帑还能获得众人的共识（consensus），就是因其与公共利益相关。根据研究人员表示，在庞贝城遗迹内挖掘出的储水槽中，其公共用、皇帝用与私人用的配水比例，和行省的都市几乎完全相同，而皇帝用的配水中又包含了公共浴场等公共建筑物的用水，若将其列入公共用水中，则罗马水道运来的水中，「公」、「私」配水比例大致是六比四。亦即罗马水道中流的水，有六成分配到「公共用水」；而有四成分配到「私人用」。私人用水不得超过既定的比例，因为一旦超过，公共用水也将随之减少。在现代来说，将自来水接到自宅中使用的人占大多数；可是在罗马时代，绝大多数的人使用的是共同水槽。既然水道是公共建设，又有上述因素影响，因此绝对有必要将私人用水抑制在四成以下。那么，罗马人又是如何办到的？





首先，人人都想得到的方法，就是征收使用费。在那个大道、桥梁都理所当然免费通行的时代，只有水道要支付使用费，算是一个特例。居民只要走到平均每隔七十公尺便配置一个的共同水槽，就能免费取得用水，因此收费也许能发挥抑制的功用。可是话说回来，又不能为了重视抑制的效果，而把水道使用费调高。

这是因为被归类到「私人用」（privatus）类別的人里，有许多是为工作需求而用水的手工业者，尤其染坊更是需要大量的用水，而像奥古斯都和图拉真这两位众人公认为明君的皇帝，甚至修筑了以稳定提供工业用水为主要目的的水道。相信罗马人不会无视水在产业方面的功效。而对于工作上没有直接用水需求的富裕人家，也不能以「引水到自宅中是奢侈的象征」为由立即驳回，这类的有钱人家光是在市区内置有宅院，就能增加消费，连带促使都市内经济活性化。就连郊区的別墅，也有类似的功效。罗马人原为农业民族，在他们观念中，「別墅」也就是农业的生产中心，有人居住才能避免土地荒废；而一旦整顿好安全舒适的环境，自然有人会久住於土地上。安全方面已有“Pax Romana”做保障，而保障舒适的第一个条件，就在于稳定供给清澈的水。

基於上述因素的影响，罗马时代的水道收费不能太高，不过一年的水费收入只有二十五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也未免太便宜了。这个数字相当於罗马市区内最高级公寓一年份房租的八至九倍，笔者怀疑这是中世纪抄录时的笔误，或者只是通往罗马市的十一条水道中的其中一条水道收入。不过在史料中确实找不到抱怨水费过高的记载，毕竟这是为了公共利益目的而修筑的基础建设，打从一开始，罗马人就不準备靠规费收入来填补经费支出。

诚如上述，在罗马时代，征收水费几乎无法抑制申请人数的增加。在这情势之下，第一个将私人用户抑制在四成以下的方法，就是让用户不过是申请水道而已，却必须向当地的最高行政权力者申请。亦即身在首都便必须向皇帝，身在行省则必须向行省总督提报申请。也就是说真正的目的，在于让申请的过程复杂化，使得由申请到许可为止所需的时间延长，借以打击一时兴起的申请人。

第二个方案，则是许可以后，有效期间仅限於当事人一代为止，法律上不承认其世袭、继承与转让。在罗马时代，罗马公民权与国有土地租借权都是一种世袭权利，而水道使用权却限於当事人一代，这真的值得后人大书特书。当父亲死后，即使儿子住在同一栋房子，也必须重新申请水道使用权；另外，买到已有水道房屋的人，也必须重新向政府申请水道的使用权。为维护公用的六成用水，所耗费的工夫非常人可以想像。

在同时，对于偷窃水道用水的人，则课以相当重的罚锾，最高可达十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相当於八十四名军团兵的年薪。不过尽管如此处置，似乎盗水的人依旧不绝於后。要盗用水道用水，就必须经由水道施工的过程，也就是说，窃取公共水道用水的缺德人，和身为「水道局」公务员但缺乏专业良知的贪官有勾结的现象，这使得工程的负责人要到施工的当天才敢将工程计画告诉部下。盗水的行为不仅减少了政府的收入，同时由维持水道内部水压的观点来说，也是不能允许的现象。罗马是个法治国家，因而当国家有水道法时，就必须遵守，如果法律不符合现状，只要修法即可。





那么，归类到「私人用」类別的水道使用费是如何决定的呢？罗马水道为了维持水质，因此二十四小时维持自由放流，如此一来便无法计算使用量。不能计算使用量，就无法决定使用费金额，而无法决定使用费金额，也就无法征收使用费了。不过，就算罗马人采用这种自由放流的方法，水还是一样由主水管流向支管，然后通往住宅与工厂。




因此，罗马时代的水道工程人员便以支管的圆周为收费基準。铅制的支管由粗到细一共有十种，而长度同为三公尺，这些管线均由制造铅管的工厂依照规格大量生产，施工人员只需依照申请书所登录的使用目的及使用地区面积来估计用量，然后决定所使用的铅管粗细与数量。而由于这种施工只有专门人员才办得到，想必也便於「政府当局」估计所使用的水量。






铅管的制作方法（引用自J.P.Adam,“La construction romaine.Materiaux et techniques”）




能够使用这种方式决定水费，同时表示在罗马时代，家用的水道同样是以自由放流方式维持水质。而二十四小时维持放流，除了能维持水质以外，同时也对于维护下水道功能有所助益，所以说「自由放流」在卫生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希腊人说罗马人的大道、上水道与下水道是三大创举，而这三样东西都同样不能光是修筑便告结束，而是要能持续发挥功效才有意义。正因为能发挥完美的功效，才使得希腊人为之感叹。由对于上下水道毫不关心的希腊人眼中看来，罗马时代的都市想必是清洁无比。

那么，罗马时代既然以「自由放流」为水道的基础，是否就没有水龙头了呢？其实水龙头还是存在的，而且原理和现代的水龙头完全一致。研究人员根据庞贝城出土的水龙头复制实验后表示，罗马时代的水龙头技术水準，几乎已经完全能发挥控水的功能。不过罗马人只有在维修与其他施工时，才会使用水龙头暂时将水流堵住。毕竟「自由放流」是罗马水道的基本样式，而多亏了这项「自由放流」的功效，罗马人才能喝到没有消毒药水味的饮用水。




在这里想要探讨一下曾经轰动一时的假说。这项假说认为罗马人灭亡的原因，在于中了铅毒素。也就是说，因为罗马水道使用铅管，罗马时代的人饮用通过铅管的水，使得铅里边含有的毒素逐步侵蚀身体，造成慢性中毒症状，最后由于末梢神经与脑细胞都有了障碍，因此造成罗马帝国灭亡。

这项假说中有许多的缺陷，不过在此姑且不提。笔者在此想要讨论的是：罗马人是否不知道铅中含有毒素。

罗马人不但并非无知，而且很清楚铅的问题。在西元前一世纪发表的《建筑论考》中，作者威图尔维斯便已经论及铅的毒性，以及避免铅中毒的方法。书中表示：铅一旦溶於水后，便会产生毒性，而由铅管工厂员工的脸色及姿态不佳，便能发觉铅毒对人体有害。因此为健康考量的话，便必须极力减少铅管的使用量。若要提供对健康有益的用水，水管最好是以木制或是赤陶土（Terra Cotta）制为佳。

然而，罗马水道依旧继续使用著铅管。在何处？又为什么？





首先，由水源地起，至进入都市的储水槽为止，无论地上地下段落，水都是流在石造的水沟内，因此用不著铅管。问题在于由“castellum”到共同水槽为止，或者到住宅为止的都市内部管线，这些段落便有使用铅管。由于配水的目的地多，而送水的管线往往需要曲折转弯，使用铅管较容易进行施工。在欧洲北部曾经挖掘出木制的水管，而在南欧也曾挖掘出赤陶土制的水管，不过在市区内，还是以使用铅管为主。

那么，罗马人明知铅具有毒性，为何还要使用铅管？

如同威图尔维斯所述，罗马人已知铅溶於水中后会产生毒性。也就是说，接触水的时间越短越好，而「自由放流」的方式，在此又添增一项功绩。原本水流在宽广的坑道中已经十分迅速，到了狭隘的铅管中，其速度更是飞快，而由于水道并未使用水龙头，放水口同样也是采用自由放流方式，铅溶於水中的风险相信也因此大为降低。另外，水中的石灰成分对于减低铅毒素的风险也大有助益。进入罗马水道的遗迹时，最令人讶异的，莫过於坑道内部累积了一层厚厚的白色石灰。也让人理解到水道要经常进行维修的原因之一，在于必须定时清除壁面上的石灰。然而在铅管内部累积的石灰，不正可形成薄膜隔绝铅与水吗？不管怎么说，研究罗马水道的学者们，根本不把罗马帝国亡于市区内使用铅制水管的说法当一回事。




关于罗马水道的话题，当然要以假如水道没有发挥完善的功能，便不可能诞生的大型公共浴场做结尾。罗马人喜好泡澡的风气实在是空前绝后，只要是小有规模的都市，内部理所当然地会有数个的浴场。而参访当时帝国的最前线，位于今英国境内的哈德良长城时，看到前线官兵使用的浴场遗迹后，真是令笔者目瞪口呆。以引用河水的浴场来说，这个浴场算是小型的了。可是罗马人竟然执著於入浴至此，连身在前线都不愿放弃。而一到帝国的首都罗马，浴场不但规模扩大，也变得更豪华。这是因为浴场是由皇帝修筑馈赠给市民的。






哈德良长城旁的士兵用浴场遗迹




在此依照修筑时间前后列举罗马市区内的有名浴场如下：「阿古力巴浴场」、「尼禄浴场」、「提图斯浴场」、「图拉真浴场」、「卡拉卡拉浴场」、「德秋斯浴场」、「戴克里先浴场」、「君士坦丁浴场」。

除了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左右手阿古力巴修筑的浴场以外，其余都是由皇帝所修筑的浴场。由于浴场内部的结构都大同小异，因此仅以图示的卡拉卡拉浴场为例。装饰在浴场内外的美术品品质之佳、数量之多，足以称其为罗马时代的美术馆。当年台伯留皇帝曾经看上了阿古力巴浴场的一座雕像，认为反正平民不懂得欣赏杰作的美，因此将其迁移到皇宫内，结果却因抗议的群众汹湧不断，迫使皇帝将雕像又迁回原位。






卡拉卡拉浴场平面图




我们现代人在美术馆中看到的希腊、罗马雕像中，有许多就是由公共浴场遗迹中挖掘出来的。比方说人称梵蒂冈美术馆之宝的劳康父子像，原本位于「图拉真浴场」，而目前位于拿坡里的「华尼西之牛」像，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物——今日的法国大使馆「华尼西宫」前方广场上的喷水池，都是装饰在「卡拉卡拉浴场」里的美术品。而由「戴克里先浴场」中所取得的美术品嘛……，只有请各位读者前往以该浴场遗迹所修筑的「浴场美术馆」旁新设立的「八角厅」亲自观赏了。






浴室的剖面图（右）及浴缸加温的机制（引用自J.P. Adam,“La construction rimaine, Materiaux at techniques”）









劳康父子群像（左）华尼西之牛（右）




这不正让我们理解罗马的平民们为何将浴场（thermae）称为「为我们穷人修筑的宫殿」了吗？浴场有如此豪华的配备，而入场费只要二分之一亚西铜币，相当於一个面包加上一杯葡萄酒，而且士兵与儿童免费。奴隸同样可以入场，若奴隸具有公务员身分，则与服兵役人员同样免费入场。在罗马时代里，这类浴场长年都是男女混浴，由哈德良皇帝的时代起则改为男女有別。内部结构已经不可能改为男女各一边，因此以制定入浴时段的方式处理。工作多在家中的女性为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而日出而作的男子与上学的儿童则是下午两点到五点为止。





罗马的人口远超过罗马市区内的公共浴场总入场人数上限，由此可见并非每个人都天天上公共浴场泡澡。一来皇帝等权贵在自宅中便有浴室，二来想必有许多人洗澡时冲冲水就算了。不过，一旦有了入浴的环境，人自然会养成入浴的习惯，能够使用充分的水，以及维持身体清洁的习惯，想必与罗马史上流行病数量如此少有绝对地关联。然而罗马帝国内各都市一定会有的浴场，到了西元四世纪末期后也开始乏人问津。这时向着大浴场送水的水道依旧能发挥功能，已经生变的是人们的想法。过去袒裎相见的人际往来，改由认为让人见到裸体是罪恶的想法所取代。当基督教的支配成为决定性力量之后，罗马帝国的民众连男性都为了不让人见到手臂，而在长袍下穿起了长袖的内衣。在这种时代，以多人混浴为特征的罗马大浴场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而且公共浴场摆饰许多裸体的雕像，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被视为邪教、应予排除的希腊——罗马宗教象征。雕像不是遭破坏，便是被丟弃到台伯河里，幸存的也遭人弃置遗忘。这些过去的罗马平民宫殿，能够作为教会与民宅建筑材料的部份被人拆除一空，成为仅留砖瓦让后人勉强凭弔昔日壮丽风光的巨大遗迹。





罗马水道其后又生存了一百五十年，直到西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水道的坑道中还流着滚滚流水。然而到了西元538年一切也宣告终结了。在这一年，又被称为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将军贝尔萨留斯起兵反抗当时已经成为惯例的蛮族入侵。

当将军主持防卫战时，得到了一项资讯。据说每当夜里，在水道的坑道另一端都有火光闪烁。罗马市区虽然有西元三世纪时的奥里略皇帝修筑的城墙守护，但水道却跨越城墙而入。贝尔萨留斯将军担忧蛮族会利用水道侵入市区内，因此除了下令封闭所有通往罗马水道位于水源的取水口，并以砖块和水泥将水道进入市区的坑道部份封死。罗马水道至此宣告不治。

由于其后蛮族依旧不断侵扰，所以没有人想把水道恢复旧观，而且人口此时已经跌至三万，实在用不著为百万都会所修筑的十一条水道。对他们来说，可能顺水道入侵的蛮族要来得更加可怕。

在罗马，中世纪确实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罗马大道在长年弃置缺乏维修的状态下，石板磨损、砂石累积在缝隙中，最后还长出杂草、静静地死去。而罗马水道的死亡就来得很仓促了。如果没有一个拥有强烈维修保养意志的国家发挥功能，不论公共建设做得多好，最后也只有面临灭亡。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硬体的建设，也同样适用于软体的建设。




第二章





软体建设






医疗



在笔者手上，有一份名叫“Roma Urbs”（首都罗马），长九十五、宽一百一十五公分的地图，这是一份市售的地图，理论上人人都买得到。但现代的罗马市政与古代不同，相当缺乏恒心毅力，因此常会陷入缺货的状态，而且缺货的状况往往持续很久，所以并不容易买到。不过地图的印刷设计相当精良，以现代罗马人来说算是个难有的好主意。关于这份地图的内容，是在一份以淡褐色印制的现代罗马市区地图上，又以黑色、灰色墨水印制了帝政时期的罗马，由于图中印有君士坦丁大帝修筑的凯旋门和大浴场，所以可以得知其中记载的是西元四世纪的「世界首都」。图中另以蓝色墨水标示著水道与台伯河。

当笔者看着地图，首先发现的是，尽管图中印的是西元四世纪的罗马，但西元前的共和时期修筑的重要建筑物几乎全部健在，有的年岁甚至於超过五百年以上。不过恶名昭彰的尼禄皇帝所修筑的「黄金宫殿」已经被压在图拉真皇帝修筑的大浴场附设庭院之下，由阿古力巴修筑的「万神殿」则是在失火之后由哈德良皇帝重新修筑，换了一个样子。不过这些是例外中的例外，其他的建筑物都还维持修筑当时的原样。这是罗马人不断经营维修的佐证，而且维修能如此完美，也证明了帝国还能充分发挥其功能。

看着地图发现的第二件事情其实很画蛇添足，就是古代的罗马市与现代的罗马市完全重叠。这个现象和其他许多起源于罗马时代的都市一样，不过曾为行省主要都市的科隆、梅因兹、里昂和伦敦在规模与密度上就没有帝国的首都罗马这样重了。而由于现代人在古代都市上生活，根本不可能进行有系统的挖掘，也让人理解到为何人家说：罗马大学的考古学系另一项不为人知的工作，就是一听到有改建的工程马上冲向工地现场。相对地罗马的建筑业者的烦恼，就是被这些赶来现场的「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打断工事。罗马至今依旧没有完整的地下铁路系统，到现在好不容易才完成了两三条，而且由于随便一挖就会碰到遗迹，铁路必须挖掘到地底深处才能开工。基於同样的理由，在罗马市区里，街头停车特別的多，这是因为现在的地下一楼，正是两千年前的地上一楼。

而且罗马人偏偏在一些奇特的地方也很尊重传统。按理说迁移没什么困难的军营，和两千年前的禁卫军营正好在同一个位置，使得考古挖掘宣告绝望。禁卫军团本是罗马军中的菁英，在这广大的营区地下深处应该会有许多贵重的雕像存在，可是由于当地是军事设施，至今一般人不得接近。

这就是罗马的现状，或者说是其他起源于罗马时代的都市现状。有位英国的考古学者说：考古学最不可或缺的是想像力。想来还真让人不禁要感到赞同。

「首都罗马」就是这样一份耐人寻味的地图，而这份地图里有样东西让笔者感到兴趣，不过学者们提都没提过。相信学者们并非不知道，而是早已知道但懒得赘言。所谓学者，就是这般同业间皆知的事项，就会懒得开口的那种人。笔者和他们不同，只是个业余人士，而笔者感到兴趣的是，帝国的首都罗马竟然没有大规模的教育与医疗机构。

古代的罗马人是否对于教育与医疗毫不关心呢？有部份学者说，连首都都缺乏正式的教育机构与医疗设施，正是没有公立学校与完全欠缺医疗体系的佐证。不过这是否代表罗马人在这些方面落后呢？





罗马确实长期缺乏专业的医师，根据记载，要到西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医生才开始在罗马行医，也就是说从建国起五百年来，罗马人是住在一个没有医师的国家。不过，没有医师并不代表没有医疗，罗马人观念中可以接受的医疗，从建国时期便存在，而其大致上可分为家庭医疗与求神两项。





家庭内的医疗人员是家父长。罗马的家父长权力虽大，但责任也相对沉重与繁杂。家父长不仅要为家人的健康状况负责，同时还是在家庭内及农园里工作的奴隸健康状况负责人。在罗马，说明草药种类与功能的书籍会比医术书籍更先普及，就是因为有各个家庭的家父长这种选读客层存在。而在病人的枕边尝试医疗的家父长，会找家中聪明的奴隸担任助手，於协助中同时学习。这也就是又称为「奴隸医师」的家庭医师的滥觞。

医疗会长期由「家父长」担纲，也是因为这种制度没有什么问题。被尊称为医圣的希波克拉底所倡导的医学，本质上可说是预防医学的大成，目的则在于强化身体的抵抗力。其中要注意的事项，包括有益健康的饮食、适度的劳动、充分的睡眠与保障卫生，这些同时也都是一家之主平日要注意的事项。虽说家父长关照在家中与农园工作的奴隸健康，不是站在尊重人权的立场，只是为了维持劳力。总之，在古罗马时代，奴隸同样可接受医疗。





关于求神的部份，不仅是罗马人，每个民族都有这种倾向。

每个人在身体不适时都会感到不安，陷入有什么可以依靠就会想要依赖的心理。而罗马可不缺依赖的对象。罗马人在给予所征服的民族罗马公民权时一点都不心痛，套句现代学者的话，就是「连败者信仰的神都给予罗马公民权」，因此神明数量最终增至三十万尊，要每种病都分配一尊神负责实在是太容易了。看到疾病之神还好，当看到发烧、下痢、腰痛等神明时，笔者不禁想要发笑。想来这些神明都会有自己的小祠堂，如果当事人腰痛到无法步行，还会有人来代替他们参拜吧。

不过就像在诸神之中，是以最高神朱比特（希腊名为宙斯）、其妻朱诺（海拉）、米内华（雅典娜）为顶点一样，医疗神之间也有位阶的存在。医疗相关的神明是以起源于希腊的阿斯克雷比斯神为顶点，而这尊神通常以双蛇缠绕的拐杖所代表。在现代的欧洲，大学医学院毕业证书上同样使用著双蛇杖作为医师的标帜。而古罗马人将台伯河里的一座小岛献给了这尊神，根据《年代记》一书记载，这座神殿修筑於西元前291年一场大型流行病之后。而又根据考古学家研究制作的复原模型可以得知，这座岛上修筑的并非医疗设施，而是整座岛成为一栋大型的神殿。想必是因为河中的岛屿与世隔绝，又有清泉湧出，最适於患者在此进行祈祷吧，更何况这个地方离首都中心又近。台伯河里唯一的这座岛屿和医疗的关系，在帝国灭亡后依旧持续不断，在现代同样建有医院。




在地中海世界有许多此类与医疗相关的圣地，但由医师实际进行医疗的地方，除了多年前由医圣希波克拉底建设为医学院校的科斯岛之外，只有寥寥数个地方。也就是说到献给医疗神的神殿参拜的病人，只有躲在神殿里拼命地祈祷奇蹟出现。有趣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是求神的行为，就断定是不科学的迷信。

首先，为了「求神」，患者被迫要取得一定期间的假期。也就是说有一段完全与工作脱离的生活期间。

第二点，虽说在台伯河里的小岛（提贝利那岛Isola Tiberina的含意）只要过了桥就到了，其他献给医疗神祇的神殿多半建设在远离人烟的山上，尤其希腊人喜好将神殿建于视为神圣的山丘上。因此病人不管是步行前往也好、骑在驴马的背上也好，或是由担架抬到神殿里，都必须经过到达神殿间的旅程。在这过程中，体力已经受到考验。

只有通过上述考验的人才能躲在圣地中祈祷，而身处神殿里时虽不至於没饭吃，但祈祷期间只能取得简单的食品，这样可以带动体内的清洁，使得患者距离痊愈更近一步。相反地，如果患者已经衰弱到无法承受粗茶淡饭，即使神就在身边也难逃一死。

另外，虽说参拜的神明相同，不过罗马人喜好参拜的圣地多半位于温泉附近。有位研究人员甚至说，温泉对罗马人来说简直是磁铁。如此一来闭关期间内的卫生也获得保障，而且多数的温泉本身通常又有医疗效果。

最后则是同病相怜的环境了。本来这句话指的是处於相同环境的人之间互相怜悯的感情，不过其实人在下意识中，是种非常利己的动物。在家中只有自己生病，而感到不幸绝望的病人，一旦到了四周全是病患的环境里，就算病痛只有比別人轻一点也会感到幸运，身上充满了力量。当然，相形之下明显地症状较重的人，则因而更加绝望致死。

诚如上述，我们可以想像得到「求神」的治癒率其实相当地高。依据考古挖掘的结果，许多病癒的人为表示感谢，会制作病痛的部位雕塑献给神。

而在罗马帝国，法律明文规定，若奴隸被遗弃在献给医疗神的圣地后病癒，以前的主人不得主张该奴隸的所有权。尽管说由希腊前来「赚外快」的医师已经稀松平常，这些医师的主顾还是政治圈及有钱人。对一般民众来说，依靠家父长与求神治疗的情况还是没变。




罗马一直维持这种医疗水準，直到朱利斯·凯撒对其进行重大改革。不过凯撒虽然创设了许多中央集权的法律，逐步将罗马由共和政体往帝政的路上推送，在创设医疗与教育体系时，却没有采用由国家操控的方法。也就是说，医疗与教育并非「公家」承担的部份。不过，他并未忘记为「私人」整顿发挥能力的基础环境。

在西元前46年，凯撒以十年任期为限取得独裁官的职位，踏上称帝的第一步。该年他立即展开制定〈朱利斯历法〉等多项改革，在这些改革的项目中，便包括了给与医师与教师罗马公民权。

取得公民权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本人必须身在罗马，医师须从事医疗行为；教师则从事教育工作。其他人种、肤色、出身地与社会地位等条件一律不过问，当然，所信仰的宗教也不予过问。较凯撒晩生两个世纪，活於五贤帝时代的史学家穗德尼斯·波利纳斯如此评论这项改革：凯撒的意图有二，一在于为已在罗马从事医疗的医师改善环境，二是吸引更多优秀的医师前来罗马。

取得罗马公民权，在社会地位上与经济上都有不能忽视的好处。

第一在于获得罗马法的保障。凯撒所构想的帝国，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立的国体，因此医师与教师若出身於希腊的雅典，就必须遵守雅典法。然而无论在民法或刑法方面，都是罗马法较为完善，一来私有财产可获得完善的保护，二来即使在受审时被判有罪，也得以行使控诉权。受到罗马法保障显然较为有利。

关于第二个好处，若希望担任教师或医师的人，不是从雅典等罗马承认为「自由都市」的地方出身的话，取得公民权会更显得有利。因为若取得罗马公民权，连占收入百分之十的行省稅都得以免除，也就是说位于不需支付直接稅的立场。至於间接稅方面，以医师和教师为目标的人，不大可能去从事其他商业，因此与百分之五的关稅应该扯不上关系。至於每当消费就必须支付的营业稅（实质上如同日本的消费稅），金额只有商品的百分之一。而原为行省民的人和世袭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在法律前是平等的，因此必须遵守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创设的继承法，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必须支付百分之五的遗产继承稅。不过若继承人为血亲，则可免除这项稅金。

另外，还得以享受只有拥有罗马公民权才能享受的优惠。其一为〈小麦法〉所保障，每个月可免费支领约三十公斤的小麦。只要不排斥每个月排一次漫长的队伍，就能免费得到足以餬口的主食。

第二项优惠，是如果持有小麦免费支领证书，就可免费入场，欣赏在圆形竞技场举办的剑客决斗，或在大竞技场举办的四头马车比赛。也就是说在娱乐方面，享有与罗马公民同等的待遇。






圆形竞技场的阶梯式观众席




朱利斯·凯撒在聚集文明社会所需的医师与教师时，并没有搬出圣职的概念做标榜，而是打出在罗马行医任教较为有利做号召。在多年以前，医圣希波克拉底便以让毕业远去的年轻弟子宣誓的形式，阐扬医术为仁术的道理。誓言的内容为：终生担任纯真神圣的医师；行使医术时一心只为患者。欧洲的大学医学院在学生毕业时，会随毕业证书将上述〈希波克拉底宣言〉赠给学生。然而在我们求医时却会看到加框后和毕业证书并排掛在墙上的宣言，再掏腰包支付昂贵得要命的医药费。和两千五百年前「神圣」且「纯真」的誓言一比较，真让人心中五味杂陈。

只不过两千年前的罗马人朱利斯·凯撒并没有对医师抱持这种期望罢了。他只是在法律上、稅制上以及其他方面给予医师诸多优待，而要医师因此以适当的价格行使医疗行为；至於教师则是要求以适度的收费招收学生。亦即并非设立公共的机构，借此提升医疗与教育的水準，而是将医师与教师丟到自由市场之中。

结果前往罗马的医师与教师因而激增，不仅是防卫边疆的军团得以常设医疗团，连身在罗马，但工作上依旧有危险性的警察与消防队都能拥有专属的医师。在市区内的各处，不只是一看便知道是“De Hospital”的小型诊疗所林立，还有许多可收容少数住院患者的设施存在。不过这些都属于小型设施，不可能列入百万人口的罗马市全图。





在此想必各位心中会出现一些疑问。第一在于凯撒对医师与教师提供的优待政策，不是仅限於首都罗马一地吗？

确实，凯撒所实施的，是对于在首都罗马从事医疗与教育工作者的优待政策。不过在罗马时代，首都罗马实施的政策，理所当然地会延伸到帝国各处，包括行省在内，例如大道与水道的普及，还有竞技场提供娱乐节目等。因为透过这些事项，将整个帝国化为命运共同体，是历任罗马帝国领导人的方针。因此在凯撒死后，给予医师及教师罗马公民权的政策，依旧由历任的皇帝所继承。即便到了五贤帝时代，皇帝们依旧监督著这项制度，看是否同样在行省贯彻到底。因为「首都罗马」在各个方面都是帝国全体的模范。

相信诸位的第二项疑点是这样的：在帝国边境维持国家安全的是士兵，而罗马军的主要战力军团兵是以具备罗马公民权为入伍资格条件。协助军团兵作战的辅助兵则是由出身行省的人担任，法律规定辅助兵在役满退伍时可获得罗马公民权，然而到退伍为止要服二十五年的兵役。在前线工作的士兵要等二十五年才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医师和教师却能立即取得，不是不公平吗？

如果比较取得罗马公民权所需时间的话，确实是不公平。不过，相信凯撒是认为虽说辅助兵不是主要战力，依旧是罗马军团的一员，在兵役期间内食、衣、住都受到保障；而医师与教师却是必须在「自由市场」上生存的「自由业者」。对双方的优待措施，会产生由「任务结束后」取得，与「任务开始时」取得的差距，也是当然的。

不过，虽说没有确实的史料，因此下列说法仅为推论，但给予这两者的罗马公民权似乎又有世袭权与终生权的差別。

在辅助兵服完二十五年的役期后，所取得的罗马公民权为世袭权；相对地，医师与教师立即取得的公民权似乎仅限於当事人。在史上，辅助兵的儿子以罗马公民权所有人的身份，成为以此为入伍条件的军团兵例子层出不穷。也有人同时享受父亲所传下的罗马公民权，而又成为提供军团基地物资的商人。可是在史料中，找不到医师与教师的儿子在担任其他工作后，继续拥有父亲所传下的罗马公民权的记载。当然，医师与教师的儿子有许多人继承父业，使得他们重新取得的公民权看来有如世袭权利。

而且除此以外，给予医师与教师的罗马公民权，和行省兵退伍后取得的罗马公民权还有一项不同的地方。在取得权利之后，他们似乎还要经常受人监督，看是否继续从事医疗与教育的工作。后人在原位于帝国行省的许多城镇中，挖掘出登记着享有该项优惠的医师与教师人数的铜板。

看来，是有些出身行省的人，在取得诸多便利的罗马公民权之后，立即停止从事医疗或教育工作。即使是过去的战败者，只要现在为防卫帝国提出贡献，罗马人便会毫不犹豫地给予罗马公民权，将其列为自己的同伴。因此，借由医疗与教育工作为帝国提供贡献的人，也当然会被纳入《列传》作者普鲁塔克笔下罗马强盛的最大要素「同化败者」路线之中。不过也当然地，条件是当事者必须履行义务。




罗马的帝政是在凯撒规划蓝图、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建构、二代皇帝台伯留巩固下完成，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繁荣，帝国的诸般制度也逐渐复杂与专业化。医疗体系同样地也不例外，医师的种类逐渐地被划分为研究医师、家庭医师、开业医师与军医，不过相互之间的界线并不明确。

职务范围相形之下较为明确的，是继承过去家父长医疗责任的家庭医师。罗马的领导阶层元老院议员家中往往佣人上百，其中必定会有一两名是医生，但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不过是分担各种工作的佣人之一，多半身份属于奴隸阶层。可能由于工作范围限於家庭之中，这种家庭医师并没有列入凯撒的优惠政策范围内。不过，假设这种家庭医师成为解放奴隸，列为自由人民一份子并且开业行医的话，也就列入了授与罗马公民权的对象之中了。由于这种人在成为开业医师之后，多半兼任原主人的家庭医师，因此家庭医师未必全是奴隸医师。

另外，家庭医师的顶点，便是伺候皇帝的御用医师，不但可获得高额的薪资，而且得以在外行医看病。例如曾经为卡利古拉帝与克劳狄斯帝看病的御医便说过，我在其他患者那里已经赚到了六十万塞斯泰契斯铜币，所以只向皇帝收取五十万塞斯泰契斯铜币就够了。也就是说他利用御医的名义在外开业，已经获得了相当丰厚的收入。而有名医师所收取的医药费之高，足以成为大葡里尼斯等有识学者指责的对象，以及讽刺作家最佳的攻击目标。

不过，似乎只有一些特例遭受攻击，大多数的医师即使在个人社会地位高涨后，依然没有借此敛财，继续维持合理的收费，也许是罗马公民权优惠仅限於当事人终生，以及无法遁形的检测体系防止了医师业界的垄断。比方说解剖学之祖加雷努斯，他生于小亚细亚婆高蒙地区，在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当时的基础医学最高学府“Museion”长年学医。他曾回到故乡，担任剑客训练所的医师，后来被聘用成为御医。这个希腊人所追求的，并非利用御用医师的身份大发利市，而是借此继续研究解剖学。不过他似乎在御用医师的工作上同样精进不懈，除了陪同皇帝前往参与对日耳曼的战争，另外还著作了医疗相关书籍。根据其著作表示，医师最重要的应该是为患者著想，可是最好避免过度亲密；在外诊之前不但要避免食用含有大蒜或葱的食品，最好连葡萄酒也少喝两杯。其他内容还包括医师应有的诊察态度，比方说与患者间的对话应保持平稳的气氛，遣词用字也最好维持有教养的用语，说话的语气也要始终维持低沉抑制的语调。还有，若患者是受过高度教育的人，医师也要尽可能维持自然谦虚的态度，服装也最好穿着色调平稳的衣服，避免穿着华丽、流行的服饰。有趣的是，其后还提到了发型、胡须及指甲的保养方法同样应该配合患者的身份气质。加雷努斯医师的患者，也就是有名的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






诊察患者的医师（希腊浮雕）




由于成为医师伴随着可获得罗马公民权这种现实的利益，因此罗马时代的医师绝大多数都是希腊人，不过这并不代表罗马公民天生就对医疗不感到兴趣，而是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拥有罗马公民权，因此没有刻意从事医疗工作的必要。原本罗马人便偏好于收集诸般事物资料，并分类著作成百科全书。比方说名声仅次于《博物志》作者大葡里尼斯的作家奥鲁斯·科尔涅留斯·瑟尔萨斯，在他的著作《技术论》之中，便有农业论、医术论、辩证论、战术论四大章节。这本书的大部份已经失传，不过内科、外科等论及医术的八个章节还幸存於后世。他在书中表示，医师应有下列态度：在进行医疗前，医师必须诊察病人的情况。然而听取因不安而心生动摇的病人言语，无法得到正确的资讯，因此医生首先要稳定患者的情绪。坐在患者身边，拉着患者的手，亲切地与患者说话，消除患者的不安。等到这些过程结束后，才对患者进行触诊。这就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瑟尔萨斯的医师论。





不过人类社会并非全都是这么有医德的医师。因过度热心於研究，打算就近观察维苏威火山爆发，因而殒命的大葡里尼斯，便如此评论著医师：


「所谓医师，就是趁人之危，拿患者的危险与牺牲来累积个人经验的职业。只有当医师的人，才拥有杀人的完全免责权。」



这种苦涩的感想，到了讽刺作家的笔下又成了另一般模样。

在此引用马尔提亚里斯的两首讽刺诗：


「确实我没有精神。可是欣曼科斯啊，当你带着百名弟子前来诊察，被这一百只有如北风般冰冷的手抚摸之后，原本没有发烧的我便开始苦於高烧啦。」




「安德拉歌拉和我们一同入浴，后来又一起开心地进餐，可是第二天早上却过世了。浮士德斯啊，你想这暴毙的原因是什么？我怀疑他是不是做了有爱尔莫克拉底医师出现的梦啊。」



另外，诗人还留下这首题为「给三流医生」的作品，嘲笑因开业失败，不得不转行当斗剑士的眼科医师。


「以前当眼医的你，现在以剑客为业。可话说回来，你现在在竞技场上做的，正是当年在诊疗室里的行为。」



话说回来，能够成为讽刺作家的攻击目标，也证明了在罗马世界里的医师地位和收入已有提升。





至於收入方面绝对不会成为讽刺作家攻击目标的研究医师，以现代而言便有如学习基础医学，或是在医学院担任教师的人。各位也许认为这些人应该不会遭到指责与嘲讽，但实际并非如此。

罗马时代的医学院校所在地，包括小亚细亚西岸的婆高蒙、斯米尔纳、爱菲索斯、科尼德斯，以及科斯岛、叙利亚的安提阿，还有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些地方都是在希腊化的东方地区，也因此罗马时代的医学用语一直维持使用希腊语。在这些医学院校中，不只教导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理论，同时还分派给每个学生一位病人，学习临床医学。这些医学院校的营运经费，并非由学生的学费所维持，而是由学校所在的行省，亦即亚细亚、叙利亚、埃及三个行省负担由教师的年薪到研究设备经费等各项费用，其中尤其埃及属于皇帝私人直辖，因此被视为医学研究圣地的亚历山大学园，便由罗马皇帝捐资营运。






罗马时代的医学院校所在地（以●标识的都市）




亚历山大的“Museion”，在日文中多半译为「图书馆」，不过由于其中藏有万卷书物（当时的书籍为卷轴），因此这个译名也不能说是错误。不过若直译“museion”，其含意为协助人类创作活动的缪斯女神之所在圣地。而当一个地方收藏有大量书籍，自然会聚集阅读书物的人，图书馆也很自然地成为研究机构。而希腊文的“Museion”在拉丁文中便成了“Museum”，意为收集、展示艺术品和历史文物的地方，这个含意便为现代的「梵蒂冈美术馆」以及「大英博物馆」所承继。而在古代，“Museion”首要的含意，指的是研究机构兼最高学府。若说柏拉图於希腊雅典创设的“Academia”是人文科学的圣地，那么位于埃及亚历山大的“Museion”专精在天文学、地理学和医学研究，可说是自然科学的圣地了。





在史料中找不到任职於“Museion”的教授薪资多少，不过有任职於“Academia”教授年薪的资料记载。根据资料记载，教授的年薪依照年龄区別，约在四万到六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之间，“Museion”的教授收入应该与其同等，或在其之上。另外，据说研究医师同样具有收费诊疗患者的权利，虽说如此，研究医师的收入还是不及於首都罗马行医、据说有遗言表示留下数千万塞斯泰契斯铜币遗产的知名医师。研究医师会遭到批评，主要在于他们的医疗专门化。

所谓研究这样东西，似乎躲不过越是研究，对象就越细微的命运。在古代已经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牙科，然而重视应用科学过於基础科学的罗马人，实在无法苟同希腊医生这种对专门外的疾病毫不关心的观念。西塞罗写给朋友的信中，便抱怨过这种医疗细分化的倾向。


「当年希波克拉底在科斯岛教导医学时，想必不是要随病痛部位找不同医生的时代。」



而讽刺作家马尔提亚里斯则写道「哎呀噫呀真糟糕，我的命不知该交给哪个医生才好」。

罗马人在全面委由希腊人研究医学的同时，还自己想出了对应这种医疗细分化的方法，也就是连希腊人在全盛时期都没想过的，卫生方面的充实工作。罗马人整顿上下水道以及大浴场，最大的目标在维持城市与个人双方的清洁，而且罗马人还为其加上了按摩服务。罗马人典型的生活形态，是在结束当天的工作之后入浴，其后接受按摩舒松身体，指压结束后才进晩餐。若说清洁方面，西塞罗想必比苏格拉底要来得好。虽说人们常将希腊、罗马文明并称，但这两个民族还是有其差异，尤其军医这项职位，更是最能表现出罗马人观念的例子。

在1970年代，有一部美国电影叫做“M★A★S★H”，这是一部以朝鲜战争时期在前线任职的两位军医为主角的喜剧。笔者与一位年轻的外科医师共同观赏这部电影之后，他的感想并非针对喜剧的内容，而是说：「美国人竟然在野战医院，使用在义大利连大学医院都没有的医疗器材。」

而在两千年前，罗马人正是这么做的。




根据朱利斯·凯撒所制定的法律，只要从事医疗或教育工作的人，都能获得罗马公民权。我们不待史学家穗德尼斯·波利纳斯指明便可得知，这是一项以改善罗马世界医疗与教育工作水準为目的的政策，正因为知道这项政策有效，所以历代的皇帝才会继承这项政策，并持续让这个体系发挥功能。在此将话题限定在「医疗」方面，也许凯撒会想到这项政策，起源自想要确保在他军团中的军医人才。

朱利斯·凯撒其人，在军事方面的才华出众，普鲁塔克的《列传》中便将他与亚历山大大帝并列。但他的才华不只限於如此而已，在各个层面他都顾虑到他旗下的士兵。在战斗中，不会付出无谓的牺牲；而在执行任务时，就算本人因此负债，也绝不会让士兵挨饿。谚语说「罗马军靠补给站打胜仗」，而表露出这项策略的有效性，让其成为罗马军基本方针的，正是凯撒。同时，他也没忘记照顾退伍的部下。我们从庞贝城遗迹中可以得知，罗马帝国内的地方都市议员选举活动相当热络，有投票权的是居住於该地，年满十七岁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而制定候选人资格限制的，也是凯撒。






浴场内的样子。上为蒸汽浴室，下为接受按摩的人们（引用自“Terme romane e vita quotidiana”）




未曾服兵役者——三十岁以上。

曾担任军团步兵者——二十三岁以上。

曾任骑兵，或百夫长以上经验者——二十岁以上。

这并非单纯的优待政策，而是首要为了顾及军人如何平顺地由军中生活转换成平民生活而产生的策略。

其二，由法条中二十或二十三岁的年龄限制可以得知，这是为顾及军人因特殊因素，例如疾病或战斗负伤而无法继续从军时的抚卹政策。因为兵役年龄为十七岁至四十五岁，而凯撒的养子暨继承人，后来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将兵役期间固定之后，罗马军人多半是在三十七岁役满退伍。由于只有在役满除役时才能取得退职金，因此顾及到中途退役的军人生活，正是重视每个士兵的凯撒作风。奥古斯都能够战胜杀害凯撒的布鲁图斯等人，也是因为凯撒旗下的士兵，以及已经进入平民生活的退伍军人全都归到了奥古斯都的旗下。据说凯撒军团的士兵，就算是受了濒死的重伤，依旧一样顽强，而士兵们相信若负伤将死，总司令一定会来到士兵的床前，目送他们离世。凯撒会认为应竭尽全力拯救还有希望的士兵，并且不辞辛劳为其设法，不正是很当然的事情吗？

话说回来，至今还没有发现军团医师墓碑之类的史料，证明凯撒军团中有军医存在。不过，奥古斯都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凯撒，而在开国皇帝登基后的罗马军团中，又必定常驻有医疗团。一个医疗团要负责照顾六千名士兵，其中除了医疗人的医师外，还包括为马匹及搬运攻城器械用的牛只看病的兽医，还有照顾病人用的奴隸看护夫，一个医疗团至少要有两名以上的医师负责指挥。而既然身为军医，那么身份也同样属于军团的一份子，罗马的军团兵是以拥有罗马公民权为入伍资格条件，即使手上拿的是手术刀而不是长矛，军医同样要满足这个条件。想来凯撒创立这项给予医疗人员罗马公民权的法案，使得军团得以获得众多优秀军医，而这项法案也连带提升了罗马世界的医疗水準。就好像罗马大道原为军用目的而铺设，但相对提升周边人与物产的交流，有助於提升生活水準一样。





尽管如此，虽说时间在两千年前，但基地内的军医院设备之充实，真是让人讚叹不已。在拉丁文中将军医院称为“valetudinarium”。而根据考古挖掘结果，除了共计二十八个的军团基地之外，在出身行省的辅助兵基地中也有医院存在。亦即不只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能享有军医服务，协助军团兵作战，负担部份帝国国防重责的辅助兵同样能享有军医的医疗服务。

在此要重新强调，遗迹的挖掘调查困难，是因为罗马时代的基地，绝大多数都是现代的都市，例如德国的梅因兹、法国的史特拉斯堡、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等地，现代人万万不可能在市中心进行大规模的考古挖掘活动。笔者在第Ⅸ册的244页中可以介绍占田的军医院全貌，首先是因为现代的占田并非大都市，而且当地又很难得地，古代军团营区并未与现代城镇完全重叠。






占田军团基地的军医院平面图（的部份为病房）




我们将话题转到第三十云雀军团的驻军基地占田军医院。这个地方在罗马时代名为卡斯特拉·威提拉，是面临帝国莱茵河防线的最前线基地，因此我们可将设置于此地的医院视同野战医院。

这座医院的结构忠于古罗马建筑形式，外部有通道直通内部。而医院本身又有如军团基地一样，呈正方形四面结构，只有北侧附有一小块似是提供医院员工居住的一角，这点与军团基地不同。

除去北侧的这一小角不论，医院每边长八十三·五公尺，是个几近七千平方公尺的大正方形。由平面图可以得知，一进入入口，便到达由圆柱所环绕的大厅，这应该同时也是住院患者休憩的地方。不过，一般的罗马建筑物，在大厅的中央会采用无屋顶的Atelier建筑形式，但这座医院的屋顶却是完全封闭的密闭空间，想必这是为了顺应北欧地势与气候条件所作的改变。连接大厅的手术室有数个面南的大窗户，不仅宽敞，而且明亮。

医院的中心是每边超过四十公尺的中庭。时常巡视前线基地的哈德良皇帝虽表示，军团基地的广场是军队集合的用地，因此必须铺设石板地面，但他也允许军医院的中庭设置花草树木、喷水池。住院患者可以在体力与天气状况允许的时候，在宽广的中庭散步休息。这个中庭的其中三个边是深达三公尺的列柱回廊，而回廊的后方则是两排病房。

房间的总数为六十五间。根据研究人员表示：有几间房间挖掘出医疗器具与疑为储存药品用的壺，推测为医师休息室或药局的房间，在此姑且不论。其余用于病房的房间有六十间，每间病房的面积为三·五×四·五公尺，亦即十五·七五平方公尺。依据学者表示，每个病房可收容三名病患，因此这应该是一间可收容一百八十名住院患者的军医院。而笔者打从心中感叹的，则是以下数点：

第一点在于，两排病房之间的通道宽达六公尺。一想到现代病床、医师、护士匆忙往返，挤满了病患家属与探病亲友的现代医院，这般宽敞的医院不是让人豔羨得叹息吗？

第二点则在于，医院建筑设计巧妙，各个病房的出入口并未与宽六公尺的中央通道直接相连。罗马的建筑物，墙壁部份是以水泥、砖块连接而成，而其厚度之厚，从历经两千年风吹日晒而依然幸存的遗迹就可以理解了。罗马的建筑物，连位于内部的墙壁都远超过五十公分厚，加上这种结构设计，足以让患者拥有一个宁静的空间。

而且罗马时代的军医院，其医疗服务的对象不限於与军团有关的人员。在文献中找不到皇帝敕命允许接受一般人看诊，也没有经由元老院议决法制化的条文存在，因此这应该是长期自然演变的既有现实。役满退伍的军团兵，多数与兵役期间内在驻地附近认识的女子结婚，退伍后便定居在当地。当他们或他们的家人有医疗需求时，想必也很当然地前往基地的医院。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军医院只能收容士兵，可见中央政府也承认基地的医院接受一般人看诊的事实。结果罗马军团的基地，在医疗方面也担负了将行省罗马化的工作。




然而在这里却产生一个疑问。罗马帝国连边疆地区都有这么完善的医疗设施，为什么到了帝国首都罗马却没有兴建大型的医院？

笔者认为，有几项解开这项疑问的关键存在。

第一点，在行省之中，有完善的医院存在的，还是只有军团兵与辅助兵驻守的基地。而行省的省都科隆、里昂及伦敦就有如小型的罗马市，同样有广场、大浴场及圆形竞技场等公共设施，但和帝国的首都罗马一样，即使有供奉医疗神的神殿，也不会有大型的医院存在。

第二个关键在于，罗马的皇帝之中，没有人跟某些中国的皇帝一样追寻不老不死的仙丹。不仅如此，连中央政府发佈通告给各个神殿，为大限不远的皇帝举行牺牲祭典向诸神求壽的记录都不存在。当受民众爱戴的皇帝因病臥床时，自然会有群众湧向神殿为其祈福，不过这并非受到上层的命令。而且位高权重的人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时，有不少人会选择绝食的方式自裁，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实例，比方说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克斯，或是涅尔瓦皇帝的祖父。

基於上述事实，我们或可认为由凯撒构思、奥古斯都政策化的罗马帝国医疗体系，不正反映了古罗马人的生死观念吗？若用个粗俗点的说法，就是不在阳壽将尽时做垂死挣扎。亦即罗马人认为，人对生命的态度，应该是当年轻有活力的人因病或因战斗负伤时，会尽全力对其治疗；而如果没遇上这等不幸，但阳壽已将结束，就从容地升天而去。罗马人的墓碑多由D与M两个字开头，这是「给在两肋带着死者升天的天使」的缩写。罗马的平民相信，人死后会有两位天使来迎接，拉着他们的双手升天。

而受过教育的人就不抱持这等幻想了。哈德良皇帝自挽诗便哀叹自身将落到「阴暗寒冷，什么都没有，一个没有相互谈笑之愉悅的世界」。事实确实如此，不过笔者最喜欢的，还是下面这一段，一个无名罗马人的墓志铭：


「我死后葬在这里。我现在虽不过是一把骨灰，然而骨灰会化为尘土，尘土会渗入大地，建构人间世界的基础。那么，我不正是没有死，而且活在世上的每个地方吗？」



不过这只是个严肃的墓志铭范例而已，下面举的就是相反的例子了：


「我知道泡澡、酒和女人是长生的敌人，不过我认为没有泡澡、酒和女人的人生不算是人生。可到了五十二岁时人生也结束了。」



罗马大道在都市附近的段落，两旁会列有许多的坟墓，而罗马人并不认为坟场是什么不干净的地方。干线道路两旁会由各式各样的坟墓所占据，是因为众人聚集的都市中心没有余裕保留给埋葬死者。像是奥古斯都修筑的皇帝庙、在埋葬图拉真皇帝骨灰的土台上修筑的图拉真圆柱，以及当皇帝庙容量爆满后，哈德良皇帝於台伯河右岸修筑，现代称为「圣安杰洛堡」（Castel’s Angelo）的皇帝陵寝，都紧临於当时罗马人认为是市中心的地区之边线外侧。连皇帝都如此了，其他人自然只有在都市外侧修筑坟墓。

理由的第二点在于，除了科尔涅留斯一门等极少数例外以外，大多数罗马人都流行埋葬骨灰，骨头和骨灰在卫生上没有问题，不必刻意挖掘到地底深处埋葬。只有和罗马人不同，有埋葬遗体习惯的伊特鲁里亚人和犹太人，才有必要準备和活人隔绝、专属于死者的墓园。而即使同为罗马帝国一份子，埃及人依旧维持著传统中埋葬木乃伊的方式。我们光是看墓园这项事物，就可以想像一个民族的生死观念。





罗马人的墓碑上，鲜少刻有死者姓名。要说其为墓志铭，不如说是大量的留言板，毕竟坟墓位于人来人往的大道旁，给生者的讯息阅读率想必也相当高。

这些墓志铭中，为夭折子女哀叹的父母所留下的讯息自然不少，而有如履历表一般的墓碑数量也不相上下。另外，还有许多如同方才介绍的，记述人生观的墓碑，表露对逝世的丈夫或妻子爱情的墓碑也不在少数。比起地位高的人来说，平民会比较多话。而这些坟墓也正是往来於大道上的旅人最好的休息处。

罗马大道的干道部份，是由宽四公尺的车道，以及两侧各三公尺宽的步道所构成。十公尺宽的大道两侧严禁种植树木，这是由于路面铺设有石板，为避免树根深入地底，破坏路面、地基的缘故。在大道两边，只能在步道外侧摆设坟墓，而墓园周围则可以种植树木。因此，历经长程旅行的人们可在绿树成荫的墓前阶梯上坐下，稍微歇息一会儿，同时看着死者留给生者的讯息。在这个流行埋葬骨灰，又没有地狱观念的时代，生者与死者就是这样比邻而居。然而这种风气，到了西元四世纪时又变了个样子。医疗制度也随着基督教的获胜而变了副模样。





如果说国家带头负担医疗行为，就算是医疗制度的进步，那么的确进步的时代已经到了。罗马市区里的十四个行政区之一，便划分成由国家负担薪资的医师所常驻的医院，患者只要前往这些医疗设施，就不需负担医药费。基督教以友爱和慈善为其旗号，因此认为付不起医疗费用的穷人也有受医疗的权利。

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而不是真心话。在西元四世纪时，只有中央政府承认基督教，但并非所有罗马人都是基督教徒，大多数的平民还是一样，当身体不舒服时会跑到医疗神阿斯克雷比斯的神殿参拜，或是前往负责发烧与腹痛的诸神祠堂里祭拜。对于基督教这种以不承认其他神明存在为根基的一神教来说，这是相当困扰的现象，因此企图以免费医疗的手段，将民众由神殿吸引到公立的医院中。

不过这个方法并未立刻见效。由于基督教徒医师选拔的基準并非医学知识，而是信仰是否坚强，因此医疗能力不足，人们还是习於到一般医师诊所求诊。而在求神的部份，长年的信仰也不是一日便能拋弃的。基督教下的公立医院制度，要到西元四世纪末期狄奥多西皇帝排除其他宗教才得以成功。从这时起，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都被视为邪教，而信仰邪教的人就被视为邪教徒，要遭受刑罚，前往诸神神殿、祠堂的人因此绝迹。

从现代国家预算中医疗相关费用的比例就能得知，认为医疗是应当主要由「公共」负担的领域这种想法，使得医疗事业成为需要庞大经费的事业。然而西元四世纪时的罗马帝国经济由于诸般因素影响，以现代的说法来形容，便是处於破产状态之下；而在凯撒时代，罗马人认为医疗应由「私人」为中心，其经济力量却是蒸蒸日上。由此可知，部份现代学者所说的「罗马帝国完全缺乏医疗体系」一事，并非反映其经济力量的政策。这问题似乎只有回到「公」、「私」概念差异的老题目上思考。

我们比较下列两句话，应该就能充分了解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鼎盛期，和基督教抬头的古代末期，对于贫穷的看法有何不同。


「贫穷并非耻辱，但安于贫穷却是可耻的。」——佩里克雷斯




「贫穷的人有福了。」——耶稣基督



基督教的「慈爱」，到了近代又被「人权」所取代，而医疗依旧维持以「公共」为中心的想法至今。而教育方面也由「私人」为中心的想法，转移到「公共」中心主义，这点和医疗方面颇为相似。




教育



在罗马，教育长年曾是双亲的工作，名门贵族或是富裕人家将子弟的教育托付给家庭教师的情况，要到西元前三世纪之后才会出现。不过这并非因为罗马的经济力量有所提升，而是因为教师的来源地希腊国内有所变故。这点和医师的环境相同。

西元前三世纪前后的希腊，正值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与其英年早逝之后的希腊文明时代，然而相对而言，希腊城邦国家群的国力，已经不如叙利亚或埃及等希腊化大国。原本希腊人便有海外发展的倾向，当国内发展环境不佳的时候，很自然地会往国外发展。若以现代的话来形容，就是智囊外流。当然，有许多人是流往希腊文化圈的各国，然而在不属于希腊文化圈的地中海西侧，也有来自於希腊的「智囊」存在。当时地中海西侧最强的国家是迦太基，希腊人当然可以流往此处，可是迦太基人的民族性又是有名的封闭，他们会自行学习母语腓尼基语，但却不大愿意学习当时的国际通用语言希腊语。相对地在罗马，在某种程度以上的家庭对于教导子弟希腊文的热忱，不亚于教导子弟学习拉丁文。当迦太基与罗马在布尼克战役相互冲突时，两大主角分別是迦太基的汉尼拔，以及罗马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汉尼拔要到年过三十才开始学习希腊文，相对地西比奥则自幼在希腊裔家教之间长大，是个标準的双语人才。希腊的智囊不流往经济上大为优裕的迦太基，而改为前往罗马，就是基於上述因素。





多亏了由于需求与供给一致，西元前三世纪之后罗马的权贵家中总少不了希腊裔的教师。不过教师之间也有「品牌」存在。最高级的品牌，是生于雅典，在雅典求学的希腊人。其次则是在有名的学府，例如小亚细亚的婆高蒙或爱菲索斯、罗得岛，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地求学过的希腊人。当然，随品牌不同，所缴付的学费金额也跟著有所变化。除了西比奥所属的科尔涅留斯一门，或是克劳狄斯一门等贵族中的贵族以外，平民出身的贵族英雄格拉古一家，以及据说是罗马第一富豪的克拉苏家中，子弟都是跟随着「最高品牌」的希腊裔教师求学。

朱利斯·凯撒出生的世家，是不逊於科尔涅留斯或克劳狄斯的名门贵族，不过经济能力却只有中等水準。但凯撒的母亲出身於有名的学者世家奥里略一门，是位通晓希腊文，教育程度极高的女性。当这位奥雷里亚女士在为独生子凯撒选择家庭教师时，则采用了实力主义，她选择了一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求学过的高卢人。若以现代来说，就好像选了一个牛津或剑桥大学出身的新加坡人或印度人。少年时代的凯撒除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以外，还向这位高卢家教学习数学、地理、历史及理则学等种种学问。

这让人想到，也许就是因为少年时期的这种经验，使得凯撒在就任独裁官，能够开始为建构帝国打基础时，第一项动工的就是赋予教师及医师罗马公民权。正因为不是在希腊教师教导下成长，而是在高卢教师的教育下长大，成年后才能构思不论民族与宗教，只要从事教育工作便能获得优待的政策，而且在执行时心中也不觉得有什么疙瘩。不过笔者的儿子却说，凯撒就是因为每当弄错希腊文时就要挨上高卢家教两个耳光，因此从小就对高卢人有成见，所以长大以后才会带兵打进高卢，征服整个高卢地区。这段玩笑话姑且不论，罗马时代的教师对学生体罚的程度，的确不会比十九世纪的英国公学校来得逊色。即使教师的身份是奴隸，在体罚主人的孩子时也绝对不会手软，而在罗马时代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笔者认为，凯撒这项医师、教师及从事医疗与教育工作者得以获颁罗马公民权的法律，是一项足以改变时代潮流的根本改革法案。因为如同在医疗一节中所述，在这之前的罗马，能接受充分医疗服务的只有经济力量丰厚的人家，以及在这些家庭中工作的奴隸。这让人想起了「西瓜偎大边」这句话。生于中流以下家庭的人，长年只有求神一途可选。而教育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在有能力聘请家教的家庭中，是由家长的小孩，以及属于该家庭奴隸的小孩共同求学。在这个时代里，生于罗马上层阶级的小孩成年后自然是担任公职，对他们来说，自幼一起求学，忠诚又优秀的助理是比什么都贵重的。而且有权势的人家自然拥有资产，在运用这些资产时，同样需要优秀的人员辅助。简单来说，在罗马的上流家庭中，不论是原本便属于该家庭的奴隸，或是由奴隸市场购得的少年奴隸，都有合理的理由接受教育。

有不少希腊人移居罗马之后，并未成为家庭教师，而开设私塾。因此，中流以下家庭的儿童并非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不过，学生支付学费与否，也就影响到学生个人受到的待遇。要缩小学生待遇的差距，只有增加教师人数一途，这个方法就在凯撒手中实现，而且是借由国法规范，使其化为政策与制度。

探讨到此，想必大家都会开始在意学费的部份。然而凯撒所实行的，是让教师和医师一样成为自由市场，因此并未规定一个固定的收费基準。基於后述的理由，学生人数无法增加，因此受欢迎的教师所收取的学费也就较高。研究历史时有一项特点，就是必须在没有完整史料存留的状况下进行，更何况罗马时代已经是两千年前的古代了。在此能介绍的，只有文献中仅存的一个数字，根据该项记载，受初等教育的学生，其家长付给私塾教师一个月的学费是八亚西铜币。

那么，八亚西铜币又有多少购买能力呢？

基於公共政策，因此收费低廉的公共浴场入场费用为成年男子〇·五亚西铜币，成年女子一亚西铜币。

而小麦由于属于自由市场，价格会有起伏。在此列举最高与最低品质的制粉后小麦价格，每公斤在一·五至五亚西铜币之间。

非熟练劳工的日薪约在十亚西铜币左右。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军团兵士兵薪资，虽食衣住已有政府保障，但年薪换算成日薪后，亦有十亚西铜币。

就算家中有数位已届学龄的儿童，若教育经费如此低廉，那么即使双亲属于非熟练劳工，同样有足够能力送小孩前往私塾求学。而图拉真皇帝为低收入家庭子弟提供「育英资金」的“Alimenta”制度，提供了每个月六十四亚西铜币的奖学金，如此绝对支付得起八亚西铜币的学费，而且当年不需要缴付教科书费用。初等教育「读、写、算」的「读」部份，就是要学生熟记老师所朗读的古今文章。而至於「书写」部份，则由各个学生写在自行携带的涂蜡木板上。关于「算」的部份，最初的一两年只用手指就足够了，要使用涂蜡木板这种「笔记用纸」，则要等到开始学习分数运算的时候。若要进行更复杂的运算，则使用当时已经存在，名为“abacus”的算盘。

罗马时代的初等教育名叫“ludus litterarius”，是以七岁到十一岁的儿童为对象。在这五年的期间内，学童要由字母和罗马数字开始学习，亦即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由于同时收受女学童，因此虽然比例不均，但罗马时代的小学是男女同校的。

在选拔罗马军团兵时，有一项测验是拉丁文的读写以及计算能力，这想必是多亏了低额的学费，使得初等教育普及。根据学者们表示，以古代来说，罗马的文盲比率可说是惊人的低。另外，在少数幸存的文献中发现，罗马的军团兵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所使用的拉丁文相当正确，而且这并非出自於军官的书信，而是士兵所写的。附带一提，罗马帝国贯彻著双语的策略，连在帝国东方的希腊语圈发佈皇帝的通告时，还会改以希腊文重新发佈。不过在罗马军团中，却规定一律以拉丁文为官方语言。




罗马时代的学童在小学学到的数字，当然不是中世纪末期传到西欧并普及，流传到现代的阿拉伯数字。在现代，有些讲究点的时钟面盘或纪念碑的文字同样会使用下列的罗马数字，而罗马数字中，没有零的观念。







	

1—Ⅰ


	

8—Ⅷ





	

2—Ⅱ


	

9—Ⅸ





	

3—Ⅲ


	

10—Ⅹ





	

4—Ⅳ


	

50—L





	

5—Ⅴ


	

100—C





	

6—Ⅵ


	

500—D





	

7—Ⅶ


	

1000—M











罗马时代的算盘




此外，学童还要学习「九九乘法」。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之中，就有一份刻有1x1、2x1、2x2等九九乘法表的木板。另外还应用到辅助计算的「算盘」，算盘为铜制品，由小型携带式的到大型产品都有，而考古挖掘也曾发现手持大型算盘的商人浮雕。不过这种被称为“abacus”的算盘，在古中国与巴比伦都有人使用，并非罗马人的发明。

小学所教的数学范围似乎只到分数计算。对罗马人来说，分数计算是绝对必要的能力，例如与稅金相关的部份，行省稅又名「十分之一稅」，营业稅为「百分之一稅」，而遗产稅则称为「二十分之一稅」。

至於这些与其称为私立小学，不如称为私塾的学校所在位置，一般是利用广场的一角或是城镇中有屋顶的地方。在广场中附有被称为「艾赛德拉」的半圆形角落，这种建筑形态是由凯撒所修筑的广场所创始的，让人怀疑是否这种设计就是为提供私塾用地而创设。在「艾赛德拉」中，一般而言会沿着半圆形的墙壁摆设历代伟人的雕像，因此最适於作为教室。而在大理石墙面上也曾发现过儿童涂鸦写道「爱留斯老师是死猪」。

私塾也可能开设於街头。一般而言学生人数在十五人到二十人左右，如果这种学校开设在住宅窗前的话，喧闹的程度只怕令人难以承受。当阅读到诗人感叹这种罗马时代「麻雀上学」的诗歌时，不禁让人感到好笑。





而罗马时代小学生的一天大致上如下：

清晨由母亲，或由家中的奴隸叫起床。由于罗马人有著星星还在半空中闪烁时起床，随日出工作的习惯，因此清晨时家中已有人活动。不过每个小孩都是不惯於早起的，要在母亲的催促下才会去洗脸刷牙。

其次则是更衣。若在天气良好的季节，穿的是木棉或麻织品，名叫图尼卡的短衣服，而在春季或秋季，短衣服的材质则改为毛织品。若天气更冷，则更换布料更厚的毛织衣物，在穿上皮制凉鞋前，也会穿上一层长袜；怕冷的人还会在颈部围上一条围巾。若下雨时则穿上一件附有头巾的短斗篷，因为即使下雨，学校还是不放假的。

当仪容整顿好了，则开始準备当天学校要用的东西。涂蜡木板、铁笔及算盘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还必须带着折叠式的简易椅子。

都準备好了以后，前去向父母问安。父母问他是否拜过神之后，前往被称为「拉拉力姆」，祭祀守护该家庭的守护神与祖先的祭坛做朝礼。罗马人是个重视祖先的民族。

之后，坐在椅子上吃一顿简单的早餐。早餐是面包、冷水和少量的水果。吃完早餐后离开家里，前往学校。途中有不少小孩会绕到「达维纳」，购买刚出炉的福兹卡加饼当零食。由于早餐的量不多，因此小孩没办法等到中午才进食。不过想必有许多小孩禁不住刚烤好的饼香诱惑，脚一边往学校前进，嘴一边就啃了起来。

到了这个时刻，成人也已经开始一天的活动了。而学童必须上课到中午为止。






罗马时代的学校风景。站着的是迟到的学童（於德国多利亚出土的浮雕）




下课以后马上回家，家中会备有简单的午餐。吃过午餐后就把学校忘得干干净净，奔向公共浴场。不过孩童并非以入浴为目的，而是因为免费入场的大型公共浴场备有广大的体育场和庭园，儿童可以无论天候好坏在此与同伴打球休閒。






放学后，学童在大浴场的中庭玩耍（引用自“Terme romane e vita quotidiana”）




这种乐趣也只能持续到下午五点浴场打烊的时候。孩童回家之后与双亲进晩餐，然后就只有入睡等待第二天来临。

被称为“grammatici schola”的中等教育，则是以十二岁到十七岁的少年为对象。以现代来说，大致是从国中到高中二年级为止。这个阶段的教师被称为“grammaticus”。“grammaticus”一词同时又代表所有的教师，由此可知在罗马时代的教育制度中，中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地位。学费也似乎稍微偏高了一点。与小学相同的是，同样采私塾式教育，而教室同为露天设备。不过中等教育除多了希腊语这项科目以外，授课内容也改为以文学和历史为中心，教材则采用希腊与罗马的有名作家作品。在希腊文学方面，除了叙事诗人荷马以外，爱斯秋罗、苏夫克雷斯、爱比提等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是必读的；而在拉丁文学方面，则囊括爱尼屋斯、卡特鲁斯、普劳塔斯、德伦西·阿富洛、维吉尔、霍雷斯、奥维狄斯、鲁卡努斯等人。上课内容简直可说是一部希腊罗马文学史，因此学生的负担并不轻松。不过上课时并非学习全文，而是由教师选择其认为适当的部份进行教学，因此感觉上与其说是文学的课程，不如说是以文学作品为教材，借以学习文章的结构。

上课一般是以下列的程序进行的。首先由教师朗读文章，其次说明内容，再来则是选出其中较重要的用词，追溯该词的意义和语源，并在其他人的作品中寻找是否有类似的用词。最后则是互相叙述感想或批评。也许各位会认为课程的水準偏高，不过能正确掌握用词含意的能力，也相对影响到将自身思想传达给他人的能力。有名的演说好手朱利斯·凯撒也曾说：演说的巧妙与否，是由所选用的遣词用字所决定。

罗马时代的中等教育，同时也是学习一般教养的机会。而到了十七岁以后，少年们今后要走的路也各有不同。另外，军团兵的资格年龄下限也同样是十七岁。至於十七岁以上的年轻人所受的教育，则已经是完全的专门教育了。




现代的研究人员将拉丁文的“rhetoris schola”译为「高等学校」，虽然从字面上来看，这是年龄自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所进修的“school”，不过从学校的课程内容可以得知，这是以培育律师或政治人物为目的的学校。这种学校的教师被称为“rhetoris”，现代则用于称呼大学校长。在罗马时代，这种学校的教师所教授的，是拉丁文中的“ars oratoria”，亦即借由辩论传达意志的技能（ars）。

使用的教材为西塞罗等辩论好手的著作。尤其西塞罗的著作，多半为本人自行出版在法庭上辩论的过程与内容，最适於作为教材。若要学习希腊式的辩论技巧，则以西元前五世纪到前四世纪之间，活跃於雅典的留夏斯（lysias）法庭辩论集最为恰当。

在使用这些教材时，教授首先会分析辩论内容：

一、借由展示主题而展开的序论。

二、事实的条列与提示证据。

三、利用证据和事实与对方展开辩驳。

四、结论。

由于笔者并非毕业於法学院，因此没有把握上述译名是否恰当。不过由此可知「起承转结」并非只适用于唐诗，而是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种语言的定理，而在元老院的议场上，也应当能完全应用。因为靠口耳传达的演讲和辩论与使用双眼阅读的著作不同，如果结构不能更清晰，则无法期待其效果。

不过，并非只要内容结构符合起承转结就可以了，因为叙述者还必须将声音传到众人耳中，所以除了内容以外，还要注重让听众听得进去的技巧。在提升意志传达的技巧时不能忽略的事项包括：什么样的姿态手势较为合适，或是什么样的音色才让人听得舒服，什么时候夹杂一点幽默才有效果，以及进行辩论的地点在哪里，听众大致是什么样的人。因此光是使用法庭辩论记录作为教材并不足够，还要引用政治人物与武将的演说，例如朱利斯·凯撒的演说，能有效的使用辞句，使得情势瞬间逆转，正是最佳的题材。附带一提，在罗马时代，几乎找不到终生仅担任律师的人，而律师多半有过从政或担任武将的经验。因此“ars oratoria”是菁英阶层人人必备的技能。在现代，越是地位重要的人，聘用演说代笔（speech writer）的人越多，而在罗马时代不但没有这种职业，只怕也没有人想要去仰赖这种专家吧。正所谓「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文章，可以显示其个人的整个人格，所以罗马社会才会要求以成为社会菁英为目标的年轻人，学习有效表达言辞文章的必需技巧。

上述的教育机构，在罗马都找得到。因为出身於行省，浑身斗志的青年，不论是身在南法、西班牙或迦太基，都会前往首都罗马留学。不过罗马虽然是帝国的首都，却没有更高级的教育机构了，这也就是古罗马市的地图上没有大型学校的原因。因为在罗马称霸的时代里，雅典的“Academia”与位于埃及亚历山大的“Museion”已经是地中海世界的两大最高学府，身为征服者的罗马人又想都没想过将其转移到罗马。一来如此才合理，二则这也是统治异族的恰当政策。也许因为罗马人是个讲求实用的民族，因此认为只要满足培育菁英阶层的教育需求，其他的教育大可交给別人来做。实际上，柏拉图创设的“Academia”，还有以万卷藏书而闻名的“Museion”，研究机构的色彩要高过教育机构，我们也许可将其形容为大学的研究所。有趣的是，有不少罗马人曾在这类最高学府求学，例如曾於雅典留学的西塞罗与诗人霍雷斯，可是权势达到帝国顶点的皇帝中却无人有这种经验。尤其奥古斯都在十七岁时便卷入政争之中，连高等教育都没毕业，军团出身的维斯帕先皇帝与图拉真皇帝就不用提了，连出身较高的哈德良皇帝也没有在大学待过。在罗马时代，一个人要出头不必仰赖学历，然而尽管当时不讲究学历，罗马帝国却以国库支援“Academia”和“Museion”。只有研究机构是国立的机关，而任教于此的教授也能获得与事务官僚相当的年薪。

这真是有趣的现象。罗马帝国的教育制度特色，就在于小学、中学与高中都是私立学校。凯撒赋予全体教师罗马公民权，意图就在于免除教师缴纳名为行省稅的直接稅义务，相对地要求教师以适当的收费从事教育工作。既没有国家指定的教科书与课程，教材选择与教育方法也委由教师自行选定。由于教育成果不佳的话，学生家长自然会将学生转送到其他私塾去，因此教师可说是位于自由市场之中，想必教师平日也不得松懈。而最高学府的教授，却和这种竞争扯不上关系。难道说这些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皇帝们，竟然知道研究与竞争之间的关系未必良好吗？





不过在罗马帝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终将面对公营的时代。教育制度公营化的脚步，和基督教强化支配的步调仿佛是一致的。

教师资格必须经由考试认定，可是测试的不是知识和教学方法、能力，而是教师是否信仰基督教。在教材方面，也必须使用教会所选定的书籍，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被视为邪教徒的作品，毋庸置疑地不得使用。能获准使用的只有《圣经》或是圣人传记等文章。教会同时也监督著教学方法。不过，教师已经能获得固定的收入，而学生也得以免费就学。医疗制度公营化的同时，教育制度也跟著公营化了。奇妙的是，在帝国经济力量强盛时，医疗与教育都是以私立为主，却在经济力量衰退之后公营化。认为社会应由某种思想统一的人，一旦手中掌握了权力，首先会动手的便是依照自身的想法改组教育与福利制度。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教会就是这么做的。而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就灭亡了，剩下的只有不如称为基督教帝国的拜占庭帝国。位于帝国东方雅典的“Academia”，和亚历山大的“Museion”不久后也荒废了。谚语说，研究之基础在于存疑。然而整个社会却已经被「信者有福了」所统一了啊。




结语



“infrastruttura”一词，带有社会资本、基础设备、基层结构的意味，在学习罗马史的途中，笔者逐渐觉得这代表着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代为行使个人之力无法做到的事情。而在罗马人的定义中，“infrastruttura”就是人为了要活得像人所需的大事业。笔者在书中将其分为硬体与软体两个部份，硬体部份由于是建筑物，所以可以目视确认探讨；而软体部份由于是社会体系，因此肉眼无法看见。若列举双方的建设，则应该如下：

硬体建设——作为交通手段的大道、桥梁、港湾、神殿。至於宗教设备方面，则是兼作为集会与审判用途，以及公共图书馆，可说是民众生活中心的“forum”（广场）和“basilica”（公会堂）。在娱乐设施方面，则有源于希腊的椭圆形竞技场和同样源于希腊的半圆形剧场，以及罗马人创造的圆形竞技场。还有在卫生方面其功效不可忽视的上水道、下水道、公共浴场。

软体建设——国防安全、治安、稅制、通货制度、邮政制度、贫民救济制度、育英资金制度，以及医疗和教育。

在罗马时代，如果不具备上列所有条件，就不能算是个都市。实际上，每当看到研究人员所制作的帝国内部各都市复原地图，总让笔者想要脱口喊出「这不是小型的罗马吗？」帝国的首都罗马市，在公共建设方面同时也是其他各都市的模范。

然而在本书中，笔者并未提及上述所有的公共建设。大多数的事项，已在之前的九本书中提到，而且最重要的安全保障问题，亦即罗马人口中的“securitas”，每册之中一定会谈到，第Ⅺ册后的各册想必也省略不了吧。因为安全保障问题相当重要，居於罗马皇帝的三大职责「安全保障、内政、公共建设」之首位，罗马皇帝才会身兼主要/辅助战力合计三十万人的罗马军最高指挥官。而在官方立场来说，皇帝位居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与元老院委任治理国家的地位。当时的观念认为，统治者的职责，就是保障被统治者的安全与食粮。而保障「食粮」，也就是保障「工作」。又无论是保障「食粮」或者「工作」，都要先实现「安全」保障才有基础可言。因此，无论古今中外，毫无例外地，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项都是安全保障问题。即使生于现代，只要看看身在战乱频繁地区的人民生活有多痛苦，相信大家也都能理解这个观念了。

而古罗马人则将此重责大任委由皇帝代为统理。我们译为「皇帝」的“Imperator”一词，原本是士兵赠给带领自身作战获胜的指挥官尊称，因此即使在帝政时期前的共和时期，也有许多“Imperator”存在，这些人也就是得以在首都举行凯旋仪式的人。到了帝政时期之后，最高统治者兼任最高指挥官已经成了惯例，所以即使最高统治者在任内从未带兵作战，也被称为“Imperator”，亦即「皇帝」。

在罗马时代，皇帝一词具有如此重要的含意，因此在研讨罗马史时，也不得不论及其军事史。就拿蛮族入侵一项而言，并非蛮族到了帝国末期突然出现，侵入了帝国领土。而是蛮族时时存在，并时时试图入侵，只不过在“Imperator”拥有击退蛮族的力量时无法成功侵入而已。





另外，在本书中未曾提及的还不只安全保障一项。在硬体建设方面，便省略了港湾、神殿、公会堂、广场、半圆形剧场、圆形竞技场、竞技场等项目。原因在于这些建设，已经在之前的九册中论及建设该建筑的皇帝或权贵时提及，例如广场是在第Ⅴ册谈论凯撒时，而圆形竞技场则在第Ⅷ册之中。

至於软体的建设方面，则未曾提到治安、稅制与货币制度，因为这些已经在第Ⅵ册中详述过。毕竟第Ⅵ册的主角奥古斯都不愧开国皇帝之名号，是建构帝国一切基础的人物。

也因为如此，在本书第Ⅹ册之中，才能将话题集中在大家一提到罗马时代的公共建设，就会立刻浮现在脑海里的大道、桥梁与上下水道。话说回来，这些也正是罗马时代的公共建设代表。





在现代的先进国家，道路铁路都相当完善，我们在生活中才能忘记公共建设有多重要；然而在某些国家却无法期待这种生活，这正提醒我们公共建设有多重要。光是用水一项，目前在世上还有许多人无法得到充裕的用水。

这是因为经济上没有余裕吗？

还是缺乏认为整顿公共建设一事是不可或缺的观念呢？

抑或是缺乏实现上述想法的强烈政治意图？

又或者，是因为「和平」的持续没有受到保障？

2001年秋 记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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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大道通罗马







过去，荷马曾写道：大地是属于所有人的。而罗马将诗人的这个梦化为现实。你们罗马人测量并记录被你们纳入版图的所有土地，而后在河川上架设桥梁，不仅在平地，甚至在山区铺设大道，使得无论住在帝国的哪个地区，往来都变得容易。而且你们为维护帝国整体的安全，确立了防卫体制，又整顿了不同的人种及民族共同生活时所需的法律。你们罗马人告诉了非罗马公民的人，活在有秩序的安定社会中是多么的重要。」










亚里士提狄斯



（西元二世纪的希腊裔哲学家）

































罗马时代本国义大利的道路网（帝政时期）









现代的义大利（2000年）







































罗马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道路网（帝政时期）









现代的西班牙、葡萄牙（2000年）





















罗马时代的高卢路网（帝政时期）









现代的法国周边（2000年）












罗马时代的英国牙道路网（帝政时期）









现代的英国（2000年）















罗马时代的多瑙河流域道路网（帝政时期）









现代的多瑙河流域（2000年）















罗马时代的希腊道路网（帝政时期）









现代的希腊（2000年）















罗马时代的小亚细亚道路网（帝政时期）









现代的土耳其（2000年）















罗马时代的中东道路网（帝政时期）









现代的中东（2000年）












罗马时代的埃及与昔兰尼加道路网（帝政时期）









现代埃及与昔兰尼加（2000年）















立于阿庇亚大道终点布林迪西的圆柱










制作信息





书　　名：罗马人的故事Ⅹ：条条大道通罗马

作　　者：[日]塩野七生

译　　者：郑维欣

类　　别：世界史

制　　作：Jin'E精益制作组——明客楚山、不语

校　　对：L23、囡囡

勘误反馈：



http://www.jebook.org/bbs/forum.php



版　　本：

V1.0(2014.09.03)。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序言


	
第一章 硬体建设

	
街道


	
桥梁


	
使用硬体设施的人


	
水道






	
第二章 软体建设

	
医疗


	
教育


	
结语






	
彩图


	
参考文献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序言



第一章 硬体建设






街道












桥梁












使用硬体设施的人












水道









第二章 软体建设






医疗












教育












结语









参考文献



彩图







罗马人的故事Ⅺ






结局的开始






[日]塩野七生



しおの ななみ




郑维欣 译





三 民 书 局










作者简介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西元二世纪时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皇帝马库斯·奥理略




在位期间：西元161年~180年





成长的时代



在义大利，曾流行过一段如下述的SONY广告。画面上一个个地浮现介绍这家日本企业的产品，而到最后画面转黑，只以大大的白字写著“It’s a Sony”做结尾。

笔者曾想过，如果要以同样的方法制作罗马帝国的宣传广告，该会是什么样子。剧本应该使用亚理士提狄斯的〈罗马颂词〉之一部份。这位出身希腊的年轻知识份子的演说，已在第Ⅸ册《贤君的世纪》中介绍过了，不过笔者想要重新为其介绍一次。如果这则广告使用的媒体是报纸的话，应该采用全版大小广告。其上段的三分之二，写著亚理士提狄斯的话，而下段的三分之一，则用横向的大号字体写著：It’s a Roman empire.

如果是在电视上播映的话，则是以语音为背景朗诵著亚理士提狄斯的〈罗马颂词〉。而这时有必要在画面上一一映出颂词所诉说的内容。好比说在提到能够自由安全且容易地进行旅游时，画面上映出在阿庇亚大道上来来往往，但服装和肤色不尽相同的各色人物。而在这则罗马帝国广告的最后，是在转暗后的画面上以白色字体大大地映出：

It’s a Roman empire.

亚理士提狄斯的〈罗马颂词〉






「现在，对于像我一样的希腊人，还有对其他的民族来说，要到想去的地方旅行，不需申请身份证明文件就能付诸实行，已经成了一桩自由、安全又容易的事情。只要拥有罗马公民权，不，甚至不需要是罗马公民，只要是在罗马霸权之下生活，自由与安全就会受到保障。




过去，荷马曾写道：大地是属于所有人的。而罗马将诗人的这个梦化为现实。你们罗马人测量并记录被你们纳入版图的所有土地，而后在河川上架设桥梁。不仅在平地，甚至在山区铺设大道，使得无论住在帝国的哪个地区，往来都变得容易。而且你们为维护帝国整体的安全，确立了防卫体制，又整顿了不同的人种及民族共同生活时所需的法律。你们罗马人告诉了非罗马公民的人，活在有秩序的安定社会中是多么的重要。




在罗马帝国，即使是担负行省统治责任的总督，在他决定政策，或是接受行省民众请愿时，只要心中有些许疑惑，便会立即上书向皇帝请示。总督会等待皇帝的指示，就好像等待指挥者手势的合唱团一样。




只要资讯的传达能受到保障，皇帝不论身在何处都能统治国家。即使是帝国的边境，只要将公文送去该处就能统治。而当皇帝的公文完稿后，信差便有如身插双翼的使者一般，迅速又安全地将公文送达目的地。




罗马世界终于实现了在广大领域中的民主统治体制。我们也可将其视为过去希腊城邦的扩大。领导阶层尽是公民中的优秀人才，这些人的出身地遍及各个行省，也就是说，统治帝国全境的人才，拔擢自帝国全境。




他们都是生来具有罗马公民权者，或者是获赠公民权的人。而由于这些人的才能，再加上由行政、军事两方面构成的完美组织，充份发挥了机能，才得以完成广大帝国的统治。战争已经仅限於国界边缘，帝国内部的纷争已经销声匿迹。在帝国内部的各个角落，漫佈著和平、繁荣与幸福的气息。相形之下，在帝国外侧不断发生冲突的部族，就显得相当可怜了。




罗马对所有人开放门户。而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共生的罗马世界，则成就了一个居住其中的全体成员都可安心致力於各自工作领域的社会。在这里，国定假日既有皇帝主办的祭典，民间也有各民族、宗教形式的祭典在进行，借此帮助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建立、维持自身的尊严与正义。




罗马制定了每个人都适用的法律，因此即使人种与民族不同，文化与宗教也不共有，但却可以借由法律来维持共存共荣。为了彰显此种生活方式可以为人民带来莫大的利益，甚至对过去的战败者给予一贯的保证，使其享有许多权利。




罗马世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是一个能让住在其中的人们，日夜意识到他们是罗马帝国这个家族一份子的大家庭。」







这场演说，是在西元143年，於罗马帝国统治阶层元老院议员前发表的。这时正值继承哈德良皇帝之后治国的安东尼奥·派阿斯登基第五年。即使没有这位出身小亚细亚的希腊裔年轻学者赞扬，这时“Pax Romana”（罗马主导下的和平）也已经深入了帝国的每个角落。若要借用史学家吉朋的话来说，这时正是人类最幸福的时代。

而当时二十六岁的亚理士提狄斯在演讲的最后，并非对五十七岁的皇帝安东尼奥·派阿斯表态，而是向着与自己同世代，当时二十二岁，已经取得凯撒（Caesar）称号，立为次任皇帝的马库斯·奥理略诉说着下列话语做结尾：


「年轻人啊，注定占有高贵中最高贵地位的你的肩膀上，肩负着今后能否继续遵循先人足迹的责任。」






家世



罗马的七座丘陵之一凯流斯（义大利文是柴利欧Celio）丘紧临於圆形竞技场的南边，然而却鲜少有观光客造访。这里的古罗马公共建筑，只有献给死后神格化的克劳狄斯帝的广大神殿，以及在丘陵南侧东西横向穿越的「克劳狄亚水道」。也许是罗马人认为连圆柱都被拆除，只剩墙面供人凭弔的神殿，还有东缺一段西缺一段的砖砌水道桥遗迹不容易成为观光客青睐的对象吧。除非真的喜好罗马史的人，否则不会驻足此处，因此虽然这里紧临观光客云集的圆形竞技场和罗马广场，却依旧能维持寂静。

不过，柴利欧丘有一个完美的造访价值所在，就是能看到过去曾经发挥高架水道桥功能的遗迹。笔者曾在第Ⅹ册中写道，进入现代东京市中心的是首都高速公路，而进入古代罗马市中心的就是高架水道了。如果读者中有人见过首都高速公路，那只怕绝对无法想像在高速公路附近盖满高级住宅的样子。然而若是罗马时代的高架水道桥的话，住在附近绝对不是个坏条件。桥上跑的是车辆或是水，固然是个很大的差异。不过笔者认为更大的差异，在于建筑采用一堆钢筋水泥柱子，或是一列列的砖石拱柱，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而且柴利欧一带自古就是以清泉和绿意闻名的地方，甚至传说罗马的第二代国王努玛常会到这里与水精灵（Nymph）见面。根据考古挖掘报告，这附近原有许多的铎姆斯（市区内的宅院）及一些茵斯拉（公寓）。不过虽位置接近市中心，人口却相对的比较少。也就是说，这一带是罗马时代的高级住宅区。马库斯·奥理略就是出生在柴利欧丘上。当时为西元121年4月26日，正值哈德良皇帝治国的第四年。

马库斯·奥理略母亲的娘家，是个有名的资产家，而且马库斯·奥理略的母亲朵米提亚·芦琪拉是其资产唯一的继承人。据说在资产中，还包括有两座砖窑厂。罗马时代的建筑物骨干，是采用砌砖夹水泥的架构。因此我们可说，日后的哲学家皇帝母亲的娘家，是罗马时代基础产业的所有人。

至於马库斯·奥理略的本家威勒斯家，若探索其根源，可以远溯到罗马的西班牙行省。他们在马库斯·奥理略出生的百年前移居到罗马。就当时而言，应该属于罗马人口中的「新入门」者之一。不过，似乎他们其后融入罗马社会的过程相当顺利，到了奥理略的曾祖父时不但已经进入了元老院，还由积极录用行省出身者的维斯帕先帝升格为贵族。话又说回来，并非威勒斯家是特例，这只是表现罗马社会阶级流动性高的一个例子而已。

而到了奥理略的祖父时，已经进入了帝国权力核心。他的祖父马库斯·安尼斯·威勒斯，深受哈德良信赖，是经常代替因出差视察而不在首都的皇帝执行国政业务的人员之一。马库斯出生的西元121年，也正是其祖父第二次就任执政官的年份。安尼斯祖父在五年后再度担任了执政官，因此终其一生，担任这项既享荣誉又有权力的职务达三次之多。除了哈德良皇帝以外，能三度担任执政官要职的只有这么一个人而已。

在共和时期，执政官为国家的最高官职。到了帝政时期由于最高位者转为皇帝，因此重要的程度稍减。然而，由元老院遴选，任期一年的规定依旧不变。即使皇帝身在首都，在元老院里的会议议长依旧由执政官担任；而在「内阁」之中，担纲总理实务的也还是执政官。笔者不禁想像，帝政时期的执政官，其地位是否类似现代日本内阁的官房长官。不，或许这项官职的责任比官房长官还要重大。因为哈德良这位皇帝治国的期间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首都。

哈德良是个善用人才，知道如何适才适用的人。马库斯·安尼斯·威勒斯能在哈德良推荐下三度就任执政官，在其他时间也能一直列名「内阁」之中，无疑的他是皇帝的重臣之一。也就是说，马库斯·奥理略不管在社会地位或资产上，都生于罗马最高阶层里。两年后，他的妹妹出生。然而在三岁时，他的父亲过世了。由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因此应该不是阵亡而是病故。在幼年丧父的情况下，祖父收孙儿为养子，於罗马社会并非稀有的事情。亦即，祖父成为马库斯今后的靠山了。




序言



再也没有一个罗马皇帝，能像五贤君的最后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那般芳名远播了。他不仅受同一时代的人敬爱，就连直到现今，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还没有其他罗马皇帝能像他一样，持续享有这么高的评价。

若论身为统治者的力量，在罗马史上有好些个领袖能够胜过马库斯·奥理略。例如帝政实质上的创始人朱利斯·凯撒；继承其后构筑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出身於行省，但一点都没考虑过要优待生长的故乡西班牙，贯彻帝国统治者立场的图拉真；不惜折损自身壽命，亲至广大的帝国各处视察，因而得以完成帝国重整任务的哈德良。即使我们除去共和时期不论，只提及帝政时期起始到盛世为止，也能马上列举这么多的名字。然而，即使是上述这些领袖，一旦论及抓住后世人心最有效的手段——留下本人「声音」与「形体」这二件事情上，就不及马库斯·奥理略了，因为哲学家皇帝在这方面要比其他人更加得天独厚。





马库斯·奥理略留下了一本后人命名为《自省录》的著作。也正因为留下这本书，他才被后人称为哲学家皇帝。而我们从书名《自省录》可以得知，这并非在学术上论述哲学的著作，而是身为罗马皇帝的奥理略，在执行公务之一——击退蛮族的战场上，趁着战斗空档记述自身思绪的小册子。不过书如其人，其中充满由少年时期起亲近哲学的奥理略之内省与思虑。西欧近代的知识份子赞扬其为「古人伦理表露之极致」或是「高贵灵魂真挚的吶喊」等。柏拉图曾说，对国家而言，最理想的是由修习哲学者担负政治。在此我们姑且不去议论柏拉图所说的是否恰当，不过对经历启蒙运动之后的近现代人来说，也许他们会认为马库斯·奥理略正是柏拉图的理想唯一一次在史上实现的例子。


「我们已不容许持续无止尽的议论，去讨论人类是否可能公正且善良。专注於追求公正善良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这就是大国罗马帝国最高权位者的「声音」。





接在「声音」之后的，就是形体了。而在罗马市内七座丘陵之一的卡匹杜里诺丘上，至今依旧留有马库斯·奥理略的骑马像。

这是一座即使不知谁是柏拉图的人、没读过《自省录》的人，在映入眼中的瞬时就能感受其价值的最高杰作。从古代到现代，两千年间所制造的骑马像不知凡几。然而不论有多少万座，笔者也确信马库斯·奥理略的骑马像仍然是第一名。毕竟，这座铜像足以使米开朗基罗兴起利用的念头。





这座骑马像原本并非立于卡匹杜里诺丘的顶上。而是在千年的漫长时光里，被人放置在罗马市中心偏南端的拉提拉诺教会前广场。话又说回来，这座铜像能在四世纪末期基督教徒破坏希腊、罗马相关作品的风暴之中存活下来，并非因为狂信者中有人读过《自省录》；也不是有哪个体认其艺术价值的人觉得销毁铜像太可惜，因此对其伸出援手。只因为众人很单纯地，将其误认为第一个公认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我们无从得知蓄有满颚浓须的马库斯·奥理略，和勤于刮光胡须的君士坦丁是怎样搞错的。不过这项误会，成为当时尚存二十二座罗马皇帝骑马像中，只有马库斯·奥理略铜像幸存的理由。根据记录，其余二十一座中，应包含了朱利斯·凯撒、奥古斯都、图拉真等人在内。不过由于这些铜像和马库斯·奥理略骑马像同样为青铜制品，因此遭人熔解，转用到其他地方而不复存在。

之后过了一千多年的岁月，罗马也度过了漫长的中世时期，进入了讴歌文艺复兴的时代。即使不被人误认为君士坦丁，亦即经判明为马库斯·奥理略之后，在这个时代也不必担心会被人丟进熔炉里了。过去的卡匹杜里诺丘由于曾是异教的圣地，亦即污秽的土地，因此长期受人放置不管。如今也逐渐有股气息，打算将其恢复成行人络绎的景象。而负责这项计画的，就是米开朗基罗。他是文艺复兴时代后期的代表艺术家，他决定使用长期受人冷落的马库斯·奥理略骑马像，作为卡匹杜里诺丘复甦计画的关键。於是，哲学家皇帝不但度过了漫长的中世时代，同时还很幸运地，得以在古时候凯旋将军向诸神祈祷表露谢意的卡匹杜里诺安顿下来。这是因为骑马像的制作精良。如果在艺术价值上有任何问题，身为优秀雕刻家的米开朗基罗，绝不可能将其放置在自己设计的广场中央。





这股名为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不仅对马库斯·奥理略，对其他皇帝来说，也是在长眠中带来甦醒的机会。文艺复兴时代以复兴古代为口号，而当时也正是开始挖掘古代遗迹的时代。然而，由地底下重见天日的皇帝，多半是仅有胸部以上的胸像。即便偶尔挖掘出全身像，也都是身著军装或是托加长袍的立姿像。骑在马上的皇帝，依旧只有马库斯·奥理略一个人。






身著总司令服装的朱利斯·凯撒









身著最高神祇官服装的奥古斯都




而且，虽说同是骑马像，这座作品却带有一股奇特的气氛。

骑在马上的马库斯·奥理略，并非穿着令人联想到最高司令官的军装；也没有穿着让人一眼就看出是皇帝的华丽服装。而是脱去头盔、短甲后，只在短袖外套著一件斗篷。他的姿势，好似在军团基地中回应士兵的欢呼，又好像是在大街上接受民众的喝采。既没有一副威猛的样子，也没有由高处俯瞰下层人民的感觉。是个充满气质，但又极其自然的便服模样。是由最优越的艺术家所完成的大作，在寂静中展现毅然色彩，充斥著人与马完美的调和感。后世探访罗马的历史学者吉朋、孟仁以及墩比看到的，也就是这座马库斯·奥理略铜像。想必作家歌德和史汤达尔也见过了。换句话说，每个探访罗马的人一定会看到的，就是马库斯·奥理略。因为只有他，不像朱利斯·凯撒被人置于罗马市政府里的会场，也不像奥古斯都被人放在美术馆中。而是以蓝天和无尽的阳光为背景，立在卡匹杜里诺丘的中央。





然而到了现在，马库斯·奥理略也被人搬到卡匹杜里诺美术馆里面收藏，我们只能和他隔着玻璃见面。这是因为怕受到汽车废气公害影响，因此将展览方式改为室内展示。五百年前米开朗基罗安置他的地方，如今立着难看的复制品（replica）。

西元1990年的时候，骑马像修复完毕，要从台伯河岸边的修复厂运回卡匹杜里诺丘。虽说路程不远，又由大型卡车运送，但毕竟所运载的物品太过珍贵，因此卡车在朝阳照射之下，只能以如同马匹慢步的速度缓缓前进。当笔者站在路旁看着这个景象时，听到背后有个好似美国人的男子说：

「太棒了，我竟然能在罗马遇到罗马皇帝。」

就算装载在卡车上的是凯撒或奥古斯都，如果搬运的是立姿像，大概不会引人发出这般讚叹。要看罗马的皇帝，当然最好能看到他们骑马的身影。对于源流自罗马文明的欧美人来说，这想必是他们最率直的感想。而马库斯·奥理略，正是连这种率真的愿望都能使其实现的、独一无二的罗马皇帝。话又说回来，这位哲学家皇帝能比其他罗马皇帝都幸运的，也只有到此为止了。




家庭教育



在罗马人的家庭中，当有小孩出生时，做父亲的要两手高高捧著刚出生的婴儿，一一向家人、亲戚和佣人介绍。而在出生后的第九天，举行辟邪除秽的仪式，到了这个时候，才会给婴儿取名。等到出生九天后才取名的习惯，应该是因为当时幼儿死亡率高的缘故。罗马人的姓名，是由个人名、家门名、家族名三项所组成。不论是成为他人的养子，或是身份地位有所提升，个人名会追随其个人终生。而个人名又多半沿用其一门家传的名字，因此既然要给予这个名字，就要先确保其个人有某个程度的生存率。日后的哲学家皇帝所获得的名字，和其祖父、父亲同样叫做马库斯。因此马库斯·奥理略直到登基为止，名字叫做马库斯·安尼斯·威勒斯。

在给予姓名的同时，罗马人的家庭按惯例还会赠与婴儿下列两样东西。第一个在日文中叫做响环，是在又细又轻的金属环上，装有许多一摇动就会发出声响的物品；第二个则是黄金制的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是用细绳吊在脖子上，直到成年礼的当天为止，绝对不准拆下来。

关于家庭教育的方面，史学家塔西图斯曾经留下关于西元二世纪罗马的上流家庭如何育儿的记述。


「在过去的罗马，没有任何一个正式婚姻所生的小孩，是在女奴隸的小屋里成长的。他们成长在母亲的膝上与怀抱里。对当时的母亲而言，亲手抚育自己的小孩，既关系到自己的颜面，也关系到自己的意气，被视为最荣誉的工作。至今留下的许多记录显示，格拉古兄弟的母亲柯尔妮，和朱利斯·凯撒的母亲奥雷里亚最关心的事情，就在于培育自己的儿子。借由毫不吝惜给予的爱情，以及在教育及体育方面细心的关照，这些母亲们培育起了罗马的领导者。




而到如今，母亲的任务就在生下小孩时结束。先是有奶妈为婴儿哺乳，断奶之后又以学习希腊文为借口，将育儿工作丟给希腊出身的女奴隸。上流阶层的家庭，通常育儿不由一人，而是由数人编成的小组负责。然而这些女人通常唯一的技能就是说希腊文，没办法担负其他重要的工作。亦即幼小的孩子，就被这些没教养又低俗的女奴隸环绕，听她们无味的閒谈、看着她们为了能尽可能偷懒而闪躲工作的样子长大。结果，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关心年幼的主人感受什么、说什么和做什么了。尽管真正的育儿，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对这些事项的温情处置。」




塔西图斯这个人虽然生于帝国鼎盛期，但是凡事悲观。因此要参考这位帝政时期首席史学家的证言时，必须对其大打折扣。不过，留下文章悲叹西元二世纪育儿现状的人，不只塔西图斯一个。距离凯撒的时代已有两百年，领导阶层的育儿方式，只怕也是各种社会变貌中的其中一项吧。马库斯·奥理略在《自省录》中也记述著，他是喝奶妈的母乳长大的。












母亲朵米提亚·芦琪拉




不过，他的母亲朵米提亚·芦琪拉，并非将育儿工作丟给女奴隸，成天耽溺於社交生活的上流妇人。马库斯丧父时才三岁。这个时代的女性，一般而言还没到十五岁就出嫁了。因此朵米提亚·芦琪拉很有可能成为寡妇时还不到二十岁。在罗马社会里，有钱的寡妇，又有生产经验，实在是最好不过的再婚条件了。尽管如此，她仍没有再婚。后来做儿子的，便这般形容他的母亲：


「我的母亲教导我下列的事情：崇敬神明；对有必要的人毫不吝惜的给予；做人非但不能沾染坏事，甚至想都不能想；还有远离富裕者容易染上的，豪奢的饮食及花俏的生活。」



也许朵米提亚·芦琪拉不像格拉古兄弟或是凯撒的母亲那样受过高深的教育，足以在儿子活跃於政界后还能对等商谈。不过马库斯·奥理略的母亲并未将儿子的教育完全委由他人代劳。马库斯·奥理略在确认将成为次任皇帝之后，依旧维持与家庭教师之间的书信往返，在书信的最后，通常会加上「我，以及家母向您问候」做结尾。这代表说当少年时期家庭教师前来教学时，做母亲的也与老师之间有互动。虽说马库斯·奥理略早在不懂人事时就失去了父亲，但要等到他三十四岁时，才又失去了母亲。因此，他是在母亲和高贵但宽厚的祖父保护之下，度过安稳且和平的童年。这个时候，罗马帝国也处在太平的年岁中。






少年时期的马库斯·奥理略







少年时期



这是西元127年的事情了。日后的马库斯·奥理略皇帝，这时还叫做马库斯·安尼斯·威勒斯，当时只有六岁。然而，就在如此年幼的时候，他列席成为罗马社会中仅次于元老院的第二阶级——骑士阶级的一员。在罗马社会中，贵族理所当然地会身兼元老院议员，而这些领导阶层的子嗣，也有前例是在十五岁经历成年礼之后立即列席骑士阶级。由于得以进入元老院的年龄资格限制为三十岁，这可说是成为领导者的预先準备课程。不过，尽管有年轻如十五至二十岁的前例，六岁实在是年轻得过头了。这想必不是因为治国迈入第十年的哈德良皇帝，从这六岁孩子身上发掘出什么治国的天赋，而是这位最高权位者对于能在国内代理业务，使他得以安心出差视察的忠臣威勒斯的「礼物」。对皇帝而言，最佳的助理人员之一，就是马库斯的祖父兼养父威勒斯。

第二年西元128年，是由七岁到十一岁为止的初级教育的第一年。社会上、经济上都属于最高阶层的马库斯很理所当然的，不是和其他小孩一样到街头的私塾去上学，而是请家庭教师到家中教课。不过，不管到私塾或在家中上课，初级教育的基本内容都是阅读、书写、算数，因此没有什么好提的。只不过另有一件值得特別记述的事情，发生在这一年。





像犹太教和基督教这种一神教既然有经典，负责向一般信徒解说经文的祭司阶级也就不可或缺。相对的，属于多神教的罗马宗教没有经典，因此也就不需要专门的祭司或神职人员。因此得以不用担忧神职阶级干涉国政的风险，自然地实现政教分离制度。不过这和现代人所想的政治归政治、宗教归宗教的分离意义不同。不但如此，理论上来说，只要是信仰罗马诸神的成年男子，都有担任祭司的资格。由于并非专职的神职人员，因此在举行祭典时也没有专用的服装。罗马皇帝平时穿的服装，是在短衣上套著一件托加长袍，而中、上阶层的男子穿着也是如此。由于皇帝身兼最高神祇官，因此有在国定假日举行祭典的义务，这时同样也是穿着长袍举行。不过，只有一点和平常不同。在元老院开会时，托加长袍不会用来遮盖头部。然而在神殿前的祭典上，则会以托加长袍的衣角遮住头部。这是罗马人崇敬神明的具体表现。罗马人的各个家庭都有其守护神，祭神时的仪式也只是皇帝举办祭典的缩小版，举办人是以衣角遮住头部的家父长，而仪式的参加者，则仅限於家人和仆佣。

在信奉多神教的古代，人与神的关系要比我们想像中来得接近。






奥古斯都




当马库斯七岁时，获得了拉丁文称为“Salius Palatinus”成员的称号。若要翻译的话，这应该称为「军神马尔斯的祭司会」吧。这是义大利半岛自古以来就有的祭典，光在首都罗马一地，就有两个团体负责，其成员各为十二名少年。在一年之中，有两个祭祀军神马尔斯的节日，分別是3月19日和10月19日，代表着适於战斗的季节之起始与结束。一到了节日，少年祭司们就会穿上义大利古代的武装。其中包括：皮制的短甲、短的军用斗篷、圆锥形的战斗帽、腰掛短剑、左手拿八角盾、右手拿枪。十二个人就穿着古装聚成一团，走遍整个市区。每隔一段距离停步后，就以枪敲击盾牌，口中唱著讚词，跳起献给军神马尔斯的舞蹈。当充满古味的舞蹈结束之后，驻足路边围观的人们会给予如雷的掌声。献给军神马尔斯的赞歌系以古拉丁文编成，对七岁的少年们无疑的十分困难。不过少年时期的马库斯将其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积极热心参与每一次祭典。看来，他无论任何任务都会全力以赴的个性，在这时已经成形。或许当他成为皇帝之后尊重罗马传统的想法，就是从少年时期此类教育和体验培育的成果也未可知。





中等教育是从十二岁起开始的。一般罗马人是在十七岁时出社会，因此罗马人非常重视这五年之间的教育，意为中学教师的“grammaticus”一词能够成为教职人员的总称，就是最好的证据。由于马库斯生在优裕的环境下，因此身边的教师也皆为家庭教师的「最高品牌」希腊人所包办。而且不同的科目由不同的教师负责，可能是到了西元二世纪时，不但育儿工作已经分工，连家庭教师也已经分门別类了吧。关于教育科目内容，已在第Ⅹ册的教育制度中详述，在此不再赘述。不过有趣的是，他们重视对话训练的课程，我们将其译为「对话」的科目，原文为“dialogus”。学习此科目的第一要点在于，知道世上有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存在。当能理解这件事之后，才能学会使用何种方法去说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这种对话方式，在希腊尤以苏格拉底最为有名，而在罗马，则是将其应用于元老院的议场以及法庭上。

然而在学习这些科目的同时，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却迷上了希腊哲学家的生活形态。白天刻意穿着粗布衣裳去上课，晩上也穿着这样的打扮，直接睡在地板上。由于母亲恳求他至少在地上铺一层毛皮就寝，几天后他才不得已地结束这种行为。换句话说，马库斯·奥理略在这么小的年龄时，已经迷上了希腊哲学。喜好戏谑的哈德良皇帝，当然不会放过马库斯，由于马库斯的姓氏「威勒斯」意为真实，因此他将「威勒斯」一词接上代表最大的语尾，成为「威勒西姆斯」，意即皇帝为少年时期的马库斯取个外号，叫做「热爱真实」。





西元135年，常因视察帝国疆域而不在首都的哈德良，可能是自觉到体力的衰退，决心在本国内安顿下来。五十九岁的皇帝待在提伯利別墅的时间，要比待在罗马皇宫里的时间多。不过当时十四岁的马库斯伴随祖父晋见皇帝的机会应该不少。因为从这时起，哈德良已经对这位少年表示出超越对忠臣之孙应有的关心了。




成年礼



对于完全达成自我要求任务的最高权位者来说，唯一没解决的问题就在于决定继承人了。如果在这项事情上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仔细安排的话，不管过去施行多少善政，也总是为山千仞，功亏一篑。哈德良可是走遍广大的罗马帝国每一片土地，一边守着罗马和平，一边完成帝国重整的人物。他在选择统治帝国的继承人选时，自然不可能随便。

当时五十九岁的哈德良，视线集中在推断当时约三十岁左右的凯欧尼斯·康莫德斯身上。这个年轻人虽然体格瘦长，但似乎皇帝认为其品格智力都合格了吧。然而，哈德良皇帝会挑选这位年轻人，还有他说不出口的苦衷在内。

在将近二十年前，刚开始治国的时候，哈德良曾肃清了前任皇帝图拉真留下的四名重臣，当时并未将其正式审判，而是以图谋政变的名目迅速处决。虽说为了将帝国今后的国策，由图拉真皇帝的军事扩张路线，转成专注於防卫路线，这是不得已的强硬措施。然而哈德良皇帝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只怕当年心中的纠葛，至今都还未曾忘怀。因为虽然互相不能认同对国策的看法，但四名重臣也是以他们的方式爱国。

凯欧尼斯·康莫德斯迎娶了四名重臣之一的尼古利努斯的女儿。这时他已经有一名六岁的儿子。在这幼童身上，流着背负着污名遭到处决的尼古利努斯血脉。这让人推测哈德良选择凯欧尼斯·康莫德斯作为继承人时，是否心中充满为无奈犯下的罪行赎罪的心思。被选为继承人的凯欧尼斯·康莫德斯，同时也有个十一岁的女儿；而同一年春天，马库斯也满十五岁了。

这意味着马库斯已满了举办拉丁文中称为“toga virilis”成年礼的年龄。当一位少年举行成年礼后，得以由少年时期的短袖衣服，换穿成年男子在正式场合穿着的托加长袍，因此所有的亲戚会共聚一堂为其庆祝。马库斯这时好像已经失去了代理父职的祖父。不过哈德良皇帝虽然没有公开支持，但似乎私底下帮了不少忙。因为一办完成年礼，马库斯也订婚了。

马库斯的未婚妻是凯欧尼斯·康莫德斯的女儿凯欧尼娜。而哈德良旋即宣布列凯欧尼斯·康莫德斯为他的继承人。也就是说，马库斯成了次任皇帝之女的未婚夫。凯欧尼斯·康莫德斯成为哈德良的养子，因此改名为阿耶利斯·凯撒。这位次任皇帝和马库斯之间相差了十五岁。而阿耶利斯·凯撒六岁的儿子，如果顺利的话将继承其父，成为再下一任的皇帝。他和马库斯之间相差了九岁。或许哈德良在一开始并未把马库斯视为皇帝候补人选之一，而是期望他能够待在阿耶利斯·凯撒身边辅佐其治国，当皇帝之子继位时，也能以姊夫的身份，成为至诚协助皇帝统理国家的人物，所以他才撮合马库斯和凯欧尼娜的婚约。






阿耶利斯·凯撒




有些人，就是打死他也绝对不会为了升官而去排挤、肃清別人，马库斯·奥理略正属于这种人。也许哈德良就是著眼於马库斯的这个特质，哈德良本身也是绝对不会为了升官而去排挤別人的人，但他同时也认为「一将功成万骨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自我中心的人反而重视彻底诚实的人的价值。

后来又发生一件我们不禁怀疑是否为哈德良指使的事情。十五岁的马库斯，被任命为拉丁祭典期间的首都罗马行政长官。所谓「拉丁祭典」（feriae Latinae），是长年以来於罗马郊外二十公里的亚尔巴诺山中举办的节庆。由于两名执政官都会出席，因此为了避免影响到首都的行政，会在祭典期间特別任命「长官」来担任行政工作，不过实际上这只是个名誉职位而已。而马库斯同样地，又是卯足全力地去执行任务。当年的执政官之一，是由哈德良指名为次任皇帝的阿耶利斯·凯撒，他还因此特地前往提伯利的別墅，向皇帝报告未来女婿工作有多勤奋。

西元136年发生的事情众多，而对马库斯家而言也是特別忙的一年。他们的这一年，是以喜事结束。比马库斯年轻两岁的妹妹科尔尼斐琪亚，和表兄弟屋米狄苏·夸德拉图斯结婚了。新娘的父亲和新郎的母亲是同母的兄妹，在罗马的最上层社会里，表兄妹结婚已经不是稀奇的事情了。即使不回溯到共和时期，在百年前的帝政初期，这也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帝王教育



即使办完了成年礼，马库斯这时也才十五岁，因此并未停止受教育。不但如此，由这时起，围绕在马库斯身边的教授群更是优秀了。据说这些教授的人选是由哈德良皇帝指定的。若真如此，这代表在老皇帝的心中，对于马库斯之资质评价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在此介绍教授群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人如下：

出身於小亚细亚弗里吉亚（Phrygia）地方的希腊人——亚历山卓。这个人是有名的荷马研究家，据说若要谈到正统希腊文的教育，无人能出其右。

出身於现代的斯洛维尼亚共和国，但在罗马时代则属于义大利境内，因此可算是义大利本国出身的拉丁人——特洛修斯·亚配尔。当然，他负责正统的拉丁文教育。

出身於过去属于大国迦太基领土北非地区的科尔涅留斯·佛伦多，他负责指导锻鍊辩论术的技巧。





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了欧洲、中东和北非在内。后世的史学家一致同意，哈德良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是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国家，即使不刻意意识这件事情，从教师的人选中就能反映出一些端倪。不过有趣的是，这些人教导马库斯的学问，和他们的出身地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菁英份子的生存方式。双语国家罗马帝国的两大官方语言为拉丁文和希腊文，而知识份子一方面在教导纯正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同时，也教诲子弟们以不带轻藐和不悅的方式，去倾听因出身非拉丁文或希腊文“native”（母语）地区，因此话中容易混杂方言或文法错误的人说话。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于知道对方想要表达的内容，至於传达方法则在其次。对谈时，绝对不得修正对方文法或发音的错误，其原因在于当在统治者面前保持沉默的人多了，反而无法为统治者带来利益。

既然罗马世界中有这种通念，那么不管出身帝国的任何地方，应该都没有问题。青少年时期的马库斯身边的教授群中，后来还陆续增加了希腊、中东与北非出身的人，笔者认为这不过是经由实力主义选拔出的结果。这些拜实力主义而获得重用的行省人士，就如同后世史学家大书特书的，几乎个个都自认为罗马人，而根本不会去想自己是高卢人、希斯帕尼亚人、希腊人、叙利亚人、北非人。当年说着皇家英语，对于语言上未必说得如此纯正的殖民地人民，同样愿意以绅士的态度倾听的英国人想必也不在少数。然而无论是印度、新加坡或者埃及的民众，没有任何人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虽然同为「帝国」，但罗马与英国的决定性差异就在这里。马库斯·奥理略的少年时期，亦即精神形成期，也就在由哈德良皇帝达成巅峰的世界主义气息下度过。不过之后不到两年间，却发生了大大改变马库斯人生的事情。





西元138年1月1日，已经被立为次任皇帝的阿耶利斯·凯撒，在整装準备出席元老院会议的时候，大量吐血而亡。在此前一年，由于哈德良皇帝的意愿，认为为了锻鍊他瘦弱的身体，以及为了日后登基治国，应当体验边境的军团生活，因此将他送往多瑙河前线。然而对于似乎患有肺结核的阿耶利斯·凯撒来说，这个环境变化实在太严苛了。在现代来说，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是一国的首都，这两大都市的起源，都是罗马时代军团驻军的基地。西元二世纪时，基地应该已经都市化到相当的程度，可是舒适的程度毕竟比不过帝国的首都罗马。在气候方面，对于习惯罗马南国气候的人来说也很严苛。三十出头的年轻气势，还是赢不了这场考验。对于哈德良皇帝而言，整个后续计画因此完全崩盘。而哈德良比谁都清楚，他有必要尽速决定替代的人选。当时他已届六十二岁高龄，更麻烦的是，在位期间进行视察旅行所累积的过度疲累，使他这时已经苦於年老和疾病。

阿耶利斯·凯撒死后不到一个月，后继的人选就决定好了。这个人登基之后的名字叫做安东尼奥·派阿斯，其祖先出身於南法行省。他具有元老院议员身份，算是理所当然的条件，且同时是「内阁」的一员，深受哈德良信赖。当时年龄为五十二岁。对于注重成熟稳健的罗马社会来说，处於这个年龄是个好条件。

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在阿耶利斯·凯撒死前，哈德良曾将安东尼奥列为继承人选之一。哈德良和安东尼奥性格完全不同。一言以蔽之，如果哈德良皇帝是锐利的话，安东尼奥就是稳健。不过反过来说，安东尼奥具有哈德良所欠缺的资质，我们可以借用小葡里尼斯的话来说：「元老院议员们，对于皇帝以元老院之一员身份行动感到满意。」在这方面安东尼奥可是铁票。

对哈德良而言，安东尼奥具备的第一项好条件在于他有女儿，但没有儿子。又，当时五十二岁的年龄也是个好条件吧。这时哈德良六十二岁，他想必认为比自己年轻十岁的人，好歹可再活上十三年。只要能撑过这段期间，目前只有十七岁的马库斯，到时也达到了就任国家要职的年龄下限三十岁。很明显地，当阿耶利斯过世之后，在哈德良心中马库斯的存在更加地重要了。

指名安东尼奥为继承人时唯一让人不安的问题，在于这个人於本国以外任职的经验，只有担任过一年的小亚细亚行省总督。而且，他担任总督的行省，不像是卡帕杜西亚这种即使不在战争状态下，也因面对假想敌帕提亚，必须随时保持警戒，负有指挥边境防卫军团任务的地方，而是待在小亚细亚西部，希腊文化菁华依旧存在，生活和平又舒适的行省之中。在罗马帝国，一个行政区即使同样称为行省（provincia），位于防线上的行省总督任命权属于皇帝，一般是由具有军务经验者担任。而没有这方面问题的行省，总督则是由元老院议员相互选举而出，按例是由具备执政官经验的人担任。这两种行省就分別被称为「皇帝行省」及「元老院行省」。另外，两种行省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皇帝行省」的总督任期一般而言长达数年，但「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任期则固定为一年，这是为了尽量让多一些议员得以共享担任行省总督的「荣誉」所致。当初安东尼奥担任总督的行省，也就是「元老院行省」之一。不过，安东尼奥在担任总督时的政绩优异，连在义大利本国都获得好评。像他这般清廉、诚实、具责任感的人，想必能够胜任愉快。

而且笔者推测，对哈德良帝而言，继承人的行省经验少，恐怕算不上什么问题。因为哈德良已经亲自走遍了三十六个行省，将所有判断为必要的措施都整顿过了。也许他会认为，到马库斯即位为止的十几年内，帝国应该没有问题。然而，预计中的十三年却变成了二十三年。





西元138年2月25日，哈德良皇帝公布了新的继承人。因为这时安东尼奥已经接受了哈德良所提出的全部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收养即将满十七岁的马库斯，及已故的阿耶利斯·凯撒之子，现年八岁的卢西厄两人为养子。第二是等到阿耶利斯·凯撒的女儿和马库斯到达适婚年龄后，为两位已经有婚约的人举行婚礼。第三个条件则是等阿耶利斯·凯撒的儿子卢西厄到了适婚年龄后，让其与安东尼奥的女儿法乌斯提娜结婚。






哈德良









安东尼奥·派阿斯




我们光是浏览这些条件，就可以稍稍感受到重整帝国防卫机制和法律体系的哈德良皇帝，那种事事追求完美的个性。从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他将马库斯视为继承皇位的正统，而把安东尼奥当成过渡时期的代班人物。另外还可以感受到在自知来日不多的哈德良心中，对治国初期不得不肃清的图拉真帝四重臣的赎罪意识。他特別在此为流有四重臣其中一人血脉的两个幼儿安排好了后路。

於是，在一切后事都安排好的五个月后，哈德良皇帝离开了人世。

在现代，人们往往瞩目於这名皇帝的卓越美感，以及其对希腊文化的热衷。虽说这也是事实，然而哈德良皇帝可不只如此。笔者甚至认为，以多民族的罗马帝国统治者角度来说，接在朱利斯·凯撒和奥古斯都之后，排名第三的就是哈德良皇帝了。哈德良是优秀的政治家，同时他也有一套简明扼要的哲学，这名皇帝虽然不像马库斯·奥理略一样留下《自省录》和骑马像，不过他也将自身的哲学流传到了后世，那就是至今依旧屹立在罗马的万神殿。




罗马人的哲学



这座神殿不管它是盖成圆形或方形，本质上都和其他的神殿完全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有人到雅典的帕德嫩神殿参拜，进入神殿后只能面对主神宙斯而已。而建于罗马卡匹杜里诺丘上的朱比特神殿，其人神关系也是承继著帕德嫩的格式。

然而，罗马的万神殿，就如同字面「万神殿」（Pantheon）所示，是个无论异族神明或战败者信奉的神明，将所有人信奉的神明一律纳入其中的「献给天地诸神的神殿」。而且，万神殿的特征还不只如此。人们并非从入口进入神殿，然后面对位处内部的神明，而是当人们进入建筑之后，四周由诸神环绕。万神殿是唯一以古罗马时代的状态存留至今的建筑物，其中并未使用任何梁柱设计，却能维持四十三公尺的高度和宽度。不过这种事情只要交给建筑师去佩服就好。优秀的建筑物，一定会显现出建筑者的哲学。我们真正该感受到的，就是万神殿的哲学。

当读者参访万神殿，走进内部，站在宽广的圆形地板正中央时，可以仰头看到圆形天窗外的蓝天。这时只怕身边的众多观光客，以及他们发出的噪音都会离我们远去，只留下站在宽广的神殿正中央的人，以及沿着墙面并列的诸神。在其他神殿里，是以供奉在其中的神明为主角。在万神殿之中，则是由守护人的诸神围绕在一旁，改由人类为主角。这个形式，正是古代多神教精神具体化，因而显现的罗马帝国哲学。万神殿原本是由奥古斯都帝的左右手阿古力巴在西元一世纪时兴建的，不过到了西元二世纪时，已有需要重建。这时是由哈德良帝把原本的长方形建筑改为圆形，并且把诸神的位置由中央改至圆周边上。哈德良属意等到时机到来后将由马库斯守护的罗马帝国，正是「万神殿」式的罗马帝国。






万神殿的内部




附带一提，从罗马人修筑万神殿起，直到现代为止，已经过了将近两千年的岁月。然而，人类在这段时间内，还没有修筑第二座、第三座万神殿，这是因为人类进入了一神教时代，认定自己所信仰的神以外的神明为邪神，并且持续到现在。「万神殿」是多神教时代的产物，也是再也不会重现的古人的纪念碑。

继承哈德良帝之后的安东尼奥·派阿斯，以意为「慈悲为怀」的「派阿斯」闻名於世。史学家评论他治国的时期为「罗马人最幸福的时代」。史学家吉朋也感叹道，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问题，连得以记录的事情都快找不到了。确实，这位皇帝在治理有如大家庭的罗马时，抱持著宽容的态度，但遇到应当匡正的事物也不会松懈；在登用人才时充份表现了公正；排除滥用公款的情况，致力於维持健全的财政。长达二十三年的执政时间内，贯彻了施行善政的态势，连后世的学者要将这位统治者列入五贤君之一时，也丝毫不会感到犹豫。然而，他能够这样专注於平凡的政治，或是说他只不过是专注於行政，是因为他很幸运地，能在享受先人业绩的成果时担任皇帝。若要说到先人的业绩，即使只是将时间限定在帝政时期，并将范围限定在皇帝的首要责任「安全保障」上，还是有下列这么多事项可谈。




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史



朱利斯·凯撒——征服全高卢地区，确立以莱茵河为防线的政策，阻止了日耳曼民族的侵袭，因此使得原为狩猎民族的高卢人成功地农耕民族化。以土地为生产基础的农耕民族，较不易舍弃居住地侵入他人的领土。





奥古斯都——如果谈判的对象，不像高卢人一样分成许多部族，而是由统一的领袖治理的国家，那么奥古斯都会表现出随时能够妥协的态度。当年他能够和帕提亚王国制定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就是以外交力量为主，武力为辅，同时也制定了罗马帝国以幼发拉底河为东方防线的基本国策。





台伯留——这位皇帝正式地整顿多瑙河防线，使其与莱茵河共同成为帝国北部国界的防线。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源自为监视对岸蛮族动静的基地，而设立这个基地的，正是台伯留皇帝。不过这位皇帝的业绩中，特別值得介绍的，不像防御外侮那样威风，而是同等重要的内部治安维护工作。无论石板铺面的罗马大道在国内形成多么完善的网路，如果民众有在途中遭到盗贼袭击的疑虑，道路网也就无法发挥国家血管网路的功效。





克劳狄斯——朱利斯·凯撒认为，光是以莱茵河防线阻挡日耳曼人的入侵，不足以维持高卢地区的安定。为了让不满罗马政权的高卢人无处可逃，征服不列颠地区的举措不可或缺。而事隔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政策终于由克劳狄斯实现。实现政策的结果，使得派驻於高卢的罗马军事力量，只要有里昂的一个大队，亦即一千名士兵就足够了。这一千名士兵的任务，还包括了保护设置于里昂的帝国金币、银币铸造厂。也就是说，虽然高卢地区广大到足以包括后世的法国在内，派驻在这里的罗马兵人数却几近于零。至於以史特拉斯堡为基地的一个军团，各位从地势上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任务是死守莱茵河防线。

只要高卢地区安定，隔着庇里牛斯山脉与高卢相邻的希斯帕尼亚也会跟著安定。罗马人在伊比利半岛派驻了一个军团，不过是为了看守与北非相对，古代称为「海克力士双柱」的直布罗陀海峡。

对罗马人来说，高卢的安定就是这么重要。罗马人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安稳的高卢做背景，绝不可能将兵力集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上。






由图密善皇帝建构的莱茵河至多瑙河的防线




图密善——莱茵河与多瑙河的水源，均来自於阿尔卑斯山脉，而且越往这两条大河上游回溯，河流间的距离也就越短。两大河上游之间的地带，若以人类来形容的话，正有如侧腹部，亦即最为脆弱的地方。据说最早想要强化此一地带的防卫体制，是台伯留皇帝。不过将其以「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名义实现的则是图密善皇帝。由于建设了「日耳曼长城」，原本有如日耳曼人地盘一般的黑森林（Schwarzwald），也纳入了罗马的版图。这座森林原本令人望而生畏、不敢侵入，如今有了罗马大道穿越，不仅使军团得以行军其间，也成了供应一般旅人穿梭的地带。这也使得罗马帝国的北端防线，变为由莱茵河防线一日耳曼长城一多瑙河构成，成为一道由北海起始，至黑海为止，既绵延又富功能性的完整防线。军团的移动更为便利，连带地避免军事费用的扩增。「日耳曼长城」的战略价值有多高，从日后图拉真帝强化、哈德良帝重建两件事情，就可以得知。毕竟，罗马的欧洲北防线要面对的，不是指挥系统统一，因而容易寻得妥协的帕提亚王国，而是以蛮族一词统称的诸多部族集团。





图拉真——对罗马来说，个別部族分居各地的蛮族，是可以各个击破的对象。但同时也有风险，就是当有强力领袖人物出现时，原本分散各处的部族会聚集到领袖之下。达其亚的首长德赛巴拉斯，就是一个拥有足够力量，自封为「王」的政敌。罗马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管。立于罗马的「图拉真圆柱」浮雕上，刻著的正是这场被称为「达其亚战役」的战斗。这场战役最后是以罗马的完全胜利收场，位于今日罗马尼亚一带的达其亚成为罗马的行省。多瑙河下游的居民，再也不会看到对岸的蛮族了。换句话说，多瑙河防线更加地强化了。

罗马人苦於未开化民族的原由之一，在于对人命的感受不同。当罗马人迫於需要必须渡河时，他们宁可弃木筏与小舟，选择筑桥。未开化民族没有在大河，如多瑙河之上架桥的技术能力，对他们来说，没有也无所谓。他们所拥有的最大的「力量」，在于对利用木筏与小舟渡河时无法避免的人力牺牲没有感觉。图拉真帝征服达其亚，将其纳为行省后，元老院向他献上了「至高皇帝」的称号。这是因为他不仅在战役上获胜，而且取得了新的领土。不过除此以外，请各位不要忘记，即使身在离多瑙河千里之外，住在安全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和前线士兵日夜感受到的蛮族威胁是相通的。当一个组织的「头」与「手脚」能有共同想法时，组织体质是健全的，同时也因此而强盛。




哈德良——与前任的图拉真不同，这位皇帝连一次凯旋仪式都没举行过。虽说这是因为他坚守防卫策略，不过他所实施的坚守防卫策略，和现代和平主义份子所想的并不相同。他知道人会对强者卑躬屈膝，又会对表态示弱的对象摆架子。这就是他所考量出的政策，在他二十一年的在位期间，绝大多数时间在巡视广大帝国的边境。其成果便是将所有的防线都化为铜墙铁壁。也就是说，他完成了一个防卫体制。无论是从沙漠另一边袭击而来的北非游牧民族，或是意图跨越幼发拉底河扩大领土的帕提亚王国，或是时时伺机而动、意欲渡过多瑙河与莱茵河的北方蛮族，以及想要穿越「哈德良长城」南下的卡雷德尼亚人，都不得不承认，若是轻易出手，将遭到沉重的反击。现代人称呼这种政策叫做吓阻力。

虽说他将防线化为铜墙铁壁，但并非以防卫设施为界，隔绝内外的交通。罗马的国界并非封闭的国界，而应当称为开放式的国界。哈德良同样地承袭了罗马这项传统。在有市集的日子里，常常能见到住在防线外的蛮族，拿着自己的物产进入防线内，卖掉物产之后，将金钱用于购买罗马境内的物资。跨越防线进行交流的现象不限於一般人，派驻於国界边的军团，也常常借此购买必需物资。这并不代表如果没有购买蛮族生产的物资，军团就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而是希望能借由物产交流，减低蛮族的掠夺意图。这是一种优越的政治策略，后世的研究人员将其称为「半（semi）罗马化」。亦即罗马人忙于在国界内进行罗马化的同时，也没忘记对国界外侧进行半罗马化。而所谓的「罗马化」，也就是命运共同体化。

然而，虽说政策转向坚守防卫路线，依旧是一种强化防卫体制的政策。因此强化所需的经费支出增加，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在罗马帝国，增稅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从「百分之一稅」和「二十分之一稅」等別名就可以得知，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订定的稅率已经成为定律，而且增稅并不是个对待有权者的好方法。罗马的皇帝，并非像基督教圈里的皇帝或国王一样，被认为是由天神赋予统治权的存在。罗马的主权始终在人类身上，罗马皇帝是由罗马的主权者「罗马公民」与「罗马元老院」委托统治，因此才能行使权力。所以，只要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都是罗马的主权者。而在那个时代，间接稅为国家的稅收主体，一旦提升稅率，最大的受害人就是一般公民。

也许有人会认为，只要提高不具有罗马公民权的行省民所支付的行省稅不就好了？可是行省稅又因为其他因素，使得增稅难度不会比其他稅收容易。行省稅的別名叫「十分之一稅」，稅率如字面所示，为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古代，似乎各地的稅率大体上都在这个水準。甚至有文献记载，古人认为迦太基征收的百分之二十五稅率异常的高。行省民是在免除兵役的名目下，勉强接受行省稅政策。如果要在稅率上动手脚，绝对会引起内乱。即使不与国外的敌人作战，如果与国内的人为敌，那么根本没有机会重建安全保障体系。要在这个状况下推动改革，只有节约一途。





在第Ⅸ册中已经详述了哈德良的政绩，在此想引用其内容，来对其施政稍作说明。以下引用的是原书中第243~244页的部份内容。


「在军团长之下只有二名高官负责基地的营运。其中一人为财务负责人——会计监察官，另一人为营运负责人，亦即基地长官。基地长官的重要任务在于武器、军粮的补充与储存。不过，这是必须经常面对敌人的前线基地，有许多基地因为担心不知何时会被敌人包围，往往补充过多，结果造成库存过量的现象。




一旦库存过多，粮食便会发霉腐败，无法食用，最后只有丟弃一途。而武器放置不用则会生锈，连军团附属的兵工厂都束手无策，成为堆积如山的废铁。亦即，就算一开始无意如此，最终还是造成军粮采购经费的浪费。




哈德良对此现象感到相当不满，故将军团基地、军粮供给地与链接两者的补给路线加以重整强化。因为只要流通获得保证，就不需储存过多，其成果使得基地内的库存降到最低。」



谈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当时在写这段文字时，一边写著，一边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一想到这仿佛是丰田汽车的“just in time”制度，就不禁觉得有趣。

当然，当初构思丰田管理制度的人，并非从两千年前的罗马皇帝处得到灵感。不过，当人面对问题时，若是明确地订定了最重要目标，并且具有实现目标所需的意志力，那么只怕每个人都会想出类似的方案吧。附带一提，后世的人给哈德良皇帝的另一个评价，就是「效率第一」。





不过，皇帝的这种做法也有缺点。由于这个制度有如精密的机械，因此只要一个齿轮出了问题，就有可能使得整台机械停摆。要预防这个现象，并持续让制度发挥功能，就有必要不断地维修整顿。笔者认为，万人一致公认为明主的安东尼奥·派阿斯却没有完全尽到这个责任。也许他会反驳说，因为制度已经发挥作用了。可是话说回来，今天是晴天，并不等于明天不会下雨。如果一般民众人人都能準备雨伞的话，政治领袖也就没必要存在了。拥有比一般人权力强大的领袖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能够未雨绸缪，事前替民众準备好雨伞。哈德良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在人们不认为帝国有必要重新建构的时期中，决心并实践帝国重整。




次任皇帝马库斯



西元138年7月10日，哈德良皇帝逝世的同时，安东尼奥·派阿斯治国的期间也开始了。不过，这并非正式开始，他还需要获得元老院议员过半数赞成的形式支持，但这情况有些像是前任总裁指定的后任总裁要接受董事会承认一样。所以重视事情实质的罗马人，通常把前任皇帝过世的当天视为新皇帝治国的起点。就实际而言，新任皇帝安东尼奥也没浪费他获得的时间。不过话说回来，他是那种即使爬上了最高位，也不会摆出架子强迫他人服从的人。

安东尼奥约见了马库斯，这时他已经收了马库斯为养子，因此是马库斯的养父。他对马库斯提议，问他是否要与已故的阿耶利斯·凯撒之女解除婚约，改和他的女儿法乌斯提娜订婚。当时十七岁的马库斯一阵思索之后，答应了这项提议。由于法乌斯提娜这时已经与阿耶利斯·凯撒的儿子卢西厄订婚，因此英年早逝的阿耶利斯·凯撒留下的两个骨肉同时被人解除了婚约。虽说当初哈德良皇帝的苦心通通成为泡影，毕竟人称公正且慈悲为怀的安东尼奥，也是个普通的父亲，会希望下一任的皇妃是自己的独生女。

据载当时法乌斯提娜只有八岁，因此订婚不等于结婚。但由于答应了这个婚约，日后的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也成了近亲结婚的案例之一。

安东尼奥·派阿斯的妻子与马库斯的父亲是同胞兄妹。因此，安东尼奥同时也是马库斯的姑丈，亦即他的女儿法乌斯提娜和马库斯之间为表兄妹关系。领导阶层之间往往有相互联姻的倾向，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婚姻并非个人的问题，而是家族与家族间势力结合的问题。罗马帝国也同样不例外。不过，在以往由于离婚现象多，因此下一代之间往往父母不同，即使结婚也不构成表兄妹婚姻。史学家塔西图斯虽极力批判统治阶层的伦理乱象，但很讽刺的，这个乱象反而减少了近亲结婚。然而到了西元二世纪，离婚的人也少了。而且要说是减少，不如说是完全消失。在五贤君之中，就完全没有人离婚。这是因为一夫一妻制已经普及。如果塔西图斯在地下有知这个伦理提升的现象，也许会高兴得哭出来吧。可是这个现象却导致近亲结婚的增加。不知是否与近亲结婚有关，幼儿到成年为止的存活率也降低了。





第二年，西元139年，对年满十八岁的马库斯来说，是他首度经历公职的年份，他获选为中央要职的起点「会计监察官」。由于他受到皇帝推荐，因此在元老院中举行选举时，候选也就等于当选。当年首度担任这项职务的平均年龄为二十五岁。年纪轻轻十八岁就当选，实在是个特殊案例。罗马人称呼这种公职历程（course）为「荣誉职涯」，视为领导阶层的责任及义务。相形之下，图拉真是在二十八岁时，哈德良则是在二十五岁时才通过职涯的起跑点。这两位先帝是在经历过军团勤务之后才就任中央要职，马库斯则是在没有军事背景的状况下开始。很明显地，这是在安东尼奥皇帝期望之下产生的结果。因为紧接着，马库斯又在皇帝的推荐下，被指名为次年西元140年执政官的候选人，成为编制二人的执政官之中早早被敲定的人选。原本所谓的「荣誉职涯」通常是在担任过会计监察官后，成为元老院议员，之后顺着法务官、执政官的顺序步步高升。然而马库斯却是在没有元老院议员身份和法务官经验的状况下，一步跃上执政官的位置，而且就任之时才十九岁。

除此以外，在西元139年的时候，也就是马库斯十八岁时，安东尼奥皇帝赐予了马库斯「凯撒」的称号。在罗马无论哪位皇帝，按例要在官方全名中冠上帝国的肇始人朱利斯·凯撒和奥古斯都的名讳。以安东尼奥·派阿斯为例，他的官方全名为「皇帝·凯撒·提图斯·阿耶利斯·哈德良·安东尼奥·奥古斯都·派阿斯」。其中「提图斯」是安东尼奥的个人名，姓名中会有「阿耶利斯·哈德良」，是因为按古代的记名方法，无论生父养父，当事人都必须将其名讳加记在个人姓名中。又，如果当事人是次任皇帝，则名字中单独记载「凯撒」一字。以马库斯为例，他出生时所获得的姓名为「马库斯·安尼斯·威勒斯」。此时已经改为「马库斯·阿耶利斯·威勒斯·凯撒」。简单来说，各位可将「凯撒·奥古斯都」当成「皇帝」，若只有「凯撒」的话，则地位有如「皇太子」。也就是说，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早在十八岁时，便已经获得登基为皇的保证。在此，特将五贤君中除了在位期间只有一年半的涅尔瓦以外，其余四名皇帝生涯列表如下。




从图拉真到马库斯·奥理略为止的皇帝经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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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作笔者，会采存疑的态度。但当时不管是元老院议员还是一般市民，都对登基治国后旋即发表继承人的安东尼奥·派阿斯给予讚许，认为他谨守了与先帝之间的约定，是位公正无私的皇帝。

确实，安东尼奥皇帝立马库斯为下一任皇帝，而得以遵守与哈德良之间的约定。可是，他是先让马库斯成为未来女婿之后，才遵守这项约定。当初哈德良在指名安东尼奥为皇帝时，附上的条件只有将当时还在少年时期的马库斯与卢西厄两人收为养子而已，遗言中并未提到要将预立为两任后皇帝人选的马库斯在十几岁时就早早封为「凯撒」，并旋即捧上执政官的宝座。毕竟，收为养子已经意味着列为继承人。

也就是说，安东尼奥·派阿斯登基称帝不到一年就忙着实行的，只是优待即将与其独生女结婚的年轻人而已。没有任何史学家与研究人员指责这一点，是因为自从吉朋之后，人格健全的明主「安东尼奥·派阿斯」（慈悲为怀的安东尼奥）已经成了定论。不过，人格高尚的人，未必就是个优越的政治领袖。

确实，安东尼奥·派阿斯是个责任感比一般人重的人。在培育继承人方面，他一点都不马虎。不过，他培育继承人的方法，并非把年轻人送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是将继承人留在身边累积经验。





当西元139年获得「凯撒」称号，被立为次任皇帝时，马库斯还只有十八岁。不过他在这一年从原本居住的柴利欧丘搬到帕拉提诺丘居住。这是因为安东尼奥皇帝希望他能居住在皇宫中，而他也接受这项要求。这时，马库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而教授群则囊括了出身北非的佛伦多、希腊人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等，对当时的知识份子来说是无人不知的一流学者。而这些人虽为了教育次任皇帝，受聘前往罗马，但认为师徒关系不该与他人相异。意即他们认为教学时不是由教师前往弟子家中教学，而是该由学生到教师家中拜访求教。安东尼奥也只好接受这个条件。不过，他也说了句玩笑话。他说大概是老师们千里迢迢从希腊赶到罗马跑累了，不想在罗马市区内移动了吧。於是，十八岁的马库斯，只有每天自己跑下帕拉提诺丘，到老师们家中求学。可是当年度更换，到了西元140年时，他除了上学外，又多了两项重要政务要负担。





不论是共和时期或帝政时期，1月1日都是该年公务起始的日子。这天除了要召开该年第一次元老院会议，执政官的任期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西元140年担任执政官的两名执政官之中，其中一名如去年所预定的，由还有四个多月才满十九岁的马库斯就任。他的同事执政官，则是安东尼奥皇帝。和现任皇帝当同事是无上的荣誉，而当皇帝想要对一般市民宣传他重视的人选时，这个手法也常被拿来应用。在罗马，要指称年份时，不是用开国第几年来计算，而是用某甲与某乙担任执政官的那年来指称。比方说重视葡萄酒的产地与生产年份的风俗，也是从罗马人开始的。罗马的「美食家」们，会从赤陶土制的酒壺中，把酒注入玻璃杯或银杯。然后一边说「这是南义大利的萨雷鲁诺出产，由安东尼奥与马库斯担任执政官那年的「威努姆」（vinum）」，一面向客人推荐葡萄酒。附带一提，在拉丁文的长女义大利文中，这个字便成了“vino”。而在希腊文中，则成了“oinos”。总之从现代各国的语言中，意为葡萄酒的名词来看就可得知：在帝国的西侧，亦即欧洲地区，种植葡萄、推广葡萄酒的也是古罗马人。法国与西班牙自不待言，就连德国名酒“Mosel-Saar-Ruwer”的产地，也位于帝国疆域之中。同样位在疆域中的英格兰没有成为葡萄酒产地，是因为罗马人判定英格兰不适合栽培葡萄。葡萄酒有过这么一段历史，所以笔者每当看到有人用英文的“wine”来代表葡萄酒，总觉得不能接受。就好像「地中海」这三个字，是既能传情达意，又能兼顾语韵的优秀译语一样，「葡萄酒」这个词不也同样是很优秀的译语吗？

我们将话题回到十九岁时的马库斯身上。他在这一年开始承担的另一个重要政务，是担任「内阁」（consilium）的常任委员。这时的内阁，已经和皇帝经常不在首都的哈德良时代大为不同。总理帝国统治实务的“consilium”，由皇帝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则包括：两名执政官；若该年度有财务官，那么财务官也列席内阁会议中；法务官、会计监察官与按查官为复数编制的官员，但只各派一名代表列席内阁会议；再加上由元老院遴选出的十五名议员。西元140年时，马库斯具有执政官身份，因此具备了参加内阁会议的资格。不过也是由于安东尼奥皇帝的要求，毕竟马库斯的年龄实在是太年轻。就这样，在「内阁会议」中，皇帝旁的座位，留给了列席人员里最年轻的马库斯。

安东尼奥皇帝这种尽管当事人年轻，但身为次任皇帝就应当累积政务经验的想法，广受元老院议员的好评。大家讚许他不独占权力，采取注重培育继承人的贤明政策。不过，对于贤明政策的施行对象马库斯来说，这代表忙得昏天暗地的日子要开始了。




罗马人的一天



罗马人习於日出而作，因此无论是元老院会议或是内阁会议，都在上午召开。如果当天没有这两种会议要开，马库斯必须跑到他的家庭教师之一的家中，接受一对一的教学。罗马人将一天分为「工作」与「休閒」两大部份，连教师也只在上午工作。

就算到了下午，马库斯也没办法和同年龄层的其他青年一样，前往竞技场锻鍊体力。在人类社会里，地位和权力越高的人，工作也就越多。而且，因不独占权力而广受好评的安东尼奥皇帝，也乐得连皇帝的工作都丟给马库斯，自己享受悠然散步的乐趣。

这样一来，用于追求真正喜好学问的时间，对马库斯而言即探求哲学的机会，只剩下晩上。皇宫和一般家庭不同，就算时时点着灯火，想必也不会遭人责怪。然而这种生活势必会影响到健康。毕竟，要是第二天早上有内阁会议，马库斯就必须在几乎没有睡眠的情形下前往列席。图拉真与哈德良在这个年龄时，正担任边境防卫军团的大队长，在多瑙河沿岸东奔西走。相形之下，青年时期的马库斯虽然住在首都的皇宫中，生活的舒适程度好得不能和前几任皇帝比较，但却让人为其感到可怜。刚搬进皇宫的前几年，马库斯的母亲没有与其同住。如果母亲同住的话，相信就会有人为身体原本就不强壮的马库斯顾虑健康吧。不管怎么说，这种生活一共持续了五年。就连到乡间的別墅时，皇帝通常都会带着马库斯同行。虽说在山庄里没有内阁会议和元老院会议，但是不论皇帝身在何处，需要他下决断的公文依旧会追上门来。而且安东尼奥又忠于古罗马人在田园间的生活方式，非常喜好下田耕作。马库斯与皇帝同行，又要跟著采葡萄，又要忙着陪皇帝在午后散步、钓鱼，进修的时间还是只剩下夜间可用。




恩师佛伦多



在将近一千九百年后，我们还能得知马库斯青年时期的生活，是因为他留下了与家庭教师之一的佛伦多之间的书信。在此，笔者想稍稍介绍其内容。佛伦多是马库斯的拉丁文老师，因此这对师徒间的书信和以希腊文写成的《自省录》不同，几乎全以拉丁文写成，只有偶尔会以希腊文写作。


「给我比任何人都敬爱的老师




好不容易，专门送公文的传令官才刚离开。我才有机会向您报告我这三天来的近况。话虽如此，我能说的也仅止于此了。因为我才刚口述完三十件以上的公文，所以声音沙哑，连呼吸都快停了。」




「给我敬爱的老师佛伦多




我正深切地感受到，现在我的健康状况，正反映在您可以比任何人都正确判断之处，亦即我目前文章内容的不稳定之上。而至於我详细的健康状况，好不容易正在逐渐康复。胸口的疼痛，已经不再复发。为了不再让病情恶化，我决定接受医师的忠告。因为我认为，抵抗疾病唯一的方法，就在于认真听从专家所给予的治疗方针。




话虽如此，惭愧的是患病的时间越是延长，心理方面就越免不了要受到影响。也正因如此，我每天都痛感到我有必要恢复健康。




再会，我最爱的恩师，家母也向您问候。」



在未满二十岁时就已经患有的「胸口疼痛」，后来成为纠缠马库斯·奥理略终生的顽疾。尽管心中痛感有必要恢复健康，但马库斯还是个热爱学问的人，尤其是哲学。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由他写给恩师佛伦多的信件，正代表他好学倾向的顶点。不过在介绍这封信件时，笔者想特別在旁边顺便插嘴。笔者在大学时代主修的同样是哲学，不过唯一因此得知的，就是了解自己是个多么形而下的人。在热爱形而上哲学的马库斯书信中，以（）框起的文字，就是形而下到不可救药的笔者的「声音」。


「我狂怒不已，也悲伤至极，我所追寻的真理，始终不见纵影。




（那还用说，要是真理那么好追寻，哲学史也就不会长达三千年了。）




一再苦思之下，不禁会把自己的能力拿来和其他的哲学家做比较。




（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做比较好。）




茶饭不思，满脑子都是苦思不解所造成的焦躁，简直快爆炸了。




（这种事只是白费工夫罢了。）




当雅典议会因辩论而闹得不可开交时，有位议员这样建议过。




我们有必要制定法律规定，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全体议员必须先回家睡一觉。我也决定遵循这项前例，姑且把一切都拋下，前去就寝。




（对嘛，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在写给佛伦多的信件中，马库斯率真的表现出自我，诚实地令人感动。不过，他的老师不只佛伦多一个人。打个比方来说，出身北非的佛伦多，有如马库斯在高中时代遇到的一位老师。而除了佛伦多之外，马库斯身边还有成群灿如繁星、出身希腊的名师。可是马库斯却没有写给这些老师如同佛伦多一样地，诚挚又关心的信件。原因之一，想必是因为这些希腊学者，用俗气点的形容，是群臭屁的人。在希腊人之中，有许多人认为自己虽然受罗马人统治，但在文化方面要更胜一筹。罗马菁英阶层爱好希腊文化的现象，也加深了这种想法。罗马的菁英阶层人人都会说希腊语，可是即使是希腊的知识份子，也未必会说拉丁文。罗马帝国是个双语国家，西方以拉丁文为官方语言，而东方的共通语言则是希腊文。因此这种现象的起因在于有无学习意愿。

佛伦多前往首都罗马担任法庭律师，受到哈德良帝赏识，聘任为马库斯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而佛伦多的出身地，位于当时称为努米底亚行省，现代的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君士坦丁诺。若再回溯到三百五十年前，这个地方属于迦太基境内，因此佛伦多曾留下一篇「代表迦太基人於元老院进行的感谢演说」。不过这个人也是一位虽然过去是战败者，但无论自己出身何处，都确信自己是罗马人的人物。从他口中说出「代表迦太基人」，就好像出身日本静冈县的人，自称代表静冈人一样。如果要回溯源流的话，马库斯的祖先，则出身在西班牙南部的倍帝加行省。

佛伦多也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教师。他寄给徒弟马库斯的信件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哲学教导你应该说些什么；辩论术教导你要怎么说才会有说服力。」



马库斯曾经沉迷在哲学中，一度学习犬儒派学者穿着粗布衣裳直接睡在地板上。在中断这种行为后，心中还是留着不少遗憾。而身为教师的佛伦多则写下这段话安慰他：


「凯撒呀，我们先假定你和克雷安提斯或哲农等优秀的哲学家一样，具有天赋的睿智。可是只有你和这个愿望相反，命中注定不是穿着哲学家的粗布短衣，而是要披上皇帝的紫披风。」



这对师徒亲密的关系，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十年。披上紫色披风成为皇帝的弟子，是这位年老教师的荣耀。当皇帝马库斯·奥理略送来庆祝生日的信函后，佛伦多这样回信著：


「我认为以我个人来说，已经过了个满足又充实的人生。不过，我的人生还不只如此。




相信你今后还会是我一直期望的英明皇帝。从你年少时，我就已经如此确信了。在你已经登基的现在，还有今后，也确实会是个公正无疵的君主。身为教师的我长年如此地期盼，你今后将会是个受罗马帝国全民所爱，让他们接受为领袖的皇帝吧。令我欣慰的还有，你也是我心中悄悄期盼的，敬爱师长的弟子。而且你也表现出日常中你自我期许的，以带有说服力的言论引导人群的指导者姿态。」



多年后，在人生的最终阶段，马库斯皇帝在《自省录》里写著，他亲自领导的罗马帝国最终的目标如下：


「法律对人人都平等地执行，个人的权力与言论自由都受到保障。达成这项目标，正是以勠力保障全体臣民自由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存在的理由。」



文中提到法律平等、尊重人权、言论自由等理念，正如同一千六百年后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锋一样。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项理念。

要营运译为国家或共同体的“res publica”，不是光举出一个清高的理想就能实现。如果不把共同体中和理想相距十万八千里的其他成员拖下水，理想万万无法实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存在，这种现象也是理所当然。

借用一句距罗马帝国一千三百五十年后的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的话，共同体的构成份子「民众」虽然会对抽象的事物判断错误，但会对具体的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辞典中所记载的「形而上」，意为「无法以形态感知」、「超越有形的事物」，意即「无形」。而相反地，「形而下」则是「能以形式表示」、「具有外形者」，意即「有形」。光靠形而上的思想无法运作政治的原因也就在此。马基维利又说，自由保障与法律平等固然是极为重要的东西，然而民众最关心的还是安全与粮食的保障。也就是说，有必要以明显的、而且与民众最关心事物相关的形式向大众显示政策。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显示出一个具体的政策呢？

这已经不是能纸上谈兵的事情了。而是要实地体验，并且随状况调整最适宜的策略。不管在脑海中多努力思索，也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方案。尤其在青年时的精神成形期没有累积现场经验的人更是如此。对这种人来说，结婚可能是个转机。然而对于马库斯不但没成为转机，反而使目前的生活固定化了。




成婚



从西元145年起，马库斯写给恩师佛伦多的信件结尾，从「家母也向您问候」改成了「内人也问候您」。这并非他的母亲朵米提亚·芦琪拉过世，而是因为二十四岁那年，马库斯与皇帝的女儿法乌斯提娜结婚了。从订婚到结婚整整过了七年，这是因为要等新娘满十五岁。

安东尼奥皇帝向来以不优待亲朋好友出名，不过对亲生女儿好像是例外。他曾经说过，与其过着没有法乌斯提娜的生活，还宁可选择跟著女儿一起流放外地的日子。马库斯得到「凯撒」称号后展开的宫廷生活，就是在婚前婚后长达二十二年，住在皇宫的主人安东尼奥·派阿斯身边，而且似乎是过着安东尼奥喜好的「甜蜜家庭」生活。

不过，安东尼奥也是个以不独占权力闻名的人。在女儿结婚的大好机会，他也没忘记绐女婿锦上添花，再度成为皇帝的同事，亦即担任执政官。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在罗马帝国称为「前执政官」，是个非常荣誉的头衔。当时的罗马人一听到这个头衔，就知道这个人是元老院里的大人物。在这个时代，进入元老院的年龄通常从三十岁开始，而马库斯在年纪轻轻的二十四岁时，已经二度成为「前执政官」了。

两年后，西元147年11月30日，法乌斯提娜生下了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是个女儿，因此以双方的母亲，意即婴儿的两个祖母名字，命名为朵米提亚·法乌斯提娜。

第二天12月1日，为第一次抱孙子而高兴的皇帝，就把皇帝的特权之一「护民官特权」也分赠给马库斯，同时他也把「皇后」的称号送给了女儿。





所谓「护民官特权」（tribunica potestas）是在共和时期，献给具有独特意义的「护民官」（tribunus plebis）的特权。这项官职能译为护民官，真是实至名归。在罗马的共和时期初期，与希腊的雅典相似地，平民与贵族间强烈对立，为了维护平民的权益，因而设立这项官职。我们将其称为「特权」，是因为包括执政官在内，罗马的各项要职都是在公民大会中，不分平民贵族，由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一人一票选出。而护民官的投票权，则限於平民阶层，在平民大会选举产生。笔者曾经将这项官职比喻为工会会长。

后来是由朱利斯·凯撒把这项护民官的职位，转为皇帝的职责之一。在凯撒计画中的帝政新秩序之下，不能有国内分为体制与反体制两派的情形发生。这是因为他不想和城邦国家雅典一样，因社会二分化而走上衰亡之途。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照着凯撒描绘的蓝图建构了帝国，护民官特权也就延续成了历代皇帝的职责之一。安东尼奥皇帝将这项特权分赠给了马库斯，使得马库斯不仅是皇位继承人，而成了登基在即的次任皇帝。在过去，仅是皇位继承人的时期就获得「护民官特权」的，有图拉真这个先例。不过他获得这项特权时，已经四十四岁。马库斯年仅二十六岁时，就获得将来职位的保障。这不是皇帝为了第一次抱孙子而高兴送给女婿的礼物，那还会是什么？而且从赠与第一次生产、年仅十七岁的女儿「皇后」称号这件事情里，也可以看出贤君安东尼奥·派阿斯的另一面。

「奥古斯塔」（Augusta）是「奥古斯都」（Augustus）的女性形。

「奥古斯都」是开国皇帝的名字，也同时代表着其后的历任罗马皇帝。所以「奥古斯塔」的译词也就是「皇后」，而不是「皇太子妃」。若用拉丁文称呼「凯撒·奥古斯都」意指皇帝，而「奥古斯塔」则是「皇后」。如果只有「凯撒」一词，则代表皇太子。这时安东尼奥已经丧妻六年，皇宫里的第一夫人缺席已久，可能这次封号只是单纯为了弥备位额。然而丈夫的身份还是「次任皇帝」，妻子就抢先一步获得了「皇后」的尊称，这下可让马库斯的立场起了微妙的变化。






马库斯的妻子法乌斯提娜




哈德良皇帝会指定安东尼奥作为继承人，是因为安东尼奥接受了收马库斯做养子的条件。然而安东尼奥一继位，马上就把哈德良为马库斯安排的婚事毁约，将自己的女儿法乌斯提娜推给马库斯。而现在又加上了「奥古斯塔」的尊称，使得做妻子的法乌斯提娜捷足先登成了「皇后」。也就是说，马库斯反而是因为与法乌斯提娜结婚，才获得了次任皇帝的资格。打个比方，这就好像因为与董事长的独生女结婚，所以获得了下任总裁的位置一样。据说后来曾有人劝马库斯·奥理略皇帝与皇后法乌斯提娜离婚，而皇帝回答说，那我就得把帝位奉还才行。这就好像安东尼奥·派阿斯把先帝哈德良预先留给马库斯的皇位，巧妙地转换成为女儿法乌斯提娜的嫁妆。

即使结婚之后，马库斯的日常生活还是没有改变。这点在获赠「护民官特权」之后还是一样。从西元139年开始的皇宫生活，直到西元161年安东尼奥皇帝驾崩为止，整整维持了二十二年。如果只估算婚后，也有十六年之久。在这十六年之间两人生了九个小孩，其中有四名不到周岁就夭折了。不过如果加上西元161年出生的双胞胎，那么位在帕拉提诺丘上的「甜蜜家庭」，简直热闹地像是个幼稚园。




某个疑问



在这里，笔者想要提出一下长年心中潜藏的疑问。而且这项疑问还分成三大部份。

一、从即位开始的二十三年里，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的行动半径，仅限於以罗马和拿坡里为两端的地区周边。这不会影响到罗马帝国的将来吗？

二、在这二十三年之中，对次任皇帝马库斯来说，是人生的十七到四十岁之间。为什么安东尼奥·派阿斯不让这个时期的马库斯离开自己身边，去体会帝国各个行省的生活？

三、从十八岁到四十岁之间，是一个男子一生中最佳的时期。在这个精神上、肉体上均属巅峰的时期中，难道马库斯没有自行向皇帝请求不只让他在中央任职，也给予他到地方上累积经验的机会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关于第一项，根据笔者所知，没有任何研究论文或史书对此感到疑问并试图寻求答案。

后世大为赞赏，称之为「五贤君时代」的时代，从西元96年到180年为止共一个世纪，其中包括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奥·派阿斯以及马库斯·奥理略五位皇帝。只要是生在这个时代的人，无论是罗马人或是希腊人，都会称这个世纪为「黄金世纪」（Saeculum Aureum）。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最前面的三章统合帝政时期之后，第四章正式开始叙述罗马帝国的衰亡，而第四章正是从马库斯·奥理略驾崩后，其子康莫德斯登基的西元180年起笔。也就是说，吉朋的史观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从五贤君时代结束时开始的。不只是吉朋，到现代为止，大体上学术界都抱持著这种史观。也正因为如此，学界才没有试图在五贤君之一的安东尼奥·派阿斯时代里找寻罗马帝国衰败与灭亡的原因。而实际上，光从表象来看，安东尼奥·派阿斯确如字面所述，是个贤君英主。与他同时代的同胞，西元二世纪的罗马人称安东尼奥·派阿斯在位期间的特征为「秩序统率下的平稳」（tranquilitas ordinis）。后世的史学家也叹息道，这二十三年里真的无事可写。





在战争方面，包括住在国界外，随时觊觎入侵机会的外族中，除了不列颠与非洲北部发生的少数例子外，几乎没有任何战争行为发生。而新官上任三把火，往往继任者喜欢更动前任设下的人事，可是安东尼奥碰都没碰过，让所有人继续留任。安东尼奥治国的时期里，整体气氛是一片平稳，就连与人事相关的个人感情激荡都不存在。人才公平地录用、没有对外作战，使得国家财政也十分健全。既然国家的财政能维持盈余，也就没必要更动行省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这使得罗马帝国的「核心」——都市与地方政府能充份发挥功能。笔者在本丛书第Ⅸ册《贤君的世纪》中所描绘的安东尼奥·派阿斯，就是这样一个统治著没有任何问题的时代、充满幸运的皇帝，也就是至今为止史学家描绘的贤君安东尼奥·派阿斯的形象。





另外，治国的二十三年间仅停留在首都罗马施行统治，在理论上也是十分可行的。问题在于政府的组织结构是否能使资讯迅速传递、命令迅速下达。传到皇帝身边的资讯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种是由总督或军团长等由罗马派出的公务员上传的报告，第二种则是由行省民众所讬付的请愿。而负责运送这些资讯的邮政制度，由于历任皇帝致力整顿，以这个时代而言可说是超乎水準的优秀。在陆地上时，邮务人员可以沿着当时的高速公路罗马大道前进，在每个驿站换马朝向目的地奔驰。而在海上，则采用到达每个海港后，更换最早出航船只的方式运输。人类的资讯传输安全与速度两大要素，直到一千七百年后工业革命时，才突破罗马人西元二世纪达成的水準。也因此，当安东尼奥举出「停留在帝国中枢首都罗马较适於接受资讯，也方便於依据资讯决定政策或发佈紧急措施命令」为由，表示自己不会像先帝哈德良一样巡视帝国各地时，当时没有任何人批评他。而且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在二十三年的期间，证明了自己的方式是正确的。后世的史学家会叹道由于诸事顺遂，实在无事可书，就是证据。其实安东尼奥的真心话，是不希望自己和晩年的哈德良一样折损了健康，所以才把自己的行动范围限定在罗马与拿坡里之间。不过，毕竟政策有其成果。即使皇帝的行踪仅限於工作地点罗马，以及享受閒暇时光的地点拿坡里，帝国也能完美地发挥功能。帝国能完美地发挥功能，也是因为皇帝不疏于监督，但是是经由遥控式的监督。笔者认为，这些因素促使后世的史学家们，没有把眼光放到安东尼奥皇帝治国二十三年的善政背面去。因为，若有人问难道帝国营运不顺利吗，的确是只能回答说，顺利。





身居本国义大利，而能够顺利统治帝国的前例，有比安东尼奥更加彻底的台伯留皇帝。他甚至舍弃首都罗马，躲到拿坡里湾里的卡布里岛上治理罗马帝国。不过，虽说登基之后他没离开过本国义大利，但像他一样在登基前就跑遍整个帝国的皇帝倒也不多。当年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把妻子的拖油瓶台伯留和朵尔斯斯两兄弟，年纪轻轻地就推上要负责任的地位，转送到各个前线去。台伯留没有亲自踩上的土地，大概只剩下北非而已。也就是说，直到五十六岁登基称帝为止，台伯留皇帝已经充份地累积了实地经验。只担任过小亚细亚总督的安东尼奥根本不能比较。此外，台伯留对于收集资讯与传达命令方面，也有周到的顾虑。在海相不稳容易沦为海上孤岛的冬季，台伯留皇帝会离开卡布里岛，前往位于拿坡里湾西侧米塞诺海军基地附近的別墅。这里由于面海，因此容易收到海上传来的消息，而且与首都罗马之间有阿庇亚大道相连。很明显地这是为了避免资讯断绝的对策，而他驾崩时也身在这座別墅。

帝国初期的台伯留皇帝办得到的事情，生于百年后帝国鼎盛期间的哈德良帝当然也不会做不到。实际上，紧接在哈德良之后治国的安东尼奥，就采用类似台伯留的方式治理帝国。而且巧合的是，安东尼奥在位期间与台伯留一样是二十三年。那么哈德良为什么不惜折损自身的壽命，还要到帝国各地去巡视呢？

第一点在于，对于知识与经验的看法。

有一句格言说，贤者向历史学习，愚人向经验学习。不过笔者认为，如果想要成为贤者，这两者都不可或缺。所谓「历史」，也许可改称为书籍。向书籍学习的优点在于，可以学习古今中外许多人的思想与经验，这些是一个人耗尽终生都学不完的。相对地，个人的经验，则会告诉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经验，是否能够实际运用在现实生活上。也就是说，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要等到与现实经验相符合之后，才能真正成为知识。若能这么想，就会开始觉得，以为只要有正确情报就能订定合适对策的想法，不仅是过於相信知识及情报，在讲求对策上甚至是危险不智的。

第二点在于对资讯本质的看法。

资讯并不会机械式地自动聚集，在蒐集资讯的同时，无法避免人为的介入。因为蒐集这些资讯的人，认为其重要，才蒐集、传送资讯。也就是说，在蒐集的阶段时，已经有蒐集者的问题意识牵涉在内。而且不仅如此，到了接收并活用资讯的阶段时，又要牵涉到运用者的问题意识。尽管到了电脑时代，这项特质依旧不变。哈德良皇帝会选择行万里路、眼见为凭的做法，想必是因为他熟知资讯的这项特质。这是因为不管部下多么优秀，也未必能与他具有相同的问题意识。

第三点在于对合理与非合理的看法。

亲自到处视察，意图重建帝国安全保障体系的行为，是「合理」的。相对地，在巡视地点对担任边境防卫任务的士兵进行阅兵，慰劳他们承受边境不便生活的苦劳，鼓励他们肩负帝国安全大任的行为，则因为诉诸感性，属于「非合理」。然而，虽说在战场上决胜，全要看如何运用主要战力。主要战力如果没有辅助战力协助，也是无法成军的。合理与非合理之间的关系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况。对于驻军边境军团基地的士兵来说，能亲眼看到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亲耳听皇帝说话的机会，一辈子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罗马帝国如此广大，防线如此绵长，以当时的交通环境来说，连哈德良都无法再三造访劳军。

多民族国家罗马，有如现代的跨国企业。总裁亲自前往分散於各国的分公司与当地法人视察，发现问题点后示范解决方法并命令执行，选拔负责人时也遵循适才适用原则，只要是值得提拔的人才，无论属于何等人种或民族，一律采用。这是哈德良治国二十年来所考量并实行的方针。

相对地，安东尼奥·派阿斯就像是待在总公司，依照聚集到总公司的资讯营运跨国企业的总裁。他的海外经验，只有董事时期在一家海外分公司当过一年总经理而已。尽管如此，由于皇帝任内帝国一片太平，所以也没有人发难批判。当他七十五岁逝世时，整个帝国举国哀悼。





接下来谈谈问题二。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在任的二十三年中，对次任皇帝马库斯·奥理略来说，正值十八岁到四十岁间的时期。为什么安东尼奥没有让马库斯离开身边，去体验帝国的行省与边境生活呢？

关于这项问题，以往的史学家与学者没有抱持任何兴趣。不过笔者找到了抱持相同问题意识的学者。这位学者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安东尼·柏利（Anthony Birley）教授。根据这位英国学者统计，马库斯确实离开安东尼奥皇帝的日子，只有两天而已。如果将三百六十五天乘以二十三年的话，日数超过了八千三百天，在这其中两天实在很短暂。而这位学者推论其理由认为，安东尼奥皇帝认为他已经让女婿兼次任皇帝马库斯充份地参与中央政治，由于帝国一片太平，也没必要到边境去实地体验了。不过，当我们一回想马库斯即位之后面临的种种困难，安东尼奥的做法实在只能评为「应受责难」。





笔者的第三个疑问是，十八岁到四十岁之间，待在安东尼奥皇帝身边的这段期间里，马库斯难道没有自己向皇帝请求给予到边境实际体验的机会吗？关于这一点，前述的英国学者也完全没提到。也许是因为罗马时代的家父长权限十分强大，即使身为养子，面对身兼「父亲」的皇帝时，「儿子」马库斯也只好遵从了。

不过，罗马的「儿子」之中，也不乏反抗「父亲」的人。当年朱利斯·凯撒越过卢比孔河后，聚集到他面前的，就是元老院议员的儿子们。西塞罗也为此大为感叹，说这是个儿子攻打父亲的不幸年代。连西塞罗的儿子也迷上了凯撒，使得西塞罗只好把儿子送到希腊去留学，免得卷进内战之中。而且，罗马帝国时代的十八到四十岁这段期间，意义与现代并不相同。如果是在军团任职的士兵，这时已经是服满二十年兵役，拿着退休俸展开第二段人生的时期了。难道说马库斯却在这段期间内，一直遵从著「父亲」的意愿吗？

笔者认为，解开这个问题的关键，潜藏于这段期间里马库斯写给恩师佛伦多的信件中。可惜的是这些信件没有亚洲版译本。当阅读这些信件时，笔者心中浮现的想法，是关于马库斯的印象。

喜好学问、诚实、具有强烈责任感；能真挚地接受別人教授的事物，是个好学生；重视家庭生活的好家人；强烈自觉到既然身为皇帝，就必须身为全民的模范；对于引导自己的人，怀有温暖且深厚的敬爱。

马库斯谨守着师长的教诲，在观赏相当於现代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四头马车赛时，绝对不支持特定的队伍。看来所谓帝王教育，对于受教的人来说是种需要付出许多牺牲的事情。然而，在这些诚实的信笺之中，却绝对找不到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年轻人身影。附带一提，同一个时代的人，对于贤君马库斯·奥理略唯一一个批判，就是「伪善」。





不过，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也许登基称帝前的马库斯和安东尼奥一样地，在这方面没办法具有与哈德良共同的问题意识。我们可以拿罗马大道来做个比方。

罗马的工程师们曾经夸下海口说，他们铺设的是百年不需修复的道路。不过他们的意思是说，在百年以内，没有必要像朱利斯·凯撒、奥古斯都或是图拉真那样子，把最上层的石板掀开，正式重整道路的四层地基。工程师并没有说道路连必须时时进行的维修都可以免除。实际上，每一条罗马大道都有名叫“curator”的专责官员，负责进行维护道路状态完善必需的日常维修工程。

哈德良治国的方式，就有如奥古斯都对弗拉米尼亚大道进行的全线整修工程一样。较哈德良晚生百年的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也说，哈德良重整的军事制度，到了那个时代依旧能充份发挥功效。正式的重建只要百年一次就好了，可是日常维修却是时时必需的。只怕安东尼奥·派阿斯对这层意义上的维修必要性欠缺自觉，而马库斯也相同吧。晩年的哈德良个性变得暴躁难以相处，使得众人与他疏远，也许是因为在有能力理解他终生事业的人里面，依然没有真正理解的人出现，使得他心中充满绝望与愤怒吧。附带一提，在《自省录》里，马库斯写下了许多关于安东尼奥的温暖回忆，对哈德良却是只字不提。笔者不禁认为，人与人之间要能共有问题意识，不是看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低，也不是吸收的知识多寡，而是在这类事项上的感性问题。





阅读过《贤君的世纪》的读者，大概会以为本书会紧接着谈谈马库斯·奥理略的治国情势，而没想到笔者会花费这么多篇幅做背景铺设。不过，如果没有把这些背景交代清楚，实在无法开始探讨登基之后的马库斯。因为在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秩序统率下的平稳」时代之后，紧接着由马库斯·奥理略治国的时代却充满了难题要应付。

马库斯·奥理略身为评价最高的罗马皇帝，探讨他的传记和评论文章也自然不在少数。这些文章的一贯评价是，即使生于一个艰苦的年代，马库斯·奥理略依旧是个竭尽全力、至诚面对难题的贤君。尽管如此，当他逝世之后，罗马帝国会走上衰退的下坡路，都是因为他无能又不负责任的儿子康莫德斯即位造成的。也就是说，主流论点认为登基后的马库斯·奥理略在位期间是一连串的不幸。因此他在《自省录》中会表露出失落与忧愁也是无可奈何的。然而，笔者实在不认为事情可以这样简单解释。因为笔者认为，如果分析马库斯皇帝面对的难题，可以分成四大类。





一、天灾等无人可以预测的问题。

二、在安东尼奥·派阿斯治国的二十三年中如果维持问题意识，有可能预测得到的问题。

三、如果马库斯在十八岁到四十岁身兼次任皇帝时，能够实地累积经验的话，事发后处理方针可能会改变的战略、战术问题。

四、时代的演变。





在此希望各位读者於阅读本书时，能把这四项问题放在脑海的一角。这并不表示马库斯皇帝无能或是昏庸。相反地，这是为了更深一层地理解到，就连马库斯·奥理略这样贤能有道的皇帝，也不得不嚐到的苦楚。




皇帝马库斯·奥理略



西元161年3月6日，停留在罗马郊外別墅的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突发性的身体不适，两天后就逝世了。有如二十三年来「秩序统率下的平稳」的评价一样，过世时有如睡着一般安详。如果他再多活半年，就满七十五岁了。觉悟到自己阳壽已尽的皇帝，留下一句遗言和一道命令后就断气了。遗言中交代，国葬不得过度奢华。给侍臣的最后一道命令，则是将依例安置在皇帝寝室内的幸运女神像，移到马库斯的寝室里，这是表示由马库斯继位的意思。

不管在哪个家庭，父母过世的孩子，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举办父母的葬礼。这点在皇帝的家中也是相同的。安东尼奥的养子兼继承人马库斯的工作，就是要为「父亲」安东尼奥举办国葬。而马库斯不是自己举办，而是和比自己小九岁的弟弟卢西厄共同举行。当初安东尼奥受哈德良皇帝要求，同时收了马库斯与卢西厄为养子。然而在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在世时，受提拔到政治中枢的只有马库斯一个人。卢西厄的形象，则是一个差距很大的副手。而列席国葬的元老院议员只觉得这是两个儿子在担任父亲葬礼的主席而已。

国葬在火化后平安结束。骨灰收容到人称「哈德良灵庙」（Mausoleum Hadriani）的灵庙后，做「儿子」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请元老院为「父亲」的神格化做决议。虽说是神格化，不过罗马人连战败者的神明都能接纳给予公民权，使得神明数量高达三十万。安东尼奥只是成为三十万尊罗马神明之一而已，并非像是一神教的神明一样万能的存在。只是因为他生前身为最高统治者为国贡献，所以死后将他神格化，希望他继续守护著罗马的国民而已。

前任皇帝安东尼奥·派阿斯的神格化，过程非常地简单。在马库斯前往请愿前，元老院已经全票通过神格化决议了。这时的情况与哈德良逝世时完全相反。当年哈德良驾崩时，安东尼奥还没到达元老院，元老院就已经通过了否决哈德良神格化的决议。安东尼奥必须要声嘶力竭地恳求，才能够让议员们推翻这个决议。这是因为哈德良的统治方式独断独行，而且在皇帝任内经常因视察旅行离开首都。元老院对决定政策前会与他们商谈的皇帝抱持好感，安东尼奥·派阿斯在位期间内一直停留在义大利，每当决定政策时也会贯彻尊重元老院的态度，当然会受到议员们的好评。

神格化的同时，还伴随着为升格成为神的前任皇帝建设神殿的工程。献给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的神殿建地，竟然是在罗马市中心的中央地带，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内。在罗马，不论是王政、共和、帝政三大时期的任何时候，罗马广场这一带，一直都是政治、经济、司法及行政的中心，相当於现代国会议场的元老院也位于此处。进入帝政时代后，虽说历任皇帝陆陆续续增设广场，扩大了这一带，不过只要一提到“Forum Romanum”，就连住在不知首都为何物遥远行省的人民，都会知道这是罗马帝国的起源地。而「安东尼奥与法乌斯提娜神殿」（Templum Antonini Pii et Faustinae）就坐落在这个地方。这项决议同样是由元老院全体赞成通过。可以证明安东尼奥皇帝与元老院之间，这种类似今日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相当良好。而继承安东尼奥的，则是直到四十岁都待在安东尼奥身边，中央政务经验不会输给任何人的马库斯。相信元老院议员们也感到安心，认为马库斯治国的期间，也会像安东尼奥一样，是一片「秩序统率下的平稳」。






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的罗马广场（※为后代的建筑物）







两名皇帝



在元老院议场进行的皇帝就职典礼既然是场仪式，也有其成规，必须依照下列说明依序进行。首先由元老院的一名议员代表，请求前任皇帝指定的继承人担任皇帝职位。受请求的人必须先表示自己无能承担此项重任，拒绝一次。议员代表再度请求，受请求的人才正式接受。同时告诉全体议员，自己将以什么姓名登基称帝。

整个典礼至此才告一段落。因为罗马的正式主权者，还是罗马公民与罗马元老院。罗马帝国的皇帝只是接受两大主权者的委托，代为治理这个国家而已。

不过，这天的典礼却没有如此进行。因为马库斯公开表示，将受请求担任皇帝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和卢西厄两个人。

这件事情出乎元老院的意料之外，议员们也大为讶异。因为自从罗马进入帝政时期以来，还没出现过两名皇帝并列的前例。然而，马库斯静静伫立的身影，却散发出深思熟虑后下决断的人特有的坚决气息。元老院议员代表便向四十岁的马库斯以及三十一岁的卢西厄两人请求登基。两人也依照惯例，先拒绝一次之后才表态答应。并决定登基后的官方姓名如下：

马库斯——「皇帝·凯撒·马库斯·奥理略·安东尼奥·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

卢西厄——「皇帝·凯撒·卢西厄·奥理略·威鲁斯·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Lucius Aurelius Verus Augustus）

请大家注意，官方姓名中，两个人都冠有「皇帝」、「凯撒」与「奥古斯都」这三个字。「凯撒」与「奥古斯都」至此应该不用重复说明。至於代表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在当年朱利斯·凯撒就任终身独裁官时，元老院允许他使用这个称号，之后由奥古斯都为首的历任皇帝也一定会冠上这个名字。意即虽然与朱利斯·凯撒没有血缘，不过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都是这位实质上开国元首的继承人。




话说回来，为什么马库斯·奥理略要采用史无前例的并列皇帝制度呢？而且这两人不是皇帝与二号皇帝，而是两名享有同等权威与权力的皇帝。

一、共享代表皇帝的「凯撒·奥古斯都」称号。

二、共享献给罗马军最高负责人的「全军最高司令权」（Imperium Proconsulare Maius）。

三、共享以保护一般公民为责任的「护民官特权」（tribimica potestas）。

四、共享代表公民领袖的「第一公民」（Princeps）。

唯一无法共享的，是在没有专任祭司阶级存在的罗马帝国中，通常由皇帝兼任的「最高神祇官」。由于罗马传统中这项官职通常只由一个人担任，所以只有马库斯·奥理略一个人就任。





当初哈德良要求安东尼奥收少年时期的马库斯与卢西厄为养子时，想必也没考虑过让这两人同时登基。哈德良的打算，应该是因为马库斯的体质较虚，万一马库斯发生不幸时，由卢西厄顶替。而如果马库斯能顺利担纲的话，之后才由卢西厄接手吧。而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只把代表次任皇帝的「凯撒」称号送给马库斯一个人，很明显的也只预定让马库斯一个人登基。至於元老院，当然也是这样认定。马库斯·奥理略大可以自己一个人登基，把「凯撒」称号送给卢西厄，确保这个干弟弟的次任皇帝地位。可是他却选择了两人共享同等皇位的方式，这是为什么？





在《自省录》里，也提到反对罗马帝制，亦即「反体制」派人士的部份。书中说多亏了谢维勒让我得知这些人，而且列举了他们的姓名。在此介绍这些人物如下，除了其中一人，其他人都是元老院议员。

马库斯·波鹫斯·加图——历史上称呼这个人叫做小加图。基於共和罗马不需要英雄的信念，把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击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拉上法庭，使其失去政治势力的人，史称大加图。小加图和大加图有血缘关系，是个斯多葛派哲学家，也是个彻底的共和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小加图立志要打倒的敌人，就是朱利斯·凯撒。这个人有名的地方在于，与凯撒作战失败后，逃入尤蒂卡城内。当时明知只要投降就可免於一死，但还是选择自杀。而且他并非选择服毒自杀或割血管自杀等方式，而是切腹自杀，惨烈的死让众人印象深刻。

马库斯·攸尼乌丝·布鲁图斯——小加图的外甥兼女婿，喜好斯多葛哲学的共和主义者，西元前44年3月15日暗杀朱利斯·凯撒的元老院议员集团领袖。两年后在希腊的腓利比平原上与凯撒派的安东尼与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联军对战失败，败逃途中自刎身亡。

托拉萨亚·佩多斯——帝政时期有名的共和主义份子西西纳·佩多斯的女婿。这个人也是斯多葛派哲学家，著作有小加图传记。每年他会在家中举办布鲁图斯诞辰纪念餐会。当尼禄皇帝弒杀母亲阿古力琵娜时，以退席元老院会议的激烈手段表示抗议，因此激怒尼禄，被迫自尽，后来以割开血管的方式自杀。

艾尔威提苏·普里斯克斯——托拉萨亚·佩多斯的女婿，是个斯多葛派学者。在岳父被强迫自尽事件中连坐入狱，不过马上遭释放。后来四处公开宣传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引发维斯帕先皇帝的不满，以试图打倒帝政的理由遭处死。

普鲁萨的荻欧——图密善帝与图拉真帝时期最有名的辩论家。虽然他没有隐藏自己的共和主义者身份，但《自省录》里提到的共和主义者之中，只有这个人能安享天年。

在罗马，即使是在帝政时期，如果只是对共和感到共鸣，并不会因此遭政府镇压。当年朱利斯·凯撒受到小加图敌视，宽恕前来投降的布鲁图斯，日后却遭到伏击。不过他生前写给共和派说客、政治立场相反的朋友西塞罗的信件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话：


「即使由我给予自由的人日后再度与我兵器相向，我也不会为此感到心烦。因为我对自身的要求，就是人要活得忠于自己的理念。所以我认为別人也应当如此。」



在凯撒的养子兼继承人，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治国的期间里，共和派视为「圣经」的西塞罗著作全集得以问世出版。奥古斯都甚至称呼不隐瞒自己是共和主义者的史学家李维士为「庞培迷」。庞培和小加图、西塞罗、布鲁图斯一样属于反凯撒派，在法尔沙拉斯会战中输给了凯撒。

也就是说，即使生于帝政时期，只要不展开行动打倒现有体制，人民大有自由对共和政体感到憧憬。不过，要是帝政体制的象征——皇帝本人，对共和政体有所共鸣的话，问题又不同了。马库斯·奥理略皇帝在没有出版意愿，只是记载每日思绪的《自省录》之中，也只能列举这些人的名字而已。不过，从他列举这些名字的行为来看，倒也让人觉得可以稍稍理解他的心情。共和时期的罗马公职特色之一，就是复数并立制度。除了最高神祇官以外，所有的官职，包括最高官职执政官在内，也都是两人并立的。当然这是为了避免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上。到了帝政时期以后，变成只有皇帝一人的单人制度，理所当然地，所有的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这是因为凯撒和奥古斯都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的体系，将无法治理这样一个大帝国。不过，这是现实主义的想法。如果要抱持著无论理由为何，权力均不得独占的想法，在罗马帝政体制下，只有置身於反体制派系了。到了罗马帝政基础稳固之后，共和主义者还会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帝政下的共和主义已经化身成了理想主义。马库斯·奥理略既然会被称为哲学家皇帝，当然也是理想主义者。笔者认为，这也就是造成前所未有的双人皇帝并立事件发生的原因。问题在于，这个体系能否让帝国发挥功能。




卢西厄皇帝



两名皇帝共同统治的局面，以极端顺畅的状态展开了。元老院刚开始还为此感到惊讶，不过他们也正确地理解到马库斯提出双人制度的目的。就连不关心这种事情的士兵或一般公民，也同样地以善意接受了这个局面。在皇帝就职后，按例皇帝要造访位于首都近郊的禁卫军营区时，两名皇帝都到场。按例要发放给禁卫军的礼金，也是两个人一起发放。在庆典时送给民众的礼物，像是举行剑客决斗的圆形竞技场，或是大竞技场的四轮马车赛，也都是两名皇帝并排坐在贵宾席的椅子上。在年逾七十的安东尼奥皇帝驾崩之后，现年四十岁的马库斯与三十一岁的卢西厄，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民众也大为满足。

卢西厄·威鲁斯受的帝王教育没有马库斯·奥理略深厚。不过「养父」安东尼奥皇帝，也让这个「儿子」经历了「荣誉职涯」，在二十三岁时当上了会计监察官，二十四岁就担任了执政官。安东尼奥·派阿斯逝世的西元161年，执政官是由马库斯和卢西厄担任。对马库斯来说是第三次，对卢西厄来说则是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想必安东尼奥·派阿斯会认为，他已经让哈德良皇帝讬孤的两名养子累积了充份的政务经验。不过，卢西厄·威鲁斯直到三十一岁这年为止，未曾体验过军团经验，也没离开过义大利本国，这点和马库斯·奥理略是相同的。





至於卢西厄的性格方面，简单来说，是个拥有次子性格优点的年轻人。他不像长子马库斯这般具有强烈责任感，不过有著开放豪迈的个性。如果说马库斯写给家庭教师佛伦多的信件中，显露出的诚挚是带着自制的诚挚的话，卢西厄有的就是不经矫饰的诚真。虽然他不是特別喜欢求学，但也知道自己需要涵养。

此外，他和幼年时失去的父亲阿耶利斯·凯撒一样，拥有让女性为之风靡的纤细长相。虽说额头稍嫌太窄，不过脸部整体线条秀气。大概是为了掩饰这类长相常常带给人软弱的印象吧，他用哈德良皇帝以来，罗马皇帝都会模仿的胡子遮住整个下颚。

尽管经历了「荣誉职涯」，对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来说，卢西厄依旧不是继承马库斯之后的皇帝候补。简单来说，卢西厄这时只是个备胎。哈德良皇帝替他安排的未婚妻，本来是安东尼奥·派阿斯的女儿法乌斯提娜。当女儿的婚约对象换成马库斯之后，安东尼奥没替卢西厄操心过结婚对象。这使得新任皇帝卢西厄·威鲁斯已经年满三十一岁，却连婚约都没有，依旧是个单身汉。不过一旦当上皇帝，这缺陷马上成了优点，整个罗马的女性都为这个单身的年轻皇帝疯狂。

不过，最值得叙述的事情，还是卢西厄对马库斯的感情。卢西厄心中，没有遭受差別待遇的人常有的怨恨或羨慕。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抢先自己一步的马库斯，始终抱持著年长的哥哥本应如此的想法。即使两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依旧是一对感情良好的「兄」与「弟」。笔者认为，卢西厄是个个性善良的人。马库斯在登基称帝之后，依旧持续与恩师佛伦多通信，这点卢西厄也相同。而对佛伦多来说，两名弟子同时登基为帝，让他既是欣喜又是自豪。由于皇家让行省出身的人负责教育未来的皇帝，这使得后世的史学家评断道，罗马帝国是个世界主义的国家。

对于马库斯来说，登基称帝的西元161年，是个於公於私两方面都很忙碌的一年。

首先，8月31日时，他的妻子法乌斯提娜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使得马库斯年仅四十岁，就有了十一个孩子。不过，其中有四个婴儿不满一岁就夭折了。这一年出生的双胞胎中，有一名不满五岁也夭折了。能活到成年的只有五名女儿，以及双胞胎中的另一名男婴，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继承马库斯皇位的康莫德斯。后来，在次年西元162年时，又生了一个女儿。但之后出生的婴儿不久就夭折了。最后到了西元170年，家中又添了一个女儿。马库斯·奥理略前后一共有过十四名小孩。看来哲学家皇帝在制造继承人时，也跟思索哲学时一样的认真。不过，公务方面可不是认真就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饥荒、洪水



首先遭遇到的灾难，是农产品歉收的问题。西元161年可能是个气候失常的年份吧，往年的夏季几乎不会下雨，这年下雨的日子却特別多。这种气候当然会影响到农产品的收获。罗马人的主食是小麦，小麦虽然仰赖埃及、北非、西西里岛和萨丁尼亚岛进口，但义大利本身也有出产。小麦收获全数停摆，其他农产品，像是葡萄、水果、蔬菜，也遭受重大打击。苦於饥荒的声浪直传到首都罗马，刚登基的两名皇帝因此忙着饥荒对策。然而到了秋天后，又加上台伯河氾滥成灾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的台伯河，是在高高的河岸下方，缓缓流过的河水。然而这是十九世纪施工的河堤工程结果。在这之前的台伯河，是直接流过两岸人家的门前。如果从台伯河东岸沿着河流往下游走，到了过去的「哈德良灵庙」，后世的「圣天使城」（Castel’s Angelo）附近，可以看到对岸的民宅。西岸的连绵民宅，比沿着台伯河修筑的车道还要低个五、六公尺。现代的沿岸河堤工程修筑前的台伯河河岸，大概也就是这个高度。

后世转型成拿佛纳广场的「图密善竞技场」（Stadium Domitiani）中通往“Stadium”的入口大门至今还存在，不过位置已经比目前的地表低了许多。而附近的「万神殿」（Pantheon）是唯一保留罗马时代原样的建筑物。在罗马时代，要爬上阶梯才能到达神殿，如今却是从万神殿前方的广场，漫步过一个缓缓的下坡道，才进入神殿内部。这是因为只有万神殿被保留下来，附近的地面都升高了。古代的建筑物被埋在地底之后，其后各个时代的建筑物又修筑在上头。台伯河往西蛇行一带，罗马时代称为「马尔斯广场」（Campus Martius），聚集了许多公共建筑物。这一带正好是古代的地上一楼，相当於现在地下一楼的地区。今日这一带路边停车特別多，也是因为如果想盖地下停车场，只要随便一挖就有可能挖坏古蹟。从下一页的地图也可以得知，台伯河水位上涨时，容易造成洪水的也是这一带。






西元二世纪的罗马市街（包括部份后世的建筑物[※]在内）




因为有上述的这些因素，尽管台伯河岸有常备的专任整顿官员，首都罗马依旧免不了洪水问题。马库斯皇帝执政第一年的洪水似乎特別严重。虽然没有引起公共建筑物倒塌，但要等水位消退所需的时间却太长了。

这些问题还没解决时，首都又接到了坏消息。那就是叙利亚总督紧急报告，帝国东方局势有不稳的动向。可能对帕提亚的国王来说，罗马皇帝换人的时期，正是对罗马展开军事行动的好机会。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并非不可预测。然而，那年帕提亚军进攻亚美尼亚的行为，却出乎守护帝国东方的罗马军意料之外。




东方战云



事前并非没机会取得资讯，罗马人也没有任何怠惰。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对峙。罗马的防线，向来是允许内外人口自由通商往来的「开放性国界」，幼发拉底河防线这种倾向更为强烈。罗马境内的东部都市，例如安提阿、大马士革、帕耳美拉都仰赖与东方间的贸易。

此外，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大河之间，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就在这里留下许多希腊人建设的都市。而幼发拉底河西侧的罗马帝国境内，主要都市的居民也还是希腊人后裔。对这些人来说，所谓防线，是两国之间有军事冲突时才要在意的东西。如果局势和平的话，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也因此，两边的资讯可以自由传递。渡过幼发拉底河来来往往的人，在外型、服装及语言上也都相同。就算想要送间谍到帕提亚王宫里，都不是困难的事情。而且帕提亚趁着罗马帝国皇帝换人的空档采取强硬手段，也已经是一再重复不知多少次的事情。尽管如此，位于安提阿的叙利亚总督官邸还是疏忽了。因为哈德良皇帝重新建构起的坚固东方防线，已经维持了四十四年的和平。





帕提亚王倭罗结色斯三世带兵入侵的，并非位于幼发拉底河西方的叙利亚行省，而是幼发拉底河上游，意即位在帕提亚王国北边的亚美尼亚王国。拉拢亚美尼亚王国做同盟国以牵制帕提亚的历任罗马皇帝也急切期望由亲罗马派的人来出任亚美尼亚王国国王。不过，亚美尼亚在文化上与帕提亚的关系要比罗马更为密切。因此，务实的罗马领导人也就允许帕提亚王室的成员前往亚美尼亚成为国王。话说回来，条件是必须要确实由亲罗马派的人出任。帕提亚非接受这项条件不可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畏惧罗马的反击能力，因此只要一看到罗马方面有机可乘，往往马上打起进攻的算盘。






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的幼发拉底河防线




帕提亚军入侵亚美尼亚的动作十分迅速。他们攻击首都，并利用遭攻击后不安的居民策动政变，驱逐了亲罗马派的国王，成功地把反罗马派的帕科鲁斯拱上王位。对罗马来说，事情已是不容旁观的局面了。





叙利亚行省总督由于要单独面对具有动员组织性大军能力的帕提亚王国，因此拥有远超过行省总督的权力。其他行省的总督只有该行省驻军的指挥权。叙利亚行省总督是由卡帕杜西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四个行省组成的幼发拉底河防线总负责人。因此总督除了直属的叙利亚驻军三个军团以外，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卡帕杜西亚的两个军团、巴勒斯坦的两个军团，以及古称阿拉伯行省，位于今日约旦的一个军团，都会纳入其指挥下，总计八个军团。





在此，笔者有件事情要先告知各位读者。尽管在位的皇帝贤能，但关于安东尼奥·派阿斯、马库斯·奥理略两任皇帝四十几年里的文献史料，实在是出奇的少。因此笔者在叙述时，也不得不夹杂许多推论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这四十几年的史料会稀少呢？

文献史料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由当事人自己写的。

第二种，是由立场与当事人相反的人写的。

第三种则是由第三者写的。第三者除了与当事人无关的同一时代人物以外，在距离方面，包括远离首都罗马的行省人民证词；在时间方面，则包括事隔百年以上的人回首过往历史所写下的叙述。

如果要探讨这三种文献在三个时代里是以什么形式呈现的话，大致如下：

西元前一世纪——笔者认为这时正是拉丁散文的黄金时期，理由在于三种文献都充份的存在。

一、包括朱利斯·凯撒亲自著作的《高卢战记》与《内乱记》。

二、是西塞罗著作全集。西塞罗这个人信件奇多，通信的对象包括无事不谈的阿提克斯，甚至包括凯撒与布鲁图斯在内，因此与凯撒的著作同样具有无上的历史价值。

一旦第一、二种文献内容充实，第三种的质与量也会跟著丰富起来。这包括同时是优秀文学作品的萨尔斯提斯的二部作品，还有凯撒旗下武将写的《亚历山大战记》、《亚非利加战记》、《希斯帕尼亚战记》。这个时代的人留下证言多的话，几百年后的后人要回首做历史叙述也容易得多。罗马政局动荡的这个时代，对于两千年后关心罗马的我们来说，是个史料丰富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当事人朱利斯·凯撒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做辩解。至少，他本人自觉有辩解的必要。而且如果以言论当武器的话，只有让支持自己的人能够接受，并且说服尚未表明态度的人，才能达成其目的。文才不凡的凯撒知道，要达成这项目的，不是自我辩护，而是贯彻客观叙述角度才有效果。因此他明明是在叙述自己的言行，却不用第一人称的「我」，而维持使用第三人称的「凯撒」。他写下的这两部名著虽是自我辩护的作品，但却能成为历史学的一级史料，原因也就在这里。

至於为何凯撒需要自我辩护。在《高卢战记》方面，是因为他有必要说服元老院与公民，为何他需要征服高卢。当时在元老院中，小加图正在大发议论，认为凯撒没等决议就进攻高卢，是无视元老院存在的证据。应该解除凯撒的总督职位，把凯撒引渡到遭他击败的日耳曼人手中。对凯撒来说，如果不想就此离开政坛，绝对有必要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

另外，执笔《内乱记》的目的，则是为了正当化南渡卢比孔河的行为。这次可不只是没等元老院决议就攻打蛮族而已。虽说卢比孔河只是条小河，但对于罗马来说，这是当时的北义大利行省与本国间的边界。依照规定，罗马军人不得率军由此南下。带领第十三军团南渡卢比孔河的朱利斯·凯撒，已经触犯了国法。而罗马人又是史上第一个完成法律体系的民族，意即他们认为自己是法治国家。面对这样的民众，当然绝对有必要说明为何要触犯国法。

当事人这样热心於笔战，反对派系当然也不会保持沉默。反凯撒派的军事领袖是庞培，在元老院议场有小加图领导论战，西塞罗则以出版方式打起笔仗。比方说西塞罗出版一本叫做《加图》的书讚叹切腹自杀的小加图，不久后凯撒就会出版一本叫做《反加图》的书出来辩驳。这个时代确实是以武力决雌雄的时代，不过同时，也是言论战的时代。





西元一世纪——这个世纪的前半，脱离了以武力决胜的时代，言论战争也消失了。奥古斯都不想跟凯撒一样遭人暗杀，因此表面上公开表示回归共和政体，私底下却一步一步地準备帝政体制。披着斑马皮的狮子，绝对不会发出万兽之王的吼声。也就是说，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来说，洋洋洒洒写下自我辩解的书，在政治上反而不利。他所留下的《神君奥古斯都业绩录》，只是列举在他任内进行的业务中，传给后世也无所谓的部份。

当事人是这副模样，反对势力也就没了力气。应该说，是「罗马和平」把反对势力的理由剥夺光了。因为皇帝向万人证明了帝政依旧能维持国家营运的事实。笔者认为想像力固然凯撒较为优越，不过在施政能力方面，是奥古斯都略胜一筹。

不过，到了一世纪后半帝政也逐渐稳固，狮子也开始脱下斑马皮了。这并不代表当事人方面发言次数增加了，而是历任皇帝已经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反对派也因为不得不承认帝政适於统治广大的领土，所以也没发展到反体制。他们虽然不反对由皇帝治国的体系，但如果治国皇帝不适任的话，绝对不会噤若寒蝉。简单来说，就是体制内的反对派。塔西图斯就是这种人的代表。塔西图斯被视为帝政时期首席史学家，他的著作中充满了悲观的思想，让人读起来不禁有些受不了，不过确实充满了忧国意识，正所谓愤怒为杰作之母。

西元二世纪——五贤君的时代。原本记载这个时代的史料应该很多，可是却相反。在第Ⅸ册一开头笔者曾叹道关于图拉真皇帝的史料实在太少，这也是许多史学家面临的问题。

首先要讨论的是当事人皇帝的言论。由于贤君们连必要恶等「恶行」都几乎没碰过，所以没有必要为自己辩解。其中只有哈德良皇帝一个人写过回忆录，不过后来失传了。这是因为只有他沾手过必要恶。马库斯·奥理略的《自省录》，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其中没有记载要传达给別人的事情，在这本书中，没有外人存在的空间。

既然当事人都如此了，连塔西图斯也失去记载的心情。这表示当时连对皇帝表示不满的人都没有。也就是说，文献史料极端的缺乏。我们后人还能知道这些人的业绩，要直到十九世纪，学界除了文献史料以外，注意力还集中到碑文与货币上之后。万事亨通的太平年，对于历史著作的角度来说，简直是歉收的年代。

不过即使动荡的时代又来到，历史著作也不一定会马上恢复活力。思考和肌肉一样，都是需要不断训练的。换句话说，如果长期怠忽於思考，感性也会跟著变差。





我们将话题回到西元161年。那一年的叙利亚行省总督是阿提丟斯·科尔涅力亚，他已经因高龄準备退休，正在等待新任皇帝派遣的接棒人到达。由于缺乏安东尼奥皇帝时代的史料，因此无法得知这个人在叙利亚行省总督的职位上待了多久。不过安东尼奥·派阿斯是个只要觉得适任，就会让下属一直待在同一个职位的人。曾有前例他把相当於罗马市长的「首都长官」让同一个人担任了二十年，而且还是这名「长官」提出申请要退休，才好不容易换人。笔者认为，就算一个人再怎么适合一个职位，也不该让他在职位上待个十年、二十年。历史研究人员一致认为，安东尼奥·派阿斯是个不变更人事的皇帝。就在习惯了和平日子的时候，突然传来帕提亚王率军攻入亚美尼亚的消息，这想必是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尔涅力亚最不想听到的报告。不过，既然知道了，他就有义务要设法处理。

总督以东方防线最高负责人的身份，向部下之一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塞达提苏·塞威力亚努斯下令，从驻军卡帕杜西亚的两个军团中，抽出一个军团进攻亚美尼亚，迎击帕提亚军。

命令驻守在卡帕杜西亚的军团迎击并非不好。负责防卫卡帕杜西亚行省的两个军团基地都位在亚美尼亚国界附近，只要越过国界往东行军就好。问题在于，帕提亚既然是由国王亲自领军，自然率领的部队数量庞大。在这时候竟然只命令一个军团出动，虽说已经和平了四十几年，我们不禁还是要评论道，军方的脑筋已经迟钝了。





罗马的一个军团，其中包括了技师与医师等特殊人员，总共由六千人组成。由哈德良皇帝重新建构的帝国防卫体系，由下一页的表可以得知，是在每个战略要地派驻一个军团，组成一连串的防线，来担负整个帝国的防卫工作。也就是说，每个军团都负有防卫基地与周边地区的任务。意即即使下令出动一个军团，也不可能六千人通通离开营区。实际上，就算由军团长带头，高举着代表军团的银鹫旗出发，人数大致上也只有半个军团，危险性低的基地也顶多派出三分之二的兵力。罗马的军团基地附近，一定会有辅助兵的基地。由行省民构成的辅助兵，数量通常与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同等或略少。不过哈德良皇帝重建的防卫体系，在性质上不会允许基地由辅助兵留守，让军团兵全数出动。因此前往亚美尼亚的一个军团，士兵人数可能有六千人，主要战力却只有三千人。而东方的君主们认为，能率领大军才是国君的证明。







合计二十八个军团





Legionaris （军团兵）——168000人（主要战力）




Augiliaris （辅助兵）——140000人左右（辅助及特殊战力）




Numerus （季节佣兵）——30000~40000人






其他有海军——除米塞诺、拉温纳、弗雷朱斯等军港以外，在多佛海峡、莱茵河、多瑙河、黑海均有派驻。成员除水兵、划桨手、操舵手之外，还包括医师在内，组织结构类似陆上的军团。




由身在安提阿的叙利亚行省总督，传给罗马的第二通关于帕提亚的情报，是由成功脱身的士兵传出，一个军团全毁的消息。军团遭到敌军包围，勇猛抗战之后依旧败北。负责指挥的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塞威力亚努斯虽然出身高卢，却像个古代罗马武将一样，为了负起战败的责任而自尽。

对于身在罗马的两名皇帝来说，事态更加急迫了。第一个理由在于一个军团全毁带来的军事打击。第二点则是号称无敌的罗马军团战败后，势必会在情势复杂的东方引发更多影响。

罗马东方的「防线」，并非由罗马与帕提亚两大国隔着幼发拉底河对峙。在这两大国之间，还有以亚美尼亚为首的诸多小王国与氏族、部族统有的领地。这些小国发挥了缓冲的作用，但是问题在于中东特有的风气。这些领主会站在罗马这边，并非他们认为在政治上、经济上较有利，只是因为罗马的军事力量较帕提亚来得强盛。东方的人们会简单地追随强者。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能这样顺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马其顿青年经常获得压倒性的胜利。阅读《亚历山大东征记》可以看到，每当他获得大胜之后，近邻的王公贵族会带着黄金皇冠前来参拜，这是因为黄金皇冠代表着恭顺的意思。先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漂亮胜利，收集了许多黄金皇冠之后，再度进军大胜，收集更多的皇冠。就因为一再重复这种过程，亚历山大东征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完成。如果一一克服面前的敌人逐步前进的话，尽管亚历山大擅长快攻，也无法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打到印度去。因此在东方世界，罗马有必要不断地宣示自身的强盛。如果不这样做，罗马会在没有缓冲的状况下，直接与帕提亚对决。

不过到了西方，状况又不一样了。西方选择同盟与否，通常是考量是否对自身在军事及其他各方面有利之后才决定。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让罗马吃尽苦头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犯的错误，就在于他在西方的义大利，采用与亚历山大大帝同样的战略。尽管他一再展示现代军校拿来当教材的完全胜利、压倒性胜利，与罗马人同盟的义大利人却没有与他结盟。这就是罗马与迦太基正面冲突的布尼克战役中，最后由罗马获胜的真正原因。

西元二世纪的罗马领导人，应该也知道东方的特殊风气。因为罗马随时会在东方防线上配置八个军团的兵力，所以西元161年罗马受到的打击，其危险性有可能超过一个军团的毁灭。罗马绝对有必要紧急并扎实地施展对策。




帕提亚战役



尽管局势如此急迫，马库斯与卢西厄并没有军事经验。既没有访问过守护边境的军团基地，也没看过军团兵。两名皇帝认识的军事相关人员，只有在首都罗马近郊驻军的禁卫军团官兵。至於他们认识将军阶级人物的机会，只有由皇帝推荐并当选执政官的边境总督与军团长，从执政官上任到离职回归原单位，待在首都的一年之间。要推动人事时，判断用的资料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是光靠先帝安东尼奥让马库斯经历的中央政府经验并不足够。如果说以往出过问题，当时处理的方法也可以当判断用的资料。 偏偏先帝在位的二十三年里，平安得让《编年史》的作者感叹说无事可写，因此连这种判断用的资料都没有。

结果，马库斯与卢西厄两个人，任命史塔提乌斯·普里斯克斯接任为担起战败责任而自尽的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职位。这名将军在两年前，西元159年时担任过执政官，因此与皇帝认识。不过，这并非单凭认识就决定的人事。他出身於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在出任执政官之前，已经担任过达其亚、莫埃西亚等多瑙河前线行省的总督。简单来说就是从军团中苦熬出头的人，因此这是个依靠实力决断的人选。年龄大约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这也是一个好条件。问题在于，受命前往卡帕杜西亚时，普里斯克斯正在不列颠行省总督任内。要从不列颠前往卡帕杜西亚，正好要从帝国最西边赶到最东边去。以现代来说，就是不用飞机、火车与汽车，只靠船只与马匹从英国赶到土耳其。

如果是笔者来决策的话，会姑且找身在附近的人才接替战败自杀的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因为战败的军队士气低落，而且司令官因为战败的责任压力而自尽。他的部下不只是冲出帕提亚军包围逃出的士兵。在卡帕杜西亚有两个罗马军团基地，派驻在基地中的士兵，想必也在担忧敌军进攻的可能。而且卡帕杜西亚的南边是帝国东方防卫的中心叙利亚行省。与帕提亚之间已经四十几年没有战争，偏偏一开战就马上战败，势必也会影响到派驻在叙利亚行省的三个军团。

就算是临时找人接任，罗马也并非没有人才可用。由贯彻实力主义的哈德良皇帝录用，让温存主义的安东尼奥·派阿斯沿用的武将，目前占著各个行省总督的位置。可是这些武将之下也有培育新一代的人才，今后马库斯·奥理略无可避免要面对的战争之中，实际担纲的就是同一个时代的武将。问题在于，要认识这些离获选为执政官还有一段年龄差距的军官，只有到离罗马十万八千里的军团基地去。

罗马军的军团兵，可说是种终身雇用制度。在二十年的兵役期间里，会待在同一个军团，住在同一个基地。不过阶级升到大队长以上的话，通常会调动所属军团与基地。马库斯参加过二十年以上的「内阁」，应该也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与经历，问题在于没有机会见见面、说说话。





既然决定由现任的不列颠行省总督普里斯克斯前往卡帕杜西亚，那么有必要尽快决定接任普里斯克斯的人。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行省，包括了后世的英格兰与威尔斯地方。在「哈德良长城」以北的苏格兰，当时称作卡雷德尼亚，位于罗马霸权之外。这里的人经常越境入侵罗马，因此罗马在此处派驻了三个军团。马库斯皇帝任命卡卢普卢尼苏·阿古力克拉担任不列颠行省总督，指挥当地军团保卫不列颠的安全。同时，在莱茵河防线沿线的两个行省中，「高地日耳曼」行省的总督也换人了。前往位于梅因兹总督官邸赴任的总督，是马库斯的同学，也是恩师佛伦多的女婿奥非荻苏·威克托力努斯。与其说是换皇帝后的新人事，不如说是先帝时代留下的国防人员世代交替的时间到了。

尽管马库斯每天赶忙处理善后，东方传来的第三个消息又到了。帕提亚军进攻亚美尼亚，击败迎击而出的罗马军团后，这次把攻击目标转向了叙利亚行省。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尔涅力亚撑起一身老骨头前往迎击，可是依旧败北。虽然部队未遭摧毁，但罗马军不得不后撤。紧接着罗马军战败之后，东方的小国君主之间已经有废弃与罗马的同盟协定，转向投入帕提亚怀抱的动态。如果这项动态表面化的话，就有可能演发成罗马帝国东方「防线」崩溃的大事件。




御驾亲征



马库斯·奥理略知道，除了以最积极的方式处置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用了。而罗马人的积极做法，就是由皇帝亲自率领大军前往。自从图拉真皇帝东征以来，罗马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遇到这种事情了。没想到在哈德良、安东尼奥·派阿斯两任皇帝下和平过了半个世纪，竟然要由气质与战争最遥远的马库斯·奥理略来打破这种日子，而且还是在执政的第一年。对哲学家皇帝来说，想必这是个很痛苦的抉择。然而，罗马皇帝的第一项职责，如字面“Imperator”所示，就是指导军团防卫祖国。因为身为全罗马军的最高司令官，所以才叫做「皇帝」（Imperator）。





前往东方的人选，由三十一岁的卢西厄皇帝担任。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表示，这是因为众人公认卢西厄比马库斯「身体强健、年龄又轻，较适於前线指挥」。不久之后大家才发现这是个严重错误的评估，不过在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妥当的选择。马库斯则停留在首都进行后方支援的总指挥。如果两名皇帝一在前线，一在后方，个別进行任务的体系能发挥作用的话，也就能证明马库斯·奥理略的想法确实有效。

问题在于卢西厄和马库斯一样，既没待过行省，也没有军事经验，因此马库斯皇帝派了许多优秀且经验丰富的人，陪在东行的卢西厄身边。这些人并不直接指挥军团，头衔叫做“comes Augustorum”，直译的话，应该叫做「奥古斯都（亦即皇帝）随行人」，以现代的辞汇来说就是「智囊」。

这些随行人的领头叫做弗流士·威克托力努斯，他长年担任包括卡帕杜西亚在内的小亚细亚全区财务官，又有担任埃及长官的经验，熟知帝国东方的局势。而且他的军事经验也很丰富，在不列颠、多瑙河前线、西班牙等地度过不少军团生活。本来「皇帝随行人」是由元老院议员担任的，会由一个骑士阶级的人带头，就是看上他的经验。而在元老院议员中，被挑选为随行人的，也都是以经验多寡为任命标準。庞提乌斯·雷力亚努斯虽然已经迈入老年，但是历经过不列颠、日耳曼、旁诺尼亚、叙利亚等重要行省的总督职位，可说此人精通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等帝国三大防线。马库斯的恩师佛伦多评断这个人是「正直的人，罗马传统军纪的信奉者」，也许马库斯期待这个人重新锻鍊东方军团吧。罗马方面的主流意见认为，事隔四十四年后再度作战就连败两城，是东方军团软化的象征。

尽管马库斯贯彻实力主义至此，在选择后继人选代替年事已高又战败的叙利亚行省总督时，却任命了他的表兄弟安尼斯·里波。他年龄与四十刚出头的马库斯相当，还称得上可以负责任。问题在于这个人也是没有行省与军团经验的人。

出生在罗马元老院阶级的男人里，与马库斯·奥理略同一个世代，甚至下一个世代的人，多半没离开过本国义大利，也没待过边境的军团基地。这是因为他们青年期间时，正值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的时代，罗马弥漫着不重视实地经验的风气。既然皇帝本人都只在罗马与拿坡里之间打转，良家子弟间自然不可能流行起积极行动的风气。马库斯任命典型的时代青年里波就任叙利亚行省总督，后来因此引发了问题。不过在背后支撑大局的则是骑士阶级出身，靠实力出头的人。也就在这个时代，罗马社会第二阶层骑士阶级出身的军团长人数大为增加。





既然罗马军是由卢西厄·威鲁斯皇帝担任最高司令官出征，那么质跟量两方面都必须要获得保证。马库斯可能觉得无法信任幼发拉底河防线上的八个军团吧，他决定从西方派遣三个军团和分团规模的军队。首先他从防卫莱茵河的军团中，抽调驻军在波昂的第一米内华军团。从多瑙河防线里，抽调以布达佩斯为基地的第二亚荻托利库斯军团，以及驻军在伊古利札的第五马其多尼加军团。这三个军团都是银鹫旗开路，由军团长领队。另外从驻军维也纳的第十捷米那军团中，抽出几个大队组成分团，由军团长带队向东进军。

如前所述，六千名军团兵不可能全数离开基地。因此虽说是以军团为单位抽调兵力，能派往东方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二左右吧。通常而言只能抽调二分之一兵力，不过这次罗马皇帝下令给各个军团基地负责人，要他们不要刺激境外的蛮族，万一发生问题时尽可能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可见派遣到东方的三个军团愿意冒著守备兵力缺乏的风险，尽可能抽派士兵前往东方。那么从西方派来的援军估计大约在一万五千人左右。如果东方的八个军团也派出三分之二兵力的话，就有三万两千人的兵力。预订於西元163年发动的罗马军反攻兵力，光是主要战力军团兵的话，总计为四万七千人。虽然不是多得令人瞠目的数量，但也不会太少。

卢西厄·威鲁斯离开罗马往东方前进时，已经是第二年西元162年初夏的时候了。按照计画，他要从罗马沿着阿庇亚大道南下，在终点处的布林迪西港换搭待命中的海军舰队往东前进。马库斯也为他送行到途中的加普亚。可是当马库斯回到罗马，收到的却不是舰队离开布林迪西港的报告，而是卢西厄在阿庇亚·图拉真大道上的卡诺沙病倒的消息。马库斯惊讶之余，立即策马赶往卡诺沙。其实卢西厄的病况不严重，只是登基称帝后第一次出外旅行乐过了头，沿途参加每个城镇的迎宾宴会造成疲劳过度而已。他在休养三天后重新启程，从布林迪西起由舰队护卫往东前进。






罗马到布林迪西之间的主要干道




如果急着赶路的话，可以一路不靠港，直接往叙利亚行省的省都安提阿前进。顺风的话只要十天左右，即使风向不稳定，以当时的「马达」划桨前进的话最多也只要四十天。这就是古代人使用「附马达帆船」在海上航行的速度。卢西厄皇帝所搭乘的，是罗马世界中设备最先进的米塞诺舰队。如果他下令不停靠任何港湾，横越地中海直接往安提阿前进的话，也有十足的把握。四十年前哈德良帝何止横越东地中海，甚至从地中海的西侧直达东侧。当年哈德良从西班牙的塔拉哥那前往叙利亚的安提阿时，一如他平日坚实的作风，连主要海港都没停靠，一路往目的地直航。路途有卢西厄的两倍长，花费时间却只有一个多月。如果有充份的意愿，卢西厄当然也可以照办，问题就在于卢西厄缺乏这项意愿。因为如果只走海路，是无法享受盛大的迎宾典礼与宴会的。

如果不以皇帝的身份，而是由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难了解他的心情。他从幼年的时候起，就在务实的「父亲」安东尼奥·派阿斯帝和顺从父亲的「兄长」马库斯身边长大。而在学业方面又和马库斯获得同等待遇，身边的个人教师尽是有名的大学者。也正因为如此，这三十年来的日子过得很无趣。过了三十岁之后，卢西厄·威鲁斯终于有机会舒展自己的手脚了。





卢西厄从布林迪西起走海路，到希腊的哥林斯上岸，再从哥林斯起走陆路前往雅典。对他来说，这是罗马皇帝的旅行，一路上正是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而在雅典，过去教导过卢西厄的名师中，最有名的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正在準备许多迎宾用的节目，等待着过去的学生、现今的皇帝来临。

「阿提克斯」是个绰号，意思是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卡地方的人」。他的本名叫做台伯留·克劳狄斯·荷罗狄亚斯。从姓名来推测，这个人的家门应该是在克劳狄斯皇帝时代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希腊人。不过真正让这个代表西元二世纪文化层面的人在社会上闻名，并不是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而是他那让佛伦多望麈莫及的豪富家产。而且大众对这个人的评价是「运用财产之妙无人出其右」。罗马帝国的公共建设，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个人捐助三大支柱支撑的。有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这种人存在的话，第一个占便宜的，就是他所在的地方政府雅典市。罗马的中央政府知道雅典是学艺的中心地，依旧愿意大力资助。而政府也知道如何报答对公共有所贡献的人。在安东尼奥·派阿斯时代的西元143年时，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获得皇帝推荐当选了执政官。同样身为两位皇位继承人家教的佛伦多，也在同一年获选为执政官。不过阿提克斯是正规的执政官，而佛伦多却只是个备位的执政官。尽管是以捐款的形态，罗马时代最重视的还是对共同体的贡献程度。

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从上一代起就属于元老院阶级，他的父亲也担任过执政官。尽管他是被征服的希腊人后裔，又与罗马的统治阶层同化，但是却没有任何阿谀体制的感觉。他公开批评帝政鼎盛期罗马流行的辩论术，说现在流行的技术只擅於玩弄文字，缺乏诉诸听众情感的热情。由于过度追求冷静客观论述，使得欲望、苦恼、愤怒和欢喜都遭到压抑，这样描绘出的人生与社会，只是忧郁、怠惰、没有血肉的存在。这一点笔者也深感赞同。如果只是要求自制还好，可是大多数的教师都说，当上了皇位继承人之后，连四头战车赛的固定队伍都不能支持。所以与其说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是个教师，不如说是个热爱知识的人。附带一提，在马库斯·奥理略的《自省录》中表达谢意的「恩师」，多半是告诉他自制的人，也因此提都没提到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

在此閒谈一下，笔者造访过的罗马时代別墅遗迹里头，能让笔者认为当有钱人也不错的有下列四个地方。分別是卡布里岛的台伯留帝別墅、奇尔乔的图密善帝別墅、提伯利的哈德良帝別墅，以及阿庇亚大道附近的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別墅。这个西元二世纪的「享乐主义者」（epicurean），不只是对公共建设，在私人消费上品味也相当好。

当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在雅典迎接过去的学生、现任皇帝卢西厄时，正值六十岁。这个人生诸事顺遂的享乐家花了大笔金钱準备款待节目，难怪年龄只有他一半大的卢西厄会乐不思蜀。停留在雅典的时间一再拖延，好像要到了卢西厄过完三十二岁生日，才依依不舍离开雅典。离开雅典后，也不是一路朝安提阿航行，一路上享受有小岛点缀的爱琴海航程，在小亚细亚西岸的爱菲索斯、密列特斯等希腊都市进港靠岸。到达目的地安提阿时，已经是那年冬天的事情了。






罗马帝国东方







开始反攻



对罗马人来说，幸运的是由不列颠调职到卡帕杜西亚的史塔提乌斯·普里斯克斯和一路慢行的皇帝不同。尽管路途遥远，他依旧全力赶路。首先渡过多佛海峡，横越高卢地区，之后搭上巡逻多瑙河的船只南下黑海，渡过艾勒本多海峡又横越小亚细亚后，才到达卡帕杜西亚，可说是从广大的罗马帝国西侧一口气跑到东侧。而且到达之后，他也毫不休息，因为扫去士兵间蔓延的败战气息工作正等着他。

而在同一时期，身在罗马的马库斯也过着精神和肉体上都十分忙碌的生活。他不只要统理帝国的西侧，帝国东侧原本已经委任卢西厄管理，可是东侧的地方负责人还是不断地把请求指示的信件送到罗马。他写信给无话不说的恩师佛伦多表示，由于忙碌与心烦，使得他身体不适，休假四天前往別墅休养，却依旧没得休息。佛伦多则回信说道，你至少要维持充份的睡眠。看样子马库斯·奥理略的抗压性不是很好。不过共同统治的伙伴是这副德行，也难怪他会感到压力。





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列为东地中海最大的城市。因此每当帝国东方战局一起，马上会被当成前线的参谋本部。东方前线的最高司令官卢西厄皇帝，好不容易到达了安提阿，然而和苦等许久的将军们期待相反，以卢西厄为议长的作战会议打一开始就争执不休。在《编年史》与史书中都没记载，所以无从想像到底是为了战略思想不同，还是为了个人因素。不过我们已得知，争论不休的并非皇帝与将军之间，意见不和的是卢西厄皇帝以及似乎早已在安提阿到职的新任叙利亚行省总督里波。

这两人的共通点不少，第一点在于虽然年龄差了十岁，不过属于同一个世代。第二点在于一个人是皇帝，另一个人则是马库斯皇帝的表兄弟，两个人都属于罗马社会的最上层。第三点在于两个人虽然都当过执政官，但是直到这把年纪为止，既没有度过边境的军团生活，也没有到其他行省担任过公职。据说这两个人除了出席作战会议以外，虽然同住在总督官邸，但互相连话都不说一句。

为这个事态收拾残局的，是马库斯配属给卢西厄的「皇帝随行人」。不过，虽说是收拾残局，却不是以改善抗帕提亚军总司令与副总司令关系的方式解决，而是以作战会议时无视这两人存在的方式解决。这是因为卢西厄皇帝没多久就交到了情妇，里波总督则因为不习惯东方的气候而生病，两个人实质上都脱离了战线。

不久之后，里波总督病逝於安提阿。这让卢西厄感到震惊，并后悔自己对里波的态度不佳。虽说缺乏责任感，不过卢西厄还算是个好人。

由于这是正式反攻帕提亚的前夕，因此叙利亚行省总督的位置不能空著。卢西厄同样身为皇帝，因此也握有人事权，可是选择继任人选的工作还是落在马库斯头上。也许是不敢再找上流社会的大少爷出马了吧，马库斯皇帝这次任命的是老练的朱利斯·威勒斯。他在西元151年担任过执政官，因此年龄推断该是刚超过五十岁。这个人也是行省出身的骑士阶级，在首都担任过执政官后又回到行省勤务上。六年中担任了日耳曼与不列颠总督。这个人后来在混乱局势中，担任了四年的叙利亚行省总督。直到西元179年才过世。尽管一生中几乎都在担任行省勤务，不过享年七十岁，以当时的水準来说算是长壽的了。





笔者为了写《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因此迁居到罗马。住在这里的好处在于，不论要到古罗马帝国防线的任何一个地方，坐飞机都能在两小时内到达。由于罗马位于古罗马帝国的中心，笔者可以前往想要参观的地点再马上返回。不过，一旦置身这种环境中，就会深深感受到，罗马帝国不只是人种、民族、文化不同，各地的地形与气候也天差地远。

比方说，前往罗马人称为「北方前线」的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参观以往的军团基地，现今中欧国家的首都维也纳或布达佩斯时，在遗迹中总能看到火炕的结构。在追随马库斯·奥理略死亡过程，沿着隆冬的多瑙河流域中部旅行时，会让笔者想起身在罗马时忘记的「寒冬」一词。而到北非的突尼西亚或利比亚观光时，则看到为了避暑，於地底建设与地面有相同设施的住宅遗迹。罗马人在灼热的沙漠过日子时，还会制作现代所谓的果汁牛奶冻（sherbet）。水份蒸发会吸收周边的热量，有趣的是罗马人不但利用这个原理预留了冷水，甚至制作了牛奶冻。

笔者会在意罗马帝国领导阶层的行省经验，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可以增长见闻。不过笔者固执在这一点的理由还不仅在此。因为笔者认为，罗马的领导阶层到不同气候的行省体验过后，身体才会适应环境变化。一个士兵直到退伍为止的二十年中，会属于同一个军团，住在同一个基地。退伍后也会在当地与土著女性结婚，住在军团基地附近。罗马军团士兵的土著化也是防卫战略的一环，因此这个现象日益稳定。然而阶级到了百夫长以上的话，状况又不同了，尤其大队长与军团长调动驻地的机率十分频繁。这是防卫战略的一部份，也有锻鍊身体适应各种环境的效果。

在这个时代寻求具同样经验的皇帝，有图拉真与哈德良的例子。然而才二十年过去，马库斯·奥理略和卢西厄·威鲁斯，以及同一个世代的罗马上流阶层男子，绝大多数都没有历经过行省经验，就站在统治者的位子上了。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安东尼奥·派阿斯示范了身在本国也能顺利统治帝国的例子，使得国民对行省经验的重要性体认开始淡薄。如果说待在总公司就能经营企业的话，谁还愿意冒著时差问题，去跟不同的人种、民族接触，到全球各地的分公司工作？笔者不禁要认为，安东尼奥·派阿斯是个擅长处理眼前问题的官僚，但不是个在晴天为了可能下雨的明天準备雨具的政治家。

不过，尽管经历了二十三年的安东尼奥·派阿斯时代，哈德良皇帝重新构筑的罗马防卫体系依旧能充份发挥功能。西元161年开始著手的帕提亚战役，就在总督与军团长阶级的活跃下进行。卢西厄皇帝足以令人称赞的是，虽然他不愿意亲自带兵，但也没有对带兵在前线作战的将军拟定的战略战术插嘴。而一旦正式开始反击，罗马军的强悍，依旧是无可比拟的。





西元161年，帕提亚王进攻亚美尼亚，掀起了「帕提亚战役」。直到西元166年结束为止，前后共五年时间。我们可以依照战线的推移，把战役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由西元161年到163年为止，战场在亚美尼亚境内。

第二期是由西元163年到165年之间的两年，这时的战场跨越了幼发拉底河，进入了帕提亚境内。

第三期是从西元165年到166年之间的一年，战场更向东延伸，越过底格里斯河直达东方深处。

光是看这些战场转移的动向就可以得知，罗马军正式开始反击会是怎么一回事。而且罗马国内还多得是能在前线负责指挥的军事老手。





西元163年春季开始的亚美尼亚战线反攻行动里，主角是从不列颠紧急召集而来，负责重建卡帕杜西亚军团的史塔提乌斯·普里斯克斯。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旗下有两个军团的兵力，不过其中一个军团在战争初期已遭帕提亚军摧毁，加上西方的援军后，才勉强凑满两个军团。而且任务中还加上排除蔓延在士兵间的败战气息一项。不过这项困难，似乎对长期担任前线勤务的老手来说不算什么。士兵间甚至开玩笑说，只要我们的将军大嗓门一吼，敌军的士兵就会像是中箭一样一个个倒下。军中能流传这种笑话，可见败战气息已经扫除了。

以波昂为基地的第一米内华军团，由小亚细亚出身的克劳狄斯·佛伦多军团长带队，加入亚美尼亚战线。而屯驻在维也纳的第十捷米那军团，也由军团长带领分队参战。这名军团长名叫革米尼乌斯·马尔其亚努斯，出身於北非地方。此外，於叙利亚待命随时準备北上支援的，则是驻扎在叙利亚行省的两个军团。指挥工作由第三高卢加军团的军团长，叙利亚出身的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负责。总之通俗点来说，人选有如群星闪烁，当时有名的猛将都聚集在此了。

传统而言，罗马军如果在战争初期遭受失败，不会急着马上反击，而会花时间準备反攻。等到準备完毕后迅速出击，短期内完成决战。本次的「帕提亚战役」也是一次罗马式的战争。






幼发拉底河防线与「帕提亚战役」的舞台




其中尤以率领卡帕杜西亚军团的普里斯克斯行动最为迅速。攻入亚美尼亚境内后一路朝东前进，春天还没结束时，已经开始準备对里海西方三百公里的首都阿尔他喀什塔进行攻城战斗。这是因为在西方率领援军的佛伦多与马尔其亚努斯发挥了掩护的效果，所以朝首都行军更为顺利，能够专心於攻城战。

由帕提亚军防御的亚美尼亚首都阿尔他喀什塔，无法抵挡罗马军的猛攻而失陷。由帕提亚王拱上王位的帕科鲁斯王子遭驱逐出境。取而代之的，是帕提亚王室成员，但同时是罗马元老院议员的亲罗马派人士梭法耶姆。从罗马军正式行动，到达成夺回亚美尼亚的初期目标，所需时间还不到半年。而在年底之前，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也被全数清除。





罗马军自从共和时期开始，每当战胜之后，士兵有向率领自己获胜的司令官欢呼“Imperator”的传统，这也是我们译为「皇帝」一词的起源，因此这个名词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到了帝政时代之后，通常由政治界的最高权位者兼任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所以战胜后的士兵再也不是向直接指挥作战的总督或军团长欢呼，而改向皇帝欢呼。西元163年的胜利欢呼，同样不是对着普里斯克斯或佛伦多、马尔其亚努斯，而是向着虽然人不在前线，但身为皇帝的马库斯与卢西厄两人。马库斯·奥理略这时正在罗马忙着政务，卢西厄·威鲁斯则是嫌安提阿太热，躲到西风徐徐的地中海避暑，而且还命人将罗马大竞技场举办的四头战车赛结果逐一报告。在分成红、白、蓝、绿的四个车队中，卢西厄支持的是绿队。当初马库斯的教师告诫他，身为皇位继承人与平民不同，不得支持特定的队伍，而教育卢西厄的也是同一批教师。马库斯谨守师长的教诲，卢西厄却把老师的话当成耳边风。而且不久之前开始，卢西厄身边又多了位美女潘提亚。众人风评说，这位小亚细亚出身的美人，外貌有如普拉克西列雕塑的维纳斯像，内在既有涵养，对话又充满机智，令见到她的人都为之著迷。这个人的存在，对马库斯来说，是新的压力来源。





卢西厄是马库斯的「弟弟」，也是共同统治的伙伴。卢西厄不想接触政务、军事，已经够让马库斯头痛了，现在感情放在东方女人身上，更是让马库斯烦恼。而且卢西厄的单身贵族身份使得事情更加复杂。为了一次解决这些难题，马库斯决定把女儿芦琪拉嫁给卢西厄。虽然在法律上这两人是叔侄，不过并没有血缘关系。这时卢西厄三十三岁，芦琪拉十三岁。第二年，当新娘为了成婚前往东方的西元164年时，才满了十四岁。这件消息当然马上传到卢西厄身边，而卢西厄也很有趣，竟然答应这门婚事。有一个说法是，在卢西厄进军东方前，两个人就订婚了，马库斯只是把婚期提早而已。不管怎么说，和皇家内部动态无关，帕提亚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





战役的第一期与第二期时间有些重叠，是因为在第一期中作战的官兵，没有回到基地，直接往南方移动到第二期的战场上。而在第一期待命的叙利亚军团，则长驱直入东方。帕提亚战役第二期的战略，就是由北方与西方双向夹击帕提亚王国的心脏部位。

在第二期活跃的将军有两个人。一个是小亚细亚出身的希腊武将克劳狄斯·佛伦多，率领著莱茵河防军的精兵。另一个是叙利亚出身的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率领着急於向帕提亚报一箭之仇的叙利亚军团。除此以外，马库斯派来作为卢西厄「随行人」的庞提乌斯·雷力亚努斯，也亲自带一个军团在前线作战。这名老练的武将除了北非之外，帝国各大防线都经历过了。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仍觉得与其陪皇帝去避暑地逍遥，不如到炽热的沙漠中行军。也许他想要和年轻时在图拉真皇帝旗下一样，再度与帕提亚人交手。不管怎么说，既然皇帝的智囊参战了，前线的罗马将领们办事也容易多了，因为再也不必配合皇帝的行踪派出传令请求指示。





帕提亚战役第二期的第二年，西元164年，卢西厄离开了叙利亚循海路前往爱菲索斯。爱菲索斯是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的美丽都市，人称伊欧尼亚地方的明珠。他是为了迎接从罗马前来的芦琪拉，在此举行婚礼。做父亲的马库斯，在出发时亲自送刚满十四岁的女儿到阿庇亚大道的终点布林迪西，并且赠与芦琪拉「奥古斯塔」（皇后）的称号。在罗马，并非只要成为「皇帝」的妻子，就会自动获得「皇后」的资格。如果皇帝不赐予的话，皇帝的妻子是不能自称皇后的。当年的图拉真皇帝讨厌特权，至死都没有赐给皇妃普罗提娜「皇后」的称号。普罗提娜获得「皇后」称号，还是继承图拉真皇帝的哈德良帝颁赠的。「奥古斯塔」称号代表着这样一个特別的地位。马库斯这时对女儿的一片心意，却成了二十年后皇宫内斗的原因。

卢西厄皇帝在爱菲索斯举办结婚典礼后，陪着芦琪拉皇后回到了安提阿。好像他已经忘记希腊情妇的存在。虽然这是一场政治婚姻，不过卢西厄与芦琪拉的婚姻生活一切顺利。卢西厄虽然不是个称职的皇帝，不过为人正直，是个诚实磊落的美男子，又善于交际。






希腊、小亚细亚地方




帕提亚战役的第二期也进行得十分顺利。罗马军越过幼发拉底河攻进帕提亚境内后，帕提亚军一再后退，已经无法有效抵抗，甚至於濒临崩溃。不到三年时间，罗马军就把帕提亚略夺的地方全数光复。战役第二期正要以罗马军压倒性的胜利结束。

不过，好像到了这时候，卢西厄皇帝开始插嘴战略问题。笔者会说好像，是因为没有任何确实的史料留下来。皇帝的意见是，该与帕提亚媾和了。他认为战略目的已经充份达成，现在正是媾和的好机会。我们无从得知作战会议是怎么展开的，不过因为将军们反对这时候媾和，卢西厄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决议继续执行战役。史书中没有记载这些专业武将是以什么理由反对媾和，不过如果观察战役第三期的推演，还是可以想像一部份。第三期和第一、二期不同，并非以光复失土为目的，而是要渡过底格里斯河，深入帕提亚中央地带，彻底打击敌军之后才撤军。

第三期的战斗，则是由叙利亚出身的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独占鼇头。由于他熟知中东的环境，因此由军团长加西阿斯带领的骑兵队行踪简直神出鬼没。等到重装步兵团前来确立战果的时候，面前已经没有任何帕提亚兵阻挠了。当彻底打击帕提亚之后，罗马军才向西方撤收。帕提亚战役，成了一场让东方世界重新认识到，如果向罗马出手的话会有什么下场的战争。这场战役使得帕提亚国势衰弱，连带衍生六十年后波斯萨桑王朝抬头的事件。在当时这个时间点的战略上来说，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这场战役使得中东地区重新认识到罗马的战力，保障了罗马帝国东方今后三十年的和平。在这段期间里，帕提亚王国无法向罗马境内出兵。也就是说，帕提亚战役使罗马重新凸显出他们是东方地区最强的军事力量。而且与其说是两大国对峙，不如说是罗马一国独霸的局面。不用说，夹在两国之间做缓冲的小王国、部族、未开化民族，也马上通通又站在罗马这边。





战役结束后，西元166年10月，在罗马举办了庆祝帕提亚战役胜利的凯旋仪式，以迎接这时回国的卢西厄皇帝。距离上次举办凯旋仪式，已经有四十九年了。而且上次的主角，是在归国途中病逝的图拉真皇帝骨灰坛，这次的主角，则是四十五岁的马库斯与三十六岁的卢西厄两名活生生的皇帝。这两人身穿军礼服，穿着红色大披风迎风前行，民众自然为之疯狂。

不过西元166年的凯旋仪式里，有一点和传统的罗马凯旋仪式不同。那就是凯旋将军马库斯与卢西厄两人，都带着妻小同乘在凯旋将军的金箔马车上。以往是由凯旋将军自己驾驶由四头白马拉的战车，头上戴着模仿月桂冠形状的黄金王冠，背后载着在仪式中不断提醒他「別忘了你是注定一死的人类」的奴隸，而现在变成全家老小通通上车。至於不断提醒战胜者不得骄傲自大的奴隸还在不在车上，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么说，长年来是罗马男子最高荣誉与尊严的凯旋仪式，历经半世纪的和平后，转变成了十分家庭的典礼，从「一个男人」变成了「携家带眷」。






凯旋归来的马库斯·奥理略浮雕







哲学家皇帝的政治



产生变化的还不只是凡事携家带眷的作风。东方展开帕提亚战役时，马库斯皇帝也在西方忙着处理国政。在罗马帝国，所谓国政，就是将旧法配合现状修改，并且依需要制定新法。一路探寻法律改革的过程，就可得知当时罗马社会需要的是什么。这些法律中，大多数都可归类在日常政务，比方说确保基础建设的维修费用、改善奴隸的待遇、将贫民福利措施普及到行省中、为了加快审判速度，把法庭开庭日改为每年三百二十天等等，这些政策让人感受到马库斯的确足以称为贤君。不过其中有一部份，是由马库斯·奥理略起始的新制法律。





新法的其中一条，规定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在生小孩以后，有义务在三十天之内提出登记。而且这项法律的适用对象，不仅在于罗马公民权所有人特別密集的义大利本国，还适用到所有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身上。依照推测，这项法律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确认军团兵预备兵的数量。笔者在此应该不用多说，总之负责保卫罗马帝国安全的军团兵，是以具备罗马公民权为入团资格条件。如果不确保军团兵的数量，那帝国的国防安全就无法成立。虽说罗马军团采用募兵制而非征兵制，不过若要让哈德良皇帝整顿好的防卫体系发挥功用，无论如何都要事先知道大略的有资格人数。有的学者认为，马库斯的这项政策是在期待稅收增加，不过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因为承担卫国工作，所以已经免除了直接稅。行省民没有承担国防工作的义务，所以才有义务缴付兼有国防保障目的的行省稅。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唯一要缴纳的直接稅是遗产稅，而且血亲之间可以免稅。即使遗产捐赠给血亲以外的人，稅率也只有百分之五。因此马库斯的新制不像是为了提升稅收。笔者还是觉得，这项政策是以预估将来可以服兵役的人数为目的。

不过，既然马库斯强烈意识到预估人数的必要。连带地让人感到疑问，是否在这个时代，志愿当军团兵的罗马公民已经逐渐减少了。罗马政府还是有办法维持主要战力军团兵的十六万八千名员额。问题在于，是不是选拔志愿役人员时，如果像哈德良皇帝时代一样严格，人数可能就维持不了。一个国家一旦承平日久，军人就注定会遭轻视。虽说罗马刚打过帕提亚战役，可是这是在遥远东方展开的战役，而且结果大获全胜，对于住在帝国西方的人没有影响。此外，既然国家一片繁荣太平，就算不到军团应征，也多得是工作可找。在当时，服兵役固然是有退休俸的稀有职业，可是退休俸的魅力也日渐薄弱。这也是「和平的代价」之一。





马库斯制定的新法中，第二个引人注目的，是一连串抑止地方政府议员候选人减少的对策。

在共和与帝政时期中，罗马的事务官与公务员都有薪资保障。可是执政官以下的中央政府官员，以及地方政府的高阶官员都是无给职。因为罗马人认为担任公务，尤其是高阶公务，是公民身为共同体成员的义务，也是一种荣誉。从庞贝遗迹墙上的选举运动涂鸦就可以得知，当初地方议会选举竞争激烈，是因为候选人众多。这些工作不但没有薪资，而且如果想滥用职权收贿，马上就得準备上法院，所以也无法期待官商勾结的利润。不但如此，由于皇帝在中央做了示范，国民也期待地方仕绅对公共建设有所贡献。由于罗马人重视这种贵族义务，才能完成如此大范围的公共建设。如果地方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减少，有可能连带减弱地方政府的功能。在法律条文中，马库斯以“apatia”一词形容候选人减少的原因。这个字的意思是「缺乏斗志」。以往罗马人只要一听到代表共同体或国家的“res publica”，马上就会挺身而出。有可能这时个人主义开始渗透到罗马了吧。罗马人在暴君尼禄时代共同体意识依旧强烈，讽刺的是到了明主马库斯的时代却开始衰退。

设立这些法律的马库斯·奥理略也一定察觉到了吧。时代正在改变，而且是往坏的方向发展。在先帝安东尼奥·派阿斯的时代中，罗马人享受了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与父亲相较，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却要面对严重、困难，而且以往没有其他皇帝面对过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他又失去了无话不说的恩师佛伦多。




瘟疫



战败的帕提亚，以某个形式对战胜者罗马人复仇了。这就是在罗马举办凯旋仪式的士兵间流行的疾病。回到多瑙河与莱茵河流域的士兵之间，也陆续出现因同样疾病而倒下的士兵。很明显地，感染源来自东方。

在拉丁文里，「瘟疫」拼音为“pestilemia”，是“pest”的语源。不过症状、传染率与死亡率都不一定。古埃及人已经知道，病媒来自於老鼠。

西欧史上第一件有名的瘟疫，是在西元前430年左右袭击希腊雅典的瘟疫。由于流行期间与雅典、斯巴达间的伯罗奔尼撒战役起始时间重叠，因此对城邦国家雅典造成严重打击。构筑雅典黄金时代的政治家佩里克雷斯也是在这时候逝世的。而第二个有名的例子，就是西元166到167年间袭击罗马帝国的瘟疫。不过从纪录上来看，这两次瘟疫的伤害还不算太高。没有像薄伽丘著作的《十日谈》里面描写的一样：在十四世纪时，一场瘟疫袭击义大利，不到一年就让城里的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瘟疫疫情据说一直到西元167年底才开始转弱，不过即使在一年前的西元166年底，也没有传出一天中死亡数十、数百人的纪录。避难到郊外山庄的现象不普遍，两名皇帝与家人也依旧住在罗马市中心。

不过，就好像没有癒合的伤口不断流血一样，陆陆续续还是有人死于瘟疫。尤其是帝国最重要防线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基地的病况不断，对罗马来说是最大的伤害。发现罗马防卫能力低落的异族，也开始威胁北方的前线了。而这时期，罗马又要开始面对一个新的问题。




基督教徒



瘟疫蔓延造成社会生活迟滞，加上北方外族的威胁，使得罗马的人心日渐低落惶恐，足以让人觉得凯旋仪式时罗马充满欢喜与祝福是多年前的事情。

马库斯皇帝为了扫除这种沉重心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祈祷祭典。虽然皇帝有两个人，可是最高神祇官是由他一个人担任。这场祭典由用托加袍角遮著头的皇帝带头，前往罗马市内的各主要神殿祭拜，住在附近的居民也不分大人小孩一起参加。






在朱比特神殿前举办祭典的马库斯皇帝（中央偏左）




不过，罗马人向神明祈祷时，并非请求神明救苦救难，而是发誓人类会努力脱出现在的不幸局面，请求神明助一臂之力。犹太教与基督教等一神教的神明，是指引人类生存方式的神。然而希腊、罗马人却不希求神明这样做。他们认为人的生存方式，应该由人自己决定，神所扮演的角色是用来支援人类的努力。

由于祭典允许任何人随意参加，又使用到火，所以在户外举行。在现代的遗迹里，神殿前方的阶梯中间留了一段空地，古代将祭坛常设在这个地方。在祭典时，就是一边把牲品放在祭坛上火烤，一边祈祷。不过，如果光是把牲品摆在火上，那不过是场烤肉大会罢了。祭典中会把阿拉伯出产的香料撒在火里，在香烟缭绕中祈祷。等到祭典结束后，会把烤好的牲品割下来分给参加祭典的群众。由于罗马的宗教里没有专业的祭司阶级，所以祭典中也没有讲道与唱诗。如果是国家规模的祭典，祭司由皇帝担任，在家庭祭典中则由家长兼任。问题在于，当四处都有居民参加祭典时，不参加的人就更加显眼了。






罗马的十四个行政区（█为基督徒群居地区）




当时的基督教徒，在罗马市的第十二、十三和十四区中组成了专属的社区居住。第十二、十三区位于罗马市南边，第十四区则位于台伯河西岸，总之与市中心距离遥远。他们在社区中，遵循著圣保罗的遗教生活。圣保罗生前是这样对信徒说的：


「你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得互相说坏话和抱怨，亦不得争斗，必须不引人注目。虽说神的子民是完美洁净的，但我们不得给这邪恶堕落的社会抨击我们的借口。即使活在这邪恶堕落的社会中，你们也要有如在黑暗中捧著明灯一样，守护著神的教诲。」



基督教徒不参加由皇帝领头的祈祷也是当然的。因为「邪恶堕落的社会」是罗马帝国，神的国度是在罗马帝国崩溃后降临的基督教徒时代。而一神教又是以不承认其他神明存在而成立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的话，自然不可能去向其他神明祈祷。

不久后，基督教徒的生活形态也起了重大的改变，不过这就要留待第Ⅻ册再说了。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的基督教徒还谨守着百年前圣保罗的教诲。

也就是说，即使同住在一个都市中，还是离其他罗马人远远地。

可是危机会唤起人的爱国意识。在罗马人重新认识传统宗教的这个时期，不愿同步的基督教徒，也就引起罗马人的反感。罗马人称基督教徒为「阿提欧」，现代我们将其翻译为「无神论者」，不过罗马时代的意思是「无信仰者」。





古代是个多神教的时代。在多神教的世界中，和认同自己信仰的神明一样，认同其他人信仰的神明是一种社会通念。这种思想使得共存的神明与日俱增，在罗马，神明的数量高达三十万。以认同神明共存的观念为信仰的话，不认同共存的信仰就不算是信仰了，因此罗马人抨击基督教徒是「无信仰者」。

公民们抨击基督教徒的另一点，是他们拒绝参与公共生活。基督教徒热心於互相扶持同宗教的信徒，但是不热心於协助他们所在都市或地方政府的公共工程与福利措施。当时的社会还是认为参与公共生活为公民的义务，因此这种行为已经足以遭人攻击。

不过如果站在基督教徒的立场来说，他们当然不能参加公共生活。他们是在目前的社会苟延残喘等待神的国度降临，如果对这个邪恶堕落的社会有所贡献，神的国度就会更晩降临。

不过，罗马人与基督教徒的对立，在西元二世纪后半的马库斯·奥理略时代中，还不是很强烈，最主要的理由在于基督教徒还是少数派，势力也不强大。而基督教徒的数量与势力发展不起来的原因，还是因为罗马人依旧相信自己的领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拥有信心。





在此，想要介绍三则在这个时代与基督教有关系的「现场录音」。

第一则是马库斯皇帝眼中的首都罗马长官鲁斯提克斯其人。

第二则是鲁斯提克斯对基督教传教士攸思提努斯进行的审问全文。

第三则是马库斯皇帝对基督教的感想。

首先，关于昆多斯·尤纽斯·鲁斯提克斯这个人，除了是知名的斯多葛哲学家之外，在罗马时代菁英份子的天职，即公领域上，也相当活跃。曾二度就任执政官，并担任首都罗马的长官（Praefectus Urbi）。首都长官为罗马政府的要职之一，兼掌司法。





马库斯皇帝在《自省录》的开头写著：鲁斯提克斯是影响自己的人物之一。在此将全文翻译如下：


「鲁斯提克斯教导我下列的事情：




随时警惕著自己的性格，一旦觉得有往错误的方向演进的可能时，要有勇气矫正过来。不要与擅长诡辩的哲学家走上同一条路。远离为学术而学术，以及相反地，纯以驳倒他人为目的的辩论。不可为了获得別人的赞赏故意假装朴素，也不可相反地故意卖弄奢华。不可沉溺於雄辩术（rhetoric）或诗歌形态的表现，以及骈丽的言词。




在家中要避免穿着托加袍等夸大的言行。写信时要简洁诚挚，就好像他在西涅沙时写给家母的信件一样。




忘记所有的怨恨。如果有人对我表达愤怒或羞辱我，当对方表示后悔时，要马上表示我有意和解修好。




书籍不可浅读。如果满足於表面上的理解，就不叫做阅读。饶舌的书籍是我应警戒的对象。还有，也是他告诉我艾皮克提图斯的存在。他从自己的藏书中，取出了这位哲学家的著作送给了我。」



艾皮克提图斯生于西元一世纪到二世纪间，是出身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曾是尼禄皇帝豢养的解放奴隸艾帕夫洛荻图斯的奴仆。在罗马时代，原为奴隸的解放奴隸其社会地位与一般公民无异，因此也可以拥有照顾自己日常生活的奴隸。不过艾帕夫洛荻图斯为自己奴隸思绪之深远感到敬佩，因此让他脱离奴隸地位。成为解放奴隸的艾皮克提图斯，后来在首都罗马开办了教导斯多葛派哲学的学园。他的学生中，包括了后来为哈德良皇帝重用，著作有《亚历山大东征记》的阿利安。

后世的人认为，代表罗马帝政鼎盛期的两位哲学家，一个是原为奴隸的艾皮克提图斯，另一个就是身为皇帝的马库斯·奥理略。





鲁斯提克斯告诉马库斯，尽管对方是奴隸，也要爱着对方的深邃理性。第二则「现场录音」则是他审问到罗马传教遭逮捕的希腊人攸思提努斯的全部过程，首都长官鲁斯提克斯的职务包括了首都警察首长的工作在内。而罗马法规定，对于明记告发者姓名的诉讼，司法单位有搜查并审判的义务。告发攸思提努斯的，是犬儒学派哲学家克雷先斯。

传教士攸思提努斯也是个从希腊哲学起家的人。他首先学习斯多葛学派，接下来跳槽亚里士多德学派。觉得不满意后改学毕达歌拉斯学派，又换到柏拉图学派。最后为了追求真理转到基督教。是在追求真理时，从哲学路线转到基督教的当代帝国东方知识份子典型。

鲁斯提克斯：「你平常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攸思提努斯：「我过着洁净地，任何人都会赞同的生活。」

「你实践何种教理？」

「在学习各种教理后，我得知基督教的教理为真实。而且这是在我连教会判为虚伪异端的东西都学习后，所得到的信念。」

「你是如何获得你的信念的？」

「是我让我自己能接纳后获得的。」

「怎么接纳？」

「我们信徒对基督神崇拜的信念，发自世界由唯一真神所创造。而神之子耶稣基督，是为了救赎人类、给予人类真正的知识，由神派到地上，亦即人类之间。

不过我的这些说明，在耶稣的神性之前一文不值。因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理解而是信仰。相信预言者所说的，神之子降临的预言。就如同你所知道的，在历史上，预言者已经多次预言救世主的到来。」

鲁斯提克斯改变话题，不过攸思提努斯婉转地回避。

「你们是在哪里见面的？」

「大家想见面，又可能见面的地方。难道您认为基督教徒都是在全体预先安排的地方见面的吗？」

「我想知道的是，你和你的同伴是在罗马的哪里见面。」

「当我停留在罗马时，不过这是我第二次住在罗马，我都住在米尔提努斯浴场（罗马的许多小浴场之一）楼上的房间里。人们会来找我的地方只有这里。在这个房间里，我欢迎任何人来访问我，并且和来访的人谈论真理。」

「你承认你是基督教徒吗？」

「是的，我是基督教徒。」

除了攸思提努斯以外，在房间里一起被逮捕的基督教徒还有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其中一名男子是卡帕杜西亚出身的奴隸，在帕拉提诺丘上的皇宫当仆人，其他四个人的职业则不详，不过从姓名来推断，应该是由帝国东方前来首都或跟随主人前来在罗马工作的希腊人。在这个时代，基督教对罗马帝国来说，是住在首都的外国人信奉的宗教，并未普及到罗马人之间。首都长官鲁斯提克斯对攸思提努斯说：

「在信奉罗马诸神，并由对诸神信仰统合的罗马帝国里，拒绝信仰的基督教徒依罗马法归类於叛国罪人。不过即使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只要改宗就可无罪释放。相反地，如果拒绝改宗的话，则依法要受鞭刑后处以斩首。即使遭鞭刑后斩首，你还相信自己会升天堂吗？」

「如果我的信仰够坚定的话，我想应该能升天堂。不过这项恩宠，只会赐给依照基督教正义过生活的人。」

「那么你确信你能升天堂吗？」

「不，我如此期望，但还不确信。」

「我劝你放弃你的宗教。你可知道如果你拒绝的话，等着你的是死刑吗？」

「我知道。不过我也知道，如果我至死不放弃我的信仰，一定会获得救赎。」

首都长官鲁斯提克斯在此宣判。

「我对拒绝向罗马诸神献上牺牲的人，依照罗马法（〈图拉真法〉）规定，宣判於鞭刑后处以斩首刑。」

本次审判后共有五人遭处死。不过并非像是后世认定的，送到圆形竞技场给猛兽吃掉，而是在监狱中和其他犯人一样处斩。要到十年后的里昂，才会出现把犯人送到叫做“Arena”的圆形竞技场里公开处刑。这是自从尼禄皇帝处死基督教徒百年后，再度公开处死基督教徒的开始。





这个时代的「现场录音」，最后要介绍的是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在《自省录》里唯一提到基督教徒的段落。


「当灵魂要离开身体时，如果能够安详地接受，该是多美好的事情啊。不过这种心理準备，必须是由人的自由理性达成的结果，而不是像基督教徒一样顽固地自以为是。」







不管怎么说，马库斯·奥理略是皇帝，他的职责是以保卫罗马帝国为第一优先，这就是罗马皇帝能拥有强大权力的原因。也因此他还有其他工作要进行，异族对北方防线的威胁，光靠信仰是无法消除的。西元168年1月6日，年将四十七岁的马库斯在罗马近郊的禁卫军兵营中，对士兵们说：北方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了。这一年的春天，马库斯与卢西厄两位皇帝决定前往多瑙河流域。




日耳曼战役



在写下罗马史的罗马时代人物，亦即同一时代的史学家中，有一位叫做阿庇亚的希腊人。他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市，生年不详，只知道是出生在图拉真皇帝的时代（西元98年到117年）。不过在他的著作中有这么一段内容：当时图拉真皇帝集中注意力在帕提亚战役，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趁机从背后突袭图拉真皇帝。他记得犹太人破坏了埃及人信仰的奈梅西斯神神殿，理由只因为是罗马人兴建的。这件事情发生于西元116年，如此倒推回去，阿庇亚的出生年份，应该是西元110年或两、三年前。也就是说，他是比马库斯·奥理略皇帝还年长十岁左右的当代人。

出身行省但一心向上，父母又没有罗马公民权的年轻人，在当时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是志愿参加军团，在军中累积经历。由于不是罗马公民，因此不能当上军团兵。不过行省出身的人可以成为辅助兵。而且如果有才能的话，一两年内可以成为指挥五十名部下的小队长。如果升官到指挥五百名部下的地位，就有资格列席总督或军团长召开的作战会议。这时如果没有罗马公民权就不好看了，所以一般而言会获颁罗马公民权。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在拥有一百五十名部下时就事先颁赠罗马公民权。再往后则纯粹看实力发展。附带一提，即使一个辅助兵到退伍为止都还是士兵。在服满二十五年的兵役退伍后，即可取得罗马公民权。这和退休俸一样，是在入伍前就已经确定好的条件。

第二条路是前往帝国首都罗马，靠自己的双手开拓人生。有不少年轻人一开始就这样打算，十几岁时就前往罗马受高等教育。不管怎么说，只要一到罗马，将来是从医也好、成为担任教育工作的教师也好，或者是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吏也好，总之缺不了取得公民权的管道。颁赠医师与教师罗马公民权的〈朱利斯·凯撒法〉至今依旧通用，行政官既然要承担「公共」业务，也必须具备「罗马公民」的身份。

阿庇亚在哈德良帝时代前往罗马，到了安东尼奥·派阿斯时代取得了罗马公民权。这个人的最终资历，是在马库斯·奥理略皇帝之下，在相当於国稅局的单位中任职。因此如果不是受完高等教育后成为官吏而取得罗马公民权，就是先从事教职，之后取得罗马公民权，最后才成为官吏。因为罗马时代的官僚制度并不完整，从教师转官吏，再转职成作家的例子不在少数。

目前无法得知他从何时开始著作活动。不过从同一个时代的其他例子来看，有可能和同业者一样，是在退休离开公共生活，回到故乡亚历山大之后才开始的。这个人的主要著作，是从罗马开国到进入帝政时期为止的罗马史。另外还留下好些记述同一时代的文章。在这里要介绍的，就是其中的一份。根据阿庇亚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西元160年，所以事情应该是在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时代发生的。也就是说当时身在罗马的阿庇亚，同时兼任现场目击证人。


「蛮族的首长造访首都，他们向皇帝请愿进入帝国支配下，与其他行省民站在同样立场。可是皇帝回答道，我们不能接受对罗马帝国无用的人，拒绝了这些人的请愿。」







这正是时代变化的征兆。西元160年是安东尼奥·派阿斯在位的最后一年。这个「慈悲为怀」的皇帝於次年逝世，西元161年起由马库斯·奥理略继任皇位。不过安东尼奥·派阿斯虽然年老，但直到过世前几天身体都很健康。而接见外国代表又是皇帝的工作之一。这些外族的代表应该是由皇帝亲自接见的吧，而安东尼奥·派阿斯生前积极地让次任皇帝马库斯参与国政，当年三十九岁的马库斯也很可能列席。

我们姑且不谈是否应该接受外族申请移居罗马帝国内的案子。这里该注意的是，皇帝是否理解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安东尼奥在驳回申请后，没有采取任何相关措施，所以我们可说安东尼奥·派阿斯不知事态重大。而马库斯列席现场，或者我们假设他当时不在场，但安东尼奥凡事都会找马库斯商量，所以知道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也极高。那么马库斯·奥理略也同样没发现这件事情是时代变化的征兆。





对西欧人来说，英国的吉朋和德国的孟仁同样是罗马史的权威。而孟仁和吉朋不同，给马库斯·奥理略的评分相当难看，他在著作中直接写著「不是伟大智力的拥有者」。他评为「伟大智力拥有者」的，只有「朱利斯·凯撒」一个人而已。凯撒是个天才，不过天才并非能看到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而是在看到东西后不能理解其重要性的人群里，唯一能发现重要性的人。

安东尼奥·派阿斯随便打发掉的这件事情，成了马库斯·奥理略终生困扰的难题。

西元168年年初，马库斯与卢西厄两名皇帝离开首都前往多瑙河前线。这时四十七岁的马库斯与三十八岁的卢西厄，穿着军用红披风骑在马上。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单纯的前线视察，而是出征了。事隔六十年后，罗马第一次向国内外表示要在多瑙河防线展开正式作战，而上一次是图拉真皇帝与达其亚的战争。

对马库斯·奥理略来说，这不只是他第一次到前线。直到四十七岁这年，他才第一次离开本国义大利，或说第一次超过义大利中部的托斯迦纳地方朝北走。这种经历，当然不能跟十七岁起就在边境军团过日子的图拉真皇帝相比，就连累积了边境勤务经验的军团长都比他老练。皇帝亲自到前线，代表着罗马军最高司令官把各个军团长直接纳入指挥下。就算说现场指挥全交给军团长，熟悉军务后委任给军官，和在一窍不通的状况下委由他人操刀，整个意义完全不同。看来这个时候，马库斯·奥理略也强烈意识到自己实地经验的不足。我们从陪伴皇帝的“comes”，亦即智囊团的成员就可看得出来。除了帕提亚战役时，派到卢西厄皇帝身边的“comes”庞提乌斯·雷力亚努斯以外，还包括许多担任过旁诺尼亚行省、莫埃西亚行省等地总督，熟知今后的战场多瑙河流域的人物。这些人虽然已经退休，但受到马库斯皇帝请求而答应同行。在帕提亚战役时，由于卢西厄皇帝是个对政治、军事没兴趣，宁可躲到避暑地去逍遥的人，所以“comes”的工作是代替最高司令官执行战役。而在这次的日耳曼战役中，“comes”的工作是为了弥补马库斯皇帝经验不足的缺陷。一旦发现自己有缺失，就会不惜一切努力去弥补，也是马库斯·奥理略被人称为贤君的原因。

一行人从罗马出发，经由弗拉米尼亚大道前往亚德里亚海边，之后沿着亚德里亚海岸前往亚奎雷亚。从亚德里亚海北端的亚奎雷亚，只要朝东北沿着道路前进，就能到达多瑙河前线。所有的行军路线，只要顺着遍布全帝国的罗马大道网路前进就好。

罗马人已经有六十年没见过御驾亲征的局面，对于住在多瑙河北岸的异族也是同样的。可能他们听说两名皇帝都出征后，害怕与皇帝率领的罗马大军冲突。原本日耳曼的各部族利用小船或木筏渡过多瑙河后，四处攻击骚扰南岸的连串基地或是居民的屯垦区，这时有如退潮了一样往北离去不见踪影。





既然皇帝能在适於战斗的春季到秋季间，不用担心发生战斗地停留在前线，那这当然是个绝佳的视察机会。在这段时期中，马库斯巡遍了多瑙河中游，遭受异族集中侵扰的各个基地。罗马的防卫体系，是由「点」和「线」所构成。「线」指的是罗马大道，「点」就是罗马军团基地。关于点的方面，在这一带沿着河流分布，计有：

第十捷米那军团的基地维德波纳（今日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第十四捷米那军团驻军的卡尔伦托姆（今日奥地利的佩特洛那）。

第一亚荻托利库斯军团驻防的布理吉提欧（今日匈牙利的苏尼）。

第二亚荻托利库斯军团的基地阿克因肯（今日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第四弗拉维亚军团的基地辛基多努姆（今日的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在这些军团基地之间，并非无人地带。另外还分布著一连串防卫战略上不可或缺的设施，比方说辅助队骑兵驻军用的基地、步兵队基地，还有职业名叫“Numerus”的当地临时佣兵用来监视的碉堡。而在多瑙河防线里，还有在大河多瑙河巡逻用的单层甲板帆船（galley）船队基地。

马库斯皇帝一路巡视拉丁文称作“Limes”的防线。这是一场边听着经验丰富的智囊团说明，一边进行视察的旅行。也就是说，马库斯·奥理略直到四十七岁，才走上哈德良皇帝视察旅行的部份路途。然而关于视察旅行的成果，哈德良皇帝是用来确立和平，马库斯·奥理略却是拿来当战争的事前準备，对后者来说实在很不幸。

两名皇帝决定以亚奎雷亚为西元168年到169年间的过冬地点，而亚奎雷亚位在义大利本国的最东北方。虽然这时日耳曼人还静静地威胁北方，不过在亚奎雷亚过冬，已经是由多瑙河前线返回罗马的半路上。有一种说法是，两名皇帝会回到这里，是因为多瑙河前线基地的传染病还未退流行，所以御医迦雷努斯劝告他们后退。另一种说法是，卢西厄皇帝一心想要回到罗马，马库斯皇帝苦劝不动。正好此时前线局势平静，两人姑且折衷到较为接近罗马的亚奎雷亚去。也许这两种说法都正确也不一定。不管怎么说，西元169年起两名皇帝的行程，就要在亚奎雷亚冬季营区内预先安排。






从罗马到多瑙河防线为止的主要道路









引用自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卢西厄之死



历史上没有记载西元169年起两名皇帝预定的行程是什么。唯一确定的是，第二年一到，卢西厄皇帝就前往首都罗马了。可是当他到达离首都约一百公里处的亚尔提诺后突然病倒，而且在昏睡两天后就逝世了。学者们认为病名应该是脑溢血，因为虽然他年纪轻轻三十九岁，可是生活豪奢，因此作息不正常。马库斯·奥理略以公平精神创造的双人共治制度，在八年来另一名皇帝毫无助益、没有任何成果的状况下，就这样闭幕了。

我们无从得知西元169年原有什么预定计画，只知道后来马库斯·奥理略皇帝与皇帝同事兼女婿卢西厄的遗体一起回到罗马。在罗马举办了盛大的国葬后，骨灰安葬於现在名叫「圣天使城」（Castel’s Angelo）的「哈德良灵庙」。在马库斯的请求下，元老院也毫无疑问地承认了卢西厄的神格化。不过，献给神格化的前任皇帝神殿的工程就搁置了。马库斯表示目前是国家的非常时期，因此暂时以万神殿代替即可。

卢西厄·威鲁斯的国葬结束后，马库斯还在首都停留了一阵子。这并非皇帝只剩下他一个人以后，对于亲自赶到前线作战有所犹豫。他确信身为罗马军最高司令官的自己出现在前线，对于日耳曼战役绝对有所帮助。不过，虽说亲征的意图没有动摇，在出征前有些事情非处理不可。在卢西厄皇帝过世后，马库斯必须为成为寡妇的女儿芦琪拉安排今后的去路。

这举动虽然让人觉得还在丧期中，何必如此着急，不过以马库斯的立场来说，这件事情实在刻不容缓。他马上就要到前线去面对敌人，总是怕有什么万一发生。如果皇帝是由两个人来担任的话，一个人病倒、过世了，还有另一个人接手。可是今后的皇帝职位只有马库斯一个人担任。他的儿子康莫德斯才刚满八岁。马库斯·奥理略想要的，是一个能在紧要关头协助年幼的康莫德斯，能让帝国避免内乱维持存续的人选。而这个人选既然要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了不让他执行任务时发生障碍，有必要事前保障他的地位。





马库斯为芦琪拉挑选的再婚对象，叫做台伯留·克劳狄斯·庞培。从姓名上来看像是个义大利出身的人，其实他是安提阿出生的叙利亚人，在他父亲的那一代才刚取得罗马公民权，属于在罗马社会中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equitus）阶级行省民。当获选为皇帝的女婿时，这个人就职於「远旁诺尼亚」行省。他不仅担任行省总督，而且兼任以布达佩斯为基地的第二亚荻托利库斯军团团长。在帕提亚战役中活跃的武将名册里，没有这个人。看样子，罗马军东征帕提亚时，这名军团出身的武将人在多瑙河防线上留守。出生年份不详，不过从他之后的经历发展推测，获选为驸马时，这个人应该与四十八岁的马库斯皇帝差不多大。顺带一提，前任皇帝卢西厄留下的寡妇芦琪拉这时才十九岁。

为什么马库斯要放弃其他将军选择庞培呢？肯定的是，并非认同他的业绩。在这之前的庞培，虽然身在最前线，但不过是个军团的指挥官而已。负责的防线也以防御为重，没有值得注意的战功。庞培的军事才华，要到后来的「日耳曼战役」中才得以发挥。西元169年挑选女婿时，这点还不是他的好条件。而且这个人要到四年后才当选执政官，西元169年时他连「前执政官」头衔都没有。

笔者推想这个人能让马库斯皇帝中意，是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一年前马库斯初次视察多瑙河防线时，庞培以「远旁诺尼亚」行省总督身份陪同皇帝，当时表现出正确、适当且扎实的局势判断，并为缺乏军事经验的马库斯提出亲切实用的建言。

第二点，优秀的领袖资格包括培育部下的能力在内，而庞培将第二亚荻托利库斯军团的年轻官兵培育得相当不错。

第三点，在于他刚健朴实、无比正直的人格。

第四点，只怕是最让马库斯·奥理略动心的一点。就是这个叙利亚出身的「罗马公民」身上，有著强烈的罗马精神，这也是出身西班牙的图拉真与哈德良皇帝所拥有的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西元二世纪的罗马帝国里，和出身本国义大利的罗马人比较起来，反而是拥有强烈自觉的行省民在支撑着罗马精神。庞培就是这种典型的人物。而如果回溯四个世代以前，马库斯·奥理略的家族也是出身於西班牙行省。

这个驸马人选，在政治上是完全成功了。在接下来十年的「日耳曼战役」中，马库斯虽然身在前线，实际指挥却全数交给庞培。如果放眼今后二十年，这段期间内支撑帝国国防的武将，绝大多数也是从庞培旗下诞生的。而这名叙利亚出身的武将，为人诚实，绝对不会背叛马库斯。当马库斯逝世后，年轻的康莫德斯刚登基时饱嚐了孤立感。那时康莫德斯唯一能打开心胸相信的，也是庞培。

问题是，庞培与芦琪拉的婚事，在政治上固然成功，在人事上却是个失败。夫妇间的年龄差距还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现任皇帝的女儿兼前任皇帝的皇后芦琪拉不满意丈夫出身卑微，女儿为了屈尊下嫁大表不满。据说做母亲的法乌斯提娜刚开始也支持女儿。后来这桩婚事，似乎是以婚后维持「皇后」称号的条件妥协。这对夫妇后来有小孩，因此芦琪拉应该没有拒绝同床共枕，不过他们的婚姻生活始终一片冷淡。





既然我们提到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也躲不了的家务事，笔者想在这里稍微谈谈哲学家皇帝的婚姻生活。

西元169年，由于同事皇帝卢西厄突然逝世，为了国葬程序以及女儿芦琪拉再婚的问题，又加上七岁的次子这时候夭折，使得马库斯一整年忙碌不堪。不过到了秋天时，马库斯已经离开首都再度往前线出发。而在第二年，他的最后一个孩子萨庇娜也出生了。马库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西元147年，在这前后二十三年间，如果加上其中的两对双胞胎，他共有过十四个小孩。孩子里能活到成年的，只有一个男孩和五个女孩，一共六个人。不过二十三年中能够生十四个小孩，看样子不仅是多产而已，而是性生活协调，连带地显示他们的婚姻生活美满，而且马库斯又是个绝不外遇的一流丈夫。另外一件可以看出他们婚姻生活美满的事情，是在四年后皇后法乌斯提娜前往待在多瑙河流域没回家的丈夫身边，一直陪伴丈夫到自己过世为止。而且她并非躲在安全的后方，享受皇后应有的舒适豪华生活，而是住在挤满士兵的基地内，慰问伤兵，担心军团兵在营区外实质上的妻子生活问题。士兵们给这位皇后送上了「基地之母」（Mater Castrorum）的尊称。

不过同一个时代的人对法乌斯提娜的评价相当差，这是因为大众对她的儿子康莫德斯皇帝评价不佳的影响。其实，只要是女人都知道，贤妻未必就等于良母。也许法乌斯提娜不是个良母，但却是个十足的贤妻。做丈夫的马库斯也在《自省录》中提到已故的妻子，他写道「无上从顺、无上情深，最重要的，她是个毫不矫饰的女子」。两个人的婚姻生活，维持了三十年。

马库斯·奥理略治国十九年间，真的是多灾多难。不禁让人同情道，帝国各处竟然能这样同时发生问题。而他幸运的是有个良好的人生伴侣。皇帝在哲学方面的思惟，有《自省录》一书流传后世。那么他的贤妻应该也有资格让他写上两句话，如果没有这个贤妻，马库斯就成了虽然贤能，但是给精神压力搞到胃溃疡的皇帝了。




战役肇始



我们将话题回到西元169年。马库斯皇帝再度回到多瑙河前线后，决定在「远旁诺尼亚」行省的补给基地之一西尔谬姆（今日南斯拉夫的敏托罗维迦），度过西元169年到170年之间的冬天。皇帝所在的地方，就成了参谋本部。






远旁诺尼亚及其周边




西尔谬姆是罗马时代重要程度仅次于军团基地的补给基地之一。位于东向巴尔干半岛流去，於贝尔格莱德附近汇流入多瑙河的萨瓦河岸边。往北二十公里可以到达多瑙河岸。距离「近莫埃西亚」行省省都，第四弗拉维亚军团基地贝尔格莱德约六十公里。这个城镇汇集了五条罗马大道，是哈德良皇帝重建的防卫体系中，必定会在军团基地附近设置大规模补给基地的体系样本。城镇营造也不会输给军团基地和省都，备有所有罗马人认为城市需要的设施。而补给基地的最重要条件，就是交通要完善。顺带一提，在不列颠有著分隔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哈德良长城」，长城后方配置有约克、奇斯塔、卡雷翁三个军团基地，提供这些防卫设施后勤物资的补给基地，位于罗马时期叫做伦迪尼姆的地方，也就是今日的伦敦。这是因为补给船从高卢横渡多佛海峡后，可以沿着泰姆士河逆流而上到达。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体系，是由「点」和「线」的网路所构成。伦敦、西尔谬姆、科隆虽然不是军团基地，但还是重要的「点」。毕竟人称罗马军队是「靠补给站获胜」的。

马库斯会选择西尔谬姆作为西元169年到170年的过冬地点，一来是因为这边适合召集多瑙河中游一带的防卫负责人。不过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图拉真帝把达其亚纳为罗马行省后，国界成了超越多瑙河以北的形状。把达其亚纳入行省，确实使得多瑙河下游遭外族侵略的威胁减低了。不过当挡箭牌的达其亚本身，就好像往多瑙河北岸的外族海中突出的一座半岛一样。以往，罗马会在达其亚常驻一个军团。能够以这样少的兵力安排，是因为罗马领地达其亚和北方异族的居留地之间，隔着一道喀尔巴阡山脉，而山岳地带的居民稀少。

可是到了西元二世纪后半时，在天然环境严酷的山岳地带居住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是因为居住地比他们更北边的异族南下，这些人就像骨牌效应一样被挤到山地来。这个现象正是时代改变的证据，不过当时罗马的为政者没有人看得出来这一点。马库斯皇帝会把参谋本部设置在西尔谬姆，是因为他认为动态一直不稳的达其亚行省北边，会成为西元170年的战场。他的观念就是，只要击退敌人就好了。





西元170年春季，罗马军渡过多瑙河北上，展开大规模攻势。我们无从得知当时的兵力如何，只知道指挥攻击的武将姓名。帕提亚战役中大为活跃的克劳狄斯·佛伦多，从东方归来后兼任「近莫埃西亚」、「达其亚」两个行省的总督。那么前往进攻的，大概是他属下的三个军团。如果考量到因疾病减少的人数以及基地留守成员，实质上应该只有两个军团。以大规模攻击而言，这个人数未免太少了。我们无从得知作战会议的议长马库斯皇帝为什么会答应出兵。

克劳狄斯·佛伦多是个勇猛多才的武将，不过由于没有流传任何完整的战记下来，我们只能从断断续续的纪录中想像，他可能是在追击逃亡的敌军后进入了山地里。罗马军的主力是重装步兵，在平原上的会战固然所向无敌，但在狭窄的地方无法发挥战力。皇帝亲自渡过多瑙河，在达其亚行省的后方等待战果时，收到的是坏消息。激烈战斗后敌军败逃，但是司令官佛伦多阵亡。敌人带走的俘虏（达其亚行省民多于士兵）约两万人。这名出生在阳光普照的北非，却在春季依旧积雪的北欧结束一生的武将墓志铭是这样写的：


「与诸多蛮族战斗获胜的马库斯·克劳狄斯·佛伦多，为共同体罗马尽力至最后于此倒下」



在同一时代的史书中将西元170年称为「最糟的一年」，而这年不光是行省总督阵亡就结束了。趁着罗马军集中攻击达其亚北边时，由两侧渡过多瑙河的两支日耳曼部族做出了大胆的举动。




「防线失守」



避开维也纳军团基地，从上游处渡河的玛尔科曼尼族进入罗马后，南下袭击了亚奎雷亚。亚奎雷亚虽位于东北角，但属于本国义大利境内。另一方面，绕过达其亚行省东边南渡多瑙河的科斯特波其族，有如旋风一样南下，深入了希腊中央地带。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贵重品，希腊各地的神殿成了掠夺的目标。

「防线失守」的消息，像涟漪一样传遍了帝国的西方。所谓防线（Limes），这个拉丁文单字具体而言指的是护墙，但是同时也意味着防卫体制，引申意义包括安全保障。在今日的义大利，最具权威的国防相关杂志，就叫做而“Limes
 ”。而Limes已经维持了两百七十几年未被突破，难怪罗马人会为此感到震惊。可是，为什么防线这样轻易地遭人突破了呢？






西元二世纪后半蛮族入侵罗马帝国




原因之一，在于日耳曼民族入侵时多半携家带眷，西元170年时却全员都是战斗成员。也就是说这是一群男人，而且全体都是骑兵。

第二点在于，罗马的骑兵喜好在各项设备完善，维修又充份的罗马大道上行走。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却反而习惯在山野中奔驰，所以穿越了罗马的监视体系。





西元四世纪末期，有一位史学家叫做阿米亚努斯·马尔凯流斯。他参考当时留下来的纪录，回顾两百年前的这段历史说：


「造成亚奎雷亚都市整体受害的日耳曼民族蛮行，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展开。这使得亚奎雷亚居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蛮族好似所向无敌地烧杀掳掠，只要是值钱的东西都给夺走，女人和年轻人都被拉走。现在不仅帝国北方防线，连北阿尔卑斯都遭攻破，马库斯皇帝能做的，只有编组新的部队，防卫帝国的本国义大利半岛而已。」



不过，入侵者也犯了错误，他们掠夺过度了。南下的时候迅如疾风，可是在北上时却要带着掠夺来的物资和俘虏，使得速度大为减慢。前方正有庞培率领的罗马军在等着他们，这次轮到日耳曼民族任人宰割了。

问题在于，尽管只有一小段时期，「防线」已经给攻破了，这使罗马人的心中蒙上一层阴影。在这之前将近三百年里，他们相信异族会被阻挡在多瑙河对岸，帝国内部到处都很安全。都市城镇虽然有护墙，但顶多用来区別市区内外。至於首都罗马，连城墙都没有。因为当初朱利斯·凯撒认为，罗马一国的安全，应该是由国界上的防线来保护，让首都毋需筑墙自保才行，所以凯撒把城墙拆掉了。之后的两百二十年，罗马的居民就在一个没有城墙的首都中生活，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在「防线」的守护之下。对罗马人来说，漫长的莱茵河、多瑙河与幼发拉底河，并非单纯的河流，而是保护自己的「防线」。





西元170年这场事件所产生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各个都市乡镇的居民都开始改建护墙。以往的「敌人」顶多是强盗，今后有可能是异族。

虽然两百年后的史学家批评说这不过是事后处置，不过马库斯皇帝身为帝国安全保障最高负责人，马上就采取新措施因应。

第一项措施，是新设立「义大利与阿尔卑斯防卫部队」（Praetentura Italiae et Alpium）。不过这件事情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意义大于新设立一个部队。因为自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来，罗马的军事力量都是配置来保卫罗马防线之用，而现在竟然有必要在国内设置防卫力量。

第二项措施，是新编制两个军团。这两个军团编制与训练都在本国义大利境内进行，所以命名为第二义大利加军团和第三义大利加军团。第二义大利加军团的驻军基地位于今日奥地利的罗尔希，第三义大利加军团的基地则位于今日德国的里根斯堡。当年图密善皇帝为了将莱茵河与多瑙河连成一条防线，因此修筑了「日耳曼长城」。后来又经过图拉真、哈德良两位皇帝加强。这两个军团的驻地，都是「日耳曼长城」附近的战略基地。也就是说，马库斯皇帝计画并著手强化「日耳曼长城」与多瑙河防线。

第三项措施，是重新调整多瑙河中游到黑海海口的防卫力量配置。具体而言，是调动「远莫埃西亚」行省与「达其亚」行省所属的驻军位置。

首先关于驻军在「远莫埃西亚」的三个军团。以多洛斯特姆（今日保加利亚的西里斯特拉）为基地的第十一克劳狄亚军团维持原基地，这个军团担任多瑙河下游到黑海为止的防卫工作。

至於以诺瓦艾（今日保加利亚的斯维西托弗）为基地的第一义大利加军团，则朝上游迁移百公里，到奥艾司库斯驻防。从奥艾司库斯渡过多瑙河，就到了达其亚。也就是说，这项处置把多瑙河的防卫体制，改为北边的达其亚行省与南边多瑙河南岸的奥艾司库斯双重体制。






从莱茵河到多瑙河为止的防线（经过马库斯·奥理略强化后）







马库斯·奥理略强化后的多瑙河防线











	

行省名


	

军团数


	

军团名称


	

基地（当时地名）


	

基地（现在地名）


	

现在国別





	

Raetia






（拉耶提亚）


	

1


	

Ⅲ Italica


	

Castra regina


	

里根斯堡


	

德国





	

Noricum






（诺里克姆）


	

1


	

Ⅱ ltalica


	

Lauriacum


	

罗尔希


	

奥地利





	

Pannonia Superior






（近旁诺尼亚）


	

3


	

Ⅹ Gemina






XIV Gemina






Ⅰ Adiutrix


	

Vindobona






Carnuntum






Brigetio


	

维也纳






佩特洛那






苏尼


	

奥地利






奥地利






匈牙利





	

Pannonia Inferior






（远旁诺尼亚）


	

1


	

Ⅱ Adiutrix


	

Aquincum


	

布达佩斯


	

匈牙利





	

Moesia Superior






（近莫埃西亚）


	

2


	

Ⅳ Flavia






Ⅶ Claudia


	

Singidunum






Viminacium


	

贝尔格莱德






科斯特拉克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





	

Moesia Inferior






（远莫埃西亚）


	

2


	

Ⅰ Italica






Ⅺ Claudia


	

Oescus






Durostorum


	

基根






西里斯特拉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Dacia






（远其亚）


	

2


	

XIII Gemina






Ⅴ Macedonica


	

Apulum






Potaissa


	

阿尔巴·朱利亚






托尔达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






■为马库斯新配置或重新移防的军团（参照第82页）

配置于特罗埃斯密斯（今日罗马尼亚的伊古利札）的第五马其多尼迦军团，移动到达其亚行省的波太沙，这里是现代罗马尼亚的托尔达。也就是说，「远莫埃西亚」的三个军团减为两个，驻防达其亚行省的一个军团增员成两个。这表示马库斯·奥理略皇帝的战略目标，认为防卫多瑙河之前，应先防卫达其亚。

哈德良皇帝设计后，半个世纪没有变动的多瑙河防卫体制，就这样子更加强化了。投入的军团数量，从十个增加到十二个。配置在帝国其他防线上的军团数量与基地位置都没变更，所以多瑙河防线是唯一有更动的。话说回来，就算只有多瑙河防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笔者在书中一直强调现代的罗马尼亚或现代的德国等，就是希望读者能了解到，「国界防卫」这个词是多困难的事情。罗马时代的多瑙河防线，意味着跨越现今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六国的防卫体系。

小亚细亚出身的希腊裔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在马库斯皇帝时代的五十年后担任过旁诺尼亚行省总督。他在著作中曾经这样写著：


「多瑙河防线是随时测量帝国健康的仪器。罗马帝国的存亡，就看多瑙河沿岸各个行省（包括旁诺尼亚）的安全与否。」



马库斯·奥理略时代，是第一个开始有这种想法的时代。





西元170年，罗马人让日耳曼的两个部族暂时突破了多瑙河防线。第二年，马库斯在从维也纳往下游五十公里处的卡尔伦托姆基地，準备预计於西元172年展开的正式反击行动。这时快马从西班牙带来了坏消息。北非的茅利塔尼亚人之中，有一部份穿越古时候称「海克力士双柱」的直布罗陀海峡，在伊比利半岛登陆，烧杀掳掠赶出居民后，占据了倍帝加行省一带。行省总督也送来了请求支援的文书。

罗马的「茅利塔尼亚行省」，以北非西侧的坦及尔为省都。这个行省的存在，阻止了当地异族入侵靠地中海的丰饶土地。这时异族把眼光转移到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对岸，土地肥沃的西班牙南部，把入侵并占据的目标改成了西班牙，这些入侵者都是携家带眷的。也就是说，不只是帝国北部，连西部的“Limes”也被攻破了。整个伊比利半岛上，只派驻了一个以北部的利昂为基地的军团。巧的是这时第七捷米那军团团长出缺，由身在省都塔拉哥那的行省总督兼任。毕竟伊比利半岛已经有两百年没打仗了。






伊比利半岛与北非防线




马库斯皇帝急忙调派在帕提亚战役中活跃的老练武将奥非荻苏·威克托力努斯。这名实战经验丰富的武将一到场，情况立即改观。罗马军团的训练向来以严格认真出名，有人说训练和实战的差异只在于流不流血而已。不用说，从非洲入侵的异族，只留下暴行的痕迹，通通都被扫荡了。不过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意图入侵罗马帝国境内的异族与过去开始不同的征兆。马库斯·奥理略与先人不同，将要成为新的困难时局下的统治者。没花多久时间，马库斯就自觉到这一点了。因为帝国北方的问题，也和过去不同。




罗马人与蛮族



要说「蛮族入侵」的话，未免太偏向罗马人的史观。这个历史上的现象，该称作「民族大迁移」。这个现象也是西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不过蛮族入侵的现象，并非到了西元五世纪才突然发生。蛮族入侵的历史，几乎可以和罗马史重叠。换句话说，从西元前二世纪，罗马人的力量与财富开始引起周边民族注目，到西元五世纪灭亡为止的七百年里，罗马人过着不得不应付入侵蛮族的日子。

那么为什么，蛮族会从帝国的北方入侵，却不会从东边进入呢？





古欧洲的东北部一带，一来气候不佳，又加上当地是狩猎民族，所以生活贫困。文明国家的人会认为，因为贫困食物较少，人口应该也会跟著变少才是。问题在于打猎回家之后没有其他事情做。由于贫穷，文明水準低，一栋房子通常只有一间房间，凡事都在这里进行，就连性行为，也从没事情做的幼年起看到习惯了。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多产是当然的结果。如果有人会考虑出生后的小孩要怎么养大，那就不叫蛮族了。就这样，欧洲的东北一带，以现代而言，相当於不包括西部与南部的德国、波兰、斯堪地那维亚半岛（Scandinavia）各小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前苏联境内各国。这些地方的未开化民族，与气候等天然因素无关地，总是重演著好像水位上涨后溃堤一样的局面，这时溃堤的水通常往西南方流。因为西南方盛行农耕，因此交易热络、生活丰饶，比起以狩猎为主的民族，农耕民族的生产性要较高。蛮族不是因为勇猛才对外侵略，而是因为生活因素才向外侵略。

帝国东方没有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有帕提亚王国在处理。

亚洲同样有蛮族的存在，他们也经常往西南方入侵。欧洲的蛮族把箭头指向罗马，而亚洲蛮族挑的对象，则是中东地区最为丰硕的帕提亚。奥古斯都肇始的罗马帝国对帕提亚的政策实在是正确无误。罗马以帕提亚为假想敌，随时警戒防卫。有时会以军事力量牵制帕提亚，但绝对不会使帕提亚朝廷崩溃。只要不带兵攻进罗马帝国领土，帕提亚王国存在对罗马帝国较为有利。

至於帝国南方的北非防卫部份，由于越过沙漠进攻的原住民没有组织大军的能力，所以不成问题。因此罗马帝国的蛮族政策，一直就是如何应付从欧洲北方入侵的异族而已。实际承担这些冲击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以及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罗马在不列颠派驻三个军团，不只是为了应付「哈德良长城」以北的卡雷德尼亚（今苏格兰）。同时也有不少蛮族由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出海，登陆后入侵苏格兰，南下往罗马领土进逼。





罗马人第一次正式应付蛮族，是在西元前102年，史称「阿魁·塞克斯提耶战」的知名会战。这场会战发生在马赛北方二十公里处。由执政官马留斯带领罗马军，打败了十万名以上的日耳曼人。不过这时入侵的异族人数约三十万，这场胜利不足以为战争划上句点，战争又拖延到第二年西元前101年。如果说从南法地区试图入侵义大利的日耳曼人是第一队的话，共二十万人的第二队这时正从瑞士南下，进逼到北义大利的波河边。打退了这批敌军之后，义大利才得以免於异族入侵的恐惧。关于西元前二世纪末期的异族入侵，详情已经在第Ⅲ册《胜者的迷思》中说明了，在此只做大概介绍。

要提到罗马人与蛮族，就一定要说说西元前一世纪中期朱利斯·凯撒进行的高卢战役。

这场战役并非像马留斯那时一样，因为遭人入侵所以反击的战斗。也不是一场没遭外敌入侵，却自己攻打并征服，只为了将整个高卢化为罗马行省的战斗。孟仁给凯撒的评价是「罗马唯一的创造性天才」。笔者也认为，如果要详谈凯撒，就有必要写下整个罗马史。因为这个人留给其后的罗马当政者许多方针，而且大部份都由后继的当政者施行。

他告诉了罗马人，河流要比山岳来得适於防卫。又以尝试远征来证明，为了高卢地方的安全，甚至於整个帝国西侧的安全，罗马有必要占领不列颠的领地。并且以具体范例宣扬，除了击退以外，同化异族也是个有效的策略。





当年凯撒设计以莱茵河为防线，把西边的高卢民族列为罗马的同志，以东的日耳曼人列为反罗马阵营。不过在西元前一世纪时，已经有许多日耳曼人入侵莱茵河西方并定居。高卢人被凯撒征服以后，期待凯撒将经常与高卢人敌对的日耳曼人赶回莱茵河东方去。结果凯撒没让他们如愿，凯撒认可已经移居西侧的日耳曼人继续住在原地。继承凯撒之后的奥古斯都把高卢分成六个行省时，将莱茵河边的两个行省命名为「高地日耳曼行省」、「低地日耳曼行省」，就是因为这两个行省的居民是日耳曼民族。也就是说，日耳曼民族在西元前一世纪时，已经定居在莱茵河的两岸。现代的德国国土跨越莱茵河，也是日耳曼民族当然的结果。不过在罗马时代，日耳曼人又分成已经罗马化与未曾罗马化的两种。比方说葡萄是由罗马人推广的农产品，因此Mosel葡萄酒的产地，也在罗马帝国内的莱茵河西岸。





朱利斯·凯撒推行的政策还不只这些。他还允许虽然住在莱茵河东岸，但因没有和其他反罗马部族合作而遭受攻击失去居住地的乌比族移居到现代的科隆一带。乌比族不只在立场上支持罗马，同时也是日耳曼的大族，使得凯撒确信这项政策有效。波昂和梅因兹都是从罗马军团基地发展起来的都市，只有科隆不是。幸运的是，这个城镇原本是由日耳曼部族定居地起步，但同时也是个战略要地。在奥古斯都时代，皇帝的得力助手阿古力巴将退伍的军团兵大举迁入，将其改造成莱茵河岸边的大都市。拉丁文的殖民地叫做「科罗尼亚」，而「科罗尼亚」的德文拼音就是「科隆」。

这项政策后来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与第二任皇帝台伯留继承。多瑙河南岸的现代大城市，几乎都是阿古力巴逝世后，成为奥古斯都左右手的台伯留开始建设的。这时他也不是用种族作为罗马与非罗马的界线。已经定居且接受罗马统治者属于罗马这一方，即使目前没有定居，但今后愿意接受罗马统治，则允许移居到多瑙河南岸的罗马领土内。因此多瑙河南北岸意义和莱茵河东西岸相同，亦即分成已罗马化日耳曼人和非罗马化日耳曼人。

后来的图拉真皇帝，更以征服并行省化达其亚对整片地区进行罗马化。简而言之对罗马人来说，只要愿意接受罗马帝国的统治，在帝国内部生活，那么民族差异根本不成问题。马库斯·奥理略无疑地也继承了这种观念。不过到了他的时代，真正的问题在于蛮族入侵的性质已经不同了。西元五世纪时毁掉罗马帝国的伦巴底、哥德、汪达尔等蛮族名称，这时正如远方的雷声一般开始响起。




时代的变化



西元171年，马库斯·奥理略在多瑙河前线过五十大壽。尽管登基称帝已经十年了，马库斯对人的态度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变。在《皇帝传》里是这样描写马库斯的：


「在决定任何事情之前，不论是军事上的或政治上的事情，他都会倾听专家的意见。而他通常会这样子回答嫌他拖泥带水的人：「多听几个朋友的意见再做决定，不是比较正确吗？比起朋友光是服从我一个人的意见来说。」




而且由于他倾慕（斯多葛学派）哲学，对军中以及对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有严格的要求。这种严格常遭到部下的批评。批评他的人敢于当面堂堂正正地批评，皇帝也会有条有理的反驳。」



在《自省录》中，马库斯也写道，人们批评我说我像是个教师。

有一件事情无论谁来劝告，马库斯都固执地不听从。就是当将军们劝告他身在前线太危险，不如回到首都行政时，他会顽固地推掉这些建议。





西元171年，马库斯满五十岁以后，第一次有机会亲自接触蛮族的代表。当马库斯停留在面多瑙河的卡尔伦托姆军团基地时，有许多部族的使节渡过多瑙河来求见，这些人向马库斯提出下列的提案。这些异族的提案，可以按照部族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準备停止侵略行动，与罗马皇帝讲和。如果与罗马成为同盟关系，今后将站在罗马这一边，阻止住在罗马领土外随时寻求入侵机会的其他日耳曼部族，成为帝国防卫的最前线。不过，希望罗马能提供所需的资金。如果这项提案不被接受，逼不得已只好对罗马展开敌对行动。

第二类——（多瑙河中游北岸有玛尔科曼尼、亚兹盖斯、夸荻三大部族，这项提案由夸荻族所提出）

希望与罗马建构友好关系。如果事成，将解除与玛尔科曼尼族的同盟关系，马匹家畜的销售对象将限定为罗马军方。俘虏逃兵全数奉还，至於俘虏到的平民，立即遣返一万三千人，其余依次遣返。并希望能在罗马境内开市时，渡过多瑙河进入市场，重新恢复贩卖物产、购买必需品的习惯。

第三类——（这是由中小部族所提出的提案。多瑙河北岸仅是濒临罗马防线的一带，大大小小就至少有十个部族居住）

他们对马库斯提出的案件，可说是提案，也可说是请求。由于面对北方来的侵略，自己只有坐以待毙或是逃向罗马领土。如果能在罗马帝国内部确保足供生活的土地，也就不必心怀不甘地暴行入侵。





当马库斯和顾问及部下商量后，如何回应这些提案呢？

对于第一种，他决定和谈并给予对方要求的资金援助。如果昨天的敌人能够转头对付今天的敌人，顺利的话可以增强我方防卫能力。虽说马库斯热爱希腊哲学，在这方面他还是冷静的罗马人。不过这种案例，注定援助资金永远有增无减。

第二种提案，由于对方是大族，因此更要谨慎应对。

皇帝答应了购买马匹家畜的提案，归还逃兵与民间战俘的部份当然也接受了。不过让夸荻族进入罗马市场这件事，就不能答应了。现在打算媾和的夸荻族也好，还在对抗罗马的玛尔科曼尼族也好，都是日耳曼人，长相、语言都一样，罗马人的军团兵根本分不出他们的差异，马库斯不希望伪装成夸荻族的玛尔科曼尼族人混进市场，刺探罗马的防卫设施和补给状况。

话说回来，姑且不论必须维持商业关系才能生存的幼发拉底河防线一带，即使是面对经济落后的日耳曼民族的「防线」，也不是完全隔离罗马国内外交通。罗马帝国的基本国策认为，应该维持经济关系，使得「内」、「外」有某个程度的交流。因为人只要有东西可以失去，就不容易偏激。既然罗马与簽订友好条约的异族间有这种传统关系，现在也不能单独把夸荻族排除在外。因为划船载着妻小渡过多瑙河，前往罗马境内的市场，除了买卖物产外，也是一种娱乐。如果禁止对方这样做，有可能被视为侮辱。

话又说回来，罗马军方明年春天就要大举攻打玛尔科曼尼族了，实在不希望对方的间谍这时接近罗马领地。

马库斯皇帝对夸荻的代表表示，和谈可以接受，不过条件之一参加市场的部份，在得到确实证明你们和玛尔科曼尼断绝关系的证据前，暂时不能答应。也就是说，这项条件以后还能修正，和谈就此成立。对罗马来说，这时正需要与夸荻族之间的和谈。





虽然分析得有点粗糙，不过西元二世纪后半的多瑙河中游一带状况大致如下：顺流而下在河流的右岸分別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这几个都市的起源都是罗马的军团基地，也就是说在罗马时代，这些地方是前线基地。至於日耳曼人居住的多瑙河左岸，隔着河流与维也纳相对的是玛尔科曼尼族，与布达佩斯相对的是夸荻族，住在贝尔格莱德对岸的则是亚兹盖斯族。如果和其中的夸荻和谈的话，等于把蛮族的共同战线从中切断。实际上，第二年西元172年时，罗马军方展开的攻击，其一就是从维也纳，另一边则是由贝尔格莱德，两边同时渡过多瑙河。





那么，马库斯是如何处理第三种提案，关于蛮族请求移居罗马国内的问题呢？过去有朱利斯·凯撒允许日耳曼人的乌比族移居，使当地发展成科隆的例子。马库斯·奥理略也遵循前例，允许这些人移居罗马帝国内。他不仅在达其亚、莫埃西亚、旁诺尼亚等行省内分派土地给这些中小部族，甚至还在高地、低地日耳曼行省内準备土地给他们。上述地区都是沿着莱茵河与多瑙河的行省，居民人种与生活习惯原本就属于日耳曼体系。马库斯皇帝希望新移民者和已经罗马化的居民一样，顺利地在这些地方罗马化。这种情况下的罗马化，指的是「农耕民族化」。

上述这些地方的移居相当成功。不过马库斯另外还準备了一个移居地点，就是本国内的拉温纳。马库斯在拉温纳郊外準备了土地让蛮族定居，结果却完全失败。拉温纳和拿坡里附近的米塞诺并列为罗马帝国两大海军基地。这项举措有如在广州、天津郊区準备土地，要外国人在此耕作一样，各方面与附近居民的差异实在太大了。不只是民族、语言、生活习惯不同，连生活水準的差距都太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马库斯要如此处置。可能只是一片好意，也可能是想把蛮族引进义大利，让习於和平的义大利本国人清醒。

不管怎么说，结果实在很凄惨，而且不到一年就有结果了。移民组成团体袭击了拉温纳城，在当地放火抢劫。为防卫义大利与阿尔卑斯而设立的部队赶到，好不容易才镇压了下来。然而拉温纳居民已经不满皇帝的举措，马库斯也只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把移民到拉温纳附近的日耳曼人全数赶出义大利半岛。不过他并未把这些移民赶出罗马帝国外。虽然不知详细地点在哪里，马库斯另外準备了条件和其他地区移民相近的土地，再度让这些人移民。





后世的史学家中，有些人批评说马库斯这时的政策，是罗马帝国蛮族化的开始。可是说这种话的学者不知有没有想过，这种「蛮族化」早在帝国还未成形前，就由朱利斯·凯撒开过先例。我们姑且把这是罗马蛮族化还是蛮族罗马化的议论搁在一边，总之光是成功击退入侵蛮族就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然而，遇上了时代变化的马库斯·奥理略是否自觉到了这一点呢？

或是他没有自觉呢？

又或者说，西元172年正式展开第一次日耳曼战役时没有自觉，在六年后的第二次日耳曼战役时才自觉到？

罗马皇帝是罗马军队的最高负责人。既然人在前线，那么整条战线的战略，就由皇帝决定。战略不是只要把握现况就可以制定的东西，而是要综观过去、现在、未来，整体考量计画的。如果不这样做，往往会变成战斗获胜却不能活用胜利。一旦不能活用胜利，往往会演变成战斗获胜，战争却失败的局面。「自觉」之重要，就是因为可以成为一贯战略的支柱。如果不确立自觉，就容易演变成战争的长期化。战争不只是对于遭受攻击的一方而言，对于主动攻击的一方来说也是一种「罪恶」，那么尽早结束战争就是一种「大善」。

马库斯·奥理略可没有忘记这点。罗马军的传统，就是投入大军尽早结束战争。而从三年前起，马库斯就在进行準备了。





罗马军的主力是军团兵。一个军团的六千名士兵中，平时约需要两百五十名左右的补充兵。这是因为随时会有服满二十年兵役的人退伍。不过西元170年时，补充兵力的需求为平时的两倍。这是因为军中有人因为帕提亚战役时从东方带回的疾病病故，一年前克劳狄斯·佛伦多阵亡时也造成了兵力折损。因此军方有必要弥补这些兵力缺额。罗马军采用志愿役，可是光等待志愿人员实在无法补足缺额。因此马库斯也开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手段之一，是从罗马军的辅助战力辅助兵中，抽出优秀的人才升格为军团兵。由于军团兵的入团条件为具备罗马公民权，因此行省出身的辅助兵，在编入军团的同时就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如此一来，辅助部队就需要补充兵员了。这时马库斯决定开放奴隸服兵役。按例出身行省的辅助兵只要服役满二十五年退伍，就能取得罗马公民权。现在皇帝保证连奴隸都可以获得这项待遇。

这个政策在一般民众间也成为话题。因为自从布尼克战役结束后，罗马再也没有将奴隸编入军队过。罗马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苦战时，曾经编列过两个纯粹由奴隸构成的军团。当时是罗马未曾面临的艰困局面，而事隔三百八十年后竟然历史重演，也难怪一般民众会感到震惊。

问题在于尽管奴隸想要应征，如果主人不答应也无法实行，因此这项策略获得的人员还不够充份。马库斯皇帝决定把服兵役的机会开放给职业剑客。不过这些擅於使用武器的老手，做的是当时的一等职业，收入相当丰硕，愿意拋弃目前的工作从军的人实在不多。结果马库斯能召集到的，只有被结束兵役后取得解放奴隸资格条件吸引，亦即身份为奴隸，而且等级为乙等以下的剑客。笔者认为这实在是白忙一场的企划。也许马库斯有不得不干的苦衷吧。不过这时马库斯提出的措施中，有两项效果超出预期。

第一，是新设立由山贼编成的部队。皇帝发出布告说，只要投降服兵役，就可免去罪责，而山贼们也纷纷响应。这并非因为山贼们痛改前非，想要从今以后活在光天化日下，只是因为这个烽火连天的时代里，他们的生意也很难做。

第二个则是聚集因特殊缘由脱离所属部族的日耳曼人编成的部队。他们不是正规军，而是以佣兵的身份编入罗马军。

尽管如此，就像当年苦於对抗汉尼拔时的罗马主政者一样，马库斯·奥理略也不允许未满十七岁的少年服兵役。罗马人自古相信，将来的罗马公民，必须在适於他们的环境中才能充份成长茁壮，因此罗马军中没有少年兵。

要组成军队并发挥功能，就需要庞大的经费。先帝安东尼奥临终前留下了充裕的国库，不过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善政，还因为他任内没发生过战争。不论战争结果如何，都会花上大笔的经费。

马库斯迫於军用经费需求，但他又不希望提高稅率或是征收临时稅。同一时代的史学家将其理由列举如下：

第一，想要避免支付稅款的人批评。

第二，增稅有害於社会生产。

第三，皇帝率先表示愿意付出的姿态较为适当。

因此马库斯决定将皇宫内的物品送上竞标会。这并非要贩卖皇帝的私人物品，在皇帝的身边，很自然地会累积其他国君贵族或是部落首长送来的礼物。即使在现代，皇室、首相、总统之间还是有馈赠礼物的习惯。笔者不知道在现代这些礼物的所有权如何规定，不过在罗马帝国则属于皇帝，亦即国家。马库斯决定将这些东西拿来拍卖。在《皇帝传》中，有这样的叙述：


「首都罗马最宽阔的神君图拉真广场上，摆满了展示好的皇宫物品。有黄金或水晶制作的摆饰品，有装满阿拉伯出产的香料的大壺，还有许多装饰在皇宫内的美丽花瓶，以及无疑是送给皇后的丝绸及布满刺绣的布匹。其中最为大放异彩的，是在最近才偶然找到的，哈德良皇帝的珠宝首饰收藏品。




要将这些东西全数拍卖，足足花了两个月。这段期间内，包括从罗马外头来的人在内，人们购入了许多奢侈品。皇帝与大众约定，在与玛尔科曼尼的战争结束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由皇家再把东西买回。不过好像没有人希望这样做。」



其实，马库斯皇帝还采取了一项《编年史》作者与史学家都没记载的资金调动法。那就是虽然份量不多，但把金币与银币的重量稍稍减少。不过减少的量实在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没有发现。因为如果削减太多的话，会造成货币价值下跌。

直到现代，研究罗马时代货币的风气盛行以后，我们才发现这项措施。现代人对「货币」这种反映时代的一级史料抱持著强烈的关心，才得以发现五贤君时代唯一的一次货币削价。而为了马库斯·奥理略的名誉，在此要特別声明，货币削价只是暂时的现象，并非通货膨胀的征兆。四年后货币又恢复了原来的份量。




「马库斯·奥理略圆柱」（Columna Marcl Aurelii）



西元172年展开的第一次日耳曼战役，应该是在万全的準备下展开。不过说实话，笔者实在无法掌握战役的推演过程。而且不只是笔者无法掌握，实际上根本没有人能够掌握。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虽然留下纪录，但都是战役中发生的片段事蹟，没有留下前后连贯的战记。

凯撒留下了《高卢战记》等战记作品。可是图拉真皇帝进行的达其亚战役，和马库斯一样没有留下任何官方纪录。这种情况下，后代的史学家还是能够掌握达其亚战役。因为他们只要由下往上，顺着螺旋状研究刻在「图拉真圆柱」上的浮雕就好了。笔者也曾在第Ⅸ册《贤君的世纪》中，采用一一解读雕刻圆柱上场景的方式，为各位读者叙述达其亚战役的推演过程。

马库斯·奥理略也以和「图拉真圆柱」相同的形态，留下了记录日耳曼战役的圆柱。而且圆柱的位置，就在现代罗马市中心的中心，首相官邸的前面。不过其实是圆柱先竖立在这里，十七世纪的枢机主教琦吉想要借用圆柱作景，在圆柱旁盖了宫殿，而现代人又转用来当成首相官邸而已。

顺带一提，罗马人不会叫这栋建筑物为首相官邸，就连报纸和电视新闻，都会用「琦吉宫殿」来称呼。和马库斯圆柱相较，图拉真圆柱竖立的地方，现在只是一片遗迹。以地理位置而言，「马库斯·奥理略圆柱」较为引人注目。然而与「图拉真圆柱」相关的研究著作极多，正式名称叫做“Columna Marci Aurelii”的马库斯圆柱却几乎无人问津。






马库斯·奥理略圆柱（部份）




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与图拉真圆柱相较，马库斯圆柱在艺术上和史料上的价值都较低。

艺术价值不如人这点，实在不得不承认。一级的艺术品，要能舍弃多余的东西才能成立。浮雕在马库斯圆柱上的场景，实在是挤了太多东西了。如果说把任何事物都放进圆柱上，本来该会形成历史价值，偏偏马库斯圆柱又没有。与图拉真圆柱相较，即使顺着螺旋方向，由下往上观察马库斯圆柱的浮雕，还是无法得知战役的全貌。因为上头只是一些不知有何关连的战场景象，也就是说只雕刻了战役中的片段场景而已。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笔者认为，从別的角度来考量，理由应该是这样的：

图拉真皇帝进行的「达其亚战役」，真正投入战力的时间，分为西元101年开始的第一次，以及西元105年重新开打的第二次战役。这两段战役，都是在掀起战端一年后就结束了。图拉真皇帝在西元102年，第二次也在次年西元106年回到首都举办凯旋仪式。也就是说，第一、二次战役，都只花一年就达成目标。即使两次战役加起来，其所费时间也才两年。

相对地，关于马库斯·奥理略进行的「日耳曼战役」。如果我们只计算正式投入兵力的时间，从西元172年到174年年底止为第一期。之后，因后述的原因，从西元175年到177年为止，被迫中断了三年。西元178年到179年年底为止是第二期。合计动兵时间为五年。马库斯在之后就过世了，而到过世为止，也只推展到目标近在咫尺却尚未达成的状况。如果说把尽早结束看作是对战争「恶行」所能作的唯一「善行」的话，马库斯·奥理略在这方面是完全失败了。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马库斯的作战「迟缓」，是因为敌方日耳曼部族受到由东北南下的部族推挤所致。也就是说，前有罗马军队，后有其他日耳曼部族，因此会拼命作战。然而，图拉真东征的时候，达其亚王德赛巴拉斯同样是拼命作战的。对德赛巴拉斯国王来说，这场战争同样是生死问题。对图拉真以及其指挥下的罗马军来说，敌人同样不好对付。

又有不少研究人员认为，作战迟缓是因为实际指挥作战的军团长阶层武将水準下跌了。不过这项推论实在太缺乏根据。在十年前的帕提亚战役中，实质战斗只花了三年。不但扫除了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队，而且攻进帕提亚境内给予帕提亚难以恢复的打击，完全达成了初级订定的目标。当时应该在前线担任总指挥的卢西厄皇帝实际上等于不存在，所以战役是在军团长阶层的指挥官自行企划下进行的。而五十年后的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也作证说，承担前线任务的罗马军，还能够发挥哈德良皇帝重建国防体系时的功能。这名史学家本身担任过旁诺尼亚行省总督，指挥过三个军团，因此证词相当可信。而且各个军团的指挥官，都是遵循著最高司令官认可的战略活动。在战争时，指挥系统的统一是不可或缺的。

日耳曼战役时，马库斯一直身在前线，他不像卢西厄一样会跑到温泉或避暑地享受。一路推论下来，似乎是马库斯皇帝缺乏身为最高司令官的本事。而在这方面，史学家孟仁对他的评价也很严格：


「从本质而言，马库斯·奥理略与其说是行动地，不如说是思索地。」



思索本身是个值得称赞的性向，不过在讲求临机应变的判断、迅速行动的战场上容易变成缺点。亚历山大大帝也说，战场是个剧烈动荡的世界，因此在战场上一切要凭果敢才能成事。激烈动荡与果敢，是与马库斯距离最遥远的两项特质。

不过，上述的一切缘由，都还不足以说明日耳曼战役的发展为何迟缓。因为在掀起战端前必须先拟定的战略，就是要把一切要素放在脑海，仔细考量才能订定。那么「思索」不但不是缺点，反而是好处。笔者不禁认为，其实「迟缓」的真正原因，该不会是因为马库斯·奥理略这个人不懂得战争是什么。





雕刻在马库斯·奥理略圆柱上的「日耳曼战记」，和图拉真圆柱上不同，只是片段的集合体。原因在于日耳曼战役本身就只是一个个的片段。也就是说，并非一场细腻建构好的基本战略推演的战争，而是在战线的各处单独进行的战斗。这是一场没有战略，只靠战术蛮干的战争。我们只能评断说，实在是手段拙劣。这方面的事情偏偏又与马库斯个人的诚实个性与责任感无关。真不知要说是遗憾，还是感叹人性复杂。马库斯基於自身苦恼而著作的《自省录》，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动笔的。





关于日耳曼战役，一路下来好像从总整理先开始讨论。不过笔者认为这种表现形式是有必要的。也有些史学家或研究员拿起史料就想开始说明，不过，那些史料就算读再多遍，也无法从中得知战略的全貌。就好像拿着望远镜站在马库斯·奥理略圆柱前面，绕着柱子周围一路观察，最后绝望地叹息道：这到底要表达什么啊。记得当笔者这样做的第三天，就让驻守在首相官邸的警察盘问了。总而言之，在接触史料前，先知道马库斯担任总指挥的日耳曼战役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以后比较容易掌握到整体局势演变。

在此追加一个忘记叙述的事情。这是笔者对于图拉真圆柱与马库斯·奥理略圆柱的简评。当笔者在圆柱旁走来走去时想到的。如果说图拉真圆柱上的浮雕是“realistic”的话，马库斯·奥理略圆柱上的浮雕就是“pathetic”了。原来“pathos”（感念）过剩不只在军事政治方面，连艺术上都可能形成缺点。




多瑙河战线



西元172年，罗马军渡过多瑙河北上进攻。尽管罗马是正式进军，战斗却一下子就落败了。我们不知道这时罗马军的整体战略如何，只知道御驾亲征时一定会加入战线的禁卫军团与敌人正面冲突，军团长官威狄库斯阵亡。玛尔科曼尼族也满足於战果，向北离去。罗马军的要职一定会安排离职代理，因此司令官阵亡不代表部队指挥就此崩溃。不过，战败就是战败。而且军事方面的失败，也势必会带来政治上的劣势。去年刚和谈的夸荻族，一看到玛尔科曼尼族的胜利，马上就毁弃与罗马间的和约，回到日耳曼阵营。原本日耳曼各部族间的共同战线应该已经从中切断，结果不到一年又回到原本的单一战线状况。

由于这些因素影响，那一年的罗马军真的是苦战连连。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加西阿斯·狄奥笔下的一段事蹟，在圆柱上也浮雕著这段雷雨的奇蹟。






龟壳队形（引用自图拉真圆柱）





「这是转战中的罗马军陷入危机时的事情。能脱离这场危机，真的是除了诸神恩宠之外，没有別的解释。夸荻族把罗马军逼到对于擅长骑马的他们有利的地形，执行包围战术。罗马士兵把盾牌排得密不通风地，抵挡上方与侧面来的攻击，勇猛地进行防卫作战（这是罗马军典型的战斗队形之一，叫做龟壳队形）。




蛮族看到这情形后，停止了攻击。他们认为只要耐心等待，在平原上忍受无情照射的夏日盛暑，同时又因口渴而疲惫的罗马兵就会投降。由于罗马军已经遭到完全包围，无法往附近的河流移动，而且蛮族又有数量上的优势。




罗马军陷入了困难至极的情况。肉体疲劳，外伤的痛楚难以忍受，还有不停照射的太阳，连声音都发不出的口渴。既无法向前攻击，也没办法后退，只有在太阳下烤著身体，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就在这时候，天边突然开始积云，紧接着雷鸣闪电之后，下起了倾盆大雨。每个罗马兵都拿开了盾牌，把脸朝上，让雨水打在脸上、进入张开的嘴里。之后他们马上用头盔和盾牌内侧接水，拿给伤兵和马匹饮用。




蛮族讶异于突然的情势变化，在豪雨中再度展开攻势。罗马兵依旧以同时喝雨水和迎击对抗他们。即使是受伤的士兵也在战斗时同时喝着从头盔上流下的雨水和额头上流下的鲜血。这时的雷电和豪雨同样降临在敌军身上，可是阵形因而大乱的不是罗马兵而是蛮族。」



守护军规的习惯以及日常训练的成果，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罗马军成功地转换阵式后，扭转战况，才能在这天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这年年底，罗马军打败了玛尔科曼尼族。罗马元老院因此颁赠代表战胜日耳曼民族者的「日耳曼尼可斯」称号给马库斯皇帝，这个称号同时也颁赠给马库斯的儿子，那年十一岁的康莫德斯。可能是感受到自己国外经验不够产生的弊害吧，这时马库斯已经把儿子康莫德斯带到多瑙河前线。不过，元老院的决议下得太早了。西元172年罗马军还在一片苦战中。这还是因为他们击败了日耳曼部族里的玛尔科曼尼与夸荻两大部族，才勉强保住颜面。而在这一年，帝国东方也并非平稳无事。





埃及这个地方，是以居住在亚历山大等都市的希腊人与犹太人后裔为实质支配者，而罗马的统治地位又在这些人之上。原住民埃及人，接受罗马人统治下的希腊人、犹太人统治。这一年，埃及原住民在主掌埃及传统宗教的祭司阶层煽动下引发暴动。暴动虽然以住在埃及的希腊人、犹太人为对象，可是最后暴徒要面对的，还是在这两个掌握经济力量的民族之上的罗马人。毕竟埃及已经是罗马的行省，维护这个地方的治安，是罗马的责任。

为了镇压暴动，罗马打算出动派驻在东方的军团。问题在于，自从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任女王克丽奥佩脱拉将埃及交给罗马以来，这里始终不是以元老院和公民为主权者的罗马帝国领地，而是罗马皇帝的私有土地。会如此设计是因为埃及的特殊风气。如果在「神子」克丽奥佩脱拉女王之后，改由凡人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来统治，对于习惯於「神」统治的埃及人来说未免刺激太大，过度刺激则不利于领辖与统治。因此，以神君凯撒的养子，亦即成为「神子」的奥古斯都为主权者，较适於统治埃及，元老院也认可了。

由于上述的特殊因素，埃及成为皇帝的私有土地，也因此不能从其他罗马领地中派遣罗马军团。埃及没有行省总督，而是在长官带领下常驻一个军团，这个人数已经足以因应平常维护治安的任务。然而在西元172年发生暴动时，这个兵力却不足以应付。

马库斯在多瑙河边接到消息后，想要设法把问题一次解决。他命令在帕提亚战役中立功，战役后转任叙利亚行省总督的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带领其下的两个军团前往埃及。可是，问题在于埃及的特殊背景。能在埃及担任要职的，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官吏。元老院议员如果没有皇帝许可，连入境都不准。在罗马社会中，对于出身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来说，「埃及长官」是官场生涯的顶点。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是行省总督，也就是说，他拥有元老院的席位。

派遣加西阿斯是最佳的措施，可是要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派遣，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把他从叙利亚行省总督调升到帝国东方全区总司令。这个地位，与帕提亚战役时的卢西厄皇帝同等。尽管只限於帝国东方，但拥有仅次于皇帝的地位。

罗马人是「法律民族」。当决定政策时，无论如何都会追求法律的正当性。如果不能保障正当性时，就会创立新法律进行保障。不过为了这次的司令官派遣与升阶创立新法时，应该不必取得元老院认可，只要以既有法律扩大解释就可以了。

加西阿斯获派为东方全区总司令后，顺利的完成任务。埃及的暴动不但迅速的镇压，而且是以原住民不会带着恨意的方式解决。在埃及居民间，不管是希腊人、犹太人，甚至於埃及原住民，对于加西阿斯的评价都极佳。在暴动镇压完毕，加西阿斯回到叙利亚之后，马库斯皇帝没有变更加西阿斯的地位，这点在三年后造成了灾难。

西元172年在东方的另一件事情，发生在亚美尼亚境内。罗马与帕提亚向来亟欲拉拢亚美尼亚王国，十年前帕提亚战役的成功，使得亚美尼亚王位由出身於帕提亚王室，但亲罗马之人顶替。问题在于，宫廷中随时有亲帕提亚派系存在，这些人打算趁着罗马集中兵力在多瑙河前线时发动政变。幸好这件事情，在实际发动之前就已经解决。这件事件能和平解决，全仰赖驻地在亚美尼亚国界边的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马尔提苏·安尼斯的外交手腕。在罗马军中，不乏这种文武全才的男人。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是这样评断他的：


「马尔提苏并非只是个擅长以军事力量压倒敌人的男子。确实，以快攻和出人意料的作战制敌机先，这种武将真正的能力，是他的力量基础。不过他不用战斗就阻止敌人动作的功夫也很优秀。




他能看穿对方想要什么，以真挚的言语做约定。自己过着朴素的生活，送礼时却能让豪奢的东方人讶异得瞠目咋舌。最重要的是，他往往能让对方不对罗马绝望，而对罗马抱持期望。列席这种场合的人，绝对想不到言语和态度温和有人情味的这名武将，会是那个在战场上叱咤激励士兵的人。他的言词和态度充满魅力，能让面对他的东方人即使爆发对罗马的不满时，也能冷静下来。他知道何时该对谁轻声细语，何时该送给谁豪华的礼物。




即使在面对温和的他时，对方也忘不了他在战场上积极、精力旺盛又充满创意的行动。因此每个人都认为，与其得罪这个男人，不如拉拢他做伙伴来得有利。」








刻有「已征服日耳曼」的铜币




第二年，西元173年。经过上述过程，东方的局势虽然沉稳下来，在西方的日耳曼战役依旧继续进行中。

罗马元老院决议赠与马库斯代表战胜日耳曼民族的「日耳曼尼可斯」称号。在握有金、银币铸造权的马库斯皇帝命令下，当时发行了刻有「已征服日耳曼」（Germania subacta）的货币。因此，如果要根据确实的史料叙述历史的话，西元172年的日耳曼战役是在罗马方面成功下完结的。不过，不管史料多么确实不可动摇，还是应该要观察藏在史料背后的内情。

也就是说，盲目信任是自我毁灭的前奏。如果不想自寻绝路，就应该进行追踪调查。而且也需要能以这些做参考，推测其背景的别扭个性。照个性别扭的笔者来看，元老院的决议，是过去罗马史上偶尔会见到谄媚皇帝的行为。至於发行纪念货币，是知道一切实情的马库斯下命，用以鼓舞民心。

因为如果真的像史料所示，西元172年的战役是在成功下结束的，第二年西元173年就没有改变作战的必要了，然而罗马却改变战略了。从之前的全面作战，改成各个击破。





朱利斯·凯撒早已看穿蛮族的特性。而之后的历任皇帝也承继了这个看法，认为他们不擅於统一与团结。所以罗马的对外政策，也一贯以闻名於后世的“divide et imperi”（分离并支配）进行。西元172年时，虽然让日耳曼各部族形成了共同战线，但日耳曼人也并非在一个共通领导人之下团结一致对抗罗马。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应该采取的战略是首先各个击破，之后才发展成全面战斗。那为什么他们反过来进行呢？

罗马的军队在广大的平原上会战时，能发挥无比的力量，是因为这种方式下的战斗能够利用战术、战略。和敌军面对面决战，才能发挥严格军纪与日常训练的成果。相反地，他们不擅长的就是与没有一贯战略，因此无法预估行动的异族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手段，是凯撒采用过的战略。首先逼得对方集结一处，然后再精彩地大胜一场。如此一来，敌方惊异之余，连未曾参战的人员都会在胜利者面前低头。这是在一场会战下达成目标，减少敌我双方牺牲的合理手段。战略目标中包含减少敌方牺牲，是因为考量到战胜后的统治。不过就连朱利斯·凯撒，在推演到亚雷西亚战之前，也是彻底地进行各个击破。

尽管如此，能在一年后发现战略错误，对罗马和马库斯来说都是幸运的了。在西元173年的战役中，罗马首先将战场限定在里根斯堡到布达佩斯间的多瑙河北岸一带。攻击的对象和去年相同，依旧是夸荻族和玛尔科曼尼族。不同的是，并非直接攻击这两大部族，而是直接攻击纳入这两大部族旗下的中小部族。玛尔科曼尼和夸荻能够如此跋扈，是因为这两个部族下有中小部族支撑。那么罗马的战略，无疑地是只要一一击破这些中小部族，大部族就「大」不起来了。等到对方失去力量后，再一口气将其打倒。笔者会说「无疑地」，是因为既没有一贯记述的战记留下，也没有记述战略的史书传世，所以后人只好靠想像力弥补。不过从前后的状况推测，西元173年的罗马军战略应该是如此，而且战略也成功了。





这年的罗马军团，没有采用传统的军团长带着六千人，之下编制重装步兵「军团兵」、轻装步兵「辅助兵」，机动部队「骑兵」的做法。而是采用各个军团依照目的，把所需兵种分到各队，每个队伍个別负责某个中小部族的方式。在西元173年，由皇帝担任议长的参谋本部，应该一整年都会进行这个作战吧。

由于缺乏纪录，也无法从圆柱上取得资讯，我们无法得知这项新战略的成果。不过我们可以得知一段史学家留下的故事。率领骑兵队作战的瓦雷流斯·马库西米亚努斯在单打独斗后，打倒了那利斯帖族的酋长。如果酋长或首领遭打倒，这些异族马上就成了一片散沙。而那利斯帖族又是玛尔科曼尼旗下的一个部族，他们脱离战线，也就减弱了玛尔科曼尼的势力。马库斯皇帝还特別聚集全军，公开表扬骑兵团长马库西米亚努斯的军功。





马库斯·瓦雷流斯·马库西米亚努斯这时大约四十岁左右。他出身於旁诺尼亚行省，是行省民。因此是属于在罗马军团中苦熬出头的人物。由于在帕提亚战役中建功，所以到了日耳曼战役时由其负责骑兵团的指挥。他的「第一乌尔庇亚骑兵团」驻地，位于军团基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中间的阿拉波那。这个地方是现代匈牙利的捷尔，当然也面对着多瑙河。

这个人物，就是电影「神鬼战士」主角的原型。在电影中因为马库西米亚努斯不容易发音，所以改名为马库希穆斯。不过，这个人后来成为剑客的部份纯属虚构。虽然是虚构的，不过对于解析为何产生这种故事也有所帮助。关于他日后的故事，将在之后的康莫德斯皇帝项目中说明。





我们能得知的西元173年战果只有这一段故事，不过各个击破战术应该很成功。因为玛尔科曼尼族、夸荻族，还有尚未与罗马军冲突的亚兹盖斯族也来向马库斯皇帝求和。由于与夸荻族曾有和谈一年不到就遭毁约的经验，马库斯无法相信与外族的约定，因此一度拒绝和谈。不过后来还是接受，缔结和平条约。






帝政罗马时期的科隆（想像复原图，右侧为莱茵河）




和谈的第一个条件是交换双方俘虏。第二条则是在多瑙河北岸一带设置五罗马里（milia）的无人地带。milia是后来“mile”的语源，所以翻译为罗马里。条约中规定的距离略短于七·五公里。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台伯留帝的时代起，莱茵河流域已经是西岸由罗马管理，东岸维持五罗马里无人地带的状况。不论是莱茵河或多瑙河，无人地带指的是无蛮族人，在各个重点处其实都盖有罗马军的监视塔。如果对岸是像科隆这样的都市，那就不是监视塔，而是个要塞了。不管是哪种建筑，目的都是要及早掌握异族的动态。多瑙河流域的无人地带，目的应该也是相同的。

和谈的第三个条件，是罗马与帝国外异族和谈或簽署友好条约时一定会加上的款项。就是让他们参与在罗马领土内召开的市场。马库斯皇帝也认可了这条条款。不过，由于他觉得异族已经不足以信任，因此在条文中明确登载，罗马方面有决定当开市时异族可出入的城镇，或是只允许何时进入。

尽管如此，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境内的市场，还是能够获得利益。在罗马统治力量无法到达的中欧深处，同样挖掘出了罗马货币。不过，这不是罗马人进口宝石、丝绸或香料的印度、中国、锡兰等地可见的高额货币，绝大多数都是低面额的通货，可以推测到罗马人想跟日耳曼人买的东西等级。尽管如此，和谈还是成立了。





罗马人大概认为只是暂时和谈吧。不过罗马人的确有在这个时期和谈的必要。因为第二年，西元174年时，罗马军又要面对其他的敌人。他们这次要面对的是亚兹盖斯族。这时的亚兹盖斯族，住在由布达佩斯附近往南转向的多瑙河，以及图拉真皇帝行省化的达其亚之间。他们是受到由北方南下的萨尔马提亚族推挤，才与罗马军起冲突的。罗马人把西元174年的战役称为「萨尔马提亚战役」，其实直接对付的是亚兹盖斯族。对于身在卡尔伦托姆军团基地的马库斯皇帝来说，实在没有一天不心烦的。而这时他已经五十出头。

附带一提，罗马公民有向皇帝控诉的权利，因此罗马皇帝的工作也类似最高法院的法官。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是如此描写这时期的马库斯·奥理略的：






「一从战役方面的各种工作脱身，皇帝马上会把空出的时间用于处理司法相关问题。在这种时候，按例一定要和在罗马法庭上一样準备水钟。马库斯皇帝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要部下多準备些水钟的用水。因为皇帝的工作，不是一场审判所下的判决而已。他采用的方式，是一边以水钟计时，一边口述要在法庭上宣读的皇帝判决。这是为了要让在距离罗马千里外军团基地中写的判决书，和在首都罗马法庭上宣判时没有两样。而且他不仅顾虑到所需时间，在内容方面也充份地发挥。在检讨之前的审判时，不仅检方的证词，连辩方的证词也没有任何轻忽。因此，往往为了一个判决花上十一、二天的时间。而且他还常常处理到深夜。




皇帝的工作态度何止是勤奋而已。由于他确信自己的判决，一定要让任何人，包括被告在内，都觉得公正无可批评，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细节都绝不轻忽。由于皇帝的这个个性，使他连每个遣词用语都注意，甚至有光修辞就用掉一天的经验。期待公正的责任感，以及不得受人批评的完美主义，使得他能够承受如此严酷的工作。




在肉体方面，皇帝离强壮一词也远得很。据说刚来到多瑙河前线时，他受不了这个地方的寒冷。当他出现在士兵排队等着他的场面时，不只一次连一句话都不说就离开。他的食量很小，而且不到天黑后不吃饭。白天什么都不吃，只喝用水溶解的帖里亚克药。而且这些药品也并非大量摄取，可能是怕成为习惯吧。由于胃与胸有发痛的老毛病，所以他要喝药来减轻痛楚。据说只要喝下药，胃痛还有其他身体不适的症状都可以忍耐。」



加西阿斯·狄奥是小亚细亚出身的希腊人，他的作品也以希腊文写成。不过其中「帖里亚克」这种药，换成拉丁文拼音一样是“theriac”。这是罗马时代最有名的医学家，马库斯皇帝的御医迦雷努斯特別为皇帝调配的药品。这个药品的成份中，包含鸦片在内。

据说马库斯曾经停止服用这帖药方，理由是会嗜睡。不过他发现不服药的话，连入睡都有问题，所以重新开始服用。御医迦雷努斯也很细心地照顾，不让皇帝犯毒瘾。他细心调配含有少量鸦片的药品，让皇帝服用后能减轻痛苦以便入睡。何止是「日耳曼战役」，连马库斯·奥理略其人都充满了悲壮感。

同样在基地中生活，朱利斯·凯撒的日子可就跟他差远了。高卢战役时的凯撒营区，一到没有战斗的冬季，凯撒就会招待周边部族的酋长与仕绅，观赏由官兵表演的希腊悲剧。一想到当时是未开化民族的高卢人，竟然要看古代文化菁华的希腊悲剧，就让笔者感到好笑。不知道高卢人是因为军事力量遭压制，才勉为其难跟著看戏，还是对于未知的事物，或是说所谓文化的气息，感到莫名的兴趣，在一脸满足的凯撒身边跟著观赏？

在《高卢战记》中，丝毫没有悲壮的感觉，全书中充满了作者兼主角凯撒无比的自信。他确信自己做的事情，对于罗马共同体（res publica）有益，而且只有自己可以做到。是一种一不小心就可能发展成优越感的强烈自信心。朱利斯·凯撒和马库斯·奥理略，是唯二留下完整著作的罗马最高权位者。也因此不禁要让人比较，这两部作品的差异在何处。是作者个性的差异呢？还是时代的差异？

如果凯撒不是生于西元前一世纪，而是西元二世纪的话，日耳曼战役的情势也会不同吧。后世的孟德斯鸠评论凯撒说，凯撒无论率领何等军队都会成为胜利者，无论生在何等国家都会成为领导人。如果有凯撒领导，西元二世纪后半的罗马军，是否同样能压倒日耳曼民族呢？又或者说，即使凯撒再生，也没办法改变这时多瑙河前线的局势？





西元前一世纪与西元二世纪还有个地方不同。在凯撒时代，即使是总司令，也禁止带妻小前往战场。虽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没有任何将军带妻小同行。而在西元一世纪时这种现象已经不稀奇，到了西元二世纪几乎成为常态。

西元173年到174年之间的冬天，可能是担忧丈夫的健康吧，皇后法乌斯提娜造访了多瑙河畔的营区。同行的还有女儿芦琪拉，她的夫婿庞培目前是旁诺尼亚行省总督，一直是皇帝的左右手。两名女性就这样留在丈夫身边。留在马库斯身边的皇后，后来被士兵送上「基地之母」的称号，这点方才已经说明过了。和五年不见的皇后重新开始生活的地方，并非马库斯之前待的卡尔伦托姆军团基地，而是往多瑙河下游移动后到达的西尔谬姆。从卡尔伦托姆移动到西尔谬姆，是因为战线已经从「近旁诺尼亚」转移到「远旁诺尼亚」。以现代来说，就是从匈牙利和奥地利转移到南斯拉夫。西尔谬姆（今日南斯拉夫的敏托罗维迦）虽然不是军团的常驻基地，不过比起东方八十公里外的贝尔格莱德来说，从这里向北二十公里就能到达多瑙河，反而更为接近前线。第二年，西元174年展开罗马人称为「萨尔马提亚战役」的战役中，参谋本部就设在此处。儿子康莫德斯为了学业，已经回到首都，不过妻子和女儿都留在西尔谬姆基地，所以我们也可说这是一家团圆的景象。这是纯属男性专用的凯撒时代基地看不到的景象。而以基地的设施和规模而言，帝政时期的基地已经完善到可以接受女子和小孩生活。




前线基地



由「军团基地」（castra）体系成立的帝政时期防卫政策，是将防线上的每个据点罗马都市化。因此，以罗马时代为背景的好莱坞电影根本不能当参考。电影里的军团基地，跟西部片的骑兵队基地没有两样。而罗马帝国就连行省民担任的辅助兵驻地，都会有更大规模、恒久性的设备。在罗马时代，基地设施会这么差的，只有转战高卢各地，不得已在高卢过冬那年的凯撒冬季营区。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的罗马军基地，就连辅助部队的基地都会有医院、剧场和罗马式浴场。

如果是军团基地的话，规模和设备会更加充实。马库斯皇帝常驻过的卡尔伦托姆，和附近的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一样，是由第二任皇帝台伯留所创设。和这两个都市不同的是，后代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正好建设在罗马时代的都市上。而卡尔伦托姆和现代奥地利的佩特洛那城相差一公里多。在进行挖掘考古后，发现第十四军团驻军地卡尔伦托姆，虽是军团基地，但由下列要素所构成。

由坚固护墙围绕，长五百公尺，宽四百公尺（正确数字较此略少）的军营，除了面向河流的一面以外，另外三面由军团相关人员居住区「卡那巴耶」环绕。营区与「卡那巴耶」形成卡尔伦托姆的一大支柱。由这个区域沿着两边排满墓园的道路，可以通往原住民以及退伍军团兵与家人居住的区域（地方自治体），这是卡尔伦托姆的另一个支柱。以这两根支柱为顶端的圆形，扣掉多瑙河流域，所以其实是半圆形的整个区域，就是卡尔伦托姆军团基地了。因此，「卡那巴耶」、「地方自治体」两个区域，个別拥有居民平日聚集用的广场。两个区域中有两个罗马式的大规模浴场。而在「卡那巴耶」、「地方自治体」各有一个“Colosseum”形式的圆形竞技场。仅有的一个军医院，规模较第Ⅸ册第244页中介绍的占田基地军医院还要大，设置在军营附近的卡那巴耶区。通商用的市场则设立在地方自治体里面。也就是说，在防线上的每个战略要地设置的军团基地，并非里里外外都是军人的地区，而是个包括一般民众生活区域的居民共同体。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军团基地才会成为后世的都市基础。古代希腊人追求的是「真」与「美」，而古代罗马人追求的则是「美」与「舒适」。追求舒适的成果，造就了大道、港口、上下水道等基础建设。等到后世重新体认其重要性时，也随时能将其复兴。因为罗马人选择建设地点时，连适当的地势都考量在内。顺带一提，罗马时代的卡尔伦托姆，其重要程度可从圆形竞技场的规模看出。卡尔伦托姆的竞技场，虽不及威罗纳的“Arena”来得大，但要比庞贝城大得多。威罗纳和庞贝虽是小都市，但位于本国义大利境内，而卡尔伦托姆只是个边境防卫据点而已。

西尔谬姆不是军团基地，所以应该没有建著护墙的军营，也没有在附近发展的「卡那巴耶」吧。不过这个地方平时是第四弗拉维亚军团驻地贝尔格莱德的补给基地，因此应该建有一切罗马人认为都市必备的设施。在多瑙河畔的都市遗迹中一定会有的火炕，也应该都整顿好了。即使是女性，只要有心忍受严苛的气候与社交生活的贫乏，应该也能生活得很好。不过西元174年时，西尔谬姆是个离多瑙河仅二十公里的前线基地。而且无论都市化得多好，毕竟生活条件无法与首都罗马比。在这种环境中，法乌斯提娜还能成为「基地之母」，我们可说马库斯·奥理略真的是遇到了贤妻。顺带一提，这一年法乌斯提娜把最小的四岁女儿留在罗马赶往前线时，才四十四岁。





由于缺乏一贯的战记资料，我们还是无法得知西元174年的「萨尔马提亚战役」是如何进行的。圆柱上的浮雕也没有留下有条理的故事叙述。不过从片段留下的故事中可以想像，尽管一再激烈战斗，战役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罗马军手中。也就是说，战役是在罗马军的优势下进行的。死命作战的亚兹盖斯族最后只好前来求和，马库斯也接受其要求，缔结了和约。

不过对这个部族来说，战争还没结束。现在他们必须回头向北，与侵入了大半个亚兹盖斯族居住区的萨尔马提亚族对抗。




蛮族的骨牌效应



似乎到了这个时期，马库斯皇帝才发现蛮族问题不是照着以往的方法，击退对方就可以解决的了。他心中浮现的解决方案，是要模仿图拉真皇帝将达其亚行省化。也就是说，不是击退蛮族，而是击倒之后将其纳编。如此一来，他们居住地方的北端将化为前线，成为防波堤阻挡由北方南下中的蛮族。这项方案，早在七十年前就由图拉真皇帝以达其亚行省化来执行。

如果马库斯打算这样做，西元175年是个好机会。这时罗马已经与玛尔科曼尼和夸荻缔结和约。虽然又加入了亚兹盖斯族，不过应该重视的「敌人」，还是玛尔科曼尼和夸荻两大族。马库斯皇帝想要行省化的，是这两个部族所居住的多瑙河中游北岸一带。这个区域约在今日的维也纳以西到布达佩斯北方，古时候叫做波荷米亚地方。如果这个构想实现的话，现代的捷克将完全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整个计昼规模不会输给图拉真皇帝的达其亚行省化。






多瑙河防线（加上了马库斯·奥理略构想中的波荷米亚「桥头堡」）




而且这个构想在战略上也相当有效。光从地图上来看，新构想中行省与达其亚行省都往多瑙河北岸大为突出，似乎不利于防卫。不过如果考量到城墙的构筑法，假设采用同样的兵力做防卫，比起一整条防线来说，在每个战略要地布置桥头堡的方式，能防卫的范围要更广。

马库斯·奥理略是个比其他皇帝都要远离军事气质，喜好哲学与思索的皇帝。在埋首解决眼前的问题五年后，理解到躲在问题背后逐渐现形的真正问题所在。也许他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只有靠军事力量扩大帝国版图才能解决问题。

不过，玛尔科曼尼族与夸荻族虽然前来求和，但并未要求行省化。由于北方异族南下，压迫到生活环境，因而向罗马请求赐予土地并就此定居的，是比他们还要弱小，人口也较少的中小部族。玛尔科曼尼族与夸荻族虽然同样对北方异族南迁的骨牌效应具有危机意识，但他们毕竟是能让罗马军苦战一、两年的大族。因此较为现实的评估，他们应该会拒绝行省化。

如此一来，只剩下以军事力量逼迫一途，并且在军事力量压迫后将其行省化。然而这项措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优秀的总司令官两样必备条件。从图拉真皇帝的达其亚战役至今，已经过了七十年。罗马的军事力量依旧健在，至於总司令官……。





既然马库斯如此拥有洞察力，想必不会认为自己扮演得了图拉真第二。如此一来，只有将希望放在目前已经公认为马库斯左右手的庞培，以及骑兵团长马库西米亚努斯等行省出身但充满罗马精神的人身上。除了将芦琪拉再嫁给庞培以外，他还将其他的女儿嫁给这个阶层的司令官。五个活到成年的女儿中，共有三个人与行省出身，在军团中熬出头的武将结婚。而且为了让这些军方出身的人能累积政坛经验，还以皇帝推荐的方式，让他们当选执政官。不过，他们只是军团长阶层的司令官，不是总司令。总司令的职位，是皇帝必须亲自承担的职责。

在这个时期中执笔的《自省录》中，无论如何努力，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将整个波荷米亚地方行省化的计画。马库斯·奥理略完全不提政务，在书中只写著自己的思潮。研究人员也表示，尽管在战役中的前线起笔，完全不提任何有关战役的内容，是《自省录》的一大特色。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马库斯认为，为了职责而进行的战役，与他的内心无关。而他在这本内容简直可以易名为「我与内心的对话」的《自省录》里面，只打算写下有关自己内心的问题。

问题在于，不管他有多喜爱哲学思索，也成不了狄奥根尼斯。犬儒派哲学家狄奥根尼斯只怕是生活方式最为彻头彻尾的犬儒派（亦即嘲讽人生的派別）了。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途中，前来拜访这位穿着破布衣裳住在水缸里的哲学家的故事。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是否希望大帝为他做些什么时，狄奥根尼斯回答说：「你可不可以站开点，你站在这我就晒不到太阳了。」

不管要穿破布衣裳还是住在水缸里，都是狄奥根尼斯的自由。不管他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人生。然而，马库斯却是个皇帝。帝国境内的民众安全，以及安全受保障后才得以维持的生活，全都肩负在他身上。

哈德良皇帝也倾慕希腊文化，喜好美少年。可是尽管让同行的诗人佛洛尔斯揶揄道「我才不想当皇帝，在不列颠人之间游走，在边陲之地徘徊，忍受斯克提亚的刺骨寒风」，哈德良依旧进行了全帝国的视察旅行。并且借由视察旅行，重新整顿了罗马帝国。

在哈德良的心中，哲学与政务并不分离。这两方面的思想都属于哈德良皇帝的个性。

可是对马库斯·奥理略来说，只怕这两方面是分开的。或者说，他本人私下希望能分开。尽管没有直接提到战役，在《自省录》中，还是有不少令人联想到战场的记述。


「你可曾见过遭到切割，远离身体散落一地的手脚和头颅吗？」




「蜘蛛捕捉苍蝇维生。有人靠捕捉野兔，有人靠捕捉沙丁鱼维生。又有人猎取山猪，有人猎取熊。而有人则猎杀萨尔马提亚人。袭击猎物时所感受到的冲动，不管是人或动物，不都是同样的杀意吗？」




「亚历山大、庞培和凯撒，在许多场会战中让敌人溃逃，攻陷许多城市。有些城市甚至从基础遭到破坏。数以千计的骑兵步兵成了牺牲。就连他们也在某个晴天下，退出了舞台。




亚历山大大帝和替他照顾马的马夫，死后同样成了一把灰烬。」



写下这种文章的人，在位期间内从头到尾都在进行杀人的战争，不禁令人感到同情。不过，虽然《自省录》中丝毫未提及战略或是战役的过程，如果没有作者的战场经验，这本书还是无法问世的。


「当人们想要彻底思索时，往往会躲到远离人群的地方，像是田园、海滨、山中。以前也常常梦想着这种生活，然而这是个愚昧的解决方法。如果真的感到有必要面对内心，人随时随地都可以逃到自己的心中。」




「你现在置身充满苦恼的地方，是全天下最适於修习哲学的环境。」



《自省录》全书以希腊文写作。罗马时代的社会菁英都是希腊文与拉丁文双语人才。或许他认为皇帝的职责要以拉丁文书写，而哲学思索则是希腊文也不一定。虽说马库斯也能像西塞罗一样，以拉丁文叙述哲学思索，毕竟语言会有所谓语感，或是形式的问题。也许罗马人马库斯认为，哲学思索还是应该以希腊文叙述。

不过，虽然《自省录》中完全找不到纪录，从之后的局势演变来看，马库斯这时无疑地是想把波荷米亚地方行省化。然而他却因为一场不幸的事件，必须将行省化工作延后。这是因为叙利亚行省总督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起兵称帝了。




谋反



这场兵变的起因，是因为一次资讯的误传。加西阿斯接获消息指出马库斯皇帝病死之后，认为与其由马库斯的十三岁儿子康莫德斯，还不如自己来得适合继任皇帝。因此他旋即宣布登基为帝，并获得驻军叙利亚行省的三个军团支持。没有先确认情报真假就仓促行事，是他个人的过失。不过由于马库斯的健康状况，加上他五十四岁的年纪，接获病逝的消息也不是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了。

不到一个月，大家就发现这是一场误会。问题是加西阿斯已经付诸行动了。叙利亚总督无法后退，只好硬著头皮往前冲，也就是在帝国东方持续巩固自己的势力。既然已经弄清楚皇帝还在世，那加西阿斯的行为就是对马库斯的叛变。

西元175年，正是马库斯计画以前一年和谈的亚兹盖斯族为前锋，与萨尔马提亚族全面对决的年份。马库斯正在多瑙河南岸坐镇战线时，收到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派来的使者急报叙利亚行省总督叛乱的消息。马尔提苏·安尼斯总督是帝国东方唯一没有赞同加西阿斯兵变的总督。





马库斯马上展开了行动。叙利亚行省总督加西阿斯在帕提亚战役时的盛大军功，连帝国西方的军团兵都听说过。马库斯第一个要考量的，就是不让西方的军团兵为这件事情动摇。因此他把所有能召集的官兵通通集合，当面向他们这样说：


「目前已经列明，我最信赖的朋友之一，对我展开叛乱的行为。如果因此产生的危机，只针对我一个人的话，我很乐意由军团和元老院来决定选择我或是加西阿斯。如果加西阿斯获选的话，我也能以安稳的心情，在不诉诸战斗的情况下，把帝国让给他吧。因为这是对于国家与公民弊害较少的解决方法。




问题是，东方的现况十分急迫，使我判断如此议论下去，对国家与公民都不利。因此我的结论是，由我本人来面对就像在这前线一样的危险，对于国家与公民才有好处。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了，身体不是很好，连用餐都会感到疼痛，熟睡已经不知是多久前的事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抱持著在获得你们的支持后，以不动摇的决意处置现状的心意。」



这场表白十分的真挚，多瑙河前线的官兵们也直视著深受病痛之苦，却不愿离开前线的皇帝。支持马库斯的声音，不但响遍多瑙河前线，也成了帝国西方共同的声音。驻军帝国西方的军团中，不用说支持加西阿斯了，就连意志动摇的军团都没有。

面对危机设法解决时，最为安全有效的处理方式，是依照重要程度决定顺序，一个一个方法去实施。不过，往往有很多时候无法决定优先级，这时只好同时进行许多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实行的速度，二是实行时毫不犹豫。平日的马库斯个性喜好思索，不跟朋友商量就不能下任何决断。可是在西元175年春天时，他却是个当机立断的人。在此列举他当时下的决断：





一、确认获得所有驻军帝国西方的军事力量支持。这点刚刚谈过。

二、要求罗马元老院断定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为「国家公敌」，并发出宣言。

马库斯在发给元老院要求决议的书信中这样写著：


「我相信天下没有无半点善心的人存在，也认为古代的德行依旧存留现世。即使明知加西阿斯背离了我们的期待，我心中还是不会浮现侮辱他个人，或是羞辱对方的言词。」



给元老院的书信内容，风格与面对士兵时进行的演讲一样。马库斯·奥理略这个人，如果不是正直到底的人，就是个能冷静计算效果，修辞工夫一流的好手。

这种诉诸真情的做法，在面对士兵时成功了，而元老院也全票通过判定加西阿斯为「国家公敌」并发出宣言。尽管只是一时轻举妄动，叙利亚行省总督加西阿斯犯下的罪行实在太明确。

三、将为了求学而回到罗马的儿子康莫德斯叫回多瑙河前线的基地。

马库斯想确立万一自己出事以后，由儿子继承他的地位。尽管在帝政时期，罗马人还是不认为皇位世袭，亦即父死子继是极为正当的事情。如果想要采用世袭，就有必要正式宣布，一般是以收为养子明确其继承人地位，或者是行皇太子礼。

康莫德斯在五月底离开首都，六月初就到达多瑙河畔的父母身边。在马库斯的十四名小孩里，只有一个男孩和五个女孩活到成年，因此康莫德斯现在是独生子。他出生于西元161年8月31日，这时才十三岁，是个连成年礼都没行过的少年。

传说中，7月7日是罗马建国国王罗穆禄斯升天的日子。因此马库斯选在这天在多瑙河畔举行向诸神奉上牺牲的典礼，为康莫德斯行成年礼。罗马时代的成年礼，拉丁文称作“toga virilis”，我们可直译为「壮年男子的托加长袍」。因为在行过这个礼之后，原本未成年时只能穿短衣，之后个人在正式场合能穿着托加长袍出席。而康莫德斯在成年礼后，马上又进行下一个仪式。如果以后世的英国来说的话，就叫做威尔斯王子，在罗马时代则叫做「普林丘普斯·尤威托提斯」（皇太子、备位第一公民）。要由皇帝颁赠这项称号，才有资格成为「皇太子」。虽说康莫德斯已经行了成年礼，不过这时还差两个月才满十四岁。很明显地是提前行成年礼并进行皇太子宣言。





接下来这项，虽然笔者说明时放在最后，不过马库斯知道加西阿斯叛乱后所著手的对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此现在要说明的，和一、二、三项一样，是立即著手的对策之一。那就是与进入交战状态的萨尔马提亚族和谈。马库斯已经告诉军团与元老院，东方的叛乱要由他本人去平定。对于下定决心亲自东征的他来说，心中最担忧的就是多瑙河防卫问题。

开战才两三个月，士兵们已经对马库斯欢呼具有胜利者意味的「皇帝」，可见西元175年的萨尔马提亚战役是在罗马的优势下展开。损伤惨重的萨尔马提亚，也当然迫不及待地接受罗马提出的和谈。虽说是和谈，不过对罗马来说只是停战而已。罗马在不需任何让步的情形下，顺利缔结和约。

不只是萨尔马提亚，在这之前罗马已经与多瑙河北岸的玛尔科曼尼、夸荻、亚兹盖斯等部族缔结和约，马库斯可在不需担忧腹背受敌的状况下前往东方。只不过在对付北岸的异族时，罗马军一路占了优势。对总司令马库斯来说，被迫中断这项战略前往东方，心中只怕有无限遗憾。当马库斯前往东方平定叛乱时，日耳曼民族的酋长向他表示愿意提供兵力，而马库斯则一反平日的态度，以冷淡的口气拒绝了。


「在罗马人之间发生的问题，不是罗马人以外的人可插手的。」



不过在马库斯前往东方前，问题已经解决了。叙利亚行省总督加西阿斯被属下的某位百夫长杀死，首级已经送到马库斯身边。

对加西阿斯来说，这场皇帝梦只维持了三个月。马库斯连验尸都没考虑过，直接下命将首级入葬。

大众认为马库斯没有必要东行了，不过马库斯还是决意亲自走一趟。因为发生叛乱的东方局势，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就完全解除，马库斯有必要重整协助加西阿斯叛乱的东方防卫组织。将一切事务交代给庞培后，马库斯带着儿子康莫德斯与皇后法乌斯提娜前往东方。这时前锋部队为了与卡帕杜西亚的两个军团会合，已先行往东方出发了。

一行人顺着多瑙河坐船往下游走一小段路后，进入巴尔干半岛后弃舟登陆，沿着色雷斯、马其顿探陆路前进，由拜占庭（今日的伊斯坦堡）渡海前往亚洲。

随侍皇帝的武将，有沛提那克斯、马库西米亚努斯、昆提流斯兄弟等。光看名字就知道，站在帝国防线最前端的老手几乎有三分之一陪在皇帝身边。其中马库西米亚努斯出身旁诺尼亚，昆提流斯兄弟出身小亚细亚，只有沛提那克斯出身本国义大利，不过此人的父母是热内亚的解放奴隸。帝政时代的特色之一，是无论出身地或阶级，依照实力登用人才。这些人正好是个模范。

可是为什么与这些武将相同，甚至更受优待的加西阿斯要起兵造反呢？为什么一听到马库斯病逝的消息，精神就紧绷到连确认的余裕都没有了呢？




加西阿斯将军



盖乌斯·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出生于离叙利亚行省省都安提阿东北方约一百公里处的丘洛斯。在现代这个地方只是国界边缘的小城镇，土耳其语叫做琦利斯。在古代这里位于衔接省都与军团基地的干线道路边，是前往边境担纲防卫的士兵与东方贸易商络绎不绝的热闹地方。他的父亲名叫盖乌斯·亚威荻乌斯·海利欧多尔斯。从海利欧多尔斯这个家名来判断，他们是希腊裔的叙利亚人。加西阿斯出生年份推估约在西元130年左右，比马库斯皇帝年轻约十岁。

做父亲的海利欧多尔斯是个教育良好的知识份子，受到喜好知识份子的哈德良皇帝重用，长年担任皇帝祕书官。之后在安东尼奥·派阿斯帝任内升任为埃及长官，意即以行省出身的人而言，他升到了行政官僚的最高阶。做儿子的加西阿斯就在父亲官邸的所在地亚历山大度过少年时期。之后为了受高等教育，被父亲送到帝国的首都罗马。

加西阿斯身为高官子嗣，家风又重视教育，与当时还是皇位继承人的马库斯同样在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与科尔涅留斯·佛伦多门下求学。也就是说，在学校里他是马库斯的「学弟」。

西元175年，当阿提克斯知道叛变的消息后，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个过去的学生。信里面只写了这样一句话：「你疯了吗！」佛伦多则早在九年前就过世了，不用看到过去爱徒疯狂的举动。

与终身从政的父亲不同，做儿子的选择从军的路。从海利欧多尔斯这个一听就知道是希腊人的家名，改为罗马式的姓氏加西阿斯，想必也在这时期吧。虽说罗马是个双语国家，但就连皇帝发到帝国东方的布告都要改成希腊文发佈，只有军中是由拉丁文统一的。

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的军人名声，从西元162年到165年的帕提亚战役时起大为响亮。尤其在战役后半段渡过幼发拉底河攻进帕提亚时，几乎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舞台。当时加西阿斯年约三十五岁，至於他有多活跃，从佛伦多寄给爱徒的信件就可以窥见。军团长加西阿斯命令旗下的大队长带着战胜报告前往首都罗马，同时要这名大队长顺道去探访年事已高的老师，因为这个大队长也是佛伦多过去的学生。在此要介绍的，是佛伦多写给加西阿斯的信件内容。






「你的大队长尤钮斯·马库希穆斯，带着你用月桂叶装饰的战胜报告到达了罗马。在结束公务之后也到我这里来访问，而且他说这是你的命令。我感受到你对我的心意，觉得十分快慰。




他毫不厌倦地，一一向我诉说你在战役中遭遇到不分日夜的辛劳、你所考量实施的种种战术战略，以及你执行时所付出的忧劳与牺牲。




说实在的，他到访的那天，我身子不大舒服，因此才躲到罗马近郊的別墅来静养。而当尤钮斯来访时，刚开始还在意我的身体。不过似乎聊著你的话题后，他把这件事情给忘了，一直聊到深夜才肯放过我。不过，我听着这些话一点都不感到厌烦。你所立案、执行的远征；你所考量的，让人觉得古代武将也不过如此，能成功一统士兵的种种军规；在战场上要如何激起士兵的斗志；你决定要在何时何地战斗时的确切眼光与勇气。




当尤钮斯向我诉说这些事情时，我可感到他对你的深深爱情，看到他对你心醉的模样。我想，这个年轻武将，值得身为长官的你给予爱情与协力。给予倾心於自己的年轻人获得荣耀的机会，也会让你更加地光荣。」







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是个在五贤君时代不知为何变得稀有的少数才华洋溢武将。由于在帕提亚战役中建功，才三十出头就从一个军团的军团长晋升统率三个军团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在战役结束的次年，又获选为执政官。五年后，西元172年时，为了镇压埃及的暴动，马库斯皇帝任命他担任帝国东方全区总司令。当然，加西阿斯也回报了皇帝对他的深深期待。笔者觉得好奇，於是去调查醉心於加西阿斯的尤钮斯·马库希穆斯是否附和加西阿斯一起造反。发现这时他已经调职到西方的军团去了。西元175年时，他与老长官的叛变毫无关系。不知他接到这个消息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当马库斯知道加西阿斯叛变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确认西方军团的支持，这个判断十分正确。受士兵欢迎的司令官，最重要的条件是要能打胜仗，同时也是以精彩的方式，赢得丰厚战果的武将。加西阿斯将军不只在任职的帝国东方，在帝国西方的军团兵之间，也是颇负众望的优秀武将。

既然赢得了如此盛名，为什么加西阿斯还要如此轻举妄动呢?





如果马库斯皇帝的死讯不是误传，而是事实的话。在大多数人眼中来看，由皇帝的儿子康莫德斯继位是最自然的。我们将时间限定在五贤君时代来看好了。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奥·派阿斯四位皇帝都没有亲生儿子，然而马库斯有亲生儿子，尽管才十三岁，还没完成成年礼。十几岁的皇帝，身边需要摄政大臣，而最可能替年幼的皇帝担任摄政大臣的，是在多瑙河前线担任马库斯左右手、芦琪拉的丈夫、康莫德斯的姊夫庞培。

庞培和加西阿斯一样是出身叙利亚的武将。和加西阿斯这个帝国高官子嗣不同的是，他属于军中熬出头的类型。在受过的教育方面，也与和马库斯同窗的加西阿斯不能相比。而最大的不同，亦即对加西阿斯来说最难以忍受的，在于武将的资质。

庞培同样是优秀且受士兵喜爱，对于最高司令官皇帝也忠诚无比的典型罗马武将。问题是他指挥下的作战，虽然能获胜，却不是以令敌人都咋舌的精彩方式获胜。我们甚至能说，在多瑙河前线的战斗会拖延这么久，是因为受了马库斯与庞培的个性与资质影响。加西阿斯与这两人类型完全相反，想必他心中有著自己何必在凡庸的庞培底下忍耐的想法。笔者认为，这应该是还没确认情报是否正确就急于起兵的真正原因。对于才华洋溢的人来说，让凡庸的人站在自己之上是无可忍受的，更何况这个人还与自己同乡。当西元175年起兵称帝时，加西阿斯年约四十五。对男人来说，正值黄金时期。





不过加西阿斯也不光是因为听信误报而起兵，他心中还有对于马库斯皇帝不满的地方。在此要介绍的，是在《皇帝传》中所登载，他起兵后写给女婿的信件。


「可悲的罗马帝国啊。受著满脑子只想维持自己既有资产的人，还有只想成为新资产家的人所苦。可悲的马库斯啊。他虽然拥有伟大的德行，获得宽容领导者的名声，却让贪婪的人横行帝国中。




消失到哪去了？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律己生活方式。我了解规律会随着时代演变渐渐宽松，可是现在连追求的心都丧失了。




倾慕哲学的马库斯·奥理略，热心於探求人类的善良原理、善良灵魂、正直与公正。对于何谓国家、如何使国家发挥良好功能的问题却不热心。可叹的是国家如同祖先所示下的，需要剑与法律。




难道我们必须对满脑子如何帮自己发财的帝国高官称呼“proconsul”（元老院选出的行省总督）、“propraetor”（皇帝任命的行省总督），对他们付出敬意吗？你可知道吗？我们的哲学家深深信赖的禁卫军军团长官之一，在就任的三天前还是个穷人，一就任马上成了富翁。怎么办到的？我真想问他。要怎么做才能在不剽窃帝国国库，也不剥削行省民的情形下发财。




我们罗马帝国的公民，无论是高官或是平民，现在都是拥有相当资产的人。可是人们却经常叹息国库资金不足。要脱离这个散漫的惨状，只有请诸神以真正的优良资质与能力来协助人们。吾等加西阿斯，愿成为取回罗马威严的先兵。」






收拾残局



既然叛变的首谋者已经死亡，一般会认为事后处理不需要由皇帝特別跑这一趟。尽管如此，马库斯还是来到东方，因为不只是军团兵，连派驻行省的官僚中，都有不少人支持加西阿斯。此外，帝国东方两大城市，埃及的亚历山大与叙利亚的安提阿居民，对于支配者罗马人加西阿斯有亲近感。加西阿斯少年时期在亚历山大度过。他的父亲施行的善政，到现在还受人传诵。而且最重要的是，三年前迅速夷平埃及原住民暴动的功夫，受到正面的评价。

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民众也把加西阿斯当成自己人看待。一来加西阿斯和他们一样，是希腊裔叙利亚人。二来他成为行省总督，入主安提阿官邸九年下来累积了政绩。而在这段期间内，由于加西阿斯在帕提亚战役期间内纵横沙场，使得帕提亚的武将没有人有勇气向他挑战。幼发拉底河的对岸，就好像被猫盯上的老鼠一样安安静静的。尽管是在加西阿斯死后做收尾工作，对马库斯来说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不过马库斯·奥理略，后来却以加西阿斯知道的话一定会大为批评的方法做事后处理。





让军团先行后，皇帝与皇后、皇太子一行人到达小亚细亚，并转向东行。首先以安琦拉（今日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为目的地。计画中是由安琦拉转向南行，渡过地中海进入叙利亚。然而在穿越陶卢斯山脉就能到达地中海岸的地方，法乌斯提娜皇后却病倒了。这次旅途从秋季开始，而这时候已经是冬季了。可能即使沿着当时的高速公路，全线石板路面的罗马大道乘马车旅行，对四十五岁的女性来说依旧过於劳累。皇后没有苦於久病不起，随即逝世了。婚姻生活长达三十年，虽然只有六名小孩活到成年，但一生中生产过两次双胞胎，共育有十四名儿女。

罗马元老院接获皇后逝世的消息后，还未受到马库斯皇帝的请求，就全票通过决议将皇后神格化。而丈夫马库斯则将妻子逝世时待的荷拉拉镇改名为「法乌斯提娜堡」，下令在此兴建纪念亡妻的神殿。不知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看着火葬时的火焰。火葬后，骨灰将入葬於台伯河畔的「哈德良灵庙」。当他目送骨灰坛离去后，重新踏上往东方的旅程。尽管儿子康莫德斯还在身边，《自省录》中那个「无上从顺、无上情深，最重要的，她是个毫不矫饰的女子」，已经不能陪伴他旅行了。





皇帝一行人由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之后沿地中海东岸南下往埃及前行，途中没有进入安提阿。这是为了暂时避免进入加西阿斯派的根据地，叙利亚行省省都。而当时的纪录则表示，这是以忽视的方式来惩罚安提阿人。到了埃及后，只有把带头响应加西阿斯叛乱的长官史坦提亚努士，召回本国后处以流放刑。长官的部下全数释放，对于拥戴加西阿斯称帝的亚历山大居民也没有做任何处罚。马库斯停留在埃及的时间，可二分为皇帝的工作与哲学家的乐趣。皇帝的工作，是接见包括帕提亚在内的中东君王、王公与族长，互相确认和平。没有工作的日子，则前往与雅典并列为罗马帝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研究机构的“Museion”，在此听学者讲课，并出席学者主办的「座谈会」。不过马库斯·奥理略没有像哈德良皇帝一样，与学者们打起舌战一一驳倒对方。这两个人的差异不在学识而在气质。

之后，一行人由海路离开亚历山大，前往叙利亚。这次的目的地是安提阿。到达安提阿总督官邸之后，在此公布叙利亚相关人员的惩处。

加西阿斯的妻子已经过世，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在父亲遭部下百夫长杀害时同时被杀，次子处以流放刑，女儿和女婿则交由加西阿斯的伯父看管，这个伯父具有元老院议员身份。至於这类事件中常有的抄家没收财产，则完全没执行。当马库斯向元老院报告这些宽容的处分时，也获得元老院多数通过。

整个处理过程中几乎没流血。只有附和加西阿斯的城市之一拜占庭，由于不听从先行军团的劝告开城，因此引发攻城战斗。这是整场政变中唯一以武力镇压的例子。不过，马库斯皇帝能贯彻宽容的态度，也多亏了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安尼斯在事发后迅速的处置。





在此先整理一下加西阿斯叛乱的过程。

西元175年4月，接获马库斯皇帝病逝的报告后，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起兵称帝。同时，他向卡帕杜西亚行省总督马尔提苏·安尼斯寻求支持。安尼斯不但拒绝，并且向身在多瑙河畔的马库斯送出加西阿斯起兵的报告。之后的三个月里，安尼斯一直拒绝加西阿斯的邀请。

该年7月，军团的某位百夫长知道马库斯皇帝病逝的消息是误报后意志动摇，杀死了加西阿斯。安尼斯接获消息后，立即离开卡帕杜西亚进入叙利亚。首先将叙利亚行省的三个军团、巴勒斯坦的两个驻军军团，以及位于约旦基地的一个军团全数纳入自己的指挥下。他扛出的理由是，面临假想敌帕提亚的重要前线，不能没有司令官。

当收编部队之后，安尼斯才前往安提阿的总督官邸。到达官邸之后，他马上把相关的证据文书全数烧毁。叛变的首谋者已经死亡，如今要避免整肃对象波及相关人员最末端的方法，亦即避免伤害更深的方法，就是把所有能成为证据的纪录与信件全数烧毁。他在马库斯离开多瑙河畔往东方出发之前，就把这些事情办完了。

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是为了忧国的意识而起兵，而同样身为武将的马尔提苏·安尼斯也同样爱着这个国家。马库斯·奥理略也能理解安尼斯的想法，因此顺着他的作风进行处分。所以这次起兵造反的事后处分，才会史无前例的宽容。

将叙利亚交给新任命的总督安尼斯之后，马库斯接下来只要回到首都就好。皇帝一行人这次的返乡行程，也顺便成了观光旅行。首先他们到达以壮阔美景闻名的小亚细亚西岸都市爱菲索斯。之后在斯敏诺，与著名哲学家亚理士提狄斯重逢。后来从斯敏诺走海路前往雅典。

马库斯·奥理略直到四十七岁为止，还没离开过本国义大利。年近五十岁时首次亲眼见到的行省风景，也都是多瑙河防线连绵的北方地区。要到了五十五、六岁，才亲自踏上帝国东方与南方的土地。这次旅行中，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造访埃及、叙利亚与小亚细亚。想必在从小亚细亚往希腊的船上，他能感受到爱琴海这个多岛海域的风土。因为只有在一个岛还没离开眼角，另一个岛又出现在面前的爱琴海旅行过后，人才能感受到什么是希腊文明，以及希腊文明是如何形成的。亦即感受到气候与地势如何影响文化与文明的形成。

如果说义大利的罗马，是帝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那么希腊的雅典，就是帝国知性的故乡了。哲学在雅典开出了最灿烂的花朵。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哲农，在马库斯造访雅典的五百年前，就在这里开始了「哲学家生意」。当时的讲坛位于雅典的“stoapoikile”（壁画回廊），所以日后这个学派才被称为「斯多葛派」。想必对于倾慕斯多葛派的马库斯来说，这次造访雅典有如朝圣一样。而且在雅典迎接皇帝的，正是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他是当时名声最高的学者、声誉最盛的文化人之一，也是最闻名的富豪之一。而且他在公民的义务，亦即公职方面，连执政官都担任过了，可说是个集社会羨慕於一身的希腊人。他身为学者，却又能为公共建设捐出大笔经费，避开众人忌妒，是个善于处世的能人。而且对马库斯来说，他是和已故的佛伦多并列的恩师。

对马库斯来说，能成为荷罗狄亚斯·阿提克斯的客人住在雅典，真是一件舒适的事情。虽说每天接受不过度华丽，但又关心到每个细节的款待，但马库斯并未在雅典新建任何文化设施。这是因为马库斯没有必要这么做，哈德良皇帝重建文化中心雅典至今半个世纪，一切仍在完美的状态下。

马库斯做的是将雅典特有的哲学学府重新分为四个学科，并将在此授课的教授薪资正式修改为固定薪资制度。四个学科分別为柏拉图哲学、亚理士多德哲学、斯多葛哲学，以及其他哲学学科。教授所拥有的年薪，与帝国事务官的年薪相等。由于马库斯少年时曾模仿哲学家的生活，直接睡在地板上，可能他认为哲学家不需要高薪吧。

话说回来，同样醉心於希腊文化的两个著名罗马皇帝，所关心的对象如此不同，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哈德良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造型艺术方面，而马库斯·奥理略只关心哲学方面。两个人注重的地方不同，前者注重在「美」，而后者关心的在于「真」。虽说美与真都是希腊文化的最终目标。

这一年，亦即西元176年秋天，皇帝一行人回到了首都罗马。对五十五岁的马库斯来说，这是七年来第一次返乡。11月27日，为了庆祝战胜日耳曼诸部族，以皇帝和皇太子两人为主角，举办了壮丽的凯旋仪式，使得首都的民众为之狂热。




确立世袭



第二年一到，西元177年1月1日，这一天是十五岁的康莫德斯第一次担任执政官的日子。在新任执政官的就职演说结束后，马库斯向着列席的元老院议员发表了关于帝国今后发展影响极大的一件政策。他决定任命他的儿子为共同统治的伙伴。

十五年前马库斯登基时，也曾宣布与卢西厄两人共同称帝。现在他打算把卢西厄当时的地位，同样交给康莫德斯。也就是说，他把皇帝所享的权力与儿子共有。

“Imperium Proconsulare Maius”，是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才能行使的总指挥权。

“tribunica potestas”，是保护一般公民权益的官职。

接受士兵欢呼「皇帝」称号的资格。

康莫德斯没能获得的，只有位居国家宗教最高负责人的「最高神祇官」。这是因为罗马传统上，这项职位只能由一个人担任，所以无法共享。然而在其他的权力方面，父子两人享有相同的待遇。而且这项共同统治体制，是在康莫德斯第一次担任除皇帝以外，全罗马最有权威的官职执政官的同时开始的。过去登基年龄的最低纪录，是尼禄的十六岁十个月。康莫德斯现在打破了尼禄的纪录，才十五岁又四个月就成了「共同皇帝」。





马库斯·奥理略一生如此坚持要行正道，因此这项政策理当不是受父子私情所影响。在儿子康莫德斯就任执政官的同时，他也让女婿昆提流斯担任执政官。除了昆提流斯之外的四个女婿，这时已经都有了执政官经验。而五个女婿中，确知其中至少三人为行省出身，五个人都是老练的武将。马库斯期待当自己百年以后，年轻的皇帝能在姊夫的扶助下治国。而且顺利的话，可以避免为争夺帝位引发内战。一个国家的内战，就好比人体流血一般。在加西阿斯叛乱的事件中，想必马库斯学到必须不择手段避免内战发生。元老院也没对皇帝的决断表示异议就通过了，想必元老院议员们心中也深深刻划著内乱的弊害。

当这些事情处理完毕后，马库斯因疲劳过度病倒了，由御医迦雷努斯跟在他身边照顾他。

由于上述因素影响，西元177年，马库斯过着来往於首都与罗马近郊別墅间的安静生活。不过，虽说这时已经有两名皇帝，实质上的皇帝还是只有马库斯而已。不管身在何处，政务都会跟上门来。这些政务绝大多数都是一般政务，不过其中有一个判决内容引人深思。这个判决的内容，是关于应如何处罚狂人犯下的罪才适当。而这次的判决后来成了罗马法的判例。在此要重新强调，罗马皇帝同时也是「最高法院院长」。不过皇帝下的判决，不一定会直接在法庭上宣读。大多数的情况是由在法庭担任主审官的「首都警察长官」，对依照法律判决感到犹豫时，请示皇帝的意见。或是皇帝不在首都时，由皇帝以书信回答，之后才由长官照皇帝的意思重新下判决。因此，下面这封马库斯的信件，收信人是在法庭坐在主审法官席上的首都警察长官。






「在精读你所送来的搜查与询问结果后，我觉得被告艾流士·普里斯克斯对于自我言行连最低限度的抑制力都没有。当他杀害母亲时，对于行为的善恶也没有判別能力。此外，也不像是伪装成疯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论罪，因为疯狂本身就是诸神给人的一种惩罚。




不过，即使判决为无罪，也不等于释放。今后有必要将其保护於严密的监视下。而且视情况而定，考虑是否有必要加上铐镣。这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是为了保护这个人周边的其他人。我们下判决的人，必须要充份考量到可能发生的不幸意外。




而且在狂人间有时会发生的现象之一，是他的脑子也有恢复理性的时候。你不得轻忽监视的另一个理由，就在于判断他杀害母亲时，是否身处於理性明晰的时候。如果真是如此，那这名被告就不得以精神耗弱为由成为无罪判决的对象。




话虽如此，依据你的报告指出，被告在犯下兇行之前，已经隔离於家中一角，置身家人与朋友的保护与监视之下。我想你应该从这个角度重新询问，这项问题应该与精神病患的被告无罪判决分开处置。亦即调查犯行是否肇因於这些人的怠慢，如果发现证据证明这项事实的话，那就必须以执行义务不力的罪名处罚这些人。在此重复，我们司法者必须铭记在心的，不仅在于如何处罚犯下重罪的狂人，而在于防止其他多数人成为这种犯罪的牺牲者。」







在同一年，高卢行省的里昂执行了马库斯·奥理略在位期间第二次的基督教徒死刑。

首先来谈谈事情为何发生在高卢的里昂。这是因为当马库斯皇帝为了收拾加西阿斯叛变后的局面前往东方时，有一支日耳曼部族趁机突破莱茵河防线入侵，使得高卢人心不安。由于多年来享受和平，异族入侵对他们来说好像被人当头淋了一桶冷水。尽管如此，高卢人还是不惜一切努力协助莱茵河防线的后勤业务，因而对于期望堕落颓废的罗马帝国灭亡，等待神国降临的基督教徒的反感才会爆发。另外，基督教徒形成专属于自己的封闭性社区，不愿从事罗马帝国公务与兵役的态度，也是激起反感的主要原因。除此以外，到高卢来传教的人，绝大多数都来自远离高卢的东方，这形成一种大众心理的温床。后世以两个希腊文组成一个字，称为「克塞诺弗比亚」，意为厌恶外国人；外国人恐惧症；排斥外国人。

自从〈图拉真法〉立法以来，依据法律规定，基督教徒在明记告发人的告发之下，将成为逮捕与审问的对象。如果接受改宗劝告则无罪释放，相反地若拒绝则将处以死刑。他们的罪名是拒绝接受罗马宗教罪。以罗马人的立场来说，罗马人的宗教属于多神教，是统合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要素之一。因此这项罪名名正言顺。罗马的为政者在处理基督教徒问题时，也不是以宗教的眼光来看待，而是以反社会行为来制裁基督教徒。因此，即使从基督教徒的眼中来看他们是殉教，但对于其他多数罗马人来说，这是一种犯罪。处刑时也与其他罪犯相同，亦即鞭笞之后斩首。

然而在西元177年的里昂，在判处死刑的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因经判明为罗马公民而处以斩首刑，其他四人则被拉到圆形竞技场公开处刑。这是由于许多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偶然结局。





马库斯皇帝并没有牵涉里昂的基督教徒处刑，以里昂为省都的「高卢·卢古都南西斯」行省总督也没有关连。下达死刑判决的，是名叫「高卢部族长自治协议会」的组织，这是由高卢行省民组成的自治机构。早在朱利斯·凯撒征服高卢前，这个高卢部族长的会议就存在。当高卢成为罗马的行省后，自治会还能存在是因如果罗马认可某个程度的自治，统治高卢会更有利。后来的皇帝也继承凯撒的这个想法。因此，尽管渐渐偏离了当初的目的，高卢的仕绅会议依旧存在。当总督想要找人代为出面行事，多半会委由他们代理，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为圆形竞技场举办的剑客决斗做节目制作。

问题是，在马库斯·奥理略在位期间里，由于剑客也被送到前线去作战，因此演出费用暴涨。马库斯皇帝甚至发过布告表示，剑客决斗的目的是观赏个別剑客的精湛技巧，不在于看到某一方死亡。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剑客严重缺货。既然缺货，价格自然也上扬。在帝国的首都罗马还承受得起，行省的省都可受不了这种经济变动。这使得苦於对策的「制片」提案要由死囚代替，并获得议会通过。

鲁哥多奴姆（里昂）建设於隆河与塞纳河汇流之处，市内的圆形竞技场隔着塞纳河与市中心相对。四名基督教徒就在这里与野兽争斗之后，或说连打斗都称不上，被猛兽吞食。这是将基督教徒拉到圆形竞技场处死的首例。罗马的圆形竞技场从头到尾都没有成为基督教徒殉教的场所，这是因为由皇帝担任节目制作的首都，可以花费高昂的演出费用请来职业剑客。





到了西元178年，直到前半年为止，马库斯的生活依旧同样平静。唯一比较显眼的事情，就是好不容易满十七岁的儿子康莫德斯与克莉丝庇娜完婚罢了。

马库斯挑选女婿时，不问其出身地与阶级，挑选充满实力的武将。而在帮儿子挑媳妇时，却选择了代代出身元老院的家庭。克莉丝庇娜的祖父名叫布鲁提乌斯·普雷增斯，他受到哈德良皇帝重用，在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时代也是名重臣。想必这是希望借由迎娶元老院有力家族的女儿做将来的皇后，使得康莫德斯成为皇帝后还能与元老院维持良好关系。

马库斯已经五十七岁了。以他这把年纪，加上随时有问题的健康状况，想必不愿意再度前往多瑙河流域。不过，自从图拉真皇帝以来，罗马首度要执行新设立两个行省的大规模计画。然而为了这个计画而送到前线的武将，却连预备阶段的击倒异族都没能达成。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在著作中也这样表示：


「昆提流斯兄弟缺乏终结战役所需要的某种特质。尽管这两兄弟在勇气、审慎、经验方面都没有任何缺失。」



马库斯·奥理略决定再度亲自前往战场。他认为光是身在战场附近，就能为罗马的官兵带来好的影响。他决定于该年的8月2日离开首都罗马。




「第二次日耳曼战役」



似乎罗马终于下定决心，要对长期威胁北方前线的日耳曼诸部族展开明确且大胆的军事行动。异族侵略多瑙河前线的现象，早在十一年前的西元167年就已经表面化。虽说西元175年到177年的三年里，由于加西阿斯叛乱，不得不中断战役。然而除了这三年以外，罗马可说是浪费了八年的光阴。既然尽早达成目标是战争行为唯一的「善行」，那么持续战斗却不能终结战争状态，我们也只能批评这八年是白费了。而且这责任，也只好归属于马库斯皇帝身上。





最高负责人应考虑的战略政策，是在多瑙河问题表面化时，尽速理解问题的本质在何处，并考量有哪些方案可以解决问题，并且思索以当时罗马的实力而言哪些方案可能实现，之后才全力投入，尽早把事态解决。拖延到解决事态所需的时间，就是一种罪恶。刚开始只要小规模的措施就可能应付的问题，拖延得越久，所需要的鲜血与军事费用就越多，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衍生于其后的弊端。这项事态使得不论是否为当事人，都失去了自信心。人们一旦失去余裕，会变得与其设法努力复建，不如牺牲別人来出气。在里昂圆形竞技场上观看基督教徒死刑并拍手喝采的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罗马皇帝是军方的最高司令官，同时也是罗马帝国的最高负责人。最高负责人的工作，就是要考量到民心动态，并借此决定政策。在万事亨通的时代里，领导人或许可有可无，然而在迫於解决问题的时代中，领袖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接下来看看，预定于西元179年春季展开的罗马军攻势有多全力投入。首先，两名皇帝都身在战线上，这就足以让我们想像了。再加上那年的两名执政官也都参战。也就是说，首都罗马交给警察长官与管区为首都的法务官，最高官员全都在前线报到。而直接指挥部队的总督等指挥官，都是今后二十年内在最前线担任帝国防卫的菁英。

两名皇帝到达前线，自然有助於提升士兵的士气。士兵们光是看到皇帝的脸，就精神百倍了，而马库斯皇帝到达前线，也对将官的活动带来良好的效果。这话怎么说？我们来看看马库斯自己写下的说明吧：


「指挥官们都是军事方面的老手。正因他们是老练的专业人士，所以知道如何才能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不过，战争是集团行动，也因此不能凡事都照他们的个別期望行动。我必须要留心的，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最优先，并以此为基準决定在哪个领域活用哪个人。这时应当留意的是，身为最高司令官的我，应该为讬付特別领域的人物整顿好能充份发挥个人能力的条件。」



这段话的要点，简单来说就是「调整」一词。不过重点在于并非在细部做调整，马库斯·奥理略是以皇帝的权威，而不是以最高司令官的能力来行使这项业务。在权威方面，他也的确足够了，毕竟皇帝治国至今已经十七年，高龄五十七岁。





而在这个时期，似乎罗马人也开始体认到这些异族已经不能以北方蛮族一词统称。在纪录中也开始把「蛮族」分为「近蛮族」与「远蛮族」。所谓「近蛮族」是住在罗马防线附近地区的人，因此虽然偶尔会与罗马兵戈相见，但互相间也有通商及其他交往的部族。玛尔科曼尼、夸荻与亚兹盖斯族就属于这一型。相对地，「远蛮族」则是住在更北方的人。与罗马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罗马人至这个时期才开始厅说到他们的部族名称，比方说萨尔马提亚、伦巴底、汪达尔、哥德、法兰克、萨克森等等。这些「远蛮族」向西南方移动才是「近蛮族」侵略罗马领土的真正原因。





马库斯·奥理略的政策中，打算将「近蛮族」合并入罗马帝国，将其行省化。并在与「远蛮族」有直接接触时，将帝国的防线化为要塞。

这项政策本身并不坏。罗马立国以来，扩大支配范围的历史可说是为了强化防卫力量的产物。朱利斯·凯撒将北义大利编入本国内，是为了强化卢比孔河以南的义大利半岛防卫体系。同样由凯撒进行的高卢行省化，也是为了强化包括北义大利在内的义大利本国。由凯撒起始，克劳狄斯皇帝完成的不列颠征服战，则是为了高卢的安泰。庞培将叙利亚行省化，则是为了增强对大国帕提亚的抵抗力。

说实在的，罗马人并非从一开始就为了创建大帝国而四处征服，而是在考虑到防卫强化政策后采取军事行动，自然地逐渐形成大帝国。因此为了强化国防而将外族行省化，对于罗马人来说是一项传统的政策。图拉真皇帝将达其亚行省化，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时的第一项问题在于是否有充份的军事力量推动这项政策。马库斯时代的军事力量还充足，只要避免误用人才造成浪费，罗马军还是具有压倒性的威力。

第二个问题在于最高负责人皇帝是否具有推动政策所需的强韧意志力。而西元178年的马库斯·奥理略，也具备这项条件。

既然条件都充足了，西元179年的罗马军攻势，当然也就连战连胜。最高司令官的坚定意志感染到每个士兵身上，使得他们有一股不达目标绝不罢手的冲劲。

当皇帝在卡尔伦托姆军团基地坐镇时，由多瑙河流域的各个战场上陆续传来了胜利报告。玛尔科曼尼、夸荻与亚兹盖斯族只有被罗马军蹂躏的份。





在正式名称叫做“expeditio Germania secunda”的「第二次日耳曼战役」里，几乎每个指挥官都在沙场上立威。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率领骑兵团作战的瓦雷流斯·马库西米亚努斯。这名出身旁诺尼亚的武将完全活用了骑兵的机动力，扰乱敌军阵营，使敌军没有时间重整阵容。他的活动范围甚至达多瑙河以北一百二十公里处。马库斯的政策中，计画将现代的捷克一带全数化为行省。因此马库西米亚努斯可说是几乎跑遍了整个战场。皇帝为了回报他的军功，任命他为以布达佩斯为基地的第二亚荻托利库斯军团军团长，把面临敌军的最前线交给他。不过，军团长按例必须要由具备法务官或执政官经验的人担任，亦即资格条件为元老院议员。马库西米亚努斯出身行省又在军团中磨练，实在没有这项资格。而马库斯毫不犹豫的，当场任命他为元老院议员，并请求罗马元老院事后承认。

不过，罗马方面也并非没有牺牲。这年的执政官之一朱利斯·威勒斯在作战中阵亡。既然司令官之一阵亡，可见其指挥的士兵死伤有多惨重。不过，战况依旧压倒性地对罗马有利。既然已经能见到战争的结局，不仅是将领，连士兵都会变得强悍。

马库斯决定在卡尔伦托姆西方五十公里的维德波纳（今日的维也纳）基地过冬。这里同样是军团基地，距离与前线基地卡尔伦托姆不远，而相形之下较为宁静，不过气候与多瑙河畔的其他前线基地一样严酷。随着皇帝的移动，作战本部也跟著迁移。西元179年到180年间的维也纳，为了替第二年春天开始的「第二次日耳曼战役」第二年度做準备，充满了人来人往车马络绎的声浪。




驾崩



在面临地中海的南国义大利，战斗季节通常由三月开始。不过在北国的多瑙河畔，开战时期通常要晩一点。马库斯皇帝也正好在这个时期病倒。这时是即将重新开始战斗的西元180年3月初。

马库斯·奥理略可说是抱病活下来的。即使御医没表示意见，他也知道这次不管是医药、治疗或休养都没效果了。

他将儿子康莫德斯，以及重要的将领叫到病房中。马库斯皇帝向以总督或军团长身份执行「第二次日耳曼战役」的将军们，请求两件事情。

第一，是请求他们协助康莫德斯，为维护帝国安全尽力，绝对不能引发内乱。

第二个请求是继续执行日耳曼战役。他表示大概在这一年的秋天，行省化的第一个阶段，军事力量压制应该就能结束。





当说完遗言之后，皇帝就开始拒绝医药、食品，甚至於饮水。对于罗马的男子而言，在半生半死的状况下苟延残喘是一种耻辱。而且对马库斯而言，从容就死是身为斯多葛信徒自己结束人生应有的方式。

士兵们知道皇帝的病况之后，每个人都一样的消沉悲伤。他们不仅是因为最高司令官的生命逐渐消逝而伤心，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已经看习惯了忍著病痛站在前线的皇帝。而这时马库斯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士兵们看待这件事情，有如看着与自己同一队的同袍战友过世一样，打从心里感到苦恼与悲伤，将领们的心情也是一样。

在拒绝一切饮食医药的四天后，马库斯·奥理略皇帝於3月17日逝世。再过一个月他就要满五十九岁了，在位期间达十九年。对于这个性向不适於军事的人来说，这是充满战争的十九年。

皇帝的骨灰，将入葬於台伯河畔的「灵庙」里。遗体则在军团基地中的广场上，在整队肃立无言的官兵面前火葬。

写下「挚爱的罗马，培育幼少的我的柴利欧丘」的人，在遥远北方的多瑙河畔，於夹杂细雪的雨中结束人生。马库斯·奥理略成了第一个在前线逝世的罗马皇帝。






马库斯·奥理略




随着皇帝逝世，产生了皇位继承的问题。不过做儿子的康莫德斯已经是共同皇帝，即使他这时才十八岁又五个月大，既然只是并列继位，也就不会引起任何问题。康莫德斯只要以唯一的皇帝身份，接下最高神祇官的职位就可以。

在遗言方面，第一部份要求协助年轻的皇帝，致力维持帝国安全，不得引发内乱，帝国的将领们完全守住了。至於第二部份要求持续进行日耳曼战役，则被完全打破。





马库斯逝世那年，加西阿斯·狄奥年约二十五岁，不久后移居罗马。他在后来着作的史书中，这样形容马库斯·奥理略：


「以这个人真挚的生活方式，以及其贯彻终生的强烈责任感，不禁令人认为他应该遇上更幸运太平的在位期间，然而实际上却完全相反。第一点在于他本身健康状况就不佳。第二点在于在位期间一再遭遇到各种难题。




不过，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对他献上更深的敬意，充满赞扬他的思念。他身为皇帝所面对的问题，都是新的，而且困难的问题。尽管如此，马库斯·奥理略还是有如拖著病痛的身子活到五十九岁一般，成功地延长了罗马帝国的生命。」








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的蛮族入侵与罗马军反击







第二章





皇帝康莫德斯




在位期间：西元180年~192年





电影与历史



马库斯·奥理略以记录哲学思绪的著作《自省录》，留下了自己的「声音」，而又以帝政罗马时期造型美术的最高杰作「骑马像」，留下了自己的「形体」。至於他的儿子康莫德斯留给后代的「形体」，是头披狮子皮，手拿棍棒模仿海克力士神的打扮，眼神呆滞的半身像。他自己没有留下「声音」，不过同一个时代的人替他留下了。这个人就是比康莫德斯年长六岁，在康莫德斯在位期间定居於罗马的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加西阿斯·狄奥在著作中大肆批评康莫德斯的登基是「帝国的灾难」。

既然坏条件这么多，后世的史学家也势必会受到影响。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前三章统括了到马库斯·奥理略为止的罗马历史，之后便以康莫德斯为主开始起笔。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从康莫德斯的时代开始的，而这个想法直到两百年后的现在依旧没有改变。





在罗马史上被评断为昏君的，有台伯留、克劳狄斯、尼禄、图密善等人。自从渥尔德伦开始为台伯留辩护以来，对克劳狄斯与图密善的个人评价也姑且暂时搁置，学界开始重新评估他们在统治者方面的成绩。到吉朋的时代为止，人们只能依赖文献去做历史判断。然而之后的世代由于有遗迹、碑文、通货等实证研究结果辅助，使得这些「昏君」的名誉得以平反。就连大昏君尼禄，后人也认为他在金融、外交与大火灾后的罗马市区重整方面做得不错。没人拯救的昏君仅有卡利古拉，不过这个人在位期间只有短短四年。而另一位没人救赎的康莫德斯，在位期间则长达十二年。





除此以外，后世在评断康莫德斯皇帝时，还有一样特殊因素。那就是众人质疑贤君马库斯·奥理略，为何明知儿子不适於当皇帝，却还是把国家交给了康莫德斯。众人认为，马库斯是个为追求正确的人生指标而钻研哲学的人，不可能为了宠爱儿子而做出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到今日为止，有两部电影就是探讨康莫德斯其人，两部电影也都以这个问题为主轴。

第一部电影是在西元1964年拍摄的“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当年在台湾上映时译名为「罗马帝国沦亡录」，以电影而言这个标题未免过於隆重，不过可见当时吉朋的影响力依旧极强。导演为安索尼·曼，由雅雷克·金内饰演马库斯·奥理略，皇太子康莫德斯则由克里斯多佛·布拉马扮演，女儿芦琪拉则由苏菲亚·罗兰扮演，而年老的皇帝私底下想要讬付帝国的将军，则由在「宾汉」中扮演反派的史蒂芬·汪达扮演。

第二部在西元2000年制作的电影则是“Gladiator”（「神鬼战士」），这是由意为剑客的拉丁文“gladiator”转成英文而来。导演是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老皇帝马库斯由李察·哈利斯扮演，华金费尼斯（Joaquin Phoenix）扮演康莫德斯，康莫德斯的姊姊芦琪拉在剧中也是重要的人物，不过主角还是老皇帝马库斯想要寄讬帝国的将军马库希穆斯，由罗素克洛（Russell Crowe）扮演。

两部电影的剧情，都是马库斯·奥理略认为儿子康莫德斯不适任皇帝一职，想要以部下之一担任继承人，而康莫德斯发现之后，抢先把父亲杀死。第一部电影中是御医为了讨好康莫德斯，自己动手害死皇帝。总之两部电影中，马库斯都是以病逝以外的方法遭人除掉的。





电影与书籍不同的地方在于，剧中无法解说复杂的故事背景。影像可以瞬间传达文章难以表现的事情，但在传达的质与量方面，还是文章要比影像优越得多。不过，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感性与头脑接收这些质量兼具的资讯。当然地，书籍的读者也要比电影观众来得少。而笔者写的也不是电影剧本，总希望能在书中维持记述复杂背景关系的可能性。

那么，为什么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明明知道儿子不适於担任皇帝，却又让他当继承人呢？关于这项疑问，在之前其实已经叙述过答案了。因为马库斯除此以外已经没得选择。





五贤君时代的特色，在于皇帝以选择最佳人才收为养子的方式，指定继承人来传承皇位。涅尔瓦皇帝挑选了图拉真，图拉真皇帝选择了哈德良，哈德良皇帝收养了安东尼奥·派阿斯，而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则收马库斯·奥理略为养子。皇帝选择自己眼中的最佳人员，是为了贯彻实力主义。而收养继承人为养子，是为了给录用的人选赋予正统性。光凭实力主义的话，其他具有实力的人可能不服气，因此借由收为养子，来封其他实力者的口。这个体系能发挥将近一个世纪的功能，是因为五贤君中有四个人没有亲生儿子。也因此几位皇帝都像哈德良皇帝所说的「我没办法选择儿子，不过有办法选择继承人」。可是，马库斯·奥理略有亲生儿子。

如果马库斯贯彻实力主义，没有让康莫德斯当继承人，帝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答案很明显地，帝国将会进入内乱状况。不管如何施行善政，总会有人反对。如果天下百姓人人同样满意的话，那就不叫做统治了。因此，不管是为了公愤或私仇，迟早会出现对最高权位者不满的人。如果在这种状态下有适当人选的话，反对派就会拥立这个人选称帝，内乱也就爆发了。如果某个人是前任皇帝的亲生儿子，又没当上皇帝，正是最适合拥立的对象。何况康莫德斯是父亲登基那年出生，以现任皇帝的独生子身份让人培养至今。要是不让他继承皇位，康莫德斯本人想必不甘心，想要利用他的人也无疑地一定会出现。





马库斯·奥理略想要事前防范这种现象出现。此外，当他打算让儿子成为共同皇帝，使皇位继承更加顺利时，康莫德斯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他也没犯下什么让人觉得不适任皇帝一职的错误。确实康莫德斯不像他的父亲一样好学，是个喜爱体育与武术的青年。不过这是与远较常人好学的父亲比较下的结果，毕竟周边的人总会拿儿子和父亲相比较。综合来说，直到十九岁为止，康莫德斯没有让他的父亲马库斯找到非得把帝国交给別人继承的严重缺失。详细情形容笔者稍后再叙述，总之要到他的父亲过世两年后，康莫德斯才遇到让他个性剧变的一场阴谋。

姑且让我们在此假设：马库斯看着自己将满十九岁的儿子，觉得他不是能肩负帝国的人才，转而想将下任皇帝交给自己属下一名年约四十出头的武将好了。然而这是不能如此构想，也不能付诸实行的事情。

现代人往往认为古代的皇帝为所欲为，不过罗马帝国的皇帝可不是如此。在罗马，皇帝不能忽视法律的存在，如果皇帝想要做什么新的事业，就得在成立新的法律后才能实行。

不论是共和时期或帝政时期，罗马一国的主权，总是握在元老院与罗马公民的手上。罗马人通常会以S.P.Q.R.的缩写来称呼自己的国家，这个字的意思是「元老院以及罗马公民」（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在这其中既没有代表「第一公民」（Princeps）的P，也没有代表「皇帝」（Imperator）的I。罗马皇帝是承受主权者，亦即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以及元老院委托统治国家者。因此光由前任皇帝指名为继承人还是不够，皇位继承必须获得元老院承认以及公民的赞同才能成立。元老院的议决，就和现代的首相就职必须要有国会多数通过一样，至於公民是否认同的问题，则是在圆形竞技场与大竞技场判断，这种机会有如当年的舆论调查。由于罗马公民遍布於广大的帝国各处，因此只好以身在首都罗马的民众意见为样本。如果皇帝进场时观众席响起一片嘘声，就代表皇帝的支持率近来急速下跌。





马库斯·奥理略可说是最致力於公正与守法的皇帝。正因如此，共同皇帝康莫德斯登基已经受元老院同意，也在圆形竞技场受公民欢迎过了，就不可能任意更动。康莫德斯要失去共同皇帝的位置，只有其本人死亡时才可能，不过康莫德斯身体可好得很。在这种状况下，马库斯绝不能对想提拔的部下说：康莫德斯不适合当皇帝，所以下一任由你来继位。从罗马法的角度来说，这种言行是不该出现的，因为这种行为忽视了罗马的官方主权者元老院的决议与公民的民意支持。马库斯·奥理略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也就是说，从康莫德斯的角度而言，他没有杀害父亲马库斯的动机。毕竟他个人「共同皇帝」的地位，只要本人活着，不管有多少竞争对手都无所谓。而且这也是马库斯·奥理略所期望并实现的政策。

如此一来，电影「罗马帝国沦亡录」与「神鬼战士」的故事都不能成立了。当然，电影剧情大可保持虚构，只不过一开始就这般脱离史实，接下来的故事也只好一路瞎掰下去。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神鬼战士」与史实间的差异，还有这部电影的主角马库希穆斯以及其原型，实际存在的武将马库西米亚努斯之间的关系如何：

一、在罗马时代的史书与编年史中，除了某一部史书以外，没有任何史书提到马库斯·奥理略是他杀死亡的。唯一例外的是加西阿斯·狄奥的著作，然而这部著作中只提到有谣传是御医为了讨康莫德斯欢心才毒杀老皇帝，而且这个谣言是在康莫德斯皇帝的施政失败之后，亦即马库斯过世十年后才开始流传，并非从马库斯过世时就开始传言的。电影「罗马帝国沦亡录」采用了御医毒杀的说法，毕竟电影可以尽情想像。马库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体能状况衰退是长年侍奉他的武将与家臣周知的事实。如果马库斯皇帝的墓碑也像在战场阵亡的其他武将一样刻上墓志铭的话，那么内容大概会是「将一切奉献给祖国安全的人长眠於此」。他抱病奋斗到五十九岁，最后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在当代的史书中没有任何一本提到康莫德斯与马库斯的死因有关。当然，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后代史书，也没有任何一本认为康莫德斯谋害父亲。

二、在「神鬼战士」中，有一幕是皇帝在大帐中召见当天战胜的有功武将马库希穆斯将军谈话。在谈话最后，是由马库斯开口要由马库希穆斯代替康莫德斯成为皇帝。不过在这之前，马库斯皇帝曾经问将军，现在想要什么奖赏。於是马库希穆斯回答说，想要回到家人身边。这是为了强调主角的人性，不过以马库斯·奥理略的立场来说，光听到这句话，就足以判定这个人没资格当皇帝。

在电影中，马库希穆斯所指挥的是骑兵与步兵混合编制的部队，那么他指挥的应该是军团。一个军团光是主要战力军团兵，就有六千人，加上辅助兵就有一万到一万两千人。在作战后想要与家人见面，这是人人都会有的想法。在罗马军中以士兵而言，军团兵要二十年，辅助兵则要二十五年才能退伍。然而将官则没有这种制度。虽说可以告老还乡，但罗马人的老年要从六十岁起算，而且常常因为没有适当人选接任，有许多老将继续留在前线。至於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无论任何理由都不得放弃其职务。





斯多葛学派哲学原本由希腊人所提倡，能在罗马时代的菁英间流传，是因为这个学派的哲学给予自认公认均为菁英的罗马男子存在的理由。

罗马人以他们能接受的法律形式，吸收了希腊哲理。因为一来哲学告诉他们，对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都不同的诸多民族来说，这将成为统合一切的文明。二来哲学理念认为，能够理解哲理的效用，并具有实行能力的人，其工作就是将哲理推广到各个民族之间。罗马的菁英认为，这项工作就落在自己身上。

Stoic（恬淡、禁慾）这个词，是由施行斯多葛哲学时应有的态度而衍生出的形容词。也因此罗马的菁英们在执行公务时，其态度真是stoic。或者说，他们认为这时就该禁慾。除了事务官之外，所有国家要职都是无给职，并统称为「荣誉职涯」。

然而，以希腊为滥觞的地中海文明，向来最重视「中道」。所谓中道，亦即「不偏不倚中正之道」。不过要是这东西真的存在，人类也不用过得这样辛苦啦。只要想想人性是什么，就知道这种伟大的「道」是不存在的。古希腊人选择的，是在两种相反的「道」之间取得平衡的生活形态。相对于重视公务的斯多葛派，伊比鸠鲁派讲究的，则是注重私务或内心，重视内在思虑的流派。因此，若照以往的翻译称为「享乐派」容易造成误会，我们应该重新翻译为「私生活重视派」才好。毕竟，这个流派与斯多葛派最大的差异，在于认为私生活比公共生活重要。





罗马的菁英中，有人坚持斯多葛派的生活方式，不过也有少数终生贯彻伊比鸠鲁派的人存在。

前者的代表，是终生与朱利斯·凯撒作对的小加图。不过贯彻禁慾的立场，在某一个层面来说是勉强自己过人生，也难免会造成思想能力衰竭。对于小加图这类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会连带造成影响能力下跌，支持者随即减少。

后者的代表，可以举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克斯为例。阿提克斯是因为爱好希腊文化而获得的外号。这个人不分任何党派，与所有人都维持友好的关系，并过着终生与公务无关的日子。这应该是因为他十分富有，所以才能这样做吧。要贯彻享乐主义的条件之一，就是具有与所有人维持等距离还能维生的财力。

罗马人同样属于以中道为德行的地中海文明。罗马人在斯多葛派与伊比鸠鲁派之间取得平衡的方式，是将罗马人的一天分成「工作」（negotium）与「閒暇」（otium）两个段落。从黎明到正午为止是「工作」时段，工作结束后可以到公共浴场享受到晩餐为止是「閒暇」时间。一旦身为菁英，时间就难以如此二分。不过他们还是以心理状态来一分为二。

后世的史学家认为，朱利斯·凯撒既属于斯多葛派又属于伊比鸠鲁派。这是因为当他面对军务与政事时，他个人十分禁慾，然而当他泡妞或是与西塞罗讨论希腊诗歌时，他又十分享乐了。哈德良皇帝在视察帝国边境的防卫措施时非常地禁慾，而当他欣赏希腊文化、溺爱美少年时又享乐得很了。就连马库斯·奥理略也认为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是两回事。马库斯皇帝处理公务时十分坚持斯多葛派立场，而他是以哲学思索来放松自己。笔者认为，这个禁慾的皇帝另一个放松自己的时候，该是与妻子法乌斯提娜相处的时候吧。对罗马的领导人来说，「工作」是为了因应时代的需求。那么相似地，「閒暇」也就是为了因应个人的需求了。所以每个人会有自己一套休閒的方式。

既然罗马的领导者如此要求自己，当战役就快要有结果时，绝对不准战役推演中不可或缺的武将说出想要回家探亲的话。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也对不起忍受一连串激烈战斗的士兵。马库斯·奥理略当然不可能指名这种人当下任皇帝，顶多对他大吼「你把任务当成什么！」相信到了高唱个人主义的现代，这种现象还是不变。





三、在电影「神鬼战士」中，康莫德斯把父亲马库斯压在胸前闷死。马库希穆斯接获皇帝驾崩的噩耗后赶到元帅大帐内，看到康莫德斯站在马库斯的遗体前，向他伸出手。将军亲吻皇帝的手，是一种宣誓效忠的行为。然而马库希穆斯碰都没碰这只手，转头就离开帐篷。

很明显地，这是属下武将对最高司令官拒绝效忠的行为。马库希穆斯马上就遭到逮捕，险些执行死刑。不过拒绝效忠属于叛乱罪，并非康莫德斯忽视罗马法，或者有任何擅权的行为。不过，残杀马库希穆斯家人一事则是擅权行为，足以成为沦落为剑客的马库希穆斯执意报仇的理由。罗马人分辨暴君与贤君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看处分当事人后会不会连累其家属。当初马库斯·奥理略处分率领军团叛变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加西阿斯时，其家属重者顶多流放国外，轻者只需在家反省而已。

至於马库希穆斯的原型马库西米亚努斯，这个实际存在的人物於西元186年曾当选执政官，这时已经是康莫德斯皇帝治国六年后了。在当时一般而言，边境勤务的军团长要当上执政官，是要受到皇帝推荐为候选人，利用皇帝推荐的优势光荣当选。也就是说，在马库斯·奥理略逝世后的六年里，马库西米亚努斯依旧是担任前线勤务的司令官。那么在马库斯皇帝刚逝世时，他就有亲吻过新任皇帝康莫德斯的手。





四、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认为贤君马库斯应该不会将后事交付给康莫德斯的心情。再加上以虚构为立足点的电影与小说麻烦的地方在于，没有女主角故事就不容易成立。这时应需求而出的女主角，是马库斯皇帝的女儿、康莫德斯的姊姊芦琪拉。问题是这个女人在父亲过世两年后，西元182年就死去了，所以西元192年康莫德斯遭暗杀时早已不在人世。也就是说，暗杀康莫德斯的事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五、在「罗马帝国沦亡录」与「神鬼战士」中，康莫德斯皇帝都是在剑客决斗中遭杀害。在当时康莫德斯喜好与职业剑客比赛，也是一件有名的事蹟。不过他遭到暗杀时，并非在剑客比赛中。这是因为他精通十八般武艺，在比赛中大家拿他没办法。实际上他遭到暗杀时，是在皇宫内的浴室。





影像有文章无法比拟的优势，而最能发挥优势的就是战斗场面了。电影「神鬼战士」中，一开头的战斗场面由于时代考据做得不错，整体显得更为逼真。而这也让笔者有许多感触。

首先，片中的日耳曼民族与罗马军都是背对森林，夹着中间好似开垦过的地带对峙。而且布阵时是由异族从高处向下攻击，罗马军在低处迎击。这对罗马军来说是绝对不利的地形与战斗方式。

早在朱利斯·凯撒的时代就已知，异族的强处在于战斗初期利用人数优势一举进逼的冲击力。而罗马军的强处在于利用轻装步兵「辅助兵」、重装步兵「军团兵」，以及骑兵三项要素，如同棋盘上的旗子一样游走布阵，活用战术战略推展战局。罗马军在开阔的战场上推展会战能够所向无敌，常常以敌方数分之一的兵力获胜，都是因为有训练有素，能一丝不乱执行命令的士兵，以及擅长战略战术，能有效活用自军兵力的司令官存在。

不过，要发展这般有利的局面，战场的选择就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了。首要条件是取得广阔的平原，万不能让敌军抢到由高处往下攻击的地势。史上确实有不少例子，是遭到敌军突袭，不得已停留原地应战。可是电影上的场景不管怎么看，都是双方整好队伍展开会战。

在电影院第一次看到这场面时，笔者认为拍这部片子时，导演、编剧和历史考证人员都没搞懂罗马军的战斗方式。不过为了本书的写作需求而买下DVD反覆观看后，笔者的看法有些改变。笔者开始认为，说不定由马库斯·奥理略担任最高司令官的「日耳曼战役」，不论第一次或第二次，都是打这种程度的战斗。





在战场及地势上的选择，固然是糟糕透顶，战斗的进行方式也是混战一片。不是战场的部份地区陷入混战，而是整个战场一片混乱。对罗马军来说，混战是最不利于活用自军实力的局势。因为在混战中，指挥官发下的命令无法彻底传达。

如果说在战场的某个区域陷入混战或是肉搏战，那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一般的战斗就是如此。英文“gladiator”是由拉丁文“gladiator”发展过来，而这个字的原意，是手持一种叫做“gladius”的双刃加长短剑比赛的人。这种武器早在西元前七世纪已有少数雏型。西元二世纪时罗马军主要使用的形式，是改良自西班牙原住民使用的类型。由于这种武器适於步兵近战使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的主导人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将其引进罗马军中。中世纪的骑士使用的长剑适於「斩击」，而古罗马的“gladius”则是用于「突刺」的剑。既然罗马会指定“gladius”作为军团兵的主要武器，表示近战也是罗马军团擅长的战斗法之一。

问题是，近战与混战是两回事。近战是以小队、中队，甚至大队为单位进行战斗，而混战则容易演变成与敌兵一对一对打。






描绘剑客比赛的镶嵌画




日耳曼人体格魁梧、臂力强健，连凯撒亲自带的军团兵有时都会感到恐惧。罗马的将军擅长战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弥补自军士兵在这方面的弱势。以罗马人的战斗风格来看，从一开始就从敌军擅长的混战开打，简直是自找死路。

名将所指挥的战斗，自始至终都会像是名画一样地推演。这并非司令官想要自我满足，而是思索如何将自军的力量发挥到极限，亦即思考如何达成以最低限度牺牲获胜的最大目标，战斗方式自然就会变得漂亮。而这种战斗中，常用到包围并歼灭的手法，因为战争的最终目标在于早日结束。

相对地，若是整个战场陷入混战，即使打倒敌军获得胜利，也只是击退敌人而已，不会使敌军溃散。也就是说，随时要面对敌军卷土重来的危险性。在罗马军中，如果指挥官阵亡，立刻会有副官接手指挥。然而异族的特征在于，一旦酋长阵亡，部下立刻会逃散。问题在于，部族首长死亡不等于整个部族投降，而是像退潮一样逃去。因此就算战斗获胜，也无法获得战争的胜利，这样子是无法终结战争的。





不知是否制作者有此意图，电影「神鬼战士」开场时的战斗场面，说不定正好把事实拍了出来。因为马库斯·奥理略圆柱给人的感觉，也是没有任何前因后果的一连串混战。也说不定，这就是以压制相当於现代捷克一地，并将其行省化为目的的「日耳曼战役」，长年征战却无法结束的原因也未可知。

图拉真皇帝要征服较此地两倍大的达其亚地方时，花了两年时间，分成两次进行就办到了。朱利斯·凯撒花了七年在高卢战役上。不过包括将卢比孔河以北的北义大利编入义大利本国在内，凯撒的战场面积在十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句谚语说，欧洲是凯撒创造的。而且高卢战役的第八年，全数是用于对征服而来的整个高卢地区做战后处理。我们可说，朱利斯·凯撒以八年时间，把一整个行省化完毕的高卢送给了罗马。到了后世的马库斯·奥理略，就算抽去因加西阿斯叛乱而中断的期间不算，他与日耳曼民族作战十年，直到十年后自己过世时都还不能结束战争。我们只好指责道，这是身为最高司令官兼最高行政负责人的马库斯在军事方面欠缺才能所导致。而领导者无能，也势必会导致他所率领的组织体力衰弱。

像笔者这样从未属于任何组织，也没有指使其他人办过事，在军事方面更是外行的人，都能想到这么多。在两部电影中，都描写过康莫德斯由罗马赶往前线的场景。而实际上，他在西元178年起，就与父亲马库斯一同待在多瑙河前线过。虽然只有十八岁到十九岁这不满两年的时间，不过他确实依照共同皇帝的职责，以最高司令官身份参加过第二次日耳曼战役。

如果说，康莫德斯看着父亲马库斯做最终决断的罗马军战略，又亲眼见到罗马军战斗的样子，觉得这种战斗不是办法的话会如何？而且觉得这种作战不是办法是一回事，自问是否能够换个更好的办法，或者说自己同样没有能力改变局势，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说十八岁大的康莫德斯知道罗马军的战略有问题，又认为自己和父亲一样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那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战役结束



随着燃烧马库斯·奥理略皇帝遗体的火焰熄灭，“expeditio Germania secunda”（第二次日耳曼战役）也消失了。

这是因为继承父亲成为皇帝的康莫德斯宣布要结束战役。各路将领，尤其长年担任马库斯皇帝亲信，与年轻皇帝的姊姊结婚而成为皇帝姊夫的庞培，似乎反对了一阵子。他们似乎表示再过一年，多者两年，就能达成战略目标，因此应该继续进行战役。因为如果在火葬结束两天后的作战会议上，新皇帝表示结束战役的意愿时，当场无人反对立即通过的话，康莫德斯快则四月，慢则六月会回到首都。然而他实际回到首都时，已经是十月下旬了。康莫德斯本人急着回到首都，可见在前线有人拖住他的脚步。

各路将军知道新皇帝结束战役的意志无法动摇之后，好像改换方式，建议一个妥协方法。亦即，如果继续维持攻势并设法和谈，那么战胜国可以逼战败国接受和平条约内容。这时条约中一定会明文记载提供人质、战败赔款、军事力量的实质解散、与其他部族之间若无罗马方面许可即使自卫亦不得行使交战权等等。

「军人」是战争的专家，如果开战后不能作战到最后，一开始他们就不会出兵。反而令人意外的是，「政客」由于不是战争的专家，往往受舆论影响开战，又受不了舆论抨击而草草休战。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政客无法理解如果战争不打个彻底会造成最大的不良影响。在这方面来说，康莫德斯也是个「政客」，而且这个「政客」脑袋里只有不论结局如何，迅速结束战争的想法。





面对这个年轻皇帝时，想必各路将军要面临矛盾。

他们在马库斯·奥理略临终前，与他约好将继续「日耳曼战役」。同时又约定将协助康莫德斯治国，绝对不让帝国发生内乱。

也就是说，如果违逆新皇帝的意向，继续进行战役的话，就违反了协助新皇帝的誓约。而对罗马的男子来说，即使并非在誓约书上正式署名的口头约定，也万万不能违约。

罗马人是法治民族。而且他们认为，如果要以法律规范人类社会的话，首先要把法律照顾不到的地方也放在眼里，才能成为一个法治民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考量到非合理的地方，才有办法去追求合理的事物。罗马人身为法治民族，又同时以称为“Clientes”的人际关系，亦即以人情和裙带关系为重，就是最好的证据。这种思想延伸到战场上，就形成了要活用主要战力，就需要辅助战力协助，同时后勤补给也不可或缺的观念。罗马人认为，即使是口头约定，也具有和白纸黑字的书面契约同等价值，因为这双方都是以「信义」为基础。

罗马人是个什么都能神格化的民族。他们会追奉为神明的，不只是战败者信仰的神明或是已故的皇帝，他们连心目中认为无可替代的道德观念也奉为神明。比方说，他们将社会各阶层间的「融和」化为神明，而「信义」也同样是罗马的神明之一。

当马库斯·奥理略临终前，既然不要求各路将领簽约宣誓，也就是希望武将们以信义为基础立誓，而将军们也都答应了。

马库斯是个熟知罗马法的人，他当然知道两项誓约的差异在哪里。第一项要求协助康莫德斯的誓约，是他与每个将领间交换的，人与人之间的约定。而第二项要求持续战役的约定，则是皇帝与部下间的誓约。简单来说，马库斯知道第一项誓约，直到其中一方死后还持续有效，而第二项誓约只要皇帝换人后，是否维持效力，就看新皇帝的想法如何了。

罗马军的官兵必须对罗马军最高司令官，亦即皇帝宣誓效忠，而且这行为每年都要重复一次。在罗马帝国时代，每年1月1日，各个军团基地都会一齐举行向皇帝宣誓效忠的仪式。

各路将军对于新皇帝康莫德斯同样负有宣誓效忠的义务，而这时康莫德斯又急欲结束战役，将军们若想要守住与已故的马库斯立下的第一项誓约，就只好拋弃第二项约定。

有些学者批评说，这些将领是当场向新的权力屈服，但笔者不这样想。康莫德斯在位期间长达十二年，观察这段期间内的各路武将行为举止让人觉得，马库斯刚逝世时的「战略转向」并非为了逢迎新的皇帝。而且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的作战会议特色，在于皇帝与部下间可以自由活泼地议论，相信在他刚过世时，这项特色也还存在。不过从结论而言，将军们还是拗不过康莫德斯。只可惜没有任何史书记载这四个多月中，作战会议是如何进行，会议上又有谁说了哪些话。

各路将军实在说不动不懂什么叫做「战争」，又没有意愿去了解的年轻「政客」。唯一能让他们宽心的，是与异族草草和谈后，康莫德斯就匆匆赶回首都，把多瑙河防卫工作交给将军们处理。如果只是死守防线的话，还在他们的权限能处理的范围内。不过，尽管只是死守「防线」，防卫环境却要比以往更差。而且环境恶化的原因，在于与异族间的和谈内容。





在罗马大军攻击下，异族已经被逼到濒临崩溃的地步。既然这时罗马想要和谈，当然玛尔科曼尼族、夸荻族也都抢著答应。不过由于他们长期与罗马人打交道，已经有能力猜出罗马为什么要挑这个时期和谈。在此列举罗马与玛尔科曼尼族、夸荻族间个別簽订的条约中，日耳曼族的义务条款：

一、立即遣返逃兵与俘虏。

二、每年提供小麦给罗马方面，以代替进贡。

三、具有参加於罗马境内召开的市集之权利。但每月仅只一次，而且地点仅限於罗马方面核可之都市或乡镇。参加时必需受百夫长及其部下士兵之监督。

四、在过去於背后威胁「近蛮族」的「远蛮族」中，许可其中一万二千名移居达其亚行省内。各族不得与这些人发生争斗。

五、玛尔科曼尼族、夸荻族各有提供一万三千名士兵给罗马方面之义务。

六、沿多瑙河北岸设立宽五罗马里（约为七·五公里弱）之无人地带。罗马方面设置于此的要塞及哨塔将撤除。而蛮族方面即使为放牧目的，人与家畜亦不得进入此区。





以上就是条约的共通部份。确实这不是战胜国该丟给战败国的和平条约内容。由于急于簽订条约，在这条约里没有考虑到如何让本国更加有利。这些内容与过去的罗马和异族暂时休战时簽订的协定无异。

此外，和平条约的第二条，连一次都没实行就毁约了。这项条约只是用以代替战败赔款，给罗马帝国面子而已。康莫德斯并不坚持要在条约中写明所提供小麦的数量、提供的时期，以及持续提供多久时间。既然对方都不坚持了，战败国哪会认真的执行呢？

条约的第五条，是要求玛尔科曼尼与夸荻各提供一万三千，亦即共计两万六千名士兵给罗马军。现代的罗马史研究人员多半抱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给罗马军大量引进异族开了先例。

这点笔者还是不能同意。不管称呼为异族也好、蛮族也好，将异质人员引进罗马军的传统，向上可回溯至战胜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时代。当时如果没将努米底亚骑兵纳入编制，罗马军就不可能在札马会战取得胜利。后来的朱利斯·凯撒将军也是毫不犹豫地将刚征服得来地方的男性居民编入军中。即使在高卢战役期间，凯撒军的骑兵中还是有许多高卢人与日耳曼人。

在图拉真圆柱上，刻满了如同史书一样的浮雕，这些浮雕同样地证明了罗马军的多民族性。其中有穿着及踝长裙的东方弓兵、轻装上马的北非茅利塔尼亚骑兵、战斗时打赤膊的日耳曼步兵、全身穿着特有鱼鳞盔甲的萨尔马提亚族骑兵，再加上罗马军的主力军团兵，以及作为辅助战力的行省兵战斗的样子。

而电影「神鬼战士」主角的原型瓦雷流斯·马库西米亚努斯出身於旁诺尼亚，很明显地是日耳曼人后裔。这个带有浓厚日耳曼血统的武将，在和日耳曼人作战时赢得了辉煌战功，后来甚至於当上了执政官。

问题不在于罗马军是否可以收编异民族，而是在于异民族进入编制后，是一直当外来份子，或者是渗入罗马社会成为一个把罗马帝国当成大家族的罗马公民。在前线基地来说，就是他们能否成为罗马军的一员，服从罗马军规，与同一民族的敌军作战。

西元二世纪末期的罗马军，还具有如此的规模与魅力。首先，以叙利亚出身的庞培为首，受讬防卫多瑙河战线的武将中，不乏异民族后裔出身的。不对，该说是他们比出身义大利本国的人还多。其次，住在基地附近的居民中，原本就以日耳曼后裔居多。其三，土地经过罗马大军蹂躏之后，不论是耕作或是放牧，产量势必不易恢复原有的水準。也就是说，与罗马人作战后，异族男子失去了养家活口的能力。在这场和平谈判之下，罗马给了进入罗马军中服役的异族男子获得收入的机会。简而言之，罗马借由提供职业，亦即餬口机会的方式，把两万六千名随时可能侵略罗马领土的危险份子化成稳健派。




「六十年的和平」



我们不必等到吉朋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早在罗马时代就有不少史学家将康莫德斯的评价列为最低，抨击他的登基是帝国的灾难。比康莫德斯年长六岁，属于同一时代人物的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也早就开始批判及弹劾康莫德斯了。

其缘由之一，在于前任皇帝刚驾崩后便与蛮族和谈。后来与皇帝关系恶化的元老院认为，这是一场屈辱的和谈。

康莫德斯评价不佳的原因之二，在于和谈使得波荷米亚地方的行省化政策无法实现。

不过，康莫德斯真的判断错误了吗？





不可否认的，图拉真皇帝将达其亚行省化，确实长年有益于多瑙河下游一带的防卫工作。不过，将相当於现代罗马尼亚的达其亚行省化之后，原本配置于多瑙河下游的军团基地并没有废除。在今日南斯拉夫的辛基多努姆（贝尔格莱德）与维米那契姆（科斯特拉克），今日保加利亚的奥艾司库斯等三个地方各派驻一个军团的体系依旧不变。各位读者可以把达其亚地方，当成凸出于天险多瑙河北部的大型桥头堡来看待。而罗马帝国北方的「防线」还是以多瑙河为中心。也就是说，这是让北方异族入侵时，首先以达其亚进行防卫，当达其亚遭突破后再由多瑙河为战线的双重战线作战。在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罗马於多瑙河下游地区设置的兵力在多瑙河南岸有三个军团，达其亚行省内部则有两个，总计为五个军团。常驻的兵力，光是主要战力军团兵就有三万人。如果加上辅助兵的话，总兵力接近六万。虽然把达其亚纳入罗马版图，在防卫方面依然持续投入这样的人力与资金。






多瑙河防线（重新刊登）




如果照马库斯·奥理略的构想，真的将相当於现代奥地利北部、捷克及斯洛伐克的波荷米亚地方全数化为行省（在他计画中为两个行省），那么多瑙河中游地区，也必须像达其亚行省与多瑙河下游一样，建构一个北方双行省与多瑙河组成的双重防卫体系。也就是说，沿着多瑙河设置的四个基地，分別为现代奥地利的维也纳与卡尔伦托姆（佩特洛那）、现代匈牙利的苏尼与布达佩斯依旧维持原状。同时在新的两个行省各派驻一个军团。要将此区域同样双重防卫化的话，所需的人力财力，要由原本的四个军团增加到六个军团。也就是说，多瑙河中游区域要与下游区域一样增强军备。罗马真的能承担这个负荷吗？在马库斯·奥理略时代，帝国防卫力量已经从二十八个军团增加到三十个军团，如今又要再增加两个。

防卫是需要人力与资金的。固然当地居民也因此愿意纳稅，然而罗马人观念里的安全保障，还包括城镇营造、道路铺设以及修筑桥梁在内。在这些条件之上又有设置军团基地的要求，如果不下定决心给国库增加庞大负担，实在无法开始动工。






二世纪后半的不列颠




罗马时代的不列颠，相当於现代的英格兰与威尔斯地方。这里是锡矿产区，但除此以外是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在帝国中算是较为贫困的区域。罗马人在不列颠派驻了三个军团，也因此史书中记载不列颠的收支关系通常是赤字。尽管如此，为了维持高卢地方的安定，罗马还是在此维持三个军团的规模。

第一个渡过多佛海峡的罗马要人是朱利斯·凯撒。他在《高卢战记》中表示，远征不列颠的理由，在于不让高卢的反罗马份子有地方可逃。到了帝政时期以后，高卢地方十分安定，有如罗马化的模范生一样。尽管如此，不列颠的战略地位还是一样重要。这是因为从罗马放弃征服的苏格兰（罗马时代称为卡雷德尼亚）地方，一直源源不断出现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渡过北海入侵的异族。为了防止这些人从卡雷德尼亚南下，罗马修筑了「哈德良长城」，并且在卡雷翁、约克、奇斯塔三个地方各派驻一个军团。

邱吉尔曾说，大英帝国是从凯撒横渡多佛海峡时肇始的。不过笔者倒是很同情在罗马史研究依然世界顶尖的英国学者。对罗马来说，不列颠的重要程度也顶多如此。《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斯曾说，罗马强大的原因在于同化战败者。罗马人在录用战败者的人才方面，态度一直相当开放。然而从没有任何元老院议员、行省总督，甚至军团长出身於不列颠。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打好培育人才的基础，是不可能出现大量人才的。

行省化以后的达其亚也没有培育出足以肩负帝国的人才。如果整个波荷米亚地方行省化之后，想必状况也是相同地。对罗马来说，这些地方固然广大，但不过是个桥头堡而已。既然如此，要决定是否施行战略时，不应该顺从征服慾，而应该以冷静的政策思考主导。笔者认为，在西元二世纪末期，康莫德斯的决断对罗马帝国而言是正确的。他决定结束征战十年依旧没获得决定性战果的日耳曼战役，以不逼使对方绝望的温厚条件与异族间缔结和平条约，以及放弃波荷米亚地方的行省化计画。

问题在于，即使是现代的政治家，有些政策也是一著手就会害得自己的支持率下跌。对罗马皇帝而言，从进攻得来的地方撤退正是如此。

当年台伯留皇帝废弃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易北河国界计画，把帝国的防线后撤到莱茵河边，不知承受元老院多大的抨击。而哈德良皇帝决定放弃图拉真皇帝征服得来，直到底格里斯河边的美索不达米亚地方，把罗马帝国的防线撤回幼发拉底河。为了施行这项政策，甚至不得不除掉图拉真皇帝留下的四名重臣。而且元老院对于四名伙伴遭整肃的事情怀恨在心，即使哈德良为了强化帝国的防卫力量，四处巡视帝国的边境，元老院对他的态度一直很冷淡。

直到西元十九世纪，考古学调查兴盛之后，证明多瑙河边的军团基地几乎全由台伯留皇帝创设，他才在历史上重新获得评价。因为这时才发现，从易北河撤退之后，重新整顿多瑙河防线基础的正是台伯留皇帝。

哈德良皇帝到帝国各处视察旅行的意义与功绩，要比台伯留皇帝更早获得众人的理解。罗马人自从帝国的防线遭突破之后，才理解到哈德良皇帝为何终生奉献于强化防卫。马库斯·奥理略想必也要到了当上皇帝，亲自面对异族入侵问题时，才知道这项问题有多难处理，也才理解到哈德良皇帝的政策。至少，比哈德良皇帝晩生百年的罗马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已经完全认同哈德良的功绩。

不过在哈德良生前，由他指名为继承人的安东尼奥·派阿斯，以及醉心於安东尼奥皇帝的马库斯青年时期，都不能理解哈德良的政治思想。毕竟这两人都深信，只要在首都罗马力行善政，就没有必要前往行省或边境的军团基地视察。

明知施政会遭致民众支持率暴跌，又加上元老院的冷淡反应，连看上施政能力而录用的继承人，都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台伯留与哈德良还能鼓起气力推动政策，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的政策有效。而同时，这两个人也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也就是说，他们都不畏惧恶评。二人相同的还有都是在到了四十、五十几岁，不容易受舆论动摇的成熟年龄后，才推动自己的政策。

康莫德斯当时才十九岁，既没有坚定的信念，也没有强韧的精神。他急欲结束战役以及放弃行省化，想必是因为厌弃了战争行为，以及厌烦了不方便的营区生活。不过，如果他愿意守住父亲的遗言，持续进行战役的话，大可将战役交给各路武将，自己一个人回到罗马。罗马皇帝是否参战，全由个人自由意识决定，并非法律规定的义务。他会如此固执於结束战役，可能是因为心中有些漠然的想法吧。总而言之，与敌对的玛尔科曼尼及夸荻族和谈以后，罗马军就此从多瑙河北岸七·五公里的中立地带撤军，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就此回到单纯的前线基地定位。这就是罗马人口中「屈辱的和谈」结果。

不管康莫德斯心里想些什么，如果我们观察康莫德斯这时的决断给罗马带来的成果，会令人大吃一惊。





吉朋极为赞赏哲学家皇帝马库斯，也因此极力批评康莫德斯。不过至今依旧声名鼎盛的罗马史作者，德国的史学家孟仁则认为，这时康莫德斯的决断，带来了「六十年的和平」。实际上，从西元180年到240年为止，对于罗马来说，多瑙河沿岸的确没有太大的冲突。这六十年里得以维持和平，是因为许多要素以恰当的形态结合而成。

一、虽然罗马人批评为「屈辱的和谈」，但西元180年缔结的和平条约，使得罗马人与最近开始称为「近蛮族」的日耳曼部族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二、由于马库斯·奥理略时代持续了十年以上的战争，使得多瑙河北岸的日耳曼人也承受了不容易复原的打击。虽然能以会谈来成立和平是最为理想的状态，但在人类社会中，唯有某一方面占优势时，比较容易谈判与妥协。

三、守护多瑙河防线的武将，深深景仰马库斯·奥理略皇帝，使得他们愿意死守与皇帝间的誓约。就连日后成为旁诺尼亚行省总督的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也对马库斯万分称赞。

四、马库斯·奥理略是个极为不幸的皇帝，在位期间几乎全用来与帕提亚以及日耳曼人作战。不过这二十年的战争期间，使得罗马军恢复了实战能力。不只是军事能力，人类的任何能力都是一旦不用就会日渐腐朽，只是军事能力的这种倾向更为明显罢了。在罗马军中，尤其以多瑙河防线为主，官兵大多数都成为一等一的老手，这使得异族也无法轻易对罗马军出手。以现代方式来形容，就是二十年的实战经验，在战争结束后的六十年内得以发挥吓阻力。




康莫德斯其人



不过，笔者也只能替康莫德斯皇帝辩护到此。因为接下来的十一年里面，亦即从他二十岁到三十一岁为止的期间，他完全没做任何统治者该做的事情。

笔者真希望他在这十一年里面，能够花个几年模仿哈德良皇帝。马库斯在登基之前从未离开义大利本国，甚至连义大利北部都没去过。然而康莫德斯在少年时期便追随父亲前往小亚细亚、埃及与希腊，并且以共同皇帝身份待过多瑙河防线。如果光论本国以外的帝国行省经验，显然康莫德斯要比登基称帝前的马库斯幸运许多。尽管如此，他却没发现帝国最高负责人到各个行省与边境基地「露脸」的重要性，可见他当不了第二个哈德良皇帝。不过，就算他能发觉到其重要性，以当时的罗马帝国环境而言，这种政策也难以执行。





如果要换个方式形容哈德良皇帝为什么不受当时人民欢迎，我们可以说：明明每天都是万里无云的天气，他却为了不知何时会发生的洪水做準备，离开首都到帝国各处去加强水利工程。不管是剑客比赛及四头马车赛时看着无人贵宾席的平民观众也好，或是在皇帝缺席的状况下主持会议的元老院议员也好，都没有认识到政策的重要性。

安东尼奥·派阿斯受同一个时代的人极力拥戴，是因为他在位期间彻底实施了与哈德良相反的政策。住在首都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就像史学家塔西图斯或加西阿斯·狄奥会以写史书的方式留下他们对皇帝的看法一样，算是当时的「媒体」。而塞满罗马圆形竞技场和大竞技场观众席的平民，也就是当时的「舆论」。

康莫德斯还年轻，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个性又不是强韧到即使遭人批评为自我中心、不民主，也不会动摇。因此即使他选择停留在首都，也不该受人谴责。就连现代的总统与首相，在「露脸」时不是也会选择电视或大型报社作为「媒体」吗？因为这样才能获得媒体好感，也有助於提升支持率。此外，马库斯·奥理略由于防线遭突破，因此不得不赶往前线。他的儿子康莫德斯在位十二年里，却很不公平地，没发生任何需要皇帝亲自处理的事情。我们可以把集中在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的帕提亚军侵略，以及北方异族的入侵，当成是安东尼奥·派阿斯时代和平了二十三年的反弹。不过，康莫德斯时代里，没发生台伯河溃堤、气候异常造成的饥荒，以及东征带回瘟疫等天灾，就真的是运气好了。





尽管缔结「屈辱的和谈」后回到首都罗马，民众迎接康莫德斯时的气氛虽不是极为欢迎，倒也不算太差。毕竟民众已经承受不起二十年征战带来的压力，国库也已经到了承担能力的极限。固守防卫政策虽然要花费人力资金，一旦打起仗来耗费自然会更大。在康莫德斯任内，没有施行什么像样的经济政策，国家财政却没有崩溃，就是因为没有打仗。

一旦再度恢复和平，由于罗马帝国的经济能力依旧充份，所以人们可以放心的享受丰裕的生活。当罗马全力投入的战争结束后，就连居住在安全地区，远离国界战场的人，心理也都会跟著平稳下来。心理上的余裕，连带的也会使得排斥社会中异质份子以及不同人种的心态平静下来。比起之前的明主图拉真与马库斯·奥理略的时代来说，尽管康莫德斯被列为昏君，他在位期间却没发生过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就连在反基督教徒风气如此鼎盛的里昂，也有一位基督教徒留下证言说，「最近可以安心生活了」。一来因为民心安定，二来康莫德斯和父亲马库斯不同，他不认为基督教徒是罗马社会中的危险份子。不过，他会有这种态度，并非因为理解基督教，只是因为他不关心这些事情。康莫德斯由于无法喜爱妻子克莉丝庇娜，因此身边随时会有情妇。据说情妇之一就是个基督教徒。

康莫德斯皇帝在位期间，是以这般顺利和平的情势起始。马库斯留给儿子康莫德斯一个忠贞且富有责任感的武将团，在内政方面也同样留下了优秀的官僚集团。

即使康莫德斯不能体认视察帝国边境，慰劳服边境勤务士兵的重要性，或者就算有此体认也没有勇气实行都无所谓，他已经能以可有可无的帝国最高负责人皇帝身份开始治国。对于罗马的平民来说，皇帝喜好竞技胜过学问的个性算不得负面因素。当时的人们批评马库斯·奥理略伪善，然而热衷竞技的年轻皇帝自然与这项批评无缘。不幸的是，西元182年，康莫德斯登基称帝才两年而已，就发生了让他性格剧变的事件。这是一项暗杀皇帝的阴谋，而且还是一桩家庭伦理悲剧，因为主谋者之一是皇帝的姊姊。




皇姊芦琪拉



在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的十四个小孩里，能活到成年的只有儿子康莫德斯与五名女儿。五名女儿中，向来由芦琪拉扮演长女的角色。她出生于西元150年，比起康莫德斯大了十一岁。

康莫德斯是在父亲登基当年出生的，而芦琪拉则是在父亲马库斯由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升格为实质上共同皇帝的三年后出生。也就是说，打一出生她就在宫廷中长大。到了十四岁那一年，她嫁给较自己年长二十岁的卢西厄·威鲁斯。卢西厄当时是共同皇帝，因此芦琪拉也就成了皇帝的妃子。而且不仅如此，做父亲的马库斯为了庆祝女儿结婚，颁赠了「奥古斯塔」（皇后）称号给芦琪拉。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在马库斯·奥理略皇帝之后，继位的应该是比马库斯年轻十岁的卢西厄。也就是说，卢西厄的妻子芦琪拉已经保证能获得下一任皇妃的位子，所以这时颁赠「皇后」称号也是理所当然的待遇。

好景不常，结婚五年后卢西厄就过世了。卢西厄虽然有三名婚生子女，但其中两名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只留下一名女儿。

芦琪拉成为寡妇时还未满十九岁。而在丧期未满的半年后，又受父亲马库斯命令，与其信任的部下庞培结婚。虽说父命难违，这场婚事却严重伤害了芦琪拉的自尊心。庞培虽是个优秀忠诚的武将，被视为马库斯的左右手，然而他出身行省，家世又卑微。芦琪拉认为自己是皇帝的女儿，又是共同皇帝的妃子，凭什么要嫁给出身卑微的行省总督。刚开始时做母亲的法乌斯提娜也同意女儿的想法，只怕连哲学家皇帝也难以说服两个女人吧。最后是以芦琪拉婚后继续保有「皇后」的地位与称号，这项问题才暂时获得解决。尽管如此，芦琪拉还是一直藐视做丈夫的庞培。而自从母亲在小亚细亚过世后，「皇后」只剩下芦琪拉一个人，亦即她成了罗马帝国的第一夫人。后来与康莫德斯结婚的克莉丝庇娜虽是「共同皇帝」的妃子，但没有获颁「皇后」的地位与称号。在电影「神鬼战士」里，有一幕是主角马库希穆斯向较自己年长的将军同事庞培之妻芦琪拉称呼“Your Majesty”。听到古罗马人说英文不禁令笔者觉得好笑。这句话应该用拉丁文称呼“Augusta”（皇后陛下）才是。




想必自从父亲马库斯过世，弟弟康莫德斯成为唯一的皇帝时起，芦琪拉就开始觉得自己的地位有所动摇了。不过她还是唯一的「皇后」。可是过了两年，西元182年时，宫廷开始流传康莫德斯的妃子克莉丝庇娜怀孕的消息。这虽然可能只是个小道消息，但芦琪拉听到时可是大为震怒。

克莉丝庇娜虽然是元老院要角的女儿，毕竟地位比不过芦琪拉。芦琪拉的祖父是前前任皇帝安东尼奥·派阿斯，父亲是上一任皇帝马库斯·奥理略。哈德良皇帝最初指定为次任皇帝的阿耶利斯·凯撒的遗孤，与马库斯同时成为安东尼奥·派阿斯的养子，后来更与马库斯成为共同皇帝的卢西厄·威鲁斯，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在良家女子中，常常出现这种重视血统的倾向，这是因为她们除了血统以外，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理由。而芦琪拉也是这种女子的典型。对她来说，她绝对无法忍受不过是个元老院议员女儿的克莉丝庇娜成为皇后。就好像芦琪拉的母亲法乌斯提娜获颁「皇后」称号时一样，一般而言，皇帝颁赠称号会以第一次生产时为契机，万一不满二十岁的克莉丝庇娜真的生了小孩，只怕也会获颁皇后称号。那么现在只是皇帝的几个姊姊之一，身为皇帝部下妻子的自己，就算还让人称呼「皇后陛下」，也只是没有意义与实权的假象罢了。三十二岁的芦琪拉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发生，而她在激怒之下想到的办法，就是杀掉唯一握有颁赠皇后称号权力的皇帝。

马库斯·奥理略在临终时，要求各路武将发誓协助康莫德斯治国。其实他应该要求女儿芦琪拉发誓姊代母职协助康莫德斯才对。不过马库斯生前在《自省录》中写下：他从恩师鲁斯提克斯处学到家庭生活的重要。对于绝不外遇坚持一夫一妻，深信多子多孙多福气，重视家庭生活的哲学家皇帝来说，只怕做梦都想不到姊姊会想要杀死弟弟。也许马库斯深爱的哲学会告诉他身为人应该如何善良端正地活着，但不会告诉他在人类社会中，固然有人为了崇高的动机行动，但人类同时也是会受到下流动机驱使的生物。只有历史会告诉后人这些事情。写到这里不禁回想起，马库斯·奥理略热心於学习哲学与伦理，但不包括历史。这名皇帝热心於追求善良端正的生活，他的子女间却发生人伦悲剧，真是令人同情。




阴谋



暗杀皇帝的计画，可能是由芦琪拉主导的缘故吧，内容实在是粗糙不堪。

既然要暗杀皇帝，当然先要决定好由谁接任。芦琪拉的丈夫庞培本来是个妥当的人选，偏偏芦琪拉又非常讨厌丈夫。而且这个时期的庞培，由于康莫德斯将事情全交给他，自己回到首都，因此身为多瑙河防线的负责人，他似乎正停留在前线忙着强化防线及培育后进，没有回到首都。假使他身在首都，只怕就算打死他，也不敢违背与先帝马库斯的誓约吧。似乎他自始至终与暗杀计画没关系。

结果，芦琪拉选来在康莫德斯遭暗杀后接任皇位的人，是马库斯·屋米狄苏·夸德拉图斯。他是马库斯的妹妹、已故的安妮亚之子，和芦琪拉是表兄妹。生年不详，不过在西元167年曾经担任过执政官，因此身为元老院议员，在暗杀计画时应该年约四十五、六。然而，似乎他又是一个军事方面经历几乎等于零，只懂得享受首都罗马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

我们无从得知芦琪拉如何说服这个人加入计画，搞不好是芦琪拉以暗杀成功后与庞培离婚改嫁给他做条件也不一定。毕竟，芦琪拉虽然面部线条锐利，但还是个美女。





暗杀执行人则是由身体健壮、擅长武术的克劳狄斯·庞培亚努斯·昆提亚努斯担任。他是庞培的侄子，而且年轻又不动大脑。

在暗杀计画中，实行地点的选择也是差劲到底。他们打算在以希腊文称为奥狄欧的音乐、戏剧场门口，等待康莫德斯看完戏剧离开时刺杀。身为皇帝当然不可能一个人进出，而且年轻的康莫德斯身边总围绕着许多同辈朋友。

在执行暗杀时，刺客还是成功地逼近了皇帝身边。这个时期的康莫德斯认为自己受民众喜爱，此时又刚看完戏剧要回皇宫，所以没有对身边的警备花太多心思。而刺客失败的地方在于，他取出武器后做了多余的事情，这时他喊了一句「以元老院的名义」。实际上，这时元老院应该与暗杀计画没什么关系。只不过元老院与公民为罗马的两大主权者，在罗马国内，「以元老院的名义」是打倒暴君时的常用语。因为在行凶之前就如此宣传，没等到使用武器，刺客就被众人押下。





对于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来说，光是知道有人想要自己的命，就够震撼的了。然而在拷问之下得来的消息却更令人震撼，暗杀的主谋者竟然是芦琪拉。在五名姊妹中，她是最年长、最聪明、个性最坚强的人。当母亲在世时，已经被称为「皇后」，而且行为举止也最符合这项称号。对于康莫德斯来说，芦琪拉还不只是五名姊妹之一而已。康莫德斯似乎喜好个性强悍的女子。在十四岁时丧母以后，比自己大十一岁的亲生姊姊芦琪拉是他最为信任的血亲。

暗杀皇帝的刺客昆提亚努斯立即斩首，预备用来顶替康莫德斯的夸德拉图斯也以同样方法处死。伺候这两人的两名奴隸，也以加入暗杀阴谋的名义处死。

芦琪拉判刑为流放卡布里岛。不久后，不知以何种方法在岛上遭到杀害。遗体也不许安葬於皇帝一族的墓园「哈德良灵庙」。

这次的暗杀阴谋，使得二十一岁的康莫德斯皇帝成了猜疑心的奴隸。原本与暴君两字无缘的他，一举成了暴君。





当进入帝政时代以后，罗马创设了「禁卫军团」。官兵合计约一万人，营区设於稍微远离市中心的「禁卫军团基地」。两千年后的现代，这里成了罗马大学的邻居，不知为什么，在现代还是个军营。皇帝身边的警卫工作，另外有警备队负责，所以禁卫军团的任务，在于首都罗马与义大利本国的治安与防卫工作。由于任务性质的关系，当皇帝御驾亲征的时候，禁卫军团也要跟到前线去作战。在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禁卫军团同样在前线过日子。到了康莫德斯时代，则又搬回首都驻防。






西元二世纪的罗马市街（包括部份后世的建筑物﹝※﹞在内）




禁卫军团的「长官」，按例是由两个人担任。在先帝马库斯时代后期，有一位名叫帕提鲁诺的武将开始担任这项职务。这位希腊裔罗马人是深受马库斯信赖的优秀武将，长年担任马库斯皇帝的总参谋。当初与异族间的外交交涉也是由他一手承揽。后来马库斯皇帝任命帕提鲁诺为禁卫军团的长官，到皇帝驾崩后，他依旧担任这项职务。在马库斯·奥理略临终时，他也是一起宣誓协助康莫德斯保卫国家的武将之一。为了忠于这项誓约，在康莫德斯登基称帝后，他依旧认真地执行勤务。





疑心生暗鬼的康莫德斯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帕提鲁诺身上。他认定帕提鲁诺明明知情却没做任何处置，这可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光是受到皇帝怀疑，帕提鲁诺的命运就无可转圜了。他首先遭到解任，不久后以意外死亡的方式遭到谋害。

受到猜疑的还不只帕提鲁诺一个人。在西元182年到183年的一年中，光是以暗杀事件知情不报为由而遭到处罚的就有六个人。这些人全都是元老院议员，而且是具有「前执政官」尊称的元老院要角。其中四名死刑，两名流放国外。

除了上述六人以外，还有两名元老院议员遭连坐处分，那就是在马库斯皇帝旗下以军团长身份奋勇作战的昆提流斯兄弟。做哥哥的当时与皇帝的女儿结婚，所以是康莫德斯的姊夫。派驻在叙利亚的弟弟千钧一发地逃亡成功了，做驸马的哥哥很不幸的身在首都，遭逮捕后，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了。

出罗马城外，沿着古代的阿庇亚大道走一段路之后，可以见到一个壮丽的別墅遗迹。这是昆提流斯一家的別墅，在古代时他们还特別出资修建高架桥，从高架水道引水到自家中使用。这个遗迹直到现代，名称都还叫做昆提流斯別墅。別墅的主人、当年的驸马，曾经与康莫德斯一起担任西元177年的执政官。昆提流斯兄弟参与暗杀的可能性实在不高，在当时连平民都谣传说，是康莫德斯想要霸占这座別墅，才罗织罪名害死主人。





哈德良皇帝在生前曾经语带讽刺的说，元老院是群满脑子只想到自己的议员集团，不过一旦大祸临头，马上会团结起来。在这一连串事件之后，元老院议员对康莫德斯皇帝的感情也大有改变。同时一般民众对康莫德斯皇帝的观感也开始不同。对平民来说，元老院议员是天生好命的上流阶层人物。这些人要是被皇帝给处死了、抄家了，平民也顶多感到有趣，没什么同情的余地。如果要在现代找出实例来比拟罗马帝国的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那就好像美国总统与在野党占多数时的参众两院。因此，皇帝与元老院不和才显得自然。双方关系良好的时代，顶多只有图拉真、安东尼奥·派阿斯、马库斯·奥理略在位期间。因此每当有元老院议员失势或遭整肃时，住在首都的平民已经习惯隔山观虎斗。

不过平民也有动感情的时候，就是发生血亲间斗争时。罗马人传统上重视家庭，而且平民们也很本能地，认为无法治理家庭的人，当然不能将帝国整治好。偏偏在西元182年到183年的疯狂整肃期间，康莫德斯已经杀害了亲生姊姊，以及另一个姊姊的丈夫。

好在这场政治风暴，到了西元183年后半时已经烟消云散。令人惊异的是，芦琪拉的丈夫庞培没有受到皇帝怀疑。可能是马库斯当年对这位叙利亚出身的武将全面的信任，也传承到儿子康莫德斯身上了吧。在帕提鲁诺死后，禁卫军团长官只剩下佩雷宁斯一个人，此时是庞培建言皇帝要信任佩雷宁斯，而原本佩雷宁斯能当上禁卫军团长官，也是由他的老长官庞培推荐的。




最初的五年



亲生姊姊的暗杀计画，使得才二十二岁的皇帝性格剧变。不过这些变化，这时还只有与皇帝亲近的人看得出来。问题是，康莫德斯不是个普通的年轻人而是皇帝。他对统治工作失去兴趣，原本会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在这段时期中，佩雷宁斯弥补了这项漏洞。





塞克司徒斯·提吉狄苏·佩雷宁斯是出身於义大利本国，却在前线度过大部份职涯的武将。这种出身的武将，在西元二世纪时已经渐渐成为少数了。他是庞培门下的菁英，不仅待过多瑙河前线，还曾经转任到帝国各边境去执行勤务，最后才受命担任禁卫军团长官。不过，这种经历也有缺点。由于长年在边境服勤的关系，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只懂得在首都过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有多反感。元老院也始终把佩雷宁斯当成政治暴发户看待。这时的佩雷宁斯，推测年龄大约在五十上下。他代替了对统治工作失去兴趣的康莫德斯，成为帝国的实质管理人。

虽说在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的二十年征战之后，罗马人还得以享受和平。不过已经不像安东尼奥·派阿斯时代一样，可以什么都不做，光是享受和平而已。帝国的「防线」已经陷入不维持备战状态，就会随时遭突破的危险局面。

唯一安全受到保障的「防线」，只有在马库斯·奥理略时代中展开大规模实战的幼发拉底河与多瑙河两处。除此以外的地方，如果没有一发现危机的征兆就马上处置，事情便会一发不可收拾。对这个时期的帝国来说，迅速因应的能力较以往更为重要，而佩雷宁斯的边境经验正好有助於此。





根据史书记载，西元183年与185年，罗马推行了两次北非茅利塔尼亚地方的防线强化政策。在现代，这里相当於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个国家。在罗马时代，这里则分为以庭吉塔那（今日的坦及尔）为省都的「茅利塔尼亚·庭吉塔那行省」，和以凯撒利亚（今日的歇尔歇尔）为省都的「茅利塔尼亚·凯撒廉西斯行省」。由这两个行省往东，则连接着「努米底亚」、「亚非利加」、「昔兰尼加」，以及「埃及」等罗马行省。除了皇帝私有的埃及以外，五个行省的驻军只有一个罗马军团。常驻於北非地带的罗马正规兵力，只有以努米底亚行省内的兰巴艾西斯（今日的兰贝茨）为基地的第三奥古斯塔军团，军团兵、辅助兵合计只有六千人。






北非地区的主要罗马道路网




以这种人数，还能守住这么广大的北非地区，是因为这里的局势与面临帕提亚王国的中东地区不同。在北非地区，敌人是由沙漠另一端袭击而来的原住民部族。也就是说，罗马人认为其并非正规军队，只是一群强盗，防卫策略也只需做到这个程度即可。

不过罗马人并未轻视防卫的重要性。虽说强盗顶多掠夺财物之后离去，但如果将其视为暂时性的灾难，不提出任何防卫策略，感到痛苦的居民最后会拋弃家园，流入海岸附近较安全的大城市。无人耕作的土地，不仅会荒废，还会遭砂砾埋没，使气候产生变化。有植物才会带来降雨，将雨水用来灌溉或储用，才会引发下一次的降雨。人类定居，正是最佳的沙漠化防护对策。罗马在这一带的防卫目的，就是在保障居民的定居。不过也正因如此，有必要以不让帝国其他边境防卫产生负担的形式，整顿好此地的防卫措施。









上下二图均引用自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第一项措施，在于活用原住民出身的辅助兵。军团基地只有兰贝茨一处而已，在这里受训的辅助兵，事后将分发到修建于各个战略要地的要塞执行守卫工作。要塞之间也修筑了监视用碉堡，在此驻防的也是行省民出身的辅助兵。第二项措施，则是利用没有服兵役的居民。罗马人将每个绿洲聚落城池化来执行这项措施。持续施行这项措施的结果，使得行省民也能纳入罗马帝国防卫体制之内。第三项措施，则不限於北非等面临沙漠的地带，在其他边境也已经采用多年。那就是集合军团退伍的后备军人，建设集体居住的城镇。






提姆加德的遗迹




在这些城镇中，考古挖掘进度最为超前，也因此最为有名的，就是提姆加德了。这个城镇是在图拉真时代，由兰贝茨基地驻军，第三奥古斯塔军团的士兵在基地附近修建。目的是让士兵在退伍后有地方可以居住。罗马人建设的都市、城镇，往往像是把军团基地扩张改建以后的样子。提姆加德在古代叫做塔姆加迪，城镇设计活像是把军团基地整个搬过来。城镇外型是每边四百公尺长的正方形，中央由两条十字交叉的大道切成四块。虽说已知这是军团兵设计的城镇，看到照片时笔者还是不禁感到好笑。这个城镇虽然简素，罗马人心目中的城市功能还是很完善。既有神殿又有「广场」，同时备有公共图书馆与剧场。城内的公共浴场大大小小共有十四个。而在这里挖掘出的公共厕所更是典型的罗马公厕，外型设计与建筑史专书常列举介绍的一样。石板道路与上下水道也当然不会省略。这个城镇目前是个无人居住的遗迹，周边是一片沙漠。不过在古代有人居住时，周边是一片耕地与果园。

在罗马时代，起源和提姆加德一样的城市不在少数。罗马帝国在北非的防线，是由军团基地、辅助部队基地、要塞、监视碉堡、退伍兵城镇，以及获准成立地方自治单位的原住民城镇为「点」，并以罗马大道为「线」，由「点」与「线」交织而成。也正因如此，强化北非防线也就代表着重新整顿「点」与「线」。如果怠忽这项工作，不仅北方地中海沿岸的都市立即遭受威胁，就连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西班牙安全也立即失去保障。





佩雷宁斯实质上代理皇帝处理帝国政务后，第二项面对的问题是西元184年发生的不列颠异族入侵问题。当年的不列颠，亦即后世的英格兰，这个地方注定要承受住在当时称为卡雷德尼亚，现今苏格兰地区的异族入侵问题。因为只要不断由北海对岸的斯堪地那维亚半岛「输血」，不管罗马军如何努力击倒敌人，卡雷德尼亚的人口还是一样多。也因此不列颠的防线并非由「点与线」成立，而是漫长石墙砌成的「哈德良长城」，并在当地派遣三个军团。西元184年罗马收到的紧急报告指出，为迎击卡雷德尼亚军而出动的一个军团遭受重大打击撤退，指挥作战的军团长已经阵亡。






异族入侵不列颠




罗马元老院收到消息后大为震惊，主张由莱茵河防线或伊比利半岛派出一个以上的军团支援。不过禁卫军团长官佩雷宁斯驳回这项意见。他的理由是目前没有兵力上的余裕，也没有这种时间。相对地，他以康莫德斯的名义，紧急命令正在莱茵河防线服役的乌尔派阿斯·马尔凯尔斯赶往不列颠，递补阵亡的军团长职位。前线经验丰富的佩雷宁斯知道，即使军团战败，继任的指挥官也可能扭转情势。实际上，马尔凯尔斯率领下的军团不需其他两个军团的支援，就达成了雪耻的目的。不过元老院直到接获战胜报告时才知道马尔凯尔斯的人事异动，事前完全没收到佩雷宁斯的报告。





不过元老院也没有时间培养对佩雷宁斯的反感。第二年刚到，不列颠又发生了对罗马帝国而言比异族入侵更加严重的问题。发生地点似是离「哈德良长城」距离最远的卡雷翁军团基地。驻军在这个基地的军团兵，在每年1月1日按例举行的宣誓效忠典礼上，表示拒绝向现任皇帝康莫德斯效忠。相反地，他们推举军团长担任皇帝。受士兵推举的军团长普里斯克斯虽然拒绝这项要求，但是士兵可没有轻易作罢。

这是一件影响帝国防卫体制的事件。一旦士兵拒绝向最高司令官效忠，罗马的防卫体系也就濒临崩溃。何况这时他们不但拒绝效忠，还提出了替代的人选。佩雷宁斯知道这次必须迅速提出对策，所以同样没有询问元老院的意见。他派遣庞培门下的将军，与自己同辈份的沛提那克斯紧急前往不列颠。






宣传军团融和的硬币




我们无从得知沛提那克斯是如何说服士兵的。不管怎么说，说服工作成功，军团兵重新向康莫德斯宣示效忠。不过佩雷宁斯知道事态有多严重。为了避免不列颠军团兵的不满扩散到其他防线，他决定大为宣传此次事件已经获得解决。在罗马帝国，大肆宣传的方式，就是发行刻有宣传事项的金、银、铜币。事件解决后，罗马发行了正面刻有康莫德斯皇帝侧脸的两种货币。一种在背面刻有“Concordia exercitum”，另一种则是“Fides exercitum”。这两种货币都是宣传士兵间的融和与对皇帝的忠诚心。

佩雷宁斯并非毫无根据的担忧。这时从驻军达其亚行省的士兵，以及多瑙河沿线的士兵之间已经传出声浪，怀疑皇帝已经忘记了在边境吃苦耐劳的士兵。这是因为驻留前线的士兵，还没忘记先帝马库斯·奥理略。如果康莫德斯心里还有前线官兵存在的话，他应该学学哈德良皇帝。哈德良皇帝在世时，虽然没发生战争，但依旧前往不列颠与多瑙河巡视，慰劳、鼓励驻防前线的官兵。





士兵的薪水是以狄纳利斯银币支付的。我们无从得知银币上呼吁团结与忠诚的宣传口号是否真的奏效，至少不列颠军团发生的事件没有波及到其他防线。然而不知是否因为放心的关系，元老院对佩雷宁斯的不满开始浮出台面。这件事情使得刚满二十四岁的康莫德斯感到不安。





无论在共和时期、帝政时期，罗马元老院都是储备担任国家要职人选的地方，因此这个机构才能一直维持存续。这个机构并非像是字面一样由一群功成名就的老人盘据，对现役的官员忠告、建议、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方。笔者经常在书中比喻元老院有如现代国家的议会一样，是因为只要年满三十岁，就有在罗马元老院拥有席位的资格。而且担任国家要职的人选出自元老院，任期结束后人员也自然回到元老院议会里。与近代国家议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元老院议员并非由选举产生，而且任期为终身制。不过一旦遭判定为不适任，议员同样会马上失去席位。

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的能力与经验属于菁英阶层，在学识教养方面同样也是顶尖人物。在罗马时代的哲学书、史书、编年史作者中，没有元老院议员席位者寥寥无几。元老院议员会成为罗马时代的「媒体」，也是因为一旦隸属元老院这个机构，就方便於接触各类资讯，而且元老院本就是擅长以文字表现自身观察、思考结果的人员聚集之处。在此姑且不论不管哪个组织，都会有鱼目混珠的现象。

西元二世纪末期的罗马元老院，还充份保留了上述传统的特色。对国政抱持责任感的议员目前还占大多数。这些人虽然对佩雷宁斯轻视元老院的态度感到痛苦，但没有把对政策的评价与对佩雷宁斯个人的观感混为一谈。只是反感这种个人感情，比较容易浮出表面而已。此外，佩雷宁斯实质上的统治已经过了五年。五年这个长度，对于评价功绩而言嫌太短，而对于忘却反感来说又嫌太长了。





康莫德斯自从遭亲生姊姊谋杀未遂后，虽然个性转为内向，但并非成天关在皇宫里不跟任何人碰头。年轻的皇帝依旧出现在圆形竞技场及大竞技场上与民众碰面，到各地的皇帝私有別墅渡假时，依旧维持著骑马、狩猎等娱乐活动。在这些时候，他身边也由社会各个阶层人物所围绕。他并非不跟外人接触，而是只跟契合个人兴趣的人物接触。康莫德斯最为热衷的活动，还是劳动身体的武术与竞技，有如一个反抗期的青年。

这种倾向，其实才是真正的封闭。尽管他的生活时间大部份都不在家中，然而所属的世界却更为狭隘。将人生奉献给政务、学问与家庭的马库斯·奥理略待的世界，都还比他广阔些。活在自己喜好的世界中，对老年人来说算是种人生的勋章。然而才二十出头就把自己的世界划出界限，就是一种心病了。恶魔的耳语最容易发挥效果的，就是有这种心病的人了。





就在这时候，皇帝寝室的专属奴隸克雷安卓斯利用了元老院议员渐渐表露对于佩雷宁斯的反感。他生于奴隸阶层，不知利用何等手段，当他进入皇宫工作不久，就脱离奴隸身份，晋升「解放奴隸」阶层。从姓名推测，他是希腊人后裔。由于工作是寝室的专员，因此接触寝室主人皇帝的机会多得是。

这个人夸大其词地对康莫德斯叙述著元老院排斥佩雷宁斯的感情。康莫德斯即使身在首都时，也几乎没出席过元老院会议，因此无法自己亲身确认这些消息。而且如果他本人会感到有确认的必要，就称不上有心病了。他一听到这些谣言马上就相信，并且开始担忧元老院对佩雷宁斯的反感，是否会转向重用佩雷宁斯的自己头上。后来，寝室专属的解放奴隸又给康莫德斯加上最后一击。谣传禁卫军团长官佩雷宁斯，打算利用自己旗下的一万名官兵排除康莫德斯。佩雷宁斯平日一派武将作风，即使到皇宫内进行政务报告时，也不像其他宫廷人物一样对皇帝卑躬屈膝，作风有如置身马库斯·奥理略时代连百夫长都能自由表态的作战会议。在发表意见试图说服年轻皇帝时，也不对遣词用字下工夫，康莫德斯认为这是佩雷宁斯轻视自己的表现。而曾经遭人谋杀过的皇帝，心想同样的事情又要发生了。

而且他这次起疑的对象是禁卫军团的领袖，在罗马市中心外围不远处的营区内驻有一万名部下。如果想要发起行动排除这等人物，就有必要迅速地造成既成事实。

暗杀的执行人似乎是由皇帝警卫队中选出。这一小团人悄悄离开帕拉提诺丘，趁着夜色袭击佩雷宁斯宅院。除了佩雷宁斯本人外，他的妻子、妹妹，以及两名小孩都当场遇难。

第二天，这件事情传遍了整个罗马，连元老院都为此大感震惊。康莫德斯还趁机公布，为证明自己能事先发觉刺杀皇帝阴谋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今后他的官方姓名还要再附加上代表幸运者的「菲力克斯」一词。





根据推测，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大概是在这件事情不久前开始拥有元老院席位。虽然他是出身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不过他的父亲是曾任西里西亚、达尔马提亚两个行省总督的元老院议员。想必做儿子的加西阿斯·狄奥在满三十岁时，就顺利地当上在罗马社会中属于最高阶层的元老院议员。虽说新任议员在议场只能敬陪末座，不过新人还未受元老院的权威主义影响，才能够客观地判断议场的气氛。他对佩雷宁斯的评价如下：


「虽然有野心，但是个清廉无法收买的男人。政策方面稳健不勉强，对元老院的态度虽然强硬强势，但可说是贤能的公务员。他有充份的资格，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死去，而是获得更好的结局。」



随着佩雷宁斯的死，康莫德斯在位期间还比较平稳的时代也结束了。代替佩雷宁斯为帝国掌舵的，是解放奴隸克雷安卓斯。




侧近政治



虽说职业无贵贱之分，但人生却有贵贱之分。

在奴隸中，不乏终生清廉的人。比方说与格拉古兄弟的弟弟同生共死的奴隸。当朱利斯·凯撒遭到布鲁图斯派暗杀时，连凯撒旗下的首席武将，在该年度与凯撒共同担任执政官的马库斯·安东尼都感到害怕，不敢在现场停留。是三名奴隸在无人命令的情形下，穿越手持利刃的凶手徘徊的市中心，把弃置在暗杀现场的凯撒遗体运回自宅。当年的克劳狄斯皇帝因小儿痲痹后遗症，使得他终生跛足、说话结巴。是他的奴隸纳尔奇索斯照料他的身边杂务，甚至当皇帝遭毒杀时也一同殉难。即使在奴隸社会中，跨越阶级的人际关系依然是存在的。

不过，这种人际关系也有其弊害。不管是奴隸或解放奴隸，他们都没有足以规范人生的「过往」，因此他们只重视「现在」。当他们服侍的主人是身居最高权位的皇帝时，更使得他们没有永久安全的保障。他们眼中唯一能保障未来的就是「现在」，如果眼光短浅一点的话就只有钱财可言。出身奴隸的人一旦站上可以影响社会高层的立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何敛财。克雷安卓斯同样地也集中全力在敛财上。

克雷安卓斯以皇帝寝室侍从身份直接成为皇帝亲信，并且半公开地开始买卖官职。罗马人把没有派驻军团，亦即远离防线的安全行省称为「元老院行省」。要成为这种行省的总督，资格条件是有担任执政官的经验。对于罗马人而言，成为行省总督，意味着站上了菁英的升官图起点，而且这种地位容易获得利益。因此只要是元老院议员，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执政官。如果想把这种官职拿来出售，实在不用担心客源。既然康莫德斯热衷於竞技，克雷安卓斯也就忙着大发利市。不只是元老院里的良知派对这个现象感到愤慨，连守卫帝国边境的官兵也开始感到厌腻。

在首都罗马，除了皇帝康莫德斯以外，只有禁卫军团长官有能力阻止克雷安卓斯的行为。可能是禁卫军团长官真的有类似的动态，这个时期的长官经常遭到撤换。有的人在职期间只有五天，最短纪录甚至只有六小时。





就在首都的这种气息下，西元187年又爆发了第二次暗杀皇帝的阴谋。是真的有暗杀计画呢？抑或是只知道设法维护自身地位的克雷安卓斯煽动康莫德斯的被害妄想造成的？真相到如今依旧不得而知。总而言之，被视为主谋的马昧提努斯与布鲁士两人未经审判就遭处死。

这两个人都是康莫德斯皇帝的姻亲。马昧提努斯与马库斯·奥理略的五女儿结婚。他不仅是优秀的武将，在西元182年还当选执政官。布鲁士则是马库斯的小女儿的丈夫。这名武将出身北非，在西元181年担任过执政官。连四年前的昆提流斯一起计算，哲学家皇帝的五个女婿中，有三人已经死在小舅子康莫德斯手上。马库斯重视的家庭主义，最终结果竟是这种下场。不过视为主谋的姊夫、妹婿虽然遭处死，做妻子的后来还有改嫁的纪录。亦即在这次的事件中，康莫德斯没对自己的姊妹下手。

如果有感情存在的话，人与人之间还是血亲；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形同陌路了。康莫德斯对自己的妻子可是毫不手软。皇妃克莉丝庇娜与这次的暗杀计画无关，只是康莫德斯有了新的情妇，因此嫌她碍事。皇妃以通奸的罪名流放到卡布里岛，不久后就遭到杀害了。





康莫德斯这时已经完全失控，只有一个人还有能力阻止他。那就是先帝马库斯的首席忠臣，同时也受到现任皇帝康莫德斯信赖的庞培。不过他在多瑙河前线培育完后进以后，虽然好像回到首都定居，但当西元185年旧部下之一佩雷宁斯遇害后就完全引退，不在首都露脸了。大概是他对康莫德斯的做法完全绝望了。不过他并未加入反康莫德斯的阵营，也没有理睬各界对康莫德斯不满的声浪。他终生守着在马库斯·奥理略临终时立下，协助康莫德斯的誓约。

死守先帝临终前立下的誓约的，还不只庞培一个人。虽然先帝临终时不在场，但多瑙河以外各个防线上的将领，都没有人起兵準备推翻康莫德斯。这应该是马库斯·奥理略高贵的人格与强烈的责任感打动了他们。即使到了这个时代，罗马的男子还是认为一旦立誓就应死守，这倒是令人感到惊异。尽管康莫德斯在位期间的十一年里一再失策，由马库斯皇帝选拔重用的武将还是没有起兵造反。





那么在这段期间里，自认公认均为皇帝权力监督机构的元老院又在做什么呢？

虽说元老院议员有好有坏，但要是「鱼目」、「明珠」能分得清楚那还好办。实际上往往只有少数人是明确的「鱼目」、「明珠」，其他大多数人是看情况选择站在哪一边。不知道是看到皇帝处死姊夫之后觉得害怕了，还是看到连禁卫军团长官都连番撤换，觉得元老院已经无法施力。总之在西元187年以后，元老院里的「鱼目」派成了多数。而到了西元190年，该年就任的执政官人数竟高达二十五人。原本每年只有两人，至多不过四人的执政官，竟然成了二十五人。不管克雷安卓斯多积极推销官位，如果元老院里面没有议员付钱，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数量的。

既然事态如此，奴隸出身的克雷安卓斯自己出任禁卫军团长官时，也当然没有议员抗议了。不仅如此，元老院甚至投票通过颁赠“Pater Senatus”（元老院之父）称号给他，国政可说已经萎靡至极。共和主义者视为「罗马帝国良心所在」的元老院竟是如此惨状。佩雷宁斯生前轻视元老院的态度，在政治上固然是项错误，但他的心情倒是能让人体会。而且就连康莫德斯也感染到这股轻视元老院的气息。

尽管政治是一片惨状，帝国还是能发挥功能。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守卫边境「防线」的武将负有强烈责任感，不过最下层的公共机关还能维持以往的功能也令人值得讚叹。这就好像中央政府胡搅时，乡镇公所和市政府在底下硬撑一样。毕竟营运帝国就好像开火车一样，不是一踩煞车就能马上停下。而克雷安卓斯的天下也只能维持四年。





在罗马的共和时期起，就有每个月配给贫民约三十公斤小麦的制度，以现代而言算是社会福利措施。将军凯旋以及节庆时皇帝分发的奖金只能算是礼物，然而小麦配给可是公民的权利，这种权利只有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可以享有。亦即享有罗马公民权，又年满十七岁的男子才可领用。假设一个家庭由夫妇与两个未成年子女构成，那么这个家庭每个月可领到三十公斤的小麦。光靠这点补助当然无法维生，只是国家保障最低限度的食物以免饿死而已。

从罗马法最初是为了保障私有权而订定便知，罗马的自由市场一直发挥着功能。能免费领到的小麦品质不佳，因此品质好的小麦会出现在市场上。如果经济力量许可，家长大可把免费领到的小麦拿给奴仆，自己出钱到自由市场买上等面粉制成的面包食用。

克雷安卓斯心里只想着敛财，对这种事情，亦即对国政根本不关心。我们推测他可能是收受贿赂了吧，原本不该出现在市场，应当用于发放的劣质小麦，也出现在市场上了。结果当然使得免费发放的小麦数量剧减。

这下子可惹火了平民。既然这是拥有罗马公民权就自然拥有的权利，那民众也会然会感到愤怒。以女性为中心、男性为辅的抗议游行，直逼康莫德斯停留的地方。

帕拉提诺皇官位于山丘上。不过这时皇帝停留在阿庇亚大道旁的昆提流斯兄弟別墅里。这一带是阿庇亚大道的直线地带，周边是一片平原。壮丽的別墅虽然有高墙环绕，但当看到愤怒的民众逼到围墙前时，现年二十八岁的康莫德斯可慌张了。

皇帝警卫队的士兵看到这场面后，也没有人敢动。即使想向位于罗马北部的禁卫军团求助，偏偏別墅位于罗马的南方，距离实在太远。康莫德斯在恐惧之下，决定付出牺牲。他把克雷安卓斯从別墅的门口推出去，在他背后关上大门。

克雷安卓斯遭高声叫骂的民众拖到返回罗马的路上，在此遭到杀害。他所存下的金钱由国库没收，但康莫德斯没有将其用于重建小麦市场，而是在圆形竞技场举办一场盛大的剑客比赛。而且他不仅当主办人，还自己下场与职业剑客比试，借此取悅观众。在这之前他只有在剑客培育设施内的赛场，或者皇宫内的赛场测试自己的实力，还没在观众前亮相过。从这时期起，「剑客皇帝」成了他的外号。跟他的父亲马库斯的「哲学家皇帝」相较，真是难以言喻的对照。




「罗马的海克力士」



康莫德斯在位期间，从西元180年到192年为止，最初的五年是佩雷宁斯时代，其后的四年是克雷安卓斯时代，本来最后的三年该是由他亲自执政的时代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一个直到二十八岁为止不依不靠就站不住的人，一旦到了该用自己的双脚站立时，当然站不起来。他在位的最后三年，是在下列三个人的影响下。

马尔琦亚——不久前成为康莫德斯情妇的人。在西元182年皇姊芦琪拉主导的暗杀事件中遭处死的夸德拉图斯的奴隸。由于奴隸算是个人资产，因此由皇帝接收后成为皇帝的所有物。她虽是基督教徒，不过没有吸收教徒的动作，因此没遭人告发，维持个人信仰也不困难。此外，对治国没兴趣的康莫德斯，同样也对基督教的弊害不感兴趣。

艾克尼库图斯——代替克雷安卓斯成为寝室侍从的解放奴隸，出身希腊。马尔琦亚成为皇帝情妇之前与之后，都与他维持夫妇关系。

艾密尼斯·列特——禁卫军团长官。克雷安卓斯死后成为唯一的禁卫军团长官。





既然是这种人选对皇帝发挥影响力，那么皇帝身边的人才不是遭排挤，就是自动请辞，总之是一个一个离去。就连负责写公文送给行省总督与军团长的人选都没了。就算康莫德斯只要簽名就好，内文总要有人负责。连这种人选都没有了以后，由皇帝送出的公文里就只有一句“vale”。拉丁文里的“vale”，具有再会、祝愉悅、请多保重等涵义，是书信结尾的常用语。当传令在沿着大道周边等距离设置的驿站换马疾驰，气喘吁吁地赶到目的地送出皇帝的公文后，收件人打开白色的草莎纸一看，上头只有“vale”一个字。身在边境值勤的军团长拿到这种公文时，心里真不知作何感想。而元老院也开始悔悟，发现自己是在帮康莫德斯搞坏国政。





皇帝这时已经肆无忌惮，成天热衷於比剑和竞技赛。的确，年近三十的康莫德斯身强体健，又习得和职业剑客不分高下的武术。这使得他藐视体弱多病的父亲马库斯，自称亲生父亲是朱比特神，自己是海克力士再世，因此今后应称呼为「罗马的海克力士」。






扮演海克力士的康莫德斯




也就在这时期，他命人制作头披狮子皮，手持棍棒的雕像。后世因此产生康莫德斯亲生父亲并非马库斯·奥理略，而是皇后法乌斯提娜与剑客外遇所生的传说。到了现代，由雅雷克·金内扮演马库斯，年轻时代的克里斯多佛·布拉马扮演康莫德斯的电影「罗马帝国沦亡录」中也采用这种说法。这些谣言也是康莫德斯自己种下的恶果。

不过到了近期，康莫德斯的生父是剑客的说法已经遭到否定。康莫德斯出生的前后几年，法乌斯提娜皇后正值每年生产的时期，实在难以想像还有外遇的空间。而且古罗马的剑客虽然像是现代的拳击冠军一样受欢迎，但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即使想要应征军团兵，只要让人知道以前当过剑客，马上就会给赶出营区。马库斯·奥理略急需扩编军队时，曾经聚集剑客编成一支队伍。然而这支队伍是纯由剑客组成的，也没能与正规军团并肩作战。直到西元二世纪末期，朱利斯·凯撒创制的〈地方自治法〉还能发挥功效。其中关于地方议会的项目里，规定拥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不能担任地方议会议员的有：有犯罪前科者（不仅伤害罪，连伪证罪也包括在内）、军团逃兵、军团开除兵员、演员、卖春业者，以及剑客。

就算康莫德斯再糊涂，也总该了解这些社会背景，照理来说不会四处吹嘘自己的父亲是剑客。他自认为是「父亲」的，是希腊罗马宗教里的最高天神朱比特（希腊文称为宙斯）。不过这同样是一种心理变态。也难怪众人会认为直到现代评价依旧极高的贤君马库斯·奥理略，不可能会让这种儿子继承皇位。也在这种心态之下，后人创作了许多小说，以及两部电影。从这点也可以证明，在罗马皇帝之中，最为后人欢迎的还是马库斯·奥理略。只可叹尽管有同样的血统，对人生的态度却未必能相同。人世间既然有龙兄鼠弟的现象，也难免有虎父犬子的情形发生。





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在三十五到三十七岁时，正值康莫德斯皇帝人生最后的二十九到三十一岁这段期间。而且他与康莫德斯同样住在首都，又是元老院议员。我们可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佳目击证人。不过，参考这个人的著作时，也有些地方需要注意。





这个人的文笔表现能力固然优越，然而不知是否过度信任自己的文笔，常常有把实际举行的演说换成自己说法记录的现象。这个倾向尤其在只能依赖文献叙述过去史实的时候特別明显。就连朱利斯·凯撒以简洁明快为特色的演讲，到了他笔下也成了缓慢冗长的演说。凯撒本人有留下着作，还可以用以考据，没有其他文献可供参考时，我们这些后世读者就要留意了。会发生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加西阿斯·狄奥是生于西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知识份子，在他心中没有强烈意识到语言文字才是胜过千军万马的武器。如果凯撒能重生于现代的话，想必以他的精明，在议会的发言、支持者聚会的演说、电视辩论会以及各国首脑聚头的高峰会议等时候，发言的方式会随置身情况有所不同。这点是著作时心中只想着读者的加西阿斯与他不同之处。

不过，著作时只考虑到读者也有其好处，就是可以把所有已知的事物全部网罗进去。加西阿斯·狄奥笔下的《罗马史》因此成了长篇巨著。其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感想全数写下。下列这段故事发生于西元192年时的圆形竞技场，康莫德斯皇帝这时已经三十一岁。






「有一天在竞技场上，我们元老院议员同样在观众席最前排观赏皇帝的武术。这天康莫德斯的对手，是巨大得令人难以相信是鸟类的鸵鸟。鸵鸟冲向康莫德斯，而康莫德斯一刀就把鸵鸟的头斩下。之后他以骄傲的表情转向元老院议员，把手上拿着的剑由左向右一挥。就好像在影射说，只要我有这个意思，你们的头颅也是一样马上不保。




这是一个恐怖的景象，同时也是滑稽至极的模样。议员们不禁笑了出来。这场爆笑从元老院议员指定席的一角传遍另一角。




加西阿斯·狄奥（他和凯撒一样，在著作中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直觉到，这样下去将会引发不好的结果。於是他从头上的月桂冠摘下一片叶子，放在嘴里咀嚼，并要其他议员也跟著做。




康莫德斯看到这景象，也只好承认当他威胁元老院议员时，议员回应的笑脸只是因为咀嚼月桂叶而动嘴，并非嘲笑皇帝。如此，能够满足他残忍心思的借口也就消失了。」






暗杀



暗杀康莫德斯的事件，就发生在上述故事的几个月以后。於西元192年12月31日晩上执行，并且获得成功。

试图杀害康莫德斯的，是他的情妇马尔琦亚，以及皇帝寝室侍从艾克尼库图斯。暗杀执行人名叫纳尔奇索斯，如果以现代的角度来解释，他的工作是康莫德斯的摔角教师。他趁着康莫德斯在皇宫内的浴室洗澡时，抱住他的脖子将其勒死。康莫德斯享年三十一岁，在位期间十二年。





事后，外人完全无法得知行凶的动机。马尔琦亚及艾克尼库图斯要依靠康莫德斯的权势才得以作威作福，一旦康莫德斯死亡，他们将是最大受害者。而在史书中又找不到任何元老院居中穿针引线的痕迹，连一丝丝令人怀疑的事情都没有。我们只好推测，这是康莫德斯皇帝身边的人单独引发的犯罪行为。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想像他们和康莫德斯之间发生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逼得他们狗急跳墙。毕竟杀人的动机没有客观的标準存在，对某些人来说微不足道的事情，对另外的人来说有可能充份引发杀机。





总而言之，在杀害康莫德斯之后，这些人的行动倒是十分干练。他们立刻以康莫德斯的名义召见禁卫军团长官艾密尼斯·列特，等他到达以后才告诉他事件真相。列特的行动也很迅速，当天晩上就与元老院的重要议员商谈，决定好继任的皇帝人选。

在这段期间内，宫廷中也静悄悄地执行著善后工作。原本弃置在浴室的尸体，被人用床单包裹后抬出皇宫外掩埋。当时没有实行对大多数罗马人而言属于传统的火葬。但由于这时仅进行土葬，四年后谢维勒皇帝将康莫德斯改葬「哈德良灵庙」时，才有办法重新进行火葬。

马尔琦亚、艾克尼库图斯以及纳尔奇索斯三个人当天晩上就离开了皇宫，之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消息。不知是否禁卫军团长官列特将他们悄悄灭口了，或者是长官发给他们通行证，让他们回到出身地希腊去，另找地方隐姓埋名过活。不管是哪一样，总之这三个人从此由罗马史上消失。





掌权的人光靠实力，在行使权力时不足以使受管理者认同，因此还需要拥有正统性。尽管康莫德斯是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但在正统性方面十分完善。他是由马库斯皇帝指名为继承人，并累积了三年的共同皇帝经验。登基称帝时获得元老院承认，也受到民众欢迎。当康莫德斯遭暗杀后，很自然地又进入到全靠实力竞争的时代。而靠实力存活到最后的人，下一个阶段要进行的，又是寻求正统性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要行使辛苦获得的权力时，又要面对很大的困难。正统性与实力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背道而驰又不可或缺。后世的人在不断寻求折衷点的结果下，最后找到的答案是君主立宪制度。

如果贯彻实力主义的话，社会将陷入不安定的局面。以国家而言，就是内乱状态。当西元192年在康莫德斯的死亡下结束后，对十二年来信守与马库斯·奥理略的誓约，一再忍受康莫德斯的昏庸统治而没有起兵造反的将军来说，代表他们与马库斯的誓约已经结束了。这时社会开始谣传，自从七年前佩雷宁斯死后，躲在乡间別墅隐居的老将军庞培，已经答应从军时的旧部下、刚刚登基的新任皇帝沛提那克斯邀请，决定前往首都露面。这也是军人时代即将到来的征兆。

顺带一提，元老院全场一致通过将前任皇帝康莫德斯处以「纪录抹煞刑」（Damnatio memoriae）。继尼禄皇帝、图密善皇帝之后，这是第三个遭处这项刑责的皇帝。一旦在死后遭处这项刑责，当事人的肖像会遭破坏，业绩纪录碑文上的姓名也会遭抹去。不过比起前两个皇帝，由于康莫德斯没有兴建、修复任何公共建筑，因此也没有可供抹煞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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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康莫德斯皇帝遭暗杀后争夺皇位的五名人物并排之后可以发现，这些人都是马库斯·奥理略时代担任帝国防卫工作的人。笔者不禁有种感叹，谈论这五个人的实力，当然不能忽略了他们各自率领的兵力。「军队」这种组织，不只在罗马时代，无论在任何民族与时代里，都是开放门户给出身低下者的少数讲求实力主义的组织。所谓乱世，是种缺乏社会秩序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中，是否出身代代属于元老院的家门，或者与权贵有无姻亲关系，也都不那么重要了。和野生动物的世界一样，这时重要的，在于有没有力量与智能存活下去。



军团基层出身



沛提那克斯最初并没有称帝的野心，也不是自己起身抢夺皇位的。他从五年前开始担任首都罗马长官，受到率先得知暗杀事件的禁卫军团长官列特说服决定登基。由于与元老院要角商谈后，元老院方面也认为这个人可以接受，所以列特才以元老院的全面支持为筹码来说服沛提那克斯。沛提那克斯会接受这项请求，也是基於他个人的爱国心。

在事发时，沛提那克斯已经六十六岁，即使告老还乡也不令人意外。他知道在康莫德斯遭暗杀后，如果不尽快让中央政坛恢复正常，罗马帝国会陷入有如尼禄皇帝自杀后的内乱局面。除了尼禄与康莫德斯之外，帝国还有一名年纪轻轻就遭暗杀的皇帝图密善。当时是因为元老院推举的涅尔瓦迅速继位，才成功地尽早收拾残局。涅尔瓦继位时已经年逾古稀，一年后就指名由图拉真担任自己的继承者。沛提那克斯认为，自己的责任，就像当年的涅尔瓦一样。





康莫德斯逝世的第二天正是1月1日。在罗马时代，这天是一年工作开始的日子，也是该年度第一次的元老院院会议期。西元193年1月1日，在压倒性多数元老院议员赞成下，沛提那克斯正式登基成为新任皇帝。

这时已经年逾七十的老将军庞培也出现在会场。他是马库斯·奥理略的首席亲信，一生担任马库斯军事方面的助理，将人生奉献在前线。向来贯彻尊重元老院态度的庞培出现在议场，对元老院议员来说是一种安全保障。沛提那克斯也向这位老长官提出担任「共同皇帝」的请求，不过身为马库斯皇帝女婿的老将拒绝，表示应该选择更年轻的人选。

沛提那克斯登基成为新任皇帝消息的传令，立刻往帝国各处飞驰而去。每年1月1日，帝国各处的军团基地都会举行全体官兵向最高司令官，亦即皇帝宣誓效忠的仪式。不管传输公文的速度多快，以罗马帝国之辽阔，传到最远处也要一个月以上。把皇帝已经换人的消息，尽速传达给已经向康莫德斯皇帝宣誓效忠的军团，并要求向新任皇帝效忠，也是避免战乱的方针之一。

幸运的是，对拒绝效忠方面的担忧都算白费。每个军团基地都传回向新任皇帝沛提那克斯效忠的消息。这是因为沛提那克斯过往的经历博得官兵的好感。





普布留斯·海尔威苏·沛提那克斯，西元126年出生于北义大利的热内亚，父亲是贩卖毛织布料的解放奴隸。他和家世、教育过程完全相反的马库斯·奥理略相较要小了五岁。

据说他从少年时期起就很聪明，知道想在罗马帝国出人头地，首先要设法取得罗马公民权。而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最短捷径，就是从事医疗或教育工作。根据朱利斯·凯撒制定的法律，从事医师或教职的人，无论民族、出身阶级或肤色，任何人都能获得罗马公民权。想当医师必须要有相当的经验，所以这个解放奴隸的儿子选择了教职工作。很快地，他就开了一间私垫。教室曾在广场的一角，也曾在称作「茵斯拉」的四、五楼公寓骑楼下。他似乎只接受过中等教育，就马上开始担任拉丁文中称为“grammaticus”的中等教育教师，可说是胆量惊人。担任教职的期间似乎长达五、六年，之后又觉得要在罗马帝国出人头地，还是只有从军一条路。按规定，要有罗马公民权才能应征军团兵。不过他之前已经借由教职取得公民权，所以得以应征。





在罗马的军团中，并非每个志愿从军并合格的人都是从士兵起步的。让人事官员觉得值得期待的人员，不乏从领导三十人左右的小队长起步的例子。以沛提那克斯来说，如果他前往莱茵河或多瑙河流域的军团应征，要当上小队长应该没问题。不过这个解放奴隸的小孩，却有更精明的打算。

他避开以精锐闻名的西方军团，前往多瑙河流域的军团兵口中直呼「东方的」（意为软弱的），受人轻视的叙利亚军团应征。虽说在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时代中，每个防线都能享受长期的和平，但西方军团与异族之间还是时有小冲突。相对地，东方军团与帕提亚王国间则是有如万里晴空一样地和平，足以使士兵变得软弱。在叙利亚军团中，志愿从军的当然多半是这个地方出身的希腊裔青年，或是赛姆（Semite）裔的东方人。这时跑来一个义大利本国出身的年轻人应征，而且不但考试成绩优秀，看来还颇有胆识。想必将领们也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存在。沛提那克斯的军团生活，一下子就从百夫长开始起跳。

不过，虽说是百夫长，这个名称只是以往带领百名士兵时留下的官名。从帝政时期开始，百夫长的部下只有八十名士兵。百夫长必须与士兵同吃同住，相当於近代军队的士官阶层。不过在罗马军中，高阶的百夫长可以拥有参加司令官召集的作战会议资格。而且自从朱利斯·凯撒活用百夫长制度以来，罗马有句谚语说：「百夫长是罗马军团的骨干。」

沛提那克斯持续当百夫长过了一阵子。而且他从百夫长的四个阶段中逐层攀升到最高层。在此，列举百夫长的四个阶段如下：

一、指挥八十名士兵的百夫长。

二、同样指挥八十名士兵，但带领所属「大队」的六个「百夫队」中的第一百夫队，有出席作战会议的资格。

三、十个大队中的第一大队旗下的百夫长，率领一百六十名士兵，拥有出席作战会议的资格。

四、最高阶层的百夫长，一个军团中只有一个。担任第一大队的第一百夫队队长，职称就叫「首席百夫长」。

最高阶层的百夫长地位虽是士官，军中地位却比一入伍就直接当上大队长的元老院议员子弟还高。就好像比大学刚毕业的医生还懂得手术过程的护理长一样。

身处和平时代还能在几年里升上这个地位，可见沛提那克斯的才能也不同凡响。而且这些人事变迁全在叙利亚行省内达成。依照当时的制度，百夫长以下的官兵少有值勤地的调动。

三十五岁那年起，沛提那克斯也遇上了人生的转机。刚登基的马库斯·奥理略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亦即和平结束，战乱的时期来到了。

不过，沛提那克斯没有任何裙带关系，尽管他升上了「首席百夫长」，并不等于大队长的职缺就在前方等着他。如果成为一个大队的指挥官，率领六个百夫队，亦即四百八十名士兵的话，地位已经是军官了。在达到这个地位前，沛提那克斯还要经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大队的「长官」。其所管辖的大队，除了军事指挥方面由大队长负责以外，其他所有事项全由他负责。从扎营地点选择到设置、军粮调度与分发等所有事项都由他负责，可说是一个大队的后勤总管。当他担任这项职务时，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战争爆发了。后来，从西方军团调来支援作战的官兵把沛提那克斯当成了宝。看来他的商人父亲遗传给他的弹性，在这种时候发挥了奇妙的功效。

沛提那克斯的工作成效，大受帕提亚战役时的罗马军将军赏识，甚至直接传到身居罗马的马库斯皇帝耳中，可见其表现真的相当优秀。罗马军相当重视后勤补给，补给方面的专家，与战斗方面的专才具有同样价值。基於这段时期的功绩，沛提那克斯得以晋升大队长。

一旦晋升到负责指挥一个大队的「大队长」之后，驻地就会频繁调动。沛提那克斯的驻地从守卫幼发拉底河的叙利亚行省，调动到多瑙河防线上的莫埃西亚行省。不久后，他又受命成为莫埃西亚驻军骑兵队的负责人。骑兵队的基地与军团基地设在不同位置，也就是说他成了独立营区的总负责人。

之后，他的工作类型突然转变，不过这在罗马社会中是很常见的现象。他受任命为行省的「财务长官」。行省总督的职务，是政治、军事、司法方面的负责人。相对地，财务长官要负责的就是一个行省的财务。其管辖的范围，包括以公共建设为主的财政支出，以及行省稅等其他收入，地位有如一个行省的「财务部长」。后来他似乎在几个行省担任过这项职务。

之后，他受命成为艾米里亚大道的维修官。这条大道起自利米尼，途经比千都，最后到达米兰。是从东南往西北，穿越北义大利的重要干道。沛提那克斯的工作就是维修好这条干道。





担任完这项职务之后，沛提那克斯终于得以进入帝国的精锐部队。他受命为莱茵河防线沿线上的基地之一，辅助部队基地的基地长。由于统辖的不是罗马公民，而是行省出身的士兵，所以这并非容易处理的任务。之后他又调动为达其亚行省的财务长官。任期结束后，转任多瑙河防线上的分队指挥官。

他可能是在这个时期於庞培将军总指挥下参加作战，负责歼灭入侵义大利本国、掠夺亚奎雷亚的日耳曼部族。由于作战建功，元老院的大门终于在他面前敞开。





沛提那克斯成为元老院议员之后，取得了法务官的职位。得到这项官位之后，他前往「近旁诺尼亚行省」的三个军团基地之一布理吉提欧（今日匈牙利的苏尼），担任第一亚荻托利库斯军团的军团长。当时多瑙河防线的实质最高司令官是庞培，沛提那克斯就在这个老长官底下，与日耳曼民族打了好几年的仗。

几年的军功，使得沛提那克斯获选为「备位执政官」。相对于1月1日就任的「正规执政官」，备位执政官一如字面所述，是备位的人员。不过按例，该年的最后两个月会交由备位执政官担任行政工作。但是这个官位，与其说是备位人员，不如说是为了增加具备执政官经验的人数而设立的。因为要成为行省总督，首先要具备执政官经验。由于这些社会背景影响，有不少人即使当选「备位执政官」之后，也没有到首都就职。沛提那克斯也选择停留在前线，即使当选后也没有回到首都。






沛提那克斯的驻地变迁




帝国马上也运用起沛提那克斯的「前执政官」头衔。他在五十岁时，由马库斯皇帝任命为「近莫埃西亚」行省总督。驻地在这个行省的省都辛基多努姆（今日的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沛提那克斯从此成为指挥两个军团，守卫最前线的将军之一。结束任期后，他又成了「远莫埃西亚」行省总督。多瑙河下游的这一带，相当於今日的保加利亚。沛提那克斯成为这个地区的负责人之后，任务就是带领两个军团死守防线。担任完这项工作之后，他又被调派到达其亚担任行省总督。达其亚行省突出于多瑙河北岸，是罗马帝国北方的桥头堡。这个地方比起其他防线而言，任务要更为危险困难与不便。

马库斯·奥理略皇帝逝世於西元180年，在这不久前，应该是西元179年，或者178年左右，皇帝任命沛提那克斯到东方防线上最重要的叙利亚行省担任行省总督。对于五十出头的沛提那克斯来说，他是以总督身份，回到自己入伍的地方。而且这时他已经是指挥三个军团作战的司令官了。当马库斯皇帝驾崩后，他依旧停留在这个职位上。直到西元183年有人来接任后，才回到首都。

不过，享受舒适的首都生活还不到两年，西元185年又发生了拒绝向康莫德斯皇帝效忠的事件。为了迅速掌握拒绝效忠、打算造反的士兵，沛提那克斯被派遣到不列颠行省。等到任务结束之后，他又前往北非行省，负责福利政策。沛提那克斯前往北非行省的省都迦太基上任。这次的工作须与行省总督合作才有可能完成，不过他在两年内就顺利结束了任务，回到首都。回到首都之后，他当上了「首都长官」。这项工作有如首都罗马的市长，不过在罗马时代，首都长官还身兼首都警察的首长。沛提那克斯在西元187年起到192年为止，一直担任这项职务。而且，在西元192年时，沛提那克斯以首都长官的身份，与库莫德斯皇帝一同担任该年度的执政官。这次不是备位，而是正式的执政官。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可以接替康莫德斯的人选。

接替库莫德斯的事情，不久后成真。该年的12月31日，康莫德斯遭人暗杀。第二年的1月1日，沛提那克斯宣布登基称帝。

沛提那克斯的经历，可说是罗马时代布衣卿相的实例，显示了罗马社会的流动性有多高。解放奴隸的儿子，最后竟然当上了皇帝。而且这是他认真地爬上每一个阶层，不仅为自己，也为所属的共同体奉献的结果。




皇帝沛提那克斯



西元193年1月1日的元老院会议上，在获得登基认可之后，该年六十六岁的沛提那克斯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公开表示，帝国的施政方针将学习马库斯·奥理略皇帝，这代表他将与元老院合作施行统治。并在演说中表示，未经正式审判，绝对不处罚元老院议员。这有如回到了五贤君时代一样。元老院议员们心中松了口气，嘴上也表示满意。

沛提那克斯的军事经验丰富，而且知道就任政务的初期，和在战场上一样行动讲求迅速。因此他提出许多政策，元老院也忙着审理、投票。在罗马帝国的体制中，如果没经过元老院投票通过，政策是不会成为法制的。皇帝虽然有发佈临时措施令的权力，不过既然讲究与元老院合作统治，也就是不依赖光由内阁做决议的临时措施令，而重视由议会议决通过的法案。

沛提那克斯提出的最优先政策，是国家财政健全化方案。这并不表示康莫德斯在位时豪奢无度。康莫德斯在位的十二年里，由于没有进行战争，因此令人意外的是财政方面尚称健全。后世的史学家总想把不好的事情全推到康莫德斯头上，就连马库斯·奥理略时代中曾发生的货币金属量削减事件，也归到康莫德斯任内。沛提那克斯这时候主张的国家财政健全化方针，是重新检视各部会组织，借以减少冗员冗费。这是因为像帝国这样大的组织，光是放置不管就会自动膨胀。沛提那克斯在元老院会表示，由于重新检视帝国各个机构，以及组织重编计画案需要时间处理，因此正式发表预订在4月21日罗马建国纪念日时进行，目前还在作业中。

沛提那克斯迅速地执行著较为容易处理的其他措施。比方说为康莫德斯在位时遭处刑或坐冤狱的人恢复名誉，以及归还遭没收的家产。当然，他也没忘记改善各个防线上的官兵待遇。此外，在罗马时代，首都罗马的居民可说是舆论调查时的采样对象。沛提那克斯可没忘记分发皇帝登基时该发放的奖金。每个住在首都罗马的公民权所有人，都能获得一百狄纳利斯的「红利」。

同时，沛提那克斯也表明皇位不会世袭。他有一个妻子，以及一对儿女。妻子没有获颁「皇后」称号，儿子与女儿连住在皇宫都不准。他发行了刻有自己侧脸的货币，不过上头的文字写的是「公民的自由」。似乎万事都一帆风顺。不过，实力的世界就好像野生动物的世界一样，只要有一丁点疏忽，都可能会丟掉性命。他在这方面却犯了极大的错误。






铸有「公民的自由」字样的货币




沛提那克斯能轻松登基称帝，功劳最大的人员是禁卫军团长官列特。而列特也在等待沛提那克斯回报。具体来说，列特在等新任皇帝调派他成为埃及长官。

禁卫军团长官握有一万名禁卫军团指挥权，在首都罗马可说权势仅次于皇帝。然而，如果成为埃及长官，代替皇帝治理皇帝私有领地埃及行省的话，不但成了埃及的最高权势者，而且还可大享敛财的乐趣。如果胆敢在首都收贿，下场就是受人控告，斩首示众。就连在行省，行省民众控告总督的行为也已经合法化。只有埃及属于皇帝私有领地，情况与其他行省不同。因此，在埃及收受贿赂，只是损害皇帝私人的利益，并非损害以罗马公民及元老院为主权者的帝国利益。换句话说，只要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就称不上是犯罪。若从历史文献来求证的话，在罗马帝国，有许多法庭纪录记载了遭行省民控告的前任总督坐在被告席上，元老院议员分成辩护律师以及受行省民委任的控诉律师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激辩的过程。西元一世纪的史学家塔西图斯、文人小葡里尼斯，西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都常常担任这种审判的律师。也就是说，这种审判在罗马帝国是常有的事情。可是在文献资料中，没有埃及行省民控诉埃及长官的纪录。这是因为其他行省是以公民和元老院为主权者的帝国公共所有物。相对地，埃及则是皇帝私人的土地。

在罗马帝国，政治军事方面是由元老院阶层担纲；而骑士阶层则主要负担经济与行政，这就是帝国社会的前两大阶层。骑士阶层认为自身出人头地的顶点就是埃及长官，其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只要当上这个职务，马上就能发财。列特在权势方面已经不会输给任何人，还会想要转调埃及长官，理由也在此。

沛提那克斯当然也知道这些内情。想必他也打算过一阵子再实现列特的愿望。问题在于沛提那克斯登基并未具备任何正统性。急于争取政绩建立正统性的想法，使得沛提那克斯失去弹性。新任皇帝集中精力於施行正当且必需的政策，迫使传统上具有反皇帝气息的元老院认同，所以把列特的期望暂时摆到一旁。如果刚登基不久，就把列特送到埃及，势必会引起元老院反弹。想必沛提那克斯不愿遭受元老院攻击吧。不过，对国家而言，重新调整康莫德斯时代留下的局面是「大事」，报答登基的有功人员列特不过是「小事」。如果治国时怕「小事」遭受批评，最后会连「大事」都无法实现。想要大胆改革的人，必须要有暂时忽视「小事」的胆量。





列特在苦等将近三个月之后，决定煽动旗下的禁卫军。他表示沛提那克斯是元老院的傀儡，批评他偏向元老院的政策。至於列特个人的期望，连一个字都没提。连马库斯·奥理略登基时，都曾经发放过特別奖金给禁卫军团士兵，然而沛提那克斯却没有。这也是他特別延后执行的政策之一。不过这时却被拿出来攻击，当成皇帝轻视禁卫军团的证据。从突然掌权者应设法强化权力基础的角度来看，沛提那克斯在这方面显然疏忽了。

要当面以道理说服十个人，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对象增至百人，事情就困难了。人数一旦上千，说服工作就完全不可能实现。偏偏禁卫军团是个上万人的团体。这也就是煽动者（agitator）为何能够在社会上横行的原因。要掌握万人以上的群众，使煽动者无法跋扈，则需要別的要素。一般称呼这种要素叫做领袖魅力（charisma）。不过如果失去时机，领袖魅力也就无法发挥效用。

西元193年3月28日，受到列特煽动的禁卫军士兵群起攻击帕拉提诺丘陵上的皇宫。在众人之前，警卫队的士兵与皇宫佣人只有逃命的份。单独留在皇宫内的沛提那克斯，被禁卫军的某位队长一剑刺死。在位期间只有八十七天，唯一庆幸的是妻子与儿女没有跟著陪葬。





列特成功地排除沛提那克斯之后，看上了这时期刚从北非卸任回到首都的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

一场政变的成功与否，全看能否尽早造成既成事实。不过虽然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答应继位，这时却出现了预料外的竞争者。新的竞争者是沛提那克斯的岳父，元老院议员弗劳维乌斯·苏尔庇丘斯。局势演变成由列特煽动起兵的禁卫军来决定这两人中由谁来登基。

禁卫军团夺走了原本该属于元老院的主导权。我们可以从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语带嘲讽的证言看出当时元老院的气氛如何。两名皇帝候选人站在禁卫军团营区外的围墙下，排排站在围墙上的禁卫军士兵成了公证人，开启了皇位的竞标大会。这场竞标会，就在苏尔庇丘斯出价每名禁卫军士兵发放五千狄纳利斯，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出价每名禁卫军士兵发放六千五百狄纳利斯时分出胜负。元老院虽然为此感到愤慨，但最后只好承认标得皇位的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登基称帝。

问题来了，守护边境防线的官兵可不承认这件事。沛提那克斯登基时没有动静的军团，一听到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登基的消息，通通动员了起来。这并非他们对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个人有任何反感。朱利亚努斯并非那种只知道在首都过舒适生活、环境优渥、文风洗鍊，可是个性软弱的元老院议员。以军团兵的角度来说，朱利亚努斯和他们的长官，军团长或是总督算是同类。不幸的是，在这情况下，对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来说同类反而成了负面的条件。

我们可说沛提那克斯的经历，是在罗马帝国中「布衣卿相」的典型。那么朱利亚努斯的过去，就可说是生于元老院阶层的人生涯发展的典型了。





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出生于西元133年，是哈德良时代的末期。出身地点为北义大利的美荻欧拉努，也就是后世的米兰。朱利亚努斯家族是米兰的仕绅兼富豪，代代都是元老院议员。

在十五岁左右举行成年礼之后，他离开父母身边到首都求学。不过，因为他是地方都市仕绅家庭的子弟，所以寄住的地方也很特別，是由马库斯·奥理略的母亲照顾。

在罗马社会中，这并不是稀有的事情。罗马传统中，地位高的人家，不只会让行省或地方都市仕绅的子弟留学住宿，也会让他们习惯首都生活，并与高阶人士接触。在皇宫中寄居的，则是同盟国的王侯子嗣了。由于这是罗马的传统，所以住宿的通常不只一个人。对于罗马的上流阶层来说，这种自家有如学生宿舍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少年时期的朱利亚努斯，就如此开始了首都留学生活。不过马库斯比他年长十二岁，这时已经开始了皇宫生活，因此朱利亚努斯并未与次任皇帝同住。但是马库斯向来孝顺，也许他在妹妹出嫁后，经常回家探望独居的母亲也不一定。那么少年时期的朱利亚努斯，也有可能见过马库斯本人。





在罗马社会中，元老院的子弟理所当然会走上称为「荣誉职涯」的公职路线。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也不例外。

首先他走上「荣誉职涯」的起点「会计监察官」。这项官职的值勤地点，一般在首都罗马或是行省的军团基地，但也经常有轮调各地的机会。

之后，他成为「按察官」。当时他在首都任职。这项勤务负责的范围，从剑客比赛与四头马车赛的赛程设计、食品市场管理到青楼取缔管制等，是接触社会最底层、有趣且深奥，但又相当累人的工作。

当这项工作结束后他已经三十岁，获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议员的子嗣只要品行没有太大的问题，满三十岁时通常会马上取得元老院席位。他以议员资格参选「法务官」并当选。担任法务官的经验，在「荣誉职涯」中算是进入第二阶段的资格。这时已经是马库斯·奥理略皇帝的时代了。

带着「前法务官」的头衔，他首先被派往北非，之后调派到小亚细亚。结束任期之后，又被调派到高卢地区六个行省之一的比利时嘉。该省省都为兰斯，相当於现今的法国北部一带。在他的任期中，发生了日耳曼民族之一的迦提族越过莱茵河入侵的事件。比利时嘉没有常驻军团，该省能支持到莱茵河沿岸的基地派出的援军到达，是因为朱利亚努斯组织、统率的民众勇敢善战。

这段期间的表现受到肯定，朱利亚努斯接下来受命成为第二十二普利米捷尼亚军团的「军团长」。驻地在莱茵河防线的重点莫根提亚奎姆，亦即今日德国的梅因兹。朱利亚努斯似乎在进入政务路线之前就从事过军团大队长职务，不过到这时他才成为一个军团的负责人。连辅助兵算在内，有一万两千名部下。

结束这项工作之后，他获选成为执政官。不是备位，而是正式的执政官。带着「前执政官」的头衔，他后来成为达尔马提亚行省总督。这个行省虽然没有派驻军团，但是夹亚德里亚海与义大利本国相对，是个重要的行省。似乎他在任内的表现良好，下一个职务，则是低地日耳曼行省的总督。






朱利亚努斯的驻地变迁




在罗马时代，帝国重要防线之一莱茵河分为上游与下游两区，上游称为「高地日耳曼」（上日耳曼），下游则称为「低地日耳曼」（下日耳曼）。而且行政划分上，也依据军事上的划分法成立两个行省。朱利亚努斯派驻的地方为莱茵河下游。在行省中各分派一个军团驻军於波昂与占田基地。朱利亚努斯到省都科隆上任后，也就成为指挥两个军团的司令官了。

之后，朱利亚努斯的工作地调回了义大利本国，这并非政府对他在军事方面的能力评价不好。与沛提那克斯的案例相同地，罗马帝国的人事迁调，往往是在军事与民事之间来回调动。朱利亚努斯的新工作，是确保义大利本国的粮食来源。由于义大利本国的主食小麦需要仰赖埃及与北非进口，因此维持进口顺畅的「粮食局长官」是项重责大任。

到了康莫德斯的时代，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的人生还是没有太大变化。他受命成为小亚细亚北部的潘特斯行省总督，在这个面临黑海的地方忙于行政工作。没有派驻军团的行省称为「元老院行省」，总督任期多为一年。他在潘特斯待没多久，又往西调职成为接邻的俾斯尼亚行省总督。这两个行省都是没有派驻军团的「元老院行省」，但不表示工作就轻松。小亚细亚的最东边，是派有两个军团的卡帕杜西亚行省。这里派驻两个军团的理由，是因为行省的边缘为罗马与亚美尼亚王国的国界。帕提亚王国与罗马军事冲突的时候，通常事情会牵涉到亚美尼亚的王位。一旦罗马与帕提亚之间气氛险恶，小亚细亚的这些行省马上就成了后勤基地。

朱利亚努斯担任过上述的重要职位。不过到了西元192年，年近六十岁之后，终于被调到较轻松的行省职务了。他被调任为相当於今日突尼西亚与利比亚合并的「亚非利加行省」总督。结束总督任期回到首都后，发生了沛提那克斯皇帝暗杀事件。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身为名门子弟，但终生认真从事「荣誉职涯」。而他的人生在六十岁这年大为改变。




皇位争夺战的起始



既然守卫帝国各「防线」的军团有动作，那么事态就不是光靠政变更换领袖就能解决的了。也就是说进入了军团之间互相攻击的内战时期。

西元193年1月1日，继前一日遭暗杀的康莫德斯之后，沛提那克斯登基称帝，并受元老院承认。

同年3月28日，沛提那克斯遭暗杀。

同日，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登基称帝，获得元老院承认。

4月9日，「近旁诺尼亚行省」总督赛埔提谬斯·谢维勒受军团兵推举，起兵称帝。

数日后，不列颠行省总督科洛荻士·雅尔比诺受其下的军团兵推举，表示将参加皇位争夺战。

在帝国的东方，叙利亚行省总督佩谢尼苏·尼革尔，在旗下的士兵欢呼中称帝，并派遣使者火速赶至罗马通知元老院。

上述起兵事件，发生顺序是依据由首都传来消息所需的时间。身在维也纳的谢维勒取得「新闻」的速度，要比伦敦以及叙利亚的安提阿来得早。





为何沛提那克斯继位时不动声色的军团，一听到朱利亚努斯继位的消息就开始有动作了呢？

解开这个谜题的关键有好几个。

第一个在于军团兵对禁卫军的反感。

如果皇帝身在前线，禁卫军团的士兵有陪伴皇帝同行，在前线参战的义务。在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禁卫军团在战役中与日耳曼诸部族为敌勇猛作战。从指挥作战的长官有数人阵亡的纪录便可得知，他们经常投身最前线，就连军团兵也对他们敬畏三分。

禁卫军团是罗马军的菁英。边境的军团中，出身行省的人比例逐渐增加，只有禁卫军到这时还是以义大利本国出身的人居多。

在薪饷方面，禁卫军比军团兵多了三成，退伍俸也依照同标準加给。在退伍年限方面，军团兵要满二十年退伍，禁卫军只要服役十六年。又因为他们是军方最高司令官，亦即皇帝的侍卫，因此军装特別华丽。

如果亲眼看到禁卫军勇猛地冲进换成自己会感到犹豫的混战中，军团兵也会觉得这些差別待遇可以接受。偏偏在康莫德斯治国的十二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需要御驾亲征的大场面更是连一次都没有。既然皇帝本人一直停留在首都，禁卫军也只是住在首都近郊的营区里度日而已。相对地，守卫边境的军团兵，却过了十二年担忧敌军何时会从「防线」对面袭击而来的日子。在边境军团中，没有人能安心度日，相信与异族间的和平条约能够持久。

康莫德斯遭暗杀后，受推举继位的沛提那克斯与军团兵的出身、教育背景都相同。而且这位新皇帝没有特別优待禁卫军团。虽然这是他不到三个月就失去皇位的主要原因，但看在军团兵眼里，沛提那克斯是个深深体解边境国防情势的皇帝。这让人能理解听到朱利亚努斯登基后，军团兵为何会拒绝向他效忠。





第二个关键，在于率领军团兵的行省总督心中的反感。

这并非意味着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的经历让他们反感。问题在于朱利亚努斯的辈份。

如果我们以马库斯·奥理略，以及马库斯皇帝的重臣，年龄应该相仿的庞培为第一世代。那么以不重年龄而重视经历的角度来看，沛提那克斯则属于第二世代。这是因为他长年担任庞培的副手。西元130年代中期出生的朱利亚努斯、雅尔比诺、尼革尔三人则属于第三世代。比这三个人年轻十岁的谢维勒，如果不管年龄，而从所属的地位来看；也属于第三世代。也就是说，第三世代的四名武将，是在第一与第二世代麾下累积经历。

当沛提那克斯登基称帝时，这四名武将没有造反，是因为沛提那克斯是他们的老长官。而且在沛提那克斯背后，还有这四名中坚武将景仰的庞培支持。

如今沛提那克斯遭暗杀，在其后登基的，却是与自己同辈份的朱利亚努斯。如果要以比较通俗的方法来形容这三个人听到消息后的心情，就是：凭什么那小子可以当皇帝，我要在他底下做牛做马？

实力主义固然有好的地方，但与人类社会的其他事物一样有缺陷。因为实力主义最后只能仰赖实力解决事情。

第三个关键，是军团兵有没有资格与权利，以推举皇帝人选的方式来参与国政。

答案是，有。





请各位读者不要忘记，罗马的起源是城邦国家，这也是地中海文明的特色。所谓城邦国家，是种由住在都市的公民构成的居民共同体，因此主权握在公民手上。在王政时期，承担统治工作的国王也是由公民投票所选出的。不过罗马又创设了独特的体系，在委由「国王」治国的同时，又聚集仕绅与学者成立「元老院」，作为向国王提供建议与将政策法制化的机构。到了共和时期后，原本讬付给国王的工作，改由执政官担任，而元老院与公民的地位依旧不变。进入帝政时期，三者并存的思想依旧不变，原本每年选举更换的执政官，地位由终生任职的皇帝所接收。罗马社会对于皇位世袭抱持怀疑态度，也是因为上述传统的影响。

基於上述背景，不论是王政、共和、帝政时期，拥有公民权的人也就是握有国家主权的人。正式而言，皇帝也只是受元老院与公民委托统治而已。

第二任皇帝台伯留说得好，罗马皇帝的定义不只一种。由于身兼最高司令官，所以士兵称呼他「皇帝」。一般民众称呼时，多为代表公民领袖的「第一公民」。而历任皇帝的官方全名中，必定会加上「奥古斯都」、「凯撒」两个单字。奥古斯都意为尊贵者，用于称呼未免过於隆重，因此平时多以「凯撒」称呼。不过，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喜好使用「第一公民」自称可以得证，罗马皇帝真正的涵义，也不过是「第一公民」罢了。公民虽然不再投票选举，但这些主权者还是获得了表达意见的机会。

第一种表达法，是看皇帝进入圆形竞技场或大竞技场时，一般民众会对他拍手喝采，还是嘘声四起。而示威游行也是表达民意的方法之一。

军团兵拥有罗马公民权，因此地位与一般公民无异。他们每年1月1日举办对皇帝的宣誓效忠仪式，也是反映意见的机会。元旦的仪式，并非单纯要求士兵向皇帝宣示效忠而已。如果只要求宣誓效忠，就不用每年重复一次。这项仪式不但代表皇帝与士兵间的契约，同时也是对皇帝的信任投票。这也是每年各个军团基地都要举办仪式的缘由。

只不过，理论上在这项仪式中是由各个军团兵的自由意识决定态度，实际上就像方才叙述过的禁卫军团宣誓一样，煽动者大有活跃的空间。具体来说，只要有几个大队长、百夫长承军团长的意念行动，要操纵整个军团的意识也不困难。西元193年时，想必各个军团基地中也发生过这些事态。可是在这情形下做出的决定，於法依旧是军团的总意见。

当军团兵接获朱利亚努斯继位的消息，被要求向朱利亚努斯宣誓效忠时，他们拒绝进行带有信任投票意味的效忠宣誓。而且不只拒绝，甚至推举了自己的司令官替代。也就是说，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皇帝遭不信任投票通过。即使元老院表示信任，也只代表罗马两大主权者「元老院」与「公民」中，只有单方面支持朱利亚努斯。





解决问题的方法，只剩下由军团正面冲突一条路。我们从西元193年春季起始的皇位争夺战四个主角的出身地，也可看出时代的演变。

在方才已经叙述过，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出身於北义大利的米兰。另外还有一个出身义大利本国的人，就是在叙利亚称帝的佩谢尼苏·尼革尔。我们目前不知他出身於义大利的何处。与元老院议员子弟朱利亚努斯不同的是，他属于骑士阶层出身。虽然出身不像解放奴隸第二代的沛提那克斯那么低，但也属于军团中苦熬出头的人物。不过，之前他从未做过任何名动天下的大事。因此当元老院知道他起兵称帝时，也是不解多过惊讶。

不列颠行省总督科洛荻士·雅尔比诺出身於北非的哈德满都。调查历史文献可以得知，当数百年前罗马死命击倒的迦太基还是个大国时，哈德满都已经是个港都。这个地方位于目前的突尼西亚境内。

至於旁诺尼亚行省总督赛埔提谬斯·谢维勒，则出身於北非的港都雷布提斯·马格纳。这个地方位于现代的利比亚境内，远古时属于迦太基，在罗马时代则属于「亚非利加行省」。

四个人中，有两名出身义大利，两名出身北非。在罗马帝国中，行省出身的人担任要职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出身地也包罗不列颠与埃及以外的各个行省。只不过，随着时代演变，占优势的行省也会不同。学者表示，在罗马帝国中，不管出身希腊、中东，或是西方的高卢、西班牙甚至北非，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罗马的一份子。笔者也认为这就好像无论出身何处，国民都会认同自己的国家一样。只不过，有时也的确会发生同乡结党互助的现象。五贤君时代的皇帝中，图拉真、哈德良、马库斯·奥理略是西班牙人，可见当时是西班牙出身的人占优势的时代。而到了西元二世纪末期，时代逐渐趋向北非出身的人。在马库斯·奥理略的时代里，皇帝的五名驸马中已有两人出身北非。就连马库斯·奥理略的恩师佛伦多，也出身於亚非利加行省的都市琦尔塔（今日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诺）。员额六百人的元老院议员中，光看出身地统计，就有两成是北非。时代的变迁，会显示在这些事物上。至於能不能赶上时代潮流，则完全看个人的能力了。





到了没有前任皇帝指名，或是皇亲血统来彰显正统性，亦即靠实力争取皇位的时代后，在罗马帝国里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兵力了。在此，笔者将四名参加皇位争夺战的人的兵力比较如下：

朱利亚努斯——唯一确认支持的，只有一万名禁卫军团。而且这一万名士兵只是支持而已，并非他的直属部下。

尼革尔——在幼发拉底河防线上，卡帕杜西亚行省有两个军团、叙利亚有三个军团、巴勒斯坦驻军有两个军团。而在现代的约旦，古称「阿拉伯行省」的地方又有一个军团。总计八个军团。

光是主要兵力军团兵，就有四万八千名。

雅尔比诺——直属的兵力为不列颠的三个军团。不过称帝之后莱茵河防线的四个军团也转而支持他。合计兵力为七个军团，共四万两千名士兵。

谢维勒——其他三个竞争对手年龄都在六十岁左右，只有这名北非出身的总督现年四十七岁。他受到在帝国军团中，规模最大、训练最精良的多瑙河防线军全数支持。以「日耳曼长城」的两个军团为首，加上旁诺尼亚的四个军团、莫埃西亚的四个军团、达其亚的两个军团，总计十二个军团，光是军团兵就有七万两千人。

当然，这些总督也知道「防线」的意义所在，没有人认为能将自己旗下的兵力全数投入内战。然而就算要留下半数兵力来守卫防线，原本持有的兵力多的人还是占优势。






沛提那克斯遭暗杀时的四名武将驻地与势力分布




接获朱利亚努斯登基的消息后，第一个展开行动的是谢维勒。这是因为他比其他人都早接获朱利亚努斯登基的消息，而且自己手下的兵力又有压倒性的优势。





尽管如此，谢维勒并未立即前往首都，而是先拉拢称帝之后渡过多佛海峡进入高卢，在当地巩固势力的雅尔比诺。雅尔比诺与谢维勒同样出身北非。谢维勒派遣亲信前往里昂，向雅尔比诺提出愿意提供「凯撒」称号的建议，希望能与他组成共同战线。

这并非代表让雅尔比诺成为下任皇帝。在罗马皇帝官方姓名中，必定会加上「奥古斯都」、「凯撒」两个单字。这项提议内容是由谢维勒取得「奥古斯都」，而「凯撒」则让给雅尔比诺。亦即由两人共同统治。

雅尔比诺也接受了这项提议。想必是考量到两人的兵力差距吧。如此一来，谢维勒就能无后顾之忧地进军罗马了。

谢维勒知道，如果要称帝，就需要帝国的舆论，亦即定居在罗马的公民支持，还要获得元老院承认。以往的罗马史证明，能取得首都的人也就能控制帝国。

这名四十七岁的武将认为，要从多瑙河防线全域召集部队太浪费时间。因为这些部队的支持早已到手。他原本身为「近旁诺尼亚行省」总督，这时决定只带领直属部下，亦即驻军维也纳基地的第十捷米那军团，以及以苏尼为基地的第十三亚荻托利库斯军团。两个军团的兵力约万人左右。他认为，数量上与在罗马备战的禁卫军团相当，但实战经验则是自身有利。




进军罗马



5月，由谢维勒率领的两个军团开始南下。他们由多瑙河中游地区取向西南，直接朝首都前进。至於行军路线，只要沿着如同鱼网一般遍布全国的石板面罗马大道前进就好。

为了提升行军速度，谢维勒没有让罗马军团行军时按例会支援的军粮牛车同行。罗马军习惯上，会让每个士兵背负十五天份的食粮。谢维勒只允许士兵携带这些食物，他计画万一军粮用尽时，就在附近借调。

根据笔者自身的经验，从帝国边境多瑙河畔到达义大利东北角所需的时间，和从东北角前往罗马所需的时间几乎一样。当时笔者深深感到多瑙河防线对帝国有多重要。而当谢维勒率领的两个军团把军粮吃光时，队伍已经进入义大利本国了。





朱利亚努斯皇帝也并未束手就缚。然而朱利亚努斯没有直属的军团，能做的事情也有限。他首先请求元老院通过决议发出谢维勒是「国家公敌」的宣言。在禁卫军团方面，他透过军团长官列特，从拿坡里附近的米塞诺军港把水兵与划桨手调来罗马，準备迎击敌军。

不过，元老院议员已隐藏不住他们的动摇。禁卫军团内部也并未团结一致準备迎击。由于谢维勒进军速度太快，议员与禁卫军已经不知所措。

谢维勒进入义大利本国后，在义大利境内的军队开始有人拋弃现任皇帝朱利亚努斯，投向谢维勒这一边。第一个背叛的，是拉温纳基地的海军。

在义大利半岛上，以面朝第勒尼安海这端的米塞诺为基地的米塞诺海军，管辖地中海西侧，可说是帝国西侧海上警戒的总管。相对地，面朝亚德里亚海的拉温纳基地，以及驻军於此的海军，可说是地中海东侧的总管。光是拉温纳海军投靠谢维勒，就已经是不得了的大事了。而且对于率领两个军团前往罗马的谢维勒来说，这下子朝向罗马的道路可说已经门户洞开。当朱利亚努斯听到这消息后，真是吓得脸色苍白。同时行军中的谢维勒还派遣密使前往罗马，打算分化禁卫军团。

朱利亚努斯在慌乱之下，决定至少要取得民众的支持。因此将民众厌恶的禁卫军团长官列特斩首示众。然而这项行为，只是使列特旗下的禁卫军与皇帝疏远而已。首都的居民深知陷入内战后要如何自保，他们将贵重物品藏起来，躲到安全的地方静观其变。

朱利亚努斯只好使出最后的手段。他派遣数名元老院议员为使者，带着任命谢维勒为共同皇帝的文件前去拜访谢维勒。然而谢维勒没做回应，只是持续进军，这件提案也就此化为泡影。

朱利亚努斯皇帝已经众叛亲离，即使身在皇宫，也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在西元193年6月1日，数名后悔自己太过协助朱利亚努斯的禁卫军杀死了在寝室独处的朱利亚努斯。他的在位期间共六十四天。

在这时，谢维勒已经走完三分之二条弗拉米尼亚大道了。

元老院收到朱利亚努斯的死讯后，将谢维勒的国家公敌宣言撤回。并决议派遣百名元老院议员，带着登基即位的委任书前去晋见谢维勒。既然谢维勒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议员要找到他，只要沿着这条南北干道北上即可。

双方人马是在泰尔尼镇相遇的。百名元老院议员在晋见谢维勒之前，尽管众人只有穿着白色托加袍，还是受到士兵严密搜身，仿佛怕他们暗藏武器。等到搜身结束后，全副武装的谢维勒才带着一队武装士兵出现。这个情景，似乎象征著直到西元211年为止的谢维勒皇帝时代。





回想起罗马史上遭判国家公敌后，又率兵进入首都的人物，马上会让人想起科尔涅留斯·苏拉（详见第Ⅲ册）与朱利斯·凯撒（详见第Ⅳ、Ⅴ册）。这两个人虽然都与同胞罗马人作战，但战胜后的态度却完全相反。苏拉毫不留情地将曾经站在敌方的人全部肃清。凯撒则是宽恕曾公然与自己为敌的人，无条件地释放。谢维勒采取的则是苏拉路线。不过，执行的方式却与苏拉不同。谢维勒认为，视情况说谎，也是一种战术。而苏拉的想法则是，他个人绝不说谎，但会设法扭转情况。





卢西厄·赛埔提谬斯·谢维勒，出生于西元146年4月11日。出身地位于今日的利比亚境内，是滨临地中海的都市雷布提斯·马格纳。

如果追溯其家世，可发现他们是罗马刚战胜迦太基时移居到此地的义大利人。不过罗马人在这种情形下，多半会与当地的原住民通婚。因此我们说他是一再混血后，出身北非的人还比较恰当。据说他的母亲与两个妹妹，虽然能说当地的腓尼基（Phoenicia）土话，但拉丁文就不大灵光了。

谢维勒的家族，属于罗马社会的第二阶层骑士阶级。地方都市的骑士阶层多半是担纲地方行政与经济业界的人物。因此谢维勒家境似乎不错，在十八岁那年为了留学，离家前往罗马。当时正值马库斯·奥理略的时代。





在首都接受高等教育五年后，似乎登基称帝后依旧喜好学问的马库斯·奥理略看上了他。尽管这名青年属于骑士阶层，皇帝依旧让他踏上了元老院阶层青年走的「荣誉职涯」，亦即菁英路线之上。

二十四岁时，他成为会计监察官。

二十六岁那年，受派遣到西班牙南部的倍帝加行省，应该是以同一官职留任当地一年。

二十七岁时，获派萨丁尼亚岛，在此同样服勤一年。

第二年，值勤地更换到北非地方，勤务地点应该是亚非利加行省的省都迦太基。

西元176年，谢维勒满三十岁时，获选为「护民官」。这项官职是为所谓「平民」阶层开放的登龙门，可见谢维勒虽然经历足与元老院阶层相较，但一直被视为骑士阶层。不过在罗马社会，只要担任完护民官之后，按例就能进入元老院。因此谢维勒在担任完护民官之后，终于在元老院拥有席次。虽然他只是「新入门」，但至少是元老院阶层的人了。

他可能是在进入元老院的第二年获选为法务官的。因为在这之后，他的头衔已经成了「前法务官」。以这项头衔，在三十二岁这年他被送到西班牙就任。与上次就任时不同的是，他这次值勤的地点是西班牙北部的利昂军团基地。等到谢维勒值勤完之后，他被轮调至帝国东方，驻地为叙利亚行省，於当地担任第四西提卡军团的军团长。这个军团的基地，位于安提阿东北两百公里处的巴尔基斯，是面临幼发拉底河的前线基地。他在这里度过了两年随时绷紧神经盯紧帕提亚王国动态的日子，只怕连马库斯·奥理略皇帝驾崩的消息，都是在幼发拉底河畔听到的。





当皇帝换成了康莫德斯之后，不知为何谢维勒不受这位年轻皇帝喜爱，因此脱离了菁英官僚的路线。有可能是让马库斯看上的这点，使得康莫德斯不高兴吧。不过，尽管际遇不佳，谢维勒也没有因此慌乱。回到私人身份之后，尽管谢维勒已经三十出头，依旧整装前往希腊的雅典留学。雅典的“Academia”和埃及亚历山大城的“Museion”并列为帝国两大学府。就连喜好哲学的马库斯·奥理略，都只能憧憬著留学生活。而赛埔提谬斯·谢维勒却达成这项目标。历任的罗马皇帝没有一个是大学出身的，因此谢维勒成了第一个挂着「硕士」头衔的皇帝。

到了康莫德斯时代后期，可能是有人推荐吧。四十一岁的谢维勒再度回到「荣誉职涯」路线上。驻地为高卢·卢古都南西斯行省，职务为当地的行省总督。这个行省的省都是里昂，是高卢四个行省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他这项职务担任了两年。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第二段婚姻生活，结婚对象是叙利亚神官的女儿由利亚·多姆那。两个人之间生的长子，就是后来继承父亲皇位的卡拉卡拉，也是在里昂出生的。

结束高卢勤务后，他又调职成为行省之一的西西里岛总督。历经高卢、西西里岛两个没有军团的行省总督职位之后，谢维勒於西元190年获选为「备位执政官」，这时他四十四岁。

第二年，西元191年，谢维勒以「前执政官」的头衔，获任命为「近旁诺尼亚」行省总督。这个地方是多瑙河前线的关键，光是军团基地，就有维也纳、佩特洛那、苏尼三处。基地之间又有辅助部队基地、骑兵队基地、监视碉堡等，总之多瑙河滨两百公里内几乎全是防卫设施。谢维勒在四十五岁时获得的任务，就是率领三个军团，死守住旁诺尼亚行省的防线。






谢维勒的驻地变迁




就在执行任务将满两年时，西元192年年底发生了暗杀康莫德斯皇帝的事件。

当康莫德斯遭暗杀，由沛提那克斯继任皇帝时，谢维勒没有任何动作。然而当他知道沛提那克斯又遭暗杀，由朱利亚努斯继位时，他就开始有所行动了。在这之后他的言行，贯彻了动手不留情的原则。




於首都



赛埔提谬斯·谢维勒进入首都时，是在不动刀兵，只有前任皇帝荻狄乌斯·朱利亚努斯送命的情况下达成的。由于谢维勒顺利成为战胜者，禁卫军团也立即前来投降。这时谢维勒命令禁卫军不带武器，穿着禁卫军礼服，全员走出营舍向谢维勒表示恭顺之意。於是，禁卫军穿着华丽的盔甲，手持代表和平的橄榄枝，前进到谢维勒与其部下之前。

这时，全副武装的军团兵包围住禁卫军，并要求讶异恐慌的禁卫军脱下仪礼用的盔甲。等到禁卫军卸下盔甲之后，谢维勒才开口说：「我命令你们立即离开首都。如果发现你们停留在首都一百罗马里（一百五十公里）以内，则格杀勿论。」

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两百二十年以来一直是罗马军菁英的禁卫军团，也就此解散。谢维勒立即将自己属下的军团兵升格为禁卫军。防卫多瑙河的军团兵，即使出身义大利本国，退伍后也通常会与当地女子结婚定居，而且担任辅助兵役结束后获得的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利，两项因素影响下，罗马军团的正规军里有不少人混有日耳曼血统。在混血军团兵日渐增加的罗马军中，只有禁卫军团的士兵还是由义大利出身的人占多数。由这一天起，禁卫军团的人员组成也与其他军团无异。这也成为义大利本国空洞化的一个例子。





为了强调政权交接时只有朱利亚努斯一个人牺牲，谢维勒在进入罗马城内时，尽管身边带着军团兵，但最高司令官一人只身穿托加袍。虽说成年男子人人能穿托加袍，不过为了表示其元老院议员身份，袍子上镶有一条红色带子。在第二天参加元老院议会时，他的服装依旧不变。亦即谢维勒的服装和其他元老院议员相同，但在他背后随时跟著一群全副武装的禁卫军。这些士兵等在元老院议场的门口，议员们聆听谢维勒说话时，附近有一群军人环绕。

谢维勒的态度，没有丝毫胁迫的味道。他只是以完全自制的语气，简洁地说明自己想表达的事项。

首先他辨明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帝国著想而起。其次，也是为前任皇帝沛提那克斯报仇。最后他表示自己的统治，将承袭马库斯·奥理略皇帝的路线，同时请求元老院承认他与身在高卢的雅尔比诺共同登基。

元老院全场一致通过这项议决后，谢维勒向元老院道谢。之后立即向元老院提出第二年，西元194年的执政官由自己和雅尔比诺共同竞选的提案。这点元老院也给了他满意的答覆。

获得元老院的承认后，接下来要设法取得公民的承认。谢维勒前往首都中规模最大的图拉真广场，在挤满广场的群众前高声演说。他依旧没有改变毅然决然的态度。因为他知道，民众固然会对与自己相似的领导者感到亲近，却会受与自己不同的领导者所吸引。这个倾向尤其在民众觉得危机到来时会更明显。

在此将谢维勒於图拉真广场的演说大要列举如下。由于有必要面对大众进行演说，因此说是政见发表，还不如说是自我宣传。公民们也知道无论由谁担任罗马皇帝，其职责也没有变化，因此更不用重新声明政见。简单来说，要如何完成自己的职责，就看每个皇帝的个性。

当时谢维勒的演说内容，即使以他谨慎的个性来评估，还是显得太谨慎。亦即在演说中，他只约定一些不具体的事物。因为这时他只击倒一名竞争对手，帝国内还有一名对手存在，而在他心中，则是有两名对手。

谢维勒并非出身元老院世家，在首都罗马并不出名。当这名四十七岁的新任皇帝初次亲自面对群众时，是这样说的：

他在战场上严格勇敢，但在政治上将采慎重行事的态度。

他将采取大胆且强力的措施对付敌人与叛军，但希望自己对公民而言是个公正且温和的统治者。

在私生活方面，将依照自身个性，如同以往一般纯朴。而在公共生活方面，则发誓不让自己自大。

虽然没有夸示的必要，但希望自身能维持罗马公民代表应有的毅然态度，具有不严苛的庄重、不谄媚的亲切、没有恶意的深谋远虑、出自真心的公正。

希望自己能借由上述资格，成为代表诸位公民的「第一公民」。

有几个在一旁聆听的元老院议员批评道，都到雅典留学过了，结果还是满嘴非洲腔调。不过民众却为这场演讲疯狂。毕竟罗马公民已经厌腻了言行暧昧的领导阶层。於是，谢维勒成功地获得了一般公民的支持。





根据一千三百年后的马基维利提出的理论，民众不了解抽象的议论，但若能向他们提出具体范例，也就容易受民众接受。谢维勒也知道这项人性特质。民众所要求的具体事物，也就是安全与食粮。安全方面，又可分为国防上抵御外敌，以及对内的治安。对于五百年来没担忧过外敌侵略的首都居民来说，「安全」也就等于「治安」。谢维勒任命心腹手下荻苏托洛斯为「首都长官」，把首都的治安工作全交给他负责，并且严命就算是小偷也不得放过。

这时据推论首都约有一百二十万人口。在粮食方面，谢维勒下命确保首都今后七年内的主食小麦供给，以作为保障粮食的具体策略。当时法律规定只要确保两年的粮食储量即可。同时他下令重新整顿仅次于埃及的小麦进口区北非、萨丁尼亚岛、西西里岛等地的小麦运输体系。义大利本国的小麦需求，有三分之一仰赖埃及进口。然而埃及的立场却似倾向於谢维勒目前的敌人叙利亚行省总督尼革尔。这项策略，是为了预防万一埃及的小麦无法进口，连带使得小麦价格飞扬，接连引起群众恐慌。

谢维勒也没忘记在军事上提出对策。他命令以努米底亚的兰贝茨为基地的第三奥古斯塔军团向东方移动，同时又下令守卫多瑙河下游防线的四个莫埃西亚军团，从各个军团中选出分队派往东方。这项措施很明白地，是谢维勒想从北非与欧洲起步，双向打击以丰饶广大东方为根据地的尼革尔。此外，尽管只是口号，也有宣传效果存在。他要求元老院议决宣言尼革尔为「国家公敌」，并获得多数通过。





谢维勒进入首都才十几天，就完成了上述措施。显然他知道快攻不只在军事方面，连其他方面也有效果。之后他带着一队新编组的禁卫军离开首都，往尼革尔所在的东方前进。

以往在向东进军时，罗马军通常会采沿着阿庇亚大道南下，在终点布林迪西搭船横越亚德里亚海，在希腊登陆后一路往东前进的路线。不过，谢维勒并未采取上述行军路线。他是从罗马沿着卡西亚大道北上，前往佛罗伦斯，之后越过亚平宁山脉到达繁恩扎。其后沿着艾米里亚大道，途经波罗尼亚，到达摩德那。在此偏离罗马大道往北前往威罗纳、特雷德，越过阿尔卑斯山，朝向多瑙河畔的里根斯堡基地前进。这条路径不但险峻而且距离又长。他在走完这些路之后，又沿着多瑙河流域向东前进。采取这条路径的原因，在于他计画於巡视多瑙河沿岸各基地时顺便挑选精锐部队。东方的尼革尔有八个军团可以调度，谢维勒则打算以质来弥补数量上的差距。虽然他有能力编成大军，但相对地所需的时间也就会拉长。谢维勒觉得机不可失，在离开首都一个月之后，他已经到达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点达达尼尔海峡边。




竞争对手——雅尔比诺



笔者觉得疑惑的是，当谢维勒往东行的时候，雅尔比诺为什么没有展开行动。谢维勒既然会下令确保七年的食粮库存，表示他预期要花上数年时间，才能打倒东方的尼革尔。虽然实际行动只花了三年，但在这段期间内雅尔比诺的行动未受限制。光是确认已经属于雅尔比诺的，就有不列颠、高卢、莱茵河防线等地。而且这时西班牙也转向雅尔比诺这一派。更何况在西元194年，雅尔比诺又与谢维勒同列为执政官。

如果他打算以这些名份挥军义大利，入主首都罗马，现在已有不列颠的三个军团、莱茵河防线的四个军团，以及西班牙的一个军团支持他。有这八个军团做背景，他大可实行军事计画。

可是这个人在部下推举下，起兵称帝「渡过卢比孔」之后，不但没有全力冲刺，反而原地踏步了。这是为什么？

德基穆斯·科洛荻士·雅尔比诺，从姓名上来推断，像是纯种的罗马人。实际上，他是从迦太基时代繁荣至今的行省港都哈德满都出身。不过，由于雅尔比诺一门世代经商，家境富裕，而且又是大族，因此一门的家长从很久以前便拥有罗马公民权。虽说不是属于元老院世家，不过他们有可能属于这种「家门」之下。

他在三十岁左右开始服兵役，算是起步较迟的。有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他入伍前在继承家业的关系。可能是入伍前的经历受到上级瞩目吧，几年后他已经是由行省民编成的辅助部队指挥官了。

就在这时期，马库斯皇帝看上了他。由热心录用行省出身人员的皇帝推荐，他也走上了「荣誉职涯」路线。历经会计监察官、按察官等职位，顺利地进入元老院。之后历经法务官职务，获得指挥军团的资格。

年近四十的他获派的任务，是多瑙河防线上的「近莫埃西亚」行省总督。这项要职随时要指挥两个临战态势下的军团。到了三年后，他获得的新任务是前往滨临黑海的俾斯尼亚行省担任总督。

当雅尔比诺担任俾斯尼亚行省总督的时期，西元175年时发生了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叛乱的事件。对于马库斯·奥理略皇帝来说，这是他任内唯一一次麾下武将叛乱的例子。当时俾斯尼亚行省与东侧紧邻的卡帕杜西亚行省步调一致，坚拒加西阿斯的引诱，贯彻对马库斯皇帝的忠心。不知是否为了表示奖励，马库斯皇帝后来推荐他参选第二年，西元176年的执政官。而且并非「备位」执政官，是任期从1月1日开始的「正规」执政官。

到了康莫德斯登基称帝之后，雅尔比诺依旧待在前线。历任达其亚行省以及莱茵河防线的军团长职务，随时面临异族的威胁。

在康莫德斯皇帝时代里，罗马虽然和平，但只是没有发生大型战争罢了，与异族间的边境冲突年年不绝。由于雅尔比诺担任这些勤务有功，当他离开莱茵河防线后，升迁为不列颠行省总督。不列颠地区同样是必须随时绷紧神经的边疆。为了防卫从卡雷德尼亚（今日的苏格兰）地方跨越「哈德良长城」入侵的异族，在此派驻了三个军团。






雅尔比诺的驻地变迁




就在不列颠行省总督任内，发生了康莫德斯皇帝遭暗杀，继位的沛提那克斯不久后也遭暗杀的事件，罗马进入了内乱时期。雅尔比诺也成了内乱时期的登台演员之一。

光是看雅尔比诺的经历，就可知道他并非无能人物，反而非常优秀。可是在大好机会中，他却按兵不动。若说能掌握首都的人，就能掌握罗马帝国，那么从西元194年起的三年里，雅尔比诺是离终点最近的人物。难道说，对罗马领导阶层而言已经可以告老还乡的六旬高龄，剥夺他的决断能力了吗？

又或者说，他把谢维勒提出的共同统治当真？而且雅尔比诺觉得自己这把年纪，已该满足於「共同皇帝」的地位，只要找机会让谢维勒接受自己统理高卢、不列颠与希斯帕尼亚的条件就好？难道真是这种想法令他裹足不前？不管怎么说，身在里昂按兵不动的三年，最后成了他的致命伤。毕竟人如果要挥军起兵，就要有战斗到最后的打算。




另一名「基层出身」



雅尔比诺的经历，不是元老院阶层常走的菁英路线，但也不是军团中苦熬出头的。而现在要与谢维勒正面冲突的尼革尔，则属于义大利本国出身，但从基层爬起的典型人物。

后人只得知他出身於义大利半岛某处，但不知详细位置。不过既然出身义大利本国，那么他应该是个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出身阶层推测应该是「骑士阶层」。

可能是因为他出身本国又属于骑士阶层吧，尼革尔的军事经历是从百夫长起步的。在叙述沛提那克斯生平时曾经提过，百夫长共分成四个阶层。尼革尔也历经过这四个阶层，还担任过两次最高阶层的「首席百夫长」。

之后他晋升为「大队长」，三次担任这项职务。这些经历，后人无法得知到底是在哪些防线上担任的。总而言之，尼革尔是当时众多中坚阶层的职业军人之一。不过在这之后，就有许多纪录供后人追寻他的历程。因为从这时期起，尼革尔开始出头了。

过了四十岁以后，尼革尔赢得了转机。当时他受命为驻埃及罗马军团的「长官」。亦即除了军事指挥以外，所有事务全由他负责。在这段勤务中，马库斯皇帝为了亚威荻乌斯·加西阿斯叛乱的事后处理来到埃及。尼革尔也在此获得皇帝的青睐。

虽说尼革尔是由马库斯皇帝推举入元老院的，不过真正在背后大力支持的，据推论是马库斯的亲信庞培。因为从尼革尔进入领导阶层之后的经历来看，要说是培育国政菁英，不如说是在培养承担边境勤务的军团长与总督。而且尼革尔真正受重用时，是在马库斯皇帝逝世后不久。由于康莫德斯相当景仰庞培，所以尼革尔受马库斯遗臣推荐而受重用的假设可以成立。这项推论的根据是，尼革尔之后的驻地，都是皇帝拥有任命权的地方。

此外，上层还有充份的理由录用他执行边境勤务。边境防卫不能光靠以军团为代表的军事力量达成。要前往边境任职，固然受军团兵欢迎是必要条件。然而尽管是边境行省，住在那里的也不只是军事相关人员。罗马人在战略要地设置的军团基地与辅助队基地周边，会逐渐吸引居民，演变成都市。除此以外，还有原住民的存在。不论这些人与罗马军是直接、间接发生关系，甚至不相往来，罗马方面必须连这些人都掌握住，才能保证防卫体制的完整。也因此，构成帝国「防线」的边境行省总督，必须要具备执政方面的才能。

尼革尔正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当马库斯皇帝造访埃及时，尼革尔并非负责埃及防卫的尼克波利斯军团基地军团长。他是地位在军团长之下的军团「长官」，但却拥有埃及防卫的实际稳盘者的名声。而对于终生奉献在边境防卫工作的庞培来说，这正是他最想要的人才。






尼革尔的驻地变迁




尼革尔就在上述背景之下进入元老院。由于他年龄已经将近五十，两年后他就获选为「备位执政官」。借此取得军团指挥资格之后，康莫德斯皇帝任命他为最前线的达其亚行省总督。

对罗马而言，达其亚就好像突入日耳曼人海中的桥头堡一样。这个地方的防卫工作当然不简单。除了要在军事方面小心翼翼以外，当随时準备南下的北方异族提出申请移民罗马境内时，还要在某个程度上满足对方。也因此当地的居民以日耳曼裔占绝大多数。尼革尔就在这困难的行省工作上待了将近五年。

到了西元188年之后，他又获得了新的任务。当时有罗马军逃兵组成了强盗团，开始在高卢地区作乱。尼革尔的新任务，就是恢复没有常驻军团的高卢地区治安。虽然花费两年时间，不过尼革尔总算达成镇压强盗的任务。由于这项功绩，尼革尔被送往帝国东方防线上的要地叙利亚行省担任总督。光是叙利亚一省，就有三个军团供他指挥。

他在这个地方同样发展得十分成功。如果要说尼革尔总督的作风属于鹰派或鸽派，那么很明显地是鸽派。





罗马帝国向来以帕提亚王国为假想敌。然而罗马的外交方针认为，帕提亚王国的存续，对于罗马反而较为有利。由于帕提亚苦於境内的波斯势力抬头，尼革尔采取的帕提亚共存路线，也就等于侧面援助帕提亚压制波斯势力。甚至因此在帕提亚王室内产生了亲尼革尔派。

在帕提亚与罗马间，还有许多中小王国与氏族做缓冲。尼革尔同样成功地与他们维持良好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最能获得利益的，就是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人了。罗马东方的经济业界，是由希腊人与犹太人垄断。能创造出让这两个互相争斗不休的民族都满意的局面，也就连带地使得帝国东方社会安定。

尼革尔总督由于有上述统治成果，所以得享如此高的人望。另外在军团兵之间，尼革尔总督同样受到欢迎。主要的理由有两项。第一是尼革尔并非光坐在安提阿的行省总督官邸内发号施令。他还不断地巡回各个军团基地与士兵交流。第二项，对于平民一样地有效。就是尼革尔虽然身为东方最大、最重要的行省总督，然而个人行事却清廉洁白。

就在叙利亚总督任内，陆续发生了康莫德斯、沛提那克斯暗杀事件，帝国进入了内乱时期。尼革尔也在安提阿受军团兵推举起兵称帝。然而若要说是他个人的意念，不如说是受周围推举，才应众人要求行之。因为观察他起兵之后的行动，总觉得每样事情都做得半吊子。

应众人要求也许不是坏事，然而在乱世中生存率最高的，是个人拥有强烈意念时。因为具有强烈的意念，所以目标也能厘订得很明确。为了达成目标，选择必要手段时也会格外认真。相反地，若是应周围要求，那么目标也不清晰，选择手段时也会感到犹豫，所作所为很容易变成半吊子。一旦决心要起兵，办事不彻底反而是最有害的态度。事实上，自从称帝之后，尼革尔每样行动都慢半拍。其次，即使采取行动，态度也往往虎头蛇尾。尼革尔与雅尔比诺同样地，这时已经超过六十岁了。




伊索斯平原



在帝国西方，起兵成败全看能否掌握首都罗马。而在东方，则看能否掌握东方第一大城安提阿。谢维勒虽然不流血地进入了罗马城，但通往安提阿的路就没有这么顺畅了。

尼革尔旗下，有卡帕杜西亚的两个军团、叙利亚的三个军团、约旦与巴勒斯坦合计三个军团。再加上埃及的一个军团，合计有九个军团。而且如果尼革尔有这个打算，随时可以倾全力运用这些部队。因为帕提亚王国保证维持善意中立，亦即尼革尔背后没有威胁。亚美尼亚王国甚至提案要提供兵力。也就是说，在这情况下，如果尼革尔有这打算，大可把所有兵力用于对付谢维勒。

可是尼革尔立下的战略，却不是一次决胜负，而是分成三次作战。

迎击的第一阶段，是在谢维勒军到达亚细亚前，於拜占庭（今日的伊斯坦堡）西方一百公里处的培里突斯迎击。

如果第一阶段失败，第二阶段则是拜占庭攻城战。

假如第二阶段也失败的话，第三阶段的计画，是在敌军越过小亚细亚东南端的陶卢斯山脉南下后，於对方进入叙利亚行省前迎击。






谢维勒与尼革尔的会战战场




西元193年年底，於培里突斯开打的第一战，由尼革尔方面获胜。在获胜之后，尼革尔致书谢维勒，向他提出共同皇帝的提案。然而谢维勒没有回应。

第二战原本预订在拜占庭展开攻城战，不过尼革尔知道这项作战计画不好。因为如果敌军忽视城市绕道前进，那么城内的作战準备就付诸流水。因此尼革尔把第二战的场地转移到小亚细亚的尼凯亚附近的平原上。第二年，西元194年1月在此进行的第二战，由谢维勒方面获胜。

虽然尼革尔方面并未撤退，只是转移阵地。但在小亚细亚展开的第二场战斗失败，意义不比一场寻常战斗失败。因为这代表着整个小亚细亚从此落入谢维勒手中。这使得原本团结一致的尼革尔派各军团开始动摇。首先，驻军於约旦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以及驻军巴勒斯坦的第六绯拉塔军团脱离了尼革尔派。其次，叙利亚的劳荻凯亚、巴勒斯坦的泰罗两座城市，也从支持尼革尔转向支持谢维勒。这两座城市里的希腊裔与犹太人原本分区居住，常常反目成仇，这时倒是团结一致在尼革尔派面前关起了城门。原本靠尼革尔个人名望顶起的支持圈子，这时开始四分五裂。

为了改善目前局势，尼革尔决定于西元194年10月，在伊索斯平原迎击翻过陶卢斯山脉，準备进入叙利亚的谢维勒军。





不管是陆战也好，海战也好，不知为何尽管时代不同，成为战场的地方却都一样。早在五百年前，伊索斯是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王大流士正面冲突的会战战场。这一带是面朝地中海，没有什么特色的平原。如果不知这里是古战场的话，旅人经过这一带时不会注意到任何事情。只不过尼革尔与谢维勒在此对决时，双方都是罗马人。刚开始是尼革尔占优势，不过最后胜利的还是谢维勒。

谢维勒出名的地方与凯撒不同，与他敌对的士兵即使在战后投降也得不到赦免。此外，众所周知的是，西方军团的士兵向来轻视东方军团士兵的软弱。如此一来，没有胜算时，只有逃亡一条路可以选。既然士兵心里这样想，作战时当然会留意逃亡的时机。作战时一旦开始浮现战败的气氛，尼革尔方面的士兵马上开始逃亡。这就是伊索斯平原决定性会战里，尼革尔派战败的真正原因。

而且，尼革尔本人也逃亡了。他首先逃往安提阿，将在此定居的妻子与两名小孩送往埃及。之后率领少数士兵逃往东方。他打算渡过幼发拉底河，请求帕提亚王的庇护。也就是说，战败后他打算流亡到帕提亚王国。

谢维勒派来追捕尼革尔的士兵，却在尼革尔还没到达幼发拉底河岸前就追上他。尼革尔总督觉得与其让人抓回去不如一死，因此转身向追兵进攻送死。他的妻子与小孩也被捕，不过谢维勒只有对他们处以形式上的流放刑。这是因为尼革尔的妻子与小孩同样以廉洁闻名，这时大众开始转而同情他们的遭遇。总之，谢维勒又顺利清除一个竞争对手了。





打倒尼革尔之后，谢维勒亲自率军前往东方，跨越幼发拉底河攻进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场攻击的目的，是避免对尼革尔友好的帕提亚与亚美尼亚两国有进一步的动作。谢维勒在帕提亚军有所反应前就撤回罗马境内，所以这只是为了加深帕提亚对尼革尔战败印象的展示活动罢了。

之后，谢维勒花了一年时间重整帝国东方的防卫体制。到了西元196年夏天，谢维勒才离开安提阿。他选择与挥军东行时同样的路径，沿着多瑙河下游往上游回溯，一边巡视「防线」上的每个基地一边西行。

只怕到了这个时候，身在里昂的雅尔比诺才发现自己浪费了几年时光吧。

事隔三年，谢维勒将东方军团纳入掌中，军事力量因而倍增。而雅尔比诺麾下的兵力却减半。当帝国西方收到尼革尔战败的消息后，莱茵河防线的四个军团脱离雅尔比诺派，投向谢维勒派的阵营。在雅尔比诺阵营，只剩下他在总督时期直属的三个不列颠军团，外加西班牙的一个军团。谢维勒绝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虽说谢维勒好似顺手下刀一样进军进攻，不过当西元197年2月19日在里昂附近的平原上发生战斗时，双方自始至终都是全力冲锋。这是罗马主要战力军团兵正面冲突的作战。而且其中一方是多瑙河防卫军，另一方的条件也不差，是前线实战经验领先的不列颠军团兵。尽管指挥官阶层会经常调动，不过在罗马军团中，百夫长以下的官兵，通常到服满二十年兵役退伍前几乎都待在同一个营区。而且罗马军并未排斥录用当地出身的人。多瑙河防卫军有浓厚的日耳曼血统，不列颠军团则有不列颠的血统。这些人都是受过以严格剧烈闻名的罗马军团训练的战士。由谢维勒及雅尔比诺两人亲自指挥的决战，自然从头到尾都是激烈战斗。

尽管如此，最终胜利还是归属于谢维勒。当雅尔比诺知道自己即将战败后，选择了自尽。据说战后谢维勒还策马践踏雅尔比诺的尸体。即使雅尔比诺同样出身北非，谢维勒也不会因此客气。

重新整编完不列颠的三个军团后，谢维勒在该年的6月返回首都罗马。成为唯一的胜利者、唯一的皇帝时，谢维勒已经五十一岁。





不论如何，内战终究是一场悲剧。对于成为牺牲者的个人来说是悲剧，对于国家而言，同样也是悲剧。如果没有发生内战，就有许多优秀人才能为罗马帝国共同体付出心力贡献。然而一旦发生内战，却只因为属于战败者而就此消失。这让人想起马库斯·奥理略，当年他确信内战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最大的弊害，为了避免内战，不惜采用罗马人难以接纳的皇位世袭制度。

内战就好像一个人伤害自己的身体造成流血一样。即使不因为失血过多丧命，体力还是会因此衰减。当凯撒南渡卢比孔河后，他对敌人的「宽容」（clementia）是连与他敌对的元老院体制派都知道的事实。小加图与布鲁图斯大为责难他，认为一个罗马公民对其他多数公民行使「宽容」，正是敌对共和政体的行为，不过是凯撒的自我满足罢了。这是因为这些人不懂得凯撒的真心。凯撒只是想把因自己南渡卢比孔河引发内战而丧失的人才，或多或少拯救一部份。也就是说，尽可能地设法让流的血少一些。这并非感伤，而是冷静面对现实后，当然会获得的结论。成为胜利者的谢维勒当然也知道内乱的弊害。不过，能理解是一回事，至於之后如何行事要看个人资质，又是另一回事了。




第四章





皇帝赛埔提谬斯·谢维勒




在位期间：西元193年~211年



 

卢西厄·赛埔提谬斯·谢维勒掌握首都、受元老院承认为皇帝时，是西元193年6月朱利亚努斯皇帝遭暗杀后，因此他的在位期间是从西元193年起算。不过后来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用于清除尼革尔、雅尔比诺两个竞争对手，因此实际起算应该从西元197年6月以后才妥当。这与其说是时间的问题，不如说是政策的问题。直到西元197年为止，谢维勒为了顾虑竞争者的存在，没有办法照自己的意思施行统治。事实上，当西元197年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时，他的语气与内容都与西元193年时大不相同。到了成为唯一的最高权位者，谢维勒才开始正直地述说自己的想法，并付诸实行。然而这却足以使得在场的元老院议员吓得脸色苍白。

根据当天出席元老院会议的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记载，谢维勒皇帝的演说论点有下列两项：





第一，他自任为马库斯·奥理略的继承人，因此在皇帝的官方姓名中，要加上马库斯、奥理略两字，还要加上马库斯的家门名安东尼奥。

对于元老院议员来说，这没什么问题。就仿佛从来不存在一样，谢维勒皇帝不但没提到与他竞争皇位的对手，甚至连沛提那克斯的名字都没出现。议员们也感受到谢维勒打算将四年的内乱丟到一旁，一切从今开始的决意。马库斯·奥理略在位时，皇帝向来与元老院合作营运国政，如果能回到那时代，元老院自然大为欢迎。不过谢维勒接下来说的话，就好像对着议员们浇了一头冷水。

谢维勒要求元老院撤回在康莫德斯遭暗杀的次日，由元老院对康莫德斯做出的「纪录抹煞刑」宣告。

这项要求本身，已经伤害到元老院的权威。因为要求的内容是要元老院把议决并实行后的事项恢复原状。不过，谢维勒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排除了所有竞争对手，元老院已经没有意志与手段可以抵抗他的要求。此外，在康莫德斯遭暗杀后，元老院一再承认新起兵的人物皇位，这项事实就已经让元老院权威扫地。

谢维勒当然不是承认康莫德斯的统治，也不是同情年纪轻轻就让亲信暗杀的康莫德斯。相反地，十七年前，比谢维勒年轻十五岁的康莫德斯，对谢维勒非常冷淡。谢维勒会要求恢复康莫德斯的名誉，是因为他已经自称是马库斯·奥理略的继承人。那么由哲学家皇帝列为继承人的康莫德斯，就不能一直接受对罗马菁英来说最为不荣誉的「纪录抹煞刑」处罚。因为如果维持现状不管，谢维勒也就成了康莫德斯的同类。

元老院只好撤回四年前的宣告。临时掩埋的康莫德斯遗体，也重新进行罗马式火葬。骨灰入葬於现代称为「圣天使城」（Castel’s Angelo）的「哈德良灵庙」，与哈德良以后的历代皇帝葬在一起。不过，谢维勒并未将康莫德斯神格化。一来如果这样做，元老院的权威就真的完全丧失了。而谢维勒没有这样做的真正原因，还是他认为康莫德斯没有神格化的资格。在这一点上，皇帝与元老院总算勉强维持同步。

元老院直到谢维勒要求承认下列的事项时，才知道谢维勒宣言自己为马库斯·奥理略继承人的真意何在。他要求元老院承认他的长子卡拉卡拉为“Imperator Disignatus”。这句拉丁文，如果直译的话，意为「既定将参与皇帝工作者」，不过这并非「共同皇帝」。毕竟这时的卡拉卡拉才刚满八岁。不管怎样提前，到举行成年礼为止至少还要四、五年，因此无法指名其为皇位继承人。

在共和时期的罗马，按例次年的执政官是在当年的夏季选出。而当选的人即获得“Consul Disignatus”的头衔，度过直到任期开始的半年时间。在这段期间内的元老院会议中，发言权在现任的「执政官」手上。而执政官发言之后，议员会请“Consul Disignatus”表示意见。谢维勒为了明确他将皇位世袭给现年八岁的儿子卡拉卡拉的意愿，才挖出共和时期的这个头衔。既然拥有“Imperator Disignatus”头衔，即使卡拉卡拉还没举行成年礼，也有在元老院会发言的权力了。后来谢维勒命人制作发行许多壁画、雕像与货币，上面刻画著他与妻子由利亚·多姆那，以及两个儿子卡拉卡拉与捷塔的全家福像。看着看着，真让人觉得好像在看英国王室公开的家族照片。

元老院议员当然知道谢维勒真正的意图在世袭皇位。可是议员们什么都做不到了。因为当天谢维勒演说的第二项论点，直接冲击到议员身上。





谢维勒身高中等、体格强健，平日表情严肃，让人不知这个人笑起来是什么样子。这天他也以同样的表情继续说着：

帝国已经到了须认真重建，否则无可挽回的地步。因此我们必须如同马留斯、苏拉，以及奥古斯都当年所做的一样，将反对者的假面剥下，给这种人严厉的处分。

谢维勒说完之后，举出处分的第一波名单，共有二十六名元老院议员。

当年马留斯与苏拉相互对立，只要这两人中有谁占了上风，反对派的成员就要人头落地。后代的人也许会感到不解，认为罗马开国皇帝，与朱利斯·凯撒同样受人尊称为「神君」的奥古斯都为何也被列名在里面。事实上，当奥古斯都还叫做屋大维的时候，他在肃清曾经共同作战的安东尼以及暗杀凯撒的布鲁图斯一派时，可是连眉毛都不动一下。也是他把反凯撒派的精神支柱哲学家西塞罗，列在肃清名单榜首。从这点来看，奥古斯都当然可以与马留斯及苏拉并列。而且屏气凝神深怕漏听谢维勒一字一句的元老院议员，当然也知道这其中的背景。

可是被举为反皇帝，亦即反罗马帝国罪名的二十六名议员是无辜的。谢维勒指责这些人属于在里昂战死的雅尔比诺一派。

这个理由未免过於牵强。因为直到谢维勒挥军攻打里昂为止，雅尔比诺还是具有「凯撒」称号的人。换句话说，他与谢维勒一起享有「共同皇帝」的地位。光是与这个人有亲密往来，就被打成反皇帝，哪有人受得了。在这二十六人里面，有不少人出身北非。而雅尔比诺与谢维勒同样是北非出身。北非出身的元老院议员欢迎两名同乡担任皇帝，并与其中一名联络密切，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赛埔提谬斯·谢维勒认为，只有利用价值还存在时，同乡两字才有意义。当他认为没有利用价值时，马上毫不犹豫地挥军攻打雅尔比诺。谢维勒要的是对自己完全服从的人，而且这种完全服从的态度，不是等到谢维勒有要求时才表露的态度。这件事情使得包括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在内的元老院议员心情更加低沉。因为谢维勒是个与以往的皇帝都不一样的人。





朱利斯·凯撒写给政治立场与自己相反的西塞罗信件中，曾包括这样一句话：


「因为我对自身的要求，就是人要活得忠于自己的理念。所以我认为別人也应当如此。」



奥古斯都尽管同意肃清西塞罗，但当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克斯与西塞罗的祕书两人编撰了西塞罗全集后，奥古斯都却没有阻扰出版事宜。在这些书中，记录了凯撒遭暗杀后，刚出现在政坛的奥古斯都如何以不似年轻人的精妙手法刺激西塞罗的虚荣心。如果奥古斯都把西塞罗全集列入禁书，说不定西塞罗的著作就无法传世了。附带一提，日本近期也有了西塞罗全集的日文本，由岩波书店出版。

到了西元二世纪之后，罗马人的言论自由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保障。就连马库斯·奥理略也写道，有不少人批评他，说他伪善，或是喜欢摆出一副教师的样子。

罗马帝国是由一名占据最高权位的皇帝治理的国家。尽管如此，社会依旧不封闭。然而现在却日渐恶化。能够容许反对者存在，是具有自信心的证明。难道说谢维勒没有自信吗？还是他认为，今后他要治理的罗马帝国，如果继续让这种「宽容」存在，将会不可收拾？





不过，他依旧深信自己是忠于罗马传统的罗马人。

为了与民众共同庆祝卡拉卡拉的地位明确化，他不惜重金在圆形竞技场与大竞技场举办剑客比赛与四头战车赛。

罗马人将「公共建设」，称为「为了让人的生活过得像人，而必需的大事业」。谢维勒对于公共工程相当热心。尽管在安东尼奥·派阿斯与马库斯·奥理略两任皇帝的时代，罗马依旧维修著公共建设，但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新建工程发包了。谢维勒展开了由罗马外港奥斯提亚沿着海岸通往德拉奇纳的「谢维勒亚纳大道」铺设工程。

罗马与德拉奇纳之间，已经有阿庇亚大道相通。谢维勒铺设谢维勒亚纳大道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在这一带设置別墅的权贵仕绅提供交通管道，而是因为这一带有安奇欧、涅特诺等适於朝奥斯提亚航行的船只利用的避风港。假设满载小麦朝向奥斯提亚航行的船只遇上暴风雨，前往上述港口避难，如果这些港口通往奥斯提亚的道路完善，那么货物可以立刻上岸，直接改由陆路运输。

如同上述，由罗马往南的海岸线上，就此布满了石板铺面的罗马式「高速公路」。由奥斯提亚到德拉奇纳为「谢维勒亚纳大道」；由德拉奇纳到西涅沙则是「阿庇亚大道」。由西涅沙到与奥斯提亚齐名的商港坡佐里，再延伸到拿坡里为「图密提亚纳大道」。物资运输，同时也是人口的往来。这条「谢维勒亚纳大道」，就成了罗马最后一条正式铺设的道路工程。






由罗马通往拿坡里的主要干道




而在两年之后，谢维勒在罗马广场中建了一座凯旋门。这也是在市中心的中心地带罗马广场内，最后一座由皇帝兴建的建筑物。此外，谢维勒开工兴建的浴场，由于到了他的儿子继位后才完工，因此名称叫做「卡拉卡拉浴场」。住在罗马市区南部的人，昵称这座浴场叫做「平民的宫殿」。因为在附近再也没有这般豪华，甚至备有图书馆的浴场。这也是谢维勒送给平民的礼物。但谢维勒深知罗马皇帝职责之一在公共建设，因此对他来说，这也不过是身为罗马皇帝非做不可的事情。






卡拉卡拉浴场（复原模型）




至於皇帝的另一项职责，或说最重要的职责，在于维护帝国整体安全。谢维勒当然没忘记这一点。但由于他以异于其他皇帝的彻底方式实施，使得罗马帝国的气息为之变化。



军人皇帝



各位读者参照附表后可以得知，谢维勒皇帝并未以增加军团数量的方式来强化罗马军事力量。他是以改善主要战力军团兵的个別待遇，首先以提高年薪的方式，来强化军事力量。尽管说古代照样有通货膨胀的现象缓缓地发生，不过到西元二世纪末期为止，还没有严重到要特別考虑对策的地步。因此，谢维勒提高军团兵年薪的行为，应该与凯撒、奥古斯都和图密善一样，是为了提出政策，借此改善承担罗马帝国国防业务的军团兵待遇。不过，图密善皇帝时，提高的待遇会寄存在军团内，等到退伍时才与退休俸一起领用。谢维勒却废掉这个做法，直接将加给的部份反映在每个月底的薪资上。由于能实际感受到加薪的感觉，军团兵当然对此大为满意。




罗马帝国军事力量与配置变迁（单位：军团）










Legionaris （军团兵）——（主要战力）6000人




Augiliaris （辅助兵）——（辅助战力）大约同数量




Numerus （季节佣兵）——（监视用人员）1000人左右






其他尚有海军（於地中海、多瑙河、莱茵河、多佛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地设有基地）







罗马军团兵（士兵）的年薪演变










	
	

狄纳利斯银币


	

塞斯泰契斯铜币





	

共和时期


	

70


	

280





	

朱利斯·凯撒加给之后（BC45~）


	

140


	

560





	

奥古斯都加给之后（BC30~）


	

225


	

900





	

图密善加给之后（AD82~）


	

300


	

1200





	

赛埔提谬斯·谢维勒加给之后（AD197~）


	

375


	

1500






改善地位与待遇的第二项措施，是赋与全体军团兵佩戴黄金戒指的权利。以往这项权利，只有百夫长以上的官员与骑兵可以拥有。在罗马时代，戒指与其说是饰品，不如说是一种印章。因此，一个人能够佩戴纯金戒指，或者金底镶玉戒指，也就代表他已确立社会地位。

第三点，是让士兵能随着能力与业绩，升格到百夫长，甚至於骑兵。从当初与谢维勒争夺皇位的对手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在罗马军团中，平民熬出头不是什么稀有的事情。可是这只有具备特別能力，或者鸿运当头的人才能打通门户，并未形成制度。谢维勒将其化为明确的制度，并且编入罗马军的制度里。

第四，是允许军团兵能有正式的婚姻。





在西元前二世纪末，马留斯实施军制改革之前，罗马军采用的是征兵制。因此已婚，或者有子嗣的士兵也不少。而当时的战斗时期，是从春季打到秋季，罗马的军团兵在休战期间可以回家与家人团圆。随着罗马的统辖区域扩大，战场也越来越远，无法如以往在秋季结束时返乡、等到春天来临立刻返回军团。而且当时还要设法补助流入都市的低层民众（请参照第Ⅲ册《胜者的迷思》）。为了一次解决这两项问题，马留斯将兵役改成志愿制。

军团改成志愿制，也就等于军事方面的专职人员诞生了。军团改由年满十七岁，并通过各项测验的人员编组而成。直到退伍为止的二十年里，他们有义务以未婚状态在国防线上服役。

实际上，这对于军团兵来说，并非太苛刻的条件。假设十七岁入伍的话，退伍时才三十七岁。当时平均壽命短，是因为幼年夭折死亡率高。在罗马时代，社会认为四十岁左右正是开始人生第二阶段的时期。军团兵可在这年龄退伍，与向来交往亲密的女性正式结婚，拿着退休俸展开第二段人生。即使在勤务期间内，罗马军也认可女性的存在。她们通常在军团基地附近，称为卡那巴耶的区域居住，等着休假时来探望的情人。其中非婚生子的人也不在少数。

谢维勒准许军团兵正式结婚，并非允许百夫长以下的军团兵与妻小同住。士兵还是要与以往一样在基地内与同袍共同生活。而在一天的最后几小时，或是祭典等假日时，才能回到有妻小等待的家中度过。有变化的，只是法律上的立场而已。尽管如此，他们的待遇已经如同军官。实际上，待遇甚至比军官还好。在帝政时期，军团长与总督大多带着妻小上任。然而大队长阶层由于转调频繁，绝大多数都是单身上任。由于上述的背景使然，谢维勒的改革当然受到军团兵欢迎。




意外的结局



谢维勒皇帝应该是为了强化罗马军的战力，才推动这些政策吧。他的立意，是为了改善承担帝国国防安全的士兵在社会、经济上的待遇。我们可说这是一种人性化的想法。无疑地，这些政策立意良善。然而早在两百五十年前，朱利斯·凯撒就说了：「这世上充满了结果为恶，但当初立意良善的善意。」

谢维勒的改革，使得军团生活过得太惬意了。粮饷提高了，出头的机会也有了，又能让心爱的女子坐上正式婚姻对象的位置。这些事情不用等到服役满二十年退伍就办得到，也就不用像以前一样，每天数着馒头等退伍的日子。在过去，曾经发生由于预期敌军袭击，因此延后退伍日期，接而引发暴动边缘的示威行动。现在退伍延期，也就代表能拿到这段期间的粮饷，而退休俸也随着服役期间增加。换句话说，只要体力许可，就算一直住在基地里边，也没什么不好的了。

这就是罗马帝国军事政权化的肇始。既然士兵对于继续置身军中没有任何不满，走回民间开拓第二人生的意愿自然跟著衰退。这也就演变成罗马社会军事相关人员与社会脱节的现象。

朱利斯·凯撒成为终身独裁官之后推动的许多国政改造措施中，有一项关于地方都市议会议员候选人的年龄限制。在此整理如下：

一、未曾服兵役者——三十岁以上

二、曾服役军团步兵者——二十三岁以上

三、曾担任骑兵或者百夫长以上者——二十岁以上

这项法律的制定目的，是为了辅助在役期结束前就因伤残或疾病被迫退伍的人员。不过对于役期结束退伍的人员来说，这也是鼓励他们走回民间（civilian）的奖励。因为罗马军团亦是架构土木工程及医疗等组织，能处理万事的集团。天才武将凯撒认为，在军中取得的技能与经验，也该活用在民间，而且这也连带促使帝国的「核心」地方政体提升功能。

继承凯撒之后的奥古斯都，更制定了二十年退伍的年限，创设了在古代史无前例的退休俸制度。整顿好了通道，使得军人能顺利地转移到民间社会中。如果军人孤立于一般社会之外，不仅对军人无益，也会让整体社会为之扭曲。因为孤立感会促使有共同感触的人团结一致，最终的结果，就是举止失控、拋却与社会其他份子的平衡。





自从凯撒改制以来，军民维持了两百五十年的平衡。然而谢维勒却因过度重视其中一方，打破了这项平衡关系。相信谢维勒也是基於贡献罗马帝国的精神而推动，不过若从他逝世后的世局来看，政策结果正与谢维勒的意图相反。

把军事相关人员从罗马社会中隔离出来，将造成职业族群孤立。而孤立的结果，当然会引发族群追求本身所属组织的强化。具体而言，就是会引发扩充军事费用的声浪。如此一来结果也很明显地，最后只好压迫到帝国的财政。其他组织同样会发展成这种局面，只不过军事相关组织由于拥有武力，一旦开始失控就不容易停手。

谢维勒优待军团兵的政策，想必也是古今中外无数证明人间现实的例子之一。这项例子证明善意未必会产生好的结果。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人类历史一大部份是由如同恶意般的冷静思维实行的成功例子，以及动机充满善意、结果却是失败的例子所交织而成。善意能有效的事物，通常效果会马上浮现眼前。比方说慈善事业之类的。笔者总认为，如果不去忽视人性现实的一面，越是熟知历史就会越觉得忧郁（melancholy），而且这也是不得已的。

总而言之，史学家对于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皇帝的评价，是「非罗马风格的专制君主」、使罗马帝国大幅转向军事政权化的统治者。





被判定为昏君的罗马皇帝不少，不过会被评断为非罗马风格的专制君主，谢维勒还是第一个。在罗马时代，所谓非罗马风格，也就意指东方风格。元老院的这项批判，想必与谢维勒的妻子，目前已经领有「皇后」称号的由利亚·多姆那的父亲是叙利亚神官一事有关。事实上，这还是第一次由帝国东方出身的人坐上罗马皇后的位置。

由利亚·多姆那不仅美貌，同时还是很有涵养的人。她与谢维勒相遇的时机，应该是在谢维勒於叙利亚任职时。很明显地，这并非是一场政治婚姻。如果两人结婚时，身为高卢总督的谢维勒已经有称帝的野心，那么可能不敢娶会让元老院与定居首都的罗马公民怀疑的东方女子为妻。不过当谢维勒登基之后，要赐给由利亚·多姆那「皇后」称号时可是毫不犹豫。谢维勒无论在这之前与之后，身边连情妇的影子都没有。他与马库斯·奥理略一样，守着一夫一妇的生活。真的，比起苏拉、凯撒与奥古斯都，两百年后的继承人要来得品行端正多了。






由利亚·多姆那




由利亚·多姆那的父亲担任神官的宗教，是崇敬太阳神的宗教，属于中东自古相传的一神教之一。不过他们不排挤其他神明，这点与犹太教及基督教等一神教又不一样。由利亚·多姆那出生于代代担任神官的家庭。而且她本人又精通希腊文学和哲学，可能就是这个部份，与首位「大学出身」的罗马皇帝气味相投吧。

元老院潜藏着一股反谢维勒的感情，不过就算他们想要责难皇帝受到东方出身的皇后影响，也提不出证据。因为由利亚·多姆那既没有在帝国首都兴建大型的太阳神神殿，也没有说出半句想要这么做的话。罗马人的宗教观念认为，只要不对罗马诸神失礼，个人要信仰什么都是自由的。而在这方面皇后依旧无懈可击。

此外，由利亚·多姆那成为第一夫人以后，并没有与喜好谣言与阴谋的上流阶层妇人混在一起，反而喜好与法学家和文人相聚。也许她是打算以这个方式，稍微冲淡丈夫身上浓厚的军事色彩。当我们调查皇宫中沙龙聚会常露面的人，发现都是些盛名在外的大学教授，以及知名度高过销售量的文学家，完全找不到正打算有所作为的新进入员。我们可说由利亚·多姆那是个最适於要角的贤夫人。

当时人们喜好谣传她对丈夫谢维勒的影响力。然而谢维勒本身性格强势，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女人左右的。此外，罗马人口中「对男人的影响」这句话，只有负面的涵义。然而真正这样做的，是由利亚·多姆那妹妹的女儿，亦即她的外甥女们。会有这种说法，只是因为元老院厌恶这些女人，把叙利亚女子对罗马上流社会产生影响的开端算到她头上而已。当丈夫谢维勒在世时，由利亚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她的人生最后是自杀结束的，所以也是个悲剧人物。这场悲剧的起因，在于她虽是贤妻，在教育两个儿子时却犯了错误。





至於谢维勒对宗教方面，尤其对基督教的态度，至今不论是站在罗马方面，或者站在基督教方面的史学家，也都无法提出明确的看法。

罗马派史学家指责说他受崇拜太阳神的妻子影响，打开了通往一神教的道路。基督教则认为，在位期间的前半段，他认可基督教徒成立社区，即使亲信中有人信仰基督教，也表示这是宗教自由不予过问。而到了在位期间后半段，态度又与以往的皇帝一样，恢复成人民可自由信仰犹太教与基督教，但禁止传教的政策。因此还是康莫德斯时代值得怀念。因为在康莫德斯时代，由于皇帝对于国政没兴趣，因此没发生告发与审判基督教徒的事件。而当谢维勒的态度起变化后，行省总督的态度也变了。尤其在埃及与北非，更发生了迫害教徒的事件。

不过这只是谢维勒身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必定会产生的结果。罗马对于基督教的官方看法认为，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只在不反对罗马的情形下。政府会禁止传教，是因为基督教的传教方式，与罗马人的思想不合。

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在传教时，不会说「信仰我的神明会让你的灵魂更安宁，请你改宗吧」，而是要求说「我信仰的神明才是正确的，赶快丟弃你信仰的邪神」。这种想法，与希腊、罗马认同其他人信仰神明的宗教观正好相反。而且，罗马人把统合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罗马帝国枢纽，寄讬在以最高神祇朱比特为首的罗马诸神身上。犹太教与基督教却认为，宗教不能是这样暧昧的东西。谢维勒皇帝在这方面，还是很罗马风格的。亦即罗马式的「宽容」。




东征，及其结果



西元197年夏季，谢维勒成为唯一的胜利者回到首都。才两年后，西元199年秋季，他又带着妻子与两个儿子一同离开首都。目的是在帕提亚王国把动乱带到罗马境内前，先封死对方的动作。至少在官方声明中，他是这样表示的。

然而，帕提亚并没有任何侵略罗马领土的动作。就连幼发拉底河附近是否发生冲突，都没有明确证据。在罗马时代，已经有史学家认为，谢维勒在争夺皇位时固然顺利剷除所有对手，但在对外作战方面却没有耀眼的成绩。这次的作战起因於他想要标榜战功。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的确不是遭受攻击后，为了保家卫国挺身而出的作战，而是一场既然有可能遭受攻击，那干脆先灭掉对方的作战。尽管如此，在提升待遇后心态偏向谢维勒的军团兵之间，没有反对这次战争的声音。可能因为这次作战只是个预防措施吧，本次的帕提亚战役中，西方的军团没有向东支援，只由东方军团负责进行任务。





近代、现代的史学家主流意见认为，赛埔提谬斯·谢维勒在争夺皇位，进行内部抗争时，能发挥相当的才干，但登基之后的政策、军事方面就乏善可陈了。这点笔者也有同感。然而这一点会形成悲剧的原因，在于他自身认为这是为了罗马帝国的未来发展而实施。不管是皇位世袭、优待军团兵，以及这次的帕提亚战役都一样。

西元195年时，在打倒皇位争夺战的对手之一，叙利亚行省总督尼革尔后，谢维勒有如夸耀胜利一般，挥军攻入内心期待尼革尔战胜的帕提亚境内。当时罗马军跨越幼发拉底河，攻到底格里斯河畔，几乎一口气进逼帕提亚首都。原因之一是因为战胜尼革尔之后，部队的士气高昂。不过这时的帕提亚已经没有充份的战力迎击罗马军了。由于波斯势力高涨，帕提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而此时，他们又遭到谢维勒的攻打。

早在罗马进入帝政时期的百年前，罗马与帕提亚两大国间的关系，对于罗马方面已经是无上重要的外交、军事问题。而且东方的人又有著只有自己遭武力压倒时，才愿意坐上谈判桌的想法。因此在罗马方面，也历经苏拉、卢加拉斯、庞培、凯撒等人的「先军事后外交」一贯政策。就连作风上偏向外交重于军事的奥古斯都，也维持著先动兵再谈判的做法。然而这项政策能长年维持某个程度的效果，是因为帕提亚王国是个有统一指挥系统的国家。

因为指挥系统明确，所以军事方面的成果能反映在外交谈判上。也就是说，知道拿到哪些筹码后可以向谁讨价还价，也比较容易获得妥协。相反地，与不成国家体系的未开化民族作战，尽管战胜后，也无法立即反映在外交谈判上。与细分成多个部族的集团作战时，吃亏的地方就在于不知要拿哪些优势去向谁要价。





在这三百年来，帕提亚确实一直是罗马的头号假想敌。问题是，三百年来一直是假想敌，代表说对罗马而言，帕提亚是个好应付的对手。说俗气一点的话，帕提亚不过是个随时挑得出弱点的对象。就连没有与帕提亚开战的历任皇帝，例如奥古斯都、台伯留、尼禄、哈德良、安东尼奥·派阿斯，也都没有疏忽以军团强化东方的防卫。这就是因为他们随时在寻找帕提亚的弱点。尼禄本身虽然在酝酿攻打帕提亚的计画，但由于科普洛将军的帕提亚外交对策实在太坚定，所以与其固执己见，不如接受将军的对策。尼禄的这项判断也很正确，罗马与帕提亚后来才得以享受半个世纪的和平。

除此以外，笔者也曾经在书中叙述过多次，罗马与帕提亚之间，有个与其他防线不同的地方。罗马帝国东方的各个都市，光主要都市就有安提阿、阿雷波、大马士革、帕耳美拉等，全依靠与东方的贸易维生。只有商旅能安全自由往来到幼发拉底河为止的叙利亚沙漠，帝国东方的经济才能成立。因此，与其让犹如强盗团一般的沙漠游民横行，还不如让帕提亚健在来得好。

根据多年的经验，罗马与帕提亚双方的军事力量，都只能攻击对手，无法长期占领。由于上述的各项因素影响，罗马与帕提亚都成了互相挑对手弱点的老手。





而现在帕提亚正遭受波斯势力威胁，面临国家存亡危机。而且新兴势力往往不能适用旧势力的对应方式。从这点来看，叙利亚行省总督尼革尔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他认为罗马不该做出任何会让帕提亚凋零的举动。偏偏在西元195年与199年，谢维勒连续两次做出与尼革尔完全相反的行为。马库斯·奥理略在位初期实行的帕提亚战略，是受到帕提亚方面挑衅，不得不应战。然而谢维勒远征东方，却不是为了应付对方的挑衅。帕提亚王室现在已经没有向罗马挑衅的力量了。

在谢维勒逝世十五年后，帕提亚王国安惠王朝由波斯萨桑王朝（Sasanian Dynastg，224~657）取代。而当初协助帕提亚内部新兴势力抬头的，正是谢维勒。

也许我们能说，帕提亚是个绝对专制的国家，国祚当然会比罗马短。然而，进入西元三世纪后，罗马也面临史学家称为「三世纪危机」的国家存亡关键。也在同一个时期，罗马开始与气势如虹的新势力波斯萨桑王朝为敌。在这方面，罗马也要负些责任。而且东方自从纳入波斯萨桑王朝掌控后，对罗马帝国来说，再也不是假想敌，而是敌对国家了。





在这种情形下，谢维勒皇帝的东方远征当然是轻松结束。他在攻下底格里斯河畔后，把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条大河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方行省化，之后才收兵西行。对这场战役的结果，比起谢维勒，同行的卡拉卡拉还比较洋洋得意。

尽管如此，战胜就是战胜。谢维勒送给罗马元老院的报告书中，有提到要求同意兴建凯旋门的项目。既然是皇帝的要求，尤其又是谢维勒的要求，元老院也只好同意了。值得记上一笔的是，元老院与一般民众都为了这项战胜报告而感到狂喜，高高兴兴地认可了兴建凯旋门的案子。得知战胜后的喜悅，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自然反应。然而正因为如此，领导者才应该在发兵之前，想想胜利会带来什么后果。自从图拉真皇帝立下战胜纪念圆柱以来，罗马广场中心地带已经有一个世纪没有新建筑了。谢维勒还没回国，流传到今日的凯旋门已经在罗马广场中心，称为「神圣大道」的长巷尾端开工。这个地方也是驾驶四头战车的凯旋将军要下车爬上卡匹杜里诺丘，通往最高神朱比特神殿的阶梯前。





谢维勒带着妻子与两个小孩在埃及停留后，於西元202年春季回到首都罗马，这时他举行的凯旋仪式两个儿子也一同参加。据说当时前往卡匹杜里诺丘的游行队伍最前列到达丘陵顶端时，最尾端才刚进入罗马广场。对于当年五十六岁的谢维勒来说，这无疑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天。






谢维勒的凯旋门




也在不久之后，刚满十四岁，举行过成年礼的卡拉卡拉也举办婚礼了。新娘的父亲是禁卫军团长官、皇帝不在时於首都作威作福的普拉荻亚努斯。卡拉卡拉的岳父、禁卫军团长官，与谢维勒同辈而且是至亲好友，连出身地都同样是北非。谢维勒皇帝让这个人以及次子捷塔一同担任第二年，西元203年的执政官。次子捷塔到西元203年时，才刚满十四岁。总之最高权位者谢维勒身边，北非势力更为雄厚了。过去的图拉真、哈德良以及马库斯·奥理略，都是以起用行省出身人员闻名的皇帝。然而这些人才出身的行省，却没有偏向皇帝本人的出身地，平均分布在帝国各处。




衣锦还乡



西元202年到208年的五年里，谢维勒身在义大利本国。不过，从西元204年起的五年中，则是停留在故乡雷布提斯·马格纳。要前往这个港口，只要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一路向南航行，在航程中首先能在左舷看到西西里岛的西侧，其次只要望着出现在左舷的马尔它岛航行即可。

面朝地中海的港都雷布提斯·马格纳，自古就是个以贸易基地繁荣的地方。尤其在哈德良皇帝视察以后，都市功能更是突飞猛进。然而对谢维勒来说，这样还不够。在谢维勒指示下，展开了大型改造工程，使得雷布提斯·马格纳为之一变。即使从流传到今日的遗迹来看，也能想像这个都市过去被人称为地中海的珍珠时的华丽景象。也就是说，谢维勒做了以往的罗马皇帝不会做的，衣锦还乡的行为。






雷布提斯·马格纳遗迹




这件事情，拿西班牙的义大利加来比较，就能一目了然。义大利加出了图拉真与哈德良两位贤能又施行强悍统治的皇帝。然而如果知道这个背景，再去瞭望这个城镇时，会感到讶异。因为这个地方依旧与罗马帝国内的其他地方都市没两样。这个地方也留下不少遗迹，不过多半是在光耀门楣的两名皇帝逝世后兴建的。

就算加上这些设备，这里也比不上同样是地方小型都市的庞贝。

图拉真与哈德良在登基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故乡。这并非他们不爱自己的故乡，而是他们认为，既然已经身为皇帝，就不能对故乡另眼看待。

如果是元老院议员，或是事业有成的解放奴隸，大可以捐赠公共建筑或是出资维修近郊道路的方式回馈故乡。如果没有这种私人捐赠，著名的罗马公共建设甚至无法成立。这种行为，今日欧洲人称为贵族义务。罗马人认为，先天环境优渥的人，应该把获得的利益回馈给提供他机会的社会。对于这种行为，获赠者的回礼，就是把致赠者的姓名，加在获赠的建筑物上。比方说「朱利斯公会堂」、「图拉真大浴场」等等。

如果谢维勒知道整顿雷布提斯·马格纳，使其成为华丽都市的事情遭到批判，想必会立即反驳，表示自己已经铺设了「谢维勒亚纳大道」。而在卡拉卡拉任内完工，因而掛名的卡拉卡拉浴场，也是在他任内开工的。所以皇帝的职责之一，公共建设的部份，自己已经充份达成。

话的确如此。然而，奥古斯都从未改造过自己的故乡威雷托利。威雷托利尽管是开国皇帝的出身故乡，却始终只是阿庇亚大道旁的一个小镇。维斯帕先与提图斯虽然喜好回到出生故乡列提，但这个地方却与其他地方都市没有两样。即使元老院议员、富商等有权有势、功成名就的人可以，身为皇帝的，还是有不能做的事情。

看样子，罗马已经日渐丧失对矜持的感觉。历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是出身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但深信自己是罗马人的一份子。他不但当了元老院议员，还担任过前线的行省总督。他对于谢维勒的观感，从登基当天为顶点，日益下滑。最后达成的结论是非罗马风格的皇帝。想必这是因为他在近距离内，一路看着谢维勒的行为举止的关系。权势者其实比我们想像中不自由，但就是要有甘愿受这种不自由的精神，没有权势的人才会愿意把权力交给他们。





谢维勒皇帝的权力基础，实在平稳得无可挑剔。帕提亚已经只是苟延残喘，多瑙河防线也维持僵持状态。元老院除了赞同皇帝的意图以外，就是保持沉默。首都罗马的平民，也满足於有工作有食物又有娱乐的现状。虽然由于优待军团的措施，以及对帕提亚没必要的作战，使得国家财政决定性的恶化，银币中使用银成份的含量越来越少。但是在物资充沛、热闹非凡的市场上，没有多少人发觉。然而，谢维勒所讴歌的权力，就从他身边开始崩溃。





首先，西元205年时，皇位首席继承人卡拉卡拉与禁卫军团长官普拉荻亚努斯的不和开始浮出表面。这个长官由于自己与谢维勒皇帝是好友兼同乡，因此作风跋扈蛮横。这个靠著手握一万禁卫军团的实权而横行霸道的态度，使得年纪轻轻十七岁，但生来烈性子的卡拉卡拉产生反感。卡拉卡拉对妻子普拉荻拉培养不出爱情，也促使他更加讨厌岳父。对于谢维勒皇帝来说，这是儿子与首席亲信间的冲突。而不但谢维勒无计可施，连皇后由利亚·多姆那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冲突，又牵涉到另一个人物。

这个人就是比卡拉卡拉小一岁的弟弟捷塔。这两兄弟如果只是对于该支持四头马车赛的哪个队伍意见不和，那事情还简单。

到了登基称帝之后，事情就不是普通的兄弟吵架可以收拾得了。双亲伴随着年幼两兄弟的「全家福肖像」，似乎只是双亲的梦想而已。

尽管如此，从西元205年1月1日起，十七岁的卡拉卡拉与十六岁的捷塔，在父亲的意图下共同担任了执政官。然而，兄弟间的关系只能维持到这里而已。




1月22日，不知普拉荻亚努斯长官说了哪些话惹火了卡拉卡拉。十七岁的次任皇帝，就在父亲面前拔出腰上的剑杀死普拉荻亚努斯。在第二天的元老院会议上，卡拉卡拉利用执政官的权利抢先发言，高声批判禁卫军团长官想要杀害皇帝全家，由自己顶替其地位，因此罪该万死。与他共同列席执政官的捷塔始终保持沉默，元老院议员也保持默认。所以元老院只好承认卡拉卡拉的主张，将长官的女儿普拉荻拉及其弟处以流放刑。卡拉卡拉决定将妻子和小舅子流放到西西里岛附近的厘巴里岛。本来皇室一族的流放地点，或说隔离地点都是蓬佐岛或威特提内岛。这两座岛离拿坡里不远，岛上又备有罗马式的蓄水设施与鱼池。然而火山岛厘巴里只是个小渔村而已。流放到这里的两个人，在六年后卡拉卡拉登基那年，被皇帝派出的士兵杀死。

兄弟两人的关系一直无法改善，就这样过了两年。在这段期间内，谢维勒虽然并非无所事事，但这段期间内施行的措施，都是刚登基时决定的政策延长而已。尽管谢维勒向来以身体健壮自豪，毕竟已经过了六十岁。就像其他壮年期以身体健康自豪的人一样，他也开始受到痛风的影响。罗马人常用的食品，包括鱼类、五谷、蔬菜与起司。他可能是肉类蛋白质摄取过量，痛风病症一年比一年严重，不过他还没失去往年的傲气。谢维勒好似决心要重新锻鍊病体一样地，决定要执行不列颠远征。




不列颠



罗马时期的不列颠行省，包括后代的英格兰与威尔斯地方。其北方则是罗马人口中的卡雷德尼亚，后世的苏格兰地方。可是这个地方一直在罗马霸权的版图外。罗马在两地边界构筑了「哈德良长城」，放弃征服整个不列颠的原因，在于确保不列颠的目的，只为了防卫与这座岛隔着一道海峡的高卢地区。由于只要达到目的就好，所以罗马人也没打算为了取得寒冷多雨、产物贫乏的卡雷德尼亚花苦心。只要曾在冬季造访过「哈德良长城」遗迹的人，想必都会同意这个论点。一站到城墙上往北看，只见又厚又暗的云层下，绵延一片凄冷的荒野。地中海岸边的人当然会认为，何必连这种荒地都拿到手。然而在古代，这片荒地的对面，却住着好战的卡雷德尼亚民族。

罗马人并没有把这些人与莱茵河及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裔外族同等看待。尤其卡雷德尼亚的某个部族，更是让罗马人命名为「布利冈特斯」，大为厌恶。拉丁文中所谓的布利冈特斯，意指山贼、强盗。好玩的是，英语沿用了这个拉丁字源作为盗贼“brigand”的称呼，也不在乎这个字曾经是指一部份的自己人。总之，这表示说，有一部份卡雷德尼亚人住在罗马领地附近。对他们而言，从荒野贫困生活中解脱的办法之一，就是去当盗贼。毕竟在「哈德良长城」的南方，有遍地丰饶的耕地、村落与城镇。





谢维勒皇帝会决定远征不列颠，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激怒了他。当时的不列颠行省总督，为了从「布利冈特斯」手中赎回遭夺走的物资，以及一队负责运输警戒的军团兵，花费了大笔的金钱。罗马的行省总督竟然顺从强盗的勒索，这种事情当然不能摆著不管。

谢维勒认为，要解决这个情势，就要像史学家塔西图斯的岳父、图密善时代的武将阿古力克拉尝试过的，把整个卡雷德尼亚拿下来。他认为只要苏格兰继续留在罗马版图以外，盗贼横行的现象及卡雷德尼亚人南迁的现象都无法停止。因此，不列颠远征计画就此成立。

第二年，西元209年，谢维勒等春天到临后，带着皇后与两个儿子离开首都。正式作战应该会在西元210年春季时开始。既然是要取得整个苏格兰，罗马军也就打一开始便全力出击。他们越过「哈德良长城」，攻入苏格兰深处，前卫部队甚至进入了后世称为苏格兰高地（the Highlands）的山岳地带。

然而在这场战役中，站在前线指挥军团作战的，却是年轻的卡拉卡拉。由于兄弟之间关系已经恶化到无可忽视，谢维勒让弟弟捷塔担任不列颠行省总督。因此总督留在伦迪尼姆（今日的伦敦）没有到前线作战。而谢维勒本人，与他个人意志相反地，已经无法出现在战场上了。

他的身体已经不听话了。不但无法乘马，甚至连由马车运载都感到苦痛不堪。战役的第一年，他还躺在轿子里，前往战场附近。到了第二年，西元210年时，已经连乘轿子观战都办不到了。谢维勒只能停留在不列颠三个军团基地中，离战场最近的雅布拉克姆（今日的约克郡），无法离开。

停留在约克郡的皇帝，心情一直无法放晴，这不只是因为病痛折磨。如果要征服整个卡雷德尼亚地区，需要一个绵密又出人意表的勇猛战略。对于二十二岁的卡拉卡拉来说，这项负担太沉重了。要说是因为他太年轻，不如说是军事才能的问题。谢维勒可不会看不出这项问题。对于六十四岁的皇帝来说，真正痛苦的，与其说是病痛，不如说是这项事实。虽然皇后由利亚·多姆那一直陪在皇帝身边，但即使皇后再有教养，也无法帮助丈夫解决苦恼。




驾崩



到了下一年，西元211年2月4日，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皇帝在约克郡咽下最后一口气。谢维勒逝世时，身边有从战场赶回的卡拉卡拉、稍早前收到病况恶化消息，从伦敦赶来的捷塔、不论谢维勒身在何处都夫唱妇随的由利亚·多姆那，以及正在不列颠进行战役的重要武将。好像死亡可以解脱大多数的烦恼一样，他逝世时走得十分安详。他距离六十五岁还有两个月，在位期间十八年。根据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的叙述，谢维勒在临终前曾对着卡拉卡拉与捷塔两兄弟留下这段话：


「要互相替对方著想，兄弟两人友爱地统治。要优待士兵，不要忘了这是比什么都优先的事情。」



据说谢维勒说完这段话以后，好像自言自语地又说了这段话:


「我什么都做过了。我是元老院议员，也当过律师。当过执政官。当过大队长。也当过将军。还有，我当过皇帝。亦即国家所有要职都经历过，也有自信都很称职。




然而事到如今，好像一切都白干了。」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知道后来卡拉卡拉与捷塔间的关系发展。所以他们认为谢维勒皇帝最后的这段话，是预知自己创设的皇统结束得如此仓促，因而留下感叹。后代的史学家则知道罗马国到灭亡为止的历史，而他们认为谢维勒这时发现到罗马帝国已经无法停止衰败了。也许这两个说法都正确吧。不过笔者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同情这个皇帝。





如果有一个人，知道隆冬的北英格兰是什么样子，同时又知道这个季节的雷布提斯·马格纳是什么模样，大概也会同意笔者的说法。

隆冬的北英格兰，沉重的天空，只有雨水飘啊飘地。没有必要的话，人人都会选择躲在家里不外出。在这里只有树木与野草有精神。相对地，谢维勒生长的雷布提斯·马格纳，即使在冬天依旧阳光灿烂。在阳光下，明暗对比明确，放眼远处，可以看到如画一般的地中海直达天边。

在圆柱回廊或会堂里，男子穿着露出单肩的托加袍，忙着商务与政论。就在附近的广场上，来购物的女性穿着各色长衣，有如花坛景色。而穿着短衣忙着与她们应对的，是在每个时代都存在的精干商人。在商店里外跑来跑去帮忙打杂的，是穿着与平民阶级同样短衣，但胸前以皮绳吊着铜牌的奴隸。而且奴隸的人种、肤色变化较多。在广场一角的私塾里，有著与奴隸服装相同、同样吵闹的儿童在上课。儿童与奴隸还有一样相同的特征，就是脸和手脚都晒得黑黑地。

谢维勒是在回忆著故乡景色时，死于阴暗寒冷、细雨纷飞的北英格兰。笔者认为，就算不担忧国家的未来，不为两个儿子的感情苦恼，光是身处的地方就够让他忧郁的了。马库斯·奥理略在冬季的维也纳，也留下最后一段文字写著：绿荫浓郁我的柴利欧丘，我所爱的罗马。现在已经进入了连罗马皇帝都会在前线咽气的时代。在这以后虽然不稀奇了，不过谢维勒是继马库斯·奥理略之后，第二个在战役进行期间於前线逝世的皇帝。





这两个皇帝逝世后的局势发展也很类似。在父亲谢维勒逝世后，新任皇帝，二十三岁的卡拉卡拉，迅速地与卡雷德尼亚人和谈。并以要将先帝骨灰入葬首都罗马为理由，离开不列颠回到罗马去。全面征服苏格兰的计画，也就此成为过去。

在谢维勒逝世一年后，西元212年2月12日，在罗马帕拉提诺丘上的皇宫中，发生了早已预期的惨剧。在母亲面前，卡拉卡拉亲手砍杀了弟弟捷塔。二十二岁的捷塔，就浑身是血地在母亲怀里过世。卡拉卡拉并下令，把罗马所有的「全家福」中捷塔的脸部削去。后来这项命令被严格地执行。






谢维勒全家福肖像（右下捷塔的脸是由卡拉卡拉下令削去）




马库斯·奥理略的子嗣间，是姊弟之间出了问题。而至於谢维勒的子嗣，状况就只有性別不同而已。尽管马库斯·奥理略与赛埔提谬斯·谢维勒致力於构筑甜蜜家庭，结果却都一样。在《自省录》的最后，以及谢维勒临终的话，都充满了哀愁。可见哲学家皇帝与军人皇帝真是没有差別啊。马库斯·奥理略生前也曾写下：人若一死，皇帝与奴隸也无异。

那种罗马领导人带着「人死后固然一样，生前可大不同」的矜持，扛起罗马帝国责任的时代结束了。

在这之后，以这种矜持为生涯支柱的个別人物还会出现在历史上。但由他们掌握主导权的时代，确实已经结束了。

又在这之后，罗马帝国进入了史学家所说的「三世纪危机」。有一句谚语说，鱼是从头开始腐烂的。罗马帝国也的确是从「头」开始腐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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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致读者



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妮娜》，是从下面这句话开始的：


「所有的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不幸家庭都有他自己的不幸。」



如果把这句话套用到历史上，大概就成了这句话：每个民族在兴盛时都是相似的，一旦到了衰退期则各有各的模样。

不过，对于家庭的集合体「民族」；民族的集合体「帝国」来说，这个方程式并不适用。笔者在第Ⅰ到第Ⅴ册中描述过罗马兴盛期，这段期间里罗马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兴盛；在第Ⅵ到第Ⅹ册中讨论过罗马的稳定期，期间里罗马人也是以特有的方式维持局势。

在第Ⅺ到XV册之中，笔者将讨论罗马从衰退到灭亡为止的故事。这段期间里面，罗马衰退、灭亡的原因，也和其他民族衰退的因素不相似。当然，其中有些许共通的要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罗马史特有的因素。

基於上述原因，笔者从第Ⅺ册开始描述罗马衰亡史时，便不打算讨论各民族衰亡的共通因素，而集中於观察罗马人的衰亡，并且探索其原由。因为笔者认为，只要能知道史上版图最辽阔，国祚最长的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在探讨其他国家衰退因素时，也足以作为基準。


西元2003年夏季於罗马






关于危机性质的不同



在本册中要叙述的，是从西元211到284年为止的七十三年之间。罗马人特別将这个时代称为「三世纪危机」。本书封面刊载的浮雕图中，描绘著罗马皇帝首度遭敌军生擒的史实。不过古人将这段期间称为「三世纪危机」，原因还不仅如此。因为虽然字面上同样是「危机」，以往罗马人遇到的危机，和三世纪面对的危机性质有所不同。简单来说，差异在于以往的危机是可以克服的，三世纪面对的却是只能忙于应付的危机。又或者说，在过去的时代，罗马人可以依照自身的想法、作法，辛辛苦苦克服危机。到了这时代以后只能忙于应付面前的危机，连自己的本质都随之变化，而且使得危机更加严重。在今后各册笔者要描述的故事中，罗马帝国将更为明显地陷入第二种危机里。





后世的史学家、研究人员，多半将三世纪危机的要素列举如下：

帝国指导阶层水準下降。

蛮族入侵程度加剧。

经济力量衰退。

知识分子阶层智能衰退。

基督教势力抬头。





研究的结果固然正确，然而在至此已经将近千年的罗马史上，这些问题都不是第一次出现。除了基督教势力抬头这一项因素以外，其他因素都是或多或少有处理经验的问题。那么又为什么以往有办法克服，到了西元三世纪时却失去了克服危机的力量呢？在本册中，笔者将尝试以顺着年代详细叙述的方式，来解开这个谜题。各位读者应该可以从下表中大略得知西元三世纪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光从这张表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当时的政局不稳定。

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通讯方法高科技化的现代，政局不稳同样会对政策持续性造成无法忽视的影响。而在两千年前，要从广大的帝国边境将「新闻」传到位于帝国中央的首都罗马，至少也要花上一个月。对于古代的罗马帝国来说，皇帝接二连三换人造成的政策不连贯，自然会对帝国统治造成严重影响。






一世纪的皇帝 二世纪的皇帝









三世纪的皇帝









西元三世纪初期的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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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前半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西元二一一年~二一八年






皇帝卡拉卡拉（西元211年~217年在位）



卡拉卡拉大浴场（义大利文叫作Terme di Caracalla）是罗马时代传下的遗迹中最有名的几座之一。到了现代，每当夏季义大利人都会在这里上演歌剧。这座浴场是由卡拉卡拉皇帝建造，因此才有这个称呼。不过，卡拉卡拉并非这个皇帝的本名。这位罗马皇帝的官方正式姓名，叫作「皇帝·凯撒·马库斯·奥理略·谢维勒·安东尼奥·派阿斯·奥古斯都」。

皇帝、凯撒，以及奥古斯都，都是罗马皇帝必定享有的称号，因此不成问题。在古代，姓名中加上「某某之子」也是常有的现象，因此卡拉卡拉的父亲，前任皇帝的姓氏「谢维勒」也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沿用了没有血缘关系，於五十年前过世的安东尼奥·派阿斯，以及三十年前过世的马库斯·奥理略两位皇帝名讳。然而，这却是做父亲的谢维勒为了儿子布下的局。





赛埔提谬斯·谢维勒出身於北非行省的雷布提斯·马格纳，出身阶层为罗马社会中仅次于元老院阶层的骑士阶层。当时出身行省的皇帝，已有图拉真与哈德良作为前例。而且若追溯祖先出身地的话，连安东尼奥·派阿斯和马库斯·奥理略也算是出身行省，因此已经不稀奇。北非地区在四百五十年前属于与罗马死命对决的迦太基领地。在帝国实质创始人凯撒带动之后，罗马帝国一直维持同化战败者的政策，因此出身行省已经不会对社会地位带来负面影响。话说回来，军团长、行省总督和皇帝相较，其状况自然有所不同。图拉真对于自己是首位出身行省的皇帝这件事一直耿耿於怀，想必谢维勒也无法忘记自己是第一个北非出身的皇帝。

除了上述问题以外，对谢维勒来说，他的社会地位还有一项负面因素存在。在西元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出身行省但登上领导阶层的人不少。也就是说，有不少行省出身的人顺利进入具有储备帝国要职人才功能的元老院。罗马社会称呼这种新兴社会菁英为「新入门」（Homo novicius）。大多数的「新入门」会迎娶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为妻，偏偏谢维勒的妻子由利亚·多姆那，生于帝国东方的叙利亚神官家中。也就是说，这两人生下的小孩卡拉卡拉，身上几乎没有义大利出身的罗马人血统。

当确定要让儿子继承自己的皇位之后，谢维勒开始觉得有必要让卡拉卡拉握有除了皇帝嫡子以外的权威。因此他以继承两位名君的人生观与统治路线为名义，把当时公认为名君的安东尼奥·派阿斯和马库斯·奥理略名号加入儿子的官方姓名中。也就是说，谢维勒生前设法为不久后将登基称帝的年轻儿子「镀金」。

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是安东尼奥·派阿斯的养子，因此这两名皇帝共通的「姓氏」为「安东尼奥」。卡拉卡拉继承的，也是这个「姓氏」。所以卡拉卡拉大浴场的正式名称为「安东尼奥浴场」（Thermae Antoninianae）。卡拉卡拉是众人以这名皇帝的特征所取的外号。因为在他登基之后，依旧喜欢穿着高卢人的长袖长衫。在气候寒冷的不列颠、高卢等地，穿着这种服装的罗马人也不在少数。可是在南国义大利，这种服装就显得起眼了。可能因为卡拉卡拉出生于高卢，在父亲的派驻地里昂长大，因此对童年时穿的服装有感情吧。不过二十三岁就登基的卡拉卡拉不只在这种小地方，连在其他方面都喜好表现自我。






卡拉卡拉









捷塔




姑且不论后世的名声，在当时马库斯·奥理略和谢维勒两位皇帝的评价都很不错，而这两名皇帝都让亲生儿子继承自己的皇位。不过康莫德斯和卡拉卡拉这两位继承人的表现可说刚好相反。登基后的康莫德斯作风消极，卡拉卡拉却积极争取表现。也就是说，卡拉卡拉是怀抱着一股干劲登基的。而当时二十三岁的年轻皇帝，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当作自己的模范。





西元211年2月4日，皇帝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病逝於战场附近的不列颠罗马军约克基地，享年六十四岁。皇位立即由谢维勒的两个儿子，当时二十三岁的卡拉卡拉，以及二十二岁的捷塔继承。做父亲的谢维勒生前已经让两个儿子担任共同皇帝，因此皇位继承过程相当顺利。可是卡拉卡拉不能忍受和除了个性温和以外没有其他特点的弟弟共享权力的状况。他以企图暗杀皇帝的罪名，当著母亲面前亲手斩杀自己的弟弟。当时是西元212年2月12日，两人的父亲过世才刚满一年。卡拉卡拉如愿成为帝国唯一的最高权位者。元老院向来怀疑捷塔的执政能力，对这场兄弟阋墙的悲剧没有多加批评，随即追认了其合理性。过了不久之后，有一道勒令开始公布在全罗马帝国的所有广场与回廊上。





在说明卡拉卡拉皇帝的「公民权法」之前，有件事情想要请各位读者合作。

那就是请各位读者的思绪从二十一世纪完全跳回两千年前的古代。在现代，任何人都能平等拥有公民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在两千年前的古代，这却不是「当然」的事情。距离盛行普选法的现代来说，有一千八百年的差距。比起人权宣言的时代也早了一千六百年。更何况，和必须拥有「血统」才能取得公民权的雅典相较，罗马的公民权法规定只要对于「共同体」有所贡献，不论属于何等人种民族都能取得公民权。在古代社会，这已经是特別进步的了。

在阅读下列文章之前，希望各位能牢记上述的历史背景。




人人皆是罗马公民！



罗马是法治国家，所有政策都以法律的形式公布施行。这项称为「安东尼奥勒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的法律规定，只要是住在罗马帝国境内，拥有自由之身的人，全体均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这项法令的提案人卡拉卡拉皇帝，在公告里如此叙述立法动机：


「朕与朕的臣民间，应当不仅共同负担守护帝国的职责，而要共同分享荣誉才能树立良好的关系。借由本法之成立，长年来仅有罗马公民权所有人才能享受的荣誉，自此可以由全体国民所共享。」



这项法令把罗马帝国的特色之一「罗马公民」（romanus）以及「行省民」（provincialis）之间的差异完全撤除。时为西元212年，距罗马进入帝政时期已有两百五十年，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异至此完全消失。不仅是过往的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没有差异，无论人种、民族、宗教与文化，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全体民众，立刻成了罗马公民权所有人。这是一项划时代的新法案。我们甚至於可以说，罗马帝国一路维持朱利斯·凯撒创始的战败者同化政策，到此正式大功告成。基督教教会对于自身掌权之前，亦即西元四世纪之前的罗马帝国政策向来大肆批判，唯独称赞这是符合人道的法令。





尽管这是一项划时代的法令，以罗马史为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史学家却几乎无视这项法令的存在。论及这项法令的史籍不多。比方说吉朋，就没有正面讨论这项法令。而论及这项法令的其他著作中，就算没说这是一道恶法，也不会为其称赞两句。也就是说，对专家而言，这是一段不值得特別讨论的史实。

研究人员会如此判断，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于重视文献史料的研究人员来说，既然罗马时代的史学家没有对此详细评论，后世的人站在尊重古人意见的立场上，也应该维持同样的论调。而古人中只有加西阿斯·狄奥留下了评断这项法令的文章。他评论道「安东尼奥勒令」只是借由扩大公民权增稅的政策而已。这个论点也连带影响后世史学家对法令的评价。亦即，卡拉卡拉皇帝的罗马公民权扩大法，只是一项增稅政策罢了。而且这项法令会被旁人贬为增稅政策，是因为在某个程度上的确是事实。

罗马帝国的稅制是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确立。在奥古斯都创设的稅制之中，无论罗马公民或行省民，都有义务缴纳营业稅和关稅等间接稅。然而直接稅就不同了。负担帝国国防义务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得免课征直接稅，没有兵役义务的行省民则必须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来缴纳行省稅。哲学家西塞罗曾说，行省稅是获得和平与安全保障的人，向保障和平的人缴纳的稅金。

不过，并非每个罗马公民权所有人都会志愿进入军团，服二十年的兵役。奥古斯都时代的军团兵人数约十六万左右。而在帝国初期，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人数，已经有五百万人以上。初步估计，三十个罗马公民权所有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会尽义务从事帝国国防工作。

也许是奥古斯都皇帝觉得这现象不公平吧，他另外又创设两项针对罗马公民权所有人的直接稅。那就是遗产稅和奴隸解放稅，稅率均为百分之五。虽说稅率不高，然而古代社会认为战胜者能取得一切权益，战败者必须失去一切权益，所以事前可以预料这两项新稅将遭到强烈反对。为了躲过反对压力，奥古斯都把这两项新稅设计成目的稅。新稅的名目是作为军团兵役期满退伍时的退休俸。如此一来，负有帝国国防义务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便无法表示反对。





罗马帝国的稅制如此维系了两百多年，到了卡拉卡拉手上却大为改变。西元212年的「安东尼奥勒令」让所有行省民升格成罗马公民，使得他们卸下缴纳行省稅的义务。只是以往的「行省民」全数成为「罗马公民」后，也就背负了缴纳遗产稅与奴隸解放稅的义务。这两项稅赋几乎可说是「罗马公民稅」，而且施行已有两百多年，稅率一直维持在百分之五。卡拉卡拉皇帝又把这两项稅赋稅率一次调高到百分之十。这就是「安东尼奥勒令」会被当时的人评断为增稅政策的缘由。





如果仔细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罗马帝国历任皇帝对于稅赋政策的态度，已经谨慎到了几近神经质的地步。罗马稅制的第一项特点是简单明瞭。这是因为当稅制越是复杂，与征稅相关的人力需求也就越高。这不仅使得人事费用攀高，也使得稅务人员有恣意行事的机会，亦即让个人见解介入稅务的空间增加。不管刑罚有多重，每个时代都会有收送贿赂的人存在。如果希望施行公正的稅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稅制设计得简单明瞭，让百姓觉得不需要稅务士存在。

西谚说：公正的稅制是善政的基础。因为所谓的善政，就是实现让守法的人不吃亏的社会。除此以外，尽可能轻繇薄赋，不让稅率上涨，也是推行善政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事项。这是因为民众会对于冲击私人财政的政策过度反应。如果反应提升到暴动或叛乱的地步，那么政府只剩下军事力量镇压一途。以罗马帝国来说，在内乱的局势下，配置在边境的军团会显得数量不足。如果军团不仅要防范外敌，连出动维持国内秩序都成为常态的话，为了扩编兵力，连带会造成军事费用上涨，最后掉入增稅的不良循环内。要避免落入上述的不良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稅率压低在民众不觉得沉重的范围内。





两百多年来，罗马帝国在控制稅率方面一直施行得很成功。向行省民课征的行省稅，通称为「十分之一稅」（decima）。其他稅赋，如关稅，除了东方进口的奢侈品稅率不同以外，一般通称为「二十分之一稅」（vicesima）。类似现代日本消费稅的营业稅则是「百分之一稅」（centesima）。只针对罗马公民权所有人课征的遗产稅与奴隸解放稅则是「二十分之一稅」（vicesima）。上述的通称能在社会流传，可以证明稅制一直很稳定。

后世的研究人员也异口同声表示，罗马帝国在稅赋方面，一直成功地维持稅率低、范围广的政策。笔者认为，这是在奥古斯都确立稅制之后，后续的历任皇帝也没有把稅制当经济问题看待，而是当成政治问题处理。

与「安东尼奥勒令」同一时代的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批评这项法令只是增稅政策。假设这项批评正确的话，那么把行省民升格为罗马公民的行为应该会成功增加稅收。问题是没有任何史料提到稅收增加，连加西阿斯·狄奥本人也没有提到稅收是否真正提升。因此接下来的论点，纯属笔者的推测。笔者认为，卡拉卡拉发佈「安东尼奥勒令」，并且改变了由奥古斯都创设的稅制，不但没有增加稅收，反而使得稅赋剧减。





这项推论的首要根据，在于西元212年时，由于先前马库斯·奥理略、赛埔提谬斯·谢维勒两位皇帝尽心尽力，成功击退由北方入侵的异族，维系帝国防线（Limes）。换句话说，「罗马和平」还能发挥功效；受到防线保护的行省经济，还没有受到明确的威胁。罗马帝国依旧形成一个广大的经济圈，市场上充斥各类商品。即使住在多瑙河河滨，也能够买到北非出产的货品。在这个情形下，对帝国稅收而言，佔个人收入百分之十的行省稅应该会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因为行省稅正好能反映出一个行省的经济力量，可是卡拉卡拉却将其废除了。而且问题不只是因为行省民升格为罗马公民，便得国家失去行省稅收入而已。行省稅是每年固定可以取得的稅入，遗产稅和奴隸解放稅却只是临时的稅收。就算把行省民全数升格为罗马公民，扩大课稅对象，再把稅率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还是无法弥补废除行省稅造成的财政漏洞。

当卡拉卡拉接掌罗马帝国时，由于前任皇帝谢维勒的军事强化政策，使得国防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从军团数量而言，由于新编三个军团，使得军团数量增加到三十三个。而军团兵的年薪，原本百余年来一直维持三百狄纳利斯银币，在谢维勒任内调高到了三百七十五狄纳利斯银币。简单来说，在这种状况下推动大规模的减稅政策，只是让帝国财政雪上加霜。

从既有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的角度来看，原本维持百分之五的遗产稅和奴隸解放稅，一夕之间暴涨为两倍。天底下没有任何民众会对增稅感到快乐的。而且遗产稅、奴隸解放稅和行省稅之间的不同处还不只在于是否每年征收而已。光是将课稅对象扩大，再把稅率提高为两倍，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罗马帝国能期待这两项稅赋带来的收入，是因为罗马人具有下列特质：

这两项稅赋与罗马人的个性有关。罗马人有捐赠部分遗产给无血缘关系，但前途有望的青年，或者平日受人尊敬的人物之风俗。至於奴隸解放稅方面，罗马人认为做主人的如果感谢奴隸平日尽忠职守，让其恢复自由之身也算是一种奖励。恢复奴隸自由时缴纳给国家的稅金，感觉上有如付给奴隸的退休金。有足够财力的奴隸会自行支付，也有不少奴隸是由主人代为缴纳稅金，或者先行垫款的。在罗马社会，有个阶层叫作「解放奴隸」（libertus）。这个阶层在古代绝无仅有，连民主的雅典城邦都没有发展成功。

而如果解放奴隸的数量不多，自然不可能形成社会阶层。





不过，罗马的社会也开始产生转变了。罗马人逐渐转为内向，当然地，也逐渐偏向个人主义。在马库斯·奥理略皇帝的时代，已经有地方议员候选人数量偏低的记载。这个现象的原因，并非起于议员是无给职。而是因为罗马社会认为有实力担任地方政体公职的人，也有义务捐献提升地方的基础建设。社会风气发展到如此，愿意基於公德心，为了陌生青年的前途捐出遗产的人自然也就少了。附带一提，六等亲以内的血亲继承遗产时，得免征遗产稅。

至於奴隸解放稅方面，稅收增加的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主要原因在于罗马社会的奴隸数量减少，主人愿意恢复奴隸自由与否还在其次。罗马进入帝政时期后，随着「罗马和平」的成立，会带来大量奴隸的攻势战争行为也几乎绝迹。从五贤君时代成立的多项奴隸保护法规可以证实，罗马社会的奴隸数量已经锐减。而原有鼓励奴隸在家庭内增产，亦即奴隸间通婚生子的措施，更是日益推广。原本奴隸在罗马社会中已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此重要程度更是增加。既然奴隸已经成为如此贵重的存在，罗马人也失去了西塞罗时代那种把恢复奴隸自由时缴纳的稅金当成退休金的余裕。如果在这种局势下，卡拉卡拉还把遗产稅与奴隸解放稅当成主要稅收，那么这个人不仅对于经济无知，而且是个不动大脑的统治者。

被当时的人视为增稅措施的「安东尼奥勒令」风评极差，在卡拉卡拉皇帝逝世一、两年后就遭到废除，遗产稅和奴隸解放稅的稅率调回百分之五。不过，赐予全体行省民罗马公民权的「安东尼奥勒令」本身并未遭到撤除。只有稅率恢复原状，废除「行省民」与「罗马公民」差异的法令依旧有效。也就是说，废除行省稅的政策依旧存在。这是权利一旦释出，便几乎不可能收回的佐证之一。

卡拉卡拉发佈的「安东尼奥勒令」对罗马社会的影响，只怕不仅因为废除国稅支柱行省稅，使得帝国财政提前恶化而已。最大的影响，恐怕是让帝国的支柱「罗马公民」的存在意义产生变化。




「既得权」与「取得权」



罗马和希腊的雅典同样起源自城邦国家。后世将这段时期并称为「希腊罗马时代」，可见这两个民族在宗教、风俗、文化方面有先希腊、后罗马的承继关系。不过在公民权观念方面，双方可说是南辕北辙。各位读者可以把公民权姑且当成现代的国籍来看待。雅典人对「公民权」的观念认为，一个人的父母必须都是雅典人，才能取得雅典公民权。假设母亲是希腊人，但出身在雅典以外的城邦国家，那么终生不能取得雅典公民权。如果双亲都出身於希腊北部，或者义大利半岛南部的诸多希腊裔殖民都市之中，不管这个人对雅典做出多少贡献，他的身分将始终是外国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雅典公民，而亚里斯多德虽然创设了名传千古的高等学府“Lykeion”，提升了雅典的文化水準，城邦国家雅典还是没有赠与这位大哲学家公民权。或者说，雅典人的脑海里，没有把本国公民权赠与外国人的想法。这是因为雅典人观念里的「公民权」，是以「血统」为基础。

而雅典的社会型态也让这种封闭的倾向更为发达。城邦国家雅典的历史，从王政、贵族政治，最后发展到了民主政治。在別名「佩里克雷斯时代」的民主政治时代，雅典是全希腊最为繁荣的国家。直到两千五百年后的现代，我们还可以得知民主政体是由当时的雅典人发明的。

民主政体必须在有权者，亦即所有公民地位平等的情形下才能成立。最重要的并非有权者个別能力平等，而在于所持有的权力必须平等才得以成立。这是因为民主政体的基本理念认为，每个人所持有的一票具有同等的效力。

在强调全体成员必须平等的社会中，也必然地会形成排挤不同分子，亦即外国人的气氛。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到昨天为止还是陌生人的人，今天突然成为自己的家庭成员，而且拥有同等的发言权时，会对既有成员带来什么感触。长年来以「家庭成员」身分奋斗至今的旧人，是不是当然会感到不满？在引进新进分子时，一律平等的观念是最难以克服的障碍。想必亚历山大大帝在打倒雅典长期的敌人波斯之后，雅典人还是没有拿出公民权向他致谢。





而罗马人在台伯河滨建国时，对公民权的想法已经和雅典人完全不同。

刚建国时的罗马人忙着与周边部族作战。然而在战胜后没有把战败者当成奴隸，也不像斯巴达一样把战败者列为农奴，当作半个奴隸使唤。罗马在确认获胜议和之后，让战败者的仕绅及一般民众迁居到罗马，并且给予罗马公民权。甚至提供元老院席位给战败一方的仕绅。这项政策具有增加人口的意味，所以在形成国家结构，进入共和时期之后，也就废除了强制迁居罗马的部分。不过同化政策依旧由后人所继承。如果战败者永远是战败者的话，后世只怕不会有凯撒、奥古斯都和克劳狄斯了。因为追溯这些人的祖先可以发现，他们都是战败者出身。不仅如此，后来的罗马领导阶层，大多数人的祖先也都是战败者出身。有趣的是，由于在罗马社会中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罗马人根本没把这个现象当问题看待。





罗马人观念中的「公民权」，并非和雅典人一样以「血统」为基础。他们认为公民间是以「志向」或者「意念」连系的。所以罗马人认为，即使是战败者，只要愿意为保护罗马「共同体」尽心力，那么就具有获赠公民权，得享和现有公民同等待遇的资格。

朱利斯·凯撒在指挥高卢战役之后，以协助作战的名义，把罗马公民权赠与北义大利的全体民众，以及南法和西班牙地区的仕绅。至於战败者高卢人的仕绅阶层，不仅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大族的族长甚至得以进入元老院。此外，能取得罗马公民权的，还不只是战败者的仕绅阶级。当凯撒当上终身独裁官，领导全罗马政治之后，他以从事医疗或教育工作为条件，让医师、教师能不论人种、民族、肤色，都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如果亚里斯多德出生在罗马的话，想必能迅速成为罗马公民。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不仅承袭凯撒的开放路线，还确立了规模更为庞大的罗马公民权颁赠体系。一个人即使出身行省，只要在罗马军中担任辅助兵，当二十五年役期结束后，就算阶级还是士兵，同样能取得罗马公民权。而且服役取得的罗马公民权与医师、教师的公民权不同，是一种世袭权利。出身行省，新取得公民权的人所生的儿子，同样是罗马公民。即使身上没有半点罗马人的血统，也能享有和义大利本国出身的「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且负担同样的义务。

以上只是简单举例介绍公民权而已。总之罗马人对于「公民权」的开放观念，并非出自人类情感的临时起意。对罗马人来说，同化战败者是营运帝国时的政略。正因为如此，凯撒和奥古斯都在创设帝国时架构的这套体系，才会由后来的历任皇帝承袭。虽说罗马的政治体系，要依赖这两名英雄修改为适合统治广大疆域的帝国政体，不过开放路线是从罗马建国初期就持续施行的政策，对罗马人来说有如DNA，所以才能形成一贯的政略。因为当人们顺着自己的本质行动时，其成功机率最高。 《普鲁塔克英雄传》的作者普鲁塔克也表示，罗马强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同化战败者。普鲁塔克是生于五贤君时代的希腊人。由于希腊人有著拒绝同化战败者，也排斥提供公民权给同盟城邦公民的历史，所以这句话显得更有分量。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民权是出生时就具有的「既得权」。罗马人观念里的公民权则是借由意志与其成果获得的「取得权」。后者理所当然会形成对外门户开放的观念。因为「血统」不是人人都能获得，而「意志」则是能够随个人意愿维持的。

而且，罗马的社会结构也有助於引进不同分子。





希腊时代的代表性城邦国家雅典，社会阶级由上而下分別是领导阶层、公民、奴隸。而罗马帝国的社会阶层分类却更为多样化，依序是皇帝、元老院阶级、骑士阶级、一般公民、解放奴隸、奴隸。社会阶层能如此细分，原因在于罗马没有采用民主政体，因此不必费神维护全体公民的地位平等。而阶层细分，结果也促成了引进不同分子的风气。因为只要各个阶层间维持流动性，异质社会将会比同质社会容易接纳异己。外国人等异质分子姑且先排在社会最低阶层，至於这些人以后能爬到什么地位，就看个人的表现。

在第Ⅹ册中，笔者曾说遍布罗马帝国各处的罗马道路网，有如把血液送到人体全身各处的血管网路。笔者认为罗马公民权也发挥了和罗马道路网相似的作用。因为公民权为社会注入新血轮，亦即新进人才的体系。罗马公民权是一种取得权，任何人只要有充分意愿，就可能成为公民。所以，没有公民权的行省民会觉得公民权有魅力。这个体系也因此为罗马帝国带来活力。

而卡拉卡拉皇帝却改变了这个体系。行省民不管之前的业绩如何，任何人都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使得原本是「取得权」的罗马公民权，变成有如雅典一般的「既得权」。




「取得权」的「既得权」化造成的影响



这个问题造成的影响极为巨大，让人无法称赞「公民权法」基於人道。

第一项影响，既有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丧失了身为帝国支柱的气概。既然人人都同等，自己就没有带头吃苦的必要。

第二，新成为罗马公民的行省民失去了上进心和竞争意识。既然已经取得公民权，当然不需要为了取得权益卖力。

第三，只怕是最出乎卡拉卡拉意料之外的结果。新法成立后，升格成为罗马公民的行省民一直没有表现出愿意担负帝国命脉的气概。毕竟对人类来说，能免费取得的权益是不值钱的。我们从现代选举弃权率就可以证明这项论点，因为免费的权益让人不觉得有何好处可得。虽说脱离行省民身分，可以免去课征行省稅的义务，然而会为脱离一成稅率感到高兴的期间也有限。成为罗马公民后，另外要背负缴纳遗产稅和奴隸解放稅的义务，不过这只是短期的稅务。而且要为这种稅赋伤脑筋的资产家，早就成为罗马公民了。问题症结在于新成为罗马公民的原行省民。而对于这些新公民造成冲击的，是国家为了弥补废除行省稅造成的财政漏洞，次数开始增多的临时稅赋。每当皇帝赶往前线，就会以筹措战争费用为名目课征临时稅。虽说这只是暂时性的稅赋，不过很明显地将会演变为常设稅收。卡拉卡拉不仅把公民权的意义改变了，同时也把原本单纯明瞭的罗马稅制引向暂时稅、临时稅层出不穷的复杂路线。就算把遗产稅和奴隸解放稅的稅率调回传统规定，也无法解决这项问题。

第四，「安东尼奥勒令」废除了行省民与罗马公民间的界线，反而使得罗马社会失去流动性这项特质。社会的僵硬化，就好比是人体的动脉硬化一样。

最后，让人感到没药可救的一点是，废除行省民与罗马公民差异之后，在两者合一的一般公民阶层中又分化成两个阶层。罗马人将其称为「荷内斯塔」和「务敏流斯」。如果意译的话，分別是「荣誉者」和「卑贱者」。也许人类根本不能接受全体平等，没有分別歧视就活不下去吧。生于「卑贱者」和奴隸阶层的人，从此失去在罗马社会往上发展的机会。罗马社会从此进入下层人民至死不得翻身的时代。

笔者认为，卡拉卡拉皇帝的「安东尼奥勒令」，真是在负面方向划时代的法律。罗马帝国的支柱之一，就给这项法令弄垮了。这就好像刚开战就失去一个据点一样。而且造成战线崩溃的还不是敌人，是罗马人自己。




卡拉卡拉可能真的如勒令字面一样，真心希望推行一套全体罗马国民同心协力的体制，而他采用「全体行省民一律罗马公民化」的方法。这个景仰亚历山大大帝的年轻人，在几年后还策划了将罗马与帕提亚合并的政略。既然能想到与多年仇敌帕提亚合并的点子，也许他真的认为泯除罗马帝国内的阶层差异是理所当然的吧。笔者实在不认为卡拉卡拉的「安东尼奥勒令」只是为了增稅而发佈的法令。因为从常识的角度来考量，这项法令不可能造成稅收增加。笔者认为，不把「安东尼奥勒令」解读成增稅政策，而直接采信其字面说明，会比较接近事实。也就是说，这项法令出自年仅二十四岁的理想主义者的思想。话说回来，这毕竟只是一道轻谋浅虑的施政。看来卡拉卡拉皇帝不懂得朱利斯·凯撒的这句话意义何在：


「（一项政策）不管结果有多坏，其最初的动机往往来自於一片善意。」







对于西元212年公布的「安东尼奥勒令」，笔者可能会比一般研究人员解读得过深了些。而笔者之所以会发展出这项解读，起因在于一项疑问，以及一些碑文。

假设「安东尼奥勒令」真的像是基督教所宣称的，是符合人道的法令的话，为什么身为优秀政治家的五贤君中没有任何人打算施行呢？尤其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向来开明公正，认为尊重人权是皇帝的职责。当他挑选行省出身的人当女婿时，心中连一点疙瘩都没有。为什么这名皇帝不但没实施，连考虑过改变公民权政策的痕迹都没留下来？

在罗马时代的墓碑背面，往往像是履历表一样刻著死者的生平。而在无名的市井小民墓碑背面，常有特意刻著「罗马公民」字样的。从这些人的姓氏可以看出，他们并非出身为罗马开国的拉丁民族，而是出身希腊或高卢。亦即这些墓碑的主人是取得罗马公民权归化后的行省民。在这些墓碑中，有些还特別加上「安东尼奥勒令前的罗马公民」字样，好像要强调在人人都升级成罗马公民前，自己老早就是罗马公民了。

卡拉卡拉的施政，使得罗马公民权失去了长年维持下来的魅力。既然不觉得有魅力，人们也就不觉得自己应该背负着伴随公民权而来的责任与义务。这个心态，连带使得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罗马帝国立国基础产生龟裂。因为人人都有的权利，跟人人都没有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说法来形容这个现象的话，就是「品牌崩盘」。




帝国国防



卡拉卡拉相信废除行省民与罗马公民的差异，就能使得帝国团结一致。在这方面我们只能形容说他没头脑。不过从深信皇帝最大的职责在于帝国国防这点来看，卡拉卡拉毕竟不愧是罗马皇帝。他这时二十四岁。个性方面，从他会轻视稳健消极的捷塔这点来看，他应当是积极进取的。从他杀害捷塔，成为帝国唯一皇帝的时间来算。第二年，西元213年，他便拋弃了在首都罗马能随心所欲的安逸生活，赶往北方前线。当时他只带着少数禁卫军，轻车简从而行。就好像满心期待着阿尔卑斯以北的春天，以便人马活动。

皇帝不在首都时，内政是交由“Consilium”代管。各位可以假设元老院相当於现代国会，“Consilium”则相当於内阁。在这段期间里，背后支持内阁施政的，是拥有绝佳政治平衡感的女性由利亚·多姆那。想必是因为有贤明的皇太后存在，卡拉卡拉才能放心地放下政事离开。由利亚·多姆那应该没那么容易走出儿子互相残杀的悲剧。姑且不论她心中感受如何，她终生一直扮演协助长子卡拉卡拉施政的母亲角色。

目前没有史料可供考察卡拉卡拉越过阿尔卑斯后的行动范围。不过从他花费在视察与作战的时间只有半年多，再参考这段时间内的事迹可以想像，应该只限於莱茵河防线与「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周边。而一旦皇帝巡视防线（Limes）周边，自然也会注意到具有向各个防卫基地输送「血液」功能的罗马街道网。实际上，卡拉卡拉曾发令并执行高卢及伊比利半岛的罗马大道修复工程。西元三世纪时，罗马街道网光是干线部分就超过八万公里，没有开辟新路线的必要。若希求街道网发挥完美功效，则必须随时维修保养，而历任皇帝也没有疏忽这项工作。只不过卡拉卡拉发起的工程浩大，在各地留下了将维修事迹流传后世的石碑。





在纯军事方面的基础建设而言，卡拉卡拉也使得「日耳曼长城」更加固若金汤。原本只有壕沟和木栅的地方，后来也改为石头、砖瓦修筑的防线了。






完成后的日耳曼长城（引用自“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罗马人将多瑙河、莱茵河上游地区称为“Agri Decumates”，意为十分之一农耕稅地区。从国防角度来看这个地区，由于介于莱茵河防线和多瑙河防线之间，以人体来比喻，则有如侧腹要害。因为这个区域的地理条件特殊：地形进入山区，难以沿着河岸修筑防线；溪流众多不易行走；大部分区域又为「黑森林」（Schwarzwald）所笼罩。而日耳曼民族向来称森林为日耳曼之母，有著一进入森林地区就精神抖擞的特性。

第一个考量到保护要害地区的罗马皇帝是台伯留。也是他确立以莱茵河、多瑙河作为罗马帝国北方防线。不过实际建设防线，保卫这个包括部分黑森林在内的区域的，则是图密善皇帝。日耳曼长城从莱茵河沿岸的波昂奈（今日的波昂）和康伏伦恩特斯（今日的科布连兹）中间处南下，通过莫根提亚奎姆（今日的梅因兹）北方三十公里处，直达多瑙河沿岸的嘉时多·雷吉娜（Castra Regina，意为皇后营，今日的里根斯堡）。从此成为保卫帝国北方的重要防线。原有的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防线，也因为日耳曼长城衔接而一体化。防线一体化，也代表防卫体制合理化。这里所说的合理化，定义为能抑制经费支出，又足以维持必要的防卫力量。

这个地区的地形特殊，只要稍有轻忽，马上又会退回「要害」身分，因此历任皇帝也不敢疏于维护。其中以哈德良皇帝与马库斯·奥理略皇帝的强化政策最为宏伟。到了四十年之后，卡拉卡拉皇帝使得防线更为坚固了。他虽然不是个深解大众心理的政治家，但在军事方面的才干似乎还挺优秀的。

而卡拉卡拉保护要害的方式也颇符合个人风格。他不像哈德良皇帝一样，无视罗马国界外的异族存在，专注於防线工程。也不像马库斯·奥理略皇帝一样击退入侵的异族之后才著手重建「日耳曼长城」防线。他采用符合青年气息的方式，以先军事行动、后修筑工程的作法，主动跨越防线出征，彻底击垮迎击的日耳曼军队后凯旋回到防线内。这项作风大获士兵好评。毕竟采用积极作战并大获全胜，是最能带动士气的作法。这年秋季卡拉卡拉就早早回到首都，举办战胜日耳曼蛮族的凯旋仪式。元老院也向这位年轻皇帝献上“pacator orbis”称号，直译为「为帝国带来和平者」。然而，现在不是为了战胜而高兴的时候，因为帝国财政已经在崩溃边缘。而在西元三世纪初期，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可以全数归纳为军事费用扩增。




帝政时期后的军事费用演变










	
	
皇帝

	
军团数量

	
军团兵总数 (legionaris)

	
粮饷（年）(以狄纳利斯银币为单位）

	
辅助兵总数 (ausiliaris)




	
前23年

	
真古斯都

	
25

	
150000 强

	
225

	
150000 弱




	
90年

	
图密善

	
25

	
150000 强

	
300

	
150000 弱




	
106年

	
圆拉真

	
30

	
180000 强

	
300

	
180000 弱




	
138年

	
哈德良

	
28

	
168000 强

	
300

	
168000 弱




	
170年

	
马库斯· 奥理略

	
30

	
180000 强

	
300

	
180000 弱




	
197年

	
赛埔提谬斯·谢维勒

	
33

	
198000 强

	
375

	
198000 弱




	
213年

	
卡位卡位

	
33

	
396000左右(包含原辅助兵）

	
375

	
——








罗马的通货膨胀



卡拉卡拉没有像他的父亲谢维勒一样增加军团数量，也没有调高军团兵的年薪。问题是，由于施行赐予行省民罗马公民权的「安东尼奥勒令」，以往身为罗马军队主要战力，仅开放给罗马公民应征的军团兵，和行省民得以志愿服役的辅助兵之间失去差异。从法律上来说，全体官兵都成了军团兵。自从发佈「安东尼奥勒令」之后，估计罗马军士兵总数时，必须将原军团兵和原辅助兵合并计算。而且这代表政府必须发给原辅助兵与军团兵相同的薪资，退伍时也要发放同额的退休俸。

由于没有残存的记录，我们无法得知卡拉卡拉登基前的罗马辅助兵薪资是多少。不过，与军团兵之间的差距绝对不小。推论原因如下：

第一点，辅助兵是由罗马军征服、行省化之后的地方出身。亦即是在罗马人支配下的其他民族。在古代，社会风气认为支配者拥有被支配者的一切权益。

第二点，行省兵为辅助战力，任务仅在于协助主要战力作战。

第三点，军团兵服役年限为二十年。相对地，辅助兵服役年限为二十五年。

第四点，军团兵享有由奥古斯都创设，在古代绝无仅有的退休俸制度，辅助兵退伍领到的则是罗马公民权。除此以外应当没有支领其他退休金，也没有相关记录提及这一点。

从上述状况推断，军团兵与辅助兵的薪资差距应该相当大。而现在却失去了维持薪资差异的理由。当然，辅助兵的薪资，应该不是在发佈「安东尼奥勒令」的同时马上改为与军团兵同额。可是行省民升格为罗马公民之后，军中薪资也就不可能一直维持原有差异。笔者推测当时可能采阶段性调整。总之原辅助兵的薪资势必会日渐接近军团兵，最后达成同等。

由卡拉卡拉提案、施行，在人道方面无懈可击的「安东尼奥勒令」，影响到了国家财政。把行省民全数升格成罗马公民带来的影响，也不是以风评不佳为由，恢复遗产稅、奴隸解放稅稅率就可以解决的了。这项法令使得全体民众都成为公民，反而带来公民之间分离为上下两个阶层的现象。发生在整个罗马社会的这个现象，只怕也蔓延到罗马军中。这时问题的源头，应该是在正规辅助兵，以及名称为“numerus”，类似季节雇员的佣兵之间。

也就是说，全面废除阶级差异的政策，反而断绝了阶级之间的流动性。

前任皇帝谢维勒扩大军事费用支出，继任的卡拉卡拉又让辅助兵领取与军团兵同等的薪饷，如此已经对帝国财政造成沉重负担。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卡拉卡拉还继承了三十年来慢慢形成的货币贬值问题，必须在他任内设法补救。

支撑罗马帝国经济的基础货币，大体上可分为「奥流斯金币」、「狄纳利斯银币」、「塞斯泰契斯铜币」三种。以流通比例来说，「狄纳利斯银币」的重要性最高，笔者甚至认为罗马经济已经几近银本位制。派遣到外省的官员薪资，以及军团兵的年薪，都是以狄纳利斯银币表记的。






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皇帝发行的狄纳利斯银币




当年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达成全面改革通货制度时，深知货币的信用，全建立在面额价值与素材价值一致的条件上。而且他认为货币与稅制相同地，若要广为大众接受，则必须简单明瞭。

当西元前23年实施货币改革时，确立了1枚「奥流斯」等于25枚「狄纳利斯」又等于100枚「塞斯泰契斯」的制度。这项制度维持了八十七年，直到西元64年，才由尼禄皇帝稍作更动。





史学家把尼禄皇帝的货币改革，列为施政浪费的弥补对策，不过笔者不这样想。尼禄的货币改革政策，把金币的重量从7.8公克减为7.3公克；将狄纳利斯银币的重量从3.9公克减至3.41公克，并把银币的含银率从纯银改为92%。如果这是为了弥补以“Domus Aurea”（黄金宫殿）为首的诸般浪费政策，在尼禄之后即位的任何皇帝大可将其废除。在那个时代，罗马还有充分的经济能力，把金币银币恢复到奥古斯都时代的制度。

可是后来没有任何皇帝打算这样做。尼禄计画要用来兴建广大人工湖的土地，被维斯帕先皇帝移作圆形竞技场之用。遭破坏的黄金宫殿遗址，后来被提图斯皇帝与图拉真皇帝用来兴建大浴场。尼禄皇帝的都市计画全面遭到推翻，由他修改的货币体系却一直受人沿用。尼禄体系后来让人持续沿用了一百五十年。这不就证明尼禄皇帝的改革，适於西元一世纪中期到二世纪后半的罗马帝国吗？

这段时期，是罗马帝国最为兴隆的时代。当然，也是经济力量的鼎盛期。一旦经济力量活泼，货币流通量也会随之增加。现代人大概会用「货币供应量」（money supply）来表达这个问题吧。总之这是一段货币发行需求增加的时代。如果随经济成长增加矿山的金银产量，很快的会面临矿脉枯竭的问题。尼禄皇帝的要求，是在不增加矿山挖掘量的情况下，达成增加货币流通量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尼禄皇帝的改革，并非单纯的货币贬值。而是顺应随「罗马和平」普及而成长的经济需求所使出的金融缓和政策。

在尼禄一百五十年之后的卡拉卡拉推出的货币改革却完全相反，目的是为了弥补军事费用扩增带来的经济漏洞。笔者将奥古斯都以来的罗马货币变迁列表如下。相信各位读者只要一看这个表就能知道，三世纪的罗马在经济方面也同样面临危机了。







帕提亚战役



二十六岁的卡拉卡拉皇帝大概已经厌倦面对让人心烦的国家财政问题，想要回到一年前奔驰沙场的生活吧。西元214年早春，将刚设计好的货币改革政策交给「内阁」之后，他就离开首都朝北而去。这次皇太后由利亚·多姆那也随军同行。初期的目的地是多瑙河防线，不过远征的目的在执行帕提亚战役，因此最后势必要踏上叙利亚的土地。而叙利亚同时是由利亚·多姆那生长的地方。由于这次作战的对象是大国帕提亚，因此整个禁卫军团也伴随皇帝同行。禁卫军团长官马克利努斯也在随行幕僚成员中。

生在那个时代，后来着作有《罗马史》的加西阿斯·狄奥写道，多瑙河防线是衡量帝国国防机制能否发挥作用的仪器。从维也纳的上游起，途经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最后直达黑海的多瑙河防线，也正是「罗马和平」的命脉。皇帝亲自巡视这个地区，代表罗马方面认真準备加强此地的防线。

卡拉卡拉很巧妙地利用和战双面策略达成这项目标。首先利用巧妙的外交技术，撕裂了同属于日耳曼裔的马尔科曼尼、汪达尔两个部族的感情。又与达其亚族缔结同盟。而当夸提族的酋长拒绝卡拉卡拉的要求时，则当场捕获对方并处死。面对可以短期击垮的小部落时，则用军事力量打击，令其陷入难以入侵罗马境内的局面。简单来说，他依照罗马人传统的外交策略「分离并统治」（divide et impera）行事。历经父皇谢维勒时代的不列颠战役，卡拉卡拉时代的莱茵河防线、日耳曼长城强化政策之后，多瑙河防线也亦趋稳固。到了这个地步，他才能无后顾之忧的朝东方行军。卡拉卡拉虽然不是眼光深远的政治家，在行军打仗方面的才干似乎挺不错的。





和强化莱茵河防线及日耳曼长城防务时一样地，在巡视、加强多瑙河流域的途中，士兵看待年轻皇帝的眼光也有了转变。对天天面对敌人的士兵来说，指挥官的能力好坏，事关自己的生死大计。而且官兵们也知道，胜仗所带来的信心，比任何武器都更加接近胜利。首都居民在好奇之下，以高卢服装为依据取的外号「卡拉卡拉」，在前线官兵之间转变成为昵称。亦即官兵认为这个皇帝虽然奇装异服，但在军事才能方面是个合格的最高指挥官。官兵眼中谢维勒先帝的儿子，形象渐渐地变成了现任皇帝。前线官兵对卡拉卡拉的看法，一直维持到他过世许久后。





卡拉卡拉强化多瑙河防线之后，没有顺流而下前往黑海海滨。当他到达下游的「远莫埃西亚行省」之后转向东南，斜向穿越巴尔干半岛前往荷雷斯贲特斯。这段路同样是走在交叉纵横於这地区的罗马大道上。

渡过荷雷斯贲特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后，他没有马上前往政治、军事方面都极为重要的尼科美狄亚（今日的伊兹敏特），而是前往当时称为伊里亩的特洛伊。这里是有名的古战场，荷马的长篇史诗〈伊利亚〉也是以这个城镇为背景。要说卡拉卡拉爱读〈伊利亚〉，不如说是他景仰的亚历山大大帝爱读。卡拉卡拉可能想模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波斯前造访此地时的行为吧。附带一提，亚历山大大帝造访特洛伊时二十二岁，而卡拉卡拉这时二十六岁。

卡拉卡拉模仿古代英雄的行迹，做出和五百年前的亚历山大一样的行为。他参拜〈伊利亚〉的主角之一，英年早逝的阿奇里斯坟墓。并且和麾下的青年武将共同举办运动会，作为献给古代英雄的祭典。这是因为在古希腊、罗马，运动会的祭神仪式意味大于培养体能。卡拉卡拉在造访特洛伊时的行为虽然令人感到好笑，不过若想到不久前他弔唁好友解放奴隸菲斯托斯时的模样，不禁让人联想到在战场上失去好友帕特洛克雷斯的阿奇里斯。

离开特洛伊古战场之后，一行人沿着海岸南下探访婆高蒙。在罗马时代，婆高蒙是仅次于希腊雅典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学术都市。也许来访的目的，是为了慰劳同行的皇太后由利亚·多姆那。在此地，卡拉卡拉的行为也符合尊重一切神明的多神教国家皇帝身分，参加了医学神阿斯克雷比斯的祭典。访问婆高蒙之后一行人转道东北，前往尼科美狄亚準备过冬。

尼科美狄亚位于面临马尔马拉海的拜占庭（今日的伊斯坦堡）附近。这个城市的地位重要，不仅在于这里是俾斯尼亚行省的首府而已。一来这里是离开欧洲进入亚洲后，第一个规模够大的像样都市。二来这里接近博斯普鲁斯海峡，是维护黑海制海权时的后勤基地。卡拉卡拉选择在这里过冬，目的也在于顺便视察黑海巡逻舰队。小亚细亚地区衔接帝国「东方」与「西方」。这个地区的安全，不是依赖南侧罗马和平能充分发挥功能的地中海，而是依赖北侧随时面临异族入侵威胁的黑海制海权。





第二年，西元215年。卡拉卡拉离开尼科美狄亚之后，由西北朝东南，斜向穿越小亚细亚赶往叙利亚。绕过地中海东岸，5月就进入了安提阿。依照罗马的传统作法，当与大国帕提亚作战时，罗马军通常会把后勤基地设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同为东方第一大城的安提阿。卡拉卡拉进入叙利亚行省省都之后，立即著手编组与帕提亚作战用的部队。






三世纪初期的小亚细亚及周边




我们不得而知卡拉卡拉对帕提亚作战时的兵力如何。不过，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多瑙河防线的各军团基地曾派出分队前往东方。因此这次进行作战的部队，显然是由派驻在东方的各罗马军团编组而成。担任帝国东方防卫工作，亦即坚守幼发拉底河防线的军团，由北向南依序有：小亚细亚东侧，卡帕杜西亚行省的两个军团；派驻叙利亚的三个军团；基地设置于巴勒斯坦的两个军团；今日的约旦，罗马人称为阿拉伯的行省有一个军团；再加上先帝谢维勒由帕提亚手中夺得后，行省化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也有两个军团。总计帝国东方防线上共有十个军团。光是军团兵就有六万，连辅助兵算上的话就超过十万人。各个军团留下看守基地的起码兵力，其他部队全数动员的话，就能编组成与帕提亚作战时依旧能佔优势的兵力。至今为止的历任皇帝都采用这种方式，而卡拉卡拉却又打破传统了。他新设立了之后逐渐变成罗马军战斗主力的机动部队。




机动部队



这支部队拉丁文叫作“vexillationes”，并非卡拉卡拉创设的新制度。以往图拉真皇帝与马库斯·奥理略皇帝也曾经运用过。虽然名称相同，不过卡拉卡拉的部队成员、用途与以往大有差异，简直可说是重新设计。

以往的「机动部队」只是由所属的军团临时派遣，等到任务结束后又回归原属军团。卡拉卡拉的「机动部队」却是由各军团挑选士兵，重新编制独立于军团外的部队。而且在任务结束之后，新部队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卡拉卡拉把罗马军的组织，从三十三个军团改成三十三个军团外加「机动部队」。

在机动部队的选拔标準方面，以往仅要求士兵「精锐老练」，不论年纪；卡拉卡拉却以年轻为要求。卡拉卡拉提出的理由是，他需要目前单身没有家累，因此能长期远离驻地外派的士兵。当然，他挑选到的会是年轻的士兵。

以下观点没有任何研究人员提出，仅止于笔者个人的想像。若一并考量卡拉卡拉提出「安东尼奥勒令」，把罗马公民权赠与行省民这点，那么他可能是基於下列观点进行改革：





罗马军团为战略单位，是由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以及由行省民应征的辅助兵构成。三年前发佈「安东尼奥勒令」之后，由于行省民全数升格为罗马公民，因此双方失去身分差异。话说回来，并非一发佈法令，军团兵与辅助兵的差別马上会跟著消失。军团兵长期以来接受主要战力训练，习於使用重装步兵的各项武器。而辅助兵不管在训练、装备方面，毕竟只是辅助战力。一朝一夕之间，不可能使双方合而为一。而且既然会有民众特別在墓碑上刻著「安东尼奥勒令前的罗马公民」，军团兵抱持的罗马公民自尊心自然也不可忽视。在发佈勒令后，军团兵与辅助兵的差异应该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不过保持原样不动，与设法改变现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卡拉卡拉可能想利用编组不分军团兵辅助兵的青年机动部队方式，来达成统合的目的。相对地，有家累的中坚阶层以上的士兵，则留在军团中。这项老兵留守营区，新手跟著战线推演移动的新体系，似乎受到新旧士兵双方的欢迎。当时的人没有留下任何批判这项措施的文件。附带一提，罗马人认为一个士兵的现役年龄上限为四十五岁，而年满十七岁就可以志愿服役。进入帝政时期后，罗马军在兵役期间是禁止结婚的，到了卡拉卡拉的父亲谢维勒的时代才「解禁」。也就是说，罗马士兵能在退伍前正式结婚的时代，至今顶多十年。这时军团兵正在享受谢维勒施行的这项福利政策。





不过，卡拉卡拉的这项政策，与「安东尼奥勒令」一样地，随着时间经过，负面影响开始超过正面影响。这也是政策刚施行时不错，但不良影响慢慢显现的实例之一。

之后不到二十年，罗马帝国进入了几乎年年与入侵异族交战的时代。每当开战时一定会有人批评防线上的警备战力高龄化。

这是因为防守基地的军团与机动部队长期分离所造成的。

在卡拉卡拉之前的皇帝，每当达成任务后就把机动部队解编送回原有军团，并非自找麻烦。正因为这样做可以强化防线功能，所以才一再因循派遣分队又解编遣返的形式。能够随战线推移迅速跟进的青年集团固然重要，如果因此造成防线上的警备战力高龄化，就得不偿失了。等到人人都知道军团与机动部队分离的缺点在哪里时，已经无法恢复图拉真、马库斯·奥理略当年采用的制度了。这时基地警备战力高龄化的问题，已经传遍国内外，使得异族更加大肆入侵。能够迎击不知何时何地出现的敌军的，只剩下机动部队而已。

笔者认为，政策要在厘清对日后造成的影响之下，才得以深思熟虑转而推行。虽然异族入侵问题不是因为卡拉卡拉将机动部队转为常设单位造成的，但却是不久后异族大肆入侵的原因之一。




前往美索不达米亚



如果将时光倒回到西元215年的话，二十七岁的皇帝身边充斥与自己年龄相近的青年士兵，想必满怀自信。而调派到「机动部队」的士兵，想必也为此士气高昂。因为他们的直属指挥官虽然年轻，却是没打过败仗的卡拉卡拉。百战百胜的信心是最能强化士兵战力的要素。由卡拉卡拉总指挥的帕提亚战役，在开战前就充满凯旋气息。

这个年轻的最高指挥官还是依照罗马传统作风，在进军前派遣外交使节。派到帕提亚王沃洛捷赛斯五世跟前的特使提出罗马方面的和平解决条件。条件中要求：将宫廷内的提理达特斯等反罗马派系分子引渡至罗马。如果帕提亚接受这项条件，罗马方面也準备和谈，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相反地如果拒绝，则无法避免开战。






沃洛捷赛斯五世




卡拉卡拉相信这项条件会遭到拒绝。提理达特斯是现任帕提亚王的伯父。他预估就算是为了缔结和平条约，帕提亚王也不可能将这等人物交到罗马手中。派出外交使节只是遵循罗马惯例而已，卡拉卡拉本人期待能够开战。

偏偏帕提亚王沃洛捷赛斯五世的回答却是「接受」。若要推测这项出乎意料的回答原因为何，可能是他们知道卡拉卡拉到达叙利亚以后，帝国东部的罗马驻军动态开始活跃。帕提亚王正苦於宫廷内部的势力斗争，不希望在此时跟罗马起战端。不过这下子，卡拉卡拉也就失去开战的理由。为了缔结和约，帕提亚与罗马之间先簽署休战协定。卡拉卡拉便利用这段休战期间造访埃及。他把与帕提亚使节谈判的工作交给下属，沿着地中海岸从巴勒斯坦南下进入埃及。





参观亚历山大大帝灵庙、金字塔以及尼罗河沿岸众多神殿的过程还算顺利，不过事件发生了。亚历山大城的青年竟然群起批判卡拉卡拉。至於这些青年批判的内容是什么，由于没有任何史学家引述，也没有留下当时的记录，因此现代人不得而知。只知道这件事情使得卡拉卡拉大为不悅。

这些青年可能是受邀当面恳谈吧，他们聚集在体育场后，发现自己被大群士兵包围，最后全体遭到屠杀。市民为了抗议这场屠杀事件而发起暴动，为了镇压暴动，还必须从亚历山大附近的基地调派军团。这起事件最后造成数千名亚历山大市民死亡。从卡拉卡拉的角度来说，也许他认为是自己把这些行省民升格成罗马公民的，因此不容许群起抗议。不过，这毕竟是一桩无可辩解的暴行。罗马元老院本来不排斥卡拉卡拉执政，当接获这件暴行的消息后，开始对年轻的皇帝另眼看待。元老院议员与一般公民开始回想起来，卡拉卡拉十年来亲手杀死了岳父、妻子与胞弟。






阿尔塔巴努斯




惨案发生不久，卡拉卡拉便离开埃及回到叙利亚。他在此获知帕提亚国内发生政变的消息。国王的弟弟阿尔塔巴努斯排除了王兄，自己登上王位。除了巴比伦与王国南部以外，新任帕提亚国王已经成功掌握全部的国土。

对于原本就希望开战的卡拉卡拉来说，这是一件好消息。虽说休战期间不能出兵攻击对方，但休战协定是与前任国王间簽署的。既然簽署协定的对象离开政坛，履行协定的义务也就随之消失。卡拉卡拉立刻下令全军準备朝东方出击。





帕提亚战役就在第二年西元216年春季爆发。在前半段罗马军方享有明确地优势。罗马军分別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南下，以及从叙利亚东进，从西、北双向夹击。帕提亚军一路节节败退，到了盛暑时期局势却有所转变。从北方进攻的部队采军团单位，从西边进军的则是卡拉卡拉引以为傲的「机动部队」。一路作战下来，新编部队经验不足的缺陷开始浮出台面。老兵的优点在于能够自行收拾意外事态，自行设法找出破解困境的方法。经验不足的士兵一旦陷入苦战则容易恐慌，一心只想逃避。而新组织的指挥官能力也不足，卡拉卡拉任用人选时犯的错误也在此曝光。他的错误在于把新进指挥官配属到新组织里。

尽管如此，罗马军可是经由前任皇帝谢维勒磨练过的。只要有老兵支撑局面，罗马军就没有那么容易崩溃。在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条大河之间，双方军队持续著一进一退的胶著战况。

深入敌境作战的罗马军有必要尽快打破僵局。卡拉卡拉开始寻求与帕提亚王阿尔塔巴努斯谈判的机会。他向帕提亚表示愿意迎娶国王的女儿。据说还曾经表示，如果这桩婚事能结合罗马与帕提亚两大国，等于武力最强的罗马步兵军团与帕提亚骑兵组成统一阵线，天下无人可以抵挡。卡拉卡拉视为典范的亚历山大大帝生前也迎娶了敌国波斯的公主。也许他把地理位置相同的帕提亚当成另一个波斯看待也不一定。确实，亚历山大生前以统合希腊、波斯等不同民族为理想。然而在实现理想前，亚历山大在三次重大会战获得全胜，灭掉波斯帝国后，才将公主迎娶回国。也就是说，是在战胜之后才伸手求和。而当卡拉卡拉伸手求和时，帕提亚不但没有战败，反而将罗马军钉死在两大河之间。其实，罗马人多年来就有战胜时才得以言和，落败期间必须咬紧牙根苦撑过去的想法。此外，在迎娶外国公主的问题方面，罗马的情势又与其他国家不同。





罗马人完全认同军团兵与驻地原住民通婚，其生下的混血儿也理所当然地获得罗马公民权。然而却不认同最高权位者迎娶外国女性。这是因为军团兵与原住民女子生的小孩不会左右国家政策，最高权位者与外国公主的小孩就不一样了。如果所生下的小孩继承了父亲的地位，有可能左右罗马「共同体」的命运。一个搞不好，罗马就可能给皇后的出身国吞并。而罗马公民有权进行事前预防。罗马「共同体」的主权者是元老院与公民。皇帝只是受主权者委托代为统治共同体而已。其享有的权限越大，相对地要背负的义务也就越沉重。正如同朱利斯·凯撒生前所说：「越是位高权重者其个人自由就越是受限」。在这种想法之下，一般民众可以做的事情，有地位权势的人反而不能做。这就是一般民众观念的依据。

凯撒宠幸克丽奥佩脱拉，但只把她当成情妇，没有迎娶回家。

相反地，安东尼却正式与埃及女王成婚。这件事情使得罗马的人心离开了安东尼。当处分完暗杀凯撒的布鲁图斯等人后，同属于凯撒派的安东尼与屋大维（日后的奥古斯都）之间爆发权力抗争。军事才华方面大佔优势的安东尼会打败仗，也是因为大多数罗马人不支持他，而站在屋大维这一边。

西元一世纪时，提图斯皇帝曾与犹太地区某同盟国国王的姊姊热恋，并打算成婚。罗马的民众得知以后，对着坐在圆形竞技场特等席的提图斯大肆抗议、猛喝倒采。在民众连期待已久的剑客决斗都拋到一边，猛烈表达「舆论」之下，皇帝也只好放弃与情人成婚的梦想。这不是因为想迎娶为皇后的女人是犹太人，而是因为她出身外国王族。假使出身在行省的话，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行省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问题症结在于，即使是同盟国，外国还是外国。

在内乱期间，罗马人同样会手足相残。然而没有任何人会引进外国势力协助。国内发生过多次内乱抗争，其中没有任何人与外国势力结合来排挤竞争对手，可说是罗马人的特质之一。这个特质的起因，只怕是因为一旦有类似举动，立刻会失去同胞的支持。

实际上，一听到卡拉卡拉向帕提亚公主求婚的消息，罗马元老院马上全面反对起卡拉卡拉。至於这股感情何时会扩散到首都全体市民之间，只是时间早晩的问题。

在付出失去民心支持的昂贵代价之后，不，也许卡拉卡拉没发现代价如此高昂。总之在违逆罗马人心，使出罗马皇帝向外国公主求婚的行为，却得到被帕提亚国王一口回绝的结果，让事态变得更为严重。罗马元老院理所当然地，会评断这是伤害罗马皇帝尊严的轻举妄动。






西元三世纪初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周边




卡拉卡拉在求婚、求和都遭拒绝后，因季节进入秋季而获得撤兵的好理由。因为他有必要让士兵在屋顶下度过冬天。不过，士兵与最高指挥官都没有退回后勤基地安提阿。皇帝决定在幼发拉底河东边五十公里处，本次帕提亚战役的前线基地之一艾德萨过冬。士兵则分散到附近的城镇设立冬季营区。皇帝与士兵都停留在成为战场的美索不达米亚地方。这意味着第二年，西元217年的春天一来到，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战斗又要爆发。




谋杀



比起忙于作战的士兵来说，在冬季营区里閒著没事干的士兵要更难以统御。西元216年到217年间的冬季将结束时，有一群违犯军纪的士兵遭到卡拉卡拉皇帝严厉斥责。训斥別人是人际关系中较困难的行为之一，而如果训斥时会使对方感到屈辱，就称不上技巧高明。再加上卡拉卡拉的惩罚让士兵觉得过度严苛。

这群士兵事后向直属长官马克利努斯诉苦。而且不仅诉苦，还表示与面对帕提亚时苦战连连的卡拉卡拉比较之下，如果马克利努斯愿意取而代之，他们可以提供协助。

马克利努斯是两名禁卫军团长官之一，出身於北非的努米底亚行省，相当於现代的阿尔及利亚。这个人的父亲是穆亚人，身分为解放奴隸。因此马克利努斯是出身卑贱的人爬上高阶的实例之一。不过这个人并非出身卑微却靠著辉煌业绩扶摇直上的类型。而是在举措没没无闻的情况下，慢慢登上高位的类型。他知道像自己这种人能否维持现有的地位，完全在卡拉卡拉一念之间。当士兵诉苦时，他心中充满了不安。更不巧的是，原本与士兵间的会谈该是祕密举行的，却让卡拉卡拉的一位朋友探知。於是他认定风声要是传到皇帝耳中，自己的人头也就不保。马克利努斯利用自己的地位，传唤直属部下，亦即皇帝的卫队队长晋见。因为他回想起这名队长对卡拉卡拉向帕提亚公主求婚一事感到愤慨。





西元217年一到了4月，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过冬的罗马军就一起开始活动。罗马军已经拟定目标，决定攻击集中在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大河接近地带的帕提亚首都与重要都市。卡拉卡拉在8日离开艾德萨冬季营区，决意要在今年打下帕提亚。

罗马军离开冬季营区之后，有如小河汇流进入大河一样陆续集结。他们计画在幼发拉底河滨的某个基地集结，顺流朝东南方前进，攻击帕提亚首都格帖丝皇。集结地点可能是铎剌·奥罗普斯（Dura-Europus）。这座都市周围绕有城墙，从风格判定，很明显地是由罗马人所建。在马库斯·奥理略皇帝的时代，这里曾经是罗马帝国面对帕提亚的最前线基地之一，而从奥理略的时代至今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不过，卡拉卡拉没能活着到达这个都市。






铎剌·奥罗普斯




要从艾德萨前往幼发拉底河滨，只要沿着从军团驻地萨莫沙塔起始，顺艾德萨、卡雷南下的罗马大道前行即可。艾德萨与下一个城镇卡雷之间，只有三十公里远。在这段路的中间处，远离大道的平原中盖有一座神殿。这座祭拜太阳神的神殿规模很小，简直像个祠堂，而卡拉卡拉起意要前往参拜。当皇帝与卫队士兵将要离开大道朝平原间的小路前去时，从萨莫沙塔军团基地派来参战的第十四弗拉维亚军团士兵正好超过一行人往前赶路。

卡拉卡拉在无人的小神殿中祈祷时，卫队队长连人带剑朝向他背后冲了过去。等在神殿外面的士兵听到叫声后，也冲入神殿内，假装要为负伤的皇帝急救，脱下他的盔甲。等到皇帝只剩一身短衫后，所有人拔出武器朝他的胸前刺下。

卫队士兵从两侧扶著血淋淋的尸体，由队长引导返回罗马大道上。禁卫军团长官马克利努斯也在大道上等候。





暗杀者如何编派皇帝猝逝的理由，至今已经不得而知。即使说皇帝是被藏匿在神殿中的疯子杀害，也一定有人怀疑为何卫队士兵无人受到处分。总而言之，卡拉卡拉刚满二十九岁就遭杀害，而帕提亚王得知罗马进军的消息，此时已经挥军北上美索不达米亚準备迎击。





从暗杀卡拉卡拉到马克利努斯就任皇帝为止，共花去三天时间。这段期间内，军团长与各路将军开会时究竟在讨论些什么内容，也已经不得而知。总之三天后，11日时，马克利努斯就在军团兵推举登基的呼声下就任罗马皇帝。士兵具有罗马公民身分，因此也是国家主权者。既然是由有权者举手通过，那么由士兵推举皇帝的过程，也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而且直接民主制度，又具有只要煽动者跟几个附和者就能引导决议的缺陷。也许大多数官兵对于卡拉卡拉猝逝感到可疑，然而他们毕竟是军人，知道大敌当前时最高指挥官的位子不能空著。

卡拉卡拉的遗体当场采罗马式火化处理，骨灰被送回安提阿。身在安提阿的母后由利亚·多姆那在接获消息后，没留下任何遗言就自尽了。新任皇帝马克利努斯并没有派人前来迫害。而是前任皇帝谢维勒的皇后虽然承受了儿子捷塔过世的打击，但承受不住连长子卡拉卡拉都过世的痛苦。母子两人的骨灰从海路运回罗马，送往台伯河岸边的哈德良灵庙下葬。马克利努斯向元老院请求为卡拉卡拉神格化获得通过，所以卡拉卡拉身后也被封为神明。毕竟罗马人是个什么事物都能奉为神明的民族。





至此，穆亚人的儿子，连元老院议员身分都没有的马克利努斯，就在五十三岁这年当上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大敌当前的官兵为何接纳他的理由容易理解。至於罗马元老院会这样简单就承认他即位，是因为元老院本来就讨厌卡拉卡拉。马克利努斯从美索不达米亚寄给罗马元老院的书信中表示，他将以马库斯·奥理略的统治为模范。并要求立法将卡拉卡拉定为百分之十的遗产稅与奴隸解放稅稅率调回百分之五。当这两项稅率倍增时，受损的是富裕阶层的人，而元老院议员正属于这个阶层。此外，议员们想必认为新皇帝出身卑微，要看元老院脸色办事，以后也容易操控。不过当马克利努斯面对帕提亚军时，事情就没这样好处理了。




皇帝马克利努斯（西元217年~218年在位）



冒称卡拉卡拉意外逝世，向元老院要求为卡拉卡拉神格化之后，姑且不论其个人想法如何，马克利努斯势必要接手卡拉卡拉掀起的帕提亚战役。然而，为了避免权力空窗期，从先帝逝世到现任即位耗费了三天时间。再加上新任皇帝召集各军团司令官协议，更是虚度光阴。罗马因此失去攻击敌军根据地的时机。

帕提亚军已经趁这段时间逼近罗马军。罗马原本计画攻击对手，最后落入迎击的局面。因此罗马一方面聚集兵力，另一方面又设法在会战前争取时间。首先派遣和平使节前往帕提亚本部和谈，但帕提亚王知道罗马军的情势，提出了超乎意料外的要求。

帕提亚表示，若罗马撤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则可以考虑和谈。美索不达米亚意指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条大河间的地区。撤出美索不达米亚，亦即罗马要退到幼发拉底河以西。如此一来，国界将退回八十年前哈德良皇帝与帕提亚划定的样子。也就是放弃马库斯·奥理略与谢维勒在诸多牺牲下取得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马克利努斯登基后未曾展现过实力，也不像卡拉卡拉具有前任皇帝之子的正统性。如果敢接受这项要求，势必会引起麾下官兵叛变。

结果，到了夏天将近时，罗马与帕提亚展开第一次会战。地点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北方的尼西庇斯（今日土耳其东南部的奴塞平）附近，接近谢维勒划定的罗马、帕提亚国界。不知为什么，这个时代的罗马、帕提亚国界，正好与现代的叙利亚、伊拉克国界一致。

由于罗马方面的指挥系统不统一，古代两大强国的第一场冲突以平手终场。不过在战斗中帕提亚佔优势。

那年秋季进行的第二场战斗还是以平手收场，这次一路佔优势的换成了罗马军。






马克利努斯




到了秋色浓厚时，除非有特殊原由，不然通常会进入自然休战期。敌我双方都会收起阵仗，拔营往冬季营区行军。这一年，帕提亚王回到首都。至於罗马皇帝马克利努斯，也没有像卡拉卡拉一样为了翌年春天马上开战而留在战场附近。皇帝撤回到安提阿，可能是不想留在前线基地，而想在大都市舒舒服服地过冬。而且今年不是幕僚，是以皇帝的身分度过。我们倒不能指责他把个人享受摆在第一位。这年士兵的冬季营区也没有设置在美索不达米亚境内，而是分散到叙利亚各处。显然这次的过冬计尽，不针对明年重新展开战役设计。




撤退



实际上，到了第二年西元218年春季时，帕提亚战役也的确没有重新展开。这是因为双方利用冬季进行极机密的和谈动作。

马克利努斯想要早日赶回首都罗马，借着对自己示好的元老院协助稳固帝位。

帕提亚王为了稳固杀害兄长抢来的王位，想要专心於内政。

亦即双方领袖利害一致。不过，马克利努斯推动的不算外交动作。所谓外交，是一种尽可能减少「付出」又争取最大「收益」的技术。马克利努斯只是接受对方提出的每一项要求，尽快结束谈判过程。换句话说，他接受了帕提亚王提出的每一项条件，才达到缔结和约的目的。

首先，将卡拉卡拉抢来当人质的帕提亚太后护送回国。

金额不明，不过有支付赔款。

罗马方面在前述战斗获得的战利品全数送还帕提亚。

应国王要求，致赠一顶雕工细致的黄金王冠。过去，曾接受东方人致赠黄金王冠的，先有亚历山大大帝，后有罗马皇帝。致赠黄金王冠给过去的敌人，是一种表示恭顺的行为。

帕提亚王强烈主张要罗马撤出美索不达米亚的要求，自然也通过了。二十年前由谢维勒皇帝正式纳入行省的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又从罗马手中转移给帕提亚。派驻在此地的两个军团也调回叙利亚，等待分发新驻地。

如此一来，原本位于罗马行省内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方都市，也在事隔四十年后又纳入帕提亚管制下。不过在艾德萨、卡雷、尼西庇斯、辛迦拉等都市中，有力仕绅通常是希腊后裔。这些城镇原本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开辟希腊文化圈时代以后，从西方迁移来此的希腊人所创设的。多年来东方化的希腊裔居民以通商维生，对他们来说统治者是罗马人或帕提亚人影响并不大。因为大家认为只要居住地没被当成战场就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似乎还是罗马的治理比较受欢迎些。也许是因为罗马的统治方式比较合理，亦即在体系内较容易估计商业成果。此外，罗马皇帝少有徵调行省民服劳役的行为；东方专制君主却认为：受统治的阶层，也是必要时可以徵调的劳役成员。美索不达米亚地方之后屡次成为罗马帝国、帕提亚及其后的波斯萨桑王朝之间的战场。只要罗马帝国不拋弃当地居民，他们也始终会站在罗马这一边协助作战。不过西元218年时，则是罗马拋弃当地居民了。

顺带一提，美索不达米亚一词，是在西元前四世纪的史书中初次问世的希腊文。意指位于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大河流之间的地方。到了现代，除了西北部为叙利亚国土以外，其他部分都在伊拉克境内。在古代，这里是「东方」、「西方」两大势力时常发生冲突的地方。东方帝国的主要都市，也集中在美索不达米亚。从东方人的角度看来，会撤出美索不达米亚，代表西方势力已经衰退。





马克利努斯皇帝应该也知道这些背景。他宁可付出这么庞大的代价取得和平条约，这也成了他的致命伤。皇帝可以把放弃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条件吞下肚里，官兵却未必有这般肚量。马克利努斯后来也察觉到军人的感情变化。原本赶着簽订和约，是为了能早日回首都即位。现在却演变成成立和约之后，却无法动身。此时又有一名女性，冷眼旁观军方后悔协助马克利努斯登基的心理变化。




叙利亚的女人



古今中外有个不变的现象，当地方出身的人爬上高阶之后，亲族也会一同进入中央。西元193年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登基后也发生同样的现象。成为皇后的由利亚·多姆那有个妹妹，叫作由利亚·美沙。她离开故乡叙利亚之后，迁居到当时建地面积已经佔满罗马市帕拉提诺丘的皇宫中。叙利亚太阳神神官的女儿，摇身一变成了皇帝的小姨子。挑选结婚对象时，对方也是元老院议员。做姊姊的多姆那生有卡拉卡拉与捷塔两个儿子，做妹妹的美沙则是两个女儿的母亲。而且两个女儿也早早在罗马出嫁，各生育有一个儿子。不过两个女儿在婚后回到了叙利亚，可能是跟随调职的丈夫同行。因此，两个外孙是在叙利亚出生的。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现任皇帝的亲戚，想必受到的待遇会与一般百姓有所不同。

叙利亚的都市艾梅沙出身的神官家庭，因为女婿成为皇帝而登上帝国的统治阶层。当时最享受这个际遇的，就是皇后由利亚·多姆那的胞妹由利亚·美沙了。不过在帝国首都罗马的华丽生活，最后也随着皇帝外甥卡拉卡拉的过世截止。这是因为新皇帝马克利努斯向元老院要求把先帝的亲友全数赶出首都，而讨厌卡拉卡拉的元老院也乐意实行。卡拉卡拉本人没有子嗣，母亲由利亚·多姆那又已经自尽，所以这一条血脉已经断绝。於是卡拉卡拉的头号外戚由利亚·美沙只有回到故乡艾梅沙的分了。





现代叙利亚的都市之一荷穆斯，在古代称作艾梅沙，自古是有名的太阳神信仰中心。

太阳神信仰是东方自古传下的宗教之一，和其他东方宗教一样地，有独立的世袭神官阶层。当由利亚·美沙回到久违二十年的故乡时，受到两名守寡的女儿和两个外孙迎接。较年长的外孙荷拉迦巴尔这时才十三岁，但已经当上家传的神官职位。另一个外孙亚历山德尔这时还是个九岁的小男孩。怀念首都罗马生活，发誓要打倒剥夺族人既得权益的马克利努斯的人，不是长期生活在叙利亚的两个女儿，也不是只知道叙利亚风土的两个外孙，而是享受了二十年首都生活的外祖母由利亚·美沙。复仇的机会比想像中要来得早。由于自己旗下没有一兵一卒，由利亚·美沙定下的计谋可巧妙了。






由利亚·美沙




艾梅沙是东方代表性宗教太阳神信仰的中心地，在罗马人征服此地前就已存在。从这里往西七十公里可以到达地中海；向北走两倍的距离可以到达安提阿。向东横越沙漠，可经由帕耳美拉到达幼发拉底河岸边的铎剌·奥罗普斯。往南可经过大马士革、芬拉德菲亚（今日的约旦首都安曼）走到红海边。艾梅沙四面交通发达，战略眼光高人一等的罗马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重要地方。实际上，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罗马街道网路，就是以艾梅沙为中心铺设的。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按理一定要派遣军团死守，可是艾梅沙偏偏是东方人的城镇。





在罗马时代的都市中，像维也纳、布达佩斯或史特拉斯堡这种军团基地与居民住宅区相近的，是由军团基地先完工，然后才在附近兴建平民住宅区。也就是说，这种都市是先有军团基地存在，之后吸引一般人前来居住。与这种类型相反的，一个城镇如果在罗马人征服前便存在，又满足战略条件的话，罗马人也不会强制居民迁徙，在城镇原址兴建军营。罗马人会在既有城镇附近的土地上兴建军团基地。这项政策是为了避免对居民造成没必要的刺激，而且军团设置在行军半天可以到达的地方，发生事故时还是可以立刻赶到。此外，附近有军团基地存在，也是对当地的一种无形压力。艾梅沙是中东罗马街道网要地之一，四十公里外的拉法内亚（今日的夏马）便派驻著第三高卢迦军团。





罗马帝国国防的基本理念，当然在于维护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帝国整体安全。具体来说，是由个人保护故乡的心情所结合而成。因此除了战时移动以外，基本上各个军团会常驻在规定的军团基地中。罗马人全面认同军团兵与驻地原住民通婚，欢迎其后代成为军团兵，想必是因为罗马人知道比起抽象的帝国国防理念，保卫乡土的具体想法还要更适於维系军心。只要瞭解罗马的国防体系是建立在这种务实的观点，就能理解为什么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二十五个罗马军团，能够存续到两百五十年后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皇帝的时代。





虽说基本政策是要让军团与乡土结合，但随着各防线的重要程度演变，有些时候还是不得不迁移驻地。到了谢维勒皇帝的时候，军团已经增加到了三十三个。其中大多数在两百五十年间已经更换过三、四次驻地。由奥古斯都时代传下的二十五个军团中，只有两个军团没有迁移过基地。在「西方」，是防守莱茵河不受北岸日耳曼入侵略的第二十二普利米捷尼亚军团，驻地在梅因兹。在「东方」则是随时监视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帕提亚王国动态，基地设置于拉法内亚的第三高卢迦军团。叙利亚行省派有三个军团驻守，然而两百五十年来没有迁移到其他地方，一直守护著叙利亚的，只有第三高卢迦军团而已。






银鹫旗




从名称可知，这个军团在最初编组时，是以高卢地区出身的士兵为主体。不过二百五十年来与当地人混血，这时应该大多数士兵是叙利亚人。只不过这一类的组织会重视传统。当一个人意识到组织的历史与传统，一说出所属组织名称就能让众人认同时，个人对组织的归属感会得到满足。因此重视组织的传统有助於提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在通称「银鹫」，顶端有银制雕像的军团旗上端，通常会在银鹫下方加掛代表各个军团的动物标志。在这个旗帜下作战的士兵，是属于个別军团的士兵。同时不论他们出身何处，只要顶著银鹫旗作战，那这些人同时也是罗马帝国的战士。

从这个社会背景来看，第三高卢迦军团的士兵当然会认为和叙利亚的其他军团比起来，自己才是真正抵抗帕提亚、保卫罗马的正牌军人。而他们也当然厌恶马克利努斯皇帝面对帕提亚时的软弱外交政策。存心打倒马克利努斯的由利亚·美沙，便伺机接近第三高卢迦军团。




夺回皇位



从军团基地拉法内亚骑马到艾梅沙只要四个小时。艾梅沙是这附近唯一规模够大的都市，第三高卢迦军团的官兵无疑地也常常在此地放假散心。而在这个时期，他们偶尔会造访由利亚·美沙的家中。由于由利亚·美沙是先帝的姨母，因此军团长和军官们有访问的理由。

由利亚·美沙带着军官引见这时十四岁的外孙荷拉迦巴尔。她表示这孩子的亲生父亲，不是女儿索米亚迪的丈夫，而是女儿的表兄弟卡拉卡拉。这虽然是虚构的，但人要相信一件事情，不一定要是事实，只要有希望这是事实的想法就足够了。而卡拉卡拉在生前颇受军人欢迎，第三高卢迦军团的官兵就此获得动手击垮马克利努斯的具体理由。

拉拢第三高卢迦军团后，事情就顺利多了。由艾梅沙北上，朝安提阿而去的大道边，有个叫作阿帕梅亚的城镇。马克利努斯皇帝与帕提亚缔结和约后，把第一、第三帕提加军团调离美索不达米亚行省。在决定新的驻地之前，两个军团就暂时驻军在此地。由于两个军团不会派驻在一个基地之中，可见这只是一项临时措施。这两个军团的官兵虽然理由不同，但和第三高卢迦军团同样地厌恶马克利努斯。他们的理由要来得更为直接。直到不久之前，是他们守护著让马克利努斯拋弃的美索不达米亚行省。二十年来死守着前线要地，却在一句「因和谈成立而撤军」之下化为白纸。这就好像当著官兵面前说他们这些年白活了一样。这两个军团接受第三高卢迦军团邀约也只是时间问题。

由利亚·美沙邪恶但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她没有浪费时间寻求更多协助者。西元218年5月15日日落时分，这个女人带着外孙荷拉迦巴尔悄悄离开艾梅沙，前往四十公里外的拉法内亚军团基地。第三高卢迦军团的军团长也在当地迎接一行人。第二天早上，这名十四岁的少年被带到士兵面前。由于事前都打点好了，在一名大队长发声，几名百夫长齐声赞同之下，最后全体官兵也就响起推举称帝的欢呼声。自始至终一切都在设计下。

马克利努斯当时身在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安提阿，很快的就收到了消息，不过他必须另外费时编组讨伐部队。在这段期间内，由利亚·美沙已经让第三高卢迦军团进军到了阿帕梅亚，与第一、第三帕提加军团会合。

马克利努斯军好不容易凑足兵力，由禁卫军团长官率兵离开安提阿。当南下到阿帕梅亚时，马克利努斯军与荷拉迦巴尔派的三个军团展开对峙。原本这里将展开一场罗马军间的内战，但却没有发生。为了要让已经摆开阵式的马克利努斯军官兵都看得到，穿着全副武装的荷拉迦巴尔爬上了附近的小山丘，还在身旁立着先帝卡拉卡拉全身像。马克利努斯方面的官兵看到之后，不约而同地拋下武器。双方官兵互相拥抱，庆祝躲过一场同胞相残的悲剧。这天唯一送命的，只有禁卫军团长官一个人，理由是因为他的地位是由马克利努斯任命的。





马克利努斯受到麾下士兵唾弃后，若继续留在安提阿会有生命危险，因此设法向外逃亡。他以遥远的罗马为目的地，大概是认为只要回到罗马，得到对自己友善的元老院庇护，事态就会有所转变。不过，他这时无法走海路。因为如果有徵调船只的动态，就无法隐匿行踪。马克利努斯只剩下陆路可以选择，因此他化装成国营邮政马车的警戒兵，逃出了安提阿。这时整个帝国东方的士兵已经成了他的敌人。一个掌权的人即使受人憎恶，也绝对不能让人轻视。偏偏他对帕提亚的软弱外交政策，只为他换来轻视。

逃亡的过程，就在小亚细亚的俾斯尼亚行省划下句点。马克利努斯被大道的警备士兵认出了长相。虽然他匆忙跳下邮政马车逃命，但被士兵追上杀死。等这些士兵想起来自己有向上级报告的义务时，已经是在忿恨之下乱刀砍死皇帝之后了。马克利努斯皇帝治国的期间正好一年。直到过世为止，他都未能以皇帝身分踏上首都罗马的土地。




第二章





西元二一八年~二三五年






皇帝荷拉迦巴尔（西元218年~222年在位）



在跨越东西双方的罗马帝国里，终于有了出身东方的皇帝。罗马人虽然从一百二十年前便毫无抗拒地接受行省出身的皇帝，不过图拉真、哈德良出身西班牙，谢维勒与其长子卡拉卡拉则出身北非。至今为止行省出身的皇帝都是帝国西方的人。就连在位只有一年的马克利努斯，也出身北非地方。新任的荷拉迦巴尔出生、成长于叙利亚行省，而且还是东方宗教太阳神信仰的神官。

另外，由于卡拉卡拉当时正年轻，荷拉迦巴尔的母亲索米亚迪想必没预料到下一任皇位会掉到自己的小孩头上。荷拉迦巴尔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为神职人员设计的教育。也就是说，他从未受过帝国领导阶层人员预先要接受的教育。而且他没有时间与环境满足对于其他方面的好奇心，十四岁就当上了皇帝。我们自然不能期望荷拉迦巴尔具有图拉真、哈德良、谢维勒甚至卡拉卡拉都有的气魄，认为自己不属于西班牙或北非地方，而属于全罗马。荷拉迦巴尔彻头彻尾是个叙利亚人，本人也对这一点丝毫不感到疑惑。在他心中从未浮现当上罗马皇帝就该为全罗马造福的想法。

偏偏当他登基之后，官方姓名叫作马库斯·奥理略·安东尼奥·凯撒·奥古斯都，众人当然对此觉得不搭调。因此人们当面会以皇帝的尊称「凯撒」称呼他，背地里却叫他「荷拉迦巴尔」。就连皇帝本人，也比较喜欢这个称呼。叙利亚姓名中的荷拉迦巴尔，意为掌管圣地的人。而他本人在登基称帝之后依旧没有放弃太阳神神官的职位。

十四岁的皇帝不管在姓名或行动方面，都让人觉得不像罗马皇帝，反而像个东方君主。不管做什么事情，他总是慢吞呑地。发起行动的速度缓慢，展开步骤之后也不懂得快马加鞭。身边随时陪伴著一堆宦官、神官、乐师，拖垮了任何行动的速度。他在西元218年4月底时，已经成为实质上的皇帝。要前往罗马取得元老院承认时，準备旅行所消耗的时间却过长。等到皇帝一行人到达罗马时，已经是第二年的秋天，从离开叙利亚起算已经过了一年五个月。





西元219年9月29日，皇帝的队伍在早秋的和煦阳光下进入罗马，在路旁迎接的罗马平民却大吃一惊。十五岁的新任皇帝穿着罗马军装，骑马进入首都，身后紧跟著由六名壮硕奴隸扛着的轿子。轿子的四面由豪华的帘子遮蔽，大众都猜想轿子里应该是皇帝的外祖母由利亚·美沙。然而当微风吹起帘子时，里面露出来的却是一块呈圆锥形的黑色石头，让路旁的民众当场愕然。太阳神信仰的象征物，亦即神主被送进首都的消息马上就传了开来。这座神主原本被安置在艾梅沙的神殿中，是荷拉迦巴尔本人坚持要迁移到罗马。

罗马人是多神教民族，习於为战败者的神明兴建神殿，因此不会为了新的神明到来感到讶异。只不过他们虽然会在神殿里摆设神像，但不会膜拜一块石头。

顺带一提，希腊、罗马人认为秾纤合度的裸体是天下最美丽的事物，只有神明才有资格享有这等荣誉，因此他们雕塑的神像都是裸体的。也因此，死后神格化的皇帝也以裸体形态表现。如果有机会发现裸体的皇帝塑像，那一定是在皇帝过世以后制作的。罗马人制作的活人塑像一定会穿着衣服。

总而言之，罗马人虽然习惯赤裸裸的全身、半身大理石神像，却是第一次看到以圆锥形的黑石头当神明的。

就在众人的讶异之中，荷拉迦巴尔展开了他的统治。






荷拉迦巴尔




太阳神信仰长年来流传於中东一带，是种一神教。不过与基督教、犹太教相异的是，他们不会奉自己的神明为唯一真神，把其他宗教打为邪教。因此从信奉天地诸神的罗马人想法来看，这个宗教一点问题都没有。理所当然地是罗马帝国内的宗教之一，可以不受任何迫害，自由吸收信徒。因此，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个人信仰。

问题是，荷拉迦巴尔现在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而罗马皇帝还兼任帝国的最高神祇官。罗马人信奉朱比特、其妻朱诺，以及女神米内华为三大主神。并且将代表举国团结的「融和」神格化，认为帝国是由诸神所守护。因此在献给诸神的祭典时，身为最高负责人的皇帝必须带头祭祀。在罗马没有专属的神职人员，因此也没有祭典专用的服装，只用日常穿着的托加袍袍角遮住头部表示尊敬。遇到国家祭典时，皇帝若身在首都，就绝对不得缺席。

荷拉迦巴尔皇帝却强烈主张，他会承担最高神祇官的责任，但献给太阳神的祭典必须位于这些祭典之上。因此，必须在首都兴建安置神主用的太阳神殿。实际上，这座神殿已经在可以瞭望圆形竞技场的帕拉提诺丘一角开始动工兴建。

无论荷拉迦巴尔多喜好东方格调，他还是个以不排斥其他宗教为特质的古代人。因此他并未把太阳神奉为唯一真神，将信仰其他神明的宗教打成邪教。只不过，他使劲全力想让罗马人认为太阳神信仰的位阶要比朱比特、米内华等诸神更上一层。在罗马人的眼中看来，这是一种无视罗马人精神、文化的自大心态。

刚开始的时候，罗马平民只是抱着好奇心，看着皇帝的异国作风。不久后激怒民众的行为却陆续发生了。

其中之一，是皇帝把住在罗马广场的某位女祭司收为情妇又旋即拋弃。这种女祭司选自良家，在职期间有维持处子之身的义务，相对地於官方场合享有席次高于皇后的地位。而荷拉迦巴尔却把这些人当成东方神殿里的女巫。东方女巫通常在神殿中兼营向进香客卖春的工作。可是在帝国西方的罗马女祭司，光是谈个恋爱，就要承担事发时遭活埋处死的风险。

荷拉迦巴尔皇帝犯下的错误极多，编年史的作者也鼓起劲来一一详述。不过若全数在此报告，会佔去过多篇幅，在此只另外介绍一件事情，关键在于皇帝的同性恋倾向。

罗马人认为，男人与男人谈恋爱，虽然不是值得赞赏的事情，但也不必鸣鼓而攻。虽不至於如同希腊社会给与其「市民权」，但也不会因为某人是同性恋，便剥夺其担任公职的资格。不过话又说回来，此乃仅限於自己用不著亲身面对的时候而言。偏偏荷拉迦巴尔经常在公开场合紧跟著心上人大拋媚眼，直到仪礼结束为止，一直拉着对方的手放在自己掌上。元老院议员看到这情状顶多摆脸色，一般民众可不会保持沉默。然而不管是遭到群众嘲笑或喝倒采，荷拉迦巴尔也会朝好的方面解释没放在心上。





这不禁让人佩服，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维持四年的政权。

史学家将其归功於在背后牵丝引线的外祖母由利亚·美沙统治方法合乎政治平衡。这大概是真的吧。不过笔者认为，荷拉迦巴尔能够保住政权，真正原因在于帝国国界外一片平静。

帕提亚王国由于国内局势紧绷，没有余裕攻击罗马。

在这段期间里，北方异族也还没有足够力量突破由卡拉卡拉加强后的防线。因为卡拉卡拉不仅加强了国界防线的诸般措施，还采用跨越国界彻底蹂躏敌军的办法，对日耳曼各部族造成严重打击。荷拉迦巴尔皇帝登基的时期，实在是个很幸运的好时机。

不过，当最高权位者的言行惹来旁人轻视时，就是他在自掘坟墓的时候了。从荷拉迦巴尔进入首都的时候起算，亦即他实质展开统治的那年起算，两年后西元221年时，连外祖母由利亚·美沙都决定放弃这个东方作风的皇帝。外祖母建议皇孙把「凯撒」称号赐给比他小四岁的表弟亚历山德尔。获颁凯撒称号，意为指定为继承人。外祖母向皇孙表示，若将亚历山德尔升为凯撒，就能将皇帝的公务丟给他处理，皇孙就能专心在太阳神神官的职务上。於是十七岁的皇帝欣然允诺。由利亚·美沙的另一个外孙，当年十三岁的亚历山德尔，就这样易名为马库斯·奥理略·谢维勒·亚历山德尔，由皇帝正式向元老院介绍。





可是不久之后，荷拉迦巴尔开始后悔了。亚历山德尔成为正式继承人之后，前往造访的元老院议员和地方仕绅开始增加。荷拉迦巴尔知道这情况之后，后悔不该这么早决定次任皇帝人选。他向外祖母表示要撤回「凯撒」称号，但不被接受。就在蹉跎之下，进入了西元222年。这时荷拉迦巴尔满脑子只想着要如何杀害政敌。真要进行暗杀，原本该悄悄命令不起眼的人物下手。荷拉迦巴尔竟然召集禁卫军团长官直接下令，可说是已经失去理智。最后当长官向麾下的禁卫军下令时，杀害的对象不是亚历山德尔，而是荷拉迦巴尔。

西元222年3月11日，十八岁的皇帝在皇宫中遭捕获，於周围士兵的嘲笑声中遭杀害。遗体被人从帕拉提诺丘拖到罗马广场上，在此饱受群众嘲讽。之后被拖到河岸边，让人从桥上丟到河里。他的母亲索米亚迪也在这天遇害。





随着荷拉迦巴尔过世，首都的太阳神信仰，以及攀附而来的各种东方作风立时遭清除。盖在帕拉提诺丘一角，献给太阳神的神殿，转献给愤怒的朱比特神。至於圆锥状的黑石头，则送回叙利亚的艾梅沙神殿。罗马人虽然不信奉，但在东方却有许多人信奉这尊神明。多神教的观念中，认同其他人信仰的宗教。既然认同其他宗教，自然不能破坏其信仰的对象。换句话说，罗马人认为破坏其他宗教信仰是要不得的事情，只有请太阳神回到自己老家去。






谢维勒王朝家谱







皇帝亚里山德尔·谢维勒（西元222年~235年在位）



如果今后还想高人一等地住在帕拉提诺丘上的皇宫里的话，由利亚·美沙再也不能犯任何错误了。对这个叙利亚女人来说，外孙荷拉迦巴尔和女儿索米亚迪凄惨的下场只能当成过去。前一年她让亚历山德尔取得「凯撒」称号，因此皇位得以顺利继承，问题在继位之后。新任皇帝的外祖母与母亲相互同意，她们这次必须要紧密合作，而且以不起眼的方式进行，绝对不能落入和荷拉迦巴尔同样的下场。因为她们看到不只是皇帝遭杀害，连太后也跟著陪葬的情况。这次如果把事情搞砸了，只怕连当外祖母的都会给拖下水。





西元222年3月11日，亚历山德尔获得元老院同意正式继任皇帝。他是在西元208年10月1日，出生于叙利亚的地方都市阿尔堪·凯撒利亚。后人将赛埔提谬斯·谢维勒肇始，到亚历山德尔为止的朝代称为「谢维勒王朝」。在这个朝代中有个特色，就是都有个艾梅沙出身的叙利亚女子在政坛背后运作。阿尔堪·凯撒利亚离艾梅沙不远，距离地中海只有五公里。这一带有许多希腊人开创的都市，居民的仕绅阶层由希腊裔与犹太裔占据。从社会风气上来说，比较接近国际化的东方都市。

亚历山德尔就出生在这种土地，成长在这种气息下。接受的教育也与荷拉迦巴尔不同，为纯粹的希腊、罗马风格。在罗马社会中，子弟受的教育是由母亲负责，因此这应该是做母亲的由利亚·马梅亚下的决定。简单来说，亚历山德尔虽然出生在神官世家，却没有受神官教育。可能是因为他出生在谢维勒皇帝的时代，母亲马梅亚认为儿子今后要在姨丈谢维勒，或者表兄卡拉卡拉治理的帝国内担当重任，所以在决定教育路线时做出这等抉择。亚历山德尔即位时还差半年才满十四岁，不过他已经是两个叙利亚女子的最后一张牌。






亚历山德尔·谢维勒




亚历山德尔登基之后的正式姓名叫作马库斯·奥理略·谢维勒·亚历山德尔。取这个名字的第一项目的，在于强调他与谢维勒以及卡拉卡拉的血缘关系。第二项目的，在于表示将学习当时罗马人人公认为名君圣主的哲学家皇帝。强调自身与广受军方支持的谢维勒有血缘关系，是为了博取帝国防线上的官兵好感。而表示将学习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的治国方针，则当然是在争取元老院的支持。

元老院马上通过亚历山德尔的皇位继承案。不仅如此，还一次把皇帝所拥有的所有权利通通颁布给这个未满十四岁的少年。包括：

奥古斯都称号。

代表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Imperatorius proconsularis”称号。

代表内政最高负责人的“tribunica potestas”（护民官特权）称号。

具有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共同家长意味的“Pater patria”（国父）称号。

以及在元老院院会期间，每天可提出五项议案的权利。

议会如此优待亚历山德尔，并非元老院议员相信新任皇帝宣称的「将学习向来与元老院维持良好关系的哲学家皇帝」。他们急着承认皇帝的各项权利，只是想在军方有动作之前造成既成事实。因为前两任皇帝马克利努斯、荷拉迦巴尔让守卫国界的官兵大为不满。要是警备国界的各军团听到荷拉迦巴尔的死讯，认为这是推举总督或军团长称帝的大好良机的话，罗马将会陷入内战。元老院深怕局势如此演变，一则为了避免内战，二来保护自身既得利益，才迅速地承认年幼的亚历山德尔拥有各项皇帝权利。这至少牵制住了军方的动作。





亚历山德尔皇帝并非俊男，不过他是个长相老实、个性温和的少年。而且他还有一种让人见了他就激起保护欲的气质。更好的是元老院议员和总督年纪都比他大。亚历山德尔恢复了马库斯·奥理略过世后渐次废除的元老院议员可在皇帝面前坐下的规矩。「东方」统治习於让臣民在皇帝面前下跪，但「西方」没有这等风俗，只不过在皇帝面前人人都得站着。亚历山德尔则认为，既然身为元老院议员，就算到了皇帝面前也有资格坐下。

罗马元老院并非功成名就的老人养老的地方。除了议员并非经由选举选出以外，其他方面则有如现代的国会。任何法案若未经元老院通过，则不能形成制度，因此我们可说元老院是个立法机构。罗马皇帝虽然享有绝大的权力，但皇帝提出的法案若没有让元老院通过，就不能形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家政策。皇帝公布的法令只是临时法，当皇帝过世后也就自动废除。如果皇帝希望自己的想法反映到国策上，就必须设法让元老院通过自己提出的法案。对于行政最高负责人皇帝来说，与元老院保持良好关系一直是件重要的事情。亚历山德尔面对元老院议员时如此谦虚，使他刚上任就博得议员的好感。而且议员们在以皇帝名义推动的各项政策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值得反对的理由。




法律专家乌庇亚努



由利亚·美沙决定要小心行事，因此找来有名的罗马法专家乌庇亚努当皇孙的顾问。

图密善·乌庇亚努，生于地中海滨的港都提洛斯，位于今日的黎巴嫩境内，应该是个希腊裔东方人。从乌庇亚努这个姓氏推断，他的氏族应该是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取得公民权，并由皇帝赐姓。既非罗马人，又不是出身义大利，却能成为罗马法专家，这一点令人觉得有趣。正因为即使出身行省，只要获得罗马公民权，就能在各个领域一展长才，罗马帝国才会是个国际化的“res publica”（国家）。

而罗马这个国家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罗马人创立了法律体系，却没让法律成为脱离社会的桌上空谈。子弟教育科目中，包括修辞学、理哲学、几何学、历史、地理等，但不包括法律。这是因为罗马人认为，法律（lex）是拥有不同文化、宗教的人要形成一个「共同体」并生存下去时所需的规则。对罗马人来说，法律只有亲身体验学习的分，在家中是餐桌上的话题，在外则是到广场里的公会堂旁听几乎天天都有的法庭审判。

因为这些背景，罗马人口中的法律专家没有学者的意味，而是成为法务官担任审判，或者为人进行辩护的人。再不然就是与公务相关的实务专家。






乌庇亚努像（目前设置于罗马最高法院前广场，与西塞罗等法律专家并列）




不过在罗马时代，也有如同后世“juriste”（法学着述家）般的人物存在，亦即留下法律相关着作的人物。乌庇亚努除了在首都担任过许多公职外，还著有百卷以上的法律相关书籍。总而言之，由利亚·美沙为外孙录用了这名精通法律的实务官当助理。在现代可以常常见到总统助理升官当国务卿的例子。乌庇亚努在历经「皇帝助理官」（magister libellorum）、「粮食厅长官」（praefectus annonae）的职位后，最后与同样是法律专家的宝芦斯一起就任皇帝的首席亲信「禁卫军团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禁卫军团长官有如皇帝的左右手一样，名额也通常是两人。





由利亚·美沙让乌庇亚努无论於公於私都紧密协助亚历山德尔皇帝。换句话说，是随时跟著皇帝不放。尤其刚开始的几年，皇帝除了就寝时间以外，无论出现在哪，乌庇亚努也会在场。尽管不久后乌庇亚努当上了公共机构最高负责人，到了罗马人风俗中每天最悠閒的晩餐时分，乌庇亚努也一定会出现。

这个人对皇帝最大的贡献，该是恢复皇帝与元老院的「两人三脚」统治体系。

从开国皇帝的时代起，就有协助皇帝治国的“Consilium”组织存在，相当於现代的内阁。到了亚历山德尔的时代，又设立了相当於摄政团的机构。这个机构员额十六人，全数由元老院议员组成。只有“Consilium”定案，并由摄政机构通过的法案，才会送到元老院院会中表决。这项改革当然地，是在表达尊重元老院的意识。在这项制度出现之前，直到法案送进元老院为止，议员们对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不得而知。新的制度出现后，元老院议员也得以参与法案的制定过程。再加上亚历山德尔一再表示欢迎热烈讨论法案。曾在独断独行的谢维勒、卡拉卡拉之下活动过的议员为此大感喜悅，觉得好似回到了马库斯·奥理略的时代。从助理乌庇亚努的角度来说，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因皇帝年幼带来的不信任感。当政治上有这种必要时，最佳的方针就是「公正」（jusitia）。而在内政方面力求公正，可以排除元老院的不信任感的话，将这项方针适用到军队中，自然能消除官兵的不信任感了。





罗马政坛人物喜欢为任何事情做记录，可能是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统治跨越欧洲、中东、北非的大帝国。这些记录大多数已经失传，不过有一份西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Notitia Dignitatum”流传了下来。这是一份「官员名册」，按照姓名、职位、地区分类，记载了所有的文武官员。西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已经是罗马帝国的末期。在这样纷乱的时代里，还能留下这样详细的记录，可见在「罗马和平」引领时代的帝国初期、中期，也一定有同样详尽的记录存在。那么《皇帝传》里边记载着，亚历山德尔皇帝随身带着这份庞大的记录，只要有空便翻阅学习的事迹，也应该足以相信。在这其中皇帝特別留意的，是有关罗马军方的记录。

这份记录中，依照服勤地区、军团分类，记载了所有军官的资料。内容包括经历、军功、年龄、目前曾受过的勋赏等，而且随时会产生变动。要记得这些资料是件相当辛苦的事情。而据说亚历山德尔对这些资料真的瞭若指掌，他和将军说话时，能马上叫出将军旗下的大队长姓名。这可能是因为皇帝的个性十分一板一眼吧。这个举措让官兵认为，皇帝把心思放在军人身上。既然认为升迁、轮调都在公正的制度下执行的话，军人当然也觉得甘心。





尽管亚历山德尔皇帝年幼，在由利亚·美沙提拔的乌庇亚努指导下，他的统治也渐渐获得众人信赖。

荷拉迦巴尔在位时作威作福的宦官、行迹诡异的占卜师，以及优伶等，全数给赶出皇宫。这些人里面有的曾从荷拉迦巴尔手中获得官职，不过现在通通给赶出首都了。皇宫雇员的人数也大幅缩减。与其说是为了重建财政而不得不紧缩消费，倒不如说是亚历山德尔与「恩师」乌庇亚努两个人都不喜欢花俏吵闹的生活。豪华的晩宴当然也不再举行。

皇帝正值年少时期，私生活却很朴素。他迎娶了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但没有在外花天酒地。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朋友。他喜欢和同辈朋友一起运动之后，一个人静静地读书。如果他爱读的书，只有柏拉图的《国家》，以及西塞罗的《关于责任》的话，笔者会觉得同情。但据说他还喜欢阅读奥维狄斯写下的恋爱诗，阅读范围可说是与一般青年无异。而亚历山德尔一再重复阅读的，听说是与他同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传记》。不过他表示无法认同这名古代英雄经常酒后失态，以及少年时期起便常常对朋友做出残忍举动。若这就是他的读后感，笔者还是不免要用反话说，实在是平凡人的才华。

亚历山德尔在寝室挂着尊敬的人的画像。分別是小亚细亚出身的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阿波罗拗斯、传说中的诗人、竖琴手欧尔菲斯、犹太人始祖阿布拉哈姆，以及耶稣基督。这并不表示亚历山德尔的脑袋有问题，反而显示出罗马帝国是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因此涅尔瓦皇帝广场两边排满了身故后神格化的皇帝立姿像，也不会有任何矛盾。这些离像是在神格化之后制作的，因此全部都是裸体像。




和平的六年



由于乌庇亚努的指导，以及皇帝本身的个性使然，亚历山德尔统治过程显得稳健公正。

在公共建设方面，由于历任皇帝已经修建了大多数的必要建筑物和道路，所以不需要另行开工。不过，维修作业是不可或缺的。尽管皇帝认真地维修公共建设，有时还是需要从头改建。

首都罗马第二大的浴场，是由尼禄皇帝所兴建。这座浴场位于万神殿附近，从完工至今已经过了一百六十年。建筑物能耐用一百六十年，要归功於历任皇帝认真维修，不过总有一天还是需要大幅度的改建。而执行改建工程的，正是亚历山德尔皇帝。改建完工之后，这座浴场的名称，就以最初兴建的尼禄，以及重建的亚历山德尔姓名合称，叫作“Thermae Neronianae Alexandrinae”（尼禄亚历山德尔浴场）。





历任皇帝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确保首都的民众有粮食可吃。乌庇亚努也亲自带头重整粮食相关组织。要保证人口百万以上的首都罗马粮食充裕，相关组织之间必须要能保持紧密关系，才能发挥功能。此外，负责运输粮食的是私人企业群，商人追求利润的心态会强过爱国心。罗马帝国没有选择运输业国营化的路线，而采用优待运输业者的方针。首先充裕港湾设施，并减低关稅等各项稅率，以及保障沉船时的保险理赔。不过只有主食小麦的运输业者才能享受这些优待政策。在罗马帝国，主食小麦以外的粮食市场是由现代人口中的市场经济主导。因此保障「粮食」的政策，也就是只保障主食的政策。这项「粮食」保障政策，多亏了就职「粮食厅长官」的乌庇亚努卖力重整。在亚历山德尔治国的十三年内，首都民众得以享用充足的粮食。





笔者认为，重视治安与公正稅制是善政的基础。亚历山德尔皇帝也公开表示，扰乱治安的人是国家公敌。一旦治安紊乱，首先受害的会是一般民众。有权势的人可由国家出资雇用护卫，富裕阶层的人有足够财力聘用警卫保镖。一般民众的生活便没有这般方便，所以国家才应该设法维护治安。

罗马帝国也很理解治安的重要性，在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已经成立了警察机构。警察权不仅在都市中发挥作用，到了台伯留时代，更配置到联络都市与都市之间大道上的每个「客栈」（mansiones）里。如果国内的治安不获得保障，那么民众将会不愿意外出旅行，也不愿出外耕作。根据至今为止的考古挖掘结果可以证明，在罗马时代，不仅首都罗马，连行省都市也找不到有钱有权的人聚集在一起，四周筑墙，门口雇用武装警卫的区域。「罗马和平」并非纯粹防卫外敌入侵就能达成，而是要连国内的安全都一起保障才得以实现的和平。罗马政府当局向来维持严厉处分扰乱治安者的政策。亚历山德尔只是因袭前人的政策而已。不过因袭前人政策也非易事，要有强烈的自觉以及不断的努力才得以持续。在亚历山德尔任内，无论杀人或强盗，都会受到严厉的处分。一般公民在防盗策略方面，只要记得守好门户，还有在大门前的镶嵌画绘出猛犬以及「小心猛犬」的字样即可。






「小心猛犬」镶嵌画




提到治安政策，在此顺便提及亚历山德尔留下的法律。这项法律通过之后，以往由皇帝或元老院把持的司法最终审判权，就此委由各行省总督执行。

罗马史专家对这项法律的看法认为，由于这道法律成立，使得二十年后开始增加的镇压基督教徒行为更为容易。不过笔者认为，这道法律的影响还要更加深远。就好像卡拉卡拉制定的「安东尼奥勒令」，使得奴隸以外的全民都获得罗马公民权，却在卡拉卡拉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始动摇罗马帝国的国本。

无论共和时期或帝政时期，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具有控诉权。

即使因为住在行省，由行省总督判决有罪，公民也具有控诉的权利。在共和时期，控诉对象为执政官；在帝政时期则是向皇帝控诉。根据法律定义：控诉，为对第一审结果不满时，向上级法院申请重新审理的行为。罗马的司法制度中，一审由行省总督执行，上级审判则由皇帝或元老院议员执行。

在此提出尼禄皇帝时代的圣保罗作例子。圣保罗与圣彼得是当时基督教会的两大中心人物，圣保罗在帝国东方传教时遭到政府逮捕。罗马时代的基督教徒罪名是传播扰乱社会秩序的宗教，圣保罗便因此罪名遭逮捕，并经一审判决为有罪。不过他拥有罗马公民权，因此行使控诉权。由于这是他个人应有的权利，罗马政府只好派遣百夫长护送他到罗马。在罗马法之下，未经最终审判前，人人都无罪。由地中海往西的旅途漫长，圣保罗乘坐的船也不时靠港停歇。靠港时圣保罗也没有被送进监狱看守，而是借住在当地的信徒家中等待开航。这项待遇一直到进入义大利本国还是没有改变。罗马公民权能够吸引没有公民权的人，就是因为当事人不管身在何处、做何等事情，都能适用以两千年前的标準来说无懈可击的罗马法。





亚历山德尔皇帝的法律却改变了这个情况。控诉权以及二审判决就此实质上消失了。由于这道法令发佈於注重公正的法律专家乌庇亚努生前，想必目的不是为了减轻皇帝工作，也更不可能是为了方便二十年后的人镇压开始抬头的基督教势力。应该是因为实际上已经无法处理，才将权限转给行省总督。

卡拉卡拉皇帝立法，使得广大帝国内的所有自由民无论是犹太裔、希腊裔，甚至有北方蛮族血统，都成为罗马公民。随着公民人数增加，控诉的数量也应该会增加。在卡拉卡拉之前的皇帝已经为处理控诉花费不少时间。虽说实际上，皇帝的工作只是对首都罗马的高等法院主审法官做指示，但花费的时间还是相当惊人。请各位回想一下，马库斯·奥理略皇帝在多瑙河前线时，白天要担任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晩上还要处理司法方面的工作。哈德良皇帝治国期间有大半时间花在巡视帝国各处，然而不论身在何处，这项司法工作还是如影随形紧追而来。

这还是罗马公民虽然日渐增加，但依旧属于少数时的情景。在卡拉卡拉皇帝大肆馈赠公民权之后，造成司法机构崩溃自然也不奇怪。卡拉卡拉立法至今已有十五年，看来司法当局已经无力处理上诉。

在新法实施之后，罗马人失去了控诉权。这又是一个全员拥有等于全员失去的好例子。当然，总有人想法与笔者不同。这些人认为，部分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不值得存在，既然不能人人享有，还不如干脆人人都享受不到。罗马公民权的原有特征之一，在于并非既得权，而是开放门户给有意争取者的「取得权」，此乃自由主义的精神。卡拉卡拉的「安东尼奥勒令」一举将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取得权」改成了「既得权」。罗马人正在一点一滴地，放弃了自己身为罗马人的理由。





这也就是为什么实质废除控诉权的责任，不能怪到亚历山德尔皇帝头上。因为事情的起源还在卡拉卡拉立的法。从亚历山德尔的立场来说，光是认真值勤已经无法处理问题，只有设法打破目前的局势。即使新的措施将来会成为行省总督赚取业绩的机会。

亚历山德尔·谢维勒有充分的意愿认真执行皇帝的职务。他不认为自己体内的叙利亚血统是种耻辱，但不喜欢別人称呼他为叙利亚人。就算外人是对他开玩笑，他通常会很认真的说：为罗马帝国尽心的人都是罗马人，而他也是其中一员。亚历山德尔具有十足的责任感。当他慰劳部下时，不说「谢谢」（gratia），而是向部下说「国家感谢你」（gratias tibi agit res publica），这就有点好笑。让人不禁觉得为国尽心是好事，但何必如此勉强自己。亚历山德尔是个为职责卖命的人，如果活在承平时期，亦即「罗马和平」不受任何阴影笼罩的时代的话，想必能壽终正寝吧。只可惜命运女神没放过他。即位四年后的西元226年，明君的统治开始蒙上阴影。这年亚历山德尔的外祖母由利亚·美沙过世。这名掌握权势的叙利亚女子，死因是衰老造成的自然死亡。就在罗马少见的雨水中，盛大的送葬队伍经过哈德良皇帝兴建的阿耶利斯桥，前往「哈德良灵庙」下葬。




忠臣失势



代替由利亚·美沙成为青年皇帝监护人的，是太后由利亚·马梅亚。美沙是个邪恶但精明的女人，她的女儿马梅亚却是个邪恶但愚蠢的货色。也就是说，没有大奸大恶的才干。对于工作上需要后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推动工作的环境。由利亚·美沙逝世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该是地位有如宰相的乌庇亚努。





由利亚·马梅亚不认为让百姓知道皇帝背后随时有太后干政是危险的事情。只要抓到机会，马上会开始炫耀国家大权不在亚历山德尔皇帝，而捏在太后手上。若用个俚俗的说法，就是太后开始抢风头了。马梅亚初期的对手，是现任皇后萨尔斯提亚。她开始以生不出小孩为由欺侮媳妇，最后逼得媳妇离婚逃回故乡北非。






由利亚·马梅亚




既然皇宫内部的气氛如此恶化，皇帝的首席忠臣乌庇亚努要遭殃也只是时间问题。由于帝国统治过程顺畅，所以无法拿实务官的能力问题修理乌庇亚努。不过乌庇亚努能成为皇帝的首席亲信，全依赖由利亚·美沙当靠山，因为随时随地都会有人与他作对。当美沙逝世后，乌庇亚努与继任的马梅亚保持距离，也就使得政敌抬头。

对乌庇亚努、亚历山德尔来说，这是一段微妙敏感的时期，只要稍有变动，就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走向。亚历山德尔这时正值十八到二十岁之间，已经脱离少年时期了。如果他能摆出坚决的态度的话，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偏偏这个年轻人缺乏处理困难局势时不可或缺的弹性，以及有必要时血染双手的决断能力。光是善良有责任感，还不足以担任领袖。西元228年，由利亚·美沙逝世两年后，可能是在太后默许之下，经由反对派煽动，乌庇亚努竟然被部下禁卫军团士兵杀害。





又过了四年，皇帝这时二十四岁。四年来他一再拒绝婚事专心於统治。可能是上天要补偿他吧，这四年来帝国在秩序下享有和平。同一个时代的史学家荷洛迪亚写道：元老院议员里无人以叛国罪名受控告，无论身处议场或城镇都能自由表达反对意见。在亚历山德尔·谢维勒治理下的帝国，可说於任何方面都是无血和平。

不过这只是个表象。外观看来平稳无事，水面下的动态却紊乱异常。罗马已经回不到乌庇亚努在世时的样子。更不用提要回到亚历山德尔视为理想的马库斯·奥理略皇帝时代。做领导的人如果希望长年维持好的时代，就要有办法细心为国家掌舵。因为一旦方向转变，就难以挽回。




史学家狄奥



要说到记载西元二世纪后半至三世纪前半的罗马史书，首先要推荐的该是加西阿斯·狄奥著作的《罗马史》。这是以希腊文记载的八十卷巨著，不过能传到现代的，包括断简残编在内，只有二十五卷。至於这本书的历史价值，笔者认为叙述狄奥在世时的部分足以信任，叙述其他时代的部分则明显粉饰太平，对内容持疑比较保险。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狄奥的一生，正是活在罗马帝国后期的才子生涯典型之一。





加西阿斯·狄奥於西元165年左右，生于小亚细亚西北的俾斯尼亚行省省都尼科美狄亚，出身於当地的仕绅家庭。虽然是希腊人，但享有罗马公民权。在祖父的那一代，由当时的皇帝涅尔瓦赐姓科凯亚努斯。所以狄奥的全名是加西阿斯·科凯亚努斯·狄奥。他是三代前已经罗马化，但出身行省的希腊人。

他的父亲受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任用，虽出身行省，但得以进入帝国中枢。当上元老院议员后，由哲学家皇帝推荐当选执政官。卸任后以「前执政官」头衔派为小亚细亚东南部的西里西亚行省担任总督。做儿子的加西阿斯也依循当时的风俗，陪着父亲一起前往驻地，在少年时期便累积实地经验。到了该接受学校教育的年纪时，被家人送回首都。这时他的父亲也转任到与本国义大利隔着亚德里亚海相对的达尔马提亚行省。有趣的是，狄奥虽然是希腊裔，但没有到雅典、婆高蒙或亚历山大接受大学教育。可能是做父亲的打算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吧。

这种职业历程，是行省出身的罗马人争取社会地位的典型方式之一。到了帝政时期，更是经由政府大力推动，足以证明罗马的同化政策成功。因为无论战胜一方多努力试图同化，若是战败一方没有这个意愿也就无法成功。《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曾表示，罗马强大的第一个要素，就在于同化战败者的政策。而他是与加西阿斯·狄奥的祖父同一个时代的希腊人。





如同父亲所期待的，后来的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由于出身元老院阶层，职业生涯也开始得很顺畅。到了西元180年，也就是马库斯·奥理略皇帝逝世那年，他当上了元老院议员。不过他似乎是代替过世的父亲进入元老院。

康莫德斯皇帝时代的加西阿斯·狄奥由于辈分小，只能在元老院敬陪末座。不过他的观察能力已经敏锐十足，有助於日后的写作。在他下笔叙述有个伟大父亲的康莫德斯不稳定的言行时，就好像把当事人的心剖出来端在台上一样。巧合的是，这两人辈分相同。

当康莫德斯皇帝遭暗杀后，由沛提那克斯登基称帝。加西阿斯也在这个皇帝之下当选法务官。罗马人称为「荣誉职涯」的帝国要职历程可说已经走到一半。过不久后沛提那克斯遭暗杀，有三名将军起兵称帝，帝国陷入了内战状态。这个时期的加西阿斯很快地就进入了谢维勒派系底下。也许是他认为三个人里面最年轻又冷静的赛埔提谬斯·谢维勒有收拾内战的可能性吧。毕竟爱国的加西阿斯·狄奥是真心地为国家担忧。

内战结束后，加西阿斯在谢维勒之下首度当上执政官。虽然只是备位执政官，但获得了以「前执政官」头衔外派行省的资格。

到了卡拉卡拉时代，狄奥也在这个皇帝之下参加帕提亚战役。与谢维勒时代不同的是，加西阿斯与卡拉卡拉只维持一个普通元老院议员与皇帝间的关系。后来暗杀卡拉卡拉篡位的马克利努斯任命加西阿斯·狄奥为小亚细亚的主要都市斯米尔纳、婆高蒙的行政负责人。当马克利努斯遭杀害，荷拉迦巴尔登基之后，还留任了好一阵子。

加西阿斯·狄奥的公职生涯，是在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皇帝时代才飞黄腾达的。





首先，他获派到父亲曾就任过的达尔马提亚行省担任总督。当任期结束后，又南渡地中海担任非洲行省总督。他在北非行省省都迦太基的官邸中过了一年。很显然地，在前两个行省的统治绩效受到肯定。加西阿斯·狄奥从北非卸任回国后，立刻被调任到气候、地形完全相反的多瑙河前线服勤。以现代的国別来说，他是每年轮调到克罗埃西亚共和国、突尼西亚、奥地利。对于寄望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的加西阿斯·狄奥来说，调职对他来说应该只有喜悅，没有苦楚。

新的派驻地点「近旁诺尼亚行省」长年来省都为卡尔伦托姆（今日的佩特洛那），不过在马库斯·奥理略皇帝时，总督官邸迁移到了维德波纳（今日的维也纳）。迁移的理由，并非为了追求居住环境良好。这两个城镇都有军团基地，也都是面临多瑙河的军事要地。包括旁边以布达佩斯为省都的「远旁诺尼亚行省」在内，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是罗马帝国的北方前线要地。加西阿斯·狄奥总督的任务，除了整个行省的行政、司法等文臣工作之外，同时还是指挥两个军团作战的武将。这也是远离国界没有派驻军团的行省，与濒临国界、派驻军团的行省差异所在。前者称为「元老院行省」，后者则称为「皇帝行省」。从国防方面来说，自然是后者比较受重视。担任过「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人会被轮调到「皇帝行省」，显然是能力受肯定而升迁。加西阿斯·狄奥就在前线度过了西元224年起到227年为止的三年，正值他五十九岁到六十二岁的时候。这三年累积的经验，让他日后写下了「多瑙河防线是衡量罗马帝国国防体制功能的仪器」这句话。当他身在前线时，听到了乌庇亚努的靠山由利亚·美沙的死讯。





目前不得而知加西阿斯·狄奥卸任回国后这两年在做些什么，不过乌庇亚努遭暗杀的消息想必对他造成打击。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加西阿斯与乌庇亚努交往密切，不过这两个人同样愿意奉献一切协助亚历山德尔皇帝治国，想必加西阿斯不会加入暗杀乌庇亚努的计画。不仅如此，亚历山德尔的亲信遭暗杀的消息，只怕对他造成严重打击。

又过了一年，西元229年时，加西阿斯·狄奥再度当选了执政官。这次不是备位，而是正式的执政官。而且更荣誉的是，与他一同担任执政官的正是亚历山德尔皇帝本人。加西阿斯在六十四岁这年，登上了除了皇位以外罗马公职生涯的顶点。

可是随着乌庇亚努的逝世，首都的气氛也大为改变。尽管有荣幸与皇帝共同就任执政官，加西阿斯却以痛风的老毛病恶化为由躲在拿坡里附近的別墅隐居，完全不参与在首都召开的元老院会议。执政官称病不出，工作应该会由备位执政官代理执行吧。也许热情的爱国者加西阿斯败给了害怕被暗杀的恐惧。或者是他冷静地判断在没有强力靠山的情况下，「当第二个乌庇亚努」是不切实际的行为。

至於加西阿斯是何时拋弃首都及南义大利的舒适生活，回到故乡俾斯尼亚地方隐居，现在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回到俾斯尼亚隐居之后才正式展开写作生涯。想必他在故乡得享高壽吧，除了八十卷的《罗马史》以外，还留下许多著作。原本一度恶化的痛风，说不定也因没有压力的生活而获得缓解。加西阿斯·狄奥的殁年不详。在他隐居两年后，亚历山德尔皇帝东征时，也许加西阿斯·狄奥曾到隐居地附近的行军路上向皇帝致意也不一定。不知三年后他听到皇帝驾崩的消息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亚历山德尔皇帝的治世，不管实质如何，表面上至少是国泰民安。彻底改变这个太平盛世的不幸，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源于帝国境外风起云湧的局势变化。在东方，罗马的宿敌帕提亚王国灭亡了，代之崛起的是波斯萨桑王朝。




波斯萨桑王朝



在笔者的工作室里边，有两张托斯迦纳修道院形式的木桌。

小的桌子用来写字，大的桌子用来阅览字典或地图。近来大桌上摆设的，是一张古代、一张现代的中东地区地图。每天望着这两张地图，笔者也开始渐渐瞭解为何「东方」一直是「西方」的威胁。





在讨论东西冲突时，我们姑且不论特洛伊战争，光是西元前五世纪波斯与希腊间的战役就已经让人耳熟能详。这场战役之中，又以萨拉米斯海战和马拉松会战最为知名。由史学家始祖荷洛铎托斯流传於后世。

这场战役之后，波斯势力被赶出地中海世界。然而波斯屡屡出现有能君主，使得希腊城邦长年感受到波斯的威胁。

后来由亚历山大大帝於西元前334年到323年之间展开东征，才把波斯势力清除。长年威胁希腊的波斯势力，就在自称万王之王的大流士手中覆灭。表面上来看，东方已经向西方屈服。然而这个情况实际上却维持不到十年。因为年轻的军事天才，在三十三岁时就过世了。而在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后，接管领国的各路武将，只对地中海附近的地区有兴趣，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地区无人过问。





游牧民族帕提亚人也趁这个机会兴起。他们入侵以前的波斯帝国中心地带，亦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大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帕提亚王国就此诞生，时为西元前247年。

至於这个时期的罗马人，才刚拿下整个义大利，又与强国迦太基对立，正在进行长达二十年的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当战役获胜不久，又让名将汉尼拔在义大利盘据十六年，进行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最后则是造成迦太基灭亡的第三次布尼克战役。百余年来，罗马人没有心思处理东方事务。在这段期间，统领波斯人等各部族的专制国家帕提亚王国，已经靠著东方两大财源农耕与通商发展为强国。

罗马歼灭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后，陆续征服希腊文化圈各国，向地中海东方扩大势力。先是马其顿与希腊，其次是叙利亚，最后把埃及纳入版图。地中海至此成为罗马人的「内海」、「我们的海」。这时已经是西元前一世纪。当时罗马出身的名将，例如苏拉、鲁克鲁斯、庞培等人都有远征东方的经验。凯撒也计画直接与帕提亚交锋取胜，借以确立罗马的东方防线，但因遭到暗杀而没有机会实现。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继承了凯撒的绝大多数政策，因此他也知道帝国东方国防政策也就等于对帕提亚的政策。不过他选择外交优于军事的政策路线。从凯撒遭暗杀之后，罗马陷入了长达十四年的内战，当时正是重整国内局势的时候。可能奥古斯都认为重建内政才是最优先的问题。此外，奥古斯都不像凯撒那样可以在战场上大展长才。换句话说，他不擅长行军打仗。战场上要求的是能当机立断的人才，偏偏奥古斯都属于深思熟虑的类型。可能上天也知道这项差异，让凯撒治国的时间不到两年，奥古斯都却在位长达四十余年。顺带一提，亚历山大大帝军事称霸之后也没有机会治国。

閒话休提，言归正传，在凯撒与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任罗马皇帝，同样以维持幼发拉底河国界为目标。至於强化国界防线的策略，也大致可分成凯撒与奥古斯都两种路线。第一种是攻击敌方根据地，破坏对方的入侵意图。第二种则是确立防卫体制、强化防卫措施，避免外敌入侵。若要在皇帝之中找代表性人物，则图拉真皇帝属于凯撒型，而哈德良则属于奥古斯都型。

可是当图拉真皇帝东征打下帕提亚首都格帖丝皇，又顺着底格里斯河而下进击到波斯湾以后，却没打算跨越底格里斯往东行。史学家说这是因为图拉真皇帝年老力衰，但笔者不这样认为。光是知道帕提亚王国腹地还有多辽阔，应该就能想像百战百胜的图拉真皇帝为何要撤兵回头。古代的帕提亚王国，包括了现代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在内。而当时罗马人口中的「东征」，意为跨越幼发拉底河，打到底格里斯河岸边。帕提亚王国的主要都市聚集在这两大河流域间，相当於现代的伊拉克。而伊朗以东则是美索不达米亚地方的广大腹地。罗马人没有继续往东攻击，表示罗马的领袖心中没有打算要征服整个帕提亚王国。

现代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是在这个地方伊斯兰教化之后，於八世纪兴建的都市，位于过往定都八百年以上的格帖丝皇北方仅四十公里处。格帖丝皇与巴格达同样位于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大河距离最近的地带。相对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在十三世纪遭蒙古人攻击时，还只是个村落。到十九世纪也只是个乡镇。二十世纪时英国人为何将此地分成伊朗与伊拉克则不得而知了。不过若想像一下，将伊朗、伊拉克，加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有多大力量，就可以理解「西方」人对「东方」感到多大威胁。姑且不论石油问题，光是庞大的人口就可以构成十足的威胁了。而罗马帝国随时要担忧的，就是这个「东方」。





话又说回来，对罗马帝国来说，帕提亚在很多方面是个好应付的敌人。






波斯亚肯米尼斯朝最大版图（西元前500年左右）及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路线









西元二世纪中期的罗马与帕提亚




第一点，虽然有足够兵力渡过幼发拉底河入侵罗马境内，但没有力量征服、支配帝国东方地区。

罗马方面当然也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幼发拉底防线西侧为叙利亚行省。如果叙利亚落入帕提亚统领下，之后会引发骨牌效应。位于叙利亚北方的小亚细亚，南方的约旦与巴勒斯坦，以及罗马的谷仓埃及将会陆续沦陷。所以罗马人认为幼发拉底防线，与北方国防关键莱茵河、多瑙河同样重要。军事防线（Limes）的重要程度，可以由失陷后的被害程度来估计。罗马人为东方防线设计一套体制，只要直接负责人叙利亚行省总督发令召集，东方防线马上可以聚集十个军团的六万兵力。因为东方君主有拿率领的兵力多寡自我炫耀的倾向。而帕提亚拥有广大腹地，国王加上各地封建诸侯的直属兵力凑出的人数可不容小觑。

换句话说，局势为两大国隔着幼发拉底河对峙。在某种层面上也算是一种军事平衡，因此两国得以共存。





帕提亚虽然是敌人但容易应付的第二个理由在于，罗马与帕提亚双方都有明确的最高权位者存在，两国都具有统一的指挥系统。既然如此，就可能由双方领袖会谈解决问题。从这个方面来说，与罗马为敌的北欧日耳曼民族就不一样了。领袖会谈与簽署协定的地点通常设在幼发拉底河中的沙洲，也象征了两国的关系。

第三个理由在于两国都由眼光放在现实层面的人领导。罗马帝国东方的各都市，无论安提阿、大马士革或者帕耳美拉，都依赖与亚洲的贸易维生。无论成品或原料，全都经由帕提亚进口。亚洲货品虽然另外还经由黑海、红海进入罗马，然而大多数的货品，无论是走陆路经过大草原，或走海路至波斯湾上岸，都是经由帕提亚境内向西运输。

对罗马来说，帕提亚虽是敌国，但手上握有罗马人想要的物产。相反地，外敌日耳曼人手上没有罗马想要的物产。





将上述情势倒过来看，也可以适用到帕提亚身上。东洋进口的货品不管价值多昂贵，光是捏在手上也不会形成利润，要有消费者才能使繁荣成为现实。而罗马帝国正是一大消费市场。在两国间往来活络市场的，则是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脚步移居此地的希腊人后裔，以及随时会悄悄定居在有利可图之处的犹太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在商业才干与民族离散（Diaspora）方面有其共通之处。

也就是说，希腊后裔之中有人住在罗马境内，又有人住在帕提亚境内，犹太后裔的情况也是相同，而这些人形成了附近一带的仕绅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与帕提亚双方都不会封锁国境。就算有封锁国境的意图，在沙漠与河流地形上也是无法执行的。这个地区的防线通常保持开放，因为罗马与帕提亚都知道如此才对双方有利。基於两国的国内局势变化，有时双方会爆发战役。不过两国敌对三百多年来，从未有任何一次军事冲突升格到让任何一方受到致命伤。

帕提亚王国结束了长达五百年的历史。取而代之的「东方」统治者，则是波斯萨桑王朝。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皇帝要面对的，也就是新出现的波斯萨桑王朝。

尽管统治者换人，「东方」还是依赖东西贸易维生。波斯萨桑王朝没有把首都迁回波斯波利斯，继续定都帕提亚时代的格帖丝皇，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位在「西方」的罗马也认为似乎双方关系可以和帕提亚时代同样发展，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




中兴旗帜



波斯萨桑王朝的创始人亚尔达西尔，在西元224年的战斗中打倒长年支配波斯人的帕提亚王，将帕提亚人从支配者的宝座推下台。他又花费了两年时间压制国内势力，在西元226年登基称王。亚尔达西尔提出的口号是复兴丘洛斯、大流士时代的波斯帝国。






亚尔达西尔




请各位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地全图，拿来与帕提亚和罗马共存时代的地图作个比较。各位应该一眼就能发现，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与古波斯帝国一致。这是当然的，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对象正是波斯帝国。

比较两张地图之后应该能发现，亚历山大大帝的领土，经过其后的希腊文化圈时代，最后分成了帕提亚与罗马帝国东半部。

只要知道这些资讯就能理解，波斯萨桑王朝的目的与帕提亚王国不同。也就是说，波斯萨桑王朝公开宣言，要将版图恢复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前的样子。罗马方面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时代已经改变，罗马与波斯萨桑王朝的对立，与罗马和帕提亚的对峙不可视为一同。





各位可不要指责古人说：都已经事隔五百年了，如今拿复兴波斯帝国当口号是不切实际的举措。人性奇妙的一点在于，要把众人卷入一项运动时，光靠合理的逻辑还不足成事。犹太人被哈德良皇帝离散各地至今一千八百年，还固执著要回归一千八百年前的土地上，才催生了今日的以色列。相形之下，五百年还算是短的了。这项口号已经足以在屈居帕提亚人之下五百年的波斯人心中点火。当国家成立后，波斯也把国教改回祆教。

我们活在后世的人知道波斯萨桑王朝的梦想最后没有实现。要实现这个梦想，必须等到四百年后伊斯兰势力抬头。不过对于西元三世纪的波斯人来说，复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前的波斯帝国的理想，足以赐予波斯人荣誉感，也促成波斯人的团结统一。换句话说，这是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有效的理想。同样身为东方民族，帕提亚人就没有这种气魄。

而下面这项原理也适用于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中。现实主义者容易犯的错误，是认定敌人只要面对现实一定就会达成与自己同样的结论，所以应该不会蛮干。实际上，两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罗马主动进攻也顶多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行省化的时代，亦即两国寻找适当折衷点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了。





这项变化并非由波斯帝国统治阶层的后裔所造成的。新兴的波斯人，虽然同属波斯民族，但与五百年前的统治阶层没有血缘关系。对罗马来说这是更大的威胁。在历史上也特別将这个朝代称为「波斯萨桑王朝」。亦即罗马人在西元三世纪遇到的敌人，不是在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猛吃败仗的王公贵族，也不是他们的直属后裔。波斯萨桑王朝并非复兴古代波斯，而是由新兴的波斯人所成立。而且一个新兴民族往往有偏好趁势进击的倾向。

时机不巧，位于「西方」的罗马政府，没能够正确认识西元227年在「东方」发生的变化。在一年前，亚历山德尔皇帝的监护人由利亚·美沙过世。西元227年，亚尔达西尔在波斯民族的根据地波斯波利斯，於波斯风格的华丽皇宫里举办加冕仪式，以统治者姿态回到首都格帖丝皇。一年后，失去由利亚·美沙后援的乌庇亚努遭到反对派暗杀。亚历山德尔皇帝当时二十岁，就在这微妙的时期中，他成为没有精明可信助理的最高权位者。皇帝的母亲马梅亚没有外祖母美沙的胸襟气度。就在「东方」发生巨变时，「西方」没有人能够正确认知并树立对策。亦即走向衰退的罗马帝国，碰上了充满新兴气盛的波斯萨桑王朝。





顺带一提，罗马皇帝不曾举办加冕仪式。加冕的行为，无论皇冠、王冠，都是要有人授与才得以成立。加冕仪式的意义就在于授与王冠，代表承认加冕人的统治权有正当性。在罗马帝国，「授与人」必须为两大主权者，亦即元老院与罗马公民权所有人。然而全体主权者将统治权委由某个人代理，亦即人类授权给人类时，没有必要举办夸大的仪式。不，该说举办了反而会失去其意义。相对地，在东方，政权不是委托而是授与，因此有必要举办豪华仪式，使一般百姓留下印象。

在罗马帝国里，没有皇冠的存在。在货币或雕像上常见的冠，多半是由缎带串著橡树叶编成。这种冠叫作公民冠，在共和时期便存在。是在战场上解救同袍后，由同袍亲手制作表示感谢。缎带在后脑勺打结编成的公民冠会转为皇帝的象征，是因为罗马皇帝的第一项职责就在于维护公民安全。

除了公民冠以外，还有一种代表罗马皇帝的冠存在。这种冠有模仿太阳光环的感觉。公民冠形式普及於帝国的「西方」，而太阳冠则针对「东方」社会使用。这是因为东方没有公民思想传统，因此公民冠不具意义，改用太阳比较容易使民众接受。弹性应变是统治不同民族的大原则，罗马人连戴冠方面都依循著这项方针。









刻有皇帝两种冠的硬币（下：公民冠；上：太阳冠）




加冕仪式不是由人类委托人类，而是由超越人类的存在所授与才得以成立。而理论上超越注定一死的人类的，自然就只有神明了。亦即要有神职人员代表神意进行授与，掌权者的统治才具有正当性。

正因上述理论，加冕仪式与神明的关系密不可分。「东方」较「西方」重视加冕仪式，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都出自东方的事实也有所关联。有辞典解释「加冕」为：欧洲君主即位时的加冕仪式。指的已经是基督教时代以后的欧洲君王了。





话题回到尚未沦入基督教势力中的罗马帝国。没有加冕仪式的罗马帝国皇帝亚历山德尔·谢维勒要面对的，是经由祆教神官授与王冠的亚尔达西尔。亚尔达西尔会对罗马帝国造成威胁，并非因为波斯萨桑王朝的宗教气息比之前的帕提亚王国重，而是因为领导的是新兴国家。

新兴国家常常会为了转移国内反对势力声浪，而将矛头指向国外。亚尔达西尔挥军西北所需的时间还不到四年。

在波斯大军之前，幼发拉底河简直不存在。朝北渡过幼发拉底河的军队，不仅蹂躏了与罗马同盟的亚美尼亚王国，还突破罗马帝国防线，攻进卡帕杜西亚行省。而向西跨越幼发拉底河的军队，更使叙利亚行省陷入恐怖深渊。贸易商人不敢外出旅游，躲在四面有高墙围绕的城镇中观望局势。罗马历任皇帝，尤其图拉真、哈德良为了国防需求与振兴东西贸易，在沙漠中辛苦修筑了石板大道，可是现在大道上已看不到人马踪迹。不久后出现在大道上的，则是重装的波斯骑兵，以及在耕作期间遭徵调入伍的大批轻步兵。原本派驻叙利亚行省的各军团应负责迎击，可是他们已经失去危机处理能力。先是马克利努斯屈辱地媾和与撤军打击了士气；后来荷拉迦巴尔在位四年，亚历山德尔在位至今十年，中央对他们都弃置不理。失去战力也是理所当然的结局。

如果放任这个局势不理，等于要罗马帝国东半部的人民送死。亚历山德尔皇帝决定御驾亲征。当时是西元232年，在即位十年后，二十四岁的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皇帝第一次面临是否符合皇帝资格的考验。





罗马人对皇帝的第一项要求，就是要保障帝国与人民的安全。换句话说，罗马人要求皇帝在紧要关头能摇身一变成为精干的武将。我们虽然将其译为皇帝，然而在拉丁文中“Imperator”一词，原本是战斗获胜后，士兵怀着敬意与赞赏，向领导作战的司令官欢呼时的尊称。因此，在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开创帝政体系之前，代表胜利者的“Imperator”一词已经存在。

这个尊称原本是献给作战获胜的指挥官，到了帝政时期则转为「皇帝」。罗马皇帝兼任全军最高司令官，因此享有这项称号也理所当然。

从上述事情中可以得知，罗马皇帝无论如何躲不过军人皇帝的身分。亚历山德尔在推动善政十年后才遇上考验，并非他的不幸。不幸的是他要与气势十足的新兴民族为敌。




波斯战役（一）



决定要御驾亲征后，亚历山德尔的动作也很迅速。与其说他知道这种情况下行军速度有多重要，不如说因为他不讲究排场，所以準备行李与挑选随从时没浪费时间。总而言之，行动迅速是件好事。从皇帝离开首都，到出现在多瑙河畔为止，所需时间不到一个月。他先前往多瑙河防线，目的在于编组前往东方的部队。光是看波斯入侵初期时的丑态就可瞭解，叙利亚军团实在不可靠。

在波斯战役中，多瑙河前线派出了六个军团及辅助部队，因此罗马方面的兵力约有五万左右。不过其中的主要战力军团兵，亦即重步兵，数量只有三万。这是因为皇帝预定在到达叙利亚行省后，会合叙利亚周边各军团共同作战。

尽管如此，罗马军向东行进的模样还是只有壮观一词可以形容。

部队由多瑙河南下色雷斯，由此转道东南。渡过区分欧亚洲的荷雷斯贲特斯海峡后进入小亚细亚。根据当时的人记录表示，罗马军从带头的军团兵到最后一名辅助兵，人人军装整齐，随任务分派的武器保养精良。行军在大道上时，队伍没有半点紊乱。即使在日落之后，都能维持这项秩序。在行军期间，从皇帝到士卒，人人都露宿在帐篷中。罗马军向来注重补给，露营时更能显现出补给能力，因此这并非寻常的露营场面。因为官兵要在充足的物资补给之下才能激起高昂的士气。亚历山德尔皇帝随部队行军时，也尽力维护这项罗马传统。

他不愿使用四面有帷幕遮蔽，可以安心躺臥的轿子，也不打算使用较不消耗体力的马车。大多数时间他与军团长、大队长同样骑马而行，有时还会与百夫长、士兵一样徒步前进。

用餐时，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唯一不同的是，士兵要自己下厨，皇帝则有随行的厨子代为準备。每当用餐时，帐篷的四面都掀开，让士兵看得到皇帝吃的是什么样的伙食。当士兵溜出队伍潜入农家偷窃遭发现后，会被拖到皇帝面前严厉鞭笞。因为虽然没有从军经历，皇帝也知道军纪必须严格维持，有秩序的军队才能在战场上获胜。亚历山德尔既然深信军纪的重要，当他在漫长旅途后看到的情景，当然只会让他绝望。




士兵罢工



罗马向来以长期派驻叙利亚的三个军团为守护幼发拉底防线的主力，这三个军团在战略要地上设有固定的基地。其中两个军团位于现代土耳其境内，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萨莫沙塔与翟威科马（今日的巴尔基斯）。另一个军团如之前所述，基地设於艾梅沙附近的拉法内亚。不过在西元232年时，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撤军的第一、第三帕提加军团，由于没有固定基地，因此还停留在叙利亚境内。罗马军的传统之一是，不在都市内部设置基地。这两个暂时无家可归的军团便寄宿在安提阿南方十公里的达弗奈。达弗奈是个因祭祀希腊诸神而兴起的乡镇，或者该说只是个略具规模的村落。因此罗马当局认为把大批士兵摆在这里也没有什么问题。当亚历山德尔皇帝进入安提阿后，遇到的就是这些士兵。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时候发生的故事。所谓「历史是细节的集结」，这个故事也是细节之一。而细节重要的地方在于，可以提供后人许多线索进行思考。比方说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的领导能力如何、历史是否会重演……。

接下来要介绍的内容，分为「古」、「今」两个部分。至於「古」的部分，是亚历山德尔常阅读的故事之一。一般士兵可能不清楚这段故事，至少军官阶层的一定会知道。这段故事相当有名，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例如穗德尼斯·波利纳斯、普鲁塔克、阿庇亚、鲁卡努斯、塔西图斯等，几乎人人会提到这段故事。「古」的主角是朱利斯·凯撒，「今」的主角则是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皇帝。不过「古」的部分在第Ⅴ册《凯撒时代——卢比孔之后》已经叙述过了，请容许笔者在此直接引用。





[西元前47年的故事]

当凯撒沿着阿庇亚大道向首都罗马前行时，身在首都的安东尼陆续传来了紧急消息。据说有部分军团兵拒绝服勤。尤其带头的第十军团士兵更是手持武器闯入首都，在马尔斯广场上聚众闹事。法务官查尔斯提斯（日后的史学家）向他们提出给付临时奖金的妥协方案，但使者被士兵们赶了回来。






凯撒




凯撒的第十军团是凯撒旗下最为精锐的部队，在地中海世界是家喻户晓。一旦第十军团作乱，事情可就非同小可。而且凯撒正在聚集兵力準备前往北非收拾庞培派的残余势力，正需要这些可靠的老练士兵。

从阿庇亚大道赶往首都的话，到达时将进入首都南方，与马尔斯广场的所在位置相反。凯撒没有理会随从劝他避险的声音，直接穿过市中心，出现在罢工气势正高昂的部下面前。他连护卫的日耳曼骑兵都没带，就直接出现在一群武装集团面前。对凯撒和第十军团的士兵来说，自从决定天下大势的法尔沙拉斯会战以来，已经有一年不见了。

凯撒一出现在讲台上，连招呼都不打，也不说些开场话，劈头就问：

「你们要什么？」

士兵们七嘴八舌喊着要退伍。他们知道接下来还有北非战场在等着他们，也知道凯撒需要他们的力量。所以他们推测只要提出退伍要求，凯撒只好妥协，保证加薪或是发放临时奖金。谁知道凯撒马上这样说：

「批准退伍。」

听到凯撒出人意表的回答后，士兵们高举的武器垂了下来，喧哗声浪也停息了。在鸦雀无声的士兵面前，凯撒继续说着：

「各位公民，各位的粮饷及其他报酬，将依照约定给付。不过必须等到我，以及跟随我的其他士兵作战结束，共同举办凯旋仪式庆祝之后。在这段期间内，请各位自行寻找安全的地方等待。」

对于向来以凯撒旗下精锐中的精锐自豪的第十军团来说，光是听到凯撒称呼自己为各位公民，已经是一项打击。以往凯撒总是称他们作「各位战友」。如今凯撒称大家为「各位公民」，好像第十军团全体已经退伍，成为与凯撒无直接关系的一般公民。他们觉得凯撒把他们当外人看以后，已经没有心情拒绝服勤或要求调薪。士兵们哭喊着要求：

「请让我们当兵！」

「让我们在凯撒之下作战！」

却得不到凯撒的回应。他们本来以身为第十军团为荣，这时却是意气消沉。等到凯撒决定以西西里岛上的马尔沙拉港作为前往北非作战前的集结地时，只有第十军团没收到行军命令。第十军团的士兵只好像丧家之犬一样，跟在其他受命行军的军团后面。从马尔斯广场上的「集体谈判」那天起算，凯撒允许他们共同作战时，已经是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凯撒就在不加薪也不发奖金的情况下，赢得了第十军团参战的意愿。而且这不是在哀求或说服之下得来的成果。反而是军官试图说服凯撒，再加上第十军团士兵的天天哀求。有个现代的研究人员这么表示：

「凯撒以无比巧妙的方式，表演了一场人性喜剧。」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在介绍这段故事时，也异口同声说「凯撒只用一句话，就扭转了士兵的心思」。

凯撒曾写道「文章要看所选的言辞而定」，这段故事正是最佳写照。





[西元232年的故事]

亚历山德尔皇帝到达安提阿之后，遇到的却是队伍紊乱、服装不整，而且人员不齐的军团。打听之下才知道，大多数士兵根本没有回到达弗奈营区，而是躲在安提阿的公共浴场、竞技场与青楼度日。人员不齐，意味着尽管事前通知过皇帝将前来此地，仍然有许多士兵耽溺玩乐，错过集合时间。

亚历山德尔在盛怒之下，命令逮捕并监禁所有缺席士兵，并且严格执行。






亚历山德尔·谢维勒




当消息传开之后，其他士兵却为了抗议同袍受到的惩罚，竟然包围皇帝所在的行省总督官邸。亚历山德尔接获报告后，下令把拘禁中的士兵以铁鍊绑起，拖到官邸前广场，而他本人则出现在官邸的阳台上。前来抗议的士兵聚集成一个半圆形，抬头仰望着皇帝。他们虽然停止怒喝，但气氛依旧十分凝重。在这时候，只听到皇帝喊着：

「各位战友，如果各位是来抗议同袍受到的惩罚太轻，表示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军纪依旧通用，罗马帝国依旧健在。如果各位是来抗议同袍所受的处分太重，那么罗马帝国的将来可就令人担忧。前任皇帝（暗指荷拉迦巴尔）在位时，会对违犯军纪睁只眼闭只眼，朕的任内却绝不宽容。朕相信这种过度松懈的行为，不是肩负帝国国防重责的官兵应该有的。

肩负守护帝国重责的官兵，不得像一般公民一样贪图享乐。即便是各位的最高指挥官朕，抑或是直接指挥各位的军官也是如此。难道各位觉得朕不该抱持如此观念，惩处违反军纪的人吗？难道各位认为朕没有判这些人死刑，只判处鞭刑，还是太过严苛吗？」

士兵原本静静的听着，这时终于让怒气爆发。亚历山德尔为了不让声音被士兵压过，也提高了自己的音量：

「为何不节省下各位的声音？各位的吼声不该向着各位的最高指挥官，而是该用在战场上。战士的吼声应该留给日耳曼、萨尔马提亚或者波斯等敌人，而不是朝向发放粮饷、保障吃住，还把从敌人手上抢来的战利品与土地分配给诸位的皇帝。快停下各位如同威胁般的吼声。

朕说过要各位在战场上怒吼，还要各位知道一件尚未确定的措施。各位的行为已经低于官兵该有的尺度，若是一再做出连平民都不会有的，违反罗马法的举动，朕也只好命各位退伍。」

士兵听到这一段话，认为皇帝搬出退伍当武器，於是情绪更加恶化。不但怒吼连连，还把手上的武器比向皇帝。亚历山德尔更是抬高音量。

「放下各位拿剑的手。如果各位还有一点战士精神，就该想起各位的右手是留给敌人的。

朕一点也不畏惧各位的威胁。即使朕在这里遭杀害，朕不过是一个人罢了，但各位只怕躲不过元老院与全体罗马公民的愤怒与复仇。」

士兵还是没有打消怒气，於是二十四岁的皇帝大喊着：

「各位公民，放下武器，马上离开！」

士兵到了这时候才停止怒吼。不过他们没有因为让皇帝称为公民而后悔。所有人在放下武器，脱下士兵穿戴的短披风后，离开了广场。他们没有回到达弗奈营区，而是分散到大都市安提阿四处可见的客栈旅社里。

放下武器离开，代表军团就此解散。政府又花了一个月才把士兵送回达弗奈营区，让军团重新发挥功能。由于没有残存的记录，所以无法得知这是在何等妥协案下的结果，也不知道士兵的心境如何。只知道似乎有几个士兵以煽动抗议集会的罪名遭斩首。不管怎么说，总算这些士兵也将加入预计於第二年，亦即西元233年展开的波斯战役。





这两段故事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故事发生时，凯撒五十三岁，亚历山德尔二十四岁，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如同父子。不过这算不上障碍。亚历山大大帝带着数万大军东征时，也同样二十出头。

比起年龄问题，我们更该注意他们有无洞悉人性的能力。「公民」一词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所使用的对象是习於听到「战友」一词的人。凯撒的第十军团士兵打了八年的高卢战役，其后马上又卷入内战，与凯撒并肩作战了十三年，因此是无上的「战友」。在故事发生的时候，他们也已经与凯撒同甘共苦十年。正因为如此，才会明知违犯国法，还是愿意陪凯撒南渡卢比孔河。当他们听到凯撒把他们当外人看，称呼改为「公民」，自然会受到冲击。而凯撒也瞭解这种心理效应，因此特別演了一场戏。

相对地，亚历山德尔与第一、第三帕提加军团官兵的关系却正好相反，士兵从来没见过最高指挥官。如果以现代来打比方，亚历山德尔好像一个坐直升机出现在士兵面前的最高指挥官。而且指挥官在即将展开波斯战役的时候，不但没有激励士气、发放奖赏，反而马上抓人坐牢。的确，「道理」固然在皇帝这边。忽视长官的召集命令，当然该受惩处。不过并非什么事情都能依照「道理」施行。正所谓强盗也有三分理。第一与第三帕提加军团到现在还没有分发到常驻基地。一般而言，罗马军的常驻基地除了军营以外，还有剧场、赛场、圆形竞技场形式的竞技场等诸般设备。这是避免士兵过度出入近邻乡镇的措施，同时也代表军团基地生活还是有适度的休閒可享受。派驻在达弗奈的士兵可就享受不到这种环境。站在士兵的角度来说，除了前往北方十公里的安提阿以外別无选择，只不过他们享受过度了。

亚历山德尔训斥士兵的第一句话，却从「各位战友」开始。士兵聚集在此的目的，在于抗议同袍受到的惩处太严苛，听到这句话以后自然大感无趣，而且他们对皇帝登基十年来一直没分派军团基地一事也觉得不满。当然他们会觉得，今天才第一次碰面，皇帝凭什么厚著脸皮称大家战友。亦即，亚历山德尔在措词方面大为失败。领袖的重要资质之一，在于说服力。我们只能说，在发挥说服力时所需的修辞能力方面，亚历山德尔表现不佳。





历史事件是不会重演的，不过在历史事件中表露出的人类心理则会一再重现。从这段故事可以得知，如果缺乏洞悉人性的观察力，或者理解未知经历时所需的想像力与感性，则会把古人成功的案例演成失败的结局。

最后要提到的是战术方面的问题。如果要演戏，就必须迅速达成目的。凯撒就是判断局势无法以恳谈方式收拾，所以才采取表演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最不该犯的错误，就是花费太多时间。亚历山德尔的演说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冗长。也因为无法当场解决问题，事后才花了一个月来摆平士兵的不满。这还不能保证今后皇帝与士兵的关系会好转，我们只好把这段故事归类为失败案例。




第一战



罗马与新兴的波斯萨桑王朝正面冲突的战役，就在西元233年春天展开。以往罗马与帕提亚在美索不达米亚地方展开过无数次战役，如今换个对象，又成为战场。两国的领军司令分別为具有最高指挥官身分的国王与皇帝，因此兵力自然不少。罗马方面为六到七万，波斯方面则据说超过十万，不过双方都没留下详细数字记载。波斯方面在建国第七年就能动员这般庞大的兵力，只怕是因为背后有广大的腹地。而且还要加上波斯赌上民族尊严，声称要把西方势力赶入地中海里。

西元233年的波斯战役，对罗马来说是一场防卫作战。不知该说出乎意料，还是该说理当如此，总之罗马方面采取的是攻击战略。罗马方面兵分三路采夹击战术。分別为由幼发拉底河上游渡河攻进美索不达米亚的分队；由叙利亚沙漠向东进，渡过幼发拉底河中游攻打美索不达米亚的主力；以及从西南往上进击的部队。这个战略还不错。不过必须要有一贯的战略思想，并能灵活运用三支部队。最高指挥官亚历山德尔的工作，就在于参酌战况下令实现战略。





罗马帝国把环绕「地中海」（Mediterraneus）的土地都纳入版图，因此获得将其称为「内海」（mereinternum）的资格。波斯萨桑王朝则打算把罗马赶回西方，让罗马再也不能称地中海作内海。随着帕提亚王国灭亡，以强化幼发拉底河防线为政策，为了相邻的亚美尼亚王国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所属权开战的时代也跟著结束了。从此以后罗马帝国东方随时要与波斯萨桑王朝为敌。偏偏关于双方的第一场战争，亦即西元233年波斯战役的正确记录却没有流传下来。不知是一开始就没有记录，还是在后世失传了。波斯方面没有流传记录的原因很好推测，专制君主国家通常只记录打赢了的战争。而罗马方面没有留下大量记录，可能是这时候的罗马没有人发现这场战役代表了时代的变迁，至少亚历山德尔皇帝没有发现。如果他发现了这场战役的意义，就不会以这种形式结束战役了。

在此将西元233年罗马与波斯的第一场战争的已知资讯条列如下：

一、由于双方战斗损耗都十分严重，因此不分胜负，战役以双方回到出发地点作结束。既没有媾和，也没有为和谈缔结停战协定。

二、罗马方面没有表明自身的详细损害数字，不过其中似乎有个规模约一千人至两千人的部队完全覆灭。

三、罗马收复了十五年前马克利努斯与帕提亚媾和时失去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今日的叙利亚境内，位于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大河之间的地区）。第一与第三帕提加军团重新获得了常驻基地。

四、罗马的官方声明表示这场战役获得胜利。如果这是事实，在优势下妨碍波斯萨桑王朝进击的最佳策略，就是攻下波斯主要都市密集的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地区，亦即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大河最为接近的地带。战役结束时夏天还未到来，因此罗马方面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追击。可是亚历山德尔皇帝却以过冬为由撤军。如果他预备在第二年重新推展战役，大可学卡拉卡拉皇帝在战线附近过冬。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只把第一、第三帕提加军团留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将其他部队撤回幼发拉底河以西，本人则为了举行凯旋仪式而回到首都罗马。皇帝向元老院提出战胜报告的时间为这年的9月25日。从美索不达米亚与罗马之间的距离来推算，唯一的结论是他确认双方打成平手后才向西撤军。

根据《皇帝传》的叙述，9月25日那天，二十五岁的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皇帝向挤满议场的元老院议员做了下列战胜报告：






「各位元老院议员，吾等已经战胜了波斯。要证明此事，应该不需太多言辞。只需列举事实，就能让各位瞭解。




敌方以七百头战象带头冲锋。这群战象上设置以皮带固定的高塔。塔上的弓箭兵一边射击一边向我方进攻。我方的士兵毫不畏惧、勇猛进击，杀死了其中两百头，俘获三十头。俘获的三十头战象中，有十八头运回罗马以便举行凯旋仪式。




紧接着战象之后，敌方投入了一千八百台战车。这些战车均为东方形式，四轮外侧设置有镰刀。我方成功地以杀死战马的方式，使其中两百台失去战力。这两百台战车原本可当成战利品带回国内，不过有的受损严重，其他的则粗制滥造没有带回国的价值，因此弃置在战场上。




在十二万名波斯军人中，我方成功击破敌方主力一万名重骑兵。此外还击溃、俘虏许多波斯步兵。由于俘虏人数众多，在分发给官兵当奴隸之后，多余的则送入奴隸市场，并将其利润归入国库。




我军成功地收复了长年不得踏入的两河地区，这是值得特別记载的战果。




吾等击退了波斯军，迫使亚尔达西尔王败逃。这个国王一手掌握地位与权力，可见是个强力的君主。然而波斯人亲眼看到自身所畏惧臣服的君王不顾一切，逃回首都格帖丝皇的模样。国王疯狂策马逃亡的路线，也是古早前吾等的军旗被人当成战利品拖曳而行的路线（此指西元前53年克拉苏全军覆灭一事）。如今波斯的军旗在吾等手中，让我军拖回罗马。




各位元老院议员，以上是我军的所有成就。相信不必再以言辞多加说明。各位剩下的工作，是表决本次战胜是否值得向诸神表示感谢，以及为表达感谢举办能让诸神满意的凯旋仪式。」



当皇帝结束报告之后，元老院议员起立向他齐声呼喊：


「亚历山德尔·奥古斯都，愿诸神长久加护您！」



亚历山德尔走出元老院议场后，又受到聚集在罗马广场上的群众欢呼：


「我们期待您战胜日耳曼人！」




「无论与任何人作战，您都将会获胜！」




「只有胜利者才能如手足般驱使军队！」



SP 《皇帝传》的亚历山德尔一章的作者生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已经在这段故事百年后。叙述历史的人面对史料时往往不敢过度解释，他也不例外。在记述亚历山德尔皇帝与波斯战役的相关事项之后，这个人追加了下列感想：


「上述记载是由作者从罗马公文书库收藏的官方记录与编年史节录所得，并不表示没有反对意见。其中有些人表示罗马与波斯间的第一场战斗实情，是亚历山德尔皇帝为避免败战结局，在局势明朗前就发出撤退命令。」



如果参考各项官方、非官方记录的话就能得知，在当时这还是少数意见。史学家荷洛迪亚不但表达了与当时舆论相反的意见，其叙述内容更是极端：


「亚历山德尔皇帝带去进行波斯战役的士兵里，有许多是因寒冷、饥饿与疾病而丧生的。」







荷洛迪亚是於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在世时出生于叙利亚行省的希腊人。从西元192年起，他在首都罗马居住了十二年。他前往首都的目的是接受高等教育。至於离开学校后的就业情况则不明，只知道不是任教就是从事公职。总之他在西元204年后回到叙利亚，於罗马帝国东方大城，也是他的故乡安提阿定居。这个人会被称为史学家的原因，在于他写下一本叫作《马库斯·奥理略皇帝死后的罗马帝国史》的书，记载从西元180年到238年之间的历史。这本书全长八卷，算不上长篇大作。在内容方面，虽然对史实调查详尽，但叙述平实无奇，也缺乏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因此可读性不佳，后世的人也遗忘了这本书的存在。不过这是当代人的证言之一，而且作者出身东方，熟悉地理条件，因此值得现代人参考。

尽管这是当代人於现场留下的证言，也未必可以完全采信。姑且不论现代的实况转播记者水準如何，人们或多或少总会相信自己听到的消息才是千真万确。叙利亚行省省都安提阿在西元233年波斯战役时，是罗马军方的后勤基地。在安提阿打听到的消息与其说是战役的客观事实，不如说是参战士兵的意见。在一次胜负未分的会战之后，明明季节还适合作战，皇帝却发出撤退命令，自然有许多官兵为此大感不满。





话又说回来，西元233年的波斯战役里，罗马方面的确是在没落败但也没有取得明确胜利的状况下草率撤军。这不必依赖现场证人出面，光分析亚历山德尔皇帝在元老院的报告就可得知。

在七百头战象中，罗马军方击杀两百头，俘获三十头，表示波斯方面还有四百七十头。古代的迦太基与波斯人把战象当成今日的战车使用。这些「战车」中只有三分之一遭罗马摧毁。

对付「东方」常用的镰刀轮马车时，一千八百台里面只有两百台遭摧毁，比例佔九分之一。

罗马军方表示他们击溃十万以上的步兵，且俘获其半数以上，可是东方的步兵与罗马的重步兵地位不同。罗马军方以重步兵作为主力，东方君主国家的步兵却都是强制征召来的农民兵，只能当成辅助战力。不管击垮多少步兵，对战局的影响都不大。实际上，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根本不管对方的辅助战力数量有多少。他亲自带兵冲锋时，往往以如何迅速击倒对方主要战力为目标。

波斯的主要战力是人马皆由重装防护的重骑兵。亚历山德尔表示他击溃了一万名重骑兵。要让人马都加上武装需要庞大费用，而且持重装战斗需要经过长期训练。不论东方君主有多喜欢率领大军出征，也无法凑到数万名重骑兵。击溃万名重骑兵的战果，应该可以视为击倒大多数的敌军主力。与波斯间的第一次作战能够称为胜仗，原因也在这里。而波斯王会朝首都逃逸，只怕也是因为看到主力部队的惨状。





罗马能够达成这项战果，是因为当时罗马军团兵还能发挥主要战力的功能。而且能让战局发展到使重步兵与重骑兵冲突，让双方主要战力相互对决。

骑兵，尤其重骑兵，必须在部队与敌人有相当距离时，才能发挥令敌人畏惧的冲击力。如果骑兵不能获得从起步到全速冲锋所需的距离，尽管波斯骑兵的重装备有如中世骑士，其攻击力也会极端低落。在不能自由活动的场地上，骑兵会失去应有的功效。因为携带了重装备，一旦遭到步兵接近并包围后，更是难以躲避其攻击。

西元前48年凯撒与庞培进行法尔沙拉斯会战时，凯撒采用的就是这种战术。西元233年罗马与波斯作战时，也可能采用包围并孤立敌军骑兵，使其失去行动自由后进行歼灭的战术。史料记录中表示，在罗马与波斯间的第一次战斗中，重步兵发挥了极大功效。可见这段时期的罗马人还是采用传统的作战方式。人在彻头彻尾照着适於自己的方法行事时，才能有效发挥自身的力量。

亚历山德尔皇帝在元老院的报告中，虽然没有说出全盘事实，但至少没有说谎。

一来他的确达成击退入侵波斯军队的初期目标。二则击溃敌军主要战力，这点值得赞赏。事实上，接下来二十年里面，波斯萨桑王朝一直无力入侵罗马。第三项功绩则是他收复了十五年前失去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让这个地区保持罗马行省地位，也就是让罗马帝国能够从西北与西侧双方牵制波斯萨桑王朝。

简而言之，亚历山德尔在波斯战役中的表现值得获取正面评价。不幸的是这场胜仗获得了过高的评价。而且元老院与一般公民都认定只要他领兵作战，不管对象是波斯人或日耳曼人都一样会获胜，这可能会对二十五岁的皇帝造成压力。第二年，西元234年一到，罗马帝国的两大主权者「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一致同意把亚历山德尔送到莱茵河前线建功，这件事情却要了年轻皇帝的命。




日耳曼政策



有人认为蛮族罗马化是罗马帝国衰退的原因，但笔者不能认同。蛮族罗马化的现象，在罗马人口中称为文明化。具体而言，是让异族独立居住在罗马帝国防线外，亦即支配范围外侧，同时又与防线内的罗马人在许多方面有往来。尤其罗马让异族带着物产进入罗马境内的市场出售，并得以采购所需物资，使异族虽然被隔离在防线外，内外居民接触却出乎意料地频繁。历任皇帝也奖励这项措施，因为人一旦有能够失去的东西，就不容易铤而走险。罗马领导阶层唯一随时留意的地方，在于不让这些罗马化的异族聚集发起统一行动。而罗马人将这类异族称为「近蛮族」。虽然是假想敌，但对于这些人并没有随时敌对的意识。这些「近蛮族」与罗马人之间至少维持著一定程度的良好关系。





在上一册里，笔者曾经叙述过。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的时代里，罗马人面对的「时代变迁」，是以往统称为「蛮族」的异族，开始分为「远蛮族」与「近蛮族」。「近蛮族」就居住在罗马的防线外。而相对地「远蛮族」则是发源自现代的斯堪地那维亚、德国东北、波兰、甚至俄罗斯的民族与部族。这些人每当人口增加后，就好像暴涨的河水往低处流一样，有的部落往南迁徙，有的则取道西南。而且他们不会朝无人的地方前进，无人的土地代表人们在此难以维持生计。如果一块土地能够生产足供吃穿的物资，那自然会有人居住。如果脑袋里想得到开垦无人荒地定居的主意，这些人也就不会让人称为蛮族了。所谓蛮族，意为在一开始只想要迅速达成目的的人。既然只有这种想法，当这些人发现迁徙的目的地已经有人居住时，只有两种对应法。一是攻击对方将其收为奴隸，二是攻击对方使其投降，借此吞并。在西元二世纪后半，罗马的防线外正在产生这类变化。马库斯·奥理略皇帝会苦於北方蛮族入侵，也是因为这种转变在他任内浮上台面。不愿让「远蛮族」奴役或吸收的「近蛮族」侵入罗马领地，弱小部族甚至向罗马帝国申请移民的史实，也是这个现象表面化的佐证。异族入侵的问题由来已久，甚至可说罗马的历史就等于击退蛮族的历史。不过随着时代变化，实情也有所不同。





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为莱茵河与多瑙河。这里在卡拉卡拉皇帝逝世后还能维持十五年的和平，是因为卡拉卡拉生前跨越防线积极出兵，使得蛮族在损耗之余无法轻易入侵罗马境内。不过十五年的和平原因还不仅如此，恐怕「远蛮族」在防线外压制、兼并「近蛮族」的动态也是原因之一。当十五年后蛮族重新入侵罗马，代表部族间的合并已经告一段落，这些人的眼光开始往西、往南观察，而且突破莱茵河防线闯入西边的高卢地区。要迅速达成目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掠夺，也只有罗马帝国的领地具有掠夺价值。

基於上述原因，罗马帝国到了西元三世纪同样要为了入侵的蛮族伤脑筋。而且有趣的是，西元三世纪的罗马人不再称呼「近蛮族」与「远蛮族」，用词又恢复到马库斯·奥理略时代前的「蛮族」。可是其中代表的意义，已经不是马库斯·奥理略时代前，在某些方面罗马化、与罗马人共存的「蛮族」。各位读者大可认为与罗马从未接触，因此没有罗马化的「远蛮族」取代了「近蛮族」，成为莱茵河与多瑙河对岸的居民。简单来说，到了这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的衰退更为迅速，其主要原因之一不在罗马化的蛮族，而在未曾罗马化的蛮族上。二十五岁的亚历山德尔皇帝要面对的，也正是这些百分之百的蛮族。

据说御驾亲征时，元老院议员与公民代表从首都罗马送行了一百罗马里。将罗马里换算成公里，则这些人送行了将近一百五十公里。由此可见全体国民对亚历山德尔抱持多大的期待，这次年轻的皇帝势必要带着完全胜利归来不可。




莱茵河畔



罗马时代的莫根提亚奎姆为现代德国的梅因兹。这个地方原本是凯尔特人的村落，罗马人在此地设置军团基地后使得村子变成都市。这个村落位于缅恩河汇流入莱茵河的地点旁，河流宽度相对较窄，因此罗马人很早就发觉此地适於作为前线基地。到了今日，在梅因兹还能找到许多罗马时代的遗迹。原因在于这是最早军事基地化的地方，而且规模庞大。从开国皇帝的时代起的一百五十年间，梅因兹基地与其他基地不同，随时都派驻有两个军团。当二世纪中叶多瑙河防线的重要程度提升后，派驻的军团数量减为一个。不过罗马军方整顿了道路，只要有任何战略需要，莱茵河下游的波昂与上游的史特拉斯堡随时可以派出部队驰援。顺带一提，在罗马帝国灭亡一千年后，发明活字印刷技术的古登堡也诞生在梅因兹。

罗马时代的科隆也同样是重要的军事据点。当罗马人面对河流兴建基地时，通常会在对岸设置小型据点。由于小型据点的监视性质高于防卫，因此会在据点与基地之间设置桥梁。不过当敌军来袭时，桥梁必须拆毁，因此不会修筑长期性的桥梁。只是把小船并排，於上方铺设厚木板而已。这种桥梁可以允许步兵、骑兵渡河。只有罗马军方在大军渡河时，会像凯撒一样修筑具规模的木造桥梁，或者平行铺设多道舟桥。虽然没有残存的记录，不过能肯定的是亚历山德尔到达梅因兹时，曾下令修筑上述两种桥梁之一。莱茵河前线官兵迎接皇帝御驾，整个防区为了久违多年的战斗而士气高昂。在莱茵河上修筑足供大军渡河的桥梁，代表即将渡过莱茵河攻入敌军领地。

除了常驻於梅因兹的第二十二普利米捷尼亚军团之外，由波昂派来的第一米内华军团、由史特拉斯堡派来的第八奥古斯塔军团也在阳光下顶著耀眼的银鹫军团旗到来。虽说梅因兹比当时仅是个小据点的法兰克福要更加都市化，整个营区还是让士兵给塞满了。更何况这时唯一驻军在义大利境内的第二帕提加军团也正受命北上。从总督、军团长到每个士兵都认为，罗马正在聚集兵力，不久后就要对外开战。只有他们的总司令亚历山德尔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皇帝可能是想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是这个历练不足的二十六岁小伙子，就算不择手段，也只是在伦理道德方面不择手段，还不知道要如何选择有效达成目的的方法。

这算是他个性上的缺陷吧，面对紧要关头时，说好听点叫作谨慎，说难听点就是胆小。在波斯战役时，他原本有条件派兵往敌国首都格帖丝皇追击逃窜中的波斯王，却放弃大好时机。一年后的日耳曼战役时，同样的倾向又萌芽了。

罗马军以梅因兹为前线基地，在西元234年冬季到来前就完成了作战準备。接下来只要在罗马境内等待严酷的北欧冬季过去，春天一到就大举渡过莱茵河攻击即可。可是在这年冬天，皇帝却开始与日耳曼人展开外交谈判。也许他认为罗马的目的在防止日耳曼部族闯入罗马境内，只要能达到目的，采用经济手段替代军事也无妨。皇帝向日耳曼人提出经济援助案，希望借此解决罗马人眼中的日耳曼问题。

这个方案对罗马皇帝来说，不算新鲜事，在五贤君时代里也经常采用。问题是以往面对的是逐渐理解罗马化好处的「近蛮族」。





罗马方面提出的经济援助，可以分为现金、技术支援、开放市场三大类。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让「近蛮族」的生活基础由狩猎转化为农耕。只要生活以农耕为主，自然会定居一处。即使以后双方翻脸，定居一处的对手总比行踪飘忽的敌人好应付。而且生活水準提升之后，人的心态也会趋於保守。凯撒在征服高卢之后，也把高卢人从狩猎民族转化成农耕民族。高卢人在定居之后生活日渐丰裕，也就失去了入侵义大利的想法。这是高卢人罗马化程度胜于其他民族的源由所在，也证明在古代，农耕要比狩猎适於持久提升生活水準。

五贤君时代的罗马正值帝政时期的鼎盛期。与高度成长期的凯撒时代不同的是，帝国再也不以扩大领土为基本政策。除了图拉真皇帝征服达其亚（今日的罗马尼亚）一事以外，罗马人一直享受著稳定成长期的生活。这并不表示罗马人认为住在防线外的蛮族不是罗马人，所以过什么样的日子都无所谓。如果这些可能成为敌人的部族生活稳定，也就等于加强了防线的威力。历任皇帝施行的「经济援助」，就是以稳定外族生活为目的，且获得成功。

「近蛮族」的罗马化政策并非出于人道思想，而是罗马国防政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是罗马诸般国防体系的一个环节，多年来能获得成效，在于这是以罗马强大军事力量为背景的和平政策。接受罗马皇帝「经济支援」的外族可不会认为这代表罗马人没胆子开战。





事隔一个世纪之后，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皇帝也想推动在形式上完全相同的政策。可能这项政策，是他在藏书完整的公文书库里边阅览参考来的。只不过他没发现记录中的时代与现今的蛮族性质已经不同；不知道百年前的蛮族面对的是固若金汤、无法入侵的罗马防线，与现在的蛮族条件不同。西元三世纪的蛮族，是与罗马接触经验少、不关心农耕，满脑子只想着如何迅速掠夺的日耳曼人。这些人听到罗马方面提出经济援助提案时，只会认为这是罗马对日耳曼人不入侵罗马领地所提出的补偿。与只看过公文书库记录的亚历山德尔不同的是，莱茵河防线上的官兵长期对付日耳曼人，已经发现蛮族的性质有所变化。他们知道一旦送出经济援助，日耳曼人不会拿来开垦，只会用来吞并弱小部族或提升武器品质。





随着亚历山德尔的谈判进展，聚集在梅因兹一带的官兵对只顾著如何与蛮族交涉的皇帝也日渐不满。并非有人居中煽动，而是官兵心中自然地对亚历山德尔皇帝产生轻视的念头，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整个莱茵河防线的官兵开始反对皇帝。

西元235年3月，官兵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亚历山德尔当时停留在梅因兹附近的村落里，而这天有一群士兵冲进皇帝的帐篷中行凶。据说行凶的士兵在乱刀行刺的同时，嘴里怒喊着「这个没断奶的小鬼」。本次战役中太后由利亚·马梅亚与皇帝一同前往战线，遇刺时正待在旁边的帐篷内，因此也遭到杀害。不过亚历山德尔·谢维勒与太后的遗体还是让人运回首都，在举办符合皇帝、太后身分的葬礼后，入葬於哈德良灵庙。皇帝逝世时还未满二十七岁，在位期间却长达十三年。

这场暗杀皇帝的事件，事前没有经过缜密的计画，也没有动员大量士兵执行。不过在亚历山德尔遇刺后，停留在梅因兹附近的军队并没有因此动摇。原因在于军官与当时在科隆训练新兵的马克西谬斯将军连络，士兵也赞同由这名将军登基即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马克西谬斯与本次暗杀有关联。





接下来的五十年，在罗马史上称为军人皇帝时代。今后半个世纪，是由军团无视元老院的意愿，拱出自己的指挥官登基称帝，使得国家走向紊乱的时代。罗马帝国的衰退，通常被人归罪在这段军人皇帝层出不穷的时期。而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皇帝的统治能受到好评，也因为他不是出身行伍。

的确，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是一段前途茫茫的时代。不过笔者不认为原因在于军人出身的皇帝身上。卡拉卡拉与亚历山德尔·谢维勒并非行伍出身，而是文人皇帝，然而罗马衰亡的种子只怕是这两个人种下的。因为笔者抱持这项观点，所以一路详细探讨卡拉卡拉与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的事迹。笔者认为军人皇帝的出现，只是顺应西元三世纪时代需求的现象而已。

笔者甚至认为，光凭军人皇帝四个字来指责后任的皇帝，是以现代的文民统治（civilian control）观念批评古人，简直像是一种过敏现象。

虽说军人皇帝是应时代需求出现，毕竟军人出身也会产生缺点。甚至这些缺点又形成今后国家走向不定的原因。接下来会陆续讨论到与这点相关的问题。不过笔者要提醒的是，以现代观念指责古人有碍于学习历史。在学习历史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轻易的排斥古人的言行。顺带一提，各位可把罗马帝国的「文臣」简单归类为元老院出身；「武将」则是军团中历练出来的人才。

又顺带一提，有些人才同时是一流的文臣与武将，比方说朱利斯·凯撒就是最好的例子。到帝国中期为止，即使才能不如凯撒，历任皇帝中还是有不少人瞭解军事的重要性，熟练行军打仗的功夫。西元三世纪缺乏的正是这种人才。




第三章





西元二三五年~二六〇年






皇帝马克西谬斯·色雷克斯（西元235年~238年在位）



这名皇帝叫作盖乌斯·朱利斯·威勒斯·马克西谬斯，光听姓名仿佛与朱利斯·凯撒与马库斯·奥理略有血缘关系一样。值得同情的是，在罗马史上，「色雷斯人马克西谬斯」（Maximmus Tracus）这个称呼较为耳熟能详。因为这名皇帝出身色雷斯行省。

早在百年前，罗马帝国已经有行省出身的皇帝。不过当时的人却不会称皇帝为「西班牙人图拉真」或「西班牙人哈德良」。因为这两名皇帝出身於三百年前由出身义大利的退伍军团兵组成的殖民都市义大利加。这种殖民都市统称为“Colonia”。当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前已经具备帝国元老院议席，属于行省出身的菁英阶层。而且在治国期间也能不受出身地影响，贯彻为全国人民造福的罗马皇帝立场。

马克西谬斯虽然与这两名皇帝一样出身行省，但不属于本国或行省的菁英阶层，也与首都的统治阶层没有裙带关系，因为他的父亲只是个牧羊人。






色雷斯人马克西谬斯




色雷斯紧临多瑙河下游南岸的「远莫埃西亚行省」南边，是从多瑙河防线前往小亚细亚的必经之路，西边则紧临马其顿。除了面临地中海的南部地区外，整体属于多山地形，自古是有名的良马产地。亚历山大大帝是第一个活用骑兵的古代武将，在他东征时率领的正是色雷斯骑兵。






色雷斯及其周边




在色雷斯地区，牧羊人并非只养羊而已，同时还饲养牛只，更是盛行养马。即使地中海世界改由罗马人所统治，对色雷斯出产的马匹需求依旧不变。据说马克西谬斯在少年时期也协助父亲放牧。而在当时的色雷斯，牧童可不是拿着手杖，跟著牧羊犬潇洒度日，而是像美国西部牛仔一样背着武器骑在马上到处跑。虽说从小帮父亲放牧，马克西谬斯却没有打算继承父亲进入小规模畜牧业。才刚脱离少年时期，马克西谬斯马上就前往罗马军团志愿从军。由于色雷斯没有军团基地，马克西谬斯只好前往莫埃西亚入伍。马克西谬斯没有罗马公民权，没有资格应征军团兵，这是在卡拉卡拉向行省民大肆馈赠罗马公民权之前的事情了。

马克西谬斯应征的是向行省民开放门户的辅助兵。虽然他未满入伍下限十七岁，不过超乎十六岁少年的强健体格让负责选兵的队长留下印象，因此得以入伍。这个年轻人在说罗马军方通用的拉丁文时，满嘴色雷斯腔调，而且没教养又不懂礼貌，但为人大方坦率。好玩的是入伍第一年的菜鸟兵，竟然就在这年把自己推销给日后当上皇帝的谢维勒。





这一年，西元189年，对谢维勒来说系继长子卡拉卡拉之后，第二个儿子捷塔出生的年分。为了庆祝捷塔诞生，当谢维勒巡视各军团基地时，士兵会举办武术与体育竞赛。马克西谬斯当然卯足全力参赛，只不过他刚入伍又是辅助兵，只能参加列席的谢维勒不会注意的项目。在一路奋斗之下，马克西谬斯击垮了所有对手。

於是马克西谬斯走到谢维勒跟前，用不顺畅的拉丁文请愿。他表示跟新兵比赛没意思，想要找高阶的士兵比划比划。

谢维勒虽然没有动怒，但也不打算让他如愿。在罗马军团中，不论比赛或演习，都严格禁止高阶与低阶之间比试。罗马军的训练向来严格，当时俗话说罗马军演习与实战唯一差距在流血与否。即使在训练期间，大多数时间拿的还是正式的武器。为了避免低阶士兵借机公报私仇，罗马军规定训练与演习只能在同阶级的士兵间进行。

谢维勒打算在不违反军纪的情形下成全这个新兵。他准许这个色雷斯青年与军团酒保，亦即管理酒窖的士兵比赛。虽说是酒保，但同样是在前线基地服勤的士兵，因此同样有作战能力。

马克西谬斯同样连战连胜，最后一共击败十六名士兵，这时已经无人可与他比试。一个刚入伍的色雷斯新兵，竟然囊括了谢维勒为辅助兵準备的银手环、披风铁扣，及镶银扣环腰带等奖品。

连续击败十六人的战绩，使得这名色雷斯青年获得士兵好评。马克西谬斯不仅体格高大魁梧，为人又率直。大大的眼睛好似代表了他的个性，让人觉得容易相处。

两天以后，当谢维勒骑马巡视基地时，发现马克西谬斯与其他士兵在辅助兵宿舍外喧闹。谢维勒命令随行的大队长去教育这个野蛮的年轻人什么叫作罗马军的纪律。

不知当时大队长是如何训斥马克西谬斯的。总之当大队长把这个色雷斯青年带到谢维勒面前时，他仰望着马上的谢维勒低声下气地道歉。谢维勒没有回应，只说了这些话：「我现在要驱马快跑，你跟得上吗？」说完后立即拍马全力奔驰而出。

在每个军团的常驻基地里边，都会设置有训练骑兵用的马场。谢维勒绕着马场全速跑了几圈，还是没办法甩掉马后的色雷斯青年。於是谢维勒停下马匹，向这名新兵说：


「色雷斯人，在这场赛跑之后你还能搏斗（如同后世的摔角）吗？」



这个年轻人连大气都不喘一口，立刻回答没问题。由于这次的比试不使用武器，所以谢维勒挑选了公认为罗马军主力的军团兵参赛。而十六岁的色雷斯青年又连续击败了七个人。事后谢维勒任命这名新兵为主帅帐卫兵之一。色雷斯牧羊人的儿子，就这样展开了职业生涯。





西元211年，谢维勒於远征途中病逝在不列颠的约克郡，进入了卡拉卡拉治国的时代。这一年马克西谬斯三十八岁，据说已经晋升指挥八十名军团兵的百夫长。那么他应该已经取得罗马公民权，第二年西元212年发佈「安东尼奥勒令」时，没有受到升格公民的优惠。卡拉卡拉在位的六年里，马克西谬斯正值三十八到四十四岁，是一个男人生涯中的黄金时期。不过他的官阶一直维持在百夫长。因为他受士兵仰慕，战斗时又身先士卒，是绝佳的中队指挥官人选。不过他会这样任上层摆布，与他出身低下，父亲是色雷斯牧羊人应该也有点关系。尽管如此，马克西谬斯依旧对谢维勒一家忠心耿耿。

西元217年卡拉卡拉遇刺，由禁卫军团长官马克利努斯接任皇帝。官兵们猜想是马克利努斯在背后为刺杀行动穿针引线，可是这时正在对帕提亚作战。全体官兵只好承认在新皇帝之下作战，只有马克西谬斯不肯。他表示不愿在杀害恩人儿子的人底下作战，拒绝宣示效忠并辞官回到故乡色雷斯。这是军人绝对不能犯的抗命罪行，可是马克利努斯没有问罪。由于马克西谬斯受到士兵仰慕，新任皇帝正想讨好旗下官兵，不敢面对处分马克西谬斯造成的负面效果。

马克西谬斯回到色雷斯之后，拿出兵役期间的储蓄买了土地，转行经营农牧业。他的母亲据说出身哥德族的分支阿拉尼族。马克西谬斯每当有所收获，便透过母亲的关系把产品卖给哥德族。而哥德族此时定居在帝国北部防线多瑙河的北岸。他们也把马克西谬斯当成自己人看待。在多瑙河两岸之间，蛮族与罗马人的交易就这样顺利的起步。不过这种生活在一年后又结束了。因为马克利努斯遭杀害，之后由卡拉卡拉的外甥荷拉迦巴尔即位称帝。

这年四十五岁的「色雷斯人」访问正往首都赶路的新任皇帝。他想对皇帝表示，愿意与谢维勒皇帝在世时一样担任主帅帐的卫兵。因为他认为如果当年自己推掉升迁百夫长的机会，亦即如果继续担任主帅帐的卫兵，卡拉卡拉皇帝也就不会遭暗杀了。可是新任皇帝荷拉迦巴尔没有回应，却这样对他说话：


「听说你以前可以跟十六个、二十个，甚至三十个士兵打斗，而且面不改色。那你有没有办法跟一个女人连续玩上三十趟？」



马克西谬斯满脸不悅，一言不发地退出了皇帝面前。他实在不愿保护这种出言不逊的皇帝安全，打算直接回到故乡色雷斯。

想必是皇帝的外祖母由利亚·美沙劝告荷拉迦巴尔，认为马克西谬斯大名鼎鼎，全罗马官兵都认识，还是设法拉拢比较好。荷拉迦巴尔也接受劝告，任命马克西谬斯担任大队长。色雷斯人把生意兴旺的农牧业转让出手，成为指挥千名部下的大队长之后，又回到了前线勤务上。只不过他一点也不感谢皇帝升他为大队长。荷拉迦巴尔在位的四年内，马克西谬斯一直在躲避与皇帝碰面的机会。一般大队长阶层的军官，为了能顺利升迁军团长或行省总督，总会设法寻求与皇帝碰面的机会。而马克西谬斯每当有见面机会时，总是以公务繁忙或生病为由，打死都不肯回首都罗马。





西元222年，荷拉迦巴尔遇刺之后，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登基即位。五十岁的马克西谬斯听到消息后马上赶往罗马。年幼的皇帝热烈欢迎他，并任命这个具有大队长资格的色雷斯人负责训练新兵。

这项人事措施，应该是出自皇帝首席亲信乌庇亚努的主意。而这也是一项适才适用的好政策。在卡拉卡拉立法之后，行省民才得以应征军团兵。不过早在百年之前，罗马军已经开放军团吸收服勤基地附近的民众志愿入伍。也就是说，西元三世纪时，罗马军团成员已有过半为值勤地出身。既然情势如此，志愿兵之中也自然多半有所谓的蛮族血统。因为照常理来讲，国界附近的地区，无论国内外都会有民族混血的趋势。前来训练新兵的马克西谬斯体内就有哥德族分支的阿拉尼族血统。他身高体健有北方人的味道，晒太阳之后皮肤不会变黑而是发红，也是北方血统的证明。新兵自然会对「色雷斯人」马克西谬斯抱持好感。而马克西谬斯本人也高高兴兴地认真执行新兵训练任务。

马克西谬斯执行的训练，与现代美国陆战队的入伍训练颇为接近。不过他虽然严格但不严苛。他让士兵每四天进行一次全副武装，有如实战的剧烈演习；每天执行服装检查，严格检视头盔、铠甲、剑、枪、盾、短衣、军靴等项目。然而训练时的气氛与其说是长官命令下属，不如说是父亲在教育儿子。在打赤膊进行摔角时，马克西谬斯同样会脱掉衣服与士兵一起下场。而且尽管他已经年逾六旬，还是能一一击倒新兵。即使击倒六、七名新兵，还是可以听到他在场上大声喊着「下一个」。

有一天，一个与他同位阶的大队长对他说：

「马克西谬斯，跟还在受训的新兵比试，不管打赢多少人都不值得自豪。」

马克西谬斯回答说「那你能当我的对手吗？」

这个大队长也答应了，於是两人下场比试。马克西谬斯一掌拍中大队长的胸口，让对方倒地不起，过程简直像是空手道比赛。马克西谬斯也不扶对方起来，只大声喊着「下一个是谁？上前来。以大队长为限！」

既然相处过程如此，马克西谬斯自然会受到士兵拥戴。在官兵不满亚历山德尔皇帝的软骨头外交政策，打倒皇帝之后，拱出来接替的正是马克西谬斯。这时「色雷斯人」六十二岁。他没担任过军团长，也没当过行省总督。当然，他也不具备元老院议席。




实力与正统性



元老院面对既成事实，只好追认其正当性。马克西谬斯因此顺利取得元老院的即位承认。不过罗马帝国的既成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元老院议员在私底下藐视新皇帝为「半蛮族」。每个议员心中都不希望新任皇帝出现在首都罗马。

而马克西谬斯不是既有的权贵阶层，也不是「新入门」，亦即新的权贵阶级，心中或多或少有些自卑。他下令从官方记录中，删除他父亲那一听就知道不是拉丁人或希腊人，而是巴尔干半岛贱民的姓名。同时也删除他母亲那令罗马人更听不习惯的姓名。至於他本人，尽管已经要承担整个帝国统治工作，还是不愿前往首都罗马。





受人仰慕是一种实力，然而光靠实力还不足以将地位正当化。要将地位正当化，除了实力以外还需要正统性辅助。世袭制度能够一直延续，就是因为可以在不及表露实力之前，让大众瞭解正统性。叙利亚的太阳神神官荷拉迦巴尔会被拥上皇位，只因为他是卡拉卡拉的外甥。五贤君之中，除了马库斯·奥理略以外，在看上有实力的人物，决定选其为继承人时，都会先收对方为养子。这是因为皇帝的「儿子」身分可以保障正统性。

罗马是个多神教社会，不是一神教社会。在一神教之下，正统性是由神明指定。而在多神教社会，正统性是要由众人公认。即使是拥有正统性的统治者，也必须以能让众人接受的方式展现实力。相对地，依靠实力爬上高位的人，必须不断地累积成果，证明自己的确有正统性占据现有的高位。如果疏忽了这项工作，即使是前任皇帝的儿子一样会惹上杀身之祸。皇帝为终身职，在这个制度下，只有杀害皇帝才能表达对皇帝的不信任。





「色雷斯人马克西谬斯」似乎瞭解自己没有足以将皇位正当化的业绩与正统性。在业绩方面，他只是个训练新兵的一流人才，没有发挥过对外的战功。

因此马克西谬斯决定暂时不前往首都，先设法赢取战功。对他来说，这称不上是牺牲。马克西谬斯苦於不知如何应付元老院，只要能把前往议会的行程往后拖延，不管与日耳曼人之间的战斗有多激烈都无所谓。因为他有十足把握，士兵会愿意跟著自己作战。





在西元235年亚历山德尔皇帝遇刺不久后，由带队冲锋的新皇帝领头，罗马军在各处积极对抗日耳曼人。跨越莱茵河深入敌境五十公里的事已经不希罕。马克西谬斯带领的部队甚至进军到后世称为威斯特伐利亚的地区，与迎击的日耳曼人激战。从战略上来说，不是追击入侵高卢烧杀掳掠的蛮族，而是攻击蛮族根据地，逼对方放弃入侵高卢，是项正确的决策。也因此每个战线都能取得优良战果。每当获得战果，马克西谬斯都会送报告书到元老院，例如：


「各位元老院议员，不知道要用什么话，才能告诉各位罗马军的士兵做了什么事。我们穿过防线深入敌境四十到五十罗马里（换算后约等于六十到七十五公里），看到日耳曼人的聚落就放火，抢夺家畜、杀死士兵，把女人小孩抓来当俘虏。




妨碍我军前进的不是日耳曼人而是沼泽。要不是这片溼地阻挡，我军应该可攻进有名的日耳曼森林。」



当战线从莱茵河推移到「日耳曼长城」之后，这项有如焦土作战的战术依旧没有改变。皇帝得意洋洋地向元老院如此报告：


「各位元老院议员，即位至今的时间这么短，我却有把握作战的次数比起每个前任皇帝都多得多。而且我连战连胜。我拿到了可以让每个罗马人都吓一跳的大批战利品。我军抓到的日耳曼俘虏众多，如果要全数送回首都，只怕连首都这么大的都市都无法容纳。」



接下来皇帝请元老院把罗马军获胜的场面绘成版画，放在市中心的回廊上。





罗马军难得有辉煌战果，元老院本来应该是一片欢喜。可是台下的议员却苦著脸听皇帝的战胜报告。议员在听到由他们藐称为「半蛮族」的皇帝意外获胜时，自然不大高兴。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每当听到马克西谬斯的报告时，这些既有的权势集团实在难以忍受内容的低俗，哀怨自己竟然要屈居这种人之下。

简洁是好事，率直也不坏。可是文章在简洁率直之余，还是可以保持品味的。如果文章有品味，即使内容一样，给人带来的感受可不同，将转化成使人听从的力量。马克西谬斯可能是基於自卑感，不愿意在身边安排教育程度高的部下。皇帝身边原本该有祕书官或为其代笔的书记官。可是在亚历山德尔时代就职，擅长文书的宫廷官僚，到了马克西谬斯时代全遭到疏远。也许马克西谬斯认为只要把他说的话直接记述下来就好吧。可是马克西谬斯没有朱利斯·凯撒那种脱口成章，流传后世的文才。





元老院议员前后共听了三年皇帝的俗气报告。换句话说「色雷斯人」打了三年胜仗。到了即位的第三年，西元238年时，马克西谬斯皇帝把前线本部迁移到西尔谬姆。既然他以主动出击战略重新确立莱茵河防线与「日耳曼长城」的防卫功能，下一条战线自然会是多瑙河中游。同一个时代的史学家荷洛迪亚这样写著:


「如果诸神多给他几年人生，想必莱茵河、日耳曼长城以及多瑙河等帝国北方命脉将会平稳化吧。」



罗马人口中的平稳化，意为祖国罗马获得和平，因此原文作“pacificatio”。罗马人若想要享受和平生活，在西元前一世纪必须以武力压制高卢人，在西元二世纪则是要以军事力量抵制日耳曼人。正因如此，「罗马和平」才会是由罗马人营造，为罗马人提出贡献的和平。只不过因和平（pax）获得利益的人，包括欧洲、中东、北非的全体民众。

马克西谬斯在位时尽心尽力，使得罗马帝国北方防线得以「平稳化」。可是扯他后腿的也是罗马人。事情的开端，在北非行省的地区抗议运动。





朱利斯·凯撒在执政官时期成立的「农地法」，从某个角度来说可说是保护中小自耕农的政策。这项法律到帝政时期由后人继承，因此义大利本国传统上重视保障中小农庄优于大型农庄。对于格拉古兄弟与朱利斯·凯撒等以民众为权势基础的政治人物来说，保障握有投票权的中小农民，当然是重要的政策。到了帝政时期以后，皇帝随时要应付自认为是皇帝监督机构的元老院，包括自耕农在内的中坚阶层同样还是皇帝的民意基础。因此有皇帝在义大利推动自耕农利息优惠政策。

到了罗马人征服并行省化的地方，局势就不同了。这些地方在受罗马人征服之前，已经习於使用众多奴隸的大规模农庄制度。在进入罗马帝国版图之后，还是承袭以往的制度。一则罗马人统治外族的方式向来随机应变，二则行省的农民为行省民，不具备罗马公民身分，所以对皇帝来说，称不上「主权者」。

大规模农庄制度尤其以北非最为盛行。主要原因如下：

一、与有山丘起伏的义大利半岛相较，北非地区在布尼克战役由迦太基掌控。除了地形上的差异外，迦太基人在农庄经营效率上要比罗马人先进。因此当地人适应大农庄制度的程度要超过中小农庄。

二、现代人很难想像，古代的北非地区与埃及同样是大型农产地区，具有为义大利本国提供主食小麦需求量之三分之一的能力。除了小麦以外，本地还出口多种农产品。既然像义大利本国这样一个具大量需求的市场就在旁边，提供货源的北非地区也相对地会注重提高生产效率。






北非地图




现今还留在北非一带的遗迹，足以透露出罗马时代的本地经济力量有多强大。一旦经济力量强大，也当然会影响到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地位。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的恩师佛伦多就是出身北非。马库斯·奥理略选为女婿的优秀武将里，有好几名也是北非出身的。后来北非行省又出现了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皇帝。而足以把这些人才送进中央的基础，正是北非的大型农庄。西元238年群起抗议的，也是属于这个阶层的人。由于起身抗议的是北非真正的权势阶层，所以这个从帝国整体来看属于地方问题的事件才会影响到全国。





罗马时期的「亚非利加行省」相当於现代的突尼西亚，省都位于迦太基市。由迦太基向东南走约两百公里处，为提司铎尔斯（今日的爱尔洁姆）市。这个地方至今还留有圆形竞技场等许多罗马时代的遗迹，足以证明这是罗马时代以周边农地为中心繁荣发展的都市。

事情刚开始时，是农庄主对从迦太基前来此处收稅的皇帝财务官爆发不满。这个财务官似乎是个死板的官吏，不顾实际收获量直接课征暂时特別稅。而且他声称是受到正在北方战线作战的马克西谬斯皇帝命令，没有商量余地。这项行为引发大型农庄主爆发不满。其中年轻的农庄主更是情绪激动，在扭打之际不慎击杀财务官。原本只是一场对征稅表示不满的示威抗议，顿时转变成对公权力的挑战。年轻的农庄主让庄园里的农民拿起武器，带领农民前往省都迦太基。他们準备向行省总督直接抗议财务官的征稅过度严苛，因为现任总督葛尔迪亚努士向来体谅民心。

当农庄主到迦太基的总督官邸会谈时，话题却往意外的方向发展。这些年轻的农庄主竟然请求总督接受推举登基。




元老院反击



亚非利加行省总督葛尔迪亚努士颇受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皇帝信任（有流传书信佐证），五年前由皇帝派遣至北非就任总督。






葛尔迪亚努士一世









葛尔迪亚努士二世




在事情发生时，已经是八十高龄。而这个人在各方面都足以代表西元三世纪罗马社会的既有权势集团：





第一点在于家世显赫。葛尔迪亚努士的父亲出身从共和时期流传下来的世家，四百年来一直在元老院拥有议席；母亲有图拉真皇帝的血统，同样出身元老院世家；妻子是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的外曾孙女。他有一子一女，儿子葛尔迪亚努士二世未婚，与父亲一同前往迦太基赴任。女儿嫁给朱利斯·凯撒的亲信，西班牙出身的巴尔布斯后裔，给葛尔迪亚努士生了一名现年十三岁的外孙。

在既有权势集团的另一个条件财力方面，葛尔迪亚努士家族更是超出同事许多。葛尔迪亚努士家在罗马七座山丘之一柴利欧丘上的宅院，原本是由「伟大的庞培」所兴建。庞培出身於义大利中部的大地主家庭，本人在世时宅院已经以豪华闻名。当庞培败给凯撒之后，凯撒的副官马尔克斯·安东尼把庞培的宅院买下当个人住宅。而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联手对抗屋大维，在埃及失败身亡之后，宅院由安东尼的遗孤继承。宅院几百年来陆续转手，到了五贤君时代由葛尔迪亚努士的家族所买下。不知是一再改建改装的结果，还是正好与罗马帝国的鼎盛期重叠，罗马市区内的这座宅院以豪华闻名於整个西元二世纪。同一座山丘上的马库斯·奥理略皇帝老家在这方面就差得远了。

不过，真正象征葛尔迪亚努士家族财富的，还不是这座宅院。而是兴建于离罗马市中心东方五公里处，普雷内斯提纳大道与卡西利纳大道交叉口附近的別墅。

兴建于郊区的別墅，条件与土地有限的市区不同。随财力所及，建地要多宽阔就多宽阔。最能代表财力的，就是四方由圆柱回廊环绕的中庭了。葛尔迪亚努士別墅中庭四周的回廊上共有两百根大理石柱。这两百根石柱，又分希腊产的白线条纹柱、埃及产的红柱、努米底亚产的黄柱、小亚细亚产的白底灰斑点柱等四种。四种柱子交互穿插，矗立在中庭周边的回廊上。在罗马时代，大理石柱也是衡量资产的标準之一。从这两百根大理石柱的美丽外形与运输费用可以断定，所有的柱子都是比义大利产品昂贵的进口石柱。色泽变化丰富的大理石会比白大理石昂贵的原因，在于义大利境内只有出产优质的白色大理石。甚至有人说，要分辨帝政初期西元一世纪的建筑物，与二世纪帝政中期的建筑物差异，只要看是以白大理石或彩色大理石为主要建材就好。又有人说，葛尔迪亚努士別墅的回廊就象征著帝国的财富。

顺带一提，当时令人眼睛一亮的葛尔迪亚努士別墅圆柱，在历经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已经给某些红衣主教搬走，没有留存到现代。葛尔迪亚努士別墅所在地区，到一千七百年后的现代还让人称呼为「拨尔迦达·葛尔迪亚尼」。义大利文里的「拨尔迦达」意为「新市镇」。自然形成的新市镇往往容易沦为低收入地区，这个地方也不例外。话说回来，罗马郊区在古代固然是富翁修建豪华別墅的地区，如今却绝大多数与「葛尔迪亚努士新市镇」有同样遭遇。





葛尔迪亚努士绝对想像不到，他的家族名号可以流传到一千七百年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受人意外推举称帝的葛尔迪亚努士，是个标準的西元三世纪罗马元老院议员。三世纪时的罗马上流阶层已经渐渐不重视子弟的军事经验，葛尔迪亚努士也从未有前线经验。不过既然出身元老院阶层，他也与其他议员一样，经历过相当程度的「荣誉职涯」无给职公务员生活。葛尔迪亚努士经历过会计监察官、法务官、执政官等职位，到他以「前执政官」头衔获派为行省总督为止，生涯一帆风顺。

葛尔迪亚努士生于优渥环境，忠于社会义务。曾将私人书斋的六万卷藏书公开作为公共图书馆，热心於赞助诗人、艺术家，本人也热衷於作诗。目前虽然失传，但葛尔迪亚努士曾著作一部长达三十卷，叙述安东尼奥·派阿斯与马库斯·奥理略两位皇帝时代的史诗。其个人言行稳健。简单来说，是个心态想法都留在西元二世纪，典型的三世纪前半帝国既有权势集团成员。

像这样的人物，连受人推举登基都要问问元老院的意见。西元238年6月26日，就在元老院议场上，该年度的执政官朱利斯·西拉努斯当众宣读亚非利加行省总督葛尔迪亚努士寄来的书信：


「各位元老院议员，亚非利加行省下个世代的青年梁柱推举在下登基。在下已届风烛残年，不大愿意接手。但又认为在如此困难时局中担纲重责，也是吾等的义务所在。愿将一切决定委由诸位，登基与否全看元老院决议裁夺。」







向来厌恶「色雷斯人」的元老院马上抓紧了机会，当信件一宣读完毕，议场立刻爆发了热潮。情绪激动的议员站起身子，高声呼喊着：


「葛尔迪亚努士·奥古斯都！愿诸神守护您。您一定能稳健地统治帝国。」




「我们终于得救了。葛尔迪亚努士拯救了帝国。我们要感谢他决心救出身陷野蛮的帝国。」



执政官兼议长出声制止议员的吶喊说：


「各位议员，我们必须决定如何处置马克西谬斯。」




「敌人，公敌。我们应宣告他是国家公敌。」




「杀死他的人有赏。」



执政官又询问道：


「留在马克西谬斯身边的人应如何处置？」




「同样是公敌。杀死这些人的人也可以获得奖赏。」



於是元老院一致通过下列的议案：


「国家公敌应如同奴隸般受十字架刑。无论逃窜何处，元老院的敌人都将受到追击，直至消灭最后一人为止。」



第二天一大早，带着下列公告的使者便策马往全国各地疾驰:


「元老院及罗马公民通告行省总督、军团长、军团官兵及各地方都市议会等公共机构相关人员：立刻集结於为从野蛮人手中解救帝国而起的葛尔迪亚努士皇帝麾下。




葛尔迪亚努士受诸神加护就任皇帝，由于其人格完美，且长年担任元老院议员为国服务，吾等决议向其献上奥古斯都称号。同时考量其高龄，为免於帝国统治陷入空白之危机，谨此提供共同皇帝地位给葛尔迪亚努士之子。




如今帝国是否能重回适於统治帝国者之手，全看诸位之决意与实行。为使野蛮敌人无反击机会，集结葛尔迪亚努士父子之下之行动刻不容缓。谨此公开宣言，元老院一致决议马克西谬斯及其党羽为国家公敌。」







罗马元老院向马克西谬斯皇帝递出挑战书，亲手揭开了内战的序幕。当马克西谬斯在多瑙河附近的西尔谬姆接获消息时暴跳如雷，抓到东西就扔、拔起佩剑乱挥，没有人能够阻止。等到发洩完毕，马克西谬斯命人送酒上来。千杯不醉的马克西谬斯，这天终于醉倒了，就这样如同忘记一切烦恼般地入睡。

第二天马克西谬斯召集官兵。受元老院弹劾为野蛮敌人、国家公敌的马克西谬斯皇帝至此才正式表态：


「各位战友，相信各位已经知道了，不过还是要重复强调。北非行省和元老院打破了我就任皇帝时的效忠誓言。他们把一只脚已经踩进坟墓，年老力衰的葛尔迪亚努士拱上皇位。话说回来，这些身为罗马社会最高阶层，饱受尊敬的元老院议员，也是违背誓言的惯犯。罗慕路斯和朱利斯·凯撒会遭暗杀，也是这些人搞的鬼。




元老院竟然弹劾我，为他们与蛮族作战节节获胜的我，是国家公敌。这项弹劾不仅针对我一个人，也针对与我同心协力，共同作战三年的你们。元老院把奥古斯都称号送给葛尔迪亚努士父子，不仅侮辱了我，也是侮辱拥立我登基的各位。




如果各位还是男子汉，有男子汉的气魄，那就举着旗帜向首都进军，前去打倒元老院与非洲人吧。当各位打倒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资产就是你们的了！」



与多瑙河对岸的蛮族之间的战斗暂时放在一旁。马克西谬斯皇帝率军朝向首都前进，内战就这样揭幕了。




一年五人即位



而在葛尔迪亚努士这方面，事态发展得并不顺利，刚起步就遇上阻碍。

「亚非利加行省」的西侧为「努米底亚行省」。除了埃及以外，努米底亚是北非唯一有军团基地的地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设立第三奥古斯塔军团派驻於此，三百年来军团一直保护北非民众不受穿越撒哈拉侵扰的沙漠流民伤害。也正因如此，军团兵对军人身分感到自豪，团结意识坚定，退伍后也有集体居住的倾向。兰贝茨军团基地附近的提姆加德，就是退伍后的士兵为了展开第二段人生而兴建的都市。历任皇帝也奖励退伍兵移居到基地附近的村落，因为这就好似在基地附近摆设预备部队一样。

第三奥古斯塔军团看不惯东侧的亚非利加行省居民与罗马元老院共谋拥立葛尔迪亚努士称帝。虽然他们对葛尔迪亚努士父子没有任何不满；也不讨厌亚非利加的农庄主。此外，他们对马克西谬斯的执政能力也没有太高评价。让军团不满意的是马克西谬斯由军团拥立，却由元老院拖下台。在前一册中笔者曾经叙述过，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皇帝优待军队的政策，反而会加深罗马军的「军方」与元老院统合的「民间」之间的鸿沟。第三奥古斯塔军团的动态只是其结果之一而已。






以上引用自E.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军团兵就在银鹫旗率领下，朝向葛尔迪亚努士所在的迦太基行军。一般而言出兵时军团基地不会唱空城，但北非地区例外。因为越过沙漠来袭击的流民不会像日耳曼人一样组织大军入侵。也就是说，以兰贝茨军团基地为中心的北非防线，平日面对的是小规模的零星盗匪。各位可以和面对帕提亚或波斯的前线做个比较。同样面对沙漠，罗马人防卫的方策依旧维持弹性应变。而且在北非地区有个比其他地区显著的倾向，当军队外派时，周边多得是愿意代为留守基地的「乡勇」。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新兴的海洋考古学才终于证实：北非的中心地迦太基在纳入罗马版图后，依旧是一个大型物产集散地。考古学家发现迦太基与罗马间的航线之下，有不少古代运输船残骸躺在海底。迦太基的地位重要，在罗马人行省化之后依旧让其拥有省都地位，不过没有在此设置军团基地。但这里毕竟是北非的重要都市，因此和高卢的首要都市里昂一样，派驻有千名卫队。

罗马的主要战力军团兵，地位有如今日的美军陆战队。一旦遭受六千名军团兵攻击，一千名卫队当然不是对手。葛尔迪亚努士的儿子虽然带头勇敢作战，不过还没开打双方的局势就已经底定了。最后一千名卫队遭到驱散，葛尔迪亚努士二世阵亡。葛尔迪亚努士皇帝收到消息之后，也投身剑上自裁。从他即位起算还不满一个月。





罗马元老院接获消息后，为了意外发展而慌乱。这时他们又不能撤销对马克西谬斯发出的国家公敌通告。元老院召开会议，讨论到半夜，最后决定新拥立两名皇帝，以新任皇帝为中心迎击正往首都进军的马克西谬斯。这两人都是元老院议员，其中帕庇艾努士具有从军经验，另一人巴庇诺斯没有进过军队，是个纯粹的文臣。因此元老院决定让帕庇艾努士率军北上，由巴庇诺斯留在首都负责内政。

这两名人选与葛尔迪亚努士没有任何关系。只因为虽然一登基就被打倒，但当初拥立葛尔迪亚努士的是元老院，因此元老院有必要表示最初拥立葛尔迪亚努士的想法没有错。元老院把凯撒，亦即次任皇帝的封号赐给住在首都的葛尔迪亚努士外孙，让他与两位新任皇帝搭配。葛尔迪亚努士这时还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不过元老院让他提前行成年礼，介绍给和「元老院」同为罗马两大主权者之一的「罗马公民」。

马克西谬斯离开多瑙河边南下途中，收到葛尔迪亚努士父子的死讯。刚收到消息时本来还挺高兴的，可是不久后又得知元老院另外拥立两名新任皇帝。只怕到了这时候，他才发现元老院对自己深恶痛绝，以及只剩下武力手段足以打倒元老院。或许他到这时候才发现，过去以为凭著击退蛮族就足以负起皇帝的职责，只要获胜就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是一项错误的判断。就算他现在才醒悟，也已经无可挽回。





马克西谬斯深信他与士兵连续打了三年胜仗，保卫了国界平安，因此行军途中的乡镇、地区一定会乐于提供食宿，因此出发时只让士兵携带少量的粮食。不幸的是这项判断却对他造成打击。元老院弹劾马克西谬斯为国家公敌的通告，这时已经传遍整个帝国的都市、乡村，而且越接近义大利本国，通告的效力就越强。马克西谬斯与其下的军队面临了身在国内却物资粮草匮乏的局面。

居民的反应其实很容易理解。这些人从未见过马克西谬斯本人，也没听说过其行径，换句话说根本不认识这个皇帝。相反地，他们却很熟悉元老院布告。

元老院也卯足全力，从议员中挑选二十名走积极防卫路线的议员成立委员会，试图以军事及各种手段来打倒「色雷斯人」。





真正让马克西谬斯皇帝走上绝路的，还是居民的抵抗。由多瑙河顺着罗马大道进入义大利之后，第一个见到的大都市是亚德里亚海附近的亚奎雷亚。当地居民拒绝开启城门迎接马克西谬斯皇帝，而这时候从首都派来的帕庇艾努士皇帝还没有到达亚奎雷亚。

如果是以前的马克西谬斯，大概会以他擅长的快攻战略绕过亚奎雷亚往首都赶路。虽然这样做会在途中遭遇带兵北上的帕庇艾努士皇帝，不过马克西谬斯率领的部队有在前线服勤与蛮族作战的经验，比起帕庇艾努士旗下只知道首都生活的禁卫军要佔优势。一旦获得决定性胜利，也许可以转变目前的困苦局面，毕竟社会局势往往会因某个契机而转变。

遭到居民排拒时，马克西谬斯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他下令部队在亚奎雷亚城门前摆开阵式，展开攻城战斗。亚奎雷亚平日只有数百名卫兵，进攻方面却是老练的部队，原本应该能迅速攻陷，事情却没有这样发展。因为在居民协力合作之下，亚奎雷亚防卫能力大为增强，进攻方面的粮食又几乎见底，再加上冬季已经逐渐逼近了。虽说没有多瑙河沿岸寒冷，义大利东北部的冬季也挺让人吃不消。一路僵持之下，马克西谬斯旗下的部队一天比一天动摇。士气动摇得最严重的，是第二帕提加军团，他们的基地位于首都附近的亚尔巴诺。士兵们开始担心因为自己帮助遭到元老院弹劾的马克西谬斯，留在基地的妻小已经被押做人质。





最后，趁着月黑风高，第二帕提加军团的士兵袭击了皇帝的帐篷，以「色雷斯人」外号闻名的马克西谬斯皇帝就这样结束人生。四天后元老院的人员前来检查「色雷斯人」的首级，之后不允许下葬，将首级投入台伯河里，而且没有任何议员反对。

原本正在包围亚奎雷亚的马克西谬斯部队，好像要赶着消除失败的痕迹一样地解除了包围。亚奎雷亚的居民也敞开城门迎接他们，提供温暖的臥榻与伙食。当帕庇艾努士到达之后，马克西谬斯旗下的部队与亚奎雷亚居民共同向皇帝宣示效忠。表面上看来，内战危机已经过去，罗马帝国在元老院主导拥立的两名皇帝之下恢复统一局面。可是当「色雷斯人」离开政治舞台后，两名新任皇帝之间却闹翻了。





当时七十岁的帕庇艾努士虽为元老院议员，但是凭一己之力得席位，亦即罗马人口中的「新入门」。据说他虽出身义大利本国，但属于「平民」阶层。这种阶层的人要提升地位，最快的方式就是进入军团。他在康莫德斯皇帝在位时展开军旅生涯，一路发展顺畅。一般而言，於各前线服勤表现良好的人，可以获得皇帝推荐进入元老院。这名平民出身的人也依循惯例取得议席。进入议会后依旧常调职各地的防线或行省，范围西至高卢，东至小亚细亚。直到就任首都长官以后，行踪才终于稳定下来。帕庇艾努士在首都的表现颇受民众欢迎，据说元老院会推举他登基，就是因为看上首都民众对他的好感。然而，一个人到了七十高龄，要期望他因为地位改变而转换生活方式，怎么说都不容易。






帕庇艾努士









巴庇诺斯




另一名新任皇帝巴庇诺斯出身贵族世家，不过并未因天生属于元老院阶层，就乐于享受在首都的舒适生活。至六十岁登基为止，巴庇诺斯几乎外派过每个帝国行省。巴庇诺斯在能力上与帕庇艾努士不相上下，绝非无能的贵族。

只要与巴庇诺斯见过面的人，马上都能感受到他的出身良好。虽然不是所谓的小白脸长相，但巴庇诺斯身材修长，是个十足的美男子。穿起长袍时风度翩翩，又有绝佳的口才。据说当他站在法庭上为人辩护时，真是让人看了满意、听了动心。巴庇诺斯在日常生活中也讲究品味，尤其对葡萄酒要求甚严。罗马人早已讲究「葡萄酒」（vinum）的产地与酿造年分，到了西元三世纪时，罗马老饕特別讲究的是与生葡萄酒混合用的水，以及为茶水调味的香料。在当时，巴庇诺斯是经常发明新种香料配方，使其转为流行的名人。

这两人之间会感情恶化，与其怪罪当事人，不如说责任在马克西谬斯出乎意料地早期退场之后，顿时松懈下来的全体元老院议员。元老院内部没有团结一致协助两名新任皇帝，反而分裂为各拥护一方的情势。此外，受人拥护的帕庇艾努士与巴庇诺斯也没有能力与气概设法解决面前的问题。这两个人虽然有足够的能力与责任感担任元老院议员，但气量也仅只如此。





在元老院一片混乱之下，最先失去耐心的，就是与马克西谬斯共同进军首都，在马克西谬斯遭暗杀后向两名皇帝宣示效忠的官兵。事到如今，官兵才开始后悔，觉得马克西谬斯竟然是为了地位崇高但缺乏统治能力的元老院议员送命。以军人的角度而言，马克西谬斯要比议员优秀得多。

这股失望与轻视的想法，最后演变成打倒现任皇帝的行动，而帕庇艾努士与巴庇诺斯也没有机会抵抗。元老院看到遭弃置的尸体才发觉事态严重。





西元238年一年之中，共有马克西谬斯皇帝，这年登基的葛尔迪亚努士一世、其子葛尔迪亚努士二世、帕庇艾努士、巴庇诺斯等五名皇帝出现又消失在历史上。政治舞台的顶端只剩下一个十三岁的少年。

过去图拉真皇帝曾讽刺说，元老院随时在分裂状态，要到自身大难临头才会团结一致。

不到半年之中，元老院陆续面对葛尔迪亚努士父子、帕庇艾努士、巴庇诺斯等同伙的死亡。拥立的对象随即丧命，代表元老院的作法有问题。罗马元老院从翻译字面让人联想到是功成名就的老人养老的地方，实则不然。从建国初期的王政时期，到后来的共和、帝政时期，元老院一直是三十岁就具有议员资格，为国家储备要职人才的机构。笔者一直强调元老院有如现代国会的理由也在此。治国是需要人才的，而在这个时期，如果真心想活用人才的话，元老院还有足够的能力活动。






葛尔迪亚努士三世




共同的危机意识促使元老院议员团结一致。当时十三岁的葛尔迪亚努士三世已经具有「凯撒」称号，元老院也一致决定拥立让这名皇位继承人升为「凯撒·奥古斯都」，亦即新任皇帝。





拥立帕庇艾努士与巴庇诺斯登基时设立的「二十人委员会」，便直接转移成以幼年皇帝为首的「政府」中枢。基於事态紧急，以六百人为定额的元老院也保证将协力迅速颁布法案。幸运的是，由于「色雷斯人」的主动作战奏效，防线外的蛮族没有足够力量跨越防线入侵。

另外还有一点难以忽视的幸运之处。幼年皇帝的外祖母及母亲与谢维勒王朝时公开、私下操控皇帝的叙利亚女子不同。太后与太上后出身罗马元老院阶层，作风也符合罗马社会风气，不会开口干涉属于男性的政治领域。

只有在两种状况下，未经选举的女子才能参与政治。一是这个女子生为女王，二是出身有内廷政治传统的国家。总而言之，如果女子想在政治舞台活跃，只有到专制君主国家去。「东方」向来盛行专制君主制度，因此出身叙利亚的女子对透过儿子来干预政治不觉得有任何抵抗感，甚至觉得这理所当然。「西方」缺乏专制君主传统，在基督教掌权前对世袭制度抱持怀疑的眼光，因此西方人会对于儿子登基之后开始插嘴管政治的女子持疑。尼禄皇帝的母亲阿古力庇娜遭杀害之后没有人同情，也是这种社会风气使然。




实务官员提梅吉丟斯



葛尔迪亚努士三世虽然幼年即位，令人意外的是罗马帝国却能享受六年的和平生活。方才叙述的幸运条件固然影响重大，不过统治工作必须要面面俱到，其中自然包括不起眼的行政方面。元老院议员组成的「二十人委员会」能够充分发挥行政功能，全仰赖某个擅长实务工作的人物的判断与组织才干。





这个人名叫提梅吉丟斯，全名盖乌斯·伏流士·萨比纽斯·亚奎拉·提梅吉丟斯。从这威风八面的拉丁姓名听来，会以为他是建国初期延续至今的贵族后裔。不过姓名大量沿用罗马史名人的人，通常会是所谓的「新入门」。提梅吉丟斯出身地不详，有人说他是出身义大利的平民，也有人说他出身后世的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在罗马时代通称意为「行省」的“provincia”。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他不是「东方」人，而且他知道不管要在哪一个领域出人头地，都要受过相当的教育。

这个人的职业生涯，无论服勤地在哪、职位为何，都与行政脱不了关系。虽然担任过军团勤务，但没有带过兵。因此只要列出这个人的职业生涯，就能瞭解罗马帝国行政官工作时的模样。

据说提梅吉丟斯一出生便拥有罗马公民权，职业生涯由西班牙行省开始。罗马平日在伊比利半岛派驻有一个军团。主要战力军团兵，通常会与辅助部队共同行动。辅助兵的基地也会设置在能与军团基地迅速取得连络的地方。当时卡拉卡拉的勒令还未问世，辅助部队是由行省民构成。提梅吉丟斯的任务，就是担任辅助兵大队的“praefectus”。这个官职一般翻译为「长官」，不负责指挥作战，而是其他各方面的总负责人。

军队由于必须深入敌境作战，因此组织独立性高。换句话说，军队组织必须要有能力自行解决大多数的问题。也因为如此，平日的军队才会被派去防卫天灾或救援难民。既然军队具有这等性质，指挥战斗的「军团长」之下，最重要的自然是「长官」。而且俗话说「罗马军靠后勤补给打胜仗」。罗马军重视后勤补给，在作战会议时长官通常列席在军团长与大队长旁边。后勤负责人必须要随时留意有需求的军团与辅助部队，以及提供资源的当地民众。





提梅吉丟斯在后勤方面的绩效受到肯定，随即转任各个军团的后勤负责人。后来他的专长延伸到行省的财务方面，新的职务为「皇帝财务官」，除了要注意整个行省的财务状况外，收稅也是重要的业务之一。由于立场夹在课稅与缴稅两者之间，因此这项勤务难度颇高。除了经常要直接面对抗议稅赋过高的群众以外，运气不好的还可能像亚非利加行省拥立葛尔迪亚努士时一样遭到杀害。又加上到了西元三世纪之后，罗马帝国怕提高既有稅赋的稅率会引发群众暴动，常常以战时临时稅的名义课征特別稅。对负责征稅业务的人来说，进入了更加困苦的时代。

尽管在如此艰困的时局下，提梅吉丟斯负责的行省却从未出现群众抗议的情形。可能是业绩受到肯定吧，提梅吉丟斯担任过「皇帝财务官」的行省几乎网罗整个帝国：

高卢北部的「比利时嘉」、莱茵河沿岸的「高地日耳曼」、「低地日耳曼」；相当於现代约旦，罗马时代的「阿拉伯行省」；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西部的「俾斯尼亚」、「亚细亚」行省。后来又调回西方的高卢，轮调以里昂为省都的「高卢·卢古都南西斯行省」，以及省都位于波尔多的「亚奎塔尼亚行省」。财务官地位仅次于行省总督，当总督因特別原由离开行省时，财务官必须兼任行省统治的最高负责人。





当服勤地点好不容易调回罗马时，已经是马克西谬斯皇帝的时代了。提梅吉丟斯在首都担任征收遗产稅的官员，不久后转於实务方面支撑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二十人委员会」。就在这个职位上，提梅吉丟斯的实力受到元老院与皇帝双方的肯定。西元241年，幼年皇帝治国的第三年，皇帝任命提梅吉丟斯担任禁卫军团长官。

「禁卫军团长官」是员额一万人的禁卫军团负责人。同时，历任皇帝也习於任命最为信赖的部属担任这项职务。以现代来说，地位有如执政党祕书长。如此形容下来，提梅吉丟斯当然再适合不过这项职务了。只不过提梅吉丟斯不仅要当左右手，还要兼任皇帝的智囊。

葛尔迪亚努士三世深深信赖提梅吉丟斯。如果从这两人现存的书信来看，不仅是信赖，简直是迷恋。提梅吉丟斯寄给皇帝的信件中，经常为青年皇帝打气，谆谆教诲国家政策应该以什么为目标。十六岁的皇帝也在这年成婚，迎娶的正是提梅吉丟斯的女儿。笔者认为与其说皇帝是重用岳父，倒不如说是迎娶仰慕对象的女儿。总而言之，接下来三年内，年轻皇帝与布衣卿相的提梅吉丟斯之间毫无争执、合作无间。但这不代表罗马帝国从此不必面对严重问题，实际局势的发展与期望正好相反。




远征东方



西元241年，皇帝任命提梅吉丟斯担任禁卫军团长官的这年，东方的波斯萨桑王朝创始人亚尔达西尔过世了。王位理所当然地由长子继承，不久之后却由次子篡位。罗马史上的重要人物夏普尔一世，就如此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虽说篡位是经由王室内部的迅速政变达成，这种状况下新任国王首先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国内的不平不满转向国外。简单来说，就是向外进攻。波斯萨桑王朝既然以恢复遭亚历山大大帝灭亡的波斯帝国为标榜，唯一的攻击目标自然是国界相连的罗马帝国了。

话又说回来，既然实际目标在转移国内的注意力，进攻时自然没有整顿足够兵力以便占据罗马帝国东半部。不过与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皇帝作战至今已经八年，当时损伤惨重的波斯主要战力重骑兵团，这时应该已经恢复到某个程度。波斯军跨越幼发拉底河向西进攻，不久后便逼近位于叙利亚，与埃及亚历山大同为罗马帝国东方首要都市的安提阿。

波斯萨桑王朝的第二代国王夏普尔一世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这也是夏普尔与他的父亲亚尔达西尔最大的不同处。他事先命一个出入波斯宫廷，出身安提阿的希腊人潜入安提阿市内。在这个背叛者的煽动之下，中东最美丽的大都市不久就敞开城门投降。

不过夏普尔没有打算长期占据这座城市，既然不纳入版图，自然应该彻底掠夺。只不过掠夺也需要付出些时间，波斯王又打算在罗马帝国东方防线上的军团离开基地出动前解决事情。安提阿是东西贸易的中心地，以此地为根据的商人，无论希腊裔或犹太裔，都比其他民众来得富有。而只要能花钱消灾时，有钱人自然不会犹豫。结果在波斯军掳掠之下，失去房舍、冒生命危险的还是一般市民。话说回来，波斯军的暴行也的确比预料中结束得早。夏普尔将事前派来煽动的奸细任命为安提阿市长，自己带着战利品渡过幼发拉底河回到了首都。至於留下来的「市长」下场如何，就不关他的事了。最后这个奸细，自然有奸细该遇到的凄惨下场。






夏普尔一世




当身在西方的提梅吉丟斯获得消息之后，认为这是波斯对罗马展开进攻的「肇始」，不是偶发事件。而且叙利亚行省省都安提阿竟然这样轻易让敌人掠夺，对于罗马帝国东部的希腊及中东等地民众自然会造成影响。帝国必须要能保障霸权下各地民众身家财产安全，才称得上是帝国。因为身家财产受保障，民众才愿意纳稅。提梅吉丟斯曾在帝国各个行省担任征稅事务，相信他会特別热心说服认为这只是偶发事件，不愿出征的元老院。总之皇帝与元老院最后一致认为，有必要与波斯开战。

对波斯战役的準备工作，正是提梅吉丟斯拿手的范围，而他的作风也颇符合罗马社会。或者说，他恢复了逐渐受人忽视的罗马传统作风。

罗马人的作风，向来走慎重稳健路线。当罗马人扫荡地中海海盗时，不是在海上与海盗硬碰硬打击对方兵力，而是沿着海岸一路攻陷可能成为海盗据点的地方，为地中海带来彻底的和平。在进行作战时，也喜好在正式冲突前便获得胜算的作法。即使面对少数敌人时，也不会认为派遣大军迅速歼灭的行为可耻。在罗马共和时期，天才型的武将辈出，例如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苏拉、朱利斯·凯撒。到帝政时期之后，这种武将几乎绝迹，因此罗马才设计出适合罗马帝国的战略。就连将罗马帝国版图扩至极限的图拉真皇帝，也不是天才型的武将。

图拉真在进行第一次、第二次达其亚战役之前，就做好了充分的準备，在开战一年内就将战事敉平。事隔一百四十年之后，提梅吉丟斯的目的应该也是相同的。不一样的是，图拉真的目的在征服达其亚；提梅吉丟斯的目的则不在征服波斯，而是令波斯陷入无法轻易进袭罗马领地的局势。这个战略目的，同样是依循传统的罗马东方战略。





远征波斯的罗马军主力，按例由多瑙河沿岸各基地的官兵担纲。毕竟随时面对强敌的部队，才是最精锐难挡的精兵。基於上述情势，东征部队的编组与后勤準备，便不在首都，而在多瑙河沿岸的前线基地进行。部队一方面準备东征，一方面应付不时渡河入侵的日耳曼部族。对罗马方面来说，这正是一石二鸟之计。正好可在东征之前，消除背后的隐忧。而提梅吉丟斯也充分发挥了组织能力，东征军伴随着皇帝与禁卫军团长官，在冬季到来前就进入了安提阿。

尽管皇帝现年才十六岁，但御驾亲征代表罗马帝国重视边界问题。安提阿虽然还残留着波斯军破坏与掠夺后的痕迹，不过毕竟是让人称为东方之珠的国际都市，而且当地居民充满了协助罗马军作战的意愿。

有位英国学者说，罗马帝国就有如英国人主导，於二次大战后实现的“commonwealth”（联邦国家）。安提阿居民才刚刚见识过中央集权的波斯统治方式，对他们来说大幅容许地方自治的罗马政体要来得好多了。居民重新体认到罗马人以同化统治被统治双方的政治哲学。也因此，当罗马以安提阿为补给基地準备波斯战役时，过程一切顺利。罗马也决定于第二年，西元143年春季展开战役。




古代地缘政治学



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条大河，水源都起源自将中东分隔成南北两区的陶卢斯山。在汇集众多支流形成大河的途中，底格里斯往东，幼发拉底往西迂回，使得两大河夹着美索不达米亚地方。而底格里斯转道朝南；幼发拉底向东南流逝。尽管时代改变，两大河最接近的地带一直是民族、国家的主要功能都市聚集之地。在上古有巴比伦，其后则有塞雷其亚与格帖丝皇，到了西元七世纪伊斯兰势力兴起时则有巴格达。过了这段要地之后，两大河的距离又再度分开。约在五百公里之后才又拉近，分別注入波斯湾。

从帕提亚时代起，到东方敌国换成波斯之后，罗马帝国一直与东方国家争夺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所有权。这并非罗马帝国对领土权贪得无厌，而是基於地缘政治的考量。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是后人组合两个希腊文造的词，不过就算没有这个词，罗马人也知道其重要性。罗马向来尽力在本国防线之外寻求友好的国家民族。在东方，有亚美尼亚王国。罗马向来把亚美尼亚视为同盟国，在经济与技术两方面协助该国进行基础建设。不过亚美尼亚文化上则属于「东方」，也因此帕提亚王国一直主张该国介入亚美尼亚是应有的权利。即使东方霸主换成了波斯，局势也没有丝毫变化。

夹在亚美尼亚与帕提亚、波斯之间的地区，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了。亦即，若是美索不达米亚最后落入波斯手中，很明显地亚美尼亚会是下一个遭殃的地区。若以现在来比喻，有如一个刚刚夺取叙利亚东北部，背后有伊朗与巴基斯坦，主要都市集中在伊拉克的大型势力，随时会袭击土耳其东部。如果这个状况形成定局，从黑海到红海的罗马帝国东方防线，将直接面对势力庞大的波斯。罗马人的固有政策为「分离并统治」（divide et impera），让敌人形成一大势力并弃置不管，将违反罗马传统政策。所以说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存留与否对罗马领袖来说是个重大问题，原因不在于扩张领土的欲望，而在于地缘政治。

不过，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今日的叙利亚东北部）的问题，要到了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的时代才逐渐严重。以往罗马帝国能维持以幼发拉底河为防线，亦即没有确保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必要，原因不在于从奥古斯都到安东尼奥·派阿斯的历任皇帝比后任皇帝爱好和平，而是在以往罗马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






西元三世纪中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




历任帕提亚国王也时常试图越过幼发拉底河入侵亚美尼亚，然而顶多刚开战时能佔便宜，当罗马重整态势派兵前来时，根本不是对手。哈德良皇帝在世时，曾重新确认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同意由帕提亚王室成员登上亚美尼亚王位，并宣言罗马无意染指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这项政策能发挥效益，也是因为背后有绝对的军事力量作靠山。事实上，后来幼发拉底防线没有再度受侵略，亚美尼亚王也一直与罗马保持关系。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各都市居民是以希腊文化圈时代移居此地的希腊人后裔为主体，在行政上固然划分在帕提亚境内，实际上居民一直向往罗马的统治。重新划分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对哈德良来说，亦即对罗马方面来说，根本不痛不痒。或者说这样反而保住了帕提亚王的面子，使其不会出兵侵略，是更为有效的政策。

可是时代在改变，罗马帝国的外敌也换了个性不同的对象。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就在应付外敌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以往在地中海世界所向无敌的风貌。直接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亦即将其行省化会成为重要课题，原因就在于能否将亚美尼亚与波斯在地缘上分隔，对罗马东方防线来说已经事关生死。罗马军方失去绝对的优势，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去留才会显得重要。马库斯·奥理略与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率兵东进时，也考量到如何夺下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卡拉卡拉皇帝更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丧生。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直是罗马与波斯萨桑王朝之间的必争之地。即使基督教徒当上了罗马皇帝，这个势力构图也没有改变，毕竟地缘政治与宗教无关。





瞭解上述情势之后，自然能理解为何罗马军东征时，会由安提阿往正东前进，渡过幼发拉底河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迫於形式使然，罗马军的基本战略受限为先攻下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之后才进攻波斯首都。

西元243年的罗马军也是按照这项战略行军。当时的东征军名义上是由葛尔迪亚努士三世率军，实质上则是由提梅吉丟斯带队。夏普尔无疑地也知道罗马会如何行动，波斯方面不必派遣间谍，就可以得知罗马的行动方针。只要站在罗马总司令的角度设想，就能得知十之八九。只有天才型的武将，才能在这种局势下提出让人意外的手段，然而西元三世纪的罗马已经欠缺这等武将。即使缺乏军事才能的夏普尔，也可以放心设计作战。事实上，当波斯王得知罗马军往东行进的消息后，也毫不犹豫地命部队北上。

一如预期，双方最后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为战场。五万人以上的罗马大军，打一开始就饱佔优势。主力部队虽来自气候地形皆与中东不同的多瑙河沿岸，但后勤补给完善，与派驻叙利亚及约旦的部队间也合作良好。罗马短期内便收复了艾德萨与卡雷，随即持续向东进击，拿下离底格里斯河的距离较幼发拉底河短的尼西庇斯与辛迦拉。这些城镇的居民多为希腊裔，他们自动敞开城门，因此罗马方面无须包围就取得了城镇主权。两军之间也未曾发生布阵平原上的大型会战，只见波斯军一遇到罗马军就遭驱散。波斯势力在短期之内，就被逐出当时罗马人单纯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

既然收复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战役的第二阶段，自然是要进击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最接近处的波斯首都格帖丝皇。此时官兵士气高昂，每个人都认定罗马军所向无敌，在西元243年内便能结束波斯战役。实际上，罗马军也的确开始如同雪崩一般由美索不达米亚南下，然而不幸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





没有任何史书表示，提梅吉丟斯死于常见的毒杀或行刺。可能是在作战会议等众目睽睽的场合失去意识，就在昏迷状况下逝世。不过从史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猜测得出来，提梅吉丟斯三年来承受了多繁重的业务。在当时还没有「过劳死」的概念与名词，如果有的话提梅吉丟斯应该是因此而死。这个布衣出身的「公仆」过世时才五十出头。





随着提梅吉丟斯过世，西元243年由他个人能力发挥至极编组而成的罗马军也顿时冰消瓦解。罗马军已经无力袭击波斯首都，逼使夏普尔向东流窜。最大的伤痛，在于补给体系失去功能。罗马军陷入了在幼发拉底河岸边进退不得的局面。虽说将提梅吉丟斯的次席官员菲力普升格补位，情况依旧没有好转，罗马军只能停在原地消耗粮饷。

身在敌境时遇到这种情况，不仅困扰而且有覆灭的危险。士兵知道局势不妙之后开始骚乱，这本是葛尔迪亚努士三世皇帝表现个人解困能力的时候，偏偏十九岁的皇帝还带着刚登基时的幼年风气。





葛尔迪亚努士三世聚集官兵，向官兵明示目前罗马军面临的困苦。坦然表态本身不是坏事，问题在于现实中有不该表态的时候，也有不该表态的对象。士兵听完皇帝正直地诉苦后更是失望至极，甚至有人表示该找禁卫军团长官菲力普协助打破困境。然而菲力普长官却以未曾获得授权为由，冷眼旁观皇帝的立场一天天恶化。

在皇帝列席，召集包括上级百夫长在内的作战会议中，罗马军决议第二年春季到来后重新向波斯首都进攻。为了方便春季到来时立即展开攻势，罗马军决定留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过冬。皇帝也没有回到舒适的大城市安提阿，而停留在幼发拉底河岸边。因为在罗马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即便在冬季期间补给也不困难。





按常理来看，士兵心中会开始不平不满的时候，往往不在战斗期，而在休战期间。而比起全面的匮乏状态，相对的匮乏还要来得容易引起不满。罗马军在幼发拉底河边过冬时，并未挨饿受苦。只不过当士兵心中揣测隔壁的帐篷获得的食物较丰富时，需要最高负责人毅然的态度来打消这种念头，然而十九岁的皇帝缺乏这种气魄。而不满的情绪没有在冬营期间爆发，是在冬营期间将结束，快要进入战斗期间的时候爆发的。

西元244年2月将结束时，有九名士兵闯入葛尔迪亚努士三世的帐篷。据说这九名士兵已受到禁卫军团长官菲力普收买，禁卫军团长官菲力普随即向罗马元老院报告说皇帝因病逝世。当然，他也召集官兵，强调战役期间内，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席位不能空缺，要求官兵推举自己即位。

推举的形式，是由官兵附和，亦即有数名人员提议，其余人员齐声赞同的方式。这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然而直接民主制度的缺点，在于容易受煽动者操控。军官会同意推举菲力普登基，应该是因为想避免在战役期间遇上最高司令官空缺的窘状。毕竟菲力普是唯一一个在这个时期称帝的人。话说回来，菲力普至今为止没有特別突出的功绩。

罗马元老院只好追认既成事实。由于元老院没有预想到年轻的葛尔迪亚努士三世会这样早过世，在突发状况下，只好承认菲力普登基。并且接受菲力普要求，决议将已故的皇帝神格化。





在幼发拉底河岸边失去皇帝的官兵里，有不少人想亲自凭弔皇帝。官兵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收集石材、筹措水泥，在皇帝帐篷遗址上，朝幼发拉底河方向建了一座罗马式的大型墓碑。皇帝的骨灰已经送回罗马，所以这座墓是空坟。不过官兵在墓碑的四面刻上罗马皇帝葛尔迪亚努士三世的诸般称号，以及纪念皇帝於此逝世的文章。为了让当地居民与路过的旅人都看得懂，这些文字分別有拉丁文、希腊文、波斯文、希伯来文四种文字的版本。




皇帝菲利普·阿拉布思（西元244年~249年在位）



菲力普这姓氏虽然属于希腊人，不过从俗称后面加上意为「阿拉伯人」的「阿拉布思」一词可以得知，这次在罗马帝国登基的是个阿拉伯人。菲力普出生于叙利亚行省西南部的一个小镇，在登基之后将此地易名为「菲力普城」。他出身於长年在此地发展的阿拉伯氏族，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於是选择罗马军团作为职业生涯起点。只不过他接替猝逝的提梅吉丟斯职位前的经历不明，罗马军向来不在意部属的出身民族，可见他并没有过人的业绩。

从图拉真皇帝至今，行省出身的皇帝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到了西元三世纪之后，还出现了以「色雷斯人」外号闻名的马克西谬斯皇帝，其母亲出身於多瑙河防线外的哥德族分支。至於母亲出身叙利亚的皇帝，也已有卡拉卡拉、荷拉迦巴尔、亚历山德尔·谢维勒三名皇帝。因此皇帝的血统不是问题。问题不在体内的拉丁血统浓厚与否，即使完全无关也无妨。问题症结在于是否具有身为罗马帝国最高负责人的自觉。至少与他同一时代的人在意的不是血统，而是共同意识。






菲力普·阿拉布思




「阿拉伯人」菲力普登基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派遣使者向波斯王夏普尔求和。这并非菲力普皇帝热爱和平，只是他不想与「色雷斯人」马克西谬斯一样，认为只要连战皆捷就不须回到首都，犯下让元老院另外拥立皇帝的错误。

波斯萨桑王朝的第二任国王夏普尔一世，在军事方面也许不如其生父，但在其他方面却要高明许多。尤其见机行事赚取优势的才能，更是出类拔萃。当西元三世纪，罗马的领袖阶层渐渐失去这方面才能时，东方竟然出现夏普尔这类的人物，只能说是罗马帝国的不幸。

西元244年时，波斯方面明显地佔劣势。说夸张点的话，夏普尔的命运根本是风中残烛。打倒兄长篡位至今才第三年，虽说有掠夺安提阿的战绩，但随后一直遭到罗马军压制。这个局势会让波斯宫廷里的反对派势力抬头，说不定在罗马军攻入首都把他赶出东方前，反对派会先派人进行刺杀。向夏普尔伸出援手的，却是「阿拉伯人」菲力普。波斯人向来自认是东方最具文明的民族，也很清楚该如何应付这种情况下的阿拉伯人。

夏普尔答应接受菲力普皇帝的求和，不过强调在和约中必须明文规定，罗马人全面放弃其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而且要求不仅如此，还包括罗马皇帝默许波斯将亚美尼亚王国纳入波斯势力范围内。

这个和约为日后的罗马帝国与波斯萨桑王朝埋下了导火线。然而菲力普一心只想赶紧回到首都罗马顺利登基，竟接纳了夏普尔的一切要求，罗马与波斯间的和谈就此成立。





西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有一项特色，就是政策方面失去持续性。以往即使是恶名昭彰的皇帝逝世，只要前任皇帝的政策值得施行，续任的皇帝也会毫不迟疑地沿用并发展下去。正因如此，基本国策的持续发展才得以受到保障。光是皇帝在位期间长，还不足以保障政策的持续性，而是要自觉到持续才能避免浪费精力。西元三世纪时，罗马帝国已经不在意浪费国家精力。这也是罗马人逐渐不是罗马人的征兆之一。

拉丁民族在哲学、艺术方面不及希腊人；体力上赢不过肉食民族的高卢与日耳曼人；技术方面必须受到伊特鲁里亚民族指导，才有能力推动技术立国，修筑完善的基础建设；在经济能力上也远不如迦太基与犹太人。罗马人能够将上述民族纳入旗下，架构如此庞大的帝国，并且长年维持存续，原因就在于执著於如何合理彻底活用本身具备的力量。

西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出现了众多皇帝，甚至需要列表才能一一厘清。在当时的帝国来说，每当换了皇帝，代表政策又遭打断。在活用力量这点来说，「持续即力量」的确是真理。

而对于这种浪费力量的情况，最为敏感的当然是发挥力量的当事人。以波斯战役来说，自然是实际作战的官兵。循海路赶往首都罗马的新任皇帝菲力普没发现，与波斯媾和之后返回多瑙河沿岸基地的官兵心中有多少不满。

菲力普皇帝进入首都以后，外界对他的评价比他预期中要好。因为这名阿拉伯裔的罗马皇帝对元老院毕恭毕敬。元老院议员其实挺瞧不起新任皇帝，认为他出身贝德温族。在过去，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叙利亚沙漠，本是乘着阿拉伯马的贝德温盗匪的天下。后来罗马帝国执著於在沙漠地区树立「罗马和平」，因此将这股沙漠盗匪吸收为辅助兵部队。位于叙利亚沙漠中央的帕耳美拉能在罗马时代达到繁荣巅峰期，也是因为帝国在沙漠中确立了「罗马和平」。而贝德温让罗马军吸收之后，两百年来已经从流民转变成定居民族。因此菲力普皇帝出身贝德温族的传言也并非无中生有。

不管怎么说，菲力普皇帝待在首都的两年内，既没有受元老院弹劾，也没有遭到一般民众敌视。其主要原因，一则东方的波斯没有动静，北方的日耳曼人也偃旗息鼓。二来如同上述，皇帝对元老院毕恭毕敬。第三点则因为菲力普在政策方面实际上什么都没做。





由皇帝提案，请元老院立法的政策，绝大多数是顺着元老院的意愿拟定：

一、未经皇帝的助理机构「内阁」同意，即使皇帝本人也不得提出法案。

二、遭逐出首都的人得以全数回归首都。在当时没有人遭驱逐出境处分，因此立法后也没有人得以回归首都。简单来说，这是皇帝保证不会放逐元老院议员的法案。

三、废除亚历山德尔·谢维勒时代立法，将控诉权由皇帝及元老院转移至行省总督的法案。

这项法案实际上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因为一切起源自卡拉卡拉发佈「安东尼奥勒令」，将罗马公民权赐予所有的行省民（犯罪者除外），造成司法当局无力处理庞大案件。控诉权原本仅有罗马公民权所有人才得以行使，如今公民权所有人数量暴增十倍，首都罗马的高等法院当然会因此崩溃。亚历山德尔·谢维勒将其委由行省总督代行，作为地方分权政策之一。事隔二十年后，又让菲力普皇帝废除。问题在于卡拉卡拉的公民权法依旧有效。也就是说，这项法令根本无视有效与否，只是帮著元老院议员维护既得权益。

四、立法规定地方议会的议员子弟中，至少一人有义务继承父亲议员职位。

这项法令之历史意义大于政策意义。罗马帝国的地方议会议员与元老院议员同样为无给职。因为罗马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优渥的人，有责任为所属的共同体服务。不但要无薪工作，还要出资负担公共工程费用。虽然议员是一项荣誉职，却是一种将自身资产回馈社会的荣誉职位。笔者曾说明，属于元老院阶层的人，认为无薪担任国家要职是「荣誉职涯」。而在地方政府担任议员就是罗马社会中产阶层的「荣誉职涯」了。即使没有报酬，罗马依旧多得是愿意候选竞争的人选。唯一的理由，就是无论共和、帝政时期，罗马人的公德心都十分强烈。

然而到了西元三世纪之后，罗马人的公德心也开始衰退。有名的庞贝遗迹原本是西元一世纪时罗马的地方都市。事隔一千八百年让考古学者挖掘出来后，至今在墙上还能看到许多地方议会议员竞选用的宣传壁报。如果现在挖掘出与庞贝同规模、但是为三世纪时的地方都市，只怕在墙上已经找不到竞选壁报了。罗马的中坚阶层已经开始回避公职。这又是一个罗马人逐渐不是罗马人的征兆。




罗马千年国庆祭典



在各类史书记载中，阿拉伯出身的罗马皇帝菲力普唯一的功绩，是他主办了罗马千年国庆祭典。根据故老相传，罗慕路斯建国时，正值西元前753年。因此西元248年为罗马建国千年国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也许会觉得由阿拉伯人主导拉丁人国家的千年国庆，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不过罗马人向来以同化战败者为哲学，或许他们会认为这正是同化路线的成果。西元248年4月21日起，罗马举办了三天的千年国庆祭典，带头的是以罗马式托加长袍衣角遮头的「阿拉伯人」。然而列席的元老院议员与公民对此没有半点抱怨，想来这是帝国应当有的社会风貌。









罗马建国千年纪念币




千年国庆祭典就在背朝台伯河的情况下庄严又热闹地揭幕。白天在温暖的阳光之下，夜晩则以火把稍微驱逐令人发抖的寒意。祭典不可或缺的各项体育竞赛、四头马车赛，以及剑客决斗应有尽有。因为菲力普皇帝本人也为自己竟有幸主办千年国庆感动，为了本次祭典不惜一切花费。

这名阿拉伯出身的罗马皇帝是真正打心底讚叹首都罗马的雄伟。自从来到罗马以后，皇帝总喜爱四处逛逛这个让人称为「世界首都」的都市。每当在街上逛时，他总要嘀咕说自己真的在以这都市为首都的国家登基了吗。

从如今残存的遗迹数量可以证明，叙利亚在罗马时代也有许多建筑物。不过行省的都市，自然规模与外观上都无法与位于义大利本国的首都罗马相提并论。在西元四世纪时，一世纪的公共建筑物依旧存在，而且能发挥功用。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历任皇帝苦心维修、改建的成果。

西元三世纪庆祝建国千年时，包括共和时期的经营成果在内，帝国首都已经有四百年的历史。不只是帝国东方的叙利亚，首都罗马与帝国西方的其他都市也有所不同。同样位于西方，罗马时代的伦敦、里昂、科隆、维也纳、布达佩斯一样与罗马没得比较。就算将范围限於出自不列颠行省的文物，大英博物馆展示的古罗马文物，在质与量两方面还是不能与罗马的任何一家美术馆相比。只因前者是帝国行省的都市，罗马则是帝国首都。菲力普皇帝在登基前从未到过首都，因此对于「世界首都」的壮丽更是加倍感动。

然而，从庆祝建国千年的这一年起，罗马人有整整半个世纪要忙于应付如同波涛般南下的日耳曼人。这也是历史上常见的，让人觉得讽刺的巧合。





有许多研究人员喜欢以「民族大迁徙」一词代替蛮族入侵。在罗马帝国垮台的西元五世纪时，民族大迁徙是个正确的说法。因为西元五世纪时，多半的蛮族会定居在入侵的地方。不过两百年前的三世纪时，「蛮族入侵」才能反映出实情。因为西元三世纪的日耳曼人群集突破帝国防线、抢夺人员财物之后，还会回到防线外自己的土地上。简单来说，他们是为数众多的盗匪。

那么，为什么罗马帝国，尤其西元二世纪末以后的罗马帝国，会苦於应付这些蛮族呢？

从启蒙主义时代至今，主流意见认为这是因为罗马人不愿待在营区度日，宁可选择悠閒舒适的都市生活造成的。如果这项假设正确，罗马早在西元三世纪就该灭亡了。然而罗马帝国却能与北方蛮族作战，继续维持国家命脉两百年。这表示罗马人之中还是有人愿意在危险的前线度日。

另一个说法认为，日耳曼民族由于所在地的耕地不足，在人口增加、粮食匮乏的结果下，只好向罗马帝国入侵。不过这项论点的说服力还不足够。难道说，现代的德国、波兰、乌克兰等地，在地形及气候两方面都不适於人类生存吗？现代的法国固然阡陌连天，然而当年凯撒征服此地时，高卢四处是森林与沼泽。到了纳入罗马版图以后，和平受到保障，人民也开始定居，开荒除草增加农地，才把狩猎民族转化成农耕民族。

简单来说，日耳曼人与高卢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到西元三世纪时，还不懂得活用土地。到这时候，他们还是与住在斯堪地那维亚、俄罗斯时一样，苦於贫困饥饿。偏偏这些人体格强健到足以压倒罗马人，又没有东西可失去，因此不知畏惧为何物。当然，西元三世纪时的蛮族，已经不像西元前一世纪凯撒时代那样只以毛皮蔽体。哈德良皇帝之后的罗马人也开始留胡子，因此不能以胡须来区分，不过还是可以头发长短来分別。罗马军有戴头盗的必要，因此留短发；蛮族没有戴头盔的习惯，因此留长髪。至於服装方面，可以西元二世纪初期的图拉真时代为準。在「图拉真圆柱」上头刻著以辅助部队身分加入罗马军的日耳曼士兵。这些士兵在战斗时，只穿着丁字裤一类的服装。罗马军方允许从军的异族辅助兵在作战时穿着容易战斗的服装。因此这种几乎全裸的服装应该是日耳曼人的活动服。西元三世纪中期距离图拉真时代已经有一百五十年，蛮族外观上可能有些改变，不过内在应该没什么变化。亦即他们在提升生活水準时，不是以「汗水」，而是以「鲜血」为代价。





西元二世纪时，罗马人称呼居住在防线外，但与罗马人接触频繁的异族为「近蛮族」；住在这些人北方，与罗马没有往来的则是「远蛮族」。然而到了西元三世纪之后，情况又不同了。「远蛮族」南下攻击「近蛮族」，在吸收合并之后，过去的「远蛮族」成了今日的「近蛮族」。除了与喜好以「鲜血」代替「汗水」获利的蛮族直接接触以外，还有一点对罗马不利的地方。

西元二世纪时，亦即五贤君时代时，罗马帝国已经对「近蛮族」实施经济支援政策。目的在提升防线外居民的生活品质，借此防止这些人入侵罗马。话说回来，罗马也并非单纯提供金钱支援而已。另外还开放市场，以及向对方采购军团必须物资，希望借此协助这些人经济自立。在馈赠礼品、军服、武器、马具等给部族酋长时，也特別挑选豪华昂贵，但不实用的物品。罗马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在使蛮族罗马化，亦即定居化。面对「近蛮族」时，这种综合安全保障政策十分有效。

到西元三世纪之后，「近蛮族」已经遭「远蛮族」吸收，这项政策便失去效果。与罗马帝国接壤的「远蛮族」不要罗马帝国经济支援，转而要求直接以金币送上年贡。简单来说，蛮族的意思是「不想遭到入侵的话，就缴保护费来」。更糟糕的是，在罗马皇帝里面，还真有人接受这种条件。因为皇帝认为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只要能避免遭侵略就好。

如此一来，经济援助政策也开始带有「富有但弱小的一方，年年上贡给强大但贫穷的另一方」的性质。西元248年，罗马举办庄严、豪华的千年国庆祭典之后不到半年，在多瑙河下游与罗马对峙的日耳曼部族里边，势力较为庞大的哥德族，就对莫埃西亚行省总督抗议年贡迟迟未缴。其实抗议也只是个形式罢了，消息还没传到总督耳里，哥德族已经大举渡河。

罗马方面当然也设法抵抗，问题是来袭的敌人以掠夺为目的，没有带着妨碍作战的老弱妇孺。而且这些人计画以俘虏来拉车运输战利品，出击的部队纯由骑兵组成。此外，他们还避开势必强烈反击的军团基地，专挑平民的居住区下手。罗马军能做的，只有等在对方拉着俘虏与战利品的归途中，重新击退敌人，抢回战利品与俘虏。可是当民众回到家园时，看到的是遭烧杀掳掠的房舍田地，当然会感到绝望。

守护帝国多瑙河前线的官兵以及附近居民的共同期待，就是身在首都的菲力普皇帝率军前来，指挥一场大规模报复攻击。可是菲力普没有这样做，他只有把当时担任首都长官的德丘斯派到多瑙河前线。这举措不仅让悔恨无力阻止哥德族入侵的多瑙河官兵感到失望，更让官兵大感愤慨。

官兵对菲力普的不满，可以归纳成下列三点：

第一，他们远征东方，辛苦收复了美索不达米亚，菲力普却因急于与波斯议和轻易放手。

第二，菲力普成天在首都看元老院脸色推出政策。身在前线的官兵，向来厌恶在安全舒适的首都享受高位的元老院议员。

第三，皇帝身兼罗马军最高司令官，然而菲力普登基后从未出征过。如今有了需求，却怠忽职守，打算派个代理了事。





官兵对获派来此的德丘斯并无不满，只是他们感慨菲力普毕竟只是个「阿拉伯人」，不适合担任罗马帝国的皇帝。

德丘斯发挥了超出官兵们期待的力量，在他指挥之下，多瑙河防线得以重整旗鼓。接下来的一年内，防线得以成功阻止哥德族入侵。但也正因为成功，官兵的不满才会爆发。西元249年元旦，官兵代表前往德丘斯的宿舍，向他表示全体官兵希望他能登基即位。

德丘斯担心如果自己不接受要求，多瑙河防线的十个军团会失控。因此他向身在首都的菲力普发出密函，表示自己愿意暂时接受官兵推举称帝，回到首都之后再将皇位归还给菲力普。可是菲力普皇帝不相信密函的内容，聚集了禁卫军团与米塞诺军港的水兵、船员，组成了德丘斯讨伐军朝北行进。虽说菲力普对元老院毕恭毕敬，这些议员却是擅长见风转舵的人。当皇帝率军北上时，议员纷纷称病躲在郊区的別墅，没有人来送行。

德丘斯先是背了篡位的黑锅，又遭受讨伐军的压力，不得已只有率军南下。在义大利北部的威罗纳附近，遭遇到讨伐部队。不过这场内战，连一场像样的战斗都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菲力普·阿拉布思皇帝在遭到麾下的官兵拋弃后，决心宁可自裁也不受俘。元老院知道内战结果后，议决处置前任皇帝菲力普「记录抹煞刑」（Damnatio Memoriae）。对于古代民族中最重视名誉的罗马人来说，这项刑罚将受刑人的姓名与所有业绩由官方记录中完全删除，是最为严酷的刑罚。阿拉伯出身的菲力普皇帝在这方面与尼禄皇帝可说是同病相怜。




皇帝德丘斯（西元249年~251年在位）



德丘斯同样是行省出身却登上皇位的人物。「远旁诺尼亚行省」省都为今日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多瑙河流经布达佩斯之后，转向南流，随后又向东转向，德丘斯就出生在这个转角地区。比起省都兼第二亚迪乌托利克斯军团基地的布达佩斯来说，这里距离上比较接近近邻的「近莫埃西亚行省」省都兼第四弗拉维亚军团基地，亦即今日的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这附近有个不是军团基地，但一手包办后勤补给的都市西尔谬姆（今日的敏托罗维迦）。简单来说，德丘斯生长在罗马帝国的多瑙河中游前线地区。






德丘斯




这个人与图拉真皇帝、哈德良皇帝一样，是义大利出身的军团兵退伍后与当地女子生下的后裔。他在登基之后，要求元老院让他在官方姓名追加「图拉真」。可能他的祖先在一百五十年前曾接受图拉真皇帝指挥作战。以西尔谬姆为中心的这个地区，日后又出了许多罗马皇帝，德丘斯就是这些人的大前辈。不过与「晚辈」不同的是，德丘斯出身於富裕农家。他会选择进入军团谋前途，可能是因为生长在前线地带，每天看着军团行军与官兵作息的缘故吧。德丘斯从十七岁开始的军团生涯似乎一帆风顺，四十五岁时便得以进入元老院。虽说元老院阶层出身的人三十岁就能拥有议席，德丘斯晩了人家十五年。不过对行省出身的人来说，德丘斯已经算得上事业成功。他的妻子出身首都罗马的上流阶层，两个儿子也在首都就学。在菲力普皇帝任内，德丘斯获派相当於现代首都市长的首都长官职位。由于任内的行政表现优秀，加上长年的军团资历，菲力普皇帝将他派遣至「远莫埃西亚行省」的措施，可说适才适用。

德丘斯登基之后，在军事才干与统治本领两方面来说，都具有充分的实力，是个适於担任必须身兼文官武将的罗马皇帝人才。德丘斯不幸的地方在于，他在位的短短几年时间，正好是多瑙河下游的哥德族将累积的力量往南洩洪的时期。





德丘斯登基时才四十出头，正值男子一生中的黄金时期。登基之后他所作的第一项措施，是重新编组多瑙河防线。到这个时期，就连在首都过着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都会同意，多瑙河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命脉。罗马已将兵力的三分之一，亦即十个军团派驻在多瑙河防线上。问题就在于十个军团能否合作，以及能否活用六万主要战力军团兵。毕竟多瑙河流域漫长，起源自阿尔卑斯山，途经现代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最后注入黑海。罗马时代的十个军团基地，成为后世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等大都市的起源。不过罗马帝国的防线并非由军团基地单独成立。在军团基地之间，每隔十公里左右，就会配置有辅助部队、骑兵、监视据点等军事设施，如此的设计才有资格称为防线。






引用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要重新整顿这些设施并不容易，德丘斯皇帝下令首先整顿衔接军团基地、城墙、据点之间的军用道路网。因为若要让眼见多瑙河对岸蛮族日益增加的官兵不再恐慌，首先要让官兵知道自己并非孤立。其次，他著手重建规范官兵的军纪。因为只要监视用碉堡里边有一个士兵疏忽，很可能连累到附近所有的罗马军人。当德丘斯逝世后，官兵提议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一句话：“reparator disciplinae militaris”（修复军纪的人）。

德丘斯皇帝不仅想修复军团的纪律，他还打算修复罗马社会的纪律，同时也展开行动。这却使得德丘斯成了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之一。




镇压基督教徒（一）



罗马人镇压基督教徒，并非因为基督教徒信奉的神明与自己不同。罗马人是多神教民族，而多神教，与其说是有许多神明的宗教，不如说是认同別人信仰不同宗教的想法。也因此，无论信奉哪尊神明，都不会因此得罪。只不过，如果教徒组成孤立于其他宗教之外的集团，并集体做出反社会的举动时，就是犯罪了。现代日本有个「破坏活动防止法」，目的就在防治反社会活动。从「破坏活动防止法」的角度来看，应该较容易瞭解罗马人如何看待基督教徒。

帝国曾有一段由贤君明主统治，后世称为「五贤君时代」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同样有镇压基督教徒的事迹，足以证明罗马皇帝镇压基督教徒，并非在压制宗教信仰，而是在镇压反社会活动。镇压的对象也不是信奉基督教的个人，而是认定传布基督教为个人使命，并实际行动的主教等神职阶层人员。

西元64年，首都罗马发生烧毁全市三分之二的大火。尼禄皇帝为了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引发了有名的基督教徒大量殉教事件。除本次事件殉教人员以外，直到西元250年为止，一百八十六年间殉教的基督教徒如下：

图拉真时代於安提阿、耶路撒冷各处刑一名主教。

安东尼奥·派阿斯时代於首都处死五名教徒。

马库斯·奥理略时代，有五名教徒於高卢的里昂殉教。

从尼禄皇帝引发大量殉教事件后，到图拉真皇帝登基为止的三十四年之间，虽然有神职人员遭驱逐出境，但没有任何人因基督教徒身分遭处死刑。在其后的五贤君时代殉教的人数，如同以上统计，一共十二人。

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皇帝治国期间后半，从原本的宽容政策改走镇压路线。因为他判断基督教徒的「结社」为反社会活动，延续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严禁祕密结社的国策。然而谢维勒皇帝也只是封锁各地的基督教会，而且不知何时教会又让人开放了。

当谢维勒皇帝病逝二十四年后，在「色雷斯人」马克西谬斯任内，有人控告教会的祭司。最后这些祭司也只受到驱逐出境处分。

以上统计数字，并非根据罗马帝国官方文件，而是根据基督教会的记录。基督教会向来赞扬标榜殉教者，公开批评将基督教奉为国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罗马皇帝都是昏君。然而到西元250年为止，教会也只能列出十二名殉教者。一百多年下来，只找得到十二名殉教者。就算加上没有列入记录的案例，殉教者数量也不会有太大差距。这是因为镇压的对象不是信奉宗教的个人，而是针对传播信仰，亦即以传教为业的神职人员。而第一个将镇压范围扩及一般信徒的，就是德丘斯皇帝。

德丘斯决意发行证实非基督教徒身分的证明书。发放对象不是神职人员，而是全体罗马公民权所有人。自从卡拉卡拉发佈勒令以来，行省民也都成了罗马公民。因此这道命令一下，自能将散布於行省民里边的基督教徒一网打尽。

西元250年发佈这道命令时采取的是临时措施法的形式，这是当皇帝决心短期集中推动政策时常用的作法。德丘斯提出说明表示，在防御外敌恢复帝国和平之际，仅凭前线直接御敌的官兵还不足够，需要帝国全体国民后援。基督教徒长期传布现在所住的罗马帝国是邪恶堕落的国度，对正忙于防御北方蛮族与东方波斯势力入侵的皇帝来说，基督教徒可能演变成在罗马帝国境内生活的敌对势力。





证明书的原文叫作“Libellus”。德丘斯命每个城乡成立发行证书用的特別委员会。召集民众之后，令其在委员面前参拜罗马诸神像，把自己带来的香料撒在神像前的香灰上燃烧，然后在燃烧香料引起的烟雾前发誓自己不是基督教徒。事前事后没有任何确认调查，当场发放证书。

不过基督教徒却为此大感动摇，教会因此分裂成两派。其中一派认为应当坚持信仰至死；另一派认为顺着政府的小小要求领到证书，随后再来坚持信仰，应当能得到上帝宽恕。这个时期中似乎以后者佔优势，因此在德丘斯的政策下出现了大量弃宗改教的人。

一般信徒也许还能获得上帝宽恕，神职人员可能认为自己站在引导信徒的立场上，这样做可没办法取得上帝宽恕。因此神职人员在政府召见之前便纷纷逃亡。比方说着作等身的迦太基主教基普利亚努斯，就是这段时期里销声匿迹的人物之一。只不过，西元251年复活节，亦即第二年春天时，基普利亚努斯又回到迦太基了。他们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回到原地，只因为德丘斯皇帝已经无暇扫荡基督教徒。




蛮族大举入侵



哥德族这时已经是个快要溃堤的水坝。对罗马来说不妙的是，哥德族的居住地区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一带，向来是多瑙河防线中较为弱势的地方。罗马人将多瑙河下游南岸分为「远莫埃西亚行省」与「近莫埃西亚行省」。对德丘斯皇帝而言，这个地区也是他登基前的驻地，因此他很熟悉这一带罗马防线的弱点所在。

德丘斯曾赐予两个已成年，但仍年轻的儿子「凯撒」称号。一听到哥德族的动态，他又将「奥古斯都」称号赐给两个儿子，使他们成为共同皇帝。与其说德丘斯在打皇位世袭的主意，不如说他是在预防不测事故。即使三人里有任何人遇到不幸，帝国还是得以维持营运下去。元老院可能也知道他的苦心，无人反对让这两个几乎没有公职经验的年轻人登基。而德丘斯皇帝的预测，很不幸的完全猜中了。

与新兴气势，又有国王做统一指挥系统的波斯比起来，部族之间分分合合的日耳曼人反而比较让罗马人头痛。这不是因为日耳曼人比波斯人骁勇善战，而是因为罗马人几乎无法预估日耳曼人的下一步动作。

在一千八百年后的现代，即便站在多瑙河南岸瞭望北岸，只怕也难以想像一千八百年前的模样。若是离开城镇往郊外走，却可以获得少许提示。森林一直延伸到河岸边，在宽阔河面缓缓流动的另一边，实在看不到对岸的动静。罗马帝国随时会派遣船队巡逻多瑙河，然而即使把船只开到河流中央，也还是不容易看穿对岸的森林。罗马帝国在北方防线多瑙河的要处，设置军团基地，并且在军团基地的对岸设置防御据点，最后以舟桥衔接据点和基地。在这个防御体系之下，如果蛮族袭击基地外的防御据点，罗马自然有办法防卫并击退。





问题是，日耳曼人已经成熟到会避免这种自杀行为，而且他们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以另外一个衡量文明程度的尺度来看，日耳曼人偏偏又对于人力损害不在意。

当罗马人发现对岸的森林突然有异常动态时，已经来不及了。大量船只立即出现在河面上，中央为马匹，两侧则是摇桨手，以几乎让河流停滞的气势向南岸逼近。而船底接触到河底石砾的声音，就有如事先约定的讯号一般，男子们立即将马拉下船，摇桨手瞬时又成了骑兵。

面临河川的防线，不像陆地上的「哈德良长城」、「日耳曼长城」一样由干壕、木栅、石墙建构。尽管罗马军方连绵修建了碉堡、据点等设备，之间还是有十到十五公里的间隙。从蛮族的角度来说，登陆南岸，亦即入侵罗马领地时，就是要挑这种地点。一旦上岸之后，全体立即朝预期掠夺效果较好的村落城镇奔驰。驻守据点的官兵能做的，只有派遣快马向军团基地报告状况。罗马军面对北方蛮族时只能被动反击，原因就在于敌军入侵已经大多采这种形式。





当部族之间相互合并，处於一个自称为王的人之下以后，这个人就有必要以增加掠夺物资的量来夸示自身的实力。这使得蛮族入侵的规模有如水坝决堤一样庞大，而且又一再发生。这成为西元三世纪中期的特色之一。但尽管蛮族入侵规模变大了，推测对方行动的难度却依旧不变。变的只有对岸那茂密森林中，埋伏敌船（上面载着敌人以及他们的马匹）的流域范围变得更广了而已。蛮族部族合并是合并，不表示日耳曼人因此就有了组织化的军队，君王也不见得成了全军指挥。事实上，各部队还是和过往一样，以部族为单位行动。这对有统一组织，架构金字塔形指挥系统的罗马军来说，就成了死角。

另一项不利的是，北方蛮族的主要战力为骑兵，罗马则维持以步兵为主力的传统。步兵一天可移动二十五到三十公里的路程，骑兵则一天可超过七十五公里。步兵成为罗马主力的原因，在于罗马与希腊相同地，是起源自城邦国家的政体。从社会结构来说，都市的主力「公民」，自然在军中也是主要战力。日耳曼人的共同体里面没有「公民」，只有由身强体健的男子组成的战士集团。这些战士一旦与马匹结合，冲击力也会大为增加。而且日耳曼人是不定居一处的狩猎民族，马匹平日方便迁徙，作战时又能提供战力，在各个层面都适於他们的生活。当然，他们平日也热心於培育马匹。

西元二世纪后半的蛮族入侵规模还不大，到了三世纪中期规模可就不同了。

虽说局势不同，却不代表蛮族已经文明开化。他们没有补给站的观念。如果有补给站的话，就能探测补给与储藏的位置，推测他们的动向。遇到这些肚子饿了就找地方抢东西吃的对手，实在不知道要从何找起。简单来说，蛮族没有战略。既然一开始就没有战略存在，自然无法预测。




哥德族



西元250年，就在河水水量衰减的夏季时，日耳曼人里的哥德族与汪达尔族大举渡过多瑙河下游入侵罗马。名义上来说，这次入侵由哥德族的可尼拔王率领全军。实际上哥德族与汪达尔族各自为政，哥德族旗下的各部族也是单独行动。

日耳曼人渡河的地点，在第一义大利加军团的诺瓦艾基地（今日保加利亚的斯维西托弗）附近。不过在西元二世纪末期，由于达其亚行省防卫体制面临危机，这个军团已经迁移到上游六十公里处的奥艾司库斯。这一带属于「远莫埃西亚行省」，顺着多瑙河往下游走可到达多罗斯托禄姆（今日保加利亚的西里斯特拉）的第十一克劳狄亚军团基地。蛮族渡过多瑙河下游的地点，就在两个军团基地的中间。

这一年的「远莫埃西亚行省」总督，名叫托雷玻尼亚努士·迦尔斯。当他从奥艾司库斯率军赶来渡河地点时，只能看到哥德族大举入侵的痕迹。蛮族的主力已经沿着军团基地附近维修完善的罗马大道南下扬长而去。

这个地方的南边，是具有罗马军补给基地角色的尼克波利斯。如果这个具有大型补给基地身分的都市遭到掠夺，派来防守「远莫埃西亚行省」的两个罗马军团马上会动弹不得。不过这年的敌军没有攻击尼克波利斯，反而直接南下入侵色雷斯行省，深入了巴尔干地区。






巴尔干地区与小亚细亚




对罗马帝国来说，色雷斯行省可不是边境地区，而是帝国东西双方的通行要道。这个地方离前线的多瑙河地区近，从西北到东南又陆续有尼苏、赛尔蒂迦（今日的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兴建的菲利普城、图拉真皇帝建设的別洛耶、哈德良皇帝建设的哈德良堡等。总之色雷斯地区有许多罗马时代的重要都市，而且带是罗马时代的东西交通要道。马库斯·奥理略皇帝在位时，曾让日耳曼人入侵西班牙与义大利北部。然而当时入侵人数不多，得以迅速歼灭。这次入侵的日耳曼人规模可就不同了。身在首都罗马的德丘斯皇帝认为，事态已经严重到不能靠莫埃西亚行省总督一个人解决。他不但打算御驾亲征，而且派遣长子艾特洛斯克斯率领一支部队。次子奥士提利亚努似乎健康状况不理想，因此留在首都负责内政。对罗马帝国来说，这次入侵的敌人数量空前，侵入帝国的深度也破记录。





历史上的名将会让人称为名将，原因在于他们让麾下的官兵以自己熟练的方式作战。罗马军向来擅长于平原布阵展开会战。罗马军团军纪严明、训练充足，长年以最小的牺牲获胜为目的，将部队磨练成效率十足的「战斗机械」。如果要将罗马军擅长的战略应用在巴尔干地区，则必须先将四处掠夺的蛮族引诱到某个地方，再以双方的全数兵力展开会战。德丘斯皇帝大概也打算这样做。他将部队分成四路，自己率领第一路、长子率领第二路，由西方进击；色雷斯行省总督普利斯克斯率领第三路由南方进攻；莫埃西亚行省总督托雷玻尼亚努士率领第四路由北边逼近，计画把敌军压迫到色雷斯的平原地带。

若要让这项战略成功，首先必须从敌方手上抢来主导权。如果只能追在行动迅速的敌军背后，主导权会一直把持在敌军手上。名将即使在初期作战失利，也晓得如何优先夺回战斗主导权。只要掌握主导权，各部队的合作将更加顺畅。然而在西元250年夏季到251年春季为止的战斗中，主导权始终掌握在日耳曼人手上。换句话说，罗马军一直遭受速度佔优势的蛮族玩弄。

这并不代表罗马军作战失利。无论对手是哥德或汪达尔，只要与蛮族正面冲突，大多数情况下会是罗马军获胜。就算没获胜，罗马军也会佔优势。一听到尼克波利斯与菲利普城受包围的消息，德丘斯也马上率军驰援，因此敌军只有放弃攻城计画。蛮族不但无法接近哈德良堡半步，当罗马军在別洛耶郊外与哥德族战斗时，更是大获全胜，使得败逃的哥德族一心只想渡过多瑙河逃回故乡，顾不得沿路抢劫。





只不过对乘马的北方蛮族来说，他们没有必要走在全线石板面的罗马大道。当时的高速公路，亦即全线石板面的罗马大道，是为了便於罗马军主力重步兵行军，以及方便运输沉重的攻城器械而铺设。至於骑兵，大可走在山间田野上，而且巴尔干地区地形多山。

结果，作战将近一年，罗马军还是没把主导权夺回手里。即使兵分四路，而且各路部队皆奋力作战，还是无法发挥协同作战效果。在随时让速度佔优势的蛮族掌握先机的状况下，即使整体局面佔优势，还是可能在某些局部吃亏。四名将领中年纪最轻、经验最少的艾特洛斯克斯皇帝就遇上这种局面。





第二路军队遭到埋伏在森林中的敌军突袭，以致屈居劣势。艾特洛斯克斯虽然乘马带头奋战，但在不幸坠马后，遭敌军攻击阵亡。德丘斯当时正在不远处行军，很快地就接获消息。

德丘斯皇帝因悲愤绝望而忘我，立即率兵前去报仇。然而他遇到的，却不是杀子仇人，而是知道有猎物可攻击后，像非洲土狼一样群聚於此的数倍哥德族敌军。德丘斯皇帝毫不畏惧，却在追击敌军时，不知不觉踏入了沼泽地带。在寸步难行的沼泽里，有许多官兵与德丘斯皇帝一同英勇殉国。遗体可能陷入了沼泽里边，没有人找得到。而在混战中阵亡的艾特洛斯克斯也同样找不回遗体。




石棺



罗马街头有许多美术馆，其中阿尔登普斯美术馆向来以展示希腊、罗马雕刻为特色。这座美术馆最大的展示室左侧墙边，摆设著最初由红衣主教芦德威治收藏，因此通称“Grande Ludovisi”的石棺。这口石棺长二·七三公尺，宽一·三七公尺，高一·五五公尺。是将一块完整大理石切成方块，於正面与两侧浮雕，并挖空内部，留下十八公分厚的棺壁。这是一个代表西元三世纪时，罗马的雕像表现能力依旧出色的杰作。






“Grande Ludovisi”




正面雕刻有长将近三公尺，宽一公尺半的战斗场面。从双方武装可以立即判別，这是罗马与蛮族的战斗。而浮雕的中心人物，则是西元251年与哥德族作战阵亡的艾特洛斯克斯。光从浮雕上的场景来判断，会以为罗马军战斗获胜了。其实这场战斗中失败的是罗马，年轻的艾特洛斯克斯皇帝因而阵亡。





据说这口石棺，是悲伤的母亲为了纪念过世的儿子而命人制作的，不过目的不在收容遗体。一来遗体已经找不到，二则罗马人习於火葬。在盛行土葬的基督教掌权之前，大型石棺可说是一种死者纪念碑，是制作来让在世者缅怀故人用的。皇后出身於伊特鲁里亚地区的名门，所以能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儿子订制材料、人工皆十分昂贵的石棺。想必皇后多得是资金与悲痛的心情。据说这口石棺，是西元十七世纪时，在罗马与提柏利之间的提柏利那大道附近挖掘得来。在罗马时代的首都近郊，大道附近多是富裕人家的別墅。可能德丘斯皇帝的妻子、早逝的艾特洛斯克斯的母亲，也把別墅建在这附近。这口石棺可能是安置在別墅中必定有的圆柱回廊一角，背对着墙，面朝有花草树木喷泉的中庭。因为正面与两侧都有浮雕，唯独背面没有。





德丘斯成为第一个在对抗蛮族时阵亡的皇帝。尽管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哥德族与汪达尔族依旧盘据在巴尔干地区。亦即罗马仍在与蛮族间的战争状态下。而且不仅德丘斯皇帝，具有共同皇帝身分的艾特洛斯克斯也已经阵亡。虽说德丘斯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在首都担任共同皇帝，正在持续作战的前线可不能允许最高司令官出缺。

以「远莫埃西亚行省」总督身分参加对蛮族作战的托雷玻尼亚努士，就因此在官兵的推举下登基。大众期待他继续领导对蛮族作战，可是生于义大利本国，属于元老院阶层的这个人，却决定选择与蛮族议和代替作战。




与蛮族议和



外交交涉对象为入侵的蛮族中，势力最为庞大的哥德族。

罗马方面只提出一项要求，就是要对方离开罗马，渡过多瑙河回到原来的居住地去。相对地，罗马接受哥德族的一切要求。

掠夺得来的物品可以悉数带回，返乡时也可把俘虏全数带走，再加上每年由罗马缴纳年贡。

这种条件之下，和谈当然容易成立。簽署条约之后，托雷玻尼亚努士皇帝任命艾米里亚担任「远莫埃西亚行省」总督，立即动身赶回罗马。

在这段时期内，袭击罗马的不只北方蛮族，还包括传染病。

就连首都罗马也躲不过流行疾病。德丘斯的次子，共同皇帝奥士提利亚努也因此病逝。托雷玻尼亚努士便成了唯一的皇帝。然而他的这种日子也不长久。





官兵在不情愿的状况下面临议和局势，心中充斥著对托雷玻尼亚努士皇帝的不满。当他们遇上与自己有共同感想的指挥官后，怒气便一发不可收拾。前来多瑙河畔的远莫埃西亚行省（今日的保加利亚）就任的艾米里亚，原本出身於北非的茅利塔尼亚行省（今日的摩洛哥）。不过与多瑙河下游出身，在当地服役的官兵同样地，他也痛恨托雷玻尼亚努士皇帝面对蛮族时的软弱外交政策。






托雷玻尼亚努士




艾米里亚总督决心无视托雷玻尼亚努士皇帝与哥德族间的和平协议。

当这项消息传开之后，整个莫埃西亚行省顿时热衷於报复亲人遭俘的仇恨。从司令官到士兵，全员团结一致渡过多瑙河，杀进哥德族的居住地。这场攻击前没有充分準备，兵力也只有一万左右，不过还是达成某种程度的报复。遭到俘虏，让人抓到多瑙河北岸的人员也成功救回。官兵为此大感振奋，回到基地后，甚至对艾米里亚表示，他们愿意一致拥立艾米里亚登基。在这个时期，艾米里亚只做保留，没有正面回答。

不过，哥德族群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此外，他们认为罗马既然会让和谈时唯命是从的托雷玻尼亚努士登基称帝，表示罗马已经欲振乏力。尽管双方已经议和，哥德族却依旧进行二度入侵的準备。





哥德族对罗马皇帝的看法，也顺着多瑙河而上，传染给隔着「日耳曼长城」与罗马帝国接壤，同为日耳曼大族的亚列门诺族。亚列门诺，又称作亚拉曼。至今这个名词还用于称呼现代德国西南部的德国人。亚列门诺族向罗马的行省总督提出要求，要调高年贡的金额。而且交涉过程中，他们已经不使用经济支援一词。当地的总督瓦雷力亚努斯原本就反对托雷玻尼亚努士皇帝的作法，因此严词拒绝了亚列门诺族的要求。随后亚列门诺族立刻进攻整个日耳曼长城地区。这项攻势连带引发了一年前入侵巴尔干地区，逼罗马皇帝簽署不平等条约后，食髓知味的哥德族入侵。




日耳曼民族初见地中海



以上情势，就是西元252年到253年之间，让罗马帝国大为震撼的三十万蛮族入侵事件。而且这次蛮族不仅在渡过多瑙河之后沿陆地南下，还是北方蛮族第一次出现在海上。





这同时表示，蛮族在战略思想上也有进步。

他们知道与罗马帝国防线正面冲突的牺牲太大，不适於掠夺。因此改由军团基地之间，亦即防线较薄弱的地区入侵。尽管如此，在满载掠夺品返乡的路上，往往会遭到军团埋伏。运气不好的要当场以掠夺物陪葬，运气好的也得放弃财物逃亡，毕竟罗马正规军擅於正面交锋。

因此蛮族不由正面突破防线，而计画绕道侧面，从防线背部切入。也就是说，不仅设法突破多瑙河防线，还打算从黑海进入爱琴海，掠夺滨海的小亚细亚、希腊等富饶地区。





这是一项正确的战略。黑海虽有巡逻用的舰队，不过舰队基地设置于海港都市尼科美狄亚。此地位于由黑海经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的地方。基地会设置在远离前线的此地，主因自从黑海纳入罗马帝国版图以后，三百年来一直得享与陆地上同样的和平。亦即，三百年来商船渔船都能自由安全地航行。就连日常生活与海洋无缘的哥德族，都能轻易夺取靠港的商船渔船，使唤水手、摇桨手，任意在海上航行。若要运输三十万人，保守估计需要一千五百艘船只。能在黑海地区到手的船只恐怕没有这么多，不过若顺着马尔马拉海、爱琴海一路南下，在各地港口抢夺的话，大可轻易凑足船只。






黑海、爱琴海周边地图




现代的读者会误以为海盗就是在海上寻找船只，并接近猎物抢夺财物人员的职业。不过这只是海盗的部分工作而已。海盗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会从海上出现，登陆抢夺人员财物之后又从海上扬长而去。一般而言，都市对于面对海洋的部分防卫程度会比较低，又加上当时「罗马和平」已经渗透海上三百多年。西元三世纪中期的罗马帝国国民已经习於太平日子，使得陆地民族日耳曼人也能轻松地化身海盗。

和平固然是无价之宝，然而要是过度习於和平，反而会失去和平。「罗马和平」带来的讽刺现象也同时出现在陆地上。好莱坞电影中，常常拍摄身穿武装的罗马军驱赶广场中往来的民众行军的模样，然而这是虚构的内容。笔者认为，一个国家健全与否，可以看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用于对内或对外。罗马帝国的军团基地几乎都位于国界上。至於位于国内的基地，可以拿史特拉斯堡基地为例。国内基地设置于莱茵河或穿越黑森林的「日耳曼长城」附近，一接获敌军入侵的消息，马上可以派兵驰援。亦即，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是用于防卫罗马人称为“Limes”的防线。也因此，有半数以上的行省没有设置军团基地。至於都市方面，能够常驻一千名卫队的只有西欧的关键要地里昂，以及北非的首府迦太基。其他都市只有派驻在行省总督府的百名部队而已。

罗马帝国是由罗马人统治的帝国；「罗马和平」是罗马人期望、由罗马人主导实现的和平。受统治的人能够安于罗马帝国的统治，原因在于一般民众眼见、接触统治者的机会并不多。也因为如此，罗马才能以相当於美国陆战队人数，不满二十万的主力部队保障辽阔的帝国享有三百年的和平。罗马判断小亚细亚与希腊没有太大御敌需求，因此没有设置军团基地。而这次遭受哥德族由海上入侵的，就是这个区域。





连接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由于水位高低差的缘故，潮流特別快，而且流向不定。哥德族入侵时，有不少船只不及闪避而触礁，不过因为总数多，因而能维持入侵势力。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口的拜占庭，在半个世纪后会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不过在西元三世纪中期时，只是帝国内的诸多小城市之一，哥德族连看都没多看一眼。不过当哥德族进入马尔马拉海之后，所有遇上他们的都市都要遭殃了。

首先遭攻击的是尼科美狄亚，接下来附近的尼凯亚、普尔萨也难逃一劫。总之有许多希腊裔居民，以丰饶闻名的俾斯尼亚行省不分郊区与都市，全数遭受袭击。当袭击结束后，满载哥德族的舰队又穿越马尔马拉海的出口荷雷斯贲特斯海峡，进入爱琴海。

爱琴海，意为多岛海，航行在海上时可以见到两舷岛影不断。不过哥德族却越过这些岛屿，直接袭击雅典。雅典的外港卑雷斯没有能力防卫从海上入侵的外敌。雅典市内也没有像样的部队，因此只有让哥德族洗劫。当然，在雅典北边，曾让哈德良与马库斯·奥理略流连忘返的神祕遗迹埃留西斯，同样无法幸免於日耳曼人的暴行。

既然蛮族最大的目的是掠夺，在满足之后也就自然往北方离去。当哥德族向北凯旋离去时，船队上满载着掠夺得来的人员物资。





在陆上防线遭突破，连海上的和平也失去保障之后，罗马人才开始为局势感到讶异。对蛮族的恐惧，以及仍在恶化的瘟疫带来的绝望感，使得群众湧向神殿。神殿里挤满了请求诸神像以往一般拯救罗马人的信徒，神殿前的祭坛上随时都烤著作为牺牲用的羊。而且群众的负面感情也朝向国难当前却不愿一同祈祷的基督教徒，虽然没有人因告诉而处死，但生活上的欺侮却与日俱增。

话说回来，这并不代表信奉罗马诸神的人们团结一致。除了在多瑙河下游防卫行省的官兵以外，还有其他人对皇帝托雷玻尼亚努士的蛮族政策不满。防守「日耳曼长城」的官兵同样对现任皇帝不满。尤其遭亚列门诺族入侵并击退之后，众人开始责难皇帝一直待在首都，没有出现在前线。不过他们也无法认同莫埃西亚行省官兵推举艾米里亚登基的举措。原因可能是因为艾米里亚不但出身北非，而且是北非边境茅利塔尼亚行省原住民穆亚人出身。防卫「日耳曼长城」的官兵对现任皇帝托雷玻尼亚努士不满，又看不顺眼黑皮肤的艾米里亚，自然会瞩目於自己的司令官瓦雷力亚努斯。





当年朱利斯·凯撒创出三巨头政治体制时，另外两名领袖分別是庞培与克拉苏。瓦雷力亚努斯正是克拉苏所属的利奇纽斯家门出身。既然有共和时代流传下来的名门血统，也就自然是元老院世家出身。如果说人才也有品牌的话，瓦雷力亚努斯无疑属于罗马帝国内部的最高品牌。何况人们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往往会希求贵人拯救局面。

由于瓦雷力亚努斯接受官兵的推举，使得罗马帝国不但在这年遭遇空前苦境，还陷入有三名皇帝的内乱局势。

原本由军团兵推举皇帝时，罗马会陷入内战之中，不过这次没有真正发展到刀光剑影的情势。内战的对决方式，演变成看军团兵决定投靠在哪一个将领之下。西元253年的内战时，首先是托雷玻尼亚努士与艾米里亚两军对决，结果托雷玻尼亚努士麾下官兵向艾米里亚投诚。当艾米里亚与瓦雷力亚努斯对决时，艾米里亚手下的官兵又全数投靠瓦雷力亚努斯。要投靠昨日的敌人时，按例是杀死自己的领袖当作见面礼，这使得最后只剩下瓦雷力亚努斯一个人活着。由于这场内战形式特殊，得使罗马在这年秋天就恢复由瓦雷力亚努斯一个人即位的体系。然而罗马帝国还是浪费了西元253年5月到10月的五个月时间。西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有个特色是浪费国力，这场内战又是个例子。




皇帝瓦雷力亚努斯（西元253年~260年在位）



普布留斯·利奇纽斯·瓦雷力亚努斯登基时已经六十三岁，超出了罗马人心目中的退休年龄。可能瓦雷力亚努斯也这样想，所以要求元老院把「奥古斯都」称号赐给他当时三十七岁的儿子，使父子两人以共同皇帝身分治国。这时帝国已经陷入无法由皇帝一个人统治的情状，元老院也同意了这项要求。

罗马帝国的皇帝一词，源自共和时期便存在的“Imperator”。“Imperator”意为率军作战获胜的司令官。也因此，皇帝最大的职责，在保障帝国的安全。皇帝既然身兼罗马最高指挥官，众人自然也认为一旦边境有事，皇帝就必须为任务赶往前线。而到了西元三世纪时，要赶往指挥的前线却不只一处。笔者认为，西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常常出现共同皇帝登基的例子，是因应现状的正确选择。因为当时外敌入侵的现象，经常引发连锁反应。






瓦雷力亚努斯




瓦雷力亚努斯登基称帝之后第一项措施，就是重新编组罗马军方的指挥官阶层，而且所有人员都由皇帝亲自挑选。在选拔时无论其出身地区或阶层，只以军事才干作唯一标準。

结果使得大量实力坚强但屈居下位的青年军官升上军团长阶层。

既然登用人才时仅以实力作基準，也理所当然地，由瓦雷力亚努斯拔擢的青年人才绝大多数出身罗马帝国前线。此指多瑙河南岸的旁诺尼亚与莫埃西亚地方。因为在这个地区出身的人，亲戚朋友中必定有人服役，与军团渊源较深。又由于位在国界边缘，和义大利本国、希腊、高卢、西班牙等先进地区相较，莱茵河、多瑙河前线附近的地区为边境地带，因而属于落后地区。假设一个充满实力的有志青年出身於这种地方，又生于无力送子弟到首都留学的家庭，那么到军团志愿服役，就是他提升社会地位最快的管道。罗马帝国在西元三世纪后半的特色之一，就是有许多纯军事背景出身的皇帝。日后从军团跃身皇位的人，几乎全是瓦雷力亚努斯重整罗马军时拔擢的人选。




镇压基督教徒（二）



似乎越是理解帝国面临的困境、越想要设法突破的皇帝，就会越积极压制基督教徒。在公认为明君圣主的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任内，曾发生里昂的殉教事件。而奥理略的儿子康莫德斯放置国政不管，被后世的吉朋将他评为罗马帝国衰亡的起始人物。在康莫德斯任内，基督教徒不但未曾受到欺压，甚至得享不受追究的和平日子。而在对宗教兴致大于治国的荷拉迦巴尔任内，也没有发生过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这固然证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政策没有连贯性，却又让笔者质疑，是否基督教徒政策又受到皇帝治国意愿程度的影响。





总而言之，多年以来，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政策一直维持图拉真的方针，抱持有人控告才处理的态度，而且不接受无名黑函投诉。这个处理基準，与面对一般犯罪无异。事隔一百五十年，到了西元三世纪中期时，德丘斯皇帝将方针改为不经控告亦可起诉。也就是说，直到这时候，罗马政府才将基督教徒政策正式定位为社会治安维持政策。

虽说由于蛮族入侵，这项政策只推动了一年。不过还是如同之前叙述过的，造成大量弃教改宗的人员、一千多名拒绝改宗的殉教者，以及迦太基主教基普利亚努斯等逃亡者。

再隔两年，瓦雷力亚努斯皇帝又恢复了德丘斯皇帝的基督教徒镇压政策。也就是说，全体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又必须领取名叫“Libellus”，证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的证书。同时，发行证书的特別委员会也重新展开活动。不过这项罗马社会内部的动态，并非起于皇帝个人的想法。





这时期的罗马人，已经对基督教徒忍无可忍。他们责备教徒在帝国面临国难时，只顾著躲在自己的社区中，逃避公务、兵役等罗马公民应尽的义务。对于高知识水準的罗马人来说，这也只是延续塔西图斯时代起便有的，罗马人对一神教徒的厌恶而已。不过到西元三世纪中期国难迭起，这种感情开始迅速针对基督教徒浮现，因为罗马的一般民众也开始与知识分子抱持同样的感想。

西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立法，使得行省民也拥有罗马公民权，至此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以往行省民得免除罗马公民才应当负担的公务与兵役，如今却人人都是罗马公民。原本行省民里的基督教徒比例较罗马公民高，如今这些教徒也要承担罗马公民的义务，使得三世纪的基督教徒政策更趋复杂。从罗马人的角度而言，如今教徒也是罗马公民了，却不愿承担公民义务。而教徒却又认为，基督的教义不允许他们承担帝国的政务。

历史学有个专有名词叫作「护教论者」，这些人曾试着以基督教徒的角度为当时的行为辩护。护教论者反讽说，蛮族入侵怪罪到基督教徒头上，瘟疫爆发也怪到基督教徒头上，反正有什么事情都把责任丟到基督教徒头上就是了。

而在这个时期的人物，於西元253年过世的护教论者奥理捷内曾经向与自己有相同信仰的人表示：


「信奉基督教诲的人，是比罗马帝国皇帝更强力的存在，也胜过任何一个皇帝的行政官、胜过罗马元老院与罗马公民。罗马人献给神祇的祭典，总有一天会从地上消失。迟早有一天，向现世统治者宣示效忠时，不会像如今一般对着皇帝像执行。




因此，蛮族入侵所引发的悲惨现状，没有像罗马人口中的那般绝望。蛮族总有一天会在吾等教会的教诲之下觉醒，拋弃野蛮残酷的精神。现在的悲惨情状，只是蛮族皈依基督教诲之前，上帝赐给吾等的考验。」



笔者不是基督教徒，所以觉得有趣的地方在于护教论者本身也认同「向现世统治者宣示效忠」。甚至认为，罗马帝国统治者能接受基督教，与这点应该脱不了关系。不过基督教会认为宣示效忠的对象是罗马皇帝，笔者却认为这是一项误会。





信奉一神教的基督教徒会拒绝效忠，想必是因为他们认为罗马皇帝等于神明。问题是，罗马人要到皇帝过世后，才会将其神格化。而且神格化也并非成为基督教徒观念里的神明，只是表露一种心情，希望既然皇帝生前为帝国尽力，在过世后也能够继续保佑帝国。如果从「忠烈祠」的观点来看，应该比较能理解这种心情。虽说罗马国内各处都有皇帝神像，然而对罗马民众来说，在神像前烧香料，只是一种祈祷现任皇帝身体健康的行为。在神像前行礼如仪，也接近现代人向国旗敬礼的态度。亦即，对罗马人来说，皇帝像与其说是神像，不如说是罗马帝国的象征。

基督教徒应该也理解这一点，所以才会拒绝参加所有以皇帝像为对象的祭典。等到基督教掌权之后，又积极地、亦即刻意地大肆破坏皇帝像。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对立，不是宗教间的抗争，而是不同文明引发的对立。

不过瓦雷力亚努斯皇帝与德丘斯皇帝同样地，没有时间与精神彻底地压制基督教徒。虽说持续即是力量，然而罗马皇帝为了击退外患，不得不放弃镇压基督教徒。尽管如此，基督教徒在记述教会历史时，还是把瓦雷力亚努斯皇帝列名「基督之敌」。可见虽然时间不长，但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镇压的方式相当有系统。





即位四年过后，西元257年时，原本列为第一优先的帝国国防体制重整措施已经告一段落。就在这时候，瓦雷力亚努斯公布了一项临时措施法。这项法律和以往一样，不针对一般信徒，仅以基督教会的领导阶层，亦即神职人员阶层为对象。这项法律禁止基督教的一切仪式祭典以及信徒集会。对于违犯法令规定的人，政府得在未经控诉的情形下迳行逮捕，判处流放或死刑。

当这项法令颁布之后，不知实际造成多大的牺牲，不过已知有些高阶神职人员因此受难。

在这年8月2日，首都罗马的主教斯提伐努殉教。而在8月30日，前述的迦太基主教基普利亚努斯遭行省总督传唤审问。基普利亚努斯原本再度逃亡藏匿起来，但在得知总督将追究教会人员责任后前来自首，最后遭判处死刑。

到了第二年，西元258年时，瓦雷力亚努斯皇帝好像要趁胜追击似的，又追加了一部临时措施法。这项新法重新确认拒绝参加罗马诸神祭典的神职人员将处流放或死刑。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道临时措施法头一次引进没收资产的概念，作为处分基督教徒的对策。

由此可以得知，第二道临时措施法不仅以神职人员为对象，还把对象扩大到信徒，尤其富有的信徒身上。罗马帝国政府终于瞭解到，阻断教会的资金来源，有助於妨碍基督教徒人数成长。





在罗马人的社会中，原本没有独立且专业的神职人员阶层。因为在多神教之中，没有所谓经书教理之类的东西，也就没有向一般信徒解说经书的必要。既然没有必要，负责解说的人员自然不存在。在罗马社会中，维修神殿与祭祀仪礼，是由国家与地方政府负责，费用也由国家与地方政体承担，并非由专业的神职人员阶层营运。正因为如此，长年以来罗马人一直不能理解由信徒捐赠资金，用于营运教会、培养教会相关人员、举办弥撒等教会事业的概念。想必是在对外作战造成国库空虚的时候，看到基督教徒社区依旧一片富裕，才发现宗教可聚财的不变真理。

教会内部成员身为当事人，自然各个熟知这项古今中外共通的真理。基督教会的特色之一，在于盛行派系之分。即使在遭受欺压的时代，照样盛行派系间的教理论争。教理论争的争议点往往芝麻绿豆大，外人看来会认为根本不值得争辩。由于没有讨论的价值，在此便不介绍论争的案例。简单来说，教理论争可以归结为各都市间的主教在相互比较地位高低。神职人员热衷於论争，也是因为地位越高越容易掌握金钱流向。

这样看来似乎教理论争充满铜臭味，但这又不是基督教会的污点。光凭信仰是无法维持组织的，而教会是以宗教为号召的组织。如果以双轮车作比方，要维持组织的功能，就要有坚固的信仰与冷静的组织能力当车轮，而同时又需要财货作润滑油维持车轮运转。在古代末期逐渐抬头的基督教会，只是反映出这项古今不变的原理而已。

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镇压基督教徒的方式相当彻底，然而还是不得不中断。原因在于这时波斯王夏普尔又开始入侵罗马。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想必觉得一场风暴过去，得以安心度日了吧。而后，基督教徒又享有了四十五年的平稳日子。直到西元303年迪奥克雷提亚皇帝重新大规模镇压基督教徒为止，罗马帝国内的基督教徒都能安心信奉自己的宗教。

这四十五年里有许多皇帝上台又下台，光是重要人物就有六人。不过并非这些皇帝觉得德丘斯与瓦雷力亚努斯下手残忍而改采宽容政策。基督教徒依旧为罗马社会带来问题，只是政府已经没有余裕处理。因为以西元260年为界，罗马帝国陷入了影响存亡的空前危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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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前后的罗马帝国






第四章





西元二六〇年~二七〇年






波斯王夏普尔



出身阿拉伯，外号「阿拉布思」（阿拉伯人）的罗马皇帝菲力普曾与波斯王夏普尔议和。和谈的结果，罗马失去美索不达米亚行省。而且罗马撤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之后，使得波斯势力得以渗入其北邻的亚美尼亚王国。从和谈至此已有十五年。这十五年来，罗马帝国忙于应付深入领地的北方蛮族。而当罗马将军事力量集中在帝国西方时，波斯王也逐步準备重新入侵西方。

由于罗马撤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因此罗马与波斯的国界又退回到曾经长年作为罗马、帕提亚国界的幼发拉底河。帕提亚王国或许会满足於现状，然而波斯萨桑王朝却是以复兴亚历山大大帝灭亡前的波斯为号召的组织。对于波斯而言，向西入侵已经让罗马统治四个世纪的叙利亚，是必定要执行的国策。葛尔迪亚努士三世时的禁卫军团长官提梅吉丟斯曾经让波斯遭重大打击，不过十五年的时光，已经足够重建波斯的主力部队重骑兵团。而且如今时机颇为微妙，如果这时不向西入侵，以后复兴波斯的旗号将会逐渐失去号召力。





叙利亚行省总督向身在罗马的皇帝传来报告，表示波斯王正在首都格帖丝皇编组大军。

瓦雷力亚努斯皇帝六年前登基时，已经让儿子迦利艾努斯担任共同皇帝。这六年来，父亲在首都负担帝国整体统治业务，儿子则负责承担莱茵河、「日耳曼长城」、多瑙河等前线防卫勤务。也就是说，两名皇帝分別在首都与前线分担帝国西半部的防卫工作。如今波斯军打算入侵帝国东方，两个人中势必有一个要赶往东方前线。后来他们决定，由父亲瓦雷力亚努斯赶往东方，儿子迦利艾努斯留在西方。至於决定让年届七旬的瓦雷力亚努斯东征远行的原因则不明，可能是打算由儿子迎击难以预估入侵时期与规模的北方蛮族，由年迈的父亲对付由国王率领，容易评估战略的波斯军吧。总而言之，最终决定由儿子留守帝国西方，父亲承担东方军务，而元老院也同意这项措施。

虽说高龄让人担心，由瓦雷力亚努斯皇帝指挥的波斯战役推展得还不错。因为瓦雷力亚努斯到叙利亚之后，也沿用在西方颇有斩获的青年军官选拔政策。当地出身的人才能在公平决策下纷纷当上罗马军中要职，使得多半出身当地的官兵士气大为提升。这时任用的青年军官，可由通商都市帕耳美拉出身的仕绅欧德纳托斯为代表。





集结在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麾下的罗马军，名义上号称有七万兵力，实际人数却大幅缩水。由于瘟疫的影响，在调动部队时有不少官兵只能待在军团基地留守。尽管局势不利，罗马在战斗初期还是连战皆捷。波斯军原本入侵到安提阿，如今已经让罗马赶回幼发拉底河东侧。就连渡河向东进军，收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似乎也不是梦想。

战况会如此演变，原因只怕要怪波斯军本事不够。并非官兵战力不足，而是总司令夏普尔实在没有担任指挥官的才能。





在波斯萨桑王朝史上，夏普尔一世是历任国王中最让人视为英雄的。他精通文学、艺术，又理解技术的重要性，让人认为东方国度中一样可以出现启蒙思想君主。同时他还创设“Gundeshapur”，后来这个地方融合希腊文化圈与东方精华，成为波斯萨桑王朝的科学、医学研究中心。虽然他在政治上表现优异，在战场上却只有无能两个字可以形容。当他担任总指挥时，获胜率实在低得可怜。不过，罗马也出过优秀但不擅长战斗的君主，比方说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就是这种人物。说不定夏普尔一世也是这种类型的领袖。

问题在于，夏普尔是东方君主，由他统治的臣民不认为政治才干与军事才能可以分开看待。无论使用何等手段，夏普尔都非得获胜满足臣民不可。即便是奥古斯都与马库斯·奥理略认为散盘、无效而不屑一顾的手段，夏普尔也別无选择余地。




皇帝遇俘



西元260年年初，一则消息传遍了全世界。罗马皇帝瓦雷力亚努斯遭到波斯王夏曾尔俘虏的消息，不但震撼了整个罗马帝国，也让外国人大感讶异。以下则是波斯方面对此事件的记载：






「罗马帝国皇帝瓦雷力亚努斯率领七万士兵朝吾等前来。两军因而展开激烈战斗。结果，我方成功将瓦雷力亚努斯纳入掌中。我军趁此大战果，得势进攻罗马行省叙利亚、西里西亚、卡帕杜西亚。烧杀、破坏、掠夺、将居民俘虏作为奴隸。不过这些地方，在大波斯时代属于波斯领地。」



夏普尔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自然会设法纪念这项前所未闻的战果。在现代伊朗西南部，接近伊拉克国界附近，位于大波斯时代首都波斯波利斯北郊的纳克悉路斯坦（Naqsh-Rus-tam）岩壁上，便刻有纪念用的浮雕。






纳克悉路斯坦岩壁上刻著乘马的夏普尔一世与两名罗马皇帝




浮雕中乘马的是夏普尔一世，跪在他面前的是罗马皇帝瓦雷力亚努斯。站在其左侧的，则是十五年前和谈时，接受夏普尔一切要求的罗马皇帝菲力普·阿拉布思。显然地，波斯王夏普尔一世想藉夸示两名罗马皇帝向波斯王屈服的构图，代表西元二世纪时罗马与波斯的关系。





实际上，至今依旧不知罗马皇帝是在什么状况下沦为波斯王俘虏的。

当时由瓦雷力亚努斯率领的罗马军，与尔率领的波斯军之间，似乎确实发生过战斗。听到罗马方面决意正面迎击的消息后，十五年来屈居波斯王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方都市艾德萨与卡雷立即引发居民叛变。夏普尔当然不能容许居民造反，因此立即派兵攻击这两座都市。十五年前统治此地的罗马帝国皇帝当然也不能坐视这两座城市遭殃。瓦雷力亚努斯皇帝与「七万」罗马军随即前来救援这两座都市，在此与波斯军队交锋展开战斗。

这场战斗似乎没有结果。因此自古以来主流意见认为，瓦雷力亚努斯皇帝会落入波斯王夏普尔手中，不是因为战斗失利，而是中了夏普尔的计谋。如果波斯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夏普尔也就不用冒险玩弄策略了。





认为是夏普尔玩弄计谋的史学家推断，可能是瓦雷力亚努斯听信夏普尔要求举办高峰会谈，在带同亲信前往会谈时让人绑架。

罗马军在皇帝御驾亲征后，一路占据优势；相形之下，波斯军则落入劣势。波斯军总司令夏普尔如果真的使出计谋扭转局面，那也颇符合波斯萨桑王朝一代枭雄的名号，毕竟他向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不管实际状况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瓦雷力亚努斯皇帝真的遭到敌人生擒。以往的罗马皇帝中，马库斯·奥理略与赛埔提谬斯·谢维勒是在对外作战时，病逝於前线的基地；德丘斯父子则是与哥德族作战时阵亡。而瓦雷力亚努斯则是第一个遭敌人生擒的罗马皇帝。





过去在对外作战时，罗马的总司令也曾经几乎沦为敌人的俘虏。那就是西元前53年，克拉苏对帕提亚作战时。这个人与凯撒、庞培共同组成三巨头政治，在东方大败将要遭俘虏时，受其身边的亲信一剑刺杀。刺杀的目的是为了回避罗马政治领袖让人生擒的政治失败。而在西元260年却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是不是三百年后的皇帝侍卫中缺乏有这等气魄的人物？或者说事出突然，还来不及下手，皇帝与卫队就遭到俘获并隔离。





接获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遭俘虏的消息之后，全罗马国民都大受打击。若要形容他们知道消息后的心情，与其说愤慨、绝望，不如用茫然失措来得恰当。西元260年这件事故的打击对罗马人而言，精神层面大于物质层面，可能也是造成这种反应的原因之一。

知道事故发生后，在罗马帝国内只有基督教徒感到高兴。当年约十岁左右，后来为基督教写下许多著作的拉克坦提，曾经著作叫作《关于欺压基督教徒的人的穷途末路》的书籍。在书中是如此形容瓦雷力亚努斯的：


「瓦雷力亚努斯虽然在位期间不长，却是胆敢反抗上帝的皇帝之一。在他发令的镇压政策之下，许多圣洁的人因此流血。上帝以过去未曾有过的精妙方式，惩治了这个欺压者。这个可喜可贺的例子，也是上帝务必会降罪给基督之敌的佐证之一。




瓦雷力亚努斯让波斯人抓到后，不只失去了皇帝的权力，他也失去了过去恣意从我们身上夺走的自由。罗马皇帝必须以悲惨的奴隸身分活着。实际上，每当夏普尔要乘马时，都会命令罗马皇帝趴在地上。然后踩着罗马皇帝的背，当成乘马时用的踏脚台子。瓦雷力亚努斯一直维持俘囚的身分，直到罗马帝国一词成为波斯人嘲笑愚弄的对象为止。」



这段文字，是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后，由基督教徒记述。不过后世的研究人员之中没有人把这段文字当真。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段文字里会叙述夏普尔对瓦雷力亚努斯百般羞辱，只是西元三世纪的基督教徒憎恶这个罗马皇帝，因此希望这个基督之敌落入悲惨下场，而到最后转化成文字叙述。

实际上，瓦雷力亚努斯遭俘虏不到一年就病逝在波斯。一来他已经有七十高龄，二来又是流有共和时期名门血脉的元老院议员。也许光是让人俘虏一事，就够让他心脏停止跳动。此外，波斯王夏普尔一世的作风，一直维持启蒙时代君主的模样，丝毫没有野蛮倾向。而且夏普尔在处置与皇帝一同俘获的罗马官兵时，也不是把他们收为俘虏就算了。




波斯的基础建设工程



当时遭俘虏的官兵，让波斯人押解到首都格帖丝皇，又往东渡过底格里斯河，最后到了现代的伊朗西南部一带。实际遭俘虏的罗马官兵人数不明，唯一能确定的是不满七万人。研究人员表示，就算使出计谋，能一次俘获的也顶多一万名左右。总而言之，夏普尔命令这些罗马军在历史久远的波斯民族根据地进行公共建设。

波斯王知道罗马军团向来有「靠十字镐获胜」的传统。每当入侵叙利亚时，波斯军都走在罗马大道上，所以连一般波斯人也知道有名的罗马大道就是军团兵建设的。於是波斯王夏普尔打算好好利用到手的罗马军团。

当罗马兵受到命令要为敌国做公共工程时，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不过当研究他们建设的工程，发现这些工程有多精良时，或多或少可以揣测当时的罗马兵心情。一路调查当时罗马兵在波斯境内做的公共工程时，笔者开始认为，也许他们心底得要这样想：如今自己沦为俘虏，不听人家使唤的话，不是送命，就是给丟到矿坑工作，再不然就是让人送到奴隸市场。好啊，那就盖个不丟罗马人面子的坚固工程吧，就算最后会给敌人牟利。

尽管身体失去自由，精神的自由却是外人无法剥夺的。而只有维持自尊心，精神的自由才不会让外人击溃。遭到波斯王俘虏的罗马官兵，也许是为了维持自尊心而从事工程建设的吧。





那么，他们在波斯做了哪些工程呢？

首先，他们兴建了一个都市。夏普尔将这座都市命名为“Gundeshapur”，原文为波斯语，意为「夏普尔的武器」。这座都市外观有如罗马帝国境内的都市，和军团基地一样呈四方形。





在都市完工之后，夏普尔又向全员具备技师身分的罗马军团兵个別下令。有人负责道路，有人负责桥梁，总之同样都是公共建设工程。事隔一千七百年，如今还存留三座具有水坝功能的桥梁。这三座桥梁都位于秀斯塔（Shushtar）市附近，除了桥梁功能外，还具有蓄水、引水灌溉附近农地的功能。

其中两座桥已经严重损耗，分別名为“Band-i-Gurgar”与“Band-i-Miyan”。另一座水坝桥，直到近代都还能发挥功用。这座桥也是三座桥之中体积最大的，名叫“Band-i-Kaisar”，意思是「皇帝桥」。笔者虽然没有机会亲眼看过，不过从研究人员拍摄的照片来看，这座桥梁工程较为重视水坝的功能设计。






过去的Band-i-Kaisar（现在已经崩落成为遗迹）




「皇帝桥」全长五百五十公尺。可能是受河底状况影响，桥梁并不笔直，呈蛇行状。连成曲拱支撑桥面的桥墩共有四十一根。其中十五根还是当初建设时留下来的。另外六根遭近年的洪水冲垮，由政府重新建设。

「皇帝桥」不仅有桥梁、水坝功能，还将水道引至附近的秀斯塔市。

支撑桥面的四十一根桥墩都呈四方柱，厚度为四·五公尺。两根桥墩间的弧拱高度可能受河底岩石高低影响，不过都在八至十公尺之间。

专家看到这座桥之后，大为感叹这座桥的工程能灵活因应河底的状况，以及桥墩工程实在，又具备合理的蓄水系统。这座桥能承受一千七百年的岁月，度过无数洪水侵袭，想必罗马俘虏也能因此保住自尊心吧。如果夏普尔命令他们到附近砍树赶工搭桥的话，也许他们会回嘴说要盖这种破桥不如去死。




皇帝迦利艾努斯（西元253年~268年在位）



接获罗马皇帝落入波斯王手中的消息时，最受到冲击的就是罗马军高层将领了，因为这些人大多受瓦雷力亚努斯提拔。每个武将都一心亲身参战，期望另一名皇帝迦利艾努斯能率兵东进，重新展开波斯战役，设法把受困的父皇救回来。然而迦利艾努斯没有这样做。应该说，局势不允许他这么做。





光是西方的现势，就不允许皇帝东征。皇帝让人俘虏的消息已经传入北方蛮族的耳中，日耳曼人的入侵因而更加激烈。如果要派兵东征，首先要保障好西方的安全。即使在五贤君时代，罗马帝国也没有东西同时大规模开战的实力。所以当时的主政者也巧妙地避开两面受敌的局面。到了西元三世纪时，东西两方的敌人更加强大。不管是要报复也好，夺回皇帝也好，罗马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了。





当年四十二岁的迦利艾努斯皇帝决定拋弃自己的父亲。瓦雷力亚努斯皇帝在一年前还发行过银币。在遭到俘虏后，便停止铸造，再也没有发行刻著瓦雷力亚努斯侧脸的货币。官方记录中也不再提及瓦雷力亚努斯的名字。亦即，不论瓦雷力亚努斯皇帝在波斯是生是死，当他遭俘虏的瞬间，其存在便当场消灭。既然罗马皇帝瓦雷力亚努斯不存在，无论这个人让波斯俘虏与否，罗马帝国都没有介入的必要。虽说这段逻辑有些牵强，迦利艾努斯皇帝只怕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因为自从西元260年起，罗马帝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罗马帝国，随时可能当场解体。




空前国难



罗马皇帝的功能，在统合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皇帝遭敌军生擒的消息，在各个层面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首先，这桩事变使罗马皇帝的权威扫地。对这项变化最敏感的，就是在前线实际带兵防卫帝国的总督与军团长。这些人接获皇帝遭人俘虏的消息时，固然陷入茫然失措的状况，但是国难当前，却不知团结一致，反而闹起内哄。在人类社会里，一旦权威扫地，留下来的人多半不会团结，反而各自为政。可能是因为过去有人在上头统领，如今失去统领大众的人物后，下场只有分崩离析一途。虽说数量上有些夸大，不过后世将这段时期称为「三十名皇帝」时代。





北方蛮族也同样地，认为现任皇帝让敌人俘虏，代表罗马帝国已经衰败。迦利艾努斯与父亲一同登基后，在前线奋斗了七年，才把这些人赶回防线外面。如今东方发生的事变，又让这些人胆量大了起来。

法兰克族渡过莱茵河湧入高卢；亚列门诺族突破莱茵河、多瑙河上游的帝国要害「日耳曼长城」，随后又攀越阿尔卑斯山进逼义大利北部。此外，哥德族再度穿越多瑙河入侵。哥德族已有从黑海入侵小亚细亚、希腊大肆抢夺的经验。如今重施故技，罗马依旧拿他们没办法。三百年来守护帝国西方的「防线」，可说全线濒临崩溃。





在帝国东方，情势令人更加绝望。幼发拉底河防线不但千疮百孔，甚至已经消失无踪。

波斯军虽然会战时节节失利，但在侵略时却能发挥本领，原因在于波斯的主力是重骑兵。重骑兵直到中世纪还是军队的主力，到了近代又拿起火枪，转型为龙骑兵（Dragoon）。龙骑兵到了现代，就转变成所谓的战车了。重骑兵与战车同样地，是以冲击力为特色。换句话说，西元260年时，罗马帝国东方就是遭到波斯的「战车」蹂躏。

在帝国「东方」，罗马并非没有能力抵抗气势正盛的波斯军。只是罗马缺乏领袖人物集成剩余的罗马兵力，将其统合为一股军事力量。军团长个別率兵防卫，稍有战果便自立称帝，波斯也就顺势利用这个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惨状之中，能够始终坚持抵抗波斯的，只有欧德纳托斯一个人。他出身於罗马人眼中的通商民族帕耳美拉人。





而到了西元261年时，罗马帝国又遇上了瘟疫。不知道为什么，罗马的瘟疫通常是由东向西传染。罗马人总称为“pestis”（pest一词的起源）的瘟疫自古皆有，并非西元三世纪才突然出现。只不过战后造成的灾害程度，比战时疾病造成的还要巨大。不知道是因为普遍缺乏粮食造成民众体力衰弱，还是卫生环境恶化带来的影响。总而言之，疾病带来的灾害要比以往严重。

地震带来的灾害，持续时间也同样开始拖长。罗马帝国幅员广阔，内部有许多地震带。因此国家在许久以前便制定了震灾应变策略。应变策略大致上分成三个部分，一旦遇到灾情，便同时启动：

一、由皇帝公库紧急拨款发放给受灾户。

二、从距离灾区最近的军团基地派出军团兵，修复当地的公共建设。

三、元老院内设置特別委员会，向灾区派出调查团。随受灾情况轻重决定减免三至五年佔收入一成的行省稅。

上述政策是由第二任皇帝台伯留创制，后由历任皇帝承继，转为罗马帝国的国策。到西元三世纪后半时，这些政策并未遭到废除。只不过三世纪后半的国情已经使上述政策无法产生作用：

一、由于对外作战造成军费遽增，皇帝公库没有多余财力发放赈灾款项。

二、军团兵已经动员去对外作战及武将内斗，没有多余兵力可以派至灾区。

三、半个世纪之前，卡拉卡拉皇帝的勒令将所有行省民升格成罗马公民。既然行省民不存在，行省稅也就自然消灭。即使想以免征稅款方式协助受灾户重建家园，也没有可以减免的稅赋。间接稅及营业稅的稅率太低，免稅无法引起足够的效果。而且问题最大的地方还在于，帝国国库要靠征收战时特別稅才勉强得以维持，实在没有余力复兴灾区。

总结而言，灾区始终就是灾区，受灾户难有复兴的日子。民众开始放弃破碎的故乡、拋下灌溉设施受损无法耕种的田地，流入了都市地区。

这种现象还不只发生在遭受天灾的地区，同时也发生在遭受蛮族烧杀破坏，人员物资也遭掠夺的区域。在经常遭受蛮族入侵的前线地区附近，这个倾向更为显著。





罗马帝国的国防，并非纯粹由防线周边的军团基地承担。罗马军团身为纯战斗集团，必须要有附近民众的协助，才能发挥战斗集团的真正实力。罗马政府也知道这一点，因此设计了许多以军团基地为中心的造镇政策。首先奖励军团兵在退伍之后移居基地附近；同时给予一般民众优惠稅率，让军团向他们采购物资时可享受特別特遇。

一片土地若是有人定居，周遭环境便会开始累积适於人类生存的各项要素。也正因为如此，历经荒废的中世纪之后，近代人又能将罗马时代的军团基地、后勤基地恢复为大城市。有人居住，就会为土地带来各种有形无形的力量。尽管一时之间化为焦土，在地底深处的种子也迟早会重新萌芽。如果说西元三世纪后半时，罗马帝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人群湧入都市及乡村荒芜」，想必也不过分。

当失去父亲之后，成为单人皇帝的迦利艾努斯要面对的，就是罗马帝国的上述窘状。

无论从正面、反面来看，普布留斯·利奇纽斯·迦利艾努斯这个人，都是标準的三世纪后半罗马菁英。

他不仅出身在三世纪时已经寥寥可数的共和时期名门，本人的教养也极为良好。不仅爱好希腊文化，甚至在娶妻时，岳父还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也是元老院议员。迦利艾努斯在希腊哲学方面造诣极佳，仰慕新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普罗提诺斯。同时又与哈德良及马库斯·奥理略皇帝同样信奉埃留西斯仪式。如果他出生于五贤君时代，也许会受命维护学术都市雅典，在向往的地方度过充足又安定的余生吧。对他来说，生在西元三世纪后半，是一桩不幸的事情。

不过迦利艾努斯毕竟是罗马人。既然担任帝国的最高负责人，他也就绝对不会怠忽职守。问题在于他尽忠职守的方法，令当时的舆论及后世的史学家毁誉参半。这是他与西元一世纪兴盛期、二世纪稳定期的皇帝最大的不同之处。






伽利艾努斯




迦利艾努斯皇帝的治国期间，从西元260年发生皇帝遇俘事件起算，到西元268年为止一共八年。如果要一一追述迦利艾努斯做过的事情，只怕笔者要写到头昏，读者也会看到眼花。总之这段期间内他几乎没回到首都罗马。若说有哪个地方堤防溃堤了，迦利艾努斯就会赶去修复堤防；有人想在内部破坏刚修好的堤防，迦利艾努斯又会率兵赶去打倒这些人保卫堤防。八年下来，迦利艾努斯跑遍了整个帝国西方。这里所说的堤防溃堤，就是从外部破坏防线的北方蛮族；而在内部破坏堤防的，则是举兵称帝、疏于保卫堤防的总督、军团长。

迦利艾努斯皇帝能够承担这般苛刻的工作，原因在于当时他正值四十二到五十岁之间，是罗马人认为精神与肉体最为成熟的时期。

对于前线的将军而言，皇帝遇俘的消息，既是提拔自己的恩人遭遇到的不幸，也是罗马史上首见的事变，因此失去行动基準。迦利艾努斯与将领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与其慌慌张张寻求解决办法，不如先稳住局势，不让帝国濒临崩溃的危机持续扩大。只不过他获得的结果，只是让前线将领与元老院议员双方对他不满而已。




高卢帝国



西元260年，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遭波斯王俘虏的消息传到西方后，不久就发生名称吓人的「高卢帝国」创设事件。这个事件的结果，虽然使高卢行省独立于罗马帝国之外，然而事情的起源不是叛变也不是独立运动。






波斯托穆斯




整个事件的开端，起于莱茵河防线的两位将领在击退蛮族后，对于抢回来的掠夺物资处理方式有争议。波斯托穆斯主张应该将战利品分发给士兵；另一名将军悉尔伐努斯则坚持应缴交国库，再由国家还给遭掠夺的物主。两人不仅各持己见，最后还演变成武力冲突。波斯托穆斯趁着悉尔伐努斯待在科隆时率兵前往攻击。科隆的居民不愿在这种理由下让生命财产遭遇风险，於是捕获悉尔伐努斯总督及其亲信，交给了波斯托穆斯。波斯托穆斯也旋即处死这些人。

可是在不久之后，波斯托穆斯发现他杀害的军官中还包括迦利艾努斯皇帝委由悉尔伐努斯教育的长子在内。他认为既然杀害了皇帝的长子，自然无法继续待在皇帝之下，於是决心脱离罗马帝国。






高卢帝国（西元263年）




「高卢帝国」（Imperium Galliarum）就是这样诞生的。这并非高卢居民为了脱离罗马帝国而创设的国家。从政治型态而言，整个帝国可说是罗马的缩影。皇帝理所当然由波斯托穆斯登基就任，每年还选出两名执政官负责内政，又成立了立法机构元老院。首都位于莱茵河支流之一摩泽尔河滨的多利亚，这个都市在罗马时期名叫奥古斯塔·特列维罗姆。从现代来看，这里位于德国境内，接近与卢森堡间的国界。不过在罗马时代，这是一路向西延伸的比利时嘉行省省都，与同一行省的亚眠、兰斯等都市关系密切。从定都摩泽尔河滨这点可以得知，高卢帝国是以包括比利时嘉行省在内的高卢地区为腹地。

「高卢帝国」一创设，罗马皇帝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如果允许高卢独立，还代表罗马失去与高卢之间以庇里牛斯山脉为界的希斯帕尼亚（伊比利半岛）。此外，这还表示罗马失去多佛海峡对岸的不列颠。

迦利艾努斯首先尝试以武力夺回高卢。然而波斯托穆斯旗下有他在防卫莱茵河时指挥的四个军团，分別以波昂、占田、史特拉斯堡、梅因兹为基地。这四万名军人长期对抗法兰克族，已经成长为一群精兵。罗马曾二度尝试以武力面对波斯托穆斯麾下的四万大军，结果为一胜一败，只证明罗马与高卢双方都没有足够力量取得决定性战果。不过这结果也理所当然，因为在战场上冲突的是同等规模的罗马军人。





於是，迦利艾努斯的策略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波斯托穆斯能有这么坚强的实力，在于他受到高卢居民支持。高卢人支持波斯托穆斯的理由是因为，这些年每当蛮族来袭，波斯托穆斯总是身先士卒带头作战。那么，只要让波斯托穆斯创设的高卢帝国与以往一样，负责迎击西渡莱茵河来犯的法兰克族就好。即使波斯托穆斯的地位从守护罗马帝国防线的总督，变成高卢帝国的皇帝，在防止蛮族入侵高卢的这点上依旧没变。高卢帝国问题就在这种政策评估下遭到搁置，直到西元274年回归罗马为止，共存续了十四年。至少在接下来的短期间内，全高卢地区可以免於蛮族侵略。迦利艾努斯不但放弃了自己的父亲，连长子被杀的仇恨也打算忘记。

问题是当迦利艾努斯决心搁置高卢帝国问题后，前线官兵与首都的元老院议员为此大感不满。自从朱利斯·凯撒征服高卢以来，这片土地的罗马化一向顺畅。货币铸造所由于聚集大量金银，必须设在帝国内最安全的地方。而自从奥古斯都开国以来，罗马帝国的金币银币一直都在高卢的里昂铸造。高卢的中部、北部，为现代的法国与比利时。罗马帝国没有在这里设置军团基地，只派驻一千名士兵用于护卫里昂的铸币厂。高卢已经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高卢人也长年认同自己是罗马人，即使高卢帝国出现，也没有人会真认为自己是高卢人。

罗马人习惯将高卢南部地区简称为“provincia”（行省），相当於现代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这个地区罗马化的历史甚至比凯撒出世还早，而且安东尼奥·派阿斯皇帝也出生于此地。伊比利半岛在罗马时代称为希斯帕尼亚，后世将此地分为葡萄牙与西班牙。这个地区是借由罗马化的南法地区与义大利本国相连。自从高卢帝国出现，将南法列入版图后，图拉真、哈德良两位皇帝的出身地也就脱离罗马帝国了。

不列颠虽然位处边疆，不像高卢或希斯帕尼亚那样提供过领袖人才，但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也不浅。邱吉尔首相曾说过，英国的历史是自从朱利斯·凯撒渡过多佛海峡开始。由于罗马人将不列颠岛视为罗马帝国的防线，自从克劳狄斯皇帝征服此地之后，不列颠随时都派驻有三个军团。哈德良皇帝在西元二世纪前半修建的「哈德良长城」（Vallum Hadriani）也成了日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分界。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皇帝也是在防范外敌由长城北方跨境入侵时，病故於约克军团基地。

高卢、希斯帕尼亚与不列颠不仅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如今已经融合为帝国的一部分，一旦拆散就会分崩离析。从上述说明应该可以理解，为何大多数罗马人不能接受高卢帝国的分裂。





迦利艾努斯另外又提出了一项政策，就是将北方蛮族之一的亚列门诺族引进莱茵河、多瑙河上游的「日耳曼长城」内侧。迦利艾努斯允许这个一再突破「日耳曼长城」入侵的部族在长城内侧居住。相对地，这段防线也就要由他们来守护。这个措施在当时大受舆论抨击，甚至众人传说迦利艾努斯收了酋长的女儿当情妇。而后世研究人员也大多抱持严厉批判态度，认为这是将帝国国防完全交到蛮族手上的头号案例。当然，至少附近地区在这段时期内，可以免受蛮族入侵。不过罗马方面以修筑居住设施名目给付的援助费用，从蛮族眼中看来只是避免侵略代价的年贡而已。

总而言之，由台伯留皇帝立案、图密善皇帝开工、哈德良皇帝强化、马库斯·奥理略皇帝整修，两百五十年来一直守护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就从这即将迈入西元三世纪后半的时期起失去作用。涅卡河与黑森林又成为日耳曼人的地盘。





迦利艾努斯皇帝把莱茵河防卫交给「高卢帝国」，「日耳曼长城」委由蛮族代工之后，将剩余的军事力量集中在防卫多瑙河流域。在短期间之内，的确成功地防守住了。可是多瑙河一带的外敌哥德族，已经有航行爱琴海的经验，知道掠夺海滨都市的滋味如何。如果要防止哥德族出现在爱琴海上，就不能光依赖多瑙河防线，而是要把小亚细亚西部纳入防卫体系中。对于迦利艾努斯皇帝而言，能否拉拢孤军在东方对抗波斯王的帕耳美拉将领欧德纳托斯，是个重要的课题。




帕耳美拉



帕耳美拉起源自叙利亚沙漠里的绿洲，恰好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的中央。自古以来帕耳美拉是商队的补给中心，不过会发展成「叙利亚沙漠之珠」，还是要等到纳入罗马帝国版图以后。





罗马人理解以安提阿为中心的帝国东方经济基础，要仰赖东西方贸易维护。因此，罗马人将沙漠流民贝德温族收为辅助兵，使往来沙漠的商旅免受其袭扰，这才使得帕耳美拉真正繁荣发展。在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都市，是借由罗马道路网相互衔接，由此可证「罗马和平」也渗入了东方的沙漠地带。从现存的帕耳美拉遗迹，可以想像当年的繁荣景况，不过这些遗迹都是罗马时代的遗物了。毕竟交易要在和平受保障的情形下才能活络，帕耳美拉的盛况也是「罗马和平」下的产物。一旦「罗马和平」成为过去，帕耳美拉也就只好走入历史。





据说欧德纳托斯生于帕耳美拉的贵族家庭。不过帕耳美拉是以通商起家的都市，欧德纳托斯想必也是出生在靠东西贸易发财的仕绅家中。因为保卫帕耳美拉是罗马的职责，帕耳美拉人没有武将血统，也没有身为武将的必要。

帕耳美拉会出现欧德纳托斯这等人物，也代表西元三世纪后的帕耳美拉情势不同了。原本帕耳美拉没有自卫的必要，后来当公民中出现有军事才能的人时，开始让这种人编组军队，委由其保卫家园。行省出身的人在罗马军中窜升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不过从未有人像欧德纳托斯这样，带着个人部属前来参战的。当年瓦雷力亚努斯皇帝準备波斯战役时，遇上了率领以弓箭为武装的波斯式轻骑兵前来参战的欧德纳托斯，并任命其为正规的罗马军司令官。这时皇帝赐给欧德纳托斯“vir consularis”称号，待遇比一般司令官还好。因为他把没有元老院议员身分的欧德纳托斯，立时升格为「前执政官」（vir consularis），这名帕耳美拉出身的武将，就如此展开罗马军旅生涯。






帕耳美拉遗迹




两年以后，发生了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遭俘虏的事变。面临这桩前所未闻的变故时，罗马高官不是手足无措，就是展开内斗，只有欧德纳托斯保持冷静。波斯王以为抓住皇帝就代表即将拿下罗马帝国，因此带兵渡过幼发拉底河进攻叙利亚。正是欧德纳托斯带着帕耳美拉部队勇猛攻击士气旺盛的波斯军，迫使夏普尔迅速停止掠夺，撤回幼发拉底河以东。而且每当波斯势力跨越幼发拉底河，又会重演同样的戏码。

在皇帝遇俘的事变之后，迦利艾努斯又忙着处理西方事务，帝国东方可说几乎遭到弃置。在这种情况下，欧德纳托斯自然会逐渐受到帝国东方的民众支持。对居民而言，既然罗马帝国不能提供保障，大众只好期待有能力保卫的人伸出援手。通商都市帕耳美拉的武将欧德纳托斯，便慢慢成为整个帝国东方的武将。





这个情势也促使迦利艾努斯皇帝思索运用欧德纳托斯的方法。迦利艾努斯任命这名帕耳美拉人为“Dux Orients”，直译则为「东方司令」。这个职位要负责从分隔小亚细亚、叙利亚的陶卢斯山脉起始，到阿拉伯边界为止的帝国东方国防。以现代来说，则包含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以色列等在内的整个中东地区。不过小亚细亚与埃及不在责任范围内。小亚细亚与多瑙河防线关系密切，因此在国防上属于西方。埃及则因为是皇帝的私人领地，所以排除在「帝国东方」的概念之外。

不过帝国东方国防总负责人，传统上是由叙利亚行省总督兼任。而且东方司令在罗马军中的地位极高，权威与实权仅次于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这项职位会交给一个帕耳美拉人，显示出西元260年代的罗马东方国防体系其实已经瓦解。

欧德纳托斯不仅回报了迦利艾努斯皇帝的善意与期待。从西元260年起，到267年之间，这个帕耳美拉人面对罗马皇帝的态度，向来光明正大，贯彻罗马人视为最高德行的「信义」一词。如果双方继续往来下去，也许迦利艾努斯会以维持同盟关系为条件，承认欧德纳托斯一直想要的帕耳美拉王称号。毕竟欧德纳托斯曾在听到小亚细亚遭蛮族入侵时，尽管事不关己，依旧率军协助抵御。





不过迦利艾努斯皇帝与欧德纳托斯的良好关系，到了西元267年突然宣告结束。就在庆祝战胜哥德族的酒宴上，欧德纳托斯遭到外甥刺杀，而且与他同行的长子也当场遇害。

这桩命案似乎超于私人恩怨，杀人犯当场遭众人击毙后事情便告了结。而欧德纳托斯的遗孀泽娜比亚事后处理也做得不错。泽娜比亚是欧德纳托斯的第二任妻子，丈夫遇害之后，马上让自己尚未成年的亲生儿子接替丈夫的地位，她本人则以监护人的身分掌握大权。帕耳美拉女子泽娜比亚，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




帝国三分



身为同性总觉得遗憾的是，好像女子只要一拿到大权，就会立刻跨越不得踰越的分寸，而且还是以趁人之危的方式进行。欧德纳托斯生前从未趁着迦利艾努斯皇帝的危难佔便宜，泽娜比亚却不客气。她将势力向北延伸到小亚细亚东部的卡帕杜西亚，向南又取得埃及。





卡帕杜西亚行省为罗马帝国东方防线的北半部，埃及行省更不仅是皇帝的私人领地而已。埃及长期提供本国义大利所需小麦的三分之一，是罗马帝国的谷仓。迦利艾努斯忙于处理西方的急务，只有默认泽娜比亚的暴行。然而泽娜比亚却以为罗马帝国完全认同了领土分配。不知道泽娜比亚是没想到罗马只要脱离西方面临的困境后，皇帝便会立即出面重整东方局势，或是她认为罗马帝国已经再也无法脱离困境了。可能泽娜比亚也为了成果之大而讶异，因此公开宣言将如往昔一般维持小麦出口。可是对三百多年来认为埃及是帝国谷仓的罗马人来说，这项问题不是一篇宣言就能解决。






三分天下的罗马帝国（西元270年左右）




泽娜比亚夺取埃及之后，迦利艾努斯皇帝的立场更为不利。自从西元260年父皇遭波斯王俘虏之后，迦利艾努斯皇帝一直表示自己的统治底线是不让状况继续恶化。当泽娜比亚的势力扩大到卡帕杜西亚与埃及之后，证明皇帝无法阻止状况继续恶化。




一道法令



由迦利艾努斯提案成立的法律里，亦即由他构思并施行的政策中，将「元老院」（senatus）与「军队」（exercitus）完全分离的法律饱受后世批判。这项法令完全剔除了军官阶层里的元老院议员。





我们不得而知出身共和时期起的元老院世家，各方面都足以代表元老院阶层的迦利艾努斯会推行这套法令的原因。有人说这是皇帝四处奔命时，元老院议员袖手旁观，令皇帝大感光火所致。又有人说这是因为蛮族入侵已经成为常态，只有军事专才能够成功迎击。议员除了待在安全的首都拟定元老院院会上的讲稿之外別无本事，上了战场只是碍手碍脚，因此才成立这套法律。这两种说法应该都正确吧。因为这并非皇帝只要经「内阁」同意就能颁布的临时措施法，而是由皇帝提案，元老院多数通过后成为制度的罗马法。

也就是说，元老院议员自己投票赞成这套将议员赶出军方的法案。迦利艾努斯之后有许多军人皇帝，然而军人皇帝不是军人拥立出来的，而是文官自己弄出来的。这也是西元三世纪的特色，罗马人逐渐不是罗马人的案例之一。亦即这道法令决定了日后罗马帝国的走向。

无论共和、帝政时期，罗马人认为元老院具有储备国家要职人才的功能。一个人若出身在天生拥有议席的阶层，便有义务在年轻时经历军务。

领导阶层出身的人，从十七岁成年起便该经历十年左右的军旅生涯。即便中间允许有断层期，也一直是领导者该经历的课程。进入帝政时期后，随着「罗马和平」的确立，十年期限日益缩短。不过观念上依旧认为，对于在执政机关元老院拥有席位的人而言，有无军团经验与否事关重大。率领一个军团的军团长职务，也是以具有元老院席位为资格条件。对于出身低微，但由军中逐步攀升的人才，只要皇帝推荐，元老院也会立即提供席位，补足其欠缺的条件。这些形成罗马帝国领导阶层的人之中，少有所谓高学历分子，亦即从希腊雅典、埃及亚历山大等国内最高教育机构游学归来的人。这些人的青年时期，用于在军团累积实务经验，少有深入学府钻研理论者。

如果是一个率兵冲锋陷阵的中队长，不懂政治一样可以达成勤务。然而不瞭解军务的人，就绝对无法推动政治。军人可以不懂政治，然而政治人物若不懂军事，则无法推动政事。

罗马人自古理解这项人性现实，所以不在军务政务间设限，重视於两者间自由往来所培育起的宽广视野人才。





综合由吉朋至现代的诸位罗马史专家对迦利艾努斯法的批判而言，结论是不再参与力量者终将失去统治力。以罗马帝国而言，力量就是军队，因此这项批判相当正确。笔者一路叙述下来也相信，将军务政务完全区隔之后，在人才培养方面造成的弊害，对日后的罗马帝国影响甚钜。观察迦利艾努斯之后的诸多军人皇帝可以得知，这些人虽然在军事方面能力优越，却不是政治家。这件事也证明，日后的罗马帝国再也没有懂军事的政治家，或者懂政治的军人了。这也是罗马逐渐不再是罗马的案例之一。





卡拉卡拉颁布馈赠罗马公民权给行省民的「安东尼奥勒令」，使得行省民一夕之间全部变成罗马公民。这道法令把罗马公民权从取得权变成既得权。五贤君时代的小葡里尼斯曾说：「罗马公民权必须要充满魅力才行。」如果人人天生拥有罗马公民权，自然不会觉得公民权有魅力。罗马公民权本是无论人种或宗教，只要为国效忠就可取得的权益。在卡拉卡拉立法之后，公民权便失去其真正的意义。

笔者认为，迦利艾努斯皇帝制定的军政分离法，与卡拉卡拉的公民法同样使罗马人非罗马化。卡拉卡拉的法律挫折了一般公民的干劲，迦利艾努斯的法律则让领导阶层失去斗志。

不过，另外还有一项虽然造成非罗马化，但为「因应剧变环境別无他路」的法律。这项政策同样是迦利艾努斯制定的法案，是将军事结构由罗马传统以重步兵为主的体系，改为以骑兵为主，亦即偏向日耳曼风格。




防线的历史变迁



大多数情况下，插图的用意，在补足言辞说明。不过有些时候，千言万语说不清楚，只有靠图画来叙述。好比说以下四张插图。

插图一、二、三，分別代表以河川为国界的地区，其「防线」随不同时代而产生的情势变化。对罗马帝国而言，河川边有防线的地区，意指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前线。

首先看看图一，图中显示了当时的国界局势。罗马为了防止蛮族入侵，采用主动攻入敌境，使敌人重创而无力反击的战略。这项战略由共和末期，西元前一世纪起正式采用，到了帝政时期后，在西元一世纪、二世纪也都遵循这项大战略。简单来说这项战略原则是「以攻为守」，亦即「攻击就是最佳防御」。






罗马的「防线」（limes）:共和时期、帝政一世纪、二世纪






（引用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这个时期的帝国「防线」可说是铜墙铁壁。但防线内侧的罗马各都市乡村都没有修筑城墙。就算有，也只是个人住宅周边的栅栏，让人觉得罗马人毫不提防，一遇上强盗只怕会马上遭殃。

朱利斯·凯撒为了扩大首都中心的规模，将王政时期修筑，在共和时期长年保卫首都的「塞尔维斯城墙」拆除。当时他表示，国防责任将由国界承担，即使是首都也没有筑墙的必要。凯撒的想法不仅适用于首都罗马，也同样与其他罗马体系普及至帝国各地。从图中可以看得出来，即使在防线附近的国界地区，也只有军团营区及武器库房等军事设施才有石墙建筑。





在衡量社会安全程度时，除了民众居住区域的周边有无护墙以外，还有三个基準可资利用。这三个基準也反映出社会的健全程度。

其一，民众居住区域不集中在容易防卫的高处，而分散在平地上。这反映出土地的有效利用程度。

其二，主要产业不是紧急时可以一同迁徙逃亡的畜牧，而是农耕。农耕盛行代表社会和平。

其三，交通设施整顿良好，商旅期间安全受保障，人员物资交流热络，各地方政体间关系不闭锁。换个现代的说法，就是罗马帝国内部的全球化。

这也就是“Pax Romana”（罗马人主导下的和平）的真实面貌。即使在边境地带，罗马帝国同样实现了这个理念。而且不是十年二十年而已，承平时代前后长达三百年。在马库斯·奥理略时代，防线虽然一度遭突破，但仍然能够迅速击退敌军。之后与蛮族的战争依旧於境外进行。换句话说，「罗马和平」能发挥完整功能的时代里，罗马人能守住战争不在帝国「境内」，而在「境外」开打的基本战略。






罗马的「防线」（limes）:西元三世纪中期






（引用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当无法依照战略进行时，则进入图二的时代。局势更加恶化之后，则变成图三的情况。






罗马的「防线」（limes）:西元三世纪后期






（引用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由于各处防线遭突破，而且短期内一再重演同样局面，都市、城镇、村落开始在居住区域周边筑墙自保。就连军团基地也改以高塔与石墙环绕，甚至在周边挖掘壕沟、引入河水御敌。以往居民觉得高处生活不便，迁居平地后，旧的居住区只用来当牧羊小屋。如今丘陵居住区重新受到评估，民众开始定居其中。






西元三世纪罗马帝国遭遇空前危机时，图为260年至270年的局势（引用自义大利一般高中历史课本）




在平地耕作已经不安全，经济上也开始不利。耕地荒废的主要原因，不只是罗马军迎击蛮族时以耕地为战场而已。中央与地方政府失去维修道路、运河、灌溉设施的能力，也造成耕地荒废。只有在承平时期，人们才能充分整修基础建设。




军事结构改革



迦利艾努斯皇帝也知道，除了恢复和平以外，无法打破现今的局势。他计画将罗马传统以重步兵为主的军团体系，改换成以轻骑兵为主的日耳曼形式，借此打破局面。换个角度来说，这个政策是重新启用四十多年前卡拉卡拉皇帝提出的「机动部队」（vexillationis）系统。因为西元三世纪的罗马特色为「政策非持续性」，卡拉卡拉身故后政策曾一度中断。此外卡拉卡拉设立的是步兵、骑兵混合的分队，迦利艾努斯皇帝的「机动部队」则是纯粹的骑兵部队。

综合上述，这又是一项罗马人的非罗马化现象。本册一再提到「非罗马化」一词，在历史学上的专词则是「中世纪化」。罗马的军事制度原本反映著罗马的社会结构，一旦军事制度变更，连带会使社会结构产生变化。重武装的军团兵让出战场上的主角地位，也就是城邦国家的多数派「公民」扮演的公民兵离开主角地位，改由社会的少数派「骑兵」当主角。

此外，骑兵团的规模会比以步兵为主力的军团小。数万名骑兵一同行动不是有效的战术，实际上也不可能。因此在行动时，规模通常不满一万。统率五万部属的总司令，与兵力十分之一的部队长官所需的能力不同。简单来说，各种各样的人物汇聚的大规模集团必须由通才领导；同一类別的小规模专才团体领袖，只要由其中最优秀的专才担任即可。





同样由迦利艾努斯提出的元老院与军方完全分离政策，又使得上述变化更加显著。罗马元老院长年来一直担负培育通才，将其送进国家要职的工作。即使发掘到军团熬出头的专才，也会在其职业生涯途中赐予元老院议席，将其转型为通才。如今培育的程序遭切断，罗马军的主力又从步兵转成骑兵。罗马军的指挥官主力也自此由军团长转移到骑兵队长。从上述的实权转移过程来看，迦利艾努斯过世后的罗马皇帝几乎全是军人皇帝，而且都是骑兵队长出身，也是理所当然的变化了。

当蛮族来袭时改由专才集团迎击，而且由行军速度毫不逊色的骑兵对抗全为骑兵的蛮族之后，击退入侵蛮族的目的算是达成了。只不过，罗马帝国境内遭蛮族掠夺，战场在帝国内部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善。换句话说，成功击退时也只是「遭攻击之后才取胜」。「以攻为守」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膨胀性萧条（Stagflation）



看到上列四张插图之后，想必有不少读者会认为：西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经济生产力方面应该也会大幅下滑才对。实际上，三世纪时的罗马帝国经济的确是逐渐衰退。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稅收减少。相对于稅收减少，支出却不断增加，尤以军事费用更是遽增。

军事费用暴增的原因，不在于军事机构膨胀。从军团数量来看，西元三世纪初的三十三个军团，至少名目上还没有增加。可是军事机构没有膨胀，战争的次数却大幅成长了。要把军队送到战场上活动，所需的费用自然比屯驻在基地中高昂。





那么，历任皇帝是如何面对因而产生的赤字问题呢？自从卡拉卡拉皇帝使行省民也具有罗马公民权之后，政府征收不到佔收入一成的行省稅。光依赖稅率百分之五的关稅、稅率百分之一的营业稅等间接稅，实在不足以弥补财政赤字。

主政者后来推出一种名为战时特別稅的临时稅收。问题是，名义上这是临时的稅赋，却因课征次数频繁而有恒常化的趋势，造成民众满怀怨忿。如果征收次数过多，就得面临暴动局势。

结果，历任皇帝决定采用减少银币纯度的方式应付问题。早在重视军事力量、新增三个军团的赛埔提谬斯·谢维勒皇帝时，这个不良倾向已经开始明显了。

如果当政者不闻不问，货币的面额价值与素材价值间的差距将会逐渐增加，也就等于放置通货膨胀问题不处理。皇帝身为帝国最高统治者，当然不能有此等怠慢情事。

卡拉卡拉继承谢维勒皇帝时，「狄纳利斯银币」纯度已经跌至百分之五十。因此他并行推出纯度相同，但分量将近两倍，重五·五公克的「安东尼奥银币」，希望能让银币价值停止下跌。货币政策向来以银币为对象，把金币排除於外。其原因在于，罗马自古以银币为基準货币，几乎可说是银本位制度。也因此，银币的价值变动，也反映出罗马的经济力量变迁。






罗马帝国基準货币银币的价值变迁




西元215年，卡拉卡拉皇帝推出「安东尼奥银币」，与代表罗马帝国的「狄纳利斯银币」并行。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在迦利艾努斯皇帝任内又是什么情况呢？

重约三公克的「狄纳利斯银币」此时已经离开市场。而唯一通行的「安东尼奥银币」重量从五·五公克，掉到与狄纳利斯银币相当的三公克，含银比例只剩下百分之五。要说这是银币，不如说是镀银的铜币。实际上，市场上也几乎找不到「塞斯泰契斯铜币」了。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制定，重约三·五公克、百分之百纯银的「狄纳利斯银币」，沿用了两百年。相形之下可以得知，西元三世纪时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罗马和平」破灭之后，在罗马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纯银货币的时代，不仅印度，连远方的中国都能找到罗马货币的踪迹。可悲的是，镀银硬币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笔者手上有个刻著迦利艾努斯皇帝侧脸的硬币。这个硬币的重量，与马库斯·奥理略、康莫德斯、赛埔提谬斯·谢维勒、亚历山德尔·谢维勒等皇帝发行的货币一样。不过为了让硬币看来大一点，因此牺牲了厚度。货币上的浮雕也不像以往那般层次鲜明。拿起硬币捏在手上，让人觉得硬币厚度不够，担心是否太用力会把硬币捏破。由于含银比例只有百分之五，又让人担心如果擦拭硬币上的黑色银锈，不知会不会把银膜擦掉，露出底下的铜币。拿着这个硬币，让笔者觉得好似亲手接触了西元三世纪时，罗马面临的经济苦难。大多数研究人员也同意罗马帝国在西元三世纪时的货币贬值问题。






迦利艾努斯皇帝的安东尼奥银币




只不过，笔者一直怀疑三世纪罗马帝国遇到的，尤其三世纪中期之后真正遇到的问题，会是货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不久后，连带引发的通货紧缩。

这场通货紧缩并非起于物产充斥市场供过於求。当时罗马境内成为迎击蛮族的战场，耕地因而荒废，生产力大幅低落，物产不可能充斥市场。

通货紧缩的现象，应该是由于耕地变成战场，土地荒废、农村人口流失，使得大众缺乏投资农业意愿所造成。

在西元三世纪后半，曾发生过利息大幅下滑的现象。在「罗马和平」能完全发挥功能时，平均利率为百分之十二左右。这个时代已经跌至百分之四。相信这反映著大众缺乏投资意愿。

如果笔者的上述假设正确，那么换成现代用语来说，三世纪后半的罗马帝国同时发生景气衰退与通货膨胀，亦即「膨胀性萧条」（Stagflation）。毕竟古代的主要产业是农业，罗马的国家经济已是遍体鳞伤。




古人的「私房钱」？



在此笔者要顺便谈谈长年的疑问，这项疑问是关于罗马帝国的代表货币「狄纳利斯」。

笔者为了能亲手接触罗马历史，因此閒暇时会收集罗马货币，并转用为日文口袋版的封面。这些货币的来源，是伦敦的古钱拍卖会。也就是说，罗马货币虽然是古董，但还是有市场存在。在古钱市场上，连笔者也买得起帝国初期西元一世纪，或者兴盛期二世纪的纯银狄纳利斯货币。换句话说，数量够多。

假设挖掘罗马遗迹时，偶尔才能发现一两个狄纳利斯银币，那么帝国成立两千年后不可能有足够的银币成立古钱市场。想必是古人将硬币储存在陶壺之类的容器，由后人大量发现。

姑且将讨论范围限定在伦敦古钱市场的「狄纳利斯银币」好了。以数量来说，到西元二世纪为止的纯银货币，要比三世纪后半，含银比例百分之五的货币多许多。这使得事隔两千年之后，发生当年的「劣币」、「良币」价值竟然相当的现象。毕竟硬币蒐集家的价值基準不是能否亲手接触历史，而是看硬币的稀有价值与保存状况。

总而言之，多亏了市场现象，无论奥古斯都的硬币也好，哈德良的硬币也好，笔者也有幸买得起。可是当笔者把玩硬币时，心中却开始有了疑问。

为什么西元三世纪后半已经脱离市场的「狄纳利斯银币」，而且是一、二世纪铸造，材质纯银或几近纯银，面额与素材价值一致的良币，在两千年后还有办法形成市场？

当调查到奥雷利亚皇帝的货币政策时，这项问题开始有了答案。说是政策，其实也只是一项政府公告。公告内容说：民众持以往的「狄纳利斯银币」可与政府交换等值的「安东尼奥银币」（银比例百分之五）。

据说当时少有民众愿意持狄纳利斯银币交换安东尼奥银币，使得政策最后以失败收场。

笔者大抵上可以理解当时罗马民众忽视皇帝命令的心情。结果大众依旧藏着良币，银币不但躲过入侵的蛮族，到了帝国灭亡后还长年埋在地底下。最后，银币不仅陈列在现代的博物馆里，数量还足以形成古钱市场。当然，至目前为止，这些论述只是笔者的想像。




不信任议案



在此将话题回到一千七百年前。西元268年秋季，笔者手上的镀银货币铸造还未满一年时，迦利艾努斯皇帝因军方政变逝世。当时迦利艾努斯追击叛变的骑兵队长奥雷欧努斯，将其逼进米兰城内，可是皇帝身边的其他骑兵队长却在这时发起政变。迦利艾努斯逝世时，才刚满五十岁不久。





这并不表示杀害迦利艾努斯的骑兵队长决心投靠奥雷欧努斯，而是发起政变的骑兵队长认为迦利艾努斯无能担任皇帝。不久后，奥雷欧努斯也遭到杀害。可悲的是，政变的主谋克劳狄斯、奥雷利亚都是迦利艾努斯皇帝时大幅提升地位、实权的骑兵队长。这些人都是军事专才，以专才的眼光认定最高司令官迦利艾努斯缺乏军事才干。





罗马帝国的皇帝为终身制，除了刺杀皇帝以外，没有其他提出不信任议案的方法。而这次迦利艾努斯正是让人提出了不信任议案。前几页的插图四中表示的是瓦雷力亚努斯皇帝让波斯王俘虏之后，罗马帝国面临的空前危机。危机发生至今已经八年，问题却丝毫没有改善。高卢帝国至今依旧健在；迁徙至帝国境内后，亚列门诺族还是没有停下侵略的步伐；哥德族的袭击已经是家常便饭；至於帕耳美拉女王泽娜比亚，也一直在罗马帝国东方作威作福。

愿意为迦利艾努斯皇帝辩护的研究人员说，他已经尽力试图摆脱这场空前的危机。确实，这些年来他为了脱离危机四处奔走。问题在于政治是所谓「可能性的艺术」。八年光阴换不到任何结果，实在没有辩解的余地。迦利艾努斯皇帝是个标準的罗马菁英。他的统治成果不佳，也代表了罗马帝国的上流阶层失去了统治能力。

之后发生的，则是草莽阶层跃身帝国上流的现象。这个现象代表人们开始不能信赖既有的菁英阶层。也就是说，失去权威的，还不只是银币而已。




皇帝克劳狄斯·哥德克斯（西元268年~270年在位）



在迦利艾努斯遭刺杀，亦即让人不信任之后，即位称帝的是克劳狄斯·哥德克斯。「哥德克斯」（gothicus）的意思不是「哥德人」。三十三年前的马克西谬斯·色雷克斯皇帝，其「色雷克斯」的确是色雷斯人的意思；二十四年前的皇帝叫作菲力普·阿拉布思，其中的「阿拉布思」意思是「阿拉伯人」。不过，这个「哥德克斯」可不同了。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西比奥击败连战连胜的汉尼拔，为罗马取得胜利。因此元老院为其颁赠「亚非利加努斯」称号，意为「征服非洲者」。「哥德克斯」的意义则是「征服哥德族者」，是众人为表示感谢，给皇帝取的外号。由于西元一世纪已经有个「克劳狄斯皇帝」，加上「哥德克斯」也正好可做个区別。

当然，他与西元一世纪的克劳狄斯皇帝没有血缘关系。因此，与一世纪的皇帝台伯留、克劳狄斯所属的，共和时期传下的头等世家克劳狄斯家门（gens Claudia）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他为什么要用克劳狄斯这个姓氏呢？






克劳狄斯·哥德克斯




以盖乌斯·朱利斯·凯撒为例，罗马人的姓名是由个人名、家门名、家族名三个部分构成。而在行省出身的人中，冠朱利斯或克劳狄斯的人特別多。原因在于朱利斯·凯撒生前为行省人士大开门户，而历任皇帝之中，以克劳狄斯最为积极推动开国路线。至於开放罗马公职给行省出身者，具体来说，即是赐予罗马公民权。如果是大族族长，或者才能出类拔萃的人物，还能取得元老院席位。依照当时的惯例，录用行省民的人会把家门名赐给这些新人，感觉上像是担任其保证人。

关于朱利斯·凯撒的开国路线哲学，在第Ⅳ册与第Ⅴ册中已有详述。至於克劳狄斯皇帝，则留下一场专门讨论这项问题的演讲词。这场演讲已经在第Ⅶ册的第336页起详细介绍，其中简洁明快地阐述了罗马帝国同化异己的统治哲学。

基於上述缘故，在行省中多得是冠朱利斯或克劳狄斯家门名的人物。不过这些人并非全是神君凯撒与克劳狄斯皇帝生前赐姓者传下的后裔。即使毫无血缘关系，当行省出身的人在军团中升官，想为自己的姓名沾光时，也会借用朱利斯或克劳狄斯的名号。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名号已经普及，不怕別人追查吧。在西元268年登基即位的克劳狄斯·哥德克斯，也是这种背景的人物。





罗马人口中的伊利利亚地方，大体上来说，是北起多瑙河，南至亚德里亚海的中间地带。不过这个地方地形上、历史上又分成两边。南部虽然地势多山，但有天然良港，因此罗马化较早，都市化程度较高。北部与南部隔着山脉相对，虽然平原地区较南部多，但面临罗马的「防线」，罗马化的程度也就较为落后。南部后来让人称作达尔马提亚，伊利利亚也就转为北部专属的称呼了。

达尔马提亚隔着亚德里亚海与义大利本国相望，属于都市型经济。濒临多瑙河，几乎可说是帝国边界的伊利利亚地方则向来属于农村型经济。

当罗马军主力由步兵转型成骑兵之后，伊利利亚地方成了培育领导阶层的温床，而且这情况持续了半个世纪。





克劳狄斯·哥德克斯生于伊利利亚地方的农村。虽然他当上了罗马皇帝，后人却不知他的父母亲姓名。目前已知克劳狄斯·哥德克斯生年不在西元214年之前，因此依据卡拉卡拉皇帝的勒令，他一出生便拥有罗马公民权。既然行省出身的人同样拥有罗马公民权，想必他入伍时是直接应征骑兵队。据说克劳狄斯一直属于骑兵，当他三十五、六岁时，由当时的德丘斯皇帝选为骑兵队长，派到希腊的托莫飘勒阻止蛮族南下。之后他率领骑兵作战的表现优异，甚至有人说，迦利艾努斯皇帝会决定将军队主力从步兵转移到骑兵，也是因为看到克劳狄斯表现的影响。





军事主力从重步兵转移到骑兵后，主要战力屯驻的基地位置自然也会因此变动。面对的敌人是不知会从何处突破防线入侵的蛮族。如果将基地设於防线的某一点上，等到遭受入侵时迎击的步调会因此落后。因此骑兵队的基地后撤到远离国界防线的后方深处，等到蛮族入侵后才算準方位驰援。至今考古挖掘能确认的骑兵基地，只有西尔谬姆与米兰两处。西尔谬姆离多瑙河防线有二十公里，还算近处，可是米兰已经位于义大利本国境内。考古学家只能确认这两处的原因，在于蛮族不断於各处入侵，游击各地的骑兵队已经没有閒暇停留在基地里面待命。






罗马的主要战力变迁




尽管主力转移成骑兵，上述情势却又反映出罗马帝国的防卫战略，已经固定为「遭侵入后迎击」，所有的战斗全发生在国界内。无论骑兵队多勇猛善战，沦为战场的土地日益荒废、居民日益稀疏，越来越没有改善的希望。




哥德族入侵



克劳狄斯在登基之后，忙到没机会回首都罗马。不过他在遭蛮族入侵，正要带兵迎击前，曾向元老院寄出下列信件。从文体来说，与其说是皇帝的报告，不如说是一个终生担任骑兵，至今五十过半的老人单纯率直的表白：


「诸位元老院议员，请聆听，也请讶异。在这里写下的内容，不是恶梦而是现实。罗马帝国境内遭三十二万名武装蛮族入侵，如今敌方已经越过阿尔卑斯，接近义大利北部。如果不能成功击退这股大军，则罗马帝国将陷入悲惨的状态。然而迎击的我军无论步兵骑兵皆疲惫不堪。不仅在精神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亦是如此。




这是自从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遇俘的不幸后，无数战争的结果。如今我军使用的装备，无论盾牌、剑、标枪，都早已超过使用期限。而长年为帝国带来活力的高卢与希斯帕尼亚，正在提待利克斯（当时的高卢帝国皇帝）手上。至於罗马军中的优秀弓兵，说来令人惭愧，都在东方的那个女人之下，就是泽娜比亚麾下。




这就是罗马帝国现在的局势。若是吾等能稍微改变现状，恐怕就得感到心满意足了。」



克劳狄斯皇帝送出这封信件后率军出征，在北义大利的加尔达湖附近激战，成功击退了哥德族。哥德族大败之余，幸存的人只有放弃掠夺得来的人员财物逃回多瑙河北岸。

义大利本国因此免去一场灾难。也是在这场战斗之后，开始有人以意为「征服哥德族者」的「哥德克斯」称呼他。

第二年哥德族又换条入侵路线，渡过多瑙河下游，攻进了巴尔干半岛。克劳狄斯·哥德克斯率领骑兵队赶到，在莫埃西亚行省，相当於今日的保加利亚境内开战。克劳狄斯与骑兵队在此再度获胜，「哥德克斯」成了更有分量的尊称。





在这场与哥德族的战斗之后，克劳狄斯皇帝改变了对哥德族的战后处理政策。皇帝允许战败的哥德族强健男子入伍，并以放下武器为条件，推荐其余男子转行在莫埃西亚境内务农。志愿务农的人，可以回故乡迎接妻小同住，并约定赐予耕作用的土地。

莫埃西亚行省面临多瑙河下游，是罗马帝国「防线」的一部分。征服哥德族的克劳狄斯打算让哥德族定居此地，借此停止耕地荒芜与人口减少的现象。而且这项政策相当成功，加入罗马军的哥德族人遇到哥德族袭击时同样会勇敢奋战；务农的哥德族人也适应了新环境，生活稳定了下来。

克劳狄斯·哥德克斯皇帝似乎一切顺心如意。然而让他迅速离开皇位的，不是蛮族也不是官兵背叛，而是瘟疫横行。

当罗马和平遍及全帝国时，尽管有大量人员往来，由于群众身体健康、营养良好，旅途中的设施卫生维护适当，而且罗马人又喜好入浴，因此得以在某个程度上抑制瘟疫流行。到了西元三世纪后半，流动人口是受蛮族袭击而逃离故居的难民。由于国家在各方面都捉襟见肘，已经无力保养基础建设。在罗马帝国中，逃离战火的难民一年比一年多，瘟疫流行的频率也就逐渐走高。西元270年1月，克劳狄斯·哥德克斯染上当时流行的瘟疫病故。这时他正在旁诺尼亚行省的主要都市、骑兵基地西尔谬姆过冬，从即位到过世，前后才一年半。元老院拒绝为名门出身的迦利艾努斯神格化，但却通过了克劳狄斯的神格化议案。克劳狄斯本是帝国边境伊利利亚地区的农民子弟，但过世后仍有幸受封为「神君」。





克劳狄斯·哥德克斯没有子嗣，但有一个弟弟。当哥哥於多瑙河附近的西尔谬姆病故时，弟弟昆提尔身在义大利东北部的重要都市亚奎雷亚。在这个时期，蛮族入侵义大利本国已经不是稀奇事，因此义大利分別於东北的亚奎雷亚与西北的米兰设军事基地抵御。而克劳狄斯生前委由弟弟在亚奎雷亚负责指挥驻军。

罗马元老院接获克劳狄斯·哥德克斯病故的消息后，立即连络身在亚奎雷亚的昆提尔，表示已经承认由他继位。元老院评估，克劳狄斯皇帝虽然出身行伍，但向来尊重元老院，那么他的弟弟应该也不会差太多。虽说昆提尔军事才干只能称得上普通，不过元老院想要掌握选择罗马皇帝的主导权，因此马上推出了继位人选。

这项决策却引发了官兵的抗议，而且是官兵的看法较为正确。他们认为以帝国的现状，必须要优秀的武将才能承担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一职。元老院只好撤回赞成昆提尔继位的议案。迦利艾努斯皇帝立法使军方与元老院完全分家，数年不到已经开始产生弊害。官兵一致推举奥雷利亚继位，元老院也只好追认。当属下官兵全数投向奥雷利亚，又遭元老院放弃之后，昆提尔因难以忍受耻辱而自裁。





已故的克劳狄斯·哥德克斯在登基前是全体罗马骑兵的指挥官。当克劳狄斯在位时，奥雷利亚也是罗马骑兵总司令。以往若皇帝出身行伍的话，通常是军团长出身，如今骑兵团长继任皇帝已经成为常态。此外，出身的地区与阶层也脱离过去的常态，足以证明社会正在激烈动荡中。

如今，西元三世纪已经过了四分之三。继承克劳狄斯·哥德克斯的奥雷利亚，以及其后的普罗布斯、卡尔斯、迪奥克雷提亚等皇帝，都出身多瑙河附近的伊利利亚地方，而且出身阶层都不高。草莽登基不再是临时现象，而转变为帝国的常态。其中，西元270年登基的奥雷利亚，是这类皇帝中政治业绩最辉煌的一个。




第五章





西元二七〇年~二八四年






皇帝奥雷利亚（西元270年~275年在位）



鲁期乌斯·图密善·奥雷利亚，光看其姓名好似义大利本国出身的人物。不过如同之前所述，他出生于多瑙河附近的边境地区。罗马人将国界附近的居民总称为「罗马化的蛮族」，这个人也不例外。鲁期乌斯·图密善出生于现代的南斯拉夫境内，距离首都贝尔格莱德三十公里，离多瑙河二十公里。罗马时代的人称呼这个国界边的城镇为西尔谬姆。而且到了帝国末期时，多瑙河的防线地位也显得更加重要，连带使得这个地名一再出现在历史上。西元三世纪后半，这个以西尔谬姆为中心的地区出了许多皇帝，然而原因却不是因为这些皇帝曾大力整顿自己的故乡。这些行伍出身的皇帝有个共通点，就是登基后与「衣锦还乡」四个字无缘。






奥雷利亚




鲁期乌斯·图密善·奥雷利亚的父母姓名不详。据说他的父亲军团退伍后以农耕为业，母亲则是太阳神神殿的女巫。不管怎么说，他的出身的确不高。一个人生于帝国的落后区域，又充满上进心的话，选择从军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想必年纪一满入伍资格的十七岁，奥雷利亚就展开了军旅生涯。

据说他与前任皇帝克劳狄斯·哥德克斯几乎同年龄。那么当他西元270年即位时，应该已有五十六岁。罗马时代认为四十出头时，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时期。如果以这个标準来说，奥雷利亚已经晚了十年。不过，奥雷利亚在四十出头时已经受人瞩目，他也是当初瓦雷力亚努斯皇帝提拔的行省军官之一。





瓦雷力亚努斯皇帝生前将许多优秀人才提拔到军方的中枢职位，而且不只是升迁而已。当他发现在军中扶摇直上，却对发财没兴趣的人员时，也会在经济方面给予协助。瓦雷力亚努斯曾降旨赠与下列财物，给当时年约四十五的奥雷利亚：

金币、银币、铜币适当数量。墨斯林产的男用短衣十件、埃及产的麻布短衣二十件。塞浦路斯出产的宴席用餐巾两打。罗马时代是用手抓取食物，因此餐巾是晩餐会上的必需品。亚非利加行省出产的地毯十张、茅利塔尼亚出产的宴席用客座床单十条。在罗马时代，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侧躺才是正式进餐的模样。至於用餐时坐着，感觉就有如草草解决的现代路边摊，或者站着用餐。礼品的最后则是数头食用猪、羊。

从赠礼内容来看，最高司令官是希望下属至少要有本钱宴客。而从这些礼品的产地来看，令人不禁感叹道，即便是在西元三世纪，罗马帝国依旧是个全球化的经济圈。





长官体恤提拔的人才，固然让人窝心。不过对受到提拔的人员来说，能被送到第一线上活用，才是最开心的事情。瓦雷力亚努斯皇帝活用奥雷利亚的态度，可以用「驱使」两个字来形容。在皇帝发给各军团基地负责人的文书中，记载有下列这段话：


「朕任命无上贤能的奥雷利亚，於其视察各基地时，得经手改善其认为必要之任何事物。」



在这个任务中，从士兵起家的奥雷利亚得以拓展视野，看遍帝国首要重地多瑙河防线。根据《皇帝传》的记述，可以得知奥雷利亚在视察旅行中的言行举止。





据说在视察途中，奥雷利亚曾对指挥千名部队的大队长如此训话：


「如果你想保住大队长地位，不，如果你想避免自己阵亡，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完全掌控旗下的士兵。」



他又对士兵如此训话：


「即使只是一个士兵，只要身属罗马军，就不得夺取一般百姓的家畜，也不得抢夺他们的一切财物。哪怕是一颗鸡蛋，也不许抢夺。更莫说橄榄油与食盐，连一般平民也依法严禁抢夺。你们必须满足於军方补给的物资。若遭到士兵抢夺，百姓生活将失去依靠，没有物产可以贩卖。罗马士兵要发财，得靠击退蛮族后抢回的战利品，而不是行省百姓的眼泪。




武器要随时充分保养，刀刃磨得锐利，军靴没有破损。一旦有必要，得随时将装备更新，因为我们无法预知敌人什么时候会入侵。




薪水应该寄放到基地里的银行，罗马的战士不该有浪费的举措。不过，若有人想戴着金制鍊条、手环、戒指上战场，我也不反对。」



这并不表示罗马的士兵就有资格在战场上穿金戴银，而是希望士兵因为不愿财物让敌人夺走，能够更加奋勇作战。

他又对骑兵做了下列训示：


「将照顾马匹视为第一优先。而且照顾时不得轻忽的，还不只骑乘用的马匹，別忘了运输车辆用的牛马也同样重要。偶尔，会有人将其照顾的牛马饲料私下变卖敛财，別忘了一旦东窗事发，将由法律严厉惩戒。在照顾牛马时要记得，家畜与人员同样不是个人的资产，而是属于自己所属的整个部队。」



在全体官兵集合时，他又做了下列训示：


「在军队中，军官与士兵双方言行举止自然会有所差异。然而这是为了维持军纪的必须事项，与个別官兵的人格无关。即使身为军官，也不能把麾下的士兵当成奴隸使唤；即使身为士卒，也没有义务像佣人一样侍候军官。因为军官与士卒，同样是军队组织的一分子。




每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皆有平等接受军团医师团治疗的权利。绝不能允许致赠医师财物，意图获得更佳治疗的现象发生。」



最后，他还留下这段话：


「无论信奉何等神明，仰赖何种占卜，那是个人的自由。然而军团的行动不能受此等情势左右。与百姓相处时，必须亲切有礼。在这里要明确告知，若外出时与百姓发生争斗，该人员将处以击杀刑。」



奥雷利亚不是说说就算，日后还真的严格执行。因此官兵私下这样称呼奥雷利亚：

拉丁文原文为“Aurelianus manu ad ferrum”，意为持剑的奥雷利亚。





瓦雷力亚努斯皇帝拔擢奥雷利亚之后，也将他用在实战上。

奥雷利亚曾转任多处前线，而当他负责拜占庭防卫任务时，还留下了麾下士兵所属民族的记录：

巴勒斯坦北部出身的弓箭兵三百人、亚美尼亚士兵六百人、美索不达米亚地方出身的士兵四百人、多瑙河地区派来的骑兵八百人。麾下四名大队长，全数出身於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

军队的人员结构，也反映出罗马真的是个多民族国家。罗马人向来抱持双语原则，在帝国东方希腊文比拉丁文通行，皇帝在发佈通告时，也因此改发希腊文版本。不过如果语言不统一，官兵之间将无法沟通协力作战，所以罗马军中统一使用拉丁文。奥雷利亚当时指挥两千四百五十名部下，任务是当瓦雷力亚努斯皇帝率兵向东进行波斯战役时，於背后保障其安全。拜占庭（七十年后易名君士坦丁堡）防卫任务的意义，不仅在防卫这座城镇，也具有保障欧亚洲交通的意义。

然而事隔不到一年，进入了让罗马全国震撼的西元260年，瓦雷力亚努斯皇帝落入波斯王夏普尔一世手中。当时前线官兵人人茫然失措，而奥雷利亚平时特別受瓦雷力亚努斯关照，想必这是他四十几年生涯中最大的憾事。这场事变发生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以他当时派驻的地方来说，距离上还有办法驰援。可是奥雷利亚不在足以派兵驰援的地位上，手下的兵力又不满两千五百人。

西元260年的十年后，到了西元270年时，奥雷利亚自己当上了皇帝。由他接手的罗马帝国，状况还是与十年前一样恶劣。





奥雷利亚身材高挑、体格结实；与身高相形之下，脸部显得小了些；额头狭隘，上面有深深的横条皱纹。总之，他的外型称不上有品味。不过在西元三世纪的皇帝中，他是少数几个继任时已经有明确战略的皇帝之一。而且他不仅规划战略，还具有实现计画时不可或缺的冷静精神。罗马人急着忘记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遇上的事变，奥雷利亚却不隐瞒自己还是把瓦雷力亚努斯皇帝当恩人看待。话又说回来，即使对象是恩人的儿子，在杀害迦利艾努斯皇帝，亦即表示不信任其统治能力时，奥雷利亚也毫不犹豫。当时的史学家赞扬道，奥雷利亚是近年少见具有罗马精神的皇帝。而奥雷利亚在继位之后，明确指出优先事项何在，不浪费任何一点时间。




展开反攻



奥雷利亚接手的罗马帝国与十年前一样，是个分成三份的帝国。西边的高卢帝国、东边的帕耳美拉王国几乎是独立国，罗马皇帝能统治的，只有这两个势力的中间地带。

奥雷利亚决定先放着高卢帝国不管。高卢的政体有如罗马的缩影，领地包括全高卢地区、希斯帕尼亚与不列颠。不过目前没有越过阿尔卑斯山威胁义大利本国的动态。因此他判断高卢帝国没有敌对行动，问题可以先搁置。

同样地，在帝国东方扩展势力的帕耳美拉王国问题也暂时搁置。

泽娜比亚女王执著於扩张势力，好似要模仿当年的克丽奥佩脱拉，可是又没有像当年的克丽奥佩脱拉一样编组军队向罗马挑战，而十年来罗马也没有余力派兵打进帕耳美拉。亦即，泽娜比亚女王虽然蚕食帝国东方领地，却没有公开表示要脱离罗马帝国。

这种政治态度，也反应在货币上。从奥雷利亚即位时起，他便开始发行刻有自己侧脸的硬币。而在泽娜比亚控制下的帝国东方，则是将奥雷利亚侧脸刻在硬币反面，正面为泽娜比亚的儿子——现任帕耳美拉王汪波拉托斯。可是硬币边缘的缩写字样，却又代表奥雷利亚皇帝才是最高权位者，不是身为“Dux Romanorum”（罗马东方司令）的帕耳美拉王。硬币上的矛盾，也显示出泽娜比亚的政策矛盾。奥雷利亚皇帝没有把帕耳美拉问题摆在最优先地位，相信是因为他掌握了上述实情。




於是，最为优先的则是北边防卫问题，亦即蛮族对策。这项问题在前任皇帝克劳狄斯生前已经著手，而且进展得相当顺利。在这种情况下，延续既有的方针，以现有战果为垫脚石，是最有效的策略。





不过这时奥雷利亚在战略上犯了一个错误。他不是在蛮族突破帝国防线时当场迎击，而选择等在对方满载财物奴隸，行动不便的归途上埋伏。

这年入侵的蛮族为汪达尔族，似乎已经设法探得罗马军的埋伏战略。他们将掠夺所得的人员物资集中在义大利北部某处，留下部分人员看管，其余部队又朝向义大利半岛南下。

蛮族由北义大利的比千都出发，沿着艾米里亚大道前往中义大利的利米尼。艾米里亚大道沿途，有帕尔马、摩德那、波罗尼亚、大道终点利米尼等重要城镇。总之在骑兵团之前，周遭城镇无力抵抗。大道沿线的大小城镇全遭烧杀掳掠无一幸免。从利米尼沿着亚德里亚海滨的大道南下，可以到达法诺，而从法诺转向弗拉米尼亚大道，可以直通首都罗马。

奥雷利亚让蛮族摆了一道，当他追上蛮族时，已是在法诺往弗拉米尼亚大道的入口附近了。就在美塔罗河汇入亚德里亚海的海口附近，双方的骑兵展开大战。

最后，奥雷利亚取得胜利。这场战斗虽然大获全胜，但对方也是骑兵，因此有不少残存部队成功脱逃。蛮族这时一心只想逃回北方，而奥雷利亚也一心只想追击歼灭敌军。最后一场战斗，是在米兰南边三十公里处的帕维亚发生。汪达尔族彻底失败，没有人能逃回故乡。





话说回来，以往谈论与蛮族的战斗时，没必要参考义大利地图。到了西元三世纪后半，却连收起地图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历史上「三世纪危机」一词代表的局势。

在首都的元老院这次可真的害怕了。他们好似回想起五百年前汉尼拔入侵时的状况，甚至开始祈求叙比拉神的神论。然而一接获击破蛮族的消息，本来满心恐惧的元老院态度也立时转变，开始群起攻击奥雷利亚皇帝竟然让蛮族入侵到义大利中部。





这场批判后来影响至远，让迦利艾努斯皇帝赶出军务外的元老院议员，从此开始对军人皇帝抱持扭曲的观感。他们无法参与军事活动之后，一方面欢迎这种可在安全地带过着舒适生活的情势，另一方面又抱持失去实权者对掌权者特有的奇妙感情。元老院议员过去代表罗马社会的领导阶层，如今失去掌握实权的立场，成了一群批评家。这些批评家开始把皇帝当成自己花钱雇用的佣兵队长看待，所以他们不晓得要自己起身防卫义大利本国，只顾著责难奥雷利亚竟使蛮族入侵到义大利中部。

这种局势发展之下，军人皇帝对元老院的态度自然也会僵化。克劳狄斯曾留下给元老院的报告书，而奥雷利亚却没有。实际上，奥雷利亚可能也写过报告。不过史料能否留存到后世，还要看运气。可以推测的是奥雷利亚没有像克劳狄斯一般频繁地向元老院报告。当奥雷利亚完全击破蛮族，首次以皇帝身分回到首都之后，又强制推动两项使元老院议员忿忿不平的政策。

其一，是货币改革政策。其二，则是决定建设环绕首都的城墙。

这两件措施的必要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为什么还会让元老院议员不满？

我们先讨论货币改革措施。这场改革最初并非为了改革而发起。也就是说，这场改革起源自肃清铸币贪污。




通货发行权



罗马的货币制度，是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创。当初设计时，决定以奥流斯金币、狄纳利斯银币、塞斯泰契斯铜币并行为帝国主轴货币。而制定时也规定，金币、银币由皇帝发行，铜币发行权则在元老院手上。其后的两百九十年间，金币、银币在高卢的里昂，铜币则在首都罗马铸造。

到了西元260年，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遇俘后帝国一片混乱。高卢帝国於此时创立，脱离了罗马帝国。里昂位于高卢境内，既然帝国货币不能在里昂铸造，也只好将金、银币铸币地点迁移到罗马。而金币、银币铸造的最高负责人迦利艾努斯皇帝忙于对蛮族作战，无暇回首都行政。其后的克劳狄斯·哥德克斯也专心於对蛮族作战，在回到首都前，就结束了一年半的在位期间。结果使得西元260年到270年的十年间，金银铜币都在首都铸造，由执政官实际管理。每年更替的执政官，又是由元老院议员互选产生。





虽说让敌人入侵到弗拉米尼亚大道的入口，奥雷利亚皇帝还是成功击退敌人，令其退回多瑙河以北。当他进入首都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举发铸币工匠渎职。皇帝弹劾金币分量略减，银币纯度降至百分之五的现象，起因在铸币相关人员渎职。铸币厂的厂长姓名为希腊文，可见这些人大多是解放奴隸出身的罗马公民。这些社会地位低的人，不可能独断独行在铸币过程中窃取金银。皇帝的弹劾，暗地指向工匠背后的元老院议员。由于缺乏证据，所以弹劾对象仅止于货币铸造厂厂长及其下的工匠。

工匠为此情绪反弹引发罢工，占据了罗马七座丘陵之一的阿凡提诺丘。

奥雷利亚皇帝则以武装实力回应。据说在罗马骑兵鐡蹄踏过之后，制造了七千名牺牲者。

铸币厂的工匠人数不可能多达七千，无疑是元老院议员派出仆人前来壮大声势。

不过在此要再次强调，皇帝手上没有元老院操控渎职的证据。

贪污渎职应该是存在的，只不过由银币沦落成镀银币，反映出罗马帝国的经济现状。奥雷利亚镇压罢工潮之后，也只好面对现实。因此奥雷利亚皇帝的帝国货币制度改革措施，只好将就於略微修改现状的结果。要将银币纯度恢复到百分之百，唯一途径是解除罗马帝国内耕地荒芜的问题。要实现这项策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蛮族完全赶出国界之外。





奥雷利亚是个严以律人、严以律己的统治者。就算找不到证据，他也要设法惩治元老院。这就是奥雷利亚货币改革政策的背景：

一、金币重量恢复为西元260年前的六·五公克。

二、罗马帝国货币以银币最为重要，几乎可说是银本位制度。银币纯度继续维持现有的百分之五，银币重量恢复为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设定的三·九公克。

三、由于银币价值如此低落，铜币已经失去持续发行的理由。从此以后全面停止发行塞斯泰契斯铜币。





虽说只是稍微修改现状，从金融的角度来说却决策正确。因为银币重三·九公克时，纯度为百分之百。因为是纯银，才具有一枚银币兌换四枚铜币的价值。当银币纯度掉到百分之五以后，已经不可能维持一枚金币兌换二十五枚银币的汇率。





奥雷利亚的货币修改措施，从金融角度来说可能是当时唯一的解决方案。然而从政治角度来说，事情就不简单了。

塞斯泰契斯铜币正面，通常刻有皇帝侧脸。反面则刻有该皇帝所推动值得纪念的事业或事迹。比方说由哈德良皇帝修筑，跨越多瑙河两岸的大桥落成时，便在硬币反面刻上纪念用的图案。而在图案旁边则会刻有S与C两个字母。这是“Senatus Consulto”的缩写，意为「元老院发行」。






元老院发行的铜币（哈德良时代）




有个英国学者说，罗马帝国是一种联邦政体（commonwealth），其一方面大幅容许地方分权，却又是个中央集权国家。在内政方面，罗马人允许将几乎所有权限开放给殖民都市与地方政体。罗马人眼中对人类历史有贡献的都市，比如说雅典，还拥有货币发行权。因为他们认为，能拥有自己特有的货币，也就能连带维护民族自尊。除了这种都市以外，名为同盟实为附属国的国家，也都在罗马帝国允许下发行独立货币。同盟盟主罗马帝国所选择的策略，不是排挤旗下国家都市的货币，由罗马货币统一。而是使各种货币存留，但设法维持身为主轴货币的罗马货币价格稳定。这就是奥古斯都确立罗马帝国货币制度时的想法。由于有十足的汇兌需求，在帝国境内无论多小的城镇村落，一定会有汇兌处。

总而言之，货币发行权不只是金融方面的问题而已。借由废止发行铜币的手段，奥雷利亚剥夺了奥古斯都订定制度以来，由元老院把持三百多年的铜币发行权。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刻有SC字样的硬币。不知元老院议员在投赞成票时，心中是什么感受。




「奥雷利亚城墙」



第二项措施，是修建环绕首都的城墙。这项政策同样地，使每个人都深深感受到时代真的变了。





罗马的第六任国王塞尔维斯兴建了“Murus Servii”（塞尔维斯城墙），防卫了罗马市区五百年。五百年过后，到了西元前一世纪中期，却让朱利斯·凯撒拆毁了。凯撒拆除城墙的理由，在于城墙妨碍市中心的扩建工程。然而要拆除五百年来与大众朝夕相处的物件，还需要更壮阔些的理由。因此凯撒在开工前宣言，表示首都罗马的防卫，由国家的「防线」承担，因此首都不再需要城墙。其后的「罗马和平」也证明，凯撒当年并未强词夺理。话说回来，凯撒并未将「塞尔维斯城墙」全数拆除。他只拆除妨碍工程的部分，不过开了漏洞的城墙已经失去防卫作用。后来每当有工程需要时，失去存在意义的城墙又会陆续遭人拆除。到现代，只有「终点站」站前广场，以及其他几个地方还保留着。罗马市的居民至今三百多年来，活在没有城墙的都市中，享受著和平的日子。






罗马的两道城墙









至今依旧四处可见的奥雷利亚城墙




到了帝国其他都市乡镇开始筑墙自保的时代，首都罗马也不能例外了。在没有城墙的三百年里，罗马市区范围已经扩大，城墙也必须顺着规模重新建设。

西元271年动工，六年后完工的新城墙，依照公共建筑冠上提案人姓名的罗马传统，命名为“Murus Aureliani”（奥雷利亚城墙）。城墙周围十九公里，平均高度六公尺，厚度三·五公尺。城墙开有十八处城门，要点上有防卫用塔，是个典型的城墙建筑。由于城墙完工后，罗马人长期过着不能缺少城墙的日子，无奈之下只好细心维护。因此虽然城墙已经是古迹，到了一千七百年后的现代，大多数都还存留着。可悲的是尽管罗马位于帝国中心点，能在首都高枕无忧的日子却已经成为过去了。

外观的变化，自然会牵动内在的转变。面对城墙时，大众自然会意识到墙壁的存在。以往罗马市的居住区可自由向外扩展，如今却让「奥雷利亚城墙」分为内外两侧。罗马郊外的富人別墅，也不能像以往那般保持开放式设计，而要设法防卫。没有经济余力自卫的人们，只有转移到城市内部居住。当首都罗马发生此种现象时，遭蛮族入侵危险性更高的行省都市早已是这副模样。农民同样居住於有墙壁环绕的城镇里，早上离开城镇外出耕作，黄昏时回到城镇中。当「罗马和平」成为历史之后，罗马帝国境内的郊区人口疏离与都市人口密集程度日益增加。这个局势也成为基督教扩大势力的温床。

不过，想必奥雷利亚皇帝认为自己只是实施切合时局的政策而已，而且他不管元老院内部有哪些反对意见。一看到筑墙工程开工，皇帝就离开首都向北而去。在他心中正计画著优先顺位摆在第二的帕耳美拉问题。不过在解决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确立多瑙河防线的问题。




弃守达其亚



奥雷利亚皇帝与西元三世纪的其他罗马皇帝最大差异在于，无论在和平或战争方面，他都擅长快攻。他推动以上所述的国内政治措施时，只用了西元271年春季即将来临的一个多月时间，便把基础打好。接下来要叙述的多瑙河防线确立措施，也只用上西元271年的前半年。蛮族对策与国内政治不同，作法自然不一样。奥雷利亚的对外战略，大致依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首先以积极作战方式，击倒入侵的蛮族。

二、等待陷入不利局势的蛮族自行前来求和。

三、设置吓人的舞台，用以迎接前来求和的部族酋长。具体而言，以身穿罗马帝国皇帝正式军装的奥雷利亚为中心。在皇帝背后，以过去与蛮族作战时战功彪炳的皇帝大理石立姿像围成半圆形。石像左右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各路将军，将军背后则是举着军团银鹫旗与大队旗的重步兵、骑兵。总之，这场面看起来绝对不像和谈会场。

四、与遭到气氛压制而心怀恐惧的蛮族代表谈判，尽可能争取有利的和平条件。

在同时，奥雷利亚也不忘给蛮族留面子。具体而言，则是罗马人向来善用的「战胜后让步」策略。





在这种和谈方式下，最后罗马决定撤出达其亚，把当地让给哥德族经营。当初是图拉真皇帝将达其亚收为罗马行省，事隔一百六十五年，达其亚又脱离了帝国版图。奥雷利亚判断，达其亚有如多瑙河下游北岸的巨型桥头堡，然而保有这座桥头堡已经没有效用。达其亚行省原本有如凸出在蛮族海水里的半岛，可是在西元三世纪中期，已经发现光依赖两个常驻军团是无法在当地进行防卫工作。人民深恶放弃行省的措施，一个不小心还会害得皇帝丧命。其他皇帝因此不敢下此决断，然而奥雷利亚却有十足勇气。






达其亚及其周边




派驻於达其亚行省各地的罗马军相关人员，以及担负行政任务的公务员，在条约成立后一齐撤出达其亚，移转到多瑙河南岸。至於公民要留在达其亚或迁居罗马境内，则由个人自行判断。有不少人向南渡过多瑙河迁居，但也有不少人选择留在达其亚。因为取代罗马当局成为统治者的哥德族不知统治要领，熟悉政务的人对他们来说相当宝贵。奥雷利亚皇帝与哥德族之间簽署的达其亚转让条约内容没有传下来，不过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表示实施转让时产生混乱，罗马撤出达其亚的行动应该没发生太大的问题。

而且奥雷利亚并非单纯地撤出达其亚而已。多瑙河下游、帝国防线南岸为莫埃西亚。他将莫埃西亚的一部分、西侧的达尔马提亚地方的一部分、南侧色雷斯行省的一部分合并，设立「新达其亚」行省。从达其亚南撤的两个军团也配置在此地。这个新的行省省都为赛尔蒂迦，也就是现代的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亦即奥雷利亚将多瑙河下游的防线重新设定为莫埃西亚、新达其亚双重体制。





撤出达其亚的罗马帝国，以及接收达其亚的哥德族，其后似乎并没有产生相隔多瑙河对峙的关系。笔者总认为，之后双方似乎在多瑙河两岸构筑某种程度的友好关系。其理由有二：

其一、当两百年后民族大迁徙造成罗马帝国灭亡时，只有达其亚的蛮族没有南下。

其二、古代的达其亚相当於现代的罗马尼亚。而罗马尼亚语、义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同属于拉丁语系。罗马帝国发源自义大利，义大利语当然属于拉丁语系。法兰西与西班牙虽是行省，但直到最后都与帝国共存亡，因此语言自然发源自拉丁文。然而罗马尼亚纳入帝国行省的时期要晩许多，也最早脱离帝国。可是罗马尼亚语却属于拉丁语系。只要听得懂拉丁语系的首席义大利语，罗马尼亚语也就能听懂一半。

像这样深厚的关系，真的是西元106年图拉真皇帝征服后，到西元271年奥雷利亚皇帝撤出为止的一百六十五年之间建构的吗？笔者认为，可能是撤出达其亚时有不少罗马人选择留在当地，之后两个民族以拉丁文隔着多瑙河密切往来。

奥雷利亚皇帝做出撤守达其亚行省的决断，政策上算是成功了。至於是不是一个恒久的政策，那就不容易回答。因为日耳曼人不只一个哥德族，哥德族中也有不愿意迁居到达其亚转营农耕的部族。

话说回来，帝国北边的多瑙河防线问题至少暂时获得解决，奥雷利亚皇帝得以将焦点集中到东方。西元271年夏末，皇帝已经向东方出发。奥雷利亚的快攻特色依旧健在。




女王泽娜比亚



自从西元260年发生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遇俘的事变后，再也没有一个皇帝渡过荷雷斯贲特斯海峡踏进亚洲。迦利艾努斯与克劳狄斯·哥德克斯忙着在西方应付蛮族，即使通商都市起家的帕耳美拉在东方扩大势力，帝国也没有余裕处理。十年下来，东方实质上无人过问。而帕耳美拉女王泽娜比亚也太小看罗马，认为自己在军事上也能赢过罗马。





从行军速度来推测，伴随着奥雷利亚皇帝进军小亚细亚的，应该是多瑙河防线上挑选的骑兵。

进入小亚细亚境内之后，行军的区域便进入了十年来由帕耳美拉统治的地区。罗马军首先向东取道安奇拉（今日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然而途中没有任何帕耳美拉势力阻挠。居民们纷纷敞开城门，欢迎罗马皇帝与其部属。离开安奇拉之后，皇帝转向东南，朝分隔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陶卢斯山脉前进。就在即将攀越山脉时，山脚下的提亚纳城却关起城门準备抵抗。

奥雷利亚毫不犹豫，立即展开围城战。提亚纳只是个小型地方都市，帕耳美拉连援军都没派来。几天之后，居民也后悔抗战，打开城门投降。然而当居民做好心理準备面对战胜者的掠夺暴行时，却什么都没发生，居民也没受到任何处罚。这是奥雷利亚在进军前，对叙利亚、埃及等顺从帕耳美拉、叛离罗马帝国的地区居民发出的信息。在提亚纳的宽大处置，比罗马军还先跨越陶卢斯山脉，传遍十年来由帕耳美拉统管的帝国东方。帕耳美拉本该在这时改换战略，然而泽娜比亚却不懂这个信息代表的含意。





在历史上，女子干政的案例以「东方」要佔绝大多数。这是因为东方长年来有君主专政的传统。女子参与国政的形式，又分成在掌权者背后操控，亦即内廷政治型态，以及直接上台面掌权两种。克丽奥佩脱拉属于后者，仰慕克丽奥佩脱拉的泽娜比亚也属于后者。

泽娜比亚大多数的行为与男子无异。她热衷骑马狩猎，也穿着盔甲上战场。亲身列席政治场合，也与聘来任教的希腊教师热烈辩证希腊哲学与悲剧。除了喜好珠宝首饰这点像个东方女子以外，其他方面的表现无异男性君主。名义上主权在她的儿子汪波拉托斯手上，不过满朝皆知实权在泽娜比亚手里，而她本人也不隐瞒。

泽娜比亚背后，是由其丈夫欧德纳托斯生前培育的帕耳美拉军撑腰。话说回来，帕耳美拉是个通商起家的都市，没有军事传统。帕耳美拉军说穿了是利用该城市多年经商累积的财富聘雇的佣兵。由于欧德纳托斯军功卓然，才能吸引罗马帝国东方军团也投入帕耳美拉阵营中。泽娜比亚吸收了先夫的成果，而在势力扩及整个帝国东方后，也把据说富裕超过西方的东方经济纳入手中。泽娜比亚会看不起正朝东方进军的奥雷利亚皇帝，也是因为经济上佔了优势。泽娜比亚深信有钱不怕买不到士兵，而她的自信也并非毫无根据。泽娜比亚麾下的主力部队，是有如波斯军一般的重装骑兵。光凭耗费不赀的人马装备，就足以吓倒敌人。

而在战略方面，泽娜比亚的影响力也相当大。实战指挥固然交给希腊裔将军进行，要在何时何地开战，却由泽娜比亚决定。





攀越陶卢斯山脉时，奥雷利亚送了一封文件给泽娜比亚：


「身兼罗马帝国皇帝，并即将收复帝国东方的奥雷利亚，致书泽娜比亚与其全体军事同盟：




朕於本文中所命令之事项，原为台端应主动提出之事。因台端未能自觉提出，无奈之余特下此令。




台端应立即解除武装投降。事成之日，得保障台端全体生命安全。尤以泽娜比亚，更保证在朕及元老院判断适当之地，得与家族、亲信、仆佣安度余生。但泽娜比亚所有之金银珠宝、丝绸、马匹、骆驼等物将没入帝国国库。此外，谨此保证帕耳美拉市民今后持续拥有罗马帝国过往允许其拥有之诸般权利。」



接获这封文件后，泽娜比亚则如此回信：


「东方女王泽娜比亚，致书奥雷利亚皇帝：




至今为止无人能如阁下般向本人做出此等命令。若阁下身为战士，应知悉此等事项非由书信往返，而是沙场上公然对决获胜后方能得手。阁下劝说本人於开战前投降，仿佛不知宁失性命不愿污损名誉的克丽奥佩脱拉典故一般。




本人已获波斯方面派遣援军，近期之内即将到达。阿拉伯人与亚美尼亚人亦愿与本人同一阵线作战。叙利亚沙漠中之贝德温族，现今想必正令行进间之罗马军心烦。




阁下还需何等情报否？当知悉东南北三地援军正往此处而来，想必阁下也无法傲慢，亦无法如同战胜者般下令本人投降。」



战争已经无法避免。战场则依据泽娜比亚的主意，选择於安提阿北侧的欧罗登斯河岸边平原上。泽娜比亚依恃著麾下的重装骑兵，因此选择骑兵容易发挥战力的平原作战场。随着时间流逝，西元272年到了。




初战



现在的安塔基亚，只是土耳其境内，接近叙利亚国界的一个普通城市。古代的安提阿，却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同等，代表地中海世界的大都市。都市位于欧罗登斯河东南方。这条河流再往下流二十公里后，便注入地中海，而当时还能容许船只航行。由于欧罗登斯河底开始淤积，逐渐不适於船只航行，古代东西物产的大型集散地安提阿，到了中世纪之后即逐渐没落。





泽娜比亚没有选择利用安提阿作防卫战，却决定在郊外的平原布阵会战，在某个层面上也是被逼的。

安提阿居民知道奥雷利亚对提亚纳居民宽容处置之后，开始后悔自己十年来容许帕耳美拉统治。居民对泽娜比亚及其军队的态度转为冷淡，使得泽娜比亚无法仰赖安提阿市。苦苦等待的波斯援军，却一直没有出现。亚美尼亚和阿拉伯约好要送来的佣兵，同样没有踪影。贝德温族的战士在首度袭击失利后，投入了罗马阵营。而且，曾俘虏瓦雷力亚努斯皇帝的波斯王夏普尔一世，在这时期正好染上重病濒临死亡。这项资讯连奥雷利亚都知道，如果泽娜比亚不知道的话，就是这个「东方女王」虽然脾气刚硬，但不懂得战争要仰赖情报致胜的道理了。由于援军迟迟不到，泽娜比亚只好选在安提阿郊外决战，并仰赖自己麾下的重装骑兵。





双方人马於欧罗登斯河两岸布阵。即使从河对岸看过去，帕耳美拉军的中枢主力重装骑兵，依旧让人觉得威风凜凜。骑兵出身的奥雷利亚也让旗下的轻骑兵打头阵。双方的战斗，就在罗马骑兵跳进河里时展开。

其实，真正跳进河里的只有十几名骑兵。帕耳美拉骑兵以为对方展开攻势，也纷纷往河里冲了过来。十余名罗马骑兵看到这情势后，立刻掉头上岸。一看到帕耳美拉骑兵跟著渡河上岸之后，就好似畏惧重骑兵威容般地落荒而逃。

罗马骑兵一路奔逃，帕耳美拉骑兵也紧追在后。对担任总指挥的奥雷利亚皇帝而言，胜败就全看他能否掌握时机成熟的关键时刻。而关键时刻就在帕耳美拉重装骑兵一路追击罗马骑兵后，人马开始露出疲态时。

原本罗马骑兵正落荒而逃，此时突然转头重新面对帕耳美拉骑兵。同时在帕耳美拉骑兵的左右两侧，原本等在山丘后的罗马步兵也露出身影。帕耳美拉骑兵原本正穿着重装追击敌人，突然三向遭到包围，因此无法立即转向，只有任人宰割的分。唯有身在后段的骑兵能够朝没遭包围的方向逃出，渡过欧罗登斯河朝泽娜比亚所在的本营窜逃。

虽说没达到歼灭的标準，不过很明显地这场战斗是由罗马军获胜。帕耳美拉军的主力是重装骑兵，其中绝大多数为波斯佣兵，如今已经失去三分之二战力。步兵看到会战结果后心存恐惧，也随之四散逃逸，仿佛从未有过佣兵契约这回事。泽娜比亚一败涂地，又因为居民不支持，她也不能仰赖安提阿作防卫战。於是泽娜比亚率领残存部队，前往安提阿南方两百公里处的艾梅沙，準备以此地作为与奥雷利亚间的第二个战场。

奥雷利亚打赢第一场战斗后，率领全体部队进入安提阿。居民也欢呼迎接睽违十二年的罗马皇帝。皇帝表示，这十二年来安提阿实质上虽背离罗马帝国，但事出无奈，因此连形式上的惩处都免了。安提阿再也不是帕耳美拉王国的主要都市，又重新成为代表罗马帝国东方的大城市。

安提阿是个国际都市，居民除了希腊、犹太裔之外，还包括东方各民族。也因此，该地有许多当时正日益增加的基督教徒。待在安提阿的时间虽不长，但奥雷利亚皇帝要裁决的问题却不少。其中一件案例，是由安提阿的基督教徒委托他为某项争议作裁决。





争议的两个派系代表随即被传呼到罗马皇帝奥雷利亚面前。争论点在于：基督教会之中，到底是罗马主教还是安提阿主教居上。而争论不休的，则是拥立不同主教的派系分子。基督教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热心於捐款给统合宗教的教会组织。因此，哪个主教位于组织的最高位，也就等于哪个主教有权分配捐献所得的资产。只怕在西元三世纪已经过了四分之三的这时候，安提阿主教的信徒与捐款数量，要远比罗马主教高出许多。

当奥雷利亚皇帝受讬裁决这项问题时，不知是以什么作判决标準，最后裁决罗马主教为基督教会的最高位。这项问题日后仍是基督教会内部的一个重大争端。不过奥雷利亚的判决，成为罗马主教地位高于安提阿、亚历山大、迦太基主教的第一个判例。有趣的是，这项裁决不是基督教徒，而是委由基督教徒眼中的异教徒决定。顺带一提，直到现代，教皇还是由罗马主教兼任。

奥雷利亚可能是受到母亲影响，其本人信仰太阳教。不过他是个生于以多神教为主流的古代人。古代人认为要信仰什么宗教，是个人的自由。因此个人面对宗教时的态度，应包括容许他人信仰的神明在内。




再战



奥雷利亚皇帝与泽娜比亚女王的第二场战斗，位于艾梅沙郊外。泽娜比亚同样以重装骑兵打头阵，不过奥雷利亚可就没有重施故技了。这次帕耳美拉骑兵团面对的，是罗马步兵团。罗马步兵除了平日配备的标枪与克劳迪斯短剑以外，还提著木棍。





当时的轻装骑兵，配备的是弓箭，而重骑兵则是以长枪长剑为武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拉近距离，重骑兵也就不能发挥战力。罗马步兵事前受到奥雷利亚命令，在原地等待骑兵贴近。而在各路队长觉得时机成熟时，一声令下，所有人拿起木棍猛力往马匹的脚上扫过。只要骑兵的马匹倒下，由于有装备的重量压着，人马都难以起身。当人马正挣扎著要起身时，罗马步兵把装备换回标枪与克劳迪斯短剑，收拾了跌倒在地的敌军。这场战斗中，没有任何骑兵生还。只怕泽娜比亚的儿子，帕耳美拉王国的汪波拉托斯王，也是在这场战斗中阵亡。毫无疑问地，罗马取得了全面胜利。泽娜比亚惨败之后，只有故乡帕耳美拉可以投靠，因此她率领残部穿越沙漠向东逃逸。




帕耳美拉攻防战



泽娜比亚及其由希腊人构成的亲信认为，帕耳美拉位于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的正中央，亦即叙利亚沙漠之中，因此作围城战有把握获胜。与安提阿、艾梅沙相较，帕耳美拉更接近波斯领土。他们认为既然波斯王夏普尔一世因俘虏瓦雷力亚努斯皇帝一举成名，十年后帕耳美拉与罗马皇帝开战时，波斯一定会送援军来。而且罗马方面也必须担心波斯的动态，只要帕耳美拉撑得过围城战，迟早罗马军得解围撤走。

而且在泽娜比亚心中，帕耳美拉还有一项围城战的胜算，那就是帕耳美拉位于沙漠中央。罗马军包围帕耳美拉时必须仰赖安提阿作补给站，那么补给线就必须因此拉长。补给线越长，其效益就越衰减。当罗马军后勤补给不济时，就是解围撤军的时候了。简单来说，问题在于帕耳美拉能在围城战中支撑多久。而当时的帕耳美拉已经累积足以支撑长期围城的物资。





当奥雷利亚準备攻击帕耳美拉时，曾向身在安提阿致力於后勤业务的祕书穆迦波雷斯写信吐露心事：


「听说首都的那群家伙在嘲笑罗马皇帝竟然与一个女人开战。他们似乎以为我们这是一男一女赤手空拳扭打在一起。我可不是在跟女人打仗。我面对的是武器装备齐全的大军，巧合的是对方领袖是个像男人一样勇敢的女人。而且这种情况下，由女人代替男人当领袖的条件，给第三者带来的影响可大了。大多数人听到女人一词，会马上给予同情。




关在帕耳美拉城里的军队所使用的弓箭、投石器、标枪性能之优秀，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城市周遭的城墙上，密密麻麻排满了大型投石器。墙头上不断地射出石弹，有些时候大型投石器还会拋出带火的砲弹，一旦落地，四周就是一片火海。




我还能说什么呢？泽娜比亚也许内心像个女子般恐惧，但她临阵指挥的模样，实在比男人还像个男人。在惩处她时，看样子也要把这点考虑进去。




话说回来，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诸神总是会协助罗马人，我相信祂们这次同样会不遗余力地援助罗马帝国复兴。」







奥雷利亚是个不认为光求神就可以解决问题的罗马人。他也知道仰赖安提阿作后勤中心，会把补给线拖得过长。因此在进攻帕耳美拉之前，便把补给基地分散到四处。罗马大道以帕耳美拉为中心，向西南有大马士革、西侧有艾梅沙、北边有雷萨伐、东有铎剌·奥罗普斯。这些以幼发拉底河为防线的帝国东方都市，与帕耳美拉同样以通商起家，所以奥雷利亚动员这些都市组成补给网。这些都市的居民以希腊裔为主，长年受罗马给予大幅的自治权，因此能容易弥补罗马政府十年来的统治空白。简单来说，这些都市乐得协助罗马军办理后勤补给，在这方面泽娜比亚又失算了。






西元270年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




尽管身处沙漠当中，罗马军还是能遂行传统的「靠补给获胜」策略，因此奥雷利亚率领的罗马军攻势自然丝毫不减，帕耳美拉居民也就随之动摇。这些居民本就以通商维生，个性比较现实。因此居民对泽娜比亚的支持率也就一天比一天低落。

直到这个时候，「东方女王」才开始感到绝望。泽娜比亚放弃围城战，在某个晚上与亲信重臣骑着骆驼逃出城外。一行人方向朝东，想必是去投靠波斯王吧。只不过连幼发拉底河都没看到，就给来追捕的罗马骑兵包围了。帕耳美拉居民听到泽娜比亚被捕的消息后，立刻敞开城门迎接罗马军。





虽说并非泽娜比亚本人，但其丈夫与儿子两代都受迦利艾努斯皇帝赐予「罗马帝国东方司令」（Dux Orientis）称号。换句话说，她本是罗马帝国东方国防的总负责人。这种人与罗马皇帝为敌，明显地违反国家立场，属叛国行为。泽娜比亚与重臣被捕后，让人拖到奥雷利亚皇帝面前审判。

在审判时，泽娜比亚证明自己学不成克丽奥佩脱拉。她把叛国的责任全数推到重臣头上，声称自己只是遭这些人的野心利用。

奥雷利亚没有接受泽娜比亚的说词。不过长年以来，除了被判断为才能出群，活着会带给罗马祸害的人物以外，罗马向来不处死敌国的君主。审判后只有重臣遭到处死，泽娜比亚则押解回罗马。





奥雷利亚解决了十几年来的帕耳美拉问题，打算将这股气势运用到其他地方，不想多浪费时间。因此收复埃及的统治权之后，他把东方国防委由副手普罗布斯管理，自己带兵向西出发。帕耳美拉居民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只在当地派遣六百名警备队。

可是帕耳美拉居民误判了奥雷利亚宽大处置的意义。他们袭击杀害六百名士兵后，宣布脱离罗马帝国独立。

奥雷利亚正要攀越陶卢斯山脉时，接获这桩消息，随即不分日夜急行军赶回帕耳美拉。在罗马人心目中，「信义」是最重要的德行。罗马人甚至把「信义」神格化，建了神殿祭祀。所以对罗马人来说，打破约定是罪大恶极的行为。

在罗马军猛攻之下，帕耳美拉不久就失陷了。奥雷利亚与泽娜比亚作战时，不允许士兵在东方都市掠夺施暴，不过在这场战斗之后解禁了。帕耳美拉之后虽还能维持东西贸易转口都市的地位，但再也无法恢复过往的荣华。




收复高卢



若要将三分天下的罗马帝国，恢复到西元260年前的模样，那么现在只差高卢帝国还未处理。奥雷利亚不愿意在东方多花时间，也是为了趁着解决帕耳美拉问题收复东方的气势，迅速收复西方。当奥雷利亚向西进军时，其速度真的不愧是「快攻奥雷利亚」。当他沿着多瑙河防线向西溯流而上时，途中若发现对岸蛮族有不稳动态，便立即投入军队处置。官兵获胜之后，士气会大为增强。若希望官兵拥有更强的自信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官兵不断获胜。在这个战略之下，尽管弃守了达其亚行省，若用多瑙河防线来当衡量帝国安全指数的仪器时，恐怕指针也是一路往合格方向跑。随着珍惜光阴、有头有尾的奥雷利亚从多瑙河下游往上游移动，指针的高度也随之节节上升。





对奥雷利亚的行踪最敏感的，就是高卢帝国的皇帝提特利克斯。这个人虽是脱离罗马帝国的高卢帝国皇帝，但出身元老院世家，因此拥有元老院议席。换句话说，他也是满脑子罗马想法。

提特利克斯深深理解，奥雷利亚皇帝的下个目标会是高卢帝国。而且提特利克斯对高卢帝国的存在意义抱持著疑问。毕竟他出生、成长的阶层普遍认为，帝国的疆域，就是要西起希斯帕尼亚，东至叙利亚，北由北海为界，南至撒哈拉沙漠才叫作正常合理。而且高卢帝国的起源，并非出自明确的独立意愿。这只是西元260年时，震撼全帝国的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遭波斯俘虏事变带来的余震。亦即，高卢帝国只是混乱下的产物。





西元273年秋季，在后世称为香槟钮地方的高卢北部，於塞纳河上游的平原，奥雷利亚率领的罗马帝国军与提特利克斯率领的高卢军对峙。就在决定于次日开战的深夜，提特利克斯悄悄地访问了奥雷利亚阵营。这场访问似乎经过预告，不过两人都保守着祕密。

这场会谈的内容后人不得而知。唯一已知的是，高卢帝国皇帝提特利克斯向奥雷利亚投降。第二天一早，两军依照预定布阵对峙时，往来的不是弓箭标枪，而是双方士兵的欢呼。仔细想想，双方其实都是罗马军的成员。总之存续了十四年的高卢帝国就此冰消瓦解，高卢、希斯帕尼亚与不列颠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回到了罗马帝国。奥雷利亚在处理完善后工作之后，立即赶回首都。因为元老院连络他，表示已经投票通过得以举办凯旋仪式。






从帕耳美拉坟地出土的浮雕







凯旋仪式（triumphs）



西元274年春季，在普照罗马的春阳下，展开了一场首都居民睽违已久，令人热血沸腾的凯旋仪式。游行队伍中的俘虏服装种类之多，也代表奥雷利亚战胜的民族数量有多少。从北方有哥德、萨尔马提亚、法兰克、汪达尔、亚列门诺等部族。从东方则有巴克托利亚、阿拉伯、萨拉森、帕耳美拉、埃及等民族。高卢帝国的末代皇帝提特利克斯，也与儿子一起穿着高卢风格的裤装，坐在无盖马车上游行。与会的元老院议员看到同样有元老院议席的提特利克斯受到如此待遇，有不少人当场大抱不平。

不过在凯旋游行队伍之中，最吸引群众瞩目的还是泽娜比亚。泽娜比亚穿着东方风格、颜色鲜豔的帕耳美拉民族服装。让人用黄金鍊条绑著，坐在平日她爱用的金漆无盖马车上。不过皇帝命她将个人的全数珠宝戴在身上，大量的珠宝压得她连维持平衡都很吃力。





凯旋仪式的主角，当然是凯旋将军了。依照罗马传统，凯旋将军要披着深红的大披风，亲自驾驶四头白马拉的战车。可是奥雷利亚驾驶的战车，却是由四头雄鹿拉的。以雄鹿拉战车，是北方蛮族酋长在祭祀时的作法。这并不表示奥雷利亚用雄鹿拉车，就是在学蛮族。而是他想要表达，这场凯旋仪式的价值，比起收复帕耳美拉与高卢帝国来说，更该是为自己战胜随时打算入侵帝国的北方蛮族而举办。不过大多数的群众只是看到雄鹿的英姿之后，带点好奇地鼓掌叫好而已。凯旋仪式的最后一段，是在卡匹杜里诺丘上的最高神朱比特神殿前献祭，四头拉车的雄鹿就在此时成了谢神用的牺牲。






凯旋仪式用的战车（复原模型）




强制参加凯旋仪式游行的俘虏中，只有四头雄鹿送命，甚至没有人被关进牢里。高卢帝国的末代皇帝提特利克斯获准继续持有元老院议席。不但如此，他还被任命为义大利本国的某地方行政官。至於他已经成年的儿子，也能走上元老院子弟该走的荣誉职涯。提特利克斯住在高卢帝国成立前，其家族便於柴利欧丘拥有的宅院。当他於宅院中宴客时，奥雷利亚皇帝也曾列席。





泽娜比亚则在由政府提供、距罗马二十公里的提柏利別墅中度过余生。她居住的应该不会是哈德良皇帝的豪华別墅。不过提柏利水源清澈丰富、气候宜人，能住在此地的开放式罗马別墅，想必日子也过得挺舒适。泽娜比亚殁年不详。可能是她自从被押解到罗马后，没有什么特別动作，编年史的作者也就对她失去兴趣了。似乎从帝国国库发下的年金，足以不伤害这个前任帕耳美拉女王的颜面；一同被押解到罗马的两个女儿，不久后都嫁给了元老院议员。仔细回想起来，帕耳美拉王国的壽命，只有西元260年的混乱局势中起算的十年。




帝国一统



尽管元老院对于奥雷利亚没有好感，他们也不得不投票赞成让奥雷利亚于西元274年举办凯旋仪式。因为奥雷利亚具有举办凯旋仪式的充分资格。

自从瓦雷力亚努斯皇帝於西元260年遭波斯俘虏之后，后续的迦利艾努斯皇帝在位八年，其后的克劳狄斯·哥德克斯皇帝在位两年。两个皇帝十年没做到的事情，奥雷利亚四年就办到了。也当然元老院会全场一致通过，致赠奥雷利亚意为「复兴帝国者」的“Restitutor Orbis”称号。

政治的世界并非座谈会会场，掌权者有必要提供具体可见的事实给一般大众。对罗马皇帝来说，首要问题就在如何保卫帝国臣民不受外敌侵略。而罗马帝国的特质就在于，如果帝国各处分崩离析，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功用。奥雷利亚皇帝花了四年重新统合帝国，并非单纯地收复失土而已，而是重新恢复了帝国的功能。罗马帝国是个巨大的共同体，无论为恶为善，如果不强大，就无法发挥力量。各位读者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密布帝国全区的罗马大道，被人於各地分断之后会是什么情况。年逾六旬的奥雷利亚虽然生于边境，蛮族血统可能比罗马人浓厚，然而在他看透罗马帝国本质，以及实现政策时珍惜光阴的这两点上，可以说是真正的罗马人。






三分天下的罗马帝国（西元270年左右）（重新刊登）









西元274年的罗马帝国




举办凯旋仪式的第二年，西元275年时，春天一到，奥雷利亚皇帝就离开了首都。他首先朝北前进，视察多瑙河防线，之后顺河而下向东。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与波斯萨桑王朝作战。

在奥雷利亚心中片隅，可能有为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雪耻的想法。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果让波斯萨桑王朝继续维持战胜罗马帝国的身分，将妨碍帝国的东方统治。而且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亦即罗马人口中的美索不达米亚行省属于罗马与否，对黑海、红海间的东方防线影响甚钜。再加上有能的君主夏普尔一世已经在三年前过世，其后的波斯萨桑王朝忙着继承权内斗，正是罗马举兵的好时机。





4月，奥雷利亚视察完多瑙河防线后，开始转向东南方，朝帝国东方前进。他横越色雷斯地区，来到了濒临马尔马拉海的佩林托斯镇。这里是欧洲的边界，渡过马尔马拉海之后，对岸就是亚洲了。皇帝预计穿越小亚细亚，前往叙利亚的安提阿，在当地与準备对波斯作战的部队会合。

就在佩林托斯的宿营地，奥雷利亚似乎为了某些理由训斥祕书官爱洛斯。奥雷利亚向来对人对己都很严格，这次虽不知训斥的理由何在，但遭严格训斥之后，爱洛斯感到满心恐惧。而且他不但恐惧，甚至认定自己的性命有危险。这个人的姓名为希腊文，可能是奴隸出身。贪生怕死的祕书官伪造了一封公文，看来仿佛是奥雷利亚皇帝的命令书。命令书中写著即将处死的人员名单，其中有数名皇帝侍卫军官的姓名，最后则补上爱洛斯的名字。秘书官自然熟悉皇帝的公文模式，而且在旅途期间，印鉴是由祕书官保管，要以假乱真并不困难。祕书官爱洛斯把伪造的公文拿给那几名军官看，使得军官也跟著开始恐慌。军官在恐慌之余，竟然连确认真假都忘记了。

一群军官由爱洛斯引路，潜入寝室杀害了奥雷利亚皇帝。当时的编年史作者曾说：「在奥雷利亚皇帝的时代，帝国充满幸福。他受公民爱戴，受士兵尊敬，受敌人畏惧。」不过他结束生涯的方式太过匆促，在位期间只有四年九个月。




皇位悬空



由于有名仆人於暗处目击，刺杀的真相马上就让人发现了。军官在遭到逮捕后，得知自己上了爱洛斯的当，大为后悔，其中有人甚至自杀谢罪。爱洛斯遭判处分尸极刑，直接下手杀害皇帝的军官也判处死刑。

虽说事情的全貌已见天日，然而内容未免太过悲惨。相关人员手足无措，失去处理善后的判断力。尤其官兵更是大受打击，根本无心思考该由谁继任奥雷利亚。於是高层军官向元老院送出公文：


「罗马全体官兵致书罗马元老院及罗马公民：




吾等的皇帝奥雷利亚，因一人的背叛，及他人的误会而丧生。为了让吾等的悲痛能稍有缓和，务请决议让已故的皇帝神格化。同时祈求具有传统的诸位元老院议员，能选出适於罗马帝国皇帝职责的人物，将其送至吾等之中。若系诸位判断为适当之人物，想必吾等亦能为其效忠。」







对元老院阶层来说，这是表现统治能力，夺回国政主导权的大好时机。奥雷利亚没有兄弟子嗣，不论他个人的名声再好，也无法利用其名声竞选继任。只要挑出一个符合官兵期待的人物送上皇位，罗马军方也就会重新肯定元老院的统治能力。

可是元老院只有决议将奥雷利亚神格化而已，把继任人选问题又丟给了军方。这段皇位悬空的时期，最后竟长达五个月。期间军方与元老院互踢政治皮球的书信就往返了三遍。有趣的是，在这五个月之中，没有任何人举兵称帝，士兵也没有爆发不满。就好像全体官兵正屏气凝神在等待接替奥雷利亚的人选出场一样。不过连蛮族都偃旗息鼓五个月，则是奥雷利亚的强化防线战略所造成的效果了。





当奥雷利亚逝世五个月之后，在9月25日，罗马终于有了下一任皇帝。新任皇帝是七十五岁的塔西图斯，是个以史学家塔西图斯后裔自豪、从未出过外省也无军事经验的文人。

与五个月以来一遭提名立即表示拒绝的其他议员同样地，被提名时塔西图斯也表达了拒绝意思。他遭人提名后，发言请元老院重新考虑：


「各位元老院议员，老实说我为了遭提名感到讶异。各位真的认为在那才能过人、雄壮威武的奥雷利亚皇帝之后，能由我这个老人接任吗？请看看我的肉体。您们认为这个肉体还有余力射箭、投枪、举盾，乘马跑遍山林原野，亲身训练士兵吗？我光是出席元老院会议都很勉强，在会议上发言后会觉得疲累不堪，连公职也尽可能找年轻人代劳了。




您们可认为，为保卫帝国赌命战斗的官兵，会愿意接受这般年老的最高司令官吗？只怕各位心目中的理想皇帝，与现状要求的皇帝标準不一致。在这种时候，各位该舍弃自己的想法。在此要请各位仔细考虑后决断。即使各位全数赞成通过，在现状下很可能会引发不幸的后果。」







然而皇位已经不能继续空悬下去，而元老院之中也没有人愿意接任皇帝了。因此有位议员接着发言：


「我们选择高龄的皇帝，是因为年高德劭的人不需在意他人的压力，又具有如父亲般理解全体需求的能力。此外高龄的皇帝，能使我们免於恐惧最高权位者常有的专断独行，或者自视过高带来的失败。不仅如此，高龄的皇帝能在深思熟虑之后才推动政策，罗马帝国将恢复成法律优于军事的国家。」



这段发言一来表达出当时元老院议员的保守倾向。同时，也明显地是议员在掰歪理逃避责任。当时七十五岁，或多或少有些认命的塔西图斯，也就接受了提名。元老院向官兵发出「元老院接受诸位要求，决议提名塔西图斯为皇帝」的通告，结束了长达五个月，史无前例的罗马皇位空窗期。




皇帝塔西图斯（西元275年~276年在位）



塔西图斯有充分意愿认真担任皇帝。他变卖自己的所有资产，将全数收益以有助於官兵薪资为附带条件捐给国库。同时他拆除了自己的住宅，将包括大理石柱在内的建材，全数转用于将在原地修建的公共浴场。而且他也不穿皇帝用的紫衣，依旧穿着个人用的长袍、短衣。这名新皇帝唯一能称心如意的，是规定帝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有义务保存史学家塔西图斯的著作全集。一到了西元276年，他便赶往前线。因为他深信接替奥雷利亚皇帝发起波斯战役，也是他的职责。

问题是，与官兵一同行军，对于没有军事经验的七十五岁老人来说太吃力了。莫说要乘马了，躺在轿子里行军的日子反而比较多。而在6月时，塔西图斯逝世於赶往叙利亚的途中。他并未遭人刺杀，是自然死亡。






塔西图斯




元老院接获塔西图斯逝世的消息后，马上指定塔西图斯的胞弟弗洛利亚努斯继任。此人与其兄长同样地，是在迦利艾努斯立法完全分离元老院与军团职业生涯之前，便与军务绝缘的元老院议员。当官兵知道元老院指名弗洛利亚努斯继位之后，可就没那么轻易接受了。

首先，叙利亚与埃及军团推举总司令官普罗布斯称帝。其他地区的军团也逐渐与其同步。

元老院知道军方的动态之后大为动摇。弗洛利亚努斯得知元老院的动摇之后，也因失去支持基础而恐慌。皇帝恐慌的模样，也感染到侍卫官兵身上。对他们而言，一旦普罗布斯率军前来攻击，自己势必要跟著弗洛利亚努斯陪葬。要避免送命，只有杀害失去元老院支持的弗洛利亚努斯一途，而且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不过，至少罗马躲过一场内战。





西元276年至282年为止的六年间，罗马帝国的最高负责人是普罗布斯皇帝。他与克劳狄斯·哥德克斯、奥雷利亚同样出身於多瑙河滨旁诺尼亚行省的西尔谬姆。而且与两位皇帝相同，受过弗洛斯皇帝提拔。

不过，在出身与教育方面，他与这两位皇帝不同。普罗布斯的父亲在多瑙河防线上的基地担任百夫长之后，升调为埃及军团的大队长。而后他将妻子与儿子留在故乡，在服勤地过世。大队长的儿子普罗布斯成年后，仿佛理所当然也选择从军的路。由于他才干出众，没多久便升迁至百夫长。





这时普罗布斯才刚二十出头，却受到瓦雷力亚努斯皇帝瞩目。瓦雷力亚努斯曾向担任共同皇帝的儿子寄出这样一封信：


「父亲致儿子，不，是皇帝致书另一名皇帝：




近来我挺在意一个名叫普罗布斯的年轻军人。根据我的观察，虽然他正年轻，才能却挺出众。因此我将他升迁为大队长，命其指挥以高卢人、阿拉伯人辅助兵为主的六个大队（约三千人）。我亲爱的儿子啊，希望身为皇帝的你，同样能重用这个青年。要他为帝国奉献立功可能言之过早，不过却足以担任其他年轻军官的楷模。」



瓦雷力亚努斯皇帝又曾与一名亲信通信表示：


「想必你也会为我任命一个胡子都没长齐的青年担任大队长而惊讶。然而如今已经与帝国遍地菁英的神君哈德良时代不同，我们必须自行搜寻有用的人才。不过若你能认识普罗布斯，想必会同意我的作法。




这个青年人如其名普罗布斯（意为积极，可能是父亲生前的绰号，直接演变成家门名），在行动果敢方面出类拔萃。不过他虽然颇有才干，资产却不丰硕。虽说负责的是辅助部队，升上大队长之后想必支出会增加，希望你在这方面能多关照。以下是我赠与他的礼品。




红色短衣两件。高卢风格短披风两件，附带雕金饰扣环。丝绸边睡衣两件。刻有花纹的十利普（一利普约三百公克）银盘一个。




升上大队长之后，还需要一点私房钱资助花光薪水的部下（罗马军半个月发一次薪水）。因此，我赠与他奥流斯金币百枚、银币千枚、铜币万枚。此外，我们应当提供他符合罗马军军官身分的住宅。至於地点则委由你选定。」



当时二十三、四岁的普罗布斯受此待遇，当然会奋勇作战。由他指挥的辅助大队，常常获取比正规兵大队更高的战果。西元260年时，瓦雷力亚努斯皇帝又升迁未满三十岁的普罗布斯为正规军军团长，可说是平步青云。在升迁的同时，皇帝还送了三件军装以资庆祝。

不久之后，发生了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遭波斯王夏普尔俘虏的事变。罗马的高阶军官人人茫然失措，想必普罗布斯受的打击会特別深刻。因为同样由瓦雷力亚努斯提拔的前辈克劳狄斯·哥德克斯、奥雷利亚，在当时四十六岁，而普罗布斯只有二十八岁。





事变之后，普罗布斯依旧向恩人的儿子迦利艾努斯皇帝效忠，迦利艾努斯也任命他担任前线地区的总督。当迦利艾努斯在位八年后，克劳狄斯·哥德克斯、奥雷利亚以刺杀皇帝的方式表示不信任时，普罗布斯没有参加。不过当皇位转手给克劳狄斯·哥德克斯，两年后换成奥雷利亚时，普罗布斯依旧尽一个武将的职责。奥雷利亚皇帝曾与普罗布斯通信：


「奥雷利亚皇帝致普罗布斯：




众所周知，朕向来看重阁下的能力，在此想委由阁下担任第十骑兵军团总指挥。第十军团，是由罗马军中精锐骑兵选拔组成。当克劳狄斯登基时，将军团委由朕担任总指挥。如今，朕把军团交给你。」



普罗布斯在奥雷利亚皇帝麾下率领第十骑兵军团，随后依据奥雷利亚皇帝的积极战略，转战各地打了五年的仗。当奥雷利亚与帕耳美拉开战时，也是普罗布斯迅速地收复了埃及。而且当他完成任务后，还有足够时间驰援帕耳美拉攻防战。当奥雷利亚击倒泽娜比亚收复帝国东方后，要向西进军解决高卢帝国问题，临走前委由普罗布斯负责帝国东方防卫任务，这时普罗布斯才刚满四十岁。三年后，奥雷利亚皇帝遭到刺杀。又过一年，塔西图斯皇帝病逝。当皇位掉到普罗布斯头上时，他正值四十四岁，正好最适於承接忙煞人的皇帝职位。




皇帝普罗布斯（西元276年~282年在位）



普罗布斯在登基之后改了名字，叫作马库斯·奥理略·普罗布斯。这是他在表示自己将效法於内施行善政，对外又终生奉献于帝国国防，甚至与蛮族作战时病逝於前线的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普罗布斯会登基继位，并非由他进行策划，让官兵推举称帝。而是他的部下自行产生让普罗布斯继位的声浪，后来扩散到其他防线的官兵中，形成全罗马军的共识。最后是由元老院追认，使普罗布斯得以即位。

不过他有足够的责任感，一旦接受推举，便会全力以赴。这可能也是他对出身、教育皆不同的哲学家皇帝带有亲近感的原因所在。而普罗布斯一登基，便仿效哲学家皇帝，表明自己尊重元老院的传统，愿意与元老院合作治国。元老院也把普罗布斯的态度拿来与独断独行的奥雷利亚比较，用以慰借选择皇帝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军方所带来的不堪。






普罗布斯




当登基即位时，有人会立即改名，有的人则不会，这也是人性有趣的地方所在。似乎改名的人早有期望当作楷模的对象，而不改名的人则是大胆表示反正自己就是现在这模样。顺带一提，奥雷利亚登基之后，姓名依旧维持原有的鲁期乌斯·图密善·奥雷利亚。普罗布斯担纲负责全帝国国防的西元三世纪末期，与哲学家皇帝负责全帝国国防的二世纪末期，国内外局势已经大有不同。

普罗布斯既然有想要效法的前人，与部下之间自然相处融洽。相信这也是他在位期间可达六年的原因之一。





普罗布斯即位后，同样没有立即回到首都。那种一即位便尽快赶回首都，在元老院会场恭恭敬敬等着表决同意即位的皇帝，已经走进了历史。对于西元三世纪后半的皇帝来说，首都罗马只是战胜蛮族或波斯之后，用于举办凯旋仪式的场地。元老院表决同意即位，也是事后追认，皇帝在登基时已经没有必要亲自前往首都出席议会。更別说要在帕拉提诺丘的皇宫内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如果这个时期的皇帝有机会看到好莱坞拍摄的罗马历史电影，恐怕他们会说：早知会让人这样误会，生前起码要照样玩上一场。

以上就是西元三世纪后半的罗马皇帝背景。普罗布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受人推举登基后，没有等待元老院追认，便立即负起皇帝首要的帝国国防职责。他登基后的第一个战场，在遭到哥德族袭击的小亚细亚西部。一旦有人领导，罗马军依旧是所向无敌。横行霸道的哥德族又让罗马人赶回黑海以北，遭掠夺的人员物资也抢回来了。普罗布斯登基的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冬季，普罗布斯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监视著北方。可是西元277年一到，他马上转移至多瑙河防线上。他接获蛮族大举入侵高卢的消息，在击退敌军之前，有必要先编组随行的部队。

这次深入高卢的蛮族，没有像以往烧杀掳掠之后扬长而去，反而盘据了六十几个城镇村落。根据罗马帝国的传统政策，行省不会派驻常设军队，高卢地区同样没有专属的军队。高卢地区的安全，全仰赖莱茵河防线保护。具体来说，是由莱茵河沿岸的波昂、占田、梅因兹、史特拉斯堡等基地承担高卢的防卫任务。一旦这道有如防波堤的莱茵河防线遭突破，洪水势必造成溃堤，使整个高卢成了水乡泽国。这已经是人人认为应该由皇帝亲自奔赴前线的紧急事态了。






西元三世纪的皇帝——普罗布斯在位期间（六年）的行踪









西元二世纪的皇帝——哈德良在位期间（二十年）的行踪




为了对抗以骑兵为主力的蛮族，罗马也只好拿骑兵打头阵。不过，罗马有优良的步兵传统。在这场以半个高卢为战场的迎击战中，罗马骑兵集中火力击破并追击蛮族骑兵，步兵则在其后扫荡残敌。这样一来，一旦驱除蛮族，居民就能立刻安心回到故乡。自从普罗布斯登基后，他学会把军事成果立即转用到民事上面。

到了西元278年中期时，高卢境内的蛮族已经全数驱离。然而，普罗布斯却没有丝毫松懈。他命人架桥，率军攻打莱茵河对岸。而且曾越过防线向外攻击的，还不只莱茵河防线而已。这项积极战略又沿用到其他地方，莱茵河、多瑙河上游聚集的「日耳曼长城」地区、多瑙河中游地区，也都依循著普罗布斯的积极主动战略。罗马军脱离了「遭攻击后迎击」的局势，回到以往「主动进击」敌军的战略。面对普罗布斯时，日耳曼的大族法兰克、亚列门诺、汪达尔，也只好逃入森林与沼泽中。遭到烧杀掳掠的，反而是这些蛮族的村落。普罗布斯登基的第二年，西元278年，也就这样度过了。




蛮族同化政策



不过，普罗布斯皇帝并未满足於烧杀掳掠后扬长而去。即使身在这个时代，他也打算维系过往罗马能够壮大，且长期维持霸权的主要因素「战胜后让步」策略。





他没有将俘虏来的一万六千名日耳曼人当成奴隸，反而让他们进入罗马军。不过，让这些人单独编组部队的风险太大，因此将其分成十几个人一组的小队，分散到罗马帝国的各个防线上。这项策略日后没有引起任何问题。

然而，将蛮族收为罗马士兵时没有引发的问题，却在将军身上发生。武将叛乱也是西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特征之一。普罗布斯只好又花两年时间镇压叛乱的将领。

叛乱发生于帝国东方包括埃及在内的五个地方。镇压五场叛乱所需的时间并不多，问题在于距离遥远。皇帝光为了行军赶路，就花去不少时间。

而在观察这些失败的叛乱例子之后让人觉得，这些叛乱将领有几点共同之处。

其一，在引发叛乱时，没有花太多心思确保旗下官兵支持。结果有不少人是在皇帝派军队来镇压之前，就遭反悔的部下刺杀。

其二，受妻子或亲信等旁人煽动，茫茫然地便展开叛变的案例居多。这种案例的「结果」，由于缺乏彻底背叛的意念，因此军事行动也虎头蛇尾。

要背叛现任皇帝，就是要有充分决意才有可能成功。武将会在茫茫然没有目标的情况下举旗叛变，也是国家衰退期的一项特征。而且会为了这等无聊事情空费时间精力，也是衰退的佐证之一。

话说回来，普罗布斯皇帝好不容易以积极战略打赢蛮族，对他来说空费这两年时光实在是很吃亏。普罗布斯原本正準备推动波斯战役，确立东方防线。可是他又接获北方蛮族入侵的消息，只好抽身回到西方。





西元280年、281年，罗马於莱茵河、多瑙河全线展开了击退蛮族的战斗。在战胜后，普罗布斯允许战败者移居罗马境内。这时的蛮族也已经渐渐能放弃袭击、掠夺又撤回的方式，选择移居罗马境内。到最后普罗布斯总计共允许十万以上的蛮族由多瑙河北岸迁居南岸。现今的历史学界公认，普罗布斯皇帝的蛮族政策，特色就在于接受蛮族进入帝国境内。不过，当时的人是这样说的：


「蛮族早上与人订约，傍晚时就会毁约。」



在罗马政府逐渐重视防卫胜于攻击的西元一世纪、二世纪，其他国家、民族会遵守与罗马的约定，是因为罗马的军事力量有压倒性的强度。而西元三世纪时，罗马已经没有逼迫对方守约的军事力量了。





西元281年秋季，为了举办凯旋仪式，普罗布斯皇帝在登基后首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虽说他成功击退蛮族，不过没有像奥雷利亚那样将分裂的帝国重新统一的功绩，也没有像泽娜比亚女王那样吸引大众目光的战利品。这场凯旋仪式应该从头到尾都很朴素吧。

不过，普罗布斯在举行对罗马男子而言为最高荣誉的凯旋仪式之后，更加深了自己身为皇帝的责任感。他开始认为把长年遭人入侵而荒废的土地恢复成耕地，是他应尽的另一项职责。普罗布斯身在首都时，没有太在意凯旋仪式的準备工作，反而热衷於向埃及长官提出灌溉工程指示，召见高卢行省总督讨论河川活用法等工作。如今罗马境内的耕地人口流失与都市人口密集，已经到了不能忽视的地步。





西元282年一到，普罗布斯就离开首都向北方前进。他的主要目的是执行波斯战役，不过也计画在出发前先将故乡西尔谬姆地区恢复成高生产力的耕地。这并非他打算优待故乡，而是希望西尔谬姆地区能成为帝国其他地方的楷模。

可是对士兵来说，这等于长官强制他们从拿武器换成拿锄头。对于曾经深入敌境主动作战的士兵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苦痛。

这年8月即将结束的某一天，普罗布斯皇帝登上了为监督工程进度而搭设的木制高塔。在工程中动员了许多士兵，因此有几名士兵接近塔下也不会令人起疑。接下来，高塔发出轰然巨响倒了下来。看似赶往救援的士兵，用短剑结束了皇帝的生命。

这场事件中没有任何军官参与，全由士兵自行计画。马库斯·奥理略·普罗布斯逝世时刚满五十岁。对一个为国奋斗六年的皇帝而言，这种结局实在可悲。

当时的人记述奥雷利亚与普罗布斯逝世的过程后，留下了这般感想：


「这两名皇帝遭刺杀，证明帝国已经完全任命运摆布。」







奥雷利亚与普罗布斯遭人刺杀的事情，代表这个时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距离已经过度接近。这些行伍出身的皇帝，可说是实力政策的成果。他们先天后天都不属于菁英阶层，却能登上皇位，是因为世间对既有的领导阶层失望，祈求有实力的人出现。

然而，契合现状的实力主义路线，与人间其他事物一样的有利必有弊。在实力主义下，昨天还平起平坐的对象，今天就可能开始发号施令。只有深思熟虑的人才能面对现实接受现状，然而拥有这等合理精神的人毕竟是少数。下层的民众会对出身、环境与自己相去甚远的「贵族」感到莫名的敬意，是因为其中有感性的要素。对大多数人而言，感性要比理性来得容易接受。

靠实力取得地位的人，也有办法让习於感性的一般大众对自己产生莫名的敬意，就是与大众适当地拉开距离。不过，这项方法需要时间执行。奥雷利亚在位不满五年，普罗布斯在位也只有六年的时间。笔者总会想像，如果他们像五贤君，或是帝国没落到底时才出现的迪奥克雷提亚一样，拥有二十年的时间，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总而言之，身为领袖必须面对容易受感性左右的人群，因此不是轻松的工作。因为必须随时让大众保持亲近感，又同时感到距离。




皇帝卡尔斯（西元282年~283年在位）



当普罗布斯逝世之后，军方再也不向元老院请示次任皇帝人选了。普罗布斯遭到刺杀的原因，并非军方不信任他。刺杀皇帝的士兵随后全体被判处死刑，这场事变就此成为过去。目前最要优先处理的事情，是尽早决定下一任皇帝人选。

军方高层展开有如作战会议的集会之后，决定由禁卫军团长官卡尔斯接任皇帝的位置。在事发时，卡尔斯正身在莱茵河畔的科隆训练新兵。为了接任，他立即赶路前往多瑙河附近的西尔谬姆。






卡尔斯




这个人也是一继位就立即改名的人物。新的姓名叫作马库斯·奥理略·卡尔斯。不过他改名的意义，并非与普罗布斯一样是为了表示学习哲学家皇帝的统治风格，而是为了向全体官兵表示，自己是受官兵拥戴的普罗布斯的继承者。因为前任皇帝普罗布斯的官方全名为马库斯·奥理略·普罗布斯。不过，卡尔斯唯一真正继承的，只有姓名而已。





根据笔者的想像，当西元282年初秋，军方高层聚集在西尔谬姆决定次任皇帝人选时，应该也讨论到政策变更问题。可能在会议中谈到，与其恢复耕地，不如让士兵上战场发挥。普罗布斯原本正在準备进行波斯战役，并同时动员士兵做耕地的土木工程。虽说普罗布斯遭刺杀时，为了被迫种田而爆发不满的士兵人数不多，但毕竟存在。高层担心这种动态会传染到其他部队之中，而新任皇帝卡尔斯也有同感。




波斯战役（二）



决定与波斯萨桑王朝作战的原因如下。其一是前任皇帝普罗布斯生前正在準备。其二是罗马军与波斯开战时，有为了瓦雷力亚努斯皇帝雪耻的名义。其三是这个时期的波斯，对罗马军来说不足为惧。

波斯萨桑王朝的创始人亚尔达西尔勇猛如同狮子。第二任国王夏普尔因俘虏瓦雷力亚努斯皇帝而史上留名，若要分类，则属于狡猾的狐狸。在这两人之后，波斯的历任国王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型。由于领袖的能力不足，加上宫廷内斗，使得国家气势因而下挫。比起罗马举国强化的莱茵河、多瑙河防线，完全无人闻问的幼发拉底防线会比较安全，也是因为防线东方的波斯国力变差了。





当看见即将展开波斯战役的布告后，士兵为此高声欢呼。这不仅代表从此脱离种田的生活，而且对他们来说，东方就以富裕地区的代名词。这个姿态，就好像一听到义大利与高卢，就想到金币、银币堆积如山的日耳曼人。到了西元三世纪末期，罗马的士兵也已经如此蛮族化了。

既然战役的目的之一在转移士兵的不满，自然能越快展开越好。在西元282年秋季，新任皇帝卡尔斯便率领著罗马军离开多瑙河滨的前线基地朝东行军。当时五十八岁的卡尔斯，指名三十五岁的长子卡梨努斯为共同皇帝，委由他守护西方。三十一岁的次子努美梨亚同样也担任共同皇帝，与父亲同行。父亲率领的是第一军，而次子则率领第二军。






卡梨努斯




在西元283年春季展开的波斯战役中，罗马军跨越幼发拉底河之后可说是连战皆捷。要说是罗马军战力雄厚，不如说是因为波斯方面的迎击体制没有发挥作用。不过，胜利就是胜利。罗马军在短期内就收复了曾是罗马行省，因而成为罗马与波斯之间争端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战场逐渐由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条大河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方，沿着河流而下，逼近了波斯王国首都格帖丝皇。由于王室、高官全数逃逸，罗马军没有花多少时间劳力，便拿下了格帖丝皇。结果，这年罗马军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拿下了相当於现代伊拉克的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方。

这时季节还在夏末，还有足够的时间作战。罗马军打算沿着底格里斯河向东进军，扫荡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波斯势力。他们计画将波斯人赶回波斯民族发源地波斯荷，相当於现代的伊朗西南部。




落雷



在沙漠中同样会打雷，不，应该说沙漠中的雷霆更加危险。这年夏末的某个夜晩，露营中的罗马军便遭到雷击。

这是一场巨大的雷击。轰然巨响和划破天空的闪电，把夜空化为边缘直到天际的画面。士兵们仰头看着天空，连避难都忘了。

事故就在这时发生了。皇帝用的帐篷规模最大，高度也最高，因此导致雷击，卡尔斯皇帝也当场丧生。

罗马军瞬时失去了最高司令官。原本同行的次子努美梨亚该接任司令，可是这个手足无措的年轻武将没有担负重任的能力。结果，罗马军打算撤退。似乎在这个时候，部队只计画姑且先退回刚收复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从长计议。然而当罗马军护送继承卡尔斯的皇帝次子努美梨亚北上时，又遇到了事变。






努美梨亚









迪奥克雷提亚




努美梨亚乘马车北上后，到了预定寄宿的地方却没有下车。众人打开马车的门一看，只发现新任皇帝的遗体躺在车内的臥榻上。

官方立即开始搜寻犯人。大众开始怀疑努美梨亚的岳父亚仆尔斯，因为他可以自由进出皇帝的马车。甚至有人说，亚仆尔斯曾下令因皇帝生病，众人不得接近马车。看样子，他连接受审判的机会都没有了。





当时负责皇帝侍卫任务的，是现年三十八岁，名叫迪奥克雷斯的队长。在迪奥克雷斯一剑砍死亚仆尔斯之后，这件案子就结束了。

而迪奥克雷斯知道一旦起事，就得干得彻底。动员前来参加波斯战役的罗马军，因此要面临选择。是选择跟随在西方的卡梨努斯，还是跟随面前的迪奥克雷斯。最后决定结果的，与其说官兵认同迪奥克雷斯的本事，不如说是因为一年来卡梨努斯不得人缘。不过，一旦决定跟随迪奥克雷斯，也就代表接下来必须与西方的另一名皇帝卡梨努斯进行内战。於是，东征罗马军由迪奥克雷斯率领，向西方开拔。





然而到了西元284年，罗马军之间还是没有发生战斗。因为卡梨努斯皇帝已经遭背叛的部下刺杀。举兵称帝的，只剩下迪奥克雷斯一个人。而从这时起，迪奥克雷斯把姓名改成罗马风格的「迪奥克雷提亚」。这又是一个生于多瑙河边境的罗马皇帝。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迪奥克雷提亚与努美梨亚的命案有关连，但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清白。

不管怎么说，迪奥克雷提亚之后的罗马帝国又要走进新的时代。至於新的时代是什么模样，则等到下一册再来讨论。姑且不论新的变化对罗马帝国而言是福是祸，迪奥克雷提亚在位时的确把想做的事情全都做了。因为他得到西元三世纪任何皇帝都得不到的，长达二十一年的在位期间。






西元三世纪至四世纪中期的皇帝







第六章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



自从笔者在大学进修西洋哲学时，心中便一直抱持一个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的「抱持」，义大利文是“accarezzare”，意思是「爱抚」。这个修辞法颇为有趣，总之，笔者长年爱抚的问题是这样的：





为何基督教从耶稣基督过世，到君士坦丁大帝承认为止，亦即从创教到成长为无法忽视的势力为止，需要三百年的时间？

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据说在西元33年左右。而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则是西元313年的事情。

这个疑问并非笔者年轻时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从某个故事联想得来。





在十六世纪时访问日本的传教士，碰到某个日本人问他这项问题：

如果你所说的基督福音是唯一能拯救灵魂的真理，那为什么要这么久才传到日本来？

传教士被问得哑口无言，还把这件事情写进要送回本部的报告书。当笔者看到这段记录时，忍不住笑了出来。其实只要回答说：信仰是没有翅膀的，要依靠相信的人口耳相传，因此需要足够的时间，等能够传教的人绕到地球的另一端。这个传教士，可能也因为身为传教士而理所当然地，只用信仰的角度来思考宗教问题。不像笔者这种人是以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来看待宗教。





而且笔者认为，光以信仰的角度思考，不可能真正理解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对立问题。在罗马时代，就算没有长翅膀，照样可以轻易往来耶路撒冷与罗马之间。罗马帝国虽是包含欧洲、中东、北非的大帝国，由东至西的距离毕竟没有地球另一端那么远。而且罗马帝国还将当时的高速公路——全线石板面的罗马大道网铺满了整个帝国疆域。至於在帝国内部传教有多方便，从耶稣基督死后三十年，其宗教便传进罗马就可得证。西元64年首都发生大火灾之后，尼禄皇帝把责任转嫁给基督教徒，造成大量教徒殉教。这场灾害的实情，是因为某户人家的疏失而造成起火，又碰上强风助长，最后酿成使首都损失过半的大型火灾。然而受害的灾民将怒气指向皇帝，尼禄觉得有必要找人顶罪，因此挑上基督教徒做替罪羔羊。

在这种情势下要牺牲的，必须是孤立于首都罗马社会之外，平时就让一般市民觉得诡异的人物。而且即使符合条件，如果数量太多，又不适於拿来顶罪。在这时期居住於首都的犹太人只怕要以万人为单位，即使没有皇后做居留区的靠山，也不至於被皇帝抓来开刀。根据史学家记载的处刑过程，以及作为刑场的台伯河西岸竞技场大小来看，牺牲者应该不是数千人，也不是数十人，而是数百人左右。西元一世纪的首都罗马人口已经逼近百万。在这其中的数百人无论是用于顶罪，或者用于转移舆论，都是个恰当的数字。





而且在这时期，由基督在生前直接指名为继承者的圣彼得，以及未曾见过基督，但建构初期基督教会基础的圣保罗也待在首都罗马。这两人据说也是在这时期殉教。到君士坦丁承认基督教之后，也在彼得殉教的地方修建了圣彼得教堂（Piazza San Pietro），实现了基督生前所说的「於你之上将有教堂」。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死后三十年不到，连远离巴勒斯坦的帝国首都罗马都有数百名基督教徒，而且初期教会数一数二的人物也前往首都传教。当时保罗由于拥有罗马公民权，因此行使控诉权，而被护送到首都进行二审。在控诉期间保罗依旧是自由之身，因此应该是借住在信徒家中，也能自由接触信徒。如果这时期的气势能延续下去，基督教不是会更快传遍罗马帝国吗？





可是事情却没有这样发展。尼禄皇帝迫害教徒的事件有如偶发事件，之后长年没有发生专找基督教徒麻烦的政治压迫。而且在同一时期，基督教徒正在由过去犹太教分支的地位逐步独立，原本是最适於刻意打击的时期。研究人员之间的共同意见是，犹太教徒叛离罗马帝国，但在西元70年耶路撒冷失陷后叛乱遭全面镇压。基督教会就是从这时期开始逐渐与犹太教会拉开距离。教徒在首都内的居住区域，也从以往有许多犹太人居住，位于台伯河西岸的第十四区，转移至位在东岸，但离市中心较远，地价较低的十二、十三区。总之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已经在每一方面都划分界线。这也就表示基督教徒在罗马社会中越来越显眼。





在罗马历史上，首度出现“Christianus”（信仰基督教的人）一词的，是塔西图斯记述尼禄皇帝残杀教徒的文章。这个名词再度出现在史上，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图拉真时代了。西元111年，小葡里尼斯获派为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俾斯尼亚行省总督，他在一年任期中曾向身在首都的图拉真皇帝请示如何处理基督教徒。而图拉真的回信中则用上了这个名词。

关于这封有名的信件，已於第Ⅸ册「贤君的世纪」的第151页至第155页中提及。在此只重新收录图拉真皇帝对这个问题最为关键的几句话。图拉真皇帝於这时下的判定，成为二世纪到三世纪末为止，将近两百年间历任皇帝用以裁定的「法则」。


「虽说这些人为犯罪者，但不得如同整肃基督教徒般刻意过问强求。但是，若经正式告诉且取得自白者，则应给予惩处。而对改宗者亦得有适当之处置，此时有必要令其明确表示敬重吾等之诸神，及表明悔改之意。一旦满足此要件，无论过去行止如何皆应得处无罪。




此外，无记名告发应视为无任何法律效力。若是容许此等行为，将违背吾等之时代精神。」







历史上的「证言」是对同一时代中理解社会情势的人所说，而不是刻意留给后人看的。因此后世的人在阅读记录时，需要参照当时的人觉得没必要的解说。

罗马人眼中的基督教徒，是一群不与国民一同为自己的“res publica”（国家）共尽义务的人。就如同圣保罗在〈使徒行传〉中的言论表示，他们认为罗马帝国是个邪恶堕落的社会，没有必要为这种国家尽义务。罗马帝国灭亡后出现的「神之国度」，才是教徒的“res publica”（共同体）。不过他们也并未进行恐怖活动促使罗马帝国崩盘，只是以拒绝服公职及兵役的方式作消极抵抗。

对于把罗马帝国视为一个大家族，内部所有人员皆为共同体的历任罗马皇帝而言，这已经是明显的反国家行为。基督教徒的「罪状」，不在于信仰的宗教为何，而是他们借由信仰形成反国家组织。图拉真口中的「犯罪者」也是这个意思。

犹太教徒同样也回避罗马公职与兵役，因而孤立于罗马社会之外。不过除了建设立足於犹太教的神权国家以外，罗马人已经给予犹太人所有权利。即使犹太人不任公职或服兵役也无所谓。在西元70年叛乱结束后，又多了一项犹太人稅。以往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要捐款给耶路撒冷的大神殿，如今则以大神殿於西元70年毁於战火为由，将其转为捐给首都的朱比特神殿。至少一般民众认为，犹太人稅是他们不服公职、兵役的代价。因此只剩下基督教徒成了不付出代价，也不尽公民义务的一群人。





图拉真所说「不得刻意过问强求」的部分，也表示这个皇帝虽然出身行省，却是个拥有罗马传统宗教观念的人物。罗马人的宗教观念，简而言之是个人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只要祭祀在精神上统合多民族国家罗马的「诸神」时愿意出席就好。从我们的角度而言，就好像无论信仰什么宗教，迁居装潢时总会找人看看风水、算算日子一样。意思是只要教徒不发起反抗国家的行动，就没有必要刻意过问。而「改宗者」部分，以罗马的宗教观念来说，与其说是要教徒放弃信仰，不如说是要求教徒先把个人信仰暂时放下。古罗马是个如同上述的多神教社会。因此不认同其他神明的犹太教，在古代才会一直让人视为异端。史学家塔西图斯也表示过，这根本是迷信而非信仰。基督教是由异端的犹太教中衍生而出的一神教。以教徒的立场来说，他们也不可能接受姑且暂时放下宗教立场的想法。

至於即使面对基督教徒，也必须要有正式告诉的部分。在现代司法体系中，接受告诉后进行搜查，已经是各国司法的义务。至於案子成立与否，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图拉真的态度，也代表了创立法律体系的罗马人之观念。最能表现罗马人法律观念的，就是「无记名告发应视为无任何法律效力」这句话了。也正因如此，图拉真的裁决，才会成为两百年来帝国对基督教徒的一贯政策。





到了图拉真离世百年以上的西元三世纪时，却有一名基督主教批评图拉真。这名人物叫作提尔多利亚，他的父亲曾在亚非利加行省省都迦太基担任百夫长退伍。提尔多利亚在青年时期皈依基督教，后来着作了《辨明书》（Apologeticum），其中反驳图拉真的部分如下：


「这根本只是刻意营造的暧昧。一方面说不专对基督教徒下手，一方面又说罪证确实就要惩处。一方面说不过问强求，另一方面又说要迫害教徒。说最好忽视基督教徒存在，同时又说要杀害教徒。这算是法律吗？还是立法自己欺骗自己而已？




如果认为基督教徒是反社会的存在，为何不彻底追捕？搜查时也应无论有无记名告发彻底搜索。如果真的表示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又不承认全体基督教徒无罪？




罗马於帝国各行省设立专职官员，专司搜索犯罪中最为重大的叛国罪，而且搜寻范围不仅犯人，还包括共犯与证人。只有面对基督教徒时，却表示由政府主动搜索不正当，但有人记名告发却又正当。换句话说只是把有罪无罪的判断交给告发人裁决而已。」







从逻辑角度来看，提尔多利亚较为正确，图拉真的言论是有暧昧之处。

不过，人类社会无论在逻辑或法律上都一样，过度直线反而无法发挥功能。罗马人制定法律体系，是为了作为各种民族同住时所需的规范。至於宗教方面，私下要祭祀什么神明，是个人的自由。只不过在共同的仪式时，要祭祀的是信徒多的神明。因此罗马人的宗教观念势必会显得瞹昧。

而且法律有如社会的齿轮。法律应用的弹性大些，在许多齿轮一齐运转时，反而有助於润滑作用。此外，在图拉真所属的五贤君时代，基督教徒还是可以暧昧对待的少数分子。如果说真的以（据说）由天主所赐予的法律全面规范复杂多变的人间，又能保住信仰的自由吗？当然，即使笔者有机会当面询问提尔多利亚这些问题，双方的想法只怕永无交集。「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问题在于双方的想法不同，亦即文明不同。不是搜索或告发可以解决的问题。





到了双方开始争论的西元三世纪时，基督教徒的数量已经大有成长。不过如之前所述，即使在三世纪，镇压基督教徒的动作也不明确。镇压政策也因皇帝经常换人而欠缺持续性，没有一贯且彻底的措施。

当时的信徒是否因为这项因素而持续增加？

如果说信徒增加与政策不连贯无关，那又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持续增加？

顺带一提，历任皇帝中最彻底镇压基督教徒的，是西元四世纪初期的迪奥克雷提亚皇帝。关于这名皇帝的事迹，暂且留待下一册讨论。不过他会彻底镇压基督教徒，也显示基督教势力已经强大到让罗马政府没办法继续暧昧下去。在下一册之中将讨论基督教强大至此的原因。不过在阅读时，希望各位读者能把耗去本册大半篇幅的「三世纪危机」留个印象，作为思索时的背景。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两名罗马史权威的意见。这两人分別是吉朋与铎兹。他们前后相隔两百年，各出版了下列书籍：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88.

Eric R. Dodds， 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笔者会列举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同为英国人，较为容易讨论比对。而且他们也是少数以条列方式提出基督教抬头要素的研究人员。





由于吉朋的著作至今仍相当普及，为表示敬意，本文也由他的意见开始讨论。吉朋生于启蒙主义时代，他将基督教窜起的要素条列为下列五点：

一、坚决维持一神教立场。基督教徒为坚持这一点所表达的热情，简直可说是顽固又狭隘。在这方面的狭隘心态，虽说是由犹太教衍生而来，不过基督教已经摆脱犹太教令人抗拒的过度严格与不食人间烟火两项缺陷。

二、确立以灵魂不灭为象征，保证未来永生的教理。各位读者要记得，由于当时（西元三世纪以后）的罗马人逐渐开始担忧帝国是否即将覆灭，这项教理才成了吸引信徒的有利武器。

三、初期基督教会领袖施展的奇迹。

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人纯洁禁慾的生活方式。

五、以规律及团结为特色的基督教徒社区，随时代演进成为一个独立社会。最后，基督教徒的社会在罗马帝国内部形成国中之国。





两百年后探讨同一题材的铎兹教授则列举四项基督教抬头的因素如下：

1.基督教带有的绝对排他性。

基督教不承认其他宗教具有拯救灵魂的方法。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会认为这种想法可能变成弱点。可是对活在动荡时代的人而言，却有如活力的泉源。

希腊、罗马时代认为对其他宗教应当宽容。可是这种宽容态度，使得大众在选择拯救灵魂的方法时有过多的选择。罗马世界中有许多神明，数不尽的祭典。对大多数人而言，能够自由选择，反而造成不安。

基督教却除去了这些要素，使大众脱离必须在诸多神明中选择的苦境。既然得救的方法只有一种，那也只有追随下去，没有犹豫或不安的余地。

异教徒批评基督教时，往往针对这项狭隘特性。可是对活在不安时代的人群来说，比起宽容自由的宗教，狭隘的整体主义信仰要来得有魅力。

2.基督教对所有人开放门户。

原则上来说，基督教不在意社会阶层差距。不管是靠手工业维生的人也好，奴隸也好，受流放刑的人也好，甚至刑事犯也好，都可以进入教会。到了西元三世纪之后教会更加组织化，开始产生神职阶层。不过在教会中的升迁还是凭实力，不看身世背景。

值得特別讨论的是，基督教世界早在初期便不在意学历高低或涵养好坏，与新柏拉图哲学不同。从西元二世纪到三世纪末期，构成基督教社区的人，多半属于社会底层。

3.成功带给众人希望。

对于活在西元三世纪的罗马人而言，现世有如纯度不断下跌的银币，身为罗马人实在越来越不光彩。与现世相较，基督教推出的永生就显得金碧辉煌了。

罗马人嘲笑说不把心思放在现世，转身投入基督教的人，是灵魂有病。然而在那个时代，灵魂生病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罗马人之中有不少人有意无意地，觉得死亡是一件有趣的事。这也是造成众人投入基督教的原因之一。

4.皈依基督教可带来现实生活中的利益。

相较於其他宗教集团，例如埃及起源的伊西斯教、亚细亚起源的密特拉教，基督教的团体打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社区」性格。集团成员会共同进行的，不只是宗教仪式而已，连思想模式与生活型态都一致。就如同反基督教论者凯尔斯斯所说，这点是对罗马帝国而言最危险的地方。

教徒若发现同为信徒的人落入不幸，在物资上会毫不吝惜地资助。相互扶持是这个集团的重要工作之一，就连罗马政府都必须承认，基督教会真的营运得不错。

当然，济弱扶倾不是基督教的专利特权。只不过到三世纪时，过去罗马人社会福利的精神支柱公德心，已经日渐衰退。基督教社区在这方面比其他宗教积极，因此趁虚而入。

基督教会给信徒维生的基础保障。他们援助生活困苦的寡妇，认养孤儿，对老人、失业者，及其他脱离社会的人伸出援手。他们为穷人办葬礼，若遇上疟疾流行，还会抢医院工作。

不过比起上述好处，基督教会真正成功给予三世纪罗马人的，是生活所需的归属感。

让人最感到痛苦的事情，就是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在当时，乡下人的财产让蛮族抢光，只好流入都市；农民的耕地成为迎击蛮族的战场，只好到都市找工作；士兵熬到二十年退伍，却无法像以往一样在营区附近领土地耕作维生，只好孤苦伶仃地进入都市求生存。金融业者同时遇上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无法像以往那般靠利息餬口。解放奴隸虽然获得自由，却不能像古代一样与主人维持密切往来，只有一个人设法寻求生活基础。

上述这些人一进入基督教社区，就能感受到人情温暖。他们觉得有人关心自己的现实生活与来世。

这就是都市教徒多过乡村，尤以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大等大都会信徒增加神速的原因。





以上，就是两位专家的见解。从书名《不安时代中的异教徒与基督教徒》可以瞭解，铎兹教授的说明较为详细，是因为他在书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而吉朋只是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稍微提到而已。

而笔者也感受到，这两人之间毕竟还是有两百年的距离。笔者会在现代研究人员中挑选铎兹教授，是因为对他提出的第四点大有同感。从铎兹教授提出本书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想必苦於失去归属感的人会比当时更多。而在贫富差距虽大，但社会流动性强的吉朋时代，这是个不须考虑的问题。

虽说前后有两百年的距离，不过两位学者的见解颇有相同之处。笔者也半开玩笑地归纳画了下图：




看到上图以后，笔者总会特別想想吉朋没有提到，而由铎兹教授提出的第二点。由于基督教向所有人开放门户，因此社区内没有阶级差异。吉朋对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意识，那是因为吉朋是大英帝国时代的社会菁英。他有十足自信认为阶层是应该存在的，英国也是因阶层区分而兴盛。这方面感觉上也有点像对罗马公民权抱有绝对信心的罗马菁英。吉朋在书中还批判卡拉卡拉将罗马公民权赐予所有行省民，是政策上走了过度开放路线。

铎兹教授忽视了吉朋的三、四两点，笔者反而认为这两点看法挺正确的。

首先讨论关于奇迹的第三点部分。对大众而言，奇迹是值得欣喜接受的，而且也让大众抱持希望，认为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在传教论及拯救灵魂时，奇迹可作为点缀。奇迹让异教徒阅读耶稣传记也会觉得有趣。如果删除其中关于诸般奇迹的描绘，基督传记就成了限基督教徒阅读的圣经而已。笔者虽然不相信奇迹，但可以理解奇迹带给众人的温暖与希望。就连二十一世纪的现在，也还有不少人喜欢见到奇迹。

在吉朋提出的第四点中论及基督教徒纯洁禁慾的生活，笔者认为这是个挺含蓄的说法。一个人往往不会直接接受別人的想法，而是看到別人的行为方正、涵养高深，因此对其想法产生共鸣。心想这个人涵养如此纯洁高贵，那他说出的话应该没错。比起思想的内容而言，思想的普及率往往要看传播者的修养好坏决定。

一路解读下来，结论也很明显。吉朋提出的五个要素，以及铎兹提出的四项要素，都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抬头的主要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外行的笔者也想追加一些观点。





假设，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狭隘的宗教反而会显得有魅力。而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还有同样不承认其他神明的犹太教存在。为什么西元三世纪窜起的不是犹太教，而是基督教？

笔者认为，应该是基於下列原因。基督教会坚守不认同其他神明存在的一神教立场，而在其他方面，则认为重要性其次，因此大幅度与罗马政府折衷配合。这种弹性应对，可能是看到犹太国家由于丝毫不让步，闹得与罗马正面冲突，搞到玉石俱焚的结果后学习得来。不管怎么说，犹太教与罗马正面冲突，基督教却是悄悄地在罗马帝国内扎根渗透。那么，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笔者假设基督教窜起的原因，不在罗马帝国向基督教让步，而是基督教会与罗马政府配合。这项推论是根据基督教对于下列四个要点的处置方法而来：

一、偶像崇拜；二、割礼；三、帝国公职与军务；四、灰色地带。





首先关于第一点，偶像崇拜的部分。这是受犹太教严禁，但基督教开放的事项之一。不过，由于圣保罗生前曾禁止，可知在古代还没有解禁。等到教会公认可以拜偶像，已经是中世纪中期了。不过在罗马时代的基督教徒聚会场所中，时常可看到墙上画著描绘能力不佳的耶稣像。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的基督教徒中，还有不少犹太人，所以无法公开认同偶像。不过，教会应该是默许画像的存在。因为圣保罗禁止的是「金、银、大理石经人手雕塑的神像」，后人便以墙上涂鸦的方式钻教条漏洞。

尽管说只是教会默许，这项要素的效力可不小。人们总会想要看看自己崇拜的人长什么样子。而且初期基督教徒的生活背景中，充斥著健美的希腊、罗马神像。长年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自然会想看看耶稣的身材长相。姑且不论这算不算偶像，笔者甚至认为对基督教掌权贡献最大的，该是许可崇拜神像、圣人像这件事。如果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严格禁止的话，基督教文化只怕不会在人间开花结果。而文化有缓和宗教严格气息，连系人神之间的功效。





第二点关于割礼。根据字典的定义，这是一种割除男子包皮的宗教惯例。对犹太人来说，则是与神缔结契约的证明，要在婴儿出生的第二十八天执行。然而手术对象是婴儿还好，对成年男子开刀的话，将造成剧痛与大量流血。犹太人有所谓选民思想，不对其他民族传教，所以能把割礼对象限定在犹太人的婴儿。然而基督教对各个民族开放门户，就无法这样做了。

在〈使徒行传〉中，记载了罗马军的百夫长科尔涅留斯改宗的部分。科尔涅留斯是活在西元一世纪中期的罗马公民，而在文章中没有提到割礼的部分。假如初期基督教会的使徒坚持割礼的话，恐怕问题就复杂了。因为基督教会欢迎没有割礼习俗的人入教，当然入教的信徒多半是成年人。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割礼应该会逐渐没落。

对于罗马时代的人来说，废除割礼的效果应该不同凡响。因为罗马人向来厌恶割礼。甚至可说对犹太人的轻视，有一半来自割礼。虽说出自於政治考量，不过哈德良皇帝曾以禁止犹太教徒割礼，而对罪犯行割礼的方式，试着贬低割礼的地位。

如上所述，原本罗马人就厌恶割礼；割礼又是受人轻视的犹太人的习俗；而且还会带来剧痛。可想而知罗马人知道入教不用行割礼时有多放心。

问题是，入教还是需要个仪式。由于希腊、罗马宗教没有入教仪式，因此基督教更需要办仪式做区隔。而且依据人性本能，废除割礼之后，还是需要某样仪式弥补空位。

笔者认为，发明洗礼代替割礼的人真是个天才。洗礼不像割礼那样，带来疼痛与流血。认同其他神明的一神教密特拉教虽然不伤害自己的身体，在入教的时候却需要宰牛取血举行仪式。相形之下，基督教入教时，只要在头上洒水就好。洗礼仪式显得朴素纯真宁静，而且又不花钱。这样一来，大众自然觉得入教的门槛低了。





其次要讨论第三点之中，基督教对于帝国公职与军务的看法。这点可以从圣保罗於「对社区的义务」中的说法得知：


「就好像人体的诸多部位各有各的功效一样，生于基督教诲下的我等之社区，也是由以各自方式贡献社区的人组成的。这是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能力都不一样。因此，擅长行政的人可以当行政官，擅长教书的人可以任教，而擅长演说的人可以当演说家。」



从内容来看，各位是否觉得他表示基督教徒一样可以从事罗马帝国公职？此外，人类社会必须要有人在上位领导才能发挥功能。圣保罗在「对权威的义务」之中是这样表示的：


「每个人都应当遵从在上位者。在我们的教诲中，不认同除了上帝以外的权威。而现实世界的各个权威，都是受神指示才成为权威。遵从权威，也就是遵从君临於现世权威之上的天主。」



这种态度，当然不会妨碍到罗马帝国政府。与不认同罗马帝国一切权威的犹太教徒相较，基督教会的弹性实在让人惊讶。笔者认为，以其上有唯一真神作条件，认同现世权威，甚至认同其世袭制度的想法，是日后基督教让掌权阶层接受的最大原因。





在第三点之中，笔者还列举了罗马人认为与公职同为重大国民义务的军务。在讨论公职之后，自然要讨论基督教会如何看待兵役的问题。而在调查史料之后意外发现，从基督教创教开始，从没有人表示基督教与军务不能并行。有个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士兵问洗礼者圣约翰说，他身为犹太国王的士兵，同时又是基督教徒，今后该如何生活？而约翰回答说：


「要满足於国王发给你的粮饷。在军事行动中，行为不得暴虐。於军中的升迁，不得为中伤同伴的结果。」



在《新约圣经》与〈使徒行传〉中，没有任何因身为罗马士兵而遭责难的例子。相反地，其中甚至称赞罗马军士兵生活规律，要基督教徒向其学习。

简单来说，西元一世纪的基督教会认为基督教信仰与罗马军务是可以并存的。当时基督教没有渗入罗马军团中，是因为罗马帝国正处於兴隆期，士兵以身为罗马公民为荣，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另外找心灵慰借。他们深信「罗马和平」是由自己双手创造的。





到了西元二世纪，罗马帝国进入了安定期。在这个时期中，基督教势力也没有明显地渗透进帝国公职与军务。不过这是因为基督教会本身有问题。

西元一世纪，正确来说，是在西元70年耶路撒冷失陷后，基督教会开始与犹太教保持距离。可是一脱离犹太教，基督教会内部也开始分裂。这是各种主义与运动常见的现象，一般会分裂成同样坚持原则，但觉得应该适可而止的稳健派，以及坚持一切既有主张的激进派。西元二世纪的基督教会也不例外。

稳健派的信徒坚持要依照圣保罗提示的方针行事。激进派的主导人叫作孟塔努斯，所以又叫作孟塔努斯派。这个派系坚持罗马帝国的公职与基督的教诲誓不两立。激进派势力膨胀最快时，正好是马库斯·奥理略在位的期间。於哲学家皇帝在位时出现将基督教徒处刑的事迹，也是因为基督教方面提升了对抗罗马帝国的态势。方才笔者曾引用提尔多利亚批评图拉真皇帝的文章，而他也是属于激进派的人物。

话说回来，在西元二世纪的五贤君时代里，罗马军团中并非没有基督教徒，只不过数量并未多到不可忽视。这些信徒心中应该也与罗马军团中盛行的密特拉一神教信徒一样，在帝国国教罗马诸神与自己的信仰之间，另外寻求一个折衷点。罗马人向来认为个人的宗教信仰是完全自由的。而五贤君在宗教政策方面，也向来维持罗马风格。





密特拉教在罗马圆形竞技场南边的圣克雷蒙特教堂留下了一个地下集会所遗迹。要说密特拉教是宗教，不如说是社团。虽然密特拉不是祕密结社，但喜好聚集在狭窄的地下室，由此可知他们重视的是同伙间的团队意志。入教的时候必须宰牛取血举行仪式，这种兇悍行为想必是密特拉教在士兵间流行的原因之一，而且同时可能也防止女子与儿童入教。集会所会位于地下室，也是因为仪式之后必须洗刷牛的血水。圣克雷蒙特教堂地下遗迹的下方，是罗马时代的下水道。而这条下水道至今依旧能发挥作用。






密特抗教集会所（圣克雷特教堂地下）




到了西元三世纪后半，基督教会内的稳健派与激进派斗争，可能演变成由稳健派反败为胜。也说不定是在德丘斯、瓦雷力亚努斯两位皇帝专挑神职人员镇压的政策之下，激进派领袖已经损伤惨重。总而言之，即使到了这个时代，镇压基督教还不必优先锁定军团作目标。而基督教徒视为天谴的瓦雷力亚努斯皇帝生擒事变，发生于西元260年。从此时到迪奥克雷提亚皇帝大规模镇压为止，期间四十三年中，皇帝必须集中精力在对抗蛮族上，因此基督教徒能够安然度日。

迪奥克雷提亚皇帝镇压基督教徒的行动特色，在于他开除军中的基督教徒。这名皇帝带领时代走出三世纪的迷途中，不可能做出让罗马军瓦解的举动。也就是说，即使把改信基督教的士兵全数开除，罗马军还是能发挥军队的功能。





问题在于，表面上的数字，不等于活力的强弱与否。研究人员统计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前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徒数量发现，即使在教徒人数最多的叙利亚大都市安提阿，教徒也顶多佔人口的二十分之一。虽说基督教徒只佔百分之五，但问题在于其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活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而且就算二十个市民中只有一个教徒，如果这些教徒团结起来，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问题已经不在数字上了。





基督教抬头的第四点要素「灰色地带」，可说是前面三点要素的综合。也可说是笔者假设基督教配合罗马政府调整步伐的推理结论。笔者认为罗马政府与基督教会之间的界线并不黑白分明。由于教会方面调整脚步，使得中间出现灰色地带。

当由明确的白转换成明确的黑时，人们会觉得犹豫而止步。因此要跨越这条界线，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与决心。然而，如果与白相连的是极端接近白色的灰色，而且灰色一点一滴地慢慢加深，最后才变成黑色地带，那么要跨越界线时的抵抗感也就非常小了。西元三世纪时的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关系，只怕与上述情况相近。相反地，罗马帝国与犹太教之间，就好像没有灰色地带的黑与白一样。

这种设置灰色地带的方法，只怕是初期基督教会领袖具有的惊人弹性带来的产物。在产生变化时，让当事人不会过敏；而当发现变化时，又让人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要鼓动信徒，只怕没有比这更巧妙的手段了。由于一神教不承认其他神明，连带否定异教徒存在的价值，因此生于多神教世界的古代人不但不懂，而且想像不到会有这种事情。等到西欧人发现上述谋略，基督教已经掌权度过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代，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了。





阅读罗马时代知识分子著作中论及基督教的文章时，总令人深深感受到，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一神教。作者中无人论及多神教与一神教的差异所在。这也难怪，毕竟古代人是与诸神共存的民族。

这项背景使得罗马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对抗窜起的基督教时，没有武器用以辩驳基督教。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在对敌人有利的拯救灵魂话题中展开论战。既然希腊、罗马诸神不管拯救灵魂的事，知识分子也只好依赖哲学。





马库斯·奥理略皇帝在《自省录》中，曾留下这么一段话：


「当灵魂要离开身体时，如果能够安详地接受，该是多美好的事情啊。不过这种心理準备，必须是由人的自由理性达成的结果，而不是像基督教徒一样顽固地自以为是。」



这段话充满认真诚挚，表露了内心思想，令人觉得他真不愧是哲学家皇帝。笔者也认为如果能以自由意识接受死亡，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只不过，这需要相当强韧的精神力。对于活在不安中的三世纪民众，我们能要求到这个地步吗？而且哲学家皇帝只怕也不能满足於他所信奉的斯多葛哲学，还参加了埃留西斯仪式。

埃留西斯仪式是希腊自古传下的仪式之一。由于举办仪式的地点在雅典西北二十公里处的埃留西斯，因此得到这个名称。仪式的主神为宙斯的妹妹，大地女神德梅特尔。因为这是一种祕密仪式，所以详细内容如今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参加后可得到死后的平安，借以获得灵魂救赎。哈德良皇帝曾参加这个仪式，不过他应该只是因为热爱所有希腊文化而顺便参加，没有把死后的平安当成目的。至於马库斯·奥理略参加时则应该是一片诚意，毕竟这个人凡事全力以赴。





埃留西斯仪式由于是祕密仪式，因此是在夜间的神祕气氛中举行。而西元三世纪时流行於地中海世界的新柏拉图哲学有逃避於神祕事物的倾向，与埃留西斯仪式有点类似。笔者不禁认为，若以现代说法来形容马库斯·奥理略之后的罗马知识分子，就是他们已经陷入自我认同危机。





曾经，罗马帝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拥抱现世主义，可是毫不迟疑的。

西元前一世纪的诗人霍雷斯（Horace）曾说：「罗马征服了希腊，文化上却反被希腊征服。」（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当时在场的人，包括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内，也只有点头同意的余地。就好像他们打算把哲学、艺术、科学交给擅长这种事的希腊人负责；而罗马人负责整顿现实生活不可或缺的国防、法律、政治、基础建设及粮食。著有Naturalis Historis（《博物志》）的大葡里尼斯曾经表示：金字塔固然了不起，但那是为了法老王一个人身故后兴建的。罗马人兴建的，是有益于无数大众生活的建设。

当时的罗马人之间，没有所谓的认同危机。如果问他们为何活着，同样有十足把握回答。可是到了西元三世纪之后，却回答不出来了。即使朝新柏拉图哲学求取答案，得到的也只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满足，不是能让一般大众广为接受的答案。一般大众直接面对的，还不是对于死后或未来生活的不安，而是现实生活的匮乏与恐惧。

蛮族一再来袭，烧杀掳掠。

结果造成农地荒芜、人口疏失。

国民生产力大幅下跌，但政府以国防支出扩大为由屡次加征特別稅。

为逃避上述困境，拋弃熟悉的故乡流入都市，却因都市人口过度密集而无法就业，全家人因而失去维生之计。

再加上社会福利政策受挫。以往针对低阶人民的主食免费给付制度以及贫民子女教育基金能发挥功效。如今只有首都罗马为了保持皇帝的颜面，能够勉强维持制度。至於大幅仰赖富裕私人捐助的地方政体，由于富人失去公德心，如今已经有名无实。

以上的现状造成人民失去希望。

活在罗马鼎盛期的塞尼卡曾说，对活在不幸与逆境之中的人来说，希望是他们最后的救赎与慰借。而到了西元三世纪后半，活在罗马帝国里的人已经无法获得「和平」，连带地也得不到「希望」。对这种人提出马库斯·奥理略皇帝所说的，要重视自由理性胜于信仰的看法，又能获得多大的效果？

基督教获胜的主要原因，在于罗马政府的衰退疲惫。罗马帝国失去了自信与魄力，而这两项是维持活力最重要的要素。

每当观赏马库斯·奥理略皇帝塑像时，笔者总觉得他的面容真是充满气质格调。不过，也觉得真是文弱。相较之下，第Ⅰ册共和政体创始人攸尼乌丝·布鲁图斯的长相就充满刚毅气息。第Ⅱ册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能战胜名将汉尼拔，脸上则有连国难都能化为营养的年轻活力。第Ⅲ册的年轻领导人，也满脸坚毅、充满理想。

第Ⅳ册与第Ⅴ册的朱利斯·凯撒，更是凡战争必获胜，凡执政必能实现政策，在演说、写作等以言辞为武器的场合时，连政敌都得佩服内容实在有道理。看到他的面容，让人得以感受布鲁图斯为何觉得只有抹煞他的肉身才有胜算，以及为何付诸实行。




将凯撒的构想化为现实的，则是第Ⅵ册的主角，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这个皇帝让人号称为古代三大美男子之一，而他的脸上充满令人看了不寒而栗的冷静。由于面容英俊，给人带来的冷静感受也更为深刻。

第Ⅶ册的台伯留皇帝，是个不在意舆论的贵族风格领袖。而第Ⅷ册的维斯帕先皇帝风格又不同了，充满地方出身者的朴素，以及脚踏实地的稳定感。第Ⅸ册的图拉真与哈德良两位皇帝，足以代表五贤君时代。在他们的表情中，充斥对所统治的帝国抱持信心，而且毫不怀疑成果的人特有的昂然气息。




与上述的罗马领袖相较，西元三世纪的皇帝又是如何？出身良好的皇帝看来高雅但文弱；草莽出身的皇帝却又满脸暴戾之气。希腊的造型美术追求理想美；而罗马的造型美术则以反映现实为特质。罗马领袖的肖像，也正反映出他们所处的时代特质。





义大利文之中有个片语叫作“colpo di grazia”，意思是「致命一击」。笔者认为，在罗马帝国与基督教间的抗争中，造成最后一击的是下列事项：

罗马诸神与基督教神明的性质差异。





虽然有些俚俗，不过笔者想从具体的例子开始比方，先看看双方神明对夫妇吵架的处理方式。

在基督教社会中，是由夫妻的任一方，或者双方个別前往教会向神父告解，表明自己发生夫妻吵架。告解神父则劝说夫妻是在神前发誓过的神圣关系，別说不得离婚，连吵架都不该有。最后要求告解人唱名「在天上的父亲」十次结尾。

那么，罗马人的宗教是如何处理夫妇吵架问题的呢？罗马社会是个多神教的社会，据说数量最多曾高达三十万尊。因此，在罗马社会中有专门管理夫妇关系的守护神。这名女神叫作比莉普拉卡，在第Ⅰ册已经叙述过女神的职责，因此只转载部分文章做代表。


「当夫妻之间展开口角时，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斥责时的音量跟著逐渐攀高。接下来很可能会认为若是闭嘴不说话就输了，为了不让对方有机会开口，双方都不断地怒吼。最后使得怒上心头，忍不住要出手。为了避免演变成这种局面之前，夫妇双方会各自稍稍忍耐，一起前往供奉比莉普拉卡女神的祠堂。




祠堂里头只有女神的神像，没有配属任何神职人员。因为如果要在各个祭祀神明的神殿祠堂配属人员，那么就算动用全罗马的人都不够用。不过女神的祠堂还是有一定的规则。罗马人向来笃信神明，因此就算没人监视，也会自动遵守规则。在比莉普位卡女神祠堂的规定是，同一个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人向女神诉苦。




碍于这项规定，一方在诉苦时，另一方只好默默地听着。如果静静地听着对方说话，有可能发现到其实对方也有道理。在双方如此来来往往之后，原本亢奋的语气也会安稳下来，最后可能发展成两个人和好一同离开祠堂。如果还是不能接受对方的观点，代表比莉普拉卡女神裁决双方只好离婚。」







从上例可以看得出来，基督教的神明是指导人类生存之道的神明；罗马诸神则是让人类自行探索，退而从旁协助的神明。可说一方是绝对神，而另一方则是守护神。对于逐渐失去生存信心的人而言，这项差异的意味可深重了。





当胜仗将军举办凯旋仪式时，最后要在卡匹杜里诺丘顶上的最高神朱比特神殿做胜利报告，并向诸神感谢协助。由此可知，罗马诸神的特色，是会从旁守护全力以赴的人类。也因此，在罗马持续获胜、繁荣发达的时代里，这是再适合不过的宗教了。

可是西元三世纪的罗马战败次数增加，即使胜利，也是遭敌军入侵后击退。这种情况不但使得繁荣蒙上阴影，又会影响罗马人的观念。罗马人开始怀疑，诸神是否不愿意再继续守护罗马人了。於是有人开始绝望，认为罗马已经遭诸神遗弃。各位请不要忘记，在古代，神明与人类的距离要比现代人所想得还要密切。





那么，在这种时代里，基督教的神明会怎么应对？

根据基督教的说法，一切都是神的旨意。遭蛮族杀戮也好，如同牲畜遭人绑架也好；苦於瘟疫横行也好；穷愁潦倒也好，甚至连死亡，都是上帝的旨意。这一切都是神明给人的考验。

因此，这些苦楚都是用于净化人类。这种观念失控之后，最后衍生成了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强制收容所，不过现在讨论的是初期基督教会的时代。在当时，悲惨的局势是上帝赐予的考验，苦楚不但有助於净化灵魂，还能保证死后的平安。既然没有人能看过来世的生活再回来，教会开多大张的支票都不怕跳票。





基督教在这之后还能长期维持势力，是因为人类世界总有悲惨与绝望存在。也就是说，在「罗马和平」能发挥完整功能的时代，罗马人根本不需要基督教。所以要到基督逝世两百年之后，觉得基督教有魅力的罗马人才开始增加。罗马人向来认为能认同其他神明的才是真正的信仰。连罗马人都认为基督教有魅力，代表罗马诸神的立场转弱，大众觉得诸神已经疲惫，失去守护众人的力量。相对地基督教的神明便显得强壮可靠。在神人关系密切的古代，神明能赐予的协力多寡，对一般大众而言是个重要的问题。

越是积极想要解除帝国危机的皇帝，就会越积极压制基督教徒。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皇帝觉得罗马诸神如果不受人信仰，也会连带使得罗马帝国失去人心。





基督教徒并没有计画打倒罗马帝国。或许该说，基督教徒是打算霸占罗马帝国。相形之下，一心只希望犹太独立的犹太人，还显得可爱多了。而且霸占帝国的计画正在一步步地确实执行中。毕竟，罗马帝国已经衰退疲惫了。

最后，要引用被列为殉教圣人的迦太基主教基普利亚努斯，写给不愿改信基督教的朋友德梅托利亚努斯的信件，作为本册的结尾。






「你曾说，震撼我们的世界，将世界打入不安的诸多不幸，起因在基督教徒身上。你的理由是，我们基督教徒疏远你们的诸神。




不过，即使你不愿接触我们的神圣经典，生活远离真理，你也不得不承认下面这件事。那就是罗马已经老了。过去曾经顶天立地的双脚，如今连自己的体重都快无法支撑。




就算基督的教诲没有如此明示，《圣经》不能当呈堂证人，帝国的落日与衰亡已经万人皆知。在冬天，没有充分的雨水让撒在地底的种子萌芽。夏天，太阳不再像以往炙热，小麦无法转为金黄让人收割。春天，已经少有足供农作物发育的温暖日子。而到了秋天，结实累累的果树已经稀有难见。




采石场不再像以往般出产美丽的大理石。不知矿脉是否已经枯竭，金银产量也锐减。水源地的清水日益减少；农地上看不见耕作中的农民。海上已经少见商船往来的模样。军事基地中的士兵稀稀疏疏。广场上的建筑依旧，但如今已看不到人们聚集旁听审列。




不仅如此，朋友间的悠閒情怀、艺术上的精妙技巧、规范每日习俗的秩序等等，也都已经不复存在。




帝国已经日益衰老。难道你还期待帝国能像充满活力的青年一般强壮吗？




末日即将到来，一切都将衰败。当日落将近，太阳的光彩也将逊色；当黎明将起，月光也会开始黯淡。




这是世界的道理，这是神的旨意。有生者终究要面临死亡的命运。成熟后走向老化，老化后接近死亡。强盛的国家亦将衰弱，巨大的事物也会缩小。衰弱，缩小，终归消失。」







德梅托利亚努斯接到这封信件之后，有没有改信基督教则不得而知。不过写下这封信的基普利亚努斯却因贯彻基督教诲而死。就好像他相信罗马帝国这个逐渐老迈的国家，只要全身换成基督教的血液，又能够恢复年轻活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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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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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战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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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政策

































莱茵河畔


























第三章 西元二三五年~二六〇年



















皇帝马克西谬斯·色雷克斯（西元235年~238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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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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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地缘政治学

































皇帝菲利普·阿拉布思（西元244年~249年在位）

































罗马千年国庆祭典

































皇帝德丘斯（西元249年~251年在位）

































镇压基督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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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蛮族议和

































日耳曼民族初见地中海

































皇帝瓦雷力亚努斯（西元253年~260年在位）

































镇压基督教徒（二）























第二部 三世纪后半的罗马帝国






第四章 西元二六〇年~二七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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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遇俘

































波斯的基础建设工程

































皇帝迦利艾努斯（西元253年~268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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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耳美拉

































帝国三分

































一道法令

































防线的历史变迁

































军事结构改革

































膨胀性萧条（Stagflation）

































古人的「私房钱」？

































不信任议案

































皇帝克劳狄斯·哥德克斯（西元268年~270年在位）

































哥德族入侵


























第五章 西元二七〇年~二八四年



















皇帝奥雷利亚（西元270年~275年在位）

































展开反攻

































通货发行权

































「奥雷利亚城墙」

































弃守达其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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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耳美拉攻防战

































收复高卢

































凯旋仪式（triumphs）

































帝国一统

































皇位悬空

































皇帝塔西图斯（西元275年~276年在位）

































皇帝普罗布斯（西元276年~282年在位）

































蛮族同化政策

































皇帝卡尔斯（西元282年~283年在位）

































波斯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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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例无论结果如何恶劣，当回溯其最初的根源时，往往起于一片善意。」








~朱利斯·凯撒~






致读者



假使把西元前八世纪起始，到西元后五世纪为止的时期，称之为罗马史的话，罗马的整体制度演变应该可以这样标示：

王政→共和政→初期、中期帝政（元首政治）→后期帝政（绝对君主政治）→末期





本书要提到的，是在史学中已经定位为「帝政时代后期」，渐渐转移为绝对君主政体时的罗马帝国。

为什么罗马人要把政体转为绝对君主制度？

其中到底有哪些细节？

与元首政治的差异又在哪里？

而这个转变又引来什么样的结果？

笔者没有办法为这些理所当然的疑问找出简洁的答案，也没有意愿这样做。因为笔者认为，只有一一追究史实，才有可能逼近我们要的答案。

在罗马帝国之中，凡事都大规模且多元化。不仅兴隆期、鼎盛期是如此，就连走上了衰退的时代，这项特质也依旧没变。

西元2004年夏季 於罗马






罗马帝国全图（西元三世纪末期）







第一章





戴克里先时代






（西元284年~305年）






脱出迷雾



我们很清楚西元284年登基称帝之后，照罗马风格易名为「戴克里先」（第Ⅻ册译为「迪奥克雷提亚」）的这个人物。可是在他登基之前，名叫「戴克里先」的时期，却没有留下多少纪录。我们只能确认他在暴毙的努美梨亚皇帝之下担任侍卫长。除此以外，就只知道他於西元245年左右出生于亚德里亚海东岸。其出生地位于现代的克罗埃西亚（Croatia）境内，在史普利地方附近，亲生父母的姓名不详。有人传说他的父母是在农庄工作的解放奴隸，我们可以借此推测他出身卑微。假设说他在符合罗马人的成年标準十七岁时，立刻志愿加入罗马军团的话，代表他之后二十年都待在军中。

可是在这段期间内，我们找不到他於战场立功的痕迹。从士兵升迁到领导中队规模部下的百夫长平均要五、六年，但就算扣除五年之后还有十五年的时光。这十五年之中，罗马刚刚脱离西元260年现任皇帝遭波斯俘虏的空前危机。军人出身的奥雷利亚、普罗布斯、卡尔斯等皇帝正采取积极作战的方针。换句话说，这是个人人有机会在战场上发挥实力的时期。可是在这段期间内，却没有人听过「戴克里先」的名字。偏偏他在这段时期正值从二十出头到坐三望四的年纪，属于最适於让人肯定实力的年龄层。





光看这些背景，不仅让人想同意大多数研究人员的看法。亦即戴克里先在军事方面没有才华。但会不会这段期间里他虽然列籍军中，却没有亲自上阵，而是以军团官僚的身分累积经历？军队是一种必须凡事自行处理的组织，尤其罗马军团更是强调这项传统。在罗马军团里，不但有医师、建筑师，还有厨子与裁缝。想当年，为了让属下的军团兵退伍后的生活有著落，朱利斯·凯撒是第一个在义大利以外地区建设大量殖民都市的武将。而且一个都市正好迁入一个军团，可见军团组织已经带有居民共同体的特色，只要迁徙完I，马上就能发挥都市的功能。到了帝政时期之后，这项传统也没有改变。比方说北非的都市提姆加，就是图拉真皇帝在位时，为了让第三奥古斯塔军团退伍后生活有著落，令军团兵在服役期间亲手完成的。

既然罗马帝国的军队有这种特色，那么就算不拿刀拿枪出外打仗，平时也有忙不完的工作。从戴克里先登基之后的举措来推断，想必当他在军团之中担任官僚时，也具有相当的实力。他能够登基称帝，成因在于受到军团兵推举。而士兵的眼光往往会集中在领导作战的司令、指挥官身上。在面临皇帝暴毙的紧急状况下，士兵竟然会推选在后方的官僚继位。可见戴克里先平时的工作绩效已经深入了士兵的印象当中。而且士兵选择的，不是适於过渡时期的年迈人物，戴克里先在登基时还挺年轻的。

同时这名军团官僚，个性也不像所谓的小公务员。有很多人讨厌自己负责的领域遭受別人干涉，戴克里先却不是这种类型的人物。「委任外人」是戴克里先皇帝的基本政策之一。如果冷静评估帝国面对的现状，以及他个人的资质，这会是理所当然的结论。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有办法达成这项结论。





西元284年戴克里先登基时，罗马皇帝急于要处理的问题相当复杂。其中戴克里先最重视的问题，恐怕会是下列两项：

第一项是安全保障，第二项则是帝国的结构改革。





具体而言，第一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面对东方大国波斯。前任皇帝卡尔斯率军渡过幼发拉底河攻入波斯境内，却因为皇帝遭落雷击毙，使得战役无法持续进行。罗马只好向西撤军，在没有缔结休战条约的状况下中断波斯战役。因此，战役随时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不过关于这项问题，由于前任皇帝卡尔斯率领的部队，在皇帝谢世前已经对波斯军造成重大打击，波斯王应该无法轻易举行反攻。所以戴克里先也判断这项问题可以暂时不处理。

不过，另外一项问题是无法拖延的。那就是住在帝国北方防线莱茵河、多瑙河对岸的异族。当罗马军主力集中在东方时，北欧部族也趁虚而入，再度开始大举入侵罗马境内。远赴东方的罗马军，是由卡尔斯皇帝率领。既然是由皇帝亲自率领，那旗下自然全是罗马军的精锐。蛮族判断如果要侵略帝国西侧，就得趁这个防卫力量薄弱的时机，而且他们也真的付诸实行。





此外，在执行坚守帝国「防线」的工作时，也已经无法只顾及北方防线了。帝国南端的北非防线上，也产生了必须认真对付沙漠游民的需求。南方的危机和北方异族一样，在这个时期还没有演变成外敌入侵后盘踞原地的局势。入侵的行为还停留在越境之后抢夺人员、财产、家畜，之后带着战利品回到自己定居地的模式，亦即所谓盗匪行为。问题是，一旦这个现象成为常态，受害地区就没有人敢居住了。满心恐慌的居民会为了安全而流入都市，使得地方人口流失，都市人口过度集中。当帝国内部居民没有适当分散，破坏城乡均衡时，接下来就会引发生产力下跌，以及失业人口增加的问题。防止局势恶化的唯一方法，就是安全保障。亦即大举进行防卫工作，借此致力维护和平。在整个西元三世纪中，地方荒芜、都市过度集中的现象，是从帝国北方防线，亦即多瑙河、莱茵河沿岸逐渐往邻近地区扩散。而到了三世纪末期，这个现象已经扩散到帝国南端的北非地区。





在当时，北方异族遍布广大的北方国界外，像云雾一样地接连出现，往气候温暖丰饶的罗马境内入侵。相对地，罗马帝国也投入了十六个军团担任防卫工作。而北非「防线」的长度与北方防线不相上下，罗马人长年来却只有派遣一个军团负责防卫。这个军团以今日阿尔及利亚（Algeria）境内的兰贝茨为基地，名称叫做第三奥古斯塔军团。从名称来推测，这个军团应该是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建的。北非防线漫长绵延，范围包括今日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Tunisia）,乃至於利比亚。在这三百年时光里，仅仅六千名主要战力军团兵就能担任防卫工作。能达成这项任务的主要原因在于沙漠游民的数量，比起森林里的异族要少得多。此外，一个军团足以承担防卫任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以主要战力军团的基地为轴心，周边配置有退伍官兵集团移居的「殖民都市」和原住民城镇。而这些定点间有街道网路相连，重要据点上又设置碉堡城池。上述各项要点构成了罗马帝国的防卫体系，而且能发挥功用。只不过到了三百年后的西元三世纪末期，这项体系也开始失灵了。





三世纪末期的罗马帝国，受到跨越莱茵河、多瑙河入侵的北方异族强烈威胁，没有余裕增强防卫力量来抵制人数佔相对少数的北非游民。话说回来，局势又不容许罗马官方弃置不理。在罗马时代，北非是满地绿荫，以农业为主的大型产业地区。埃及是小麦的主要产地，埃及以西的北非产业更是丰硕。除了小麦以外，物产还包括橄榄油、水果及手工业制品等。当地人民的生活水準相对较高，义大利半岛与北非航线上更是商船往来络绎不绝。换句话说，帝国根据地义大利半岛是一大消费地区，北非则是大生产区。双方的关系要比义大利与西班牙之间更加密切。一旦北非受到威胁，对罗马帝国而言，事情已经不是派遣增援部队驱赶盗匪就可以了结的了。





除此以外，对于西元三世纪末期的罗马帝国而言，光是击退外敌，已经不足以恢复「罗马和平」。也就是说，帝国内部也开始有敌人存在。只不过帝国内部有敌人，并不代表行省叛变反抗罗马中央政府，而是罗马政府苦於应付四处横行的盗匪。尤其在高卢行省，不但盗匪构成大型集团四处作乱，甚至连军方的多佛海峡警备舰队都落入匪徒手中，使得暴行范围扩及不列颠行省。

非法集团的势力能够如此强大的原因，换个奇怪的形容法来说，是盗匪的「品质」有所提升。过去的盗匪，只是威胁农民生活，抢夺旅人行囊的强盗。如今却是除役原因不一的士兵与蛮族中激进分子的结合。也就是说，不久前还隔着帝国「防线」对峙的敌人，如今轻易地为了财物而互相合作。而这些人原本就熟悉武器与袭击技巧，尤其上述武装集团的首领，正是不久前还在担任多佛海峡警备任务的罗马军指挥官。据说这个人改行当强盗的原因，是因为与异族作战后的战利品分配不均。也许我们可以说，盗匪集团素质的提升，起因於罗马军品质的下降。不管怎么说，时代已经演变成必须由罗马皇帝亲自出马对抗强盗了。





在登基之后，戴克里先立刻要面对上述敌人。只不过，这还称不上是燃眉之急。早在二十年前，罗马才刚面对现任皇帝遭外敌俘虏，帝国一分为三的空前危机。随后由于前线出身的军人皇帝奋力作战，虽说没有完全克服危机脱离惨状，至少使国家大势得以挽回到以往的局面。与当时的情况比起来，三世纪末期必须处理的问题危险程度要低得多。挽回帝国局势的有功人员，首推奥雷利亚皇帝。他在世时的处理模式，是一一推断问题的优先级，接下来毫不拖延地跑遍每一条战线，亲手解决所有问题。奥雷利亚与戴克里先同样出身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低层，处理问题的方式却不一样。想必是因为一来这两名皇帝的个性与资质不同，再者也因为两名皇帝面对的危机程度不一样。




双头政治



早在登基之前许久，戴克里先就有一名好友。这个人与奥雷利亚皇帝一样，出身多瑙河附近的西尔谬亩（今日的敏托罗维迦）。也就是说，他同样出身於占据西元三世纪、四世纪罗马皇位的巴尔干地区。由于出身社会低层，因此长年待在军中任职，使得这个人也具有登基称帝的资格。他名叫马克西米安，据说年龄比戴克里先小五岁左右。

不过这两名好友，个性可说是完全相反。戴克里先是个城府深沉不让外人窥见的人物。马克西米安则不但想法会透露在脸上，而且会立即付诸行动。比方说假使窗外传来可疑的声响，戴克里先会待在室内，先想办法搞清楚声音的来源；而马克西米安则是立刻带着刀枪往屋外冲。我们不得而知这两个人是怎么变成朋友的，唯一确认的是马克西米安打从内心佩服戴克里先。而戴克里先也是最能正确评估马克西米安资质的人物。马克西米安的特质在于擅长战斗。换句话说，他能打胜仗，因此受到士兵拥护。要说士兵尊敬马克西米安，不如说他受士兵喜爱。有许多司令官作战时位于后方发号施令，马克西米安的身影却永远待在前线。





西元283年夏季，卡尔斯皇帝於波斯战役途中遭雷殛逝世。

同一年秋季，卡尔斯之子努美梨亚皇帝，由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撤军到小亚细亚的尼可美狄亚（今日的伊兹敏特），在此地被发现暴毙於行军中的马车内。之后士兵立即拥护戴克里先登基称帝。

第二年，西元284年夏季，卡尔斯的另一名儿子卡梨努斯也死于争战中，等于自行退出了政治舞台。

戴克里先这时年纪才四十左右，就攀上了罗马帝国的最高权位者宝座，而且这时没有人能威胁他的地位。





照一般人的做法，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势才刚刚到手，当然不会急着分给別人共享。可是戴克里先却这样做了。在这一年的秋季，他任命马克西米安为「凯撒」，展开了「双头政治」。

长年以来，「凯撒·奥古斯都」称号代表皇帝，「凯撒」称号代表皇位继承人。不过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年纪平均会有二十岁左右的差距。凯撒既然是次任皇帝，那么也当然该有这个年龄差距。不过戴克里先想要的并非继承人，而是能够於在位期间辅佐自己的左右手。戴克里先把实质上等同于皇帝的权力，分给了比自己小五岁的朋友。戴克里先把权力分让给马克西米安，并委由他全权处理帝国西方的各项问题。而他本人则专注於处理东方问题。这个时期的帝国东西方之分，大体上是以希腊和义大利之间为界。因此多瑙河防线属于戴克里先的责任范围。相对地，马克西米安要负责的地区，包括高卢、不列颠、希斯帕尼亚，以及北非。将帝国分成东西两边，在于戴克里先判断自己一个人无法脱离困境。戴克里先认为，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事才能，可以像奥雷利亚皇帝一样，在短短五年内把分为三块的帝国重新统合。这个时期的判断之正确，值得我们为其称颂赞扬。顺带一提，奥雷利亚皇帝纵横全国四处活跃时，戴克里先正值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在这个年龄中什么都不学习的人，这辈子也不会有所成就。戴克里先当时虽然没没无闻，看样子观察能力还挺不错的。






象征「双头政治」的纪念币




即便有研判个人极限的能力，基於判断订立方针的能力，要能把握时机执行方针，还需要干脆果决的态度。从这方面来说，戴克里先还真是个毫不恋栈的男子汉。

当戴克里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凯撒」，代为处理帝国西侧的问题后，如果他保留观察时期，看看「左右手」能不能有所成就，想必不会受人责备，当事人马克西米安想必也不会有所怨言。因为从受讬恢复帝国西侧的秩序至今，才过了半年多。这段期间内，马克西米安的军事活动成果固然往好的方向发展，I竟还不足以带来值得大书特书的战果。也就是说，当马克西米安成为「凯撒」之后，至此只是在执行任务而已。可是戴克里先却又更进一步地推出下一个行动。从西元286年4月1日起，马克西米安又升格为「凯撒·奥古斯都」，亦即皇帝。从戴克里先登基称帝至此，时间还不满两年。马克西米安会升格为皇帝，并非经由官兵推举，而是戴克里先皇帝一个人下的决定。这样一来，统治体系演变成由四十一岁与三十六岁的两名皇帝，分別统领帝国的东西两侧。不过戴克里先并不打算把罗马帝国分割为东、西两块。





虽然同样让人称为「奥古斯都」（皇帝），戴克里先在称号上头又追加了「优维乌斯」（Iovius），意为最高神朱比特。马克西米安的称号上头追加的则是「海克力士」（Hercules）,是半人半神的希腊神话英雄名讳。不过，在自己的称号上追加神名与英雄名讳，并不代表要大众把活人当成神明崇拜。为了维持帝国统一局面，戴克里先不希望大众认为目前是由两名皇帝并列共治国家。古代人一听到这些名讳马上就能理解，冠上神明与半神的名字，只是想表明两位皇帝的高下之分。当时的罗马人也喜好为別墅冠上神明的名讳。假使某座別墅让人命名为「维纳斯」，并不代表这里是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的宅院。台伯留皇帝也把自己在卡布里岛上的別墅命名为「优维乌斯」，然而他却是历任皇帝中，唯一拒绝死后神格化的人物。不过，罗马人这种多神教民族与神明亲暱的作风，的确也让属于一神教的基督教徒看了不舒服。在为別墅命名时，没有任何基督教徒会把別墅叫做宙斯、耶稣基督或玛利亚。

言归正传，传说中的海克力士，是个雄伟轩昂的大力士。马克西米安获得这项称号之后，表现也显得非凡卓越。原本他就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神采飞扬的人才。而且他出身帝国边境的农家，如今却是两名皇帝之一。志得意满的马克西米安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帝国西方秩序所需的军力重整工作。看样子，「现任皇帝」的称号效力，要比「次任皇帝」来得灵通。整顿好兵力之后，马克西米安立即率军前往莱茵河流域。





以现代的角度来说，莱茵河发源自阿尔卑斯山脉，之后穿越瑞士、法国、德国、荷兰，而后注入北海。自从朱利斯·凯撒征服高卢，订定莱茵河为国界后，三百五十年来这里一直是罗马帝国的重要防线之一。到两千年后的现在，这条大河沿岸的重要都市，也几乎全数起源于罗马时代。现在的史特拉斯堡、梅因兹、波昂、科隆，在当时都是罗马军团的驻军基地。两千年后还能容纳这么多人居住，一来在于建设城镇时罗马人的地势选择眼光专业。二来当敲定地点之后，罗马人修建的公共建设更是大规模且彻底。即使在帝国末期与中世纪屡次遭受异族入侵破坏，使得基础建设失去功效，这些坚固的石墙还是能提供幸存者一个遮风避雨的空间。多年演变下来，无论以往是广场、竞技场或水道，这些石墙开始让人细分，转化为一般民众的住家。这一类的聚落逐渐扩大规模，慢慢地也就改头换面，演变成近代都市了。不过要在气候宜人的欧洲才有办法产生这个现象，北非的城市就没有这般幸运了。无人居住的城镇，代表包括其周边在内，同样无人整顿，唯一的下场就是等着沙漠化。不过从考古学的立场来看，欧洲都市位于现代的都市地底深处，北非的都市却只要挖开砂砾就能重见天日，更适於调查研究。

同样地，两千年后的多瑙河沿岸，有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等东欧各国首都，这些都市也起源自罗马军团基地。对于罗马人而言，莱茵河与多瑙河并非单纯的河流而已，而是守护帝国的「城墙」。顺带一提，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文中，莱茵河（Rhein）叫做莱努斯（Rhemus）河，多瑙河（Donau）则叫做多努布（Danubu）河或是多努维渥（Danuvius）河。





在笔者称为「迷途帝国」的上一册中，已经谈论过陷入「三世纪危机」的罗马帝国。虽然说莱茵河防线对罗马帝国如此重要，但当时的莱茵河防线已经残破不堪。这种残破不堪的局面，并非仅限於莱茵河防线的局部劣势。就连投入十到十二个军团的多瑙河防线，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说实在的，三世纪末期的罗马帝国国防安全局势，已经严重到不是投入一名猛将就可以获得根本解决的了。

当一个人登上负责解决问题的位置后，很自然地会先急于解消当前的恐慌，把解决问题根源的程序往后顺延。东方的一号皇帝戴克里先，以及西方的二号皇帝马克西米安，在西元286年到293年的七年间便忙于解除危机。

我们首先来看看由马克西米安负责的帝国西侧。由于他原本就是个在战场上活跃的人物，在整个战线推移过程中，也一直维持积极的战斗方针。

他打败了渡过莱茵河向西入侵的法兰克族，乘胜追击渡过莱茵河向东进攻，把这个北方异族里的有力部族根据地烧成焦土。

当他免於后顾之忧以后，才掉头回来对付横行高卢地区的盗匪集团。当时的盗匪集团人员结构复杂，有从罗马军团开除的、脱逃的士兵；脱离原属部落的异族；因社会治安不佳无法进行农耕只好拋弃耕地的农民；帝国经济恶化致使由公费、私费提供的大众娱乐减少，因而失业的剑客；而在地方人口散失的同时，都市人口日益密集，也使得许多都市居民失去谋生手段。这就是三世纪盗匪集团的成员结构。也因此，盗匪的组织更加绵密，袭击的方法更为巧妙。此外，政府长期忙于应付北方异族与波斯等强敌，无力整顿国内治安，也是盗匪横行的原因所在。





「罗马和平」固然代表着由罗马确立的和平。受罗马征服的行省民会跟著支持「罗马和平」体制，在于罗马不但防御外敌入侵，同时也成功地维护了国内的治安。

当年哈德良皇帝在位期间，有一大半时间用于巡视帝国各地，尤其是边境地带。而哈德良皇帝在巡视途中，并未率领军团随行。既然身为皇帝，身边难免要带着侍卫。不过这些侍卫的人数，没有多到让受访地区穷于接待。从这件事情可以得知，到包括哈德良在内的五贤君时代为止，「罗马和平」还能发挥完整的功能。这是因为长年以来，罗马的统治者把治安看得与国防安全一样重要。假使治安败坏，有钱有势的人还是有办法自保。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可以组织私人警力或者雇用保镳，可是一般民众没有这种条件。因此如果放任治安败坏，第一个造成的影响，就是生产力下降。既然生产之后会被別人抢走，当然没有人会愿意付出劳力。此外，旅途平安不保的话，也会妨碍人员物资交流。长此以往会造成经济活动衰退，经济活动衰退则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所以说维护治安的工作与国防安全一样，是「公家」必须负担的职责。哈德良皇帝在世的二世纪，与戴克里先在位的三世纪末期不同之处，在于以往惩治盗匪用不著御驾亲征，如今却有这个必要。从当时的罗马人眼中看来，马克西米安皇帝在把异族赶回莱茵河对岸之后，回头準备对付盗匪，这事情一点都不奇怪。

只不过，由于盗匪的品质提升、数量增加，要消灭这些强盗，花费的期间要比把异族赶回莱茵河对岸所需的时间更久。一来高卢范围广阔，以现代国別来说，包括整个法国、比利时、瑞士西半边、德国西侧的四分之一，以及荷兰南部。再者皇帝要同时派兵前往高卢北端莱茵河注入北海一带。因为这一带近年出现一个自称萨克逊的部族。而不论是哪一个部族出现，罗马都得全力预防异族与盗匪联手勾结。

马克西米安好不容易处理完高卢的剿匪工作之后，又把战线推移到北非地区。虽然说有部分盗匪渡过多佛海峡逃入不列颠，不过在皇帝心中，恢复北非秩序的优先程度要高于恢复不列颠的秩序。毕竟从帝国的中央来看，北非的距离要比不列颠来得近。





北非虽然是罗马帝国的南方边境，却没有任何皇帝率领军团走过。当地民众知道以前有个哈德良皇帝巡视过这里；北非出身的谢维勒皇帝衣锦还乡的模样，至今还是民众閒聊的话题。另外有个与北非关系深厚的人登基当过皇帝，只不过这位葛尔迪亚努士皇帝在位期间只有短短半个月。虽然北非是帝国的重要地带，然而自从四百五十年前迦太基灭亡以来，北非民众从未见过率领部队行军的皇帝。也就是说，长年以来北非只要一个军团就能承担国防任务，如今却需要皇帝亲自带着部队支援，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

由皇帝亲自率领罗马军介入事态，的确造成的效果也不一样。将沙漠游民驱逐到沙漠另一头所需的时间，应该比驱逐高卢盗匪的战斗期间短得多。负责罗马帝国西侧的马克西米安皇帝，总算把他的初期任务都办好了。

在这段期间内，负责东方的戴克里先皇帝同样也是忙得分身乏术。而且他要往来气候、地形都极端不同的各个地区，也许我们该说他比年轻五岁的同事更忙碌。在帝国东方，首要急务是击退渡过多瑙河入侵的异族。在各项史料中，找不到戴克里先亲自指挥作战的记载。想来他是在后方坐镇，把实际指挥的工作交给属下将领了。话说回来，就算只是身在战场的一角，御驾亲征的消息对战斗中的官兵会造成莫大的影响。多瑙河起源自阿尔卑斯山，跨越中欧、东欧注入黑海，多瑙河防线也因而绵延漫长。将越境南下、大举入侵罗马的异族赶回多瑙河北岸的工作，花去了戴克里先皇帝两年时间。

解决多瑙河问题之后，戴克里先立即又往东方前进。当然地，他只留下基本的防卫兵力，其余战力全数带走。因为在他的规划中，除了直接武力冲突以外，还包括以军事力量为压力进行谈判。无论采用哪一种手段，他的计画是逼迫波斯王交出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大河中间地带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北部。这并非为了扩张罗马的国土，主要目的还是在稳固与莱茵河、多瑙河并列罗马三大防线的幼发拉底河防线。





后来，这项外交计画算是成功了一半。波斯王虽然没有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割让给罗马，但罗马方面迫使波斯王默认这个地方纳入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此外，罗马成功地让亲罗马派的提里达特斯三世登上亚美尼亚王位。

早在东侧的主人还是帕提亚王国时，亚美尼亚王国立场偏向东侧，或是西侧的罗马帝国，就是一项重大的外交问题。如果有亚美尼亚协助，罗马除了能从西侧的幼发拉底河岸监视以外，还能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外侧的山岳地带监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就是说，罗马维持足够的能力，得以从北端派兵南下，进入过去为帕提亚，如今乃波斯首都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战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优势。顺带一提，两千年前的亚美尼亚，相当於现代的土耳其东部。现今的美国政府同样极力拉拢土耳其，让他们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土耳其西侧以伊斯坦堡为中心，管制衔接黑海、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因而战略地位重要。不过这应该还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个地区在苏联解体前的战略地位重要，如今地位虽然相对稍有减弱，可是土耳其东部还衔接着伊拉克。





当戴克里先成功地强化这个地区的防卫体系时，已经是西元288年了。首都罗马的元老院在这年表决，决定颁赠意为「克服波斯之伟人」的“Persicus maximus”称号给戴克里先。虽说这场军事外交没有经历任何战斗就获得成功，不过元老院之中还是有人能正确地理解其重要性。然而即使在颁赠称号的典礼期间，戴克里先还是没有回到首都。即位至今已经四年了，可是戴克里先完全没有踏上罗马的土地。在这一年，戴克里先从叙利亚的安提阿率军西行，前往多瑙河与莱茵河上游相接近的拉耶提亚地方。他的目的在于对莱茵河上游施加压力，保护正在高卢讨伐盗匪的马克西米安背后不受威胁。

西元290年，在没有施压的必要之后，戴克里先又率军往东方移动。这次往东方行军的目的，在于讨伐开始出没叙利亚的萨拉森族强盗。当帝国灭亡后，中世纪的主角正是萨克逊、法兰克、伦巴底、萨拉森等部族，如今这些部族的名称已经开始出现在众人耳里了。

讨伐萨拉森人的作战似乎短期内就结束了。第二年西元291年时，戴克里先皇帝已经身在埃及。他的目的不在观光，也不在视察。而是要率领罗马正规军驱逐从尼罗河上游袭击的原住民。埃及地区是罗马帝国的谷仓，这里常驻有一整个军团。而就连在埃及地区，光仰赖常驻兵力，也已经无法对抗以往视为「零星威胁」的敌人了。

在埃及的任务目标似乎也在短期内完成。到了西元292年时，戴克里先又回到了多瑙河防线上。这次他的目的，在于击退渡河南下的萨尔马提亚族。





以上的记载，就是西元286年起，到292年为止的七年间，两名皇帝的转战过程。在这七年之中，两名皇帝只与对方见过一次面。当时正值西元289年至290年间的冬天，两人在罗马时代称为梅迪欧拉姆的米兰一起度过了好几天。马克西米安正準备转战北非地区，戴克里先也正準备前往叙利亚讨伐萨拉森人。也许这可说是风雨之前的宁静吧。

总而言之，在这七年来，若从戴克里先登基起算，则是八年以来，帝国面临的问题算是应急处理完毕了。这足以证明将帝国分成东西两方，各由一名皇帝负责的「双头政治」体系可以发挥功效。不过当时四十七岁的戴克里先，却準备架构一个更缜密的体系。




「四头政治」



西元293年5月1日，戴克里先位于他的根据地，小亚细亚西部的尼可美狄亚；而马克西米安位于北义大利的米兰。两个人同时发佈这项宣言，展开了史上称为“tetrarchia”，由四个人分担统治的体系。

两名「奥古斯都」之下，各自任命一名「凯撒」。

帝国西方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任命的「凯撒」，叫做君士坦提·克洛鲁斯。据说两个人之间没有年龄差距。

帝国东方的「奥古斯都」戴克里先任命的「凯撒」，叫做伽雷留斯。据说他出生于西元260年左右，因此他与戴克里先之间相差大约有十五岁。

不过，拿到「凯撒」称号的君士坦提·克洛鲁斯与伽雷留斯，似乎是由戴克里先一个人挑出来的人选。因为这两人的作用，并非拿来当成次任皇帝人选，借此稳定政局。





首先，这四个人都是在罗马军团中累积经历的「武将」。而且四个人都出身多瑙河到亚德里亚海滨之间，后世称为巴尔干的地区。在当时，这个地方盛产良将。还有，出身农家也是这四个人的共通点。

也就是说，一来四个人是容易沟通的同乡，再者都是於战场活跃的优秀武将。又加上他们的出身，与个人主义、消极倾向日益增强的既成富裕阶层无缘。从年龄来看又属于壮年时期，经验与体力、气魄正好处於均衡点。相信这会是戴克里先做人事取舍时的标準所在。

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将「奥古斯都」翻译为「皇帝」；「凯撒」翻译为「次任皇帝」。当实施「四头政治」之后，则要翻译成「正帝」、「副帝」才较为契合实况。只不过这是我们在翻译时的技巧问题。於当时的纪录中，原文依旧是“Augustus”、“Caesar”。戴克里先保留了旧的称号，只是把内容更换了。皇位继承人不能待在后方枯坐，「凯撒」与「奥古斯都」要承担几乎同等的职责。这个内情，从四个人的年龄上也看得出来。「四头政治」起始于西元293年，在此将这一年四个人的年龄条列如下。不过由于他们生年不详，我们得要在数字后加上「左右」两个字。

帝国东方「正帝」戴克里先，四十八岁。

「副帝」伽雷留斯，三十三岁。

帝国西方「正帝」马克西米安，四十三岁。

「副帝」君士坦提·克洛鲁斯，四十三岁。





而且不仅「正帝」，东西两名「副帝」也有明确的防卫区域划分。如果对着地图一一分辨，则由帝国西侧向东依序如下：

「副帝」君士坦提负责的区域，包括不列颠、高卢、希斯帕尼亚，以及隔着古代称为「海克力士双柱」的直布罗陀海峡对峙的西北非洲。首都位于莱茵河支流，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这个地方位于今日的德国、比利时国界附近。

「正帝」马克西米安负责的地区，从今日德国南部的多瑙河上游起始，跨越阿尔卑斯山到达义大利本国。又渡过科西嘉、萨丁尼亚、西西里岛等岛屿，到包含今日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利比亚的北非地区。首都为米兰。据说选择此地为首都，在于交通方面无论跨越阿尔卑斯山北上，或者前往帝国首都罗马都很方便。

有趣的是，对古代人来说，地中海不是交通的障碍，而只是衔接目的地的道路。在两千年后的现代，能抱持同样想法的，只有出身北非，把生命依讬给舢舨、橡胶艇的难民。

我们再将眼光往帝国东方看过去。「副帝」伽雷留斯承担的地区，为整个多瑙河防线南方。当时这个地区，又细分为旁诺尼亚、莫埃西亚、色雷斯等地。只不过这个地区以多瑙河为北界，南端则有亚德里亚海、伊欧尼亚海、爱琴海等海洋。我们可说他负责的区域为包含希腊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地区。从地图上看来，他负担的区域最小。可是他要负责维持人称「罗马帝国国防能力检测仪器」的多瑙河防线安危。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为何戴克里先把四个人之中年纪最轻的伽雷留斯安排在这里。首都为西尔谬亩，距离多瑙河只有二十公里。亦即代表了身为总司令的人要随时处在前线。






「四头政治」时期的罗马帝国略图




转移为「四头政治」体系之后，「大皇帝」（senior Augustus）戴克里先的优势依旧没变。在「四头政治」之中，并非将帝国分成四块，而是由四个人分担不同地区的防卫任务，皇帝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四名皇帝之间的等级分得很清楚，首先由「大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居上位，其下为「小奥古斯都」（junior Augustus），接下来则是两名「副帝」。由于在军事方面两名副帝具有与正帝同等的权力，如果等级区分没划分清楚，帝国马上会分成四块。

在四名皇帝中居首位的正帝戴克里先，负责的区域是以「奥林恩斯」（Oriens）一词总称的帝国东方地区。其中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这里要面对的最强大敌人当然是波斯。在罗马史上，东方国防负责人通常把官邸设置于叙利亚的大城市安提阿。不过戴克里先没有把这里当成首都。他把首都定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可美狄亚。因为从海港都市尼可美狄亚出发，可以向西渡海送援军到多瑙河防线，又能借由海路通往东方的叙利亚、南方的埃及。

四名皇帝的首都，不是位于防线边上，就是位在容易驰援的地方。由此可以证明「四头政治」体系，是以帝国国防为最高目的而设计。亦即，四名皇帝具有明确的责任区划分，使得四个人可以同时肩负罗马帝国的国防重任。因此四个人之中戴克里先的地位，已经不是「双头政治」时期的「优维乌斯」，而开始称为「大」。这并不是因为四名皇帝之中他的年纪最大。我们可以解释为军事由四个人平均分摊，但是治理整个帝国所需的方针，依旧由戴克里先一个人决定。不，这个体系实在应该这样解释。

那么，当戴克里先决心创建「四头政治」体系时，是否已经确信帝国国防只能以这种型态维持呢？也就是说，是否短期防卫的话，「双头政治」有办法应付；要长期维持国势，还是得采用「四头政治」？因为这项问题，又与罗马的国防安全体制演变有深刻的关系。

其实，帝国并不等于由皇帝治理的国家。帝国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imperium”。这个名词是从具有统治、支配、命令等意义的动词“imperare”衍生而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无论政体是共和政治或者帝政，只要是把其他国家民族纳入旗下的霸权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帝国」了。古代罗马人在西元前二世纪打败大国迦太基，后来趁势收下地中海周边，因此将地中海称为「内海」、「我们的海」。虽然罗马的政体还是共和政治，罗马人已经开始自称「帝国」，并且留下书面纪录了。因为他们已经将地中海和周边国家、民族纳入霸权之下。从西元前二世纪起，至戴克里先推行「四头政治」的西元四世纪为止，罗马的防卫体系演变大体上如下页的简图所示。






罗马帝国国防体系演变




为什么戴克里先把国防看得这样重要？因为他虽然出身行省的社会低层，但当他登基之后，想法也开始与历任罗马皇帝一样。亦即，帝国的领袖皇帝最大的职责，在于保卫帝国内部民众的人身安全。如果失去保障，那么国家不再是国家，皇帝也失去身为皇帝的资格。乍看之下，这个想法太理所当然，不必特別记载。然而当人们想要脱离危机时，有必要站在最根本的课题上重新制定方针。这种思考方式，有助於人们不脱离应当最优先的事项。解决面前的急务固然重要，但是若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面前的事情，就有可能迷失最重要的目标。笔者认为，「四头政治」是根据最重要、最根本的课题构筑的政治体系。





而且我们可以说，「四头政治」也的确充分发挥解决最重要课题的功能。四头政体的特色，在于四名皇帝把据点设置在防线附近压制敌人，而且效果也是有目共睹。西元三世纪时，异族大举入侵，打进罗马国内深处，使得罗马人生活在绝望之中。如今这些悲惨的情景却消失得一干二净。国防情势虽然没能恢复到西元一、二世纪，那种攻入防线对面以坚持防线的局面。但至少三世纪那种异族渡过莱茵河、多瑙河大举入侵，在罗马军出动赶往现场反击前的暴虐景象已经成为过去。历史学者中有不少人认为，由于戴克里先的出现，以及其后推行「四头政治」，使得罗马帝国中兴复甦了。

从国防方面来看，这些话的确说得没错。敌人并非消失不见了，只不过，以往遭人压制，如今却转为压制敌人的局面。这个局面的效果，使得异族再也无法深入帝国内部。也就代表帝国内恢复了安全与和平。戴克里先登基后一个人治国的期间为一年不到，后来施行七年的「双头政治」，再加上「四头政治」能正常发挥功能的十二年，一共有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不用担心有强盗或异族侵入家中，院子也不会沦为罗马军驱逐外敌用的战场。可想而知当时的罗马人有多么的安心。和平是人世间最有价值的宝物。可是如果什么都不做，这项宝物马上会脱手落地。





担任不列颠、高卢、希斯帕尼亚防卫任务的副帝君士坦提，也没有时间安于首都特里尔。

从罗马时代称为「特列维罗姆」（Treverorum）的特里尔，沿着「摩泽拉」（Mosella），亦即现代的摩泽尔河而下约一百公里，可以到达莱茵河防线。摩泽尔河与莱茵河汇流的地方叫做科布连兹，这个名称也是从罗马时代的名称，意为汇流处的「科布恩提斯」（Confluentes）转音而来。

由此北上，可以到达罗马时代的「波昂奈」（Bonna），亦即现代的波昂。向东可以到达罗马时代称为「莫根提亚奎姆」（Mogontiacum）的梅因兹。往东南可以衔接罗马时代称为「阿尔根特拉屯」（Argentorate）的史特拉斯堡。顺着罗马大道向西行，可经由兰斯、亚眠到达多佛海峡。兰斯和亚眠都是罗马大道的“Confluentes”，亦即会合点。因此在罗马时代，其重要性高于巴黎。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段路横跨德国、比利时、法国。不过时代不同，地理感觉也会随之变化，也就是说，这是习惯问题。想必在古罗马人的脑海里，会很自然地摆著一张帝国全图。即使在有汽车可开的现代，都会觉得这么一大段距离让人难过。可是副帝君士坦提却常常来回在这段路上。而且他甚至要渡过多佛海峡，前往不列颠，在当地讨伐异族与盗匪。在副帝职位上的十二年，对君士坦提而言只怕就是往东、北、西到处奔波的日子吧。也多亏这么一番折腾，高卢与希斯帕尼亚才能享有和平的日子。由于有副帝君士坦提活跃於战场，进入「四头政治」时期后的十二年中，西正帝马克西米安的日子算是比以前平稳了。






罗马帝国西方




罗马时期的「梅迪欧拉姆」（Mediolanum），就是后世的米兰。这里既不是罗马军团的基地，也不是退伍军人的殖民城市。西正帝会选择这里当成根据地，也显示出罗马帝国后期军事局势的变化。这里有罗马大道通过，容易派兵穿越阿尔卑斯山，前往莱茵河上游及多瑙河上游地区。假设守护有如侧腹要害的这一带的「日耳曼长城」没有弃守，还能发挥功效；又或者三世纪后半没发生过异族入侵义大利本国深处的苦痛经验，米兰也不会成为身兼总司令的皇帝根据地。时代的变迁，也连带使中心地带跟著变迁。

北非地区在五百年后，将会落入伊斯兰文明圈之中。而义大利半岛，到现代已经是基督教的大本营。其实在这两个地区染上两大一神教的色彩之前，互相之间有著密切的关系。当阿尔卑斯以北的危机程度下降之后，身在米兰的马克西米安皇帝注意力很自然地会转移到北非上。他在任期之中也的确花足力气重整责任区内的北非防卫体制。我们甚至可以说，北非地区的民众支持，全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不过帝国首都罗马同样在他管辖之下，马克西米安却没有留下任何滞留首都的纪录。马克西米安曾让人质疑是否因虚荣心作祟，才跑到北非去让有钱的农庄主人奉承。可是他对于年长的好友戴克里先却保持应有的礼貌，可说是个守规矩的男子。如果没有戴克里先在场，他的脚步绝对不会踏入帝国首都罗马。也因此，尽管米兰与罗马仅有咫尺之遥，罗马的居民却长年过着看不到皇帝的日子。






罗马帝国东方




帝国东方副帝伽雷留斯是四名皇帝中年纪最轻的。也因此，责任区域被划分到可说是帝国命脉，难度也最高的多瑙河防线。他在就职副帝之后，花了两年整治防卫任务。光看防线的长度，便有西副帝君士坦提一再往返的莱茵河、多佛海峡、不列颠之间距离的两倍长。而且多瑙河防线以北的异族数量之多，个性之剽悍，也是其他防线不能比较的。在短短两年内，可以成功阻止异族入侵漫长难以防御的多瑙河，可见伽雷留斯的军事才华相当不错。他甚至进入马克西米安的责任区，成功阻止多瑙河上游地区的异族入侵，帮正帝马克西米安减少了工作负担。同样地，正帝戴克里先原本待在尼可美狄亚，随时準备派兵支援，而伽雷留斯也减少了戴克里先的负担。这可以说是戴克里先自觉军事才华不足，因而在军方人事方面获得的成功。

话说回来，正帝戴克里先可没有因为副帝的活跃，借机躲在尼可美狄亚的皇宫里享乐。他不但前往叙利亚与埃及执行任务，更重要的是，戴克里先也趁机推动了仅有他握有实权的帝国结构改革工作。至於改革详情，请容许笔者后述。也正因此，戴克里先才会想要尽早减少必须担忧的事项，因为新的烦恼不知何时又会冒出来。而实际上，一切也如同他的预测发展。





三年前，波斯王国刚换过国王。在君主专制国家中，权力完全集中於国王手中。因此当国王换人时，即使过程平稳，也必定会产生反对派系。新任国王为了抑制国内反对势力，只有对外展现强硬手段。自古以来，对外作战一直都是统合国内局势的特效药。而即使幼发拉底河对岸的主人从帕提亚换成波斯，施展强硬手段的对象依旧还是罗马。再加上这个时期的波斯，正背负着八年前受戴克里先兵力胁迫，心有不甘地默认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纳入罗马旗下的旧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是对波斯战略上的重要地区，罗马取得这个地区因而获利，就代表波斯方面失手陷入不利状况。古今中外有许多兵家必争之地存在，对波斯与罗马之间来说，必争之地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及其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





西元296年，波斯国王亲自率领大军北上美索不达米亚，攻进属于罗马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而且还顺势把亲罗马派的亚美尼亚国王轰下王位。

帝国东方，如今称为中东地区，是由正帝戴克里先直接负责防卫的区域。如果这块地区受人侵袭，派兵迎击的人选该是戴克里先本人。可是戴克里先只把作战本部迁移到安提阿，迎击军队的指挥，则交给从多瑙河防线调来的副帝伽雷留斯。

伽雷留斯在这年才三十六岁。不过从军这些年来，他熟悉的地方除了既是故乡，同时也是副帝职责下的多瑙河南岸巴尔干地区之外，就是「双头政治」时期伴随戴克里先南征北讨的中东地区了。戴克里先会委托伽雷留斯击退入侵的波斯军，除了看在他两年内平抚多瑙河防线的战绩之外，同时也希望能运用伽雷留斯在东方累积的经验。若说要找武将送去与波斯作战，伽雷留斯可说是最佳人选。

偏偏就在这时候，伽雷留斯三十出头的年轻气势却让他惹了祸。军情固然危急万分，却不代表大胆行事就是好事。伽雷留斯赶往安提阿与戴克里先会合之后，没有做什么準备，带着当地驻军就往外移动。渡过幼发拉底河之后行军速度也丝毫不减，直朝遭受波斯军侵袭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前进。而就在这里，遇上了由波斯国王率领的军队。





副帝伽雷留斯事前曾会合刚刚从亚美尼亚流亡出来的提里达特斯国王，代表他没忘记罗马传统的多国籍军队组织型态。可是他在选择战场时，似乎没有花太多心思。他竟然选择在幼发拉底河东边的沙漠地带与波斯王作战。还可以说，局势对习於在沙漠地区作战的波斯军有利。

在第一场、第二场作战中，至少还能维持胜负未决的局面。不过若要归功於罗马军勇猛善战，不如说是因为随国王一同参战的亚美尼亚士兵习於在豔阳下的平坦荒地作战。问题是，当初国王是从国内匆忙逃亡而来，身边的部队人数实在不多。到了第三场战斗之后，伽雷留斯率领的罗马军也就一败涂地了。

唯一幸运的是，战场距离幼发拉底河不远。亚美尼亚王提里达特斯遭到波斯骑兵包围，远离了自己的部属。还好他连人带马立刻跳到河里，爬上对岸后一路策马奔回安提阿才捡回性命。伽雷留斯的遭遇没有这般惊险，但同样是个败军之将。身在安提阿等候的戴克里先，对于同盟国的亚美尼亚王十分热络，但对于伽雷留斯就很冷淡了。原本正帝乘轿移动的话，副帝应该骑马跟在身旁，可是伽雷留斯只能徒步跟随。也就是说，他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彻底地接受败军之将该有的惩罚。五十一岁的正帝后来还是给三十六岁的副帝一个扳回颜面的机会。这个雪耻的机会，订定在第二年，西元297年的春季。





这一次，伽雷留斯很小心行事了。首先他从多瑙河防线上调来三个受过他指挥的军团。同时，也调派了败战后被收编的哥德族骑兵团。虽说敌人从北方异族换成了东方的波斯军，不过这两万五千名以战斗为日常生活的精锐部队，还是能担任雪耻战斗的主要战力。

此外，战略上也有所改变。前一年是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东直行，在沙漠上进行会战。这一次则是从幼发拉底河上游渡河，沿着山岳地区慢慢逼近敌人。因为如果地势复杂的话，这些从多瑙河流域调来的士兵才能发挥全部的实力。唯一的问题，在于如何诱使波斯军队前来这种地形。然而波斯国王在前一年与罗马大军作战获胜，这时正志得意满，在罗马骑兵前来挑衅时没有看穿他们背后的打算。西元297年，波斯、罗马双方的战斗，虽然同样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但前一年战场接近幼发拉底河，这一年却在底格里斯河附近。

在这同时，伽雷留斯又增加了新的作战方式。他规划於日落后摸黑袭击没有夜间战斗经验的波斯军。相对地，罗马军已经熟于夜袭。虽说在不久前罗马军还常常半夜遭人骚扰，但如今夜袭好手哥德骑兵却在罗马军阵营里头。

只不过，利用夜间袭击敌人的策略，还要有足够的赌性才能致胜。因为一旦开始执行，途中是不能改变作战计画的。伽雷留斯的强悍性格，在这次反而成了正面因素。

波斯阵营先是受到哥德骑兵奇袭，之后又立即遭到罗马精锐部队攻击，陷入了一片混乱，根本无力还击。士兵忙于自保，国王的卫队也只能勉强将负伤的国王带离战场。在东方国度的习惯中，国王率军出征时会带着妻妾子女同行。在国王营帐和附近的华丽帐篷里，这些惨遭遗弃的人员只有缩著头发抖的分。

在周遭士兵的火把之下，面对这些妇孺时，不知道伽雷留斯是不是想起了六百年前战胜波斯王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当众宣布，以王妃为首的女子，以及诸位王子公主虽然是俘虏，但人身安全能受到保障，也可获得符合身分的待遇。随后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在获胜之后，伽雷留斯立即派遣快马赶往安提阿，向戴克里先上报获胜的消息。同时，由于局势演变成需要正帝亲自出面，在捷报中也请求正帝移驾尼西庇斯（Nisibis）。尼西庇斯位于今日的土耳其东部，接邻叙利亚国界，现代名叫奴塞平（Nusaybin）。这个地方，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波斯时，由希腊人建立的都市。六百多年下来，尽管统治者从帕提亚人换成了波斯人，这个城镇依旧以东西贸易集散地的定位维持生计。在东方地区有不少拥有相同历史的希腊裔城镇存在，尼西庇斯也不例外。基於防卫上的需求，罗马人在取得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之后，在此地陆续修筑军事基地、要塞设施，但是当地民众对此一点都不反感。可能是因为当地居民属希腊后裔，觉得与其让东方君主使唤，还不如待在罗马旗下。既然尼西庇斯的条件如此，安全方面也就无须顾虑，当然适於作为罗马帝国东正帝、副帝会面的地方。而且这里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若用于接见波斯王的特使，不论时间上、距离上都适合。

伽雷留斯身在底格里斯河附近的战场，只要南下一小段路就能到达尼西庇斯。戴克里先要从安提阿出发，途中须取道东向、跨越幼发拉底河，还要横越大半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因此，伽雷留斯势必比戴克里先早到达。而在戴克里先赶到会面地点之前，波斯王也已经派遣特使来到尼西庇斯。想必是波斯王担心受俘虏的后妃、儿女。此外，如果妻小遭人俘虏又无法夺回，对东方男子来说是一大耻辱。可是波斯军已经濒临崩溃，短期之内无法实行军事行动。特使前来尼西庇斯，目的在于代替波斯王向罗马皇帝提出议和要求。





由于戴克里先尚未赶到，伽雷留斯只好一个人接见波斯王特使。特使首先代表国王，向罗马方面感谢对王妃等王室成员、子弟的优厚待遇。问题是特使接下来说的话，证明了他不过是个内廷官僚：


「罗马与波斯两帝国，有若世界的两只眼睛。如果欠缺了其中一方，世界便残废了，成了不完美的模样。」



伽雷留斯听到这段话之后立时火冒三丈。他这时才三十七岁，在前一年战败时损失了许多部下，也难怪他说话要不客气：


「我们还轮不到波斯人来教导什么是宽容的美德。你们对于不幸的瓦雷力亚努斯皇帝的态度，真不知道要如何评价。罗马皇帝并非经由战斗，而是在欺瞒之下沦为俘虏。而你们却一再给予他与身分地位不符合的待遇。在这段期间内，波斯王完全忽视周遭各国君主劝告释放的声音。而当瓦雷力亚努斯不堪羞辱逝世之后，又是谁把他的遗体弃置在民众的嘲讽声之中？」



副帝伽雷留斯接下来又说：


「罗马人绝对不会对战败者落井下石。这并非我们顾虑到战败者的心情，而是因为这违反了罗马人的自尊心。




等皇帝驾到之后，我会与他商讨要有什么条件，才能维持两国间的长久和平。等到条件底定之后才会告诉你们。」



这天波斯王特使只好空手而回。而在短短几天之后，戴克里先也到达了尼西庇斯。戴克里先和伽雷留斯一样，不喜欢浪费时间。他们决定提出下列条件为罗马、波斯间的议和内容。

当然，条件中少不了有一项是准许先前遭波斯王驱逐的亚美尼亚国王获得复辟，但最重要的还是下面两项。

一、以尼西庇斯及其南方的辛迦拉为前线，由此线延伸至幼发拉底河为界。波斯正式将界线以西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割让给罗马。

九年前戴克里先曾在不动刀枪的情况下，亦即以兵力为底牌谈判下，让波斯「默认」罗马领有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但并非「割让」。「默认」的效益有如设置缓冲地带，因此罗马无法在此设置连绵的防卫措施使其「防线化」，但如果「割让」的话就可以，因为这里已经是正式的罗马领地了。

二、将底格里斯河以东的五个地区统治权，转让给罗马。

如此一来，流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大河上游已经全数落入罗马手中。以现在的地图来看，就有如约旦、叙利亚、土耳其三个国家，从西、北两方监视伊拉克。从防卫战略上来看，罗马帝国享有史上空前的有利局势。

波斯王无奈之下只好接受这些条件，而遭到俘虏的后妃、子女，也在财物、人身毫发无伤的状况下回到了波斯。

两大国於西元297年和议时缔结的和平，直到四十年后君士坦丁在位末期才遭到破坏。一来罗马在防卫上佔尽优势，二来戴克里先不会为了胜利而志得意满，他没忘记要加强新领土的防卫设施。

如果连幼发拉底河一起估计，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已经有四道防线。首先是由辛迦拉到幼发拉底河的防线。其次是沿着经尼西庇斯，流入幼发拉底河的支流防线。第三道防线同样沿着幼发拉底河的支流，起点为叙利亚的罗马军团基地萨莫沙塔，途经艾德萨、加列，最后到幼发拉底河。第四条则要沿着源于陶卢斯山脉，朝东南奔流的幼发拉底河主流。在地图上可见到以翟威科马为首的诸多都市，而这些都市几乎全是希腊人后裔建立的。将这些都市连成一线之后，便形成了第四道防线。如果外敌想要攻打帝国东方关键都市安提阿，首先必须突破这四道防线。

此外，戴克里先实施的帝国东方国防体系重整工作，还不限於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而已。

现在的叙利亚与约旦地方，在古代一直是罗马帝国的领土，这里铺设有罗马式的街道网路。这个网路的东侧，亦即朝东往波斯前行的道路全部转换成了防线。都市的城墙改建得更加坚固，都市间的道路上，也建筑了无数监视塔与碉堡。

不过，罗马人不能修筑连绵的石墙来隔断波斯、罗马国界。因为罗马帝国东方的居民以及波斯人，同样是仰赖东西贸易维生。碉堡和监视塔的作用，并非用于阻挡敌人前进。只是在允许商人往来的同时，设法尽早察觉敌军来袭，通知后方的军团基地罢了。





以往，拉丁文有个词叫做“via”，意为街道或道路。从大马士革起始，跨越叙利亚沙漠到达帕耳美拉，其后往幼发拉底河岸延伸的道路，以往叫做“Via Hadriana”（哈德良大道）。从这时期之后，让人改称为“Strata Diocletiana”（戴克里先大街）。拉丁文的“strata”，是义大利文“strada”，以及英文“street”的语源。研究人员认为，这个词出自罗马帝国后期的拉丁文。笔者认为，可能传统的四层结构石板道路，还是照旧称为“via”。而同样的道路结构，但在沿线按一定距离设置军事设施的，才另外称为“Strata”。因为从大马士革起始，前往罗马军团基地所在的布斯拉，随后经由罗马时代的芬拉德菲亚（今日的约旦首都安曼）前往红海口城镇阿卡巴的大道，是由图拉真皇帝铺设的。这条大道名叫“Via Trajana Nova”（新图拉真大道），但在典籍上并未留下改称“Strata”的纪录。这条大道沿线也有军事设施，可是数量没有大马士革以北来得多。戴克里先在重整帝国东方防卫体制时，可能是以大马士革以北为主吧。因为帝国防线幼发拉底河在此向西迂回。亦即，如果在此渡过幼发拉底河，离罗马帝国东方第一大城市安提阿也只剩下一百五十公里远了。






戴克里先皇帝时代的帝国东方街道网路




五贤君时代的帝国东方防线，号称是「从黑海到红海」。我们也可以说，在一百五十年后的戴克里先时代，罗马人还是能够维持住这道防线。至少，做过维持防线的努力。还有，罗马人观念中的「防线」（limes），是在成为主轴的防线外侧，连绵修筑用于监视的石造碉堡。为了能以狼烟、火把连络，这些碉堡必须在某个距离之内。因此在罗马帝国东方，现在的叙利亚和约旦境内，这些碉堡也就连贯出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如果乘坐直升机顺着防线飞过，我们就能看见一个又一个，埋没在沙堆中的城墙残骸。只要看过这个景象的人，恐怕都会感叹道要维持帝国竟然是这般困难，要付出这么多劳力。

话说回来，罗马帝国境内深处，再也不用担心遭受波斯人、异族侵略了。皇帝一再丧命而引发的政治动荡，也成为过去的事情。就算写史书的人不是爱德华·吉朋，恐怕也会发出下列的感想：


「要从无能领袖与异族侵略带来的困境中拯救帝国，是一件莫大的难事。可是伊利利亚地区出身的农民却办到了。」



只不过，由人类决议并实施的各项事物（在笔者看来就连天神决定的事物都一样）有利必有弊。到此为止笔者叙述的是有利的地方，之后要来谈谈弊害出在哪里。




兵力倍增



在戴克里先创设的「四头政治」（tetrarchia）之中，「正帝」与「副帝」名称不同。实际上，尤其在军事方面，由于四名皇帝有明确的责任区分隔，因此这是一个共同防卫帝国的体系。以往皇帝只有一个人，如今却成了四个。而按照过去的制度，罗马最高司令是皇帝，其下为行省总督。邻接国界的行省总督一般会指挥两个军团担任防线任务。两个军团的兵力，包括以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为应征条件的正规兵，亦即军团兵，数量为一万两千人。此外再包含数量同等或略少，行省民能够应征的辅助兵。两个军团整体兵力大约两万人。在过去的时代，御驾亲征时往往会率领五个以上的军团，可是这并非常态。一般军事活动中，通常以別名「战略军团」的单位，亦即以两个军团进行活动。

依照这项体系，罗马在西元一世纪、二世纪的两百年中，实现了由罗马主导的和平。而到了「危机世纪」西元三世纪时，这项体系已经失去功用了。「四头政治」可说是为了克服上述危机而构思、推动的制度。

可是这项新制度，让皇帝名额变成四个人。既然是皇帝在率军，当然不可能像是行省总督一样只带着两个军团。而在历经三世纪的凄惨过程后，新兵老手混编的两万兵力，连击退一个日耳曼部族都成问题。虽然没有正确史料可供参考，不过当时四名皇帝的手上，每个人应该都把持著八万左右的兵力。因为研究人员表示，自从四头政治推动后，罗马帝国的兵力从以往的三十万人倍增至六十万人。军团兵与辅助兵混编的三十万人，依旧紧盯着防线。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说，帝国国界上的防线，是借由投入兵力而增强的。那么，将六十万减去三十万，剩下的三十万就是四名皇帝直属的部队了。

西方副帝君士坦提的根据地在特里尔；正帝马克西米安的皇宫位于米兰。东方副帝伽雷留斯的根据地在西尔谬亩，正帝戴克里先的皇宫则位于尼可美狄亚。这四个皇帝的根据地，显然又是由戴克里先一个人选定的。四个地方都位于相当於前线基地的位置。因此就算随时屯聚七、八万名士兵，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以往的紧急状态，已经变成如今的常态了。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复甦，使得北方异族不再大举入侵，还能压制东方大国波斯，首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兵力增强上。





可是在这里，笔者心中有了个疑问。到底是兵力倍增才使得「四头政治」能发挥作用，还是四个人分担帝国国防任务之后，造成兵力倍增？从戴克里先对国家经济的关心（详见后述）来推测，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者。

分担任务时，有些事情不是把现有的资源照样分配就可以解决得了。由于分担任务会将个別成员的责任归属划分得很清楚，从人性观点来看，成员间也必会产生竞争态势。四名皇帝都想要提升责任区的治理绩效，以这四人来说，绩效全看军事战果而定。那么他们当然会尽力增强旗下部队，尤其是直属兵力的质与量。从「三世纪危机」带来的经验证明，主要战力已经从罗马军团传统的重步兵，转移为在罗马军历史上长年为特殊兵种的骑兵。

那么，优秀的骑兵要从哪里徵调？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发明马镫。由于在古代，没有任何设备可以支撑垂在马鞍两侧的双脚，只有习於骑无鞍马的人员才能成为骑兵。这么一来，骑兵成员仅限於生于上流阶层，从小习於骑马的人，以及一出生就与马共存的人。也因此，产良马的地区也就同时会是出现优秀骑兵的地区。





罗马军主要战力从步兵转移成骑兵的最大原因，在于要在机动能力方面与大举入侵的异族骑兵团对抗。即使步兵利用全线铺设石板，相当於今日高速公路的罗马大道，骑兵与步兵的机动能力比例也在五比一左右。一个指挥官如果热心於提升部队战力，打算把不久前进攻罗马失败，因而投降的异族骑兵纳入旗下，自然是毫不犹豫。如此一来，罗马军的主要战力蛮族化更是明显，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





不过，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异族是否成为罗马军主要战力。当我们回顾罗马历史可以发现，以结合战败者为目的，引进异质分子，是个长年实施的策略。

当朱利斯·凯撒在执行高卢战役时，他不仅收容战败后进入罗马旗下的高卢骑兵，就连战败后依旧不肯合并的日耳曼人，也同样出现在凯撒军中，强化了骑兵战力。

进入帝政时期后，「引进异质分子」成为帝国的基本国策。这已经不像共和时期那般，必须仰赖凯撒之类的领导者依据个人性向发挥惊人弹性，而是历任皇帝都必须遵行的既定国策。当然，这是因为凯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认为义父的行事方针有助於罗马的国家发展。

奥古斯都确立了辅助兵制度。这项制度的最大特色在于行省民，亦即遭罗马征服的人民，可以志愿从军。而且服役满二十五年退役就能取得罗马公民权。只要想想不久前罗马人还称呼这些人叫做「蛮族」，就可得知罗马人作风有多开放，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多强。这种情况下取得的罗马公民权为世袭权利，因此辅助兵的下一代打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他们可以抬头挺胸地去应征正规军团兵，在军中的升迁全凭个人才干决定。此外，出身行省而才华出众的人，不必等待二十五年退伍，就能与祖传的罗马公民享有同样条件。只要在行省兵的部队中升上辅助大队队长，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并且有列席作战会议的资格。虽说赠与罗马公民权的理由，是因为总司令召开的会议上不能老是出现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物。





当然，既然作风如此开放，总会带来一些风险。在历史上，曾有过行省出身，熟悉罗马军战略、战术的辅助大队队长起兵作乱，使得罗马方面苦於难以镇压的例子。可是综观罗马全史，这种具有新闻价值，在现代会让媒体抢著报导，在古代会让编年史作者急着追踪调查的案例，一共只有两件。三百年之中，竟然只有两件案例。想必是确信这项政策的效益，在历经条顿布鲁格森林之变后，罗马依旧没有变更政策路线。在这场事变中，进行埋伏的是曾经当上罗马将军的阿尔密尼斯（日耳曼名字叫贺尔曼）。使得罗马方面失去三个军团、三个骑兵队，以及六个辅助兵大队，共计三万五千人。这场事变中的死伤惨重，对罗马帝国来说是一大打击。

而且这场事变发生于西元9年。从西元前30年起始的帝政，好不容易才刚刚上了轨道开始前进。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重大政策之一，就是在军中引进异质分子。在推行政策的途中发生如此变故，恐怕身兼最高司令的奥古斯都皇帝，会有很多个晚上睡不安稳。可是当时七十一岁的奥古斯都却没有改变政策走向。如果在事变之后感到愤恨厌恶，变更了罗马军引进战败者的策略，以后的罗马帝国大概就不会产生全面开放路线的这项特质了吧。因为接下来三百年的罗马帝国，承继了大部分由开国皇帝制定的政策。





既然是以保障霸权下人民安全为首务的霸权国家，对罗马帝国而言，罗马军会是国家的一大支柱。也就是说，由罗马军施行的事物，普及到罗马社会其他领域的可能性也极高。好比说，为了方便军团迅速移动而铺设的军用道路，形成了罗马街道网路，同时也方便了民间的人员物资交流。罗马军引进异质分子的政策，又衍生出异族移居罗马境内，或者依照居住地区为单位，将整个民族编入罗马帝国的政策。





在开放路线方面，创始者是朱利斯·凯撒。他发现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中，有个叫做乌比的部族对罗马人没有敌意。因此将乌比族迁移到刚征服到手的莱茵河西岸。今天德国的主要都市之一科隆，就是从迁居后的乌比族根据地发源而来。在这之后，科隆一直是罗马帝国莱茵河防线上的重要都市，却从未发生居民起兵叛离罗马的事件。

义大利北部地区，则是将异族居住的地区整个纳入本国的案例。卢比孔河与阿尔卑斯山脉间的这个地带，原本是高卢人的地盘。当时住在卢比孔河以南的罗马人，把这个地区称做「阿尔卑斯的这一边」（Cisalpina）。米兰和特里诺，也起源自高卢人的村落。罗马人在这些地方附近铺设道路，兴建了比千都、克雷摩纳等殖民都市，但这里属于北义大利行省。地位与「阿尔卑斯的那一边」（Transalpina）的南法行省一样。凯撒在进行高卢战役时，身为北义大利行省总督，为了感谢北义大利行省居民在高卢战役期间提供后援，战后凯撒将此地纳入义大利本国中。

如果没有这项政策，恐怕曼托瓦出身的维吉尔，还有科摩出身的卡特鲁斯，也就不会在拉丁文学史上绽放光彩了。凯撒的开放政策囊括许多领域。录用行省民当秘书算是家常便饭，投降的高卢有力部族族长不仅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还能获得元老院席位。凯撒的作风遭到布鲁图斯等人不满，因而遭人暗杀。可是肉身遭抹煞之后，精神还是由后人继承。在凯撒身故百年之后，元老院议员出身地已经遍布整个帝国。任何事，起头便是关键。罗马的工程师在铺设道路时，之所以敢夸口百年不需挖除改建，正因为他们一开始选择铺设的就是四层结构的罗马大道。





简单来说，异质分子也好，蛮族也好，引进罗马的政策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被引进的人有没有与罗马同化的意愿。

西元260年代，罗马正处於所谓的「三世纪危机」之中。当时的皇帝迦利艾努斯试着将一再突破「日耳曼长城」入侵的亚列门诺族移居「长城」内侧，借此将他们纳入罗马之下。如果罗马还是西元二世纪时的罗马，想必原本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亚列门诺族会乐于成为罗马的盾牌。进而戮力防守接近莱茵河、多瑙河上游而成为帝国国防要害的「日耳曼长城」地带。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是成为「罗马公民」的最短捷径。但是在西元三世纪，这个现象却没有发生。亚列门诺族迁移到这个地方之后，当罗马方面兵力增强时，便投靠罗马；当罗马势力衰弱，便立刻与其他日耳曼部族一样开始搜刮抢夺。投靠罗马有利的地方在于能受到罗马的军事力量保护。如果罗马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信任，也就难怪他们要背弃罗马了。可是自从这场迁徙之后，罗马帝国北端防线最重要的地带实质上已经弃守。在官方文书上再也看不到“Limes Gemanicus”（日耳曼长城）这个专有名词，对于帝国北端的防卫工作造成的损害实在无法估计。





而异族出身的官兵日益渗透罗马军内部的现象，恐怕也是同样的事情。

自从卡拉卡拉皇帝颁布敕令，使得罗马公民权变成「既得权」之后，罗马公民权也就丧失了「取得权」时代的魅力与优点了。

以往行省民视为最高荣誉的元老院席位，不但不再是憧憬的对象，反而会是今后职业生涯的绊脚石。这是因为迦利艾努斯皇帝制定法律，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就任军事司令官。过了三十年之后，戴克里先又实施改革，使得文官跟武将的职业生涯完全分离。直到西元二世纪为止，军团出身的人，可以在皇帝推荐之下成为元老院议员获得政治历练，之后再以军团长职位回到军中发展。这种军务政务交叉体验，培育通才的罗马菁英培育体系，就和罗马社会的其他事情一样，已经成为历史再不复返了。

以上叙述的各项背景，从戴克里先重整军事体系的主题看来，似乎话题绕了一大圈。不过，如果要弄清楚为什么人们称呼这时期以后的罗马帝国为「后期」，那么上述事项是无法忽略的必须知识。大多数的研究人员，以「罗马军蛮族化」、「罗马帝国蛮族化」等评语来表示这段时期以后的罗马帝国。如果我们光凭这几个字，就认为瞭解了当时的状况，那就可能会看不到真正的内情。罗马军以骑兵为主要战力，的确是蛮族化了；罗马帝国把文官武将的职业生涯岔开，也的确是蛮族化了。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异族也已经不想罗马化；而罗马帝国本身，也一天比一天不像罗马。以往由于稳健地实施同化战败者的政策，使得罗马走上兴隆的道路。这个政策方针在经历三百年后的三世纪末期，却逐渐变成罗马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往战败者会喜孜孜地融入罗马，如今却提不起这个意愿。这真让人感叹世事无常啊。





我们在此将话题转回到戴克里先重整罗马军上头。不管单兵的战斗能力再怎么高，只有骑兵还是无法成立军事组织的。各位可以把骑兵当成现代的空军看待。成功击垮敌人之后，占领工作——对这时代的罗马而言则是恢复遭侵略的国土——还是需要派遣地面部队执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欧洲主要战力可说几乎完全转移为骑兵。这是因为战争的规模，已经沦为隔着山谷对峙、根据地设置在山丘上的封建领主相互冲突。因此军队纯为了战斗获胜而设立，如果想要统管广大的土地，只有尽可能聚集大量的领主。欧洲在中世纪推动的十字军远征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把欧洲的战斗方式直接搬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应用。就连在罗马帝国后期，骑兵抢回土地之后，还是必须依赖步兵维持领土。

那么，优秀的步兵又要从哪里徵调？其实来源已经固定了。除了历任皇帝苦心积虑维护品质的「防线」周边军团基地以外，罗马人也別无选择。

在「四头政治」体系下的四名皇帝，每个人的责任区之中都包含了重要的「防线」在内。君士坦提有莱茵河；马克西米安则有莱茵河、多瑙河上游；伽雷留斯是多瑙河；戴克里先本人则是幼发拉底河。皇帝要从军团基地抽调精锐部队，自然不需要任何人批准。这样一来，罗马时代史学家已经发现的「防线战力高龄化暨衰弱化」现象，更是雪上加霜。罗马军团兵是以十七岁到四十五岁为现役。会被抽调走的，想必都是三十出头的青壮年士兵，而且素质高出平均水準。罗马军的总数，从三十万扩增到六十万人。然而这是一种以国界防线战力衰竭为代价的增强策略。





而且战力衰竭的情况，又因为另一个因素而更趋於恶化。那就是因竞争关系而造成各皇帝之间的地盘意识。戴克里先调派伽雷留斯进行波斯战役，可说是一个例外。在「四头政治」发挥作用的十二年中，除了波斯战役以外，没有皇帝并肩作战的例子。像皇帝只有一个人的时代那样，从多瑙河防线抽调部队前往不列颠、北非支援作战的现象也已经消失了。仿佛形成了一道不成文法，就是皇帝不希望別人来干涉他的地盘，相对地也不去介入其他皇帝的管辖区域。

以往的罗马帝国，由于各地间的兵力可以弹性抽调，才能以这么少的兵力防卫如此绵长的国界防线，以及广大无边的领土。罗马人铺设了不分本国、行省，纵横交错在帝国各处的罗马街道网路。其存在的首要理由，就是为了便於各防线上的军团能够依需要迅速移动。「四头政治」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仿佛筑墙阻断了军队的流通性。既然军事体系不再能弹性变通，各个皇帝也就只剩下增强手头兵力一条路可走。罗马的总兵力三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却在十年间扩充了一倍，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责任划分引起的现象。如果以现代用语形容这个现象，则是「官僚体系化」。





而军事扩充，势必也会连带造成军事费用膨胀，接下来也就会造成增稅。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容许笔者后述。在这里只提供各位读者一个例子，用来理解安全保障与稅金的关系、安全保障与土地大小的关系。

在罗马帝国中，向国家租借土地耕作的农民，依法每年要将收入的一成上缴给国家作为地租。而且在朱利斯·凯撒成立「农地法」之后，租借权实质上已经无期限，佃农其实有如自耕农。

到了中世纪之后，农民上缴佃租给领主时，如果只需上缴五成已经算是活在天堂了。佃租为七成、八成的比比皆是，这是因为除了佃租之外，还包括安全保障费用在内。因为地方领主认为，既然他们保护农民不受敌人暴力威胁，那么也就有权向农民征收相关费用。

罗马皇帝曾经向行省民征收佔收入百分之十的行省稅。照西塞罗的说法，这是一种「安全保障费」，而当时的行省民也认同。因为有罗马军团保护国界，农民才能安心地下田耕作。而且「安全保障费」能维持只佔一成的水準，是因为罗马帝国国土广大，以及随需求调派部队的体系发挥作用，因而得以减少军事经费支出。国土宽广的话，每个人的负担就低；国土狭隘的话，国民的平均负担就重。中世纪的封建领主能维持的战力，想必十分有限。问题是，如果不保有战力，也就无法继续担任领主。换句话说，就算在没有必要时，也必须花钱养著一批军队。笔者认为，即使时代变迁，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还是不会变的。而这些因素，也连带使得在国防方面划分区域，由四名皇帝各自负责的「四头政治」体系下军费暴增。在这里要重新强调，分担责任，不是把现有事物平均分配就算了的。





戴克里先向来视野宽广，个性冷静务实，难道他看不出来会产生这种现象吗？也许他看得出来，但是认为这是罗马帝国唯一的一条路。而且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必须守住帝国国界。因为在四名皇帝中，只有戴克里先一个人有权处理政事。他甚至立法将会造成人员增加的分隔政策定为国策。而这可说是自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来，未曾发生过的全国性大幅度改革。




改造帝国



以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为首的罗马帝政时期，在史上称为「元首政治」。而戴克里先之后则称为「绝对君主政治」。我们翻译时，虽然译为元首，其实在拉丁文中叫做“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罗马公民中的领袖」，并不代表罗马的主权者。罗马人常常以缩写的“S.P.Q.R.”来自称他们的国家，而这是「罗马元老院暨罗马公民」的意思，只有这两种人才是罗马的主权者。由于罗马是从城邦国家发展起步的，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在当时是种社会通念。打从建国以来，政治体系从王政、共和、帝政一路转变。然而国王、执政官、皇帝，都是受类似近代国会的「罗马元老院」（Senatus Romanus），以及地位有如近代国民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Civis Romanus）这两大主权者委托治国。

确实，共和时期的执政官，和帝政时期的皇帝，名义上同样受到有权者委托治国，其他方面差异却不少。执政官要经由选举产生，皇帝却是由上一任指定。差异最大的还在于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皇帝却是终身制。不过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领土日益扩增，「罗马公民」也渐渐往四处发展之后，受时代演进影响，不得已之下产生的适应政策。在共和时期末期，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亦即有权者，数量已经逼近五百万。要如何才能让这五百万人每年聚集在首都投一次票？如果依照旧制，在首都举行公民大会投票，那根本无法反映民意。顶多只是首都地区三万公民的想法而已。而且直到一千九百年之后，才由英国发展出代议制度。直接民主政体能否发挥作用，势必会受到有权者数量，以及他们居住的土地大小影响。

「第一公民」与「皇帝」后来成了同一个人。这是因为他身兼罗马军最高司令的缘故。其实「皇帝」（Imperator）是军方的称呼。这个名词，起源于打胜仗之后，士兵对司令欢呼的讚辞。「凯旋将军」在进入帝政时期后，也就演变成身兼政治最高负责人的「皇帝」了。

无论原文是「第一公民」也好，「大将军」也好，「奥古斯都」也好。在西元一世纪、二世纪时，译词可以统一为「皇帝」。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依旧是受元老院与公民讬付治理国家。

要登基成为皇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取得元老院承认，以及公民的同意。新任皇帝必须在罗马广场向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之后站上元老院议场附近，通称r??strum的讲台，向群众做就职声明。顺利结束这两个行程后，还要从罗马广场爬上坡道前往卡匹杜里诺丘，参拜神殿祈求诸神庇佑。以上就是罗马皇帝就职的整套程序。在这段期间内，新任皇帝与其他元老院议员一样，穿着缀红边的白色托加袍，目的在强调自己身为「第一公民」。

请各位读者注意，在罗马皇帝就职仪式之中，没有中世以后的皇帝、国王即位时必有的加冕仪式。因为这是最能显露罗马皇帝特质的一个地方。





加冕仪式不存在，是因为罗马没有皇冠，也没有对象可帮皇帝加冕。硬币上的罗马皇帝肖像，固然会戴着东西。但硬币上通常刻著的，多半会是军团兵战后致赠给拯救友军有功人员的「公民冠」。无论是纪念战胜时制作的，或者奥林匹亚运动会献给冠军的，公民冠都同样由橡树叶、月桂叶编制而成。而即使桂冠的材料从绿叶变成金银，代表的意义还是一样。由于公民冠维持花冠的外形，在后方还能见到用于绑树叶用的缎带打结处。偶尔我们可以看到仿阳光光线的黄金皇冠，不过这只是特殊例子。当皇帝名义上还是「第一公民」，亦即在元首政体时期的罗马帝国中，没有我们现代人印象中装饰大量珠宝的“diad??ma”皇冠。






刻有两种皇冠的硬币（左：阳光冠、右：公民冠）




没有人能在皇帝头上加冕的原因，在于罗马帝国是由人类来决定、承认皇帝人选，并非由神明裁断。罗马诸神是从旁协助人类求生的神明，而不是高高在上命令人类做事的神。也就是说，诸神不会插手凡间的人事问题。而是既然在世间当上皇帝的人决意奉献心力，那么诸神也会不吝协助。

在罗马帝国中，主权属于元老院及罗马公民，而诸神又是属于上述的类型。以伺候诸神为职务的祭司也并非专业人员，而是由公民轮值、选举产生。神职人员的最高阶为「最高神祗官」。自从朱利斯·凯撒上任之后，这项官职向来由皇帝兼任，也许唯一能帮皇帝举办加冕仪式的人选，就是皇帝本人了。以上就是罗马皇帝登基即位时的背景。罗马帝国与人类史上的其他帝国有诸多差异，没有加冕仪式就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如此，罗马帝国中才发生过这样一段故事：

某天哈德良皇帝正赶往神殿準备举行祭典，但途中有位女性将他拦了下来。这位女性为了向皇帝请愿，因此等在通往神殿的路上。哈德良皇帝表示他正在赶路便打算离去，而这位女性则对着皇帝的背影喊说「你没有权利统治国家」。这句话逼得皇帝走回来听这位女性请愿。





在哈德良皇帝谢世一百五十年之后，到了西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皇帝形象又让戴克里先做了改变。罗马依旧没有加冕仪式，可是过去让罗马人轻视，认为是东方专制君主特色，缀满珠宝的“diadema”皇冠，也开始出现在罗马皇帝头上。据说第一个把这种皇冠往头上戴的，就是戴克里先皇帝。当然，这不代表他拋弃了历任皇帝戴的，在后脑勺打结编成的桂冠。无论是用于雕像或货币，大多数的皇冠形象依旧维持既有形式。这个时期之后的皇冠变化，在于以往的皇冠只是用金银打造桂冠的外形，之后的皇冠又加上了许多珠宝缀饰，显得更加金碧辉煌。





戴克里先不认为自己是「第一公民」。又或许说，他确认不当第一公民反而有助於政局稳定。

当戴克里先在罗马军中度过青年时期时，正值行伍出身的军人皇帝陆续登基的时代。其中奥雷利亚、普罗布斯两位皇帝采行积极作战，使得帝国免於崩溃。这两名皇帝不仅受军人支持，也受到一般人民爱戴。然而奥雷利亚在位只有五年，普罗布斯在位也只有六年，两名皇帝都为了很无聊的原因遭到部属刺杀。这两名皇帝的地位使得他们无须担忧臣子的阴谋，却又丧命於亲信之手，而且下手的人在事后同样感到悔恨不已。在三十到三十七岁这段期间，戴克里先两度目睹帝国的事变。也就难怪他在三十九岁登基之后，一直无法忘怀这段历史。





也因此，罗马帝国踏上了从「元首政治」走向「绝对君主政治」的第一步。皇帝的形象也从「第一公民」转为「远离公民的支配者」。不过，这并非戴克里先为了保住个人性命而施行的政策。只因戴克里先生于西元三世纪后半，他深知若要维持帝国存续，稳定的政治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罗马帝国的政治稳定，也就等于皇帝的地位稳定。戴克里先打算换掉身居公民之中的皇帝，改以远离公民的皇帝来实现这项目标。这是为了让官兵不再认为皇帝与自己同样是公民，转而认为皇帝是公民高攀不上的存在。这项政策以保持距离为基本方针，其理由也在此。

不过，戴克里先并未像厌恶群众的台伯留皇帝、晩年的哈德良皇帝一样维持水平线上的距离，而是维持垂直的距离，使得皇帝成为一般人仰头遥望的对象。对于元首政治时代的台伯留皇帝而言，只有家中的仆人才会称呼他「主人」（dominus）。到了戴克里先的时代，这个名词成为国民称呼皇帝的用语。「第一公民」（princeps）成为「支配者」（dominus）之后，「公民」（civis）也就变成了「臣民」（servus）。





既然皇冠变得华丽无比，服装自然也要跟著搭配。除了祭典以外，皇帝再也不穿全体公民都能穿的白色托加袍了。在古代，染色成本最低的蓝色、褐色布料已是高价商品。如果使用布料多的话，皇帝所用的红色、紫色服装价码更是天文数字。更別提整面的金银丝刺绣，以及点缀用的珍珠、宝石了。皇帝用的靴子也开始绣丝绸、珠宝。一路讲究下来，使得好莱坞电影里描绘的罗马皇帝成为现实。在元首政体时期，只有卡利古拉、尼禄这种误以为奇装异服等于自我主张的年轻皇帝才会订制的服装，如今却成为四名壮年皇帝的平日打扮。与其说他们讲究华丽，不如说是戴克里先打算拉开君臣距离的想法，也受到其他三名皇帝认同。





罗马人向来日出而作，对他们来说「清晨请安」（salutatio matutina）是一种生活习惯。在稍具规模的家庭中，一定会有一块可以译为客厅的“Tabularium”区域。每天清晨就从访客“Clientes”（client的语源）造访主人“patronus”（patron的语源）起始。罗马人向来注重人际关系。在元首政治时期，有许多出身与皇室无关的人日后登上皇位。然而他们在元老院议员时期接见的访客，往往在即位之后依旧会维持天天请安的习惯。

由于戴克里先以保持距离为基本政策，因此废除了这项习惯。即使难得批准一回，也已经不是「请安问好」而是「晋见」；“dominus”（支配者）仅批准部分“servus”（臣民）见面了。当皇帝坐在宝座上接见时，面前的臣子不论是年高德劭，或者久病初癒，也绝对不准坐下。进退应对的言行态度也自然要跟著起变化了。以往只要到场就能见到皇帝，如今却必须透过皇宫里复杂的官僚体系申请。换句话说，与皇帝见面说话的行为本身，也转为一种特权。





戴克里先在位时间至此一共十九年，在这段期间内身为皇帝，却未曾进入首都罗马。的确，一来因为他转战各地无暇造访。可是他到过米兰，却没有顺路经由艾米里亚大道、转行弗拉米尼亚大道，造访近在咫尺的罗马。笔者认为这不表示他讨厌罗马和罗马居民。尽管如今已经名不副实，传统的罗马主权者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依旧同时存在于罗马市。

元老院议员应该会称呼皇帝为「主人」吧，只是不知心中作何感想。

而当戴克里先出现在圆形竞技场的贵宾席上，罗马居民应该会拍手喝采迎接戴克里先。不过与其说是迎接公民领袖，不如说是出自於对皇帝的好奇心。

在八百年的历史中，元老院一直是提供国家栋梁人才的机构；罗马居民也以在圆形竞技场、大竞技场拍手或喝倒采来发挥舆论调查的功能。虽说皇帝与公民的关系已经今非昔比，这种长年的往来模式也不是一时能够改变的。戴克里先可能打算延后访问首都的时期，直到元老院与公民都不得不对他拍手喝采的时机来临。所谓欢迎皇帝的时机，就是向元老院做战胜报告、与公民一同庆祝、向诸神表达感谢的凯旋仪式。





西元303年11月20日，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两名正帝在罗马举行华丽的凯旋仪式。不过并非罗马又获得了新的征服地。这场凯旋仪式名目为庆祝防卫北非、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等帝国各防线成功。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以罗马为舞台举办的凯旋仪式。之后的罗马皇帝与胜利两字渐渐无缘。似乎与这个命运相对应地，罗马也不再是帝国首都了。罗马的地位沦落到与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大同等级。帝国的根据地义大利也开始与其他行省平起平坐。这也是戴克里先施行的帝国改造，亦即「最后一搏」的一部分。

下一页刊登的两张地图，只怕是最能说明情势变化的文件了。在元首政治时代，尽管施行寡头政治，统治者还是「第一公民」。而在「四头政治」时代，罗马帝国却走上「绝对君主政治」的道路。

只不过，这还需要稍作说明。





一、虽说译名为「四头政治」，其中涵义却是由四个人负担防卫方面的责任。帝国的整体政治还是四巨头之首戴克里先的责任，决定权也掌握在他手上。“tetrarchia”之中的“tetra”，在希腊文之中除了有「四」的涵义之外，还具有「军事指挥官」的意思。因此若照字面来看，「四头政治」应该翻译成「四名防卫指挥官」。更何况戴克里先一点都不想把罗马帝国分成四块。






图拉真皇帝时代的罗马帝国









戴克里先皇帝时代的罗马帝国




二、在西元二世纪初期的图拉真皇帝时代，亦即在元首政治时代，罗马帝国中有行省与本国之分。到了西元四世纪初期的戴克里先时代，却取消了这项划分。

不过这是政治上必然的归结。西元三世纪初期，「卡拉卡拉敕令」把罗马公民权赐给了全体行省民之后，废除了「罗马公民」与「行省民」之间的差异。原本义大利本国并未禁止行省民居住，行省居民也并非全数为行省民。实际上两种阶层人民处於混居状况，只是义大利的居民中罗马公民比例较高，行省居民中行省民比例较高而已。由于两者的差异消失，这项统计也失去意义。戴克里先只是通过立法，把既成事实转为官方见解而已。





三、「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的差异，也是另一项就此消失的分类。前者是濒临帝国国界「防线」的行省，总督系由皇帝亲自任命。这些总督除了是行省统治工作的负责人之外，同时也是防卫工作的负责人。因此被视为身兼罗马军最高司令的皇帝之直属部下。所以总督经常要担任率领军团作战的司令官。

相对地，「元老院行省」定义为成为行省的历史较久，或者未邻接防线，因此没必要设置军团的行省。这种行省的总督任命权属于元老院。元老院议员若要担任这项职位，必须当选过执政官，拥有「前执政官」头衔。「皇帝行省」总督与「元老院行省」总督一样，任职条件是必须拥有元老院席位。这项制度也体现出罗马长年以培育菁英人员文武双向经历的政策方针。因此「皇帝行省」、「元老院行省」总督并非两种不同路线的政治生涯。有许多总督是在青壮时期受命为「皇帝行省」总督承担边境重任；到老年时期则转任没有异族入侵隐忧，生活环境倍加优渥舒适的「元老院行省」总督，为公职生涯漂亮收尾。当然，在担任「皇帝行省」总督的时期中，也有可能因对外作战殉国。

在罗马的「元首政治」时代中，文官武将的职业生涯是可以弹性流通的。只是到了西元三世纪末期，这项特色也成了过去。因为当时的迦利艾努斯皇帝立法禁止元老院议员就任军团指挥官。亦即把镇守「防线」的「皇帝行省」总督资格，调降为只要是军事专才即可。这是由于异族一再入侵，为了因应而使出的苦肉计。只是这项政策的结果，使得元老院丧失了储备国家要职人才的功能。而且这项政策，使得元老院议员自此与罗马帝国首要政务「国防安全」绝缘，连带使得议员渐渐丧失治国者不可或缺的公共问题意识。权力固然会令人腐化，但没有权力同样也会令人腐化。

更糟糕的是，在西元三世纪后半，罗马经常体验到防线遭异族突破，敌人入侵到帝国深处的苦楚。这证明了在「元首政治」时代视为安全舒适地区的「元老院行省」已经不安全。也就是说，就连「元老院行省」也需要军事专才担纲防卫。亦即历经了危机重重的西元三世纪之后，罗马已经培养起戴克里先体系的基础了。




官僚大国



「四头政治」并不代表将帝国分成四块，因此四名皇帝之间也有位阶高低之分。如果绘制示意图的话，就像这个样子:




从每个皇帝定为根据地的首都位置便可得知，「四头政治」的首要目的还是以帝国国防为先。这四个首都都位于可以立即驰援帝国「防线」的地点。包括总理政务的戴克里先在内，四名皇帝都与“Imperator”的称号名实相副，以率领军队作战为主要任务。

如此一来，帝国便产生专门负责行政的人员需求。因此戴克里先把各名皇帝的管辖区域又细分为“diocesi”，把每个「辖区」重组为由意为皇帝代理人的“vicarius”统治。不过各位从第56页下方的地图可以得知，尽管一千七百年前的人口比现在少了许多，每个皇帝代理人要负责的区域还是太广大了。所以，在「辖区」之下又细分为“provincia”。

“provincia”一词，字面与「元首政治」时代无异，但是再也无法翻译为「行省」。拉丁文中的“provincia”后来直接成为义大利文。从现代义大利的制度看来，这个名词应该相当於现代日本的「县」。而这项行政细分背后的真正目的，在于方便征收稅金。

如果将「元首政治」时代的罗马帝国与「四头政治」时代的罗马帝国政府组织制表比较，则有如下页所示。






罗马帝国前期、中期（西元一、二世纪）









罗马帝国后期「四头政治」（西元四世纪之后）




乍看之下，与奥古斯都创始的「元首政治」罗马帝国比起来，由戴克里先重组的后期罗马帝国组织要更为完善，因此也更为合理。那么，在政府功能方面也应该有所进步才是。可是实际上，反而是西元一、二世纪那个混杂了各种差异性人民团体的帝国结构，更能保障罗马人的安全，「罗马和平」就是那时的产物。在「罗马和平」之下，罗马的经济不分上下阶层都享受到繁荣的成果。这是为什么？

西元四世纪之后的罗马帝国，有著戴克里先创始的完善政府组织，可是为什么无法挽回一百五十年后将灭亡的命运？





若将巨大的组织重整细分，的确会使得功能进步。然而人世间的事物有利必有弊。因此又产生一项新的问题：如果说分割重整提升功能是利益，那么这项政策的弊害又在哪里？

第一项弊害，在于细分组织之后，使得各个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以及所需的经费随之膨胀。

笔者之前已经说明过，「四头政治」把帝国国防工作分给四名皇帝承担，连带造成从事国防工作的官兵人数倍增，从三十万膨胀到六十万人。因为除了既有的「防线」国防兵力之外，又多了由皇帝直接率领的部队存在，因此增加到六十万人并不稀罕。顺便一提，从这个时期以后，负责驻守帝国国界「防线」周围基地的官兵，开始被称为“limitanei”。这名词的涵义，可能是驻守「防线」的官兵，或可能是任务限定为死守「防线」的官兵。在「元首政治」时代中，身为罗马军主要战力的军团兵，到了四世纪也已经沦落至此。

相对地，由皇帝亲自率领，任务是伴随皇帝驰援遭外敌入侵地区的官兵，则被称为“palatini”。由于这些官兵随时紧跟在皇帝身边，因此这个名词的涵义应当是「皇宫兵」吧。在「元首政治」时代中，这本来是「禁卫军团兵」的工作，然而整个禁卫军团加起来也只有一万多人。到了「四头政治」时代，每个皇帝下都有七万多人，四名皇帝加起来就有四倍人数，共计三十万名。

此外，由于四名皇帝各有根据地，因此被称为「首都」的地方也变成四个。特里尔、米兰、西尔谬亩、尼可美狄亚，以往也是帝国的重要都市，因此不仅有大道、市区及郊外道路和上下水道，罗马人认为城市必须有的公共广场、公会堂、竞技场、圆形竞技场、半圆形剧场、公共浴场等诸般设备也少不了。唯一欠缺的设备只有皇宫而已。

可是，四名皇帝之中，没有人纯粹盖一座公私两用的皇宫就了事。各位读者请不要忘记，这四名人物都出身社会底层。可能正因为如此，使得他们想以有形的方式夸示自己已经称帝的想法特別明显吧。特里尔、米兰、西尔谬亩、尼可美狄亚的城镇景观经过大幅改建，足以让人忘记这些地方原本是前线基地。不但加盖了以往缺乏的设施，已有的设施也经过大幅改建。当然，一切都是为了向帝国首都罗马看齐。

只不过，首都不是那么容易建设的都市。并非只要把硬体设备整领完毕，就可以获得完善的首都。米兰如今已经是大都市，在其中自然找不到一千七百年前的首都痕迹。可是和当时的主要都市比较起来，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多瑙河附近的西尔谬亩、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可美狄亚之中，罗马时代的痕迹，亦即古代遗迹之少，还是令人印象深刻。比方说副帝君士坦提的首都特里尔好了。都市化程度依旧比不上受他管辖的都市里昂、亚眠、纳邦、波尔多。毕竟都市，尤其是首都，必须历经岁月洗礼，由住在都市里的众人建构。






代表四名皇帝的「四巨头像」——西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军方从君士坦丁堡抢回来的战利品之一。后来长期置于圣马可广场的元首官邸（Palazzo ducale）入口处至今。






应注意之处——皇冠、配剑的风格，已经偏离古罗马，较接近欧洲中世纪。




也就是说，在西元293年到305年这段「四头政治」能完全发挥功效的期间里，四名皇帝苦心积虑把根据地首都化所需的费用，恐怕还没有昂贵到让帝国财政吃紧的地步。真正的问题在于，虽然城市的「外壳」费用不高，里面的人事费用可就惊人了。





相当於中央政府的皇宫之中，当然会需要有人值勤。以现代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有如总统、首相官邸的成员。国家转换成「四头政治」之后，人数也当然会扩增为四倍。皇帝的任务除了要保障责任区的国防安全以外，还包括责任区的内政，而实际上皇帝身在前线的日子却比较多。因此戴克里先才组织了相对于中央政府，地位类似地方政府的“diocesi”体系。命「皇帝代理人」担任行政工作。而且在「辖区」之下又细分为许多“provincia”（县）。在这项体系之下，行政机构的全体官员任命权，又全数握在皇帝手上。历史研究人员把戴克里先开启的罗马帝国后期评为「绝对君主政治」或者「专制君主政治」，原因也在这里。

还有一项不能忽略的项目是，戴克里先也是把文官、武将的职业生涯从上至下完全隔离的皇帝。四十年前迦利艾努斯皇帝立法，只是禁止元老院议员转任军事指挥官，然而当时只禁止上层人员的流通。也许四十年的岁月足以让全体国民麻痹，对于军事、行政人员从上至下完全分离的政策无动於衷。在当时的史学家笔下，找不到反对戴克里先政策的言论。

这项改革之下，使得罗马出现了一个与军事机构同样巨大的官僚机构。由于文武分离的政策影响，使得两个机构之间的人事没有丝毫流通性。「元首政治」时代那种历经文武官职逐渐成长茁壮，进而领导国家的社会菁英，也同样成为历史了。

戴克里先可能是认为专职能培育责任感和完成任务的能力，才设计这套成为罗马帝国后期特色的制度。问题是人们习於归属某个组织、肩负责任之后，会产生不希望遭其他领域人员干涉的心态。不希望遭人干涉的心态，也就产生不去管其他领域事务的作风。也就是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这种观念，也就当然会衍生出让所属组织膨胀的做法。为了不受干涉、不必向外求援，即使目前没有存在必要的单位，也会配属人员、维持单位存续。戴克里先构思建立的罗马帝国后期官僚机构，比他评估中还要庞大许多，原因可能也就在于这种组织隐含的性质上。若从效率层面来看，「专责」似是合理的体系，然而背后却有看不到的缺陷存在。





在「元首政治」时代，政府组织没有像这样细分重整，也没有纵向统合的观念。当时留下的大道水道等产物维修情况，如今又变得如何了？比方说大道好了。假使有以河流为界的两个县存在，河流这端的大道由这个县负责，另一边的大道由另一个县负责，桥梁则以正中间为界。那么需要统一材料、技术进行的维修工程，岂不是无法推动了？在史料之中，没有提到硬体维护方面的状况如何。不过史料告诉我们，西元三世纪时罗马一再遭受外敌入侵，无余力从事维修工作。可是在西元四世纪，罗马帝国也没有推动过像样的维修工程。戴克里先本人似乎关切基础建设的整顿工作，不过范围仅限於防线附近，在「元首政治」时代定位为纯军事建设的部分。阿庇亚大道的石板面曾经紧密结合，连风沙都吹不进去，如今石板棱角已经磨损，成为一段圆石面的道路了。这还不只因为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一千五百年来无人问津。这是从距离亡国尚有三百年的西元三世纪开始起算，整整一千八百年来无人过问的结果。






戴克里先建构的「四头政治」时代的罗马帝国




研究人员热衷於研究罗马帝国知名的军事力量，以及帝国后期暴增的军人数量。因此不同的学派提出的数字也不一样，像笔者这种立场的人只有取其有力说法，亦即六十万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研究人员对于行政官僚数量暴增的现象，就没有对军人数量那样热衷。所以笔者在此连个推测数值都提不出来。不过在笔者想像中，行政官僚恐怕不是像军人一样倍增而已。

在「元首政治」时代，罗马社会纵向横向都具有流动性。政治体系能发挥作用，有才华的人可以无分军事民事，充分一展长才。这使得社会资源能有效运用，也符合奥古斯都巧妙搭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政治哲学。「元首政治」时代的罗马帝国，若要以近来的名词形容则是「小而美政府」。一个百分之百的霸权国家，也因此发展成庞大帝国的罗马帝国竟然会是「小而美政府」，听来简直像是笑话。可是笔者认为，正因有个「小而美政府」，罗马帝国才有办法高唱「罗马和平」。然而罗马帝国到了后期，也转变成为「长毛象政府」了。其主要原因，只怕就在军事行政两大机构的膨胀。

笔者的这段假设，系根据四世纪罗马人留下的这句话：


「比起纳稅的人数，如今收稅金的人数还比较多。」







由一名变成四名的皇帝、倍增的兵力，以及巨幅膨胀的官僚机构，同样要由国家财政来维持存续。可是戴克里先推动帝国改造政策的时期，正值西元三、四世纪之交未满十年的期间。罗马帝国这时才刚刚脱离以「三世纪危机」为代称，充满各种空前危机的迷途世纪。帝国的轴心货币狄纳利斯银币含银比例，在西元三世纪初期卡拉卡拉皇帝时，还勉强维持百分之五十，过了半个世纪却暴跌至百分之五。这时罗马帝国正值绝望性的经济疲惫状态之下，重整政府带来的大量支出，自然不可能仰赖日益稀疏的收入维持。因此戴克里先推动的帝国改造政策之中，也就不能缺少一套基础完全不同的稅制改革。这样一来，在西元三、四世纪交接之际，罗马帝国对稅赋的观念，亦即所谓稅赋哲学也跟著改变了。




万稅大国



如果我们浓缩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建立，其后三百年由历任皇帝继承的「元首政治」时代稅赋哲学。再来与戴克里先推动，规范西元四世纪之后罗马帝国后期的稅赋哲学做比较，则大体上如下：

奥古斯都稅制——先有纳稅人才有国家。国家只著手稅收可以承担的事务。

戴克里先稅制——先有国家才有国民。国家所需的各项经费，要由纳稅人缴稅承担。

对于稅赋的想法可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其实在第Ⅵ册之中，笔者已经详细叙述过了。总之由奥古斯都所创始的「元首政治」时代稅制，可以整理如下。

古今中外，没有任何民众会乐意缴稅。不仅如此，如果遭受重稅压迫，甚至可能引发暴动或叛乱。

可是一个国家又不能没有稅金。个人无法承担的事务，比方说国防、治安、基础建设、社会福利等，必须由身兼居民共同体的国家来推动。如果怠忽这些事务，有能力有资产自给自足的人和其他人会开始分离，形成社会不安的源头。

那么，政府要如何拟定让民众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稅率，就是一项重大的问题了。当罗马尚处於共和时期，正在朝能将地中海纳为「内海」的霸权国家发展时，他们有三个前例可以参考。

东方君主国——稅率不一定，因此难以判定是轻或重。不过这种稅制使民众经常要多负担被征召服劳役、战争的风险。

迦太基——最高稅率百分之二十五的重稅国家。不过据说迦太基对其下的所有领地提供农业技术指导以提振产业。

叙拉古——这个地方属于僭主专制政体，社会却安定得让柏拉图造访此地时感到惊异。而这个国家的稅率一直维持在百分之十。

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不会把原理原则当成必须死守的金科玉律。朱利斯·凯撒曾说，即便是敌人的制度，只要是好的就不会迟疑立即引进。罗马也遵从这条政策路线而壮大。当罗马成为霸权国家、转移为帝政体系，稅制也必须跟著转变时，同样遵循著这个想法。因此上述的这三个例子，视时空环境，有时可能是仿傚的对象，有时可能是前车之鉴。顺带一提，创设新稅制的奥古斯都，正是朱利斯·凯撒指定的继承人。





开国皇帝创设的罗马帝国稅制，是以极为简单明确的基本方针为基础。

稅率要尽可能低廉，但是尽可能让更多人缴纳，而且稅率要维持不变一直延续下去。

现代的稅制专家听到这句话，只怕会笑掉大牙。然而罗马帝国的稅制就是从这个外行但合乎常识的想法起始。后世的史学家在评断罗马帝国稅制时是这样说的：


「元首政治时代的罗马帝国，把广征轻徭薄赋的想法化为现实。」



在讨论奥古斯都创始的罗马帝国稅制细目之前，必须先提醒各位古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古代社会中，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区隔是非常明确的。在当时只有战败者必须纳稅。此外，罗马起源自城邦国家，因此以公民为国家之主。公民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义务则是持武器保卫国家，所以兵役又被古人称为「血稅」。也因此，只要不沦为战败者，在古代是不用纳直接稅的。也就是说，古代属于实质上的间接稅社会。要在这个社会中推行「广征薄赋」，就有必要建构一套体系，把胜利者罗马人也收为纳稅人。在当时能办到这一点，可见奥古斯都创设的稅制可说是古代社会中的一大创举。笔者向来认为，当时能建立「罗马和平」并长年维系，除了强盛且高机动力的罗马国防力量之外，稅制的功劳也不可抹灭。

接下来要讨论奥古斯都所整理的罗马帝国稅金分类。帝国的稅制不但基本方针简明，连稅赋的项目也相当简单扼要。笔者在著手第Ⅵ册内文时，一直深深觉得罗马不需要什么稅务署人员。





遭罗马征服的行省民，亦即战败者须缴纳的稅赋如下。

行省稅——收入的百分之十。因此在帝国向来以「十分之一」（decina）通称。行省民没有服兵役的义务，所以西塞罗说这是行省民支付给肩负防卫义务的罗马帝国，作为安全保障稅。既然这项稅赋有上述思想背景，一旦行省民志愿到罗马军团担任成为辅助兵，自然也就得以免除这项稅赋义务。





征服者，亦即战胜者罗马公民权所有人需缴纳的稅赋如下。

古代社会中首创的遗产稅——以六亲等之外的人物继承遗产时为限，稅率百分之五。

罗马人有致赠部分遗产给非亲非故，但前途光明青年的习惯。第二种遗产馈赠对象，则是有事时能为自己出力的律师。罗马人是创立法律体系的民族，有凡事遇上争执便对簿公堂的习性。能交到一个在法庭上能说会辩的终生朋友，对自己也挺有利。第三种对象，则是平日尊敬的人物，希望遗产能让这些人好好运用。总之罗马人把馈赠遗产当成教育基金，或表达感谢、敬意的方法。西塞罗出身地方，而在中央的法庭出人头地。他会成为富翁的原因，不在于因政策因素设置上限的律师费用，而多半在于委托人的遗产馈赠。罗马法中长年重视馈赠私有遗产的权利，仿佛要拥有这种权利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公民。在改善官兵待遇时，头一条就会提到这项权利。而终生未婚的女性则以失去馈赠遗产权利的方式，接受未对国家提出贡献的惩罚。因为罗马社会有上述的风气，所以「遗产馈赠二十分之一稅」才能成为稅收的一大支柱。

奴隸解放稅——遗产稅是由奥古斯都创设的，可是奴隸解放稅却早在共和时期便已经存在。这项稅赋能成为稅收的支柱，在于罗马人有为表达感谢奴隸长年奉献，以解除奴隸地位当成退休金的风气。古欧洲各国都是奴隸社会，只有罗马无论共和、帝政时期，於公民和奴隸之间都有「解放奴隸」阶级存在。话说回来，奴隸也就等于劳力，罗马同样是有劳力才能成立的奴隸社会。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政府不能强制禁止民众表达温情。因此只有为维系社会存续提供一点阻力。这项稅赋的稅率，是获得自由的奴隸市场价格的百分之五。这项稅赋也就被称为「奴隸解放二十分之一稅」。





不论胜利者罗马人，或者战败者行省民，生活於罗马帝国境内的人民一律要缴纳的稅赋，亦即间接稅如下。

关稅——原文叫做“portorium”，因此直译的话就成了「港湾稅」。这是於海岸河口设置稅关，对通过稅关的物产课征的稅金。关稅的稅率从百分之一·五至五不等。至於由东方进口的珍珠、丝绸等奢侈品，稅率则为百分之二十五。稅率并非全国一致，是因为顾及各地经济力量差异。经济力量强大的义大利身为帝国基础，稅率却是最高的百分之五。边境行省或濒临莱茵河、多瑙河的地区稅率则是百分之一·五。这些低稅率地区受到稅率减免的好处，经济力量提升之后，慢慢地课稅的比例也会渐次接近先进地区。

营业稅——对于所有流通物产课征的稅赋，相当於现代日本的消费稅。无论帝国何处，稅率都固定为百分之一。在罗马帝国中，如果没有任何追加说明地说「百分之一」的话，就代表营业稅。

值得我们瞩目的不只是这些稅赋的低廉而已，两百年下来能维持这么低廉的稅率，也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项。在推动上述新制度同时，罗马还同时执行了大规模的裁军。这不禁令人佩服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对政治的感觉能如此敏锐，能将这套体系化为国策，代表了他对于人性的理解深厚。

西元前30年，奥古斯都打败了政敌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联军。战胜者奥古斯都成了包括投降的敌军在内，麾下拥有五十万大军的大元帅。为了不刺激反对派系，奥古斯都照自己擅长的方式，利用长时间逐步削减，最后把军队裁撤到只剩下十六万八千人。

十六万八千名正规的军团兵，分配之后组成了二十八个军团。想必奥古斯都判断这些人加上辅助兵之后兵力可达三十万，已经足够为漫长的帝国边境担任防卫任务。到了奥古斯都晩年，西元9年时发生了条顿布鲁格森林之变。罗马一夕之间折损了三个军团，连辅助兵在内总损伤人数有三万五千名。二十八个军团从此变成二十五个，然而奥古斯都却没有设法补充军团数量。某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奥古斯都年老力衰加上精神打击，因此没有精力补充损失。不过若国家有补充兵员的必要，而奥古斯都怠忽职守的话，五年后即位的台伯留皇帝应该会立即补充才对。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人员财力都很充足。可是在西元一世纪的百年之中，罗马军主要战力军团数量一直维持在二十五个，军团兵人数也维持在十五万人左右。进入西元二世纪才扩增为二十八个军团。而在马库斯·奥理略皇帝时代则扩增到三十个。令人惊异的是，两百年下来扩增的部队，仅有五个军团的三万人马。这是因为两百多年的岁月中，罗马帝国没有必要派兵镇压行省叛乱，罗马的部队只需专心对付外敌。这代表奥古斯都重整稅制之后，使得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不会膨胀到超乎国家经济力量可负担的程度。由于奥古斯都向来以社会常识作为判断政策的基準，因此他的稅制可能是基於下列想法：

重稅容易成为叛乱的起火点。如果国内发生叛乱，就必须派遣军队前往镇压。既然对外防卫的兵力不能减少，当国家必须随时準备部队用于压制国内势力时，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扩增整体兵力。扩军会衍生加稅问题，接而衍生叛乱。如果要阻止国家落入上述恶性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采行以「广征薄赋」为基本方针的稅制。笔者向来认为，由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和平」，就是因为有军制、稅制两大支柱才能稳定持续下来的。可见军务、稅务都是国政，对于稅金的看法，也就是国政的基础。





说明至此，想必任何人都会开始感到疑问。「广征薄赋」固然不错，可是这种程度的财政真的能营运大帝国吗？还有，「小而美政府」的想法固然不错，如果政府只承担稅收可以维持的事业，那怎么有可能满足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民众需求？

在稅收之中，每年能预期征收的直接稅只有行省稅一项。对罗马公民权所有人课征的直接稅，不论是遗产稅或奴隸解放稅，都并非能每年进帐的稅收。能预期固定进帐的间接稅，有关稅与营业稅两项。可是从「二十分之一」与「百分之一」能成为稅赋代名词就可得知，这两百年来稅率毫无变动而且低廉。虽说低廉稅制可以使地方不发生叛变，然而罗马帝国无论规模大小，一直都是个居民共同体。这么低廉的稅收能让帝国推动国家该推行的建设吗？

答案也很简单，办不到。可是只有东方的专制君主国家，才能够以一句办不到打发。罗马帝国是个标準的西方国家，政府在很多方面不得不迁就身为有权者的公民意愿。更何况罗马是从城邦国家发展出来的。那么罗马帝国是以什么样的方法解决这项难题的呢？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不像他的义父凯撒那样充满创意天分。不过在寻求符合常识、众人不觉得突兀的症结点，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中造成既成事实的能力上，那可说是天资过人。在国家财政方面，他决定以罗马人从共和时期起便熟悉的两项事物来解决。这两项事物以现代的方式来形容的话，就是「地方分权」与「利益回馈社会」了。





笔者译为「地方自治体」的“muicipia”，起源于由罗马征服的战败者都市、部族根据地。因此无论义大利本国或行省之中都有这种地方政体存在。胜利者罗马人将征服得来的都市分类为地方自治体或自由都市，赋予对内的完全自治权。西元前一世纪，义大利境内的地方自治体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而义大利以外的「地方自治体」居民则主要以行省民构成。

相对地，译为「殖民都市」的“colonia”起源，在于由民间募集而来的军团兵为了退伍时有地方落脚，於服役期间修筑而成。因此居民主要是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可能也因为如此，打从一开始这种都市就享有整套的自治权。

虽说仅限於共同体内部，若要施展自治权，政府便需要财政上的基础。笔者曾试图调查「地方自治体」、「殖民都市」、「自由都市」的财政基础，但是一无所获。可能是因为相关史料已经烟消云散，学者已经无从研究起。不过我们可以从某件事情来进行推测。

由图拉真皇帝确立的育才资金制度，亦即对清寒家庭子弟的资金援助体系，其财源来自缴纳给地方自治体的国有土地佃租。

早在共和时期，罗马政府便已经在各地拥有「国有土地」（ager publicus）。原本是在战争获胜后，战败者割让部分土地给罗马代替赔款，后来又由罗马政府将国有土地租赁给农民使用。西元前一世纪朱利斯·凯撒成立「农地法」之后，确立了包括转让权在内的租地权。佃农在耕作收成之后，将收益的百分之十上缴给政府，实质上等于永久租借。笔者认为，这是朱利斯·凯撒眼见当时的社会局势，觉得如果放任不理，会因为生产效率因素而逐渐走向大型农庄化，因而立法提出的「中小企业合作方案」。因为在古代，农业是基础产业。

虽说没有研究结果足以证明，因此只是笔者的推测，不过国有土地的佃租可能就是地方自治体的财政基础，或者至少会是财政基础的一部分。因为地方与中央政府一样，具有罗马人传统的旺盛公德心。





无论在共和时期，或者转移到帝政之后，罗马的公共建筑绝大多数是以个人的家门名为名称。罗马人并不会像肯尼迪机场、戴高乐机场那样，以为了纪念特定人物为由来给建筑物命名。唯一的例外，该是由朱利斯·凯撒开工，凯撒遭刺杀后在奥古斯都时代完工的马尔凯尔斯剧场。这是奥古斯都为了纪念有意提为继承人，但却英年早逝的姪子。其他的公共建筑物，都是以建设者的家门名来称呼。比方说「艾密尼斯公会堂」、「朱利斯公会堂」、「庞培剧场」等。以俗称“Colosseum”闻名於世的罗马圆形竞技场，官方名称其实是「弗拉维斯圆形竞技场」。这是因为开工修筑的维斯帕先皇帝属于弗拉维斯家门。

这种风俗几乎可说只有罗马人有，笔者认为这可说是一种利益回馈社会的行为。因为上述的艾密尼斯、凯撒、庞培等人，都是由公民选出经元老院承认，才取得以「前执政官」头衔为资格的军团指挥权。作战获胜确实是他们的才能，但是机会却是公民赐予的。当时社会认为投入私人财产修建公共建筑，并捐赠给居民共同体，是社会菁英该负担的责任。受赠人给予赠与者的权利，就是让他们有权以家门名为建筑命名。所以在罗马时代，人们住在其他国家没有的，街头公共建筑冠满人名的都市中。即使到了帝政时期，罗马的这项风俗依旧没有衰退。不仅如此，还应该说是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亲自示范，并奖励大众跟进，因此更加盛行了才对。对于「政治人物」奥古斯都而言，这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综观圆形竞技场、俗称“thermae”的公共浴场、码头的仓库群等，可以看到历任皇帝的家门名称。这是因为在「元首政治」时代，皇帝还是由公民与元老院委托权利治国的存在，因此将利益回馈有权者也是当然的举措。“thermae”中充满了杰出的雕刻、壁画，因此百姓们称呼这是「平民的宫殿」。顺带一提，两千年前陈列在公共浴场，让民众能一边洗澡一边观看，以雕像为首的造型美术品，如今让人必恭必敬的摆设在博物馆里面。





可是，为何历任皇帝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把这么大的金额回馈给社会呢？

这是因为皇帝已经比共和时期的任何富豪都要有钱。不是皇帝把国家稅收当成私房钱花用，而是因为皇帝成为巨大耕地的持有人。

西元前30年克丽奥佩脱拉女王自裁之后，为三百年历史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划下句点。率领军队达成这项任务的奥古斯都，并未依照古代社会惯例，把战败者的一切化为胜利者所有。罗马军所征服的任何地方，在官方见解上依旧属于国家两大主权者罗马公民及罗马元老院所有，应纳为帝国行省。只有埃及不是帝国行省，而是奥古斯都的「私人领地」。

因为到克丽奥佩脱拉女王为止，埃及一直处於由「神子」统治的特殊风气下。征服新土地之后，统治工作也就接踵而来。统治的成败，就看要如何减少被征服者的排斥感。罗马人向来擅长弹性应变，他们判断对埃及居民来说，与其以「罗马元老院暨罗马公民」，还不如以「神子」统治来得好。凯撒遭到布鲁图斯等人暗杀之后获得神格化，因此是个「神」。那么凯撒收养的奥古斯都就是「神子」了。在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任皇帝，也同样以「神子」的身分君临埃及地方。所以说罗马的各个地方都由行省总督统治，唯有埃及例外，是由皇帝代理人（vicarius）统治。

对埃及人而言，只是统治者由希腊裔的「神子」换成了拉丁裔的「神子」而已。对罗马皇帝来说，却是获得了巨大的收入来源。因为在那个时代，光是埃及产的主食小麦便占有义大利市场需求的三分之一。





能够善用巨款也是一种天分。奥古斯都把到手的巨款投入於软体、硬体两方面的社会基础建设。关于详细内容还得请各位回头看看第Ⅵ册。笔者把书名定为「罗马和平」，是想告诉各位读者，「罗马主导下的和平」，并非纯依靠武力建设的。第Ⅵ册的主角奥古斯都，可是个把五十万大军裁撤到十六万八千人的领袖。

而且当时的奥古斯都，也是帝国仅有的最高权位者。领袖中的领袖热衷於「利益回馈社会」，使这股风气横向传播到各个行省，纵向影响元老院议员，乃至於在罗马社会出人头地的解放奴隸。到了帝政时代，这种罗马式的贵族义务观念比以往更加盛行。好比说假使皇帝新建了一座公共图书馆，那么就会有元老院议员捐赠不动产作为教育基金财源；某个公民在修复大道时负担某个段落的所需费用；事业有成经济富裕的解放奴隸，则为故乡的神殿修缮费出资。罗马人并未让这些「回馈社会」的义举成为不欲人知的善行，反而认可在事成后于建筑物冠上当事人姓名，或者在大道修缮后，准许部分负担者於路旁树立记载事蹟的石碑。罗马人的墓碑背面，往往有如当事人的履历表。除了刻有死者在世时担任过的文武官职之外，还记载了他们配合身分与财力为公共付出的事蹟，令人看了感动。可是到了西元三世纪之后，这种事蹟也就消失了。





笔者认为，广大的罗马帝国，是由国家、地方、个人三根支柱构成，以一个基本信念统合，因此才有办法发挥功能、维持营运。从最能代表罗马的罗马街道网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方面的内情。

干线道路——总计八万公里，由国家负责铺设与维修，全线四层结构、石板面。

支线道路——总长度七万公里，由地方自治体或殖民都市握有决策权与维修责任，大多数为石砾面。

私人道路——总长度十五万公里，由私人铺设、负责维修。虽然为私人道路，但并未禁止外人进入，允许任何人自由通行。因此在罗马帝国中，私人道路地位等同公有道路。

研究人员表示，这「三大支柱」总长度三十万公里。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人体的话，这三十万公里的道路就像大小各种血管一样，把新血送到帝国的每个角落。如果所有道路工程全都要由国家负担，那么除非大幅调升稅率，否则办不到。罗马帝国能长年维持低稅率，在于采用了三大支柱并行的体系。尤其以成功地让富裕阶层参与公共事业这点最为重要。

各位读者要知道，当时社会处於间接稅的时代。一来不可能发展出累进稅制，再者间接稅的稅率也不高。如果放任这个局面不管，富裕的人会更富裕，贫困的人将会更贫困。如果要避免造成社会不安来源的贫富差距扩大，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富裕阶层把钱吐出来。不过，财富稅之类的点子就不用考虑了。罗马社会的富裕阶层与胜利者阶层重叠。如果想要推动这种稅制，即使奥古斯都的用意在创设适於帝政的新稅制，也会受到既得权阶层反弹而失势。凡事谨慎的开国皇帝没有追逐这种危险又不符现实的梦想。





首先，他以身作则，并动员他的忠实助手阿古力巴与马西纳斯进行「利益回馈社会」。成果使得他可以略带夸大地说「我继承了砖瓦做的罗马，留下大理石做的罗马」。而阿古力巴、马西纳斯在协助奥古斯都鼓励回馈社会的同时，也成为在埃及拥有大片耕地的地主。

再者，除了诉诸富裕阶层的公德心以外，奥古斯都也没忘记刺激富人的虚荣心。修缮公共建筑之后可以立下石碑记载事蹟，成立财团用于资助贫困女子有嫁妆可用时，也能在财团上冠上个人的姓名。如果能留下有形的事蹟，人们势必会更加奋力。

罗马的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没有像现代国家一样留下详细的数字记载，因此后人只能进行推测。不过笔者认为在「元首政治」时代，罗马帝国的社会相当仰赖个人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众人公认是罗马人最佳纪念碑的罗马街道网路，也能显现出这一点。因为尽管意义有如微血管，三十万公里的罗马大道有一半是由私人道路构成的。由奥古斯都创始，其后持续两百年的「元首政治」时代稅制，正因为建立于对人心的巧妙观察，才有办法成为「罗马和平」的成因之一。真可说暴政与仁政的分歧点，就在于对稅制的建立法上。





这项可称为奥古斯都稅制的制度，却在西元三世纪时崩盘。引发稅制崩溃的，是在西元212年公布施行的「安东尼奥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由于提案暨施行的皇帝外号叫做卡拉卡拉，因此一般通称这道法令为「卡拉卡拉敕令」。当这道法令公布后，居住於罗马帝国境内，除奴隸以外的自由民，一律都能拥有罗马公民权。「罗马公民」（romanus）与「行省民」（provincialis）之间的差异就此完全废除。只要是住在罗马地境内的居民，无论其人种、民族、宗教信仰与文化差异，一律平等地成为「罗马公民」。从人道立场来看，这的确是一道无可批评的法令。

可是这道法令却使得奥古斯都稅制走上绝路。因为既然行省民的身分消失，缴纳行省稅的义务也就跟著消失。卡拉卡拉皇帝似乎认为，将原本针对罗马公民权所有人课征的遗产稅与奴隸解放稅从百分之五调高至百分之十，就足以弥补行省稅消失所出现的财政漏洞。如果他真的认为行省民成为罗马公民后，全国百姓都会开始缴纳这两项稅金的话，那真的只能说是年轻不懂事。毕竟这两种稅的性质不一样。

第一点，遗产稅与奴隸解放稅并非每年持续缴纳的稅金。

第二点，留下遗产给血亲以外的对象，或者给予奴隸自由当作退休金，是罗马人特有的感情。不能期待行省民有同样的心态。

第三点，这项敕令引起既有的罗马公民不满。这也难怪，他们不但失去所有特权，连要缴纳的稅金都加倍了。

上述两种稅金的稅率，在卡拉卡拉遭刺杀后，由继位的马克利努斯调回原有稅率。但是撤除罗马公民与行省民差异的法令并没有废止。其后的罗马帝国陷入了没有行省稅收入的状态。而如果不寻求其他稅收代替行省稅，国家财政会因此崩溃。不得已之下，国家只好开始征收与奥古斯都稅制思想相反的临时稅与特別稅，而且变成一种常态。





整个西元三世纪，人们听不到象征稅率毫不变更的「二十分之一稅」、「百分之一稅」等名词，在史学家的记述中也找不到了。西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局势紊乱，国家前途迷茫，可以用「三世纪危机」一词做代表。当时外族大举入侵，皇帝一天到晩换人，政策失去连贯性，就连稅制也陷入无政府状态。三世纪末期登基的戴克里先皇帝也当然会想要解除这种无政府（anarchy）的状态。只不过他构思推动的稅制，与元首政治时代完全相左。笔者已经在第Ⅵ册之中详细讨论过奥古斯都稅制，方才却又重新提出来论述，就是因为只要知道帝国后期的稅制与奥古斯都稅制完全相反，就能够轻易的理解其内涵。稅制上的变化，也是学者把西元一、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分类为「元首政治」，四世纪之后称为「绝对君主政治」的原因之一。





戴克里先皇帝推行的新稅制，有下列几样特点。

一、皇帝每年决定一次国家所需的金额，无论该年度收入如何，纳稅人都得照样缴纳。

二、所有稅务一律统合，纳入中央政府管理下。

这使得地方分权也成为历史。因为没有独自的财源，自治也就无法成立。如今「地方自治体」已经名存实亡。

三、稅赋分成以生产基础「耕地」为课征根据的「佃租」（iugatio），以及以生产手段「人口」为课稅根据的「人头稅」（capitatio）两种。每五年审查一次决定金额。

罗马帝国的稅制从此转为以直接稅为主。此外，对于稅金审查结果若有异议，只能向皇帝申诉。

这么一来等于是，稅务官员审查得出的稅金金额，民众其实只能乖乖缴纳到下次审查为止。

如此一来，长年维持罗马国家体制的「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个人回馈社会」三大支柱体系就此崩溃。除了地方自治体失去自立能力以外，以直接稅为主的稅制带来重稅，使得个人失去把利益回馈社会的意愿。「三大支柱」成了「一柱擎天」，光从稅制上就看得出来，罗马已经从「元首政治」走上了「绝对君主政治」的路线。

从之前叙述过的「四头政治」，到接下来要讨论的物价管制等，戴克里先处事喜欢彻底系统化，而且本人又有这种能力。这使得政治制度具有过度规范的缺陷。一旦遇上意料外的局面，立即显得无法动弹。罗马帝国疆域广阔，罗马人又喜好泡温泉，可见地震、火山爆发等意外并不少见。而且气候也不是能照人类意愿改变的。偏偏戴克里先把稅制规定得精密细致，负责推行的稅务官员又一板一眼地依法行事。





在此举个稅务「审查」的案例。下列的各项佃租对象，在法令中视为具有同等价值。

五公顷的丰饶耕地。

十公顷的二级耕地。

十五公顷的三级耕地。

一·二五公顷的葡萄园。

高度超过三公尺，期待收获量高的橄榄树两百二十棵。

每年可期待收成，但种植於坡地上的橄榄树四百五十棵。

至於被视为生产手段课征的劳力稅赋，则是以十四岁到六十五岁的国民为对象。在那个时代，到六十五岁为止，意思也差不多等于到死为止了。女性也同样被列为课稅对象，只不过不知为什么各地区之间有差异。叙利亚女性被视为与男性同等，埃及女性则得以免稅，小亚细亚女性的稅金为男性的二分之一。还有，一旦被审定为生产力，无论是生病或死亡，都得乖乖纳稅到下次审查为止（而且君士坦丁时代又把审查改为十五年一次）。奴隸也被当成与自由民同等的劳力计算。

以上提的是农村的部分，那么都市地区又如何呢？新稅制的思想基础，是要以稅收满足国家所需的金额。那么找容易征收的对象抽稅，也是自然的发展了。在戴克里先稅制改革下，最受打击的无疑是农村居民，而都市居民也同样躲不了重稅。

虽说都市居民没有佃租可收，但是店面、工厂等生产基础一样可做征稅对象。至於实际的审查办法，由于没有任何史料留下，因此无法得知其中详情。可以肯定的是，以生产力为名课征的人头稅是绝对跑不了的。尽管情况如此，戴克里先新稅制对于农村的打击还是比较严重。地方人口流失、都市人口遽增的局势依旧没有改善，就是最好的佐证。罗马帝国向来以农业为基础产业，因此受到的打击，也会远比以工业为基础产业的现代先进国家来得沉重。





西元三世纪后半的罗马帝国农民，为了躲避如同浪涛一般接连不断的异族入侵而拋弃耕地，也为了寻求人身安全与新的谋生手段躲进了都市之中。可是西元四世纪之后的罗马帝国农民，则是为了逃避重稅而拋弃耕地，流入都市。

戴克里先皇帝借由扩增兵力，成功地阻止了外敌入侵。可是同一时代的人表示，随着兵力倍增，收稅的人变得要比纳稅的人还来得多。由此可见在官僚体制的扩增上他也「成功」了。这表示军人、官僚等仰赖国库给付薪资的人变多了。结果使得国家需要的经费，少说变成两倍，严重的话说不定扩大到四倍之多。戴克里先上台之后农民不必逃避外敌入侵，相对地，多了逃稅的必要。

虽说情况没有农民严重，不过手工业者与商人同样也受到新稅制的沉重打击。这些人没办法逃离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只不过，儿女开始不愿意继承父亲的职业了。此外，新创业的人员数量也大幅下跌。「元首政治」时代的金融年利率约为百分之十二，如今降低到百分之四。在货币价值不断暴跌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利息却一再滑落，唯一的解释就是利息反映出市场投资意愿低落的现象。而与稅制改革几乎同时期，戴克里先又推动了货币改革。





戴克里先推动的货币改革内容，简单来说，是为三百年来身为罗马帝国基準货币的狄纳利斯银币，进行最后一场保卫战。

当时银币的素材价值，已经跌落到含银率仅有百分之五。而戴克里先打算把货币价值恢复到当年尼禄皇帝为适应流通量扩大，推行货币改革之后的样子。当时，每一利普（三百二十七公克）纯银可铸造九十六枚狄纳利斯银币。而西元四世纪初期的狄纳利斯银币，则是一利普纯银可铸造六千枚的劣币。





劣币的定义，是面额价值与素材价值不一致的货币。这两种价值的差距越大，代表货币越是劣质。在没有纸币的时代里，面额价值与素材价值一致与否，是货币唯一的信用基準。顺带一提，现代国家发行的纸币，素材价值只不过是一张纸，要靠发行纸币的国家保证其价值与面额价值一致。如果这项保证开始掛不住，货币价值也就会开始下跌。在古代由于货币以金、银、铜铸造，国家保证货币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维持上述金属的含量，使其素材价值不至於下挫。

也正因为如此，戴克里先皇帝当然会认为要让罗马帝国的基準货币狄纳利斯银币恢复价值，就必须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第一点，把每一枚狄纳利斯银币的重量，恢复到尼禄皇帝改革后，一百五十年内没变更的三·四公克。

第二点，含银率不变回尼禄皇帝改革后的百分之九十二，而是改回奥古斯都皇帝发行时的百分之百。亦即重新发行纯银的狄纳利斯银币。




狄纳利斯银币含银率变迁











	
奥古斯都皇帝改革（西元前23年）

	
3.9公克

	
银100%




	
尼禄皇帝改革（西元64年）

	
3.4公克

	
银92%




	
卡拉卡拉皇帝改革（西元215年）

	
3公克

	
银50%




	
三世纪后半（西元260年~300年）

	
3公克

	
银5%




	
戴克里先皇帝改革（西元295年）

	
3.4公克

	
银100%





顺带一提，从奥古斯都起，至戴克里先为止的狄纳利斯银币含银率变化如上表所示。





戴克里先构思的货币改革案不但内容大胆，而且真的付诸实行。新发行的银币质、量兼具，被命名为「亚尔坚突斯」（Argenteus）。相信戴克里先皇帝认为：只要这种面额价值与素材价值一致的银币开始在市场上流通，罗马帝国的基準货币银币的信用也就会跟著恢复，货币信用不足造成的通货膨胀现象也就会渐渐消沉了。含银率掉到百分之五的狄纳利斯银币就此废止，改为含银率同样百分之五，但重量将近三倍的「伏利斯」（Follis）铜币。

理论上来说，事情应该照戴克里先的预想发展。可是实际上，新发行的银币很快地从市场上消失，留下来的旧银币与新铜币，没有办法抑制价值下挫的现象。这是因为拿到新银币的人不愿意脱手，持有旧银币的人又想尽早换成新银币，使得旧银币的价值继续往下探底。在亚尔坚突斯银币发行后，大多数的货物价格依旧以旧狄纳利斯银币为準，也足以证明上述论点。这代表着发行纯银良币无法抑制通货膨胀。

顺带一提，名为奥流斯的金币价格没有变动的原因，在于罗马帝国虽然以货币的形式发行金币，但严格来说这并不是货币。奥流斯金币的地位，有如现代的金砖、Krugerrand金币（由南非发行）。由于属于纯金打造，因此主要持有目的为资产保值，而罗马帝国以银币为基準货币的理由也在此。正由于金币的地位有如金砖，所以才能长年维持含金率百分之百。




经济管制国家



不知道戴克里先皇帝是否对于无法消弭通货膨胀感到绝望，在货币改革六年后，西元301年时，皇帝发起了人类史上第一次的物价管制政策。他把在罗马帝国境内流通的所有物产与服务全部订定了价格上限，并规定如果有人打算以高过上限的价格交易，就要面临国法制裁。当然，所有价格都是以旧狄纳利斯银币标示的。小麦、葡萄酒等物产有高低级之分；可是教师、律师的酬劳就没有区別了。能力差异与报酬不相干，也是管制经济的一项特色。






「市场与日常交易所见之价格无限攀升，即便在农产丰收年份亦无沉淀的起因，在于对钱财贪婪的人们。」



戴克里先皇帝的敕令由上述内容为起始，之后列举了庞大的职业分类与规定价格。而到了现代，大多数的内容都还能调查得到。这是因为敕令颁布到整个帝国之中，只要将罗马帝国境内挖掘出来的大理石碑、铜牌拼凑起来，要掌握整个政策的内容并不困难。






刻有戴克里先皇帝价格管制敕令的石板（部分）




这道敕令会被视为重要史料的理由如下：

一、这是史上第一个管制经济的实例。

二、这项史料庞大有系统，是最适於瞭解罗马时代职业分类的资料。

换句话说，如果站在平民百姓生活立场来看历史，这会是难得的珍贵史料。而从怀疑经济管制效果的立场来看，首先会对其分类之细密感到讶异，之后会对政策努力完全没有效果的事实感到黯然。无论任何时代，这种严密强硬的经济管制最终都会落得失败的下场。至於个中缘由就要留待专家解说了。而戴克里先颁布敕令之后，对罗马社会造成的影响如下：

一、经济活动地下化。

二、以物易物经济事隔五百年后再度复甦。

三、所有领域的劳动水準下滑。

这道敕令的最大目的在于消弭通货膨胀，其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

戴克里先皇帝还有一个不能再拖延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农民脱离农业使得耕地荒芜，以及青年脱离商店、工厂的现状。如果放置这项问题不解决，自耕农、商人、手工业者等罗马社会中坚阶层将逐渐萧条。戴克里先不仅以强硬手段面对通货膨胀，在解决这项问题时也采取强硬手段。

绝大多数的职业开始转为世袭制度。无论任何职业，依法规定必须父业子承，而且儿子必须住在父亲执业的地区。

在当时「防线」勤务士兵以一边屯田一边担任国界警备为常态。这些士兵的儿子从此之后，也只能选择与父亲相同的职业。「元首政治」时代的士兵在役满退伍时，可以支领少量现金或者相当面积的土地作为退休俸。到了戴克里先时代，退休俸大幅缩水，变成当事人家中身为农作劳力的妻小可以免徴人头稅。一来整个帝国都变得吝啬小气，再者当时官兵第二代也渐渐不愿意继承父业，防线也面临人口流失问题。这使得军人也成为人员/土地/职业绑标政策的对象。当然，各个皇帝直属的部队成员也同样在继承父业政策的范围下。整套法令推动之下，持续四百年的罗马军团募兵制，也转为实质上的征兵制了。





至於商人、手工业者的第二代，当然也无法例外。皇帝奖励这些人组成名叫“collegium”的职业公会，名目上是为了有益于会员间互助扶持，实际上是为了稳固世袭制度。这也是中世纪社会结构基础的公会（guild）制度之滥觞。

在「元首政治」时代，罗马社会分成皇帝、元老院议员、骑士阶级（官僚或商业）、平民、解放奴隸、奴隸，属于阶级社会。尽管如此，全体民众的职业选择与迁徙自由能获得国家保障。正因为如此，阶级之间才能产生流动性，为成熟社会容易产生的僵化作用提供预防效果。其最大的功效，在于为社会发掘人才，提供「新血轮」。

可是这种效益，首先由军民完全分歧的政策破坏殆尽。再者，国民又失去了选择职业与迁徙的自由。有位研究人员表示，如果以现代国家打比方的话，当时的罗马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




戴克里先与基督教



既然罗马的政治体系变成将权力集中於中央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顶点的皇帝，那么皇帝的权威也会跟著改变。要行使绝对的权力，也就有必要让大众认同其绝对的权威。「元首政治」时代那种由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委托皇帝行使权力的权威形式，已经显得不够充分了。

既然人类赋予的权威不够充分，接下来就只有找神明求取了。戴克里先推动绝对君主体制后，把自己逼进脱离罗马风气的立场，陷入背后必须要有神明做后盾维护权威的局面。戴克里先皇帝大力提倡复兴对罗马诸神信仰的政策背后，还有这样的苦衷存在。而且不是任何罗马神明都可以成为后盾。既然是要为身为绝对权力者的皇帝附加权威，那唯一的选择就是三十万诸神里的领袖，最高神朱比特。早在「四头政治」前的「双头政治」时期，戴克里先就把意为朱比特的优维乌斯当成称号，把同事皇帝马克西米安別号改为半神半人的海克力士。可能即位不到两年，他就发现皇帝的权威必须加强。





问题是，希腊文称为宙斯，拉丁文称为朱比特的最高神，还是难以成为行使绝对权力时的后盾。在上一册的最后一章「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中笔者已经提过，希腊罗马诸神的特性，与犹太教、基督教神明不同。

希腊罗马诸神是协助人类面临困境的神明，而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神明，则是对人类下命令的神。希腊罗马诸神想都没想过要管理人类，而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神明，名义上是指引人类走上真实信仰的道路，实质上则是管理人类生活方式的神明。

希腊罗马宗教中的神明数量众多，起因於每个人希望得到协助的领域都不一样。犹太教、基督教会成为一神教，也是因为既然要把人类纳入管理之下，那么神明需要绝对的权威。当神明只有一位时，才有可能成为绝对的权威。无论权力也好，权威也罢，在分散给许多人员、神明的状况下，是不可能具有绝对性的。

简单来说，即使是希腊罗马诸神里的最高神，也无法成为能给绝对权力赋予正统性的绝对权威。

可是，戴克里先似乎认为即使是希腊罗马诸神，也可能成为绝对权威。条件是先把成为障碍的对象驱逐干净。所谓的障碍，自然就是宁死不肯承认罗马诸神的基督教徒了。

以上就是罗马史上首次持续、坚决、有组织地镇压基督教徒政策的起始。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这是在四十年平稳日子之后，突然再度遭遇到的晴天霹雳。





成为镇压政策源头的第一道敕令，发佈於西元303年2月。西元303年是戴克里先即位的第十九年。在这段期间之中，戴克里先历经「双头政治」、「四头政治」，一直都是唯一的最高权位者。如果他想要镇压基督教，随时都有充分的地位与权力实行。尽管如此，他却要到了在位的最后这段时期才开始实施。

有许多研究人员对这个问题同样感到疑惑。当事人戴克里先不但没有留下答案，连能让人接近答案的言行都没有留下来。基督教方面身为受害人，然而教会提出的史料也只能写著老皇帝脾气发作了，或者是受到邪恶的副帝伽雷留斯怂恿。

戴克里先是个城府深沉，不对任何人透露心事的人物，而且就连行动上，也不会暴露出他内心的想法。由于他精神强韧，擅长自我控制，是最不可能因一时愤怒推动重大政策，或者轻易受他人怂恿的政治人物。尽管如此，他却推动了镇压基督教的政策。那么会不会对他来说，在位时期的最优先课题是重建帝国，诸般重建政策中又是以镇压基督教收尾呢？在第Ⅻ册中笔者也表示过，在三世纪里上台又下台的列位皇帝之中，越是热心於重建帝国的人，也就越是热心於镇压基督教徒。也许是因为皇帝们具有危机意识，认为传统的罗马诸神不受人民信仰，也就代表罗马帝国不受人民信任。也许戴克里先在长年担任皇帝之后，这种危机意识也渐渐深厚。毕竟距离上次镇压事隔四十年，除非有了相当的觉悟，否则当权者应该是难以推动镇压政策的。





有部史书原名叫做Acta Martyrum，译名应该称作《殉教者行传》，专门记载殉教的基督教徒事蹟。在这本书中，从图拉真皇帝时代的西元115年起，到西元320年为止的两百年间，只列举了十二个殉教事例。即使书中只记载着名殉教事例，但两百年只有十二个例子也未免太少。在这其中，笔者想介绍属于戴克里先时代，但尚未发起镇压政策时的「殉教」事例。这件事发生于西元295年，是戴克里先治国的第十一年，距离大镇压还有八年。事情发生于北非努米底亚行省的主要都市之一堤威苏特。

事蹟的主角马克西密里亚努斯当时二十二岁。他的父亲已经是国家级的稅务官员，但似乎年轻时曾隸属军中。因此马克西密里亚努斯也只好受命前往兼做考场的军营报到。毕竟在当时，军人已经成为世袭职业，兵役制度成为实质上的征兵制。主考官是狄奥总督，似乎身兼军团长。以下想要引介这两人对答的全文。因为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具体得知当时罗马军方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罗马人、基督教徒的想法。


主考官：「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为什么你要知道我的名字？我不能服兵役。因为我是基督教徒。」




主考官不理会，接着说：「脱掉衣服接受体检。」




年轻人一边脱衣一边重复：「我不能服兵役。我不能做伤害人的事情。我是基督教徒。」




主考官不理会，继续说：「帮他量身高。」




军官：「五佩迪斯又十温奇亚。」（约一公尺五十公分）




主考官狄奥向別的军官下令：「合格了。给他证明罗马军士兵身分的铜牌。」




年轻人拒绝接受。




「我不能接受这种东西。因为我不能服兵役。」




主考官到这时才看着一再抗议的马克西密里亚努斯的脸说：「乖乖入伍，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年轻人：「办不到。想斩首就斩首吧。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军队，而是隸属神的军队。」




主考官狄奥问年轻人：「是谁这样告诉你，让你有这种想法的？」




年轻人：「是我的灵魂，还有召唤我的那位尊者。」




狄奥向列席的父亲说：「你能不能劝劝你的儿子？」




父亲：「看样子没用了。他似乎已经认命了。」




狄奥再次面对年轻人说：「加入军队，领取士兵铜牌。」




年轻人：「我不能收，我已经领有基督士兵的铜牌。」




狄奥：「如果你一再抗拒，我只有送你去见那个基督。」




年轻人：「要送的话，就请快点。越快对我来说就越荣誉。」




狄奥向军官下令：「架著他把铜牌套上去。」




年轻人：「不管你们做什么我都不会接受铜牌。你们强制我的话，我只好把铜牌砸烂。我是基督教徒。身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我，不能在脖子下吊着铜片走路。你所不知的神子，天神为救济世人脱罪而派来地上的耶稣基督。只有顺从引领人生的这位尊者，才是我的工作。」




狄奥：「我不管你说什么，给我收下钢牌开始服役。如果你还一再拒绝，就只有死刑等着你。」




年轻人：「就算肉体死了，我的灵魂依旧不灭。既然身为我主军中的一员，我就不能成为其他军队的士兵。」




狄奥：「想想你还多年轻吧。別这么顽固，现在赶紧服兵役。这是身为帝国一员的青年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在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君士坦提、伽雷留斯等皇帝直属的军中同样有基督教徒士兵。可是他们可没有轻忽当兵服务国家的义务。」




年轻人：「他们想必有他们的理由吧。可是我身为基督教徒，不能染上恶行。」




狄奥：「服兵役保卫国家，难道是恶行吗？」




年轻人：「您应该知道士兵的实际工作内容是什么吧。」




狄奥：「乖乖入伍。如果你再拒绝下去，我只有将其视为不屑为共同体服务的证据判处你死罪。」




年轻人：「我是不会死的。即使我失去了在现世的生命，我也会与吾主基督同在。」




主考官狄奥总督写下判决书，并当众宣读：「马克西密里亚努斯，因缺乏令人信服之理由，单为反抗心拒绝兵役之罪名，以及考量对其他方面诸般影响之下，将受适切之处分。」




总督判处马克西密里亚努斯服叛国者应受的斩首刑。这名青年听到判决后高兴的大喊「哦，神啊，我打从心中感谢您！」







直到西元303年开始大幅镇压基督教徒为止，於戴克里先在位的十九年里，留下纪录的殉教事蹟只有这么一件。在《殉教者行传》之中，这件事蹟的上一位殉教者，也是笔者在上一册最后引用的信件作者，是迦太基主教基普利亚努斯。这个人殉教的时期为西元258年。也就是说，就连出自基督教徒笔下的《殉教者行传》在论述殉教者时，谈完西元258年之后，就马上跳到西元295年。对基督教来说，能提出的殉教者自是越多越好。可是就连他们提出的史料，也只有基普利亚努斯殉教三十七年后，这名年轻人拒绝兵役的事例。若将时限移至戴克里先开始镇压基督教为止，则期间长达四十五年。

而且狄奥总督在判决时，是以拒绝兵役为由，而不是以基督教徒为判刑依据。这是当然的，总督表示过基督教徒同样有人服兵役。不久之前，采行征兵制的现代国家义大利，才接受因宗教理由回避兵役的人。条件是这些人必须依法担任社会福利工作，服务期间要比兵役时间长，而在罗马帝国中没有这种制度。各位读者不要忘记，要到了二十世纪，社会才能公认这种別称「良心地拒绝兵役」的生活方式存在。





话说回来，就算一千七百年前有这种制度存在，也难以保证这名除了基督教之外不接受任何指示的年轻人，会不会愿意顺从国家制定的社会福利体系。恐怕这种对未知的恐惧，才是狄奥总督这严厉判决的真正起因。因为在判决文中有「以及考量对其他方面诸般影响之下」这么一句话。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所有职业都已经改为世袭制。服过兵役的人，子嗣也只有服役的路可以选择。然而人的本质向来厌恶强制。而在当时处於兵力倍增的时代，补充兵力所需的新兵募集网路，也当然会比以前密集。

主考官狄奥提出的合格基準低落，也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体检时无论体格与视力，只要身高一公尺五十公分，就足以通过新兵测验，拿到士兵的铜牌。

同样在罗马帝国，一个世纪前的新兵测验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当时兵役还是募兵制，士兵人数也只有一半。也正因此能顾虑到维持士兵的品质，严守哈德良皇帝订下的新兵基準。





当时规定，身高必须有一公尺六十五公分以上，体格匀称视力良好，并有最基础的读写计算能力。罗马帝国向来於全国维持希腊文、拉丁文双语政策，唯有军中以罗马人的母语拉丁文作为官方语言。所以条件中的「读写」，无论是在不列颠、叙利亚，都代表拉丁文的读写能力。而且通过这些测验还不等于马上可以入伍。一般而言会有为期四个月的「测试期间」（probatio）。在这段期间内测验当事人是否能适应军中生活，期间中的活动包括持武器参加演习。只有通过这段测试期间的人，才能得到入伍许可。脖子上挂着刻有所属军团、个人姓名的铜质识別牌（signaculum），向身兼最高司令的皇帝宣示效忠，之后才正式成为罗马军的士兵。

相隔百年之后，入伍测验的差异让人印象深刻。只要身高一公尺五十公分就能合格。其他测验一律简化取消，测试期间也没有了。虽说罗马帝国历经了国难连连的西元三世纪，百年下来国民身高也不可能会缩减十五公分。新兵测验的简化，以及合格基準的低落，应该视为罗马帝国三十万兵力膨胀到六十万带来的影响。就在这个设法确保兵力的期间，尽管有人因宗教理由回避兵役，恐怕政府也只有「考量对其他方面诸般影响之下」，对其判处重刑了。

这名基督教青年拒绝兵役的消息，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传入戴克里先皇帝耳中。不过身为主考官的狄奥既然让人称为总督，那自然属于罗马军的指挥阶层。军官应该不会做出违逆上司意愿的行为才是。尤其这个时期的罗马帝国，已经在戴克里先领导下逐渐充满专制君主色彩。假使这件事情传入了戴克里先耳中，恐怕他也会担忧「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吧。因为让罗马兵力倍增的，就是戴克里先本人。

不过这件事「对其他方面的影响」似乎不严重。而且这件事情发生于帝国南端，事发地点又是新兵测验考场，属于帝国机构的最下层。偏偏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三年后，在戴克里先眼前又出现一桩与基督教徒有关的事情了。

就在皇帝列席的祭典之中，出席的皇宫官员里有人在面前划十字。既然这是皇帝列席的祭典，那自然是献给罗马诸神的传统仪礼。在仪礼中划十字，想必是祈祷借由划十字，消除参加异教仪式所造成的罪孽。基督教为一神教，向来不认同其他神明的存在。从认同其他神明，因而形成多神教的罗马人眼中来看，这却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这就好像开工破土，拈香祈祷时，列席的基督教徒突然划起十字；伊斯兰教徒开始向阿拉祈求原谅一样。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失礼的行为。据说当天戴克里先发现有人划十字之后大为震怒，但没有处罚相关人员。在向罗马诸神祈祷的场合划十字的人，似乎也认为皇帝只是一时发火，没有人为了可能发生的事态未雨绸缪。可是，戴克里先并未遗忘。





这件事情发生五年之后，西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开始镇压基督教徒。而西元303年这一年，对戴克里先来说应该也是意义深重的一年。这一年秋天，是戴克里先皇帝即位后首度回到罗马的日子。他与同事马克西米安一起为这十九年的岁月做总结，举办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也许对戴克里先来说，镇压基督教徒的政策，也是他在位期间诸般努力的总结。而他在位期间的诸般措施，包括对外作战获胜，保卫国界平安在内。亦即，这并非一时兴起的措施，而是十九年来逐步酝酿的决断。

可是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新的政策简直是晴天霹雳。毕竟在这场灾难之前，他们过了四十几年的平稳日子。在这四十年之中，还曾经发生过教会内部无法处理罗马主教与安提阿主教的权位之争，特別延请罗马皇帝奥雷利亚为其裁决。尤其帝国东方的基督教势力更是巨幅推展，尼可美狄亚主教官邸，也正隔着广场盖在戴克里先皇宫的对面。这就好像连日万里无云之后，突然雷电交加、狂风暴雨。





由戴克里先所推动，日后基督教徒口中称为「大」镇压的政策，第一道敕令是在西元303年2月24日颁布於全国各地。这道敕令的原文，无论铜版或书信都没有留下。研究人员蒐集基督教徒留下的记载，就好像考古学家拿着古代陶瓷器碎片拼凑复原的精神一样，才一点一滴地将其重新建构恢复。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知，基督教镇压政策也如同戴克里先的其他改革政策一样，不但有系统而且彻底。

一、所有基督教教堂，皆从地基起彻底破坏。即使教堂使用的是私人住宅的一部分，也不得例外。

二、无论任何理由，严禁基督教徒集会。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等皆适用本禁令。

三、《圣经》及一切类似书籍、弥撒所用的器具、十字架、基督像等，皆於没收后销毁。

四、基督教徒中属于上层社会者，以往於询问时享有免於拷问等诸般特权，如今依令剥夺其全数特权。

五、承认身为基督教徒者，全体均丧失於法庭上自保之权利等由罗马法保障的权利。

六、由信徒捐赠累积的教会资产将没收付诸竞拍会。拍卖所得分配给教会资产所在地的地方自治体，或与基督教徒无关之职业公会。

七、所有承认身为基督教徒的人，一律逐出公职之外。

这已经等于戴克里先皇帝向基督教发出了宣战通告。而上述规定，也在戴克里先派出的军队监督下严格执行。






罗马帝国基督教徒分布推测图（西元三世纪末期）




我们无法得知帝国其他地方是如何看待这道敕令。不过在戴克里先直接管理的帝国东方，基督教徒倒是做出激烈的抵抗。毕竟帝国东方的基督教普及率要比帝国西方高。在戴克里先定为首都的尼可美狄亚，有一名基督教徒撕毁敕令，一边绕着广场跑步一边大喊基督将会获胜。这名男子立即遭到逮捕，并处以死刑，成为敕令颁布后的第一个殉教者。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后，尼可美狄亚皇宫内发生了火灾，而且是在短期间内发生两次。第二次火灾的起火点，就在皇帝寝室的附近。不用说，皇宫内上上下下的职员都受到严密的询问。至於起火原因是意外还是恶意纵火，如今已不得而知。不过在这场询问调查之下发现皇宫内有许多基督教徒存在。低阶的佣人只是让人逐出皇宫而已，高阶人员则被处以死刑。可见戴克里先没忘记五年前在典礼中划十字的人员。

根据书面纪录，基督教徒为反抗这道敕令掀起了暴动，除了小亚细亚以外，范围还扩及叙利亚。不过戴克里先在派遣军队前往镇压时毫不犹豫，使得暴动在进一步扩散前就消弭了。而军方则完全站在戴克里先的这一边。戴克里先一旦开始行事，便毫不犹豫，不久之后又公布了第二道敕令。不过，第一道敕令的对象是全体公民，第二道敕令则是给各「县」长官的指令。

第二道敕令的扫荡对象，则针对形成教会组织中枢的主教、祭司、助祭司等神职人员。各「县」长官受命，必须把这些人逮捕入狱。

不久之后，戴克里先又打落水狗般地发佈第三道敕令。这道敕令同样以各「县」长官为受文人。其中规定强迫关在牢里的神职人员举行给罗马诸神的祭献仪式。接受这项规定的立即释放，不接受的马上处死。

施行这道敕令的结果，只有四人遭到处死。不过这个数字不知是否包含整个罗马帝国。

根据研究人员表示，戴克里先在回到尼可美狄亚之后，亦即要到西元303年底的时候，才颁布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敕令。这道敕令同样是给各「县」长官的命令。在四道敕令之中，这道敕令的内容也是最无情、最违反罗马人性情的。

往昔图拉真皇帝订定的基督教政策，认为未经控诉不予受理，而且不接受无名密告黑函。如今这个传统政策也走进了历史。即使无人控诉，只要传闻某人是基督教徒，当事人就会遭致政府追缉到案，刑求逼供。这些教徒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受强制行献给罗马诸神的祭献仪式。拒绝行礼的人依令要处死刑或强制劳动。





不过，比起基督教徒来说，第四道敕令对于信仰传统罗马诸神的人，亦即基督教徒口中的「异教徒」（paganus）造成的影响反而更重大。可能是因为神职人员以传教为业，因此另当別论。然而一般信徒只是信仰基督教，并未对罗马社会造成实际损害。光是因为信仰基督教就要处死或强制劳动，让肯定其他人宗教自由的多神教徒看在眼里，觉得实在说不过去。有许多「异教徒」宁愿冒著违逆皇帝与「县」长官意愿的风险，开始协助基督教徒藏身。不过，这种动态的扩散程度不得而知。因为这种善行往往是私底下，而且是个人进行的活动，外人无从掌握正确的全貌。

不管怎么说，至少在西元303和304两年之中，在帝国内的许多地方，尤其帝国东方，刮著迫害基督教的风暴。其后虽然风头略微松懈，但是直到西元309年为止，专找基督教徒麻烦的敕令一直有效。不过有许多研究人员表示，虽说这叫做「大迫害」，判处死刑的人也未免太少了。而基督教教会留下文字记载，当西元309年解除禁令时的社会情势如下：

一、大批的基督教徒脱离牢狱与强制劳动生活回到家中。

二、神职人员遭到释放，回到以往的职场（重建的教堂，或以其为中心建设的基督教徒社区）。

三、弃教者痛改前非，祈求重新被社区接纳。

如果这些记载属实，那么戴克里先皇帝的「大迫害」实况恐怕如下：

第一，处死的人佔总体的少数，其他大多数人，包括神职人员在内，被送往牢狱，或者在矿山、建筑工地强制劳动。

第二，有许多改宗弃教的人存在。





在日本迫害基督教的时期，有个特有名词叫做「倒」，后来成为日本文学中深刻的主题。有趣的是，正宗本家的古代基督教社会反倒从人性的角度务实地看待这个问题。基督教徒也是人，自然也会屈倒臣服，真正该思考的是当叛教的教徒申请回来时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实际上，西元三世纪后半的罗马政府推动过零星的基督教镇压政策。当时教会已经把允许弃教者回归的程序制成既定程序。其中包括在冬季穿着粗陋短衣，跪在教会入口苦苦哀求等，有一连串艰辛严苛的课题必须一一克服。但至少地区教会允许教徒回到社区之中。笔者不是基督教徒，但是相当佩服古代基督教教会的弹性，允许弃教者回归也是笔者佩服的项目之一。不过，也有许多人觉得不该原谅曾经拋弃宗教的人。允许弃教者回归与否，成了基督教教会内部鹰派鸽派对立的主要原因。




戴克里先浴场



现代的罗马，有多得让人短期间内无法全数参观的美术馆与博物馆。直到不久之前，罗马中央车站（Termini）附近的国立特尔梅博物馆之希腊、罗马方面展示品的质、量均超越梵谛冈博物馆。笔者会说不久之前，是因为前些年他们将馆藏分成四份，分移到马席莫宫（Massimo）、欧坦普斯宫（Altemps）、八角厅（Aula Ottagona）、特尔梅博物馆展示。这真让人怀疑，他们将馆藏分成四份，是不是打算借此赚取四倍的门票收入。因为国立特尔梅博物馆面积宽阔，空间足以展示庞大的历史遗物与美术品。当年戴克里先皇帝为纪念在位二十年与凯旋仪式，致赠了一座大型浴场给罗马公民，而后世的义大利人则将其遗迹转用为博物馆。这座浴场刚完工时叫做「戴克里先浴场」（Thermae Diocletianae）。是依照罗马风俗，以建设者的名号为公共建筑命名。而修建这座建筑的动机也是依照罗马传统，是为了感谢社会给予自己发挥长才的机会，因此特別将利益回馈社会。不用说，义大利文的特尔梅（terme），也是从拉丁文的浴场（thermae）衍生而来。（编按：所以特尔梅博物馆意译为浴场博物馆）





这座「戴克里先浴场」於西元295年开工，完工於西元305年。以罗马时代的公共建筑而言，一座建筑要花上十年，算是相当罕见的例子，可能是因为建筑过於雄伟了吧。在戴克里先动工之前，最大的浴场为卡拉卡拉浴场，可容纳一千六百人同时入场。而戴克里先浴场的容量则为三千人。当然，这项数据并不只享受热水浴室（calidarium）、温水浴室（tepidarium）、冷水浴室（frigidarium）等三温暖的使用者。罗马式的浴场，尤其皇帝捐赠的浴场必定会配属体育场、图书馆、画廊、音乐会场、散步回廊等各种设施。此外，冷水浴也代表使用者可在中央的宽阔泳池里自由泅水。在罗马式的浴场中，冷水浴池周边必定会配有各式各样的大理石立姿像供人欣赏。而在罗马时代，人们往往称呼浴场为「平民的宫殿」。如果在不满百年后发生的迫害异教风暴中，罗马的浴场没有遭到破坏，光是一座浴场就足以成为一座博物馆了。

到了一千八百年后的现在，卡拉卡拉浴场由于长年成为建材采掘场，雕像、大理石板等遭人洗劫一空，成了一片废墟，但是遗址的规模仍在。这是因为罗马的市中心随时代变迁向北偏移，卡拉卡拉浴场位处的南区脱离了时代潮流的缘故。戴克里先浴场所在地，到了引进铁路的二十世纪之后成为罗马市中心。现代的浴场周边，三面受到中央车站、财务部，以及罗马最高级的一座饭店包夹。因此戴克里先浴场没有像卡拉卡拉浴场一样留下完整的遗址供后人凭弔。后人转用为博物馆的，只是浴场的一个区块而已。不过若我们能发挥想像力，还是可以感受到故往的规模与壮丽。

现今的特尔梅博物馆展示被分成四分之一份之后的美术品以及诸多历史遗物，正门面朝中央车站的方向。当我们购票进入之后，在馆内环绕一圈，会觉得步行距离相当长，其实这只是古代大浴场的一个区而已。

逛完一圈之后离开博物馆，沿着遗迹步行片刻之后，会到达名叫「共和广场」的地方。当地人习惯称为“Piazza Esedra”（半圆形广场）。广场中央的喷泉叫做「娜雅蒂仙女喷泉」。

在广场的一角有座教堂。一般教堂的正面是平面，然而这座教堂正面却是凹弧的。因为这座教堂的墙面直接沿用戴克里先浴场的「热水浴室」与「温水浴室」隔间墙，所以有这么样奇特的外型。

一进入教堂内部，马上就是原先的「温水浴室」。往里面走去，会看到一片宽阔的空间。教堂的深处，可说占据了整个昔日的「冷水浴室」。也因为沿用既有建筑，使得其他的教堂平面往往呈现纵向的十字，只有这座教堂横向比较宽阔。内部的八根圆柱，从完工至今也历经了一千七百年的光阴。这座教堂外形如此奇特的原因，在于当初米开朗基罗受教宗委任修筑教堂时，打算尽可能保留既有建筑的原样。而教宗会想在此地修筑教堂的原因，是因为传说中在修筑戴克里先浴场时，曾驱使了四万名基督教徒。这座浴场开工於西元295年，而针对基督教徒的敕令却是在西元303年颁布，可见整座巨大的浴场并非完全由基督教徒所兴建。不过在施工的十年之中，最后两年的确遇上了强制基督教徒劳动的时期。也因此新教堂的名称定为「圣母马利亚与天使及殉教者教堂」（安杰利圣母堂；Santa Maria degli Angelli）。不过当时已经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又身为代表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修筑基督教教堂却保留罗马的异教色彩，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犹豫的问题。






戴克里先浴场平面图









「圣母马利亚与天使及殉教者教堂」入口







多亏了米开朗基罗，我们这些后人才又多了一个地方可供回顾罗马人的空间感觉。当然，另一个则是哈德良皇帝修筑的万神殿。或者说，建筑物的屋顶若是得以幸存，较有益于后人回顾其内部的空间感觉吧。

当我们蒙受米开朗基罗的恩惠，体验过大浴场内部的空间感觉之后，就该走到外侧感受一下整个浴场的宏大规模了。且让我们走出教堂，横越广场，走到呈半圆形环绕广场的回廊上。在十八世纪重新开发此地为广场时，为了修筑「拿佐那雷路」，因此半圆形的中央部分遭到拆除。我们必须先培养想像力，将面前熙熙攘攘的人群与车水马龙的汽车通通扫除，才能走入历史的时光隧道。眼前的半圆形回廊曾遭到拆除的事蹟，也要能够自动遗忘。因为这个半圆形回廊，也就是广大的戴克里先浴场外围。

义大利文的“Esedra”源于罗马时代通用的希腊文“Exedra”，意为采用圆柱绕成半圆形回廊的建筑型态。在罗马时代无论公共建筑或私人住宅，这种建筑型态都相当令人喜爱。可能是罗马人觉得一直线的建筑过於单调，而在墙上多了半圆形的曲线可以增加变化吧。

不过，罗马人是讲究实用的民族。由于卡拉卡拉浴场留下遗迹，因此便於后人考古研究。从卡拉卡拉浴场的结构来推测，戴克里先浴场的半圆回廊地下部分，应该同样是提供浴场用水的巨型储水槽。当时的浴场工作人员从水槽中取水烧成热水，再依照温度需求分別送到「热水浴室」给水管；降温到三、四十度左右之后送到「温水浴室」给水管；未曾加温的水则直接流入「冷水浴室」给水管。在今天的广场上，喷泉周边满是来来去去的汽车。而广场的地下，想必环绕着这三种给水管线。





「大浴场」与「神殿」或「公会堂」不同，在建筑之后如果没有勤加维护，就无法发挥功能。浴场的设备必须储存有三十天分的用水，还要储备作为燃料用的木柴。又需要固定的人员，在使用者看不到的地方细心维护设备运作。好比说燃料吧，不是凑齐所需的分量就可以的。有些树木即使在充分干燥之后，燃烧时还是会冒出浓烟。如果使用会冒烟的树木当燃料，不仅是浴室地下预留给热气流通的管道会积炭降低功效，浓烟甚至会进入浴室，让使用者多了呼吸困难的风险。因此，浴场中严禁使用橄榄木，燃料以针叶木为佳，其中最高级的燃料则为枞木。光是要帮浴场準备燃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简单来说，如果没有庞大的财力、高水準的技术，以及有效发挥功能所需的组织能力，也就无法成就罗马时代的「大浴场」。在这十年后，君士坦丁皇帝也修筑了一座「浴场」，不过规模连戴克里先浴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由皇帝修筑，馈赠给公民社会的最后一座大型公共浴场，结果还是西元305年完工的「戴克里先浴场」。也就是说，直到西元四世纪初期，罗马还是具备财力、技术与组织三种力量。尽管如此，百年后的罗马却遭受缺乏这三种力量的异族袭击、肆意掠夺。当站在以往的半圆回廊上，任凭想像力自由飞翔，不仅可让人感受当年的大浴场的空间感觉，同时也让人感叹历史潮流的荒谬性。




退位



在五贤君时代，即便帕拉提诺丘上的皇宫备有完善的入浴设施，为了宣扬民主皇帝的立场，皇帝往往三天两头出现在公共浴场，和一般公民裸裎相对。可是对建立绝对君主制度的戴克里先皇帝来说，和一般公民之间保持距离才是重点，因此绝对不可能光着身子和一般民众混在一起。此外，西元303年举办完凯旋仪式之后，他就回到了尼可美狄亚，冠有他个人名讳的大浴场落成时他并不在场。不仅如此，他还在大浴场落成的西元305年禅让引退。这在罗马帝国史无前例，不仅皇帝一职由当事者主动準备退位，连同事皇帝马克西米安也被连带拖著下台。





尽管戴克里先是在帝国建构绝对君主制度的肇始者，不过他似乎也积极师法五贤君时代的做法。他在二十年的任期结束时，把皇位让给了立为继承人的人选。而在此时也把女儿嫁给预订中的继承人，建构一个让大众容易接受的局面，这种做法也与五贤君相同。

到了西元305年时，戴克里先在位期间已经长达二十年。和五贤君不同的是，这些人是因为过世，才结束二十年左右的任期。而戴克里先退位之后还活在人间。也许从他的角度来看，让帝国起死回生所需的工作已经都尽到职责了吧。罗马皇帝是个烦忧不断、杂务沉冗的职位。就连身强体健的图拉真、哈德良，也在二十年操劳之下耗尽阳壽。或许戴克里先虽然留下一条性命，但也已经疲累不堪，而他这时已经年逾六旬了。

由戴克里先创设的「四头政治」体系，除了分立四名皇帝，个別分担重要的「防线」保卫责任以外，另一个目的是预先立下「副帝」，避免因皇位继承问题而引发内战。想当然地，戴克里先会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第一次「四头政治」转移为第二次「四头政治」的过程。因为如果权力能成功地和平转移，也就代表成功地回避了内战问题。





可是，不知道戴克里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五贤君时代的罗马帝国，能够享受空前的和平与繁荣，主因之一确实是因为成功地挑选了继位人选。可是五名皇帝之中有四名没有亲生儿子。五贤君之一的哈德良皇帝曾说：儿子不能选择，可是继承人能够挑选。那是因为他没有亲生儿子才说得出这种话。五君时代会以马库斯·奥理略告终，就是因为这名皇帝有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名叫康莫德斯，皇位非得让他继承不可。姑且不论康莫德斯适不适合担任皇帝，被剔除於继承者名单的皇室嫡子无论当事人作何感想，都会是反对现任皇帝的阵营最适於扛出来作乱的招牌。亦即，这会是内乱、内战的最佳导火线。在皇位继任过程顺畅等于政局稳定的时代里，如果皇帝有亲生儿子却采行以实力为先的继位人事，代表必须承受使政局动荡的风险。






第一次「四头政治」（Terarchia）




「正帝」戴克里先膝下，只有名叫瓦雷力亚的女儿，没有亲生儿子。

另一名「正帝」马克西米安膝下，依照长幼顺序分別是妻子再嫁时带来的女儿堤欧铎拉、以及亲生的儿子马克森提斯、女儿法乌斯塔。

在第一次「四头政治」时，正帝戴克里先把女儿瓦雷力亚许配给伽雷留斯，将其收为养子并任命为「副帝」；另一名正帝马克西米安把女儿堤欧铎拉嫁给君士坦提·克洛鲁斯，同样将其收为养子，立为副帝，如此才让整个体系得以成立。天下闻名的猛将伽雷留斯当时三十三岁正值壮年，在迎娶正帝的女儿时没有离婚的必要。然而另一名副帝候选人君士坦提·克洛鲁斯当时四十三岁。他在百夫长任内迎娶了酒店老板的女儿荷蕾娜，并生有一子。四头政治成立时，其子君士坦丁已经十八岁。而后君士坦提·克洛鲁斯与荷蕾娜离婚，与堤欧铎拉再婚，获得了副帝的职位。笔者认为第一次「四头政治」是个勉强建构的体系。这样还能够维持存续二十二年，是基於下列两个原因。





第一点，姑且不论将政体转为凡事高压专制是否值得，至少在这二十年来，北方异族与东方的大国波斯都无法入侵罗马帝国。

第二点，身为正帝马克西米安的嫡子，最有资格主张皇位继承权的马克森提斯，当时只是个十来岁的少年。

可是到了西元305年第二次「四头政治」起始时，虽然为前妻所生，但依旧为正帝亲儿子的君士坦丁已经年满三十岁；前任正帝的亲儿子马克森提斯也已经二十七岁了。






第二次「四头政治」（Terarchia）




据说第二次「四头政治」的人事，也是由「四头政治」体系的创始人戴克里先挑选。

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两人引退之后，「正帝」由东西两方的「副帝」直接升格补位。至於新的「副帝」人选，戴克里先任命西方由谢维勒，东方由马克西米努斯·岱亚接手。

第一次「四头政治」的皇帝，加上第二次「四头政治」的两名副帝，六个人之中有许多共通之处。

一、他们都出身於史学家加西阿斯·狄奥称为「罗马帝国国防能力检测仪器」的多瑙河防线附近，相当於现代的巴尔干地区。

二、六个人都出身於罗马社会底层。

三、六个人同样在年轻时便入伍，於罗马军中苦熬出头。在第二次「四头政治」的两名副帝之中，谢维勒是君士坦提·克洛鲁斯於副帝时期的下属。马克西米努斯·岱亚则是戴克里先在正帝任内时的旗下将领，当正帝西行时镇守东方有功。






四头政治皇位相关人员年表






注：上述人员全数出身於社会底层，因而生年不详。表中的数字误差严重者甚至在正负五左右。










293年第一次四头政治肇始






305年第二次四头政治起始






306年君士坦提·克洛鲁斯逝世造成四头政治崩盘，六名皇帝并立






308年为解决乱局，於卡尔伦托姆举办「高峰会谈」






310年马克西米安受君士坦丁逼迫自裁






311年伽雷留斯病故






312年君士坦丁攻破马克森提斯






313年利齐钮斯与君士坦丁共同发表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






325年利齐钮斯与君士坦丁对抗失败遭处死






337年君士坦丁在成为唯一的皇帝十二年后驾崩




由这些人选的背景可知，无论正帝副帝，戴克里先的人事基準还是以军事方面的能力与经验为重。如此一来也当然地，获选的人年龄要比罗马社会视为担任国家要职的基础条件三十岁超出许多。也正因为如此，正帝之子君士坦丁、前任正帝之子马克森提斯两人，也就被排除在皇位竞争者的行列之外。这是因为两人无论年龄或军事功勋都没有满足条件。此外，戴克里先又不认同将皇位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偏偏在这个状况下，两名副帝又没有像第一次「四头政治」成立时那样迎娶正帝的女儿。再由正帝收女婿为养子，赋予副帝政治权威。而且当时即使想这样做，也做不到。正帝伽雷留斯已经没有女儿可以嫁人；君士坦提·克洛鲁斯的女儿这时还是个幼童。

第二次「四头政治」，就在比第一次更牵强的状况下起步。似乎戴克里先认为第二次会与第一次一样，保障帝国今后二十年过着安全与稳定的日子。他退位禅让时，走得干净俐落。认为掌权者会死死抓着权力不放的人看到之后，想必会心生讚叹之意。戴克里先宣布退位之后离开了尼可美狄亚的皇宫，回到故乡準备养老。当时是西元305年春季，在5月1日两名正帝於尼可美狄亚、米兰同步发表退位宣言不久后。

从住家可以看出屋主的个性。尤其是为养老送终修筑的房子，更能看出屋主的个性特质。

据说戴克里先出生于达尔马提亚地方中，面临亚德里亚海的小都市萨罗那耶。而他选来养老的地方，则是在萨罗那耶附近，但远离麈嚣的史帕拉托穆。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共和国以此地为军事基地，因此地名照义大利文的形式改称史帕拉托。如今这个地区属于克罗埃西亚共和国，名称也照斯拉夫语系的发音改为史普利。

在当地海岸边，盖有一座边长一百公尺以上的方形建筑。这栋广大的建筑实在不能称为「別墅」或「宫殿」，而该叫做「城堡」，也是将罗马帝国从元首政体改为绝对君主政体的男子养老送终的地方。





光看这栋建筑的平面图，就会让人联想起罗马军团的基地，而且这栋建筑远比军团基地还要坚固。到了一千七百年后的今日，这栋建筑还能留下不少部分，想必在罗马帝国末期时还能够充分发挥建筑物的功能。那么每当异族袭击时，就算周边居民选择这里作为避难处也不足为奇。前任皇帝选来养老的史普利，原本连乡镇都称不上，后来却渐渐发展成城镇，也是因为逃入此地的居民渐渐定居所造成的。实际上，今日的史普利老街，有一半左右就是以往的戴克里先宫殿。而且不是古蹟，是个现存的城镇。






戴克里先宫殿平面图









戴克里先宫殿复原图









现代的史普利街图




到现在还能留下这么多建筑遗迹，可能是因为整栋宫殿完全采用石材建造。这栋建筑并未像一般罗马建筑一样，采用砖瓦，外部贴大理石板的方式。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栋建筑的评价说好听点叫做稳重，说难听点叫做沉闷。宫殿佔地宽广，尤其西南角皇帝个人私用的部分面临亚德里亚海，想必采光充足、通风良好。滨海的部分有一条长达一百公尺的直线回廊，就连散步都没有外出的必要了。可是在参观过之后，不禁让人怀疑住在这座巨大的城堡中，生活会不会感到苦闷。毕竟在这座城堡里没有半点令人觉得优美的事物。和台伯留皇帝的卡布里岛別墅、哈德良皇帝的提柏利別墅比较起来，让人怀疑以往在罗马帝国连皇帝都具有美感，如今却不知沦丧到哪去了。整座城的气氛令人感到压迫、苦闷、喘不过气。简直就像是戴克里先改造成绝对君主政体后的罗马帝国写照。在这座城堡内部与最高神朱比特神殿相对的位置，盖有戴克里先生前为自己修好的坟墓，证明了戴克里先把这座城堡型态的宫殿当成送终的地方。只不过到了百年后，与其他「异教」相关建筑一样，全让基督教佔为教堂使用。

马克西米安与戴克里先同时引退，不过他在退休后并未回到故乡。据说他到了南义大利的小镇里，住在很早前就购入的別墅中。这并不代表马克西米安个性与戴克里先相异，没有事前作好完善计画，打算先盖好房子然后搬进去养老。只是因为马克西米安并没有退休的打算。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无论是哪一方面的事情，最后都会让年长五岁的戴克里先在不知不觉中说服，也许是因为他为人憨厚吧。而当他受到说服跟著退位之后，不但没办法享受退休生活，反而觉得五十五岁的身子精力过度旺盛，难以在义大利南部度日。想必他也提不起兴趣修筑养老用的房子。第二次「四头政治」发起于西元305年，而在一年两个月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出乎众人意料的事情。




第二章





君士坦丁时代






（西元306年~337年）






「四头政治」的崩溃



西元306年7月，在不列颠指挥对北方异族防卫战的正帝君士坦提·克洛鲁斯驾崩了。我们只知道死因既非阵亡，也不是暗杀，更不是长期臥病之后身故，然而详细死因不得而解。根据推测，可能是年纪五十有六的皇帝，发生了脑部或心脏方面的急性疾病。





这项变故发生于帝国的最西北侧，要传遍全帝国需要一些时间。而且在「四头政治」发展之后，首都罗马再也没有像元首政治时代那般一手掌握帝国心脏与头脑的功能。如果功能集中於一处，那么资讯自然也往这个地方聚集。依据各地资讯决断的政策，也就能从罗马颁布到各个地方去。当时的资讯传输无论仰赖快马或狼烟，全都顺着罗马式的石板大道而行。因此这套条条大道通罗马，亦即条条大道起罗马的体系，对于资讯与命令的传输效率大有助益。

可是「四头政治」却剥夺了首都罗马的这项功能。皇帝的名额变成四个，除了丧失实权的罗马以外，首都也变成四处。特里尔、米兰、西尔谬亩、尼可美狄亚四座都市，同样有著交通网路。可是并非那种四通八达，无远弗届的状况。遍布罗马帝国境内各处的罗马式街道网路，是罗马人历经五百年以上努力耕耘的成果，不是短短十几年可以模仿得来。再加上第二次的「四头政治」，已经不像第一次四头政治时，存在戴克里先这种权威实权都超越其他三个的皇帝。第二次「四头政治」的四个巨头之间的差距，要比第一次时来得小许多。由于现状如此，资讯渡过多佛海峡之后传输速度迟缓，接获资讯之后身处异地的诸位皇帝又必须相互协商。经历这些程序之后，指令要传回发出资讯的手边所需的时间，也自然较过去长许多。君士坦丁以亲生子身分亲自为父亲送终之后，将噩耗传给列位皇帝，而他可不是那种坐着等待消息的人物。





日后被称为「大帝」（拉丁文的Magnus、英文的the Great）的君士坦丁，在父亲猝逝那年三十一岁。他虽然是正帝的亲生子，而且於兄弟间年纪最大，可是立场却颇微妙。他系由正帝前妻所生，生母荷蕾娜是酒店老板的女儿，社会地位不高。和同父异母，由前正帝的女儿堤欧铎拉所生的两个弟弟比较起来，立场较为不利。实际上，当西元293年他的父亲与堤欧铎拉结婚当上副帝时，就把他与母亲一起送回东方，免得留在身边会有麻烦。

对君士坦丁来说，这反而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在以尼可美狄亚为根据地的戴克里先皇帝之下展开军旅生涯。十八到三十岁正是适於学习的时期，而君士坦丁则在这段时期中，获得了若要成为皇帝，则不可或缺的军事经验。至於他曾在哪些地方，带领过什么样的部队，如今不得而知。而当君士坦丁的父亲升为正帝那年，他回到父亲膝下。成为正帝之后责任更加沉重的父亲愿意让他带兵打仗，可以证明在东方历练的军旅生涯给他带来好处。而另一件幸运的事情，在于他能於父亲过世的前一年回到父亲跟前。

对于正在进行战役的司令官来说，有才干的武将是最为宝贵的事物。如果猛将是亲生儿子的话那当然再好不过，因为这样就更有理由分派任务。而君士坦丁能充分回报父亲的期待，在官兵之间，这位青年武将的名望也是步步高升。此外，这名青年武将人高马大，在肉体方面也具备了领导天资。





只要是参战中的官兵都知道，战役期间失去总司令是多么不利的事情。当官兵们知道正帝君士坦提·克洛鲁斯逝世的消息之后，寻求继任人选的眼光也自然地会往君士坦丁飘过去。一来他是亲生子之中年纪最大的，再者他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军事才干。而且君士坦丁也不是那种静待周边舆论成熟的人物。

在群聚的场合，要操控与会者的意见并非难事。只要準备好煽动者，以及几个应声附和的人就可以。当带着正帝逝世消息的使者还在多佛海峡一带时，聚集于不列颠北部军团基地的官兵已经共同拥立君士坦丁即位称帝。而且不是「副帝」而是「正帝」。也许他们认为既然过世的是正帝，那么继位的自然也该是正帝。可是这样一来，帝国西北边疆的官兵就破坏了戴克里先创设的「四头政治」体系。

以往罗马官兵有自行推举皇帝的恶习，连带地会造成政局动荡。「四头政治」体系创设的目的，也包括排除这项恶习在内。而在创设十三年后，从第二次四头政治起算的话只有短短一年，四头的其中一角已经开始崩溃。这也开启了今后十八年动荡与内乱的时代。





东正帝伽雷留斯当时位于多瑙河附近的西尔谬亩。西正帝君士坦提·克洛鲁斯的死讯，以及官兵拥立君士坦丁为正帝的两项消息传入他耳中的期间不知相隔多少日子。可以确定的是，绝对不够他为了正帝逝世立下对策。伽雷留斯向来尊敬老长官戴克里先，因此他也希望能维护戴克里先创设的四头政治体系。问题是，既成事实也难以抹煞。经由戴克里先改革之后，罗马军的精锐部队已经不是配属于国界边缘的军团。而是直属皇帝，亦即由皇帝率领，四处打击敌军的游击军团官兵。既然有五万名精锐部队拥立君士坦丁为正帝，那就不可能当成没这一回事。如果胆敢宣布他们拥立的皇帝不合法，马上就会掀起一场内乱。

正帝伽雷留斯决定采妥协方案来维护四头政治体系。出缺的帝国西正帝职位，由副帝谢维勒升格递补。而君士坦丁则递补西副帝的位置。君士坦丁也接受了这项妥协方案。毕竟这名大胆但懂得等待的年轻人，此时才三十出头。乍看之下「四头政治」似乎得以成功维持存续。然而这个小康局面却只能维持三个月。




六名皇帝



西元305年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两名正帝同时退位之后，展开了第二次的四头政治体制。当时身为皇帝之子，却没有入围皇帝角逐竞赛的人物，有君士坦丁与马克森提斯两人。而在短短一年之后，君士坦丁却成为副帝，回到了继承皇位的路线上。没有入围的，只剩下马克森提斯一个人而已。而且他不但是前任正帝的嫡子，还迎娶了现任正帝伽雷留斯的女儿。相对地，新担任副帝的君士坦丁迎娶的妻子并非皇室出身。此外，这两人的年龄只差三岁。





西元306年7月25日，正帝君士坦提·克洛鲁斯猝逝於不列颠。

不久后，君士坦丁宣布继承父亲的正帝职位。

正帝伽雷留斯以让君士坦丁担任副帝的妥协方案，暂时维持四头政治体系存续。

西元306年10月28日，马克森提斯於罗马宣布登基称帝。





这并不表示马克森提斯遭排除於皇位继承人选之外，不满情绪需要三个月的引爆期间。而是他个人的不满，与他所在的首都罗马、长年担任帝国核心的义大利人民对「四头政治」累积的不满需要三个月的会合期间。






西元306年时的罗马皇帝




罗马的「国家」（res publica）起源，与希腊的雅典一样，是城邦国家。城邦国家与领土国家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城邦国家是先有首都存在，其后才渐渐向外发展领土。而领土国家则是先有领土存在，其后才决定首都所在。换句话说，城邦国家是以首都为先。尽管政体历经了王政、共和、帝政等转变，罗马的首都罗马市不仅是发源地，也一直是国家的头脑兼心脏。从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戴克里先创设的四头政治体系，却把这项超过千年以上的传统完全打断。





身为国家头脑的皇帝，已经把根据地迁到远处，除了举办凯旋仪式以外不会到罗马来。

元老院不仅是立法机构，也是储备国家要职人才的机关，有如国家的心脏。如今法律全为由皇帝个人订立颁布的敕令型态，戴克里先又严禁元老院议员转任军职。在这种军旅生涯与文官生涯完全分隔的时代，元老院议员沦落成讽刺诗里头的「在四头马车赛赛场拋手帕宣布起跑的人员」。

而在首都罗马，虽然人数已经不像元首政治时期一样以万人为员额，但还有为数不少的禁卫军存在。第二任皇帝台伯留修筑的军营，也还矗立于首都的东北角。可是这些人如今同样没有事情可做。他们的任务原本是伴随皇帝御驾亲征，但现今皇帝往往带着直属的部队。会志愿前往禁卫军团应征服役的人，传统上是以义大利本国出身的人居多。而巴尔干出身的皇帝旗下，自然巴尔干地区出身的官兵数量也会偏多。禁卫军团的官兵要在遭受冷落的状况下等待退伍，心中自然会累积不满。

一般民众对现状也同样怨声连连。既然皇帝不在首都的现象沦为常态，代表着历任皇帝巧立名目发放的临时奖金跟著没有指望。想必圆形竞技场举办的剑客决斗次数也减少了。这是因为剑客决斗与四头马车赛等需要大量资金的活动，通常是由皇帝主办。就算修建了大型浴场，问题还是无法获得解决。

在失去上述好处之后，民众得到了由戴克里先创始，其后也严格执行的重稅。新稅已经改为由国家制定所需金额，并且无论民间收益程度依法课征。长年来免於直接稅的义大利本国与首都罗马，如今却与帝国其他地区一样遭受稅吏摧残。

简单来说，目前已经演变成首都或本国居民无法获得特別待遇的时代。然而要放弃一切、接受现状，却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实权，当然也就称不上首都、本国。可是罗马身为首都、义大利半岛为帝国本国的岁月，却超过了千年以上。





在皇帝接连换人、上台又下台，充满迷茫的西元三世纪之中，罗马元老院虽然只是事后追认，至少由官兵推举即位的人还会寻求元老院的承认。此外，要将国策化为法制时，皇帝不能无视由元老院议决的程序。在遂行战役的途中有重大战果，也必须先向元老院报告。

禁卫军团的官兵虽然要承受在政变时与皇帝陪葬的风险，至少没有被摒除於军人原有的任务之外。

一般民众最不满的，该是稅赋问题。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的稅制，以广征薄赋，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在元首政治时代持续适用了两百多年。如今的稅赋却是为了应付庞大的国家经费而征收。国家机构一旦制定了稅赋，就不大可能废除，所以关稅与营业稅不可能消失。只是这两项稅赋，已经不像往年那般以「二十分之一稅」、「百分之一稅」为通称。也就是说，稅率已经不再是百分之五与百分之一。而且在戴克里先推动的新稅制之下，又要课征以往不需缴纳的直接稅。

民众第二项不满的地方，在于戴克里先立法剥夺了迁徙与选择职业的自由。身为古代人的罗马公民应该不会像十八世纪的人权主义者一样，认为这是侵害人权。不过，他们还是感受得到这种不自由。再加上农村人口流失代表都市人口过度密集，想必百姓身边的陌生脸孔几乎天天增加。

直到西元四世纪初期，首都罗马的人口还在一百五十万左右。亦即历经三世纪的危机之后，人口还是没有比西元二世纪的五贤君时代减少太多。不过，内情却与当时大有不同。以前的人虽然抱怨噪音问题，但依旧住在首都，是因为都会生活有其优点。如今迁徙与职业自由遭到剥夺，又加上经济状况恶化，想迁徙也无处可去，只好继续住在原地。而且当时的治安状况日益恶化，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组织私人警力，便要担心遭残兵败将或失业农民转行的强盗侵扰，没有心情享受田园生活。这个时期罗马的一百五十万人口，绝大多数会是对「四头政治」心怀不满的人。支持马克森提斯的，也就是这些人。我们也许可说，这是跟不上时代的阶级在进行最后一次抵抗。





在「四头政治」体制下，义大利与罗马都归正帝谢维勒管辖。在首都罗马派驻有由谢维勒选定的「首都长官」。这名长官与少数官僚遭到杀害之后，政变也就结束了。之后马克森提斯随即向元老院请求正式承认即位称帝。元老院许久没有这般承受他人的敬意，很快地就全票通过这名皇帝的就任案。禁卫军团也向新任皇帝宣誓效忠。当然，聚集在罗马广场的民众也大表欢迎。事情能推展得如此顺利，是因为预先做过準备工作。準备工作之一，是把马克森提斯的生父，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重新送上政治舞台。马克西米安虽然让戴克里先拖著一起退位，但是精力充沛不知何处发洩。要说他这时是出马协助儿子，不如说是他早就在等待发挥才干的机会。





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的积极参与，想必在元老院、禁卫军团、一般民众眼中看来都有好感。毕竟这个人不只是一年前的「正帝」而已。他曾经担任过十九年的帝国西方负责人，其中十二年里更直接负责义大利与北非。比起长期派驻不列颠与高卢的现任正帝谢维勒来说，更受到大众亲近。西元303年让首都居民为之疯狂的凯旋仪式，也是由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两人共同举办。「戴克里先浴场」虽然是由戴克里先决意修建，实际上推动工程的，还是以米兰为根据地的马克西米安。想必义大利半岛与首都罗马的居民会觉得，一年前的皇帝又回到他们身边了。如果从战场上的功绩来看，马克西米安同样胜过第二次「四头政治」之中的每一位领袖。因此马克西米安复位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名五十六岁老将而已。相信马克森提斯也极力期望生父能在这方面提供协助。不过，由于他已经退出公职，因此无法带兵。所以马克森提斯把紫袍献给父亲，请求他重新披上，亦即复辟皇位。这件事情不知道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有没有承认。总之第二次「四头政治」在起始一年之后，就变成了「六头」并立。尤其帝国西方更是一片混乱。因为原本只有两名皇帝的地方，一次变成四个。





要收拾这个混乱局面，只有由西正帝谢维勒亲自处理。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由他直接管辖的义大利与罗马。而在这种状况下，收拾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讨伐由「四头政治」下四名皇帝判为篡位者的马克森提斯。「四头政治」毁於西元306年。这也是自从戴克里先即位以来，二十年来未曾发生的罗马内战的第一年。





正帝谢维勒行事时并未推托延滞。尽管季节正值不适合作战的冬季，他还是很快地离开根据地米兰，朝南方的罗马行军。不过，在这里要为他辩护两句，因为他的处境实在不利。

当时，各个皇帝直属的游击军团随时都保有数万兵力。每当御驾亲征时都优先动员这些精锐部队。

谢维勒是君士坦提·克洛鲁斯於副帝任内的麾下部将。也因为如此，西元305年君士坦提·克洛鲁斯升格为正帝时，推举值得信赖的旧部将接任副帝，并获得戴克里先首肯，因此谢维勒才得以成为管辖义大利与北非的副帝。

成为管辖义大利与北非的皇帝，前往首都米兰上任时，谢维勒只能带着少数心腹手下。因为与他在不列颠、高卢地区同生共死的官兵，必须留在正帝君士坦提·克洛鲁斯身边。而他在米兰接手的，则是在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之下作战了将近二十年的部队。

在短短的一年后，君士坦提·克洛鲁斯猝逝，猝逝的正帝之子君士坦丁随即受到官兵推举即位。四巨头面对既成事实，只好将副帝谢维勒升格为正帝，承认君士坦丁即位为副帝，试图保住「四头政治」体系。





在一连串的意外局势转变之下，谢维勒的副帝任期只有短短的一年，随后又升格成了正帝。不过他手底下没有亲信部队的条件依旧没变。要将接手的部队转化成个人的部下，一年时间实在太短。而且武将若要把接获的部下转化成自己的部下，就必须率领部队外出作战，在战场上让部下认同领导能力。偏偏这一年中，没有发生异族入侵，也没有需要御驾亲征的大规模剿匪作战。基於上述情事，当谢维勒带兵南下讨伐篡位的马克森提斯时，手下全是直到一年前为止还在前任正帝指挥下，与当时的总司令亲近的官兵。而如今，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却在敌方阵营。再加上行军途中的义大利中部各都市，和首都罗马同样地敌视「四头政治」。





谢维勒的计画，似乎是準备经由艾米里亚大道到达利米尼，由此转向弗拉米尼亚大道进攻罗马。不过，我们连他的先锋部队是否能逼近罗马都不得而知。目前已知的是，行军途中的各都市在食宿方面很不合作。还有部队走完艾米里亚大道之后没有转入弗拉米尼亚大道，而是逃入利米尼北边的拉温纳。谢维勒逃入拉温纳之后没有继续行军，甚至才刚刚準备防御作战就沦为俘虏。这是因为率领马克森提斯军北上迎击谢维勒的，正是马克森提斯的生父马克西米安。谢维勒麾下的官兵一看到老长官出现在战场上，立刻就丧失斗志。正帝谢维勒遭麾下官兵拋弃之后沦为俘虏，被押送至罗马，最后以强迫自裁的形式遭到处死。暴增至六名的皇帝，很快地就少了一名。据记载，当时是西元307年2月。

知道谢维勒正帝的凄凉下场之后，另一名正帝伽雷留斯也无法袖手旁观。这次轮到伽雷留斯亲自率军讨伐篡位者马克森提斯。帝国西正帝战败，原本大可委由西副帝来善后。可是如果身为帝国西副帝的君士坦丁雪耻作战成功，整个帝国西侧实质上会掉入西副帝的掌握中。伽雷留斯害怕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决定亲自率军。

伽雷留斯有获胜的把握，其自信心也有相当的根据。他直接管理巴尔干与希腊地区。而巴尔干地区之中包含多瑙河，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一条国界。也正因为如此，保卫多瑙河防线的官兵，早在元首政治时代，就已经是罗马军中的精锐部队。「四头政治」体制下的皇帝全数出身於这个地区，也足以证实上述说法不假。正帝伽雷留斯率领的，就是这一批部队。当他身为副帝时，率领叙利亚驻军与波斯作战大败而归，第二场作战却胸有成竹，凯旋归来。当时能「胸有成竹」，也是因为伽雷留斯调派了多瑙河防线的官兵，率领这些人作战。

而且伽雷留斯有足够的时间把接手的部队化为自己的部属。

「四头政治」维持运作了十三年，期间无论正帝、副帝任内，伽雷留斯的驻地都没有变更过。因此对伽雷留斯而言，麾下官兵可说是子弟兵。不过，伽雷留斯本人有弱点存在。





西元307年时，伽雷留斯大约为四十七岁左右。如果在元首政治时代，这正是获得皇帝推荐，取得元老院席位的年纪。出身寒微而在军团中苦熬出头的人获得元老院席位之后，基於职务需求，必须前往首都罗马。新科议员於首都停留一年学习政务，等到一年期满之后才能再度回到边境勤务上。由于当时文官生涯与武将生涯并未分隔，罗马帝国的菁英阶层通常会交互经历这两种工作领域。而且在当时，军事方面的人事权掌握在皇帝手中，政务人事权则大多数属于元老院。以往皇帝身在罗马，元老院也位于罗马。因此每当任务有所变更，多的是造访义大利本国与首都罗马的机会。

这种社会情势，却让戴克里先打破。恐怕伽雷留斯直到四十七岁，都没有造访过义大利与罗马。他升格为正帝之后并未举办凯旋仪式，也就没必要前往除了举行凯旋仪式外没有用处的首都。可是这方面的无知，让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对于长年身为霸权国家的居民来说，当失去行使霸权的权力，也跟著失去伴随霸权的特权之后，唯一仅存的就是「尊严」了。尊严是唯一一项外人抢都抢不走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失去尊严，那也就没有未来了。不过，至少义大利半岛的居民和首都罗马的居民还没沦落到这个地步。偏偏伽雷留斯以对待帝国边境作乱部族的方式面对这些人。

所有不协助谢维勒作战的城镇，全数遭受伽雷留斯军袭击掠夺与纵火。这本来是入侵的北方异族才会做的事情，配属正帝麾下，以击退异族为任务的罗马军竟然如此残暴，使得外人已经没有为伽雷留斯辩解的余地。这件事情也使得整个义大利半岛完全与伽雷留斯作对。而且反抗伽雷留斯的气势，还伴随着往来的商船传到北非地区，真可说是坏事传千里。情况演变成如此，不管多精锐的部队也都无法继续行军了。伽雷留斯率领的部队之前因而矗立了一道看不见的城墙。

在过去，就连外国人都认为「罗马军仰赖后勤致胜」。光是部队训练有素、士气高昂，不等于军事行动会有成果。所谓后勤补给的定义，意思是位于战场后方，担任军粮及其他军用品供应、补给、运输工作。不过这还是狭义的后勤。以往的罗马人把后勤的范围看得更宽，就连如何拉拢军事行动地区附近的居民，也是后勤的重要因素之一。拉丁文中，代表狭义后勤的“logisticus”，是在帝国后期由希腊文中引进。当罗马军天下无敌的漫长岁月里，没有使用过“logisticus”这个字。「罗马军仰赖后勤致胜」的时代中，「后勤」的拉丁文原文是“ars”。这个字相当於英文的“art”，也许大家会误以为只意指与艺术相关的技能，其实原本这个词代表所有由人类发挥的「技术」。罗马军真正强悍的地方在于，除了战斗行为之外，还将所有由人类发明的「技术」全数投入作战。

希腊文成熟得较罗马人的拉丁文早，因此有适当用语时，罗马人会直接引用希腊文。如果遇到希腊文与想表现的意义不相符时，罗马人会另行造字。对于罗马人来说，后勤不只是希腊人观念里的“logisticus”，而具备更宽广的涵义，因此适於以“ars”形容。

能够不经战斗程序便获得同盟，已经算是政治上的技术了。在希腊人之中，即使将斯巴达人除外，其他国家在战斗方面的技术也并不差。和专精于战斗的斯巴达比起来，雅典的综合国力要强盛好几倍，但就连雅典也不擅长这种对外政事。西元前五世纪雅典国势鼎盛之后急速衰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连同盟国都得罪光了。也许正因为希腊人生性如此，观念里的后勤才会是狭义的。

简单来说，伽雷留斯在进攻义大利的同时，却忘记了“ars”所代表的后勤意义。结果，首都罗马听说正帝率领多瑙河防线上的精锐部队前来进攻后，整修城墙準备打一场硬仗，却变成枯等一场。伽雷留斯的部队没逼近首都，只有在义大利北部兴风作浪一阵子，就折返巴尔干地区，使得正帝伽雷留斯面子掛不住。而且由于他是因军事方面的能力受肯定，才获得正帝的位置，所以作战失利还不只是面子问题而已。在义大利用兵失败，连带威胁到他目前的地位。




高峰会谈



根据记载，到了西元308年秋季，正帝伽雷留斯才把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两位前任正帝请到卡尔伦托姆（今日的佩特洛那）开会。两名前任正帝卸任下台至此不过三年，所以说这应该算是领袖间的高峰会议吧。议题想当然尔地，是如何处理谢维勒殉职后的现状。





据说当时五十八岁的马克西米安一开始就大力劝说戴克里先回到皇位上。他主张以两名前任正帝的权威，可以轻易打破目前的局面。

可是六十三岁的戴克里先坚决反对这项做法。不仅如此，他更要求自己的老同事马克西米安脱掉身上的紫袍。既然他本人保持退位元首身分，那么马克西米安也应该遵照退位时宣布的内容行事。同时他强烈主张继续维持「四头政治」体系。

戴克里先对于「四头政治」的执著，倒不是因为上了年纪个性开始顽固。召开会谈的地点卡尔伦托姆位于多瑙河边，夹在同样起源于罗马军团基地的都市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之间。这一带可说是罗马帝国的前线要地，国家领袖能在这种地方举办会谈，表示连前线基地都已经无安全顾虑。戴克里先在位时，向来以不惜代价保卫帝国前线不受外敌入侵为优先事项。「四头政治」体系也是为了实现这项政策而构思、推动的。西元三世纪后半距今不到五十年，在国难空前的当时，卡尔伦托姆受到大举入侵的异族淹没，有如陆地上的孤岛。想必戴克里先认为，光是卡尔伦托姆能够安全地让领袖召开会议，就足以证明「四头政治」体系的效果。他会强烈主张继续维持「四头政治」体系，也是因为有这些背景支持。

一如往常，马克西米安又让多年的好友，年长五岁的戴克里先说服。他脱下两年前重新披上的皇帝紫袍，发誓从今不再插手国事。两名前任正帝接受现任正帝伽雷留斯的意见，决定由利齐钮斯接任谢维勒殉职后空出的西正帝职位。卡尔伦托姆的高峰会谈，成为一场重新确认推动「四头政治」的会议。

利齐钮斯较伽雷留斯年轻五岁，也是伽雷留斯的至亲好友。对于在义大利用兵失利的伽雷留斯来说，能够让多年的好友成为同事，想必安心不少。利齐钮斯同样出身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低层，在军事方面的才干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可确定的是野心不小。





西元308年秋季的卡尔伦托姆高峰会谈排定人选之后，展开了第四次的四头政治。和延续十二年的第一次「四头政治」相较，其他几次四头政治都维持不久。西元305年起始的第二次四头政治只维持了一年。四巨头之一猝逝，填补空缺之后起始的第三次四头政治甚至不满一年就宣告结束。制度无法长期维持，代表其中有缺失存在。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每次都把自认为有权利就位的人排除在外。

西元308年，第四次「四头政治」起始之后，有两名人物大感不满。

第一个人物，是当时的东副帝马克西米努斯·岱亚。他不满的原因在于，自己在艰困的副帝职务上奋斗三年无人闻问，没有担任过副帝的利齐钮斯却能一跃在帝国西方担任正帝。不过马克西米努斯·岱亚这时三十八岁正值壮年，而且具备副帝身分，代表他目前还在皇位继承赛的跑道上。因此马克西米努斯·岱亚决定专心在直接负责的东方地区强化个人权势，暂时压下心中的不满。可叹的是情势演变至此，「四头政治」已经不像戴克里先最初规划的，由四名将领分担负责帝国国防的制度。而是变成四名皇帝各据罗马帝国一方，把国土化为私人领地的「四头政治」。





比马克西米努斯·岱亚更加心怀怨怼的，就是再度被排除在「四头政治」领袖之外的马克森提斯。

到此时，他已经年满在罗马担负国家要职的年龄下限三十岁。

而且马克森提斯不仅是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的亲生儿子，还迎娶了现任正帝伽雷留斯的女儿。在卡尔伦托姆的高峰会谈时，三名与会者之中，他的生父与岳父就佔了两席。结果两人没有试着将他目前的立场合法化，使他依旧被排除在领袖地位之外，让马克森提斯大感忿恨不平。而且马克森提斯的怨恨并非无理取闹。如果说马克森提斯遭摒除在外的理由是因为没有战功，那么利齐钮斯的登基即位就说不过去了。据说当他的父亲从卡尔伦托姆回到罗马后，父子两人成天因此争闹不休。

尽管如此，三十岁的马克森提斯还有足够条件等待时机成熟。虽说他的官方立场是篡位者，但至少义大利与北非由他实质掌控。因此他决定以皇帝身分施行统治，把目前立场化为既成事实。因此他开始仿效元首政治时代的皇帝，大力推动公共建设。

做父亲的马克西米安却不知道该如何收拾这场父子吵架。戴克里先此时已经回到面临亚德里亚海的城堡风格宫殿里养老。原本马克西米安也应该跟进，回到义大利半岛鞋尖的鲁卡尼亚地方，重新展开別墅里的隐居生活。可是他精力过於旺盛，难以安于隐居生活。他可说是当时最不擅长控制自身活力的人物，而这也代表他容易冲动行事。





要从义大利半岛南端往北前进，必须利用罗马大道的干线道路，因此容易让身为儿子的马克森提斯发现。马克西米安能在不让人发现的状况下出现在高卢地区，可能是搭船往西北前行，斜向跨越地中海。不论真相如何，总之马克西米安突然出现在西副帝的根据地特里尔。而且马克西米安向前来迎接的副帝君士坦丁提议，要把女儿法乌斯塔许配给他。

对于当时三十三岁的君士坦丁而言，成为正帝所需的条件至此已经凑齐。首先，虽然在位只有一年，但他的生父是帝国正帝。其次，他麾下有能随自身意愿动用，质与量兼具的军事力量。再者，他本人军事方面的功绩也不落人后。而且他三年前就任副帝至今，卡尔伦托姆会谈又重新确立了这项地位。对君士坦丁而言，唯一欠缺的条件就是没有迎娶皇帝的女儿。

当然，君士坦丁乐于接受前正帝马克西米安的提议。虽然他膝下已有一子，不过他依旧决定与妻子米内尔维娜离婚。和法乌斯塔公主的婚礼、喜宴，於罗马时期称为阿拉堤，今日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举行，并大举招待全体居民观礼。一来君士坦丁个人喜好华丽，再者对于身处他这种立场的人来说，婚姻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必须办得豪华热闹，让人们长期津津乐道。当然，年届六旬的马克西米安列席婚礼，但新娘的兄长马克森提斯却没有受到邀请。戴克里先曾经将女儿嫁给日后的皇帝伽雷留斯，在这场婚礼之后，马克西米安的姻亲条件也与戴克里先同等了。





如果说冲动一词，代表着容易不顾前后莽撞行事，那么这会是最为适合形容马克西米安的字眼了。他以副帝的岳父身分游历高卢地区，但似乎不到一年就感到烦腻了。正在这个时期，莱茵河东岸的异族又开始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境内。而莱茵河防线，正是西副帝君士坦丁的责任区域。副帝接获消息后，立即率领部队北上御敌。

马克西米安知道副帝直属的部队全数离去之后，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发起政变。而做女婿的没有多久就知道岳父的这个动态。

君士坦丁以接受对方全数条件的形式，与隔着莱茵河对决中的异族首长达成休战协议。在获得协议之后，立即率领部队向南开拔。

由于君士坦丁返回的速度超出预料，使得马克西米安无计可施。前任正帝在紧急之下，只好逃入当时称为玛西利亚的马赛。他打算在这里準备防卫作战，但女婿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君士坦丁沿着陆上的城墙派兵包围马赛之后，要求马赛居民把前任正帝交出来，而马赛居民也別无选择。不久之后，副帝君士坦丁公开宣称，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已经自裁。

我们不知道当戴克里先在面临亚德里亚海的宫殿中接获这项消息时，心中作何感想。自从西元284年推动「双头政治」以来，马克西米安与他共事了二十五年。而且在「双头政治」与「四头政治」时期中，马克西米安是唯一一个可以放心送上战场的人才。马克西米安这辈子也从未让戴克里先的信赖落空。





恐怕要到得知多年同袍凄惨的下场之后，戴克里先才发现退位真正的涵义吧。前任正帝毕竟只是个称号，如果手上没有可以任意驱使的兵力，也就代表无法发挥影响力。失去地位，也就代表失去了权力。在史普利的宫殿中，的确备有宽广的兵营。可是其中派驻的，是保护卸任元首用的兵力，并非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官兵。如果说用来对付强盗，当然绰绰有余，可是这还称不上军事力量。

在西元310年马克西米安退出舞台之后，与戴克里先有关的消息也就几乎无人记载。而且无论正帝、副帝，甚至於篡位的马克森提斯，在西元310年之后，所有掌权者都开始恣意行事，不理会戴克里先的意见。

再加上一年后，西元311年时，帝国东正帝伽雷留斯也离世了。当时他才五十一岁，据说是得了不治之症。

打从戴克里先创设「四头政治」体系以来，东正帝向来是四名皇帝中地位最高的，占有这个地位的伽雷留斯却如此匆促地退出舞台。再加上此时戴克里先已经失去影响力，「四头政治」体系的存续更加困难。

伽雷留斯离世留下的帝国东正帝空缺，由西正帝利齐钮斯横向递补。他与旗下所有宫廷人员一举迁入了多瑙河附近的西尔谬亩。不过，原本由他占有的西正帝空缺，并没有让副帝君士坦丁升格补位。还有，帝国东副帝马克西米努斯·岱亚，依旧处於副帝的地位。

曾经有人表示，如果利齐钮斯让君士坦丁升格为帝国西正帝，把升格造成的西副帝空缺，交给五年来一直不得进入「四头政治」体系，因此背负篡位名声的马克森提斯，那么「四头政治」体系也就得以维持存续。理论上也许可行吧。

问题是，「四头政治」并非由四名掌权者讨论后创设的体制。这是戴克里先一个人登基掌握绝对权力之后，决心把过半的权力，亦即军事力量分给其他三个人，并且利用他个人的权威与权力，换句话说在强制之下才有可能推动的体系。这是专制的结果，并非合议的产物。在戴克里先失去影响力，继承「四头政治」，拥有继承体制不可或缺的军事才干的伽雷留斯离世之后，「四头政治」当然会失去功能。





西元311年5月，伽雷留斯逝世之后，情势演变成由一名正帝与两名副帝「三巨头」，和此时已经被判为「公敌」（hostis publicus）的马克森提斯四个人角逐的局面。在这种局势之下，除非当事人具有出众的才华，否则没有官方立场会显得不利。陷入不利的人，自然会招致其他对手联合攻击。在正帝利齐钮斯的根据地西尔谬亩与副帝君士坦丁根据地特里尔之间，背着公文皮筒的使节往来次数开始攀升。

我们不得而知正帝利齐钮斯与副帝君士坦丁的同盟是由哪一方提议的。也许是军事方面几乎没有战绩可言的利齐钮斯，打算利用君士坦丁消灭马克森提斯。或者是年逾三十五的君士坦丁觉得，现在是实现野心的大好时机，因此主动接近利齐钮斯。不管怎么说，两名分別为四十六岁与三十六岁的掌权者决定联手。






利齐钮斯




同盟的过程虽然不明，但已知有下列内容。君士坦丁决定将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堤亚嫁给利齐钮斯。而利齐钮斯则默许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斯动兵。婚礼的时期订於对马克森提斯作战结束之后。

乍看之下，这场同盟的条件对利齐钮斯有利。因为缔结同盟时，对马克森提斯作战的结果尚且难以预料。利齐钮斯并未正式认同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斯作战，就连少量的援军都没有派遣。简单来说，利齐钮斯只保证「按兵不动」而已。而这点程度的约定可以获得的酬劳，却是正帝副帝都需要的条件，亦即迎娶公主的机会。





君士坦堤亚的母亲堤欧铎拉是马克西米安的女儿，因此有皇家血统。换句话说，君士坦丁是以去年在马赛杀害的政敌外孙女当政治筹码。不过他的妻子法乌斯塔也是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想必在使用这类政治筹码时，他心中没有感伤的余地。

而笔者认为，婚礼预订在对马克森提斯作战结束之后举行，也是让双方容易答应缔结这项同盟的原因之一。从利齐钮斯的角度来看，如果君士坦丁一败涂地，他也方便假装没有这场同盟存在。相对地，从君士坦丁的角度来看，至少能确认利齐钮斯会保持沉默到战役结束之后。

君士坦丁要承担的风险的确偏高，不过当要踏出决定性的一步时，势必要承担风险。而且风险越大，成功后的报酬也就越大。因为事成之后，整个罗马帝国西半部都会由他管辖。




「公敌」马克森提斯



由于君士坦丁是第一个认同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基督教徒对君士坦丁的评价远高过其他任何皇帝。这也使得其他的皇帝要承受不公平的低评价，不，应该说是责难。比方说戴克里先，只因为他镇压过基督教，因此要到了近年，才有机会让人从客观角度研讨他的为政成果。

从史料角度来看，三世纪末期到四世纪初期也让人很悲观。基督教教会留下不少资料，然而不同意这些资料的，亦即「异教」手中留下的资料却极为匮乏，或者我们该形容是「荡然无存」。偏偏研究历史的人明知资料之中已经加油添醋，往往习於仅以残存的资料下评断。不仅在当时，其后的漫长年代中，知识分子长期维持著除君士坦丁以外，人人都是暴君的评价。在这些遭到批判的人物中，骂名最盛的就是马克森提斯了。因为他是第一个与君士坦丁正面冲突的人物。





在西元312年展开对决时，马克森提斯已经三十四岁。他虽然不是明主，但也不是基督教徒所形容的暴君。他实质担任皇帝的期间前后一共六年。在这六年之中，他试图以自己心目中的罗马皇帝形象，统治由他掌握的义大利与北非地区。

在施政时，马克森提斯特別注重公共建设。现存的公共建筑物之中，冠有马克森提斯名号的，只有圆形竞技场附近的「马克森提斯公会堂」。其实他著手的建筑还不仅如此，新建复旧工程都有分。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大量的公共建筑工程中，并未以身为基督教徒为罪名，逼迫基督教徒强制劳动。戴克里先发动的基督教徒镇压敕令效果集中於西元303年、304年，与马克森提斯举兵称帝时只差两三年。亦即，当西元306年马克森提斯成为实质上的皇帝时，这项敕令还有效果。而且戴克里先凡事彻底不留情，当时正值他刚退位，但具有影响力的时期中。由戴克里先主导的「大浴场」完工於西元305年，根据传言，这项工程的后半是动员基督教徒强制劳动兴建的。这里所说的传言，意为没有史料依据的口头传说。然而在戴克里先大浴场完工之后，由马克森提斯修建的各项建筑，却没有留下任何类似的传言。既然马克森提斯受到基督教徒全力诋毁，如果他模仿戴克里先，强制基督教徒劳动的话，基督教教会当然不会噤若寒蝉。势必会刨根掘叶找出例子，当成给马克森提斯判刑的材料。但没有任何类似传言留下，可见马克森提斯在这方面是清白的。镇压基督教徒的敕令迫使罗马主教殉教的时期，也在马克森提斯掌权之前。当马克森提斯掌握罗马之后，也就没有殉教的例子了。

这并不代表马克森提斯对基督教徒特別和善。他只是顺着罗马人的传统观念，尊重每个人的宗教自由。实际上，他也没有对犹太教徒做任何处置。

不过，忠于罗马人的传统，也就代表他在公共场合信守传统的罗马诸神。在马克森提斯的主导下，神殿得以修缮，恢复往昔的光彩。在祭台上燃烧牲礼的烟雾也开始多了。而他并未以不参加罗马诸神祭献仪式的名义，镇压宗教思想不同的人。

君士坦丁与马克森提斯的对决，就在这种局面下展开。这并非如同基督教徒所说，是因基督教诲甦醒的人，与活在黑暗异教下的人产生的对决。这场对决，纯粹是领袖之间的较量。而君士坦丁也是罗马史上睽违已久的，不将「后勤」当成狭义的“logisticus”，而视为广义“ars”的领袖人物。




决战



与帝国其他地区相较，义大利本国的经济力量依旧首屈一指。马克森提斯除了义大利以外，当时还掌握了土地丰饶的北非地区。当君士坦丁如同预期地南下入侵时，马克森提斯编组的兵力之多，远超过罗马帝国史上任何一名皇帝。根据某一派说法，当时他麾下有十七万名步兵、一万八千名骑兵。在合乎罗马传统的重装步兵之中，主力是禁卫军团兵；轻装骑兵的主力出身於北非的茅利塔尼亚，早在图拉真皇帝的时代已经名声远播。除此以外，还包括义大利北部的拉温纳、义大利南部的米塞诺驻港海军。无论品质或数量，都不会落人之后。问题就在于马克森提斯有没有办法灵活运用。

相对地，在进攻方面的君士坦丁麾下，共有步兵九万，骑兵八千。数量只有马克森提斯的一半，而且又不能放弃以阻挡异族入侵为务的莱茵河防线。高卢海军肩负莱茵河与多佛海峡警备任务，自然不能送到地中海作战。





不过，君士坦丁麾下的官兵人数虽然落后，品质方面却略胜一筹。首先，司令官君士坦丁与旗下的官兵同生共死了七年时光。而且君士坦丁这些年对北方异族作战，从未落败过。如此一来，君士坦丁与麾下的官兵自然团结一致，上下一心。也许君士坦丁同样瞭解这一点，因此在决心与罗马同胞开战时，决定步兵骑兵合计只率领四万名精锐。

一来君士坦丁身为副帝，具有保卫高卢、不列颠与希斯帕尼亚的责任，不能把派驻在当地的所有部队全数抽离。就算局势允许，恐怕他也不会这样做。率领大军入侵固然对迎击方面造成的压力更大，但是补给方面的困难也会倍增。君士坦丁要入侵的义大利地区，现在固然由马克森提斯个人掌控，但过去长年是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直接管辖的地方。这名前任正帝，两年前才在马赛死于君士坦丁手中。对于君士坦丁而言，进攻义大利名义上固然有讨伐篡位者的优势，实质上却与进攻敌人领地相同。从务实的角度来看，最好別期望居民会乐于提供粮食。





义大利与高卢之间由阿尔卑斯山相隔，共有四条主要路径穿越其中。这四条路径早在帝国初期已经铺设有罗马式的石板面大道，各位可以将其当成现代的高速公路看待。

最北边的路径，是由义大利的奥斯塔北上，穿越名叫大圣贝尔那多的山谷，直达列曼湖，再经由日内瓦前往里昂的路径。






罗马时代的奥斯塔（与现代市街图重叠）




第二条路径同样以奥斯塔为起点，但没有北上，而朝西通往小圣贝尔那多山谷，最后到达革尔诺堡。

第二条路径南边的第三条路径，是由特里诺出发后往西行，攀上苏萨谷之后跨越阿尔卑斯山。攀过山之后若往北可以到达里昂，往西可以到达隆河畔的瓦兰斯。

第四条则是由热内亚起始，经由尼斯前往法兰西地区南部，沿海滨发展的路径。

上述路径说明中，都市全以现代地名记载。而这些都市全数起源自罗马时代，可见这四条路径是罗马时代统治高卢地区用的关键道路。罗马人不仅将道路全线铺设石板面，还沿线挑选适当地点建设城镇。这些城镇不仅供往来旅人参访，打算向旅人做生意的外人也会渐渐迁入定居。尼斯的外号叫做法国南部的珍珠，在罗马时代原名叫做「尼加艾亚」（Nicaea）。尼斯是这个名词转为法文拼音之后的新词。

在这四条路径中，朱利斯·凯撒於高卢战役期间最常利用的就是第三条了。因为即使在冬季期间，这条路径上的积雪依旧不多，而且直通高卢地区的中心。事隔三百七十年，对从反方向行军而来的君士坦丁来说还有另一项优势。只要军队到得了苏萨谷，之后只要沿着横跨义大利北部的波河平原进军即可。亦即在君士坦丁规划的战略中，在攻击首都罗马之前，必须先拿下整个义大利北部。





我们不知君士坦丁是在西元312年的何时率军跨越阿尔卑斯山。不过从其后的战况推演来看，他应该是一等春季到来，立刻就前往阿尔卑斯山，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内就跨越苏萨谷。马克森提斯自然也在此处配置了迎击部队。既然君士坦丁的来袭已在意料之中，那么想必没必要将部队平均分到四条路径上。苏萨谷已有大型的坚固城池存在，马克森提斯也计画在此阻挡跨越阿尔卑斯山南下的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当然也预料到这一点。或者说他比预料中还更加清楚第一场战斗的重要性。

这座城池是基於防御观点，挑选狭隘的山谷所建立的。就算驻军有死守迎敌的打算，城池内能收容的兵力毕竟有限。当然，如果驻军防卫有术，可以让準备进攻罗马的敌军丧失宝贵时间。只不过，君士坦丁没有上当。

我们不知君士坦丁是否将四万兵力全数投入，总之他在进攻城池时，毫不犹豫地投入手下的大量兵力。而且围城时似乎还并用了火矢，逼得城里的驻军不得不出外作战。当双方立场相同时，兵力多寡也就决定了胜败趋势。这场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只不过，君士坦丁没有让对方全军覆没，有少数士兵成功逃离战场。因为让溃逃的士兵把第一场战斗的结果告诉特里诺与米兰的居民，对于君士坦丁反而有利。






罗马时代的特里诺（与现代的市街图重叠）




由苏萨向东五十公里，就能到达罗马时代名叫「奥古斯塔·陶利诺姆」（Augusta Taurinorum）的特里诺。由此地再往东，可以沿路到达米兰、比千都、威罗纳等地。这些义大利北部的重要都市，照理说应该会陆续分派有马克森提斯麾下的部队。而且即使攻打的都市规模不大，毕竟要花费时间，居民也会因而受害。君士坦丁避免攻城作战的理由想必在此，可是马克森提斯阵营中看得出这一点的将领却不多。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世时建设了奥斯塔，作为在义大利境内把守跨越阿尔卑斯山的第一、第二条路径的基地。到两千年后的今天，当地还处处可见如同军团基地型态的古城遗迹。在义大利境内把守第三条路径的特里诺，如今已经是义大利北部仅次于米兰的大城，没有留下多少罗马时代的遗物。不过罗马时代的特里诺，尤其是在历经不断受外族侵扰的西元三世纪之后，却是个能够执行长期攻防作战的城池。如果决心守城，就能将敌军长期箝制在此；如果基本战略明确，也就能期待守城期间获得附近其他基地驰援。当年汉尼拔放弃攻击首都罗马的行动，也是因为害怕在攻城时腹背受敌。只怕躲在首都罗马，没有出现在前线的马克森提斯心中，缺乏布尼克战役时罗马领袖拥有的基本战略。因为由马克森提斯派驻在特里诺的将领竟然带着部队出城，自行与君士坦丁的部队决战。





在平原列阵会战之中，由于敌我双方条件相同，因此胜负趋势，要看双方官兵的经验多寡而定。君士坦丁率领的官兵，具有长期对北方异族作战的经验。而马克森提斯麾下的官兵，由于有他人代劳击退北方异族，因此二十几年来没有上过战场。这也使得战斗的结果很快就见分晓。

由于战场位于特里诺郊外，遭到追杀的士兵想要往特里诺城内避难。可是居民对于残存部队的人数过少而感到绝望，关起城门没有放败逃士兵进城。而后他们屏气凝神，等着战胜者下处分。当然，他们的城门也对战胜者敞开。

君士坦丁带着部队进入特里诺之后，向前来迎接的居民代表表示，居民不用担忧后果。在城里也没有发生烧杀掳掠的暴行。

君士坦丁对于特里诺的处置，有如波河向东注入亚德里亚海一样地，立即传遍了整个义大利北部。米兰、比千都、克雷摩纳，甚至海军基地所在的拉温纳居民都知道，只要对君士坦丁敞开城门，就能确保平安无事。就算马克森提斯麾下的官兵还有旺盛的斗志，能够坚守在城墙后的可能性却是日益下跌。如此一来，以米兰为首的义大利北部都市，就在开战之前跳槽到君士坦丁阵营中。不过，只有威罗纳例外。






义大利北部及其周边




威罗纳是一座保有罗马时代原名的都市。当地每年夏季会在圆形竞技场（Arena）上演歌剧，城里还保有多得令人讶异的罗马古蹟。罗马时代的奥斯塔与特里诺，是固守西阿尔卑斯路径的要地。相对地，罗马时代的威罗纳，功能是位处义大利境内，守卫跨越北阿尔卑斯，前往多瑙河防线的路径。阿尔卑斯山脉由西向东呈半圆形环绕义大利半岛的北边，威罗纳则是守护山脉要道的中心点。当穿越威罗纳向北攀越阿尔卑斯山之后，就能到达多瑙河上游。由此直达现今的里根斯堡，当时罗马人以意思为基地的“Castra”为名，将此地称为「嘉时多·雷吉娜」。长年以来，威罗纳是派往多瑙河防卫的官兵必经之地。当西元260年代，罗马帝国遭遇空前国难时，当时的迦利艾努斯皇帝也特別修缮威罗纳的城墙。而在西元312年负责指挥威罗纳守军的，是作风古派，让人觉得生错时代的庞培。这名武将不仅受官兵爱戴，也颇获居民欣赏。而如今威罗纳是唯一敢在君士坦丁面前关紧城门的都市。

对于君士坦丁来说，这是他进入义大利之后，第一次遇到有组织的抵抗，但如今他也不可能抽手停战。防卫森严的威罗纳固然不易攻陷，可是如果不把威罗纳拿下，就算率军直接南下往首都罗马进逼，背后也随时要面对威胁。因为威罗纳的交通直接与多瑙河沿岸相连，如果正帝利齐钮斯知道威罗纳的勇猛抵抗之后改变主意，君士坦丁有可能陷入遭正帝与马克森提斯部队前后夹击的局面。即使君士坦丁急于结束战争，也不能停止对此地的攻击。





另一方面，困守在威罗纳指挥防卫作战的庞培，要面对更现实的困扰。不管威罗纳的居民与官兵多英勇奋战，义大利北部已经没有任何都市或部队会前来驰援。攻城作战固然旷日费时，如果没有外援的话迟早会走到终点。而攻城作战的终点，往往是城池失陷，以及其后的血腥屠城。庞培决定带着麾下的官兵单独出外应战。当居民代表听他发表决定时，也只能面色凝重地保持沉默。

一旦决心一死，缺乏战斗经验的官兵也会变得难缠。而且庞培麾下的官兵虽然训练不足、人数失利，他本人却是名优秀的指挥官。第一场战斗直到入夜，还是个难分胜负的局面。第二天进行的战斗，同样打得难分难解。不过君士坦丁方面在人数与训练都佔优势，因此渐渐能掌握战局。等到夕阳照在战场上时，平原上躺满了马克森提斯阵营的官兵，在其中还可以找到身上扎满标枪的庞培遗体。

威罗纳终于开城投降了。整个义大利北部，只有威罗纳对未来感到愁云惨雾。然而战胜者君士坦丁却碰都没碰居民代表一下。当然，激烈战斗后常常发生的血腥暴行也没有发生。

这件事情立即传遍了义大利北部与中部。如今君士坦丁可以随自己高兴，挑选日期往罗马进军。这时已经是西元312年夏末。而君士坦丁不是那种看到战况好转后，会松口气躲在刚占领的威罗纳松懈身心的人。




创造历史的战斗



战争与战斗是不同的事物。战役或战争可能连绵数年，而且发生于不同的地点。而战斗则是发生在一个地方，结果通常当天就能揭晓。一般观念中认为，不同时间地点的战斗总计就是战争，因此将战斗视为战争的一部分。所以有句俗话说「战斗获胜但战争失败」。

不过在历史上，有些战斗不仅影响战争局势，甚至改变了往后的历史。这种战斗就是所谓「改变历史的战斗」，在古代可以举出下列战斗为例：





「萨拉米斯海战」——西元前480年，波斯王克珊科赛斯率领三十万大军进攻希腊。希腊城邦国家联军发动波斯战役迎击敌军，但是陆战失利。后来雅典人堤米斯托克雷斯构筑了将战场拉到海上的战略，并负责实地指挥。

波斯在这场海战中大败之下撤军，之后也只好放弃侵略希腊本土的构想。如果这场海战是由波斯获胜，那么也就没有其后的雅典黄金时期，在这个时代成形、直到现代都还能发挥影响力的希腊文化恐怕也就无从发展了。说不定连爱琴海的名字都会改成波斯海。





「伊索斯会战」——西元前333年，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亚历山大率领希腊军，与波斯王大流士在能够瞭望东地中海的伊索斯平原上展开会战。波斯方面有十五万的兵力，而亚历山大以只有五分之一的兵力对抗，阵亡人数却只有两百人。不久后希腊与波斯又展开另一场会战，但是大流士无法挽回局面，使得波斯帝国因此灭亡。希腊人原本就有往海外发展的倾向，在此后更是往亚历山大创建的帝国各地大举移民。其移民范围不仅扩及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地区，甚至在波斯帝国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相当於今日的伊拉克境内，也建设了不少希腊裔城镇。

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帝国转由大帝麾下的武将分割统治，而且也只能管制到中东一带。不过，由希腊经中东，再延伸到埃及的东地中海世界，形成了后世称为希腊文化圈（Hellenism）的共通文明圈。我们后人口中经常说「希腊罗马文明」，代表历经希腊化时代之后，罗马人直接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如果希腊文化圈没有成立的话，罗马要在地中海世界扩充霸权，想必会更加困难。不过罗马人也并非不劳而获地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他们是凭著自己的本事获得的。好比说，接下来要谈的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尼克战役。





「扎马会战」——这场会战是在西元前202年，发生于北非的扎马平原。在当时，这里属于迦太基境内。率领罗马军的是年轻的西比奥，迦太基方面，则由不久前对罗马作战连战皆捷的名将汉尼拔担任总指挥。会战的结果，由罗马方面大获全胜。布尼克战役在一个世纪中前后打了三次，不过决定战役趋势的，还是第二次战役最后进行的扎马会战。在这场会战后五十年发生的第三次战役，只是把预料中的结局化为现实而已。

布尼克战役是由当时的罗马人命名，意为「与腓尼基人之间的战役」。由于迦太基是由中东的腓尼基人移民开创的国家，因此向来被视为东方国度。击败了迦太基，也就代表将东方势力逐出地中海西侧。所以对罗马而言，「扎马会战」也是将地中海世界化为希腊罗马世界的决定性战斗。





「阿列沙攻防战」——这场战斗发生于西元前52年，地点在现代的法国，当时高卢中央地带的阿列沙。由朱利斯·凯撒率领五万罗马军，与三十万高卢部族联军展开战斗。这也是凯撒的高卢战役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不仅决定了长达八年的高卢战役战果。长年来罗马人扩充霸权时，仅以地中海与其周边为限。高卢战役让罗马人的视野向北扩展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而高卢战役也让罗马人发现，向北扩展势力是可能的。阿列沙的胜利，是欧洲北部进入罗马世界的第一步，也是史学家口中「欧洲由凯撒创造」这句话的由来。如果阿列沙攻防战是由高卢人获胜的话，后世的法国、英国，想必面貌会与现今大有不同。





不管「改变历史」也好，「创造历史」也好，这些战斗都具有十足的影响力。而在西元312年展开的「米尔维亚桥之战」，也是一场具备这种意义的战斗。这场战斗，开启了其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代。同时更跨越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为至今依旧能发挥影响力的基督教世界踏出了第一步。

然而，尽管这场战斗如此重要，「米尔维亚桥之战」却没有那分荣幸让战史记上一笔。

第一项原因，在于以战史为专长的学术领域中，以上述观点看待战斗的人属于绝对少数。

第二项原因，用个俗气点的说法来形容的话，这场战斗中没有出现半个灿如明星的武将。君士坦丁与马克森提斯都是史上留名的人物，但是并非战略战术的好手。

第三项原因在于，在进行「米尔维亚桥之战」时，双方并未施展出让战史专家感到兴趣的卓越战术，整场作战表现十分笨拙。简单来说，根本是一场混战。甚至让人觉得，让这么点程度的战斗改变历史还得了。





西元312年10月时，进攻方面的君士坦丁为三十七岁，防卫方面的马克森提斯则是三十四岁。两人年龄可说处於同一世代，但在统领部队行军作战的能力方面，差距可说是老手与新兵。





当君士坦丁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时，心中最担心的事情，大概是遇到马克森提斯方面坚守城内的局面。亦即敌军依赖三十五年前完工，又经过马克森提斯一番整修后显得更坚固的城墙为靠山，躲在首都罗马中不出外作战的情况。这座城墙由奥雷利亚皇帝修建，全长三十一·五公里，将整个首都环绕於内。墙高六公尺，厚三·五公尺，每隔三十公尺处修筑一座四方形的护城塔。城墙开有十八道城门，每一道城门都采双重门设计。四万名兵力实在不可能攻击防卫这般严密的都市。防卫方面虽然要承担内部百万人口的饮食压力，但是四万兵力不可能长期将如此规模的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因此不算是致命的缺点。君士坦丁要考量的，就是如何将敌军诱出城外决战。

君士坦丁另外担心的一点，就是马克森提斯把十七万步兵与一万八千名骑兵，以何种形式，派驻在何处。这么大规模的部队，不可能全数停驻在首都内，至少有半数以上会停留在首都之外。可是君士坦丁阵营完全不知道这些部队派驻在何处，每个据点有多少兵力。如此一来，在攻击城池的时候，随时有背后遭人攻击的风险。

此外，君士坦丁还有另一个不能忘记的隐忧，那就是义大利北部与中部的都市动向。这些都市的居民是受到君士坦丁的军事压力才表示恭顺，如果他的军事力量稍有衰弱，这些恭顺的态度随时可能会让人撤回。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君士坦丁就会被困在义大利半岛中，等待敌人前来甕中捉鳖。而且假使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斯作战的状况稍有不顺，在多瑙河畔观望局势的正帝利齐钮斯，也有可能修改目前的亲君士坦丁政策。

要一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尽早结束战事。结果，这个机会竟然是由马克森提斯主动提供。

当君士坦丁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接近首都的途中，接获斥候部队报告，表示马克森提斯率领部队离开首都前来迎击时，想必心中欢呼道「赢定了」。

对马克森提斯而言，保持长期作战是最有利的战略。至於他为何一开始就选择正面冲突，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根据想像，有下列几项可能。

一、对君士坦丁而言，早期决战是唯一打开局面的方略；对马克森提斯来说，选项却有好几个。其中还包括在首都罗马作战失利后撤回北非，在当地準备卷土重来。在罗马史上，有好些个放弃首都但重新反攻的例子，比方说马留斯与苏拉。不过失败的例子佔绝大多数，比方说遭凯撒追击，逃到希腊的庞培；或者遭奥古斯都追击，逃入希腊的布鲁图斯。撤出首都罗马的意义，远超过放弃特里诺或威罗纳的涵义。对马克森提斯而言，因为有机会选择而带来的迷茫犹豫，反而成了致命伤。

二、马克森提斯年龄只比君士坦丁小三岁。两个人同样拥有身为皇帝之子的条件，然而君士坦丁在仕途上却随时领先马克森提斯。换句话说，马克森提斯长期让君士坦丁踩在脚底下。当长期怀恨的对象攻打进来，也难怪会引发他的对抗意识。

不过，在面对生涯重大决战时，如果心中抱持这种感情的话，也就不可能冷静思索，订立优势战略。在这时马克森提斯甚至於必须把杀父之仇都忘得干干净净。从这个层面而言，马克森提斯虽然已经三十四岁，但不够成熟。

三、马克森提斯决心出外迎敌，不躲在罗马城内防卫，可能是因为他心中有著对「世界首都」的深厚感情。每当探访过去罗马帝国的重要都市时，笔者总不禁感叹，有些地方虽然如今已经成为一国首都，比以往的罗马还要规模庞大，但是在罗马时代无论规模与外观都远远不及首都罗马。在探访古罗马遗迹，一边复原想像古代风貌时，笔者都会这样想：也许当时伦敦出身的年轻人第一次看到罗马时，心中的感想会与俄亥俄州的年轻人第一次站在纽约的曼哈顿街头时一样。

如果长期住在罗马的话，这种感动也就会转换成爱情。说不定马克森提斯不希望罗马沦为战场。不过若真的如此的话，他有必要重新订定战略。





这场以「米尔维亚桥之战」闻名於世的战斗，发生于西元312年10月27日。马克森提斯率领的部队人数不明，不过想来应该超出君士坦丁麾下的四万官兵许多。马克森提斯似乎没有愚蠢到将步兵骑兵合计将近十九万的部队全数动员。不过，他没有依照战略构想，将其他部队以军团为单位派驻在各战略要地，那就是无药可救的愚蠢了。

由北进入首都罗马的道路中，弗拉米尼亚大道可说是干道中的干道。君士坦丁与其部队正由这条大道逼近罗马。马克森提斯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他也选择这条道路作为接近敌人的路径。马克森提斯与其部队，由今日依旧称为「弗拉米尼亚门」的城门出城。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三公里之后，利用「米尔维亚桥」渡过挡在面前的台伯河。接下来再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十公里，以该地的平原为战场。双方的军队，有如南北双向开来的两部大型卡车，就在战场中央正面撞击。






罗马与其近郊




这一带，至今同样叫做萨克沙·鲁布拉（Saxa Rubra）。是一片宽阔的平地，东有蜿蜒蛇行的台伯河。可能马克森提斯认为，既然率领大军，那么自然该在这种宽阔的地方作战。不过，一来个性冷静，二来心中决意一战定乾坤的君士坦丁，可没有顺着马克森提斯的想法行事。

可能君士坦丁一知道战场会是这块平地时，就早早下令其下的官兵，尽量把敌军朝台伯河的方向驱赶。在宽广的战场作战固然对大军有利，相对地在狭隘的地方大军就显得吃亏。老手与新兵不同的地方在于具备挽回劣势的能力，马克森提斯麾下的官兵却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型作战的经验，尤其担任总指挥的马克森提斯本人，军事经验更是匮乏。





尽管当地属于首都管辖，毕竟是郊外，台伯河岸并未建设河堤工程。蜿蜒蛇行的河岸溼地长满了芦苇，让人难以行走。马克森提斯的部队给人驱赶到这里之后，完全失去了统率。部队已经无法以团队为单位进行作战。许多官兵在混战中遭到杀害，其他官兵看到惨状之后开始争相逃亡。而唯一的逃亡路径，就是沿着道路往南进。只要渡过战场南端的米尔维亚桥，继续跑三公里，就可以到达弗拉米尼亚门。过了门之后，就能够受到罗马坚固的城墙保护。

尽管当时是一片混战，君士坦丁却依旧领头作战，没有躲在后方发号施令。可是马克森提斯却这样做，因此被卷入溃败的官兵人潮之中。

干道中的干道弗拉米尼亚大道，越接近罗马，车道、人行道也就越逐渐拓宽，而且这一段大道由北往南几乎呈直线延伸。如果从直升机上俯瞰，就能看到这条大道被溃败的官兵人潮淹没的情景。罗马时代的桥梁，无论修筑时的概念、施工时的方法，都视同道路的延伸。南下而来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在借由米尔维亚桥渡过台伯河之后，更是笔直地朝着罗马市中心延伸。因此，「米尔维亚桥」的结构，也与弗拉米尼亚大道具有同等的功能。桥梁长度虽然只有一百二十几公尺，车道、步道合计宽度则有八公尺宽。桥面设计自然也比照大道，为纯石板面设计。別说让整队行军的重装步兵通过，就连货车载着沉重的攻城器具通过，桥身都不会晃动。只不过，这座桥毕竟不可能吸收大批溃败而逃的部队，只怕就是排队行军的转进部队，也无法毫发无伤的通过。马克森提斯在没有考量这种条件的状况下，选择以萨克沙·鲁布拉为战场，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他是以背水一战的心态选择以萨克沙·鲁布拉为战场的话，那就应该尽早抢得战斗的主导权。然而，主导权却一直在君士坦丁手上。






现代的米尔维亚桥




大多数的溃逃部队，湧进了宽八公尺的米尔维亚桥。这已经不能称为战斗，只是一场大乱。即使成功抵达桥头，也还是不能放心。有不少士兵刚开始过桥就让后头的人推倒，活活挤死在桥边的石栏杆上。台伯河其实并不宽，可以游泳渡河。不过作战的官兵身上佩戴有沉重的武装，而在这场混乱之中，又无法获得卸下军装的空间。穿着军装跳进河里的官兵，也大多没有机会浮出水面。而在河滨犹豫不决的人，则遭到后面追来的君士坦丁部队杀害。

乘马的指挥官，生路要比步兵更加艰难。河底的泥土会绊住马匹的脚步，再加上要负荷沉重的盔甲与披风，使他们只有溺死的结局。马克森提斯也就是如此结束三十四年的生命。遗体在第二天让人打捞上岸，斩首之后将首级掛在枪尖，成为君士坦丁率军进城时示众的警告。

战史专家眼中不值一提的「米尔维亚桥之战」，在基督教教会眼中看来却是「决定天下大势的一战」。在君士坦丁亡故后，甚至开始流传这么一段插曲：

在米尔维亚桥之战的前夜，君士坦丁在主帅帐中做了一场梦。耶稣基督托梦给君士坦丁，表示只要遵循唯一真神的教诲，次日的战斗必定能够获胜。此外，还建议他把希腊文中代表基督教徒的X、P两个字母合成“
 ”记号，画在士兵的盾牌上。而君士坦丁全数照办，所以第二天能够打胜仗。

不过，就算没有基督教的神明庇佑，无疑地君士坦丁一样能在米尔维亚桥之战获胜。





罗马不仅是帝国的首都，也是罗马帝国之内唯一名副其实的帝国首府。君士坦丁麾下的官兵长年在高卢与不列颠值勤，想必到了这时候，才第一次亲眼看见首都的威容。而就连君士坦丁本人，也是第一次踏上首都的土地。只不过，传说中阿拉伯裔的皇帝菲力普·阿拉布思第一次来到罗马时，为了首都的壮丽而感动，脱口感叹自己竟然能在首都这么雄伟的国家担任领袖。相形之下，巴尔干出身的君士坦丁却不会有这种想法。而且，他是以征服者的身分进入首都。在征服者面前，元老院与公民又好像从未支持过马克森提斯似地，抢著卑躬屈膝。





元老院不仅接受征服者下的每一道命令，甚至於主动做出没有受命的其他措施。

他们议决将君士坦丁由副帝升格为正帝。

尽管「米尔维亚桥之战」一役是罗马人之间的内斗，元老院还是决议修建凯旋门赠送给获胜的君士坦丁。

马克森提斯的两个儿子，在君士坦丁入城时，已经死在他的命令下。如今由马克森提斯修建的公共建筑物，也决议要改用君士坦丁的名义。「马克森提斯公会堂」至此以后要改称「君士坦丁公会堂」，而且其中还準备摆设巨大的君士坦丁坐姿像。

禁卫军团即将遭到解编。在米尔维亚桥战斗时，这些人已经几乎全数阵亡，所以没有人跳出来反对这项措施。不过这项措施，使得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拥有三百年历史的菁英军团从此完全消失。

元老院还答应每年缴纳君士坦丁提出的特別稅，亦即实质上的战败赔款。

君士坦丁将员额六百人的元老院议员依照富裕程度分成四个等级，并制定每一等级的稅金如下：

第一等级——每年八利普的金块（二公斤又六百一十六公克）

第二等级——每年四利普的金块（一公斤又三百零八公克）

第三等级——每年两利普的金块（六百五十四公克）

第四等级——每年七枚金币（其中含金量为三十八公克）

自从罗马开国以来，元老院一直是社会的最高阶层，拥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可悲的是，到了西元四世纪也已经沦落至此。

尽管立场如此，包括元老院议员在内，首都罗马居民几乎没有遇到暴力相向的事件。在这个实质占领的状态下，君士坦丁对下属的统御能力值得我们特別记上一笔。而居民也很务实的面对现状，接受了必须服从征服者的现实。

君士坦丁也并未留在气候温暖的罗马準备过冬。他把必要的处置措施整顿好之后，就离开罗马，前往米兰。因为他与正帝利齐钮斯的会谈地点就定在米兰。这时的米兰，已经让名义与实质上皆为正帝的君士坦丁拿来当成根据地。能够让年长十岁的正帝利齐钮斯亲自跑一趟，可以想像打败马克森提斯这件事，对于巩固君士坦丁的立场有莫大的贡献。如今君士坦丁年纪轻轻三十七岁，却已经是帝国西方的头号权贵。




拼凑而来的凯旋门



「君士坦丁凯旋门」就位在圆形竞技场的附近，义大利文叫做“Arco di Constantino”。而罗马人的语言拉丁文则叫做“Arcus Constantini”。这道门是在西元312年时，由元老院决议要致赠给君士坦丁的凯旋门。而且这道门一直存留到现代，西元1960年罗马奥运时，还是马拉松竞赛的终点。

元老院决议致赠凯旋门给获胜的君士坦丁时，是西元312年秋末。可是他们有必要在西元315年之前完工。因为这年正值君士坦丁登基十周年，预定要在罗马举行庆祝典礼。凯旋门馈赠仪式，正是一连串活动的焦点。

这样一来，实质施工的时间只剩下两年。罗马人的工程，向来以短期集中进行为特色，水道桥与圆形竞技场也只要五、六年就能完工。两年的施工时间，已经足以建好一道凯旋门。只不过，这个时代的罗马人已经没有这种能耐了。





「君士坦丁凯旋门」至今还是罗马的名胜古蹟中，数一数二的著名景点。可是这座建筑的敷衍粗糙，也最能反映出西元四世纪的首都气息。

首先，既然修筑、馈赠这道门的目的，在于请求君士坦丁原谅他们六年来支持马克森提斯的罪过，那么修建的地点必须是上好的位置。这道凯旋门位于由阿庇亚大道进入首都中心后，向右转前往帕拉提诺丘、柴利欧丘之间的圆形竞技场路口。然而这并非审慎评估之后决定的施工地点，只不过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一道凯旋门了。

根据最近的研究，这个地方已经有献给哈德良皇帝的凯旋门存在。科学调查的结果证明，这一道凯旋门的基础石材部分，并非成立于西元四世纪，而是西元二世纪前半。





罗马人总称为「门」的拱门建筑式样，既是罗马人的发明，也是他们最喜好的建筑式样。门不仅是建筑的出入口，也不仅是献给胜利者的凯旋门。对罗马人来说，门是可以任意挑选位置修建的装饰品。因此可能修建在桥梁的两端，或者庭院的正中间，给景物作陪衬。在一直线的大道中间，也会突然出现一道门，用意在于让单调的景物起变化。顺带一提，“Arcus”意义只是很单纯的「门」，「凯旋门」是后人的意译。如果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即便哈德良皇帝在位时没有打过值得获颁凯旋门的胜仗，还能够得到「门」以资纪念，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那么在君士坦丁凯旋门的位置敲定了之后，是否要把现有的哈德良皇帝门拆除，於原地重新修筑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他们把哈德良门上不符合目的的装饰品拆掉，重新嵌入献给君士坦丁的讚辞，或者於义大利的战斗场面等符合目的的浮雕。不过，光是这样还不足以装饰一整道门。因此只好从罗马的其他公共建筑物拆零件拼凑上去。

结果，罗马帝国最后一项建筑杰作「君士坦丁凯旋门」，原本该是西元四世纪初期的建筑，其基座、装饰却是由过往的作品拼凑而成：

图拉真时代——西元98年起至117年为止。

哈德良时代——西元117年起至138年为止。

马库斯·奥理略时代——西元161年起至180年为止。

上述三个时代的作品，再加上西元313年至315年夏季工程期间完成的零件，就成了「君士坦丁凯旋门」。

图拉真时代的雕像——凯旋门正面及背面最上层，共计八座的达其亚俘虏雕像。这些雕像，想必是从图拉真广场周边的回廊上拆下来再利用的。达其亚人是由图拉真皇帝所征服，与君士坦丁一点关系都没有。

哈德良时代的作品——「门」的基础，以及凯旋门正面、背面第二层的八张圆形浮雕。这些浮雕的出处尚未有定论，目前有两种有力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些浮雕原本就装饰在哈德良凯旋门上。第二种说法，则据说出自「弗拉米尼亚大道」穿越「弗拉米尼亚门」后直达市中心的路上。这条路现今称为「科尔索街」，在路中央有一道纪念哈德良皇帝政绩的门，八张浮雕就是从门上拆下来的。

不管出处在哪里，这些浮雕同样与君士坦丁没有半点关系。在浮雕中，哈德良皇帝驱马打猎、为狩猎女神戴安娜举办祭献仪式，脚旁有刚猎得的狮子，身边围绕着一同狩猎的臣子，情景有如拍摄纪念照。哈德良皇帝不仅是冷静的统治者，也是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人，与君士坦丁恰恰相反。

马库斯·奥理略时代的浮雕——门的正面四张、背面四张，正好也是八张浮雕。浮雕中刻划著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生前的模样。比方说站在讲台上，鼓舞士气的身影；坐在罗马式折叠椅上，接见投降的异族代表时的样子。在这八张浮雕中，马库斯·奥理略身边总是环绕着军团旗。这名皇帝在对北方异族作战期间，病逝於帝国前线基地维也纳，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乡。而这些浮雕中表露出当代人对哲学家皇帝的感情。只不过，这些情境同样与一百二十年后的君士坦丁没有任何共通之处。

既然新的门是要献给君士坦丁，光是拼凑零件也未免显得失礼。因此当时还另外制作了代表君士坦丁功绩的浮雕。四世纪初期制作的浮雕，设置于中央与左右两侧的拱门入口上端。其中刻划有威罗纳攻城战时，策马前进的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坐在四头马车上，进入罗马市区时的模样；当罗马居民前来表示恭顺时，获得君士坦丁宽容接受的场面。当然，其中还刻有君士坦丁麾下的官兵攻击敌人时的样子。只有这些浮雕是趁这次机会重新制作的。





虽说「君士坦丁凯旋门」是这样草率施工修建起来的，毕竟还是有足够的条件，使其能直到现代都名闻遐迩。首先，这道门真的很美丽。凯旋门位于帕拉提诺与柴利欧两座山丘间的空地，前方可以看见圆形竞技场。门的造型完美至极，仿佛要在这个地点修盖建筑物，也就只有这个造型才能符合条件。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希腊罗马文明的重要要素之一，调和与匀称美的化身。

不过，如果我们走到近处观察的话，只怕一定会兴起下列的想法。那就是西元二世纪五贤君时代的浮雕，与四世纪作品间造型能力差距实在太大。五贤君时代的作品仿佛是希腊雕刻，四世纪的浮雕风格却接近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中世纪作品。后者简而言之，就是笨拙。明明时代进步了，为什么造型能力反而退化了呢？






君士坦丁凯旋门（由南侧看到的凯旋门）












凯旋门北侧









凯旋门西侧


































应该是因为这种「力量」也会受到国力的影响。西元二世纪可说是贤君的世纪，是罗马帝国最和平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创造的作品，无论造型美术或建筑，都能达到最高水準，是因为国力也正在巅峰时期。西元四世纪时，罗马帝国已经没有这种力量了。所以说「君士坦丁凯旋门」，也是能让人遥想国家兴衰的名胜古蹟。

在这道「凯旋门」之上，留有馈赠者献上的讚辞。讚辞位于正面上段，夹在从图拉真广场拆下来的两座达其亚俘虏雕像之间，以拉丁文这样写著：


「罗马元老院暨罗马公民，为庆祝胜利，特将此门馈赠与皇帝·凯撒·弗拉维斯·君士坦丁·马克西穆斯·派阿斯·菲力克斯·奥古斯都。并特此纪录该皇帝以如同神明般的敏锐感觉及伟大意志力，率领军队展开正义之战，消灭了暴君。」



这段话真让人感受到什么叫做败者为寇，因为昨日的「皇帝」，成了今日的「暴君」。




承认基督教



对于喜欢历史的人而言，有些年份是非记得不可的。西元313年就是这样的年份之一。不过这并非因为名义与实质上皆为西方正帝的君士坦丁，与帝国东正帝利齐钮斯在米兰展开会谈，也不是因为利齐钮斯照着与马克森提斯开战前缔结的密约，与君士坦丁的同父异母妹妹举办婚礼。这一年会被列为历史上的重要年份，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正式承认基督教。

不过，西元313年的这一次政治动作，并非皇帝第一次认同基督教。两年前，西元311年时，帝国东正帝伽雷留斯已经承认过了。尽管如此，罗马帝国皇帝承认基督教的时间，还是被认定为在西元313年6月公布「米兰敕令」时。这是不是因为基督教徒想把功绩归给至今依旧被称为「大帝」的君士坦丁？还是从伽雷留斯皇帝承认，到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之间只有两年时间，承认的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关于这点，笔者想把两道敕令翻译出来做个比较。不过在这之前，笔者有必要谈谈两大巨头在米兰会谈的过程。因为这场会谈划时代地造成承认基督教的结果。每一个历史上的现象，必定有其背景存在。而且这年的米兰会谈，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让我们足以探讨日后罗马历史的主角君士坦丁。





马克森提斯败亡于西元312年10月底。之后君士坦丁不以胜利者的角度，而是以类似征服者的姿态进入首都罗马。据说他在罗马停留的时间不满两个月，那么想必在西元313年初时，他已经到达了米兰。2月上旬时，利齐钮斯也到了米兰。想必利齐钮斯与君士坦堤亚的婚礼，也在不久后举行。因为利齐钮斯与君士坦丁共同簽署的「米兰敕令」虽然公布於6月15日，但他匆忙赶回东方时，距离公布敕令的日期还有三个月。由此可以推测，君士坦丁是个不会沉醉在胜利气氛，慢慢品味成果的人物。换句话说，他懂得打铁趁热。君士坦丁在战场上擅长快攻，似乎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而另一方面，他也具有等待时机成熟的慎重心态。





西元306年时多达六人的皇帝，在七年后的西元313年减至三人。这时的三名皇帝分別是君士坦丁、利齐钮斯，以及守卫帝国最东边的马克西米努斯·岱亚。想必君士坦丁不会满足於现状。不过，基於两项理由，趁着打倒马克森提斯的气势攻击利齐钮斯并非良策。

第一点，利齐钮斯麾下的部队，是罗马军中最强盛的多瑙河防线部队。这些人正集结於利齐钮斯之下。

第二点，如果趁这个时机进攻利齐钮斯，反而有可能把向来不和的帝国东正帝利齐钮斯、东副帝马克西米努斯·岱亚逼得携手合作。

西元313年利齐钮斯与君士坦堤亚在米兰成婚后，获益的不只是打算迎娶皇室成员，为自身势力镀金的利齐钮斯。新娘是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一年应该刚满十八岁。新郎虽然已经四十八岁左右，不过在当时这种年龄差距还不算什么。不过，到了这个年纪还未婚的公主倒是挺少见。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君士坦丁，长期保留妹妹作为政治筹码。因为对巴尔干地区贫民出身的皇帝来说，迎娶皇室女子，是把自身地位正当化的重要条件。

正因为如此，在君士坦丁与利齐钮斯双双获得这项优势之后，马克西米努斯·岱亚可就着急了。





马克西米努斯·岱亚在慌乱之下，看上了两年前过世的伽雷留斯皇帝留下来的寡妇瓦雷力亚。她是设计「四头政治」体系的戴克里先的独生女。可能马克西米努斯·岱亚认为，顺利成婚的话，政治上的条件就能与君士坦丁、利齐钮斯同等了吧。只不过，瓦雷力亚没答应这场婚事。马克西米努斯·岱亚恼羞成怒之下，立刻调派部队。除了先帝留下的寡妇以外，正巧在这个时期前来探访女儿的戴克里先夫人也遭到逮捕，被关进了牢房。

当时戴克里先身在亚德里亚海滨的宫殿中，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使者前往副帝跟前。除了抗议妻子与女儿受到的待遇之外，还要求副帝把两名女性交出来。副帝虽然把两人释出牢房，却没收一切财产，并流放东方。

马克西米努斯·岱亚是戴克里先在西元305年退位时送上副帝职位的人，这下可真是恩将仇报。戴克里先退位释出权力至今，也才八年光景。而且在西元308年第四次「四头政治」起始时，戴克里先还能对人事发挥影响力。事隔五年，权势却衰落至此。我们实在不知道，当时六十八岁的戴克里先，是如何承受这种明知妻小过着流浪生活，却无计可施的日子。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理会退位老皇帝的意见了。





利齐钮斯仓促办完与公主的婚事，急忙离开米兰的原因，在于马克西米努斯·岱亚为了利齐钮斯与君士坦丁的结盟感到慌张，率军入侵属于利齐钮斯势力范围的小亚细亚。利齐钮斯一路向东行军，沿路与发令召集的部队会合，身边还带着新婚的妻子。也许利齐钮斯的这项举措，是打算把公主当人质，封住君士坦丁在西方的动作。不过君士坦丁可不会在这个大好时机里轻举妄动。这一次，轮到君士坦丁隔山观虎斗了。





根据记载，利齐钮斯急忙离开米兰向东行军，沿途与召集的部队会合。当他进入小亚细亚境内时，已是西元313年3月底。马克西米努斯·岱亚率领著七万名士兵的部队，相形之下利齐钮斯身边只有三万人。不过，最后是由利齐钮斯获胜。这并非双方司令的水準有差异，而是巴尔干地区出身的官兵与东方长大的官兵实力差异造成。马克西米努斯·岱亚战败之后，逃到小亚细亚东南方的塔耳索斯。而到了8月时，不知是出于自裁，还是属下官兵暗杀，总之马克西米努斯·岱亚退出了人生舞台。曾经多达六人的皇帝，一个个地退出政治舞台，如今只剩下两个人。不过，没有人认为这次的「双头政治」可以延续下去。或者说，当事人比任何人都不认为可能。





帝国东副帝马克西米努斯·岱亚退出政治舞台时，连带产生了一个在历史上影响不大的悲剧。当时遭马克西米努斯·岱亚流放的瓦雷力亚与其母亲普利斯佳认为，帝国东方由正帝利齐钮斯统合之后，自己的命运也会跟著好转。因为对于前任皇后瓦雷力亚来说，利齐钮斯是获得她的丈夫伽雷留斯、父亲戴克里先同意，才在缺乏副帝经历的状况下，一举登上西正帝职位的人。利齐钮斯即位至今才五年，与伽雷留斯又交情甚深。这两名女子期待利齐钮斯能把她们遭没收的资产要回来，并且护送她们回到戴克里先身边。当时利齐钮斯正趁着战胜马克西米努斯·岱亚的气势向东行军，计画将整片东方国土纳入掌心。这两名女子也前往参见利齐钮斯。

结果利齐钮斯根本不打算接见这两名应该早已熟识的女性。这对母女无奈之下，只好继续展开流亡旅程。为了尽可能接近戴克里先身边，母女两人来到了希腊的帖撒罗尼迦。而利齐钮斯派了一批军人在此，手中拿着处死的公文在等着她们。统领罗马帝国二十年，创设「四头政治」的戴克里先之妻子与独生女，就在面临爱琴海的帖撒罗尼迦中央广场遭到处死，遗体让人直接丟到海里。我们不知戴克里先在亚德里亚海滨的宫殿中接获消息时，心中作何感想。





很可惜的是，没有任何记载戴克里先晚年心境的纪录存留下来。在历任罗马皇帝中，戴克里先是唯一亲眼看着多年构思推动的政策陆续崩盘的人物。光是基督教政策来说，若从强行推动政策的那年起算，十年之后政策已经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如今帝国之中已经没有人相信「四头政治」的效益。唯一可幸的是，帝国内部没有受到北方异族或东方的大国波斯入侵。然而掌权的人却借机大肆争斗。至於戴克里先过世於西元313年的什么时候，现今的专家学者并没有定论。因此我们也不确定他是否得知西元313年6月15日发佈的「米兰敕令」内容。不过，即使他没有活到6月15日，想必两年前伽雷留斯公布敕令时，他就已经感受到基督教政策转变的征兆了。也就是说，早在两年前，他就知道自己推动的基督教政策即将崩溃。这一年公布的「米兰敕令」，只不过是给政策的最后一击。





西元311年4月，由伽雷留斯正帝公布的敕令全文如下：


「朕构思政策时，向来以帝国及帝国居民之利益为基準。施行政策时，以恢复罗马传统与规律为期望。基於上述观点，面对拋弃传统信仰的基督教徒时，朕亦期望他们能够再度回到吾等身边，并尝试各种手段。然而这等人却不停下倔强愚昧的行为，不但未曾因袭罗马之伟大祖先行止，反而自行订立生活规范，於帝国四处游说，成功聚集了许多徒众。




因此，吾等（戴克里先与伽雷留斯）为了让这些人回归祖先的规律，决意行使强硬措施（此指西元303年由戴克里先公布的，迫害基督教徒的敕令），使得许多基督教徒改宗弃教。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顽强拒绝弃教的徒众存在。此外，弃教者之中，大多并非心悅诚服地放弃基督教，而是在强制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结果，他们虽然不再敬仰基督教神明，但也未曾回归罗马自古相传的诸神信仰。如此现状，与吾等罗马人传统中，认同所有人生活方式的宽容精神不符合。




朕之期望，在于恢复罗马人的传统与规律。一再苦思之结论认为，应将罗马人之宽容精神推广至基督教徒身上。




因此，朕认同今后基督教徒可重建其共同体（亦即允许信仰）。但在此要明文规定，必须在不违背帝国国法之限度内。」



从基督教徒的眼光来看，伽雷留斯皇帝认同的宗教自由，简单来说，根本语带含糊，不干不脆。在罗马社会中传统的诸神信仰依旧佔优势，而且宗教自由还是如同以往一般，追加了「不违背国法」的条件限制。

不过，在西元三世纪后半陆续上台又下台的皇帝中，有些皇帝镇压过基督教，有些则否。即使在没有镇压、迫害基督教的皇帝心中，对基督教的想法只怕也与伽雷留斯相同。

早在共和时期起，罗马就一直是个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这个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军装统一较为有利的军队中。在战场上的罗马军中，常常能看到打赤膊作战的日耳曼士兵身旁，站着身穿长裙的东方士兵。这是因为罗马人尊重不同民族的个別风俗习惯。

罗马人观念里的「宽容」（clementia），是强者不将生活方式硬塞给弱者，认同弱者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

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徒的行为属于偶发事件，进行时又做得不彻底，原因也就出在这种思想上。唯一彻底进行的例子，是由戴克里先发起的镇压政策。然而这项政策真正严格执行的也只有两三年而已。因为上自皇帝，下至地方行政官，罗马的行政人员心中都不认同仅针对基督教信仰发起的镇压与迫害。罗马人是多神教民族，而多神教，是一种互相认同不同宗教信仰的生活方式。因此，认同其他神明，但不认同基督教的想法，违反了多神教的精神。亦即单独排斥基督教的想法，违反了罗马人的「宽容」观念，因此不符合罗马人的风格。这是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在镇压基督教徒时，始终无法彻底的原因所在。而反过来说，罗马人在认同基督教时，会显得语带含糊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在公布这道敕令的两年后，君士坦丁发佈了「米兰敕令」。被认为史上第一次认同基督教的「米兰敕令」之内容，恐怕也不会让基督教徒觉得十分满意。因为就连这道敕令，也必须立足在罗马的「宽容」观念上。





西元313年6月15日，由君士坦丁及利齐钮斯两位皇帝署名公布的「米兰敕令」全文如下：


「吾等二人（君士坦丁与利齐钮斯）许久前便认为信仰之自由不应受到妨碍。不仅如此，还认为信仰应当依照个人良心选定。吾等两人基於上述理念，已在所统治的帝国西方认同基督教徒之自由，得举办加深信仰时所需之仪式。然而上述默认状况，却对实际推行法律之人员造成混乱。因而吾等不得不承认，上述理念有成文化之必要。




正帝君士坦丁与正帝利齐钮斯借由於米兰相会，共商帝国诸多课题之机会，对帝国万民而言攸关重大之神明信仰议题达成共识，认定此一议题应订立明确方向：




不论基督教徒或信奉其他宗教之国民，个人於选择宗教信仰之权利皆能获得完全之认同。无论其神明之身分，若能对身为统治者之皇帝，及其臣下国民带来繁荣与和平，皆应获得认同。吾等二人达成共识，认为认可吾等二人之臣下，无论何等人物皆得拥有宗教自由，为最合理之最佳政策。




自今日起，无论信仰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个人皆能信奉自身所好之宗教，并有参加祭典之完全自由。并期望无论何等神明，其至高之存在，能以恩惠及慈爱，引领帝国全体民众走上和解与融合之道路。」







敕令自此以后，从国策敕令的型态，转为向在帝国各地推动政策的行政官之指示：


「以上为吾等二人之决策。故而从今日起，以往颁布之基督教相关法令完全失效。而且从今尔后，愿贯彻基督教信仰者，可无条件获得对信仰之全面认可。




然而，对基督教徒认可之全面宗教自由，亦同样适用于信仰其他神明之国民。只因吾等判断，此一全面认同宗教信仰自由之决策，对帝国内部和平有所助益。因而吾等认为，不论何等神明、何等宗教，其名誉与尊严皆不该遭致损毁。




以往诸多基督教徒受到名誉尊严受损之待遇，在此特命立即归还其遭受没收之祈祷场地以为赔偿。此外，为其信徒所属教会或教区所有，但遭没收之资产，亦一并下令即刻全数归还。在此并明文表示，若资产在没收后付诸拍卖，於归还资产之同时，国家将对原收购者给与正当价位之赔偿。」







从「米兰敕令」的字面上可以明显得知，发佈这道敕令的两名皇帝中，君士坦丁并未表示要改信基督教。此外，这道敕令也没有特別优待基督教，将其置于其他宗教之上。这是一道全面认同罗马帝国国民宗教自由，并公诸於世的法令。

尽管如此，「米兰敕令」依旧有充分理由，让人认定为划时代的重大史实。因为自从西元313年发佈这道法令之后，罗马人连绵千年以上的宗教观念也给打断了。





以往的罗马，要求属于「共同体」（Res Publica）的居民无论个人信仰何种神明，都必须对守护「共同体」的罗马诸神保持一定的敬意。在罗马军中，无论信奉基督教、密特拉教，或是太阳神，那都是官兵的个人宗教自由。但每年元旦当天官兵必须聚集在军团基地的中央广场上，在举行给罗马诸神的祭献仪式之后，对身兼最高司令的皇帝宣誓效忠。这也是要求大伙将个人信仰暂时摆在一旁，全体通力合作。

在「米兰敕令」颁布之后，局势演变成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了。「敕令」中承认个人有全面的宗教自由，却完全没提到国家的宗教。也不像伽雷留斯敕令那样，在认同基督教徒宗教自由之后，追加「必须在不违背帝国国法之限度内」的但书。所以说「米兰敕令」之中，「无条件完全认同」个人宗教自由。





综观从「米兰敕令」到今日的历史，由于宗教自由是人权尊重的一大要项，我们也可以说，这道敕令为十八世纪传遍欧洲的启蒙主义开了先河。尤其「米兰敕令」的前半段，论调有如伏尔泰或狄德罗的言论。

罗马帝国要比启蒙思潮早了一千四百年，而帝国即使到了后期，依旧是个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帝国。这个五花八门的大帝国，是仰赖罗马法、罗马皇帝，以及罗马宗教这个宽松的框框，才能保持统一。因此曾有英国学者表示，罗马帝国有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的邦联国家。

「米兰敕令」一颁布，就把罗马宗教的框框拆除了。这道敕令的内容确实是无可批判，就连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想必也会讚不绝口。那么提倡这项思想的君士坦丁本人，是否真认为拆除国教的框框后有办法统合国家呢？

而且在「米兰敕令」后认同的宗教自由，为什么到了一千四百年后的启蒙主义时代，又要让人提出来大力主张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这些年之中，宗教自由根本没获得保障。

而且，让社会走上无法保障宗教自由这条路的，就是君士坦丁本人。





虽说君士坦丁与利齐钮斯两位皇帝共同在「米兰敕令」上署名，由于不久后马克西米努斯·岱亚败亡，两名皇帝的同盟关系也立即面临危机。整个帝国版图，形成西方为君士坦丁，东方为利齐钮斯的「双头政治」局面。然而虽然形式同样为「双头政治」，内情却与西元284年的「双头政治」差了许多。

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的「双头政治」能够延续八年，是因为双巨头的权威与权力并不对等。负责西方的马克西米安形式上是戴克里先的同事，然而帝国统治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戴克里先手中。这种状况下，帝国还能发挥统治机制，是因为武夫型的马克西米安，对于年长自己五岁，政治判断精準的戴克里先心悅诚服。

相形之下，西元313年的「双头政治」内情就差多了。西元313年时，利齐钮斯四十八岁，君士坦丁较他年轻十岁，这年三十八岁。然而两者之间却不像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那样具有人性的感情交流。尽管年长许多，利齐钮斯在政治、军事才能上却不获得君士坦丁尊重。亦即当时的关系，只是两大势力对峙而已。因此这两人形成的「双头政治」局面维持不到两年，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事情的起因，在于君士坦丁的亲戚惹祸之后逃到利齐钮斯之下，而利齐钮斯拒绝君士坦丁的引渡要求。据说利齐钮斯拒绝的原因并非针对引渡，而是因为君士坦丁提出要求的方式太傲慢。不管怎么说，君士坦丁因此获得了对利齐钮斯开战的名义。

如此一来，罗马帝国虽然成功抵御外敌入侵，国土却在七年内让罗马人的内战蹂躏了三次。而且西元315年的内战时，双方分別是君士坦丁之下守卫莱茵河防线的高卢兵，与利齐钮斯麾下担纲多瑙河防线的巴尔干部队正面冲突。既然是由罗马军中数一数二的精锐部队正面冲突，当然短期内看不出战斗的结局。





西元315年秋季进行的第一场战斗，发生于多瑙河附近，旁诺尼亚地区的小镇基帕拉叶。旁诺尼亚属于利齐钮斯管辖之下，而且基帕拉叶位于利齐钮斯的宫殿所在地西尔谬亩西北方七十公里处，很明显地是由君士坦丁发起主动攻击。当时利齐钮斯能动员三万五千名部队，君士坦丁带领的却只有两万人。

若想要率领人数吃亏的部队获胜，重点在于尽早掌握战斗的主导权。当时君士坦丁亲自率领骑兵冲进敌阵，让人联想起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如何率领骑兵冲向有五倍人数的波斯军。不过，罗马军的个人战力不是波斯部队可以比较的。这场激战一直持续到日落，君士坦丁能够始终佔优势，原因不在于官兵的个人战力，而在于指挥者的能力差异上。

这天利齐钮斯和麾下的部队趁夜拔营向东撤走。据说他当众宣布这是转进并非败逃，不过他没有退回首都西尔谬亩準备应战，而是一路往色雷斯地方逃亡，底下的官兵对于局势可也心知肚明。在撤退途中部队人数从三万五千减少到两万，可不能说是部下叛变，而是官兵拋弃了将领。






色雷斯及其周边




第二场战斗，发生在色雷斯与南边的马其顿交界山区。

据说这场战斗要比第一场来得激烈。只不过，若要获得让逃亡的官兵回心转意的胜利，就需要千中选一的精湛才华。敌军光是占据追击的立场，就已经具有优势。一如预期，第二场战斗利齐钮斯又落败了。

就在这时，两年前与利齐钮斯成婚的君士坦堤亚以当时妇女少见的意志与胆识，出来调停丈夫与兄长间的内战。可能是调停有功吧，两名皇帝在这年12月达成和谈，条件是利齐钮斯必须退至小亚细亚以东。虽然不知能维持多久，但至少罗马人之间的内战暂时算是平息了。

不过，君士坦丁不忍心拒绝妹妹的哀求而和谈，只是表面上的姿态。实际上是因为他判断这时谈和够划算。利齐钮斯退至小亚细亚以东，代表多瑙河防线也不在他的任务范围内。不负责多瑙河防卫工作，也就代表放弃多瑙河防卫部队的指挥权。





如此发展之后，君士坦丁麾下便拥有莱茵河防卫部队、多瑙河防卫部队两支罗马帝国首要精兵。相对地，因为和谈而捡回性命的利齐钮斯手下，只有向来因软弱而受人轻视的东方部队。利齐钮斯再也不是危险的竞争对手。

君士坦丁的个性，并非那种一鼓作气爬上阶梯顶端的人。他具有每到转折点就停下脚步，回头确认成果，之后再向下一个目标挑战的特质。这时他才四十岁左右，健康方面也没有问题，可能他也认为不必急于立刻成事。恐怕君士坦丁这个人，是与「躁进」一词最没有缘分的人。

而且不乐意躁进，代表在不适於匆促行事时，会按部就班为日后做準备。君士坦丁在西元306年刚登上权力舞台时，根据地在莱茵河支流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位于现今德国西侧国界边缘。当西元312年战胜马克森提斯之后，将根据地迁移到义大利的米兰。西元315年战胜利齐钮斯之后，把根据地迁移到罗马帝国后期的多瑙河防线关键地，接近多瑙河的西尔谬亩。这个地方如今是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国的敏托罗维迦。感觉上好似他一步步地，将棋子往东方移动。说不定光从这件事情来看，就可推测出君士坦丁心目中的罗马帝国该会是个什么样子。君士坦丁优秀的地方在于，他会按部就班地，把完成大目标之前的小步骤一个一个地执行完毕。

在与利齐钮斯暂时言和之后，西元316年到322年的七年间，君士坦丁忙着对北方异族作战。这时莱茵河东岸的法兰克与亚列门诺两个部族，以及多瑙河北岸的哥德族又突破了防线入侵境内。如果君士坦丁把剷除利齐钮斯当成优先事项，继续派兵朝东行军，只怕异族会深入欧洲内部，大肆烧杀掳掠。就算君士坦丁这样做，真能把利齐钮斯逼上绝路，登上唯一最高权位者的宝座，人民也不会忘记君士坦丁把排除竞争对手视为优先，容许异族入侵掠夺。

罗马皇帝的首要职责，在于保障帝国及境内居民的安全。正因为如此，罗马皇帝才会兼任最高司令，并享有意为最高司令的“Impertor”称号。因为在罗马人的心目中，不管内政如何优秀，允许外敌入侵的人是称不上「皇帝」的。





君士坦丁要到西元317年，才完成正式反击的準备。虽然说北方异族突破防线的事情发生于前一年，然而合乎御驾亲征规模的外派兵力，毕竟不是三两天準备得来。直到五贤君时代为止，国防安全政策在于坚持「防线」的强化，完成一旦某处防线遭到突破，立刻会有其他防线兵力驰援的体系。然而自从戴克里先即位之后，帝国国防主力不再是沿着「防线」成串配置的军团基地及其驻军，而是由每位皇帝直接率领的游击部队。而且既然是由皇帝亲自率领，部队规模也就高达数万。就算在现代，大批兵力会合也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个条件在古代也是相同的。

由于这些因素，迎击战要到进入西元317年之后才能正式起始。君士坦丁把战线分为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处，将莱茵河交给长子库里斯普斯负责，自己负责多瑙河地区。这是因为突破莱茵河防线的敌军入侵高卢地区，而突破多瑙河防线南下的敌军闯入了巴尔干地方。





库里斯普斯是君士坦丁於第一次婚姻时所生的长子。为了与具有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结婚，君士坦丁还与库里斯普斯的生母离婚。亦即库里斯普斯是君士坦丁与离婚的前妻之间所生的长子，在这一点上面处境与君士坦丁年轻时相同。不过，君士坦丁将重责大任交给库里斯普斯，并非因为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遭遇，对儿子感到同情。这纯粹是因为当时在皇室中，只有库里斯普斯能够协助承担御驾亲征的任务需求。君士坦丁与法乌斯塔之间所生的小孩，这时还是幼儿。

此外，这个时期的库里斯普斯，已经从父亲君士坦丁手中接下了「凯撒」的称号。这个时期的「凯撒」，不能像「四头政治」时期一样翻译为「副帝」。「副帝」具有独立判断，发起军事行动的权力，君士坦丁可没有给与库里斯普斯这项权力。因此，在「四头政治」崩盘之后的「凯撒」，应该回溯到西元二世纪的「元首政治」时期，视为皇位继承人或皇太子，并依据这项涵义翻译。君士坦丁会将库里斯普斯立为继承人，是因为与前妻之间所生的库里斯普斯已经二十岁，而与具有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之间所生的小孩，长子这时才一岁，次子也才刚出生。

不过，库里斯普斯与君士坦丁相似的，还不只是出身与成长环境。他虽然才刚满二十岁，带兵打仗的风格与父亲也颇为相似。

据说这名年轻人与父亲不一样，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不知道是否因为如此，一到战场上便显得威武不凡。库里斯普斯不仅擅长快攻，还懂得运用战略，有效率地推展战况。光从在战场上的才华来看的话，说不定还比他的父亲高明。法兰克族与亚列门诺族一遭受库里斯普斯攻打，马上就兵败如山倒。





只不过，五贤君时代的皇帝，尤其哈德良皇帝会坚持以强化「防线」来遏止异族入侵，自然有他们的道理。这是因为一旦让异族进入国内，要赶出去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因为这些异族并不像罗马军那样地集体行动。他们在成功突破防线入侵之后，会为了获得更多猎物而四散活动。如果面对有统率的军队，那么只要击破其集团也就达成目的了。面对北方异族时，这个作战方式却不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搜寻分散各地的异族小集团，一个个地将其攻破。而在完成各个击破的任务之后，又轮到罗马军渡过莱茵河攻进对方的根据地。为了让异族刻骨铭心地记得入侵罗马会有什么下场，有时还必须做些残酷野蛮的行为。而在罗马的政策中，如果有任何部族对罗马帝国表示恭顺，愿意提供兵力建构友好关系的话，罗马方面也会欣然接受。这也就难怪库里斯普斯要恢复高卢地区的和平，将不愿停止敌对行为的异族赶入莱茵河东岸远处，需要五年的光阴。不过在这段期间内，没有发生过要做父亲的君士坦丁支援的情况。这名年轻武将的初次上阵，可说是完全成功了。





多亏库里斯普斯的奋战，君士坦丁也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瑙河地区。至於这条战线的作战究竟何时正式起始，并未有明确的资料流传下来。这条战线上的敌军，是北方异族中最为庞大、剽悍的哥德族。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哥德族与其他部族不同，有集团行动的倾向。说不定哥德族与君士坦丁率领的罗马军作战时，会是采用两军於平原布阵会战的方式。

虽然说开战的年份不详，不过结束战争的年份却留下了纪录。据说直到西元322年夏季为止，君士坦丁及其麾下的部队在多瑙河南岸的迎击战中占据优势。而到了11月时，虽然已经面临不利于战斗的季节，他们还是著手準备进攻多瑙河北岸。

作战的準备工作，在于让两百多年前由图拉真皇帝架设於多瑙河上，长达一公里以上的石桥恢复功能。这座「图拉真桥」的二十座桥墩为坚固的石造建筑，但由桥墩支撑供应人马车辆通行的桥面则是木造结构。在西元三世纪后半，罗马帝国放弃达其亚行省时，木造部分已经拆除。由于罗马帝国撤出由图拉真皇帝征服并行省化的达其亚（今日的罗马尼亚）地区，此一地段的多瑙河又恢复最前线的地位。因此军方基於防卫需求，将河流上的桥梁拆除。

君士坦丁计画攻打多瑙河以北，如果大军无法渡河，战略无法执行，因此有必要建造桥梁。西元322年的準备工作，就是征集大量木材，投入众多官兵，把「图拉真桥」恢复成西元103年刚竣工时的模样。不过工程内容显然会比两百年前要来得粗糙随便，毕竟这座桥只要能通行就好了。等到在对岸击破哥德族，渡河回国之后，这座桥还是要当场放火烧掉的。





攻打多瑙河北岸的作战最后成功地结束。哥德族被逼得向罗马求和。君士坦丁以将四万名哥德族男子编入罗马军中为条件，答应了这项和谈。如此一来，到了西元322年，君士坦丁总算脱离了七年来纠缠不休的北方异族问题。而这也表示，对君士坦丁而言，从最后一个转折点直冲上阶梯顶端的机会也到来了。





西元324年时，利齐钮斯五十九岁，君士坦丁四十九岁。年轻十岁的君士坦丁在向利齐钮斯开战时，再也不寻求名义或是设法找碴。这时他已经不隐瞒以皇位为筹码，争夺政治权力的事实。

利齐钮斯当然也预料到这项局势发展。正因为他预料到局势会如此演变，因此在君士坦丁忙着对北方异族作战时，编组了大军等待开战。





利齐钮斯的陆上兵力，计有步兵十五万，骑兵一万五千名。海上兵力，则分別由埃及调来一百三十艘；塞浦路斯岛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各一百一十艘，总计三百五十艘的三层桨帆船。

相对地，君士坦丁阵营中步兵骑兵总计有十二万人。数量虽然吃亏，但是这些官兵不久前才与北方异族作战过。刚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官兵，会是最为坚强的战力。除了这些陆上战力以外，还从义大利与希腊调来了两百艘三层桨帆船。

攻防双方都準备了军用桨帆船，是因为利齐钮斯的势力范围在小亚细亚以东，而君士坦丁则在巴尔干地区以西。双方势力的分界线，正好是分隔欧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往南后可以见到的爱琴海。由于地势因素影响，这场争夺帝国霸权的战斗，成为一场陆海联合的大型作战。君士坦丁决定亲自主导陆上战斗，海上总指挥则交给长子库里斯普斯代理。






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其周边




西元324年7月3日上午，双方部队在现代土耳其主要都市之一艾迪鲁内附近碰面了。这个都市是由哈德良皇帝所兴建，在古代称作哈德良堡，艾迪鲁内是这个名字转成土耳其语拼音之后的称呼。虽说属于最东边的色雷斯地带，但这个都市还在欧洲境内。第一场战斗会发生在这个地方，代表这次是利齐钮斯攻入了君士坦丁的势力范围内。只不过，不知为什么，利齐钮斯没有让部队前往哈德良堡以西。这使得君士坦丁有时间在希腊的海港帖撒罗尼迦集结陆上与海上战力。当部队集结完毕，接受君士坦丁分派命令之后，陆军取道东北，往哈德良堡行军。海军则从爱琴海北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前往马尔马拉海。

虽说敌我双方在宽阔的平原上佈好了阵形準备开打，不过双方分別投入十六万五千与十二万大军，布阵完毕不等于立即全面冲突。刚开始的几天，双方都只推出少数部队观察局势。后来是君士坦丁领先对手一步，决定从刺探性交战转换成全面决战。

君士坦丁在这次作战中，同样采取亲自率领骑兵冲散敌军阵形的粉碎作战。虽然作战时大腿中箭，依旧毫不退缩。官兵看到总司令亲自在战场的正中央冲锋陷阵，士气也因而更为激昂。

只不过君士坦丁虽然是个勇敢的武将，却不是能在求取胜利的同时，将敌我损失减至最低的战略好手。这天他虽然获胜，但是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利齐钮斯方面阵亡人数为三万四千人。君士坦丁阵营的损耗虽说少了许多，但是也无法立刻追击败逃的利齐钮斯军。在这种局面下还能获胜，只因为利齐钮斯的战略实在太差。





在战斗前订定的战略战术，应该是仅订立几项基本的行动纲领，其他细节则在战场上视战况推演临机应变。如果预先将细节部分都规定好了，则部队运用会受到束缚，无法应付在战场上常常发生的意外演变。利齐钮斯可能是因为没有经历副帝职位就直升正帝的缘故，对于战场的体验不够深刻。这个人在登上正帝职位以后，也一再地设法回避武力冲突。虽说在面临决定命运的决战前，利齐钮斯也立下了细腻的战略，但毕竟仅是纸上谈兵。他率领的是多达十六万五千名的大型部队，而且他要求这么样大规模的部队，必须依照每一项作战要求行事。在容易陷入混战的战场上遇到这种规定，官兵们自然手足无措。一旦行动受到限制，战士的直觉也就无从发挥作用了。这种情况下，数量上的优势反而会造成不利。有许多官兵看到局面失利后，逃离战场躲到附近的山中。后来他们没有追随利齐钮斯返回拜占庭，而是选择毫不抵抗地投降。利齐钮斯这次又遭到部下舍弃了。





这座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口的三角形城市，最初名叫拜占庭，后来改称君士坦丁堡，现今则称为伊斯坦堡。城市两侧临海，一侧为陆地，可说是天然的军事要塞。利齐钮斯躲进拜占庭之后，君士坦丁一开始似乎计画从陆海两方面夹击进攻，不过后来实际展开战斗的地点还是在海上。因此，第二场战斗的主角是库里斯普斯。

这场三百五十艘比两百艘战船的海战结果，将决定拜占庭外围两面的海洋制海权落入何方阵营。利齐钮斯麾下的三百五十艘战船以亚洲方面的港口为基地，库里斯普斯指挥的两百艘战船则以欧洲方面的港口为基地。双方有如隔着海洋，一左一右地摆阵对峙。而且两军都在日出的同时离开基地，因此战场就在两个港口正中间的海上。





桨帆船作为战船的历史要比帆船来得久。这是因为帆船只能仰赖风吹动，而桨帆船除了帆以外，还配备效用有如马达的桨，可以顺着人类的意志移动。一般来说，在作战时无论有风无风，战船都会把帆降下，仅利用能依照人类意愿行事的桨移动。此外，由于桨的效果有如今日的马达，即使在无风的日子也能够驱动船只。若是遇上顺风的环境，也能同时利用风帆与桨两种动力，增加对敌舰的冲击力。

在拜占庭南邻的海上进行的第一场作战，敌我双方都没有遇到顺风。由于仅利用桨移动，因此局势一直对数量佔优势的利齐钮斯军有利。不过虽然敌我双方都损失惨重，第一场战斗并未打出一个结果。

在第二天上午展开作战之前，库里斯普斯似乎发现拜占庭附近海域的风有两种方向。靠近欧洲方面的海域多半吹东南风，而一到靠近亚洲方面的海域，主要风向会是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西北风。

库里斯普斯命麾下的舰队比前一天提早出港。如此一来可以将海战的战场推得更接近亚洲。而且一切正如同库里斯普斯的计画发展。当开始战斗时，库里斯普斯的舰队不仅顺风满帆，而且全力摇桨，冲击力量比起在逆风之下只能仰赖摇桨移动的利齐钮斯舰队强烈。正面承受这股冲击的敌舰一艘艘地沉没，据说最终损耗超过一百三十艘。连同前一天的战斗损耗，不知利齐钮斯方面损失了多少船舰，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制海权完全落入了君士坦丁阵营。





对于两面环海的拜占庭来说，失去制海权，也就等于补给通路遭到切断。利齐钮斯悄悄地离开孤立状况下的拜占庭，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逃往小亚细亚。不过这也没争取到多少时间，君士坦丁率领的陆军随即渡海进入亚洲。利齐钮斯手上最后一张牌，是在亚洲地区进行陆战，可是这场战斗又是由君士坦丁获胜。

尽管局势如此恶劣，利齐钮斯还是顺利逃入了尼可美狄亚。尼可美狄亚位于马尔马拉海的小亚细亚岸边，是戴克里先皇帝长年视为首都的地方，也是利齐钮斯八年来的根据地。利齐钮斯逃入这座都市，準备争取作战时间。不过，君士坦丁已经决定要在这一场战争中结束所有问题。





利齐钮斯的妻子，君士坦丁的同父异母妹妹君士坦堤亚这时又有所行动了。至於战胜者与战败者在何处会谈，目前不得而知。不过据说利齐钮斯与妻子共同参见君士坦丁，并且脱下象征皇帝的紫色披风跪地求饶。君士坦丁拉着利齐钮斯的手扶他起身，并且提出之前已经与妹妹约定好的和平条件。从今以后，利齐钮斯必须正式退位，进入私人的退休生活。这是饶利齐钮斯一命的条件。此外，利齐钮斯不得自行选择退休地点。君士坦丁规定他必须在帖撒罗尼迦与妻子一同过着退休生活。这就是当年六十岁的利齐钮斯之余生。





只不过，这个余生连一年都维持不了。第二年，突然有一群军人闯入可以遥望爱琴海的帖撒罗尼迦隐居地。声称利齐钮斯私下与哥德族联络，密谋反叛君士坦丁。利齐钮斯就在未经审判的状况下，让人处了死刑，还在少年时期的儿子也一并遭到杀害。据说利齐钮斯的妻子君士坦堤亚日后还能与兄长维持良好关系，但是在不久后便改信基督教了。由于传说中君士坦丁的母亲荷蕾娜也已经改信了基督教，君士坦堤亚成了皇室中第二个改宗的人。在发佈「米兰敕令」之后，男性皇室成员基於政治理由，还难以接纳基督教，女子可就没有这种问题了。至於改宗后的皇后在何处如何度日，后人已不得而知。




唯一最高权位者



在叙述罗马史的史学家中，有很多人一写到了君士坦丁时代就停止叙述。其理由是罗马帝国已经名存实亡。

确实，贯彻共和、帝政时期的许多罗马「特质」，在君士坦丁治理之下，也已经决定性地丧失。不过，这些特质早在西元三世纪时开始崩溃，而在戴克里先的改革之下陷入无法挽回的局面。君士坦丁的举措，只是把罗马风格的「特质」彻底葬送而已。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说，继续叙述罗马史的确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只不过，在罗马社会渐渐失去罗马风格的时代里，罗马人之中还是有许多崇尚罗马「特质」的人存在。而且笔者所写的，并非罗马的历史，而是罗马人的历史。只要这种罗马人还存在，笔者就有理由继续写下去。

此外，在君士坦丁时代里，基督教还是少数势力。其他大多数的国民，若要分类的话，依旧是重视罗马传统的人。正因为这种人还佔大多数，君士坦丁才有必要巧妙又坚决地使得这些人非罗马化。

君士坦丁是个知道需求不仅会自然产生，也是能够借由人工唤起的「战略家」。而战略家一词，起源于希腊文中的“Strategos”。





西元324年是君士坦丁历经十八年争权夺势之后存活，开启十三年专制统治时代的第一年。若是从西元284年戴克里先即位那年起算，那么帝国历经四十年之后，好不容易回到由单一皇帝统治的时代了。

君士坦丁拿到最高权力之后想要实现什么理想呢？

那就是一个由新首都、新政体、新宗教所建构的新罗马帝国。这已经是一种革命行为了，而他的革命方式，可以分成下列三种：

第一，在既有的事物中，能够利用的事物或体系就保留原样直接利用。

第二，遇到对君士坦丁而言不方便的事物或系统，则改造成君士坦丁构想中的事物或体系继续利用。

第三，遇到不方便利用又无法改造的，则另创新的事物或体系。不过在这种状况下，既有的事物或体系不会遭到破坏，而是与「新生」体系并存。等待「既有」事物的人才或能量让「新生」体系吸收殆尽后自然枯竭。

以下要叙述的君士坦丁施政中，有许多实在难以依照年代顺序叙述。因为这些施政之中，绝大多数是并行推动的。不过在细细推敲其中内情之后，相信各位读者可以发现：这些施政都分別属于上述三种革命策略的某一类。




建设新首都



我们不得而知，君士坦丁为什么要挑选无论希腊史、罗马史上，都从未成为重要都市的拜占庭（希腊文称为拜占堤欧）作为帝国的首都。由于君士坦丁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言论，同一时代的人物也未曾留下纪录，只好由后世的罗马史专家推测。后人最容易拿来推测的，就是地理条件。





拜占庭是个易守难攻的天险之地。三角形的其中一边面对马尔马拉海，另一边面对后世称为金角湾的海湾，最后一边则衔接陆地。在那个时代不用担心空中攻击，两面濒临难以发起大军攻击的海洋，是个很大的优点。金角湾受到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下的潮流守护，只要用铁鍊连到对岸封锁港湾，受敌舰袭击的风险也就十分低了。在这个地形上，只要把主力用于守卫靠陆地的那一面即可。

防卫再怎么坚固，如果让人围困得水泄不通，那也就没戏唱了。不过拜占庭可不是突入孤海中的半岛。拜占庭与小亚细亚的距离够近，足以趁夜摸黑以小船来回，不大容易让人切断补给，形成甕中捉鳖的局势。

而当脱离以防卫为最优先的战时，回到平时局势之后，又能完全活用海港都市的优势。拜占庭北通黑海沿岸一带；西往色雷斯地区；东有小亚细亚；向南可以渡过爱琴海诸岛直达埃及。若能将周边海陆地区纳入掌中，这里可以形成四面八方海陆物产与通商贸易的一大集散地。





不过，如果拜占庭的优点只有这么多的话，也就无法解释为何君士坦丁到如今才看上这么一座以往没成为重要都市的地方。想必除了地理条件以外，拜占庭还有让君士坦丁觉得重要的优点存在。

这项优点，只怕是因为罗马帝国原是拉丁文与希腊文并行的双语帝国，而拜占庭属于希腊语系地区之中。首都罗马理所当然地，是拉丁语系的中心地。《新约圣经》会普及於世，也是在翻译成希腊文之后。而基督教徒，也大多身在罗马帝国东方的希腊语系地区。十二使徒时代的神职人员都是犹太人，如今希腊人已经佔大多数。而且拜占庭又不像叙利亚的安提阿那样完全属于东方，而是位于古代人心目中的欧亚洲分界上。从君士坦丁的观点来看，这个地方正是最适於新生罗马帝国首都的都市。

不过，当君士坦丁把首都定于拜占庭之后，也多了一项让他烦恼，有时甚至要发发牢骚的问题。那就是帝国的中枢机构，开始由喜好议论的希腊人掌控。如果说罗马人是「多做少说」的话，希腊人就是「先说再做」的民族了。





君士坦丁看上拜占庭的另一项原因，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城镇以往不是罗马世界中的重要都市。帝国的每一个重要都市，其都市结构都极力模仿罗马，让人觉得简直是迷你版本的罗马市。好比说内部设置有名叫“forum”的公共大型广场、圆形竞技场、竞技场、半圆形剧场、大型浴场等设备。由于罗马人是多神教民族，会奉献神殿给每一尊神明。在城里随意放眼看去，映入眼中的神殿马上会多得手指都不够数。由于当时非基督教徒还是佔多数，如果斗胆拆除神殿改建教堂的话，立刻会引发强烈的反弹及抵抗。按照君士坦丁的个性，他在言行举止上会尽可能避免刺激意见与自己相左的派系。从他的眼光看来，拜占庭只是一个小型地方都市，神殿数量少到即使拆除也不容易引发反弹，想必是个上好的首都地点。

一个几乎没有传统建筑可言的地方，正适合用来重新建设。而且这个想法还能够适用到神殿以外的其他公共建筑物。换句话说，拜占庭实质上等于一大片空地，君士坦丁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拜占庭建设成理想中的首都。毕竟罗马市的传统诸神存在感太强烈。君士坦丁到了在位晩期，也曾经在「异教」的圣地罗马市建设教堂。不过这些教堂，都位于首都中心的周边。这是因为「异教」的神殿多集中在首都中心地区。而在这个时代，拆除神殿还是个不符合政治现实的做法。





据说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工程，起始于西元324年。如果这项记载属实，那么开工时期与击倒最后一个对手利齐钮斯的时期相近。建设新首都的计画，恐怕老早就在君士坦丁脑海中成形。而且君士坦丁严命部下，新首都的工程，必须兼程赶工。新首都落成庆祝仪式是在西元330年5月11日举办，亦即建设一个新的首都，竟然只花了六年的时间。

为了建设新首都，君士坦丁从帝国各地徵调了建筑师、建筑工、雕刻匠等必需人员。不过，他并未采取强制征召的方式。而是利用提供工作、收入，以及足以全家居住的房舍为条件邀集来的。一个新都市的存续与否，就看当地能够吸引多少具工作能力的人定居。也因为局势如此，和公共建设日益衰减的帝国其他地区相反，新首都及其周边引发了一场小型建筑潮。只因为君士坦丁必须建设出一座不输给首都罗马的新都市。永远的首都罗马，是建国千年以来，由居民一点一滴建设而来，几年赶工其实不可能追上长年的成果。拜占庭之所以能建设出一个及格的模样，是因为有专制君主的强韧意志，以及投入无上限的施工资金。

目前现存的一份纪录，记载着新首都之中有哪些建筑物。这份纪录的内容，是首都竣工百年后，西元五世纪初期的模样，不能拿来当成君士坦丁时代的成果。不过，由此可以推论出下列观点：

首先，君士坦丁将这座新首都命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意为君士坦丁的首都。从这点可以得知，罗马是罗马人的首都，而君士坦丁堡（英文为Constantinople）则相反地，纯粹为君士坦丁皇帝个人的首都。

在罗马，皇帝公私两用的住处佔满了整座帕拉提诺丘。原本在共和时期，当地是高级住宅区。是进入帝政时期之后，由皇家花费百年光阴陆续并购改建，才形成日后的模样。而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第一座建筑物就是皇宫。皇宫位于距离陆地方面城墙最远的地区，也是因为面海的一带最为安全。实际上，当这座都市於西元1453年落入伊斯兰势力手中之后，这一带又让人转用成土耳其的速檀王宫。虽说这座首都建设於罗马国力日益衰微的西元四世纪，不过依旧按照重视基础建设的罗马风格，连上下水道与市内道路都整顿得好好的。现代可以追溯的君士坦丁堡市内略图，同样出自西元五世纪，据说君士坦丁建设时的首都，只有五世纪时的一半规模。





尽管如此，新首都还是与罗马同样地，将市区内划分成十四个行政区。内部设有元老院，也有“forum”形式的回廊广场。更有通称为thermae的公共浴场。也当然地，设有买卖日常用品的大型市场。

罗马有，而君士坦丁堡内没有建设的公共建筑物，首推神殿。其次则是Colosseum形式的圆形竞技场、长方形竞技场，再者只怕就是半圆形剧场了。

神殿不存在的原因，在于每一座神殿，是个別献给多神教诸神的建筑物。「米兰敕令」虽然让所有宗教站上同等的立场，然而这只是为了避免急遽变化，而试图先制造一段灰色地带的策略。君士坦丁当时真正的意图还是在于提振基督教的地位。就算他允许包括罗马在内的各大都市神殿维持原样，但由他个人所兴建，冠有他个人名号的新首都当然不能建有献给希腊、罗马、叙利亚、埃及诸神的神殿。一神教最大的特质，就在于不认同其他神明存在。







包括罗马在内，帝国内部的重要都市必定会建设圆形竞技场、竞技场与半圆形剧场。君士坦丁堡没有这些设备，并非君士坦丁本人厌恶剑客决斗、体育竞赛，以及音乐戏剧等活动。这些活动固然是大众喜好的娱乐，但同时也是献给诸神，与诸神同乐的娱乐活动。因此上述活动，与多神教，尤其与希腊罗马诸神的关联性太强。好比说古代的奥林匹亚运动会，就是献给天神宙斯的比赛。

君士坦丁堡虽然没有建设罗马拥有的战车赛场“circus”、田径比赛用的“stadium”，不过建有结构与“circus”相同的“hippodromus”。这座建筑物不以拉丁文命名，而采用希腊文中意为赛马场的名词命名。不知道是真的只用来赛马，或者还兼做罗马时期首要竞赛双头、四头马车赛道，只是因为位处希腊语系地区，所以采用希腊文名称。这一类的竞赛，包括在古代奥林匹亚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中，因此也是一种献给多神教神明的活动。可能是因为具有娱乐功能，所以不予计较吧。在这座正急速成形的新首都中，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得过且过不予计较的现象。





在搭建好公共建筑的外壳之后，总还需要一点装饰品。罗马人最喜好的建筑装饰，就是在两侧立有圆柱，中间立着雕像。由于首都是紧急赶工建立起来的，没有时间去雕塑数量这样庞大的雕像。於是君士坦丁皇帝一声令下，官员开始在罗马境内各地征集现有的雕像。而在徵调来的雕像中，大多来自对这种徵调行为反感较轻的东方地区。话说回来，这些由神殿、公会堂与广场上徵调来的雕像中，并不包括共和时期、帝政时期的执政官、皇帝与武将雕像。既然新生的罗马帝国要以基督教为支柱，这些人物的雕像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这样一来，能够利用的也只剩下诸神与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裸体、半裸体雕像。如今这些雕像也已经不再是信仰或崇拜的对象，只是建筑物的装饰品而已。这些雕像至今依旧让人视为美术品，君士坦丁可说是开创这种观念的人物。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人连基督教的信仰对象都当成美术品看待。

君士坦丁的这项举措，可能具有另外一项效用，就是让众人对于教堂取代神殿出现的时代变化感到迟钝。毕竟在新的首都中，除了与建设工程相关的技师与工人以外，还要有发挥首都功能必需的其他职业人士定居。想必乍看之下，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与旧首都罗马应该很神似。就连君士坦丁皇帝本人都声称这是「新罗马」。新首都之中也有元老院存在，只不过性质与罗马元老院完全不同。




领导阶层的变貌



「元老院」（senatus）和罗马大道相似的地方在于，其原型出自於其他民族，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罗马特有的事物。比方说波斯帝国境内早就有一道石板铺面的大道，是罗马人将其网路化，转为将新血送到帝国各处的动脉。斯巴达与犹太也有长老会议，只不过罗马元老院日后发展的方向不同。





王政时期的罗马，还是诸多部族联合共组的势力。当时的政府聚集了多达三百人的部族领袖，设置了对国君提议或忠告的机构，这就是罗马「元老院」的起源。因此，罗马元老院的历史，是从罗马建国的西元前753年起算。

到了西元前509年转换成共和政体时，元老院的角色也就完全不同了。带头废除王政的是元老院的有力议员，因此在新的共和政体下，元老院也就必须担任主角。

这时元老院已经不是聚集部族代表组成的长老机构，而转换成有如近代国会的组织。不同的是，这个组织并非由选举产生的人选组成。而是出于权贵之后或者仕绅家族，只要年满三十岁，无论身为平民或贵族，都能取得元老院的席位。以保卫平民权益为职务的护民官，在结束任期之后，也会获得元老院席位。这是因为罗马不希望国家走上雅典那种平民与贵族两大政党对立的体系。因此将吸收反对派系，维持政局稳定列为优先政策。如此发展之下，罗马元老院又多了一项有能人才储备机构的意义。在共和时期，无论军政民政，国家要职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而候选人全都是元老院议员。这种情况，有些类似现代以国会议员组成政府的政体。

除了上述功能以外，元老院还具有立法机构的功能。法案提出之后，要经过元老院表决通过，才能够成为国法。

另外，元老院议员是无给职。因为当时社会认为，天生享有资产与才华的人，有义务借此为「共同体」奉献心力。也因此无偿为国家担任要职的工作，就被统称为「荣誉职涯」。罗马与迦太基展开布尼克战役，与古代首屈一指的名将汉尼拔敌对还能获胜，就是因为当时一般士兵只需轮班服役一年，而这些条件优渥的人却一直坚持在前线。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没有机会活着看到罗马获胜。司令官阶层的折损率与士兵阶层的折损率，差异大得甚至让后人惊讶。最重要的是，元老院把这个现象视为当然。共和时期的罗马在任何方面，无论政治、军事，甚至伦理上的问题，都是由菁英齐聚的「元老院」主导。





不过，任何组织都难免僵化变质。罗马在布尼克战役获胜后，走上地中海世界霸主的道路。这时元老院的既得权阶层特质也开始强化。想必布尼克战役获胜的成功经验，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而且在这个时代，主权者罗马公民的人数开始遽增，每年於首都聚会一次，选举国家要职人员的共和政治基础开始日益显得功能不全。毕竟选举制度，要受到主权者阶层的规模影响。

此外，在统治能力方面，六百人（不久前扩编为六百人）合议统治的体系，也开始不适於治理日益广大的领土。元老院主导的体制虽然适於统治义大利半岛，却不适合统治领土扩及整个地中海周围的罗马。





局势发展至此，罗马人决意南渡「卢比孔河」，从共和政体转换至帝政。亦即从元老院主导的时代，转型至皇帝主导的时代。

只不过，罗马承袭了「共同体」的观念，转型成帝政并不代表国家成为皇帝的私人物品。罗马依旧是个以公民和元老院为主权者的「国家」，是主权者委托皇帝代为行使治理权而已。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贯彻西元一、二、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政体史称「元首政治」（principatus）。因为这个政体之下，是由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亦即主权者中的「第一公民」（princeps）负统治的最高责任。第一公民会被称为「皇帝」，是因为兼任军方最高司令官。

政体转换成由元首或皇帝立于统治体系顶端之后，寡头政体下具有少数领导体系特色的元老院也就必须跟著改变角色。从某一层意义上来说，是变回了王政时期那种对统治的最高负责人建议忠告的机构。





不过，元老院在长达五百年的共和时期中发展出来的特质，并没有因为转移为帝政体制就立即全面废止。如果在政体由元老院主导，转换成皇帝主导时，把「元老院」夷为平地，也就等于在否定整套罗马史。当初朱利斯·凯撒南渡卢比孔河，攻击元老院主导体系时，反对的是「主导」而非「元老院」本身。如果一项事务没有变更的必要，罗马人是不会去更动的。从这个层面来说，罗马人可说是个保守的民族。

进入帝政时期之后，元老院的功能如下：

第一，为国家培育、储备足以担任国家要职的人才。

第二，立法机构的功能。皇帝虽然能够自由制定法律，但仅是临时措施法。如果要让法令成为既定国策，还需要让元老院表决通过。因此，由元老院通过的法律，亦即国策，是以“senatus consultum”的名义颁布。这个名词直译的话就是「元老院劝告」。元老院还握有货币铸造权，在市场上流通最广的塞斯泰契斯铜币背面刻有SC两个字母，也就是“senatus consultum”的缩写。

皇帝治理帝国，还需要有能的人手从旁协助，因此大为利用具有人才培育储备机构功能的元老院。这并不表示皇帝在选派行省总督、军团长以及救灾委员会主委时，仅止于利用出身元老院世家，三十岁就能获得席位的议员。在罗马社会中，因出身社会底层，因此进入讲求实力的军团，在其中出人头地后获得皇帝推荐，得以进入元老院体验政治经验，又回到前线勤务的军人比比皆是。这些苦熬出头的人在历经元老院议员工作后，回到前线勤务之后，当然军中地位也会随之提升。





罗马帝国的领导阶层如此在文武官职间来回调动，换句话说是在培育「全能选手」。而元老院也是最适合培育人员的「场所」。由于有这样的运用目的存在，使得帝政时期的元老院存在理由更为确实。

当然，元老院与皇帝间的关系也时常恶化。不过这并非元老院反对帝政体系，而是代表元老院肩负帝政监督机构的功能。就连向来仰慕共和政治的史学家塔西图斯也表示，要治理广大的帝国，还是帝政体系较为合适。元老院院内的演讲和讨论内容，向来以“patres conscripti”这句话做开头，同时也象征了元老院的存在意义。“patres”意为建国父老，称呼出身元老院世家的议员。而“conscripti”则是刚取得元老院席位的人士，罗马社会将这种人称为“Homo novicius”，亦即「新入门」。元老院经常借由吸收新议员的方式导入新血轮。其目的自然是为了维持组织稳定与避免僵化，达成互相矛盾的两项任务。





历经共和时期，存续到「元首政治」时期的元老院失去功能的第一步，在于西元260年代迦利艾努斯皇帝制定法律，禁止元老院议员外调转任军团司令官。

当时罗马发生现任皇帝沦为波斯俘虏的空前国难，帝国随即陷入一分为三的局面。迦利艾努斯皇帝为了应付局面忙得焦头烂额，也难怪他会认为军事专家要比起全能领袖来得重要。这道法律只禁止外调司令官阶层，并未全面禁止转服军职。可是实际上，元老院议员外调军职时的职缺，往往限於帝国国界附近，在具有重要军事地位的边界行省担任总督兼军团司令。因此迦利艾努斯的法律，实际上剥夺了文官菁英累积军事经验的机会。

同时，军团中苦熬出身的人员，从此也失去了进入元老院累积政务经验的机会。在前途茫然的西元三世纪中，上台又下台的军人皇帝之所以在位时期不长，原因只怕也就出在他们虽是军事专才，但完全不懂得政务。如果没有培育的机会，「全能选手」当然也就无从培养起。





比迦利艾努斯皇帝的法律更彻底的，就是戴克里先的国政改革。在军职与政务职业生涯完全分离的政策下，元老院议员就此完全与国政头号要务国防安全搭不上线。当然，也就再也看不到一路从军中发展起家的人员进入元老院。

另外，元老院的立法机构功能，也已经几乎消失殆尽。皇帝的想法已经不经由元老院表决形成国策，而是以敕令的型态直接当成国策。拉丁文原文虽然没有变动，然而在元首政治时代必须翻译为「临时措施法」的政令，如今却是译为「敕令」两字较来得恰当。而且既然皇帝能够一个人决定国法，当皇帝觉得不适当时也就能自由地废除法律。从法治国家的观点来看，罗马也的确逐渐走向中世化，亦即渐渐地非法治国家化。

在戴克里先皇帝的改革事项中，只要方便统治的，君士坦丁也都保留了下来。在这其中，也包括了元老院政策。就好像建设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依旧身居首都地位一样地，君士坦丁在新首都任命元老院议员，也为他们修筑了名叫“Curia”的元老院，不过没有拆除罗马的Curia。

这是因为君士坦丁没有必要使出类似的强烈手段。只要剥夺权力之后，功能，以及伴随功能而生的自豪也就会自然消灭。这时的罗马元老院，只剩下在四头马车赛场丟白手帕宣布起跑的功能，自然可以摆著不管。

此外，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虽然也叫做「元老院」，内情却完全不同。这只是由君士坦丁皇帝任命，不具有实权的荣誉职而已。而这座新元老院的内情，也是最能象征后期罗马帝国的实例。因为不仅在共和时期，就连在帝政时期，罗马元老院同样能依照罗马人的理念建构并发挥功能，几乎可说就等于罗马的国家本身。专门研究罗马史的人员认为，由戴克里先起始，至君士坦丁底定之后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是罗马的理由也就在此。




军方变貌



国防安全体系，也是另外一项「再也不是罗马」的例子。

早在北方异族侵略日益激烈的西元三世纪时，罗马军方为了对抗以骑马战力为主的异族，不得不将军中主力由传统的重装步兵改为骑兵。这是因为虽然罗马军团兵在平原布阵展开会战时具有绝对优势，可是与难以预料何时、何处入侵的异族比较之下，机动力要差上许多。步兵一天的移动距离约为三十公里，而骑兵的脚程却有三到五倍。

如上所述，为了因应时代需求，罗马军中的骑兵重要程度与日俱增。可是直到戴克里先时代为止，罗马人只要一听到「防线」（limes）一词马上就能理解这代表国界上的防卫力量，也并未轻视这股传统武力。虽说在罗马军中，皇帝直属的游击军团重要程度日益攀升，保卫「防线」的各个基地依旧能维持其功能。戴克里先皇帝也热心於整顿修复基地间的军用道路。





国界的军事力量与皇帝直属军事力量的比例，要到了君士坦丁任内才完全逆转。

这时总称为“limes”的国界勤务士兵，已经完全沦为农民在农閒时期兼职的工作。在哈德良皇帝的时代，也有名叫“numerus”的兼职佣兵存在。不过这些佣兵的任务，只是在防线外的碉堡要塞中驻防监视敌军动态，并非冲锋陷阵的战斗人员。当时的战斗人员，主力依旧是罗马军团兵。而且除了军团兵以外，还有以协同作战为务的辅助兵。所以罗马军中的“numerus”，也是农閒时期中，基地附近的农民赚外快的好机会。哈德良皇帝将这项习惯系统化，也是为了稳定周边农民的生活。因为国防安全不能只以军事力量成立。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君士坦丁登基之后，国界警备部队的兼职化，也就显示出罗马帝国的国防体制有大幅变动。身为罗马帝国国防最高负责人的皇帝，已经放弃了由元首政治时期历任皇帝建立，在帝国国界上阻止外敌入侵的国防体系。换句话说，新的国防观念，是等到国界遭人突破之后，才由皇帝率领部队前来击倒入侵的敌军。

在这个时代，基於君士坦丁本人的军事能力，以及成功组织的皇家直属部队战斗能力，这种观念下的帝国国防大概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吧。然而就连具备军事才能的君士坦丁登基之后，击破敌军的时机，也要等到国界遭人突破，以农民为主的境内居民受到重创以后。





一旦肩负国界防卫任务的人，大多兼营农耕与兵役，那么第一个会出现的现象就是士兵的高龄化。实际上，到了这个时代以后，关于二十年役满退伍的记载也完全消失了。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在古代史无前例的退休俸制度也无人记载，看样子是同时让人取消了。人员高龄化加上酬劳不理想，自然会造成品质恶化。与国界的驻军相较，有如游击部队的皇帝直属部队待遇就显得优渥，成员也都属于青壮年。有一派说法认为，可能是政府在年满四十五岁的退除役官兵离开直属部队时，适用当时对直属部队还有效力的退伍战士授田制度，让他们转型成半农半军的国界兵。不管怎么说，这些兼营农耕与军务的男子，就是过去让人视为帝国国防骨干，将死守「防线」视为对「共同体」之职责，充满荣誉感的军团兵在西元四世纪时的落魄模样。虽然说帝国要到百年之后，才遭到异族入侵灭亡。可是象征於国界尽早击退敌军之国防体系的「防线」，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实质弃守。从这时期以后，元首政治时期罗马人心目中的“limes”也就消失了。





对国防的观念，和对于身为居民共同体的国家之观念，会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国防是个人能力不及，由国家代为负责的头一件事项。即使进入了帝政时期，罗马人依旧喜好意为共同体的“res publica”概念。意为整个帝国是一个大房子，住在帝国内的每个人全都是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familia）的一员。笔者将这个名词译为命运共同体，不过在罗马人所说的拉丁文中没有这个名词。他们只是很单纯地称呼“familia”。

放弃「防线」等于从外侧保护房屋的木栅围篱不存在。也就是说，从君士坦丁眼中来看，翻越围篱侵入家中的敌人，虽然没有时效上的保证，但会由房屋中央警备森严的塔里配出官兵前往驱逐。在这段期间内产生的牺牲，已经不再列入估计了。

如此一来，“res publica”的理念也就无从存在了。原本是一个大家庭的罗马帝国，亦即在这个层面上属于公共财产的罗马帝国，让皇帝化为私人物品了。如今保卫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帝国居民，而是掌握帝国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说，中世纪也是由君士坦丁开创的。





在罗马帝国后期，不但军事人员专业化，连行政人员也跟著专业化。换句话说，罗马成了一个遍地官僚的国家。在专制君主政体下，协助治国的人，只要是皇帝的手足就可以了。在帝国后期，教授法律的私塾数量开始增加，学生不是要学习法律当律师，而是因为对中央公务员来说，有法律知识对于日后升迁比较有利。在皇帝敕令等于国法的时代里，以往用于举行各种审判的公会堂，如今顶多当成商业谈判的场地罢了。





在戴克里先推动的改革当中，君士坦丁可能承袭了行政与稅制改革的绝大部分。因为新的行政改革适於绝对君主政体，而稅制概念也从国家只著手稅赋能够承担的建设，改为随国家需求恣意课征。对于专制君主君士坦丁来说，正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从这个时期以后的稅制详情，后人已经完全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稅赋没有像元首政治时期一样维持固定稅率，国家随需求金额课稅，稅率本身也随之一再变动的缘故。在现存的纪录中偶尔可见到不针对全国，仅记载某一地区的文件。然而其稅率之高往往让人难以置信，怀疑是否眼花没看清楚。只不过，由于帝国后期的稅制研究几乎没有成果可言，这些资料的真伪也难以判断。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元首政治时代的稅金绝对比较低廉。





在货币政策上，君士坦丁可就完全与戴克里先分道扬镳了。在当时，银币的价值正在无限度地向下探底，政府必须拿出一套根本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方面上来说，君士坦丁可说是发起了强势的革命。以现代的方式来形容的话，就是从银本位制换成了金本位制。




贫富差距



自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建制之后，罗马的货币三百多年来一直维持银本位制。这是一种以狄纳利斯银币为基準货币的制度。帝国内的所有物产或服务，都以「狄纳利斯银币」或「塞斯泰契斯铜币」标价，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奥流斯金币就难以形容为流通市场的货币。由于金币以纯金打造，地位反而接近现代的金条。而奥古斯都确立帝国的货币制度时，也将货币汇率固定成1奥流斯金币=25狄纳利斯银币=100塞斯泰契斯铜币=400亚西小铜币。并且由国家致力监视，维持素材价值与面额价值一致，以使汇率能够维持固定。而且在「元首政治」时代的帝国，确实有足够的经济力量维持素材价值与面额价值一致。不过，这股经济力量也只能维持在西元一世纪与二世纪，到了三世纪之后就确实地衰落了，其结果造成货币的素材价值与面额价值差距日益扩大。





西元前二世纪结束布尼克战役之后，到西元二世纪为止的四百年时光中，人们一提到罗马货币，马上就会想起「狄纳利斯银币」。这种银币的信用程度，比起古代其他国家发行的银币还要高出许多。对罗马来说，东方出产的香料向来是贸易入超产物。而从原产地印度起，罗马以东挖掘出的货币，绝大多数是「狄纳利斯银币」，就可以证明上述论点。到了西元二世纪末的五贤君时代末期，银币的信用开始下滑。亦即素材价值与面额价值开始有了差距，简而言之就是货币的水準开始下滑。而下滑速度更为迅速的，就是笔者称为「迷途帝国」的西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的基準货币「狄纳利斯银币」的素材价值，低落到含银率只有百分之五。名义上是银币，实际上却是镀银的铜币。




罗马帝国的金币银币汇率变迁











	
占位

	
奥古斯都




(BC23~）

	
尼禄




(AD64~）

	
卡拉卡拉




(AD215 ~）

	
迦利艾努斯




(AD265~）




	
金币

	
奥流斯




7.8g(纯金）

	
奥流斯




7.3g(纯金)

	
奥流斯




6.5g(纯金）

	
奥流斯




6.0g(纯金）




	
银币

	
狄纳利斯




3.9g(纯银）

	
狄纳利斯




3.46g(银92%，铜8%)

	
安东尼




5.5g(银50%，铜50%) |

	
安东尼




3g(银5%，铜95%)




	
汇率

	
1金币=25银币

	
处於王世纪危机中，汇率不定





这个时代皇帝并未袖手旁观，只是大多数的皇帝忙于应付异族入侵的燃眉之急。列位皇帝依旧再三设法改善货币政策。可是铸造含银率高的货币发行到市场之后，不久新的货币又会消失。这是因为含银率高的货币和奥流斯金币一样，被民众当成宝物储藏。在现代的古董货币市场上出现的奥流斯金币与狄纳利斯银币，大多数看不出有使用的痕迹。尽管最新的硬币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年，看来却仿佛昨天刚从铸币厂提领出来的一样。每当抚摸着这些硬币时，总让人觉得仿佛同时也把西元三、四世纪的罗马人私房钱握在手中。





这种把流通货币藏在家中不送出市场的现象，代表罗马人已经无法相信母国的货币。如果放任这个局面不理，等于放任帝国经济逐渐衰退。因此，从卡拉卡拉皇帝起，到戴克里先皇帝为止，百年来的皇帝陆续尝试恢复货币信用，但通通都失败了。可能就是这些历史，让君士坦丁发现如果执著在银币上，就无法成功重建一套强势基準货币政策。

虽然当时还没有这种概念存在，不过君士坦丁舍弃了罗马传统的「银本位制」，转型成今日所谓的「金本位制」。他决定将以往因为没有在市场流通，因此能维持百分之百纯金的金币转为帝国货币制度的轴心。对于一心替换新帝国、新首都、新宗教的君士坦丁来说，想必新的基準货币也是一项听来悅耳的政策。不知是否因为如此，新的货币也从涵义为光辉的「奥流斯」（aureus），改为「索利铎斯」（solidus）。索利铎斯的意思是坚实，或者安定。







	
戴克里先（AD295~）

	
君士坦丁（AD325~）




	
奥流斯5.4g（纯金）

	
索利铎斯4.5—>4.0g（纯金）




	
亚尔坚突斯3.4g（纯银）




（一发行立即从市场消失）

	
亚尔坚突斯3.4g




（银，日益减少）




	
1奥流斯金币=1200银币

	
1索利铎斯金币=4500银币（四世纪前半）




=30000000银币（四世纪后半，根据某派说法）





君士坦丁的货币改革特色在于，以「索利铎斯金币」来替代以往「狄纳利斯银币」强势时的地位。虽说从银币换成了金币，至少成功地复兴了强力的基準货币，提供稳定货币制度时不可或缺的要素。





只不过，既然金币是要以流通为首要目的的「通货」，那么面额太高就不符实用了，因此金币的重量自然会随之缩减。如同上页表所示，金币的重量让政府削减至四·五公克。到后来，又削减至几近四·〇公克。亦即「索利铎斯金币」地位稳定后，其重量约为「奥流斯金币」的一半。而且含金率似乎也未能维持百分之百。现代的金制品中有分成24K与18K金，当时的「索利铎斯金币」似乎也渗入了差不多这个比例的杂质。一来含有少量杂质，可以增加金币的硬度，再者当时的金币已经不是保值用的金条，而是以流通於市场为目的的货币。





拿起元首政治时期的奥流斯金币、君士坦丁时代之后的索利铎斯金币、千年后佛罗伦斯共和国的菲欧利诺金币、威尼斯共和国的多坎特金币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以重量而言，「索利铎斯金币」比较接近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斯、威尼斯货币，反而不像古罗马货币。专门研究货币的人员表示「由君士坦丁转型的金本位制，要比奥古斯都皇帝确立的银本位制长壽」，而我们光从货币的质感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因为直到纸币问世为止，金币一直是欧洲的基準货币。直到现在，人们依旧会为了保值购买金条；但是除了加工用途以外，只怕没有人会购买银条。君士坦丁的确成功地确立了稳定货币制度时不可或缺的「强势货币」。

只不过，君士坦丁将货币转型成金本位制，却为西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带来经济上与社会上的重大弊病。因为他虽然成功确立金币为强势货币，但金币以外的银币与铜币汇率，却放任为「变动制」。这造成了什么结果？





比方说有些人领薪水时领的是金币，这些人在购买日常用品时，必须将金币换成银币或铜币。又有些人销售货物或提供各种服务，取得银币或铜币为酬劳。这些人在缴纳规定以金币支付的稅金时，必须前往汇兌所把手头的银币、铜币都换成金币。这项经济机制，使得前者与后者的经济力量产生大幅差距。而且这项差距一年比一年深远。这也就是君士坦丁转型金本位制所带来的最大弊端。研究人员也表示，君士坦丁的改革，直接冲击到中下阶层人民。然而，问题还不只如此。





薪资系以价值稳定的金币给付的人，首推军事相关人员，尤其是皇帝直属军的官兵。虽说如今守国界的是兼营农业的士兵，然而率领这些农民兵的将领必须是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的薪水，想必也是以金币给付。

与军人相同地，行政官僚也是属于领取金币当薪资的阶层。也就是说，军人与行政官等中央公务员可以领取价值下滑风险低的金币做薪水，形成环境优渥的阶层。

除了这些人以外，为军方或政府生产物资的业者也进入了经济条件优渥的阶层，因为这些人可以用实物来缴纳稅赋。尤其对军队而言，如果军粮或军用品供给不稳定，会破坏工作效益。早在银币沦落为镀银铜币的西元三世纪后半，生产军用品的业者就已经获准可以拿生产的货物来缴纳稅赋。

上列人物在银币、铜币价值不断低落的罗马社会中，形成了富裕阶层。相对地，日益贫穷的，就是没有成为中央公务员的人们了。既不是军人也不是官僚，生产非军用品的业者和一般人民，就形成了贫民阶层。这些人不论多认真工作，到手的银币、铜币价值还是只有日益萎缩。

於是农地遭到弃置，没遭弃置的也被大型农庄吸收；商店陆续倒闭，手工业者也纷纷转行生产军用品。如今已经不需要异族袭击掠夺了，金本位制度已经代替异族通通搜刮殆尽。在经济层面上，「共同体」理念也已经成为历史，只有「索利铎斯金币」闪闪发光。就好像大多数帝国人民疲惫衰败，其中只有皇帝一个人闪闪发光。




家庭悲剧



虽然君士坦丁一副光芒万丈的模样，其实他与家族中的流血事件关系相当深厚。首先，在西元310年，他杀害了岳父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两年后的西元312年，又逼使大舅子马克森提斯败亡。而在西元325年，他在战胜异母妹夫正帝利齐钮斯之后，以通敌密谋的罪名将其处死。只不过这三件事例，对象虽然分別是岳父、大舅子、妹夫，但同时也是争夺政权的敌手。在争夺权力的舞台上，即使敌手是亲人，按理也必须一一剷除。

而在西元326年发生的这件事情，却不属于上述类別。不知是否因为如此，君士坦丁方面并未设法找出通敌密谋、篡位乱政等能够诉诸武力又有宣传效果的名义。君士坦丁对于这件事变的态度，一直只有沉默两字而已。





西元326年，「副帝」库里斯普斯突然遭到逮捕，并且在极机密中押送大牢。牢房位于插入亚德里亚海的伊斯特利亚半岛前端的波拉镇。就在这间牢房中，连日连夜地展开残酷至极的拷问与侦询。然而被告一直到最后，都坚持自己无罪。

西元326年，是君士坦丁把最后一名竞争敌手利齐钮斯处死后，名副其实成为罗马帝国仅有的「正帝」的第二年。因此这个时期的库里斯普斯，地位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在「元首政治」时代，他不可能成为拷问的对象。因为在元首政治时代，不仅皇位继承人或元老院议员，国法规定只要是非奴隸的公民，在审案时就不得以拷问手段逼其自白。可是到了绝对君主政体下，除了专制君主外的其他国民，在某个层面上算是一律平等了。因为专制君主政体下的社会，是「领袖与其他人」。即使身为「副帝」且是「正帝」的亲生长子，只要正帝不反对，就能成为拷问的对象。





库里斯普斯的罪名，是与皇后法乌斯塔私通。可是当库里斯普斯遭到逮捕，在波拉的牢房中遭受严刑拷打时，皇后在皇宫内的日子却一点变化都没有。既没有让人打入牢房，也没有隔离在皇宫中。不过，当库里斯普斯在波拉的牢房里嘶吼著冤枉，结束二十九岁的生涯时，皇后的待遇也就定案了。

皇宫内的浴室，是为了皇帝及其家族所修筑，因此规模不会像是卡拉卡拉浴场里头的浴池那般广大。在这时期，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还在施工期间，因此处刑的地点应该是在西尔谬亩或尼可美狄亚的皇宫里。如此一来，皇帝用的浴室，和元首政治时期的富翁別墅的设备应该差不多。浴池里的温水变成直冒蒸汽的热水，再让蒸汽充满整间浴室所需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太久。

当皇后发觉情况不对，以及平常在浴室中候命的女奴隸不见身影时，也打算走出浴室，可是浴室的大门却遭到外力深锁。不久后政府便发出公告，表示君士坦丁的皇后法乌斯塔於入浴时过世。





说不定皇后与继子间，真有私通的情事。从胞兄马克森提斯的年龄推测，皇后法乌斯塔这时应该四十岁左右。她与政治婚姻的对象君士坦丁生有三名儿子。可是与她生有三名儿子的丈夫，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杀害了她的亲生父亲与兄长。法乌斯塔把一切苦闷都藏在心中，以君士坦丁的妻子身分过了二十年。如果年轻十岁的库里斯普斯同情法乌斯塔皇后，温柔对待她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中年女子的恋情，不像年轻女子一般由梦想起步，而是往往发源自绝望。即使当事人知道情事曝光就只有死路一条。

只不过，库里斯普斯应该也很清楚自己的立场相当微妙。库里斯普斯於西元317年受君士坦丁任命为「副帝」。这时君士坦丁击败马克森提斯，成为帝国西方首脑才没多久。库里斯普斯这时二十岁，而君士坦丁与库里斯普斯的母亲离婚，迎娶具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后所生的长子这时才一岁。在当时幼儿的死亡率高，从君士坦丁的角度来看，是有充足的理由任命年满二十岁的库里斯普斯担任具有皇位继承人意味的「副帝」。此外，一时之间曾多达六人的正副帝权力抗争，在这时尚未结束。最为强力的竞争对手利齐钮斯，当时正掌握着帝国的东半部。而且当时的国际局势，还不容许君士坦丁疏忽皇帝的最大职责，必须派兵对付入侵的异族。

在这种状况下，具有军事才华，又受官兵拥戴的库里斯普斯，对君士坦丁而言也是个方便使唤的人才。君士坦丁在副帝任内，肩负的是以莱茵河为前线的高卢地区防卫责任。当库里斯普斯获得副帝称号之后，也接手了这个地区的防卫，而且年纪轻轻地就成功完成任务。库里斯普斯还不只能在防卫作战时发挥，当西元324年与正帝利齐钮斯决战时，指挥海军的库里斯普斯虽然年仅二十七岁，却能在左右战局的海战中获胜，为亲生父亲君士坦丁的东征做出贡献。而他以私通后母的罪嫌遭受处刑，却是在短短的两年后。





的确，从立功到处刑，只有短短的两年。可是由皇家出身的法乌斯塔所生，亦即血统高贵的妻子所生的三个儿子，这年分別是十岁、九岁，以及六岁。这个时代的幼儿死亡率虽然偏高，但是社会认为脱离幼年时期之后就能顺利成长。而且做父亲的君士坦丁这时才五十出头，想必自认为还能活上二十年。






君士坦丁




而且，虽说只有短短两年，这两年的意义却十分重大。

首先要提到的是，君士坦丁历经长年的争权夺势，如今顺利攀上罗马帝国唯一最高权位者的宝座。在长年权力斗争后存活的人，对于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存在自然敏感至极。而君士坦丁与库里斯普斯之间，年龄差距只有二十二岁。

第二，对君士坦丁而言，「副帝」已经不是自己的左右手，而又回到皇位继承者的意思。那么，以十岁的少年做继承人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第三点，在让人加上私通罪名时，皇后法乌斯塔只怕已经过了能帮君士坦丁生孩子的年纪。透过他获得的三名具有皇家血脉的儿子，又已经脱离高夭折率危险期的年龄。对君士坦丁而言，库里斯普斯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而从別的理由来看，法乌斯塔如今也失去利用价值了。





这对母子是否真的发生了感情？或是两人都沦为君士坦丁冷酷谋略下的牺牲品？到如今已经无从辨別。同一个时代的记载，都出自於基督教徒手中。这些人正忙着感激，给君士坦丁加上「大帝」的称号。这些人面对有损大帝形象的事物时，即便是事实也会视而不见，更別提要去追根究底了。也因此，这件悬案直到现代依旧真相成谜。只有一件事情，是后人可以明瞭的。就是当库里斯普斯死于大牢，法乌斯塔於浴室中遇害不久之后，君士坦丁与法乌斯塔所生的三个儿子中，较年长的两名让父亲任命为「凯撒」，这时两个人分別为十岁与九岁。而三个儿子中年纪最大的君士坦丁二世，以十岁的幼龄，却获得了高卢司令官的职位。君士坦丁的新王朝，正一步步地成形中。

库里斯普斯与过去的君士坦丁一样，生母遭到生父离弃。可是从君士坦丁的角度来说，那也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了。





根据传说，君士坦丁大帝人高马大、身材魁梧。即使与官兵同聚一堂，他还是比众人高出一个头，无论随时随地，都是个引人注目的存在。再加上他讨厌朴素的衣服，有机会穿上华丽的服装时，绝对不会放过机会。在元首政治时代，只有东方王候才会喜好华丽的服装，以及缀满宝石的王冠。而当戴克里先皇帝将其引进罗马帝国之后，最喜好这种服装的皇帝就是君士坦丁了。





不过笔者注意的，还不是这些事情。在雕像或货币上的君士坦丁人像中，没有半个年老色衰的相貌出现。这个人登上政治舞台时才三十刚出头，过世时已经六十多岁。亦即有资格在货币上刻肖像的年龄层，包含了青年、壮年、老年三个时期。尽管如此，不仅我们后人，连当时的人民也只能看到君士坦丁三十五、六岁时的模样。当然，在他身边服侍的人，可以看到他随年龄增长老化的模样。笔者在这里要特別提到的是，君士坦丁的「官方容貌」。自从哈德良皇帝即位之后，罗马皇帝的肖像上都留有胡须。而到了君士坦丁登基后，却又好像回到了初期罗马皇帝的时代一样地，恢复了刮胡子的习惯。顺带一提，胡子刮干净的男子看来比较年轻。

这让笔者联想起未满三十五岁就成功地在罗马建立帝政，直到七十七岁驾崩为止，四十多年来一个人治理国家，但是只留下青年时期面容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会这么做，有其确切理由存在。当初朱利斯·凯撒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较晩，雕像与货币上的肖像都是五十多岁的模样。而奥古斯都必须不择手段地宣传，自己已经让朱利斯·凯撒收做养子并列为继承人。在凯撒遭到暗杀之后，奥古斯都能从权力斗争中存活下来，第一项原因就在于他是让饱受民众爱戴的朱利斯·凯撒收为养子兼继承人的青年。奥古斯都尤其注重在人民天天使用的银币、铜币上，宣传自己是神君凯撒的儿子。





不过，君士坦丁的理由应该不一样。他同样只留下介于三十岁与四十岁之间的容貌，可能是在强调自己与只有留下壮年时期胡须面容的戴克里先皇帝不同。因为对于西元四世纪的罗马人来说，二十年前的罗马帝国最高权位者戴克里先，要比一世纪的奥古斯都皇帝更印象深刻。人们看到雕像或硬币肖像上的青年君士坦丁之后，在与奥古斯都相较之前，应该会先想起当时依旧四处流通，因此依旧有许多机会看到的戴克里先货币肖像。若是在相形之下，加强了人们对君士坦丁的青年印象，那也就是君士坦丁的形象作战成功了。




第三章





君士坦丁与基督教



君士坦丁会被视为罗马史上，以及世界史上的伟人，首要原因在于他对提振基督教做了莫大的贡献。如果提到中文翻译为大帝，英文称做“the Great”，在史上享有「大帝」称号的人物，我们马上可以举出三个人物来。分別是亚历山大大帝、君士坦丁大帝，以及查理曼大帝三人。

除了生于西元前四世纪，希腊文姓名叫做亚历山大的青年英雄以外，西元四世纪的君士坦丁与九世纪初期的查理曼与基督教的关系都颇为深厚。君士坦丁是承认基督教的人物；而查理曼所属的法兰克族，在罗马帝国存续时，仅是北方异族的其中一支。他在西元800年造访罗马，从教宗手里接下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冠。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陷入无法脱离的黑暗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创设意图，就在于建立一个高举基督教旗帜的强大帝国。法兰克王查理曼会让人加上「大帝」称号，是因为对当时的基督教教会来说，这个人是唯一的希望。不知与这件事情有无关连，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大楼也让人命名为查理曼。





神圣罗马帝国最后没有形成帝国就冰消瓦解了，如果只因身为创始人就有资格称为「大帝」，那么君士坦丁就更有「大帝」的资格。试问，如果不是君士坦丁大力扶持基督教教会，基督教还会有日后的蓬勃发展吗？对于这项问题，有许多史学家表示，基督教应该会因为内部永无止息的教理论争而疲惫衰败，沦为地方性的宗教。

在叙述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的关系时，笔者想要依照年代顺序一一讨论。这个方式，也许不适於迅速获得结论。然而探讨历史时，面临的问题越是重大，往往就越适合依照时间顺序一一印证。






罗马帝国基督教教徒分布推测图（西元三世纪末期）（再度刊登）







潜伏时期



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知道君士坦丁的正确出生年月日。后人有许多说法可以参考，但并没有任何定论。在本书中采用西元275年出生的说法，过程几乎等于抽签决定，这点要请各位读者见谅。毕竟当初君士坦提只是巴尔干贫民出身的诸多百夫长之一，妻子又是酒馆老板的女儿荷蕾娜。两个人在这个条件下所生的小孩，便以带有君士坦提之子的意义，命名为君士坦丁。在这个时代中，包括戴克里先在内的列位皇帝生年都不详。就连后来让人称为「大帝」的君士坦丁也不例外。

据说君士坦丁生于保加利亚国界附近，但属于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国境内的尼修。在罗马时代，这里是个名叫尼苏的小镇，因为位于罗马街道网路干道沿线而获得发展机会。干道起自多瑙河附近的西尔谬亩，途经新几多穆（今日的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国首都贝尔格莱德）、赛尔蒂迦（今日的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哈德良堡（今日土耳其境内的艾迪鲁内）、拜占庭（不久后成为君士坦丁堡，西元1453年起成为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坦堡）通往小亚细亚，是衔接帝国东西双方的重要道路。由于这里位于行军必经之路，百夫长与酒馆老板的女儿谈起恋爱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君士坦丁出生在尼苏的原因，想必也是因为父亲的驻地调动频繁，母亲只好在娘家生产。幼年时期可能也基於同样的原因，就在尼苏成长。不过做父亲的君士坦提似乎是个正直的人，没有四处拈花惹草帮家里增加人口。幼年时期的君士坦丁，就在双亲的爱情之下成长，看样子是个标準的独生子个性。

做父亲的君士坦提不仅生性正直，而且富有军事方面的才华，随着独生子的成长，父亲的宦途也步步高升。

后来到了西元284年，戴克里先于东方，马克西米安于西方分担帝国防卫的工作，起始了「双头政治」。君士坦提身为马克西米安麾下将领，从这年起驻地也固定为以高卢为主的帝国西方。马克西米安皇帝的根据地，位于交通可以直达莱茵河防线的特里尔，似乎旗下武将的妻小也让人召集到当地同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当时才十岁的君士坦丁，就在摩泽尔河上游，现代德国西部国界附近，度过少年时期。每天听着军马嘶鸣、看着官兵往来。只不过到了十八岁时，他的生活又为之一变。





「四头政治」起始于西元293年。所谓四头政治，是东西方的两名正帝之下各设置一名副帝，由四个人分担广大帝国国防的体系。政府任命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为「副帝」，在马克西米安「正帝」之下协助执行帝国西方的国防任务。只不过，「四头政治」的创始人东正帝戴克里先开列了一项条件，就是必须与正帝的女儿成婚。

被任命为帝国东「副帝」的伽雷留斯，依照计画与「正帝」戴克里先的女儿瓦雷力亚结婚。可是已经成婚的君士坦提在与马克西米安正帝的养女堤欧铎拉结婚之前，必须先与君士坦丁的母亲荷蕾娜离婚。

由于马克西米安正帝把首都迁移到义大利的米兰，升上副帝的君士坦提只有继续留在特里尔。既然将根据地摆在交通直达莱茵河防线的特里尔（罗马时代名叫奥古斯塔·特列维罗姆），代表君士坦提副帝的首要任务，在于防卫整个高卢地区不受外族入侵。可是，尽管君士坦丁已经过了能够服兵役的年龄资格下限十七岁，君士坦丁却不能留在特里尔，於父亲之下累积军事经验。由于迎娶了正帝的女儿，具有皇家血统的堤欧铎拉为妻，特里尔已经没有离婚后的荷蕾娜栖身之地。此外，新的婚姻也就连带造成添丁的机会，前妻的小孩君士坦丁同样没有办法在特里尔栖身。





这对母子走投无路时，是东正帝戴克里先伸出援手接应下来。可能是君士坦提无法扶养妻小之后，委托上司代为照料。没有任何史料表示，做父亲的在离婚后就把前妻和儿子忘记。

戴克里先的首都，位于小亚细亚西侧边缘上的海港都市尼可美狄亚。从十八岁到三十岁，君士坦丁在尼可美狄亚度过了十二年的时光。既然他年满兵役资格下限，肩负帝国东方防卫工作的戴克里先，自然不可能让这个年轻人游手好閒。虽然没有任何文献留下，不过君士坦丁似乎参加过在埃及的战斗。至於由副帝伽雷留斯担任总指挥的两次对波斯战斗，想必也亲身参战过。君士坦丁的军事经验，没有在父亲跟前，而是在戴克里先之下培养起来的。从十八岁到三十岁这段期间，正是一个人最适於为将来累积实力的时期。顺带一提，收养这名青年的皇帝，与他有三十岁的年龄差距。





青年时期的君士坦丁，在戴克里先身边还经历了另外一项特殊经验。那就是亲眼看见这名最高权位者再三公布敕令，一反罗马传统有系统且彻底地镇压基督教。由西元303年起连续公布的敕令，使得基督教教会与所属信徒陷入了迫害的风暴之中。尼可美狄亚位于小亚细亚。由地图可以得知，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正是基督教势力最强盛的地方。有人甚至表示，这一带的基督教势力，可说是在国家中另立国家。在这一带，亦即在戴克里先脚底下，镇压与迫害的工作执行得最为严格彻底。原因就在于这一带的新兴宗教的势力，要比帝国其他地方都来得强盛。毕竟尼可美狄亚主教官邸就隔着广场与皇宫相对。话说回来，我们无从得知二十八岁的君士坦丁是怎么看待这个时期迫害基督教的政策。




浮出台面



就在十二年的潜伏时期之后，戴克里先再次间接地决定了君士坦丁的命运。西元305年，戴克里先以在位届满二十年为由表示準备退位，并且立即付诸实行。由于西正帝马克西米安也在同时一同退位，因此进入了第二次的「四头政治」时期。在两名正帝退位之后，两名副帝随之升格为正帝。当时的西副帝，君士坦丁的父亲，便登上了西正帝的职位。君士坦丁知道这消息后，向戴克里先申请到成为正帝的父亲身边任职，并获得批准。据说那年做父亲的满心喜悅地迎接长大成人的儿子。





西元305年这一年，君士坦丁决定离开长年居住的东方赶往欧洲。这不但正确，而且是个幸运的决断。虽说没有人能预料到他的父亲一年后就离世，但是在这一年内，他还能在父亲麾下作战累积战功。因此当正帝君士坦提驾崩时，君士坦丁已经能掌握父亲麾下将士的心。官兵们很清楚，无能的指挥官，和让部属白白送命可以划上等号。三十岁那年回到父亲麾下的君士坦丁，对于保卫帝国西方的官兵而言，已经不只是正帝之子，还是获得部属一致认同的优秀指挥官。

正因为如此，君士坦提猝逝之后，官兵们也就毫不犹豫地立刻推举君士坦丁即位。如果君士坦丁继续待在尼可美狄亚的皇宫中任职的话，想必也不会有日后飞黄腾达的生涯。各位读者请不要忘记，君士坦丁的父亲虽然是帝国正帝，但是母亲没有贵族血统。在无法忽视血统优势的局面下，君士坦丁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凭实力硬闯。而且君士坦丁在比拼实力的过程中，一直以冷静巧妙的方法行事。他以三十刚出头的青年身分，就在帝国西方取得了「副帝」的地位。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对付逼迫西正帝谢维勒自裁之后，掌握了义大利与北非的马克森提斯。





西元308年秋季，三年前刚退位的前任正帝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与现任正帝伽雷留斯聚会於多瑙河沿线的前线基地之一卡尔伦托姆（今日的佩特洛那）。会谈结果，正式承认君士坦丁登上「副帝」职位。当父亲刚过世，父亲麾下的官兵拥立君士坦丁为「正帝」而不是「副帝」。官兵们欢呼「让君士坦丁成为奥古斯都」的声浪如今还余音缭绕。因此如果君士坦丁有这个打算，大可对卡尔伦托姆「高峰会谈」的决定提出抗议。可是君士坦丁却接受了这项降格任命。当初戴克里先构思并实施「四头政治」体制，是为了避免西元三世纪时官兵肆意拥立上司，使得皇帝在位期间短暂的弊端。如今虽然戴克里先已经退位，对于政治依旧有影响力，想必不会轻易承认君士坦丁没有担任「副帝」的经历，就由官兵直接拥立为「正帝」。年仅三十三岁，未来的「大帝」计画按部就班铺路，而不是一鼓作气攻顶。话说回来，按部就班铺路，也就代表他为了达成最后目标，会施展出现状下可能的任何手段。





从西元308年就任「副帝」起算，到西元312年与登基称帝的最大障碍马克森提斯开战为止，中间有四年的时间。在这四年里，君士坦丁尝试了许多从基督教徒眼中看来显得无法理解，对于笔者这种非基督教徒而言却很容易瞭解的措施。

其中一项，是声称自己的祖先向上可以回溯到克劳狄斯皇帝。克劳狄斯皇帝生前，曾经获得意为征服北方异族之一哥德族的「哥德克斯」称号。在西元三世纪后半，罗马帝国陷入一片前途迷茫的局面。而克劳狄斯皇帝在位的时期，正值西元268年到270年之间。在西元三世纪后半，古代名为伊利利亚地方，后世的巴尔干北部出身的人登基称帝，已经不是稀奇的事情。而克劳狄斯·哥德克斯，也正是第一位巴尔干地区出身的军人皇帝。他与其他军人皇帝不同的地方在于，虽然在位期间同样短暂，但并非因为麾下官兵引发政变，也并非遭受亲信暗算，而是因为得了当时流行的瘟疫。就连从这方面来看，都适合让君士坦丁拿来冒称祖先。





第二项尝试，是公开表示信仰太阳神。众所周知，继承克劳狄斯·哥德克斯之后，但遭受亲信暗杀的奥雷利亚皇帝信仰的就是太阳神。这名皇帝虽然在位只有五年，可是他在这五年之中，将因为现任皇帝沦为波斯俘虏的冲击而一分为三的帝国重新统一。由于他的军功卓越，直到谢世之后依旧长期获得官兵尊敬。而且在罗马帝国，无论皇帝或个人都拥有宗教自由。罗马皇帝会兼任最高神祗官，只是因为有义务在国家的官方祭典上祭祀罗马的传统诸神。不仅是奥雷利亚，就连君士坦丁也没有放弃「最高神祗官」（pontifex maximus）的职位。






刻有「不败的太阳」的货币




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还发行了刻有「不败的太旸」（soli invictus）的货币，意为复兴奥雷利亚皇帝以来的太阳神信仰。后来还规定，在太阳神的节日，也就是后来的星期日之中，法院停止审理案件。犹太教与基督教认为，罗马人与罗马皇帝这种认为个人信仰与国教不同无所谓的态度叫做「诸神混处主义」，并大肆抨击。而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也的确是个完全的诸神混处主义信徒。





这段时期的君士坦丁，号称克劳狄斯·哥德克斯是自己的祖先，并推广奥雷利亚皇帝信仰的太阳神，真正的打算只怕是在掌握麾下官兵的人心。西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军方主力出身於巴尔干地区，而克劳狄斯·哥德克斯与奥雷利亚在巴尔干地区出身的皇帝中又属于佼佼者。同样出身巴尔干地区的君士坦丁为了达成登上帝国唯一最高权位者的目的，在这段时期正走上第二阶段，由「副帝」升格「正帝」的道路上。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课题在于取得完成目标必备的官兵支持。为了确实取得支持，就算称呼没有血统关系的人是祖先，或者公开表示信仰太阳神，也都不足为奇了。在决战为止的四年中，想必君士坦丁也忙于储备麾下的兵力。只不过「準备」的内容，还不只是武装与训练而已。




「米兰敕令」



决定生死关键的西元312年终于到了。这年无论对君士坦丁来说，或者对罗马帝国来说，都是关键的一年。





在这一年，君士坦丁历经了名为「米尔维亚桥之战」的决战后，获得了胜利。

第二年，西元313年时，攀上帝国西正帝位子的君士坦丁，与东正帝利齐钮斯在米兰会面。在这场高峰会议之后，当成会后联合公报发佈的，就是有名的「米兰敕令」。这道敕令发佈后，社会虽然还在诸神混处的情状下，但基督教已经能成为由罗马帝国公认的宗教之一。对于信奉基督教的人而言，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大事。





只不过，「米兰敕令」中还明文记载了下列内容。


「自今日起，无论信仰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个人皆能信奉自身所好之宗教，并有参加祭典之完全自由。并期望无论何等神明，其至高之存在，能以恩惠及慈爱，引领帝国全体民众走上和解与融合之道路。」



这段内容简直可以说是为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人权宣言开了先河。而即使身处过了启蒙时代三百年的二十一世纪，看到这段文章时还是令人感慨。真希望能让举着宗教旗帜争斗不休的人也来看看这篇文章。而且不知是否为了贯彻这项主旨，在「米兰敕令」的后头，向身处帝国各地担纲行政的地方长官下指示的段落中，又重复强调了一次。


「对基督教徒认可之全面宗教自由，亦同样适用于信仰其他神明之国民。只因吾等（君士坦丁与利齐钮斯）判断，此一全面认同宗教信仰自由之决策，对帝国内部和平有所助益。因而吾等认为，不论何等神明、何等宗教，其名誉与尊严皆不该遭致损毁。」



这简直是自由精神的昇华，无懈可击的理念。如果这股精神能够存续到现代，民族间、国家间虽然还会起冲突，至少也不会以宗教为旗帜。如果不以宗教为旗帜，冲突双方的成员就仅止于人类，亦即仅是单纯的利害冲突，一旦不划算就会停手。如果以宗教为旗号，问题往往会越陷越深。

总而言之，如果「米兰敕令」的涵义仅限於书面所述的内容，还不至於让罗马帝国大幅转向。在这道法令中仅承认基督教的存在，并非将其立为国教。问题是在公布这道敕令之后，君士坦丁的言行举止却让人认为「米兰敕令」仅是借口，其实他另有居心。君士坦丁的真正目的，隐含在敕令最后面，规定归还由戴克里先镇压时没收的财产这一段之中。而这段敕令的内容如下：


「若资产在没收后付诸拍卖，於归还资产之同时，国家将对原收购者给与正当价位之赔偿。」







在西元三世纪后半上台又下台的皇帝之中，有些皇帝镇压基督教，可是没镇压基督教的皇帝还是居多数。在后者登基亲政之后，通常会把镇压时没收的资产归还给基督教教会相关人员。不过，即便在这种状况下，国家也没有对竞标拍卖买到这些资产的人做补偿。可是「米兰敕令」就不一样。皇帝，亦即国家保证会做赔偿。在拍卖会中购得这些没收资产的人，当然乐于遵从归还命令。

相对地，基督教的教会人员想必也发现这条法令中隐含的重大意义。因为这项政策，必须有真正理解教会资产对基督教教会的重要性的人存在，才有可能成立。





在一神教的宗教里，教祖的言行会是最重要的教理。只不过这些教理，必须经由专人解释说明，才能与一般信徒相通。没有教理存在的多神教之中，没有专业的神职人员阶层；而对一神教来说，神职人员不可或缺，其道理也就在此。

教会资产的必要性之一，在于培养维持神职人员存续。第二项必要性不用说，当然是为了对于环境恶劣的人进行慈善事业。早在基督教渗入社会之前，罗马人已经将这种慈善事业称为「卡利塔斯」（caritas）。直到现代，基督教相关人员依旧称呼这种非营利事业为「卡利塔斯」。

简单来说，对于基督教教会而言，资产是左右教会活动的重要必备因素。君士坦丁不仅提出归还命令，还明文表示将由国家赔偿，当然基督教徒的立场会向他靠拢。





「米兰敕令」是由西正帝君士坦丁与东正帝利齐钮斯联名簽署公布。可是这一道横贯基督教史，甚至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敕令，却让人视为犹如君士坦丁一个人发佈，那是因为在实际施政时，君士坦丁要比利齐钮斯来得热心和彻底。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他势力范围下的帝国西侧，基督教势力并不强盛，国家赔偿所需的金额也较少。各位可以从第244页到第245页的地图中发现，西元四世纪初期时，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部的渗透率，要以东方来得高，西方则少了许多。在西方普及率最高的地区，是以北非的迦太基为中心的一带。君士坦丁发出的国家赔偿也集中在这个地区。

因此，如果利齐钮斯以同样的态度进行的话，帝国东方的国家赔偿金额会高出西方许多倍。没有任何史料表示，利齐钮斯乐于执行归还基督教教产的政策。恐怕利齐钮斯与热心於归还教产的君士坦丁的差异，就在于他把基督教问题当成宗教问题看待，君士坦丁却以跨越宗教的角度，亦即以支配的问题来看待基督教政策。正因为如此，当君士坦丁一步步朝着帝国唯一最高权位者的路途行进时，在处理基督教问题时，也以步步为营，累积名声的方式进行。在某一方面来说，他是在为将来的政体铺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是在遥远的帝国西方，向尚未进入自己统治范围下的帝国东方基督徒招手。也正因如此，当他在西元324年击倒最后一名竞争对手利齐钮斯，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之后，也就迅速地推展了下列政策。




基督教扶助策略



君士坦丁在公布「米兰敕令」不久后，随即推出了第二套基督教相关政策。这一套政策，同样对于提振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势力有重大助益。那就是君士坦丁把皇帝的私人资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顺带一提，推行帝政体系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由于自耕农的衰退，这时皇帝所吸收的农耕地已经广大无边。亦即这时的罗马皇帝，也是罗马帝国境内最大的地主。

可是，将皇帝资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的行为，完全违反了「米兰赦令」。「敕令」之中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具有信仰与宗教活动的自由，并非将其立为国教。此外，皇帝的私有财产，是登基即位之后才能取得其使用权，并非可以随意运用的个人私产。正因为如此，打从奥古斯都开国以来，皇帝资产一直都由下一任皇帝所继承。换句话说，这些资产属于罗马皇帝的地位，并非皇帝个人拥有的资产。在西元三世纪前半，有个热心於利用皇帝资产扶助特定宗教的荷拉迦巴尔皇帝，他滥用职权的行为遭到大众厌恶，最后不但身败名裂，还惨遭部将谋杀。

因此，君士坦丁将皇帝资产捐给基督教教会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米兰敕令」，还违反了罗马皇帝身为公共人物应有的行为準则。问题是，如今他已经是实质上的最高权位者。这个人一旦玩起两面手法，西元四世纪的非基督教徒也已经没有力量与气魄出面指责。





此外，虽说教堂是向天神祈祷用的场地，要让教堂发挥功能，可不是跪地祈祷就可以的了。姑且不论祈祷与否，弥撒等各类宗教仪式，还有救济贫民等各项活动都需要金钱后援。理想而言，这些活动最好是能由信徒捐款赞助。但如果有人提供大型的经济基础，对于信仰环境的塑造而言那就更为理想了。这些经济基础，可以是教堂周边的农地、饲养在农地的家禽家畜、生产商品的工厂，以及销售商品用的门市。

简单来说，即便是宗教组织，不，说不定正因为是宗教组织，资产的地位才会如此重要。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那就无法理解当君士坦丁将皇帝资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时，当时的基督教教会人员为何不仅感激，简直是永志不忘。能够瞭解这一点之后，相信也就能理解，为何君士坦丁会获得「大帝」的称号。





有一项证据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捐赠行为，是如何长期停留在基督教教会人员的心目中。这份文献名叫〈君士坦丁捐赠状〉，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束缚著欧洲君王诸侯的行动。因为这篇文献中记载着，君士坦丁已经将整个欧洲捐赠给罗马教宗。天主教会高举这块金牌对王侯们表示，如今君王们号称领有的土地，其实都是经由君士坦丁大帝捐赠，由基督教教会所有的资产，王侯们只是受教会委托统治的人员而已。因此如果有任何违逆身为土地真正所有人的教会意愿行动，罗马教宗有权将委托权立即收回。

到了西元1440年，这篇文献才被证明是伪造品。在文艺复兴时代，通晓希腊文与拉丁文的人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其中出身义大利的罗伦佐·瓦拉在一字一句详细推敲内文结构之后发现，这篇文献并非出自君士坦丁在世的西元四世纪，而是十、十一世纪时，由基督教教会内部人员伪造的赝品。这项发现使得世俗君主脱离了中世纪千年来的束缚。而这项象征文艺时代精神的实例，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亦即会有这样一份伪造文件出现，代表君士坦丁在四世纪时将皇帝资产捐赠给教会的行为，对于教会人员来说意义万分重大。顺带一提，这份真正的赝品，原版的〈君士坦丁捐赠状〉，目前还保存在巴黎的国立图书馆之中。





在「米兰敕令」公布之后，君士坦丁就是如此擅长玩弄两面手法。除了由国家赔偿没收资产，将皇帝资产捐赠给教会之外，还有一项影响重大，直到后世都脱离不了其影响的政策。那就是由皇帝强力支援神职人员阶层独立。

这项政策也是以敕令的形式实施。具体内容，是承认决议将一生献给基督教神明的人，有权不从事包括国家公职、地方政体职务，乃至於军务在内的各项公务，亦即「神职人员」从今以后只要从事宗教任务即可。这道法令形成了身为罗马皇帝的最高权位者，正式承认神职阶层独立的局面。

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在义大利文中称作“clero”。其语源为拉丁文的“clerus”，不过这个名词要到帝国后期才出现，语言学上将其分类为「后期拉丁文」。因为不仅在共和时期，即便在推动帝政之后，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千年以来只有「祭司」（sacerdos），没有「神职人员」（clerus）。这是因为罗马虽然有主持仪式的人，但是没有以传达神意给人民为业的宗教专门人员。既然没有实体存在，那用于表现的名词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从「神职人员」一词开始出现在罗马社会中就可以得知，君士坦丁想要建立的罗马帝国，和以往的罗马帝国完全不一样。





而君士坦丁自己也表示，他承认神职人员可以免服公职的理由是：


「神职人员应该不受其他诸般任务烦扰，而应专注於神圣之任务。如此对于国家方能提供无法衡量之贡献。」



西元四世纪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当然大为欢迎这项政策。在君士坦丁的时代，基督教徒虽然获得了宗教自由，但是其他宗教依旧存在。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国教传统诸神至今依旧健在。在这个时代就公职，从立场上来说，必须常常参加官方的祭典。对于决心仅向基督教唯一真神祈祷的基督教徒而言，参加献给罗马诸神的祭典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尤其在场的如果不是被比喻为羔羊的一般信徒，而是以引导羔羊为任务的牧羊人，亦即神职人员，那就更痛苦了。因为基督教的神明，与其前身犹太教的神明同样地，神明为「一」不为「多」。对一神教而言，拒绝承认唯一真神以外的神明存在，正是其宗教的存在理由。

因此，君士坦丁所说的「应该不受其他诸般任务烦扰」，也就等于「应该不受其他诸般神明烦扰」。这些「牧羊人」当然会欢天喜地地接受这项政策。

君士坦丁本人既然身为罗马皇帝，也就身兼罗马宗教首长「最高神祗官」。在官方祭典中，负有带头举行仪礼的义务。姑且不论君士坦丁本人内心感想如何，至少他并非基督教徒，也没有接受过洗礼。





政策也好，施政也罢，时常会在立案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效果。这一道免除基督教神职人员公务义务的敕令，恐怕也产生了出乎君士坦丁本人意料之外的效果。那就是罗马社会的中间阶层，尤其知识水準高的人们，开始设法挤进基督教教会。

西元四世纪的罗马社会，由于列位皇帝的一连串政策直接冲击，在「元首政治」时代中身为罗马帝国社会骨干的中产阶级，已经稀稀落落、濒临崩溃。

戴克里先皇帝推动稅制改革，将稅制从以间接稅为主，转移成以直接稅为主的稅制。结果最深受重稅之苦的，就是中产阶级。

君士坦丁直接承继了上述稅制，而且君士坦丁还把货币从既有的银本位制，改换成金本位制。在这项改革之后，罗马社会分成以素材价值稳定的金币为收入的人，以及以汇率不断变动的银币为收入来源的人。除了能以金币给薪的中央公务员、军方人员以外，其他中产阶级又被归类为后者。

大众自然可以志愿投入国家的行政事务或者服兵役。然而虽然行政机构扩大，使得公务员员额遽增，既然这是能够支领金币的职业，也就成了就业的窄门。至於兵役，由于当时正由巴尔干出身的人掌握大权，想必有人不愿意入门受人欺凌。





也许有人会说，要成为神职人员，那宗教信仰就不可忽视。在此想要向这些人提示两项事实。

第一点，当时罗马帝国的势力威望日益衰退，令罗马人悲叹遭到罗马诸神拋弃。在这个时代中，即便心理还没有进入愿意信仰基督教的状况，至少对罗马诸神的信心也已经大为减弱。此外，一神教的弊害，要到千年之后才正式浮上台面，多神教社会下的古罗马人根本不可能想像得到。对于这些人来说，要应征基督教神职人员时，心中也不会有什么疙瘩。

第二点，在于现实生活困苦。人们一旦迫於需要且无计可施时，信仰就会给放在一旁了。实际上，的确有不少人为了挣一口饭吃而改信基督教。而且在君士坦丁的大力推广之下，这些人的数量还在日益增加。

而且这种现象，还普及罗马社会中产阶级上层的地方议员阶层“decuriones”。不过这些人转业担任神职人员，并非纯因经济需求。由于所有的职业都转为世袭制度，这些人也被绑在地方议会的席位上。而在罗马帝国后期，这项工作是最没有职业乐趣的业种，经济上又要背负沉重的负担。在中央集权化的罗马帝国后期，地方政体以往享有的特权都遭到剥夺。元首政治时代身为帝国「细胞」的地方自治体与殖民都市，如今都沦为单纯的地方行政区。身为地方议员之子，也就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必须继承家业，而且又被政府视为富裕阶层课以重稅。这些稅赋，又必须兌换成金币之后才能缴纳。而每当兌换一次，资产就减少一分。

如果成为神职人员，这些问题就当场解决了。首要好处，在于君士坦丁免除神职人员的纳稅义务。不仅如此，生活费用完全由教会体系负责。虽说这也是教会需要资产的原因所在。





也许有人会说，禁止结婚的规矩，不是会妨碍一般民众转业神职人员吗？其实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要到中世纪之后才有单身义务。耶稣基督之下的十二使徒多半有家室，初期基督教教会的主教也大多有婚姻关系。亦即在这方面没有妨碍转业的因素。

就在这个时期中，君士坦丁皇帝发佈敕令，把在古代对单身者不利的社会制度做了改变。有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是辅助神职人员的政策。不过，若从別的角度来看，这说不定是在为陆续由民间转业，日益增加的神职人员数量踩煞车。因为在君士坦丁任内早期，就颁布了神职人员数量的限制措施。无论主教或祭司，除非有空缺，否则不允许添增新人。

约瑟庇斯主教在其著作《基督教教会史》之中写道：「为利益入教的人比为信仰入教的人多」，其社会实况也就在此。不过基督教教会方面，也因为这个世俗现象而获利，亦即神职人员的水準因此大为提升。以往主教与祭司多由出身社会低层的人担任，如今知识水準也提升了。当时的基督教教会获得君士坦丁这个难得的后援者，正在逐渐渗透罗马帝国中枢。这个现象又使得教会获得驱使语言的才能，成为一项有利的武器。《圣经》上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起初，先有语言」。





西元324年，君士坦丁击倒最后一名竞争对手利齐钮斯之后，从这年起，到西元337年为止，十三年间一个人独掌罗马帝国的最高权位。这也代表他以往只在帝国西侧施行的基督教提振措施，从此也适用于帝国东侧。基督教的势力，原本就以帝国东方较为盛行。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巴勒斯坦这一带的帝国东方基督教教会，自然会把君士坦丁当成与十二使徒一般伟大的存在崇拜。如此一来，罗马帝国更像是基督教的帝国了。第一项基督教国家政策，就是在击败利齐钮斯之后随即展开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建设工程。

君士坦丁为了在新首都聚集人潮，除了进行之前已经说明过的诸般政策外，另外还追加了在这个时期后才有可能施行的政策。他将埃及出产的小麦，全数转运到新首都。以往埃及的小麦，用途在确保帝国首都罗马以及义大利本国的需求不虞匮乏。载著埃及产小麦的运输船，绝大多数都由地中海往西航行。如今虽然同样经由地中海运输，航向却是朝北而去。君士坦丁为了保障在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定居的社会低层人民福利，决定在此恢复以往罗马和其他都市实施过的小麦免费配给政策。据说在新首都君士坦丁堡，能够支领免费小麦的民众为八万人。在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这项人数为二十万人。因此新首都规模应该是旧首都的四成左右。埃及产小麦与帝国全区小麦产量的比例，也大致如上。不管怎么说，光从这件事情就能知道，君士坦丁对于新首都的关切之深。而热心关切，也会造成与关切对象的关系加深。对于热心提振基督教的君士坦丁来说，与基督教的教理问题有密切关联，也是自然的结果。




尼西亚公会议




「在尼西亚召开的公会议中，众主教围绕着站在中央的君士坦丁皇帝。这是最能具体象征中世纪已经开始的景象。」



上面这句话，引用自某位专门研究罗马帝国后期历史的英国学者著作。众主教聚集于小亚细亚西侧边缘的尼西亚召开公会议时，正值西元325年。距离罗马帝国灭亡还有一百五十年。

在这之前，主教也经常聚会，但并非由皇帝所召集。尼西亚公会议是第一次由罗马皇帝正式召开的公会议。那么为什么君士坦丁要做出这项史无前例的事情呢？在此要重复强调，当时的基督教立场，尽管有最高权位者在背后大力赞助，依旧只是帝国诸多宗教之一。





有许多人一听到霸权国家，马上会联想起一个超级大国任意使唤在其霸权下的其他国家。然而，无论是霸权国家也好，霸权领袖也好，取得霸权的同时，也就得到了相对的义务。第一项义务，在于保卫处於霸权下的国家或人民。第二项，在于调节霸权下国家民族间的利害冲突。因为人世间的争端，有许多往往当事者迟迟无法收尾。大多数的状况下，由具备足够的权威与权力，能够让双方认同的第三者来调停，反而比较能够解决争端。

那么，对于君士坦丁而言，非得在尼西亚召集各地主教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

这项问题，起源于七、八年前的奥里斯派与阿塔那修斯派教理论争。君士坦丁曾派遣心腹手下荷修斯主教前往调停，但没有任何成果。





如果只是神职人员之间为教理展开论争，那问题不需要皇帝介入，大可放置不管。为什么君士坦丁要插手这件事情呢？因为如果放置不管，曾经接受君士坦丁大力协助，至今依旧在辅助之下的基督教教会，有可能走上分裂的结局。一旦允许组织分裂，其后还会一再地发生分裂现象，最后只有凋零没落的结局而已。

一般人也许会认为，君士坦丁位于世俗权力的顶端，对他来说宗教圈子内的分裂或凋零应该八竿子打不著关系。可是当事人并不这样想。

为什么君士坦丁不这样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容易说明。因为这项问题的答案，与君士坦丁为何那样热心提振基督教的问题的答案相同。





在历史上，尼西亚公会议的重要性实在难以比喻。在基督教史上来说是一件大事。而既然基督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件事情当然也就成了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在尼西亚公会议中决定的基督教「形式」，一直延伸到现代，形成了如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

也正因为如此，光是近代、现代，探讨这次公会议的研究报告已经多如牛毛。不过笔者要写的是罗马史而不是教会史，在此仅大略叙述其内容。总之君士坦丁由于偏袒基督教，因此陷入必须牵涉到「教理」问题的局面。在过去的历代皇帝之中，没有人需要介入这个问题。





多神教祭祀的诸神，为从旁守护人类的神明。因此就算没有意为「天神降旨通告人类的真理」的「教理」（dogma）存在，也没有什么影响。然而一神教的目的，在指引人类生存的方式，教理本身可说是宗教存在的理由。而且教理既然这样重要，那么对教理的解释因人而异，也就是当然的现象啰。如果放任解释的差异而不进行调整，宗教组织就会冰消瓦解。召集主教举行的公会议，目的就在于调整解释内容之差异，避免组织崩溃。





那么公会议的召集权在谁的手上？

由于罗马皇帝身兼「最高神祗官」，所以召集权在皇帝手中。后来这项地位由主教中的有力人士，亦即罗马主教接手，一直延续到现代。因此公会议的召集权在教宗手上。从这件事情就可以得知，在教会史上公会议的重要性从未减少过。毕竟「教理」是由活着的人类所解释，那解释的内容因人而异，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了。而且「教理」还有另一项麻烦的特质，在于解释会随时代变化。





在此将话题回到尼西亚公会议上。逼得君士坦丁必须亲自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设法处理的论争，简单来说，在于神与其子耶稣基督是同位，抑或是不同位。

事情的开头，在于埃及的亚历山大祭司奥里斯主张不同位的说法。奥里斯认为，神应该与哲学上的「摩那多」同等，是构成存在的最高心理物理要素，为不可知的存在。耶稣基督并非如此，因此既不与人同位但也不与神同位。亦即，神明究竟是永恒的要素，因此凡人无从探知。出生、成长，死于十字架上的耶稣，从这个层面来说不是神。

从笔者的角度来看，会认为这项说法很有意思。可是基督教教会向来主张「三位一体」理论，亦即神与神子耶稣及圣灵同位，因此属于一体。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奥里斯的说法属于异端邪说。奥里斯的上司，三位一体派的阿塔那修斯主教开除了奥里斯，还把他驱逐出所属的亚历山大教区。





可是奥里斯在流浪过程中，陆陆续续获得群众支持。比方说巴勒斯坦地方的主要都市凯撒利亚主教约瑟庇斯，就是其中一人。这个人日后著作有《基督教教会史》和《君士坦丁的生涯》等书籍。虽然不久后又转换教派，但在当时他也支持奥里斯的论点。不过，最为大力支持的是另一名同名主教，当时对于信徒拥有强烈影响力的尼可美狄亚主教约瑟庇斯。在帝国东方的教区中，势力最强大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提阿，以及尼可美狄亚。亚历山大主教与尼可美狄亚主教意见相左，代表帝国东方的基督教势力分裂成奥里斯与阿塔那修斯两个派系。如今已经不是教理论争的问题，而是升级到教会分裂的层面。召集两派人物前往尼西亚，试图消除因教理解释不同而产生的对立局面，对君士坦丁来说已经是无法避免的行为了。






罗马帝国东方




据说当时在小亚细亚的地方都市尼西亚聚集的主教多达三百人。其中由帝国西方前来的人数不到十位，其他都出身於帝国东方教区。从这件事情就可以得知，帝国东西方的基督教势力差距有多大。而且可以得知，出席尼西亚公会议的主教多半都是希腊人后裔。不知是否因为这项原由，主教们在皇帝面前大发议论、争执不休，迟迟无法做出最终结论。因为希腊人自古以来一直爱好议论，常常让罗马人感到受不了。

最后，不知道身为议长的君士坦丁是以何种回馈为条件，抑或是以皇帝的权势施压，总之他让会议提升到可以发表联合公报的阶段。公报中重新确认了「三位一体」论的地位。从日后的君士坦丁言行来推测，他本人应该比较偏向奥里斯的观点。只不过若是把现存的基督教正统观点「三位一体」论驳回，那就有如一场大型地震，将会使基督教徒为之动摇。君士坦丁当时重视的，应该是基督教教会组织的统一。

不过直到最后，奥里斯与两名支持他的神职人员都拒绝在联合公报上簽字。君士坦丁皇帝将这三个人驱逐到远离东方的莱茵河滨，在几年后又取消了这项处分。从这一点可以得知，在西元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之中，基督教教会也并非全面支持三位一体论。在后来，教会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奥里斯派日后在北方异族间传教成功，使得两派之间的争执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教会论争最后以「三位一体」论统合，一直延续到现代。亦即当初耶稣基督虽然死于十字架上，但是得以在三日后复活，升天之后成为「不可知」的存在，亦即「神」。如果考古学家挖掘出经科学证实为耶稣基督的人骨，那么以神、神子、圣灵三位一体论维持统合的基督教教会立刻会陷入绝境。因为「复活」情事消失了，基督教的根基「三位一体」论也就随之崩盘了。





从理论上来说，奥里斯派的神与耶稣基督不同位的说法较有道理。就算耶稣死于十字架上，一个关怀人世，探究真理的高僧，不也是挺完美的形象吗？

话说回来，虽然笔者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可以体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选择三位一体论时的心态。因为人们光是听到修道的方法还不会彻底满意，还要追求外力救赎。若说追寻真理的人物，在史上已有一位苏格拉底。如果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结束一生之后就没有故事了，那么苏格拉底为了坚持理念而死于毒酒，与耶稣基督可说同等。不过，死于十字架上的人类耶稣基督后来又复活升天，成为救赎的象征。耶稣要复活升天，成为「不可知」的存在之后，才能成为救赎的象征，亦即成为让人类感到自己还有希望获得救赎的存在。相对地，苏格拉底没有给与后人救赎。因为他自始至终一直都是个「可知」的人类。

柏拉图所著，传达苏格拉底理念的《对话录》与《新约圣经》同样是畅销书。不过这两千年来的销售成绩相信有无法比较的差距。这段差距，也代表着对一般善男信女而言，追求真理大道与期望救赎的需求差距。

西元四世纪时的基督教教会，没有采用奥里斯的论点，而采用了「三位一体」论。对不将基础置于真实与否，而注重信奉与否的宗教组织而言，是个适切的选择。或者说，就是因为选择了「三位一体」论，才敞开了通往世界宗教的大门。而这项决断，也是在君士坦丁主导的尼西亚公会议之中成形的。





很久以前，笔者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


「罗马人曾经三度支配世界。第一次以军团，第二次以法律，最后则是以基督教。」



这句话很有道理。军事力量与罗马法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基督教也要到了罗马人经手之后，才获得了国际竞争力。耶稣基督与十二使徒并非罗马公民，而是受罗马人统管的行省民。可是在卡拉卡拉皇帝废除行省民与罗马公民的差异之后，过去的「行省民」也就成为「罗马公民」了。列席尼西亚公会议的君士坦丁与诸位主教，从这个层面来说全部都是「罗马人」。罗马人采用了神子耶稣与神同等的「三位一体」论，因而确立了死后救赎的观念。亦即将基督教改造成我们后人所知的这个样子。即使这与当初耶稣基督的理念不同。





那么，为什么君士坦丁要花费这样大的心血去扶持基督教教会？

基督教方面经常以「为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理而醒悟」的说法，形容入信基督教的人。如果模仿这项说法的话，根据目前的专家考究推论，在遭受戴克里先皇帝彻底镇压，又由君士坦丁转向扶持的西元四世纪初期，为基督的教诲而醒悟的人，只佔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不过，有些学者表示，这项数字仅限於大都市之中，全国平均的话比例又要大幅下滑。而且所谓的大都市，指的是小亚细亚的尼可美狄亚、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帝国东方都市。同样是大都市，在基督教徒眼中的异教圣地罗马，便难有百分之五的成绩了。





基督教方面，以一神教徒惯有的看法，将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统称为「异教徒」。「异教徒」一词，在拉丁文原文中称作“paganus”。专家学者表示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住在意为「村」（pagus）里的人，也就是「村人」。这也就证明，西元四世纪时都市里的基督教徒多，而乡村地带少。

为什么都市的基督教徒多，而乡村地带少呢？第一项原因，应该是都市地带容易产生追求新事物的潮流，相对地乡村地区就比较保守。这是一项古今中外都相通的现象。此外，西元三世纪起罗马帝国产生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就是异族入侵造成乡村地区人口流散，都市地区人口过度密集。至於这项因素为何衍生出基督教势力扩增的现象，笔者已经在上一册最后一章「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中有详细讨论，在此就不重复了。不管怎么说，笔者在本书中所提及，西元三世纪、四世纪中「为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理而醒悟」的人，在罗马帝国人口中的比例佔「绝对少数」，是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既然基督教徒佔「绝对少数」，为什么戴克里先皇帝还要这样彻底地镇压呢？

戴克里先向来以不惜任何代价复兴帝国为己任，他的施政以帝国安全为中心要旨。具体来说，就是让帝国内的居民，脱离异族突破帝国防线后，深入领土烧杀掳掠的惨状。为了达成这项任务，恢复领导阶层同心协力的体制，稳固皇位根基的政策固然重要；帝国内的一般居民一起保卫「共同体」的心意也是不可或缺的。坚决认定异族是敌人的思想，才是真正能稳固国家安全的「基础」。

可是在一神教之中，尤其在热心於对异族传教的基督教之中，有一股认同信仰同样宗教的信徒，更胜于住在同一社会之同胞的倾向。换句话说，比起自小一同长大的朋友，基督教徒更注重临时造访，但信仰相同的信徒。如此一来，对于在帝国内部居住的基督教徒而言，比起同住在帝国内的同胞，如果异族信仰基督教的话，这些人反而会是更加亲近的同胞。同胞一词，除了同一国的国民以外，还有兄弟姐妹的意味。而在基督教中，「兄弟姐妹」代表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共通信仰，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关系。

戴克里先畏惧的，并非基督教徒的实际数量。而是害怕基督教普及之后，帝国的「防线」也就跟著溶化了。如果敌我不分，那么防卫的对象也就不明确，「防卫」也就无法发挥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戴克里先也承袭了「元首政治」时代列位皇帝对基督教的观念。有许多专家学者将戴克里先定位为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也是基於这个角度的看法。

相对地，虽说中间隔着一段争权夺势的时期，不过戴克里先的实际继承者还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不仅转向承认基督教的存在，更是第一个热心扶植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话说回来，在君士坦丁的时代，国内的基督教势力依旧是「绝对少数」。不仅如此，在戴克里先大力镇压之后，数量还要比以往更加稀少。君士坦丁明知社会局势如此，却还要一百八十度改变前任皇帝的政策，这是为了什么？





研究人员死命地一字一句解析君士坦丁留下来的文件书信，试图探讨这个人在公布「米兰敕令」之前是否对基督教抱持亲近感。另外还举出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战，数度发佈镇压基督教的敕令有效时，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统治的帝国西侧几乎没有镇压基督教的史实为证，表示君士坦丁的家族向来对基督教宽容。学界主张君士坦丁偏袒基督教的政策，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换句话说，君士坦丁在政治上偏袒基督教，只是因为他本人信仰。

确实，在西元324年成为唯一的最高权位者之后，君士坦丁建设了没有异教神殿，只有基督教教堂存在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而在异教的圣地罗马，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存留到现代的重要教堂也几乎都由君士坦丁主导修建。此外，君士坦丁还在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修筑了对基督教徒而言无比重要的圣墓教堂。





可是，尽管君士坦丁如此公然表露亲基督教的行为，他同时也是照着传统罗马皇帝的风格行事的人。他发行的货币正面是他个人的侧面肖像，背面则与历代皇帝相同地，刻有罗马诸神图案。而且他也没有禁止举办官方祭典。君士坦丁的儿子在发佈敕令，禁止举办官方祭典时，表示这是父亲的遗志。问题是，这种没有任何文件佐证的「遗志」，是最靠不住的史料。简单来说，尽管君士坦丁偏袒基督教，至少表面上他还遵守着「米兰敕令」中宣言的宗教平等。当他治理罗马帝国时，帝国还是处於「诸神混处」的现象。我们也可说诸神混处在某个角度而言等于罗马本身。

笔者阅读君士坦丁留下的书信之后觉得，反对派系只怕不容易从他字里行间找出毛病批评。因为文体是所谓小心谨慎的政治人物书信，从字面上不可能看得出来任何一丁点与基督教信仰相关的事物。可见君士坦丁实在是个很巧妙的双面人。

至於他的父亲君士坦提在镇压基督教时消极，也只是因为帝国西方的基督教势力原本就不强盛。既然衰弱又属于少数，镇压迫害的程度自然也跟著等比例下降。

至於君士坦丁个人信仰基督教与否，这件事情实在很难一口咬定是或否，因为宗教信仰完全是个人的问题。不过，相信至少君士坦丁本人并不讨厌基督教。





君士坦丁的亲生母亲荷蕾娜是个有名的基督教徒。当然在戴克里先在位时，这件事情不能对外声张。荷蕾娜公开表示信仰，恐怕要等到儿子的皇位稳固，发佈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之后。尤其君士坦丁在西元324年成功扫荡所有对手之后，荷蕾娜成为皇太后，倍受众人礼遇，甚至於完成了巡礼圣地耶路撒冷的旅行。

荷蕾娜因为出生于乡间酒馆，在「四头政治」体系下，由于副帝必须迎娶正帝的女儿，迫使她必须与结发多年的丈夫离婚。如果亲生儿子君士坦丁与母亲有深厚感情，也没有什么好奇柽。做儿子的总会同情母亲，尤其是遭遇不幸的母亲。假使儿子对母亲寄与同情与亲情，爱屋及乌扩及母亲信仰的宗教，这也是为人子理所当然的心态。

尽管如此，君士坦丁如此偏袒佔绝对少数的基督教，理由依旧成谜。因为君士坦丁既然身为政治人物，也就该知道如果硬行推动支持者少的政策，会成为政治人物的致命伤。





有许多人认为，领导者或支配者的任务，就是汲取受领导或支配的群众之欲望、需求，并将其化为现实。不过，这是在未深入瞭解民主政治的状况下形成的观念。而这种「任务」，也就成了许多政治人物的行动準则。确实这是从政人员的任务，但并非为政者的全部任务。现存的需求固然是需求，然而也有些需求必须经由人力唤起。

如果君士坦丁是那种认为统治者应理解被统治者的需求，将其化为现实的领袖人物，他也就不会对仅有百分之五的人施政。笔者认为，君士坦丁是个理解需求能借由人工唤起的领袖。

那么这又形成了一个问题，君士坦丁为什么有必要这般不辞辛劳，设法唤起群众的需求？这种把「少数」变成「多数」的企图，其动机不论为何，绝对不是可以轻忽省略不理的问题。换个角度来说，君士坦丁这样帮助基督教，到底有什么好处？




“Instrumentum regni”亦即「支配用的工具」



罗马人历经了王政、共和政、帝政等政体变迁，然而整个民族一直对世袭制度感到难以释怀，或者说感到怀疑。当初在王政时期，采用的是选举制度。到了共和政治就不用说了，相当於现代首相的执政官，也是经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在罗马帝国，即便是帝政时期，官方主权者依旧不是皇帝。皇帝只是接受身为主权者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以及罗马元老院委托行使权力。因此，一旦皇帝让人觉得不值得讬付权力，就会遭到暗杀。由于皇帝的任期与一年制的执政官不同，属于终身职，要把皇帝换下台，唯一的方法就是抹煞其肉身。

西元三世纪，罗马帝国会面临危机的第一项因素，以现代的方式来形容，就是因为接连撤换皇帝，造成政局动荡不安。为了改善现状，戴克里先构思推动了「四头政治」体系，但壽命并不长久。君士坦丁也是造成体系崩溃的人物之一，想必他已经看穿了「四头政治」无法解消政局不稳定的现状。此外，他还有野心，想要与「元首政治」时代的皇帝一样一个人统治国家。

可是，如果想要一个人统治国家，那就有必要构思一套不但有效，而且能长期维持效力的体系。这既不是已经证明无法发挥效果的「四头政治」体系，也不是随时可能以暗杀方式撤换的「元首政治」体系。





君士坦丁也知道，政局稳定是维持帝国存续的关键。可是在他任内，军事力量的分配，也不是以国界上的「防线」为重，而是注重强化他个人直属的兵力。因为他视保护个人家族存续，优先于政局稳定或帝国利益，所以才会被称为第一个中世纪君主。

只要讬付权力给掌权者的是「人类」，剥夺掌权者手上的权力，亦即撤换掌权者的权力也就会掌握在「人类」手中。那么，如果这项权力不在「人类」手上，而在其他存在之上，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罗马传统诸神，并不适合扮演这项角色。因为多神教的神明是协助保护人类的神明，并非指挥人类如何生存度日的神明。多神教与一神教的神明，打从性质起就不一样。亦即，能让君士坦丁满意的神明，必须从一神教里面去找。因为犹太教一直维持犹太人民族宗教的地位，在西元四世纪时，能满足上述条件的一神教，只有以跨越民族间隔为传教方针的基督教。而且，在两百七十年前，基督教势力还十分微薄时，圣保罗便计画将基督教从犹太民族宗教，转化为世界宗教，他曾经留下这样一段言论：


「每个人都应当遵从在上位者。在我们的教诲中，不认同除了上帝以外的权威。而现实世界的各个权威，都是受神指示才成为权威。遵从权威，也就是遵从君临於现世权威之上的天主。」







不知从什么时期开始，君士坦丁身边多了一位宗教顾问，名叫荷修斯。关于这个人物，我们只知道他是西班牙南部的都市科尔多瓦的主教。还有他虽然年龄不详，但是比君士坦丁年长。目前没有任何著作或文书可以确定出自这个人的手中，因此我们后人也无从而知，他实际上曾经对皇帝做过什么建议。

话说回来，顾问能发挥的影响力也有限。顾问的建议如果没有获得掌权者接受，那也只是纸上谈兵。建议的实现，以及化为现实时所需的力量，全看掌权者的一念之间。如此一来，是谁提出建议，问题也就不大了。真正的问题，是受到建议的人能不能接受这些意见。而在历史上，做出重大决断，分隔了古代与中世纪的，还是君士坦丁本人。

君士坦丁的政治敏锐度的确令人讚叹。他能够发现在现实世界中，亦即在俗世之中，把委托统治或支配的权力从「人类」身上转移到「神明」身上的观念之效力。因为委托及撤换的权力，再也不是可知的「人类」所有，而是归于「不可知」的唯一真神。

这种制度，把政权交给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意志表示的神明做决定。那么，就需要某些有资格听取神意的人，将神意传达给人类。在基督教的制度里，神意是透过神职人员传递的。而且还不是每日与信徒接触的祭司、在孤独环境中探究信仰的修道士，而是在召开以解释、整理、统合教理为目的的公会议时，有权利出席的主教。亦即，根据基督教的制度，只有主教可以向人类传达「天意」，表示天神决定赋予统治权给世俗君主与否。那么，只要与主教成了同伙，就能把「天意」也拉拢过来。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了，纯粹就看有没有办法拉拢主教。





「主教」一词，在后期拉丁文中叫做“episcopus”，后期希腊文中叫做“episkopos”。在基督教日益渗入社会的罗马帝国后期，这是最值得瞩目的阶层。

当时的基督教教会组织，不像现在的天主教会那样高度官僚组织化。因此主教的地位非常的重要。

主教被视为十二使徒的继承人，受讬拥有传达耶稣基督与十二使徒的意旨、教育引导信徒、统合信徒等各项权力。而且除了上述权力以外，还具有对有助於传播基督教的人物，赋予神圣正统性的权力。

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国王，多半是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在合意之下共拥其中一名领主为王。身兼主教的教宗与其他主教的关系，与封建国王的立场颇为相似。直到现代，罗马教宗同时也是以引导身居罗马的信徒为首要任务的罗马主教。如果要在凡间找寻立场与主教相似的职务的话，那就是州长了。简单来说，教区内的信徒，归主教统辖，只因为主教也是传达天意的人。现代的罗马教宗，是由获得任命为枢机卿的主教选举产生。而理论上，枢机卿投的票，是接受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告知「天意」后，才投给符合天意的人选。一切都按照天神的意旨，没有活生生的枢机卿个人意志掺杂在内。在基督教教会中，一切事物全都是依照天意而行。因此对他们来说，现实世界的统治，交给获得天意的人掌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听取天意传达给世人的，就是主教。





那么，当君士坦丁要拉拢主教时，具体而言使用了哪些措施？

组织的领袖最重视的，就是巩固组织并维持存续。对主教来说，就是如何确保人力与资产，以便在教区推展宗教活动、福利事业与教育事业。君士坦丁只要提出保证，并增加其数量即可。

君士坦丁修筑教堂捐赠给教会；捐赠资产作为教会活动的财源。对于在教会活动时，实际在第一线工作的神职人员，给与免除公务与稅赋的优待。即使不进入教会，以信徒身分积极参与福利活动的人，对教会来说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君士坦丁因而解除了对单身者不利的法令。

这些项目，笔者在前面的篇章之中已经叙述过了。而除了这些优惠政策之外，君士坦丁还赋予主教在教区内的司法权。罗马帝国再也不是法治国家了。原本司法与宗教应该泾渭分明，如今就连在司法圈子里，身为基督教徒的人都佔优势。

而且除了上述项目外，主教还成为苦於重稅的纳稅人在请求皇帝的征稅官手下留情时，唯一能请求斡旋的对象。这并非君士坦丁制定的制度。只不过既然主教的权力膨胀至此，想必人人也都会认为，说不定主教有办法让稅金少一点。





除了与自然环境相处的时间多过与人相处的农村地带以外，基督教渗透速度最慢的地方应该是军队了。原本在罗马军的官兵中，个別信仰太阳神或密特拉神的信徒就不少。而罗马军团已经习於在整体行动时把个人信仰摆在一边，参加为守护罗马帝国的罗马诸神举办的祭献仪式。

发佈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十一年后，西元324年君士坦丁与利齐钮斯展开内战，最后由君士坦丁获胜。利齐钮斯阵营的官兵在战败投降时，向着战胜者君士坦丁如此欢呼：


「君士坦丁皇帝，愿您获得诸神加护！」



诸神，也就是传统的罗马诸神。这表示即便在承认基督教之后，对官兵而言，「诸神」还是比较亲近的存在。





在面对官兵时，君士坦丁没有表露出任何亲基督教的态度，也没有提出任何措施。因为君士坦丁知道，皇帝的权威基础在于军队。如果做出什么减损军方支持的动作，会成为身兼最高司令的皇帝之致命伤。

不过，君士坦丁也做了个小动作。他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官兵以向天神祈祷为由，在星期日休假。至於异教徒官兵，在星期日与其他日子同样要接受训练。

在此要重复，君士坦丁只是承认基督教为宗教，并未将其立为国教，也没有排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西元四世纪的罗马人来说，基督教只是诸多宗教的其中之一。换句话说，就算只是为了星期日可以休假的无聊理由改教，精神上的负担也会比我们后人想像中来得轻微许多。





凯撒利亚主教约瑟庇斯，以第一位《基督教教会史》作者身分扬名於世。他在书中曾经很痛心地写道，当时改信基督教的人，多数并非为了信仰，而是基於利益。不过，如果等待个人自然提升对基督的信仰，想必要把「少数」转变为「多数」，又要花去难以估计的长年岁月。光是从耶稣基督死于十字架上，到宗教获得政府承认，就花去了三百年的时间。如果在其中，随业种或个人掺杂些许「利益」存在，不正能让「少数」转为「多数」所需的时间缩短了吗？这些政策与笼络主教的政策同样地，是冷静洞察人性现实之后，所设计的巧妙战术。这是相当政治的手段，也显示出君士坦丁满足了从政者的最重要条件，亦即对政治现实的敏感性。





自从统治与支配的权力，不是由「人类」赋予，而是由「神明」赋予之后，让历代罗马皇帝头痛的问题也就跟著一笔勾消了。

身为皇帝权力监督机构的元老院，从此也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理由。因为监督掌权者的功能，必须要有赋予掌权者权力的资格才能持有。

圆形竞技场与大竞技场，在过去也是身为有权者的公民表达意见的地方，从此以后只是单纯的娱乐设施而已。

尽管罗马人向来对皇位世袭抱持怀疑的态度，如今就算让多无能的儿子继承，也不须伤透脑筋找理由。

一切只要一句「你们会受我和我儿子统治，并非因为你们的意志，而是你们所信仰的神明的意志。」就可以打发。换句话说，只要表示「一切都是天神的意旨」就好。





在绝对君权盛极一时的十七世纪，英国的詹姆士一世与法国的路易十四高唱「君权神授」理论。如果将其转换成「现世支配权神授说」，那么这个想法是由比十七世纪早了一千三百年的君士坦丁播的种子。

如果这个想法是以由同一血统的子嗣继承为限，那么君士坦丁花费这样大的功夫巩固的支配权神授说，在他的儿子那一代就宣告断绝了。然而「观念」的部分，从某个角度来说，甚至於一直延续到了法国大革命为止。这项观念会如此长壽，是因为对统治者来说，统治者的选择并非由人类决定，而是由天神决定的理论便於掌权。





加冕仪式是最能代表其内情的事物。首先由国王屈膝跪在代表神意的主教跟前。而作为神明代理人的主教，把象征著经由神明正统化的统治权的王冠，戴在屈膝跪地的国王头上。

元首政治时期的罗马帝国，不认为统治权是由神明赐予。因此既没有皇冠，也没有加冕仪式的存在。






加冕仪式（图为查理曼大帝加冕仪式油画）




西元330年5月11日，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举办了庆祝落成的大型典礼。在全力兼程赶工之下，短短六年之间，这座城市至少具备了首都应有的外型。如果说，罗马是多神教罗马帝国的首都的话；那么加上君士坦丁皇帝名讳，号称「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一神教的基督教罗马帝国首都了。君士坦丁认为，要让光荣的罗马帝国重生，就必须在新政体、新首都、新宗教之下完成。也当然，从这一年起，所有的首都功能都从罗马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了。

权力的转移，也会连带造成权力周边的人口转移。就好像梳子的齿一根根掉落似的，地位高的人与富裕阶层的人纷纷从罗马移居到君士坦丁堡。在庆祝首都落成的第二年发生了事变，使得这个移居的现象更形加速。

这一年，北方异族大举来袭，突破了人称「罗马帝国国防能力检测仪器」的多瑙河防线。皇帝坐镇后方指挥罗马军队击破敌军，将投降的敌军编入罗马军中终结战争，共花去了两年的时间。这代表就连君士坦丁，也无法解除国界遭突破，敌人深入国土后才能获胜的局面。





西元337年，春季一到来，君士坦丁就率领大军离开首都君士坦丁堡，前往小亚细亚。因为在「四头政治」时期遭罗马彻底击败而言和的波斯帝国，在事隔四十年后又再度展开反罗马的军事行动。虽说君士坦丁这时已经六十二岁，然而与波斯王国作战的话，还是需要本人亲自领导。君士坦丁与在私通罪名下处死的皇后法乌斯塔之间生有三名儿子。这时三个人分別是二十一岁、二十岁与十七岁，还不足以承担对波斯作战的重责大任。除了嫡子以外，君士坦丁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及几个姪子。然而君士坦丁重视以亲生子嗣继承皇位的观念，不可能让这些人有建功扬名的机会。





不过，这时君士坦丁已经六十出头。可能是三十年来忙于争夺皇位与专制统治，把意志与体力全数投入取得与维持权力，因而积劳成疾。君士坦丁一到达小亚细亚西侧边缘的尼可美狄亚后，就臥病不起了。在病情没有起色的状况下，於5月22日过世，享年六十二岁。君士坦丁的遗体，没有按照传统举行火葬。而是直接运到君士坦丁堡，埋葬在他生前修筑的「圣十二使徒教堂」。原本罗马是历代皇帝的埋骨之处，如今连这个功能都失去了。

根据基督教方面留下的史料，君士坦丁临终时，是由原属于反对三位一体论的奥里斯派成员，尼可美狄亚主教约瑟庇斯为其洗礼。不过留下这段记载的，并非为皇帝洗礼的当事人，亦即最佳目击证人尼可美狄亚主教约瑟庇斯。而是同名，但不在场的凯撒利亚主教约瑟庇斯。换句话说，这只是传闻。不过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是否真的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只怕没有那样重要。现代人也许认为，这是君士坦丁皇帝在临终前痛改前非的表征。不过对于临终洗礼这件事，还有不同的说法。西元1964年，於牛津出版的The Later Roman Empire作者，亦即罗马帝国后期历史的世界权威A.H.M.Jones教授是这样表示的：


「君士坦丁只是依循著大多数诚挚基督教徒的惯例罢了。亦即，他在现世既然必须沾染於基督教教义中属于重罪的恶行，那么干脆把成为基督教徒所需的洗礼，延后到想干坏事都没办法的时候举办。」







看到这段文字时，笔者心中浮现了吉田茂首相的身影，觉得十分愉快。笔者自认为已经充分理解古代基督教顺应时代的能力，以及因应罗马人观念的弹性，在作品中也陆续提及，可是没想到还有这样有趣的一面。笔者自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非宗教观点叙述历史。如果真是如此，说不定笔者在临死之前还能接受洗礼，获得基督的救赎。不过话说回来，一生中重于基督教义而活的人， 与临终前补票上车的人，在基督教的神明之前是否真的还一律平等？

虽然说君士坦丁到最后才补票上车，但在生前如此热心扶植基督教成长，其成果可不是颁赠「大帝」称号就能形容的。关于这点，查理曼可就远远比不上他了。有一位研究人员曾这样表示：


「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存在，基督教教会将因为每当教理解释时都产生论争，结果造成一再分裂，最后与古代其他宗教一样销声匿迹。」



不过，其他研究人员不仅针对君士坦丁，而是统括从戴克里先起，到君士坦丁，即笔者在本书中讨论的时代后这样表示：


「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壽命做到这个程度吗？」







有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两位皇帝使得罗马帝国复甦了。可是这两个人，是把罗马帝国转换成另一个帝国，才维持了罗马帝国的名义。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存在，也许帝国的结局会在西元三世纪末期就到来。然而，他们兴起的帝国，后来也维持不到百年。如果这百年之中，是与五贤君时代相似的百年的话，那付出多少代价都还无所谓。也就是说，如果在这百年里帝国国界上的「防线」如同铜墙铁壁，异族无法入侵；可以用于检测百姓是否安居乐业的农业也兴隆发展；治安良好，在道路上往来的旅人车辆不用担心遭盗匪袭击；人员物资在广大的帝国之中流通；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高；登用人才的机制能发挥作用；政府抽稅时又轻徭薄赋，那还没话讲。换句话说，就是享受百年的「罗马和平」。

可是在这之后的百年，社会却不是这个样子。「罗马和平」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说「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壽命做到这个程度吗？」这句话，是许多学习罗马从诞生到灭亡的历史的人，心中自然会浮现的疑问。尤其是在知道其后的中世纪，是个怎么样的时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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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致读者



从罗马市区驱车往郊外走三十分钟，就能看到许多古罗马时代的別墅遗迹。在诸多遗迹之中，像是「哈德良別墅」这等在名胜古迹中名列前茅的知名遗迹，已经经过彻底研究，转为观光用途。不过除了著名的遗迹之外，尚有许多因为曾经由罗马历史名人拥有，或者因为別墅规模广大、地板的镶嵌画美观、圆柱所使用的大理石材料珍贵等因素，被列入考古学重要古迹的地方。这些地方由义大利及欧美各国的大学考古学调查团队负责进行挖掘研究，外人不可能在其中四处閒逛，或者坐在石墙上缅怀故往。

不过，郊区还是有许多不受重视的遗迹存在。古罗马人认为「別墅」（villa）与都市内的房屋同等，甚至更加重要。別墅本身就是周遭有自然环境围绕的生产基地，这个名词同时也带有「田园之家」的涵义在内。

总而言之，由于数量众多，即便动员全欧美的大学考古学人员都无法挖掘每一个遗迹。有不少遗迹可能是交给乡镇市公所的观光课代为管理，除了例行的灌木修剪与扫除灰麈的工作以外，完全处於放置状态。这种地方往往一片寂静、人烟罕至。到最近几年，笔者也有了参观这种无名遗迹，不做调查工作，而是坐在遗迹中独自冥想的习惯。

直到开始执笔「罗马人的故事」第Ⅻ册为止，笔者的眼光与步履一直集中在广阔的罗马帝国疆域上。古代的罗马帝国疆域，包括了欧洲、中东、北非等广大区域。可是在现代，如果从罗马搭乘飞机的话，可在一小时内到达绝大多数的帝国领地，就连边境地区，也顶多只要两个小时。每当在帝国各地旅行时，笔者总会心想，为何罗马的菁英分子能够无怨无悔地，在这种生活环境万万比不上首都的地方执行防卫与统治的任务。好比说当笔者前往隆冬的多瑙河畔时，俗称匈牙利落山风的寒风便冷得几乎让全身冻结。而当前往能瞭望撒哈拉沙漠的要塞遗迹参观时，当地炎热得让人无心去遥想罗马帝国的防线，满脑子只想着要如何才能模仿以往的罗马人制作水果冰沙。

而到如今，笔者一边在距离帝国首都罗马不远处的別墅遗迹中逍遥散步，一边想像著西元四世纪时，这间別墅的主人心中在想些什么。就仿佛笔者随着罗马人共同思考、行动了一千年，如今眼见结局将要来临。





別墅的主人年约四十五、六岁，出生于元老院阶层的世家之中，拥有议会席位。不过他已经长期没有出席会场位于罗马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会议，与议员同事的往来也仅止于最起码的底线。原本位于罗马市区内的宅院，在因经手基督教会资产运用而发迹的暴发户前来求售时，毫不惋惜的脱手。別墅主人单身，膝下无子女，不过这不是什么特別的际遇。在这个对帝国未来不抱持希望的时代里，有许多人终生维持单身。

这座郊外的別墅，如今地位几乎不是別墅，而是长住的家室（casa）。尽管別墅称不上广大，还是有足够的面积让主人的房舍与佣人房、工作场保持适度的距离。別墅的设计忠于传统的罗马別墅观念，周围有橄榄树与果树林立、而且照料得宜的果园，放牧家畜用的牧场，以及预期收获量足堪全家使用的小麦田。別墅附近有清流穿越，后方的森林可以提供香菇采集以及打猎用途，这正好符合罗马人好食香菇的需求。简单来说，如果不像西元前一世纪的美食家卢加拉斯那样追求奢侈膳食，绝大多数的事物都可在庄园中自给自足。

话说回来，即使拥有足够的意志力与经济能力，想要模仿早期富豪行为，从远方采购山珍海味让客人吃惊，在这个时代也已经是办不到的事情了。“Pax Romana”（罗马和平）的结束，也就代表大范围经济圈的结束。原本遍布帝国各地的交通网路，如今肝肠寸断。在异族与盗匪的屡次袭击之下，运输费用节节高升。对于活在西元四世纪的罗马人来说，即使不主动追求朴素的生活，生活型态也不得不走向设法以身边事物自给自足的地步。





罗马式的別墅，打一开始便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庄园中有小型的工厂，如果施工条件不需要太特別的高等技术的话，可以在庄园内自行施工，甚至於自行制作工具。

要让別墅发挥功能，就必须要保有仆佣。佣人虽然身分属于奴隸，然而都是在这个家庭中长大的。其中有的甚至是延续两、三代的家奴，地位已经有如一家人，不过奴仆并不打算过度干涉主人的生活。主人佣人之间谨守着礼仪，在这种带有温暖人情的气息中，度过在別墅里头的岁月。

別墅的生活尽管宁静，庄园的主人并不认为自己弃世隐居或是不愿面对现势，他认为自己只是抽身而出罢了。如今他已经不想反抗时代潮流，同时认为反抗也是白费工夫。不过他毕竟出身於世代担纲国事、培育领导人才的家门，如今尽管站在岸边，他依旧会注意著时代的洪流，亦即世间的动态。虽然说如今元老院议员不过是一个虚名，毕竟他自幼接受了担纲国事时不可或缺的「教育科目」训练。

如果庄园主生于西元前一世纪，说不定他会伴随着朱利斯·凯撒南渡卢比孔河。如果生于西元一世纪，也许他会成为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祕书官之一。为了改革诸般措施与稳固新政策，恐怕会忙碌到无暇回到別墅中享受田园生活。又假设他生于西元二世纪的话，可能他会伴随哈德良皇帝视察帝国边境，重新研讨广大的罗马帝国国防与统治体系，将壮年男子的精力全数燃烧殆尽。只不过虽然他生于罗马帝国，却是在四世纪的罗马。

即使他有意愿奉献于边境防卫工作，由于他身为元老院议员，因此没有机会从军报国。而且即使想在皇帝之下担任高级官僚，这个时代的罗马皇帝已经逐渐具有东方君主色彩了。对于这些出身西方的罗马元老院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仕途之前仿佛竖立了一道无形的墙壁。这就是西元四世纪的罗马社会局势。不过即使在四世纪，像庄园主人这样具有知识与行动能力的男子，其实还有一个能发挥才干的管道。

那就是成为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之前有无接受过洗礼，并非什么大问题。在当时，有不少人是在成为神职人员之后才接受洗礼的。而且像他这般出身上流社会又充满知性的人，甚至於可能不经过低阶神职人员阶段，直接从主教开始做起。

只不过，庄园主人并不打算向时代妥协到这个地步。这不代表他对于传统的罗马诸神信仰深厚，只是他不打算投入基督教信仰罢了。在当时像他这种想法的男子，多半热衷於希腊哲学的某一个神祕派系。然而从庄园主人的眼中看来，这个派系并不具有足以说服观点不同的人的力量，只是一种知性上的自我满足。就连与这个哲学派系的门徒在同一张餐桌前用餐，都令人觉得痛苦。

庄园主人认为，如果这就是自己所属阶层的现实局面的话，那大可在基督教徒藐视的「异教徒」身分下结束一生。无论世间如何变化，只要在这个別墅中还能维生就好。





生于时代转换期间的人，其实还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人生走向。

是随波逐流。

或者中流砥柱。

抑或从潮流中抽身而出。

接下来要动笔的第XIV册，写的也就是这三大类型男子的故事。而当笔者在动笔写下这些故事的同时，立场会比较偏向第三种，亦即庄园主人的观点。这不是因为笔者觉得：「这个观点可以用于诉说结局已经近在眼前的罗马帝国故事」，只是因为笔者长年诉说罗马人的故事下来，觉得第三种观点比另外两种观点要来得亲近一些。





最后，要告诉各位读者一件事情。

至今为止的各册，笔者都设法在封面或内文中多加介绍罗马人的「面容」，这是因为笔者希望读者能够先看看故人的长相。在第XIV册封面所介绍的，与其他几册同样是「罗马人的长相」。不过读者在第一眼看到的同时，恐怕会怀疑这真的是「罗马人的长相」吗？因为这一册所挑选的人物，是米兰主教，名列天主教圣人之中的安布洛修斯。在四世纪的历史名人之中，这个人是少数出身於首都罗马的罗马人。就好像第Ⅰ册的朱利斯·布鲁图斯、第Ⅱ册的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以及第Ⅳ、Ⅴ册封面介绍的朱利斯·凯撒。如果各位读者对于为何有这般变化感到疑惑，那么请想想下列事实。

在表达人的面容时，尤其在表达领袖的面容时，往往作品中呈现的不光是当事人的长相，还会反映出作者对其抱持的观感。无论作品表现的是权贵或是皇帝，其中往往显现的不仅是当事人原有的长相，而是显现出作者希望代表自己的领袖是什么样的长相。就连原本应当反映现实的照片，其中一定都参杂了摄影师对被摄影体的看法在内。由人类亲手制作的雕像与镶嵌画，自然要比照片更强烈反映出作者的观感。

而笔者在这些年来介绍给读者，希望读者观看的「面容」，也都是当时的时代领导人的面容。也就是说，作品中显现了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对于自己领袖所抱持的形象。而制作这些作品的人，在制作当时也背负着众人对于领袖的观感。也因此，笔者历年来介绍的「罗马人的面容」，包含了下列两项要素。

一、当事人实际的长相。

二、同一个时代的人认为符合领导资质的长相。

这些因素，使得同样身为首都出身罗马公民的西比奥、凯撒的外表与圣安布洛修斯的「面容」造成不同的形象。而同样身为罗马公民，行省出身的图拉真与哈德良，也与西元四世纪出生在首都的圣人「面容」产生差异。这正是因为领袖的面容，势必会反映出其生存的时代特色。




第一章





皇帝君士坦提乌斯






（西元337~361年在位）






剷除异己



第一个承认基督教存在，因而被后世的人追加了「大帝」（magnus）尊称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逝世於西元337年5月22日。当年他决心推动波斯战役，因而亲自率军离开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现今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然而在渡海到达小亚细亚的尼可美狄亚之后随即病倒，就此长眠不起。君士坦丁享年六十二岁，如果从他参加皇位争夺战起算的话，在位期间长达三十年。若从他击倒竞争对手马克森提斯，将帝国西侧掌握在手中的时间起算，则在位期间为二十五年。而如果从他击倒最后一名对手利齐钮斯，成为国家唯一的最高权位者的年份起算，在位期间则为十三年。因此我们可说君士坦丁一生中有足够时间把自己的野心发挥到极致。似乎坊间也不认为他是意外逝世，谣传中没有出现行刺、毒杀等说法。

姑且不论君士坦丁初期以军事行动为主要任务的「凯撒」（副帝）期间，从他成为军事政务最高负责人「奥古斯都」（正帝）的西元312年起算的话，君士坦丁掌权期间依旧长达四分之一世纪。这项在位期间记录，甚至超越以政权稳固为特色的五贤君时代。在历任罗马皇帝中，君士坦丁在位年数仅次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位期间漫长，代表皇帝的大多数政策得以开花结果，想必君士坦丁临终时心中没有任何遗憾。与大国波斯之间的战役，由于并未正式开战，因此能够轻易中断。而且目前而言，中断战役不会造成任何失利。这是因为当时罗马并非遭到波斯攻击后出兵还击。换句话说，在西元337年时，波斯对罗马帝国不算什么严重的威胁。因此在此时中断战役，只是期望开战的罗马方面因为最高司令官逝世而把战役延期罢了。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虽然病逝在前往波斯战役的途中，却没有造成「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形象。因为他在生前成功地让西起泰晤士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北起多瑙河、莱茵河两大河，南至撒哈拉沙漠的罗马帝国维持统一局面。即使不是基督教徒，只要是身为罗马公民的人，想必都不会反对颁赠「大帝」称号给君士坦丁。按照传统原本该颁赠的是「神君」（divus）称号，然而身为一神教的基督教不仅不承认其他神明存在，就连近似神明的存在都不认同。因此颁赠给君士坦丁的称号只好改为与英文“great”同义的“magnus”。顺带一提，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因此遗体不采用罗马传统的火葬，而改以土葬方式入殓。

对一个最高权位者而言，任期中最后一件重要任务就是安排继任人选，以及整顿环境，让继任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君士坦丁在位时也没有疏忽这方面的问题。在他过世前两年，便将广大的罗马帝国划分成五个区域，选定各个区域的国防与统治负责人并公诸於世。这项政策，是君士坦丁为了避免自己身故后发生继承权争夺战而施行的预防措施。可能是君士坦丁体验过将大半壮年期间花费在排除竞争者的人生，因此对于在萌芽之前便翦除内乱的重要性体会最为深刻。虽说当初点燃内乱火苗的，正是青年时期满腹野心的君士坦丁本人。

凭借个人实力攀上最高权位的君士坦丁，膝下有四名亲生儿子。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长子库里斯普斯虽然获得「凯撒」（副帝）地位，日后却让君士坦丁以与君士坦丁再婚对象法乌斯塔皇后乱伦私通的罪名处死。因同一事件而死的皇后，与君士坦丁之间生有三名儿子。依照年龄顺序，分別名叫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斯。君士坦丁逝世那年，三名儿子分別是二十岁、十九岁，以及十七岁。这三人当时已经享有「凯撒」称号，如果大帝将帝国交给三名亲生儿子接手，也不会显得不自然。可是君士坦丁没有这么做。

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克洛鲁斯在接手「副帝」职务时，与第一任妻子，酒馆老板的女儿荷蕾娜离婚，迎娶了当时的「正帝」马克西米亚努的女儿堤欧铎拉。对于荷蕾娜的儿子君士坦丁而言，父亲与继母堤欧铎拉所生的两个儿子是他的异母弟弟。异母兄长君士坦丁大帝过世那年，两名异母弟弟还健在。这两名弟弟膝下又各有两名儿子。对于大帝的三个儿子来说，这四个人是堂兄弟关系。

依照年纪大小来介绍的话，这四名堂兄弟姓名分別是达尔曼堤斯、汉尼拔良努斯、葛尔斯，以及朱利亚努斯。较为年长的两名年龄不详，只知道似乎比君士坦丁的亲生儿子稍微年长一点。至於年纪比较小的两位，葛尔斯在当时十二岁，朱利亚努斯则只有六岁。

君士坦丁大帝在逝世前两年，亦即西元335年时，就把「凯撒」称号赐给达尔曼堤斯与汉尼拔良努斯两人。也就是说，他任命的帝国国防、政务负责人不仅包括亲生儿子，还包括侄子在内，一共有五个人。内乱未必会是由当事人的野心所引起的。在许多状况下，会是反对现有势力、对现势不满的人找出适当人选当成号召用的旗帜。达尔曼堤斯与汉尼拔良努斯的「皇室血统」浓度要比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浓厚。想必君士坦丁大帝打算把既得权势分给这两人，借此消除所有内讧的可能性。君士坦丁大帝在这些顾虑之下所规范的负责区域如下所述，而且这项分工体系已经在其逝世前两年起步运作了。





长子君士坦丁二世

——高卢、希斯帕尼亚、不列颠

次子君士坦提乌斯

——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

三子君士坦斯

——义大利、旁诺尼亚、北非

侄子达尔曼堤斯

——达其亚、色雷斯、马其顿、希腊

侄子汉尼拔良努斯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亚美尼亚王国






君士坦丁大帝安排的继承者




当时的亚美尼亚是由亲罗马派国王所统治的独立王国。想来君士坦丁大帝远征波斯的目的，除了击退波斯王，强化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势力以外，还打算把波斯觊觎不已，因而经常沦为罗马与波斯开战原因的亚美尼亚王位整个掌握在罗马手中。一旦完全掌握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其背后的亚美尼亚王国，就能借此随时监视住东方大国的心脏地带——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如果从现代的国別来看，就是由约旦、叙利亚、土耳其三个国家，由西方与北方两个方向包围伊拉克。而君士坦丁大帝打算在实现这项战略之后，由侄子汉尼拔良努斯担任这个区域的统治者。为了加深罗马与这位未来亚美尼亚王的血缘关系，君士坦丁还特地把亲生女儿嫁过去，使得未来国王不仅是罗马皇帝的侄子，同时还成为女婿。

以上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所安排的继承者人事。如果这项人事计画能够稳固地执行的话，就能够维持不流血的局面，和平稳健地执行大帝逝世后的继承者交接工作。





根据推测，君士坦丁大帝的遗体应该是在5月底左右回到首都。大帝逝世於5月22日，而尼可美狄亚与君士坦丁堡之间距离不到一百公里，由此可推测运送过程不需要太多时间。尼可美狄亚与君士坦丁堡都是面海的港都，因此遗体有可能是利用船舶护送回航。不过皇帝即使在身故之后，依旧是公共人物。既然在生前必须带领众多武装部队行进，展现掌权者的威风，那么身后的葬仪恐怕也必须如法炮制。这样推论的话，护送时可能不会选择方便但是不容易让人目击的海路；而是还择陆路，走在行人不断的干道上，以及穿越沿途城镇的正中央。如果以牛车护送的话，过程至少要花上五天。

推测於6月初举办的葬礼，理所当然地是采用基督教仪式。不过除了从安提阿赶来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以外，大帝的亲生儿子都不在场。长子君士坦丁二世当时身在莱茵河附近的特里尔，三子君士坦斯也身在多瑙河附近的某处。可能皇室判断距离上不方便奔丧，而且当时是夏季，葬仪能拖延的时间有限，无法等待其余人员到场。总而言之，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华丽葬礼上，只有下列五位血亲列席。

大帝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以及侄子达尔曼堤斯、汉尼拔良努斯。这三名年轻人拥有代表副帝或皇位继承人涵义的「凯撒」称号。

达尔曼堤斯与汉尼拔良努斯的亲生父亲，已故大帝的异母弟弗拉维斯·达尔曼堤斯。

弗拉维斯的胞弟朱利斯·君士坦提乌斯。这个人是可能因年幼而无法出席葬礼的，十二岁的葛尔斯与六岁的朱利亚努斯的亲生父亲。

在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这两名异母弟弟并没有获得能够运用皇室成员身分的地位或重要职务。似乎大帝的两名弟弟自幼一直维持私人身分。按照惯例，在前任皇帝葬礼结束后，就要让元老院决议通过凯撒的奥古斯都化，亦即从副帝升格为正帝的仪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西元337年6月时没有举行仪式，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由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因此详细时间不明，不过似乎在7月的某一天，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内发生了血腥的屠杀惨案。





遭到杀害的，是除了君士坦提乌斯之外，大帝葬礼当天列席的所有皇室成员。在大帝的血亲之中能够侥幸逃生的，只有十二岁的葛尔斯，以及六岁的朱利亚努斯两个人。可能是凶手没有意愿杀害两名未成年的小孩。又可能是在背后策划这场凶案的人，下令保住这两名幼童的性命。这项推论是基於当时没有人积极拯救这两名少年，然而两人却能幸免於难的事实。

除了与大帝有血缘关系的人员以外，在大帝生前忠心奔走的亲信也成了凶案的牺牲者。在西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禁卫军团长官虽然是军职，工作却有如首相，因而是国政的第二把交椅。当时的禁卫军团长官阿布拉比乌斯就是在这场凶案中丧生，其麾下的许多高官也同时遇害。

以一般观点来看，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么多地位崇高的人在皇宫内遭到杀害，可见凶案事前经过周密计画。因为如果指挥系统不明确，事情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

可是这场在帝国首都的皇宫内发生，据说死者超过五十人以上的血案之中，可以确定的被害人身分却只有五、六人。就连案情发生在几月几日，直接下手的凶手是谁，都没有明确的线索。既然案情这么不明确，那么也就无法查出背后到底是谁在穿针引线了。因为在这个时代，众人即使怀疑也不能说出口，更別说要写下来了。





尽管如此，包括两名副帝在内，有四名大帝的血亲以及许多重臣遇害。而众所周知，案发当时君士坦提乌斯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内，因此在案发后他也不能装聋作哑。这名十九岁的青年在案发后发表了简短的声明：

本人在案发时身在皇宫内，但是与血案没有半点关联。

行凶者是在自由意志下行动，认为罗马帝国的皇位应当由已故大帝的亲生儿子独占。

打从血案发生的当时，凶手是君士坦提乌斯麾下的官兵一事就已经是定论。只不过凶手的姓名没有公开，行凶人员之中也没有任何人遭受刑罚。幸免於难的两名十二岁与六岁少年，被寄养在从尼可美狄亚主教升迁成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约瑟庇斯家中。收养两名少年的约瑟庇斯主教，同时也是在君士坦丁大帝临终前为其举行洗礼的人。这个人当时身为与三位一体教派对立的奥里斯教派代表人物。无疑地，约瑟庇斯主教在收养这两名王子的时候也知道，君士坦提乌斯的用意不在于给予王子适当的教育，而是要他监视著这两个潜在的皇位竞争者。日后主教在执行监视工作时，严格得让人觉得监视动机简直不像是发自於世间臣子对于皇帝的忠诚，而是发自於他个人对于基督教神明的信仰。





尽管帝国首都发生了过半皇室成员与成群高官在一夜之间惨遭杀害的骇人事件，舆论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与其说是迟钝，不如说是保持沉默。整个舆论局势诡异得好像一块巨石落入湖底之后，湖面没有产生半点涟漪一样。不过在血案发生之后还是要安排一段时间让局势冷却一下。双手沾了血腥的人情绪会因而亢奋，尤其当这些人以战斗为业时，更容易让亢奋的情绪失控，因此有必要加以控制。对于在背后主导血案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事后处理程序。

血案的事后处理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外人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推测得知的是，应该一个多月左右。因为君士坦提乌斯在9月之前就离开了首都，前往胞弟君士坦斯所在的旁诺尼亚行省。当时身为长兄的君士坦丁二世也离开了高卢地区，来到这块濒临多瑙河中游的土地。在大帝过世几个月后，这三名亲生兄弟才首度在官兵人数比首都众多的行省军团基地展开第一次会谈。

在官方发佈的声明之中，达尔曼堤斯与汉尼拔良努斯是在官兵的独断之下遭到杀害。这次的会谈，目的就在于分配两名凯撒留下的责任区。达尔曼堤斯生前负责多瑙河下游地区，这里是防卫北方异族入侵的重要战略区域。如同上图所示，多瑙河南岸的达其亚，以及达其亚南方的马其顿和希腊，被编制到三子君士坦斯的责任区中。而多瑙河汇入黑海的地区，则被编制到次子君士坦提乌斯的责任区内。汉尼拔良努斯生前负责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亚美尼亚，也理所当然地让次子君士坦提乌斯的辖区吸收。






君士坦丁大帝三名嫡子主导的帝国责任区划分




等到三兄弟对新的帝国责任区划分达成协议之后，皇室才派出快马带着公文赶往罗马与君士坦丁堡，要求元老院承认将「凯撒」升格为「奥古斯都」，亦即由副帝升格为正帝。两地的元老院也很当然地，全场一致通过这项议案。

一路发展下来，副帝之中只有君士坦丁大帝的嫡子，现年二十岁、十九岁与十七岁的三兄弟能升格为「奥古斯都」（正帝）。这也是继君士坦丁大帝之后，三名嫡子治国的起始。




帝国三分



在能力优越的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继承皇位的是现年二十岁、十九岁，以及十七岁的三名亲兄弟。在历经三十年的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如果民间有人对这三人的年幼感到不安，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从皇帝一词的语源来自於军事用语“Imperator”（凯旋将军）就可得知，罗马皇帝的首要职责，在于保障帝国全体民众的安全。换句话说，皇帝要负责击退来袭的外敌，防止国土遭到入侵。这三名亲生兄弟虽然成功地继承父亲的职位，享有「凯撒·奥古斯都·皇帝」称号，然而三兄弟全都没有上过战场。我们可以为其辩解说，这三兄弟当时才刚满能够出征的年纪。也可以为其辩解说，由于做父亲的大帝在生前压制住外敌，因此三名王子的少年时期，没有发生足以威胁帝国安全的大型战争。






君士坦丁二世









君士坦提乌斯









君士坦斯




话说回来，一个人能在战场上赢得多大的功绩，往往要看在率领部队作战之前能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探索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可以有助於了解成年后的人际关系。偏偏这三兄弟虽然身为最高权位者的嫡子，在父亲逝世之前的私生活情况如何却没留下半点记录。这甚至让笔者认为，帝国末期的特色之一是对神明的关心程度提升，对人性却开始不感兴趣。

不过这三兄弟虽然由同一对父母所生，与亲信之间的关系却是完全不同。长子君士坦丁二世似乎对于自己与亲信之间的关系如何毫不在意。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则是完全相反地，对于亲信与自己的关系过度在意。似乎他深信一旦身为皇帝，就连与亲信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距离，而他的个性又是认真但是阴沉。三子君士坦斯则是个标準的上流阶层子弟。这名个性开朗的十七岁青年身边的亲信，就是少年时与他共同打猎、开宴会，一同游玩的伙伴。

这三名青年的共通之处，除了没有军事方面的功绩之外，另外还有两点。第一点，这三个人都没有能够称为挚友的朋友存在。第二点，这三个人都在由希腊文称为“Eunuchus”的阉宦所把持的宫廷之中成长。“Eunuchus”不光是用于侍候统治者的妻妾。由于这些人并非完整的男子，因此当时认为这些人不会有野心，适合放在权势者身边作为亲信。不过原本只有东方的专制君主国家才有重用宦官的风气。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属于西方，不仅是共和时期，连在元首政治时代也没有重用宦官的风气。





到了皇帝形象朝向东方风格转变的戴克里先时代，罗马帝国的皇宫内才开始采用宦官。不过这个时代的宦官，角色上顶多只是作为官邸的管家。要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宦官才开始握有更加强大的权势。由戴克里先皇帝开启的后期罗马帝国政府，特別注重让身为统治者的皇帝与被统治的臣民之间保持距离。而宦官是衔接双方关系仅有的少数管道之一，重要程度自然会渐渐提升。

不过到了这个阶段，宦官依旧没有将管家的工作转让给別人。这是因为在专制君主体制之下，待在掌权者身边服侍的人能获得更多的优势。此外，宦官也意图建构专属于他们的权力架构。换句话说，原本皇宫应该是皇帝於公於私双方面的权力中心，如今内部却盘根错节，遍布了宦官的人际网路。

另外，宦官网路比其他的人际网路还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些人的共通之处，在于外在虽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心中其实对健全男子有强烈的仇恨意识。如此下来也理所当然地，在宦官组织中充满了与憎恶表里一体的嫉妒心态，而嫉妒的心态又容易发展成阴谋迫害。再加上排他性的组织为了自保，往往又容易转变成间谍组织。西元三世纪的皇帝如果惹起官兵反感就会丧失性命，而四世纪的罗马皇帝，却必须提防宦官的嫉妒。在这个时代，偏偏如果没有宦官，日益东方化的皇宫就会失去机能。而如果过度听信宦官的耳语，又会把对国家有益的人才送上刑场。




一人退场



西元337年9月，在旁诺尼亚行省由三名「奥古斯都」（正帝）成立的帝国分担统治体系是由亲兄弟间协议产生，理论上应该能长期维持稳定。这三兄弟的会谈过程始终气氛和谐，就连半点争执都没发生。可是有人在会场上点头同意，不久之后却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吃亏了。这种凡事后悔的人在刚开始后悔时，如果身边有人能出面提醒他，表示这只是被害妄想，那么事情也就结束了。只可惜君士坦丁二世身边没有这种亲信存在。当然也可能是这名年纪才二十出头，政治上又不够成熟的年轻人，对于宦官无中生有的造谣反应过度。





结束兄弟三人在多瑙河中游的会面，回到莱茵河畔没有多久，长兄君士坦丁二世的脑海中就充满了自己遭到两名胞弟欺骗的感觉。二弟君士坦提乌斯不仅把遭到杀害的汉尼拔良努斯原有的辖区完全纳入手中，还接收了原本由达尔曼堤斯管辖的色雷斯。小弟君士坦斯也接收了半数以上原由达尔曼堤斯管辖的区域，其中包括达其亚、马其顿、希腊。君士坦丁二世不满意的是，只有身为长兄的自己辖区与过去几年一样。於是，长兄向小弟提出割让北非的要求。而小弟君士坦斯的回答是「拒绝」。这时候唯一能够介入兄弟之间纷争的二弟君士坦提乌斯又身在遥远的东方。因为波斯王国趁着大帝逝世的机会派兵入侵，他实在无法抽身赶往西方。

一如上述，长兄与小弟之间展开了对北非所属权的外交争执。而在当时似乎小弟并没有认真回应长兄的要求，最后做长兄的终于沉不住气了。






君士坦丁二世




君士坦丁二世率军穿越阿尔卑斯山，攻入了义大利北部，可是这场军事行动并未做好事前的準备。虽说起兵的时机选在君士坦斯前往达其亚的空档，不过事前的预备工作实在不周详。部队虽然能轻松地横越义大利北部，可是在正要前往君士坦斯的根据地旁诺尼亚行省时，就遭到君士坦斯麾下的官兵阻挡。这场战斗发生在亚奎雷亚附近，而且很快地就结束了。战败之后麾下的官兵四散逃逸，孤立无援的君士坦丁二世活像士兵一样的遭到俘虏，并且随即遭到杀害，遗体被人丟到附近的河里。身在达其亚的君士坦斯到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才得知长兄的军事行动与死讯。君士坦丁大帝的长子就这样匆匆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享年二十三岁。由于遗体没有找到，因此事后没有建立陵墓。而由于他生前没有接受洗礼，基督教会也就当成没发生任何事情。这年是西元340年，离做父亲的君士坦丁大帝逝世不过三年光阴。





事后在剩下的两兄弟之间，没有举办会谈讨论长兄留下的辖区要如何分配。由君士坦丁二世负责统治与防卫的不列颠、高卢、希斯帕尼亚等地，很自然地被小弟君士坦斯吸收合并。如此一来便如下图所示，由一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掌握了三分之二个罗马帝国。不过身为兄长的君士坦提乌斯对这件事情连抗议都没提出过。






两兄弟分担帝国统治的责任区分划分




一方面他忙于对付前来进逼的波斯王，没有余力插手帝国西方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也想回避亲生兄弟之间互相争夺的局面。整个行为也许不是纯粹出自於兄弟之间的情谊，至少如果以维持父亲留下的帝国为优先的话，再度引发兄弟之争绝对不是好办法。长兄在轻率起兵作战之后过世，不过至少没有将帝国西侧卷入长期战乱，而是在刚刚开始没多久的状况下就结束了。从维持帝国整体存续的观点来看，这甚至可以说是幸运。就在这些背景之下，失去领导人的不列颠、高卢，以及希斯帕尼亚的全体军政人员，以顺利得令人讶异的速度全部纳入了君士坦斯旗下。

至此以后，罗马帝国有三分之二由做弟弟的君士坦斯统治，三分之一由兄长君士坦提乌斯统治，度过了西元340年到350年的十年岁月。对于君士坦斯而言，这段时期正值他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年期间。





让人佩服的是，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能统治与防卫包括西欧、中欧、北非在内的广大帝国领土。而且这名年轻皇帝负责的区域，还包括多瑙河、莱茵河等北方异族随时会大举入侵的地区。

君士坦斯并不具有能与古代名将并驾齐驱的军事天分，不过在遭到异族入侵后展开驱逐作战时，他能够取得战果的比例相当高。做父亲的君士坦丁大帝是名优秀的武将，而在这方面继承父亲才能的，似乎只有君士坦斯一个人。

这段期间的罗马帝国上拥非军事天才，年仅二十来岁的年轻皇帝；内有难以防卫的多瑙河、莱茵河防线。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能暂时保障帝国三分之二领土平安的真正原因另有其因。那就是君士坦斯麾下的将领资质优秀，而这同样是君士坦丁大帝留下的遗产。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在挑选麾下将领时，纯粹以实力为挑选基準。不但在挑选时不过问当事人在罗马社会中所属的阶级，甚至即使出身异族，都不影响在罗马军中升迁为将领的速度。

这项政策的结果，使得罗马军的作战会议席上充斥著从姓名就可推断是出身异族的男子。当时罗马军中与元首政治时代同样地，在军官升迁至大队长阶层时会赋予公民权。因此只要当事人学得罗马军中的共通语言拉丁文，就是个名副其实的罗马将军了。

尽管如此，这些人与西元一、二世纪罗马军中出身行省的高级官员还是不同。与西元一、二世纪的行省出身将领相较，四世纪的异族出身将领对于罗马帝国的归属意识并不高。不过，这不代表他们对于出身部族有归属感。莱茵河、多瑙河对岸，住着与这些将领共同度过少年时代的同族。如今他们进入罗马军中，任务就是阻挡并击退随时会入侵的同胞。但是当战事发生后，异族出身的将领在执行勤务时，往往要比世代帝国公民出身的同袍还要来得勇猛善战。

如果说这种异族出身的官兵属于第一类，那么进入罗马皇帝指挥下作战的部族就属于第二类了。两种人员的差別在于，第一类的人物是独行客官兵；相对地第二类则是由部族长率领整个部族参战，地位比较接近与罗马帝国簽约的佣兵团。第二类人员与皇帝之间交换契约，在罗马军指挥下担负军务。对罗马方面来说，这种人员带来了完整的战力，是不可忽视的好处。相对的，第二类人员也有缺点。那就是由于他们以部族为单位集体行动，罗马方面必须不断地以明确的形式，向他们提示在罗马军阵营中作战的好处。因为一旦让他们投入敌方阵营，连带地会造成罗马军方吃败仗。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元首政治时代的罗马军方，同样有接纳行省出身与异族出身的官兵参战。不过当时的罗马军能够对于参战人员提供许多可接受的好处。

第一点，尽管罗马军不是百战百胜，至少获胜机率相当高。也就是说，参战人员有很高的机率在二十五年后活着结束役期安然退伍。

第二点，主要战力是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担任，出身行省或异族的官兵只是辅助战力。因此就算他们大批投靠敌军，也不会造成罗马军战败。

第三点，就是在为帝国国防具有贡献后，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当奖赏。而当时罗马公民权具有其特殊的魅力。

官兵一旦升迁上以行省民编组的辅助部队队长时，就享有出席作战会议的权利。可能是政府认为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不适合出现在这种场合，因此在升上大队长时就会赐予罗马公民权。而一个人即使以士兵身分退伍，在结束二十五年的兵役时，也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后来要到西元212年，才由卡拉卡拉皇帝改制，让罗马帝国境内包括奴隸在内的所有人都享有罗马公民权。在这之前对于行省民与异族出身人员来说，光是可以免除占收入一成的行省稅这一点，就已经够突显罗马公民权的魅力了。

在共和政治时代，罗马已经是「公民法」与「外国人法」并行的国家。公民权有如现代的国籍，因此一个人一旦取得罗马公民权，就代表这个人拥有罗马国籍，与世代相传的罗马公民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其后随个人的能力与运气发展，就连进入元老院都不是问题。

至於第四点，可以说是罗马政府以良好条件保障退伍官兵日后能恢复平民生活。这项保障立足於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在古代仅有罗马帝国施行的退休俸制度。即使以士兵身分退伍，当事人也能领取现金或者土地当退休俸。这项制度彻底解决了退伍士兵可能沦为社会边缘人的人道问题，同时减轻了社会的不安要素。

在整个元首政体时期，上述一~四各项都还能发挥功能。然而在西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局势却是完全相反。

一、罗马军的获胜机率已经大幅下跌。换句话说，战败收场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这也代表阵亡或是沦为敌军俘虏的机率上升。

二、主要战力已经由出身行省或异族的人员占据。

三、罗马公民权已经不是资格获得认同的人才能获得的「取得权」，而是所有人员天生拥有的「既得权」。如今已经没有人会为了取得罗马公民权而特地担任可能送命的军务。

四、退休俸制度已经瓦解，军中人员成天只考虑如何长期窝藏在部队里骗取粮饷。原本享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退伍年限为二十年，如今这些规定已经成为历史。在这个局势下，还是有部分由军中淘汰的退伍官兵存在。然而这些人员已经成为社会败类、盗匪温床。

这就是西元四世纪的罗马军实况。而四世纪的罗马皇帝要率领这种部队作战，可见国家面临的局势有多艰难。因为只要行事稍有不慎，马上会让国家分崩离析。




第二人退场



西元350年，大帝留下的帝国在长子逝世，由次子与三子分担统治之后，进入了第十年。担纲东方防卫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这年三十二岁，而担任西方防卫的三子君士坦斯也年满三十岁了。对于在帝国东方承担大任的君士坦提乌斯来说，这是在应付大国波斯的攻势之中，匆匆过去的十年。对于在帝国西方承担政务的君士坦斯来说，这十年也全部消耗在对付不断入侵的北方异族上。而君士坦斯自认为这十年的战果全基於他个人的军事才华，由于过度自满，因此没有发现将内政委由外人承担的错误。这里所谓的外人，意指由宦官盘根错节地，在皇宫中建立的无形网路。换句话说，征稅者一天比一天脑满肠肥，纳稅人的生活却是日益萧条。这就是由君士坦斯担任最高统治负责人的地区实况，而且这个地区范围包括了三分之二个帝国。






君士坦斯




出身於异族，但十多年来在君士坦斯麾下协助击退异族的男子们也注意到了民众的绝望。这些男子早就与出身部族断绝关系，独来独往，在担任罗马军务的异族中，属于第一种类別。因此当他们与过往的同胞敌对作战时心中没有什么负担。只不过，他们无法忍受不把自己的贡献看在眼里的最高司令官。

这些人对皇帝的不满，是在何时、如何成熟的，目前已经无法得知。可以确定的是，君士坦斯麾下的异族将领之一，同时也是叛变的主谋者马格嫩提乌斯决意起兵时，已经确实掌握了官兵的支持。另外，对掌权者施展阴谋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让谁替代遭到阴谋排除的掌权者。马格嫩提乌斯可能认为自己出身异族，会对民众造成过大的刺激。因此他找来君士坦斯皇帝旗下的高等行政官僚，义大利出身的马尔凯流斯接替。顺带一提，据说这名高级官员出身於世传的罗马公民家庭。





既然君士坦斯率领的部队是以击退异族为目的，那么就无法长期驻守在一个基地中。部队编制目的，在于一接获异族入侵的消息，就立即赶往现场反击，因此随时都在各地转战。西元350年那一年，部队正在由里昂往巴黎的大道上，向北行进约三分之一路途的欧坦城里歇脚。

这一天晩上，不知道是由谁主办，不过军中举行了一场招待皇帝麾下全体武将的宴会。开场之后，这些人的长官君士坦斯皇帝并没有出现在宴会场上。三十岁的大帝三子特別喜好打猎，每当部队移防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骑马在营区附近的山林中寻求猎物。原本宴会有助於强化领袖与麾下将领的人际关系，可是君士坦斯却优先满足自己的个人欲望。可能是他过度自信，认为在父亲过世之后，登上皇位的十三年来，他连大规模的异族入侵都有办法应付，因此造成精神松懈。

据说正式决定起兵废除君士坦斯，转而拥立马尔凯流斯的时刻，就是在这天晩上的宴会。还是多亏了一名少年奴隸溜出会场通报，君士坦斯才得知起兵叛变的消息。

君士坦斯知道叛变的消息后立刻展开逃亡。在莱茵河附近的基地还有其他军团驻扎，原本他可以往东北方求助的，不知为什么他却朝向西南方前进。可能是他计画穿越庇里牛斯山进入西班牙，沿着希斯帕尼亚行省南下，通过古代称为海克力士双柱的直布罗陀海峡在北非上岸，以丰饶的北非地区为根据地卷土重来也说不定。

可是当君士坦斯逃亡到庇里牛斯山脉的山脚下时，被一队骑兵追上。可能骑兵队长接获的命令是格杀勿论吧，君士坦斯一被追上就遭到杀害。遗体就直接弃置在荒郊野外，成了山犬的食物。这就是十年来掌握帝国三分之二辽阔领土的罗马皇帝末路。





十年前失去兄长，如今又失去小弟，大帝的亲生儿子如今只剩下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在世。过去的罗马帝国多半是由一名皇帝领导国家，因此这也可说是恢复正常型态。就连他们的父亲，在晩年的十三年中，也是帝国中仅有的一名「奥古斯都」（正帝）。

在刚面临这种局面时，三十二岁的君士坦提乌斯也有意愿单独承担防卫帝国国土的重责大任。问题是，罗马不可能同时在中东与欧洲两方树敌开战。如果继续在中东地区与波斯作战，那么就不可能在欧洲地区率兵歼灭篡位者。就连帝国鼎盛时期的五贤君，都会避免在距离遥远的两地同时展开战斗。更何况西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已经没有同时在两地开战的余力了。

君士坦提乌斯决定与波斯王夏普尔协议休战，优先解决由异族出身的武将马格嫩提乌斯掌握实权的帝国西侧问题。因为如果放任异族出身的人继续横行下去，帝国西半部，包括不列颠、高卢、希斯帕尼亚与义大利在内，都将遭到日耳曼民族占领。如果这个局面成真的话，由大帝留下的罗马帝国，在做儿子的这一代就要失去西半部，规模缩小成必须改称东罗马帝国。

笔者认为，这个时候君士坦提乌斯判断要以打倒西方的敌人为优先，是个正确的观念。这就好像考试写考卷时要从容易回答的问题先著手一样。在西元350年时，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面对东西两方的敌人，虽然同样是敌人，内情却有相当大的不同。





第一点差异，东方的敌人波斯帝国虽然主动展开攻击，但是并未深入罗马帝国境内。两国之间的战斗并未以长期成为波斯与罗马帝国国界的幼发拉底河为界，而是在东方的底格里斯河附近展开。

相反的，西方的敌人是以曾在皇帝麾下任职的异族武将为主，因此是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敌人。也因此罗马皇帝有必要优先排除这方面的敌人。

第二点差异，在于预期战斗地点是在敌境内或是在国内。如果要解决与波斯之间的争执，必须从作战中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攻入波斯王国首都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地区。这也就代表必须在敌境之中作战。相对地，欧洲地区已经有完整的后勤补给系统，罗马军享有在境内作战的优势。

另外还有一点，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个人特有的优势。杀害正统皇帝君士坦斯篡夺皇位的人，在罗马法中属于叛国罪，皇帝握有惩处这些人的权力。还有，由于篡夺皇位的人是军事将领，因此又多了一条反叛最高司令官的罪名。也就是说，这时是由帝国的司法与军事最高负责人出面，前去惩罚在刑法、军法两方面犯下重罪的人。君士坦提乌斯在率军西行时，拥有让罗马帝国国民能够接受的大义名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同意也就等于支持。能在民众支持之下前往讨伐敌军，也就代表作战期间能在后勤补给等各方面占据有利条件。






夏普尔二世




罗马与波斯王夏普尔二世之间的休战协议，顺利得足以让人讶异。一方面这是因为波斯军对罗马帝国最东侧的据点都市尼西庇斯的攻击接连失败，使得在现场亲自指挥作战的波斯王夏普尔威严扫地。罗马时代的尼西庇斯，就是今日土耳其境内的奴塞平城，与叙利亚国界相去不远。波斯军先后于西元338年花费了六十天、西元346年花费了八十天，而在西元350年更是花费了一百多天，都没有办法攻陷这座都市。这一方面固然要归功罗马方面使足全力在保护这座都市，不过在十二年中三度进军，都无法攻下边境的据点都市尼西庇斯，使得夏普尔在波斯宫廷中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而且就在这段时期，波斯王国东北部发生了异族入侵的事件。以现代国別来说，事情大约是发生在伊朗或阿富汗北部。如果边境的多瑙河遭到异族大举入侵，罗马皇帝无论身在君士坦丁堡或是罗马，都不得袖手旁观让局势恶化。对于首都设於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位于现代的伊拉克境内的波斯王夏普尔来说，异族入侵同样也是无法忽视的严重状况。尤其在专制色彩浓厚的波斯宫廷内，臣子中的反对派往往会利用外敌入侵的机会试图打倒国王。因此北方异族入侵国土的事件，对波斯王侯来说也是个头痛问题。

由于有上述背景，对波斯王夏普尔二世来说，罗马皇帝提出的休战协议也是求之不得的好消息。因为双方利害关系一致，所以才能够迅速缔结休战协定。簽署这项协定之后，罗马皇帝可以不用担忧东方，而将精力全部集中在处理西方事务。波斯王也能够不在意西方的状况，专心应付东北方的外敌。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率军西行的消息，同样地也传到了在高卢作威作福的马格嫩提乌斯耳中。刚开始这名武将因为自己出身异族，因此不敢亲自登上皇位，转而拥立名叫马尔凯流斯的罗马高等行政官当皇帝。可是过了不久，傀儡皇帝就销声匿迹，由他本人开始自称皇帝。如此一来，罗马的政治局势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在得知异族出身的武将自称是皇帝之后，以保卫多瑙河中游地区为任务的伊利利亚地方驻军大感不满，因而拥立当地的司令官维特里亚诺称帝。君士坦斯身故后，在他生前负责的地区，就此出现了两名「皇帝」并立。马格嫩提乌斯在慌乱之余，派遣使者向率军西行的君士坦提乌斯表示，希望能够以政治谈判方式解决现状。

马格嫩提乌斯提出的条件是，由皇帝任命他为「凯撒」（副帝），负责高卢、不列颠、希斯帕尼亚的防卫与统治工作。相对地马格嫩提乌斯麾下的部队，则誓言绝对不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往东推展。

君士坦提乌斯将带来这项谈判要求的使节团全数逮捕入狱，仅留下一名例外。留下一名例外的目的，是要有人负责把拒绝的消息带回马格嫩提乌斯身边。第二天早上，君士坦提乌斯召集重臣说出了下列这段话。他表示昨天拒绝谈判的理由，完全来自一场讬梦。而他所叙述的梦境，让人回想起君士坦丁大帝生前擅长使用的「伎俩」。三十二岁的皇帝是这样说的：


「昨夜就寝后，君士坦丁大帝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睡梦之中。他巨大的身影双手抱着我惨遭杀害的弟弟君士坦斯，用我们都还熟悉的声音向我诉说，要求向杀害他儿子的人复仇，以及不得向任何对象割让帝国领土。之后他明确地告诉我，只要遵从父亲的忠告，他便会保障身为儿子的我赢得胜利与不败的光荣，以及身为统治者不放任奸佞横行的荣耀。」



在场的重臣没有人表示反对。既然这是大帝讬梦降下的旨意，那臣子当然不能有任何意见。毕竟君士坦丁大帝在逝世十三年之后，对世间还具有足够的威望。而做儿子的君士坦提乌斯也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只不过，尽管决定毫不妥协地正面对决，却不代表能立即展开军事行动。如今皇帝面前有了两名敌人。其中一名以今日称为巴尔干地区的多瑙河中游为根据地，这个地区在罗马时代盛产精兵猛将，猛将之中还包括君士坦丁大帝在内。另一名敌人虽然背负着异族出身的包袱，但是享有足够抵消障碍的优势。因为马格嫩提乌斯如今已经将高卢、不列颠、希斯帕尼亚等在罗马帝国领土中罗马化历史最久的丰饶领地掌握在手中，而且有许多赞同他举兵的武将同样出身异族，这代表又多了容易向住在帝国境内的归化异族，以及向国界外围的异族招募士兵的优势。换句话说，他手上已经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规模不输给皇帝亲自率领的部队。

另外，因为西元四世纪的高卢地区，已经沦落到必须天天提防由东渡过莱茵河入侵，以及由北从北海海口逆流而上的异族袭击。因此马格嫩提乌斯麾下的官兵全数都是历经实战的老手。在君士坦提乌斯回绝之后，马格嫩提乌斯只剩下动武一条路可走。而这些老练的精兵就在一声令下，开始进行準备工作，要在第二年西元351年春季时穿越阿尔卑斯山往东进攻。





如果由高卢出发的马格嫩提乌斯，与在伊利利亚地区称帝的维特里亚诺两人联手的话，君士坦提乌斯很有可能打败仗。因此君士坦提乌斯决心先解决其中一人。而在解决这个人的时候，他选择走外交路线而不是军事冲突。维特里亚诺的正确年龄不详，只确定当时已经步入老年，因此这个人可能也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冲锋陷阵的将领。三十二岁的现任皇帝，打算再度活用父亲的威望。

君士坦提乌斯向维特里亚诺要求直接面对面谈判。会谈的地点选在罗马时代称为赛尔蒂迦的地方，也就是现代的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老武将前往索菲亚时，身边带着两万名骑兵，以及数量比骑兵略多的步兵，总计四万多名部队。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同样也率领著直属的部队到场。不过政治领袖之间的会谈，往往真正谈判的地点不在谈判桌上。不知道私下谈判时是否又提及大帝讬梦的内容，总之老武将很快的表示，只要能保障他引退后的生活，他就愿意把所有部队归还给君士坦提乌斯皇帝。

第二天早上，在索菲亚郊外集结的双方部队前所上演的，充其量只是一场交接仪式。首先由年轻的皇帝向老武将呼吁，要他们停止反抗皇帝的行为。紧接着由君士坦提乌斯麾下的官兵欢呼拍手表示赞同。等到维特里亚诺麾下的官兵也受到影响开始拍手时，才由几名君士坦提乌斯麾下的官兵带头，并由双方的全体官兵同声呼口号：


「誓言打倒篡位逆贼。愿大帝之子长生与光荣。我等仅愿在此人之下奋勇杀敌。」



到了这时候，老武将维特里亚诺才往前走，把戴在头上的皇冠取下放在君士坦提乌斯的脚边。

仪式到此告一段落，方才派驻在伊利利亚地区的四万名官兵还拥立维特里亚诺称帝，如今直接回归到君士坦提乌斯麾下。老武将维特里亚诺事后隐居到小亚细亚西部的小镇普鲁萨，在六年的隐居生活之后安然逝世。





第一个敌人解决了，不过另一个更难缠的敌人，也是引发目前局势的源头依旧健在。

马格嫩提乌斯这时似乎也打定主意要硬碰硬，他任命自己的弟弟迪根提乌斯为「凯撒」（副帝），并开始自称为「奥古斯都」（正帝）。再加上大帝的女儿君士坦提娜与这名异族出身的篡位者关系日益密切。在丈夫遭杀害之后，君士坦提娜迁居到了罗马，因此有可能在身处巴尔干地区的君士坦提乌斯不知情的状况下，与高卢地区的马格嫩提乌斯保持联络。

在十三年前的皇宫血案之中，君士坦提娜的丈夫，即将接任亚美尼亚王位的汉尼拔良努斯遭到杀害，其后君士坦提娜一直维持寡居。在这段期间，她一直憎恶让她失去丈夫与亚美尼亚王妃地位的兄长。可能她认为如果与称帝的马格嫩提乌斯结婚的话，就能成为帝国西侧统治者的妻子，获得符合皇室子女的地位。至於通婚的对象是不是杀害她另一名兄长君士坦斯的人，对她来说恐怕已经不成问题。

马格嫩提乌斯的反应也相当积极。这名男子尽管目前已经称帝，毕竟出身於异族，因此他也知道迎娶君士坦丁大帝的亲生女儿有多大的好处。从君士坦提乌斯的观点来看，他必须在妹妹的策略成功之前打垮敌人。可是在这个时期，君士坦提乌斯又必须面临另一项问题的决策。

没有人能保证波斯王夏普尔会遵守休战协定到什么时候。从过去的例子中可以充分推测得出，一旦成功击退了从东北部入侵的异族之后，波斯王的注意力又会集中到西方。如果局面发展成如此的话，皇帝西行之后，帝国东方驻军的最高司令官一职空悬，恐怕难以抵挡波斯王与其麾下部队的攻击。这件事情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心头大患。因为马格嫩提乌斯目前气势正旺盛，实在难以推测要到何时才能分出胜负。

於是到这时候，君士坦提乌斯决定要任命「凯撒」。获得任命的「副帝」必须常驻於叙利亚的安提阿，一方面监视著波斯军的动向，一方面专注於帝国东半部的统治与防卫工作。如果有副帝分担帝国东方政务的话，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就能专心扫荡西方的敌人。

可是这项决定使得另一个问题浮出台面，那就是帝国目前没有适当的副帝人选。




副帝葛尔斯



在西元351年时，君士坦丁大帝的亲生儿子中仅有当时三十三岁的君士坦提乌斯存活。当笔者研究调查这名男子生涯时产生的感想，简单来说，可用苦笑两字来形容。君士坦提乌斯真的是个思虑不周详的人。不过光用这句话还不足以形容他的本质。君士坦提乌斯的行为往往冒冒失失，而且会沦落到这种下场，还不是因为他莽撞、做事不经大脑，而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所以说只能用苦笑来形容。每当他苦心积虑推动的事物，往往产生与他预期相反的结果，最后还要由他亲自善后。在研究这个人的一生时，真的让人忍不住要苦笑。





由于缺乏确实的史料，因此研究人员往往回避这项问题。不过如果不以研究历史的立场，而从犯罪调查的角度来看，大帝刚过世时发生的宫廷血案，很有可能是君士坦提乌斯在背后主导。当时二十岁的次子可能认为，只要杀害两名堂兄，帝国就能由三名亲兄弟掌管，因而决心下毒手吧。实际上局势也如他所预期的发展，然而三兄弟分担帝国的体系维持不到三年，首先是长兄兵败逝世，十年后小弟又遭到杀害，结果兄弟之中只剩下他一个人存活。

如果在父亲过世时，他没有下手残杀两名堂兄的话，其中一名正是即将掌握亚美尼亚王位的汉尼拔良努斯。在君士坦提乌斯準备西行讨伐马格嫩提乌斯时，汉尼拔良努斯势必会代替他兼任帝国东方的防卫与统治责任。因为如果问起阻挡波斯进攻之后谁获利最大，那么绝对不是掌管帝国东侧的君士坦提乌斯，而是直接面临波斯王国威胁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亚美尼亚王国地区负责人汉尼拔良努斯。

另外，异族出身的马格嫩提乌斯称帝之后引起官兵反弹，使得维特里亚诺连带举兵称帝。如果当年达尔曼堤斯没有成为血案的牺牲者的话，说不定君士坦提乌斯就不用亲自去处理这项问题了。因为当年大帝委托达尔曼堤斯管理多瑙河下游地区，与维特里亚诺的根据地多瑙河中游比邻而居。

偏偏君士坦提乌斯杀害了有充分资格，又站在肩负国政立场上的两个人。这使得他为了能安心率军西行，必须先与波斯王簽署休战协定。当时罗马与波斯的战况对罗马有利，想必对于奋战许久的当地居民与驻军来说，这场休战会让他们觉得可惜。

而且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取得的休战协定，又不保证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假使皇帝与直属部队一直停留在帝国西方，还有造成帝国不看重东方的形象的风险。在杀害两名堂兄，又失去长兄与小弟之后，如今已经没有人有资格替代君士坦提乌斯掌握大权。就连想要任命只是掛名的「凯撒」，都没有办法执行。因为君士坦提乌斯虽然已经三十三岁，但是膝下依旧无子。





恐怕到了这个时候，君士坦提乌斯才回想起一件事情吧。在大帝刚逝世后发生的血案中，遭到杀害的皇室人员有汉尼拔良努斯、达尔曼堤斯两名「凯撒」，以及这两人的父亲与叔父。当时做叔父的膝下有两名年幼的儿子幸免於难。幸存的两名少年事后被送往小亚细亚境内接近亚美尼亚的山区城池，在基督教主教的严格监视下，过着实质上的软禁生活。没有任何史料表示：君士坦提乌斯以往关心过两名少年的生活。恐怕是到了发现没有人能代为执掌国政之后，才想起这两人的存在吧。局势演变到必须录用杀害对象的儿子，可想而知君士坦提乌斯在做出这项决断时，心中有多复杂无奈。





西元351年3月，由「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任命为「副帝」的葛尔斯，在帝国东方最大的都市安提阿展开了与以往不同的生活。父亲遭到杀害时他只有十二岁，而如今他已经有二十六岁了。在受命担任「凯撒」时，他同时还受命与皇帝的妹妹结婚。新娘就是汉尼拔良努斯的遗孀，与马格嫩提乌斯关系日益密切，使得皇兄焦躁不已的君士坦提娜。可能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打算在挑选帝国东方代理人的同时，顺便把专惹麻烦的妹妹一并解决吧。葛尔斯有一个异母弟弟朱利亚努斯，这时二十岁。在葛尔斯当上副帝的同时他也脱离了软禁生活，获准在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地区做学术研究。





君士坦提乌斯就此能够暂时放下帝国东方的问题，可能也因此取得能整顿局面与马格嫩提乌斯决战的信心吧。总司令的决心也影响到春夏两季中维持对峙的官兵心理，使得军中扬起接近决战的气息。




叛贼马格嫩提乌斯



在西元351年这一年，於巴尔干地区与君士坦提乌斯对决的马格嫩提乌斯及其麾下部队，套一句老话来说，正是一群身经百战的沙场老手。马格嫩提乌斯旗下的部队，其实人数不到四万。其中除了高卢人与西班牙人等罗马帝国军团传统成员以外，还包括许多对四世纪罗马人而言依旧只是国界另一头的异族人员，比方说日耳曼、法兰克、萨克逊等。在元首政治时期，罗马军的主力是由罗马公民担纲。到如今罗马军的主力已经改由高卢、西班牙、法兰克与萨克逊等民族混合编制。也就是说，原本罗马军团是个深褐色头发、深褐色眼睛的集团，如今已经混有不少金发碧眼的人员在内。而且率领这支罗马人与异族混编军团的，正是异族出身的马格嫩提乌斯。尽管人数不到四万，就连君士坦提乌斯麾下的官兵都认为，这群人足以和人数据说是双倍的君士坦提乌斯军相抗衡。





两军交战的战场，选定于今日的匈牙利与克罗埃西亚共和国交界处，由多拉瓦河与多瑙河冲积而成的平原上。罗马军会选择这块地方做战场，是身为总司令的君士坦提乌斯坚持之下的结果。他秉持的理由是，这块地正是二十四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击倒最后一名竞争者利齐钮斯的地方。这个地点有水量丰沛的多拉瓦河与水量更加丰沛的多瑙河汇流，流域内的平原正适合大军展开对决。可见君士坦丁大帝挑选战场的眼光也同样优秀。

不过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和擅长快攻的父亲不同，是个凡事谨慎再三的人物。尽管当时君士坦提乌斯手中握有两倍的兵力，却迟迟无法做出开战的决断，使得两军在对峙状况下度过了春季与夏季。然而，到了秋季之后，局势顿时有了变化。这是由于任命葛尔斯负责帝国东方，君士坦提乌斯暂时没有其他事情需要担忧了。让人感到有趣的是，这名三十出头的罗马帝国最高权位者，是个心头只要有事情值得担忧，就会连带使得举措转慢的人。就本质上而言，他真的相当谨慎而胆怯。

幸好他的父亲君士坦丁大帝逝世至今只有十四年，大帝的威望至今依旧存在。如果要具体来说，就是军中依旧有不少在大帝任内培养军团经验的官兵。其中一名是法兰克族出身的骑兵团长锡尔瓦努斯。他率领麾下的全体骑兵拋弃他的长官马格嫩提乌斯，投靠到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阵营中。这使得马格嫩提乌斯方面的人数减少到三万六千人，而相对地君士坦提乌斯方面的兵力远远超过八万。





尽管君士坦提乌斯强烈期望，但西元351年9月28日的会战战场并不在当年君士坦丁大帝击败利齐钮斯的基帕拉叶，而是在基帕拉叶北方三十公里处的穆尔萨平原上。马格嫩提乌斯阵营往左看可以看见多拉瓦河，而君士坦提乌斯阵营的官兵站稳阵脚后，往右看时同样可以看见这条河。

总司令官君士坦提乌斯在布阵的官兵面前按例举行士气演讲之后就离开战场，在阵营后方的教堂中一边祈祷一边等待战后报告。相对地马格嫩提乌斯自始至终一直停留在战场上。

尽管太阳刚升起时双方阵营的官兵就摆好了阵式，这天却迟迟未能掀起战端。双方部队一直维持对峙，直到太阳通过头顶上。

一直到了这天下午双方才正式开战，但不知道是哪一方面主动出击。虽然说这是一场会战，但是不像以往的罗马军进行会战时那样，能在一贯战略之下随机应变、设法运用各种战术，整个战场充斥著互相冲突的混战状态。可能在进入西元四世纪之后，会战的方式也开始偏离罗马风格，走上异族的路线。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官兵作战时只晓得凭蛮力硬碰硬。也理所当然地，这天的穆尔萨会战直到太阳下山后，都还没获得明确的战果。不过当君士坦提乌斯旗下的骑兵打垮马格嫩提乌斯阵营的步兵时，会战的走向也就底定了。这天的会战是由君士坦提乌斯方面获胜。三十三岁的总司令官在教堂中与主教一同祈祷时，接获了第一通战胜报告。





不过，由于这天的战斗中双方长时间正面冲突，因此造成了大量人员牺牲。马格嫩提乌斯阵营的三万六千名官兵中，有两万四千名阵亡。就连战胜的君士坦提乌斯阵营里，八万五千名部队也有三万人横尸沙场。双方合计下来，一共折损了五万四千名官兵。由于这是一场内战，因此所有阵亡人员都是罗马帝国的官兵。而且根据仅有的记载所示，阵亡人员中有许多是身经百战的老手。这就是为何穆尔萨会战虽然仅是一场内战，但让人认为是造成罗马帝国军事力量衰退的决定性事件。





尽管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马格嫩提乌斯还是成功地率领剩下的三分之一人员逃亡。他们顺着多拉瓦河向上游逃逸，穿越罗马时代与现代都被称为「朱利斯的阿尔卑斯」（拉丁文：Alpes Iuliae;义大利文：Alpi Giulie）的山脉进入义大利境内，成功逃入义大利半岛东北端的重要都市亚奎雷亚。因此或许不该称为败逃，而是称为撤退。如果以现代的国別来形容的话，这些人沿着匈牙利国界边缘穿越了克罗埃西亚共和国，又穿越了斯洛维尼亚共和国领土，逃入了义大利境内。由此可知马格嫩提乌斯虽然出身异族，却相当有身为将领的资质。他打算以义大利北部为基地，重新整顿阵营继续作战。

只不过，个性谨慎的君士坦提乌斯没有展开追击。在这个状况下，不趁势追击反而是正确的。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没有立即攻打篡位者马格嫩提乌斯率兵埋伏的义大利北部，而是选择优先夺回在敌方势力范围下的西班牙与北非。套一句谚语来说，这叫做「射将先射马」。结果马格嫩提乌斯在义大利苦等一年多，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皇帝麾下的部队夺回北非，又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收复西班牙。

一旦希斯帕尼亚落入敌人手中，代表敌军已经逼近庇里牛斯山脉。即使马格嫩提乌斯想在义大利北部迎击君士坦提乌斯，如今作为根据地的高卢地区既然有遭受攻击的危险，他也只好回到高卢準备防御。这时他决定以里昂作为高卢地区的根据地。





早在四百多年前，西元前一世纪时，朱利斯·凯撒就征服了高卢地区，将其纳入罗马霸权范围内。他推动的统治政策也充满了罗马风格。他准许遭到征服的高卢各部族（据说包括小部族在内的话，部族数量超过一百个族群）继续定居在根据地上。而当继承凯撒理念的奥古斯都登基之后，更是以衔接各部族根据地的形式，铺设了有如高速公路的罗马大道网路。因此罗马时代的高卢地区，在相当於后世法国的土地上，主要都市几乎全部起源于高卢部落的根据地，在凯撒时代之后才转型为罗马式的都市。不过在这些都市之中，只有里昂例外。里昂是由罗马人从头兴建起的都市。以往在此也有小部落居住，不过规模无法与高卢地区的其他部落相较。简单来说，里昂是罗马人基於罗马式的观念，从头开始兴建的新都市。






鲁哥多奴姆复原模型




我们只要一打开罗马时代称为鲁哥多奴姆（Lugdunum）的里昂（Lyon）地图，就可以了解为何罗马人要挑选这地地方建设都市。这个都市位于塞纳河与隆河的汇流处，还拥有比巴黎广大的河中沙洲。同时满足了防卫与发展这两项略微矛盾的目的，正是罗马人喜好的都市建地条件。也理所当然地，罗马人不只把里昂当成里昂行省的首府，甚至视为整个高卢地区的首都。

在元首政治时代，由于罗马将军团基地连串配置在莱茵河防线上，因此高卢境内的都市居民少有机会看到罗马军官兵。唯独里昂随时派驻有一千名官兵组成的大队。在帝国西侧的都市中，只有迦太基能同样常驻一个大队。这是因为迦太基是北非地区的物产集散地，而里昂则是从开国皇帝的时代起，设置有由皇帝直辖的帝国金币银币铸造厂。

接下来要说明的现象，同样发生在元首政治时期。担任莱茵河防线勤务的总司令如果无法利用冬季自然休战期间回到首都罗马，至少也能回到里昂总司令官邸中过冬。例如罗马的第四任皇帝克劳狄斯，就是在他的父亲杜鲁斯於里昂任职期间出生的。在西元一、二世纪之中，里昂地区的重要性，要比巴黎希族的根据地，日后被人称为巴黎，成为现代法国首都的都市更重要。对出身异族但熟悉高卢局势的马格嫩提乌斯来说，想必他心中充满死守根据地等待决战的意图吧。只不过他的气魄没有等到发挥的机会就烟消云散了。





尽管曾经一度投入马格嫩提乌斯阵营，高卢的其他都市对于世局变化并非毫不关心。首先是特里尔居民在马格嫩提乌斯立为共同皇帝的迪根提乌斯面前关起城门，其他都市也陆陆续续开始跟进。各地都市对马格嫩提乌斯的态度也开始有了变化。回到高卢地区一年后，西元353年8月11日，马格嫩提乌斯对局势感到绝望，因而在里昂自裁。迪根提乌斯获知这项消息之后，第二天清晨被人发现时也已经上吊自杀。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前后花了三年，才把小弟君士坦斯遭杀害后引发的内乱局面全部处理完毕。最后是在敌人自裁之下结束事件，因此并非战斗造成的结果。然而，君士坦提乌斯在三十五岁这年终于与父亲一样成为唯一的皇帝，光是两名敌人自裁还不足以满足他。所有被视为马格嫩提乌斯阵营的人员，后来全部成了未经审判的屠杀事件牺牲者。执行死刑的过程无情又彻底，仿佛连关进大牢的劳力都舍不得似的。就连能够幸免一死的非军事人员，也躲不过没收资产与驱逐出境的处分。胆小的人反而会比一般人更加残忍。

而在这场彻底的屠杀之下，高卢成了实质上的无防备地区。军队光有士兵是无法发挥战力的，必须有率军指挥的将领才能发挥战斗的功能。然而在西元351年的穆尔萨会战，以及西元353年的血腥屠杀之后，以往抵抗从莱茵河与北海两方向入侵外敌的罗马军中阶、高阶军官已经几乎全数牺牲。虽然说西元353年时，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能在未经战斗的状况下打倒敌人，然而事后的结果却与造成五万四千名牺牲者的穆尔萨会战没有两样。也当然这个人接下来要烦恼的事情，就是如何防卫失去防备的高卢地区。





大自帝国，小至仅有数名工匠的手工业工厂，其共通之处在于组织没有协力者就无法成立。对于组织的领导人来说，如何获得良好的协力者，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整理罗马历史之后，可以发现罗马采用过下列两种方法：

一、即使第一次失败，也会再度给予机会。不过第二次会事先判断当事人的资质所在，配合给予适当机会。因此第二次与第一次的机会可能同类，也可能不同。

二、一旦失败就当场结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领袖的工作也就只有单纯选派递补人员而已。尤其对罗马帝国后期皇帝这些专制君主色彩浓厚的人来说，以死刑作为排除失败者的手段已经成为通例。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在位期间，从他的父亲逝世的西元337年起算，到他过世的361年为止，前后一共二十四年。虽说最初的三年是兄弟三人分治，其后的十年与小弟共同治理国家，但是他一直担任意为正帝的「奥古斯都」，因此以皇帝身分治国的期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他的父亲，享有大帝称号的君士坦丁在升上「奥古斯都」之后，治国期间也长达二十五年。因此这对父子掌握罗马帝国的期间共有半个世纪。

这对父子的治国方法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差別最大的地方，恐怕就在于对待协力者的态度上了吧。因为做儿子的君士坦提乌斯擅长的，就是上述的第二种方法。





西元353年夏季，马格嫩提乌斯自裁。对君士坦提乌斯来说，这名异族出身的罗马武将有杀害胞弟君士坦斯的仇恨，如今他总算完成了报仇的使命。在马格嫩提乌斯掌握下的帝国西方也回归到正统的皇帝之下。即使君士坦提乌斯个性封闭，当然也会因喜悅与安心而转为开放。虽然说前后花了三年才收拾掉篡位的逆贼，但身为皇帝不能坐视帝国西方的混乱局势不顾。因此当初与波斯王休战，优先处理西方事态，也是正确的选择。

只不过君士坦提乌斯这个人虽然只有三十五岁，精神上却不年轻。他的精神没有足够的弹性，让他能在解决一项忧患之后，尝试用別的方法来解决下一个忧患。他的想法固执，认定既然心头大患都是一样的，那么处理方法也应该千篇一律。

这种个性的人，心中随时潜藏着不安。由于是潜藏着的问题，因此大多数的人不会察觉到，不过随时伺候在身边的人还是会发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遵守着父亲的教诲，更胜于父亲生前的示范。君士坦丁大帝生前确立了与臣民保持距离的作风，而君士坦提乌斯即位后执行得比父亲还要彻底。高等宦官约瑟庇斯是衔接君士坦提乌斯与臣民的管道。换句话说，向君士坦提乌斯送出的情报，全部要透过这名高等宦官传达。

宦官没有子嗣或血亲等背景，因此在重视忠诚大于重视才能的专制君主宫廷中，宦官才能获得重要地位。简单来说，宦官顶多是掌权者的跟班。因此他们的命运受主人意志影响的程度，要比其他健全男子来得高。如此一来也很自然地，宦官有了自我防卫的需求。要成功的自我防卫，就必须把主人的感情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扭转。操控主人心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主人心中随时抱持不安。因为只要主人心头抱持忧患，就会继续听从他们的意见。宦官约瑟庇斯尽管脑满肠肥，在这种纤细的技能方面倒是挺有天分的。或者该说这对他而言，是求生必需的技巧。




兄弟之间



君士坦提乌斯正帝任命葛尔斯担任「凯撒」（副帝）的时间，要回溯到两年前。葛尔斯就职日期为西元351年3月15日，而这项人事命令起因於帝国东方欠缺国防领袖。不过从强制执行实质上的软禁，然后又突然召见，立即任命为「凯撒」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一些蛛丝马迹。君士坦提乌斯任用的，是十四年前由自己除去的人的长子，而且拔擢到副帝职位，地位仅次于正帝。这是为了能专注於对抗马格嫩提乌斯，在不得已之下推动的措施。君士坦丁大帝的血亲之中，当时只剩下二十六岁的葛尔斯，以及葛尔斯的弟弟——二十岁的朱利亚努斯，因此这项人事命令并非基於当事人的能力。当然如果能在临危授命之下善用到手的机会，也就能证实当事人的能力，但是葛尔斯似乎欠缺在这方面的野心。





葛尔斯的父亲成为血腥屠杀的牺牲者至今已经十四年。母亲早年过世，父亲在生前续弦后，生了他的弟弟朱利亚努斯。在大帝过世后的血腥肃清时，兄弟两人虽然侥幸逃生，但是伯父与其下的两位堂兄都遭到杀害。当时分別为十二岁与六岁的这对兄弟成了孤儿，新的监护人是他们的杀父仇人君士坦提乌斯。

据说在父亲过世后的六、七年中，这对兄弟先是住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某处，后期则是住在尼可美狄亚的外祖母家中。兄弟两人的生活并不自由，不能做出任何违反监护人君士坦提乌斯意愿的事情。就连要拿什么典籍当教科书，都不能自行决定。兄弟两人接受基督教教育，也是因为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虽然没有受过洗礼，但却是个热心的基督教徒。

虽然说局势严峻，至少在尼可美狄亚居住的时期里，兄弟两人的教师不只是严格的奥里斯教派神职人员。朱利亚努斯已故的母亲自幼身边就有一名家庭教师，名叫玛尔德谬斯，是斯基泰出身的去势奴隸。对两兄弟而言，这名家庭教师比高阶神职人员还要来得亲近，也分担了对这兄弟两人的教育工作。

玛尔德谬斯出身於古代的斯基泰，相当於现代的乌克兰南部。至於他为何遭到去势沦为奴隸则不得而知。而他是在何时、何等状况下学会希腊文化，目前也无从探索。我们已知的是，这名年老的奴隸不惜一切努力，向年幼的两兄弟悉心传授他对古典希腊哲学、文学的热情。玛尔德谬斯向年幼的两兄弟朗诵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并说明书中的涵义。另外也让两兄弟朗读背诵荷马、荷西铎斯、品达罗斯等文学家的作品。让两兄弟知道阅读并背诵文学作品可以让人投身在作品的世界中，享受悠游其中的乐趣。兄弟中的弟弟朱利亚努斯就好像干燥海绵碰到水一样，努力地吸收希腊文化。对于年幼的朱利亚努斯来说，多亏这段历程，他才能不在严格无瑕疵的基督教神明之前屈膝下跪，而是能在充满人性缺点的希腊诸神之间嬉闹成长。





兄弟两人的生活环境，大约在兄长葛尔斯十八、九岁时，小弟朱利亚努斯十二、三岁时产生巨变。由于没有确实的史料存留，因此后人只能大约评估产生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后，兄弟两人从帝国东方的一等大城尼可美狄亚，被转送到小亚细亚山中的古城居住。转移的理由至今也无法得知。有人说这是因为受皇帝委托监视这对兄弟的主教过世。也有人说，是因为直接收养这对兄弟的外祖母过世了。另外还有人表示，是宦官约瑟庇斯向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进言，表示让这对兄弟停留在人声鼎沸的尼可美狄亚会造成危险。总而言之这对兄弟的生活，从此有了巨大的变化。





兄弟两人迁居的地方，是卡帕杜西亚境内的玛凯露穆城。不过西元199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发行的Barrington Atla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书中并未刊载。这座城池附近的凯撒利亚是四条罗马大道交汇的大城，不过近郊的玛凯露穆似乎只是狩猎时使用的城堡，四周并没有显眼的村落存在。据说这座城堡是卡帕杜西亚王狩猎时住过的城池，那么应该在卡帕杜西亚成为罗马行省之前就存在，这时起码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行省化之后这座城池归皇帝拥有，但是没有任何一名皇帝前往这座古城享受狩猎生活。当年哈德良皇帝曾经前往濒临同盟国亚美尼亚王国的卡帕杜西亚行省巡视防线。然而就连以喜好狩猎著称的哈德良，都没前往伫立在荒野中的玛凯露穆古城。因为狩猎不一定要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中进行，在古代中东地区，狩猎通常是以狮子等猛兽为目标，正巧哈德良皇帝生前在非洲的草原上也打过猛兽。

古城周围固然是一片荒地，城内由于长年无人居住，想必也是一片荒凉。偏偏这对十来岁的兄弟，就是被驱赶到这么样的地方。负责监视他们的人选，换成了卡帕杜西亚主教葛奥尔吉欧斯。如果没有获得他的允许，兄弟两人连前往附近的凯撒利亚都办不到。

在这个孤立环境之下，能见面的人只有一队负责警戒的士兵，以及担任佣人工作的奴隸与其家族。原本担任家庭教师工作的玛尔德谬斯，在这次迁移时没有获得同行的许可。多年后朱利亚努斯亲笔留下记录，表示在玛凯露穆度过的这段岁月，也是监禁、拘束与隔离的岁月。生活偏离了真正的学问，一同运动、竞赛的伙伴，只有奴隸的小孩。

这就是现任皇帝的血亲受到软禁的生活实况。做兄长的葛尔斯大约在此度过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七年时光，对小弟朱利亚努斯来说则是十二岁到十九岁之间的期间。兄弟两人一生中最多愁善感的时期，就让人消磨在这种环境之下。即使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一旦在这种环境下长期居住，不产生精神疾病反而才显得稀奇。





如果一个人在各方面都严苛的现实环境中度日，还希望能维持精神平衡的话，成败关键在于当事人能否脱离严苛的现实，创造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朱利亚努斯幸运的是，他能在当初由玛尔德谬斯启蒙的古希腊哲学、文学世界中逍遥。即使现在没有人能为他设身处地著想，长期背诵的结果，使得这名少年脑中的图书室已经摆满藏书。而且卡帕杜西亚主教虽然是个比已故的尼可美狄亚主教约瑟庇斯还要狂热的奥里斯教派基督徒，但是他以收藏古籍为兴趣，偶尔一时兴起也会出借几本古书。

这个时代的「古籍」，当然不代表新兴的基督教会相关书籍，而是数百年前流传下的希腊古典文学。朱利亚努斯因为知道如何在精神世界中游玩，得以避免精神受伤。

不过，做兄长的葛尔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初老奴隸费心教学时，葛尔斯对哲理文学并不感兴趣。这使得当外在环境急遽改变时，他连让精神自由想像的空间都没有。由于他喜好带着士兵与奴隸在荒野中策马奔驰，因此肉体成长得健壮美观。不过心灵却在每次撞上无形围墙时受伤，看不见的伤口又不断地流血。毕竟直到十二岁那年失去父亲为止，葛尔斯过的还是君士坦丁大帝亲族里的王子待遇。与到十二岁为止一直享有王子待遇的葛尔斯相较，朱利亚努斯的王子生活只到六岁为止，能记得的皇宫生活并不多。因此很不幸的，葛尔斯在获派担任副帝时，性格上已经有所偏差了。

不过，葛尔斯目前才二十六岁。如果他在获派为副帝之后，能够在他擅长的领域中获得成就的话会是如何呢？在此假设波斯王夏普尔二世打破休战协定，以夺回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为目的率领大军出动。这时必须率军迎击，赶往前线保护纳入罗马疆土已经半个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人，正是刚刚接任副帝职位，握有帝国东方罗马军总指挥权限的葛尔斯。虽说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率军西行远走他乡，但是大多数的将领遗留在帝国东方战场上。原本帝国缺乏够资格指挥这些官兵的人物，如今却有了葛尔斯在场。这个年轻人对文学哲学虽然没有兴趣，在策马满山狩猎时却有无比的把握。虽然说狩猎与战斗是两回事，但至少同样属于动态的行动。






巴尔干、小亚细亚与其周边地区




假设葛尔斯就任「凯撒」之后，在战场上开始新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想必挺适合不喜好思索的他。无论葛尔斯是否想取回之前丧失的十四年时光，对他本人与他所占有的地位，抑或是由他负责维护的帝国东方国防安全，事情应该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假使他担任副帝之后，急遽改变的生活环境不是在大城安提阿里的豪华皇宫，而是在野战营区的帐篷里的话，说不定能医治好这些年来所遭受的许多无形创伤，让产生偏差的个性重新取得均衡。如果作战能获得好成果的话，想必也能让他确立自信心吧。毕竟只有对自己抱持自信的人，才能对外人也公正公平。只不过，波斯王可能穷于应付入侵的异族，因此一直守着与罗马之间的休战协定。野战营区的帐篷生活与葛尔斯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葛尔斯身为「副帝」，地位仅次于「正帝」，是帝国东方国防与统治的负责人。如果他有这个意愿，大可趁着波斯王偃旗息鼓时，利用现有的地位巡视位处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大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前线基地，为国防提供贡献。

然而，虽然生活的地点从卡帕杜西亚的古城转移到安提阿的皇宫，葛尔斯面前的无形围墙还是没有消失。君士坦提乌斯个性猜疑，偏偏葛尔斯又是他所杀死的人留下的孤儿。尽管迫於情势将其立为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同时也使出各种手段，防止副帝与副帝麾下的官兵建立亲密关系。这是为了避免葛尔斯取得军事力量后举兵造反的策略。也当然地，其中少不了皇帝身边的宦官约瑟庇斯与安提阿皇宫宦官之间的通力合作。偏偏葛尔斯的精神，并未强韧到足以打破这一道无形的墙壁。





当兄长前往安提阿接任副帝不久之后，做弟弟的朱利亚努斯的生活环境也随之一变。

话说回来，并非这名二十岁的青年获得了任何公共地位。小亚细亚西海岸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在过去让人称为伊欧尼亚地方。这个地区有许多希腊古城市，比方说爱菲索斯等。朱利亚努斯获准在这个地区成为研究哲学的学徒。对于朱利亚努斯来说，这的确是很幸运的事情。葛尔斯的住处虽然从卡帕杜西亚的古城迁移到了安提阿的皇宫内，实质上依旧过着软禁生活。相对地朱利亚努斯的生活环境变化，则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这对兄弟就在上述情势之下，在两个地方展开了两种生活。




处死副帝



当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为了击倒起兵篡位的马格嫩提乌斯而率军西行之后，从东方的安提阿传来的消息却是一天比一天糟糕。

副帝葛尔斯与长年派驻在安提阿宫廷的内勤高官之间关系恶劣到了极点，葛尔斯与高官之间凡事都处於对立局面。这些高官可能只是向副帝提出建言，但是从葛尔斯眼中看来，却无疑地是假借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威望发出的警告。刚开始他还打算容忍下去，但是持续不了多久。副帝与高官之间不和的消息，已经不是宫廷内的杂音，而是安提阿居民中的上流阶层无人不知的现况。

男人之间的争执只要参杂一名女性进去，原本的势力抗争马上就会变成大众争相打听的小道消息。葛尔斯在获派为副帝的同时与君士坦提娜成婚。这名女子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现任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在父亲刚逝世时发生的血案之中，她失去了她的丈夫汉尼拔良努斯。后来她与异族出身的马格嫩提乌斯攀交情，让她的哥哥因而烦恼不已。最后是在皇兄君士坦提乌斯的决定之下，嫁给了副帝葛尔斯，据说她比第二任丈夫年长许多。我们不知道她对葛尔斯造成的影响有多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年轻丈夫的精神稳定没有任何良好影响。来到安提阿就任之后，葛尔斯依然是完全的孤独。





不过，如今葛尔斯已经是公共人物，并握有发号施令的资格。下令的人与执行命令的人之间关系恶劣，所推动的政策当然不会有良好的结果。安提阿由于是一座大城，因此随时有粮食因某些因素从市场上消失的风险。葛尔斯在副帝任内时发生的状况特別严重，甚至让民众在绝望之下引发暴动。一方面葛尔斯发出的政策命令只能隔靴搔痒，另一方面，执行政策的人也要为怠忽职务负责。话说回来，无论理由为何，一切责任最后都要由发令者来承担。在帝国西侧滞留的正帝所收到的每一封报告书，内容都暗示著副帝缺乏执政能力。

随着皇宫生活的苦楚程度攀升，葛尔斯性格中的残忍特质也逐渐抬头。当时罗马帝国日益往基督教国家转向，对于住在帝国东半部的犹太教徒来说，时代反而变得比信仰多神教的罗马皇帝统治时更加难过。因为基督教与犹太教都是排斥其他神明的一神教，而且基督教与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之间的关系更是复杂。基督教徒仇视当年害死耶稣基督的犹太教徒，犹太教徒则因为过度不安而显得神经过敏，偏偏葛尔斯副帝不知为何又偏袒基督教徒。

事情的起始，是犹太教徒集体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某个城镇，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引发了叛乱。副帝的任务包括维护帝国东侧政局稳定，因此葛尔斯立刻派兵前往镇压。叛乱没多久就让军方镇压了下来，问题是随后的惩处太过严格。

整个城镇的居民无论有无参加叛乱，全部遭到处决。无人幸存的城镇里堆满尸首，仿佛一座巨大的坟场。





君士坦提乌斯比葛尔斯还要偏袒基督教会。至於他如何继承父亲的思想提振基督教会，则请容许笔者随后详述。问题是在西元四世纪中叶时，西元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依旧有效。也就是说，不管皇帝多优待基督教会，只要官方还承认「米兰敕令」的存在，罗马帝国罗境内的居民所信仰的宗教，无论是基督教或是犹太教，甚至於其他多神教，在表面上都享有同等的立场。要到半个世纪以后，罗马政府才将基督教立为唯一的国教，把其他宗教打成邪教。也就是说，西元四世纪中叶的这段时期内，光是信仰不同的宗教，还不足以形成抹煞信徒肉身存在的理由。而葛尔斯偏偏在这种时代里下令大规模残杀犹太教徒。姑且不论私底下的想法如何，对官方而言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因此也足以构成处罚引发事件者的法律条件。在罗马帝国后期，皇帝的敕令等于国法，而且对副帝一样有效。葛尔斯这次又让自己的形象受损了。





安提阿的皇宫生活到了第三年之后，葛尔斯心中的憎恨已经严重到无法克制的地步。他尤其憎恨两名皇宫高官，其中一名还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派来的。於是他派遣一队士兵逮捕这两名高官，在安提阿市中心游街示众之后杀害，并将遗体投入城镇旁的奥洛登斯河里，这件事的严重性已经不是区区「丑闻」二字可以形容了。而在他做出这种无法辩护的疯狂行为时，正好君士坦提乌斯也面临花费三年光阴之后，解决篡位者马格嫩提乌斯的时期。这样一来，二十九岁的葛尔斯的命运也就底定了。因为葛尔斯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说已经决定要换下副帝葛尔斯，君士坦提乌斯在执行政策时的审慎态度，让人觉得真不像是三十六岁的年轻人。

首先为了缓和葛尔斯的不安，君士坦提乌斯以堂兄身分向堂弟寄出充满关怀的信件。另一方面，则是设法将葛尔斯与三年副帝任内的直属官兵隔离，而这时葛尔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发展。到最后，葛尔斯收到君士坦提乌斯的请帖，要他前往米兰一趟。因为君士坦提乌斯好不容易收复帝国西侧之后，决定把西侧的根据地设置在义大利北部的米兰。也就是说，西元354年这一年，罗马帝国正帝停留在米兰，并要求副帝到米兰见面。





葛尔斯这时也知道，君士坦提乌斯的请帖名义上是邀请，实质上却是召回。因此他让妻子先行前往米兰，试图让正帝的妹妹担任辩护人。可惜的是君士坦提娜在从叙利亚前往义大利的长途旅行中病倒，不久后便逝世了。

葛尔斯在妻子先行不久后，也离开了安提阿。他斜向穿越了小亚细亚，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今日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随行人员包括麾下的官兵，在首都君士坦丁堡还主办了竞技比赛，符合副帝出巡的派头。当他离开首都时，还接受了全体元老院议员的送行。不过当他到达哈德良堡（今日土耳其的艾迪鲁内）之后，一道由正帝发出的命令在等着他。

正帝向副帝下令，要他随着十辆国营邮政马车前往米兰。对当时的罗马政要来说，国营邮政马车是公务出差常用的交通工具。不过这一道命令背后的涵义，代表正帝已经把葛尔斯由副帝降为政要。葛尔斯当然也看得出来背后的涵义，只不过这时他已经沦落到让人护送的地步。而且护送的目的地不知不觉地，从米兰换成了波拉城，位于深入亚德里亚海的伊斯特利亚半岛尖端。





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在波拉还能找到许多罗马时代的遗迹。而在罗马帝国后期时，这块地方是因皇帝用于处死血亲而闻名。二十八年前，君士坦丁大帝以乱伦私通后母的名义，处死长子兼副帝库里斯普斯时，刑场就是选定在波拉。副帝葛尔斯到达波拉之后，副帝徽章就让人撤除，披风也让人脱掉，只剩下一身短衣。而当他让人带到屋内之后，等待他的不是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本人，而是正帝身边的宦官约瑟庇斯。

宦官依照密令执行的，不是合乎罗马法的审判，而是有如中世纪异端法庭的拷问。葛尔斯就在严刑逼供之下，承认他密谋杀害正帝君士坦提乌斯。这场所谓「审判」的过程留下了记录，让人送到米兰的君士坦提乌斯正帝手上。而米兰方面传回的公文表示，皇帝认可法官的判决。

葛尔斯就在双手被绑在背后，跪在地面的姿势下遭受斩首。当年在同样状况下遭处死的库里斯普斯直到临死都不断强调自己无罪，而无辜冤枉的葛尔斯，却是在沉默之下面对死亡。这时是西元354年12月，葛尔斯只有二十九岁。





对当时三十六岁的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来说，葛尔斯是正帝之下的副帝，也是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堂弟。我们无从得知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场死刑。也说不定，他觉得即使是国政上的左右手，只要一发现能力不足就应该即时淘汰。虽说在当时，葛尔斯是君士坦提乌斯仅有的几名亲人之一，可是他已经习惯失去或杀害自己的血亲。

在大帝逝世之后，西元337年时，君士坦提乌斯决意大量残杀血亲。受害人包括汉尼拔良努斯、达尔曼堤斯两名副帝。这两个人没有留下后裔。

西元340年，长兄君士坦丁二世遭杀害时只有二十三岁，这个人一样没有留下后代。

西元350年，小弟君士坦斯因异族出身的武将马格嫩提乌斯叛乱而逝世。逝世时只有三十岁，也一样没有留下后裔。

西元354年，葛尔斯遭到处死。葛尔斯遭处死时只有二十九岁，而且没有儿女。

君士坦丁大帝的嫡子之中，只剩下君士坦提乌斯一个人在世，而且同样没有子女。尽管他已经三十六岁，历经两次婚姻，膝下依旧没有子女。这方面的事情，即使贵为罗马帝国最高权位者，也是无可奈何。「凯撒」称号在当时除了皇位继承人，亦即皇太子的意味以外，还带有副帝的意义。「副帝」的意义是在罗马帝国后期，亦即西元三世纪末期、四世纪初期的「四头政治」时期衍生的新涵义。似乎现今的「奥古斯都」（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没有把「凯撒」当成继承人，而是当成能够照自己的意愿提供协助的人来解释。如果凯撒只是助手的话，觉得没必要时当然能随即排除，不够合作的话也能动手剷除，下手时心中不带半点犹豫。君士坦提乌斯估计错误的地方在于，根据这套想法推展的结果，使得无论是继承人也好，治国助手也好，都没有适当人选了。在继承人方面，还可以等待两年前迎娶的艾瑟比亚皇后生产。然而治国助手可就不能等待了。





葛尔斯在西元354年12月遭处死。而第二年，西元355年一到，葛尔斯的胞弟朱利亚努斯就收到君士坦提乌斯正帝发出的召见令状。以修习哲学为业的朱利亚努斯这时二十三岁，他也知道胞兄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在这个时机竟然收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命令，要他前往米兰。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推想到，这名二十三岁的青年接获命令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既然胞兄葛尔斯是以带头密谋暗杀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罪名遭处死，那么做弟弟的就要有让人诬指为共犯的心理準备。朱利亚努斯脱离软禁生活之后，只过了三年的哲学研究生活，生活环境还无法让他体会到皇帝需要新的助手。而且在这个时期，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也还没决定是否需要立定新的副帝人选。





要从小亚细亚西岸的爱菲索斯前往义大利的米兰的话，就要走上与兄长葛尔斯同样的旅程。根据推测，这段旅程应该是利用皇帝派来的马车或国营邮政马车，想必这件事也使得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心情更加沉重。如果马车在进入义大利之前往左转，代表目的地是伊斯特利亚半岛尖端的波拉城。当他发现马车没有左转，继续往西直走的时候，或许能暂时放下心中的忧虑，因为这至少代表马车还是朝米兰前进。





尽管朱利亚努斯历经长途旅行到达米兰，召集他前来米兰的皇帝却整整两个多月没有与他见面。朱利亚努斯在皇宫内枯等时，每次前来会面的都是以深受皇帝信任出名的高等宦官约瑟庇斯。可能皇帝想透过宠臣约瑟庇斯来测验朱利亚努斯吧。不过，如果他想掌握朱利亚努斯与葛尔斯的差別在哪里，最好的方法还是亲自会面。而且对于受测验的朱利亚努斯来说，接受这名高等宦官评估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宦官约瑟庇斯就是当初「审判」葛尔斯，把葛尔斯送上刑场的「主审法官」。受困在米兰的两个月，对朱利亚努斯来说，是走上与兄长同样命运，或是获得无罪开释的生死边缘。因为只要这名高等宦官向皇帝报告说，朱利亚努斯有立志为葛尔斯复仇的可能性的话，朱利亚努斯马上就会被送到波拉城里处死。





多亏了艾瑟比亚皇后协助，朱利亚努斯才能逃过一劫。皇后出身於希腊贵族之家，年轻貌美又教养良好。虽然她一直无法为皇帝生下儿女，但是她是最受到皇帝宠爱与尊重的人物。对于胆小如鼠、阴沉封闭又残忍的君士坦提乌斯来说，这是他难得能显露感情的对象。

可能艾瑟比亚皇后同情年纪与自己相近的朱利亚努斯的遭遇吧。在米兰的皇宫内待命了两个多月之后，朱利亚努斯终于获得与皇帝见面的机会。据说在会面时，他努力地设法替自己辩护。表示自己除了学问之外別无所求，与葛尔斯个性相反，何况又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兄弟之间的感情并不亲密等。这天他必须设法洗清生性多疑的皇帝对自己的猜疑，不管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当时说了什么话，只怕没有人能怪罪他。因为他面对的，是能够毫不在意地残杀血亲的人物。而且只有在这一天，他才能不透过宦官约瑟庇斯的过滤，直接把关于自己的资讯传递给掌握自己生死的人。

似乎当面辩解产生了效果，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后来虽然没有与朱利亚努斯亲密的会面，但是发下了准许他在希腊的雅典求学的命令。对于朱利亚努斯来说，这样也已经足够了。只不过，他能在哲学圣地雅典享受的日子，也只有从春季到秋季的半年之间。在这年秋末的某一天，朱利亚努斯又收到了皇帝的召集令。





在这半年来，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一直在犹豫之中，因为立定副帝的需求比起过去还要高涨。

目前不需要紧急因应的防线，只有与波斯军相对峙的东方而已。

另一方面，以多瑙河为防线的欧洲中部地区，随时随地要面临遍布北岸的北方异族入侵。

而莱茵河防线的局势，要比多瑙河防线来得令人绝望，如今已经没有资格称为意为防线或城墙的“limes”。





莱茵河发源自阿尔卑斯山脉，注入北海。西元前一世纪中叶由凯撒征服高卢之后被编入罗马的国土，至今已经四百多年。在这段期间内，莱茵河一直担任防波堤，保护著相当於现代的荷兰南部、比利时、德国西部、瑞士、法国等地的古代高卢地区。当然，莱茵河能完全发挥「防波堤」作用的时期，只到西元二世纪为止。在以「三世纪危机」著称的西元三世纪之中，莱茵河「防线」已经逐渐遭到异族突破。尽管如此，直到西元三世纪末的戴克里先皇帝为止，罗马依旧试图在莱茵河防线上阻止外敌侵略。

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罗马才完全放弃在「防线」上阻止敌人入侵的战略。这并不表示君士坦丁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来取代於死守防线的策略。历经整个三世纪之后，遭受攻击之后才出兵击退的战略，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君士坦丁大帝只是把这项事实转化成罗马军的官方政策。但由于帝国战略的这次转向，使得在元首政治时代於莱茵河沿岸连串铺设的罗马军团基地无人看管。有些不是完全无人的基地，也转变成由兼营农业的官兵防守的堡垒，沦落到再也没有资格自称为「防线」。

君士坦丁大帝并非放弃战略，而是转换策略。形成「防线」的各个军团基地人手转为单薄的同时，他也设法增强皇帝直属的游击军团兵力。增强后的游击军团主力改由归化罗马帝国的异族官兵担纲的现象，也是在君士坦丁大帝任内产生的。尽管这些人出身异族，但是平日独来独往与出身部族没有往来。也因为如此，对皇帝来说这些人才能成为获得皇帝信任的部下。

能将异质因素编入组织中活用，也是一种领导才能。不过第二代的领导人往往少有这种才能。西元350年异族出身的武将马格嫩提乌斯叛变，杀害大帝三子的事件，就是罗马军中异质分子，对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爆发不满的典型例子。在罗马军典型防卫战略「防线」实质上遭到弃置的同时，罗马军的内情也日益激烈动荡。

异族武将叛乱的事件，在三年后以马格嫩提乌斯自裁的结果收场。然而在这三年内战之中，罗马军折损了许多老练官兵。有许多老练官兵与马格嫩提乌斯同样地，是归化罗马帝国的外族。然而这些人如今已经是罗马军的主力。由于上述的背景，这些官兵折损之后，罗马军的战力也大幅衰退。

三年内战后战力折损最为严重的，就是内战时属于马格嫩提乌斯势力范围下，莱茵河以西的高卢地区。无论如何低估，这三年内战之中至少折损了三万人。而要补充三万多名精通作战的老手可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些因素造成广大高卢地区防卫力量决定性的衰退。而且最先发现这项事实的，还不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而是随时试图从莱茵河东岸往西入侵的异族。

西元353年8月，马格嫩提乌斯在里昂自裁，结束内战。

西元354年12月，副帝葛尔斯遭处斩首。

西元355年2月，朱利亚努斯受命前往米兰。5月起在雅典展开学术生涯。

西元355年11月，朱利亚努斯再度被召唤到米兰，由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任命为「凯撒」（副帝）。




朱利亚努斯成为副帝



西元355年11月6日，这天是朱利亚努斯的二十四岁生日。不过，当天没有人为他庆生。不但没人庆生，甚至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在罗马的上流社会，一定规模以上的家庭，会安排幼年时与主人共同进学，成年后随侍在身边的奴隸。然而朱利亚努斯从六岁到二十岁时遭到隔离，过的是软禁生活，身边没有这种人存在。

在这一天，「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召集大批罗马军官兵，以「副帝」身分把从未出现在群众面前的朱利亚努斯介绍给他们。到昨天为止，朱利亚努斯还留着有如希腊哲学家注册商标的落腮胡子。如今让人剃得干干净净，仿佛一头刚刚剃过毛的绵羊。身上穿的衣服，也从市井小民穿着的天然色长衣与皮凉鞋，换成了罗马将军在正式场合穿着的白色短衣、皮质短甲以及红色披风。因为紫色染料的价钱要比红色昂贵许多，似乎紫色披风只限於「正帝」能穿着，而副帝与将军的披风依规定只能穿红色。

朱利亚努斯就这样穿着正式的军装，在官兵面前登场。他身高普通，体格也称不上健壮，给人的形象是一派文弱，而且这天还是他第一次穿军装。官兵们似乎讶异得连笑都笑不出来。不过毕竟朱利亚努斯是最高司令官正帝所选派的副帝，官兵也以左手提盾牌，右手持剑敲盾的传统形式表达赞同。朱利亚努斯就这样展开了他的副帝生涯。

在就任副帝的同时，朱利亚努斯也奉命结婚了。新娘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荷蕾娜。和这年二十四岁的朱利亚努斯相较，似乎要年长许多。而就在上任副帝不到一个月的11月30日，朱利亚努斯便攀越降雪的阿尔卑斯山前往高卢。






身穿军装的罗马皇帝




小说家认为，这场副帝任命，以及一就任便派往最前线的人事案背后，有著皇后艾瑟比亚对丈夫的影响存在。可能由于朱利亚努斯生涯充满叛逆与戏剧性，适合当小说的主角，因此有不少历史小说选择他当主角。在日本有辻邦生的《叛教者朱利亚努斯》。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著作的《朱利安》（Julian）内容更是精彩，符合全球畅销书的地位。这些小说作品的共通之处，是皇后艾瑟比亚对朱利亚努斯的关怀，抑或是精神性的爱情。

这些历史小说家的看法可能十分正确。在必须下决断的时候，君士坦提乌斯往往慎重过度到落入迷惘的地步。深爱的妻子对他的建言，可能为他提供踏出脚步的力量。

不过，即使没有深爱的皇后推荐，君士坦提乌斯也有充分的必要，把仅剩的血亲朱利亚努斯找来，册封为副帝送到高卢。





幸好现在罗马不用担忧波斯王的攻击。可是由北向南渡过多瑙河、由东向西渡过莱茵河，以部族为单位试图入侵的日耳曼民族数量已经遽增。

君士坦提乌斯一个人无法承担多瑙河与莱茵河两方面的防卫工作。以现代来说，这就好像在法国地区与异族开战的同时，又要在巴尔干地区击破入侵的异族。很明显地，如果不把其中一方委由他人处理，多瑙河与莱茵河都会沦陷。君士坦提乌斯为了要不要把朱利亚努斯找来帮忙，整整犹豫了半年。然而无论多犹豫，君士坦提乌斯身为帝国防卫最高负责人，已经別无选择。





不让朱利亚努斯前往多瑙河，而是派往莱茵河防线，也很符合君士坦提乌斯的作风。因为他把副帝派往难度最高的区域了。防卫时的难度，不是看入侵的异族数量，而是根据守卫的罗马军质与量来评估。三年的内战之后，老练官兵折损最严重的地区，正是朱利亚努斯要负责的高卢地区。朱利亚努斯必须率领主力折损大半的军队，击退渡过莱茵河入侵，甚至已经在高卢地区横行无阻的异族。

话说回来，如果要像小说家一样，表示这是正帝不希望朱利亚努斯成功，因此故意不派遣足够的兵力给副帝朱利亚努斯的话，对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来说恐怕不够公平。尽管损失没有高卢地区多，正帝麾下的多瑙河防卫部队在三年内战中也损失了许多老手。而君士坦提乌斯必须率领这些部队对抗大举入侵的异族。而且要是波斯王有任何动态的话，他又必须立即率军赶往东方。罗马帝国皇帝的首要职责，在于保障罗马帝国的整体安全，副帝只是帝国部分区域的国防负责人，而正帝身为罗马军的最高司令官，必须负担整个帝国的国防安全责任。因此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为了提防东方发生事变，身边必须掌握一定程度的兵力。





另外，朱利亚努斯完全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他从未见过战场，也没有学过战争理论，以往也没亲身接触过官兵的生活。而他年纪轻轻二十四岁，就直接当上高卢地区的罗马军司令官。如果说要打赌朱利亚努斯会成功还是失败的话，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打赌他失败。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在派出朱利亚努斯时，心中想必也没抱持多大的期望。既然朱利亚努斯的成果无法预期，自然也就没有给与充分兵力的打算了。就算有这意愿，西元355年时君士坦提乌斯也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分派了。

当时高卢地区的局势，可说是异族横行无阻，昂首阔步，而罗马军队则是设法隐匿行踪，避免与异族碰面。才刚年满二十四岁的朱利亚努斯，就这样孤身让人投入了高卢地区。当然，不受到期待，也就等于可以自由行事。只不过朱利亚努斯即使当上了副帝，还是只能在避开君士坦提乌斯怀疑眼光的状况下才能获得自由。




君士坦提乌斯与基督教



尽管君士坦提乌斯在军事方面才能远不及君士坦丁大帝，不过在对于新兴宗教基督教的贡献程度上，可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接班人。也就是说，他不仅忠实地跟随着大帝铺设的路线前进，还一边前进一边修补。

在开始讨论这条「路线」是什么样的政策之前，想与各位读者一起回顾一下这条路线的起跑线「米兰敕令」。在此要介绍的不是敕令的大意，而是第XIII册之中介绍过，借以讨论发文人想法的全文译本。这项法令在西元313年6月公布於帝国各处，是大帝与当时仍然在世的利齐钮斯联名公布的律法。






君士坦提乌斯





「吾等二人（君士坦丁与利齐钮斯）许久前便认为信仰之自由不应受到妨碍。不仅如此，还认为信仰应当依照个人良心选定。吾等两人基於上述理念，已在所统治的帝国西方认同基督教徒之自由，得举办加深信仰时所需之仪式。然而上述默认状况，却对实际推行法律之人员造成混乱。因而吾等不得不承认，上述理念有成文化之必要。




因此正帝君士坦丁与正帝利齐钮斯吾等二人借由於米兰相会，共商帝国诸多课题之机会，对帝国万民而言攸关重大之神明信仰议题达成共识，认定此一议题应订主明确方针：不论基督教徒或信奉其他宗教之国民，个人於选择宗教信仰之权利皆应获得完全之认同。无论其神明之身分，若能对身为统治者之皇帝，及其臣下国民带来繁荣与和平，皆应获得认同。吾等二人达成共识，认为认可吾等二人之臣下，无论何等人物皆得拥有宗教自由，为最合理之最佳政策。




自今日起，无论信仰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个人皆能信奉自身所好之宗教，并有参加祭典之完全自由。并期望无论何等神明，其至高之存在，能以恩惠及慈爱，引领帝国全体民众走上和解与融合之道路。」



敕令自此段以下，内容由说明国政方针，转为向在帝国各地推动政策的行政官之指示：


「以上为吾等二人之决策。故而从今日起，以往颁布之基督教相关法令完全失效（主要指的是戴克里先皇帝所公布迫害基督教的诸法）。而且从今尔后，愿贯彻基督教信仰者，可无条件获得对信仰之全面认可。




然而，对基督教徒认可之全面宗教自由，亦同样适用于信仰其他神明之国民。只因吾等判断，此一全面认同宗教信仰自由之决策，对帝国内部和平有所助益。因而吾等认为，不论何等神明、何等宗教，其名誉与尊严皆不该遭致损毁。




以往诸多基督教徒受到名誉尊严受损之待遇，在此特命立即归还其遭受没收之祈祷场地以为补偿。此外，为其信徒所属教会或教区所有，但遭没收之资产，亦一并下令即刻全数归还。在此并明文表示，若资产在没收后付诸拍卖，於归还资产之同时，国家将对原收购者给与正当价位之赔偿。」







这道敕令之中，有两点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认同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同等。

第二，下令将镇压时期没收的教会资产归还给教会，有必要时由国家提供赔偿。

这两项特点是打破以往罗马帝国皇帝前例的决策。而在发佈法令十年后，利齐钮斯败亡，罗马进入了君士坦丁的，亦即主导「米兰敕令」的人掌权的时代之中。「米兰敕令」表面上看来是保障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的法令，不过只要推敲法令的字里行间，就能发现其实敕令真正的目的在赐予基督教官方立场。在颁布法令之后，君士坦丁也的确朝着优待基督教的方向发展政策。





君士坦丁拿出皇帝的私人财产（其实也是国库的部分资金），修建教堂捐赠给基督教会。不但君士坦丁自行建设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内部拥有许多基督教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以及耶路撒冷的圣坟墓教堂等帝国主要都市内的大教堂，几乎全是由君士坦丁修盖捐赠。也就是说，皇帝亲手把向神明祈祷及信徒集会所需的场地提供给基督教徒。

此外，基督教会除了需要教堂以外，在举办各种教会活动时还要消耗必须经费。理想而言，活动经费当然应该由信徒捐款承担。不过如果能确立恒久稳固的经济基础的话，当然会更加理想。在古代，首要经济基础是农耕地，以及为相关原料加工的手工业工厂、销售产品用的门市商店。君士坦丁也把这些产业捐给了基督教会。

至於这些产业对振兴基督教会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笔者在第XIII册之中已有详细描述，在此就不重复了。各位读者不能忽略的是，基督教会与罗马传统宗教不同的地方之一，在于其拥有专业的神职人员阶层。既然这些人并非由各行各业的人兼职而是专业人员，那么神职人员便需要设法赚取日常生活所需的经费。捐赠经济基础使教会能自行生产生活经费的人，对基督教会来说自然是无比贵重的存在了。

另外，君士坦丁还立法让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免除公务。将这项政策立为国法的理论根据是「神职人员应当不受其他诸多任务烦扰，专注於其神圣任务。如此将为国家提供无可计量的贡献」。

而既然国家让神职人员「不受其他诸多任务烦扰，专注於其神圣任务」，政策也就理所当然地走上让神职人员免稅的方向。既然是「神圣任务」，那么就不能期待有报酬。没有报酬，自然也就没有课稅的可能性。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督教优待政策，从免除神职人员公务、免除稅赋，进而发展到解除元首政治时代稅制中对单身国民造成的不利之处。对于力图振兴基督教，期望其成为「支配工具」（instrumentum regni）的君士坦丁来说，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发展趋势。

将这些政策全数实现之后，大帝才将国家交给儿子。而包括临终接受洗礼的行为在内，君士坦提乌斯凡事往往模仿父亲。有一位研究人员表示，在交接政权之后，君士坦提乌斯是「带着确信迈步」。





西元346年，君士坦提乌斯登基第九年时，他把原本限定在基督教会范围内的免稅对象又扩大了。大帝在世时，免稅对象仅止于主教、祭司、副祭司等属于教会权力体系下的人员。如今连教会雇用的佣人，乃至於在教会所有的农地、工厂、商店内工作的人，都从可称之为「征稅人员名册」的“census”之中除名。在这个时代，国家的主要稅收来源有土地稅与人头稅两种。这项新的政策使得教会相关人员得免除人头稅。






罗马帝国的社会权势阶层




既然皇帝陆续推出偏袒基督教会的政策，教会方面自然也开始得意忘形。在利米尼召开公会议时，某些主教便提出要求，希望能免除土地稅。召开会议的当时，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还坚守着仅免除人头稅的底线，不过短短两年后便颁布新法，让主教的梦想成真。即便在公认政教分离为文明国家佐证的现代，依旧存在著宗教法人免稅的现象。可能尽管人类社会长年来「神圣任务」出人意外的要比「不神圣任务」带来更大的收入，人类一看到宗教的旗号心中就不禁开始敲退堂鼓。在此先不讨论问题本质，若将西元四世纪时的罗马社会绘制成示意图，那么大概会形成以上的插图。因为君士坦丁大帝与其嫡子的基督教优惠政策还不仅如此而已。





在以往，个人成为神职人员之后便不得拥有私人财产。一旦成为神职人员，按规定必需将以往持有的资产捐赠给教会，抑或是捐给血亲。而到了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之后，成为神职人员以后却能继续持有财产。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订定的这项法令，实在不知道对资产家的心理造成多大的影响。

首先，人们所持有的资产越是庞大，心中便会越是执著於持续拥有。再者，以往资产是课稅的对象，如今只要持有人担任神职，就能列入神职人员免稅法的适用范围内，排除在课稅对象之外。

这下子基督教会不仅为贫困者的心灵带来救赎，也没忘记要为富裕者奉送「救赎」。





从「带着确信迈步」这个形容就可得知，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亲基督教政策，理所当然地会走上排斥其他宗教，尤其排挤罗马传统宗教的方针。在颁布「米兰敕令」时，政府还没有敌视传统的罗马宗教。然而随着皇帝的亲基督教路线日益明确，政策风向也就逐渐转变。

首先，政府禁止于夜间举行牺牲仪式。对于古代宗教而言，屠宰被视为重要财产的家畜，在燃烧祭品的香烟中祈祷，就好像后世的基督教会在烛光中祈祷一样重要。而如今夜间不能举办这种仪式了。

不久之后，政府又下令禁止通常在白天举办，献给传统罗马诸神的官方祭典，以及随之举行的牺牲仪式。

这两道禁令的效力有限，并非一颁布就能立刻让献给异教神明的祭典与牺牲仪式消失。三年后政府再度颁布同样的禁令，只不过在禁令中明文表示，违反者将处死刑。

在同一个时期，政府又颁布禁止崇拜偶像的法令。「偶像」这个名词，在希腊文与拉丁文之中，原本仅带有「想像」的涵义，而现代对于崇拜偶像的定义如下：

一、尊崇具体化的神像，作为宗教象征物。

二、尊敬特定人物，将其视为绝对的权威。

最高神宙斯、海神波士顿、智慧女神雅典娜，甚至神君凯撒与神君奥古斯都，就此被打成偶像、视同罪行。至於耶稣基督、圣母玛莉亚、圣保罗与天使，恐怕就不在偶像范围内了。顺带一提，我们翻译为偶像的名词，其语源是“idolo”，后来衍生成英文中的“idol”（偶像）、“idiot”（笨蛋）。





在颁布禁止崇拜偶像的法令之后，政府又紧接着颁布了封闭神殿的法令。这项禁令的对象，还不仅止于献给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叙利亚的太阳神殿以及埃及的伊西斯神殿，同样也在封闭令的范围内。实际上，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居民还为了反对封闭命令引发暴动。然而在罗马人统治的帝国内部，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毕竟还是占绝大多数。对基督教徒来说，「异教」这个名词，也就等于希腊、罗马的传统宗教。

在「封闭」之后，情势很快就会发展到「破坏」。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并没有下令摧毁异教的神殿。他只是发佈敕令，准许民众可调度使用神殿的建材。可是很明显地，这项许可实际上也形成了破坏的第一步。因为只要拆掉圆柱，建筑物自然也就无法站立了。

不过在西元四世纪中叶，罗马仅禁止崇拜偶像而已，还没有发展到破坏视为偶像的雕像。





因为由君士坦丁大帝从头建设的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内部便充斥著各种「偶像」。打从施工时期起，君士坦丁堡就是基督教的首都，因此首都内没有半座献给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然而古代人，尤其罗马人认为，一座都市内部如果没有琳琅满目的雕像装饰，那就算不上都市。君士坦丁大帝在建设这座号称「新罗马」的首都时，因而下令从以希腊为中心的罗马帝国东方各处征集诸多大理石雕像，用于装饰新的首都。这座基督教的首都，接下来有好一阵子，是基督教教堂与希腊、罗马诸神神像共存的都市。希腊人认为，最美好的形象是裸体，因此将裸体的优先权献给了神明。因此希腊神像往往是以裸体或半裸体形式来表现。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基督教教堂与裸体雕像的共存，是不可原谅的现象。然而如果从人性现实观点来看，这却是很自然的景观。虽然说裸体神像的生命，只剩下不到半个世纪。





君士坦丁大帝与君士坦提乌斯父子两代所推动的基督教振兴政策，依照时间前后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认基督教，使其与其他宗教拥有同等地位。

第二阶段，政策明显转向优待基督教。

第三阶段，把罗马传统信仰设定为排挤异教时的主要目标。

我们可以认为，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的实质部分，是由君士坦丁大帝进行。而第二阶段的收尾，以及第三阶段，则是在做儿子的君士坦提乌斯登基之后展开。尽管做儿子的在许多方面才能都不及父亲，然而在优待基督教的政策上却挺能贯彻始终。这项政策路线，因而前后连贯了半个世纪。

理论上来说，既然人世间的君主能这样贯彻始终地优待，宗教界也应该会心怀感激，一致协助世间君主才是，然而实际上却恰好相反。在惨遭迫害的西元三世纪后半时，基督教会内部已经有相互斗争现象。而当罗马皇帝转而支持，结束遭到迫害的日子以后，内斗反而更加恶化。





在这个时期，有名的基督教隐士安东尼在西奈半岛上的修道院中，以百来岁的高壽逝世。这名隐士出生于埃及中部的海克力士堡，是基督教会内的修道院主义创始人。可能因为沙漠地区容易找到天然洞穴，适於与外部完全断绝往来，过着祈祷与冥想的生活，因此在埃及与叙利亚地区产生了「修道院主义」这种信仰型态。

如果相信基督教会提供的历史记录的话，这名沙漠隐士生于西元250年，殁於西元356年。生前体验过戴克里先皇帝的基督教镇压政策，也享受过君士坦丁大帝的优待政策。尽管如此，在记录其一生言行的《圣安东尼生涯》书中，里头只有一段文字提及罗马皇帝，而且无关反基督教或亲基督教。他在红海附近兴建修道院之后，不断有支持者前来拜访，因此对于世间局势理应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从书中的字面也可发现，他对帝国东方的基督教局势相当清楚。

然而这名沙漠隐士开口怒斥的，却不是镇压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他大力抨击的，是基督教内部的所谓「异端」。

这名圣人憎恶的不是外敌，而是基督教内部的敌人。亦即在攻击异教徒的事先摆一边，他先斥责对教理有不同解释的人。有一回他甚至离开沙漠地区前往亚历山大，当面指责主导亚历山大教区的奥里斯派高等神职人员。当时他甚至表示，奥里斯派是最后的异端、反基督的第一波尖兵。接着他转头向慕名而来的信徒表示，今后千万不可与奥里斯派的神职人员往来。奥里斯派的思想与十二使徒传的道理完全相反，是从空洞虚无的脑袋里冒出来的恶魔教理。安东尼在其他文章内诉求和平安稳的信仰生活，然而话题一提到异端马上口气就变了，怒斥著「连说出名号都嫌脏了嘴的奥里斯派」。奥里斯派也不服输，聚众攻击毁坏了阿塔那修斯派（主张三位一体，因而又称天主教派）的教堂与修道院。在当时，因对教理的解释不同而引起感情对立，进而衍生因憎恶而造成暴力事件的现象已经不稀奇。问题在于，奥里斯派与阿塔那修斯派的信徒，都深信自己的解释正确，而对方的解释错误。





我们翻译为「异端」的这个字，其定义是「偏离正确的宗教、思想、学说的观念」。「视为异端」的意思则是将特定对象判定为异端进行排斥。然而如果我们追溯名词的语源的话，可以发现这名词起源自希腊文，并由拉丁文承继的“haeresis”。希腊人与罗马人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其意义是「选择」。也就是说，希腊、罗马时代的「异端」，是「深思熟虑之后选择的学说」，而不是「偏离正统解释的说法」。如果学说只是选择的结果，就不会发展到相互排斥的地步。而随着一神教掌权之后，「选择」开始销声匿迹，太阳之下只剩下「正确」与「错误」两条路可走。因此异端学说便成了光是听到都会玷污耳朵的罪孽。如果是「选择」的话还有办法共存，只要承认对方有道理，双方也还能互相折衷。然而当异端成了「错误」之后，共存与折衷也就失去可能性了。剩下的唯一方案，就是在遭到排斥之前，先排斥对方。





互相视为异端的现象，还不仅止于神职人员之间。世界三大宗教之中，有两个便是产生于中东地方（尽管伊斯兰教这时还没问世）。在中东地区，就连市井小民都很宗教化。有一名难得没染上宗教习性的人，留下了书面记录，将当时的社会现状流传后世。






「在城镇的每个角落，人们热心於辩论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在街道边、在广场、在市场。无论是卖布料的商人、汇兌商人，或者卖粮食的商店。如果你询问商品要卖多少钱的话，你必需有心理準备，在听到商品的价格之前要先接触到他们对天父、神子与圣灵的想法。「客人，你认为神子可能是比天父低阶的存在吗？」




如果你问浴场的佣人现在水温如何，恐怕你会听到下面这个答案。「客人，您认为神子是从哪里诞生的？」而如果你问面包的价钱，面包店老板在回答价钱之前会先喊一句「伟大的在天之父」。」



阿塔那修斯派主张天父、神子耶稣与圣灵同等，因此是三位一体。而奥里斯派则主张天父与神子相近但不同等。上面记载中的社会现象，则是宗派论争的街头版本。

双方阵营互相敌视的话，寄望由基督教取代罗马传统宗教成为帝国精神支柱的皇帝可就伤脑筋了。因为只有基督教会整体统一的状况下，才能形成帝国支柱。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公会议时，已经正式宣布以三位一体教理为準。然而事关教理论争的话，大帝的威望也只能维持到当事人逝世为止。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继位之后，必须时常召开公会议，试着调整各派之间的均衡。逐一推敲这些公会议的论战记录可以发现，无论是据说有资格传达神谕的主教言论也好，没有该当资格的市井小民言行也好，共通之处在于不愿倾听他人诉求的排他性。在同时，罗马帝国也日益养成了排外的风气。只因为不管获胜的是三位一体派也好、奥里斯派也好，一神教的本质就是排他性。

这就是公布「米兰敕令」半个世纪后的基督教会现状。朱利亚努斯也就在这个局势之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高卢的朱利亚努斯



即使是平民，也会避免在隆冬时攀越阿尔卑斯山。至於对军人来说，从「冬令营」这个名词就可得知，冬季期间时，官兵可以躲在营地中避寒。在帝国之中，朱利亚努斯是地位仅次于「正帝」的「副帝」。停留在米兰的君士坦提乌斯正帝下决心任命年轻的堂弟成为副帝时，已经是西元355年11月6日了。照理来说，朱利亚努斯大可等待次年春天才攀越阿尔卑斯山前往高卢赴任。尽管是在强制之下成婚，毕竟这时与正帝的妹妹荷蕾娜的婚姻生活才刚开始。然而朱利亚努斯在11月30日就离开了米兰，而且没有带着新婚妻子同行。当时朱利亚努斯毫无行动自由可言，无疑地，就职副帝不到一个月就出发赴任，是因为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如此期望。当时伴随刚满二十四岁的副帝同行的，只有三百六十名卫队。






攀越阿尔卑斯山的罗马大道（由瓦兰斯至特里诺）沿线各种设备




难道说高卢地区的局势，已经急迫到必需马上派人处置了吗?

或者说，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心底，或多或少有置他於死的心态？

如果上列两种假设都不正确的话，会不会是打算在隆冬时期攀越阿尔卑斯山，在冬令期间赶往高卢编组军队，为春季预作準备？

不管怎么说，朱利亚努斯生于君士坦丁堡，在小亚细亚成长。尽管二十岁以后稍微享有行动自由，但仅限於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希腊等帝国东方的某些区域。对他来说，一生中首度接触的欧洲经验，是隆冬时期云雾低沉的米兰，以及满地白雪的阿尔卑斯山。





如果要从米兰出发攀越阿尔卑斯山，前往隆河边的维也努的话，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

第一条路径，是由米兰向西前往奥斯塔，在此攀越阿尔卑斯山，在革尔诺堡（Grenoble）下山。从革尔诺堡到维也努几乎只要直线沿着罗马大道前进即可。

第二条路径，是首先从米兰直线前往特里诺，再由特里诺通过苏萨山谷穿越阿尔卑斯山。由阿尔卑斯山下山之后，就能到达罗马时代被称为葛兰提亚诺堡的革尔诺堡。

西元355年时，朱利亚努斯应该是通过上列两条路径的其中一条。这两条路径都是罗马式的石板面道路，相当於当时的高速公路。

英文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另外还可以翻译成社会基础、社会资本、下层结构等称呼。这是超出个人能力范围，应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代为推动的事务。罗马人认为基础建设就是「为了让人的生活过得像人而必需的大事业」。因此道路不是铺设完毕之后就宣布大功告成的事务。罗马人认为，要尽可能保障行走在道路上的旅人舒适与安全，才能称得上是基础建设。因此也理所当然地，一如上页图所示，即使是攀越阿尔卑斯山的艰难路途，沿途也备有相当於现代高速公路的诸般周边设施。

不过，只有在「罗马和平」能发挥功用的时代，基础建设才能发挥完善的功能。我们这些生于后世的人可从残存的史料得知，罗马大道最后的经常性翻修工程，与「罗马和平」结束的时期相重叠。之后虽然有局部的维修工作，但也在西元375年宣告结束。大约在这段时期，罗马大道的维修工作完全遭到放弃。

既然道路是这般状况，仰赖道路通行才能成立的旅社、驿站以及马车维修厂等设施，想必也都是同样下场。也就是说，与元首政治时代相较，旅行的安全程度、舒适程度已经大幅衰退。





所谓的基础建设，假使初期建设得够扎实，在完工之后即便遭到忽视，也能让功能正常维持一段时间。罗马时代担任基础建设的工程师甚至放胆保证，即使没有大规模的翻修工程，基础建设也能维持百年不坏。罗马大道与道路周边的诸般设施尽管服务品质下降，不过功能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74～75页的插图，就是根据西元333年时，一名从高卢南部的波尔多前往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朝拜的巡礼者所留下的记录制作的。

也就是说，尽管「罗马和平」已经消逝一百五十年，罗马人所兴建的基础建设虽然程度不若以往，但还能发挥功能。西元333年，比朱利亚努斯首度攀越阿尔卑斯山时还早二十二年。话说回来，历史上的现象，往往不能仅凭数字追踪。西元333年时，距离君士坦丁大帝逝世还有四年左右。这名皇帝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在一段长时间之内，以一定的程度，成功阻止异族入侵罗马帝国境内。就算水準不如罗马和平时代，起码还能维持住「和平」。所以一般平民才能只身完成来回西欧与中东的长途旅程。





然而这项「和平」到了西元350年时，又因为异族出身的武将马格嫩提乌斯起兵杀害君士坦斯皇帝而结束。接下来的三年内，是马格嫩提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之间的战争。而马格嫩提乌斯自裁之后至今两年，异族利用罗马军事力量衰退的机会大举入侵。尽管同样属于罗马帝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西侧的高卢已由异族盘据，东侧的义大利则由罗马军方主导。如此一来阿尔卑斯山也就不是通路，而是屏障了，穿越山脉往来的人员物产也当然会逐渐减少。既然交通往来减少，常驻的人员马匹数量也就会跟著减少。也就是说，沿途的各项服务水準会跟著衰退，这就是阿尔卑斯山的交通现状。尽管二十年前一般平民只需十天便可攀越山脉，如今副帝一行人就算接受特別待遇，恐怕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当攀越阿尔卑斯山到达高卢以后，局面也已经不是二十年前那种可以让巡礼者安全迅速旅游的样子。

幸好朱利亚努斯还年轻。正因为他年轻，所以能认为自己以往只知道帝国东方的情势，如今攀越阿尔卑斯山前往高卢，正是亲眼看看帝国西方现势的好机会。

从掌理全高卢政务的副帝上任地点在维也努，而不是由此沿着隆河北上二十公里处的里昂这点，就可得知当时高卢的局势有多混乱。在元首政治时代，里昂是整个高卢地区的首府，安全到足以设置金币银币铸造厂。五年前马格嫩提乌斯刺杀君士坦斯皇帝之后引发的动乱，竟使得连罗马副帝也无法安心在里昂落脚。





西元355年年底时，副帝朱利亚努斯赶到了维也努。在罗马时代，这个城镇名叫威那（Vienna），只是自革尔诺堡至里昂途中的小镇。没有人料想得到，这个城镇竟然会成为替代里昂的地方。副帝朱利亚努斯到达时，所居住的房屋也配不上皇宫的称号。不过朱利亚努斯只获准带着四名私人随从同行，如果从房屋与屋主的相符程度来看，也许这样反而搭调。

朱利亚努斯的四名私人随从，包括两名佣人，一名御医，以及一名书僮。御医与他是挚友，使得他的生活免於孤独。而书僮除了管理携出时得以免於审查的大量书籍（当时书籍为卷轴形式）以外，还兼任书记与祕书职务。在当时，皇帝出巡时必需带着大批宫廷官员与佣人的观念已经日益普及。朱利亚努斯的精简宫廷想必让前来迎接的官员得知副帝的政治地位有多低微。

朱利亚努斯能真心相信的，只有这四名随从而已。虽然后来还多了两名特聘的哲学家，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前往高卢时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派给他数名宫廷官员，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这些人应该视为正帝派来的间谍。在维也努迎接副帝的官员之中，大多数同样无法信任。因为高等宦官的人际网路，同样密布在整个高卢。

锡尔瓦努斯的凄惨下场，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名军官原本是马格嫩提乌斯麾下的骑兵队长，但在穆尔萨会战前夜拋弃异族出身的长官，投奔君士坦提乌斯阵营。由于这项功劳，君士坦提乌斯将其升迁为高卢地区骑兵团长。然而不到四年，这名法兰克族出身的武将打算拥兵称帝的情报，就传入皇帝耳中。君士坦提乌斯为了异族出身武将一再叛变的消息大为震怒，完全相信高等宦官的耳语。锡尔瓦努斯听说皇帝把他当成第二个马格嫩提乌斯之后也无路可逃，只好躲入科隆城里举兵反抗。为了征讨在帝国西侧驰名的勇将锡尔瓦努斯，政府还必须从东方调遣名将乌尔锡契努斯前来对抗。锡尔瓦努斯遭处死的时间，只比朱利亚努斯到达维也努早三个月。

这样一来，帝国又少了一名可以在前线发挥才干的英才。不过个性封闭多疑，又身为绝对专制君主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深信，无论事情真伪，在事发前摘除可能性，才是保障皇位稳固的方法。事实上，他在三兄弟之中在位期间最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持续以事前消灭竞争者的方式，一再肃清有任何可能性的对象。对于父亲与兄长都遭杀害的朱利亚努斯来说，较他年长十三岁的最高权位者布置的陷阱，才是真正应该提防的对象。





朱利亚努斯的高卢生活，就在这种随时受到监视的状况下起步。不过他幸运的是，能遇上一个愿意全心全意协助他的人手。这人名叫弗拉维斯·萨尔斯提斯，是高卢地区的军事长官。若说副帝朱利亚努斯是军方的总司令，萨尔斯提斯则是在副帝之下负责全部军事工作的官员。这人是个与皇宫阴谋无缘的耿直武将，对军事完全外行的朱利亚努斯透过书籍学到的知识，也全靠他在现场实地说明。据说由于上任地点在高卢，朱利亚努斯特別去调阅了朱利斯·凯撒著作的《高卢战记》。多亏了光明正大的萨尔斯提斯，二十四岁的朱利亚努斯才有机会从军事与内政两方面了解高卢的内情。





副帝朱利亚努斯负责的区域，包括高卢、不列颠与希斯帕尼亚。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不列颠与希斯帕尼亚的安全，完全仰赖高卢地区的安全与否。目前威胁帝国西方各行省安全的，就是从高卢东部国界跨越莱茵河入侵的北方异族。

这样一来，如今应该暂时放下不列颠与希斯帕尼亚，集中精力於恢复高卢地区的安全。而必需集中全副能力的地区，也可锁定在起源自阿尔卑斯山，注入北海的莱茵河南岸。





史上第一个制定以莱茵河为防线的人，是征服高卢地区的朱利斯·凯撒。凯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推行帝政之后，罗马将莱茵河西岸以摩泽尔河为界，分成上游与下游两部分。上游地区称为「高地日耳曼（上日耳曼）」行省；下游地区就称为「低地日耳曼（下日耳曼）」行省。因为当凯撒征服当地时，莱茵河西岸已经有许多入侵的日耳曼人定居，所以两个行省都名叫日耳曼。

基於上述原因，开创帝政的第一个世纪时，罗马以莱茵河为国界。罗马军的基地向来沿着同时是国界的防线周围配置。以莱茵河地区来说，「低地日耳曼」行省有占田、诺依斯、科隆、波昂；而「高地日耳曼」行省则有梅因兹、史特拉斯堡等基地，几乎可说是沿着国界连串建设。






罗马帝国西方




到了西元二世纪之后，罗马又建设了「日耳曼长城」，围起了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以及黑森林（Schwarzwald）地带。这道防线也成为分隔罗马人与异族之间的界线。由于这道防线的成立，罗马时代称为莫根提亚查姆（Mogontiacum）的梅因兹，以及当时称为阿尔根特拉屯（Argentorate）的史特拉斯堡，也就不再是国界边缘上的基地。这两座城市起源自罗马的军团基地，如今已经是帝国内部的主要都市，但罗马人并未因此取消其基地地位。毕竟都市的历史与传统，也是让都市发挥功能的要素，因此罗马人继续在当地配置军团。而且为了当异族入侵时能迅速出兵反击，罗马人建设了让两座基地与前线的「日耳曼长城」地区维持交通的街道网路。罗马人认为，基础建设就是一旦下定决心，就要彻底建设的事业。因此他们能在白天依旧阴暗的黑森林地带，建设了数条罗马大道。

「日耳曼长城」连续一百五十年发挥了完美的功效，但后来在现任皇帝遭波斯俘虏的空前事变影响之下遭到放弃。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忙于脱离面前的危机，没有余力处理其他地区的防卫。西元260年「日耳曼长城」弃守之后，梅因兹与史特拉斯堡再度成为罗马帝国的最前线基地。也就是说，当地居民又要直接面对莱茵河东岸异族入侵的风险。





然而，这道防线也只能维持到西元350年。当355年年底朱利亚努斯到达高卢时，局势要更加恶化。民众不仅要直接面对异族入侵的风险，甚至家园已经遭到异族入侵盘据。事情的起因，要归罪於西元350年发生的君士坦斯皇帝杀害事件，以及主谋者马格嫩提乌斯的军事叛变。马格嫩提乌斯在率军反抗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征讨时，麾下三万六千名部队折损了两万四千名。而这些官兵不久之前还是肩负莱茵河防线的武力。渡过莱茵河入侵的异族在这段时期起遽增的原因，就在于高卢地区的防卫兵力减少到三分之一。马格嫩提乌斯引发的叛乱，在西元353年时以自裁的方式结束了。然而因为罗马军之间的内战，使得防卫高卢的罗马军兵力剧减。因此即便内乱结束，也没有使得高卢地区恢复安全。





副帝朱利亚努斯要负责的，就是这种局面下的高卢地区。而且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以打击渡过多瑙河入侵的异族为由，没有分派支援兵力给他。尽管批准了增强兵力的经费，金额却远还不及必需数量。按照常理判断的话，不管如何努力，高卢地区顶多也只能维持现状而已。如果朱利亚努斯满足於身掛副帝徽章的现状的话，只要小心不引起正帝猜疑，就可以维持名义上的总司令地位。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直停留在副帝「政府」所在地维也努。只要身在维也努，遇到事变时大可向外逃亡。由此可以攀越阿尔卑斯山向东逃入义大利，也可顺着隆河南下避难。因为古代称为「普罗文治」（Provinciae），后世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这时还没有让异族的马蹄践踏过。




积极作战



二十四岁的朱利亚努斯却放弃了上述的一切可能性。等到年度更替，人马肌肉不再僵硬的春季来到，他就率军离开了维也努。部队既不往东也不往南，偏偏往北方前进。

西元356年对朱利亚努斯来说，是担任副帝的头一年。他接获的第一项报告指出，欧坦城遭到异族围攻情势危急，但定居附近的退伍军人重新拾起武器驰援，因此解除了危机。这时朱利亚努斯手边只有一队弓箭手与一队重骑兵。然而他毫不犹豫地，带着手下的部队往欧坦移动。

如果顺着干线道路移动的话，从维也努到里昂只需顺着隆河河畔的大道北上，到达隆河与塞纳河汇流处的里昂之后，继续顺着塞纳河北上即可。不过由于这条路径属于干道，有让异族部队发现的风险。朱利亚努斯手下的兵力不到一千，万一遇上数以万计的敌军，那就只有当场殉国的分。因此朱利亚努斯不走平地的干线道路，改走距离较短、但难以行军的山间小道。这时小规模的兵力反而成了优点。





欧坦在古代名叫奥古斯都屯，内部不但有圆形竞技场，甚至有两座半圆形剧场。城镇四周有城墙围绕，重点位置还建设有护城塔。城内有两条大街在中央的广场处交叉，大街又直通四方的城门，整个城镇结构有如罗马军团基地。不过当时的罗马都市，都是在这种设计之下，将民宅遍布在城镇内的各处。罗马军团基地原本就是针对防范敌军袭击而设计，因此内部道路有如棋盘一样垂直交错，遭受敌人袭击时，可以迅速地将防卫部队集中送往战斗地点。尽管异族人数众多又勇敢，但缺乏配合战略运用兵力的技术，在这时也还没培养出于数个位置同时攻城的能力。恐怕这就是像欧坦这种中型都市，在人数吃亏的局面下还能成功防卫的主要原因，朱利亚努斯想必也发现了这一点。如果连这等规模的都市在敌军没有一再来犯的状况下也能自保的话，那么与其等待敌人出现，还不如主动追击。朱利亚努斯决定北上追击敌军，而不是留在欧坦防守。因此他下令除普罗旺斯以外，散布全高卢地区，或者说躲在高卢各地避免与异族接触的罗马军残兵前往兰斯集合，在发令之后他本人也立即前往兰斯。





在古罗马时代，兰斯是七条罗马大道交会之处，是高卢北部数一数二的大城。这个地方不仅适合失散各地的罗马残兵集结，往东还能利用罗马街道网路赶往「高地日耳曼」地区。朱利亚努斯订定的初期目标，是驱逐在莱茵河上游往西一带盘据的亚列门诺族。

据说当时共有两万名部队集结在兰斯。而朱利亚努斯计画以这等兵力，对抗在日耳曼族中兵力首屈一指的亚列门诺族。以常识的角度来看实在是有勇无谋，不过年轻气势也能将无谋转为希望。当然年轻也代表着心情容易动摇，昨日的自信，到今天可能转为不安。据说朱利亚努斯在感到不安时，曾经喊着下面这句话，为自己打气：「哦，柏拉图、柏拉图，哲学学徒竟然要承担如此大业」。






柏拉图




朱利亚努斯目前要面对的敌人是亚列门诺族，在总称为日耳曼族的北方异族之中，是数一数二的大族。从莱茵河下游入侵的异族以法兰克族为主，而亚列门诺族则是从莱茵河中游至上游向罗马领土入侵。另外，还有些日耳曼族从多瑙河北方往南入侵。多瑙河沿岸的主要敌对部族是萨尔马提亚、夸荻，以及更为强大的哥德族。若说这些部族是多瑙河防线的主要威胁，那法兰克与亚列门诺就是莱茵河防线的威胁了。

当帝国灭亡时，法兰克族入侵现代的法国地区定居。法兰西这个国名，也是来自法兰克族。同样地，亚列门诺族也在帝国灭亡时入侵，定居在日后法国与德国互相争夺的亚尔萨斯一洛林地区。如今亚列门诺这个名词带有德国人的意味。而法国人的祖先法兰克族，以及被视为德国人的亚列门诺族，追根究柢其实同样起源于日耳曼民族。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副帝朱利亚努斯在恢复高卢安全时要面对的敌人，无论是法兰克族或亚列门诺族，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都是北方异族。

这时两大部族之中，法兰克族由下游渡河，亚列门诺族则由中游与上游地区渡河入侵。异族渡过莱茵河大举入侵之后，沿途烧杀抢夺可期望有收获的都市，除了莱茵河沿岸的科隆、波昂、梅因兹、史特拉斯堡以外，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同样也遭受袭击。与这些都市相形之下没有防卫力量可言的村落，在异族离去之后只能留下一片无人废墟。

朱利亚努斯以古代称为卢提亚的巴黎为界，将高卢分成东西两块，同时把界线以东的高卢东部订定为击退异族作战时的战场，是一项正确的决断。或者说，他如今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总而言之，年仅二十四岁的副帝将集结於兰斯的部队几乎全数派出，往东寻求敌军。然而亚列门诺族由于长期执行渡过莱茵河入侵掠夺的行为，已经熟知当地的地势。年轻又缺乏经验的朱利亚努斯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以什么样的战略出奇制胜，在行军时甚至让队形维持在自军阵营内行军的模样。整个行军队伍又细又长，穿越著雨云低垂的丘陵。





朱利亚努斯在队伍前头策马激励部队的同时，最后面的部队却像遭到蚂蚁大军无声袭击一样地陆续遭到杀害。行军队伍后半段的官兵因为暴露在亚列门诺族的弓箭标枪下，等到发现状况时已经损失惨重。当时记录中表示，这场行军造成两个军团毁灭。不过西元四世纪时，罗马军团不像共和时期一样以四千人为员额，也不像元首政治时代一样以六千人为单位。帝政后期的一个军团，据说人数顶多一千人。话说回来，折损两千名官兵的确是沉重的打击。想必朱利亚努斯学习到，光是勇敢还不足以作战，还必需随时提防意外状况。

朱利亚努斯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因为出师不利而畏缩，坚持以攻击代替防御的战略。人难免会遇到失败，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尽早试图挽回。朱利亚努斯没有转头躲回安全的兰斯，继续率军向东前进。而亚列门诺族嚐到获胜的滋味后，决定从正面打击罗马军。

这次作战由于在罗马军意料之内，因此能以罗马式的，亦即以会战方式进行。会战以罗马军优势做结束，但罗马军未能追击败逃的敌军，因此并非全面胜利。不过官兵对朱利亚努斯的看法因而有了转变。当年轻的副帝下令继续朝莱茵河行进时，官兵人人抢著遵从命令。

事隔多年，在六年之后，罗马军终于又回到莱茵河畔了。可是官兵看到的，却是烧杀掳掠之后，静静伫立在冰冷雨中的科隆废墟。不但身为罗马公民的居民离此远去，就连异族都在烧杀掳掠之后也弃置这座城镇，整座城里空留下无法言喻的遗憾。





科隆在当时正式名称为「科罗尼亚·阿古利庇内西斯」。后代人将拉丁文中意为殖民都市的「科罗尼亚」转为德文拼音，才成为今天的科隆。这座莱茵河畔的都市，与起源自罗马军团基地的波昂、梅因兹、史特拉斯堡不同。当朱利斯·凯撒征服高卢地区之后，注意到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族之中，唯有乌比族属于亲罗马派系。凯撒让乌比族集体迁居到莱茵河西岸，也就是后世科隆的起源。这个地方要到克劳狄斯皇帝时，才升格成具有罗马公民殖民地意义的「科罗尼亚」。不过早在升格之前，科隆已经是莱茵河防线的关键要地，经常成为总司令官在前线过冬时的冬令营区。当年的卡利古拉皇帝，也是在父亲的就任地点科隆中长大的。与科隆类似的都市，有同样并非起源自军团基地的伦狄尼姆（伦敦）。伦敦比因军团基地而都市化的约克、奇斯塔地位更加重要，因而成为不列颠行省的首府。

科隆沦为废墟，代表莱茵河已经无法发挥防线的功能。恐怕要到亲自站在科隆废墟之后，朱利亚努斯才打心底发誓要重建莱茵河防线，以及恢复遭异族蹂躏的村镇。寒冬逐渐逼近，废墟颓立在细雨中。尤其废墟不久前还是人马物产络绎往来的都市，使人感到的印象更为深刻。朱利亚努斯下令部队转头朝西行进，打算在汕斯镇过冬。部队平安地到达了汕斯，可是当分派部队到冬令营区不久后，却受到亚列门诺族袭击。





汕斯位于巴黎东南一百公里，兰斯西南南一百五十公里处。这个城镇四周有城墙环绕，但规模不及兰斯，因此必须将部队分散到其他都市的冬令营区。汕斯不像里昂或巴黎一样拥有能在紧要关头死守的沙洲，一旦遭到敌军包围，能平安度过围城战的可能性实在不高。朱利亚努斯向身在冬令营区的骑兵长官送出救援命令，但援军始终没有现身。因此朱利亚努斯只好仰赖手边的兵力以及居民协助，为充满绝望的防卫作战做準备。

幸运的是，异族在三十天后解除包围离去。尽管异族出身北方，习於严寒气候，要他们在隆冬期间於毫无遮蔽的平原上搭帐篷围城毕竟太吃力。在三十天的围城战之后，官兵对于面临万事匮乏的环境时还能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朱利亚努斯开始抱持著敬爱。想必朱利亚努斯也得到教训，知道挑选冬令营区也是战略的一部分。




日尔曼民族



西元357年春季到来，朱利亚努斯就此展开在高卢的第二年。这时朱利亚努斯已经二十五岁。

朱利亚努斯在下令行军之前，已经把重要的事情处理完毕。他将「骑兵长官」（magister equitum）马尔凯尔斯卸任，把士兵出身、但以英勇作战闻名的谢维勒送上这个职位。当朱利亚努斯从汕斯下达救援命令时，马尔凯尔斯刻意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没有执行命令。因此朱利亚努斯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除马尔凯尔斯的职务。目前，朱利亚努斯身为高卢地区总司令官。为了有效击退一再入侵的北方异族，罗马军的主要战力已经从传统的重装步兵完全转移到骑兵，骑兵战力的领导人因此是要职中的要职。解除骑兵领导人的职务，就好像首席官员开除次席官员一样严重。

即使在承平时期，这等事情都会是相当重大的新闻。而对朱利亚努斯来说，要下决心执行人事令，等于要有心理準备成为「箭靶」，提供在正帝皇宫内散布谣言的佞臣大显身手。高卢地区的高官，绝大多数都是由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任用的。虽然如今朱利亚努斯身为掌管高卢地区的副帝，因而拥有人事权，在执行解任令时一切合法。然而朱利亚努斯本人能否保住脑袋，却要看正帝高兴与否。





朱利亚努斯的兄长葛尔斯在前往叙利亚就任副帝之后，以极为激进的方式排除两名由正帝选任派来的高官。他将两名高官如同祭品一般地丟在情绪爆发的民众面前，让民众杀害官员。这使得一心期望他失势的人抓到了把柄。这件事情也成为一个实例，证明如果胆敢反抗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人事决定，迟早猜疑心重的正帝会让当事人付出代价。

朱利亚努斯是葛尔斯的弟弟。做兄长的葛尔斯最后以斩首之刑结束人生。而下令处斩的君士坦提乌斯如今还是唯一的最高权位者。因此朱利亚努斯在下决断时，必须作好决死的準备。

尽管如此不利，朱利亚努斯还是有必要表明态度。朱利亚努斯在维也努发现的是，担任高卢内政的高官虽然没有明显的反抗副帝朱利亚努斯，但私底下会任意怠工。而在一年的军事行动中，朱利亚努斯发现军事高官对副帝仅有消极的协助。

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局面的话，今后万万不可能击退异族。为了将目标明确地显现给全体官兵，朱利亚努斯必须开除消极作风的代表人。

与做兄长的葛尔斯不同的地方在于，朱利亚努斯以总司令身分解除骑兵长官职务，於法律上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虽说这人是由君士坦提乌斯所任用，但是这是朱利亚努斯就任副帝掌握人事权以前的事情。当就任之后，人事权便转移到朱利亚努斯手中了。有许多时候，采正面突破的方式，反而能在阴谋漩涡中顺利求生。实际上，原本一再向君士坦提乌斯请求援军都没有下文，如今却有了正面的回应。





根据朱利亚努斯的计画，西元357年会与前一年一样采积极作战。不过基於一年来的经验，準备工作将更为慎重。

首先在兵力方面，目前能动用的顶多一万三千人。在元首政治时代，罗马军团内除了指挥官阶层以外，「现役」军人为十七到四十五岁。然而在西元三世纪进入帝政后期以后，二十年的兵役期间已经失去实效。在元首政治时代，「老手」（veteranus）这个词代表结束役期退伍的军人。而在兵役期间规定趋向暧昧的帝政后期，这个词转而形容现役军人中的老兵。另外，这时罗马军方利用佣兵契约聘雇非敌对异族的习惯已经成为常态。对于这些异族佣兵来说，罗马特有风俗，亦即对军人设定兵役期间，让退伍人员能融入平民生活的役满退伍制度也是不容易接受的观念。因此这一万三千名能动用的部队，是基於元首政治时代「现役」观念挑选之后得到的人数。换个角度来看，这一万三千名部队全是精锐好手。

不过从元首政治时代的角度来看，一万三千人只能组成两个军团。这个数量的兵力顶多由军团长来率领，绝对不是总司令官应该带领的部队。在「罗马和平」能发挥完整功能的时代，皇帝御驾亲征时通常要率领五倍的兵力。

「罗马和平」带有由罗马主导世界秩序的涵义。当「罗马和平」沦为历史名词的无秩序时代，皇帝率领的兵力也就稀少得可怜。在五年前，异族出身的马格嫩提乌斯从高卢率军反抗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时，兵力为三万六千人。因战败折损的两万四千人之中，大多数是出身高卢的官兵。这时期的罗马帝国，即使面临外敌威胁，也已经无力补充因罗马军内战而折损的兵力。当罗马帝国副帝朱利亚努斯率领一万三千名部队出征时，亚列门诺族族长克诺铎曼手上，却有三万五千人。

不过这一年的战斗，可望在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派来的援军合作之下联合展开。由巴尔巴提斯将军率领的三万名部队，已经离开米兰沿路北上。






高卢东部




联合作战的计画如下。首先由朱利亚努斯率领一万三千名部队离开汕斯，向东朝史特拉斯堡前进。因为最近两、三年来，亚列门诺族攻下了莱茵河西岸边的史特拉斯堡，把此地当成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前线基地。

同时，由巴尔巴提斯率领的三万名部队离开米兰之后，渡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湖泊穿越险境。以莱茵河沿岸都市中比史特拉斯堡更偏上游的巴塞尔为目标。到达巴塞尔（罗马时代名叫巴几利亚）附近之后渡过莱茵河，朝向北边进军。以往这附近是「日耳曼长城」内部，如今已经是亚列门诺族的根据地。

一旦根据地遭受打击，在史特拉斯堡周边盘据的亚列门诺族部队为了保护住在根据地的同胞，势必要渡过莱茵河往东撤退。朱利亚努斯就在这时率军从后追杀。尽管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人，但已经足以用来追击敌军。这项联合作战的目的，是由南方与西方同时进攻，将渡过莱茵河后在高卢兴风作浪的亚列门诺族连同根据地一起歼灭。





然而当朱利亚努斯朝史特拉斯堡行军时接获的报告却指出，巴尔巴提斯率领的罗马军进击到亚列门诺族根据地附近后停止行军，在原地待命数天之后又调头回到米兰。而且在待命期间遇到亚列门诺族分支部队时，不仅没有攻击，甚至没展开任何军事行动，任其自由通过部队面前。

这名将领做出如此奇妙举动的原因如今不得而知。后世的人推论，可能是将军臆测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不希望副帝朱利亚努斯获得成功。因此为了不让朱利亚努斯成为大捷的主角，采用了「久候不至所以撤军」之类的借口撤退。所谓臆测，就是任意推测別人的想法。君士坦提乌斯向来不让外人得知自己的想法，而他偏偏又是个绝对专制君主。绝对专制政治的弊害之一，就是臣子任意推测君主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原本这次联合作战，可把击退高卢地区异族的难题解决大半，如今在计画执行之前便告放弃。

不过这次的事件，也让朱利亚努斯得知仰赖外力有多不智。如今二十五岁的副帝也只好做出心理準备，要以一万三千名部队，击退三万五千名敌军。




史特拉斯堡大捷



在兵力相差悬殊的状况下，战役期间越是延长，对兵力少的一方越不利。即使没有完全胜利，一再累积获胜最终达成目标，也是一种战略。然而每当获胜时，势必要造成一定损失。现代西欧有一句谚语叫做「皮拉斯的胜利」。这句话的典故起于西元前三世纪，当罗马致力於征服全义大利半岛时，受到希腊艾比罗斯国的君主皮拉斯攻击。这名君主在战场上屡次击败罗马人，但也不断地损失兵力，最后只好撤回艾比罗斯。罗马能够战胜这名天才武将的原因在于，罗马的社会制度能发挥功能，让国家尽早弥补战斗造成的损失。

尽早弥补损失进而致胜的理论，在深入敌境作战时却难以成效。因此在后勤，亦即补充体系难以充分发挥功能的敌境中作战时，武将往往极力寻求短期解决问题的方法。敌我双方於平原上布阵，在士兵的吼声中掀起战端的会战型态优点就在此。

让人列为古代名将的人，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抑或是凯撒，都喜好以会战来决定战役趋势。这并非因为他们性情喜好华丽，而是这几名武将生前都在敌境之中作战。而且他们也知道，如果放任伤口不断流血，迟早会形成致命伤。

朱利亚努斯是在国内作战，可是从各项条件看来，却与在敌境中作战无异。对这名二十五岁的总司令来说，让一次战斗决定成败，已经是仅有的可能性了。





史特拉斯堡在罗马时代称作阿尔根特拉屯，由此向西北三十公里处的城镇名叫「特雷斯·达维那」，意为三间小餐馆。这个城镇是罗马大道沿线发展出的诸多旅社城镇之一。由于城镇旁有一条注入莱茵河的支流，因此地势平稳，适合作为会战的战场。会战的详细日期没有留下记录，不过根据其后的发展来看，应该是在春末夏初。从气候方面来说，也适合举行会战。

会战时，亚列门诺族必须迎击由朱利亚努斯率领的罗马军。这时亚列门诺族拥有包括由族长克诺铎曼从根据地动员，花费三天三夜渡过莱茵河进入史特拉斯堡的三万五千名兵力。异族从罗马人手中夺下史特拉斯堡作为在高卢境内的前线基地之后，势必会在其中安置人手，因此实际投入战场的兵力只怕将近四万。

三百五十年来，史特拉斯堡一直是罗马军团基地，因此城内约有半数土地是由四周有高墙围绕的坚固军营占据，有如城内的小城。史特拉斯堡内的军营是在一个军团编制为六千人的元首政治时代所修建，不管是哪个种族拿下这座城镇，想必都会认为史特拉斯堡是最适於当前线基地的地方。正因为城里有设备完善的军营，亚列门诺族夺下史特拉斯堡之后，才会将此地当成在高卢境内的前线基地。由于亚列门诺族在人数上有把握，当老当益壮的族长克诺铎曼主张出城主动攻击时，获得全体一致赞同。对于朱利亚努斯来说这反而是好消息，因为要以一万三千名部队包围如此坚固广大的军营，几乎可说是不可能的任务。





当亚列门诺族的大军布阵以待后，罗马军缓缓向前行。人数为三倍的亚列门诺军组成横向延伸的队形。相对地人数较少的罗马军阵形较为狭窄紧缩，但依旧按照传统方式分成左翼、中央、右翼。左翼由谢维勒指挥，按例由总司令指挥的中央部分，又分成以辅助兵力组成的前卫，以及主力部队组成的后卫。朱利亚努斯亲自率领的两百名禁卫军则位于前卫与后卫之间。

在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战时，首先要提防不让敌军包围。为了避免遭敌军包围，在本次「史特拉斯堡会战」中，构成罗马军右翼的骑兵队抢先发起了行动。在展开动作之后，中央的步兵队也随之开始前进，不过由谢维勒指挥的左翼部队停留在原地不动。因为罗马军知道敌军右翼躲藏在丘陵后头，因此压住左翼不做动作，他们必须等待敌军从繁茂的树林中现身。

异族的战术到了西元四世纪时还是很单纯，就是让骑兵队扰乱敌军阵形之后，一次投入大量步兵取胜。在「史特拉斯堡会战」时同样也采用这项战术，而且几乎获得成功。

骑兵之间的冲突，一开始就对异族有利。罗马军骑兵遭击退之后虽然力图扭转局面，但力不从心地开始往友军方向撤退。而敌军的中央部队冲向罗马军前卫，突破了前卫部队阵形的正中央。

朱利亚努斯此时成为在前线亲自带队战斗的总司令官，策马带着两百名骑兵重新整顿崩溃的骑兵，激励几乎败退的前卫部队，阻止了几乎往战败方向流转的战局。幸运的是骑兵能迅速地重整态势，而身为主要战力的后卫在面对大批敌军时，还能把持阵脚不混乱。当等在丘陵后头的敌军右翼为战况推演感到不安而现身时，久候多时的谢维勒随即率领左翼部队前往击退。

战局的主导权就此落入罗马军手中。在战场上，获胜的往往不是人数多的一方，而是掌握主导权的一方。当罗马方面一万三千名部队全面前进时，拥有三倍人数的亚列门诺族不但因而后退，还必须掉头逃亡。异族部队向莱茵河方向逃亡后，罗马军也随即展开追击。

这天亚列门诺折损的兵力，光是弃置在战场上的死者便超过六千人，另有不少人在渡河逃亡时溺毙。另外，包括族长克诺铎曼在内，有许多人沦为俘虏。罗马方面折损的人员，包括四名大队长，以及两百四十三名士兵。在帝国后期的罗马战史上，这是许久不见的全面胜利。

会战结束之后，朱利亚努斯接见了成为俘虏的克诺铎曼族长。年轻的副帝始终对这名年老的族长保持礼节。这名亚列门诺族的老武将后来与战胜报告一起让人送到正帝君士坦提乌斯跟前。其后他被转送到罗马，在柴利欧丘上的军营度过余生。






朱利亚努斯




「史特拉斯堡会战」大捷，为朱利亚努斯带来超乎预期的力量。对麾下官兵来说，如今朱利亚努斯已经是救国英雄。由于季节尚早，朱利亚努斯便利用这股力量，趁胜渡过莱茵河攻入敌境之中。虽说这里是敌境，不过百年前还是「日耳曼长城」内侧的罗马帝国领地，在境内到处可见如今已经无人屯驻的罗马军城池要塞。因为受到兵力与时间限制，这时仅能攻入敌境而无法消灭敌人根据地。不过光是能亲眼看到罗马过去的光荣遗迹，对年轻的朱利亚努斯来说已经不虚此行。当他亲手掌握对异族作战大捷的功绩之后，已经名副其实是罗马帝国的「凯旋将军」了。

朱利亚努斯与麾下的部队在亚列门诺族根据地大肆袭扰之后，随着秋季来临再度回到莱茵河西侧。他们準备在卢提亚（巴黎）冬令营区度过西元357年至358年之间的冬季。





当副帝朱利亚努斯在莱茵河畔与亚列门诺族对决时，西元356年与357年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同样在多瑙河前线打击外敌，尽了罗马皇帝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责。多瑙河附近的日耳曼外敌，是在元首政治时期便威胁罗马国界的萨尔马提亚族、夸荻族。虽说正帝与副帝同样指挥部队与外族作战，朱利亚努斯的身影随时都在前线，而君士坦提乌斯绝大多数时间都身在义大利，躲在远离战场的米兰。

这项差异，并不仅是「正帝」与「副帝」之间的地位差异。与仅有一万三千名部队的朱利亚努斯不同的是，君士坦提乌斯麾下拥有多达十万的大军，因此他能将战场指挥工作交给麾下的将领。虽说这个人始终以身在战场的父亲当榜样，但是要到给敌人最后一击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在战场上。当入侵多瑙河以南广大罗马境内的异族几乎全数遭到驱逐，即将率军往北渡过多瑙河进击时，他才率著直属的人马行进。

可能是多瑙河战线已经快要有结果了吧，西元357年春季，正帝君士坦提乌斯首度造访罗马。他对外公开表示这次造访的目的在举行凯旋仪式。这项举动可能也是在模仿君士坦丁大帝。他从米兰沿着艾米里亚大道进入亚德里亚海，随后由弗拉米尼亚大道直线进入首都罗马。君士坦提乌斯於4月28日到达首都罗马，对于三十九岁的皇帝来说，这是他首度看到永远的首都。




罗马最后一场凯旋仪式



对于住在帝国首都罗马的人来说，这是四十五年来第一次看到皇帝的身影。上一次则是西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举行凯旋仪式的时候了。从定都以来至今一千一百一十年，罗马一直身为帝国首都。然而当七十年前罗马转向专制君主政体的道路之后，国家首都的「首脑」角色已经转移到罗马以外的都城去了。让人称为「世界首都」向往不已的罗马城，沦落成专制君主以举办凯旋仪式为由随性造访的都城。

至於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在罗马时的过程，以下想以咸信身为目击证人的某位军人的记述代替。





这人名叫阿米亚努斯·马尔凯流斯，是出生于叙利亚的安提阿的希腊裔罗马人。他的生年不详，一般公认是西元330年。也就是说，他与朱利亚努斯同辈。在商业城镇安提阿，社会与经济地位属于上流阶层的人一般会选择经商的路。但这人却选择从军，而且似乎一成年就马上进入军团。

可能因为出身上流阶层，因此他的军旅生涯直接从将军开始。他在帝国东方的名将乌尔锡契努斯麾下担任幕僚，到四十多岁为止随着这名将军转战西方的多瑙河战线，以及东方的幼发拉底河战线。不过他四十五岁左右时退休，申请退休的原因不明。恢复私人身分后他旅游帝国各地，也曾在罗马居住过。

恢复私人生活之后，阿米亚努斯便展开了著作生涯。塔西图斯著作的《当代史》结束在西元96年，他準备写下一部延续塔西图斯《当代史》的著作。从希腊史籍中也可得知，古代的史学家认为这种接力式的历史叙述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与塔西图斯的著作同样的，阿米亚努斯写下的《历史》（Rerum Gestarum）没有完整地流传到后世，开头的十三卷已经完全失传。不过西元353年葛尔斯副帝时代到378年哈德良堡大败为止的二十五年之间得以完整保存。对于作者阿米亚努斯来说这一段正是「当代史」，因此阿米亚努斯写下的叙述，也一如字面，成了「当代人的证词」。

罗马帝国是个双语国家，对希腊裔罗马人阿米亚努斯来说，希腊文是他的母语，不过他在著作时却采用拉丁文。可能一方面罗马的上流社会在教育子弟时，会采用拉丁文、希腊文双语策略，再者既然历史叙述的第一棒是拉丁散文的名家塔西图斯，因此在继承叙述时自然地采用了拉丁文。而且尽管罗马帝国一直采用双官方语政策，在帝国东方发佈通告时采用希腊文，西方颁布通告时采用拉丁文，唯有军中一直贯彻以拉丁文为官方语言的政策。因而阿米亚努斯在多年军旅生涯之中，已经习於使用拉丁文。

这名军人出身的史学家文笔不坏，虽然词藻不精美，但文章内容符合军人气质，简洁不累赘，因此后世将其视为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史学家。如果这人在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造访罗马时，身处於随行部队之中的话，下面这些叙述，就成了二十七岁的青年军官亲眼目睹的现场。






西方与东方的问题，还没获得解决。然而君士坦提乌斯却好像亚努斯神殿的大门已经关闭了一样，好像要昭显敌军已经全数遭到击退了一样，打算到罗马举行凯旋仪式。虽然号称是凯旋，这不过是马格嫩提乌斯造反之后罗马人之间造成的流血结果，从罗马的传统观点来看，根本没有举行凯旋仪式的资格。他并未靠自身的力量战胜外敌，即便战胜，也是麾下武将的功劳。没有人看到他在危险的战场上担任指挥的身影。即使如此，他就是想举行凯旋仪式……




有许多人力与资金，投入了準备工作。从北方往罗马行进的队伍，在距离罗马城墙还有一百三十公里的地方，便组成了随时能作战的战斗编队。武装士兵的队伍绵延，占据了整条道路。沿途民众许久没见到这般景象，因此以掌声与欢呼迎接队伍。这些民众的眼光自然会集中在战车上的皇帝身上。尽管距离首都的城门还有一大段距离，元老院议员与罗马贵族已经全数赶来迎接。君士坦提乌斯接受这些除了长年享受光荣以外別无优点的人仪礼接待，因此感到万分满足。而当他看到这些人背后的群众时，也无法掩饰讶异。因为他终于知道，混居罗马的民族与人种之多，超过帝国的任何都市。在群众之间，皇帝乘着镶有诸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宝石的黄金战车前进。战车前后是以紫底布料制作，以金丝刺绣著龙的皇帝旗，绵延在阵风中前进，宛若一条大蛇。战车的两侧是呈二路纵队的士兵，穿着为今天特別打理过的头盔、胸甲与盾牌行进。骑兵队身穿波斯式的全身铁甲，要说是人，不如说像是普拉克希特雷斯制作的铜像。




君士坦提乌斯就在士兵环绕之下行进。尽管群众高声欢呼，他却站在战车上一动也不动，始终维持著在臣民面前的君主形象。由于战车实在太高了，就连个子矮小的他在通过门下时，也不得不低下头来，因为罗马人喜好在道路上装饰著门，因此他通过了许多的门。然而这是他唯一的动作。在队伍行进时，战车上的皇帝视线一直朝向前方，就连视线也没有朝左右两边转移，仿佛得了颈部无法转动的疾病。如果当时有人说，站在车上的不是活人而是雕像，恐怕所有人都会相信。战车的一个车轮突然倾斜时，君士坦提乌斯也没改变姿势，连表情都没有变动。在行进期间内，他没有吐口水，手也没摸过鼻子；不但没有动过嘴，连一根手指都没移动过。




这就是本质内向的他炫耀的方式。这个人深信，这种文风不动的方式，是将他所占据的崇高地位，以人人能了解的形式传达给大众的最佳方式。偶尔在聊天时众人也谈到过，在位期间内他从未与別人共乘一辆马车，也绝对不将自己占据的公职与他人共享。在他之前的皇帝没有把共享当成问题，然而他病态的虚荣心却不允许。








队伍终于进入罗马城内了。进入了竭尽人类一切才华建造的帝国圣地罗马。




顺着直通首都中心的大道，队伍进入了罗马广场。眼看广场上充斥著歌颂故往罗马压倒性的光荣与力量的纪念碑，就连君士坦提乌斯也要哑口无言。无论他的视线朝向何处，在罗马广场上势必要看到纪念点缀罗马历史诸多业绩的建筑物。建筑物回顾著落成的时代，使得看到的人必定感到压力（拉丁文是pressio）。




君士坦提乌斯在罗马广场一角的元老院议场向议员与权贵演讲。在议场外的讲坛上，与聚集而来的市民演讲。在历代皇帝居住的帕拉提诺丘上，群众以欢呼声迎接他。尽管君士坦提乌斯一直面无表情，此时脸皮也不禁为长期追求的幸福获得满足而有些牵动。








在其后的日子，君士坦提乌斯依照历代皇帝的惯例主办了运动会，并推动了些许公民会感到高兴的政策。为了避免过度援助，以及因而衍生放荡的生活，这些政令都经过适度的调节。话说回来，某些对其他都市居民加以限制的部分，并没有同样施加在首都罗马居民身上。这也是在考量过往历史与现今状况之下做出的决断。




身居罗马的皇帝，天天四处观赏这座由七座山丘形成的都市。不只是都市中央部分，甚至前往远离中心的城墙外。而且他每天都在想，说不定到了明天，就再也见不到这般美好的景象了。只不过这个想法，到了第二天又势必被打破。




矗立卡匹杜里诺丘上的最高神朱比特大神殿的壮丽，让人深感注定一死的凡夫比不上永生的诸神。大公共浴场的广大，仿彿可以容纳超过一个行省的人民；使用提柏利产的巨石修建的圆形竞技场，高耸巨大得几乎无法以肉眼衡量。献给天地诸神的万神殿，以规模宏伟令人叹为观止的圆形屋顶覆盖于上。高耸圆柱表面密布著浮雕，呈螺旋状直通顶端的图拉真与马库斯·奥理略两位皇帝的纪念圆柱。以及众多的神殿、广场、半圆形剧场、音乐厅、竞技场等。总之皇帝游览过点缀「永恒首都」（urbis aeternae）的每一项事物。








在其中的某一天，皇帝造访图拉真皇帝广场时。这座广场在出现於太阳下的诸多人类技艺之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建筑物，广场的壮丽就连诸神也忍不住要讚叹。君士坦提乌斯似乎也受到壮丽广场的震撼，连话都说不出来。似乎他认为既然自己身为皇帝，就不能光是讚叹。他说他想要仿照立于这座广场正中央的图拉真皇帝骑马像，为自己也造一座骑马雕像。当时站在皇帝身边的是波斯的流亡王子奥密斯达，随即回答他说：




「皇帝，在制作骑马像之前，何不建造一间不输给这座广场的马房。好让您的骑马像在完工之后，马匹可自由阔步。」



让人这样一回应，君士坦提乌斯也只好闭上嘴。似乎他觉得不能就这样认输，因此又反问奥密斯达。他问奥密斯达这些日子游览罗马之后，心中有何感想。於是这位波斯贵人这样回答他：


「当我想到创造出这般雄伟景物的人最后也难免一死，我的心情才好不容易恢复平静」。







遍布「永远的首都罗马」之中的建筑物，在共和时期是由凯旋将军，在帝政时期则是由历任皇帝兴建之后捐赠给市民，亦即捐赠给国家。三十九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认为，既然举办凯旋仪式，也应该依循前例修建些什么，但不知道该送什么好。罗马市内已经应有尽有。原本他曾计画仿照立在巨型广场中央的图拉真皇帝骑马像，为自己也制作一座巨大的雕像，然而这项计画也成了泡影。凯旋将军如果不留下些什么做纪念，会违背前例。就连他的父亲君士坦丁大帝，生前也送了一座规模较小的浴场给罗马市民。

经过一再考虑之后，他决定送出一座方尖碑（obelisk），立在大竞技场中央。这座方尖碑原本是由君士坦丁从埃及内陆运出，準备立在君士坦丁堡之中。由于大帝逝世，因此尖碑一直放置在亚历山大港，如今由其子君士坦提乌斯搬运到罗马市内。不过这时大竞技场内部，已经有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之后带回的方尖碑。「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是为了举办与剑客决斗同样受罗马人喜爱的战车赛而修建。在跑道中央有一段横长的带状区域。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捐赠的方尖碑，后来便在带状区域中，与奥古斯都皇帝方尖碑成对竖立。由奥古斯都皇帝捐赠的方尖碑，后来让人迁移到人民广场保存至今；而由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捐赠的方尖碑，目前立在罗马四大教堂之一的圣乔凡尼教堂前方广场上。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在罗马停留一个月之后便离开罗马，再度往北行军。因为这时多瑙河前线又开始告急。如果在这时允许异族大举入侵的话，不久前举办的凯旋仪式便成了空头支票。不过由于麾下的武将成功阻止了异族入侵，因此这年他可以回到米兰过冬。





另一方面，在巴黎过冬的朱利亚努斯，决定把第二年西元358年的战场，转移到莱茵河下游地区。因为在西元356年、357年两年之中，他成功地打击了在中游与上游地区盘据的亚列门诺族，因此决定将次年的攻击目标转移到法兰克族身上。在执行军事行动的準备时，他已经不必像初期那般苦心积虑。对于在高卢第三次过冬的朱利亚努斯来说，以及对于衷心佩服年轻副帝的官兵来说，他们如今是怀抱着相互间的信任，执行已经熟悉的作业。直到这个时候，朱利亚努斯才有余裕把心思放在高卢的统治工作上。




高卢复兴



在罗马帝国内的各项公职之中，担任行政工作的文臣生涯，以及担任防卫工作的武将生涯，两者之间完全隔离至今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可是与元首政治时代相同的是，皇帝依旧身兼文武两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想想这也是当然的事情。唯有人身安全获得保障，日常生活才能成立。就连现代国家，军方最高负责人往往也由总统或首相兼任。在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执政官、帝政时期的皇帝，同样兼任军事与民事最高负责人。

朱利亚努斯担任的是罗马副帝，因此他在高卢地区推行的内政与军事无法切割。虽说能够以季节来区分，比方说春季到秋季执行异族击退作战，秋末到春初不适於作战的时间，用于推动内政。不过这一段形容之前，要加上「大致上」三个字。对于在帝国西方承担高卢、不列颠、希斯帕尼亚地区一切责任的朱利亚努斯来说，如果没有随时兼顾军事与政务的均衡，将会导致其中一方拖垮另一方的局面。





首先在西元356年与357年两年之间，朱利亚努斯专注於扫荡深入莱茵河西岸的亚列门诺族。在成功结束作战之后，358年的战线将转移到莱茵河下游。从朱利亚努斯过冬的地方，就可以发现他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意图。他首先从维也努起步，第二年北上到汕斯，第三年又北上到巴黎。

朱利亚努斯为何要到巴黎呢？可能他计画在史特拉斯堡完全击败亚列门诺族之后，接下来要处理不列颠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他透过带着军事政务负责人一再将政府往北迁移的方式，把自己的计画明示在众人面前。亦即首先击退敌人保障安全，接下来重新整顿安全地区的地方行政。如此一来便能将高卢，乃至於整个帝国西侧完全复兴。毕竟这件事情，只有身兼军事民事最高负责人的皇帝才办得到。





朱利亚努斯所推行的第一项具体施政，是重建遭到异族破坏的高卢地区主要都市。其中包括里昂、欧坦、史特拉斯堡、梅因兹、波昂、科隆、以及诺依斯与占田。除了最开头的两个都市以外，其他都市都是起源于沿着莱茵河建设的罗马军团基地。重建这些都市，也就等于重新强化防线。除了这些主要都市以外，朱利亚努斯另外又重建了十余处城堡要塞，重新派驻罗马军的官兵。






高卢与其周边




一旦不再需要害怕异族侵袭，日常生活所需的场地尽管环境不如以往，但能满足某种程度需求的话，接下来只需提振居民自力更生的意愿即可。朱利亚努斯采行公正执法，以及公正征稅两项方法来实现这项计画。由于审判制度已经毁坏，公正执法不能立即产生效果。不过皇帝身兼最高法院长官，因此可透过监督重要审判的方式逐步改善。但是在征稅方面，就必须提出明确的政策了。

在前一册中笔者已经说明过，罗马帝国后期的稅制，立足於与元首政治时期完全相反的观点。

如果将对稅制的看法称为稅哲学，那么元首政治时代的罗马人稅哲学是「国家」只做稅收能力所及范围内的事情，「地方政府」只做地方政府分内工作。而这两种「公家」无法掌握的领域，则由「私人」弥补。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遍布整个帝国的罗马街道网路。国家铺设的道路全长八万公里，地方政府铺设有十五万公里，而由「私人」铺设开放「公共」使用的则有七万公里。这三种道路的总称，就是罗马街道网路。若要让道路发挥功用，平日就必须不断维修保养。维修工作同样地也是采国家、地方与私人三根支柱的型态。比方说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个人捐赠私产，为北方干道弗拉米尼亚大道提供全面翻修的资金。那么某个奴隸出身的暴发户就会效法捐出一份资金，作为往南的阿庇亚大道某个区域的维修经费。

因为推动这种「国家」（res publica）、「地方」（municipia）与「私人」（privatus）并立的制度，罗马才能维持直接稅占收入百分之十、关稅固定为百分之五，相当於消费稅的营业稅固定为百分之一的稅制。奥古斯都的稅哲学是稅制简易，徴稅范围广而浅，并且将其化为现实。





而稅制到了史学家命名为「罗马帝国后期」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却大有不同。所有赋稅都集中到中央政府，征稅金额也事前规定。地方政府沦落为根据中央政府通报的金额向纳稅人征稅，并且上缴到国家的机构。不仅如此，如果征稅实收金额比规定金额少的话，地方政府议会的议员还有义务自掏腰包填补漏洞。因为按照新政府规定，无法照中央政府规定金额收稅时，地方议员必须负责。这项新制度造成的结果如下所述。

在元首政治时代的罗马帝国，出身行省的青年才俊向往成为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而社会低层出身的人则期望成为地方议会的议员。当年朱利斯·凯撒便敞开政策的大门，使军团退伍人员与解放奴隸得以担任地方政体的公职。然而到帝国后期，却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些工作。戴克里先，以及继承其政策的君士坦丁大帝便制定职业世袭制度，使得儿子无法拒绝继承父亲的职业。这制度进而衍生帝国后期特有的逃稅手段。

亦即表面上转行担任神职人员，但真正目的在逃稅。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两位皇帝，让隸属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得以免稅。当时地方城市的仕绅阶层大批改信基督教的真正原因也在此。

在罗马帝国后期，军人与行政官僚的数量倍增，同时又多了教会相关人员这个免稅阶层。而且古代的主要产业是农业，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地区因为一再遭受异族入侵袭扰，使得生产力下跌，进而造成稅收不足。

即使在这种状况下，皇帝依旧没有改变稅制。官僚在皇帝要求弥补稅收减少的压力之下，很自然的会设法用特別稅、追加稅之类的名目另外增收稅金。

於是，罗马帝国后期的稅制不但不简明，反而日益复杂。「广征薄赋」成了「狭隘沉重」。在这种稅制之下，私人哪有可能产生积极为公益服务的心思？以往「私人」能成为国家三根支柱之一，是基於个人成功要归功於社会提供机会的想法，因此个人以捐献的形式做报答。以现代的说法形容，就是「利益回馈社会」。在罗马帝国，无论凯旋将军、皇帝，乃至於解放奴隸，回馈社会的心态都是相同的。





朱利亚努斯担任为政者时，在元首政治时代发挥功能的三大支柱体系早已成为过去。当官僚拿着增稅提案来求见朱利亚努斯时，其内容充满了官僚气味，是一套只有名称好听而已的特別稅。而且他们表示，在高卢失去安全的影响之下，不列颠地区的稅收也无法顺利征收，如今唯有增稅才能打破现状。并且逼迫副帝接受他们的提案。

朱利亚努斯毅然地推翻了增稅案，并下令立刻推动下列政策。





第一项政策，在减少多余支出以及节省既有经费。政府之中到处都有冗员冗费。无论军事或行政机构，一旦组织膨胀便会产生自保的力量，开始增加无用的部署与经费。朱利亚努斯下令大幅删减冗员冗费。同时他本人也坚持朴素的生活，以适应高卢地区的冬天为由，拒绝在家中引进暖气。

第二项政策，是公正执行征稅业务。征稅人员往往对有地位、有财力的阶层宽容，严于对待低收入阶层。朱利亚努斯以严格处罚的方式，牵制征稅人员不得厚此薄彼。

第三项政策，不但没有以特別稅实施征稅，反而下令减收既存的稅金。朱利亚努斯认为，稅收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高卢东半部受异族侵略破坏，因而失去生产力。如果在此时开征新的特別稅，就算击退异族恢复和平，也无法促进地方活性化。相反地如果减稅的话，可以刺激当地人的劳动意愿，不久之后将会以稅收增加的型态获得回报。以上就是朱利亚努斯的稅哲学。

朱利亚努斯的减稅政策，随即在「人头稅」之中实现。以往人头稅为每人二十五索利铎斯，如今减稅到七索利铎斯。这项减稅率可说是划时代又大胆的决定，想必因而提振了民众的劳动意愿。





在大胆推动减稅政策的同时，朱利亚努斯又下令整顿高卢东半部的农地。农地光有土地还不能构成生产要件，必须要备有农业用水道与预防洪水用的堤防，才能形成生产基础。由于异族入侵与内战，这些基础建设至少有五年无人闻问。如果土地能恢复为农地，由于莱茵河以西原本便土壤肥沃，势必能形成一片良田。想必朱利亚努斯认为，肥沃复兴的关键，在于能否恢复土地的生产力。

另外，元首政治时代的经济繁荣，起因於罗马帝国能发挥广范围经济圈的功能。然而这项功能，是以「和平」受到保障为前提条件。北方异族不只会渡过莱茵河与多瑙河入侵，某些部族甚至会从北海登陆袭击肥沃。由于这些人操舰技术优越，甚至入侵到高卢与不列颠之间的多佛海峡。高卢与不列颠之间的交通受到阻碍的原因，就在于异族的海盗行为。

朱利亚努斯下令打造六百艘船舰，其中半数作为官兵搭乘用的军舰，用来扫荡海盗。另外半数则是运输舰，用来将不列颠的物产重新运输到高卢。扫荡横行多佛海峡的异族之后，连带地也剷除了从北海威胁高卢北部的异族。重建莱茵河沿岸都市，会进而保障莱茵河航线的安全。因此不列颠物产要送往莱茵河沿岸的高卢都市时，除了横贯肥沃的陆路以外，如今又恢复了水路运输。以现代的方式来形容的话，朱利亚努斯是以刺激内需的方式，试图恢复经济。

生活安定的话，民心也会随之安定。民心安定，也就能让包括军事防卫功能在内的国防安全体系重新恢复效用。对罗马人来说，这正是传统的综合安全保障哲学。事隔一百五十年，朱利亚努斯让高卢地区重新体验到了传统的安全保障。





身在米兰的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可能也承认副帝的功劳，送来了两千利普（六千五百公斤）白银做支援。朱利亚努斯将这些白银拿来支付积欠已久的官兵薪饷。

然而在另一方面，君士坦提乌斯对朱利亚努斯拒绝征收特別稅，对内政出手的态度感到不满。因此他接受随时在米兰对正帝打小报告的宦官意见。

在军事、内政方面担任朱利亚努斯咨询对象的萨尔斯提斯，被解除长官职务，调派到米兰。朱利亚努斯从此失去在皇宫勤务人员中唯一足供信任的助手。也就是说，副帝虽然保住政治性命，但失去了双手。宦官做出的事情，往往像这般阴险狡诈。虽说接纳宦官意见与否，全看君士坦提乌斯一个人的决断。然而他是个无法为自身行为负责的人。在世间有些人在与人相处时，喜欢半称赞半嘲弄，借由这种相处模式回避责任。换句话说，这种人缺乏勇气。偏偏君士坦提乌斯就是这种人。





幸好朱利亚努斯与这种观念扯不上关系。即使失去萨尔斯提斯的协助，他依旧毫不退缩。西元358年，以及次年西元359年，朱利亚努斯的活跃依旧醒目。由于胜仗能聚集兵力，他率领的兵力，已经从前一年的一万三千人增加到两万三千人。遭到朱利亚努斯猛攻之后，一再由莱茵河下游渡河入侵高卢北部的法兰克族也只有败退回莱茵河对岸。而且事情不仅如此，就连他们在莱茵河东岸的根据地，也遭受朱利亚努斯指挥的罗马军猛攻，化为一片废墟。原本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民族中，亚列门诺与法兰克都是著名的大族。如今遭受严重打击，连莱茵河都不敢靠近。





朱利亚努斯的战略，是首先打击国内的敌军，将其逐出境外。紧接着攻入敌境，破坏敌军根据地。朱利亚努斯从西元356年起花费四年期间，完成了这项战略。莱茵河有如元首政治时代一样的，恢复了罗马帝国的「防线」地位。在西元357年、358年、359年，罗马三度渡过莱茵河攻入敌境。元首政治时代的「防线」让人称为铜墙铁壁，可不是靠著军团兵每天守在基地中等待异族来袭而达成的。由于罗马军时常跨越防线攻入敌境，打击敌军之后撤回国内，莱茵河才能够维持防线的地位。朱利亚努斯只是重现了多年前的战略而已。

几年下来，年轻的副帝不仅掌握了官兵的信任，还掌握了民心。可能是民众对未来感到希望，高卢地区的出生率也增加了。





这四年时间对朱利亚努斯来说，正值二十四岁到二十八岁生日的期间。而且他到二十岁为止，过着实质上的软禁生活。兄长就任副帝之后他脱离软禁生活，但其后也只是一名研究哲学的学徒。不但没有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经验，连带领少数官兵的经验都没有。在政治方面，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外行人。就连史学研究人员也不禁感到疑问，为何他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能获得成功。为什么这个年轻又没有经验的人，在突然承担副帝职责之后，能获得超乎众人预期的成就？有许多人认为，是他潜藏的才能开花结果了。问题是，如果要让潜藏的才能开花结果，至少要有强烈的动机。那么是什么事情造成他的动机呢？





根据笔者的想像，可能是对于责任的自觉，以及在达成任务的过程中感受到的高亢感。这时期的朱利亚努斯给学生时代的朋友信中，有这么样一段话：


「你认为自认为是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弟子的我，除了做现在做的事情以外还能干什么呢？你认为我能拋弃这些被讬付於我的不幸民众吗？如今我的职责，就是保障这些人有幸福的日常生活。我身在这里，就是为了达成这目的。




保护民众不受皇宫内那些除了横征暴敛以外一事无成的小偷侵扰，不就是我的职责吗？在战斗中如果大队长拋弃讬付给他的部署，死刑与不允许入殓的不名誉便会等待着他。获得更为高贵神圣的地位，同时肩负同等责任的我如果放弃职责，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才好？我相信如果是诸神赐给我这个机会，我在尽责时诸神也会守护著我。如果在遂行职责时感到苦恼，只要回想起现在这纯真而正直的自觉，也就足以作为精神上的依讬。




失去萨尔斯提斯这样可信的咨询对象，确实让我困扰不已。在执行工作时我相信总有一天会遇上能替代他的人才。只不过，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前来接替他的工作。如果有人前来接替他的工作的话，我也有充分意愿与其互相协助。不过我也想尽可能利用现在这凡事都必须亲手处理的期间。因为我孤身一人，所以可自由地推动有益于民众的政策。尽管长期笼罩的邪恶云层，现在只打开了一小块缺口。」







朱利亚努斯的责任感与他目前感受的高亢感，可能是促使他成功的一项因素。在当上副帝之前，朱利亚努斯只是一名哲学学徒。因为喜好哲学，所以他才选择研究哲学的路。而从二十岁到二十四岁这段期间，朱利亚努斯也想像不到自己会当上副帝。

因为喜好而选择的路，只是忠于个人意愿所选的结果，并非为了別人所做的考量。也就是说，求学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別人。朱利亚努斯到当上副帝之后，才发觉自己能成为別人所需要的存在。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一旦自觉到自己受別人所需，会感到十分喜悅。直到二十四岁，朱利亚努斯才初次感受到这种喜悅。

高亢感会为年轻人带来力量，实现以往连想像都不敢想像的事情。原本只是一名哲学学徒的人，在领导战争之后竟然获胜了。以往认为办不到的事情，原来其实办得到，这种自觉会为青年带来莫大的喜悅。尤其经验不多的年轻人，特別容易发生精神高昂不已的现象。当发现自己能办到以往自认做不到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能为他人带来幸福，年轻人会将此视为自己的使命。所以笔者想像，朱利亚努斯应该是沉醉在责任感与高亢感混合的鸡尾酒里。

这现象原本只限於阿尔卑斯山以西，但在某件事情影响下，使其影响力扩及阿尔卑斯山以东。事情发生在西元360年，朱利亚努斯赴任第五年的时候。二十四岁时当上副帝的朱利亚努斯，这时已经二十九岁。




第二章





皇帝朱利亚努斯






（西元361～363年在位）






古代东方



罗马人眼中的「东方」（orient），在现代称为「中东」地区。在共和政治以及元首政治时代，罗马东方国界与将东方置于霸权下的帕提亚王国相邻。也就是说，到这个时代为止，罗马东方的敌人是帕提亚王国。

不过东方局势在西元227年以后有了变化。对罗马而言，东方的敌人换成了在这一年击倒帕提亚，将东方霸权握在手中的波斯萨桑王朝。这个东方大国的主要机构，密集在意为两条大河中间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帕提亚与波斯萨桑王朝相同的地方，在于将首都设置在由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条河流包夹的地带，亦即将政治与经济功能集聚在这个地区。在古代长年为「东方」中心地带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位于今日的伊拉克。

不过帕提亚与波斯萨桑王朝被大国罗马帝国视为头号假想敌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持有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地方，而是在于即便首都功能集中在美索不达米亚地方，其背后还有相当於现代的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广大腹地。这个东方的霸权国家，相当於现代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综合体。顺带一提，现代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埃及等地方，在当时属于罗马帝国，构成罗马帝国的东半部。现代的土耳其东部，在古代是亚美尼亚王国，属于罗马的同盟国。现代的叙利亚与伊拉克国界，和古代的罗马帝国与波斯萨桑王朝国界几乎完全重叠。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什么必然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即便不像罗马帝国这般具有统合性，在古代东方确实有一个相当於现代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合力的大国。如果不能了解这一点，那就不能了解古代希腊人与罗马人对于「东方」的看法。既然无法了解其看法，当然也就不能了解其行动了。





有了这种看法，也就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西元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了。也就是说，既然这名马其顿的年轻人有击倒大流士王征服波斯的意图，那么在打倒大流士王之后，恐怕也只好不断地向东进军征服，直到到达印度的边界印度河为止。

罗马与帕提亚，以及其后波斯萨桑王朝之间的关系，和亚历山大所属的希腊城邦有很大的不同。希腊城邦早在亚历山大在世两百年前，就饱受波斯的威胁。在史学家海洛多特斯的《波斯战役》之中也曾详细描述过，希腊城邦之中，就连国力最强的雅典都曾经遭到攻击，整个首都遭到波斯军彻底破坏。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的举动，对希腊人来说是一种反击。实际上，尽管亚历山大麾下的部队大部分是马其顿的军人，他在远征时掛的还是希腊城邦联军的旗号。

另一方面，罗马与「东方」作战时，并不具备希腊人带有的反击或防卫意味。在亚历山大在世半个世纪前，罗马的首都也曾遭外敌占据。当时占据首都的是北方异族中的高卢人。而后高卢人每次入侵都遭到击退，最后由朱利斯·凯撒征服高卢地区，解决了这项难题。也就是说，罗马人对帕提亚以及其后的波斯萨桑王朝，并不像希腊人那样带有恐惧或复仇的心态。而且罗马人本质上属于“occident”（西方）民族。「东方」固然有法律与大道，然而将其网路化、系统化，扩大其功用的事迹，却是罗马人的独门功夫。笔者认为，追求合理性与效率与否，正是「东方」与「西方」的分界点。罗马人不期望拥有直到印度的领土。其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已经於西方确立广范围的霸权。其二，则是罗马人在扩大领土时，是将日后能否有效防卫作为重大判断条件。





当时在罗马市区内销售的旅行用地图，西起不列颠，东至连亚历山大大帝都没到过的恒河与锡兰岛。然而若是检测地图的精确程度来看的话，与当时的叙利亚（今日同样称为叙利亚）和阿拉伯（今日的约旦）为东方疆界的罗马帝国内部相较，疆界东方的波斯，以及更东方的印度的可信度可就值得商榷。罗马境外的地图精确程度，让人认为如果抱着这份地图旅游，只怕会落得失踪的下场。大概对绝大多数的罗马人来说，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为止的土地，是不熟悉但听过名称的地方吧。

然而到了罗马将地中海称为「内海」的时代时，东西两大国成为邻国。两国之间如何划分界线，成了重要的问题。话说回来，罗马并没有吞并强大邻国的意图，因此对罗马而言，邻国对策可集中成下列两种。

第一种，是偏向外交取向的皇帝采用的政策。奥古斯都、尼禄、哈德良等皇帝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政策。首先制定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并强化该地成为帝国的「防线」。同时戮力援助亲罗马派系攀上美索不达米亚北邻的亚美尼亚王国王位。如此一来，就能由北方、西方双向缓缓包围东方大国的心脏地带美索不达米亚。

第二种，是先取得军事成功之后，再以有利条件确立防线的观念。这种方针受图拉真、赛埔提谬斯·谢维勒、戴克里先等皇帝采用。如果朱利斯·凯撒没有遭到暗杀，按照计画实施帕提亚远征的话，相信他会成为这种路线的创始人。另外，君士坦丁大帝在出征途中病逝因而没有引发战争。他远征波斯的目的，在于确保戴克里先皇帝所确立的「防线」，因此也属于这一类型。这些皇帝的共通特色，是对自身的军事能力有信心。






波斯亚肯米尼斯王朝时代的最大版图（西元前500年左右）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路线









西元四世纪的罗马与波斯




采取第二种政策时的军事战略，是率领著包括亚美尼亚军在内的联军，由西方与北方两个方向进击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攻陷首都格帖丝皇。其后利用战果要求战败方割让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将这块地方化为东方地区的最前线。

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条大河发源自亚美尼亚的山区，之后分向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的格帖丝皇附近一度接近，随即又分向注入波斯湾。两条大河上游个別朝东方与西方流，其中间地带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旦这块地方纳入罗马手中，无论敌国是帕提亚或波斯萨桑王朝，罗马都可将其纳在眼底。从战略角度来说，没有比这更有利的地位了。

对罗马来说，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纳入手中，表示其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战略重要程度也就随之减低。亚美尼亚王国无论文明或文化，都偏向波斯，远离罗马。多年来为了维持同盟国关系，罗马在各方面都费尽苦心。一旦掌握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局势就不同了。因为从此罗马可以亲手从西边与北边建构防卫体系。也就是说，能够从西方与北方包围假想敌国的中枢地带。

但是从波斯的角度来看，这是让人难以高枕无忧的局势。波斯萨桑王朝的国王夏普尔身为波斯的国王，自然会想尽办法打破上一任国王接受的屈辱且不利于国防的局面。

如上所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注定是东西两大国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对罗马方面来说，这是保卫帝国东半部必要的措施。相对地对波斯而言，首都功能集中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不能陷入随时会面临敌军压境的局面。双方都是根据国防上的需求。也因此这块地方难以建立带有国际秩序意味的「和平」。




波斯萨桑王朝



在西元四世纪中叶的这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局势对罗马极端有利。这是因为西元297年时，当时的副帝伽雷留斯战胜波斯王后，缔结的媾和条约至今依旧有效。当时缔结的条约中，最重要的是下列两条。

一、以尼西庇斯及其南方的辛迦拉为前线，由此至西边的幼发拉底河，波斯正式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割让给罗马。

古代的「尼西庇斯」（Nisibis）现代名叫「奴塞平」（Nusaybin），位于今日的土耳其境内，紧临叙利亚国界。而古代的「辛迦拉」（Singara）现在称作「瑟镍尔」（Senjar），位于现代的伊拉克境内。现代的叙利亚、伊拉克国界，正好通过这两座城镇之间。

即使在古代，这项条款的意义也十分重大。九年前戴克里先皇帝曾在不动刀枪只以兵力为背景的谈判下，让波斯「默认」罗马领有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但并非「割让」。「默认」的效益有如设置缓冲地带，因此罗马无法在此设置连绵的防卫措施使其「防线化」。如果「割让」的话就可以，因为这里已经是正式的罗马领地了。

二、将底格里斯河以东的五个地区统治权，转让给罗马。

如此一来，流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大河上游已经全数落入罗马手中。以现在的地图来看，就有如约旦、叙利亚、土耳其三个国家，从西、北两方监视伊拉克。从防卫战略上来看，罗马帝国享有史上空前的有利局势。

因为波斯王惨败在副帝伽雷留斯手下，因此只好接受这项条约。而在西元297年缔结的这项和平条约，使得两大国之间的和平状况维持了四十年。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在位后期为止，这项条约都未曾遭人打破。这是因为除了防卫战略上有利之外，戴克里先的个性不会为了获胜而得意忘形，因而在战后彻底强化了防线。不只是成为罗马领土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就连位于其南方延长线上的叙利亚与约旦，其固有的「防线」也获得了强化。这是因为罗马人不认为「和平」会免费从天上掉下来。





只不过，波斯方面当然不会永远容忍这种状况。君士坦丁大帝在年逾六旬时还要亲自前往波斯，就是因为事隔四十年之后，波斯方面已经做好反击的準备了。而且这时率军的国王已经换成了个性强悍而英明的夏普尔二世。

在大帝逝世之后，罗马帝国由三名皇子分別承继，负责东方地区的是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他必须直接面对波斯帝国反击的烽火。

君士坦丁大帝逝世的次年，夏普尔率领的波斯军集中兵力，攻打尼西庇斯。尼西庇斯位于由底格里斯河往西两天路程的位置。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成为罗马领地之后，此地成为最前线的要塞城镇，周围有三重城墙，以及城墙外的护城河。数万名波斯军队包围这座城镇猛烈攻击，在六十天的攻防之下依旧没有沦陷。

六年后西元344年时，夏普尔率军转而攻击辛迦拉。辛迦拉这座要塞都市位于尼西庇斯东南方一百公里处，同样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罗马领地中的最前线都市。这一年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也前来参战，甚至亲自在前线指挥了两天。波斯方面知道皇帝参战之后攻击更加猛烈，使得前半段的战况对波斯有利。不过由于罗马方面支撑过了后半段的战斗，使得波斯王只好撤军。

在这场辛迦拉攻防战之中，罗马方面传出了少见的丑闻。当时还是少年的波斯太子在激烈战斗中遭到俘虏，竟然有一队罗马兵在严刑拷打之下将其杀害。虽说这是士兵在亢奋情绪下犯的错误，但据说这群士兵身为基督教徒，因而把祆教国家的太子视为邪教徒凌虐至死。

两年后，波斯王夏普尔再度率军攻打尼西庇斯。在长达八十天的攻防战之后，波斯王还是无功而返。






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




四年后西元350年时，波斯王甚至带了由印度调度来的战象部队亲自参战，展开了第三次尼西庇斯攻防战。这次的战斗时间超过百日，坚固的城墙各处受损，防卫方遭到严重打击，但波斯方面损失也不小。据说波斯方面损失了至少两万名部队，使个性强悍、年仅四十的波斯王，也只好準备撤军。另外，由于国王与军队集中在西方的尼西庇斯，广大的波斯东部边境受到亚洲异族大举入侵，这项消息使得波斯王苦恼不已。

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在这时期，也面临皇弟君士坦斯遭到刺杀、高卢地区沦入异族出身的武将马格嫩提乌斯手中的事变。对他而言，如何率军讨伐兵变是个无可避免的问题。西元350年波斯王与罗马皇帝之间的休战条约能顺利缔结，原因就在于双方国内都面临重大困难。同时这也代表当两人都解决问题之后，两国之间又要直接针锋相对。西元359年时，对决的时机到了。这场对决从亚米达攻防战开始。





罗马与波斯同样是集成多人种、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同样是帝国体系。然而由于国家的结构不同，军队的结构也就不同。罗马设有常备兵力，而波斯的常备兵力仅占少部分。其余的大部分，仰赖地方领主以筹措军备、聘雇佣兵、征召农奴等方式编组。也因此，一旦波斯有开战意图，周边各国马上会知道消息。即使不特意派遣间谍潜入波斯宫廷，只要注意东方来的贸易商传递的资讯，也就足供判断。波斯王夏普尔在事隔九年之后正式重整兵力，打算复仇雪耻的消息，在事前已经让罗马方面完全掌握。当时夏普尔已经年近五十，这个时代的观念认为，如果到了五十岁还没有成就的话，那就代表一生之中一事无成。君士坦提乌斯应该考虑到这点才是。然而比波斯王年轻十岁的罗马皇帝，不但没有做好迎击準备，就连必须随时维持某种程度功能的帝国东方防卫体系，也在起步初期就遭到皇帝的妨碍。





一、在君士坦提乌斯皇宫内，皇宫官僚的诽谤中伤造成的牺牲，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尽管国家面临重大事变，这个现象依旧没有任何收敛。有不少能力卓越的武将，在阴谋行刺皇帝的罪名下遭到处死。而将领的悲惨命运，势必会牵连到麾下的中坚阶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兵力问题。一个欠缺中坚阶层的组织，将无法发挥其原有的力量。也就是说，处死指挥官阶层的行为，使得罗马军的战力衰退。

二、选接替人选。然而这些人事的标準不是看在战场上的实力，而是看当事人受皇宫官僚喜好的程度。由于君士坦提乌斯大量重用宦官，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波斯王亲自率领波斯军进逼时，罗马方面的最高司令皇帝本人依旧停留在多瑙河中游附近的巴尔干地区。派遣到东方的司令官，是大受官僚好评的萨比谬斯。熟悉东方情势，在东方累积大量实战经验的乌尔锡契努斯则屈居次席。次席司令一旦遭到首席反对，就无法推动任何作战。战场上讲究的是临机应变又贯彻原则的决断。首席与次席司令官对战略战术看法不一致，使得罗马在开战前就预备了一个战败因素。

另一方面，夏普尔在硬体方面固然準备周到，软体方面的準备可也没疏忽。他聘用了安提阿出身但背叛到波斯阵营的商人，彻底研究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局势。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都市东由底格里斯河，西由幼发拉底河围绕，如今已经由罗马方面建设成边防都市。不过这些都市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由随行的希腊人所建设，东西往来的贸易商向来络绎不绝。住在安提阿的希腊裔罗马人自然会对这块地区瞭若指掌。

夏普尔是否在接受商人提议之后下判断，目前已经不得而知。不过他放弃三次围城而无法拿下的尼西庇斯，转而把目标放在北方的亚米达，想必有其道理存在。





亚米达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在现代改以土耳其语称为「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从这件事情可以得知，这个城镇原本是古代的重要都市，后来历经漫长的停滞期间，到近代才恢复重要都市的地位。一座在古代很重要的都市，如果逐渐没落直到现代，即便位于如今属于伊斯兰文化圈的古代东方，名称往往只会改换成现代风格而已。比方说古代大城安提阿，在现代土耳其语言中，只是发音略有不同。可见古代的亚米达尽管战略地位没有尼西庇斯重要，但是有其特殊价值。

君士坦提乌斯在副帝任内时，亦即现今的正帝在十来岁时，曾彻底将这座都市建设成防卫都市。当时他甚至想把既有的名称亚米达换掉，冠上自己的名字。这座都市位于山脚，背靠著险峻的山岩。只要把除了底格里斯河流经的东方之外的三个方向加强防卫，就能建设完善的防卫机制。城镇东方的底格里斯河由于尚处於上游段落，流速飞快，因而河流本身也能发挥防卫效果。

对波斯王夏普尔来说，攻陷亚米达等于狠狠地打了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一耳光。在本次作战中无视尼西庇斯，对其北方的亚米达投入了十万以上的军队，可见夏普尔有充分的理由攻击这座城市。

罗马方面却看不透这一点。可能他们认为既然尼西庇斯能三度防卫成功，那么防卫更为严密的亚米达应该也没有问题。身为总司令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停留在多瑙河附近的西尔谬亩不动。而获派为司令官的萨比谬斯虽然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但到达艾德萨之后便停下脚步不再朝东行进。敌军的攻击目标亚米达，位于艾德萨东北方一百五十公里处。波斯王已经亲自率军出征，而罗马方面竟然连皇帝麾下的司令官，都距离战场一百五十公里之遥。萨比谬斯虽然停留在艾德萨不动，但他以波斯战役现场司令官的权限，发出下列两道命令。

第一，将亚米达周边化为焦土，让敌军难以确保军粮。附近农民被强制带着牲畜避难到后方的城镇。第二，将次席司令官乌尔锡契努斯派到亚米达。虽说是派遣次席司令，但只分派少量部队，恐怕用意不在支援而在侦察敌情。

在君士坦提乌斯担任副帝时，亚米达已经派驻有第五军团的一千名官兵。当接获敌军进逼的消息之后，另外又紧急派遣了六个军团的六千名部队。这六千名官兵之中，没有任何人出身在中东，也没有人在中东累积过军事经验。六千名官兵出身於高卢地区，由于协助异族出身的武将马格嫩提乌斯对抗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因而受处分由莱茵河防线移防到幼发拉底河，亦即遭到流放。不过，这些官兵出身日耳曼民族，尽管让人调派到气候、地形、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东方来，依旧没丧失天生的剽悍习性。

罗马军若加上骑兵在内，人数应该可达七千。如果加上当地居民中有防卫意识、年龄又适於承担战斗作业的人员，亚米达的防卫兵力总数可达两万。和其他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都市相同地，早在波斯方面充满开战气息的时候，城里的老弱妇孺就转移到包括艾德萨在内的后方安全都市避难。也就是说，亚米达城里的守军是两万名纯战斗人员。而这两万人员将抵抗超过十万的波斯大军。





一旦展开战役之后，双方部队便不可能只停留在己方阵营中，而让敌方在其周围通行无阻。在阵营周围至少五十公里之内，会有侦察或粮食调度部队来回穿梭。乌尔锡契努斯在行军途中就遇到一队敌军，虽然成功摆脱了敌人，但已经将自己的存在暴露在敌军面前。乌尔锡契努斯认为，整个部队无法顺利进入敌军正逐渐形成包围网的亚米达城里。因此他将部队分成两部，由一位青年军官带队前往亚米达，他本人先撤回后方。

根据笔者想像，乌尔锡契努斯这时应该已经发现既有的作战无法保卫亚米达。一个熟悉东方事务的军官，只要在远处瞭望波斯军，就可得知一项资讯。也就是说，波斯阵营内各地方诸侯仕绅的旗帜多寡，可以当成判断的材料。如果看到一片旗海，而且包括有力诸侯仕绅的旗帜在内，代表波斯王率领国内的全数武力攻打罗马。因此旗帜数量可当成评量波斯王进击强度的工具，也能作为预估攻城战结果的资料。因为围城战必须支撑到敌军放弃攻击撤退，才能算是成功。

以下策略出自笔者想像，可能乌尔锡契努斯想说服萨比谬斯放弃消极战略，派遣罗马军从围攻亚米达的波斯军后方进攻，亦即展开夹击。因为若非如此，受他命令带队前往亚米达的青年军官心中，即使只有一瞬间，也应当会浮现闯入死地的想法。然而，记录中却没有只字片语让人联想到这种想法。青年军官带着全面的信赖，遵守着长官的命令前往亚米达。而在攻防战斗期间，他一直坚持在防卫阵营之中。





顺带一提，我们生于后世的人能得知亚米达攻防战的发展过程，全仰赖这名青年军官留下的文字。这名军官就是在介绍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造访罗马时引用的文章作者，安提阿出身的希腊裔罗马人阿米亚努斯·马尔凯流斯。据推测在亚米达攻防战时，他年纪约二十九岁。

阿米亚努斯这时并非第一次见到波斯军。自从入伍以来，他一直跟随长官乌尔锡契努斯四处转战。乌尔锡契努斯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的名将之一，但只有一次获派到帝国西方，是大部分生涯都在帝国东方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





就连在乌尔锡契努斯麾下累积军事经验的阿米亚努斯，在看到由国王亲自率领的波斯军时也感到强烈的印象。夏普尔可能是打算夸耀军容来打击防卫方的士气，他让波斯军团将亚米达周边地带团团围住。在能够瞭望地平线的平原上，布满了官兵、战马、从印度调度来的战象与诸侯的旗帜。国王率领著诸侯从阵营中央的华丽主帅帐出发，策马往城墙前进。当夏普尔接近亚米达正门时，头上戴着模仿公羊形状的头盔。黄金打造的头盔上点缀著许多宝石，在阳光下发出灿烂的光辉。

由波斯王、诸侯、卫队组成的人马，大胆地接近到几乎进入弓箭射程的位置。就连城墙上的人都能看到公羊头盔下的面容，甚至可辨认夏普尔脸上的皱纹。不过由于防卫方发出一阵乱箭，使得这场示威无功而返。这下子，第二天势必要开战了。

隔着城墙的第一天战斗，打一开始就是连串激战，到了日落才好不容易收场。双方阵营都有许多人阵亡，而某位波斯诸侯的儿子阵亡，使得波斯方面陷入一片悲哀。这名年轻武将才刚脱离少年时期，而且是波斯顶尖世家的继承人选。夏普尔为了尊重丧家的请愿，以举行丧礼与服丧为由向守城方提出休战七天的提案，亚米达守城方也接受了这项要求。

当休战期结束后，双方再度展开战斗。对防卫方来说，波斯军的攻城器械是最大的威胁。这些器械是波斯军从罗马方的都市或城池中掠夺而来的，使得罗马军受到自己的武器攻打。尽管如此，守城的官兵与居民士气高昂，让波斯军再度遭受重挫。





在这段期间内，乌尔锡契努斯戮力设法说服萨比谬斯司令。他提议将幼发拉底河沿岸各基地里的军队，沿着底格里斯河派往亚米达，从围城的波斯军后方展开攻击。然而萨比谬斯不接受这项提案，理由是危险性太高。在乌尔锡契努斯打算继续游说时，萨比谬斯拿出了一份指令书。文件内容写著，移动部队仅限於对罗马军无不利的状况之下。在皇帝发行的公文之前，乌尔锡契努斯也只好保持沉默。波斯战役期间内居上位的萨比谬斯，将乌尔锡契努斯调派到梅利泰内军团基地。在成行之前萨比谬斯还追加一道箝制命令，只有身为司令官的萨比谬斯下指示时，才能调动基地内的军团。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水源同样起自亚美尼亚的山岳地带，因此越朝上游两条河流就越接近。梅利泰内基地位在幼发拉底河沿岸，亚米达则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乌尔锡契努斯身在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的梅利泰内，却无法向亚米达派出一兵一卒。

无论共和或帝政时期，罗马军的前线司令官都享有极大的自决权。因为一来身在前线时需要临机应变，二来在那个时代向后方请示需要的时间太长。这项作风成为罗马军的传统，就连后世的马基维利也赞赏不已。不过到了西元四世纪中叶，这项传统已经丧失。就连在元首政体时代，也没有任何皇帝对前线的司令官追加部队运用的条件。而到了四世纪之后，「前线」开始不再执行「后方」指令中没提到的事情。而且「后方」限制「前线」自决权的倾向，正好让不愿冒风险、不愿负责的消极人物有了绝佳借口，避免做出决定性的行动。阿米亚努斯可能在进入亚米达之前就得知夹击作战计画。然而无论他在亚米达苦等多久，乌尔锡契努斯率领的援军都不会出现。





为了防卫亚米达而牺牲奉献的人可能认为援军迟早会出现，因此即使遭到五倍以上的敌军攻打，依旧奋勇抵抗。在作战期间，曾因为某位脱离城池的逃兵遭到俘虏，使得通往城墙外的隐密地下道遭敌方得知，造成七十名波斯军潜入城内的事件。当时一名波斯军人挥舞红披风表示成功潜入，波斯军因而发动猛烈攻击。不过这七十名军人在接触到城门之前就丧生了，战斗时城门始终紧闭，没有像波斯方面期待般地由内侧开启。

另外，防卫方面也并非只守在城墙后展开防战。以勇猛驰名的高卢军人经常趁着夜色摸出城外，每次夜袭都对波斯造成重大伤害。

只不过，随着攻防战时间延长，人数上严重不利的防卫方开始承受到牺牲造成的压力。当波斯军建筑比城墙还高的攻城墙，由上方攻入城墙之后，战斗型态转换成了肉搏战。城墙内部没有地方收容阵亡人员，也缺乏人手处理遗体。未经处理的遗体引发了传染病，使得城内的战力更加低落。而最令防卫方恐惧的，城墙崩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虽说只有一处城墙崩溃，但已经没有办法阻止敌军入侵。防卫方的官兵有如羔羊一般地，遭到入侵的波斯军杀害。

阿米亚努斯这时决定逃出城外，与他同行的只剩下两名士兵。幸运的是，三人仅凭双脚逃亡还能成功。三人到了十五公里外的罗马大道附近国营邮局之后，才松了一口气。无人的邮局已经遭到破坏，不过邮局内有一口水井。由于汲水设备也遭到破坏，一名士兵撕开绑头盔用的布条垂放到井中吸水，让三人轮流吸着布条上的水止渴。

在沿着山岳地带逃亡之后，阿米亚努斯与两名士兵来到可以看见幼发拉底河的地方，在此遇到巡逻中的罗马骑兵。而后阿米亚努斯在骑兵的驻军地梅利泰内基地，遇到许久不见的老长官乌尔锡契努斯。





亚米达在遭到波斯军攻击七十三天之后终于沦陷了。在夏普尔的命令之下，沦陷时留在城内的人员於俘虏后有半数当场被杀，另外半数成为战俘，被送到美索不达米亚中部。这些俘虏今后将进行苏萨都市重建工程。除了这些人以外，可能有些官兵像阿米亚努斯一样成功脱逃，但是下落不明。

之前阿米亚努斯在前往亚米达途中时，曾经遇到一名退伍军人。这名军人是卢提亚（巴黎）出身的高卢兵，被送往叙利亚担任罗马帝国东方勤务。士兵本人表示是在沙漠行军时与队伍失散，不过也可能其实是逃兵。总而言之，士兵在无法回归原队的状况下，与在当地认识的波斯女子结婚，就此落地生根。在亚米达攻防战之中有许多高卢出身的官兵参战，可能其中会有几个人走上与这名巴黎出身士兵同样的人生。





坚守在亚米达城里的两万名人员在英雄式的奋斗之下依旧落败，不过获胜的波斯方面损失也十分惨重。据说七十三天的攻防战之中，阵亡人数高达三万人。亦即参战人员中每三人就有一人阵亡。不过，尽管付出如此重大牺牲坚持攻打亚米达，波斯王夏普尔的判断倒是挺正确的。

如今防卫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罗马军防线已经开了一个大洞。「防线」就是要形成一条线才能发挥效果，开了洞的防线已经称不上是「防线」。如果放任这种局面不处理，那么戴克里先时代逼迫波斯割让、君士坦丁大帝在高龄之下依旧要御驾亲征确保的军事战略要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就要在其子君士坦提乌斯手中再度丧失。对他来说，如今已经无法身在米兰或多瑙河滨的都市悠然度日了。




朱利亚努斯登基



君士坦提乌斯在得知亚米达沦陷之后，决心亲自率军远征波斯。既然是罗马皇帝御驾亲征，而且还带着为亚米达复仇雪耻的使命，那么事情就不光是收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就好了。按照历任皇帝御驾亲征时的惯例，罗马军要攻陷敌军首都格帖丝皇，对敌军根据地造成严重伤害之后撤退，借此再度强化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其北方的亚美尼亚为最前线的帝国东方防线。在开战前，必须编组与敌军预估兵力十万人同等的大军。同时，既然以敌军首都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为目标，那么事前也必须确保於敌境战斗时必备的补给路线。再加上欧洲出身的罗马军官兵，在中东沙漠地带作战时背负着环境上的劣势。高达十万的兵力需求，并非为了满足身为总司令的皇帝之虚荣心。

假设由戴克里先皇帝实施、君士坦丁大帝承继的罗马军兵力倍增政策，到了做儿子的君士坦提乌斯在位时依旧存续的话，罗马全国的兵力尚有六十万人。即使扣除防卫各地所需的人力，要凑出十万名兵力前往东方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





由于有上述背景，后世的史学家一致认为正帝君士坦提乌斯要求副帝朱利亚努斯提供兵力的要求，是正帝对副帝的欺凌行为。实际上，西元359年冬季传到高卢的命令内容，足以让副帝愕然不知所措。

一、四队专有名词为「皇宫援军」（auxilia palatina），即与罗马簽署佣兵契约，在罗马军中服役，以部族为单位编组的异族部队。

二、由其他部队中，每一队选拔三百名人员。

三、由专有名词为「司令校尉」（scholae），即副帝直属的两队禁卫骑兵中选拔若干人员。

君士坦提乌斯给朱利亚努斯的命令中，要求将上述人员全数送往东方。

命令中还指名异族部队的队名，四个队伍都是以勇猛闻名的部队。对其他部队还特別注明条件为「选拔」。既然要「选拔」，自然挑选的是精锐好手。至於命令中要求送往东方的官兵总数，由于没有史学家能求出正确的人数，笔者也只能粗略估计。估计的基準在于当时朱利亚努斯手边的实际兵力为两万三千人，以及每个部队的人数约在千人左右。根据上述两项条件初步估计，正帝要求的兵力，大约在九千七百到一万人之间。





问题是，两万三千兵力一下子就少了一万人，而且这一万人还是精锐人手。留在朱利亚努斯身边的兵力虽然不能说是废物，但也只剩下并非精兵的一万三千人。这时刚满二十八岁的朱利亚努斯当然会感到错愕不已。

将这道指令传达给帝国第二高位的副帝时，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并没有送来亲笔书信表明详细缘由，而是派遣一名在皇宫中地位不高的公证人，让这名公证人转达命令。光是这项条件，便已经不是正帝对副帝的态度，而是纯粹对臣子下令的方式。

尽管如此，朱利亚努斯还是打算遵守堂兄送来的命令。尽管心中不满，以他当时的立场也只有服从的路可走。

不过，要被送往东方的官兵却没有遵从命令的意愿。尤其四队异族部队的官兵态度特別强硬。他们表示在他们与罗马军簽署的契约中，明文规定军务仅限於在阿尔卑斯山西侧，他们宁死也不愿意拋家离子前往遥远的东方。而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他的官兵也不愿意离开朱利亚努斯身边进入正帝麾下的部队。四年前初次遇到与罗马军司令官正式服装气质不合、刚年满二十四岁的朱利亚努斯时，这些官兵只能极力忍住笑声，而如今众人却打从心底遵从著朱利亚努斯。官兵深信，这次正帝的命令一如以往是在欺凌副帝，因而打从心底同情他。

朱利亚努斯如今陷入了困境。如果接受官兵的请愿，那就成了抗命。如果硬要实施君士坦提乌斯的命令，又有可能引发异族士兵的叛变。在这种情况下能商谈对策的萨尔斯提斯已经遭解任不在高卢地区；从希腊来的几名哲学家随从在这种场合派不上用场。

就在拖延之下，异族官兵开始成群结队，在朱利亚努斯居住的皇宫前静坐抗议。虽说是皇宫，但也仅是在巴黎的临时皇宫，建筑设计上无法阻止激昂的官兵闯入禁区，而且朱利亚努斯也没有充裕的人手阻止这种事态发生。





一个月过去了，这段期间内朱利亚努斯多次走出皇宫试图说服静坐抗议的官兵。他甚至提议，如果担心与家人分散，可以利用国营邮政马车让家人迁往东方。不过，这并非官兵不同意命令的理由，而且官兵习於露宿。朱利亚努斯不管与官兵间进行多少次集团谈判，最后都只有失败的结果。

在虚耗一个月之后，到了西元360年2月，局势突然有了重大变化。朱利亚努斯一如过往出现在官兵面前时，一群士兵突然捧起朱利亚努斯，将其举在盾牌上吶喊着：

「朱利亚努斯，奥古斯都！」

士兵们就这样四面扛起载着朱利亚努斯的盾牌，一边游行一边喊着「朱利亚努斯，奥古斯都！」

「朱利亚努斯正帝！」的呼声随即传遍整个部队，最后成为全体赞同的喊声。罗马军会致赠金鍊作为作战有功士兵的犒赏。一名士兵拆下了吊在颈上的金鍊，彷佛为朱利亚努斯加冕似的，放在正在盾牌上设法不摔下来的朱利亚努斯头上。在这瞬间，正帝朱利亚努斯的呼声成为一片欢呼，甚至传到罗马时代称为赛夸纳（Sequana）河的塞纳河对岸。





将自己的领袖顶在盾牌上游行的行为，是朱利斯·凯撒征服高卢时的高卢人风俗。历经四百年光阴，高卢地区已经完全罗马化。高卢人已经不认为自己是高卢人，而深深认为自己是罗马人。不过对于来到高卢地区的时日不久，迁居到罗马当局命名为「日耳曼」的莱茵河西岸地区没多少年的日耳曼裔异族官兵来说，朱利亚努斯是四年来同生共死的战友。可能对他们来说，采用往日的高卢风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感情表露。总而言之，朱利亚努斯是头一个让人用异族方式拥戴登基的罗马皇帝。不过这天朱利亚努斯只是感到震惊，让人从盾牌上放下之后直接逃回了皇宫内，第二天也没出现在官兵面前。

尽管刚开始感到惊讶，朱利亚努斯后来有充分的理由沉思对策。如果放任官兵拥立登基的行为，可确定的是会遭到另一名正帝以叛国罪名出兵讨伐。高等宦官约瑟庇斯那肥胖得几乎看不见的一对小眼睛里冒著阴险的喜悅，对着君士坦提乌斯咬耳根子的情景已经仿佛出现在眼前。五年前就是约瑟庇斯将叛国罪套在副帝葛尔斯头上，并且亲自前往波拉的大牢，对让人护送至此的葛尔斯严刑拷问，随后将其斩首处死。接在葛尔斯之后，如今轮到了做弟弟的朱利亚努斯。宦官时常表露的独特深沉怨气，仿佛飘到了遥远的塞纳河滨。以往随时会挺身而出，挡住宦官约瑟庇斯害人诡计的艾瑟比亚皇后在不久前过世。而君士坦提乌斯的亲生妹妹、朱利亚努斯的妻子荷蕾娜，在两次流产之后健康受损，已经在高卢病逝。依照本人生前的期望，与副帝虽没有爱情但受到尊重的荷蕾娜遗体，如今已经送至罗马入殓。就连在女性关系方面，正帝与副帝之间的距离也已经逐渐疏远。





朱利亚努斯最后下定了决心。他出现在官兵面前，表示将接受推举登基为「奥古斯都」（正帝）。这时正值西元360年2月。直到二十四岁为止只是一名哲学学徒的朱利亚努斯，如今已经二十九岁。虽然文献中没有提到金额，但是他依照罗马惯例，发放登基纪念临时奖金给官兵。如今他已经是依照罗马方式登基的皇帝了。





不过从这天起，朱利亚努斯也对君士坦提乌斯展开寻求辩解与妥协的书面交涉。在文书中详细记录了登基的前因后果，表明是在不得已之下接受推举登基。同时朱利亚努斯在文书中也请求君士坦提乌斯认同他在帝国西方「正帝」的地位。在戴克里先的「四头政治」时期已有东西两名正帝并立的前例。朱利亚努斯所请愿的，是尽管东西方各有一名「正帝」，但一如往例以东方「正帝」居上的「双头政治」体系。在朱利亚努斯请愿的文书结尾处，署名往往依旧使用意为副帝的「凯撒」。

笔者使用「往往」来形容，是因为这一段书面交涉前后持续了一年。当时君士坦提乌斯身在波斯战役的后方基地安提阿。而叙利亚的安提阿与高卢之间距离遥远，即使骑快马奔波，来回一趟路程也要两个月。另外，巴黎方面从未接获由安提阿送来的回信，就连君士坦提乌斯是否看过文书内容也不得而知。朱利亚努斯曾将希望寄讬给君士坦提乌斯信仰的奥里斯教派神职人员，由神职人员代为转达信件。不过这项努力依旧无功而返。

书面请愿失败的原因，在于君士坦提乌斯根本没有回应的意愿。君士坦提乌斯不只无视朱利亚努斯的请愿，还将其视为篡位者。他决心要像讨伐异族出身的武将马格嫩提乌斯同样地，率军讨伐朱利亚努斯。对君士坦提乌斯来说，这一年是为了向西出兵讨伐朱利亚努斯，因而与波斯王夏普尔簽署休战协定所需的时间。

波斯王提出的条件如今不得而知，但他接受了休战提议。第一项原因，在于罗马皇帝之间的内斗对波斯王来说正求之不得。第二项原因，在于攻陷亚米达并深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之后，正好可利用休战期间来强化波斯於当地的势力。另外，若要以政治势力为无言的胁迫，逼使亚美尼亚王国投靠波斯王国的话，罗马大军远离东方的休战期间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时机。因此，在西元361年春季到来时，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与麾下部队，已经做好回头西行歼灭朱利亚努斯的準备了。





朱利亚努斯也并没有过着一边向君士坦提乌斯写信，一边衷心等待回信的生活。这一年来他不仅戮力扫荡高卢地区的异族，还两次渡过莱茵河，袭击亚列门诺族与法兰克族的根据地。一旦战斗获胜收复失土，他随即会召集当地行政官，推动公正的稅制与司法。而在这一年即将结束时，他得知君士坦提乌斯的先遣部队已经离开安提阿向西行军。




内战準备



如此一来，朱利亚努斯又面临了决断关键时刻。这次要下的决断，不是接受官兵的推举称帝与否，而是要不要保住皇位，以及是否有不惜展开内战来保住皇位的决心。根据这段时期朱利亚努斯的行动，可推断他当时的想法应当如下。





既然君士坦提乌斯并非宁可率领少数部队优先展开快攻的人物，前来讨伐时即使没有带齐集结在东方的十万大军，想必也会带着相当规模的兵力。如果这股兵力与防卫多瑙河的兵力会合的话，高卢地区的两万三千兵力实在没有胜算。这么一来，有必要在双方会合之前拉拢多瑙河防卫部队。朱利亚努斯若要达成这项目的，也仅有快攻的路线可走。

朱利亚努斯的想法是否如上不得而知，不过他很快的做出下列决定，并且付诸实行。





一、与以亚列门诺族和法兰克族为首的日耳曼族之间缔结互不侵犯协定。

对于五年来遭受朱利亚努斯积极战略不断压制的异族来说，这项协议正是久旱逢甘霖，因此很快地就簽订协议了。

二、从两万三千人之中挑选一万三千人向东行军。途中可能会与君士坦提乌斯麾下军队展开内战。

在这一万三千名部队之中的主力，就是一年前以阿尔卑斯山以东的军务与契约不合、不愿离开家人远征东方等理由静坐抗议的异族部队。他们一得知这场行军攸关朱利亚努斯的未来，也就放弃了一年前罢工的理由。

而这一万三千名兵力，又分成一万人与三千人两股部队。其中一万人由出身法兰克族但在罗马军中历练职业生涯的内维塔率领。这股部队行走在距离较长但遇上异族的风险较小的路线，由高卢南部攀越阿尔卑斯山，横跨义大利北部朝东行进。






朱利亚努斯（在西尔谬亩发行的金币）




三千名部队由朱利亚努斯亲自率领，穿越距离较短但容易遇到异族的黑森林（Schwarzwald）到达多瑙河上游。在当地调度船舰顺着多瑙河而下。沿途可在右侧看到当时名叫维德波纳的维也纳，以及当时称为阿奎肯的布达佩斯。

两股兵力的预定集结地是多瑙河中游的都市西尔谬亩。西尔谬亩在帝国后期成为重要都市，位于贝尔格勒西方五、六十公里处，现代名叫敏托罗维迦。

从行军计画就可得知，朱利亚努斯的目的，是在君士坦提乌斯麾下部队到达之前，抢先掌握多瑙河防卫基地西尔谬亩，借此阻止正帝麾下部队与多瑙河防卫军会合。而不论是对君士坦提乌斯或朱利亚努斯阵营，这项作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赶往西尔谬亩所需的「时间」。





在抢时间的策略上，朱利亚努斯占上风。人数上可能更占优势的多瑙河防卫军看到出现在西尔谬亩前的一万三千名兵力之后，便答应加入朱利亚努斯的阵营。不但没发生内战，甚至没造成人员伤亡。





防卫多瑙河的官兵同样知道朱利亚努斯受拥立登基的事情。而朱利亚努斯五年来的辉煌战果，影响了他们的决意。朱利亚努斯在莱茵河附近成功扫荡异族，势必会影响到东边的多瑙河防线战局。跨越莱茵河一再入侵的亚列门诺族与法兰克族一旦失势，渡过多瑙河往南入侵的萨尔马提亚与哥德部族在入侵时势必会感到犹豫。多瑙河防卫军的官兵会轻易加入朱利亚努斯阵营，原因在于肯定朱利亚努斯的现场指挥官实力。不过这项成果同样要比敌军先行才能获得。

君士坦提乌斯的个性说好听点是慎重，说难听点则是下判断与行动往往落后一步。当他得知朱利亚努斯到达西尔谬亩时，部队才刚离开安提阿，进入小亚细亚的西里西亚地方。而这时君士坦提乌斯的行动又落后一步。随后他接获多瑙河防卫部队全体投降的消息，又紧跟著得知朱利亚努斯与麾下部队离开了西尔谬亩，沿着往东南方的干线道路再度开始行军。从这些消息看来，朱利亚努斯的目的地无疑是君士坦丁堡。可以确定的是，朱利亚努斯打算把帝国东方首都掌握在手里。君士坦提乌斯占据了二十四年的皇位，至此开始动摇。





突然地，君士坦提乌斯病倒了，而且御医群随即发现是绝症。与君士坦丁大帝相同地，君士坦提乌斯也在临终前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他病逝於西元361年11月3日。

君士坦提乌斯的病名没有留下记录，不过打一开始，病逝的说法就成了定论。虽说享年四十三岁显得太短命，然而他担任皇帝职务已经长达二十四年。从五贤君时代的皇帝前例便可得知，罗马帝国皇帝要进行各式各样的决断，即便在问题不大的时代，一个人顶多也只能支撑二十年。

君士坦提乌斯临终前做的事情还不光是接受洗礼。据说他还留下遗言，指定以朱利亚努斯为继承人。假使这项传说属实，也并非出自於认同朱利亚努斯的才华。只是因为无论个人有多厌恶朱利亚努斯，如今君士坦提乌斯也只剩下这一名亲戚。此外，他还要将自己的遗腹子讬付给朱利亚努斯照顾。君士坦提乌斯向来为了无后而苦恼，直到最近第三任妻子才刚刚怀孕。对于刚登基便大量残杀亲戚，其后依旧持续残害亲属的君士坦提乌斯来说，这种人生结局也实在够讽刺的。父亲逝世后才出生的这名女孩，后来成了格拉蒂安皇帝的妻子。





君士坦提乌斯的死讯伴随着传令的快马，传到了正朝首都进军的朱利亚努斯跟前。

对于朱利亚努斯来说，这真是无上幸运的事情。因为他能在不手染鲜血的情况下拿到皇位。

朱利亚努斯令部队继续向东朝首都行军。另一方面，前任皇帝的遗体也朝着首都运送中。

西元361年12月11日，成为正统皇帝暨罗马帝国唯一最高权位者的朱利亚努斯进入君士坦丁堡，沿途受到民众夹道欢呼。几天后，前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遗体也到达首都。朱利亚努斯迎接遗体之后，以皇帝身分亲自主办一场基督教形式的葬礼。君士坦提乌斯在葬礼后，入殓於君士坦丁大帝埋骨的十二使徒教堂。





虽说进入首都时民众对朱利亚努斯夹道欢呼，不过民众似乎都会对着初次遇到的掌权者欢呼鼓掌。前任人物的弱势，在于之前已经做过些什么。而继任者的优势，则在于还没有做过什么。因此，刚上任时的好评，是最靠不住的资讯。一般公民也好，皇宫职员也好，目前只是姑且先欢呼鼓掌，顺便观察局面。这些「受统治的人们」往往让人以「被统治者」一词总称，然而这些人自有其求生的对策。





这样一来，身为统治者的继任人员有两种因应之道可选。

第一种，是不刺激既得权势阶层，并巩固刚刚取得的权力基础。换句话说是一种妥协方案，而其后也容易发展成无法大刀阔斧改革的局面。

第二种，是在一取得权力之后，以让既得权阶层、非既得权阶层都搞不清楚状况的速度，接连提出并推动政策。





改革困难的地方在于，既得权阶层一知道受损便会立即猛烈反对。而因改革获利的非既得权阶层还搞不清楚新的事物好处在哪里，因此采取暂且不支持的观望态度，或是即使支持也不会积极协力。为了压制住既得权阶层的反对，当政者要有如施展障眼法一般地迅速，并接连提出各项改革政策。朱利亚努斯正式登基之后选择第二种因应方案，可能也是顾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有许多人热衷於议论喜好哲学的朱利亚努斯是否没有权力慾，但笔者认为这项议论无意义可言。朱利亚努斯直到二十岁为止过着软禁生活，根本没有权力可言。其后四年的哲学学徒时期中，只要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不高兴，随时可以让他脑袋搬家。当上副帝后的五年期间之中，他一方面要面临正帝的刁难折磨，一方面要设法执行勤务。朱利亚努斯根本不可能了解掌权的真正意义何在。

权力，是一种能让別人顺着自己的想法行动的力量。如果不希望许多人共同生存的社会陷入无秩序状况，权力这项要素便不可或缺。因此问题在于权力受到滥用，抑或受到善用。三十岁登基称帝的朱利亚努斯相信，权力并非应该排除的事物，而是应积极设法善加利用的力量。而这个想法并不违背希腊哲学理念。




大幅裁员



朱利亚努斯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后随即展开皇宫改革措施，起因在于下面这段小故事。

朱利亚努斯想要理发，下令召集皇宫理发师前来报到。然而他在个人房中等到的，却是一群衣裳华丽，有如高官集团的人。朱利亚努斯以为自己的命令没正确传递，表示他只需要理发师。於是这群衣冠华丽的人群中最前面，服装特別华丽的人走上前来，表示他就是理发师。朱利亚努斯听到后问他，后头这些人是做什么的。皇宫理发师一副很理所当然的态度表示，这些人是他的助理。





官僚集团由于以自保为最优先事项，即使在无人处置的状况下也会自行扩大。与其他社会领域不同的地方在于，官僚集团自保时不是采取提升自我能力的方式，而是采用在周边聚集同类，换句话说是增加「寄生虫」的方式。因此若期待官僚集团发挥自我改革能力，势必会让期待落空。官僚机构的改革，唯有握有「强制官僚服从的力量」的掌权者才办得到。

朱利亚努斯决心要改革皇宫组织。不仅针对理发师，还打算让皇宫的每个领域都瘦身减肥。当时无论裁缝、厨师、马夫，每个领域的职务分割都细微到让人讶异，个別形成特属的权力架构，同时还豢养一大群冗员。这就是帝国后期的罗马皇帝皇宫内情。





以刚才提到的理发师为例，他不仅获得保障能以价值不易衰退的金币做年薪，在皇宫内值勤的日子还有追加日薪可领。此外他还享有足以维持二十名助理的经费，同时为了交通辅助，还领有足以维持二十匹马的经费。像这样的例子遍及错综复杂的皇宫勤务各个领域。除此以外，还有一群职责不明但是凡事都要插嘴的宦官集团存在。这个集团也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力体系，其领袖就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跟前的弄臣约瑟庇斯。他当年害得葛尔斯处斩，日后随时随地和朱利亚努斯唱反调。豢养以约瑟庇斯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年所需的经费，超过在高卢地区为驱除异族浴血奋战的官兵年薪总数。当朱利亚努斯得知这项事情时，不但感到惊讶，而且大为震怒。

宦官集团全数遭到解任赶出皇宫。另外，皇宫内各项职务也缩编到最低限度的必要人数。理发师虽然没有丟掉工作，但仅有其个人保持留任，所有助手全遭裁员。坊间因而有一道流言，说广大的皇宫如今一片空荡荡。

皇宫原本应视为罗马帝国皇帝执行勤务的基地，内部组织会如此复杂又臃肿，起源于认为统治者罗马帝国皇帝应当与身为被统治者的国民拉开距离的戴克里先时代。这名皇帝开启了罗马皇帝的东方化路线，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又更加强化这个走向，而在大帝之子君士坦提乌斯的时代也继承了这项路线。以年份来算，东方化的历史整整有七十七年。也就是说，所谓既得权阶层，就是这七十七年来享受特权的人。既得权阶层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会为了皇宫空荡荡的政治笑话感到好笑的，是与皇宫毫无关系的一般民众，牵扯到关系的人大多数笑不出来。




「叛教者」朱利亚努斯



在西洋史上，朱利亚努斯向来以“Julianus Apostata”的通称闻名，我们将其翻译为「叛教者朱利亚努斯」。“apostate”是在基督教势力遽增的罗马帝国后期时，源自於希腊文的一个拉丁文词汇。这个词汇的涵义是「拋弃信仰的人」，因此「叛教者」的译名无可厚非。

不过，如果要拋弃基督教信仰的话，在这之前总得要先信仰基督教。西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病逝之后，朱利亚努斯将全国大权掌握在手中，之后利用这些权力大幅推展限制基督教会扩张的政策。如果在施展这些政策之前朱利亚努斯不是基督教徒的话，“apostata”（叛教者）这个带着侮蔑的称呼应该无法加在他身上才对。那么他在三十岁之前是否信仰过基督教呢？





直到西元四世纪中叶的这个时期，希腊、罗马的宗教还没有被视为邪教遭排斥。西元313年颁布，承认基督教合法存在的「米兰敕令」中，有下列这样一段话：


「自今日起，无论信仰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个人皆能信奉自身所好之宗教，并有参加祭典之完全自由。」




「对基督教徒认可之全面宗教自由，亦同样适用于信仰其他神明之国民。只因吾等判断，此一全面认同宗教信仰自由之决策，对帝国内部和平有所助益。因而吾等认为，不论何等神明、何等宗教，其名誉与尊严皆不该招致损毁。」



主导另一位皇帝利齐钮斯颁布并实施「米兰敕令」的人，就是身故后获得大帝尊称，享有三十年长期执政的君士坦丁。在他之后继位的，是享有二十四年皇位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做儿子的向来以延续父亲政策为最优先事项。也就是说，从「米兰敕令」颁布半个世纪以来，至少政府的官方立场还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实际上，军队与政府的要职也不限制非基督教徒就任，在高官之中还有不少人是基督教徒眼里的异教徒。

只不过，颁布「米兰敕令」的君士坦丁会获得基督教会尊称为「大帝」，可不只因为他借由这道敕令公认了基督教的存在。「米兰敕令」书面上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场面话，君士坦丁的真正意图在提振基督教会的地位。在颁布敕令后接连施行的各项优待基督教政策，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基督教会才会向他献上「大帝」的尊称。

在颁布敕令后的半个世纪，罗马帝国一直在「大帝」铺设的路线上行进。而朱利亚努斯又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亲戚，尽管说表面上拥有宗教信仰自由，以朱利亚努斯的生长环境来说，想必假装信仰基督教会比较安全。朱利亚努斯是皇室成员，而且在六岁时父亲遭到杀害，其后十四年过着与人类社会隔绝的软禁生活。结束软禁生活后的十年之中，同样处於无法违逆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环境。假使朱利亚努斯在副帝任期中有一丁点反抗基督教的言行，只怕会让等着陷害他失势的高等宦官约瑟庇斯拿到绝佳的把柄。朱利亚努斯的三十年岁月，正是必须对周遭隐瞒宗教信仰的岁月。如果将他批评为「叛教者」，想必本人会感到愤慨。





而且西元四世纪时，幼儿洗礼尚未成为惯例。君士坦丁大帝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直到临终才接受洗礼。这个时代的主教与神父，都是在成年后才接受洗礼成为神职人员。在第XIII册之中笔者也讨论过，有益于基督教普及的原因之一，在于犹太教有行割礼的义务，而基督教却废除这项义务。如果像犹太教徒那般在出生后第二十八天举行割礼倒还无所谓，成年后举行割礼的话将会伴随相当程度的疼痛。基督教废除割礼，改成用水洒在头上即可，让笔者为其精明的战略眼光感到佩服。四十四岁时受洗的安布洛修斯主教与三十二岁受洗的奥古斯提努教父，如果在当年有义务受割礼的话，真不知道还会不会成为基督教徒。就是因为生在这种时代，临终接受洗礼的状况才不被人视为特例。简单来说，这就是朱利亚努斯所生存的西元四世纪实况。他在登基称帝之前没受过洗礼的机率会比较大。

尽管如此，他还是让人称为「叛教者」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判定他是「背叛者」。朱利亚努斯能登基称帝的原因在于他是亲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亲戚，然而他竟然推动反基督教的政策，因而基督教会带着愤怒与侮蔑加上「叛教者」这个蔑称。





在日本有辻邦生著作了《叛教者朱利亚努斯》。此外同属历史小说的，有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著作，将朱利亚努斯改为英文拼音的《朱利安》。至於史学家的著作，多以「朱利亚努斯」或「朱利亚努斯皇帝」为题，名为《叛教者朱利亚努斯》的著作就算有也是少数。因为「叛教者」这个称呼是基督教方面对他的蔑称，如果想要描绘不同于基督教会眼中的朱利亚努斯的话，书名自然不该使用《叛教者朱利亚努斯》。辻邦生的作品内容并不偏袒基督教会，然而书名还是称为《叛教者朱利亚努斯》。可能是因为辻邦生的欧洲文学造诣深厚，因而沿袭属于基督教世界的欧洲人的一般看法。

顺带一提，我们翻译为「异教徒」的“paganus”这个名词，原本是基督教徒指称信仰希腊、罗马传统宗教的人。这个蔑称带有「依旧相信迷信的乡巴佬」的涵义，起因於乡村地区的基督教普及速度不若都市迅速。「异教徒」（paganus）会成为历史学上的名词，与西欧后来成为基督教世界有关联性。所以，虽然「异教徒」这个译名已经约定成俗无法改变，有些时候若是探究语源，也会有助於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朱利亚努斯活在西元四世纪，后世史学家认为这也是「基督教与异教抗争的最后一个世纪」。或者我们该说，他是当时的主角之一。





再来要提到让人弹劾为「叛教者」的朱利亚努斯所推行的反基督教政策。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就是将罗马帝国国民的宗教信仰状况恢复到「米兰敕令」之下。

朱利亚努斯再度公认了所有宗教信仰的存在。无论希腊、罗马诸神也好，埃及的伊西斯神也好，起源自叙利亚的密特拉神也好，犹太人的神明也好；就连在基督教内部，无论是长年为教理解释起冲突，遵循三位一体学说的阿塔那修斯派也罢，与其对立的奥里斯派也好，抑或是这两大派之外的其他派系都无所谓；在朱利亚努斯皇帝颁布的敕令之下，既然全面保障宗教自由，「异教徒」这个蔑称与「异端」这种排斥他人的想法都不该存在。因而敕令的名称叫做「全面的宽容」。

拉丁文“tolerantia”成为语源，衍生出英文的tolerant和义大利文的toleranta，我们在翻译时只能将其翻译成「宽容」。这个词汇带有认同包容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之意味。从这角度来看，可得知与一神教有多大的差別。





一神教无论是基督教或犹太教，以及后世出现的伊斯兰教都同样地，以只认同唯一真神为特色。例如摩西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吾以外，汝不可有別的神」。

字典上对于多神教的定义是「相信有复数神明存在并对其礼拜的宗教」，不过这种说法容易引发误会。古代的多神教徒并非信奉所有神明的存在。朱利斯·凯撒、奥古斯都，乃至於哲学家西塞罗、史学家塔西图斯等人都信仰希腊、罗马诸神及个人的守护神，然而他们对犹太、高卢、日耳曼神明就不抱持信仰。只不过，他们尊重相信这些神明的人的信仰。就好像路过土地公庙时不进去上香，但至少不会做出失礼的言行。这种宽容的心态，是融合各种各样想法与生活习惯的众人一同生活所产生的智慧之一（另一个是法律）。由于眼见智慧渐渐失传，朱利亚努斯才发出「全面的宽容」敕令。





朱利亚努斯不仅下令重建遭受基督教徒破坏的希腊、罗马神殿，还下令许可三百年前由罗马帝国毁坏的耶路撒冷犹太教大神殿重建。对于犹太教徒来说，耶路撒冷大神殿正是灵魂的故乡。由于当年叛乱的犹太人曾在神殿内抵抗到最后，因此神殿受到镇压这场叛乱的提图斯皇帝破坏，其后长年禁止重建。对于因基督教势力扩大，条件比以往大为不利的犹太人来说，这道敕令当然是一项好消息。

而朱利亚努斯认为，既然公开表示不歧视任何宗教或教派，那么帝国就有义务为各种宗教教派提供同等的环境。只不过这样一来，就必须废除在「米兰敕令」颁布半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会所受到的各项优惠待遇。刚满三十岁的朱利亚努斯，下定决心要反抗五十年来速度、深度不断增加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国家化时代潮流。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他为何要反抗潮流的原因了。不过他为何有办法反抗这道潮流，又是另一个问题。若要简单形容的话，就是朱利亚努斯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东西。





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让罗马帝国国策朝基督教国家大幅转向的原因，笔者已经在上一册的〈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章节中提过假设。个人可以用「为真理醒悟」来打发，但身为帝国统治的最高负责人就应该会有相当的理由存在，而且还不能没有理由。如果因个人的理由改变了共同体的未来，那么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可就受不了。所以说，一定有其理由存在。

我们可以想像，君士坦丁认为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国家化是个兼顾公益与私益的优良策略。

公益的部分在于稳定政局。君士坦丁生于西元275年左右，亲身体验过笔者命名为「迷途帝国」的西元三世纪。在当时遭刺杀过世的皇帝人数远超过自然死亡的皇帝人数，每次更易都造成政局剧烈动荡。戴克里先皇帝试图找寻让帝国脱出迷途局面的方案，而继位的君士坦丁大帝也同意政局稳定才是维持罗马帝国存续的关键。





对君士坦丁大帝而言，私益就是让并非靠实力攀上皇位，仅因为与他有血缘关系而登基的三个儿子在日后能保持皇位安稳。亦即，他要让皇位世袭获得正统性。这样一来，官方主权者是罗马公民（包括有公民权的罗马军人）与元老院，因「人类」委托而取得正统性的传统罗马皇帝形象就不合用了。只要委托权力的是「人类」，日后杀害或剥夺权力的权利也会掌握在「人类」手上。

然而，基督教不这么想。当西元一世纪中期基督教还是弱小势力团体时，让基督教从犹太民族宗教转型为世界宗教的圣保罗曾经说：


「每个人都应当遵从在上位者。在我们的教诲中，不认同除了上帝以外的权威。而现实世界的各个权威，都是受神指示才成为权威。遵从权威，也就是遵从君临於现世权威之上的天主。」



也就是说，赋予在现实世界，亦即在凡间的君主拥有统治乃至支配权力的不是「人类」而是「神明」。君士坦丁能发现这个想法有效之处，真令人佩服他政治感觉之灵敏。因为这样一来，关于权力的委托以及剥夺，决定权就不再是「可知」的人类，而是掌握在「不可知」的唯一真神手中。

但是这样的话，统治权就是由不做任何意识表示的神明来决定。那么，势必要有某个有资格接受天意的人来传达给众人。在基督教的定义中，天意是透过神职人员来传达的。而权威性的天意传达管道，不是日常与信徒接触的祭司，也不是在孤独环境下提升信仰的修道士，而是有权力出席解释、整理、统合教理的公会议的主教。也就是说，根据基督教会的制度，是由主教优先将决定是否赐予世俗君主统治权的「天意」传达给人类。

那么，只要拉拢主教当「同伙人」，天意也就很自然地一并成了同伙。这样整理之下问题就简单了，只要考虑怎么样才能笼络主教就好。





君士坦丁，以及继承父亲意志的君士坦提乌斯在半个世纪之中，推动了修建教堂、神职人员私人资产与教会资产免稅、司法权委托教区主教等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的真正目的，在于拉拢「天意」当同伙，借此取得皇位世袭的正统性。他们认为只要下决定的不是「人类」而是「天神」，那么举兵造反、刺杀皇帝的事情就会消失，政局归于稳定。

可是当朱利亚努斯即位时，这项政策已经推动了五十年。尤其他生长在借由推动恐怖政治，享有二十四年在位期间的君士坦提乌斯之下。朱利亚努斯自然会怀疑是否政局稳定真的重要到必须把国家操弄至此。毕竟这时候朱利亚努斯才刚满三十岁。

尽管他年纪轻轻才三十岁，在妻子过世之后却没有续弦。不但没有再婚，身边连女性的影子都没有。这一点与同样没有后代，但前后三次成婚的君士坦提乌斯又形成一个对比。当年哈德良皇帝曾说儿子无法选择但继承者可以，说不定朱利亚努斯也同意这一句话。





又或者说，说不定朱利亚努斯不相信「天意」在政治世界里的有效程度。尽管君士坦丁大帝借由「天意」的协助确保了世袭的正统性，但他的长子在其个人的轻举妄动之下让一名队长轻易杀害，三子又遭受异族出身的武将叛变遭到刺杀。次子君士坦提乌斯虽然能在病床上过世，临终前遭到副帝朱利亚努斯反叛，病逝在讨伐的行军途中。这样一来，朱利亚努斯当然会不相信「天意」的作用。更何况朱利亚努斯不是以信仰为首要的宗教信徒，而是以持疑为最重要事项的哲学学徒。

不管怎么说，朱利亚努斯个人没有必要拉拢以传达「天意」为工作的主教。所以他才能在毫不犹豫的状况下，雷厉风行地全面废除长达五十年的基督教会优待政策。




对基督教的宣战布告



这些年来以国家经费执行的政策，例如修建教堂捐赠给教会，或捐赠作为教会活动经费财源用的教会资产（附有农奴的耕地、附有员工的手工厂、附有店员的商店等），全部遭到废止。

此外，以往针对基督教会神职人员私产与教会资产的免稅优惠待遇，毫无例外地全面遭到废除。从此以后即使是主教，也与一般公民同样地要缴稅。教会资产原本以作为教会活动经费来源为由获得免稅待遇，如今与一般的农地、工厂、商店相同地要课稅。

不过，朱利亚努斯并没有下令没收五十年来以国家经费建设的教堂。过去受到免稅待遇，得以逃避稅务的教会与神职人员，也不须追缴五十年下来累积的稅金。虽说这种政策让基督教会占了便宜，似乎朱利亚努斯认为只要完全废止基督教会与教会相关人员的优惠政策，防止教会势力继续扩大，就已经达到政策目的。毕竟在凯撒利亚主教约瑟庇斯著作的《基督教会史》一书中也曾经提到过，在西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有许多人是为了私人利益而加入基督教。





只不过，如同君士坦丁大帝的「米兰敕令」表面上的说法与私底下的想法是两回事，朱利亚努斯皇帝的「全面的宽容」一样可以分成场面话与真心话。君士坦丁的真正意图在于提振基督教会，而朱利亚努斯的真心想法，当然是复兴异教，尤其是基督教方面批判为「异教」的希腊、罗马传统信仰。

多年来遭人弃置，在无人维修的状况下日益腐朽崩溃的神殿如今将要重建，神殿周围的土地也即将奉还。罗马人习惯将神殿盖在市井之中，不仅用于参拜，还将其视为生活圈的一部分。然而希腊人则相反地，习惯将神殿设置于在海上也能瞭望得到的峭壁上，或者有丰沛溪流通过的绿林之中。神殿周围的土地，与其说是维持神殿存续所需的财源，不如说是献给神明居住的天然环境。而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使在罗马人成为统治者之后，共通语言依旧是希腊文，由此可知当地属于希腊文化圈。在帝国东方重建神殿时，如果不将神殿周边的土地一并奉上，就失去其意义。在同时，朱利亚努斯还制定国策，恢复在「异教」神殿中举办官方祭典的行为。





在罗马帝国后期，由皇帝直接颁布的法令，亦即敕令，已经成为不须等待元老院议决就能直接成立并实施的政策。因此要成立国策并不困难，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实施。而朱利亚努斯颁布的这道法令，面临难以推行的困境。






朱利亚努斯




西元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足以让感性敏锐的人察觉到时代趋势的变化。当西元324年君士坦丁排除竞争对手利齐钮斯成为唯一的皇帝之后，在这一年开始大举兴建教堂，使得一般民众也能感受到时代变化。西元337年大帝逝世之前完成了诸多优待基督教会的政策，使得即使对宗教不大在意的民众也感受到加入时代潮流的好处。既然加入基督教有好处，也就代表保持异教徒身分有坏处了。

大帝逝世之后，帝国进入由大帝的三名儿子分担统治的时代，但长子随即遭到杀害退出政治舞台，从西元340年以后进入由次子与三子分担责任的时代。负责统治西方的三子君士坦斯在西元341年随即颁布禁止异教仪式的敕令。不过在第二年西元342年，君士坦斯皇帝却对首都罗马的居民发佈禁止破坏神殿的命令如下。


「一切迷信确实应当遭到排斥，但在城墙外的神殿应以现状保存。战车竞赛与田径竞赛固然起源于献给诸神的仪式，然而若破坏举办仪式所需之竞技场与附属神殿，将剥夺平民长年来享有的娱乐。」



比拳击赛还残忍的剑客决斗、有如现代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四轮、双轮战车竞赛，以及近年以奥运形式重现的田径竞赛，最初成立的目的都是为了献给希腊、罗马诸神。因此选手在参加比赛之前，照例要先到附属的神殿中参拜。从这层意义来说，并非竞技场附设神殿，而是神殿附设竞技场。所以破坏神殿的行为，容易连带造成竞技场受损。君士坦斯皇帝并非想要保存神殿，只是不希望为了破坏娱乐设施而得罪民众。

只不过，这段故事发生在基督教普及速度不如帝国东方，狂热基督教徒又较少的西方，而且是在异教的圣地罗马市。至於在基督教徒人数众多，又分裂成三位一体派与奥里斯派强烈对峙展开教理论争的帝国东方，异教神殿面临的局面，可就比西方要来得严峻许多了。





实际上，在上述事件的几年后，君士坦斯遇刺，使得君士坦提乌斯成为统领全帝国的皇帝。他首先禁止于夜间举行祭典，随即又全面禁止在白天於异教神殿中举行任何仪式。理论上帝国人民的一切宗教信仰受到「米兰敕令」保障，但君士坦提乌斯在禁止异教的官方仪式时打出的理由是「不让善良人民有机会因崇拜偶像而犯下罪孽」。

如果违犯禁令举行或参加仪式，将会受处死刑。罗马帝国的这项宗教政策一直持续到朱利亚努斯进行宗教改革为止。

而且虽然国家不认同破坏神殿的行为，但允许民众将破损的神殿中的圆柱与石材转用于私人住宅建材。为了取得崩落的石材，势必会衍生出为了取得建材而破坏神殿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朱利亚努斯面临巨大又艰难的困境，如果没有强烈的意志，真的会马上放弃。

就算想要重建神殿，由于许多圆柱与石材已经让民众偷走，所以必须到山上重新取得建材。

如果对居住在神殿中的神明没有敬意的话，神殿周边的土地也与一般土地无异。由于神殿往往远离人烟，适合当成农地与坟场。既然不信仰神明，民众在转用土地时心中自然不带有半点犹豫。

就算想要恢复祭典，事情也没有表面上说得那样容易。一来国家长年以死刑做威胁禁止祭典，再者希腊、罗马宗教的特征又是没有专业的神职人员阶层。在长年禁绝的状况之下，以往兼职举办祭典的公民也因死亡而大量减少。

朱利亚努斯在哲学学徒期间，旁人评价他说话的方式已经是说得好听是热情又积极倾诉的年轻人，说得难听点则是个性急躁、修辞速度赶不上自己的想法。到了登基称帝之后，这种个性还是没有半点变化。用这种方式说话的人，做事往往也是一阵急躁。

尽管年纪轻轻三十岁就攀上帝国最高权位，朱利亚努斯的表现依旧如同受到无形的压力催促。说不定他受到使命感驱使，认为自己不赶紧做些什么，时代潮流就将无法挽回。确实他担心的事情都是事实，而且他意图改革的政策，在许多领域遭到既得权阶层强烈反弹。就连没有遭受正面冲突的部分，私下罢工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尽管如此，朱利亚努斯依旧留在大幅裁员后空荡荡的皇宫内，排除了登基庆典与皇帝享有的各项奢华享受，发佈推动了许多法令政策。





有一本古籍叫做《狄奥多西法典》（Codex），这本法典是在西元431年由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下令编纂的法令大全。在这本法典中记载了由君士坦丁大帝至狄奥多西二世为止百余年颁布的各项法律。百年后查士丁尼皇帝下令编纂的《罗马法大全》正式名称为《查士丁尼法典》，也是以这本《法典》为基础。西元431年编纂这本法典时，罗马帝国已经进入将基督教视为唯一宗教，把其他宗教打为邪教的时代，而当时基督教确立获胜已经过了三十年。既然《狄奥多西法典》中收集的是公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的法律，那么书中收集的自然都是基督教国家化之后的罗马帝国需要的各项法令。

如此一来也理所当然地，由朱利亚努斯制定、废止各项基督教会优惠政策的法令不会出现在《法典》之中。在朱利亚努斯逝世之后，君士坦丁大帝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推行的优惠法案随即陆续复甦。生在后世的我们能得知各项基督教会优惠政策，也是因为《狄奥多西法典》之中有留下记录。

朱利亚努斯成立并推行的反基督教教会政策，当然不会出现在《法典》之中，因为这些法令在他身故之后马上遭到废止了。

尽管如此，《狄奥多西法典》里头还是记载了五十二道冠有朱利亚努斯名义的法令。研究人员表示，朱利亚努斯被打为「叛教者」之后还能留下法令，是因为这些法令是与宗教无关的行政法。话说回来，除去基督教相关政策以外，还能制定五十二道法令，代表朱利亚努斯身在君士坦丁堡的三、四个月里別的事情都没做，只有专心埋首於制定政策。这等行为实在让人认为，他受到必须立刻推行改革的想法逼迫。





在朱利亚努斯身故后随即遭到撤销，因而没有收入《狄奥多西法典》的法律之中，有一道法令内容是将信仰基督教的教师轰出学校。朱利亚努斯在表明实施这项法令的原因时是这样说的：


「教师的任务，在于教育学生。教育时所使用的教枓书，系以希腊文或拉丁文书写的诸般作品。其作者为希腊人或拉丁人，敬爱并崇拜其民族诸神，其作品为此等精神之结晶。相对地，基督教断定诸神为恶魔。信仰基督教之基督教徒如何能诉说教导创造此等作品时必备之希腊、罗马精神之真谛？」



换句话说，一方面教育学生宙斯、波士顿、阿波罗、雅典娜是邪神的同时，哪有办法将诸神活跃其中的荷马史诗当教材？据说朱利亚努斯还曾经这样表示：


「信仰基督教的教师，大可到教堂里去教学。教学时可以拿着他们所信仰的《圣经》当教材。」







就连现代的罗马史专家也表示，朱利亚努斯的上述言论「理论上十分正确」。笔者听了不禁笑了出来，想问问这些专家「身为热心基督教徒的罗马史学者，有办法研究到罗马精神的真谛吗？」

只不过，将信仰基督教的教师赶出学校的政策，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遭到反对。反对的人还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信仰异教的教师。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信仰基督教的家长热心於子弟教育，如果把信仰基督教的教师赶出学校，家长会不送小孩上学。毕竟当时的教育以私塾教育为主，教师仰赖每个月学生家长送来的学费讨生活。但是法令推动之后才发现教师们是白操心一场。即使学校里没有信仰基督教的教师，信仰基督教的家长照样会送小孩上学。





根据罗马帝国的教育制度，在结束基础的读书写字算盘等初等教育之后，学生要接受“artes liberales”学程，这项学程在现代则称为“liberal arts”。学生的年龄约从八、九岁到十六、七岁之间，这段期间所学的科目如下。

为表达正确有品味的言词所必需的拉丁文、希腊文文法。

有效使用言语、适当表达言语必需之技能的修辞学。

为学得说服想法不同的人必需的理论，应当修习辩证学。

其他科目，包括数学、几何学、历史、地理。

在学习这些科目时所使用的教材，绝大多数都是前人的著作。这些著作早在这个时代时已经被称为“classics”（古典），时代范围起自西元前八世纪的荷马史诗，最晩的是西元二世纪的塔西图斯时代的著作。这些作品适於当作教材的首要原因，在于其完成度高。

上流、中流社会的基督教徒多半为新兴阶层，而新兴阶层的人热心於子弟教育。此外，西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学生家长多半期望小孩能成为政府高官或律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学会“artes liberales”。因此无论教师是不是异教徒，家长还是会让小孩前往私塾求学。

信仰基督教的教师可能也因此感到危机意识，想方设法準备反制。他们重新编纂教材，把出现在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苏格拉底对话之中的神明与人物，替换成出现在《圣经》与《使徒行传》里的人物。结果想当然地是一片惨澹。因为现世的希腊、罗马诸神与人物，和严格的基督教神明与遵从其教诲的刻板人物，实在不可能互换。

基督教徒眼中的异教徒，是即使自己不相信，也会认同別人信仰神明的想法的多神教民族。对这些人来说，只因为身为基督教徒就逼迫教师辞职的行为，其本身就偏离了「宽容」的精神。在得知信仰基督教的学生不会退学之后，依旧继续反对朱利亚努斯这项政策的「异教徒」，就是抱持这种想法的人。这种人之中还包括退伍军人转行的史学家阿米亚努斯。不过，朱利亚努斯并没有听从异教徒方面提出的意见。因为他期待在异教徒教师的教导之下，基督教徒的小孩能够因而得知天下除了基督教观念以外还有別的想法存在。





由朱利亚努斯皇帝陆续推行，目的在阻止基督教势力继续扩大的法令，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以将罗马帝国恢复成君士坦丁大帝登基前的状况为目的的法律。例如禁止以国家经费修建教堂、废除教会资产与神职人员私产免稅待遇的法令。

第二种，则是将元首政治时期的罗马帝国皇帝无法想像的事情政策化。因为元首政治时代的基督教势力微弱，因此没有立法整肃的必要。分类为第二种的法令之一，就是上述禁止基督教徒担任教师的法令。而接下来要讨论的法令，也都属于第二种。也就是说，第二种法令系由朱利亚努斯所独创。





朱利亚努斯认为，希腊、罗马宗教陷於劣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专业的祭司阶层。而基督教势力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各个教区以主教为顶点，其下配有祭司、副祭司等，建构了严密的权力阶层。

朱利亚努斯身为皇帝，同时兼任国家的最高神祗官，因而他在帝国的各个都市选派了专业的神祗官。在神祗官之下，又设置了专业的祭司。他意图让罗马宗教也建立类似基督教会的组织，利用这些专职的祭司组织来对抗基督教会。

当然，既然这些专业祭司靠国家经费豢养，因此负有遵从罗马法，以及信奉希腊、罗马诸神的义务。除此以外，由于他们是专职人员，与故往罗马那种由民众兼任的祭司不同，连日常生活都受到严格的要求。

神祗官与祭司不得前往剧场，也禁止观看战车竞赛与剑客决斗，同时也严格禁止狩猎。另外国家还禁止祭司与演员、战车赛选手、剑客等当时受群众欢迎的人物往来。对罗马人来说，这等于是禁止过公民生活。





这政策让人怀疑，朱利亚努斯到底懂不懂得罗马文明是什么。

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神教，要求活在凡间的人们遵从唯一真神的教诲过日子。然而神明的教诲充满了有如占星术或神谕一般地，可随个人观感解释的事项。对占星术或神谕来说这还无所谓，但宗教可不能放任信徒「随个人观感解释」。如果放任不管会失去秩序，没有秩序组织就无法成立。

因此，必须有人出面解释神明的教诲，避免由信徒「随个人观感」，调整并统一各种的「教理解释」，重新传达给信徒。就因为宗教组织有这种需求，所以一神教之下必定会有形成独立阶层的专业神职人员。

另一方面多神教的神明的角色不在引领人类的脚步，而是从旁协助人类。所以打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神明的教诲，亦即教理的存在。既然没有解释教理的必要，负责调节并统一解释，进而传达给信徒的人也就没必要存在。罗马自从建国以来就没有专业的祭司阶层，是因为罗马人忠于多神教民族的精神。这才是罗马文明的精髓所在。就算为了对抗基督教，违逆罗马固有精神强行建立专业祭司阶层，到头来政策也不可能扎根落实。

只不过，朱利亚努斯的专业祭司阶层案会失败，还不在于这种抽象的理由，而是受到更具体、更现实的理由所致。





第一点，即使当上了以祭祀希腊、罗马诸神为专业的神祗官、祭司，这些人的私产还是没获得免稅待遇。朱利亚努斯废除基督教会神职人员私产的免稅待遇，是为了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因而要让各种宗教处於同等的环境。既然推动政策时标榜这种思想，也就不能优待罗马传统宗教的相关人员。

第二点，他仿照基督教修道士，让神祗官与祭司有义务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常生活。相关人员不能到剧场看戏也不能观看战车竞赛，不能呼朋引伴举行宴会也不能出席酒宴。在现实的罗马人眼中，这根本不是人的生活。朱利亚努斯认为皇帝本人做得到所以不困难，我们只好说他对于人性实在一无所知。





以对抗基督教会为目的建立的法案之中，还包括与福利事业相关的法令。朱利亚努斯注意到，由基督教会主导的，救助贫民与孤儿寡妇的事业，对于扩大基督教势力有所帮助。

他认为，基督教会能做到这等事情，是因为有君士坦丁大帝起始由国家出资捐赠教会资产的政策所致。基督教信徒固然会捐款，但是真正让教会确立慈善事业财源的，还是政府的大型捐助。实际上，以往的皇帝确实捐给教会大量的资金与耕地。尽管朱利亚努斯决意今后要废止这等行为，但没有打算没收以往的捐助成果。因此基督教会还是一如以往，可以在稳固的经济基础上推行慈善事业。他决意由国家来推动同样的活动，借此让基督教会不再独占救济贫民的事业。也就是说，由国家来与基督教会抢夺福利事业市场。只不过朱利亚努斯自行推动几个具体方案之后，这项法案也就没有下文了。





这项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足够时间建立组织。不过更重要的地方在于无法获得「地方政府」与「私人」协助。元首政治时代的社会福利政策能发挥功能的原因，在于政策由皇帝主导，但施行由「地方政府」个別进行。同时社会上还有捐助公共事业，意图将利益回馈社会的「私人」存在。笔者认为，元首政治时代的罗马帝国政府是「小而美政府」。这么广大的国家能实现「小而美政府」的理想，原因在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巧妙调和。从罗马街道网路的例子可以得知，罗马建立了「中央」、「地方」、「私人」三根支柱并立的体系，并使其产生功能。

到了帝国后期，政府成为中央集权体制，分权之下拥有自立能力的「地方」已经走入历史。而在稅制的变化之下，捐助公共事业将利益回馈社会的「私人」观念也已经消逝无踪。

朱利亚努斯过世之后，国家推动执行的社会福利法同样遭到废除。因此以“caritas”为总称的慈善事业，再度成为基督教会的垄断事业，其后维持了许多年。




安提阿



由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於西元361年11月3日病逝，朱利亚努斯得以在免於内战的局面下登基即位，在12月11日以唯一最高权位者的身分进入首都君士坦丁堡。至於他后来在君士坦丁堡停留了多久则不得而知。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可能到西元362年4月左右。也有些人员认为，可能更晚一些，一直待到初夏时分。不管怎么说，朱利亚努斯停留在首都的时间不到一年，随后又向东移动。

他此行的理由十分明确，是为了重新展开波斯战役。广大的罗马帝国在这个时期中既没有受异族入侵，也没有武将叛乱，条件正适合由罗马皇帝亲自出面解决长年的问题。





目前现存的一份古代地图，系由十一世纪的人们仿制。然而原图制作的时期在西元四世纪中叶，亦即朱利亚努斯在世的时候。这份地图依照第一位物主的姓名，被称作“Tabula Peutingeriana”。在这份地图上以与其他都市不同的特殊记号，描绘著当时罗马帝国的三大都市。这三大都市分別是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及安提阿。






“Tabula Peutingeriana”地图中描绘的安提阿




罗马直到现代还是大都市。

君士坦丁堡（英文为Constantinople）在西元1453年被鄂图曼土耳其攻陷之后，改名为土耳其风格的伊斯坦堡。其后长年作为土耳其首都，到现在还是充满生机的东方都市。

与这古代两大都市相较，安提阿就短命许多了。这个地方如今以土耳其语改称为安塔基亚（Antakya），只是个距离叙利亚国界不到三十公里的土耳其边境小镇。来安塔基亚造访的游客如果心中遥想着古代大城安提阿，到达时铁定会当场发愣。

街道纵横交错形成的都市结构也好，城市中央绵延数公里的大街也好，让人能缅怀往日的事物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原本两侧圆柱林立的中央大街有名到让“Tabula Peutingeriana”地图拿来当记号，当安提阿与埃及的亚历山大争夺东方第一大城地位时，这条大街也是安提阿的荣耀。

这座都市规模不如罗马，但是远比君士坦丁堡巨大。安提阿建立于西元前三世纪，由亚历山大大帝过世后分割帝国的武将之一赛雷科斯所兴建。因此，城市虽然比建立于西元前753年的罗马还年轻，但是比西元330年建设的君士坦丁堡古老。安提阿失去赛雷科斯王朝首都地位，进入罗马统治后还能维持繁荣的原因，在于当地是与东方贸易的中心地。





这座城市地理条件良好，适於作为经幼发拉底河运输来的物产集散地。城墙外由东北往西南走向的奥格登斯河适於航行，沿河流往下游二十公里即可到达地中海。所有适於交易的城市条件，这座城市都具足了。

当地居民也挺符合通商都市的风气，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希腊裔居民形成领导阶层与中间阶层。比其他民族更善于寻找有利可图的城镇居住的犹太人，许久之前便形成了有力的社区。居民的中间偏下以及下级阶层，是当地原住民赛穆人后裔。不过这座都市并非具有东方气息的国际都市。由于希腊人与罗马人偏好圆柱，在罗马时代圆柱的数量足以成为课稅的基準。安提阿的圆柱大街绵延数公里，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可说是家喻户晓，也是安提阿的财力象征。据说安提阿的人口若连奴隸算上，可高达百万人，在这方面同样是不如罗马，但是胜于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善于巧妙分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当然也认同这座东方大城的自治权。员额两百人的元老院议员组成了安提阿议会，地方自治层次的事情全由议会自决。

既是文人又是武将的阿米亚努斯·马尔凯流斯不谄媚基督教，终生身为异教徒，因而让人誉为古代罗马最后一名史学家。而他就是在这座国际都市出生成长的希腊裔安提阿人。






古代安提阿




安提阿到了朱利亚努斯身故百年之后，城市的繁荣才笼罩了明显的阴影，在当时连续遭到波斯军的入侵与地震的侵袭。不过波斯军的烧杀掳掠以及地震的受害并未集中於西元五世纪。只是居民失去了在烧杀破坏之后重建时所需的资金与意愿。罗马皇帝会推行重建援助政策，只不过根据罗马人的想法，皇帝的援助也并非万能，只是帮助地方政体与个人自立自助而已。无论遇到天灾或人祸，要克服不幸重新再起，实际上都要仰赖居民的意志与资金。然而西元五世纪以后的安提阿失去了这些条件。

逐渐衰微的安提阿在西元638年遭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完全失去城市的命脉。安提阿的重要性，在于交通可达古代世界的内海地中海。进入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对立的中世纪之后，地中海再也不是一个文明圈的「内院」，而是两个文明世界的界线。那么安提阿的生命，自然要随古代一同结束。

不过在朱利亚努斯在世的西元四世纪时，安提阿还是罗马帝国东方最繁荣的都市，当地居民没有人能想像到百年后的衰微。而且这个国际主义都市的居民，尤其上层居民，是一群贸易精神深入骨子里的商人。他们有把握无论统治者换成什么人都能存活下去。只不过，这种自信心容易发展成不屑地嘲笑统治者心血的态度。安提阿居民的个性说好听点的话是对任何事物都冷眼旁观的成熟老手，如果说直接点的话就是狡狯。年轻、热情、充满理想的朱利亚努斯打一开始就注定与这些人谈不来。





朱利亚努斯停留在安提阿的过程，一开始就从不幸的事件起步。

安提阿东北方是一片谷仓地带，即使在歉收的年度里，其他都市也没有粮食匮乏的风险。不过安提阿是一座大城市，而且与罗马、君士坦丁堡等将保障粮食视为「公家」任务的都市不同，在商业都市安提阿，连保障粮食这种属于政治的事项，都委由市场经济管理。话说回来，这一年周边地带的小麦收获量的确较往年减少。

只不过，一传出歉收的消息，市场上的小麦立刻失踪，代表背后确实有投机的情形发生。





在古代同样有投机现象，比方说英文的“speculation”语源来自於拉丁文的“speculatio”。这本来是哲学用语，涵义是沉思。亦即思考人生真理的话就成了哲学，而思考赚钱真理的话就成了投机。

希腊哲学之祖塔雷斯出身於密列特斯，位于当时称为伊欧尼亚地方的小亚细亚西岸。这名生于西元前七世纪至前六世纪的哲学家，在生前留下了一段现实又符合地中海风气的有趣故事。

有一天塔雷斯一边走路一边思索，结果掉到水沟里。路人看到了以后当场嘲笑他，说哲学家是一无是处的人种。

於是，塔雷斯决心扳倒这项批判。至於他以什么方式做计算，笔者已经忘记了，不过他预测出该年的橄榄将是一片丰收。於是塔雷斯把密列特斯附近所有的搾油厂全部包租了下来。他部署了垄断体制，使得橄榄业者想要出售橄榄油时，如果不到塔雷斯租下的搾油厂搾油，就无法将产品送入市场。当然，这一年他因此发了大财。

哲学是足堪实用的学问。不过哲学的真谛不在知识而在思索。就好像体操可以锻鍊筋骨一样地，思索可以锻鍊头脑。换句话说，哲学的功用是让人习於思索事物。塔雷斯证明只要习於思索的话，不管思索的是哲学或投机，都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说，他证明哲学是足堪实用的学问。

不过在这里要向大家强调，塔雷斯真正关心的不是投机而是哲学。他只有在这年思索投机的方式，第二年又把思索的对象换回哲学。所以塔雷斯在史上留下的名声不是投机高手，而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为巅峰的希腊哲学之祖。





罗马帝国皇帝朱利亚努斯经常声明自己是一名哲学学徒。然而生于西元四世纪的他观念里的哲学，不是西元前六世纪的塔雷斯这种昂首阔步、不依不靠的哲学，而是向哲学追求灵魂救济，带有浓厚神祕色彩的哲学。

朱利亚努斯身边的跟班，都是朱利亚努斯在意的哲学家。这些人以利拔谬斯为首，是西元四世纪时罗马帝国的代表性著名学者。当然，其中没有基督教徒。不过这些有名的哲学家，给人的印象偏向於在讲台上教导知识的学者。换成现代的形容法，就好像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只不过当时的教授仰赖学生付的学费过日子，皇帝「朋友」的身分对这些人来说，在招收学生时大有帮助。每当阅读以利拔谬斯为首的朱利亚努斯友人留下的文章，甚至包括朱利亚努斯逝世后为其辩护的文章，都让人觉得其中缺乏作者对朱利亚努斯的亲爱之情。也感觉不出是理解朱利亚努斯的人才写得出来的，具有说服力又热心辩护的感觉。当时一些口没遮拦的人批评这些哲学家是寄生虫，恐怕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误会。跟这种人交朋友往来，朱利亚努斯的思索对象也就会限定在哲学里头，想必没有余裕转换心思到投机上。





问题是，就算朱利亚努斯能以哲学家身分与朋友往来，但他还是罗马的皇帝。他无法放任市场上没有小麦、面包店里没有面包的状况而不予理会。

朱利亚努斯向安提阿居民呼吁过节约生活，在状况获得改善之前先忍受穷困的日子。这种呼吁对于遭到异族攻击打围城战的高卢人民会产生效果，但是对于没有遭到外敌攻击的安提阿居民就无效了。於是朱利亚努斯紧急派遣特使前往小亚细亚与埃及，大量采购小麦。并且将这些小麦立刻投入市场，同时还管制售价，制定了小麦的价格上限。

然而状况却没有因此改善。这些紧急进口的小麦，才刚运输到安提阿的外港準备换船继续运输时，就让安提阿的大商人全部买下。而这些资金雄厚的大商人，也正是在安提阿元老院拥有席位的人。

朱利亚努斯直到这时才发现，掌握情报可以有益于投机生意。三十一岁的皇帝在震怒之下，把两百名元老院议员全数抓入大牢，不过在当天又全数释放。直到采取这项强硬措施之后，这些大商人才愿意把手中垄断的小麦释放到市场上。不过，平民的怨气固然就此解除，安提阿上流社会的人从此对朱利亚努斯抱持敌意与反感。而在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后，中坚与下层阶层的人也开始对朱利亚努斯抱持敌意与反感了。





由安提阿往南不到十公里，有一个名叫达弗奈的小镇，四周森林围绕，并有清澈的泉水。当地自古以献给阿波罗的雄伟神殿闻名，以达弗奈神殿为中心发展茁壮。而事情发生在朱利亚努斯到当地参拜之后。

当要讨论史学家命名为「希腊、罗马宗教与基督教争夺胜利的最后一个世纪」的西元四世纪的变化时，有一件事情绝对不能忘记。那就是当朱利亚努斯在位期间时，「米兰敕令」已经颁布通行了半个世纪。也就是说，表面上官方认同所有的宗教都享有信仰的自由，实际上皇帝偏袒优待基督教的政策路线，已经维持了五十年。偏偏在罗马将政体转换为帝政之后，献给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最主要的赞助人就是皇帝。另外，基督教徒眼里的「异教」由于没有教理，因此不需要以向信徒解释教理为任务的神职人员阶层。因此也就没必要确立财源，用于维持专业的神职人员阶层、举办弥撒，或者对贫困人士推动慈善事业。

长期维持这种状况之后，时代产生变化了。由于失去了皇帝与地方政府等赞助人，宗教的下场相当凄凉。即使想仰赖「私人」捐款，这时由于罗马帝国一再遭逢危机，人们心中认为神明已经拋弃百姓远走他方。毕竟希腊、罗马宗教没有像基督教那样方便的借口，可以把苦难说成是神明赐予的试鍊。

在这种状况下，还有人会热心於保存没有神明居住的神殿吗？又有人会主动担任祭司，自费购买作为牺牲的牲畜，举行出席人员稀疏的祭典吗？朱利亚努斯看到的达弗奈阿波罗神殿，是一片荒芜景象，以及在知道皇帝御驾光临之后，急忙拋下田地工作赶来的祭司。





古代的阿波罗神殿充斥著前来参访的信徒，倒不是民众同情这位神明对水精灵达弗奈的恋情。如果要同情的话，大家顶多同情在阿波罗的穷追不舍之下，化身月桂树保护贞操的达弗奈。与狄尔波的阿波罗神殿出名的理由相同，各地的阿波罗神殿聚集信徒的原因，在于信徒想求得由女巫传递的神谕。达弗奈的阿波罗神殿在这一点也不例外。然而根据朱利亚努斯所知，达弗奈的阿波罗神殿已经多年没有传下神谕了。在神殿里听不到神谕，也是造成信徒不来造访的原因之一。而据说神谕断绝的时期，恰巧在基督教殉教者入葬达弗奈森林一角的时候。由于前往坟地的巡礼者比神殿的信徒更多，惹得阿波罗神不高兴，因而展开罢工。






阿波罗神与达弗奈（贝尔尼尼作品，西元十七世纪）




朱利亚努斯本人发现安提阿元老院议员大搞内线交易发横财时脾气发作，而他此次前来神殿时原本打算听取神谕，在得知现状之后脾气再度爆发。皇帝在震怒之下命令迁走基督教殉教者的坟墓。同时下令大举兴工修复阿波罗神殿，并要求立刻开工。

殉教者的遗骨在唱著赞美诗的信徒护送之下，平安地迁去外地。不过，发生在达弗奈的事情还没结束。

当神殿复旧工程结束，随时可接受一般信徒与皇帝参观的当天晚上发生大火，将达弗奈神殿烧得精光。如果各位读者认为石造建筑不怕火灾的话，那就是天大的误会了。即使墙壁与柱子使用大理石与石材，房屋的屋梁等部位还是会使用到木材。一旦支撑全体的木材部分遭到烧毁，石造建筑物也只有崩场的命。达弗奈的阿波罗神殿就此化为一片废墟。

同一个时期，在保障一切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下，由朱利亚努斯下令重建的犹太人圣地耶路撒冷大神殿，也正顺利的展开重建工程。而这座神殿同样在夜间起火燃烧。根据当时的记录，达弗奈的阿波罗神殿与耶路撒冷大神殿都是遭到「无名火」烧毁。不过若要说这是偶然的巧合，也未免太巧了。

朱利亚努斯相信，这连串人祸的犯人是基督教徒。可能他认为有必要在代表性大都市做示范，因此下令封闭安提阿市区内的所有基督教堂。这道命令使得安提阿的中下阶层居民对朱利亚努斯皇帝完全反感。




居民开始以山羊做比喻，用来嘲笑皇帝体格与智能都欠佳。朱利亚努斯自从登基称帝不再需要在意外人眼光之后，恢复了哲学学徒时代的习惯，留了满脸有如哲学家商标的胡须。由于他体格普通远不及希腊雕像，又留了满脸山羊胡子，在帝国东方让人用到处可见的山羊做比方，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自从迁居安提阿之后，朱利亚努斯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一天比一天险恶。

朱利亚努斯在这段期间曾写信给朋友，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想以皇帝身分，证明加利利的人们（基督教徒）相信的事情也能在地上实现。根据他们表示，他们信仰的教诲，值得赞赏的教诲，只属于贫穷的人们，而且只能在天国达成。我下了强烈决心，要借由推动我在位期间想要树立的公正统治及与宗教无关的福利事业，使这些德行与幸福也能在人间达成。




所以，无论是谁拦阻我的理想，都得準备接受我的反击。如果还有人胆敢阻碍，将在法律之下接受惩处。因此这些人不仅要準备遭没收资产与流放，还要面对铁与火的处罚。」







有力人士的投机造成安提阿粮食匮乏问题恶化、达弗奈阿波罗神殿与耶路撒冷大神殿的火灾，只是这段时期帝国东方诸多人祸的三个例子。自从朱利亚努斯迁居安提阿以来，中东地区四处骚乱不已，有如当地常见的地震一样。

首先，在朱利亚努斯登基之后「异教徒」势力兴起，开始频繁对基督教势力展开反击。简单来说，君士坦丁大帝与其子统治的五十年之中，不同意基督教观念的人在各方面都遭到压制，而如今一齐产生反弹。朱利亚努斯这时才三十一岁，也难怪反基督教的派系群众期待他能像大帝或其子君士坦提乌斯一样，享有二十年以上的在位期间。

再者，基督教会与基督教徒等既得权阶层对剥夺其既得权的朱利亚努斯皇帝抱持敌意。另外，基督教会憎恶犹太教徒，甚於对罗马皇帝的恶意。





中东骚乱不断的第三项要素，在于长年存在的基督教内部教理论争。论争源自西元三世纪，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派系。

首先是主张三位一体理论，认为神与基督、圣灵三者同等的阿塔那修斯教派。到西元四世纪时，这个教派开始让人称为天主教派。原本西元32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之中，已经决定让基督教会内统一采用三位一体理论。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

一来主张基督与人不同等但也不等同神的奥里斯教派，随时力图挽回尼西亚公会议中造成的劣势。为君士坦丁大帝做临终洗礼的主教，就属于奥里斯教派。而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在位二十四年中，也一贯优待奥里斯教派。

在两任皇帝之后，登基继位的是朱利亚努斯皇帝。他不仅认同所有宗教的信仰自由，还更进一步认同基督教会内各派系的信仰自由。因为对于将基督教会视为「支配用的工具」的君士坦丁大帝来说，教会内部的统一是极为重要的大事。对于没这打算的朱利亚努斯来说，教派分裂根本不成问题。而且朱利亚努斯的目的在打破基督教势力的优势，对他来说教会内部的分裂值得欢迎，没有反对的理由。

实际上，这些条件使得原本在中东占据优势的奥里斯教派更有气势。在各种憎恶之中，近亲之间的憎恶特別容易恶化。各教派之间不仅互相批评对方为「异端」，暴力攻击对方教派主教的事件也开始层出不穷。因为这些争端表面上顶著教理的旗帜，实际上问题在于掌权的主教地位，是落到自己教派手中或者敌对教派手上。

在基督教会组织中，主教享有能自由运用所属教区教会资产的地位。此外，主教握有司法权，能管辖所属教区的居民。如此一来，主教等于已经是人间的掌权者。由于事情牵涉到凡间权力，天主教派与奥里斯教派之间的抗争，势必要持续到其中一方一败涂地为止。

简单来说，中东地区虽然面积有限，但在经济上的重要程度相当於半个帝国。而朱利亚努斯却亲手在中东丟下骚动的火种。这样一来，自然无法期待中东地区的关键都市安提阿能上下一心协助执行波斯战役。朱利亚努斯原本期待尽早迁居安提阿，在万全準备之下展开波斯战役，因而大为感到失望与愤怒。





在安提阿居住期间内，朱利亚努斯留下了许多书信与著作。其中一份小品文若换算成现代出版物约有四十页，题名为这篇作品以希腊文著作，背后有其道理存在。因为这篇作品并非用来记录个人的想法，而是写给安提阿居民看的。罗马帝国向来坚持双语政策，帝国西方共通语言为拉丁文，在帝国东方则以希腊文为官方语言。而安提阿位在帝国东方，因此这篇文章在完稿之后随即能够出版让安提阿居民阅读。这也是朱利亚努斯的目的。





罗马帝国皇帝亲手著作的作品如下：

朱利斯·凯撒著作的《高卢战记》、《内乱记》。

奥古斯都临终时留下的《神君奥古斯都业绩录》。

马库斯·奥理略皇帝著作的《沉思录》。

由朱利亚努斯著作的，包括Misopogon在内的作品群。

凯撒栩栩如生地叙述了由自己亲自指挥的战役；奥古斯都平淡地描述四十年统治期间留下的各项业绩。

马库斯·奥理略趁着与北方异族作战的空档写作，书中丝毫不谈论战争，只描述自己的心情。

而在朱利亚努斯著作的Misopogon之中，贯彻的则是苦涩的嘲讽。

光是看这几本书籍的风格，就可感受到罗马最高掌权者的气质变化。就算把拉丁散文的金字塔、传情达意的好手凯撒另当別论，其他几名皇帝的文笔同样优秀。就连有如产品目录的《神君奥古斯都业绩录》，书中依旧充斥著毫不轻视现实幸福，成功达成罗马和平的十足信心。





同样属于罗马皇帝作品，由朱利亚努斯著作的Misopogon让人分类为讽刺文学，这点使笔者无法接受。因为这本书中缺乏讽刺文学杰作必备的令人栗然的强烈批判性，以及令人不禁微微苦笑的幽默感两大要素。从书中可以得知，朱利亚努斯理论敏锐，善于运用辩证法，对于新旧约《圣经》也有相当造诣。然而这部作品顶多只能称为朱利亚努斯在长期压抑之下发洩怒气用的文章。这本书的直接目标读者是安提阿居民，而皇帝在书中斥责居民忘恩负义。书中还表示，他在登基后致力於公正的统治，在稅务方面不但没有加稅，还免除欠缴稅金，把既有稅金减稅到五分之一，然而居民回报给皇帝的，竟然是不满与怨言。安提阿居民只知道嘲笑皇帝是山羊脸的哲学家，根本没资格迎接皇帝。居民们感到的不满，责任不在皇帝身上，而在于执掌都市的有钱人不负责任的心态。然而居民却为了一吐怨气而迁怒皇帝。不过话虽如此，他在书中还不忘记表示，为了尊重言论自由，不会出手镇压自己受到的责难与嘲笑，也不会因此做出任何惩罚措施。

朱利亚努斯在书中还曾经怀念副帝时期，留下「可爱的卢提亚，高卢人以这个名称，称呼巴黎希族拥有过的这块地」。这一段话让人觉得有趣，甚至让人怀疑现代法国人喜欢朱利亚努斯，会不会就是为了这一句话。不过话说回来，整部作品的版面，几乎全用于发洩年轻的朱利亚努斯感到的愤怒与失望。当然这也有好处，由于文章内容毫不修饰，反而能直接打动读者的心。





以笔者个人的感想来说，只觉得这部作品让人痛心。最高权位者往往要面临批判，而批判是没有权力的人唯一办得到的反击手段。就算劝说朱利亚努斯仿效佩里克雷斯或朱利斯·凯撒，放任这些批评不管，由于朱利亚努斯的条件与前述二位身处壮年的希腊政治家与罗马武将不同，当时年龄才刚三十出头，只怕想模仿也模仿不来。每当笔者看着朱利亚努斯的书信与著作时，联想到的不会是同样身为异教徒的佩里克雷斯或朱利斯·凯撒，而是耶稣基督。年轻时的耶稣基督为了只顾著在耶路撒冷大神殿里经商的同胞大感愤怒，曾经亲手砸毁神殿里的所有摊贩。对着安提阿居民大发脾气的朱利亚努斯，与对犹太商人怒目相向的耶稣基督，年龄正好差不多。





Misopogon这篇著作，最后以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文章做结尾。


「提笔至此，朕已经将心中想法全数吐露。此等想法仅止于朕个人之期望。




朕所受责难之缺点，应归责於朕本人。只因对万民推行之宽裕政策系由朕所立意推行，即便未能获得感谢，朕亦无权强制人民。朕所遭受之恶名与责难，应视为朕思虑不周所致之恶果。朕仅此向万民保证自今尔后将更慎重行事。只因万民对朕之「敬意」，今后将由诸神给予回报。」



朱利亚努斯不仅写下Misopogon，更将其公开出版。因此他在离开这座大都市前往执行波斯战役时，确实像书中所说的，带着「今后再也不会踏上安提阿的土地」的决心。想必他出征前相信即使安提阿居民忘恩负义，以后诸神自然会帮他讨回公道。也许他认为只要在诸神的保佑之下战胜波斯王，安提阿居民对他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




波斯战役



西元363年3月5日，三十一岁的朱利亚努斯离开了后方基地安提阿。他的目的地在东方，也就是汇集了波斯王国首都功能的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地区。安提阿元老院议员在当天为他送行到城门外。皇帝虽然对前来送行的安提阿全体仕绅表达谢意，但态度相当冷淡。既然公开表示今后再也不会踏上安提阿的土地，这也是必然的反应。而当地仕绅的表现虽然慎重守礼仪，但很明显地带着做作气息。想必他们心中正在拍掌喝采，庆祝麻烦人物正要离开。

顺带一提，生于后世的人能在某个程度内得知朱利亚努斯的波斯战役详情，要归功於出生安提阿的阿米亚努斯·马尔凯流斯留下的记录。这名军官与朱利亚努斯同辈，当时三十二岁。他在累积罗马军中经历之后退休改行写史书。阿米亚努斯的老长官乌尔锡契努斯的姓名没有出现在波斯战役的记录中。在没有任何事前情报的状况下，一夫当关承担罗马帝国东方军务的这名勇将姓名竟然没有出现在战役记录中。据推测可能是他因年事已高而自然死亡，提前离开了军事舞台。波斯战役当时阿米亚努斯所属的部队与阶层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他身在能够亲眼看到军方上层一举一动的地位。






银鹫军旗




御驾亲征的仪式在表面上没有冲突的状况下结束了。不过安提阿的权贵，以及当天在远处观望的安提阿居民想必会为了某件事情感到讶异。那就是这半个世纪以来让人眼熟的
 军旗消失，罗马军再度启用顶端装饰有银鹫的军团旗。由X与P组合的这个记号，代表基督教徒。行军时由这个军旗领头的话，代表这支军队是属于基督教的军队。自从君士坦丁大帝於西元312年采用这面旗帜之后，罗马军在行军时往往揭示著这种军旗。将军旗恢复成传统的银鹫旗，代表朱利亚努斯在向众人宣示，如今他率领的是传统罗马帝国的军队，而不是转型为基督教国家的罗马帝国军。

据说当时朱利亚努斯率领的军队人数超过六万五千人。在这些部队之中，还包括曾经强调契约书中规定军务仅限於阿尔卑斯山以西，拒绝服从君士坦提乌斯的东方移防令，因而连带造成朱利亚努斯登基称帝的高卢士兵。这些人可能是由率领右翼部队的内维塔将军所管辖。这些官兵过去曾拒绝前往阿尔卑斯山以东，后来在朱利亚努斯起兵反抗君士坦提乌斯时跟随朱利亚努斯进入君士坦丁堡，如今又让朱利亚努斯率领，从军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为这些人知道，尽管朱利亚努斯如今当上了帝国唯一的最高权位者，到了紧要关头时能依赖的伙伴，还是这些在高卢为了驱逐异族一同奋战了五年的战友。





罗马军离开安提阿之后，首先前往东方一百公里处的贝洛叶城。这个地方在后世改称为阿雷波，位于叙利亚境内，如今比起土耳其边境小镇安提阿还要来得重要。不过在古代，这座都市只是连接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的贸易路线上的一个基地，地位仅止于安提阿周边的卫星都市之一而已。据说军队花费两天时间行军到阿雷波，那么表示每天要移动五十公里。罗马军团标準单天移动距离为二十五到三十公里，尽管部队每天都有宿营休息，这段行军过程还是相当紧促。中东地区的罗马街道网路在越接近地中海的区域就越密集，道路宽度与维修状况也就越好。远征波斯所行军的方向正好是逐渐偏离地中海地区，因此打一开始就急行军的目的，想必不是真的急着赶路，而是想要把握机会在便於行军的区域多争取一点行军距离。

在阿雷波迎接皇帝的是一名年老的仕绅，这名仕绅也是城镇实质上的领袖。由于这个人是基督教徒，因此阿雷波可以归类成基督教都市。不过这名仕绅的儿子却对朱利亚努斯十分尊崇。早在西元三世纪时，父子之间为了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对立的现象，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部队随后由阿雷波朝东北行军，前往歇拉波利斯。这座城镇正好相反，是有名的异教都市。可能也因为这个缘故，使得朱利亚努斯与麾下部队在此受到热烈欢迎。尽管说朱利亚努斯率领的部队中，基督教徒人数只怕已经过半，而这种现象也是西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特征之一。

部队从歇拉波利斯起步，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从渡过幼发拉底河以后到达底格里斯河为止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各个都市，绝大多数属于异教都市。这些都市的起源可以回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及其逝世后的希腊化文化圈时代。就连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名词也起源自希腊文，涵义是两条大河之间的中间地带。话说回来，这些希腊裔都市之中也有基督教社区，而基督教都市里头同样有异教徒存在。即使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偏袒基督教政策之下过了五十年，罗马帝国东方的宗教局势依旧没有让基督教统一，还保持著不同宗教混居的现象。





罗马人从未在幼发拉底河上修建过恒久性的石造桥梁。既然罗马人能在多瑙河上搭桥，代表其具有这项技术能力。只不过幼发拉底河长期担任罗马帝国的国界，而自从罗马跨越幼发拉底河夺得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后，当地成为纷争地带，时常发生与波斯之间的争夺战。因此在渡河时，部队先将小船并列於河里，将木板铺设在船上构成船桥。全军渡河完毕之后把船桥拆散时，众人并不认为就此失去退路。因为在上游的萨莫沙塔基地如今正在赶工兴建大规模舰队，留下船桥只会在舰队顺流而下时造成妨碍。

渡过幼发拉底河之后，部队陆续通过巴托纳耶、加列等地，相当於由现代的叙利亚北部前往土耳其南部。即使过了四百年的时光，加列这个地名对罗马人来说依旧难以忘怀。这个地方的近郊，是克拉苏与其麾下部队的葬身之处。当时阵亡的罗马官兵高达两万人，另有一万名成为俘虏，被送到里海东方山岳地带的梅尔布服终身兵役。这些官兵再也无法回到祖国，有如遭受终身流放。而在朱利亚努斯在世百年前西元260年时，当时的罗马皇帝瓦雷力亚努斯中计成为俘虏。被俘虏的官兵让人送到波斯东部强制劳动，负责修建具桥梁功能的水坝。这次成为俘虏的官兵，同样没有人能活着回国。不管是面对北方异族或东方大国，这个时代的残兵败将待遇十分凄凉，就连一名士卒都可以感受到亡国灭种是个什么样的滋味。

加列近郊同时也是卡拉卡拉皇帝在远征东方途中，遭到卫队士兵暗杀的地方。这附近简直可说是罗马皇帝的鬼门关，不过似乎人们总是会认为霉运不会掉到自己头上。更何况罗马皇帝亲征美索不达米亚时未必会失败。以往图拉真、马库斯·奥理略、赛埔提谬斯·谢维勒、戴克里先的副帝伽雷留斯等历任皇帝都曾经获胜。因此朱利亚努斯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场挑战会获得成功。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官兵难免容易迷信。举行占卜仪式扫除官兵心里感受的不安时，通常结果不全凭借运气，而是在事前经过某种程度的人为操作。比方说利用动物内脏占卜时，为了让内脏形状色泽健全，事前会尽量挑选健康的动物。或者用鸡只占卜时，为了让鸡只迅速啄食饲料，在占卜之前会让鸡只挨饿一天。一名精神冷静的司令官，不会忘记做好提振军心的事前对策。然而朱利亚努斯却过度看重占卜，跟著满怀忧心的官兵等在一旁，让心情随着占卜的结果起变化。可能是他过於信仰神祕哲学，因此也过度相信超自然的神祕力量。不过官兵身在加列时士气还相当高昂，因为朱利亚努斯在这里发放了临时奖金。

罗马军在加列分成两股部队分头行动。

朱利亚努斯与内维塔率领的第一军从加列南下，遇到幼发拉底河之后顺着河流往东南方行军，以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的敌国首都格帖丝皇为目标。第一军人数总计三万五千人。这一支部队的另一项任务，在于保护於萨莫沙塔兴建完毕、顺着幼发拉底河南下的大船队。这个船队系由五十艘军舰、六十四艘船桥用的小船、一千四百零三艘运输船所组成。而运输船上装满了各种军粮、武器，以及攻城时使用的重型武器。

第二军由三万名部队所组成，从加列向东进军，初期目标为边防都市尼西庇斯。第二军带有两项任务。第一项，是将波斯势力赶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保护朝美索不达米亚中部进军的朱利亚努斯不让人从背后偷袭。第二项任务是等待即将从北方前来的亚美尼亚王与其麾下部队。在会合之后沿着底格里斯河南下，在格帖丝皇前与朱利亚努斯会合，全体部队一同进攻敌国首都。第二军的指挥交由朱利亚努斯的远亲普罗克派阿斯，以及长期在埃及值勤，熟悉东方局势的老练武将赛巴斯提亚努斯两人负责。

军队的规模与事前準备，都符合进攻大国波斯时的作战标準。亚美尼亚王也承诺将率领两万名步兵与四千名骑兵参战。如果加上这些兵力，罗马方面参加此次战役的兵力就高达八万九千人。由此可以想像朱利亚努斯下定决心将自身命运委由波斯战役成果来决定。话说回来，这场战役的成败关键，在于朝东南沿着幼发拉底河行进的第一军，以及由北方沿着底格里斯河南下的第二军能否顺利会合。在朱利亚努斯率领的第一军之中，还包括前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造访首都罗马时同行的波斯流亡王子奥密斯达。






朱利亚努斯行军路线与第二军预定行军路线




与朝东行军的第二军分道扬镳之后，第一军往南到达幼发拉底河岸时，从萨莫沙塔顺河而下的大船队已经挤满河面在此待命。与皇帝会合之后，大船队继续顺河而下。皇帝率领的陆军也改道顺着幼发拉底河行进，部队在行进时沿途可看到右方的船队。

在记录中没有提到正确的日期，不过从前后的情状来推测，整个行军过程至此应该花费了二十几天的时间。陆军部队护送船队顺着幼发拉底河移动，在4月7日到达邻近波斯国界的齐尔瑟吉（Circesium）。从离开安提阿到此才花费一个月，战役的起步可说是一片顺利。





不过笔者认为，在这个阶段朱利亚努斯已经犯下几项错误。

第一点，对于亚美尼亚王没有进行充分的事前沟通拉拢措施。

第二点，后勤补给完全仰赖船舰。

第三点，认为波斯流亡王子可以做政治上的利用。





古代亚美尼亚王国位于现代的土耳其东部。对于广大的罗马帝国来说，这个国家濒临最东边的国界，因此在罗马东方防卫战略之中，这个国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即使东方的敌国从帕提亚换成了波斯萨桑王朝，亚美尼亚王国的重要性依旧没有改变。尼禄皇帝当年为了与亚美尼亚王国建立友好关系花费不少心血。他认为唯有先确立防卫体制，才能确保国家和平，因此想尽办法与亚美尼亚建立良好关系。当亚美尼亚国王访问罗马时甚至享有大国国君的待遇，由于国王与尼禄年龄相近，尼禄也将国王当成私人朋友对待。

在尼禄之后的历任皇帝，也继承了这项特殊待遇政策。因为亚美尼亚王国文化上、文明上都属于东方体系，西方国家罗马如果想要拉拢亚美尼亚，势必要比对待其他国家时拿出更优厚的待遇。多亏了历任皇帝的努力，亚美尼亚王国长年以来一直保持罗马的友好国身分。

基於战略上的需求，直到罗马走上基督教国家路线时，亚美尼亚的重要程度还是没有改变。君士坦丁大帝甚至打算将异母兄弟的儿子汉尼拔良努斯送上亚美尼亚王位，借此把当地纳入罗马帝国之中。只不过在大帝逝世之后做儿子的君士坦提乌斯大举残杀亲属，同时也把被视为亚美尼亚国王的汉尼拔良努斯剷除，使得这项合并计画胎死腹中。君士坦提乌斯也知道亚美尼亚王国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因此将自己的未婚妻，也是某位高官的女儿嫁给侥幸保住王位的亚美尼亚王，借此来强化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关系。

亚美尼亚王在感激之余，甚至改信基督教。而且选择的还是虽受君士坦提乌斯喜好，但基於皇帝无法反对尼西亚公会议之决议，因而无法公开表示信仰的奥里斯派基督教。从这一点就可以得知，亚美尼亚王对君士坦提乌斯有多大的好感。亚美尼亚王与罗马的关系，就这样亲密发展了三十年以上。

从亚美尼亚王的眼中看来，首先朱利亚努斯是曾经举兵攻击过君士坦提乌斯的叛军之将，而且还因此害得君士坦提乌斯病逝。





第二点，从信仰基督教的国王眼中看来，朱利亚努斯的反基督教政策，是「叛教者」推动的迫害。对亚美尼亚王来说，朱利亚努斯正是当时基督教徒对朱利亚努斯称呼的「基督之敌」。

第三点，则是基於国君的立场。亚美尼亚王确实约定在对波斯作战时将亲自率领两万四千名部队参战。不过就像后世的马基维利所说的，要不要遵守个人之间的约定，是信义的问题；至於要不要遵守国家之间的约定，那就要看国家利益了。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亚米达在波斯王的猛攻之下沦陷，对亚美尼亚王来说，这也是重新考虑亲罗马政策的一个契机。因为亚米达已经濒临亚美尼亚王国，而众所周知，波斯王夏普尔极为热心於夺回亚美尼亚以南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

也许有读者会因为波斯是祆教国家这一点而产生某些疑问。然而祆教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也不会逼外人改信祆教。相对地，罗马皇帝朱利亚努斯虽然不排斥其他宗教，但是明显地对基督教没好感。据说当时的亚美尼亚王与希腊出身的王妃都是虔诚的奥里斯派基督教徒，由此可知他的心理十分复杂。朱利亚努斯在邻近亚美尼亚的安提阿住了半年以上，但在亚美尼亚外交政策上似乎没有下多大的心力，尽管这项政策要比著作Misopogon来得重要许多。





笔者认为朱利亚努斯在后勤方面犯了第二项错误。朱利亚努斯似乎认为，超过一千五百艘的大船队所携带的补给品，已经足供全体部队使用。确实，如果没发生意外的话，这些物资确实够用。只不过，不留选择余地的做法，有如危险的赌博，因而凡事应当保留选择的余地。罗马人不满足於仅有一条大道的状况，因而设置了街道网路。从这点就可以显现出罗马人特有的，维持复数选项的哲学。正因为罗马人具有确保后勤与补给线等确定要素，借此提升官兵士气等不确定要素的想法，罗马军在作战时才会所向无敌。在整个罗马史上，据说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军是最为强盛的时期。而图拉真皇帝也曾进军美索不达米亚中部，成功攻陷首都格帖丝皇。而在当时，罗马军於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作战时，除了享有船队送来的水上运输物资以外，陆运后勤补给系统更是动员遍布中东地区的罗马街道网路，进而能发挥完全的作用，就连敌军都评估「罗马军靠后勤致胜」。朱利亚努斯难道没考虑过同时运用水运与陆运补给路线吗？如果他有这个打算，在当时中东地区的罗马街道网路依旧健在，无疑地可以分散在补给方面的风险。

从带着波斯的流亡王子一同参加波斯战役这点就可得知，朱利亚努斯打算在攻陷首都格帖丝皇之后将夏普尔轰下王位，改让奥密斯达坐在王位上。奥密斯达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与夏普尔敌对，只好远离祖国逃亡。后来受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欢迎，之后这名王子一直待在罗马皇帝身边，恐怕这二十年来他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国宝待遇。这名波斯王子姿态端庄、言词风趣，可说是一名理想的皇宫食客，不过奥密斯达能受到此等优厚待遇的原因还不在这里。流亡外国的人物在母国的地位越高，对提供政治庇护的国家来说，以后就越是可能形成良好的政治筹码。只不过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似乎没有找到活用这张王牌的机会，使得波斯王子一直待在罗马皇帝的皇宫内空虚度日。

朱利亚努斯打算好好运用这张王牌。只不过，奥密斯达拋弃祖国流亡时，并没有正统王位遭夏普尔谋篡之类的正当理由。而且他在这种状况下，在国外停留了二十年。要让这种人攀上王位的话，有一项绝对的必须条件。那就是现任国王必须在政治上犯下连百姓都能察觉的大错。在这种状况下，波斯的统治阶层才会愿意将王位让给別人。然而夏普尔二世因少年丧父而登基，之后还能够成功维持五十年的王位。要说战场上的才干，夏普尔在战略战术方面确实并不出色。然而他善于治理内政，足以维持国内不爆发叛乱。在对外方面，他从西元297年热衷於夺回成为罗马领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如今以攻陷亚米达和攻打辛迦拉等成绩，正在逐步实现政策目标。在这种状况下，波斯人怎么有可能想要赶走现任国王，换上一个在敌国悠閒度日的流亡贵族？

罗马帝国早在元首政治时期，就尝试过以军事力量攻陷敌国，将流亡王子送上王位的经验，但没有成功。罗马固然能成功抢到王位，但是如果要维持王位稳定，就必须在当地常驻相当人数的罗马军团。罗马学到失败的教训之后，将对外政策路线修改成设法与接手王位的人保持良好关系。难道说朱利亚努斯不知道过去的施政实例？还是说，他知道却没有发现其重要性？





笔者认为，在前往推动波斯战役之前，朱利亚努斯犯下的最后一项错误，是没有带着忠臣弗拉维斯·萨尔斯提斯同行。

在一同前往推动波斯战役的高官之中，有一个人名叫赛克铎斯·萨尔提乌斯，地位相当於帝国东方长官。不过这里要提到的是朱利亚努斯在高卢担任副帝期间之中，最重要又最帮得上忙的助理萨尔斯提斯。朱利亚努斯当上皇帝掌握人事权以后，无法亲手掌管以高卢为中心的帝国西方，因此他立刻将帝国西方交给这个人代行统治。因此帝国西方在这名贤能又公正的统治者治理之下，享有了短暂的安全与繁荣。不过这项人事案，却使得朱利亚努斯在拿生涯当赌注的波斯战役期间，身边缺乏能全面信任又拥有优秀军事、政治能力，有胆量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的忠臣。

一同参加波斯战役的萨尔提乌斯与朱利亚努斯相似的地方，在于他是个修习哲学的知识分子。不过他也挺受到基督教徒的欢迎。众人一致认为，萨尔提乌斯是个待人公正、凡事深思熟虑的人物。只不过这种人常见的缺点，就是为了表现公正又深思熟虑的态度，因此把想法闷在心里有话不敢说。就连面对朱利亚努斯皇帝时，他也采取这种无可批评的公正态度。结果，或者说没有结果可言的，对于必须随时下决断的人来说，这种人称不上是值得仰赖的伙伴。

内维塔将军是与朱利亚努斯在高卢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在军事方面值得全面信赖。然而行军打仗时经常需要讲究对人性心理观察的程度，而内维塔出身於法兰克族，在这方面实在帮不上忙。

除了这些人以外的将领与高官，全是在前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中累积经历的人物，因此大多数是基督教徒。这些人当然心中不同意朱利亚努斯的反基督教政策，只不过如今朱利亚努斯是皇帝，他们的职责在诚实侍候皇帝，而这些基督教徒高官倒也乐得执行勤务。





与朱利亚努斯交友的哲学家也参加了这场波斯战役，只不过这些人顶多能陪皇帝在餐桌前聊天，派不上別的用场。

仔细讨论下来发现，朱利亚努斯是在没有能全面信赖的部下的状况里，面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大战。在整个行军过程中，他并没有像个皇帝一般沉著稳重，而是四处驱马激励士兵，没有半点冷静样子，可能这也是他用来忘记不安的方法。说不定他在设法避免一个人陷入沉思，免於掉入不安恐惧的迷宫之中。

字典上对于「直言」的定义是这么写的：「毫不客气的，把想到的事情直接说出来」。

只不过，直言未必要经由口述或付诸书面。也就是说，直言不一定要仰赖语言文字。领袖注定是孤独的，但至少有权利享有当投注视线时，光凭视线回应就能直接反应意见的对象。当年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朱利斯·凯撒身边就有这种伙伴，奥古斯都与图拉真皇帝身边也有这种人。如果萨尔斯提斯不在莱茵河畔，而是身在幼发拉底河滨的话，想必会为了进入波斯境内以后行军过度顺利起疑，对朱利亚努斯直言进谏。因为这名忠臣曾特地从高卢写信给渡过幼发拉底河朝东行军的朱利亚努斯，希望他能暂缓执行波斯战役。




首都格帖丝皇



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条大河上游虽然远离，但随后逐渐接近，在首都格帖丝皇附近是最接近的段落。而后两条大河再度分开，等到再度接近时已经即将注入波斯湾。两条大河最接近的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地段，无论换了国家，换了统治者，乃至於换了宗教，都一直是首都功能汇集之处。顺带一提，三百年后西元七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都市巴格达，只是把帕提亚与波斯首都格帖丝皇迁往北方四十公里处而已。也就是说，攻打美索不达米亚，就等于必须攻打两条大河最接近的这一段地带。由此至波斯湾的下游地区战略地位并不重要。图拉真皇帝生前曾经到过河口，但只是在攻陷格帖丝皇之后，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

在共和时期、帝政时期，罗马都不打算真的征服东方大国。其理由一如前述，因为波斯萨桑王朝的领土相当於现代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总和。如果要完全征服将其纳入行省，就得征服直到印度的各个地方。像这般庞大的事业，只有亚历山大大帝能成功。务实的罗马领导人认为只要偶尔打击一下东方大国，挫折他们往西进犯的意愿就好。然而在朱利亚努斯的著作之中，提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地方实在太多。亚历山大的神话曾让古代男子神魂颠倒，其中也包括了朱利亚努斯。






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




朱利亚努斯主导的波斯战役，直到5月为止还能用所向无敌来形容。偶尔会有从沙丘后边突然出现的盗匪袭击，但是受害的顶多是脱离部队的小团队，整体而言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伤害。沿着幼发拉底河而下时，沿途城镇大多有城墙防卫。然而有些城镇随即投降，不投降的城镇也少有顽强的抵抗。看样子波斯王没有派遣部队前来这些地方协助防御。

朱利亚努斯在行军途中遇到城镇要塞时，并非一开始就使用武力，他会先派遣波斯王子奥密斯达，劝对方在和平状况下开启城门。然而不论是一看到罗马军就投降的城镇居民也好，少许抵抗之后随即投降的要塞官兵也好，他们最初一看到与国王血脉相连的奥密斯达就破口大骂「叛徒！」、「卖国贼！」，关紧城门不许他入城。

一如前述，首都格帖丝皇位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最接近的地带，并靠近底格里斯河东岸。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发源地，早在不知道多少年之前，为了活用土地，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就已经开有无数的运河沟渠。如果想要使用沿着幼发拉底河南下的船团送来的沉重攻城器械攻打首都，就得尽量想办法把船团接近濒临底格里斯河的首都附近。话说回来，波斯人挖掘的运河沟渠，无法让大型的罗马船舰通行。当朱利亚努斯正在为了这件事情烦恼时，军团附属工程师前来报告，表示他们发现图拉真皇帝远征时挖掘的运河遗迹。只要稍微整理一下遗迹，就可容许船团行驶通过。事隔两百五十年还能找到遗迹，正足以证明罗马人的基础建设工程做得有多彻底。而且图拉真皇帝的时代，正好是罗马人的基础建设工程黄金时期。不过在事隔两百五十年之后，只要稍加整理便能恢复作用，代表在罗马军撤走之后，帕提亚人与波斯人至少有利用过这些运河一段时日。不管怎么说，化身为工兵的罗马军官兵重新整顿，将水流再度引进图拉真运河，使得朱利亚努斯麾下的船团能够通行，将攻城器械送到首都附近登陆。





在首都格帖丝皇前方的罗马军与波斯军第一场正式会战，发生于5月27日。攻击方罗马军总指挥为当时三十一岁的朱利亚努斯，相对地待在波斯军后方观望状况的，是有两倍年龄的夏普尔二世。三万五千名罗马军将面对超过十万名的波斯部队。似乎夏普尔一开始就打算尽量让朱利亚努斯接近首都，让波斯军能在熟悉地势的首都近郊决胜负。之前不知躲藏在何处的众多波斯官兵，如今背对着首都的城墙等待罗马军出现。

这场决战从头到尾都是激烈战斗，然而罗马军始终占优势。波斯军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官兵个別的训练程度，以及组织作战的战术能力都不尽理想。这种军队在战斗时，往往容易因一个区域失守而造成全线崩盘。实际上，罗马也曾享有好机会。当罗马军追击朝着城门撤退的敌军时，应该尽力向市内进攻。然而某一名将领害怕官兵冲进市区内之后会遭到敌军包围，因而发佈停止追击的命令。如果朱利亚努斯是与亚历山大大帝、朱利斯·凯撒同等实力的武将的话，会及早发现部下的失误，亲自策马奔赴前线，高声激励全体官兵并强制全军立刻展开追击。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胜负关键就在能否当机立断。即使反应只晩了五分钟，也可能造成致命伤。这一天的对决，就在波斯军撤退，罗马军目送的状况下结束，使得朱利亚努斯白白放过一个大好机会。

罗马军阵亡人数，七十五人。

波斯军阵亡人数，两万五千人。

在这种比数下，不禁让人想相信当天深夜夏普尔曾派来媾和密使的说法。而且也可理解朱利亚努斯连接见都没接见就赶走密使时的心情。然而朱利亚努斯这天获得的胜利，却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





罗马军失去迅速决战的机会，接下来只好展开攻城战。然而在攻打围有数道坚固城墙的大都市时，必须要有打长期战的心理準备。罗马当年在无后顾之忧的状态下攻打迦太基时，前后还花费了三年的时间。而在有可能遭敌军背后偷袭的状况下，无论战斗过程多占优势，如果兵力不足以对付前后两方面的敌军，就不可能展开攻城作战。当年汉尼拔面对罗马城墙却放弃攻城战，就是因为整个义大利到处都可能出现罗马殖民都市的援军，而汉尼拔手边的兵力无法应付双面作战。

就是因为如此，亚历山大大帝与凯撒才会尽量避免攻城战，设法将敌军引诱出城外进行会战。这两名武将生前都是在敌方势力下作战，而且率领的兵力远不及敌军。朱利亚努斯的条件也是相同的。因此他丧失了趁乱攻陷敌国首都格帖丝皇的机会，是最为可惜的一件事情。

然而叙述当天战斗过程的军官阿米亚努斯能发现这项事实的意义，在罗马军阵营召开作战会议的将军与高官却似乎不够理解问题所在。不过毕竟木已成舟，也难怪以朱利亚努斯为中心的作战会议议题，会集中在今后应当如何行事。





让人不解的是，原本应当与亚美尼亚军会师一同南下，由普罗克派阿斯指挥的第二军毫无音讯的事情，直到这个时候才成为会议讨论的内容。

罗马将兵力分成第一军与第二军，那么互相之间应当掌握友军的行动才对。不然的话将失去分头行军的益处，只留下分散兵力的缺点。除了身为皇帝远亲以外一无是处的普罗克派阿斯怠忽职守，没有将自己的行踪随时禀报朱利亚努斯。然而似乎朱利亚努斯之前也没有设法搜寻第二军的行踪。从在加列分道扬镳至今已经过了五十天了。难道说这五十天之中，朱利亚努斯对于在格帖丝皇附近会师的约定毫不怀疑？





会议中众人一致同意，光凭第一军的三万五千人无法攻下格帖丝皇。然而又一项令人不解的事情是，既然知道第一军无法单独攻城，竟然会议中没人提议，派遣分队彻底攻击附近城镇，逼迫敌军走出城门进行罗马军擅长的会战。而且利用攻击周边城镇的行为来争取时间，设法搜寻第二军进行会师。会不会是在朱利亚努斯担任议长的作战会议中，列席人员只考虑到一件事情，想不到別的办法？列席人员一致决定的措施如下。

第一军的三万五千名兵力无法对首都展开攻城战。

与第二军会合之后才有办法攻打首都。

然而第二军目前行踪不明。

即使派遣斥候部队寻找第二军行踪，也无法肯定第二军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中部。

因此罗马方面以与第二军会合为最优先事项，第一军的三万五千人姑且离开格帖丝皇，北上寻找第二军进行会师。





在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大小小超过一千艘的船舰要怎么处理。由于重新维修了图拉真运河，整个船团已经全数开到底格里斯河里。虽说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条河都是大河，然而要顺流而下容易，要逆流而上的话，除非极端好运地一路遇到顺风，否则必须花费众多人力。这些船舰当初由于目的不在海路运输，因此配属的桨数量只够用于靠岸。如果要逆流而上的话，必须在两岸派遣大量人力、牛只牵引。如果让大批官兵承担这项工作，可预期的是遭受敌军袭击时将无法保护移动中的部队。

因此会议结论是，留下三十艘船桥用的小船，其他的船舰一律销毁。在销毁时船上的货物也几乎全数折损。因为接下来只能仰赖人力与牛车运输，无法将大量的军粮、武器、攻城器械重新带走。

各项物资尽可能分配到官兵手上以后，第一军开始执行销毁工作。一千艘以上的船团在底格里斯河面上燃烧，火焰与烟雾几乎要遮蔽了夏日豔阳与河面。





官兵们在销毁时只能呆滞地看着火光。信仰基督教的士兵互相耳语，表示朱利亚努斯已经受到天神的惩罚发疯了。不信仰基督教的官兵固然理性方面明白，如果不希望物资落到敌人手中，只有就地销毁一途，可是在感性方面又是另一回事了。对于在敌境作战的官兵来说，一切必须物资全仰赖船舰，一路行军东征时也随时看得到载着物资的船。对罗马军官兵来说，遍布底格里斯河面的船团保障他们安心，也是连接官兵与祖国的命脉。如今这些船就在官兵面前付之一炬。销毁船团这件事情，对官兵造成的心理冲击十分巨大。

如果罗马军仿效图拉真皇帝，在陆路水路两方面展开后勤补给的话，官兵受到的打击，应该仅止于补给路线减半造成的物资匮乏，还不会直接影响到心理层面。维持复数选项，亦即分散风险的效益就在这种地方。




北上底格里斯



看样子，比起无法掌握友军行踪的朱利亚努斯，波斯王夏普尔收集情报的能力要好得多。波斯王掌握了罗马军销毁船团沿着底格里斯河东岸北上时的每个动静，而且每当掌握机会，就会立即派兵袭击。罗马军官兵被逼得要在行军时设法击退敌军，不过他们至少成功地抵御了波斯军的每一道攻势。

问题是，夏普尔根本不在意麾下部队的损耗。就算有一千名官兵阵亡，只要能折损一百名罗马军，就算是优良战果。即使罗马军每次都获胜，也已经是「皮拉斯的胜利」。罗马军越是北上，伤亡人数就越是增加，这也会形成官兵之间的厌战气息。






描绘有夏普尔二世的银币




而且随着罗马军的北上撤军的进度，夏普尔推动的波状攻击，每次攻击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罗马军官兵甚至在设置营地时遇到警报，赶紧急忙丟下锯子拿起武器应战，到最后连夜间都无法安心就寝。





只不过，波斯王除了知道情报的重要性以外，在行军打仗方面的才能实在有限。如果他继续维持波状攻击折磨罗马军，同时设法阻止罗马军渡过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条河的话，进入贫血状况的罗马军迟早会自取灭亡。毕竟这时夏普尔已经下令将沿着底格里斯河左岸北上的罗马军附近化为焦土。这附近原本是农耕地带，夏普尔焦土作战的目的，当然在阻断罗马军取得食物的途径。而且这时季节为夏季，战场在中东，罗马军主力部队又多半是出身北欧地区的官兵。

不久前夏普尔在格帖丝皇前方大败，在国民面前丟脸，如今他想要扳回颜面。与首都前的会战相同地，由国王率领众多王室成员亲自参战，而且战斗中还运用了大量从印度徵调来的战象部队，展开了一场正式的会战。

朱利亚努斯当然也接受这项挑战。上自皇帝下至士卒，全体官兵都认为既然没有退路，干脆奋力死战。

这场战斗发生在6月16日。一旦进行会战形式的战斗，罗马军又能发挥实力。尽管战斗过程激烈，最后波斯方面还是只有撤退一途，在战场上留下了大批阵亡人员。据说在波斯的大量阵亡人员之中，包括代替国王担任指挥的司令官，以及夏普尔诸多子嗣中的两名。印度象的尸体躺在战场上，远远看去有如许多小山丘。

第二次会战失利对夏普尔造成不小打击，逼使他恢复采波状攻击的游击战术。可是对罗马军官兵来说，这简直是没有终点的苦行。只要渡过幼发拉底河，大家就能回到罗马国土了，而如今別说是幼发拉底河，连底格里斯河都无法渡过。





这时官兵对皇帝的看法开始产生变化，尤其基督教徒的变化最为显著。如果能回头想想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话，倒可以了解他们的心情。根据基督教的说法，是天神赐予皇帝权威与权力，皇帝才有办法登基即位。而神明已经用焚烧船团、敌前撤军、在豔阳下遭受敌军袭击等众所周知的方式惩罚皇帝，因此臣子已经没有义务服从皇帝。这时朱利亚努斯正在执行带着超过三万人以上的团体进行撤退的任务，难度远超过进军出击。官兵心底产生的变化，对他来说意味着极大的危险性。




英年早逝



西元363年6月26日，这天盛夏的阳光，依旧无情地照在望着西侧的底格里斯河北上的罗马军身上。而这一天波斯军依照惯例，以战象带头再度展开无情的袭击。

朱利亚努斯在主帅帐中接获的第一项报告，是后卫部队突然遭到敌军袭击。这时皇帝没有穿上胸甲，只携带骑兵用的圆盾与长剑就跳上马匹，赶往行军队伍的最后方。这时跟著他的，只有随时待在皇帝身边值勤的卫队。





话说回来，皇帝可不是小兵。即使事情发生在敌军突袭时，在阿米亚努斯记载下，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竟然在作战时连胸甲都没穿，这点让人感到无法释怀。在小说家戈尔·维达尔笔下，当时是信仰基督教的佣人刻意破坏胸甲的扣环，而且罢工没有送修，逼得朱利亚努斯在没穿胸甲的状况下作战。因为这个意外太令人难以接受，使得上述剧情得以成立。

別说是皇帝，就连大队长阶层以上的军官，身边都会有负责照应起居的侍从兵或奴隸佣人。对这些人来说，武装与武器的保养、预备，是绝对不能松懈的职责。因此一切準备工作由他们负责，主人在参战前只要一挺胸，随从就必须帮他把胸甲与护腿套上身子。所以照常理推断，皇帝会无法穿着胸甲作战，背后一定有隐情。

另外，罗马军官兵的胸甲是直接穿在短衣上头的。没穿胸甲就出现在战场上，也就等于只穿着内衣出场，这可不是成年男子上战场时该有的服装仪容。因此，如果朱利亚努斯真的只穿着短衣就跳上战马的话，很有可能是皇帝身边的全体佣人联合起来罢工的结果。只不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真相一直在五里雾中。





后卫部队在敌军突袭之下乱了阵脚，不过当朱利亚努斯赶来激励之后重新振作，开始成功击退敌军。然而这时又传来第二项报告，前卫部队同样遭敌军攻击了。

朱利亚努斯立刻调转马头，带着卫队往前卫部队奔驰。前卫的战斗与后卫一样激烈，不过状况已经开始明朗。

这时不知从何处飞来一支标枪，刺中骑在马上的朱利亚努斯腹部。朱利亚努斯想用右手将标枪拔出，但折断的标枪枪尖反而伤害了他的手掌。可能手掌受的伤也不轻，开始冒出大量鲜血。手掌的伤与右腹部的伤造成大量失血，使得朱利亚努斯失去意识，从马匹上摔了下来，白色的短衣一下子就染红了。

卫队的士兵将躺在血泊中的皇帝送回主帅帐，让他躺在行军用的折叠床上。御医奥利巴修斯接到通知后连忙赶来为朱利亚努斯急救，这才发现伤势深及内脏。对朱利亚努斯来说，他早在当哲学学徒时就已经认识御医奥利巴修斯，两人在高卢的五年之中也维持挚友关系。就连这名优秀的希腊裔医师也表示无计可施，如今只能在紧急止血之后，用绷带包扎伤口。





就连躺在帐篷里的朱利亚努斯，以及站在他身边的人们都能听到外头的喧闹声。满身汗水的传令兵进入帐篷，表示战况已经好转。波斯方面严重受创，有两名司令与五十名以上的贵族阵亡。朱利亚努斯听到消息之后恢复斗志想要起身，因而拉开了伤口再度开始流血。

朱利亚努斯勉强支撑着精神，听取成功击退敌军后的最终战斗报告。而且根据战斗结束后赶来的将领表示，当天的击退战战果优于往日。朱利亚努斯原本承受著失血与发烧的痛苦，听到这项报告之后表情有些扭曲，好似想要微笑。只不过，朱利亚努斯的笑容维持不久。他发现臥榻旁的将领与高官中少了一个熟悉的人物。於是他询问阿纳特柳斯的去向，而萨尔提乌斯回答说「殉国了」。这时一道眼泪从朱利亚努斯的脸上流下。阿纳特柳斯的地位有如现代的幕僚长，在销毁船团陷入孤立之后，阿纳特柳斯是少数几个没有对朱利亚努斯改变态度的高官之一。






朱利亚努斯行军路线




夜幕开始深垂，在一整天的激战之后，罗马军将在原地过夜。朱利亚努斯在几乎全体高官到齐的状况下，躺在臥榻上开始说话了。


「看样子朕与人生道別的时刻已经来到。朕时常认为，要设法回报生育朕的大自然，如今有这机会，心中十分欣喜。哲学说，生为苦，死为解放，因此是乐事。哲学又说，死亡是诸神赐给在现世立下功绩的人的最后奖赏。




多年来的行止，从未令朕后悔。可喜的是朕从未染指谋杀与卑劣之行为。无论与世隔绝的时期，抑或日后集大权於一身的时候，同样忠于自我，活得不与自身信念相违逆。同时朕亦努力顺应诸神之期望而活。施政时留心良好之统治，做开战决断时，总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是无计可施之下采取之最后手段。尽管如此，结果未必尽如人意。就好似人间许多事物，每当结果良善时归功於诸神协助，欠佳时则归罪於人类之错误。




尽管如此，朕依旧确信帝国之存在意义在于保障黎民安全与繁荣，并为此付诸行动。在此敢毫无犹豫断言，掌权之后朕推行之一切政策，皆是为了连成上述目的。」



朱利亚努斯在这时长长吸了一口气，继续往下说：


「再也无法说话了。连自己都感受得到逐渐丧失力气。尽管死亡已经来到身边，朕最后必须做个交代。




关于次任皇帝人选，朕不做提名。一来朕可能在人选上考虑不周，再者若该当人选不受官兵支持，可能造成致命伤害。因此，人选委由诸位决定。朕能做的，只有期望罗马帝国百姓，能於继任人选统治之下，过着安全繁荣之生活。」







朱利亚努斯说完皇帝必须交代的事项之后，这才将哲学家利拔谬斯与普利斯克斯两人叫到床边，听着这两名朋友讨论关于生死的话题。到了半夜时分，他表示想要喝冷水。佣人随即用淡紫色玻璃容器送来冷水，而他在喝下一口冷水之后，静静地离开人间。

从朱利亚努斯过世当天回头计算的话：

享年三十一岁七个月。

若从登基称帝起算，则是一年七个月。

从展开波斯战役起算，则是三个月又二十天。

从销毁船团开始撤退起算，则只有二十五天。




朱利亚努斯逝世后



朱利亚努斯过世之后，决定继任皇帝的会议随即开始，而列席的将领与高官之间分裂成两派。亦即在前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任内发达的人，以及在朱利亚努斯任内获得拔擢的派系。前者大多数是基督教徒，后者则以异教徒为多。

似乎双方势力相等，无法凝聚选票在一个人身上。后来为了挑选两派都能接受的人选，众人看上了身为异教徒但受基督教徒欢迎的萨尔提乌斯。他正好与朱利亚努斯一同担任这一年的执政官。在执政官朱利亚努斯身故后，由另一名执政官直接递补，也可说是适当的接棒人选。然而这名以稳健富良知著称的高等官员，却以高龄为由推辞了皇位。

一旦陷入这等局面，往往会浮出台面的，是能力比谁都差，但是造成伤害的风险也最低的人物。体格虽然不错，但从未出现在官兵传言中的约维安，就这样获选成为朱利亚努斯之后的皇帝。第二天27日，约维安皇帝就这样出现在官兵面前。可能是将领事前已经打点过了，官兵一齐以执剑敲盾的方式表示对新任皇帝效忠。顺带一提，约维安是基督教徒。





新任皇帝登基之后，前一天晩上在官兵之间流传得火热的谣言，就好像消防车洒水后一样消失无踪。谣言传说，深深插在没有胸甲保护的朱利亚努斯腹部上的标枪，不是出自波斯军队手中，而是某个皇帝卫队在近距离射出的。传出谣言的士兵表示，他检起丟在地上的标枪之后发现，这标枪并非波斯军的武器，上头还有罗马骑兵的纹章。只不过这道谣言随着新任皇帝上任后消失了。而新任皇帝约维安的上一个工作，正巧是皇帝的卫队队长。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军的三万名部队到这时候才南下赶到。受朱利亚努斯委托率领第二军的普罗克派阿斯与赛巴斯提亚努斯两人表示，迟迟无法南下的原因，在于试图说服亚美尼亚王出兵。不过光是三个月来音讯不通，就已经罪该万死。而且最后亚美尼亚王保持中立没有参战，两人根本白白浪费这三个月光阴。然而事到如今，已经没人会责怪这两个人。无能的普罗克派阿斯获得一项新的任务，就是护送朱利亚努斯的遗体回到罗马领土。而据说身为基督教徒的赛巴斯提亚努斯是在军团中历练过的人物，因此直接留在军团中。





朱利亚努斯不是基督教徒，因此没有必要保留遗体入殓，也就不需要在土葬前设法维持遗体完整，想必他的遗体是按照罗马传统方式举行火葬吧。所以普罗克派阿斯的任务，就是护送皇帝的骨灰坛。不过，朱利亚努斯入殓的地点比较麻烦。君士坦丁堡的兴建目的，在于作为基督教的首都，因此没有他容身之处。话说回来，异教风味依旧浓厚的罗马又太远了。而朱利亚努斯生前公开表示不再踏上安提阿的土地，这里也不可能成为他的长眠之处。因此，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整个城镇对朱利亚努斯比较友善的塔耳索斯，就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只不过当时罗马军连日遭到波斯军袭击，皇帝的遗骨即使在卫队保护之下，还是无法先行一步朝罗马领土出发。结果朱利亚努斯的骨灰直到跨越国界为止，都随着军团一同行动。另外，在入殓塔耳索斯不久之后，朱利亚努斯的坟墓也失踪了。塔耳索斯是在基督教会中地位与圣彼得同等的圣保罗出身地，在日益走上基督教国家路线的罗马世界中，这个城镇实在不可能成为「叛教者」朱利亚努斯长眠的地方。

让人称奇的是，没有人建议把朱利亚努斯送到他所热爱的雅典下葬。可能朱利亚努斯生前屡次表示自己是哲学学徒时，身边的高官总是左耳进右耳出吧。毕竟西元四世纪时，宗教势力日益高涨，哲学却是日益衰微。




缔结和约



与第二军会合之后，罗马军兵力增加到六万名。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约维安当上最高司令官之后，罗马军依旧手足无措地被钉死在底格里斯河东岸。

光是第一军三万五千人在撤退时，就已经苦於无法筹措充足的粮饷，因此也有可能撤退人数膨胀到六万人之后，连带产生更多不利条件。只不过，既然手上有六万人，大可将兵力分散成许多分队，声东击西迫使波斯军兵力分散，再找机会各个击破。尽管罗马军不断遭到波斯军袭击，每次遇到袭击时都能将敌军击退，这些日子的反击战斗可以证明罗马军的战力比波斯军优秀。事情的关键，在于是否愿意承受因作战而造成的损失。而一旦决定要承受损失，之后就必须有办法活用兵力。而活用兵力执行出乎敌军意料的手段时，必要的是意志力、弹性思考和决断能力。难道说当朱利亚努斯殉国之后，罗马军丧失了这些条件？还是说他们满脑子只想着要赶紧回国，没有余裕去思考別的事情？





看来事情真相属于后者。朱利亚努斯逝世五天后，亦即约维安登基四天后，新任皇帝与全体将领高官召开作战会议，一致决定派遣使者向波斯王求和。皇帝特使人选定为萨尔提乌斯。而他虽然推辞了登基的请求，但愿意接下这件工作。第二天7月1日，他便与夏普尔王派来的波斯特使展开了交涉工作。

实际上，这根本称不上和平谈判，因为罗马方面直接接受了波斯方面提出的一切条件。

不过夏普尔二世这人似乎挺喜欢公平竞争。在笔者的观念中，波斯的统治者争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底格里斯河东岸五个县的所属权，只是治国者的义务。而他在谈判时只要求由罗马归还这些地方，除此之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这些地方在六十六年前西元297年时，因副帝伽雷留斯战胜波斯，因而正式成为罗马的领土。对罗马来说，这些地方是防卫上的重要领地；而对波斯来说，这些地方则是多年前的失土。夏普尔二世没有提出其他的条件。尽管所有战斗都发生在波斯境内，他依旧没提出战役受害的赔款要求。罗马兵俘虏以往也是推动波斯境内基础建设工程的有效人力。夏普尔大可要求由罗马提供人手协助施工，但他也没做这种要求。让罗马军平安回国的唯一条件，就是由罗马方面归还六十六年前波斯战败时割让的领土。波斯方面因而大作宣传，表示这场议和是「夏普尔的宽容」。以往一提到「宽容」总会让人联想到「凯撒的宽容」，仿佛这是罗马人的专利品。如今罗马竟然要让波斯人宽容了。





在罗马军中，有不少人表示这是屈辱和谈，其中包括记录整场战役的阿米亚努斯在内。然而以约维安皇帝为首的罗马高层一致决定以这些条件缔结条约。在波斯王特使造访罗马阵营，缔结简单的条约之后，这项和谈就结束了。新任皇帝的使者随即赶往在第二天将成为波斯领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各都市，以及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五个县。当然，派出这些使者的目的在于命令罗马军相关人员撤军。而居民则可自由决定是留在波斯之下，或者迁移到罗马国内。曾经成功抵挡波斯军攻击的尼西庇斯居民主张彻底抗战，但是意见没获得上层接受。

在缔结和约之后罗马军终于能渡过底格里斯河西撤。但是罗马军向西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后，渡过幼发拉底河回到罗马境内的日期并未留下详细记录。罗马军如今不用担忧遭到波斯军袭击了。但罗马军在行军过程中，还要受到不是波斯王部下，但也不属于罗马阵营，在两大政治势力夹缝中谋生的阿拉伯强盗骚扰。尽管撤退过程同样不轻松，似乎约维安皇帝在初秋时已经能回到安提阿。由于安提阿居民讨厌朱利亚努斯，连非基督教徒的居民都把他的死讯当成好消息，全体市民因而大举欢迎新任皇帝驾到。





约维安可能也觉得在安提阿的生活挺惬意，在当地一直停留到快要年底。而当皇帝身在安提阿的期间，前来陈情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人数最多最显眼的，就是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阿塔那修斯在朱利亚努斯登基后主动退回修道院生活，在这时还特地离开埃及的沙漠前来叙利亚的安提阿，在新任皇帝面前留下这段预言：


「您对正统宗教的深厚信仰，想必将保障您的皇位绵延和平。」



朱利亚努斯的前一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倾向於奥里斯派基督教，在朱利亚努斯之后继位的约维安则相反地，信仰阿塔那修斯教派。亦即他是宣扬三位一体的天主教派基督教徒，所以上述预言中的「正统宗教」指的是三位一体派基督教。然而「正统宗教」代表人的这项预言，不久后便完全落空了。

约维安身在安提阿时，卖力颁布了许多法令。这些法令的效用全在于撤销朱利亚努斯制定的政策。在朱利亚努斯颁布推行的法令之中，只有能存留在《狄奥多西法典》，亦即对于日益走上基督教国家路线的罗马帝国来说没害处的法律才能够存续。然而能存留下来的都是行政法令，目的在遏止基督教势力扩大的法令，在这段时期内陆续遭到废除。

遭到废除的法令中，不知为何还包括了减稅法令。尽管朱利亚努斯所提倡的，借由大幅减稅复甦经济的想法，在高卢施政期间已经证实有效。也许罗马高层认为，这种政策对于日益走上基督教国家路线的罗马帝国无益处吧。

在一连串修法之下，一切状况恢复到朱利亚努斯登基之前的模样。年轻皇帝的努力就此付诸流水。





约维安在做完上列施政之后，於西元363年底离开安提阿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在小亚细亚南海岸迎接西元364年元旦。随后他一如朱利亚努斯登基前的皇帝行径，率领著华丽的队伍漫游。而在2月17日早上，於某个地方仕绅的家中成为沉默的遗体。官方只简单发表声明表示死因是前一天晩上暴饮暴食。





尽管执政只有七个月，约维安却完成了他所有应完成的工作。

首先他完成了因对帝国东方国防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在罗马史上留名的，与波斯王夏普尔之间的议和。

其次则是将朱利亚努斯的政策全盘废除推翻。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说这名前任卫队队长在完成所有工作之后失去利用价值，因此没办法以皇帝身分进入首都。

跟随约维安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全体高官再度召开会议，决定继任的皇帝人选。这次的新任皇帝人选很快就出炉了。只因约维安的亲基督教政策，把异教势力打得一败涂地，因此遴选皇帝时势力不若上次会议时强盛。





获选成为皇帝的人名叫瓦伦提尼安。这人是在多瑙河防卫军之中历练过的武将，而且出身於纯粹的北方异族。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次上任的是个日耳曼族出身的罗马帝国皇帝。在当时留下的记录中也明文表示，以往的皇帝之中固然有人流着异族血统，但还是头一次有像瓦伦提尼安这般异族血统浓厚的人当上罗马皇帝。当初马格嫩提乌斯举兵称帝时，身上的异族血统对他造成不利条件。而在十四年以后，与马格嫩提乌斯同样出身日耳曼的瓦伦提尼安在登基时，异族血统却没造成任何影响。只因为高官一致同意，新任皇帝只要是基督教徒，就算是出身异族也无所谓。

刚继任的日耳曼裔罗马皇帝，在朱利亚努斯皇帝在位时并没有受到冷落，但也没受到特別重视。只不过反朱利亚努斯派认为，这人也是自己的同伙。

就这样，在当时的记录中称为「极端接近北方蛮族」的罗马皇帝，展开了长达十一年的在位期间。而当他开始执政的时候，宁愿相信朱利亚努斯治国的十九个月时光只是一场梦境。




朱利亚努斯皇帝的生与死



当笔者没有深入研究朱利亚努斯这个人时，以为这名年轻皇帝是个怀旧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笔者误以为他做的事情不合乎时代，是个满心只想违逆时代潮流，思虑不周的人物。

不过如今笔者已经不这么想。不仅如此，甚至会想像如果他治国期间不是十九个月而是十九年的话，后来的罗马帝国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西元四世纪时，罗马帝国并非像后世认定的那样充满基督教色彩。即使在基督教势力强盛的帝国东方，异教势力依旧不容忽视。从朱利亚努斯登基之后，各地异教徒展开对基督教社区反击的行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基督教会内部争斗不休，奥里斯教派与阿塔那修斯教派强烈的互相憎恶，有如近亲之间的仇恨。就连在两大教派内部，因教理解释有些许差异为名目的抗争也日益遽增。让人觉得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在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合法之后反而更加恶化。如上所述，西元四世纪时的帝国宗教情势，可能发展成基督教领头，也可能恢复到以异教为主。在这时代的基督教著作中也显现了这一点。阅读这些著作时可以发现，其共通处为强烈的危机意识。而危机意识针对「异教」，同时也针对基督教内部的「异端」。




朱利亚努斯在生前向这个时代拋出一块石头。假设他在位期间不是十九个月而是十九年的话，在位十九年之后他的年纪也才五十岁，因此这项假设相当具有可能性。那么他所拋出的石头数量将会更多，说不定足以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如果这项假设成真的话，说不定罗马人不再认为信仰基督教可获得在凡间的利益。而宗教或许可以恢复成与现世利益无关，仅拯救个人灵魂的存在。

朱利亚努斯高声反对由宗教支配现世。恐怕他是唯一一个发现一神教弊病的古代人。

由于古代属于多神教世界，古代的有识之士无法发现一神教的弊病。由于他们身处即使信仰的神明不同，也认同他人信仰的世界，因此不知道不认同別人信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也就无法发现弊端。在属于多神教世界的古代之中，仅有犹太教是一神教。然而犹太教徒的选民思想深厚，不愿意拉拢別人加入自己的信仰。在古代所有宗教中，只有基督教重视积极向观念不同的人传教。

元首政治时代的罗马有识之士无法察觉一神教弊端，而朱利亚努斯察觉得到的原因，在于他是力图振兴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亲戚，长年观察大帝之子君士坦提乌斯的施政长大。正因为是近亲，才能发觉外人不知道的地方。从这个层面来说，朱利亚努斯获得的，直到现代都形成通称的「叛教者」蔑称，其实背后蕴涵了许多意义。说不定对于这名三十一岁就逝世的反叛者来说，这反而是最光彩的別名也说不定。




第三章





主教安布洛修斯






（西元374～397年在位）



十年过去了。

从西元364年到374年，十年了。

朱利亚努斯殉国，继任的约维安也在七个月后猝逝，由瓦伦提尼安接任当上皇帝，而他开始治国至今已经第十年。

在这十年之中，罗马帝国人民的日子过得并不平静。元首政治时代的非常局面早已成为常态，而这十年下来更是根深蒂固。换句话说这些年成为常态的状况，就好像每当遇到堤防崩溃时就赶往崩溃的地方应急维修，而当应急维修阻止洪水之后，其他地方马上又发生溃堤，又要起身赶往施工的状态。这种状态下还能度过十年岁月的原因，在于波斯王夏普尔的年纪老迈，以及四十三岁登基的瓦伦提尼安拥有相当程度的军事才能。




异族出身的皇帝



瓦伦提尼安虽然是日耳曼人，但生长于罗马的旁诺尼亚行省。他在西元321年左右，出生于相当於现代匈牙利或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附近的多瑙河沿岸地区。由于父亲是多瑙河防卫军的官兵，因此身为长子的瓦伦提尼安也很自然地在成年后加入了罗马军中。而同辈的君士坦提乌斯治国的二十四年期间，也与他服役的期间相重叠。他在四十二岁时伴随朱利亚努斯皇帝远征波斯，嚐遍这场远征之中的荣耀与屈辱。在当时的武将之中，恐怕他是前线经验最丰富的人物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他知道一个人无法背负整个罗马帝国。在登基称帝一个月以后，他将亲生弟弟瓦伦士任命为共同皇帝，而不是副帝。

年轻七岁的瓦伦士在三十六岁当上共同皇帝之前的经历不详。假使他同样是军人，想必能力也比不上曾当过北非、不列颠司令官的长兄。不过对于瓦伦提尼安来说，只要弟弟对自己忠诚就够了。






兄弟两人分治帝国




这对兄弟一如上图所示，分头负责统治帝国。兄长负责西方，小弟负责东方的原因在于，这段期间问题集中在帝国西方。而对罗马皇帝来说，「问题」也就意味着如何防御外侮。

虽然瓦伦士皇帝人格温厚但能力欠佳，但他依旧能在不犯大错的状况下承担帝国东方的防卫责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波斯王夏普尔的斗性减退。

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夏普尔已经达成就位之后期望不已的目标。在罗马统治下过了七十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终于又回到波斯王国的版图之中。他还在朱利亚努斯身故后，趁着约维安政权急于恢复基督教势力的机会，攻击多年来形成波斯与罗马争端的亚美尼亚王国，杀害国王使其成为实质上的附属国。曾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未婚妻，出身君士坦丁堡上流阶层的王妃，如今成为奴隸，赐给了某一名将军。亚美尼亚王当初无视朱利亚努斯的劝说，在波斯战役中保持中立，但没有能因此保住国家。

对罗马人来说，波斯王夏普尔二世是个难以忘怀的人物，但生年不详。假使他於西元309年继位时还是少年的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当他利用拖延战术打击朱利亚努斯时已经年近七十，在他终于达成终生目标时已经七十岁左右。接下来的十年之中，当然他会欠缺对罗马的斗性。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及亚美尼亚王国落入敌国手中，使得罗马帝国东方防卫体制支离破碎。但由于波斯方面没有进攻，使得罗马帝国东方得救了。当波斯王夏普尔二世在西元379年逝世时，国内气氛就好像干枯的大树慢慢倒下一样。而无论哪一个民族，要在治国长达七十年的优秀君主之后继位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夏普尔二世身故之后，波斯王国的王位动荡不安。对于东方防卫体制濒临瓦解的罗马帝国来说，这又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瓦伦提尼安




与东方相反地，帝国西方这十年下来问题不断。这点与瓦伦提尼安皇帝的能力无关，纯粹是「敌人」的性质不同。

与东方的敌人波斯不同的是，不管是出兵攻打或设法拉拢，帝国西方的敌人也就是北方异族数量都只有增加不会减少。谋生困难的人朝可能谋生的土地迁徙，是很自然的趋势。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东北气候严苛，当地人又不懂得运用土地，因而生产能力低。因此自然地会朝气候温暖、土地已经开发的丰饶西南方迁徙。简单来说，人是会移动的，而且移动过程时常伴随着暴力。在西元四世纪时这种人的眼光，在东欧朝向波斯王国，在西欧则朝向罗马帝国。

而且这种移动现象，往往会形成骨牌效应。一旦背后遭到新的迁徙压力逼迫，原本在罗马帝国国界附近逐渐定居的部落，也会被逼到闯入罗马境内。到了西元四世纪之后这种骨牌效应更加恶化，尽管罗马帝国向来能成功与国界附近的异族建立良好关系，但是北方异族的问题始终无法克服。





瓦伦提尼安在位十年来敌对过的异族，若以地区为基準的话，可分类如下。

跨越莱茵河入侵高卢：法兰克族、布鲁根德族、汪达尔族、亚列门诺族。

由北海入侵不列颠：皮克特族、苏格族、盎格鲁族、萨克逊族。

渡过多瑙河入侵：以哥德族为总称，细分为东哥德、西哥德等部族个別入侵。另外也发生过各部族联合入侵的例子。而且在这条战线上，又多了一个由亚洲迁徙而来的匈族。

入侵北非：沙漠游民。有时候这些人会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侵略伊比利半岛，已经无法视为暂时性的侵袭。

百年以后的民族大迁徙时的主要人物，在这时候已经全数出场了。西元四世纪与五世纪时不同的地方在于，四世纪时的异族简单来说还是一群盗匪，维持著袭击烧杀抢夺之后扬长而去的作风。而百年之后，则改变为烧杀掳掠之后，继续盘据在当地。






西元四世纪后半的异族分布图




如上所述，在瓦伦提尼安四处奔走之下，成功击退了侵入整个帝国西侧的异族。他本人毫不歇息地赶往各个前线，在现场指挥作战。另外，一旦发掘有能力的人手，无论其出身民族立即拔擢重用，委托其代理一个人无法全数承担的军事工作。原本他本人便出身异族，在这十年挑选人手的过程之下，罗马军将领之中异族出身的人员比例更是持续增加。不过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这些异族出身的将领与士卒即使作战时面临血缘相同的异族，还是愿意忠诚地为罗马帝国尽力，背叛的实例只有两、三起。

在元首政治时期中，受罗马帝国支配的行省居民向来热心於罗马化。而到了帝国后期，罗马帝国又享有异族出身人员罗马人化的热忱。笔者认为，罗马帝国的魅力何在，值得我们后人深思研讨，因为就连瓦伦提尼安也是迷上罗马的外人之一。





可能是因为多年来忙于在战场上奔走，因此瓦伦提尼安没有留下太多与政治相关的记录。政策遵循著约维安皇帝推翻朱利亚努斯皇帝改革政策时的样子。或者应该说，一切都回到朱利亚努斯登基之前的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不过瓦伦提尼安没有閒暇躲在皇宫里玩弄诡计，皇帝与其周遭人员在这方面可说是干干净净、沉稳无比。高等宦官没有玩弄国政的余地，皇帝也没有閒暇时间享受东方风格的奢华。瓦伦提尼安虽然是基督教徒，不过他信教的原因，似乎与凯撒利亚主教约瑟庇斯所悲叹的，因为在现实上有利而成为基督教徒的人同样。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与基督教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他厌恶牵涉到奥里斯派与阿塔那修斯派的教理论争，当主教前来请愿，希望他召开公会议聚集主教时，他只交代让主教自行其事，不愿意有任何瓜葛。异教徒在这个认同所有宗教与教派信仰自由，重新颁布「米兰敕令」的异族皇帝之下，得以度过神殿不遭破坏，祭典能公然举行的日子。

只不过，瓦伦提尼安没受过教育，因此他厌恶受过教育，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个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半不是基督教徒，而是基督教徒眼中的「异教徒」。而这些人的圣地，就是罗马元老院。瓦伦提尼安皇帝把反叛皇帝的罪名施加在这些罗马世家出身的元老院议员身上，以物理方式排除这些人。据说元老院议员人数因此减少到三分之二。消失不见的三分之一元老院议员并非全数遭到处死，大多数是看到局势不妙，因此放弃祖传的元老院席位回到个人身分。不过从结果来看，瓦伦提尼安同样促使异教势力更加衰败。





似乎即使出身异族，人只要当上皇帝就会希望继位的会是有自己血统的人。瓦伦提尼安已故的妻子为他生育了一名名叫格拉蒂安的男孩，在父亲登基第十年时，这名男孩已经十五岁。而这名长子很早就取得了「皇帝」称号。此外，瓦伦提尼安为了冲淡其为异族出身皇帝的印象，加强正统皇帝的形象，因此让格拉蒂安迎娶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遗腹女。君士坦提乌斯过世后才出生的公主这时只有十二岁，然而她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孙女，如今也是大帝唯一的直系子孙。

瓦伦提尼安没受过教育，因而厌恶知识分子，身边也不起用高等知识分子。不过为了今后将继位的儿子格拉蒂安，他聘用了帝国西方一等一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指导罗马人观念中的教育科目。

只不过，教育的成果往往不能看教师的资质，而是和学生的天资有关。格拉蒂安确实有罗马化的热忱，但是是往基督教信仰上发展。这也难怪，对于不知道共和政治与元首政治的异族后裔来说，罗马帝国就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手中逐渐往基督教国家方向发展的罗马。所以为了归化罗马帝国而罗马化，就等于成为基督教徒。与只会说拉丁文的父亲相异，格拉蒂安因而学会希腊文，从这观点来看算是「获益」。毕竟当初有人传言说，与胞弟两人分担帝国统治时，瓦伦提尼安自己负担西方，将丰饶的东方委由弟弟瓦伦士，就是因为他不擅长东方的官方语言希腊文。

瓦伦提尼安与续弦的妻子之间生有一名儿子。这个儿子在他登基之后才出生，因此获得与父亲同样的名字，就叫做瓦伦提尼安二世，在父亲登基十年后的西元374年时只有三岁。他的母亲尤斯提纳是个狂热的基督教徒，而且热心信仰奥里斯教派，而瓦伦提尼安二世自幼在母亲的强烈影响下成长。

除此以外，瓦伦提尼安还有一名女儿，名叫嘉拉。

在尚且算是稳定的局面下，帝国过了十年。可是到了第十一年，状况开始有剧烈变化。





西元375年11月17日，瓦伦提尼安皇帝猝逝。这年他对北方异族作战时依旧占优势。而到了冬季的停战期间时，他接见了异族代表。尽管数年来军事上一再遭到压制，只剩下投降一条路可走，异族族长的态度却十分跋扈。可能族长心中想，「眼前的罗马皇帝根本与自己同样是日耳曼人」也不一定。

似乎族长的想法也传到了皇帝心中，使得瓦伦提尼安当时暴跳如雷。皇帝的脸气得通红，站着的两腿开始发抖，就这样倒了下去。这天晩上，瓦伦提尼安就在昏迷状态下逝世，享年五十四岁。





皇位继承不仅过程顺利，如果考虑到这种情状下经常发生的事态的话，甚至可说是光明正大得稀有。

四十七岁的瓦伦士皇帝，直接继续统治帝国东方。

而在帝国西方，已经拥有「皇帝」称号的格拉蒂安也理所当然地承继皇位。同时十六岁的新任皇帝把「皇帝」称号赐给只有四岁的异母弟弟瓦伦提尼安二世，还将义大利从自己统治的帝国西侧区域中拨出，作为四岁的新任皇帝管辖区。当然在这种年龄下，皇帝必须有摄政人员协助。瓦伦提尼安二世前往米兰设置根据地时，刚守寡不久的母亲——狂热的奥里斯派信徒尤斯提纳也跟在身边。






瓦伦士皇帝与两名侄子分担统治帝国




在这状况下，帝国又过了两年。国内没有争夺皇位的内乱，先帝瓦伦提尼安十年奋斗的成果，使得北方异族也暂时偃旗息鼓。只不过在这平稳的两年之中，日后祸害的征兆已经在水面下悄悄行进。




匈族登场



一切事情，起于匈族的动态。匈族起源于中亚草原，与以往罗马帝国所知的任何北方异族都不同。从此后的百年之内，匈族的名字将频繁出现在罗马史上。而第一项记录，出现在西元四世纪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这个时期。当时的人对于不仅罗马人，连北方异族都感到畏惧的匈族留下了这么样一段记述：


「匈族是蛮族中的蛮族。他们不知道用火烹煮食物，也不知道加上別的东西烹调。他们把肉夹在骑马时的两腿之间熟成之后生吃。




他们体格矮但是结实，动作迅速俐落。他们的脸要说是人的脸不如说是平坦的肉块，只有两个会动的黑点让人看得出来是两只眼睛。他们几乎没有胡须。原因大概是他们还在母亲怀里吸奶的年纪时就习惯用短刀刮脸，用来适应受伤与流血。他们好像祭拜神明似的祭拜插在地上的剑。不过可确定的是，他们尽管有人的外型，却过着有如禽兽般的生活。匈族一定是多年来住在森林里的恶鬼与从哥德族中被赶出去的巫婆交媾所生的。




做父亲的恶鬼，教导做儿子的匈族如何攻击哥德族。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几个匈族男子前往狩猎当地常见的山猪后，追上了一只母山猪。这头母山猪好似引诱男子们一般地渐渐后退。在追逐之中，男子们自然得知渡过梅欧提奥德大沼泽（黑海北部的亚速海）要在什么地方，就能在不溺水的状况下冲击对岸的哥德族。发现男子们已经知道这些地方之后，母山猪就不见了。这头神祕的山猪，就是哥德族的敌人恶鬼。」







西元四世纪时，黑海西北部是哥德族的分支东哥德族的居住地。而上面这段文字，是由某个哥德人所留下的记载，简直可说是蛮族中的蛮族评论。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知，匈族早在刚出现时，就受到异族畏惧。

东哥德族遭受匈族袭击后往西南方逃逸。东哥德族在逃逸的过程中，自然不是以和平方式，而是带着武器袭击。这场迁徙与袭击，使得住在多瑙河汇流入黑海地区的西哥德族失去了居住地。

西哥德族失去居住地之后，派遣使节晋见罗马皇帝，请求将属于罗马的多瑙河南岸拨给他们居住。他们表示，愿意放弃武装。而且适於军务的男子愿意进入罗马军中服役，其他男子与妇孺则留在获赐的土地上耕作。





多瑙河下游这时由管理帝国东方的瓦伦士皇帝管辖。西哥德族的这项请愿，对瓦伦士皇帝来说相当有魅力。

第一点，防卫多瑙河的罗马军能因此扩增兵力。

第二点，因异族袭击及其他因素，国境附近区域人口日益稀疏。如今这一带又可能成为丰饶的农地。

瓦伦士皇帝当时身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当他为了这两点动心之后，向色雷斯行政长官发出允许西哥德族迁居罗马境内的公文。这群异族的迁徙地，就此定为多瑙河南岸的色雷斯行省内。

问题是，行政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在行政上办不到的事情，有些时候要为了政治判断而非办到不可。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应该不是由行政负责人，而是由政治负责人亲自下判断。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政治判断。而推动实施时，必须由下政治判断的人持续监视具体措施的执行状况。瓦伦士皇帝以为只要下一道命令给色雷斯行政长官，事情就算结束了。问题是，大量迁徙势必会引发某些意外状况，往往这些状况超出行政官能承担的范围。

西元376年深秋时分，西哥德族开始大举往南渡过多瑙河迁居。多瑙河原本就是大河，到下游地带河面更是宽阔。而据说当时异族乘坐的小船、木筏遮蔽了数公里宽的河面。小船、木筏互相碰撞，造成许多船只沉没。只不过，文明人与异族之间的差距之一，在于对人命的看法。对北方异族来说，少许牺牲还算不上牺牲。尽管渡河造成同胞的人命损失，使用小船与木筏渡河的行动，到第二天、第三天依旧没有停歇。





当时哥德族迁徙的规模如何，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当他们向瓦伦士皇帝请愿迁徙时，答应提供一万名男子进入罗马军服役。而当迁徙结束时，人数却膨胀到三万人。异族向来以多产为特征，在此姑且假设服役男子的部族总人数是役男的十倍。那么当初计画接收十万人，如今却有三十万人迁入色雷斯地区。这是因为皇帝批准西哥德族迁入罗马境内之后，其他没获得皇帝许可的哥德族也搭便车混了进来。仔细想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以往只要接近多瑙河南岸就要遭到驱逐，如今却获得许可，那么周边部族自然会想要趁这个机会迁居。然而这使得色雷斯地区的收容体制整个崩溃。

局面发展成如此，这个允许北方异族合法大批进入罗马帝国定居的现象，自然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首先，大举迁徙的时间发生在深秋。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事前没有播种，自然不能期待在此时收割。因此罗马政府必需保障直到第二年春季播种、秋季收割为止的整整一年内，这些移民能够衣食无缺。而且异族原本生活水準就比较差，必须保障的项目除了衣食以外，还延伸到各种生活必需品。不知为什么，移民往往希求能与当地居民获得相同的待遇，可能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得已之下拋弃祖国的难民吧。这些人在匈族压迫之下迁居，的确称得上难民。只不过这些难民手中握有武器。





由于期待罗马帝国提供的生活保障，迟迟未能达到预期的程度，移民原本答应的解除武装也一直未能达到标準。男子看到妻小进入冬季之后面临的困境依旧逐渐恶化，因而拒绝放下武器。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个状况要归罪於当地行政官无能。不过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当发生移民人数超出预定人数时，对于意外事故的处置不够充分。而这个状况的责任，要归咎瓦伦士皇帝在允许大批移民入境时，过於轻视事情的重要性。当接受大批移民时，政府必须要有相当规模的因应政策。然而色雷斯辖区内没有能因应局面的组织，也没有获得因应时需要的特別经费。再加上仲介移民支援物资的商人恶性敛财，使得状况更加恶化。当时分发的支援物资不但品质低劣，而且数量也比约定少许多。

移民的哥德族之间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最后他们终于决定重新拾起一度放弃的蛮族精神。所谓蛮族精神，就是认为与其吃苦耐劳天天设法谋生，不如抢夺他人物资求生来得轻松愉快的想法。回归蛮族精神的现象，从袭击周边村落的行为起始。而这股掠夺的浪潮，从色雷斯往西冲击达其亚，往南波及马其顿。这已经不是敌人由北方往南入侵的现象，而是早已身处罗马境内的敌人，往西往南四处掠夺施暴。当这股浪潮袭击到色雷斯地区主要都市玛尔齐亚诺堡，打倒前来迎击的罗马防卫部队之后，气势变得更加兇猛。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也就不容许罗马皇帝袖手旁观了。




哈德良堡大败



第二年西元378年春季到来后，瓦伦士皇帝才好不容易离开叙利亚的安提阿，在5月底进入罗马帝国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以行军速度来说称不上迅速，大概是在行军途中四处召集部队吧。问题是，当罗马军朝色雷斯缓慢行军时，哥德族也向留在多瑙河北岸的同族展开动员、增强战力。





快攻的好处，在于即使己方準备不充分，但可以冲击敌军準备不够充足的地方。瓦伦士皇帝为自己保留充分準备的时间，同时也让敌军有了準备的机会。

话说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样有致胜的方法，就是由东西两方夹击敌军的战略。既然向北渡过多瑙河逃亡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么只要掌握好东西两面，就可以发挥夹击的效果。如果能够实现这项战略，那么直到事态恶化为止袖手旁观，以及缓慢行军浪费宝贵时间的错误，都可以一笔勾消。要实现这项战略，就需要统辖帝国西方的格拉蒂安皇帝协助。

瓦伦士皇帝的侄子格拉蒂安虽然只有十九岁，但在对付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异族时，却是战果丰硕。另外他个性温良，不会忽视叔父的请求。所以问题就集中在叔父瓦伦士一个人身上了。

瓦伦士似乎不了解北方异族的情势，而且连什么叫做打仗都搞不清楚。这个人恐怕到了五十岁这年都还没指挥过战斗，说不定在登基之前连参战的经验都没有。对个人来说这是幸运，对最高司令官来说就是悲剧了。

在这种状况下会首先抬头的，往往是有害无益的虚荣心。色雷斯地区原本属于他的管辖，因此他有义务解决在当地发生的问题。恐怕这个想法让他不愿向年轻侄子求助。

只不过，无论本人求援与否，瓦伦士皇帝的行动也会传到格拉蒂安皇帝耳中。在东方召集退伍军人重新编组大军的消息，当然会传入阿尔卑斯山以西。格拉蒂安尽速派遣使者，让使者带着书信赶往叔父跟前。信中表示，一旦战胜亚列门诺族就会立刻驰援，在这之前请不要掀起战端。紧接着这封信传到瓦伦士身边的，是比自己年轻三十岁的侄子战胜异族的捷报。





就在拖延之下，哥德族也开始有了动作，从色雷斯地区开始南下。无论双方愿意与否，从东方行军而来的罗马军，以及南下中的哥德军，即将在哈德良堡近郊对峙。

瓦伦士皇帝召集将领与高官举行作战会议，询问是要等待格拉蒂安皇帝与高卢军人到达，还是要独力先行开战。众人意见分成两派，而皇帝的心意还未确定。当他正在为采用哪一个意见而犹豫时，又接收到两项相反的情报。

侦察兵表示，附近的敌军只有一万人左右。

另一方面，哥德族的王侯派来一名自称基督教徒的哥德人，表示哥德族希望和平解决事端，并提出相当的条件。

瓦伦士皇帝是个热心的奥里斯教派信徒，在这时候再度感到犹豫。可能一方面他认为一万名敌人不难对付，另一方面又为了哥德族提出条件表示愿意全体改信基督教，因而沉醉在这个梦里。只不过，与基督教徒使节的会谈最后没有任何成果。因为在会谈过程中发现，送来这名基督教徒使节的王候，并不代表整个哥德族，只是诸多部族里头的一个君主。但至少瓦伦士应该从这件事情中得知，哥德只是诸多部族的总称，而哥德族并非在一个统一领袖下行动一致的民族。如果他能学到这个教训，采用的战术也就会跟著不同。然而瓦伦士却决定不等待侄子到来就先行开战。连如何作战都未经讨论，只是决定要开战。






瓦伦士




西元378年8月9日，瓦伦士与麾下部队一大早就离开哈德良堡（今日土耳其的艾迪鲁内），往西北行进寻找从色雷斯南下的敌军，在感到阳光逐渐炎热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哥德族也采用他们防御时常用的阵式，围着货车部署成圆阵等待罗马军。这只是哥德族的一个部落，先行的罗马军右翼部队却在中央与左翼部队还没到达战场的状况下直接展开攻击。

北方异族日耳曼人，除了极少数由强力领袖统合的状况以外，行动时不会聚集在一起。各个部族之间的独立倾向强烈，绝大多数战斗是以部族做单位行动。因此，在面临由许多部族汇聚成的哥德族时只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由四面八方施压逼使他们聚集在一处之后一举消灭；第二种则是分散派遣成大队单位，将每个部族个別击破。在历史上称为「哈德良堡之役」的这场战斗中，罗马军采用传统方式，将部队分成左翼、中央、右翼、骑兵等传统会战阵形；而敌方哥德军则分散於四处个別展开攻击。

光从双方布阵，就可以想像最后的结局。而且罗马军当时缺乏有效活用军队各个部门功能的战术。虽说个別的武将与士卒勇猛作战，在太阳还没下山之前，战斗便已经有了结果。

罗马军折损了两名高官与三十五名大队长，以及相当於三分之二人数的大量官兵。

瓦伦士皇帝与少数臣子一同遭火烧死。他在受伤之后由旁人搀扶进入附近的小屋躲避，随后追来的哥德兵不知道屋内的人是皇帝。士兵在屡次攻击下无法击破屋门，於忿恨之下连人带房子一起点火烧光。瓦伦士皇帝享年五十岁，在位十四年。






巴尔干、小亚细亚地方及其周边




哥德族习惯在出外作战时带着全数财产，因而事前认定罗马人也是如此。当他们发现战败的罗马军官兵除了武装以外没有带着任何值钱物品时大感失望。这天哥德族姑且先把阵亡罗马官兵的头盔、胸甲、标枪、刀剑抢来穿在身上，随即準备攻击他们心中认为罗马军用于储存值钱物品的哈德良堡。

侥幸逃生的三分之一罗马官兵率先在哈德良堡中担纲防卫，对于野战获胜后恢复盗贼本性的异族来说，这群对手太难应付。毕竟异族的特质之一，包括不擅於长期作战。哥德族放弃攻打哈德良堡之后，沿着罗马大道往东南方行进，準备攻击君士坦丁堡。然而这里是帝国东方首都，而且还具备在防御上无懈可击的地势，使得哥德族没多久就放弃攻打这座大都市。只不过他们维持现有局势，继续盘据在多瑙河南岸的罗马帝国中央地区。也就是说，罗马帝国中央遭到大量北方异族盘据，被切割成东西两地地方。





「哈德良堡之役」惨败，对于许多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人们造成严重打击。

身为安提阿出身的希腊人，但不信仰基督教的阿米亚努斯·马尔凯流斯，前半生在军中度过，后半生则用于著作罗马史。由他著作的涅尔瓦皇帝之后的罗马帝国通史，就是以哈德良堡败战叙述做结尾。仿佛意思是身为罗马帝国国民，今后再也没有关于罗马帝国的历史好写了。

而朱利亚努斯皇帝的哲学老师利拔谬斯在得知哈德良堡大败的消息后，写下了下列这段文字。


「请別说我军的官兵胆小或意志不坚定、怠惰偷懒。而我也不想听到蛮族是比我们优秀的战士的说法。




我们只能承认，敌人在士气、战术、準备工作等方面，都与我们达到相同的水準。再加上比我们更重视名誉、期望荣耀，能忍受酷暑饥渴与严寒，无论遭标枪射击或烈火燃烧都能继续战斗。仿佛战场上的死亡，要比逃出战场的行为来得甜美。敌人何时会超越我们？他们不知停止的攻势，让我觉得就好像日渐遭疏离排挤的古老诸神中，有人对我们感到愤怒，因而站在蛮族阵营中作战一样。」







「哈德良堡之役」并非罗马人第一次惨败在异族手里。另外，因身为总司令的皇帝阵亡而败战收场的，这也不是第一回，而且和以往同样不是身在敌境，战场同样位于国内。

百年前德丘斯皇帝同样在哥德族手中吃了败仗，这场令他本人与长子阵亡的战斗，战场同样位于巴尔干地区。然而，以往罗马人在遇到如此严重的败战之后，还能够成功将敌人驱逐出境，复仇雪耻，在「哈德良堡之役」之后就不一样了。西元378年的「哈德良堡之役」，显示出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化路线已经到了无法转圜的地步。唯一的选项就是在暴力之下日耳曼化，或者在和平之中日耳曼化。因为如今已经不可能将敌人驱逐出境了。




皇帝狄奥多西



身为知识分子的话，还可以冷静分析现状，带着放弃的心态观看时代潮流。因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并没有世人想像中来得巨大。以往罗马帝国将个人的「言」、「行」视为一体，而到了帝国后期，「言」、「行」开始分离属于不同的人物。因此「热爱知识的人」对社会的影响力特別衰微。

然而统治者身居能影响別人命运的地位，就不能撒手不管。格拉蒂安皇帝得知哈德良堡大败的消息之后，势必要肩负职责设法挽救。

帝国东方的皇位因瓦伦士皇帝阵亡而虚悬。而原本由瓦伦士皇帝统治的领地西部巴尔干地方，如今受到以哥德族为中心的北方异族盘据，让罗马皇帝无法出手，亦即陷入无政府状态。这时应在政治与军事双方面站在最前线的皇帝，除了十九岁的格拉蒂安以外，只剩下刚满七岁的瓦伦提尼安二世一个人。

格拉蒂安皇帝因而派遣密使前往西班牙，召集狄奥多西晋见。





狄奥多西这年三十一岁，对格拉蒂安皇帝来说并非素不相识。狄奥多西的父亲在格拉蒂安皇帝的父亲瓦伦提尼安之下服役，是个战功辉煌的武将。在瓦伦提尼安治国的十年之中，每当高卢、不列颠、北非等地发生问题，能够临危受命，并且在短期间内击退敌军解决问题的，非此人莫属。当他升迁为「骑兵长官」（magister equitum），在军中地位仅次于身为总司令的皇帝时，甚至没有人因此感到不满。

然而，当他被派遣到北非地区时，尽管军事方面成功，在政治上却中了当地行政长官的计谋。行政长官控诉他通敌，而不巧的是遇上了瓦伦提尼安猝逝，刚满十六岁的格拉蒂安紧急继位的时期。年轻的新任皇帝没有经过仔细调查，就将这名对帝国有功的沙场老将宣判死刑。而北非行政政府得令之后，随即执行死刑。这是西元376年的事情了。

狄奥多西与父亲一同出征累积了军事经验，但他在二十九岁那年失去了身为监护人的父亲，以及以往靠实力获得的地位。在失去一切之后，他只好回到生长的故乡，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卡乌卡。光是父亲的通敌罪名没有牵连到做儿子的身上，就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过了两年以后，他被在父亲死刑宣告上簽名的人召见。当然格拉蒂安也没有忘记两年前发生的事情。光是格拉蒂安有胆量召见他，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有趣了。而面对前来应召的三十一岁军官，十九岁的皇帝说出的话更是有趣。






瓦伦提尼安皇帝家谱




皇帝有没有说出让两年前的事情付诸流水之类的话，如今不得而知。但他很率直的表示，他想任命狄奥多西为同等的皇帝，讬付瓦伦士皇帝生前所统治的帝国东方。并且希望狄奥多西能协助重建在哈德良堡大败后受到冲击的帝国。狄奥多西这时已经有家室，而皇帝甚至没有要求他与妻子爱莉亚离婚，迎娶自己的妹妹嘉拉。在爱莉亚逝世后，狄奥多西迎娶了嘉拉续弦，不过从他的第二个儿子霍诺里乌斯出生的年份来看，这至少是七年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在哈德良堡大败的这一年，格拉蒂安皇帝在没有任何条件的状况下，把帝国东半部转让给失业军官狄奥多西。而且转让的对象，比自己年长十二岁。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充满勇气的俐落决断。

狄奥多西在接受任命时，也没提出任何条件。唯一的一项要求，就是希望能为了他含冤枉死的父亲恢复名誉。格拉蒂安皇帝也一口答应，并随即公诸於世。

罗马帝国的皇帝登基时，并没有加冕仪式或登基仪式。而且在这个时期里，帝国还没有完全成为基督教国家。因此统治权还不是由上天赐予，依旧维持由身为帝国居民共同体成员的公民委托皇帝行使政权的形式。所以皇帝治国的期间，同样由「受讬人」在「委托人」面前接受介绍的那天开始。






「哈德良堡一役」后的罗马帝国




罗马军官兵身为公民权所有人，因此也是国家有权者。狄奥多西治国期间，就从他赶到当时多瑙河防卫上最重要的据点西尔谬亩，让人介绍给罗马军官兵那天开始。这天是西元379年1月19日，中欧特有的带雨北风让人觉得寒风刺骨。距离哈德良堡大败到这天，已经五个月了。而在这天，继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另一名让基督教会献上「大帝」尊称的罗马皇帝又问世了。





狄奥多西是个死刑犯的儿子，因此没有自己的亲信旧部。他是个有如空降到罗马军官兵面前的「最高司令官」。而且虽然他出身於罗马化历史与帝政同等悠久的西班牙地区，要带领的却是一群刚入门的罗马公民。好比说在他面前整队供他阅兵的罗马军官兵，好一点的是归化异族第三代，糟糕点的是刚归化的异族。再加上这些官兵刚刚在哥德族手下惨败撤退。光是要让败战记忆犹新的官兵再度迎战敌人，而且要对付刚打败过自己的哥德族这点，就已经是万分困难的大事。

狄奥多西这时才年纪轻轻三十出头。此外，从格拉蒂安召见他之前的状况来看，无论今后要做什么，他都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东西。再加上格拉蒂安向他保证，无论他今后要做什么，都愿意提供无底线的协助。这三项条件，使他成为果断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施展强权时心中没有任何牵掛。






狄奥多西




狄奥多西在自己所管辖的帝国东方全区发佈通告，召集现役军人与退伍军人的儿子入伍。子承父业的职业世袭法令已经推行许久，但是一直无法彻底普及。这次却是以皇帝的名义强制执行，感觉有如征兵制度。

另外，他的管辖地区还包括多瑙河南岸。这个地区在哈德良堡大败时丧失许多人员，兵力陷入贫血状态。也因此在当地的募兵对象分成两种。

第一种对象，针对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以保证每年分发奖金为条件，募集没有兵役经验的人员。在这项呼吁之下，入伍的人员包括有厨师、面包师传乃至於商店店员。不过大多数应征入伍的人员，还是因外族袭击与国家重稅而无法耕作的农民，以及在主人丧失维持所需的经济能力之后，恢复自由之身的奴隸。

第二种对象，针对北方异族日耳曼人。狄奥多西对他们也提供优渥的条件。只要能找到替代服役的人员，这些人随时可以离开部队，回到自己的部族度日。

在这些政策之下，总算凑足了兵力。然而服从军纪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养的起来。这些人对最高司令官皇帝的忠诚心，以及对长官的服从心全都不可靠，也因此使得军团内外事故频传。

狄奥多西认为，目前没有时间靠训练来解决这项问题，因此他采用了打破惯例的强硬措施。他命令在帝国东方募集的士兵移防西侧，西方募集到的官兵移防到东侧。

官兵最厌恶的，就是受命移防远离家乡。问题是这时他们已经宣誓效忠，一旦拒绝执行命令就要立即因反叛而处死。因此官兵在满怀怨言的状况下开始移防，当东西两方部队在小亚细亚交错时，双方还爆发过武力冲突。虽说这场冲突能在短时间内镇压住，但过程中已经有人丧生。

如果措施仅只如此，那狄奥多西不过是一名暴君而已，狄奥多西可不是无能暴君。但是率领一群心怀不满的官兵，是很难打胜仗的。由于没有留下记录，因此我们只能想像。狄奥多西可能是以司令官手中最为单纯，又最为正当的方法，压制住官兵心中的不满。那就是赏罚分明又公正，以及在战争中获胜。由于事关个人生死，官兵对司令官的评价，要比外人所想像的还要严格。毕竟即使侥幸免於阵亡但沦为俘虏时，无论对手是波斯人或日耳曼人，接下来就得当一辈子的奴隸，过着牲畜不如的日子。





西元379年时，狄奥多西与麾下部队的活跃令人刮目相看。除了哥德族盘据的色雷斯与达其亚等多瑙河下游南岸地区以外，还率军攻打哥德族战败逃入的伊利利亚地方。狄奥多西无视於超出管辖区域的状况，一再追击败逃的敌军。如果能维持这个战况，说不定可以把哥德族完全赶回多瑙河北岸。

只不过，狄奥多西在这时焦急了。正好波斯王夏普尔历经了七十年的辉煌治国生涯之后，在这一年逝世。后来波斯王国陷入了动荡时期，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狄奥多西担心夏普尔过世后还有与夏普尔同等强力的君主继位。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发展，那么波斯军即有可能跨越幼发拉底河入侵罗马境内。当遇到这种状况时，他也就无法继续把时间花在多瑙河畔。




公认异族迁居



狄奥多西这时下了一项决断。他决定不把哥德族赶回多瑙河北岸，而在南岸赐予定居地。格拉蒂安皇帝也同意这项做法，因此这项政策以两名皇帝的名义公布实施。

西哥德族获得色雷斯地方北部，濒临多瑙河下游的地区。以现代来说，相当於保加利亚。

日后与西哥德族会合，一同参加哈德良堡之役的东哥德族，获得多瑙河中游旁诺尼亚行省东部地区。以现代来说，相当於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

交换条件是，这两个部族必须在获得的土地上定居专注於农耕。同时罗马帝国保障这些地区的食粮，直到当地能够自给自足为止。

上列条件，与瓦伦士皇帝当初与西哥德族缔结的协定相同。不过接下来的条件就不一样了。

哥德族的居住地区，获得明确的法定地位。在拉丁文中将其称为“foedus”，意思是「同盟」。而且这些「同盟部族」获得在居住区内部的完全自治权。

由于身为同盟而并非臣民，哥德族与罗马帝国其他居民不同，没有向帝国纳稅的义务。可是当他们在罗马军中服兵役时，又能保障获得与其他官兵同样的粮饷。





罗马皇帝与哥德族在这时缔结的协定，在短期与长期方面都对罗马帝国造成深远的影响。

短期来说，因为哥德族的男子大批进入罗马军中服役，罗马军蛮族化乃至日耳曼化的速度因而迅速增加。以往在罗马军中服役，代表从此与自己所属的部族斩断关系，从今以后却不同了。既能够继续身为部族的一员，又能兼任罗马军的官兵，在各种层面享受特权。哥德族男子当然会想尽办法挤进这么有利的工作。

然而这样一来，从罗马皇帝的眼中看来，以军方最高司令官角度来说值得庆幸，从帝国最高统治者角度来说，事情可麻烦了。

哥德族是日耳曼人的一个部族。从罗马人的眼光来看，日耳曼人是蛮族。文明民族与蛮族的差异，并非前者穿着布衣住在石造房屋，后者披毛戴角住在木屋里头。就算穿着布衣住在石头房子里，希腊人对「蛮族」（希腊文：barbaros；拉丁文：barbarus）的定义是不说希腊文的外国人，而罗马人则不同了。罗马人在衡量文明民族与蛮族的标準，不是看对方说不说拉丁文。而是看对方能否接受各种民族共同生存时的必须规则，亦即学习法律，成为法治国家的人民。换句话说，是看与共同居住的人发生问题时，是依照法律来解决，或者是凭借武力。更具体来说，这项差异在于是日常吃苦耐劳求生，还是以抢夺外人物资维生。





哥德族如今穿着布衣居住在石头屋子里了，然而若利用这项标準衡量的话，依旧还是蛮族。哥德族的历史不长。因此假使眼前有在农地耕作与服兵役两项选择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服兵役。因为掠夺与服兵役，同样是手持武器的行为。

这样一来，皇帝特別分发的田地上，剩下的都是不适合兵役的老弱妇孺。罗马方面原本期待国界多瑙河附近人口流失地区，能在这次的措施之下恢复农地的生产力，如今一切期望都要落空。

另外，罗马方面原本估计只要农地收割后罗马境内的哥德族便能经济独立，不再需要由罗马提供经济援助，如今恐怕期望也要落空。亦即，当初约定时本来只打算保障粮食到收割季节为止，却因此必须年年保证粮食不虞匮乏。由于缺乏详尽史料，因此这方面并未有精密研究，只能仰赖推理。不过从这时期以后，协定文中经常会出现「保证视状况提供额度」一词，恐怕也就等于实质上的恒久性经济援助。如果这项推论属实，那么罗马帝国不但让日耳曼人搬进帝国境内居住，还要负担居住所需的费用。这状况使得短期性的影响变成长期影响。

不过，在长期影响方面还有另外一项问题更加严重，而且这项问题无法靠金钱解决。





在元首政治时代，罗马政府便热心於与异族建立友好关系，因而形成罗马帝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所以上列措施并非史无前例。然而这毕竟是与帝国「防线」外的异族打交道，而不是认同集体移民「防线」内侧，与内侧居民建立友好关系。换句话说，是与住在围墙外的邻居攀交情，而不是把邻居拉到自家院子里居住。何况在推动上述措施之后，围墙外头可没有人去楼空，只是换了一批新邻居。而且围墙内侧与外侧的邻居，还同样是日耳曼人。后世的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称为「和平下的蛮族化」。而当时的罗马人对这个状况的感觉可能是「多瑙河再也不是国界了」。实际上，没落已久的「防线」（limes）这项概念，在这个时期之后完全灰飞烟灭。





如果要问推动这些措施之后，住在帝国的其他人民生活是否能稍微安定轻松点的话，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尽管最近哥德族没有展开袭击，多瑙河对岸依旧有其他日耳曼人居住，这些人依旧不断入侵袭击罗马领土。人民的生活还是老样子，不管多勤奋工作，秋收时还是会让袭击的异族抢光，父母兄弟乃至帮忙种田的奴隸一样要遭到绑架。

此外，不管皇帝换谁来当，国家的支出完全没有减少。朱利亚努斯皇帝的裁员重整政策有如昙花一现。军事、行政两大国家机构痴肥的状况，已经恢复成笔者在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君士坦提乌斯时代的模样。

在异族掠夺与国家重稅夹击之下，农民的生活日益困苦。他们选择放弃独立接受保护，农民就此化为农奴。

各位读者请不要忘记，古代的基础产业是农业，农民形成罗马社会的中坚阶层。正因为如此，格拉古兄弟与朱利斯·凯撒生前才会执著於成立「农地法」。一旦「农地法」成立，就能确立农民的权利，进而让罗马社会保持健全的型态。因为一个没有确立中坚阶层的人类社会，不仅不健全，而且不能发挥功能。

意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人」的「自耕农」（agricultor）一词销声匿迹，成为意为「在別人的土地上耕作的人」的「农奴」（colonus）。前人在翻译时不翻译成农民或奴隸，而将其翻译成农奴，真是绝妙好词。以往进行农耕作业的是奴隸，如今却是身为自由公民，但工作内容与法律地位与奴隸相同的农奴。地主在出售农地时连同农奴一并买卖的现象，已经普及到整个国家。





研究到这个时候，笔者开始认为，罗马帝国灭亡或罗马帝国崩溃的形容已经不恰当了。因为若要崩溃或灭亡，之前必须有个罗马帝国存在。如果不存在，那就没有崩溃或灭亡可言。话说回来，分解或解体的说法也让笔者觉得格格不入。因为整体分解成个別物体之后，只是个体的规模变小，本质应该没有变化。

於是笔者想，是不是该用「溶解」来形容。罗马帝国是不是就这样溶解了？

至少在宗教方面，罗马帝国确实「溶解」了。因为罗马人并非败给基督教徒，而是罗马人变成基督教徒了。





随着敌视罗马的波斯王逝世，以及将异族拉入国境内的措施，使得罗马帝国东方、西方得以勉强维持小康局面。可能是因此获得余裕了吧，格拉蒂安皇帝开始恢复因朱利亚努斯皇帝登基而中断的，亲基督教反异教路线。格拉蒂安的父亲瓦伦提尼安只是形式上的基督教徒，格拉蒂安可就不同了。而且在格拉蒂安之后，还跟随着负责东方统治的狄奥多西皇帝。这两名皇帝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受到一名意志坚定人物的强烈影响。




恢复亲基督教政策路线



每年米兰的史卡拉剧场开演，都订於12月7日，因为这天是米兰的守护圣人圣安布洛吉奥的纪念日。安布洛吉奥是义大利文拼音，在拉丁文原文中他名叫安布洛修斯（Ambrosius）。

义大利文有一句常用谚语叫做“Uomo di tutte le stagioni”，照字面翻译的话就是「适合任何季节的男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能够适应任何时代与环境，而且能在其中创建丰功伟业的人物。每当听到安布洛修斯的名字，笔者都会想到这个形容词。





至於安布洛修斯的全名叫做什么，后世的人已经无法得知。因为就算他是出身在首都罗马的罗马公民，一旦让基督教会列为圣人以后，在他的个人名、家门名、家族名（姓）中，只有家族名会用来让人称呼。所以在西洋史上，这个人的名字从此就成了圣安布洛修斯。他出生于西元330年，与朱利亚努斯皇帝同辈。

他出身於罗马的世家，享有祖传的元老院席位。父亲在历任各地方长官之后，升迁到「首都长官」（parefectus urbi）职位，是个终生担任帝国高等官僚的人物。

在元首政治时期，「首都长官」这项职务相当於首都警察首长。而到了帝国后期，皇帝远离首都之后，职务内容逐渐往皇帝代理人的方向发展。简单来说，这是在首都罗马中最有权威与权力的地位。安布洛修斯身为世家子弟的长子，在接受罗马名门出身应有的“artes liberales”（教育科目：Liberal Arts）之后，也当然地走上与父亲同样的途径。





在他四十三岁这年，命运转机落到他的头上。这一年他兼任义大利西北部里格里亚与艾米里亚两个「州」的「长官」职位，米兰属于他管辖之下。而在米兰，奥里斯派与敌对的三位一体派之间，爆发了伴随武力的正面冲突。这类冲突在当时并不稀罕，然而由于在奥里斯派主教之下长年遭受冷落，因而主教过世时三位一体派发动的反击十分激烈，整个米兰市中心因此陷入一片动乱。

安布洛修斯立场有如州长，因此按职责应当前来介入调停。当安布洛修斯照公理行事开始收拾残局时，让三位一体派的信徒看上了。信徒一致认为以后只有这个头脑清楚、辩才无碍，又具有执行能力的人，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而且似乎他们害怕奥里斯派也来抢人手，因此迅速召开信徒大会，以拍手通过方式推选这位「州长」当主教。





安布洛修斯大感惊讶，一开始也推辞这项工作。他在推辞时表示，自己并非基督教徒，而且基督教会禁止俗人就任主教。不过三位一体派生怕奥里斯派再度抢到主教职位，让自己以后又过着黯淡无光的日子，因此也不轻言放弃。他们表示如果不是基督教徒的话，那立即接受洗礼成为教徒就好了。

安布洛修斯当时四十多岁，对罗马时代的男子来说正值黄金时期。当他获得众人拥戴时心中想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比他晩一个世代的圣奥古斯提努，生前曾写下为何自己到壮年时期才改信基督教，然而圣安布洛修斯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奥古斯提努是解释教理的权威人物，甚至让人誉为教会之父，以现代的方式来形容的话，是个具学者气质的宗教人士。而奥古斯提努则表示，他深受安布洛修斯的影响。然而无论怎么看，安布洛修斯都是个政治人物型态的宗教人士。对于必须以直接行动对外表示的人来说，不向人直接表白心意往往会比较恰当。

这时候意图阻止基督教会扩大势力的朱利亚努斯已经逝世十年，时代走向已经演变成让人觉得反抗基督教会只是白费力气。而且安布洛修斯身处高等官僚的世界，在亲基督教的皇帝之下，身为基督教徒的优势一天比一天确实。尽管身处於再度对异教徒不利的世间，安布洛修斯直到四十三岁还是没改信基督教。而他在一接到担任主教职位机会的同时，马上就改信基督教。我们可以想像，他实在不能诚实说出改宗的动机。





总而言之，安布洛修斯接受了三位一体教派信徒的要求。不过基督教会规定，在担任主教之前必须要历经一些阶段，而他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升迁消化这些历程。因此教会在让他受洗之后，以飞快的速度让他由副祭司一路攀升。据说前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已经戴上主教的帽子。西元374年12月7日，安布洛修斯举行了主教就职仪式。尽管义大利位于南国，北部的米兰这时还在寒风吹袭的冬季。而史卡拉的歌剧季节开幕定为每年12月7日，也是为了庆祝安布洛修斯主教就职。





从此以后，安布洛修斯大可软硬兼施发挥个人影响力。不过他似乎认为发挥影响力之前，必须先站在旁人无可挑剔的立场上。在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法令之下，神职人员已经有权持有私产。何况他出身首都罗马的世家，又至少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等官僚。祖传的遗产加上二十年的公务，想必为他累积了不少的资产。而安布洛修斯在当上主教之后，竟马上公开表示要把私产全部捐给基督教会。

在当时，据说首都罗马是最为富裕的教区，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生前特別在这异教首都卖力提振基督教会。除了兴建圣彼得大教堂等诸多教堂捐赠给教会以外，还捐赠农地及不动产等多项资产，作为基督教社区各种活动的基础财源。人一旦手上有了钱，难免就会想要使用。无论是凡人或是神职人员，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当时罗马主教的生活以奢华闻名，据说罗马首富曾经对某任罗马主教这样说：


「如果你们愿意让我当罗马主教的话，明天我就改信基督教。」



安布洛修斯在距离罗马不大远的米兰当上主教，而他竟然公开表示要放弃私产捐赠给教会，并且一毛也没留下。米兰的基督教徒自然不分奥里斯派或三位一体派，全数团结在安布洛修斯之下。





话说到这，想必读者们会感到疑问，觉得为何米兰主教能对皇帝发挥强大的影响力。这个是很自然的疑问。因为当时的强力教区，以信徒人数来说，要以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提阿、帝国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居冠。而如果以财力来说，则是帝国西方首都罗马教区为首。米兰教区无论是人数或财力，都要排在上列大型教区之后。

这样一来对上列疑问的回答就只剩下一个，亦即米兰主教与上列大教区的主教不同，享有更多与皇帝接触的机会。

埃及传统来说属于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由皇帝代理人执行统治，因此皇帝少有前往埃及首府亚历山大的机会。而且三位一体派的领导人阿塔那修斯掌握主教职位，使得亚历山大的三位一体派势力高涨。倾向奥里斯派的君士坦提乌斯、瓦伦士等皇帝自然不大乐意前往造访。

至於叙利亚的安提阿，除非罗马与波斯关系恶化，否则罗马皇帝不会驻足在此。因为一旦与波斯之间发生战争，安提阿就要成为后勤基地。

君士坦丁堡身为帝国东方首都，照理说皇帝会把根据地设置在这里。然而负责帝国东方的皇帝辖区，还包括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地方。这一带是最直接受北方异族威胁的地区。皇帝身为军方最高司令官，以保障国民安全为首要职务，当然会时常停留在巴尔干地方，没有閒暇回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享福。

罗马如今只是名义上的帝国首都，多年来除了举办凯旋仪式以外，看不到皇帝的身影，然而罗马军也已经与胜利绝缘许久了。

话说回来，除去上列教区之后，不等于马上轮到米兰教区。担任帝国西方统治的皇帝，身在特里尔的时间反而比较长。而负责统治帝国东方的皇帝，则往往长时间停留在西尔谬亩。因为特里尔在莱茵河附近，而西尔谬亩则濒临多瑙河，莱茵河与多瑙河又是帝国的两大前线。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生前待在米兰的时间确实比较长。这名皇帝身为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又是亲基督教政策的继承人，不过没有史料表示他受到米兰主教的影响。然而，当时的米兰主教可不是安布洛修斯。

也就是说，米兰没有与皇帝发生密切关系的绝对性条件。而是安布洛修斯上任后设法取得绝对性条件。





如果观察安布洛修斯当上米兰主教之后的帝国动态，则大致上如下。

西元374年，安布洛修斯就任米兰主教。

西元375年，瓦伦提尼安皇帝猝逝。

同年，格拉蒂安登基继位，担任帝国西方统治责任。帝国东方由瓦伦士皇帝接任。

西元378年，於哈德良堡惨败在哥德族手下，瓦伦士皇帝阵亡。

西元379年，狄奥多西皇帝登基，接下瓦伦士皇帝阵亡后悬空的帝国东方皇帝。帝国西方由格拉蒂安继续统管。

格拉蒂安皇帝的异母弟弟瓦伦提尼安二世负责统治义大利地区，然而因皇帝年幼而由母亲担任摄政。尤斯提纳太后除了是个狂热的奥里斯派信徒以外，没有任何特色可言，因此年幼的皇帝几乎不具备政治上的意义。

所以，安布洛修斯必须看紧的皇帝，只有西方的格拉蒂安，以及东方的狄奥多西两人。如果以这两人开始明显排挤异教徒的西元380年为基準的话，主要人物的年龄如下。

格拉蒂安皇帝——二十一岁。

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九岁。

狄奥多西皇帝——三十三岁。

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五十岁。





除此以外，还要加上下列条件。

格拉蒂安皇帝——这名青年皇帝身为归化异族第三代，生长于罗马皇帝应身为基督教徒的时代。不过在当时教徒往往成年后才接受洗礼，因此这名皇帝是否受洗不得而知。这名皇帝在幼年时已经对基督教有好感，在登基之后偏向三位一体派，据说就是受到安布洛修斯的影响。

狄奥多西皇帝——这人最初并非基督教徒。不过在登基的第一年与异族作战时似乎过度卖力，在入冬之后就病倒了。这年冬天他在希腊的帖撒罗尼迦过冬，当他在生死边缘徘徊时，帖撒罗尼迦主教前来访问，为他举行洗礼。

笔者是个不为真神教诲而醒悟的顽固分子，就算有人告诉我死后会下地狱，也会认为没人去地狱视察过不能确定，因此懒得理会这类的传教。然而对古代人来说，事情可不容易。希腊人相信死后有个阴暗寂寞的冥府，罗马人相信死后会有两名天使搀扶著灵魂升天。对于习惯这种想法的古代人来说，落入地狱受苦受难的观念，是个新颖的想法。而正因为新奇，恐惧感也就更严重。狄奥多西尽管在战场上是个勇猛的司令官，毕竟这时年纪还不到三十三岁。也许他对于地狱感到不安与恐惧，使得他接受主教巧妙的传教劝导。

总而言之，狄奥多西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亦即成为「羔羊」。因为主教的地位拥有相当资格，能对信徒传递诉说神明的教诲。如今狄奥多西成为要在「牧羊人」主教的引领下，乖乖行事的一头羔羊。

此外，皇帝与主教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信徒与主教的关系。在基督教之下的皇帝权威权力，不是因为受到人类委托行使，而是因为天神认同才有资格行使的。而传递天意的资格，又掌握在主教手上。换句话说，只要主教有这个意愿，大可以天意为号召把皇帝换下来。如果想避免发生这种状况的话，就必须模仿君士坦丁大帝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把洗礼拖延到临终之前举行。

然而狄奥多西却在不到三十三岁时就接受洗礼。可能真的上天保佑，也可能因为年轻体力充沛，当时罹患的重病没多久就痊愈，使得他第二年能继续在战场上活跃。似乎狄奥多西本人认为，就是因为受洗之后获得天神恩宠才痊愈的。

话说回来，尽管当时状况如此有利，适合主教与两位最高权位者建立亲密关系。如果安布洛修斯光是坐在家中等待机会，那么他对两名皇帝发挥的影响力绝对不会如此巨大。安布洛修斯享有担任高等官僚二十年的经验，深知要抓住掌权者的哪些弱点，才能对他们发挥影响力。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寻找掌权者最需要的东西。而在这方面，他也发挥了同辈主教眼中视为不可能的巧妙技巧。

在当时即使是主教，也多半是出身低微没受过良好教育的粗俗人物。在诸多主教之中，安布洛修斯有如鹤立鸡群。这并非凭借他的容貌，而是靠著教养良好、头脑清晰、精妙措词发挥的说服力等条件。当时的皇帝除了朱利亚努斯以外，都是没有书记官帮忙就连一份公文都写不好的人物。

当时的皇帝极度需要优秀的外交官，以便在向同事皇帝派遣使节时、说服起兵造反的军团长时、与异族族长谈判交涉时，可以让迎接的人感叹说「不愧是罗马皇帝派遣的特使」。一来如今安布洛修斯已经是凡人眼中视为中立的神职人员。再者对他本人来说，无论担任使节或是书面交涉，都只是二十年官僚生涯的延续，根本是驾轻就熟。因此他首先以这种方式向皇帝卖人情。





另外，掌权者时常会遇到必须下决断的场面。如果在下决断之前，身边能有并非臣子，又能够商量讨论的人物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安布洛修斯以神职人员脱离世俗利害关系为由当上顾问，并巧妙地胜任顾问工作。

从特里尔沿着摩泽尔河而下，就可到达莱茵河，因此当地长年来一直是莱茵河防线的后勤基地。安布洛修斯时常访问在特里尔驻守的格拉蒂安皇帝；也时常前往多瑙河畔的西尔谬亩基地访问狄奥多西皇帝。这两名皇帝中如果有人路过米兰，安布洛修斯也会亲自出面迎接。而只要皇帝开口请求，安布洛修斯也会接下外交使节的工作。这就是两名皇帝与米兰主教建立的关系。安布洛修斯与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的关系没有这般密切的原因，在于这名少年皇帝受到信仰奥里斯派基督教的母亲操控。对于打算排除奥里斯派的安布洛修斯来说，见面只是白费工夫。

如上所述，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就这样一点一滴的，为基督教会的下一步跃进打下了基础。




「异教」与「异端」



西元380年到395年之间的十五年，是基督教取得胜利的最终阶段。而这十五年，就以背后由安布洛修斯主导，表面以格拉蒂安与狄奥多西两位皇帝出面，向「异教」与「异端」同时发出全面宣战通告的事情开始。





相信「异教」已经不需要详细说明，就是除了基督教以外的任何宗教。希腊、罗马传统宗教、叙利亚出身的太阳神、同样起源自叙利亚的密特拉神、埃及传来的诸神、迦太基出身的塔睨特女神等信仰自然会让人视为「异教」。除了上述被分类为多神教的宗教以外，就连属于一神教的犹太教，在基督教眼中来看也是「异教」。

相对地，「异端」则是除了信仰三位一体理论的天主教派以外，基督教会内部的所有宗派。一神教立足於让人视为天意的教理，但几乎可说有多少人解释，教理就有多少种派別。召集主教举行的公会议，目的就在于调整教理解释，然而光是公会议结论还不足以解决纷争。因为除了对于信仰的教理解释以外，又牵涉到教区支配权这种世俗权力。





因教理解释不同而产生的宗派数量众多，光是目前已知的就超过数十个派系。在这其中势力最庞大的，就是三位一体派与奥里斯派。

三位一体派在这个时期之后，开始改称天主教派。这个教派的信徒认为神与其子耶稣同等，并且与圣灵三位一体。西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之中，就是采用三位一体说法当结论。

相对地，奥里斯教派的名称，来自创始人奥里斯祭司。这一派的信徒认为，耶稣基督与神无限接近，但毕竟不同等。这个教派在尼西亚公会议时一败涂地，奥里斯与其同志遭到驱逐，然而奥里斯教派并未因此衰微。毕竟瓦伦士、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等治理东方的皇帝，都是偏向奥里斯教派的人。

然而日后在西方崭露头角的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却属于三位一体派。而且现任皇帝格拉蒂安与狄奥多西两人，在这个人的影响之下。那么这三个人首先要排挤的「异端」，自然非奥里斯教派莫属。

虽然这只是笔者的想像，不过安布洛修斯会加入三位一体派，并非他自行解释教理之后，认为三位一体派正确、奥里斯派错误。这名退休高等官僚出身的主教，试图以自己成为「牧羊人」后的基督教会来主导罗马帝国走上基督教国家化的路线。因此他认为基督教会必须更加强大，而教会若要更加强大，就需要在统一的体系之下。这种想法与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公会议」时展现的判断极为接近。恐怕安布洛修斯不是以宗教家的角度，而是以政治家的角度做出这种判断。毕竟从这个人的言行之中，无论如何分析，都看不出来有任何宗教狂热。





基於上述原由，排挤「异端」的动作，就从奥里斯教派势力深厚，但如今由信奉天主教派的狄奥多西皇帝治理的帝国东方开始引爆。至於爆炸的起火点，则是自从君士坦丁大帝登基后，半个世纪以来由奥里斯教派独占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职位。

首先狄奥多西皇帝逼迫这名奥里斯教派的主教改信三位一体派。主教拒绝了，因此遭到流放。

问题是，顺利地把奥里斯教派主教赶下台之后，却没有适当的三位一体派神职人员接手。帝国东方多年来以奥里斯教派势力居冠，因此三位一体派的神职人员数量不多。在这状况下，实在难以寻找到适合担任帝国东方首都主教的人选。因此他们找来一名元老院议员立即接受洗礼，和安布洛修斯上任时一样地，令其迅速经历基督教会内的各个阶层，送上主教的宝座。

君士坦丁堡主教由奥里斯教派换成了三位一体派人员这件事情，代表天主教派在奥里斯教派始终占优势的帝国东方地区打下一根强力的木桩。也因此在帝国东方，必须让排挤「异端」的程序优先于排挤「异教」。




排斥「异端」



在西元380年到395年这十五年之间，狄奥多西颁布了以排斥「异端」为唯一目的的十五道法令。而且研究人员表示，这还仅止于已知的部分，实际上可能法令数量远超过十五道。由此可见狄奥多西皇帝的意志坚定，把「异端」视为妨碍基督教团结的罪魁祸首。





首先，他要求异端信徒改宗。当然，这时改宗的对象是正统天主教派。问题是他面对的是深信自己的解释正确无误的人。在强制之下改宗的人数不多，逼得狄奥多西必须一再颁布法令，处罚违令的人。

在法令中禁止的事项，包括下列各种。

诉说异端教诲。

聆听异端演说。

聚集同志集体聆听异端学说。

提供信徒用于聆听异端学说所需之场地。

得知异端集会后未迳行告发之司法人员。

此外，无论是「异端」或是「异教」，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得举行相关的弥撒与祭典。违反法令者所有资产将遭没收缴交国库，而且这道法令在公布后严格执行。

违反法令的人受到的处罚不仅是财产充公，还包括流放刑在内。不过神职人员与一般信徒接受的罚则有所不同。

神职人员接受的处罚，以剥夺免稅等稅制优惠待遇，以及流放边疆为主。至於一般信徒接受的处罚，则是以每人每次违反法令时上缴十利普黄金的罚锾为主。然而无论神职人员或一般信徒，如果一再累犯的话，最后有可能遭判处死刑。这引起了身为基督教徒却遭受基督教徒迫害，甚至因而殉教的现象。





令人联想到中世纪的现象，还不只上述状况。

法律规定，不对法令屈服的信徒，不得与其他人民有往来。这种集团忽视的现象，也就是在中世纪发威的「破门令」，其起源就在这道法令。

另外一道措施，是设立专门搜寻「异端分子」提出告诉与审判的特別机构。这个机构在当时叫做「神圣公所」，正是在中世纪兴风作浪的异端审判与女巫审判的肇始。与中世纪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法官还不是神职人员。

上列各项措施，就是在狄奥多西皇帝治理下，於帝国东方推动的「异端基督教徒」镇压迫害政策详情。奥里斯教派在镇压之下，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经遭受致命打击。奥里斯教派在基督教会之中，再也不是占据主要地位的势力了。





另一方面，由格拉蒂安统治的帝国西方，原本基督教普及的速度就比较慢，因此势力不如帝国东方强盛。再加上西方基督教会内部引发的教理论争，一直以三位一体派占优势。因此在帝国西方可以直接进行「异教」排斥工作。

而这项工作，就从格拉蒂安皇帝拒绝担任「最高神祗官」（pontifex maximus）这件事情开始。




排斥「异教」



罗马人认为，罗马人与其居民共同体罗马，受到以最高神朱比特、其妻朱诺、智慧女神雅典娜三尊神明为首的诸神保佑。负责罗马传统信仰的祭司、神祗官的最高峰，就是「最高神祗官」。这项官职的设立时间，可以回溯到罗马建国时期。在共和时期中，这项官职是历经所有公职后的人员才能担任的终身公职。在共和时期罗马的官职为复数制度，连执政官都定为每年两名，因此最高神祗官是仅有的特异官职。按往例，这项官职是由年高德劭、功成名就的老人担任。当年朱利斯·凯撒在三十七岁时候选又当选，使得元老院为此感到讶异。只不过，会感到讶异代表没发现这项职位的优点。凯撒认为，这项职务是唯一的终身职而且没有同事，同时又具备管理罗马公民宗教意识的立场，对于推动政治有所助益。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全面继承了凯撒的想法，因此在奥古斯都之后，罗马皇帝兼任「最高神祗官」的行为成为传统。就连承认基督教合法的君士坦丁大帝，在担任皇帝的同时也一样兼任「最高神祗官」。而从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到格拉蒂安为止的历任亲基督教皇帝，同时也继续担任异教神明祭典的最高负责人。因为从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的历任亲基督教皇帝，至少在表面上遵照「米兰敕令」的说法，认同所有宗教的信仰自由。





格拉蒂安皇帝拒绝就任「最高神祗官」的行为，因此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在信仰多神教的古代中，个人信仰的宗教与聚集个人形成的国家信仰的宗教是并存的。也就是说，在古代就好像每个人一定有宗教信仰一样地，每个国家也一定有国家宗教存在。

身为古代国家元首的皇帝拒绝担任掌管国家宗教的「最高神祗官」，也就代表这个宗教再也不是国家宗教。同时这也表明皇帝决心把其他宗教拿来取代现有国教。这件事情，使得社会朝向不认同宗教信仰自由的时代踏出了明确的、又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

格拉蒂安还没有宣言要把主张三位一体的天主教列为罗马帝国国教。在这个时期，他只是表示罗马传统宗教再也不是罗马国教而已。然而在格拉蒂安的决定之下，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已经只是时间早晩的问题。






格拉蒂安




格拉蒂安皇帝随即著手消灭从罗马建国开始维系至此的女祭司制度。他表明从今以后，国库再也不支付维持女祭司制度的经费。这些将未婚之身献给诸神，因而获得国民崇敬的女祭司，也就只好就此消失。而另外还有一件东西，也跟著女祭司一起消失。在罗马广场中央一座小型圆形神殿中燃烧的「圣火」，历经一千一百三十五年岁月之后终于熄灭了。





格拉蒂安皇帝对「异教」的宣战布告还没结束。他开始著手没收维持「异教」神殿存续的经费来源。罗马传统宗教没有专业的祭司阶层，祭司与神祗官是由公民兼任，因此不像必须豢养专业神职人员阶层的基督教那般消耗经费。然而供应基础经费来源的果园、葡萄园，还是让国家在瞬间全数没收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局面，接下来的方向也就很清楚了。所有神殿无论祭祀的是何方神圣，一律遭到国家封锁，就连街头巷尾的小祠堂也无法幸免。在这个阶段，以死刑禁绝的祭典还仅限於由国家、地方政体、各种行业职业公会主办的官方祭典，并未波及个人私下举办的仪式。简单来说，国家还允许个人在家中举办祭典，只不过这种日子也不长久了。





由格拉蒂安皇帝实施，以排挤「异教」为目的的最后一项政策，是撤除从共和时期起设置于元老院议场前方的「胜利女神像」。当初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首先表示要撤除这尊女神像，然而政策没有执行，就这样过了三十年。

根据文献记载，这尊女神像呈立姿。女神在一个大地球上伸展双翅，左手拿着笏板，右手拿着长枪。每当元老院举行会议时，会在这尊代表罗马获胜的神像前焚香祈祷，议员在礼拜之后才展开会议，而且这项传统维持至今起码有五百年以上。格拉蒂安皇帝下令，将这尊神像撤除。而元老院议员向皇帝递出请求撤回处分的书信，却从未送到格拉蒂安皇帝手上。

西元383年，格拉蒂安皇帝停驻在巴黎时，遭到不列颠司令官马库希穆斯叛变攻击，於逃走时遇害，享年二十四岁。

这件事变使得帝国西方的皇位悬空。有资格继承格拉蒂安的瓦伦提尼安二世，这时才十二岁。三十六岁的狄奥多西皇帝实质上必须单独统治帝国西方与东方。这也代表无论东方西方，整个罗马帝国都将依照安布洛修斯的计画，继续迈向成为基督教国家的目标。





西元383年，担任西方统治工作的格拉蒂安皇帝遇害时，负责东方统治工作的狄奥多西皇帝三十六岁。当时十二岁的瓦伦提尼安二世形式上继承格拉蒂安，成为统治帝国西方的皇帝。然而这名少年皇帝始终软弱无力，最后让人赶出义大利，前往希腊的帖撒罗尼迦向狄奥多西求助。而最后他在帖撒罗尼迦因为与臣子产生争执遭到暗杀。据说皇帝在激烈口角之后进入寝室，第二天让人发现时已经是冰冷的尸体。瓦伦提尼安二世过世於西元392年，享年二十一岁。从他四岁掛名继位起，便一直对他产生影响的皇太后尤斯提纳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临终前还不断哀叹她热心信仰的奥里斯教派遭受欺凌。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狄奥多西一个人统治帝国西侧与东侧的时期，要从瓦伦提尼安二世遭暗杀的西元392年起算，到西元395年狄奥多西过世为止一共三年。不过笔者认为，实质上应该从西元383年格拉蒂安遇刺起算，到西元395年为止一共十二年。在不列颠举兵造反的马库希穆斯将军让格拉蒂安遇害之后，其势力到五年后西元388年才遭到镇压，而马库希穆斯本人死亡后事情也告一段落。当时率军前往镇压的是狄奥多西，并非瓦伦提尼安二世。狄奥多西尊重遇害的格拉蒂安之遗志，没有夺走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地位。一直到西元392年，这名没有存在感的皇帝遇刺之后，他才将帝国西方皇帝的位置拿在手上。然而在这中间的九年，罗马帝国实质上是由狄奥多西一个人主掌统治。同时这也代表格拉蒂安皇帝推动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国家政策，并未因本人逝世而中断，直接由狄奥多西皇帝继承。方才提到的撤除元老院议场前胜利女神像的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而这项问题，也使得在西元四世纪走上尾声时，足以代表罗马帝国的两名知识分子正面冲突。其中一人站在异教方面，另一人则站在基督教方面。




论战



昆提斯·奥理略·馨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西元340年生于首都罗马。这个人的出身、教育，以及公职经历，都与年长十岁的安布洛修斯极为相似。只不过我们能得知这个人的全名，亦即个人名、家门名、家族名三个名字，代表这个人与安布洛修斯不同，在公职生涯途中没有让基督教会挖角。

在另一点上，他与安布洛修斯也不同。安布洛修斯在身为帝国高级官僚的父亲值勤的特里尔出生，属于首都罗马的世家。而馨马库斯虽然在首都罗马出生成长，但父亲却是高卢地区出身的罗马帝国高级官僚。也就是说，他是罗马人所说的「高卢裔罗马人」。

不过在罗马帝国中，这形容词可不是歧视用语。同一个时代的罗马人称西元二世纪为「黄金世纪」（Saeculum Aureum），后世则将其称为「五贤君时代」。当时的五名皇帝之中，就有四名出身於行省。图拉真、哈德良、马库斯·奥理略是「希斯帕尼亚裔罗马人」，而安东尼奥·派阿斯则是「高卢裔罗马人」。在罗马帝国之中，出身行省算不上障碍。

馨马库斯的父亲，与首都罗马出身的罗马公民——安布洛修斯的父亲同样地，在政治生涯最后都攀上了当时高级官僚的顶点「首都长官」。也就是说，馨马库斯与安布洛修斯同样，在皇帝长期缺席的首都罗马，於皇帝「代理人」之下成长。

也理所当然地，他所受的教育科目，遍及后世称为“Liberal Arts”的各种领域。毕业后也一如当时受高等教育的领导阶层青年应该走的路径，选择了服公职的生涯。在共和时期、元首政治时期，这种职业生涯被称为「荣誉职涯」，带有条件优渥者无条件回馈社会的工作之意味。然而到帝国后期已经整个走样，西元四世纪时的荣誉职涯大致历程如下所述。

在二十出头时担任「会计检查官」起步，结束任期后成为「元老院议员」进入元老院。之后获选为「法务官」分派到各地方值勤。经历过义大利半岛的「州长」勤务后，升阶担任有名无实的「执政官」。因为帝国的各个行省是由「总督」统治，然而成为总督之前必须担任过「执政官」，享有「前执政官」头衔。经过上列公职之后，最后攀升到的顶点是「首都长官」。

安布洛修斯在义大利半岛内担任州长时就让基督教会挖角，因此「荣誉职涯」就此中断。馨马库斯没有让教会挖角，在四十四岁时攀上了「荣誉职涯」的终点「首都长官」职位。不过他在担任「会计检查官」时只有二十来岁，在满三十岁取得元老院议员资格之前就让皇帝看上。所以说若光看公职生涯，他的起步可说比安布洛修斯精彩亮丽。

馨马库斯二十多岁时让皇帝挖角担任拉丁文称为“comes tertii ordinis”的官职。“comes”原本意为「皇帝的朋友」，不过当时已经转换为有如「内阁幕僚」的机构，因此这项官职相当於「内阁幕僚直属祕书」。简单来说，这项官职虽然地位不高但随时与皇帝接触，皇帝走到哪里就要跟随到哪里。

当年是瓦伦提尼安皇帝任命青年时期的馨马库斯担任祕书。而这名皇帝将帝国东方交给弟弟瓦伦士看管，自己在帝国西方与异族作战了十年。馨马库斯在这名皇帝治国的最后六年待在皇帝跟前工作，因此以祕书官身分，亲眼看到与异族作战的战场。只不过文官生涯与武将生涯完全分离至今已经八十年，走上文官生涯的馨马库斯一直以文官身分参战，亦即他没有率领部队作战的经验。即使如此，馨马库斯与没有看过对异族作战战场的安布洛修斯不同。他在年轻时亲眼看过总称为北方异族的日耳曼人起兵获胜时、失败投降时，乃至与罗马人和平共存时的模样。





与皇帝形影不离的生活，最后也在瓦伦提尼安皇帝的意向之下结束。西元373年，馨马库斯获派担任亚非利加行省总督，前往位于迦太基的总督官邸就任。当时北非地区遇到沙漠游民袭扰与居民叛乱等连串问题，最后必须等待狄奥多西的父亲以军事方式解决。不过在民政方面的事情，则全面委由馨马库斯总督处理。

三十多岁的馨马库斯在北非上任不久后，瓦伦提尼安皇帝猝逝。年轻有为的行政官馨马库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在亚非利加行省总督卸任后没有受到重用。目前已知他后来的职位，只有在有如长靴的义大利半岛尖端，担任卢卡尼亚·布鲁提州的州长。除了行政职以外，他还就任宗教职务「神祗官长」。在格拉蒂安皇帝拒绝担任「最高神祗官」之后，神祗官的威严日益低落。然而馨马库斯不仅没有拋弃日益陷入逆境的异教徒大衣，反而堂堂正正地把这件衣服穿在身上。也当然后人要称呼他是「异教罗马古老荣耀的最后一把火」。

西元384年，四十四岁的馨马库斯获派成为「首都长官」。由于这道命令出于皇帝本人，相信狄奥多西皇帝只是任命他为「代理人」，代替自己治理首都罗马。不过「首都长官」同时具有顺应首都百姓意愿，在行政方面担任最高负责人的意味。从馨马库斯日后的言行来推断，他应该是想要以「首都长官」的第二种意义来尽职责。





首都长官馨马库斯与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之间的论战过程，并非两人一同晋见狄奥多西皇帝，直接在皇帝面前唇枪舌剑展开对决。而是馨马库斯向皇帝上书请愿，希望能将格拉蒂安皇帝从元老院议场前撤走的胜利女神像，再度搬回原地恢复原状。之后安布洛修斯向皇帝送上表示反对的书信，使得双方展开论战。米兰主教表达反对意见时，能够完全对首都长官的信件内容展开反驳。恐怕这是因为安布洛修斯主教透过某些管道，得知馨马库斯对皇帝寄出的信件内容。

总而言之，这场论战是由出身家世、教育程度，以及前半生的经历几乎可说完全相同的两人所进行。其中一人代表即将消逝的文明，另一人则站在日渐兴隆的文明角度，以言论开辟了战场。笔者用「战场」而不用「法庭」来形容，是因为其中缺乏站在中立立场下判决的法官。双方上书对象同样为皇帝，然而皇帝身为基督教徒，与相当於检察官的安布洛修斯关系亲密。

笔者想在省略开头的问候用语之后，把这两人的信件全文介绍给读者。虽然信件内容冗长，但是光介绍要点就没意思了。笔者认为，唯有一一追踪这两个人凭借什么论点、什么技巧来辩论，才能得知罗马帝国末期的知性发展到什么样的状况。

首都长官馨马库斯上书狄奥多西皇帝的信件内容如下：


「除了对光荣的强烈追求以外，还有什么能对我们的祖先所创建的法律，以及以法律奠基的祖国防卫发挥作用？只要您不违背我们的父老理解的这件事情，相信光荣就会继续与您同在。




我们（罗马元老院）在此向您（皇帝）请愿。宗教是使祖国长享光荣的要因之一，希望您能够审慎考虑。




历任皇帝在世时，也个別表明了他们的宗教意念。以往的皇帝如同故往的领导者一般，崇敬传统诸神。近年的皇帝即便不崇敬，至少也不会排斥。即使您不愿意依循早年的前例，尊重近年的前例应该也不会困难。




不尊重由胜利女神所体现的思想的人，只怕与蛮族无异。即使您本人不认同其神性，也希望您能考虑这尊女神像长年来受到众人的敬意，开恩将神像归还于民，使其能回到原本设置的地方。




皇帝的地位安稳的原因，首推对敌作战获得胜利，相信这项事实今后还是不变。而想必您本人最期望的，也是胜利女神能对您微笑。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由，期求胜利女神保佑。而如果有机会期求获得保佑的话，相信没有人会拒绝。这样一来，如此受到众人期盼的事物，应当具有不受任何人妨碍排斥的权利。坚持撤除胜利女神像的状况，极有可能被视为摧毁众人希望的挑衅行为。而且女神像长年担任元老院的象微。无论您信奉与否，至少我们该对她长年成为我们祖先心灵支柱一事，抱持尊重的心态。




我们向您请愿的，不仅取消撤除神像命令而已。而是希望让我们恢复原有的状况，能将幼年时父亲教导给我们的事物，继续传授给我们的子女。对于期望终生行善的人来说，对传统的爱是最伟大的事物。而且既然我们期望您的名誉能流传千古，当面对伤害名誉的决断时，我们就不能怠惰，必须高声疾呼要求修正。




在胜利女神像缺席的议场上，我们要如何发誓忠于国法？要以何等权威，才能使伪装忠诚的人感到畏惧？如果个人随性挥洒个別的权威，那么权威本身就将崩溃，世上将充斥虚伪的宣誓。胜利女神像挽救我们得以免除这种权威上的无政府状态。




在首都以外的帝国各地，献给这尊神明的祭坛前，人们互相确认共存、个人向国家宣誓效忠、统治者为其政策赋予权威。在祭坛前的宣誓，是对于帝国统合最为有益的事物。




缺乏象征的元老院议场，迟早将成为虚伪与贪渎的巢穴。集臣民敬意於一身的皇帝势必不会期望发生这种现象。臣民对您的忠诚，必须要有所依据才能产生效力。




根据传闻，最初想要撤除这尊神像的，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然而前例并非一定要遵循的对象。在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业绩之中，尚有许多值得依循的政策。您何不推敲推敲，稍作参考？




比方说他并未取消女祭司享有的福利。他尊重祭司的地位，视为罗马诸多公职之中最高贵的职位。罗马国宗教相关祭典的所需经费，也未曾遭受拒绝。而当他访问首都罗马时，亲自前往这座永远的首都的每一个角落、出席元老院会议、四处拜访神殿、朗读神殿正面墙上雕刻的神名、访问朝拜民众络绎不绝的圣地并询问由来、赞赏兴建神殿圣地捐赠给群众的古人。他个人的宗教信仰绝非祕密。然而就连他都认同为了帝国黎民，有必要留下这些帝国光荣的纪念碑。








任何人都有自己特有的生活习惯，有顺应个人需求的信仰对象。各个都市也各有各的守护神。这就好像人自从出生时便具有个別的精神。因此每个民族都有个別的「灵」存在，左右民族的命运。而国家宗教的作用，在于统合个人精神、民族神灵，使其与至高的诸神相连系。




此外，人的理性有其极限存在。除了回顾民族历史以外，可有更好的方法弥补理性不足之处？若期望在将来建立繁荣，回顾以往的成就，也是最佳的方法。这些光荣的过去，都是我们祖先敬仰的诸神协助下，才能功成名就。




如今整个罗马正在期盼您的深思熟虑。因此想向在皇帝中出类拔萃，身为国家之父的您请愿。希望您尊重悠久的故往。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代表我获准举行长年习惯的祭典，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毫无遗憾地结束一生。




罗马传统宗教，有益于统合整个帝国。我们在信仰下奉献的牺牲，使汉尼拔远离罗马城墙，将高卢人从坎比德利欧丘陵上赶走。我自幼在这教诲下成长，为何要在上了年纪后否认自己的过去？即使这些想法已经不合时宜，对于我这种人来说，改宗弃教的时机已过，而且这是最为伤害自尊心的行为。我想向您请愿，请求您让长年成为我们精神食粮的罗马诸神，维持现有的模样。因为我认为，若从人类天性来看，众人的精神食粮统合在一尊神明之下并不自然。




我们全体生活在同一个星空下。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同一个苍天保护。同一个宇宙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在这其下生活的个人即使仰赖不同的支柱，又会造成多大的问题？我认为光凭一个管道，不足以解开如此庞大的生命祕密。




君士坦丁大帝在天上看到祭司的眼泪时，不知会做何感想。会不会认为这违反了他宣言的，认同一切宗教信仰的宽容精神，觉得受到侮辱？据说第一个提出撤除胜利女神像的人是君士坦提乌斯。若这传言属实，相信是他未经深思熟虑，接受不了解女神像对罗马元老院之意义的亲信建议。修正未经深思熟虑而决断的政策，只是正当的行为，并不伤害先帝的名誉。因为若是能倾听公民心声，皇帝也就有责任修正前例措施，这也是我帝国的优良传统。」







以上就是当时四十四岁，人称「异教罗马古老荣耀的最后一把火」的男子表达的意见。从后世的眼光看来，他反对撤除胜利女神像的言论，实在是不符时代潮流，而且与西元四世纪时的罗马帝国现况有隔阂。当时罗马距离胜利越来越遥远，元老院也已经远离国政许久了。要让胜利女神像一如共和时期继续站在元老院议场前，由元老院议员在神像前上香朝拜，然后讨论著没有实效的议题，实在是不合时宜落伍到底。

不过，难道说馨马库斯不知道这已经赶不上时代了吗？其实他也知道。虽然他知道，但是还是愿意超出职责义务，写下这封请愿书。因为如果他放任撤除胜利女神像的行为不顾的话，就有如在最后一道堤防溃堤时袖手旁观。而一旦最后一道堤防溃堤，接下来决堤洪水便会大量湧入，把一切都冲到海里。这就是他提笔的动机，而安布洛修斯也彻底看穿了他的意图。

米兰主教的上书，名义上以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为收件人。不过这名高级官僚出身的人，不可能弄不清楚国家实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因此这封书信表面上是送给当年十二岁的花瓶皇帝，实际上是写给当时三十六岁的掌权者狄奥多西皇帝。实际上，十二岁的皇帝看都没看过这封信，三十六岁的皇帝倒是确实阅读过了。狄奥多西四年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当据说身为引导基督教徒的牧羊人，有资格传递天意的主教寄信来时，他没有办法拒绝阅读。当时五十四岁的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写给皇帝的信件，是这样开始的。






「听闻声名远播的罗马长官阁下，以永远首都的请愿为名义，向您含泪请愿维系古老宗教的存续，因而我也决意提笔。首先我想问他，当年是什么样的神迹，才保障罗马不受汉尼拔攻击。是什么样的方法，把袭击盘据的高卢人赶出坎比德利欧丘陵。




而且他列举了他认为优良的宗教的有效性，但绝口不提其弱点。假使这些神明真的与汉尼拔战斗，那为何又会容忍他逼近首都罗马的城墙？高卢人会放弃攻打坎比德利欧丘陵，是因为当他们準备攀登进攻时，天鹅发出叫声让罗马人察觉攻势。在这时候，他们的朱比特神又身在何处？难道是朱比特化身天鹅发出叫声，借此保护罗马？




退一步来说，假设他们长年信仰的诸神，真的曾经协助过罗马军团好了。然而汉尼拔同样也信仰诸神之一。亦即诸神有平等守护罗马与迦太基的义务。那么为何结果是罗马获胜，迦太基落败？




此外，他主张他受到民众含泪请愿，其根据也不充足。民众早已使用与他不同的语言。民众表示，为什么每逢假日，都要将贵重的牲畜拿去花费在没有效果的牺牲仪式？




胜利不会隐藏在成为祭品的牲畜内脏里。胜利是由作战的官兵战力带来的。而这并非求神祈祷的结果，是凭借坚韧意志获得的。




将攻打坎比德利欧丘陵的高卢人摔下山坡的，将他们飘扬在坎比德利欧丘陵上的旗帜扯下来的，不是献给诸神的祭典，而是当时罗马人的勇气。战胜汉尼拔的原因，同样不来自对神明的祈祷，而是当时的罗马人大胆果断，进攻了汉尼拔的故国。




还有，为何馨马库斯先把话题往罗马以往的伟大牵扯？我可不认为自己想与尼禄皇帝信仰同样的神明。




再加上蛮族入侵的问题，也并非一天两天的事情。难道说以往苦於蛮族入侵的皇帝，就是因为藐视传统的诸神，才因此受苦受难？其中一位瓦雷力亚努斯皇帝成为敌国波斯的俘虏，另一位迦利艾努斯皇帝让帝国支离破碎。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元老院议场前的胜利女神又做了些什么？




我为自己祖先犯下的错误感到可耻。然而更可耻的是不愿改变的心情。要从以往的耻辱中学习永不嫌迟，然而求知的勇气却有年龄限制。一旦年老之后，再也无法导正错误。




而且他们进行的牺牲仪式，不过就是在祭坛上杀害牲畜喷洒鲜血。就好像唯有奉为祭品的牲畜，才能传递神的声音。




探索世界祕密的工作，应该交给创造世界的唯一真神，不应该委由甚至对自己也一无所知的人类。




馨马库斯说，一条道路不足以探究世界的祕密。然而他眼中的祕密，对我们基督教徒来说，已经透过神明的声音揭晓，再也不是祕密。他们力图探究的事情，我们已经在神的睿智与真理下得到解析。他们异教徒与我们的想法，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他们向皇帝祈求给与他们的神明和平，我们却是向基督祈祷将和平赐予皇帝。这些人哪有资格责难拋却陈年旧习的我们。




每一天，都并非一开始就能充分获得阳光的恩惠。总要在太阳升起之后，光辉渐渐增加，才让人们感到温暖。在季节刚开始时，光秃秃的大地尚未播种。然而只要沉住心神耕作，迟早会获得收获。责难我们基督教徒的人，总有一天会感到后悔。破灭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因为太阳终将会驱逐黑暗。对基督教会来说，收获是由充满喜悅的希望带来的。这也是圣人讴歌春天的时代之开端。而这项喜悅，迟早会传播到全世界所有黎民身上。




对基督的信仰不能拯救无知的灵魂。原本相信法律代表真理的文明已逐渐崩溃，只有拥有勇气修正过去错误的人，头顶上才能绽放光明。」







笔者不是基督教徒，因此不对安布洛修斯主教的书信内容做评价。只不过，笔者有个感想。当初米兰的基督教徒会挖角这名没受洗过的高级官僚当领袖，的确是眼光独到。而在事情刚发端缺陷还不明确的时候，强硬的论调确实是个有效的战术。

至於这场「论战」的结果，相信不用详细说明。狄奥多西接受安布洛修斯的意见，胜利女神像再也没有回到罗马的元老院议场前。





女神像的行踪，到今天都还无法确认。想必是在后来破坏神像雕像的风暴之中一同受难了。只不过，模仿地球雕塑的圆球，巨大到连成年男子都无法怀抱，因此也不是那么容易破坏。而且球形的物体结构坚固，说不定大圆球让人拋弃在別的地方，到今天还发挥着完全不同的功用。

从「大竞技场」遗迹往台伯河的途中，会经过柯斯梅汀圣母教堂。这座教堂与其他的教堂一样的，是在西元四世纪末由罗马帝国公共建筑转换成基督教堂的建筑物。一进入这座教堂，前方走廊墙上有个俗称「真实之口」的物体。据说说谎的人把手伸入真实之口里的话，手会被真实之口咬住，相信这个传说的观光客每天都在真实之口前方大排长龙。其实这是古罗马石板路面上用来收集雨水，将雨水流入下水道用的水沟盖，在这个大圆盘上雕塑的是河神的脸孔。而河神的嘴，在两千年后变成了「真实之口」。元老院议场前的胜利女神站立用的大圆球，说不定也让人忘记了来历，让人放在哪个广场或教堂前，苟延残喘地度过这些岁月。所以说在现代的罗马寻找古代罗马的影子，也是一种享受閒暇的好方法。




基督的胜利（对异教）



接下来要把话题回到西元384年。这年馨马库斯与安布洛修斯的论战，最终结果一如馨马库斯担忧的发生了。胜利女神像撤出元老院议场，对于异教罗马来说，代表最后一道堤防溃堤。米兰主教的言论，使得狄奥多西皇帝在某个角度来说违反了君士坦丁大帝的「米兰敕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则是更进一步朝向反异教、反异端的路上踏出决定性的一步。





首先，原本官方祭典已经遭到禁绝，而从今以后连私人的祭典都遭到禁止。原本罗马人会聚集属于同一家门的各分支，一同祭祀家门的守护神一边缅怀祖先。然而从只认同唯一真神为信仰对象的基督教眼中看来，这也是崇敬异教的活动。此外，在罗马人的家中，一定会将面朝中庭的某个地方视为祭祀家门守护神或祖先用的场地，有如我国的供桌。这种场地也被视为崇拜偶像，由国家下令强制拆除。如果违反法令，将遭处死刑。之后人们在庞贝城遗迹里挖掘出数量庞大的小型神像，但如果维苏威火山不是在西元一世纪爆发，而是在西元四世纪末的这时爆发的话，挖掘出的遗物中只怕就没有神像了。

在排斥异教的名义之下陆续颁布法令禁止的事项，还包括下列各种。

在祭坛前点灯、焚香；在墙面装饰花饰；以及向神明或祖先奉酒。

罗马人特別喜好花饰。而当时的花饰系由树叶与花卉组合而成的花环，但没有结成圆形，而是呈漫长的带状。在白色大理石或灰泥墙面上，花花绿绿的花饰会显得十分美观。罗马人只要一逮到机会，马上会将这种花饰放在各种地方。因此，虽然用途不限於祭典，但是每当举办祭典时一定会采用花饰。

打破这些禁令的人不至於判死刑，但是将课以高额罚锾。而且罚锾按规定必须要以不受到货币价格变动影响的黄金缴纳。






雕刻有花饰的浮雕（祭祀的场面）




基督教会因君士坦丁提出「米兰敕令」公认基督教的存在，因此向他送上「大帝」的称号。至於基督教会将「大帝」称号送给狄奥多西的原因，则是因为他是首度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总称由「异教」更换成「邪教」的人物。「异教」充其量只是与自己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宗教。然而「邪教」则是违法的有害宗教了。因此邪教代表违反国家制度与道德标準，应当受到排挤的宗教。

只不过，虽然罗马人日益同化为基督教徒，毕竟他们还是尊重「法律」的民族。狄奥多西制定的反异教、反异端法令，让半个世纪后由狄奥多西二世下令编纂的《狄奥多西法典》收录记载，由此可知当时这些法令纯粹以国法的角度执行。对于法律民族罗马人来说，「非法」的概念要比「邪教」容易接受。因此在西元四世纪末以后，以往借由文学与美术亲近的希腊、罗马诸神，一下子都成了「非法」（outlaw）分子了。亦即既然成为非法分子，国家大可以警力强力取缔。

既然祭祀的神明成为非法分子，神殿的命运也就底定了。在狄奥多西的敕令下，所有神殿将一律转化为教堂。内部的列柱部分，将改以围墙封闭，改建成封闭空间。由于改建程度仅限於以墙壁封起柱子间的空隙，因此以往意为会堂的“basilica”一词得以存续，直接转换成「教堂」的意思。以往用于开庭审判的“basilica”，如今成为向神祈祷的场地。





只不过，将神殿转用成教堂的法令，产生了另一项问题。这项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供需失调。

据说罗马时代的诸神数量，在鼎盛时期曾多达三十万尊。献给诸神的神殿数量已经难以估计，若加上街头巷尾的小祠堂，数量更是多如牛毛。

相对地在需求方面，一来基督教是一神教，再者从基督教徒的数量来说，基督教还不像后世那般由全体国民信仰。神殿转用为教堂之后，没有足够的信徒维持，极有可能形成空有建筑物，里头没有人影的现象。因此狄奥多西皇帝批准破坏不需要的神殿。毕竟既然要排除非法分子，破坏他们的住家也是很当然的事情。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国家便允许人民到神殿搬走建材。而狄奥多西的敕令，为这些实质上的破坏行为，添增了宗教大义的名分。遍布整个罗马帝国，以雄伟壮丽令人讚叹的神殿，如今不是夷为平地，就是剩下残破的遗迹。遭到破坏的还不只献给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用于祭祀埃及或叙利亚神明的神殿，也与希腊人、罗马人兴建的神殿共存亡。

能够侥幸存活的，只有转用为基督教教堂的神殿，最好的例子就是罗马的万神殿。这座巨大的建筑物是西元二世纪的罗马建筑杰作，由于是奉献给天地诸神，因此命名为“Pantheon”。而从西元四世纪末之后，也成为献给一神的教堂了。





既然神殿的命运是如此，神像的命运自然也要比照办理。在比西元四世纪末早六十年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希腊、罗马诸神的神像虽然渐渐脱离信仰对象身分，至少艺术品价值还获得肯定。

君士坦丁大帝建设了君士坦丁堡，作为基督教的首都。因此在君士坦丁堡里面，只有教堂建筑而没有神殿。然而大帝在兴建冠有自己名讳的首都时，心中始终以罗马为参考，甚至将其称为「新罗马」。因此他期望君士坦丁堡也能与充斥神像与雕塑品的罗马一样，由「古代之美」点缀四处。从当时留下的记录可以得知，他向整个帝国东方大量征集雕像，几乎塞满整座城。古典希腊雕像杰作之一，由翡迪亚士制作的雅典娜女神像，原本设置于雅典的帕德嫩神殿，据说就是在这道命令之下搬运到君士坦丁堡。亦即，即使不再视为神像，至少还认同其艺术价值。





然而到了狄奥多西的时代，一切都不同了。神像代表了由当时的基督教会严格禁止的偶像崇拜，是邪教的象征物，也是「非法分子」的表征。

而且当时的基督教会还禁止将裸体暴露在众人面前，偏偏这些神像几乎全是裸体像。由希腊人创始，罗马人承继的美学观念认为，美观的人类裸体是美的极致。因此这种至高的美，首先要奉献给诸神。罗马皇帝的雕像之中也有裸体像存在，不过是在当事人过世之后制作的。这是因为皇帝身故后获得神格化，因此与诸神同样地，获得了以裸体表现的资格。

基於上列因素，希腊、罗马雕像大多数是以全裸或半裸形式表现，满街到处都是裸体。要将这些雕像全数排除，可是一件没完没了的工作。





削去神像的鼻子，可还是比较温和的排除方式。多数神像的头部被打断、手脚被打断、四肢与身体分家。连这些作业过程都嫌麻烦时，下手的人会采取将神像搬到山上往山下的岩石扔、从桥上往河里推等大量处理的方式。毕竟罗马人喜欢将雕像设置在任何场地。只要一个空间两边有柱子，上面有拱门，那么下方就一定会有雕像。如果没有雕像的话，代表这是行人通行用的地方，或者是拉上薄纱，在西风下乘凉享受用的场地。

再加上罗马人有重视以往为国立功之人，为其纪念缅怀的习惯。对罗马男子来说，能在公共场合设置自己的雕像，是最为光荣的事情，因此在这方面的需求也不少。结果不仅是首都，就连帝国的主要都市，也都充斥著大量的雕像。这种雕像也属于安布洛修斯口中「应被修正的过去」。因此对于日益走上基督教国家路线的罗马帝国来说，这也是应当破坏销除的对象。一旦这种想法成立之后，就没有艺术价值介入的余地了。





罗马以军事力量征服希腊，将其列为行省。然而罗马认同希腊的文化文明水準，甚至留下「罗马征服了希腊，文化上却反被希腊征服」（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这句名言。然而从西元前五世纪到西元三世纪为止累积的古典希腊杰作，由于希腊版图与人口不足，实在无法满足罗马人的需求。

因此罗马人除了模仿翡迪亚士、普拉克希特雷斯、利希波斯等天才名家作品之外，还尽可能地复制其他名气稍差的古典希腊名作。话说回来，一流的艺术品并非人人都能仿造。如果想要最高级的仿造品，自然只有委托一流的艺术家动手。而即使到了希腊在经济、政治都衰退的西元后，这个领域还是希腊人的专长领域。

罗马时代的仿造品能够优越得超越仿造的程度，是因为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以及罗马人长年拥有的无论胜者、败者，将事情委由擅长人员进行的宽容精神。多亏了这项精神，使得我们这些生在现代的后人，能在古典希腊杰作真迹制作两千四、五百年后，还能欣赏把玩这些作品。即使这些作品的说明书上要加上「罗马时代仿制品」，也是至今都还值得在全球的美术馆中展示的「仿制品」。

罗马时代的仿造品品质据说以哈德良皇帝时期为巅峰。然而在两百年后的西元四世纪末，罗马人却要破坏以往珍惜重视、花费大笔经费购买的杰作后丟到河里。所谓的宽容，意为胸襟宽阔，能够接受別人的想法。罗马人心目中的德行之一「宽容」（tolerantia）精神，如今也随着艺术作品一起遭受破坏，让人拋到河里。





在罗马终点站附近，有一座俗称“Palazzo Massimo”的国立古代罗马美术馆。在其中展示的作品中，最美丽的据说是由普拉克希特雷斯原作，於哈德良皇帝时期仿造的阿波罗雕像。然而这座神像虽然美丽，全身上下却布满了以现代科技也无法去除的斑点。据说这座雕像是在西元1891年由台伯河里打捞上来的，之前在河里的污泥中长眠了一千五百年。雕像全身上下的斑点，就是千年来染上的污泥。美术馆中展示的其他雕像，多半是以复兴古代为号召的文艺复兴时期挖掘出的作品。虽说这些作品能提前结束长眠，但在地底下也至少待了千年以上。然而生在现代的我们特別前往美术馆所观赏的，也就是这些从长眠中甦醒的作品。至少在现代，这些雕像即使不让人信仰崇敬，也还能成为欣赏的对象。而且即使抱持这种想法，也不用害怕在异教或异端审判法庭上遭人宣判死刑。






阿波罗像（“Palazzo Massimo”收藏）









「卡匹杜里诺的维纳斯」




多年以来笔者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在这些历经千年长眠后让人挖掘出的作品中，有些保存的状况实在太完整。这个时候笔者总会想，其他雕像有的缺了手臂，有的少了一条腿，要留待后世的人为其弥补。为什么能有毫无缺损、没有斑点、四肢健全的雕像留存到现代？

在罗马的卡匹杜里诺美术馆中展示的「卡匹杜里诺的维娜斯」立姿像就是个好例子。而且这座维娜斯像并非唯一的特例。尽管在绝大多数雕像身上都能看到明显的破坏痕迹，还是有少数的雕像保存完整，只要将各个部位组装回去就能恢复原状，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在弃置千年后的样子。

每当看到这种雕像时，笔者心中都会浮现一个假设。那就是活在西元四世纪末的某些人，把这些雕像藏在石棺里头，埋在地底深处。

成为非法人员的神像如今已经是邪教的象征，民众必须依照皇帝的命令将其废弃。如果胆敢违抗命令的话，就会被政府抄家没收资产并判处死刑。然而当事人心中又舍不得破坏这么精妙的杰作、拋弃到河里。於是只好在自己家中的院子里挖个大洞，以布疋包裹住雕像，或者安置在罗马上流家庭常见的装饰用石棺里，再把雕像放到洞里掩埋起来，伪装成地底下没有任何东西。遥想这股宗教狂热的风暴迟早有一天会过去，雕像有一天会流入懂得其价值的人手里。

不过，要证明这项假设并不容易。虽说挖掘古代遗物的行为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之后长年没有进行严谨的学术挖掘工作，因此挖掘时的状况并未留下记录。要到二十世纪之后，挖掘过程才会留下绵密详细的记录。因此要证明这项假设，就必须留待将来。等有一天现代的考古学家幸运地挖掘到几近完整状态的雕像为止。在这之前，只有望着毫发无伤，或者小有瑕疵的雕像、雕刻作品，一边想像著这些作品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以几乎完整、大理石纹路没有受损的状况，存活过上千年的时光。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西元388年，是馨马库斯与安布洛修斯以上书狄奥多西的形式展开论战四年之后。对狄奥多西来说，这年是他花费五年时间后，镇压起兵造反，害死格拉蒂安皇帝的不列颠驻军司令马库希穆斯的那年。直到这时期，他才真正将帝国东方与西方完全纳入掌握。少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虽然还在世，但是就连名义上的辖区不列颠与高卢发生叛乱都无法处置，要仰赖负责东方的狄奥多西前来支援。因此如今帝国东方与西方，无异已经在狄奥多西的掌握之下。

这年四十一岁的狄奥多西以镇压叛乱，处死首谋马库希穆斯的功绩为由，首度造访首都罗马。不过这个人不像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那样四处参观罗马的名胜古迹。他一到首都随即赶往元老院议场，并且在聚集的议员面前，以疑问为型态，逼迫元老院议员做选择。皇帝当时是这样说的：






「诸位认为，罗马人的宗教是朱比特适合，还是基督比较好？」



据说当天馨马库斯不在场。四年前上书之后，尽管他年仅四十四岁还不到退出公共生活的年纪，但毅然辞去所有公职退出了时代潮流。不过这天与他出身、教育、公职经历相同的元老院议员已经全数到场。

当天讨论的过程如何，如今不得而知。在元首政治时期，元老院会将讨论的过程详细记录在《元老院议事录》中公开，然而这项制度也已经废除多年了。不管怎么说，无论议员如何讨论，他们也只有提出狄奥多西想要的答案。因此这天议员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给「基督」。





一千多年来让罗马人视为最高神的朱比特，如同活人一样地被宣告有罪。而从今以后，基督将代替朱比特坐上罗马人宗教信仰的宝座。同时，这也是以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宣言。

这件事情，也代表异教的最后一座碉堡罗马元老院沦陷在基督教的手里。从建国起与罗马人一同迈步的元老院，在历经一千一百四十一年的历史后，向基督教投降了。既然投降了，那么战败者的命运就要委交到战胜者的手中。结束投票的元老院议员大多数接受皇帝的要求，拋弃罗马传统诸神，成为基督教神明的信徒。





在这天的元老院会议中，出现一名牺牲者。这名人物受到议员尊敬，立场有如元老院议长。据说这名人物死于自杀。但是是在投票前死亡，或者在投票之后，则不得而知。如果是在投票前，则是以死抗议；若是在投票之后，则是不堪屈辱，但如今已经无法得知。

而从仅有一名议员自杀的现象，可以让人引发另外一项疑问。那就是当基督教徒受逼迫要拋弃信仰时，会有许多人宁可拒绝，选择殉教。而为什么希腊、罗马宗教不太会产生殉教者？

有不少研究人员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异教徒信仰不坚定。不过笔者认为事情不是这样的。问题不在信仰坚定与否，而是信仰的宗教性质不同。





关于宗教性质差异，简单来说如下所述。

一神教深信自己信仰的宗教是正确的，別人也应该前来信仰。

相对地多神教则认为，自己不信仰的宗教，只要有別人去信仰，自己也该认同別人信仰的存在。

而至於殉教，一如字面所述，是为了自己信仰的宗教殉死的行为，抑或不惜为宗教一死的决心。

一路整理这些观念之后可以得知，殉教是只有一神教徒才会产生的行为，对多神教徒来说是个难以接受的现象。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最像一神教徒的一神教徒已经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伊斯兰教徒。光是看双方阵营的自杀爆炸恐怖活动次数，就能理解到当年希腊、罗马宗教信徒为何没有人殉教。因为如果逼迫希腊人或罗马人放弃他们信仰的神明，他们能做的顶多只有脱身而出远离时代潮流。

西元十九世纪时，有一位史学家名叫布尔克哈特。这人生前发表过希腊时代、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罗马、西欧文艺复兴等许多历史著作。而这人针对希腊、罗马时代的宗教性质曾表示过下列意见。


「如果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等历任皇帝没有建立仅认同基督教，将其他宗教打为邪教的法律的话，希腊、罗马宗教可能会维系到现代。」



提到布尔克哈特之后笔者又想起来，因基督教获胜而产生的「牺牲者」，除美术以外还包括文艺在内。在这时期以后，包括首都罗马二十八座公共图书馆在内，全国各地无数的图书馆都陆续被封锁。罗马时期的公共图书馆藏书方式，反映了双语帝国的现状，将藏书分成希腊文与拉丁文分別收藏公开。问题是这些书籍的内容几乎全在描述异教的世界。随着图书馆封闭之后，藏书也渐渐失散，古代的智慧遗产就此失传。这些散失的书籍，同样要等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让人重新寻回。





西元393年，这年在异教与基督教的抗争历史上，除了罗马元老院宣告朱比特神有罪以外，还公布了另一项象征性的法律。那就是全面废除奥林匹亚运动会。废除的原因，系因为这项每隔四年於希腊的奥林匹亚举办的运动会，名目是献给天帝宙斯（拉丁文为朱比特）。古代的「奥运」特质，在于平常争斗不休的希腊城邦可以共聚一堂，无论胜者或败者都能在奥林匹亚较量体育。据说第一次举办的年份，可以回溯到西元前776年。而这项重大竞赛，也在历经一千一百六十九年之后落幕。因此西洋史上将西元393年视为「希腊、罗马文明正式结束的一年」。

顺带一提，现代奥运排斥战争中国家与战败国选手，因此笔者不认同他们是古代奥林匹亚运动会的继承者。




基督的胜利（对皇帝）



一切发展都如同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预期。在受洗后成为基督教徒的狄奥多西皇帝，就好像一头顺从的羔羊，在牧羊人安布洛修斯的意思之下，以唯有皇帝才能办到的立法程序，将罗马帝国推上基督教国家的目标。

然而，安布洛修斯还不满意。因为将神明与皇帝的关系在基督教徒面前公示的问题还没解决。换句话说，他必须确立基督教会对皇帝的优势。而为了达成这项目标，安布洛修斯不惜超越米兰教区的权限范围。





西元392年，花瓶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於二十一岁时遭刺杀之后，狄奥多西名副其实成为唯一的罗马帝国皇帝。可能在他心中也潜藏着想要当一个对帝国黎民公正无私的皇帝的想法。而这种想法以某一件事情为契机展露了出来。

在帝国东方的叙利亚东北部，天主教派信徒得知狄奥多西热心排斥异端之后得寸进尺，袭击摧毁了犹太教的犹太教会堂。狄奥多西向当地行政官员下令，必须严格惩罚犯人，并且令当地主教以教区费用重建犹太教会堂，捐赠给犹太教徒。

米兰主教得知这件事情以后，立即向皇帝送上书面严重抗议。书中表示以基督教会资产兴建异教相关设施，是对基督教的冒渎，也是侮辱全体基督教会。

不过狄奥多西深信自己的裁决公正无私，无视这项抗议。而不久后他因公事必须前往米兰时，米兰主教可没有放过机会。





确认狄奥多西坐在贵宾席位上以后，安布洛修斯主教开始向坐满教堂的信徒大肆抨击犹太教。并极力主张因耶稣牺牲而获得的救赎，对象不包括犹太教徒。理由是犹太教徒盲目，不能理解耶稣传述的真理。同时他以坚定的语气向狄奥多西强调，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忘记天神赐予的恩惠。这里的「不能忘记天神赐予的恩惠」，可以改写成「你以为是谁让你坐在皇位上的」。

狄奥多西只好撤回惩诫袭击犹太教会堂的犯人，以及由基督教会出资重建犹太教会堂的命令。而且在表示撤回命令的公告之中，还追加表示这是在接纳米兰主教忠告后做的决断。这等于宣告，从今以后罗马帝国法律对非基督教徒的保障将有其限制。换句话说，非基督教徒的罗马公民，从此以后无法期待获得与基督教徒公民相同的帝国法律保障。原本罗马法无论宗教信仰保障全体公民，如今也成为过去了。





主教对皇帝的威力，日后又借由其他机会展示。在希腊的帖撒罗尼迦发生的事情又给了安布洛修斯机会。

事情的开端，起于汇集民众喜好于一身的战车赛驾驶因某件小事入狱。大批赛车迷湧向警局，要求释放他们心中的偶像。然而群众遭到拒绝后怒气失控，演变成暴动杀害帖撒罗尼迦长官与多位行政官员的命案。

狄奥多西接获报告之后，判定这是群众暴动，因此下令出动军队武力解决。暴动虽然成功镇压，但过程中有许多居民牺牲。

安布洛修斯这时又向皇帝送上书面抗议。书中表示军方镇压是超越限度的残酷行为，因此造成许多无辜民众牺牲，下令镇压的皇帝应该为此负责。接着他表示，皇帝为了清偿罪孽，有必要公开表示赎罪的意思。在赎罪完毕之前，禁止接近天神的祭坛。亦即，如果不公开赎罪，狄奥多西就进入不了神明居住的教堂。





狄奥多西皇帝在收信之后抵抗了八个月。不过八个月以后，皇帝终于表示愿意和解。

公开认罪请求教会原谅的行为，在基督教会中自有一套「公开忏悔」的过程。必须历经一连串程序之后才能获得原谅，重新拜领圣体。一般信徒完成这套程序所需的期间相当长久，过程中要表达忏悔的行为种类繁多。亦即，赎罪并非容易的事情。然而一旦身为皇帝，这部分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省略。






狄奥多西




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把代表皇位的任何事物，比方说衣服上刺绣的皇帝徽章、头上戴的皇冠、装饰满宝石的长剑等通通脱下，以一身朴素的衣服站在教会前祈求原谅。过了一会以后，面前的大门才敞开，主教从教堂里走了出来。主教这时穿着一级礼服，头上戴着点缀满宝石的主教冠，身上披着绣满金线银线的豪华披风。主教走向下跪求饶的罪人，问他是否决心悔悟。而罪人以谦虚的口吻表示忏悔的意思。等到结束这段过程之后，罪人才能再度进入神明的房屋。其后则前往祭坛之前，由主教赐予一份小小的面包，亦即重新拜领圣体。

罗马帝国皇帝与米兰主教上演的这出戏码，就在教堂里里外外的群众面前展开。若说要向现世群众展现神明的威风，只怕找不到更好的舞台了。

这个场面，让人联想到代表中世纪的一个事件「卡诺沙的屈辱」。西元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被迫前往义大利中部的卡诺沙，向教宗葛雷果七世请求原谅。当时皇帝在大雪中站了三天三夜，因而史学家将其称为「卡诺沙的屈辱」，而原来前奏已经在七百年前的这时候开演了。





正因为有陷入这种局面的危险，因此君士坦丁大帝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才会将洗礼延期到临终前。然而狄奥多西在病危意志薄弱时，让前来硬性推销的帖撒罗尼迦主教说动，三十出头就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一旦成为教徒，就连皇帝也只不过是一头「羔羊」。而「羔羊」无论如何绝对无法战胜「牧羊人」。

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想必正确无比地掌握了基督教与世间权力的关系。既然皇帝能爬上其地位行使权力，全仰赖神明认同，那么只要主教负责将天神旨意传递给人类，就连皇帝也都无法违逆主教。这就是双方关系的真相。对这个四十多岁时受洗礼，由高等官僚转职成为主教的人来说算是眼光独到了。或者正因为他有这种职业经历，因此才有办法洞悉其中的真正关系。

狄奥多西於西元395年因病逝世。皇帝逝世时才四十八岁，以当时的标準来说也算不上得享天年。而比皇帝年长十七岁的安布洛修斯，则向皇帝送上了一篇颇有感情的祭文。尽管祭文中大肆称颂狄奥多西对基督教会有多大贡献，笔者在阅读时，总忍不住要微微苦笑。因为这篇祭文，正是当自己在背后牵丝引线操弄的玩偶死后，在表面上毫无痕迹地，将一切功绩推给死者大肆赞扬的最佳祭文范例。狄奥多西皇帝过世后由安布洛修斯送上的祭文，同时也是绝佳的「身分证明书」。既然西元四世纪末基督教会首席掌权者米兰主教出面保障，基督教会也就愿意将原本只献给君士坦丁皇帝的「大帝」称号再度奉上。





在狄奥多西皇帝逝世两年后，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以六十七岁的高壽逝世。逝世时在他二十多年来作为根据地的米兰，受到大批满眼泪水的信徒围绕。自从他四十四岁受基督教会挖角成为主教以来，享有当时任何主教都无法享受的二十三年长期政权，并在逝世前亲手掌握了整个基督教会。而且这名功力卓越的实务家，在二十三年任期中不光是对皇帝发挥影响力而已。日后基督教会有许多成为基础的规定，也是在这个人手中奠定的。

只不过，虽说奠定了教会诸般规范，并不代表以往没有范例而要等他亲手创造。他只是将以前就存在的许多规定重新整理统合之后，建构成一个完整架构。不过实际上，基督教会在这个人手中也变换成一个新的组织。若要列举他做的改革措施，则如下所述。

一、确立对异端，或者对程度尚未到异端但是思想不同的人的论战与斗争方法。

换句话说，这有如言论武装用的使用手册。无论古今中外，使用手册适用于万人的事实倒是没有改变。当他在攻击某个怀疑圣母玛莉亚处女性的祭司时，这本手册确实发挥了极大的威力，证明其实效性。

二、确立以增进神职人员阶层伦理为目的的方法论。

三、确立将修道士与隐士编制入教会组织的制度。

四、确立以民众为对象的宗教教育方法论。

五、重新编组教会所举办的各项仪式，亦即教会仪典制度。

六、重新组织针对失业民众与孤儿，由教会组织推动的慈善事业。

七、确立殉教者信仰的理论层面。

除此之外，最具独创性，而且有助於基督教普及的，就是安布洛修斯所创立的圣人信仰。





人类在遇到需要依靠时，会寻求宗教协助。不过想要寻求帮助的理由，常常会是让人觉得对唯一真神难以开口的生活琐事。以往连夫妻吵架，都会有专职的守护神，只要向守护神祈求就好。然而在一神教当道的现在，掌管夫妻吵架的女神比莉普拉卡已经成为非法分子。可是这种事情，又难以向唯一真神与其子耶稣基督祈祷。难道没有能够更轻松开口求助的神明吗？

安布洛修斯为了众人这个单纯健全的愿望，想出了一套因应措施。

基督教只认同一位神明。因此既然不能让以往的诸神复活，基督教会有必要找到新的守护者。尽管教会认同遭压迫时代中的殉教者信仰，由于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镇压政策并不连贯，而且不够彻底。唯一的例外是戴克里先皇帝的镇压政策，但是也仅持续了三、四年。因此即便凑合所有殉教者，也无法满足民众的期望。

因此，安布洛修斯想到的方法是尽量生产圣人。不过升格为圣人需要教会核准，认定基準也当然是适合成为基督教徒模范与否。

由于这些人是在一神教世界中成为众人崇敬的对象，因此名称不像多神教时代那样称为「守护神」，而是「守护圣人」。不过至少安布洛修斯达到目的，完成要保住一神教体系，又同时满足民众期望的目标。

随着时代演进，圣人的数量也陆续增加。到了近代以后，连老婆被拐跑的男人都有了守护圣人。圣人的人数陆续不断增加，最后产生将一年中的每天都列为圣人纪念日还不够分配的现象。於是教会将分配不到日子的圣人聚集起来，制定一个献给所有圣人的纪念日。这天是11月1日，我们亚洲人将其翻译为「万圣节」。





在稳固基督教会的存续基础之后，想必安布洛修斯能够安然逝世。而这名创设圣人体系的一流实务家，在死后也很快地成为自创体系的一部分。教会认为他对基督教有无数的贡献，因此将其列入圣人之中。所以在西洋史上，他的名号就成了「圣安布洛修斯」。





据说因为与这名圣人展开论战而在史上留名的馨马库斯，在对手安布洛修斯过世五年后才结束人生。从他退出公职的时期起算，已经是十四年以后了。

他在生前得知元老院宣判最高神朱比特有罪，也知道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事情。此外，在传言之下，想必他也知道罗马皇帝向主教屈膝下跪的事情。同时，他也亲眼看到狄奥多西病逝之后，罗马帝国分裂成东罗马与西罗马的现象。

尽管最后一败涂地，然而这个人身为罗马文明的最后一名旗手，只可惜后世的人无法得知他如何看待这股时代潮流。一来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再者即使当时只能将信仰潜藏在心中，已经没有人会在意终身身为异教徒的男子心中想些什么了。

馨马库斯留下了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在罗马七座山丘之一柴利欧丘挖掘出来的。研究人员表示，可能他的住宅原本位于柴利欧丘。这座石碑是馨马库斯过世后，他的儿子为了纪念生父而建的。毕竟他长年远离公共生活，又曾向皇帝送上异教色彩如此浓厚的书信，的确不可能将纪念碑竖立在公共场所。

这座石碑如今迁移到坎比德利欧丘陵上。在一分为二的「卡匹杜里诺美术馆」之间，由罗马市政厅所衔接。市政厅下方则是以罗马时代的「古文书库」改装的画廊，用于展示大量的古代石碑。只不过除了对罗马史十分有兴趣的人以外，一般人不大可能知道馨马库斯的名字。因此馨马库斯的纪念碑只是放在由能够瞭望罗马广场的高台往下坡走的阶梯下方一角。光是抚摸冰冷的石碑，就能让人觉得好似从现代立刻回到古代。静静伫立的馨马库斯石碑更是具备这等力量，尤其是在深秋之际，米兰的史卡拉剧场即将开演的季节里。






馨马库斯纪念碑







东西分裂



狄奥多西皇帝於西元395年逝世以后，帝国分割成两份由两位儿子继承。当时十八岁的长子阿卡狄奥斯继承东罗马帝国，只有十岁的次子霍诺里乌斯则继承西罗马帝国。

这一次罗马帝国是决定性的遭到分割。以往的皇帝尽管分別统治不同地区，但毕竟只是分担职责，罗马帝国还是统一国家。 因此笔者在书中必须不断强调「帝国东方皇帝」或者「负责帝国西方统治」等等字眼。不过在西元395年之后状况就不同了，只要直接写「东罗马皇帝」、「西罗马皇帝」就可以。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虽然没有变成两个毫不相关的国家，但已经失去以往的衔接性，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而就在东西分裂的状况之下，罗马帝国进入西元五世纪，也是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同时这也是皇帝的女儿出嫁异族族长的世纪。






狄奥多西在位十周年纪念银盘 自从狄奥多西之后，罗马皇帝的塑像也像圣人一样在头部后方以光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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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罗马市区的南端，有著目前全球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圣乔梵尼拉提拉诺教堂。西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击倒政敌马克森提斯进入罗马市之后，首先下令兴建的就是这座建筑。梵谛冈的圣保罗大教堂同样也是在君士坦丁的命令之下兴建的。不过开工时间在十二年后，西元324年他击倒最后一名政敌利齐钮斯时。顺带一提，君士坦丁大帝在历史上享有「大帝」的称号，在于他是首位承认基督教地位的罗马皇帝。兴建圣乔梵尼拉提拉诺教堂的时间，比认同基督教存在，通称「米兰敕令」的法令颁布时期还早一年。

基督教的教堂，尤其是初期基督教的古代教堂，通常修建在因坚守教义而殉教者的坟墓上。例如梵谛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就是修建在传说中基督门徒彼得殉教的地方。与圣彼得、圣乔梵尼同为罗马四大教堂之一的圣保罗教堂，俗称叫做“fuori le mura”（城墙外），这是因为据说教堂是兴建在圣保罗殉教的城墙外侧马路边上。





只不过，圣乔梵尼拉提拉诺教堂的缘由不同。这个地区紧临在城墙边，以往被人称为拉提拉诺区。与君士坦丁争夺权力失败的马克森提斯皇帝，其麾下的骑兵军团营区就位于此处。对于政治眼光犀利无比的君士坦丁来说，破坏反基督教的政敌势力基础，在其上修建基督教教堂的行为，也就是身为战胜者的自己，向原属马克森提斯派的罗马市民示威的行为。同时，这也是一年后将颁布的「米兰敕令」的前奏曲。

也因此，圣乔梵尼拉提拉诺教堂并非普通的教堂，而是由君士坦丁皇帝馈赠给罗马主教的枢机主教教堂，亦即引领「羔羊」的「牧羊人」居住的官邸兼办公处。西元314年教堂完工不久后，当时的罗马教宗随即搬迁到圣乔梵尼拉提拉诺教堂之中。直到西元1309年发生「亚维农俘囚」事件，教宗被法国国王绑架为止，千年来圣乔梵尼拉提拉诺教堂一直都是罗马教宗的居所。

「亚维农俘囚」事件结束之后，教宗的居所迁移到圣彼得教堂。不过罗马的枢机主教教堂地位至今还是属于拉提拉诺教堂。而罗马教宗至今依旧兼任罗马主教，每当新任教宗上任时，第一个要拜访的就是这座教堂。






今日的圣乔梵尼拉提拉诺教堂




历经一千七百年历史之后，教堂在这漫长的时光中改建过无数次。如今教堂无论内外，都是标準的十八世纪巴洛克风格建筑。不过，既然是教堂，自然要用于祈祷或举办弥撒，以及举行洗礼、葬礼、婚礼等仪式。由于地坪过度宽广，又有熙熙攘攘的巡礼者和观光客，因此教堂提供部分主教官邸，给申请举行私人仪式的信徒使用。我之所以看到那段文字，就是在出席友人女儿的婚礼会场上。

结婚典礼这种事，对于跟新郎新娘双方都不熟的宾客来说，真的没有特別深的感触。更何况举行仪式的小礼拜堂，平常是不对外开放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的视线开始在墙面上游走，就是在这时注意到面对祭坛右侧的墙面上描述的这段文字。

CHRISTUS VINCUT

CHRISTUS REGNAT

CHRISTUS IMPERAT

这三句拉丁文文法有误，会让拉丁文教师想拿起红笔修改，而其含意如下：

基督教获胜

基督教君临

基督教统治

当时笔者无心听神父说教，心中只想着一件事情。如果把“CHRISTUS”换成了“ROMANUS”的话，这几句话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罗马人获胜

罗马人君临

罗马人统治

一旦主词换人，那么战胜的对象、君临的形式、统治的方式，当然会随之改变。而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差异，也显现出古代与中世纪的特质差异。






东西分裂后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最后的罗马人






（西元395~410年）






东西分裂



西元395年1月，罗马皇帝狄奥多西驾崩。对当时的人来说，享年四十八岁未免太短命，不过他并非阵亡也非遭到刺杀，而是病逝的。在位的前四年，他与格拉蒂安皇帝共同分担帝国东西方的统治；其后的十二年，单独承担帝国的实质统治职责，在一生中的最后十六年中繁忙不堪。「皇帝」（Imperator）一词的起源，原本是赠予率军防卫国土的凯旋武将的尊称。而他也是最后一位值得如此尊称的罗马皇帝。在位十六年之中，只要一听到敌军入侵的消息，他会立即率军赶往帝国各处主持防御。狄奥多西逝世时身在米兰，是因为直到前一年他还在指挥军队讨伐高卢的篡位分子，可能是在进入冬令营区后，长期累积的疲劳一下子全部发作的缘故，所以在1月时逝世。

然而，亲自率军保障国民安全的想法，却是不折不扣的罗马式思维。

君士坦丁承认基督教的存在，因而获得「大帝」的尊称。继君士坦丁之后，狄奥多西是第二位被称为大帝的皇帝。而他获颁这项尊称的原因，同样在于他戮力振兴基督教会。

君士坦丁生于西元四世纪初期，因此必须在表面上维持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信仰平等，但是他因而获得了「大帝」的尊称。而活在西元四世纪末期的狄奥多西，则是根据标準的一神教作风，彻底排斥镇压异教、异端，因而获得「大帝」的称号。当然，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这位强力「牧羊人」的存在同样不可忽视。安布洛修斯在狄奥多西的葬礼上，发表了下列的演说：


「狄奥多西皇帝并未离世，而是透过两位皇子存在于人间。在天上的父亲，将寸步不离的守护著留在地上的两位儿子。因此官兵与公民必须像是对先皇一般的，向两位年轻的继承者效忠。」



在狄奥多西皇帝身后，由长子阿卡狄奥斯与次子霍诺里乌斯继位。这时长子阿卡狄奥斯已经年满十八岁，但次子霍诺里乌斯只有十岁。除了两位皇子以外，狄奥多西与担任过四年共同皇帝的格拉蒂安的异母妹妹嘉拉之间生有一个女儿。推测在父亲过世那年，这位公主约为五、六岁。





西洋历史上的定论认为，西元395年狄奥多西逝世之后，罗马帝国也就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了。不过，这只是事后发展出的结果。狄奥多西打从一开始，就不希望把帝国分裂成东西两国，由两个儿子个別继承。

将帝国分成东西两区，由不同人物统治的方式，起源自西元三世纪末期的「四头政治」时代。当时帝国进入了不同蛮族在边界同时入侵，在不得已之下必须由不同的领袖分头应对的时代。因此，狄奥多西将帝国东方交给阿卡狄奥斯，将帝国西方交给霍诺里乌斯继位时，并非打算将帝国分割成东罗马与西罗马帝国，只是遵循长年来由复数领袖个別承担东西方统治的做法而已。同时想必他也认为由亲生兄弟共同分担统治责任，会比两个外人合作还来得有效果。





实际上，狄奥多西在临终时，把两位皇子同时讬付给史提利柯将军监护。如果他打算将帝国分裂为二的话，两名皇子应该会讬付给不同的武将。相信从这点就能证明，狄奥多西在世时从未考虑过将帝国分裂为二的想法。

不过，狄奥多西的想法没有受到后人继承。罗马帝国的统治不是往分担的方向发展，而是往分裂的方向推演。其第一项主要原因，在于亲兄弟之间未必感情就能融洽。第二点在于，统治东方的阿卡狄奥斯身边有许多高官期望与西方分裂，在需要派兵支援西方时会从中作梗。只不过对臣子来说，先帝的遗志是必须优先遵守的事情之一。因此在狄奥多西逝世之后，帝国并未随即分裂。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对立，就好像黎明时分的景物一样，随着时间发展逐渐清晰。而这项情势也给当事人带来许多不幸。因为必须在混乱不明的情势下共同行动时，双方之间最容易产生误会。





尽管身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狄奥多西好歹担任过十六年的皇帝工作。想必他不认为在自己身故后，两个儿子的未来只要依靠透过主教口头传递的天神眷顾，以及自己在天之灵的守护就没问题。所以他将两个儿子，讬付给对他来说贤能又忠实的左右手史提利柯。

根据义大利的罗马史研究人员帕里贝尼的评论，当时十八岁的阿卡狄奥斯与十岁的霍诺里乌斯，是这样的人物：


「随时居住在皇宫之中，远离民众，与民众没有任何接触。官兵之中没有任何人看过自己的最高司令官策马率军的身影。这两人能攀上皇位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是前任皇帝的儿子。」








狄奥多西朝家谱（主要人物）







阿卡狄奥斯担任了十三年的东罗马帝国皇帝，而霍诺里乌斯在西罗马的皇位上更是安稳坐了二十八年。由此可见基督教端出来的「君权神授说」，认定凡间的最高权位者系因天神期望才能拥有权力的理论，对掌权的人来说是多么有利。那种由菁英机构元老院（senatus）以及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民众（populus）委由皇帝代理施行政权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

尽管狄奥多西皇帝在位的十六年中几乎全过着戎马生涯，似乎他在生前便已看穿自己的两个儿子没有军事方面的天分。所以他才在临终时将后事讬付给史提利柯将军。史提利柯这个姓氏在罗马史上是个陌生的名词，那是因为这名将军出身於汪达尔族，在当时的罗马人眼中看来，是蛮族出身。




罗马人与蛮族



在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西元五世纪之中，无论是否为日耳曼裔，「蛮族」（barbarus）的重要程度要比以往的时代更加重要。然而总称为“barbarus”的蛮族又可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至少从父亲一代就在罗马军中服役，与罗马产生关连，并且利用继承父亲的罗马公民权，以及父亲所建立的罗马帝国人脉，在罗马帝国内部累积资历的蛮族出身人员。如果要模仿今日的「移民第二代」的说法形容的话，这些人就是蛮族第二代。

第二种，则是居住在出身部族之中，受族长的统领，同时又与罗马帝国维持「同盟部族」的关系。同盟部族这个名词，是直接由当时常用的拉丁文名词“foederatus”翻译得来的。

这种同盟关系的约定之中，罗马保证於帝国国内提供蛮族居住区域，蛮族则与罗马军方共同作战，击退其他的入侵蛮族。由于这是一种雇佣关系，因此要由罗马方面提供酬劳。蛮族方面，则是在获得居住地与薪资的保障之后，依约不去侵袭掠夺罗马帝国的其他土地。






西元四世纪末期的蛮族分布




在罗马帝国威震八方的时代里，由皇帝担任总指挥的军队中一样看得到受聘服役的蛮族身影。只不过在当时，政府没有必要向与罗马官兵共同作战的蛮族提供集体居住用的土地。而且无论是罗马人或蛮族，都没有人认为有必要事前约定蛮族不得侵袭罗马帝国的其他领土。西元三世纪为止的罗马与四世纪以后的罗马，虽然名称同样是罗马帝国，内情却大有不同。或许我们可以简化来说，在西元四世纪之后的罗马史中，罗马人与蛮族已经交换攻守主导权了。

至於第三种蛮族，在他们眼中看来罗马帝国只是个侵袭掠夺的对象，因此双方关系相当浅薄。在仅有入侵掠夺，带着财宝俘虏扬长而去的时代里，罗马方面还勉强有办法应付。到如今进入烧杀掳掠后盘据领土的时代，罗马方面也就穷于因应了。这种蛮族系遭到远从亚洲西进入侵的匈族推挤迁移，而匈族不但同样属于第三种，更属于非日耳曼裔的类別。





而且到了这个时代，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也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了。

第一种蛮族，绝大多数信仰在君士坦丁大帝主导的尼西亚公会议中认定为正统，別称三位一体派的基督教天主教派。

相对的，第二种蛮族绝大多数则是基督教奥里斯教派信徒。可能因为在尼西亚公会议之后，奥里斯教派的神职人员成为「异端」，不仅宗教活动受到妨碍，更有大量人员遭驱逐出境。而上述现象，则是神职人员於罗马帝国境外向蛮族热心传教的结果。

至於第三种蛮族的宗教信仰，无论是日耳曼裔也好，亚洲裔也好，同样都属于「异教」。而且这些人信仰的「异教」，可不是希腊或罗马人信仰的传统宗教。日耳曼裔依旧信仰日耳曼人长年信仰的神明。在北方蛮族的「异教」信仰中，至当时还看得到受罗马人厌恶，早在七百年前就绝迹的活人祭品。





西元四世纪的蛮族大致可分成上列三种，然而三种蛮族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常有原属于第二种蛮族的族长，为了某些因素感到不满，摇身一变成了第三种蛮族。而属于第三种蛮族之中，也有不少部族因为遭到其他势力推挤无处安身，只好转型成为第二种蛮族。

亡国，并不是默默过日子的人民，静静面对国家末日的现象，而是宛如遭受强风吹袭的波涛，汹湧起伏、剧烈拍打迸出白色泡沫般，社会失去控制互相流动的结果。而罗马帝国最后的主角之中，不分前述的第一、第二，或第三种人，大多数都有「蛮族」这项共通特色。




史提利柯将军



史提利柯将军属于让人称为「罗马化蛮族」的第一类蛮族。他的父亲出身於汪达尔族，母亲却是罗马人。说不定史提利柯的母亲出身於“Pax Romana”（罗马和平）还能发挥功能时，於帝国边境定居的庄园世家也不一定。毕竟罗马人自古就不认为与异族通婚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在过去，以图拉真皇帝为例，混血儿通常是由罗马官兵与异族女子通婚所生。而到了西元四世纪之后，蛮族男子与罗马女子的通婚组合却成为主流。连在婚姻方面，罗马人也失去主导权了。

罗马帝国的社会是父系社会，即使母亲出身蛮族，只要父亲是罗马人，那么儿女也自然是罗马人。相对的，若母亲是罗马人但父亲出身蛮族，那么儿女终身将背负「蛮族」身分。尽管史提利柯将军取了罗马式姓名，自称是弗拉维斯·史提利柯，当时只怕没有人把他当罗马人看待。例如原为义大利出身的罗马人，但长年定居巴勒斯坦，留下拉丁文《圣经》等诸多研究著作的圣歇洛尼亩斯。虽然圣歇洛尼亩斯没有把史提利柯视为「蛮族」，但也留下书面称呼史提利柯为「半蛮族」（semi-barbarus）。顺带一提，这两个人虽然身处不同领域，但活在同一个时代。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后世的史学家却把这名“semi-barbarus”形容为「最后一位罗马人」。在录用异族时毫不犹豫的朱利斯·凯撒，以及其后的元首政体时代皇帝在天之灵如果得知，不知道会做何感想。也许他们会说，这正适合成为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结局。





话说回来，对于帝国末期的罗马人来说，史提利柯毕竟不过是个「蛮族」。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他的出身地，只知道他大约出生于西元360年，也无从得知他的父母亲叫做什么名字。目前已知的是，他的父亲曾率领骑兵团，当瓦伦士皇帝在世时已经在罗马军中服役，以及他的母亲是罗马人。然而，尽管父亲不是罗马军司令官，母亲也并非出身罗马名家，「半蛮族」史提利柯出人头地的时期却挺早。而且他不像大多数与他出身类似的人一样，在军团中累积军功熬出头；也不是在皇宫内部以行政官僚身分累积经历。实际上，我们根本无从得知这名「半蛮族」二十三岁之前在哪里做过些什么。可以确信的是，他在这段期间内获得狄奥多西皇帝的赏识。而狄奥多西皇帝长期身在行伍，多的是与麾下武将儿子认识的机会。





这位从姓名就看得出来非罗马人的汪达尔族青年出现在历史舞台时，正值西元383年，当时只有二十三岁。我们可在那年前往波斯交涉互不侵犯条约的使节团中，发现这名青年的身影。有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应该是狄奥多西皇帝亲自选定的人事。不过尽管如此，以他的年龄来说应该无法担任首席代表。可是最后却是由这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带领著由年长高官组成的使节团，完成这项困难的交涉工作。

从事外交交涉工作时，必须拥有与对方互相寻求妥协点的弹性，同时还需要坚持底线绝不让步的毅然态度。自从这场外交工作之后，弹性与毅然成为当代人提及史提利柯时一定会使用的形容词。

即使在罗马帝国问题不多的时代里，能在小幅度让步之下，与濒临东边国界的大国波斯取得互不侵犯协议，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何况这年是负责帝国西方防卫工作的格拉蒂安皇帝遭到杀害的那年。也就是说，整个帝国的防卫工作，顿时全部落在狄奥多西一个人身上。当史提利柯缔结条约，回到首都君士坦丁堡述职时，皇帝当然会满脸喜色的迎接他。





在史提利柯回国述职不久之后，狄奥多西皇帝任命其为「皇帝卫队队长」（comes domesticorum），借此回报他的功劳。光是这场升迁，已经是相当优渥的待遇，而狄奥多西还更进一步的把史提利柯引进皇室之中。

狄奥多西有个弟弟，在这个弟弟逝世之后留下了一个女儿，名叫赛蕾纳。日后皇帝收养了这名姪女，使得赛蕾纳能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中，过着有如皇帝独生女的生活。这时，狄奥多西的亲生女儿嘉拉·普拉齐达还没出生。

狄奥多西皇帝将赛蕾纳正式收为养女，并把养女嫁给了史提利柯。这名蛮族出身的青年，就这样成了皇室的一员。在罗马时代，这种关系就叫做“parens”，是义大利文的“parente”、英文的“parent”的语源。在走入绝对君主政体的罗马帝国后期里，成为绝对君主的亲戚，已经不仅带有私人性质，同时也具有公共性质了。

皇帝与这名蛮族出身的青年之间，年纪差距约为十三岁。想必两人之间的感情不像是父子，而像是伯父与姪子。将收为养女的姪女嫁给史提利柯之后，狄奥多西与史提利柯之间也就真正具有伯姪的关系。而他们除了「血缘」以外，「感情」之间也成了“parens”。这时狄奥多西三十六岁，而史提利柯二十三岁。





至於由皇帝赐给蛮族青年的妻子赛蕾纳，她与伯父同样出身於西班牙，是个身材修长的美人，而且能理智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东方色彩浓厚的君士坦丁堡皇宫中，是个特异的存在。

要说特异，史提利柯在中东、埃及、希腊出身的男子之间想必也显得特异。史提利柯从父亲身上继承了日耳曼民族高大结实的体格，以及正直的处世态度；同时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拉丁民族那种能保持格调又能与任何人坦诚相处的气质，以及自然又落落大方的姿态。从日后史提利柯与赛蕾纳的人生看来，两人之间似乎有超越政治关系的男女爱情存在。在这场婚姻之中，他们生有两名女儿与一名儿子。

长子海拉克留斯与狄奥多西皇帝的次子霍诺里乌斯年龄相近，经常以皇子的同学身分一起参加宴席。另外，霍诺里乌斯的母亲早逝，也是由史提利柯的妻子赛蕾纳代理母职扶养长大的。





史提利柯既然成为皇帝安危的负责人，之后自然狄奥多西走到哪，他就必须跟随到哪。既然长期待在身处沙场的狄奥多西身边，即使史提利柯以往的军事经验不够，如今想必也多的是学习军事事务的机会了。而且史提利柯积极投入作战，在讨伐杀害格拉蒂安皇帝、盘据高卢的篡位者马库希穆斯时，衔命率领一支部队，并且成为当天获胜的原动力。这时，史提利柯二十八岁。后来他在迎击大举入侵的西哥德族时，获得了辉煌战果，成功击退敌军。当时获胜的功劳也归在他身上。这时史提利柯已经三十一岁了。

不久之后，狄奥多西升史提利柯为「军司令官」（magister militum）。在罗马帝国末期，“magister militum”可说是历史的主角。这个地位的人不仅要在由兼任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指挥的作战中负责部分战区，许多时候，还要担任皇帝派遣部队的总指挥。亦即，这是率领上万人马的前线军事领袖地位。对一个刚年满三十，而且出身蛮族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破格晋升的好待遇。





晋升速度如此飞快，即使过程系凭借无可否认的实力，也一定会因此树敌。在帝国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已经有许多高官对史提利柯反感。如果要以插图表示的话，当时的状况应该如右下图。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深受东方专制君主宫廷影响，在相当於官邸部门中担任行政工作的官僚，有许多职位由“Eunuchus”（宦官）占据。至於在兼做公邸的皇宫「深宫」，亦即在皇室私用区域工作的人，只要是男性，则几乎全是“Eunuchus”。




原本担任行政工作的人，就有看不顺眼军方人员的倾向。尤其对“Eunuchus”来说，这种倾向更加明显。遭净身的人只是失去生殖能力，不等于有同性恋倾

向。对这种人来说，有男子气魄的男人既是憧憬的对象，同时又是嫉妒的对象。这里所说的嫉妒，定义为对条件较自己优越的对象抱持仇视心态。

狄奥多西皇帝一来有率军出征的必要，二来基於个人的性格，因此不会受皇宫内部的阴谋诡计摆布。而史提利柯多半的时间都随着皇帝远离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在外南征北讨。不过史提利柯能够不直接暴露在宫廷人员的反感与嫉妒之下，还是要多亏他身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内的妻子赛蕾纳。因为赛蕾纳利用皇帝养女以及皇位继承人乳母的身分，为史提利柯竖立挡箭牌。




监护人



十二年过去，到了对史提利柯而言将决定命运的年分——西元395年。

狄奥多西皇帝似乎一进入冬令营区就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他在营区内发佈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史提利柯升迁为「军总司令官」（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军司令官」还有一定的人数，然而包括在波斯国界附近担任帝国东方防卫责任的将领在内，整个罗马帝国只有两名「军总司令官」。另外，狄奥多西将他留下的两个儿子，以及两个儿子要背负的罗马帝国，讬付给将满三十五岁的「半蛮族」。

这两项措施，都由狄奥多西在临终前，对着病床周围的高官将领直接发佈。一来是为了向群臣明示这是正式的政策以及遗言，再者是为了让将领与高官对讬付给史提利柯的遗言作证。

狄奥多西应该是真心信任与仰赖史提利柯。但在同时，狄奥多西也有他的打算。那就是无论史提利柯多讲信义又有才干，蛮族出身的条件只怕会让他终生无法觊觎罗马帝国的皇位。

在当时，确实有蛮族出身但在罗马军中晋升的武将谋反，杀害在上位的皇帝。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当事人会躲到幕后，而改由「罗马人」登上皇位。这是因为在当时，一般大众还是不能接受由「蛮族」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权位者。在这种情况之下，史提利柯是讬付两名皇子的最佳人选。





当西元395年1月17日狄奥多西逝世之后，受讬后事的史提利柯正指挥着罗马军中最精锐、数量也最多的部队。当狄奥多西皇帝决心整编部队，用于扫荡帝国西侧的敌人时，除了原本驻扎西方的部队之外，由于当时与波斯关系良好，因此又从帝国东方驻军中挑选精兵参战。而史提利柯就任「军总司令官」之后，也就直接接收了这些部队。

换句话说，西元395年时，全罗马帝国最精良的部队正掌握在史提利柯手中。而身为这些部队最高司令官的两名皇帝，分別是十八岁与十岁。史提利柯如果有那个意愿，大可把两名少年踢下龙椅自己登上皇位。至少如果想拿下由十岁皇帝继承的帝国西侧的话，那可说是十拿九稳。这年史提利柯三十五岁，妻子是前任皇帝的养女赛蕾纳，亦即他拥有在这种局面下有效的王牌。可是史提利柯不但没有这样做，甚至没做出观望局面的小动作。

这种男子，绝对无法避免遇上对其地位与权力感到不满的敌人。不过相对的是，往往也容易获得崇敬。因为史提利柯正是典型会让男人为其著迷的男子。当时为史提利柯深深著迷的，是埃及出身的诗人克劳狄亚努斯。




「现场证人」



在现代，大多数人一听到「诗」（poema），就会认定这是主观表述作者感动或情绪的韵文文学作品，亦即所谓的抒情诗。而「诗人」（poeta）就是按照韵脚写作抒情诗的人了。其实「诗」原本是由抒情诗、叙事诗、戏剧诗三种大类构成的文学形式，不是只有抒情诗才叫做诗。在古代，於剧场上演的悲剧、喜剧也被视为「诗」的正统领域之一。所以说，诗人可以形容是选择以文章作为表现方式的人。克劳狄亚努斯虽然出身於埃及，但他所热爱的却都是叙事诗人，例如希腊的荷马以及罗马的维吉尔。

克劳狄亚努斯的生年不得而知，不过创作活动集中於西元394年至404年之间，由此可推断他应该年龄与史提利柯相近，或者处於狄奥多西和史提利柯之间。他的作品几乎全在叙述史提利柯的故事。而从字里行间来看，不像是年纪较轻的人叙述年长者的文章。此外，也不像宫廷诗人向主人献媚的作品。对这名诗人来说，史提利柯是否出身北方蛮族都无所谓，一样是救国的英雄。对出身埃及，却深信自己是罗马帝国公民的克劳狄亚努斯来说，史提利柯是保家卫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面盾牌」。

有人表示，这是对史提利柯著迷的人写下的资料，缺乏客观性。这确实有点道理。不过若不是这名诗人留下记录，那么史提利柯最后不仅要以乱臣身分蒙冤而死，连在历史上的评价都要靠反对者的说法定调。克劳狄亚努斯的著作发挥了中和效益，使得后世得以获得双方留下的讯息。毕竟这名诗人在西元395年到404年这九年之间，一直待在史提利柯身边，为这名蛮族出身的将军行止做现场证人。





狄奥多西皇帝逝世时身在米兰。这是因为西元四世纪的皇帝，把罗马帝国西方的根据地从罗马迁移到米兰。迁移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点，若要率军赶往饱受蛮族侵袭的莱茵河及多瑙河中上游帝国防线，那么比起位于南义大利的罗马，身在位于北义大利的米兰要有利得多。

第二点，西元四世纪之后的罗马皇帝已经是基督教徒。对这些人来说，罗马的异教色彩太过浓厚。

这些皇帝全部生长于帝国的「地方」。这个时代的伦敦、巴黎、维也纳、贝尔格莱德等都市，在后世虽然发展成一国首都或主要都市，然而在罗马时代却只是行省的地方都市。笔者时常想，不知道这些都市的人造访罗马时，心底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在现代，学者会在这些都市中细心的挖掘保存遗迹。然而每当观看罗马时代的遗迹时，笔者都会感受到「世界首都」罗马与帝国行省都市之间，都市规模与水準实在有明显差异。若要以美国人来比方的话，或许就好像从蒙太拿或俄亥俄州乡村出身的人，第一次看到纽约时的感受。

亦即，成为基督教徒之后，原本大可厌恶、忽视基督教以往的敌人罗马市，可是偏偏办不到。尽管罗马实质上已经不是首都，依旧具有压倒性的存在感。到了帝国末期，维修整建工作早已成为过去。在与过往一样强烈的阳光之下，罗马的外观或许不再像过去一样壮丽。不过在建设初期罗马人就秉持著固有的观念，一旦决心要修建，施工、设计就一定会讲究到底。即使到了帝国末期，罗马还是个充满威仪的异教文明都市。当西元四世纪中叶君士坦丁皇帝造访罗马时，也被罗马震慑得无话可说。想必其他的基督教徒皇帝，也会觉得受到罗马文明震慑。对于身为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来说，除了举办非基督教风格的凯旋仪式以外，实在没有必要前往罗马。





与罗马相反的，北义大利的都市米兰不会产生这种压迫感。一方面在帝国末期，米兰在精明的领袖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管辖下，已经成为狂热的基督教都市。对于身为基督教徒的皇帝来说，米兰会比罗马显得亲近。

在父亲逝世之后，十岁的霍诺里乌斯即位成为皇帝，而他的皇宫就位于米兰。史提利柯成为少年皇帝的监护人之后，根据地自然也在米兰。而他的妻子赛蕾纳也在这个时期离开君士坦丁堡，迁居到米兰市。这也就代表在罗马帝国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中，已经没有人能抑制反史提利柯派的动向。君士坦丁堡皇宫失去了狄奥多西皇帝这个重镇，十八岁的新任皇帝又不关心国事，整个权力中心落入官僚出身的宰相鲁菲努斯手中。




西哥德族



对伺机入侵的人来说，有实力的皇帝刚过世，没有政绩的新皇帝刚接任的时期，正是天大的好机会。西元395年春季，前任皇帝逝世还不满三个月，西哥德族已经展开行动。

在西元四世纪之后，哥德族便时常入侵罗马帝国领土。而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哥德又分裂为西哥德（Visgoto）与东哥德（Ostrogoto），由不同的领袖统率。当西哥德成为罗马帝国的「同盟部族」（foederatus）之后，率领西哥德族的，是曾在罗马军中服役的阿拉里克。原本照理来说，有同盟关系的人应该不会入侵才对。然而就是因为会在自己不如意时轻易撕毁条约，所以才叫做蛮族。他们觉得与其在被指定为居住区的色雷斯地区耕作，还不如四处掠夺发财来得好。阿拉里克这人，可用狡诈一词来形容。他避开了由史提利柯率领的罗马军主力所在的西方，把目标集中在因西派精兵而失去防卫能力的东方。西哥德族沿着多瑙河下游离开色雷斯北部，开始大举南下入侵。





这场浩劫就像是雪崩或海啸一样。城池碉堡连準备迎击的机会都没有，就遭到暴力冲倒。在历史研究人员中，有人主张这不是蛮族入侵而是民族大迁徙。可是如此残暴的行动真的能称为「迁徙」吗？

蛮族少有仅由战斗人员入侵的行动。绝大多数的状况下，是整个部族携家带眷的入侵。这是蛮族与仅由战斗人员迎击的罗马方面的差异。当然，在战场上相遇时还是仅由男子战斗，家眷则是在战场后方将货车排成圆阵等待。

不过，家眷只有两军对阵会战时会等在战场后方。一旦会战获胜，或者直接展开袭击时，老弱妇孺照样会积极参与烧杀掳掠的行动。也许读者会认为，既然是由弱者从事，那么烧杀掳掠的人员、金钱受害也就不高，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在某些时候，妇孺会比男子更加残暴。而且官兵必须服从指挥官的命令，只要指挥官有这个意愿，大可管制官兵的行动，可是妇孺才不理会这一套。即使由族长亲自统率，一样难以抑制这些人的残暴行为。

话说回来，既然队伍中包含妇孺在内，当罗马军迎击后，牺牲人员中的妇孺比例势必也会随之攀升。只不过，唯有文明国家才会对人员伤亡敏感。未开化民族往往对这种事情毫不在意。这是「蛮族」的特质之一，也是他们的强处之一。简单来说，罗马帝国末期的「民族大迁徙」，就是在这种人手底下，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尽管整个组织携家带眷，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德族南下的速度还算是迅速的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沿路可以抢夺必需品，所以在移动时没有携带家当或牲畜。没花多久时间，相当於现代保加利亚的色雷斯、达其亚地区惨遭蹂躏，连今日土耳其西侧的重要都市艾迪鲁内都跟著沦陷。这座都市修建于罗马时代，以当时的皇帝名讳命名为哈德良堡。若走上古代的「高速公路」罗马大道的话，这座都市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还不到两百公里。也就是说，通往罗马帝国东方首都的路，已经敞开在西哥德族面前。

在同一时期的帝国西方，史提利柯为了避免蛮族利用新旧任皇帝交替的时期入侵，正在莱茵河上游地区整顿防卫体制。他在当地听说巴尔干地区的关键都市哈德良堡落入西哥德族手中的消息后，马上将手边的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继续整顿高卢地区的防卫体系，自己则率领由狄奥多西从东方带来的官兵赶往巴尔干。

史提利柯是由狄奥多西任命的「军总司令官」（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这名三十五岁的武将认为，无论是帝国的西方或东方，他都必须担负防卫职责，更何况是紧临西方的巴尔干地方。因此，即使身在君士坦丁堡的阿卡狄奥斯皇帝没有下令进军，责任感依旧会驱使他率军赶往巴尔干。

史提利柯从前见过阿拉里克。这并非因为史提利柯带有汪达尔族血统，而阿拉里克出身於西哥德族。而是因为阿拉里克曾率领加入「同盟部族」的西哥德族男子，在狄奥多西皇帝下服役。这名西哥德族酋长生年不详，不过若从过世的年分倒推来看，他的年纪应该与史提利柯相近。





在这年的夏初，两名男子在亚德里亚海滨的萨罗那耶附近的平原上正面对决。史提利柯始终保持优势，最后也获得胜利。阿拉里克在战场上留下三千多名死者，逃入了山区。

史提利柯决心在第二场战斗中追击包围敌军。不过，他手边的兵力不足以执行战略，必须等待事前下达命令的部队到达莱茵河畔。而支援部队，要到盛夏时期才能到达目的地。

可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这时从高卢赶来的支援部队已经到达，在适当的休息之后，正準备发起第二次战斗。由于从高卢前来的支援部队系经由海路移动，因此部队正集结於希腊东北部的海港都市帖撒罗尼迦。而史提利柯就在这时候接到皇帝下的命令。根据诗人克劳狄亚努斯记载，当天的情形是这样的：


「骑兵拉着缰绳抑制住浮躁的战马、喇叭手做最后保养以便让号角响彻战场，众人等着总司令官下达出师令。这时带着皇帝命令的使者冲进营区。




史提利柯随即阅读皇帝下达的命令书，并为此发愣了一会。无法抑制的愤怒从他口中冲了出来。「那胆小的蠢货干的好事！」




即使他不明说，众人也知道指的是谁。那就是以辅佐皇帝为名义掌权的宰相鲁菲努斯。当史提利柯回到阵营的宫殿之后，表情因爆发愤怒后感到的屈辱而扭曲。」



阿卡狄奥斯皇帝的命令书中，要求史提利柯把狄奥多西皇帝从东方选拔的部队全数送回君士坦丁堡，军总司令官史提利柯则率领西方部队向西折返。

史提利柯躲进宫殿中不接见任何人，让副官通知已经做好出击準备的官兵取消作战。不久后他传唤盖纳斯将军入内报到。盖纳斯出身於哥德族，但长年在罗马军中服役，而且升迁全凭借个人的才干。史提利柯命令盖纳斯指挥要送往君士坦丁堡的部队。





当部队在做好出击準备后，突然接获终止命令，并受命返回个別的基地时，无法马上转向直接出发。毕竟部队的兵力数以万计，而且军队有一项特色是，如果不能凡事自给自足，组织就无法在军事方面发挥十全的力量。行军时不能只带着战斗人员出发，附属于部队的各单位也必须做好行军的準备。

这项準备工作，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已知的是，到了冬天，史提利柯才从陆路率军进入义大利。而由盖纳斯率领，向东行军的部队，要到11月底才到达君士坦丁堡郊区。





身兼军方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有义务迎接归建的官兵。西元395年11月27日，阿卡狄奥斯皇帝在距离君士坦丁堡市区一罗马里（约1.5公里）的练兵场举行归建官兵的阅兵典礼。这天宰相鲁菲努斯当然也在场。在指挥官盖纳斯的口令下，阅兵典礼就在满脸对国事不在乎的十八岁皇帝面前举行。

当典礼进行过半后，列队在皇帝面前行进的部分官兵突然脱队，冲向站在皇帝右方的鲁菲努斯。手起刀落，事情在众人连喊都来不及喊叫的短时间内就结束了。在君士坦丁堡玩弄权势的鲁菲努斯，就这样倒臥在满脸苍白两腿发抖的皇帝脚边的血泊里。





东罗马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遭到杀害，却没有因此产生混乱。这是因为皇宫侍从长奥脱洛派阿斯马上取代了他的位置。而这名“Eunuchus”（宦官）很快的收拾了残局。

下手杀害鲁菲努斯的官兵中，没有任何人遭受处分。这是因为遭到杀害的鲁菲努斯生前在皇宫内外到处树敌的关系。

皇宫内的敌人，包括皇妃、与皇妃合作的侍从长奥脱洛派阿斯，及其下的宦官。皇宫外的敌人，则是为严格征收的重稅感到绝望，一旦抗议就会遭军队镇压的平民百姓。简单来说，鲁菲努斯遭到杀害后，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悲伤惋惜。我们不知史提利柯是否与此次的刺杀案件有关连。在后世的史学家中，多数认为史提利柯应该有涉案。

可是在罗马帝国内部发生这些事情后，原本於夏季战败躲入山区的阿拉里克，也就充分获得了重整旗鼓所需的时间。




阿拉里克



第二年西元396年春季，由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德族再度开始进军。当史提利柯率军向西转进后，巴尔干地区已经没有障碍物了。在君士坦丁堡内，还有由盖纳斯指挥的东方军。不过阿拉里克虽不畏惧正面冲突，但也不希望进行旷日费时的大城市围城战。

於是，蛮族的侵袭由北向南席卷了整个希腊地区。扫荡完马其顿之后，西哥德族进入亚该亚地区，攻陷了雅典与哥林斯。因哈德良皇帝、马库斯·奥理略皇帝曾参加祕密仪式而闻名的埃留西斯也遭到掠夺。蛮族的脚步甚至踏进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的都市亚高斯。

同样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但以坚毅刚直闻名，向来与发财无缘的斯巴达，也无法躲过蛮族的蹂躏，因为蛮族带走了大量以青年和儿童为主的俘虏。富裕的人在遭到威胁之后大可把隐藏的金银财宝拿出来消灾。至於生活不那么富裕的阶层，若要避免亲人被卖为奴隸，自然也会想方设法去筹措赎身费。而父母凑不出赎身费的人，只好沦为奴隸了。

在这一整年中，由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德族横行在整个希腊地区，做尽了各种野蛮行为。君士坦丁堡皇宫知道局势如何但不愿提出任何对策。阿卡狄奥斯皇帝给盖纳斯将军的唯一一道命令，就是加强首都的防卫体制。






刻在印章上的阿拉里克肖像（因为是印章所以左右相反）




既然现状如此，任何人当然都会想彻底利用局势。如果阿拉里克有那个意愿的话，只怕早就能拿下整个希腊中南部吧。只不过，希腊的这一带是缺乏耕地的山区，也因此希腊人自古就往贸易与海外迁徙发展。哥德族是住在多瑙河北岸的民族，对他们来说没有人员物资可以抢夺的地方等于废物。到了西元397年春季后，由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德族为寻求可供抢劫的对象，又开始往北方行进。

他们往北行进的速度，只怕要比如同洪水般往南席卷时慢上许多。因为他们要带着抢夺来的财宝与俘虏。尽管如此，移动过程依旧没有半点和平，希腊的西岸地区让他们从南至北践踏了一回。





不知道是否接到阿卡狄奥斯皇帝下令或要求，史提利柯总算开始出兵了。由他率领的军队开始前往希腊。首先由义大利半岛靠亚德里亚海滨的港口出海，由亚德里亚海南下进入爱奥尼亚海，在希腊西北部上岸。部队登陆之后，正好阻挡在朝北行进的西哥德族面前。

不过在登陆之后，并未立即展开战斗。化身为工兵的士兵开始制作绵长的栅栏，準备将包括妇孺在内的西哥德族赶进栅栏内。这回史提利柯打算将敌军一举消灭。而根据笔者的想像，可能当时打算等待由盖纳斯将军率领的东罗马帝国军队到达后，才展开作战。如果能从北方与东方双面夹击，的确很有可能对西哥德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无论共和时期或帝政时期，罗马军向来喜好一次投入大军早日结束战役的做法。他们不在乎外人批评他们以多欺少。在西元一世纪的犹太战役最后，躲在马萨达要塞坚决不愿投降的犹太人仅有五百人左右。马萨达要塞位于峭壁顶端，地形易守难攻，罗马方面为了击倒五百名守军，一次派出了六千名兵力。

罗马人非常厌恶逐次投入兵力，亦即分批派遣部队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会造成长期战斗，连带付出原本没有必要的牺牲。不过随着帝国的衰退，这种想法也等比例的渐渐消失。西元397年春季，君士坦丁堡的军队到最后都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据说在西元四世纪初期的戴克里先时代，罗马帝国整体兵力高达六十万人。不过百年来兵力逐渐衰退，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到帝国最后一个世纪五世纪时，兵力可能只剩下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军总司令官史提利柯能动用的兵力，也顶多一万到两万人。这只相当於元首政体时代的一个军团，由军团长阶层负责指挥，战力绝对不足以包围歼灭西哥德族。

最后，史提利柯只好仅依靠由义大利带来的兵力与阿拉里克对决。不过一旦开战，获胜的依旧是史提利柯。阿拉里克战败之后，只好又放弃掠夺来的财宝俘虏躲入山区。

可是君士坦丁堡方面却开始责难史提利柯。他们认为史提利柯出身蛮族，阿拉里克也是蛮族领袖，史提利柯在与蛮族作战时特別手下留情。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会议中，甚至有人提议把史提利柯认定为「国家公敌」。可能史提利柯也因此感到厌恶，随即停止追击，率军直接返回义大利。这使得阿拉里克又获得了东山再起的好机会。





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德族盘据的地带，转移到了希腊西北部一带。也许有人认为，远在希腊东边角落上的君士坦丁堡会因而安全，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因为横跨希腊地区北部的艾纳提亚大道，可直达原名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依旧笼罩在对大道另一头的西哥德族的恐惧下，人们恐惧得无法安眠。

君士坦丁堡皇宫的主导权，不在身为皇帝的阿卡狄奥斯手上。

整个皇宫掌握在法兰克族将领的女儿，现任皇妃奥多利雅，以及积极协助她攀上皇妃宝座的宦官奥脱洛派阿斯两人手上。这两个人在协商如何去除阿拉里克的威胁后，想出了一个办法。而当时二十一岁的皇帝只负责在文件上簽名。






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入侵巴尔干地区的路线




於是，西哥德族长阿拉里克，就这样正式获派为罗马帝国的「军司令官」（magister militum）。而且职衔还是「伊利利亚地区军司令官」（magister militum per lllyricum）。「伊利利亚」是北起多瑙河，南至亚德里亚海的广大区域。到西元二世纪为止，这里被区分为「近旁诺尼亚」、「远旁诺尼亚」、「诺里肯」、「达尔马提亚」四个行省。往年的罗马极为重视多瑙河中游防线，使得防线被人称为罗马帝国国防能力检测仪器。而固若金汤的多瑙河防线所保护的也就是这块地方。从罗马军团基地都市化的维德波纳（今日的维也纳）、阿克因肯（今日的布达佩斯）、辛基多努姆（今日的贝尔格莱德）都面临多瑙河，监视著河流对岸的蛮族。

到了西元四世纪末期，昨天还在烧杀掳掠帝国人民与城镇的人，竟然能在对帝国国防来说极为重要的地区担任军总司令官。而且一旦族长获得官方地位，旗下的部族自然也就成为「同盟部族」。这下子他们可就省了袭击与抢夺的工夫。因为只要发道命令，想要的东西随时都可以到手。儿子遭到杀害的父亲也好，妻子惨遭强暴的丈夫也好，如今都有义务服从「军司令官」阿拉里克的命令。因为这是皇上的旨意！





阿拉里克的待遇并非特例。只不过在以往的例子中，是罗马方面战胜之后，向走投无路的蛮族提出结盟并提供兵力的要求。这种案例中的「军司令官」任命，是与「同盟部族」协定配套的。阿拉里克的案例特色在于，他把罗马帝国会屈服在威胁下的事实，公开在阳光之下。这个风气会不会波及其他蛮族酋长，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罗马帝国如今不仅暴露在蛮族的侵袭之下，还要暴露在蛮族的威胁之下了。





此外，阿拉里克就任「伊利利亚地区军司令官」之后，西罗马帝国还要多面临一项问题。

在许多历史书上刊登东西分裂后的罗马帝国地图中，「伊利利亚」（Illyricum）地区明显属于西罗马帝国。不过这是在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明确分裂之后的状态。在狄奥多西皇帝逝世不到三年的这个时期中，东西界线还没划分得这样清楚。狄奥多西只是让长子担负东方，次子担负西方的统治职责而已。狄奥多西遗言的含意，是希望兄弟两人能同心协力统治帝国。因此他认为，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的必要。

在担任西方统治工作的格拉蒂安皇帝身故后，狄奥多西一个人承担了帝国东西两方统治与防卫工作，期间长达十二年。再加上他是西班牙出身的拉丁裔罗马人，观念中没有当时希腊裔罗马人常见的，轻视西方的倾向。因此他也不可能推动历任罗马皇帝想都没想过，更不可能施行的东西分裂政策。不光是元首政体时代的奥古斯都、图拉真、哈德良，即使是在衰退期的皇帝戴克里先，乃至於君士坦丁大帝，也只让別人来分担国防工作，没有将国土分封给別人。

罗马帝国最后一位亲自率军的皇帝狄奥多西，当然不会打破罗马皇帝的传统。只不过在他身故后，罗马帝国最后分裂了。其起因主要是东方想与西方分离的想法成为主流。这时期正好与东罗马帝国政府中枢——君士坦丁堡皇宫掌权的人，从拉丁裔罗马人替换成希腊裔罗马人的时期一致。





阿拉里克的「军司令官」人事案，也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内渐渐形成主流风气的具体例子。这桩人事案的真正目的，是要把在自家院子里的不速之客扔出去。至於不速之客最后跑到哪个邻居院子里去胡来，那就管不著了。

不过，即使狄奥多西没有明确标示界线，光从地图上就看得出来：同属多瑙河流域的达其亚、色雷斯属于东方，相反的伊利利亚则属于西方。多瑙河是帝国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而从上游与中游沿岸前线起始的大道，绝大多数朝向义大利本国，亦即往西前进。相对的，由多瑙河下游前线起始的大道，则是朝向君士坦丁堡，亦即往东行。






西元五世纪初期的罗马帝国




这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建设君士坦丁堡之前就有的现象。历任皇帝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前往义大利的罗马时，常常先到多瑙河沿岸的防线上视察，之后才转向义大利。当然，东方的叙利亚行省与义大利本国之间，海路陆路向来畅通无阻。所以由东方先转往多瑙河，其后才转向义大利的途径，照理说应该是基於军事需求。因为唯有皇帝会为了军事上的理由绕道，商人与行政官可没这个必要。

基於上述原由，起始自多瑙河沿岸的罗马大道，大致可分成往东南与往西两种。而伊利利亚起始的大道，绝大多数都朝向西方。昨天还在横行霸道的阿拉里克，今天却成了「伊利利亚」地方的军司令官，西罗马帝国当然会因此感到心慌意乱。





以现代的观点，无法理解古代的罗马世界。伊利利亚地方相当於现代的「中欧」区南半部，而义大利则属于南欧。然而古代的罗马世界不仅包括中欧南半部，甚至包括东欧、西欧、中东以及北非。而且从伊利利亚地区北部的维也纳到义大利半岛东北入口的亚奎雷亚的距离，与亚奎雷亚到罗马的距离相等。再加上伊利利亚地区南边面临亚德里亚海，亚德里亚海到义大利之间的海域，连现代的偷渡客都能乘坐橡皮艇轻易渡过，整个航程只需一天。如果要想像古代的罗马世界，也许用今日偷渡客的角度反而易于理解。

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对西罗马帝国的国防状况感想是「与我何干」。也因此才会不负责任又恶毒地，把无论从地势或国防观点来看都归属于西罗马帝国的伊利利亚地方送给蛮族。

罗马帝国的东西分裂，是由东方主动着手。或许对于以希腊人为主轴进行基督教国家化的东罗马帝国来说，当时的西罗马帝国虽说是拉丁人的基督教帝国，却依然保留了太多异教时期的罗马色彩，实在看来不像与自己同性质。这也使得罗马世界走上东西分裂的路。





不过，希望各位读者记得这一点。罗马世界即使东西分裂了，但还没南北分裂。这也是另一项如果以现代观点来看的话，无法理解的古罗马特质之一。而且同样的，如果能以偷渡客的眼光来看的话，反而比较容易理解。这样才能理解当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德族盘据了亚德里亚海对岸，今日的克罗埃西亚共和国一带之后，实质统领西罗马帝国的史提利柯为何要暂时不管阿拉里克，认真因应情势剧变的北非问题。




地中海是「内海」的时代



西元前二世纪，罗马人击倒迦太基将霸权扩展到北非时，当时除战败者迦太基人以外，尚有许多居民存在。其中一个民族是主要居住於现今摩洛哥一带的摩尔人。因为罗马人把当地的茅利塔尼亚人称作「茅禄斯」，所以这地方在罗马时代也就叫做「茅利塔尼亚」。后来拉丁文的茅禄斯，又转音成了摩尔、摩洛等名词。莎士比亚的悲剧以及威尔第的歌剧《奥泰罗》，主角就是摩尔人。

虽然同为北非民族，摩尔人的体格不像沙漠游民柏柏尔那般粗犷，肤色也较为明亮。由于他们属于通商民族，无论在海上或陆地都显得积极活跃。

虽然罗马人身为征服者，但帝国的基本政策却是让战败者成为命运共同体，亦即罗马人口中的「家族」的一员。罗马人观念中的「帝国」原本就是个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因此「共存」对他们来说，是再基本不过的观念。从罗马人的眼光来看，既然罗马社会能吸收恶斗百年的迦太基人，那把摩尔人吸收到自己的社会里也是当然的事情。





古代的北非也是良马产地，因此在罗马军中参战的「茅禄斯」也多半是骑兵。其中最有名的人物，是在图拉真皇帝率领的达其亚战役中的功臣卢西厄·克伊耶图斯。这人在获选为执政官之后换了罗马式的姓名，不过其实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摩尔人。在如今依旧耸立于罗马市区内的「图拉真圆柱」上，以浮雕方式「叙述」的就是当年达其亚战役的过程。而在圆柱上雕塑的各个战役场面中，卢西厄·克伊耶图斯出场机会仅次于图拉真皇帝。因为当初就是这名摩尔人，率领著茅利塔尼亚出身的骑兵作战。

在罗马的威风能遍布整个帝国疆域的元首政体时代里，帝国内的其他民族能接受与罗马人共存的生活。从除了犹太人以外，几乎没有发生过叛乱案例这一事，就可证明共存路线还能发挥功能。不过反过来说，这也代表如果共存不能带来利益的话，局面就会朝向背叛的方向发展了。尽管北非地区接受「共存」的期间已经超过五百年。不过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一旦知道列车失控，即使是「家族」的一员，也会想要自己跳车逃生。

以罗马帝国来说，国家能否发挥功能，会在「行省」中显露无遗。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多半受颁过「国父」的尊称，亦即皇帝也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与纯由血亲组成的家庭不同的是，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家长，可不是成天坐着就可以负责的。

笔者把在第Ⅸ册《贤君的世纪》中出场的图拉真皇帝，形容为亲自回覆每个员工寄来的E-mail的总裁。这名皇帝不仅阅读统治行省的总督送来的报告书，更不惜花费时间，严肃且正确的回覆总督送来的各种请示事项。

同一册中出场的哈德良皇帝更是不等待总督的报告，直接前往各行省，在现场直接解决行省面对的各种问题。笔者认为这个人，就好像是在任期内前往世界各地分公司视察的跨国企业总裁。不过这也是受讬代行强大权力的人应负的职责。元首政体时期的皇帝中，除了少数例外以外，每个皇帝都对职责抱有共同的想法。






哈德良皇帝视察路线




不过这种「大家长」在二世纪末之后销声匿迹。经历三世纪的蛮族大入侵，以及由基督教改变共同体（亦即「大家庭」意义）的四世纪之后，「大家长」再也没有余裕把眼光遍及整个家庭了。行省总督就好似断了线的风筝。而北非地区，就是弊害比其他地方明显的地区。




亚非利加叛乱



罗马人口中的「亚非利加」，代表除了埃及以外的非洲北部。在罗马时代，这地方由东至西分別是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亚非利加·普罗科斯拉里斯（前执政官统治的亚非利加）、努米底亚、茅利塔尼亚·凯撒廉西斯、茅利塔尼亚·庭吉塔那等六个行省。在现代，则相当於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四个国家。






北非及其周边




北非地区的行政负责人，比其他地区都还像是「断线风筝」，也就是说施政时可以胡作非为了。反过来说，起因在于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北非地区，基督教会的力量过於强盛。





罗马帝国东方的强力教区，有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提阿，以及君士坦丁堡。在同一个时代，帝国西方的强力教区则有罗马与迦太基。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是个影响力十足的名人，不过这是基於他个人的才干，并不代表米兰教区势力强大。所谓强力教区的定义，就是信徒人数众多，教会资产雄厚，又能与当时的掌权者维持密切的关系。当然，若想要获得并维持这种特权，也要看主教个人的才干如何。

话说回来，既然宗教是人类的活动之一，必然就会有将抽象的尊敬、敬意、崇拜等情感，转化成具体形式的现象。就好像在以货币为绝对主角的金融圈子里，信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迦太基教区为核心的北非基督教会能够强盛，正是因为当地有热心於宗教活动，并出身地方的优秀神职人员。

在这种神职人员之中，包括笔者在第Ⅶ册《迷途帝国》最后引用其言论，作为全书结尾的迦太基主教基普利亚努斯。这个人没有宗教狂热气息，当遇到四世纪后半皇帝对基督教徒偶发的镇压行动时，大可远走高飞避难去。实际上，他曾一度逃难。但认为自己身为主教有其责任，又出面自首殉教。

这个人虽然以殉教结束人生，但在重新收容因遭镇压而一度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信徒时，却显得十分宽容。或许他认为「牧羊人」有应该背负的责任，但如果以同样水準要求「羔羊」就不通人情了。如果笔者生在当时，即使听过他的演说，想必不会成为基督教徒。不过相信笔者也会毫不犹豫的，称赞他是「时代的良心」吧。只不过，当赞同他的想法普及之后，势必会产生反对者。批评基普利亚努斯与其赞同者立场不坚定的，是同为北非地区主教的铎那图斯。因此，与基普利亚努斯代表的宽容派泾渭分明的强硬派，就称做「铎那图斯派」。





铎那图斯派观念中的基督教会，是完全由纯洁无辜的人所构成的信仰组织。在他们的立场看来，人一旦犯罪，这里指的不是法律上的罪，而是宗教上的罪，那就不能光靠忏悔来赎罪，而应该从再度洗礼开始从头来过。若要从现实生活层面来看，以一句话表达天主教派与铎那图斯派的差异，那就是天主教派认同罗马帝国这个世俗的机构。而无论是罗马也好，其他组织也好，铎那图斯派绝不认同一切既有组织。

这样一来也理所当然的，当基督教获得承认，尼西亚公会议认定三位一体派，亦即天主教派为正统之后，罗马帝国境内的铎那图斯派就成了应遭排斥的「异端」。

不过在当时的北非，纯朴的基督教徒要比罗马来得多。与其他奉天主教派为正统的地方相较，北非的铎那图斯派数量要多上许多。在两派为寻求妥协而召开的公会议上，出席的主教人数不相上下。从这点可以推测，北非的天主教派与铎那图斯派势力在伯仲之间。在这种状况下，被断定为「异端」的一方势必不会善罢甘休。相对于体制内的天主教派，铎那图斯派成了反体制派。而会向行省政府抗议暴政的，也是铎那图斯派。后来出现了想要利用北非局势，实现自己野心的人。这个人是摩尔人吉禄德。

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采取完全门户开放政策，败于罗马手下的其他民族，可以自由融入罗马社会中。不过若是战败者想在维持部族群聚的状态下，成为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一样可以获得认同。完全融入罗马社会，甚至出现皇帝人选的迦太基人就是前者的好例子。至於罗马时代称为「茅禄斯」的摩尔人，似乎比较倾向后者。罗马时代会将现代的摩洛哥及阿尔及利亚西半部地区称作「茅利塔尼亚」，也是因为这边住着大量的茅利塔尼亚人，亦即摩尔人。

吉禄德出身於摩尔人的仕绅家庭之中。行省的仕绅阶层男子，多半会在罗马军团内累积经历。在吉禄德家中，包括他本人在内，兄弟三人都当上了罗马军的将领。

然后，长兄翡尔睦斯不知为何起兵向迦太基总督造反。在行省政府还无法拿出断然措施时，叛乱的火苗已经开始延烧。当时正值狄奥多西皇帝在位时，狄奥多西当然不会放置北非叛乱问题不管。除了从欧洲调派来镇压的部队之外，吉禄德也是讨伐部队的一员。





在杀死首谋者翡尔睦斯之后，镇压工作也就结束了。狄奥多西任命吉禄德成为其后北非地区国防负责人。罗马皇帝赐给这名摩尔人的职衔叫做「亚非利加地区军司令官」（magister militum per Africae）。在行省总督无法充分行使职权的这个时代中，这项职务是北非地区实质上的首席人员。不过吉禄德想要的，是名副其实的北非地区首脑地位。

机会就在狄奥多西皇帝逝世后到来。继承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都还年幼，而继承北非地区所属的帝国西方皇位的霍诺里乌斯，这时还只是个十岁的少年。





在西元395年狄奥多西刚逝世时，吉禄德还没有表明态度。不过在两年后，他展开了第一步行动。首先他发表宣言，表示由他担任军司令官的北非地区，不向身在米兰的霍诺里乌斯皇帝，而是向身在君士坦丁堡的阿卡狄奥斯皇帝宣誓效忠。可能他判断与其选择附近的「主人」，不如让「主人」远在天边来得容易任意行动。

过了不久之后，他又踏出了第二步。如果生于西元330年的说法正确的话，吉禄德这时已经六十七岁了。可能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而他踏出的第二步行动，是北非对义大利的粮食禁运措施。具体来说，他禁止所有载满小麦要离开迦太基港的商船出港。





西元前三世纪，罗马击倒了比自己强盛许多的大国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从那时起，罗马帝国的本国义大利，尤其是首都罗马市的主食小麦便开始仰赖海外进口，至此已有五百五十年的历史。直接的因素，在于缺乏耕地的义大利所生产的小麦，价格上竞争不过拥有广大农地的西西里及北非出产的小麦。而罗马也将其转换成对霸权下其他国家的政策。

人即使知道自己屈服於军事力量之下不得不低头，但当知道霸主需要自己时，抵抗心态也就会减弱。战胜者罗马认为，认同战败者长年累积的文化，尊重战败者的心情，将会有益于统治。

地中海世界的最高学府是希腊的雅典，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些教育机构没有被迫迁徙到罗马，反而是罗马的良家子弟外出留学。

早在布尼克战役开战之前许久，迦太基便拥有农耕研究书，或者该说是农艺手册。迦太基人不仅是通商民族，同时也是有效率的农庄经营者。当罗马击倒迦太基之后，也保留住迦太基的通商与农耕特质。北非地区成为罗马的谷仓，迦太基人的船开始将小麦等各项农产品运往义大利。在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里，甚至常驻有迦太基人的商船公司分店。日后埃及会成为罗马的另一个谷仓，也是征服者罗马人为了借由成为尼罗河流域生产的小麦买家的方式，转而统治这个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不过既然主食转为仰赖进口，保障粮食也就成为历任皇帝的重要职责之一。如果不把历任皇帝维持小麦库存量与品质的心思拿出来说说，任其埋没在历史文献底下，那还真是太可惜了。





既然义大利与北非之间的粮食航运已有五百五十年的历史，吉禄德想必认为自己禁止向义大利出口小麦，也就等于拿到了一项强力武器。他挥舞这个武器的目的，当然是要让西罗马帝国与北非分裂。

借由粮食攻击西罗马帝国的策略，著眼点确实不错。实际上，罗马的民众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争先恐后的冲往粮食市场。





光是上述情势，对西罗马帝国来说就值得忧虑了。在将近半数北非民众支持吉禄德之后，问题也就更加复杂。因为吉禄德一方面拥有「军司令官」的官方地位，却又拉拢了抵抗天主教派将近一个世纪的铎那图斯派基督教徒。

这些被称为「铎那图斯派」的人遭天主教派打为异端，长年来遭受排挤欺凌。如果要粗略分类的话，与罗马人深度同化、住在都市区的迦太基裔居民是天主教派；与这些人相较，同化速度较慢的农村地带铎那图斯派较多。也就是说，铎那图斯派被排除在行省政治的主流之外。而且尽管与义大利半岛的贸易兴盛，使得北非被称为罗马帝国的谷仓，在古今中外贸易过程中，获利最多的往往是仲介者而不是生产者。

也就是说，北非的铎那图斯派势力会发展成如此不可小看的局面，是因为其中夹杂了宗教上、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因素。日后让基督教天主教派誉为「教父」名列圣人的圣奥古斯丁无论多费心游说，也都无法打动铎那图斯派的心灵，其真正的原因也就在此。

此外，由于牵涉到了宗教因素，因此局势失去了妥协的空间。对于住在北非的铎那图斯派来说，天主教派的信徒不过就是信仰错误的可恶敌人而已。与排斥异教的活动相较，排斥异端的活动往往更加阴险残忍。这点从横扫中世纪的异端审判史实也可看得出来。为了反体制与反天主教而发狂的铎那图斯派，就把一身希望寄讬在因为身为摩尔人，所以与既有统治阶层有距离的吉禄德身上。





这就是即将进入西元五世纪时的北非局势。名义上辅佐霍诺里乌斯皇帝治国，实质上统治西罗马帝国的史提利柯，也自然要想尽办法解决这个局面。结果，这名汪达尔出身的「军总司令官」，选择了与他三十七岁的年龄相符，又果敢又谨慎的解决办法。

首先他发佈紧急命令，从高卢与希斯帕尼亚进口大量小麦，优先稳定市场。当小麦将出现在市场时，他前往首都罗马的元老院，请求投票决议「军司令官」吉禄德是「公敌」（hostis publicus）。在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元老院议员面前，三十七岁的武将这样说：


「如今我们的食粮全掌握在一个摩尔人手中。而且这个人物不是以供应者，而是以威胁者的姿态面对我们。」



为史提利柯著迷的诗人克劳狄亚努斯留下了这样的文章：


「军队没有元老院决议就无法进军，是罗马人自古以来的做法。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史提利柯又让这项做法复甦了。元老院议员向将军下令后，军队方能展开军事行动的这个做法，曾为罗马在战场上带来诸多胜利。




说实在话，眼见罗慕路斯以来的法律权威复甦，武器遵从元老院决定的模样，真不知有多么高兴。」







崇拜者虽然有其用处，但也会带来困扰。尤其这名在西元四世纪出身埃及的罗马崇拜者，观念已经与史实有所偏差。无论政体是王政、共和政治、元首政体，元老院在漫长的历史之中，从未是纯文官的集合。在罗马这个国家之中，除了后期以外，文官与武将之间并无区隔。要到了西元四世纪之后，这个局势才有所改变。当时罗马帝国已经不是元首政体的帝国，而是绝对君主政治的帝国。一旦最高权位者从「元首」暨「公民领袖」转换成「绝对君主」，那么原本身为最高权位者辅助机构暨权力制衡机构的「元老院」，存在理由也自然会渐渐薄弱。到了西元四世纪之后，元老院的权力与权威衰退速度有如石头滚下坡。其真正的原因，在于文官与武将的职业生涯已经明确分离。没有实权的权威，当然无法成为真正的权威。诗人怀念往昔的元老院，是一个由文武双全的人物，亦即懂得军事的政治人物集结成的机构。因此在判断宣战与否的重大问题时，能从军事角度做正确的判断，也提升了获胜的机率。





在这些年的军旅生涯中，史提利柯早已展露了军事方面的才华。他自然不会纯为了思古幽情，向百余年来没上过战场的元老院议员请示是否能远征北非。他向元老院请求的，是让身为「军总司令官」的他，能向同事「军司令官」吉禄德展开军事行动的大义名分。尤其是他出身於汪达尔族，在罗马人眼中是蛮族出身，更是需要这种名分。毕竟征战的对手，是在汪达尔人出现的数百年前，就与罗马人共同奋斗的摩尔人。

此外，元老院的「公敌」宣言，也具有支援军事行动的效果。因为一旦与公敌作战，就可向大型农庄征召农奴入伍。如果农庄主人想避免提供农奴，政府可向每一名农奴课征二十五索利铎斯金币，当作免役的代价。当然这些费用，将转用于聘雇有意在罗马军中服役的蛮族佣兵。这也是罗马帝国军队内部蛮族士兵数量增加的另一项主因。





也正基於上述最后一项理由，以大型农庄主人为主流的元老院，不愿意承诺史提利柯想要的公敌宣言。一来大型农庄几乎凡事都能自给自足，即使断绝了北非进口的物产，受到的影响也没有一般民众大。而如果市场缺乏粮食，有可能引发民众暴动，进而袭击大型农庄。偏偏这时史提利柯的紧急进口措施已经让市场恢复稳定。

面对视野狭隘、观念利己的元老院议员，史提利柯只好采取强硬的手段。他请求霍诺里乌斯由米兰来到罗马，在元老院议场上演说讨伐吉禄德的重要性。其实当时只是由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拿着史提利柯写的草稿朗读而已。不过至少成功的让北非远征成为皇帝与元老院合作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史提利柯个人的武断独裁。当皇帝列席时，元老院满场一致决议，通过认定吉禄德为国家「公敌」的宣言。





史提利柯并未亲自前往北非远征。或者正确的说，他根本无法前往。这时获得军司令官这公共地位的阿拉里克，与旗下的西哥德族正盘据在义大利半岛附近，逼得史提利柯无法离开义大利。因此史提利柯委托一位最适合讨伐吉禄德的武将，负责指挥北非远征军。





这个人是吉禄德的胞弟马歇泽尔。他与兄长吉禄德对抗失败之后，只好逃到义大利避祸。据说兄弟两人开战的原因，在于信仰天主教派的马歇泽尔，看不惯吉禄德为实现野心不惜与异端铎那图斯派结盟的做法。由于事关宗教，因此斗争特別激烈。在两名儿子遭到吉禄德杀害之后，马歇泽尔只好逃亡到义大利。除了身为弟弟对兄长吉禄德的敌意之外，两名儿子遭到杀害后，他心中又多了做父亲所抱持的恨意，以及虔诚天主教派信徒才会有的宗教热情做支柱。也是基於这些理由，史提利柯才会选择他做领队。

马歇泽尔率领的讨伐军人数只有五千人，规模实在称不上是军。不过这五千人不仅是善于作战的老手，同时全体都是可用狂热形容的天主教派信徒。而史提利柯挑选这些人的用意也很明白。在敌方军中，除了天主教派信徒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铎那图斯派士兵参战。那么如果派出深信自己是正统基督教信徒的天主教派信徒，就可望造成敌军分裂。





这个作战后来完全成功。据说马歇泽尔率领五千名官兵在北非登陆后，与其对峙的军队多达七万余人，数量将近十五倍。可是当两军在平原布阵完毕，马歇泽尔单独前进大喊「这场战斗是正统基督教与异端的战斗」之后，胜败也就底定了。吉禄德阵营中的天主教信徒纷纷拋下武器表示没有战斗意愿；不热心於基督教信仰的摩尔人士兵为此大感动摇，心中只想着如何逃跑。阵营完全崩溃，吉禄德也当场逃亡。不过他不久后就遭到追捕，被拖到马歇泽尔面前斩首。於是在西元398年夏季，讨伐军离开比萨港不到半年后，北非地区又回到西罗马帝国版图中。

后来马歇泽尔没有机会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迦太基城内。据说他在前往迦太基的路上，於过桥时不慎跌入河里，因盔甲沉重而溺毙。尽管他站在反吉禄德与反铎那图斯派的立场，毕竟他是个摩尔人，在他死后整个部队的指挥官马上由別人取代。这个人物是史提利柯特派到讨伐军中的，并非摩尔人。长期由吉禄德统治的北非重整工作，也就交给这个人物负责。





迅速解决北非问题之后，高兴的可不只是主食小麦不虞匮乏的一般民众。原本不怎么合作的元老院，也表决通过在罗马广场竖立史提利柯立姿像，借此表扬他的功劳。打从罗马还是帝国头脑兼心脏的时代起，对罗马男子来说，能在市中心竖立人像是最高的荣誉。

不过，史提利柯无法像共和时期的罗马领袖一样，修建公共建筑物捐赠给公民。在进入帝政时期之后，只有皇帝能享受胜利的荣耀。而能行使权利回礼的，当然也只有皇帝。

吉禄德的资产悉数遭到没收，成为胜利者，亦即皇帝的资产。在长年掌权之下，似乎这份资产也相当可观。史提利柯决定全数投入这份资产，以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奥斯与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名义，为提供罗马市新鲜用水的水道进行全面修复工程。依照惯例，罗马帝国的公共建筑上，除了镶嵌刻有修筑者姓名的石板以外，还会明示日后维修、修复人员的姓名。这是深知基础建设维修工作有多重要的罗马人才会有的风俗习惯。而西元398年的工程中同样遵循这项惯例。镶嵌在水道桥墙面上的大理石板上，刻著这样一段文字：


「谨此明记，皇帝阿卡狄奥斯与皇帝霍诺里乌斯，接受值得尊敬的军总司令官史提利柯建言，投入皇家经费推行修复工事。」







不过三十八岁的史提利柯不会为这点小事得意忘形。他没有忘记战前元老院坚决反对的态度。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为蛮族出身的自己巩固地位。他将女儿玛莉亚——在当时，只要生的是女儿，很多家长都取这个名字——嫁给了霍诺里乌斯皇帝。据说当时霍诺里乌斯十四岁，玛莉亚的年龄要更小一点。这对少年少女当然不大可能马上养育下一代。但至少史提利柯成了皇妃的亲生父亲、皇帝的岳父。当要完成先帝狄奥多西留下的旨意，辅佐少年皇帝执政时，皇帝的岳父身分可以让反对派不易行动。即使没有这个立场，在西元398年迅速解决北非问题时，他的威势也正在急速攀升。只不过，权力与威势很有可能为了些微的理由急速转变。三十八岁的军总司令官想在局势丕变之前稳固自己的基础。

如果考虑到他接下来要推行的措施，他势必需要一个稳固的地位基础。尤其像他这种无论做任何事情，「蛮族出身」四个字都会紧追在后的人，更是不能疏忽。





当罗马史走到了尾声，在笔者心中的某一个想法开始逐渐确实、扩大。那就是一个人的幸运与否，与其要看个人的才干，不如看当事人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尤其史提利柯的后半辈子，更是典型的实例。活在高度成长期的共和罗马，或者稳定成长期的帝政，亦即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人不用面对某些问题。但活在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史提利柯，却无法回避这种问题。





在罗马人的眼中看来，史提利柯无疑是具有汪达尔族血统的蛮族。但如果他生在过去那种能坦荡接纳异族的罗马帝国，可能在军事才华受认同之后，受讬防卫帝国某条重要的防线，在赞赏与荣誉之中结束人生吧。然而人类社会一旦失去活力，就会渐渐的越来越封闭。这种问题与时代的前后没有关系。在西元二世纪时不形成障碍的事情，在五世纪时却会是大问题。

而且到了西元四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的最高权位者已经不是代表公民领袖的「元首」，而是奉基督教上帝旨意的「绝对君主」。也就是说，这是由上帝决定的人事案，人类不能随意更动。创设这个体系，为后世「君权神授说」开先河的，是君士坦丁大帝。而从大帝的时代至今已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百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让一个体系生根。西元五世纪前半的皇帝虽然无能，但可享受长得出乎意料之外的在位期间，也就证实这个体系确有用处。

除了皇位来自天神赐予的理由之外，因为在狄奥多西皇帝临终前曾当面立过誓约，史提利柯又多了一份为霍诺里乌斯死守皇位的义务。罗马人是法治民族，对法治民族来说，有契约效力的还不仅是白纸黑字簽名过的誓约书。罗马人认为口头上的誓约与书面具有同等效力。若以现代的方式形容的话，这是一种「君子协定」。既然信任对方并做出约定，那这誓约可是一言九鼎。罗马人认为，唯有蛮族才会在打破这种约定时不感到羞愧。既然史提利柯期望自己比罗马人更加罗马人，那他当然不会打破这项约定。

不过史提利柯要面对的，是名义上由少年皇帝治理，实际上却要由他一个人应付的五世纪罗马帝国时势。也就是说，他要面对的是任何条件都与元首政体时代相反的罗马帝国。





无论是否成立国家，人类社会大体上是由两种人构成的，那就是生产者与非生产者。这两种人之间很难严格划分，不过大体上可以像下列这般区隔。

生产者是从事「农」、「工」、「商」等职业的人。也许有人会认为「商」人本身不事生产。不过流通可以促成进一步的生产，因此笔者将其归类在生产者。

非生产者则是从事政治、行政与军事的人。这三种职业的人共通之处，在于本身虽然不事生产，但职责在为生产者整顿适於生产的环境。

在人类社会中，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过非生产阶层的人责任比较重大。因为这些人的职责，是在软、硬体两方面为社会整顿基础建设。而笔者认为，所谓基础建设，就是由社会代为执行凭个人努力无法办到的事情。好比说个人可以每天晚上为自己的家门上锁，但个人无法抵御外敌入侵。




农民成为农奴



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古代，农民自然是生产者的代表。而农民在罗马帝国确实走上衰败的西元三世纪到五世纪为止的动向，大致如下。

三世纪——蛮族大量且一再重复入侵之后，农民手足无措，只好拋售或舍弃耕地远离家乡，流入有城墙保护的都市，造成地方人口流失与都市人口密度过高。基督教能够给予对未来感到绝望的人救济和希望，进而在都市区广为流传，也是因为都市人口过度密集化成为温床。

四世纪——这个世纪前半的两名专制君主，戴克里先皇帝与君士坦丁大帝，将所有职业世袭化。一旦生于农家，这一生中就只能当农夫。在这项政策的强制之下，原本急速加剧的地方人口流失速度因而得以减缓。然而即使军方成功击退入侵的蛮族，在罗马境内开战的现象已经沦为常态。换句话说，并没有找回「罗马和平」。农民被政策捆绑在土地上之后，和平与安全并未再度获得保障。

五世纪——西元四世纪后半起，农民开始有回归地方的现象。不过尽管回归地方耕作，内情与过去却大有不同。因为尽管负责国防工作的军人人数扩大到元首政体时代的两倍，帝国内部的和平与安全却没有恢复到足以保证能专心务农。因此，虽然农民又回到耕地上，但已经不是以往的「自耕农」（agricultor），而是在大型农庄下工作的「农奴」（colonus）。当年格拉古兄弟与朱利斯·凯撒创设「农地法」，奠基并培育罗马社会的中坚阶层，而如今中坚阶层也已经成为过去。这也就难怪以自耕农为支柱的罗马军事力量，在质与量两方面都跟著衰败。





不过在批评这种自耕农转型为农奴的现象代表罗马人活力衰退之前，我们也该站在罗马人的立场想想。

一再受到蛮族袭击，代表受害的不只是辛苦收成的农产品被抢个精光而已。这些人随时随地都忘不了自己全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受到威胁的恐惧感。

保障帝国疆域安全与和平的「罗马和平」的消逝，带来的不仅是蛮族入侵而已，也代表国境内盗匪横行。即使想要带着农产品到城镇销售，途中也随时要面对遭到抢夺的风险。

在同时，农民被视为最容易课稅的职业，因此要缴交以各种名义强取豪夺的稅金。在以往，公有土地租金是收成的百分之十，相当於实质上的永久贷款，如今局面已非如此。根据研究人员的初步估计，自耕农在自有土地上耕作的话，要缴交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在他人的所有地或公有地上耕作的话，更要缴交约百分之五十的稅款。而且稅金必须以不容易受货币汇率变动影响的金币缴交。如果将全数作物出售的话，也许还能因应，但能售出全数作物的保证却一天比一天差。





如果成为农奴的话，自耕农肩膀上的这些重担也就几乎全数消失了。大型农庄内有自保用的私人警力组织。即使无法对抗大规模的入侵蛮族，至少有办法应付蛮族分支或者山贼团。此外，农产品能否顺利销售的问题，纳稅及其他与公共机构的接触工作，全数都由庄园主人承担。由于自己与家人对庄园主人来说是劳力来源，即使受到皇帝下令征召入伍，也不用像以往那般恐惧。大型农庄的主人通常不是元老院议员就是高官，对个別农民来说非遵从不可的命令，在这些人手中也找得到规避的方法。





相对的农奴要失去自由与独立，但至少不是被视为动产的奴隸。在当时农庄买卖契约中，交易对象通常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农奴。不过在这个时代，限於职业世袭制度，这些人只能成为农民。即使他们不追求自由独立，优先选择安全与食物的保障，我们也不能责怪这些在国力衰微时首先遭殃的人们。

如果担忧因遗产继承或买卖而换主人的问题，大可去投靠没有这种问题，属于基督教会资产的农庄。这种农庄同样与世俗政权关系密切。即使在当时，投靠教会或修道院所有的农庄，借以保障安全与食物，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在中世纪维系农业存续，由地方诸侯与教会持有的大庄园，也就发源于此。

从自耕农转型为农奴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大树之下好乘凉」。一旦「国家」（res publica）无法尽到原来的职责，个人当然只好自寻生路。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即使农民全数转为农奴，只要还能维持生产力的话，那也还可以接受。不幸的是生产力依旧日益衰退。衰退的原因，与上述自耕农生产力衰退相同。连带与「工」、「商」的生产力互相影响，使得罗马帝国整体的经济力量与生产力衰退。





经济力量衰退，会造成人口减少。首先，苦於贫困无法成家的人会增加。这也就等于出生率下降。再加上营养不良时身体的抵抗力会衰退，因而容易生病。又加上不欢迎入浴的基督教普及，使得人民失去保持身体清洁的生活习惯。即使不遭到蛮族或强盗杀害，因疾病死亡的人数也在增加。即使把农民回归地方的现象计算进去，西元四世纪末期到五世纪，大都市人口减少速度依旧令人讶异。

首都罗马的人口，据说在二世纪时高达一百五十万。根据研究人员推测，当进入四世纪时人口已经减半，到四世纪末时人数更少，已经逼近三十万关卡。就连在人口方面，「世界首都」的面容也正在慢慢失色。




非生产人员的增加



不过，西元四世纪后半到五世纪的罗马帝国真正面对的问题，是在生产者减少、生产力衰退的同时，呈反比例增加的非生产人员数量。除了军人与官僚这两大非生产人员之外，罗马政府还必须豢养数量上、力量上与前两者不相上下的基督教会人员。因为这时基督教已经完全是罗马帝国的国教。而且这个新的国教与传统的罗马宗教最大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差异，而是有无专业的神职人员阶级。既然神职人员以侍奉神明为主要任务，就必须有其他人为其整顿环境。虽然说修道院内一样有农地，但使用目的不在生产，而是在于劳动。至於会影响到宗教活动的重劳动，还是一样交给农奴负责。而教会各项活动所需的费用，理想而言最好是能透过捐款与教会资产营运产生。可是教会组织已经膨胀到无法仅依赖这些经费来源维持。





罗马政府并未像对待军人或官僚一样，保证以主教为首的神职人员有固定薪资。神职人员的收入，系由各教区以教会活动经费的名义给付。只不过，教会活动不光是弥撒或祈祷，还包括有慈善、福利、医疗、教育等各种活动。直到元首政体时代为止，社会福利系由中央、地方政体与富裕阶层分担。至於医疗与教育，则是以从事者为行省民时，可获得罗马公民权，亦即以免除属直接稅的行省稅方式，委由民间自理。不过随着帝国的衰败，这些巧妙结合「公家」与「私人」的体系也崩溃了，基督教会便顺理成章的拿下这些地位。这样一来，除了原本就擅长的慈善活动之外，基督教会又独佔了福利、医疗与教育。因此原为世俗组织的国家，也必须在某种形式上赞助或后援。罗马史研究人员会在军人与官僚之后，把基督教神职人员列入压迫帝国生计的四大非生产人员之一，理由也就在此。




公德心的衰退



欧美的罗马史研究人员以及继承其观念的学者中，多半将通常拥有大型农庄的元老院议员，列为四大非生产人员之末，并责难这些人尽管拥有庞大收入，却只用于个人的奢侈生活与华丽花俏的表演活动，充分显现帝国末期的公德心已经沦丧到底。尤其最常让人抨击的，还不是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或行省的大型农庄主人，而是西方的罗马元老院阶级。理由是后者的富裕程度远超过前两者，但缺乏公德心，有充分的理由遭受责难。笔者以前也同样这样想，也一样感到愤慨。认为就是这些好吃懒做的有钱阶级的利己主义，毁掉了罗马帝国。

不过，现在笔者对这种看法大感疑问。

第一项疑问是，这些大型农庄的所有人是否真的是非生产者。早在拥有国外行省的西元前一世纪时，罗马帝国行省农业的支柱就是大型农庄。唯有本国所在的义大利半岛维持共和时期的传统，以中小型自耕农为主力。在城邦国家之中，农民同样是公民，是能够决定国家走向的有权者。而早在这个时代起，元老院就被视为大型农庄所有人的堡垒。与这些富裕阶层相对的，格拉古兄弟与朱利斯·凯撒被视为平民派的代表。他们会如此热心於确立自耕农的权利，一方面固然为了培育罗马社会的中坚阶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帮支持自己的阶层保障利益。

尽管带有牟利色彩，优良政策就是优良政策。多亏自耕农优待政策，自耕农阶层才能在罗马帝国的本国义大利存活到最后一刻。而当义大利的政局走到末期，自耕农也成为农奴，让大型农庄吸收。





这种社会现象，在今日称为垄断化。罗马帝国末期的农业无法避免垄断化造成的弊害，整体农业的生产力衰退。不过，还没到农产品不在市场流通的地步。在「罗马和平」还能充分发挥功能的时代，农产品的流通获得保证，自耕农也依然健在，因此生产力高，市场上有充裕的农产品。而在文献之中，找不到在欠缺上述条件的西元四世纪末期发生大型饥荒的记录，同时也没有其他让人推测可能曾经发生饥荒的记录。尽管价钱比过去昂贵许多，农产品依旧在市面上流通。而笔者认为，应该是大型农庄承担了生产的任务。

这样一来，我们只怕不能断定身为大型农庄所有人的元老院阶级是非生产者。原本对罗马人来说，「別墅」（villa）意为田园中的家，是耕作、豢养家畜，生产以葡萄酒（vinum）为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而义大利本国的別墅规模较小，在帝国末期才转变为与行省同业相当的大型农庄。并且在自耕农消失，到处都是农奴的时代中，承担整个国家的粮食需求。实际上，当大型农庄直接蒙受祖国灭亡的弊害时，市场上的食物也就真的消失了。





不过，即将进入西元五世纪时的罗马元老院阶级，确实缺乏公德心。史提利柯往北非派遣军队时，极力请求元老院宣告吉禄德为「公敌」。这是因为唯有透过这种紧急状况宣言，才能向大型农庄的私人警力或农奴征兵。以往元老院议员中也有许多拥有大片土地的人，不过在以前，是庄园主人主动带着在农庄里工作的男子赶赴沙场。而到如今，就连要求他们如果不愿送农奴入伍，则每人要缴纳二十五枚金币的要求，都会遭到抵抗。就好像许多罗马史研究人员说的，帝国末期的元老院阶级充斥著利己主义，而这只是让人心寒的末期症状之一而已。

不过，如果我们不站在一千五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而是从五世纪时的观点来看又如何呢？

大型农庄主人会抵抗政府对私人医力与农奴的召集令，是因为唯有这些人力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与资产。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无法信任国家提供的安全保证。





西元前一世纪时，朱利斯·凯撒计画拓宽首都罗马的市中心。当时围绕罗马的赛尔维斯城墙妨碍拓宽工程，凯撒却不变更设计，采用拆除城墙的做法。不过，既然要破坏城墙等公共建筑物，就必须有适当的名义。而且凯撒这个人，是无论做出什么事情，都不会仅为了一个目的的人物。因此他宣称罗马的安全应由「防线」，亦即国界来保护，而不是环绕首都的城墙。城墙在拆除之后没有任何复旧工程。他的这个想法决定了罗马日后的走向，并受后来的历任皇帝继承。因此共和时期防卫罗马的赛尔维斯城墙被切成许多段，至今只剩下几处断墙。

其后的三百二十年，帝国的首都罗马过着没有城墙的日子。因为环绕广大罗马帝国的「防线」，保卫帝国不受外来侵袭。在这段期间中不仅是首都，帝国内的其他都市也只有能防御盗匪夜袭的城墙。而且「罗马和平」这句话具有划时代的含意，不仅代表保障国民安全不受外敌入侵，同时也保障不受国内的敌人侵袭。前者意指防卫国土，后者则代表公共安全。第二任皇帝台伯留特別在意治安问题。在这名皇帝整治之下，无论走在大道上，或者住在乡村里，都比以往要安全得多。





如果比对罗马时代的別墅与中世纪领主的建筑设计，就能明确感受这其中的差异。罗马时代的別墅缺乏安全上的考量。虽然別墅四周有矮石墙围绕，但是顶多只能阻止半夜走出森林在乡村附近晃荡的野兽，让人看了真担心遭到强盗袭击时要怎么对付。另外台伯留皇帝规定，强盗集团的首脑应处极刑，被捕后将绑在木桩上，放在竞技场正中央让猛兽生吞。若要借用罗马人的说法的话，唯有“securitas”（security的语源）获得保证，才能够保障“pax”（peace的语源）。「罗马和平」的真正价值也就在这里。对于活在已经丧失罗马和平时代的人来说，“securitas”与“pax”全要靠自己想办法。

「共同体」（res publica）与「个人」（privatus）利害不一致，也是亡国的末期症状之一。而公德心也只有在个人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相关时，才有可能萌芽。

在即将走入最后一个世纪的罗马帝国，尤其西罗马帝国的元老院阶级，确实是无视国家国防能力衰退，过着奢华的生活。而这也是后世历史研究人员争相责难的事项之一。

不过若不站在后人的立场，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还是有辩护的余地。

同样遭受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东罗马帝国却维持存续。关于这问题笔者曾经假设过一套想法。

亦即，西罗马帝国内的富裕阶级避难到相对比较安全的东罗马帝国，进而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经济衰退。经济衰退造成防卫经费缩减，因此无法防御外族入侵。而东罗马帝国则靠著从西方移居来的人力、经费投入防卫工作，因此得以维持存续。

不过，如今笔者已经完全拋弃这套假设。因为笔者想起来，西罗马帝国富裕阶层的经济力量基础在于广大的农地，土地是没办法带着逃难的。这些人尽管知道蛮族入侵的危险，但也只好留在帝国西方。根据学者的说法，与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阶级相较，西方首都罗马的元老院阶级资产要丰富许多。而这些人选择留在罗马或义大利。

不过他们虽然留下来了，却把钱花在举办竞技大会、剑客决斗，以及猛兽决斗等表演活动，使得他们遭到后世的批评。





不过，这应该是民族特有文化的问题。

就好比说身为日本人的笔者，无法理解英国的乡居绅士爱好的猎狐活动。总觉得有人有马还带着大批猎犬去追杀一只狐狸，实在不公平。不过想必英国人有英国人的理由。一来要保护环境，再来要维持雇佣机会，三者要保护祖传的文化。

罗马帝国末期的元老院议员，会为了庆祝儿子就职公务，举办战车竞赛或猛兽决斗，招待公民参观。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承袭长年来的罗马菁英阶层生活方式。又或者说，元老院议员参与国政的权利遭到剥夺，又在文官武将完全分隔的政策之下，失去了从军参与国防的机会。对这些人来说，找理由举办娱乐活动招待公民参观的事情，也是元老院议员仅存的自尊心依归也说不定。在第XIV册的最后，笔者介绍过馨马库斯这个人。馨马库斯是最后一个站在异教论点上与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激辩的人物。而他在私人信件中，也曾留下担心庆祝长子初次就职公务时，北非运来的猛兽是否来得及送达的讯息。我们确实可在阅读这些信件后，为帝国末期的菁英阶层堕落程度感到悲观。不过何不容许这些人紧抓着自己的「生存理由」不放呢？尽管说在蛮族的脚步渐渐逼近时，依旧与罗马帝国鼎盛期一样热中於战车竞赛，是对现势认识不清的行为。





以上所叙述的，是在拥立少年皇帝之后，史提利柯要面对的西罗马帝国现况。虽然是笔者多管閒事，不过在这还是要表示一下意见。既然史提利柯出身於蛮族，那么拋弃问题丛生的罗马社会，投入逐步进逼的蛮族团体中，日子会过得写意多了。以史提利柯的军事才干，搭配上日耳曼民族的勇猛，要夺下西罗马帝国实在易如反掌。

不过，史提利柯自有他个人的「生存理由」。即使旁人无法理解，对他而言却是少了它，便不值得活下去的某种东西。





西元398年到401年这三年间，西罗马帝国度过了短暂的和平。尽管北非问题曾一度造成粮食恐慌，但讨伐摩尔人首领吉禄德的军事行动，在不到六个月的期间内，仅派遣五千名官兵就告结束。这使得已经体力衰退的西罗马帝国避免更加衰退。南方暂时可以不用担心受到侵害了。在这段期间内，史提利柯一直身在义大利北部，监视著西方的高卢、北方的日耳曼，以及东方的巴尔干。这使得时常意图渡过莱茵河或多瑙河入侵的北方蛮族，不得不停下行动。不过，虽同样暂时停止入侵，率领著西哥德族的阿拉里克却趁这段期间大举强化麾下的兵力。

阿拉里克受东罗马帝国皇帝正式任命为巴尔干地区的「军司令官」之后，充分利用占据此一地位的人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他能自由地使用罗马帝国军用仓库里所储存的武器装备与粮食。这样一来，西哥德族与其他蛮族男子便大有不同。不但带着精良的武器，穿着防御力高的装备，甚至还营养充足。

史提利柯只能默认这个现象。因为阿拉里克如今已是东罗马帝国正式认同的「军司令官」，地位虽然处於「军总司令官」史提利柯之下，两人却是军事方面的同事。





而且到了西元401年，又发生一件对史提利柯不利的事情。东罗马帝国的军司令官盖纳斯失势遭到杀害了。哥德族出身的盖纳斯是在前任皇帝狄奥多西之下历练过的将领。当初史提利柯受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奥斯命令，必须遣返由东罗马帝国派遣的部队时，盖纳斯受史提利柯命令，率领这些官兵。而传言中由史提利柯策划的鲁菲努斯宰相刺杀事件，若没有盖纳斯参与，计画势必无法成立。

盖纳斯失势的原因，是遭受东罗马帝国境内的蛮族排斥运动牵连。尽管如今站在罗马帝国阵线内，盖纳斯毕竟是哥德族出身，而哥德族信仰的是基督教奥里斯教派。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同样，信仰的是主张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派。然而在信仰的热度上，东方要远胜过西方。东罗马帝国境内的蛮族排斥运动，其实只是以民族歧视为旗号的异端排斥运动而已。

盖纳斯一死，代表史提利柯与东罗马帝国之间仅存的连系也被切断了。再加上这时东方正由天主教派的主教领头，燃烧著排斥蛮族的气势。对这些人来说，出身哥德族信仰奥里斯教派的盖纳斯也好，汪达尔族混血的天主教派信徒史提利柯也好，同样都是「蛮族」而已。东罗马帝国的主教演讲内容，也是一场比一场热烈。


「西方应受解放。让我们从蛮族与奥里斯派的跋扈手中解救出西方！」



原本东罗马帝国应当协助受北方蛮族觊觎的西罗马帝国，如今却是由东罗马帝国亲手攻击原本是同胞的西罗马帝国。




再度入侵



盖纳斯死亡之后，东西间关系逐渐僵化。到了西元401年秋季，住在多瑙河上游北边的蛮族，开始大举入侵目前属于德国南部与奥地利西部的拉耶提亚行省。这个时代的蛮族入侵，不像以往那般在谋生困难的状况下侵入罗马帝国境内，夺取物资后回到个別定居地。而是在入侵之后，直接盘据在入侵地。这种遭到其他蛮族侵袭，为求新的定居地而往罗马帝国入侵的现象，早在西元二世纪末期已有案例。不过在以往，还是日耳曼民族之间的相互推挤。到了四世纪末期，亚洲出身的匈族出现后，整个局势大为改观。匈族的剽悍兇猛，逼得连日耳曼人都会将他们称为「蛮族」，不想丧命的话唯有逃亡一途。西元五世纪之后的蛮族入侵，同样是大量迁徙，但心情却比往年更为急切。也因为如此，迎击方面也必须有相对的心理準备。





一接获北方蛮族入侵拉耶提亚的消息后，「军总司令官」史提利柯仿佛早已久候似的，随即率军往北开拔。万一这一带让蛮族全面掌握的话，蛮族与义大利之间就只隔着一道阿尔卑斯山脉了。阿尔卑斯山於义大利北方由西向东形成一道弓形天然护墙，然而罗马人在这座山脉上开通了许多条罗马式的石板大道。向西往高卢有四条，往北朝多瑙河上游一带有三条，往东朝多瑙河中游部分则有两条。罗马人铺设了九条干道，使得阿尔卑斯山连在冬季都能维持交通。

所谓基础建设，无论是道路、桥梁、公共建筑物等硬体领域，或者法律、金融制度、医疗、教育等软体建设，都需要事后维修服务来保持其功能。在元首政体时代，维修方面不成问题。然而到了帝国开始迷茫的西元三世纪之后，罗马开始缺乏维修的资本与意志。根据研究罗马大道的学者表示，罗马大道最后一次正式维修工程完工於西元375年。根据传统，罗马大道无论是铺设或维修工程，都由军队负责施工。原本罗马大道就是为了便於军团迅速赶往目的地而铺设的军用产物，因此才形成了由放下武器拿起十字镐的军团兵施工的传统。也因此，只要是由军人负责施工，也就代表道路工程十分扎实。假设最后一次维修工程是在西元375年完工，那么在西元401年时罗马街道网路应该还能发挥一定程度的功能。即使已经到了平地是秋天，山区却已经进入冬季的这个时期，前往迎击的罗马军依旧能轻易的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同样的，携家带眷的蛮族要攀越阿尔卑斯山往南入侵时，虽然不如军队行军容易，至少不是办不到的事情。而且我们不能忘记，蛮族的特色之一在于对人力损失不大在乎。这些人可怕的地方，在于无论是渡河时有人溺毙，或者越岭时有人失足掉落谷底，都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我们不知史提利柯赶到多瑙河上游地区之后，是如何击退排山倒海而来的蛮族。不过至少他暂时成功的击退敌人。因为他并没有被拘束在拉耶提亚地区，马上又能折返义大利。这回不仅是日耳曼南部有危险，连义大利也面临危机。因为阿拉里克得知史提利柯赶往多瑙河上游地区之后，动员麾下全体西哥德族入侵义大利北部。




前往义大利



军司令官阿拉里克负责防卫的区域，在后世称作巴尔干地区，在罗马时代称作伊利利亚。这个地区紧临於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分界线的西侧。尽管这个地方属于西罗马帝国的边疆，任命阿拉里克担任军司令官的却是东罗马皇帝，因此他算是东罗马帝国的高官。这件人事案正好能表达当时的巴尔干情势，以及东西双方对这个地区抱持的共通看法。因为这证明当时「东方」与「西方」的区隔还不明确。

此外，阿拉里克与其下的西哥德族，在东罗马帝国眼中看来是蛮族，在天主教派信徒眼中看来是信仰异端的奥里斯教派信徒。这也就难怪阿拉里克知道东罗马帝国境内正吹著排斥蛮族、排斥异端的风暴之后，不把自己与部族的未来寄讬在帝国东方，而把眼光往西方看。北方蛮族渡过多瑙河入侵，是因为遭到匈族的挤压。西哥德族选择西方基督教徒，而不是东方基督教徒入侵，其中则有避开天主教派宗教狂潮的用意。





担任巴尔干地区防卫工作的阿拉里克入侵义大利，已经不仅是越境行为，同时也是东罗马帝国军司令官的越权行为。照理来说，阿卡狄奥斯皇帝必须出面制止才对。然而一如前述，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的感情已经冷却。而且从东罗马帝国的角度看来，阿拉里克与西哥德这群蛮族兼异端能主动走出「东方」到「西方」去，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阿拉里克可能也是算计好东罗马帝国的反应，才立意要入侵义大利。他攀越了古代称作「朱利斯的阿尔卑斯」（Alpes Iuliae）的山区大举入侵。这段山脉如今名称依旧，只是义大利境内的以义大利文拼音标示，斯洛伐尼亚共和国境内以斯拉夫文标示。没多久，他就展开了对义大利半岛东北部首要城市亚奎雷亚的攻城战。这时已经是西元401年11月下旬。





史提利柯陷入了两面作战的困境。分別是多瑙河上游的拉耶提亚，以及相当於义大利门口的东北义大利。他这年四十一岁，除了「军总司令官」职位之外，同时兼任该年度的执政官，军事与政务两方面的职责同时落在他的肩膀上。

阿拉里克是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人物。他知道无论如何以众击寡，要拿下有城墙保护的都市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估算了北义大利无人不知的大城亚奎雷亚遭到攻击的消息传遍义大利北部的时间，不执著於是否真正拿下城市。等到北义大利为了亚奎雷亚岌岌可危的消息害怕时，他便转换策略开始四处抢夺。虽说这时是冬季，而且义大利北部的冬季相当严峻，但义大利北部有大河波河横贯，四处充斥著良田。要带着部下在收割后的冬季抢劫食物，自然是不成问题。





史提利柯在多瑙河上游收到阿拉里克入侵义大利的消息之后，并未立即赶回义大利。在五年前他已经与阿拉里克两度交锋并获胜，深知要如何作战才能致胜。不过当他知道身在米兰的霍诺里乌斯恐惧到精神失控之后，便立刻带领著少数骑兵穿越阿尔卑斯山，赶往米兰晋见。

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即位至今六年，这时已经十六岁。然而他害怕何时阿拉里克会从大门闯进来，晩上吓得连睡都睡不好。霍诺里乌斯开口闭口只有一句话，就是要逃往南高卢（现今法国南部一带）。

见到史提利柯之后，霍诺里乌斯再度提起这个意见。四十一岁的史提利柯，以严肃的语气对这个没有皇帝气魄的十六岁青年说：


「对罗马帝国来说，皇帝逃往行省是最大的耻辱。」



话说回来，霍诺里乌斯有著平时个性软弱，但一旦固执意见之后绝不退让的拗脾气，放任他待在米兰也会造成问题。因此史提利柯任命一名心腹手下担任罗马的「首都长官」，由他负责保护前往罗马避难的皇帝与皇妃安全。皇妃是史提利柯的女儿玛莉亚，而代为养育皇帝的赛蕾纳也陪同前往罗马。同时史提利柯下令首都长官动工加强罗马的城墙。





从罗马时代称作梅迪欧拉姆的米兰前往罗马，通常是由艾米里亚大道前往亚德里亚海滨的利米尼，在此转入弗拉米尼亚大道直达罗马。不过这时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正在义大利北部出没，因此无法使用横越北义大利南端的艾米里亚大道。一行人首先由米兰前往日努瓦（今日的热内亚），由此转入沿着第勒尼安海南下的奥雷里亚大道前往罗马。罗马人偏好有多重选择，认为道路形成多线网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种时候果真发挥其作用。

史提利柯未能目送皇帝等人离开米兰，已在稍早前赶回北边。虽然这使得他在短期内来回攀越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毕竟多瑙河滨有著非他处理不可的问题在等待。





这年渡过多瑙河上游入侵拉耶提亚地区的蛮族是苏威比与阿兰两个部族，共通之处是其皆属于日耳曼后裔，而且是遭到匈族挤压逼出定居地。对史提利柯来说幸运的是，这年两个部族是由苏威比族的王侯率领。一旦外交交涉对象是握有实权的个人，要取得妥协就不是困难的事情。史提利柯回到拉耶提亚地区之后，马上与这名王侯直接交涉。由于他们不久前遭受史提利柯率领的罗马军猛烈反击，苏威比族的王侯马上接受了史提利柯的提议。

交涉结果，双方决定缔结「同盟」协定。一般来说这种协定是由罗马方面提供蛮族土地做代价，由其代为防卫该当土地，是一种佣兵契约。不过在有关这场交涉的文献中，找不到关于酬庸的记录。可能是之前罗马方面在战斗中佔尽优势，使得事后省下了佣兵酬劳。总而言之，史提利柯脱离了两面作战的窘境。他得以将原本带往多瑙河上游作战的部队几乎全数带回义大利，之后只需率领这些部队与阿拉里克作战。





史提利柯为了从米兰赶回多瑙河上游而攀越阿尔卑斯山时，应该是从米兰前往科摩，利用以科摩湖为首，遍布阿尔卑斯山区的各个湖泊常驻船团。罗马人并不会在山区强行施工开辟道路，如果有湖泊的话会在湖泊派遣常驻船团，借此运输军队。也就是说，罗马人不会为了一条道路硬行开山挖地。除了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科摩湖之外，阿尔卑斯山区内的大小湖泊同样得以运用。最初构思并推动这项交通建设的，是西元前一世纪前半的朱利斯·凯撒。一如他的预期，其后五百年内对罗马人来说「防线」是莱茵河与多瑙河，而不是阿尔卑斯山。

不过，由义大利往北跨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不只这一条。第二年西元402年2月，史提利柯率领部队攀越阿尔卑斯山回到义大利时走的就不是这条路线，而是更偏东边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西元前一世纪后半，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进入帝政时期后，为了征讨日耳曼而铺设的道路。也因此，比起其他三条由义大利往北跨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设备更加完善。在一千八百年后，歌德等向往义大利南国的德国人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从罗马时代称作威尔狄迪那的茵斯布鲁克南下，在布伦纳罗山口穿越现在的奥地利国界，途经波扎诺、特雷德，最后到达威罗纳。在现代，这是利用高速公路迅速穿越的走法。而在罗马时代，这同样是干线大道。

史提利柯会选择这条路径，并非因为这里是干道。由于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準备在入春后攻打米兰，此时正在米兰周边过冬。如果沿着科摩湖南下，就必须陆续击倒分散到各冬令营的敌军。如果南下威罗纳后转向西行朝米兰行军，就能从背后攻击阿拉里克所在的敌军本部。而且既然阿拉里克的根据地在义大利东方的巴尔干地区，从东边攻击阿拉里克，也就代表已经切断了他的退路。




对决



事情发展正如史提利柯的计画。2月还在冬季，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没想到罗马会在隆冬攀越阿尔卑斯山反击，因此失去了让妇孺避难，由男子重整旗鼓的余裕。而且即使想让妇孺避难，在米兰周边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这时还在攻打米兰的途中，但还没有攻陷的迹象。遭到由东方步步进逼的史提利柯部队，与依旧健在的米兰城守军双面夹击的风险反而较高。

阿拉里克决心逃亡。然而往北有阿尔卑斯山阻隔，往东有逐渐逼近的史提利柯。南边的热内亚同样不能当作逃亡目标。这个时代的热内亚只是个小型海港，没有豢养几万名蛮族的基础。结果，似乎阿拉里克认为虽然同样受阿尔卑斯山阻挡，但西方是唯一的退路。他决心攻陷特里诺，趁势冲过阿尔卑斯山逃入高卢境内。






西元401~402年阿拉里克与北方蛮族的入侵路线




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解除对米兰的包围后，首先南下前往帕威亚，由此转入朝西的大道往特里诺行军。他们一边听着背后传来米兰居民脱离险境后欢天喜地的欢呼声，一边拉着四处掠夺后满载着行李的货车。

史提利柯也同样的，没有机会在米兰城里听民众欢呼的声音。他与麾下的部队没有进入米兰市区，直接追击往西行进的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只不过，走的路线不一样，而且追击时军队并未汇集一处，是分散成许多分队。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德族虽然人数佔绝对优势，但是队伍里有妇孺与货车，整个队伍并未一起行动。因此必须先派遣军队把分散的敌人渐渐驱赶到一处，以便最后一网打尽。要以数量吃亏的兵力击倒优势敌军，最有效的方法是令其汇集在一处之后，施加致命的打击。阿拉里克原本应该朝西往特里诺直行的，在中了史提利柯的计谋之后，甚至因此半途往西南方大幅绕道。





在今天，波莲佐这个小村落唯一出名之处，是义大利国王於十九世纪时曾在这里设置一座狩猎时居住的別墅。不过在罗马时期这里叫做波莲提亚，是个以手工业立足的小都市。到如今在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落郊区，还有著与村落规模完全不符合的罗马水道、神殿遗迹。

西元402年4月6日，两军在波莲提亚的平原上对峙。西哥德族让妇孺与货车退到后方，男子在阿拉里克的指挥下準备作战。史提利柯方面则摆出由步兵在中间，骑兵站在两翼的传统罗马阵形。

不过在当时，如果有人能同时看到双方阵营的话，大概会认为由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德军比较像是罗马军，而不是史提利柯率领的部队。史提利柯军的左翼，是不久前刚成为「同盟部族」的阿兰族骑兵，从远处就可看到他们穿着打赤膊的日耳曼武装。相对的西哥德军却拿着由罗马帝国军用仓库中拿出来的罗马式武器，穿着厚重的军装。

我们不知当天阿拉里克在何处指挥作战。不过在罗马军中央阵营的后方，随时可以看到史提利柯挺直身躯坐在马上的身影。

可能是负责记述的诗人克劳狄亚努斯对这方面的事情不大关心，我们无法得知战况的演变过程。似乎是史提利柯麾下的骑兵从两翼迅速展开抢得先机，把西哥德族的部队驱赶到背对溪流的狭隘平地里，让西哥德族在地形箝制之下大败。部队在阵形混乱后遭到驱赶杀戮，就连阿拉里克的妻小都遭到俘虏，可见在战场后方的家眷也失去安全。尽管如此，阿拉里克还是成功的将半数部队撤出战场，史提利柯与阿拉里克的对决还没结束。





一路追击向东逃逸的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后，战场转移到了威罗纳。在威罗纳近郊展开的战斗，同样又由史提利柯获胜。而且西哥德族这次无法避免全面溃败。

这一次阿拉里克又成功的逃脱了。只不过，他与麾下的西哥德部队无法像是在波莲提亚战斗时一样撤退或转进，而是以完全溃逃的姿态，回到半年前刚拋弃的巴尔干地区。

总而言之，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受到短期内无法复原的重大打击。也就是说，阿拉里克暂时无法威胁义大利了。

不仅是直接受害的义大利北部，整个义大利都为了脱离蛮族威胁而欣喜若狂。无论是元老院议员或是平民，人人都充满了安心与喜悅。而且这一次，没有任何人怀疑史提利柯是不是二度手下留情放走阿拉里克。




拋弃高卢



当大多数人为了脱离蛮族威胁而安心松懈时，唯有功臣史提利柯一个人保持冷静。他利用这个机会，制定了许多平时会大受抨击的法律。而且还不是在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大帝转入专制君主政体后，罗马人常见的「敕令」形式；反而是遵循元首政体时代的立法程序，由立法机构元老院表决成立国法。正因为他想采取这个做法，因此觉得饱受众人支持与期望的现在，是通过受人批判的法律的好时机。

西元402年秋季到403年秋季这一年中，由史提利柯制定的法律大致可以分成两类。首先是关于义大利的防卫工作，其次则是行省，尤其是与义大利安全息息相关的高卢南部防卫工作。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是重整防卫体制的法律。

首先成立的法律，认同义大利半岛「长官」握有募兵权。其次成立的法律，则是成立能成为该长官手足的机构。此外，史提利柯加强了在入伍后无确切理由而脱逃者的罚则。后续的法令更加强了这项罚则，逃兵一旦被捕将随即处死。

以当时的局势来说，这些法律确实有必要存在，但却饱受社会各层面的抨击。一百多年来，义大利半岛境内没有征募过军人。义大利本国的男子被人视为软弱无能，无法承受严苛的工作条件和恶劣的环境。因此征募军人的地区往往限定于巴尔干或者高卢东部。新法成立之后，义大利境内的男子开始做出共和时期或元首政体时期罗马人听到后会大为愤慨的回避兵役行为。为了逃避兵役而自残躯体的平民屡见不鲜，大型庄园的主人则是不愿意让手下的警卫或农奴服役。可见公德心一旦丧失，可是不容易再挽回的。





至於重整高卢防卫体制的法律是在何时、以什么法律成立的，我们后人无法得知。可能罗马帝国到了末期之后，连留下记录的意志都跟著衰退。义大利境内的文献还勉勉强强，与行省有关的记录则无论在质或量都大幅衰减。我们已知的是，史提利柯将整个高卢境内的罗马势力根据地，从特里尔迁移到了阿尔勒。

特里尔位于莱茵河的支流摩泽尔河中游，除了河运以外，另以三条罗马大道直通罗马帝国的防线。而史提利柯放弃了这个以开国皇帝名讳命名，罗马时期称作「奥古斯塔·特列维罗姆」（奥古斯都营）的重要基地，迁移到濒临地中海，罗马时代称作「阿拉堤」，今日称作阿尔勒的城市。如果以现代的国籍来看，就是把高卢地区的总根据地从德国西部迁移到法国的南端。光是从这一项来看，就可以想像史提利柯脑海中的高卢防卫计画是个什么样的内容。

也就是说，他打算放弃罗马人长年称呼为「长发高卢」的高卢北部、中部。在事隔四百五十年之后，放弃了朱利斯·凯撒征服得来的高卢地区。为了防卫高卢地区，罗马在不列颠常驻了三个军团。放弃「长发高卢」也就表示连不列颠一起放弃。那么，为什么史提利柯要保留高卢南部？






高卢与希斯帕尼亚




现在的法国南部，统称为普罗旺斯。其实只是从罗马人的语言拉丁文中，把意为行省的provincia转成法文拼音而已。西元前三世纪，罗马与迦太基展开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在战胜汉尼拔之后把这个地区行省化。在西元前一世纪进入帝政时期之后，罗马街道网路才在义大利本国外大幅拓展。不过早在百年前，罗马人就已经铺设了横跨南法的大道。铺设这条大道的目的，是为了衔接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后获得的西班牙。西元前一世纪中叶，凯撒将高卢北部与中部行省化。不过早在一百五十年前，高卢南部已经是行省了。

因此普罗旺斯对罗马人来说不是普通的行省，是已经与罗马合而为一的行省。「长发高卢」或不列颠出身的人员中，没有人登上罗马帝国的皇位，但是南法出身的人员里头有，这个人就是五贤君之一的安东尼奥·派阿斯。图拉真与哈德良虽然出身西班牙，不过是移民当地的罗马公民后裔。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皇帝之一安东尼奥·派阿斯却是由罗马征服的部族后裔，而且在元首政体时期里，帝国高官之中不乏像他这种罗马化高卢人。





在古代，普罗旺斯可不像我们观念中根深蒂固认定的，是法国的一部分。对古代罗马人来说，南法与西班牙、北非要比法国北部、中部、不列颠来得亲近。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无论是共和或者帝政时期，罗马都是个地中海帝国。

尽管出身於日耳曼裔的汪达尔族，史提利柯在观念上还是个标準的罗马人。想必对他来说，宁愿放弃不列颠与「长发高卢」也要保住普罗旺斯，是很自然的选择。

不过，这项政策同样饱受批判。对于住在义大利半岛的平民来说，阿尔卑斯山另一头的高卢毕竟很遥远，因此反弹的程度不如直接加诸身上的兵役制度。可是元老院议员可没上当。他们发现史提利柯把高卢地区的罗马势力根据地从特里尔迁移到阿尔勒的目的。当然，史提利柯并未表示要放弃高卢北部与中部，也没有撤除不列颠常驻军团。然而光是把根据地从莱茵河中游迁移到地中海这一点，就足以看穿史提利柯的意图。

以「元老院阶级」统称，拥有地位、财力的罗马上流社会男子之间，开始酝酿一股对史提利柯不满的气氛。史提利柯强迫他们把大型庄园里的警卫与农奴提供出来服兵役，已经够让他们生气。而实质放弃「长发高卢」的政策，更让他们产生祖先辛苦博得的荣耀遭人践踏的感觉。尤其推动这项政策的人是个蛮族出身的男子，更是让他们忿忿不平。

即使对他们劝说这种感情只是一种怀旧气息，如果要面对现在的严苛环境就必须有勇气与过去別离，恐怕也是白费功夫。西元五世纪的罗马上流社会，理论上也知道目前该如何做。然而在国家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占据人心的往往不是「道理」而是「感情」。





史提利柯也知道整个社会开始蔓延对他的反感，因此他决定举办在罗马绝迹已久的凯旋仪式，试图消解民众的不满。

要举办凯旋仪式就需要名义。这回凯旋仪式的名义是两年前当阿拉里克率领西哥德族入侵义大利北部时，在波莲提亚、威罗纳两度决战，逼使阿拉里克逃回巴尔干地区。不过如果仪式的目的是与公民同享胜利，应该要在西元402年，战胜年度的秋季举办。然而仪式却拖延到西元404年秋季举行，可见庆祝战胜只是名义，实际上的目的在消解民众对史提利柯的反感。




凯旋仪式



进入帝政时期之后，皇帝身兼罗马的最高司令官。即使战胜的功臣另有其人，在首都罗马举行凯旋仪式时主角一律由皇帝担任。西元404年秋季举办的凯旋仪式中，坐在驾驶人驱策的双头马车上，享受群众夹道欢呼的，同样是霍诺里乌斯皇帝。

不过，凯旋仪式是罗马的传统祭典，因此与罗马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个仪式的异教色彩太过浓厚。本来凯旎仪式的存在之于基督教国家就是矛盾的，可是民众一遇到凯旋仪式又会为其疯狂。因此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罗马依旧保留了凯旋仪式，只不过仪式的模样与以往大相迳庭。





首先，由凯旋武将亲自驾驶四头白马战车的做法完全遭到废除。采用白马驾车的规定还留着，但是数量减少到两匹，同时两头战车也改由驾驶人驱策。

另外，用红颜料涂满凯旋武将脸部的做法也废除了。在罗马，将脸部涂成红色是用于表示神明的方法。也就是说在仪式当天，凯旋武将因击破敌军保卫家乡的功劳暂时成了神明。可是在一神教基督教之下，尽管只有一天，依旧不能容许唯一真神以外的其他神明存在。在废除「只当一天神明」的规定后，以前站在接受群众欢呼的凯旋武将背后，不断提醒他「勿忘你是注定一死的凡夫」的奴隸也就消失了。将凯旋武将捧上神明宝座，又不断提醒他其实身为人类，是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的罗马特有的巧妙均衡感。到如今罗马也成为用不着重视这种均衡感的国家了。

以月桂树的叶子编制，代表战胜者的月桂冠同样也消失了。往年桂冠是希腊的奥运竞技冠军以及罗马皇帝所佩戴的饰品，因此被认为是异教的象征。实际上，当罗马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货币上也找不到戴着桂冠的皇帝肖像了。





西元404年的凯旋仪式同样地极度排除异教色彩。在游行队伍最后由战胜者乘坐的双头马车上，除了霍诺里乌斯皇帝之外，还可看到史提利柯的身影。当然，坐在前面享受群众欢呼的是霍诺里乌斯。尽管穿着华丽的军装，十九岁的霍诺里乌斯不但体型矮小肥胖又短腿，同时还面无表情。从他身上看不出来半点击退蛮族保家卫国的气魄。相反的，站在霍诺里乌斯身后的史提利柯有著四十来岁黄金时期男子特有的沉著气势，还有比皇帝高一个头的身高、结实的身材、锐利的眼神，实在比主角皇帝要吸引众人的眼光。民众当然知道，虽然行成年礼至今已过三年，霍诺里乌斯却是一遭到外敌入侵就从米兰避难到罗马，唯有史提利柯勇敢的向前迎敌，就连元老院议员也不得不承认这项事实。而这场利用凯旋武将的双头马车，展示两名权贵与公民共享战胜喜悅的示威活动，算是成功落幕了。





史提利柯也善用这个好机会，让霍诺里乌斯皇帝出席元老院会议，由霍诺里乌斯向议员演说目前议会不愿通过的法律有多重要。霍诺里乌斯虽然年轻但有气无力，当天演讲的原稿想必也是由史提利柯所写的。在皇帝劝说之下通过的法令规定，即使在没有「国家公敌」宣言等紧急局势宣言下，大型农庄的所有人如果不愿意依照政府要求的人数提供农奴服兵役，那么同样有义务为每一名人员付出二十五索利铎斯金币。在这项法律通过之后，史提利柯总算为编制新部队找到财源。因为身兼大型农庄主人的元老院议员，绝大多数不愿提供警卫或农奴，宁可选择付钱。




迁都拉温纳



在这个时期，史提利柯把霍诺里乌斯皇帝的居所从米兰迁移到拉温纳。迁都拉温纳的原因，在于霍诺里乌斯坚持不愿意回到危险的米兰，而同时霍诺里乌斯也不愿意继续待在罗马。

罗马太宽阔，住在这里的人也太开放。习惯只与熟人打交道的霍诺里乌斯无法适应这种环境。相对的拉温纳面积小，又位于波河的河口，受到周围有若鱼网的水路保护。在共和时期，拉温纳南方的卢比孔河是分隔义大利本国与北义大利行省的界线，而拉温纳正是北义大利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到了帝政时期后城镇扩大规模，拥有两个海港。四百年来南义大利的米塞诺与北义大利的拉温纳，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两大军港。

将宫廷设在拉温纳的目的，在于让胆小的霍诺里乌斯安心，认为紧急时还能从海路逃亡。这就是迁都拉温纳的前因后果。在这里要岔题说一下，拉温纳与罗马相同，是自古至今名称一直未改变的都市。





尽管如此，史提利柯重整义大利半岛防卫体制的工作依旧没有完成。一方面未能受到罗马社会各层面的协助，再者罗马帝国的国力已经衰退了。

西元四世纪初期，戴克里先皇帝行使强权，把罗马全体兵力倍增到六十万人。然而百年来人数逐渐衰减，根据研究人员推测，西元五世纪初期时，恐怕人数只剩下三分之一。由于帝国末期的文书记录质与量也随之衰减，我们连「军总司令官」史提利柯能亲自率领多少官兵都不知道。不过就连他都无法率领十万大军，顶多只有一两万人的部队。而他要面临的入侵蛮族，往往人数超过十万以上。





与西罗马帝国的国防力量相较，东罗马帝国同样有兵力衰退的问题，但减少的程度没有西方严重。

这并不表示东罗马帝国的国力比西罗马帝国高，也不表示东罗马帝国的官兵比西罗马帝国的同袍勇敢。对东罗马帝国来说，这个时代的敌国是大国波斯，而波斯部队会跨越幼发拉底河向西入侵，绝非因为在波斯活不下去要往外掠夺。波斯军队会入侵罗马帝国，理由在于要借由军事行动，恢复七百年前败给亚历山大大帝以前的古波斯帝国领土。因此当时的波斯物资丰厚，若能击退波斯军队，东罗马帝国的官兵甚至可以获得大量的战利品。

相对的，西罗马帝国的官兵作战的对象，是因为谋生不易，或者遭新来的部族压迫逼至迁徙，不得不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就算击败了这些对手，能拿到手的战利品也很有限。

这方面的差异，也形成了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志愿从军人数，以及官兵个人斗志的差异。这同样是当「国家」与「个人」利害关系不一致的衰退期现象之一。因为在罗马帝国鼎盛的元首政体时期中，战斗的对象一样是无法期待战利品的北方蛮族。然而当时的罗马军即使拿出严格的标準筛选，还是可以轻易聚集优秀的官兵。

只不过，鼎盛时期的帝国政府自有相当的对策。

首先，政府保障官兵能有与罗马社会中产阶级同等的年薪。在没有固定薪资的时代里，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项优势。

其次，是保证官兵得享同一时代其他国家没有的，期满退伍后的退休俸。当时似乎会随官兵个人意愿，以土地或现款方式发放。官兵不用担心在退伍后如何展开第二段人生。奥古斯都皇帝为了开辟退休俸的财源，甚至创设了在古代前所未闻的遗产稅。这项稅赋规定由六等亲以外人员继承遗产时，要由遗产中缴纳百分之五的稅金，不但让未服兵役的公民一同承担国防安全责任，也帮助社会建立公德心。

以上所说的，是由罗马公民权所有人所组成的罗马主要战力军团兵的待遇。出身於行省，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辅助兵在期满二十五年退伍之后，一样有退休俸可以领，只不过这些人领到的是罗马公民权。这项政策出自於罗马式的观念，认为行省民既然一同承担了罗马帝国的国防重责，也就有资格享受与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而且与医师或教师等职业所取得的个人罗马公民权不同的是，行省出身的官兵获得的公民权是世袭权益。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后代已经不是行省民，在任何方面待遇都与世传的罗马公民同等。

第三点则是由朱利斯·凯撒开创的退伍官兵回归公民社会政策。笔者向来认为，罗马帝国是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巧妙搭配才能发挥功用的国家组织。因此尽管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没有选举过程，地方政体的选举活动却很热络。凯撒担任「终身独裁官」之后运用强权推动了许多改革措施，其中一项是地方议会的活性化政策。根据凯撒的法案，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年龄分成下列三种。

一、无兵役经验者：三十岁以上。

二、曾担任军团兵职务者：二十三岁以上。

三、曾担任骑兵或百夫长的兵役经验人员：二十岁以上。

罗马社会认为男子满十七岁才成年，军队不接受低于这年纪的志愿役人员。而军团兵的服役年限，虽然要到奥古斯都时代才有明确规定，不过退伍年限在服役二十年之后。也就是说，军团兵退伍时年龄应该介于三十七至四十岁之间。能在二十或二十三岁就退伍的人，唯一的理由应该是伤病。也就是说最高司令官朱利斯·凯撒的福利政策，普及到在战斗中受伤或兵役期间罹病，因而不得不提前退伍，也因此无法享受退休俸的官兵。

国民公德心与官兵的斗志势必有个人差异存在，所以属于不确定要素。如果国家希望能运用这些不确定要素的好处，就必须顾及对薪资、退休俸的保证，以及回归公民社会时的优势。大多数的人，要在能够心安时才会提起干劲。也唯有在这情况下，才能期待「国家」（res publica）与「个人」（privatus）利害一致。





然而罗马政府在西元212年时，将罗马公民权颁赠给帝国境内除奴隸以外的所有国民。这就是由卡拉卡拉皇帝所颁布，史上有名的「安东尼敕令」。乍看之下，这是一道充满人道精神的法令，然而这道法令却使得罗马公民权失去魅力。因为公民权从要为国家效力才能到手的「取得权」，转为只要在帝国境内出生就可获得的既得权，再加上兵役期间能获得的薪资与退休俸规定开始模糊不清。此外，文官与武将职业生涯完全分离的政策，也使得兵役经验者再也休想转入地方议会。

不过，即使有办法候选，也恐怕没有人愿意担任地方政体的要职了。

西元四世纪后的罗马帝国与以往的元首政体不同，转型为专制君主政体的帝国，成为中央集权国家，地方议会沦为照中央决定金额征稅的机构。议员们在稅收未达预定金额时要自掏腰包补贴，因此没有人愿意进入议会。唯有靠职业世袭法的规定，把出生在议员家庭中的男子束缚在议席上。这样一来，个人与国家的利害自然会不一致。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朱利斯·凯撒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整顿的官兵优待措施，会让后继的历任皇帝承袭为罗马帝国的基本政策，起因在于罗马是个军事国家。若真遇到这种人，笔者也想表示一下意见。这种利用将文人领军视为金科玉律的现代观念拿来审判古代的态度，往往容易妨碍对古代社会的理解。

生于希腊的城邦国家公民的义务，是抵御外侮保护自己的国家。相对的公民拿到手的权利，就是参与母国政治的参政权。因此，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都会亲手拿起武器防御外敌。例如哲学家苏格拉底、政治家佩里克雷斯、悲剧作家索福克利斯、写实作家克先诺冯、史学家修昔的底斯等。

罗马是起源自城邦国家的国家。「公民」（civis）的义务是保卫国家，权利同样是透过选举参与政治。历史上会将两个时代并称为「希腊罗马时代」，也是基於在这方面的共通处。亦即，无论在希腊城邦或在罗马帝国，「公民」的首要义务是保卫「国家」。直到西元前一世纪为了推动失业救济政策而将兵役转为志愿制为止，罗马施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而在将兵役转为志愿制之后，担任国家要职的必备条件是曾有兵役经验，全国上下没有任何人对这点表示反对。在共和时期的罗马要角中，没有军事经验的，恐怕只有身为哲学家兼律师，又曾担任过执政官的西塞罗。就连历任皇帝，也几乎全是曾经服役的人员。在罗马国内的菁英职业生涯，通常是来回於行省的军事经历与中央的文官职位之间。

罗马帝国长年来未将文官与武将生涯分开，因此也不会产生文人统管军人的概念。文武混合的传统路线，促进了文官武将两个领域的人才运用，结果有利于罗马的国家整体利益。

到西元四世纪后，禁止元老院议员从事军事的法令成为国策，也转变了上述风气。由此以后文官与武将完全分立，双方的人员素质并未因此提升。从后来双方的表现看来，素质恐怕只有日益衰退的分。组织一旦明确的纵向分割之后，人员也就失去从不同领域的经验中获得刺激的机会。这也就难怪即使将军方总兵力增加到元首政体时代的两倍，长期效益却不如初期评估。西元四世纪初期罗马帝国的兵力从三十万扩编到六十万人，但当国家因财政困难逐步裁军之后，北方蛮族也就又开始自由进出罗马国土。笔者认为，三世纪初期由卡拉卡拉皇帝推动的罗马公民权既得权化，四世纪初期强行推动的文武完全区隔政策，是让罗马军事力量衰退的两大主因。

在两百年之后，罗马走进了西元五世纪初期。也就是说，到了由史提利柯承担国防全责的五世纪初期时，两百年来渐渐形成的上列倾向，已经稳固到无法回头的地步。如果元首政体时代的领袖有机会看到罗马帝国的现状，恐怕会对一个人承担责任的史提利柯表示同情。

西元404年秋季举办凯旋仪式后的小康局面，同样没办法维持一年。第二年，西元405年冬季将来临时，大批蛮族入侵的消息又让全义大利感到震撼。这时二十岁的霍诺里乌斯皇帝同样不愿离开拉温纳半步，史提利柯只好又一个人扛起保卫义大利的重责大任。




巨浪临头



西元260年发生现任皇帝被波斯俘虏的空前事变后，罗马弃守「日耳曼长城」，从此再也没有收复失土。然而这道防线在罗马的国防上发挥过极大的功用。第二任皇帝台伯留早先发现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因而草创建设，其后图密善皇帝正式建设防线，日后的图拉真、哈德良、马库斯·奥理略等五贤君戮力强化防线的建设自有其原由。因为向北流的莱茵河、向东流的多瑙河都发源自这个地区。再加上包括罗马时期称作涅凯尔的涅卡河在内，两条大河在此地又有许多支流存在。而且这一带的西南部是罗马人称为「未开发森林」（silva）的「黑森林」（schwarzald）。尽管罗马人在这里铺设了罗马式的石板大道，黑森林依旧是连白天都一片阴暗的地区。

简单来说，罗马人称为“agri decumates”，介于莱茵河上游与多瑙河上游之间的这个地带因为属于山区，是个难以防卫的地带。而“agri decumates”直译的话就是「十分之一稅耕地」。当初罗马帝国将居住在此地的日耳曼人收为行省民，承认其居住权，保障他们的安全，相对的其收入的十分之一要上缴给帝国，因此产生了这个名词。西元四世纪以后，罗马与北方蛮族的关系是认同其居住权、簽订同盟契约、由罗马给付佣兵酬劳聘请其一同作战。与罗马鼎盛时期的元首政体时期相形之下，帝国与蛮族的关系差异让人印象深刻。不过这也是因为在敌人进入大河上游与白天依旧阴暗的森林前就击退敌人的「日耳曼长城」，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消失了。






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地区




自从罗马弃守这个地区之后，蛮族入侵几乎全集中在这个地方，由此就可证明「日耳曼长城」发挥过多大的功效。西元405年秋季的入侵只是其中的一个实例，只不过入侵的人数空前绝后。

这次的入侵，同样符合西元四世纪后半至五世纪前半的蛮族入侵特色，蛮族们遭到匈族挤压不得不侵袭罗马帝国。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些入侵蛮族的身分是「难民」。入侵的远因匈族远从亚洲向西入侵，最初挤压了多瑙河下游北岸的蛮族，其次转移到多瑙河中游。到了五世纪初期时，行动已经扩及多瑙河上游。亚裔蛮族之兇猛似乎连日耳曼人都无法应付，往往是当地的旧有蛮族遭到挤压。匈族除了兇猛之外，因此又多了百战百胜的名号。





被逐出「十分之一稅耕地」这个如今仅有讽刺意味，罗马帝国的威光早已不及的地区之后，蛮族们只好流入南边的拉耶提亚行省。不过这次入侵并未事前订定目标，由特定部族领袖带队。名目上，这次入侵的领袖是东哥德族的国王拉达盖索，不过拉达盖索立场上只是此次入侵时的日耳曼裔部族联盟代表。西元405年秋季入侵西罗马帝国境内的，除了拉达盖索旗下的东哥德族以外，尚且混有苏威比、阿兰、勃艮第等部族。共通点在于都属于日耳曼裔，而且遭到匈族侵袭失去居所，不愿意丧命或沦为奴隸就只好向外逃逸。

只不过，这些人虽然同属日耳曼裔蛮族，却与虽受天主教派打为异端，但同属基督教奥里斯教派的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不同。拉达盖索率领的「东哥德族」是异教徒。与东哥德族一同行动的苏威比、阿兰、勃艮第等部族与东哥德族同样信奉日耳曼传统神明，相信森林是日耳曼之母。这些人活在罗马文明圈的外头，罗马人不为过的称呼这些人叫做「蛮族」。而这回包括妇孺在内，共有四十万人湧入了罗马境内。






建设完成后的日耳曼长城（引用自“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如果华格纳生在这个时代，迎击方面的罗马人或许会认为自己正在听着壮丽又充满野蛮力道的华格纳戏曲。在这里聊个题外话，华格纳的代表作，由「莱茵河黄金」、「飞行的女武神」、「齐格飞」、「诸神黄昏」四部曲构成的「尼贝隆根的戒指」之中，出场人物是罗马帝国末期的蛮族，一再入侵罗马领土的勃艮第族。德国的西部与南部在古代属于罗马帝国领土，然而华格纳的故乡莱比锡，却位于罗马帝国放弃征服的日耳曼深处，是个发祥於中世纪的城镇。顺带一提，若要以古代的角度辨別莫札特的故乡萨尔兹堡、贝多芬的故乡波昂到底属于日耳曼或罗马的话，这两个地方都位于罗马境内。这让人不禁想像，原来华格纳的戏曲会比较具有日耳曼风格，是因为背后有这样的历史因素。

总而言之，日耳曼民族入侵义大利时，如果背景有著华格纳的乐曲，想必会是个壮丽又整齐的行军画面，可是实际上却是毫无队伍可言。数量庞大的人员家畜，就在没有规律与明确目的地的状况下不断南下。

住在南下路径上的人们承受的损害，想必完全无法估计。他们之间并未发生战斗，只是一大群人突然冒出来抢劫，杀害有胆量抵抗的人之后又扬长而去，整个情况有如蝗虫过境。




迎击



对于要负责迎击的史提利柯来说，这次面对的敌人每个条件都无法估计。罗马军中的指挥官里，不乏像是阿拉里克这样曾在罗马军中担任职务的酋长，可是其中不包括拉达盖索。而且他以往没有与罗马作战过，使得罗马无法预估他会在战场上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更严重的问题是，连这些数量庞大的蛮族到底以哪里为目标都不知道，因此无法预测他们会经过哪些地方。刚开始时罗马方面以为他们朝高卢前进，到了西元406年春季，拉达盖索与旗下的四十万人攀越阿尔卑斯山出现在义大利北部时，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往义大利前进。





史提利柯在迎击这个从罗马的眼光来看完全无法预估的敌人时，最紧要的问题是要筹集兵力。西元405年冬季，收到拉达盖索率领的日耳曼部族由多瑙河上游入侵的消息时，史提利柯立即向西罗马帝国境内各个行省发令，要求派遣援军前来会合，然而他却无法获得行省规模的兵力。这并不是各个行省拋弃了义大利本国。行省不送来援军的首要理由，在于不列颠、高卢、希斯帕尼亚、北非等地光是自保就已经捉襟见肘，没有多余兵力可以支援。第二项理由，在于即使派出援军，也没办法保证援军可以平安到达义大利。笔者确信「和平」才是终极的基础建设。当「罗马和平」结束之后，不但是对外敌的防卫，就连对内贼的防卫，亦即所谓治安工作，都会造成功能障碍。也因为如此，响应史提利柯的命令来到义大利的，全是在高卢境内以「同盟部族」身分在罗马军中服务的蛮族兵。其中包括曾是阿拉里克的部属萨洛所率领的西哥德部队，以及由乌尔丁指挥的匈族佣兵。





更坏的消息是，由于大型庄园主人的抗拒，义大利境内的征兵工作推展得很不顺利。到了西元406年5月，史提利柯只好采用在罗马帝国史无前例的强硬手段。他成立法律规定征募军人时的对象连奴隸都包括在范围内。这道法令似乎不是必须经由大型庄园主人佔多数的元老院表决通过的国法，而是由皇帝颁布后直接生效的敕令，也就是所谓的临时措施法。不过敌人已经近在眼前，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迅速因应。

志愿服役的奴隸可获得的酬劳是，在战后可以脱离奴隸身分，以及领取两枚索利铎斯金币。既然身为奴隸，自然背后会有奴隸的主人。至於奴隸的物主有没有获得什么样的补偿措施，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到了西元406年入夏时，史提利柯才好不容易凑出三万兵力。




罗马帝国实际战力



如果把元首政体时期的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块，当时常驻西方的战力是由十个军团六万人的主要战力（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以及人数同等的辅助战力（行省兵）构成，总计十二万人。历经三世纪危机之后，西元四世纪初期人数倍增，扩编到二十五万人。西元四世纪前半罗马帝国能免於大规模的蛮族入侵，与兵力倍增这个大刀阔斧的政策大有关系。只不过，军事上大刀阔斧的政策，自然会压迫到国家财政。到了西元四世纪后半，这项政策的弊端也就慢慢浮现了。也就是说，因为国家在人力、财力上都无法维持，使得这段期间内罗马帝国的国防力量不断衰退向下探底。

不过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西罗马帝国的军总司令官把征兵对象扩大到奴隸之后，到手的兵力竟然只有三万人。在元首政体时期，三万人不过是皇帝之下十来名司令官或军团长所指挥的战略单位。





一个优秀的司令官会考量尽可能减少麾下官兵受损的战术，但是也知道作战时势必会产生损耗。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也好、汉尼拔也好、朱利斯·凯撒也好，他们能获得全面胜利，但是也必须在战场上折损部下。可是西元406年时，史提利柯却连折损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已经没有补充兵力的来源了。另外史提利柯还背负了第二项负担，就是他必须将包括奴隸在内，好不容易张罗来的三万兵力，在未经训练的状况下送上战场。

陷入这种状况之后，总司令官只剩下一种战略可以选择。既然不能让兵力折损，也就不可能在推动多次前哨战之后发动决战。剩下的唯一战略，就是等待敌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后，才主动发起决战。

这年四十六岁的史提利柯决心等待时机到来。为了等待时机，他只好坐视拉达盖索与旗下的四十万人像蝗虫过境一样的横扫义大利北部。




翡佐蕾之役



到了6月，拉达盖索与其下的四十万人放弃了让他们吃干抹净的义大利北部，开始朝义大利中部移动。如果他们是以罗马为目的地的话，最快最容易的途径是由艾米里亚大道前往利米尼，由此转入弗拉米尼亚大道直达罗马。不过拉达盖索以往从未与罗马帝国有过接触，可能他不清楚罗马的富裕，以及罗马石板大道的便捷。一群人好似油渍在布料上晕开似的，从义大利北部湧入了义大利中部。在中部遇到了第一个城镇翡冷翠之后，马上展开了围城战斗。可能是他们刚刚攀越亚平宁山脉，伙食即将见底了吧。

罗马时代的翡冷翠名叫「佛罗伦提亚」（Florentia），位于发源自亚平宁山脉、注入第勒尼安海的亚诺河北岸，是由罗马人修建的都市。以往这里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居住地，不过伊特鲁里亚人有在丘陵上建设城镇的习性，因此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如今遍布別墅的翡佐蕾丘陵。征服并同化伊特鲁里亚人的罗马人，却是喜好在平地上修建城市的民族。因此，修建于亚诺河滨的翡冷翠，实际起源自罗马时代。西元前一世纪时，苏拉选定这个城镇作为麾下官兵退伍后的落脚处。不过后来这名猛将的部下因为牵涉到加帝蓝阴谋而全数丧生。最后是由朱利斯·凯撒看中这个差点沦为无人废墟的地方，让退伍的部下定居。据说意为花都的佛罗伦提亚这个名称，同样起源在凯撒时期。日后的文艺复兴发源地翡冷翠，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是有著一千五百年历史的古都。而且到了现代，依旧以国道二号卡西亚大道（Via Cassia）与首都罗马相连。

只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翡冷翠已经扩及亚诺河的南岸，而罗马时代的翡冷翠范围仅限於亚诺河北岸，实际范围仅有亚诺河岸与「花圣母教堂」圈起的方形区域。在现代，只要走出翡冷翠市区，就可攀上翡佐蕾丘陵的缓坡，在罗马时代两地却相隔一大段距离。中间的一大片平原，在当时让人作为耕地使用。而广大的耕地，也成了拉达盖索与麾下四十万人攀越亚平宁山脉后，围城攻打翡冷翠时的营地了。




史提利柯接获侦查兵报告之后，知道他苦等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的部队基地位于北义大利的帕威亚，在一路监视拉达盖索的动态之下，将领与三万部队一路选择保持特定距离的道路，从义大利北部跟著移动到中部。最后得知敌人为了攻击翡冷翠而集结於翡冷翠与翡佐蕾之间的平原。

史提利柯一到达翡佐蕾背后，马上派人与忙于準备防卫工作的翡冷翠取得联系。原本蛮族就不擅长攻打有城墙围绕的都市，再加上翡冷翠又面朝亚诺河，整个包围网漏洞百出，要与市区内取得联系并不困难。





史提利柯向翡冷翠的居民要求食粮与人力协助。「食粮」是为了供应他率领的三万官兵；「人力」则是为了因应史提利柯构思的土木工事。翡冷翠居民原本为了蛮族来袭正準备做绝望下的防卫战斗，自然乐得答应史提利柯的要求。而在蛮族搜刮食粮后，一贫如洗的翡佐蕾居民，也乐于供应人力支援。一个环绕翡冷翠与翡佐蕾之间的平原，利用木栅壕沟驱赶囚禁蛮族的战略就这样成形了。

当然，在蛮族发现工事阻扰时，有必要派遣部队将其击退。不过与跟数量佔十倍的敌军直接冲突比起来，人员损失可说少到无法比较。而且当蛮族发现工事后逃亡时，甚至没有派兵追杀的必要。因为人一旦发现危险，往往会往同伙的方向逃亡。就在盛夏的烈阳下，史提利柯推展了利用木栅壕沟囚禁敌人的饥渴作战。





翡冷翠四面有丘陵环绕，夏季不仅炎热而且潮溼。尽管当地位置比罗马偏北方，夏季却比罗马炎热，冬季又比罗马寒冷。尤其翡冷翠与翡佐蕾之间的平原属于典型的盆地地形，8月的气候闷热到让人难以承受。住在平地的翡冷翠人会在周边的丘陵修建別墅，也是为了在夏季前往避暑。在盛夏的阳光之下，缺水断粮的四十万人就像是让人驱赶到栅栏内的羊群，不断的传出伤亡消息。这个状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但是史提利柯一点都不着急。更让人佩服的是刚纳入他麾下，由高卢初到义大利的蛮族官兵，还有刚从奴隸转行从军，民族成分复杂的男子们，竟然能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闹事。最奇妙的是，这些人就好像是已经在史提利柯麾下从戎多年的旧部一样，服从这名汪达尔族出身的武将。





话说回来，由于对象人数高达四十万人，要等到这些人全数饥渴倒地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因此在8月中旬时，史提利柯刻意开放了西侧包围圈的一个角落。他刻意让还幸存的蛮族逃往亚诺河的方向。在同时，派遣部队跟在这群为了疯狂追寻水源而接近亚诺河的人群之后。能支撑过饥渴的人，要在这次作战中蒙受刀兵与溺死的苦难。

只不过上列战况推演，全基於不到两个月时间不可能造成二十万名死者的前提假设，并没有任何现场记录做根据。醉心於史提利柯，以记录这名蛮族出身武将言行为己任的克劳狄亚努斯，最近两年来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在西元404年之后，这名似乎比史提利柯年长的埃及诗人退出了历史舞台。不知道他是已经身故，还是因病返乡养老。这场史上称为「翡佐蕾之役」的战斗，是透过奥古斯丁口中流传下来的。然而这个日后让人封为圣贤的人，当时在北非担任主教，还是从別人口中辗转听说这场在义大利中部发生的战斗。

也就是说，「翡佐蕾之役」的史料相当匮乏。不过我们可以得知几项既定事实。

8月23日幸存人员投降后，作战就结束了。整个木栅壕沟囚禁作战的过程还不满两个月。只不过，沿着亚诺河逃至比萨，进而逃往南法地区的人数据说高达十万人。率领四十万人入侵义大利的拉达盖索在逃亡过程中被捕，拉到史提利柯跟前后随即斩首。史提利柯在投降的人员中挑选了一万两千名精壮男子编入军队，其他人员全数卖到奴隸市场。由于人数太多造成奴隸价格暴跌，三个月前还是奴隸的官兵，甚至可以在战后买下生平第一个奴隸。

西元405年至406年，拉达盖索与四十万蛮族蹂躏义大利半岛北部，让首都罗马陷入恐惧之中。可是最后简直像是在翡佐蕾丘陵下给盛夏的烈阳晒到蒸发了一样。





史提利柯表演了一场全面胜利。这个等待时机来到，一鼓作气决定大事的做法，让人回想起四百五十年前朱利斯·凯撒率领的阿列沙战役。罗马元老院在得知阿列沙战役获胜时，还特別攀上卡匹杜里诺丘向朱比特等诸神致谢。在四百五十年后的罗马，长年守护罗马人的这些诸神已经给打成邪神。不过当遇上这种喜事时，想要找对象表达感激也是人之常情。西元五世纪初的善男信女抢著前往圣彼得教堂或拉提拉诺教堂，向基督教神明表达谢意。圣奥古斯丁在北非教区得知获胜的消息后，还发表演说表示这是天神赐予的奇迹。





不过，义大利居民的人心并未因此向史提利柯倾倒。罗马元老院的议员身处於除基督教之外不容许任何宗教存在的时代，因此只好表面上伪装成基督教徒。实际上在这些人之中，不乏偏好罗马传统诸神信仰的人物。不过这些潜在的异教徒可没有躲在家中深处，悄悄地向诸神表达谢意。有一句俗话说「过了喉咙忘了烫」，他们也把过去半年来的恐惧感忘得精光。在这些记性差的人之中，还包括身兼该年度执政官，却不懂得执政官为何有义务率先迎敌的，当时二十一岁的霍诺里乌斯皇帝。这些人不仅忘记了恐惧感，还反过头来指责史提利柯。以十万人逃入高卢境内为由，责骂史提利柯牺牲高卢来拯救义大利。





史提利柯毕竟已经四十六岁，既没有沉醉在胜利之中，也不为了责难而动摇。尽管他很清楚，尽管他等待时机成熟并一举成功，毕竟不像凯撒一样在远离义大利的敌境作战，而是在敌人入侵义大利半岛后才成功的。像这种成果，还称不上是满足了一再与霍诺里乌斯皇帝共同担任执政官的人应负的责任。尽管说如今已经无法完全阻止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西侧，至少应当要保障义大利本国不受外敌入侵。他心中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疏忽与义大利相邻的高卢地区，尤其南高卢更是特別重要。而他所担心的事情，就在四个月后发生了。




高卢现势



西元406年12月，日耳曼裔的蛮族又大举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这次的成员由汪达尔、苏威比、阿兰、萨尔马提亚等部族组成。与一年前拉达盖索入侵时相似的是，这些人同样是在匈族的挤压之下不得已入侵罗马境内。他们选择莱茵河中游做入侵点，是因为下游地区已有法兰克族定居。而这些人也不愿意与日耳曼蛮族中数一数二的大族法兰克正面冲突。






西元五世纪初期的高卢




十五万名在匈族追赶之下无家可归的难民，就这样拿起武器湧入了罗马帝国。已经毫无防卫力量可言的军团基地连像样点的反抗动作都来不及做，就一个个沦陷了。而且这回入侵的是由四个大部族所组成的集团，上头没有像拉达盖索一样的统帅。





莱茵河畔的梅因兹失陷，特里尔也被攻破之后，敌军很快就到达了兰斯。而当兰斯失陷后，下一个目标是巴黎。巴黎失守之后，奥尔良马上成了牺牲。最后蛮族更攻陷了都尔、波亚提耶，到达波尔多。而且先遣部队甚至到过托尔兹，我们可以说这场侵袭是在撞上庇里牛斯山脉后才好不容易停下脚步。整个高卢境内有如遭受从东北往西南吹的飓风袭击一样。与飓风不同的是，这些人在入侵后就随地住了下来。如今蛮族已经脱离了入侵后尽量抢夺，然后躲回莱茵河对岸的时代；而是进入了能抢劫照样抢劫，但是直接盘据在灾区的时代了。可是对于高卢居民来说，带来人祸的还不只是北方蛮族。





从元首政体时期起，罗马就在不列颠常驻三个军团。不过兵力随着时代变化衰减，到了西元五世纪时，恐怕兵力连原本的半数都不到。而且这些人数减半的部队，还要对付由北跨越哈德良长城入侵的苏格兰族，以及由东渡过北海入侵的盎格鲁族、萨克逊族。西元四世纪末期罗马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之后，西罗马帝国并未正式放弃不列颠。只不过对当地状况不闻不问，已经足以使派驻在不列颠的官兵觉得自己遭到皇帝遗忘。因为这时期的罗马政府已经无力顾及远在帝国边疆的不列颠。

尽管在这一来觉得自己遭中央遗忘，再者薪资粮饷的分发断断续续的状况下，敌人还是天天来报到。不列颠驻军也就开始注意某位同袍提出的，转进到高卢的意见。这名士兵似乎口才还不错，官兵们也似乎打算向忘记自己存在的皇帝报复，因此拥立这名士兵称帝。受到拥立的这个男子在即位后，把自己的名字换成君士坦丁的名讳，自称是君士坦丁三世。不列颠驻军就在君士坦丁三世率领下渡过多佛海峡，攻进了高卢地区。

高卢居民刚刚受蛮族由东北往西南蹂躏，而且为了蛮族盘据的情况感到绝望。因此他们见到君士坦丁与其麾下的不列颠驻军之后，欢迎的程度简直像是对待救主。尽管自称皇帝的君士坦丁在国法上属于篡位者，民众已经没有多余的心思管这些琐事了。

西元五世纪初期的高卢局势，混乱到无法以地图正确标示。由东北往西南是渡过莱茵河入侵的日耳曼部族盘据的带状地区。而渡过多佛海峡的君士坦丁与麾下的不列颠驻军，则是一边攻破挡在面前的蛮族，一边往东南行进。再加上高卢南部还有拉达盖索的残部。当时高卢的局势一片混乱，人们顶多只能画出一个粗略的示意图。整个高卢唯一平静无事的是北部地区，而当地早已是法兰克族的居住地。以上所叙述的就是西元407年的高卢现势。这个局势使得史提利柯计画中，为防卫义大利半岛必须保守高卢南部的想法完全过时。






君士坦丁三世




对于拥护霍诺里乌斯皇帝的史提利柯来说，自称皇帝的君士坦丁三世，要比盘据在高卢的蛮族危险。

第一点，只要霍诺里乌斯在位一天，另一名皇帝就是篡位者，史提利柯当然不能放任这种人不管。

第二点，这名篡位者备受高卢群众支持，使得西罗马帝国多了失去整个高卢地区的风险。

第三点，君士坦丁由西北向东南进军后，决定以维也努做根据地。维也努位于里昂南方不远处，只要通过沿着隆河南下的大道，就可到达由史提利柯定为高卢地区罗马势力根据地的阿尔勒，而且只要往东跨越阿尔卑斯山，就可到达义大利。

西元407年秋季，史提利柯请求罗马元老院认定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为公敌。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也反对两名皇帝并立的现象，因此顺利通过表决。在史提利柯之下参加过翡佐蕾之役，由哥德族出身的萨洛率领的一支分队随即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萨洛的表现相当优异，让君士坦丁的两名心腹武将阵亡。只不过部队未能攻陷维也努，只好又攀越阿尔卑斯山退回义大利。不过这场战斗至少让君士坦丁知道，如果他胆敢有半点觊觎义大利的表现，马上会吃不完兜著走。

话说回来，高卢的局面还是没有获得改善。而且即使想改变局面，史提利柯麾下连蛮族与奴隸出身的人员算进去，也只有三万人马。这个人数光是防守义大利都成问题，根本没有余力派兵到高卢去。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翡佐蕾之役后，蛮族与奴隸等孤立于罗马社会的官兵竟然继续留在史提利柯麾下。当时的人为这个现象提出一套解释。这些人虽然大多数日后成为反对史提利柯政策的人，不过连反对阵营都表示赞赏的话，内容说不定更足以采信。

据说史提利柯是个凡事公正的领袖人物。他对待部下虽然严格，但是无论部下是罗马公民、蛮族还是奴隸出身都一视同仁。他对官兵的赏罚也极为公正，不仅是获得赏罚的当事人，连无关的旁人看了都会觉得有道理。而且他虽然是西罗马帝国实质上的最高权位者，却没有沾染任何中饱私囊的行为。

在这个时代，皇帝与弄臣成天模仿东方专制君主过奢华日子；高官滥用职权为自己敛财；基督教的主教生活豪奢的程度足以使有良知的人不忍卒睹。史提利柯的清廉作风成为连反对者都认同赞扬的美德。他不仅向部属发放战利品时大方，还关心每个官兵的状况。比起他个人的三餐，他更在意官兵的伙食。恐怕就是史提利柯的一贯作风，吸引了无亲无故的蛮族后裔与奴隸出身官兵。总而言之，史提利柯是个能获得麾下官兵全面信赖与忠诚的将领。只不过三万人能做到的事情还是有限。




以毒攻毒



根据史学家吉朋的说法，史提利柯在西元404年就开始与西哥德领袖阿拉里克祕密交涉。如果这项说法无误，那么很可能是在以二度击败阿拉里克为名义，於罗马举办完凯旋仪式之后马上开始的。

前年夏天史提利柯以义大利北部为背景与阿拉里克大战时，阿拉里克的家人沦为罗马军的俘虏。敌军将领的妻小可是凯旋仪式上不可或缺的因素。要是缺了这项因素，群众可不会善罢甘休，因为少了这些人就少了一项看头。不过罗马人尽管会在凯旋仪式上展示俘虏，事后却极少有杀害俘虏的例子。会遭到杀害的俘虏都是让罗马视为极端危险的人物，被罗马官方认为只要生存就会对罗马构成严重威胁。而敌军将领的妻小自然不在这个范围内。

又说不定，就在举办凯旋仪式之后，史提利柯便祕密下令归还阿拉里克的家人。阿拉里克败给史提利柯之后，逃回亚德里亚海对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某处藏身。如果走海路的话，这个地区距离义大利只有一天一夜的行程。若是在令群众疯狂的凯旋仪式刚结束的时期，史提利柯自然有本钱冒这种风险。而且在与不幸沦为俘虏，认定终生无法再见的家人意外重逢之后，阿拉里克的心情也可能为这场惊喜起变化。无条件归还家属的待遇，很可能成为极机密交涉的契机。





假设史提利柯与阿拉里克早在西元404年就开始接触的话，事情浮上台面也就需要四年时间了。很可能史提利柯没有必要在这方面着急。这段期间中史提利柯致力於强化防卫体制，在面临拉达盖索与四十万蛮族入侵时，又以等待时机一举成功的方式粉碎了敌军。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内史提利柯的立场一天比一天强势。在我方立场日益增强的时期中行动时，大原则就是不得急于妥协。不过，立场变化总会面临极限，极限到来的时期可能就是西元407年至408年这段时期中。

另一方面，阿拉里克如果想站在对等立场与史提利柯进行交涉，那也绝对需要四年时间。四年前他与史提利柯两度对决都彻底失败，只能慌忙地逃回伊利利亚地区。若要召集四散逃亡的幸存者，力图重振旗鼓的话，只怕四年时间还嫌不够用。





那么为何史提利柯不选择其他北方蛮族领袖，偏偏挑上西哥德族的阿拉里克做交涉对象？时常由莱茵河下游入侵高卢，已有定居高卢北部气势的法兰克族这时虽然不是同盟部落，至少也没有与罗马敌对。为什么史提利柯要选择包括达尔马提亚战役在内，前后直接交锋过四次的阿拉里克？

其实正因为双方直接交锋过，而且每次都能击败这个对手。史提利柯很有把握，认为只要自己有那个意思，随时都可以击倒阿拉里克，所以才找阿拉里克当交涉对象。而且阿拉里克虽然老是败给史提利柯，却是个善于统御麾下蛮族的领袖人物。史提利柯打算把阿拉里克送往混战局面下的高卢地区收拾残局。也就是说，他计画派遣同属日耳曼裔的蛮族，前往压制在高卢地区到处作乱的蛮族。





对罗马人来说，这种「以毒攻毒」的战略并不陌生。不但如此，对罗马政府而言，这是不分共和、帝政时期长年惯用的政策兼战略，在史上例子多到不胜枚举。

西元前三世纪即将走入尾声时，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在义大利半岛内盘据了十六年，而罗马方面每战必败。一直到年轻的西比奥发现汉尼拔致胜的关键，在于能巧妙运用骑兵战力，罗马才有了转机。然而罗马军传统上主要战力为重装步兵，因此没有强力的骑兵传统。所谓传统，就是应尽量避免变化的事物。没有某项传统，代表即使勉强改变模仿，也难以期待产生效果。西比奥并未要求旗下的步兵开始学骑马。相对的，他拉拢了迦太基的邻国，同样位于北非的努米底亚。在古代一流名将汉尼拔生平仅有的败仗扎马会战中，获胜的是拉拢努米底亚王马西尼沙一同作战的西比奥。





至於帝政罗马的实质创始人朱利斯·凯撒，更是无论政治、军事，乃至於在个人举债等各方面，都是以毒攻毒的好手。光是看他在花费八年征服高卢后进行战后处理时的作风，就让人觉得难怪一千八百年后的史学家毛姆森要称赞凯撒是罗马史上唯一具独创性的天才。

凯撒不仅认同没多久前才与他敌对的高卢各部族族长既有的地位与权力，甚至将罗马公民权，乃至於元老院议席赐给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高卢必须成为罗马的行省，而罗马军防卫高卢的代价是政府向高卢人征收行省稅。凯撒在做完战后处理后就离开高卢，不久后与元老院爆发冲突，陷入了罗马内战局面。在四年内战期间之中，高卢境内看不到罗马军的身影。因为凯撒与元老院派的战斗，是在远离高卢的希腊、北非、西班牙等地展开。

也就是说，高卢人若是打算跟罗马翻脸，已有十分充分的时间做準备。可是在这适合恢复独立的四年大好时机之中，高卢人没有掀起任何叛乱事变。不但如此，当凯撒在西班牙境内作战时，高卢人还应凯撒的要求提供粮食。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与能在希腊、埃及等地调度资金的元老院派相较，凯撒随时苦於经费短缺，而高卢人却能照凯撒要求的数字上缴稅款。可见由凯撒所制定的「罗马人主导的宽松统治」，对高卢人来说没有不便之处。由此可见为何高卢人罗马化的程度，向来是帝国境内各民族的模范了。

继承凯撒地位的历任皇帝，也忠实地继承了利用他人以达目的的作风。





罗马与周边势力之间有一种后世史学家称为「缓冲」，罗马人称为「朋友」（amicus）的关系。罗马人的「防线」也是罗马的国界，而罗马政府向来注重如何与国界外侧的居民建立友好关系。在帝国东方，交往的对象多半是近邻王国；在帝国西方则多半是蛮族部落。罗马与这些势力成为「朋友」之后，朋友也就形成了政治上的「缓冲」了。

若要长期维系这个囊括罗马帝国周边的大政策，互相之间当然要有「付出」与「回馈」。向帝国东方「同盟国」付出的是，当这些国家遭周边大国侵袭时，罗马要出面承担防卫工作。而对帝国西方的蛮族「付出」的，则是在境内召开市场时，开放给这些人入场，并且购买这些人提供的特产皮革、毛皮。对罗马方面来说，「回馈」则是国家的全面性安全保障。因为平日与罗马有接触的蛮族，拿起武器与罗马敌对的机率会低许多。

基於上述内情，直到元首政体时期为止，罗马帝国的国界是一种开放性国界。就连遍布木栅、壕沟的「日耳曼长城」，也开设有许多城门。城门不仅提供外出巡逻的部队通行，同时也是接纳邻近蛮族入内参观市场的大门口。

话说回来，以毒攻毒的政策不但是赌博，而且是风险极高的赌博。这项政策能够成功的原因，在于罗马帝国有足够的体力，因此罗马政府不必担心毒性侵蚀身体。史提利柯会看上阿拉里克的原因，恐怕也是在回避中毒的风险。

进入最后一个世纪的西罗马帝国，其缺乏兵力的状况足以让人绝望。如果要解决这项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拉拢蛮族同盟。换句话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蛮族防卫蛮族。





到了西元408年入春时节，史提利柯才公开与西哥德族长阿拉里克交涉同盟的政策。他召开元老院会议，要求表决承认与阿拉里克之间的同盟协定。

协定内容中规定，西罗马帝国任命阿拉里克为「军司令官」，由其承担部分防卫工作，使阿拉里克与其下的西哥德族对帝国国防负有责任。同时罗马政府按照阿拉里克的要求，给付四千利普的金块作为酬劳。

元老院议员为此大感动摇。长年以来罗马元老院的议论过程，说得好听点是踊跃活泼，说得难听点就是喧闹得有如蜂窝。这一次元老院议场又陷入了同样的景象。只不过当时唯有持反对意见的议员高声喧嚷，持赞成意见的议员个个满脸沉痛的保持沉默。





话说回来，为何阿拉里克要求不以索利铎斯金币，而是以黄金给予酬劳？一个世纪前，君士坦丁大帝把帝国的基準货币从元首政体时期的狄纳利斯银币，换成了索利铎斯金币。他将货币从银本位制度转换成金本位制度，阻止了货币价格因通货膨胀而暴跌的现象。为了达成政策目标，索利铎斯金币的重量虽然仅有元首政体时期的奥理略金币的一半，但成分维持在百分之百。因为日常使用的银币铜币还维持汇率变动制，帝国基準货币的信用好坏，就看索利铎斯金币的品质如何了。

前后不过百年光景，蛮族在要求佣兵酬劳时，竟然不说是三十七万五千枚索利铎斯金币，而要求的是四千利普，亦即一千五百公斤的黄金。难道说纯金的索利铎斯金币之中已经有了杂质？阿拉里克二十年前曾在狄奥多西皇帝麾下担任军务，领过以索利铎斯金币给付的薪资，为何这时他特別要求黄金？如今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只能凭空想像。不过这局面就好像产油国家在出售原油时，要求的不是美元欧元日币，而是以黄金为代价一样。





从仅存断简残篇的史料中推测，阿拉里克要求四千利普的黄金做酬劳，价钱似乎比起其他「同盟部落」来得高许多。这又激起我们另外一个想像，到底这项要求是否顾虑到受要求方的给付能力。

至於西罗马帝国的给付能力呢，国家光是筹措三万兵力都成问题，应该是无力给付了，再来就要看个人的能力。研究人员曾对西罗马帝国的富裕阶层提出一套推测数据，而且正好是以利普金块做单位。





由于能持有大型农庄的人几乎全是元老院议员，在这里先从元老院议员看起。我们姑且假设元老院议员能维持元首政体时期的三百人员额。根据研究人员表示，「大富豪」是年收入超过四千利普的人，「富豪」收入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利普之间。

至於「大富豪」与「富豪」的比例，根据长年的元老院议员成员结构看来，三百人之中顶多三到五名「大富豪」，二十名左右「富豪」。其他大多数的元老院议员，则上自勉强可列入「富裕阶层」的人，下至「小康之家」。由于有许多元老院议员席位来自家传，因此元老院议员不能与富裕划上等号。

不过研究人员又表示，如果仅评比大富豪与富豪的话，罗马元老院议员的财力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议员的两倍。这项差距的来由，应该起因自累积财富的时间长短。光从帝政时期起算，罗马元老院就至少有四百年的历史。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在这时只有百年历史，而且是在专制君主身边的荣誉职，「库存」当然会有差距。





在罗马帝国境内财力排行数一数二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之中，我们还可探索某一位属于「富豪」的议员生活形态。这人名叫馨马库斯，是在第XIV册《基督的胜利》最后出场，与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激辩的馨马库斯长子。这人出身於「异教罗马古老荣耀的最后一把火」的名门之中，尽管富裕程度属于中等，在元老院中还是广受议员崇敬。

至於馨马库斯家的资产详情，据说在首都罗马市区内拥有三栋宅院，在全义大利境内拥有十五座別墅。这些別墅都是典型的罗马式別墅，附有广大的农地，改称为农产基地恐怕还比较合乎实际。据说十五座別墅的年收入，相当於一千五百利普的黄金。

馨马库斯家在义大利半岛前方的西西里岛上有座別墅。这座被人视为馨马库斯家资产的別墅，位于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中央的恩那地区附近。別墅目前还在接受考古挖掘调查，不过已知的是兴建于西元四世纪，直到六世纪末还有人使用。





在佔地宽广的田园別墅之中，房间的数量多达三十个。属于家人生活空间的内庭以列柱环绕，为三十六×三十公尺的空间。内庭东侧的走廊宽五公尺，长六十公尺，通往具备冷暖热三种浴室，能满足罗马生活中必备沐浴需求的大浴场。接待客人用的客厅为十二×二十四公尺的空间，除此以外另有一个二十一公尺见方的沙龙，内部有三个呈半圆形的爱赛德拉（Esedra，半圆形柱廊）空间。可见沙龙室内的墙面在当时摆满了雕像，足以让人称为「雕刻展示房」。

各房间的墙面与地板残存的镶嵌画，充分显现了物主的格调。镶嵌画之中没有任何采用基督教主题的作品，描绘的都是田园收割、野外狩猎等生活情境。通往浴室的回廊上有长达二十一公尺的镶嵌画，描绘著罗马「大竞技场」中最受众人欢迎的战车竞赛情景。

这座別墅的壮丽甚至超越罗马鼎盛时期的別墅，可是住在別墅中的人却是活在基督教时代里。为什么別墅中会如此充斥著异教色彩？在这个罗马传统宗教已经被打为邪教的时代中，如果对传统宗教抱持亲近感的话，就是所谓的「潜在异教徒」。很可能名门出身又属于「富豪」的元老院议员可以不用刻意隐藏自己的倾向，而且別墅又远离已经让基督教掌握的米兰与罗马，位处西西里岛的内地。

不过，笔者又想到一件事情。要维持营运这座別墅，势必需要数十名佣人。而若要在別墅周边的广大农地中耕作，势必又需要数以百计的农奴。如果这是「富豪」的生活，那么「大富豪」过得会是什么样的日子？

确实这座被视为馨马库斯家资产的別墅，位于还没受到北方蛮族侵扰的义大利南部。不过就算连这个因素都估计进去，在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之中，西罗马帝国依旧拥有财富，只不过是国家贫穷、个人富裕的局面。尽管经济局势与帝国鼎盛期的元首政体时期相反，罗马还是有财力聘雇阿拉里克与其下的十万兵力。





可是当史提利柯请求议决通过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定时，元老院却大表不满。很可能元老院议员的真正意思是他们不愿意为此出钱。以前史提利柯在维修道路时，曾经要求在道路附近持有庄园的元老院议员提供三分之一收入做经费，很可能元老院议员不愿意一再破财。

不过若是为钱财反对，又会让这群自认为是帝国菁英的人名誉受损。因此议员们拿起罗马传统做辩驳用的工具。有一位名叫蓝帕底斯的议员就做了这样的表示：


「与阿拉里克的协定不是带来和平的协定，是通往奴隸化的协定。」



有许多议员对此表示赞同，但史提利柯毫不退让。他坚持表示付给阿拉里克与其下的西哥德族四千利普的黄金，并非换取义大利不受入侵的贡品，而是令其服军务的酬劳。可能有许多议员虽然不甘心，但觉得必须赞成史提利柯，因此元老院会议中表决通过了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定。





在外力逼迫下面对不愿目睹的现实之后，人们往往会憎恨逼迫自己面对现实的人物。不单是投反对票的议员，连在苦涩的决断下投赞成票的议员，也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史提利柯。他们仿佛到了这时才回想起史提利柯出身蛮族，以別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军总司令官。同时他们也为自己感到愤怒。愤怒的是必须在蛮族的说服之下投票通过法案，与另一名意图入侵义大利的蛮族缔结同盟。

狄奥多西皇帝也曾以赠与土地及给付佣兵费的方式，拉拢不久才敌对的蛮族一同作战。然而狄奥多西不但是皇帝，父母又都是罗马人。如果对象是罗马人皇帝，那还可接受。让蛮族出身的军总司令官劝说与蛮族联手是拯救罗马的唯一途径，而且还非承认不可的苦涩现实，使得他们开始憎恨史提利柯。他们心中感到不平，认为蛮族哪能了解罗马菁英的心情。





不过仔细想想，这种心态其实没有理论根据可言。在西元五世纪时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中，已经没有从元首政体时代传下的世家子弟。就连西元四世纪到五世纪的名门贵族馨马库斯家，在百年前的西元三世纪时也是没没无闻。至於抨击协约是奴隸化的前奏，反对议案到底的蓝帕底斯，还是在这场会议中才登上历史舞台，说不定他是刚进入元老院阶级的新人。

无论是共和或帝政时期，议员在罗马元老院会场发言时，不是以「诸位议员」开头。按照惯例，议员发言前会以“Patres Conscripti”（各位建国父老以及新进人员）开头。从这项习惯中可以得知，相当於现代国会的元老院，并非由王政时期传下的三百建国父老家门垄断。元老院的大门随时为“homo novus”（新入门）敞开。这项作风得以随时为统治阶层引进新血，避免组织僵化。在西元五世纪的元老院议员中，已有相当比例的新人。





元老院议员与史提利柯同样的，都是新入门的帝国统治阶层人员。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人很可能与大多数当时的罗马人一样，身上带有蛮族血统，但是至少父亲是罗马人。而史提利柯却是在罗马人母亲与汪达尔族父亲之下成长。就好像即使母亲是个女佣，只要父亲是国王的话，小孩也自然是王子一样的。像拉丁文《圣经》译者歇洛尼亩斯这种有识之士还会将史提利柯称为「半蛮族」（semi-barbarus），与其他蛮族做区隔。在一般人眼中看来不管前头有没有“semi”，反正史提利柯就是“barbarus”。元老院议员直到这个时期，才为自己十三年来实质上受「蛮族」统治的事情感到痛苦。




孤立



对史提利柯的敌意还不仅充斥在元老院议场内。史提利柯的妻子赛蕾纳这时期正停留在罗马市区内，而赛蕾纳也在这时背离了丈夫史提利柯。赛蕾纳是前任皇帝狄奥多西的姪女，由狄奥多西收为养女后特別赐嫁给史提利柯，两人之间育有一男二女。当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皇宫内常为嫉妒衍生出反史提利柯的阴谋，也是赛蕾纳在尚未成熟时一一化解这些阴谋。这对理想的夫妻，在结缡二十五年后却破灭了。可能对于生长在皇室的赛蕾纳眼中看来，丈夫所提出的笼络蛮族政策是种藐视帝国的做法。再加上史提利柯虽然信仰天主教派，却从未抵制过异教或异端信仰，而赛蕾纳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派信徒。而丈夫意图结盟的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信奉的是让天主教派宣告为异端的奥里斯教派。说不定宗教问题才是赛蕾纳突然变心的真正理由。






史提利柯（右）与妻小




或许是安布洛修斯生前教导有方，米兰这个都市是个比罗马其他地方都狂热的天主教都市。而米兰就在这时开始带头反抗史提利柯，表示不愿意与异端合作。更糟糕的是，米兰居民没有把反对史提利柯的想法藏在心中。

「军总司令官」史提利柯直属部队的义大利基地位于义大利北部的帕威亚。帕威亚距离北边的米兰不到三十公里。帕威亚军事基地的粮食靠米兰商人供应，官兵休假时也是前往米兰游玩。米兰城内这股认为与可恨的异端同盟是违逆基督教义行为的观念，迟早会渗透到营区内。

史提利柯受元老院阶级敌视、受妻子背弃，麾下官兵中佔半数的罗马兵责骂他是卖国贼。如今依旧对史提利柯忠心耿耿的，只剩下蛮族及奴隸出身的官兵，而这些人的基地位于波罗尼亚。西元408年春季时，留在史提利柯阵营下的同伙，只剩下波罗尼亚驻军，以及帕威亚基地的将领。这些军事高官由于随时身在前线，很清楚西罗马帝国的国防能力极限所在。





不过在西元408年春季时，霍诺里乌斯皇帝并未表明他对史提利柯的看法。二十三岁的霍诺里乌斯成天躲在拉温纳城里。自从登基以来，霍诺里乌斯十三年中一直照着史提利柯的指示行动。也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记录中找不到能看出他个人观点的文字，也或许这个人根本没有观点可言。

不过对史提利柯来说，已经有一个坏征兆出现。史提利柯的长女玛莉亚嫁给霍诺里乌斯后，在怀孕生子之前就过世了，次女随即接替了长女的位置。玛莉亚到了西元408年才过世，可见长女与次女的交接是在408年春季完成的。然而霍诺里乌斯皇帝不愿与新任皇妃同寝。话说回来，他也没做出疏远皇妃的父亲史提利柯的举动。不过到后来，发生了让霍诺里乌斯表明态度的事件。





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奥斯在5月初逝世的消息，传入了西罗马帝国境内。以当时的资讯传递速度来看，消息要从君士坦丁堡传入罗马需要两个月时间。因此霍诺里乌斯与史提利柯应该是在7月得知这个消息。

阿卡狄奥斯肉体、精神都不够坚定，虽然身为皇帝，治国工作却全委由皇妃及皇宫官僚代理。这个人与他的弟弟霍诺里乌斯一样，是个枯坐在皇位上的皇帝，而他逝世时仅有三十一岁。皇妃奥多利雅是个连正式的「皇后」称号都要到手的干练女性，老早就帮她七岁的儿子确立了皇位。同时她在确保由自己为七岁的狄奥多西二世担任摄政工作之后，才将东罗马帝国皇帝逝世的消息传往西罗马帝国。

霍诺里乌斯接获消息之后，很难得的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主张自己要前往君士坦丁堡，协助年幼的姪子统治国家。当然这只是表面话，实际上是打算趁皇帝年幼霸占东罗马帝国的皇位。

这项主张遭到史提利柯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西罗马帝国正处於艰困复杂的局势，关键人物皇帝不能不在场。反对的理由很合理，不过也同样是表面话。真正的理由是如今反史提利柯的气势节节高涨，只剩下霍诺里乌斯具有稳固史提利柯立场的力量。






霍诺里乌斯




正如君士坦丁大帝生前预估，只要打出君权神授说，让决定即位的意志脱离人间走入天堂之后，不管多无能的皇帝都有办法维持皇位。君士坦丁为此承认基督教，并强力扶植基督教势力。因为一旦皇帝成了凡人「无法接触」的存在，也就确保了无能皇帝一样可以维持皇位的理由。这项措施确实回避了因皇帝陆续换人而使政局紊乱的风险，同时也造成了无论由何人继位，无论皇帝的能力如何，都会是国家关键人物的局面。

以表面话应酬，不能互相坦率的人际关系，即使能解决问题也一定会留下后患。霍诺里乌斯遭理论驳倒之后只好撤回己见，可是他也开始憎恨从十岁时起一直辅佐自己的史提利柯。这个生性懦弱的男子在生平第一次主张遭反对之后，态度也就僵化了。十三年来皇帝与军总司令官的关系向来维持良好状况，如今却突然冷却了。这使得皇帝身边的皇宫官僚获得机会与能量，得以从事多年来一直无法出手的反击史提利柯行动。




计谋



从奥林派厄斯这名字来推测，这个人说不定是个希腊出身的宦官。这名男子过去的经历不明，不知何时起成了深受霍诺里乌斯信任的手足。同时他为了宣传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慈善事业上投入不少功夫。受天主教派信徒尊称为「教父」，日后列名圣人的奥古斯丁还曾经赞扬过这个人。奥林派厄斯开始在皇帝身边耳语，表示史提利柯戮力防卫西罗马帝国并非为了保护霍诺里乌斯，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攀上皇位。

二十三岁的皇帝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事情。史提利柯前来向皇帝请愿，希望能让儿子迎娶霍诺里乌斯同父异母的妹妹嘉拉·普拉齐达。原本漠然的怀疑，就此变成确信。几天后，霍诺里乌斯皇帝就离开罗马往北行进，为的是经由波罗尼亚前往帕威亚。在出发之前皇帝公开表示，这次的旅行目的在激励波罗尼亚与帕威亚驻军。军总司令官史提利柯陪同皇帝到了波罗尼亚。因为奥林派厄斯主张往帕威亚的旅程只要皇帝本人就够了，并获得霍诺里乌斯赞同，因此史提利柯留在波罗尼亚没有同行。





霍诺里乌斯皇帝虽然意志薄弱但并不邪恶。从事前迹象看来，他并不知道在帕威亚会发生什么事情，照理说是在无知的状况下成行的。这一切应该是奥林派厄斯等皇宫官僚设下的计谋。

西元五世纪初期，波罗尼亚（罗马时代名叫波诺尼亚）是义大利中部的主要城市之一，非正规军的营区也位在此处。由此沿着艾米里亚大道可通往义大利北部的帕威亚（罗马时代名叫提齐努姆），也是正规军的营区所在。根据史提利柯的战略，蛮族从北方入侵后，首先由正规军在义大利北部迎击，其后可在义大利中部歼灭敌军，因此才如此配置部队。基於这项策略，波罗尼亚驻军由史提利柯亲自指挥，帕威亚驻军则交给深受史提利柯信任的部将带领。

自从霍诺里乌斯即位十三年来，这还是皇帝首度参观军团基地。帕威亚全体守军为此忙着準备迎接皇帝。





依据军方惯例，当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罗马帝国皇帝造访军事基地时，官兵要分队行进至左右由高官陪同的皇帝面前。部队在行进后整队面对皇帝，接受训辞与激励。这天霍诺里乌斯左边是皇宫官僚，右边是基地司令官与大队长，坐在高台上的宝座进行阅兵。

阅兵典礼开始了。当典礼进行到一半时，原本一边向皇帝敬礼一边行进的一列官兵突然脱离队伍，拔起武器冲向皇帝右侧的司令官与大队长。

军方高官当时并未穿着适於实战的装甲，而是穿着以美观为前提制作的典礼用武装。在意外遭受多数士兵袭击的情形之下，没有人能够自保。





骑兵司令官倒下，步兵司令官也躺臥在血海里；基地后勤负责人成了牺牲，就连基地会计官都遭到杀害。帕威亚基地内的军事高官全数遇害，而这些人可说是史提利柯的心腹部属。在其他官兵不知如何因应的短时间内，也在龙椅上满脸苍白全身发抖的霍诺里乌斯面前，史提利柯派军官就这样全数遭到肃清了。奥林派厄斯这时才站出来，代替吓得说不出话的皇帝向官兵表示所谓的皇帝旨意。他表示遭到整肃的高官意图谋害皇帝，打倒这些罪人的官兵值得受到赞赏。过了好一阵子，常常听米兰天主教派信徒抨击史提利柯的官兵才开始接受奥林派厄斯转述的皇帝旨意。

这件事变的消息马上就传到了波罗尼亚。想必是史提利柯派的某位队长成功脱逃后，立即策马通知史提利柯。因为对于肃清史提利柯派的奥林派厄斯等人来说，史提利柯越晩知道事变的消息越好。





我们不知史提利柯在得知消息之后做何感想。以记录史提利柯言行为己任的诗人克劳狄亚努斯已经不在，史提利柯本人又没留下任何文件。若根据反史提利柯派的人留下的少数记录来推测，事情应该是这样发展的。

派驻在波罗尼亚基地的非正规军官兵，虽然是由蛮族与奴隸所组成，但这些人决心站在史提利柯的阵线。因此官兵派遣代表前往参见史提利柯。他们出现在满脸悲痛的史提利柯面前时表示，万一发生与帕威亚驻军战斗的局面时，即使对手是皇帝的人马，大家也愿意在史提利柯之下作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史提利柯没做出任何回应，只是静静的听，静静的送走这些人。这名现年四十八岁，出身蛮族的罗马武将，面临了一生中最重大的问题。





在史提利柯派军官全数牺牲后，帕威亚驻军成了无人率领的集团。如果由史提利柯带领波罗尼亚驻军反抗的话，想必能轻易的取胜。不过，要是他这样做的话，他就再也不是罗马人了。




苦恼



狄奥多西皇帝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时，特別召见史提利柯，委由他保护当时十七岁的阿卡狄奥斯与未满十岁的霍诺里乌斯。史提利柯向临终的皇帝宣誓受讬至今已经十三年，如果现在举兵反抗霍诺里乌斯皇帝，也就打破了当年的讬孤誓约。对于身处领导阶层的罗马男子来说，死守曾经发过的誓约，是超越法律的道德问题。尽管道德早已沦丧到底，然而史提利柯的理想并非同一时代的罗马人，而是往年的罗马人。

另外，一旦他举兵反抗曾宣誓效忠的皇帝，就再也不是罗马军人了。罗马人不但认为信守誓约是最重要的道德，而且相信罗马军的特色就是无论地位高低，军人之间互相坚守交换过的誓约。虽然这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对史提利柯来说，一点都不是过去。





除了上述两项问题点以外，第三点是有个北方蛮族汪达尔族父亲的史提利柯特別感受的问题。

史提利柯在罗马人母亲之下成长，二十来岁受狄奥多西皇帝赏识重用至今，这二十五年来他一直以「罗马人」（Romanus）身分活着。而且在狄奥多西病逝后的十三年来，他一边拥立年幼的皇帝，一边坚守着西罗马帝国国防。史提利柯比同一时代的任何人都坚持罗马人理念，多年来保护著罗马帝国。如果他现在举兵反抗，也就毁了罗马帝国。这代表他脱离「罗马人」身分，以「蛮族」身分行动。这点让他无法接受。他不能接受在当了四十八年的「罗马人」之后，退回「蛮族」身分。

可是如果不在这时起兵，就要面临个人毁灭。到底是要坐待毁灭，还是起兵以蛮族身分活下去？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绝对不能退让的底线。这条底线随个人千差万別没有客观性，因此既不能用法律规范，也无法以宗教引导。这是个人心目中认为最佳的生活方式，不是探求万人共通真理的哲学。要以拉丁文来形容的话，这就叫做“stilus”，义大利文叫做“stile”，也就是英文的“style”。即便从旁人眼中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头号优先的事项。因为一旦违反了个人风格，自己就再也不是自己了。

朱利斯·凯撒在3月15日的一个多月之前，就知道有人想要谋害他。不过当3月15日他出席由他召开的元老院会议时，没有采取任何的自保措施。因为元老院议员赤手空拳参加会议，是罗马长年来的传统。

可是在这一天，布鲁图斯等十四名元老院议员身穿代表元老院议员的红边白袍，身上却暗藏着暗杀用的短剑。这十四个人拿着武器攻击依照罗马元老院传统毫不设防的凯撒。据说当天十四名刺客中，有人兴奋到不小心砍到自己的手，也在凯撒身上造成二十三道伤口，但是只有一处致命伤。

长年从军的凯撒马上知道自己得了致命伤。他在倒地之前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重新把袍子卷好。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倒地后肉体暴露在外。





凯撒指定的继承人，就是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这个人在位期间有凯撒的十倍长，出席元老院会议的次数想必数都数不清。不过他从未孤身出席会议。话说回来，他并没有带着警卫出席，也没有派人向出席会议的议员搜身。奥古斯都同样尊重罗马元老院的传统。只不过他只有在几名对自己绝对忠诚，而且体格健壮的议员陪伴的情况下，才会参加元老院会议。

凯撒会在诸多人才中选定奥古斯都做继承人，想必是从这个因年幼而没有业绩的青年之中，发现了什么与众不同的资质。奥古斯都也确实回报了凯撒的期待，证明他的确是凯撒的最佳继承人。罗马帝国可说是在这两个人手底下开创了。

不过这两人虽然资质同等，“style”却依旧不同。说不定人与人的差异不在资质高低，而在于属于自己的风格。也正因为如此，「风格」等同于个人的魅力。就好像亚历山大大帝的魅力，在于他虽短暂但充实的一生。




死亡



史提利柯为了是要终生坚持罗马人身分，还是回到蛮族作风而苦恼。当他知道霍诺里乌斯皇帝已经离开帕威亚回到拉温纳之后，决定下个赌注。因为史提利柯对皇帝从小到大的任何事情都瞭若指掌，他实在不相信肃清帕威亚军官的事情与霍诺里乌斯有关。於是他决定前往拉温纳，直接与霍诺里乌斯见面。

从波罗尼亚前往拉温纳时虽然距离上会拉长，不过先经由艾米里亚大道前往利米尼，再由此沿着亚德里亚海滨北上是最省时的路径。史提利柯原本只打算带着贴身卫兵上路，但是有一群官兵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同行，因此在进入拉温纳时变得挺显眼的。可能史提利柯想要避免刺激皇宫，因此在到达拉温纳后并没有回到家中，而是寄宿在教会附属的主教公馆。他从公馆中派遣使者到皇宫，请求皇帝接见他。

我们不知道使者带回来的答覆是霍诺里乌斯皇帝准许他晋见，或者是准许他进入皇宫。不过至少是获得许可了，虽然条件是要他一个人出面。





史提利柯到达皇宫后，卸下佩剑交给了佣人。这是十三年来做过无数次的动作。只不过这天，皇帝起居室的大门没有对他开启。

二十三岁的皇帝，不愿意接见这名四十八岁的忠臣。出现在史提利柯面前的是奥林派厄斯。而这名皇宫官僚，也只是冷冷的宣读皇帝批准的死刑宣告，罪名是与蛮族共谋打倒罗马帝国。到了后期帝政时代，叛国罪无法像元首政体时期一样获得有律师辩护的审判，一经定罪随即处死。西元408年8月23日这天，皇宫执行了斩首刑。





史提利柯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由于遗体下落不明，因此也没有坟墓。有一位后世的史学家写下这么一句话：在霍诺里乌斯长达二十八年的在位期间中，这个皇帝唯一做过的决定就是处死史提利柯。




空白



史提利柯身故后「军总司令官」的职位出缺，最后由奥林派厄斯占据这个职缺。史提利柯派的官兵接获这个消息后，知道在罗马军中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集体离开了军事基地。如果史提利柯的长子在世的话，或许会与这些人同行。然而霍诺里乌斯皇帝在执行完史提利柯的死刑后，马上派人杀害这名与自己一同求学的青年。

在史提利柯死后，由他编组并一同作战，由蛮族与奴隸构成的非正规军也就消失了。陪伴他前往拉温纳的官兵也好，在波罗尼亚等待消息的部队也好，就在某一天的清晨像候鸟迁徙一样的，走得一干二净。

到哪去？到能接纳自己的人身边去。也就是到西哥德族的阿拉里克身边去。或许对这些人来说，心目中最后一道底线就是不能在杀害史提利柯的人之下作战。





史提利柯逝世一个月之后，阿拉里克开始有动作了。加上前来投靠的史提利柯派官兵后兵力还只有三万人，以蛮族入侵来说算是小规模的了。不过，唯一值得敬畏的人如今已经不在。

阿拉里克率领西哥德族与混合部队，跨越了分隔义大利与巴尔干的阿尔卑斯山，入侵义大利东北部。由于队伍中多了在史提利柯之下历练过的战场老手，阿拉里克军的入侵方式比以往还要合理。他们首先攻打义大利东北部的重要都市亚奎雷亚。不过并未尝试必须长期对峙的占领作战，在抢夺必要物资之后就离开了。毕竟阿拉里克起兵的目的在威胁不在占领。






西元408年阿拉里克入侵义大利的路线




实际上，他们攻打亚奎雷亚之后一路又进攻了康克迪亚、阿尔提墨、帕德瓦（罗马时代叫做帕达维姆）。从此处沿着波比利亚大道可以到达拉温纳，可是他们连先遣部队都没派遣，因为皇帝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作用。部队没有南下而是直接西行，在克雷摩纳（罗马时代也这样称呼）才渡过波河。

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派遣使者带着书信来到罗马元老院，书信中要求元老院履行半年前表决通过的同盟协约。简单来说，要元老院照协约内容付出四千利普的黄金。元老院在表决通过之后，却拖延了半年没有履约，是因为半年来与阿拉里克同盟议案的提议人史提利柯立场恶化。而且元老院认为在处死史提利柯之后，同盟协约也就作废了。问题是，元老院表决通过的是国策，一旦通过就不随提议人的生死而变更。如果想推翻决策，就必须重新投票否决。因此这回道理站在蛮族阿拉里克这边。





阿拉里克与其下的部队渡过波河后，在河流附近等待元老院的回覆。也就是说，这些人当时在距离帕威亚的罗马军基地不到七十公里远的地方扎营。然而帕威亚驻军知道这消息，却没有半点动作。史提利柯身故后获派为罗马军总司令官的奥林派厄斯、躲在拉温纳的霍诺里乌斯皇帝，同样也是屏气凝神不敢有动作。阿拉里克在枯等不到回覆之后重新展开了行动，仿佛没把帕威亚驻军看在眼里似的，背对着帕威亚往利米尼前进。到达利米尼后转入弗拉米尼亚大道，一路往罗马直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罗马人能阻挡在他们面前了。




恐吓·其一



罗马也有遭敌人逼近城墙的经验，不过是在六百二十年前。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期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曾经在距离罗马城墙只有四、五公里的地方扎营。不过就连汉尼拔都放弃占领罗马的战略。因为攻打都市需要长期围城，汉尼拔手上没有足够的兵力。





光是让阿拉里克跟三万部队逼近，本来还不足以让罗马感到动摇，可是当时罗马人心却动摇了。三万兵力不可能把二十公里长的城墙包围得水泄不通，因此阿拉里克当时执行的不是围攻，而是封锁。他挑选十二处主要城门配置兵力，让市区内的人无法外出。同时派兵到周遭地区，从中拦截要送往首都的物产，另外从南北两个方向封锁流入罗马的台伯河。不过，罗马城墙一共有十八道城门，加上某些地方因地形因素，人员还是可以通行。

罗马市区人口虽然比二世纪帝国鼎盛时期剧减许多，在西元五世纪时还有三十万人。而且元首政体时期建设的仓库群至今还能发挥功能，使得罗马市储藏粮食的能力相当优异。也就是说，只要能预测最恶劣的局面，做好组织準备，罗马还是撑得过长期的围城战。罗马市有无抗战能力的问题不在物资，而是在居民的精神层面。





罗马居民聚集在城墙上，眼看蛮族部队渐渐出现在城墙下之后，心里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遇到意外局面时常有的「惊讶」。而当惊讶的感觉消失后，心中浮现的不是「决心」而是「愤慨」，觉得这些蛮族竟然胆敢封锁永恒首都罗马，真是有勇无谋。

可是就在惊讶与愤慨之间，缺乏食粮的问题开始浮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粮食开始短缺，价钱也随之暴涨，这使得贫困阶层的人马上受到冲击。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封锁罗马措施是何时开始的。从前后的局势演变来看，阿拉里克的封锁作战应该短则一个多月，最长也不满两个月。过去的「世界首都」竟然不到两个月就大喊吃不消。





最后元老院终于决定派遣两名议员与阿拉里克交涉。元老院表示愿意与表决通过史提利柯提出的同盟议案时相同，付出四千利普，亦即一千五百公斤的黄金，作为解除封锁的代价。这回阿拉里克可不答应，可能他觉得以「永恒首都罗马」的赎身费来说，这价钱太便宜。实际上，蛮族酋长阿拉里克与两名罗马元老院议员之间往来的已经不是给同盟部族的佣兵费，而是给恐吓犯的赎金。

当时阿拉里克这么说：「我要你们提供罗马市区内所有黄金白银，无论原本位在国库内还是私人家庭。再加上金银以外的所有贵重物品。同时我要求你们释放在市区内公共机构与私人家庭工作的日耳曼裔奴隸。」

两名元老院议员讶异的回应说：「如果这是你的要求，你会留下什么给我们？」

西哥德族长很自然的表示：「留下性命。」





最后两名元老院议员总算争取到在元老院讨论议决期间的休战待遇。台伯河与十二道城门解除封锁后，罗马居民总算能松一口气。在休战期间内，元老院议员满脸忧虑的在会场上讨论，带着讨论结果前往阿拉里克阵营交涉的议员来回奔波。不过整个交涉过程只能算是讨价还价而已。

到了将近年底时，交涉总算获得妥协，阿拉里克终于点头了。最后定案的赎金内容如下所述。这让我们重新回想起来，阿拉里克当初只向史提利柯索取四千利普的金条。

五千利普（一千八百七十五公斤）的黄金。

三万利普（一万一千两百五十公斤）的白银。

四千件由东洋进口蚕丝布料缝制的睡袍。

三千卷上等的手工绯红薄布料。

三千利普（一千一百二十五公斤）由印度进口的食用香料。

当然，日耳曼裔奴隸也全成了自由之身。只不过这些人并未全数背离罗马投入阿拉里克阵营。

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之后，罗马人只获得解除封锁而已。阿拉里克可没有答应成为罗马人的「同盟部族」，协助罗马国防工作。





阿拉里克是能获得史提利柯青睐的人物，在作战时虽然打不过史提利柯，统御部下的能力却相当优秀。西哥德阵营在确认「赎金」全数搬入营区之后，拔营向北离去。不但离去的队伍井井有条，甚至让罗马居民讶异的是，竟然没发生这种局面下常见的零星暴力案件。不过阿拉里克与麾下的三万部队并没有回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头，而是前往以卡西亚大道与罗马相连的托斯迦纳地区，準备在当地过冬。





阿拉里克离去之后，罗马无论是元老院议员或一般平民，心中都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屈辱感。他们开始怀念起史提利柯，同时也可能对明知罗马遭到封锁，却躲在拉温纳毫无动作的霍诺里乌斯皇帝感到不满。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拉温纳皇宫才正式公布史提利柯遭处死的理由。如果想将死刑正当化，照理说应该在刚执行完毕的8月底公告才是。事隔四个多月才发表公告，让人难免怀疑其动机。

以下几点是由皇帝方面所主张，将军总司令官史提利柯以「国家公敌」身分处死的理由。

一、行动一再违反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意向，造成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关系恶化。

二、身居西罗马帝国公职，却密谋与蛮族敌人合作卖国。史提利柯生前享有的权力与财富，全来自於与蛮族密谋的结果。

三、私下策划由长子即位登基。

既然这是承天意即位的皇帝说的话，基督教会也就不惜余力从旁协助了。在皇帝颁布公告之后不久，教会马上也贴出了弹劾史提利柯的公告。公告中判定史提利柯是个无信仰的叛徒。表示史提利柯身为天主教派信徒，却与信仰异端奥里斯教派的阿拉里克合作，密谋灭亡天主教派国家罗马帝国。





史提利柯就这样让身为世俗权威的皇帝弹劾为卖国贼；让具有宗教权威的教会批判为无信仰。然而这种批判弹劾，可不是张贴公告就结束了。在罗马还有一种叫做“Damnatio Memoriae”，抹煞与死者有关的一切记录的刑罚。除了公文会被销毁以外，刻有当事人业绩的石碑、罗马广场上的雕像也都会遭到破坏。简单来说，「记录抹煞刑」会销毁与当事人有关的一切事物。对于重视名誉的罗马男子来说，这项刑罚是比斩首还要严重的惩罚。在元首政体时期，受到这项刑罚的是卡利古拉、尼禄、图密善等皇帝。而如今史提利柯又要接受与这些昏君相同的刑罚。





只不过历史总会有所回馈。无论是当时的人或是我们这些后人，总会有人怀疑受到记录抹煞刑的人为何会如此恶名昭彰。这些持疑的人也会留下文献，但毕竟无法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雕像。如今唯一能看得到史提利柯脸部的史料，是米兰北边十公里的小镇墨迪齐亚（今天的蒙扎）教堂收藏的象牙板。这块象牙板的造型，有如现代的桌上型相框。制作时期在西元五世纪，应该是当时的某个人物的收藏品。说不定这是史提利柯的妻子赛蕾纳的私人物品也不一定。

不过赛蕾纳守寡的日子也不长。皇宫公开表示史提利柯是以「国家公敌」名义处死不久之后，背离史提利柯迁居罗马的赛蕾纳也以「公敌」的名义遭到处决。在丈夫刚被处死时，赛蕾纳还能以皇帝姊姊的身分躲过刑罚，但这回只好把脖子伸到刽子手面前。

至於成为皇妃的史提利柯次女，则被逼入修道院内隐居，当成从未与霍诺里乌斯有过婚事。由于基督教不承认离婚，因此官方只好否定曾经结婚的事实。




恐吓·其二



人只要一度屈服在恐吓之下，就得準备接受日后的连番恐吓。各地蛮族听说罗马元老院在恐吓下释出大笔资金后纷纷聚集。这使得光是西元408年到409年的跨年期间，阿拉里克的兵力就从三万暴增到十万人。而阿拉里克当然知道要如何运用暴增的兵力。





西元409年春季到来之后，阿拉里克的使者来到了元老院。使者转达阿拉里克的意见表示，上一年同意的只是解除封锁，并未答应和平。同时使者转达阿拉里克的意见表示，他希望让人认为是罗马与和平的朋友，在此提出获得和平的代价要求，并建议元老院带着这些要求前往拉温纳，取得霍诺里乌斯皇帝的许可。

一、正式任命阿拉里克为西罗马帝国军司令官。

二、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金条与小麦，作为阿拉里克与麾下官兵於罗马帝国服务的酬劳。

三、割让达尔马提亚、诺里肯两个行省作为阿拉里克麾下官兵与家眷栖身之处。提供义大利半岛东北部的威尼特地区做阿拉里克的根据地。

四、由义大利北部至多瑙河之间，所有军事要地的城池碉堡全部归军司令官阿拉里克管辖。

以上是阿拉里克的要求。如果全数通过，差不多等于让西哥德族在义大利北部到多瑙河之间建立独立王国。





这回派人前往拉温纳说服皇帝与蛮族头目结盟时，成员不仅是元老院议员，还包括了一名主教。因为霍诺里乌斯跟元老院虽然没什么往来，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派信徒。

可是主教却表示对拉温纳途中的治安没信心，拒绝一同前往。元老院为了让主教能安心上路，只好找阿拉里克协助护卫。罗马人竟然要在哥德官兵的护卫下，在自己的家乡义大利境内旅行。

拉温纳皇宫在迎接元老院议员与主教之后，陷入了让旁人看了都感到同情的混乱局面。身兼宰相与军总司令官的奥林派厄斯强烈主张应该全面拒绝阿拉里克的要求。问题是阿拉里克与十万部队已经盘据在托斯迦纳地方了。霍诺里乌斯皇帝尽管这时已经二十四岁，还是一样没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唯一开口表示的意见，就是要离开拉温纳，从海上逃亡到君士坦丁堡。遭到反对之后，又改口说要聘雇一万名匈族佣兵来对抗，让众人感到无言以对。

也难怪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回覆阿拉里克的要求。不到三个月前，他们才公布说史提利柯的罪状是与阿拉里克密谋，脸皮再厚的人也难以在这种状况下接纳阿拉里克。为了局势而发狂的霍诺里乌斯皇帝，到处死奥林派厄斯之后才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可是就在拉温纳陷入一片混乱的时期内，阿拉里克又有动作了。





据说第二次围困罗马的时期，是在西元409年夏季。与第一次不同的是，阿拉里克改变了封锁的方式。他没有像上一年同样的封锁十二道城门，而是改换策略占领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因此，当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沿着卡西亚大道南下后，碰都没碰一下罗马，沿着城墙绕道继续往奥斯提亚走了过去。






罗马周边的街道网路（上图）；图拉真皇帝大幅改建后奥斯提亚港湾设施（下图）




也许有人会表示，这算不上是封锁，罗马居民还可以从东方与北方取得食物。不过这只适用在生鲜食品方面，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标準看待主食小麦仰赖海外进口的罗马市。元首政体时期的皇帝长年整顿奥斯提亚的港湾设施，就是为了让从罗马世界两大小麦产地埃及与北非出发的小麦船团能顺利入港，并且有效率的进行卸货工作。百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建设君士坦丁堡之后，埃及产的小麦就改为送往君士坦丁堡，可是北非出产的小麦至今依旧以罗马为主要出口对象。而从北非送来的小麦，就是在奥斯提亚卸货的。如今奥斯提亚落入阿拉里克手中，代表他即使不在每个城门外派遣部队，一样能掐著首都罗马的脖子。

阿拉里克拿到一座满载食粮的船只不断入港的港口后，自然不必为了遽增到十万人的部下操心伙食。阿拉里克打稳根基之后没有派兵到通往罗马的两条道路上，进而威胁首都的居民。相反的，他做出了更加嘲弄罗马的行为。





当时奥斯提亚港务管理所的长官，名叫阿塔鲁斯。阿拉里克竟然任命阿塔鲁斯担任西罗马帝国皇帝。阿塔鲁斯让人拉到官兵面前时，这些蛮族官兵也用以武器敲击盾牌的罗马军传统方式表示赞成登基。阿拉里克随即派遣哥德卫队护送阿塔鲁斯到罗马，还让他带着寄给罗马元老院的推荐书，上头写著「请与这名皇帝协力治理首都罗马」。





阿塔鲁斯在哥德卫兵护送下通过罗马广场，进入广场一角的元老院议场，而议员起立表示欢迎，整个场面看来就像一出失败的喜剧。民众虽然没有当街怒骂，但也只是以难以言喻的表情在一旁围观而已。

失败的喜剧当然不会有什么政治成果。阿拉里克透过阿塔鲁斯间接统治罗马的计画失败后，这名恼羞成怒的西哥德族头目逮捕了阿塔鲁斯，把他送到身在拉温纳的霍诺里乌斯面前。随行还附上书信表示，「这是篡位者，请随意处置」。至於这位可怜的奥斯提亚港务长官下场如何，就没人知道了。就在拖延之中，西元409年结束了。阿拉里克与麾下的十万部队依旧盘据在离罗马不到二十公里的奥斯提亚。





相信在第二年，西元410年的前半年，有不少人离开罗马市。因为除了往北的道路之外，往南的阿庇亚、拉提那等大道上一样没有敌军。而且即使不属于拥有广大农庄的富裕阶层，罗马人长年来同样习惯保有在某个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別墅。一般罗马人每个月会离开都会，享受两次田园生活。我们可以想像这些人离开罗马时心中没有多大的纠葛。





只不过，有许多人无力拥有郊区別墅。另外又有许多人虽然有地方可去，但不认为罗马会被占领。奥雷利亚城墙修筑於西元275年，至今一百三十五年来，罗马还没让敌人踏进过。有许多人认为，以前没发生过的事情，以后也不会有。虽然拿不到经由奥斯提亚进口的粮食，至少罗马还没断炊。尽管敌人近在眼前，还是有许多人留在首都罗马。只不过这些人若不是无处可去，就是正在做白日梦。




「罗马洗劫」



首都罗马已经八百余年没有落入敌人手中了。在想像中，进入市区前双方先隔着城墙激烈决战，之后为了完全占领又要持续一场激烈的街头战。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西元410年8月24日清晨，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德先遣部队可能是在内贼串通之下，开启了由罗马往北，为萨拉里亚大道所开设的城门。这些人随即又开启了萨拉里亚门左右的六处城门。就在市中心居民发现之前，蛮族已经从永恒首都东边与北边潜入。





罗马建国於西元前753年，至此已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年。多年来罗马人不能忘怀的事变之中，包括西元前390年遭凯尔特人占领的记录。

凯尔特是希腊文，罗马人将这些人称作「高卢」。在尚未确立共和政体的西元前390年时，住在义大利北部的一个高卢部族前来攻打罗马。

罗马方面迎击失败，由七座山丘构成的罗马市区除了卡匹杜里诺丘之外，其余地方全遭高卢人占领。幸运的是这时的敌人在搜刮抢夺后就离去，使得罗马没有成为高卢人的首都。这场「凯尔特袭击」成为罗马人绝对不能忘怀的大事，让人记录在罗马史书里。王政时期建设的「赛尔维斯城墙」也趁这个机会施工强化。





从西元前390年起保卫罗马的「赛尔维斯城墙」，却在西元前45年遭到破坏。而且不是在敌人攻打下破坏，是由罗马人亲手拆毁的。当时的最高权位者朱利斯·凯撒构思并推动了扩大罗马市关键要地罗马广场的计画，有部分城墙妨碍到他的工程。凯撒面临变更计画或是拆除城墙的选择时，很理所当然的选择拆除，而且他并没有在外头建设新的城墙。

凯撒表示，将王政时期赛尔维斯王所兴建，保护罗马七百年的城墙拆除后不再重建的理由，在于今后首都罗马的安危应当由「防线」（国界）保护，而不该是由环绕首都的城墙。这项理论后来成了罗马帝国的国防基本策略。

於是直到西元275年，由奥雷利亚皇帝修建遗留至今的「奥雷利亚城墙」为止，三百三十年来罗马是个没有城墙的都市。如果有人要问「罗马和平」是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笔者应该会表示，就是首都罗马没有城墙的日子。





话又说回来，西元275年修筑「奥雷利亚城墙」之后，罗马长年过着不受敌军逼迫的日子。奥雷利亚皇帝深知罗马已经没有多余战力可分布多瑙河北岸，因此不惜撤出达其亚行省（今日的罗马尼亚）。对这名皇帝来说，在首都修筑城墙只是事前防范的谨慎政策。实际上，在其后一百三十五年来，罗马还是没碰过兵临城下的局面。

而当敌军一靠近城墙，罗马马上就失陷了。这让我们回想起凯撒认为城墙不能御敌的观念。帝国首都罗马一受到城墙保护，马上就失守了。





总而言之西元410年「罗马洗劫」是个史上有名的大事件。不过在事前阿拉里克曾对部下发布下列命令。

一、不得残杀不抵抗的人。

二、不得侵扰基督教教堂。

多亏这两道命令，才使得占领行动时的残暴程度，比一般十万兵力下手时轻微。一来罗马内部根本没有起身抵御的兵力，再者四处逃窜的居民一知道教堂够安全就会转往教堂内避难。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虽然信仰的是让天主教派打为异端大为排挤的奥里斯教派，至少还是基督教徒。罗马内部的诸多教堂与信徒，则属于在尼西亚公会议中成为正统，以三位一体为中心思想的天主教派基督教。与天主教派比起来，奥里斯教派对于「异端」比较宽容。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认为，罗马市内的天主教堂与其信徒同样是基督教的一分子，因此没有向这些人出手。





只不过，阿拉里克旗下还不仅是西哥德族人。短期内由三万遽增至十万的官兵中，有许多人信仰日耳曼族的传统宗教，在官兵成员中甚至包括来自亚洲的匈族。对这些人来说，与基督教相关的建筑、人员，同样是掠夺的好对象。

再加上罗马在恐吓下交出五千利普黄金的消息，已经传遍各地蛮族。他们认为每一户罗马人家中都会藏有金条。蛮族甚至侵入非宅院的公寓建筑，四处抓人威胁拷问收藏财宝的地方。有许多人身无分文根本无从招认，就这样死在愤怒的蛮族刀下。要说西元410年这场事变叫做「罗马洗劫」还真不错，因为的确发生过蛮族施暴掠夺与杀戮的行为。而且包括修女在内，有许多妇女遭到施暴。当时的北非主教圣奥古斯丁为此在著作De civitate Dei（《上帝之城》）里表示，在强制下非经同意的性行为不构成罪恶。





不过西元410年的这场掠夺只花了五天就结束了。很可能是因为由十万人彻底执行，所以结束得特別快。另外由于没有任何势力起身反抗，也有助於掠夺的效率。从潜入城内的那天起算，第六天清晨阿拉里克与十万部队就带着所有带得走的东西往南拔营。货车与人员的漫长队伍布满了整条阿庇亚大道。

当然，离开罗马的还不只这些人。有些身分地位高或者看来有钱的人，也因为可望在事后付出大笔赎金，因此遭到蛮族绑架。在这之中应该有不少元老院议员。而俘虏中最显眼的，则是霍诺里乌斯皇帝的妹妹嘉拉·普拉齐达。

八百年来未曾沦陷，长年让人赞扬为「世界首都」的罗马遭人施暴这一事，在当时是世界级的大新闻。例如远在巴勒斯坦编纂拉丁文《圣经》译本的歇洛尼亩斯，虽然身为基督教徒但出身义大利，因此深受这则新闻打击。歇洛尼亩斯因在修道院中的虔敬行止，以及翻译《圣经》的功绩，后来让教会列为圣人。在当时他曾向朋友寄出这样一封信。






歇洛尼亩斯（达芬奇绘）





「西方传来一则可怕的消息。罗马遭到包围，最后提出黄金换取居民生命。然而在遭人剥削后再度遭到攻打，这次不仅失去一切财物，甚至失去性命。我在口述这封信时，声音为悲伤而颤抖，为湧出的眼泪而哽咽。




征服世界将其列入统治下的都市，如今在蛮族之前屈膝。哦，神啊！无信仰者正在对您的遗产出手，亵渎您所建设的神殿。」







我们不知道阿拉里克在离开罗马后，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一行人沿着阿庇亚大道沿路南下抢劫，最后在加普亚离开阿庇亚大道，前往诺拉。很有可能他考虑沿着第勒尼安海前往义大利南部，进而到达以农产品丰富出名的北非。

只不过阿拉里克没有这个机会。根据推测，阿拉里克年纪应该与史提利柯相当，西元410年时只有五十岁左右。然而他在沿着右侧的第勒尼安海朝南义大利行进的途中突然病逝。葬礼依照日耳曼首长的传统葬礼方式，先阻绝河流后，在河床上开挖足以安置棺材的洞穴，等到棺材入土后才重新放流。从事阻绝河流、挖掘河床等作业的奴隸，在葬礼后全数遭到杀害。这也是北方蛮族的风俗之一。

阿拉里克身故后，由亲戚阿塔沃夫接替他的位子。阿塔沃夫与罗马元老院之间似乎私下达成了和解对策，或许罗马方面又付出了一笔赎金。因为新的西哥德族头目阿塔沃夫取消了往南义大利的行程，转头带着部属前往南法地区。在这段行程中有许多俘虏付出赎金恢复自由之身，但阿塔沃夫没有放过皇帝的妹妹嘉拉·普拉齐达。阿塔沃夫在进入南高卢后，就与这名年轻的公主成婚。不知为什么，哥德人新郎在婚礼上穿的是罗马式的袍子。




离开罗马的人



西元410年发生的「罗马洗劫」事件，似乎逼得幸存的人做出拋弃罗马的决定。其中包括决心回到故乡高卢的纳玛提亚努斯。





卢提留斯·纳玛提亚努斯在后世唯一出名的是诗人身分，因为他生前留下题为“De reditu suo”（〈归乡〉）的长诗。然而这个人虽然是出身行省的高卢人，却是在罗马市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公共人物」。他担任过的职务包括首都罗马的最高行政官「首都长官」（praefectus urbi），不过还算不上特例。在罗马帝国中，由行省出身的人物前往首都担任公职，借此形成国家领导阶层，是打从元首政体时期延续至今的政治传统。

实际上，西元五世纪前半的西罗马帝国权贵阿尼齐亚家、馨马库斯家，是在百年前没没无闻的「新入门」。据说阿尼齐亚家是五世纪时的罗马首富，如果将小麦与葡萄酒的库存全数出清的话，年收入约等于六千利普的黄金。如果他有这个意思，在史提利柯提议时已经能独力雇用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与阿尼齐亚家相较，难怪年收入一千五百利普的馨马库斯家要被人列为富豪。只不过馨马库斯家是在教养方面代表罗马帝国。当然这两人都是罗马元老院的议员，曾经担任过「首都长官」的纳玛提亚努斯应该也具有议员身分。至於资产方面，我们只知道他在高卢拥有大型农庄。在写下作品时，年龄约在四十岁左右。





长诗〈归乡〉如今虽然只剩下断简残篇，不过我们可以从仅存的段落中得知，这个人无疑是个「潜在异教徒」。这部作品完成于西元416年，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被打为邪教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然而在充分表露对罗马帝国爱情的〈归乡〉之中，看不到半点基督教的影子。这名高卢出身的菁英深信自己是真正的罗马人，并且以此自豪。





卢提留斯·纳玛提亚努斯流传下的长诗“De reditu suo”，让人誉为「异教拉丁文学最后一首诗歌」。至於标题命名为〈归乡〉的原因，是因为他写作时正身处返回故乡的船上，一边回顾逐渐远去的罗马与义大利，一边留下这篇作品。纳玛提亚努斯还没到退休的年龄就返回故乡的原因，在于要重建遭西哥德族侵袭而严重受损的庄园。在这个状况下，实在没有可能再次踏上罗马的土地。因此长诗〈归乡〉实际上是罗马人写来向罗马道別的诗歌。以下将从仅存的片段中，挑选部分介绍给各位读者。






「哦，罗马，您长年是世界的女王。您是诸神的母亲，也是许多优异男子的母亲。




您所表现的崇高，就像太阳不会完全消逝一样的，不会从人心中消失。您给人带来的赠礼，就好像阳光普照大地一样的，充满了整个罗马世界。无论灼热的沙漠或是结冰的北海，都无法遮蔽您发出的光芒。无论在何处，只要有人类居住，那里就会有罗马。




罗马啊，您将分裂为诸多民族与部族的人类统合成一个国家，让他们知道在法律下享受平等的感受。确实我们刚开始受到罗马征服，但不久后随即感受到在罗马之下生存的好处。因为罗马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懂得自制，知道如何有效运用军事力量。结果使得住在罗马帝国内的人学会在罗马法之下，一边维持自己特有的风俗，一边与不同风俗的民族共存。仿佛罗马帝国本身就是由诸多民族形成的联合国。




至今为止，不知有多少帝国兴亡。然而在其中唯有罗马帝国的伟大远超过其他国家。罗马带来的和平，并非忘我的自信带来的产物；罗马的光荣，并非独夫自创的业绩，而是汇集帝国内的才能所产生的。罗马能身为支配者，是因为他们真正具有支配外人的资格。




然而，不久之前起，罗马无法从苦恼中脱身。不过总有一天，罗马会治好伤痕，四肢再度恢复力量。因为逆境正是兴隆的、废墟正是复兴的前一阶段。




罗马的敌人如今高唱凯歌，但总有一天他们会遇上没落凋零的时候。就连汉尼拔，最后也只有为自己的成功叹息。敌人或许认为自己将罗马踏为废墟，然而总有一天废墟中会生长出新的罗马。以往丰饶一片，如今遭人弃置荒废的莱茵河畔，总有一天会再度成为有人居住的地方。尼罗河沿岸的土地，想必也会再度向西方运送大量的小麦。在这时候，想必不仅是义大利，全欧洲都会成为质精量多的葡萄酒产地。」







这就是西元416年时，从奥斯提亚上船，沿路停靠基威塔威加、比萨、热内亚往南高卢航行时，一名四十来岁男子的心声。这个人从高卢上岸后，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第二章





罗马帝国的消逝






（西元410~476年）



西元410年夏季发生的「罗马洗劫」，是个震撼西起不列颠，东至巴勒斯坦的罗马世界的大事。当时的人们从中感受到罗马帝国实质上已经崩溃。在事件发生后，霍诺里乌斯皇帝随即向西罗马帝国境内所有总督、军指挥官、法务官发出下列公文。


「阿拉里克与其下的蛮族不仅烧毁首都罗马光荣的纪念碑，同时蛮横地夺走罗马居民的一切。




因此，无论经济或军事方面，帝国再也无力因应行省的要求。从今尔后行省唯有自立自强。相信诸位有充分的力量满足这项要求。」







据说在「罗马洗劫」后皇帝马上颁布上述的公文。不过至今没有任何史料证实这项说法，因此这很可能只是事发当时的流言之一。不过，万一这是事实的话，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代表在西元410年时，西罗马帝国已经不是帝国。




霸权国家的职责



帝国并非只要具有能支配其下各民族的军事力量就可以称为帝国。唯有尽责保护其下国民，人民才会愿意接受帝国统治。如果以缺钱缺人为由表示无力保卫人民，要求人民从此以后设法自保，那么帝国就再也不是帝国了。西罗马帝国要到西元476年才结束，但是在西元410年时，人们便隐约感到帝国实际上已经解体。正因为如此，住处远离罗马的行省居民才会感同身受的，为「永恒首都」遇到悲剧感到伤心。

因为罗马八百年来未曾受外敌践踏，而这件事也代表罗马帝国尚且健在。





在「罗马和平」无法发挥功能的西元三世纪之后，帝国内的主要都市，无论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大；帝国西方不列颠的伦敦、高卢的巴黎与里昂、日耳曼西部的波昂、科隆，同样有遭外敌袭击入侵，平民百姓遭到杀害的经验。东有波斯与沙漠游民，西有北方蛮族，帝国人民遭这些外敌入侵施暴的经验并不少。就连帝国的本国义大利境内，无论是亚奎雷亚、米兰、威罗纳，也都无法保全。定都不满百年的君士坦丁堡，也曾因为毁弃佣兵契约，一时遭到愤怒的蛮族攻击。在这局势中，唯有罗马能在到西元410年为止的八百年中保持毫发无伤。

到了帝国最后一个世纪西元五世纪时，罗马人口减少到鼎盛时期西元二世纪时的五分之一。尽管如此，在这个帝国国界「防线」不仅肝肠寸断甚至几乎完全消失的年代里，唯有「世界首都」保持著安然无恙的活神话。

而且在西元410年的洗劫之后，有不少外出避难的人回到罗马。这些人认为震撼全世界的「罗马洗劫」事件，只是单独偶发的事件。要到不仅北方蛮族，连原本是同胞的东罗马帝国都一再前来侵袭掠夺的时代，罗马人口才急速减少，落到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罗马洗劫」已经不是世界性新闻，而是地区性新闻了。

不过，至少时代还没走到这个地步。似乎西元410年的罗马人认为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对永恒首都的暴行只是不幸的偶发事件。阿拉里克死后，继承其位的阿塔沃夫带着西哥德族离开义大利前往南法。而如今还没有取而代之南下义大利的蛮族出现。





从处死史提利柯到「罗马洗劫」的这两年中，霍诺里乌斯皇帝眼见蛮族如同急流一般南下罗马，躲在拉温纳袖手旁观。在洗劫之后他却积极推动重建首都的措施。

首先他制定政策，準备为身在定居城镇中却沦为难民的国民紧急从北非进口小麦，并立即付诸实施。

其次，在罗马市区内开始重建遭破坏的公共建筑物。不过如今全体公民都是基督教徒，公共建筑物的重建工程中，除了直接影响市民安危的城墙城门加强工事之外，优先接受施工的是教堂与附属于教会的宗教设施。

西元410年被害后的复兴政策，不仅针对首都罗马，同时适用于阿拉里克与西哥德族通过的义大利中部与南部地区。

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民，今后五年得以免征特別稅。由于帝国末期稅制紊乱，因此我们无法得知到底是哪些稅赋。不过全额减免的仅限於特別稅，土地稅与人头稅等一般稅赋，在接下来的五年仅减免五分之一。

另外政府认可农民在所有人一去不回遭弃置的耕地上耕作。由此可知在蛮族通过之后，有不少人成为失踪人口。

此外，政府不惩处因曾经协助阿拉里克部队行动而遭责难的人。可能是在当时有许多人屈服於武力威胁，不得已成为蛮族的帮手。

霍诺里乌斯皇帝在「洗劫」两年后的西元412年造访罗马。不过不是为了亲自指挥重建工作，而是为了接受元老院议员与市民对皇帝的罗马重建政策所表达的谢意。

据说若要从阿拉里克与其部队造成的惨状中重新立足，至少要花费七年的时间。从西元411年到417年这七年之中，霍诺里乌斯能安稳坐在皇位上的原因，倒不是二十六岁到三十二岁时的霍诺里乌斯能洗心革面善尽皇帝的职责。而是对义大利半岛安危影响最大的高卢地区，简单来说正处於入侵蛮族互相侵蚀的状态。




蛮族化的进展



四百六十年前西元前一世纪时，朱利斯·凯撒征服高卢。其后的高卢文明化进展迅速，让人誉为罗马化的楷模。然而到了西元五世纪之后，由于一再遭到蛮族入侵，实际上已经渐渐成为不受帝国统治的区域。长年作为帝国「防线」的莱茵河畔，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具备迎击力量的军团基地。无论是波昂、科隆、梅因兹、史特拉斯堡，以往住满罗马兵的军营如今却杂草丛生。入侵的蛮族连看都不看帝国边境地带一眼。或者说，他们不是「连看都不看」，而是「连想看都没办法看」。因为他们也是在新来的匈族驱赶下才往西入侵，如果在渡过莱茵河之后马上落脚，会有再度遭到匈族驱赶的风险。因此各日耳曼部族的共通之处，是在入侵高卢后破坏一切挡在眼前的东西，抢夺一切带得走的东西后，再度往高卢深处前进。基於上述原由，从莱茵河各处渡河的蛮族，就在高卢深处相互冲突了起来。





从莱茵河下游处入侵高卢的法兰克族，将势力扩展到整个高卢北部。






西元410年左右的西罗马帝国与蛮族分布




汪达尔族从莱茵河中游地区进入高卢之后，从东北往西南横扫广大的高卢地区，最后穿越了分隔高卢与希斯帕尼亚的庇里牛斯山脉。

同样从莱茵河中游入侵高卢的勃艮第族，可能是自知规模有其极限，因此在入侵高卢东部后便停下脚步定居了起来。勃艮第这个地名可能就起源自他们的名字。

打从元首政体时期起便有名的日耳曼蛮族之一苏威比族，在五世纪的蛮族入侵时可不落人后。这个部族从莱茵河上游地区入侵帝国之后，一路烧杀抢夺横扫高卢境内，同时也一路与其他先到场的蛮族产生武力冲突。在落败后整个部族跨越庇里牛斯山脉，逃入希斯帕尼亚境内。

光是如上简单介绍就可得知，西元五世纪时高卢境内四处充斥著蛮族，再加上南部有在「罗马洗劫」后一举扬名的西哥德部族。阿拉里克死后继位的族长阿塔沃夫，就是在罗马时代称作纳尔邦的纳邦，与罗马皇帝的妹妹嘉拉·普拉齐达举行婚礼。后代总称为「普罗旺斯」的高卢南部地区，如今由西哥德族盘据。而且这些人并未安稳的在普罗旺斯落脚。对于从气候严苛的日耳曼入侵的北方蛮族来说，丰饶的南法与义大利同样是具有魅力的地方。

阿塔沃夫想要比其他蛮族占据优势，因此向霍诺里乌斯皇帝请求承认与嘉拉·普拉齐达公主之间的婚事。身在拉温纳的霍诺里乌斯却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这场婚事。他担心的是皇统透过西罗马帝国的公主流入蛮族手中，更何况公主与蛮族通婚后生有一名儿子。这名继承皇统的小孩幼年夭折，才使得霍诺里乌斯感到安心。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到三十岁时还膝下无子，他虽然前后迎娶了史提利柯的两个女儿，但是没有留下子嗣，在史提利柯死后一直维持单身。

如上所述，帝国末期时罗马皇帝的力量无法到达高卢，当地光是能独力展开军事行动的部族，就有法兰克、汪达尔、勃艮第、苏威比、西哥德等五个部族。而且这五个部族还不是各据一方混居，而是互相流动角逐称霸。





加上从不列颠南下的罗马军之后，局势更加混乱不明。不列颠的罗马驻军厌倦了独力应付日耳曼裔蛮族盎格鲁族、萨克逊族的日子后，渡过北海进入了高卢地区。这些人打着拯救高卢不受蛮族侵袭的旗号，在没有霍诺里乌斯皇帝的指令下率军渡过多佛海峡，进攻到高卢地区。只不过这些罗马兵是由士兵出身，但自称皇帝的君士坦丁三世所率领。对于身在拉温纳的霍诺里乌斯来说，君士坦丁三世是篡位者。尽管从不列颠南下的罗马军在蛮族混居的高卢地区奋战，这些人毕竟是匪军。

只不过，罗马政府有办法让不列颠部队脱离匪军地位。政府可以将高卢地区罗马军司令官的地位，颁给僭称君士坦丁大帝名讳的这名男子，以此为条件让他交出皇位。由于跟随他离开不列颠的官兵中，有不少人对于受篡位者率领感到不满，因此只要霍诺里乌斯有这个意愿，这项策略绝非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霍诺里乌斯心中充满了身为正统皇帝却遭人藐视的屈辱感，使得在罗马军中唯一与蛮族持续对抗的不列颠驻军维持在匪军地位。也就是说，帝国未能善用这批男子的力量。在拖延之下，君士坦丁三世最后遭爆发不满的部属刺杀。这时是西元411年冬季，在「罗马洗劫」的一年后。





不过当回想蛮族部落混居流动，又有不列颠驻军参战的高卢现状之后，也就让人觉得难怪义大利能在「罗马洗劫」之后享受短暂的和平。由于蛮族之间相互冲击，使得这些人脑海中浮现不起前往义大利的念头。如果这时有人入侵义大利的话，相信能够轻易的全面称霸。因为霍诺里乌斯毫不关心重整军备的事务，整个义大利半岛几乎毫不设防。

尽管局面如此凄惨，在一名与不列颠篡位者同样出身士兵的武将出场后，似乎有了起色。





这名男子叫做君士坦提乌斯，与承认基督教而史上留名的君士坦丁大帝同样的，出身於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西北方，赛尔维亚境内的尼什。这个城镇在罗马时代叫做奈苏斯，位于从多瑙河沿岸穿越巴尔干地区中央，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干道沿线上。由于他出身低微，因此可能与这个地区的低层男子一样，身上流着蛮族的血统。不过，虽然母亲的血统不明，至少父亲确实是罗马人。霍诺里乌斯在处死史提利柯之后，对于选派有蛮族血统的男子担任军司令官一事特別敏感。然而他在调派部队，将这名男子送往高卢时却毫不犹豫。霍诺里乌斯的目的，应该是想以正统皇帝从义大利派来的罗马军填补篡位者遭杀害后产生的空白。也就是说这次派兵的目的，是要以正统罗马军吸收遭杀害的君士坦丁从不列颠带来的部队。





我们不知道将君士坦提乌斯外派到高卢时，西罗马帝国讬付了多少兵力给他。义大利至今依旧等于不设防状态，想必也没有多少兵力能够调派。尽管如此，这名出身巴尔干地区，从基层起家的军人依旧在高卢积极活动。想必从不列颠南下的官兵有大多数让这名将领吸收。不管怎么说，君士坦提乌斯能掌握的兵力实在有限，最初的两、三年没有显眼的成果。





不过一如前述，对罗马来说幸运的是高卢地区的蛮族之间忙于互相对抗。而在对抗过程中受创最重的，是在「罗马洗劫」后回头把入侵方向转向南法的西哥德族。君士坦提乌斯将军看準了这点，推动了由海上封锁西哥德根据地纳邦及其周边的断粮作战。

从北方遭其他蛮族攻击，在南方受到海上封锁，西哥德族为此大感动摇。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西哥德族如今要为几万人马担忧粮食问题。族长阿塔沃夫尽管在迎娶西罗马皇帝的妹妹后志得意满，却无力宣泄麾下官兵的不满。身在拉温纳的霍诺里乌斯不但不承认妹妹的婚事，就连阿塔沃夫请求让西哥德族与西罗马帝国结盟时，也没做出半点回应。阿塔沃夫在进退维谷的局面下，打算穿越庇里牛斯山脉往希斯帕尼亚移动。然而汪达尔、苏威比、阿兰等部族早已渗透到伊比利半岛中。

最后，西哥德族决定杀害族长阿塔沃夫，借此改善与罗马的关系。

不知道罗马方面是否有在背后穿针引线，总之西哥德族成功的更替族长。阿塔沃夫遭部属杀害，由瓦利亚取代他率领西哥德族。瓦利亚提出的条件是，西哥德族愿意将成为寡妇的嘉拉·普拉齐达遣返义大利，但罗马方面要向西哥德提供粮食援助。从北非运来的四千万吨小麦入港的同时，西罗马帝国的公主也动身前往义大利。对于在「罗马洗劫」后栖身蛮族之中的公主来说，义大利已是五年不见的故乡。





西哥德族也趁着这个机会，成为西罗马帝国的同盟部族。在同盟部族协定惯例中，系由帝国将部分领土颁赠给蛮族定居，蛮族也以此为代价与罗马帝国共同作战。不过这场协定的详细内容并未留下记录。目前唯一得知的是，在协定中将高卢西部面临大西洋，於罗马行政划分中属于「亚奎塔尼亚·赛肯铎斯」（第二亚奎塔尼亚）的地区颁赠给西哥德族定居。同盟部族协定原本是一种佣兵契约，在协定内容中应该包括佣兵薪资部分。但由于没有留下记录，因此无法得知详情。

不过根据其他记录，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与蛮族共存的体系「三分之一系统」其实早在高卢地区实施多年。因此我们可以想像，或许西罗马帝国与西哥德族的协定内容也是系统的实例之一。




「三分之一系统」



所谓「三分之一系统」是笔者权宜之下临时命名的称呼。原本这是史提利柯在将兵力撤出高卢北部与中部时所使用的障眼法政策。要颁布土地给蛮族定居时，只要是帝国境内，就一定已经有罗马人定居。政府不能强迫罗马人迁居把土地让给蛮族，如果强迫执行的话势必会引发从帝国各地湧入的反弹。

早在西元212年，通称「卡拉卡拉敕令」，正式名称「安东尼奥敕令」（Constitutio Antononiana）的法令公布之后，一个人即使出身於行省，只要不是奴隸，就一律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无论身在高卢或是北非，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如今都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史提利柯构想出一套体系，让成为罗马同盟部族的蛮族定居地的罗马人，为这些新来的居民提供三分之一的资产。实际上，就是将三分之一的农地提供给蛮族使用。如果这项体系能够普及，罗马政府就再也没有必要付出饱受民众反感，视为向支配者进贡的「佣兵酬金」。罗马人在付出三分之一资产后，获得的是抵抗入侵蛮族的防卫人员。当然，这些所谓防卫人员一样是蛮族。也就是说，这同样是「以毒攻毒」的政策。而且史提利柯试图让这些人定居打好生活基础，借以冲淡其毒性。

由于史提利柯不但遭到处死，而且被判处「记录抹煞刑」。与其有关的记录大多遭到销毁，也就无法判別这项推测的真伪。不过若是西哥德族的「同盟部族」协定同样立足在「三分之一系统」之上的话，也就难怪找不到与佣兵费用相关的规定了。又不过，似乎罗马从这个时期起产生了将新来的邻居蛮族称为“hospitalis”（客人）的习惯。这明显的是一种虚伪的行为，但人类社会中有时也需要虚伪一下。





西元415年的协定中，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罗马方面在指定西哥德的定居地时，没有让出相当於后世南法地区的高卢南部，而是指定高卢西部。罗马时代的波尔铎斯·南涅托斯与布尔迪凯拉，后世的南特与波尔多之间，就这样成了西哥德族的定居地。

罗马人不愿意放弃高卢南部。希斯帕尼亚地区与高卢同样饱受蛮族渗透，然而罗马人还是在这个地区的东部设法维持势力。至於北非地区，目前还在罗马帝国境内。义大利半岛、南法、西班牙东部与北非还留在罗马的势力范围内，圈起了地中海西半部。而不列颠、大部分的高卢地区、希斯帕尼亚西半部虽然已经遭蛮族侵略，但这些地方靠大西洋。由此可见罗马人终究是地中海民族。





回到罗马人身边后不久，嘉拉·普拉齐达公主就与君士坦提乌斯将军举行婚礼了。霍诺里乌斯皇帝不但认同这桩婚事，还借机把出身低微的将军提升到贵族地位。西元419年两人生下了一名儿子。做母亲的嘉拉·普拉齐达沿用了外祖父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名讳，把儿子命名为瓦伦提尼安。既然霍诺里乌斯没有子嗣，这名男婴迟早会当上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君士坦提乌斯将军




君士坦提乌斯出身农家却能迎娶皇帝的妹妹，并且生下未来将继承皇位的儿子，可说是社会上的成功人物。至於他的军事才华如何就不得而知了。蛮族这时忙着在高卢与希斯帕尼亚巩固地位，没有机会踏入义大利，也使得君士坦提乌斯没机会表露军事才华。尽管如此，这段时期的义大利确实能享受和平。这应该要归功於不时远征高卢、希斯帕尼亚，借此牵制蛮族的君士坦提乌斯。成天躲在拉温纳的霍诺里乌斯皇帝似乎也知道感谢，在西元421年时，让这名巴尔干农家出身的男子，攀上了与霍诺里乌斯同等的共同皇帝地位。亦即将「奥古斯都」的称号颁赠给君士坦提乌斯。然而君士坦提乌斯担任共同皇帝的时间只有八个月，他在这年秋天就过世了。他并非遭人谋害或刺杀，而是自然死亡。





君士坦提乌斯虽然没有过人才华，但个性温顺又不具野心，时时替皇帝代理原本应该亲自率领的军事行动。在他辞世之后，年满三十六岁的霍诺里乌斯大为动摇。生性懦弱的皇帝顿时成了暴跳如雷的活火山，而且似乎把脾气发作在将军的遗孤，当时只有两岁的瓦伦提尼安三世身上。曾经下嫁蛮族的妹妹，原本就不怎么信任同父异母的皇兄。在沦入蛮族手中，身分有如俘虏的岁月里，做哥哥的除了提出遣返要求外，没有为妹妹设法脱身，做妹妹的当然对哥哥不会抱持好感。嘉拉·普拉齐达担心两岁大的儿子性命不保，带着儿子投奔君士坦丁堡，目的在于向东罗马帝国皇帝求助。





公主与儿子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定居的日子并不长。投奔未满两年的西元423年入秋时，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驾崩的消息，传入了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霍诺里乌斯享年虽然只有三十八岁，不过据说是自然死亡。从十岁登基接下西罗马帝国的皇位后，霍诺里乌斯几乎没做过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情，在皇位上枯坐了二十八年。

皇位继承原本不该有什么问题。对已故的霍诺里乌斯来说，最亲近的血亲是他的外甥。更何况外甥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又曾经担任过八个月的共同皇帝。

问题在于新任皇帝还是个四岁大的幼儿。霍诺里乌斯身边没有关系有如狄奥多西与史提利柯一样，可以辅佐幼主登基的人物。而且照霍诺里乌斯的个性来看，也不可能考虑到找人讬孤。

在没有监护人的状况下，替新任皇帝摄政的工作会落在太后嘉拉·普拉齐达身上。然而霍诺里乌斯身边的皇宫官僚中，似乎有不少人对此感到不悅。最后是东罗马帝国必须派遣军队护送新任皇帝与太后西行归国，而且在两年后才办到。

因此，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在位期间，不是从前任皇帝霍诺里乌斯逝世的西元423年起算，而是从两年后的西元425年开始的。不过登基时他还只有六岁，必须要由母后监护。据说嘉拉·普拉齐达出生于西元390年左右，在儿子当上皇帝时年纪约在三十五、六岁。西罗马帝国掌管的领土只剩下西地中海沿岸的带状领地，如今更成了由女人统治的国家。不过说到由女人治国的经验，东罗马帝国还是领先一步。




东罗马帝国



西元395年狄奥多西皇帝逝世后，罗马帝国实质上分裂成东西两块。东罗马帝国虽为基督教天主教派的国家，却一天比一天像是国界以东的专制君主国度。往来两国的贸易商共通的见解是，君士坦丁堡皇宫的豪奢程度，与波斯王早已不相上下。在君士坦丁堡担任总主教的约翰·克里索斯托莫斯曾经留下这样一段文字。若有人拿这段记载与元首政体时期的皇帝相较的话，想必会怀疑这是否真的同样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皇帝现身时，头顶上一定会戴着镶满高价珍珠宝石的皇冠。与皇冠同时穿戴的紫袍，仅有承袭天意身居神圣地位的皇帝有权穿着，其他人员无论多富裕都不得穿着紫衣。衣服外的披风以紫色丝绸缝制，以金丝绣有龙纹。皇帝的宝座里外系以纯金打造，沉重到一个人无法搬动。




当皇帝出现在民众面前时，虽然这种机会少之又少，在这种时候身边总会围绕着大批的大臣、皇宫官员与卫兵。不但大臣与皇宫官员互相在服装上竞争比美，围绕在这些人外头的卫兵在豪华上一点都不逊色。士兵手持的枪与盾牌，还有他们穿戴的头盔短甲都发出金黄色的光芒。盾牌中央有美观的浮雕，浮雕周围打着象征眼睛的饰钉。




为皇帝座车拉车的是没有半根杂毛的纯白骡子，两匹骡子同样披着金色的马衣。不但驾驶的衣服是金色，在马车左右随风飘逸的薄帘子同样也是金黄色的。民众为此惊叹，伸长了脖子想要看看帘子后头穿着紫衣的皇帝。黄金、宝石、色彩鲜豔的丝绸衣服，在马车晃动时受阳光照射，更加显得耀眼。




这就是皇帝的身影，与肖像昼上的人像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蓝色背景前，坐在宝座上的皇帝，脸部与出现在民众面前时一样的苍白无表情。唯一不同的是受到骑马卫队簇拥，或是战败后让人用铁鍊绑著跪在波斯兵脚边。」







以嘲讽方式描写皇帝形象的克里索斯托莫斯主教，出身於安提阿上流社会。他是年轻时学习希腊哲学，日后从「异教徒」转入「基督教徒」的知识分子之一。这名神职人员不但学问丰富，而且广受信徒爱戴。不过在几年后，让人从君士坦丁堡总主教职位上赶了下来。东地中海世界对宗教热心到连平民百姓都热中於基督教的教理论争。不过让这名知识分子主教失势的原因不仅是论争，还包括了皇宫内部的阴谋。东罗马帝国的皇宫不但外观上越来越接近东方专制君主，连内情也越来越相似。只怕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没有大量嫔妃。从人性角度来看，握有特权的人会越来越封闭。而在封闭的空间内，没有公共资格的人只要能待在具备公共资格的人身边，就可以握有权力。对于皇帝的近亲，尤其女性近亲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状况。




女人与权力



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胞兄阿卡狄奥斯在担任十三年的东罗马帝国皇帝后，於西元408年逝世。在位期间实际上掌权的，是法兰克族武将的女儿，攀上皇后地位的奥多利雅。由这两人所生的狄奥多西二世，在阿卡狄奥斯逝世后接下了皇位。这名皇帝在位期间到西元450年为止，前后一共四十二年。在这段期间内，实际统治东罗马帝国的是皇帝的姊姊普凯莉雅，在位期间后半又加上了狄奥多西二世的皇妃。






普凯莉雅









狄奥多西二世




终身未嫁的普凯莉雅相当聪明，当皇妃出现之后不选择排挤，而是选择拉拢的做法。据说在疯狂信仰天主教派的普凯莉雅影响之下，君士坦丁堡皇宫的日常生活几乎可说是从祈祷中开始，在祈祷中结束。似乎对这些人来说，豪奢装饰皇宫的作风，与修道院中的谦虚生活，虽然完全相反但可以自然并存。





西元395年帝国东西分裂之后，实际掌握东罗马帝国的是女人以及从旁协助的皇宫官僚。到了西元425年之后，西罗马帝国在这方面也成了同道。在西罗马登场的，是以儿子年幼需要辅佐为由，走入政治世界的嘉拉·普拉齐达。

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就这样成为由女人掌权的国家。不知为什么，在由女人掌权的国家中，男人会变得有气无力。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期间为西元408年至450年，长达四十二年；瓦伦提尼安三世在位期间则是西元425年至455年，也长达三十年。这两名六、七岁就登基的皇帝能享受漫长在位期间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在位时其实什么都没做，真正忙里忙外的是姊姊、妻子或母亲。不但在位二十八年的霍诺里乌斯没留下子嗣，狄奥多西二世也没留下儿子。不知道是因为女人精力充沛才让男人显得有气无力，还是因为男人无能使得女人有活跃的空间。唯一清楚的是，在罗马史上无论是属于兴隆期的共和时期，或是稳定成长期的元首政体时期，都看不到这种现象。





女人掌权并非坏事，不过必须在有行使权力的正当资格时。光是皇帝的母亲或是监护人身分，还不足以形成资格。一旦缺乏这种资格，在统治帝国时势必会遇上无法忽视的不便之处。





罗马皇帝称号的开头“Imperator”一词，含意是曾率军尽责保卫国家的武将。因此罗马皇帝的首要职责，也在于保卫国家安全。就连饱读诗书的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理略，也在多瑙河前线待了十年，最后更病逝在前线营区。因为他充分理解罗马皇帝存在的理由。

可是，罗马皇帝真正能称为皇帝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狄奥多西一世病逝时。他的儿子阿卡狄奥斯、霍诺里乌斯到了能率军打仗的年龄后一样没出现在战场。如今已经到了因为皇帝是承袭天意的人选，如此神圣的存在必须待在安全的皇宫深处，危险的战场指挥工作就丟给将军负责的时代。代替皇帝上战场指挥的，是以史提利柯为代表的军司令官，因此史学家将这个世纪称作「军司令官世纪」。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皇帝没有上战场的义务，女人以皇帝的名义行使权力也应该没什么问题。然而无论本人上不上战场，皇帝一样兼任罗马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的职务中，包括统率最高司令官下的众多军司令官在内。





这一点也就是女人行使权力时的问题所在。能否统率司令官，达成保卫帝国目的时，问题在于有没有善用人力的才华，而不在于性別。只不过，既然是女人，也就不是皇帝，更不可能是最高司令官。换句话说，没有统率司令官时所需的官方资格。正因为如此，女人更需要具有才能。

东罗马帝国的普凯莉雅在这方面似乎挺具有才能。她是阿卡狄奥斯皇帝的女儿，继任的狄奥多西二世的姊姊。狄奥多西二世身后没有留下儿子，因此普凯莉雅收了马尔齐安当入赘皇帝。在这四十几年之中，普凯莉雅不但实际统治东罗马帝国，更成功的防止国界相邻的大国波斯入侵。如果不能善用多位司令官，势必不能完成这种困难的大事。

从西元425年起到西元450年过世为止，嘉拉·普拉齐达是西罗马帝国的实质统治者。她是否有这方面的才能？




「军司令官」群



嘉拉·普拉齐达在这段时期中，有两名可以重用的将领。这两人分別是玻尼法提斯与艾提乌斯，同样不是从皇宫里的阴谋中冒出头，而是在战场上展露才能的男子。以嘉拉·普拉齐达掌握实权的西元425年为基準来算，这两名男子当时都是三十五岁。

光是三十五、六岁的女子能否善用年龄相近的两名男子，就够让人感到有趣了，更何况这牵涉到西罗马帝国能否抵御有如海啸一般来袭的蛮族。





我们不知道玻尼法提斯的出身地与双亲血统，唯一已知的是他出生于西元390年左右。在西元414年时他与攻打马赛的西哥德族作战有功，逼得率领西哥德族的阿塔沃夫放弃占领马赛，把目标转向纳邦。年纪轻轻二十四岁时，玻尼法提斯已经在军中出头。后来他在南法守军中待了一阵子，三十二岁时被调派到西班牙与汪达尔族作战。不久后又渡过古人称为「海克力士双柱」的直布罗陀海峡前往北非，与举兵反抗罗马的茅利塔尼亚人作战。就在这时期，他认识了基督教会的首席理论家，日后被列为圣人的奥古斯丁。这个机缘似乎对生活在战场的玻尼法提斯造成冲击，原本就信仰天主教派的他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放下武器走入修道院。

不过在外派北非的期间，玻尼法提斯又遇到另一段机缘。他认识一名同为基督教徒，但信仰受天主教派排斥的奥里斯教派女性。玻尼法提斯与这名女性结婚后，在女儿出生受洗时请的是奥里斯教派的祭司。似乎玻尼法提斯对于教派正统或异端的问题不大关心，想必引领天主教派理论的圣奥古斯丁也对此大感失望吧。





这时玻尼法提斯与嘉拉·普拉齐达已经熟识。当嘉拉·普拉齐达与皇兄关系恶化，要带着儿子逃往君士坦丁堡时，还是玻尼法提斯出资协助的。对于在罗马军中服役的玻尼法提斯来说，霍诺里乌斯不但是皇帝，还是工作上的顶头上司。这不禁让人佩服他竟然能毫不隐瞒，光明正大的援助嘉拉·普拉齐达。

在霍诺里乌斯皇帝病逝后，玻尼法提斯同样积极协助嘉拉·普拉齐达回到拉温纳皇宫。当时有不少皇宫官僚与军事高官对于女人辅佐年幼皇帝，亦即掌握实权一事感到不满，克制这些高官的工作花去了整整两年。正因为如此，嘉拉·普拉齐达眼中的玻尼法提斯更显得重要。

嘉拉·普拉齐达成为皇宫的主人后，马上将玻尼法提斯任命为相当於「皇帝卫队队长」的“Comes Domesticorum”。在同时又任命他担任“magister militum per Africam”（亚非利加地区军司令官）。也就是说，与霍诺里乌斯在位时同样的，玻尼法提斯的工作地点一样在北非。





与嘉拉·普拉齐达同一阵线的玻尼法提斯相反，掌握西罗马帝国实权的太后与军司令官艾提乌斯，刚开始处於敌对关系。

艾提乌斯出生于多瑙河下游，位在日后的保加利亚境内。他的父亲是在罗马军中率领骑兵军团的武将，名叫高登图斯，这个人是罗马人口中称为「罗马化蛮族」的人物之一。艾提乌斯的母亲是义大利出身的罗马人。从家世来看，艾提乌斯与父亲出身於汪达尔族，母亲是罗马人的史提利柯挺相似。史提利柯从姓氏就看得出来出身蛮族，相形之下艾提乌斯有一个罗马式的姓氏。这很可能是因为史提利柯的父亲属于「罗马化」第一代，艾提乌斯的父亲已经是「罗马化」的第二、第三代了。与青年时期受皇帝青睐，终生处於罗马帝国高层的史提利柯不同的是，艾提乌斯的人生在成年前就已经波涛汹湧。





在帝国边界担任防卫工作的罗马军高官由于职务关系，不论战时或平时都有许多与蛮族接触的机会。而且在与蛮族间的强弱关系逆转后的西元五世纪时，於议和或休战期间交换人质的行为已成常态。骑兵团长的儿子艾提乌斯是最佳的「人质」人选。他最初被送到阿拉里克之下，其后又在连日耳曼蛮族都带着畏惧称为「蛮族」的匈族身边当了十年人质。





我们听到「人质」这个词时，往往想像到在严苛环境下过着凄惨日子的俘虏，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对于收留人质的人来说，「人质」是在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存在。除了保证协约对象能履行约定以外，同时也是日后扩展势力时的重要助手。因此在收留人质时，通常欢迎日后将成为社会领袖的上流社会青少年。因为当这些人脱离人质身分回到故乡后，可以透过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罗马帝国运用人质的功夫向来高明，如今连蛮族也开始模仿起来。

总而言之，艾提乌斯在成年时，已经熟知罗马的敌人蛮族内情。他与长年同居的匈族特別亲近，不但学会匈族语言，据说还与日后人见人怕的阿提拉认识。

艾提乌斯是在脱离人质地位后，与收留方常保连络的前任人质之一。也就是说，他在成年后依旧与让人视为蛮族中的蛮族，倍受众人畏惧的匈族保持连络。而他在成年后，又与遭到匈族驱赶，不得已入侵高卢的日耳曼裔蛮族作战。到了三十来岁时，已经拥有一定的指挥权。





西元423年霍诺里乌斯皇帝猝逝的消息，不但超出三十二岁的艾提乌斯预期，更让许多罗马军指挥官感到意外。尽管说皇帝成天躲在拉温纳皇宫里，有许多军官连皇帝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毕竟霍诺里乌斯这时才三十八岁。一听说霍诺里乌斯身故后，继位的新任皇帝是个只有四岁的幼儿，大家自然知道真正掌权的会是谁。不愿受女人统治的男子们互相推举了称帝的人选，打算阻止幼儿登基。艾提乌斯也决心协助其中一名人选。他前往匈族的地盘借调部队，并成功归国。可是当他回到罗马境内时，拥立称帝的对象已经死亡。原本举兵反对新任皇帝的高官，也全数趁机跳槽到年幼皇帝与太后旗下。艾提乌斯陷入了必须与同侪一样痛改前非，向嘉拉·普拉齐达低头的局面，不过他可不是这种人。





艾提乌斯以匈族兵力为后盾，亦即以武力胁迫，向政府要求“comes”（司令官）职位。嘉拉·普拉齐达也知道高卢地区不能没有战力，而且这时又没有其他能够委托防卫高卢的人选。结果三十五岁的艾提乌斯不但没低头谢罪，还赢得了罗马军司令官的地位。政府在接受艾提乌斯的要求时提出条件，要他解散由匈族组成的部队，艾提乌斯也答应了。一旦成为正式的司令官，当然也就用不上匈族部队。为了日后与匈族保持良好关系，艾提乌斯在遣返匈族部队回到多瑙河北岸时付了充分的酬劳。





尽管最初有过两年的动荡期间，嘉拉·普拉齐达以六岁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为号召治国的局面，是以尚称良好的状况开始。对义大利防卫工作有重大影响的高卢地区由艾提乌斯担纲，保障义大利主食的北非地区有玻尼法提斯承担。两名武将年纪都坐三望四，正处於年龄上经验上都最适於工作的状态，再加上两名将领都是战斗好手。至此为止，嘉拉·普拉齐达算是个值得称赞的的摄政人员。

只不过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能不能双脚各踩着一头老虎，就看在位的人有没有这个本事。短短两年之后，嘉拉·普拉齐达就暴露了女人容易有的缺陷。






嘉拉·普拉齐达（右）与其子







「军司令官」玻尼法提斯



现代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在罗马时代称作“Mauretania”（茅利塔尼亚），突尼西亚与利比亚西半部则称作“Africa”（亚非利加）。在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块之后，北非地区西半部全属于西罗马帝国管辖。原则上来说，约与布尼克战役前的迦太基领土相等。至於列入东罗马帝国管辖的北非，约等于现代的利比亚东半部和埃及，在罗马时代分別称为“Libya”（利比亚）、“Aegyptus”（埃及托斯）。曾有辉煌历史的埃及位置上当然属于东方，而利比亚行政区内包括塞浦路斯岛，因此自然也在东罗马帝国管辖下。





至於被列入西罗马帝国范围内的「茅利塔尼亚」与「亚非利加」，由于住在这一带的迦太基裔已经完全与罗马人同化，因此不用担忧迦太基裔居民成为霸权者罗马人的敌人。在结束布尼克战役的三百五十年后，罗马甚至产生了迦太基裔的皇帝。除了皇帝以外，帝国要人中也不乏迦太基裔人士。罗马帝国时代的「迦太基人」，含意跟今天义大利人眼中的米兰人差不到哪里去。在「迦太基人」之中，还包括五贤君时代有名的学者兼元老院议员，马库斯·奥理略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佛伦多。佛伦多甚至在元老院发表过一篇叫做〈迦太基人对元老院施政的谢词〉的演讲。

既然情势如此，也就难怪除了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防卫工作，只需要一个由罗马兵组成的军团（六千人），以及数量同等的辅助兵即可承担。这个军团承袭创办人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名号，叫做「第三奥古斯塔军团」，曾在两百年中保障了北非的安危。这个军团的基地位于今日阿尔及利亚的兰贝茨，基地的门口面朝南方。由此可见建设目的不在对付境内的敌人，而是预防外敌入侵。以北非地区来说，敌人是沙漠游民。

历经西元三世纪、四世纪之后，随国力衰退，北非的安全状况也亮起了红灯。不过真正造成伤害的原因还是在于基督教的普及。属于都市型宗教的基督教，系以北非行政暨经济中心迦太基市为中心向外拓展。北非的基督教会有许多具备知识与信仰心的主教，势力与君士坦丁大帝刻意培育的罗马不相上下。可悲的是这反而造成内乱的火种。





西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订定以三位一体说为中心思想的天主教派为基督教的正统。从此以后其他教派都成了异端，亦即善良基督教徒应当排斥的对象。不但奥里斯派被打为异端，连由铎那图斯所提倡，因此俗称「铎那图斯派」的人也立时成为异端。问题是北非地区的「铎那图斯派」具有庞大的势力。





在基督教普及之前，北非的罗马社会与其他行省一样的，大致分成上中下三层。不过与帝国其他地方相同的，各个阶层间流动性高，社会阶层差异并不固定。当基督教普及之后，阶层便分为正统的天主教派，以及异端铎那图斯派，并且完全固定。如此一来，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源流，亦即自由竞争精神也就跟著消逝。如果要分辨信仰与既有阶层的关系的话，就是上层、中层的人信仰天主教派，下层民众全是铎那图斯派了。社会阶层如此僵化，也就难怪反体制运动要抬头。北非的铎那图斯派不但成为基督教会内的火药库，同时也成了北非社会的火药库了。尽管圣奥古斯丁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反对铎那图斯派的运动上，由于铎那图斯派身怀对宗教与生活双方面的不满，因此即便有这名「教父」的学识与热情，同样无法说服北非的铎那图斯派。





基於上述情势，西元五世纪的北非地区早已远离派驻一个军团就能保障安全的时代，而且难以推行统治。然而玻尼法提斯却能巧妙的统治北非地区。一来他对宗教的态度具有弹性，虽说其实只是「漫不在乎」而已，但至少在剑拔弩张的天主教派与铎那图斯派之间发挥了润滑功能。另外他擅长用兵，因此以旗下兵力当做威胁也能发挥一定的效果。再加上玻尼法提斯年龄正坐三望四，处於能够不浪费时间，并且热心投入任何事物的年纪。

简单来说，在他统治下的北非地区，处於能让拉温纳的八岁小皇帝与皇太后完全放心的局面。只不过在专制君主之下，巧妙的统治本身就足以引发嫉妒与猜疑。





玻尼法提斯意图分裂北非独立的谣言，开始充斥年幼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与皇太后嘉拉·普拉齐达居住的拉温纳皇宫。拉温纳位于大河波河的出海口，周边有纵横的水路网保护，对陆上发起的攻击具有绝佳的防卫能力。而朝亚德里亚海的方向又备有军港。因此若要攻陷拉温纳，不但要能突破陆上的水路网，还要能够实施海上封锁。姑且不论突破水路网的可能性，若要实施海上封锁，势必需要海战兵力。目前北方蛮族还没有海战能力可言，因此如果要抵御缺乏海上战力的北方蛮族，拉温纳确实优于米兰或罗马，是最佳的防卫据点。

只不过，适於防卫的地方，也容易产生封闭性社会。尽管这里是发源自元首政体时期的军港，具有对外交通的功能，然而如今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而且这里虽有港口，却不具备商港的历史与传统，缺乏带着资讯往来的商人。这时期的拉温纳是由皇帝的居所皇宫、皇帝身边的皇宫官僚官邸，以及维持皇宫日常营运的佣人公寓所构成，都市规模维持在罗马时代的中等程度。即使没有容易封闭的皇宫，这种规模的城镇也容易形成封闭性社会。

再加上西罗马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嘉拉·普拉齐达，虽然认识一同生活过五年的西哥德族，但不知道北非罗马人长什么样子。知道罗马、君士坦丁堡与南法，但不知道北非地区的风情。





不过，如果心中只能考虑自己有经验的事物，那顶多能当官僚，不能成为政治家。若要运用知识与想像力因应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事物，照罗马人的话来说就是必须“comprehendere”，亦即「掌握并理解」。在这种时候，必须要掌握资讯，而且大前提是保有多重的资讯来源。然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拉温纳成了全义大利半岛条件最差的地方。

再加上人在遭优待的对象排斥时，往往困於愤怒与失望的情绪，无心考虑別的事情。以这次的例子来说，嘉拉·普拉齐达为了优待任命亚非利加军司令官的恩情遭背叛的想法而盲目。





皇太后以八岁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名义，向玻尼法提斯发出召回令。从字面来解释，若是征召令的话，是要受令人前往报到；召回令则是要外派人员返回阵营。文献中找不到解除亚非利加军司令官职务的记录，因此只是下令要玻尼法提斯回本国报到。只不过，这回轮到玻尼法提斯起疑心了。

不管是主动也好，应召也好，光是想想史提利柯这个前例，就可以知道不带兵马前往拉温纳会有什么风险。玻尼法提斯似乎找了某些借口，拒绝服从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召回命令。

嘉拉·普拉齐达因此更加愤怒。不设冷却期间，也不寻求其他解决管道，直接派遣讨伐部队前往亚非利加。

只不过玻尼法提斯设置的防卫网路遍布整个北非地区，一两支部队的攻击根本起不了作用。玻尼法提斯讨伐军随即落败逃回了义大利。嘉拉·普拉齐达也不试图转换策略，又派遣了一支讨伐部队。这回是由哥德族将领率领，以蛮族为主体的罗马军。





如果要成就大事，不仅要具备热情精力，同时还要有冷静的精神。然而热情与冷静往往难以并立。玻尼法提斯具有热情精力的特性，但同样欠缺冷静的精神。而欠缺冷静精神的人，容易做出不稳定的行动。





面临由哥德武将率领的第二次讨伐部队时，玻尼法提斯不正面冲突，而是采取笼络策略并获得成功。然而嘉拉·普拉齐达势必不会这样罢手。玻尼法提斯为了在北非强化自己的战力，向曾在希斯帕尼亚敌对过的汪达尔族请求派遣援军。想必这时玻尼法提斯的意图，与艾提乌斯找匈族借兵时一样的，只想要借用一支部队。

这时接受请求的汪达尔族在与其他蛮族的角逐中佔下风，也因此造成了意外。接获西罗马帝国北非司令玻尼法提斯的要求后，汪达尔族长坚瑟利柯不是派遣一支部队，而是以整个部族做回应。他们认为这是拋弃局势失利的伊比利半岛，在北非寻求定居地的大好时机。




汪达尔族



尽管直布罗陀海峡距离不长，要率领整个部族渡海还是需要大量的船只。问题是北方蛮族出身的汪达尔族没有海运能力，如果罗马方面不提供支援就无计可施。玻尼法提斯没有在这方面伸出援手，西班牙地区的罗马居民倒是愿意主动协助。对这些居民来说，侵袭希斯帕尼亚故乡的蛮族之一愿意主动离去，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既然帝国已经不再提供安全保障，居民当然要自己想办法保障安全。






北非及其周边地区




在西元五世纪的罗马帝国中，大型船舶已经稀有到连在码头都难得一见，不过在滨海的地方还是能找到许多小型船舶。尽管要额外花费时间，还是可以将近十万人的汪达尔人送到直布罗陀海峡对岸。

於是在西元429年春季时，原本居住於北欧深处的日耳曼裔汪达尔族，在渡过莱茵河、横越高卢、攀越庇里牛斯山脉进入希斯帕尼亚境内后，又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北非登陆。对西罗马帝国来说，因与义大利关系密切而极为重要的北非地区，终于遭到北方蛮族侵略了。





玻尼法提斯这时也发觉事态严重，因此率领著直属部下，以及前来讨伐但受他笼络的哥德将领与蛮族兵，试图迎击在北非上岸的汪达尔族。只不过这时又发生了玻尼法提斯意料不到的事情。

让天主教派打为异端，长期遭受歧视排斥的铎那图斯派基督教徒，决心加入坚瑟利柯率领的汪达尔军。汪达尔族同样是基督教徒，信仰的是由天主教派打为异端的奥里斯教派。从铎那图斯派眼中看来，这次汪达尔族的入侵，是异端同志合作反击天主教派的大好时机。

这样一来，形式变成由反体制派起兵抗拒体制。当这股风气扩散后，因不信仰基督教而受到二等公民待遇的茅利塔尼亚人，亦即摩尔人；还有在这时代已经时常光临滨海都市的沙漠游民柏柏尔人，也纷纷投入了汪达尔阵营中。

从这个时期的西罗马军规模来推算，玻尼法提斯手头的兵力最多恐怕还不到一万人。这下子不管玻尼法提斯是多厉害的战斗好手，也绝对打不过异端、异教联军。而且北非地区的罗马居民没有率先志愿保卫母国的力量与意志。与饱受北方蛮族蹂躏的欧洲不同，北非至今没遭到蛮族侵袭过，因此不知道尽早抵御的重要性。





坚瑟利柯率领的汪达尔军在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后，随即拿下茅利塔尼亚地区并持续往东迈进，不久后逼近了希波·磊吉乌斯。这个別名依波纳，面临地中海的海港都市，与北非首要都市迦太基之间只隔着一百五十公里长的罗马大道。因此玻尼法提斯决定以希波·磊吉乌斯为盾牌，阻挡汪达尔族的行进。长达十四个月的攻城战斗就这样展开了序幕。

古代的希波·磊吉乌斯（Hippo Regius）遗迹，位于今日的阿尔及利亚都市波纳（Bona）西南方两公里处。西元430年时，希波·磊吉乌斯还是个有众多人口居住的都市。在城里死守十四个月的人群中，包括后来被教会列为圣人的奥古斯丁，当时他在这个城镇担任主教职位。四十二岁的玻尼法提斯忙着指挥部队防卫城池。直到几年前还期望玻尼法提斯防卫北非的七十六岁老主教，在城里四处安慰鼓励因恐惧而感到绝望的信徒。他表示遭蛮族残杀破坏的是地上的国度，对基督门徒来说，唯一的安息之地是天上的神国。




圣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对基督教天主教派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被教会誉为「教会之父」或者「教父」。这个人同样是出身於北非的罗马人，终生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是《忏悔录》与《上帝之城》，在亚洲可以找到这两本书的译本。 《忏悔录》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他表白自己在接触信仰之前过着多耽溺玩乐的生活，以及在什么时候，从谁身上学到信仰，得到信仰后生活有多大的改变。 《上帝之城》据说是在西元410年受到「罗马洗劫」的消息冲击后提笔写作的。大意是人们目前面对地上国度的惨状，只是通往神明国度的路程而已。当时异教教徒责难说，就是拋弃传统罗马诸神，信仰了基督教，国家才会落入如此田地。《上帝之城》的内容特別针对这种论点提出反驳。不过笔者阅读后觉得，恐怕是因为当时信徒面对「地上国度」的惨状后，宗教信仰产生动摇。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让信徒眼光朝向「上帝之城」，借此减低善男信女的动摇。宗教书籍对于不信仰该当宗教的人来说，往往容易显得无趣。然而这些作品在一千六百年后还能持续印制发行，不光是因为奥古斯丁是天主教派首席理论家，同时也因为他优越的文笔。毕竟这个人从少年时期起，就接受过往昔罗马菁英必修的文艺教育课程。





西元354年，奥古斯丁生于由中央政府派遣行省总督统治的北非地方自治体之一塔加斯特城。这个城镇位于今日的阿尔及利亚境内，已经易名为桑克·阿拉斯。罗马时代的地方自治体（municipia）是由罗马征服列为行省后的地方都市，因此奥古斯丁很可能有迦太基人的血统。他的父亲是当地的议会议员，据说直到临终的前几年为止，还是信仰罗马传统诸神的异教徒。当时基督教已经获得君士坦丁大帝承认，但距离四世纪末期狄奥多西皇帝将其他宗教打为邪教的时代，还有一段距离。奥古斯丁的少年与青年时期，就在国家已经承认基督教，但依旧承认其他宗教信仰的时代中度过。

依照当时的良家惯例，在双亲跟前接受初等教育后，奥古斯丁前往二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城镇接受中等教育。少年时期的奥古斯丁喜好拉丁文学，尤其喜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期的叙事诗人维吉尔。后来为了学习与观念不同的人沟通用的修辞学，又前往迦太基留学。不过他在这个大都会中似乎贪图享乐多过求学，十八岁就当上未婚爸爸。这件事让虔诚信仰基督教的母亲莫妮卡大感悲痛。





奥古斯丁似乎没有立刻放弃求学，二十岁时才结束三年留学生活回到故乡塔加斯特城，在故乡开设私塾教授文法等中等教育课程。然而对一个二十多岁多愁善感，又经历过迦太基都会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内陆小都市的生活实在太枯燥。似乎他与未婚生子的情人间并未断绝往来，两年后又回到了迦太基。接下来的七年迦太基生活中，他以教授Rhetoric（修辞学）维生。

奥古斯丁拋弃迦太基生活前往罗马的理由也挺有趣。他不是为了进修，而是对学生感到厌烦。迦太基的学生上课时吵吵闹闹，根本不在乎年轻的老师在讲台前说什么。奥古斯丁认为具有文艺传统的罗马学生应该会好一点，因此决心到罗马闯荡。

然而罗马的学生更难缠，不但上课时不专心听讲，还有许多学生一遇到缴费期间就转学。对于靠每月学费维生的教师来说，这真是让人绝望的环境。年轻的奥古斯丁来到往昔的「世界首都」却手足无措，还是当时的「首都长官」馨马库斯向他伸出援手。





馨马库斯当时是元老院议员暨「首都长官」，他表示愿意成为奥古斯丁的推荐人，建议奥古斯丁接受“cathedra”考试。

“cathedra”一词起源自意为「椅子」的希腊文“kathedra”。拉丁文拼音转为“cathedra”后，多了拥有教学讲座资格的含意，这个名词也一直沿用至今。奥古斯丁平安通过「讲座」考试之后，首都长官还帮他在米兰找到工作。

西元384年这年，馨马库斯四十四岁。他正巧在这一年与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留下史上有名的论战记录。馨马库斯不惜直接面对强势的基督教，大力主张罗马传统宗教的存在价值，让后人誉为「异教罗马古老荣耀的最后一把火」。很可能馨马库斯在奥古斯丁身上看到足以继承这把火的资质。尽管奥古斯丁日后成为天主教派首席理论家，在这个时期还只是一个面临失业的年轻古典学者。





前往米兰之后，奥古斯丁遇到一生中最大的转机。这个时期的米兰，正处於天主教派首席实务家安布洛修斯主教的强力影响下。原本以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为教材，教授修辞学维生的奥古斯丁，却受到批判希腊罗马文明为异教的基督教吸引。据说奥古斯丁在三十二岁那年听到安布洛修斯的演讲后，觉得有如受到雷击。






圣奥古斯丁（波提且利绘）




奥古斯丁放弃教师工作，与未婚生子的情人切断长年的往来，拒绝母亲推荐的婚事，决心把人生全部奉献给天神。第二年，西元387年4月，三十三岁的奥古斯丁在春季接受洗礼。据说洗礼时安布洛修斯主教也在场观礼。

奥古斯丁回到故乡塔加斯特城后，从修道僧开始起步。不过学问丰富的修道僧势必会对周围带来影响，他身边开始有弟子聚集，很自然的形成了一座修道院。据说就在这段时期中，他的私生子过世了。

西元397年，在九年的修道院生活之后，四十三岁的奥古斯丁获选为希波·磊吉乌斯主教。奥古斯丁原本只打算以修道僧的身分结束人生，但认为获选也是天神的旨意，因此从修道院迁居到主教官邸中。奥古斯丁在成为主教之后，很明确的往引领天主教派教理的方向发展。他在希波·磊吉乌斯多次召开以调整教理解释为目的的公会议。奥古斯丁成为主教之后，在教理上更具斗性，攻击目标往往针对被打为异端的铎那图斯教派。往年铎那图斯教派在北非的基督教徒中属于多数派，却在天主教派攻击下沦为少数，据说这全要归功於奥古斯丁主教。也正因为如此，基督教铎那图斯教派的信徒对他的仇恨也更为深刻。西元430年攻打希波·磊吉乌斯的，就是与北方蛮族汪达尔族一同行动的铎那图斯教派信徒。也许和其他人比起来，反而是奥古斯丁最有必要相信真正安息的国度不在地上，而在天上的「上帝之城」。





玻尼法提斯决定弃守希波·磊吉乌斯，率军搭船离开北非回到义大利后，这座城市的命运也就底定了。就在城墙遭人破坏的噪音中，奥古斯丁结束了长达七十六年的人生，这天是西元430年8月28日。

幸运的是，奥古斯丁没有活着落入被打为异端的奥里斯派或铎那图斯派信徒手中。这些年来，认同奥古斯丁观点的天主教派信徒时常做出火爆举动，杀害铎那图斯派主教、焚毁铎那图斯派教堂。奥古斯丁如果遭到这些人生擒，只怕要被大卸八块。

信徒们也害怕发生这种事情，悄悄地把奥古斯丁的遗体送上船，前往萨丁尼亚岛避难。遗体在中世纪被萨拉森海盗夺走，为了取回遗体还必须由教会付出赎金。当遗体回到信徒手中后，被送往义大利北部的帕威亚教堂，以圣遗物的定位保存至今。





玻尼法提斯拋弃北非与景仰许久的奥古斯丁，回到义大利之后，拉温纳皇宫的嘉拉·普拉齐达却没责怪或处分前任北非司令。皇太后準备利用这名四十来岁的武将，攻打在高卢活跃，但与拉温纳皇宫保持距离的艾提乌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这逐渐丧失北非领土的时期，皇宫竟然还有心情考虑如何打击高卢地区的罗马势力。只因为艾提乌斯时常抗命，四十岁的皇太后就认定他有脱离西罗马帝国，在高卢独立称帝的意图。太后的想法和做法与怀疑玻尼法提斯意图独立、派兵讨伐时没有两样，不同的是对象从玻尼法提斯换成了艾提乌斯。

姑且不论本人有没有这个意图，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高卢与北非局势艰困到必须找有本事独立的人才能负责防卫。至於有没有办法驾驭这些能人，就看最高司令官的本事如何。可悲的是代替十一岁的皇帝统管西罗马帝国的嘉拉·普拉齐达，不具备这种能力。





我们不知道玻尼法提斯本人，对于年龄相近的艾提乌斯是否抱持竞争意识。目前已知的是，当玻尼法提斯归国后，不但没有因放弃北非任务遭受处分，反而又被任命为「军司令官」（magister militum），并获颁「贵族」（patricius）身分。文献中没有明示他负责的军区。很可能两人私下同意，在战胜后由玻尼法提斯出任高卢地区司令。





综合上述，罗马此时不但失去了军队主动撤守的不列颠、还外带高卢北部与中部、东部海岸地带以外的希斯帕尼亚。北非地区仅剩下少数都市及迦太基周边还在帝国版图内。在这种状况下，西罗马帝国竟然有心继续浪费国力。被浪费掉的不仅是人力与物资，还包括时间在内。玻尼法提斯与艾提乌斯这两名罗马军「军司令官」之间的内战，要到两年后才有结果。





西元432年，艾提乌斯率军攀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义大利境内，与迎敌的玻尼法提斯部队在利米尼附近的平原上正面冲突。这个地方距离少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与太后嘉拉·普拉齐达所在的拉温纳不到五十公里。利米尼郊区就这样成了罗马军内战的战场了。

虽说名义上是罗马军，这时官兵已经大多出身蛮族。再加上双方指挥官不但同样年约四十二岁，正处於男子的黄金时期，而且军事才华又同等。双方之间因而展开激战，只不过战况一直对玻尼法提斯有利。姑且不论玻尼法提斯的战略眼光如何，他在战术方面是一把好手。

相形之下艾提乌斯的资质比较偏向战略方面，在考量战况之后他决心改变做法，而且他在考量的过程中估算过玻尼法提斯的个性。





艾提乌斯提议由双方主师决斗，并以决斗结果决定胜负。

玻尼法提斯一见到使者送来的提案之后，马上就答应了。当天晩上，在双方阵营内，两名主帅的侍从为第二天的决斗而忙着保养主人的武器。只有艾提乌斯的侍从遵照主人的密令，把决斗用的武器换成比制式规定更长的枪。

第二天双方官兵屏气凝神的看着主师决斗，在两人策马冲突之后决斗立刻有了结果。玻尼法提斯左腹部被长枪刺穿后落马，五天后不治死亡。艾提乌斯获胜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将玻尼法提斯的部队吸收到自己旗下。为了讨伐玻尼法提斯而派往北非，在被玻尼法提斯笼络后一直与其共同行动的哥德武将桑几巴努斯，也在这时投入艾提乌斯阵营。在利米尼会战期间，桑几巴努斯担任玻尼法提斯的副手，因此玻尼法提斯麾下的部队就此全数纳入艾提乌斯的掌握。等到完成这些举措之后，艾提乌斯才与嘉拉·普拉齐达正面对决。

虽说是对决，整个「对决」的方式倒是挺巧妙的。艾提乌斯率军前往拉温纳后，让军队在拉温纳郊区等候。艾提乌斯带着少数将领进入皇宫晋见与太后一同接见他的少年皇帝，请求获得官方宽恕。

身为罗马人却与罗马军作战获胜，事后又请求官方饶恕的局面够令人觉得好笑了。不过对当事人嘉拉·普拉齐达来说，局面已经逼到让她笑不出来。嘉拉·普拉齐达牵起艾提乌斯的手让他起身，表示皇帝已经宽恕他，并重新任命艾提乌斯担任「军总司令官」。

这个时期的艾提乌斯如果有心，大可取代少年皇帝称帝，因为他有足够的实力从海陆两方向攻打拉温纳。艾提乌斯没有尝试废除少年皇帝取而代之，并非因为个人没有野心。另外，艾提乌斯虽然是基督教天主教派的信徒，迎娶的却是信仰奥里斯教派的哥德族女子，并且育有儿女。假使他废除因承袭基督教神明旨意坐在皇位上的人时，心中想必不会有宗教纠葛。唯一让艾提乌斯克制政治野心的，是东罗马帝国的动向。

这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尽管已经三十来岁，对治国还是没有半点兴趣。代替皇帝执掌东罗马帝国的，是皇帝的姊姊普凯莉雅。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同样受到女人统治，两个女人的政治才华差异却十分明确。东罗马帝国在普凯莉雅的指导下，与大国波斯维持尚称良好的关系。在面对北方蛮族侵袭时，又能将敌人的入侵目标转移到西罗马帝国境内，避免直接冲突受害。成功阻止外敌入侵，进而保障国内和平，那么国力也自然会日益增强。艾提乌斯害怕的是东罗马帝国正式派兵西征。如果遇到这种状况，那么他将受到东罗马帝国与蛮族双面夹击。

为了避免遇到夹击局面，艾提乌斯在战胜后向战败方请求宽恕。相对的他从政府手中取得西罗马帝国实质上的最高司令官地位。




「军总司令官」艾提乌斯



西元432年之后的二十二年，是艾提乌斯的时代。同时这也表示嘉拉·普拉齐达走下了政治主角的地位。

嘉拉·普拉齐达的父亲是最后一位统合东方与西方的罗马皇帝；帝国分裂成东西两方之后，她是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妹妹；其后成为蛮族酋长的妻子，又再嫁给从士兵熬出头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最近七年，她以瓦伦提尼安皇帝的母后身分，实质掌握着西罗马帝国政治。然而在四十二岁这年，嘉拉·普拉齐达被逼实质引退。尽管居住的地方还是拉温纳皇宫，身分还是十三岁小皇帝的摄政，艾提乌斯的实力已经超过嘉拉·普拉齐达能控制的程度了。嘉拉·普拉齐达后来又活了十八年。在这十八年中，她唯一做到的，就是帮担任西罗马皇帝的儿子与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的女儿通婚，以及不断向儿子灌输对艾提乌斯的敌意，借以鼓动其复仇的想法。第一件事情，在西元437年瓦伦提尼安三世成年时办到了。第二件事情，要到嘉拉·普拉齐达本人逝世四年后才实现。不过对于皇太后嘉拉·普拉齐达来说，真正值得担心的还不是皇帝儿子，而是女儿霍诺里雅。皇帝的姊姊时常做出逾越皇家女子节度的大胆行动，为西罗马帝国撒下骚动的种子。或许在西罗马皇宫之中，女人要比男人来得血气方刚。只不过这倾向从来没有造成好下场。

艾提乌斯成为西罗马帝国头号掌权者之后，有不少人拿他与三十年前的掌权者史提利柯做比较。两人的共通之处，是同样认为不拉拢蛮族就无法完成防卫西罗马帝国的任务。不过笔者认为，这两人实质上却有极大差异。乍看之下两人都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实际上内情几乎完全相反。





史提利柯虽然出身蛮族，却深深意识到体内有著母亲的罗马血统。对他来说，西罗马帝国是无论如何要保卫的对象，蛮族不论多有用处，毕竟是「毒素」。也就是说，蛮族不过就是为达成保卫西罗马帝国这目的时采用的手段，重要的是方便使唤与否。方便使唤的话，也代表随时可以拋弃。

史提利柯看上阿拉里克与其下的西哥德族，理由也就在于曾四度击败对方，而且不论要捉拿还是要释放，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种心理上的关系，不仅随时对阿拉里克个人造成压力，也压迫到阿拉里克之下的西哥德官兵。同时对于与西哥德族并肩作战的罗马官兵，也会造成良好影响。因为双方虽然并肩作战，罗马与西哥德族之间立场并不平等，而是强人罗马与弱者西哥德族的局面。这样一来「毒素」只能发挥克制其他「毒素」的效果，没有侵蚀主体的风险。





相对的，艾提乌斯手中的「毒素」是匈族。他选择匈族的理由，完全基於个人在匈族部落度过青少年时期所培养的好感。艾提乌斯与匈族之间的关系，是遇到必要时可以恳求借兵的依存关系。只怕连艾提乌斯本人都没把匈族当成毒素看待。

话又说回来，从掌握大权的西元432年起算，艾提乌斯保障西罗马帝国安危的时间确实长达二十年。只不过从他的做法中看不出一贯政策，让人觉得根本是勉强应付。今天与某个部族结盟攻打另一个部族后，明天可能又换个同盟攻打今天的盟军。根据笔者的想像，艾提乌斯的想法似乎是要尽量拉长蛮族入侵高卢与希斯帕尼亚后的互殴局面。





问题是，艾提乌斯的政策中包含了另一个极大的风险。当主帅艾提乌斯凭著局势判断结盟对象，忙着玩弄有如走钢索的政策时，罗马军本身的战力也就一败涂地了。人一旦习惯於仰赖外力，也就会失去自立的本事。简单来说，不但没有「以毒攻毒」，甚至让国家本身严重中毒。刚开始以为自己掌握着主导权，不知不觉的却将主导权转手让给蛮族。





尽管如此，艾提乌斯至少还是延长了西罗马帝国的国祚。西罗马帝国的艾提乌斯时代能长达二十年的原因有三。

第一点，虽然在最后反目成仇，但长年与艾提乌斯结盟的，是让北方蛮族都深感畏惧的匈族。

第二点，北方蛮族入侵高卢、希斯帕尼亚、北非后，忙着确保领土，没有余力入侵义大利。

第三点，拉温纳皇宫与罗马元老院都无力威胁艾提乌斯的地位与权力。这些人能忽视自身的无能，允许艾提乌斯掌权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与父亲是汪达尔族，母亲是罗马人的史提利柯不同，艾提乌斯的父母亲全是罗马人。

然而后世的史学家在下评语时，把蛮族出身的史提利柯评为「最后一位罗马人」，却没有把这个称呼送到具有罗马人血统的艾提乌斯头上。可能史学家也认为，罗马人不光是结果要像是罗马人，连过程中呈现的风格也必须有罗马人的气魄。「以毒攻毒」的政策，实质上也是以掌握主导权为首要目标，是非常具有罗马风格的政策。





到了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中叶时，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越来越走向分裂局面，甚至让人不敢相信半个世纪前东西双方是同一个国家。

在东罗马帝国内，长达四十二年的狄奥多西二世时代即将结束。据说他是个几乎把首都君士坦丁堡皇宫变成修道院的基督教徒，但在史上没有留下其他值得记载的行止。代替他掌握国家的皇姊普凯莉雅表现得还算合乎标準，使得东罗马帝国内外都能维持安泰。

只不过，东罗马帝国同样要面临蛮族威胁。在西元五世纪中叶时，最急迫的问题在于匈族对策。因为不久前匈族族长逝世，取而代之的是与稳健派兄长作风相反的弟弟阿提拉。





另一方面，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同样在皇位上稳坐了三十年，只不过内情大有不同。东西两个帝国的皇帝同样徒具形式，而在西侧辅佐皇帝的太后嘉拉·普拉齐达老早离开政治舞台，实权外移到艾提乌斯身上至今已经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在艾提乌斯的走钢索政策之下，义大利确实避免了受蛮族从北入侵的风险。不过这也代表艾提乌斯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欧洲地区。对罗马时代的义大利半岛来说，北非地区的关系要比高卢和希斯帕尼亚来得深厚。然而北非地区却未能受到艾提乌斯的关心。从实情来看，可能是毫不关心跟无力关心各佔一半。如果玻尼法提斯在世的话，可能会设法打开局面，偏偏他已经让西罗马帝国亲手葬送了。




瓦解



即使动员高达十万人的整个部族向外侵袭，人数也绝对不可能超过入侵地的居民。更何况罗马时代的北非地区，是个绿意盎然得让现代人无法想像的地方。从「罗马谷仓」这个外号就可得知，当时的北非是有大量耕地，人口密集的地区。北非地区最大的港口迦太基，与罗马外港奥斯提亚之间的海路，是地中海上交通量最大的海上干道。直到现在，两地之间的海底还仿佛有大道通过似的，遍布著遇难船只的遗骸。可惜的是这一带的海底深度太深，近年有长足发展的海底考古学依旧无力研究。不过光从两千年后从海底的沙子冒出头的沉船遗迹，便足够我们想像罗马时代北非与义大利的密切关系。





西地中海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罗马与迦太基物产往来密切，也就代表两地的人员往来密切。尤其帝国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天主教派在帝国西方的中心地同样是罗马与迦太基。教会资产雄厚，运用资产推动的宗教活动热络，资质优秀的主教如过江之鲫，仰慕而来的信徒也多如繁星。

此外，中心地繁荣发展，代表周边有支撑着中心地的卫星都市。对罗马来说，卫星都市是由安布洛修斯担任主教达二十三年的米兰；对迦太基来说，则是由奥古斯丁担任主教达三十三年的希波·磊吉乌斯。

罗马人在征服北非之后，脚步依旧停留在地中海附近，没有跨越撒哈拉沙漠往南发展。与后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罗马起源自城邦国家。即使在转型成领土型国家之后，依旧喜好居住在他们称为「内海」的地中海周边。光是看罗马街道网路涵盖北非的哪些地方，就可以充分了解到这项特色。对罗马人来说，有罗马大道通过的地方，才是罗马世界。

此外，不凡事亲自操刀，也是罗马人的传统做法。他们认为如果想要沙漠另一端的物产，与其将当地征服并行省化，还不如等当地居民自己带着物产来出售。不但向外开战需要人力物力，在征服并行省化之后，需要的人力财力会比开战时多出许多。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所向无敌的时代里，能刺激罗马人征服欲的地方，也仅限於他们认为国防上有需要的地方。





基於上述历史因素，在罗马时代的北非地区，居民与财富都集中在接近地中海的带状区域。在这其中的关键都市，就是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地迦太基市。西元429年汪达尔族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北非登陆后，一路沿着茅利塔尼亚、努米底亚朝东行进，一年后已经逼近迦太基。在玻尼法提斯撤出希波·磊吉乌斯后，北非地区可说是在不设防状态下。尽管说汪达尔族加上摩尔人与铎那图斯派基督教徒之后，兵力还是只有五万人，然而北非傲人的财富与人才并不等于国防力量。在势如破竹的局面之下，北非地区落入了蛮族手中。

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十年后，西元439年，北非的关键都市迦太基终于沦陷了。






汪达尔族入侵北非路线




在高卢、希斯帕尼亚，乃至於西罗马帝国沦亡后的义大利，由少数征服者统治多数被征服者时，双方必须寻找能够共存的妥协点。因为战胜者今后必须统治人数至少十倍以上的战败者。如今的蛮族入侵，已经不是像以往一样袭击抢夺后离去。袭击与抢夺的行为与往年一样，不同的是蛮族在抢夺后会直接定居下来。

话虽如此，遭到汪达尔族入侵的北非状况却与其他地方不同。不同的因素在于征服军中包括了铎那图斯派基督教徒。

铎那图斯派被打为异端，身为基督教徒却长年遭受折磨打压。对这些人来说，天主教派信徒是可恨至极的敌人。而且天主教派信徒在社会地位上、经济力量上都佔优势，还不光是在宗教层面上欺负铎那图斯派。可事到如今，天主教派成了落水狗。汪达尔族入侵并征服北非后，局面会比其他行省还要严苛的原因，也是基於基督教普及后北非的特有情势。

毕竟铎那图斯派原本是普及於北非的大教派，也正因如此，成为长期遭到北非天主教派信徒敌视欺凌的宗教。汪达尔族信仰的是基督教奥里斯教派，在天主教派眼中同样是「异端」。从众多史料中看来，天主教派对于「异端」特別苛刻，奥里斯派在这方面就宽容得多。如果北非是由汪达尔族单独占领的话，只怕奥古斯丁的遗体没有必要送往萨丁尼亚避难。将遗体外送避难的天主教派信徒也知道，奥古斯丁生前是领头弹劾铎那图斯派的名人。想必他们能轻易的预测，自己敬爱的主教尸首落到铎那图斯派手上时，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基於上列情势，汪达尔族入侵北非时局面要比其他行省更加惨烈。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大批的难民。

首先，迦太基港与罗马外港奥斯提亚之间的航线可说是海上干道。不但航行其间的船只众多，熟悉这条航线的水手也不少。从迦太基前往拿坡里近郊的商港波佐里时，顺风只要两天。在风向不定的地中海未必能天天顺风，因此平均航程是五天。即便完全遇上逆风，必须仰赖有如马达的划桨手，全程也只要十天。而且即使不前往义大利，在一天一夜的航行后也可到达西西里岛。这个时期的汪达尔族没有海上战力，因此没有制海权。南义大利、西西里岛与萨丁尼亚目前还没受到蛮族威胁。

虽说从北非外流了大量难民，这些人原本属于北非罗马社会的上流阶层。位于社会中流的工匠、商店店主、自耕农没有拋弃故国的实力；下流阶层的农奴更是只有在主人逃往义大利后，於新主人之下过着比以往更加操劳的日子。对于留在故乡的人来说，就连维持天主教派信仰都成了奢望。

天主教会的中阶与低阶神职人员同样留了下来。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必须在铎那图斯派领头的社会里，承受著镇压屈辱与折磨。奥古斯丁不光是遗体外逃避难。在当时虽是手抄本的卷轴，这名主教的著作中能付梓的，也随着难民一起上船离开了北非。北非地区的天主教会实质上已经崩溃。





汪达尔族三十年前还住在北欧深处，与罗马帝国的接触点，顶多是像史提利柯的父亲一样在罗马军中服役的人员。然而当他们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后，脚步十分迅速。不但从高卢攀越庇里牛斯山脉进入希斯帕尼亚，如今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拥有了北非。尽管他们是第一次踏上北非的土地，统治工作倒是挺有系统的，这十有八九要归功於铎那图斯派人员的建言。因为汪达尔族不但能将迦太基等都市周边的大型庄园全数接收，还将都市内的所有建筑物全数占领。居民运气好的流离失所，运气差的则沦为奴隸。基督教虽然不乐意见到有共通信仰的「兄弟」受到奴役，没有共通信仰的人可就不是「兄弟」了。根据这个想法来看，异教跟异端同样都是没有共通信仰的人。

在不具备共通信仰但获准存续的人员中，包括了官兵与中下层行政官僚在内。当然，官兵必须接受汪达尔族指挥，官僚必须在新主人的命令下工作，才能维持存续。除了这些人以外，工匠与商店店主能够获准，是因为这些人属于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

在大型庄园主人中，有些人并未拋弃故乡。只不过这些人的庄园位于比地中海沿岸更偏向内陆的地方。毕竟即使加上铎那图斯派，战胜者依旧属于少数，没办法将整个北非的居民全数更换。不过从此以后，内陆农庄生产的农产品再也不能出口到义大利了。汪达尔族并非农耕民族，即使拿下了大都市周边的耕地，产量也无法与以往相较。罗马时代的北非原本是丰饶的农耕地区，如今沦落成豢养征服者专用的土地。





尽管北非再也不是「罗马谷仓」，汪达尔族已经拿下了地中海南岸的大部分海港都市。北方蛮族出身的汪达尔族能否拿到海运能力，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未开化民族获得海运能力后，百分之百会转用于海盗用途。海盗不光是会攻击在海上遇到的船只，还随时可能在海岸下船，成为陆地上的盗匪。此外，海盗逆流而上，攻击河滨都市与乡镇也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

西西里岛与南义大利居民开始苦於汪达尔海盗的袭击。拉温纳皇宫无法弃之不顾，只好找君士坦丁堡求援。东罗马帝国应邀派遣了一支援军，但是东方对西方向来漠不关心，援军的人数少到不能成军。这支部队一看到汪达尔族，就在沦为俘虏或阵亡前匆匆撤回君士坦丁堡。





最后西罗马帝国皇帝只好向汪达尔族族长坚瑟利柯派出议和使节。也就是说，西罗马帝国正式承认丧失了重要领土。

和约缔结於西元442年，距离汪达尔族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入侵北非，前后不过十三年时光。

罗马在布尼克战役后击败大国迦太基，领有亚非利加土地至今已经六百年。在这段漫长岁月中，原属于迦太基的败战领土，就在与战胜者罗马人同化之后，过着比迦太基统治时期更加繁荣兴盛的日子。不过这种时代已经结束了。从今开始的，是无论统治者换成了什么人种或民族，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绝对不会同化的世界。




匈族




「一切的不幸，全来自匈族播的种子。」



在基督教会藐称为「叛教者」的朱利亚努斯皇帝在世时，阿米亚努斯·马尔凯流斯以军官身分伴随皇帝转战沙场。当朱利亚努斯皇帝殉国之后，阿米亚努斯·马尔凯流斯退休进入写作生涯。早在百年前的西元四世纪中叶时，他已经察觉到匈族的威胁。阿米亚努斯·马尔凯流斯是叙利亚大城安提阿上流阶层出身的希腊裔罗马人。同一个阶层的男子往往继承祖产经营工商业，马尔凯流斯却是选择进入罗马军的稀有人物。或许正是从青年时期起转战沙场的经验，把他从善于抽象思考的希腊人转换成善于具体思考的罗马人。重复具体思考后，自然能看穿背后的真相。在刚进入西元四世纪后半的这个时期中，不但罗马帝国与匈族还没有直接接触，连看过匈族的国民都不多。这时候匈族还远在罗马帝国「防线」，亦即国界外头遥远的彼方。

马尔凯流斯与大多数罗马人相同，从未亲眼见过匈族。不过他发现与匈族直接接触过的日耳曼裔蛮族情绪动摇，并且发现原因在于这些人背后有匈族在推挤。而资讯这种东西有项特性，就是一旦察觉到某些开端，就会像是受到磁铁吸引一样陆续湧入。或许正因为马尔凯流斯没有亲眼见过匈族，他才会透过认识的北方蛮族，蒐集有关匈族的资讯。

在马尔凯流斯笔下的匈族是这样的民族：





以双足步行，但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野兽。骑在马上时以两腿和马背夹着生肉，并且在不经烹饪的状况下食用生肉。平坦的脸上有两个像是黑点的眼睛，胡须不多，身材低矮但体格结实。平时住在森林中，穿着老鼠皮和麻线缝制的衣服。由于衣服未经洗涤直接穿到破损，因此身上随时发出恶臭。靴子仅以未经鞣制的羊皮与麻线缝制，因此不利长时间步行。可能基於这项原因，匈族不论前往何处都会乘马。即使在战场上，也极端厌恶下马战斗的行动。但是乘马的匈族人马一体，有如让人用钉子钉在马上，因此能发挥极大的冲击力。

他们居住在双轮牛车内，在车上饮食、交媾、生子。可能因为他们是最彻底的非定居民族，无论身处多肥沃的土地，都不会对耕作表示关心。

匈族会让其他蛮族恐惧地称为「蛮族」，除了具有优异的骑乘能力外，还因为他们具备在奔马上正确射击的高度技能。不过笔者认为匈族与其他蛮族不同之处在于五项「没有」，这也是匈族的强处所在。

一、没有目标、没有目的地。

这使得匈族能采用临机应变的作战方式。

二、对购屋置产没兴趣。

这表示匈族对资产或储蓄不抱持兴趣。不过，他们喜欢黄金制品，而且不只是黄金，只要是会发亮的东西都喜欢。

三、没有法律。

因此对匈族来说，在上位者的命令是绝对的。

四、没有家族守护神。

这表示匈族没有家族概念。因此人质担保对匈族不产生作用。

五、没有确保未来粮食的概念。

这使得匈族随时随地，只要有机会就会抢劫。





马尔凯流斯的警告没有获得当局者接纳，就这样过了半个世纪。西元五世纪时，罗马帝国终于与匈族直接接触。既然遭到匈族推挤的日耳曼裔蛮族入侵盘据在罗马帝国境内，那么推挤这些人的匈族出现在罗马帝国国界的多瑙河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匈族出现的地区与现代的匈牙利几乎完全重叠，这就是匈族的最新根据地。





实际上，东罗马帝国要比西罗马帝国先与匈族产生接触。因为在东西分裂之后，多瑙河中游与下游归东罗马帝国管辖，而匈族的根据地在多瑙河中游附近。基於上述情势，在初期，与匈族相关的资讯，尤其是匈族首长阿提拉相关的资讯，几乎全集中在东罗马帝国。只不过在西罗马帝国，有个青少年时期在匈族族群中度过的「军司令官」艾提乌斯。

西元444年，匈族对东西两个罗马帝国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西元444年这年，原本辅助兄长统治，担任次席族长的阿提拉取代遭落雷击毙（匈族的官方说法）的兄长，一个人统御匈族。西元444年以前的匈族，对于遭他们挤压的日耳曼蛮族来说是极为恐怖的存在，对东西两个罗马帝国来说，却是好应付的对手。

东罗马帝国与阿提拉的兄长布雷达之间，订定有每年给付七百利普（两百六十三公斤）黄金的「同盟部族」协定。名义上是佣兵薪资，实质上是避免匈族渡过多瑙河入侵东罗马帝国领土的代价。

西罗马帝国与匈族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艾提乌斯个人人脉上。匈族时常因应艾提乌斯的请求外派援军，由于并非正式的同盟部族协定，因此无法得知艾提乌斯到底付出多少酬劳。

不过至少艾提乌斯提供的酬劳够让他们满意。到西元444年为止，匈族借兵给艾提乌斯的次数光是有文献记载的就多达四次。分別是西元429年与政敌菲力克斯决战、西元432年与玻尼法提斯和背后的太后嘉拉·普拉齐达对决、西元437年与勃艮第族作战，以及西元439年对西哥德作战。艾提乌斯在西罗马帝国累积地位与权力的战斗，几乎全与匈族有关。只不过，艾提乌斯个人熟识的是匈族要角之一阿斯帕尔，与绝对首长阿提拉之间的感情并不特別密切。




阿提拉



在组织不成熟，而且没有人类社会常见的律法规范的匈族社会里，族长的命令具有绝对价值。而阿提拉是最适合这种社会的领袖人物。

匈族原本在相当於今日的匈牙利一带的多瑙河中游沿岸暂时落脚。当阿提拉出现在政治舞台后又开始有了动作，朝向南方的东罗马帝国领土移动。阿提拉率领匈族，首先占领了罗马时代称作维纳契姆的科斯特拉克。在这座城镇附近，有著图拉真皇帝征服达其亚时修建，全长一公里的石造桥梁，连接着多瑙河南北两岸。

不过桥梁的石造部分仅限於河流中的桥墩，上头的桥身还是木造结构。西元三世纪后半罗马帝国撤出多瑙河北岸的达其亚时，已经拆除桥身部分。不过罗马人的建筑技术高超，至今河里的二十座桥墩依旧健在。如果在桥墩上铺设木材搭建便桥，也已经足供人马通行。科斯特拉克会成为阿提拉的第一个目标，很可能是匈族修复了桥梁，借此渡过多瑙河。因为不管打造多少木筏，在渡过大河多瑙河时风险毕竟太大，而且花费时间。






阿提拉（十六世纪制作的浮雕）




阿提拉与匈族攻陷科斯特拉克之后，又占领了向西不到一百公里处的辛基多努姆（今日的贝尔格莱德）。不久后又攻陷了西尔谬亩（今日的敏托罗维迦）。可能照阿提拉的想法，他要在渡过多瑙河之后拿下附近的重要据点，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才继续往南前进。

在多瑙河还是「罗马帝国国防能力检测仪器」的时代中，河边连绵建设了军团基地、城池、要塞，乃至於监视用碉堡，形成了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在其中最受重视、戮力经营的军团基地，从上游往下游方向照今日的名称分別是里根斯堡、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等四个地方。四座军团基地中有三座成为日后中欧各国首都，让人讚叹古代罗马人建设都市时的地理眼光独到。当然这四大基地与帝国各地之间遍布著帝国的街道网路。而且罗马人以四座多瑙河军团基地之中，位置最偏下游的贝尔格莱德为起点，开辟了通往帝国东方的干线大道。这条大道由贝尔格莱德起，一路朝东南穿越巴尔干地区，途经君士坦丁大帝的出生地奈苏斯（今日的尼什）、赛尔蒂迦（今日的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菲利普堡、哈德良皇帝建设的哈德良堡（今日土耳其的都市艾迪鲁内），最后到达原名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今日的伊斯坦堡）。阿提拉入侵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匈族入侵巴尔干地区的路线




只不过，在阿提拉率领之下行进的匈族，可不会单纯的行军。罗马帝国内的基督教徒给他起的外号叫做「上帝之鞭」，表示阿提拉会像是愤怒的神明一样袭击、抢夺、破坏、烧杀，让匈族经过的地方名副其实是鸡犬不留。匈族在掠夺过程中，遇到不方便带走的人通常会一刀了事，因此每当匈族离开某个城镇，后头往往会跟著漫长的俘虏队伍。

匈族一路横行之下，到了距离君士坦丁堡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在这时他们才派遣使者向东罗马帝国皇帝提出要求。





一、以往的「同盟部族」协约规定每年七百利普的金块，从今起提升至三倍的两千一百利普（七百八十七·五公斤）。并追加临时赔款六千利普（两千两百五十公斤）的黄金。

二、遣返匈族军中的逃兵。

三、若希望罗马人俘虏恢复自由，每人须付出十二索利铎斯金币的代价。





面对这些要求时，四十六岁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只能坐在皇位上发抖。只不过东罗马帝国实质上的掌权者是皇帝的姊姊普凯莉雅。她最初打算仅接受第二项要求，设法把局面应付过去。

不过虽说是逃兵，这些人可不是匈族出身的男子，而是在战败之后，被匈族编制到军中的日耳曼裔蛮族。这些人无法适应在匈族内的生活，以及掠夺时的残暴举动，因此向东罗马帝国投降。阿提拉要求遣返这些人的要求被接受之后，这群人就在东罗马帝国军队的押送之下，回到匈族的阵营内。

阿提拉接收这些人之后，动作也很迅速。他命令这些逃兵趴在地上，盖上搭帐篷用的布幕，然后让骑马的匈族部队一边喊叫一边策马来回奔跑踩死这些人。一切事情，全在愕然的东罗马官兵面前发生。

这项蛮横的举动不但震撼了君士坦丁堡皇宫，同时也激起了敌意。东罗马军中与西罗马军一样，有许多日耳曼裔的官兵服役。对这些人来说，惨死在匈族马蹄下的是血脉相连的同胞。在发生这件事情后，抗战派成了多数，东罗马帝国随即派兵反抗阿提拉。只不过日耳曼骑兵实在打不过匈族骑兵，轻易的被击败。如今东罗马帝国只好吞下阿提拉提出的一切条件，重新缔结同盟部族协定。





我们可以说，东罗马帝国是向亚洲裔蛮族匈族无条件投降了。原本以为送上豪华服饰可以软化对方态度的乐观看法遭到击碎，从君士坦丁堡派往阿提拉身边的使节任务，如今已经不是交涉，而是成了忠实履行协约的行政官。

不但如此，阿提拉还开始挑剔使节的人选。阿提拉的理由是，他有意创设统合罗马人以外其他民族的大帝国，因此地位与罗马皇帝同等。东罗马帝国在派遣使节时，必须推出有资格与皇帝接触的人选。君士坦丁堡也接受这项要求，派到阿提拉面前的使节换成了元老院议员、基督教主教等在东罗马帝国内具有地位的人物。

这项要求带来了意外的副产品。以往关于匈族与其首长阿提拉的资讯，全是透过第三者听来的传言。从此以后成了当事人，亦即现场证人的证言。既然外派的使者地位崇高，这些人势必会带着祕书官上路。





布里斯克斯这个人，不知道是当时的使节之一，或者是某一位使节的祕书。目前已知的是他有修辞学教学经验、文笔稳健，并且曾著作目前仅留下断简残篇的《拜占庭帝国史》。他获派前往阿提拉身边时是西元449年。这代表东罗马帝国在西元447年与阿提拉缔结协约后，履行协约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阿提拉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膨胀，如今已经扩大到要帝国承认奈苏斯至多瑙河的地区，亦即达其亚与色雷斯两个行省，从此以后成为匈族的土地。





西元449年被派遣到阿提拉面前的布里斯克斯，记载了当时他所见的景象。


「我们一行人进入了奈苏斯（今日的尼什）市区。这个原为君士坦丁大帝故乡，位于干道旁的都市，在匈族袭击下遭到全面破坏。如今除了在教堂废墟中遮风避雨的少数人以外，都市沦为无人死城。奈苏斯附近有莫拉巴河流过，大道也沿着河流往西北行进。我们一路望着左手边的河流，一边沿着大道出发。




大道周边也成了无人地带。河滨四处可见遭匈族杀害后未能下葬，遭弃置到成为白骨的民众遗体。




伊利利亚地区司令在大道的半途中等待我们，把五名逃兵交付给我们。这是一如皇帝在协约中答应的，要引渡给阿提拉的男子。与这些男子会合后，我们渡过多瑙河，进入了阿提拉的根据地。




渡过多瑙河之后，我们获得了一组匈族卫队。在这些人引导下行进了七十史塔迪翁（十三公里）后，到达了阿提拉的本营。交出五名逃兵之后，我们获准晋见阿提拉。




阿提拉的帐篷周边有许多蛮族围绕。不过我们一进入帐篷，马上知道坐在木几上的人就是他了。因为周边每个人都站着，只有他一个人坐着。




我们站在离这个粗糙的宝座稍远的地方，只有马克西谬斯上前向阿提位问候。他传达皇帝期望阿提拉与匈族更加繁荣的祝福，送上由皇帝亲笔写下的书信。蛮族头目回答说，他也期望皇帝与罗马人更加繁荣。




帐篷内的阿提拉，受到众多高官与武将簇拥。说实在的，我为了阿提拉的服装朴素感到惊讶。他身边的高官武将都穿着布料、手工、色彩千变万化的豪华服饰。从这些服装上的花鸟刺绣看来，想必是从西奈人或波斯人手中抢来的。




在这个统领莱茵河至多瑙河广大土地的部族首长帐篷中，竟然找不到半个昂贵的家具或具有艺术价值的饰品。帐篷内连臥铺都找不到，唯一值钱的，只有铺在地上的毛皮，以及几张粗制滥造的木头椅子。阿提拉身边架著弓箭与斧头，但帐篷内再也没有其他武器。




阿提拉身高低矮但体格魁梧。脸色暗黄，几乎没有胡须，脸型平坦到让人惊异。他的双眼斜睨，黑色凹陷的双眼仿佛看着什么稀奇事物的一直对着我们。




似乎阿提拉不论用餐、就寝或会客，全都在这个帐篷内解决。我们没看到餐桌，不过倒是看过餐具。这些餐具由金银制作，想必也是掠夺得来的。




阿提拉是个随时保持行动的男子，我们也只好与他保持距离，策马一起走动。在渡过许多条小河之后，我们到达了被他立为首都的城镇。这个地方说是城镇还不如说是村落。连阿提拉本人的木造房屋周边，都只围着一圈恐怕没有防卫效果的木栅。在阿提拉的房屋附近，有著规模稍小，属于匈族中地位第二高的欧内结希睦的房舍。这座房舍同样以木栅围起。




阿提拉一进入村落后，就有一群年轻女子一边唱歌一边前来迎接。在这些人之中有某些人披着白纱，其后由其他女子捧著纱布。欧内结希睦的妻子带着大批女奴出现，向阿提拉献上食物与酒类。据说这是匈族表达最高敬意的方式。




阿提拉从臣子捧著的银盘中抓取食物，喝着由女人捧著杯子送上的酒类。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骑在马上。」







这就是西元449年时阿提拉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从兄长逝世，阿提拉成为绝对首长以来，还不满五年。如果局势继续这样发展，只怕东罗马帝国会比西罗马帝国还先灭亡在阿提拉率领的蛮族联军手下。不过到了第二年西元450年时，局面有了重大变化。主要原因有以下两项。





西元450年7月28日，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病逝，享年五十岁。尽管他终生没做过什么皇帝该做的事情，可是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皇帝即位与否要看天神的意思。多亏了这个便於世袭统治权的规定，狄奥多西二世才能够凭著前任皇帝儿子的身分稳坐四十二年的皇位。很可能他也知道自己欠教会恩情，因此对宗教热心到谣传说皇宫成了修道院。也很可能因为如此，在皇妃没有留下儿子就过世后，他对传宗接代也很不热心。这些年来代替弟弟为帝国掌舵的普凯莉雅，必须另外设法找人继位。

尽管普凯莉雅与弟弟一样热中於基督教信仰，被人昵称为皇宫修女，至少长年统治帝国的经验没有白费。一般在这种局面下，获选的皇帝会是不妨碍权力运作但是无能的人物，可是普凯莉雅没有这样做。





即位当上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是在君士坦丁堡担任元老院议员的马尔齐安。与西元四世纪文武分途后的罗马元老院不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具有让退休武将享誉的名誉职位色彩。毕竟罗马元老院从建国时期就存在，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相对的，一百三十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建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后，立意在冠有自己名讳的首都中设置与罗马同等的「元老院」（senatus），才促成了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组织。如果有足够的历史的话，还能形成世代产生议员的元老院阶级，但君士坦丁堡的历史不够悠久，因此只好让退休的将领或高官以名誉职位形态，在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担任议员。





登基称帝的元老院议员马尔齐安是个在东罗马帝国军中历练过的人物。他出身於多瑙河下游的色雷斯（今日的保加利亚）地方，而当地是精兵良马的产地。因此，尽管他并非世家出身，也没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这时已经六十多岁，至少他熟知战场光景。

如果罗马帝国还没成为基督教国家，这些条件已经足够让他登基就任。可是当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皇帝不是承「人意」而是「天意」即位之后，即位时「天意」就成了必备条件。马尔齐安在迎娶前任皇帝的姊姊、前前任皇帝阿卡狄奥斯的女儿，具备「天意」的普凯莉雅之后，才能顺利登基。婚前普凯莉雅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她已经立誓将贞节奉献给天主，因此婚后不能同寝。

不过新娘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这项条件没造成什么影响。






马尔齐安




军人出身的马尔齐安皇帝，一举一动都充满积极色彩。他在登基即位之后，首先宣布全面废弃与阿提拉之间的协约。在与这名匈族头目的「同盟部族」协约中，阿提拉的领土南端已经包括巴尔干地区关键都市之一奈苏斯。这表示东罗马帝国境内的达其亚，以及其东邻的色雷斯大部分都成了匈族领地。对于色雷斯出身的马尔齐安来说，这是最大的屈辱。

老当益壮的新任皇帝在废除与阿提拉的协约同时，著手增强东罗马帝国的军备，同时宣言要亲自率军御敌。前面两任东罗马皇帝，连离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次数都有限。而在半个世纪之后，东罗马帝国又获得一位御驾亲征的皇帝。即使不离开首都，罗马皇帝还是军方的最高司令官。如今马尔齐安宣示他将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司令官，并且付诸实行。

除此以外，马尔齐安皇帝这时有办法将增强后的东罗马帝国军几乎全数投入西方的多瑙河。在东方的幼发拉底河滨，目前与波斯王国的关系尚称良好，常设部队已经足以承担防卫工作。

阿提拉当然知道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正巧就在这个时期，传来了一件对阿提拉来说从天上掉下来的好消息。





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有一位叫做霍诺里雅的姊姊。父亲是共同皇帝君士坦提乌斯，母亲是前任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女儿嘉拉·普拉齐达，因此霍诺里雅是个百分之百的皇室子女。不过在成为基督教国家后的罗马帝国中，公主的立场比想像中还要不自由。前任皇帝的女儿，现任皇帝的姊姊，自然跟「天意」有关连。也就是说，没有办法随意结婚。任何事物一旦扩散之后，该当事物原有的力量也会随之薄弱。因此公主若要结婚，则必定是政治婚姻，只不过帝国未必随时都遇得上适合让公主出嫁的对象。

因为承受「天意」者的女儿，在结婚生子后小孩也同样承继了「天意」。皇帝的外孙与内孙继承的「天意」分量没多大不同。这很可能造成继承权纠纷，亦即皇室内斗问题。罗马帝国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皇帝的女儿同样是政治婚姻的棋子。只不过由于没有「天意」干涉，事情没有严重到找不到对象就无法结婚的地步。实际上，以往的公主可以轻易嫁给父亲麾下的武将。当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前任皇帝的女儿、现任皇帝的姊妹如果没有适当的政治婚姻对象，就必须终生维持单身。最适合终生未婚的职业，也就是将人生献给天神的修女。因此，找不到结婚对象的公主，唯一的去处就是修道院。

霍诺里雅在无法结婚的状况下到了三十岁。话说回来，她又没有进入修道院的意思。正好在这时期，长年压制她行动的母亲嘉拉·普拉齐达病逝，这使得霍诺里雅获得自作主张的条件。

霍诺里雅将一名受自己信任的宦官悄悄送到阿提拉身边，让这名宦官带着信件与一眼就能看出原属于皇家的昂贵戒指。信中表示，阿提拉如果与她通婚的话，可拿到半数西罗马帝国领土做嫁妆。






霍诺里雅




阿提拉也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东罗马帝国在马尔齐安登基继位后转向强硬路线，先遣部队如今已经到了多瑙河附近。等到马尔齐安率领的主力到达后，双方势必免不了一场大战。

阿提拉派遣使节晋见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并借此向霍诺里雅求婚。瓦伦提尼安三世为此大感惊讶。虽然紧急将姊姊监禁处分，但事情已经发生。在与身处高卢的军总司令官艾提乌斯商量后，回绝了阿提拉的请求。问题是，阿提拉的眼光已经离开东罗马帝国，朝向西罗马帝国。匈族部队已经离开多瑙河中游的根据地，往莱茵河沿岸移动。

西罗马帝国就此成为阿提拉的攻击目标。对于西罗马帝国实质领袖艾提乌斯来说，他面临必须与长年亲密往来的匈族直接对抗的局面。




香槟钮会战



横行短短十年就在古代末期西洋史上留名的阿提拉，是个大胆果决、统御能力优越、部下贪图享受时个人生活朴素的人物，最适合担任蛮族领袖。不过若要像他公开表示的，想建立统合日耳曼族在内的北欧大帝国的话，就显得他缺乏冷静合理的战略。换句话说，他的行事作风也只是临场因应而已。这甚至让人认为，这种程度的男子会在史上留名，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基督教徒畏惧的称呼他为「上帝之鞭」。





阿提拉先前以暗示要攻打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方式，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威胁取得了巴尔干地区的大部分。尽管三年后意外出现强硬派的马尔齐安皇帝，使得一切努力付诸流水，但借由军事力量威胁的方式并没有错。因此，如果要把同样的做法套用在西罗马帝国身上，首先要将部队从多瑙河中游移动到上游，渡过多瑙河后进入罗马领土。其后持续南下攀越阿尔卑斯山，进逼义大利半岛北部，立刻围攻皇帝所在的拉温纳。

拉温纳可不是什么固若金汤的好地方。只要封锁海陆双方，稳扎稳打慢慢攻击，由于城镇规模不大，最后势必会沦陷。只不过，蛮族向来不擅长封锁海陆交通的长期战。面临的敌人如果是蛮族的话，拉温纳确实是固若金汤的好地点。

只不过，阿提拉没有必要攻陷拉温纳。一旦攻击皇帝所在的拉温纳，瓦伦提尼安三世势必会向身在高卢的艾提乌斯发出归返命令。西罗马帝国军总司令官艾提乌斯既不能抗令，也不能当成没接到消息。在不得已之下，一定要回到义大利援救皇帝。

然而艾提乌斯能在高卢地区节节获胜，并非因为手下有强力的罗马部队。如果不是找了少年时期就熟识的匈族借兵，就是拉拢在高卢互相冲突的北方蛮族结盟。在义大利可不会上演同样的戏码。

首先，长期仰赖的匈族如今已经成为敌手。其次，如果想率领高卢的蛮族同盟到义大利，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蛮族如今正忙着在高卢确保领土，暂时对义大利不感兴趣。他们如果派兵跟著艾提乌斯南下义大利，外派期间内很有可能遭到其他蛮族偷袭。结果，艾提乌斯只能率领直属部队而已。

而如今罗马军徒具虚名，实际上只是蛮族出身的佣兵集团，因此也具有佣兵特有的弱点。这些人的弱点，倒不是一上战场就阵亡，而是一看到形势失利就会溃逃。与手边只有这种兵力的艾提乌斯不同，阿提拉手下的匈族兵，是一旦知道事后能获得战利品，即使在战场上挨刀子也会硬撑的兵力。在这种局势之下，司令官个人战术能力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假使在围攻拉温纳的途中遇上回国救援的艾提乌斯，胜算应该依旧在阿提拉手中。此外，拉温纳城里的皇帝也不是能在失利局面下坚持到底的人。说不定皇帝在恐慌之下会把多瑙河到义大利之间的土地送出来求和。





然而阿提拉没有渡过多瑙河朝义大利前进，而是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知道他如此选择的原因后，让人更觉得无言以对。原来是法兰克族族长过世后，留下的两个儿子之间发生冲突。哥哥向阿提拉，弟弟向艾提乌斯求助。阿提拉在受人求援后转往高卢地方前进，这不但让身在拉温纳的皇帝松了口气，同时也加强了艾提乌斯在高卢的立场。





原本日耳曼蛮族入侵高卢确保领地的原因，是因为遭到匈族推挤，不得已之下只好前往高卢求生。他们会在高卢互相争夺领土，也是因为再也回不到匈族盘据的日耳曼地区。对这些人来说，匈族入侵高卢的消息，当然会是切身危机。阿提拉在没有明确计画的状况下进入高卢，使得艾提乌斯能获得组织罗马军与日耳曼部族联军的好机会。





西元451年4月初，阿提拉率领匈族由莱茵河中游的梅因兹附近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据说光是匈族部队，兵力便有三万人。匈族手下还有其他战败后遭到收编的蛮族，因此无法判断详细兵力。阿提拉在渡过莱茵河之后又与法兰克族会合，总兵力可能已经多达十万。

后人推测阿提拉兵力众多的根据，是他一进入高卢后就兵分三路。

据推测由阿提拉率领的第一路，首先由梅因兹起步途经特里尔，并沿途路过门兹，前往兰斯，最后又从兰斯经由巴黎逼近奥尔良。整个进军过程全部沿着罗马大道行军，不到两个月已经进入高卢地区的中央。

第二路军行军路线较第一军偏南，同样沿着大道往奥尔良前进。第三路军大幅往南方绕道，朝向高卢地区中心移动，不过同样也是以奥尔良为目标。高卢北部能够平安无事，是因为当地属于法兰克族势力范围。而且这三路部队不会单纯的行军，沿路对看得到的大小城镇烧杀抢夺毫不客气，名副其实是“invasion”（侵略）。这个英文名词起源自拉丁文的“invasio”。顺带一提，这个名词是在帝国后期才产生的新词。这也就代表在罗马高度成长的共和时期，以及稳定成长的元首政体时期，罗马人的生活中用不到这种名词。






匈族入侵高卢路线




艾提乌斯活在这个“invasio”成了家常便饭的时代，当时他正位于高卢地区根据地阿尔勒。接获阿提拉入侵的消息后，他从还属于罗马势力下的南法，向西派使者请求邻居亚奎塔尼亚地方（今日的亚奎提努）的西哥德族联合作战。高龄的西哥德族长提欧铎力克随即表示同意。艾提乌斯同时向其他日耳曼蛮族提出联合参战的要求。不过整个反阿提拉联军的构想，到451年6月后才实现。

反阿提拉阵营开始从南方与西方，朝向正遭受阿提拉围攻的奥尔良派兵。在这要重新强调，蛮族不擅长必须长期推动才能成功的围城战。奥尔良在罗马时代名叫齐纳波（Cenabum），是高卢地区中部的关键都市之一。不但有坚固的城墙围绕，旁边还有罗亚尔河流过。我们不知道为何阿提拉会盯上势必难以攻打的奥尔良，就在他磨磨蹭蹭的过程中，艾提乌斯取得了準备反击的时间。





阿提拉得知艾提乌斯接近后，解除了奥尔良的包围，开始向东撤军。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他为何打算撤退。唯一已知的是，他似乎打算渡过莱茵河回到日耳曼境内。当时他离开奥尔良路过汕斯，很可能準备沿着兰斯、特里尔等两个月前走过的路线行进，最后从梅因兹渡过莱茵河。不过在还没到达兰斯时，他就让艾提乌斯追上了。

这一带在罗马时代称作“Campania”（坎帕尼亚），在后代改称为“Champagne”（香槟钮），是扩及马恩河两岸的平原地带，位于罗马时代汇集七条大道的兰斯城南方四十公里处。

阿提拉被追上之后，只好转头準备应战。他坚信自军的骑兵所向无敌，在平原上开战能完全发挥战力。





西元451年6月24日，阿提拉与艾提乌斯以香槟钮平原为背景舞台，展开了史称「坎比·卡塔劳尼齐（Campi Catalaunici）会战」的战斗。「卡塔劳尼」（Catalauni）是高卢尚未进入罗马前住在这一带的凯尔特部族名称，同时也沿用成为附近小镇的名字。往年的卡塔劳尼，在现代名叫马恩河畔夏隆（Chalons-sur-Marne），因此这场战斗又叫做「夏隆会战」。





艾提乌斯可能想减少匈族骑兵的速度，因此挑选了左边面临山丘，右边由河流围绕的地带布局。

由老提欧铎力克率领的西哥德部队位于右侧面临河流的右翼，中央部队是其他部族的兵力，艾提乌斯亲自率领的部队在左翼的山脚下摆下阵式，三军的布局呈现弓形。






坎比·卡塔劳尼齐会战示意图




相对的，阿提拉的阵容采右翼、中央、左翼直线分布。左边面临河的左翼为东哥德族，面对艾提乌斯的右翼则是与东哥德族一样被列入麾下的蛮族兵。中央则是由阿提拉亲自率领的匈族骑兵。

从阵形可以看得出来，艾提乌斯的战术是趁中央部队抵挡敌人时，左右两翼部队击退敌军两翼，孤立中央的骑兵。阿提拉的策略是由攻击力最强的骑兵冲破罗马军中央，将敌人分成左右两边，并由左右翼部队前往消灭对手。

如果要达成战术目标，阿提拉的左右翼部队必须要有办法向前冲锋，艾提乌斯的中央部队则必须挺得住敌军骑兵的猛攻。





光从阵形来看，让人觉得似乎能重现共和时期罗马军的作风，表演出漂亮合理的会战。实际上，双方光是布阵就浪费大量时间，到了下午三点钟才开打。整个战斗过程谈不上是运用战术的会战，只是正面硬碰硬的混战局面。艾提乌斯的战术也好，阿提拉的计画也好，最后全部宣告失败。

在罗马方面，负责右翼的西哥德族勇敢善战，甚至发生老族长提欧铎力克阵亡的事件。艾提乌斯指挥的左翼部队能绕过丘陵袭击敌军侧面，打垮了敌军右翼。只不过艾提乌斯阵营的中央部队，挡不住匈族骑兵团的猛攻。这代表在阿提拉阵营中，仅有布署於中央的骑兵能发挥期望中的效果，左右两翼的部队全部溃败。

而既然双方的战术都宣告失败，代表战局陷入贴身混战状况，亦即在战斗中会造成大量伤亡。尽管如此，到太阳下山时，阿提拉方面因为不能完全切断罗马阵营，因此局势失利。据说阿提拉回到阵营时满脸憔悴，甚至表示想要放火自焚。





仔细想想，长年来受人畏惧的匈族，一遇上正式点的战斗就落败了。这让人怀疑是不是蛮族只有在攻击没有充分防卫準备的平民时才能发挥力量。

在这场会战中，如果艾提乌斯有这个意思，大可让「上帝之鞭」阿提拉成为香槟钮平原上的朝露。西哥德族在族长阵亡后斗志更加坚定，阵亡的提欧铎力克族长的儿子托利斯孟德甚至表示，他们等不及天亮，趁夜就要冲入敌军阵营。

这时候，艾提乌斯出来劝阻了。他劝这名西哥德年轻人回到领地去，优先统整族长刚过世的西哥德族。包括托利斯孟德在内，阵亡的老提欧铎力克有四名儿子。托利斯孟德开始担心父亲死后兄弟出来争权，因此接受艾提乌斯的劝告，带着西哥德部队回到亚奎塔尼亚地方。当同盟部队走后，艾提乌斯没有能力单独追击阿提拉。

曾一度被追击到考虑自杀的阿提拉，就这样平安渡过莱茵河，回到了日耳曼地区。整个过程简直可说是让艾提乌斯放过一马。





就连在当时，都有许多人怀疑为何要放过阿提拉。会不会是艾提乌斯不忍心让长年亲近的匈族就此消逝？

又或者说，是他担心匈族崩溃后，西哥德族在高卢的势力会过度膨胀？

我们无法得知当时艾提乌斯的观感如何。唯一确定的是阿提拉与匈族虽然遭到重大打击，但是成功脱逃。往年让人闻风丧胆的阿提拉入侵高卢不到三个月，在首度的正式战斗中落败，并且逃回莱茵河对岸。照一般的观念来看，就连阿提拉也应该会收敛一阵子。可是实际上却不是如此，阿提拉在第二年又入侵了义大利境内。当初入侵高卢的理由是受法兰克族求援，如今入侵义大利的理由是要与霍诺里雅公主成婚。照他的观点来说，既然拿到戒指，也就代表婚约成立，因此他要求罗马帝国履约。





阿提拉率领著匈族，选择了从多瑙河中游前往义大利时最顺利的途径。阿尔卑斯山由西向东围绕在义大利北方，而阿提拉从阿尔卑斯山最东边的角落进入了义大利境内。入境之后，阿提拉抢先攻打挡在路上的亚奎雷亚。不过匈族与其他蛮族相同，不擅长围城战斗。此外，香槟钮会战的结果已经传入义大利境内。再加上从现在残留的遗迹虽然不易想像，但罗马时代的亚奎雷亚位于亚德里亚海后方，是东北义大利最大的海港都市。不但都市内常驻有卫队，居民也充满了自卫意识。阿提拉面临久攻不下的局面，只好暂缓攻陷亚奎雷亚的目标，优先让麾下数万部队满足粮食保障与掠夺欲望。






匈族入侵义大利路线




阿提拉将部分兵力留下来牵制亚奎雷亚，其他的兵力全分散到义大利北部各处开始抢劫。匈族在义大利北部充分发挥了兇暴异常的本性。首先攻陷康克迪亚后，陆续又拿下帕德瓦、维琴察、威罗纳、克雷摩纳、比千都、帕威亚、米兰。这些城镇都是有坚固城墙保护的大城，会在匈族面前一一沦陷的理由在于，居民觉得与其抵抗不如趁早开门投降。到了帝国末期，罗马人已经不期待顽强抵抗之后可获得皇帝的援军解救。




威尼斯开国



阿提拉逼迫身在拉温纳的皇帝履行其与霍诺里雅公主的婚约，却没有派兵前往拉温纳。可能他打算照多年来的惯例，先让部下把义大利北部打入恐慌之中。对于住在义大利半岛北部的居民来说，这场灾难恐怕真的像是神明挥舞着鞭子降灾作祟吧。同时这场事变，也连带催生中世纪有名的航海通商国家威尼斯共和国。笔者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海都物语》中，是这样开始的：






「阿提拉攻打过来了！」




「匈族人来了！」




「亚奎雷亚被夷平了。连老弱妇孺都让人杀光了。」



蛮族很可怕，不管抵抗与否都要送命。即使奉上财宝，一样不得侥幸。匈族过后寸草不生的传言，迅速的传遍整片国土。

这时正值罗马帝国末期。是个蛮族接连入侵，人民落入恐慌深渊的时代。在蛮族中，尤其阿提拉率领的匈族特別狂暴受人畏惧。义大利半岛东北部威尼特地区的居民，在听说教区主教所在的亚奎雷亚遭到可怕的匈族袭击后，意志大为动摇。


「我们快逃吧！」



没有人认为山区是逃亡的好方向。这一带是几条注入亚德里亚海的河流冲刷造成的平原，如果想朝远方的山区逃难，在到达前势必会被追上，白白送上自己的性命。那么，如果沿着亚德里亚海南下，逃往帕德瓦，或者更南边的拉温纳又如何？

不过，如果有人想表示这种意见，那么他们必须马上把话吞回肚子里。蛮族势必会朝拉温纳或罗马前进，人们不可能在他们的行进路上逃亡。接受众人请示的祭司，如今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祭司如今似乎不是为了祈祷，而是为了无法释怀的绝望，张开双手仰头朝天。

就在这时，天上传来了声音。


「登上高塔，往海上看。你们所见的就是你们今后的住处。」



众人攀上教堂的钟塔。这时正巧遇上低潮时刻，看到了露出地表的沼泽地带。这是长满芦苇的潟湖地区，连一棵树都看不到。

不过天神已经这样启示了。人们不分贫富，无论男女老幼，由祭司带头迁居到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带着家具财产逃难的人不同的是，这些人必须先带着建筑用的木材避难。因为在他们的新天地中，除了鱼类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资源。不过，至少生命保住了。





以上所叙述的，是在威尼斯早期编年史中所记载的传说。实际上，天神只怕没做过什么表示。对于将历史视为科学的人来说，传说或许不值一顾。不过对于遥想当时民众心理，意图尽量复古的人来说，这是不能轻视的史料。

现在的威尼斯是个美丽的水都，甚至能让许多外国人流连忘返。对于一千五百多年前，必须迁居到长满芦笔的沼泽地的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尤其他们身为具有高度文明的罗马帝国国民，即使是为了逃避匈族的暴行，也需要极大的决心。如果不自己劝告自己说这是上天的指示，恐怕还真的没办法施行。因为迁居到这个居住条件恶劣至极的土地，是目前唯一的自救手段。

编年史中记载这件事发生在西元452年。二十四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





据说阿提拉与匈族在义大利北部横行无阻的时期，系由西元452年春季到秋季的半年间。在这段期间内，身在高卢的艾提乌斯没有半点动静。或者说，因为高卢的蛮族对义大利依旧不表兴趣，他根本没办法有任何动作。结果证明这些年他不但不能「以毒攻毒」，真正会的其实只是拿着蛮族的「毒药」挥舞把弄而已。





罗马方面这回有了动作。由两名元老院议员与罗马主教雷欧组成了交涉团，前往曼托瓦晋见阿提拉。不过交涉只是表面话，实际上只是表示愿意出钱送客而已，因此整个交涉过程完全绕着金额打转。至於最后到底以多少金额成交，可能是因为有碍名誉，因此没留下记录。唯一确定的是阿提拉接受了条件后，翻过阿尔卑斯山回到多瑙河北岸。

根据笔者想像，阿提拉会轻易答应交涉，可能是基於下列三项原因。第一，为了让部下满足，需要一定金额的财宝。第二，当事人的身体已经感到疲惫。第三，则是他在精神上已经感到厌倦。缺乏持续意志是阿提拉最大的弱点。





在这时，又产生了一段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并非民间口耳相传留下来的，而是在基督教会大力宣传下制造的消息。传说中主教雷欧在圣保罗与圣彼得协助下，提起勇气责难阿提拉的暴行并鼓励培养慈悲心。阿提拉让雷欧的雄辩说服后离开了义大利。当然在这段故事中提都没提到花钱消灾的事实，宣扬的是深厚的信仰从蛮族的残暴中拯救了基督教社会。在当时，西方基督教会两大领袖之一迦太基主教已经形同虚设，罗马的基督教会有必要强调罗马主教的存在。也从这个时期之后，罗马主教开始被称为罗马教宗，成为西方基督教徒的支柱。





顺带一提，教宗雷欧一世游说阿提拉的故事后来让拉斐尔画成壁画。到今天还展示在梵谛冈的「拉斐尔室」一角。






教宗雷欧一世（左方戴着三重冠的骑马者）劝说阿提拉撤出罗马（拉斐尔绘）




总而言之，为义大利北部带来半年恐怖时光的阿提拉与匈族总算离开了。西元452年可说是开始于阿提拉，也结束於阿提拉。在这段期间，瓦伦提尼安三世虽然已经三十三岁，依旧成天躲在拉温纳皇宫里。西罗马帝国军队实质最高负责人艾提乌斯也只能窝在南法不动。义大利半岛居民看待这两人的眼光，自然变得冰冷异常。





第二年，西元453年时，阿提拉的死讯与春天一同来到义大利。在这时不光是匈族，连其他蛮族族长也已经自称是“rex”（王）。消息说匈族王在宴席中突然大量吐血，就此不治。

参加葬礼的不光是匈族人，还包括匈族旗下各日耳曼部族族长，场面十分壮观。另外入殓时采用杀害掘坟奴隸殉葬的传统匈族方式。

只不过，匈族随即因争夺继承权而四分五裂。以往苦於无力对抗阿提拉，不得已加入旗下的日耳曼部族也趁机离去。曾经统理多瑙河至莱茵河之间广大领土的匈族，随着阿提拉的死亡一同灰飞烟散。仔细回想起来，整个过程还不满十年。

为了阿提拉的死讯高兴的，还不只是住在义大利半岛的罗马人。对于正在高卢地区忙着确立领土的日耳曼蛮族来说，这同样是好消息。自从阿提拉死后，在整个高卢地区，以及与高卢隔着庇里牛斯山脉的希斯帕尼亚之中，北方蛮族的势力更加坚定稳固。对这些人来说，一旦没有匈族威胁，也就没有什么人值得害怕了。如今的西罗马帝国早已不是值得畏惧的对象。




自行崩溃



第二年西元454年，可能是在得知阿提拉的死讯，以及匈族土崩瓦解的消息后觉得安全无虞吧，瓦伦提尼安皇帝造访了首都罗马。在同时，艾提乌斯也从南法来到了罗马，因为艾提乌斯有事想向皇帝请愿。

西罗马帝国皇帝与帝国军总司令，在元首政体时期皇帝住宅兼办公处，帕拉提诺丘皇宫的一角会面了。这天皇帝左右由皇宫官僚围绕，但据说艾提乌斯身边只有侍从。这天他是为了私事与皇帝会面，因此没有穿着武装，而是赤手空拳的长袍打扮。皇帝基於立场挂着佩剑，但从未实际使用过，纯粹当成宝石饰品看待。






瓦伦提尼安三世




想必皇帝认为，军总司令官这天是为了两年前容许阿提拉在北义大利横行的事情前来请罪。在那半年中，皇帝一样躲在拉温纳城里不敢出声，因此皇帝与军总司令官一样犯了渎职罪。然而在阿提拉於义大利北部肆虐的半年中，瓦伦提尼安三世一直待在北义大利的拉温纳，他感受到的恐惧远远超过身在阿尔卑斯山对面的艾提乌斯。更何况后世的史学家吉朋形容这名皇帝是「肉体成熟心智幼稚」。尽管自己没有尽到皇帝的职责，依旧深信自己是皇帝，艾提乌斯不过是个臣子。由此可见「天意」会让名义上承继天意的人，比任何人都认定自己承蒙上天垂怜。承继「天意」的自己，与自己任命就职的人绝对不会站在同等地位。因此自己若要谢罪只有找上天谢罪，臣子应该一个个向自己磕头谢罪才对。在理论上，这套说法还勉强过得去。

可是在这天，六十岁的艾提乌斯却没这样做。很可能他认为自己在当时表明无法整编部队前往义大利，就算是尽了职责。结果他不但没谢罪，反而提出请求，希望能让他的儿子迎娶皇帝的女儿。





越是胆小的人，反而越容易发怒。因为这种人情绪随时保持紧绷，一点小事就能引爆脾气。再加上直到四年前过世为止，太后嘉拉·普拉齐达长年在瓦伦提尼安耳边灌输对艾提乌斯的仇恨。皇帝不禁拔起佩剑，尖声怪叫的往艾提乌斯冲了过去。

尽管皇帝佩剑是装饰品，剑尖一样锐利。佩剑深深插入穿着长袍的胸口，不久后白袍便染成一片血红。艾提乌斯就这样一言不发的倒下了。

打从事件发生时，众人的看法就分成两派。有人认为这是皇帝一个人的仇恨心发作，也有人认为是有宦官带头在背后策划。不管怎么说，二十二年来勉强抵御住蛮族入侵的艾提乌斯就这样丧生了。

第二天皇帝前往元老院议场，表示他是为了贯彻正义不得不杀生。有一名在台下听讲的议员这样对瓦伦提尼安三世表示：


「陛下，我不知道陛下当时心中做何感想。不过连我都知道，您用左手斩断了自己的右手。」







又过了一年到了西元455年3月16日，瓦伦提尼安皇帝在圣乔梵尼拉提拉诺教堂前广场阅兵时，被两名突然脱队冲锋的士兵杀害。这两名士兵都是蛮族出身，曾经长年在艾提乌斯之下服役。





西元408年史提利柯让霍诺里乌斯皇帝处死，退出历史舞台后，引发了西元410年西哥德族的「罗马洗劫」。西元454年瓦伦提尼安皇帝亲手杀死艾提乌斯后，引发了455年6月汪达尔族的「罗马洗劫」。说不定蛮族要比罗马人还要了解，如果西罗马失去右手代表什么意思。

由于瓦伦提尼安三世没有儿子，因此继任人选由元老院决定。元老院以多数通过由佩特罗尼乌斯·马库希穆斯接任皇帝职位。这个人是出身贵族阶级的元老院议员，属于罗马帝国首富阿尼齐亚家门。年龄不算衰老又不算年轻，外形看来是个标準的罗马菁英。在公职方面曾任两次执政官，以及三次首都长官，虽然这些职务任期仅有一年。他是个凡事有板有眼的人物，随时携带着计时用的小水钟，以水钟为基準推动工作。这个人的作风让人想起五贤君之一安东尼奥·派阿斯。如果他能在罗马帝国充分发挥功能的时代登基的话，应该会是一名贤君。只可惜西元五世纪后半条件与二世纪后半不同。






佩特罗尼乌斯·马库希穆斯




罗马时代的希斯帕尼亚（今日的西班牙）与茅利塔尼亚（今日的摩洛哥）之间，只有隔着古代称为「海克力士双柱」的直布罗陀海峡。两地之间距离只有十四公里，若是搭船的话，真的是一跨足就到达目的地。西元前三世纪的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后，迦太基败给罗马。为了取代战败后让罗马接收的西西里岛，迦太基人将希斯帕尼亚化为领土，将新的领土的中心都市（今日的加泰海纳）命名为「迦太基诺瓦」（新迦太基）。在其后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罗马与名将汉尼拔苦战许久终于获胜。而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罗马在取得希斯帕尼亚全区之后，眼光自然会往北非看。罗马在第三次布尼克战役后摧毁了迦太基，把古人想像中，希腊英雄海克力士左脚踩在伊比利半岛、右脚站在北非的幻想化为现实。

亦即，在古人观念中，欧洲的南端与非洲的北端是相连的。后人命名的「直布罗陀海峡」给人带来隔绝的印象，而如今两地也形成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对峙的局面。当这种对立关系尚未成立的时代中，人们在地中海航行时，认为自己是受著左脚踩在南欧、右脚踩在北非的海克力士保佑。

日耳曼裔的蛮族赶上了古代的末期，也承继了古代地中海居民的这种观念。当他们从面临北海的日耳曼故乡，跨越莱茵河进入高卢时，想必对日耳曼与高卢的差异印象深刻。然而当他们南下高卢、又从希斯帕尼亚南下，渡过「海克力士双柱」在北非上岸时，想必感受不到什么差別。因为两根柱子同样属于罗马世界这个文明圈内。

汪达尔族於西元429年春季在北非登陆，第二年，西元430年夏季攻陷了希波·磊吉乌斯，进逼到迦太基面前。然而蛮族向来不擅长攻城战斗。结果，拿下相当於现代摩洛哥到利比亚的北非地区，整整花了十年时间，这个地区最大的都市迦太基才在439年沦陷。





不过这个十年为北非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北非地区完全失去了罗马特色。

首先，主要以大型庄园主人形成的「罗马时代北非」上流社会逃往西西里岛或义大利避难。大型庄园必须以有机且有效率的方式经营，才能让北非成为罗马的谷仓。即使耕地保持原样，气候也没有改变，亦即自然条件相同，北非再也不是能出口农作物的农业地带了。

第二点，是基督教天主教派的衰退。虽说汪达尔人是基督教奥里斯教派信徒，不过真正热心排斥北非天主教派的，是同样被打成异端的铎那图斯派基督教徒。因为他们有长年遭天主教派欺压的仇恨在身。

不过，北非的天主教会衰退，不仅是宗教层面的问题。教会衰退连带造成知识分子的力量衰退。不光是笔者命名为《迷途帝国》的第Ⅻ册最后介绍的迦太基主教基普利亚努斯，还有本册介绍的希波·磊吉乌斯主教奥古斯丁，凡是对后代造成影响的基督教天主教派理论家，几乎全数出身北非。这些高阶神职人员在沦入汪达尔族俘虏前逃往义大利，连带造成北非的知识分子阶层衰退。失去了具备经济与知识的人力之后，北非罗马人也就没有能力发起抵抗运动，反抗新来的汪达尔族统治者。







即使属于上流社会的人能够逃难，中下阶层居民没有逃难目标与足以仰赖的人物，只好留在原地。这些人若不是拋弃天主教派信仰，就是必须隐瞒自己的真正信仰。而这些人之中，有一大部分是造船工匠。

毕竟北非沿岸面海，往年的迦太基是西地中海最大的航海国家。在其后的罗马时代中，也因为罗马政府奖励，因此北非居民的造船技术得以跨越时空获得继承。这使得不久之前还是森林居民，不懂得运用海洋的汪达尔族，也能够亲近大海。亦即，与渡过北海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族、萨克逊族相同，汪达尔族也知道搭船出海的作用了。只不过，船只操纵还是交给统治下的迦太基裔罗马人船员。

只不过，虽然同样是出海，方式又可以分成两种。亦即是从事渔业或贸易，或者从事海盗业。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属于前者，汪达尔族则属于后者了。他们渡过莱茵河后，陆续在高卢、希斯帕尼亚过着抢劫维生的日子。在北非上岸后，一样抢夺当地居民的物资。恐怕就算出海了，一样改不掉以袭击抢夺维生的习惯。

义大利半岛的居民在阿提拉病逝之后，脱离了来自北方的匈族威胁，却马上又面临南方来的汪达尔族压力。海盗不光是会袭击在海上遇到的船只，抢夺人员与物资。在海盗的工作中，海上掠夺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部分。海盗的主要工作，是乘船到海岸线或溯流而上，袭击滨水的城镇村落。大概是与其攻击会移动的目标，攻击不会移动的目标比较方便吧。海盗与山贼的差异，只是沿着陆地或沿着水域出现而已。在袭击、破坏，烧杀掳掠的行为模式上，双方没有什么不同。





国家失去制海权之后，就是这么一回事。眼见非法集团以海域为舞台横行霸道，国家却因为没有镇压用的海军力量，而只好坐以待毙。平常我们听到制海权，总会以为这是军事方面的事情。其实一旦失去制海权，首先受害的、受害最严重的，往往还是平民百姓。这个现象代表连在地中海的水面上，“Pax Romana”（罗马和平）也已经完全成了历史。





不过，如果汪达尔族没有精明强力，又能长期行使政权的领袖的话，在登陆非洲二十五年，占领全北非十五年的短时间内，恐怕不会培养起这么大的势力。只怕会像是其他蛮族一样发生内哄，部族四分五裂失去力量，最后遭到北非的罗马社会吸收。

然而汪达尔族的族长坚瑟利柯不但精明强力，而且是个长壽的领袖。光是他能带着十万人放弃西班牙在北非登陆，就可得知他绝非普通的领袖。而且在北非上岸之后，他能仅利用反对北非罗马势力这个特点，吸收铎那图斯派基督教徒、非基督教徒的摩尔人，以及不可能罗马化的沙漠游民柏柏尔人一同作战。不但如此，他还能稍微抑制铎那图斯派的宗教狂热、摩尔人的独来独往倾向，以及柏柏尔人的狂暴。这里用稍微来形容，是因为如果完全抑制的话，对汪达尔族独佔统治权的做法反而造成不便。

此外，他还设法改善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这并非因为他喜好和平，而是汪达尔族入侵之后，北非渐渐成为基督教奥里斯教派的国家。而他希望能避免将奥里斯派打为异端戮力排斥的东罗马帝国派兵攻入北非的局面。不过相关的外交行动未能获得成果。这并非坚瑟利柯缺乏外交能力，而是目前东罗马帝国对北非的动向并不关心。





汪达尔族的领袖坚瑟利柯不但精明而且狠毒。在汪达尔族前往北非后，西哥德族在伊比利半岛渐渐确立了势力基础。然而两地之间只间隔着直布罗陀海峡。对于正在北非建立势力的坚瑟利柯来说，如何避免位于西班牙的西哥德族对北非产生兴趣，是最为重要的事项。

因此，坚瑟利柯让儿子迎娶了西哥德族国王的女儿，使得汪达尔族与西哥德族成为姻亲。不过当与前任西哥德王关系恶劣的人物继位之后，姻亲关系反而会带来困扰，因此坚瑟利柯把休掉的儿媳妇送回娘家。在送回时还不是单纯的遣返，而是事前把儿媳妇的鼻子削断才送走。这使得西哥德族与汪达尔族双方的关系更加良好。再加上当时的西哥德族正忙着与苏威比、阿兰等蛮族争夺伊比利半岛的霸权，使得直布罗陀海峡没有让运输蛮族用的大量船只堵塞。




再度「罗马洗劫」



由坚瑟利柯率领的汪达尔族，并非在西元455年时突然出现在罗马城墙前。若从北非关键都市迦太基出恐怕的话，最近的陆地是西西里岛与萨丁尼亚岛。当然附近还有其他岛屿，只不过畔提雷利亚、马耳他、兰佩多萨等岛屿较小，一天之内就足以掠夺殆尽。相形之下西西里与萨丁尼亚大得几乎不能称为岛，在地中海的岛屿中面积数一数二。尽管汪达尔族海盗专挑这两座岛抢劫，但脚步尚未踩入内陆部分。汪达尔族在掌握北非之后，并不期待夺得更多的领土，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入侵内地。此外，在地中海世界中，财力最雄厚的还是临海都市。兵力有限的海盗集团，往往只挑最有效率的地方开抢。

这些年来汪达尔族抢遍了西西里岛与萨丁尼亚岛的临海都市与城镇，久而久之即使身为强盗，也会产生扩展「职业领域」的想法。罗马就这样成为他们的目标。

既然连住在西西里岛的人都能得知汪达尔族的动向，罗马居民，尤其在西西里岛拥有庄园的元老院议员当然不可能不知道。只不过人类的眼睛，只看得到自己想看见的事物。这个时期的罗马居民，眼中只看得见阿提拉与匈族。也就是说，长年只注意北边之后，看不见南边的动向。因此对罗马居民来说，坚瑟利柯率领汪达尔族在奥斯提亚登陆的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在罗马人脑海中的蛮族，是在陆地上乘马前来袭击的野蛮人，而不是坐船从海上入侵的男子。





只不过，阿提拉三年前病逝，匈族已在两年前瓦解；一年前「右手」艾提乌斯被皇帝亲手刺杀，到这年皇帝又让艾提乌斯的两名旧部行刺。其后由马库希穆斯登基继位，至今只过了两个月。

坚瑟利柯想必对这方面的消息很清楚，尤其他一定知道西罗马帝国失去「右手」的消息。艾提乌斯在高卢玩弄蛮族的活动时期长达二十年，而且不但懂得匈族语，还学会其他蛮族的语言，在蛮族之间同样是有名的大人物。简单来说，西元455年由汪达尔族发动的「罗马洗劫」并非连串偶然堆积成的不幸意外。





笔者一时曾为了西元455年由汪达尔族发动的「罗马洗劫」应该用什么名词形容才恰当而大伤脑筋。照定义来说，这是威胁、夺取，甚至不惜杀戮的行为。从定义来看，受害方应该会抵抗才是。

西元410年由阿拉里克率领西哥德族发起的「罗马洗劫」之前历经三次围城，因此罗马方面确实曾经抵抗过。相对的，西元455年坚瑟利柯率领汪达尔族「罗马洗劫」时，罗马方面没有做任何抵抗，却一样人员物资遭受抢夺。尽管受害人数较少，一样有人丧生。反过来说，敌军已经到达了距离罗马市区不到二十公里的外港奥斯提亚。之后无论是沿着台伯河逆流进入罗马市区，或是沿着「奥斯提亚大道」（Via Ostiensis）、「港湾大道」（Via Portuensis）两条大道接近罗马都不困难。因此即使没有亲眼见到敌军的身影，对罗马居民一样造成威胁。






从罗马到奥斯提亚之间的略图




西元455年5月，坚瑟利柯在奥斯提亚登陆，占领这座港口后，一点都不着急。他麾下的船舰停留在由克劳狄斯皇帝兴建，图拉真皇帝扩大规模的「皇帝港」（Portus Augustii），不用担心风雨侵袭。根据推测，坚瑟利柯当时率领的是以汪达尔族为主的兵力，总数只怕不到一万人。相对的，罗马市虽然在第一次「罗马洗劫」后人口外移的速度变快，至少城里还有二十万人。尽管如此，蛮族在奥斯提亚登陆的消息一样吓得罗马人惊慌失措。





两个月前登基的马库希穆斯试图缓和众人动摇的心情。然而民众也知道，没有兵力的皇帝起不了作用。马库希穆斯在白费一个月的努力之后，遭到因过度恐惧而亢奋的群众杀害，整个在位期间还不满三个月。之后接连两个月，皇位维持虚悬状态。罗马市区内为了蛮族在外港上岸的消息大感震撼，连思考下一个皇帝由谁接手的余裕都没有。如今別说危机管理能力，连指挥系统都完全痲痹。

在这情况下，动身的是如今已被称作罗马教宗的罗马主教雷欧一世。根据天主教派信徒的说法，三年前西元452年时就是教宗前往阿提拉阵营，让这名无信仰的蛮族打消继续侵略义大利的念头。西元455年时，教宗前往奥斯提亚拜会坚瑟利柯。而在这场会面中，罗马教宗雷欧与蛮族族长坚瑟利柯之间，就「罗马洗劫」的方式达成协议。

一、基督教教堂与相关设施排除在掠夺对象之外。

二、不得残杀不抵抗的人。

三、不得拷问俘虏。





西元455年6月15日起至29日为止的两星期中，昔日的「世界首都」让人很有系统的抢夺殆尽。沿着台伯河逆流而上的小舟陆续在码头边停靠，把岸上事前堆积好的物品装上船之后，又成群结队回到「皇帝港」。到达皇帝港之后，把货物从淡水小舟搬运到渡海用的大船上。汪达尔族官兵连监视居民的必要都没有。因为天神的意旨要靠主教转达，主教下的命令就是天神的意思。身为基督教徒的罗马居民会完全遵照教宗雷欧的命令办事。

被人装上船的还不只是金币与珠宝饰品。除了青铜像之外，所有透雕的铜制栏杆、门窗也全被拆下来带走。卡匹杜里诺丘陵上的最高神朱比特神殿的屋顶，采用的是镀金的铜瓦片，如今也全被拆下来装上船。

上述一切作业，包括拆卸、搬运、堆货等过程，全由罗马居民亲手进行。汪达尔族官兵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在罗马市区四处巡逻，不时进入屋内指定要搬上船的东西。

一如上述，罗马让人洗劫一空，丧生的人却不多。在这段期间内丧生的人，如果不是为了阻止儿女被俘而遭到杀害，就是没有抵抗但受到误会。与西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西哥德族「罗马洗劫」的五天时间比起来，西元455年坚瑟利柯率领汪达尔族「罗马洗劫」十四天造成的死亡人数少得让人讶异。

教宗雷欧将包括个人宅院与综合公寓在内，与基督教无关的罗马送给蛮族，借此保住居民的生命。不过就连教宗也无法阻止为赎金而绑架上流社会、富裕阶层人员的行为。光是避免神职人员与修女遭到绑架，就已经耗尽教宗的能力。而且汪达尔族虽然是长期遭天主教派排挤欺凌的奥里斯教派基督教徒，却守住与教宗雷欧的约定，没有侵袭天主教派的教堂。

为赎金而遭受绑架的人员中，包括了前任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皇妃与两名女儿。坚瑟利柯将其中一名公主嫁给了他的儿子乌内利柯。如今罗马帝国的公主下嫁蛮族族长或其子的消息已经不再稀奇。





西元410年的「罗马洗劫」是轰动到地中海东岸的世界级新闻，相形之下455年的「罗马洗劫」连新闻都称不上。当时的有识之士之中，没有任何人留下文章为永恒首都罗马的命运表示悲伤。可能是因为已有前例，而且整场「洗劫」是在加害与受害双方合作之下达成的吧。更何况连屋瓦都被拆光的朱比特神殿，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是空屋了。




最后二十年



一个国家的最高掌权人频频换手的现象，就好像病人忍受不住疼痛在病床上打滚一样。以下这张表应该可以回答为何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依旧存续的疑问。东罗马帝国并非没有问题，要面对的问题与西罗马帝国一样多，只不过因应问题的人具有能掌握问题沉著因应的优势。以现代话来形容的话，就是政局稳定。在现代，即使经由选举方式产生总统或首相，也会保证当事人有五年至七年的任期，原因也就在此。




当汪达尔族载着几乎让船舰翻覆的大量掠夺物资回到北非一个月之后，次任皇帝的人选好不容易才定案。这个人是罗马时代的「高卢裔罗马人」之一，是个生于高卢，又在艾提乌斯之下长年担任军职的人物。不过他并非纯粹的军人，在奥弗涅地区还握有广大的农庄产权。简单来说，他是高卢地区的仕绅阶层。





如今高卢已经实质落入蛮族统治之下。高卢地区的蛮族对待当地仕绅，亦即罗马帝国下既有阶层的方式，大致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作风有如北非的汪达尔族，将社会中下层与上流阶层一视同仁，通通当成被征服者对待。相反的，第二种则是拉拢仕绅取得协助，允许既有阶层在蛮族之下存活。当时的高卢地区，北部有逐步扩展势力的法兰克族，西部有向下扎根的同时，又将脚步跨入西班牙的西哥德族。在相互争霸的两族之中，西哥德族属于后者。当初在对付阿提拉与匈族时，阿维图斯也曾协助西罗马帝国军总司令官艾提乌斯与西哥德族长提欧铎力克结盟作战。






阿维图斯




第一与第二种做法的差异，表现在受到蛮族统治的地方仕绅是争相逃难，或者是留在当地。汪达尔族征服北非后产生了大量的上流社会难民，在西哥德族统治的高卢西部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西元455年「罗马洗劫」后，阿维图斯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帝。而且他不是受到义大利居民拥立，而是在高卢地区即位的。更特殊的是他不是受到罗马军官兵推举，而是在西哥德族领袖推举下称帝。因此当阿维图斯皇帝进入义大利境内时，已是第二年西元456年，登基即位已经超过半年时光。

然而当皇帝成为绝对专制君主后，在兼具公私性质的皇宫内任职的宫廷官僚阶级也就开始握有权力。这些人当然不会欢迎在高卢受蛮族拥立称帝的阿维图斯。阿维图斯一到达义大利，双方关系便宣告破裂。刚开始只逼得阿维图斯让出皇位，最后是以命案结束了受蛮族推荐登基的罗马皇帝。





拉温纳皇宫官僚选择的下一任皇帝，是名叫墨乔里安的蛮族军人。这名男子同样是在艾提乌斯下历任军职的人物。与阿维图斯不同的是，他是个职业军人，而且出身蛮族。或许皇宫官僚认为这种人物好操控。然而新任皇帝一登基就表现出政治企图，打破了皇宫官僚的期待。皇宫官僚形成了既得利益阶层，新任皇帝墨乔里安推出的政策，却没有一项不伤害既得利益。

第一项政策是特赦令，不过仅针对稅金部分，把欠稅记录一笔勾消。同时皇帝保证今后将公正执行征稅业务。对于官僚来说，征稅业务是最有甜头的肥缺。

第二项政策是恢复地方政体的政权。具体来说，他免除地方自治体（muicipia）议会议员在无法照中央规定金额征稅时，自掏腰包补缺额的义务。因为这项义务规定逼得地方议员人数渐渐凋零。而罗马时代的地方自治体行政要职，照规定是由议员兼任。

此外墨乔里安皇帝又设立了直译叫做「都市护卫」的机构。





在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中，都市叫做“civitas”。对于起源自城邦国家的罗马帝国来说，都市依旧是重要的核心。在进入帝政时期后，对历任皇帝而言，如何将权利分配到以罗马公民权所有人为主要居民的「都市」，以及受罗马征服者居住的「地方自治体」，是相当重要的政策问题。换句话说，元首政体时期民心安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巧妙均衡。因此，墨乔里安皇帝的地方分权政策，只是把戴克里先皇帝以来过於偏向中央集权的帝国轴心，重新调节成与都市和地方政体均衡的局面。光从这点来看，这是理想至极的政策。

只不过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大帝两人把国家转向中央集权方向后，至今已有两百年。即使政策没有问题，也未必能让时代接受。就算背后没有皇宫官僚反对，政策也无法取得效果。





可能皇帝为了施政效率感到着急，接着又发表了远征北非的计画。这项政策也很合理。如今汪达尔海盗一天比一天跋扈，就连远离北非面临亚德里亚海的南义大利都市也接连受害。攻击海盗根据地北非，解救人民远离恐惧，确实是不错的大义名分。只不过，这同样是不符时代的政策。远征所需的财源在哪里？西罗马帝国已经拿不到从高卢、希斯帕尼亚和北非送来的稅金。如果要在这种状况下强行推动政策，势必要勉强行事。






西元五世纪中叶的西罗马帝国及其周边




墨乔里安皇帝决心即使万分勉强也要推动远征。他以南义大利的米苏穆（今日的米塞诺）军港，以及伊比利半岛的海港迦太基诺瓦（今日的加泰海纳）为中心，推动建造三百艘战舰的计画。当造舰结束后，将从南义大利与西班牙东部两路进攻北非。

墨乔里安皇帝登基於西元457年，两个海港的造舰工作也在同一年展开。由此可见进攻北非是墨乔里安皇帝的重点政策。他甚至经常前往加泰海纳，亲自指挥造舰工程。

身在北非的坚瑟利柯，似乎为了以往行事被动的西罗马帝国的改变感到讶异。坚瑟利柯派遣使节前往拉温纳，表示希望缔结北非汪达尔王国与西罗马帝国间的友好条约。他所表示的理由是，日后接任汪达尔王的次子乌内利柯妻子是瓦伦提尼安皇帝的女儿，因此两国间友好是自然的发展。拉温纳皇宫官僚也建议接受这项要求，唯有墨乔里安皇帝表示拒绝。





遭到拒绝后，坚瑟利柯也改变策略了。他三十五年来统率著十万名蛮族，而且能带着这些人渡海在北非上岸。不但如此，更有在不耗损兵力的状况下，和平达成「罗马洗劫」掠夺工作的记录。后世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认为，领袖必须具有狮子与狐狸两种特质，汪达尔王在这方面想必合格。在得知敌人正在打造大量舰艇后，他不选择加强遭攻打时的防卫措施，而是改以其他方式对抗。似乎坚瑟利柯掌握了资讯，知道加泰海纳的船舰数量比米塞诺多。





夏季的地中海是微风吹拂的平静海洋。西元461年7月的这天晩上，海洋同样平静得可用小舟渡过。这天晩上没有月光，因此没人能发现有如黑点一样行进的几艘小舟。小舟集团进入加泰海纳港之后向四处散开，把火矢射入每一艘停泊中的船舰。

当哨兵发现状况时，停泊中的船舰已经全数起火。当天在港内过夜的墨乔里安皇帝，也只能和众人一起站在岸上茫然的望着海面。三年来的心血就这样消失了，为了这项计画勉强拼凑出来的经费也跟著消失了。如今西罗马帝国的国库已经空虚得让人绝望。






墨乔里安




皇帝失魂落魄的回到了义大利，但是没机会回到拉温纳皇宫。当他从西班牙经由南法，进入义大利境内时，由反对派皇宫官僚派来的部队正在等着他。皇帝在遭到逮捕后随即遇害，这时是西元461年8月初。

随后取而代之的，是一名叫做谢维勒的男子。这个人是完全受皇宫官僚领袖里奇美洛斯操弄的傀儡，在位四年中没有留下任何施政记录。只怕四年在位期间，这名皇帝真的没做过任何事情。西元465年逝世退位时，他还是让里奇美洛斯毒死的。






谢维勒




里奇美洛斯的父亲是苏威比族，母亲则是西哥德族人。他原本在艾提乌斯麾下发展，当西元454年艾提乌斯遭到瓦伦提尼安皇帝杀害后继续留在罗马军中。不知何时起他顺利的混进拉温纳皇宫内，因保护皇宫官僚既得利益而掌权。据说墨乔里安皇帝能够即位，也是里奇美洛斯认为自己出身蛮族无法登基，改以掌握皇宫实权为乐，让朋友代替自己即位。

然而在事后，「幕前」人员却屡次做出违反「幕后」人员意图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阶层不会有明显的反击行动。他们会在皇帝政策的施行阶段发动无形的罢工，等待对手失势。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阶层，有的是等待所需的体力。

加泰海纳的火烧船事件，让幕后人员获得了更换幕前人员的机会。墨乔里安遇害后，由谢维勒接手登基。不过在四年后，谢维勒又成了绊脚石。西罗马帝国如果要向东罗马帝国求助，「西方」的皇位就必须由「东方」中意的人选担任。似乎蛮族出身但掌握西罗马帝国大权的里奇美洛斯发现，如今西罗马帝国已经没有单独行动的能力，与东罗马帝国合作是唯一的生路。尽管里奇美洛斯出身北方蛮族，在中饱私囊的功夫上独步天下，至少观察时代的眼光够敏锐。




东西帝国最后一次联军



西罗马帝国转换政策走向时，东罗马帝国也愿意配合。这并不表示他们希望恢复西罗马帝国的地位。对「东方」来说，「西方」是实力低于自己的附庸。罗马的力量绝对不可以超过君士坦丁堡。只不过，若西方能以附庸国的地位维持存续，对东方来说也比较方便。

第一项理由，基於军事需求。对「东方」来说，「西方」是介于北方蛮族之间的缓冲，抑或是吸收剂。第二项理由基於宗教因素。北方蛮族若不是信仰传统的日耳曼原始宗教，就是基督教奥里斯教派。与这些人接壤的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派的「西方」，对东方来说自然方便得很。

西元457年马尔齐安自然死亡后，东罗马帝国皇帝由雷欧接任。这名色雷斯出身的军人皇帝即位，使得「东方」与「西方」的合作能顺利起步。






雷欧




不受东罗马帝国承认的谢维勒皇帝遭毒杀后，西罗马帝国皇位悬空，只等着东罗马帝国指派人选。而东方的皇帝将这个皇位指派给安特米乌斯。安特米乌斯出身於君士坦丁堡的高官家中，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又迎娶了前任皇帝马尔齐安的女儿，如今是皇室成员。

东罗马帝国皇帝雷欧指派部队给安特米乌斯。安特米乌斯率领这些部队，於西元467年入夏时分进入罗马。经过罗马教宗举办的加冕仪式、元老院的表决承认，如今他已经是透过正统管道登基的天主教国家西罗马帝国皇帝。

当然，西罗马帝国的实质掌权者里奇美洛斯不会当义工。在这回协助登基的工作后，他获得「贵族」称号，担任执政官，尽管已经步入老年，还迎娶了新任皇帝安特米乌斯的女儿当报酬。第二年，西元468年将会是东西两帝国合作，正式展开西罗马帝国防卫战的第一年。






安特米乌斯




目标敌人是统治北非的汪达尔族。选择这个蛮族当成东西合作攻击的第一个敌人的理由有二。第一点，是为了避免地中海滨的城镇村落继续受到汪达尔族海盗袭击。如今汪达尔海盗不仅出现在义大利半岛西侧的第勒尼安海与东侧的亚德里亚海，甚至出现在希腊的爱奥尼亚海了。

第二点则是基於宗教上的理由。东罗马与西罗马信仰的是尼西亚公会议之后被视为基督教正统的天主教派；汪达尔信仰的是尼西亚公会议后被打为异端的奥里斯教派。这场作战因而具有解救正统基督教徒免受异端统治的意义。虽说汪达尔族同样是基督教徒，然而却是比异教还要值得排挤的异端。明确记载为「十字军」的军事行动，要等到六百多年后的中世纪才会发生，但是其基本思想已经在五世纪中叶萌芽。因为只有一神教徒才会产生这种敌对、排斥与自己信仰不同宗教，或宗教相同但方式不同的信徒的十字军观念。





这场作战虽然名称不同，但已是实质上的十字军，因此东西帝国联手攻击北非时军队规模庞大得惊人。虽说希腊人留下的数字往往经过夸大，不过由于没有其他史料可供比对，因此只好直接条列如下。

总经费——十三万利普（四万八千七百五十公斤）黄金。

军舰、运输舰总计——一千一百一十三艘。

从军官兵人数——十万人。

西罗马帝国单独行动的话，规模只怕连五分之一都不到，想必大部分是由东罗马帝国负担。因此作战计画也是由东罗马帝国决定。

首先，海拉克留斯将军由东方的埃及率军向西行进，经由昔兰尼加攻打迦太基。

马尔凯流斯将军从北方的达尔马提亚率军乘船南下亚德里亚海，直达迦太基。

安特米乌斯皇帝由义大利率军，经由南法进攻西班牙东侧。将西地中海的制海权从汪达尔族手中夺回，并切断敌军退路。

远征军的主力舰队由君士坦丁堡出港后，沿途除必要补给以外不停靠港口。以最短距离赶往敌军根据地迦太基，随即占领港口。

这下子即使坚瑟利柯拥有狮子的魄力与狐狸的狡狯，只怕也要等着让人甕中捉鳖。






迦太基及其周边




只不过，这个大远征军队的「阿奇里斯腱」在于总司令人选。获派为总司令的是巴吉里施科斯。这个人是雷欧皇帝的小舅子，年纪轻又没有从军经验，再加上虚荣心重，随时期望能在人前表现优势。

相对的，汪达尔王坚瑟利柯自从西元428年兄长过世接手族长以来，已经统率部族四十年。由于坚瑟利柯生年不详，因此无法得知西元468年时的年纪，不过应该已经接近七十岁。重要的是，他可是四十年来历经大风大浪的人物。





迦太基港四周的海湾东侧，有个朝海上突出的半岛。半岛的尖端有著罗马时代整顿过的码头设施。巴吉里施科斯率领的舰队在进入海湾前於此下锚，等待从亚德里亚海南下的马尔凯流斯部队。因为此时已经接获通知表示，马尔凯流斯率领的部队已经离开亚德里亚海，正逐渐接近西西里岛。

坚瑟利柯派遣使者带着亲笔信拜会巴吉里施科斯。信中如此表示：


我有充分意愿在和平交涉下满足阁下远征亚非利加的目的，但需要时间说服下属。因此希望能获得五天的休战期间，期间内请将舰队停靠迦太基湾（今日的突尼斯湾）内。



总司令巴吉里施科斯接受了这项提案。对于没有从军经验的他来说，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事情。而且能在没有由东沿陆路接近的海拉克留斯与由海路接近的马尔凯流斯的状态下获胜，更是大大刺激他的虚荣心。巴吉里施科斯在不追加条件的状况下同意休战，并将舰队移动到迦太基湾内。而且在靠岸之后没有特別警戒。

对于老奸巨猾的坚瑟利柯来说，既然条件都凑齐了，要把九死一生的局面全数翻盘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更何况这次的背景是自己熟悉的地方。七年前在加泰海纳港上演过的火烧连环船戏码，在七年后又在迦太基港内开场。

这回不但船舰数量惊人，汪达尔族又占有地利。汪达尔兵跳上为了回避失火船舰而四处逃窜的船舰上，把罗马兵扔下海，俘获船舰留待自用。亦即他们不光是纵火而已，同时还顺道做起拿手的海盗生意。

在大火之后，还有半数舰艇幸存。只不过总司令完全失去斗志，心里只想着要逃回君士坦丁堡。而在顺利回到君士坦丁堡，接受姊姊、即皇后安抚怒气之前的这段期间，据说他一直躲在教会里。

正由西西里岛前往迦太基的马尔凯流斯将军，在遭到成为海盗的敌人攻击后逃入西西里岛。不过一如前述，海盗同样具有陆战能力。在火烧舰队后汪达尔族斗志旺盛，海战获胜后继续登陆追击敌军。马尔凯流斯将军在激战之下阵亡，也代表由他率领的部队溃败。

由东沿陆路朝迦太基行进的海拉克留斯军受到迅速出击的汪达尔部队阻扰。当他得知火烧舰队的消息后不愿继续作战，因此撤军回国。





由东西罗马帝国联合推动的大规模作战，就在仅仅一支部族，北方蛮族汪达尔面前灰飞烟散了。西罗马帝国皇帝安特米乌斯虽然毫发无伤，但是他是由东罗马帝国送来的人选，在西罗马帝国内的立场自然会恶化。毕竟在西元468年之后，东罗马帝国也完全拋弃西罗马帝国了。

这一年的年底，东罗马帝国皇帝雷欧与汪达尔王坚瑟利柯缔结了和约。和约内容不明，唯一确定的是治安状况，亦即汪达尔海盗在希腊海上作案的局面没有任何改善。

另一方面，西罗马帝国失去的要比东方多得多。除了罗马人还能维持罗马式生活的内陆地区以外，西西里岛、萨丁尼亚岛以及周边滨海地区全数落入汪达尔族手中。失去了在制海权上地位重要的这两座岛屿，也就代表伊比利半岛东侧与南法再也不是罗马人的领土了。

汪达尔王坚瑟利柯一直活到九年后的西元477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罗马帝国亡国



西罗马帝国遭东罗马帝国拋弃后，首先发生的是安特米乌斯皇帝与蛮族出身的掌权者里奇美洛斯之间关系恶化的现象。东西帝国联合复兴北非的作战失败四年后，双方的对立升级到武力冲突局面。如果列举西元472年这年的大事，则如下所述。

西元472年3月，里奇美洛斯为对抗安特米乌斯，将部属奥利布里乌斯拱上皇位。

同年7月，安特米乌斯军与里奇美洛斯、奥利布里乌斯联军隔着台伯河於罗马市区中开战。罗马在四十多天内，成为西罗马帝国军队内战的战场。不过实质上，拿起武器开战的部队绝大多数出身蛮族，四处逃窜的是罗马公民。

7月11日，安特米乌斯阵亡。

8月20日，里奇美洛斯病逝。

10月23日，奥利布里乌斯遇刺。






奥利布里乌斯




其后的西罗马皇帝由格利塞里乌斯接任，但西罗马的惨状已经无可挽回。东罗马帝国无法袖手旁观，宣布派遣朱利斯·尼波斯将军接任西罗马帝国的皇位。尼波斯将军当时担任与义大利半岛隔着亚德里亚海对望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司令。不过地方长官当然察觉得到母国政府早已弃置西罗马帝国。可能是他不愿意接手皇位，在即位后迟迟不愿意进入义大利。






格利塞里乌斯









朱利斯·尼波斯




这个局势使得里奇美洛斯死后，在义大利境内残留的反东罗马帝国派抬头。反东罗马派的其中一名人物叫做奥雷斯提斯。

奥雷斯提斯的名字听来像是希腊裔人种，实际上却是出身於罗马时代的旁诺尼亚（与后世的匈牙利重叠）地区的罗马人。罗马帝国长年的最重要防线之一旁诺尼亚，到了西元五世纪之后沦入亚洲裔蛮族匈族手中。当阿提拉出现后，更成为人人恐惧的匈族根据地。奥雷斯提斯的父亲觉得与其逃难不如成为入侵者阿提拉的下属。在父亲死后，儿子也选择与父亲同样的路线。尽管奥雷斯提斯身为罗马人，却是跟随阿提拉与罗马军作战，入侵义大利并在北义大利掠夺的人。

当阿提拉病逝，匈族四分五裂之后，奥雷斯提斯也就失业了。奥雷斯提斯失业后南下巴尔干地区，进入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达尔马提亚罗马军中。不久之后，他与拉温纳皇宫高官的女儿结婚，确立了在西罗马帝国内的踏脚石，可见他是个长袖善舞的人物。他以这场婚事为契机，迁居到拉温纳。不久之后又取得「贵族」（patricius）称号，获得了相当於宰相的地位。





奥雷斯提斯会成为西罗马内部的反东罗马派领袖，并非因为他具有复兴西罗马帝国的意图。而是因为他与身在达尔马提亚军中时的上司尼波斯将军关系恶化，认为只要尼波斯兼任西罗马帝国皇帝一天，自己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当时西罗马帝国的要人，为尼波斯皇帝迟迟不愿上任感到不悅，奥雷斯提斯也就乐得成为这些人的领袖。

不过他并没有把登基当作目标，而是把尚未成年的儿子罗慕路斯送上皇位，借此掌握实权。

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与罗马开国国王同名只是一场巧合而已。越是住在边疆的国民，越有沿用罗马史书名人姓名的习惯。奥雷斯提斯只是把父亲用过的名字沿用到儿子身上而已。奥雷斯提斯在儿子登基时，又给皇帝儿子追加了一个名字。这使得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不但与开国始祖同名，而且与帝政创始人有同样的名字。这位末代皇帝就叫做罗慕路斯·奥古斯都。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




西元475年10月31日，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登基称帝。罗马元老院也承认了这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皇帝。尽管尼波斯皇帝当时身在亚德里亚海对岸的达尔马提亚。

反对这项举措的声浪，不是来自尼波斯管辖的达尔马提亚，也不是来自东罗马帝国皇帝居住的君士坦丁堡，而是从邻近的义大利北部发起。





这次的反对行动，和改善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或者复兴西罗马帝国的政策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因为在西罗马军中工作的蛮族将领要求取得能自由使用的领地，遭到奥雷斯提斯拒绝后进而引起内战。换句话说，这有点像是工会代表要求经营者改善劳动条件后遭到拒绝。蛮族将领遭到拒绝后，以奥达凯尔为领袖，发起了武力抗争。

前后发生了两次战斗，而奥雷斯提斯两次都战败。在西元476年夏季发生的第二次战斗中，奥雷斯提斯成为俘虏，并当场遭到杀害。这年9月奥达凯尔进入少年皇帝所在的拉温纳城里，逼使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皇帝退位。虽然奥达凯尔能毫不在意的杀害奥雷斯提斯，不过对他的儿子倒是挺宽容的。少年皇帝可以获得每年六千索利铎斯金币的年金，在退位后隐居到拿坡里近郊的別墅里。似乎他能在別墅中安然的结束人生。

罗马帝国就这样灭亡了。不是在蛮族入侵后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并且壮烈成仁。既没有火烧首都也没有四窜逃逸的群众，因此消逝时没人发现。逼退少年皇帝之后，奥达凯尔没有取而代之，也没有拥立其他人攀上皇位。只是很单纯的让皇位就此消失。半个世纪前，西元410年的第一次「罗马洗劫」在整个帝国中激起了哀号的声浪，在西元476年时却宁静无声。





直到今日，全球各地的教科书中都标示著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年分。不过，无论是哪一本教科书，或者是哪一位罗马史权威，顶多只能说出「年」，没有人说得出「月」、「日」。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没有人知道。就算再能想像的人，也顶多能想像这发生在9月的某一天。

从西元前753年建国至今一千两百二十九年后，罗马灭亡了。和六百二十二年前，西元前146年迦太基灭亡的过程比起来，实在显得太过匆促。





笔者命名为《汉尼拔战记》的第Ⅱ册最后，是以史学家波力比维斯叙述灭亡迦太基的罗马军总司令官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的文章做结尾。在此想重新回顾一下内容。






「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的视线，久久不能离开眼前的迦太基。他看着自建国以来，历经七百年的岁月，长期繁荣兴盛的都市沦陷后，渐渐成为瓦砾的过程。」




七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迦太基掌握了广大的土地、诸多的岛屿，海洋也在他们的支配底下。凭著这些，迦太基发展成为拥有巨量的武器、军舰、战象以及财富，毫不逊色於人类至今建造过的任何强国。




而且迦太基比起过去的任何国家都有勇气与魄力。因为尽管他们一度屈服在罗马的要求下，交出了所有武器与战舰，还能够在罗马军的攻打下支持三年。如今城池沦陷，完全遭到破坏，将要从世上消失。




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为了敌人的命运而潸然泪下。




尽管身为战胜者，他还是不禁要遥想未来。想着不仅是人类，无论是都市、国家，甚至帝国，迟早都要走上灭亡的命运。特洛伊、亚述、波斯、马其顿，历史告诉了人们，兴衰是必然的历程。




有意无意之间，罗马的凯旋武将说出了荷马史诗之中，特洛伊总司令官赫克特说过的一句话：




「总有一天，特洛伊会随着普利阿莫斯王与跟随他的战士一同灭亡。」




站在他背后的波力比维斯问罗马的凯旋武将，为何要说出这句话。西比奥·艾米里亚努斯回头看着波力比维斯，握着这名希腊挚友的手回答说：




「波力比维斯，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往昔荣华富贵的帝国灭亡的伟大瞬间。然而我心中并无胜利的喜悅，而是为了总有一天罗马也会走上同样命运而感到悲伤」。」







罗马在长达迦太基国祚两倍的岁月里，对于迦太基无法比拟的广大疆域中的无数国民，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力，却没有所谓「伟大的胜间」。

罗马燃烧殆尽了，却不是让野火烧毁。

罗马灭亡了，但过程中没有哀号。

就在没人发现的状况下，悄悄的走了。





如果能穿越时光隧道，前往西元476年秋天的罗马，拿着麦克风访问往来行人的话，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假设我们能问他们对于罗马帝国灭亡了有什么样的感想的话。

或许有人会满脸讶异的这样回答：

「灭亡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又或许另一个人会满脸嘲讽的回答说：

「怎么？罗马帝国还存在吗？」





或许史学家会表示，罗马帝国灭亡的时间不是西元476年，而是1453年。所以西元476年时的罗马人当然不会察觉到国家灭亡。

确实，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只是后代史学家为了方便而取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的确东罗马帝国还存在。

只不过，没有罗马这个都市，罗马帝国也就不可能存在。罗马人是无论遭到多严重的破坏，都会坚决反对将首都迁移至其他都市的民族。罗马是起源自城邦国家的国度，对城邦国家来说，首都的意义与领土型国家大有不同。对前者来说，首都是国家的根源；对后者来说，首都只是在适於统治领土的地方建设的都会。





就好像没有雅典市就没有城邦国家雅典一样，没有罗马市就没有罗马帝国。如果首都叫做君士坦丁堡的话，这就再也不是罗马帝国了。更何况国内说的不是拉丁文，而是希腊文。

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帝国确实是在西元476年灭亡了。或许对罗马帝国来说，没有「伟大的瞬间」反而符合其地位。至少罗马的「兴隆」与其他国家的「盛世」不同，「衰亡」自然也要自成一格。





罗马与其后史上出现的其他帝国还有一点完全不同的地方。其他帝国是在统治下的殖民地陆续独立后，失去帝国地位。唯有罗马不是遭到行省背弃后失去帝国地位，而是在有如怒涛的北方蛮族侵袭下，行省与本国一同走上了末路。后代的帝国把本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严格区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罗马人的帝国观念却认为，本国国民与行省民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亦即所谓「家族」。亦即罗马人认为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同一个大家庭。

带有这个含意的帝国确实已经灭亡了。没有明确的灭亡时间，也因此没有「伟大的瞬间」。




第三章





「后帝国时代」






（post imperium，西元476年~）



西哥德族领袖奥达凯尔是为罗马帝国历史划下句点而史上留名的人物。同时他也造成罗马史并非结束於西元476年，而是结束於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的说法。因为他：

逼少年皇帝退位后，没有树立傀儡皇帝；

话说回来，事后他又没有亲自登基。

相反的，他请求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正式承认他的地位。

具体来说，奥达凯尔请求东罗马皇帝将“patricius”称号颁赠给他。照字面含意来看，“patricius”这个词具有「贵族」的含意。不过到了罗马帝国末期，大致上又可分成两种意义。第一种，是纯粹的荣誉职位。第二种含意则是宰相或代理官，因此具有官方地位与实权。奥达凯尔想要的是第二种“patricius”，所以我们可以解释成他向皇帝请求任命为「义大利地区皇帝代理官」。这表示他承认东罗马帝国的权威。





正在逐渐征服高卢地区的法兰克族族长、在希斯帕尼亚建构势力的西哥德族族长，以及统领北非将近半个世纪的汪达尔族族长坚瑟利柯，都没向东罗马帝国提出这样的请求。这些人只是很单纯的，直接自称为「王」（rex）。这一方面因为他们不像奥达凯尔一样，做出逼退西罗马帝国皇帝的举动，二方面因为他们没有奥达凯尔特有的弱点。




奥达凯尔



在帝政末期活跃的蛮族出身领袖，大致可以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长辈长年在罗马军中任职，后来儿子也继承父亲的工作，在罗马军中升迁。最佳的例子就是史提利柯。这些人的父亲出身蛮族，但母亲是罗马人，与原属的部族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当时将这种人总称为「罗马化蛮族」。在元首政体时期，一样有这种称呼存在，但是当时不具有歧视意味。因为当时的罗马人认为即便出身是「蛮族」（barbarus），只要取得罗马公民权后也就是「罗马人」（Romanus）了。不过到帝国走近尾声后，歧视意味开始增强。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往往会刻意强调与他人的差异，借此保持自信。

第二种则是出身部族的族长。例如西元410年发起「罗马洗劫」的西哥德族长阿拉里克、法兰克族长克洛德威克，以及率领汪达尔族称霸北非的坚瑟利柯等。这些人原本就出生于首长家庭，要攀上族长地位并不困难。

这些男子有率领部族突破罗马帝国「防线」，入侵罗马帝国领土的「前科」。通常帝国为了事后补救，亦即为了保有政府的面子，会与这些人缔结「同盟部族」协约。因此这些人只是从入侵者换成了同盟身分，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保有高度的独立性。总而言之，这些人的强处在于率领著出身部族。

第三种蛮族出身的领袖，简单来说是独行客。以现代的立场来形容的话，比较接近外籍佣兵。虽然同样出身蛮族，但与第二类的大部族族长相对的，这些人若不是小部族的族长，就是为了某些因素脱离部族在罗马军中栖身。奥达凯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虽然西元476年消灭罗马帝国时，他只有四十二岁，但在这之前他已经在西罗马军中任职二十多年。离乡背井的独行客能够顺利晋升，代表他具有充分的个人实力。不过，他没有能同生共死的部属。就算有，也是凭借个人实力吸引来的部属，而不是从部族或父亲手中接获的部下。

我们至今依旧不能确认奥达凯尔的出身部族。很可能他是蛮族出身的独行客团体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也难怪他会希望获得由皇帝认同的地位。






奥达凯尔




接获奥达凯尔的请愿后，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回应态度相当暧昧。具体来说，他只表示东罗马已经派遣了尼波斯担任西罗马帝国皇帝，因此申请“patricius”称号时应该找西罗马皇帝。在回覆中并未责难逼退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的行为，也没有将奥达凯尔定罪为帝国的敌人。

芝诺态度暧昧的原因，倒不是他同情被派为西罗马皇帝后没有胆量进入义大利，进而使得西罗马皇位动摇的尼波斯。实情其实更单纯，一年前芝诺因为国内政争而失去皇位，西元476年才刚刚复辟，处於政治敏感时期。简单来说，他目前只能设法自保，顾虑不了西罗马帝国的事情。不过这也显现出东罗马帝国对西罗马帝国的观感。只有在可能对东方造成危害时，「东方」才会在意「西方」。






芝诺




看到君士坦丁堡的暧昧回应后，奥达凯尔也下定决心。与其拥立尼波斯，还不如一切自己动手。不过他并未排除尼波斯自己登上「西方」皇位因为他也预测得到做出这种强硬措施时，东方会有什么反应。此外，既然无法期望改善与尼波斯的关系，那么放弃意为尼波斯代理人的“patricius”才比较合乎实际。奥达凯尔决心自称为“rex”（王）。拉丁文的“patricius”是与罗马帝国皇帝相关的称号，而“rex”则是源于日耳曼的尊称。亦即他决定不以「义大利地区皇帝代理官」身分，而是以「义大利王」自居。

如此一来，继日耳曼裔国王统治的高卢、希斯帕尼亚、北非之后，罗马帝国的发源地义大利半岛也受到日耳曼国王所统治了。由于统治对象为罗马帝国发源地义大利半岛，因此政权难以获得自认为罗马帝国正统继承人的东罗马皇帝承认。没有获得承认，也就代表容易遭到敌视。这是其他日耳曼君主没有，而奥达凯尔特有的弱点。




共存路线



要以少数胜利者统治多数战败者时，大原则在于包容既有的统治阶层。即使想要改革统治阶层，行程也应当往后挪。首要的工作是要让既有阶层感到安心。因为这些人深知战胜者进驻，代表自己在军事方面落败，心中抱持著极大的恐惧。

进驻的这一瞬间非常重要，严重影响到日后少数战胜者能否顺利统治多数战败者。如果战胜者要强行推动让战败者更加恐惧的政策，战败者会在绝望之下疯狂抵抗。如此一来少数统治多数的梦想也就消逝，只留下战败者顽强抵抗，战胜者不得不推动军事行动镇压的恶性循环。在罗马史上，有著避免产生这种现象的绝佳剧本。

朱利斯·凯撒花费八年时间征服全高卢地区后，战后处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完全接纳既有部族。这些人八年来顽强抵抗五万罗马军，并且曾在战败投降后谋反。然而凯撒全面接纳这些人，更进一步允许部族的自治，以及让各部族继续居住在原属根据地。让部族继续居住在原地，代表认同在当地长年培养的统治体系。此外，凯撒将罗马公民权赐给了投入罗马阵营的部族首长。打从罗慕路斯开国以来，罗马史上确实有类似政策的少数前例。凯撒更进一步的，将朱利斯家门名赐给这些人，并从中挑选有力部族的首长，赐予了罗马元老院的议席。

结束高卢战役不久之后，凯撒又与元老院派领袖庞培之间爆发冲突。凯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引发罗马内战。内战前后花费四年时间，这段期间内高卢地区没有半个罗马兵的身影。凯撒本人忙于在远离高卢的希腊、埃及、北非等地转战，对于刚刚遭到凯撒征服的高卢部族来说，这是脱离罗马统治的大好时机。然而高卢部族不但没有举兵，相反的，凯撒在西班牙与庞培派作战时，还应凯撒要求送来食粮。可见包括小部族在内，数量上百的高卢各部族首长接受了凯撒的统治哲学。

凯撒曾向他们表示，高卢地区各部族之间常常反目成仇，迟早会沦落到日耳曼人的手中。高卢人要选择接受严格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日耳曼方式，或是让战胜者与战败者共存的罗马式统治。

奥古斯都继承凯撒开创帝制之后，将罗马式的石板大道扩及所有行省。古代的高速公路网路也就在这时於高卢施工，并让高卢各部族根据地之间可直接交通。现在的法国重要都市，几乎全数起源自两千年前让凯撒征服的高卢部族根据地。由罗马人从头修建的都市恐怕只有里昂一处而已。这也就难怪高卢向来被视为罗马化的模范。






成为蛮族领地后的前西罗马帝国疆域




奥达凯尔不是朱利斯·凯撒。凯撒征服高卢的目的在防卫罗马，而不在于确保罗马人的居住地。相对的奥达凯尔占领义大利的目的，是为了让追随他的北方蛮族有地方可居住。不过从结果来说，奥达凯尔模仿了史上有名的罗马对外政策「凯撒的宽容」，而且将这项政策转为日耳曼人对罗马人的态度。

因为受奥达凯尔统管时，义大利的罗马人已经得知不列颠、高卢、希斯帕尼亚、北非等地的蛮族统治方式，深深害怕自己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列颠·「后帝国时代」



早在西元410年，罗马帝国便放弃了不列颠。据说这年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向派驻了三百六十年的三个军团发出大意如下的公文，要求军团撤军。


「罗马帝国皇帝致全体总督、全体司令官、全体司法官




蛮族阿拉里克洗劫罗马后，不仅烧杀掳掠对帝国首都造成重大伤害，同时也将帝国国库扫荡一空扬长而去。如今帝国已无行省统治及防卫所需之经济实力。因此从今尔后凡事须由诸位自理。」



霸权国家必须能保障霸权下居民的安全，才能称作霸权国家。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半个世纪前，罗马已经放弃在不列颠的霸权国家职责了。

成为帝国行省二个多世纪之后，不列颠遭罗马放弃。自从三个军团撤退之后，不仅是长年试图由北部入侵的苏格兰族，由后世德国北部渡海入侵的萨克逊族、由后代的丹麦地区屡次渡海入侵的盎格鲁族的威胁程度也逐渐加深。罗马军团撤守后，唯一留在当地的是罗马化的凯尔特裔不列颠人，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这些人只好躲入多山的威尔斯或康和地区。原为罗马行省，哈德良长城以南的不列颠，如今遭受日耳曼裔的萨克逊族与盎格鲁族占据。又过了不久之后，连康和地区也开始受到日耳曼蛮族的威胁。失去定居地的凯尔特裔不列颠人只好渡海在高卢西北部定居。自从不列颠人定居之后，这个地方开始让人称作不列塔钮。

以罗马时代的名称「不列颠」称呼这块土地已经没有意义，从此以后进入了意为盎格鲁族居住地的「英格兰」时代。亚瑟王与圆桌武士，也是在罗马军团撤守后的混乱时局中出现的英雄人物。甚至有人认为，亚瑟王的起源，可能是在不列颠的罗马驻军中任职过的当地人，亦即罗马化的凯尔特人。在不列颠这块地方，战胜者盎格鲁与萨克逊人从未尝试与战败者凯尔特裔罗马人共存。




高卢·「后帝国时代」



高卢地区与不列颠之间仅间隔多佛海峡。西元454年艾提乌斯遭瓦伦提尼安三世杀害后，高卢地区实质上也进入了与帝国分离的状态。除了马赛以东的普罗旺斯地区勉强留在罗马帝国境内以外，其他高卢地区陷入日耳曼蛮族互相侵袭的局面。蛮族之一法兰克族，以高卢北部为根基逐渐扩大势力。法兰克族与定居高卢东部的勃艮第族时而合作时而敌对，又将原有盘据高卢西部趋势的西哥德族驱赶到庇里牛斯山脉以南。如今「高卢」正渐渐走入意为法兰克族定居地的「法兰西」时代。





法兰克族原本居住於莱茵河下游东侧，亦即罗马帝国「防线」外的日耳曼地区，因此血统上不属于拉丁民族，属于日耳曼民族。日耳曼裔北方蛮族大多数在这时已经拋弃传统信仰的日耳曼神明，改信基督教奥里斯教派，唯有法兰克族依旧保有对日耳曼传统神明的信仰。从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派将近两百年的罗马人眼中看来，这些人不是「异端」而是「异教徒」。在一神教教徒中常见的一个现象是，他们最痛恨的不是异教徒，而是同一宗教的异端。所谓异教徒，是尚未为基督的教诲醒悟的人，亦即今后还有醒悟的可能。而异端的定义，则是醒悟后误解了基督的教诲，同时深信不疑、不承认误解的人。既然这些人深信不疑，以后让这些人醒悟的可能性也就低了。

高卢地区的战胜者法兰克族是异教徒，战败者罗马化高卢人则是基督教天主教派的信徒。在高卢地区同样是战胜者为少数，战败者为多数的局面。只不过高卢地区地势变化小，不到东部或南部边缘就看不到山地，因此与不列颠居民不同的，高卢居民只好停留在原地。法兰克族应该对高卢人行使了所谓「战胜者的权利」，这是一种战胜者可以对战败者予取予求的观念。由于当时的史料不多，因此一切都在想像范围内，不过高卢人的资产应该受到极大的打击。





不过，事情还是有好处。第一项好处在于战胜者居少数，战败者的人数佔绝对多数的现实状况。即使战胜者想要夺取战败者的所有资产，也没有足够人力维持。由于没有足够的人数监督，因此将战败者全数化为奴隸的构想也就无法实现。

第二项好处，在于蛮族走出了掠夺后扬长而去的时代，进入定居时代后，统治者也就产生向被统治者颁布命令的需要。既然产生了统治上的需要，那颁布命令时必须使用拉丁文，也就需要有拉丁文读写能力的人手。就连征稅方面，也必须有人制定金额，并整顿征稅的体系，否则就无法征收稅金。法兰克族完全没有行政方面的经验，在这方面必须全面仰赖战败者。简单来说，法兰克族发现掠夺跟统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因此必须维持罗马帝国时代的行政机构存续，同时还必须继承罗马帝国人民的拉丁文。在这些方面，他们只能仰赖有专长的战败者。

第三项好处可能就在宗教信仰方面了。法兰克族是日耳曼教徒，高卢人则是基督教天主教派信徒。双方信仰不同的神明，而不是对同一宗教信仰抱持不同的解释。高卢地区进入法兰克族统治下之后，没有留下任何镇压迫害天主教派信徒的文献记录。可能在进入非异端的异教徒统治之下，反而能在无意之间培养出宗教上的共存方针。

而且尽管如今落入了战败者身分，最后一项获得的好处却是「安全」。从今以后居民再也不必担忧蛮族入侵了。这也是当然的，因为一再入侵的北方蛮族，如今站在防卫立场上。





少数统治多数的工作能平顺进行的最主要原因，恐怕该是战败方为了重获安全而感到喜悅。又有谁能责难他们呢？对「和平」的保障原本就是统治者最大的职责。帝国的灭亡起源自统治者失去肩负职责的能力，也就是最大的佐证了。





不但如此，二十年后受法兰克族统治的高卢区罗马人生活环境又获得重大改善，原因是法兰克族改信天主教派了。西元481年至511年在位的法国国王克洛德威克，在493年迎娶了勃艮第族族长的女儿。这个女子是虔诚的天主教派信徒，法兰克王也同意让两名儿子受洗。改宗弃教的条件满足之后，跨越最后一道底线又需要三年的时间。根据都尔主教的记载，法兰克族与亚列门诺族作战时发生了奇迹。让人苦笑的是剧情与君士坦丁大帝当年主导的差不多。总之在发生奇迹获胜之后，法兰克王心怀感激，带着三千名部下一同接受洗礼。

不但异教徒摇身一变成了基督教天主教派的信徒，而且这还是第一桩蛮族基督教化的案例，更使得东罗马帝国大为开心。从此以后东罗马帝国与法兰克的关系与其他北方蛮族国家不同，是属于同一信仰教徒之间的同志情感。对于受统治的高卢区罗马人来说，统治者的这个转变只怕要更加值得庆幸。战胜者与战败者的共存，只怕也带来肉眼无法观察到的效用。亦即战胜者渐渐成为「前」战胜者，战败者也渐渐变成「前」战败者。顺带一提，法兰克族，以及北方蛮族的第一位天主教派信徒国王克洛德威克，同时也是头一位将王国首都设在巴黎的人物。




希斯帕尼亚·「后帝国时代」



除了居住在西北部的苏威比族，以及庇里牛斯山区的巴斯库族以外，罗马时代称为希斯帕尼亚的伊比利半岛已经几乎落入西哥德族手中。希斯帕尼亚成为罗马帝国行省的历史要比高卢早两百年，而且希斯帕尼亚前后出了图拉真、哈德良、马库斯·奥理略三人。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五贤君之中，有三人出身於当地。罗马战胜迦太基之后，将希斯帕尼亚化为行省，因此希斯帕尼亚罗马化的历史要远比不列颠或高卢来得悠久。既然希斯帕尼亚人长年融入罗马帝国这个命运共同体，也许我们不该说他们是希斯帕尼亚人，而是希斯帕尼亚地区出身的罗马人。

如今伊比利半岛受到日耳曼裔的西哥德族入侵盘据。而且虽然同为基督教徒，西哥德族信仰的却是遭天主教派排斥为异端的奥里斯教派。

现存文献之中，几乎无法得知西元430年以后蛮族对这个地区的统治是如何展开的。唯一知道的是，以面临地中海的东部为中心，曾经发起过多次反抗蛮族统治的运动。然而西罗马帝国在无力支援同胞的状况下结束了生命。

与法国不同的是，伊比利半岛的地势复杂。身处地势平坦，不前往阿尔卑斯山就无法滑雪的法国，会让人体会到难怪当地会形成中央集权国家。但是在庇里牛斯山脉以南，事情可就没这样简单。只怕西哥德族的统治起步并不平顺，再加上宗教因素介入，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维持紧张关系。

不过在这个地方，统治者同样居少数，被统治者佔多数。希斯帕尼亚的罗马人想必也能获得与高卢地区罗马人一样的好处。在这些好处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得「安全」保障，再也不用担心受蛮族轮番入侵。尤其是当大家得知在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北非，汪达尔族正在推动强硬的战胜者绝对统治政策之后。




北非·「后帝国时代」



一如前述，汪达尔族在掌握北非时，完全没有考虑让战胜者与战败者和平共存。如果战胜者只有信仰基督教奥里斯教派的汪达尔族的话，局面应该与西哥德族手中的伊比利半岛差不多。然而在北非的战胜者阵营中，包含了百余年来饱受天主教派欺压的铎那图斯教派信徒。这使得战败方的北非罗马人陷入绝望局面。这些天主教派信徒，如今落入遭人欺凌镇压的地位了。

北非地区出现了高卢或希斯帕尼亚几乎没发生的难民现象。

在资产等于耕地与房屋等不动产的时代里，能够拋弃资产逃难，代表在逃亡目的地拥有耕地及房屋。换句话说这些人是社会上流阶层的人。此外，没有耕地或房舍，但能在外地获得援助的人，尽管社会阶层属于中流，但能力已经属于上流。

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要是让这些人外流，即使社会不丧失功能，生产力也会大幅下降。然而对于心理受某种观念占据的人来说，常识根本不适用。因为在预防社会功能或生产力下降之前，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若以现代的话来形容，就是所谓「民族净化」。当时在汪达尔族统治下的北非，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以上就是西罗马帝国消逝后，蛮族奥达凯尔成为统治者时的前西罗马帝国圈的实况。这也难怪义大利半岛的罗马人要屏气凝神的，注意著基督教奥里斯派信徒奥达凯尔的一举一动。




“Pax barbarica”（蛮族和平）



奥达凯尔不是部族族长家庭出身，也因此缺乏个人班底，却能统御蛮族出身的独行客集团，可见他在政治方面相当有能力。

据说在西元467年西罗马帝国历史落幕时，他手下聚集了十万名蛮族。不过这项数字包括妇孺在内，真正作战时能派使的只有两万，顶多不到三万人。让人觉得可悲的是，罗马帝国在两、三万蛮族兵威胁之下，未经战斗就宣告失败，从此消失在历史舞台的背后。

如今战胜者奥达凯尔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以十万人的势力，统治至少二十倍以上的战败者。

在这时，奥达凯尔祭出了高卢、希斯帕尼亚、不列颠与北非蛮族想都没想过的战败者共存政策基础。而且他不光是喊喊口号，还推动了具体的政策。

首先关于蛮族与罗马人的关系，他不称作“barbarus”与“Romanus”，也没有称作日耳曼人与拉丁人；当然也不是战胜者与战败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是规定为「客人」与「主人」。亦即主人热烈欢迎来访的客人，并且让客人寄宿。从战胜者与战败者的实际关系上来看，这种称呼实在虚伪透顶。在拉丁文中将这种关系称作“hospitalitas”，亦即客人待遇。不过在规定“hospitalitas”之后，战败者心中的屈辱似乎获得某些程度的减缓。尽管如今凋零失色，义大利半岛毕竟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根源。





话又说回来，奥达凯尔手下有必须设法保障其生活基础的部属。因此他规定「主人」必须拿出三分之一的资产赠与「客人」。

这项「三分之一政策」并非奥达凯尔的独创。似乎史提利柯在运用蛮族防卫高卢时，便曾经规定让高卢地区的罗马人拿出三分之一资产赠与蛮族。不过史提利柯在乱臣的污名下处死，又被追加了“Damnatio Memoriae”（记录抹煞刑），生前业绩几乎全遭到抹煞。如今我们无法回溯政策的根源，唯一确定的是奥达凯尔确实施行过「三分之一政策」。





乍看之下，「三分之一政策」像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严厉处置。毕竟战败者的资产要无条件的损失三分之一。不过在实施的阶段中，这项政策有许多转圜余地。住在义大利半岛与西西里岛的「主人」并非一律要向「客人」提供三分之一的资产。

首先，假使拿到一间屋子的三分之一产权，或者面积有限的田园的三分之一，获得的人也无法实际运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手工业工厂与商店。因此，资产规模有限，以资产为唯一生产方式的人，可排除在三分之一政策的对象之外。

假设社会上层是火车头，那么中下层的人就是其后的列车车轮。以维持社会功能必备要素的角度来看，这项占领政策相当聪明。





至於社会上层的既有统治阶层，在义大利半岛可分为元老院阶级与基督教会，双方的共通点是同为大型农庄所有人。前者来自於长年继承的祖产，后者则是由信徒捐赠、遗赠累积而成。两类人物同样是三分之一政策的大好目标，不过在执行时「胜利者权利」同样有大幅折扣。





奥达凯尔以防御为由，定居在西罗马帝国皇帝住过的拉温纳。从他的角度看来，自然希望部属也就近住在一起。同时对这些日耳曼人来说，如今自己身处异国义大利，因此很自然的会群居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三分之一政策完全照字面施行的话，效果会集中在义大利半岛北部。

照这样推论的话，中部与南部义大利将排除在提供三分之一资产政策对象外，因而欠缺公平。不公平造成的还不是道义上的问题，而是统治上的问题。因此，政策字面上要的三分之一资产，实际上却是以「地租」方式用货币取代。战败者名义上向战胜者提供三分之一资产之后，又以租赁的形式取回使用权，缴交「地租」之后继续维持完整的农庄经营。

由于当时未能留下记录，因此无法得知地租的金额是多少，不过缴交对象似乎是义大利王奥达凯尔。这也成为奥达凯尔定期支付麾下官兵薪资的财源。





或许有人会这样感到疑问。要缴交以往不须缴纳的「地租」之后，不是会对大型农庄所有人造成经济冲击？

不过请大家回想一下，以往西罗马帝国皇帝无力保护居民不受蛮族侵袭，庄园主人只好组织私人警力自保。

而如今他们的安全可由「客人」保证。「地租」实际金额如何不得而知，至少不用维持私人警力了。即使维持私人警力组织，目的也不是为了对抗大举入侵的蛮族，因此规模可以缩小到足够应付人类社会必定存在的强盗集团的程度。从现存的史料中看来，同为大型庄园主人的元老院议员及基督教会相关人员，没有反对过「三分之一政策」。

在稅制方面，进入奥达凯尔统治下之后，稅制依旧维持西罗马帝国时代的规定。不过在奥达凯尔统治之下，没有传出西罗马帝国时代常见的为重稅而悲叹的声音。不知道这是轮到蛮族统治之后，人民连哀怨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或者是征稅的蛮族文明程度较低不懂得奢侈，因此征稅时也不会太贪心。总而言之，在奥达凯尔与其后的提欧铎力克等蛮族统治时，义大利居民没有抱怨过重稅。而当东罗马帝国收复义大利之后，又开始传出为稅金抱怨的声浪，也是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





总而言之，日耳曼人奥达凯尔成为义大利王之后，彻底接替了既有的体系。

首先，尽管他与部属全是奥里斯教派的基督教徒，但没有做出任何欺压信仰天主教派的义大利人的举动。住在义大利半岛的天主教派信徒不用仿照北非的兄弟们，为了维护宗教信仰而流亡。如此一来也当然的，全义大利的教堂依旧照着天主教派的方式举行仪式，也没发生为了建设奥里斯教派教堂而拆毁天主教派教堂的事情。

再者，拉温纳皇宫，如今虽然要改称王宫，但组织完全维持现状。以往的皇宫官僚如今也只需改称王宫宫僚，只有带头的人更换过，内部组织维持原样。就连职衔也维持拉丁文原名，没有任何更动。

首都罗马的行政依旧由「首都长官」负责，其下的行政各领域公务员，乃至於低层官员，都能与以往一样维持工作。

元老院不但维持存续，甚至恢复了被剥夺许久的权力，亦即铜币铸造权。奥古斯都开创帝政之后，把金币银币铸造权转至皇帝手中，但把铜币铸造权留在元老院，这项政策一直维持到元首政体结束时。





货币铸造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具有货币发行权，是一种权力独立的证据。在元首政体时期，罗马帝国将与「防线」相邻的国家称作“amicis”。这些国家发挥了与更外侧敌对国家之间的缓冲效果，对罗马帝国来说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附庸国家。然而光是“amicis”的称呼无法发挥实际效力，因此罗马认同这些实质上的附庸国拥有货币铸造权。另外，基於往昔的辉煌历史，雅典与斯巴达进入罗马帝国之后依旧享有特別的「自由都市」立场，得以持续发行独立的货币。而发行货币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权的表征。

在元首政体时期里，罗马帝国的基準货币是奥流斯金币、狄纳利斯银币、塞斯泰契斯铜币，都是能维持素材价值与面额价值一致的良币。然而在那个时代里，罗马帝国境内有许多汇兌商人存在。这证明罗马帝国即使手中握有良币，也不会强迫推销到霸权下的国家、都市、人民身上。与其说罗马尊重霸权下的国家、都市、人民的自由，不如说是罗马认为尊重这种自由比较便於统治工作。





到了西元四世纪初期后，罗马帝国也产生变化了。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开创了中央集权强化路线，把元首政体时代那种巧妙结合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政治结构送进历史。罗马帝国成为与以往的元首政体时期完全相异的绝对专制国家。汇兌商人在这种时势之下，也只好宣告失业。

过了两百年到了西元五世纪后半，铜币铸造权又回到罗马元老院手中了。新发行的铜币背面标示著代表由元老院发行的SC字样。我们可以轻易的想像到，当元老院议员拿起刚从铸币厂搬出来的铜币时，心中有多少感慨。





奥达凯尔以维持农庄经济基础，赐予铜币铸造权的方式，掌握了战败者两大势力之一元老院阶级的心。至於另一大势力基督教会，则是以维系农庄与手工业存续，并保证信仰自由的方式，拉拢其成为伙伴。同时他扫除了对蛮族入侵的恐惧，掌握了社会全体战败者的人心。也就是说，他将“Pax barbarica”（蛮族和平）带给了因失去“Pax Romana”（罗马和平）而痛苦不堪的大众。

也可能因为奥达凯尔接纳既有势力的政策太彻底，罗马居民之间开始流行一句笑话。那就是奥达凯尔连贿赂官员的习惯都保留了下来。




分居



只不过，奥达凯尔毕竟是日耳曼人而不是罗马人。由他推动的少数战胜者统治多数战败者的政策确实精明至极，但这些政策都是基於「共存」而不是「同化」的观念。从他施行的战胜者日耳曼人与战败者罗马人的任务分担，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





简单来说，就是军事由蛮族负责，行政由罗马人负责。日耳曼裔蛮族领到土地之后并未成为专业农家，而是支领固定薪资，随时準备因应召集。一来统治者肩负保护被统治者的责任，因此必须常备军事力量。再者他们靠武力成为战胜者之后不愿放弃武力，也不想与战败者罗马人共享。

不过战败者对这项举措没什么不满。毕竟长年来罗马帝国军队只是个名义，实质上根本都是蛮族出身的军人，罗马人之中也已经蔓延著回避军务的观念。战胜者表示要单独推行军事，代表罗马人必须将自身安危委由他人掌管。然而五世纪的罗马人已经忘记这种事情的意义有多重大。因此奥达凯尔推出这项决策时，反而获得罗马人欢迎。

司法体系也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套法律。亦即在蛮族之间以日耳曼法，在罗马人之间以罗马法规范。只不过，由于罗马法涵盖的范围远远广於前者，实际上只有在少数状况下才会动用到日耳曼法。

行政一如前述，完全交给战败者负责。蛮族缺乏行政组织，因而势必要将行政委由战败者代理。想必这种连战胜者都无法置喙的状况，也减缓了罗马人身为战败者的感伤。

以上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分居」实况。照这个样子发展的话，确实双方可能「共存」。





不过若回想起来罗马人早从共和时期起便推行的「同化」路线的话，会让人对其差异之大感到印象深刻。罗马人以辅助兵的名义，让被征服者可以参与军事行动，和正规军的军团兵一同承担国家首要职责国防任务。辅助兵在役期结束退伍时，可以领取罗马公民权。而且这种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当事人的子弟可以参加有罗马公民权者才能志愿投入的军团兵工作。不走从军路线的人，也可以在其他各方面享有与罗马公民家庭出身人员相同的待遇。

如果出身於部族首长家庭，或者本人资质优秀，在退伍之前就可以领取罗马公民权。一旦当上辅助部队的队长，立刻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出席由司令官或军团长召开的作战会议。亦即罗马能在战斗结束后，立即将以往的敌人视为同伙，并且让这些人之中的优秀人才享有与罗马人才竞争的机会。光是从军事角度看来，罗马也已经彻底推动了同化路线。罗马人在运用人才时，不会分辨是战胜者或战败者。正因为如此，《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斯（英文为Plutarch，普鲁塔克）尽管出身於遭罗马征服的希腊，他依旧表示罗马茁壮的一大因素，在于同化战败者的路线。

奥达凯尔并非不懂得运用战败者出身的人才。在许多领域中，西罗马帝国时代的组织与职衔能维持存续，代表从事这些工作的罗马人也协助奥达凯尔的统治工作。不过整个状况，比较接近二次大战后的日本政坛协助驻日美军统治。双方尽可能互助营造「共存」的良好环境，但双方绝对不会「同化」。





不过这项差异，不能归咎於奥达凯尔一个人。朱利斯·凯撒在《高卢战记》中也曾指出，自古以来日耳曼人在战胜后，会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与其他民族的居住区之间设置带状的荒地，仅维持最低限度的交流。日耳曼人原本就不适应罗马人喜好的「同化」政策。话又说回来，西元前一世纪的凯撒时代日耳曼人，与长期和罗马人接触后的西元五世纪日耳曼民族，未必能够划上等号。

确实，民族性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事物。我们姑且假设日耳曼人的观念有百分之五十未曾改变，剩下的百分之五十责任，可能要归属于西元五世纪大多数日耳曼人改信的基督教信仰。战胜者奥达凯尔信仰的是奥里斯教派，战败者罗马人信仰的是天主教派，双方都是一神教基督教的信徒。

天主教派认为神与耶稣基督及圣灵是三位一体。相对的奥里斯教派认为耶稣极端接近神但并不同等。两个派系间互相冲突责难 ，并非针对「异教」，而是针对「异端」思想。换句话说双方的差异在于解释内容不同，而不是信仰不同的神明。虽然信仰同样的神明，但是方式不一样。两百多年前尼西亚公会议中已经订定以天主教派为正统，奥里斯教派为异端。然而两派之间依旧长年维持敌对关系，也是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所信仰的才是正统思想。

这样一来，「同化」也就成了梦想。只怕唯有在多神教的世界里，才能让个人暂时放下信仰问题，在其他领域中寻求共通性。我们对一神教能期待的，恐怕也顶多到「共存」了。在推动开放政策时，罗马人是多神教民族；而积极认同其效益的普鲁塔克斯，也出身於多神教民族希腊人。「蛮族和平」会比「罗马和平」短命的原因，恐怕就在这方面的差异。





尽管如此，「蛮族和平」的创始人奥达凯尔的统治时期长达十七年。他身边没有同乡部将，只有拼凑得来的蛮族部队。而且蛮族部队群居在拉温纳与邻近的东北义大利地区，因此在义大利的其他地方看不到蛮族兵的身影。让人佩服的是，他竟然还能顺利统治十七年。在这段期间内，没发生帝国其他行省偶发的反抗起义事件。文献中也找不到义大利居民逃难到东罗马帝国的记录。

日耳曼人与罗马人成功的「共存」了。历史学者甚至将这段时期命名为「日耳曼罗马王国时代」。因此奥达凯尔的敌人不在国内，而是在义大利半岛外渐渐成形。




提欧铎力克



提欧铎力克是在西元454年出生于东哥德族族长家中。他与奥达凯尔的差异不光是二十岁的年龄差距，同时还包括有无乡勇兵力可用。

东哥德族当时与东罗马帝国缔结了「同盟部族」协约，以现代的德国南部多瑙河上游地区为居住地。「同盟部族」原本是取得居住地之后，代为防卫附近地区的制度。不过在缔结这种协约时，按照惯例会送出人质作为履约的保证。比较有名的例子，是在匈族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的艾提乌斯。提欧铎力克在八岁到十八岁这十年间，也是以人质身分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度过。不过在这种例子中的人质，立场比较像是大英帝国时代殖民地仕绅送到牛津大学留学的小孩。提欧铎力克在对其基本人格影响最大的八岁到十八岁时，不但学文习武，磨练政治嗅觉，而且还通晓了东罗马帝国宫廷内情。不但如此，他更察觉东罗马帝国政策的真正目的。亦即，西罗马帝国虽是同胞，但是东罗马帝国只会在无害时出面干预。一旦知道可能产生弊害，东罗马帝国随时会拋弃西罗马帝国。

提欧铎力克十八岁时回到故乡，原因倒不是东罗马帝国与东哥德族之间的「同盟部族」协定出了差错。双方继续维持同盟关系，但做族长的父亲以高龄为由，向皇帝请愿希望能将儿子留在身边。两年后父亲过世，日耳曼裔的东哥德族就这样拥有一位二十岁的年轻领袖。





东哥德族年轻族长在东罗马帝国内，同样维持以往皇帝「同盟」的立场。不过提欧铎力克与忠实履行同盟义务的父亲不同，时常与附近部族交战，逐步扩大领地范围。他首先夺得多瑙河中游地区，而当他向多瑙河下游地区出手时，已经是连东罗马皇帝都无法忽视的同盟了。再加上提欧铎力克大力协助遭流放国外的芝诺皇帝在一年后复辟，更加强了自己的立场。由于复辟过程有功，芝诺皇帝甚至把“patricius”称号赠与只有二十三岁的提欧铎力克。蛮族的年轻族长，就这样成了东罗马帝国的「贵族」。皇帝甚至更进一步，允许提欧铎力克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内竖立骑马雕像。

不过年轻的族长对芝诺皇帝来说，虽是优秀忠实的同盟，同时也是不能轻忽的对象。提欧铎力克甚至曾经由居住地多瑙河下游斜向穿越巴尔干地区，逼近到几乎到达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地方。对于芝诺皇帝来说，提欧铎力克渐渐成为难以应付的存在，而提欧铎力克也对于现状感到不满。

无论地位多么崇高，只要身在东罗马帝国皇帝之下，就永远只是个臣子。据说约在西元487年左右，提欧铎力克心中就有了独立的意愿。早在三十岁时，提欧铎力克就看透了自己在东罗马帝国内的发展限度。




进军义大利



提欧铎力克提议要进军义大利打倒奥达凯尔时，芝诺皇帝马上接受这项建议。这时奥达凯尔尚未取得任何官方地位，对东罗马帝国来说，自称义大利王的奥达凯尔，只是在没有帝国承认的状况下僭称强佔地位的人而已。相对的提欧铎力克是东罗马帝国的「贵族」，三十岁时已经担任过「执政官」，更是在东罗马帝国西部，相当於后世巴尔干地区的「军司令官」。如果提欧铎力克进军义大利，就成为获得东罗马帝国承认，为解救西罗马帝国而发起的军事行动。当然实际上只是提欧铎力克的「独立意愿」与芝诺皇帝的「摆脱麻烦」掛钩而已。不过至少表面上的理由，是要从蛮族手中拯救西罗马帝国的根源义大利。

日耳曼民族在做最终决定时，必须要经过部族集会认可。西元488年，三十四岁的提欧铎力克也取得了认可。加上妇孺在内，三十万名东哥德族便拋弃房舍，仅带着家畜与货车上的短期必备品，一起背离多瑙河往西行进。总人数三十万的话，其中足堪作战的成年男子应该有五分之一左右。数字上来看似乎兵力有奥达凯尔的两倍，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蛮族出生率高，十五年下来统治义大利的奥达凯尔麾下的兵力也有增加，双方兵力可以说势均力敌。

进攻义大利的时间订定为次年西元489年春季。进攻方领袖提欧铎力克三十五岁，防御方奥达凯尔五十五岁。





提欧铎力克知道，一旦击倒奥达凯尔，整个义大利半岛就将落入他的手中。同时他也知道，奥达凯尔的根据地位于义大利北部，因此作战时采用直接攻击义大利东北部的方式。这就好像局部麻醉外科手术一样，很明显的是考虑到获胜后的做法。

巴尔干与义大利之间由阿尔卑斯山脉阻隔，攀越山脉最东端进入义大利境内，可看到伊松佐河。双方的第一次战斗，就在西元489年4月28日发生在河流两岸。最后由提欧铎力克获胜，但并未形成决战。奥达凯尔与麾下大部分的部队顺利逃出战场。






义大利北部




与其说奥达凯尔是败逃，不如说是转进。他在威罗纳郊区摆设阵式準备雪耻。不过在一个月后的第二场战斗中，奥达凯尔再度落败。话说回来，奥达凯尔并非全面失败，还保留有一定的余力。

第二年，西元490年8月11日进行的第三场战斗，战场更偏西侧。这场战斗发生在源自阿尔卑斯山，流经米兰东方并注入波河的阿达河附近。第三场战斗中，奥达凯尔又一次落败。如今由西向东横贯义大利北部的波河以北，可说已经在提欧铎力克的掌控之下。奥达凯尔只好逃回波河注入亚德里亚海的海口南方五十公里处的拉温纳。如今他準备进入防御万全的拉温纳，持续抵抗提欧铎力克的进攻。





反过来说，比起进攻方的提欧铎力克，战力较少的奥达凯尔在某些地方比较有利。

首先，提欧铎力克是在敌境作战，奥达凯尔却是在自己的地盘。除了粮食等补给方面的优势以外，他统治时期长达十五年，有著精通义大利北部地理的优势。再者，奥达凯尔不必担心遭到提欧铎力克与东哥德族入侵后，各地罗马人将其视为起义脱离统治的好时机。对“Pax barbarica”（蛮族和平）感到满足的罗马人在面临蛮族间的战争时，虽然不会主动支援奥达凯尔，也不会做出对提欧铎力克有利的事情。不仅是成为蛮族战场的北义大利居民，就连只能从传闻中得知战争消息的中部、南部居民，态度都是相同的。简单来说，如今沦为被统治者，但在义大利半岛人口中依旧佔绝对多数的罗马人的态度，就是保持观望。

拉温纳周遭有运河与沼泽防卫，即使是入侵不到一年就拿下半个义大利北部的提欧铎力克，只怕也难在短期内攻陷。更何况蛮族向来不擅长必须耗费时间的围城作战，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尚未发展出由确保补给线为要的后勤补给观念。在这种状况下，一旦围城战时期延长，攻击方会显得比防守方失利。尽管如此，东哥德族依旧追随着二十岁就任以来，一直证明着领导能力的提欧铎力克。

拉温纳围城战整整持续了两年多。但是提欧铎力克不能将所有心思耗费在拉温纳上头，如今他有义务为三十万名哥德族保障饮食与居住的条件。将满三十九岁的提欧铎力克就在这时转换了策略。





西元493年3月起展开的和谈，系由拉温纳主教居中协调。奥达凯尔与提欧铎力克同意的和约内容包括下列各项目。全义大利由奥达凯尔与提欧铎力克共同统治；双方忘记之前四年的敌对关系，提欧铎力克立誓不伤害奥达凯尔与其家族部属，奥达凯尔则迎接提欧铎力克与其属下高官进入拉温纳。

达成协议后两个月，提欧铎力克於5月5日率领一组部队，从左右敞开的城门进入拉温纳市区。第二天起双方连日举行庆祝融合的酒宴。不过到了第十天，奥达凯尔突然遭到杀害。奥达凯尔的妻子儿女，以及身边的高官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全数遇害。官方发表的理由是奥达凯尔密谋行刺提欧铎力克，实际上是提欧铎力克连将这些人打入大牢的力气都懒得花费，直接杀人灭口。奥达凯尔的部属在接获消息后，还择离去的人却不多，绝大多数直接被吸收到提欧铎力克之下。也许因为这些人大多数是独行蛮族，已经没有能回去的地方。

对于义大利半岛的罗马居民来说，唯一的变化只是换了个统治者而已。在「局部手术」战略之下，战场仅限於义大利北部的东半部，义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得以免去沦为战场的受害。提欧铎力克同样以拉温纳为根据地，因此只是王宫换了主人而已。




东哥德王国



自从西元493年三十九岁那年排除奥达凯尔起，到526年七十二岁过世为止，提欧铎力克的统治期间长达三十三年。提欧铎力克能够如此长期统治的原因在于，尽管他排除了奥达凯尔，但并未抹煞奥达凯尔施行了十余年的政策，反而全面承继了既有政策。这代表住在义大利半岛与西西里岛的罗马人，还能够在「蛮族和平」之下过日子。





虽说提欧铎力克承继了奥达凯尔的政策，不过换了个人，作风自然会有所改变。简单来说，他的政治手腕更加精练。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以「主人」迎接「客人」为含意的“hospitalitas”关系依旧没有变化。与以往相同的，「客人」倾向於定居在领袖提欧铎力克所在的拉温纳附近。对于义大利中部与南部的被统治者来说，统治者只是一个必须缴纳三分之一地租的远方地主。不必频繁与统治者接触，想必也大幅减轻了战败者罗马人的心理负担。

提欧铎力克比奥达凯尔更严格禁止被统治者携带武器，即使是防身用的短剑都不得携带。唯一能合法持有的，是日常生活用的刀具。相对的，提欧铎力克与其部属彻底加强了义大利半岛与西西里岛的安全保障。提欧铎力克重整了部队，拋弃东哥德族纯种主义，积极收容由其他日耳曼部族出身的人员。不过与各部族出身人种混合的奥达凯尔部队不同的是，提欧铎力克的部队还是以东哥德族为主体。因此无论部下是否出身哥德族，通常提欧铎力克会直接称呼部属为「哥德人」。






西元500年左右的前西罗马帝国疆域




平时的「哥德人」官兵定居於政府颁赠的土地，从事农耕或畜牧。在这些期间内，一样领取由提欧铎力克发放的固定薪水。也因此一旦发生事变时，官兵有立即奔赴支援的义务。在保障官兵居所与薪资的政策，以及放弃东哥德纯种主义的影响之下，原本不到六万的兵力，在十余年后增加到了二十万，而且这还不是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增加的人数。这些年来为了义大利半岛防卫需求，东哥德族陆续往西方、北方、东方进军。霸权如今已经扩展到西方的南法，北方的瑞士，东方则是自布达佩斯起，至克罗埃西亚为止的边线。在扣除了征战折损的兵力后，还有这么多的人数。光从兵力与领地来看，提欧铎力克的东哥德王国称霸的地区要比末期的西罗马帝国还广大。问题在于靠军事力量取得领土后，又要以什么样的方式维持领土。在这方面，提欧铎力克也展示了相当的才华。





提欧铎力克在义大利的地位，与奥达凯尔同样没有获得东罗马帝国的承认。在排除奥达凯尔之后，提欧铎力克曾向接替芝诺皇帝登基的安那斯塔西亚皇帝请求官方承认。然而东罗马帝国不希望义大利成为独立王国。话说回来，他们也没有拒绝提欧铎力克的请求。或许是官方认为身为东罗马帝国「贵族」的提欧铎力克，会比奥达凯尔来得顺从。不过既然官方一样不愿意给予承认，提欧铎力克只好和奥达凯尔一样自称「义大利王」。





只不过，奥达凯尔与东罗马帝国维持的是互相忽视的关系；提欧铎力克却始终对东罗马帝国皇帝保持礼仪。提欧铎力克在人质期间彻底理解了东罗马帝国的内情，知道现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依旧不可忽视，因此不能让「东方」有派兵讨伐的理由。东罗马帝国的人民热中於天主教派信仰，而且容易变成宗教疯狂。一旦爆发了宗教热，由于直接关连到皇位安危，连皇帝都无法抵抗。因此提欧铎力克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成为宗教狂潮的目标。

这也就是为何提欧铎力克在施政时，特別在意与东罗马之间的关系。他在三十三年的统治期间内发行过数种货币，但尽管发行单位为提欧铎力克王国，正面刻的几乎都是东罗马帝国皇帝肖像。要到翻过反面来，才能发现这原来是提欧铎力克发行的。至今为止的考古成果中，只发现过一种刻有提欧铎力克脸部肖像的硬币。






提欧铎力克发行的货币




此外，在与天主教派共存的政策上，提欧铎力克比奥达凯尔花费更多的心血。他本人虽是奥里斯教派的基督教徒，但迎娶的妻子是改信天主教派的法兰克王的妹妹。当然他也没有逼迫妻子改信奥里斯教派。提欧铎力克的母亲也随着儿子迁居到拉温纳王宫内，在这里受到主教影响，改信了天主教派。在过程中做儿子的一样毫不干涉。王宫内的主教位子，也一直由天主教派占据。

表面上维持东罗马帝国属国的作风，以及对天主教派基督徒的宽容，全是提欧铎力克为了不刺激东罗马帝国而施展的政策。整个做法与不受承认后互相忽视的奥达凯尔确实大有不同。





在这同时，提欧铎力克也留心於与前西罗马帝国境内各处建立王国的日耳曼君主打好关系。除了他本人迎娶法兰克王的妹妹以外，他的妹妹、两名女儿、姪女也出嫁给蛮族王国的国王或王子。到最后，他与高卢的法兰克、勃艮第、希斯帕尼亚的西哥德、北非的汪达尔之间建立了姻亲关系。若要以现代的方式来形容，他等于是与各蛮族王国间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当各王国间发生争执时，他也会主动出面协调，大多数状况下都能获得成功。





提欧铎力克一方面设法与东罗马帝国维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在西方设法确立一个能以日耳曼民族联合的势力。为了统整势力，在西地中海制海权三大岛西西里、科西嘉、萨丁尼亚中，他不惜放弃科西嘉与萨丁尼亚，借此换得与汪达尔族的和平协定。在这「互不侵犯条约」之下，长年苦於汪达尔海盗的西班牙、南法、义大利海岸附近居民，也终于能获得「蛮族和平」的恩惠。




运用败者



一如前述，奥达凯尔能成功的统治，要归功於他彻底接纳了既有势力。大多数史学家认为，提欧铎力克不但继承了这项路线，而且推行得更加彻底，这也是他统治期间长的主要原因。

如果将王宫形容为现代的内阁，那么王宫内部组织的领袖就有如内阁祕书长。在提欧铎力克统治期间内，王宫领袖以及其下各领域的首长都是由被统治者罗马人担任。

义大利全区的行政领袖执政官也同样长年由罗马人担任。这样一来，十五个「州」的州长由罗马人担任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由于提欧铎力克允许地方自治，实际负责地方自治事务的也都是罗马人。简单来说，除了军事领域之外，其他一切都交给被征服的罗马人负责。即使到了提欧铎力克的时代，义大利内部依旧分为担任军事的日耳曼人与担任行政的罗马人，双方毫不混合的分离共存。





如此一来，两个民族自然没有混合与同化的余地。元首政体时期的罗马帝国中，不乏罗马官兵迎娶日耳曼、高卢、西班牙女子的例子。这些人所生的混血儿会以罗马人的身分培养长大。然而在提欧铎力克统治期间内，没听说过哥德男子迎娶罗马女子的消息。双方虽然和平相处，但是互不侵犯，就好像两条平行的河流一样。

或许这就是日耳曼人心目中的「共存」吧。提欧铎力克在面对子弟教育问题时，态度与具有宗教狂热的天主教派信徒其实没多大差別。

如果要学习阅读、写作或逻辑理论能力，势必要以完成这些学问的希腊人或罗马人的著作为教材。有许多基督教徒担心子女在接触这些异教精神产物的过程中，精神可能遭受污染。

尽管提欧铎力克信仰的是奥里斯教派，他同样是个基督教徒。只不过他担忧的不是宗教上的污染。提欧铎力克担心的是接触希腊或罗马书籍后，日耳曼民族的精神遭到污染。若要避免这类的污染，子弟必须熟习武艺。而他认为，为了这项目的，也只好牺牲文学教育。

提欧铎力克在生前甚至这样说过：


「有许多哥德人希望让人当成罗马人看待，但是没有罗马人希望自己被当成哥德人。」



尽管如今沦落到遭人统治，罗马人心中还是瞧不起统治者哥德人。提欧铎力克担心子弟接受与罗马人相同的教育后，风格想法偏向罗马、偏离日耳曼。

因此提欧铎力克规定东哥德族子弟可以不用接受学校教育。不过我们可以轻易的想像到，结果就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统治者」越来越多。提欧铎力克为了让族人不须簽名就可了事，开始提倡使用印鉴。由于他带头示范印鉴效用，任何公文都改以印鉴簽署，甚至有人误以为提欧铎力克是个文盲。

讽刺的是，在这道禁令之下，统治者东哥德族更加需要被统治者罗马人。如果没有会写字的罗马人帮忙，东哥德人什么事情都办不到。这也是历史往往为了让人苦笑的无聊事情变动的一个案例。

一如上述，在「蛮族和平」之下的罗马人，虽然身为败者重要性却日益攀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卡西欧卓斯。




忠臣卡西欧卓斯



卡西欧卓斯於西元479年生于义大利半岛南端的卡拉普利亚地区，这一年是罗马帝国在无人察觉的状况下灭亡的三年后。卡西欧卓斯的家门属于元老院阶级，也是地方的大型庄园主人。亦即他属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奥达凯尔积极笼络保留的既存势力。早在父亲那一代，卡西欧卓斯家中便迎合奥达凯尔的意图，积极提供协助。卡西欧卓斯的父亲甚至因为长年在义大利北部的拉温纳王宫值勤，无法回到南义大利的家中。

西元493年统治者换成了提欧铎力克之后，卡西欧卓斯的父亲依旧维持协助哥德王国的态度。当提欧铎力克排除汪达尔族势力，掌握西西里岛之后，甚至进入岛上重整行政体系，他的父亲也继续协助提欧铎力克的统治，在义大利南部担任过有如州长的职务。

卡西欧卓斯出生时，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了，而且他还是在这样的父亲之下长大。在学校教育方面，他与罗马帝国时代的菁英子弟相同，接受以希腊罗马文学为教材的文艺教育。很可能他与当时的多数青少年相同，是在首都罗马接受菁英教育。对于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卡西欧卓斯来说，蛮族统治是打从出生就习以为常的现实环境。再加上有个协助蛮族统治的父亲在上，使得卡西欧卓斯打从年轻时起就不对蛮族统治抱持偏见。相信有这种观念的还不只他一个人，而是大多数义大利半岛居民的共通想法。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由谁统治，而是在于统治的方式。





西元500年，卡西欧卓斯二十来岁时，统领义大利到了第七年的提欧铎力克初次造访首都罗马。元老院议员与民众以往年迎接皇帝的方式对待这名哥德族国王。元老院议员前往城门前迎接，民众则是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

这年四十五岁的提欧铎力克也表现得像是皇帝。他首先前往罗马广场一隅的元老院议场，在议员前发表演说。之后他离开会场，走上讲台向前来围观的群众演说。演说内容可能不是用希腊文，而是用提欧铎力克比较不擅长的拉丁文发表。在造访首都的六个月之中，提欧铎力克居住在至今依旧能发挥功用的帕拉提诺丘皇宫，并且四处参观昔日的「世界首都」。

除了罗马广场以外，提欧铎力克还参观过皇帝广场、图拉真圆柱、庞培剧场与圆形竞技场。而且虽然他身为基督教徒，但依旧前往卡匹杜里诺丘陵上的最高神朱比特神殿参拜。不过要说是参拜，还不如形容是参观。提欧铎力克的足迹甚至到过郊区的上水道，可见他的好奇心与研究意愿不输给后代的德国、英国观光客。

而且他不光是一边讚叹一边观光，在发现有维修必要时，马上会设法提出预算。最让年轻的卡西欧卓斯佩服的是，预算集中在从前罗马皇帝最重视的上下水道、港湾桥梁等社会基础建设，而不是基督教的教堂。在提欧铎力克长期滞留罗马的期间内，这位罗马青年对他的好奇转成了讚叹。





昔日的皇帝在受到民众欢迎时，会举办剑客决斗或战车竞赛等娱乐节目做回礼。提欧铎力克也有充分意愿仿效皇帝的行为。只不过百年前转由基督教决定人的生活形态之后，通常於圆形竞技场举办的剑客决斗因过於残忍而遭到禁绝。因此在滞留罗马的期间内，这位提欧铎力克举办了战车竞赛。

在这个时代中，战车竞赛不像从前一样豪爽的以四头马车开赛，规模大一点的赛事也顶多用上双头马车。竞赛场地可能一如往年在大竞技场举办，不过也可能是在多年没举办过剑客决斗的圆形竞技场。由于卡西欧卓斯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因此无法确认，唯一肯定的是必定是在这两个场地之中择一举办。这项竞赛使得罗马的平民对哥德国王抱持亲近感。





可能就在这年，或者次年，身分还是个学徒的卡西欧卓斯写下一首赞扬提欧铎力克的诗歌，并上呈给国王。简单来说，这有点像是歌迷寄信给歌星。很可能提欧铎力克留意到了这封信，也很可能在打听之下，发现寄信的人是自己得力助手的小孩。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总之在卡西欧卓斯三十岁那年，提欧铎力克把“patricius”称号颁赠给这名年轻人。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贵族称号，但同时具有赋予就任国家要职资格的含意。从这个时期起到提欧铎力克逝世为止的十七年中，对卡西欧卓斯来说是三十岁到四十七岁的黄金时期。卡西欧卓斯把人生的巅峰时期全用来协助年长他二十五岁的提欧铎力克治国。在这十七年中，他历任了包括执政官在内的各种要职。

不过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要从卡西欧卓斯在提欧铎力克身边担任祕书官之后，才有办法追踪他的职业经历。这段时期卡西欧卓斯的工作，就是记述哥德族国王口头发出的命令，并且将过於强烈的日耳曼色彩修改为具有罗马色彩的说法重新颁布。而且我们能在一千五百年后回溯当时的施政环境，也是因为卡西欧卓斯在退休后著作了一本叫做Variae（《杂录》）的著作。阅读这本书之后，我们才得知统治者严峻威压的口头命令，在卡西欧卓斯笔下修改得多温和稳健。





提欧铎力克下指示，要求将亚德里亚海上的伊斯特利亚半岛农产品运输到提欧铎力克王宫所在地拉温纳。这道单纯的命令在卡西欧卓斯笔下修饰后，变成下列的文章。顺带一提，这时接受命令的，是百年前阿提拉率领匈族入侵义大利时不得不躲入浅滩另行建设城镇的人。这些人也就是日后的航海通商大国威尼斯人。






「一如各位所知的，希望各位能将今年丰收的伊斯特利亚产的葡萄酒与橄榄油，运往拉温纳。各位拥有大量船只，想必能设法将伊斯特利亚居民交出的农产品平安运到目的地。各位在本回的工作中获得的利益，可与他们对分。因为唯有双方协力合作，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希望各位能尽快开启这场短航程。对于习惯更长航程的各位来说，这场旅行就像在自己的国内进行的一样。换句话说，有如在房舍之间的水路航行一样。在此不对海路航线做任何指定，如果气象不稳可以选择河运。各位可自行判断，选择认为最安全的航线。




对朕来说，回想各位的住家是如何产生的，是无上愉悅的一件事。过去（作者注：罗马时代）威尼特地方以诸多贤能贵人闻名，南以波河与拉温纳衔接，东邻亚德里亚海沿岸美丽的海滨。海水的涨退潮时而让陆地浮现，时而淹没陆地。各位的住家也有如水鸟一般，或在海面漂荡，或在岩石上歇脚。这不是自然形成的结果，而是人类努力的成绩。




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唯一丰富的食粮就是鱼类。无论贫富贵贱，人人平等均分。在这同时，几乎同样规模的住家，让各位远离了豔羨邻居的世俗罪恶。




住在威尼提亚（今日的威尼斯）的各位主要的产业是开发盐田。其他地方的人们是在旱田中挥舞着锄头与镰刀，而各位则是旋转著将盐磨细用的石臼。人没有黄金一样能够生存，然而储存食物、让食物更美味的盐，则是人人必备的物资。正因为如此，各位才能卖出盐，换取其他的必需品。




那么，希望各位能整顿好船只，并且有如将家畜拴在房舍旁边似的，将船只系在各位的房屋旁。朕派遣了擅长此类工作的罗伦提乌斯前往伊斯特利亚。当他集结农作物的工作结束后，希望各位能立即从事搬运工作。只期望各位能不因事故或经费问题，让运输工作有所延误。希望各位能多加努力，让农产品尽早到达拉温纳。」







无论是政治、军事、行政，在人类世界里有许多事情势必会伴随着辛苦。必须逼使国民面临辛苦的为政者所需的资质，不是把苦楚化妆成乐趣的辩才，而是有办法让人民能够乐于吃苦。卡西欧卓斯可说是提欧铎力克统治工作中最佳的「简报人员」。能够以相对少数的日耳曼人，统治相对多数的罗马人，还能够不引起叛变事件，除了统治内容优秀之外，恐怕也因为统治的展示方式良好。而录用人才并善用人才的能力，是为政者不可或缺的资质。这项资质不分种族宗教血统，纯粹看个人的气度如何。





如果将奥达凯尔在位的十七年，加上提欧铎力克在位的三十三年，「蛮族和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整整维持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不用担心蛮族入侵，而且还能享有令人满意的善政，自然义大利半岛会在各个层面开始复甦。如今虽然损失三分之一资产，但还能以地租方式取回使用权。而且既然要付出地租，就不能像以往一样任由田地荒芜。正因为人口已经不如以往，因此社会更希望能善加利用每一个人才。由于义大利半岛的人与耕地更有活力，生产力自然也就随之攀升。而且多亏了「蛮族和平」，使得农产品恢复流通，也因此让义大利的经济再度恢复成长。两个世纪以来逐渐减少的人口，也开始有了增加的倾向。由此可证，「和平」是人类社会中最终究、根本的基础建设。





与提欧铎力克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位比他年轻五十岁左右的人。这人是出身巴勒斯坦地方凯撒利亚城的希腊人普罗柯派厄斯。

巴勒斯坦出身的希腊人属于东罗马帝国国民，因此对普罗柯派厄斯来说，与东罗马向来保持微妙关系的提欧铎力克是敌人。再加上普罗柯派厄斯身为东罗马帝国官僚，又是天主教派信徒，没有拋弃异端信仰奥里斯教派的提欧铎力克依旧是敌人。不过普罗柯派厄斯对提欧铎力克留下了下列这么一段评论。由于普罗柯派厄斯崇敬史学家修昔的底斯，因此他认为历史叙述要以客观性为至上原则。普罗柯派厄斯不但是西元六世纪时拜占庭帝国首席史学家，甚至可说是古代最后一位史学家。他生前留下了《哥德战记》等着作。普罗柯派厄斯在接获提欧铎力克逝世的消息时，留下了这样一段文章：


「东罗马帝国给他的名称，只是个专制君主罢了。不过从实情来看，他可说是名副其实的皇帝。他是个比帝国后期即位的人们还要有资格自称皇帝的领导人。他富有人情味的统治，不仅获得同胞哥德人的信赖，甚至获得居住於义大利的罗马人信赖。当提欧铎力克逝世时，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哥德人或罗马人，众人一同为他流下惋惜的眼泪。」



提欧铎力克於西元526年8月30日逝世於拉温纳，享年七十二岁。死后入殓於事前造好的陵墓，至今还存在。






拉温纳的提欧铎力克陵墓




不过提欧铎力克治国的三十三年中，并非一帆风顺。在他临终的最后几年，为了预期外的事变大感苦恼。状况会进展成足以称作事变的程度，一方面因为提欧铎力克过度愤怒，一方面也是基於连他的气度都无法转圜的历史背景。




「东方」长手



当西罗马帝国健在时，与东罗马帝国同样身为基督教天主教派国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前后由奥达凯尔、提欧铎力克统治，进入统治者为奥里斯教派，被统治者为天主教派的时代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亦即，受到信仰非正统教派，应当排斥的「异端」统治，已经将近半个世纪。

不过若与奥里斯派基督教徒比起来，天主教派基督教徒排斥异端的想法要强烈得多。奥达凯尔和提欧铎力克在成为统治者之后，毫不干涉义大利的天主教派信徒信仰，恐怕也是因为虽然同为基督教徒，但奥里斯教派对于不同信仰较有认同接纳的弹性。唯一的例外是北非地区，不过原属天主教国家的北非虽然让奥里斯派的汪达尔族征服，下手迫害天主教派信徒的却是当年被打为异端饱受欺凌的铎那图斯教派。

西罗马帝国的根源地义大利半岛，在米兰主教安布洛修斯的彻底振兴政策下，成为全面信仰天主教派的土地。而义大利半岛在帝国灭亡后，成为由「异端」统治的国家。只不过在义大利境内，信仰天主教派的罗马人一样不惜一切努力协助奥里斯教派的蛮族统治国家。卡西欧卓斯尽管深信天主教派，但终生依旧戮力协助提欧铎力克治国。换句话说，五十年来上自元老院议员、中央公务员，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人认为「正统」与「异端」的共存有什么不方便的。有一回罗马主教（这时已经该称为教宗）选举时，因为候选人之间的纷争闹到不可收拾。天主教派的罗马教宗还请求提欧铎力克出面协调。最后还是在提欧铎力克的协调之下，才平安举行了天主教教会的主教选举。

在西罗马灭亡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义大利，没有人会为此感到讶异。尽管说这是为了不刺激纯天主教派的东罗马帝国的政策，至少天主教派与奥里斯教派的共存是成立了。





只不过，既然宗教不完全属于理性范围，势必有人会出面指责，表示只因没有不便就接纳与异端共存的生活，是违反天意的背信行为。对于抱持这种观念的人来说，接受异端奥里斯教派统治本身就是背信行为，唯有排除异端回归基督教正统的天主信仰，才是真正承天意活着。

在提欧铎力克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期间内，这种人随时都存在。只不过，从未形成多数派，而是孤立于接受奥里斯派统治的天主教会中。与其说是义大利境内的天主教派信徒没有接受他们的主张，不如说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忙于优先处理自己的问题，没有余裕考虑举着打倒奥里斯教派的旗帜进攻义大利。不过当提欧铎力克统治期间即将结束的西元525年时，东罗马帝国的状况开始有了转变。因为现任皇帝查士丁的姪子，被视为次任皇位接班人的查士丁尼，开始在东罗马帝国内崭露头角。





卡西欧卓斯有一位年纪相近的同事波艾提乌斯，同样是不惜努力帮助提欧铎力克治国的罗马人。而且他不论出身或财力，都远超过卡西欧卓斯。波艾提乌斯出身於罗马首富阿尼齐亚家门中，又因为父亲早逝，接受罗马元老院阶级代表人馨马库斯家扶养。最后他还迎娶了馨马库斯家的女儿，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简单来说，他是被统治者罗马人中的代表性人物。

此外，波艾提乌斯还具有符合身分的学问与教养。他虽然是天主教派信徒，但热中於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留下许多这方面的著作。而且又与卡西欧卓斯相同，在从提欧铎力克手上获得“patricius”（贵族）称号后，历任国家要职。对于提欧铎力克来说，是个值得信任的优秀臣子。

自称「义大利王」的提欧铎力克，非常注重与自称法兰克王或西班牙王的其他蛮族君主维持友好关系。提欧铎力克曾接受波艾提乌斯的建议，选择优秀的竖琴手作为给法兰克王的礼物，又赠送日晷与水钟当作给勃艮第王的赠礼。对于提欧铎力克来说，波艾提乌斯不但是有如内阁祕书长的重臣，同时还是外交助理。波艾提乌斯也一方面协助蛮族出身的国王治国，一方面投入研究古典的工作。卡西欧卓斯还曾经留下文章，赞赏波艾提乌斯在古典研究方面的成果。想必对于日耳曼裔国王提欧铎力克来说，罗马人卡西欧卓斯与波艾提乌斯是可遇不可求，优秀又值得信赖的助手。





不过维持了二十年的良好关系，就在西元525年突然解体。这年根据密报，有一名叫做亚尔比努斯的元老院议员私下与东罗马帝国皇帝连络，策划进攻义大利，以解救受奥里斯教派统治的天主教派信徒。虽说间谍拿到了相当确实的证据，不过事情的真伪尚未澄清。如今要调查的是，亚尔比努斯只是有请求东罗马帝国军解救义大利天主教会的想法，还是已经有实际的动作。

不过光是有元老院议员牵扯在内，事情就已经难以处理。对于深信统治义大利应以接纳既存势力为优先政策，并且相信自己已经成功的提欧铎力克来说，这项问题更是严重。提欧铎力克在帕威亚召集全体重臣，与其说是集体审判，不如说是举办内阁会议研讨善后方法。事情就发生在会议之中。

当时波艾提乌斯的职衔是“magister officiorum”，地位有如内阁祕书长。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了解多少内情，不过他在会议中大肆帮亚尔比努斯展开辩护。他在会场上这么说：


「假使亚尔比努斯有罪的话，不但我有罪，全体元老院议员也都有罪。因此若是亚尔比努斯无罪的话，我与其他元老院议员也都无罪。」



只不过，他又接着说：


「但是，假使我知道确实有策划阴谋的事实的话，只怕也不会提出通报。」







这段话惹得年逾七旬的提欧铎力克大为震怒。不知道他是为了高龄而焦虑；或者是为了遭信赖的手下背叛；抑或是三十年来小心翼翼推展的东罗马帝国外交政策，就让一小撮宗教狂热者给破坏殆尽。说不定答案是以上皆是。据说当时由名叫基普利亚努斯的间谍得来的情报相当具有可信度。

不过这桩案件最后以意外的方式落幕。亚尔比努斯与波艾提乌斯同样有罪，被幽禁在帕威亚城里的塔上。只不过，事后没开庭审判，也没有立刻处死。幽禁期间长达一年，在这段期间内波艾提乌斯著作了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哲学的慰借》），成为他的诸多作品中传诵最广的一部。

第二年，西元526年，波艾提乌斯遭处斩首刑。提欧铎力克病逝於这年的8月底。至於波艾提乌斯的死刑是在这之前或之后执行，目前不得而知。





与在哲学慰借下四十五岁就遭处死的波艾提乌斯相较，提欧铎力克则是在治国三十三年后，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结束人生。不过他是否真能安心辞世？一来他直到老年都担忧东罗马帝国的反应，而且后继无人的烦恼只怕会让提欧铎力克临终时走得不安心。





提欧铎力克有女儿但是没有儿子。他原本将女儿阿曼兰森塔嫁绐某位东哥德族男子，期望能培养继承人。但是做女婿的奥塔里克是个厌恶罗马人的日耳曼纯种主义分子，而且毫不掩饰态度。对于以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共存为国家基础的东哥德王国来说，实在不是适当的继承人选。这项问题困扰了提欧铎力克好一阵子，不过最后是抱持纯种主义的女婿先逝世。在女婿逝世之后，唯一留下的是女婿与阿曼兰森塔之间所生的外孙。最后虽然由外孙继承了提欧铎力克的地位，但由于年龄太小，要由母亲阿曼兰森塔代理治国。偏偏哥德族有厌恶受女子统治的倾向。

继承人人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长年累积的业绩是会继续受人善用，或是功亏一篑，全看继承人的手腕如何。这让人想像七十二岁的提欧铎力克过世时，只怕心中充满失望。因为他年轻时在君士坦丁堡当过十年人质，十分清楚东罗马帝国的内情。很可能他已经隐约看见目前还不清晰的，由东方伸出的长手。查士丁尼原本只是能对皇帝发挥影响力的重臣之一，正巧在提欧铎力克逝世一年后登基接手东罗马帝国的皇位。




「蛮族和平」的结束



尽管二十年来戮力协助的提欧铎力克政策，随着当事人的死亡一同结束，卡西欧卓斯在这时依旧没回到义大利南部的故乡，而停留在北部的拉温纳。他的目的是协助在提欧铎力克身后继位的十岁外孙阿塔拉里克，以及其母亲阿曼兰森塔治国。让人佩服的是，卡西欧卓斯身处於在提欧铎力克逝世后声势逐渐壮大的天主教派信徒之中，竟然能有如此胆量下这种决心。

少年国王与其监护人母亲为了回报，将王国内最有实权的职位交给了卡西欧卓斯。这也就是笔者意译为内阁祕书长的“magister officiorum”。在波艾提乌斯死后，这个职位一直虚悬。

提欧铎力克临终遗言要由十岁的阿塔拉里克继位，并且让东哥德族的重臣宣誓效忠。因此新任国王即位日期为提欧铎力克逝世的8月30日当天，即位的消息也通知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及西方各蛮族国王。似乎东罗马皇帝也以继续担任东罗马臣属的条件承认政权。也就是说，虽然新任国王只有十岁大，阿塔拉里克的王位从官方角度看来是无可挑剔的。因此后来发生的问题，可说只是私事。只不过对哥德族的权贵来说，一点都不是私事。





提欧铎力克的女儿，新任国王的母亲阿曼兰森塔希望儿子能接受罗马式教育。所谓罗马式教育，就是以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为教材的文艺教育，亦即当时的菁英必备教养。哥德族的重臣却以提欧铎力克生前认为哥德子弟不需要上学为由强烈反对。同时他们认为哥德族的国王只要学习武艺即可，硬逼这对母子分居。十岁的少年国王就这样被投入日耳曼式的粗暴剽悍生活中。可能对生活不适应，再加上对母亲的思念，不久后阿塔拉里克的精神便受创。八年后，在无人闻问的状况下死去。






阿塔拉里克




徒具形式的国王死后，以监护人资格治国的阿曼兰森塔的立场便显得尴尬了。根据想像，可能是卡西欧卓斯等政权内的罗马人卖力奔走，使得哥德族重臣同意拥立她为女王。不过在厌恶女人执政的社会中，光是这样还不足以令人安心，因此女王再嫁给出身哥德族权贵家庭的提欧达多。






提欧达多




提欧达多是个喜欢听到名字让人用罗马方式发音的哥德人。在哥德族重臣中，他是个公然表示喜好希腊哲学的稀有人物。众人认为，这是三十八岁的阿曼兰森塔女王挑上他当再婚对象的主要原因。在当时，二十八岁已经是无法期待生育的年龄。可能也因为如此，使得阿曼兰森塔无法全面信赖丈夫。在不安之下，女王的政策渐渐朝东罗马帝国皇帝靠拢。也说不定早已从奥里斯教派跳槽到天主教派中。提欧铎力克在母亲改信天主教派时没有做任何反应，很可能女儿改宗时也没有表示反对。

只不过，女王向东罗马皇帝靠拢的行为激怒了哥德族重臣。提欧达多在无法忽视众怒的状况下，不但被逼将官方地位是东哥德族女王的妻子送到湖中岛屿囚禁，最后还必须下令处死。





很明显的，这件事变给已经即位为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查士丁尼带来进攻义大利的好理由。卡西欧卓斯事前似乎不知道事变的消息，在事后才慌忙收拾残局。他说服提欧达多，派遣使者带着向东罗马皇帝宣誓效忠的文件急速赶往东方。卡西欧卓斯以回避战争为优先，只要能避免义大利成为战场，他宁可像协助阿曼兰森塔一样的协助处死女王的提欧达多。

只不过提欧达多也饱受哥德族内部引起的批判。重臣责难他态度软弱，官兵中充斥著东罗马不足畏惧的想法。提欧达多最后被逼下王位，改由新选出的威提吉斯接任东哥德国王。威提吉斯以往的表现并不出色，但是在官兵之间颇受欢迎。这时是西元536年秋季，距离提欧铎力克逝世已有十年。




学院



似乎就在这段时期后，卡西欧卓斯退出了与王宫直接相关的公职。打从协助提欧铎力克治国三十年来，这名南义大利出身的罗马菁英一直待在义大利北部。似乎他认为政坛已经没有自己能著力之处，因此回到了阳光普照的义大利南端。这时他已经将近六十岁了。






南义大利




卡西欧卓斯原本就出生于拥有广大田地的家庭中。在罗马时代，別墅同时也是农牧业的生产基地，因此卡西欧卓斯有充分的资产养老度日。只不过，卡西欧卓斯在退休后，并未选择於华丽別墅内隐居的日子。他在史齐拉叶的私有丘陵上建立了一座足供数名同好共同生活的小修道院，又在修道院附近盖了一座叫做“Vivarium”的学校。

“Vivarium”一词，原本的含意是苗床或养鱼场。只不过这座“Vivarium”培育的不是草木或鱼苗，而是人类。在学校中寄宿学习的是以希腊罗马文学为教材的全套文艺教育。这些学问是培养自由精神必备的学问，而首先发觉这种学校必要性的是城邦国家鼎盛期的希腊人。因此拉丁文的“schola”、义大利文的“scuola”、英文的“school”，全都源自於希腊文的“schole”。这个希腊文名词最初期的含意，是个人设法提升运用精神力所需的技能。卡西欧卓斯开设「养鱼场」的目的，也是为了创设这种学院。因此教学内容不似其他学校以修辞学为重，而是以文学、哲学、音乐为主。似乎这座学校不以培育在公职中吃香的人才为目标。

不知道这座学校为何还同时注重医学教育，教学内容包括希波克拉底、加里诺、瑟尔萨斯，仿佛创校目的在培育教养深厚的医师。这让人联想起在“Universitas”（综合大学）兴盛前问世，让人视为全欧洲第一座医学院的「萨雷鲁诺医校」。顺带一提，萨雷鲁诺医校中使用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而且不过问师生的出身民族与宗教。让人觉得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有时也会透出一道光芒。

既然具有“schole”身分，卡西欧卓斯创设的「养鱼场」自然也会备有收藏卷轴式书籍的图书馆。只不过在这个时代，图书馆只需收藏希腊文与拉丁文书籍。此外，卡西欧卓斯还投入个人全数财产，成立了维持学校营运用的财团组织。这也是这位半辈子担纲国务的人的发想。




修道院



与卡西欧卓斯同一时代里，还有一位生于义大利中部诺尔其亚乡居贵族家中的佩内迪科托斯。西洋史上对这个人的称呼叫做圣佩内迪科托斯。在「蛮族和平」的时代里，坚持天主教派信仰不会受到任何阻碍。佩内迪科托斯打从年轻时就进入修道院生活。在卡西欧卓斯创设“Vivarium”的同一时期，佩内迪科托斯也在拿坡里附近的卡西诺丘陵上建设了修道院。与卡西欧卓斯的「养鱼场」不同的是，这是一座纯粹的修道院，是提供修道士在绝对服从的大前提下，将一天分为祈祷与劳动两大部分、过着团体生活的空间。

佩内迪科托斯创新的地方在于，他打破以往东方修道院与世隔绝专心冥想的形象，树立了与社会积极接触的修道士规范。佩内迪科托斯认为，基督十二门徒各有各的职业，因此修道士应该同样注重劳动。从修道院的立地条件，也可以反映出他的这项理念。

罗马与拿坡里之间，有阿庇亚大道和拉提那大道两条干道。卡西诺位于拉提那大道沿线，就连现代的罗马·拿坡里普通列车也会在卡西诺站停靠。佩内迪科托斯的修道院，就盖在干线道路边上的山丘。在义大利只要说“Montecassino”（卡西诺山），大家就知道实际指的是佩内迪科托斯修道院。不过虽说是「山」（monte），实际上只是有点高度的丘陵而已，而且这里原本建设有一座罗马诸神的神殿。罗马人认为，要让人类容易参拜，才称得上是神殿，因此不会在与人世隔绝的地方修盖神殿。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出佩内迪科托斯选择在神殿废墟上建设修道院的意图。他希望与人世接触的场地，从神殿变成修道院附设的教堂。此外，若要出售劳动获得的农作物，修道院确实有必要与社会接触。

这个人不仅提示了修道院应有的姿态，同时也制定了修道院内部的时间表。

从清晨到上午十点为劳动，十点到正午是扬声祈祷。正午稍微用餐后，休息到下午三点钟。休息时间内可以祈祷，但必须采默祷方式。下午三点钟到天黑为止是劳动时间。日落后用晩餐，随后就寝。在这个灯火昂贵的时代里，无论宗教界或一般平民，同样都是日落而息。






佩内迪科托斯（乔凡尼·贝里尼绘）




在严谨的日常生活方面，“Vivarium”与「佩内迪科托斯修道院」没有什么差別。不过，还是有些地方不一样。

第一点在于劳动。卡西欧卓斯学院的学生不必为了维持生活而劳动，创校人也为此特別成立了财团组织。

第二点在于祈祷。卡西欧卓斯的“Vivarium”之中，「读书」时间一如字面所述，就是纯粹的阅读时间。不过在佩内迪科托斯制定的修道院时间表中，「读书」不但读的是《圣经》等基督教相关着作，而且必须出声朗读，说是「读书」不如该说是「祈祷」。就好像朗诵《可兰经》的伊斯兰少年的行为，同样该以祈祷来形容一样。

第三点差异，在于集团生活的前提。佩内迪科托斯修道院以「绝对服从」为前提。相对的，卡西欧卓斯的「养鱼场」则是鼓励自由精神与活泼交换意见。

只不过，佩内迪科托斯在建立特色之后，随后又追加了手抄希腊罗马著作的「劳动」，形成了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楷模。除了义大利之外，欧洲各地也陆续成立修道院，成为中世纪的精神堡垒，而且有不少修道院一直存续到现代。相反的，卡西欧卓斯的「养鱼场」则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或许是佩内迪科托斯的修道院合乎时代趋势，卡西欧卓斯的学院不合时宜。





与卡西欧卓斯创设“Vivarium”，佩内迪科托斯创立修道院同一时期，西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宣布废除雅典的学院。这座学院是在西元前四世纪由柏拉图创校，到了罗马时代是统治者罗马人子弟争相留学的地中海最高学府。如今这座哲学的堡垒也结束了九百年的历史。时代就此彻底走入以服从为「德行」胜过持疑的阶段了。柏拉图学院遭到废除后，要等到西元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才由翡冷翠的科西莫·迪·麦迪奇再度复校。




查士丁尼大帝



如果有人问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若不是伯父成为皇帝，事后是否能成为让人称为「大帝」的历史人物，这就难以回答了。不过若是问说他是否能善加利用伯父成为皇帝的幸运机会，那么答案很简单。查士丁尼原本出身於巴尔干地区的农民家中，然而在出人头地时，不用像其他同样环境下成长的青年一样在军中或在官场打滚。他只要帮助登基称帝的伯父治理国家即可。





查士丁是长年在军中任职后，获得皇位的人物，不过他在登基前并未有重大军功。而是前任皇帝逝世后，争夺继位的人选过多，闹到无法仅在高阶官员之间协调处理。查士丁从夹缝中窜出取得皇位之后，立刻把所有竞争对手全数处死。

在这时，他的姪子查士丁尼已经三十四岁。然而在这之前的经历至今无法查证，让人怀疑是否成天无所事事。当伯父成为皇帝后，他获得了有如祕书官的“comes”职务。当他获得在伯父身边任职的职务后，顿时像是如鱼得水。甚至有人表示，尽管查士丁在位期间是从残杀政敌的事变中开始，但九年在位期间能稳定得出乎意料，也多亏这个姪子的审慎安排。






查士丁尼




查士丁尼是一个奇妙的人物。他既没有从军经验，也没有从政经历，在职期间甚至懒得外出，没有离开过首都君士坦丁堡半步。然而在必须替重大案件做决断时，却可做出妥善的判断。他的伯父查士丁在位期间，相当於他三十四岁到四十五岁九年间。据说除了最初几年之外，后头六年实质上根本是由查士丁尼代理国政。

除此以外，查士丁尼还有不受惯例拘束的一面。当时他看上了一名叫做狄奥多拉的舞女，问题是在东罗马帝国，元老院议员是禁止与低阶层出身女子通婚的。查士丁尼此时已经是元老院议员，但为了迎娶这名美丽又娇气的女子，他不惜为此修改帝国法律。在登基称帝之后，他又展开了同样的行动。使得狄奥多拉不仅是皇帝的妻子，而且获得与皇帝同等的皇后地位，让周边重臣都看傻眼。





尽管如此，查士丁尼依旧颇受皇宫重臣与元老院议员好评。西元527年春季，查士丁臥病在床。这时元老院与皇宫官僚联合要求皇帝立姪子查士丁尼为共同皇帝。4月4日，查士丁尼获准成为共同皇帝；8月1日，查士丁病逝，使得查士丁尼成为唯一的皇帝。尽管登基时已经四十五岁，不过查士丁尼有当时领袖人物难得的八十三岁长壽记录，因而在位期间长达三十八年。

查士丁尼虽然不好学，但是对罗马历史很感兴趣，只不过是以他个人的喜好方式。查士丁尼会注重历史上的伟大事迹，但是不在乎这些事迹到底立足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上，这一点与元首政体时期的皇帝正好相反。查士丁尼出生于介于欧亚之间的巴尔干地区，其后又只知道君士坦丁堡的风景，因此他毕竟只是个东方风格的皇帝。此外，在他观念里的罗马帝国，也只是个天主教派的基督教帝国罢了。





身为罗马帝国皇帝，又能让后世追加「大帝」尊称的，前后只有君士坦丁、狄奥多西，以及查士丁尼三个人。由于后世处於基督教会垄断的局面，因此「大帝」称号也是基督教会颁赠的。也就是说，这三名皇帝的共通点是受到基督教会喜好与认同。

君士坦丁大帝，一如笔者在第XIII册《最后一搏》所述，是首位认同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如果没有他的诸般优待政策，基督教会不会有事后的急速发展。

狄奥多西的事迹则在第XIV册《基督的胜利》中所述，他单独侍奉基督教天主教派，将其他宗教打为应排斥的「异教」。同时他将同属基督教的奥里斯教派与铎那图斯等教派打为「异端」，并列为应遭排斥的邪教。从被认为唯一正统基督教的天主教派信徒眼中看来，狄奥多西确实有资格让人称作「大帝」。

查士丁尼似乎也以这两名皇帝为榜样。只不过前面两位皇帝是东西分裂之前的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西元六世纪登基称帝时，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西方遭蛮族王国瓜分。这个皇帝能统管的只有帝国东半部而已。





高中的历史课本中，列举下列三项事迹作为查士丁尼的功绩。

一、修建圣索菲亚大教堂。

二、编纂《罗马法大全》。

三、复兴前西罗马帝国领地。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面镶嵌画（上）与平面图（下）




兴建于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献给圣母子的大教堂，因此规模壮丽得远超过以往任何基督教教堂。据说就连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修建的圣彼得教堂，在规模与美观上都远远不及。十五世纪遭到土耳其征服后，这座教堂被转为清真寺使用。到现代则已经不是清真寺或教堂，而是历史古迹，成为前往伊斯兰都市伊斯坦堡的观光客必看的景点。据说在基督教教堂时期，圣索菲亚大教堂墙面镶满了各种金碧辉煌的壁画。在其中有一幅画著抱着基督的圣母，以及左右两位皇帝献礼的壁画。站在右侧的君士坦丁大帝，手上捧著的礼物是君士坦丁堡；站在左侧的则是查士丁尼，双手捧著圣索菲亚大教堂。两名皇帝与圣母同样的，在背后加上光环装饰。对于基督教徒来说，世俗君主是受神明委托统治人间的人物。亦即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的罗马皇帝，是活人之间的领导人物。而基督教化之后，皇帝是介于人与神明之间的存在，而且比较偏向神明的那一端。所以在图画中，皇帝同样以光环做装饰。




《罗马法大全》



查士丁尼的第二项功绩是编纂《罗马法大全》。关于这点相信即使不是基督教徒也会表示同意。这项事迹是让他名留后世的首要事业，而若不是他对身为皇帝有深刻体认，恐怕也无法完成这项工作。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在他认为对基督教帝国有益，因而下令编纂罗马法的同时，他又下令废除雅典的柏拉图学院。说不定他认为在基督教国家中，虽然需要法律，但是不需要哲学。





这套全书的正式名称叫做Corpus iuris civilis。从名称来看会让人误以为是「民法」（iuris civilis）全书，实际上却是包括刑法在内的各种法律大全。查士丁尼为表明编纂这套全书的目的，亲自写下了以下的序言。


「奉吾主耶稣基督之名，皇帝·凯撒·弗拉维斯·查士丁尼·奥古斯都为有益于期望学习法律的年轻世代，决心著手本回的大事业。因皇帝之天威并非只凭借武力光辉，亦经由公正之统治而发扬。罗马皇帝必须身兼战时的胜利者，以及平时的统治者身分。而若无法律辅助，势必无法实现公正良好的统治。」







正如同序言中提到的，查士丁尼宣言要汇集罗马人多年来制定过的法律。有趣的是，在蒐集从研讨公法民法意义所在的法律概论，到实际判例等数量庞大的罗马法之后，大多数的法律起源自罗马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根据罗马法专家的意见表示，西元六世纪编纂的这本《罗马法大全》之中，多半是西元二世纪所制定的法律。亦即多半是在四百年前，罗马鼎盛的五贤君时代所制定。

此外，实际著手编纂別名《查士丁尼法典》的《罗马法大全》的人员是四名法学家。尽管这些人一定会有助理，但是四个人竟然能在六年的短期内完成编纂的工作。如果一一蒐集四百年来散逸四处的法条的话，势必无法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完成。想必在这之前已经有完整的法集著作存在，而编纂工作则是以既有文献为中心而展开。





首先在五世纪前半时，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曾经下令编纂过《狄奥多西法典》。只不过其中蒐集的是君士坦丁大帝之后，亦即基督教化之后的罗马帝国法。

不过，另外还有基督教化前罗马帝国法学着作存在。西元二世纪中叶，哈德良皇帝曾下令编纂自共和时期到帝政时期的法律大全。四名法学家能在六年的短期间内完成整套罗马法，想必是因为之前已有这两本汇整到一定程度的全集存在。而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大全》不但能有益于法律专家，也能让笔者这种与法律无缘的人产生某种感慨。





首先，这套全集的目的在蒐罗基督教国家必要的法律，蒐集的结果却多半是尚未基督教化的时代制定的罗马法。由此可见无论社会成员的宗教信仰，如果以能否让汇集众人的社会充分发挥作用的话，罗马人制定的法律通常能随时随地发挥效用。而如果将这种现象视为法律精神的表征，那么法律确实可说是由罗马人创造的。





第二点，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大全》一如他的亲笔序文所说，是要从既有的众多罗马法中，蒐集挑选适合基督教国家东罗马帝国统治的法律。也就是说，不适合基督教国家的罗马法，可能会被排除在「大全」的蒐集范围外。

也就是说，应该有某些罗马法未能收录《罗马法大全》之中，因此在后世失传。说不定这些法律中还包括了不论国教为何，一律认同个人信仰自由的法律在内。至少，我们可以假设可能有这种法律存在。

再将眼光看回查士丁尼的罗马法范围内。后世的现代国家立法受到罗马法的影响，说不定在近代国家的法律之中，已经包含昔日罗马人成立，但没被《查士丁尼法典》收录，因而失传的法律在内。历史上的记录往往是在当事人眼光过滤后的结果，就连罗马人的法律也不例外。





话又说回来，光是编纂《罗马法大全》一事，查士丁尼就有足够资格让人称作「大帝」了。让人感到奇妙的是，查士丁尼没有求学深造的痕迹，看来不像受过教育的人，可说是历史上偶尔会出现的奇迹之一。

只不过《罗马法大全》最后未能在查士丁尼统治的东方受人活用。原因是整套书籍以拉丁文写作。由于法律出于罗马人的手中，因此自然是以罗马人的拉丁文书写。负责编纂的四名希腊法学家既然以法律为专业，自然也精通拉丁文。然而如今东罗马帝国已经适合拜占庭帝国这个別名，普及全国的语言是希腊文。也就是说，在语言隔阂之下，《罗马法大全》无法把查士丁尼的诉求传到对象耳中。

随时代演变，事后又遇上更大的不幸。《罗马法大全》完稿不到百年，西元七世纪时，击倒波斯人的阿拉伯人又将大部分的拜占庭帝国疆域化为伊斯兰领土。对基督教国家有效的罗马法，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是否还能生效，就有待伊斯兰专家来解答了。

只不过，由于全书采用拉丁文著作，使得《罗马法大全》能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重新在西方发挥威力。因为欧洲地区在中世纪时，共通语言还是拉丁文，而且欧洲各国全是基督教国家。直到今天，欧洲人还在赞赏查士丁尼复甦古代罗马法的功绩。两千年后的各国大学内，都还有研究罗马法的学科存在。由此可知比起成为史迹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罗马法大全》要更能有益于人群社会。




圣战思想



在《罗马法大全》编纂期间内，有一名热血的主教积极接近查士丁尼。由于查士丁尼是个热忱的天主教派信徒，因此天主教派的神职人员可自由地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内行走。这名主教只要有机会与查士丁尼说话，就会一再重复下列说词。


「让天主教派信徒脱离异端统治，是您的使命。天神会走在您的军队之前。由神明引导的士兵将打倒敌人，让异端统治下的土地，重新飘扬著皇帝的旗帜。您的敌人也就是神的敌人。」



查士丁尼为此动心，不过没有立刻下决定。在这段时期中，已沦为常态不值特別一提的，是帝国正进行对波斯萨桑王朝的作战。一如往例，又是由波斯攻击，拜占庭方面迎击。查士丁尼在这场战役中投入了旗下最优秀的武将与两万五千名部队。

由于拜占庭方面戮力奋战，目前战况有利。但是一直维持没有关键胜利的胶著情势。

让人讶异的是，在东罗马帝国近处的迎击战中，军方竟然只能投入两万五千人。由此可知不但西罗马帝国在没有军事力量自保的情况下灭亡，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在逐年衰退。若是元首政体时期的罗马帝国，光是东方防线就有常设八个军团的四万八千名军团兵，以及数量同等的辅助兵，总兵力约在十万左右。西元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只能使用四分之一的兵力，根本没有在东西双方同时开战的能力。偏偏查士丁尼的梦想，就是像君士坦丁或狄奥多西那样成为统合东西的大帝国君主。只不过，如果要进攻西方的话，势必要先结束与波斯的战斗局面。





查士丁尼向波斯王科兹洛叶提出和谈提议。科兹洛叶也厌倦了让拜占庭军压抑的战斗局势，因此回答以五千两百五十公斤的黄金做和平条件。查士丁尼接受这项要求后，换取了冻结束方战线的成果。对波斯战役的功臣贝利萨留斯随即被召回君士坦丁堡。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中，就此展开了进攻北非汪达尔王国的作战準备。




贝利萨留斯将军



贝利萨留斯将军与查士丁尼相同的，生于巴尔干地区。不过他的年纪比查士丁尼年轻十八岁左右。他在青年时期从军，在美索不达米亚对亚美尼亚作战中崭露头角。查士丁尼登基时，随即将他升迁为东方军司令官。

贝利萨留斯在二十七岁时就成为将领。若说以崭新大胆的战略战术，带领少数部队以寡击众获胜的能力，没有任何武将能够超过贝利萨留斯。查士丁尼若要将战线转移到西方，也唯有将贝利萨留斯从东方转调到西方。查士丁尼在西元533年起推动复兴前西罗马帝国领土的作战，此时这位总司令官才刚满三十三岁。





查士丁尼皇帝深爱着出身低下，但是美丽又个性强势、口快心直的狄奥多拉。贝利萨留斯也深爱着同样个性的安东妮亚。他不但迎娶了这位带着拖油瓶的寡妇，两人还白头偕老。狄奥多拉婚前原本是个舞女，安东妮亚则是赛车手的女儿，共通之处是出身下层社会。理论上来说，两人既然同样美丽，又个性强势、作风大胆，应该能有不错的交情。实际上这两人虽然未曾敌对，却维持著紧张关系。或许是每当两人见面时，都觉得自己好像在照镜子吧。






狄奥多拉皇后与女官




在进军北非的一年前，首都君士坦丁堡曾发生一场叫做尼卡（Nika）之乱的有名暴动。当时战车赛的蓝队与绿队支持者之间发生冲突，引发了牵连民众的暴动。当三万名暴徒逼近皇宫时，五十岁的查士丁尼吓得失魂落魄，还接受皇宫官僚的建议，準备逃出皇宫。这时是狄奥多拉阻挡在他面前，怒斥逃亡行动不是皇帝该有的风范，同时坚持要派遣贝利萨留斯前往镇压。最后是在贝利萨留斯的果敢决断之下，成功的在状况恶化前压制住暴动。

安东妮亚没有留下斥责丈夫的记录，不过她也是个相当优越的人物。无论丈夫贝利萨留斯走到哪里，随时都可见到安东妮亚的身影。她不仅会一同前往战场，甚至时常率领分队，支援丈夫的作战行动。虽说如此，她却从不过问丈夫的人事决策，反而是狄奥多拉或多或少会干预人事。

在拜占庭帝国史上，最有名的皇帝是查士丁尼，最有名的武将则是贝利萨留斯。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在东方色彩日益浓厚的东罗马帝国中，社会充斥著血统良好个性模糊，温柔体贴又有生育能力的女子，这两人看上的却是狄奥多拉和安东妮亚这样的女人。




进军亚非利加



西元533年6月，以打倒北非汪达尔王国为目的的军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这是总兵力一万五千人，船舰数量超过五百艘的大舰队。不但皇帝与皇后前来庆祝出师，大主教也前来保证天神的祝福。尽管不像后世的十字军一样举着十字旗，官兵身上也没有穿着画上十字的盔甲，攻击的对手不是异教而是异端，但这还是一种十字军行动。

基於补给的问题，要在远离母国的敌境作战时，与其率领大军不如率领少数精锐部队作战来得有利。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苏拉、鲁克鲁斯、凯撒等古代名将都证实了这一点。只不过，要在兵力多达二十万的北非登陆，身边只有一万五千人未免显得太少。说不定这已经是东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极限。不过让人感叹的是，花钱向波斯买来和平后，送往西方的兵力竟然只有一万五千。而手上仅有这些兵力的贝利萨留斯，势必要设法寻求更加新颖大胆的战略。





多亏普罗柯派厄斯留下了《哥德战记》，详细记录整个过程，我们这些后人才能得知查士丁尼收复西罗马帝国失土的意图，以及贝利萨留斯如何推展计画。这名希腊人生于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年龄与贝利萨留斯相近。当贝利萨留斯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时开始担任其祕书官。西元533年发起西征任务时，当然也随行从军。对于贝利萨留斯来说，这就好像是带着优异的从军记者参战一样。而且这个记者不是普通的记录员。普罗柯派厄斯不但观察力优越，文笔又巧妙，具有史学家的素质。对于贝利萨留斯来说，能让这个人帮自己留下业绩记录，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查士丁尼有从政能力但是缺乏军事经验，而且由于脚步几乎没有踏出过君士坦丁堡，对于帝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并不熟悉。贝利萨留斯时常要在这个上司的命令之下勉强作战，有时还要冒著去职的风险向皇帝抗议。贝利萨留斯能获得官兵的绝对支持，想必是众人对于被逼在不利局面下取得战果的年轻将军抱着敬意与同情。这也是从军记者兼祕书官的普罗柯派厄斯的想法。

由君士坦丁堡出发后，满载拜占庭帝国官兵的五百艘船舰首先要横越马尔马拉海，经过荷雷斯贲特斯海峡，进入爱琴海。南下爱琴海之后，绕过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前往西西里岛，最后才在汪达尔王国所在的北非上岸，结束整个航程。尽管途中随时会靠港补给，整个航程要横越半个地中海。出发时期会挑在入夏时分，也是因为尽管地中海的风向不定，在夏季的变化不会太过明显。然而，当舰队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时，发生了一件丑闻。

船上装载的面包腐败，造成五百多名官兵与船员食物中毒。长期航行用的面包，必须是类似饼干的干面包。制作时经过两道烘焙程序除去水汽，在食用时如果不泡水或葡萄酒就无法下咽。然而当初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这些面包，不但省去一道烘焙程序，而且只用帮共同浴场烧热水的温度制作，出航没有多久就全数腐败。

贝利萨留斯延长靠港的预定日程，动员附近所有的面包店，重新制作能耐长期航海的面包。同时他向身在首都的查士丁尼送出详细报告，要求严惩负责帮远征军调度食物的大臣。因为经过军方调查发现，大臣将偷工减料后省下的费用拿来中饱私囊。

查士丁尼更换了大臣，但没有做更进一步的惩处。「伙食」是前线官兵作战的原动力，然而没有率军打仗过的查士丁尼，恐怕只有理论上了解，实际上根本没感觉。





五百艘船的大舰队在航行时，除了补充生鲜食品与饮水之外，还需要额外靠港等候。如果不能耐著性子等待后方船舰到达，重新集结出港的话，会造成大量船只迷途的现象。因此，在能够沿岸航行的海域，就必须尽量沿岸航行。不过，有些海域是无法沿岸航行的。对贝利萨留斯率领的远征军来说，从希腊南端往西西里岛，横越爱奥尼亚海的航程就是这种状况。如果顺风的话，整个航程只需五天。

然而在进入海域几天之后，海上的风完全停了。在完全仰赖划桨手的状况下，整个横越爱奥尼亚海的航程延长到十六天。船上虽然有足够的面包，但是饮水断绝了。这时候，总司令夫人的计策帮了大家的忙。安东妮亚在出发前瞒著丈夫，将装满清水的大量水壺搬入各船舰的底舱。官兵与船员得到这些清水后，才好不容易喘过气来。由于偶尔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此官兵中没有人对只有贝利萨留斯带着妻子同行的事感到不满。





当时的西西里岛与义大利半岛同样的，属于东哥德王国管辖，由哥德族官兵防卫。贝利萨留斯到达西西里岛南端后，随即向当地的哥德统治官请求调度食粮与马匹的许可。统管义大利与西西里岛的东哥德王国向来注重与东罗马维持良好关系，因此调度食粮与马匹的工作能顺利结束。只不过贝利萨留斯认为单方面的资讯无法正确掌握局势，在调度食物马匹的同时，把祕书官普罗柯派厄斯派遣到西西里岛最大的都市叙拉古，打听东哥德王国的内情。在打听之后得知的是，批判提欧铎力克之后继位的国王态度软弱的威提吉斯派势力，要比君士坦丁堡接获的传闻中来得强大。

贝利萨留斯被迫改变战略。他必须考虑无法以西西里岛做进攻北非时的后勤基地时的状况。以现状而言，最好重新假设无法利用西西里岛，重新拟定战略较为安全。他必须尽早离开西西里岛前往北非，而且在可望获得粮食补给的地方上岸。





不知道贝利萨留斯是否阅读过朱利斯·凯撒的《内乱记》，还是偶然的巧合。贝利萨留斯选择的登陆地点不是敌人集中的迦太基，而是偏东南南方向的海岸。这附近自古是农业地区，统治者汪达尔族集中住在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北部地区，相对的这附近是罗马人农庄经营者定居的地带。也就是说，贝利萨留斯选在敌方防卫漏洞上岸。

在这附近汪达尔族的卫队可说几乎不存在，9月贝利萨留斯在此上岸时，得以顺利的完成登陆行动。只不过，当时处於收获时期，官兵一上岸就开始掠夺附近的农庄。这纯粹是沿袭在东方与波斯作战时的做法，不过大大违反了贝利萨留斯的战略。总司令官召集了全体官兵，开始向他们训话。






「我决心接受远征亚非利加，收复长期受蛮族统治的这块土地的大任。当时我心中认为比率领的部队规模与士兵训练程度更重要的，是如何与长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利用他们长期心中潜藏的对汪达尔族的敌慨意识。如今你们却糟蹋了我的想法。只要和和气气的交涉，就可廉价买下来的东西，何必动武力去抢夺？你们如果一再施暴的话，他们只好在绝望下去投靠汪达尔族。结果我们会成为侵略者，不但要而对真正的敌人，还要与希望从敌人手中解救的百姓敌对。」



受到三十三岁的总司令说服后，官兵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从此以后再也没发生掠夺行为。贝利萨留斯四处派遣部下与农庄主人商讨探购食粮，免除了在后勤上的困扰。同时派遣使节拜会各都市的行政官，除了保证他们的地位与人身安全外，并保证他们可维持行政工作。只不过，他追加了一项条件：

在以往以汪达尔王名义推动的行政工作，从今以后必须改以查士丁尼皇帝的名义推行。贝利萨留斯的做法迅速传遍附近地区，当贝利萨留斯军北上时，无论都市乡村都对他们敞开大门。这使得贝利萨留斯可以在和平之下，持续朝敌军根据地进军。友军的舰队也能在陆军的右手边，一同北上朝敌军根据地迦太基湾航行。




汪达尔王国溃败



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在老练的坚瑟利柯王逝世后，陷入了内斗纷争时期。血亲之间互相争夺王位，失败者之中运气较好的也得待在牢里。汪达尔族不是不知道贝利萨留斯率领著拜占庭军逐渐逼近，而是虽然知道，但缺乏强力的领袖，集结现有的力量準备迎击。汪达尔族的军事力量并不差。由于日耳曼裔蛮族出生率高，此时光是纯战斗人员就至少有十五至十六万。





至於维持军事力量所需的经济力量，却是一天比一天衰败。由汪达尔族征服的北非地区，从未实现过「蛮族和平」。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没有共存的余地。具高度文明、才能优异的战败者罗马人，只有成为难民离开北非。汪达尔族虽然得到了基础建设完善、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具高度文明人才辈出的罗马时代北非地区，却依旧与住在日耳曼地区深处时一样是北方蛮族。汪达尔族在西元430年征服北非地区，贝利萨留斯率领东罗马军进攻时已是西元533年。在罗马帝国中，文明程度优于高卢的北非地区，就在这种状况下过了百年。与贝利萨留斯两度战斗，并且两度战败之后，汪达尔王国就这样灭亡了。

贝利萨留斯在6月初从君士坦丁堡出港，在9月初於北非登陆。而贝利萨留斯走进迦太基城时，是9月15日。在短短的两星期内，统治相当於现代的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地区百年的汪达尔王国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方面固然因为贝利萨留斯的战略巧妙，不过真正的主要原因，是这百年来汪达尔人无所事事。





只不过，北非地区虽然名义上回到东罗马帝国这个属于罗马人的国家之下，却未能恢复与罗马时代同样的丰饶景观。空有土地与气候，并不能满足复兴的绝对条件。因为若是没有人才，也就无法善用条件优渥的土地与气候。汪达尔族征服后，北非开始沙漠化；然而在查士丁尼收复之后，沙漠化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歇。汪达尔族在统治过程中，不但拒绝与战败者同化，连共存都不愿意。然而东罗马送来的希腊裔行政官，与汪达尔族同样的把北非居民当成被统治者看待。贝利萨留斯在进入迦太基城时曾经公告说：汪达尔人以征服者的身分来到此地，我们却是以解救者身分来的。如今这句话也成了空头支票。





贝利萨留斯进入迦太基城之后，又在北非地区停留了八个月。在这段期间内，他把时间全花在推动军事行动。首先驱逐了北非地区的汪达尔残党，同时判断无法消灭茅利塔尼亚人（摩尔人），因此允许他们定居於今日的摩洛哥一带。此外，他以在北非的胜利为后盾，威胁统治伊比利半岛的西哥德王国，把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纳入了查士丁尼的统治下。由于汪达尔王国的消失，萨丁尼亚岛也自动的「收复」到东罗马帝国下。西地中海与东罗马帝国保有制海权的东地中海同样的，成为东罗马帝国势力范围。查士丁尼收复前西罗马帝国失土的愿望，至此可以说是大功告成。





只不过，贝利萨留斯只能推动军事行动，无法施行周到的战后处理，确保军事行动的成果。拜占庭帝国的政治走在西元四世纪的后期帝政延长线上，中央集权程度胜过从前。如今文官与武将的职务完全区隔，战后处理工作属于行政官僚的工作范围内。

乍看之下，这是个合理又进步的体系。然而若要在战争中获胜，事前必须蒐集大量的资讯，并依据资讯深刻考究民情。虽说一旦开战，实际战斗的是官兵与部族长，然而总司令在开战前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战斗获胜的总司令官，往往也能深刻理解敌人的心理。

从共和时期到元首政体时期，罗马依循著一贯的人事策略。外派的司令官不但要指挥战斗，同时还全权负责与战败者议和，以及征服地的战后处理工作。正因为有这项风气，罗马的司令官才有不委由部下询问敌军俘虏，而是由本人亲自执行的习惯。如果只要得知情报，大可由部下拷打俘虏。然而若要理解情报的背景因素，唯有关心背景的人亲自询问，才能期待发挥效果。只不过，罗马人长期培育的这项习惯，在西元四世纪之后也遭到遗忘了。





查士丁尼得知贝利萨留斯进入迦太基城后，派遣四名宦官领袖出身的高级官僚前往北非。遭净身的男子未必等于无能。相反的，这些人能在充满阴谋的皇宫内出头，代表他们具有充分的实力。东罗马帝国重用宦官的目的，并非像东方君主一样用来管理后宫。而是认为既然这些人没有办法拥有家庭，相对的会更向主人尽忠。不过这也使得这些人在行政时，往往看的是主人的脸色，而不是国民的表情。这也就是为何宦官施行的统治往往严酷又高压，征稅时毫不留情，而且视收贿餽赠为日常琐事。一旦作为人的牵绊淡薄后，不知为何人们往往忙着中饱私囊。





贝利萨留斯在两星期的短期间内，成功的把势必为「恶」的战争结束了。然而接手的行政官僚即使花上二十年，也无法将战后处理，以及其后的确立统治工作等属于「善」的部分成功结尾。不仅是北非地区，所有由东罗马帝国收复的地区都有这种共同现象。复兴统治造成自然与人类的疲惫，而在北非地区，自然与人类疲惫是以沙漠化的形式呈现。这甚至让人认为，查士丁尼的「夺回」乃至「收复」，不但不能改善自然与人类的疲惫现象，恐怕还加快了恶化的速度。





第二年，西元534年秋季，贝利萨留斯凯旋回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皇帝与狄奥多拉皇后特別前往码头迎接。君士坦丁堡总主教举行弥撒时，还特別向上天感谢拯救天主教派信徒脱离「异端」奥里斯派统治。原本举行凯旋仪式是皇帝的特权，这回也特准贝利萨留斯举行。虽然凯旋将军不是照传统方式驾驶四头战车，而是骑着战马，至少民众的狂热依旧不变。贝利萨留斯在皇帝的推荐下，获选为第二年，西元535年的执政官。对于三十四岁的贝利萨留斯来说，这年无疑是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只不过，查士丁尼皇帝没打算让他推动执政官的工作。

享受久违多时的首都生活不到一年，西元535年秋季时，贝利萨留斯又被派遣到西方。查士丁尼的下一个「复兴」目标，是由东哥德王国统治的义大利半岛。首先必须拿下西西里岛，作为进军时的补给基地。




进军义大利



义大利进攻作战中，贝利萨留斯手上的兵力只有七千五百人，让人看了都怀疑是不是中世纪抄写时出了笔误。即使加上贝利萨留斯的私人兵力一千人，总人数也只有八千五百人。皇帝竟然要他用夺回北非时的一半兵力，收复有二十万名东哥德部队防卫的义大利半岛。

而且义大利半岛的局势，与北非大有不同。在义大利半岛中，统治者哥德人与被统治者罗马人已在「蛮族和平」之下共存了六十年。北非在遭到汪达尔人占领后，上流社会的罗马人争相逃难，但哥德族统治下的义大利半岛可没出现难民。在奥里斯派统治下，天主教会也依旧存在。

身为天主教派信徒的罗马人，想必不会与信仰基督教奥里斯教派的哥德人合作，一同对抗天主教派国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只不过，他们也不会协助拜占庭军，积极设法打倒哥德人。北非地区在百年之后，居民依旧充斥著对汪达尔族的反感，义大利半岛的局势可就不是如此。查士丁尼竟然要求用半数的兵力完成进攻义大利的计画，真让人怀疑是谁对他灌输了这种想法。

以少数兵力遂行战争任务，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做法。然而仅投入少数兵力，也就具有容易让战争陷入长期化的风险。在元首政体时期的罗马帝国，按例是先準备十万规模的军队，一口气全数投入作战。正因为是一次投入十万部队，才能让战争在一两年内结束。战争是无可辩解的恶行。也正因如此，必须从事恶行的军方人员首先必须学会的第一项观念，就是要设法尽早结束。





由于东哥德族几乎没在西西里岛派遣卫队，因此贝利萨留斯能轻易收复失土。不过，若要让当地发挥后勤基地的功能，就必须安插防卫部队。派遣防卫部队之后，贝利萨留斯能动用的部队只剩下五千人。他必须以五千人的兵力，完成收复义大利半岛的作战。

贝利萨留斯尚未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就知道，夺回东哥德王国下的义大利半岛，与夺回遭汪达尔王国统治的北非是两回事。在他的构思中，收复义大利的作战必须分成两道战线同时进军。第一军以西西里岛为后勤基地，从义大利半岛南端上岸后持续北上。相对的，第二军则是以亚德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为后勤基地，渡过亚德里亚海，直接攻击东哥德王国王宫所在地拉温纳。这项作战的目的，是将敌军的二十万兵力分为两半。

查士丁尼也同意了这项作战，同时约定编制在达尔马提亚集结的第二军。只不过，他一直没有履约。战争初期时，贝利萨留斯只好仅以五千兵力对抗二十万名敌军。一旦国家让不懂得战争实情的人成为最高负责人，势必无法避免浪费人力与时间。

普罗柯派厄斯的著作《哥德战记》之中，这场战争是从轻易收复西西里岛，开始进攻义大利半岛的西元536年起始，结束於最后一名哥德族国王阵亡的西元553年，过程长达十七年。在长期化的战争之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没有自卫能力，因而被排除在战役当事人之外的义大利半岛罗马人。





贝利萨留斯收复西西里岛之后，一方面準备进攻义大利半岛，一方面试图以外交交涉解决问题。如果考虑到以五千兵力进攻的结果，事情当然是以能和平解决为上策。

再加上提欧达多虽然是东哥德族的国王，却是喜好以拉丁文记述自己的姓名，热心於希腊哲学，又喜爱说希腊文与拉丁文的人。贝利萨留斯派遣使者晋见滞留罗马的提欧达多，试图以外交交涉结束战役。

提欧达多为了西西里岛遭拜占庭军进逼而大感动摇，因此马上接受这场外交谈判。双方和平谈判的过程十分顺利，最后甚至簽署了协议内容。

一、东哥德王国的国王承认罗马帝国皇帝（实为拜占庭帝国皇帝）主权，公开表示身为其臣子。

二、为证明臣服，国王每年致赠以三百利普（一百一十二公斤）黄金打造的皇冠给皇帝。

三、约定每当受皇帝要求时，要派遣三千名部队支援，并承担所需之全数经费。

四、无论任何理由，未向皇帝请示之前，不得将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或元老院议员处死或没收财产。

五、若无皇帝许可，不得任命元老院议员或「贵族」。

六、於公告或官方公文中，将皇帝名讳标示於国王名讳之前。国王之雕像必须立于皇帝雕像右侧。





条约中既没有课征稅金，也没有剥夺自卫权，因此可说是在某个程度上认同了东哥德王国的独立性。很可能提欧达多担心条约遭到拒绝，当使者带着条约内文沿着阿庇亚大道南下时，被提欧达多派来的人员追上。让人再度请回罗马一趟的使者，与哥德王之间出现这样一段对话：


「你认为皇帝会簽署这份和约吗？」




「或许吧！」




「如果遭拒绝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就要发生战争了。」




「这场战争正确合理吗？」




「当然正确合理。只不过双方都根据自己的立场来决定判断基準。」




「这话是什么意思？」




「您是个哲学家，查士丁尼却是皇帝。自认是柏拉图弟子的人，在推动必须让大量平民百姓流血的战争时，心中会带着极大的纠葛。可是对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恢复他所获得的正统权力。对查士丁尼而言，就是不惜动武也要恢复过去遭夺取的领土。」







至於这段故事是真是假，目前尚未得到学术证明。或许这就是马基维利所说的，极可能是事实的谎言。如果这份条约能让事情和平落幕，想必不但贝利萨留斯会同意，连查士丁尼皇帝也会认同吧。

只不过，这份条约最后没能见天日。不是拜占庭方面拒绝，而是东哥德方面推翻了决议。提欧达多遭到全体重臣批判态度软弱，不但被逼下王位，不久后还遭到杀害。在哥德人的欢呼声中接下东哥德王位的，是反拜占庭派的威提吉斯。如今贝利萨留斯只好带着五千名兵力，进攻义大利半岛。




哥德战役



西元536年春季，贝利萨留斯展开了行动。要从西西里岛前往义大利半岛南端上岸的话，只需渡过三公里宽的墨西拿海峡。只有五千名兵力的话，想必也不用征召大量船只，只用附近的渔船就可以凑合了。在登陆之后，从义大利南端到拿坡里为止，进军过程与收复西西里岛一样顺利。由于哥德人将兵力集中在义大利北部，南义大利可说是兵力的空白地带。

在普罗柯派厄斯笔下，贝利萨留斯军登陆后一路沿着罗马大道北上，获得南义大利居民欢迎。只不过，姑且先欢迎再说，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人民自保的手段。对这些天主教派信徒来说，贝利萨留斯军理论上是救星，可是书中没有义勇军赶来与北上的贝利萨留斯会合的记录，在其他文献中也没有相关记述，可见局势与当初在北非登陆时大有不同。





当时的拿坡里正逐渐发展成南义大利最大的都市，内有八百名哥德驻军。同时当时的拿坡里住有许多犹太人，犹太社群对市政具有相当的发言权。犹太人知道深信基督教的查士丁尼在东方迫害犹太教徒的事迹，因此众人担忧敞开城门后会遭受什么样的命运，怀抱着恐惧等待贝利萨留斯的到临。实际上，就在这个时期，查士丁尼向法兰克王国送出了下列信件，希望能拉拢改信天主教派的法兰克族一同参加对哥德族的战役。






「哥德族入侵义大利，盘据至今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义大利的居民，是与我们同享真主教诲的人们。此外，朕有正统的权利统领义大利。因此朕向哥德人提出归还他们不当取得的土地，以及非法统治的人民之请求。然而他们以让人难堪的无礼作为回复。因此，朕不得不向这些人发出宣战通告。本回的战争目的，在歼灭异端奥里斯教派。本回战事目的，在以正统信仰摒除邪教。而吾等（东罗马皇帝与法兰克王）共通之处，在于受上天之讬付，有守卫正统信仰之职责。」







信中呼吁法兰克族跨越阿尔卑斯山进攻北义大利，与北上中的贝利萨留斯联合作战。不过在这个时期中，这项呼吁没有效果。查士丁尼发动哥德战役的真正目的，已经全数表露在给法兰克王的书信中。即使同为基督教徒，也绝不饶恕「异端」的拜占庭皇帝，当然不可能容许「异教」犹太教徒的存在。拿坡里犹太居民有正当的理由感到畏惧，这也使得贝利萨留斯在进军到拿坡里之后，首度遇到像样的抵抗。





光从陆地方面进攻，是无法攻陷面海的都市的。偏偏贝利萨留斯手上没有能用于海上封锁的海军兵力。此外，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攻打，而且他不能在放置拿坡里不顾的状态下前往罗马。就在贝利萨留斯构思早日攻陷的方法时，有一位士兵表示意见了。据说他们进入废弃的水道桥之后，发现水道桥通往城里。

贝利萨留斯随即派遣一名队长率领数名士兵，趁着夜色悄悄勘查路线。勘查队凭借提灯的光芒走入高架水道内之后，回报说他们最后到达城墙内一座遭弃置的小屋。

废弃的小屋，很可能就是暂时储存由高架水道坑道内流出的清水，排除杂质后将水转送至市区各处的“castellum”设施。或许是在水道遭废弃之后，附带设施也一并遭到忽视。而且“castellum”位于城墙内侧，具有相当的面积，正适合让沿着水道桥潜入市区的部队藏身。





就在哥德战役之后，与街道同为罗马人两大基础建设之一的水道，也就不再是水道，而是历史遗迹了。因为原本纯以随时供应新鲜水源为目的建设的高架水道，让人转做军事用途。拿坡里的水道已经让人弃置多时，这个时候的罗马水道还在使用中。人人能使用新鲜水源，是明确的文明表征。而修筑水道桥时只需考量流水问题，也是“Pax Romana”（罗马和平）的最佳佐证。

当水道桥被视为部队潜入的路线之后，罗马文明也就没有容身之处了。首都罗马有十一条水道，各行省省都也会有三、四条水道。在罗马帝国中，无论多小的城镇，至少都会有一条水道。有些乡镇小到在后人眼中看来，会苦笑说竟然连这种地方都有。为众人随时提供新鲜且大量的清水，是最低限度，但也是最重要的文明。而在哥德战役之后，这项文明也解体了。从最古老的阿庇亚水道建设时期西元前312年来算，至今共有八百五十年。若从记录中最新的水道安东尼亚纳水道来算，也有三百二十年的光阴。将随时向众人提供清水视为政治建设的罗马文明，也就在这年消逝了。





贝利萨留斯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画。首先由一组部队趁夜从废弃水道的坑道潜入市区。在黎明时分，潜入并藏身於“castellum”中的部队外出袭击城门守军，夺取钥匙后由内侧开启城门。主力部队则是趁夜摸近城墙，等待黎明时城门由内部开启的时机。贝利萨留斯在发佈作战计画后这样对官兵表示：


「我准许你们抢夺黄金白银，算是对于你们的奋战发放的额外报酬。不过禁止你们杀害居民。因为他们是天主教派信徒，是你们的同胞。」



作战完全成功，不过居民并非毫发无伤。拜占庭官兵把总司令的话解释为不得杀害不抵抗的人。纯粹试图保护家小的居民也好，因畏惧基督徒官兵而疯狂反抗的犹太人也好，全因动手反抗而遭到杀害。讽刺的是，八百名哥德部队知道只要不抵抗就能保全性命，结果全成了俘虏。这八百名部队直接被整编到贝利萨留斯军中。长达二十天的拿坡里围城战斗中，唯一的受害人是一般居民。哥德战役的一大特征是，最大受害人是与战争无关的义大利人，而且早在初期的拿坡里攻城战就已经露出了这项特征。





若要从拿坡里前往罗马，可沿着平原行走在阿庇亚大道，或选择穿越山区的拉提那大道。贝利萨留斯当时同时从这两条大道进军。要说这是为了分散风险，不如说是将部队拆为两路，借此提前赶往罗马。因为从拿坡里到罗马之间，没有遇上大批哥德军的风险。

贝利萨留斯率领部队从拉提那大道行军，祕书官普罗柯派厄斯则似乎被分派到沿着阿庇亚大道行进的部队中。这名巴勒斯坦出身的希腊裔史学家，在著作中记述了「大道女王」两百年来缺乏维修遭人弃置，却依旧能维持石板路面毫无隙缝的惊人现象。

在罗马市内正由罗马主教居中协调，策划避免发生有如拿坡里攻防战的局势。哥德方面也认为在这个阶段彻底抗战并非上策。他们有必要集结多达十五万的兵力，因此必须返回义大利北部一趟。






罗马市略图




西元536年12月10日，哥德部队从罗马西北方的弗拉米尼亚门编队朝外行军离去，相对的由贝利萨留斯率领的拜占庭官兵从罗马东南方的亚吉那利亚门一边欢呼一边走入了城门。在和平状况下，城池换了主人。就连犹太人，也只要在社区集中地「台伯河对岸」隐姓埋名不张扬，就能暂保平安。





不过任何人都预料得到，哥德人不会轻易放弃统治了半个多世纪的义大利地区。贝利萨留斯没有閒暇参观首度造访的罗马景色，他首先必须设法加强长达二十公里的城墙防卫措施。哥德人以义大利北部为根据地，因此势必从北方进攻。防卫罗马北方的弗拉米尼亚门至萨拉里亚门之间的段落尤其需要补强。在这时候，天主教神职人员却表示这个段落的城墙防卫完善，不需要施工。当贝利萨留斯反问为何这么说时，神职人员表示：因为传说中这段城墙有圣彼得的保佑。在贝利萨留斯的工作中，又多了一条必须在施工同时让这类意见从左耳进右耳出的项目。

在推动城墙补强，以及壕沟挖掘工程的同时，三十六岁的总司令官也没忘记从西西里岛进口大量小麦，同时还从拿坡里郊区采购主食以外的其他粮食。

西元536年至537年的冬季期间，就在施工的凿斧声中，以及人车往来的噪音中过去。原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五千兵马的市民，也渐渐开始愿意提供协助。贝利萨留斯以自卫队的名义编组这些义勇军，让他们与拜占庭部队一同担任防卫工作。据说自卫队的人数多达三万，对于只有五千兵马的贝利萨留斯来说，这是无上的好消息。




罗马攻防战



在古代，传统上战斗期间是从每年的3月起始。西元537年3月，哥德族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与萨拉里亚大道南下，在罗马城墙前摆开阵式。总指挥由排除提欧达多后，登上东哥德王位的威提吉斯担任。十五万兵力原本足以包围整个罗马，但不知为何他们没有这样做。哥德族部队的帐篷遍布弗拉米尼亚门至普雷涅斯提那门为止，由北至东的一带，但是在台伯河以西，以及阿庇亚和拉提那大道等南方，看不到哥德兵的影子。

贝利萨留斯将指挥总部设置在宾奇亚那门后方，亦即总司令本人同样置身前线。同时他顾及我军的人数劣势，将防卫力量集中在预测中最受敌军猛攻的城门。为了便於掌握各城门防卫队的局势，他又编组了总司令与各队伍间的传令专用队。由于他必须以三万五千兵力，迎击十五万名敌军，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可能的策略。

不过，局势并非完全不利于贝利萨留斯。因为他没有必要获胜，只需要维持不败，等待敌军放弃即可。





在进行都市攻防战时，双方并非隔着城墙对峙而已。通常守军会抓準时机开门出击，攻击结束后再度躲回城里。本回的攻城战斗过程也是如此演变。尤其贝利萨留斯擅长积极战斗，在出城袭击敌人时，常常亲自担任指挥。可能也因为他指挥得当，防卫方的兵力折损少得让人讶异。在这种数量吃亏的局面下，还能与敌军对等，甚至时常对敌军造成重大伤害的原因，根据贝利萨留斯表示，主要在于哥德骑兵与拜占庭骑兵的差异。哥德骑兵采用持枪奔马冲刺的方式作战，拜占庭骑兵却受到波斯弓箭手的影响，是在奔驰过程中射箭，因此可在远处击倒敌人。

一来因为攻防战的局面对防卫方有利，再者因为罗马是个大都市，尽管人口比鼎盛时期剧减许多，这时期至少还有十五万人。在北边的城墙两侧上演火热的战场戏码时，市民依旧过着日常生活。尤其市区的南半部，生活气氛安稳得让人不敢相信正处於战争期间。台伯河西侧的圣彼得大教堂，每天依旧有络绎不绝的信徒。因为人们在长年的生活经验中得知，进攻方哥德人是奥里斯教派的基督教徒，即使进城了也不会攻击天主教派的教堂。罗马攻城战呈现著奇妙的景观，不过也仅以这一次为限。





尽管每当敌军发动总攻击时都能成功击退，出城袭击时都能造成哥德军大幅伤亡，哥德方面却一直不愿放弃攻击。当春天过去，夏天来到，哥德方面开始使出断水策略。原本哥德军已在水道桥的拱桥墩下拉起布幕充当军营，如今更为了阻断水源，从中破坏水道桥。由于水源并未遭到阻绝，因此水道桥被破坏的地方附近会陷入淹水状况。不过哥德军似乎在破坏前做过选择，没让营区淹水。这项作战让贝利萨留斯多了两件要担忧的事情。

第一，是要确保夏季饮水来源。

第二，则是担心敌人从遭受破坏后无水的水道桥潜入城里。





以断水方式攻击市区内有河流通过的都市，本身就是一件愚蠢的行为。更何况罗马是为了处理七座山丘的湧泉问题，比上水道更早建设大型下水道的都市。因此只要奖励民众使用井水，第一项问题就可克服。只不过在改信认为入浴是治疗行为，不得以此为乐的基督教之后，罗马人依旧保持著入浴的习惯。因此城里有人抱怨无法使用充分的热水洗澡。

至於第二项问题，贝利萨留斯使用了远离罗马风格的方式来解决。他首先破坏已经无水的坑道，将碎石堆满遭破坏的坑道口之后，涂上一层灰泥固定碎石。因此，在西元537年，享年八百五十岁的罗马水道就此壽终正寝。





随着攻防战的持续，城里储存的粮食渐渐探底。尽管域里实施著严格的配给制度，依旧无法因应粮食需求。在粮食完全见底之前，贝利萨留斯必须要能找出彻底的解决方案。

於是，贝利萨留斯决心「灭口」。这时候往南义大利的道路还算安全，他派人在市区内各处宣读通告，命令老弱妇孺前往南义大利避难，同时也准许奴隸出城。

简单来说，贝利萨留斯想尽可能减少既不能参战，又要设法为其保障食物的人员数量。阿庇亚大道与拉提那大道因此塞满了往拿坡里以南避难的人潮车潮；托斯科拉那与拉比卡纳大道上，则是塞满往罗马郊区农村避难的人员车辆。贝利萨留斯为了保证往南义大利的道路能安全通行，在交通疏散之前还派遣了部分军队前来护卫。





只不过，确立战时体制之后，反而有人因此感到不安。在这些人之中，包括了罗马主教兼教宗锡尔威流斯，也是当初协助贝利萨留斯和平入城的人。早在贝利萨留斯登陆之前，教宗便与哥德高官们熟识。

既然身为主教，平常住宿的地方自然在罗马主教教堂拉提拉诺教堂隔壁的主教官邸。在罗马市南边的拉提拉诺教堂附近，有一道亚吉那利亚城门。主教构思的「拯救罗马策略」，就是趁夜悄悄开启这道城门，让潜入的哥德官兵穿越市区，从背后袭击在北方防御的贝利萨留斯军，借此结束整个攻城战。

不知道是什么人告的密，这项计画也传入了贝利萨留斯耳里。只不过他虽然贵为总司令，但只是个武将，既不能传唤主教详细询问计谋内容，也不能调查主教是否已经私通哥德王。贝利萨留斯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主教跟几名已知协助计谋的元老院议员护送到君士坦丁堡，留待查士丁尼发落。





这件事故让贝利萨留斯察觉到，罗马居民中已经开始弥漫厌恶拜占庭军的气息。也难怪贝利萨留斯要惹人厌，半个多世纪以来，众人一直能与统治者共存，异端的统治并没有带来太大的不便。然而半个多世纪后，拜占庭军打着复国的旗号出现，逼得大家要忍受长期的攻城战。贝利萨留斯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渐渐成为不受欢迎的友军。

原本能够真诚信任的罗马人，从此以后再也没办法信任了。罗马城墙的十五道城门，从此以后每个月要更换两次门锁。另外守护城门的罗马自卫队员，也会不时更替。而且，只有贝利萨留斯和少数亲信知道整套的措施内容。





哥德人与义大利罗马人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正在攻打罗马的哥德王威提吉斯下令，处决所有滞留在拉温纳的元老院议员。除了两名成功脱逃的议员以外，义大利北部的上流阶层全遭肃清。由此推测，很有可能就是罗马市区内的元老院议员，向贝利萨留斯密告锡尔威流斯主教的计谋。

日耳曼人与义大利罗马人的共存关系，就这样让人斩断了。

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奥达凯尔时代起算，至今六十年。从提欧铎力克确立与被统治者共存的政策至今，也有四十三年。如今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的共存宣告结束，日耳曼人开始将罗马人当敌人看待。或者说，是比敌人更加可恨的背叛者。





贝利萨留斯是个武将，身为武将的人知道途中放弃战斗是最愚蠢的行为。此外，厌恶拜占庭军的气息目前还没吹到平民身上。这要多亏了「灭口」措施的效果。

哥德方面似乎也听说了主教的计谋内容。原本没有敌军出没的南方与西方，开始暴露在哥德军的攻击之下。






现在的圣天使城（罗马时代的皇帝庙）




其中敌人攻击最集中的地方，是四百多年前由哈德良皇帝修建的皇帝庙（后世的圣天使城）。如果这个地方沦陷的话，台伯河西岸会落入敌军手中。如此一来，以九座桥梁链接的河流东岸也将暴露在敌军的攻击之下。这天在贝利萨留斯的命令之下，防卫兵力也集中在此处。在普罗柯派厄斯的记述中，那天的攻防过程如下：






「在从新奥雷利亚门投石可及的地方，有著哈德良皇帝修盖的皇帝庙。这是只能用了不起来形容的建筑杰作，以切割成长方形的大石块，在不使用水泥的状况下堆叠而成。外侧则以帕洛斯岛出产的白大理石复盖。建筑物本身呈正四边形，边长投石可及。高度超过市区周边的城墙，周围树立各种以白大理石制作的诸神或马匹雕像。这些雕像也是只能以造型美的杰作来形容。




不使用攻城器械的哥德人，依靠人数众多不断投石。他们企图趁我方畏缩时架上梯子，并且登上梯子，将我方卫兵推下城墙。不但士兵人数众多，梯子的数量也同样惊人。众人犹如云雾一般湧向皇帝庙，争先恐后地设法架上梯子。




短时间内，我方的官兵不知道要如何反击，只能茫然地看着。不知道在谁的命令之下，大伙迅速地展开行动。众人将诸神或马匹的雕像扯下并破坏，双手捧起成为碎石堆的雕像，开始朝敌军头上扔下。这项作战有了效果。敌军拋弃了梯子，争先恐后地开始逃逸。」







这场「大量屠杀」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大理石像杰作的措施，想必是在不得已中的办法。只不过，无论共和时期或帝政时期，罗马将领在获得出自希腊人手中的造型美杰作时，会以有如对待敌军重要俘虏的方式对待雕像。罗马将领在面临必要时，会杀害敌军，但未曾杀害过艺术作品。就因为战胜者具有这种尊重战败者遗作的风气，两千五百年后的我们才能走入美术馆轻易鉴赏这些杰作。然而，哈德良皇帝时代的四百年后，时代已经变了。不但贝利萨留斯是六世纪的武将，就连能理解希腊罗马文明的普罗柯派厄斯，也是六世纪的史学家。





光是进攻哈德良庙失败，还不足以让哥德军放弃由西侧与南侧进攻罗马的计画。哥德军曾一度攻陷罗马外港奥斯提亚，逼得贝利萨留斯必须亲自率军夺回。如今阿庇亚大道与拉提那大道再也不安全。当往南义大利的道路遭封锁后，普罗柯派厄斯也曾数度经手的，至拿坡里调度军粮武器的工作也就无法执行。

长期的攻防战，对进攻的哥德方也带来不便。首先，在贝利萨留斯的巧妙战术玩弄之下，官兵牺牲日益增加。再者，哥德族在半个世纪的义大利生活之下，已经不是不懂得文明生活的北方蛮族，他们开始抱怨在水道桥墩下搭帐居住的露营生活不便。国王威提吉斯是在官兵支持下登基的人，他绝对不能放弃已经将近一年的攻城战而撤军，但又不能忽视日益累积的官兵怨言。





不知道是哪一方面先提议的。总之，双方都有休战的意愿。如果不是议和而是休战，哥德王威提吉斯也能在不伤颜面的状况下撤军。





西元538年3月，在一年又零九天之后，罗马攻防战算是暂时落幕。普罗柯派厄斯书中并未表示守城部队为此欢呼庆贺，可能众人已经没有余力高兴。此外，当时三十八岁的贝利萨留斯并不打算遵守休战协定。在他发起军事行动追击撤退的哥德军之前，他向查士丁尼皇帝送出一封犹如直接请愿的书信。


「我们遵从陛下的命令，进攻哥德人支配的地方。夺回了西西里岛，拿下了坎帕尼亚地区，罗马也成功的回到了陛下手中。然而，尽管复兴是荣誉的行为，过程中付出的牺牲也相当惨烈。至今为止的阶段中，陛下的官兵能抵御大群蛮族勇敢奋战，并且对敌军造成重大打击。




我们知道胜利是上天的旨意。不过，君王与将领的名声，全看他们建立的计画带来良好的结果，或是只产生不良后果。




在此容我坦然直言。如果希望陛下的官兵今后还能生存，希望陛下能送来粮食。如果希望他们勇敢奋战，继续推行复兴作战，希望陛下能送来武器战马，以及支援兵力。




住在义大利的罗马人以同胞及解救者的身分看待我们。不过，若是他们发现我们缺乏兵力与粮食的现状，让他们觉得起初对我们的期待遭到背叛的话，他们的好感会直接转为对我们的敌意。




以我个人来说，既然我的人生已经奉献给陛下，如何使唤全看陛下的旨意。如果陛下认为我在这种状况下成仁能有益于陛下的名声与帝国的繁荣，我也甘心承受。」







这封内容「豁出去了」的信件，让人看了觉得好笑。只是不知道当时查士丁尼如何看待这封信的内容，不过至少他送出了支援部队。然而派遣的方式与人选，却采用查士丁尼特有的方法。

一千六百名部队，绕道义大利半岛西方的第勒尼安海，於南义大利的提拉其纳登陆。七千名部队从义大利东方的亚德里亚海北上，由中部的比千诺上岸。部队随行还带有大量的金币银币。如果考量到最初从五千名兵力起始的收复作战情况，这些支援兵力算是颇具规模。只不过，七千名部队是由另一位指挥官统率。




纳尔赛斯将军



不知道是拿破仑还是什么历史名人说过，两名优秀的武将不如一名凡庸的将领。与其他净身后走上皇宫官僚生涯的宦官相同，文献中找不到纳尔赛斯的出生地与年分。只知道据说在西元538年时，他已经六十岁了。一般的“Eunuchus”（宦官）往往脑满肠肥，行政能力优秀但中饱私囊的本事也一流；以身处皇帝周围为优势大玩阴谋，脑海里只想着如何摧毁优秀的国家栋梁。纳尔赛斯却是个与刻板宦官形象完全脱节的特异人物。

他自从年轻时起，身材便属于纤细类型，行动风格也与同事相反，充满了活力。由于深受查士丁尼皇帝与狄奥多拉皇后信赖，他从皇宫佣人起家，最后攀上了统管全皇宫的地位。只不过，直到外派义大利为止，他的业绩全建立在内政与外交方面，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皇帝重用这个人的理由在于，他具有在任何情况下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纳尔赛斯也对自身的能力充满信心。

而且在临行前，查士丁尼还指示纳尔赛斯「在认为对帝国有益的状况下纳入贝利萨留斯的指挥」。天底下还真找不到比这还不了解战争的指示。「对帝国有益」与否的判断权，就此转移到纳尔赛斯手中。难道查士丁尼认为，这项指示可以让一个充满自信的六十岁老人，甘心接受三十八岁将领的指挥？

实际上，贝利萨留斯指挥下的六千五百名部队，与纳尔赛斯的七千名部队后来分头行动。在这个保住罗马、兵力倍增，正要转头追击敌人的时期中，两名武将并列的状况使得国家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与官兵的性命。不，甚至造成了无法用兵力与时间衡量的重大损害。

这一回，贝利萨留斯没有试图向皇帝直接请愿。不过贝利萨留斯麾下官兵的不满声浪，似乎传入了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召回了纳尔赛斯，纳尔赛斯麾下的七千名部队又纳入了贝利萨留斯的指挥中。

指挥权回到一名优异的武将手中后，部队可以发挥三倍四倍的威力。贝利萨留斯一手掌握指挥系统后，随即改变了战略，他準备直接攻击敌军根据地拉温纳。有四项因素，逼使他不得不如此进军。





一、由于获得喘息机会，十五万名哥德军在威提吉斯之下又再度集结。如果要一一击破这些部队，光复义大利半岛的时间将无限延期。

二、法兰克王在接受查士丁尼劝说参战时，原本保持观望态度。在哥德族进入守势之后攀越阿尔卑斯山，开始入侵义大利北部。

三、如果遭哥德军完全摧毁的米兰惨状传遍全义大利，义大利居民有可能完全反对拜占庭帝国。

四、哥德军趁着两名武将无法协调合作的空隙扩大行动范围，让义大利中部居民陷入悲惨情境。

关于第一项，由于长期战争是对攻击方最不利的状况，因此若有办法提前结束，也就有下赌注的价值。

至於第二项，法兰克王进攻义大利的目的，并非为了响应查士丁尼的呼吁，与天主教派信徒联手合作，摧毁异端奥里斯教派的哥德王国。法兰克族正在罗马时代称为“Transalpina”（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的高卢地区称霸。对他们来说“Cisalpina”（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的义大利北部，并非相互隔绝的世界，而是容易往来的地区。因此对贝利萨留斯来说，法兰克王国既非同盟也非敌人，但是必须随时留意其动静。他必须在法兰克王国势力波及之前，尽速拿下义大利北部。

关于第三项的米兰事件。原本贝利萨留斯派遣了一千名部队前往防卫米兰，后来米兰遭到敌视义大利罗马人的哥德军袭击。在普罗柯派厄斯笔下是如此叙述该事件的。






「守军与居民相信哥德方的约定，因而开启城门。约定中保证只要不做抵抗，就能保住性命，也不破坏城镇。然而这项约定完全没被遵守。首先，市区遭到全面破坏烧毁。再者，男子不论年龄大小，一律遭到杀害，据说人数高达三十万。（作者注：这是个相当夸大的数字。研究人员表示当时米兰人口在十五万以下）女子全数被充为奴隸，分发给在哥德方参战的勃艮第族官兵。




米兰首长雷帕拉图斯不但一遭逮捕就被杀害，而且是在活生生的状况下大卸八块，其后尸骨又让人剁碎餵狗。仅有部队长威尔坚提努斯带着少数官兵逃脱，横越义大利北部后逃到达尔马提亚，在此向皇帝送出与米兰惨案相关的报告。




其后哥德军轻易攻陷为米兰惨剧而畏惧的周边都市。义大利北部的西半部成功地再度落入他们手中。」







当罗马沦为徒具虚名的首都后，米兰成为义大利半岛实质上的首都。虽然霍诺里乌斯皇帝将皇宫迁移至拉温纳，但当时是基於防卫上的理由。拉温纳位于波河河口的溼地，不可能取代有四条干道汇集，位于平原的米兰。

米兰同时也是戮力提升基督教会组织化的安布洛修斯担任主教长达二十五年的都市。在这名优秀的技术官僚影响之下，米兰让人称为位阶低于罗马，但信仰高过罗马的基督教都市。与其他都市比起来，米兰居民对查士丁尼皇帝复兴西罗马帝国疆域作战的反应最热烈。因此贝利萨留斯在罗马攻防战一休战，马上派遣麾下武将带着一千名部队前往米兰防守。

如今米兰成了无人废墟，这也是拜占庭军的安全保障等于白纸的最佳例证。

城镇彻底遭到破坏，男子全数丧命，女子成为奴隸，被遣送到勃艮第地区。米兰原本是人口仅次于罗马的大都市，如今连村落都算不上。接下来的数百年中，米兰一直无法复甦。这段期间内义大利西北部的中心转移到了南方三十公里的帕威亚。要到中世纪的后期，米兰的名字才再度出现在历史上。





至於第四项义大利中部的惨状，贝利萨留斯的祕书官普罗柯派厄斯将其叙述如下。虽然内容有些冗长，不过在此想介绍其全文。因为在所有史料中，这段文章最能让人理解一旦家园成为战场后，人民将会落入什么样的局面。






「这一年（西元538年）到了夏天。小麦开始在田里结穗，然而并非一如以往的丰收。农民的数量不足以拉牛犁田，而后在犁出的沟中播种。种子只能撒在未经犁田的地面上，能生长的小麦不多，能结穗的数量就更少。




这是发生在艾米里亚地区的事情。农民无法收获足以温饱的小麦，只好拋弃农地与房舍，带着家人迁居到马尔凯地区。




这个地方位于亚德里亚海滨，由于亚德里亚海的制海权还在拜占庭手中，他们期待是否能获得由拜占庭送来的救援物资。缺乏耕作人手，欠缺农产品的现象，同样发生在托斯迦纳地区。大多数托斯迦纳居民为了躲避哥德军前往山区避难，然而山区中缺乏充足的粮食。他们只好采集橡树的果子磨成粉，以橡果粉制成面包维生。




极度缺乏食粮的现象，自然也成为各种疾病的温床。侥幸逃过饿死的人之中，也有许多人因病逝世。据说光是马尔凯地区，死者人数就不下五万人。据说在东北义大利的威尼特地区，死者更是远超过五万人。




在这里，我要记录一桩曾亲眼目睹的饿死病例。




首先，人会因饥饿而消瘦，脸色变黄。因为肉体在长期无法取得食物时，会如古人所说的「自食其肉」来维系生命。由于体内器官功能衰退，胆汁扩散到全身，肤色与脸色变成有如黄色的深褐色。当病情持续发展后，皮肤会丧失水分，干燥得超出人的想像。皮肤产生皱折，看来就好像未经鞣制的皮革，又好像已经直接黏在骨头上。




更进一步的，皮肤会从深褐色转为铅灰色，进而成为黑色。到了这个地步，人的身体看来会有如遭火烤到变黑色的木制烛台。这时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只是有如受惊似的张着大眼睛。通常人们会在这种状况下丧生。




由于过度饥饿，体力也极度衰退。即使偶尔看到杂草想前往食用，也已经无力拔草。就在伸手往前方拔草的姿势下，趴在地上死去。




尸体就这样遭人弃置。如今已经无人有体力挖掘坟墓，帮死者下葬。原本野狗与野鸟会啄食弃置在路边的尸体，但对这种死者却毫不关心。因为这些尸体上已经没有能让野狗野鸟啄食的地方了。在饥饿之下将自身肉体消耗殆尽后，这些人又遭到死亡的袭击。」







当纳尔赛斯被召回后，贝利萨留斯成为唯一的司令官，与一年前一样可以单独决定战略。他有绝对的必要趁机扭转局势。如果不这样做，那真不知道前面三年费的心血要何去何从。一进入西元539年，贝利萨留斯立即展开猛烈攻势。因为他不但必须扭转局势，而且要尽可能缩短耗费的时间。




攻陷拉温纳



在最近的三十年来，拉温纳让人攻打过许多次。因为西罗马帝国末期的皇帝将皇宫设置在此处，打倒西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国王也将王宫设在拉温纳。拉温纳位于水路网深处，若仅由陆地方面攻击的话，会是个固若金汤的堡垒。

贝利萨留斯从海陆双方围攻拉温纳。他在陆地上掩埋填平了水路，又从附近的港口动员船只封锁海面。尽管如此，围城战还是花去了半年时间。到了西元539年12月，东哥德王威提吉斯终于投降了。他与麾下全体官兵一同接受了由贝利萨留斯提出的投降劝告。

贝利萨留斯也遵守为了让东哥德王投降所做的一切约定。在约定中，由贝利萨留斯向查士丁尼皇帝建言，保证国王与王室成员在送往君士坦丁堡后，能获得人身安全保障。东哥德族的财宝，以及与国王一同防卫拉温纳的官兵，将全数送往君士坦丁堡。

然而，在皇帝回覆愿意保障国王与哥德人全体性命的书信中，又夹带了下列这样一段话。


「尔后与哥德人的战争，已不值贵如阁下的武将操烦。皇帝迫不及待亲自会见本回胜利的最大功臣，讚许其获胜的功劳。同时皇帝迫不及待听取出自帝国首席武将口中的贤明意见。因为能於东方面对波斯再度发起之攻势者，唯有吾等之将军。」







简单来说，就是以「非君莫属」四个字为由，命令贝利萨留斯从义大利归国。确实，这时王宫所在地拉温纳已经攻陷，国王与其下的重臣已经上了拜占庭帝国的船前往君士坦丁堡。

问题是，大多数的哥德部队还停留在义大利半岛上，而且总兵力不下十万。查士丁尼在召回贝利萨留斯之后，也没有派遣接替指挥的司令官。他认为在贝利萨留斯离开后，只要让贝利萨留斯麾下的十一名大队长扫荡哥德军即可。这下可不只是两名武将并立，而是十一名武将互相推挤了。

贝利萨留斯没有说出半句抗议的话，就连跟在他身边的普罗柯派厄斯也没机会听他表露心声。贝利萨留斯只是默默的走上开往君士坦丁堡的船舰，在船上即使聊到其他话题，也绝对不会提及查士丁尼送来的书信内容。





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后，贝利萨留斯并没有像收复北非时一样获准举行凯旋仪式，只怕当事人也没这意愿吧。不过平民的敬爱依旧集中在刚满四十岁的贝利萨留斯身上。查士丁尼特准贝利萨留斯拥有七千名私人兵力，让他享有与其说是属下将领，还不如说是封建领主的地位。不过在查士丁尼眼中，贝利萨留斯不过是手下的武将而已。不到一年后，贝利萨留斯又被派往东方。他这回的任务是与波斯军作战。





东哥德族的国王威提吉斯改信了天主教派，在君士坦丁堡过着不像俘虏的舒适生活。由于俘虏国王与皇帝成了好友，不但能获得元老院席位，甚至还名列在“patricius”（贵族）之中。虽然东哥德族的财宝已经没入拜占庭国库，但生活上没有半点忧虑。来到君士坦丁堡两年来，国王的生活悠閒得很。另外，与国王一同投降的哥德部队，被编入了拜占庭军中。当然这些人也全数改信天主教派。




重开战役



一如预料的，当贝利萨留斯离去之后，原本国王遭到俘虏，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哥德人，又能在义大利半岛东山再起。西元540年秋季，在贝利萨留斯离去不满一年的秋季，哥德族重新集结在新任国王托提拉之下。拜占庭军与哥德军再度以义大利半岛为战场发起战争。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就是米兰的惨剧与比千诺的悲剧不断更换舞台重新上演。






托提拉




一转眼，这种状况维持了四年。在托提拉指挥下的哥德军有一贯的战略，能够捉弄由十一名指挥官个別带领的拜占庭军。而且拜占庭方面不但军事失利，在统治方面也一再犯错。

为政者的首要职责在于保障民众安全。然而拜占庭行政官不但未能尽责，甚至於仅热中於征稅作业，而且又把拜占庭帝国那种将渎职收贿视为家常便饭的风气引进义大利。这也就难怪义大利半岛居民的感情要倾向哥德人。





哥德王托提拉也善加利用这个局势。简单来说，他祭出了清廉与宽容的形象。他不但欢迎因不满待遇而脱逃的拜占庭官兵，甚至利用这些投降官兵向拜占庭部队呼吁逃兵。同时他严格禁止哥德部队袭击农民、市民等平民百姓。以往哥德人会到別墅内绑架女子掳人勒赎，如今国王下令在免费状况下奉还肉票。托提拉本人甚至向官兵演说，表示必须在正当行为下战胜拜占庭军。另外，哥德王派人送信给罗马元老院。信中以「给亲爱的朋友罗马人」为开头，宣誓今后哥德人将承袭往年提欧铎力克的罗马人共存路线。同时他不仅以言辞表态，更以行动展现诚意。就连普罗柯派厄斯也不得不承认哥德族的统治公正无私。






查士丁尼（左）与贝利萨留斯




在政策的影响之下，哥德人统治区域不仅包括原有的义大利北部，更扩及义大利中部。不仅如此，还延长到拿坡里以南的鲁卡尼亚、普利亚、卡拉普利亚等地。即使在提欧铎力克的时代，南义大利都没有受过日耳曼蛮族的统治，而如今这些地方全在哥德族的统治之下。唯一还留在拜占庭手上的，是从拉温纳到罗马的带状区域。对于局势极度失利的拜占庭来说，唯一有利的是亚德里亚海与第勒尼安海的制海权依旧掌握在手中。





既然局势恶化到这个程度，查士丁尼也觉得应该要设法突破。这时皇帝心中想到的人选自然是贝利萨留斯。贝利萨留斯在波斯战线上接获皇帝的命令后，一回到君士坦丁堡几乎马上又被派往义大利战线上。这时贝利萨留斯已经四十四岁。

贝利萨留斯在这年秋天进入拉温纳城。我们不知道他在听取四年来的义大利战线战况报告，以及亲自视察后抱持什么样的感想。唯一确定的是，他向查士丁尼皇帝发出了以下的信函。






「受至高天神深深眷顾的皇帝陛下：再度回到义大利之后，我首先得知的是，我军的士兵、军马、武器与军资金，亦即战争所必需的一切人员物资，几乎都匮乏到能以荡然无存形容。




在到达此地之前，我途经色雷斯与伊利利亚两个地区，沿途徵调部队前来，然而我手上能得到的仅有四千兵力。而且这四千人不但武装不齐，也没受过军事训练，是一群连武器的使用方法都不知道的男子。




义大利地区的我军官兵，由于军粮等各种物资匮乏，以及薪资延宕多时未发，不满的情绪已经濒临爆发。再加上四年来的败战经验，使得他们丧失自信陷入恐惧，光是听到哥德军一词就能让他们拋弃武器与战马逃亡。




即使想对义大利居民征稅，也早已无法施行。可望获得稅收的地区，已经落入蛮族支配之下。无法征收稅金，因而无法向士兵发放薪资，我们指挥官也就无法行使权力斥责士兵令其从命。




您可知道？陛下，我军的大多数士兵已经向哥德方投降。如果我的生命能用来结束这场战役，那么随时都可以达成目的。不过若陛下期望战役能够获胜，事前必须进行许多準备工作。若无军事力量，将领也只是徒具虚名。




首先，想请陛下准许我个人的私人兵力来到义大利。若要重新展开对哥德的战斗，我至少要有最低限度的兵力。在前来义大利的途中，我在巴尔干地区接获情报指出，匈族骑兵团有参战的意愿。如果能够雇用这些人，想必能大有助於战事推展。只不过这些人若没有亲眼看到现金，就不会答应参战。在这情况下，经济力量还是胜过一切。」



贝利萨留斯将这封信讬付给他所信赖的一名队长，严格指定必须将信件亲手交给皇帝之后，让他火速赶往君士坦丁堡。不知道查士丁尼是不了解贝利萨留斯请愿的含意所在，还是他认为没有必要。皇帝热情慰劳了送来书信的队长，甚至帮他做媒赐婚，就是没写下回信。或许他认为准许七千名私人部队前往义大利就已经足以应付。

贝利萨留斯在枯等许久之后，始终得不到资金、武器、战马与援军，最后他只好以手上仅有的兵力重新展开战役。在这个时期，大半个义大利半岛已经在哥德族的统治下，战役的推展过程不可能像八年前从义大利南部上岸时那般顺利。在临场因应的苦战之下，两年的时光一下子就过去了。





一个无法充分保证薪资食粮与武器的司令官，对部下的统御能力也有限度。贝利萨留斯派往罗马担纲防卫的两名队长，可能对手头只有三千兵力感到洩气。在哥德军逐步进逼的状况下，他们不但没有专心準备防卫，反而忙着拿军用物资做黑市买卖。於是在西元546年夏天，罗马再度遭受哥德军的攻击。

九年前的围城战斗中，敌军的攻击集中在罗马城墙的半数位置，因而称不上是包围战，这回可不同了。包括台伯河西岸在内，托提拉指挥的哥德军包围了整个罗马市区。而且他们在台伯河上拉起坚固的铁鍊，使得船只无法从奥斯提亚逆流而上。由罗马往南的阿庇亚大道等道路也全数遭到封锁。虽说这个时期的罗马人口更加稀疏，至少还有将近十万人住在城里。这些人就被困在遭到完全包围的罗马市区内。

贝利萨留斯决心要突破包围。首先他在奥斯提亚凑出两百艘船舰，将武器与步兵运上船。在两岸安排牛只拖曳，并利用船上划桨手的力量沿着台伯河逆流而上。骑兵队走在沿着河岸修筑的「奥斯提亚大道」与「港湾大道」，担任船队的护卫工作。这回的作战中準备利用流经罗马市区的台伯河，为遭到包围的守军提供支援兵力。





在船队最前头的两艘船舰规模胜过其他船只，船头经过补强加工。这两艘船舰的任务是撞断封锁河面的铁鍊。其他船舰为了防卫陆地敌军的攻击，船身也特別钉上厚木板。

哥德阵营既然会在河面搭起铁鍊，想必也预期到罗马方会利用台伯河突破封锁。哥德军在搭起铁鍊的河流两岸建筑两座高塔，并派有两百名兵力看守。

贝利萨留斯亲自站在船头指挥突围作战获得成功，两岸的两座塔都遭到破坏，哥德守军也全数阵亡。沿着大道行进的骑兵队，甚至已经能与在城墙外待命的哥德军对峙。





只不过，虽然事前已经派遣密使下过指示，防卫方的两名拜占庭队长与旗下的三千部队却没有动静。至少，他们没做出贝利萨留斯期望中的动作。如此一来，贝利萨留斯和手下的部队将被困在遭受包围的罗马市区内。在不得已之下，贝利萨留斯只好再度上船，命令其他船只与官兵返回奥斯提亚港。

没有呼应突围作战的，还不只是罗马市区内的拜占庭官兵。与上回围城战不同的是，罗马居民没有编组自卫队的意愿。这些人深陷在饥饿之下，不但肉体疲惫，连意志也跟著迟钝起来。

攻击方的哥德军表现得也与上次攻城战时不同。九年前的攻城战门中，他们时常发起攻坚，然而这回纯粹执行包围而已。这回的攻城战中，进攻方采用由外部完全包围，等待城内自然消耗的策略。以贝利萨留斯的祕书官身分观察罗马的普罗柯派厄斯在书中这样表示：


「遭到托提拉完全包围的罗马市区内，各种物资都显得匮乏。尤其严重的是粮食匮乏问题，一天比一天恶化。人们开始四处寻求平时绝对不会入口的食物。




派来防卫罗马的两名拜占庭军官与其下的部队，不但没有起身防卫，反而热中於将为他们特別储存的小麦高价卖给市民。只不过，能买得起的人也有限。因为小麦的价格飙涨至一墨狄斯要花费七枚金币。




大多数的市民只好四处采集荨麻进食。这种植物是生长于神殿、公共浴场、公会堂遗迹的杂草，也是罗马市区内唯一大量存在的物资。只不过，草的外部长有细微的刺，直接食用会伤害口腔与喉咙，因此食用前必须烹煮到外层柔软为止。而且仅进食荨麻的话，体力会不断衰退。人们的身体随着包围的日子过去，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色变成铅灰色，步伐有如白日下的幽魂。步履如同幽魂一般的人们，口中嚼著荨麻走在路上，不时会发生倒地死亡的现象。由于市区内没有埋葬这些尸体的地方，只好将他们弃置在路旁。」







似乎贝利萨留斯向市区内的队长下达了减少人口的命令，只不过结果与九年前的围城战时大相迳庭。

九年前下达灭口令时，大批人员货车塞满了通往南方的道路。这些难民是有地方可去的人，车上装满了家具服饰与短期内的食粮。西元546年的难民可就没有这般幸运了。普罗柯派厄斯在书中记载着当时的情况如下：


「拜占庭的两名将领终于批准市民离开罗马前往个別期望的地方避难。依旧愿意留在市区的人属于少数，大多数人选择离开罗马。




然而这些人从敞开的城门外出后，陆陆续续的倒在大道上。由于长期饥饿造成体力衰竭，使得他们连走在大道上都觉得辛苦。这些人在路边或附近的河边面临了死亡。




有多余体力沿着大道行进的人接下来要面对哥德兵。哥德官兵甚至不需要打斗。难民们已经失去抵抗的能力，就在哥德兵的枪下结束人生。




这就是昔日让全世界的人以憧憬的眼光看待，光辉四射的罗马市民现在的落魄模样。」







不久后到了12月，哥德军进入了罗马城。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他们只需守候在城外，等待罗马内部自动瓦解。派来防卫罗马的拜占庭官兵早在哥德军入城前悄悄逃走。

哥德王托提拉入城后，首先前往台伯河对岸的梵谛冈，参拜献给圣彼得的大教堂。尽管属于奥里斯教派，如今哥德族已经是基督教徒。只不过，从此以后的托提拉已经不是罗马人亲爱的朋友，誓言遵循提欧铎力克共存路线的那个人。他深信自己是支配者，被支配者的命运操弄在他的手中，并且立刻付诸实行。

首先，他破坏了三分之一的城墙。而且是在各处破坏总长度三分之一的城墙，让罗马周边的城墙肝肠寸断。在命令下实际从事破坏工作的，是残留在城里的罗马市民。另外，他逮捕了留在城里的元老院议员与家属。在这些人的亲戚送来赎金之前，哥德军进军到哪，这些人就得随行到哪。只不过，在长期的哥德战役过程中，元老院议员的资产基础大型农庄已经荒废，筹措赎金的进度始终不能符合哥德王的期待。这些让人称为元老院阶级，长年享受权势的议员与其亲属，不少人在此时丧命，侥幸逃生的人也从此下落不明。

这就是从西元前753年罗马开国以来，始终与国家共享荣耀的「罗马元老院」（Senatus Romanum）的结局。





似乎哥德人对罗马已经不感兴趣，把能抢夺的东西全数抢走之后，拖著元老院议员们离开了罗马。其后的四十天内，昔日被人称为「世界首都」，在广大帝国中无人不知的大城，就这样遭受著无人闻问的待遇，让人弃置在悲哀与荒废之中。第二年2月贝利萨留斯占领的，也就是这种状态下的罗马。

贝利萨留斯原本计画从修复城墙开始，设法复兴罗马市容，但是查士丁尼没有给他时间。一道新的命令下来，要他把罗马交给其他人负责防卫，优先扫荡义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岛的哥德势力。这个时期查士丁尼下达的命令，似乎并非根据义大利的哥德战役进展状况所拟定，而是根据造访君士坦丁堡皇宫的人提供的资讯与陈情。强迫将战线移动到南义大利的命令，很可能是在南义大利或西西里岛拥有大型农庄的某人陈情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既然皇帝的命令下来了，贝利萨留斯也只好带着军队往南行。

耗费了一整年的南义大利争夺战中，贝利萨留斯似乎有了辉煌的战果。如今南义大利与西西里岛的哥德势力已经被一扫而空。不过等到作战告一段落，西元548年秋季时，贝利萨留斯收到了查士丁尼皇帝发下的召回令。这次的召回令，并非要他转往波斯战线，命令中完全没提到返回君士坦丁堡后的就任地点。

大众感觉到这次的召回令是实质上的卸任人事令。无论是君士坦丁堡或是义大利前线，众人都私下耳语表示，贝利萨留斯是为了哥德战役迟迟没有结果遭到去职处分。





确实，从贝利萨留斯回到义大利战线至今，已经过了四个年头。在这段期间内，哥德军的势力依旧嚣张，托提拉王也仍旧健在。不管怎么善意的解释，贝利萨留斯的战绩顶多只能评比为避免局势继续恶化而已。不过，如果考量到贝利萨留斯回到义大利时的局势，以及他手上的兵力，实在不可能有更好的表现。





只不过在专制君主国家中，君主做决定但不负责。相对的，臣子没有决定权却要负责任。尤其在基督教国家中，君主是承天意攀上统治地位的存在，追究君主的责任，也就等于追究天神的责任。既然无法要上天负责，自然无法追究君主的责任。查士丁尼只是以基督教国家的君主身分，对待属于臣子的贝利萨留斯而已。只不过，他虽然召回了贝利萨留斯，却没有派遣接替人选。

因为在这段时期中，拜占庭帝国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入侵巴尔干地区程度日益恶化的斯拉夫人身上。而且巴尔干地区位于君士坦丁堡的西邻，义大利半岛对君士坦丁堡来说，毕竟位于远处。

贝利萨留斯离去后，义大利半岛的状况已经不能用悲惨来形容。哥德军与拜占庭军在义大利半岛的各处一再发生武力冲突。义大利的天主教派教会主教看不过去，甚至派遣代表前往君士坦丁堡向查士丁尼皇帝请愿，他们希望皇帝能够停止在义大利境内的战事。

只不过皇帝忽视了这场有如哀求的请愿，而又不愿加强兵力一次解决战况。就在混乱之中，又过了四年。在这段期间内，贝利萨留斯偶尔被派往多瑙河下游地区，指挥与保加利亚人或斯拉夫人之间的战斗。在其他时间内，尽管他享有名誉，在皇宫中具有崇高地位，实质上没有担任任何工作。四十八岁至五十二岁的期间内，是一个男子能够成就大业的最后一段时期。然而贝利萨留斯却被逼在皇宫中赋閒。




结束战争



到了西元552年，查士丁尼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结束哥德战役。只不过这回的总司令人选不是五十二岁的贝利萨留斯，而是已经年逾七旬的纳尔赛斯。这次纳尔赛斯是以唯一的总司令身分被派往义大利。虽然纳尔赛斯已有七十高龄，不过他还能维持不逊於壮年男子的智力。

纳尔赛斯向来以皇宫官僚身分累积经历。相对的，贝利萨留斯则是个专业军人。贝利萨留斯在接获命令后会随即赶往战场推动军事，并在事后向兼任最高司令官的皇帝直接请愿。纳尔赛斯则是没将一切準备工作办到周全就绝对不会前往战场。

西元552年，纳尔赛斯横越巴尔干地区后，进入了义大利北部。我们不知道他原本率领多少兵力，只知道与义大利境内的残余部队会合后，兵力共有三万。以五千名兵力起始的义大利复兴战役经过了十七年依旧没有结果，最后投入了六倍的兵力，想必纳尔赛斯很清楚其中的详情。

纳尔赛斯计画以决战方式结束战争。亦即引诱哥德军展开会战，逼使对方领袖阵亡。





这项战略原本不错，问题在于纳尔赛斯行事不择手段。在他率领的部队之中，最显眼的是人数过万的伦巴底人。

伦巴底人起源自东北欧洲，刚刚迁居到成为势力空白地段的多瑙河中游南岸不久。在同时，他们也是资格最浅的北方蛮族。到了西元六世纪，在高卢地区称霸中的法兰克族与在希斯帕尼亚建构势力的西哥德族，已经让人无法脱口以「蛮族」称呼。唯有伦巴底人还是不折不扣的未开化民族。

纳尔赛斯将武装分发给伦巴底人，并训练他们使用武器；发放佣兵费用让他们透过硬币学会通货经济；同时将他们投入对哥德族的战斗，累积实战经验。换句话说，纳尔赛斯将一群乌合之众训练成一组精练的军人。然而这项措施不久后对义大利人与拜占庭人造成严重的打击，因为在哥德战役后疲累不堪的义大利半岛中，下一个主要的入侵蛮族就是伦巴底人。





采用会战方式决战时，敌我双方在平原上摆开阵式，在指挥官的号令下向前冲锋，以一次战斗的成果决定胜负。会战确实是战争中最精彩的部分，但缺点是必须双方将领都有这个意愿才能成立。即使纳尔赛斯有这个意愿，如果哥德王托提拉不愿意的话，也就无法发起会战了。只不过，自从贝利萨留斯被召回之后，哥德军一直占有优势，因此托提拉也颇有自信。





西元552年夏季，纳尔赛斯率领拜占庭军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托提拉也率领哥德军从同一条道路北上。在两军距离缩短到十八公里时，纳尔赛斯派遣使者带着书信拜见托提拉。信件内容并非提议和谈，上头只写著「投降的话饶你一命」。

托提拉阅读之后，以口头方式回覆使者。他的回覆内容也很简短，只说了「胜利或者死亡，如此而已」。使者问他「何时展开战斗？」托提拉又简短的回答说「八天后」。





第二天一大早，哥德军就发动了攻势。不过纳尔赛斯似乎预测到哥德军的行动，因为他前一天挑选的营地，是人数佔优势的拜占庭军也能充分发挥战力的平原地区。因此在得知哥德军来袭时，能够迅速的摆开阵式。这名老武将没有花时间做士气演讲，他只有走到整队行进的部队前，向士兵展示勇敢战斗后可以获得的大批金鍊条。

双方部队一直激战到夕阳西下。伦巴底军虽然损伤远超过击倒的敌人，但能坚守住受命防卫的地方。相对的，哥德军中有六千人阵亡。国王托提拉一度突破敌军包围，但随即被追上，在战场上结束了生命。





纳尔赛斯在战胜后，跪在敌军的尸首边，向天神、基督与圣母献上感恩的祈祷。尽管他们的敌军哥德人是奥里斯派的基督教徒，正统天主教派信徒可是深信神与自己同在，不会站在敌人那一边。

纳尔赛斯做完感恩祈祷之后，付出佣兵费用，并解雇了与他一同作战的伦巴底人。伦巴底部队随即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回到了阿尔卑斯山另一头的故乡去。当然，他们沿路还不断地烧杀掳掠。

纳尔赛斯率领著剩余的拜占庭军，一边践踏着哥德兵的尸体，一边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最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贝利萨留斯卸任后又遭哥德人占据的罗马城里。

罗马这些年来遭受的命运，也就等于义大利半岛遭受的命运。

西元536年：贝利萨留斯入城

西元546年：托提拉入城

西元547年：贝利萨留斯入城

西元549年：托提拉入城

西元552年：纳尔赛斯入城

这就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人必须走上的命运。





长达十七年的哥德战役，让义大利的土地与居民疲惫到了极点。同样的，拜占庭军与哥德军也免不了要受损。如今哥德王国再也不是兵力高达十五至二十万的大势力。他们呼吁同属日耳曼后裔的亚列门诺族协力作战，反而让人趁虚而入遭受攻击。只不过，哥德族还有与拜占庭敌对的毅力。继阵亡的托提拉之后，新任国王由提亚获选，并著手重整军队。

纳尔赛斯可不会等待敌军重整队伍。他一得知哥德人将重整资金藏在库马的神殿里，随即派兵攻打拿坡里近郊的这座古都。同时他布置好陷阱，等着提亚率军前来防卫库马。

西元553年春季，在第一回会战的半年后，拜占庭与哥德的决定性会战就在可以遥望第勒尼安海的南义大利平原上展开。双方在第一天的激战中不分胜负，整整对决了两天。到了第二天，落日将第勒尼安海染成金黄色时，东哥德王国最后一任国王提亚与许多官兵一同英勇阵亡。

哥德军获知国王阵亡的消息后，以保障生命安全为条件投降。纳尔赛斯要求他们选择在拜占庭皇帝统治下定居义大利，或者回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后大多数人选择往北离去。




义大利之死




「於是，由普罗柯派厄斯所叙述的这场战役，就在第十八年结束了。」



普罗柯派厄斯以上列的这句话，作为《哥德战记》全书的结尾。由查士丁尼皇帝发起的义大利复兴战争，从收复西西里岛时起算，历经了十八年的岁月，到了西元553年终于结束了。当罗马帝国健在时，义大利原为帝国的本国。如今土地与人民在十八年的战争之下，受到难以想像的严重创伤。与上个世纪一再入侵的蛮族比起来，同样信仰天主教派的拜占庭帝国发动的哥德战役，对义大利的土地与居民造成的伤害更加严重。这是近代、现代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认同的事实。毕竟战役使得人口骤减、土地荒芜，又消灭了能带动复兴的领导阶层。

能在战役中幸存的人们，也无法迎接光辉的明天。如今以「皇帝代理官」职衔统治义大利与西西里岛的纳尔赛斯，开始发挥专制君主国官僚的真本领。因为他知道，身在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急着想要回收战役期间花掉的经费。

皇帝代理官纳尔赛斯向被纳入拜占庭帝国疆域的义大利与西西里岛居民，施加了只能用横征暴敛来形容的重稅。在这人口剧减、耕地荒芜、生产地低落的情况下，人民又要背负着重稅。而且偏偏纳尔赛斯是个长壽人物，他以「皇帝代理官」身分君临义大利的期间长达十五年。义大利与西西里岛的居民在忍受了十八年的战争之后，又要承受十五年的暴政。帝国的本国义大利、帝国首都罗马，最后不是丧命在蛮族手中，而是让原为同胞的东罗马帝国掐死的。





无论翻译成別墅或是庄园，整个罗马时代中“villa”一直是农业生产基地。近年来在全义大利境内挖掘出不少类似的遗迹。而根据统计显示，南义大利与西西里岛有许多大规模的，而且明显是农业生产基地的“villa”。根据挖掘调查中的考古学家表示，这些“villa”早从西罗马帝国时代便存在，但难以证明到了西元六世纪后半依旧维持存续。似乎就在这个时期起，壮丽的庄园也沦落成了废墟。

如果考古学家的说法正确的话，我们可以认为“villa”支撑过蛮族灭亡西罗马帝国的苦难，但是熬不过拜占庭帝国带来的战争与暴政。而古代的大型庄园，地位有如现代的基础产业。




贝利萨留斯之死



当纳尔赛斯正在义大利把弄权势的西元559年，贝利萨留斯好不容易又获得指挥权，在巴尔干地区与保加利亚人作战获胜，回到君士坦丁堡述职。不过这也是五十九岁的他最后一次指挥作战。从此以后贝利萨留斯又沦落到在皇宫中閒晃的生活。到了西元561年，他又发生了在绝对专制国家中可能致命的事故。

查士丁尼皇帝病逝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君士坦丁堡。在传出谣言时，查士丁尼已经七十九岁，因此称不上空穴来风。偏偏贝利萨留斯在未经确认的情况下相信了这项传言，同时他开始公然的抨击查士丁尼皇帝的政策。

查士丁尼皇帝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怒。而在绝对君主政体国家中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当君主对谁感到不悅时，寄生在皇宫内的官僚会马上罗织叛国阴谋。贝利萨留斯的朋友因此被捕下狱，制作了一份贝利萨留斯密谋行刺皇帝的笔录。

不知道为什么，对贝利萨留斯的惩处到两年后才有定论。西元563年下的判决是没收全数资产与软禁在家。很可能是查士丁尼不忍心将四十年来为国家创造无数胜利的忠臣打入大牢吧。过了半年之后，状况又大为改观。新的判决是无罪释放，贝利萨留斯得以取回所有资产与人身自由。

只不过，贝利萨留斯只能享受八个月的自由期间。西元565年3月13日，拜占庭帝国首席武将贝利萨留斯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查士丁尼之死



贝利萨留斯逝世八个月后，西元565年11月14日，查士丁尼皇帝也病逝了。享年八十三岁，在当时是稀有的长壽。

尽管在位期间长达三十八年，对于查士丁尼来说，最后十五年是充满苦恼的时代。老皇帝烦恼的事情大概可以分成下列三项。

一、与波斯萨桑王朝之间的战争呈现惯性化与慢性化，让拜占庭与波斯这东方两大国的国力疲惫。不久之后波斯萨桑王朝遭到新兴的阿拉伯人击溃，可以视为对拜占庭长期发动无意义的战争造成的余波。

二、斯拉夫人与保加利亚人渡过多瑙河下游入侵巴尔干地区，而拜占庭帝国未能完全阻止。这里不但是查士丁尼与贝利萨留斯的故乡，同时也是拜占庭帝国创始人君士坦丁的出身地，然而帝国在此地的力量节节败退。

三、在东方、巴尔干地区的战事，尤其在西方长期推动的哥德战役，对拜占庭帝国财政造成沉重的打击。查士丁尼的姪子，在其身后继承皇位的查士丁二世於即位初期曾经表示：


「在我面前敞开的国库里，除了大量的借据之外什么都没有。帝国财政的现状，只能以绝望一词来形容。缺乏军用资金也就等于缺乏军事力量，这样下去只能等着让蛮族蹂躏。」







这就是号称版图最辽阔、权势最威风、经济最繁荣的查士丁尼时代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真正内情。

让后人称为大帝的查士丁尼病逝三年后，在义大利施加暴政的纳尔赛斯也过世了。而这年西元568年，也正好是伦巴底人南下的年分。如今在义大利半岛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员势力可以抵御新的入侵蛮族。

东罗马帝国花费十八年时间夺回义大利，却在十五年后又让伦巴底人夺走。而且伦巴底族的统治在义大利半岛留下又深又长的伤痕，让人觉得哥德族的统治根本不算一回事。






西元六世纪到七世纪之间的义大利半岛（引用自A. Giardina，G.Sabbatucci， V. Vidotto著作Manuale di Storia Vol.1：Ⅱ Medioevo）




又过了四十五年，西元613年时，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在阿拉伯半岛传教。其后的伊斯兰势力扩张迅速，陆续抢走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

西元636年，叙利亚成为伊斯兰区。

西元642年，埃及成为伊斯兰教区。

西元650年，阿拉伯人入侵小亚细亚，一度逼近君士坦丁堡。

西元670年，北非成为伊斯兰教区。

西元698年，北非关键都市迦太基沦入伊斯兰势力手中。

而到了西元八世纪，伊斯兰势力到达伊比利半岛，甚至跨越庇里牛斯山脉进军法国。到了西元732年的波蒂埃之役后，才成功阻止了伊斯兰的脚步。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伊斯兰势力已经跨越中东、北非，甚至伊比利半岛。

地中海的西侧、南侧、东侧，都受到伊斯兰势力围绕，基督教势力只能残存在北侧。就在这个局势下，中世纪也过去了。





如今地中海再也不是罗马人口中的“Mare Internum”（内海），而是横跨在不同宗教与文明之间的界线海。

如果搭乘飞机的话，从义大利首都罗马前往突尼西亚首都突尼斯的时间，要比从罗马前往巴黎所花的时间短。然而只要一走出机场，势必会感到来到不同的文明圈内。不是孰优孰劣，只是纯粹感觉不同。然而在美术馆观赏罗马时代的雕像与镶嵌画，或者到郊区在至今依旧存在的诸多罗马遗迹中閒逛，感觉却有如身处在罗马市内的罗马广场或圆形竞技场。

在古代，地中海的南岸与北岸属于同一个文明圈内，双方要到西元七世纪之后才分离。也就是说，过去是连在一起的，如今已经分开。然而这样就不是由罗马人所创造的罗马世界了。





罗马世界消逝在地中海再也不是「内海」的一瞬间，消失在地中海再也不是道路，而是转变成界线的那一瞬间。

之后的地中海，成为每个海岸边一定有“Torre del Saraceno”（萨拉森塔），当萨拉森海盗来袭时，通知人们到山区躲避的海洋。

同时也是载着十字军的船舰往东航行的海洋。

到了西元1000年左右，地中海又成了义大利四大航海城邦国家阿玛菲、比萨、热内亚、威尼斯与东方伊斯兰世界通商用的海洋。之后也是以复古与恢复人权为标竿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海洋。

或许这就是国家兴衰、诸行无常的道理。

如果说这就是历史的道理的话，我们这些后人或许该正襟危坐地目送历史离去，为故人汲汲经营的结晶尽一分礼仪。






全书完





结语



如果有人要问笔者为何要写罗马史，而且一写就是十五册，答案其实很简单。事情跟「历史笔法」或者「对现代的问题意识」之类的题目无关，纯粹发端於一个「纯朴的疑问」。

至今为止一提到罗马史，往往会倾向讨论「衰亡」，想必这是受到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影响。笔者的第一项疑问也就发源在此。既然要有衰亡，之前一定会有兴隆。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关心兴隆期，只在意衰亡的过程？

因此，笔者首先想知道罗马是为何、如何兴隆的。第Ⅰ册至第Ⅴ册所写的也就是这段时期。在这五册之中描写的罗马忙于对外征战，也就是罗马史上所谓的「高度成长期」。可能因为这段时期虽然从王政起始，但其后一贯是共和时期，因此近代、现代的史书、研究著作中，探讨「共和罗马」的著作多如牛毛。或许是因为法国革命的影响，近代、现代的史学家、研究人员喜好讨论共和罗马。

也或许正因为如此，一旦从共和时期转入帝政之后，从针对一般读者的著作到学术研究等，出版品的质与量都骤减。笔者思考其原因后认为，或许是帝政罗马这段时代，与政治史的概念产生偏差。政治史概念认为，由王政起始，历经又称贵族政治，由元老院主导的寡头领导共和政治之后，时代应当走上民主政体。然而罗马却走向君主政治，发展成元首政体。因此被视为开历史倒车，换句话说是一种保守反动行为。

只不过，笔者活过柏林墙倒塌的时代，知道政治意识型态有多么软弱无力。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忽视政治史的固定观念，专心研究到底这段时期的政治对一般人而言是好是坏。

立足在这个观点之后发现，如果与前人一样藐视元首政体时期的帝政时代，那么未免太可惜。首先，这个时代长期享受兴隆期获得的成果，相当於罗马史上的「稳定成长期」。

在历史上出现又消失的国家之中，大多数在兴隆之后随即走上衰退的道路，能在兴隆期与衰退期之间拥有长年稳定成长期的国家并不多。或许正因为如此，国祚漫长的国家一定会拥有稳定成长期。例如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

其次，帝政罗马的第二项特色在于达成“pax”（和平）目标。“Pax Romana”也就是「罗马主导的国际秩序」。让人佩服的是，罗马能够长期，并且在广大的帝国疆域中维持由其主导的和平。光是能让欧洲、北非以及中东在两百年内没发生战争，就足够让两千年后的我们叹息。

笔者认为，既然目的在得知“pax”是为何、如何实现的，那么政体是不是帝政已经无关紧要。

从第Ⅵ到第Ⅹ册的五册所探讨的就是这个部分。只不过，「罗马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点子来自於朱利斯·凯撒，不讨论这个人就无法继续往下发展。探讨凯撒生平的第Ⅳ册、第Ⅴ册二册，是讨论帝政之前不可不知的部分。因为凯撒正是将罗马从共和政体转入帝政，亦即将「高度成长期」转向「稳定成长期」的「大导演」。就连罗马人都认为，凯撒是实质上的第一位罗马皇帝。史维特尼斯著作的《皇帝传》也是从凯撒起始的。

最后的三分之一，由第Ⅺ册开始至第XV册结束的这段时代，也就是大家一提到罗马就会马上想到的衰亡时期。

讨论罗马衰亡的史书与研究书籍多得像是海滩上的沙子。除去荒唐胡扯的书籍以外，每本书或多或少都提到正确的部分。只要蒐集这些书中的资料，就能迅速得知造成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只不过，笔者不想将仅有一次的人生耗在拾人牙慧的作业上。

因此，最后的五册中，笔者将重点放在「如何」而不是「为何」衰亡。

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有如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想要彻底理解一个人，就得从这个人出生开始，一直追踪到他过世为止。

对笔者来说，这是第二次写下追踪到死亡为止的通史。亦即以《海都物语》为题的威尼斯共和国历史，以及这一套《罗马人的故事》。这两国的历史共通之处，在于国祚长达千年以上。不过在对于同一时代的外国，以及对后代的影响力上，差距就大得无法比较了。这也就是为何《海都物语》只要上下两册，《罗马人的故事》要花去十五册的缘故。如果不写成十五册，实在没办法写完罗马通史。

这十五册《罗马人的故事》，是笔者为了理解罗马人而开始动笔的。当写完全书之后，也终于可以衷心说声「懂了」。

而各位读者如果在阅读后，能够觉得也「懂了」，对笔者来说更是无上的喜悅。因为书籍是要由作者写作、出版社出书、读者阅读之后才能成立的媒体。串连三者之间的红线就是「共享观念」。

2006年秋，於罗马



塩野七生




附录






罗马人心目中的「基本道德」（Mores Maiorum）










注：罗马人观念中的基本道德，并不因其后的民族而改变。只不过，同一用词其后的含意可能产生变化。例如对基督教徒而言，“fides”代表的是对神明的信仰。







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兴衰（西元395~1453年）





有人认为罗马帝国的东方在与西方分裂后又存续了千年以上。以下则以图示方式来观察这千年中的实况。






西元395年左右的东罗马帝国









西元565年，查士丁尼大帝过世时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









西元740年左右的伊斯兰势力范围（引用自A. Giardina，G. Sabbatucci，V. Vidotto著作Manuale di Storia Vol. 1：Ⅱ Medioevo）









十字军时代的拜占庭帝国（1180年左右）









西元1340年左右的拜占庭帝国









濒临灭亡时的拜占庭帝国（西元14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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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ⅩⅥ






关于罗马人的二十个问题






[日]塩野七生



しおの ななみ




郑维欣 译





三 民 书 局







作者简介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于东京，毕业於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哲学系，1963～1968年间游学义大利。1968年开始写作，於〈中央公论〉发表〈文艺复兴的女性〉。1970年，首部长篇作品《凯撒波吉耳抑或优雅的冷酷》获颁每日出版文化赏，之后长住义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语》得到三多利学艺赏。1983年，获颁菊池宽赏。自1992年起，以罗马帝国千年兴亡为题，著手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并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发表。1993年《罗马人的故事Ⅰ》获颁新潮学艺赏。1999年再获司马辽太郎赏。2001年发行《塩野七生文艺复兴著作集》共七册。2002年荣获义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2005年获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2007年再获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给读者的话



笔者认为，即使是同一个目的，也可以有不同的手段解决，这才是自然的作法。近十年来盘踞在笔者心头，且在往后的七年中，还会割据笔者心灵一角的「目的」，就是如何理解古罗马人。而这个目的，正以《罗马人的故事》系列作品的型态逐步达成中。

在本书中，笔者的「目的」同样也是要跨入罗马人的世界。只不过，如果说《罗马人的故事》是一种由正门跨入罗马世界的方法，那么这里所用的方法，便像是直接从院子进入房屋一样。

在造访別人的家时，礼貌上当然得先打声招呼再进入；而既然对方是罗马人，打招呼时当然也应该使用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文。

「您好，我可以进去吗？」

“Salve，intrare possum?”

暂且插个话，“Salve”这个拉丁文字，在今日的义大利文里仍在使用。这个招呼用语感觉上比“Ciao”来得斯文。比方说小学生之间会使用“Ciao”，在大学生之间则会改用“Salve”。

话说回来，既然在听觉上已经进入了罗马世界，视觉似乎也该比照办理。如果事先知道从罗马人的房屋正门进入，以及从庭院进入的感受有多大的不同，对于接下来的内容理解，相信会方便许多。

古罗马人将非公寓的独栋住宅总称为“Doums”，一栋在都市内的独栋Doums的标準原型，大致是这个模样——

当我们说完「您好（Salve），我可以进去吗？」踏进房屋内部时，展现在面前的景象，如果是从正门进入，看到的便是这个家庭表情肃穆的祖先塑像；如果是从庭院进入，则会见到歌颂世间的诸神像，或是女子与儿童的雕像。再接下来，就是等听到呼唤声后，探头出来的罗马人现身了。






罗马市内独栋建筑标準原型







问题一





据说罗马虽然军事上征服了希腊，文化上却反被征服，这是事实吗？



「据说罗马虽然军事上征服了希腊，文化上却反被征服，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如果只看事物的表象的话，这话完全正确。」

「具体来说有那些现象？」

「从西元前三世纪到西元后一世纪，这段大约三百年的时间里，罗马的领导阶层元老院阶级在寻求家庭教师讬付子弟教育时，整个家教市场几乎被希腊人完全垄断。这个现象到了罗马完全统治希腊，也就是西元前二世纪将希腊行省化之后，也完全没有改变。

这些下一代的罗马领导人，向希腊教师学习当时的国际共通语言希腊文、培养观察力与认知能力的哲学与理则学；而为了提升口头与书面的资讯传达效率，还必须学习修辞学；要吸收前人的智慧，历史也是不可缺少的必修学问；另外还学习能帮助培养调和感的数学与音乐。」

「这是为什么？罗马人不是打败了希腊人吗？是否就像常听说的，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抱有自卑感？」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某个层面来说，是的。不过从別的层面来说就不是了。

首先要提的是，到西元前一世纪为止，确实希腊文的语言成热度，要比拉丁文来得高。所谓语言的成熟度，并不是由国语审议会之类的公共机构判断，而是观察有多少作家能在各个领域流传下经典作品而定。

但是罗马从西元前转入西元后迈向兴盛的这段时期，曾在人类史上留下辉煌业绩的希腊文明，却已经失去了光芒。举凡诗词文章、戏曲、哲学、历史、建筑、美术，乃至法庭上的辩论等等，充斥四处的烂熟的希腊文化，全是前人的成就。

胜利者可以抱着尊重的态度接纳这些文化，成是认为战败者的东西不值一顾完全毁弃。罗马人选择了前者。」

「我可以理解愿意尊重作品的想法。不过罗马人连官方语言都改变成拉丁文与希腊文并用，难免让人认为该不会是对希腊人抱着自卑感……」

「罗马人的语言拉丁文，到了西元前一世纪，在戏曲方面有德伦西（Terence）与普劳塔斯（Plautus）、诗歌有卡特鲁斯（Catullus），在散文方面则有西塞罗与凯撒……，人才辈出，可见得在语言的成熟度上，已经不比希腊文逊色。

语言的成熟度，是以文法与辞汇能够表现多细腻而复杂的想法为基準。因此西元前一世纪后半之后的罗马人，理论上已经不必藉助希腊文的辅助了。

可是尽管发展至此，罗马人依旧没有改变学习希腊文的方针，也没有强制希腊人学习拉丁文。这主要有两个理由。

第一点在于，如果要理解以文章为表现形式的作品精髓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阅读原文。在罗马时代之中，希腊文作品的拉丁文译本非常稀少。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罗马人，原则上每个人都懂希腊文。附带一提，罗马时代的公立图书馆全都采用拉丁文与希腊文资料分开储藏的结构。

第二个理由则是基於实际的考量。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所树立的希腊文化圈（Hellenism），虽然自大帝逝世之后，范围仅限於东地中海地区。但是希腊人亚历山大征服当地，作法是统治阶级由希腊人垄断，官方语言也由希腊文独霸。更由于希腊民族的优秀不仅表现在政治与文化方面，也表现在商业与航海技术上，希腊文可以说完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






罗马时代的语言圈




在当时的情势下，确实希腊文是战败者的语言。可是难道排斥希腊文强迫学习拉丁文是聪明的办法吗？在罗马人成为整个地中海区域的霸主之后，依旧维持著自己学习双语的原则，没有强制其他民族学习拉丁文，而这个作风也一直维持到罗马帝国灭亡。

笔者认为，罗马人尊重希腊文化的倾向，并不是来自於他们的自卑感，而是来自於罗马人没有种族偏见的特质。这也证明罗马人具有善于统理这个由多人种、多民族、多语言架构的广大帝国的平衡感。

当罗马灭亡一千多年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马基维利也曾表示，一项事业能否维持成功，全看参加这项事业的全体人员是否能持续获得某些利益。

如果要推举罗马人最优越的特质，笔者会毫不犹豫的指出罗马人不会万事都自行操刀。尽管罗马人将政治、军事、国家规模的经济政策和基础建设列为自己的任务，但罗马人会将其他的各项事务完全委由被征服者自理。

如果由现实的统治者角度来寻求理由，首先要指出的是：各个领域的事务交给擅长该领域的人，才能提高帝国的统治效率。

第二点则是，以统治的角度来说，即使对方是战败者，给予对方生存的理由与喜悅，以及在人类社会生存必要的工作和相当的报酬，统治才会更有效。

罗马人能够确立「罗马和平」并成功维持，并非只因为罗马成功抵御了外敌，而是因为他们设法让可能变成内在敌人的被统治者不要变成敌人。」

「不过我曾经听人说过，罗马的政要虽然身为征服者，然而他们对于被征服者希腊人的文化倾倒的模样，实在让人感到异常。甚至有人断定，从西比奥之后，罗马人这种狂热於希腊文化的风气，也是衰亡的原因之一。」

「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是打倒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扭转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战果，为罗马带来胜利的名将。然而他也是喜好希腊文化出名的人物。这甚至成为政敌大加图攻击他的材料。他所创设的组织，人称「西比奥文人会」，后来也由他长子的养子西比奥·艾米里亚所承继。其实这个组织，并非仅优待希腊文人，也同时开放给迦太基出身的文人参加。

其中，希腊人的代表是亡国后送到罗马当人质的帕那条斯（Panaitios），这个人后来成为第一本罗马史书的作者；而迦太基出身的成员代表则有德伦西·阿斐尔（Terentius Afer），他是让后世的西塞罗和凯撒讚不绝口的喜剧作家，也是拉丁文学史上的一道光芒。

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生于西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之间，罗马灭亡却是西元五世纪之后。换言之，如果说这股崇尚希腊文化的风气败坏了国家，前后所需的期间竟长达七百年。这如何能说罗马人崇尚希腊文化是造成罗马亡国的主要原因呢？

不管任何时代，都会有崇尚其他民族文化的人存在，而不自尊自大的态度，其实正是精神具有活力的表征。更何况一个民族的灭亡，原因绝对出在比这种事更严重的问题上。

况且，站在我们现代人的立场，还真该好好感谢罗马人的宽宏大量，接纳文化上受希腊人「支配」的情势才对。因为有了罗马人尽心尽力模仿希腊时代的原作，许多古典时代到希腊文化时代的希腊造型美术杰作才能存留到今日。

虽然说罗马人只是仿造艺术品，但并非每一样都是只要灌模就能完成的青铜器。如果要仿造大理石作品，则必须从头雕刻起。因此仿制者也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而罗马人又是个不在拱门下摆设雕像就不舒服的民族，因此雕像的需求相当惊人。

没有希腊人的协助，罗马人不可能满足这种质与量的需求。历史上由于战胜者的傲慢与无知造成大量破坏的记载层出不穷，请各位回想一下，就连在罗马史上，自从基督教崛起之后，不知道有多少雕像遭到破坏，也不知道有多少雕像虽然残存，却是一副缺鼻子少眼睛的惨状。

朱利斯·凯撒曾经这么说：


「罗马人没有拒绝向其他民族学习的傲慢心态。只要认为是好的，即使是敌人的东西，也会排除拒绝，选择模仿。」



罗马征服了希腊，文化上却反被希腊征服（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这句话是出自西元一世纪的罗马诗人霍雷斯（Horace）之口。后世的人虽然拿这当批判的材料，认为罗马人批判罗马人当然不会有错。然而霍雷斯是生在西元一世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人。当时正是罗马人对于自己创立的世界秩序「罗马和平」充满绝对自信的时代，而且这位诗人，不但与奥古斯都生于同一个时代，与开国皇帝之间其实关系匪浅。






在圆形竞技场里的每个拱门都设置有雕像（罗马文明博物馆）




奥古斯都有左右两位得力助手。一位是军事方面的助手阿古力巴，另一位则是负责外交与文化宣扬的马西纳斯（Maecenas）。马西纳斯以名诗人维吉尔（Vergilius Maro）与霍雷斯的后援者而留名於世，同时也是文化保育的代名词「美西那（mece，meceant）」的由来。如果将马西纳斯的名字以法语发音，就是美西那。

据说皇帝奥古斯都在公务之余，经常造访好友马西纳斯的宅院。我们可以想像得到马西纳斯为了帮助皇帝调剂身心，因而邀请来维吉尔与霍雷斯两位诗人参加晩宴，而奥古斯都不但不排斥出身解放奴隸子弟的霍雷斯，甚至重用他。当奥古斯都要举办「世纪祝祭」传达罗马历史之美给众人时，还特別聘请他担任主题乐的作词。从以上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想像以下的这个场面：

在马西纳斯迎接皇帝为主宾的晩宴席上，诗人霍雷斯开口说，我们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可是文化上却被希腊征服了啊。语毕，列席的宾客纷纷表示同感，连向来沉默寡言的皇帝奥古斯都也微微苦笑表示同意。

在衡量了上述各种情况之后，笔者认为，霍雷斯的这句「罗马虽然军事上征服了希腊，文化上却反被希腊征服」，与其说是出自罗马人的自卑感，毋宁更证明了罗马人的自信与从容。




问题二





关于万恶的罗马人



「我曾经读过一本史书是这样写的：


「进入帝政时代之后，罗马文明更加烂熟。整体社会呈现语言文字无法完全角容的模样。战争、摆阔、贪婪、奢华、美食、浪费、堕落、贿赂、享乐、颓废、暴力、杀人、离婚，诸如此类。罗马帝国的灭亡是这些罪恶的总决算，不过是个无可避免的当然结局罢了。」







这个评价是否正确？我们应不应该相信呢？」

「这真是令人觉得好笑，不知道写下这段话的人是否曾经遥想过整个人类历史。

基督教成功夺权至今一千七百年，罗马帝国崩溃至今也有一千五百年的岁月，然而人类是否让上述的任何一项罪行成为历史呢？」

「不过，根据我的印象，在罗马时代这些罪行并非潜藏在社会阴暗面，而是正大光明的进行。在介绍古都庞贝城的书报专辑里，不也都会加上享乐的都市庞贝之类的标题吗？」

「如果光凭青楼遗址及其内部壁画上写实的春宫图，就断定罗马人是享乐至上的民族，那么西元79年死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的庞贝城居民也未免太可怜了。






庞贝城的圆形竞技场，背景是维苏威火山（每日新闻社提供）




假如因为地震等天灾，整个日本被掩埋了，百年后只有新宿的歌舞伎町附近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那么看到遗物的人会不会对性产业的兴盛感到惊讶，就此认定百年前的日本人满脑子只有房事？」

「可是无风不起浪，罗马人也不可能跟这些恶行无关吧。」

「这当然。德国的大文豪歌德也说，罗马的历史就是人类历史的集结。当然罗马人也和这些恶行脱不了关系。

可是古代希腊及罗马人理想中最高的「德」，并非「根绝」罪恶，而是有所「节制」。换句话说，他们并不以根绝罪恶为目标，而是与恶行有节制的共存。不论是苏格拉底（Socrates）或是佩里克利斯（Pericles），凯撒或是奥古斯都，这些人并非不喝葡萄酒，只是不会喝醉而已。

也就是说，只要懂得平衡，并成功地加以控制，即使不高举杜绝万恶等诸如此类违反人类本性的伪善旗帜，照样可以活得不失人类的格调。至於要如何让人能时而自觉节制呢？对于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来说，这是宗教的领域。对于罗马人来说，则是由法律负责。因此在罗马法中，只有杀人等重大罪行才列为需要「根绝」的对象，其他恶行则是在「规范」之下。」

「像这样温和的处界，那能提升道德呢？」

「这就要看是提升道德重要，还是让人类社会适度发挥作用重要了。这也是关于平衡的问题。请回想一下，至今为止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正义的人到底犯下多少恶行？这才是应当要根绝的恶行，然而可惜的是人类至今尚未成功。和这种大恶比起来，上述的恶行还在能由「节制」概念控制的范围内。再说，法律规范仅止于这程度，还能抑制狂热的假道学横行逆施呢！」

「可是罗马帝国到了最后，不是因为你说的小恶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吗？」

「根据吉朋的罗马史观，五贤帝的最后一位马库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 Antonius）皇帝逝世后，罗马帝国也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这点笔者也有同感。不过，如果这些恶行就是罗马帝国衰败的主要原因的话，五贤帝时代后的罗马人行径应该会越来越过分才是。但是根据最近学术界年轻一代，终于开始摆脱马克思史观与基督教史观的学者的研究认为，西元二世纪的罗马人在伦理方面要比一世纪的罗马人来得善良。如果是这样，国家的衰亡却没有因此减速。这是否意味着，衰败的原因不在于颓废的人心呢？」

「那么到底衰败的原因在那里？」

「在人类的内心深处。要记得，就算是恶行，进行时也相对需要能量，这点是在探索人们内心时不可忽略的。

庞贝人被后世认定为贪图享乐的堕落者。确实，他们频繁出入青楼，喜爱欣赏残忍的剑客决斗。然而在同时，他们也是将每天辛勤所得的农产品与海产出口到全地中海地区的充满活力的人民。这些人在各方面享受人生的时候，正值西元一世纪后半，当时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四百年后帝国将面临灭亡，而这段期间内甚至包括被视为罗马皇帝中最罪大恶极的尼禄皇帝时代。」




问题三





关于都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请容许我问问关于古代罗马的都市与地方之间不同之处。

有人认为在罗马帝国里，不仅政治、经济、行政领域，甚至文艺与文化的舞台都是以都市为中心。因此罗马人的生活，本质上只存在于都市地区。请问和都市相较，地方是否只不过是次要的附庸？」





「在思索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厘清对于城邦国家而言，都市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罗马和希腊的雅典一样，是以城邦国家的型态建国的。成立时并非采用所谓的国家体制，而是个独立的城市。因此并非先有国家，然后制定首都。而是先有首都，然后才扩大到周边慢慢形成国家。就因为如此，所有的社会活动中心都集中到都市，也是很自然的结果。换句话说，地方是生产基地，都市则是贸易的基地。以成立在七座山丘之间的罗马市为例，在建国初期的王政时代，除了诸神的居所卡匹杜里诺丘（Capitolion）之外，其余六座山丘分別由罗马所接纳的各个部族定居。然而在七座山丘之间的山谷，用途则包括建设公共设施的罗马广场，以及大竞技场等等设施。

换句话说，从王政时代开始，罗马市内便同时有著丘陵等「地方」与「都市」罗马广场。「地方」是为了个人生活，「都市」则是用于社会生活。

笔者想要表示的是，这种差异并非出于主要次要的重要性观念，而是出于功能不同。罗马人的这种想法，不仅持续到统一义大利半岛之后。在成立大帝国之后，也依旧维持著这种想法。

由于罗马成立之初是个城邦国家，因此罗马人也熟知都市与地方的差异，并且很自然的学会如何运用这种差异。如果置单一文化的「地方」与多元文化的「都市」於不顾，往往容易形成对立关系。然而罗马人却利用整顿交通网路的方式，将都市与地方链接成为命运共同体。於是都市便成为了帝国的「核心」。

对于这种现象最为敏感的，就是知识分子了。各地的知识分子因此纷纷湧进罗马市。在共和时代，有出身义大利半岛的各个「地方」的知识分子；进入帝政时代之后，则是由全国各个「地方」赶来。因为企图创造新的文化、文明的人，最能理解新的文化、文明必须在综合各种文化的地区产生。





不过，流入都市的个人，也并非全是追求文化刺激的阶层。大多数的人会流入都市的诱因，在于都市较容易谋生。因此，除了建设公共设施的需求之外，又多了必须为这些个人兴建住宅的需求。原本都市内部有限的土地，因此更显拥挤。人们为了追求舒适的生活，於是兴起了在地方拥有房舍的风气。笔者曾经在罗马法中寻找保障日照权的相关法规，但未曾找到任何类似的条例。似乎罗马人对于都市内部的住宅环境并未要求到这个地步。

在拉丁文中，郊外的独栋建筑称为Villa。我们要翻译时大概只有翻译为別墅或別宅。不过以实际使用情形来说，Villa反而像是正式的住家。罗马人对于Villa的执著极深，再加上没有土地限制的影响，因此对于別墅的执著与要求远远胜于都市内部的住宅。我们甚至可以想像罗马人同时兼顾都市与田园两种日子的生活型态。

后世的人从罗马时代留下的別墅之中，就能领略到当时的高度生活水準，而这种生活型态也由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斯与威尼斯的Villa继承。甚至形成了后世英国、法国的乡居生活。

都市只要提供都市该有的东西就好。如果都市提供超过应有范围的东西，便会变成有如「地方」一般的「都市」。罗马时代的都市，包括「帝国首都」罗马市与其他都市在内，绿地的面积都相当少。这是罗马人以建设公共设施优先的结果。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都市才能维持「基地」的功能。罗马帝国是由都市、地方，以及交通网路构成的，而由罗马人都市化的地区，几乎都发展成为现代的大都会。甚至在西欧各国的首都中，只有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和罗马时代无关。

笔者认为罗马人对于过着都市与地方双重生活的生活型态，要比希腊人来得执著。因为在记载中未曾见过苏格拉底留在田园地区思索，但却有西塞罗留在乡下的別墅中执笔著作的纪录。」




问题四





关于贫富差距



「罗马帝国不但是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但据说财富分配相当不平均，仅集中在部分的阶层之中，这也是后世批判罗马的理由之一。请问实际状况到底如何？」





「在共产主义的实验之后，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不过这点我们姑且放下不提。确实，罗马帝国也没有躲过这个问题。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想要分成两个阶段来回答。

第一，为何财富会分配不平均。

第二，这个现象对于共同体营运造成的影响。

还有，希望各位能够先牢记以下五项要点。

一、财富分配其实不过是赋稅制度上的问题。

二、不论稅率高低与否，人们总是讨厌赋稅。因此在实际上，尽管稅率相形之下显得较为低廉，人们总是会抱持着重稅的感受。因此即使在史料中有着重稅的记载，如果没有实际验证当时的状况，就不能相信。

三、不定期的赋稅，比起定期的赋稅，更让人感到沉重。因此稅制最好采用定期稅的方式。

四、不管是为了减少征稅消耗费用也好，或是为了减少经手人上下其手的空间也好，稅制都应该简单明瞭。

五、罗马帝国大致上是由以下三大类的人民所构成。

（a）罗马公民权所有人——因为拥有权利，因此也有了保障帝国安危的责任。罗马主要战力军团兵的资格条件之一，就是拥有罗马公民权。

（b）罗马同盟国的国民——在罗马发起军事行动时提供兵力，辅助帝国的国防安全。

（c）行省民众——除了志愿服兵役者以外，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协助国防的义务。但是负有现代所谓的后勤支援义务。




奥古斯都的稅制改革











	
　　

	
罗马公民

	
非罗马公民（行省民众）




	
直接稅

	
在所得稅方面，没有直接稅




奴隸解放稅5%




遗产稅5%

	
地租稅及行省稅为收入之10%




（服兵役之行省民众免稅）




	
间接稅

	
关稅1.5~5% （东方出产的奢侈品为25%）




营业稅1%





接下来我们回到正题上。在古代，不论是希腊或是罗马，赋稅都是以间接稅为主。因为城邦国家的人认为，国家主权者是公民，而公民的权利就是参与国政，义务则是负担保卫国家的责任。因此负担保卫国家义务的人，也就免除了负担直接稅的义务。这也是直接稅又被称为安全保障费用的原因。因此属于上述（a）与（b）的人，没有负担直接稅的义务。只有属于（c）的人才必须负担稅率为收入的一成，名为行省稅的直接稅。由于后世的批评集中在罗马帝国上，我们在此也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帝政罗马。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制定的稅制，大致上如同上表。而这个制度的架构一直维持到帝国灭亡为止。如果要为这个制度略加说明，首先第一点要说的是，实质上为附庸国的同盟诸国（b），在官方立场上依旧是独立国家，因此不在这个稅制表的范围内。

第二点则关于奴隸解放稅。这个稅的定义是：当奴隸在恢复自由之身时，必须支付当初他卖身时的身价之二十分之一给国家。也许各位会认为，政府课稅压迫将恢复自由的人是件很奇怪的事。然而奴隸并非罗马人。这个赋稅也证明罗马虽然在接纳外国人方面显得宽容，但也并非放任外国人在国内横行。

关稅的范围会在1.5到5%之间，也证明罗马人是个善于弹性应变的民族。一般而言稅率是5%，但是若遇到下列的情况则会调降：

一、当经济状况恶化时作为改善经济的政策。

二、当遇到灾害时作为灾区重建的支援政策。

在罗马帝国的领土里，不仅本国义大利位于地震带上，行省里的巴尔干、希腊、小亚细亚等也都是地震频传的地方。一旦发生灾害，皇帝将会拨款应急支援。附近的军团基地也会派出军团兵前来灾区，进行基层建设的复旧工作。而在经济方面的救灾政策，还不仅止于调降关稅。如果灾区位于行省，则会视灾区的受灾程度，减免三到五年的行省稅。以上就是罗马帝国的灾后重建政策。重点在于罗马人认为与其进行支援，不如利用免除赋稅帮助当事人自立重建。」

「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想法，而且稅制也的确相当简单明瞭。不过罗马公民仅有间接稅，而对行省民众又没有累进课稅，这样是无法避免财当分配不平均的。那么后世对于稅制的批判是正确的啰。」

「在此要重新强调，不管是尝试累进稅制也好，或是财产归公重新分配的政治体系也好，结果只是减少人民工作意愿而已，对于财富分配平均与否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话说回来，如果放任贫富差距不管，确实会形成社会紊乱的温床。因此奥古斯都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正好多年以来在罗马人之间，对于有权势有家产的人来说，最大的荣誉就是能够捐赠私产兴建公共设施，而同时罗马人又有著为公共建筑物冠上兴建者姓名的传统。像美国的肯尼迪机场一样，为了纪念某人而命名的实例，只有马尔凯尔斯剧场与奥塔维亚回廊两个例子。其他的公共建筑物都是冠上了兴建者的家门名。比方说阿庇亚大道、弗拉米尼亚大道、庞培剧场、朱利斯会堂、克劳狄斯水道等等。而罗马的圆形竞技场（Colosseum）只是个通称，正式名称为弗拉维斯剧场。这是因为兴建这座竞技场的维斯帕先（Vespasian）皇帝的家门，就叫做弗拉维斯。

这是一种在共和时代就存在的利益回馈社会策略，经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之手，将其由一种风俗习惯变成了政策。同时他也率先实行这项政策。甚至於公开表示，他接手的是一个砖瓦建筑的罗马，但要留给后世一个大理石建造的罗马。在他任内完成的公共建筑物不论质或量都相当惊人。

既然这已经是一项政策，那当然不能由皇帝独占，而必须奖励权贵效尤。奥古斯都的左右手阿古力巴经手的公共事业质与量也相当惊人，他甚至亲自培养了专任的技术人员集团。至此，公共事业也就成为罗马帝国的“Noblesse oblige”（译者注：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即贵族的义务），也就是经济优渥者的责任与义务。而既然这项风气转化成为政策，也理所当然逐渐扩散到地方政府，以及各个行省。






万神殿的正面离刻著建造者阿古力巴的名字




不过公共建筑物并非兴建完毕就够了。为了要让建筑能长期使用，必须不断进行维修。罗马时代的工程师们便留下了这句话：

「岩石是朋友，水是敌人。」

这也包括设计时特別注重排水的罗马式大道在内。如果疏于维修，路面的石板细缝会被风吹来的泥土塞满。风会将植物的种子运来，等到下雨以后，杂草的力量甚至能让石板移动。热心於建筑的人，想必也能够理解维修的重要性。奥古斯都就曾经下令全线修复由首都罗马朝北延伸的干道之一——弗拉米尼亚大道。

也就是说，这种让有权有势的人为公共建设投入私产，将利益回馈社会的政策，其效益不仅止于建设方面，也发挥在维修方面。由皇帝兴建的道路维修责任，便落在道路沿线的士绅身上。后人在罗马帝国各处挖掘出的大量碑文中，其中有不少很神气地刻著：地方议会议长〇〇，将△△大道某路段至某路段修复完工；或是负责城镇中央的神殿某一部分等。

罗马帝国的稅率之低，让后世的人听了就羡慕得叹气。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医疗与教育完全委由民间自理，不过还是让人佩服这个大帝国竟然能够正常营运，而没有地方稅的地方政府竟然也能支撑得下去。也许这原因就在于这个利用人类荣誉感与虚荣心，由奥古斯都皇帝政策化，令士绅将私产投入公共事业的政策之上。如果我们说得好听点，就是罗马人发挥了公德心。

不管怎么说，这样竟然能解除「财政赤字」，真是令人感到有趣。」




问题五





关于与劲敌迦太基人之间的对决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共和时代的罗马人，与强敌迦太基对决时的一些问题。在现有的史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迦太基人的历史，由擅长海运与通商的绯尼基人殖民地开始。他们从未尝试利用军事力量建立霸权。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不侵略外国也不征服外族，仅以经济活动与外界维持关系。然而，这样的迦大基人对于试图以军事力量建立霸权的罗马人来说，却显得碍眼。这就是布尼克战役开打的原因。」



请告诉我这段诠释是否正确。」





「看来写下这段文字的人，认为只要有经济力量就能成为大国。可是迦太基人是否真的这样想呢？他们是否和二千年后东亚的理想主义者描绘的一样，是群只论经济的和平爱好者呢？

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曾经有三次大战。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西元前264年到前241年之间，前后共二十三年。战场虽然曾一度扩大到北非，不过主要战场还是在西西里岛及其周边海域。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西元前218年到前201年之间，前后共十七年。这场战争感觉上有如古代一流名将汉尼拔单挑罗马。战场包括了义大利、西班牙、北非等，演变成全面战争。在史学家里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最早的世界大战。

第三次布尼克战役——西元前149年到前146年，前后共三年。战场位于迦太基。大国迦太基就在这一役之后灭亡。





那么，我们首先来讨论布尼克战役爆发之前的西地中海情势。

简单来说，这场战役是两大势力之间的冲突。其一是以西北非为根据地；以萨丁尼亚、科西嘉二岛为前线基地的迦太基人。另一股势力则是以马赛、南义大利殖民都市以及西西里岛为根据地的希腊人。绯尼基人与希腊人都是擅长海运与通商的民族，也理所当然战场会在海上。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爆发前的西地中海势力分布图




当时罗马正忙于和义大利中部的部族战斗。义大利南部是希腊人的地盘，罗马人只有乖乖接受两地中海龙头迦太基人提出的不平等条约，连面前的第勒尼安海都无法涉足。

虽说征战双方都是殖民地，不过这场战斗还是希腊人与绯尼基人之间的斗争。最后获胜的，是绯尼基后裔的迦太基人。当战斗结束时，罗马人也已经成功统一了义大利半岛。可话说回来，当时在西地中海，能称为大国的还是只有迦太基，罗马说得再怎么好听，也顶多不过是个新兴国家。

那么为什么没有海军武力，又不是通商民族的罗马人，会跟海军大国、通商大国迦太基开战呢？是不是罗马人想要征服、占领迦太基的根据地西北非呢？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爆发前的西西里岛势力分布图




以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当时的情势来说，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因为战端是由迦太基人掀起的。





迦太基人在打败竞争对手希腊人之后，打算将长年置于希腊势力范围内的西西里岛完全纳入旗中。实际上，这项尝试也渐渐的落实。西西里岛与义大利半岛之间，仅隔着一道墨西拿海峡，最短距离只有三公里。自认公认均为海上霸主的迦太基人势力逼近到只有三公里外的地方，使得罗马人为此感到恐惧不已。

如果让拥有地中海最强海军的迦太基人掀起攻势，那么问题并不止于三公里外的敌军。这是因为义大利半岛三面环海的缘故，迟早整个义大利半岛也会让迦太基拿下。光是看迦太基人对于西西里岛的攻势，就能明显得知迦太基人并非什么「不侵略外国也不征服外族，仅以经济活动与外界维持关系」的民族。

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就在这种局势下开打。而结果则是罗马人获胜。」

「尽管西西里岛是地中海第一大岛，但依旧是个岛屿。就算曾在岛上展开陆战，但这场战斗不可能在没有海战的状况下分出胜负。罗马人与海军大国迦太基作对，而过去又只有陆战经验，他们是如何能够致胜的呢？」

「探索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追求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在叙述战争的时候，细节尤其重要。因为人类之间在战场上的争斗往往前途未卜，而后来才得知战果是由偶然的因素决定的。甚至有一句话叫做：神就寄宿在细节处。

过去，笔者在叙述布尼克战役的时候，所需的篇幅大约占去了整本《汉尼拔战记》。对于未曾探讨叙述过布尼克战役的人来说，也许要删减篇幅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笔者实在做不到。这也许是因为笔者对于细节的感情；也或许是笔者对于生于死于战役中的罗马、迦太基男儿的感情。总之可能是因为笔者的这种感情实在太强烈了。

感情强烈和为某一方面提笔助阵是两回事。要保持距离冷静运笔的时候，这种深刻的感情反而是必要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将范围限於某个方面，那么笔者说不定有办法重新阐述。这是因为除了笔者自己能打从心里接受之外，另外得到某位日籍人士的言语启发。





当时罗马不但没有军舰，甚至没有商船。当他们迫於船舶需求时，往往是向称霸之后的同盟者拿坡里或是塔兰托等希腊裔海港都市连船带水手一起借用。在进行对迦太基的作战準备时，他们必须将初期作战时掳获的迦太基战舰解体，由仿造军舰开始。

而同时要进行的，就是确保船员。然而罗马人只有使用过在台伯河上航行用的小船。他们首先必须要进行的，是将现代划船社团也在使用的初学者训练器材放在沙滩上，并由从拿坡里及塔兰托聘请来的专家指导练习划桨。

经历这些阶段后，罗马才能勉强将仿造舰队、短期结训船员，以及战斗用的军团兵送到海上。罗马人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也知道这种情势下绝对无法胜过迦太基。

以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为例就可得知，海洋民族是很擅长操纵船舰的民族，因此才能拥有在海上称雄的力量。罗马没有这种传统，而又要战胜能自由操控船舰的迦太人，自然必须考虑新的战术。

以下的部分，因为笔者无法精简篇幅，因此请各位读者允许在此引用《罗马人的故事》第Ⅱ册《汉尼拔战记》的部分文章。


「执政官多意里认为，罗马虽然拥有和迦太基一样的五层军舰，但在海上的活动能力比不上迦太基。为弥补自己的缺点，於是发明新武器设置在船上，这项新武器从未有人将它用在船上，罗马兵称它作「卡拉斯铁钩」。




将「卡拉斯铁钩」以绳索固定在离船头最近的桅竿上，形成一种栈桥。当船头接近敌船时，从桅竿上放下「卡拉斯铁钩」，落在敌船的甲板上。「卡拉斯铁钩」的前端有一个锐利的钩子，可以利用下坠的力量刺穿甲极加以固定，好让罗马兵蜂拥而上。不擅掌舵的罗马人，借由「卡拉斯铁钩」把海上战斗变为陆上战斗。此外，「卡拉斯铁钩」可作一百八十度的回转，敌船无论在左或右，只要能接近敌船就能发挥威力。








罗马的军舰





之所以会有「卡拉斯铁钩」的发明，是因为罗马人没有海运的传统。如果是海运国，不仅对掌舵很有信心，也会顾及船只的美观。为海卖命的男人永远以扬帆的船为傲，对他们而言，把「卡拉斯铁钩」这种奇怪的物体装在桅竿上，是对海与船的亵渎。但对生活与海无关的罗马人来说，完全毫不在乎。」



在撰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在笔者面前的是数张「卡拉斯铁钩」的复原图，以及记载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第一次海战的罗马时代史书而已。当笔者望着这些资料苦思的时候，想起了多年前本田宗一郎对我说过的话。


「日本没有双轮车的传统。因此也没有摩托车应该加上那些机器的既定观念。所以我在车上装了承继双轮车传统国家的技术人员绝对不会安装的机器。」



这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毕竟，如果负责动笔的人都无法理解的话，不论是叙述或是说明，都无法说服读者接受。因此如果笔者这段文章的说明具有说服力，这都要归功於本田宗一郎。

他所给的提示，在笔者描写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海战时也帮了不少忙。因为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的时候，罗马从舰队布阵开始，一切行为举止都违反了海战应有的公式。」

「也就是说，罗马是靠著大胆有弹性的构想获胜的啰？」

「是的。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决定战役成果的战斗，不是罗马擅长的陆战，而是迦太基人拥有十足把握的海战。迦太基人在发现情势不利于继续作战后，向罗马求和。罗马也接受这项和议，缔结了和平条约。第一次布尼克战役就此结束，除了成为战场的西西里岛以外，萨丁尼亚岛与科西嘉岛也成为了罗马的领土。」

「这么说，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之后，罗马人夺取了半数以上过去由迦太基人独霸的西地中海制海权。为了维持这个制海权，罗马是否因此由陆军国家转型成为海军国家呢？」

「没有。所谓的传统，并非短短二十年就能改变的东西。一个民族的传统，就有如个人的体质一样，即使过了二百年也不会改变的。而且第一次布尼克战役会持续二十三年，也是因为罗马方面犯了错误。

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不管罗马获胜的原因是「卡拉斯铁钩」的发明也好；或是海洋民族可能考虑的，有如奇谋一般的海战战术也好。总之罗马是赢在「外行人特有的强处」，可是从反面来看，这也是「外行人特有的弱点」。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布尼克战役时，罗马人固然靠著外行人特有的强处获胜，却也因为外行人特有的弱点吃了不少苦头。关于这一点，请容许笔者再度引用部分《汉尼拔战记》做说明。


「罗马军队快抵达西西里南岸时遇到暴风雨，这附近的海岸都是岩岸，没有避风港，靠海岸线太近，反而容易受到暴风雨袭击。




掌舵的是来自「罗马联盟」海港城市的船员，他们知道如何让风浪所带来的损害减至最低，但不擅航海的罗马将军反对由这些人掌舵。




罗马人不能忍受看不到陆地，在海上任风浪翻弄，他们命令将船接近海岸，并要求不得离开太远。船员们虽然加以反驳，但对这些没有经验的人，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而且没有经验的又居领导地位，因此，只好让二百三十艘罗马舰队在咆哮的风浪中被翻搅。




结果地中海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船只有的撞击岩壁，有的互撞，二百三十艘船只当中，最后能够平安回到叙拉古港的只有八十艘船，据说尸体都埋在附近的海边。这次海难，罗马共损失了六万人。两位执政官生还，因为他们所搭乘的船舰是由老手掌舵。赢了海战但赢不了海上暴风雨的罗马人，还是一个没有海运传统的民族。




罗马人知道消息后莫不悲戚，而迦太基人狂喜庆祝。」



这个规模的海难，后来又发生了一次。每次发生海难时罗马都为此元气大伤，连在第二年凑出兵力都办不到。这场战役持续二十几年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因为罗马士兵不习惯应付迦太基人用来当武器的大象，但另一方面也在于罗马这种「外行人特有的弱点」。」





「我懂了。可是话说回来，二十三年后重新开打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战场只限於陆地。然而罗马却陷入史上最艰辛的苦战之中。」

「所谓的历史，往往由一位天才的出现而改变。这次轮到迦太基人里面出现一位擅长大胆弹性构思的人。罗马人认为迦太基要入侵时必定由南方的海上开始，而他便巧妙利用罗马的防卫系统这项漏洞，越过阿尔卑斯山，由北向南入侵罗马。

不过笔者有话在先，就算拿刀子架在笔者脖子上，也实在没办法将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说得更加简略。连罗马的史学家李维斯（Livius）所著作的《罗马史》中，大部分的篇幅也被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占据。而笔者所著的《汉尼拔战记》虽然叙述前后一百三十年间的故事，其中为了讨论只有十六年的第二次布尼克战役，却花费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其理由在于，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罗马对决迦太基的色彩，不如罗马对决汉尼拔的意味来得强。而这场战役正是罗马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第二次布尼克战役中汉尼拔与西比奥的进军路线与主要会战战场




在这场战役中，罗马人被迫死命对抗名将汉尼拔。但是相对地，也显现了罗马人的资质优异。不论是为了知道罗马人是如何胜过汉尼拔；或是为了理解其后的罗马历史，第二次布尼克战役都是历史上极端重要的一页。

所以，为了求得神，也就是理解历史的关键所在，我们只有追求细节一途。」

「我懂了。不过请让我提出一个单纯的问题。」

「笔者不认为历史会有单纯的问题，不过如果只有一个的话，请……」

「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入罗马本国以后，之后在义大利半岛停留了十六年。在这段期间内，他是如何取得旗下五万大军的粮食的？根据《汉尼拔战记》所述，由于迦太基国内的反汉尼拔势力扯后腿，以及罗马的海岸防卫作战成功，汉尼拔只从国内获得了两次补给。」

「你说得不错。十六年间只有两次，实在称不上是补给。更何况这十六年中还身在敌阵之间。他们在确保粮食时，想必是利用强制徵调，亦即抢夺的手段。如果是罗马的武将，即使面对目前的敌人，也会因为在战胜后必须与对方结盟，因此在征服作战的军事行动中，会极力避免在当地徵调。如果逼不得已，也不会动武抢夺，而会设法以平价向当地人购买。因此罗马的司令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与本国或友好国之间的补给路线。

然而汉尼拔的父亲忘不了第一次布尼克战役的耻辱，自幼教育他设法打倒罗马人。因此以他的角度来说，罗马人居住的义大利半岛，并非征服后将拥有的领土，而是应该彻底摧毁的地方。相信对他来说，就算是抢夺义大利半岛居民的粮食，因此激起居民反感，想必心里一点挣扎都没有。

他会拉拢加普亚、塔兰托与叙拉古，也并非寄望与南义大利的希腊后裔都市缔结永续的同盟关系，而是希望借由这些都市的叛离来孤立罗马。因此汉尼拔在南义大利盘据十六年后，该区成为一片荒地。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战胜之后，罗马还长期苦於必须设法恢复当地的农牧业。





汉尼拔并非只因为带着战象越过阿尔卑斯山才名留青史的人。他是一个拥有卓越才能与坚定意志，傲慢不羁但令部下对他敬重如神的人。尽管他利用古代稀有的战术才能，屡次重创罗马军队，然而他在最后最重要的一场会战中落败，使得祖国迦太基成为战败国。

确实汉尼拔是个悲剧英雄，不过原因是否全归于他一身呢？

是不是因为和举国抗战的罗马不同，迦太基国内永远是两派对立？还是上述两项都是原因呢？甚至只是因为他们遇到的是罗马人？

当汉尼拔在进行最后一场战斗扎马会战时，指挥罗马军的年轻武将西比奥当面对他说：你好像最不擅长的就是过和平的日子。总之如同上述，在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这个历史事件之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后人思量。

汉尼拔唯一传留到后世的肖像，目前存放于拿坡里的考古学博物馆。这个肖像的样子，正适合用来表达四十五六岁年纪的悲剧英雄。然而同时也缺乏了汉尼拔年近三十时，从西班牙出发跨越南法兰西、攀越阿尔卑斯山攻进义大利的青年气概。当然，汉尼拔也会经历岁月的摧残。从他二十九岁出征起，与罗马军队作战连续六年获胜，但未能完全消灭罗马。后来遭到罗马的长年反击，最后在扎马大败。前后历时一共十六年。






汉尼拔




笔者在《汉尼拔战记》中，直到描述扎马会战前夜为止，一直没有在书中刊登汉尼拔仅存的这幅肖像。因为笔者认为，汉尼拔的肖像充满悲剧色彩，只适合用来搭配这位常胜将军仅有的一次惨败。也就是说，这个肖像反而会妨碍读者理解三十出头时百战百胜、意气风发的汉尼拔。

笔者对唯一能击败汉尼拔的罗马武将西比奥也有同样的顾虑。在拿坡里的考古学博物馆也保存有西比奥的肖像。然而这是西比奥晩年时的肖像，显得面容消瘦，有如癌症病人。当时年仅三十三的西比奥身为一流战术家，充满自信心。他能够设计出优秀的战术，足以击倒敌军当时四十五岁、无人不知的名将，并确实执行，因此获胜。博物馆中的这幅肖像，同样地无法表露出青年时期的西比奥风采。






西比奥




因此，笔者采用了刻在戒指上的西比奥侧脸，并将其列为日文版封面。因为笔者认为，要代表於布尼克战役中获胜的新兴国家罗马，这张脸孔充满活力、有一股能将失败当成养分吸收的气概，正是最佳选择。

人的脸孔里头藏有许多资讯，应该是古今中外不变的道理吧。希腊人喜好以雕塑表现理想中的人类，而罗马人却执著於用人像表达真实的姿态。所以观察罗马人像的脸孔，也成了搜集历史材料的手法之一。 《罗马人的故事》系列作品日文版的封面人物脸孔，都是由笔者亲自挑选的。那一册该用那个人物、那个角度、该有什么样的感觉，也都是由笔者决定。这是希望读者光是浏览封面，就足以看遍罗马史。光是看着笔者特选用以反映时代的封面人物脸孔，就能够想像罗马历史的时代演变。

日本的书店在结帐时，多半会问消费者要不要加上纸制书套。但笔者真希望读者们能够拒绝。因为用以表达时代的封面人物面孔和内文的叙述，同为历史材料与资讯，有著相互依存的关系。

所谓书籍，并非单纯的纸张而已。即使进入了电视与电脑的时代，还是没有任何一种媒体能在这样的分量里传达这么多的资讯。笔者认为，传达资讯的手法并不只文章，还包括书中的地图与人物肖像照片等。这些各种传达手法的综合体，才叫做书籍。」





「我想将问题转到西元前149年开战的第三次布尼克战役上。这场战役前后历时只有三年，也没有诞生像第二次布尼克战役时一样的明星，然而迦太基却因这场战役灭亡。而我前几天看到的史实是这样叙述第三次布尼克战役的：


「迦太基人即使面对罗马派遣的大军，仍然为了维护自由而奋战了三年。虽然最终以亡国收场，不过第三次布尼克战役依然是历史上的证人，得以谴责罗马之野蛮，竟然不认同这种不侵略外国、仅依赖经济活动的生活方式。」



请问对于这段叙述有何看法？」





「每当听到这种意见时，笔者心里都会想，如果第一次与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获胜的不是罗马而是迦太基，那么到了第三次布尼克战役时，迦太基人还会认为不侵略外国、专注於经济活动的生活是正义吗？

这个答案非常明显，就是因为第一次、第二次布尼克战役落败，使得迦太基无论正义与否，非选择经济大国这条路不可。尤其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和平条约中有著相关的规定。迦太基只能拥有十艘三层甲板的军舰，用以保卫海域。这款规定简直就是完全放弃军事武装。而且即使为了自卫，未得到罗马许可，依旧不得执行军事行动。

所以剩下的问题，就在于罗马能不能接纳实质上已经成为罗马属国的迦太基，以经济大国的身分继续存活下去。而当时罗马的政策决策单位元老院，也分成了容忍与非容忍正反两派。

有一天非容忍派的领袖马尔克斯·加图，带着一篮无花果到元老院出席会议。议员们都对于这篮无花果的新鲜与大小感到惊奇。於是加图在议场向同事们表示，有生产这么巨大果实能力的敌人，就在能够新鲜运输的三天路程外。

西元前二世纪时的迦太基，官方立场依然是独立国家，而不是罗马所统辖的行省。既不能征收行省稅，也不能让罗马的资本家自由投资。而迦太基又不像经济能力较差的邻国努米底亚一样，维持当霸权国家罗马作战时提供兵力协助的军事同盟关系。罗马又不能像是对待行省一样，要求迦太基提供所谓的后勤支援。我们只能说，罗马实在没什么理由坐视迦太基经济繁荣。偏偏在这个时期，迦太基方面於外交上又连续犯了错误。结果使得非容忍派获得多数，第二次布尼克战役结束五十年后，第三次战役又爆发了。结果造成迦太基王国灭亡。

话说回来，对笔者个人来说，目前还找不到第三次布尼克战役的必然性。

西元前146年，历经三年攻城作战后，罗马拿下了迦太基的首都迦太基市。当时不但将城市完全破坏，甚至撒盐破坏地质。然而事隔不到二十五年，护民官盖乌斯·格拉古却计画移民罗马人，重振迦太基市。由于盖乌斯过世，当时这个计画并未实现。然而过了八十年后朱利斯·凯撒建立了迦太基重建方略，之后由继承人奥古斯都实现。之后迦太基一直是罗马帝国的重要都市之一，一直维持繁荣到帝国灭亡。这应该是因为罗马人无法长期忽视迦太基身为北非物产集结地的优点吧。






西元前130年左右的地中海世界




那么问题就在于西元前146年为什么要彻底毁灭迦太基了。因为罗马既然能容忍希腊人与犹太人的经济活动，不大可能单独排斥迦太基人。因为罗马人是个急于雪耻，但报复心态不重的民族。

但话说回来，西元前146年时，受害的不只迦太基市。希腊中部的大城科林斯也遭到破坏，并於地面撒盐。似乎一向对于败者宽容的罗马，在这个时期陷入僵化了。就好像民粹主义突然发作了一样。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的代表人物称为大加图。也就是指责西比奥崇尚希腊作风的马尔克斯·波尔奇斯·加图。





不过，笔者还是不认为只用迦太基人运气不好就足以说明一切。如果说前后三次的布尼克战役，正是互夺霸权的战争，也许霸权终究只有一方可以得到。如果赌上西地中海霸权的布尼克战役是由迦太基人获胜，那么日后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的，也应该是迦太基人了。因为地中海东方的希腊文化圈（Hellenism）诸王国，已经丧失了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意志力与国力。所以布尼克战役的战胜者自然成为整个地中海的霸主。

罗马与迦太基双方赌上国运进行的布尼克战役，决定之后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未来。正因为这场战役如此关键，所以对后人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冷静客观地检讨，为什么是罗马获胜、迦太基落败。」




问题六





古罗马人与现代日本人之间的共通点



「越是了解罗马人的历史，就越是感到与日本人之间的格调差距，让人感到有点颓丧。为了让人能够重振精神回顾罗马史，能不能谈谈古罗马人与现代日本人之间的共通点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会感到格调差距的，并不只是日本人。除了脱胎自罗马帝国的欧洲各国以外，就连罗马帝国圈外的德国与美国，也兴盛著研究古罗马的风气。可见不论好坏，现代人都会感到与古罗马人之间格调上有差距。

不过，我们在此将讨论范围限定于日本人，并且只讨论共通点。

第一点，双方都很喜欢入浴。而且古罗马人不满足於淋浴，一定要全身泡在装满热水的浴池里面，才觉得自己真的在洗澡。和目前欧美人清晨起床后淋浴的习惯相反地，古罗马人习惯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入浴，然后带着轻松的心情坐到餐桌前。想必对罗马人来说，入浴不只是清洁身体，也带有洗涤心情的功用在内。

古罗马人入浴的方式也和目前的欧美不一样。欧美人是在浴缸中洗澡，完毕之后将污水排掉；而古罗马人装满热水的大浴池是用来浸泡身体的，因此洗涤身体时，人必须站在浴池外头的镶嵌地板上。严格遵守这种入浴方法的，可说前只有罗马人，后只有日本人。

不过罗马人的入浴是由温水、蒸汽（即三温暖sauna）、冷水三种构成。如果不是大富人家，不可能自家备有这三种浴室。因此在古罗马的都市中，一定会有皇帝或士绅捐资兴建的公共浴场。日本的温泉旅馆中，也有人打着「罗马浴池」的名号做宣传。如果将要求标準调降到只看浴池的规模是否庞大，那么也的确可说是罗马浴池。在这些「罗马浴池」周边，通常会画著富士山或是天桥立等景物，古代罗马的公共浴池则是摆设著白色的大理石雕像。姑且不论映在眼中的是绘画、雕像还是窗外的景物，总之除了罗马人和日本人以外，只怕找不到这样一边赏景一边享受入浴的民族了。






喀拉凯拉浴场平面图




第二个共通点，就是双方都非常喜欢温泉。也正巧义大利半岛与日本列岛都是位于火山带上的地区。罗马人熟知温泉的各种功效，当他们在将欧洲与小亚细亚纳入霸权的途中，发现当地的温泉时，往往欣喜若狂，并在当地建设坚固的长期入浴设施。甚至於现代欧洲有名的温泉区，也几乎都发源自古罗马。

我们也可以说，在享受温泉的传统方面，继承古罗马人的不是欧洲人，而是日本人。在欧洲的温泉地区，通常是拿着杯子盛矿泉水饮用，或是穿着泳衣下水。然而在古罗马时代，不管是城镇里的公共浴场，或是温泉地的浴池，所有从更衣室走出来的人都一律裸体。想要博得群众好感的皇帝偶尔会在浴场出现，而元老院议员如果只有短期滞留，也会为了省下烧热水的麻烦，直接到公共浴池入浴。另外，奴隸阶级的人同样享有入浴的自由。这是一种利用个人式浴缸入浴不可能产生的跨阶级天体交流。因为希腊罗马时代的人认为，裸体才是人类最真实的姿态。这种交流方式之所以会随着罗马文明一起消失的因素，相信是因为受了基督教的影响。

罗马人与日本人的第三个共通点，在于房间的内部装潢。有位西欧的研究人员曾经这么说，如果古罗马人造访现代的欧洲家庭，应该会因为家具太多，以为自己到了仓库。古罗马人就连在臥室里头，也顶多只摆著臥榻桌椅。不过相对的，地面是大理石或砖瓦的镶嵌画，墙上则以远近法画著田园风景或神话故事等。这不让人想起家具不多，但是讲究绘图纸门及榻榻米边框的日本建筑吗？

第四个共通点，则是喜好鱼肉胜于肉食。牛用于农耕、马用于运输，罗马人食用的肉类仅限於猪、鸡及其他。不过罗马人虽然惯於食用起司，主食却是小麦制的面包或浓汤。这是因为罗马人与北欧人不同，他们并非肉食民族。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们会优先选择吃鱼胜过吃肉。在史上甚至曾经记载由于远征途中失去补给，军队不得已开始吃肉。

让人感到有趣的是，由富豪或鱼贩制作的鱼缸，到了罗马人手上，也会蛻变成大规模、经济化的长期设施。而调查鱼货价格后发现，价位最高的和现代同样是肉质白色的鱼。两千年来人类饮食的嗜好没有变化，不禁令人失笑。另外，古罗马人喜好现代欧洲人不嗜食的乌贼、章鱼、鳗鱼等。

当年朱利斯·凯撒为了将政体由共和转移至帝政，因此遭到布鲁图斯派杀害。在他就任独裁官推行的诸多改革中，便有一条是除了鱼贩外，禁止民众用鱼缸养鱼的法案。依当时社会风气流行，只要稍微有些财力，通常会在家中设置鱼缸。然而凯撒认为这是败坏民心风俗，超越节度的奢侈行为。当时的律师业界泰斗，哲学家西塞罗也受到影响，想要吃鱼必须亲自到鱼店购买。在西塞罗写给住在希腊的好友信件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最近我有腹泻的现象。因为那条法律的关系，近来吃不到鱼，光吃些蔬菜。」







罗马人和日本人的第五项共通点，如果以现代的说法来说，应该可说是企业化的才能吧。在罗马人发迹之前，已经有单独的石板道路存在。

然而罗马人发现将石板道路网路化可以大幅提升效果，并将其推广到帝国各处。拱门与拱顶是由伊特鲁里亚民族发明的，然而继续发展其理论，令其成为建筑样式的，也是罗马人。罗马人还活用了埃及与希腊学者发展的天文学、数学成果，制作了有助於人类保持生活作息节奏的历法。






图上 拱门 图下 拱顶




在基础的发现与发明方面，希腊人的成就绝对远超过罗马人。然而是罗马人将其发展成为能让多数人享受利益的「文明」。如果说诺贝尔奖得主太少是日本人的缺点，那么罗马人应该曾经得过类似的批评。

不过，由罗马人经手「企业化」的过程，当然也会很「罗马式」。至於详细内容，在此想由脱胎自罗马文化的欧美人代为叙述。以下的文章引用自Will Durant著作的《皇帝与基督》，当然作者默认的读者阶层不是日本人，而是与作者同为英语文化圈的同胞。






「青少年教育所必需的每一项学科，并非罗马人的创见。但是是他们加以选择取舍，整理成直到今日都通用的教育科目。拱门、拱顶、圆形屋顶，同样不是罗马人的发明。然而是罗马人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胆与壮丽规模发展活用。中世纪辉煌硕大的教会建筑，只不过是古罗马建筑的徒弟罢了。肖像雕刻同样不是罗马人带头开始的，但却在经过罗马人之手后，肖像雕刻去除了希腊人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表现出现实人类的坚强与脆弱。




哲学也不是罗马人的发明。然而让大众知道，希腊人熟知的伊比鸠鲁学派与斯多噶学派哲学并非与现实人类无关的，是罗马的哲学家卢克雷丟斯（Lucretius）与塞尼卡。




文学中的各种形式，同样不是罗马人的发明。可是西塞罗与凯撒在散文领域的影响、维吉尔对于但丁、塔索、米尔敦的影响、李维斯和塔西图斯对史书著作的影响、霍雷斯与尤维那利斯对德来登及薛福特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而罗马人所使用的语言拉丁文，不但成了义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的「语源」，直到十八世纪为止还是欧洲的通用官方语言。其他影响所至，还包括了从学问与文化起始，到植物学、动物学的领域，甚至基督教会用语以及医师开立处方籤时的用语等。由于罗马人是法律体系的创始者，在法律用语方面影响亦为深远。总之，不使用源自拉丁文的语言便无法书写文章的情况，至今依旧不变。就连不属于拉丁语圈的英语也受到罗马人的语言渗透，使我们的语言内涵更加丰富深邃。




这些都是我们所承继的「罗马的遗产」，就连活在现代的人们，每天也会在无意识下接触许多回。」







「我本来听到他们喜欢泡温泉和吃鱼，觉得距离拉近了。没想到罗马人这样伟大，让我又有些洩气。」

「不用担心。因为欧美人同样也感受到与罗马人之间的差距，才会有上面这段文字。而且感受到差距，与怀抱自卑感是两回事。这也是一种刺激上进心的要素。当英国尚在称霸全球时，他们的菁英分子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吧。」




问题七





什么叫做「罗马和平」?



「大英和平也好，前一阵子还在大肆宣扬的泛美和平也好，都是针对古罗马的罗马和平而来的名称吧。那么，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罗马和平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实在不是能够简单说明的问题。就让我们好像在面前一步步铺路一样，从基础开始谈起吧。首先从PAX（和平）的定义开始。

也许你会认为天底下人人都期望和平吧。但若是真的人人期望和平，世上就不会有战争了。可是战争的身影从未消失过，使得人类的历史简直可说是战争的历史。这代表着有人期望和平的同时，往往也有人并不希望和平。也就是说，和平这东西其实有利己的一面。如果我们不忽视这个利己的层面，正视「和平」的存在，而且超脱个人立场，以部族、民族或国家的立场来正视和平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期望和平的想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由于文明以经济活动为主体，希望能有容易活动的环境，因此期望和平。

第二种，则是已经称霸得来适於防卫的疆界，因此之后转以和平为国策。

不用说，第二种国家的典型就是罗马。罗马在共和时期以攻势为政策，但进入帝政时期后则以「和平」为宗旨。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是由罗马的防卫基地发展成形的都市。而笔者曾在这里见过一幅很有趣的假想图。图中画的是一个身穿兽皮、手持弓箭、站在河岸边的男子背影。而男子的视线，则望着多瑙河对岸衣著亮丽，正在野餐的男男女女。现在只是望着而已，然而要是食物匮乏了，事情又会怎么发展呢？这幅图让笔者感受到，所谓和平，只对拥有足够条件的人有无上价值。

正因如此，和平实在太重要了，不该仅仅委由所谓的和平主义者负责。要确立及维持和平，就不能欠缺明晰冷静的战略。帝政时期以后的罗马人，以地中海为中心制定了「罗马世界」。其范围向西直到大西洋、北到莱茵河与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到撒哈拉沙漠。而罗马人的帝国也以确立并维持“Pax Romana”（罗马主导下的和平）为政治的基本方针。虽然数量随时代不同会略有变动，不过罗马沿着上述防线边缘派驻了二十五到三十个军团。每个军团的建制为六千名士兵。所以这些以拥有罗马公民权为入伍条件的主要战力，约在十五万到十八万人左右。附带一提，这个数字比起现代西欧强国的高科技陆军还要少得多。

罗马帝国的防线，跨越了欧洲、中东以及北非。不管罗马军如何精锐，很明显地人数不足以支应国防需求。光是以莱茵河前线为例，因粮食匮乏而大举入侵的未开化民族往往是以万人作为单位。

因此罗马人设计了利用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行省民众志愿兵组成辅助部队，附属于主要战力军团之下协助作战的体系。按规定，辅助兵的人数不得超过军团兵。所以主要战力与辅助战力加起来，在军事方面维持「罗马和平」的人数，大约只有三十万。这种程度的战力还能维持和平，主要因为罗马式的街道网路发挥功效，使得部队能够迅速移动。有名的罗马大道，其实是为了军事需求而诞生的。

另外，没有罗马公民身分的辅助兵在结束二十五年的兵役后，因为协助保卫帝国国防有功，依法得以获得罗马公民权。罗马人认为，所谓公民权，是与有志一同的人共享的待遇。所以大家也没有理由反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制定的这项政策。






罗马的主要街道网路






①萨拉里亚大道②拉提那大道③阿庇亚大道④华雷利乌斯大道⑤克劳狄斯大道⑥加伊伽利亚大道⑦奥雷里亚大道⑧维努吉亚大道⑨弗拉米尼亚大道⑩艾米里亚大道⑪卡西亚大道⑫安尼亚大道⑬波斯特米亚大道⑭皮里亚大道⑮新奥雷里亚大道⑯艾米里亚·史考利大道




话说回来，要维持和平，并非单纯成功防卫外敌就够了。如果没有成功确立并长期维持国内的和平，就称不上是世界秩序或是文明的和平。

而罗马人对维持国内安定，也付出了不输给维持国防的心力。这是因为罗马帝国是由每场征服战后加入的众多人种与民族融会而成的巨大多民族国家。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帝国内部安定政策的几个具体范例……。

第一，罗马制定法律规定包括稅率一成的行省稅在内，各种稅率不得高过以往的任何国家。同时把让民众感到纳稅负担沉重的不定期稅统统废除。并且尽其可能维持公正征稅。若行省总督施行恶政，在必须等待任期结束的附带条件下，允许行省民众拥有控诉的权利。为保障行省民众的权益，在首都罗马站上法庭的工作，由通常具有元老院议员身分的Orator（律师）担纲。并由法律明文规定，律师费用不得超过一万塞斯泰契斯铜币。而这一万塞斯泰契斯铜币，直到西元一世纪末期图密善帝调薪为止，约等于一个士兵八个月的粮饷。

国内安定政策的第二个例子，在于提升帝国内部的经济力量。

为此，必须维护帝国的基準通货罗马货币的价值稳定。在这个没有纸币的时代，所谓通货稳定，意味着货币的面额价值与材质价值的一致。就连位于罗马经济圈外的印度，也出土了许多罗马货币。这代表罗马人购买香料、珍珠与丝绸时，印度人愿意接受并信任罗马货币。笔者认为这证明自从奥古斯都确立罗马的通货制度之后，后继的皇帝大多尽心尽力维持通货的信用，而罗马人也认知到这件事情的重要。

以提升经济力量为目的的第二项政策，从结论来说，是一种实质上的减稅。在这广大的帝国之中，征收关稅的海关竟然仅有十个地方。在罗马征服之前，光是现今的法国地方就有近百个部族割据，个別征收通行费用。因此对进出口业者来说，纳入罗马版图后做生意的成本下降了，而且因为经济圈扩及整个帝国，各地的物产流通顺畅，消费能力也随之成长。而促进帝国整体的物产流通顺畅的因素，在于罗马道路网以及彻底维护的治安。

由于罗马大道原本是为军用目的修筑，所以只要地势许可，道路都会尽可能修得笔直平坦。干线道路甚至会全线铺设石板。对罗马人来说，桥梁也是道路的延续。因此罗马人修筑的桥梁结构坚固，适於军团携带沉重的攻城器具和大量的军粮移动。笔者认为罗马大道相当於当时的高速公路。相形之下，比起在弯曲的泥泞小道，或是攀山越岭行军来说，时间上体力上的负担都会大为减轻才是。

而能够完全达成某个目的的东西，通常也能完全顺利转用在其他目的上。罗马大道是完美的军用道路，转用为民用道路时也能完全发挥功能。既然道路笔直平坦，那么货车能装载的货物也就更多，物产的流通量也就随之扩大。再加上使用罗马时代的高速公路是不需缴交任何费用的。大家应该能够想像到，上面这些条件是如何协助提升帝国内部的经济活动吧。

话说回来，尽管整顿环境后，各个地方之间的物产容易流通，而流通所需的基础建设也已经整顿完善，要是途中被山贼海盗袭击，那还是血本无归。因此罗马的中央政府也在帝国全区彻底尽力维护治安。罗马人对重刑犯的刑罚，是将其捆绑在原本上放置在竞技场中央，於参观者众目睽睽之下让猛兽呑食。会被判这种极刑的，并非后世认定的基督教徒。直到西元三世纪中期为止，受刑人确实都是山贼和海盗。而在道路网方面，平均每十五公里设置的驿站中派驻的士兵，也形成了保护人员、物资和邮件安全的系统。因为若是国内不安全，也就称不上是“Pax”（和平）。

在此介绍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段小故事。相信看到这段故事之后，应该就能够理解“Pax Romana”（罗马主导下的和平）对于当时的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出自《罗马人的故事》第Ⅵ册）。


「奥古斯都死前畅游拿坡里湾，在坡佐里停留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有一艘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刚刚开到的商船，船上的乘客与船员认出了在附近船上休息的老皇帝。於是船上的人开始好像合唱一般，齐声向皇帝叫道：




「讬您的福，我们得以活下去。




都是讬您的福，我们得以安全旅行。




讬您的福，我们得以活在自由和平之中。」」







对于终生致力於确立罗马和平的奥古斯都来说，这无疑是最令人欣慰的讚辞。」

「原来如此，罗马人能在道样广大的帝国确立并维持罗马主导的和平，是因为他们致力於保障安全和提升生活水準，并且成功啰。」

「不，罗马人厉害就厉害在他们做的事情还不只如此而已。不是有一句谚语说，人不能光靠面包生活吗？

罗马人在找寻统治营运帝国所需的人才时，不会限定必须出身於义大利本国，而广泛录用出身於各个行省的人才，而且这时不论其人种、宗教或是肤色。

当笔者看到电影「甘地」时，不禁心里百感交集。如果像甘地这样的人才，出生在罗马帝国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像他这样有才能的行省民，几乎十之八九会获得在现代相当於国籍的罗马公民权，并且在相当於现代国会的元老院中拥有席位。之后，经历许多由元老院议员互选的中央政府要职之后，获派为印度总督。完成兼有军司令官责任的总督任务后卸任归国，并获选为任期虽然只有一年，但职权近似首相的两名执政官之一。之后成为相当於终身总统的皇帝信任的助手，在外交、军事、内政、经济各个方面，都成为帝国的政治中枢。

这是出身於行省的人仕途的最高实例，而且这并非孤立的特殊例子，而是广泛开放在行省菁英面前的门路。若有同样的机会，只怕甘地的精神不会倾注於印度独立，而是致力於维持大英帝国存续吧。出身於德国，人称与吉朋并列，或者说甚至已经超越吉朋的罗马史权威毛姆森就曾经这么说：罗马人并非支配其他民族，而是将其他民族都化为罗马人。





然而这项国策，并非一开始就获得全体罗马人的共识。不管人才如何优秀，录用其他民族出身的人，相对地也就代表本国出身的罗马人受录用的机会减少了。锁国路线在言论方面的领袖是西塞罗，在行动方面的领袖则是布鲁图斯；至於强力执行开国路线的，则是连自己征服的高卢士绅都纳入元老院的朱利斯·凯撒。罗马的民众也讶异于：昨日的敌人，今天竟然坐在元老院里。然而这是最高权力者凯撒下的决断，因此也不好表示反对，只好留下这些政治笑话。

「竟然有元老院议员来问元老院会场要怎么走。」

「我们罗马公民，竟然会拥有拉丁文都说不好的议员。」

「听说他们就算外头穿了托加袍，底下还是不穿裤子不舒服。」

托加袍是罗马人的服装，而出身北欧的高卢人向来穿着长裤。布鲁图斯与同志暗杀凯撒的故事相当有名，莎士比亚也为此著作了《朱利斯·凯撒》。然而这并非一场为反对凯撒独裁而起意的低水準行动。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今后罗马该走的道路而争，也就是关于国家基本政策的冲突。或者是说，这是认为本国罗马应该支配行省的布鲁图斯派，与认为罗马人的帝国这个命运共同体，应该包含行省在内的凯撒之间的对决。

凯撒虽然遭到杀害，但是他的想法后来由继承人奥古斯都承继。如果当时布鲁图斯获胜的话，罗马只怕会成为和后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的帝国。就好像强调支配爱尔兰胜过同化爱尔兰的英国一样。就因为获胜的是凯撒一奥古斯都路线，所以罗马没有成为像是大英帝国一样的民族帝国，而成为了一个普遍帝国。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的梦想，就是创建一个普遍帝国。法国作家玛格莉特·尤丝娜不晓得是否忆及这位来不及完成梦想就过世的年轻天才和罗马帝国两者，他在著作《哈德良的回忆》中这样叙述：


「亚历山大的子嗣，并非出自这位年轻的希腊国王与波斯公主间，而是罗马人朱利斯·凯撒。」



另外，普鲁塔克（Ploutarchos，英文为Plutarch）的《列传》是一部对比叙述希腊人与罗马人英雄人物的著作，其中与亚历山大相对的就是凯撒。相信普鲁塔克斯也认为这是绝佳的组合吧。

综合上述可以得知，「罗马和平」是一种超越国防安全课题的文明。至於后世的人能不能活用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问题八





关于罗马的历代皇帝



「罗马的皇帝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呢？在好莱坞制作的电影里，只看到疯狂享乐的宴会，或是坐在竞技场的贵宾席上看着剑客残酷的决斗，又或是下令处死基督教徒的样子。」





「首先要记得一个前提，领导好莱坞电影业界的，是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对这些人来说，罗马帝国是敌人。就好像第二次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现在还被视为罪魁祸首一般，自从基督教获胜以来一千七百多年，西欧史一直将罗马帝国视为恶人。

第二点则关于传播媒体的性质。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国总统，要不就是挥手微笑，要不就是在演讲或打高尔夫球，再不然就是正在观赏美式足球或棒球比赛。光是做电视上的这些事情，并不足以担任全球第一人强权领袖。然而总统接受各部会首长报告、与官员集体讨论政策、最后单独做决断的样子，并不会出现在大众面前。 《年代记》的作者就仿佛历史上的新闻业者。而古人和现代这种狗咬人不稀奇、人咬狗就争相报导的传播媒体没什么两样，因为认真执行业务的统治者实在太稀松平常，没办法满足大众的好奇心。

至於第三点，则应该归类於大众心理学吧。人虽然会对与自己相同的对象感到亲切，但迟早会感到厌倦。对于一些能够做自己办不到的事情的人，则是感到向往。不过这些丑闻缠身却又能获得支持的，仅限於位高权重的人或是名人。与自己相同水準的人要是做出同样的事情，则不能接受，大肆批判攻击。大众心理实在是一项复杂的东西。

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中，评价最差的是卡利古拉与尼禄。然而批评他们的，都是有能力评断他们施政的罗马社会菁英，一般民众对于这两位皇帝倒是抱持好感。一来是两位皇帝都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血亲，亦即「尊贵血统」;二来是卡利古拉於二十五岁左右登基，尼禄则是未满二十岁时登基，当时都是年轻皇帝，而大众对「尊贵血统」与年轻人往往较为宽容。






卡利古拉









尼禄




最后的理由，则是这两位皇帝犯下的事情规模庞大，颇有罗马皇帝气势。结果恰巧适合两千年后拍电影时当成题材。」

「可是，后世批评的并不只这两位皇帝啊！」

「的确，我们姑且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因为承认基督教的地位，因而被奉为大帝的君士坦丁帝之前。然而三百三十年间的历代皇帝，能让后世评为及格的，只有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与五贤帝六个人。这六个人在位期间共计一百三十年，其他两百年则都由昏君统治。然而根据出土的人骨研究显示，过了中古时代，到了一千年后的文旧复兴时代鼎盛期，人类的体格才恢复到罗马帝国鼎盛期的样子。而人的体格同时也是生活水準的写照。罗马时代的房舍宽阔，中古时期的房屋狭小，应该也是配合当时人民体格建造的吧。这些体格高大的罗马人生存的时代，竟然大多是由据说是昏君的人统治。」

「可是，罗马的皇帝是终身制，而权力会造成人的腐化。也许正因为这样吧，有许多皇帝死于暗杀。就算不是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也会批评罗马帝国的吧。」

「政治安定是让人类活动有效率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寻求适合当时情势的政局安定策略。当初为罗马帝国描绘蓝图的朱利斯·凯撒所设计的，就是不存在于罗马共和时期的最高权力者终身制。

帝政时代的史学家史维特尼斯（Suetonius）於著作《皇帝传（诸帝纪，De vita Caesarum）》时，并非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而是由就任终身独裁官，但并未号称为皇帝的凯撒开始。可见罗马人也认为，帝政实质上的创始人是朱利斯·凯撒。

话虽如此，然而不论是共和时期或是帝政时期，脱胎於城邦国家的罗马，主权依旧在于有识者的代表元老院，以及公民身上。以现代的说法就叫做主权在民。罗马帝国的主权不在皇帝身上，皇帝只是公民中的首席，受主权者元老院以及公民讬付，代为统治国家而已。用来代表罗马的记号叫做S.P.Q.R.，这是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的缩写，意思是「罗马元老院及公民」。其中既没有代表第一公民（Princeps）的P，也没有代表皇帝（Imperator）的I。

正因为如此，如果罗马社会的菁英集团元老院投票通过了免职决议，或是公民在竞技场喝倒采，再不然让同为有权者集团的罗马军团拒绝宣誓效忠，那么昨天晩上的皇帝，到了今天就成了凡夫。这就是罗马帝政真正的姿态。

可是话说回来，政治制衡的功能并非随时都能发挥功效。历代罗马皇帝也会为了不发生上述情况而培植实力。结果罗马帝国的权力制衡，只好靠暗杀手段进行。」

「可是暗杀的例子太多了。」

「后世的人为了避免政治制衡要依赖暗杀手段，因此采用了选举制度。可是暗杀权贵的事情就真的销声匿迹了吗？不知道是因为等不及下次选举，或是不信任选举的制衡功能，在现代政治暗杀的例子还是层出不穷。

笔者并非认为罗马时代的一切制度都正确，而后人一无是处。只是不能苟同后代一切都正确，而罗马一无是处的想法。」




问题九





什么叫做公民，公民权又是什么？



「看样子，如果不弄清楚什么是公民，话题就发展不下去了。」





「所谓公民，就是拥有参加国政的权利，以及负担国防义务的存在。话虽如此，罗马与希腊同为古代一大文明，并同样采取城邦制度的国体，他们对于公民与公民权的想法却几乎完全相反。

由于希腊是由众多城邦国家并立构成，我们姑且以最强盛最有名的雅典为例。雅典人观念里的「公民」。意为出生于雅典境内，且双亲都是雅典人的人。就连建设雅典黄金时代的大政治家佩里克利斯（Pericles），由于他再婚的对象是米雷托斯人，因此这两人的儿子就不是雅典公民。后来还是以报答他多年的功绩为由，才特例准许他的儿子取得公民权。

苏格拉底的双亲都是雅典人，因此拥有雅典公民权；而亚里斯多德（Aristoleles）出身马其顿，尽管他创设名为lykeion的学校，提升雅典的文化水準，但依旧没有获得公民权。身为公民的苏格拉底说恶法亦为法，并甘心喝下死刑的毒酒，而亚里士多德遇到同样的情形时，却一找到机会马上就逃狱。这是因为他不是雅典公民，没有为雅典法殉死的义务。

雅典社会如此封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必须在有权者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成立。然而要是归化的外国人立即享有平等的权利，很明显地会引发既存公民的不满，长期而言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然而，只要国家采用民主政体的一天，公民之间便必须一律平等。所以雅典只好走上锁国路线。

苏格拉底有进入雅典军队从军的经验，而亚里斯多德却没有。这证明亚里斯多德没有雅典公民权。连在雅典的外港卑雷斯港的码头上工作的苦力，都是拥有投票权的公民。然而西洋思想史的巅峰泰斗亚里斯多德，在雅典却只能一直当个外国人。尽管大家都属于说希腊语的希腊民族，但是斯巴达或科林斯出身的人无法获得雅典公民权，而雅典人也不能成为斯巴达或是科林斯的公民。这就是希腊的特色。笔者不禁认为，以建构普遍帝国为梦想的亚历山大大帝会出现，正代表了希腊人也发现到采用民主政体的城邦国家极限所在。





相对地，罗马人对于公民与公民权的想法，和雅典人正好相反。我们可以说雅典人以「血缘」为公民依据，而罗马人心中的公民则是「有志一同者」。 《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是希腊人，然而他却表示罗马兴盛的要因，在于这种甚至能接纳战败者同化为罗马人的生活型态。在罗马人初建国的王政时代，在征服其他部族后往往不将其灭族，而倾向於提供战败者士绅元老院席位，籍此同化对方。以朱利斯·凯撒为代表的罗马的统治阶层，多数是当时的战败者后裔。罗马人能够这样同化战败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共同拥有守护罗马国的「意志」，就算是战败者，也能够摇身一变成为同志。而所谓的「同化」，就是共同拥有公民权。

凯撒将他征服的高卢部族领袖纳入元老院；颁赠公民权给从事医疗与教育相关工作的人，不论其是否属于被征服民族或是肤色异同。奥古斯都订定制度，让辅助军团兵作战的行省兵在服役二十五年后退伍时，能够同时取得罗马公民权，而继承奥古斯都的历代皇帝也都积极从全国各地征用人才。上述的这些政策，其实不过是按照王政时则便存在的传统行事罢了。反过来说，当凯撒录用出身西班牙和法兰西的人才，赐这些人罗马公民权，并列为元老院议员时，起身反对他的西塞罗与布鲁图斯才是违反了罗马人开放的传统。克劳狄斯帝为了将重振凯撒路线法制化而发表的演说，也令人十分感动。

当时元老院议员反对将席次开放给高卢民族士绅，而克劳狄斯帝为此发表了下列的演说。


「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在战场上是如此的强悍，但是却只能享有短暂的繁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要把以往的敌人和本国的公民同化，老是把敌人当成外人区隔开来的缘故。




不过，我们罗马的建国者罗慕路斯，非常贤明地选择了与希腊人相反的做法。长年的敌人在战败之后，他就让他们加入公民之列。




各位元老院的议员们，我们深信不疑的传统，其实在这些事物成为传统的最初，一切都是新的尝试。国家的要职也是长期以来一直是由贵族担任，后来开放给罗马的居民，接着是住在罗马之外的拉丁人，再后来是居住在义大利半岛的平民。门户开放的政策逐渐蔓延扩展。




各位议员，现在我们把门户开放给要求我们表明态度的高卢人，这将也会成为罗马的传统之一。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时候引用了许多的先例，而未来我们也将会成为別人引用的先例之一。」







「可是这样大幅开放公民权，当然会引起世代都是罗马公民的人反感。这应该不会因为布鲁图斯败北就消逝的啊。」

「罗马和雅典不同的是，罗马是阶级社会。我们比较两者的社会阶层如下：

雅典：公民、外国人、奴隸

罗马：元老院阶级、骑士阶级、公民、行省民、解放奴隸、奴隸

罗马不仅将阶级分开，各个阶级之间的流动性也相当高。也就是说，不死守一个平等的大前提，但是提升各个阶级间的流动性。据说有不少元老院议员，其祖先便曾当过解放奴隸。

再加上由罗马建国始祖、第一任国王罗慕路斯创设的元老院，自从西元前509年由王政转移到共和政体后，在议场发言有从下面这句话开始的惯例。

「帕特雷斯·康斯克里普提」，笔者将其意译为「元老院议员诸君」，不过直译则为「各位建国父老与新进人士」。

这也证明罗马人连权利中枢元老院都开放给新进人士。

而负责保护平民权益的护民官，在结束一年任期之后，也自动成为元老院议员。这就好像工会的会长在卸任之后，进入董事会当董事一样。共和时期的这种同化的传统，在进入帝政时期后被人以更大的规模继承。最终发展到西元212年喀拉凯拉帝制定，赐予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罗马公民权的法令。我们只能说，在公民权方面，希腊人封闭，而罗马人开放。」





「如果是这样的话，罗马人这个开放的性格，是否就是国祚绵长的主要原因？」

「开国路线与民族命脉绵长与否的关系，倒没有一定的说法。比方说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就是个贯彻领导阶层纯种主义，而国祚将近千年的国家。所以，选择锁国或是开国，并不代表国祚会因此变化。问题应该在于任何国家都会有衰退的时候，在衰亡之前国民是如何度过这段岁月的。

不过威尼斯共和国只是复数的霸权国家之一，不能拿来和唯一的霸权国家罗马帝国比较。而且对于普遍帝国罗马来说，开国路线明显会较为有利。

第一点在于能导入新血，恢复国家的活力。在王政时代的三百名「建国父老」之中，历经七百年到了凯撒的时代还能健在的，包括凯撒所属的朱利斯一门在内，也仅剩十四个家门（gens）。如果没有迎接新进者进入元老院的体系，那么连填满共和时代定额三百人、帝政时代定额六百人的元老院席位都办不到。至於随时补充营运广大帝国所需的人才，就更是困难的事情了。

第二点则是对于受统治者而言有利的地方。统治者罗马人建立的开国路线的成果，在于进入帝政时期一百三十年后，终于有出身行省的皇帝登基。接下来的时代，则属于由西班牙、南法、北非、巴尔干出身的皇帝。这些皇帝对于出身的都市仅提供硬体建设的利益，在其他方面，则不是以地方人士的身分，而是以罗马人的角度思考、行动。

这个现象甚至不仅见於皇帝，在众多公务员的身上也能发现，这点从这些人留下的言行之中就能得到证实。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呢？

殖民地时代的印度人与埃及人，想必不会认为自己正在担负着大英帝国的命运。台湾与韩国的人们，应该也不会认为自己与日本人有共同的命运。某个民族支配其他民族的帝国称为「民族帝国」。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融为一体的则是「普遍帝国」。不必等到美国出身的杭廷顿提醒，我们也能知道在整个人类史上，这种普遍帝国前前后后只有罗马帝国一个。」

「为什么只有罗马人办得到呢？」

「应该是因为罗马人是多神教的民族。」

「日本人和罗马人一样是多神教的民族啊。」

「大日本帝国时代的日本人，忘了自己是多神教的民族，去模仿一神教民族的帝国主义作风。这不就是日本统治殖民地失败的原因吗？」




问题十





关于多神教与一神教本质上的差异



「这样的话，接下来得要问问多神教和一神教的差异在那里。

希腊、罗马的宗教是多神教，而犹太教与基督教，再加上中世纪以后的伊斯兰教，这些宗教是一神教啰。」





「两者间的差距，不只在神明的数量方面。两者本质上的差异，在于双方对神明的看法不同。换句话说，就是所期望的神明不同。

希腊、罗马的神明，并不负责指示人类如何生存，而是负责从旁协助自己尽心尽力生存的人类。因此，神明不需要完美无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人的愿望种类之多反映在神明数量上，为了能够在各方面支援人类，所以神明也就跟著变多了。

相反地，犹太教以及衍生出的基督教派神明，是指示人类应该如何生存的神。不是从旁协助，而是对人下令，如果不从便惩罚人类的神。一神教的神明之所以完美无缺，相信是因为人们借此追寻一个超越有缺陷人类的存在。

那么，一神与多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呢？

除了刻意回避问题的无神论者之外，对大多数人来说，所信仰的神明也就代表了其个人最为注重的事物。因此，承认別人信仰的神，也连带地承认了他人的存在。然而一神教却认为自己信仰的神才是真神，其他人所信仰的神明都不是。如果承认其他神明存在，就不是一神教了，也难怪一神教徒会这样想。可是其造成的结果，却可能在否定宗教的同时也否定了他人的存在。不管是圣战思想也好、十字军精神也好，有一神教牵涉在内的冲突，都是起因於因为信奉一神教而变得不宽容的人心。因为既然认为神与我们同在，那么站在对手那一边的，就是恶魔了。

多神教就不会这样。尽管起了冲突，双方还是各有各的神明。荷马的叙事诗《伊里亚德》是叙述希腊与特洛伊战争的作品。在作品之中诸神便分成支援希腊与支援特洛伊的两派。这是一神教文化里绝对不会出现的文学作品。而希腊人在奉献神像给宙斯等奥林帕斯十二神的时候，一定会在诸神最后摆上一个刻有「献给未知神明」的神像。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可能还有自己未知的真理存在，而苏格拉底的哲学中也强调，必须舍弃真理是专属于自己的自大思想。





而在罗马社会，罗马人现实又开放的个性也反映在诸神的数量上。神明不再像希腊一样只有十二大神及其他。鼎盛时期据说最高达到三十万尊，除了八百万天神的日本以外，真可说多神教在此达到极致。那么，为什么数量会膨胀至此呢？

第一个理由在于，罗马人什么都可以当成神。

当贵族与平民的抗争结束后，为了纪念这件事情，罗马人把意为融合的concordia神格化，并在市中心的中心罗马广场修筑了神殿。这是只有罗马人才会做的事情。

如果有人功绩鼎盛，有益国家的话，罗马人也不会认为将其神格化有什么不对。

建国始祖罗慕路斯自不待言，而朱利斯·凯撒和奥古斯都在死后也被人称为「神君」。影响所至，后来的皇帝只要不是被判为昏君，死后也会按惯例被封为神明。在一神教来说，这是不得了的罪行。然而对于敬重祖先的罗马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发展。

至於第二个理由，就在于罗马人将所征服的民族信奉的神，也纳入自己的神明行列中。

在说明第二个理由之前，先介绍一下罗马诸神中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要理解多神教的神明，当然要在快乐的心情下进行。因为多神教的诸神和一神教高高在上的神明不同，是与人类十分亲近的存在。不过，请各位允许笔者引用《罗马人的故事》第Ⅰ册内的文章。


「然而，古罗马所指的守护神，并不是指连无所事事者都予以守护的好心之神，他们认为唯有对努力贡献的人给予协助的才是真正的守护神。像比莉普拉卡女神专门守护吵架的夫妻，就是个很有趣的例子。




不晓得哪个国家有句俚语：夫妻之间的事，连狗都懒得理。夫妻之间争执时，双方各自据理力争，音量会不知不觉地愈提愈高，彼此都认为如果没有出声的话就表示输了，於是都会卯起劲来猛烈砲轰，好让对方没机会开口。然而愈是这样，对方心里就愈不爽快，也跟著一来一往没完没了。罗马的夫妻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就会相偕前往供奉比莉普拉卡女神的庙祠去。




在那里，除了神像之外没有半个人，也没有祭司。因为罗马城内大大小小的神殿与庙祠如果都要配置祭司，那么即使出动全国人民也不够分配，所以安奉女神的小庙当然就没有祭司了。当时这座小庙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就是如果要向女神告解一次只能一人；而罗马人非常虔诚，即使没有人员看管，也会自动遵守规定。




因此，碍于此规，当一方在诉苦的时候，另一方也就不得不安静地倾听，听完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对方说的也不完全没有道理。当双方轮流告解完毕之后，彼此原本激动的情绪也会因此而稍微缓和，最后感情恢复，事情也没了。」







关于罗马人的神明增加到三十万尊的第二个理由，二十世纪的某位罗马史学家这么说：


「罗马人不但宽容到足以赐给战败者公民权，甚至将公民权赠与战败者信奉的神明。」



罗马人甚至在卡匹杜里诺丘上建筑神殿，祭拜战败者信奉的诸神当中重要的神明，可见罗马人在这方面有多彻底。

罗马市内七座山丘中的卡匹杜里诺丘，地位有如希腊人的雅典卫城（Acropolis），是奉献给诸神居住的地方。在卡匹杜里诺丘上供有神殿（换句话说居住於此）的，不仅是罗马人的三大主神朱比特、茱诺、密涅瓦。其他像是伊西斯、米特拉、塔尼特等神虽然规模较小，但也在此建有神殿。






残存在卡匹杜里诺丘上的罗马时代遗迹，以及建筑在其上的基督教会




首先，朱比特的希腊文称为宙斯，茱诺即是赫拉、密涅瓦则是雅典娜。这些同时也是希腊人的神明。而伊西斯则是埃及人的神明，米特拉则是叙利亚人的神明。而塔尼特则是迦太基人的守护女神。本来应该迎接的是迦太基人的主神巴尔，然而这尊神有拿幼儿当供品的习惯，因此极度讨厌拿活人当供品的罗马人无法接受巴尔神。

除了直接由希腊传来，成为罗马神明的朱比特、茱诺、密涅瓦三主神以外，其他神明都来自与罗马作战败北的民族。而能够成功赠与这些神明罗马公民权，主要在于对方也是多神教民族。

即使罗马人在卡匹杜里诺丘上提供神殿用地，一神教的犹太教徒也不可能接受。因为若是接受与其他神明同居的事实，那就不再是一神教了。因此当一神教获胜之后，便将其他神明都逐出了卡匹杜里诺丘。在现代的卡匹杜里诺丘上，只修筑有基督教教会而已。




问题十一





关于罗马法



「不管对罗马人批判得多严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是罗马人确立了法律的定义，并创造了一直流传到现代的法律体系。那么能不能说明一下，罗马人本身是如何看待法律的？」





「如果和其他民族比较的话，会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犹太人对于法律的看法。对犹太民族来说，法律就是天神赐给人类的戒律。而摩西的十戒，就有如犹太人的宪法。十戒的内容如下：

一、除吾以外，汝不可有別的神（所以是一神教）。

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或为天上、地下或水中的万物造像，向它跪拜或敬奉（崇拜偶像是坏事）。

三、汝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不能随口叫“Oh my God”）。

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每周六除了祈祷以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五、当孝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姦淫。

八、不可偷盗。

九、不可做假见证诬陷邻人。

十、不可侵入邻人家中。





即使不是法律专家也能发现，第一条到第四条是只通用于犹太教徒之间的戒条。第五到第十条则是不论信仰任何宗教，任何人都应信守的规矩。我们来讨论看看，如果将第一到第四条套用在罗马人身上会是什么样子。

罗马人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神明，而在自己的国王与皇帝死后会将其神格化。就连被他们征服统治的民族信奉的神明，也都能享有「罗马公民权」。因此第一条戒律和罗马人实在八竿子打不著关系。

而罗马人不仅针对天神，还有制作祖先雕像，每天的生活从瞻仰雕像开始的习惯。因此就算指责罗马人这是偶像崇拜，他们大概也守不住这第二条戒律。

另外，罗马人在发生事情的时候，有喊着「哦，朱比特」或是「哦，海克力士」的习惯。所以他们也一定会说，这第三条戒律不是人守得住的，然后忽视这条戒律的存在。

至於规定严守安息日的第四条戒律，看来也不会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对于罗马人来说，假日就是不做平常工作的日子而已，至於假日要做什么是个人的自由。

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与犹太教同为一神教的基督教。

基督教虽然同样不允许崇拜偶像，但允许崇拜基督或圣母玛利亚等圣人雕像。

而他们也常常将「哦，基督」或是「哦，神啊」掛在嘴边。本来这是被禁止的行为，但是若将犯禁的人全数送下地狱，只怕会把地狱挤破。而且基督教会理解到多神教的魅力所在，就在于诸神能够分担协助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因为基督教是一神教，所以不能开放守护神的信仰，但是能够变通承认守护圣人的存在。同时对于原本定为安息日的星期日，也允许信徒享受体育活动等。

一路讨论下来，虽然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衍生出来的宗教，但是唯一和犹太教维持同样想法的，只剩下第一条戒律。至於第二到第四条戒律，则采用罗马式的作风。不过，也许正因为接受了罗马式的想法，使得宗教符合了人性，因此取得了普遍性吧。

但不可否认的，在「汝不可有別的神」第一条戒律上，基督教依旧维持著犹太教式。也因为如此，笔者认为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本质上的差异，就在于多神教与一神教的差异。





我们将话题引回法律上。犹太的法律与罗马法最大的差別，并不在摩西十戒的第一条到第四条上面，而是在于法律是人制定的，或是神制定的。也就是说，差別在于犹太法律是神制定的，因此绝对不能更动，而罗马法是人类制定的，不适用的时候当然会设法修改。换句话说，差距在于犹太人认为应该让人类适应法律，罗马人则认为应该让法律配合人类。

罗马人在西元前449年，曾经制定了虽然由人类制定，但性质却有些接近摩西十戒的基本法，名叫「十二铜表法」。然而这十二条法律经过一再修订，前后两百年不到，就有三分之二的法条失踪。罗马人修法的方式，并非采用询问是否赞成修订既存法令的方式，而是提出一个包含旧法应当修正之处的新法案。当新法案於元老院通过后，旧法之中与新法抵触的地方就自然消失。罗马的法律因此和神明一样，一天比一天多。不过，如果从罗马人认为不该由人类去适应法律，而是让法律来配合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个不得已的结果。

我们可以拿罗马对法律的命名方式，作为佐证罗马人是如何认为法律是由人类所制定的。罗马的法律通常在命名时会加上提案人的名字。例如罗马法中制定国有农地租赁规则的法律，并非单纯称为「农地法」。而是称为「朱利斯农地法」。如此一来，罗马法的法案是由何人提案并成立，将会十分清楚。这和公共建设一样将成为名留百代的事蹟，因此人们也会尽可能地设法留下良好的法令，亦即良好的政治。从这点来说，这是个相当巧妙的驭人之术。





到了西元528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纂《查士丁尼法典》。这套法典集公法、民法、刑法等法律各项领域中分量庞大的罗马法之大成，当年法案的提案者罗马人，早已不存在这个时代。西罗马帝国此时已经灭亡，东罗马帝国则是教会统率下的国家。然而，尽管信奉一神教，身为统驭多民族所构成的帝国的皇帝，想必也不得不承认罗马法有效。毕竟人类社会必须容纳各式各样的人，而罗马法正是让复杂的人类社会发挥功能的规则。

这套《查士丁尼法典》，是由下列这段文字开始的。


「奉吾主耶稣基督之名，皇帝凯撒·弗拉维斯·查士丁尼得法学家协助，在此集过往罗马人法律之大成。因皇帝之天威并非只凭借武力光辉，亦经由公正之统治而发扬。」



由罗马人打造的法律精神，被想法具有弹性，不以学习敌人优点为耻辱的基督教会模仿，才得以传承至现代。而像罗马一样以不成文法为特色的国家，还有威尼斯（VENEZIA、Venice）共和国与大英帝国。这两个国家在各自的时代中，都是现实主义的一霸、声势傲人的民族。

笔者的智力并不足以论述在法学院中教育用的法学理论。然而既然以验证历史为终生工作，就必须遥想民族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人类是一种没有纠正行为的手段，就无法成立社会的生物。而理解各个民族的关键，恐怕就要看每个民族向什么地方追求道统了。古欧洲三大民族所追求的方向如下：

纠正人类行为的手段——

犹太人向宗教追寻

希腊人从哲学中寻求

罗马人以法律为依归

如果以宗教为依归，则有对于不同宗教的人就不通用的极限存在。摩西十戒的第一条至第四条对于犹太教徒以外的人来说，根本一文不值。

哲学也有其极限存在。尽管苏格拉底高声疾呼人要了解自身的无知，然而对于每天得过且过的雅典居民来说，根本事不关己。

法律则能够突破宗教界限，也与求知慾无关。也许正因为天下有这样多类型的人，所以法律顶多发展成共同生活必需的规则。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法律才能拥有普遍的妥当性，没有一项创造物比法律更像是创建普遍帝国的罗马人所为的成就了。

然而有趣的是，在罗马人认为教育后代所需的教育科目（拉丁文为artes liberales、英文为liberal arts）之中，并不包含法律在内。也许对于罗马人来说，法律并非从课堂上向教师学习的知识，而是在餐桌前谈天，或是在假日外每天开庭的法庭旁听自然学会的生活小智慧。笔者有时候不禁会想，也许这种态度反而更适於习得法律的精神。」





「听了这些话以后，我想请问一下，近来日本好不容易也开始讨论是否该修宪了。如果罗马人要对日本人提出建议，他们大概会说什么？」

「大概会像一部分日本人主张的一样，建议日本人不要为了成为普通国家而修宪，而是为了成为普通宪法而修宪。

日本人不是犹太教徒，日本宪法也不是天神赐给人的法律。因此死守这部宪法，只不过是自相矛盾而已。应当优先解决的课题，就在于跳出矛盾局面。

建议将宪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修宪必须经由国会议员三分之二赞成通过，并经由公民投票过半数赞成」，改为只需国会过半即可。当然，在修改这条法令的时候，还是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及过半的公民支持才行。不过，只有将宪法第九十六条的修宪条款换掉，非犹太教徒的日本人，才能脱出这种明明宪法并非天神所赐却无法稍做修整，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自相矛盾局面。至於宪法第九条是否要修正，则是应该延到更后面讨论的事情了。」




问题十二





罗马人的都市计画



「我曾经看过一本史书说，罗马人在遭到征服并行省化的被征服民族居住的地方建设罗马式的都市，强迫他们接受罗马人的生活型态与文化。我们姑且不论是否真是强迫，不过罗马的地方都市真的都很像首都罗马啊。」





「是啊。在帝国各处的都市都能看到有如迷你罗马的结构。真让人讶异他们竟然能够一直使用同样的都市计画而不厌烦。每个都市的中央部分，都有神殿、广场、公会堂，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则点缀著半圆形剧场、圆形竞技场、希腊式的体育场（stadium）、公共浴池等，而这些建筑物之间的空隙则由道路、住宅与公用汲水场填补。城镇本身有城墙守护，水道桥与道路由此向外延伸。罗马式的都市简单来说，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而关于这种罗马式的都市计画，被奉为地理学始祖的希腊人斯特雷波（Strabo），曾留下这么一段纪录：


「希腊人认为，只要一个都市美观安全，并且备有进出口物产所需的港口，就算是完成建设了。




相对地，罗马人认为，如果没有把希腊人不大在意的地方都整顿好，就不算是都市。比方说，道路的路面铺设，以及上下水道的整顿就是如此。尤其首都罗马的下水道成就惊人，在罗马的地面下有如鱼网一般交错。由于下水道采用拱顶建筑，因此其上可以直接当成街道使用。城里所有的污水，最后统统都排放到台伯河中。




而街道的路面铺设工程，并不限於都市内部，还包括在罗马版图内所有的街道。这些罗马道路，是在削平山丘，调整地势高低之后才铺设的。经过这些手续铺设的罗马大道路面平坦，运输用的车辆可以载运更多的货品。



上水道的整顿也只有完美可形容。任何家庭都不会缺水。拥有储水槽的家庭不少，甚至有的家庭拥有终日湧水的人工喷泉。」

我们可以得知罗马人讲究都市的功能与舒适两个方面。斯特雷波做调查旅行时约在西元前一世纪中期，是罗马正逐步由共和转向帝政的凯撒时代。随着奥古斯都确立帝政，「罗马和平」普及整个帝国之后，帝国内的各个都市也开始模仿斯特雷波所讚叹的罗马首都结构。





广场（Forum）简单来说，就是中央广场。然而和希腊的Agora不同的是，长方形的广场一角是由神殿占据。希腊人是将某个小山丘称为雅典卫城（Acropolis），并将神殿建设於上，然而罗马人却通常将神殿设置于城镇里。和神人分隔的希腊作风不同，罗马人将神与人的住宅混在一起。不过也可以说，罗马式的建设法比较方便随意参拜。

另外，由罗马人，或说由朱利斯·凯撒创设的广场，真的是除了沿用拉丁原文外，不知该如何翻译好的建筑型态。建筑的外观是个长方形广场，周边环绕着回廊。回廊里头经常出租作为店面或办公室使用，所以广场也可说是政治与经济的地盘。对公民来说，广场是每天一定要报到一次的地方。话说回来，广场也并非是成人专属的地方。在广场的一角开设有私塾型态的学校，因此广场也为未成年人开放。

至於Basilica则是有屋顶的公会堂，通常用于举行可自由旁听的审判。而在不开庭的日子里，人们也用于聚会碰头。相信行省人民也就在此经历罗马式的审判，亦即由主审法官、检察官、律师组成，并由陪审团下结论的罗马式法庭。并且借此学习不经拳脚，而由法律决是非的法治国家优点。

居民可在半圆形剧场欣赏音乐与戏剧；在圆形竞技场观看野兽互斗、人兽对决或剑客决斗；而在体育场锻鍊体魄，并互相竞争成果。

居民们想必在公共浴场清洁身体的同时，也享受到了结束一天工作之后泡在浴池中安歇的乐趣。罗马式的浴场一定会备有图书室、游戏室，以及适於散步用的宽广庭院等，除非家境十分富裕，否则凭个人之力难以齐备的各项设施，一般民众都可以在这里享受到。

罗马人从数十公里外的水源，经由高架桥形式的水道运来了丰富的用水。相信当时的人不只用于饮用，而且知道经常洗涤衣物与身体，用来维持清洁避免疾病。






首都附近的阿庇亚大道复原图。沿着街道建设的是墓园。




和绵延漫长的水道一样，罗马的道路也是他们的技术精华。罗马的道路想必不只提升了物产的流通量，还因为具备完善的排水功能，使得居民脱离下雨时就得勉强走在烂泥中的痛苦生活。后世的欧洲都市计画这样注重公共设施，想必也是受到罗马人的城镇设计影响。

附带一提，基层建设（Infrastructure）的原文，是由代表下部或基盘的拉丁文Infra，以及代表骨架或结构的Structura结合而成的辞汇。

在罗马人出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这样理解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而又能实际推行。

与其说这是征服者罗马人将自己的生活型态硬塞给其他民族，不如认为这是被征服者本身发现这种生活的优点并接受来得妥当。」




问题十三





关于真、善、美



「希腊时代作品的复制品（Replica）也好，罗马人自己制作的雕像也好，裸体的作品真是多得惊人。他们是否对于裸体有特殊的偏好？」





「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美丽的人类裸体更美丽。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将这种美视为天神的特权。而神像多半是裸体，也是基於这个理由。自从罗马皇帝死后神格化成了惯例之后，如果发现有某位皇帝的裸体雕像，我们也可以断定这是在皇帝死后制作的。而在较量锻鍊肉体成果的体育竞赛时，虽然不像希腊时代的造型美术品一样全裸，但在罗马时代同样只有稍微遮拦一下下体而已。当然在公共浴场中，是从元老院议员（偶尔包括皇帝）到奴隸一同混浴的局面。」

「他们没有羞耻心吗？」

「这并不是说他们光着身体在街上走啊。而且，这种羞耻心是基督教的产物。」

「那么希腊罗马时代里，只承认美的价值，不接受丑的存在啰？」

「姑且不论现实主义的罗马人，就连追求理想美的希腊人，也没有将丑排除在外、忽视不理。因为丑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再怎么美丽的年轻人，一旦人老珠黄，也就不免会变丑。而且，当加入了「真」的要素以后，丑的也会变成美的了。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是个极为有名的丑男子，而他的弟子之一政治家亚奇比安得斯（Alcibiades），与佩里克利斯和奥古斯都并列为古代欧洲三大美男子。然而笔者认为文学史上最佳的爱情表白，却是出自这位习於被爱、令敌国斯巴达女性为之著迷的美男子中的美男子，向这个因为不收学费而经常过着贫穷日子的丑男中的丑男所作的表白。

接下来我们便从柏拉图著作的《飨宴》中，翻译一小段来看看。

这部有名的作品，可说是直到现代二千四百年来的最佳畅销书之一。然而这些所谓的古典作品，毫无例外地虽然对人生有益处，却是读来索然无味。让人不禁觉得即使有苏格拉底出席，古今中外的座谈会（Symposium）同样是无趣的东西。

可是当座谈会即将结束时，内容突然开始精彩了。喝醉酒的亚奇比安得斯突然闯进了这个充满知性，互相议论哲学的会议中，并且开始表露他率真的思念。


「苏格拉底哟，还有我亲爱的朋友们，请听听我接下来要开始的苏格拉底赞歌。




苏格拉底仿佛那位丑陋的半人半兽森林之神，却胆敢向艺术之神阿波罗挑战吹笛技巧的马尔西亚斯（Marsyas）。不，我该说他比马尔西亚斯还要高明得多。因为马尔西亚斯要用笛音夺走人心还得藉助笛子，苏格拉底只用言辞就有同样的效果。其他人的演说，我通常听过就忘记了。然而苏格拉底的演说不一样。不但直接听他开口时是如此，就连透过他人转述接触苏格拉底的思想时，不论男女老少，听到以后都会仿佛被苏格拉底占有一样，陷入茫然恍惚的状态。




趁着我还没醉倒，我来说说我以前是怎样听他说话，不对，是我现在还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听他说话。




当我聆听苏格拉底说话时，心中充满了只有拋开自我才能感受到的解放感，眼泪滚滚沿着脸颊往下流。当我回头环顾，我发现有这种感受的不只我一个，有不少人跟我一样。




当我听佩里克利斯或是其他演说高手发表言论时，我会对他们精彩的推论方式感到佩服，可是不会像在听苏格拉底说话时一样，感受到一向坚固的自信心开始崩溃，仿佛没有自由的奴隸似的痛苦。不仅如此，诸位，这位马尔西亚斯还经常让我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生是最不值得活的。对吧，苏格拉底。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并没有说谎。




他对我的影响不仅止于我的少年时期，还持续到今天，这更是让我的心不安定。即使我现在是个成熟的大人了，可是只要一聆听他的声音，少年时冲击我的那股感情又会回到我的身上。他的声音对专注於雅典国政的我耳语，说我疏于让人生过得更好。让人生气的是他的声音逼我承认这件事，我只好两手遮住耳朵，逃离这个用歌声诱惑水手制造船难的海妖（Siren），趁着我还未被他的声音吸引而老朽在他身边之前。多亏了这个人，我才会体验到大众认为像我这样位极人臣的男子不会有的感情。那就是当我站在这个人面前时，会以自己为耻的感情。这也是一种让人不得不抱持自卑感的感受。我对任何人都未曾抱有这样的感情，可是一站到苏格拉底面前，我马上成了一个深深以自己为耻的男子。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现在的生活方式，与他对我多年的教诲正好相反。相反地，只要一远离苏格拉底的声音，雅典的民众不断对我送上的荣誉所带来的快感，又回到了我的心中。




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躲避、才会逃离他。只因为不想嚐到一面对他就会感受到的羞耻感，有时我也会想像，如果苏格拉底离开这个世上会是什么样子。可是如果这成了事实，我绝对会嚐到比现在更痛苦的感受。




就这么回事，各位。我实在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对待苏格拉底。」



亚奇比安得斯的表白到此尚未结束，其他内容请自行参照《飨宴》。如果这些内容是作者柏拉图（Plato）少年时代亲眼所见的事实的话，以亚奇比安得斯的全盛期西元前417年左右来推测，这场座谈会时两个人分別是：苏格拉底约五十三岁，亚奇比安得斯则是三十三岁左右。

当时的亚奇比安得斯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巨星，他在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比赛中赢得战车赛冠军，让雅典人为之疯狂。就连他单脚稍微跛行的样子，也令周遭的女性为之疯狂。他是每年选出的十名「大臣」中的当然首选，据说还是个少年、青年、成年各个时期各有不同气度风范的美男子。

您不觉得对于真理的爱不逊於对美的爱，而在令人感动的同时又有些感官刺激吗？追求美的爱情结晶是艺术，崇尚真理的爱情结晶就是哲学了。在这方面罗马人就万万比不上希腊人了。」

「提过美和真以后，善呢？」

「美和真发展到了极致，不正是会为人带来善吗？」




问题十四





什么叫做「面包与娱乐」?



「根据以往的一般说法，罗马帝国可以用「面包与娱乐」一词概括。统治者罗马人可以支领免费的小麦配给所以不需工作，整天浑浑噩噩只知道欣赏免费提供的表演过日子。至於费用则由搾取受统治的行省居民而来。这次的问题就是，请问这是事实吗？」





「这和最前面的「罗马征服了希腊，文化上却反被希腊征服」这句话一样，是罗马人自己说的话。而且也同样因为语出罗马人，所以后世批判罗马时也经常拿这句话当依据。

接下来要开始验证这些内容，不过在验证之前有些地方要做提示，所以在此编了个简单的目录。

一、「面包与娱乐」是何时何人在何等背景下所说？

二、罗马史上的「面包与娱乐」背景。

三、「面包与娱乐」的实际内容。

四、罗马人的工作日数与假日数。

五、罗马人的一天。

六、结论。



一、「面包与娱乐」是何时何人在何等背景下所说?



首先我们来看看，「面包与娱乐（Panem et Cirenses）」是什么人带头说的。原来震央是讽刺诗人尤维那利斯。他生于西元60年前后，死于西元135年左右，是生于罗马帝国鼎盛期的罗马人。他和生于同一时代，同样以讽刺诗为专业的马尔提亚里斯（M. Valerius Martialis）相较，马尔提亚里斯虽然嘴里嘲讽享尽荣华的罗马人，但其实是个心中充满了对罗马人的爱的诗人。而尤维那利浙则是属于悲愤激昂的类型。

受到他严厉批判的，不止于皇帝、权贵或是富商。住在罗马帝国东半部的希腊人与亚洲人，也因为生活习惯奢华，被他视为让罗马人堕落，破坏质朴刚健传统的元凶，因此同样受到他的猛烈嘲讽。这也许可以证明进入帝政时期后，由凯撒为始的开国路线已经确立为国策，但像布鲁图斯这般，如同民粹主义般的锁国路线支持者虽然转为少数，但并未完全消失。也就是说，皇帝的开国路线，还是随时会面临反对派。

尤维那利斯出身於长年位于罗马版图内的义大利中部，而马尔提亚里斯则出身於西班牙行省。和世代身为罗马公民的尤维那利斯不同，身在首都的马尔提亚里斯虽然作品广受好评，足以让图密善（Domitian）皇帝成为赞助人，但在皇帝赐予公民权之前一直是行省民。

所谓讽刺诗（Satira），是不存在于希腊时代，由罗马人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这种严厉批判或嘲讽的文风正好合了罗马人的胃口。不过在引用文中所提及的事物作为历史上的事实，亦即史实前，必须考量到前述的作者个人背景。如果在这方面轻忽，那么就会成为未经考据盲目接受史料。

使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艺术内含的性质之一，也就是其中包含了些许的夸张存在。正好像日本人所说的「虚实隔层皮」。是夸张也好，隔层皮也好，总之这样能增加作品对读者造成的印象。既然文章选择了讽刺的风格，那么没有一个作家不会设法加强作品的印象。简单来说，这等文人的言论，要么就是彻底验证，要么就是虽接受但存疑。



二、罗马史上的「面包与娱乐」背景



这项制度系由西元前123年当选护民官的盖乌斯·格拉古成立的「小麦法」开始。是一项由国家购买定量的小麦，以市价的半价左右售予都市的贫民（Proletarii）阶级。Proletarii一词是「无产阶级（Proletarian）」的语源，意为必须借由每日工作获得粮食的人。从这点可以得证，「小麦法」原是负有保卫平民阶级权益责任的护民官所提出的社会福利政策。

正因如此，在四十年后元老院的苏拉一担任独裁官，就将「小麦法」废除了。保守派的苏拉以健全国家财政要比社会福利重要为由，废除了此法。其实心底是希望借此将民众派的地盘，亦即身居都市的贫民阶层打垮。古今中外福利政策沦为政争工具，是个不变的现象。

其后，虽没有格拉古兄弟极端，但同为民众派的执政官寇达（朱利斯·凯撒的舅父）於西元前75年，以受益人名额上限四万人的条件重新恢复「小麦法」。距离苏拉废止小麦法仅仅六年。

然而在西元前五〇年代，民众派的凯撒与元老院派的西塞罗和庞培对立加剧。元老院派计画趁着凯撒忙于高卢地区作战时，掌握国政的主导权，因此由反凯撒的急先锋小加图提出废除四万人上限的「小麦法」修正案，并成功通过了表决。当然，这是为了笼络反凯撒支持者的策略。

这样一来，民众派也不会坐视事情发展。被西塞罗评为「凯撒的左右手」的护民官克劳狄斯，便立刻设法通过将支领小麦改为免费的修正案。结果影响不只四万人，三十二万罗马市民立刻都成了可以免费支领小麦的受益人。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事情发展全都在共和时期。这样一来应该能够了解，面包免费配给制度并非帝政时代的产物了吧？





接下来我们将话题转到帝政时代。描绘罗马帝国蓝图的朱利斯·凯撒在战胜元老院派之后陆续推动了许多重大改革，不过「小麦法」受益人的数量却遭大幅删减。原本人数高达三十二万，现在则是修法订有十五万人的上限。不过，凯撒还是保留了免费配给的规定。因为若是凯撒胆敢更动免费配给的规定，将会失去他的群众基础。继承凯撒的奥古斯都增加受给人数就是个证明。尽管如此，随着帝政演进，人口增加、国库充裕之后，受给人数还是没超过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规定的二十万人。

那么为什么，这样既是福利措施，又是争取民心的策略，竟然还能限制得了受给人数呢？




三、「面包与娱乐」的实际内容



「小麦法」所规定的支领资格，并不是用「贫民」之类难以认定资格的标準。只要是住在首都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统统都享有这项权利。理论上来说，不管是元老院议员也好，或是竞标公共建设的“Societas”（英文society的语源）首席股东也好，都享有支领的资格。有一段时期申请支领者超过三十万人，应该是连没有此等必要的民众都大批前来申请。如果这三十二万人个个都是贫民的话，身为平民阶层守护者的凯撒不可能会大幅删减受惠人数。那么，罗马人是如何成功限制住支领人数的呢？

因为罗马政府规定，免费的小麦必须由受惠者本人亲自支领。虽然每个月只要经历一次，但是要支领这三十公斤的小麦时，必须在马尔斯广场（Champ Martius）上忍受著排队的不便。想必这么一来，会排队的只剩下真正有需要的人，或是能够与左邻右舍相约，在排队时找乐子的一般平民。因为只要忍受长时间的排队痛苦，在支领人名册上登记的话，除了能够领到小麦以外，还能够拿到兼有决斗等表演活动免费入场券功能的「小麦配给证」（Tesserae Frumentariae）。

虽然这是拉拢选民的政策，但在有资格排队等待分发小麦配给证的人群里，想必也有对此不能认同的人物。身兼尼禄皇帝顾问的哲学家塞尼卡，便留下了这么一段苦涩的文字。


「要在官方的支领人名册上登记，只问有无公民权，而不论其身为公民的道德问题。结果小偷也好伪证者也好通奸者也好，通通都领得到小麦。」



塞尼卡虽然出身行省，但拥有罗马公民权并身为元老院议员，因此也有支领小麦的资格。不过他应该是不愿在马尔斯广场排队的人物之一。





除此之外，领取「小麦配给证」的条件是居住於首都并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年满十七岁的成年男子才有这个资格，女性、儿童，以及作为佣人使唤的奴隸，都没有领取小麦的资格。

帝政时期的首都罗马人口，据说仅自由民就有百万之众。二十万受益人这个数字，可以推断几乎囊括了居住於首都的成年男子。后世的研究者於是进而推论，住在首都罗马的人因为可以免费支领主食小麦，所以不需工作，得以成天欣赏免费提供的表演过日子。

这个推论似乎不无道理。类似尤维那利斯或是塞尼卡这样的人可能是少数，其他大多数的人或许认为反正一个月只要忍耐一次，所以愿意排上一整天的队伍。不过，就算这个假设完全正确，还是留下了光是支领免费的小麦，是否就能不需工作的问题。

持有「小麦配给证」的人能够免费领取的小麦配额，依法规定是每个月五墨狄斯。一个墨狄斯约等于六·五公斤。因此一个月的配给额度约在三十二·五公斤左右。笔者曾在《罗马人的故事》第Ⅷ册里试着估算这样子是否能维生，请允许笔者在此引用。


「我们先假设有一家五口的古罗马人好了。三个小孩有两个已经满二十岁，其中一个为女性，而次子今年未满十岁。在这一家人之中，能根据「小麦法」享受补助权益的，只有父亲与长子。这两个人每个月可以领到十墨狄斯、相当於六十公斤的小麦。古代给付的似乎是已经去壳但尚未磨粉的麦穗，平均每天约有两公斤左右的麦穗可使用。不过首先，受惠者必须支付磨粉所需的费用。而磨成粉之后，罗马人一般会采用两种烹调方式。第一种是请面包店烤成面包，第二种则是加上蔬菜或起司煮成浓汤。不管那一种方式，都要花费额外的支出。首先第一种，必须支付给面包店的工钱；而第二种，则要汤的材料及燃料费。假设我们不计算这些额外的支出，每天消耗两公斤小麦能获得的热量只有四千大卡，这样真的能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吗？




在日本施行的生活保障措施，一到就业取得酬劳时就结束了，然而古罗马则不会因为取得职业而失去领取小麦的资格。一家五口每天四千大卡的热量，只能保障不饿死而已，其他的事情政府不予保证。即使是单身汉，境遇也差不多。就算每天可以支领一公斤免费的小麦，要维持生活还是得交房租，另外还得花钱买衣服。而且如果每天只吃小麦，迟早会因为营养不良而生病，所以无论如何还是得自己赚钱维持收入。在此重复强调一次，国家保障的只是不让人饿死罢了。




「面包与娱乐」的原文是拉丁文，由此可知是罗马人自己说的言论。然而这是讽刺作家戏谑的文章，如果毫不思索就当真了，就无法理解真正的历史背景。而且不能忽视的是，就是因为有「小麦法」的存在，才会使百万人口的首都没有人饿死，而且随着帝国的经济力量提升，地方都市与行省也开始风行类似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样辽阔的罗马帝国，竟然没有出现集体饿死的事件，难道不值得我们记上一笔吗？罗马帝国离我们已经有二千年了，而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上看到非洲或亚洲的饥荒消息。」







罗马帝国的社会福利，只是最低程度的保障而已。相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最佳的政策。

城邦国家雅典足以作为希腊的代表，而该国被后世评为史上一流的政治家佩里克利斯曾经说过：贫穷不是罪恶，但安于贫困就可耻了。

希腊、罗马世界向来以这个想法为思想基础，但不久之后，以安贫为善的基督教思想入侵。就算不是活在古代末期的罗马人，价值观想必也会因此动摇。然而话说回来，尽管「富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这句谚语已经流传了二千年，人类似乎还是敌不过金钱的魅力。



四、罗马人的工作日数与假日数



我们接下来将验证的对象从「面包」转到「娱乐」上。不过有两件事情要先厘清的。

第一点，娱乐的原文是意为竞技场的“Circus”英文发音，因此常被误为「面包与马戏团」。将其视为「面包、竞技与表演」较不容易引起误会。

第二点在于罗马人对假日的看法。

每周一次的定期假日，是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习惯，和罗马人没有关系。理论上来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罗马的工作日。可是真要这样子，大家都活不下去了。所以罗马人会趁着节庆的机会放下工作，进行竞技等活动。理论上，体育竞赛、决斗、戏剧、音乐等各项活动原本是献给诸神的表演，人类不过是趁机跟著享受而已。换句话说，这些可以免费享受的娱乐，必须要等到献给诸神的节庆来到才有机会享受。「不定期」也就成了罗马人的假期特色。

问题在于节庆到底有多少天？根据学者的估算，西元前一世纪中期，亦即共和时代末期时，一年大约有六十五天左右的节庆。而在现代，一年则有五十二个周日。据说到了西元二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期五贤帝时代的罗马人，每年则有一百二十天左右的假日。这个数字跟现代先进国家的蓝领阶级年平均假日差不多。

也许有人会认为，罗马人抢先两千年实行了现代先进国家的生活型态。但他们的节庆并非都是观赏决斗或竞赛，绝大多数的假日只是举办个典礼就结束了。不过，既然「娱乐」与「面包」同为争取民心的策略，因此皇帝出资的大规模活动，当然会成为节庆当天的重点。然而，根据唯一亲笔留下纪录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载，他曾出资赞助的次数如下：

剑客决斗：五次

体育竞赛：五次

战车赛与戏剧：六至七次

人兽、猛兽对战表演：二十六次

模拟海战：一次

奥古斯都在位共四十四年，所以这些数字也是四十四年的总计。

就像「面包」是拉拢选民措施的同时，也是社会福利政策。「娱乐」政策除了博取民心以外，还有另一项目的。以现代的说法来说，就是舆论调查功能。





在共和时期的罗马政治体系下，每年会在首都罗马召开一次公民大会。由罗马公民权所有人选出国政最高负责人执政官及其他国政要职人员。然而，直接民主政体有个缺点就是，当有权者人数增多后，便会失去其制度的意义。如果从居民数十万的雅典，据说实际投票人数才万人左右的现象来看，共和末期的罗马公民人数高达五百万，结果便可能只有住在首都的有权者，而且只有其中部分人的声音，能够反映在政治现实上。

因此罗马的地方政府保留了选举制度，但是中央政府则改为帝政制度。不过皇帝与执政官不同，并非经由选举产生。然而罗马的历史由城邦国家起始，因此主权者依旧是一般公民。

解消这个矛盾的策略之一，就是让最高统治者皇帝，在竞技场或圆形竞技场与身为有权者的公民直接接触。如果民众以如雷的掌声迎接皇帝，代表他的政策受到支持。相反地如果观众猛喝倒采，或是以冷淡的沉默迎接皇帝，就表示皇帝不受支持。

歴代皇帝也知道观众在竞技场的反应有多重要。因为若是长期不获好评，有可能给自许为皇帝监察机构的元老院反对皇帝的理由。就算对于决斗或是竞赛没有兴趣，历代皇帝也会尽可能找时间出现在圆形竞技场或是体育场。因为皇帝必须对公民做出愿意接受批判并设法改进的姿态。

第二任皇帝台伯留（Tiberius）不受好评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贵族性格使得他不欣赏大众喜好的表演，即使背后出资赞助，本人也经常缺席未到。尤其他厌恶罗马人热爱的剑客决斗，甚至下令禁止举办比赛，更是造成反感的原因之一。相反地，奥古斯都便经常出现在这种场合，而且不像凯撒一样在会场写信，通常会从头到尾全程观赏。其实奥古斯都不是很喜欢这种娱乐，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他十分清楚「娱乐」的功能所在。

当然，罗马时代的舆论调查并非十分完善。不过至少反应民情的机会并非完全闭锁。

而且不论是帝政或民主政体，最高统治者不也同样有必要经常向有权者露面吗？尽管身为有权者，其实大众也知道自己还是被统治者。统治者露面给大众看，不也是一种避免让被统治者感到疏远的策略之一吗？

马基维利曾说，民众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马基维利几乎可说是个无神论者，他嘴里所说的「神」，并不代表绝对的真理，只是忠告有必要修正目前作法的「声音」罢了，其中还是有效用存在。

在当时，「面包与娱乐」能系统化、随时发挥作用的，据说只有首都罗马一地。位于义大利本国的其他都市虽然也经常实施，但能够维持恒常的，还是只有罗马而已。相信这是因为若以舆论调查为譬喻，那么首都的居民就是经挑还过的样本。何况罗马帝国的整体政策，是在「世界首都」罗马进行决策，能直接反映罗马舆论也有其意义。

那么，身为罗马皇帝施政时的取样、帝国全体人民的模范，居住在罗马的一般公民平日又是如何过的呢？



五、罗马人的一天



我们无法得知最先将一天分成二十四小时的是不是罗马人，不过罗马人的一天确实是由二十四小时构成的。只是罗马人的二十四小时，是将日出到日落的时间十二等分，再将日落到日出的时间十二等分。所以如同下图所示的，冬天和夏天的小时长度并不相同。话说回来，不论是用日晷、水钟还是沙漏计时，或是说当时除了「小时」以外已经有了「分钟」的概念，在当时并非人人都拥有钟表。除了军营以外，似乎当时的人对时刻的要求不是那样严格。所以我们在此取平均值，以春季和秋季的一天为例，来看看罗马人是怎么度过一天的。






罗马人的一日时刻划分




首先，在西方天际还挂着星星的五点左右起床。洗脸、整顿仪容之后，到供奉家庭守护神与祖先的神坛前礼拜，吃点简餐后前往工作地点。

六点钟日出的同时开始工作。若是在士绅的家中，则每天早上依照惯例，要在这时开始接见前来拉关系或陈情的“Clientes”（拉丁文，为英文Client的语源，但译为顾客不如译为政治人物后援会的会员恰当）。附带一提，元老院院会以及在公会堂开庭审判等公务，都必须配合士绅接见完“Clientes”之后开始出现在广场上的时间，因此通常在八点到九点左右召开。

元老院院会和法庭必须持续到有结论为止，但一般平民的工作大概会在正午或下午一点左右结束。关上工作地点的大门后，通常人们会在附近的饮食店，吃着后世演变成比萨饼皮的福兹卡加饼，以及起司或腊肠，而饮料则是夏天加冷水、冬天加热水冲淡的葡萄酒。午餐后则前往下午二点开张的公共浴场。

由皇帝建造、豪奢至极的大浴场入场费为二分之一亚西铜币，约等于一百五十公克的小麦，价格十分低廉，而且儿童、士兵与担任公职的奴隸均可免费入场。六七个小时工作所累积的疲劳，就在温水、蒸汽、冷水三温暖之下缓和，并在可能要追加费用的按摩之后彻底消除。之后可轻松自由活动，不管是在浴场附设的图书室享受阅读（罗马人为双语民族，因此图书室也备有丰富的希腊文与拉丁文藏书）也好，在游戏房进行游戏也好，或是在宽广的庭院散步都可以。

公共浴场的开馆时间定为下午二点到五点，是为了方便儿童在结束上午的课业与下午的体育活动后，还能够前往浴场洗澡。至於法律规定娼妓必须在下午五点之后才能开业，讽刺作家则笑称，这是为了让健全的閒暇利用法与不健全的閒暇利用法共存共荣。

於是在身心都清洁的状态下回家，掌握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亦即一天中最重要的晚餐时间。罗马人向来习惯早餐午餐都吃得简单，因此晩餐是唯一丰盛的用餐时间。当慢慢享受晩餐时天色已经黑了，第二天必须早起的人餐后回到臥室就寝。

这就是罗马一般平民的一天。这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并非仅因为要节约灯火费用。连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等不需要在意这种费用的人，除了宴会当天以外，同样会遵循这个生活型态，尤其是早上会在日出前起床。这一方面是因为罗马人本是农耕民族，有著长年的生活习惯。不过，罗马的高官几乎人人经历过的军团生活影响也不可忽视。军团基地的清晨，通常在公鸡啼日之前就开始，等到东方的天空发白时，出外巡逻的士兵已经离开基地了。

罗马人的生活如上所示，将一天的生活分割成工作与閒暇两段时间使用。甚至连军团都一样，除了急务以外，行军时间规定是五个小时。包括前后的其他军务在内，工作时间也大约是七个小时。而且有趣的是，即使身在最前线，罗马人也不会忘记洗澡。在苏格兰与英格兰边境上，有个后世称为「哈德良长城（Hadrian Wall）」的罗马时代的防线，当地便留下浴场的遗迹。可见工作后入浴，对罗马人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人生一大乐事。



六、结论



罗马人虽然不是死命工作，但并非怠惰的民族。如果纯粹搾取其他民族的劳力，这样广大的帝国不可能持续发挥数百年的功能。而且，如果罗马是成立在搾取行省人民的劳力之上，那么足以称为迷你罗马的各个行省都市中兴建的圆形竞技场、体育场和公共浴场的存在又要如何说明呢？如果说这是为了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专设的建筑，那么数量未免太多，规模又未免太大了。唯一合理的解释，不正是罗马人与行省人民共享了一天分为两阶段的生活型态了吗？」




问题十五





关于自由



「在探讨罗马的史书中，多半表示由于共和时代充满自由，因此才华洋溢的人才辈出；到了帝政时代由于社会不自由，因此人才开始枯竭。的确，在史上充满魅力的英雄，例如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苏拉、卢加拉斯、庞培、凯撒等，似乎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共和时代。」





「确实，刚刚列举的人物都是共和时代的罗马人。不过，在展开话题以前，有几个前提必须先弄清楚。

首先关于自由，这是在这世上不同的人之间定义差距最大的一个词。

对于犹太教徒来说，自由就是建设一个遵循唯一真神赐予的戒律生活的国家。基督教徒观念里的自由，则只适用于信仰耶稣基督教诲的人，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的自由不在此范围内。长年累积下来便造成了弊端。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重新提倡的自由，便从建立个人人权开始。至於现代的美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则指能够施行民主政治的状态。

在罗马人里，像史学家塔西图斯一样，怀念共和时代的人观念里的「自由」。所指的是由罗马社会的菁英集团元老院六百名议员主导国政，由元老院主导的政体发挥功能的状态。因此，不论皇帝如何尽心协助元老院推行国政，只要身在由皇帝主导的帝政体制之下，对塔西图斯来说，都是不得不接受的「半自由」状态。说是「半自由」。原因是与共和时代相比，除了主导国政以外，其他的自由，亦即言论、行动集会等个人自由等，在帝政时期的罗马依旧健在。

至今，史学研究者中还有盲目接受塔西图斯留下的文章内容的倾向。往往认为帝政时期的罗马，缺乏后来启蒙主义时代确立的人权思想所认定的自由。其实进入帝政时代后失去的自由，仅有由元老院决定国策的自由而已。因为帝政而失去自由的，是包括塔西图斯在内，元老院的六百名议员。

但话说回来，共和时期确实出现了较多充满魅力的优秀人才。所以我们在此要解析的问题是，在罗马史上，为什么共和政体下的男人才华洋溢，而到了帝政时代就显得无趣多了呢？





对现代人来说，只怕大多数人一听到帝国就联想到帝国主义，接下来就联想到侵略。也就是说，多数人心中已经输入了个帝国→帝国主义→侵略→搾取的方程式。

然而在罗马史上，共和时期才符合这个方程式。进入帝政时期后，罗马便放弃扩张，转为防卫政策。所以应该说，共和时期是攻势，而帝政时期是守势。

关于整个转变的详情，那真是千头万绪一时说不清，在此忍痛割爱不提。总之，不论是任何人，主动出击时总会显得较为有活力，而被动防卫的则较为沉稳冷静。适於主动出击时代的人才，与被动防卫时代所需的人才并不相同。攻势人才的行动较为明快，比守势人才容易理解。另外，攻势与守势虽然同样都需历经艰辛，但所历经的艰困的性质也不同。

我们可以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苏拉和凯撒等人，便比奥古斯都和台伯留来得容易理解。而亚历山大大帝的魅力，也有一大半聚焦於他专注主动出击的短暂生涯。

帝政时期的罗马人并非气度变小，只是赋予他们的责任已和以往渐有不同。

笔者曾经到英国中部，探访曾经是罗马时期军团基地的都市约克镇。

当时雨下个不停，正好像是塔西图斯所说的「不列颠的天与地都充满水汽」。令笔者心中不禁遥想，当年为了指导防卫作战而病死于此的赛普提敏·赛弗拉斯（Lucius Septimius Severus）皇帝，临死时到底是怎样的心情。这个皇帝出身北非，位于目前的利比亚境内。这个生长在地中海无尽阳光下的男人，当死于纷飞细雨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赛普提敏·赛弗拉斯




帝政时期的罗马人之中，一样有许多充满魅力的男人。然而他们的魅力，只能终生发挥在职务的执行上。也就是说，是种不抢眼的魅力。然而「罗马和平」却是在这种男人的努力之下建构的帝政时期杰作。有位英国出身的国际级罗马史权威，曾经这样评断这些内敛者当中的首位领袖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并非像是亚历山大大帝或凯撒这样有惊人才华的人，然而在他那个时代的世界，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物。」



而马基维利也曾说，指导者的绝对必须要素，在于才能、运气，以及切合时代。」




问题十六





关于奴隸



「希腊和罗马的社会都有奴隸制度。一般认为，奴隸制度是留下光辉的文明、文化於后世的两大民族不能见人之处。请问您意下如何？另外，类似有名的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之乱这样大规模的奴隸叛乱，为什么只发生过一二次？」





「人去奴役他人是错误，这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是常识。然而在古代，甚至近至二百年前为止，「奴隸制度绝对不是好事」的想法都还没渗透到全世界。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都没有提倡完全废止奴隸制，仅只否定教徒之间的奴隸制度，如果奴隸是异教徒，那就无所谓了。

希腊人与罗马人因为没有受到宗教介入，奴隸制度自然无条件普及。

奴隸制度的全面废止，必须等到启蒙主义思想提出：不论信仰任何宗教，均需尊重个人的人权。各国的废除奴隸制度宣言都集中在十八世纪末期，更加印证了这个论点。

因此在启蒙主义之前两千多年的古代，即使人类对于剥夺其他人的自由不觉得有何错误，我们也只能说，毕竟当时是那样的时代。笔者认为，全面废止奴隸制度，是少数能证明人类有所进步的佐证之一。

在信仰多神教的希腊与罗马，不可能有「拿异教徒当奴隸无所谓」的宗教歧视存在。他们的奴隸来源，主要分成下列三大类：

一、无法归还债务，因此卖身偿债。

二、战争战败者。

三、因父母贫穷，或肢体残障，因此卖与奴隸商人。遭山贼海盗俘虏的人成弃婴弃儿，日后转卖到奴隸市场的也归类於此。

首先关于第一类別，不管是希腊的雅典也好，或是罗马也好，都在相当早的时期立法禁止将未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奴隸化。所以若将讨论范围限於雅典与罗马，则奴隸的来源仅限於第二、第三类別。而分类的第三类別个案间条件差异甚大，所以在此只探讨第二类別的内容。





在古代的战争之中，将攻击前的劝降通告视为战争规则。如果接受劝告投降，则可免一死，也不会沦为奴隸。若是拒绝的话，则连女子与儿童都视同战斗人员，战败后身家财产亦将属于战胜者，这叫做「战胜者的权利」。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怀疑这种权利有何不对，不管是被杀或是被卖到奴隸市场，战败者都无权抗议。

在坎尼会战中战败，被汉尼拔俘虏的八千名罗马兵，后来被转卖到希腊各处。罗马在三年围城之后攻陷迦太基时，也曾将五万名迦太基人拉回义大利当奴隸。在古代社会里，只要交换战俘的谈判没成立，那么斯巴达人家里有雅典奴隸，或是犹太人家里有阿拉伯奴隸的情形是很普遍的。要到很久以后，才会进入到一提到奴隸就想起黑奴的时代。在古代，奴隸与自由民的肤色长相相同，服装也与平民没有差別，可在街头自由往来行走。唯一不同的是，奴隸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尽管如此，希腊人与罗马人对于奴隸的想法还是有所不同。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对奴隸下了这样的定义：


「只能使用肉体工作者。被使用头脑工作的自由民所有，身居受使唤的立场。」



而在罗马，比亚里斯多德早生两百年的第六代国王赛尔维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却留下这段话：


「自由民与奴隸的差距不在先天的条件，只在于后天遭受的命运有所不同。」



在希腊，奴隸通常终身都是奴隸。也就是说，不会发生恢复自由的原奴隸取得公民权，成为城邦一员的现象。希腊在接受外国人移民的方面态度消极，所以这也是当然的事情。因为奴隸通常来自国外。

另一方面，罗马由于有长年对外国人开放的传统，再加上对奴隸的看法与希腊人不同，所以有所谓的解放奴隸。这些人都是靠自己付钱赎身，或是靠主人的人情，而能够脱离奴隸身分的人。罗马人会给予解放奴隸中合乎资格的人罗马公民权，资格条件之一是必须没有民事与刑事前科，二是拥有五岁以上的儿女以及三万塞斯泰契斯铜币以上的资产。古代的公民权便相当於现代的国籍。附带一提，罗马的社会阶级排列如下：

担任国政的元老院阶级；活跃於经济圈与行政工作的骑士阶级；平民；解放奴隸；奴隸。话虽如此，有许多例证可以证明，阶级之间的流动性相当高。为了说明罗马社会里的奴隸生活实况，请允许在此引用《罗马人的故事》第Ⅶ册《恶名昭彰的皇帝》部分内容。


「罗马人的家庭还真的不能缺少奴隸。就以国家领导阶层的元老院议员家庭为例，每天早上替主人刮胡子的，就是奴隸；烧饭供膳的也是奴隸；负责儿女教育的家庭教师，大多也是奴隸；负责家计的，不是女主人，而是奴隸。如果是在战场的话，準备武器的也是奴隸。元老院议员表面上不得从事的生意，奴隸不仅是以名字顶替，也实际操作。还有，奴隸还得替主人将口述的信写成文字。在一般公民也可以使用国营邮政制度之前，远赴东方送信，等到回函之后携回的，也是奴隸。派驻海外，帮主人操作资产的，也是奴隸。实例不胜枚举。




大权在握，奴隸却几乎很少造反，是因为他们的世界是竞争的社会，比起以出身就决定差异的自由人社会更需要本事。如果一个奴隸学术涵养高，或是语文能力强、表演技巧佳、经商才华出类拔萃，或是具备特殊才艺，就会有很多人竞相挖角。而这种奴隸，也是离成为解放奴隸最近的一群人。就算没什么待殊才艺，不过人相处久了，总会有些感情，所以古罗马时代，解放奴隸其实相当盛行。在奥古斯都下令限制之前，实质上的放任状态已经维持了好久一段时间了。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之下，与其采取可能伴随着风险的造反举动，倒不如努力成为解放奴隸来得实际。」



接下来由笔者在此解说一下奥古斯都成立的「奴隸解放限制法」具体内容。拥有三名以下奴隸的人不在法案限定之内。四名以上百名以下奴隸的所有人得以解放半数的奴隸，而百名以上五百名以下奴隸的所有人得以解放所有数的五分之一。在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已经需要立法限制，可见在罗马，於耶稣基督在世时，解放奴隸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情。更值得瞩目的是，奥古斯都立法是限制解放奴隸，但并未禁止。

话说回来，能够有上述遭遇的奴隸，属于在奴隸中命运较好的人。这些人又被称为家奴隸，或是都市奴隸。在农庄工作的奴隸环境更严苛，而在条件最差的矿场工作的奴隸，所受的则无疑是上脚镣等非人的待遇。尽管如此，自从斯巴达克斯之乱以后，也的确再也没发生需要军团出动的奴隸叛变。当初出身於色雷斯的斯巴达克斯从战俘转为击剑奴隸后，为争取自由所发动的叛变，之所以能与罗马军对抗三年之久，就是因为他的同伙剑客也都是奴隸的身分。

不过，有名的斯巴达克斯之乱发生于西元前73年，也就是罗马主动对外扩张的共和时期，而奥古斯都则是自西元前27年起，开始以防卫主要目的的帝政。之后不到百年，到了尼禄皇帝的时代时，有三分之二的剑客已经是未经外力逼迫，自动选择这个职业的自由民。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工作有生命危险，因此酬劳也相对丰厚，所以有更多自由民还择这个职业。另一方面也因为奴隸的来源已经减少了。





奴隸来源减少的原因在于「罗马和平」。尽管说以防卫为主并不代表不对外作战，然而情势毕竟与主动对外扩张的共和时期不同。奴隸的一大来源战俘确实已经明显减少。只是，偏偏罗马人的生活没有奴隸就不能成立。所以罗马人被迫想办法因应奴隸来源减少的现象。而同样的状况也反映在对奴隸的想法上。在此，请允许笔者引用一份以尼禄时代哲学家塞尼卡写给挚友鲁克鲁斯的信件内容。


「我辗转听说你与你的奴隸间缔结了家族关系，打从心中感到欣喜。因为你的行为举止，正代表了你的教养与贤明。然而，有许多人却会说「他们是奴隸啊。」




不过，我们应该会这样回答吧。「不，不是，是人类。」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会说「他们是奴隸。」




我们还会继续反驳「不，不对。他们是我们人生的伴侣。」




「没有这种事，是奴隸。」




「不是，是我们含蓄的友人。」




「开什么玩笑，他们是奴隸。」




「不，不对。是连我们都难以豁免的，奴隸环境下的同志。因为在不能自由逃离命运这一点上，我们和他们是完全一样的。」」







在法治国家罗马之中，法律就等于政策。因此从法律条文中，也能见到罗马社会里的奴隸境遇变化。我们在此将整理部分如下：

·台伯留帝时代（西元14年~37年）

成立「佩特罗尼斯法」。禁止所有人将奴隸贩卖作为决斗用途。但允许例外存在，若奴隸遭刑法判决有罪则允许出售。

·克劳狄斯帝时代（西元41年~54年）

罹病奴隸之治疗责任在所有人身上，若所有人怠忽责任，将奴隸弃置于提贝利那岛（Isola Tiberina）上（台伯河里的岛屿，自古至今皆建有医疗设施），则奴隸病癒后，法律不承认原所有人之重新所有权。

另，若所有人未曾留置奴隸於身边治疗，亦未弃置提贝利那岛上，致使奴隸死亡时，以一般杀人罪科以刑罚。

·哈德良帝时代（西元117年~138年）

无论任何理由，所有人均不得杀害奴隸。若奴隸之行为举止应受惩处，亦必须向公共司法机关投诉，并等待判决结果。另外，禁止于私人宅院中设置牢狱。

当奴隸杀害所有人时，不得对全家所有奴隸施行拷问强迫自白，仅能对命案现场附近之奴隸实施。

·安东尼奥·派阿斯（Antoninus Pius）帝时代（西元138年~161年）

严禁对奴隸毫无理由或超越限度之残酷处置。杀害奴隸者其刑罚与一般杀人罪相同。另外，若所有人对奴隸施行超越常识尺度之暴力行为，则成为与对自由民之暴力行为同等之处罚对象。

若奴隸不堪主人施暴，逃入神殿之中。当证明所有人暴行实际存在，则所有人不得继续持有该奴隸，必须将其於奴隸市场出售。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罗马社会的这种变化，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然而当基督教对罗马社会真正有足够影响力时，正如政府开始明显压迫基督教的事实所示，已经是西元三世纪后半了，而这些改善奴隸待遇的法律却集中在西元一世纪与二世纪之间。因此笔者认为，这个变化应当判断为由于奴隸来源减少所造成的较为妥当。

有趣的是，与国家制定的法律无关地，一般人也在设法因应奴隸减少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奴隸的「养殖」。

由于之前并未禁止，所以不能说是「解禁」。不过奴隸间结婚生子的状况，成为受所有人欢迎并奖励的行为。这个倾向不仅针对住在都市的奴隸，也蔓延到农庄与矿山之中。大农庄允许结婚生子后的奴隸独立，成为中古农奴制度的滥觞。被评为最差工作环境的矿山，待遇想必也有所改善。因为自从确立「罗马和平」之后，能提供万人以上奴隸的胜仗，只有西元一世纪镇压犹太叛乱时，以及西元二世纪的达其亚战役而已。

对于现代人来说，即使未曾阅读启蒙时代的〈人权宣言〉，也会同意奴隸制度实在不是值得赞赏的风俗。然而奴隸时代所存在的，那种主人与奴隸间的强烈情感，那种浓厚的信赖关系，或多或少也让人感到有些怀念。

哲学家西塞罗在担任祕书的奴隸病倒时，曾经绝望地表示：要是这个男人死了，我就再也不能写作了。而西塞罗的著作能够流传至今，也归功於在西塞罗死后，这个奴隸立即为他整理作品，并以全集形式出版。

在布鲁图斯等人暗杀凯撒时，奴隸也曾大为活跃。命案现场庞培回廊的大理石地板上，只留下倒在血泊中的凯撒遗体。就连被视为凯撒左右手的安东尼，也为了这个意料外的突发事件感到震惊，心生畏惧逃离了现场，而且在附近还有布鲁图斯和十三名同伙拿着凶器徘徊。

在这个元老院议员无人有勇气的情况下，是凯撒家的三名奴隸穿越首都中心，从马尔斯广场上的庞培回廊将遗体运回位于苏布拉的私宅。这三个人与凯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历史上并未留下资料。或许他们与凯撒同辈，一起接受家庭教师的课程，下午一同锻鍊身体。也曾在主人青年时，伴随主人到东方旅行，一同遭遇被海盗俘虏的危险，终生陪在凯撒身旁也说不定。

罗马史上的名人，往往会拥有这样终生相随的奴隸。这是因为罗马的上流有个习惯，会让家中的奴隸后嗣与主人的小孩一同受教育，当做是为成年后注定要服公职的儿子準备祕书。尽管我们认为人人平等的概念才正确，然而还是不禁会思考，这种强烈的情感与身分的平等，是能够并立呢，还是无法并存。」




问题十七





历史该不该有“if”?



「我在听你叙述时，经常听到「如果这样这样的话」，或是「说不定其实是什么什么」的说法。甚至於可以看到你做模拟推演。本来在研究历史时，是绝对不能出现“if”的。像你这样的研究方式不是有问题吗？」





「现代的史学和现代医学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分类极度的细分化。用个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如果不钻牛角尖小题大作，就不被视为学术研究。确实这种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有了小题大作的成果，才有办法累积起对整个领域的通盘了解。

然而，我们都不是靠著研究学问与教学领薪水维生的大学教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必受困於这种严禁假设、只有史实才能当史料的想法。

更奇怪的是，长年以来这种适用于专家之间的「严禁假设」观念，不知道为什么也适用在一般喜好历史的人身上，而且大众也对此毫不怀疑，而这种现象不知道剥夺了多少接触历史的乐趣。大家可曾想像过，有多少人因此觉得历史很无趣，继而远离了历史吗？以现状来说，目前的历史领域分为研究和小说两类，亦即死守史实与脱离历史两个极端。

那么，我们以希腊史为例，来看看这种甚至沿用到史学喜好者身上的「严禁假设」造成了什么结果。以下将介绍的是史上有名的佩里克利斯演说。介绍者则是著作叙述雅典、斯巴达间的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n）战争的《战史》作者修西狄底斯（Thucydides）。问题在于这位雅典史学家，经常以他创造的人物发言的形式叙述历史，因此学术界里的「严禁假设派」，通常会以佩里克利斯的这场演说真伪难辨为由，忽视这段文字。不过，这实在太可惜了。接下来笔者将转述这场演说，听完之后想必大家也会认为罗马人固然了不起，但是雅典人也很不错。






佩里克利斯（灌模制）





「我们雅典人拥有不须羨慕其他国家政体的优秀政体。这不是模仿自其他国家，而是其他国家想以我们为模范的政治体制。我国的这种不由少数者统治，而由大多数公民参加的政体，就叫做民主政体（democratia）。




在这个政体之下，所有公民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因服务公共生活而获得的名誉，是配合当事人的努力与成就所赐予，并非来自出身与家世。一个人即使贫困，只要他的行为对国家有利，也不会因贫困而失去其名誉。




我们不仅在公共生活方面，就连私人的日常生活方面，都享有完全的自由。雅典公民享有的自由之完整，甚至於包括猜疑与嫉妒的自由在内。（中略）……在子弟的教育方面，我们的竞争对手（此暗指斯巴达人）在相当年轻时便对子弟实施严格的教育，希望能借此培养子弟拥有勇敢的特质。而我国则不像他们那样对子弟严格教育。尽管如此，面临危机时，我们的子弟所表现的勇气还是毫不逊色。我们对考验的想法，不像他们一样预期著不人道严格训练的成果。我们是以每个人的能力为基础，用决断力面对考验。我们所发挥的勇气，并非来自於习惯的束缚与法律的规定。而是来自每个雅典公民日常生活中亦能发挥功能的，个別的行动原则。（中略）……我们爱美，但有所节制。我们尊重知识，但不沉溺其中。我们追求财富，但是是为了维持我们的可能性，而并非愚蠢地为了炫耀。在雅典，贫困并非耻辱。但是不设法脱离贫困，则是可耻的事情。（中略）……




总结来说，我们的城邦雅典，在任何方面都足以成为希腊的楷模。雅典公民是名誉、经验与资质的结合体，使得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成熟完整的人格。这并非我们在玩弄文字，而是无可反驳的事实。我们的这种观念与生活方式使得国家日益强盛，今日的雅典就足以证实这一切。」



这真是充满格调、无法辩驳的理念。直到二千五百年后的现在，这场演说都足以视为民主主义精髓，而且这场演说，也是最能表现出希腊文明领袖雅典姿态的文献。然而现在有不少学者以真伪难辨为由将其弃之不顾，真是令人惋惜。笔者并非学术界人士，所以将其引用在《罗马人的故事》第Ⅰ册中。

接下来要引用的是罗马的例子。不重视这个史料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无法考究真伪的私人信件，而不是官方纪录或史学家的记述。






凯撒




当朱利斯·凯撒说出「骰子已经离手」之后，渡过卢比孔河展开了内战的序幕。然而他在追击元老院派的庞培军的同时，既不俘虏投降的敌军官兵，也不将他们处刑，反而释放他们，准许他们今后得以自由行动。而在西塞罗写信讚许凯撒之后，凯撒的回信如下：


「凯撒致西塞罗：




您是十分理解我的人，我的行为举动，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没有残忍性。您的这种评价应该是可以相信的。这样的举动本身，已使我感到十分满足。连您都对我的行为表示赞赏，真是令我不胜欣喜。




即使从我这里获得自由的人，将来再把矛头指向我，我也不会因此而感到后悔。我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忠于自己的信仰，所以认为他人也理应如此。」







尽管学者忽视这段文字的存在，但是这依然是最能表现凯撒个人气度的文献。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比起启蒙主义时代的〈人权宣言>，还要领先一千八百年的成就。不过，也不是所有学者都是一个样子。有位英国的学者解释凯撒被布鲁图斯与同伙暗杀的原因时表示，凯撒就是因为太伟大而丧生。众所周知，布鲁图斯也是当初在庞培阵营中作战，后来被凯撒宽恕的人物之一。

最后，我们引用亚历山大大帝的例子做结尾。这也是个遭学术界忽视的小故事之一。


「根据传说，有一次带着报告书到达的传令兵似乎藏不住高兴的心情，带着笑容出现在大帝面前。亚历山大接见他时也忍不住跟著微笑，问这个传令兵「你怎么这么高兴哬？好像你带来的是荷马复活的消息一样。」」







亚历山大爱读荷马的史诗《伊里亚德》，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他在与波斯王大流士会战后，得到了一个精美的小盒子。当別人问他要用来放什么东西时，亚历山大一边说「用来放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一边把一本《伊里亚德》放进盒子里。所以在看到前面这段小故事时，令人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浪漫主义者，不禁让人跟著微笑。






亚历山大大帝




然而这三个好例子，却因为不够学术而被拋弃。而像这样去除发挥想像力的空间后，又造成了什么结果呢？

结果使得市面上只剩下冷冰冰没人性的历史叙述；再不然就是外表穿着古装，内底却全是现代演员的小说。其实历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能让读者发挥想像力。

请大家试试看，一边看着佩里克利斯、凯撒与亚历山大的图片，一边阅读（虽然仅止于据说是）他们的言论。原本只是个物体的大理石雕像，不也似乎好像有了血色，看来活生生了吗？

如果我们细心看待这些学界认为没价值的「证言」。相信也就不必依赖大纲忠于史实，但对话部分只好完全虚构的历史小说。当然，笔者也认同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

以笔者的角度来看，「写史书」这种想法未免太狂妄自大。后世的人能做的，不过就是验证历史而已。正因为如此，把学说、史观等会妨碍验证的东西丟个干净，虚心面对历史，才是亲近历史的正道。」





「请让我问个相关的问题。像你这样接触历史的人，会认为历史会重演吗？还是认为不会重演？」

「罗马帝国的义大利本土所需的小麦，有三分之一依赖埃及提供。当埃及传来政局动荡的消息后，首都罗马市场上的小麦立刻被抢购一空。逼得皇帝必须紧急发出布告，宣示储粮充足，民众不须囤积。

在石油危机时的日本，市面上的卫生纸也被抢购一空。小麦和卫生纸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历史不会重演。至於大众会如何反应这类事情，则历史会重演。正因为如此，学习历史的态度本身，也应该重视探究人类行为的本源更胜于累积知识。」




问题十八





关于女性



「到目前为止讨论的话题里，几乎没有牵涉到女性。或者说，罗马这个国家令人感到有种男人的国家的味道。请问这个男性世界里的女性，到底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之中？」





「从结论来说，罗马女性的立场，要比希腊时代的女性坚定稳固得多。

在希腊的雅典，能共同出席宴会的只有称为泰拉的高级娼妓。而在罗马，则允许称为玛特罗娜的已婚妇女出席。

在教育方面，初级与中级教育是男女平等的。至於学习当时国际语言希腊文的高等教育方面，也有不少女性和男性同学。

玛特罗娜（Matrona）一词，并不能译为主妇。因为玛特罗娜的工作，是代替不论身在国内国外，都必须专注於公务的丈夫主掌家计。其中尤其重要的，就在于子弟的养育方面。比方说要聘用谁当家庭教师；要让孩子到那家体育场学体育；成年礼要找谁当证人；至於结婚对象，必须兼顾到孩子今后的职业生涯发展，要找那个家族的女子通婚等等。

罗马社会里的母子关系相当密切，幸好当年没有恋母情结这个概念。话说回来，母子关系从小时候母亲照顾孩子的一切，发展成儿子成年后凡事与母亲商量，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比方说格拉古兄弟的母亲柯尔妮，以及凯撒的母亲奥雷莉亚，就是很好的例子。





罗马的女性立场十分稳固，即使我们把举例范围设限为上流社会的已婚妇女，例子也是多得不胜枚举。所以我们在此只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西元前二世纪的一段故事。

击败汉尼拔的名将西比奥·亚非利加努斯有一位政敌叫做大加图。而迦太基歼灭派的急先锋大加图，同时是个有名的演说好手。有一次，他在元老院的会议上说出这段话引发会场一阵笑声：


「在已经成为世界霸主的诸君之上，其实还有一位名叫妻子的霸主。」








良家妇女的服装




第二个例子则是西元后一世纪，台伯留帝时代的故事。地点同样在元老院议场。

有一位议员提出禁止行省总督带着妻子赴任的法案。议场因此热烈讨论了一阵子。要知道这故事有多有趣，则必须逐条欣赏议论的内容。在这里没有足够的版面，所以只有请各位自行设法参考《罗马人的故事》第Ⅶ册《恶名昭彰的皇帝》第133页到第136页。总之，讨论的结果，这项法案遭到否决。





罗马女性立场之所以如此稳固的原因，在于女性拥有财产权。罗马法的基本法可说是从保护私有财产发源，女性拥有财产权只是这种观念发展下的必然结果。而如果传说属实的话，罗马法中少数的成文法之一、成立于西元前449年的「十二铜表法」之中，已经明文规定了相关条文。也就是说，当罗马还只是义大利半岛诸多势力之一时，便已经确立了女性的财产权。而罗马女性的地位基础，也就来自於经济上的独立。

在双亲分配财产时，儿子与女儿平等。女儿结婚时，财产便成为嫁妆。至於嫁妆的使用方法，可以是丈夫也可以是妻子本人，端看谁有意愿处理。但是如果丈夫曾经动用嫁妆，一旦离婚时，必须偿还妻子。有人说在罗马人的遗产继承对象里不包括妻子，就是因为妻子已经以嫁妆的形式，成为资产持有人。

接下来介绍一个代表罗马女性的有趣例子。这同时是法治国家罗马的女律师的故事。





西元前42年，首都罗马战云密布，二分天下的大战即将开火。为了报两年前凯撒遇刺的仇，凯撒的养子屋大维（Gaius Octavianus，登基后名叫奥古斯都），与凯撒的左右手安东尼（后来与克丽奥佩脱拉陷入爱河的名人），正忙于準备对暗杀凯撒的首谋者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作战。这两人窜逃所在的希腊地区预估将成为战场，因此凯撒派的两位将军必须带着大军开往希腊。

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布鲁图斯派从繁荣的东方地区征收特別稅，作为战争费用。凯撒派只能在义大利本国徵调，然而统治者罗马人居住的本国，与被统治者居住的东方行省条件不同，不能随意征收稅金。凯撒派的两位将军因此决定向经过挑选的一千四百位罗马已婚贵妇征收特別稅，理由是女性也应当协助解除国难。

但是一千四百位「玛特罗娜」可不答应。她们一致决定要提起诉讼，要求撤回这项不当的措施。

只是，她们找不到代为辩护的律师。男性律师没有勇气向屋大维与安东尼这两位权贵挑战，大家害怕光是这样做，就会被打成布鲁图斯派。女性们依旧不愿退让，决定由其中一位女性担任辩护。

荷尔登西亚是与西塞罗并称为法界公子、曾担任执政官的律师荷尔登修斯之女。尽管罗马是法治国家，在这之前并没有女性站上法庭的经验。不过，罗马人认为法律不是教师教导的学问，而是餐桌前的话题，而荷尔登西亚又是一流律师的女儿，所以他决定就算没有经验，也要放手一搏。

当天的朱利斯公会堂想必挤满了旁听的人潮。通常在会堂里，是以布幕分成四等分，同时进行四项审判，不过当天有可能只有一场审判。在史料中并没有两位被告出庭的纪录，不过他们也有可能对罗马史上首位女律师的辩论感到兴趣，因此列席也不一定。不管怎么说，这场全罗马瞩目的审判就要开始了。

荷尔登西亚的论点简单来说，就是没有权利就不该有义务。女性没有服公职的权利，那能接受缴纳这种稅金的要求。如果是自发的捐助还另当別论，女性可没有应付强制征收的义务。

罗马法庭是由二十五名陪审团决议判决。当荷尔登西亚提出辩论之后，判决结果为胜诉。我们似乎可以想像，当坐满了旁听席的女性们高声喝采的同时，罗马的两大权贵苦涩的表情。

这时的屋大维，在登基成为奥古斯都之后又被女性整了一次，不禁令人感到好笑。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制定的法律之中，有一项叫做「朱利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简单来说，这是惩罚通奸的法律。根据法律规定，若缔结外遇关系之女性为有夫之妇，则惩处没收三分之一财产并流放离岛之刑罚。

但是罗马的女性成功地将这项法律架空。他们是怎么做的？

原来他们注意到，「朱利斯通奸罪法」的适用对象不包括娼妇在内。因此一旦通奸的情事曝光，快要被拉上法庭时，只要声称自己以此为职业，就能免去牢狱之灾。第二任皇帝台伯留为这个现象感到光火，还因此立法规定属于元老院阶级与骑士阶级的妇女不得为娼妓。尽管如此，从奥古斯都到尼禄为止，朱利斯·克劳狄斯王朝的百年间，遭到「朱利斯通奸罪法」起诉的判例只有二十一个，法律可以说已经遭到成功架空。看来，神君奥古斯都也有做蠢事的时候。

如果单纯只讨论这项法律，那么道理绝对站在女性这边。因为外遇或通奸等问题应该是当事人之间，也就是私底下解决的问题，而不该由公共力量介入。从罗马人认为保护私有财产是没有议论余地的大前提来看，可以了解他们是个公私分明的民族。「朱利斯通奸罪法」可说是奥古斯都的政策里少见的，忽视罗马民族性的法律。





如果问男人投胎转世后，要到古希腊或是罗马，那么可能有不少人为此犹豫。不过若是女性，相信会毫无疑问地选择罗马。然而这些有趣的女性，随着基督教的普及也跟著沉默了下来。因为在一切讲究庄重圣洁的基督教社会里，女性们也被要求有端庄贤淑的行为。」




问题十九





关于蛮族



「据说罗马帝国会灭亡，是起因於帝国末期的蛮族入侵。请问这是事实吗？」





「以直接因素来说，这是事实。不过历史上的蛮族入侵，并非是到了西元五世纪才突然发生的现象。简单来说，罗马的历史，除了初期的小势力并列时期外，与蛮族入侵的历史完全重叠。

至於原因，我们在解析古代蛮族入侵的现象后，发现蛮族入侵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是因为饥荒等原因缺乏粮食的民族，为寻求食物而入侵。

第二，是因为遭到比自己更勇猛的民族攻击，不得不弃乡远去的部族移动。

第三，是以抢夺经济繁荣民族的财物，或是以人质的赎金维生的人所发动的掠夺进攻。

正因为如此，遭蛮族入侵可说是文明国家不可避免的宿命；而且越是努力提升生活水準，越是成功，就越难避免。试着想像一下现代的非法偷渡客若以万人为单位群聚，手持武器入侵时会是什么样子，就能体会到罗马人当年是怎样看待蛮族的了。





罗马人首次遭到蛮族大举入侵，是在西元前390年凯尔特（Celt）族来袭的时候。不过凯尔特是希腊式的称呼，拉丁文则称这些人叫做高卢。

当时罗马人嚐到了绝望的滋味。连首都罗马都遭到占领，唯一幸存的领土只有罗马市七座山丘里的卡匹杜里诺丘。不过根据记载，这时的高卢人似乎仅以抢夺为目的，后来由罗马人出钱请他们离开。经历过这种痛苦的民族，通常会选择两种生活型态。

第一种，是在适於防御的高地上，建设周遭由城墙环绕的都市。在内部经营以防御为先的生活。

第二种，则是维持原有的平地生活，但认为攻击就是最佳的防御，今后采取攻势防卫路线。

日后的罗马史证明，罗马人选择了第二种生活。罗马人是个会将战胜纪念日列为国定假日的同时，也会长期记得败战之耻的民族。西元前390年的耻辱，总有一天要亲自洗刷。

当时占据首都罗马的高卢人似乎是住在北义大利的部族，所以罗马人在称霸义大利中部与南部之后，到了西元前二世纪，便将箭头转向北义大利。在作战成功之后，卢比孔河以北的北义大利，便以行省的名义纳入罗马霸权之下。和起源自罗马的波罗尼亚（Bologna）与威尼斯不同，米兰（Milan）和特里诺早先则是当地高卢部族的根据地。

即使至今已经过了二千二百年，米兰足球队的啦啦队头上还是带着高卢式的双角头盔为队员加油，而且当比赛对手是罗马队时更是气势十足，让人看了不禁感到有趣。

我们将话题回到二千年前。罗马将原本属于高卢人的北义大利与南法兰西成功地罗马化了。可是遭外族入侵是丰饶国度的宿命，蛮族问题并未从此解除。原本罗马人认为北义大利与南法兰西的居民已经不是蛮族，正松了一口气。然而到了西元前二世纪末期，居住於今日德国与丹麦等地区的远方蛮族却携家带眷地南下了。这是一场光是持有武器的男人，就有十万之众的大举入侵。

在激烈战斗之后，罗马人这次总算给对方予以重击，成功击退了入侵的蛮族。但在同时，罗马人也开始察觉，光靠著阿尔卑斯山这座「盾牌」不够安全了。尤其这时汉尼拔早已证明带着大军跨越阿尔卑斯山是可能的。

到了西元前一世纪中期，凯撒决定展开高卢战役。我们阅读凯撒著作的《高卢战记》也能发现，这时凯撒心中的许多目的之一，是将罗马的防线由阿尔卑斯山向北推进到莱茵河。大河比山脉更适合防卫，因为对于防御方来说，看不见的敌人就是最可怕的敌人。因此我们也可以充分推测，凯撒计画将莱茵河与多瑙河并列为北方防线。如果万事具备，却因暗杀而中止的帕提亚（Parthia）远征计画当初顺利执行，他大概会接着在归途时布置多瑙河防线吧。

而在继承凯撒的奥古斯都与其后的历任皇帝经营之下，帝国的北方防线莱茵河与多瑙河河岸建设了许多同时是防卫据点的军团基地。也就是说，攻势的时代结束，接下来进入了守势的时代。罗马军建设的一连串基地，包括科隆（Cologne）、波昂（Bonn）、梅因兹（Mainz）、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奥古斯布鲁克、维也纳（Wien）、布达佩斯（Budapest）、贝尔格勒（Belgrade）等。这些基地要面对的敌人，就是帝政时代以后的罗马人口中的蛮族。





罗马人认为，罗马皇帝的两大职责在于保障安全与粮食。「粮食」和「工作」一样，社会如果和平，便容易获得维护。视防卫为国家首要要务的罗马人，只要有必要，即使皇帝也得上前线。例如马库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译者注：即《后汉书》所载的大秦王安敦）帝是在作战途中死于维也纳；赛普提敏·赛弗拉斯帝则是病死于约克镇。认为皇帝的健康不如帝国防卫来得重要，而且没有人为此感到疑问，这显示出他们的防卫意识高昂。也正因为如此，实际上的防卫机制才更为有效，罗马人也才得以长期抵抗蛮族入侵。

而且，罗马人之所以是罗马人，就在于他们不仅采取上述的「鹰派」路线，也并用了「鸽派」路线。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敌视防线外的所有民族，如果是提供兵力与采购物资的蛮族，他们也不忘建立友好关系。就如同罗马人以分裂内部的方式统治行省居民一样，在对付敌方的蛮族时，同样也实践了「分割并统治」（Divide et impera）的格言。

不过，这个鸽派路线有个缺陷，那就是只能对与罗马人接触的蛮族发挥效果，而真正可怕的敌人，是住在想接触都无法接触的远方，位于东北欧的蛮族。





确实，到了西元五世纪，蛮族入侵的规模已经达到只能称为民族大移动的地步，使得当时已经分裂成东西两方的罗马帝国因此灭亡。可是要解析这个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深入了解：建国史可以说与蛮族入侵史重叠、长年来一直成功抵挡了蛮族入侵的罗马人，为什么在过了某个时期之后，便开始抵挡不住了呢？以及为何东罗马帝国能够抵挡，而西罗马帝国办不到呢？

这才是问题真正所在。只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答，那么所有答案都算不上是答案。」

「那么请你回答吧。」

「写成书籍起码需要五大本的大问题，没有人能够简单地回答的。」




问题二十





为什么罗马会灭亡？



「一路这样听下来，实在让人感到罗马人是个伟大的民族。连这样的民族竟然也衰亡了。所以，最后要提出的问题是大家都会感到疑问的，那就是为什么罗马会灭亡？」





「关于这个问题，请目前依旧是通识书巨擘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来回答应该最为妥当。他是这样说的：


「罗马的衰退，是一个空前伟大文明所必定到达的、极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中略）……因此，随着时代与情势的变化，支撑这栋巨大人工建筑的各个部分开始动摇，雄伟的建筑最后于是被自身的重量给压垮。罗马的灭亡，起因就是如此单纯，而且不可避免。所以，与其问罗马为何灭亡，不如问罗马如何能存续这样长的时间。」







确实，一切正如同吉朋所说。然而在吉朋之后的史学家中寻找灭亡原因的人却多过验证存续因素的人，这点吉朋却是要负一点责任。

吉朋将罗马比喻为一栋硕大雄伟的建筑物，他所著作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从西元二世纪末期开始。也就是说，他是从支撑建筑的各个部分开始动摇的时期开始叙述。

然而，要知道为何这栋建筑能够长期存续，就必须知道这栋建筑物当初是如何兴建，之后又经过那些补强措施维护至今。也就是说，兴建的时期，亦即从建国到共和政体结束为止，以及维修时期，亦即从帝政时期到五贤帝时代末期的罗马的情形，是必要的先决条件。

偏偏吉朋没有为我们做这些工夫。当然，每当有任何「部分」开始动摇掉落，他会为我们验证到底问题出在那里。可是光靠这些资料，永远见不到当初雄伟的建筑存在时的全貌。既然看不见全貌，那么不管叙述的人说这栋建筑是如何空前伟大的文明，听的人也只能得到模糊的印象。

为什么他不将题目定为「罗马帝国兴衰史」，描写罗马从建国到灭亡，有如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罗马史呢？为什么他只写下罗马从开始衰老到步上死亡的历史呢？

也许因为吉朋也无法跳脱自身的时代吧。他出生于二百多年前的启蒙主义时代，想必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全盘信任人类的理性。他曾经留下文字表示，西欧四千年的历史经验，必须有助於提升我们欧洲人对未来的希望、减少不安的要素。而吉朋在描述完罗马的崩溃之后，还这样表示：


「不论任何时代，都会比以前的时代更加进步。今后的人类想必也会持续进步。不论是财富、幸福或知识，甚至於人的道德心，一定都会持续地增进。」



我们只能说活在有这种想法的时代真是幸福。从这里也可以探索出吉朋对于发展期与安定期的罗马人兴趣缺缺的原因。

吉朋想必认为，他所属的大英帝国以及大英帝国领头的欧洲文明，已经超越了罗马文明，当代人也比罗马人进步，所以判断学习罗马史而能有益于当代的，不是发展期也不是安定期，而是衰退期的罗马史。他应该就是在这种想法之下，才会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不是《罗马帝国兴衰史》。

话说回来，事隔二百年的现代，吉朋的功绩还是同样地伟大。不过笔者认为，在阅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前，还是将上述的这些情况记在脑海较好。」





「我知道吉朋的史书要怎么阅读了，不过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我再重复一次，在你心目中认为，罗马是为什么灭亡的？」

「之所以由吉朋代言，是因为目前笔者还没有作好回答这个问题的準备。接下来要谈谈为什么还没有準备好。

在预定为十五册的《罗马人的故事》系列中，第Ⅰ册到第Ⅴ册用来描写吉朋所说的雄伟建筑的建设过程。第Ⅵ到第Ⅹ册，则叙述这栋建筑完工到维修的过程。而第Ⅺ册到最后的第XV册，则预定用来描述从开始部分崩落到完全解体为止的故事。目前第Ⅷ册已经出版，而第Ⅸ册还在準备中。

笔者不会以站在现代回首过去，进而批判裁断的态度，而是以近身报导的方式，视理解当时的人思想为最重要的原则。有时笔者甚至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替罗马人拍记录片。正因为如此，从执笔以来，只要是当时的罗马人不可能有的想法，笔者也不会去考虑。目前笔者正在研究第Ⅸ册的主题，罗马鼎盛期五贤帝时代，而当时的罗马人绝对想不到帝国会灭亡，所以笔者也还不能放在心上。

不过，近身报导罗马人，与同化成罗马人是两回事。如果说吉朋是全面信任人类理智的十八世纪人物，那么笔者就是二十世纪末期的人物了。这个时代的人的特质之一是难以相信人类的理性，而这可能来自於法国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结果。

笔者的日常生活，可说是每天沿着时光隧道来回於古代与现代之间。如果在描写朱利斯·凯撒时，有人问笔者有关罗马帝国灭亡的问题，那答案应该只有一句「我目前不关心这个」。而现在笔者与罗马人的密切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五贤帝时代。对于笔者来说，罗马人目前正在享受帝国文明的巅峰。站上巅峰之后，接下来只有下坡路可走了。也就是说，帝国的灭亡虽然还在遥远的前方，但已经进入视野中了。

不过现在只是刚进入视野而已，还没有正式进行调查研究，所以无法提供明确的思路，甚至连个假设都拿不出来。所以接下来希望大家听一听的，只是笔者的想像而已。





有句话说罗马灭亡的原因，就和研究罗马灭亡的史学家一样多。没有人认为罗马是为了一二个原因灭亡的。不过其中最主流的想法，是认为清新的基督教徒想要挽救堕落的罗马，但是为时已晩，敌不过堕落的速度，西罗马於是灭亡。

笔者实在无法接受这个论点。如果跳脱偏见来验证历史，就连罪恶横行，使得塔西图斯等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感到悲愤的时代，罗马都还是维持著兴盛的局势。

如果说罪恶是罗马灭亡的原因，那么应该随着时代演进而越来越邪恶。其实从吉朋所指出的衰退期，即西元二世纪末起，罗马人通奸与离婚的现象减少，开始守着一夫一妻制度，借债与造成借债的浪费行为也消弭了下来。也就是说，罗马人的生活更加健全了，但却还是无法挽救罗马的衰退。

难道说一句为时已晩，就算是答案了吗？而且若是来得及的话，基督教又真的救得了罗马帝国吗？

根据笔者的想像，其实原因出在罗马人的气力衰退了。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是罗马人失去了活力（vitality）。即使是恶行，进行时也相对需要能量。是否罗马人失去了曾经如此大规模发挥於善恶两方面的活力呢？如果这是丧失自信所造成的结果，那么罗马人又是为何从某个时期之后，便开始丧失自信了呢？

近来笔者开始认为，要回答罗马灭亡的原因，只需回答罗马人是为何、何时，以及是什么因素丧失自信的就足够了。」






五贤帝时代的罗马帝国最大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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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以下列出皆为译本，提供读者参考）


















日文资料


















后世的历史书、研究会













罗马人的故事9：贤君的世纪




作者简介






给读者的话






第一章 皇帝图拉真










迈向皇帝之路


















满腔斗志


















暂时返回首都


















古罗马的「君王论」


















空洞化对策


















育英资金


















达其亚问题


















第一次达其亚战役


















建筑师阿波罗多罗斯（Apollo Doros）;


















「图拉真橘」


















从黑海到红海


















第二次达其亚战役


















凯旋


















战后处置


















公共事业


















行省统治


















小葡里尼斯


















图拉真的私生活


















帕提亚问题


















远征


















辞世














第二章 皇帝哈德良










少年时代


















青年时代


















迈向皇帝之路


















年长之女


















皇位继承之谜


















皇帝生涯


















整肃


















扳回一城


















哈德良的「旅行」


















莱茵河


















重建


















不列颠


















希斯帕尼亚


















地中海


















东方


















雅典


















北非


















「罗马法大全」


















维纳斯神殿


















万神殿


















哈德良的別邸——Villa Adriana


















再次踏上「旅途」


















萝马军圈


















埃及


















美少年


















犹太叛乱


















离散（Diaspora）


















罗马人和犹太人


















余生


















继任者问题


















死














第三章 皇帝安东尼奥·派阿斯










幸福的时代


















德高望重


















马库斯·奥理略


















「国父」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罗马人的故事10：条条大道通罗马




作者简介






序言






第一章 硬体建设










街道


















桥梁


















使用硬体设施的人


















水道














第二章 软体建设










医疗


















教育


















结语














参考文献






彩图





罗马人的故事11：结局的开始




作者简介






第一章 皇帝马库斯·奥理略










成长的时代


















家世


















序言


















家庭教育


















少年时期


















成年礼


















帝王教育


















罗马人的哲学


















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史


















次任皇帝马库斯


















罗马人的一天


















恩师佛伦多


















成婚


















某个疑问


















皇帝马库斯·奥理略


















两名皇帝


















卢西厄皇帝


















饥荒、洪水


















东方战云


















帕提亚战役


















御驾亲征


















开始反攻


















哲学家皇帝的政治


















瘟疫


















基督教徒


















日耳曼战役


















卢西厄之死


















战役肇始


















「防线失守」


















罗马人与蛮族


















时代的变化


















「马库斯·奥理略圆柱」（Columna Marcl Aurelii）


















多瑙河战线


















前线基地


















蛮族的骨牌效应


















谋反


















加西阿斯将军


















收拾残局


















确立世袭


















「第二次日耳曼战役」


















驾崩














第二章 皇帝康莫德斯










电影与历史


















战役结束


















「六十年的和平」


















康莫德斯其人


















皇姊芦琪拉


















阴谋


















最初的五年


















侧近政治


















「罗马的海克力士」


















暗杀














第三章 内乱时期










军团基层出身


















皇帝沛提那克斯


















皇位争夺战的起始


















进军罗马


















於首都


















竞争对手——雅尔比诺


















另一名「基层出身」


















伊索斯平原














第四章 皇帝赛埔提谬斯·谢维勒










军人皇帝


















意外的结局


















东征，及其结果


















衣锦还乡


















不列颠


















驾崩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后世撰写的史书及研究书籍













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




作者简介






致读者










关于危机性质的不同














第一部 三世纪前半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西元二一一年~二一八年






















皇帝卡拉卡拉（西元211年~217年在位）






























人人皆是罗马公民！






























「既得权」与「取得权」






























「取得权」的「既得权」化造成的影响






























帝国国防






























罗马的通货膨胀






























帕提亚战役






























机动部队






























前往美索不达米亚






























谋杀






























皇帝马克利努斯（西元217年~218年在位）






























撤退






























叙利亚的女人






























夺回皇位


























第二章 西元二一八年~二三五年






















皇帝荷拉迦巴尔（西元218年~222年在位）






























皇帝亚里山德尔·谢维勒（西元222年~235年在位）






























法律专家乌庇亚努






























和平的六年






























忠臣失势






























史学家狄奥






























波斯萨桑王朝






























中兴旗帜






























波斯战役（一）






























士兵罢工






























第一战






























日耳曼政策






























莱茵河畔


























第三章 西元二三五年~二六〇年






















皇帝马克西谬斯·色雷克斯（西元235年~238年在位）






























实力与正统性






























元老院反击






























一年五人即位






























实务官员提梅吉丟斯






























远征东方






























古代地缘政治学






























皇帝菲利普·阿拉布思（西元244年~249年在位）






























罗马千年国庆祭典






























皇帝德丘斯（西元249年~251年在位）






























镇压基督教（一）






























蛮族大举入侵






























哥德族






























石棺






























与蛮族议和






























日耳曼民族初见地中海






























皇帝瓦雷力亚努斯（西元253年~260年在位）






























镇压基督教徒（二）






















第二部 三世纪后半的罗马帝国










第四章 西元二六〇年~二七〇年






















波斯王夏普尔






























皇帝遇俘






























波斯的基础建设工程






























皇帝迦利艾努斯（西元253年~268年在位）






























空前国难






























高卢帝国






























帕耳美拉






























帝国三分






























一道法令






























防线的历史变迁






























军事结构改革






























膨胀性萧条（Stagflation）






























古人的「私房钱」？






























不信任议案






























皇帝克劳狄斯·哥德克斯（西元268年~270年在位）






























哥德族入侵


























第五章 西元二七〇年~二八四年






















皇帝奥雷利亚（西元270年~275年在位）






























展开反攻






























通货发行权






























「奥雷利亚城墙」






























弃守达其亚






























女王泽娜比亚






























初战






























再战






























帕耳美拉攻防战






























收复高卢






























凯旋仪式（triumphs）






























帝国一统






























皇位悬空






























皇帝塔西图斯（西元275年~276年在位）






























皇帝普罗布斯（西元276年~282年在位）






























蛮族同化政策






























皇帝卡尔斯（西元282年~283年在位）






























波斯战（二）






























落雷


























第六章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原始史料













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




作者简介






致读者






第一章 戴克里先时代（西元284年~305年）










脱出迷雾


















双头政治


















「四头政治」


















兵力倍增


















改造帝国


















官僚大国


















万稅大国


















经济管制国家


















戴克里先与基督教


















戴克里先浴场


















退位














第二章 君士坦丁时代（西元306年~337年）










「四头政治」的崩溃


















六名皇帝


















高峰会谈


















「公敌」马克森提斯


















决战


















创造历史的战斗


















拼凑而来的凯旋门


















承认基督教


















唯一最高权位者


















建设新首都


















领导阶层的变貌


















军方变貌


















贫富差距


















家庭悲剧














第三章 君士坦丁与基督教










潜伏时期


















浮出台面


















「米兰敕令」


















基督教扶助策略


















尼西亚公会议


















“Instrumentum regni”亦即「支配用的工具」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图片出处





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




作者简介






致读者






第一章 皇帝君士坦提乌斯 （西元337~361年在位）










剷除异己


















帝国三分


















一人退场


















第二人退场


















副帝葛尔斯


















叛贼马格嫩提乌斯


















兄弟之间


















处死副帝


















朱利亚努斯成为副帝


















君士坦提乌斯与基督教


















高卢的朱利亚努斯


















积极作战


















日尔曼民族


















史特拉斯堡大捷


















罗马最后一场凯旋仪式


















高卢复兴














第二章 皇帝朱利亚努斯 （西元361～363年在位）










古代东方


















波斯萨桑王朝


















朱利亚努斯登基


















内战準备


















大幅裁员


















「叛教者」朱利亚努斯


















对基督教的宣战布告


















安提阿


















波斯战役


















首都格帖丝皇


















北上底格里斯


















英年早逝


















朱利亚努斯逝世后


















缔结和约


















朱利亚努斯皇帝的生与死














第三章 主教安布洛修斯 （西元374～397年在位）










异族出身的皇帝


















匈族登场


















哈德良堡大败


















皇帝狄奥多西


















公认异族迁居


















恢复亲基督教政策路线


















「异教」与「异端」


















排斥「异端」


















排斥「异教」


















论战


















基督的胜利（对异教）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基督的胜利（对皇帝）


















东西分裂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罗马人的故事15：罗马世界的终曲




作者简介






前言






第一章 最后的罗马人 （西元395~410年）










东西分裂


















罗马人与蛮族


















史提利柯将军


















监护人


















「现场证人」


















西哥德族


















阿拉里克


















地中海是「内海」的时代


















亚非利加叛乱


















农民成为农奴


















非生产人员的增加


















公德心的衰退


















再度入侵


















前往义大利


















对决


















拋弃高卢


















凯旋仪式


















迁都拉温纳


















巨浪临头


















迎击


















罗马帝国实际战力


















翡佐蕾之役


















高卢现势


















以毒攻毒


















孤立


















计谋


















苦恼


















死亡


















空白


















恐吓·其一


















恐吓·其二


















「罗马洗劫」


















离开罗马的人














第二章 罗马帝国的消逝 （西元410~476年）










霸权国家的职责


















蛮族化的进展


















「三分之一系统」


















东罗马帝国


















女人与权力


















「军司令官」群


















「军司令官」玻尼法提斯


















汪达尔族


















圣奥古斯丁


















「军总司令官」艾提乌斯


















瓦解


















匈族


















阿提拉


















香槟钮会战


















威尼斯开国


















自行崩溃


















再度「罗马洗劫」


















最后二十年


















东西帝国最后一次联军


















罗马帝国亡国














第三章 「后帝国时代」 （post imperium，西元476年~）










奥达凯尔


















共存路线


















不列颠·「后帝国时代」


















高卢·「后帝国时代」


















希斯帕尼亚·「后帝国时代」


















北非·「后帝国时代」


















“Pax barbarica”（蛮族和平）


















分居


















提欧铎力克


















进军义大利


















东哥德王国


















运用败者


















忠臣卡西欧卓斯


















「东方」长手


















「蛮族和平」的结束


















学院


















修道院


















查士丁尼大帝


















《罗马法大全》


















圣战思想


















贝利萨留斯将军


















进军亚非利加


















汪达尔王国溃败


















进军义大利


















哥德战役


















罗马攻防战


















纳尔赛斯将军


















攻陷拉温纳


















重开战役


















结束战争


















义大利之死


















贝利萨留斯之死


















查士丁尼之死


















结语














附录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罗马人的故事16：关于罗马人的二十个问题




作者简介






给读者的话






问题一 据说罗马虽然军事上征服了希腊，文化上却反被征服，这是事实吗？






问题二 关于万恶的罗马人






问题三 关于都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问题四 关于贫富差距






问题五 关于与劲敌迦太基人之间的对决






问题六 古罗马人与现代日本人之间的共通点






问题七 什么叫做「罗马和平」?






问题八 关于罗马的历代皇帝






问题九 什么叫做公民，公民权又是什么？






问题十 关于多神教与一神教本质上的差异






问题十一 关于罗马法






问题十二 罗马人的都市计画






问题十三 关于真、善、美






问题十四 什么叫做「面包与娱乐」?






问题十五 关于自由






问题十六 关于奴隸






问题十七 历史该不该有“if”?






问题十八 关于女性






问题十九 关于蛮族






问题二十 为什么罗马会灭亡？






古罗马、希腊、东方年谱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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